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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萨弗兰斯基生于1945年，哲学博士，长期生活在柏林，1987年他出版了已被翻译为多国文字，至今仍然畅销的叔本华传《叔本华与哲学的野蛮时代》，使他成为当今德国哲学著名的自由撰稿人。


  本书出版于1994年，问世不久就成为畅销书。这本书出版以后，知道我在研究海德格尔的德国朋友纷纷来信向我推荐，一年之内我就收到三本朋友的赠书，其中一本是海德格尔的再传弟子，布尔特曼的学生海因里希·奥托（Heinrich Ott）寄来的，并且告诉我，这是他迄今为止见到的最好的海德格尔思想传记。另外一位赠书的朋友是德国乡间中学的生物学教师马克斯·宾德（Max Binder）先生，他在附信中说，“连我这个哲学盲都能看懂这本书。它居然使我也了解了海德格尔的思想，所以我想，这一定是本好书，值得向你推荐。”


  翻阅过全书之后，我发现本书的确是一部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精髓的深入浅出的好书。译者于海德格尔思想之中盘桓有日，自以为独有心得。但在初读萨弗兰斯基的《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时，不仅如逢知己，且常有茅塞顿开之感，所以迫不及待，向尚不能读德文原著的哲学爱好者译荐此书，共同分享恍悟之乐。


  这本书以平实的语言，一边说故事一边讲道理，介绍了海德格尔的家庭背景、童年和青年时的生活，他故乡的政治文化及宗教传统，他大学时期的思想转变，如何成为地下哲学王及与犹太姑娘，后来的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的恋情，纳粹时期的拙劣表演，光复以后政治上的顽冥与哲学上的深邃，并且按照海德格尔著作写作的时间顺序，一步一步地讲述评论了海德格尔整个思想的发展过程。这本书难能可贵之处有两点：第一，他不是孤立地评介海德格尔思想，而是把海德格尔思想放到当时的哲学、宗教、政治思潮中，通过比较，确定海德格尔思想的来源、从属的政治倾向，以及他比同代人的同类思想高明在何处。为此，传记作者用了大量笔墨，介绍了一次大战前后曾经名重一时，但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了的思想家的思想。正如一位Carl Hanser出版社的编辑向我说的那样，该书不仅仅是一本海德格尔的思想传记，而且是一本20世纪的哲学政治思想史。


  还记得我的朋友王炜先生听说我要翻译《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一书时，曾问我，你常说翻译太难，罕为移译之事，如今出乎尔，反乎尔，怎么译起500页的长卷呢?我说，为了海德格尔，我愿意上这个贼船。我这里所说的为了海德格尔，是指为了更好地理解海德格尔。


  按译者感觉，海德格尔对人生的分析好像一张人生剧照的负片，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一张关于人生的清晰夺目、绚丽多彩的生动写照。但要得到这幅彩照，则需要把这负片拿到暗室里在显影灯下，放在显影纸上，泡到显影液中去洗。这就属于哲学爱好者自己的工作了。译者希望此书的读者也能像摄影爱好者那样，在暗室的操劳中享受到难以言传的乐趣，并可以将完成的作品向公众显摆，与大家共同品评欣赏。


  “就像在两千年之后的今天仍然从柏拉图著作中向我们迎面冲来的风暴一样，席卷着海德格尔整个思想活动的风暴不是发源于我们这个世纪。它来自非常非常古老悠远的年代。它将尽善尽美留给我们，就像一切尽善尽美者一样，又重归那非常非常古老悠远的年代。”


  
    汉娜·阿伦特
  


  “一个真理必有尽其天年之时，就像以前人们常说的那样；不然的话她就是个无世界的家伙。世界之所以已经变得这么贫瘠干瘪，就是因为有如此众多的人为制造出来的思想到处游荡，无着无落，无形无迹。”


  
    埃哈德·凯斯特纳
  


  “假如离开了人，存在［das Sein］必喑哑：它仍在那，却难以成真。”


  
    亚历山大·考叶维
  


  
    献    给
  


  



  
    吉泽拉·玛利亚·尼克劳斯
  


  
    乌尔里希·伯姆
  


  
    翰斯-彼得·翰珀尔
  


  
    赫尔穆特·勒腾
  


  
    策斯·诺特鲍姆
  


  
    彼得·斯罗特笛叶科
  


  
    乌尔里希·万纳，
  


  
    对你们让我分享到的友情，
  


  
    对你们的好奇与各自的信息上的帮助，
  


  
    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前    言


  海德格尔，他的人生，他的哲学，这是一段很长的故事。它包含着整个世纪的激情和灾难。


  哲学上，海德格尔来自悠久遥远之乡:他把赫拉克里特、柏拉图、康德视为同代，与他们十分亲近，以至于使海德格尔能够聆听到这些前贤们的未尽之语，并且将它们表达出来。在海德格尔这里，整个奇妙的形而上学尚存，但是尚存于形而上学业已沉寂的时刻；也可以说，它尚存于形而上学为别的东西敞开自己心扉的时刻。


  海德格尔的激情所在是提问，而不是回答。他所追问、寻觅的东西，被他称之为存在。海德格尔在他的整个的哲学生涯中，不断地提出关于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意义无非是把在现代已受到威胁，以至于行将消失的人生的秘密重新赋予人生而已。


  海德格尔是作为天主教哲学家开始他的哲学生涯的。他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挑战，发展出了关于人生此在的哲学:人生此在处身于空洞的天空〔指现代文明中，天失去了它古老的居民，即上帝和神话中的诸神，因此变成了空无一神的天。——译者〕之下，生活在暴力统治吞噬着一切的时代，他是被抛的，但又赋有筹措自己人生之天赋。这是一种呼吁每个个人接受他的自由和责任的、严肃对待自己的死亡的哲学。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提问存在就意味着，使人生此在轻装洒脱，就像为航船起锚［Lichtet］〔德语中有两个动词写作lichten，两个词来源完全不同，一个源于“光［Licht］”字，一个源于“轻［leicht］”字。传记作者用后者来解说海德格尔所用lichten一词。——译者〕，以便使它自由驶向大海一样。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史是一则可悲的讽刺：在这个过程中，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完全失去了它原有的解放、洒脱的特征，反而使思维在它面前感到备受威胁，困窘不堪。解除思维的这种窘困的日子将会到来。到那时人们也许已经超脱了，足以回应色雷斯侍女〔典故出自泰勒士的故事。据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的记载,有一次泰勒士仰头观察星象,不慎落井,一位色雷斯侍女见了嘲笑说，他急于知道高天之上的东西，却忽视了身旁脚边的一切。——译者〕对这位哲学天才某些不幸蒙难的深刻思想的嘲笑。


  海德格尔的政治纠葛一直对思维的困窘发挥着影响。出于哲学上的原因，海德格尔曾短时期当过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者，但是，帮助他从政治黑幕中解放出来的也是他的哲学。他当时的所作所为对他是一种教训。从此以后，趋向于权力的意志对精神的诱惑性问题也被包括到他思考的范围之内。海德格尔的哲学之路始于对果断［Entschlossenheit］ 的思考，经过关于伟大历史时刻的形而上学，最后达到了泰然任之［Gelassenheit］和对世界体贴关怀的思想。


  马丁·海德格尔——一位来自德国的大师。


  他真的是一位大师：他出身于神秘主义者大师艾克哈特的学派。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在非宗教的时代为宗教体验保留了一片天地。他找到了一种思想方式，既能坚持贴近事物，又能防止堕落为陈腐。


  他的确非常“德意志化”，就像托马斯·曼笔下的阿德里安·莱弗金〔托马斯·曼（1875年6月6日—1955年8月12日），德国现代最重要的文学家,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阿德里安·莱弗金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由一位友人讲述的德国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金的一生》的主人公。这是一部描写德国走向法西斯、走向战争和毁灭的历史悲剧的“时代小说”。书中莱弗金不满传统，急于创新,于是像浮士德一样与魔鬼订约,以放弃人类的爱为条件换取魔鬼提供的创新灵感。25年以后，他的灵魂归魔鬼所有。但他的人性并没有完全泯灭,因向人类表示爱而受到魔鬼的惩罚变成痴呆。这里作者喻示海德格尔同纳粹的经历。——译者〕那么“德意志”。海德格尔的人生和思想史是又一个浮士德故事。哲学中的特殊德意志道路的可爱、魅力和高深莫测日益为人们认识，它本应是欧洲际的事件。最后，由于他在政治上的纠葛，他也确实是保罗·策兰〔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原名保罗·安托舍尔（Paul Antschel），说德语的犹太诗人，1920年生于奥匈帝国的彻尔洛维泽（Tschernowzy），1970年4月在法国巴黎自杀身亡。——译者〕诗中的那种“来自德国的大师”。 〔保罗·策兰在他1948年出版的著名诗集《骨灰罐里的灰粒（Der Sand aus den Urnen）》中有一首诗叫《死亡赋格曲》，其中 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成了德国知识分子阶层尽人皆知的名句。本传记作者选用“来自德国的大师”为书名，既影射海德格尔与“纳粹”的瓜葛，又预示出海德格尔哲学的重要课题之一：死亡，而字面上又十分贴切地指出了海德格尔在哲学中的地位。——译者〕


  这就是海德格尔，这个名字书写了德国精神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章。无论如何人们总要谈论他，不管是出于善意还是出于恶意，或者出于善与恶的彼岸。


  第  一  章


  被抛  麦氏教堂上的那片天  地方上的教派分裂  主角  敲钟的小男孩儿  唯一的兄弟  此-此-此在  双亲  在教会的卵翼下  在康斯坦茨  世俗与其他  弗赖堡高级中学  差一点儿当上耶稣会修士



  1928年已经成为名人的马丁·海德格尔，在给他以前在康斯坦茨天主教寄宿学校上学时的班长的信中写道：“也许哲学以最强烈、最持久的方式向人们指出，人总是一个刚开始的新手。哲学探讨最终无非就是意味着当一个刚开始的新手。”


  海德格尔开端的赞扬具有多种含义。他想当开始开端中的大师。他到希腊这块哲学的开端中去寻求已经逝去的未来，而在当代他却想在生活中找到使哲学持续涌流之源。而这些恰恰发生在“人生之心境情调［Stimmung］”中。对那些硬性规定必须从思想开始哲学思考的哲学,他持批判态度。海德格尔说，哲学应该始于“人生之心境情调”，始于惊异、畏惧、忧虑操心、惊叹好奇和狂欢。


  对海德格尔来说，是“人生之心境情调”把生活与思维联系在一起。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断然拒绝在自己的生活中对本人思维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做任何研究探索。在讲授亚里士多德的某堂课上，海德格尔用下面十分简练的话作为开场白:“他诞生、工作而后死去。”海德格尔希望后人也能这样谈论他自己，因为他的最大的梦想就是，为哲学生活，甚至消失在自己的哲学之中。这当然和他的人生心境情调有关：他急于（也许过于急切）发现现存东西中最紧迫的东西，以便稽查出其中的隐秘。也许，最紧迫者莫过于生活本身。海德格尔的人生之心境情调使他自己言道：“人生此在即是被抛”，存在［Sein］则“被揭示为负担”。因为“对于它是否愿意进入‘人生此在’一事，作为此在本身的人生此在何时曾自己自由作过决定?或者有朝一日能自己决定？”（《存在与时间》，第228页）


  海德格尔喜欢作大动作。所以人们从来弄不清楚，海德格尔是在谈论西方世界还是在谈论他自己，是就存在本身还是就他自己的存在进行辩论。但是，如果“哲学不是起源于思维，而是起源于人生之心境情调”这条基本原则的确有效，那么便不允许我们把一种思想只放到同其他思想的较量中，即置入思想传统的高原之上。当然海德格尔同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他这样做的唯一动机是为了回到他自己的生活。传统显然不允许把他自己的入世［Zur-Welt-Kommen］作为偶然馈赠［Geschenk］，或者作为承诺甚多的莅临来体检。所以那一定是一场大变故，他的人生之心境情调所向往的就是这种大变故。


  他感到，自己“被抛”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并不是他1889年9月26日出生在那里，在那里度过童年的上世纪末的麦氏教堂镇。但这块土地毕生令他魂牵梦绕。当那个作为他对现代性吹毛求疵的后盾的故土世界将他抛了出来时，他方才感到自己是被抛了。我们不要忘记，出生并不意味着入世的完成。在人的一生当中，人必须反复诞生多次。而且可能永远不能完全贴近世界。现在我们先谈海德格尔的第一次诞生。


  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是个箍桶匠兼麦氏教堂镇的天主教圣·马丁教堂的司事，于1924年去世。他肯定经历了儿子与天主教的决裂，但却未能赶上经历儿子哲学上的成功。母亲死于1927年。海德格尔在她的灵柩里放了一本刚刚出版的《存在与时间》。


  他母亲的家族世居邻村格根恩。每当凛冽的寒风从施瓦本山的高原上袭来的时候，麦氏教堂镇的居民们便说，“从格根恩刮下来的……”。母系祖上几代都生活在村里的国有庄园“窿洞农民田庄”。1662年西妥教团修道院准许海德格尔的一位高外祖雅克布·肯普夫在位于普福伦村附近的这所森林庄园中务农为生。1838年海德格尔的另一位外祖用3800古尔登将田庄赎为己有。但是在精神上仍然保持着教会子民的身份。


  海德格尔父系的祖先都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是在18世纪从奥地利移居此地的。麦氏教堂镇的镇史研究者发现，海德格尔血缘可以上溯到麦格勒尔和克罗伊策尔家族。17世纪最著名的布道者亚布拉罕·阿·桑克塔·克拉拉就出身于麦格勒尔家族。而另一个家族中则诞生了作曲家康拉丁·克罗伊策尔［Konratin Kreutzer］。海德格尔在康斯坦茨天主教寄宿学校时的宗教指导教师、后来的弗赖堡教区大主教孔拉德·格勒贝尔也是海德格尔的远房亲戚。


  麦氏教堂镇是一个很小的小镇，坐落在博登湖、施瓦本山和上多瑙河之间，是阿雷曼地区和施瓦本地区交界处的一块贫瘠而穷困的土地。阿雷曼人天性持重，性情忧郁，好冥想沉思。而施瓦本人性格爽朗，坦率，耽于梦想。前者倾向于冷嘲热讽，后者更乐于驰骋激情。马丁·海德格尔两种天性均沾。约翰·彼得·黑贝尔是阿雷曼人，荷尔德林是施瓦本人，两人都被海德格尔选作自己的庇护人〔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谢林和黑格尔的挚友。黑贝尔（1760—1826），阿雷曼地区的乡土诗人。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中经常借助两位诗人的诗歌来阐发他自己的思想。——译者〕。在海德格尔看来，两人均受到各自乡土民情的陶冶，而后都出脱为大世界中的伟人。海德格尔对自己持同样的看法：“向太空的广阔自由开放，同时又生根于大地的幽冥之中。”（《思想的经验》，第38页）


  1942年，有一次海德格尔在课堂上解释荷尔德林的多瑙河赞歌《伊丝特尔》。在他的讲稿中夹着一张在公开发表的文本中未予收录的字条，上面写着：“也许诗人荷尔德林，注定要成为一位思想者的有决定性意义的赠品：其祖父于《伊丝特尔赞歌》诞生之时在位于上多瑙河激流之畔、山岩峭壁之下的牧场羊圈中出生。”（珀格勒：《海德格尔对自己的政治理解》，第41页）


  是自我神化吗？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按照自己的愿望来确定自己出身的尝试。在威尔登施坦山巅城堡之麓、麦氏教堂镇脚下、多瑙河畔的一所房子上，闪烁着荷尔德林的光华；18世纪海德格尔家族生活在这里。这所房子还在。房子现在的主人向来人叙述着，头戴巴斯克圆帽的教授如何频频光顾此地。


  在多瑙豪斯和威尔登施坦城堡附近静卧着一个小镇博伊隆，它环抱着一所天主教本笃会的修道院。这里过去曾是奥古斯丁教团唱诗班的男修道院，里面有牲口栏、粮食垛以及一座颇具规模的图书馆——这个静谧的修士世界一直吸引着马丁·海德格尔，即便是在他和天主教决裂之后亦是如此。在20年代，寒暑假期间他间或光顾修道院，在僧房中盘桓数周。1945年到1949年间，盟军禁止海德格尔从事任何教学活动。那时，博伊隆修道院是他能在公众场合公开露面的唯一场所。


  19世纪末麦氏教堂镇住有两千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有一些地方工业：一个酿酒作坊,一个纺线作坊，一个牛奶场。镇上还设有行政区的办事处、职业学校、一个电报所、一个火车站、一个二级邮所、一个地方法院、一个协作社工作站、一个领地和城堡管理站。麦氏教堂镇行政上属于巴登州，这对于这个小镇的精神生活的气氛具有重要意义。


  从19世纪初起,在巴登州就形成了强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此处的自由主义是指德国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译者〕：1815年这里颁布了议会制宪法,1831年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它曾经是德国1848年革命的堡垒。1848年4月海克尔〔弗里德里希·海克尔（1811—1881），是1848年革命时巴登州义勇军领袖，革命后移居美国务农。美国南北战争时担任上校。——译者〕和施特鲁韦〔古斯塔夫·施特鲁韦（1805—1870），律师和革命的政治家，1848年革命时期巴登州的起义的领袖，后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任军官。——译者〕在康斯坦茨附近号召举行武装暴动。革命的士兵们曾经聚集在多瑙厄申根。但是他们打了败仗。一年以后，他们曾经短时期占领多瑙厄申根，大公逃往阿尔萨斯地区。后来只是依仗了普鲁士军队的支持，旧的社会关系才得以恢复。在巴登州，人们谈起普鲁士就反感。甚至在1871年以后，这里的德意志疆界仍然掺有普鲁士的怪味儿。巴登州的自由主义者最终还是和德意志帝国和解了，因为它面临着新的对手：天主教会。


  天主教会与自由主义精神向来就势不两立。但是出于本身利益的需要，1848年以来，天主教却巧妙地利用着自由主义的精神：它像自由主义一样主张国家独立和宗教自由、反对国家对中小学和大学的监管权、提倡教会神职人员选定的自由、教产管理的自由，主张人们应该更多地服从宗教,而不是去服从教会中的个人。政府在1854年逮捕了弗赖堡教区的大主教，导致教会同政府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显然，由于在民众的思想习惯和生活习惯中教会的影响实在太深远、太强大，特别是在农村和小城市，最后还是政府方面作了让步。在德国西南部，天主教的通俗化运动中充满着宗教虔诚，对国家却怀有敌意；它维护教阶等级制，却反对国家权利，主张政治自治；它是反普鲁士的，但它反普鲁士与其说是出于宗教的动机，倒不如说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它是反资本主义的、是农业的、反犹的、乡土之情浓厚的；在社会下层人民中间，它的根基尤其深厚。


  1870年罗马天主教大公会通过了所谓“教皇的无错教条”，这使得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冲突重新尖锐起来：既然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已经不可能重建天主教会的世界统治,那么天主教世界至少也应该在国家和世俗社会面前得到有力的庇护。


  德国南部的地方教会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反对派与罗马天主教庭的主张相抗衡：所谓旧天主教运动。这个运动的基础是德国南部具有民族自由主义倾向的有文化修养的市民。在教会同国家的对立气氛中，他们不想过于“亲罗马”，而愿意维护天主教同本民族的密切联系。少数“旧天主教徒”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追求教会的现代化：取消教士独身的教规，限制对圣徒的崇拜，主张教区自治，牧师自由选举产生。


  这个运动建立了自己的教会组织，选举了自己的主教。尽管它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在旧天主教运动发展迅速的巴登州,但是，它的教民数量一直十分有限，从来没有超过十万会员。在70和80年代，麦氏教堂镇是这个运动的堡垒。有一段时间，这里的旧天主教徒几乎占到人口的一半。


  麦氏教堂镇的“文化斗争”一直延续到海德格尔童年时代。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代表孔拉德·格勒贝尔为这场文化斗争描绘了一幅沉闷的图画：“通过自己痛苦的经验,我们清楚地知道，在那个冷酷的时代有多少青年人的幸福被摧毁于旧天主教徒有钱人的孩子对罗马天主教徒的穷孩子的排挤之中：给他们教会的神职人员起的绰号；对他们本人拳脚相加；把他们抬到饮牲口的水槽里进行‘再洗礼’。我们还十分遗憾地通过亲身经历知道，旧天主教老师们是如何将‘公羊’同‘绵羊’清楚地加以区别〔见《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把“绵羊”比作善人，把“公羊”比作恶人，受到耶稣的唾弃。——译者〕：把来自罗马天主教家庭的孩子‘亲昵’地称之为‘黑病鬼’，并使这些孩子对‘走罗马之路必然会遭惩罚’这一点有切肤的感受。他们认识到，他们要想在麦氏教堂镇获得一个稳定的职业，只有皈依旧天主教。在后来很晚近的时候，人们仍然看到，要想在这个地区的亚布拉赫城［Ablach］〔Ablach为麦氏教堂镇附近的一条小溪，所以，麦氏教堂镇在这里又被称之为Ablachstadt，即亚布拉赫城。——译者〕中的小部门里谋得一个职位，唯一的路子是改变宗教信仰。”（格勒贝尔：《麦氏教堂镇的旧天主教会》，第158页）


  海德格尔的父亲也是受难者之一。他一直是“罗马天主教徒”，尽管这对他只有坏处。


  政府同意麦氏教堂镇的旧天主教徒有使用镇教堂，即圣·马丁天主堂，进行宗教活动的权力。这对于镇上的“罗马”教民来说，不啻是对圣地的亵渎。于是，他们搬出了圣·马丁天主堂。1875年在博伊隆的修士们的帮助下，罗马派在离教堂不远的地方，把一个水果储藏库改建为“临时教堂”，教堂司事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的箍桶作坊也在这里。马丁·海德格尔受洗礼也在这里。


  “罗马教派”和“旧天主教派”的对立，把镇子上的居民分裂为两大阵营:旧天主教是“好人家的圈子”，是自由主义派、现代派。从他们的观点看，“罗马教派”是社会进步的累赘。他们偏狭、落后，是一帮死抱着教会过时的陋俗不放的小市民。当“罗马派”教民们成群结队到田野作春季或秋季祈福游行时，旧天主教派的人都待在家里不出门，他们的孩子们则从家里向路过的怪物们扔石头。


  在这种斗争中，小马丁第一次经历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对立。旧天主教派属于“上头”的，罗马天主教尽管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却感到自己被压在下面。正是由于这种感受，使这些压在底层的人们结成了紧密的团体。


  到了上个世纪末，旧天主教派的人数在麦氏教堂镇也急剧减少。于是文化斗争气氛日趋缓解，“罗马派”又收回了他们的老教堂及所属地产和其他财产。海德格尔一家得以迁回到教堂区的司事房。1895年12月1日，“罗马派”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作弥撒，显示对背叛者的胜利。这时，小马丁意外地扮演了主要角色：把教堂的钥匙交还给后继者，使旧天主教派的司事感到十分尴尬，于是这位司事便把钥匙塞在正在教堂广场上玩耍的“罗马派”司事的儿子小马丁的手里。


  在雄伟耸立的圣·马丁教堂对面，低声下气地缩在教堂广场边缘的那间司事房，这就是他童年的世界。广场一直将自己宽阔的胸膛扩展到16世纪修建的公爵菲尔斯滕贝格宫殿面前。孩子们可以走进高大的宫门，进到宫殿的内院，穿过花园直到宫殿另一端的花园的大门，从那里出去，就是广阔的田野。田间路〔海德格尔有一本文集叫《田间路》。——译者〕就是从此开始的：“它从宫殿花园大门里跑出来，一直跑到埃恩利德。这条田野之路无论是在复活节的日子里，在抽芽的新苗和茂盛成长的青草之间来回闪动，还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消失在面前山丘的雪堆底下，宫殿花园里的老椴树们总是探出高墙，从高处静静地注视着它。”（《思想的经验》，第37页）


  在作圣事的时候，“司事孩儿”马丁和他弟弟弗里茨必须帮忙： 他们当弥撒辅助人员，采摘鲜花，装饰教堂，为牧师当信差，为教堂敲钟。在《钟楼的秘密》一文中，海德格尔回忆道：钟楼上悬挂着七只钟，每个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音色和自己的时间。有一只叫“卯”钟，它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敲响，即所谓“惊醒之声”，因为它惊醒小城里尚沉醉于梦乡中的人们。寅钟是死亡之钟。在上宗教课和捻珠祷告时敲响的钟叫“肯德”钟（“童钟”）。学校里十二点钟下课时敲响的是“克朗耐”钟。音色最美的是“洪钟”。它只在重大节日的前夜和早晨才被敲响。从濯足节〔复活节前的星期四。——译者〕到复活节的星期六之间，所有的钟都沉默了。在此之后，钟声便响鼓爆豆般响作一片：一支活动曲柄使一组小钟锤在硬木上使劲地敲打。这种响鼓位于钟楼的四角，打钟的男孩必须不断地转动它们，以便使严肃的鼓声飞向天空的四个不同的方向。最美的当然还是圣诞节。清晨四点半，敲钟的男孩们便来到司事房。房子中间的桌上排放着妈妈准备好的蛋糕、牛奶和咖啡。早饭之后，在司事房甬道里，人们点上灯笼，然后踏着瑞雪，穿过冬夜，走向教堂，爬上漆黑的钟楼，各自奔到自己负责的钟绳边和挂满冰霜的钟锤之下。海德格尔写道：“在基督教的各种节日上、各种庆典的前夕、在四季更迭的时刻以及每天的清晨、正午、入夜的时刻，充满神秘的赋格曲式的钟声此起彼伏，重复叠架，相互交融，以至于使这钟声在充满青春活力的心中、梦中、祈祷中和游戏中一直回荡，连绵不断。这钟声带着它的魔力和神圣，无时无刻不神秘地隐藏在钟楼之内。”（《思想的经验》，第65—66页）


  这是一个19世纪初在农村小镇里，处于教会卵翼之下的生命。在《田间路》一书中，海德格尔回忆他当时坐在学校的喷水池里玩弄自制的小船的情景:“这类梦幻般的航程尚隐藏在当时还模糊难辨的、沐浴了一切事物的光辉之中。母亲的眼睛与双手圈定了这个王国的疆域，……这类游戏的航程对于那种把一切堤岸都抛于身后的漫游尚一无所知……”（同上书，第38页）


  在海德格尔关于他麦氏教堂镇的童年生活的所有记忆中都有这种“当时还模糊难辨的光辉”。这不单纯是对游戏的美化。他的弟弟弗里茨也有同样的经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儿时的恶作剧中尽情享受着一种持续‘失重状态’下的舒适安适。这种体验（在成人之后）再也没有经历过了。”（米勒：《探照灯》，第11页）弟弟弗里茨在度过童年的小镇上终其一生：先在镇上一个信贷银行里做职员，后来死在那个小镇上。


  对麦氏教堂镇的人来说，弗里茨·海德格尔才是“地道的本地人”。他在这儿是如此出名，以致后来人们总是把世界著名的哲学家称之为“弗里茨的哥哥”。弗里茨·海德格尔有些口吃，但麦氏教堂镇的人们说，只有当他“严肃认真”的时候，“才会有话说不出来”。因此，海德格尔的人生此在（Da-sein）在弗里茨口里就成了此-此-此在［Da-Da-Da-sein］。但是，当他开玩笑时，他从来不口吃。比如，在狂欢节上讲话时，他就没有口吃过。在这种场合下，他一点也不紧张。在希特勒时代，他同那个地方的著名的纳粹分子发生争执。但是他在当地居民中的知名度保护了他，纳粹也拿他没办法。弗里茨没上过大学。这位银行职员称自己是“点票子的”。他为他的哥哥用打字机誊写了三万张手稿。在战争时期，他把哥哥的手稿锁在银行的保险柜里。他说，等到21世纪，“当美国人在月亮上早已开设了巨大的超级市场时”，人们才能看懂这些手稿。据他自己说，他在原文的校对和加工上出过不少力。他不能容忍一句话中含有两个意思。他对哥哥说，你必须把它们拆成两句。在他的那扇窄门里只能一个挨一个地通过。此时，弗里茨更偏爱一目了然的关系。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无论什么头绪繁乱的事都难不倒他。他的口头语之一就是:你可以不正眼看我，但你无论如何不能一眼看透我〔德文原文：uebersehen的意思是“不理睬，看不起”的意思，而由uebersehen变出来的形容词uebersichtlich却是“看透”的意思。——译者〕。他非常佩服哲学家的傻气。但当哲学家过于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一切时，他又表示遗憾。谁要是把自己的思想［Sinn］献给哲学的傻气，那么他正好应了弗里茨所说的话：此-此-此在。弗里茨经常说，“在我们内部，在内心最深处的某个角落，活着某种能经受一切困境而无损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几乎觉察不到的欢乐，即那种最本色的傻气的最后残余。”（同上书，第9页）弗里茨·海德格尔性好自嘲，这是他哥哥马丁所缺乏的。他比哥哥马丁晚生五年，关于这一点，他评论说:“生命的阵痛在一个人那里从今天开始，在另一个人那里则从明天开始，他的生命始于宫殿街上的凡夫俗子家中一个圣灰星期三:又砸又撬，又揉又搓，极其不正常，就如圣灰星期三这一天所常有的那样。”（同上书，第11页）


  马丁·海德格尔把他的一本书献给他的弟弟以表谢意。献词中一语双关地写道:献给那唯一的弟弟〔德文einziger Bruder，既有:“唯一的弟弟”的意思，又有“无与伦比的弟弟”的意思。——译者〕。


  据弗里茨讲，父母很虔诚，但并不狂热，是真正的信条派教徒〔信条派［Konfessionalismus］：指基督教会中片面强调教会的某些教义和传统的派别。——译者〕。天主教徒的生活渗透到父母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他们觉得无须对自己的信仰加以辩护或坚持，以便对抗其他信仰。所以当他们的儿子马丁背离了在他们看来是不言而喻的“正道”时，他们便茫然不知所措。


  母亲是一个性情开朗的妇女，据弗里茨讲，她常常说，“生活这么美好，人们只需为此高兴。”她处事果断，有时也很骄傲。她并不掩饰自己对其富有农民家庭出身的自我意识。她热爱劳动。人们看到她的时候，她总是带着围裙和头巾。父亲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他常常一天不说一句话。他不惹人注目，但勤快，公道。他没有给儿子们留下太多的记忆。


  海德格尔一家的生活既不奢侈，也不贫困。它有2000马克的不动产，其中有960马克需要纳税（1903年的数字），所以生活水平属于中等。一家人完全可以过得下去。但是想靠自己的力量支持孩子们到远处学费昂贵的学校里去念书，那就根本办不到了。恰在此时，天主教会雪里送炭。天主教会历来就是以这种方式支持天才少年儿童的学习，同时也是教会募集农村地区的牧师接班人的手段。


  因为当地没有中学，所以，镇上的卡米罗·布兰德胡贝尔牧师向海德格尔的父母建议，在读完麦氏教堂镇的初级人民小学之后，把他们天才的儿子送到康斯坦茨地方由天主教办的寄宿学校去读书。这是一所培养牧师接班人的学校。布兰德胡贝尔为他的这位弟子免费辅导拉丁语，以便使他具备进入中学读书的起码条件。康斯坦茨的寄宿学校的长官是孔拉德·格勒贝尔。布兰德胡贝尔和格勒贝尔为小马丁在地方基金会里找到了资助，教会主动承担起了教育这个孩子的责任。他的父母为此感到十分荣耀。对马丁来说，这就意味着，他开始在经济上完全依赖教会。当然，现在他对此感恩不尽。


  从此时起，这种经济上的依赖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16年，长达13年之久。1903年到1906年，马丁从魏斯基金会获得资助，供他在康斯坦茨寄宿学校读书。之后靠伊林基金会的资助，他读完高中最后一年和大学神学系四学期学习的第一学期，此时是1911年。这个伊林基金会只资助神学学生。1913年至1916年学业是靠舍茨勒尔家族的捐赠维持的。这个捐款是专门用来支持捍卫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和神学的学生而设置的。海德格尔本来已经错过了时机，因为此时他内心已经叛离天主教、完全独立于天主教的世界了。但他必须强迫自己迎合天主教的要求。此事使他感到一种羞耻，一种屈辱。这使他永远不能原谅天主教制度（他自己这样称呼天主教会）。他极其厌恶这种组织机构上的制度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利益政策。他后来转而同情纳粹的原因之一，就是纳粹运动的反教权主义。


  1903年海德格尔进入康斯坦茨的教会寄宿学校和那里的文科中学。


  麦氏教堂镇当时还是一个封闭的天主教世界。尽管同旧天主教的斗争还发生着影响，但在50公里之外的康斯坦茨，到处已经清楚地感觉到摩登时代的到来。


  康斯坦茨当时是帝国内的一个自治市，新教徒占绝大多数。城市的伟大历史还活生生地活在文物古迹之中。那里有16世纪召开天主教大公会的古老店铺；有胡斯〔胡斯（Hus，1370—1415），宗教改革家，1415年被天主教会烧死于康斯坦茨。——译者〕于其中等候天主教会对他进行判决的房子。被看作“异端”的多明我会修道院被改建成了旅馆：海岛饭店。饭店的大厅是这个城市精神文化生活的活动中心。这里经常举行音乐会和报告会。中学生们十分乐意光顾这些活动。在这里人们崇尚的是“现代精神”。人们在这里评品尼采、易卜生，谈论无神论，讨论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和费英格的《似乎哲学》。他们甚至已经在讨论心理分析和梦的解释问题。一股进步精神吹拂着康斯坦茨。自从海克尔暴动以来，这个城市一直是巴登州自由主义的堡垒。与海德格尔同时在康斯坦茨中学学习的京特尔·德恩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过，当他和同学们听说男子公共游泳池的管理员是曾经在1848年革命中进行过街垒战的老革命时，他心里感到了那种激动、那种热烘烘的震颤。《晚报》是这个城市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这张报纸民主的、反教会的趋向十分明显。它还小心谨慎地反普鲁士，这种谨慎也许是因为，或者恰恰是因为，在这个城市里驻有普鲁士军队，而且整个帝国的官员都乐于到博登湖湖滨小城来度假。


  寄宿学校叫圣·孔拉德学生宿舍，简称为“孔拉德屋”。它曾在文化斗争的年代〔这里所说的文化斗争是指1871年到1887年间，德国普鲁士政府首相俾斯麦和文化部长法尔克联合当时的自由运动在德国境内发动的反天主教会的文化运动，目的是使国家在文化政治上摆脱天主教会的统治。1871年议会通过法律：凡危及国家安定的宗教活动均应受到惩罚；禁止建立新的耶稣教团；限制耶稣教团的活动区域。1873年通过立法，加强了国家对教会的监督：规定了神职人员的培训规则；学校和大学的考试权转归国家所有；等等。天主教会拒绝接受这些法案；因此，许多牧师被捕，或受到罚款的处罚；普鲁士境内的所有主教均被驱除。后来国内形势变化，政府与自由主义政治派别的联盟破裂，俾斯麦转而寻求同天主教会的妥协：1880年俾斯麦政府同教皇利奥八世进行谈判，1886、1887年同天主教会达成和平协议。但是关于耶稣会的法律直至1904和1917年才最后废除。但是学校和大学的所有权并没有再交回教会。婚姻登记的权利也一直保留在国家手里。——译者〕被关闭，1888年才重新开放。文科中学的校舍是以前天主教耶稣会的学院。学校受到国家的监督。教会寄宿学校的学生也在这个“世俗学校”里上学。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温和自由主义、反天主教信条的教育上的人道主义。这里用新的语言称呼教师们。学校里有个教现代语言的教师帕希乌斯，他是民主主义者、自由思想家、和平主义者。他能出口成章，所以学生们十分喜欢他。在教会寄宿学校的这些未来的神学家那里，亚里士多德总是受到特别的礼遇，因此这位教师特意说“和柏拉图的博大精深相比，亚里士多德算得了什么”（德恩：《过去的时代——生活回忆》，第37页），以便激怒那些未来的神学家。他对新教徒也不客气，他常说，“依据我个人的研究，占星术这种迷信来自梅兰希顿”〔梅兰希顿（Melanchthon，1497—1560），人道主义者，新教神学家、宗教改革家路德在神学上的战友。——译者〕。在德语和古希腊语教师奥托-基米希眼里，莱辛的《智者纳旦》是他所能承认的唯一的圣经〔莱辛在剧本《智者纳旦》中宣传宗教宽容。——译者〕。海德格尔就是受教于这样的学校，受教于这样一群教师。他们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京特尔·德恩在他的回忆中总结说“后来我才清楚，正是在这两位教师的影响下，我才不知不觉地退出了对他俩来说根本不存在的天主教思想世界。”（同上书，第38页）


  教会尽量使孔拉德屋的寄宿生免受文科中学中的自由思想的感染。学生们接受批判性的思想清洗，神职人员帮助他们作各种准备，以便和“世俗观点”进行争论：学生们必须轮番写书面报告，以武装自己。这些报告涉及的问题有：人单靠自己的力量能否真的达到人性；宽容是否有界限。还讨论到自由与原罪问题，以及歌德的伊菲革尼亚〔伊菲革尼亚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歌德曾以她的故事作为题材进行创作。——译者〕是一个异教-基督教形象，还是基督教-德意志形象，还是仅仅为异教形象，等等。上完这类批判争论课程之后，他们可以听一些乡土民情方面的课程作为休息，比如，关于赖兴瑙岛上的修道院的历史；黑高地区的民俗习惯；博登湖地区自中世纪以来居住在城堡之外的居民的历史。有时，寄宿生们也举行青年运动式活动：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弹着吉他，唱着歌曲，漫步于绿色的田野；或者登上缅因瑙岛〔博登湖中的小岛。——译者〕，进入博特曼的伯爵公园；或者爬上翁特尔湖畔的山地葡萄园。他们背诵方言小诗，为它们配上乐曲。当他们的俗家同学与来访者在女音乐教师那里大侃什么戏剧的时候，这些教会寄宿生也可以报告他们演唱耶稣诞生剧的情况。教会寄宿生们无论如何不是奴颜婢膝的一群：他们选举产生了自己的代表组织，它在孔拉德屋的管理中有建议权。他们出版了自己的小报。这张报纸的如期出版明证，巴登州是德国第一个取消了书报检查制度的地方。


  对教会寄宿生们的生活监督十分严密，但显然很有耐心。最起码马丁·海德格尔回忆寄宿学校的生活时，心情是平静的，不带郁怒。1928年他在给当时的教会寄宿学校的总管马特豪伊斯·朗格的信中写道：“我十分乐意回想我开始在孔拉德屋的学习的那个阶段，并十分感激那个时期。我越来越清楚地感到，我的一切努力都与我的家乡故土密不可分。我现在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我在你这位新任长官面前感到的信赖。这种信赖一直保留下来，并使我在家乡的住留成为一种快乐。”（奥托：《马丁·海德格尔》，第55页）


  这些天主教寄宿生当时与文科中学里的非天主教的世俗生同学之间的交往就不那么惬意了，特别是同那些来自富人圈子的孩子们交往的时候。律师的儿子，公务员的儿子，商人的儿子，他们觉得比那些“阉鸡”（他们这样称呼那些教会寄宿生）优越得多。这些寄宿生大多数像海德格尔一样来自农村的寒酸或贫困的家庭。京特尔·德恩这位邮局总局长的儿子在回忆中说：“我们总是居高临下地对待那些‘阉鸡’。在我们眼里，他们衣衫褴褛，发育不良。我们觉得，我们比他们强得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彻底加以剥削。我们时常要求他们把作业做得好上加好。因为，在休息时，他们必须把答案告诉我们。他们常常乐意做这些事。”（京特尔·德恩：《过去的时代——生活回忆》，第39页）


  教会寄宿生们自成一体。他们可以声称是一个团体，但那是一个常常被人讥笑的团体。或者是因为没有零花钱，或者是被严令禁止，他们不参加俗家同学的许多娱乐。狂欢节的时候，无论是在城市里狭窄的街道还是在咖啡馆里，到处闹翻了天。学生们也趁机构想着自己的行当。可是教会寄宿生们却只能呆在孔拉德屋里做笼中雀。夏天的时候，外地的旅游者纷至沓来。旅游船插满彩旗，上午出发到梅尔斯堡，晚上带着一群醉得跌跌撞撞的游客归来。他们喝着、 嚷着从老城的小巷中穿过。这支队伍里从来不乏戴着彩色帽子的学生们。第二天的课间，学生们的闲聊便就有了话题。他们各自吹嘘着自己的经验和胜利。这些经历和胜利故事不断地往教会寄宿生的耳朵里钻。在葡萄收获的季节里，到处都有令人陶醉的葡萄清酒卖。有些小店还允许学生们聚会到晚上10点。在这里，学生们常常碰到端着能容半升的大酒杯的老师们。这是同老师结拜、建立密切关系和获得自信的好机会。但是这一切均与教会寄宿生们无缘。


  他们这些寄宿生属于另外的世界。人们经常使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他们常常得同低人一等的感觉作斗争。他们的偏执态度在这里起了作用：“被排斥在外”也可以被体会为“被选中”〔这里显然是指被上帝选中，去同堕落的世界对抗。——译者〕。


  教会寄宿学校同外面生气勃勃的城市生活之间、天主教同市民的自由主义气氛之间的紧张关系， 可能使当时还是中学生的马丁·海德格尔形成了对于两个世界的基本看法：这里是严格的、沉重的、始终不渝的、缓慢的世界；那里是来去匆匆的、浅薄的、追求眼前刺激的世界。这里是全身心的投入；那里是纯粹的忙忙碌碌。这里是根深蒂固；那里是来去浮云。这里不畏艰难；那里只知追求捷径。这里深思熟虑；那里漫不经心。这里忠实于本己，抱朴守真；那里寻欢作乐，忘乎所以。


  这个模式后来以“本真本己性”和“非本真本己性”这样一对概念为形式，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906年秋，海德格尔由康斯坦茨转到弗赖堡的大主教圣·乔治中学寄宿舍，在那里的贝托尔德文科中学学习。麦氏教堂镇的地方基金的资助已经不够支付在康斯坦茨的寄宿开支。教堂司事之子的热心的导师孔拉德·格勒贝尔和卡米罗·布兰德胡贝尔又为他找到了另外的经济来源：埃利纳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由出身于麦氏教堂镇的神学家克里斯托夫·埃利纳于16世纪建立的。这个基金会当然愿意支持这个地方上的神学候补生。条件是，在弗赖堡的中学和弗赖堡大学读书。


  从康斯坦茨转到弗赖堡之后，情况没有太大变化。马丁心情舒畅地告别了康斯坦茨。他对这一点一直记忆犹新。一直到他的晚年，他还经常参加当年孔拉德屋同学们的集会。海德格尔从弗赖堡的寄宿舍的生活中却没有能发展出类似的眷恋之情。由于他一生都是在弗赖堡度过的，因此，他必须同弗赖堡保持一定距离。高大的哥特式的大教堂高耸于城市上空，把整个城市都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弗赖堡像一艘巨大的航船，偃卧在黑森林地区连绵不断的山丘脚下，好像刚刚起锚，驶向布莱斯皋。


  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前，大教堂周围房屋密布的老城还保存完好：难以计数的小巷从四面八方通向大教堂，其中有些小巷还有清渠环绕。它们看上去像是从教堂放射出来一样。在一座神甫的庄园的旁边就是教会寄宿生的住所。


  当年轻的海德格尔来到弗赖堡的时候，人们仍能看到当年努尔皮茨·布瓦西埃在一百年前给歌德的信中所描述的样子：“关于弗赖堡我可以给你写一本书。这里是最美丽的地方。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受到珍爱和保护，简直美极了。每条小巷都有一个清澈见底的小溪相伴；每条巷子里都有一眼清泉喷涌，……周围到处是葡萄架。古城堡城墙上布满了葡萄蔓。”（基福尔：《施瓦本和阿雷芒地区》，第324页）


  海德格尔属于贝托尔德中学中极有上进心的学生。他求知的抱负此时尚局限在教会的事务范围内：他准备中学毕业后加入耶稣教团。他的老师也支持他这一个计划。1909年中学寄宿舍的校长在给海德格尔的毕业评语中写道：“有天赋，很勤奋，品行端正。性格已趋成熟。学习中也具有独立性，爱好德国文学，甚至为此牺牲其他的专业学习。他的博学证明了这一点。矢志神职，选择坚定，且有做僧侣的倾向，极有可能申请加入耶稣会。”（奥托：《马丁·海德格尔》，第59页）


  和他的同学们不同，年轻的马丁·海德格尔并没有为当时的摩登精神所动。在他的个人文献工具箱中，没有自然主义者、象征主义、青年派的地位。他的精神祈祷练习十分严肃认真。1915年为教职论文所写的简历中他曾谈及在中学那些使他感到兴奋的东西：“高中七年级的数学课上，大量的数学解题练习引导我转入理论的学习；对这个学科的偏好，进一步发展成对实际事物的兴趣，并开始对物理学发生兴趣。在宗教课的引导下，我阅读了生物进化论的大量文献。毕业班上我最重视的是关于柏拉图的课程，……尽管当时还谈不上在理论上进入哲学问题的讨论。”（同上书，第86页）


  恰恰是宗教课唤起了他对当时最敌对宗教的生物进化理论的兴趣。显然是它把海德格尔带到精神上的危险领域。他并不畏惧精神上的冒险。因为此时他尚感觉得到他脚下的大地——信仰的基地的存在。1909年9月30日海德格尔在惕西斯（福拉尔贝格山的）弗尔德教堂加入耶稣会修士见习生的行列。但在两周试验期结束后，便被解除见习生的资格。根据胡果·奥托的消息，海德格尔显然是因为心脏病发作，出于健康的原因被送回家的。两年后，他的心脏病再次发作，并导致他最终中断了他的牧师学习生涯。也许正是他的心脏保住了这个头脑里的计划。


  第  二  章


  跻身于反现代主义者之间  亚伯拉罕·阿·桑克塔·克拉拉  生命的彼岸价值  美妙的逻辑  海德格尔发现了布伦塔诺和胡塞尔  19世纪哲学的遗产  晾干德国唯心主义  “仿佛”哲学  到文化价值中避难  有效与有钱



  被耶稣会赶出来以后，海德格尔并没有马上步入“歧途”： 他又去申请当弗赖堡神学寄宿学院的候补生。这也可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他的父母无力支付他的学习费用。他到弗赖堡后就同埃利纳基金会建立了关系，但是这个基金会只给学习神学的学生发放奖学金。


  1909年冬季学期，海德格尔开始了他的神学学习。他在1915年的简历中写道：“当时的哲学必修课难以令人满意。于是我便靠神学院里的教科书来自学。这些书使我受到一定程度的逻辑训练，但在哲学上，我没能找到我所寻求的东西。” （胡果·奥托：《马丁·海德格尔》，第86页）


  此时他特别佩服弗赖堡的一位神学家。后来海德格尔一直把他称作老师。他就是卡尔·布莱克。在他还是文科中学毕业班的学生时，就已经读过布莱克的提纲式的著作《论存在：存在论大纲》（1896年出版），藉此熟悉了传统存在论的几个基本概念。布莱克激起了他与黑格尔和谢林的第一次交锋。在海德格尔陪布莱克一起散步的过程中，他从布莱克那里学习到了他那种“鞭辟入里的思维方式”。（《关于思想之事》，第８２页）五十年后，海德格尔仍然说，布莱克懂得，如何让思想在当下活生生地存在。


  卡尔·布莱克是反现代主义的神学家。


  1907年罗马教皇发布通谕，宣布“现代主义者的理论的荒谬”，公开向现代主义宣战。从那时起，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的斗争，便成为精神思想斗争的标准战场，而且不只限于天主教内部的斗争。反现代主义不仅仅意味着维护诸如“圣洁受胎”等教会的教条，和“教皇绝无谬误性”之类的等级制原则。但是对立派很乐于把反现代主义描画成这种的形象：他们把反现代主义看作是蒙昧主义者们的一种危险而又十分可笑的阴谋：反对当代的科学精神、反对任何形式的启蒙、反对人道主义和进步思想。


  然而，卡尔·布莱克的例子表明，一个反现代主义者不一定就是反对人类进步的蒙昧主义者。布莱克思维敏锐，他的目的正是揭示现代科学性中形形色色的、非反思的、盲目信仰的前提。把那些自认为无信仰、无前提的人们，从“教条主义的假寐”中唤醒。他认为，所谓的不可知论者〔这里所说的“不可知论［Agnostiker］”是指认为“关于上帝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是不可能的”那种理论观点。——译者〕也有他们的信仰：对进步的信仰，对科学的信仰，对自称对我们充满善意的生物进化论的信仰，对经济和历史规律的信仰……他说，现代主义者“为一切不是他自己或者与他自己无关的东西所吸引”（布莱克：《有教养者对于现代主义应该知道什么?》，第37页），主体的自治成为自己为自己建筑的牢狱。布莱克认为，现实是一个永远不会枯竭的秘密，我们都是这个秘密的一部分，被这个秘密所包围。而现代文明却缺乏对这个秘密的必要的尊重。如果人类飞扬跋扈地把自己置于现实的中心，那么他同真理之间，最终只会剩下一种实用性的关系：“真”就是对我们有用，并以此获得实用成果。与此相反，布莱克主张，“像一切真理一样，历史真理的最大胜利，就是它闪烁着永恒的真理之光，具有最严格的形式——数学真理的形式。这种历史真理先于主体的自我，而且不带有主体——就像理性的自我从整体上察看物的理性一样，它们也不在真理之中，——即使是康德也不能——改变那些要求人们服从于物的规律。”（布莱克：《有教养者对于现代主义应该知道些什么?》，第37页）


  布莱克的确想追溯康德背后的东西，但却是同黑格尔一起去追溯的。黑格尔谴责康德过于谨慎，认为怕犯错误本身就是错误。布莱克进一步鼓励人们去超越先验的界限：我们仅仅发现了世界，就完事了吗？为什么不会是世界发现了我们呢？ 难道不可能，恰恰因为我们被认识，所以我们才从事认识？我们能够思想上帝，为什么我们不能是上帝的思想呢？在他看来，现代人被囚禁于镜阁之中〔镜阁是西方游艺场中常见的设施，为上下周围都镶满不同种类镜子或哈哈镜的屋子，处于其中的人，自己以为看得很远，或看到了自己的不同形象，其实均为幻象。——译者〕，布莱克的确十分粗暴地击碎了它。他从灵魂和经验上公开为使人感到奇怪的、 现代以前的实在论辩护。他为其辩护的证据是：因为我们认识着认识，感觉着感觉，所以我们已经超越了界限。因为我们认识着认识，感觉着感觉，所以我们已经运动在绝对现实的空间之中。布莱克说，我们必须从主体的绝对主义中摆脱出来，以便向绝对的现实性敞开自身，无偏见地面对绝对现实性。


  在现代主义争论的阵地上， 年轻的海德格尔初试笔锋。在此期间，他已是“格拉尔社［Gralsbund］”的会员。这是天主教青年运动中一个反现代主义的团体。它的精神领袖是维纳尔·理查德·冯·克拉里克。他狂热地追求纯天主教信仰，向往天主教神圣德意志罗马帝国的复辟。在他看来，这个世界的中心不应该在普鲁士，而应该在哈布斯堡。这是中部欧洲的政治理想。这个圈子里的人们，梦想着诺瓦利斯〔诺瓦利斯（Novali，原名Friedrich von Hardenger），德国诗人和哲学家,德国哲学中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译者〕式的浪漫主义的中世纪，对施蒂伏特〔施蒂伏特（Adalbert Stifter，1805—1868），奥地利作家。受浪漫主义影响，又有现实主义倾向。自视为歌德的同路人。风格上追求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译者〕式的“温和的规则”充满了信赖： 忠实地维护来源。这个圈子里的人也时刻准备着，为反对现代主义的无理要求与诱惑进行坚决的自卫。1910年8月，在离麦氏教堂镇不远的邻村克林翰斯台腾，为亚伯拉罕·阿·桑克塔·克拉拉的纪念像的落成进行隆重的揭幕典礼。此事为年轻的马丁·海德格尔提供了初露锋芒的机会。


  亚伯拉罕·阿·桑克塔·克拉拉是一位使地方上感到荣耀的名人。麦氏教堂镇的地方主义一直对他念念不忘。他1644年生于克林翰斯台腾，1709年在维也纳去世。当时他是德高望重的宫廷布道者。每当他的诞辰之日，人们不是在地方小报纸发表文章，就是举行小型庆祝会以示纪念。但是到了本世纪初，这种感情浓重和充满乡土气息的传统纪念活动，带上了明显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性质。亚伯拉罕·阿·桑克塔·克拉拉被这些南方的反现代主义者们选为他们的主要精神代表。在同天主教内部的自由主义思潮的争论时，他们经常引证克拉拉。在这位奥古斯丁派修士那里，他们找到了激烈的言词，用以反对追求享乐、腐朽堕落的城市生活，反对在教会天启面前不再俯首贴耳的、精神的狂妄自大，反对富人们的挥霍奢靡，反对所谓“犹太高利贷者”的利欲熏心。这位布道者以自己出身下层为骄傲而知名，并获得了代表小市民和贫贱阶层利益的党派的拥护。并非每个出生在茅草屋中的人都是草包，他的这句名言常常被人引用。亚伯拉罕·阿·桑克塔·克拉拉信奉基督教，关心社会公益，有大众性，虔诚且刻薄，但并不狂热，充满乡土情绪，反对犹太人。总之，他是恰到好处的混合物，正好符合反对现代主义的需要。


  1910年8月16日的纪念像落成，揭幕典礼是一个盛大的群众庆祝活动。马丁·海德格尔专程从弗赖堡赶来赴会。


  鲜花妆点了整个村庄，街头架着大条的横幅，家家窗外垂挂着写有这位布道者的名言的标语。身着克拉拉时代古装的传令官，引导参加庆典的游行队伍徐徐行进。来自博伊隆地方修道院的修士，神职人员和世俗世界的显贵高官们紧随其后，接着是举着各色彩旗的男学生和拿着鲜花的女孩子们，最后是身着各色本地服装的村民。乐队奏乐，演讲致辞，麦氏教堂镇的小学生们朗诵亚伯拉罕的诗和名言。


  马丁·海德格尔在慕尼黑出版的天主教保守派周刊《评论总汇》上专门对这次活动作了报道。海德格尔认为自己的这篇早期文章很有价值，多年后收入他自编的全集之中。


  “自然，清新，偶或带些粗犷的情调使这个事件别具特色。平淡无奇的乡村，同它那性格坚韧、自信以致显得古怪冥顽的村民一起，聚集在这山凹之中，如静静地沉睡着一样。即使这里的教堂钟楼也与众不同，它不像它的众多兄弟那样从高处眺望着广阔的大地，而是带着它的迟缓，将自己隐没在黑红色的屋顶之下……揭幕典礼就是如此朴质、清爽和真实地举行的。”（《思想的经验》，第１页）


  人们不要忘记，马丁·海德格尔在写上述这段话的时候，已经在康斯坦茨和（从1906年起）弗赖堡呼吸过城市里的空气。他知道自己同那些充满自信、深谙如何自如应付上层社会之道的那些人的区别：他们着装入时，通晓文学、艺术和哲学中的最新问题。海德格尔十分清楚地看到他自己的世界——麦氏教堂镇和克林翰斯台腾——与外部的世界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已经预示了本真本己性和非本真本己性的差别。从纪念像揭幕典礼报道中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肖像：他自己像村子里教堂钟楼一样与众不同。别人都自由远眺广阔的大地，而他的“迟缓”将自己压回到他出身的原始大地。他如那里的居民一样“坚韧、自信、古怪、冥顽”。他愿意像那里的居民，也愿意像亚伯拉罕·阿·桑克塔·克拉拉。在克拉拉身上，“从肉体到灵魂无不透出人民的健康”；他身上那股原始天主教的力量，信仰的坚定和对上帝的挚爱，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克拉拉也通晓他那个时代精巧的精神文化。他掌握了这种文化，而没有被这种文化所掌握。海德格尔说，因此，他才“可以无顾忌地打击这种地上人间被过高估价的此岸生活方式。”亚伯拉罕·阿·桑克塔·克拉拉知道他在谈论什么。他不是那种因“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的人”。


  年轻的海德格尔也据理批判他自己的这个时代的堕落。他提出了哪些指责呢？这个时代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淫声秽气”，“文化肤浅”，“追求快捷”，“ 狂热地追求新奇对基础发生着腐蚀作用”，“向往过眼烟云式的妖媚”。这里占统治的是“一种疯狂：妄想通过一次跳跃摆脱生活与艺术的深刻心灵底蕴。”（同上书，第3页）


  显然这是流行的文化批评，来自一些保守派。不仅是“格拉尔会”的人才这样说，这样想。在朗贝恩〔尤里乌斯·朗贝恩（Langbehn，1851—1907），德国文化批评家，著作有《作为教育家伦布朗》。——译者〕和拉卡尔德〔保罗·德·拉卡尔德（Lagarde，1827—1891），原为制桶工人，后为德国语言研究家，民族主义文化哲学家。——译者〕那里也可以听到类似的说法。他们也批评肤浅和哗众取宠的时尚，谴责追求速度和革新的狂热。引人注目的是，在文化批评者那里比比皆是的反犹太言辞，在年轻的海德格尔的文章中找不到任何痕迹。克林翰斯台腾的克拉拉纪念像得以建立，完全归功于维也纳市长卡尔·吕格尔。正是由于他的努力，纪念像的建设才有了财政保证。但是吕格尔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反犹太主义者。因此，海德格尔的文章中不带任何反犹倾向这一点就更加值得注意。还有另外一点引人注目，这就是关于自信问题。海德格尔在这里所说的自信，还是那种对生活彼岸价值的自信。在他眼里，时尚完全背叛了生活的彼岸价值。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在维克多·法里亚斯发现的海德格尔几篇早期文章中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这是海德格尔于1910年至1912年为格拉尔主义天主教学者协会的周刊《学者》撰写的一组文章。


  在1910年3月号上，海德格尔撰文介绍丹麦作家散文家约翰内斯·约根森的传记《生活的谎言和生活的真理》。该书展示了作者从达尔文主义转向天主教的精神发展过程，描述了他由绝望到有安全感，由高傲到谦恭，由放荡不羁到生气勃勃的自由之路。在海德格尔眼里这是一条典型的，因而是极有教育意义的道路。因为作者经历了现代社会的所有的愚蠢和诱惑，最后又回到教会信仰的静谧和福祉中，也就是最后在生活的彼岸价值中找到归宿。现代性将自我引入到无穷无尽的发展之中；在这里终于出现了想从无穷无尽的发展中解放出来的人；在这里，终于有人用他自己的灵与肉表明，把自己的一切都置于自身这一基础之上，实际上是把自己置于空无之上。“我们今天常常谈论‘名人大腕’……艺术家们被推到了前台，人们常常听到很多有意思的名字：‘花花公子’ 奥斯卡·王尔德〔奥斯卡·王尔德（O.Wilde，1854—1900），爱尔兰诗人，剧作家，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译者〕，‘天才酒鬼’ 保罗·魏尔兰〔保罗·魏尔兰（P.Verlaine，1844—1896），法国诗人，意志薄弱，行为不检，曾是象征派诗人们推崇的对象。——译者〕，流浪汉马克西姆·高尔基，“超人”尼采——这些人都被看作是很有意思的人。然而一旦有人在神的赐福下意识到，他自己过去的吉卜赛式的流浪生活只是一个骗局，因而奋起打翻了假神们的祭坛，皈依了基督的时候，人们却说他们‘无聊、恶心’。”（转引自维克多·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第88页）


  1930年，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讲演《真理的本质》中说，“自由使我们成为真理”。但在青年时代发表的文章，则恰好持相反的观点：真理使我们自由。这里所说的真理，并不是以自己为基础的、由自己出发的真理，而是在活生生的信仰团体和传统中接受来的真理。只有在这里，才有“占有真理时的高级的幸福，这是从自己本身出发永远达不到的真理。”年轻的海德格尔思想中体现了他的导师布莱克的信仰主义的实在论。对海德格尔来说，新教虔信主义具有太强的感受性的虔敬主观性。在关于F.W.弗尔斯特的《权威与自由——对教会的文化问题之观察》一书的书评中，海德格尔批判了经验中的自恋性陶醉，批判了世界观上的印象派，指责它们只表达了个人情绪，没有表达客观内容。海德格尔反对各种流行世界观的标准论据是：它以生活的需要为取向。与此相反，谁要求达到真理，他就必须强迫生活服从他的理智的命令。在年轻的海德格尔看来，真理不会轻而易举地获得。占有真理是一种“掠夺自身，摆脱自身的艺术。”显然对年轻的海德格尔来说，判定是否为真理的决定性标准是：认识真理恰恰体现为真理对我们抵抗、挑战和它的不断嬗变。“只有那些能够忽略自己的人，才能够超出本能的世界，达到精神的自由，真正发现真理。它是对无节制的自律主义的严峻挑战。真理在那里闪光，但是，真理却不会自发地变明晰，显示出来”。自负必须在“宗教与道德权威”面前俯首称臣。“大多数人们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自立，他们不想发现真理，不想为了真理而奋斗，而宁可把真理钉上十字架。这个令人窒息的事实，取消了所有个人主义伦理学上之可能的基础。”（同上书，第88页）


  海德格尔的论据值得我们留意，因为海德格尔一直坚持认为，含辛茹苦，孜孜以求，是达及真理的标志。不过，海德格尔后来认为，在信仰庇护下的那些假想的真理的占有，不是达及真理的捷径，因而是背叛真理的道路。含辛茹苦、孜孜以求那种困难的、坚硬的、对人构成挑战的真理就是先前一直受到怀疑的那个自由。在形而上学流离失所之时它却坚定不移，而不去俯就宗教信仰提供的现成的真理辞章，不去祈求它的庇护。


  海德格尔对名人崇拜的攻击多少带有妒忌的成分。他不能隐瞒，尽管他攻讦那些大人物们，但是，他缺乏那些人的文雅。这位由教会“抚养”的神学候补生，在文科中学和大学中资产阶级文化氛围中还显得笨手笨脚。脚下的非哲学地板显得越来越不稳固。他抛不掉身上“小市民的酸臭味”，而且一辈子都没有抛掉。20年代在马堡的时候，已经成为德国哲学秘密之王的海德格尔，有时仍被不相识的同事和学生当成暖气工或管房子的工友。他尚缺乏为他激烈抨击的“吸引力”。因为他还没有找到可供他自己策划扮演的合适角色。此时，登上社会舞台即可产生影响，而面对舞台他却有些胆怯。年轻的尼采主义者在各个城市咖啡馆里的出色表演，被海德格尔鄙视地称为“恺撒-博尔吉亚〔博尔吉亚（1475/1476—1507），文艺复兴时期名声最坏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他父亲升任教皇后，他得以做教廷的高级官员。他的教皇父亲利用他的姻亲关系，扩大领地。他本人善于耍阴谋和搞暗杀，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以他为新政治君主的代表：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狂热”。凡是唾手可得者，不期而至者，都被海德格尔斥为浅薄的东西。不过，他还没有给自己的自发性找到适当的环境，因此，他的“本己”就在外面他人之处变成了一种约束性的负担。海德格尔现在就是以这种人的身份思考问题。当海德格尔把真理置于艰难、严厉、顽强的灵光之中时，反射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他在外部世界中感受到的抵抗。面对这些抵抗，他不得不起来保护自己。在家里，这种信仰的真理便失去了它的艰难和沉重。所以，在他写的有关约根森的书评结尾中，歌颂了天主教传统占统治地位的故乡的隐蔽性的诗意：“在古老的城市里，他（约根森——作者按）看到的是阴影中的角落，寓于房子一角的、忠诚可信的、玛利亚的圣像。朦胧中他听到淙淙的清泉，倾听着深沉忧伤的民歌。它们就像德国的六月之夜一样，化在梦一般的沉寂中，洒落、覆盖在他那充满了爱的书上。改宗者寻求上帝并得到实现的思乡之情，应该是他的艺术的强大酵母”。（同上书，第88页）


  在约根森的世界中，天主教的真理如鱼得水。这个世界同麦氏教堂镇的世界极其相像。这里，信仰还是正常生活秩序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人们接受它，而无需强迫“自我放弃自我”、“压制自我”。但是，当他们带着自己的信仰与陌生人遭遇时，他们便需要原则和逻辑的支撑。在任何信仰面前展示的都是一道无根无底的深渊。人们怎样度过它呢？海德格尔年轻时靠的是纪律和传统。后来靠的则是果断决心，即决定主义。再后来，他依靠的就是泰然任之了：对它的信赖，任其左右。


  1910年前后，对海德格尔来说，教会真理之瑰宝还是一种馈赠。它不是靠我们积累而成的、供我们自由取用的财富。对教会真理之瑰宝的信仰也不纯粹是一种感情。在布莱克和他的学生马丁·海德格尔看来，施莱尔马赫的纯情感性宗教是向现代主观主义的妥协。信仰并不是多愁善感中的舒适，而是一种严厉的挑战。所以，在已被启蒙的世界中，它被看作苛求便不足为奇了。因为信仰的确是一种苛求。比如，为了真理之故，信仰苛求人们放弃无拘无束的生活的灵魂和逻辑。用年轻的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你想过精神生活，赢得永恒的幸福，然后死去吗？那就请绞杀你心中低级的东西，让超自然的圣恩发生影响，你将得到重生。”（同上书，第88页）


  但是，皈依上帝并不带有乡土的温情。这种皈依恰恰是想使生活更艰辛。这皈依并不想让施莱尔马赫式的柔情乘隙而入。也不想堕落为单纯内在性的避难所。在此期间，海德格尔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求人间的上帝精神。布莱克的说法是：“这里数学真理闪耀着它最辉煌的胜利光芒。它是永恒真理的最严格的形式。”他的看法为海德格尔指明了方向。海德格尔在《学者》杂志上写道：“严格的铁面无情的逻辑，再也不能满足情感细腻的现代灵魂的口味，‘思维’再也不能容忍自己继续被禁锢在不可逆转的永恒的逻辑规律之内了。严格的逻辑思维么，这个我们已经有了。它严严实实地堵死了情绪的任何影响。而真正的无前提的科学工作，又需要积蓄一定的道德力量，从自我中解脱，以及压抑自我等技巧。”（同上书，第86页）


  对海德格尔来说，上述这种道德力量同信仰所要求的克服自我的力量是同一种力量。对他来说，信仰的权威同严密逻辑的客观性是同一个东西。它们都是“永恒性〔指上帝的神性。——译者〕”的不同类型。但是，这里仍然涉及到情感问题，而且是一种十分崇高的情感。“存在的终极问题，有时突然十分耀眼，有几天又像铅块一样沉重，放在痛苦、无目的、无出路的灵魂之中，得不到解决。通过严格的信仰和逻辑的训练，对存在终极追问的完满回答和不断追求完满答案的要求才能实现。”（同上书，第86页）


  1915年，当他在“简历”中提及形式逻辑训练时，把逻辑作为基础知识来看待，这是他缩小了事实。因为当时在他看来，从事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之事，事实上就是给上帝做礼拜的一种形式。通过逻辑可以使他自己被接纳到关于永恒性的专科训练〔指神性的专科训练。——译者〕之中。他认为，只有在这里生活之摇摆不定的基础才能找到它的支撑点。


  1907年孔拉德·格勒贝尔送给他的学生海德格尔一本书：布伦塔诺的《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概念的多义性》。海德格尔在这本书里找到了被他称之为“严格的，铁面无情的逻辑”，找到了适合心智强大的人、不满足于靠意见和情感生活的人所需要的东西。


  格勒贝尔作为教规严格的教会的神职人员，恰恰选中这样一本书送给学生，此事本身令人惊奇。因为，浪漫主义者克莱芒斯·布伦塔诺的侄子、哲学家弗兰茨·布伦塔诺，尽管他起初是一个天主教牧师，并且主张哲学服从信仰，但在1870年教皇颁布了“无错性”敕令之后，便同教会的上层发生分歧，最终退出天主教会。他一直当私人讲师，1895年以后隐居威尼斯，此时他几乎完全失明。


  布伦塔诺是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的老师。布伦塔诺力求解决上帝存在的形式问题，如果有上帝的话。这里的“有”是什么意思？这个“有”是我们头脑中的表象吗？它作为最高的存在、作为世界的整体，存在于外在的世界之中吗？经过仔细分析，布伦塔诺发现，在主观表象和物体的自身存在之间，还有一个第三者：“意向性对象”。他认为，表象不是某种纯内在的物，表象总是对“某某内容”的表象；它们总是对已有的，或更准确地说，向我给出的、向我提供的实存之类的内容的意识。这种内在的“意向性对象”总已是“些什么”，这就是说，它不会化解为那种主观行为——靠了这种主观行为才使我得以与意向性现象相遇的。这样，布伦塔诺便制作出一个独立的世界。这是一种处于传统的主体-客体模式之间的世界。布伦塔诺把我们同上帝的关系也置入这个意向性对象的世界之中。上帝就是在这里“给出”的。在我们经验到客体实在之处，我们无法验证对上帝的意识；对上帝的意识也不是像“最高的善”，或者“最高的实存”那样，以抽象的一般性概念为基础。布伦塔诺之所以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存在概念，是为了不让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成为我们凭借抽象从其他实存中获得的东西。布伦塔诺想通过亚里士多德向人们指明，严格说来，根本不存在这类一般整体。存在的只是个别事物，不存在广延性本身，只存在有广延的个别事物；不存在一般的爱，只存在许多许多爱的事件。布伦坦诺警告说，不要把实体错误地赋予概念性的东西。实体并不染指一般性概念，而是只存在于个别东西之中。实体是一种极其丰富的、无穷性的东西。因为，它由无穷多的关系构成，因此可以从无穷多的角度加以规定。世界是永不枯竭的。世界只在个别性中、在存在的类型的多样性层次中呈现自己。在布伦坦诺的思想中，上帝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


  布伦塔诺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测绘出一个思想性区域。布伦坦诺一直坚持他的基督教信仰。在这个新测绘出的区域中，可以使他的信仰免受具有迷惑性的逻辑化的污染。他立论的基础有另外的根源。但是，布伦塔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指出，以后也许有可能准确地描述出，在信仰行为中，到底在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使得信仰与判断、表象、感觉不同。而这就是以后出现的现象学规划的大纲。


  布伦塔诺的这份文献，对马丁·海德格尔来说是一份十分困难的家庭作业。有一次在麦氏教堂镇度假期间，海德格尔曾流露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当诸种不解之谜挤在一起，找不到出路时，出来帮忙的是田间小路。”在那里的长凳上，一切对他来说又变得简单明了。“滞留在田间小路的周围的广袤中各种事物繁茂生长，为这广袤奉献出世界。在其无法言说的语言内容中，神才是神。”（《思想的经验》，第39页）


  海德格尔经过布伦塔诺接触到了胡塞尔。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恰恰发表于世纪之交。这本书成了海德格尔个人的“皇历”。


  海德格尔从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逻辑研究》，在他的书桌上一放就是两年。在此期间，没有人问起过这本书在他那孤独而又出众的情绪中激起什么样的感情。50年之后，当回忆起这本书时，海德格尔仍然陶醉其中：“胡塞尔的著作对我的触动如此之大，以至于此后许多年中我经常不断地反复阅读它……一种魔力由这本书出发，一直延伸到版心和封面之外。”（《关于思想之事》，第81页）


  在胡塞尔的书中，海德格尔看到对逻辑有效性的心理主义相对化的批判，以及为逻辑有效性提供的激烈辩护。他在1912年的文章中，对胡塞尔辩护的中心内容作了概括：“心理主义作为知识是荒谬的，在理论上是无结果的，其根本错误就是忽视了心理活动同逻辑内容的区别，忽视了现实的思想过程和观念性的同一意义之间的区别，前者在时间中进行，后者在时间之外存在。总之，它忽视了‘是’之所是同有效的区别。”（《海德格尔全集》，第1卷，22页）


  胡塞尔在世纪之初，把“心理行为”同“逻辑内容”作出的区别，以快刀斩乱麻的凌厉之势，了结了当时的心理主义争论。但是，其表达方式十分艰深，因此只有包括年轻的海德格尔在内的少数几个人注意到这里发生的事。从表面上看，书中讨论的是专业哲学问题。在这场争论中，当时相互对立的倾向和张力得到缓解。


  1900年前后，哲学面临着严峻困难的挑战，自然科学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感觉论联手，要置哲学于死地而后快。


  科学的凯旋之感建立于它对自然的精确认识，以及它在技术上对自然的统治之上。在这期间，井然有序的经验、实验、科学假说的构造，验证和归纳的过程，已经成为自然科学研究逻辑的基本成分。人们已经把古老而又受尊重的哲学问题“什么是什么［Was etwas-ist］”弃之不顾。这种哲学问题只会将人们引入漫无边际的空谈，这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因为人们对无限性失去兴趣，所以希望从漫无边际的空谈中解脱出来。对于那些开始把自己当作某个研究过程的管理干部的近代科学家来说，“某物如何发生作用”这个问题更有前途，因为通过这种研究，人们得到的是具体实在的东西，甚至还有希望让物，甚至让人按着自己的设想发挥作用。


  而且使整个研究过程得以进行的理智，也是自然的一个部分，所以按着那些野心勃勃的计划，人们同样也应该能够用研究外部自然的方法来研究人的理智。于是在上世纪末，脑生理科学和脑化学相结合，出现了一种新的科学，关于他人的心灵的科学：实验心理学。


  这个学科的研究起点是：在研究工作中，必须设想，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心灵的东西；人们必须，并且可以从外部对它进行观察，并且是进行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的观察；人们不是想说明，而是想澄清；不是去寻找它们的意义，而是寻找它们自身的规律性。理智使我们成为研究对象的告密者。但是，它却做不到把这种对象同我们自己分隔开，让东西单纯地向我们展示自身。心理学与其他经验科学一样，心理学需要的对象是一种从某种视角出发受到处理的对象，为的是能对它的装置（结构）进行分析，而不是去分析它的意义。这就是说，在这类对象身上分析表象的构造者中生理刺激的变化规律。在表象复合中分析出有规则的联想的结构，最后分析出思想本身的规则，这样也就找到了“逻辑”。


  从这种观点出发，“逻辑”就成了心理存在中的自然事件。这就是心理主义的问题所在。对心理存在持自然主义观点的人要把“逻辑”这种思维的操作规则当成思维的自然规律。他们忽视了，逻辑学根本不是描述经验上我们如何思想，而是描述我们应该如何思维。这种工作的前提是：进行判断时我们始终坚持着真理的要求。这也恰恰是科学本身所要求的。在科学把思想当作心理性的自然现象加以分析时，它自身便陷入了一个棘手的矛盾：它在研究思想时，把它看作有规律地发生的事件，如果它注意一下自己，就会发现，它自身的思维过程并不是一个有规律的实施过程。思维活动不是由规律规定的，但却对某种确定的规律承担着责任。


  在可思想物的广阔领域内，逻辑不是作为自然规律出现，而是那种如果我们让其生效，它便生效的东西。


  众所周知，规律这一概念本身就有歧义性：它一方面指称，事件的发生有规律可循、并且必然按照规律发生；另一方面，又指称一组规则，即对事件发生的特定过程进行规定规划的规则。在第一种情况下，它是存在的规律；在第二种情况下它是规范性（关于应该如何如何）的规律。作为前者，它对“其所是”加以描述；作为后者，它对将发生的事件预先加以规定。


  胡塞尔研究工作的目的是企图把逻辑学从自然主义之下解放出来，再现逻辑的规范性特征，即精神性的特征。当然，逻辑学的工作是在心理性的东西中进行的，但是，它是心理性东西的规范性产物，而不是心理过程的自然规律。


  但是，在这个清晰的说明内部，却包含着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关于心理行为同它的结果的关系问题，即思维的生成过程同思维内容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乘二等于四”的计算过程是心理活动过程，但是，只有当心理活动不再进行的时候，“二乘二等于四”才会生效。计算结果所要求的有效性与哪个大脑进行的计算这一点毫无关系。谁进行了计算，或者谁完成逻辑演算，谁就成为超主体的精神领域的分享者（这听起来已经带有很浓重的柏拉图味道）。当可作为心理事件来描述的思维活动得到实施的时候，在这个领域中聚集的意义和有效性便得到现实化和使用。


  “逻辑不是思维的自然规律，而是属于有效性的理念性范畴”，这个说法常常被人误解，因为这种说法十分接近下述推测：这里涉及的只是实用性的协议。比如，演绎证明的形式，不是我们相互间建立了协定，然后宣布它为“正确”，而是它本身就是正确的。“所有的人是有死的，苏格拉底是人，于是，苏格拉底是有死的。”这个推论的正确性是自明的；它是有效的。至于这里所作的判断是否符合经验事实，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断定。这完全取决于前提（“所有的人是有死的……”）是否正确。即使依据的推论形式是正确的，我们也可以得出一系列的错误论断（比如“如果所有的人是公务员，那么苏格拉底也是一个公务员”）。所以，不能说，因为逻辑推理形式有助于我们获得有益的知识，我们便习惯于服从逻辑推理形式。从经验上看，为了获取有益的知识，我们根本无需求助于逻辑推理。相反，逻辑经常把人们引入歧途。逻辑结论并不需要经验的维护，它们像一切逻辑运算一样是自明的。人们越是深入到逻辑的自明性之中，逻辑的这种自明性就越神秘难解。从对一个三段论的简单分析出发，人们突然步入了精神的魔术王国。一切对它加以还原的努力——实用的还原，生物的还原，自然主义的还原，或者社会学还原——都被它一一击败。


  19世纪中叶以来，我们一直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在经验科学丰硕的实践结果的影响下，出现了持续的还原热，人们想通过还原，把精神从认识的领域中驱除出去。


  尼采曾经对这个时代进行了诊断：这个时代是“正直的”和“真诚的”，但是是一种粗俗的“正直”与“真诚”。它“在任何现实面前都卑躬屈膝，都真诚”。它挣脱了“理想的统治”，凭着直觉，到处寻求能为“屈服于事实”提供合理性的理论。尼采针对的是毕德麦耶尔派〔毕德麦耶尔派［Biedermeier］，1814—1848年间在德国流行的一种艺术派别，一般认为，它反映了脱离政治、胸无大志的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的生活情趣。——译者〕的和所谓小市民的实在论的观点。19世纪中叶以来，的确是实在论的全盛时期。它确实只求屈服于事实，以便达到对它的完全的统治，按照自己的意图对事实加以改造。尼采赋予“自由精神”以“趋向于权力的意志”，但是，它并没有在“超人”这个最高层次中获得胜利，而是在蚂蚁般勤奋的市民的、追求实践理性科学化的努力中取得了胜利。这既适用于资产阶级世界，也适用于工人运动。它们的强有力的解决办法是：“知识就是力量”；教育应该带来社会的进步，抵御任何形式的假象。谁知道什么，都一目了然，不再那么容易从事伪装了。在知识方面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人们不再需要知识给我们造成什么令人惊叹的深刻印象。人们被允诺可以获得全权，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把事物提取出来——如可能的话——并将其置入到自己的那种贫乏、蹩脚的形式中去。


  绝对精神在作了唯心主义的翱翔之后，到了19世纪中叶，突然间，到处弥漫着“降低”人类的空气。当时思想界的人物都是这样开始他们的事业：人无非是……


  对浪漫主义者来说，只要当人们找到了相应的符咒，世界就会开始歌唱。世纪的前半叶的诗歌和哲学全是些诱人规划：不断地努力去发现或发明新符咒。时代要求令人感情奔放的伟大意义。


  在精神魔术的舞台上，反思大力士们获得胜利，但是他们的表演并不长久。当实在论带着他们对事实的敏感，身着“无非是……”的形式武装，站在门口的时候，他们便像天真的孩子一样相互嬉闹，把一切搅了个乱七八糟。接着又要求整理。于是，开始了严肃的生活。实在论者们必须为此而操心。19世纪下半叶的实在论，将最终完成他们的作品：把人“看小”，并把他同“伟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愿意把大家均能受益的、现代的、科学化的文明称作“伟大”的话。


  人们的现代化的规划始于下面这种想法：反对一些过分的和不现实的幻想。但是，即使当时最过分的幻想也难以设想，实证主义的冷静精神，究竟带来了何等巨大的惊人后果。


  19世纪中叶，在排泄德国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最粗俗的唯物主义。供人清醒之用的文集语粹，如，卡尔·福科特的《生理学通信》（1845），雅克布·莫莱肖特的《生命的循环》（1852），路德维希·毕希纳的《力与材料》（1855），海因里希·乔尔布的《感觉主义新论》，当时突然变成了抢手货。对这种由力与碰撞以及腺体、功能等等概念构成的唯物主义的风格，乔尔布用下面的话作了刻画：“试图通过发明超感觉世界来改善可认识的世界，试图通过赋予人类以超感觉成分，以便使人变成超自然的、十分崇高的实体，这种欲望只能是骄横和虚荣的证明。当然，对现象世界的不满、对超感性的理解之最深刻的基础是……道德的缺陷。”乔尔布向人们提出的最后要求是“满足已有的世界吧。”但是，这个“已有的”世界里所缺少的是什么啊！生成与存在的世界，无非是分子的风暴和能的转换而已。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世界仍然有效。人们不再需要阿那克萨戈拉的“奴斯”（思想）和柏拉图的理念了。人们无需基督徒的上帝，斯宾诺莎的实体，笛卡尔的“我思”，费希特的“自我”，也无需黑格尔的“精神”了。活在人的内部的精神，无非是大脑的功能。思想同大脑的关系，就如同胆汁同胆囊、尿液同肾脏的关系。曾经人丁兴旺的形而上学家族中，有一位罕见的劫后余生者，形而上学家海尔曼。洛采针对这种观点曾经指出，这种思想是“某种未经过滤的东西”。也是洛采在当时指出——尽管徒劳无功——唯物主义者的“死亡空翻”是愚蠢的。他提醒人们注意莱布尼茨的工作：莱布尼茨在同霍布斯的争论中已经把唯物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意识与肉体的关系问题解决了：如果某种东西以另一种东西为基础，这恰恰意味着这两者并不是同一的。因为，如果二者是同一的，二者之间便没有差异；但是，如果二者无差异，这种东西也就不可能以那种东西为基础了。莱布尼茨说，人的生命是以呼吸为基础的，然而人绝不仅仅是一股空气。


  不过，机智的反驳并没有能够阻滞唯物主义胜利之师的前进步伐。其原因首先是，这种唯物主义混合有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对进步的信仰。按照这种信仰，如果我们把事物和生命向下分析，直到它的最基本的构成成分，我们就将发现它们内部机制的秘密。当我们搞清楚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就有能力再造这个过程。


  这里起作用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即，想侦破包括自然诡计在内的一切“诡计”，并且要在实验中当场抓获它们。假若知道了它们如何活动，人们便能向它们指出，它们到底应该干什么。


  马克思主义业已受到19世纪下半叶这种精神的极大的鼓舞。经过艰苦细致的琐碎工作，马克思把社会实体解剖开，把它的灵魂——资本提取出来。最后人们也搞不清楚，无产阶级救世的使命（1850年之前马克思对德国唯心主义的贡献）在反对资本的铁的规律（1850年之后马克思对决定论精神的贡献）中，是否还有成功的机会。马克思也想看破一切诡计。他的意识形态批判使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对于意识形态批判家来说，思想并不像进行哲学思考的那一大群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所说的，是从大脑中分泌出来的。意识形态批判家认为，思想是从社会中分泌出来的。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立场的社会科学家，也想对精神的奇特的分泌之法实施“解密”。唯物主义的远征军向有效性问题展开了进攻。


  1866年出现了对这种立场的决定性批判：F.A.朗格发表了他的经典著作《唯物主义史》。我们绝不能说，这部著作当时没有影响，尼采就受过它的强烈影响。尽管后来尼采被称为“生命哲学家”，认为他的哲学炸开了唯物主义的那几块结实笨重的部分，但激发其思想的导火索，的确是朗格放置的。新康德主义（以后我们将专门讨论它，因为海德格尔就是在新康德主义的环境中活动的）也是在朗格的引导下发展起来的。


  朗格的基本思想是恢复康德对世界所作的干净利索的区别：一个是我们可以依据规则加以分析的世界，作为诸事物之一的我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也从属于这个世界。另一个世界是深入我们内部的世界。以前这个世界被称之为“精神”；在康德这里，人的内部被称之为“自由”，外部世界被称之为“物自体”。朗格引用康德关于自然的定义：自然不是被我们称之为自然规律的那些规律生效的地方。恰恰相反，只要我们从一定的角度把某种东西视为规律，我们便把它构造为显相的“自然”。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将其视为自决〔自决：Spontanitaet，也可译为“自发”。——译者〕和自由时，那么此时所涉及的就是“精神”。两种观察方式都是可能的、必然的，而且，重要的是，二者是不可能相互置换的！我们可以把自己当作物中之物加以分析；我们也可以效法霍布斯，公然声称我们是一部机器。不过，是我们自己选定了这个视野——我们是完全自由的，因而可以将自己当成机器。我们是现象世界的构成部分，是有规律的自然的部分，是诸物中的一物，同时，每个人都体验到自己的自由的自决性。世界秘密在我们内部的显示就是自由；它是现象界之镜的背面。“自在之物”——它就是我们在自由中的自身；我们能够对自己加以规定的领域，就是所有这些规定的心脏。


  朗格又重新启用康德的双重视野——人既是物中之物，又是自由。他说，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唯物主义完全可以得到肯定。在自然科学的经验过程中，世界必然表现为似乎只有物质实在存在于其间。若是自然科学在什么地方遇到困难，不能用已有的说明方法加以说明，那么也不允许它用“精神”之类的东西作为代用品填补这一空白。精神不是因果链条上的环节，而是这个链条上的另外一个侧面。人们可以对心理事物加以研究，从事自然科学中的心理学工作，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到的并不是心灵本身，而是它的物质代用品。朗格并未批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是批评伴它而生的错误的意识和拙劣的哲学，即下面这类看法：通过对“外在事物”的分析，就可以穷尽人生诸事。当人们在空间范畴内进行思考时，上述假设几乎是真的：所有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都必须指明它在空间中的位置，或者它的可以在空间中加以表象的结构。


  F.A.朗格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指出：唯心主义如何达到它的沸点，将一切精神都蒸馏掉，并因此造成了唯物主义的凝固点，使一切东西都不再运动，尽管人们又将精神匿名后偷偷引入，比如引入“活力”的形式，但是，没人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与唯心主义的蒸馏和唯物主义的凝固相对，朗格坚持既有精神又有物质的立场。


  朗格以低廉的价格为形而上学辩护。对他来说，形而上学就是概念性诗歌，是幻想与知识的振奋人心的混合物。宗教也是一样，当宗教声称，它占有了关于神、灵魂和永恒不死者的知识时，那么，它就将自身交给了科学的批判，不再站得住脚。阵线的划分是必不可少的。“理念的立场”不再允许将自己的骄傲建立在对真理的认识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价值的构成和由此带来的对现实进行的改造之上。经验中有真理；精神中有价值。后来，尼采为朗格提出的真理与价值和平共存的理论的终结作了准备。尼采又往前迈了一步，将真理同价值直接对立起来。在这里，尼采让价值评估的活力论将真理吞噬掉。于是，真理仅仅是一种使我们感觉舒适且有用的幻觉。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价值仅是一种文化生活的事件。李凯尔特以后将把它定义为“价值事件”：人们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它加以描写，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它进行叙述。只有当有效性变为事实时，有效性才生效。只有生效的东西才会有效，这将是历史主义的要点。


  F.A.朗格在寻求一种平衡：“唯物主义同神灵世界共享权力。有谁会去反驳帕勒斯蒂那的弥撒曲呢？有谁会去斥责拉菲尔的圣母像是一种谬误呢？‘荣归主颂’一直保持着它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的力量。面对崇高之时，人类的神经还会发生颤抖，那么‘荣归主颂’还将一百年二百年地继续回荡。那种把自己的意志交付给驾驭着整体的意志，以使单独的个人得到解脱的思想，那表达了激荡在人们胸中的最剧烈、最高尚的东西的（耶稣的）死与复活的形象……，那种命令我们将面包掰开分给饥民、将愉快的福音带给贫苦人的教诲，这一切绝不会因为有一个社会制度，能按照理智去建立较优秀的警察制度，凭借着它思维的敏锐进行层出不穷的发明，使推陈出新的需求欲得到满足，为了给这种社会制度的实现开辟场所、达到目的，便完全引退，进而永远销声匿迹。”（F.A.朗格：《唯物主义史》，第897页）


  上述这种唯心主义，应该给受科学技术驱使的文明带来某种平衡。这是一种“似乎（Als-ob）”唯心主义。因为它所推荐的价值都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尊严和存在力量，因为人们在这些价值中认出了杜撰的本相。理想的典范从根本上只是一种偶像，它闪耀着赝品的光辉。唯心主义者只能在迫不得已的轻浮的思考中，才得以坚持它对善与美的启示。他们解说信仰的规则时带着占卜官的微笑，这显然是让别人去信仰，而不是他们自己信仰。上世纪末的哲学畅销书是汉斯·费英格的《似乎（Als-ob）哲学》。它是这种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伤风败俗的最忠实的表达。在这里，价值被称之为有用的虚构。它纯粹是一种主观发明。但是，如果在执行生活任务的过程中，它能在理论和实践上给我们提供帮助，那么它便具有某种意义，我们习惯上称其为客观意义。


  整个威廉主义时期〔德皇威廉二世的统治时期。——译者〕都弥漫着这种“似乎”主义。它传播着对虚伪性的追求和乐趣。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看上去像什么。被使用的每种材料，都希望表现得比它“真实之所是”更丰富。这是一个虚构材料的时代。大理石是油漆过的木料；银光闪烁如群星的花岗岩实际上是石膏。新东西必须看起来古香古色；古希腊庙堂的梁柱被修建在股票交易所的大门口；工厂修得像中世纪的古堡；新建筑修得像古城废墟。人们努力维护着历史的联想：法庭看上去像威尼斯的总督府；市民的住宅摆放着路德式长凳、锡杯和古登堡的圣经〔“古登堡圣经”又称“42行圣经”，是现存最古老的圣经印刷本，是德国发明现代活字印刷的德国工匠古登堡于1455年左右印制的。——译者〕。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不值几文的赝品。威廉大帝本身就不是货真价实的。他的权力意志缺少权力而富有意志。“似乎”要求表演，它靠表演为生。没有人比理查德·瓦格纳更清楚如何动用戏剧魔术来拯救他的时代：暂时的拯救，是一种“似乎”的拯救。这一切都是凭借对现实的干练思考。正因为这种思考及其干练，使它们必须要有一点色彩，有一点修饰，有一点装璜，有一点雕琢，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整体外观上像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某种东西有效。最后，德国的官方政治也以有效为基础：在德国范围内有效。因为，一个人要作为什么而有效，便可以省掉“真正成为什么”的努力。


  现实的干练与“似乎性”的思考的混合物，为威廉·詹姆士和皮尔士的盎格鲁-撒克逊实用主义，开辟了通向德国的道路。众所周知，实用主义公开宣布，要对真理实施“裁军”。它解除了真理同理念王国的固定联系，真理被降级，成为一种社会原则，对行为过程进行自我论证。实践中的成果成了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点对所谓价值同样适用。价值的现实性的证明并不在于它同那种令人怀疑的、永远可望而不可即、只是有可能得到证明理想性存在的一致。价值的现实性只取决于它的影响。价值的灵魂就是它所发生的影响。实用主义用效果论代替了真理的符合论。人们不用再害怕犯错误。因为，第一，由于取消了真理的客观标准，错误如今失去它的本体论上的原罪性。人们甚至可以把真理定义为有用的错误。第二，错误属于实验的一部分。当一只狗试图横叼着一根长骨头穿过门口时，它必须不断转动它的头，直至能通过为止。这就是试错法。人类通过真理之门和狗过门口的情况一样。真理不再是过去的它了，它失去了往日令人崇敬的激情。它不再追求确凿无误，而只讲求实践上的收益。人所共知，对确凿无误的追求是一种精神状态，其中隐藏着许多宗教内容。实用主义事先用实验代替了形而上学的严格检验；它瓦解了条顿人的不断追求整体的努力，用它“我们向前、向上犯错误”的道德原则，使人们得以保持泰然任之的状态。威廉·詹姆士说，“我们的错误终于不再是那么了不得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多么小心，我们都无法逃避这条错误的道路。因此，某种程度的无忧无虑的轻率比过去过分神经质的恐惧要健康得多。”（威廉·詹姆士：《趋向信仰的意志》，第146页）


  这种无忧无虑的态度得到了当时另外一种强有力的倾向的支持：这就是以达尔文的发现为基础建立起来进化论生物学。这种生物学教导人们：依照试错原则行事的不仅仅是我们，而且自然本身也是如此。遗传信息的传递错误造成变异，并由此引起物种链条出现分支。偶然性引起变异性；适应的结果就是选择；经受住考验，能挺住的就保持下来；通过偶然性引起的突变加上生存竞争中的选择，这就是自然发展的方式；它完全不需要什么目的。自然界前进的过程也就是出错、失误的过程。另外，通过变异和选择的规律，康德无目的自然目的论难题也得到解决。盲目的偶然性引导着自然发展前进，它的结果看起来似乎是遵循着某种目的。上帝不掷骰子——也许是吧。但是，人们相信，自然在玩押宝的游戏时被人们当场抓获。当时，进化论生物学成了对方法的重大作用的最大认可：它是由无序到有序，由错误到成功的方法。它给出了一条基本规则：真理无非就是实践上的成功。这几乎成了不可动摇的，显而易见的东西。


  在19世纪末，维纳·冯·西门子〔维纳·冯·西门子（Werner von Siemens，1816—1892），德国发明家、科学家和西门子公司的创始人。——译者〕将“这个自然科学时代”的精英召集到柏林最大的会堂——伦茨大马戏场,举行了被他称之为令人难忘的魔术表演。科学家们汇集一堂，举行节日性的聚会和盛大表演，欢迎新世纪的到来。西门子说，“这样，我的先生们，我们绝不会动摇下述信念：我们的研究和发明活动，将带领人类步入更高的文明阶段，使它进一步得到改善，并使那些理想的愿望转变为现实。突然到来的自然科学时代，将减轻人类活动的苦难、祛除痼疾，提高生活享受的水平，使他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更满意他们的命运。尽管我们并不总是很清楚地知道达到这种更美好阶段的道路，但是，我们坚定地相信，我们的研究所追随的真理之光，不会将我们引入歧途。真理给人类带来的强大力量，不可能降低人的地位。它必将把人推进到存在的更高阶段。”（引自A.海尔曼：《升入人生存在的更高阶段》，第812页）


  心灵上、信仰上的节制；对简单明了事物的好奇；对不可见的、但不是彼岸的，而是对现实世界中的不可见的东西好奇，即细胞的微观理论、电磁波的宏观理论，都属于科学的伟大的成功的前提。这两种理论都是强行进入了不可见东西的领域，对它们进行研究，并且得到了可见的结果。例如在同生物病原体的斗争的胜利和世界范围内的无线电报网的建立，就是这种可见的结果。许多形而上学的梦想，比如，对躯体的完全控制权的获得，对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克服，均已经成为技术的事实。


  当物理学学习飞行的时候，形而上学的超越飞行者却坠落下来。他们必须在平坦的大地上寻求自身的发展。形而上学在地上所能做的事情——比如按照新康德主义理论——也少得可怜。新康德主义者保罗·那托普1909年给哲学的任务下的定义是：它无非是努力增加科学方法的透明性。在哲学中科学对它自己的原则、工作方式、价值取向有了意识。那托普把这称之为“科学的道路指南……但是，不是从外部，而是通过对科学从开始就描述的，而且还会坚持不懈地描述下去的道路的内在规则进行说明，实施指导。”（那托普：《哲学与教育学》，第235页）哲学必须达到的目的与哲学开始时设想的完全相反：“起初，哲学在她的腹内孕育着所有科学的萌芽，在她生下它们之后，又用母爱抚育它们。科学在她的保护下长大成熟；此后，她怀着愉快的心情，望着科学走向远方，去开拓它们自己的天地。她还怀着坦诚的忧虑，远远观望了它们一段时间，间或还轻声细语送去几声忠告，但丝毫没有限制它们独立的愿望和能力。最后，她悄悄地退回到老地方，以便有一天无人知晓、无人怀念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同上书，第237页）


  文德尔班、那托普、李凯尔特、科亨都被人们称作“新康德主义者”，因为他们向现代自然科学力荐康德的方法性反思。在伦理规范的论证问题上也主张回到康德去。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哲学思潮的影响都十分强大有力，其中也不乏思维敏捷者和好斗者。但整体上讲，面对当时科学精神的绝对优势，新康德主义处于防御地位。这种哲学希望在哲学寿终正寝之后，还能在它的“孩子们”中，即科学中，继续生存下去。的确，那托普正是为此做了准备。而且看上去，“科学中的哲学”也并非“毫无希望”，并且在经验科学家和精密科学家的行囊里，的确还有大量的未经思想考查过的世界观上的旧货和思辨性的私货。他们甚至启用科学性的尊严来维护他们的盲目乐观和顽固的迷信。例如，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生物学中蒸馏出一种一元论世界——宇宙论， 而且就像海克尔1899年的图书订货单上的题目所说的那样，打算以此来解开所有的“世界之谜”。


  新康德主义者想在双重意义上坚持科学的良知，即方法上的良知和伦理上的良知。因为，价值问题是他们的第二业务专长。他们的问题是：如何对这个过程进行科学的分析，而且在分析中不是像在科学中那样，使某种东西变成某种东西，而是使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而有效。对新康德主义者来说，从整体上看，整个价值领域就等于文化。对一个雕像的物质材料可以进行物理、化学之类的分析，但通过这种分析，人们并不能把握什么是雕塑。因为雕塑的存在恰恰是它所意味的内容。这个意义有价值，而且由某个人使之变为现实。这个人并不是把这个雕像视为一堆石头，而是作为艺术来把握。李凯尔特说，“所有的文化发展过程，都体现着为人类所承认的价值。”（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18页）自然与文化不是两种截然分开的领域，自然的对象依据它与价值联系的方式、程度而成为文化的对象。比如，性欲是非价值的，是生物学上的自然事件，但是，作为文化的所有物，性欲就成为非常有价值的意义不寻常的大事：成为爱情。整个人类的现实总是同价值的构成过程交织在一起。这里丝毫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价值世界并不是飘浮在高天之上。一切和人类有牵涉的东西都含有价值的色调。一个事实性的关系同时总是一种“价值关系”。对事实关系我们可以加以说明，但对价值关系我们只能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就如同国王弥达斯〔希腊神话中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国的国王，会点金术。——译者〕一样：凡是他触摸到的东西、即凡是被他拉入他的魔法之内的东西，尽管它们不是［像弥达斯那里那样］马上变成金子，但是却马上获得了价值。


  新康德主义在价值哲学方面走火入魔。然而这些学院派的哲学家们在深入有效性的秘密之内部的时候，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有效之物：货币。因此一个圈外人，乔治·齐美尔发表了本世纪初整个价值哲学中的天才的杰作：“货币哲学”。


  齐美尔描述了由抢掠到交换的过渡，认为它是整个人类文明最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所以他把开化了的文明人类称之为“进行交换的动物”。（齐美尔：《货币哲学》，第285页）交换活动吸收了暴力，货币将交换普遍化。原来本是物质性的东西的货币，成了一切物品的现实符号。钱一旦出现，被它触及的一切东西都有了魔力。不管它是一条珍珠项链，还是一段墓前悼词，还是性具的交互利用，一切都依照价值来评估。货币是现实存在着的、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先验范畴。通过货币建立的等价关系，为现代社会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保证。货币是一根魔杖，它使世界中的一切都转变为一种“财产”，这种“财产”可依其价值进行评估，因而可以得到估价。


  但是，某种东西怎么变成货币了呢？答案是简单而必然的：是某种有效的东西使之成为货币的。若是有人对某种其他的东西有欲望，为了解除这种欲望，这种有效的东西便进入工作，发生作用，解除这种欲望。这种交换的尺度是可以精确计算的。但这个尺度来自何处，却不清楚。有人认为来自劳动，有人认为来自市场，另外有人认为来自欲求，还有人认为来自匮乏。无论如何，货币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它的物质自然本性，而是一种变成了物质力量的社会精神。货币的流通力量战胜了人们一直认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精神。


  齐美尔所讲的这种精神就像货币一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隐蔽角落。齐美尔把一切都联系在一起。货币为如此截然不同的东西，如圣经和一瓶烈性酒，创造了共同的价值表现；齐美尔在其中发现了它同库萨的尼古拉的上帝概念的联系：上帝就意味着“coincidentia-oppositornm”〔coincidentia-oppositornm“拉丁文”意即“对立面的统一”。是尼古拉·库萨的名言。他是说，人类世界的一切矛盾均可以在上帝的全智全能，即在无限中得到扬弃。——译者〕，所有对立物的统一点。“当货物越来越变成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达和等价物时，便超过了客体极其广泛的多样性，将自己高扬到更抽象的高度，它就成为中心，一切相互对立的、最不相干的、最陌生的东西都能在这个中心找到他们的共同性，从而相互接触。就此而言，货币也确定、维护了它高扬于个别事物之上的地位，维护了其他东西对它的全智全能的依赖，就像对最高原则的全智全能的依赖一样。”（同上书，第305页）


  对货币有效性力量的分析——如齐美尔的例子所表明的——也并非没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储备的支持。


  在1914年之前那个仇恨形而上学的时代，有效性的诸领域（包括货币有效性领域在内）成了形而上学残余的避难所。在胡塞尔那里也是如此。为了回到我们的出发点，我们还得回来谈谈胡塞尔。胡塞尔致力于捍卫逻辑学的非心理学的有效性和柏拉图的理念王国，以反对自然主义的心理学鼹鼠〔地基破坏者。——译者〕。


  年轻的海德格尔也曾一度站在类似的立场上保卫过逻辑。他也是用他自己的形而上学残余同胡塞尔（和埃米尔·拉斯克）一起在有效性的神秘中，在纯逻辑性的王国中，反抗一切企图通过生物学和心理学来建立相对主义的努力。对他来说，每个领域中都包含着“生活的彼岸价值”。但是，逻辑学同灵魂生活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在1912年发表的《关于逻辑学的最新研究》一文中，海德格尔把心理的东西称之为逻辑的东西的“操作性基础”。在那篇文章里他认为，整个来说这个关系“仍然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也许永远不能完全搞清楚的问题。”


  海德格尔相信，用逻辑可以把握住超个人的有效性。这一点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海德格尔愿意相信精神的客观实在性。精神不应该仅仅是我们头脑的产物；也想承认外部世界独立的实在性：它们不应该被化为主观精神的妄想，这种还原只能是受到他痛斥的自我的无限制的自律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翻版。海德格尔既不想直接跌入唯物主义，也不想错误地升上唯主观主义的天空。他的第一次哲学尝试的取向就是“批判实在论”。这种实在论认为，“只有相信实在的自然界的可规定性的人，才会将力量用于对它的认识。”（《海德格尔全集》，第1卷，第15页）他自己就是致力于客观精神之可能性的研究工作。


  他在教会的启示性真理宝藏中找到了这种精神。不过，这并不能使我们的哲学家满足，所以他的第二个发掘地是逻辑学和它的客观有效性。


  我们可以在他大学学习第一年中观察到，海德格尔是如何在寻求一种使他得以在现代竞技舞台上维护自己，并且同时允许他滞留在麦氏教堂镇的那块天空之下的哲学。


  第  三  章


  橄榄山的时刻  事业上的计划  博士论文  虚无存在吗  《响起来了》  在神甫圣下神甫圣下［Hochwuerden］，对神甫之类神职人员的尊称。——译者面前的祈祷  生命哲学的彼岸  哲学生活的开始  狄尔泰的体验生活与尼采的享受生活  柏格森的巨流  马克斯·舍勒  鲜花盛开的庭院



  “现代哲学中的实在问题和关于逻辑学的新研究”是海德格尔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从论文中人们根本看不出，在写作该论文时，海德格尔危机四伏的生活正处在转折中。他努力为“有可以清楚认识的现实性存在”这一原则和逻辑的可信赖性辩护，但此时，他自己个人生计的基础却发生了动摇。这是1911年。


  在神学院寄宿并学习了三个学期的神学之后，海德格尔的心脏病又复发了。也许就像他在1915年的简历中所讲的，是由于“劳累过度”，也许是身体起而反抗这种荒谬的工作。于是，他按着神学院寄宿舍的医生的建议，于1911年2月离开神学院，回到了麦氏教堂镇，以便“完全安静”地生活度日。他的上司得到的印象是：这位天才的神学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太不稳定，难以适应以后服务教会的艰辛工作。


  海德格尔在父母家里呆了整整一个学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生活之路怎么走。他心情郁闷，于是吟诗作句，寻求解脱。在他的诗里，职业的变故得到升华，变成了小诗“橄榄山的时刻〔见《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或马可福音第14章。当耶稣带领门人来到橄榄山一个叫客西马尼的地方，他突然感觉十分难受，于是耶稣便对和他在一起的彼得、雅各和约翰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于是耶稣向上帝祷告：“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一切撤去。”然后马上又要上帝不要听从他的请求。后来以此比喻耶稣的精神斗争。——译者〕”。这首诗于1911年4月首次发表在《总汇报［Allgemeine Rundschau］》上：


  
    我生活中的橄榄山时刻：


    阴郁的外表之中


    你们常常关照着我


    



    我哭泣着呼唤从未徒劳


    我青年的存在


    已经厌烦了抱怨


    只对天使“圣恩”依赖。


    （胡果·奥托：《马丁·海德格尔》，第71页）

  


  这首诗是胡果·奥托发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海德格尔给恩斯特·拉斯罗威斯基的一些信。恩斯特·拉斯罗威斯基是弗赖堡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师从天主教历史学讲座教授海因里希·冯克，是上西里西亚人，在弗莱堡大学学习过几个学期。海德格尔视他为最知心的朋友，而拉斯罗威斯基很早就对海德格尔十分钦佩。他曾在给海德格尔的信中写道：“如果你的父亲能支持你读4—5学期，或者3—4学期，使你得以能做完博士论文，或为高校教职论文作好准备，然后就会有办法了。”（同上书，第70页）但海德格尔的父亲根本拿不出钱来。这个普通人家的儿子必须继续在教会的卵翼下当奖学金生，否则就不得不选择其他艰苦漫长的道路。


  在同拉斯罗威斯基的通信中一直在讨论其他的可能性。马丁应该继续学习神学，以便以后当牧师？拉斯罗威斯基建议：只要他不理上司对他的健康情况的怀疑，他的生活是有保障的。他仍然可以毫无阻碍地完成博士学业，并且通过大学教职论文。在这两站之间，也许可以作一段乡村牧师，以使自己“成熟”起来。其后他肯定能成为神学家，前途光明。


  他的这种看法是一种恭维。此时海德格尔已经意识到，他之所以向往神学，不是由于神学的内容，而是由于其中的哲学成分。第二种可能性，就是集中精力于哲学，但仍然留在天主教的范围内，不去触动教会的“真理宝藏”。哲学甚至可以争取到教会的保护：尽管信仰无需哲学的论证，但是，哲学可以反驳对科学性的错误理解，去打击科学反形而上学的狂妄自大。因为科学家把真理的价值赋予他们的命题时，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意识到，他们已经反复多次地在误用着形而上学。如果能证明，在逻辑中隐含着“生命的彼岸价值”，教会和它的“真理宝藏”所处地位就会有利得多。如果他能这样来理解天主教哲学和辩惑学［Apologitik］的话，也许他可以获得天主教界的类似“大阿尔伯特学会”或“格雷斯维护科学协会”等团体的经济支持。拉斯罗威斯基建议海德格尔，同在斯特拉斯堡执教的天主教哲学家克莱门斯·博伊姆克建立联系。博伊姆克是格雷斯协会的主席和《哲学年鉴》的主编。他特别乐意支持天主教中哲学人才的成长。天主教哲学家的前途并不光明。因为天主教以外的哲学界并不承认他们。天主教哲学占有的著名教席职位很少。


  还有第三种的可能，一种最低的追求：学习某个教育专业，通过国家统一考试，然后当老师。海德格尔十分严肃认真地提过到这种可能性。因为，选择这一职业，生计便有保证，而且他考虑的是学习自然科学类的专业。


  在麦氏教堂镇度过这一艰难的学期之后，海德格尔终于作出了决定。他中断了神学的学习。1911—1912年冬季学期，海德格尔在弗赖堡大学自然科学系的数学、物理和化学专业注册，但是，他学习哲学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同时，他同克莱门斯·博伊姆克建立了联系。他的文章《当代哲学中的实在问题》，就是通过博伊姆克在《格雷斯协会哲学年鉴》上发表的。同时他还同弗赖堡大学的艺术史和天主教考古学教授约瑟夫·藻厄建立了联系。藻厄是《文学评论》的主编。1912年这个杂志连载了海德格尔的长文《关于逻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1912年3 月17日海德格尔在给藻厄的信里谈到了他自己的研究计划。藻厄与教会的联系十分密切，所以，他对这位宣誓献身教会的宗教文化发展研究的学生的工作计划十分震惊：“如果想使整个事情不至于成为毫无结果的吹毛求疵和学院式的自相矛盾的曝光的话，那么，空间与时间问题的研究工作，起码必须在数学物理学方向上找到一种临时的解决方案。”（胡果·奥托：《马丁·海德格尔》，第73页）


  现代物理学对时间问题的研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教会提供帮助，这位并不熟悉哲学的约瑟夫·藻厄也不十分清楚。尽管如此，他对海德格尔还是十分满意的，因为海德格尔关于逻辑学的文章，在天主教的圈子里反响甚好。拉斯罗威斯基在1913年1月20日的信中告诉他这一反响：“我最亲爱的，我有一种感觉，你将会跻身于各个大学都要争夺的那些伟大人物们的行列，你绝不会屈居于他们之下的。”无论如何，“天主教同整个现代哲学体系根本不合拍。”（同上书，第75页）他认为，海德格尔不应该让自己蛰居于天主教的樊笼中，应该到非教会的杂志上去发表文章。


  一方面，能继续保有在天主教环境中所获得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沾上教会哲学的坏名声，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平衡动作。他的朋友在通信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拉斯罗威斯基写道：“你必须以天主教徒的身份开始。见鬼！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同上书，第76页）最好是让它再掩护你一段时间，而且这样做还有一个有利的附带效应：“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你给自己罩上一层神秘的阴影，使‘人们’对你产生好奇。然后你就比较好办了。”（同上书，第76页）


  这位冷静的、多少有点爱上了马丁·海德格尔的拉斯罗威斯基，到处打听空缺的天主教哲学教授职位的情况，为他的朋友做宣传。为此，他专程去了圣·德意志馆，在那里遇见了私人讲师恩格尔伯特·克雷伯斯。他是来自弗赖堡的牧师兼哲学家，比海德格尔年长8岁。他向拉斯罗威斯基表示，帮不了他什么忙，因为他自己也有待进一步发展。当克雷伯斯1914年结束了罗马之行，回到弗赖堡时，海德格尔马上与他建立了联系。后来有好几年，他们都是好朋友。但是，海德格尔脱离天主教时，这种友谊也随之结束。


  拉斯罗威斯基还帮着海德格尔找经济来源。在布雷斯劳的天主教同学会中，他找到了一位老先生，他的说服使这位先生相信，海德格尔是德国天主教哲学的希望，诱使他向海德格尔提供了一项私人贷款。放弃神学学习以后，海德格尔就靠这项贷款，以及弗赖堡大学经管的奖学金中的一点钱，加上给人做家教挣的钱过了一年。1913年夏天，海德格尔获得博士头衔。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心理主义中的判断理论》。


  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证明，他是胡塞尔的勤奋好学的学生。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用胡塞尔的思想同心理主义的代表人物争论，反对用心理的东西来解释逻辑的内容。受到这位信心十足的博士生批判的，都是很有名望的哲学家，比如特奥多尔·李普斯，威廉·冯特等。同心理主义的争论，迫使他第一次思考时间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成为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的核心问题。


  作为心理行为的思想活动，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它需要时间。但是——海德格尔用胡塞尔的口气说——思想活动的逻辑内容却独立于时间。“逻辑的东西是一种‘静态现象’，处于一切发展和变化的彼岸，既不生成，也不出现，只是有效。它是某种可以被从事判断的主体加以‘把握’的东西，但是，它绝不会由于这种把握而发生些许改变。”（海德格尔：《早期著作集》，第120 页）眼下与数年之后不同，时间在海德格尔这儿还不是把一切都拉入运动的存在性力量［Seinsmacht］。现在还有彼岸存在。海德格尔进一步追问：这种逻辑的东西“意义”何在？对此他写道：“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也许是终极的东西，不可还原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对它作进一步的澄清，任何进一步的提问都必然遭到失败”。（同上书，第112页）


  静态的逻辑，必然会同时间性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现实性形成了一种张力。海德格尔通过例子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这个例子对他晚期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关于“无”的问题。他研究了判断活动中的否定问题。我们可以说“这朵玫瑰花不是黄的”或者“老师不在场”。这个“不”的意思是，某个我们期待的，或者与我们有关的、确定的东西不在眼前；缺了某种东西，比如玫瑰缺了黄色或老师缺了在场。从这种缺欠中，从这个“不”中，我们抽象出了“无”。它只是一个思想之物；只有在思想行为中才找得到这种“无”；在现实性中是找不到它的。因为在现实性中，“当一个东西不存在时，我不能说它存在。”（同上书，第125页）。


  后来在1930年的讲演《什么是形而上学？》中，海德格尔把一切形而上学——包括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在内——的源泉，都纳入对“无”的经验之中。“无”比“不”和否定更原初。“无”是从“深深的无聊和人生此在的深渊中冒出来的。”（《路标》，第29页）在那里，“无”就是把整个世界置入可疑的、最令人惶恐不安的神秘的状态之中的东西。


  这种情绪对年轻的海德格尔也并不陌生。不过，还没有把它接收到他的哲学中来。他还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大学生，因此，他的研究工作仍停留于学院允许讨论的范畴之内。也就是说，对他来说，“无”只存在于判断之中，不可能在现实性中遇到“无”，这个基本原则仍然有效。他此时使用的论据，正是后来逻辑实证主义者鲁道夫·卡尔纳普用以反对他和他的哲学时所使用的论据。


  但是，海德格尔毕竟和卡尔纳普不同。年轻的海德格尔是出于形而上学的动机才成为一个逻辑学家的。他发现，“我们只能在判断行为中，在精神中遇到‘无’”，这并不影响他把关于“无”的存在论当作毕生的事业。因为，深藏在我们精神中的东西，恰恰正是伟大的存在本身的投影。“否定”只有通过我们才来到世界上。正是从这个微不足道的关于“否定”的语义学讨论中，生成一个庄严宏大的关于存在与“无”的存在论。然而，在这种存在论中，“无”便不再是被冷处理之后的判断中的“无”，而是畏惧之无。我们已经看到，在海德格尔1912年的哲学尝试中，还找不到表达这种情绪的语言。比如，在讨论无人称句问题时，他还没有十分认真地对待无主语句中所隐藏的有关现实的忧虑性这个方面。我们说，“打闪了”。谁打的闪？“我想用神秘的‘es（它）’表达一种性质，一种瞬间状态，还是说，这个判断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早期著作集》，第126页）在那里打闪的“它”是什么或者是谁？海德格尔没有像后来那样对此进行深究，而是先转而分析另外一个例子：“爆炸了”。他写道：“比如，当我和一个朋友在军事演习中跟着炮兵连进入射击阵地时，突然听见炮弹飞来的声音，我说：‘快，爆炸了。’——在这种情况下，什么爆炸了，是十分清楚的。这个判断的意义就在于现在已经发生的爆炸之中。”（同上书，第127页）


  海德格尔之所以对非人称判断感兴趣，是因为他想向人们指出，无论是“心理学的研究”，还是“对词的意义的清晰规定和解释”，都无助于揭示判断内容。为了揭示判断的内容，必须对行为环境的联系进行认识和理解。几年之后，海德格尔正是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语用问题 ，作为其存在问题的大舞台。此时，他只不过是在“爆炸”这个问题上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正处在大战爆发前夜。


  通过军事演习的例子，所谓“生活世界”进入了严格的精密分析。


  1913年7月26日，海德格尔以最优异的成绩在哲学系通过了博士考试。他的博士导师是天主教哲学讲席的主持人阿图尔·施耐德。施耐德当年夏天已经接受了斯特拉斯堡帝国大学的聘请去斯特拉堡执教了。但是，海德格尔在枢密顾问官，哲学系最有影响的天主教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克教授那里找到了支持：他支持年仅24岁的年轻人来代替刚刚离去的施耐德，主持空缺的哲学讲席。不过，教神学的私人讲师恩格尔伯特·克雷伯斯正在暂时代行其职，而克雷伯斯也觉得有望获得这一教席。克雷伯斯和海德格尔这两位交好的朋友为此成了竞争对手。1913年9月14日克雷伯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晚上5点到6点，他（海德格尔——作者按）来找我，告诉我，冯克敦促他写一本哲学史专著，以获得大学教职资格。他还说，冯克说话的口气使他清楚地感到，他是告诉海德格尔，在教席正值空缺之际，他应该尽快往前赶，以便早日成为私人讲师。我现在的临时代理只不过是为海德格尔暖着位子而已。”（奥托：《马丁·海德格尔》，第81页）


  开始，竞争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谊。海德格尔第一次来访之后，克雷伯斯记述道：“此人头脑敏锐而谦逊，且举止老练。”（同上）谈话给克雷伯斯造成这样的印象，他“毫无妒忌地承认，海德格尔已经是施耐德教席当之无愧的后继人了。”（同上）1913年年底，克雷伯斯在日记中写道：“很遗憾，他没有能早两年完成（他的论文）。现在我们正需要他。”（同上）


  克雷伯斯和海德格尔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经常互相帮助。克雷伯斯必须教授形式逻辑，而他在这方面并不内行。海德格尔帮他准备讲稿。克雷伯斯写道：“他给我的帮助也许比他注意到的还多。”（同上）而克雷伯斯则向海德格尔在经院哲学史方面提供帮助。


  海德格尔教职论文的题目，就选定在这个领域。本来他想继续他的逻辑研究，研究“数概念的本质”。但是，由于他现在有希望获得天主教讲席的职位，便转向经院哲学。另外，为了获得1913年的奖学金，他也必须做这方面的题目。这里所说的奖学金，指1901年由奥格斯堡的舍茨勒尔工业家族创建的奖金丰厚基金：“颂扬圣·托马斯·阿奎那基金会”。


  为了这份奖学金，1913年8月2日应为“20日”，见奥托，《通向海德格尔传记之路》。——译者海德格尔向弗赖堡的教堂修士咨议会递交的申请书中写道：“请允许忠实顺从的申请人，就获取奖学金事宜，向最尊贵的修士会议……提出最恭顺的请求。忠实顺从的申请人决心致力于基督教哲学的研究，并以此开拓自己的科研生涯。因为该人生活于贫困之中，所以他将对最尊贵的修士会议由衷地表示感谢……”等等。海德格尔必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递写这种令人感到屈辱的信件显然，这里指的是，海德格尔为了获得奖学金，必须每学期或者每年写一次申请，表白一次对天主教的忠诚。——译者。这深深地伤害了海德格尔。乞丐很难宽容那些他不得不向其乞讨的人。尽管，或者恰恰因为这些尊贵者曾经向他提供过帮助，所以海德格尔后来从来不曾讲过这些尊贵者的好话。但是，麦氏教堂镇上那小市民的教会在他看来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他的家乡故土。他终生都觉得他属于那里。每当他回到麦氏教堂镇的时候，即使是年事已高的日子里，他总是要去圣马丁教堂作礼拜，而且总是坐在他于顽童时就坐的那条唱诗班的长凳上。


  眼下海德格尔还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天主教哲学家，所以修士会议给海德格尔每学期资助1000帝国马克。靠这一笔钱当时完全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一学期。在奖学金通知书上，副主教尤斯图斯·克奈希特明确规定了这笔奖学金的使用目的：“我们相信，您将忠实于托马斯哲学的精神，基于这种信任，我们同意……”（同上书，第80页）


  海德格尔享受这种支持长达三年之久，一直到1916年夏季。也就是说，三年之久他都与托马斯主义和经院哲学联系在一起，这里我们分不清到底出于本人的倾向，还是出于责任。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也分不清楚。1915年12月当他第三次为获取该奖学金写申请时，他写道：“最忠顺的申请人坚定不移，愿以终身的科学研究工作去融会贯通［Fluessigmachung］ 经院哲学中的思想遗产，为基督教-天主教生活理想的未来而进行精神上的战斗，以答谢最崇高的红衣主教教会团对申请人的无比信赖。”（同上）


  此时海德格尔在哲学上的抱负小得出奇。在1915年写的简历中，他还把中世纪思想家的解释工作称之为他终身的工作。当然，他想把这种解释中所发现的思想宝藏用于现实的斗争，即用于为“基督教-天主教的生活理想”而进行斗争。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业已爆发，成千上万的人战死沙场，生活哲学也在此时获得全胜。尽管如此，在海德格尔的哲学工作中，人们找不到这些事件的任何痕迹。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早期关于逻辑的哲学研究，都反对19世纪后期的唯物主义和机械论。此后，海德格尔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各种形式的生活哲学，但是，只有“融会贯通［Fluessigmachung］”这种说法表明，海德格尔这时对生活哲学的动机有了感觉。因为“融化稀释［Verfluessigen］”正是那个时代生活哲学的要求。


  几年前，对海德格尔来说，生活哲学还是一种现代社会的过于灵敏的幽灵，也就是说，他对它们不屑一顾。1919年他在《学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哲学，应是真理的永恒物之镜。然而，当今的哲学却只知道重复反思各种主观意见、个人情绪。反理智主义使哲学变成了‘体验’，人人都成了印象派……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按世界观来剪裁生活，而是世界观按生活来剪裁自身。”（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第90页）


  海德格尔对生活哲学的这种严厉的保留态度，不仅仅囿于他当时的天主教生活的彼岸价值，而且还有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影响。当时海德格尔准备在李凯尔特指导下完成教职论文。李凯尔特后来曾经对生活哲学作了如下概括：“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用概念来掌握生活，将它固定化，因此我们必须从纯粹的、活生生的生活躁动中走出来，到系统的世界秩序中去。”（李凯尔特：《关于生活的哲学》，第155页）实际上，海德格尔也把这作为自己哲学的走向。


  生活哲学一直受到学院哲学的排斥。海德格尔起初也属于学院哲学一派。但是，在大学之外，生活哲学早已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思潮。就像以前“存在”、“自然”、“上帝”或者“自我”曾是时代的中心概念一样，今天“生活”成了中心概念，而且也是一个战斗概念。它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它是一方面要反对新的“似乎［als-ob］”唯心论。这种唯心论受到德国大学中新康德主义者的维护，当然也受到市民的道德习俗的维护。同时“生活”这一口号反对的另外一种倾向是：没有灵魂的唯物主义。这是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遗产。实际上，新康德主义的唯心论是对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回答：如果人们把精神同物质生活分裂开，使之成为分立的二元，就已经是对精神的打击。这样人们便无法回护精神。相反，现在人们必须自己把精神重新带到物质生活中去。


  在生活哲学中，“生活”这个概念的可塑性和包容性很大，以至于可以囊括一切，如：灵魂、精神、自然、存在、动力和创造力等。生活哲学是狂飙运动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重演。当时狂飙运动的战斗口号是“自然”。如今“生活”这个概念起着同样的作用。“生活”是形式的充实［Cestaltenfuelle］，是进行发明的王国，是可能性的汪洋大海。它难以预测，充满了惊涛骇浪，因此我们不再需要彼岸了。此岸的内容已经够丰富了。生活既是驶向远方海岸的航程，又是近在咫尺的事，是追求塑造自身的生动性。“生活”是青年运动的口号，是（艺术中）青春风格的标语，是新浪漫主义的旗帜，是教育改革的号令。


  1900年以前，资产阶级的青年都以老派为时髦，青年人都雄心勃勃，孜孜以求，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新闻报纸大登广告为快速蓄胡须提供良方。眼镜成了当时身份的标志。人们纷纷效仿父辈，身着笔直的高领制服，还处在青春期的青年就套上了小礼服，迈着四平八稳的方步。当时，“生活”被认为是冷静的，青年人都到营造冷静的生活中去磨炼自己的棱角。可是现在，生活激动人心、富有开创性。生活就是青春本身。青年不再是需要遮掩的缺陷。恰恰相反，老年才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进行辩护。老年开始带有衰亡、僵化的嫌疑。整个文化，即威廉二世时代的生活，都被传讯到“生活的法庭上”（狄尔泰语），必须对下面的问题给予回答：这种生活还活着吗？


  生活哲学被理解为生活之哲学，但是，“之”是主语意义上的“之”，即由生活所创造的哲学。它不是对生活的哲学思考，哲学本身就是生活，生活就活在它的哲学活动中。作为哲学的生活哲学想成为生活的器官。生活哲学要把生活提高为新的形式，塑造生活的新形象。生活哲学不想去为生活寻求生活的价值。它已经充满信心，去创造一种新的价值。生活哲学是实用主义的活力论的变种。它根本不再问一种现实是否有用，而是问，这种观点的创造性和潜力有多大。对生活哲学来说，生活比理论更丰富，所以它厌恶生物主义的还原论，因为这种理论把精神拉到生活的水平之下，而生活哲学恰恰要把精神抬高到生活的水平上。


  1914年以前，生活哲学的伟大先驱是尼采、狄尔泰、柏格森和舍勒。


  尼采把生活等同于创造性潜力，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把生活称之为“趋于权力的意志”。生活向往它自身，向往塑造自身；意识同生活的自我塑造的原则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可以是塑造生活的积极的推动因素，也可以是阻碍的因素。意识可以产生谨慎，道德的顾忌，也可以产生灰心丧气听天由命的情绪。所以意识可以破坏生活的激情。当然，意识也可以服务于生活：它可以预先设定价值规定，使生活有勇气，走向游戏的自由活动，走向文雅，走向高尚。不过，无论如何，意识为生活准备的命运也就是生活为自己准备的命运。提高生活的是意识，破坏生活的也是意识。但是，意识的作用到底是提高还是破坏这并不取决于盲目无知的生活过程，而是取决于有意识的意志，也就是取决于与生活面面相对的意识的自由。尼采的生活哲学，把“人生”从19世纪晚期决定论的束身衣中解放出来，把本来就属于生活的自由还给了生活。这是与艺术家业已完成的作品完全不同的艺术家的自由。尼采宣布：“我想作我的生活的诗人”。在真理概念上，尼采得出的结论是众所周知的：根本不存在客观真理；真理只是幻想的形式之一；它完全服务于生活；这就是尼采的实用主义。但这种实用主义同英语国家的实用主义不同。它以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生活概念为基础。达尔文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生命发展规律。尼采对于达尔文主义的这个教条十分厌恶。对达尔文来说，这是一种功利主义道德的设计。这个小市民设想了一种自然，在这个自然中，人们对职业生活的适应终会得到报偿。而对尼采来说，自然是赫拉克里特式的嬉戏的儿童：自然塑造了雕像然后又把它打碎。自然就是这样的创造的过程。在其中取得胜利的不是适应者，而是强大的生命之力；活下来并不是胜利。只有在挥霍生命之时，在尽情享乐时，生命才在多余之中庆祝自己的胜利。


  尼采的生命哲学是积极的，富有艺术性的哲学。开始，他的“趋向权力的意志”并不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而是作为一种美学观点发生影响。他的生命哲学使艺术重新获得了自己的自我意识自信。艺术曾一度在科学思想的压力下丧失了这种意识，屈从于模仿论教条的统治。如今，同意尼采观点的人可以说：如果艺术和现实互相不能取得一致，就等于说现实有了严重问题！


  本世纪初，所有的重要艺术流派，不论是象征主义，青春风格，还是表现主义，都受尼采思想的启发。美学的“趋向于权力的意志”有好几个名字。在弗洛伊德的维也纳，潜意识格外受器重，于是神经质就成了真正的生命力（活力）：“当神经的激情完全解除了束缚，人，特别是艺术家，完全听凭自己的神经的指挥，置理性和感性于不顾，这时，曾一度消失的对艺术的欢乐便又回到了艺术之中。”（海尔曼·巴尔语，1891）表现主义者则要求“把一切艺术手段和力量联合在一起，以使社会获得新生”（胡果·巴尔语）。格奥尔格团体的人也相信，独立自主的艺术精神，可以使国家与社会获得“新生”。弗兰茨·魏尔弗尔宣布“心登王位”。这是艺术家能创造一切的狂想节日。生活哲学把艺术从对现实原则的屈从之下重新解放出来：艺术家又敢于用想象与现实相对抗。他们相信，现实也会变化。“幻想、抗议、变化”构成表现主义的三刃剑。


  尼采生命哲学专管放纵。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则专司体验。狄尔泰根本不管生物学的事。他想通过人文科学的研究来弄清，什么是人。但是，他找到的都是一个个具体作品和形象，以及大量的立场和观点；精神生活在它们身上显示出自己的全部财富。狄尔泰理论中的生命是书的宇宙，其中存在着无数的语句，每个句子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生命总是不断把这些分散的句子综合在一起，得到一个整体性的意义。精神的生命带给这些语句各种丰富的形象。当精神已经在文化作品中客观化时，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把僵死的精神从僵化的形式中重新复活，这种精神生活造成的形象看起来就会像骷髅地一般〔此说法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23章33行：“又到了一个地方，叫骷髅地，就在这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译者〕。文化的复活是通过理解来实现的。理解是精神体验，是异在精神客观化的方式，是精神使固化的东西重新“液化”的方式。狄尔泰首先使用了这个说法。当海德格尔说，为了为天主教的理想而斗争，要对经院哲学施以“液化”时，便是从狄尔泰那里接受的这个说法。理解是把过去了的生命重新找回来。理解是一种重复。体验本身进行重复的可能性，就是它对时间“转眼即逝”的胜利。但是，在那些时代出现的作品，并不让人们把它们的形式客观地约束、固定下来。每一个理解行为本身都是一个特定的解剖行为。这样我们总是裹挟在不断向前流动的、不断去旧翻新的时间之中——立场、观点、想象、世界观，所有这一切都在连续不断的变换中。狄尔泰问道：“哪里有克服这种信念上的无政府状态（它对信念造成了直接的威胁）的方法［Mittel］？”（狄尔泰：《在人文科学中的历史世界的结构》）对于这位德国经济繁荣时代的思维敏捷的德国学者来说，这种无政府状态是十分可怕的。因此他相信，精神生活一定会服从一种秘密的秩序。他也说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无论如何，他想做人类乐园的园丁。“生活”在狄尔泰的口里听起来十分亲切，不带任何尼采式的疯狂。“生活是一种最基本的事实，一切哲学都必须由此出发。我们从内部亲知到它，在它的身后不可能再有什么可追问的东西。生活是不可能被带上理性的法庭的。”


  尼采想使他的生活成为哲学，狄尔泰想使精神的作家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前者把对生活哲学的追求当作生存的历险，后者把它当作对教育的经验。


  尼采和狄尔泰都是19世纪的人，柏格森才是20世纪的生活哲学天才。他曾试图把生活哲学发展成为一种哲学体系。他的主要代表作《创造进化论》的德文版的发表，立刻在读者中引起了史无前例的反响！1913年舍勒在“生活哲学之尝试”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目前，文化界到处都大声叫着柏格森的名字，以至于使听觉敏锐的人们怀疑，柏格森的著作是否真的值得一读”（舍勒：《论价值的革命》，第323页）。舍勒说，柏格森还是值得一读的。因为，在柏格森哲学中，表达了一种人对待世界和灵魂的全新态度：“这种哲学用它开放的指示性之手向全世界作着手势，用睁得大大的自由的眼睛向世界递着眼色”。“但这不是怀着批判态度眯起来的眼睛里透出的怀疑的目光——如笛卡尔掷向事物的目光那样。也不像康德的眼睛那样，从里面露出的精神之光是如此陌生，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威严地落在东西上，逼视着它们。在柏格森眼睛里，直到它的精神源头都流淌着存在的溪流，这股存在流在这眼里是如此自然，就如同本来就应享受的成分一样”（舍勒：《论价值的革命》，第323页）。


  柏格森以他的前辈叔本华的类似的方式，揭示了关于生活的知识的两个不同源泉：一个是理智，一个是直觉（在叔本华那里是对意志的内在的体验）。理智就是那种已被康德作过详尽分析的能力。柏格森接受了康德的结果，认为空间、时间、因果性、广袤，都是理智的范畴。柏格森改变了观察的角度：他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观察理智。在他看来，“理智乃生物进化之产物，是生活世界中进行定向和对行为进行控制的器官。理智经受过考验，是生物对现存的生存条件灵活适应的表达。”


  这就是说，理智是对迎面而来的存在与生存的丰富性与杂多进行过滤的体系，其目的就是为了存下来。（在叔本华那里情况类似，理智只是意志的工具）


  到此为止，柏格森是一个实用主义生物学家。但是，接着他又勇敢地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的想法并不复杂：既然我们的分析可以达到理智的界限，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已经超出了这一界限了，否则我们便不可能发现它的局限性。所以，一定存在着一个界限“之外”的区域。柏格森指出，这个“之外”应是某种内在的东西，它就是直觉。在直觉中，在这种内部经验中，存在不再是我们可以与之保持距离的对象。我们直接经验我们自身时，总是把自己作为存在的一部分来经验的。“充满着世界的物质和生命，同样也存在于我们内部。在我们的内部，我们同样可以感觉到那种在一切东西之中从事创造活动的力量。”（同上）从有助于生存下来这个意义上看，理智是服务于生活的，但是，直觉使我们更加接近生活的秘密。从世界的整体来看，生活就是一个无尽的波涛，它在直觉的意识中自由激荡。“如果深入我们自己的内部，我们会接触到更深的地方，而另一股更强大的撞击又会把我们冲回表面……”（同上书，第339页）普鲁斯特的“研究”奇迹，应该归功于柏格森这种走向自己内部的指示：生活在这里显示着自身，特别是对时间的内在体验中，充满了神秘，激起联翩浮想，引人入胜。生命展示着自身。指向外在目的理智，形成了可测量的、均匀的时间（牛顿： “tempus-quod-aequaliter fluit”）〔拉丁文，意为总是均匀流动着的时间。——译者〕。而内在的经验，也就是直觉，它结识了另外一种时间。它就是绵延［duree］。生命“绵延着”，是说，我们的生命以不同的节奏，不同的密度，带着不同的回旋和回流，处在一种连续不断的流动中。这里没有流失任何东西，这是一个不停的生长过程。每一点都是唯一的，因为它同以前推动着我们的过去，在任何一点上都不完全相同。因为流过去的当下，都已经进到了过去之中，使过去发生了改变。人在时间中的运动就像在媒介中的运动一样。不过，在进行着自己的生活的过程中，人也“时间”着时间。这就是说，人具有创造性，自发性。人这个实体总是不断重新开始。柏格森认为，在时间体验最深沉的内部，潜藏着对创造性自由的体验。自由作为创造性的潜能驱动着整个宇宙万有，在人类对自由的体验中，自我意识找到了宇宙的创造性自由。直觉将我们带到世界的心脏。“在绝对中，我们存在，我们徘徊，我们生活。”


  这就是1914年以前的哲学。它吟咏着“生活”这个主调，如此庄严，如此令人着迷，如此自我陶醉，如此激动人心，充满希望。然而，年轻的海德格尔并没有让这股浪潮裹挟着自己前进。1913年海德格尔以枯燥、死板的对“纯逻辑”展望结束了他的博士论文：人们可以在“纯逻辑”的帮助下“接近认识论问题”，并且可以“把‘存在’的整个领域依据其不同的现实形式区分为不同的区域”。（《早期著作集》，第128页）


  我们在海德格尔的论文中，根本找不到舍勒在同一时间完成的“生活哲学的尝试”中表现出的那种觉醒的痕迹。舍勒写道：“世界观的改造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它将像一个长年囚禁在阴暗牢房内的人第一次走进鲜花盛开的花园一样。这座牢房就是人类生活环境和它的文明。它一直被那种为纯机械的东西、或能够加以机械化的东西服务的理智包围着。而那个花园就是上帝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它影响着我们——尽管只是从那遥远的地方——渴望向我们祝福。那个囚徒就是那肩负着他自己的机构、呻吟着、叹息着，朝前走着的今天和昨天的欧洲人。他眼睛只看着土地，身体只感到重压，忘记了他的上帝和世界。”


  令人惊奇的是，年轻的海德格尔还没有完全理解这种生活哲学觉醒的情绪，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外边，搅在时代哲学的喧哗中的许多题材和主题，如对时间的其他经验，对僵化精神的稀释、松动，对抽象认识对象的消解，把艺术作为真理之处所，等等，都是后来海德格尔哲学的主题和问题。


  非得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海德格尔昨日的世界才得以崩溃。在海德格尔以自己的方式揭示出“生活”，并以“现实性”和“生存”的名义让它受洗之前，还不得不置身于形而上学之中，无家可归，到处流浪。


  第  四  章


  战争爆发    1914年的观念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  对经院哲学的蒸馏   邓·斯各特  高校教职论文  服兵役  破格提拔未果  男人团  结婚



  刚刚获得哲学博士头衔的海德格尔，马上开始写作他的高校教职论文：《邓·斯各特的范畴和意义理论》。靠舍茨勒尔基金会的支持，他尚可无忧无虑地生活一段时间，不过，也因此承担了为托马斯主义为教会真理作哲学辩护的义务。大学里基督教哲学的教席还一直空着，如果论文能很快完成，他还有机会得到这个席位。一切都很顺利。这时战争爆发了。


  战争开始阶段的狂热情绪当然也烧到了弗赖堡大学。年轻的战士们在歌舞和鲜花的伴随下，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走向战场。1914年10月10日海德格尔应征入伍，然而由于心脏病，又被退回，加入预备役的行列。这使他又得以回到书桌旁，沉浸到中世纪唯名论的烦琐争论之中。


  海德格尔是学生中的奇人之一。当时也在弗赖堡大学读书的马尔库塞，在他的《自传》中对这类奇人有一段描述：“七月末，在歌德大街上，我遇到了法尔肯费尔德，他是研讨班中我最佩服的同学之一。他惊恐不安地对我说：‘你听说出什么事了吗？’我十分轻蔑、沮丧地说：‘知道了，萨拉热窝。’他说：‘不对！明天李凯尔特的研讨课不上了！’我十分吃惊：‘他病了？’‘没有。因为战争临近了。’我说：‘研讨课跟战争有什么关系？’他痛苦地耸了耸肩。”（马尔库塞：《我的20世纪》，第30页）


  这位朋友为战争的爆发深感遗憾，因为他的研讨报告准备得十分充分，而战争却扼杀了他在李凯尔特的研讨班上作报告的机会。他参军的第一天就被派往前线。他在从前线寄回的信中写道：“我和以前一样，过得很好，尽管我参加了10月30日的战斗，24军的炮弹的爆炸声，把我的耳朵几乎都震聋了。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康德的第三对二律背反，比整个世界大战都重要。战争与哲学的关系，如同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我根本不相信，即便是法国人的手榴弹片进入到我的经验的躯体之内，我也不会相信，这个物质世界的事件能对我们内部的先验成分有任何触动，先验哲学仍然活着。”（同上）


  严格的先验哲学立场，使最坚定的新康德主义者们变得麻木不仁。战争搅起来的狂热，战争给个人带来的命运，都被他们一律视为粗糙的经验性的事物。战争并没有使知识和道德人格受到任何触动。战争的意义和合理性并不因此受到怀疑。但是这意味着，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对战争既无论证也无合理性辩护。在激情面前，人们可以随意发表个人意见和论断，而哲学却应该保持她高尚的冷静。她应该不受时代精神的干扰，继续走自己的正确道路，即便是在战争初期，全体人民都动员起来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有些哲学家——包括有些新康德主义者——让时代精神推动自己，但也并不是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而为之，而是因为，战争的爆发使哲学家突然发现，还存在着比这种哲学更重要的东西。比如，新康德主义者中的青年天才拉斯克埃米尔·拉斯克（Emil Lask，1875—1915）,德国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最后一代代表人物。——译者就是一例。海德格尔后来把自己的大学教职论文献给了这位在战争第二年倒在战场上的拉斯克。拉斯克在战前就注意到，知性之磨转得越欢快，被磨的生活材料就越少。也就是说，只有在远离意义丰富的生活素材的地方，哲学思考才有炫耀自己的机会。拉斯克感到，这是一种缺陷。因此在战争爆发几个月后，在他从战场写给母亲的信中说：“现在确实到我们离开的时候了。我的耐心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这决定一切成败的时代，感觉无所事事，一切能量均无处施展它的作用；连起码的参与机会都没有，是可忍，孰不可忍！”（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第97页）


  海德格尔对于他未能直接征战沙场并没有感到遗憾。他无需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他要继续高校教职论文的工作，为自己的升迁而努力。当然，他也为战争的激情所感染，因为他那些亲近的天主教的朋友们和生活圈内的其他人都燃烧在这种激情中。他的支持者冯克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便在世界大战中保卫德国和天主教的利益。这个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出版印刷品。他们企图给战争涂上宗教的意义，以便从现代立场参与关于战争目的的争论。海德格尔的朋友克雷伯斯就此发表了大量煽动性的传单和文章。这些传单和文章于1916年集成一书，以《我们强大的秘密》为题正式出版。


  战争初期出现了一股出版热：当时从德国人笔下涌流出的诗就有50万首之多！里尔克在一个优雅的社会集会上献出了他的一首战争颂：


  
    “传说中的战神，遥远，难以置信，


    初视你的崛起，——


    庆幸有了一位神。


    我们常与和平之神无缘，


    却骤然落入阿瑞斯之手——


    我真幸运，


    看到了被缚于战车上的生灵。”


    （转引自里尔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文学》，第247页）

  


  教授们也介入了战争。1914年10月16日，3016名教授签署的《德意志帝国高校教师声明》公开表示：“德国的敌人们，首先是英国，据说是出于对我们的好意，企图把德国的科学精神同他们所谓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对立起来，我们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C.V.克罗克夫：《德国世纪中的德国人》，第101页）


  人们不愿意把自己同“军国主义”分割开。又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个简单的事实。人们想把军国主义做成某种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解释的冲动支配了被支配者：“实际上它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历史的最深刻的力量。是它承担着这场战争，赋予战争以生命”（马尔克斯［Marcks］：《我们站在何处？》）。托马斯·曼在《非政治的观察》中，把战争说成是一个事件，使各民族的个性和它们永恒的面貌强有力地表现出来。只有通过“湿壁心理学”才能把握它。这种民族认同感的表达，带有特殊的粗暴本质，它是生存的有利条件。卷入设计文化哲学类型学战斗的不仅仅是托马斯·曼，因为当时明显存在着两种有力的势力的对立：深刻的文化对抗肤浅的文明；有机共同体对抗机械式的社会；英雄对抗商人；激情对抗伤感；道德对抗计算式的思维。


  哲学家对此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些哲学家没有受到任何迷惑，继续清醒地从事他们的科研工作。马尔库塞已经对他们作了漫画式的描述。另外一些哲学家——而且恰恰是那些深受大众欢迎的人生哲学家们——希望用他们的哲学为战争作出特殊贡献。经过他们的解释，这场战争成为思想精神的厮杀。为此，他们动用了他们的全部哲学储备。在1915年发表的一长篇论文“战争的守护神”中，马克斯·舍勒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欢庆“战争守护神”的到来。他为战争设计了整套的人类学。战争揭示人类内部的隐秘。不过，舍勒一直很有教养：他并不谴责敌国的力量，而是承认他们进行战争的权力。在战争中，他看到各种文化自我评估的秘密：就像个人之间一样，各种文化必然会相互碰撞在一起。如果它们都找到了自己的独立存在形态，为了让这种形态坚固起来，就必须把它放到火里去锤炼。战争面对的是死亡，因此，它强迫人民和个人把自己当作一个整体，但是，是一个可以被打碎的整体。战争是伟大的提炼大师，它把真正的东西同虚假的东西区别开；它使真正的成分“现出正身”。战争是对国家最严格的考试：国家必须证明，自己不仅仅是单纯地管理着社会，而且还确实表达了共同的意志。战争是真理的时刻：“整体的、伟大的、广泛的、人类的形象，在和平中只能看到这个形象的一小块灰色的中间地带。……现在，这个形象如同雕塑一般矗立在我们面前。只有战争能测量出人类本性的范围和幅度。人类在战争中认识到他的整体的伟大和渺小（舍勒：《战争的守护神》，第136页）。


  是什么精神实体使战争登场？有人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胜利。长期以来，它被唯物主义和实用思想闷得喘不过气来。现在，它终于怒吼了。人类又重新准备为非物质的东西作出牺牲了：为了人民，为了祖国，为了荣誉。因此，特勒尔奇〔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宗教社会学的奠基人。——译者〕认为，战争引起的兴奋是对“精神信仰”的回归，是精神对“金钱拜物教”、对“踌躇不前的怀疑主义”、对“追求享乐”和“麻木不仁地听命于自然的规律性”的伟大胜利，是精神信仰的凯旋。（特勒尔奇：《德意志精神在西欧》，第39页）


  一些哲学家则认为，战争使创造力重新获得了解放，在漫长的和平时期中，它几为僵死。他们欢呼战争的自然暴力。他们说，文化终于又同基础发生了接触。基尔克〔基尔克（Otto von Gierke，1847—1922），德国法学家。——译者〕认为，战争，是一切文化最残暴的摧毁者，同时又是文化最强有力的创造者。（转引自格拉泽尔：《弗洛伊德的20世纪》，第187页）


  战争改变了一切。马克斯·舍勒希望战争也能改变哲学本身，使人们不再满足于纯粹形式主义的咬文嚼字，而且对世界的独立的、原则性的直观的渴望将会与日俱增。（舍勒：《战争的守护神》，第144页）


  事实上，战争期间哲学并没有赢得新的原初性的直观。哲学仍然是靠它的形而上学本钱度日，并为战争这一灾难性事件赋予“深刻”和“意义”。 真正从事政治思考的头脑，从马克斯·韦伯，到卡尔·施米特，对这些喧嚣感到厌恶。马克斯·韦伯抨击那些到处“演说，写文章的文化人”，说他们把思维的产品同政治思想混为一谈。（参见马克斯·韦伯：《论政治职业》）卡尔·施米特则认为，对政治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拔高，是赤裸裸的“投机主义”，这种态度之所以拾取事实，只是为了孤芳自赏的思想产品的缘故。（参见施米特：《政治浪漫主义》）


  对上述的一切，海德格尔都采取回避态度。他的哲学狂怒并没有宣泄在政治领域中。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是典型的哲学式的思维，尽管涉及的内容是历史。


  正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他原想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从事“数概念的本质”的研究。但是，他的监护者海因里希·冯克建议，最好在经院哲学领域中选择研究课题。海德格尔在其中找到了适合他口味的研究文本。他选作研究对象的文本是《关于意义的本质，或者思辨语法》（De modis significandi sive Grammativa specuativa）。在数概念问题中， 最使他感兴趣的是“观念性的现实性”。 这个问题在这个文本的研究中仍然可以进行讨论。 这个文本在当时还被列为邓·斯各特（1266—1308）的著作。后来经过研究，人们认定，该著作的作者是邓·斯各特学派中的另外一位哲学家艾尔弗特的托马斯。


  邓·斯各特是中世纪从事理性批判的哲学家，他在中世纪被人们称之为“精敏博士”。他企图用敏锐的思维把自然理性的领域限制在形而上学问题之内。他认为，上帝的真正本质是不可能通过我们的理解来把握的。由于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对理解性来说，世界也就带有上帝的那种不透明性。我们周围的事物也是如此。不管我们对各个具体事物把握得如何准确，这些事物总是具有某种不可捉摸的神秘性［Raezelhaftigkeit］。这种对理性的理性批判，在邓·斯各特那里是服务于信仰的。后来康德评价自己的话，也适用于这位来自苏格兰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大师：他想通过对理性批判为信仰创造地盘。无论是在康德那儿，还是在邓·斯各特那儿，这种批判总是向着两个方向冲击：理性的非分之想和信仰的误用，这两个方面均遭到他的拒绝。实际的信仰是超越认识的，但是，不能代替认识。或者也可以说，我们应该允许信仰和认识占有它们各自所应有的东西。任何人也不要企图用一个去代替另一个。邓·斯各特是一个温和的唯名论者，对于他来说，概念起初只是一些名称，并非事物本身的本质。对于中世纪的哲学家来说，事物本身当然首先是上帝和世界，也就是说，唯名论是从思想与存在的二元性出发的，但是又企图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被海德格尔选为研究对象的邓·斯各特学派的这部著作中，这一倾向表现得特别明显。


  他们的基本想法是：思维活动在语言之中；语言是符号系统；语言指向事物，就如同酒店幌子指向酒店里供人饮用的葡萄酒一样。这是对生活充满情趣的邓·斯各特（实际上是托马斯·艾尔弗尔特）举的例子。在思想和存在之间，存在着差别的深渊［Heterogenitaet（异质性）］，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共同性［Homogenitaet（同质性）］，它们之间的桥梁就是类比性。思想与现实同上帝与世界之间的类比关系是相同的。这一点是整个思想的中心。在这一点上，整个中世纪的形而上学大厦又找到了它的支撑点。存在的所有成分，一直到最高级的实存，都类比式地相互关联着。上帝与世界之间的类比关系意味着，上帝根本不可能完全与世界同一，否则上帝就成了世界的囚犯。然而，上帝也不可能完全与世界不同，因为世界是它的创造物。世界指向上帝，就如同酒店的幌子指向白葡萄酒一样。当然十分清楚，酒店的幌子解不了渴，只有葡萄酒才能解渴。酒店幌子尽可以是实在的，但上帝或者葡萄酒更实在。对于这一思想海德格尔评论说：在中世纪的思维中，有一种“实在性〔实在性［Wirklichkeit］，或译为“现实性”。——译者〕的等级”（《海德格尔早期著作集》，第202页）既具有强度又有层次。进一步钻研这种高度思辨的思想，便提出下述问题：思维本身到底处在实在性的哪个层次呢？对邓·斯各特来说，人类和他的思想并不像激进实在论者想象的离上帝那么近。这些激进实在论者几乎认为，人能够对创造万物的上帝的思想再次进行思考。但是，人也不像激进唯名论者想象的离上帝那么远。这些激进唯名论者让思维在上帝面前沉入不可知的黑夜之中。


  在这座中世纪思维的教堂里，海德格尔要找什么，找到了什么？


  他要找的是这种思维里隐藏的现代性。他想把中世纪思想加以蒸馏，首先想在细节上发现其中现象学式的工作，它们应是胡塞尔现象学工作的先驱。比如邓·斯各特已经对“primta intentio”（基础意向）和“secunda intentio”（亚意向）作了现象学的区别。“基础意向”是一种自然的看法：以感觉和思维的对象为取向。而“亚意向”则是一种特殊的视线转向，通过这个转向，思维关注着的是它自身以及它自己的内容。这恰恰是胡塞尔的“Noesis”（意向性行为）和“Noema”（意向性内容）之间的区别。（关于这个区别我们后面作专门讨论）


  海德格尔对中世纪的哲学家加以“稀释”，以把他们招募到胡塞尔的麾下。他向我们介绍的经院哲学家和胡塞尔一样，在纯意识的领域内从事研究，以便把整个世界的结构像变戏法一样地变出来。这种对思维的思维、这种对思维工作的旁观者发展出了一种宇宙。我们能够证明它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据此便把它从这个世界中驱除出去。这个宇宙是有某种意义的。这就够了。海德格尔说，邓·斯各特指明了意义领域的生存自由。（《早期著作集》，第243页）


  马丁·海德格尔想对数的本质进行哲学考察。循着邓·斯各特的足迹，他可以执着地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斯各特式的思辨语法从Einen（某个体）和Eins（一）中得出了一种本体论。


  文本本身以及海德格尔的分析，均是从基本范畴开始的。现实的东西存在于范畴中，并向我们显相。邓·斯各特并没有把这些范畴放在下面，放到“基础”上去，而是按中世纪十分典型的做法把它们放在高处。所以他把它们称之为“超越者”，它们包括：“ens”（一般存在），“unum”（一），“verum”（真），“bonum”（善）。很显然，有存在，也就是有“ens”〔此时海德格尔还没有把Seiendes同Sein明确区别开，所以，他才把拉丁文“ens”译为Seiendes，按照他成熟期思想的术语，应译为Sein。——译者〕，而且一切都是从存在开始的。这是没问题的。成问题的是经过思考而认为，存在只是作为一个存在、作为某种特定的存在出现，作为“一”而出现。“一”是“一”，然而，只是在与其他不同的东西的差别中才是“一”。海德格尔写道：“一和他者是作为占有对象的思维活动的真正源泉”。（《早期著作集》，第160页）在源泉这儿，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纤细的分裂已经开始。因为我们可以问，这个“一”本身的特性是什么？“不是他者”是它的特性吗？不对。每个存在都是它所是，而“不是他者”不属于“一”的特性。这个“不”只是思维活动对东西进行比较时才出现在东西上。东西本身只囚禁在自身之中，它们之间不可能进行比较，也不可能主动地相互区别，它们并不相互进行区分。它们只是可能被区别的东西——对于我们的思维活动来说，它们是可以区别的。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发现：“现实存在的东西都是个体的东西”。（同上书，第194页）邓·斯各特把这种个体的东西称之为“haecceitas”，如果直译的话，就是东西的“这个-现在-此处性”。在其时间-空间-点上，每个具体的东西［das Jeweilige］都是一次性的，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东西［das Einmalige］。


  这个发现之所以意义深远，就是因为它在非常基础的层次上指明，我们的理性通过理性的方式可以抽象出、区别出，什么是来自东西自身的，什么是我们的思维在它们身上造成的。来自东西自身的东西包括许多具体细节，我们的知性就是活动于这些细节之间，对它们加以比较、连接、整理。海德格尔是这样表达邓·斯各特的思想的：我们在一个匀质的媒介中，对存在加以比较，把握，而且进行计数。我们正是在这种匀质媒介中，设计着由无数个别具体细部（异质性）组成的存在。这种匀质性的重要性在自然数列中体现得最清楚。当我数5个苹果时，处在系列第三位的苹果并不具有3的性质。处在第三位并非它的属性。因为，当我将其从系列中取出之后，这个苹果本身并没起任何变化。也就是说，一方面是不匀质的杂多性，另一方面是可数性的匀质媒介。在存在的杂多中没有数的存在。但是——这一点对于类比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杂多性中才可能对存在进行计数。所以，两个领域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个体的杂多性数列的有序性，正是处在类比关系中。


  我们在数数时就是活动于类比的神秘性之中。正是这种神秘性导致了最大的神秘，导致了神。神同整个存在处在某种关系之中，就像无穷数列同可数的，但本身却又是“无数字性”的个别存在的关系一样。东西是其所是，除此而外，它们还可以用类比的形式使我们概念（在这里就是数概念）的观念性意义内容得到充实。不过，这就意味着，东西内容比严格的概念在匀质媒介中由所表达的要多得多。可以说，多出的东西不胜计数，而且完全不同于概念表达出的内容。于是，海德格尔便得出一个对他的进一步的哲学思考无比重要的结论：“匀质性与异质性以独特的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这是实际现实性的基本结构。”（同上书，第199页）所以那种在概念使用中坚持意义统一性观念的科学，不适应上述对象。只有其意义“处在特殊运动状态中的活生生的言谈”才与其相应。（同上书，第278页）这个结果对海德格尔后来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一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后来他不再使用经院哲学的类比性这一概念，但他一直是坚信，哲学最应手的工具，不是意义齐一的形式逻辑，而是历史性，意义多重性，以及在诗歌形态中被使用的语言。


  1915年春天，海德格尔完成了高校教职论文的工作，把它交给李凯尔特。这位一头乱发，酷似雄狮、深受学生和公众喜爱的先生是弗赖堡的学术权威，身边围着一大群不要薪金的助教。他在图书馆的大讲堂里主持他的讲座，但仍然是座无虚席。人多得使李凯尔特感到呼吸困难。他在自己的别墅里主持研讨班，参加者都是他亲手挑选的教授、勤于进修的绅士、博士、私人讲师。海德格尔也参加过几次这类讨论班。李凯尔特是学派领袖，他很喜欢这些排场。在德国哲学界教席的位置上，他乐于像总司令一样施展他的影响。这个领域的情况并不复杂，很好掌握。如果有谁破坏了他的情绪，那他在哲学界的前途就很成问题。他对年轻的海德格尔并不怎么关心。对他来说，海德格尔是天主教的人。他接收了海德格尔的教职论文，但不愿意费力气去读它，而把它交给了恩格尔伯特·克雷伯斯。李凯尔特可能不知道克雷伯斯是海德格尔的好朋友，所以他让克雷伯斯给海德格尔的论文写一份鉴定。克雷伯斯在他的日记里记述了他给海德格尔写鉴定的过程：“在审读论文时，我一直让海德格尔坐在一旁，以便随时就其中的难题进行讨论。”（奥托：《海德格尔》，第82页）李凯尔特正是依据这样写成的鉴定认可了海德格尔的论文。1915年7月 27日，在高校教职资格授予会上，海德格尔进行了教学试讲，题目为“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他选了大师艾克哈特的名言作为题词：“时间就是变化、多样性，永恒性则只是保持。”


  从此刻起，海德格尔就是私人讲师了，而且还当了相当一段时间。在给他的朋友拉斯罗威斯基的信中，海德格尔写了一句尼采的格言“赠给私人讲师及想当私人讲师的人”：“这些学术上的狂妄自大者！只有它配作并且愿意作把最鲁莽的狗鱼变成丰满、成熟、健康的青蛙的泥坑。”（同上书，第87页）


  海德格尔诅咒当时学术界的气氛，因为当时他自己的雄心受到了打击。他原来估计会获得尚在空缺的天主教哲学教席的教授职位。冯克曾经向他做过暗示，并保证在他完成教职论文前一直让这个教授职位空缺。这一做法得到了李凯尔特的支持。李凯尔特对这个教席有兴趣，是为了能使这个地方继续起新康德主义“种鹿场”的作用。


  从1913—1914年冬季学期起，克雷伯斯就代理执教于这个教席。半年多以后的今天，他想知道，到底他自己还有没有机会获得这个位子，当然也考虑到他的朋友海德格尔已获取了教职资格。于是，1915年3月克雷伯斯向设在卡尔斯鲁厄的负责此事的巴登州政府的文化部提出正式申诉。他向文化部举荐自己和其他几个同事为候选人，但没有举荐海德格尔。这件事并不是阴谋，因为他把他的进攻通知了弗赖堡的同事。但是海德格尔感到受到伤害和欺骗。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学会了用冷静的眼光去发现人类性格的弱点。海德格尔在给拉斯罗威斯基的信里这样写道。但是，克雷伯斯很快便退出了竞争者的行列。因为人们许诺，他将被聘为神学系教文学的教授。1916年初，事情开始向对海德格尔不利的方向发展。在招聘通告上，清楚地写明，专门招聘中世纪经院哲学史家。而海德格尔的论邓·斯各特的专著理论重于历史。所以海德格尔觉得自己前景黯淡。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朋友向海德格尔建议，不要过于追求经院哲学的现代化：“如果不是你在上封信中表示，要偷听主人的谈话，我是不会向你提出这种祖母式的建议的。你自己很清楚，过敏症恰恰在神学家的圈子里特别严重。而且‘责任感’特别强，特别是在他们觉得‘不可靠的人’搞阴谋的时候。你的批判对于相关的圈子来说，总不会嫌晚的。”（同上书，第91页）


  很显然，这个时期在私人通信和个人谈话中，海德格尔逐渐表现出对天主教哲学的批判态度。但是，他还不敢在公众场合公开他的立场。


  1916年初，海德格尔改定了他的邓·斯各特论文的最后一章的付印稿。在这一稿中一种新的情绪贯穿全篇。但是，它并不是对经院哲学的批判，而是新的烦躁、激动、急切的情绪。特别是对“生活”的强调在此之前是罕见的，这里第一次表现出来。


  我们回忆一下，在论文主体部分的结尾，海德格尔谈到“在特殊的意义运动”中的“活生生的言谈［Rede］”。翻过几页之后的最后一章中，“生活”，“活生生的精神”，“活生生的行为”这类说法共出现了二十三次之多。回顾他所完成的研究，很难摆脱“那种致命的空洞”的印象，现在，“至此一直受到压抑的精神躁动”（海德格尔：《早期著作集》，第341页）终于登场了。


  在论文最后一章中，海德格尔抱怨自己说，他以前从事的工作，根本不是他现在强烈要求进行的那种工作，即从超逻辑的联系上来阐明逻辑本身，但这种抱怨并不十分公允。中世纪的形而上学精神恰恰构成了这种联系。新写定的最后一章，只不过把这种精神置于生命哲学的激流中。对于“活生生的精神来说”，“理论的精神态度”并不是一切。“收集起可知的东西，对它们进行整体的把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向真的现实和现实的真实〔真理〕进军”（同上书，第348页）。前进到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真正的生活？无论如何不是在那种内容上草率、肤浅的生活态度的实施过程中，而是在不断增强活力［Intensitaet］的过程中。在中世纪，通过超越的联系使这种活力的增强成为可能。那么今天呢？今天通过什么来获得活力的增强呢？


  这里涉及形而上学的观审方法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奇。使我们感到新奇的是对形而上学的独特论证。这个论证不仅仅是以教会的真理宝库为基础，而是从十分有意义的、使意义得以实现的行动中涌流出来的。这样形而上学便从天上接到了地上，变为历史活动的内在逻辑。在论邓·斯各特的论文的最后一章中，海德格尔正在努力发掘生活的历史性精神。换句话说，他发现了黑格尔。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鉴定是，他发展了历史性世界观的巨大体系，过去一切基础性的哲学问题的动机，都在这个体系中得到扬弃。（同上书，第353页）


  邓·斯各特一书的最后一章对黑格尔历史主义展望，掩盖了海德格尔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的另外一个选择。


  海德格尔很理解，邓·斯各特是如何用“类比”概念来克服人类精神同外部现实之间的二元主义——这是上帝与世界之间的重大差别的一个小缩影——的威胁性。在这个概念中，包含了对精神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和同一的思考，并赋予人的精神以更高的现实性。在从上帝向下沉降的现实系列中，人是最接近上帝的。为什么？因为人与上帝类似，他的精神有能力把握理解类比关系的技巧。他的精神实际上透露了一些上帝创世的秘密。据此，人的意识便栖息在上帝之中。在最后一章中，海德格尔回顾这种通向超越的魔术时就像回顾沉入大洋的世界一样，它只是一种历史的回顾。如果人们像黑格尔一样，可以在历史中信仰上帝，就已经很不错了。海德格尔在最后一章所做的尝试就是如此。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并不是论文中唯一的视野。通过对“haecceitas”〔拉丁文，意为“个体性、此性”。——译者〕这个奇特范畴的思考，又形成另外一个视野。对这一概念海德格尔研究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唯名论者正是通过这一概念指出现实中个体的奇迹。海德格尔对这一概念也十分感兴趣。“实际存在的，都是个体性的……一切现实存在的，都是一种‘如此-现在-这里’。个体性形式［haecceitas］的使用是为了给实在的现实性一个原初的规定性。”（同上书，第195页）


  海德格尔把这种唯名论思想描述为把上帝的奥秘从彼岸的神性接到我们切近之处，在直接的具体现实性中去发现上帝奥秘的早期尝试。每一个实存就其本身而言，都是不可穷尽的。如果我们只把它当作一个“对象”来思考，那么我们便根本淘不到它的宝藏。真正对“如此-现在-这里”进行思考，就意味着要克服从事对象化的思维活动。此后，实存才可能在它独一无二的丰富性中显示自己。关于在这种方式中遇到的实存，用海德格尔后来的说法，叫做“（在场）［anwesend］”。“在场性”冲破了对象性的狭隘性。


  以这种形式走向现实性的个别性［Singularitaet］的思维活动，是走向与黑格尔不同的另外一条道路。对黑格尔来说，“个别性”是哲学上的无，它不能给思维活动提供任何东西。“个别性”是杂多，只有当它被植入概念的匀质环境中，即在普遍的联系中，或可以被普遍化的联系中，它才具有意义。


  海德格尔想有“更大、更自由的活动空间”。经院哲学缺乏的恰恰是，“以某种确定的精神的冲力来驾驭自己的工作”。（同上书，第141页）但是，我们并不是只能像黑格尔那样，通过把运动植入历史精神之内来驾驭自己的运动。我们也可以通过克服各种普遍主义，包括历史的普遍主义，使我们有能力直接面对现实的个别性，即直接面对“Haecceitas”。1916年当胡塞尔应聘到弗赖堡任教后，海德格尔努力同现象学的奠基人暨大师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海德格尔做到了这一点。不过，1915年海德格尔写教职论文最后一章时，他眼前一时还只有黑格尔的历史世界观体系。（同上书，第353页）


  1918年底在给他的牧师朋友、神学家克雷伯斯的告辞信中，海德格尔把他在黑格尔和狄尔泰那里结识的活生生的历史精神描写成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他与天主教主义的体系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使这种关系成为不可能。


  实际上，这是以现象学的方式看到的历史性观念。生命的彼岸价值在这种历史性中找到家园。形而上学的垂直面开始倒向历史-现象学的水平面。


  教职论文完成以后，军方再次让他入伍服役。可是，他的心脏病又复发，1915年秋，他被送到慕尼黑-巴登野战医院；此后作为预备役军人被派往弗赖堡，做邮政监检站的工作。这个监检站的任务是对来往信函进行检查。有疑点的信件，特别是同敌方和中立国的通信均被拆开检查。在这里工作的都是在役的妇女和无力直接参战的男人。海德格尔并不是自愿到这里来工作的。不过，在战时，他对这个工作不会有什么反感。这是一个十分舒适的工作，他一直干到1918年。这使他有充足的时间从事他的科研工作。


  1916年7月23日，空缺了两年的天主教哲学教席归属问题的决定作出了。两年来，一直在谈论海德格尔的任职问题，如今却令年轻的海德格尔大失所望。委员会决定，请明斯特的正教授约瑟夫·盖泽尔来接任这一教席，其理由令海德格尔感到十分屈辱：“由于目前可供选择的非修士人员中人才如此匮乏，以至于——经过慎重考虑——系务会只可能推荐出一名候选人。”（奥托：《海德格尔》，第92页）海德格尔根本连上名单的机会都没有。这样，即使盖泽尔不接受聘请，海德格尔也不在被考虑之列，海德格尔只获得了一纸临时执教合同。


  远在西西里的朋友拉斯罗威斯基安慰他说：“他们都害怕你，一切都出于纯私人的原因。就内容来说，他们根本无力作任何判断。”（同上书，第94页）


  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海德格尔曾作为“信仰上合适的候选人”提交会议讨论。委员会中的天主教团关于这个席位的聘请问题有决定性的影响。也许对天主教团来说，海德格尔在这期间已经成了不可靠的人物。也许太年轻也是他落选的原因之一。他获得博士学位才两年，而且，他的同龄人都在远方前线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如果让他一个人在家里青云直上，也是不公平的。所以人们为了保险起见，宁可选择一个已无力扛枪的老人，盖泽尔比海德格尔年长20岁。


  海德格尔向教授的第一次冲锋失败了，他的希望落空了。他还得等待7年。


  1916年夏天， 在这个倒霉的夏天， 海德格尔认识了埃尔福丽德·佩特里［Elfride Petri］，后来她成了海德格尔夫人。当时她在弗赖堡学习国民经济学。这时海德格尔同海关低级官员的女儿，一个斯特拉斯堡的女孩解除了婚约已经半年。这个女孩有很重的肺病。他的朋友拉斯罗威斯基把海德格尔看作尼采式的超人。所以他把海德格尔解除婚约一事看作一个重大事件：“我看到，你如何一天天地成长起来了，一直长到如此高大，超出了‘爱情’和‘幸福’繁衍的区域。我早已经看到，你一定会走这条路，以便接近你的目的。在这个目的地，‘爱情’必会被冻僵。”（同上书，第90页）


  然而，半年以后，新的爱情又开始了。


  埃尔福丽德是萨克森的高级军官的女儿，新教徒，来自北方，解放型的女孩。当时女孩子学习国民经济学是十分不寻常的事。她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格特普德-博伊默的追随者。博伊默同青年运动有密切联系。海德格尔和埃尔福丽德·佩特里就是在青年运动的圈子里结识的。爱情故事是在一个名叫莱辛瑙的小岛上开始的。海德格尔、拉斯罗威斯基、埃尔福丽德和她的女友们一起在岛上住了几天。


  海德格尔的一首诗“莱辛瑙的夜幕”就是对这个夏天的怀忆。


  
    一道银光掠过大海


    流向


    遥远昏暗的海岸


    充满盛夏倦意与晚间润湿


    的园林


    迎来了夜的降临


    如期待中爱情的细语


    



    月色染白的山墙间


    古塔之顶飘下的


    宿鸟最后的躁动


    萦绕不去


    而明媚夏日赐给我的


    东西中


    静卧着


    来自永恒的


    感性的重载


    伴我于伟大天才的荒漠之中（《田间路》，第7页）

  


  当这首诗于1916年底发表的时候，海德格尔已经与埃尔福丽德订了婚。三个月后，1917年3月二人正式结婚。如果海德格尔不是这么快就作出结婚的决定，他的朋友拉斯罗威斯基也许会提前有所准备。他宁可坚持自己给海德格尔规划的形象：这位哲学的攀登者一直冲向高空，在那里，爱情与幸福都“冻僵”了，就像查拉图斯特拉的攀登一样。海德格尔应从结婚、成家的人类泥潭中升起，而拉斯罗威斯基觉得，尽管自己只配在泥潭中生活，但起码是顶峰攀登者的见证人。拉斯罗威斯基一定是把他同海德格尔的关系定义为伟人与其目睹者的关系。在1917年1月25日给海德格尔的信中他写道：“亲爱的马丁，要是我能与你在一起该有多好！我自己都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佩特里小姐在信中告诉我的内容，使我感到不快。如果我自己错了，那该多好。但是，我请求你，一定要慎重。等一下，等到我们见面的时候。我真的十分替你担心，特别是在这种异常重大的问题上。你理解我和我的请求，不要过于仓促地作出决定。”（奥托：《海德格尔》，第99页）


  海德格尔并没有被朋友的疑虑所迷惑。而且还克服了其他方面的阻力。马丁在中断了他的牧师和神学的生涯之后，又准备建立异教混合婚姻。这对忠实于教会的虔诚的父母不啻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佩特里家里的人对这位来自下层的海德格尔也是嗤之以鼻，尽管他可能很有天分，但是，仍然没有找到正当的职业。他如何像高级官员圈子的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像样子地供养一家人呢？


  他们没有举行大型结婚庆典。私人讲师马丁·海德格尔同国民经济学的女学生埃尔福丽德·佩特里在明斯特的大学教堂里举行了结婚仪式，双方的父母均未到场。按海德格尔的要求，结婚仪式由克雷伯斯主持。克雷伯斯在档案中作了如下说明：“战时婚礼，没有管风琴伴奏，没有婚礼服，没有花环和面纱，没有花车和马，也没有婚宴和客人，带着双方父母的书面祝福，可是，双方父母均未到场。”（同上书，第101页）按克雷伯斯同埃尔福丽德的谈话中获得的印象，她提到要改信天主教。不过，她并没有真的这样做。半年以后，当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问世时，埃尔福丽德和马丁宣布，他们将不能按结婚时的承诺，让孩子接受天主教的教育。


  按胡塞尔当时的印象，海德格尔已成了新教徒。胡塞尔在1919年初给鲁道夫·奥托的信中说，“海德格尔在走向……新教的过程中。”这一点对他并没有起引导性的影响，尽管对他个人来说，他“更喜欢海德格尔是自由基督徒”和“非教条的新教徒”。（同上书，第116页）


  此时，胡塞尔已经把年轻的海德格尔看作他最出色的学生，而且几乎把海德格尔当成与他平起平坐的现象学的巨大研究计划的合作者。


  第  五  章


  现象学的凯旋  开放的感性  头脑中的世界  胡塞尔和他的追随者  疯狂的制表匠  基础工作  诗：作为哲学的秘密追求  作为现象学家的普鲁斯特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  父与子  伊丽莎白·布洛赫曼  海德格尔的生活乐趣和“疯狂的处境”



  当胡塞尔来弗赖堡时，胡塞尔的现象学家名气还没有超出职业哲学家的小圈子。但是，几年之后，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一年，这位学院哲学的专家一跃成为世界观的希望之星。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曾写道，20年代初期，“到处都看到‘欧洲的没落’的口号”（转引自塞普（主编）：《胡塞尔与现象学运动》，第13页）。在一次关于“改善世界的讨论”中，人们提出天主教解放欧洲的方案。讨论中提到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和基尔凯郭尔，也提到现象学。短短几年，现象学被传说为最有希望的哲学。许多人像伽达默尔一样为之所动，纷纷来到弗赖堡，聆听现象学大师和那些跟他学习魔术的徒弟们的演讲。现象学是新开端的征兆。这个时代的脉搏在没落的情绪和对新开端的兴奋快乐之间摇摆波动。现象学头上戴的新开端的光环，使它在这个时代红极一时。


  1916年以前，哥廷根是现象学的大本营。胡塞尔从1901年到1905年在这里执教。慕尼黑是另外一个现象学的中心。它独立于哥廷根，以马克斯·舍勒和亚历山大·普凡德尔为核心。他们觉得现象学不应该只是一个学派，所以他们称自己为“运动”。这不仅涉及重建哲学的科学性的问题——这是现象学的半官方的自我评估——还涉及以知识分子的真诚为口号的生活方式改革问题。人们想克服错误的激情在意识形态上的自欺，在思维和感想上的无原则性。哥廷根团体成员的元老赫德维希·孔拉德·马蒂乌斯，一开始便这样来表述哥廷根现象学团体的精神：“事情本身的纯粹性和真诚性……当然必须融汇到思想、性格和生活方式中去。”（转引自安德雷斯：《爱蒂特·施泰恩》，第87页）从学派的风格上看，哲学中的现象学运动，相当于艺术中的施蒂芬-格奥尔格〔施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1933），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文学运动中“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译者〕学派。两个团体都强调严格性、训练有素和纯粹性。


  “回到事情本身！”是现象学家的座右铭。但是，什么是“事情”呢？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无可否认：事物淹没、失落在偏见、大话、空话、世界观构造的汪洋大海中。这里跳动的脉搏同胡果·霍夫曼斯塔尔〔胡果·霍夫曼斯塔尔（ H.von Ho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诗人，是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的重要代表。——译者〕在世纪初创作的名篇《信》中的脉搏一样。霍夫曼斯塔尔让他作品中的主人钱多斯爵士写道：“我现在获得了一种能力，能够思考和谈论任何组合在一起的东西……那些抽象的词汇——无论如何它们也得按照舌头的需要作出某些判断——在我这儿就像煮烂的蘑菇一样，轻易地化在我的嘴里”。（《霍夫曼斯塔尔全集》，第7卷，第456页）语言给他提供的东西是无声的、不可穷尽的、沉闷的，也是迷人的、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事情之显而易见性。现象学家也想这样开放地面对显而易见性，而不管从古至今人们对意识和世界作了什么样的思考，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这就是现象学家们的雄心。他们期望找到一种新的方式，使事情本身得以显现，而无需与已知的东西相一致。人们必须给现实以自身显示的机会。事情本身显示的内容，以及它们显现的方式，被现象学家称之为“现象”。


  现象学家们同意霍夫曼斯塔尔的信念：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学习认识感觉的真实的A、B、C。首先，我们必须把迄今为止所讲的一切都忘掉，必须重新找回现实性的语言。对现象学家来说，意识的现实性是现象学的第一课。通过意识的现实性才达到外在的现实性。这里涉及的是对现实性的全新认识。


  现象学家的谦逊却表现为极端不谦逊。他们到处谴责其他哲学家，说他们建立的体系根本没有基础。因为意识本身还远远没有认识清楚，它还是一块未被探索过的大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已经开始研究非意识的东西了，可是对于意识本身却知之甚少。


  胡塞尔是这一运动的首创者。他严肃地警告他的学生，要十分谨慎。他经常对他们说：“在基础性工作中，必须老老实实，一丝不苟”。（转引自塞普：《胡塞尔与现象学运动》，第42页）能在“主人的葡萄园里工作”对这些学生们来说必是一种荣耀。但是，这里指的是哪位“主人”，却是悬而未决的。现象学家提倡谦卑、禁欲、真诚、纯粹的精神，他们有时也把这种精神称之为“贞洁性”。如果我们联系到现象学提倡的这些精神，我们以后看到有些现象学家变得对宗教十分虔诚时，就不会认为是完全出于偶然了。此时已经宣布为上帝的殉道者的爱蒂特·施泰恩，是最典型的例子。早在1904年以前，在早期的哥廷根年代里，她就开始——用她自己的话说——“效力”于现象学了。1916年至1918年间，她是胡塞尔在弗赖堡的私人助教。20年代转信天主教，最后进入修道院。后来纳粹把她从修道院里抓走，因为她有犹太血统，被纳粹处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胡塞尔的学生阿道尔夫·赖纳赫说：现象学是一个项目，“要完成它需要几个世纪的工作。”（同上书，第61页）1938年胡塞尔去世。他身后留下了四万张未发表的手稿。就数量而言，生前发表的著作实在太少了。1901年《逻辑研究》发表之后，还有两本书使他名声大噪，并因此使他的哲学得以传世：1910年出版的《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和1913年出版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第一卷（他生前只有这一卷问世）。


  胡塞尔在日记里吐露了他大胆的梦想：在他看来，他所开始的工作的继续就是哲学的未来。在谈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总是说，他是一个“初学者”。他也不断地研究他自己的著作。当他想把以前的手稿定稿，以供发表时，他总是把整个书稿又重写一遍。这使得助手们深感绝望。他总是重新从头开始思考。他很难简单地承认他以前写的东西。对他来说，意识，特别是他自己的意识，是一条河。众所周知，人们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两次下到同一条河里。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他后来发展出了一种“恐发表症”。另外一些无此困难的哲学家，比如马克斯·舍勒，同时写作三本书也不在话下。胡塞尔对这种工作方式深表怀疑。尽管胡塞尔承认舍勒的天才，但谈到他时总是持一种“不敢恭维”的态度：“当然，思想上突发的闪光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不能把它拿出去发表，”胡塞尔经常这样说。（同上书，第42页）舍勒在谈话中，一旦有了思想的闪光出现，又一时找不到纸时，他便把这点闪光记在他上了浆的衬衣袖口上。这种人当然没有什么保留给自己的东西。胡塞尔与他完全不同。他的著作在他的手里揉来揉去，直至它变成大捆大捆的手稿为止。1938年一位弗朗西斯克修道士把这些大捆的手稿传奇般地从纳粹手中抢救出来，偷运到比利时的卢汶。今天它保存在专门为它而设的研究所里。


  胡塞尔，1859年生于麦林，在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中长大。“自信感……是最值得追求的财富，是共同的生活理想”（施蒂芬·茨威格：《明天的世界》，第14页），这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胡塞尔深受这种精神的影响。他学习的是数学，因为在他看来，数学是最可靠的、最精确的科学。但是，后来他注意到，数学也需要另外的东西做基础。根本性，确定性，奠基性，这是他的偏好。于是便转向哲学。不过，正如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的，不是转向“流行的哲学”。在这类哲学里他发现，“不是知识分子的诡计就是模糊不清的、不成熟的、粗糙的不彻底性”，根本不是人们可以用来作为科学研究出发点的东西。（塞普：《胡塞尔与现象学运动》，第66页）


  如果人们想研究意识，应该从哪儿开始呢？胡塞尔不断向他的学生们重复指出的原则是：应该把所有关于意识的理论、看法、解释置于不顾，以便无拘束地直接地观察意识中的实际过程，观察我现在的意识里的现实过程。


  我们天天看见太阳升起。整个自然科学都无力帮助我们戒掉“太阳升起来”这种说法。更糟的是，我们确实看见太阳升起，但是，我们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它只是显得如此。现实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种从假象到现实的模式，可以使我们整个熟知信赖的生活世界动摇坍塌。没有什么东西是其所是，一切都是表面上看上去如此。1913年在维也纳我们还能说“多么美丽的八月金秋”吗？罗伯特·穆西尔——他也受到现象学的影响——别出心裁地这样描述维也纳的八月金秋：“在大西洋上有一个低气压区，它向东移动与俄国上空的高气压靠拢。……这是由等温线和等夏温线造成的……。”（穆西尔：《无性格的人》，第9页）


  在我们的生活中，绝对体验不到穆西尔描述的八月金秋，这只是对自然科学的讽刺。我们从来没有透过空气看到过，将来也不会看到等温层。我们所经历的只有富有诗意的夏日。用胡塞尔式的语言说，这是我们生活世界的现象。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气象学上它是如何形成的。所有在意识中给出的内容都是“现象”。在胡塞尔意义上的意识研究，就是对意识现象的内在秩序，进行严格的反观自审。它并不企图对它们作解释和说明，而是力图去描述，现象“从自身出发”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显示自身的。这种对意识过程的关注一举克服了“本质”与“现象”的二元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使我们发现，作出“本质”与“现象”的区别，完全属于意识操作活动的范围。意识正是以此种特殊的方式知觉到它在感觉活动中忽略的东西。因为所有进入意识的都是现象，所以，这种隐藏性（指感觉中被意识忽略这种现象）也是意识的现象。现象不是隐藏在本质“背后”的东西；只要我思想它，或者只要我想到它在躲避我，它本身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康德的“自在之物”，不可把握的不显现者，作为没思想到的东西，就是现象。


  胡塞尔并不想重新复活对外部世界实在性的人为的、智者式的怀疑。与此相反，他要指明的是：整个外部世界已经在我们内部了。我们并不是一个留待外部世界来填充的空口袋，我们从来就是与某某东西相关联的［bezogen sind］。意识总是对什么东西的意识。意识并不是内向于自身，而是外向于它所意识到的东西上。当人们终于开始把意识提高到意识的高度时，人们就会注意到这一点。这就是现象学。


  为了自我启发，胡塞尔创造了一种技法［Technik］：“现象学还原”。现象学还原是实施感知活动的特殊形式，或更一般地说，是实现意识进程的特殊方式。在这个实施过程中，注意力不是集中到被感知的东西上，而是集中在感知活动的过程上。由于方法上的原因，还原中人们会马上超出感觉，又不是完全超出感觉，而是能够看到，在实施过程所需要的水平上超出感觉。我看到一棵树。当我对感知树的感知活动进行感知时，我便注意到，我在被感知的树上附加了一个参数：“现实的”。但是，当我只想象或回忆某一棵树时，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只是想象活动，回忆活动吗？不对。我看到的是树，只不过是带有“想象”、“回忆”这些参数的树。有多少种树就有多少种存在方式。现在我们提到的是看到的树，回忆到的树，想象到的树。同一棵树，有一次我看到它十分愉快，因为它为我提供阴凉。另一次我仔细打量它，看它在经济上是否值得砍伐。在这种感知中，同一棵树已经不是同一棵树了。它的所是起了变化。如果我用所谓“客观的”方式，纯事物性地对它加以研究，那么，这时的树也是树的许多形式之一，“让树去是……”的形式。树“在实际上”是什么，这类问题被现象学括掉不予考虑，现象学注意树给予意识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或者最好说：意识在树那里滞留的各种形式。


  通过现象学还原的这种工作，把所谓“自然的”感知进来加以关注，把外在现实括掉了，不予考察。这样，就像胡塞尔在他的《笛卡尔沉思》中所说的，人们失去了整个世界，以便在“普遍的自身规定”中重新赢得它（胡塞尔：《笛卡尔沉思》，第183页）。


  现象学还原是现象学观察问题最具决定性的视角。这里涉及的是面对意识过程的特殊的注意力，也称为“现象学的观审［Sehen看］”。通过这种观注力，人们看到了意识生活在同外在现实性的“游戏”中到底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把自然的现实括掉了，剩下的东西便成了一种空洞的游戏吗？关于这一点胡塞尔写道：


  “让关于现已给出的客观世界的一切看法都普遍失效……我们并不是被置于面对虚无的境地。我们由此获得（并且只有如此才能获得）的东西要更多，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作为深思者由此获得的，是我们纯粹的生活，以及所有对它的体验和它的一切共性，即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的一体性［Universum］。悬置（让自然的现实性关系失效——作者按），也可以这样说，是一种彻底的、普遍的方法。通过它我可以把我纯粹地作为我来把握，并连带把握了他者本身的纯意识生活。整个客观世界都是在意识生活之中并通过意识生活为我而存在，而且是‘如其为我所是’地那样存在。”（转引自H.罗姆巴赫《当下意识的现象学》，第48页）


  人们很容易想到，“纯意识”是一种空洞的意识，就像一个空的窥镜，一只空胃。然而，这恰恰是关于意识的“先入之见”。这种“先入之见”根本不符合意识对自己的现实体验。人们发现，意识无时无刻不与存在联系在一起。空洞的意识直接面对客观对象，让它来充实自己，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存在。意识总是关于什么的意识。这种从方法着眼，从外部现实中“净化出来”的意识，一刻也不能停止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对内部世界的外部世界的想象。意识没有什么“内部的东西”，它自身就是“外部的”。如果能够深深地钻入意识中心的话，那么就会发现我们又重新置于外部的各种事物之中。按萨特的说法，我们就会被“甩到”这些东西之中。（参见萨特的《自我的超越》，第33页以下）是胡塞尔的著作使萨特在30年代经历了一次信仰的转变：他觉得自己从已经麻痹的传说、从“消化道哲学”中，即把意识当作处理世界的肠胃的哲学中解放出来。


  也就是说，对胡塞尔来说，意识总是以某种东西为定向的。他把意识的这种基本结构称之为“意向”［Intention］。


  意识活动过程的不同类型都有与自己相应的不同类型的意向。在有距离的认知意向中把握某种东西的欲求只是意向性意识的一种形式而已。人们经常错误地把这种意识等同于整个的意识现象。实际上，与之共存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形式。所谓形式就是以某种东西为定向的形式。这里的情况并不是下面这个样子：首先对某种客观对象进行“中性”的把握，以便在进一步的活动中对其再加以“向往”、“热爱”、“追求”、“估价”等等。“向往”、“估价”、“热爱”等等，也都有它们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在这些活动中，对象完全是以另外的方式给出的。对意识来说，对一个“对象”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把握，它也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在好奇中把握它，还是在希望中把握它，或者是在恐惧中把握它，从实践角度，还是在理论角度把握它，都使之成为不同的东西。胡塞尔曾经这样表述这一思想：爱情把他的“对象”构成为“非对象”。


  现象学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指出，我们的意识在实际工作中是多么微妙，形式多么丰富。而通常人们用以概括意识进程的那些意识概念又是何等简陋粗笨。它总是以下面的模式考虑问题：把主体化的内在空间和一个客体化的外在空间对立起来，然后再问，如何把人为分割开的东西重新联合到一起，世界如何进入主体，主体如何达及世界。现象学的研究表明，我们的感觉和思想所走的道路，与我们通常想象的完全不同。现象学指出，意识是一种“居间”现象。就像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所说的，“从原本意义上讲，它既非主体，亦非客体”。首先，思维活动、感觉活动是一个进程，它处于由许许多多早已被遗忘了的行为构成的意识流中。一种基本的反思活动，即只有对意识的意识，才能作出分隔，并发现这边是“我”、主体、意识的所有者，那边是客体。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意识就是所意识到一切：意愿［Will］消融在所意愿的内容中；思维消融在所思的内容中，感觉消融在所感的内容中。


  胡塞尔打开了一道大门，在他面前展示出一望无际的“田野”——意识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丰富和生动，以至于要想按胡塞尔要求的体系化、规律性知识的方向，科学地对它们加以准确的描述，必然会陷入自相矛盾。胡塞尔身后留下的尚未完成，而且也不可完成的巨型著作，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胡塞尔所描述的意识流，违背了胡塞尔自己的科学的、体系化的观点，顽强地表达着自己。在意识流里拼搏的体系的残片，使人们回忆起斯坦尼斯拉夫·赖姆斯［Lems］带有哲学深意的科学幻想小说《光源》中的一个场面。研究者发现了一个星球，它完全是由大脑构成的，是一个生物原浆的大洋。这个星球在宇宙空间中孤独地努力工作着。在它的表层漂浮着各种巨大的图形、波涛、喷泉，形成了巨大的旋涡和深渊，具有无与伦比的丰富多彩的内容。研究者把这个进程理解为符号，并企图解读它们。于是发明了各种名词、概念，各种体系，相关的著述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图书馆。最后研究者们模糊地感觉到——一个对于有序的大脑来说是可怕的看法，在大脑的大洋里的每一个点上发生的事件都是不可重复的，不可比较的，因此，任何概念都不可能对它们加以把握。给它们起的任何名称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都只出现一次，所以我们根本无机会对它们加以识别。关于它们的任何有序的知识，都如同在水上作标记：下一个波涛只会把它冲得无影无踪。


  胡塞尔是19世纪的人，一个枢密官式的、教授式的、慈父式的、满腹经纶的绅士，他坚持不懈地追求最后的基础和确定性，甚至企图寻找上帝的确定性。在他的哲学生涯开始之时，他曾说过，要“通过严格的哲学科学来发现一条通向上帝和真正的生活的道路。”（转引自塞普：《胡塞尔与现象学运动》，第63页）


  无论如何经验科学才不去管这位“发疯了的钟表匠”——弗赖堡的大学生们称呼胡塞尔为“发疯了的钟表匠”，因为他在课堂上不断深入地独白时，经常作着一个手势：右手的中指在左手的掌心不断地画着小圈——的特殊的奠基性工作。胡塞尔在课堂上常常深深沉入他自己的意识流之中，根本没有注意学生们的沉默不语。有一次一个学生——他就是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在课上提出了不同意见。胡塞尔课后对他的助教马丁·海德格尔说，“今天可真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讨论”。（同上书，第15页）人们偏爱的东西，总是处在天堂的中心。所以，胡塞尔不能理解，他的学生们生活在与他不同的各种世界中，纠缠于各种不同的其他事物。他对他的私人助教施泰恩严肃地说，她应该一直在他这儿工作，直至她结婚为止。她应该在他的学生圈子里找个男人，这个男人也可以当他的助教。也许他们的孩子也会是现象学家……。


  胡塞尔的工作不啻是一种讽刺。这位专业技术工人——胡塞尔当时也这样称呼自己——在试验中企图给认识寻找一个稳定的基础，而在哲学上发现的却是意识流，于是十分可笑地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想把这活生生的无穷运动中的因素，改造成一种最终的确定性和可靠性的基地或底座。他想在流沙上建筑房屋，他甚至想把这些房子留给子孙后代。现象学的意识研究——一个百年研究工程。他可以自我安慰地说：“可以这样来理解，现象学就是整个近代哲学的神秘的欲望。”（胡塞尔：《纯粹现象学的观念》，第118页）但是，他也有对整个事业的意义发生怀疑，并产生疑惑的时刻，当我们对意识的无限广大的领域进行测量时，我们一定必须是一个“初学者”吗？


  当人们想要达到一个不断后退的地平线时，情况不就是如此吗？ 当意识不能够彻底加以描述和分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应该将另外一端关闭，将口袋扎死，胡塞尔就是这样使自己摆脱困境的。这种思想的短路的名字叫做“先验自我”。它是意识的所有功能和操作的总体，是意识流的发源地。


  如果像胡塞尔所教导的那样，在对感觉内容的感觉中，我才构建起我的意识，我们怎样才能把先验自我带入整个意识进程的开端呢？很简单，直接把现象学观察意识进程的视点宣布为先验自我的处所。“任何一种我思和它的组成部分，都是在体验的河流中出现或消逝的。但是，纯粹主体既不出现也不消逝。尽管它也以它的方式‘上场’和‘下场’，它可以进入活动，也可以退出活动。纯粹主体是什么，它根本上是什么，以及它的功用是什么，我们可以在自身感知中把握它，或者纯粹主体自己在其中把握到自己，它自己就是它的行为，它的存在样态的绝对无可怀疑性建立在这里。”（罗姆巴赫：《当下意识的现象学》，第52页）


  这样就很清楚了：本来胡塞尔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做到，在我同世界分裂之前对意识进程加以“无我”的描述，如今胡塞尔在先验层次上，又退回到他本来想要克服的思想中，即“自我”是意识的内容的所有者的思想中。刚刚被解构的自我，现在又像笛卡尔传统中的一样，成了确定性的“最高当局”。这就是胡塞尔于1913年概略提出的向先验自我的转变，就是这个转变后来引发了海德格尔的批判。胡塞尔把先验自我理解为某种实体，在它里面，内容可以演变，但是，它本身不发生任何变化。这种先验自我同上帝精神有一种十分可疑的相似性。在传统中，上帝精神是一切世界内容的不可变化的基础。所以，当我们听到胡塞尔谈到他的先验自我的发现时说，“我自己这样做时，我也就不是人的自我了”，（同上书，第71页）我们本不应该觉得吃惊。


  就像在费希特那里一样，胡塞尔最终还是实现了他向自我的转变，整个世界都是来自自我，而意识也不再只是一种具有魔力的东西。它出现在世界中，并由于它的出现，整个世界才有可能作为世界而出现。某种被标记为实存性的东西，却是存在论性［ontologisch］的。海德格尔将来要对这个难以捉摸的现象加以规定，并重新将它掷回到它（在胡塞尔处）偷偷溜出来的那个世界中去。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在脑袋里有一个世界，但是，这个脑袋却并不真正在世界之中。


  我们更清楚的是，如果谁想把丰富的意识生活挂到一个固定的点上，而又想避免做心理主义的还原，这种思维就很容易采取与上帝相似的立场。


  但是，意识想使丰富的意识生活清晰透明，同时又不想使它遭到破坏，并不一定非要扶摇直上，升为先验哲学家找的上帝。它也可以成为诗人。从柏拉图时代开始，这就是哲学家的秘密或可怕的预感［Ahnung］。胡塞尔也并非不了解这一点，他在与日本人的谈话中说：“哲学与诗，从它们的最内在的源泉上来看，是相互紧密相连的，它们在灵魂中有着一种神秘的亲缘关系”。（参见塞普：《胡塞尔与现象学运动》，第18页）


  哲学同诗之间这种秘密的亲缘关系，在现象学中表现得比任何其他哲学中都明显。对意识生命的描述，并进而对世界体验的描述，对内在和外在空间中的现象的关注，对内在和外在时间的关注等等，从来就是诗的主题，对马塞尔·普鲁斯特尤其如此，他倾心于柏格森学派，在布尔瓦·豪斯曼的隔音间里潜心于他的现象学练习。如果现象学应该是“整个近代哲学神秘欲望”（胡塞尔语），普鲁斯特就应该是现象学哲学的神秘欲望。


  我们只需要读一下作家在《追忆逝水年华》的开头部分对自己醒来的描述就可以了，这时是对每天清晨自我重新诞生的杰出的现象学描述。每一次都必须做一次穿越时间空间的旅行，然后才可能重新找到这里和现在的十字准线。


  “但是，我只要躺在自己的床上，又睡得很踏实，精神处于完全松弛的状态，我就会忘记自己身在何处，等我半夜梦回，我不仅忘记是在哪里睡着的，甚至在乍醒过来的一瞬间，连自己是谁都弄不清了；当时只有最原始的一种存在感，可能一切生灵在冥冥中都萌动着这种感觉；我比穴居时代的人类更无牵挂。可是，随后，记忆像从天而降的救星，把我从虚空中解救出来：起先我倒还没有想起自己身在何处，只忆及我以前住过的地方，或是我可能在什么地方；如没有记忆助我一臂之力，我独自万万不能从冥冥中脱身；在一秒钟之间，我飞越过人类文明的十几个世纪，首先是煤油灯的模糊形象，然后是翻领衬衫的隐约的轮廓，它们逐渐一点一画地重新勾绘出我的五官特征。……”（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文版，第一卷，第2页）


  现象学为了关注意识进程的这个世界，需要一种新的观察态度［Einstellung］，这种观察态度正好与日常生活中的要求与发展相抵触。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注意的是东西、人和我们自己。我们并不去注意这些东西是如何在我的意识中向我“给出”它们自身的。胡塞尔始终强调中止对待世界的自然态度。普鲁斯特也只可能在避难所的卧室——这里是他生命最后十二年中的工作室——中发展他的回忆工作中的现象学宇宙。隐退到无世界性中去，在胡塞尔这里得到的补偿比在普鲁斯特处还要多：胡塞尔发现了多种形式的内在本体论。在那里有着无穷多层次的实存世界。回忆的对象，恐惧的对象，欲望的对象，思维的对象，这些都是“现实性”。这些现实性早已把主体与客体的干干净净的分别淹没掉了。


  布伦塔诺的《关于存在的多义性》一书，在哲学上给海德格尔以极大的启发。他把胡塞尔现象学看作一种可以揭示存在的多样性的哲学。


  后来在他1925年夏马堡大学的讲稿《时间概念史》中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胡塞尔现象学观察事物的角度使他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在书中还明确表示为了前进，他必须超越胡塞尔现象学的界限。


  在现象学观察事物的态度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再次重新进到“事情”面前，消除各种先入之见，“单纯地去观察，抓住看到的东西不放，而不要问我们拿它怎么办。现象学要求的无偏袒性的纯事情性是最难达到的，因为矫揉造作，谎言和他人的议论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海德格尔全集》，第20卷，第37页）


  对海德格尔来说，被现象学所克服的哲学内部的人为的造作之一，就是关于两个领域的区别的顽固教条，即关于本质和现象的区别的教条。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现象学给现象、给显现的世界恢复了名誉，它突出强调了显现出的内容的意义。在现象学中现象不再是低级的、必须在它的背后去寻找什么本真东西虚幻性的现实。本真的东西本身，不论它是上帝还是逻辑的“对象”，或是所谓自然规律，都是显现的东西。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不是思辨，不是思想的构造，而是“拆除隐蔽物”，让东西“显摆出来”，让人“观看”的工作。被揭示显摆出来的是意识的意向性结构。海德格尔把这一点指为现象学的最重要的发现。于是，对海德格尔来说，传统认识论的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便得到克服，并且是从自身显现自身的世界和总是牵涉到世界的意识这两个方面得到克服。


  当然，在1925年的讲稿中，海德格尔同时也清楚地指明了胡塞尔的局限性。通过对现象的挽救，胡塞尔又重新突出了实存的各种给出形式的重要意义，但胡塞尔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人，即意向性的意识，在什么意义上实存着［seiend］。胡塞尔的研究只深入到人的否定性规定的层次，人类是“自然的对立物［Gegenwurf］”。人是什么，人是谁？海德格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后面再谈。


  同胡塞尔密切合作的第一年，海德格尔已经开始把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从意识的内在联系之中提取出来，放置到世界中去。


  在这个过程中，狄尔泰关于历史生活的哲学研究，给予海德格尔很大的帮助。从狄尔泰哲学的观点看，任何一种哲学都是值得怀疑的。它们都陷入自我误解不能自拔。它们自以为可以在历史的彼岸确定它们自己的稳定的地位。胡塞尔构造的先验自我，就是这种毫无用处的意识性的“彼岸”。其次，海德格尔对基尔凯郭尔的研究，也有助于海德格尔摆脱胡塞尔的意识内在论。


  基尔凯郭尔并不像狄尔泰那样，从历史性“生命”出发攻击精神的虚幻的自吹的强大。他是从思维与生存的不可消除的差别出发，来发动这一攻击的。在生活的纠缠之中，我总是陷入必须对“我想当谁”作出选择的境地。我们常离开纯粹思维的领域。我们必须承诺、接受我应负的责任。我们不能避免，从一个能对一切加以思考的可能的人变成为一个现实的人，他必须从可思考的东西中挑选出对他内在和外在行为合适的东西。在基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的批判看来，意识哲学不过是一种对活生生的生活的唯一的逃避。


  在海德格尔这里，历史环境的变化本身，将会努力使历史生活和生存生活的强大力量不仅仅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


  自从胡塞尔到弗赖堡之后，海德格尔一直寻求接近这位大师。开始胡塞尔表现十分冷淡。在胡塞尔看来，海德格尔是属于教会哲学阵营的人，因此影响了他对海德格尔的兴趣。海德格尔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经过多次徒劳的努力，最终才获得和胡塞尔进行个人交谈的机会。1917年9月24日，胡塞尔向海德格尔写道：“十分乐意就我之所能支持你的研究”。（奥托：《海德格尔》，第102页）


  1917年至1918年间的冬天，胡塞尔终于“发现”了海德格尔。在不久前，他的私人助教施泰恩放弃了她在胡塞尔处的工作，胡塞尔让她把他的手稿加工成供发表的书稿，但是，这位自称是现象学上的“初学者”的胡塞尔，每次总是提出新的草案和笔记交给她，直至把她已加工好的书稿彻底推翻为止。她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工作了。另外，胡塞尔只知道让她工作，而并没有帮助她实现完成高校大学教职论文的愿望，最后她终于一走了之。


  于是胡塞尔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新助手。海德格尔接近胡塞尔的努力，成功有望。


  在1917年的最后一个星期里，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一定进行了一场非常紧张认真的哲学谈话，因为当1917年1月海德格尔作为预备役进驻兵营，然后又到麦氏教堂镇附近的豪伊贝尔格［Heuberg］的练兵场去进行军事训练时，胡塞尔在一封给海德格尔的私人通信中，为不能同海德格尔一起进行哲学工作而深表遗憾。在回信中，海德格尔十分愉快，带有迎合口味写道，在此刻他不是从哲学而是从能够很好地耐受艰苦的军事训练中获得他的自我意识的。胡塞尔这位充满民族感的人，当然对于这种非哲学的精干也十分欣赏。1918年3月28日的信里，胡塞尔写道，有一段时间把哲学放在一边，对海德格尔来说未必是坏事；不久——“但愿在西方战线的精彩胜利之后，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他一定会以更充沛的精力重新投入到哲学问题的研究上来。（同上书，第104页）


  海德格尔在军队中还得呆一段时间。他被派到前线气象站值勤——20年之后，二次大战初期，萨特也担任过同样的工作——同年7月海德格尔被派往柏林进行气象学培训。他继续同胡塞尔进行频繁通信。书信变得更推心置腹，更充满信任。1918年9月10日的信中，胡塞尔赞扬还没有学坏的年轻的海德格尔有“清楚的灵魂之眼睛，清净的心，清楚定向的生活风格。”在这封信的最后，胡塞尔惊叹道：“噢，您，年轻人，您的通信使我分享到的是多么大的喜悦和内心的恢复［Herz-erquikung］呀”。（同上书，第104页）


  胡塞尔的信中充满着父亲般的情绪，这可能是由于1916年初他最小的儿子战死前线之故，就在这年秋天，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也因头部中弹，躺在野战医院里。胡塞尔正在为他牵肠挂肚。胡塞尔对待海德格尔的态度就好像他是他的继子一样。在胡塞尔给海德格尔写信的时候，施泰恩正住在胡塞尔家里扮演护士和青年女佣人的角色。胡塞尔和他的夫人玛尔蕴都得了重感冒，卧床不起。女仆辞职了，女儿正好外出旅游未归。从野战医院来的是可怕的消息。施泰恩在给罗曼·英伽登的信中描述了胡塞尔当时的凄凉景况。在这种情况下，同海德格尔的联系显然对胡塞尔是一种安慰和鼓舞。不过，春天时对战争获胜的信念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胡塞尔家里对帝国“体系”的不满。胡塞尔的夫人玛尔蕴甚至转而加入了“独立党”的阵营（指的是独立德国社会民主党），其实是有意气胡塞尔而已，这是我们在施泰恩的信中得知的。（爱蒂特·施泰恩：《致英伽登书信集》，第10页）


  在此期间，海德格尔已于8月底被派往德国西部的色当附近的阿登［Ardennen］的军事气象站。这个气象站的任务是为海战提供天气趋势预报，以为使用毒气提供支持。


  海德格尔当时的生活态度反应在他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第一封信中。


  伊丽莎白·布洛赫曼是海德格尔的夫人埃尔福丽德的同学。在一次大战期间，她有一段时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从齐美尔［Simmel］学习哲学、日耳曼学和教育学。战争期间，她曾参加社会服务工作，看护病人，她和海德格尔一样深受青年运动的影响，就如海德格尔1913年在高地-迈森人-简报上所写的：“自由德国的青年们要面对自己的责任，依据内在的真实性，自己决定如何塑造自己的生活。”


  马丁·海德格尔同伊丽莎白·布洛赫曼以及埃尔福丽德就是在青年运动团体中相识的。


  在海德格尔给布洛赫曼的第一封信里充满青年运动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信中多次谈到真实性和责任，爱慕之情只是隐含在其中。双方都在信中练习着含蓄与暗示的技术。比海德格尔小三岁的布洛赫曼十分敬佩海德格尔，这使海德格尔感到十分得意。因此，他十分乐意用哲学导师和领袖的口吻说话：“我们的义务是，把我们在鼓动与冲动中、内部真实性中经历到的东西不走样地表达出来。”（《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第9页，1918年2月10日）“这种精神生活必须在我们这里重新变成真正的现实，它必定是一种由个人内部生长出的一种冲压力，这种冲压力要颠覆，要强烈要求起义。这种冲力并不表现在吹嘘中、颓废中和压迫中，它作为真正的冲力只表现在朴实无华中。……精神的生活只能通过以身作则进行塑造，以使应该参与其中的人直接地在他们的生活中把握到它。……只有对自决的价值真正充满信心，一切偶然的周围事件的所有无价值的东西才会从内部，一劳永逸地被清除。”（同上书，第7页，1918年6月15日）


  海德格尔曾亲眼目睹了西线德国军队对节节胜利的协约国军队实施的最后也是最大的反攻。这个过程刺得他的眼睛发痛，使他看清楚了，战前年代文化的“精神”早已不复存在。战争把一切都烧光了，只剩下了一个赤裸的核。海德格尔怀着一种含糊不清的激情，把这个核称之为“个人的冲力”，或“对自身价值的信念”，或对中心自我的服从。他感觉到，这种向个人核心的剧烈回归是一个伟大的契机。现在，是“清除偶然的周围事件的无价值的东西”的时候了，然而，只有当人们十分强大，对自己充满信心时，在剿杀了文明风潮的错误精神后，才有这种可能。海德格尔认为，在这之后精神才会重新诞生。起初在真实的人们的小团体中，稍后，由此辐射出去，于更广的和更深的层次上在民众中不断更新繁衍。1918年11月7日，在他从前线写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写道：在这个结局之后，生活到底如何塑造，必然到来的生活、我们唯一的救助到底是什么，一切都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是确定而且不可动摇的，这就是对真正的精神的人生的追求，此时此刻不能怯弱，而是要亲手把握住决断的领导不放，以便把民众引向真实性和对人生此在的真实的真正估价。事实上，这正是我的生活乐趣——即使面临外在的贫困而不得不放弃某些东西，也是如此——只有那些内在贫乏的唯美主义者，以及一直以有才智的身份玩弄精神的人（他就像对待金钱和享乐一样对待精神），才会在这个时候彻底崩溃，惶恐绝望。根本不要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和有价值的指示。（同上书，第12页）


  海德格尔写道：这是“生活的乐趣”。一个只知玩弄精神的世界崩溃了，这使他感到振奋。他的政治幻景十分模糊。前线的信中只字未提那里的具体生活，只是说，“去前线的旅行棒极了”。（同上书，第19页）信里到处洋溢着对哲学的新开端的喜悦。他清楚地表示，首先要铲除那些已经死亡的、不真实的、习俗性的、纯粹是人为造作的东西。他谈到了原初的体验，包括原初的宗教体验，认为，只是因为人们为哲学和神学制造了所谓连续性和可及性，原初的生活体验才被哲学和神学遮盖了。


  后备役士兵马丁·海德格尔发现了新的兴奋点［Intensitaet］。使他兴奋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这场灾难把一切都焚毁了之后所遗留的东西；使他兴奋的不是那胜利的磨炼，而是由失败而带来的大清洗。这是一种对“精神和力量的信念，谁在它之中并为它而活着，他便永远不会在战争中处于败势。”（同上书，第10页）而且，“我们向往，或者想进入我们之中的新的生命必放弃追求普遍化，即不真实的、肤浅的存在。他的财富是原初性——不是矫揉造作的构成性，而是完全依赖直观的显然性。”（同上书，第15页）


  这是伟大的满怀希望的豪言壮语，不过并不是空话。因为这位在战争最后一周被提升为二等兵的青年哲学讲师，1918年11月回到弗赖堡以后便竭尽全力投入工作，试图完全跟着直观行进，以便去把握向他袭来的东西。要把这种直观、这种瞬间的显然性化为哲学的语言，首先是在连续的现实生活中加以训练。在这种过程中他注意到了时间的运动原理：它“时间”着直观和瞬间的显然性，但它本身不保存自己［Bewahren］，它并不把自己置于绵延性之中。它出现了，发生了，是一个事件［Ereignis］，它并不是制作出来的，而它的一切又取决于我们用以制作什么。1919年5月1日，在给布洛赫曼的详尽的信中——信里泄漏的这种内心深处的极强烈的哲学上的迫切追求，恐怕不只是年轻的马丁·海德格尔一个人的——海德格尔写道：“如果认为并且要求生活之流必须按照恩准它的时候涌现的振幅、同样的频率和音量去振动，这完全是理性主义者对个人生活之流的错误认识。这种要求养成了一种缺陷：对一切生活的秘密和赏赐的内在谦卑。我们必须能够等待最高的、紧张的、充满意义的生活的张力的到来。我们必须坚持在连续性中与瞬间同在——不是享受这种张力而是在生活中塑造它、构型它——在生活的前进过程中携带着它，将它贯彻到一切未来生活的节奏之中去。


  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生活进程中所属的那个方向直接得到实现的时刻，我们不应只满足于点清现有的东西，简单加以记录，好像它是一个对象一样面对我们而立。只有当处理自身者真正地被生活体验到之时，也就是说，生活走向成为它的存在之时，这个从事理解着的处理自身者［Sichselbsthaben］，才是货真价实的从事理解的生活的走向。”


  1919年海德格尔沉浸在对自己直觉的处理的欢乐之中，而把他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称之为“疯狂的状态”。（同上书，第12页）


  第  六  章


  革命时代  马克斯·韦伯与书斋先知的对抗  圣徒贬值  海德格尔的讲台  存在问题的早期历史  体验生活与离异生活  世界活动  破坏的哲学  海德格尔的达达主义  生活的透视  经历过的瞬间的黑暗  有亲缘的精神：海德格尔和年轻的恩斯特·布洛赫



  1919年初，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作了一次演说，题目是：“从内在的使命到科学”。他作报告的地方像德意志帝国其他大城市一样，正处在革命暴动之中。几星期之后，慕尼黑爆发了公开的内战，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心怀善意的作家们企图巩固这“光明、美丽和理性的王国”，他们极其狂热，而且用心良苦，短时期内，在共和国内颇成气候。对马克斯·韦伯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信念政治，是一种政治冒险。他们不想承认，期望政治去促进性情和幸福的发展，完全是对政治的过分要求。韦伯作报告时，卡尔·勒维特也在场。他描写了马克斯·韦伯逝世的前一年，“如何面色极为苍白、疲惫、匆忙地穿过挤满听众的大厅，走向他的讲台”（勒维特：《我在德国的生活》，第17页）。韦伯“满脸乱蓬蓬的大胡子”，使他回忆起班贝克先知塑像的阴沉沉的红晕。韦伯给他留下的印象是“震撼人心”。卡尔·勒维特写道：马克斯·韦伯撕碎了一切希望的面纱。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一定感受到了这个清醒理智的那颗心充满了“深沉严肃的博爱［Humanitaet］”。在听过知识界积极分子无以数计革命讲话之后，“韦伯的字句好像是一种拯救”。（勒维特：《我在德国的生活》，第17页）


  韦伯的讲话很快就公开发表，并马上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争论。他在讲话中对时势作了清醒的“诊断”。讲话看上去是涉及科学问题，但其核心是回答这一问题：“在现代理性化文明的钢筋混凝土的房子里，如何使有意义的生活得到发展”。他的答案是：“科学通过它在技术上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日常生活，并且在战争中证明，它内部蕴藏着多么巨大的摧毁力。这种科学已成为我们的命运。然而它向我们提出了敏感的问题：作为职业的科学它的意义是什么?科学是‘通向真正的存在之路’、‘通向真正的艺术之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通向真正的幸福之路’等等的早期幻想都销声匿迹了吗?托尔斯泰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回答：‘科学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不能回答对我们来说是最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生活?’科学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科学不能‘给以’回答，或者也许科学根本无力正确地提出这些问题。”（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世界历史分析-政治》，第322页）


  科学可以对为达到预期目的而使用的相应的手段加以检验，作出评价，而这一评价却又是以价值决断为基础的。科学也可以分析其内部是否包含有矛盾，它与其他价值的区别以及适应程度。也就是说，科学可以对自己作出规定，对此有所作为，但是它不能代替我们作出如何生活的决断。这种给予个人作出价值决断的自由，被人们理解为是针对过去的约束的一种解放。这样，科学无力从事意义决断这个事实便不再成为问题，而是成为一种机遇。但情况并非如此。韦伯说，由于我们的文明是如此根本，而且在如此大的范围内浸淫陶冶于理性之中，以至于文明中的个人已经葬送了对自己的决断权的信心。人们在作价值决断时也想追求客观的确定性和客观保险性。由于人们在科技化的世界中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乘电车的人根本无需知道，电车是如何工作的，他完全可以放心，一切都经过周密“计算”了。但是如果人们是和人生世界打交道，其中需要“计算”的重要内容无穷之多，所以人们习惯于认为，尽管自己对它没有准确的把握，可是别人已经准确把握了——否则的话，人们就不可能生产出如此惊人的东西——于是，人们便在原本不可能提供的这种确切性和保险的地方，要求这种确切性和保险：在意义与价值决断的领域中要求这种确定性和保险。人们不是去把握其中的自由，而是在这里也启用科学的客观性。于是世界观上便出现了这种情况：为了获取信任，各种理论纷纷用科学来装饰自己。韦伯称它们为“书斋先知”的事业。理性化使世界失去魔力，它剩下的最后魔术师就是个性和他的自由。面对世界的无神秘性，这些书斋先知们的反映是对个性和他的自由进行错误的理性化。他们不再想在理性与个性之间的张力之中坚持下去，而是从生活体验中变出一个可信赖的世界意义，就像人们乘电车时那样。这些书斋先知们不是让那现存的秘密在那个人的心灵中继续神秘下去，而是把已经失去魔力的世界又浸泡到有目的的新魔法的光怪陆离中去。与之相反，马克斯·韦伯主张分离论：一方面是主张用理性对世界加以干涉、把握，另一方面应该尊敬私人个性的奥秘，即便是这种奥秘在一个时期内力图摆脱自由的负担，也是如此。马克斯·韦伯要求真诚。尽管不舒服，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承认这样的事实，在一个我们可以用理性加以透视，可以从技术上整治的世界中，上帝已经消逝了。假如它还存在的话，也只有存在于单个个人的灵魂中。他必须“自己负责”作好为“理智牺牲”的准备，以便建立对神的信仰。这种并非来自世界的活生生的信仰对马克斯·韦伯的吸引，就像人们受到艺术家或演奏大师的吸引一样。他把这种人称之为“宗教演奏家”。假如把宗教信仰错当成科学，或者用它同科学进行观念的竞争的话，那么这种信仰便被韦伯称之为危险的欺骗。在他看来，只有不借助科学从事欺骗活动的信仰，才在“神秘生活的阴间王国或者在个人之间直接的关系的友爱中具有尊严和真理”。这里可能“有仙气”吹拂，但是人们应该注意，他不应该把这种仙气吹到政治领域中去。


  马克斯·韦伯的警告没有起作用。“书斋先知们”被激怒了。一个正在爬向书斋的小学教师（他与海德格尔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中还有联系），主动承担了批判“左”派马克斯·韦伯的代言人。他就是恩斯特·克里克。他攻击这种“客观性姿态”和价值自由。在他眼里，这是堕落的典型表现，是无根基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在科学中也有同样的现象，民族失去了它的灵魂。所以，克里克要求进行“科学的革命”。这种科学革命，应该在“普遍的民族宗教”的建立中发挥作用。这种宗教必能使民众“成为一个道德的同一体”，它可以使国家提高到一个新高度，超出纯粹功利机器这一水平。（F.K.林格：《学者》，第320页）马克斯·韦伯已经无力对这些批判、诽谤、诬蔑进行还击了。他于1920年与世长辞。即便他不去逝，他也理会不了那么多由预言、幻想、神医术和各种世界观捣起来的污秽。在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个年头里，被马克斯·韦伯刺伤了的“书斋先知们”，遇到了不断强大的无业知识分子的强大竞争。这是一个圣徒贬值的时代。在大街上，小树林里，在集市上，在马戏团的帐篷里，在小酒店的乌烟瘴气的暗室里，到处都看见他们解放德国或解放世界的活动。那一年奥斯特瓦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销售了60万册。这本书里提出的伟大的理论方案被人们粉碎，成为数千块末世精神和极端的新生精神的碎片。几乎每一个大一点的城市都有一位救世主，有的地方甚至有好几个救世主。卡尔斯鲁厄城的救世主把自己叫做“原始旋涡”。他向他的信徒们许诺，他具有一种宇宙能量。在斯图加特有一位“人类之子”，他邀请人们参加他的解放世界的素食晚餐。在杜塞尔多夫城一位新基督向人们布道，宣布世界马上要毁灭，呼吁人们回到艾弗尔的田野中去。在柏林的各个大厅里到处都有路德维希·豪伊泽尔的“精神君主”。他在那里要求原始共产主义意义上的“最坚定的耶稣——伦理”。宣传情爱无政府主义并自封为领袖，声称这是“民众，帝国和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唯一的可能性”。（林泽：《赤脚先知》，第27页）那些年代出现了无数的先知和代神降福者，他们几乎全都声称自己是千年王国的代表，世界末日的代表。他们是战争结束后革命激动的迷失者，世界更新的决策论者，变得疯狂的形而上学家，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代用品，大集市上的投机商人。凡是想保留自己的尊严的人，都同这类乌烟瘴气的舞台保持着距离。但是它们之间的界限却是流动的。在政治舞台上也是如此，救世主义和救世说不断向四面八方漫延。在慕尼黑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日子里，充满激情，煞费苦心炮制出来的政府公告公开宣布，世界将变形为一片“开满鲜花的绿色草”，“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去摘取他那部分的花朵”。（同上书，第27页）它宣布取消任何剥削、取消一切等级制和法律，并且命令在报纸头版上颁布的革命政令的旁边刊登荷尔德林和席勒的诗。


  那些年的狂热的精神，淹没在给无意义的东西赋以意义的政治环境中。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人们都不愿意接受一个失去魔法的现代世界。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政治（魏玛议会联盟）在1920年之后再无力获得多数。在人文科学和经济科学中，没有人听得进去马克斯·韦伯的关于节制世界观的请求。1921年艾德瓦尔德·施普朗格把对韦伯式的客观精神和对形而上学的拒斥的异议作了如下的总结：“年轻一代虔诚地期待着最内在性的重生。……今天的青年人比任何时代的青年都更加依靠精神器官的整体性来呼吸和生活……”，他们“追求整体性”，“怀着宗教的向往，由艺术的人的关系出发，回头去探索永恒涌流的形而上学的东西。”（林格：《学者》，第328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马丁·海德格尔在1919年初的“战时补救学期”中开的第一门课是《哲学的观念和世界观问题》。这位青年讲师也想跻身于时代争论中。他的思路开始直接与马克斯·韦伯联系在一起。他强调，在这里像在任何其他科学中一样，哲学的科学特征，也应该不掺杂哲学家的个人看法。（《海德格尔全集》，第56/57卷，第10页）


  但是，海德格尔并不想停留在韦伯的观点上，即不仅限于把科学知识同价值判断分离开，而且还想把“我们如何估价事物，如可构成世界观”本身作为问题来研究。同韦伯的其他批评者不同，他并不想对科学价值和世界观重新进行调和，用最后的形而上学的合题把它们合到一起。他有一个更远大的目的：要发现一个在这种区别、分化以前的新的领域。他的问题是，在我们对现实作科学的处理，或价值处理或世界观处理之前，我们是如何体验现实的。这听起来十分像是胡塞尔对科学进行奠基的现象学工程的继续，似乎是对科学和关于世界的自然态度从中生长出来的意识结构的描述。但是从这第一门课里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德格尔正在超过胡塞尔。他引用胡塞尔的原则：“我们要接受一切‘直观’中原初性……如其所是地提供的一切”，（同上书，第109页）以便指出，胡塞尔所描述的只不过是从事理论活动的意识中所给出的那类存在。而事实上，在我们在“周围世界的体验”中，理论性的立场只是例外。“体验的原初的状态”（同上书，第110页）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位还是胡塞尔的最有希望的学生的年轻讲师，此时已经十分自信地宣布，原初状态的体验从来还没有进过哲学瞄准镜。


  体验，甚至原初状态的体验，是一个关于深藏的秘密的题目吗?从这个黑色的口袋里最后变出来的不是还是形而上学的财宝吗?通过当时的学生卡尔·勒维特和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我们得知，这就是当时听课的学生对海德格尔授课的印象。但是那些期待这种东西的人，那些渴望世界观、急需形而上学的人，希望在“体验中”搜索新的或者老的意义的人，对海德格尔的冷静但又十分热烈、简练但又十分复杂的表达深感失望。海德格尔不是以“书斋先知”的身份出现学生面前，而是要求学生们自己把讲台体验——他就是站在这个体验中，并在其中授课——带到自己的意识中去，即加以有意识的把握。整个课都围绕着这个讲台体验进行的。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引述一大段海德格尔对这种体验精彩的描述：


  “诸位按习惯的时间，习惯地走进讲堂，坐到诸位习惯的位子上去。诸位牢牢记住这个‘看见自己位子’的体验。诸位也可以实施我的态度，走进讲堂，看到讲台……‘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切削得方方正正的棕色平面?不是，我看到的是另外的东西。是一种用小木箱组成一个大木箱子吗?也不是。我看到的是我要向诸位谈论的讲台。诸位也看到这个我在这儿向诸位讲过话的并且还要讲话的讲台。在我们纯粹体验中并没有人们所说的奠基活动的联系：我并不是先看见棕色的切得方方正正的平面，然后进一步扩展，看到它们是许多方木盒，然后看到一个桌台，然后才看到一个可供科学演讲的讲台，好像我给木盒子的讲台贴上了标签似的。所有这些都是引人误入歧途的解释，是对体验中的直接的观审的歪曲。我是一下子就看到了讲台。我也不是孤立地只看到它。我看到它很高，我很难站到上面去。我看到上面放着一本书，直接对我造成妨碍……我在定向中，在光线里，在背景中看到讲台。在看到讲台的体验中，一种直接来自周围世界的东西出现在我面前。这种周围世界性的东西……并不是某种带有意义特征的事物。并非被把握为这个那个的对象。有意义的东西是作为最基本的东西，直接给予了我，对其事物性特征进行把握的思想性曲折，尚未对它产生任何影响。对我来说，在生活的世界中，到处都有意义，而且总是有意义的，一切都是世界性的。世界世界着［es weltet］。”（同上书，第71—72页）


  世界世界着［es weltet］，这是海德格尔自己独创的第一个单词。这类创造以后会越来越多。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标示一个过程而发现一个表达的过程。这个过程一开始显得十分显而易见，但进一步的观察便发现了它的复杂性，并且还找不到现成的名称来标示它。于是他便给这个因离我们太近而一般不被我们认识的东西发明一个新的名称，以标示它。事实上，确实如此。当我们再思考这个讲台时，我们的视线便不在原有方向上，而是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我们平时是按下述模式思考的：有一个进行感觉的自我，这个我遇到了某种东西，某种对象：在这个对象上自我逐渐注意几种特征。海德格尔则要指出，我们在现实中并不是这样同物相交往的。我们实际上是如何同物相遇的，这只有当我们以现在的此处的例子来试验，才能在与前者的明显对照中显示出来，比如在1919年灰色的二月天，在弗赖堡大学第二大教室对讲台的体验中看出来。我们必须尝试不去谈论感性行为，我们也不要去借助流行的什么理论。我们必须在实施上述体验的同时，将注意力对准这种体验，伴随这种体验。这样我们才可以达到海德格尔所达到的地方，达到他不断在其周围转圈的地方，于是，我们便能获得清楚的印象：他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我们必须去体会那混乱庞杂的，但又具有意义的世界关联，并通过对自然体会进行抽象的道路，使之成为一种中立性的对象。而在流行理论观点中的观察过程，正好相反。我们从一个似乎为“中立”的物开始，然后我们赋予它以各种属性，进而将它置于与其相应的感觉联系的片断中。


  “原初体验”这个听起来如喃喃细语似的概念，具有十分确切的意义：它标示的是事实上真正实施的感知活动：它是和各种理论观点对立的，相脱离的。讲台世界着，就是说，我体验着讲台的意蕴，它的功能，它在空间中的地位，它的光亮，它在其中起着作用的那小段历史；（一小时前另外一个人站在这儿讲课，我来这儿所走的那段路，以及我坐在讲台前，听着谁也不理解的东西而生气等等。）讲台世界着，就是说，它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凝聚了一个世界。可以把我们这种尝试做得很好。当我们以后在回忆这个讲台体验时，我们就会注意到——在普鲁斯特之后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实际上是对整个生活处境的回忆。我们把讲台拉到面前时，整个世界都到了面前。当普鲁斯特把玛德莱娜［Madeleine］小蛋糕泡在茶里时，展现出来的是贡布雷［Combray］的整个世界，玛德莱娜小蛋糕世界着。


  我们并不是在经历所有东西的时候都如此强烈地“在世界着”。但是任何东西都是在世界着什么。海德格尔假定，一个塞内加尔黑人随便溜达，走进了讲堂，并且注意到这个奇怪的木头家伙。那么他感觉到的一定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中立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赤裸裸的物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是感知到某种意蕴，这种说法还能适用吗？它在这种情况下也适用。这位黑人还是在意蕴中经历到它：“我不知道怎么办?”


  开始仍是意蕴。开始时它就世界着。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地世界着。


  完全深入到体验经历中去和世界活动中去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是因为，我们想清楚地意识到，当我们在世界中遇到一件东西，比如讲台时，我们是如何接近它的。这种亲临过程［Befinden］总是一种经历。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经历搞清楚。但海德格尔的追求不限于此。他特别要弄清，当我们进入一种理论的，通常称之为“科学”的态度中来看待世界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这种所谓“客观化的科学态度”中，我们让基本的意蕴、周围性世界性的东西、经历体验性的内容消逝了，让一个东西一直脱得一丝不挂，成为对象性为止，以便使我们自己从其中抽身出来形成为一个自我，建立成为人为造成的、第二性的自我，并给它冠以“主体”的名分，使它同相关的中立性的“对象”（它被称之为“客体”）相对立。到这里，我们便看清了，海德格尔到底要走向何处。近代哲学以及由它出发的近代自然科学设想的原始状态，思维无前提的开端以及最后的确定性，也就是“主体-客体”的相互对立，并不是一个无前提的开端。此处并不是开端。真正的开端恰是我们此处的上述描述的世界活动的形式，即体验经历着的世界与它那里的讲台、玛德莱娜小蛋糕和塞内加尔黑人。


  如果我们在这期间已经习惯了海德格尔的喃喃私语的“原初”，而且领会了（当时的具体环境下的初始性的东西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为制造的、虚假的开端，即“主体-客体”对立的下面被发现的东西，被海德格尔叫做“生活过来的生活的原初意向”。他自己说，他是想“对理论性东西的不正常的绝对化”提出抗议（这个指责也把胡塞尔包括在内了）。“已经深深侵入我们之中的向理论性东西的趋之若鹜……是我们综观周围世界经历体验的统治范围时的最大障碍”（同上书，第88页）。他以挑战的口吻谈到“周围世界受到日益压重的、破坏性的理性的感染”（同上书，第89页）。海德格尔还给它找到了一个新名称Entleben（脱离生活）。理论性态度，不管它有多大用处，也不管它是否属于自然的世界态度的保留剧目，它们都是背离生活的。后来海德格尔也借用卢卡奇的概念，把它叫做Verdinglichen（实物化）。实物化是对整个原初范围的圈定。是对周围世界的蒸馏。在实物性中“它世界着”已经熄灭了。实物只作为实物硬硬邦邦地在那里存在，作为实在的东西存在着……意蕴性已被作了脱意义处理，最后只剩下残渣：实-在。对周围世界的经历体验被作了脱生活的处理，最后只剩下残渣：对实在的东西的认识。历史性自我被作了脱历史了处理，只剩下残渣：“实物性的相关者，即特殊的自我-性”。（同上书，第91页）


  人类很久以前就开始以相当危险的规模采取这种态度，以改变生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自然的生命，以使其对我们有用。这只有在作“脱生活处理”后（海德格尔的说法），或叫“脱了魔法”之后（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才有可能。


  马克斯·韦伯把“唯一”的“脱了魔法”的理性世界之“彼岸”留给了个人的、不再理性化的私人的价值决定领域。从这个私人的避难所里，萌发了各种世界观。只要它们不宣称自己具有科学的权威，我们便可不去理会它们。


  海德格尔对“非理性”的批判更严厉。所有被科学称之为“非理性”的东西，海德格尔看来，事实上都是处于理论态度中，即盲点中的体验经历的残余。“理论上我自己是来自于经历体验……，但人们对他束手无策，因此便发明了一个方便的帽子给它带上完事。”（同上书，第117页）


  因为非理性的东西作为一种对象是如此“昏暗”，以至于人们把想拿它做什么便做什么。对制造世界观的业余爱好者来说，它是一个地窖。对新先知来说它是一块山崖，对形而上学的追求者来说，它是蒙昧的对象，对夜游者来说它是庇护所。他们企图用不可言说的经历体验做成大不可言的理论。这种非理性的心理内容可以设想为一台心理-水利机的外形。或者可以设想为由地下室（它）、一层小楼（自我）和阁楼（超人）组成的一所中产阶级典型住房，或者设想为一幅有着宽阔的大海，堤坝，洪水，沼泽，排水系统等等构成的海边风景。与这类非理性主义打交道如同骑虎。


  我们也可以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把推理性想象为价值判断的源泉。海德格尔在另外一个地方问道：我们真的事实上面对着诸如人，事件，实物之类的对象吗?它们“真的是从赤裸裸的现实性开始，……然后在经验的过程中，它们才具有了价值特性的，以便不再赤裸着到处游荡。”（《海德格尔全集》，第61卷，第91页）


  海德格尔对李凯尔特的价值哲学（马克斯·韦伯也受到它的影响）和本来无价值性的自然科学的大话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他带着冷酷的愤怒谈论这类形而上学的虔诚和世界观的类型：它们与我们的其他知识和平相处，共同涂画着我们上面的天空，在上面挂满了价值，就像树上的果实一样。“解脱了魔法”的理性世界的外壳像钢铁般坚硬，这种形而上学企图用抚摩、安慰来平衡补偿这个世界所引起的痛苦。它自己则求助于“更高”的感受、“更深”的体验和经历。在两年之后的讲课中，海德格尔将其称之为“诉诸模糊性作为庇护所，是对肮脏的、蛮横的、四处行骗艺术的所谓‘世界情感’的朦胧的排放。”（《海德格尔全集》，第61卷，第101页）


  海德格尔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我们必须清楚，当年的世界观文献中，绝大多数都具有形而上学倾向。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因为，要想逃避对生活的物理学中的不适应并不困难，只要求助于思辨性的、具有伟大意义的“形而上学”就可以了。马丁·海德格尔对此深恶痛绝。这一年的讲课中几乎没有一次课不是以对当时文化事业的斥责开场的。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哲学必须戒掉鄙视天国的斜眼病。他要求哲学要有“冷静的眼光”，大胆地把世界观问题“置于不顾”。（《海德格尔全集》，第61卷，第45页）如果谁不能忍受“向绝对可疑的冲击”，他最好不要染指哲学。（同上书，第37页）


  这条禁令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一个专业哲学家面对形而上学的自然创造和粗制滥造，为他自己提出的辩护。但这本身就带有他所执意反对的小市民气。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作出了一种使市民恐惧的姿态，他在向真-善-美的保护者挑战。这是对空洞的崇高伟大、虚假的内在性、伟大的空话和深沉的诡计组成的文化的全面攻击。总而言之，他使达达主义［Dadais-mus］进入了哲学。


  在战争期间，柏林、苏黎世和其他地方的格奥尔格学派的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者的“噢，人”的口号、知识庸人的传统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天国幻想早已受到达达主义的冷嘲热讽。因为在战争的事实面前这些观念丑态百出。达达主义的挑战性首先在于它对下列问题作出回答：“你们想用什么来对抗那些观念呢?”达达主义的回答是“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只想追求反正已经存在的东西”。“达达主义宣言”明确声称：“打碎一切关于伦理、文化和内在性的口号”。这就是说，电车就是电车，战争就是战争，教授就是教授，茅坑就是茅坑。那些滔滔不绝的人只是证明，他不敢面对这简洁的存在同义反复，逃到意识的喋喋不休的同义反复中去。“达达主义使新的现实获得它的权力。”（达达主义宣言）这种新的现实是一种脱离了文化优雅，一切善的智慧早已破灭的现实。“达达这个词标示了与周围现实的一种原始简陋关系的宣言。现在有的只是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如果我们想从海德格尔充满敏锐洞察和学院气味的讲稿中感觉到其中的达达主义脉搏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想象，海德格尔装腔作势地开始提他的问题，什么是原科学，什么是生活的原体验，什么是诸原则的原则。把那些满怀希望的学生引入关于讲台体验的模糊不清的秘密中去。这正是达达主义式的挑战。把熟悉的东西转变成不熟悉的东西也是如此。通过这种关注，日常生活变成了神秘离奇的东西。达达主义者，至少其中的某些人，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尽管有这种惊世骇俗的倾向，仍然在追求某种美妙的东西。胡果·巴尔从苏黎世的“伏尔泰俱乐部”回来之后 ，在他的形而上学日记《逃出时代》中写道：“还有其他途径达及美妙，也有其他途径陷入矛盾”。（巴尔：《逃出时代》，第100页）达达主义者和海德格尔一样，仍然以他们的方式公开地或者秘密地是形而上学者。


  通过对讲台体验的哲学思考，“麦氏教堂镇来的变小戏法的”（人们很快就这样称呼他了）使那些在战争中对惊天动地的炮火已经习以为常的学生们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这里放下了包袱，那里毫不客气地抛弃了大话和空洞的体系和在空中建立起来的学院式的繁琐细腻。取而代之的是回到最基本的问题：当我经历到这个讲台时，在这里，在此时此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种视线的转向同1945年以后德国文学的“间伐时期”养成的视线转向有亲缘关系：“打碎你们的歌/焚光你们的诗/赤裸地讲/你们必须怎样。”（施努尔［Schnurre］）或者“这是我的帽子/这是我的大衣/此处我的剃须刀/在亚麻包里。”（艾希［Eich］）


  此时在哲学中信贷欺骗正在蔓延，到处开出通向根本无法支付的未来的支票。海德格尔回到对他人著作的注疏是对这种倾向的冲击。海德格尔的简朴性的报道的附带信息是：哲学中不再有统帅者的高地了。正确地把握直接发生的事件，已经足够我们应付的了。多年之后，海德格尔把自己的这种转变，多少有点过于一本正经地称之为回到“经常被我们匆匆走过的，我们每次经历它时，它都再次向我们陌生化一次的最切近的东西那里去。”（《海德格尔全集》，第12卷，第94页）海德格尔能紧紧抓住最熟悉的周围世界的经历，他的这种理解是十分令人吃惊的。当时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我们今天一样都有这种经历：我们被这种思想所吸引，然后在令人惊奇地揉眼睛的时候，我们不禁会问自己：对讲台的经历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呢?雅斯贝尔斯在他的连续记录了20年、直至去世时还放在身边的工作台上随时准备续写的海德格尔笔记中，对海德格尔的思想作了十分精辟的表述。雅斯贝尔斯写道：“海德格尔是在同代人当中最令人激动的思想家，精彩，有说服力，深奥莫测。但是，最后空无结果［loslassend］”。


  海德格尔在讲课当中所描述的周围世界中的体验事实，的确隐藏着一种空洞的秘密。海德格尔指出了我们平时并没有打开直接体验的财富。但是如果真的要对这财富加以描述，加以规定，我们就会发现，除了一些陈词滥调之外，什么也没有。


  海德格尔并不是要对讲台的本质进行探索，而是演示关注方式转变的可行性。他声称，首先，这种注视方式是哲学思考的基础，其次，这种注视方式被我们（当然也被整个哲学传统）所忽视。真正的哲学思考活动，不论是涉及什么样的对象，什么样的处境，都要求进入这种态度中，进入这种关注方式中。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方法，但这是一种悖论式的方法：它不允许任何其他理论方法介入，如在我未把它当作研究题目或反思对象之前它“所给出”的样子对环境加以把握。但是“给出”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了太多的理论成分，因为在一个处境中我不会说，这个处境向我“给出”，而说我在这个处境之中。当我完全在其中之后，与这种处境对立的“自我”便不复存在。自我意识出现了断裂。感觉、体验不是从我开始。只有当体验发生断裂时，自我才开始被注意。此时我便失去了对处境的直接感觉，有某种东西破裂了。换一种形象的说法，我通过一个玻璃盘看到一个对象，当这个玻璃盘通光不好，即发生折线时，我才能在它上面看到我自己。海德格尔想通过一种关注，直接把握我们献身于处境之中的情况。一方面是对体验到的处境的表现力的外在表达，另一方面是对处境进行对象化活动的从事抽象修整的工作，海德格尔这里涉及的是这两个方面之间的中介者，是使自己的瞬间的生活自身透明化的问题。


  为什么要使自身透明呢?


  一方面是为了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在理论性的态度中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的意向十分清楚。但在海德格尔步步深入的哲学思考中还有一种张力，一种十分特殊的盈余。这个盈余使他的思想具有独特的魅力。在海德格尔思想发展这个早期阶段已是如此。这个盈余就隐藏在现在尚未明确提出的，后来成为程式不断重复的问题：对存在的追问。海德格尔深深扎进他的体验中去，以便捕捉处境中的存在的踪迹。当他为这种存在寻找语言表达时，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在科学理论中以及世界观的彩粉壁画中根本找不到可借用的东西。


  这个盈余的意向是对准了存在的。但是，是什么东西在盈余呢?


  作盈余活动的正是一种意向。它并不是以获得某种体验性处境的具体知识为目的，而是寻求存在适度性［Seinsgemaessheit］。这种存在适度性（相应于存在的东西）与达到成功的生活为目的的纯粹知识完全无关。海德格尔全力以赴从事自身透明化工作，好像其中一定能实现某种许诺，甚至看到一种吉兆似的。这种吉兆，这种许诺，在他那里表现为简洁的、冷却了的、学院化的东西。尽管如此，它仍然不时地发出一道道闪光。有一处，他把生活处境自身透明性的重建称之为简朴的“生活好感”（《海德格尔全集》，第56/57卷，第110页）。另一次在谈到人们必须在到底是想要理论还是想要透明之间作出决断和选择时，他说：“我们站在方法论的十字路口，它决定着哲学本身的生与死。我们处在一个极点［Ab-grund］，不是进入虚无，即绝对的具体事物性，就是成功地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或更准确地说，最终进到世界之中。”（同上书，第63页）


  雅斯贝尔斯说海德格尔虎头蛇尾，空无结果。此言不假。它始终只是一种无法兑现的意向的盈余。也许通过这种练习可以获得某种不寻常的紧张，一种清醒的精神状态。但是，难道人们不是得到更多的承诺吗?人们内心不是觉得海德格尔作了更多的许诺吗?海德格尔自己不是也对此作出了许诺吗?


  这使我回想起在开这门课期间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里的一段话：“我们所期望的，或者说，在我们之中欲望着的新生活，放弃了普遍性。这就是说，放弃了不真、表面（肤浅）。它的财富是原初性——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构，而是整个的直观的自明性。”（《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1919年5月1日）在这封信里他还谈到“一切生活的秘密和恩典的特征”，我们必须“有能力等待”“意义丰富的生活高度紧张的生活张力。”


  在这一年有一本书问世了。它和海德格尔的倾向惊人地一致。它试图捕捉在昏暗中体验到的瞬间中，人们寄以很大希望的存在的踪迹。这里指的是本世纪的哲学巨著，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这本书用表现主义风格写成，又充满了乐观的直觉精神，热衷于构图。这本书开头写道，“我们生活中，凡离得太近者，我们都不去看，而是流到那里去的。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到底在其中是什么，与我们所能经历的并不完全相合。它不是人之所是，更不是人之所想。”（布洛赫：《乌托邦精神》，第245页）恩斯特·布洛赫具有一种过剩的能量，这正是海德格尔所缺乏的。布洛赫对“体验的瞬间的昏暗”具有一种精神的想象力。另外布洛赫作为哲学界圈外人，完全无拘无束，这也是海德格尔所做不到的。尽管他的举止不合时宜，他毕竟是一个学派的一支，是现象学中的一员。因此，布洛赫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为了照亮体验的瞬间的昏暗，所需要的是“最边缘的哲学的抒情风格”。


  这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布洛赫描述了一只他面对的、他放置在我们面前的坛子：“在这个坛子的黑洞洞的空腹大肚子里面到底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是很难探索的。我们很乐意在这儿试一试。永不止息的孩提时代的好奇所激发的问题又一次浮现。因为坛子与儿时的事情十分亲近。……你只要瞧着坛子，有足够的时间，你就会随身携带上它的颜色和外形。我当然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像坛子一样弯曲，弯成拐角。但我却可以被弄成坛子型的。我可以看上去是棕色的，很粗壮，与北方的双耳细颈罐迥然不同。这并不是对它的简单模仿或简单的设身处地，而是作为我的一部分丰富了我。它进一步与我联在一起，与构成我的一部分的这个图形联系在一起。……当时满怀深情地必然地所作的一切，都具有了自己的生活，它们耸入陌生的新区，在构型中又同我们一起回到原处（而我们在生活中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用自身的纹章装饰着它们，尽管这些纹章的痕迹是如此模糊。在这里就像在艺术品上一样，人们同样感到，通过一条充满阳光的走廊的大门去洞见它那深邃的目的。”


  为什么不能用坛子来指明到底我们存在本身是什么?海德格尔后来也用坛子作了尝试。早期讲课中的讲台体验中的存在，以及他和年轻的布洛赫一起寻找的存在尚缺乏这种丰富性。


  但是海德格尔所关心的不仅是这种丰富性，他还关心另外的秘密。他对“赤裸裸”的［Dass］深表惊叹。“居然有什么东西能存在”这一事实［Dass］就是最大的秘密。


  直接的体验同它的对象化之间的关系，被海德格尔刻画为“脱离生活”的过程。这里处境的同一性瓦解了。从体验中出现了主体的自我感知与客体相对立。人们跌出了直接的存在，作为某人处身于一个对象面前，和其他东西在一起，自己也成了一个对象，即被称之为主体的对象。可以依据它们的其他特征、联系、起因等对这些客体和主体进行探索，对它们进行分析，规定，最后加以评估。在这个过程中中性化的对象又重新被构建到世界的关联之中，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又被穿上了衣服，以便不使它赤条条地站在那里。


  这种理论性的世界构造有一个抽象的遁点［Fluchtpunkt］。通过海德格尔讲的周围世界经历中讲台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里指的是什么。理论性的态度是用下列方式分析讲台的：“它是棕色的，棕色是一种颜色，颜色是真正的感性数据，感性数据是心理或心理学过程的产物，心理性的东西是第一原因；这种原因，这种客观的东西是一定数量的以太波。以太核裂变为简单的元素，在简单元素之间存在着简明的规律性。元素是最终的东西，元素是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海德格尔全集》，第56/57卷，第113页）


  通过这个途径我们可以获得某种最根本的东西，它就是实物的核心或本质。这种所谓东西的核心使整个有阶系列显得只是诸现象的层次变化。棕色的讲台不是它显现出来的那个样子。这种理解方式在海森堡看来是古代自然哲学在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复活。在这种自然哲学看来，原子（或者亚原子性的粒子）才是“真正的存在”。（海森堡：《今日物理学的自然图像》，第10页）


  海德格尔指出了在这种分析还原过程中的一个谜：把某种东西推到小宇宙层次的亚原子关系中去（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某种东西推到大宇宙的宇宙整体中去）。在这个过程中却忽略了，在整个还原的有阶系列中一直保留下来的那个东西［Etwas］，那个谜。因为颜色本身已经是某种东西，感性数据也是某种东西，以太波或者核子等等都是某种东西。它与经过自然科学还原过后剩下的某种东西不同，海德格尔把这种到处存在的某种东西称之为某种“先于世界［Vorweltliches］”的东西。（《海德格尔全集》，第102页）显然海德格尔选择这个说法是与尼采的说法“后于世界［Hinterwelt］”互补的。尼采用这个词来刻画那些猎奇者的活动。他们把“现象”彻底把握为所谓无实体性的东西，因此在现象背后，或现象底下，或现象上面，到处寻找所谓现象的本质。在海德格尔意义上，被海德格尔称之为“先于世界”的、令人惊叹的某种东西，是一种对奇迹的觉察。这个奇迹就是，居然会存在某种东西。对某种东西的惊叹可以发生于任何体验中。海德格尔选择“先于世界”这个说法来指称这种惊叹行为是十分幸运的。因为我们提到惊叹这种说法时便联想到，第一次来到世界中，处于世界之中。这样，在这门课结束时，人们又回忆起这门课开头的思想。在这门课开始时，海德格尔企图使体验变成现象学上的明晰透明，并将其说成是“跳入另外一个世界，或者准确地讲，第一次进入世界。”（同上书，第63页）


  对海德格尔来说， 惊叹活动这种原初体验同理论性的“脱离生活”正好对立。惊叹体验并不意味着“生活过程的绝对中断，并不是对脱离了生活的东西的缓解，并不是对可体验的东西的理论性的固定化或冷却”，而是“生活的最高度的潜在性的线索标记”。它是一种“基础现象”。它恰恰发生于最热烈的体验中。当它发生之际（尽管非常罕见），我们一定不可忘记，其实它一直在暗地起作用。但本身一直隐而不显。因为我们在原则上一直一刻不离地、牢牢地活在我们的生活联系中，同它没有任何距离，或者是以理论态度的脱离生活的方式与它产生距离。毫无疑问，这里涉及的是对经验的现象学的澄清。这种经验的简朴性同时就是神秘性。这里所说的神秘是威廉·冯特下面值得纪念的句子中对神秘所作的刻画的意义上的神秘：“在使概念转回到直观的过程中，到处充满神秘。”当我对讲台进行直观时，我就会对“我在，我面前的世界在”感到惊奇。


  在对“居然有某种东西存在”这一神秘莫测的事实发生惊叹的过程中，一个没有任何答案可以使其平静下来的问题一直存活于其中。任何用“为什么”来对“Dass（这个事实）”作出的回答，都会陷入无限循环：任何一个“为什么”都与另外一个“为什么”紧密相连。因为不可能有答案，对这个神秘莫测的“Dass（这个事实）”的问题问什么也根本无法表达。所以恩斯特·布洛赫在研究与此相关的问题时，把这种惊叹称之为“不可构造的问题的形态”。布洛赫非常聪明，当他想使这种惊叹成为可领会、可体验的东西时，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诗。在“踪迹”一书中他引用了科努特·哈姆逊［Knut Hamsun］“潘神［Pan］”中的极为精彩的一段：


  “‘请您想一想。这会儿我看见了一只蓝色的苍蝇。当然，这听起来十分贫乏。我不知道您听懂了没有。’‘当然，当然，我懂了’——‘对，对。这会儿，我在看这棵草。也许草也在看着我。我们能认识什么呢?我看着草茎，它也许有一点发抖，而且在捉摸我：它也许是什么东西。而我自己这儿在想，这有一株草茎，而且在发抖!如果我看的是一棵云杉，它也许有一个分枝，这枝树枝也在思考我。但是这时我碰到一个走上来的人……’——‘对，对’，她振作了一下自己说。此时下了第一滴雨。‘下雨了’，我说。‘对。请想一想，下雨了’，她也说，而且一边说，一边走开了。”（布洛赫：《踪迹》，第284页）


  第  七  章


  脱离天主教  “现实生活”与“向上帝的祈祷”  解构工作  卡尔·巴尔特的上帝  如何在降落中研究降落规律  同雅斯贝尔斯友谊的开端  1923年讲授“存在论”  《存在与时间》的前奏



  在课堂上讲授“讲台体验”那一年，海德格尔作出了脱离天主教的决定。1919年1月9日海德格尔给他天主教时期的朋友、此时已经是弗赖堡大学天主教教义学教授的克雷伯斯的信中写道：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全力以赴，想在原则上澄清自己的哲学立场……得到的结论是：我已不能用这种哲学之外的联系，对这种信仰与学说的自由提供保障。认识论上的洞见，特别是对历史认识活动的研究，使我看到了天主教的问题，它在我眼里已成为不可接受的体系。但并不是基督教和形而上学成了问题。当然这是指在新的意义上的基督教和形而上学。我觉得，我对于天主教中世纪的价值本身内涵有着过于强烈的敏感……我的现象学的宗教研究（它和中世纪有着密切的联系）证明，由于我的原则立场发生了变化，不允许我再对天主教的生活世界作客观高雅的判断，对令人恼火、粗暴的叛教争论进行高度评价。……作为一个哲学家来生活度日实在是太难了——面对自己的内在真理性，并且要成为这种内在真理性的教师，它要求奉献，牺牲和奋斗。这些对于科学工匠们一直是陌生的。我觉得，对哲学的内在职责，对内在人性的永恒的规定、研究，与在教学中实施这一职责，并且只有为这一职责的实现而付出我毕生的精力才是有意义的。只有如此，我的存在，我的影响，才在上帝面前得到合理性辩护。”（奥托：《海德格尔》，第106—107页）


  克雷伯斯在两年前为马丁和埃尔福丽德主持结婚仪式，并接受了夫妇俩的承诺：他们的孩子将来要接受天主教洗礼。海德格尔这封信的起因是埃尔福丽德正在期待着第一个孩子的问世，而夫妇双方已经决定不让孩子接受天主教的洗礼。所以对海德格尔来说，告别“天主教体系”不过是与一个机构的告别。形式上他并没有退出天主教（从天主教的教规来看，退出天主教是不可能的）。此后在胡塞尔的圈子里，海德格尔已成了“非教条的新教教徒”。上面引述的胡塞尔在1919年3月5日给鲁道夫·奥托的信里就是这样说的。


  海德格尔从内心里早已与天主教世界脱离了关系。这是他最终走到公开与天主教进行“粗暴的叛教”这一步的根本原因。他自己写道，对天主教中世纪的价值的高度评估，一直妨碍他公开走这最后一步。对克雷伯斯来说，这是极其无力的安慰。因为当时的天主教需要的不是这种恭维。他把他的思想发展归功于哲学之外的联系的自由。回顾过去，他觉得，那时及时中断了牧师生涯对他是十分有益的。对他来说宗教信仰还剩下了什么呢?他仍然没有放弃基督教和形而上学，但他声明，“当然是在一种新意义上的”基督教和形而上学。


  这里的形而上学已经不是中世纪的天主，或把上帝同世界统一在一起的思维活动。海德格尔最初正是在这种思维活动中找到了他的精神归宿。但后来凭借着敏锐的辨别力，他发现了其中极细小的裂痕。正是这个细小的裂痕，最终导致他同这个整体的彻底决裂。


  他现在所坚持的形而上学是与之发生决裂之后剩下的统一性。过去的天早已坍塌，世界已经从中挣脱出来，变成了世界性。我们必须从这一事实出发。他在1919年的战时学期的课上说，迄今为止哲学尚未鼓起足够勇气充分面对这一现实。


  起初我们可能会获得这样的印象：海德格尔是在强烈要求严肃地对待世界的世界化［Welten］。这很像是重复19世纪后期出现的、去发掘现实的现实性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所发现的现实的现实性是，精神背后的经济（马克思）、思辨背后的有死的人生（基尔凯郭尔）、理性背后的意志（叔本华）、文化背后的本能（尼采、弗洛伊德），以及历史背后的生物进化（达尔文）。


  海德格尔的确是对这种发掘运动的继承。而且比他自己所承认的还要多。但是不久前尚在天主教的天空下进行思考的海德格尔想要尽可能地使这一“发掘活动”彻底化。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些批判性的冲击仍然是为了保险起见而去努力发展世界观。他们还没有直接冲到“生活的潜在性”之前，并没有进入所有自我诠释、世界图式、自然科学的或者不太自然科学的自然之真正的生产基地。在1921到1922年的冬季学期的授课中，海德格尔把这种现实的现实性称之为“现实生活”。


  这一“现实生活”不受任何形而上学“当局”管辖，它跌入空虚之中，在此在之中膨胀。不仅世界，而且个别的“现实生活”也是如此。


  这里我要提前交待一下，在海德格尔所说的“现实生活”之中是找不到对宗教信仰的辩护或者对某种真理价值的形而上学构建的。有限的人生和无限的真理之间的过渡原则，这种相互对立的交往关系，在中世纪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只是一种幻觉。与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教会机构同舟共济的上帝，把上帝作为真理的宝藏加以维护的教会，也是一种幻觉。


  20年代初，海德格尔开了一门宗教现象学的课程。课上讨论的是保罗、奥古斯丁、路德和基尔凯郭尔。这部分讲稿有一部分还没有发表。奥托·珀格勒有机会看到原稿，并且发现了海德格尔是一位新教徒。


  保罗的第一封《帖撒罗尼迦书》通信中说，“弟兄们，至于时间与日期，我就不用写什么了：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海德格尔在讲稿中对这段话作了诠解：上帝就像时间一样不可把握。海德格尔说，上帝在深刻的宗教思想家那里成了时间奥秘的名称。海德格尔还详尽讨论了保罗给科林斯人的第二封信中的一段内容。在科林斯人赞美夸耀自己同上帝的特殊的联系时，保罗向他们引用了耶稣的一句话 ：“满足我的恩赐吧，因为我的力量在弱者中也是有力的。”像年轻的路德和后来的基尔凯郭尔一样，不管是谁，只要重新在圣恩降临的不可把握的那个时刻追求基督教的宗教性，那想要在当代与信仰对抗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的讲台就会彻底坍塌。


  海德格尔用奥古斯丁的话说，人类那颗“不安”的心对“安宁”的追求推动人们去尝试，使不可把握的“时代”之神转化为一种财富。奥古斯丁对两种“安宁”作了严格的区分，一种是人们自己能做到的安宁，另外一种是人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安宁。这后一种安宁是降临到某人身上的。这正像保罗讲到上帝的时候所说的，“它”像夜间的贼一样到来，它带走了所有的不安。如果没有赠送给我们和平，我们便不可能建立和平。


  谁要总是回忆在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中上帝与人类之间的深渊，回忆圣恩的不可把握的瞬间，谁要总是回忆时间的奥秘，海德格尔便召唤他，让他作为下述勇敢行为的宣誓保证人，即去证明“现实生活”是与上帝分离的，而形而上学的断言不过是妄想而已。


  在1922年为《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一文所写的导论（后面我们还会谈到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写道：“每一种在其存在过程中对自身有所领会的哲学，作为一种生活解说的实际手法，假如它对于上帝还有一点‘感觉’的话，都会知道，它自己实施的生活在向自身回撤，用宗教的语言来说，就是高举双手祈祷上帝。这样，只有它自己是真诚的——也就是说，依据它自己的可能性而单独地面对上帝。用无神论的语言来讲就是，同具有诱惑性的、只忠诚宗教性的恐慌保持距离”。（《狄尔泰年鉴》，1989年，第6卷，第246页）


  海德格尔就像胡塞尔在谈论意识之外的现实性一样谈论上帝。胡塞尔把现实性放在括弧中，海德格尔则把上帝放在括弧中。胡塞尔通过划括弧获得一个纯意识的领域，并且想证明，这个领域把现实的整个多样性都包含在内了。海德格尔把上帝放在括弧中，是为了摆脱任何在世界中创造神的代替物的倾向，以便把握世界的纯粹的世界性。胡塞尔说，“我们必须得先失去世界，……以便在普遍的思维活动中重新获得它”。海德格尔是否也想做这种转化呢?他是不是也想通过“现实生活”自身明晰化而先失去上帝，以便把它作为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不可支配的事件，即“就像夜间的贼一样”，重新获得上帝呢?让我们来看一看。


  此时海德格尔用他的哲学的“无神论”对辩证神学作了补充。1922年卡尔·巴尔特发表了《罗马通信》第二稿，它标志着辩证神学的诞生。


  卡尔·巴尔特把他的辩证神学称之为危机中的神学。在他的神学中也提出“高举双手祈祷上帝”。这里上帝是陷入危机、陷入战争、经历了战争的文化的上帝。在这种文化的上帝同“教会的真理（宝藏）”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巴尔特同海德格尔的立场完全一致：这种不可支配性被错误地做成了文化遗产。巴尔特像海德格尔一样要撤回到生活，切断它向形而上学构造中寻求安慰的逃避之路。走向上帝不需要引导性的过渡桥梁。上帝是对世界的否定。企图从现实之中发展出上帝的观念只是一种自我欺骗。海德格尔也是这样批判形而上学和文化虔诚的。海德格尔觉得新教更加可亲。所以在20年代初海德格尔说，目前只有在卡尔·巴尔特那里，才存在精神生活。很可能被海德格尔放在括弧中的上帝与巴尔特的上帝十分相像：“上帝，我们之所是、所有、所为的一切之界限、一切之开端，它与人和一切人事有着无穷的本质区别，与他们根本对立；它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同我们称之为神的内容，我们所体验、所知觉和崇拜的神完全一致。它是无条件地绝对坚持，与人类的一切安宁相对立，它是无条件地前进，它是我们的‘不’中之‘是’，是我们的‘是’中之‘不’。它是最先的，也是最后的，因而是陌生的。它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处于我们熟知的中心，决不会是其中的众多事物之一，这就是活生生的上帝。”（巴尔特：《罗马书信》，第315页）


  针对对上帝的文化同化，巴尔特写道：“这里没有东西供浪漫主义者去经历，没有东西供狂想诗人去梦想，没有东西供心理学家去分析，也没有东西供历史学家去记述，这里没有什么上帝的 ‘萌芽’和‘排泄’，没有在上帝的存在与我们存在之间建立连续的、联系的、飞速旋转涌流的生活”。（同上书，第279页）这种神学中的某些内容是同斯宾格勒的划时代的著作《西方的没落》相对立的。巴尔特坚信不疑，在上帝的法庭上，我们的文化将受到审判。这种信念造成了一种“惊心动魄的气氛”，它正好与斯宾格勒的著作中的文化乐观主义的震颤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在巴尔特的神学中，还可以听到战争灾难的余音。比如当他谈到，当上帝进入生活之时，“战斗的弹坑”便被抛在后面。


  把“生活”从错误的彼岸“拉回来”，既是海德格尔的也是巴尔特的重要任务。海德格尔把生活从上帝那里拉回来，卡尔·巴尔特则把上帝从生活那里拉回来。


  海德格尔1921-1922年冬季学期的课程《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打算讨论的内容，正是人们必须重新抢回来“生活”。在海德格尔的课堂上期待听亚里士多德哲学导论的学生当时一定吃惊不小。在讲课开始时，海德格尔也的确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传播情况作了一些讨论，但其目的无非是要指出，哲学史所从事的工作在原则上同哲学根本无关。“哲学真正的基础是彻底的、生存性的进取和问题的获得。把自身生活和决定性的实施置于问题之中。这是所有的和最彻底的澄清活动的基本概念。”（《海德格尔全集》，第61卷，第35页）


  在战时学期的讲课中海德格尔以讲台为例，证明了我们对最简单的体验的理解是如何拙劣。现在应该向我们展示生活的“决定性的实施过程了”。


  如果学生们在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课堂上听到的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 “现实生活”，是他们的第一个意外，那第二个意外便接踵而来，因为当听到“现实生活”时，人们总会期望“这个彻底的、生存上的进取”会将人们引入个人的生存内容之中去。但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会大失所望。尽管海德格尔反复强调，我们不应该从事“关于［ueber］”“现实生活”的哲学探讨，而是必须从生活本身“出发［aus］”从事哲学探讨。而且他还经常谈到“危机”；在这种思考活动的实施过程中也可能“没落［Untergehen］”，这里需要“勇气”，因为彻底的提问就意味着“自己的全部内在的和外在的生存完全的投入”。序幕极富戏剧性、煽动性。但是随后整个事情十分奇怪地被复杂的概念冷却下来。这些概念都是源于重新对实物性保持距离嗜好的武库。比如：没落［Ruinanz］、前结构、解构、遮蔽［Larvanz］、再澄清［Reluzenz］。海德格尔从这一年开始穿着农民的便装上课，讲课也不再是那样原初朴质，那样有乡土气了。讲课变得十分事物性，十分冷静，几乎是技术性的，完全是一种耀眼的现代性的姿态。当时人们一定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根本看不到一点本真性的行话。


  海德格尔以后数年间的典型风格在这门课上第一次出现：在生存的狂热与保持距离的中立性之间，在抽象的概念性与情绪的具体性之间，在呼吁与强烈要求与描述性的距离感之间，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张力。


  我们是这样生活的，但我们并不这样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在盲区内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想使我们透明起来时，则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海德格尔说：这种努力会“反弹到生活中去”。海德格尔的生活哲学是一种反对生活的自发倾向的哲学。因此，它既可以十分冷峻，同时又可以处在生存激流之中。


  海德格尔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课程一开始便阐述了下述思想：谁要想理解亚里士多德，谁要真正想与亚里士多德建立有意义的交往关系，谁就必须首先理解他自己。起码他得知道，他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了解什么，以及借助亚里士多德了解什么。想了解自己，就必须弄清楚他自己所在的处境。这指的是1921年大学哲学专业的处境。这里的处境包含了整个世界。这是关于问题的问题。为什么偏偏要在现在学习哲学?当时哲学能在大学里、在职业或职业教育中起什么作用?如果人们选择了哲学，它能向你的生活许诺些什么呢?海德格尔抛出了这些问题，或者说，筹划组织了这些问题。他是想掀起一场模糊性和问题的风暴。它们应被解决，但当我们想澄清它们时，我们就会看到，这里的处境实际上是如此的混浊。这里我们又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德格尔在思想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是如何创造他的术语的。海德格尔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活是不可以从外部进行观察的。我们总是处于其中，在其个别性的包围之中。在我们存在的地方只有“这个”，“这个”，“这个”［dieses］。海德格尔用了许多“这里［dies da］”来描写这种生活。突然，确切地表述出现了：生活的特征就是“这里性［Diesigkeit］”。（《海德格尔全集》，第61卷，第88页）


  但是人们很难接受这个“这里性”。按照一般的规则，哲学是通过建立价值、维系传统、构建理论体系和思想的大厦来回答问题的。人们在这些构建中能找到栖身之处，不至于使自己“赤裸裸”地、毫无保护地在他自己的时代中到处“露宿”街头。人们可以躲到这些构建的背后，他们让哲学发挥像人寿保险或者像建房储备金一样的作用。在保险和储蓄中，人们付出劳动与心血，于是便扪心自问：这些付出的利率怎样?从中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它对我有何用途?但是海德格尔说，人们用哲学做不成任何事情。我们顶多可以通过哲学思考并弄清楚，人们归根到底在“做”什么。哲学只涉及“原则之事［Prinzipiellen］”，这里，原则之事指的完全是它的字面意义：初始的。但这里又根本不涉及世界是如何起源的问题：也与最高的价值、最后的公理等意义的原则性无关。这里原则之事仅指，在那儿推动着我的、不断使我成为我的生活之开端的东西。


  海德格尔艰难谨慎地尝试对生活运动的描述，不断使事态变得更紧张［Spannung］。人们期待着问题的答案：到底这运动着的原则是什么?课程已经过半，海德格尔下面的话让听众仍然处于一片黑暗之中：“只要人们懂得了，现实生活总是对原则的一种逃避，那么回归现实生活的倾向并不是‘现成存在’的就毫不奇怪了。”（《海德格尔全集》，第61卷，第72页）


  俄耳甫斯［Orpheus］要想把欧吕狄克［Eurydike］从黄泉地府之中救出来，他自己就不能转身。他转了身，欧吕狄克就会永远消失在冥府之中。〔这是一则古希腊神话。俄耳甫斯是诗人和音乐家，是长利俄珀与阿波罗的儿子，他跟着他死去的妻子欧吕狄克到了阴间，他用音乐感动了冥王哈德斯，得到允许将他的妻子带走，条件是他不能回头看她，直到他们回到地面，但是在最后一刻他回头看了一下，从而永远失去了妻子。——译者〕海德格尔想让活生生的生活自己转过身来：它应该从根本上对生活的意义加以把握。它应该发现生活的基础，生活从这一基础而来，又消逝于其中，并据此稳固地生活在他的世界中，也许这个回归之所以如此艰难，就是因为生活意识到，在它的心中自己一无所是。它是一种虚空。一种对空无的恐惧推动它不断向外部寻求充实。为了生计［Lebenstuechtig］难道我们不应该在那推动我们到世界中去忧人忧事的东西面前躲避我们自己吗?海德格尔鼓励人们，去看一眼日常生活中，认真与严肃所处理的事情。这种认真与严肃不允许认真所忧之事保以同样的方式严肃认真。海德格尔所借以使日常之事和习惯之事突然变得十分亲近的咒语就是操心［Sorge］。“生活就是操心，而且在使自己轻松的倾向中，生活就是逃避。”（同上书，第109页）


  “操心”这个概念后来成了《存在与时间》的中心概念。在这年的讲课中海德格尔对这个概念的说明已经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点涉及某人的什么事”，“关照某人某事”，“担心某人某事”，“打算做某事”，“注意某事状态是否正常”，“对付某人某事”，“想解决什么”等等。所有这些举止的总和就是“操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操心［Sorge］与筹措［Besorgen］正好与行为完全同一。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这个概念，是为了把这些生活的活动的时代特征突出出来。当我们从事关照活动时，我已经先于［vorweg］我自己了。“在我面前［vor mir］”我有什么计划，有什么东西，总意味着我或在空间意义或在时间意义上担忧着或完成的什么事。或者，对我来说什么事“已经过去了［hinter mir］”总是意味着，我想保留什么或摆脱什么。筹措总是在自己周围有一个空间的、首先是时间上的广域。任何一个行为都是两面神。一个面孔冲着未来，另一个面孔冲着过去。人们为将来筹措，以便不使过去中有任何延误。


  人们当然可以把这些理解为对平庸事实的描述，只不过身着奇词怪语而已：人总是以某种方式行为着。如果对海德格尔这样理解，那就是理解偏了，根本没有把握其中的要领。而其中的精要恰在于：在筹措中人们不仅是“超出”自己［vor aus］，而且还在筹措中失去自己。被筹措的世界把我掩盖起来。我把自己隐蔽起来。我把自己、我让自己坚定地活到从事筹措的关系中去。“在操心中生活堵截了自己，而且将来也不会摆脱这种堵截。它不断地调动新的目光来寻求出路……。”（同上书，第107页）


  生活“由自身活出去”，在筹措中坚定地活下来，从一切东西中逃脱开去，生活的这种进程被海德格尔称之为Ruinanz。海德格尔有意使人联想到“Ruine”（毁灭）“ruinoes”（摇摇欲坠的），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跌落”［Sturz］。


  操心和筹措被海德格尔理解为在将来或在过去中的，但无论如何是“广域性”的运动。如今海德格尔把这个“广域”运动调了一个角度，转换为垂直运动。这样自然就使运动加快了速度。跌落［Sturz］坠毁［Absturz］。但“现实生活”由于全力地使自己活到前面去，以至于根本没有注意到生活的跌落过程。哲学第一次使生活看到实情：它无非是在下落［Fall］而已。海德格尔说，应该将生活拉回到自身，以便使它注意到，生活在自身找不到支撑点，而且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供它支撑之处。海德格尔花了很大的力气清除下列误解：以为生活自身的清晰化就意味着让生活平静下来。完全相反，哲学恰恰是使不安不断加强。同时哲学是一种有方法的驱动的不安。对海德格尔来说，达达主义的倒置原则对这些年来的哲学是有效的：“我并没有失去头脑，以至于在非跌落中去研究下落规律。”（胡果·巴尔语）


  我们到底跌到哪里去呢?在课程结束时这个问题总是不能回避的。他的回答是隐晦的预言，使不少的学生如堕五里雾中：“跌落之所向并不是人们陌生之处，它本身就有现实生活的特征，而且就是现实生活之虚无［das Nichts］。”（《海德格尔全集》第61卷，第145页）


  到底什么是现实生活之虚无呢?事实上生活本身不可能是虚无，因为它一直在进行。现实生活存在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状态中。所以现实生活之虚无一定是属于这个生活的东西，同时又不是使这种生活消解为虚无的东西。这里所说的从属于现实生活之虚无指的是死亡吗?但是在这门课上根本没有谈到死亡。海德格尔宁可把虚无定义为：只要现实生活自己失落到跌落的此在［Dasein］中去，那现实生活就会变为虚无。海德格尔说：（事实上的现实生活——作者按）“不要出现在跌落的此在中。”（同上书，第148页）


  在这期间海德格尔已经预感到，他正在使哲学发生一场新的变革。这时他把现实的生活不要出现在跌落的此在中的思想变形为关于异化的思想。19世纪这一思想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起着历史性的决定作用。这种思想认为：人类这样创造着他的世界，以至于连他自己也不认识他的创造物了。人类的自我发展就是人类的自我削弱。


  在这时的讲课中，海德格尔还没有达到使自己的思想从这种传统思想中清楚地摆脱出来的程度。但海德格尔与传统思想之间的差别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关于异化的哲学是以真正的自我的形象为前提的，是以关于人的“理念”为前提的，它可以而且应该是理念规定的样子。可是海德格尔正是在这个“理念”身后画了一个大问号。我们从何处得到关于人的所谓真正的规定的知识的呢?海德格尔猜测，这种知识背后在偷运神学的私货。海德格尔说，人们当然可以坚持这一理念，但是人们必须对这一“理念”作出准确的说明，人们必须真正接受它，忠实于它，相信它，不允许把它作为哲学可以证明的东西向外推销。


  我们看到，海德格尔一方面在反驳关于真正自我的理念，但同时又处在它的影响之下。这个张力（紧张关系）仍然存在。后来《存在与时间》明确地把这个张力纳入到自己内部，那里它被称为“本真性［Eigentlichkeit］”。


  20年代初期，当海德格尔正在发展自己的“关于生活澄清自身”哲学的时候，他开始十分谨慎地、有保留地试探着同雅斯贝尔斯建立友谊。雅斯贝尔斯也正在试图寻求哲学的新开端，两个初创者的十分复杂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


  1920年初，两个人在胡塞尔家的一次友人聚会上相识。双方经过半年多的小心的接触，到1922年夏天，双方终于觉得相互“在一种罕见的独立战斗的团体意识中联系在一起”。（《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1922年6月27日海德格尔给雅斯贝尔斯的信）在两人的第一次单独会面中，洽谈了如何组成联合战线，以反对学院的仪规。在哲学自传中雅斯贝尔斯是这样回忆这次会见的。“1920年初，我同我的夫人在弗赖堡逗留了几天…… 当时是庆祝胡塞尔的生日，大家围着咖啡桌坐了一大圈。当时胡塞尔夫人把海德格尔称之为现象学之子。我当时讲到，我的一位女学生阿芙拉·盖格尔［Afra Geiger］，一位十分杰出的人物，想来弗赖堡，到胡塞尔这儿来学习， 但是根据胡塞尔的研讨班的接收规定，她被拒之门外。我说，这样，学院的程式使得胡塞尔和她都失去了机会。因为胡塞尔这样便失去了亲自结识此人的机会。我谈话期间，海德格尔插嘴，激烈地为我辩护。这是两个青年人结成联盟，反对秩序的抽象权威联盟。……这个下午气氛不好。我觉得那里有点小市民气，感觉过于狭隘，缺乏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的关联，缺乏精神的闪光。在我眼里只有海德格尔不同。后来我去拜访他，和他单独坐在他的小屋里，看到了他对路德的研究，看到了他工作的紧张，对他的言简意赅的说话方式很有好感。”（雅斯贝尔斯：《哲学自传》，第97页）


  雅斯贝尔斯长海德格尔九岁，被人们看作是未来哲学的圈外人。他是学医学精神病学出身，1913年出版了《心理病理学》使他一举成名。这本书不久就成为该专业的经典。但雅斯贝尔斯此时已经开始退出医学专业。特别是有病与无病的边缘状态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以自然科学为走向的心理学领域内部是不可能使心理内容得到充分地了解的。他以心理学为基础，吸收了狄尔泰关于理解的方法，和现象学在对意识现象的描述中的谨慎周到。但使他最后走向哲学的是马克斯·韦伯和基尔凯郭尔的对他的冲击。


  马克斯·韦伯把事实研究同价值决定加以严格区别，这一点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同意马克斯·韦伯的看法，认为必须反对错误的科学性的要求。但是他超出了韦伯，走得更远。他的看法是，价值决定的领域、个人的负责生活，需要而且也有可能进行自我澄清。这种自我澄清当然不能是科学的，但又不仅是一种私人的反思或宗教信仰问题。雅斯贝尔斯想把作为价值决定的基础的、被韦伯称之为“生活的力量”的东西作一番澄清。雅斯贝尔斯在基尔凯郭尔的思想中看到这种哲学活动——后来被他称之为“生存澄清活动”——的最好典范。马克斯·韦伯把哲学从精密科学的文献中剔除出去，因此哲学获得了它的自由，基尔凯郭尔则把生存的激情退赔给了哲学，这就是雅斯贝尔斯的看法。


  他从心理学向哲学，即向“生存澄清”的过渡性著作，是1919年问世的《世界观的心理学》。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心理学专业的范围。他使用马克斯·韦伯的理念类型构造方法来研究“看法与世界图景”问题，认为看法与世界图景是从人类生活的经验，首先是从生活的基本问题中，比如自由问题、责难问题、死亡问题中滋长出来的。它们赋予各个时期的哲学以自己独特的面孔。雅斯贝尔斯通过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外部设置了这些世界图景和看法的类型，但这并不是历史的，也不是科学社会学意义上的类型学。他也把“一般性意识”作为目的，它应该是这一设计工作的基础。这显然是受到新康德主义的流行看法的影响。人们对该著作进行了历史的、知识社会学的或者新康德主义的解释。但这都不是这本书的本意。雅斯贝尔斯所关心的问题是，自身之存在［Seelbst sein］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发展自己的，它是如何耽误、如何失败的。他所跟踪的实际是自由本身的运动，它也是对自由，对自愿被锁入据称是十分保险的原则和解释的桎梏中的准备状态的恐惧。他首先感兴趣的是行为和思想方式的“边缘状态”（死亡、痛苦、偶然、过失、战斗）。在这里生活自己承担着自身责任，生活表现出它的冒险性特点。雅斯贝尔斯在他的《自传》中谈到这本书时写道：“整个书是一气呵成的。”“整体的情绪要比成功地讲出来的广阔得多。”


  这本书的问世使哲学带上新腔调。社会上对该书的反应是如此强烈，以致使并不是哲学博士的雅斯贝尔斯于1922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得了哲学教授的席位。但他的地位有两重性。在严守教规的科学家看来，他是科学的叛逆，他在从事“不精确”的工作，即从事哲学的工作。在哲学家们看来，他是具有强烈宣传鼓动倾向的心理学家。


  雅斯贝尔斯对二者均不承认。他觉得自己正“走向广阔的天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雅斯贝尔斯遇到了海德格尔。1921年8月5日海德格尔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描述他自己的哲学工作时说，“我能否找到自己的天地，我自己不清楚。但愿我能做到，坚持一直走下去”。（《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25页）雅斯贝尔斯对他的心境当然十分理解。


  自1919年开始，海德格尔就开始为雅斯贝尔斯的那本书写书评概述，1921年寄给了雅斯贝尔斯。这是一篇涉及面很广的长文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该概述未能按原计划在《哥廷根学者杂志》上发表，直到1973年才得以面世。


  海德格尔在文章开头对雅斯贝尔斯的书多有美誉，后面提出了他的批判，但表述十分谨慎。雅斯贝尔斯走得还不够远：它“对［ueber,关于］”生存进程做了描述，但没有把自己的思考置于这个生存进程之中。他要摆脱世界观的桎梏，保卫自己的自由，提示出个人生存的核心。但如果把建立于自身存在基础上的创造性自由描写成某种现成的［Vorhanden］东西，并最终将其描写为可以科学地加以察验的东西的话，这种提示本身也会变成世界观。海德格尔在书评概述的结尾说：“只有当一种真正的自身思考已经存在，并且处于真正紧张的清醒状态时，将它公诸众议才有意义。只有当这种自身的思考能毫无顾忌地把其他人以某种方式驱入反思中，这种自身思考才是真正清醒的。……我们必须自己在这方面已有所进展，才可能驱他人于反思之中，唤起他人的注意。”（海德格尔：《路标》，第42页）但“只有当哲学自为地把握了哲学自身之事”时，事情才会有所进展。而“哲学之事”正是“哲学思考活动本身”和它的早已尽人皆知的贫贱［Erbarmlichkeit］。（同上）


  雅斯贝尔斯一定没有认为“贫贱”这个提法与他个人有什么牵连。从各方面的联系看，这里显然是指人类学的贫贱。所以雅斯贝尔斯并没有对此概念有什么不满。但海德格尔的概述使他感到迷惘。海德格尔所说的，不要“对［ueber］”生存进程作哲学思考，而要“从中［aus］”作哲学思考，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海德格尔误解了他，因而没有看到，他已经走在海德格尔所说的道路上，即已经走在作为“自我忧虑”的哲学之路上（海德格尔语）；或者这条路在海德格尔心中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是这样，海德格尔的暗示就太不明确了。无论如何，雅斯贝尔斯没有明白，海德格尔想怎样在他的路上继续前进。尽管如此，他仍保留着与海德格尔同路的感觉。1921年8月1日，雅斯贝尔斯在给海德格尔的信里写道：“就我读到的东西而言，依我的看法，你提出的要求，就是去彻底挖掘思想之最深处的根源。您的确触动了我的内心。然而我缺乏的是正面的方法。在文献阅读中总是感到要继续前进的潜力，但是最终还是大失所望，发现我已走得更远了。”（《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23页）


  海德格尔在回信中把他的书评概念称之为“可笑到蹩脚的学生习作”。他绝没有想象“比您自己走得更远，我在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走我自己的曲折之路。”（同上书，第25页）他们之间的通信持续了一年之久。其后雅斯贝尔斯于1922年夏天邀请海德格尔到海德堡住了几天：“如果我们能有几天的时间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哲学思考，来检验巩固我们的‘战斗团结’，按我的想法，我们可以住在一起，每个人有各自的房间。我的夫人出去旅行了。每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除了吃饭在一起之外，我们可以根据需要碰头、谈话，特别是在晚上，也可以随便什么时候，不要任何约束。”（同上书，1922年9月6日，第32页）


  海德格尔接受了邀请。9月份的这几天他们终生难忘，他们经常缅怀这些日子，因为不久，他们之间的友谊便仅靠着已经逝去的未来来维系了。哲学上的紧张，友谊的轻松，对共同的觉醒和开端的突如其来的感受，这些对雅斯贝尔斯来说，正如回顾此事时所写的，是“扣人心弦”的，他同海德格尔之间难忘地“接近”。在这次神圣的谈话之后，海德格尔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在您那里度过的那8天一直同我形影不离。那突如其来者，从外部看是毫无结果的8天……友谊迈着不动感情的、严肃的脚步走向我们。这是双方都有信心的战斗团结的不断增长的确定性。——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对哲学家来讲这就是生活和世界的那种不可思议性。”（同上书，1922年11月19日，第33页）


  他们之间的友谊的开始阶段是这样振奋人心，以致雅斯贝尔斯建议，创办一个刊物。在这个刊物上只发表他们两个人的文章，使之成为哲学的火炬。人们应该在当时哲学的不毛之地上高扬反教授哲学的声音：“我们并不谩骂，但讨论必须是毫无顾忌的。”（同上书，第36页）但是，雅斯贝尔斯想到，海德格尔连教授还不是，没有主持教席。所以创办刊物的事不得不等待一段时间，推迟到海德格尔当上教授之后。这是对职称的忧虑。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不利于刊物计划的实施。这两位对自己的各自的立场还没有十分确定的把握，还没有成熟到展开全面战斗的程度。雅斯贝尔斯说：“我们俩还都不清楚我们到底想干什么，也就是说，驱动我们两个的知还都不是一种十分清晰的知”。（同上书）海德格尔写道，“如果他自己在真正具体的不保险之中，想更保险一些的话”，那么收获就会更大了。（同上书，1922年11月24日，第41页）


  海德格尔果真在1922年夏到1923年之间在自身解说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存在与时间》中的立场已依稀可见。其证据就是1922年底海德格尔为申请教授职位寄往马堡的论文《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解释的环境的说明》（1989年重新面世）和1923年的《本体论讲义》（这是他赴马堡任教授之前在弗赖堡开出的最后一门课）。


  《现象学解释》一文在马堡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保罗·那托普将其看作一份“天才的计划”。当时在那托普处刚完成了博士论文的伽达默尔也有机会看到海德格尔的论文。他从中获得了“真正的灵感”，对他造成一个“猛烈的冲击”，使他下决心——下年跑到弗赖堡去听海德格尔的课，而且后来又跟着海德格尔回到马堡。


  1923年的本体论课程造成的印象之强烈与他的那篇文章的影响不相上下。当时拜倒在这位私人讲师脚下的不乏后来哲学界的知名人物。他们当时就已经把海德格尔看成是秘密哲学之王，一位身着施瓦本粗布夹克的无冕之王。他的学生中有伽达默尔、奥斯卡、贝克尔、弗里茨、考夫曼、希尔伯特·马尔库塞、汉斯·约纳斯。


  在这篇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论文中，海德格尔给他的哲学计划下了一个十分简洁的定义：“哲学问题的对象就是人类的此在［das menschlichen Dasein］，它追问的是这一此在之存在特征。”（《狄尔泰年鉴》，1989年，第6卷，第238页）


  第一眼看上去这个定义并不复杂。除了对人类此在进行探索之外，哲学的研究还能做什么?


  当然，在历史上，哲学除了研究人的此在之外的确还做过些别的研究。正是有鉴于此，苏格拉底才认为有必要向哲学发起抗议，以便将哲学重新拉回来关心人事，为人而忧虑操心。于是在哲学史的发展中，想研究神与世界的哲学和集中关心人生此在的哲学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米利都的泰勒士仰面看天（研究星辰）而跌到井里，就是这种冲突的形象的代表。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此在一直在跌落着。


  第一眼看上去，“存在的特征”这个术语也不难理解。在一个“对象”的研究中，除了找出对象的类，即它的存在之外还能期望什么呢?


  分子的存在特征不就是组成它的元素，它的化学反应形式以及组织的功能等等吗?动物的存在特征难道不是在解剖中、在它们的行为中、在它们的进化地位中发现的那些东西吗?


  在把握这些形式的过程中，存在特征变得暗淡无光。它们囊括了人们所了解的对象的一切内容。这种形式的知不可避免地同时就是对区别的知。分子与其他东西相区别，一种动物如何同其他动物相区别，动物如何同植物相区别，以及动物如何同人相区别。这样这个概念性的术语“存在特征”就变成许多存在特征的多元性。


  按照这种看法，一方面是求知行为，它自身是同一的；另一方面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各种不同的可能的对象。不论他们的具体研究的动机是什么，人们总想要研究它们的“存在特征”。


  当然后来，起码自康德以来，科学也十分清楚，必须使用不同的方法去接近不同的对象。只要把人看作比自然丰富的，即把人看作从事文化创造，亦即从事自身创造的实体［Wesen］，那么这一点对于自然和人类这两个世界来说都特别重要。首先是新康德主义，把文化科学同自然科学在方法上的区别作出严格区分，强调对这种区分的意识。文德尔班指出，自然科学的目标是获得普遍规律；文化科学的目标是了解个体之间的关系。李凯尔特说：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实际情况，文化科学研究的是价值关系。但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对不同存在特征的思考已经是太不彻底了。海德格尔在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手稿中对他自己到底要走到哪里去，作了十分紧缩的因此十分难以理解的概括。我先把这段话引述如下，然后联系他的《本体论讲义》加以简短评论。“哲学提问的基本方向不是针对被问及的对象，不是要对现实生活从外部加以描画，加以分解，而是要把它理解为对现实生活的基本运动性所进行的清晰把握。这种把握的形式是，在它存在的具体的度时［Zeitigung］中对自己的存在的操心、筹措，包括它在逃避自己的时候也是如此”。（《狄尔泰年鉴》，第6卷，第238页）


  “不是从外部加以描画”，现象学的原则是，让应该被研究的东西有“显摆”自己的机会。海德格尔想把这原则运用到对人生此在的整个研究中去。


  所以海德格尔在《本体论讲义》中对这个初步的想法作了非常详尽的研究：我们应该如何谈论人，才能使人们注意到，人们在作此思考时已经处于问题的内部之中了。


  海德格尔说，当我们接近一个“对象”，以便弄清它是什么的时候，当我们想把握它的“存在意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进入到它的“运作意义［Vollzugssinn］”之中去。只有在这种运作的意义中，存在意义才可能展示出来。如果一个人刚刚步入一个陌生的文化圈的经济生活，对这种经济生活根本不了解，尽管他可以摸到钱，拿在手里来回掂量，钱的存在意义仍未展示在他的面前。或者，如果他没有进入音乐的运作意义之中，音乐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噪音。在许多领域中都是如此：艺术、文学、宗教、虚数的计算，足球比赛等等。此外从对立的方面来考虑这一思想，从鼠目寸光的还原主义看问题的方法来检讨这一思想，问题就更清楚了。当我说，思想是大脑的生理功能，或者，爱情是腺体分泌的产物，那么我作出了关于思想和爱情之存在的判断（命题），但却没有进入其运作之中。当人们以一种与运作隔膜的方式来观察游戏、音乐、绘画、宗教时，游戏、音乐、绘画、宗教本身根本就没在他们那儿。


  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就是现象学的。它应该弄清楚，采取什么态度［Einstellung］才能够让现象如它“自身原本所是”的样子显示出来。“游戏”不可能在与游戏隔膜的态度中显示出自身。爱情只显示于爱情中，上帝只显示于信仰中。于是海德格尔便问道：我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能让人原本地显示其“人之所是”呢?


  答案只能是：要想理解这个人生此在的话，人生此在的思维活动就必须将自身置于人生此在的运作意义之中去。这就是上面引述的海德格尔论亚里士多德手稿中的那句话“对现实生活的基本运动性进行清晰的把握”的意思。


  在那里，海德格尔第一次十分强调这种运动性，将其称之为“生存［Exstenz］”。按我们一般人的理解，说什么东西“存在［existiert］”时，我们总是设想某种东西已现成地在那里。当我们证实了，我们所设想的东西在那儿，我们便说，它实际存在着［existiert］。伽利略依据他的计算，设想木星存在有卫星。后来在望远镜的帮助下，证实了，木星的卫星的确“存在着［existiert］”。但是海德格尔正是想把“存在”这个概念中“事实的现成的存在”这个含义剔除出去。他在及物动词意义上使用“存在”一词：当我生存［existiert］时，我不是简单地手头现存在哪里。我必须生存我自己。我不仅是简单地活着，我还必须“领导我的生存［Leben］”。所以，生存是一种存在方式［Seinsweise］，而且是“使之对自身成为可及的存在”（《狄尔泰年鉴》，第6卷，第245页）。生存是一种实存，但是与石头、植物和动物不同的实存。生存有一种同自身的关系。生存不仅“在［ist］”，而且它还维护着它的“此［Da］”。正是由于有这种自我维护行为，所以它能开拓出操心和时间的整个广域［oeffnen］。也就是说，生存并不是手头现成的存在，而是一种运作，是一种运动。这个洞见使海德格尔十分激动。这一点在1921年给勒维特的信里体现得最明显：“我只做我必须做和我认为必要做的事情，而且尽我之所能而为之。我根本不打算把我的哲学工作修剪成为一般人服务的文化习作。我是从我的‘我在’和我的精神的和现实的源泉出发从事我的工作的。生存的活动正是癫狂在这个现实性之中的。”（勒维特：《我在德国的生活》，第30页）


  “此在”的运作意义正是上面描述的这种及物意义上的生存活动，或者用意义相同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在时间中操着心的，担着惊的，从事筹划的现实生活。人生此在只有从它的运作意义出发，才可能得到理解，但我并不是要对待像一个手头现成的对象那样把它置于我的面前。在海德格尔眼前飘浮的关于人生此在的哲学，于《存在与时间》成书几年前已经被他勾勒出大概轮廓。它并不是由关于“人生此在”的观察而构成。这种哲学是人生此在的表达，是人生此在的工具论。哲学是当今精神生活中的特殊的生活。在《本体论讲义》中海德格尔提出：“哲学的最极端的可能性是人生此在对于自身的清醒的存在”。（《海德格尔全集》，第63卷，第15页）什么叫在“逃避自己的地方”去进行捕捉呢?（《狄尔泰年鉴》，第6卷，第238页）这就是说，要对“生活的沉沦倾向加以澄清，要切断逃往所谓的稳定性的道路，要保持让生活的躁动不安进入到意识中，让人们看到，所有所谓持久的、确证的、约束性的东西，都无非是某种装饰，都是人生此在自己给自己戴上的假面具，或者是由公众的解释，即由占统治地位的意见、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Sinngebung］给人生此在戴上去的假面具。”


  追求“服务于人生此在自身的人生此在的真理”被海德格尔规定为哲学的最崇高的任务。但由于这种真理不让我们将其作为真正的自身去揭示，而是把我们抛到我们总是力图逃避的内心的不安之中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产生了“对哲学的恐惧”。（《海德格尔全集》，第63卷，第19页）


  在这一年，对海德格尔来说哲学就是不安的创建人。面对哲学的恐惧，就是面对自由的恐惧。此时海德格尔还没有使用“自由”这个概念，而是用现实生活的“存在”之可能性［Moeglich-sein］一语代之。


  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哲学是对直接参与人生此在的运作：参与操心、筹措。但它同时又是一种自由的运动，是对属于人的现实性的可能性的思考。总而言之，哲学无非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此在，所以哲学像人生此在的忧虑筹措一样，问题不断，有生有死。


  对哲学，包括海德格尔哲学在内，最恰如其分的说法是：哲学就像所有人生此在一样，是一个事件，有它自己的时间性。


  第  八  章


  马堡的聘请  与雅斯贝尔斯的战斗同盟  马堡的幽灵  在神学家之中  汉娜·阿伦特  巨大的热情  汉娜为明晰性而战  隐蔽中的胜利  把生活简单纯粹高贵地置于心灵之前  《存在与时间》的诞生  母亲的亡故



  1920年，海德格尔曾有望得到马堡大学的教授席位。但当时只是引起了学界对他的重视。在拟聘教授名单上他被列为第三名。当时马堡的人们的意见是，年轻的讲师尽管前途无量，但是发表的作品太少。1922年夏天，马堡大学又要聘教授——要聘一位编外教授，这又是一次机会。可是海德格尔仍然没有发表任何新东西。但是通过他的讲课，海德格尔的名声与日俱增。于是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的魁首保罗·那托普1922年9月22日写信给胡塞尔指出，马堡的人“近期”对海德格尔“尤其关注”。“这不仅是看到他是作为胡塞尔的助手的大量工作，更主要是人们向我……报告的关于……他的最新进展”。（奥托：《海德格尔》，第121页）那托普询问，海德格尔是否有什么东西打算发表，随便什么东西都行，以供这儿的人们审阅。胡塞尔将那托普的询问告知海德格尔。按海德格尔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的说法，他为此一下“坐了三个星期”，对他的亚里士多德草稿作了摘要，又加上一个前言，共计60页的一大沓手稿。完成后寄往马堡。这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评论过的《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对解释环境的说明》。


  1922年11月19日海德格尔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我的工作在马堡引起了反响”。那托普的确向胡塞尔通报说，他和尼古拉·哈特曼“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海德格尔的摘要，在其中看到了“不寻常的原创性、深刻性和严谨性。”那托普预测，海德格尔受聘马堡的可能性很大。


  与此同时，哥廷根对海德格尔也很感兴趣。格奥尔格·米施（对海德格尔的摘要）作了过分热情的赞誉：“海德格尔带来关于人类生活历史性意义的意识，它完全是原创性的，由他自己发展出来的。”（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第104页）尽管有胡塞尔的支持，但是，在哥廷根，狄尔泰的女婿米施的赞誉，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效果。胡塞尔不仅在马堡，而且也在哥廷根为海德格尔的受聘之事尽力施加他的影响。在此期间，海德格尔已是四口之家的户主，只靠他那微薄的助教薪金已经难以为继，为此，他的夫人不得不去中学教书。海德格尔在马堡前景看好。但海德格尔仍然忧心忡忡。他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被牵着鼻子到处乱撞，模糊不清的希望，以及廉价吹捧等等，尽管人们并不打算真的做这件事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一切带来的只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局面”。（《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34页）


  不过海德格尔还是成功了。1923年6月18日海德格尔接到马堡大学聘他作副教授的正式聘书，正如他第二天在信中自豪地通知雅斯贝尔斯时说的，“执正教授之职并享正教授待遇。”


  一年前，海德格尔同雅斯贝尔斯加强了他们的战斗同盟。由于海德格尔当时立足未稳，他们把共同出版刊物、对当时流行的时代精神作毫无顾忌的批评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现在情况变化了。但是二人都没有再回到出刊物的计划上来。海德格尔的语调现在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海德格尔1923年7月14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这种语调十分清晰。刚刚被聘为教授的海德格尔带着愉快的愤怒谈论着他的未来。谈到在这次预聘名单中名列第三位的竞争者理查德·克勒讷，海德格尔写道：“如此一副可怜相，我还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人身上看到过——而今他让人们像可怜一个老妇一样地来怜悯他。人们能向他表示的唯一善举，就是今天马上剥夺他在大学教书的资格”。克勒讷甚至向在马堡极有影响的尼古拉·哈特曼下了保证，如果他能获聘的话，他将以学生的身份参加哈特曼的讲座。海德格尔说，“我绝不会干这种事，我的在场和作为会叫他心惊肉跳，而且还有十六人的队伍随我而来。”


  海德格尔带着同样好斗的情绪，再次发誓和雅斯贝尔斯结成“战斗同盟”。这个“战斗同盟”实施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必须清除各种偶像崇拜，也就是说，今天的哲学中的各式各样糟糕透顶的、可怜的巫术应该受到揭发——而且乘他们还活着的时候这样做，以便不要使它们误以为，它们可以升入天国了。”


  在公开场合，海德格尔还一直把胡塞尔称之为他的“老师”，胡塞尔也为海德格尔的事不惜余力。海德格尔从中获利匪浅，但其内心早已和胡塞尔分道扬镳了。在给雅斯贝尔斯的这封信里，胡塞尔也被他纳入应受诋毁的巫术之列：“您当然知道，胡塞尔接到了柏林的聘书。他的举止表现连个私人讲师都不如，把正教授的‘正’当成了天国的永恒幸福。……胡塞尔完全胀破了——如果他曾经‘内在’过的话——最近一段时间我越来越怀疑这一点——他摆来摆去，讲着陈腐的老调——他在乞求别人的怜悯。他靠着‘现象学奠基人’的身份到处布道，以此为生。没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无论是谁，只要在这儿待一个学期，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他开始预感到，人们不再跟着他后面转了。……就这样今天还要去柏林解救世界。”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胡塞尔没有接受聘请去柏林主持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讲席。胡塞尔由柏林出发去拯救世界的意愿并不如海德格尔想象的那么强烈。种种迹象表明，海德格尔把自己的野心投射到他过去的老师身上。这封写给雅斯贝尔斯的充满火药味的信恰恰表明，他自己对扮演大力神海拉格立斯的角色越来越有兴趣：有志去清扫哲学的奥基阿斯王牛厩。难道这不正是他扣在胡塞尔头上的救世主心态吗?无论如何，海德格尔在给雅斯贝尔斯的这封信里，完全是沉醉于“彻底改造哲学”和“颠覆”哲学的幻想之中。1923年的这个夏天，海德格尔发现了，他就是海德格尔。


  这个夏天，在他的“本体论”讲课时——这是他在弗赖堡最后一门课——他对自己的工作十分有把握。在信中他激动地告诉雅斯贝尔斯，“我把世界的书和文化惊恐留给了世界，把青年人吸引到我的周围——‘吸引［holen］’就是严格对待——以便使他们整个星期都在‘压力之中’；有些人忍受不了——最简单的挑选方法——有些人直至他懂得了，需要两、三个学期，我没有放过他们的任何一点懒惰、肤浅、诡计和空话——首先是没有放过他们的任何‘现象学’……我的最大快乐是，在这里我能通过示范创造一种转变，现在我自由了。”（《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41页，1923年7月14日信）


  但是涉及经济问题的时候，海德格尔就感觉自己没那么有把握了。他应该提出多高的工资要求?他有权要求住房吗?可以要求搬迁资助吗?雅斯贝尔斯的回信彻底浇灭了他的期望：“涉及到工资，您不能提任何要求。”（同上书，第39页，1923年6月20日信）


  在迁往马堡之前不久，海德格尔在托特瑙山购得一小块地，请人在上面修建了一座十分简陋的小木屋。他自己也亲自动手。他的夫人埃尔福丽德负责组织和监督。从现在起托特瑙山就成了他退身于世界之外时的居所，也是他哲学思考的冲锋高地。从这里出发，条条道路通山下。


  1923年秋天海德格尔来到马堡。1928年春天离开这个城市，到弗赖堡接替胡塞尔的职位。海德格尔自己对于他在马堡的这四年，有各种不同的评价。在马堡时期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里说：“马堡好在什么地方，我真讲不出什么。我在这里没有一刻感到舒服过”。（同上书，第96页，1928年5月13日信）


  许多年以后，海德格尔在私人谈话中把他在马堡的这些年称之为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最集中的、成果丰富的”时期。（默兴：《笔记》）


  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对马堡时期的消极评价还有一层策略上的意义：雅斯贝尔斯当时提到想离开海德堡，于是想听听海德格尔的意见，看去马堡是否值得。海德格尔当然不能建议他来马堡。因为他自己深知，不仅马堡大学的环境，而且，在马堡与托特瑙山之间来回跑动，使他在这几年里收获巨大。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发生了一些海德格尔从来没有向雅斯贝尔斯透露过的，也不想让雅斯贝尔斯知道的事。


  马堡是一个基督教新教影响甚深的小城市，它的大学却传统悠久。1927年这里正庆祝该大学“诞辰”400周年。按赫尔曼·默兴［Hermann Mrchen］的叙述，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海德格尔满脸怒色，在无人居住的库塔大街慢慢走向平时他根本不光顾的天主教教堂。与此同时，新教教堂里正在举行庆典礼拜。在大学放假的时候，这个大学城变得空空荡荡，好像进入冬眠了一样。但这时海德格尔并不在马堡，而是在他的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里。在这小城市的大学里人际关系十分明朗。人人相互认识。这里正是小城镇特有流言的滋生地，是诡计得逞的好地方，也是小里小气的泡沫人物为他们鸡零狗碎的小分歧而吹毛求疵、自我陶醉的最好场所。一个小小的天地，因其中大部分人是所谓“有教养者”，因而以大国自居。海德格尔给雅斯贝尔斯的信里说：“一所无聊的大学，学生幼稚，没有什么特别的追求。因为从事很多关于否定问题的研究，在这里我有最佳的机会去欣赏‘虚无’的相貌。”（同上书，第69页，1926年12月2日信）


  在马堡没有什么“社会生活”。海德格尔从来不觉得“社交生活”有什么价值。尽管如此，他有时也光顾希茨克顾问官女士家里专门为学界新面孔举办的“引见”集会。关于这位女士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她同德国当时活着的91位正教授有血缘关系，在经济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沃尔特斯的周围还有一个小圈子——格奥尔格团体。而现代派、思想新潮货或思想偏左的人，经常在历史学家理查德·哈曼那里聚会。鲁道夫·布尔特曼周围聚集了一批人：他们每周一个晚上，从8点到11点，在一起朗读希腊文献。11点以后，进行消闲活动，但也有严格的活动时间表：一个小时的高级的学术闲谈，然后在品尝葡萄酒和雪茄的期间允许讲的笑话。其中最杰出者由布尔特曼按照涉及的“学术内容”分类记入笔记本，以便随时查找。而习惯于大都市生活的人，像恩斯特·罗伯特·库齐乌斯忍受不了这种气氛。他经常坐火车到邻城基森，以便在车站的饭店里解一解馋。他常说，这在马堡根本办不到。


  在这个小小的大学世界里，海德格尔很快就成为神秘的明星。他的课总是一清早就开始。但这显然仍不够残酷，因为，两个学期之后，他上课的教室里挤进了一百五十人。在海德格尔没来马堡之前，伽达默尔一直是哈特曼的学生。他曾经描述了哈特曼的学生如何成群地跑到海德格尔这边来的情况。


  波罗的海的贵族哈特曼是一个“夜游神”。他中午12点起床，晚上12点精神头正旺。他周围也有一个圈子，大家讨论问题直到东方发亮。伽达默尔写道：“海德格尔来到马堡之后，把他的课定在早上七点就开始。仅此一点，矛盾就不可避免了：下午去参加哈特曼的持续到深夜的讨论几无可能。”（伽达默尔：《学习哲学的日子》，第22页）


  在海德格尔到马堡之前，哈特曼一直是哲学的中心。如今他感到在马堡受到冷落。两年后，他接受了波恩大学的聘请，离开马堡，他感到浑身轻松，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起初，刚刚在哈特曼名下获得博士学位的伽达默尔还想在他的老师和新老师之间进行斡旋：“1924年通货膨胀引起了严重的贫困。在这期间我必须参与一次学生搬迁。我有一辆人力车和两位拉车的朋友，一位是哈特曼，一位是海德格尔。他们一起拉向同一个方向，发挥着相同的作用。此时海德格尔显示出惊人的孩子般的幽默。当空车往回走的时候，海德格尔突然放手让哈特曼一人拉车……他自己跳上空车，打开雨伞。”（《回忆马丁·海德格尔》，第112页）从外表看，海德格尔在马堡也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冬天人们可以看到他肩扛滑雪板走出城去。有时还把滑雪的空气带到课堂上。


  夏天他穿着粗布山民装，打着绑腿。这是他的“候鸟运动服”。如今他这套装束已经众所周知。后来学生们把他的这套装束传之为“存在主义制服”。这身装束是画家奥托·乌贝罗德为他设计的。在伽达默尔看来这是“一个农民逢年过节时的打扮”。（同上书）


  到马堡后，海德格尔马上同马堡科学协会建立了联系。这是青年联盟之类的组织。它和学生会组织相抗衡，拒绝“老人团的市侩精神”，提倡青年人自我修养、自我负责的原则，效法候鸟运动，尝试实施多学科交叉学习。这个团体的特征是严格的格奥尔格同浪漫的候鸟运动的混合物。从社会政治倾向看似乎偏向左倾，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反对城市文化。他们用“纯正性［Echtheit］”来对抗教育上的市民空谈。有一次一个学生宣布，他要把自己“造就成一个人物”，海德格尔在一旁挖苦地说，最好还是不要理会什么人物不人物吧!这里的精神气氛与托马斯·曼在小说《浮士德博士》中描写的青年运动的气氛相同。在小说中托马斯·曼让阿德里安·莱弗金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徒步远足，并与他们在一个草堆里过夜时进行了一场关于上帝与世界的争论。争论中所用的都是学者们的行话，但他们对自己的这种装腔作势毫无意识。他们津津乐道于“本质问题”，大谈什么“庄严的空间”，或者“辩证的张力关系”或者“存在性的相应性”等等。当这些年轻人作完了草堆里的睡前准备之后，谈话也达到了“赤裸裸终极性”。


  海德格尔在这个“科学协会”里作过几个报告。在报告中，他赋予协会所提倡的严格以特殊的色彩：他强调，生存的问题应由概念的刺骨的冰冷来磨炼。海德格尔还邀请这些学生到家里做客。有一次，甚至请他们到家里来庆祝圣诞节。大家一起唱歌，海德格尔的夫人给大家烤蛋糕，然后圣诞老人出场，分赠礼物。记述这段故事的赫尔曼·默兴得到了一本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大家经常组织集体远足，带着民族器乐。这个圈子里的学生还被允许到海德格尔托特瑙山的小木屋作客。这位秘密哲学王在这里按青年协会的方式招待大家。冬至或夏至的时候，大家按老习惯把车轮裹上草，点燃之后，滚向山下。这就是放火轮。海德格尔在火轮后面大声喊着豪言壮语。有时候还在小木屋前点起火堆，海德格尔在篝火前发表讲话。有一次他这样开始他的讲话：“在深夜的篝火旁保持清醒……”，接下来便又津津乐道于他的古希腊。这位托特瑙山上的巴门尼德。


  一位在大学期间曾跟海德格尔学过一段时间，最后终于放弃了哲学学习的学生阿尔诺尔德·冯·布根哈根曾这样生动地描述过海德格尔在讨论班上课的情况：“海德格尔用中等声音讲话，不用提纲。在语流中带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智慧［Verstand］，但其中更多的是欲望［Willenskraft］。这种欲望左右着整个语流，特别是当涉及到危险的题目时，这一点就表现得更加突出。这位讲授本体论的演讲者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位站在时代的巨轮指挥楼上的舰队司令官指挥着随时面临游动冰山威胁的巨型船队。”（布根哈根：《哲学传记》，第134页）


  布根哈根把这种新的哲学风格（1932年雅斯贝尔斯的主要著作面世之后，这种风格才被冠以“存在主义”大名）在当时的影响描述为是对枯燥无味的理性-普遍性要求的解脱，是人们鼓动以某种方式使自己进入角色。它吸引人的恰恰是这个“以某种方式”本身的不确定性。因为，十分清楚，海德格尔哲学思考的核心既不是个人的忏悔，也不是表现主义或者热情的生活救助。海德格尔自己十分清楚，对此他对这种期望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他在课堂上经常引述谢林的话说：“对生活的恐惧把人驱逐到中心之外”。而这个“中心”对海德格尔来说他就是那种与自己的相遇［Selbstbegegnung］，也可以简单地表达为，“我注意到我存在”。布根哈根描述了海德格尔是如何成功地导演这场从赤裸裸的Dass（这）出发的或应该由此出发的躁动不安的。谁要是从康德得知，认识的合理的基础存在于理性之中的话，那么在他眼里看来，这里知识的真正基础似乎是在个人的不会混淆、不可替代的生存之中。也就是说，基础不在普遍化的能力之中，而是在个体性之中。海德格尔尽管没有明言，但实际上他总是把这一点作为某种基础的东西，围绕着这一点展开。但是他又从来不为此提供一个清楚的轮廓。布根哈根讲，他和他的一些同学们经常不无惭愧地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缺少“生存质量”，所以不能摆脱普遍化的理性这个合理性基础。（同上书，第11页）


  有一点在海德格尔这儿十分清楚：这种哲学不能像传统大学里的课程一样说“学过了”。尽管海德格尔的讲课中到处体现着令人敬畏的博学多才，但人们清楚地感觉到，博学与否对他无所谓，他在十分轻蔑地处理他所掌握的无限丰富的材料。在学生看来，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戏剧：在一幕幕的剧情中去体验认识那位哲学家。有的学生觉得海德格尔“像一只在高空盘旋的雄鹰”。另一些学生觉得他是“一个过度兴奋的人”。布根哈根讲到，当时他突发奇想，“这个哲学家是不是一个发了疯的亚里士多德?他用自己思想的巨大威力反过来反对自己的思想，而在思想过程中声称，没什么可思想的，只有生存。”（同上）


  但是对许多学生来说海德格尔的生存只是一个谜。他们所能做的顶多就是努力让海德格尔之谜变为自己的谜。布根哈根承认，他没能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些学生在这种努力中较有成效。默兴描述过，海德格尔如何能出色地“沉默”。默兴在学习哲学、日耳曼学的同时还学习神学。对于他来说，“生存”这个说法还有一层宗教的意义。他向海德格尔提出这个问题，海德格尔沉默不语。默兴认为，这证明，“一种本质性的沉默是最强有力的语言。同时这也是海德格尔在他的学派中推行的那种自由的实例。”有一次，在一个讨论班上，海德格尔说，“我们尊重神学，所以对它，我们沉默不语。”（默兴：《笔记》）


  但这种对神学的沉默在马堡给他带来的困难比在弗赖堡大得多，因为马堡是新教神学的堡垒。这里神学的“现代化”方兴未艾：人们力图通过科学精神和文化的研究分析来赢得通向基督信仰的新途径。


  海德格尔到马堡不久，他曾去听艾德瓦尔特·图尔奈森的报告。图尔奈森是以卡尔·巴尔特为首的“辩证”神学家之一。海德格尔在讨论中的发言给伽达默尔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海德格尔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很适合这个场合的气氛，但是在马堡却流传着关于海德格尔已经背离教会和信仰的说法。海德格尔当时讲到：“神学的真正任务是去寻找一种有能力呼唤人们走向信仰、坚持信仰的语言。”（伽达默尔：《马丁·海德格尔与马堡神学》，第169页）


  这个说法相当准确地表达了当时在场的大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的想法。他比海德格尔早两年来到马堡。在这里他继卡尔·巴尔特之后将使新教神学第二次改颜换貌。他的神学以“非神秘化”著称。尽管1945年之后它才发生巨大影响，但它草创于海德格尔在马堡期间。这是一种从海德格尔哲学中发展出来的神学。布尔特曼公开承认这一点。布尔特曼是以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中的人的生存处境描述的“生存”描述为先例的：被抛性、操心、时间性、死亡、向非本质性的偏离。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影响对他十分重要。在这种形而上学中，思想装扮成一种完全非理性的超时间性和对生活的完全的支配性。海德格尔这里的形而上学批判在布尔特曼那里就是“非神秘化”。哲学家布尔特曼像海德格尔一样想要揭示人生此在的“生存性结构”，神学家布尔特曼则想要将这种“赤裸”的生存同基督福音进行对照。而这里基督福音应是从历史的教义下解放出来的、还原为它的生存性基本意义的福音。按布尔特曼的理解，海德格尔描述的并不是生存的理想，而只是生存的结构。这使海德格尔的思想同布尔特曼神学可以很好地衔接在一起。布尔特曼自己写道：“生存哲学没有回答关于我自己的生存的问题，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就为我打开了通向圣经语言之门。”（查尔恩特：《上帝之事》，第245页）


  海德格尔和布尔特曼之间很快建立起了友谊，并成为终生好友。但是他们思想上的关系并不平衡。海德格尔并没有像布尔特曼受他的影响那样受到布尔特曼的影响。在信仰的前提下，他承认布尔特曼的神学，但他认为，这不可能是哲学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他并没有追随布尔特曼的神学，而布尔特曼则走了一段海德格尔哲学之路，以便由此出发找到他与基督福音相契合之处。


  在布尔特曼的邀请下，1924年夏天，海德格尔在马堡的神学家面前作了题为“时间概念”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海德格尔在神学面前作技艺高超的哲学沉默的典型代表。


  他不想直接谈论神学的或神的事情。他在报告的开头作了声明，他的报告只限于谈论人之事。在接下去谈人之事的报告结束时，他又顺理成章地和布尔特曼的神学恰到好处地衔接在一起，就像一把钥匙配了一把锁一样吻合。


  在作这报告的时候，海德格尔已经开始从事《存在与时间》思想的拟定工作。报告中他以压缩的方式展示了人生此在的重要基本结构的核心，即整个结构中，时间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这里他把时间性——这是第一次强调这一点——解释为死亡性［Toedlichkeit］。“人生此在由于其有死而有知……它是人生此在走向它的过去了的先导。”（《时间概念》，第12页）在此时此地的行动和体验中，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过去了”，人生过程总是一个人生消逝的过程。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这个消逝过程。我们在此处经历到了时间。所以，这个“过去了”并不是我们生命结束时的那个死亡事件，而是生存实施的形式，是我的此在本身的“如之何”。（《时间概念》，第18页）


  海德格尔这个思想同传统的关于死亡的思想有什么区别呢?同苏格拉底关于死亡的思想，同基督教的警告“请记住死亡［Memento mori］”，同蒙田的名言“哲学思考就是学习如何死亡”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海德格尔思考死亡，不是为了最后以这种思想战胜死亡，而是要清楚地指出，对死亡的思考，对这个永无休止的、处处当下的“过去了”的思考，恰恰开拓了通向时间性之路，并由此开拓了通向人生此在之不可支配性之路。


  报告中对后来在《存在与时间》中著名的论死亡的文字中全面展开的思想给出了一个简单提示。但这个简单提示作为对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强大传统所作的清楚的拒绝已经足够用了。按照传统，神或者最高的存在被置于超时间的领域之中，我们在信仰和思想中可以分享那个世界。而海德格尔则指出，这是对本真的时间性的规避。所谓与永恒世界的连接并不能超出时间之外，而只是面对时间的恐惧。它并没有扩大我们（生存）的可能性，而是远远落在生存可能性的后面。


  被海德格尔所抛弃的这个传统，也正是布尔特曼的“非神秘化”神学发展中所要遗弃的传统。在这种神学中，基督福音的核心是上十字架，即上帝之死。布尔特曼的神学是以海德格尔发展出来的时间性体验为前提的。在布尔特曼看来，我们必须经历“在到死中去”这种经历所具有的恐惧不安，然后才有可能感受基督的福音。上十字架和复活标志着一个信徒的生存实施了的转变：人的重生转世并不是发生在未来永恒天国里的幻想性事件，而是发生在此时此处，在此就得以实施的、内在之人的大转变——通过极端的时间性的经历，也就是说，通过对死亡性、对生命的经历而达到重生。处于死亡的生存之中并且处于死亡之中，这就是《新约》的悖论式的——当然是经过布尔特曼解释之后的贫乏的——福音。


  汉斯·约纳斯的例子也是海德格尔哲学思考鼓舞启发当时宗教思想家的明证。约纳斯同时师从海德格尔和布尔特曼。他的庞大研究的题目是“诺斯替教派和晚期希腊罗马精神”。在研究中他处理这种完全不同的宗教遗产的方式和布尔特曼处理基督教遗产的方式相同。（诺斯替教派曾是晚期希腊罗马时期及早期基督教中最有影响的宗教运动）约纳斯和布尔特曼一样，也把海德格尔的人生此在分析看成一把锁，而宗教福音就像是一把可以打开这把锁的钥匙。而且，这把钥匙特别适合于这把锁，因为诺斯替教派正是从“被抛性”的经验出发来生存的。——起码按约纳斯的解释是如此。诺斯替教派的神话和神学讲述了精神［Pneuma］如何坠落到世俗世界之中。在这里他永远是异乡人，永远无家可归。只有当他背叛、忘记了它的真正的来源时，它才能适应世俗的生活，也就是说，当它消散在、失落到这个世界里的时候，才能适应世俗生活。按诺斯替教的设想，获救完全取决于在世界中到处游荡的精神能否重新聚集在一起，重新记起已被它遗忘的来源。总之，约纳斯把诺斯替教派描写成历史上存在的，寻求海德格尔所理解的本真性的宗教运动。


  在马堡时期命运为海德格尔提供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机会——今天的神学家们会称之为埃尔福丽德“Kairos”，即重大的契机——去达及一种完全特殊的本真性。一种邂逅，就像他后来向他的夫人埃尔福丽德承认的那样，它后来成了他“生存的激情”。


  1924年初，一位18岁的年轻犹太女大学生来到马堡，因为她想师从布尔特曼和海德格尔。她就是汉娜·阿伦特。


  她出身于寇尼斯堡的一个已被同化了的犹太人家庭，她在寇尼斯堡长大。十四岁的时候，她对哲学的兴趣日益浓厚，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熟练地掌握了希腊语和拉丁语。16岁时她自己组织了一个研读欣赏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的小组。她以最优异的成绩在寇城通过了高中的毕业考试。在通过考试之前她便在柏林听过罗曼诺·古阿蒂尼的讲课，并且开始读基尔凯郭尔。哲学成了她冒险的乐土。在柏林她听说了海德格尔的名字。她在回忆中写道：“传说十分简单：思想又有了活力，已经僵死的历史中的教育遗产又重新开口讲话了。对历史传统持怀疑态度的人根本意想不到，从中又产生出完全不同的东西。现在有一位教师，人们也许可以在他那里学到如何思想……这种思想是从对‘（人是）生于世界之中’这一简单的事实的狂热偏爱中发展出来的。……除了人生本身……再不可能有其他最终目的。”（阿伦特：《海德格尔80寿辰》，第235，237页）


  在马堡，年轻的汉娜·阿伦特留着短发，衣着时髦，引来不少青睐。“最引人注目的是从她眼睛里放射出的那股诱人的力量。”（冯·维泽：《人生自述》）20年代曾在短期内和她作过朋友的本诺·冯·维泽［Benno von Wiese］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人们会被她的这种力量所淹没，以至于担心再浮不上来了。”由于她经常穿着一身十分精美雅致的绿色服装，所以学生们都称她为“一片绿［die Gruene］”。根据默兴记述，当这位女生在食堂谈话时，有时会出现她的临桌都安静下来的情况。很简单，她使你觉得非听听不可。她身上透出的是一种自知、自信与羞怯的混合。为参加布尔特曼讨论班而举行的正式预选谈话中，她反客为主，提出，要她参加讨论班必须满足她提出的条件。她直截了当地向布尔特曼提出，讨论班上“不得有反犹排犹的暗示”。布尔特曼用他平静而友好的语调向她保证，“假如有反犹排犹的言论的话，我们两个人一定能应付得了任何场面”。约纳斯在布尔特曼的讨论班上结识了汉娜·阿伦特，并且和她建立了友谊。他描述了学生们如何把阿伦特看作例外现象的。人们在她身上看到“一种张力，一种对目的的坚定的追求，一种导致质量的鉴别能力，一种对本质的求索，一种深刻。这一切赋予她一种魔力。”（布鲁尔：《汉娜·阿伦特》，第108页）


  她住在大学附近阁楼上的一间小屋子里。她在这里接待她的朋友。他们有的是从寇尼斯堡、有的是从柏林跟随她到这里来的。阿伦特和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哲学。在这间小屋里，她为朋友们准备了一幕娓娓动人的话剧：她从墙角的小洞里叫出和她同屋的小朋友，一只小老鼠，给它喂食。


  从1924年2月起，她在这间小阁楼上极为秘密地接待了她的哲学老师马丁·海德格尔长达两个学期之久。没有人知道此事，包括她最亲密的朋友在内。


  艾茨贝塔·埃廷格［Elzbieta Ettinger］从汉娜·阿伦特的遗稿中收集了不少资料，重构了这段故事（很遗憾其中包括了过于冗长的道德评论）。她引述了阿伦特的信并转写了海德格尔的信 （这些信的原文未能获准公开发表）。根据埃廷格的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始于1924年2月。在海德格尔于2月初邀请阿伦特到他办公室里谈话之前，他留意这位女生已经有两个月之久。海德格尔后来常常津津有味地回忆阿伦特步入他办公室的那一幕：她身着一件雨衣，戴着一顶帽子，深深地遮住了她的面孔。只显得她的羞怯腼腆，和她去见布尔特曼时截然不同。她的嗓音不听使唤，只靠呼吸飘出那几乎听不到的“是”和“不是”。面对她所敬佩的这个男人，此时此刻阿伦特一定感到，自己被他吸引，不可抗拒。2月10日海德格尔给阿伦特写了第一封信。他在信的开头称呼她“亲爱的阿伦特小姐”。他赞许了她的灵魂和精神的素质极高，鼓励她忠实于自己。这封信既事物性又充满了柔情。埃廷格在评论中称其为一首“抒情的赞歌”。（埃廷格：《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第20页）其实海德格尔在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第一封信也是这种情调：感情细腻的敬意和以精神导师自居的混合物。那是1918年6月15日，当时他在给布洛赫曼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不是确信，这种精神使您的气质如此高贵，令人敬佩不已，我也就不会如此冒昧在今天给您提笔写信，并在未来与您保持这种思想上的联系。请您务必保持坚强和乐观。”海德格尔给汉娜的第一封信也许更圆滑了一点，但同样是充满心理诱惑性，并且真的控制了汉娜的感情，使她产生错觉。这位大师喜欢上了她。四天以后，海德格尔给她的信中就称她为“亲爱的汉娜”了。两周以后又写了几行字。通过几行字，埃廷格认为，这表明了他们之间的“肉体的亲密关系的开始”。


  按默兴的记述，正是在这一年的二月，海德格尔开始在布尔特曼的研究班上作了关于路德对创世记三章解释的评论报告：亚当、夏娃违反上帝的约法，偷吃禁果而犯原罪的故事。


  汉娜严格遵守海德格尔为他们之间这段风流所规定的规则。最重要的是严守秘密，不仅是他的夫人，而且整个大学里和整个小城里也不得有人知道此事。密码书信频繁传递，幽会时间按分计算，分秒不差。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信号系统；开几下灯为无人，关几下灯为有人。敞开的窗户表示有机会，打开的门象征着有危险。为了减少这种双重生活给海德格尔带来的不便，汉娜使尽了浑身解数。她顺从海德格尔的所有安排，用她的话说“以使我对你的爱不致给你带来比现在更多的困难”。（同上书，第25页）汉娜·阿伦特没勇气要求海德格尔为此作出决断。


  1924年暑假，海德格尔在托特瑙山的时候，汉娜回到寇尼斯堡她的亲戚家。在这期间她给自己写了一幅稍加掩饰的“自画像”，并寄给了海德格尔。因为她感觉自己并不是真实地在这种关系之中存在。这种感觉使她十分痛苦。她不能显示自己，但在“阴影”（她把这篇“自画像”称为“阴影”）中她自己终于得以表现。她试图寻找一种语言，以表达在她生活中发生的这种“不同寻常的，奇妙的东西”，就是它把她的生活撕裂得东一块西一块，此时一块，彼时一块。她把她的爱情称之为“对唯一者的固执的奉送”。她把她的心灵的动荡描绘为完全化解为情绪的“阴影”。它是处在无世界的、四分五裂的内在性的旋涡中的心灵运动。这篇文章被反思割成几段，用有距离感的第三人称写成。它描述的是一种未能融入到世界中的爱情。这里缺少某种基础性的东西，它就是汉娜·阿伦特后来在《日常生活》中称作“世界性间隙”的东西。“在爱中激情只把握了他人的谁。正是在这种激情中一个人得以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使得与他人隔开的世界性间隙化为灰烬。相爱者的世界同共在的世界之所以被隔开，是因为相爱者无世界，是因为相爱者之间世界被焚化了。”（阿伦特：《日常生活》，第237页）


  这个“世界性间隙”不仅被激情所焚尽，而且被这种秘密行为的外在强迫性所扼杀了。在爱无权显示的地方，在爱得不到证人的地方，现实与幻想的界限也就会很快消失。这一切压抑着汉娜，她在“阴影”中把这说成是她的“着了魔的被焚”。同样出自这个时期的一首诗中她吟道：“为什么你向我伸出你的手，羞怯得像隐秘，你来自遥远的国度，没有品尝过我们的琼浆?”


  海德格尔比汉娜大17岁，是两个儿子的父亲，有一位虚荣好胜的夫人。海德格尔的夫人谨守着家庭的名誉与尊严，满腹狐疑地注视着当时海德格尔的女学生们如何围着她的丈夫献殷勤。而对汉娜·阿伦特尤其不留情面，因为海德格尔显然对她另眼相待，当然还因为汉娜是犹太人。海德格尔夫人的反犹排犹情绪在20年代已经声名狼藉。后来与汉娜·阿伦特作了几年夫妻的京特·施特恩（安德斯）［Guenter Stern］（［Anders］）曾回忆到，海德格尔夫人曾在一次托特瑙山的欢宴上找机会问他，是否愿意加入马堡的纳粹青年团。当他告之海德格尔夫人，他是犹太人时，她十分震惊。


  如果后来不是汉娜·阿伦特提出让海德格尔作出决定的话，很可能海德格尔夫人也会期望海德格尔作同样的决定。海德格尔与汉娜之间的秘密只不过是游戏而已。在汉娜的眼里，这种神秘的地下活动只会有助于将他们的关系变成坚定的现实。但是海德格尔并不愿意这样做。汉娜的奉送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幸运。他不愿对此负任何责任。在信中他不断向汉娜申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她那样理解他，特别是在对哲学性的东西上。也确实如此。汉娜·阿伦特将证明，她对海德格尔的理解是如何准确。她比海德格尔自己更理解海德格尔。就像在爱情中一样，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汉娜作出的是配补性的回答。她给海德格尔哲学补充了它尚缺欠的那种世界性。针对海德格尔的“进入死亡的前驱”她补以诞生哲学；针对海德格尔的自我性的生存唯我论，她补以多元性哲学；针对海德格尔对常人世界的沉沦的批判，她补以“amor mundi（世界之爱）”；针对海德格尔的“采光”，她的回答是，授予“光天化日的公开性”以哲学的神圣桂冠。这样海德格尔的哲学才变得有一定的完整性了。但是这个男人并没有留意到这一切。他根本不读汉娜的书，或者只是随意翻翻而已。而他读到的，都将是令他伤心的东西。越往后越是如此。


  海德格尔爱汉娜，而且在很长的时间内爱着她。他十分严肃地把她作为一位理解他思想的女人。她将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缪斯女神。他将向她承认，如果没有汉娜，他根本不可能写出这部著作。但是他从来没有感到，他可以从汉娜那里学到点什么东西。1955年汉娜·阿伦特的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汉娜·阿伦特虽然考虑拜访海德格尔，但最后终于没有成行。在一封给海因里希·布吕歇尔的信中谈到了其中理由：“我的书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版这一事实……形成了一种十分不利的状况。正如你知道的，我完全可以像没发表过一纸一字，并且将来也不写一纸一字似的面对海德格尔。这是整个事情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condtio sine qua non］”。（埃廷格：《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第111页）


  让我们再回到马堡吧。这种关系持续的时间越长，保守这个秘密就越难。因此，这种关系使汉娜感到十分可怕。由于海德格尔只想利用宝贵的机会和她幽会，并不想和她永久地生活在一起——这个角色已经派给了埃尔福丽德——所以，1925年初他建议汉娜迁居，最好去海德堡他的朋友雅斯贝尔斯处。当然，这并不是这种关系的结束，而是空间的间隔。在这期间，汉娜也有离开马堡的想法，但完全是出于另外的原因。也许她想，海德格尔可能会挽留她。当他主动向她提出建议，让她离开这个地方时，她感觉受到伤害。对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策略。十年之后，她在给海因里希·布吕歇尔——他将是她的一切：情人、朋友、兄弟、父亲、同事——信中说：“我还是不能相信，‘伟大的爱情’和自己个人的认同我可以同时二者兼得……自从我得到了自己个人的认同［Identitaet］，我也得到前者。我现在也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海因里希·布吕歇尔是她政治避难中的难友，以前的共产主义者，后在美国自修成才，被聘为哲学讲座教授，通过同这个在理智上有领导者的诱人魅力、自信又十分热情的男人的关系，汉娜·阿伦特才得以体验到，奉送与坚守自身这两者的统一。在海德格尔那儿，这是不可能的。为了保护自己，汉娜·阿伦特决心离开海德格尔。但是她没能完全甩开他。她拒绝告诉海德格尔她在海德堡的地址，但在暗地里却期待着他来寻觅她，找到她。


  海德格尔通过约纳斯得到了她在海德堡的地址。于是，你来我往的频繁通信又开始了。约会安排得更加精心。1925年初，海德格尔到瑞士作报告，阿伦特应该在途中的一个小地方等他，和他会面。他将在途中停留一天，在一家小旅馆过夜。海德格尔答应，在火车停车的每一个小站上期待她的出现。汉娜还向他报告了她同冯·维泽发生了关系，以及后来同京特·安德斯发生的关系。海德格尔的反应使她感到伤心。他对她的幸福表示祝贺，并继续谈他们幽会的事。他向她解释道，他的伟大激情会压倒她在这期间发展的那些小激情，因此对此不值得介意。无论如何，海德格尔显然没有注意到，她的这些风流插曲都是为摆脱海德格尔而进行的无可奈何的努力。如果他注意到了这一点的话，那么在阿伦特看来，他的行为只表明，他想用他的力量对自己进行某种控制。她选择了抽身回避的办法，不回答他的来信。可能不久海德格尔又会左一个请求，右一个要求，接着又是爱情的表白，她也就得到场了。20年代末，她去纽伦堡旅途中就是如此。她正在和一个女朋友去纽伦堡，途中接到海德格尔的信，就像卡夫卡的小说《城堡》里的城堡官员呼唤福莉达［Frieda］一样。她也就是福莉达。她一样没有片刻的犹豫，中止了旅行，奔向海德格尔。


  离开马堡之后，汉娜·阿伦特开始写她关于拉尔·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的书。在拉尔和芬肯施泰恩伯爵的爱情悲剧的描述中人们总有一种印象，阿伦特是在研究处理她自己的经历和遭遇。按拉尔的愿望，伯爵不仅应在沙龙里而且应在他的家庭成员面前供认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位犹太女子拉尔想跻入他的贵族世界。如果伯爵没有这个勇气，用阿伦特的话说，如果他不能送给她一个“清楚明白的答案”，即“公开性”的话，他至少应该下决心断绝关系。阿伦特认为，伯爵任事情继续发展，以致有可能使这种关系的惰性完全战胜了爱情的冒险，这是对拉尔的一种屈辱。“他是胜者”，阿伦特写道，“他达到了他之所求：让生活、‘命运’——即他的生活和他的命运，成为她对他的显得无节制的疯狂的追求的驾驭者，而并不需要为善为恶负任何责任，不需要作任何表达。”（阿伦特：《拉尔·法恩哈根》，第54页）


  难道海德格尔不是这样一个“胜者”吗?他不是用自己的无所决定达到了让“命运”成为阿伦特的“显得无节制的、疯狂的追求”的驾驭者了吗?


  在命运完成了这项工作，二人分别多年之后，当1950年阿伦特再次见到海德格尔时，她在给海因里希·布吕歇尔的信中说：“根本上说，我很幸福，很简单，由于证实了：我是对的，从来没有忘记……”这次见面揭开了这段长达一生的故事的新的一章。


  尽管缪斯离去，海德格尔自己工作的灵感仍没消散。暑假期间，他在托特瑙山上紧张地写着他的书稿，1927年将以《存在与时间》为名面世。他在邻近的农民家里租了一间房子。当全家聚在一起时，他的小木屋太挤、太吵。在给雅斯贝尔斯（他没有向他透露他同汉娜·阿伦特的关系）的信中，他报告了他在这里紧张和充满乐趣的工作状态。1925年6月24日他写道：“我将于8月1日坐车到上面的小木屋去。我向往山上强劲的空气。在这里，底下的这种柔软的东西，时间长了会把人毁掉。8天的林工和木工活，然后继续写书。”1925年9月23日：“我们这上面简直棒极了……按我的愿望最好是能一直在这里工作到明年初。我一点也不向往教授圈子的生活，农民们更有意思，更可爱。”1926年4月24日从托特瑙山传来胜利的喜讯：“我4月1日得到了我的著作的清样……，我工作得正得手，只有临近的新学期使我感到烦恼。还有现在包围这里的凛冽的空气……现在已是深夜，风暴呼啸着掠过高地，小木屋里块块木头都在咔咔作响。生命纯净、简朴，伟大地展露在灵魂之前。……有时我真弄不懂，下面的人们在扮演着什么莫名其妙的角色。……”


  《存在与时间》之所以能此时成书是由于外在的原因，至少部分是由于下述的原因。尼古拉·哈特曼1925年接到科隆大学的聘请。马堡大学想把副教授海德格尔“扶正”。大学招聘委员会给海德格尔施以小小的压力，他应该有点新东西发表，以供大家讨论。委员会还提及了哈特曼的说法，他曾指出，“海德格尔的杰出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根据这个提示，哲学系准备于1925年8月5日提名海德格尔作为哈特曼的继承人，但1926年1月27日，柏林拒绝了这个提议。文化部长贝克尔写道：“在没有大的作品问世并在专业同行中获得特别的认可之前，尽管海德格尔教授教学成绩斐然，在我看来也难以直接担任那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哲学系的正教授。”（《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232页）1926年6月18日马堡大学哲学系再次写信，请求聘任海德格尔任教授，因为他已经把他的作品交稿发排，并附上了该书稿的清样。11月25日，清样寄回，文化部仍坚持原来的决定。1927年初，《存在与时间》作为由胡塞尔和舍勒主编的《现象学与哲学研究年鉴》的特刊正式出版。现在文化部终于明白了，提供在公众目光下的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了。1927年10月19日海德格尔由副教授被扶为正教授。


  这只不过是来来往往的手续而已——1926年4月24日海德格尔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整个事情……对我根本无所谓”……但无论如何，这个环境迫使海德格尔将他的著作付诸发表，尽管对他自己来说，该书尚未完成。雅斯贝尔斯陆续接到海德格尔寄来的带有简短评语的清样。1926年5月24日海德格尔写道：“整体上讲，……这对我来讲，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工作……。”1926年12月21日写道，他对他这本书评价“并不太高”。但“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他学会了如何理解，……伟人们到底想干什么。”1926年12月26日写道：“这项工作对我的意义不会多于我从它那里已得到的，使我自己进入自由天地，能较有把握较有针对性地提问题。”


  1927年初，海德格尔的母亲去世，海德格尔告诉雅斯贝尔斯，在虔诚的母亲眼里，他是一个叛离宗教的儿子，这一点不知给她造成了多少忧伤。“我是她的一块心病，我使她难以瞑目。这是错不了的。我在母亲身旁度过的最后一刻……是一段‘实践哲学’，它将伴我终生。我认为，对于大多数哲学家来说，关于神学和哲学的问题，更准确的讲，关于信仰与哲学的问题，只是一个书桌上的问题。”（《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73页，1927年3月1日信）


  就在他母亲去世的这个月，即1927年3月9日，海德格尔在图宾根作了一个题为“现象学与神学”的报告，一年之后，略作修改在马堡又报告了一次。报告中海德格尔说：“就其最内在的核心而言，信仰一直是一种特殊的生存的可能性，它和属于哲学的那种在本质上视死亡为仇敌的生存方式是对立的。”但这个对立并不排除“相互认真对待，认真承认”的可能性。但这只有坚持保持它们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将其混淆的时候，这种承认才是可能的。基督教哲学不过是块“木制金属”。“作为一种纯粹向自己提问的人生此在自由发问”的哲学，必须完全信赖自己。（《路标》，第66页）


  这就是他对自己哲学的理解。他认为，通过《存在与时间》他达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和母亲作最后告别时，他把刚刚出版的著作置放在她的身旁。


  第  九  章


  《存在与时间》  “卷首语”  什么样的存在？  什么样的意义？  从何开始？  作为海藻殖民地的此在  在存在中  畏惧  操心渡河  人到底有多少本真性？  普列斯纳和盖伦另有抉择  海德格尔的道德哲学  注定使然与自由  集体的人生此在：是团体还是社会?



  我们先来作一番回顾。在终止了他的短期神学学习之后，马丁·海德格尔是以天主教哲学家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他的思想活动在对上帝进行研究的领域：在这里，上帝是我们的世界性知识和自我认识的终结和保证。面对神已经失去意义的现代（文化）的挑战，海德格尔出身的那个传统只能说些本己性、本真性的大话。为了要保卫麦氏教堂镇的这一片天，海德格尔也曾启用现代的武器，比如胡塞尔关于逻辑的有效性是超时间超主体的观点。在中世纪形而上学的哲学中他发现了这个观点的雏形。在这里他还发现了理性的唯名论式的自我怀疑：他确切认识到，理性不仅不能把握上帝，而且也无力把握“haecceitas”，即在此的这个东西，唯一性的个体。Individuum est ineffabile（个体是不可言传的）。


  但是，关于历史性的观念才真正向他揭示了整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所在。尽管形而上学并不认为人是固定不变的，但却都坚持，最后的意义联系是固定不变的。通过对狄尔泰的学习他认识到，真理本身也有它的历史。在他的大学教职论文接近完成之际，他的基本观点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他开始从较远的距离上观察同他如此亲近的中世纪思想，发现尽管它楚楚动人，但这是一个精神沉没的时代。按照狄尔泰的看法，“只有在人和他的历史中意义和意思才得以产生。”狄尔泰的这个观点成了他的最高原则。对历史性观念的彻底把握摧毁了那种无所不包的普遍有效性的要求。在欧洲历史上这种观念在对人本身的自我把握中造成了可能是最巨大的裂隙。它意味着海德格尔天主教哲学思考的结束。


  现实的历史，昨天的世界在世界大战中彻底崩溃，它最终使海德格尔体验到，大地晃动了，一切必须重新开始。


  1918年之后，对海德格尔来说，历史性的生活成为哲学思考的基础。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只要“生存”这个概念尚未得到澄清，那么这个看法就不会产生什么具体成果。在现象学的“学校”里，他才渐渐意识到，这正是问题之所在。他以杰出的现象学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才可以使人的生存“显示”出它的特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奠定了他自己哲学的基础：对对象化的批判。他告诫我们，当我们企图在对象化过程中从理论上对人的生存进行把握时，生存就会从我们面前滑过去。在我们尝试对简单的“讲台经历”加以有意识的把握时，我们就已经注意到这类情况。在客观化的思考中，生存的世界性关联这种丰富内容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客观的立场会使生存经历失去生存，使与我们相遇的世界失去了世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转向人们经历的瞬间的昏暗。但这里并不涉及什么神秘的深刻，也不涉及下意识的地下世界，或者神灵的天界。这里涉及的是生存实施过程中包括日常生活在内自身的透明性。在海德格尔这里，哲学成为一种人生此在使自己觉悟的艺术。转向日常生活还有一种挑战的味道：它是对那种总以为可以认识人生的规定性的哲学的挑战。海德格尔以重新开始为口号登上舞台。在他早期演讲中，有明显的达达主义的狂热，要摧毁崇高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的意义规定，揭发它们的一文不值的真相。他手握他的人生此在的现实性［Faktizitaet］，怒不可遏地关注着“今天普遍的文化任务周围的那群小鬼”。他在1927年写给勒维特的信中这样写道，开始十分吃力，但后来成功的希望越来越大，渐渐地海德格尔从人生此在的昏暗中升了上来。现在他依据其结构把人的生存称之为：在存在中（In-sein），对现身情态的领悟，沉沦，操心。这些就是《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生存性概念”。他找到了“关涉其本己本真的存在之可能性的人生此在的表达形式”。


  从1923年到1927年《存在与时间》出版，是海德格尔最多产的时期。他讲课中把《存在与时间》中的题目全面展开。在《海德格尔全集》中，占了不到500页，和他的丰硕的思想成果相比，在量上，《存在与时间》只不过是巨大冰山山脉的一峰而已。但是在《存在与时间》中他的思想被组织在精心设计的复杂体系结构之中，被用大量专门的术语全面武装起来，它还包括整个建筑的“脚手架”，方法的防范措施等等。这一切使整本著作给人以庞大笨拙的感觉。这种外貌在哲学界有它的影响力。因为，在学界里对于过于简单的东西总想表示怀疑：过于简单反而容易产生不良影响。这本书的阴暗恰恰使它在公众中产生了名望。因为，到底是人生此在本身如此阴暗，还是仅仅是对它的分析过于阴暗，这是疑而未决的问题。总之，整个著作给人的印象是神秘莫测。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想通过他的工作从哲学上证明，人生此在除了他在那里存在的此（Da）之外一无所有。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工作是尼采工作的继续。尼采思考上帝的死亡，批判“最后的人”，因为，人们用神的代用品来敷衍塞责，以逃避对上帝消失的惊恐。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惊恐能力的表达方式是：“有勇气去畏惧。”


  《存在与时间》这个题目告诉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整体的问题。学界同仁早已知道，海德格尔正在写一部巨著。但谁也没想到，这部书会用如此恢弘的要求来标志他的著作。不要忘记，人们并不把海德格尔算作构造体系的哲学家，而是把他看作对传统进行揭示的高超能手，他能使传统当下化。海德格尔之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如同布尔特曼之于基督教一样，能使他们起死回生。


  赫尔曼·默兴回忆到，1927年在一次学生团体集会上，海德格尔就像孩子显摆他们心爱的神秘玩具一样，一言不发，充满希望地把带着油墨香气的清样放大家面前——扉页上写着：“存在与时间”。


  该书戏剧性的布局十分成功。书以“卷首语” 开篇：柏拉图首先登场。从柏拉图的《智者篇》中引的一段话：“因为，显然当你们使用‘存在’这个词的时候，你们早已对你们本来意指的内容了如指掌。但是我们则以为，我们尽管已经对它有所领悟，可是现在却陷入了尴尬的困境。”


  海德格尔认为，这个“尴尬困境”一直存在，只不过我们不肯承认它。当我们说，某种东西存在的时候，我们一直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说什么。这个卷首语控告了对存在的双重遗忘：我们忘记了存在是什么，同时也忘记了我们这种忘记。因此现在应该重新对存在的意义进行发问。但是由于我们已忘记了我们的这种忘记，所以，“首先应该重新唤醒对这个问题的意义的领悟。”


  这个卷首语为什么而作，在书开始已有明示，把时间解释为领悟任何一种存在的可能性的境域。存在的意义是——时间。要点已经点明，但为了使人理解这一点，海德格尔不仅需要这整整一本书，而且还搭上了他整个余生。


  存在问题。严格地讲，海德格尔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表达中使用“是［seiend］”时，我们到底想的是什么？这里被问及的是表达的意义。海德格尔把这个问题和关于存在本身的意义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领悟这个问题在意义上的双重性，海德格尔居然声称，对这个问题意义的领悟根本就不曾有过。一个令人惊异的断言。


  我们可以说，关于存在的意义（不是关于表达的意义）的问题，是一个自历史之初直到今天，一直不间断地困扰着人类思考的问题。这是对人类生存的意义、目的、含义以及自然的意义、目的、含义的发问。这是对人类生存价值和取向的发问，是对世界、天界和宇宙为何原因和为何目的的发问。实践上的道德生存使人对此发问。在物理学、形而上学和神学尚且没有分离的过去的年代，科学也曾试图解答关于意义的问题。但是康德发现，我们人作为道德的实体，肯定会对意义发问，可是人作为科学家却不能对此给予任何回答。从此以后，严密的科学对意义问题退避三舍。但在人的实践中的道德生存在继续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在广告中，在诗歌中，在道德的反思中，在宗教里都是如此。海德格尔怎么能声称，人们已经对这个问题根本无所领悟了呢？只有当他认为，所有这类意义的存在［Sinngebungen］以及与其相应的对意义的追问都忽略了关于存在的意义的问题，他才可以作这类断言。这个大胆断言使他自己获益匪浅，因为他是以柏拉图以来的遗忘性和遮蔽性的重新发现者的身份登场的。在卷首语中，海德格尔就把自己装扮成为划时代的转折而战的先行者。他在存在的意义问题上所作出的具体贡献我们后面再谈。海德格尔是延长路途的大师。在隧道的尽头显出一点光感时，我们再为这光明而欢呼也不为迟。


  首先海德格尔把关于对存在意义的发问（我把这个发问称之为“加强性问题”）放在一边，而从另外一个问题，即语义问题开始他的追问。当我们在表达中使用“是［seiend］”的时候，我们想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存在［Sein］”？这是一个和现代科学有关的问题。任何一门科学，物理学、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都是对各自确定的领域的存在者［seiende］的处理研究，或者它们在同一领域中工作，但使用着不同方法，关心的是不同的问题。所有对方法的思考，即对以何种方式才适合于接近其研究对象这一问题的思考，都隐含了一种区域本体论，尽管人们并不如此称呼它。正因为如此，开始人们并不理解海德格尔的下述断言：人们并不想搞清楚，他们在各自领域中，于什么意义上获取了“存在”。因为，由新康德主义发展起来的恰恰是方法论意识的特殊重视。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作出了细腻的区别。还有狄尔泰的解释学，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无意识的心理分析解释学等等。上述所有这些科学在方法上都不是天真幼稚的。它们均有自己的本体论问题意识，都对它们自己在现实研究的相互联系中的位置进行了考察。所以，无论在语义-方法问题上还是在存在意义的加强性问题上，情况都是一样的。海德格尔都声称根本不存在对意义问题的理解——可是实际上这类问题到处被提出：在实践的道德生活中常常提出的加强性问题，而在科学中常常提出的则是方法论-语义性问题。


  海德格尔一定是想达到什么特别的目的。但他具体想要什么，人们还不清楚。他很成功地制造了一种紧张空气，然后他才提出他的论题。人们并不清楚，在什么意义上让人作为实存［Seiend］而存在，这一点恰恰在关于人的研究中表现得特别清楚。从做法上看，似乎可以像对待世界中的其他现成在手的对象那样来对待人，可以以此获得关于人的整体概观。在这个过程中，循着人生此在的自发倾向，理解自己的存在时可以从实存出发，从他本质上永远不停地首先与之发生联系的实存，即世界“出发”。（《存在与时间》，第15页）但是这实际上是人生此在的自我蒙蔽。只要人生此在一息尚存，他就不会像一个对象那样成为一个做完了的、完整的、结束了的东西，而是永远向未来开放的、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东西。“可能-是”属于人生此在。


  与其他的实存不同，人同自己本身的存在有着一种关系。海德格尔把这种关系称之为“生存”［Existenz］。就像我在介绍海德格尔1922年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指出的那样，生存［Existenz］具有“及物性”意义。而人生此在的不及物性被海德格尔称之为“被抛性”：“……难道人生此在自己为愿意或不愿意进入人生此在自由地作出了决断吗？”（《存在与时间》，第228页）但是当我们不及物地存在在那里时，我们作为不及物的东西不得不及物地生活。我们不及物时所成为的，就是能够且必须是及物的。后来萨特为此发现了表达方式：“用人为何故而成为某某的那个‘何故’所构成的东西”就是生存。我们是一种同自身的关系，并因此是存在性关系。“人生此在实存性的最显著的特征恰恰在于，它是懂存在的。 ”（《存在与时间》，第12页）


  “实存的［ontisch］”这个表达指称任何存在的东西。而“懂存在的［ontologisch］”是用于指称那种好奇的、惊诧的、恐惧的思想活动，对于有我、和居然有某某内容存在的思考。比如格拉比［Grabbe］ 的无法模仿的名句“只来世上一次，而且恰恰是Detmold的白铁工”，就是存在之论。人生此在或者生存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是（存在着），而且感觉到，我们是（存在着）。我们从来不会像现成在手的东西那样成为一个成品。我们不会走出去围着我们自己看来看去。在任何一点上，我们都是向未来开放着。我们必须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把我们交给了自己。我们是我们的未来之生成。


  如何谈论人生此在才是合适的？一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海德格尔就已经瞄准了时间。


  我们像深入瞭望开放的地平线一样洞视着时间，此时我们便注意到，我们面对着某些不确定的没把握的东西。但有一个东西是确定的：一个巨大的“过去了”，即那个死亡。我们对它十分熟悉。并不是因为他人的死亡我们才熟悉它，而是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会经历这个“过去了”：时间的流逝——无数小的告别，无数小的死亡。时间性就是对现在、将来以及死亡性的“过去了”的经验。


  时间性的两个维度——一个是它的结束，一个是它的开放的维度，即向死亡的存在和向可能的存在——都是对人生此在的严重挑战。正是囿于此，人生此在倾向于把自己看成类似如手头现成存在的东西，以至在它尚未完成之际便自以为，它是可以完成的，并因此使生命之圈结束，而我们则又处于开始的那个地方。在海德格尔看来，以科学的方式对人加以客观化，是在回避人生此在的躁动不安的时间性。各种科学只不过是日常人生此在的人们熟知的顽固倾向的继续，即从世界出发，来理解自己，即把自己理解成处于诸物中的一物。海德格尔要触动的就是这颗铁石心。


  海德格尔把加强性的关于存在的意义问题同“存在”这一表达的意义这个方法性——语义性问题结合在一个讨论题中：人生此在把自己抛到诸物之中的这种倾向，业已贯彻在关于存在意义的加强性问题的提问之中。人们寻求的这个“意义”就像在世界里或某种想象中寻找彼岸天国中存在的某种手头现存的东西一样，人们以为可以把它们当作依靠，或者作为生活的取向。这类手头现存之物包括上帝、普遍适用的规律、千古不变的道德规范等等。


  像寻找手头现存的东西那样去询问意义，也是人生此在逃避它的时间性和可能存在的一种方式。从手头现存物的形而上学这个方向上去对存在意义进行发问和寻求答案是完全错误的。今天这个魔鬼又在庆祝它的复活：在这里“制作了一个意义”，那里又有了一个创造意义的项目，还有人谈论什么意义贮备的紧缺，说什么必须让它发挥经济效益等等。这完全是特别愚蠢的手头现存性的形而上学。


  这里涉及的不是一种理论上的不正确态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存在意义的发问，已经不再属于高度发达的精密科学所研究的问题。因为在那里这个发问已经作为不良行为被戒掉了。当然实践-道德的日常意识还在提意义问题。但是人们又是如何理解这种意识态度的呢？


  直到该书中部海德格尔才让对存在意义的发问的主体登场。这是《存在与时间》一书的戏剧技巧之一。这个从事发问的“谁”，这个发问的主体是一种情绪［Stimmung］，而其中的畏惧［Angst］是这种情绪的基础情态。人生此在于恐惧中向存在的意义发问，向它存在的意义发问。《存在与时间》著名的第40节专门谈论畏惧问题，尽管身边有汉娜·阿伦特，但《存在与时间》中没有关于狂欢、关于爱情的章节。其实从这些确定的情绪性出发也可以激发出对存在意义的发问。这不仅是由于从他的哲学开拓力出发，只有通过这种确定的情绪，才可以在哲学上有根有据地勾画生存此在；而且主要与作者本人有关，与他的实际情绪、他对某种情绪的偏爱有关。


  现在来谈畏惧。畏惧是处在阴影中的情绪的女王。首先必须把它同害怕区别开。害怕总是针对某种具体东西的，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畏惧则不同，它针对的是不确定的无边无际的东西，如世界一样。畏惧所面对的是作为世界的世界。在这种畏惧面前，所有的一切都赤裸裸地降到地上，暴露了它们的意谓。畏惧是最高统治者，它能够无缘无故地就在我们内部发挥强力的作用。它真正的对手不过是虚无而已，所以它无需什么诱因便发挥作用。谁要是畏惧，世界对他“便无所提供，与其共在的他人亦是如此。”畏惧不容忍其他神灵在它身旁存在。它的具体化表现为两个方面：它撕裂了同邻人的纽带，使个人从同世界的信赖关联中脱落出来。它用世界的赤裸裸的Dass［那具体内容］和本己本真的自己同人生此在相对质。问题是，当人生此在经过冷酷的畏惧之火的焚烧之后，并不是一无所获。被畏惧从它身上烧掉的东西，在人生此在的红炭火中显示出来：“向自身的自我选择和自我把握的自由开放［Freisein］。”


  在畏惧中人生此在经历了世界的阴森可怕［Unheimlichkeit］和本己本真的自由。所以畏惧可以同时是对两者的畏惧：对世界的畏惧和对自由的畏惧。


  上述这种分析是受到基尔凯郭尔的启发。在基尔凯郭尔那里，面对自由的畏惧就是面对自己的过错的畏惧。他企图通过向信仰的跳跃，越过这个深涧，来克服这种畏惧。但是海德格尔的畏惧不是为跳跃而做的准备工作。他已经失去他出身的信仰。在海德格尔这里是跳跃之后的畏惧，即还在不断下落过程中的畏惧。


  当然海德格尔的畏惧哲学的来源，是20年代到处流行的危机情绪。文化中的没情绪——弗洛伊德曾在1929年以此为题发表过论文——到处蔓延。这个时期的世界观小品文中到处都充满了这种没情绪的感情——对一个没落的、颠倒的、异化的世界的感情。对它的诊断结果令人悲观。提出的治疗方法五花八门。各种治疗尝试看上去都像是企图通过对某一点的更正来治愈早已病入膏肓的世界，就像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政治中的民主中心被彻底的背叛者的极端主义彻底碾碎了一样，那个年月的危机哲学也向极端主义的解决方案中去寻求避难。它们带着各种不同的名号：“无产阶级”、“无意识者”、“灵魂”、“圣徒”、“民族性”等等。卡尔·克里斯蒂安·布赖［Carl Christian Bry］在他的《伪装的宗教》一书（它是20年代的畅销书）中对医治危机的哲学大集市曾经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检查。在该书于《存在与时间》问世两年前出版。当时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正在流行。希特勒正在兰德斯贝尔格写作他的《我的奋斗》；德国共产党开始“布尔什维克化”，成千上万的人在各种异端运动中寻求他们的福祉。占神主义，素食主义，裸体文化，通神术，人智学，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到处都能听到具体的承诺，指引迷津者比比皆是。货币贬值的伤口养育着圣徒们繁殖过剩的业务。无论什么样的意义解释和治疗，如果“偏执狂式”地成为唯一的原则，那么它们都可以变为“伪装的宗教”。这是布赖的看法。布赖宗教感情十分浓厚。他发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标准，以区别宗教和宗教代用品。真正的宗教对世界的不可说明性充满了敬畏。在信仰的灵光中世界变得更伟大，也更加模糊不清，因为宗教保守着世界的秘密，人把自己看作这个秘密的一部分。他对自己并没有确切的把握。而在“伪装宗教”的偏执狂那里，世界干瘪了，收缩了。“在所有的事物中，在每个东西上他找到的都是他自己看法的证明。”（布赖：《干瘪的宗教》，第33页）他以信仰的热情面对世界。而面对自己的怀疑时，他只知为其看法辩护。


  《存在与时间》也是这股危机情绪中的一员。但是它因自己的独特的样式而与众不同。这里没有提供治疗的良方。1929年弗洛伊德发表的论文“文化中的没情绪”在开场白中说：“于是，我失去了在我的共在同人面前妄称先知的勇气，我躬身接受他们的谴责，我竟没有为他们提供安慰。从根本上讲，他们都有这个要求。”（《弗洛伊德著作集》，第9卷，第270页）弗洛伊德的话也适用于海德格尔的工作。他的思想也来自对“没情绪”的经验，但拒绝扮演先知的角色，拒绝为他人“提供安慰”。


  当然，海德格尔关于存在意义的强调性发问恰恰可以唤起那种对安慰的期望。它也的确唤起了不少人的期望，只是这种希望并没有得到满足。这种希望必然落空恰恰是《存在与时间》带给人们的消息：背后一无所有；存在的意义就是时间；而时间并不是充满赠品的仙岛，它不向我们提供任何东西，也不给我们指引方向。意义就是时间，但是时间没“占有”任何意义。


  在海德格尔人生此在分析这出“戏”中畏惧是转折点。它从“一直紧紧生活于其中”的关系网上坠落下来。在分析畏惧之前的诸章节中，分析的主题是人生此在早已完全习惯的那个世界。这种分析表明，因为畏惧让世界背离常规，而且仅就他是一种造成同世界的距离的现象而言，对畏惧的描述是较为容易的。相反，具体地紧紧生活“在-世界-中-存在”之中的日常生活，因为它与世界毫无距离，所以想要对它加以描述就相当困难。如果真想澄清它的话，就不允许你处于外在的旁观者的立场，你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这种无距离的人生此在运动之中去。这恰恰是现象学的基本原则。你不应该“对”该现象进行谈论，而是必须选择一种立场使得你可以经历到现象的自身“显现”。


  从这一观点出发来考察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它们均有过错。它们不是描述意识怎样从世界中产生（自然主义），就是描述世界如何由意识来构成的（唯心主义）。海德格尔寻求的是第三条道路。他的原初的，而且也是不得不采取的立场是，必须从“在-存在-中”开始。因为，在“现象上”，我既不是先经验我自己，然后再经验世界，也不是相反，先经验到世界，再经验到我自己，而是在经验中，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们是同时给出的。在现象学中这种经验被称为“意向性”，对海德格尔来说，这是现象学的最重要的观点。海德格尔不像胡塞尔那样将此理解为意识的结构，而是把这种经验把握为人生此在的世界联系。


  在海德格尔对“在-存在-中”的分析中，术语与术语之间，丝丝入扣，关系异乎寻常地紧密。因为任何一个概念性表达句都必须避免重新落入近在咫尺的主体-客体分裂的老套，避免在主体（内在的）立场和客体（外在的）立场之间进行抉择。于是就出现了大量由连字符构成的怪物。它们应该指称那种不可分割破坏的结构联系。我们举几个例子：“在-世界-中-存在”的意思是：人生此在不可能从世界中走出来同世界面面相对，它总是已经处于这个世界之中的。“与-他人-一起-存在”的意思是：人生此在总是已经和他人一起处于一个共同的处境之中。“自己-在到-前面去”的意思是，人生此在并非偶或从现在这一点出发去瞭望一下将来，而是在操心过程中不间断地盯着未来。这些表达方式显示了整个工作的进退维谷的特性。分析本身就意味着将其分解支离。但是海德格尔企图通过分析把分析的效果（即分解离析为部分和元素），重新加以消除。海德格尔把握人生此在就像人们去把握海藻团一样：不管你抓到它的什么部位，你都必须把它整体拖出来。把握某种个体，为的是同时把与此相关的整体连带着加以称谓。这种努力使海德格尔陷入一种“滑稽戏”中对自己的模仿性讽刺。比如把操心规定为：“作为存在-于-在世界内-相遇的-实存-之旁的自身-已经-预先-在到-（某个世界）之中的自身-已经-在到-前面去。”（《存在与时间》，第327页）


  语言的这种复杂性应该正好与日常生活的人生此在的综合性相适应。在1925年夏季的讲课稿《时间概念史》中海德格尔说：“我们这里不得不引入一些离奇的也许并不美观的表达方式，之所以这样做，绝不是出于我杜撰个人术语的怪僻或者特殊偏好，而是出于现象本身的强求……当这类表达方式频频出现时，希望大家不要反感。”（《海德格尔全集》，第20卷，第204页）海德格尔这类独特术语——与布莱希特的手法相对应——实际上是一种异化技术。因为这里待研究的东西“并不是陌生的、根本不认识的东西，相反，它是与我们最切近的，因此使我们看走了眼的东西”。（同上书，第20卷，第205页）特别是当所涉及的语言具有计算性的时候更是如此。这种语言讲述着某种显而易见的自明之事，它使哲学家对此也这样把握。这样，在对日常生活的侦察中，语言表明，自己需要哲学家的心血。但一般的情况下，它们却被置之不顾。“实存的切近和熟知就是存在论上的遥远、无知……和被忽视。”（《存在与时间》，第43页）


  对人生此在的分析，被海德格尔称之为“生存论分析”，而人生此在的基本规定叫做“生存性概念” 。这个概念引起过许多误解。它实际上构成了传统的范畴概念的对应。在一般情况下传统哲学将其研究对象的规定称之为范畴，比如空间、时间、广延等等。但由于对海德格尔来说，人生此在不是手头现存的所谓“对象”，而是“生存”，所以他便不再把对它的规定称之为范畴，而是称之为“生存性概念［Existenzialien］”。


  海德格尔的人生此在的分析，是从对“在-存在-中”的分析开始的，因为人生此在自身就是以此为开端的。这个“在-存在-中”不仅意味着，人总是处于某处，它还意味着，人总是已经与什么有牵连，与什么东西有瓜葛，总是与什么东西打交道。


  众所周知，寻根者是激进的。对马克思来说，人的根是从事工作（劳动）的人，但是在海德格尔那里，人的基本规定是“与什么打交道”。它是某种比“工作（劳动）”宽泛得多的东西。马克思把“工作（劳动）”定义为“与自然的材料（物质）交换”。海德格尔的“打交道”尽管也联系到（物质的，自然的）世界，但是同时也联系着自身世界（自身领会）和共在世界（社会）。


  海德格尔的出发点是实用主义的。因为在他那里行为就意味着打交道。它构成了人生此在的最基础的结构。用海德格尔的术语讲，这种第一性的打交道有着属于它自己的周围世界。认识是行为的功能。所以，想从进行认识的意识本身出发去理解认知的意识是错误的。这当然是针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意识研究而发的。因为认识也是从实践性的、与世界打交道出发的，所以对认识的研究也得从实践性生存活动出发。


  这难道不是在重复人所共知的唯物主义原则“存在决定意识”吗？海德格尔的反驳是，当人们让存在来规定意识的时候，他们是在向人们显示，他们知道什么是存在。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存在是什么，所以我们才来追问它，海德格尔这样说。人们只可能对周围世界，共在世界和自身世界如何与人生此在于此处相遇，进行认真观察和现象学的描述。


  他首先提出的问题是：物品性周围世界是如何以及作为什么与人生此在相遇的？它们是作为器具用品与人生此在相遇的。在我的活动范围内，人生此在同它们有某种确定的缘分。


  比如，门。我天天打开门。我并不把门当作上了漆的木板来感觉。在我完全习惯了之后，便对它根本没有感觉了。我打开它是为了进办公室工作，这扇门在我的生活空间中有它的位置，而且在我的生活时间中也有它的时间。在日常生活的程序中它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它的嘎嘎的响声，对它的使用留下的遗迹，“附着”在它身上的回忆，这一切均属于它在我日常生活中的角色。用海德格尔的说法，这扇门是应手的。如果有一次突然它被意想不到地锁住了，我全力用头去撞它，这时我才痛苦地注意到，这扇门是一块坚硬的木板，而且它也的确是一块坚硬的木板。这样一扇应手的门就成了一块手头现成的木板。


  我们以这种方式习常地生活在一种关联之中。它构成了“应手性”的世界。那里有着一种意指性联系。在活动中，我们已习惯于启用这种意指性联系，但并没有对它有任何具体的认识。我“经历”这种意指，但对它没有任何清晰的意识。只有当出现干扰的时候，不管它是来自外部还是来自意识，这种被生活过的便瓦解了。诸物便作为单纯的手头现成的东西变得十分清楚醒目。在手头现成的东西身上，被经历过的应手的东西的意指性不是完全消失，就是变得有气无力了。只有在应手的东西向手头现成的东西的转变过程中，诸物才成了严格意义上在理论观察中可以加以研究的对象。


  海德格尔的分析企图为思想活动而挽救那应手东西的世界。因为在哲学认识中，应手的东西构成的世界常常被匆匆掠过，它们太急于马上转向诸物（和人），以至于诸物只剩下在对谁都无所谓的形式上的手头现成的存在者。稍后，海德格尔把世界向纯手头现成性的东西的转变称之为“对存在的遗忘”。有意识对应手的生活空间的保护就成为存在的联结性，这种联结性被理解为“对诸物的接近，或者居于诸物”。而与之相应的行为举止被称为泰然任之［Gelassenheit］。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在《存在与时间》中还有另外一种存在观念起着指导作用。与世界打交道的基础结构被海德格尔称之为忧虑操心［Sorge］。他赋予这个概念以相当宽泛的涵义。一切都是操心。为解释这个概念他引用了晚期古典时代的希吉努斯的“操心之忧”的寓言。


  “有一次，女神‘操心’过了河之后，看见一片陶土之国。她一边思索一边从中取了一团陶土，并开始动手塑造。当她正在思索创造的作品的时候，朱庇特出现在她面前。于是‘操心’请朱庇特赋予塑造的陶形以精神。朱庇特十分乐意满足她的这一请求。但是当她要给她的这些造型起名字的时候，朱庇特当下加以制止，并要求用朱庇特的名字给其命名。当朱庇特和‘操心’为名字争执不休时，这时土地女神台鲁斯［Tellus］突然站起来，也要求这个造型叫她的名字，因为她认为，自己为造型奉献了身躯。三个争论者最后请农神萨土恩来作法官评断此事。萨土恩作出了如下看起来很公正的评断：‘你，朱庇特，因为你给了这个造型以精神，那么它死后的精神归你。你，土地女神，因为你赠给了它的身躯，那么它的身躯就归你。但是‘操心’最先创造了这个实体，那么，只要它还活着，它就应归‘操心’所有’。”（《存在与时间》，第198页）


  “忧虑操心”不是指人们时不时地会担心担忧。“忧虑操心”是人之何以为人者。海德格尔的这个术语包含了“筹措操办”、“设想规划”、“担忧照顾”、“估计盘算”、“预算假设”等意思在内。这里的关键是它们的时间关联。只有当一个存在自己面对自己不得不活到其中、化到其中去的开放的、不可支配的时间境域时，它才会“忧虑操心”。我们是忧着虑操着心地存在着，是筹措着什么，操办着什么地存在着。因为我们清晰地体验着那朝前开放着的时间境域。“忧虑操心”无非是生活本身体验着的时间性。


  在时间的驱赶下我们忧虑操心地在活动中与世界相遇。但人生此在本身既非手头现成的，也非应手的东西，而是生存。生存就意味着有自知自悟，它必须对自己也就是说对它的存在取一定的态度。人自己的存在如何向人显示自己呢？海德格尔的回答是通过情绪。


  “为此，认知可能提供的阐发是远远不够的……相反，在诸情绪的原初性的展示中，人生此在被置于它自己的存在之前。”（《存在与时间》，第134页）


  海德格尔公开反对各式各样的神秘化哲学。因为哲学是一种思维的劳作。所以它对思想的巨大的揭示能力充满信赖。在它看来情感和情绪是“主观的”，所以不适于承担认知世界的客观知识的重任。哲学以之为根据贬低情绪。当然“激情”一直是理论好奇心的对象，它尽可以是认知的对象，然而按规定，从来不允许它作认知的工具。尼采的生命哲学使这一情况发生变化，但对海德格尔来说，这还不够彻底。这种以情绪为出发点的哲学往往被排挤到“非理性主义”避难所中去。对哲学来说，这是一个条件恶劣的贫民窟。“非理性主义——作为理性主义的对立物——只能偷眼窥视理性主义茫然无视的东西。”（《存在与时间》，第136页）


  海德格尔没有偷眼，而是直接把情绪放到面前正眼对待。


  我们在生活中总是以某种方式有着某种情绪。情绪是一种处境。尽管我们可以进入其情绪之中，但从本质上讲，情绪总是自己冒出来，渗进来的。情绪总是乐于偷偷溜进来，袭击我们。我们并不是情绪的主人。在情绪这里，我们体验到我们决定权的局限性。


  海德格尔没有逐一去检验所有可能的情绪，而是把考察集中于少数几种合乎他的意图的情绪上。从日常的基本情绪中他提取出最有持续性的、均匀的、枯燥乏味的无情无绪。它具体表现为厌倦与无聊。在这里存在被揭示为一种负担。（《存在与时间》，第134页）日常生活的忙忙碌碌是对这一情绪的逃避。人生此在，精神振奋，生龙活虎，不承认这种无情无绪的降临。“在多数情况下，人生此在逃避在情绪中展示出来的存在。”（《存在与时间》，第135页）


  我们可以把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看作企图切断此在逃避之路的奢华的尝试。海德格尔用十分烦琐冗长的、纠缠不休的方式，竭尽全力把这种情绪置于面前，使它公开显出它是人生此在之负担的这一特征。它在厌倦与无聊中表现为枯燥乏味，天天如此；在畏惧中则表现为尖利耀眼、惊心动魄。


  认为这种负担性情绪是基础性的看法，只是一种断言而已，起码不是必然的。马克斯·舍勒像海德格尔一样，也认为，情绪具有基础性的特征，但他得出的却是与海德格尔不同的结论。在他的《交好的本质与形式》（1912年）的研究工作中他宣布，爱与亲密无间［Verbundenheit］，“心心相印和携手共进”是基础处境。与海德格尔相反，他把阴郁和负担情绪认定为是同性基础关系的干扰与中断。


  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海德格尔是把统治着他自己的基础情绪和魏玛危机时期的公众情绪拿来做基础。海德格尔自己也确实总是特别强调情绪“从来为我所有”和它的“历史性”，因此上述说法显得颇有道理。尽管情绪是“从来为我所有”并且是“历史性”的，海德格尔仍然将其当作基础存在。在存在论上他公开声称：并非只是自己本身以及它那个时代的人生此在具有的基本情绪，而且是一切人生此在都应该在这种基础情绪中来把握。


  海德格尔想通过他的人生此在的分析提出对存在意义的发问。因此他不想让人们把这种分析只理解成对哲学人类学的贡献。然而引人注目的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的哲学人类学家，普列斯纳［Helmuth Plessner］和盖伦［Arnold Gehlen］也是从人生此在是一种负担这一特性出发的。但是两位得出的结论却完全不同。与之相比海德格尔的立场却显得分外清晰。普列斯纳在他的哲学人类学代表作《有机物和人的层次》（1928年）中定义人的时候特别强调人的“偏心”位置。人有一种特殊的有机性周围世界。他自己已完全适应了这个环境。人是向世界开放的。他不像动物那样，“从自己的中心出发，又回到自己的中心去”。他必须寻找自己的中心，创造自己的中心。他是一个好持保留态度之物，这对其本身和他的偏心位来说，都是十分艰难和不利的，因为这使他陷入一种十分棘手的矛盾。他寻找他的位置，并以此建立各种联系，却做不到全部投入到这个关系中去。他总是不断地割断这些联系，以此体验到自己是一个反射性动物。他在行为中活动到世界里去，又把自己从中反射出来。他不仅相对于世界是偏心位，他对自身而言也是偏心位的。“作为我，他使活生生的系统完全转向自身成为可能，但因此人便不是处于‘此处-当下’，而是‘尾随’在‘此处-当下’之后，尾随在自己的后面，没有位置，在虚无之中他的生存真的建立在虚无之上了。……”（普列斯纳：《有机物质和人的层次》，第288页）


  生存性意味着，与他已经承担的生活相比，人必须承担多得多的生活。或者换个积极的说法，人必须领导他的生活。人类的生活服从于“自然的制作规律［Kunstlichkeit］”。


  在30年代盖伦继续发展了他的上述发现。对他来说，世界也是开放性的。人并没有去适应某种特殊的周围环境。如果没有其他方式加以补充的话，人的这种不去适应环境的缺陷会大大减少他幸存的机会。他的自然缺陷必须由他的文化来弥补。他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这里服从的是“减刑原则”。由于他不得不“做”如此多的事情，以至于使他能对诸物和自己进行改造，使它们不费多大力气便可以“发挥”自动性、运动性、驱动性的“功能”。也就是说，人类对他的生存性和反射性进行了如此大量的调整，以便可以为自己装备一个周围世界，这个世界可以减轻他的负担。这就是哲学传统中所讲的人的尊严的内容：自主性、反思性和自由。


  越内在化，人的生活的负担就越沉重。这种内在性按规律是无力负担一个自己的世界的，但这种内在性已强大到足以感觉到社会生活世界的事物化和组织化是一种苛求和“非真理性”。最后，忍受着内在性的分裂之苦的人还是顺从了不可避免性，人想通过文明来卸去自己人生此在的负担——尽管他同时感觉到了自身的失落。人步入自身内，失掉的是世界，而当他步入世界时，失去的是自身。盖伦得出的结论是：“人只能间接地维护对自己和类似的东西的持续的关系。人必须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在自身外化中，重新发现自己。这就是各种组织。这是由人生产的形式。人的心灵在这些组织中事物化，编织到物的过程中，只有如此才可能持久地得到设置。这样至少不是像动物那样由自然，而是被人自主的创造物焚烧、消费掉。”（盖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第245页）


  和海德格尔一样，盖伦和普列斯讷两人都把人生此在是负担这一特征作为基本的出发点，进一步去描述“减负荷”的文化技巧，指出这种技巧下人们为了生存下去而必然采取的基本手段。尽管海德格尔也谈到，人们十分熟悉的占统治地位的“图轻便［Leichtnehmen］”、“偷闲［Leichtmachen］”的倾向。（《存在与时间》，第127页）但对海德格尔来说，正是这种倾向使人失去了他“本己的存在的可能”。人应怎样对待这种人生此在的负担的特性？应该去减负荷，还是应去“加载”？这完全取决于是本己本真性还是非本己本真性。在海德格尔眼里，“减负荷”首先有逃亡诡计之嫌疑，有逃避之嫌，沉沦之嫌——即有非本己本真之嫌。本己本真的英雄应像希腊神话中阿特拉斯一样，勇于承担世界之重荷，而且还应该能够表演笔直行走，果敢地对生活进行设计的特技。


  紧接着著名的论死亡的那一章就是对本己本真性和非本己本真性的分析。正是这一部分为这本艰深的著作带来了极大的宣传效应。海德格尔对非本己本真性的描写带有十分明显的时代批评的特征，尽管他一直否认此事。在对人生此在的分析中他描述了，人生此在不是从本己本真的存在可能出发去生活。像常人一样生活中，每人都是他人，无人是他自身。（《存在与时间》，第128页）而描述的字里行间渗透流动着从整体上对批量化和城市化的批判、对精神紧张的社会生活的批判、对急剧增长的娱乐工业的批判、对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的批判，以及对精神生活的粗制滥造的随意性的批判。


  20年代还有另外一些作家，他们对常人世界的描述更为准确。罗伯特·穆西尔在《无性格的人》一书中这样写道：“‘如果今天还有男人追求全面发展，人们一定会对他有很高的评价，’瓦尔特说。‘这样的男人根本不存在了。’乌尔利希认为。‘你只需看看报纸，里面充斥着大量的极可怕的琢磨不透的东西。它谈的事情如此之多，以至于即使伟大的莱布尼茨的思维能力也无以为计。可是对这一点人们甚至连一点感觉都没有。人已经变了。不再是整个人面对整个世界了。而是在某种一般性的营养液中蠕动着某种带人味的东西。’”（穆西尔：《无性格的人》，第217页）


  瓦尔特·梅林在他的歌曲：“喔呦，我们活着”中写道：“在这地上的饭店/社会的上流光顾/带着轻松的表情/背着生活的重负！”


  维克·鲍姆在1931年出版的最成功的小说《饭店里的人》中有这样一段：“如果你出去旅行，另一个人进来，躺在她的床上。结束。如果你在大厅里坐个把小时，仔细地看一看，你就会发现，这些人都没有脸。他们相互之间只不过都是仿制品。他们都已死了，但自己根本不知道……”


  海德格尔的常人也是这类仿制品，“日常的人生此在是谁，这问题的答案是常人。但常人是个无其人。所有人生此在相互间也已将自身渡让给这个无其人了。”（《存在与时间》，第128页）


  海德格尔对魏玛时期的现代性的描述之所以给人如此深刻的印象，与其当时所处的环境直接有关。正是这种环境造成了这个效果，在基础存在论搭起的舞台上流俗性和日常性正式登场，在我们的生存这场剧里它们要扮演主角了。海德格尔并不想作时代的又一位批评家，因为批判是某种实存性的东西。而他所关心的人生是存在论性质的东西。


  在海德格尔的舞台上，这些无其人演出着一场幽灵剧。它们是面具，但后面一无所是，没有自己。自己跑到哪去了？这种非本己本真的自己难道不是自己之遗弃、脱落，或异化状态吗？真正的自己是躲在我们中或是在后台，等待最终重新现实化吗？海德格尔说，不是。这种非本己本真性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此在的原初的形态，而且不仅是在（实存的）通常意义上是如此，在存在论意义上也是如此。我们总是处在有所事事的环境中，这一点曾以周围世界为例作过说明。当然这对共在世界和自己世界也同样适用。这也就是说，人生此在最先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在自己这儿，而是“离己在外”，尽为他人作营生。“最先在本己本真的自己意义上‘我’不‘是’‘我’而是常人形式中的他人。……最先人生此在是常人，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一直保持如此。当人生此在特意发现了世界，并主动去接近它时，当人生此在将自己自身本己本真的存在展示出来时，这时对世界的揭示和人生此在的展示便总是在实施遮蔽。阴暗化的清除，是对人生此在用以禁锢着自己的伪装的摧毁。”（《存在与时间》，第129页）


  摧毁了伪装，本己本真的存在展示的瞬间，我们已经见识过了，那就是畏惧的瞬间。这时，世界失去了它的意指性，显示为在虚无背景上的“Dass［内容］”。人生此在则体验到自己的无家无业，不受任何客观意义的触动和诱导。向本己本真存在的突然转变是作为一种短暂休克［Kontingenzschock］，作为一种对无牵无挂，无缘无故，空空如也的体验而发生的。1928年在弗赖堡大学的教授就职讲演中，对这种本己本真性哲学的传授比《存在与时间》中讲得更清楚。在那里他说：只有当我们有勇气“让虚无和我们相遇”，哲学才真正地开始。


  当我们与虚无面面相对时，我们就会注意到，我们不仅是“某种”实际的东西，而且我们还是创造性的存在者：我们可以从虚无中创造出某些东西。这里的关键是，人可以把自己体验为一个处所，虚无在这里生成了些什么内容。这些什么内容又在这里变成为虚无。畏惧把我们带到这个突变的时刻。它用我们所是的那个“可能性的存在”与我们对质。


  海德格尔明确地声明，他对畏惧的分析不以畏惧死亡为主题。人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分析的主题不是畏死，而是畏生，畏惧突然处于完全是偶然性的当下的生活。畏惧明显展示了日常生活是面对其偶然性的逃亡。这就是一切寻求“安稳的生活”的意义。


  人们可以想象，常人是任何人，而且哲学家们也是常人。正如哲学家批评的，哲学家们安稳生活于它们的伟大构造中，价值世界中和形而上学的地狱中。大多数情况下，哲学本身也在想方设法排除这偶然的休克，或者最好根本不让休克发生。


  现在谈本己本真性本身，它是否定的否定。它是对逃亡、逃避倾向的抵抗。


  本己本真性把它的内容设为虚无。它意味着，再一次进入世界。它并不开拓人生此在的新的领域，一切都可以原封不动，而且也将保持不变，改变的只不过是对它们的态度。


  如果畏惧就是本己本真性的传授过程的话，那么海德格尔著名的“前驱入死”就已经是成功达到这种本己本真性。所以，在《存在与时间》的精神设计的构架中论死的章节被置于论人生此在之可能的整体性存在这一部分之中。而人生此在的整体性存在其实不过是“本己本真性”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


  在我们与死亡的关系上，海德格尔选择的看法也是和日常人们对死亡的理解完全对立的。这种看法的表达方式是：“最后人总是要死一次的。但首先，此事尚与人无关”。（《存在与时间》，第253页）只要人还活着，自己的真正的死“对于自己来说就还不是手头现成的，所以，就还未构成威胁”。（《存在与时间》，第253页）


  假如海德格尔想用新的忏悔布道或自新布道来丰富有千年传统的“死亡警告”的话，那么，这在哲学上并算不上什么原创性。而当他引用晚期中世纪约翰·泰波尔（Johannes Tepl）的《波希米亚农人》一书的“人一出生就已经老到足以死亡”这句话时，似乎是在暗示他有此意图。


  海德格尔想用现象学描述我们在生活中与死亡相遇的不同方式，但不是用打动人心的语言，而是用装备精良的、事物性的、有距离感的术语来进行的。尽管如此，人们仍可以感觉其中的道德激励，它显示出，我们处在他的哲学思考的炽热地带。海德格尔说，死并不是那生活的完结，我们是“存在到完结的那里去”。死亡不只是在我们前头站着的最后的时刻，它处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死。死是我们持续面对的可能性，因而是我们自己的真正的生存之不可能的可能性。尽管每人都与死相关，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去死他自己的真正的死。对这种命运的普遍性的思考不能为他提供丝毫的帮助。处在死亡中的人是成批的，尽管如此，死也是单个进行的。如果想把死亡当作绝对的界限来理解，那么就必须把死当成理解的界限来理解。同死的关联是一切关联的完结。对死的思考是思考本身的终点。海德格尔想在对死的思考中探查出时间秘密的踪迹。死不是“在”时间“中”的时间，而是时间的完结。当我体验到他人的死时，死是“在”时间“之中”的事件。这时，我处在把时间空间化的移植感受中。时间的空间是如此宽敞，以至在他人活过去了之后，其中仍有我的位置。时间的这种空间图像来源于非本己本真的时间思考。本己本真的时间是下述事实：它是不可逆转的时间运动，是在我中穿过的巨大的“过去”。这个本己本真的事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思考。非本己本真的空间图像把时间当作某种手头现存的东西来对待。


  我们不要忘记，海德格尔把实存区别为手头现成性与生存。这种区分对死亡的分析十分关键。手头现成的东西是空间化了的东西，而人生此在是放弃了的、刚忍受过来的、活向终点的时间。和手头现成相对立的是“在过去了”。诸物是“在”时间“之中”的，人生此在则有它的时间，它自身就是时间的实施［es zeitigt sich］。对于追求安全和稳定性人生需要而言这是不可容忍的，因此生活便有了强烈的自我物化的倾向。人们想在时间中稳如诸物。永恒不死的想法带有安慰性质，它动用牢固的空间之力来反抗不断流逝、滑过去的时间。


  对时间性的思考使在开始提出的关于存在意义的问题突然旧貌换新颜。人们注意到，以前提问题的意义是什么，是对固定的意义的追问，或者是对固定不变性的意义的追问。而海德格尔的想法正好和这种固定不变性的追求，和时间问题上公开的和秘密的空间性置换相对立。存在的意义是时间，这就意味着，存在根本不是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不断流逝过去了的东西，它不是手头现成的，而是发生的事件。谁要是勇于思考自己本真的死的话，他就会发现，自己是无终了的存在事件。这个发现几乎已经达到了人生此在自己所能达及的自身透明性的最高限度。如果自我遮蔽是非本己本真性的话，那么自身透明性就是某种本己本真性。海德格尔的哲学正是为达到这种自身透明性而进行的努力，所以这种哲学也就视自身为这类本己本真性。


  有些《存在与时间》的解释者尽力否认海德格尔的本己本真性哲学在基础存在论上同伦理学有关系，他们想避免人们对这种本己本真性和海德格尔后来效力于纳粹这件事有某种联系的猜疑。这种解释的努力只强调本己本真哲学的形式主义，这实际上是与海德格尔精神相悖的。因为海德格尔公开声明，“本己本真的生存的把握，是以人类此在的表现出的理想为基础的。”（《存在与时间》，第310页）


  这个理想一开始只获得了否定性的规定。当人生此在有勇气信赖自己，不再把自己寄托给黑格尔所谓的“实在性美德”，如果它可以放弃常人世界提供的减轻负担的措施，集中力量到已失去的东西中取回自己，如果他不再参与那成千上万种的游戏，而是把握住人所是的自己，那么，人生此在就是本己本真的。


  海德格尔是伟大的亚里士多德解释家。如果他想用他的本己本真性伦理学和公众性伦理学相对抗，他就必须脱离关于公众生活的实践伦理学这个亚里士多德传统。和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把“善的哲学”重新放回到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性的基地上。他为流行的、习惯的东西恢复了名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能通过切断同社会上通行的东西的联系去追求合乎道德的善，只有通过这种联系才可能获得合乎道德的善。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由他出发的整个传统，一直到伦理实用主义，以及社会交往理性理论，他们建立道德上负责的成功生活的出发点和取向，恰恰活动在被海德格尔称之为常人世界的那个领域。


  当自己从常人那里把自身取回来，重新回到自己之后，它到底到了哪里？海德格尔的回答是：它在对可死亡性和时间的意识之旁、在对实践的意识之旁。它处于对文明生活中人生此在的关照不可靠性的洞见之中，首先是处在对本己本真的可能存在的意识中，在体现为自发性、主动性和创造者的自由之中。戈特弗里德·本通过其他途径也想达到这个目的地。在他的诗“小酒馆”中有这样的诗句：“我让我碎裂/我停在终点的近前/在废墟和货之间/站着那伟大的时刻。”在戈特弗里德·本那里，刚到达的人生此在首先必须“碎裂”。在海德格尔这里，人生此在必须挣脱，使脚下失去了根基，处于自由的深渊之上，但是同样——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1929年在达斡斯 ，海德格尔同卡西尔的辩论轰动一时。海德格尔在辩论中宣称，“人生存在于他本己的可能性之巅峰的瞬间是十分罕见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第290页）


  海德格尔的本己本真性主要涉及的的确不是善的行为和伦理上正确的行为的问题，而是如何为伟大瞬间开拓机会的问题，是人生此在的集约提高的问题。但就伦理问题而言，可以用如下的话来表达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考虑：干你所想干的事，但要自己决定，不要让任何人替你决定，以至由此卸掉你应负的责任。当时的学生学着海德格尔的腔调说：“我已作出决定，但不知道对什么而作的。”他们的确对海德格尔的决定论作出了绝妙的理解，但是毕竟仍然是一种误解。说他们理解了海德格尔，是因为海德格尔的确大谈决定性一词，而不提及人们应为其而作出决定的内容和价值。说他们误解了海德格尔，是因为他们仍在期望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这方面的指示与指导。海德格尔本来就是公开要使这种期望落空：它属于那类非本己本真性的哲学思考。哲学不是颁布道德规范的机构，哲学是——最起码在海德格尔这儿——对所谓的伦理客观性的排除与拆卸工作。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所剩下的东西的确是虚无——当然是从伦理思想的传统来看才是如此。


  按照优秀道德哲学的惯例，海德格尔也讨论了良心问题，但是只是为了使这个虚无获得具体的规定性。良心呼唤我们到本己本真性之前，但并不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怎样做才是本己本真的。“良心向被召唤者喊了什么？严格地说——什么也没喊，无。……被召唤者并没有被呼向什么，而是向他自己的呼唤，也就是向他自己可能存在的呼唤。”（《存在与时间》，第273页）


  海德格尔并不顾忌别人会不会谴责他是形式主义。他在马堡的《时间概念》讲演中专门提到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形式主义。像康德提出的道德最高律令，在自己的行为中尊重他人的理性，即尊重他人的自由。通俗地讲，这条律令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律令尽人皆知，后无来者。


  同康德关于理性自由中双方相互尊重的道德律令相应，海德格尔发展出了关于人生此在双方相互尊重的原则：“人生此在将其作为共在加以对待的那种实存并不具有器具用品的那种应手性的存在方式，这种实存本身也是人生此在。这种实存不是被筹措操办而是受到关怀照顾担心，为他担忧［Fuersorge］。”（《存在与时间》，第121页）


  海德格尔选择的表述方式是描述，但实际上它包含着一种要求。因为这种担忧关怀并不是日常的社会上通行的那类人与人交往中的担心关怀，而是一种人们“本己本真”的，相互之间本应实施的担忧关怀。担忧关怀，它本质上是本己本真的操心——这就是说，它涉及他人的生存，但不涉及这生存所筹措操办的具体内容［was］，只是有助于他人自己看透他的操心，向这种操心开放。（《存在与时间》，第122页）


  海德格尔在描述性的外表下表达了他的绝对道德命令：在本己本真性中，即不许把自己也不许把他人视之为物。当然隐藏在描述表达中的针对自己的决断性本身也含有道德要求。这种决断性应该开拓下述的可能性，即“让与他共在着的他人也在他最本己本真的可能存在中‘存在’……从这本己本真性的决断性的自己存在发源出本己本真性的相互共在。”（《存在与时间》，第298页）


  就像本己本真的自己存在一样，到底什么是本己本真的相互共在，并不确定。与此有关的信息又是否定性的。像自己存在一样，相互共在也必须到已失落于常人的状态中把自己找出来。这种非本己本真性集体的拆卸或者中断可能吗？


  人们把海德格尔本己本真的相互共在与非本己本真的相互共在的区别等同于社会与团体之间的区别，就像菲尔狄南特·特尼斯在《社会与团体》书中所作的区别那样。特尼斯的书出版于1887年，开始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到了本世纪20年代该书成为社会学的畅销书。它为保守派批判现代大众社会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概念。在此之后，团体就比社会价值高得多。团体意味着“活生生的有机体”和“持久、纯真”的共同生活。社会是一种“机械的聚集和人工制品”，只起维护“过渡性的、表面上的”共同生活的作用。在团体中，“尽管有各种隔阂，但他们亲密无间”，在社会中“尽管有各种联系”，人们是“相互隔绝”的。


  但实际上，海德格尔的本己本真的相互共在，并不等同于团体所包含的内容。因为为了构成团体，需要人们的摆脱距离性负担、孤立性和个体性的愿望。海德格尔的本己本真性恰恰要求反对赶潮流、随大流。因为他要鼓励人生此在回到他不可去除的，即个人的存在可能中去，所以在他看来，团体本身有要求、有整齐划一之嫌疑。海德格尔要从他的本己本真伦理学中得出的政治结论则完全不同。后来他把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理解为集体突然行动，冲出非本己本真性，因此参与其中。但这个结论不是《存在与时间》中的世界观的必然结果，其他人从中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包括他的本己本真性哲学含有如此的不确定、可塑性，以至为政治上作多种不同的选择提供了广阔空间。第一批海德格尔主义者如马尔库塞、萨特、京特·安德斯、汉娜·阿伦特、卡尔·勒维特就是一些很好的实例。


  尽管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有关于自由的存在论，但仍须毋庸置疑地承认，他是多元主义民主制的反对者。他并不赞同民主制的开放性。这种公开性“规范最先规范了所有的世界和人生此在的解释，并以全权维护这种解释，……并非是因为……这种公开性拥有一种清晰的、与人生此在相适应的透彻了解，而是因为它以不深入‘事情’为根据，由于对水平和纯真性的一切差别麻木不仁。”（《存在与时间》，第127页）


  这里海德格尔所谴责的正是民主公开性的构成性原则。确实，民主性的公开性是对一切意见和观念开放的，不管它们是否对人生此在有清晰的洞见。在它这里，人显示在平均性和“无水平”之中。这正是这类公开性的基本特征。任何人，不管其本己本真与否，均可发言。这种开放性是——起码按其理想状态是——生活的镜像的反映，不管它是如何平庸、卑贱猥琐——非本己本真。这种公开性也意味着，真理必须容忍把自己降格为廉价的意见市场上的某种意见。民主公开性的确是常人的游乐场。


  人所共知，那些受非政治，或反民主制传统影响极深的学院里的官员，很少有人喜欢上魏玛的民主制。他们蔑视属于民主制的一切：党派林立、意见纷纭，生活风格杂处，所谓真理的相互相对化，平均化，毫无英雄气概的规范性。在这个学院官员的圈子里有价值的是国家、人民、民族。在他们之中衰落的形而上学实体还在残喘：高居于政党上的国家、作为传统习俗的观念，起着教育与匡正人民大众的作用；领袖人物的超凡气魄代表了人民的精神。在《存在与时间》出版的这一年，慕尼黑大学的校长卡尔·福斯勒在谴责他的同事们的反民主主义制的怨恨时说：“总是这类改头换面的老一套无理性、形而上学的、思辨的、浪漫主义的、狂热的、抽象的和神秘的政治清谈……人们总能听到抱怨，政治活动是多么肮脏、不可救药、不纯洁，新闻刊物是如何讲假话，内阁是多么错误，议会是多么坏，如此等等。人们在诉苦时，总觉得自己如此清高，如此有才智，而不屑于去从政。”


  实际上海德格尔也是高居于政党之上，以蔑视的目光注视着、俯瞰着政治家的活动。


  海德格尔在这时提出了什么方案以克服政治领域中的非本己本真性呢？在《存在与时间》中尚找不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一方面因为这种向本己本真性的转换只停留在个别个体的激进彻底的行为中。海德格尔以赞同的态度引用约克·冯·瓦尔登堡公爵的话说：“国家政治的任务应该是瓦解消除基本的公众意见，通过教育最大限度地使重视和尊重个性成为可能，这样才能够用个人的良心取代所谓公众性良心，这就是说，使良心更加强大有力。而公众良心只不过是一种极端的外化而已。”（转引自《存在与时间》，第403页）


  另外一方面，属于在-世界-中-存在的还有一个事实：人是深植在他的民族历史之中，深植在“命运”和“遗产”中。因为本己本真性并没规定特殊行为区域以及它们的目的和价值。本己本真性只意味着在各个生活领域中立场和态度的改变。所以在民族的命运中人生此在也可以取本己本真的或非本己本真的态度。但《存在与时间》中并没进一步的说明，人民的命运的接受和传递如何才是本己本真的，只给出了下述暗示：并不能通过规范、立法和各种组织使人生此在、集体性的此在成为本己本真的，而只能通过生活本身的典范，即只有通过“人生此在自己对其英雄的选择”才能实现。（《存在与时间》，第385页）


  尽管《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对集体走向本己本真性的道路有这些模糊不清的暗示，该书中占统治地位的内容仍然是关于个人性个体性的。海德格尔甚至有一处公开称他的立场为生存论唯我论，（《存在与时间》，第298页）在生存的决定性问题上每个人都必须单独处理。任何民族、任何集体的命运都无法取代个人在“本己本真的存在可能性”中作决定的活动。面对集体的命运，至关重要的是“在展开的处境中对偶然性保持高度敏感”，“对处境展开这种偶然性的敏锐感觉”。（《存在与时间》，第384页）海德格尔公开拒绝为历史的长时期活动制定任何项目或规划。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历史的“机会主义”。人们必须利用瞬间，抓住各种机会。


  为了达到何种目的［Wozu］，出于什么动机［wofuer］？


  不是为了远在天边的历史目标。如果还有目的存在的话，这个目的就是瞬间本身。这里讲的是提高对人生此在的感觉。本己本真性无非是一种努力奋斗。


  海德格尔现在尚限于在哲学中寻找努力奋斗的瞬间。但不用多久，他便去政治中寻找这种努力奋斗了。


  第  十  章


  时间的规定性  对伟大瞬间的期待  卡尔·施米特、蒂利希和其他人  精神的现状  决断性和虚无  从学派压力下解放出来  人生此在的誓言  博伊隆的晚祷  怀念与鲁莽  恶  达斡斯的大辩论  海德格尔和卡西尔在魔山〔魔山（Zauberberg）是托马斯·曼的一本长篇小说的名字。该书以德国传统教育小说的形式描写了大学生卡斯托普在一所疗养院中的经历。他在其中生活七年，期间不论是疗养院病人中的理想主义乐观人道主义者、鼓吹狂热禁欲主义的耶稣会教士，还是热衷于享乐主义的精神分析医生，都纷纷企图对他发生影响。但他最后悟到，“为了善和爱，人就不应该让死亡统治自己，”他终于摆脱了等待死亡的思想，离开了疗养院，想有所作为，但又不幸被送上战争的屠场。——译者〕  黑夜与白昼


  《存在与时间》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原书计划为分两部。尽管海德格尔在交稿日期的压力下日夜不停地工作，甚至在这期间中断了他天天刮胡子的习惯（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但该书还是连第一部也没写完。在《存在与时间》发表时，有些部分的内容没有完成，后来都逐步完成了。该书所缺的第一部分第三卷的提纲，构成了他1927年夏季学期的讲课内容。这就是后来发表的《现象学基本问题》。


  《存在与时间》未写成的第二部分，是对存在论的典型代表，康德、笛卡尔和亚里士多德的解构工作。在以后的年代中，这个工作在讲课或者文章中逐步完成了。1929年《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问世，1938年《世界图像的时代》出版，其中包含了对笛卡尔主义的批判。30年代的讲课对亚里士多德思想进行了分析。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与时间》提出的工作计划后来一直在继续实施，并且最后完成了。就是后来被海德格尔的学生们神秘化的“转向”，也是在这个计划范围内完成的。1928年夏季的逻辑课讲演中，“转向” 作为一项任务，第一次被提出来。实时性［temperal］分析同时就是转向。（《海德格尔全集》，第26卷，第201页）


  这个“转向”意味着，人生此在分析首先揭示了时间，然后转回到自己的思想活动本身——在把握到时间视野之下，用对时间的思考来考察思想活动本身的时间性。当然，这并不是指对具体历史环境的分析，因为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性的核心不在此处。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在操心中，人生此在的时间性得到实施。人生此在操心担忧地生活到开放的时间域之中去。操着筹措办理之心和预先准备之心，在时间流中寻求着立足点和可依赖性。这类立足之点可以是工作，可以是宗教礼仪，可以是组织机构，也可以是各种团体，以及价值等等。但对于一个“转向”自己的本己本真时间性意识的哲学而言，这些立足点均失去了它所有的威严。当这个哲学发现了时间之流以后，它除了将自己作为时间的一部分来把握之外，还能做什么呢？这种哲学剥夺了哲学的普遍性和超时间性的要求；发现如果存在的意义就是时间，也就不存在从时间逃向可靠的存在的可能性。逃亡之路被切断了。哲学不再提供答案，它只能把自己理解为操着筹措办理之心的发问。哲学无非是活动中的忧虑操心而已，用海德格尔的话，自己担忧［Selbstbekuemmerung］。


  由于它自身对智慧的各种严格要求，哲学以一种十分难以看穿的方式做着某种手脚。海德格尔在哲学思考中想揭穿哲学的这套把戏。那么哲学还能干什么？海德格尔的回答是：当哲学发现了意义就是时间时，它便可以使人对搏动中的时间心脏，即瞬间，进行更加敏锐的感觉。转向就是说，研究了时间的存在之后，现在转入存在的时间之研究。但这个转向是在届时瞬间的各个尖峰上寻找平衡。


  在海德格尔看来，“眼下瞬间”具有一种很有特色的激情。但这里所指的并不是什么流逝中的时间、不断地通过当下时间点之类的陈词滥调。“眼下瞬间”不是已直接“现存在”那里。它有待于人们去发现，因为我们同时间的习以为常的关系，用空洞的，或者稳定的“等等、等等［Undsoweiter］”，把眼下瞬间遮蔽得严严实实。“眼下瞬间”不是出现在面前的什么具体内容，而是人生此在努力的结果，是本己本真性的美德。“眼下瞬间无非是决断性的眼界，它使行为的整个处境展现出来，并保持开放。”海德格尔把这种进入“眼下瞬间”，并强制自己作出决断的人生事实，称为人生此在本己本真生存的基础可能性。（《海德格尔全集》，第29/30卷，第224页）


  海德格尔的对“眼下瞬间”的发现和表彰，是20年代激动不安的好奇者和形而上学试验者们的“共同财富”。那些划时代的哲学规划——从恩斯特·布洛赫的“体验到的眼下瞬间的阴暗”，到卡尔·施米特〔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1888—1985），德国政治哲学家，律师。纳粹期间曾为希特勒政府服务，成为最有名的纳粹御用教授之一。他的政治哲学著作至今仍有影响。——译者〕的“决定的眼下瞬间”，从恩斯特·荣格尔〔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1895—1998），德国著名作家政论家。——译者〕的“突然的惊恐”，到保罗·蒂利希〔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德国新教神学家和哲学家。——译者〕的“Kairos”〔希腊文，意为“瞬间、时机”。——译者〕——他们像海德格尔一样，都涉及这个从基尔凯郭尔那里开始了它的光辉业绩的“眼下瞬间”。


  基尔凯郭尔的“眼下瞬间”是：当上帝闯进你的生活，使你感到上帝在召唤你作出决断时，你敢于跃入信仰的时刻。在这个眼下的瞬间，把个人同耶稣分割开的历史时间变得毫无意义。基督的福音和救世之主向谁召唤，向谁提出要求，谁就和基督“同时”生存在一起。传统把宗教作为文化财富和约定俗成的道德一直携带在身边。可是这种生存性地激发起来的眼下瞬间，把这整个传统文化化为灰烬。自基尔凯郭尔以来，“眼下瞬间”成了反对市民社会的宗教手段的信号。比如卡尔·施米特的眼下瞬间神秘主义，使他在误入政治和国家法上误入歧途；而恩斯特·荣格尔尔则提倡在眼下瞬间中享受紧张、无限的刺激性。


  这样理解的眼下瞬间许诺了一种同“整个的他人”的关系。它意味着对时间的另外一种经历，和另外一种时间的经历。它许诺一种骤然的转向与变化，也许甚至是降临与解脱。无论如何，它强迫你作出决断。在这个眼下瞬间中横向时间与纵向时间相切。鲁道夫·奥托在他1917年出版的极有影响的《论神圣》一书中对眼下瞬间定义如下：“眼下瞬间是与神力相遇的主观等价物。”20年代渴望紧张的精神生活瞄准了各种形式的神力。形而上学的追求转变为一种畏惧，它担心可能会错过那决定性的眼下瞬间。胡果·巴尔〔胡果·巴尔（Hugo Ball，1886—1927），德国诗人，达达主义代表之一。——译者〕在《逃出时间》一书中写道：当他在“伏尔泰俱乐部里把成千个文化转变编导为对巨大转变的期望时”，“抽象的时代的普遍性钟表发生了大爆炸”。（巴尔：《逃出时间》，第156页）为更新一切的伟大瞬间做准备的，正是达达主义，它是唯一可行的训练计划。所以，这是一切特殊的急切之情，“作一个达达主义者就意味着，让物搅动自己，以反对形成任何沉淀。坐在凳子上吃饭，就意味着威胁生命。”（达达主义宣言）在一个瓦解了精神和物质上的稳定的生活气氛里，精神的当下是最大的理性。精神的当下就是对机会的敏感［Sinn］。卡夫卡写于20年代初的小说《城堡》的主题，也是这种精神的当下。这里被错过的机会和精神当下性的缺乏，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恐怖：土地测量员约瑟夫·K.因睡觉而耽误了在城堡管理处的会见。〔小说中K.去城堡要求在所属村庄落户，但始终未能进入城堡，错过了获得安身立命之地的机会。——译者〕否则也许他还有救呢。


  新的事实性［Sachlichkeit］，经过形而上学的冷却，又出现于精神当下性之中。它只承认“达到时间高度”的东西才是够水准的。在布莱希特那里，拳击手成了神圣的人物，他就是精神当下性的竞技者。当一个优秀拳击手闪避时，或当他出拳猛击时，拳击者对眼下瞬间具有一种本能直觉。对新事物性的变动不居性的想象受到偏执狂的控制：他可能会错过他的时间，就像误了火车一样。对魏玛的最后年代的时代分析中有一类，不是到时间的连续中，而是到它的断裂和破裂中去寻找历史的真理。布洛赫的《踪迹》，本亚明的《单行道》，恩斯特·荣格尔的《冒险的心》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本亚明的话对上述一切尝试均适用，“可认识性的现在就是觉醒的瞬间”。历史就像火山口，它并不是生长出现，而是突然喷发。必须要求人们在被淹没之前，按要求进入位置。热爱这个眼下的瞬间，他就不能太顾及自身的安全。危险的瞬间要求一颗冒险的心。因为“世界的历史是在一场灾难中前进的”，奥斯特瓦尔德·斯宾格勒这样写道，因此人们必须时刻作好准备，以面对决定性东西的“突然”发生，它的出现“像一道闪电，一场地震一样突然……我们必须从上个世纪在‘进化’概念的禁锢中摆脱出来。”


  基尔凯郭尔是19世纪的思想家。他是20世纪“眼下瞬间”的神话揭幕人之一。另一位揭幕人就是尼采。基尔凯郭尔的眼下瞬间，意味着闯入了整个他人之中。尼采的眼下瞬间，意味着常规习惯的冲破。在尼采这儿，在“伟大的解脱”的瞬间中，自由精神诞生了。“伟大的解脱来得……如此突然，犹如地震，年轻的心灵一下子被震动，被撕裂扯下，他自己也不明白，到底要做什么。一种驱动，一种冲力左右着它，像主人一样地向它发号施令。意愿和愿望不断增长，就是要向前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达到什么地方。在它的七情六欲中燃烧着强烈的、危险的对未发现世界的好奇……突然对童年过去心爱东西的惊愕和狐疑、蔑视如闪电一样劈在他的所谓‘义务’之上，对转变的渴望激动着、撞击着，如喷发的火山肆虐着任意而为。”


  尼采的眼下瞬间是一种加强型的紧张。在基尔凯郭尔那里，眼下瞬间是通过和绝对的接触获得的，在尼采这里则不同，它是通过自我加强的超越活动——“那伟大的摆脱”——获得的。这是一种发自内部的白热化过程。对于它来说，不存在什么高高在上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已经消失了——“上帝死了！”眼下瞬间的紧张来自自由，来自绝对的自发自主性，来自虚无。当然这种眼下瞬间是一种非常状态。但只有从这种非正常状态出发，才可以看清，在常规生活之中隐藏着什么东西。“正常无所证明，非常证明一切……在非常之中，现实生活的力量冲破了僵死的机械力在不断重复中形成的外壳。”（施米特：《政治神学》，第14页）


  这是卡尔·施米特1922年出版的《政治神学》一书中的话。它极力主张决断。这种决断“从正常的观点看，诞生于虚无”。这种决断的力量的唯一基础，就是趋向于权力的意志。用原初的、强有力的、眼下瞬间中的紧张来取代合法的认证。1932年蒂利希把这种从虚无里正常发源出来的决断性理论称之为“政治浪漫主义”。它对自己提出下述要求：“由儿子这里出发去创造母亲，并且从虚无去召唤父亲。”（蒂利希：《社会主义的决断》，第253页）对卡尔·施米特来说，国家是一种有神力的非常状态的持续化。神圣的眼下瞬间的国家化被他称之为主权。他用这种交叉的方式提出的定义：“主权就是在非常状态下作决断者。”（《政治神学》，第14页）卡尔·施米特坚持他的主权概念的神学形态，“非常状态之于法学的意义就如神迹之于神学，它们是对称的。”（同上）在神迹中展示的是上帝的主权，在非常状态中展示的是国家的主权。


  在魏玛共和国的年代里，伟大瞬间的追随者几乎都是虚无降临的信仰者，不带福音的牧师。这种态度就是他们的内容。


  当人生此在从散落飘零中回到自身时，海德格尔式的眼下瞬间也是一种非常状态，也是冲破了“僵死的机械力在不断重复中形成的外壳”（卡尔·施米特语）。它既是基尔凯郭尔又是尼采意义上的瞬间。这里闯进了什么，又冲破了什么。正如海德格尔在1929—1930年的讲课《形而上学基本概念》中说的：“这是由于人们接受内在的惊恐的眼下瞬间，它自身携带着各种秘密，而且赋予人生此在以它的伟大。”（《海德格尔全集》，第29/30卷，第144页）


  在这期间海德格尔又回到了弗赖堡。1928年他被聘为主持胡塞尔讲座的教授，胡塞尔自己把海德格尔定为自己的后继者。


  1928年以后海德格尔的著作和讲课中，比如1928年弗赖堡大学就职报告《什么是形而上学》，在１９29年的报告《根据的本质》，30年代的报告《真理的本质》，特别是1929—1930年的大课《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我们听到了一种新的声音。温度在上升，事物性最终也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宣告结束。冷静的、基础存在论的、几乎是机械师式的描述，现在清楚地隐蔽到生存波涛的下面。海德格尔也开始煽动他的听众。


  在1929—1930年讲大课期间，海德格尔在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里说，“我们的‘形而上学课’使我多有创作，但整个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自由解放工作。学派的压力、颠倒的科学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都被我甩到了一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928年在“逻辑的形而上学的初始基础”的课上，海德格尔还在强调《存在与时间》的“成果”，强调生存分析只是纯描述，它谈论生存，但不对着生存说三道四。“人生此在的分析先于一切预言和世界观的颁布，它也不是智慧”，（《海德格尔全集》，第26卷，第172页）它只是——分析。


  亚里士多德曾为伦理思维明确指出了两种基本可能：它或者是“Sophia（智慧）”研究，或者是对“Phronesis”（实践性的聪明，慎思）的研究。但人生此在的分析并没有把这两个方面当作自己的任务。它既没有宣布慎密世界观，向人们建议，在时间中以及对时间应取何种态度。它也不是智慧，它并没有为时间涡流彼岸的立场定位定向。它既与永恒真理无关，也和带着时间印痕的聪明才智无关。


  这种分析只想指出，人生此在整体上到底怎样对待自身，1928年的讲课中他不避简化之嫌，把其基本思想归纳为几条简短的指导思想。


  首先，人生此在总是散落飘零在它的世界之中（躯体、自然、社会、文化）。


  其次，尽管它们已失落在散落飘零中，但在人生此在之中有一种“原初的肯定性的强力”存在，仍可以收拢回来。否则的话，这种散落飘零根本不会被注意到。另外，没有这种原初的强力，也就不会有什么东西可供散落飘零。人生此在的富有戏剧性的基本现象［Geschehen］，恰恰活动于渊源与散落飘零之间，而且自相矛盾的是，飘零散落比原初性的强力更加原初。因为人们从未占有过，而只是赢得过这种强力——而且只能从飘零散落中赢得它。


  第三，这种从飘零散落中的收拢，需要一种自明性的冲击：一种真正的感受的瞬间。在海德格尔这里，这种自明性的冲击就是畏惧的情绪，就是无聊。在这种情绪中可以听到良心的呼声，这是人生此在对自己的呼唤。


  第四，如果真的能从整体上把握了人生此在，我们便可以看到，它在散落飘零和聚集之间来回摇来摆去，在伟大瞬间和日常筹措操办之操心之间来回摆动。这种从飘零散落与渊源之间的摆动就是人生此在的整体，除此以外，它一无所是。


  第五，“只有通过哲学思考本身的彻底的生存性努力追求”，才有可能达到对整体的这种观审。（《海德格尔全集》，第26卷，第176页）基础存在论只能对自己的实际生存［existenziell］所经历的内容进行生存论［existenzial］分析。


  这种哲学活动是以什么东西为出发点呢？答案是：他自己的畏惧和无聊。他倾听自己良心的呼唤。未能进入真正的瞬间感受的哲学思考，是无根的，无对象的。


  不管这种彻底的实际生存的努力在个别情况中对于个人意味着什么，有一条是肯定的，只有当读者或听者以某种方式从事这种努力时，他们才可能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理解这种人生此在的分析。海德格尔必须能够以某种形式成功地调动出（他人的）这种“实际生存的努力”。他不能只空谈生存，他还要能够唤醒他人的人生此在中的积极性和强力。谁想听——更重要的是，谁想理解——谁就必须用情感去体验。哲学家不能只限制在对人的意识进行描述的范围内，他还应该掌握一种技术，以唤起人中的人生此在。这就是说，只有在人生此在的转变中，而且只有处在这种转变中，基础存在论的视野才会打开。简而言之，为了能理解生存论的分析，就需要现实生存的积极活动。所以，海德格尔必须找到一种能使他在听众之中唤起真正的瞬间感受的途径。他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导演工作。这是密授仪式，祈祷练习，哲学沉思。它完全从学派的压力和颠倒的科学性中摆脱出来。真正的瞬间感受——畏惧、无聊、良心的呼唤——必须在听众中被唤醒，以便使在他们之中居住的人生此在之秘密能够自己现身。这就是海德格尔的新的风格：肇端变故哲学［Ereignisphilosophie］。哲学必须现场变出一种心情处境来，以便进一步关照这种心情处境的意义。比如，他必须使人生此在产生恐惧，进入畏惧之中，将其驱入无聊之中，以便使人生此在能够期待进一步的揭示。在这种情绪中所追求的只是虚无。


  这种现实生存的行动哲学的新腔调，对当时的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海因里希·维甘德·佩茨特［Heinrich Wiegand Petzet］当学生的时候曾亲自听到了海德格尔的教授就职讲演《什么是形而上学？》。他的感受是，“就像一道巨大的闪电劈开了阴沉沉的天空……，世界的诸物晾摆在几乎令人感到痛苦的白晃晃的光中。……这里涉及的不是‘体系’，而是生存……当我离开大厅时，我已哑口无言。当时就好像我看到了世界的根底……。”事实是海德格尔想强迫他的听众，在一个瞬间去看破“世界的根底”。


  根据［Grund］，论证［Begruendung］，所有关于充分根据的命题，科学的观点，日常生活的感觉情绪——我们目光所及，无处不是对稳定的根基的需求。海德格尔带着讥讽的腔调让稳定性，栖息处的不同变型，在人们的脑子里一一过了一遍，接着就问，虚无的情况怎样呢？谁要彻底地追问什么是根底，难道不是一定会在某时发现，根底就是掉底［Abgrund］Abgrund，丧底、失底、去底，常译为深渊。——译者吗？而且某个事物只有在虚无的背景下才能在我们面前被衬托显现出来吗？


  海德格尔接着对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家和逻辑学家作了一番议论，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虚无。科学家总是同具体东西打交道。逻辑学家则指出，虚无只是语言造出来的东西，是否定判断的实体化表达（“这花不是黄的”，“他不回家”）。科学家的这种反驳正好为海德格尔提供了机会，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内部的“麻木坏死”和“无根性”进行揭露，指出它封闭了自己同基本经验的联系。“逻辑的理念自己将自己消解到原初性的发问的旋涡中。”（《路标》，第37页）海德格尔继续对虚无穷追不舍。但他又无力为此提供有力的证据。他必须召唤某种经验，这种经验就是我们早已知道的畏惧的瞬间。“畏惧展示了虚无，我们‘飘’在畏惧中，更清楚地讲，畏惧使我们‘飘飘然’，因为它使整个实存从我们这里滑落。”（同上书，第9页）


  这个“滑落”同时又是收紧淘空。淘空：因为它使一切失去它的意义，成为一无所是，收紧：因为这个“一无所是”闯进了自己的感情之中，畏惧淘空着，这个空又收紧着。人的心抽缩在一起，外部世界物化了，凝固为无生命性，而内在自身失去了它的行动中的中心地位。它非个人化了。畏惧使内部物化，使内部非个人化。“在这里，我们这个实存着的人，在实存中，自身随着滑落了。因此从根本上说，不是‘你’、‘我’觉得可怕，而是‘某一个人’觉得可怕。”（同上书，第32页）


  从这个畏惧的零点出发，海德格尔出人意料地来了个大转弯。瞬间沉入虚无被他称作“超出实存之外”。这是一个超越的行动。通过这一行动，我们才有可能来讨论实存的整体。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抽象的方式来一般地谈论整体，但这样，我们在思想上只是构成了一个上层概念，或者一个总概念：totum，整体。但这样理解的整体没有任何生活的现实性。它只是一个空无内容的概念而已。只有当充满畏惧的情绪出现了，为“整体变得不重要了”，而畏惧，这个整体才成为被活生生体验到的现实。这不是一个接近我们的现实，而是离开我们远远滑开的现实。谁要是在畏惧中体验到这个现实从他身上的滑落，他就在其中体验了距离产生的活剧。畏惧过程中产生的距离证明，我们并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被驱之于这个世界之上，但不是驱进到另一个世界，而是被驱入一个虚无。在生活的中心我们被空无所包围。在超越进入这个张开在我们与世界之间的空无的活动空间时，我们便体验到“进入虚无”。所有关于为什么的问题都孕育着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是什么是什么，而不是无呢？谁要是能够不想自己或不想着世界，谁能够对自己和世界说“不”，他就行动在虚无的方向上。海德格尔证明，确有虚无存在。海德格尔说，人是“给虚无占位子的”。（同上书，第38页）


  人的超越是——虚无。


  在瞬间哲学中，宗教家不是让神秘的力量出现在瞬间之中（鲁道夫·奥托），就是让“非要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东西来到其中（保罗·蒂利希）；不是让“上帝上天国”出现其中（卡尔·巴尔特），就是让“不可把握者”出现其中（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哲学也引向超越，但这是空无的超越，是虚无的超越。但那种神秘的力量并没有消失。它来自人在意识中可以实施的、在虚无和某个什么之间的特殊运动。这就是海德格尔的特异神力的活动空间：这个空间允许他的奇迹发生：把“居然有某些什么存在”作为奇迹来体验。而且不仅如此。在这个背景之中人的创造性潜力，同样让人吃惊：他居然能生产某些什么。他自己同他的偶然性如此之在［Sosein］是出现在（世界中）的，但他可以塑造他自己和他的世界。他可以让他的世界生长发展，也可以让它毁灭。在空无的畏惧中人失去了一个世界，但是体验到，一个新世界如何从虚无中诞生，通过整个畏惧，人可以重新来到世界上。


  人生此在意味着，在这个活动空间中，在这个开放的广阔领域中生存。这个活动空间是由对虚无的体验打开的。轮子之所以能转动，就是因为在车毂处可以“活动［Spiel］”。人生此在能运动也是如此，因为它能“活动”，也就是说，它有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仅包括，人生此在对虚无的体验，而且还包括，在“违抗什么的活动的不屈不挠中”，在“极度的厌恶中”，在“失败的痛苦中”，在禁忌的铁面无情中，敢于坚持说出“不”，以为自己创造一块场地。（同上书，第37页）


  对海德格尔来说，自由的最大奥秘就在于那个“不”和那个“无”。因为在人生此在中开放来的无同“某某［Etwas］” 之间的活动空间，给出了通达实存、通达区别、通达决断的自由。“没有原初性的展开性，也就没有自己存在，也就没有自由。”（同上）


  人生此在的形而上学基本变故是：若是人生此在可以向虚无超越时，它也可以把实存整体作为什么东西来体验，使实存走出虚无的沉沉黑夜，步入存在的灿烂光明。


  1929年夏天，在作完《什么是形而上学？》的报告几周之后，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到托特瑙山看望海德格尔。这是一段关于两个人之间受到压抑的爱情故事。在这年的夏末，汉娜·阿伦特在给海德格尔的信里还承认，他仍然还是她生活的“连续性”，她仍“勇敢”地回忆着“我们的——请允许我这样说——爱情的连续性”。（埃廷格：《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第14页）现在又是伊丽莎白·布洛赫曼。海德格尔处在女人之间。他和伊丽莎白·布洛赫曼谈到“我们之间友谊的界限”，当他在“某种一定使她十分反感的事物面前强迫”她的时候，他触到了这个界限。不是海德格尔对于伊丽莎白·布洛赫曼过于亲近，就是对她不够亲近，使她觉得受到伤害。1929年9月12日的信言词含糊，两种解释都说得通。这封信谈及到他们两个到博伊隆的远足。他们参观了那里的本笃会修道院，整个谈话围绕着宗教展开，海德格尔向伊丽莎白解释了他对天主教会的看法。这封信回忆到这次谈话。


  海德格尔在信中写道，真理“不是一件简单事物”，“当我们完全具有了人生此在的时候，真理才找到了它的时机。”他进一步写道，“上帝——不管人们如何称呼它——对每个人使用不同的声音进行召唤”。人们不应不自量力，以为已对此有了把握。没有任何直觉，也没有任何教条能确保可以安全收获这一真理。这一切都是“毫无用处的杜撰［Gemaechte］”而已。接着他又谈到，在同伊丽莎白·布洛赫曼长谈之后产生的疑惑。他们一起在修道院的教堂内进行了长时间的夜间沉思和晚祷。出乎伊丽莎白的意料，经过晚祷海德格尔认识到，他的沉思仍处在他同天主教教会的激烈争论的影响之下。在这封信里，海德格尔试图对他的这种举止进行解释。他写道：在博伊隆的体验作为种子，将发展成某种本质性的东西。


  对这种本质性东西描述的尝试几乎是他“形而上学讲演”里的中心思想的释义，或更准确点讲，他的“形而上学讲演”是博伊隆的夜间沉思中的思想释义。海德格尔在信中写道，“人天天在步入黑夜，这种说法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在晚祷中，那深夜还有它的神秘的、形而上学的原初力量，我们必须不断地挣脱它，以便真正地生存，因为善是恶的善。”


  在他那里，晚祷成了步入深夜的生存的标志，成了在日间为晚祷作准备之必然性的标志。他把这种经验同他的虚无哲学联系在一起：“我们误以为，我们可以制作本质性的东西，而忘记了，只有当我们完全——这就意味着从黑夜和罪恶着眼——全身心地生活时，本质的东西才会生成。关键是这种原始的强有力的否定性：在人生此在的深处，无任何阻碍。这就是我们具体学习而且必须学习的东西。”


  但是，在一个重要的观点上，他这封信的思想超出了他的讲演里的思想。因为这里涉及的是黑夜。在形而上学的讲演中并没有揭示出虚无这个方向。在讲演中，这个虚无，还没有像在这封信中那样清楚指明虚无同罪恶的关系。他在信里说，我们应该“完全”地生活——从黑夜和罪恶着眼。恰恰在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里谈到如何从虚无来看罪恶，这也许与他不能自持，因而不能阻止她将他看作引诱者的缘故。


  不管怎么说，他关于虚无的思想在这里听起来很像基督教——诺斯替派形而上学。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它们当然都是活生生的传统。


  在这个传统的认知中，人的生存是以恶为条件的。这个传统从保罗开始，经奥古斯丁、路德直到康德，从来没有被遗忘。任何一种思考，不管是对整体存在的理解，还是对道德或者政治的理解，都一定开始于对基础性的黑夜、对人们称之为浑沌和恶或者称之为虚无的处理，都是从其中雕琢塑造出来的。任何思想和文明的神圣性显现都是以此为背景的。它们来自黑夜，而且命里注定还要回到黑暗中去。人们认定，即使在显得十分稳定的文明阶段，诱惑、破坏、毁灭等这个无底深渊随时都会裂开。对于尚深受到诺斯替派影响的基督教来说，关于世界的罪恶的问题，同什么是世界的问题几乎是同一个问题。对世界的定义与对罪恶的定义几乎可以相互涵盖。在基督降生的那个时期，对于世界中为何存在罪恶的存在这一问题，长时间内极有影响的答案是：相信，我们尽管在这个世界中，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关于魔鬼的早期生动和直观的形象，只不过是神秘性的大众化的表现方式。罪恶和上帝一样原初根本，这一点是不可掩盖的。也许罪恶比上帝还要根本、还要原初一些。因为罪恶不能构成秩序，而是秩序的否定。此处人的理性根本不能进入其中，所以，开始人们拒绝对魔鬼加以理解和解释，人们应对之加以反抗，而完全信赖主的恩赐。当然，人们也看到了其中的问题：全知全能的上帝如何会让魔鬼出现？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贯穿于整个中世纪的哲学和神学之中。神证论就是鉴于世界中罪恶的存在而对上帝合理性进行论证的工作。它一直延续到近代，直到它世俗化为对人的证论为止。


  古老的形而上学试图通过对人类自由的更深入的思考来协助神证论。按当时的说法，上帝，即世界的创造者给予人以自由，使人与神相仿。从人的自由出发，人们看到，恶来到了世界上。或者更准确地说，创世中的罪恶得以出没的场所就是自由，它作为虚无和浑沌恰恰是创世的基础。因为人是自由的，并且是有创造性的，所以在当时的这种思考中，人是为虚无占位者。


  海德格尔曾反复对这一思想进行分析，特别是在他对谢林论自由的著作的解释中。谢林论自由的著作完全是以这一思想传统为基础的。海德格尔的想法中，将不断地泄漏出他自己同关于虚无的形而上学的亲密关系，而此间的虚无同时就意味着罪恶的诱惑。


  关于形而上学的讲演和他的信不同，形而上学讲演中谈论虚无与黑夜时表达的是一种伦理性的意义。而信中——“善就是罪恶之善”——恰恰把人们引向道德问题：善如何洗清罪恶，人们如何面对罪恶，人如何又返回白天。在讲演中，海德格尔讲到，人生此在的倾向是向自己掩盖虚无的无底深渊，自身摆向虚假的稳定性和隐蔽性。他说，畏惧“睡着了”。与此相反，海德格尔热衷于追求“鲁莽的人生此在”，去侵占自由之危险的活动空间。在人们有力量摆脱每个人都具有的，而且每人都偷偷溜向其前的那些偶像以前，人不得不一直处于畏惧之中。


  把在形而上学讲演中谈论的问题翻译成道德语言的话，就是下面的说法：不能只谈论到如何抵抗罪恶的问题。人们必须首先注意到，恶是存在的。这个黑夜在我们之内，在我们周围，包围着我们。我们的文化总是感到在无底深渊和罪恶的面前受到保护。这正是问题之所在。这就是我们文化的片面性、单向度性。海德格尔在信中说，“现代人把黑夜当成了白天，人就像理解白天一样，把黑夜理解为一种忙碌，一种狂欢。”


  假如海德格尔在他的形而上学讲演中没有谈虚无而是谈罪恶，那么他所讲的勇敢地面对虚无，坚持到底，就有令人捉摸不定的双重意义。对虚无的这种神往，也许和对虚无的下述解释有关。有人染指无视伦理道德的、令人紧张和让人欲望的恶，以及染指有罕见诱惑力的、野蛮的经验。这就像那个年代恩斯特·荣格尔的革命虚无主义宣传那样。1932年荣格尔在他的散文《工人》中这样写道：“为一种新的勇敢的生活作准备的最好手段之一，就是毁灭对放荡不羁的、富有自制力的精神的肯定评价，就是去摧毁在人类中创造了市民文明时代的教育工作。……对于精神对生活的颠覆活动的最好回答，就是用精神的颠覆活动去反对精神。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的和最残酷的享乐之一，就是参与这一爆破工作。”（荣格尔：《工人》，第42页）


  海德格尔对鲁莽人生此在的鼓励，与上述思想在方向上十分接近，但他毕竟不是公开主张勇于为恶，也不是主张无根基的战争，或无政府的非道德性的冒险，而“仅仅”是勇于为无。作虚无的占位者，不一定非要当恩斯特·荣格尔那种类型的好战者。那么他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929年春，海德格尔和恩斯特、卡西尔都参加了达斡斯高校周的活动。今天海德格尔的出场已成为传奇。现在让我们来到达斡斯冷峻的高峰上吧。这里听众来自世界各地；两个人分别作了多次报告。高校周的高潮是两个人的辩论。这个重大事件，吸引了各国的新闻记者。对哲学有兴趣的人都亲临现场，而不能到场者，最起码也得在下面听到些消息。当时还没有进入无线电直播的时代。当时，海德格尔的声誉如日中天，卡西尔也是学界明星，备受尊重。他的代表作《符号性形式的哲学》在20年代问世，成了文化哲学中的一块丰碑。卡西尔出身于新康德主义，但已经从新康德主义的科学认知理论的狭窄的提问方式中解放出来。在这本著作中，他发展出了关于人类创造性精神的庞大哲学体系。他充分利用了汉堡阿比-瓦尔堡图书馆所收藏的十分丰富的材料。他被看作是人文主义传统和追求最大普遍性的文化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1929年，达斡斯会议之后不久，他便接手汉堡大学校长的工作。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被选为德国大学校长的犹太人。这是在卡西尔公开支持共和制，激起了有最明显反动倾向的大多数德国教授的不满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这件事更令人注意。事情是这样，卡西尔受汉堡市政府的邀请在市议会大厦举行的宪法庆祝会上发表祝词。为偏见所左右，当时的德国教授们的主流倾向认为，共和制-议会制的宪法是非德国舶来品。卡西尔针对这种偏见，在祝词中指出，共和主义民主制实际上早就由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在哲学上制定出来了，并在康德论和平的文章中得到了十分清楚的表达。卡西尔说，“事实是共和制宪法的观念在整个德国思想精神史上绝不是一个陌生思想，更谈不上是什么入侵者。与之相反，在德国它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是由自己本身所固有的最原初的力量，即由唯心主义哲学的力量哺育起来的。”


  他的讲话在汉堡引发了一场抗议和争论。性情平和的卡西尔意外地被推到了这场激烈斗争的前沿。所以，他被选为大学校长，在汉堡内外均被当作自由精神的胜利来庆贺。卡西尔确实是宪法的狂热拥护者。


  这位政治人文主义和唯心主义文化哲学的权贵，被达斡斯组织者作为马丁·海德格尔的对手而请到议会上。对组织者来说，海德格尔是一位新秀，是革命者。与会者都感到身临中世纪传奇式的大争论：代表强大的时代精神主流的精神魁首在此登场。在达斡斯白雪皑皑的高峰上，展开了一场形而上学的白刃战。还有一层联想，但不是在时间的深刻中，而是在空间的幻想中。托马斯·曼在他的1924年发表的小说《魔山》中，让人文主义者塞特姆布里尼同耶稣会修道士纳福塔在达斡斯上面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它是这个时代思想家大战的典范。塞特姆布里尼这一方，是顽固不化的启蒙运动的宠儿，自由主义者，教会的反对者，口若悬河的人文主义者。纳福塔这一方，是非理性主义和宗教裁判的追随者。热恋着死亡和充满暴力的性爱。对塞特姆布里尼来说，精神是生活的力量，它为人类带来利益和快乐。纳福塔则爱上了反生活的精神。塞特姆布里尼想提高人，安慰人，发展人。纳福塔则要使人惊恐不安，更把人从人文主义的“卧榻”上惊起，将人从他的教育的居室中驱除出去，彻底摧毁他自己的狂妄自大。塞特姆布里尼与人为善，纳福塔则是形而上学式的恐怖主义者。


  当时高校周活动的参加者的确感到自己身处托马斯·曼的上述幻想事件中。当时的法兰克福大学的学监，海德格尔在山上滑雪的同伴，库尔特·里策勒在他写给《新苏黎世报》（1929年3月30日晨版）的消息中直接暗示了《魔山》上的那一幕。


  在卡西尔身后站的是塞特姆布里尼的幽灵，在海德格尔身后是纳福塔吗?1924年在那热恋的夏季，海德格尔同汉娜一起阅读小说《魔山》。


  波尔诺作为学生受海德格尔之请参加了那次活动。他在回忆中说，二位哲学家的这次会面给人的印象是“惊心动魄的”。与会者都有一种“雄壮之感”，都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伟大历史性的时刻的参与者”，与歌德在《法兰西的战争》中所说的一样：“在这里，在今天，世界历史上一个新的欧洲诞生了”——这里当然是哲学的历史——“你们可以骄傲地说，你们当时也在场。”（波尔诺：《达斡斯谈话》，第28页）


  海德格尔对这种炒得过高的期望十分反感。在一封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他说，有一种“可以使这一切变成一种轰动事件的危险。”他不得已将成为“中心”，因此，他打算集中谈康德，以把哲学兴趣的注意中心从自己身上转移开。在他下榻的格朗特饭店中，他的不合习惯的举止在着装讲究的环境中特别引人关注。他对此并没有多大反感。他在信中告诉伊丽莎白，他如何同一个熟人（他就是上面提到的库尔特·里策勒）在报告间隙，到山上去作“壮观的疾驶”，“每天晚上我们身着滑雪的全部装备，带着舒服的疲劳感、充足的阳光、高山旷野的自由、向远处冲刺时疾风骤雨似的呼啸，步入衣着精致、入时的幽雅晚宴。对大多数教授们和听众来说，事物性的研究工作同完全放松的快快乐乐地滑雪的直接合一是闻所未闻的事。”（1929年4月12日，《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第30页）


  海德格尔希望人们将他看成在哲学的巨大采石场上的严肃的工作者，对幽雅世界的蔑视者，运动员和一个野小子，险峰的冲击者，勇敢大胆从事游历的男人。参加这次魔山高原上的哲学“最高级会晤”的人们对他的印象与此相仿。一位与会者写道：“海德格尔与卡西尔之间的争论，使我们在个人的印象方面也得到了不可想象的丰富收获……一方是身材矮小的棕黑色皮肤的男人，是一个很出色的滑雪者和运动员，他精力充沛，果敢坚毅，表情严肃，拒人千里之外，有时太过于严肃。他带着令人尊敬的果断性和极为深沉的伦理的庄严，生活在由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中，并献身于这些问题。另一方是满头银发，不仅外表庄重，而且内在的他也是一个庄严崇高的人，他的思想天地广阔，提问题的视野全面，性格开朗、和善、殷勤热情，生气勃勃，充满灵活性，他还有那贵族式的高尚。”（施内贝尔格：《海德格尔拾遗》，第4页）


  哲学家卡西尔的夫人托尼·卡西尔，在1950年写的生活回顾中讲到，同事们让她和她的丈夫对海德格尔不一般的举止做好充分地思想准备，“关于他如何拒绝任何社交上的习惯规矩，我们听了很多”。她周围的人一直担心会发生更坏的事情。人们私下里窃窃私语，“如果可能的话”，他想把恩斯特·卡西尔的哲学“就地消灭”。


  但是按托尼·卡西尔后来的回忆，这种个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在辩论中一点都感觉不到。一切都完全在合乎“同事精神”的气氛中进行，正和上面已经引述的报道里所说的一样。海德格尔在一封给布洛赫曼的信中对这次与卡西尔会见的估计是个人很有收获。但他感到遗憾的是，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两人思想的对立未能充分地显示出来。“卡西尔在讨论中特别有分寸，几乎是过于友好，以致使我觉得，反抗太弱，妨碍了使问题本身获得它表述上应有的尖锐性”。（《海德格尔与凯斯特纳通信集》，第30页）


  但是关于这次辩论的记录给人的印象并非如此。二者间的对立是相当尖锐的。


  卡西尔问海德格尔，他是否想完全“放弃”在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全部客观性”和“绝对性”，完全“回到”人的“有终的本质”中去。（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1991年版，第278页）


  卡西尔自己的努力正是要使人们清楚看到，人类精神的符号创造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创造力是一个“形式”的世界。这些形式并不表现为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无限性，但绝不仅仅只发挥有限的实体的自我娱乐功能。文化对卡西尔来说是已经成为形式的超越。文化为人准备了宽敞的房舍，但它们易于被破坏，难以维护是一种十分脆弱的保护，以对抗随时威胁着人类的野蛮性。


  海德格尔批评卡西尔，对精神的居室想得过于安逸。他尽管正确地看到，每种文化、精神的一切活动，都是自由的表现，但这种自由可能会固着在它的构架中，因此自由必须不断重新解放自己。当自由向一种文化状态流去，那么人们已经失去了这种自由。“人之自由的唯一合适的关系（外装）就是人的自由的自我解放。”（同上书，第285页）


  对海德格尔来说，问题恰恰在于，人“固定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文化中，在不断寻求立足点和隐蔽所，这样他对自己自由的意识便消失了。现在应该去唤醒这种意识，而关于优雅文化的哲学是无力完成这一任务的；必须把人生此在带到它的原初的赤裸状态和被抛弃之前。卡西尔把注意力放在文化的超越性成果上，“从精神王国的圣餐杯中流向他的是无限性”。卡西尔引用黑格尔的话说，使人类免去与有限性和虚无性的争斗之苦的事功，恰恰导致了对哲学的最根本任务的忽略：“把人从只知利用精神之作品的懒惰的观点中解脱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把人重新抛回到他的际会的艰辛中去。”（同上书，第291页）


  在辩论达到高潮时，海德格尔问道：“在什么意义上，哲学的任务是为畏惧开辟场所？或者，难道它的任务不是把人彻底让渡给畏惧吗？”（同上书，第286页）


  海德格尔早已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哲学有史以来第一次使人惊恐不安，强迫他退回到无居所性中，由此出发他将重新向文化中逃窜。


  卡西尔在他的回答中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文化唯心主义的立场，人类能够创造文化“是他的无限性的标识。我希望，这意义，这目的，事实上是在下述意义上的解放：‘甩掉你们身上世俗的畏惧！’”（同上书，第287页）


  卡西尔关心的是文化中居住的艺术。海德格尔想“把基地做成无底深渊”。卡西尔支持通过文化来对意义进行奠基的工作，主张以人类的依靠自己的作品的内在的必然性和它的持久性来战胜人类生存的偶然性和短暂性。


  所有这一切被海德格尔以激昂的一挥弃之一边，剩下的只是伟大努力中为数不多的眼下瞬间。人们不应该再继续隐瞒下述事实：“人生此在的生存的最高的形式，是返回到人生此在十分罕见的瞬间，它在人生此在的生与死之间持续，人类此在在十分罕见的瞬间中，生存在他的本己本真的、可能性的巅峰。”（同上书，第290页）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在博伊隆修道院教堂参加的晚祷就是这样的瞬间：这使他意识到，黑夜的“神秘的、形而上学的原始力量。我们必须不断地冲破它，以便真实地生存。”


  另外，他童年时的一幕也是这类瞬间。后来海德格尔多次对朋友讲起此事。一个后半夜五更天，作为教堂的敲钟童在漆黑的走廊里他从母亲手里接过点燃的蜡烛，一只手半握着，护住蜡烛的火焰，穿过小广场，走向教堂。他站在教堂的祭坛前，用手指尖把流下的白蜡重新往上拢起，他想让蜡点得时间长一点。但是最后蜡烛还是燃尽了。它还是等到了它的那个时候，尽管他推迟了它的到来。


  如果人生此在由两幕组成，一幕是黑夜，它从其中发源；一幕是白昼，它克服了黑夜。那么卡西尔把注意力放在第二幕上，即文化的白昼。海德格尔关心的是第一幕，他盯着我们从中走出来的那个黑夜。他的思想使那个黑夜稳固了，以便使某种东西被它衬托出来。一个面向发生，一个面向渊源；一个涉及的是人类创造的居所，另一个顽固地津津乐道于creatop ex nihilo〔拉丁文，无中生有。——译者〕的无底奥秘。如果人对自己的生存有了清醒的意识，那么这里充满神秘的新事件层出不穷。


  第十一章


  秘密代表作：1929—1930年的形而上学讲稿  关于无聊  秘密与惊恐  海德格尔的自然哲学尝试  从石头到意识  开放的历史



  当马丁·海德格尔1928年2月受聘赴弗赖堡接受胡塞尔讲席时，他给雅斯贝尔斯写信说：“弗赖堡是对我的又一次考验：那里真有哲学存在呢，还是全部集中于知识传授。”（1928年11月24日，《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104页）海德格尔是自愿进入这个“考场”的。那里不仅有学富五车的人物，而且他的新声望也成了他的困难。1929年6月25日他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我所陷入的公众生存也不太舒服”。（同上书，第123页）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曾记述了海德格尔1月25日在法兰克福康德协会作报告时的情况：“还需提及的是，报告者的名字吸引了相当可观的听众，其中不仅仅是由哲学召唤来的、自愿在困难的定义和区别的‘灌木丛’中穿行的人。”（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第118页）


  当然海德格尔对他能在此登台以及他的这份荣誉十分高兴。当雅斯贝尔斯写信告诉他，在海德堡的讨论班上也研读“海德格尔”时，他觉得很光荣。但海德格尔不想只作《存在与时间》的作者。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里他已经表示出对此书的冷淡：“我已根本不去想，不久前我写了那本什么书。”（1928年9月24日，同上书，第103页）


  《存在与时间》问世后的头一年，哲学界公众期待在读完他的著作之后，他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包括了生活各个方面的关于人在世界中生活的一个全面系统的描述。人们把《存在与时间》作为哲学人类学的著作来读，希望这个项目继续完成。在这一年里，海德格尔对此进行了公开的申辩。


  在1929年他的康德书中，海德格尔明确把这种期待看作误解，加以拒绝。他在那里写道，他并没有发展出什么修饰一新的关于人和人的基本生活联系的哲学，这种修饰的要求和人生此在的基本特性不符，不符合他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如果哲学思考在人类中成长起来，那么它每次都从头开始，并不可能通过内部系统修饰达到它的终结。哲学思考的真实的唯一的终结是偶然的中断——通过死。哲学也在死亡。


  当然，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可以在那确定的终结的那一刻之前死亡，即当他那活生生的思想只停留在他已经想过的东西中时，当过去战胜了当下和未来时，当已经想好了的东西俘虏了思想活动时，他就在他死去之前已经事先死亡了。在20年代早期，海德格尔想把哲学传统的思想成果——从亚里士多德到胡塞尔——重新“稀释”。现在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自己的在这期间可以作为体系引述的、可作为方法加以琢磨的基础本体论，重新在思想运动中化解掉。


  1929年9月12日，海德格尔在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讲到别人对他的著作和他本人的大吹大擂时，他写道：“在求索中，左右着我们的勤奋和结果与结论的东西，从根本上误导着我们，使我们误以为在制作着什么本质性的东西。”（《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第32页）


  他不想再继续对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体系作进一步的修整、发展。他在同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冬季学期的形而上学讲课”，“应该使我得以重新开始”。


  1929—1930年冬季学期的“形而上学”的大课中，海德格尔公布的题目是：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孤独。前面我已经提到过，这里开始了一种新风格的尝试。在上一章我已经提到他的肇端的变故哲学。在这个课上海德格尔讲的是，哲学必须呼唤出人生此在基本事变。（《海德格尔全集》，第29/30卷，第12页）什么基本事变？这个课的题目所用的词汇“有限”与“孤独”已经暗示出，海德格尔要进一步深入“无居处”的经验。哲学正好是“一切稳定和保险可靠的对立面。它是一个旋涡，人们不断地旋到它里面去，以便不带任何幻想地，对人生此在进行纯粹的把握。”（同上书，第29页）


  这种哲学的概念应和科学概念有着完全不同的功能和完全不同种类的“严格性”，“如果我们不事先把握这些概念应该把握什么的话”，那么哲学的概念就是空洞的。（同上书，第9页）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的概念是对一切类型的自我确定无疑和对世界信赖的“进攻”。“最高的不确定性”是哲学的“永久的危险的邻居”。但是准备欢迎这种哲学的危险性的那种基本状态十分罕见，因此哲学也没有对这个问题的真正的讨论分析——尽管在这期间哲学文献已经汗牛充栋，他们都想证明自己的理论是真理，但是他们忘记了一项真实的困难的任务，把本己本真的人生此在和他人的人生此在驱入可怕的问题之中去。（《海德格尔全集》，第29/30卷，第29页）


  在这个课上，他经常谈到危险，毛骨悚然，成问题。哲学上野性十足的、危险的生活被海德格尔称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Metaphysik］并不意味着关于超感性东西的理论学说。他要给这超越［meta］的视域以一个原始的意义。这里的超越不是去寻找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寻找一个彼岸世界，而是“相对于日常思维的提问的一种特殊转向”。（同上书，第66页）


  “如果人生此在自己选择自己的英雄”，（《存在与时间》，第385页）那么这显然是有利于这种转变。因为，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奇特使命”就是成为“使哲学重新警醒的动因”。（《海德格尔全集》，第29/30卷，第19页）毫无疑问，海德格尔把自己也看作这种赋有“奇特使命的人”。这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有魅力的哲学领袖，他肩负着重任。1928年12月3日他在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这就是那使人生此在奇怪的孤独化的东西——那种面对自己的他者，人们认为，必须为它付出时间。”（《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书信集》，第114页）海德格尔曾拜访雅斯贝尔斯，这使雅斯贝尔斯如痴似醉。他走后雅斯贝尔斯在给海德格尔的信中说，“我很久很久以来，没有像今天听您讲话这样倾听过别人的谈话了。我就像飘在纯粹的空气中，在这持续不停的超越之中自由自在。”（同上书，第129页，1929年12月5日）


  海德格尔在他对畏惧的分析中已经指明，应该向何处超越，即向虚无中。在它之中将出现某种惊人的、使人恐惧不安的东西。对于一直追随着时间和瞬间的踪迹的海德格尔的肇端变故哲学来说，现在已经接近了对另一个空洞的伟大事变的处理工作：对无聊的处理工作。海德格尔所作讲演中最令人难忘的、最精彩的部分，是从这个工作中产生的结果。在整个哲学文献中很少有像海德格尔在课上这样，对情绪作如此精当的分析和解释。这里无聊真的成了一个事变。


  海德格尔想让他的听众跌入巨大的空洞之中。他们应该去倾听生存运动的基本性的呼啸。他要创造一个眼下瞬间，其中一无所涉，不提供世界内容以供人们把握或供人们用以充实自己。这是空洞的打发事件的眼下瞬间。纯时间，时间的纯粹的当下在场。无聊就是人们注意到时间如何过去的时刻。因为时间恰恰不想过去，而人们又没法去驱逐它，没法扼杀它，没法有意义地充实它。海德格尔用坚定不移的克制精神——在所发表讲稿中这部分长达150页——一直停留在这个题目上。他把无聊导演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传授过程。他让人们看到，无聊如何把形而上学经验的两极——作为整体的世界和个体的生存——以悖论的方式相互连接在一起。在个人没有受到世界的侵袭，而是任他在空空如也中存在时，个人却恰恰受到世界的整体的侵袭。海德格尔想把他的听众引导到这一点，以使他们不得不自问，最后我们已经到了这种境界，即不是有一种深沉的无聊，在人生此在的无底深渊中，像沉默的雾气一样来回飘荡吗？（《海德格尔全集》，第29—30页，第119页）


  一般情况下，在这种无聊的无底深渊中，一种Horror vacui（真空的恐怖）抓住了我们。人们必须忍受这种恐惧，因为这种恐惧使我们与那个虚无亲密地相识。它可以使我们一直瞄准古老的形而上学问题。为什么总是某事某物而不是无？海德格尔鼓励他的听众，把虚无当作停留于空洞的技巧的练习。


  海德格尔强调指出，这里讲的不是要去寻找一种人为做出的情绪，也不是要激发出一种想象。而是相反，“这里起作用的是日常自由的视线的信马由缰、听之任之。”（《海德格尔全集》，第137页）海德格尔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有空虚之感，但我们在日常情况下马上又把这种空虚给掩盖起来。他要求把这种仓促中的掩盖先搁置较长的一阵子——一个无聊之久〔德文Weile（一段时间，一阵子）和lang（长）结合在一起就是Langweile，无聊。原文：放一个Weile lang，即放一阵子，就是Lange Weile lang，一长阵子长。但长阵（Lange-weile）就是无聊。所以就是无聊之长。中文无法将此语义联系译出。——译者〕，搁置是哲学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因为它对抗日常生活的自发追求。日常追求沦落到世界之中，与这个使劲坚持着的空洞的眼下瞬间完全不同。它不想从这个世界沦落中脱落出来。但是它没有别的办法，不这样从世界脱落出来，没有丧失和听之任之，没有这种空洞，哲学便一无所有。海德格尔想从无聊的虚无中导演出哲学的诞生。


  在考虑无聊在日常生活的潜伏性时，海德格尔谈到当时的思想界的情况：当代的蹩脚文化四处蔓延。被海德格尔提及的有同类看法的作家有斯宾格勒、克拉格斯［Klages］、舍勒和齐格勒［Leopold Ziegler］。他用很少几句话便打发了他们对时代的诊断和预测。这些看法可能很有意思，才气横溢，但公正地讲，海德格尔说，实际上丝毫“触及”不到我们。相反，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轰动而已。这又意味着一种不坦诚的、假象式的安慰。（同上书，第112页）为什么？因为“它使我们从自己处脱落了下来”，进而鼓励我们去进入“世界历史的局势，并扮演某种角色”。（同上）那里将导演一出出戏剧，我们则可以足蹬朝靴，迈着四方步去充作文化主体。甚至令人压抑的关于西方没落的各种幻想，也是对我们自身价值感的恭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我们被描述塑造的需要、希望见到自己的被塑造的需要的满足。海德格尔以下面一句陈述性的注，结束了他对于这类对时代的哲学诊断的批评。“这类哲学只能达到演示人，但决达不到人的生存此-在。”（同上书，第113页）


  在人生此在的无底深渊中却潜伏着无聊。生活在它面前逃避，到演示这种形式中去寻求避难。


  海德格尔的分析成了荒漠中心的侦察。这里显示了他对推波助澜的戏剧性手段的谙熟。思想被他引入的去处越空旷，紧张气氛就越浓厚。他从对具体东西的无聊开始。这里我们至少还有可以被认出的对象——一个东西，一本书，一个庆典，一个具体的什么人。我可以把无聊赋之予这些对象上。无聊以某种形式从外部侵入到我们里面来。它有一个外在的原因。但是当这个对象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而无聊仍然是从外面侵入进来，同时又从内部升起时，这时才触及到一个“在某物处百无聊赖”。我们不能说，没有按时到站的火车本身使某人无聊。但在一个人没赶上车时，这种处境可以使某人无聊。人是在某事中，或是由于某个具体事变的诱发而致无聊。无聊令人不解之处在于，无聊恰恰开始于令人满意的处境。人对自己不知所措。海德格尔津津有味地描述了学界的气氛：一个无聊的晚间聚会。 它不仅使人感到烦恼，而且使人陷入某种淡淡的尴尬的境地，因为这种处境本身使你自己成了无聊者。这种处境是十分复杂的，因为使这种处境成为无聊的，正是努力驱赶这种无聊的努力。无聊潜伏在消磨时间的措施中。为消除无聊的一切努力都已经感染上了无聊。必须进行的谈话有垮台的危险。在什么里面去打发时间呢？打发时间的人生此在荡向何方？有一个可以吸引并吞食一切的生存黑洞吗？


  最深刻的无聊是完全莫名其妙的无聊。没有什么确定的具体原因唤它出来，我们常说，es langweilt einen（真让人无聊）。海德格尔把这句话纳入他的精细分析之中。这里有双重不确定性：Es，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无论如何是一种不确定。而einen（人），它是人自己，但是只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某人。一个人至少还可以为自己成了一个无聊之人而感到羞愧。而无聊把这样的“我”也吞掉了。海德格尔把这个es langweilt einen（真让人无聊）作为充实的时间不在场和进行充实活动的时间彻底不在场的、对无可言说那个瞬间的表达式。这种“任其空洞”被海德格尔称为向在整体上失败着的实存的渡让。（《海德格尔全集》，第29/30卷，第214页）


  这里对整体的理解出人意料，这个整体不再是与我们有关的整体。这个空洞的某某面对着空洞的整体，在毫不相关中相互连在一起。这是三重否定：非自己，一个虚无的整体，作为否定性的相关性的毫不相关性。十分清楚，这里的最高点同时又是最低点。这里正是海德格尔的扣人心弦的无聊分析想达到的地方。按照海德格尔的口味，在这里我处在形而上学的心脏。在这一点上，他也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通过对无聊的本质的解说，向时间的本质推进”。（同上书，第201页）海德格尔问道：“在这种所有充实活动彻底不在场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体验时间呢？时间没有过去，时间站住了，它在一种惰性的无运动性中站住了。这种涉及到一切的瘫痪（停顿）任你去观瞧，时间并非我们运动于其中的简单的媒介，它是某种由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我们“时间出了”时间。当我们被无聊“致瘫”之后，我们便停止了“时间出”时间。当然这种停止从来不会是绝对的。时间出时间的过程为了眼下瞬间而中断了，停止了，但仍然与我们自身的时间流相联系。诞生通过停滞、痴迷和瘫痪的方式与之发生联系。


  对这种停滞了的时间流的矛盾经验，正是海德格尔分析和导演的这场无聊之剧的转折点。三重否定性——非自己、虚无的整体、毫不相关——只有一个唯一的出路：必须挣脱。如果无其他办法，就自己动手。海德格尔用较复杂方式表达了上述要点：“使时间得到认识——其实是使对时间的认识成为可能——的那种痴迷活动本身［das Bannende als solchs］，……无非是人生此在本身的自由。人生此在的这种自由，只存在于人生此在的自我解放中。但只有当它决心对自己作出决断之时，人生此在的自我解放才会出现。”（同上书，第223页）


  此时，在无聊之中，自己已被稀释为无实体性的幽灵，所以这个决断并不能动用那——坚实的自己，不可能期望这个坚实的自己采取行动。实际上在决断中这个自己才开始诞生。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自己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出来的。——由决断发明出来的。决断的瞬间来自于无聊，结束于无聊。所以海德格尔可以说，那（在无聊中）“在人生此在的本己本真的可能创造的高峰上被迫进入人生此在时”，“痴迷着时间”发挥着互补作用。我们也可以通俗地讲：在无聊中你注意到，根本不存在什么重要的东西，除非你去把它做成什么。


  成长到自己本身来的人生此在，必须穿过深沉无聊的地带，穿过这整个空洞。由这一考虑出发，海德格尔离开了以前的对无聊的“个人的”“亲密”情绪，转入了对现实社会-历史现状文化哲学的考察。他问道：“整个空洞”的困境还能被体验吗？还是它已经不在起作用，被反对其他具体困难的必然斗争给排挤掉了？


  此时已是1929—1930年的冬季学期。世界性经济危机引起的后果，高失业率和生活贫困化已有征兆，海德格尔只偷偷看了一眼同时代人困苦的情况：“到处是失望、危机、天灾人祸、困苦，今日的贫困、政治上的混乱、经济的萧条、艺术的堕落、哲学的无根基性、宗教的软弱无力。确实，困难到处都有。”（同上书，第243页）为解决这些困难，宣布了大量的项目，出现了各种党派，公布了无数的措施。各种各样的努力应有尽有。但海德格尔说，恰恰是这些活蹦乱跳应付困难的急救队，阻止了整体困难的出现。（同上书，第243页）


  整体上的困难不是随便某一个具体困难，而是刚刚在无聊情绪中体验到的人生此在的重负在身的特点的总和。“人被逼成为人生此在，把这交付与人——去在场。”（同上书，第246页）谁要是躲避这个“本质性的困境”（同上书，第244页），那么他就缺乏最顽强的顽强，而对海德格尔来说，这正是日常生活中英雄主义的全部内容。谁要是不在这种意义上把生活作为负担来经验，谁就对人生此在的“秘密”一无所知，并因此也与“内在的惊恐”无缘，而这惊恐恰恰是那个秘密的承担者，是人生此在之量的给予者。（同上书，第244页）


  秘密和惊恐。这里海德格尔暗示了鲁道夫·奥托关于神力的定义。奥托把神圣事物的宗教经验，解释为我们对遇到的一种秘密力量的惊恐。海德格尔接受了对神力的这种理解中的基本的特征，而去掉了它的彼岸性。人生此在本身就是这种神力，就是充满神秘的惊恐的激发者。惊恐就是面对“总是某某，而不是无”的戏剧性地不断升级的惊奇。惊恐性之谜就是实存的赤裸裸的Dass（那）。下面这段话也是讲这种惊恐的。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后来人们赋予它以外在的政治意义，但是在讲这段话的那个时候，它根本不具有这种意义。这段话是：“如果尽管有各种困难，我们的人生此在仍无困窘，如果仍缺乏秘密，那么在我们这里首先涉及的是，为人类赢得那种基础和方向，使人类在其中像遇到人生此在的秘密一样重新与自己相遇。这种让人接近他自身的要求和为此需付出的努力，会使今天的一般人和庸人忐忑不安，甚至使他们眼前发黑，于是他们便拼命抓住各种偶像。这是完全正常的反应，如果你期待别的反应，那只证明了你的误解。我们首先得重新呼唤那个能够给我们人生此在制造惊恐的人。”（同上书，第255页）


  谁有能力制造这种惊恐呢？在这期间能指望的还只是有领导魅力的哲学家。他有着“特殊的使命，成为他人的推动力，哲学思考将在其中成熟起来”（同上书，第19页）。用海德格尔自己的另一种说法，他们信赖自己。在这时，制造惊恐和哲学的成熟还是一回事。好像海德格尔已经预感到他的说法会被人误解为对“铁腕人物”的呼唤似的，在上面引述的那段话的结尾他还特别指出，任何政治事变，甚至世界大战也不能使人类成熟到回到自己。这里涉及的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哲学上的惊醒体验。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海德格尔批判了在政治领域内各种企图“建立世界观大厦”，并要求人们去居住的各种努力。（同上书，第257页）如果人生此在看透了自己的话，它就会停止修建这类大厦了。在人们中“召唤”（同上书，第258页）人生此在，无非是动员人们去拆除这类大厦。


  在这期间，海德格尔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讲课的稿子已经有260页长。他在开头提出的问题，什么是世界？什么是有限性？什么是孤独？这期间几乎被人忘记了。现在海德格尔又拿起开头提出的问题，让人们记起，到此为止关于无聊的讨论只不过是准备性工作罢了。试图唤起一种情绪，或导演出一种情绪，以便以概念把握的方式使“世界，有限性，孤独”有可能与人们相遇。这里决定性的意义是，“如何”相遇的问题。应该把握的东西，必须出现，而且就在此时此处，在1929—1930年冬季学期的一个星期四下午。


  作为整体的世界。为什么经验世界整体时必须有一种特殊的情绪呢？世界不是总在那里吗？它就是发生的一切，是一切情况。我们总是处在它之中的。这一点不错。但是我们在这期间已经知道，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我们处在世界中的日常状态同时就是在世界中的沉沦。我们消失在世界里。他之所以把无聊这种情绪专门突出出来，就是因为，在无聊情绪中——就如同《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畏惧情绪一样——“世界整体”显得同我们有了距离。这种距离使形而上学的惊奇式惊恐的态度成为可能——它是作为生存活剧的第三幕。第一幕中，人们日常地献身到世界中去，世界也充实了他。在第二幕中，一切都退到远处，这是巨大空洞的事变，是三重否定（非自己，虚无的世界，毫不相关）。在第三幕中，那脱离者、那本己本真的自己和世界又折返回来。自己和诸物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实存”了。它们获得了某种新的张力。一切均由此而来。在他的课上，海德格尔以罕有的清晰、无掩蔽的方式作了如下说明：“这里所要做的恰恰是，使哲学的人生此在重新赢得事变发生的原初方向，以便得以对诸事物作简单的、强烈的、持续的‘观看’。”（同上书，第35页）


  对于从事研究的观察能力来说，“整体的世界”作为一个题目不是太大了吗？也许是吧。但海德格尔恰恰基于这个原因指出，如果这个题目对于研究来说确实过于庞大的话，那么在人的无聊、畏惧等这类情绪中，这个巨大题目却天天被直接经历到，而且是在对世界的超脱中经历到的。从这个结果来看，十分清楚，关于无聊的烦琐的分析，无非是对我们如何把“世界”作为整体来占有的方式加以描述的一种尝试。


  我们再变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占有世界”，另一方面，世界“占有”我们。不仅是在“我们把自己交给了常人的世界和对应手之物的筹措操办之忧”这个意义上如此——这一点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经指明了——而是在另一意义上，我们属于自然的王国，因而世界“占有”我们，“我们占有世界”。


  这个讲课的第二部分，海德格尔第一次讲述他的自然哲学。这是他在这方面的唯一一次尝试，后来他再也没有做过。他把这一思考和《存在与时间》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人们由此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这一工作所赋予的重要的意义。一年以前有两本重要的哲学人类学著作问世，一本是马克斯·舍勒的《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一本是普列斯纳的《有机物与人的层次》。舍勒和普列斯纳两个人以不同的方式试图把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和哲学的解释结合在一起，以发现人与他之外的自然界之间的联系与断裂。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十分强调人生此在同非人自然之间的断裂，以至于——正像后来卡尔·勒维特批评的——人们获得如下印象：人的生存脱离了他的肉体的自然前提。舍勒和普列斯纳均受海德格尔的启发，重新把人放回到同自然的联系之中。但是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同时又不使人重新自然化。


  特别是舍勒的尝试，在当时引起的反响很好。海德格尔感到自己受到挑战，认为自己也有必要在自然哲学人类学中作一番自己的研究旅行。


  自然属于世界的一部分。但是，人以外的自然有“世界”吗？石头、动物也有自己的世界，还是只是出没于世界之中？在其中，也就是说，在一个世界境域内，只有对于人这种构造世界的自然存在才存在境域吗？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说明了，“只有通过一种拆除中的观察才可以达到”自然的存在方式：无机物、有机物和肉体连在一起的生命的存在方式。（《存在与时间》，第377页）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意识必须去把握无意识的东西，认知必须去把握无认知的内容。人生此在应该去理解根本没有“此”的实存。


  这个课的自然哲学部分是唯一讨论这个“此”同在它之外的自然关系的沉思，关于这个“此”，如何能理解对这个“此”进行无知无识的自然的沉思。海德格尔想挤入这幽冥之中去，以便从那里出发来看看人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异化了的眼光，对于这个眼光来说，使人变得光明的，并由此自然也光明起来的那个事变，成了一种完全不寻常的东西。这里涉及的是：从自然这里出发，在人之中去揭示此在的展现——后期海德格尔将此称之为“采光”［Lichtung］——使本来处于潜伏状态的物和实体得以显现。人生此在为自然提供了表演的舞台。海德格尔自然哲学的唯一的意义就是导演一出“此”之显灵活剧。


  物和事在我们面前的出现。我们也能置我们于它们之中吗？我们可以是它们的形式种类——分享它们的形式吗？是它们分享我们，还是我们分享它们？


  我们与它们共享着同一个世界，一个它们沉没于其中的世界，一个对我们来说在“此”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给予了它们自己所没有的“此”。而我们从它们那里接受了它们所有的那种静寂和“任你出入性”。由此着眼恰恰可以体验到我们自己身上存在的缺乏。


  他的课是从石头讲起的。石头是没有世界的。它出现在世界中，但并没有建立起自己同世界的关系。在对动物与世界的关系的描述中，海德格尔基本承袭了（雅可布·冯·于克斯屈尔）的研究成果。海德格尔称动物为“贫世界者”。动物的周围世界是一个周围圈。动物从这个周围圈中得到它们的动物本能。（同上书，第347页）它们按从那里来的刺激调整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追求，并让它们“发泄”，以便与之相适应。世界对于动物来说，只是周围世界。动物不会把世界同自己割裂出来加以体验。海德格尔引用荷兰生物学家伯腾第耶克的话说：“这就表明，在整个动物世界中动物与它们周围环境的联系十分紧密，周围环境几乎就像它们的身体一样。”（转引自上书第375页）这种作为身体的延伸扩张的“周围世界”，被海德格尔称之为“无碍环［Enthemmungring］”。动物可以对闯入这个“环”里的东西作出反应。它们对某种东西作出反应时，也就与之发生了关系，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把这个某种东西作为某种确定的东西加以感知。换句话来说，它们并没有真正感知到它们所感知的东西。动物对世界有某种开放性，但是世界对它们来说不是作为世界而开放的。而在人这里恰恰如此。人和他的世界之间裂开了一道活动空间。世界对人的束缚放松了，以至于人可以使自己同世界、同自己、同作为在世界中，出现者的自己发生关系。人不仅能从自己出发，把自己同他人区别开，把自己同各类杂多事物区别开，他还可以在东西之间作出区别。海德格尔把这个“活动空间”——这我们已经知道了——叫作“自由”。出现在自由境域中的实存，获得了另外一种现实特性。在可能性的背景上它显示为现实的东西。而具有可能性的实体必须把其现实性看作是可能性的发展进程。可能者的活动空间是为人而展现的。它给予现实者以轮廓分明的线条和个体性。它们处于可比性、生成、历史的领域内，进而处于时间的领域之内。这一切使某某作为某某东西被固化、被区别、被提问成为可能。世界在“昏沉”中被活过，但没有被体验过。它们作为可被清晰感知的东西从这种昏沉沉中冒出来。“不可能是什么”这一思想也是可能者的组成部分。由此世界便获得了一种极特别的透明性。世界是所发生的一切，但是恰恰由于这一点，世界并不是所有的一切。它处在可能者与无其所是者的更大的空间之内。只因为我们对不在场具有感受能力［Sinn］，我们才可能——在感激中、惊奇中、惊恐中、狂欢中——经验到不在场本身。人所经历的现实性都是陷入、到达、隐蔽、显现等运动中的现实。


  对可能性和虚无的信赖中——在动物同世界的关系中根本不存在这类东西——显现出宽松的世界关系，海德格尔称其为“世界构图活动［Weltbildend］”。


  舍勒在他的人类学草案《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中解释人的精神个性时，引入了谢林的“在人中并通过人而生成着的神的思想”。海德格尔像舍勒一样，他在讲课时以谢林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为结束：自然在人里面打开自己的眼睛，注意到，自然在此。海德格尔把谢林式的“一线光明［Lichtblick］”称之为“开放之位［offene Stelle］”。（同上书，第52页）它在人中，处在向自然本性自身封闭的实存的中心开放出来。没有人，存在就会一声不吭。它会现成在手，但是不会在——此。自然在人之中达到了对自己的可见性——看到了自身。


  1929—1930年冬季的讲课是海德格尔讲授的最重要的课程，几乎是他的第二个代表作——开始于对无聊以唤醒和分析。这是一种惨淡苍白的出神情绪。随着无聊的出神状态的骤变，课程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狂热情绪中结束。这是海德格尔著作中的一段奇文，其中充满了欢庆生活的精神：“人就是既不能停留，又不能留任者。……而且恰恰哪里有恐怖的危险性，哪里就有惊奇之极乐幸福——这就是那清醒的狂音，它就是一切哲学思考的命脉。”（同上书，第531页）


  第十二章


  共和国的临终总结  普列斯纳  发挥拆毁作用的“架拱”　  朋友与敌人  海德格尔的歧义性：个人还是民众  第一次柏林招聘  卡尔·曼海姆  关于认知社会学的争论  自由主义的急救措施  以不可调和性为生  柏拉图  洞穴中的海德格尔  关于“授权”的观念  实存如何变得更实存



  马克斯·舍勒临去世前不久，在1928年的一次讲演中说，“上万年的人类历史中，我们这个时代是第一个使人类完全地彻底地成了问题的时代，他已经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同时他又知道，他对此一无所知”。（松特海默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反民主制思想》，第53页）


  舍勒对时代批评，针对的是魏玛共和国晚期的历史状况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针对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斗争造成的四分五裂、派别纷纭的局面。他们做的都是为了应付坍塌、破裂和崩溃，但它们合在一起产生的却是无可奈何的情绪。


  “世界似乎化为流水，可以寿终逝去”，1912年瓦尔特·拉特瑙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德国政治家、企业家，曾任通用电器公司总裁，1921年担任帝国建设部长，1922年出任外交部长。当年被极右派暗杀身亡。——译者 就已经这样描述当时的发展。（拉特瑙：《关于时代批判》，第17页）而罗伯特·穆西尔面对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的发展，也只能作些讥讽的评论了：“只要一有什么主义出现，人们便以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类，而且每个学年的结束都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今天能称之为精神的东西，都标着：无安全感，无活力，悲观失望……而这些自然而然地都反映在大言不惭的精神小贩身上。……农夫党与手工工人党的哲学完全不同，神父、牧师们也有他们的联络网，而施泰讷主义者有一百万之众。而各个大学又有自己的有效性。有一天我真的读到《跑堂工会报》上一篇关于酒店打下手、帮工的世界观的文章：他们必须总是举得高高的。这是一所巴比伦的疯人院。从成千上万的窗子里有成千上万的不同声音在嘶叫。”（穆西尔：《书籍与文学》）


  魏玛时期产生的大量世界观，实际上是由新事变和新关系对传统解释和定向框架造成的严重负担的一种反应。自由主义的开放性社会的多元性，就是这类新关系之一。它的特点恰恰是不受任何世界观和为人处世的典型观念的限制左右。有具体内容的命题不再有约束力，取代它们的只是一些操作性规则。按着要求，这种操作规则也应该对相互对立的设想规划的和平共存起到维护作用。思想上的多样性造成了多元主义气氛，传统所谓“真理”已降格为纯粹的意见。对于那些相信自己找到了救世箴言的人来说，这是极其痛苦、难以忍受的事实。民主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使绝对真理的要求相对化。汉斯·凯尔森，当时是少数几个在法律界为共和制作辩护的人之一，当时说：“形而上学绝对主义的世界观适用于专制，而批判的、相对主义的世界观适应于民主的立场。如果一个人不承认人类知识的绝对真理性，不承认有绝对价值，这个人必然会认为，与自己相反的意见，也包括陌生人的相反的意见的存在，起码是可能的。因此相对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是民主制思想的前提。”（松特海默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反民主制思想》，第181页）


  在魏玛时期，自由主义为意见和思想自由提供了保证。当时社会上所有的人都从中获益匪浅。最起码人人都准备容忍自己的竞争对手——这就是相对主义。但对于1932年的德国青年思想态度的研究结果表明，对这时的大多数青年来说，自由主义已经死亡：“年轻人只剩下对‘自由主义’世界的难以名状的蔑视，他们把精神的绝对性，轻蔑地称为毫无价值、不明事理。他们知道，思想的妥协是一切恶习和谎言的开始。”（同上书，第145页）


  当时在德国备受读者青睐的俄国哲学家别尔加耶夫〔别尔加耶夫 （Nikolaus Berdjajew，1874—1948），后留德国的俄国移民，宗教哲学家，文化哲学家。——译者〕，又是这种反自由主义的代言人。20年代在柏林时期，他对这个“现代实验室”有所了解，但对它十分蔑视。在他散文《新兴中世纪》（1927年出版）中对民主制进行了清算。他攻击民主制，谴责它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什么是真理。“民主是爱自由的，但不是出于对人类精神和人性的尊重，而是出于对真理的漠不关心”。别尔加耶夫把民主等同于对思想精神的忽视。马克斯·舍勒也谈到，当时蔑视思想精神的倾向四处蔓延。他认为这是造成当时哲学一筹莫展的状态的原因的第二个方面。但是他并没有把蔑视思想精神的倾向误算在民主制头上，而是算在民主制的敌人的头上。面对人类文明，公开发誓要逃避到所谓自然性、基础性之中去，把鲜血与大地，或者把直觉、陶醉、民间的共同体以及命运当作原始力量，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追求才真正是对人类思想精神的蔑视。“所有这一切都预示了新时代人类的叛乱。”舍勒认为，反对理性协调的暴动正在密谋中。受到舍勒的启发，托马斯·曼在《德国人的致词》（1930年）一文中描写了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类型。“得意忘形的青年学生”挣脱了“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学派的束缚”，如今却染上了狂热主义的舞蹈病。“人类摆脱了理念约束，忘乎所以，在古怪的精神状态中与此相适应的是政治上的荒诞风格，教会救世军的恶态，群众的集体抽风，小摊贩的狂叫，上帝的赞歌，单调口号的不断重复，满嘴冒泡仍叫个不停。狂热成了救世的原则；兴奋成了抽羊角风时的‘忘我状态’；政治成了第三帝国大众的鸦片，或者无产阶级的‘转世论’。理性掩面而泣。”托马斯·曼赞扬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的实事求是的共和派理性。他寄希望于左倾的中间派政治力量。他告诫知识分子要提防对人文主义基本信条的侵蚀。追求冒险的狂热只知追求紧张刺激，不惜任何代价也要造反，把破坏当成形而上学陶醉，对这种东西千万不可轻信。但是托马斯·曼没有把恩斯特·荣格尔的那种野蛮性估算在内：“我们将找不到任何一块未曾被喷火器用虚无清洗一空”的地方。（莱茵哈特：《读本·魏玛共和国》，第173页）


  托马斯·曼清楚地进行政治论证，舍勒则停留在哲学思考之上。他主张思想精神的自我考察。思想必须进行自我批判，它应认清，思想从事综合的伟大时代已经过去。但思想精神还不应因此而心灰意冷，完全引退。它应该把自己面临的困境当作一个机会来把握。舍勒使困惑获得了一种崇高的意义。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那段尽人皆知的结语中提到，丧失稳定可能同时也是一个进程：通过它可能会诞生一个新的上帝。但上帝应在我们的自由行为、我们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中长成。它不再是现代性的瘸子们的避难所：“给人以支持，对人的软弱和需求提供补充，一直愿意把这些东西当成它的‘对象’的那种绝对的存在根本不在了。”（舍勒：《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第92页）


  舍勒的上帝代表了对自由的勇气。人必须能忍受当前的喧嚣和混乱，在反抗狂热的片面性和教条中锻炼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成为一种新人道主义，即“永恒的、客观的、逻各斯的、观念的源泉，……参与向它的秘密的进攻的……不只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圈，而是所有的人一起，包括将来的不可代替的个人文化主体的团结一致，共同合作。”（普列斯纳：《权力与人的本性》，第286页）


  普列斯纳在他1937年发表的《权力与人的本性》一文中，曾把舍勒上述想法引作自由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舍勒的思想明显追求协调形式的自由精神尚未得到克服，思想精神在连房子都没有的情况下却去寻求加固的拱架。“如果一切都在流逝，我们怎么可能寄希望在一个稳定的合题，保证它几年后就不会过时了呢？根本不要去希求什么加固的拱架，除非你企望它的坍塌。”（同上书，第284页）


  普列斯纳的人类学基本原理：人的定义是，人不让最终地被定义，因为任何可能的定义，不管是伦理的、科学的、宗教的，它的基础构架都是人的历史的产物。定义式的、依本质理解的意义上的“人”，总是由人自己所创造的文化发明出来的。所有关于人的命题，都不可能把人作为完成的对象化的量，全部收入它的视野之内。任何可能的观察提问的角度，都来源于“主体性的创造性力量的王国。”这是一种彻底的历史主义思想。历史只不过是一个“舞台”，“超时代价值的承担者们依据完全偶然的联系在上面走上来走下去”。我们必须把这个舞台看作“价值的生产和销毁的场所”。（同上书，第304页）但是，关于历史性的这个观念本身也是历史性观念。通过历史使价值自身相对化的思想，也不是一种绝对一成不变的立场。以前有过，现在还有这样的文化：它们不知“把自身作为主题”为何物，剩下的只是对人的“无法研究性”的知识“胡搅”。它是“无法研究的”，因为人总有他未来的根据。人总是在当时作出决定的一瞬间显示出来他是什么。人的规定是人对自己的规定，人是自己为自己作决定者。他从自己的不确定性中规划着自己。“在这种对自己的不确定关系中，人把自己把握为力量，并为他自己的生活发现了自己，发现自己是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未解决的问题。”（同上书，第321页）


  由此普列斯纳得出结论：具体的处境总是错综复杂，不可了然；在具体历史时刻，到底什么对人来说最重要？此刻作决定的不是哲学，而是实践活动。“根本不可能在客观的条件下为人的这种存在找出一个客观的定义。”（同上书，第319页）在这种上下文中普列斯纳谈到了海德格尔。他断言，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已经包含了太多的关于人生此在的客观中立性定义。


  在他看来，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概念对历史漠不关心，这正是这些概念的缺陷。比如海德格尔关于历史性的这个概念并没有得到历史性的理解。


  普列斯纳认为，马克斯·舍勒和马丁·海德格尔以不同的方式演奏了一曲“绝对中的、届时瞬间的交响曲：一个把绝对置入创造性的精神之内，一个则把它置于人生此在的基础之上”。


  在海德格尔这里，届时瞬间最后导致对整个政治领域的蔑视：它被视为常人的、非本真本己的领域，将它同本真本己的自己存在的另一领域截然隔开。这无非是德国式的“内在性”，它是面对历史强大暴力的最后一个形而上学的避难所。


  普列斯纳想在内部使哲学同这个历史暴力遭遇，尽管这可能会使哲学受到一些擦伤。哲学必须同“现实的无底无根基［Bokenlosigkeit］”共事。这就意味着，不管它愿意与否，哲学必须清醒意识到，它自己已处在“古朴的敌人生活关系中”。（同上书，第281页）它不可能轻松地“置身事外”，它没机会乘人不提防溜出去，超脱于相互争斗的党派之外。时代不再允许有什么普遍适用的轻松自由，因为哲学根本没有了喘息的功夫。一种理解现实的哲学必须参与到这最基础的敌友关系中来，进而对它加以把握。很显然，普列斯纳的思想和卡尔·施米特对政治的定义有联系。


  普列斯纳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德国内战已起。1930年9月大选中纳粹党获胜，党卫军开赴市区，在街上与红色战线团以及共和国的保卫者展开了战斗。平衡调解的理性这种政治工具被碾得粉碎。军事形势成了政治上的绝对因素。


  这种环境下，哲学虚构着可被自己把握的“基础”，但这只不过是哲学的梦幻。普列斯纳要求哲学最终从这种睡梦中惊醒，他指出，哲学一点也不比政治聪明。两者的视野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这个视野恰恰是开放在那无法把握的向何处去中，不管是哲学还是政治都是在这里精心规划，以塑造我们生活的意义。”（同上书，第362页）


  对历史性概念彻底的理解，导致普列斯纳得出下述看法：哲学不仅就其外在义务而言，而且就其内在逻辑而言，也应进入政治这一危险区域。一旦哲学与政治联手，哲学就会注意到，站到时代的最高处是何等困难。哲学的思维“从来没有像生活一样宽广过，而且又总是过分宽阔于生活。”（同上书，第349页）在当下历史的时刻，在当下的政治局势下对哲学提出结构性要求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哲学只限于提出了一些原则和看法。它或者停留在关于前提的领域之内，或者停滞于期望的领域之内。当时政治局面混乱，恰逢进行决断的时刻，哲学却尽力回避，普列斯纳说，政治“是掌握正确和最有利的时机的艺术，这一点决定着一切。”（同上书，第349页）普列斯纳要求一种向这个“瞬间”开放的哲学。


  1931年这一届时瞬间对哲学提出了什么要求？普列斯纳的回答是：“它必须把握‘民族性’的意义。民族性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就和你-我讲话一样，就像信赖和敌意一样”。（同上书，第361页）如果在普遍的人文主义观念中，人类的这种休戚相关性被忽略掉，那它就是一种极恶劣的唯心主义。自己的本己的东西必须由自己来维护，这一点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民族。这种自己维护并不意味着建立自己的优越地位或利己等级制。因为所有的民族和文化均是发源于“创造性主体的强力的基础”之中，所以普列斯纳赋予“所有文化以民主价值上的同等地位”，（同上书，第318页）把希望寄托于“逐渐克服自己民族性的绝对化。”（同上书，第361页）这在政治上就意味着民族自己声明反对凡尔赛和约中战争赔偿的苛刻要求，同时又反对民族和种族沙文主义。与此同时，又坚持对本“民族传统”的从属性，将其视为“绝对性立场”，因为任何个人都无从控制自己的民族从属，它总是事先已处于其中了。“对人类而言，所有的政治问题都限定在民族的视野之内，因为只生存在这一视野之内，生存在对可能性偶然的突破之中。”“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中，这种处境都不允许人去纯粹地实现什么……。人总是与传统血肉相连，他一开始便从属于某一具体的民族。所以实现什么，总是相对于传统与民族的实现。”（同上书，第361页）


  普列斯纳以对海德格尔的第二个批判结束了他的文章：他谴责海德格尔缺乏同“民族性”的关系。海德格尔的本真性哲学，只是加深了原来德国传统中精神获救的个人领域同暴力的社会领域之间的裂隙，这只对“政治的冷淡主义”的蔓延有利。普列斯纳说，这是“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一种危险。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引证普列斯纳，是因为他与海德格尔相关。他的哲学带有极高的反思性、政治化和民族化倾向，而这种倾向在海德格尔那里，还只是潜藏着没有显露出来。正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已经潜伏着这种倾向，所以当1931年普列斯纳对他进行批判时，他并没有被击中。而且在这期间他业已开始寻找同“民族性”的，同时也是同政治的，更清晰的联系——他走的是同普列斯纳相似的道路。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关于“历史性”、“使命”、“民族”的基本思路：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在那里已经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不是核心因素。《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个人对自己自由的自身关切［Selbstbezug］视为生存理想，但海德格尔并不想让人们将其理解为“个人个体主义”。所以他十分强调共同体和民族中生存理想的“现实”的人生此在的力量。这种力量被作为被抛性而纳入本真本己此在的人生规划。如果谁想努力把本真本己的人生此在的被抛性“不带任何幻觉地”（《存在与时间》，第391页）承认下来的话，他就必须看到，他属于某一民族，这一点是无法选择的。他被抛在一个民族中，降生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中。个人的人生此在与“共同体、与民族的活动进程”（《存在与时间》，第284页）之间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被海德格尔称之为际会使命［geschick］。像生活的其他实施进程一样，这种休戚相关性也可以在不同的方式——非本真本己的方式和本真本己的方式——中得到体验。人生此在可以有意识地接受作如此理解的“民族的际会使命”。他随时准备参与、承担这一际会使命，对其负责。这就使民族之事变为己任，直至做好为了它牺牲自己生命的准备。人生此在“从这个民族的传统中选择自己的英雄”。（《存在与时间》，第385页）但无论如何，个人并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本真本己地同民族的联系，就是同本真本己的自己的联系。如果谁为了摆脱自己而走到民族团体那里去寻求什么，那么这种行为就是非本真本己的。因为对于这个人来说，民族无非就是常人的世界。


  因为存在着同民族的本真本己联系和非本真本己的联系，所以在谈及民族与民族的休戚相关性时，它们真正所要表达的意思中，一定都包含“歧义性”。“一切看起来好像是真的理解了，把握了，说出来了，但从根本上看，其实没有，或者看起来似乎没有，其实已经做到了。”（《存在与时间》，第173页）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的这种歧义性还不突出。那里也谈到民族，谈到际会与使命，但是思想并没有努力去指明民族与际会使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届时瞬间，这个历史时刻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什么。海德格尔还没有去找“他的英雄”。他还没有超越由术语构筑起的防卫屏障，没有离开由基本规则构成的区域，还没有离开基础存在论的领域。参与具体的历史还有非本真本己性之嫌疑；具体历史尚被形式化为历史性这一种空洞形式。所有的材料都可以接受它，也就等于没有哪一个具体历史“材料”能接受它。这种思想本身要求一种历史的、政治的开放（即“民族”的“际会使命”），但是这种开放还未得以实施。


  海德格尔同代的批判者，完全注意到了这种歧义性，即非历史性的存在论同历史性假设之间（的）换步法。普列斯纳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就是一例。在这之前，米施［Georg Misch］在他关于《存在与时间》的详细书评中提出了下述的看法：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论者战胜了历史生活的解释学家。


  平时海德格尔总是抱怨说，人们对《存在与时间》一书的反应表明他们对他的思想毫无理解。这次他在这一点上与这二位的批判者看法类似。因为他在《存在与时间》发表不久，就开始向普列斯纳和米施所瞄准的方向前进，对历史性、届时瞬间关联性、政治决断性作进一步的更彻底的思考。


  1932年11月18日海德格尔在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写道：此间《存在与时间》早已被他远远置于身后。他当时开辟的道路早已被闲置荒芜，几乎不可通行。从1930年开始，在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和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就经常谈到“新开端的”必要性，但也提及他自己对开辟新路能否成功所持的怀疑态度。1931年12月20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海德格尔公开承认，他自己“已经过于冒险，走得太远了。超出了我自己的生存力量之外，我对自己经验到的事实上和内容上的困窘有清楚的认识。”这封信中他还谈及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柏林插曲。


  1930年3月28日，海德格尔接到柏林的聘请信，请他去那里主持德国最重要的哲学讲席。聘任委员会一开始在普鲁士文化部长贝克尔建议下，希望能延聘到恩斯特·卡西尔。但海德格尔也是聘请对象的重点人选。但委员会反对海德格尔的人最后还是占了上风。法里亚斯对这个过程作了研究。据他的研究，主要的反对者是E.施普朗格。施普朗格提出的问题是——海德格尔的知名度这样高，与其说是由于他的哲学，还不如说是由于他这个人。他的哲学根本不适用于教授与研究。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新近人们不断提及海德格尔，尽管他的著述成果的科学价值争议甚大，但有一点十分清楚，他……个人的影响力十分大。但他的崇拜者也承认，追随他的为数众多的学生中，几乎无人真正理解他的哲学。他当前正处在危机之中。结果仍需要等待。现在聘请他来柏林，后果将会很严重。”（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第123页）


  关于海德格尔处于危机之中的流言正基于这一事实，即《存在与时间》的第二卷一直未见出版，甚至连预告也没有见到。对他1929年的《康德书》评价不一。无论如何该书没有被看作《存在与时间》的续篇。海德格尔在达斡斯出场给人留下的印象，也促成“危机流言”的形成。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他对文化哲学的粗暴态度，和他公布的新的开端，但对这个新开端连他自己也没有把握。


  1930年上半年普鲁士文化部换班，格林墨接替贝克尔出任文化部长。他是一个受过哲学教育的政治活动家，是胡塞尔的学生，来自保罗·蒂利希周围的宗教社会主义团体。他把哲学教授候选人名单退回哲学系，公开违背哲学家的明确意向，指示他们聘请海德格尔。格林墨想来一次点名委任。另外，海德格尔的反市民文化和文化革命的表现并不使格林墨这样的人感到惊恐。他本人就是出身于反市民社会的青年运动。柏林的自由派报纸对文化部长设的关卡十分愤慨：“一位社会主义的部长聘请一位文化反动派来柏林。”（同上）


  1930年4月，海德格尔去柏林进行磋商，路经海德堡，以便到雅斯贝尔斯处听取建议。雅斯贝尔斯通过报纸了解到这件事，并写信给他说：“您将登上最引人注目的位置，它将使您至今鲜为人知的哲学脉搏的跳动变得广为人知，并得到消化。我认为，这是再好没有的机会”。（1930年3月29日信，《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第130页）因为他自己也曾希望应聘柏林，所以他感到“一阵轻微的痛苦……但是它非常轻微，因为即将应聘的是您。”


  海德格尔已经得知，他的应聘完全是部长的旨意，完全违背哲学系的意愿，尽管如此，他还是十分认真地去柏林进行会商。作为预防措施，他要求要“远离大城市生活的干扰，在相对平静之中”建立他的生活。因为这是他的哲学工作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


  但是回到弗赖堡后，海德格尔作出决定，拒绝应聘。1930年5月10日，他在写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说“拒绝这件事使我感到最困难的是如何面对格林墨本人。”他在向格林墨陈述他拒聘理由时说：“今天我的工作刚刚开始走上一条新的安全之路，无论对我还是对他人来说，要履行柏林大学教授职责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面对这些条件，我感到自己羽翼未丰。真正不衰的哲学，只能是它那个时代的真正的哲学，也就是说，掌握了那个时代的哲学。”


  这是一句关键的话。海德格尔公开承认，他自己感到自己羽翼未丰，他还没有达到把握这个时代的真正哲学的水平，他的哲学不仅要以黑格尔那样的姿态，在思想中表达时代，而且要“掌握”这个时代。也就是说，这里指出了他的哲学的方向，或者像一年后他在课堂上讲授柏拉图时所说的，他必须克服当下。


  面对自己所设置的这个要求，他觉得自己尚不成熟。但是他也写道，他已经找到了道路，新的开端已经开始。


  尽管柏林应聘一事大大提高了他在公众中的信誉，但海德格尔这方面还没有发出凯旋式的纲领性的《外省人的声明》，而只是十分谦虚地承认，我还没准备好！海德格尔给格林墨拒聘函以下面的请求结束：请承认我尚陷于其中的那个界限吧。


  海德格尔写道，真正的哲学必须能掌握它的时代。这样，他便给哲学和他自己提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它必须证明他有对时代作出诊断和预言的能力，并且不仅仅是提出一般的决断性，而是作出具体的决定。那种可以随时加以政治化的简明扼要的哲学洞见，这才是所需要的哲学。行为上的可选择性要求具有清晰性和哲学上的可决定性。这一切都是海德格尔向哲学提出的要求，如果这种哲学要掌握它的时代的话。


  海德格尔就是带着这个要求置身于时代大潮之中，在思想界关于知识社会学的那场激动人心的大争论中，时代大潮的走向暴露得十分明显。这场争论是1928年11月社会学会议上卡尔·曼海姆的登场引起的。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年轻的（诺贝特·艾利阿斯）说，这是刚刚实现的一场“精神大革命”，而社会学家（阿弗里德·莫伊泽尔）描写他当时“惊恐的感受，像在旋涡肆虐排山倒海的大洋上，用不宜航海的一只小驳船去冒险一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卡尔·曼海姆就《在思想精神领域的竞争的意义》作了一个报告。一眼看去，这个报告似乎并无新奇：力图从似乎和马克思主义类似的方式，从社会基础的条件出发来揭示思想精神的构成物。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的危险性在于，曼海姆把这有意识形态之嫌的东西——一般情况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给别人扣的帽子——如今加到马克思主义者头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要求提出质疑。但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伤害还不足以引起科学界如此普遍的重视。曼海姆的攻击更具挑衅性：他在分析思想精神的构成中，将真理问题搁置起来，并把真理的搁置作为一条基本定律提了出来。对他来说，在思想精神领域内只有不同的“思想风格”，它们处在两个方面的关系中——曼海姆称他的这种立场为关系主义的［relationistisch］——它直接同自然的现实和文化的现实发生着联系。它们相互联系，然后出现了复杂的传统的构成，思想一致者的团体，竞争和敌对。这里出现的情况使你误以为，这里是无任何约束的商品市场。整个现象当然有一个“基础”，但是这个“基础”本身又只有通过思想风格才能被把握。思想所扎根于其中的东西，只存在于思想风格争吵之中，所以我们对这个基础没有任何稳定的概念。曼海姆使用了“存在”这个术语，指的是思想所能联系到的、它所能要求的一切内容的总称。曼海姆认为，思想与赤裸裸的事实或者真实的现实性毫不相干。思想总是运动在经过解释的和理解的现实性之中。曼海姆对海德格尔的“常人”分析作了批判性的评论，“哲学家整理出一个常人，一个神秘的主体，但这个常人是怎么来的，他却毫不关心。社会学问题恰恰是从哲学家停止追问的地方开始自己的工作。社会学分析表明，这个对存在公开的解释不是简单的已在那里。它也不是被想出来的，而是在这论战中获得的。引导研究的兴趣不是冷静的求知欲。对世界的解释往往是个别团体的权利之争的共生物。”


  曼海姆的关系主义没有为任何世界观的派别或任何解释方案提供合法性证明。就像兰克莱奥普奥德·冯·兰克（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他力图用历史时代解释历史冲突，认为历史是由个人、各民族、各国家分别发展、综合而成的历史政治原则，应因民族的特点而异。——译者 的历史时代一样，尽管思想精神的建筑不是在上帝面前各个等价，但是在基础性存在面前，它们却是完全等值的，不存在任何优先的途径。任何思维都以自己的方式受到存在的制约。但是，首先受到那个特殊“存在的制约”，个人或者群体就扎根于其中。在基础中存在着“一定的生活圈的示范性原始性经验”。（第345页）它对不同的思想形态发生着影响，所以它本身构成“生存类型的不可磨灭性”的核心。（第356页）因此也根本不可能对整个世界图像和由此导出的行为原则之间的区别进行所谓全面的比较。但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的政治任务是削弱它们之间的对立，缓和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通过还给争论中和相互排斥的竞争中的各个“党派”以各自的“存在-约束性”，使之相互理解，来实现这种缓和。通过这种理解行为，四分五裂的整体中的敌对化能量得以部分释放。如果实施了这一步，那么在社会中不同的世界观就会比邻共处，每个党派均无权提出绝对性要求。最理想的情况是：以自身透明性来自律的“党派”，通过相互的对立和共处推动历史的发展。社会是由这些部分的关系构成的，所以认知社会学必须与社会相适应，就像一个监控治疗家要适应闹纠纷的夫妇一样。同存在没有特权性的关系，没有不受时间限制的永远有效的真理。“认知社会学为专司政治调解、政治中立化之职的官员们提供的只能是‘自由浮动’的理智”。认知社会学知道，达到完全齐一性，既不可能，也不是人们所希望的。认知社会学思想政治纲领是：想通过对“人类的世界构型”中与存在相连的、不可磨灭的、差异性的理解来缓和对立。（第350页）


  曼海姆的认知社会学是魏玛末期政治科学挽救自由主义的尝试。它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深刻印象：它给了存在论一种多元主义的基础。但这个理论要求区别可磨灭的对立与不可磨灭的对立，用理性的比较去寻找可以发现这种差别的地方。否则就只好让“生存性的不可磨灭”隐藏在它的秘密之中。卡尔·曼海姆的结语是：“如果谁在知性尚有权以清楚和冷静加以管理的地方，想请出非理性主义取而代之，他一定是害怕直视秘密的真正所在。”（第369页）


  海德格尔注意到，认知社会学的调解纲领，即这种把自由主义放回到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挽救尝试，在他看来没有对所面临问题的解决作出什么贡献。他的反驳十分简单：认知社会学知识向“秘密所在之处”只迈进了一步，并没有看到秘密本身。


  在1931—1932年冬季，在讲授柏拉图的课上，他对柏拉图《理想国》中包括洞穴比喻在内的一大段文字作了讲解。讲课时，海德格尔把认知社会学放到洞穴中，让它和囚犯在一起，既看不到现实的对象，也看不到发光的太阳，只看到墙上的影子。谁要是被从洞穴中解放出来，走到真理之光中，然后再回到黑暗去，以便去解放一起被困的难友，那么他就变成不为他的难友所欢迎的人。“人们会对他说，他是片面的。因为他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所以在人们的眼里，他立场片面。很可能人们在下面有某种所谓的‘认知社会学’的科学，人们靠了它的帮助向他说明，他的工作是以某种所谓世界观为前提的，当然这个前提严重干扰了洞穴团体的看法，所以遭到拒绝。”但真正的哲学家看到了光明，他根本置这种“洞穴空谈”于不顾。唯一值得他做的是，抓住几个人，“牢牢地不放，硬是将他们拖住，在一个漫长历史中试着从洞穴中走出来”。（《海德格尔全集》，第34卷，第86页）


  1930年海德格尔更强调下述要求，哲学必须控制它的时代。在接下来的那些年里，我们看到海德格尔不停地向古希腊思想的历史深处挖去。他想从历史中求得解脱吗？他在上面引述过的讲授柏拉图的课上非常气愤地反驳了这种怀疑。“真正地回到历史中，我们就可以同现在保持距离，以便创造起跑所需要的距离。而为了从我们本真本己的当下中跳出来，这就意味着用当下唯一应得的方式对当下加以处理：对它加以克服……最后，回到历史之路才能将我们带到今天真正的变故之中。”（《海德格尔全集》，第34卷，第10页）


  但是，海德格尔确实有陷入历史不能自拔的危险。是否能从这个历史起跑点上实现向当代的一跃？他此时似乎也没什么把握。他从柏拉图的哲学思考中获得的印象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使他感到疑惑，他是否还有什么自己的话可讲。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里，他把自己描述为大哲学家博物馆中“管理人员之类”的角色。他的唯一任务就是“留意窗户上的窗帘是否以正确的方式打开和关上，以便使流传下来的少数珍贵的伟大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正常的照明，以便使偶然光顾的观众得以观赏”。（《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1931年12月20日的信）他给自己画的这幅讽刺画有多大的严肃性呢？我们可以从他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的一个说明得到一点提示：“越紧张地进入自己的工作，我越明显地感到，每次都受到古希腊人的伟大开端的压力。而且我经常犹豫不定，是不是把自己的一切独立尝试全部放弃，仅致力于让我们这个世界不仅只被继承下来而已，而且还要让这伟大作品、伟大的榜样重新成功上演，让人们对它们有活生生的体验。”（《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1932年12月19日的信）


  海德格尔在20年代初已经开始研究哲学的古希腊开端。但如今它那巨大的力量对海德格尔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对他自己的哲学自我意识形成了威胁。他变得很谦虚，但只是面对古希腊人的时候，而绝不是在当时活着的哲学家们面前。


  海德格尔勤奋地从事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工作时，一直伴随着一种矛盾心情：希腊哲学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无限广袤的境域，使他自己感到鼓舞振奋，使他获得了广阔的活动天地。但是，这个广阔天地又使他变得如此渺小，无足轻重。这个历史的吸引力如此强大，以致可以完全被它吞掉。但是对历史性的彻底理解，要求哲学把握历史时代的重大瞬间。因此不允许他长期滞留在渊源之中。他必须把浸淫于过去的快乐辩解为，跃进到当代之中的人的起跑。但是他清醒地承认，作为学院哲学家，他还陷在事实上可经验到的东西的狭窄范围内，而“自己研究工作的一团乱麻的状态”也使他觉得“行动不便”（1930年5月10日信，《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第35页）。在这令人沮丧的届时瞬间，海德格尔清楚地意识到，他仍在洞穴之中。仔细看起来，对于当时严峻的重大问题，他尚未发表任何特殊的看法，还没有说什么自己的意见。这个事实折磨着他。他的情绪动荡不定，有时他感到了一种重新开始的力量，觉得自己与柏拉图可以平起平坐；有时又觉得自己空虚，没有原创性，没有创造力。他的过大的野心一方面冲着他前进，另一方面又压抑着他。在雅斯贝尔斯面前，他使这种心态披上了柏拉图化的外衣。在“真正的开放性中”哲学需要“认知的领袖和守卫”。（1931年12月20日的信，《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144页）


  他在柏拉图那里发现了什么东西，它居然会有如此大的力量，竟然渐渐淹没了他“自己”的东西？（同上书，第149页，1932年12月8日的信）什么东西有这样的尊严，需要有“有认知的领袖”？


  1931年柏拉图课程的前半部分，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集中讨论了《理想国》中的洞穴比喻。海德格尔对整个事情的具体情节作了描述。对每个场景的具体意义作了解释。第一幕：洞穴居民观察着对面墙上跳动的影子的嬉戏。第二幕：其中的一个人的绳索被解开，被放开了。第三幕：他可以转身了，于是看到了对象和背后的火。他被带到光天化日之下。光明耀眼，使他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渐渐地五彩缤纷的对象在日光中显现在他面前，它们变得“实存了些”；最后他去看不仅照亮了一切，而且使一切得以生长繁衍的太阳。第四幕：被解放了的他又回到洞穴中，他想也解放他的同胞。但是他们拼命抵抗，不愿意脱离他们的习惯。在他们看来，解放者发疯了，十分可笑，狂妄自大，异常危险。如果解放者再拉他们的话，他们就要置他于死地。


  这个比喻初看起来十分简单明了。因为柏拉图自己作了解释。被囚禁者是受外感官、外部感觉束缚的人。解放使内感官、思想分娩。思想是灵魂的一种静观能力。在心灵的其他能力、欲望和情绪，沉溺于感性世界之时，思维则从其中摆脱出来，津津乐道于对物的直观，观察它们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思维向上仰视，看到太阳，它是最高真理的象征。但是这个真理是什么？柏拉图的回答是善。但这个善是什么？善就像太阳一样。这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它使东西变得可见，使东西具有了可认识性，因此也使我们的知识成为可能。其次，它让一切所是诞生、成长、繁衍。善使可视性获得全面胜利，洞穴居民也分享着可视性。因为火作为太阳的后代使洞穴居民起码得以看到影子形象。有物存在而且还在存在中稳定不变，这也是善的功劳。在柏拉图看来，这个无所不包的、靠着善的力量而活着的存在，如同一个组织得合理有序的团体一样，是一个理想的城邦。柏拉图的对话是从关于公道合理性的本质问题的讨论开始的。柏拉图十分清楚地指出，想通过心灵研究这条路来认识公道合理性，即有善的秩序的存在是十分困难的。较好的办法是，用更大的尺度，即用城邦这个尺度来观察衡量。如果人们在城邦这个“大型人”中认清了什么是合理公道，然后便可以在个别人的灵魂中重新认出它来。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导演的合理公道的基本原则是合理标准和公正合理秩序的实现化。在不同等级的人组成的等级制世界中，每个人都有其应有的位置，人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充分施展他的能力，对整体发挥作用。柏拉图把城邦中同心协力的合作，和谐和相互影响中形成的整体推广到城邦之外，扩大到毕达哥拉斯的宇宙和谐这一个更加宽泛的维度中去。但柏拉图在这里就收笔了。灵魂是宇宙的源泉，宇宙是有灵魂的东西。心灵与宇宙二者在静谧的、永恒不变的广宇中回荡。它们是与不断变化中的时间，与生成相对立的纯存在。


  这种柏拉图主义在海德格尔那里派不上用场。让我们先从最后一点，即永恒不变的理想存在开始说起。


  对海德格尔来说，存在的意义就是时间，即流逝与发生。对他来说，没有常住不动的理想的存在。在他这里思维的任务恰恰是如何使人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思维恰恰是要在一切日常的物化倾向的在不正确的无时间性中，在关系和处境僵死化的地方开拓时间的境域。思维应进行融化工作，应该把实存，首先是人生此在本身交付给时间之流。永恒理念的形而上学之彼岸世界被时间给融化掉了。在“发问的旋涡中”，任何东西都不可能稳定长存。


  为了要从柏拉图那里寻找值得吸收的东西，海德格尔不得不把柏拉图的书反过来读。涉及到海德格尔的时间对立的静止的存在的看法是如此，涉及到“真理”观点上的看法也是如此。


  在柏拉图那里，具有持久性的真理现存在那里，等待我们去发现，墙上的影子的嬉戏不过是原型——即投射出影子的对象——的拙劣模仿。它们是由火光从背后传递到墙上的。映像总是与原型联系在一起的，总是联系到更高层次的东西，联系到理念。这里所说的“原型”之物，其实也不过是一个不完善的映像。真正的知识能够透彻了解这个映像，并透过它发现原型本来之所“是”。真理性就是正确性，即一种知识与被认识者的适应性。洞穴居民的感觉是不真实的，因为这种感觉只把握了表面现象，而它缺少的是在其中从事显现的存在。在柏拉图看来，有一种被称为理念的绝对真理。在心灵跃进中，通过在数学与神秘的陶醉之间进行思维活动，可以把握到这个绝对真理。但对海德格尔来说，根本不存在这类真理。对他来说，只有真理的出现发生。这只能在人同自身的关系中，或在人同世界的关系中才得以实施。人并不是去发现揭示脱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真理。人在不同的时代涉及规划了不同的释义的境域。在这些释义境域中，现实性获得了确定的意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经原则上提出了这种真理概念，并在1930年“论真理的本质”的讲演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那里他讲到，真理不存在于主观方面，即不存在于“真”命题之中，也不存在于客观方面，即不存在于与之相应的被指称者方面，而是存在于“发生出现”这一过程中。这个过程是一个双重运动：一方面，它是世界的运动。世界在这里显现前进。另一方面，它是人认识世界、开发世界的运动。这两重的发生出现过程运作于一定的距离之间。这段距离就是人把自己和他的世界置于自己之前时形成的。他了解这段距离，因而也就知道，有一个世界，它向人显示着自身，同时还有一个世界将自身隐藏起来。他知道这一点，因为他自己作为一个存在物体验到，他可以显示自己，也可以把自己隐蔽起来。这段距离就是自由的活动空间。真理的本质就是自由。（《真理的本质》，第13页）在这个意义上，真理就意味着有距离，或活动空间。获取这个活动空间的距离也被海德格尔称为“开放性”。只有在这个空间中，才可能有隐藏和揭示的活动。假如没有这种开放性，人便根本不能将自己同包围着他的周围环境区别开，他也不能将自己区别出来，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何处。只是因为有了这个开放性，人们才想到，把自己的命题关于现实的命题同现实的自身显现加以比较，用它来衡量自己的命题。人类并不占有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人处于同真理的关系之中，这点却是颠扑不破的。那出隐藏与揭示、登台与消失，在-场，在-“逃”的好戏，恰恰是这种真理关系本身创作的好戏。海德格尔在古希腊哲学术语中，为这种同真理的关系找到了一个言简意赅的表达：aletheia，直译为非-隐蔽性。真理是同隐蔽斗争的过程：真理不是使某种实存显现自身，就是将实存拉出来显现，将其揭示出来。总而言之，这里有的是战斗。


  这种看法显然会导致下述结论：根本不存在超历史的真理标准；不断无限接近某种真理的历史也不复存在；也不存在柏拉图式的心灵向理念天国的跳跃。如今有的只是真理发生出现的事件。也就是说，只有对存在筹措规划的历史。这个历史恰恰就是范式发展史，指导着不同的文化时代和文明类型。比如在近代，对大自然的存在的筹措规划发生着决定性作用。“所发生的事件中最关键的是，某种筹措设计得以实现。这一筹措设计预先圈定了，将来应该如何理解自然和自然过程，无穷多点在时空中的确定的运动关系。”（《海德格尔全集》，第34卷，第61页）这种对存在的筹措设计，当然不是从某一个人头脑中想出来的，而是一种文化的综合，它在现代文明的各个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自然变成了计算的对象。人看自己或看诸物中之一物，没什么两样。他的注意力被限制在狭隘的视野之内，似乎世界总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加以控制、可以操纵的。对待自然的这种工具性的基本态度，唤起了技术的发展。海德格尔说，我们的整个文明，都是对存在的特定设计的表达。完全是“坐着电车在城市里瞎逛的这种最平常的事件，我们也是活动于这种筹措设计的领域之中”。（同上书，第121页）我们把知识引向技术的能力，并没有使我们的知识“更真实”，它导致的后果是：自然给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来发问。在我们的干涉下自然暴露着自己的不同方面。因为我们自己也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干涉自然的不同类型，也使我们自身发生了相应的变态。我们也在揭露着我们自身，任我们存在的另外的方面发挥影响。


  把真理看作一个大X，我们只能在无限的过程中不断接近它，因此我们的命题总是要与它相应，因而在这个进程中变得越来越准确，但这样理解的真理，这种陌生的大X根本不存在。有的只是活生生的同实存的交往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实存每次都显示出不同的面貌，而我们自己也在其中不断变换着显示着自己。整个活动都是一个创造的进程。因为每个对存在的设计规划都以一定的方式产生出一个解释过的、经过组织的世界。无论是从材料上还是从精神上看都是如此。


  尽管没有绝对的真理标准，而只有在运动中随着真理的发生而出现的事件，但是海德格尔还是找到了一个超然于这个事件之外的标准，用来判断真理的发生。这个标准就是成功。通过与其交往的方式，我们可以让它以不同的形态与我们相遇，让它以不同的形态存在，可以让它更实存些，或少一些实存的方式来发生影响。对海德格尔来说，现代对自然的这种技术性的、理性的理解，是一种使实存干瘪的存在的设计。“这种自然科学能否使实存变得更实存了，或者，是否有某种别的东西被插入到实存和从事认识的人之间，以致破坏了人同实存的关系，使得人完全丧失了对自然存在的本能直觉，进而完全被窒息，人对自己存在的直觉，这本身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海德格尔全集》，第34卷，第62页）


  上述说法表明，海德格尔衡量实存程度的比较性标准，关涉的是活生生的生活得到了加强还是受到了削弱：实存是否能在它的丰富的可能性中显示自身，我们和世界能否获得自由，我们的关注的方式是否允许实存依其全部丰富性出现、发展、成长，并且在它的发展中也使我们得以成长发展。这种关注被海德格尔称之为“对可能东西的本质观察”。（同上书，第64页）这种观察有一种特殊的工具：原初性的哲学和伟大的诗作。二者都使“实存更加实存”。（同上书，第64页）


  1933年之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更多地跟踪着诗的踪迹进行，也就是说，30年代初的集中于对原初哲学之一的柏拉图哲学进行思考。


  按照海德格尔对真理的理解，真理就是发生的事件。像柏拉图那样，坚持认为有绝对完美的真理的形而上学思想，在海德格尔这儿应是派不上任何用场的。或者仍然可以？


  海德格尔也承认——当然，要否认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在柏拉图那里，对aletheia的经验被理解为从事开放活动的真理事件的发生（不带任何“客观”真理）。但这种真理也就已经“变得没有影响力”。已经开始转变为“对真理存在方式的通行理解”，即，将其理解为命题的“正确性”（同上书，第17页）。如果海德格尔想从古希腊开始他伟大的新开端，他就必须做到比柏拉图本人更好地来理解柏拉图。因此海德格尔删去了柏拉图所意指的通向真理的连接点，即用太阳象征的善的观念把它看作理念世界最高峰的思想。而把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于解放的过程和灵魂上升的过程。按海德格尔的想法，关键不在于发现背后的“思想精神的世界”。最具重大意义的是在这个解放过程中态度、看法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实存更加实存。海德格尔不同意从一切现实中逃亡的柏拉图式的上升活动。相反，谁要是自己从洞穴的阴影中（意见、习惯、日常的立场观点中）解脱出来，他才真正地到了现实世界之中，即到了真实的世界之中。这个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我们早已领教了海德格尔对它的描写：这是从本真本己观点出发看到的世界，它是被抛性和设计规划的大舞台，是操心忧虑、牺牲、战斗的大舞台，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世界，受到虚无和空无之物威胁的世界，这是一个危险的所在；在这里只有那真正解放了的决定献身于无家可归性的人才能忍受得下去的地方。他们无需到事先已由真理组成的避风港下寻求庇护。因为这个世界图景对海德格尔至关重要，所以他忽忽掠过在洞穴比喻的真正的高潮，不滞留于对太阳的狂热的尊重的迸发那个时刻。他匆匆忙忙地如释重负地返回到洞穴之内。对海德格尔来说，整个譬喻的戏剧性高潮恰恰发生在洞穴之中。因为在这里，那个被解放到光明中的人变成了解放者。解放者必须采取暴力行动，（同上书，第81页）因为被束缚的人在他们的世界中感到十分安逸，根本不想从他们的处境中被解放出来，因为他们并不认识别的东西。海德格尔从两个角度充分利用了这个事件过程，绘制一幅哲学英雄的图像：他被聘为领袖和守卫者；在尝试解放被束缚人们的努力中，他必须做好准备成为殉道者。因为他们会起来反抗，用暴力来反抗对他们使用的暴力。他们也可以将他置于死地，以便重新获得他们的安宁。


  这里被招聘的哲学领袖应该让新的真理事件发生在整个共体中，在它们之中建立一种全新的真理关系。海德格尔作为准备做殉道者的哲学家，不仅像苏格拉底那样去追求哲学家之死，而且很可能还必须承担哲学之死的巨大痛苦。海德格尔说，发生于当哲学把自己交付给洞穴居民的习惯和有用性的考虑的时候，哲学将会被毒死。海德格尔给哲学事业画了一幅辛辣的讽刺像：一种宗教虔诚的萎缩形式、实证科学的认识论侍女、世界观清谈、市场上知识分子虚荣心的小品剧。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哲学自己的本质已成为空洞无物的——软弱无力的多余之物。（同上书，第84页）在柏拉图那里本己本真的哲学，昂首仰视着太阳，在海德格尔这里却陷入对自由的恐怖和战栗。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占有着绝对真理，在海德格尔这儿却消解在真理的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它使本己本真的哲学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因为它拒绝服务于有用性和通行性的工具化，反对被它们毒化。但如果它不合作就必然受到唾弃，或被排挤到一旁。但是自由之美德又不允许它在这种威胁面前溜之大吉。它不能重新从洞穴中撤出去。“保持自由，坚持当解放者就意味着参与历史。”（同上书，第85页）海德格尔的结论是：“在显而易见性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内，本己本真的哲学思考是软弱无能的。只有当这种显而易见性自己发生转变时，哲学才会产生影响。”（同上书，第84页）


  这里出现的又是——历史。在真正的哲学受到重视之前，“占统治地位的显而易见性”必须发生变化。除了等待伟大的历史时刻的到来，我们还能干什么呢？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出现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应像海德格尔在1929—1930年的形而上学讲课中说得那样，具有令人倾倒的领导者魅力，使他成为其他人的命运，他将导致哲学的苏醒。（《海德格尔全集》，第29/30卷，第19页）在哲学博物馆里，小心地为伟大作品调整着光线的海德格尔，对他的新角色也作了尝试。就像他在柏拉图讲课中说的，扮演先驱的角色，为走向他想达到的地方“开辟道路”，（《海德格尔全集》，第34卷，第85页）在这期间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提出了这个预言家式的问题。“为下一个十年的哲学创造一块基地和空间的努力能成功吗？会出现内在负有未来使命的人们吗？”（《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149页，1932年12月8日的信）


  当历史在哲学家的影响下出现了这种转变的时候，当本真本己哲学被看作解放的工作的时候，哲学就不可避免地同政治发生联系。柏拉图《理想国》所描述的灵魂上升最后也走向了政治。在那里柏拉图发展出了他著名的政治乌托邦构想，只有当真正的哲学家在共同体中成为国王的时候，这个共同体才会建立真正的秩序。柏拉图本人曾在叙拉古的狄奥尼斯［Dionys］的王国内作过尝试，结果是尽人皆知的：柏拉图被当作奴隶赤裸裸地拉到市场上去出卖。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重新获得自由。


  柏拉图并不拒绝承认，真正的哲学家是受到善的理念的启发的。恰恰是通过这种启发，他在自己内部把他的灵魂的各种能力——欲望、情绪、智慧——置于一个良好（的）秩序之中。他想依据这种内部的和谐来为社会共同体建立秩序。良好有序的灵魂分为三个层次：欲望能力同手工艺人阶级相应，情绪同战士和卫士阶级相应，智慧则同哲学首脑相应。在欧洲政治思想中，这种三层次秩序在很长时间内占有统治地位。在中世纪被表现为农民-骑士-牧师。在海德格尔的校长致辞中，作劳动工作者、保卫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这三位一体起誓时，他仍然喷吐着同样的思想。


  一位看到过太阳，又作为解放者回到洞穴中的哲学家的行李里夹带着伦理道德的公理。柏拉图的《理想国》无疑是一部哲学伦理著作。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海德格尔的思想一直把哲学如何变得有影响力的思想当作中心问题，但他仍然声称，在柏拉图那里关于善的理念讲的“根本不是伦理或道德问题”，我们必须与“所有关于善的理念的这种多愁善感的看法保持距离”。（《海德格尔全集》，第34卷，第100页）


  最后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如果海德格尔把柏拉图如此结实有力的政治伦理学删去的话，他从柏拉图哲学中发现的令人敬畏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


  在洞穴比喻中，被解放者看到光明之后，不一定非得被迫回到洞穴中去充当解放者。他可以以获得解放、看到真理、达到了生活的最高形式，即达到bios theoretikos〔希腊文，意为：理论的生活。——译者〕为满足。为什么他非要重新跻身于底下的人们中去呢？为什么他非要到那里去从事解放的工作呢？为什么智慧又回到真正的大市场上去？柏拉图提出了这些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合理合法性地把政治道德理想同一切其他政治发展的政治解放思想区别开。实践哲学和从事解放的哲学是相互对立的。哲学家可以进行选择。“现在我们已经体验到”，哲学是“多么甜美和壮丽的事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清了大众的愚蠢。在他们那里不存在任何有利于国家事物的东西。——把大众的这种现象均放在心上的人就会成为处事冷静、只关心自己事情的人——就像在寒冬腊月，风沙和冰雪肆虐之时，一个人走到城墙的城根下，他看到周围的其他人都罪恶深重，只有他孑然一身，清清白白过了一辈子，未行不义，不沾劣迹，他会感到十分欣慰。当与那些罪孽深重的人分手之时，他带着善的希望告辞而去。”（《柏拉图十卷本全集》，1991年版，卷5，《理想国》，第467页）“这种通过哲学而自我解脱的可能，使柏拉图的哲学一直具有诱惑力，这是与政治伦理学相对的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


  当海德格尔把柏拉图的政治伦理学排除在外的时候，也许他喜好的是这种通过哲学实现的自我解脱，受到它的引诱？不对。因为海德格尔清楚地承认，哲学有义务“在历史中进行参与活动”。（《海德格尔全集》，第34卷，第85页）如果吸引海德格尔的既不是表达十分具体的柏拉图伦理学，也不是哲学性的自我解脱的愿望，那么是什么东西燃起了海德格尔哲学思考对柏拉图的兴趣呢？


  十分简单，就是被解放，就是走入开放的广阔天地这一点。这是一种“原初的体验”。在这里，特定的文化和文明中所具有的习惯、义务、价值取向等等，完全丧失了它们最后的约束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去习惯于无约束性，这是对把约束性联系转化为自己的选择的体验。从洞穴中被解放出来之后，我们进入到开放的广阔天地。我们在整体中观照这实存。这里“在整体中”就意味着“在虚无的境域中”。实存来自这一境域；实存在这一境域之前突出自身。被解放了的洞穴居民使自身置于虚无之上。他把“实存整体的成问题性”选为他的立足点。他在“虚无中同存在、同他的界限”打交道。（《海德格尔全集》，第34卷，第78页）海德格尔这种态度的形式叫“授权”。（同上书，第106页）这是什么意思？海德格尔拒绝回答。“这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无需谈，只需去做。”（同上书，第78页）在“授权”的经验中，“哲学”达到了它的“界限”。（同上书，第106页）


  此时海德格尔的思想一直围绕“授权”的观念转。他在寻求一个超越哲学界限的途径，哲学的手段、出于哲学的原因的超越。


  深深沉浸在柏拉图中的海德格尔，陶醉于他在那里发现的Gigantomachie〔古希腊语，意为巨人大战。——译者〕：高昂的狂喜和沮丧感觉之间的大战，他希望从中找到他自己的角色。他想当历史-政治主显节上的先导，同时又想当哲学的主显节上的先导〔主显节,基督教庆祝耶稣向世人显灵的节日。——译者〕。尊敬哲学的时代将会到来的，左右时代的哲学将会出现的。无论以何种方式，他将同此结为一党，或为侍从，或为骑士。他将一直处于警醒状态，决不错过难得的时机：政治可以变为哲学，或者哲学可以成为政治的时机。


  第十三章


  1931—1932年冬天在小木屋里:“粗大的木料需要粗大的楔子”  纳粹革命  洞穴中集体暴动  存在到来了  渴望非政治的政治  贱民与精英的结合  希特勒“神奇的手”  海德格尔的参与  当选校长  校长致辞  爆炸中的老古董  未带福音的牧师



  柏拉图之所以跻身于政治，其原因在于，这里城邦居民的基本政治本能，以及哲学具有的那种建立自己的社会性组织的力量和要求，这种组织使得哲学有幸不受干扰地从事理论研究。柏拉图希望尽量远离传统的日常生活，尽管如此，他一直是城邦里的居民，未能完全脱离它。后来由他建立的柏拉图学园，也是处于城邦的保护之下，并且服务于城邦。


  此时，柏拉图的阅读者海德格尔还不想跻身政治，但他企盼着一个历史的转折：也许它能带来对存在的新的理解。此时海德格尔把历史的创造力同日常的政治区分得一清二楚。在日常政治中他只看到“人的日常工作”，无生殖能力的激动、奋斗、党派争斗。真正的历史活动在深处，从事统治活动的政治对此一无所知。


  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大气候，促成历史哲学对政治的这种深化和超然化。当时从哲学上对时代进行诊断的人们，面对柏拉图的洞穴之墙，想透过墙上的日常事件的影子，去把捉和揭示背后真正的巨人之战。他们相信日常政治背后，一定有崇高伟大的两极对立。蒂里希认为，这是原始神话与反对先知的战斗，斯宾格勒则认为，这是浮士德式的人同农民战斗，别尔加耶夫认为，这是新中世纪对现代的魔鬼的战斗，恩斯特·荣格尔则认为，这是彻底的流动性对市民庸人的战斗。


  海德格尔也很喜欢这种激昂的大型湿墙画［Al fresco］风格。他匆匆穿过日常政治中的大量的琐碎事件，以便能碰到“本真本己”的历史。1931—1932年讲授柏拉图的课上，他谈到“整个人类存在的翻转”，认为“我们正处在它的开端。”（《海德格尔全集》，第34卷，第324页）但在他的思想中，一切尚若隐若现。只有在凝神思索洞穴比喻时，觉醒与变革才是清楚的。这种出神狂喜的表达式是：实存将更加实存。这种出神狂喜应从内在性的洞穴中走出来，并且社会化。此事怎样才能发生？也许哲学的出神狂喜者应成为新的共同体的奠基人？眼下海德格尔还满足于在哲学讨论班的教室内唤醒哲学的精神，由这里出发，在哲学遗产之中作无限遥远的旅行。但是，海德格尔很清楚，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哲学“驾驭”了它的时代。然而哲学应该驾驭它的时代。海德格尔在期待着。也许在哲学感到自己强大之前，历史必须首先迈出更强劲的步伐。


  当然，所有期待着历史上伟大的政治时刻的心，都对日常政治有他自己的看法。海德格尔至今很少谈及此事。但每每偶或谈及，马上就表现出对它们的极度轻蔑。对海德格尔来说，一切只不过是洞穴人的空谈。


  1931至1932年之交，讲授柏拉图课的那个学期休假期间，赫尔曼·默兴曾到托特瑙山上的木屋中拜访我们的哲学家。默兴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当时的印象：“在山上睡觉，含量很高。晚上8点半就已经是‘钻被窝的时间’了。尽管如此，在漫长的冬夜，人们仍有充分的时间闲聊。根本没有谈哲学，而是谈——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博伊默曾是自由主义狂热的女追求者，现在成了‘女纳粹’，她的男人跟着也加入了。我没想到。但是根本上不应该感到吃惊。他对政治没有多少了解。他对政党的平庸和不彻底性充满厌恶，不过他只希望它〔纳粹党。——译者按〕能作出某种决断，首先是它能有力地抵制共产主义。从发展现状看，民主制唯心主义和布吕宁布吕宁（ Heinrich Bruening，1885—1970），德国政治家。1930—1932年任帝国总理，后兼外长。1934—1951年流亡美国。1951—1955年回科隆任教授，后又回美国。——译者 式的良知，根本无望完成这一使命。所以对于今天，只能是独裁，即使动用博克斯海默尔博克斯海默尔（ Boxheimer），德国黑森附近的一个小镇布尔斯塔德里的一个旅馆， 1931年纳粹头目W.柏斯特在这里召集部分纳粹骨干党员会议，制订反共产党人暴动紧急措施法案，提出以更加严厉的措施镇压共产党人。但因此法案是他个人召集的会议上制订的，引起纳粹党内其他头目和集团的不满而未被采纳。——译者手段，也在所不惜。它正合当下的要求。只有通过这种纳粹专制，才有望避免使一切个人文化，使一切欧洲意义上的文化毁灭的共产主义。他很少关心政治上的具体内容。住在这山上面的人，对一切都另有尺度。”（马克斯·米勒：《马丁·海德格尔：哲学家与政治》，第193页）


  对于海德格尔的政治上亲“纳粹”倾向，默兴感到十分吃惊。他只能用海德格尔对“政治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无知来解释。海德格尔的另一个学生马克斯·米勒也记述了海德格尔参加“纳粹”公开之后，他的学生圈子里大吃一惊的情况。“他的学生们从来没想到过政治，因为在他的课上从来没有一句涉及政治的话”。


  在默兴到托特瑙山上拜访他的那个时候，也就是他讲授柏拉图的时候，即，1931—1932年冬季，海德格尔正式参加了国家社会主义统一德国党。这只不过代表了他的一种政治看法。他从这个党身上看到了一种力量，一种在经济危机的苦难之中，在魏玛共和国分崩离析的混乱之时，能够从事组织活动的力量。更主要的是，这个党是反对共产主义颠覆危险的堡垒。“糙木需要糙楔”，他对默兴这样说。此时亲纳粹的政治倾向，还没有在他的哲学中找到入口。一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对海德格尔来说，历史上的伟大瞬间到来了，正像他在柏拉图课上所预见的一样。“整个人类的存在都发生了转变”，对他来说，纳粹革命是人生此在的强大事件。这个事件渗到了他的哲学的内部，把哲学家从他的哲学界限里推了出来。在讲授柏拉图的课上，海德格尔以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哲学出神狂喜的分析：“我们现在无需坐而论道，这是干的问题。”（《海德格尔全集》，第34卷，第38页）1933年2月海德格尔看到，干的时刻到来了。出神狂喜突然也可以出现在政治中了。


  在讲授柏拉图的课上他宣告，他想回到古希腊的开端，以获得距离，作为助跑，以跃入当下和超出当下。但是，他跳得不够远，没达到当下。现在，历史迎面向他走来，征服了他，卷着他前进。他无需再作什么跳跃。他可以任其推着前进，如果他没有野心充当驱动者的话。1933年3月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海德格尔说：“必须介入”。


  后来在为自己参加“纳粹”的行动辩解时，海德格尔强调，这是由于时代的艰难处境，使得决断性的政治行动成为不可避免的。高失业率、经济危机、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巨额战争赔款问题、城市里的内战、共产主义颠覆的危险等，魏玛的政治体系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它的政绩只表现在内部党派之间的你争我斗，行贿受贿，推诿塞责的无责任感。他想同那追求新开端真正的意志力在一起。1960年9月19日，在给一位名叫亨普尔［Hans-Peter Hempel］的学生的信中写道，他曾希望“国家社会主义承认所有的建设性力量、生产性力量，把它们吸收到自己内部。”


  这位学生告诉哲学家，他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冲突之中：一方面惊叹和敬佩海德格尔哲学，另一方面厌恶他的政治表现。海德格尔对此作了尽量详细的回答。他写道：“如果您某天早上谈《充足理由律》，晚上谈关于希特勒晚期当局的消息或者记录新闻的话，那么您的冲突很难得到解决的。您是从今天的角度向后回顾，以此来对国家社会主义下判断的。而这些是在1934年之后渐渐地才变得清楚起来。在30年代初期，我们民族中的阶级差别，加上凡尔赛和约给德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压制，使生活在当时的所有具有责任心的德国人都感到无法忍受。1932年的失业人口达7百万之众，他们合家带口，面对的只有贫困、饥饿。这种状态下引起的混乱迷惘，今天的这一代已经无法想象。这种混乱也波及到大学。”


  海德格尔只谈到了理性的动机，只字未提他当时的革命激情。他在回顾中“不再承认他的意向的极端性”（马克斯·米勒：《马丁·海德格尔：哲学家与政治》）。


  国家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对海德格尔来说，这个事件的发生是一场革命。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政治范围。这是存在史上的新行动，是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在他眼里，希特勒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此，海德格尔在给亨普尔的信中为自己开脱，这时他拉出了黑格尔和荷尔德林，认为，应以理解这二位相似的方式来理解自己，怎样理解他们，就怎样理解我。这种错误常常发生在伟人身上。“黑格尔在拿破仑身上看到了世界精神，荷尔德林则把他当作节庆的王侯，众神与基督与他同在。”


  希特勒接管政权的时刻唤起了一种革命的情绪。人们惊恐，也赞叹和宽慰，因为他们看到，“纳粹”党真的去彻底摧毁那只靠少数支持的“魏玛体系”了。果敢的决断和野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社会民主党和已经被囚禁的共产党人之外，所有其他党派都一致赞成于1933年3月24日通过的所谓“授权法”。魏玛的各党派全部解散。这不完全是慑于压力与威胁，而且也由于人们被卷入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之中。当时德国民主党的议员赫伊斯在1933年5月20日以赞成的口吻写道：“革命的大力干涉，以封闭‘公众意见’，革命时期历来如此。……它们宣告——正是历史要求——重新构造‘民族的精神’。……”（贝克尔：《希特勒的夺权斗争》，第311页）


  群情激昂的集会。新的集体感。在探照灯飞舞的大厅下聚众宣誓。山头篝火旁的朋友欢聚。广播电台里领袖的讲话。人们身着节日盛装，在大广场上大学的大礼堂里和饭店酒肆中自动集合，以便聆听领袖的声音。教堂里唱着赞美诗，以表示对接管权力的尊重。剧院最高总经理奥托·第伯留斯在1933年3月1日为纪念“波茨坦日”在尼古拉教堂里讲道：“从南方到北方，从东方到西方，一个新的意志来到德意志国家，一种渴望，用特赖齐克〔特赖齐克（Heinrich Treitschke，1834—1896），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思想代表。——译者〕的话说，‘男人生活中那种崇高的感受’即对自己国家的激动人心的自豪感，很快就要出现了。”（同上）亲身体验过这一事件的哈夫纳曾写道，难以描述那个星期五人们的情绪。它构成了未来“领袖-国家”的权力基础。“那是——人们不能用别的语言表达的——一种到处蔓延的获救之感，是从民主制下获得解放的感觉。”（哈夫纳：《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第219页）不仅共和国敌人阵营中人对民主制的终结感到欣慰，就是大部分民主制的支持者也觉得力不从心，无力控制这个危机局面。当时人们感觉，像是解除了早已失灵的魔咒一样。似乎一种新的东西宣告诞生了，人民的统治，没有政党，只有领袖。人们希望他能对内使德国重新统一，对外，重新具有自我意识，即信心。即使那些对这一进程冷眼旁观的人也产生这样的想法：德国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1933年3月17日，希特勒在“和平讲话”中，宣布了“对自己的民族无限的爱与忠诚，包括对其他各民族的国家权力的‘尊重’”。（贝克尔：《希特勒的夺权斗争》，第219页）他这一言论很有影响。《泰晤士报》写道：希特勒“的确在为一个统一的德国讲话”。尽管4月1日宣布了抵制同犹太人的业务往来，4月7日解除了犹太籍国家公务员的职务，在犹太居民中仍能听到对“国家革命”的积极支持的声音。皮希特回忆道：奥根·罗森斯托克-胡塞于1933年3月在一次演说中解释道：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德国人试图实现荷尔德林的梦想的尝试。1933年夏季费力克斯·雅可比在他讲授贺拉斯的课上，用下面的话开场：“作为一个犹太人我处境维艰，但我作为历史学家学会了不用私人的观点去观察历史事件。自1927年以来，我选择了阿道夫·希特勒，在国家站起来的这一年里，能获许在此讲授奥古斯都的诗人，为此我感到十分庆幸，因为奥古斯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能与希特勒相匹敌的暴力”。（皮希特：《思想的力量》，第99页）对于非政治的政治渴望，似乎突然得以满足。政治对大多数人来说曾十分复杂麻烦，它专务利益保护和贯彻之事。为此而摇唇鼓舌、争争吵吵。它也是个人私利和不满的发泄之所。在政治圈子里，人们眼里只有圈子、团体、幕后操纵者和预谋者、帮派和朋党们的胡作非为。整个政治被海德格尔打入常人和闲谈的领域，正是他对这种政治的厌恨情绪的表达。“政治”代表了对“真正”生活、家庭幸福、思想精神、忠诚和情绪的背叛。瓦格纳就曾经说过，搞政治的人令我“看了就恶心”。对政治的厌恶情绪并不能容忍多元化的现实，它寻求一种伟大的单一性：德国人，人民同志，用拳头、用脑子和精神工作的工人。


  所剩无几的政治智谋，一夜之间损失殆尽，现在所能支付的，只有攻击性。G.本〔G.本（Gottfried Benn，1886—1956），德国医生兼诗人。——译者〕在这个星期里对文学精英们写道：“大城市、工业化、知识主义，所有这时代投在我思想上的一切阴影，我为之努力工作的这些几百年以来的权力，在这个时刻出现了，整个痛苦的生活都陷落了，一切等级、一切时代、一切距离、空间、一切的一切都汇集为一个词：人民。”


  1933年5月，当海德格尔最后一次看望雅斯贝尔斯时，他也处于这种情绪中。雅斯贝尔斯描写道：“海德格尔好像变了一个人。从到达的时刻起，便有一种情绪把我们隔开。国家社会主义使整个民族都晕了。我到上面海德格尔的房间里去问候他，‘就像1914年一样’，我开始说，并接下去想说，‘又是这种骗人的群众狂热’。但是，鉴于他对第一句话的光芒四射的肯定回答，我的后半句话憋在嗓子里没能说出来……面对受这种狂热袭击的海德格尔，我放弃了。我没有向他讲，他走向了错误的道路。面对他已经变形的人，我已经没有了信任感。我自己感到受到海德格尔参与其中的暴力对我的直接威胁。……”


  对海德格尔来说，这是一种解救的暴力。真理的时刻到来了。带着极大的热情从事哲学事业的海德格尔，如今要求对哲学本身开庭审判。在和雅斯贝尔斯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他用愤怒的腔调说：“这么多的哲学教授，简直是胡闹。在德国只需留下两三个哲学教授就够了。”当雅斯贝尔斯问他，“留下谁呢？”海德格尔意味深长地一言不发。


  这里上演的是孤注一掷的野蛮性。1933年11月30日在图宾根向学生团体的讲话中海德格尔清清楚楚地讲：“行野蛮的意思是说，在诸事物开始变得野蛮时，变得由内部力量驱动的地方，靠来自内部的冲动和本能，坚持在那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由于新学生是野蛮的，所以他才被召唤去实施这一新的知识的要求。”（B.马丁：《马丁·海德格尔与第三帝国》，第180页）


  有人想快刀斩乱麻，以此去解决现实的难题。有人想告别他自己对存在的艰辛细腻的思想分析。对具体性和坚实的现实的如饥似渴的追求，突然冒了出来。孤独的哲学想在群众运动中洗个痛快澡。这是一个难以作分辨和区别的时代。海德格尔把他的各种伟大区别，存在与实存的差别弃之不顾。他公开承认，存在终于来到了。“我们处在新现实的指挥力量之下”。


  后来汉娜·阿伦特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这部伟大著作中，把这里发生的事，刻画为“贱民同精英的联盟”。对少数几个思想精神的精英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昨天那个世界的一切传统价值均已崩溃。如今在法西斯运动掌握了政权的时刻，这几位精英用身体焚烧了身后的桥梁。“战后的精英希望下到群众中去”。


  以前海德格尔说过，在“哲学的旋涡中”，我们同现实的自明关系没落了。现在正好相反，海德格尔的哲学把自己全部交给了政治现实的旋涡。他之所以能如此，恰恰是因为，他认为，在这个时刻，现实是现实哲学的一个部分。


  “自身四分五裂的德国人，在思想精神上见解分歧，莫衷一是，在意志中意欲纷纭，导致在行动中优柔寡断，在对自己生活的声明中表现得有气无力。他梦想着星空中的权力，却失掉了地上的地盘，……最后德国人只剩下一条路：向内开放的路。一个诗人歌手和思想家的民族，梦想着一个别人生活过的世界，仅当那里贫困饥饿达到了非人的程度时，也许能从艺术中成长出一种对新的崇高、新的帝国，进而对新生活的伟大渴望。”（转引自J.C.费斯特：《希特勒》，第525页）


  1933年3月21日，阿道夫·希特勒在波茨坦纪念日发表演说，这位艺术家和思想家秘密之梦的实现者在这里登场了。


  有一次卡尔·克劳斯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奥地利的政治评论家和散文家。——译者 说，关于希特勒他想不起来说什么。海德格尔却对希特勒想入非非。正如他1945年在弗赖堡大学清查纳粹委员会面前陈词时讲的，他当时“相信了”希特勒。战后清查纳粹委员会的记录中，把海德格尔的辩词作了如下总括：“他相信希特勒经过发展会超出他的党和他的原则的局限；运动可以被导向另外的轨道。在更新和聚集的基础上，一切将汇集成为欧洲的责任。”（B.马丁：《马丁·海德格尔与第三帝国》，第202页）


  在回顾中，海德格尔把自己描画为一个出于清醒的现实政治的考虑并且按照社会责任感行事的人。而事实上，海德格尔在这纳粹统治的第一个年头里，完全被希特勒迷住了。


  “像希特勒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怎么能够治理德国？”在那最后一次拜访中，雅斯贝尔斯问那两眼发直的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回答是：“教养是无所谓的，……您只需仔细看看他那双神奇的手！”（雅斯贝尔斯：《哲学传记》，第101页）


  1933年11月3日，就退出民族联盟而举行的全民公决一事，海德格尔发表了《向德国大学生的呼吁书》，《呼吁书》的结语中这样说：“你们的存在规则既不是什么原理，也不是什么‘理念’，唯有领袖本人‘是’今天和未来的德国的现实和它的法律。”（B.马丁：《马丁·海德格尔与第三帝国》，第177页）


  在给亨普尔的信中，海德格尔曾经提到这句话，他的解释是：“假如我的看法与不求甚解的读者不谋而合，那么加重点号的字应该是‘领袖’。而实际上加了重点号的字是‘是’。它的意思是：‘开始并且任何时候，领袖自己都是被引导者’，它受到历史的命运和规则的引导。”


  在1960年的信中，他怀有歉意地指出，他在这个声名狼藉的句子中，想到很特殊的内容，一般的马虎的读者肯定不会注意到它们。而这个特殊内容无非是希特勒自称的，即他是德国命运的化身。而海德格尔确实对他有这样的体验。


  海德格尔避而不谈在希特勒上台的这个月里，他的言行在当时的真正意义和所反映的特殊情绪。但事实却十分清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引起了他哲学上的激动和兴奋。他在1933年的颠覆活动中，发现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事变，一个形而上学的革命：“我们德国人的人生此在发生了彻底的翻转。”（1933年11月30日，图宾根讲话）这个翻转不仅是德国人民生活的翻转，而且翻开了欧洲历史的新篇章。这里涉及的是作为欧洲文化源泉的第一个开端——古希腊哲学——之后的第二次战斗。这第二次战斗之所以是必然的，就是因为在这期间，第一个开端已经被消耗殆尽。古希腊哲学把人生此在置于不确定的、自由的、成问题的、开放的广宇之中。但经过其后的长时间发展，人们又有了世界图像和价值的巢穴可居，人类龟缩到技术和文化的人类性之中。在古希腊这个人类早期阶段，那里有的是本真本己性的时刻。在此间，世界的历史又重新回到非本真本己的昏暗光线中，又回到柏拉图的洞穴之中。


  1933年的革命被海德格尔解释为洞穴居民的集体暴动，冲向以前只对孤独哲学问题和哲学思想开放的广宇之中。对他来说，1933年的革命就意味着本真本己性的历史时刻的到来。


  海德格尔的反应针对的是政治过程。他的行为活动在政治层次上。但他的反应和政治活动是受到哲学想象力的控制。这种哲学的想象力又变成哲学史舞台上的政治布景。在这个舞台上，要上演的是选自存在的历史的全套剧目中的一场戏。在这里，人们根本认不出真正的历史的本来面目。但这并不重要，海德格尔想要上演自己的历史哲学的剧目。为此他已招募到一批演员。在这个月里，尽管他呼唤的是“新德国现实的发号施令的力量”，但他毫不怀疑，这个力量就是他的哲学。只有这种哲学能真正揭示出这种发号施令的本真本己的意义。这种哲学把人推到这种发号施令的力量范围之内，使人们从内部发生形变。为此他要重新组织科学；为此他才向被他召集到大学里的失业者讲话；为此他才有那么多的呼吁、号召和请求，使日常政治事件不断深化，以使之适应想象中的形而上学的舞台。只有当哲学不是进行关于这种关系和事变的清谈，而是直接源于这些关系和事变之时，哲学才能发挥它的这种力量。哲学必须化成它所谈论过的“革命现实”的部分。“只有对它（革命的现实性。——作者按）有正确感觉的人，才能体验到这个现实性。对于观察者来说，它是不可体验的。……因为革命的现实并不是一种手头现成的东西。它只存在于它的在场过程中，存在于它的不断展开之中。……这样一种现实性要求一种与事实的关系完全不同的关系。”（1933年11月30日，图宾根讲话）


  海德格尔一直维护着他的基本原理，情绪决定着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现在他就是把变革、翻转、冲击、新团体精神等情绪取为出发点。国家的压制、民众的喧哗，反犹太人的活动，只被看作是为人们不得不容忍的副现象。


  我们看到，这位海德格尔陷入他的存在历史的梦幻之中，如痴如醉，不能自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只不过是哲学梦想者的活动而已。他做了政治之梦，因此受到欺骗。后来他在1950年4月8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从来不肯承认，他政治上受骗，是由于他哲学上做梦。由于作为一个哲学家想探究的是历史事件的秘密，所以他必须在政治-历史事变面前，也在自己面前为他的哲学释义的能力进行辩护。


  情况完全可以是另外的样子。他没有检验什么哲学问题而直接献身于政治冒险活动。他完全可以不在自己哲学影响的引导下活动。这样，尽管他有自己的哲学，但仍然是直接参与了这类活动，或者在活动过程中，哲学的保险被彻底烧毁，也是可能的。但事实不是这样。事实上，他想在希特勒身上作哲学文章。他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哲学动机。他为政治事变布置了一个想象的哲学舞台。1930年，他曾写道：哲学“必须左右它的时代”。为了使他这种“左右时代”的哲学理想不被遗弃，海德格尔认为，对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误解”，不是由他的事变哲学造成的，而是由于他在政治上无经验。后来“这种理解”经过变形进入了哲学的历史。他认为，自己在其中起着了不起的重大作用。正是存在本身在海德格尔之内，并且通过海德格尔发生了误解。他只不过是为存在的迷误扛着十字架而已，就如同耶稣为有罪的世人扛着十字架一样。


  “我们必须介入”，他当时对雅斯贝尔斯这样说。这个“介入”开始于他正式参加“德国高校教师文化政治工作协会”的1933年3月。这是高校教师的官方组织“德国高校联合会”中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团。这个组织的成员自认为是从事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学中的干部。他们努力贯彻“德国高校联合会”的思想一体化，争取在大学领域贯彻领袖原则和领袖学说的意识形态。但在学说问题上党团内部却存在着严重分歧。


  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中心人物是克里克。他原来是一个民校教师，后来争得了法兰克福教育学院的哲学和教育学教授的空衔。克里克野心勃勃，想当纳粹运动的领衔哲学家，与当时纳粹教授罗森贝格〔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德国纳粹政治家。——译者〕和鲍姆勒尔〔鲍姆勒尔（Alfred Baeumler，1887—1968）,纳粹哲学家,1933至1945年任柏林大学教授。——译者〕一争高下。他想用这个“文化政治工作协会”来争得学界最高领导权。早在“纳粹”还不得势，不能靠它升官之时，他已经为纳粹立下汗马功劳。1931年由于他的“纳粹”煽动活动受到调职的惩罚。1932年被解除公职。希特勒上台使他又重新当上教授。一开始在法兰克福，后来在海德堡。在纳粹党内，他被视为“转折时期的哲学家”。克里克是所谓英雄-民族-现实主义代表。他反对任何文化理想主义：“彻底的批判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所谓文化完全是非本质的东西”。（克里克：《人民与成长》，第328页）代替这种“文化骗局”的是克里克提出的新型英雄式人类：“他不是靠思想精神活着，而是靠着血和土地。他活着不是为了教养，而是为了行动。”克里克所提倡的“英雄主义”就像海德格尔的“鲁莽性”一样，把“文化”看作病弱者的庇护所。克里克说，人们必须学会没有所谓永恒价值而照样生活。“教育、文化、人性和纯粹思想精神的大厦已经坍塌。普遍的理念已成为自欺欺人的笑柄。”（E.克里克：《人民与成长》，第328页）


  但是，克里克和海德格尔毕竟不同。在失去了形而上学的居所的情况下，他又宣布了一种新的鲜血和土地的价值。他用低处的形而上学来代替高处的形而上学。克里克写道：“鲜血挺身而出，对抗形式性的知性，种族对抗着理性的目的的追求，用固定联系对抗所谓‘自由’的任意性，用有组织的整体来对抗个人主义的分解。……用民族来对抗单个的个人和群众。”（同上）


  克里克想让“工作协会”于1933年3月通过一项文化政治纲领，该纲领以他的意识形态路线为基础。但海德格尔起而反对，因为海德格尔不能接受这种“鲜血和土地的意识形态”。他们两人一致之处只是在批判“高校联合会”以及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十分肤浅的适应新关系的教育理想主义上。高校联合会主席，哲学家施普朗格尽管在这期间已公开对“进行斗争的国家”发表了效忠的讲话，但在讲话中仍请求“革命”爱护“思想精神性的东西”。海德格尔讥讽地把这种搞平衡的尝试，称之为“走钢丝式的适应时代”。这是在法兰克福参加完第一次“工作协会”第一次会议之后，1933年3月30日写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的说法。在这封信里还对克里克作了一个简单的刻画。思想品质“低劣”，“今天的习惯用语”“使他不能领会这个任务真实的伟大和艰巨性”。这是当前这场革命的总的特征，突然一切都成了政治，好像一张标签贴在肤浅的表面而已。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也许是第一次惊醒，但这只不过是准备阶段，下一步必须接着作第二次而且是更深刻的惊醒。这预兆不祥的第二次惊醒，正是海德格尔同克里克之类的意识形态的区别。第二次惊醒是什么东西？他在给具有一半犹太血统、一个月以后失去了教师职位的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只作了模糊不清的暗示。这里谈到“新的基地”；在这里以新的形式、新的获取方式来培养存在本身（《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第60页），总之，这里指的是“基地”，不是克里克的“鲜血和种族”。


  海德格尔想让鲍姆勒尔也参加到“工作协会”中来。在此时海德格尔和鲍姆勒尔还是好朋友。他也像克里克一样，力争作纳粹运动的哲学领袖。鲍姆勒尔的果断决断论与海德格尔思想更接近。1933年1月，鲍姆勒尔在向纳粹学生会发表的讲话中用“政治的人”反对“理论的人”。这种理论的人自以为居住在一个“高级的精神世界之中”。而政治的人则作为“原初的行动存在”实现着自身。在行为的原初性方向上，理念和意识形态已经完全不起决定性作用，鲍姆勒尔说：“行动并不意味着对什么东西作出决定，……因为这本身是以人们知道对什么而作决定为前提的。行动就意味着，朝着一个方向挺进，参加党，依据命运的安排，依据‘自己的权力’……对已经认识的东西作出决定，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转引自劳格斯坦：《德国法西斯主义中的哲学关系》，第45页）


  这些说法同样可以出自海德格尔之口。决定作为一种“纯粹”的行为是最基本的。它是人类自己给自己的猛击，是跳出习惯常规的一跃。相反决定之“所为”只是诱因，诱发了使整个人生此在翻天覆地的力量。在海德格尔那里，只有常人才老提“为了什么目的”这个问题。他们在决断面前畏惧不前，因此一直处于对“可能性”的掂量权衡之中。一切都化为清谈，总是在当下决断的地方“悄悄溜走”。（《存在与时间》，第127页）对海德格尔来说，在决断面前的畏首畏尾就是一种罪责。鲍姆勒尔也这样看。他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学来的。在20年代后期，海德格尔的这种思想还是决断主义的，此时却被鲍姆勒尔直接联接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之上。鲍姆勒尔鼓吹纯粹的运动，认为它是生存的实体。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纯偶性。谁对纳粹运动保持观望，谁就犯了“中立和宽容”之罪。


  海德格尔邀请鲍姆勒尔加入“工作协会”，但建议未能获得克里克的同意。对克里克来说，鲍姆勒尔是危险的竞争对手。但鲍姆勒尔的前途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他受到了卢森贝尔格办公室的提拔。纳粹党任命他为柏林大学生的“政治教员”，为他在那里建立了“政治教育研究所”。在柏林主持哲学教育学的施普朗格〔施普朗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德国教育家和文化哲学家。——译者〕为此提出抗议。因为他看到鲍姆勒尔准备掀起反对自由主义科学家和犹太人科学家的揭发告密活动。4月22日施普朗格发表声明，反对“谎言、昧良心和没教养行为”。（劳格斯坦：《德国法西斯主义中的哲学关系》，第41页）这正好为鲍姆勒尔提供口实，趁机反攻。5月10日在柏林集中焚烧图书行动大会。鲍姆勒尔在讲话中攻击施普朗格，指责他是高校的“陈腐精神”。“但是在这个革命的年代，凡是只强调思想精神与理念的指导，不是强调由阿道夫·希特勒和赫斯特·魏塞尔〔赫斯特·魏塞尔（Horst Wessel），1907年生于德国贝勒菲尔德（Bielefeld），1926年起为纳粹党员，1930年2月13日受人袭击死于柏林。他所写作的歌曲“战旗升起……”十分流行，在纳粹统治德国时期被德国人视为国歌。——译者〕来指导的大学，都是脱离政治。”（同上书，第47页）


  希特勒掌权使海德格尔十分兴奋。他想行动。但是干什么呢？他自己也不清楚。想在他那里搞清楚是徒劳的。当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大学上。海德格尔在后来的自我辩护中声称，在弗赖堡大学校长任期内，他是随波逐流，任人推着走，“以便应付不适宜的人的钻营和党的机关及党的原则的危险统治”。（海德格尔：《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校长办公室》，1983年版，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出版社，第24页）


  但是，胡果·奥托、维克多·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和本特·马丁［Bernd Martin］ 收集整理材料，得出的却是完全另外一副形象。依据这些材料，1933年3月，经海德格尔同意，一群纳粹教授和讲师在沃尔夫冈 ·沙德瓦尔特和沃尔夫冈·亚里［Wolfgang Aly］的领导下，准备接管大学。沃尔夫冈·亚里是纳粹党组织在弗赖堡的训导员，他是教育系统中最老的纳粹党员。在4月9日校长选举三周前，他写给文化部的信是此事的关键证据。信中亚里告知，“海德格尔教授先生已经出面与普鲁士文化部进行交涉”，他是大学纳粹党团体“完全信赖”的人。人们可以从官方立场将他看作大学中的“忠诚者”。法兰克福举行的“文化政治工作协会”的第二届会议上，海德格尔可以作为“我们大学的发言人”出场。（马丁：《马丁·海德格尔与第三帝国》，第165页）


  在这时，在纳粹党圈子里，早已定好海德格尔将当选大学校长一事。海德格尔本人还有些犹豫。这倒不是因为纳粹党提供的担保过于复杂，而是怀疑，他自己是否有能力不辜负“革命”力量对他的厚望。海德格尔十分想行动、参与，但他还在寻找“正确的切入口”。（1933年4月3日致雅斯贝尔斯的信）


  1933年3月30日，在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他承认了他的不知所措的状态，但又马上驱散了他自己的怀疑：“应该拿大学怎么办，谁也不知道……几周以前那些‘养尊处优者’还把希特勒的工作说成是‘被嚼烂了的愚话’，现在却为他们自己的工资和企望的东西而战战兢兢。明智者必须对这些人说，对大学不会有太多的腐蚀，因为本来也没剩下来什么。大学早已经不再是真正聚集在一起，并且具有巨大影响力或者在实际上起着领导作用的世界了。强迫走向清醒思考——尽管发生失误——只能靠恩赐。”（《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第61页）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刨过木头的地方总会留下木屑。谁步入了革命的新大陆，他就得自己承担失误迷路的风险。无论如何，海德格尔不会被“科学面临危险”的警告所迷惑。海德格尔在1933年4月12日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说，另外，这个任务太重要了，不能将其完全交给“党内同志”去处理。这离他自己隆重公开加入纳粹党只有三周。


  当人们在幕后紧张策划海德格尔接管大学一事之时，天主教史学家藻厄正在代行校长职务。1932年底被选上的校长默伦多夫，预定在4月15日接任。解剖学教授默伦多夫是社会民主党员。


  按海德格尔和他的夫人埃尔福丽德的说法，在纳粹接管政权之后，默伦多夫本人就已经不准备出任大学校长了。默伦多夫和海德格尔是朋友，所以他直接找到海德格尔与他讨论大学管理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海德格尔1932—1933年冬季学期正好无课，1933年1月7日才从托特瑙山回到弗赖堡。按海德格尔夫人的回忆，默伦多夫说他“急切希望”海德格尔同“党的政治无任何瓜葛的人”，来接管大学事物。他在早晨、中午和晚上的来访中多次重复了这一愿望。


  社会民主党人默伦多夫对接管大学深有疑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像德国各地一样，弗赖堡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运动马上就要开始。在警察总监罗伯特·瓦格纳的主持下，这种迫害进行得尤其残酷。9月初就已经发生了工会大楼爆炸事件，社会民主党党部里的人不是被捕就是遭到搜查。3月1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议员努斯鲍姆 ，制造了一起严重事件。一周前曾被迫受过神经病治疗的努斯鲍姆在反抗两个警察的自卫中，重伤了他们。就此围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在城里愈演愈烈。在明斯特广场，发生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示威，组织者宣布，马克思主义应该被“连根”铲除。离霍伊贝尔格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两个集中营。地方报刊登了押运囚犯的照片。纳粹党直接攻击属于中心党的市长本德尔博士，罪名是对努斯鲍姆事件反应不强烈。因为本德尔把此事只说成是“事故”；他应该被撵出市长办公室。可是市民代表团接替了他的职务，代表团发言人之一就是默伦多夫。本德尔于4月11日被停止了职务。他的后继人将是纳粹党地方党团的领导，纳粹报纸《阿勒曼人报》的编辑领导人克尔伯尔。在这张报纸上，海德格尔将有几篇文章发表。努斯鲍姆-本德尔事件之后，默伦多夫已经成为纳粹分子不可容忍的人物。默伦多夫可能对接管大学一事有疑虑，但他是一位有勇气的男人，最后还是表示愿意出任大学校长一职。接管仪式于4月15日举行。在头一天晚上，沙德瓦尔特受纳粹党团委托去见落选的校长藻厄，向他传达了党的疑虑：默伦多夫不一定是实施大学一体化的正确人选，而且向他提出了海德格尔为候选人的建议。这位出身天主教会的藻厄对海德格尔反天主教行径记忆犹新，所以对沙德瓦尔特的建议持保留态度。因此默伦多夫在大学主持了五天工作。4月18日这一天，正值默伦多夫召开第一次大学评议会时，纳粹报纸《阿勒曼人报》发表文章强烈攻击新任校长。该文的结语是：“我们给默伦多夫教授先生一次机会，不要阻碍高校新秩序的建立”。现在默伦多夫已经清楚意识到，他再干不了几天了。4月20日他又召集了一次大学评议会，会上宣布他本人和全体评议员集体引退，并建议海德格尔为后继人。按埃尔福丽德·海德格尔的说法，头一天晚上默伦多夫曾来到他家，对马丁·海德格尔说：“海德格尔先生，现在您必须接管这个职务了！”（奥托：《海德格尔》，第142页）


  一个月以来，一个强大的派别为海德格尔的接任在大学范围内创造好了气氛。但海德格尔本人在最后一刻仍然犹豫不决。“在作抉择的那天上午我还在犹豫，还想放弃候选权。”（《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第21页）全体教授大会几乎一致通过选举海德格尔为校长，当然93位教授中13位犹太人被排除在外，剩下的80位教授只有56人参加了选举。参加者中有一票反对，2票弃权。


  在当选之后，他的令人注目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为什么一直犹豫不决。


  4月22日海德格尔写信给卡尔·施米特 ，要求他参加纳粹运动。其实这一要求已是多此一举。他已经投身于这个运动。但是，动机与海德格尔不同。海德格尔想革命；施米特要的是秩序。全体教授大会已经为海德格尔把温和的大多数老保守派排除在大学评议大会之外。海德格尔应该“依靠党”。


  为了避免与之冲突，海德格尔没有召集学术评议会。在隆重的接管大学校长职务的庆祝会上，他颁布（即5月27日的讲话）大学的领袖原则和思想的整齐划一原则。此前，在5月1日“民族整体与国家庆祝日”这一天，他正式加入了纳粹党。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达，实际上他早已属于“革命”队伍。入党的具体日期，是同党的领导机关预先约定好的。选择“五· 一”完全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要求学生团体和全校教员必须像接到入伍通知书一样，精神激奋地参加5月1日的庆典活动。通知书中写道：“建设德国民族的新精神世界，成了德国大学最本质的任务。这是我们民族最崇高、最有意义的工作。”（奥托：《海德格尔》，第165页）第三帝国地方警监瓦格纳——这位声名狼藉的煽动者，押运霍伊贝尔格集中营“囚犯”的行动负责人——在5月1日这一天被任命为帝国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海德格尔用下列精炼有力的话对他表示祝贺：“我对帝国地方最高长官的任命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以战斗的胜利向祖国边境省份〔弗赖堡城位于德国西南边陲，所以这里讲边境省份。——译者〕的领袖表示祝贺，嗨〔嗨［Heil］，意为祝福。如在第三帝国时期常说的“嗨，希特勒！”。——译者〕！弗赖堡大学校长——海德格尔（签署）。”（同上书，第166页）


  5月20日他签署了唯一的一份国家社会主义者校长给希特勒的电报。电报请求推迟接待《高校联合会》代表团，其理由为：“只有以思想整齐划一为基础，重新选拔的常务委员会才能享有高校的信任。德国学生团体对于现任的常务委员会，表示极大的不信任”。（马丁：《马丁·海德格尔与第三帝国》，第166页）


  5月26日，校长上任庆典的前一天，海德格尔在纪念施拉格特的会上发表讲话。施拉格特是为裸体运动而战的斗士。1923年在鲁尔区向法国占领军一次大战后，德国战败。德国重工业区鲁尔区曾一度为法军占领 。——译者 投掷炸弹，因此按紧急状态法被处决。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他是为德国而殉难。海德格尔对他也充满这种感情，因为施拉格特也是康斯坦茨教会寄宿生。5月26日是施拉格特“殉难”十周年。弗赖堡和德国各地一样大肆庆祝。


  在他的纪念讲话中，他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把他自己的本真本己哲学用于政治。他把施拉格特描述为这样的人物：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具体的、历史的、政治的东西，就是因实存之存在的神秘相遇。海德格尔说：施拉格特遭受了“最严酷的死亡”：不是在共同的战斗中，没有集体的保护和支持，而是孤独地，在完全“抛回到自己身上”的“失败”中死去（施雷贝格：《海德格尔补遗》，伯尔尼，1962年，第48页）施拉格特实践了《存在与时间》的生存理想。他把死当作“最本真本己的，无联系的，不可替代的可能性接受下来”。（《存在与时间》，第250页）纪念大会的与会者应该让这死亡中的“坚韧和明确性”流入自己的内部。施拉格特从哪里获得这股力量呢？他从高山、从森林、从故乡的天空中获取了力量。“这大山是原始的岩石和花岗岩。很久以来它们就一直创造着意志的坚韧。……黑森林秋天的太阳……很久以来就在营养着我们心田的明确性”。（《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第48页）只有求安逸者才感到大山和森林是隐退藏匿之所。对坚韧不拔和坚决果断之人来说，它们是良知的呼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解释过，良知并不是呼唤人去作某一具体事情，而是呼唤人到本真本己性中去。至于具体做什么，则依情况环境而定。施拉格特作出决定，在屈辱的时刻挺身而出，捍卫德国的尊严。他必须到巴尔干（去为反抗共产主义而战），他必须去鲁尔河畔（为反对法国人而战）。“命运”选择了他，他自己也选择了“命运”。他服从了命运，也就是服从了自己的选择。“毫无自己地站在枪口前，内在英雄的眼光荡过枪口，涌向蓝天，涌向他故乡的大山，把德意志民族和帝国的阿雷曼的国土鸟瞰，为它而死难。”（同上书，第49页）这就是真理的瞬间。他1930年的报告《真理的本质》（后来发表的文本和原报告有很大差别）中说，真理本质是在故乡的土地上进行的事变的发生。这里的关键是人生此在的力量的展开。“大地的稳定性”是变故发生的前提。


  一天以后，大学校长致辞。


  在准备阶段已经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骚动。5月23日，校长海德格尔给大学所有教职员工的通知中说明了这次集会的形式进程：唱赫斯特·魏塞尔之歌，呼“嗨，胜利”。整个活动要有国庆节的辉煌。此事在教授中引起了不满。在一封供传阅的信件中，海德格尔又作了进一步说明：“高举右手”，并不代表与党有不可分的联系，只是表达了民族的崇高。另外，海德格尔也作了妥协，“在我同学生团体领袖洽商后，我决定，高举右手限制在唱赫斯特·魏塞尔之歌的第四段歌词时进行。”（奥托：《海德格尔》，第149页）


  海德格尔知道，在这个时刻整个哲学界都看着他，最后的一周他没白过。他的领导位置突出出来了。党的高级领导人、部长、其他大学的校长们和新闻界人士都来了。深棕色军衣与燕尾服交相辉映。海德格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933年4月3日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海德格尔说：“一切取决于我们能否为哲学准备好合适的切入点，以及能否让哲学讲出话来。”现在，切入点找到了。他也为哲学找到合适的语言了吗？


  他的讲话的命题是《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讲话以下列提问开始，什么是大学的“自我”，大学的“本质”存在何处？


  大学的本质并不是对青年人进行职业教育，以及为此目的而向他们传授知识。大学的本质是科学，但什么是科学的本质呢？海德格尔易如反掌，马上转入古希腊哲学——那开端。他以前曾退到那里，以便为跃入当下准备一个助跑距离。


  科学的本质诞生于古希腊人那里。在那里，意志在反抗“命运的优势”中升华为认识［Wissenschaft］。这种最顽强的对抗想要知道，要把它怎么样，什么样的人生此在之力左右着它，这个整体的存在意味着什么？这种认识在密林中开辟了一块透光之地。


  海德格尔在这里上演着一场真理的变故。但涉及的具体真理是什么，却并不清楚。但是为此而设的中心比喻却被独立出来，整个文章都是围着这个比喻组织起来的。这是一个关于战斗的比喻，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冲锋队前进的比喻。


  整个黑暗的实存中间，几种可见度的奋力拼搏就是古希腊开端的本质。这是真理历史的英雄的开端。科学和大学的真正的自身就存在于此，海德格尔这样说。


  什么东西威胁着被如此理解的科学呢？当然是实存的黑暗性。但这正是科学和大学的骄傲。带着这种骄傲去战斗，正好构成了认知的本质。“单纯追求知识上的进步的需要，看上去是一种无害的活动”，但实际上对科学的威胁更大：它使科学发生退化。（《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第13页）


  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正面的敌人，即实存的黑暗，而是来自后方，来自日常的科学工作，来自求晋升、虚荣心的满足和对钱财的追求。后方的安逸生活令人气愤，因为现在在认知的前线，正发生着伟大的、危险的事件。人生此在同实存的黑暗的位置现在发生了改变。真理的事变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在古希腊，面对一切实存的成问题性，面前的好奇之心尚能坚韧不拔。在那里隐蔽性、对存在的信仰、对世界的信赖都还发挥着作用。可是现在对存在的信仰已经消失，因为“上帝已经死了”，但后方的人们还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不是爆发了革命，如果不是“暴动的壮丽”，后方的人们仍还处在衰落的假象文化中，享着清福，直到在“疯狂和毁灭”中彻底坍塌为止。（同上书，第19页）


  在这个革命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按海德格尔的想象，纳粹革命中，尼采所发现的“上帝之死”才正确地得到领会。整个民族都意识到，“今天的人被遗弃在实存之中，但他们勇敢承接了这个被遗弃”（同上书，第13页）。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出了“最后的人”的观念，他将其看作是人类发展的最后阶段。在这里自身内不再有“混乱”，因此再也产生不了“明星”。这最后的人满足于已被发现的舒适的“幸福”，庆幸自己终于告别了“艰难困苦的生活”；他们满足于白天的一点欢快，晚上的一点滋润，恭维着他们的“健康”。但是纳粹革命已经克服了这衰退中的“最后的人”。


  对海德格尔来说，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失去上帝的世界中“生产明星”（尼采语）的尝试。所以海德格尔使尽了他形而上学的惊恐浪漫主义的全部解数，以便赋给这个变故以出人意外的深刻意义。


  带着尊敬的心情聚精会神地聆听的学生、党的高级领导、教授名人、各部官员、部门负责人，携着夫人，接受着海德格尔训话，似乎他们都是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冲锋队的成员，准备马上出发，进占“实存占统治地位的对人生此在造成最大危害的地区”。海德格尔本人就是冲锋队队长。这位以领导自居的队长，没有他的战友保护也敢于冒险冲入黑暗的最深处。“他们完全无保护地冲入隐蔽和无确定之中”，且毫无恐怖。这证明了他们“单枪匹马完成任务的力量”。（同上书，第１4页）


  毫无疑问，讲演者想提高自己和他的听众的价值。大家一起都属于冲锋队，属于最勇猛的小分队。而讲演者本人——这位领导——也许更鲁莽一些，因为他要证明“单枪匹马完成任务的力量”，或者最起码他努力要求自己去证明它。


  一切都涉足危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属于这预兆不祥的革命冲锋队则更加危险，这一简单的事实却不见了。


  海德格尔眼前看到的危险是什么？是康德所讲的，当他要求人们：“鼓起勇气，服务于你自己的知性吧”时所面临的危险吗？独立思考是要有勇气的。因为这要求放弃构成流行见解的各种偏见保护和它们提供的方便。


  但海德格尔在他的讲话中并没有冒这个危险，尽管在会后的宴会上，大家对他窃窃私语，他还是奏响了他的“私人国家社会主义”基调，这对于他仍“属于”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点并无任何影响。这个讲话并没有使他陷入被冷落的境地。


  叔本华在把真正的哲学家同俄底浦斯相比较时，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说法：“启蒙运动寻找着它自己可怕的命运，孜孜不倦地研究下去，尽管它已经预感到，结论对它自己十分恐怖”。（叔本华：《与歌德的通信》，第15页）海德格尔指引的是叔本华这里所描述的知识之危险吗？叔本华这里所说的“恐怖”，是指向追问生命意义的人张开的形而上学无根底的深渊。


  关于这类无根底的深渊，确实在海德格尔的视线之内，他把这种无底深渊称之为“今天的被遗弃在实存之中的被遗弃性”。但是，对这种意义上的被遗弃性的体验，只能发生在个人作为个人而生存时。当他被抛出集体联系之外时，才经受到、思考到这种被遗弃性。但是当整个民族都开始“进军了”，怎么还谈得上“被遗弃性”呢？


  海德格尔的确把纳粹革命解释为是洞穴中不正确的安慰和舒适的意义确定性。整个民族都变得本真本己了。他们站起来了，提出了令人不安的存在问题：为什么总是有这有那，而不是无呢？自然、历史、语言、民族、习俗、国家；诗歌、思想、信仰、疾病、疯狂、死亡、权力、经济、技术人生此在的力量，英勇地接管了这一切（同上书，第14页），因为他知道，它们不能提供最后的支撑点，只能引入黑暗、不确定和冒险。


  以这种方式行动着的人自己赢得的，不是人们可以在其中解除日常辛劳的优雅的精神世界。海德格尔留给这种逃避现实的态度，除了轻蔑还是轻蔑。如果对某人来说“实存出了问题”，这样的人并不会为此而后退，而是勇敢向前，让进攻精神充实自己。这并不是要去冥想什么彼岸的东西。这里所关涉的就是“处在工作中”。这是海德格尔对古希腊的说法“energia” 希腊文，原文意为“工作的结果”。——译者 的翻译。


  海德格尔想重复古希腊的哲学开端，但是，又想摈弃那种静观式的生活理想，不受柏拉图的太阳的诱惑。他把柏拉图的理念扫到旁边，然后声称，他对古希腊人的理解，比希腊人自己理解得还好。他认为，古希腊意义上的“理论”出没的“唯一的地方就是激情”。尽量接近实存，坚持在它带来的困境之中（同上书，第12页）。这恰恰不是柏拉图洞穴比喻的意义所在。柏拉图那里讲的是如何从洞穴的困境中解脱，从其中解放出来。海德格尔的目的是一个悖论，他想要一个不带柏拉图天国的柏拉图式的出神狂喜。他想要洞穴暴动，但不要对洞外彼岸天地的信仰。人生此在应被无穷无尽的激情所驾驭，而又不为向往无限之物的激情所左右。


  1930年托马斯·曼警告人要提防“古董爆炸”的危险。海德格尔的讲话之中就包含这种古董的危险，包含在他提及的劳动服务-国防服务-知识服务三种服务中。这里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三大等级，比如，农民-战士-牧师，这种令人敬仰的三大社会秩序幻想又新回复苏。中世纪关于这个秩序的定义是：“被人们误认为的上帝之家一分为三。在这人间的地上有些人祈祷，另一些人战斗，还有一些人工作。这三者合一，不能容忍相互分争。其中任一方的功能都是以其他两方的工作为基础的，相互之间彼此互助。”（阿达尔贝特·冯·莱昂语）


  在中世纪三大秩序的图像中，牧师把天国同社会秩序联在一起。他努力使精神的能量在人间不断流传。在海德格尔这里，哲学家接替了牧师的位置，更准确地讲，是能左右时代的哲学接替了牧师的位置。但原来是天国的地方，现在代之以隐蔽着实存的一片黑暗、世界的不确定性。所以新牧师真的成了虚无的占位者。他比战士更加鲁莽。如遇可能，他随时表现出，他们手中不再有什么来自天国，控制大地的福音。但是，他们身上还闪烁着牧师权力的惨淡余晖，这种权力在遥远的过去建立在伟大而不可见的、情绪奔放的东西之上。


  海德格尔以牧师的身份出面干预政治，公开发言，要给魏玛共和国以致命的一击。在15年前，魏玛共和国诞生之际，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慕尼黑讲演“作为职业的科学”中呼吁知识分子，要忍受一个“失去魔力的世界”。当时韦伯也回忆到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中的“绝妙的图画”，但那只是多愁善感的回顾而已。因为，在韦伯看来，柏拉图的严格知识同热情奔放的意义之间的统一已经一去不返，无可挽救。伟大的解脱，走出洞穴之旅，遥遥无期。马克斯·韦伯警告人们，提防“讲堂预言家们”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使世界重新魔化的骗人伎俩。


  海德格尔也觉得“讲堂预言家”不堪忍受。


  1927年夏季当海德格尔在课堂上第一次谈到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时，他把从洞穴中解放描述成一个进程。这个进程“是在完全的冷静中、在纯粹事实问题的解除魔力的过程中实施的”。（《海德格尔全集》，第24卷，第404页）


  但是眼下海德格尔站在那里，挺胸腆肚，充满武士精神，气势汹汹地喊叫他的每一个字。这位没带福音的牧师，这位形而上学的冲锋队队长，处在纳粹党旗和彩旗的环抱之中。他当年在讲授柏拉图的课堂上，把自己梦想为去解放洞穴居民，引导他们出洞的解放者的形象。现在他注意到，洞穴居民都已经开始进军，他所要做的无非是站在队伍的最前列而已。


  第十四章


  校长致辞及其影响  大学改革  海德格尔是反犹太主义者吗？  海德格尔的革命活动  与1968年运动的相似性  为人民服务  科学的状态



  “校长致辞被当作耳旁风。校长就职庆典后，它便被丢到脑后……人们继续在科学指导的旧舞台上运动，几十年来，它已经被踏破了”，1945年海德格尔在为自己辩护的文章《事实与思想》中这样写道。（《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第34页）


  但事实上，他的讲话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很快就被忘记。在纳粹时期，这个讲话作为单行本出过两版。纳粹党的机关报多次赞扬他的讲话。在1938年《基尔日报》的一篇回顾纳粹科学政策的文章中写道：“和鲍姆勒尔一样，马丁·海德格尔在他的校长致辞中，也是通过积极行动的、英雄式的基本行为，来规定科学的本质。”（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第165页）


  对“致辞”的直接反应是令人振奋的。地方报纸及跨地区的报纸把他的讲话说成是伟大的、开拓性的事件。纳粹学生团体的报纸警告，地方上许多科学家，只是表面上迎合新关系的机会主义，但他们强调，海德格尔讲话是积极的，是例外。这个讲话真实地表达了暴动和革命的精神。尽管1934年《民族生成》杂志主编此时已经成为海德格尔暗中的敌人，但该杂志仍然刊登了博恩卡姆的文章。文中说：“今天我们高校改革的文献汗牛充栋，就我看，其中最重要的观点仍然是弗赖堡大学校长海德格尔致辞中的思想。”


  那些非正式的刊物对致辞的反应也是积极的。后来的道教信仰者（《射箭的艺术》一书的作者）赫尔曼·赫瑞格尔把致辞称为“经典文章”。《柏林股票报》写道：他的讲话又迷人、又有责任感，“很少有哪位校长致辞能有这种影响。”


  当然也有人听了讲话不知所措。勒维特在谈到校长致辞的直接影响时说，听了致辞以后，人们不知道应该去学习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还是应该去申请加入纳粹党。所以当时的评论家十分乐意引用那些直接可以加到纳粹原则之上的话，比如海德格尔“三大服务”纲领，工作服务、国防服务和科学服务。


  国外的持批评态度的评论家，大多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吃惊，有些则表示惊恐。《新苏黎世报》上写道：“海德格尔的讲话，不管你读三遍还是读五遍，你获得的印象仍然是无根无底的、破坏性的虚无主义。就是对民族的鲜血与大地的信仰，也对这种虚无主义无能为力。”（同上书，第167页）克罗齐〔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1866—1952），著名意大利哲学家。——译者〕在1933年9月9日给福斯勒〔福斯勒（Karl Vossler，1872—1949），德国小说家。——译者〕的一封信里说：“我终于读到了海德格尔讲话的全文，十分愚蠢又低三下四。我对他长期的哲学工作得出的这个结果毫不吃惊。空洞和一般性总会有结果的。但是它没带来任何东西。我认为，他在政治上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反响。但是他玷污了哲学，这对政治也是损失，起码对于未来的政治是如此。”（同上）


  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反应令人吃惊。他在1933年8月23日给海德格尔的信中写道：“感谢您寄来的校长致辞。……您关于古希腊遗产的立场的大方向又一次使我很有感触，就像新的、但又是那么显而易见的真理那样触动了我。您的这个立场与尼采是一致的。但是有一点差别。人们可以希望，您能有时间，把您讲的东西变成解释性的现实。这样您的讲话就有一个可信的核心。我这里指的不是风格和它们内容的充实性。这一方面在我看来，目前这个讲话是至今唯一的代表学者意志的文献。但这个讲话的特性使我觉得有些压抑，有些句子显得过于空洞。这种特性是为适应时代而生的，它并没有影响到我对您的哲学的信任。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十分高兴有人能在讲话中触及到真正的界限和源头。”（《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155页）


  此信写作的两个月之前，海德格尔最后一次造访雅斯贝尔斯。当时海德格尔是应海德堡纳粹学生团体的邀请去作“新帝国的大学”的报告，其目的是为纳粹阵线助阵，反对保守派的教授们，特别是反对对抗思想整体化的校长威利·安德拉斯 。他们显然十分成功。当时的听众之一，历史学家格尔德·特伦巴赫在他的回忆中记述道：“我听到一个对煽动性的讲话十分赞赏的人对另外一个人说，安德拉斯一定……会用手枪自杀的。”海德格尔的确是以战斗的姿态出场的。他宣布传统大学已经死亡，他指责大学是“按人文主义化的，基督式的想法建立”的。他号召“为国家而工作”。他讲到“求知欲的疯狂”，并且说，“只有坚强的人种”才能“毫不思想自己”地坚持“战斗”到最后。但是“谁要是不能坚持战斗，就必须把他打倒”。（《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第75页）


  报纸上对海德格尔来做报告一事大肆渲染。参加报告会的教授们被告知必须穿制服。海德格尔本人却身着“青年运动”的服装：短裤，绑腿，大翻领衬衣。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回忆中写道：“我坐在前排最边上，双手插在口袋里，两腿直直地伸出去，一动不动。”（雅斯贝尔斯：《哲学传记》，第101页）


  在私人的谈话中，雅斯贝尔斯觉得海德格尔“忘乎所以”，他感到从海德格尔身上，流露出一股威胁性的力量。


  可是两个月后，雅斯贝尔斯又对海德格尔的致辞加以赞扬。他个人后来解释他当时的态度时说，他想尽量从好的方面来解释他的讲话，以便保持同海德格尔的联系，而在实际上，他觉得海德格尔的谈话和行为，“处于一种不可忍受的、陌生的低水平。”


  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致辞的赞同，不仅仅是出于后来他自己讲的策略上的需要，他同海德格尔之间在思想上是有共同之处的。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两个在纳粹大学改革问题上的立场也近乎相同。1933年巴登州文化部通过了新的大学法，核心内容是引入领袖原则，取消同事组织。雅斯贝尔斯在1933年8月23日的信中，把刚刚通过的这一大学法称之为“不寻常的一步”。他觉得“新大学法是正确的”。大学的“伟大的时代”早已结束，所以必须有一个新的开端。


  1933年夏天，雅斯贝尔斯本人也为大学的改革拟过一个方案。这个提案本应送海德堡大学的同事征求意见。雅斯贝尔斯在海德格尔最后一次来访时曾同他谈及，希望此事能引起政府方面的注意，以便政府同他——雅斯贝尔斯——建立联系。为此雅斯贝尔斯也为他的方案起草了一封信，声明他的改革思想“同今天政府方面所遵循的原则并不矛盾”，而是与其“一致的”。但雅斯贝尔斯最后还是放弃了提案的打算。提案卷宗中有一张纸条附了一句放弃提案行动的理由：“毫无疑问，我什么也不能做。因为我被告知，只被看作非党人士，看作为犹太女人的丈夫，不享有任何信任。”（《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260页）


  1946年雅斯贝尔斯把他的方案作为初稿进行加工，写成了后来的论大学改革的文章。他在原提案中给大学描画了一幅没落的肖像。他对大学的现状分析与海德格尔是一致的。他提到大学的明显缺陷是：专业科系分工太细、日益严重的教育失误、片面的职业取向、日益滋生的烦琐管理、理论上水平的普遍下降、对学习自由的不正当利用、“自由相关物”——失败者的淘汰制已不起作用等。在当时，即1933年夏天，也许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通过大学中享有无限统治权的人的决断性命令来克服各种障碍和痼疾。这个掌握人可以获得青年力量，对目前情况已有意识的人们此时异乎寻常地温和和冷漠。这无异于对掌握者实行改革的保障。如果现在不果断从事，大学将“无可救药地死去”。


  雅斯贝尔斯的大学改革方案的具体步骤为：调整大学学习，取消教学计划及各种表格证明，通过加强领导人员的责任心来简化行政管理手续。校长与系主任不应再由多数选举的结果来决定。雅斯贝尔斯想贯彻领导原则，但有一先决条件：责任重大的决定，必须是真正负责任的。在具体情况下，也敢于取消决定。这是对错误利用领导原则的防范措施。刚通过的巴登州大学法能否奏效，还需要时间的检验。无论如何他希望新建立的“高贵原则”能取得丰富成果，1933年8月23日雅斯贝尔斯给海德格尔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


  1933年雅斯贝尔斯是同意海德格尔的看法的：“如果掌权者肯听从有水平的学者的建议的话，就可以利用纳粹革命对大学作一番合理的更新，雅斯贝尔斯也想以他的方式“参与”纳粹革命。他甚至承认劳动服务和国防体育的观念，对他来说，这属于“进攻性的现实”。它与“人生此在和整个民族的基础有关”。但雅斯贝尔斯十分清楚地反对政治挂帅的思想。他认为，“在世界上除了真知本身带来的神圣性之外，没有任何机构可为研究和理论学说规定什么目标。”


  但到现在，海德格尔也尚未公布任何与此不同的东西。在校长致辞中，海德格尔也并没有从政治中去推导科学精神，而是从正确理解的哲学提问的态度出发来为政治立场立论。但是，对这种政治运动的参与的情绪和方式，在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两人那里，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雅斯贝尔斯保卫的是精神贵族，而海德格尔则想把这些精神贵族彻底消灭。存在这么多哲学本身就是胡闹。在同雅斯贝尔斯最后一次谈话时，海德格尔说过，哲学家有两三个就够了。


  海德格尔1933年致信雅斯贝尔斯时提出，最重要的是为哲学在新的现实中找到真正的立场，而这时的新现实就是纳粹革命。雅斯贝尔斯要保护未经政治篡改的哲学语言的纯洁。雅斯贝尔斯以吃惊和恐惧的心情，看着海德格尔把他身处其中的权力，抬高解释成为形而上学式的人生此在的权力。但是他也感到，海德格尔的政治行径中总跳动着、燃烧着哲学的狂热。这一点使雅斯贝尔斯神往。他想搞清楚，这个“新的现实”是如何在海德格尔那里变成一种哲学的冲击力和意义的。所以才有了他对海德格尔校长致辞的令人难堪的注释：“但愿可以指望有一天您能把您说的，在哲学的解释中变为现实。”（《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155页）


  在大学校长致辞之后，海德格尔在弗赖堡大学实地贯彻了领袖原则。而且在巴登州官方认可高校改革之前就已实施。他有好几个月不召集大学评议会，使评议会实际上丧失了权力。他给大学同事团体和各系的通知与通报，都是以一种刺耳的命令口吻写成。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获得战争经验的海德格尔，对于在大学贯彻军事原则想法一事如痴如醉。他委托以前的海军少校施蒂勒教授为教师制定荣誉规则。这些规则应与军官团的要求相应。海德格尔在聘任教师上已显示了他的熟练技巧，现在他想取消教育工资的附加费、讲席制度等等，通过这些措施来消除大学里的市场精神，竞争精神。所以在他的教师荣誉规则草案中明确地规定，要在我们之间建立一种真正的同志式的精神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不断发展之，直到在我们之中看不到为人生此在而进行争斗，相互竞争的现象。


  在经海德格尔同意的这份草案中，还可以读到下面的句子：“我们要进一步纯洁我们的队伍，祛除低级、恶劣的因素，以服务于未来的反对腐化堕落的斗争。”（奥托：《海德格尔》，第152页）


  海德格尔在这个具体上下文中所说的“低级恶劣的因素”，是想指业务上和品质上不称职的人，但在纳粹革命时期，这句话首当其冲地指向犹太人和政治反对派，这一点海德格尔一定很清楚。


  弗赖堡纳粹党在三月初就已经大肆宣传，要人们抵制同犹太人的业务往来。他们还印了犹太人律师和医生的名单，到处散发。纳粹学生团体已经开始呼吁，抵制犹太教授。4月7日通过了“重新设立职业办公室的法案”，1918年以后聘任的所有“非雅利安人”，全部开除国家公职。但是在弗赖堡，在一天之前，帝国警察总监瓦格纳作出了比帝国法律更严厉的决定：暂时停止一切犹太公职人员的公职，以便最终将他们全部开除，1918年以前已经任公职的也不例外。依据这一决定，胡塞尔于1933年4月14日被停职。在这个时候，海德格尔还没有上任。由于“重设职业办公室的法律”的公布，瓦格纳的决定被取消。胡塞尔的停职决定也应一并被撤销。这应是已经走马上任的新校长海德格尔的任务。海德格尔让取消停职决定的通知带上了个人的色彩：他让夫人埃尔福丽德借此机会给胡塞尔带了一束鲜花。胡塞尔本人把停职一事看作一生中受到的“最大伤害”。最重要的是，他的民族感情受到损害。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想，我并不是一个旧风格和意义上的最坏的德国人。我的家庭充满了真实的民族感情。我的那些孩子们都曾自愿在战场恪尽职守，战争时期的野战医院里留下了证明。”（同上书，第171页）


  花束和祝贺并没有能缓和胡塞尔对海德格尔的失望。1933年5月4日，胡塞尔在给他的学生曼克的一封信中，把海德格尔“戏剧性”的入党仪式，看作是“以假作真的哲学友谊的结束”。在最近的一年里，海德格尔的“反犹太主义的倾向——包括崇拜他的犹太学生圈子和系里的其他人——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入党只是他反犹太主义的继续。”（同上）


  海德格尔真是反犹太主义者吗？


  海德格尔并不是意识形态上那种疯狂的系统的纳粹主义者。惹人注目的是，不论是在他的讲课中，还是在他的哲学文章中，不论是在他的政治讲话中，还是在他的政治宣传品中，人们找不到他任何反犹太人，种族主义的言论。比如，当海德格尔出海报，为庆祝德国民族建设新的精神世界而举行的五一庆祝活动规定规则时，他并不想排除任何人参加。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是临时决定性的纳粹主义。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出身，而是决断。用他的术语来说，不应从他的被抛性，而应从他的人生筹划出发来判断一个人。因此，海德格尔可以为受到威胁的犹太人提供帮助，当然，这些犹太人的工作成绩获得他的承认时，才会有这类帮助。当犹太人古典文学领衔教授埃德华特·弗兰克尔、物理化学教授乔治·冯·赫威塞受到被解雇的威胁时，海德格尔写信给文化部，企图加以阻止。他策略地论证说：这两位犹太教授在科学界有异乎寻常的声望，怀有批判态度的外国兄弟院校，十分关注这个边境大学，解职会给大学带来损失。另外，这两位是“高贵的犹太人”，品格优秀。“在人所能做的判断的范围内”，海德格尔可以为他们行为的无可指责担保。弗兰克尔尽管有海德格尔的呈文，仍然难逃被解聘的命运。乔治·冯·赫威塞又被获准多待了一段时间。


  他也曾全力以赴为他的助手维纳·布罗克提供帮助。尽管他不能将他留在学校，但为他在剑桥找到研究奖学金。


  1945年海德格尔提出，他曾保护犹太科学家的事，而且上任不久，就与纳粹学生团体发生冲突，原因是他反对在学校外面悬挂反犹太的“打倒非德国精神”的标语。


  海德格尔的举止表明，他与意识形态上粗野的反犹太主义者是有区别的。


  1933年初，在汉娜·阿伦特流亡、移居国外之前不久，曾写信给海德格尔说，耳边传闻，使她十分不安。听说他从讨论班上赶走犹太学生，以及不与犹太同事打招呼，撵走了犹太博士生等事，她问海德格尔是否真有其事，总之，问他是否已成为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这是1950年以前海德格尔给阿伦特的最后一封信）埃廷格对这封信的转述中说，“海德格尔带着怒气“按顺序”列数了他为犹太人提供的帮助，开始指出他对犹太学生的关怀：不惜影响自己的研究工作，花时间来帮助犹太学生……谁在困难的时候来找他？犹太人。谁坚持一定要马上和他谈博士论文问题？是犹太人。谁突然寄给他一本规模庞大的著作让他马上写出书评？是犹太人。谁请他提供帮助申请津贴？还是犹太人。”（埃廷格：《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第42页）


  这里海德格尔陈述的是他在职责范围内为犹太人提供帮助。但通过他的辩护也可以看出，他把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区别得十分清楚。他的辩护还让人觉得，大学里的犹太人对他纠缠不休。从1989年发现的一封1929年10月20日给“德国科学救急团体”（一个发放奖学金的团体）代主席维克多·施瓦特尔的信里透露出，海德格尔明显有那种在科学家中间流行的“竞争性反犹太主义”（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说法）倾向。海德格尔信中说：“这里涉及的是……不可避免的思考：我们必须面对如下两种可能进行选择，把我们的德国精神生活重新引回到基础稳定的力量和教育者中去，还是广义和狭义地把它完全放手交给不断增长的犹太化。”（《时代周刊》，第52期，1989年12月22日）


  这种“竞争性反犹太主义”，实质上不承认犹太人同化为德国人的事实，而把犹太人仍看成一个特殊群体，进而反对犹太人在文化中占统治地位，因为他们占有了与其人口比例不相称的位置。马克斯·米勒〔马克斯·米勒（Max Müller，1906—？），德国哲学家。——译者〕记述的1933年的一次谈话中海德格尔说：“在内科原来只有两个犹太医生，到了后来，这个科里只剩下两个医生不是犹太人。这使他十分气愤。”（米勒：《马丁·海德格尔：哲学家与政治》，第204页）


  海德格尔一方面为犹太同事赫威塞和弗兰克尔解雇一事到文化部去说情，但同时他又公开承认“重建职业领域的法律的必然性”，现在我们对此不会感到意外了。


  按常规，“竞争性反犹太主义”在文化领域中，坚持把“犹太精神”看作一种特殊思想传统。但这里需要提醒人们，在海德格尔这里，不存在所谓独立特殊的“犹太精神”。海德格尔一直抵制这种“思想精神上”的反犹太主义。30年代中期，他在一个课上为斯宾诺莎辩护时指出：如果他的哲学是“犹太的”，那么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也成了犹太的哲学。平时海德格尔只是十分乐意强调“德国”哲学的地位，以反对法国的理性主义、英国的功利主义以及美国的技术迷信。因此，他对“精神”上的反犹太主义如此激烈的反驳让人觉得十分意外。但是在哲学中，海德格尔的确从来没有把“德国”这个字用来同“犹太的”相对立或相区别。这是海德格尔同他的战友和对手克里克和鲍姆勒尔不同的地方。


  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5年接到请求，让他为海德格尔反犹太主义写鉴定材料。他作出的结论是：“海德格尔在20年代根本不是反犹太主义者”，接着又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尚持保留态度。但这并不排除——而且我不得不假定——在其他情况下，他违背自己的良心和品味而行反犹太主义。”（《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271页）


  无论如何，他参加纳粹运动的动机，并不是由于他是反犹太主义者。但是，纳粹反犹太主义很早就表现出的野蛮性，并没有使他同纳粹运动分手。他并不支持这类行动，但却容忍了这些行动。1933年夏天，纳粹派学生冲进了犹太学生团体的房子。他们的活动如此粗暴野蛮，以至检察院不得不立案侦查，并请校长提供情况。但海德格尔拒绝任何进一步的调查，其理由是，参与该事件的不仅有学生（参见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第172页）。海德格尔保护暴民，他认为，这是革命所致。


  伊丽莎白·布洛赫曼是半个犹太人，依据“恢复职业状态法”她被解除职务，后来曾写信请海德格尔出面帮助。他答应在柏林为他的女朋友想办法——毫无结果。但就是在这种无需任何策略的私人谈话中，也找不到任何一句对这类措施表示愤怒的话。他向伊丽莎白表示遗憾，好像她遇到了什么一般小麻烦似的。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的这种行动是纳粹革命这一集体行动的一部分，他的行动实际也是在反对他自己的女朋友，当这位女朋友（布洛赫曼）给他的信中绝望地写道：“我熬过了十分十分艰苦的日子，但从来没有想到，会受到这样的排挤打击。我过去一直生活在精神和情感上深深融为一体的安全稳定之中。这也许是太天真了。所以我一开始完全无自卫能力，完全绝望了。”（1933年4月18日的信，《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第64页）海德格尔对此的回答是：“我任何时候对您的任何请求和困难都将全力以赴”。（同上书，1933年10月16日的信）


  汉娜·阿伦特、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卡尔·勒维特——这些海德格尔最亲近的人们——不得不离开德国。但此事这并没有损害到他同纳粹“意志的认同”。他觉得自己属于这个运动，尽管在他的故乡建立了第一个集中营，尽管他的犹太学生受到粗暴的围攻伤害，尽管驱逐犹太人的名单已经在城里散发。当海德格尔第一次小心地表达了对官方政治的批判态度时，也不是由于反犹太的行动过于无节制，使海德格尔愤怒，而是因为当局承认了旧的市民力量的缘故。


  1933年初，海德格尔驳回了汉娜·阿伦特听到的关于海德格尔躲避犹太学生和同事的谣传。但是几个月后，这种事却真的发生了。从他走马上任，当上校长那一刻起，他便中断了同一切犹太同事的联系。他的犹太学生不再被允许在他这里继续完成博士论文。他把他们推给了系里的同事。“海德格尔还想让他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但不是在他这里。”（马克斯·米勒：《马丁·海德格尔：哲学家与政治》，第205页）他向他的朋友、犹太私人学者威廉·斯策拉司说，“在现在的处境下，我们必须中断我们的接触”。


  被中断的还有他同胡塞尔的联系。说他禁止他的老师和朋友胡塞尔参加他的讨论班一事尽管是谣传，但是海德格尔并没有做任何事情，以帮助日益完全陷入孤独之中的胡塞尔。向胡塞尔伸出帮助之手的是天主教讲席教授、海德格尔的同事马丁·赫尼克尔。他一直保持同胡塞尔的联系，通过马克斯·米勒这位“信使”按期“代表哲学系向他致以最好的问候”，并向他报告系里发生的事情。“他在我眼里显得像一位‘圣贤’，因为他并不关心每天发生了什么，不关心每天威胁着他和他的犹太夫人安全的政治局势的发展。他好像并没有受到威胁似的，或者将其置之于不顾。”（马克斯·米勒：《回忆胡塞尔》，第37页）胡塞尔根本不参与系里的事务。但却十分乐意打听海德格尔的情况。对海德格尔1933年的“背叛”的愤怒过去之后，他对海德格尔的看法又渐渐缓和了。他对马克斯·米勒说：“在我的圈子里，他是那些有天赋者中资质最高的人”。（同上书，第38页）


  1938年胡塞尔在孤独中与世长辞，4月29日被火化。除了利特尔以外，哲学系没有任何人参加葬礼。海德格尔也没有去，他自己躺在病床上。这一天晚上，国民经济学家卡尔·笛尔在一个小型同事聚会上发表了纪念胡塞尔的讲话，讲话中他称与会的这一群人为“正派人的‘系’”。（奥托：《胡塞尔与弗莱堡大学》，第102页）


  在40年代初，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时间》的稿样扉页上，把给胡塞尔献辞撤了下来。藏在脚注中对胡塞尔的致谢的话却保留下来。


  再回到1933年。


  我们回忆一下。海德格尔在“校长致辞”中，规划了一个新时代的爆发，人类历史的第二个开端，邀请所有的人，包括这一事件的证人和助手，一起参加存在历史的巨人大战。然而从中人们看到的，无非是反对大学正教授们的斗争。海德格尔后来致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我当时在‘做梦’，我想的实际上只是在我眼前浮现的‘那个’大学。”（1950年4月8日，《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200页）


  这场为“新”大学而进行的斗争，同1967年的德国学生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海德格尔亮相总是突出他自己的青年运动的风格，以已经在“冲锋”的纳粹革命学生的尖兵自居。海德格尔身着短裤，打着绑腿，翻领衬衫，用以对抗西装礼服和羔皮手筒。海德格尔以纳粹学生代表的身份，在系里同老牌的教授们抗衡，支持助教们的独立自主性。这是私人讲师的时代，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海德格尔还特别注意，请大学里的其他工作人员参与提意见和建议。


  海德格尔并没有像雅斯贝尔斯后来说的那么狂妄，自以为“可以领导领袖元首”。但是在大学范围内，他的确努力在反对正牌教授阵营的斗争中充当领导角色。1933年6月举行的“高校联合会”会议上，以海德格尔为首的纳粹高校教师团，努力想使“联合会”旧的常务委员会退位。在同时举行的校长会议上，海德格尔努力说服大家解散“联合会”，并且还认为应该宣布弗赖堡为纳粹大学革命的“前哨”。如果成功了的话，海德格尔就真的成了德国大学界的某种领袖式的人物。这方面的雄心他的确有。但是，他的主张在其他校长中难以通过。在抗议声中，纳粹教师团退出了会议。海德格尔的活动在全国高等教育界的这个层次没有获得成功。于是他便努力在地区层次上去创造出一个具体的典范。现在上面对海德格尔已经不再有争议。1933年夏天，海德格尔积极参与了巴登高校改革法的制定工作。1933年8月21日，该法生效。并且巴登州成了在大学里贯彻领袖原则的第一个州。


  对海德格尔来说，剥夺老牌教授团的权力，是他反对市民唯心主义、反对近代专业科学实证主义精神的继续。这种精神在1967年的学生造反中又新出现了。海德格尔所反对的对象，在1967年被称之为“专业笨蛋”。1967年的批判是：市民社会教育人们，以科学之兴趣取代人们对社会的兴趣。科学对社会整体的责任问题也是1933年时海德格尔的话题，尽管用词不同。“德国民族新精神世界的建设将成为德国大学的本质任务。这是全民族的最崇高、最伟大的任务。”


  1967年的学生运动的理想之一，就是所谓“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也是海德格尔的理想。1933年11月25日在学生注册欢迎会上，海德格尔以“德国学生是劳动者”为题发表了纲领性讲话。他的讲话的口吻似乎与1932年发表的恩斯特·荣格尔的文章“劳动者”如出一辙。海德格尔直接谴责受过教育的狂妄自大分子。学生不应该致力于精神财富的收集，以为私人之用和为自己的发迹之用。学生们应该去问，如何用自己的研究和知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种服务为创造真正的同志团结之源泉提供了基础经验。”学生们应该谦虚地把自己的学习研究理解成“劳动”，同时还应该真正地动手去劳动，在弗赖堡周围帮助秋收、改良土壤，或到国家食堂去帮厨，总之利用一切机会参加劳动。海德格尔说，“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一个劳动者的国家。学生们要在自己的岗位上，用自己的研究和知识为国家“服务”，他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如果认为，自古以来真正科学与哲学的精神，就是对一切应用的考虑和解决具体问题的工作持保留态度，那么当海德格尔这样的人谈论，为了民族的目的对科学进行工具化时，就会显得十分奇怪、陌生。过去海德格尔把以“价值”为走向的哲学，讽刺为市民的唯心主义的衰落阶段。如今海德格尔把民族的自我宣言作为价值提到前面，在哲学的批准下，以这种价值的名义，争取那“为坏的事件的发生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和“最大限度地坚持到最后一人的同志团结”。这一切都与那种哲学的基本原则联系在一起。在1933年11月11日，在莱比锡“为阿道夫·希特勒举行的德国科学大会”的讲话中，他把这一点讲得特别清楚：依据这种基本原则，“保存自己的存在，挽救自己的存在。”这是一切存在的原始要求。（施内贝尔格：《海德格尔拾遗》，第149页）


  海德格尔的为人民服务。德国纳粹党于1934年初公布了失业者社会安置大纲。失业者被派往各大学进行“国家政治”再教育。那里应由“用脑子的劳动者”给“使用拳头的劳动者”来上课。这种纲领在1967年也完全可以被称之为纲领。海德格尔全力以赴去实现这一“基础关系”纲领——这完全可以是1967年的提法——他亲自在600名工人面前作开学讲话。


  首先，海德格尔让他面前的工人弄清楚，他们在他面前聚集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在这里，已经意味着参加了“我们民族新的未来的建设活动”。尽管他们是失业者，但海德格尔认为，这是把自己的哲学概念小心地灌输到他们之中去的一个极好机会。他把他们的倒霉处境称之为“无能力于人生此在”，只有当他们能够服务于国家和整个人民的时候，他们才具有了人生此在的能力。创造就业是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其次的任务就是创造知识。“我们民族的每一个劳动者都必须知道，他站在那里是出于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只有这样的个人才能在“民族整体和民族的命运中生根”。人民的同志们所需要的知识的形式是从整体上对实存的发问，但海德格尔不想用这种知识来折磨这些失业工人，另外，他也不想让那些从工作中被抛出来的人去注意自己的被抛性，所以海德格尔为他们准备了十分具体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他的讲话中感到海德格尔处理这个问题所遇到的困难，他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提法。于是他便谈论，什么是必须知道的：“人民是怎么分工的……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德国民族未来的重要地位……未来民族实体的复兴意味着什么……德国人城市化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通过吸取这些知识，汇集在这里的失业者们将成为“清楚的、果断的德国人”。大学的科学家会就此给他们提供帮助。科学家是十分乐意做这项工作的，因为科学家知道，只有当他们把知识交给了劳动人民时，他们才能成为人民的同志。拳头与大脑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现实。“在真正知识的创造中，从事劳动创造的意志必须是内在的良知和永不动摇的信仰。”但这种信仰是以我们的领袖的卓越的意志为基础的。海德格尔的讲话以高呼“嗨！胜利”而结束。（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第185—186页）


  1933年11月30日在向图宾根的学生团体的讲话中，他描述了“争取新现实性”的步骤。他说，这就像一件艺术品的诞生过程一样。这是同传统大学分手的最合适的时间，因为这个大学已经是“那空洞的国家的空洞的孤岛”。谁勇于战斗，他便处于一个正在诞生的作品的内部。他会感受到人生此在的充实，并成为“他的国家的人民的真理的分享者”。


  现代民族共同体的神话取代了哲学的出神狂喜。孤独思考中进行提问的哲学现在已经被停职。但是整个时间仍然是哲学之事。因为纳粹运动在哲学上使海德格尔着迷，而他还做到了让别人也对此着迷。当时一个着迷者说，“海德格尔讲话就如拨开乌云让人们见了青天”。（同上书，第207页）


  这期间海德格尔满怀雄心写了一些作品，其中之一就是“科学营”一文。它的基本思想在1933年6月10日柏林“德国学生团体的科学处”培训会上的报告已经有了阐述。科学营应是童子军训营和柏拉图学园的混合物。同生活，同劳动，同思想—— 在一定时间内同大自然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应该又成长为大自然和历史的生命的现实”，基督教的“无生育能力的意识形态”和“实证主义的狭隘俗气”应该被克服。（奥托：《海德格尔》，第216页）参加者将会向新的人生此在的力量敞开心扉。这就是海德格尔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是1933年10月4日至10日。地点就在他自己的托特瑙山的小木屋脚下。全体步行，从大学出发。在这第一次尝试时，他从教师和学生中精选了一批人组成一个团体。他为他们规定了活动细目：“步行达到目的地……纳粹制服……可能的话，穿戴钢盔的军服，带上袖章。”活动的项目：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点名。“营地的任务是讨论建立德国精神指导下的未来高等学校的途径及手段。”海德格尔为各工作小组和讨论班准备的题目都是关于高校事务的：系科的组织，纳粹高校改革，领导原则等等。其中海德格尔写道，具有确定性意义的是，“通过营地的共同生活唤起当下革命的基本情绪和基本态度。”海德格尔想带这群青年人到平静的托特瑙山的营地篝火旁，挥旗行令、庄严升旗，共同进餐、讨论、弹琴、唱歌。当他宣布这项活动时，好像是带这群人到敌人占领的前线，面临多么巨大的危险似的：“这个营地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新勇气的大小。……取决于对忠诚、牺牲和服务的意志的果敢坚定……。”（同上书，第218页）这项活动的唯一的危险是，海德格尔自己出丑。整个行动比一次普通的青少年的野营生活强不到哪儿去，所不同的是，他带的是年龄早过了参加少年团活动的一群老青年。一位名叫海因里希·布尔的参加者记述了海德格尔在营地篝火面前发表给人印象深刻的讲话的情景：“基督教使世界贬值，使世界受辱,使世界统一。对它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人生此在的无蔽性的伟大高尚的认识”大加发扬。这一切使这位后来当了牧师的布尔想起了荣格尔所说的那颗“冒险的心”。（海因里希·布尔：《世界神学家》，第53页）整个活动很有意思，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激动人心的。但是这里并不需要多大勇气，便可以坚持下来。这里并无危险，只有浪漫。来自海德堡的海德格尔忠实的追随者和主张用军事活动代替学生联盟的代表之间发生了冲突。后者是个军事反犹太主义的团体。这个冲突给整个活动带来了一层阴影。1945年在“清查纳粹”的政治案中，海德格尔曾将此事说成是严重的政治冲突。他写道，“海德堡集团受命去破坏这次营地活动。”


  参与这个冲突的私人讲师施塔德尔曼在海德格尔命令下并由海德格尔陪同离开了营地。胡果·奥托发现了施塔德尔曼同海德格尔之间就此事的往来书信。从中人们获得的印象是，海德格尔自己的学生同一位武士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事件：坚定不移的忠诚、牺牲、背叛、阴险、后悔、悔悟。海德格尔写道：“营地的考试”也许没人及格，但每人都有了下述意识：革命尚未结束，青年纳粹学生的目的就是大学革命。海德格尔让施塔德尔曼提前退出了争斗，因而显然受到伤害的施塔德尔曼写道：“托特瑙山使我以从未有过的清晰意识到，我属于革命的营地。……我将遵守纪律。但我希望的更多，我相信有可能追随下去。”海德格尔回答道：“我知道，我现在必须再次请求您的陪同，它对我是非常本质性的。”（奥托：《海德格尔》，第221—222页）


  人生此在的力量显然发生了作用。这是男人团和候鸟运动式的。海德格尔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舞台，在那里有诡计、阴谋、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看起来正像他“校长致辞”中讲的，“处在暴风雨中”。海德格尔会成为他自己为现实提供的解释的俘虏。


  当他不再想参与人民整体的共同艺术作品的创作工作，又去注意艺术和哲学的作品时，他便又重新获得了思维的自由和敏捷。与在政治现实中的海德格尔相比，这里的海德格尔更加游刃有余。只有在哲学中及在为哲学安排的现实中，他才感到如鱼得水，像在家里一样。“参与”现实的革命运动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过分要求。他不久就又回到他相对安全稳定的哲学思考的大本营之中。


  第十五章


  哲学同政治之间的短路  单数的人和复数的人差别的消失  不带差别的存在论  来自柏林的第二次招聘  海德格尔为纳粹运动的纯洁性而进行的斗争   作为告密者的革命家



  海德格尔曾说过，哲学应该驾驭它的时代。


  在力图实现这一要求的过程中，他蜕掉了自己基础存在论的支架。


  让我们再作一番回顾：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人类的人生此在看作是最根本的层次，甚至比历史性的差别以及个人生活规划中间的对立性还要基本。30年代初，他在课堂上对无聊和畏惧情绪的分析，也总是联系到“在-世界-中-存在”，并不是诉诸于某一具体处境下的个人人生此在的现身情态。


  当然，在偶或论及“与他人共-在”时，他的思想总是针对族类单一性意义上的人：人类，人生此在。而且人所面对的东西，或者人所处的环境也都是单数的，（全）世界，（整个）实存，（整个）存在。


  但是，在人类与巨大整体之间——整个存在，整个精神，整个历史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区域，还有一个“之间”。在这里人具有的是复数的形式：许多人，相互区别的人，有着不同兴趣和不同利益的人。他们在行为中相遇，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被海德格尔称之为政治现实的人。在海德格尔的人生此在的背景中，这个整个领域，即多数性和诸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的存在论意义，完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两类人生此在：本真本己的此在和非本真本己的此在，本己和常人。当然海德格尔并不否认，具体个人的人生规划千差万别。但这种差别在海德格尔看来并不构成对人生的积极挑战。海德格尔并不把它看作人类生存的基础条件。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我处于与我不同的其他人们的包围中；我们并不理解或不能完全理解他们；我们爱着他们，恨着他们；对我们来说，他们有的是不解之谜，有的根本无所谓；我们与他们之间或者毫无间隔，或者隔着无底鸿沟。这种可能性的联系性、这整整一个由联系构成的天地，全部被海德格尔置之不顾，没有被纳入生存概念、生存节奏中去。海德格尔，存在论差异的发明者，从来没有想到去发展一种关于差异的存在论。存在论差异意味着对实存和存在作出区别。关于差异的存在论则意味着承认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区别，人们一起生活产生的各种困难和机会等，意味着哲学必须接受上述各种现象的挑战。


  在传统哲学中，对人的神秘化由来已久。它总是谈论整个人类，但面对的却总是许许多多的具体个人。在哲学舞台上粉墨登场的总是上帝与人类，自我与世界、“我思”与“存在物”。在海德格尔这里是人生此在与存在。海德格尔“人生此在”的说法，仅就这一语言表达的建议而言，就已经把人生此在的具体所是置于同一性之下。在海德格尔这里，人总是跑到实存整体之中去。但实际上，人总是首先跑到其他人的生存此在着的世界里面去。


  海德格尔不是去对人类世界的基础的多元性进行思考，而是顽固地坚持于集合性的单一性中：人民。人民的这种单数性被他说成是自己本身存在的生存理想。“本真本己”的个人正是把自己抛回到这个理想中，发展到这个理想中去。“所有人生此在的原始要求就是保持和救助他自己的存在”。11月11日在莱比锡举行的“为阿道夫·希特勒举行的德国科学集会”上，海德格尔把这一思想又移植到人民的身上：人民“必须保持和救助自己的存在”。人们会问，威胁来自何方？来自凡尔赛和约的屈辱，来自当时德国版图的分割，来自战争赔款。是谁批准的这一天下大不公之事？国际联盟。所以，希特勒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是完全正确的。如今这一步骤又通过全民公决得到了人民的事后认可（全民公决与帝国议会的选举同时举行。帝国议会选举是按统一的候选人名单进行）。海德格尔用从个人移植到人民上的本真本己性哲学，给这种政治伎俩授予了更高的荣誉：这是“人生此在的原始要求”。


  1933年11月的讲话，是人民基础存在论的应用。1934年夏季海德格尔开了一门讲授逻辑学的课。关于这个课的内容，目前只发表了一个残缺不全的听课的笔记。在这个课上海德格尔明确地对“业己-属我性”向“市井性”［Jeunsrigkeit］的转变进行了反思：“那个自己并不是‘我’之最富代表性的规定。具有奠基性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关心‘我-自己’的努力中，个人失去了脚下的基地。他站在丧失性之上面对自己。他站在错误的地方，因为他到完全游离的‘我’那里寻找自己。只有在我们中才找到自己。这个我们当然不是指随便什么人的汇集。像保龄球俱乐部或强盗集团之类的‘我们’都是‘常人’。在‘我们’这个层次上，也有本真本己性与非本真本己性之分。非本真本己的‘我们’是‘常人’，本真本己的真正的‘我们’就是人民，人民就像一个人一样维护着自己的存在。‘人民的整体就是一个巨大的人’。”（法里亚斯编辑的海德格尔《逻辑学，1934年夏季讲课。无名氏记录稿》，第26页以下）


  《存在与时间》中，本真本己性的激情是孤独性。但是当人民成为人生此在的集体性单数的时候，孤独性便消失在人民的声名狼藉的可统一性之中。但海德格尔不想放弃生存的激情。所以他挑选了一个可以使整个人民进入决定性的孤独之中的大舞台。孤独是德意志人民在其他人民中的孤独。它的革命早已越出了界限，进入到实存整体的无确定性之中。我们在“校长致辞”中已经听到了这个声音：人民已经前进到查拉图斯特拉空洞的天空之下。一个前进中的团体。为了在无意义中大胆勇敢地建立意义，它把自己分为不同的编队、护从和各种青年联盟。一个德意志人民，一个形而上学人民。


  作为对海德格尔的回答，汉娜·阿伦特后来发展出了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思考。它源于“不同人的相互存在和共同-存在”。这种理论思考反对将大量的历史事件作神秘的深化，或将其加工提高为“本真本己”的历史的任何尝试。似乎这种历史具有一种自动机制和逻辑实际的历史，充满混乱，它是由无穷多的相互交错重叠的历史事件构成，根本不具有这种东西。


  海德格尔没有从政治上进行思维，而是去对历史进行神秘直觉。如果海德格尔注意到自己缺乏政治概念，情况也不至于这么糟。并不是他的不谙政治，而是他没有注意到他缺乏政治概念，把他对历史的神秘直觉误当成政治的思维，这才致使他这期间的政治活动变得如此令人尴尬难堪。假如海德格尔作为历史神秘直觉者继续讲述他的“本真本己”的历史，而没有企图用它们去搞政治，那么他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哲学艺术家。但是他让革命卷着自己走，他想成为“哲学政治家”。他站在冬至节的篝火前，向陶醉中聆听他的讲话的人高呼：“逝者如斯，人生苦短，但我们冲破未来黑暗的勇气在倍增。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在战斗中变为瞎子。火炬指引着我们，照耀着我们，给我们指出前进的道路。在那里只能前进，没有倒退。点燃火炬吧。让我们的热血沸腾吧！……”


  弗赖堡大学的大多数教授认为，他们的校长已成为野蛮的、极端的空想家。此时人们还觉得海德格尔十分可笑，转述着海德格尔的故事：前面提到的以前的海军少校，哲学讲师施蒂勒在一个大砖窑的取土坑里用木制步枪训练学生；海德格尔驱车而至，跳出车外；长得像棵大树、身高有2米2的施蒂勒向身材矮小的海德格尔行立正礼，按照军规，向他报告，而战时只在书信检查站和气象大队干过几天的海德格尔，则用军事上的正确、命令合格的评价，满意地接受了他的报告。这就是海德格尔的战斗场面。


  1933年9月海德格尔又接到柏林大学的招聘。9月接到慕尼黑大学的招聘。 法里亚斯对这些聘书的背景作了调查：两次聘书都是违背大学哲学系的愿望发出的。在柏林，鲍姆勒尔明确表示支持聘海德格尔。在鉴定书中称他为“哲学天才”。在同时进行的与慕尼黑大学的洽谈中海德格尔指出，在柏林人们承认他是身负特殊政治使命的教授。他愿意知道，在慕尼黑是否能提供和他的希望相应的条件：对高校系统重新进行调整。他的决定完全取决于在哪儿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工作”服务。反对海德格尔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在保守派教授看来，海德格尔缺少积极的“知识内容”，在强硬的纳粹意识形态家如恩斯特·克里克和燕施看来，他缺少对纳粹世界的承诺。


  在柏林和慕尼黑的求职洽谈背后，秘密传阅着心理学家、海德格尔马堡时期的同事燕施对海德格尔写的一份鉴定。鉴定中把海德格尔说成是“危险的精神分裂症者”，其著作实际上是精神病理学的病历；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是犹太式的，“具有犹太教法典的诡辩形式”，因此对犹太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海德格尔总是十分巧妙地把他的“生存哲学”乔装为纳粹主义倾向。一年以后，在讨论海德格尔任纳粹讲师科学院的领导的时候，燕施写了第二个鉴定。鉴定中警告人们，防范海德格尔“精神分裂式的胡扯”；说他善于让“陈词滥调披上有重大意义的外衣”；海德格尔“整个是一个革命者”；人们必须看到，如果有一天，我们革命停止了，海德格尔可能“不再站在我们一边”，而又会“改变颜色”。自称为纳粹运动之官方哲学家的恩斯特·克里克则把海德格尔的立场刻画为“形而上学虚无主义”。和燕施不同，克里克把他的批评发表在他主编的《成长中的人民》杂志，公诸于世。“海德格尔理论的世界观基调是由操心忧虑和畏惧决定的，而这两个概念均又引向虚无。这种哲学的意义是明显的无神论和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在我们这里，一般情况只有犹太人才主张这种理论，它是瓦解分裂德国人民的霉菌；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有意识地从哲学上思考了‘日常性’，而不是人民和国家，不是种族和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图景的所有价值。如果在校长致辞中……突然带上英雄主义的音调，这显然是为了迎合1933年的情况；它是与《存在与时间》（1927年）和《什么是形而上学》（1931年）中关于操心忧虑，畏惧以及虚无心理学的基本态度是相对立的。”（施内贝尔格：《海德格尔拾遗》，第225页）


  纳粹权力机关的综合中心的看法，也对科学政策和意识形态部门发生了影响。巴伐利亚和柏林的文化部想赢得海德格尔，是由于海德格尔的国际声望。他们想要一块耀眼的金招牌。至于对党内圈子里的大多数人视海德格尔的“私人”国家社会主义为异物，甚至觉得有什么嫌疑，他们完全置于不顾。克里克甚至怀疑，海德格尔把革命同畏惧虚无主义联系在一起，以把德国人民最终驱向“拯救教会的手臂”。总而言之，海德格尔不适承担“为纳粹运动创造精神和伦理的核心这一任务。”（劳格斯坦：《德国法西斯主义中的哲学关系》，第49页）


  纳粹党种族政策办公室负责人瓦尔特·格罗斯也曾对海德格尔式的纳粹主义有所考虑。1936年他在一篇理论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这位专业方面有充分的人类理解力、在种族和政治上没有问题的科学家身上……几乎……不包含对纳粹主义有用的任何因素”。他的高等学校的“政治设施”，在现在完全是无意义的。最好是让科学加强它们在科学技术上的作用。格罗斯建议大学“非政治化”，以结束现任教授们的“表演纳粹主义”的“尴尬的努力”。（同上书，第88页）关于纳粹主义世界观的发展与传播工作，最好留给相应的党的机关去完成。党的机关必须推动“世界观上无可指责的科学”工作，因为它用了十年时间才发展而成的。


  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权力中心，也把海德格尔看作“表演纳粹主义的人”。纳粹党为了对科学后继力量进行世界观教育，准备建立纳粹讲师科学院。1934年仲夏一段时间内，党内曾讨论由海德格尔出任纳粹讲师科学院领导。此时格罗斯也曾向罗森贝格办公室发出紧急警告，要他们提防海德格尔。格罗斯让他们注意燕施和克里克所作的鉴定，并且引述关于海德格尔在弗赖堡所进行的“活动”的有害无益的内部报告。


  尽管有这些反对意见，柏林和慕尼黑还是向海德格尔发出了聘书。海德格尔对两地聘请均予拒绝。在正式向党内陈述他的拒聘理由时，他却说，弗赖堡大学的改革还需要他，合适的新校长的人选尚未找到。他在1933年9月19日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说，“假如离开的话，弗赖堡的一切都会垮台”。（《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第73页）


  但是在弗赖堡大学的人们看法却完全不同。大多数教授们早已迫不及待，如果能让海德格尔今天去职，就绝不要等到明天。因为人们厌恶海德格尔在通报、呼吁、警告之类的东西中威风凛凛的语调。尽管教师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愿意为新的政治关系服务，但认为，理论和研究不应受到触动。使教授们特别气愤的是，海德格尔用由纳粹学生团体组织的军体活动和劳动锻炼来冲击正式的教学活动。讨论班和授课经常被打断、停课。但海德格尔却把这些活动看得意义重大。在他看来，这些活动中体现的恰恰是纳粹革命的新精神。海德格尔任命的法学系主任埃里克· 沃尔夫对此事特别积极，想用海德格尔的思想彻底改造法律系的教学工作，为军体活动和劳动锻炼腾出更多的时间。但他的措施受到系里保守的教授们的强烈反对。这位主任受尽了折磨，精疲力竭，1934年12月7日找到海德格尔，要辞职，不干了。他说，这份工作使他精神上十分痛苦。他怀疑，自己是否是担任此任的合适人选。他以十分敬畏的口吻向海德格尔写道：“尊敬的校长阁下，您一定比任何人都清楚其中的原因”。所以，他认为，海德格尔一定能断定，这次努力的失败到底是由于“他个人的无能”，还是由于同事们的抵制。海德格尔没有接受他的辞呈。“您得到我的信任，而没有获得系里的信任，这是新法规和当下斗争形势所致。”（奥托：《海德格尔》，第228页）海德格尔觉得自己有义务支持自己的忠实但缺乏信心的追随者。所以他在圣诞节时向不驯服的教授们发出如下警告：“自我上任第一天起，决定性的根据以及要逐步实现的目的就是，通过纳粹主义国家的力量和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科学教育；逐一对讲课内容进行筛选和重新编排，以适应‘当前的关系’，这样做不仅是不够的，而且还使全体学生和教员受到蒙蔽，看不到他们本真本己的任务是什么。由于停课为教员提供的自由时间，必须全部用于讨论讲课和练习课的内容改建工作。……与至今还没有动静，只想掩盖和保护迄今为止的东西的同事们的首肯相比，由于真正的大学改革的共同意愿而引起的斗争和对立，对我来说更具有本质性。我对使高校整体进步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努力都表示由衷感谢。在对各科系和具体教师工作的评估中，我只启用一个标准：是否明显地、成功地参与了实现未来事业的工作。我们对当下为之奋斗的未来的意义有坚定的信心，有百折不回的毅力将其坚持到底。单个人所处的地位无关紧要。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命运就是一切。”（施万：《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政治哲学》，第219页）


  海德格尔威胁说，要对那些不满者作出“评估”。所谓的“评估”意义丰富。它可以是向上级机关告密，直至解除职务，甚至实行拘禁。但涉及到军体活动和劳动锻炼这类事，海德格尔自己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在这期间，相应的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使大学的教学工作恢复正常秩序。


  海德格尔在他后来的辩护中声称：卡尔斯鲁尔机关出于政治的原因，要求沃尔夫和默伦多夫辞去系主任职务。因默伦多夫是社会民主党，他不能为之出面维持，因此他才辞去校长职务。但依据胡果·奥托和维克多·法里亚斯的研究调查，海德格尔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海德格尔辞职原因不是为了同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一致行动，而是因为纳粹党的政治在他看来还不够革命。海德格尔目的并不是他自己后来说的，为了保护欧洲大学即universitasuniversitas，拉丁文，即普遍性。——译者的精神，他的目的是用革命去反对知识分子保守主义，反对只对大学的科学和技术的实用价值感兴趣的市民的现实政治。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1933年11月20日的报告中解释说：“德国大学的教育革命不仅没有结束，它甚至根本没有开始。”（马丁：《海德格尔与第三帝国》，第179页）当他4月12日接到文化部的提议，鉴于法学系“并非全无根据的怀疑”，撤销埃里克· 沃尔夫的系主任职务，为此他于1934年4月14日宣布辞去校长职务——跟默伦多夫毫无关系。文化部则提醒他注意，他的“整个德国人生此在的变革”的革命主义在大学里走得太远了。


  因此，海德格尔辞去大学校长职务一事，同他为净化革命运动而进行的斗争有关。海德格尔把革命运动理解为：在“上帝死后”对欧洲精神的更新。


  他为保护革命运动的纯洁而进行的斗争，还表现在他为反对弗赖堡强大的教会势力所作的斗争中。1934年初，海德格尔同意由地方党组织出面，中止天主教学生团体“里普阿里亚”的活动，但不久由于罗马教廷与希特勒政府签定了协议，该组织又重新开始活动。为此，海德格尔十分愤怒地致函全德国学生会领袖奥斯卡·施塔贝尔：“天主教的这种公开的胜利，特别是在这里，是不可容忍的。这是对目前最重要的整个工作的一个巨大危害。我对这种关系与力量的了解十分彻底，……人们一直未能认识天主教的伎俩。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第247页）


  天主教在弗赖堡的庞大组织和思想精神上的影响——海德格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渐渐从中摆脱出来——对他来说，是整个德国人生此在中变革的不可小视的阻力。所以在科学营地活动中，基督教也是他进攻的主要对象之一。他说：那里进行统治的恰恰是真正的不信神的邪念。因为在那里上帝被乔装成安逸和怯懦，变成了生活的保险公司。海德格尔的革命追求的却是强健、勇猛和果敢的东西。


  但海德格尔对天主教的尖锐批判未能在党内获得支持。起初党还想与传统努力合作。


  海德格尔为革命运动的纯洁性而进行的斗争，还包括告发政治上他不喜欢的人，这主要是由两件事引起的。


  一件事涉及马克斯·韦伯的侄子鲍姆嘎登，他是从美国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所以他在哲学上十分接近美国的实用主义。1929年到1931年间同海德格尔是朋友。海德格尔甚至成了鲍姆嘎登的孩子的教父。哲学上二人有鲜明分歧，但开始还可以友好地进行讨论。以后鲍姆嘎登移居德国哥廷根，任美国研究方面的教学工作。由于他教学效果很好，1933年他获得有考试权的讲师资格。在政治上他表示愿意投靠纳粹。并表示愿意加入纳粹党的冲锋队和纳粹教师团体。但这时，海德格尔直接干涉。1933年12月16日他写信给纳粹教师团体：“从思想来源和其他关系来看，鲍姆嘎登博士显然属于马克斯·韦伯周围的自由主义-民主派的知识分子圈子。就他在德国的现实表现看，他无论如何不是纳粹主义者。……鲍姆嘎登在我这儿求职未成之后，他与以前在哥廷根执教、现已被解聘的弗兰克尔过从甚密。我推测鲍姆嘎登是通过这种途径在哥廷根安家的。……我认为，现在接受他参加纳粹冲锋队以及教师团体均不合适。鲍姆嘎登极其能说会道，在哲学上，在我看来他只不过徒有其表而已。”（同上书，第283页）


  海德格尔在他的公开谈话中一再告诫人们，不要为表面服从党的路线的人所欺骗。所以他就鲍姆嘎登之事向党的忠告和他的革命主义立场完全一致。这份海德格尔主动提供的鉴定，被哥廷根纳粹教师团体的领导们视为“充满仇恨”，认为“不适用”，被置于档案中，没有理它。鲍姆嘎登照常升迁——在党的帮助下，后来他成了寇尼斯堡大学哲学系的主任，党的地方组织的名义领导。罗森贝格的办公室常请他参加工作会议。


  1935年通过玛里安娜·韦伯，雅斯贝尔斯也了解到这份鉴定的内容。此事使雅斯贝尔斯终生难忘。这是他一生中“最寒心的经验”。（雅斯贝尔斯：《有关海德格尔的笔记》，第15页）“马克斯·韦伯周围的自由主义-民主派知识分子圈子”这一讥讽，一定使雅斯贝尔斯感到也击中了自己。但雅斯贝尔斯感到更糟的是，他过去一直没有将其看作反犹太主义者的海德格尔，用反犹太主义的阿谀以陷害他所不喜欢的科学家。雅斯贝尔斯对此十分惊慌，但他此时对他充满畏惧，不敢就此事直接谴责海德格尔。1945年底清查纳粹分子委员会请雅斯贝尔斯（依海德格尔自己的提议）写鉴定时，雅斯贝尔斯才将此事公诸于世。


  此事涉及处理化学教授、1953年诺贝尔奖奖金获得者海尔曼·施陶丁格一事。胡果· 奥托找到了关键性的材料，恢复这一过程的真相。1933年9月29日，巴登州高校部门负责人费尔勒来弗赖堡拜访海德格尔。他是为依新的高校法任命海德格尔为领袖校长一事而来。会面中海德格尔告知这位部门领导，施陶丁格政治上有不可靠之嫌。费尔勒马上命人调查，因为事情紧急。因为《职业状态重建法》的实施的有效期是1933年9月30日。海德格尔在夏天已经对施陶丁格进行调查了。对施陶丁格的指责是基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表现。从1912年起施陶丁格就在苏黎世技术大学任教授，但保留了德国国籍。他开始是由于健康的原因没有被征兵入伍。在战争期间他发表了和平主义的文章，要求对政治重新考察，因为战争技术的发展威胁到了整个人类的生存。1917年他取得瑞士国籍。当时人们在他的档案中写上了，施陶丁格有向敌方提供在军事上十分重要的化学知识之嫌。这种嫌疑后来被澄清。但是1919年5月档案中又附了说明，说战争期间施陶丁格表现“不佳，严重损害了德国产品在外国的形象”。当1925年聘施陶丁格来弗赖堡任教授时，对此事的议论又起。但是保守的教授们并没有去理会此事，因为在这期间，施陶丁格已经是世界上著名的学术权威了。


  现在海德格尔想通过调查将他开除公职。盖世太保把材料收集在一起，1934年2月6日将其交由海德格尔表态。海德格尔把对施陶丁格的指责列在一起：有可能泄漏过化学生产秘密, 有背叛帝国之嫌；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申请加入瑞士国籍，最后未经德国的同意，私自加入瑞士国籍；公开宣称，“他绝不会使用武器和其他服务支持他的祖国。”这些不利材料已经足够了。海德格尔写道，“应予开除公职，而不是令其退休”。“干预”必须马上进行，因为施陶丁格“今天表演得像是国家强盛事业的百分之一百一十的支持者。”（奥托：《海德格尔》，第205页）


  和鲍姆嘎登的情况一样，他在这里发现的是某种所谓投机主义的东西。但这里他特别积极主动，因为他从根本上不信任国家同专业科学之间的那种实用的联盟。在海德格尔看来，如果“根本无根”的专业科学通过为政治服务重新走到前台，那么这就意味着，“整个德国人生此在改造”将流于失败。因此他反对施陶丁格的斗争引起施陶丁格的反应是，全力以赴证明他的研究对国家建设如何重要。由于他面临受刑讯的危险，就在当周，施陶丁格发表文章，指出对于追求自给自足的新德国来说，化学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纳粹革命的爆发”感到“由衷高兴”。由于党的高级干部的出面干涉，他没有被解雇。1934年3月5日海德格尔的态度也退后了一步，建议让施陶丁格退休来代替解雇，并指明，“这是考虑到他在国外这个专业领域中的地位”。但是海德格尔的这一建议也未获批准。按照十分繁杂的协议，施陶丁格被获准保留原职。


  这段故事还有一个余波。1938年当他作“通过形而上学而建立的近代世界观”的报告时，公开批判了现代科学的技术主义。纳粹机关报《阿勒曼人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以海德格尔为例指出，同专业科学事实上的重要工作相反，哲学毫无用处。没有人能懂……它只能教人以……虚无。这里所指的重要工作，就是文章下的广告：施陶丁格教授将作报告，题目是：“四年计划与化学”。


  在1945年12月15日向清查纳粹委员会作辩解时，海德格尔提到这件事。但他却只字未提向当局告密之事。


  海德格尔之所以不提及告密之事，也许不仅是为了不让它给自己带来更多不便。很可能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告密问题。因为他感觉自己属于纳粹革命运动，所以清除革命进展中的投机分子是他本身的任务。他不能容忍这些人混入革命运动，利用革命运动为自己捞好处。对海德格尔来说，施陶丁格就是这类投机革命的科学家。他们可以为任何目的服务，只要对个人来说值得一做。他们所寻求的不过是“这种无任何危险的工作的职业安逸”。


  一个历史的讽刺：事实上，不是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为独裁政府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恰恰是“不问政治”的科学家。长时间内，海德格尔想按照自己对纳粹革命的幻想为纳粹系统服务，但不能如愿。科学家却为这个体系提供了实用的突破性的力量。


  第十六章


  当我们思维的时候，我们在哪儿？  柏林的托特瑙山  讲师科学院的计划  脱离政治舞台  “我现在讲授逻辑学……”  海德格尔自己选的英雄：从希特勒到荷尔德林  “世界变暗”和现实存在着的国家社会主义



  在我们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哪儿？


  色诺芬［Xenophon］记述了一个关于苏格拉底的美好的传说。苏格拉底参加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个十分勇敢的战士。但是有时候，在部队前进中，这位战士突然陷入沉思，站住不走了。一站就是一整天，忘了自己，忘了地点，忘了身处的环境。当他突然想起什么或者注意到什么值得他思考的东西时，他便游离出他自己的现实。他完全处于思想力量的控制之下。他觉得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作为他的归宿。思维的无归宿打破了日常生活的过程，思维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他乡异地。根据我们对苏格拉底的了解，精神思维的这个他乡异地是一个前提，使他能完全战胜死亡的恐惧。被思维所驾驭的苏格拉底坚不可摧：你可以置他的肉体于死地，但他的精神还活着。他从人生此在的斗争中解脱出来。当亚里士多德赞美哲学无所不在时，他所想到的，就是身处流转不息的环境中，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陷入沉思的苏格拉底：“既不需要任何装备，也无需练习场地，……在大地上，如有谁献身于思维，那么他就会达到真理，好像真理就在那里一样。”（阿伦特：《精神生活》，第一卷：《思维》，第196页）


  但是，苏格拉底是城邦哲学家，是雅典市场上的哲学家。在那里，想带着他的他乡异地之许诺，带着他的哲学的不在场性，在市场上、城市里出场。现在，海德格尔是一个有固定位置的哲学家。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期间，他以十分坚定的语言走上思想斗争的战场，反对所谓“软弱无力和无根基”。但现在他注意到，新的革命现实的基础，已经在他脚下动摇。就应聘一事去柏林洽谈时，他在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说：“整个事情都会是无根基的。当我离开柏林的时候，我感到一身轻快。”（1933年9月19日信，《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第74页）


  在这封信里，海德格尔谈到他进退维谷的处境。一方面“我……认为只需认识一件事，我们在为巨大的转变作准备，我们必须参与这一开创性的事业”，另一方面，“我眼下已经远离了我自己的工作，尽管我每天都感到，日常的活动每天都在……把我推回去。”


  推回到哪里面去呢？


  我们可以对他的思维之所在预先作一下定位。一是幻想中，一是实际中，一是在哲学的古希腊，一是在他的省里，更具体地讲，在托特瑙山。


  海德格尔要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中，实现他的古希腊之梦。对此尼采早在五十年前有过精辟的论述：


  “德国哲学整体上看……是迄今为止存在的最缜密……的思乡。……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归宿。开始人们要求回到可能是其归宿之处，因为人们想在那里找家：这就是古代的希腊世界。但回到那里去的各种桥梁恰恰均已被毁——只有概念搭成的虹桥除外。此外为了通过这座虹桥，人们必须十分细腻，非常轻灵，非常单薄！真是十分幸运，人们还有趋向于精神之事的意志，而且几乎是趋向于精神性本身的意志，人们想回归，想通过教父回到希腊。……德国哲学是趋向于文艺复兴的意志。……是古典哲学的发掘者，首先是苏格拉底以前哲学，那所有古希腊圣殿中埋没最深者……的挖掘者。我们会一天天的希腊化，首先，完全合乎情理地，在概念和价值评估中，变成仿希腊的幽灵，但愿将来我们的肉体也能如此！”


  我们已经知道，海德格尔想要在社会躯体方面回到古希腊去，把纳粹革命作为“古希腊哲学爆发”的原始“力量”的重建（校长致辞）。


  另外一个所在就是省里，在托特瑙山，在他的黑森林的高峰上。海德格尔受他的古希腊之梦的感召，从这里下到政治的大平原。这里他认为会有所得，因为这里正值狂风暴雨——一切伟大的东西均是在暴风骤雨中诞生的。


  在从事政治的几个月中，海德格尔经历着十分痛苦的经验。他不能按他的愿望把两个世界——一个是他在其中思维的世界，一个是他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合并到一起。1934年3月，海德格尔在广播里发表讲话，公开拒绝柏林聘请。《创造性的风暴，我们为什么留在省里？》讲话招致很多的攻击。人们常常只想看到讲话中的意识形态化的故乡浪漫主义和农民浪漫主义，而实际上，在这里海德格尔告诉我们的是他的真实体验，对他来说，既简单、又至关重要。“我的全部工作……是由这座山和这里的农民所肩负、所实行的。很长时间以来，山上的工作被山下的商谈、旅行、报告、谈话、教学活动所中断。只要我重新回到山上，在小木屋里的人生此在的头一个小时里，以前问题的整个世界便会迎面而来，而且以我离开它们时的那个老样子出现在我之前。我将直接进入我的工作的自振中去。我根本不能驾驭这种自振的隐蔽的规律。”（海德格尔：《思想的经验》，1983年版，第11页）


  海德格尔注意到，并也承认，他的生活的世界同思想的世界在托特瑙山，而且实际上只有在那里这二者才统一在一起。只有在小木屋里的人生此在中，在提问的世界，古希腊开端的重复，才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正如海德格尔常说的，它只在那里，到场。所以，做校长失败之后回到思想所在之处时，他才感到浑身的轻松。有一次，沃尔夫冈·沙德瓦尔特在街上偶然碰到海德格尔，据说他曾问海德格尔，“逃离叙拉古了？”人所共知，柏拉图曾去叙拉古实践他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政治，但结果是，仅是出于侥幸，才偶然从奴隶群中被买了回来。


  1934年4月23日，当他辞去校长职务时，他放弃了引人注目的职位，但是，他并未放弃自己的打算，即在新革命的现实中，为哲学创造一个“合理的地位”（《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150页，3月10日信）。为了不再离开他的思想的“所在”，他不得不试图自己来建立这样一个“所在”。就像蜗牛的壳一样，让它随着哲学一起行走。他拒绝了柏林的聘请，因为那里一切都是“无根底”的。但是，1934年夏天，他提出了一个柏林讲师科学院的方案，并表示愿意到柏林去，前提是允许他实现他所提出的方案。他的方案的要义是，在柏林建立一个类似哲学修道院之类的机构，一个托特瑙山式的避难所。


  实际上，早在1933年秋季，海德格尔就同柏林进行接洽。柏林的党的组织和科学与教育部正在着手组建讲师科学院。按照设想，这是一所教师培训进修机构。所有以后有望成为正教授的青年科学家，都要经过这种培训。培训的目的当然是让他们树立人民的世界观。讲师科学院毕业后才能获得Venia legendi（大学任教资格证书）。依据党组织的调查，科学家中大多数人虽然已经对党有指示唯命是从，但是“几乎没有几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坚定分子”。讲师科学院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利的状态，为在十年内建立一门“世界观上无任何缺陷的”科学后继队伍而创造条件。他们曾经考虑让海德格尔执掌科学院。为此，海德格尔为科学院草拟了详细的建议，1934年8月28日寄往柏林。依海德格尔的看法，这个机构既不是科学院，也不是有组织的职业教师同仁俱乐部，更不是政治夜校，而应该是教育培训的生活团体。他把这个学院设想得像一个教会的僧团，他们在“本真本己的精神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传统，超出其生活的时代，世代流传下去。这对整个学院的气氛，将会产生十分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教师首先通过自己是什么，如何是，来发生影响，而不是通过他们“说什么、谈论什么”。“教师与学生共同生活在一起，科学工作、休息、静思活动、战斗训练、体力劳动、行军、体育、庆祝活动组成日常生活的内容，自然交替进行”。“真正的孤独与静思”的时间也必不可少，因为服务于集体的东西，“不可能仅通过集体性而诞生”。学院外部设置必须适应学院生活“孤独与集体生活”的需要。集体活动场所应包括讲堂、带讲台的食堂、自由活动室和音乐室、集体宿舍；另外还有供个人进行思想精神工作和内部静思之用的小房间。图书馆的设施必须简陋，只有必不可少的设备。图书馆对学校的意义就如同犁杖之于农民。学生应参与图书选购，以便使他们认识到，对作品作出真正的根本性的判断，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最后，海德格尔对这个科学修道院的核心思想作了如下总结：“如果要克服今天科学工作中十分流行的、影响巨大的‘学院主义’，并且在未来避免它，那么就应该为科学的重新改造提供可能，让它们从新的内在必然性中成长出来。这只能，而且永远只能通过个别特殊人物的影响而实现。”（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第273页）


  海德格尔设想的讲师科学院并没有变成现实。此事背后有许多阴谋诡计。罗森贝格办公室和文化教育部受到党的其他部门的警告。1934年2月14日克里克给燕施写信说：“目前盛传海德格尔想通过普鲁士讲师科学院的组建，把整个普鲁士高校的后继力量掌握到自己手中。我看到这将是一场灾难。我请您为党的高级部门写一份关于这个人、他的举止、他的哲学、他的德语水平的专题报告。”（同上书，第274页）燕施在海德格尔柏林和慕尼黑的应聘问题上已经进行过干涉。这次又提出了一个报告，其中说“如果您想听我的意见，我将用希特勒的语言陈述如下：在任何时期，他都会主动承认，健康理性的权威是最高权威。国家生活中，在‘决定性的时刻’同理性相抗衡，必然导致无可挽回的灾难。如果为我们不久的将来的精神思想生活着想，在一个重要位置上任用我们大学里的糊涂虫和怪人，那么我们就是在与健康的理性抗衡。……如果把一个思想糊涂、暧昧、分裂，甚至已经部分地表现为精神分裂的思想的人，任命为我们科学后继队伍的最高教育者，教育就会对学生造成十分严重破坏性影响，我们在马堡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同上书，第276页）


  文化部尽管驳回了这个鉴定，但是，他们对世界观方面的官僚更感兴趣，因此把海德格尔排除到候选人之外。但海德格尔对于专制政府的意识形态机器仍然有使用价值。1934年5月，海德格尔被聘请为“德国法权科学院”法哲学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主席是帝国法律总监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他在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对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作了如下定义：它应该用“种族、国家、领袖、鲜血、权威、信仰、大地、防卫和唯心主义”为新的德意志法权奠定新的基础。这个委员会“按国家社会主义战斗委员会”组建。（同上书，第278页）这个委员会在魏玛的尼采档案馆举行例会。海德格尔在委员会中工作到1936年。他在其中的具体活动至今没人知道。1935年尤利斯·施太谢尔〔尤利斯·施太谢尔（1885—1946），纳粹政治家，仇犹太周刊《前锋》出版者，1946年被判死刑。——译者〕被接纳参加专门委员会，此事当时引起轰动，以致卡尔·勒维特1936年直接询问海德格尔。在几经犹豫之后，海德格尔回答道，“根本不用讨论，施太谢尔当然不是好人”。（勒维特：《我在德国的生活》，第57页）《前锋》杂志无异于色情刊物，为什么希特勒不摆脱他？他也不知道。他显然害怕他。


  尽管海德格尔对希特勒和革命必然性的信仰从未中断过，但他同政治的关系渐渐疏远了。当初他的哲学在寻找一位英雄，寻找一位政治英雄。现在他努力同这个领域区分开了。哲学将回到更深处，它又成为精神思想的基本事变。它尽管以政治为条件，但并不去从事政治。1936年海德格尔讲授谢林的课上，一开始便说：“拿破仑在爱尔富特曾对歌德说，政治就是命运。这话的荒谬很快就会显示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对，精神思想才是命运，命运就是精神思想。但精神思想的本质是自由。”（《海德格尔全集》，第42卷，第3页）


  其实在1934年夏天的授课中，他已经宣布从政治转向精神思想。这个课公布的题目为“国家与科学”。第一堂课上，社会名流汇集，党的高级领导、绅士、同事坐了一教室。真正的学生反而占少数。人们极想知道，辞退校长职务之后的海德格尔想说什么。在当时，这堂课是一件社会上的大事。海德格尔在挤满了听众——大多数身着棕色制服——的教室中开出一条路，走向讲台严肃宣布，他的讲课题目更换了：“我现在讲逻辑。‘逻辑’一词来自逻各斯，赫拉克里特说过……”。这时一切都清楚了，海德格尔准备重新潜入他的深刻之中去。尽管他没有对政治有任何微词，但十分明显，他要保持过去同政治的距离。在这堂课上的第一句话里，已经表明他对“漫无边际的世界观空论”的态度：拒绝。市民社会中，科学在“逻辑”的名义下所能提供的，无非是“形式性的废物”，这种废物也被他弃之不顾。“我们所说的逻辑，是提问中对存在的基础的检阅，是成问题性的处所”。（《逻辑学》，1934年，第2页）第二堂课上，教室里便只剩下对哲学本身感兴趣的听众了。


  一年之后，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海德格尔回顾他辞去校长职务之后的第一学期上课的情况时说，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开端。“这是我十分困难的……试探。几个月前，我才又重新达到1932—1933年冬季被打断了的工作的衔接处。但还只是单薄的一层。除此之外还有两根刺：对来源信仰的分析和任校长失败的分析。对于实际上要克服的东西而言这些已经够用了。”（1935年7月1日信，《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157页）


  在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活动进行理解的工作中，给他提供帮助的是另外一位英雄：荷尔德林。


  1934—1935年冬季学期，海德格尔讲授荷尔德林。从此之后，荷尔德林成了他思想的固定的参照系。在荷尔德林身上，他想找出我们所欠缺的具有神性的东西是什么，现在天天所从事的政治又是什么。海德格尔说，荷尔德林是“我们人民历史中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并没有作为力量真正显示出来。如果德国人民要想重新找回自己的话，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参与这个找回自己活动，被海德格尔称之为“最高的本真本己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其中的人根本不必谈什么‘政治 ’”。（《海德格尔全集》，第39卷，第214页）


  在海德格尔转向这位诗人的时候，恰值荷尔德林复兴。在本世纪初，荷尔德林只不过是文学史上的一位令人感兴趣的诗人。他用奇怪的书信形式写过一本小说《希波里翁》，他还属于当时名噪一时的德国古希腊学者群。狄尔泰和尼采都极力强调荷尔德林的意义，但是，使德国公众重新关注到荷尔德林的既不是狄尔泰，也不是尼采，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格奥尔格团体以及它的成员诺伯特·冯·黑林格拉特［Norbert von Hellingrath］的工作。他们发现了荷尔德林的后期著作，进行评注，开始编荷尔德林全集。格奥尔格团体从荷尔德林作品中发现了一位“象征主义”的天才先行者。这种象征主义没有流于艺术家的玩物，而是赋予生存的渗透力。在荷尔德林这里，“好像通向最神圣的幕布已经拉开，为人们的目光提供了不可言传的东西。”（萨林：《格奥尔格团体中的荷尔德林》，第13页）这就是20年代荷尔德林热的基调。马克斯·科莫瑞尔推荷尔德林“作为领袖的诗人”。荷尔德林可以给人们充实“德意志力量之流”。在青年运动中，荷尔德林被视为为德国而破碎的天才之心。《希波里翁》中的名句反复不断地被引用：“这言辞很严厉，但我仍然要说，因为它是真理。我想不出有哪一个民族像德意志这样四分五裂。你看到一个手工艺人，但不是人；你看到一个思想家，但不是人；你看到主人和奴隶，青年和成年人，但不是人。这难道不像一个屠杀的战场，那里摆着手，有胳膊和各个肢体，他们浇灌的鲜血都渗入黄沙，化为乌有？”（荷尔德林：《著作与书信全集》，第一卷，第738页）


  荷尔德林渴望生活的新的整体性，因此，在广大有教养的人们的政治视野中，他便成为重要的典型代表人物。特别是对那些坚持认为有可能获得对新的神圣东西的经验的人来说更是如此。里尔克在《致荷尔德林》中以诗的语言吟道：


  
    啊，最崇高即所渴望的


    你别无他求地放摆


    一砖一石，让它立在那里


    即使它坍塌


    也迷惑不了你。

  


  后来荷尔德林精神失常反而使他的诗更有可靠性：他疯了，是不是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深入了那生活的危险，神秘的境域？


  德意志诗人，一位完全被诗的力量所驾驭的诗人，新神的助产者，越境者和失败者。这就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荷尔德林。海德格尔也深深迷恋荷尔德林。


  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注释工作有三个重点。首先，在他自己的“权力-政治”失败之后，他关心的是权力的本质，人生此在力量的层次；诗、思想、政治，这三者关系如何。


  第二个重点：海德格尔企图在荷尔德林那里找到一种我们缺乏的语言。他把荷尔德林作为言辞有力的证人，指证我们缺乏存在（《诸神之夜》），而且他又是可能克服这一缺欠的先驱。第三个重点是，荷尔德林是诗的诗人，海德格尔想通过诗本身的诗这一媒介来把握自己的活动：思想本身的思想。把荷尔德林当成一面镜子，到里面，特别是到他的失败里去看自己的形象。他在荷尔德林那里画了一幅自己的形象，一幅自己想让人看到的形象。


  海德格尔在课堂上对荷尔德林的两首晚期作品《日耳曼》和《莱茵河》进行了评释。海德格尔引用其中的一句格言作为他全部评释的基础：“大多数情况下，诗人总是形成于历史时代的开端或终结。通过吟唱，一个民族离开了它的童年，走进行动的生活，进入文化的国度，通过吟唱，它又回到它原初的生活。”（《海德格尔全集》，第39卷，第20页）


  海德格尔说，这是诗人的语言。他的言辞使民族及其文化的历史中的各种时代“公开显现，然后我们才得以用日常语言对它们加以谈论和处理”。


  对诗人来说，这是对诗歌言辞力量的公开恭维。诗人使一个民族获得了同一性。就像荷马和赫希俄德一样，他们给民族提供了诸神，并以此为民族提供了“道德规范和习俗”。诗人就是这个民族文化的真正发明者。荷尔德林在他的诗中，把诗的力量作为题目，所以海德格尔称荷尔德林为“诗的诗人”。


  接下来海德格尔把诗所作的文化奠基活动，同其他伟大奠基活动联系在一起，同哲学上世界的展开和国家的建立联系在一起。“基本情绪，即一个民族之人生此在的真理，最初是由诗人奠基的。通过思想家这样揭示的实存的存在［Seyn］，是被作为存在［Seyn］来把握。……民族被作为民族回到自身。藉此而被把握的存在……被置于定了情绪的历史真理之中。这是通过国家创建者创建国家而实现的”。（《海德格尔全集》，第39卷，第44页）


  诗、思想、政治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的作品都可能具有一种力量。联系到荷尔德林，海德格尔说：“很可能有一天，我们必须从日常性中退出，必须退到诗的力量中去，然后再也不会像我们离开时那个样子回到日常生活中去了。”（《海德格尔全集》，第39卷，第22页）


  诗人、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成了其他人的命运，因为他们是创造性的，通过这种创造，有某种东西出现在世界之中，他们在自己周围创造了一个“庭院”，其中出现了新的人生此在关系和可洞见性。这种作品在实存的背景中到处存在。他们的创造被海德格尔称之为“战斗”。在一年后所作的报告《形而上学导论》中，他是这样谈论这种创造性“战斗”的：“这个战斗首先设计发展出了一种前所未闻的、至今未被说及的、未被想到的东西。这个战斗后来又被从事创造活动的诗人、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所承担，他们建立了一个作品群，同强大的支配力相抗衡，在作品中将此过程中开放的世界固定下来。”（《形而上学导论》，1987年，第47页）


  我们已经看到，海德格尔自己如何忘情于希特勒国家建立活动，现在该轮到荷尔德林的诗的权力范围。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有效的，在这里同样有效。


  1933年11月30日，海德格尔在图宾根作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学”报告中就已经发出警告，切勿把革命的现实看作某种手头现成的或者事实性的东西。如果这样看待革命，人们便无法体验到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人们必须深入这个现实的魔力区域内部去，让自己在其中变化。这一条对荷尔德林，对一切伟大的诗均适用。它要求人们必须自己决断，是进到旋涡中去，还是保持自己同它的安全距离。荷尔德林的诗就像政治和思想一样，只向作出决断者展开自己，并使其成为革命的事变，成为整个人生此在的变革。但是，只有少数人肯去冒这个风险。海德格尔试图去分析安全距离的策略：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不要使人的诗的强力言辞变为现实。人们常常把诗理解为经历和想象的“表达”，它有娱乐价值，对拓展思想的界限有好处。或者把诗看作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看作现实关系的美化或粉饰。或者认为——这里海德格尔引用了纳粹意识形态——“诗有民族生物学上的必然功能”。（《海德格尔全集》，第39卷，第27页）海德格尔讽刺说，消化也是民族的必然功能。这种不是进入到现象的影响力范围之中去，只是从外部来规定它、固定它的做法，被海德格尔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如果‘自由主义的’这个被人用滥了的字眼还有某种意义，它就是自由主义这种思想方式。因为它从根本上，并且从一开始，便只想证明自己所认为的东西、自己想好的东西、进而把自己的看法当成纯粹的对象。”（同上书，第28页）


  这是对“自由主义的”一词的独特的使用，所指的是无思想的、无情感的、在方法上拒绝或放弃对事物本身的意义的干预。人们总想到事物的“上头”、“底下”、“背后”去看个究竟。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尽量避免被牵连到事务“里头”去。在这里海德格尔涉及的是荷尔德林“诸神之夜”的典型心情。


  荷尔德林说，我们“今天的人”尽管“经验丰富多样”，即有多方面的科学知识，但我们丧失了感受自然、感受人类关系的丰富性、生动性的能力。我们失去了“神性”，这就是说，“精神”离开了世界。我们屈服于自然，“望远镜”挤入到万有的幽深冥远之中。我们在显现的世界的“稳固的阶梯”上仓促行进。自然与人之间的“爱的联系”，被我们做成绳索，我们嘲笑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我们成了最精明的种类，甚至为能看到诸物赤身裸体而飘飘然忘乎所以。于是，人们再“看”不到土地，“听”不到鸟鸣，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也变得“枯燥无味”。这一切在荷尔德林那里都是“诸神之夜”的表现。它意味着世界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在意蕴和辉煌力量的消失。


  按荷尔德林的理解，诗人要使已经没落的世界的整个活生生的内容重新在语言中突现。因为诗人只能在没落中苦斗，所以他是一“贫困时代的诗人”。


  在荷尔德林这儿，赋有神性的东西不是彼岸的领域，而是改变了的人类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现实。这是向世界开放的、不断上升的、充满冒险精神的、紧张的、清醒的生活，不论是个人还是一般的都是如此，是对在-世界-中-存在的欢呼。


  在20年代，荷尔德林的赋有神性的东西，被海德格尔称为本真本己性。现在海德格尔又为它找到了一个新名称：“对亲身存在［Seyn］的关联”。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人生此在解释为，总是业已处于同存在的关系中。对这种关系的回避，即非本真本己性，也隶属于这种关系。当人清楚地把握了，即“本真本己地”生活了它时，这种同存在的关联便成为“对亲身存在的关联”。从现在起，每当海德格尔想到那种“本真本己”的关联，即那种将人生此在在这个意义神圣化的关联时，他便把存在［Sein］中的i写成y［Seyn］。在人生此在中向赋有神性的东西开放，本身就意味着，自身开放，勇往直前，直至本真本己的无底无根性，直至世界的奇迹。


  人们可以认为，这个自身开放，完全是个人的、决断性的人生此在自己的努力成果。在《存在与时间》的本真本己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确实是这种突出个人性的视野，诗人和思想家的英雄画卷；他们为整个民族“奠基”了诸神和赋有神性的东西。这里突出个人功绩的观点一直起着作用。但是现在，海德格尔更强调历史的、集体的视野。在历史上，有的时代特别有利于这种亲身存在关联的发展，也有一些时代使亲身存在关联十分难以发展，甚至使之根本没有发展的可能。“诸神之夜”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说法，“世界的阴暗化”，完全取决于这整个的历史时代。对海德格尔来说，荷尔德林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古老的诸神已经消失，新的诸神尚未到来之际，他单个人即是姗姗来迟者，同时又是提前早到者，他彻底感受到了失落的痛苦，而且还不得不继续忍受未来的暴力的苦难。荷尔德林晚年在诗中吟道，


  
    但是，朋友！我们来得太迟了。


    不错，诸神还活着


        但在头上的另一个世界里……


        因为一个软弱的容器，


        容不了它们

  


  海德格尔把这几句诗和另外一首“在节日的时候如何……”的诗句联系在一起：


  
    但是在诸神的雷电下，我们得到了我们应得的


        诗人们！用光秃的头站立着


        用自己的手去


        把握父亲的光和他自己


        使歌声充满民族，交给它们天国的赠品


    （引自《海德格尔全集》，第39卷，第30页）

  


  在诗人头顶上“神的闪电”这幅图像，被海德格尔解释为：“被放逐于亲身存在的强大力量之中”。（同上书，第31页）接着他又引用了荷尔德林1807年12月4日去法国波尔多旅行之前，给朋友伯伦道尔夫的信里的一段话：“否则我就可以为新的真理，为一种在我们之上和在我们之下的特别洞见而欢呼了。但我现在担心，最后我会像古老的坦塔罗斯一样，从众神处得到的太多而难以消化。”在旅行回来之后，荷尔德林迷惘不知所措，他又写信给他的朋友：“那巨大的元素，天上的火，人的静，不断地向我进攻，如果学着英雄的口吻来讲话，我可以说，阿波罗击倒了我。”（《给伯伦道尔夫的信》，1802年11月）


  海德格尔解释说，“荷尔德林勇敢向前，也许前进得太远了，进入一个精神思想和历史的人生此在一起发生威胁作用的领域。”（《海德格尔全集》，第39卷，第113页）当民族不禁锢在“无灾患的困境之中”，因而给它的诗人“派不上用场”时，诗人便不得不单独承担这一切，痛苦和过于巨大的幸福。荷尔德林生活于其中、将其吟颂成诗的“基本情绪”，在人民中找不到回应。它必须“加以调整”。“这批头胎新生儿，必须在为调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蹒跚而行的情绪进行的战斗中牺牲自己。他们就是那些诗人，在寓言中他们讲述着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未来中的亲身存在，他们的声音注定被人忽视。”（同上书，第146页）


  海德格尔讲，这就是那些诗人。但他所指的也包括“那些思想家……”因此，这也是海德格尔给自己的一幅自画像。因为他想让人们把他自己看作荷尔德林的同路人，他也向“诸神的雷电”开放自身，而且受到亲身存在的闪电的打击。他也为人民的无灾患的困境而日夜操劳。他也为人民“创造”了一个作品，但是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我在他们那儿派不上用场”，海德格尔一语双关地引用荷尔德林的话，接着提到正在进行的（纳粹）革命：“对这令人恐惧的德意志言辞充耳不闻，这种现象还要持续多久？如果人生此在的伟大转变尚不能擦亮你们的眼睛，你长着耳朵又能听到什么呢？”（同上书，第136页）


  这里又是那伟大的转变，国家社会主义暴动的形而上学革命。这肯定就是那本真本己的时刻了。因为新的“亲身存在的奠基者荷尔德林终于应该有了知音。荷尔德林在冒险中走在人民的前头，又一次大量地动用诸神以便创造一个历史的世界。”（同上书，第221页）


  海德格尔又一次庆祝伟大的“暴动”。如果这世界历史的时刻曾属于荷尔德林，为什么就不会有属于海德格尔的时刻？！但海德格尔清楚，他当校长失败之后，直接的政治行动，“组织活动和行政管理活动”已与他无缘。他的任务是用“另外一种形而上学，即亲身存在的新的基础经验”来服务于这个暴动。（同上书，第195页）


  半年之后，在《形而上学导论》的课堂上，海德格尔描述说，这个暴动如何受到世界历史的大趋势的威胁，以致有被窒息的可能。在这里，他大胆地对时代提出了现实的哲学诊断。在他的想法中占中心地位的，是被他称之为“思想精神失败进程”。（《形而上学导论》，1987年版，第34页）


  首先思想精神被压缩为工具理性，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成为“智能”。它只管“对现成给定的东西进行计算和观察，以及如何可能重新改变和生产它们。”其次，这种只知计算的“智能”，又被当作一种世界观、一种意识形态教条来使用。在这里他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和技术迷信，也提到民族种族主义。“不论这种‘智能’服从于物质的生产关系规定和统治（如在马克思主义中），还是服务于对一切已有的规律性的明智的整理和解释（如在实证主义中），或是在对民族的众人和种族进行有组织的控制活动中实现这种服从”，（同上书， 第36页）精神进程的力量总是已经丧失了它的自由活动性，丧失了以自身为目的的尊严。同时它也失去了对存在的开放性。经济上，技术上，种族上的全体动员的结果是“世界幽灵化”，对此海德格尔作了十分形象的表述：“逃避诸神，破坏大地，人的群体化，对一切创造性和自由的仇恨与不信任”。（同上书，第29页）


  海德格尔所描述的这幅阴暗的图景，也是1935年德国现实的写照。1933年暴动的精神思想已经受到威胁。在外部受到美国（＝技术总动员）和俄国（＝经济总动员）的威胁。“这个欧洲总是盲目跃进，自寻灭亡。如今处在来自俄国和美国的两方面的压迫之下。形而上学地看，美国和俄国完全是一回事。同样都是脱缰的技术化和组织化，是无根底的普通人的绝望狂奔。当技术占领了地球上的最后一个角落、可以对之在经济上任意盘剥之时，当在随便什么地方、随便什么时间都可以任意快地使任何事件发生之时……如果时间只剩下了快速、瞬息和同时，而一切来自民族的所有人生此在的历史时间销声匿迹，如果成千上万的人集中而形成了胜利凯旋——然后又会怎么样呢？在这光怪陆离躁动喧嚣之外，仍然有一个问题像幽灵一样徘徊：为了什么？——向何方？——然后呢？”（同上书，第29页）


  但暴动的思想精神还受到来自内部的威胁：即种族主义的威胁（“一个民族的生命群体和种族的有机控制”）。


  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中，海德格尔看到一种力量，以为依靠它便可以抵御现在社会的无可挽救的发展趋势。对他来说，这正是这个“运动的伟大和内在真理之所在”。（同上书，第152页）但1935年他看到一种危险，有着最佳的推动力的运动有满盘皆输的危险，有成为“被脱缰的技术之无根底地组织在一起的普通人的盲目狂奔”的牺牲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位哲学家挺身而出，捍卫革命暴动的原初真理。他必须耐心地武装自己。“哲学本质上就是不迎合时代之要求的。世间有少数事物，它们的命运就是，在自己所处时代中，从来就找不到——也从来不应找到——直接的共鸣，而哲学就属于这类事物。”（同上书，第6页）


  他只字不提自己刚刚放弃的尝试：在当代寻求直接的共鸣。在哲学争权失败之后，海德格尔又回到孤独的哲学之中。按照荷尔德林的榜样，想用个人苦斗来防止世界幽冥化的时代危险。在自己的政治上的短途旅行中他学习到：为真正东西的所作的准备工作，非朝夕之劳作所能成就的。“对亲身存在进行展示”，在哲学中，即在他的哲学中也会偶或出现。但要使这个事变辐射到整个社会里去，从根本上改造这个社会，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这段时间只能是贫困的时代。思想者，无论是荷尔德林还是海德格尔，都必须坚持忍耐，在这个形而上学的艰难之处，以便保持清醒，不要忘记未竟之事业。


  海德格尔对他的哲学幻想坚定不移，但他想把这种幻想从同国家社会主义的牵扯中解脱出来。


  对海德格尔来说，国家社会主义曾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革命，是在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的一种“亲身存在的公开展示”的现实的生存。如今在他看来，它越来越滑向背叛性的革命体系。因此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海德格尔，一直觉得自己与它有认同感——必须变成贫困时代的思想家。


  海德格尔把任校长的失败变成了好东西，在他的存在历史中，把他自己描述为先行者，只不过他来得为时过早，因此陷入危险之中，被时代碾碎抛弃。他是一位荷尔德林的难兄难弟。


  第十七章


  世界图像的时间和全面动员   海德格尔的撤退  置于作品之中的真理   气势庄重的实用主义  国家奠基人、艺术家、哲学家  对权力思维的批判  尼采和海德格尔——谁克服谁？  在汪洋大海上修造木筏



  在1932年11月6日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国家社会主义获得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三的选票。在国会大厦纵火案之后，共产党被排除于选举之外。在其他反对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仍然未能获得人民的多数的支持。1933年11月12日国会大选中，只有唯一的候选人名单，加上同时举行退出国联的人民公决投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获得了百分之九十二的选票。这个选举结果，肯定不反映纳粹当时在群众中真正的地位。当时希特勒在人民中的信誉远没有这么高。但是，30年代后期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人们完全可以设想，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从整体上是支持希特勒的政治政策的。而且不是因为暴力、统一思想运动、恐吓、威胁等措施的奏效，而是因为，到这时为止，希特勒的政治措施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是成功的。1939年4月28日，希特勒滔滔不绝地对这一成功作了总结：“我使德国克服混乱的局面，重新建立秩序；我们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生产都大大地提高了。我使七百万失业者一个不剩地都在有用生产中发挥着作用。成功地去掉了长期压在大家心头的一块心病。……我使德国人民在政治上团结在一起，而且使它在军事上也装备了起来。我把那个448款条约，一页页地撕毁了，这是一个任何民族和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难以忍受的、最卑鄙、最强暴的条约。我把1919年从帝国夺去的省份又夺了回来。我把数以百万计的四处漂流的、陷入极度不幸中的德国人，又重新带回他们的家园。我重建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德国生活空间。我没有让人流一滴血就实现这一切，没有把我的人民或其他民族带进战争的苦难。我，这个21年前我的民族的一个无名的工人和士兵，用我自己的力量实现了这一切。”（哈夫纳：《对希特勒的评注》，第36页）


  这个成绩单的每一条，都可以得到海德格尔的首肯。他祝贺以专制方式实现的德国民族内部的统一。作为魏玛共和国的蔑视者，他对取消反对党派的政治活动并无反感。海德格尔也并不反对领导与服从的原则。纳粹政权使许多人又有了工作，他们又有了“人生此在的能力”。（1934年2月的一次报告中海德格尔这样说过）退出国联，单方面撕毁凡尔赛和约，对海德格尔来说，等于宣布了一个民族的自我维护的意志。它是人生此在的那种“原始的要求”，“维护拯救自己本真本己的本质”的实现。希特勒的兼并政策也得到他的支持。他认为，“有1800万德国人属于我们的民族，但是由于他们在帝国边境之外居住，因而不能属于我们的帝国”，这是一个最大的丑闻。（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第186页）专制政权的对外政策，均符合海德格尔的从来没有表达得十分清楚的政治思想。


  1936年夏天，他在罗马对卡尔·勒维特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为德国规划好了的道路”。人民“只需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勒维特：《我在德国的生活》，第57页）但是，这种政治意见的表达中，有一种沮丧的情调：形而上学的热情不见了。这里说的只是一些意见、看法：的确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搞得不错，消灭了失业，社会安定，修改了凡尔赛和约等等。这期间他已明白，把他诱入政治领域的形而上学革命的幻想并未能变成现实。现在他正开始——正如他给雅斯贝尔斯信中说的——艰苦的努力，接上他1932—1933年冬季学期被中断下来的工作。在这期间，他越来越明显地表明他的看法：由近代走向新的时代的进军，只能停留在孤独的思维的领域中——这时对近代超强的动力的思考，是对他本人政治-哲学上雄心失败的深层原因的思考。当他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中体验到深层次时代的断裂时，他显然低估了近代的这种强大力量。他1935年到1938年的工作，就是致力于对它们的重新解释。1935年，在《形而上学导论》的课堂上，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还被誉为“内在的真理与高尚”，因此是反对近代的反抗力量。在下一年他查明，近代的规划走向是一个不可结束的、永无终了的方向。因此他改变了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看法。纳粹不再是同近代的决裂，而是近代的特别彻底的“表达”。他发现，国家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他所致力于解决的那个问题本身。他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看到了近代的愤怒咆哮、技术的狂奔、统治和组织、总动员的非本真本己性。


  然而，海德格尔常常毫无顾忌地把后期对纳粹运动的看法，加到对前期著作的评价中去。比如1935年的《形而上学导论》讲稿于1953年十分成功地发表就是如此。在那里，海德格尔就纳粹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这一说法在括弧里作了注释说：这里的“伟大是指令人恐怖的东西的伟大”，即“对行星际起决定作用的技术与近代的人类的相遇”之伟大。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在形而上学课堂上发展出来的这个解释，后来又出现在尼采讲课中，出现在他的秘密哲学札记，即《哲学论集》中，出现在关于“由形而上学建立的近代世界图像”——二战后以《世界图像的时代》为题发表——中。这是海德格尔著作中影响最大的几本著作之一。


  1935年至1938年期间，海德格尔对他的失望，即对形而上学革命未能在政治上得以实施的失望，进行了加工处理。他试图对近代的强大力量加以把握。即去把握那曾经把握了他的东西是什么，以及如何才能重新摆脱这种把握。


  这个吃人的莫洛赫狂暴之神〔莫洛赫狂暴之神（Moloch），是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信徒将儿童作为供品烧死，以供奉此神。——译者〕，这个使海德格尔政治的和哲学的希望化为泡影，又迫使他回到孤独的思想中寻求避难的近代到底是什么？


  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把近代描画为全面的总动员。他实际上是涉及到了恩斯特·荣格尔的思想，尽管他没有明确引用荣格尔的思想。机械技术、科学和研究联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强大的体系，一个工作与供求的体系。技术性的思维不仅统治着狭义的研究与生产，而且人对自己自身的态度与关系，人同他人以及人同自然的态度与关系，也成了可作技术处理的东西。人们用技术的可支配性概念对人自身进行解说。艺术也是一样，被视为“艺术产品”，被嵌入近代的生产性的大世界中。文化成了“有价”的存在物，可以对之加以管理、计算、估价和计划。属于这类文化有价物的还有宗教的体验与传统，它们也完全降落为对整体的存在物的保险手段。通过这类对超越物的工具化，我们达到了完全“脱神”状态。（《林中路》，1953年版，第74页）对海德格尔来说，近代就意味着机械技术、工具性科学、文化产业、脱神化。但这些只是对人发生威胁的可见征兆。这些现象的基础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这是一种关于实存的观念，它对生活领域和行为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决定区分了什么实存与我们的行为和要求有关。海德格尔把这种基本立场定义为：人转变为“主体”；与其对应的世界变为“客体”的总和，即成为现实的、可能的对象。它们可以被统治、被使用、被消耗、被驱赶、被消灭。人类主动定向，他自己不再让自己与世界为伍，而是让世界与自己相对峙。人把世界钉死、固着在世界图像之上。“人成了整个实存关系的中心。”（同上书，第86页）


  难道不是从来如此吗？海德格尔说，不对，过去并非如此。而作为没落的惩罚，将来必不会再继续如此了。


  过去并非如此。在古典的希腊就是另外的样子。在这个报告中，海德格尔对栖居于世界之中开始的方式，给出一个简明扼要的描述。在古希腊的时代是（如果我们还想有未来的话，我们自己的未来，也是如此）：“实存是蓬勃中、开放展开中的东西，是现实在场、超然于作为现实在场的人类之上的东西。这就是说，超然于那些自己向现实在场者展开自身、并进行审视者。实存者实存着，但不是通过人的观察或人的表象活动……相反人是被实存所直观者，是由自身展开于现实在场处，因而集合于实存之处者。被实存所直观，被吸到它的开放中去，附着于实存之上，由实存承载，受实存之对立所折磨，为实存的分裂所分割。这就是那伟大的希腊时代中人的本质”。（同上书，第88页）


  这个紧凑的描述如此含糊不清，以至有必要作一些解释。对于古希腊的思维来说，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人和自己的同类以及诸物一起登台，在上面活动，处理、观察、被处理、被观察。人的处所在两种意义上是可见的：他显示自身。只有当他显示自身时，他才是真实的，否则人就处于贫乏的洞穴之中，成了“白痴”。另一个意义是，他是一种可以显示其他实存的存在物。对古希腊人来说，“现象”并不是一个表示有缺陷的“存在”的贬义概念。而是认为，存在无非就是现象。只有现象者，才存在。因此对柏拉图来说，最高级的存在、理念，总是由观看活动给出的。人作为一个实际存在与其他世界一起分有观看和自我显示。并不只是人，而是整个世界都显现出来。世界不仅仅是被动被暗示出来，即世界不是作为我的眼光和把握的材料而显现。在古希腊的思想中世界也同时在回视着我们。宇宙的基本联系，即一切都趋向于显相，人则努力将它们纯粹而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达到了最高程度的可见性。在主动和被动两种意义上均是如此。因此希腊才发明了话剧，那是第二个世界舞台。对希腊人来说，整个宇宙都是一场舞台事件。人是存在的开放之所。


  海德格尔坚信，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着更丰富的、更紧凑的存在，存在着开放的广域。近代人和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他们陷于自己的设计规划的囹圄。所有自己遭遇到的与之不相合的意外，均被他视为偏差、事故、偶然事件。于是世界便失去了它自己的秘密。它的丰富性、它的深渊、它的命运、它的恩赐。就其存在的某种方式而言，“凡是实存变为表象的对象之处，就是实存确有所失之所”。（同上书，第99页）


  海德格尔把存在史划分如下：古希腊时期，在一个开放的大舞台上表演，人与世界直接露面，演出着它（他）们的一出出悲剧和喜剧。存在的绝对优势充满了整个意识，存在保持着它的玄妙和隐秘。在基督教时代，存在隐秘在人们对其充满敬畏的上帝之中。但此时，人们已经怀着一种好奇心，期待创世主和被创物之间有相像性和相应性，后来终于堕入野心，不能自拔。而现在的近代人，最后终于展开全面“进攻”。（同上书，第106页）“在以技术方式组织在一起的星际帝国主义中，人类的主体主义达到了他的最高顶峰。从此出发，在组织上的形式齐一性，成了它安家落户，布置家园的组织场所。而形式齐一性恰恰是对地球最完善的统治，即技术统治的最保险的工具。”（同上书，第109页）


  海德格尔接受了马克斯·韦伯关于近代是失去魔力的世界的思想，但将其倒转过来，提出近代是通过技术对世界进行魔化的过程。整个近代都在这个着魔入迷中运动着。我们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1933年海德格尔曾相信，纳粹的集体的暴动，冲出了这铜墙铁壁，这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现实。5年之后，他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彻底转变的机遇尚未到来，而且政治上的转变，一时也不会很快到来。现在他把纳粹革命运动和它的后继结果，看作尚完全陶醉在近代的全面动员的狂热之中，没有自我批判式的反思活动。


  他的最后的结论是：近代进入了彼此对立的世界强力观念最激烈的斗争阶段，即美国主义、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相互斗争的阶段。它们各自的基本立场，区别明显，各自都为自己辩护，但它们都是在被技术魔化了的十分接近的共同基础上进行的。“在这个斗争中……人类使用无节制的暴力对一切东西进行计算、计划和培植饲养。”（同上书，第92页）


  “计算”指的是美国主义，计划指共产主义，培植饲养指国家社会主义，海德格尔在他的关于尼采的讲课中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发展完善的无意义性时代”。（《尼采》，第二卷，第9页）从海德格尔对近代全球观念所作的批判来看，所有这一切只是——用阿道尔诺后来使用的行话来讲——一种唯一的“灾变性关联”。


  在黑暗中耐心地长时间观察，总会看到些什么。海德格尔尽力争取在一般的昏暗中去发现进一步的区别。尽管整个近代都是“主体性的起义”。“人已成为近代之存在的主体，但他是作为限定在他的任意性之内的、任凭他的主观随意性摆布的自我呢，还是作为社会的我们而存在；是作为单个人，还是作为团体社团而存在；是作为团体社团中的大人物，还是作为团体中的成员而存在；作为国家、民族和作为人民，还是作为近代人的一般人类充当主体而存在”，藉此它们便形成了差别。（《林中路》，第90页）


  在几行字之后，他又谈到“个体主义意识上的主体主义的破坏性”，海德格尔的偏爱十分清楚：“我们”，“共同体中的大人物”和“人民”，才是近代最少堕落的主体存在的形式。这样，尽管他未能从形而上学革命的、根本的、原初的意义上肯定他的政治活动，但起码是整个近代一般破坏性活动中较优的选择。但是，不得已而为之者，自然不等于是正确者。


  海德格尔必须提防他人的误解。这里并不是对“这个时代的拒斥”。因为那种坚持“否定时代”这种要求的思维，永远被束缚在被否定物上，因而便失去了它的开拓性的力量。这里涉及的也不是“非历史”的神秘主义。思维自身所面向的实存的存在，不是无世界的神。正好相反，这类思维要重新赢得一种视野，使世界重新变成一种——如海德格尔在1935年关于形而上学的讲课中讲的——“各种东西的空间。一棵树，一座山，一座房屋，一声鸟鸣。在这个空间中，它们完全不再是无所谓的、习以为常的……”（《形而上学导论》，第20页）


  在1935年第一次就《艺术作品的起源》作的讲演中，海德格尔进一步说明了这种思想同艺术的近邻关系。那里海德格尔以梵高的那张描述穿破了的鞋的名画为例（海德格尔误以为梵高描述的是一双农鞋），说明了艺术如何展示事物，以便使其失去它的无足轻重性和习以为常性。艺术并没有刻画什么，而是使不可见者变为可见。艺术在作品中就突出的东西，自身形成了一种它自己的特殊世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艺术品这个特殊世界是透明的，而构造这个艺术世界的活动本身又是可体验的。这样艺术作品使自己表现为能赋予其他东西以意义的力量。它使实存更实存些，它世界着。所以海德格尔说：艺术的本质是，“它在实存中打开一片开阔地，在这个开放的开阔地上，一切都与平时不同了。”（同上书，第58页）


  艺术品是生产出来的东西。海德格尔是如何划清艺术品生产活动，同《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所分析的技术性生产活动的界限的呢？


  为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海德格尔引入了一个概念：土地。土地是不敏感的，是以自己为基础的自然。“土地本质上是自我封闭的。”（同上书，第33页）科学技术的对象化想渗入自然之中去，想去掠夺它发生作用的秘密。但在这条路上，我们永远不能理解自然到底“是”什么。自然本身存在着一种存在的方式，它努力躲避我们。真正的“体验这种躲避”，就意味着，我们自己要向令人神往的大自然的自身封闭性和大自然的“土地性”开放。艺术无非就是这种自身开放的尝试。我们可以确定一块石头的重量，可以把五颜六色的光分析为波长。但在这种规定中重量的重压和颜色的光彩并没被揭示出来。“土地可以在自身内粉碎任何侵袭”。（同上书，第32页）艺术却使土地的“自身封闭性”变得清晰可见。艺术揭示了一个秘密，却又没有触动这个秘密。艺术不仅描述了一个世界，而且引起了惊叹、恐惧、欢呼和对世界的漠然。艺术将自己的内容联系组成了自己的世界。海德格尔的说法是，艺术品“建立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抵御普通的脱离世界和世界没落的倾向。关于艺术有“建立世界的作用”以及艺术有特殊力量的看法，对海德格尔至关重要。比如古希腊的神庙。对我们来说，它只具有艺术史纪念碑的意义。但在古希腊却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一个社会的生活在它的周围组织起来，它使这个社会充满了意义。“神庙建筑把生与死、不幸与恩赐、胜利与失败、坚韧与没落的道路和关系都集中在一起，同时赋予它们以统一性，——人类的存在获得了它的生命的型式”（同上书，第27页），以此赋予人以“对自身的希望”。在这种强有力的显示中，艺术作品建立了团体的神、团体最高信仰和艺术品从事赋义活动的主管机关。因此海德格尔把艺术称之为“真理在作品中的置入”。（同上书，第48页）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在荷尔德林讲课中，把艺术、思辨和“国家建立活动”并列在一起。


  这里涉及的是一种十分庄重的实用主义。首先，它论证了已建立的真理的历史性：它的真理性保存期是有限的。其次，“真理”只在作品中，不存在于别的地方。“真理在作品中的建立，就是那实存的生产，这种实存在此之前不存在，而且将来绝对不会再次存在。”（同上书，第48页）


  当海德格尔描述被建立的真理的原初权力时，我们可以感觉到，1933年体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国家的行为时所引起的激动尚未完全重复。“将真理置入作品的行动碰到了无-畏惧［Un-geheure］，但同时也碰到了那阴森可怕［Geheure］和人们以为可怕的东西。在作品中，开放着自身的真理，是至今存在过的东西所无法佐证的，不可能从中导出的。迄今为止存在的东西的唯一的现实性被这作品所驳倒。”（同上书，第61页）从海德格尔的观点来看，这一段话既适用于纳粹革命的这整个艺术作品，也适用于希腊的神庙、索福克勒斯悲剧、赫拉克里特残篇以及荷尔德林的诗。总之，这里涉及的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它改变了人同现实的关系。人获得了一个新的活动空间，获得了同存在的另外一种联系。但是，任何构建活动都不得不服从衰老和习惯化的规律：开放的东西又会封闭起来。这一点海德格尔在纳粹革命中体会尤深。“开始总是最恐怖、最强暴的，紧接其后的不是什么发展，而是单纯在广泛传播中的肤浅化，是对开端的无力遵从，是使它变得无关痛痒和过分夸张”。（《形而上学导论》，第119页）于是刚刚开始的同近代世界的决裂，便这样陷入停顿。思想只剩下同诗的合作，以便为完全不同的、其他同存在的关联保留“活动空间”。（《林中路》，第110页）这种完全不同的关系的特征是什么呢？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提出了极有影响的公式：“对主体存在的克服”。更准确地讲，在变化中的思想力量的公式：“人类的主体性存在，从来不曾是历史性的人之不断重新开始的存在的唯一的可能性，将来也永远不会如此。”（《世界图像》此处似应为《林中路》，第109页。——译者，第109页）


  但在，这里海德格尔碰到了相当大的困难：诗与思发源于趋向于作品的意志，克服主体性存在，本应由诗与思开始。但是，作品又是一种最高程度的主动性规定性。诗人和思想家应该干什么？“他们把一堆作品掷于强大的管理之前，以此在这个管理中注入了开放的世界。”（《形而上学导论》，第47页）海德格尔的趋向于作品的意志，难道不是一种明显的主体的授权吗？这里的趋向于作品的意志，不是同尼采的趋向于权力的意志几乎完全一致吗？尼采的趋向于权力的意志，不是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主体的授权吗？这两人反对由他们分析诊断出的四处蔓延的近代虚无主义，难道不正是主体的抗议和主体的权力要求吗？


  在他的校长致辞中，海德格尔明确地接受了尼采对时代的评断，即“上帝死了”这一思想。他自知与尼采十分接近。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他认为尼采是几乎克服了近代精神的思想家。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在这里，他把自1936年以来，讲授尼采的课上的思想的核心作了一个总结：尼采仍被卡在近代价值思想中。他想克服的那个时代仍然统治着他，使他最精彩的思想腐化变质了。海德格尔想比尼采更好地理解尼采思想。他想在通向新型存在思维的路上越过尼采。为此，他无法躲过对鲍姆勒尔的尼采的揭示和批判。鲍姆勒尔把尼采思想吸收到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中。但这种对尼采的吸收工作，也遭到最强硬的纳粹意识形态专家的反对。比如，恩斯特·克里克就对“收养”尼采的行为发出刻薄的警告：“总而言之，尼采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是民族主义的反对者，是种族思想的反对者。如果我们把上述思想的三个方向忽略不计的话，尼采倒真可以说是一个杰出的纳粹分子。”（米勒-劳特：《关于对尼采的态度》，第845页）


  卡尔斯鲁尔的哲学教授阿图尔·德鲁斯在1934年谈到尼采复兴倾向时，十分气愤。他历数了尼采的罪状：尼采是“所有德国人”的敌人，他要造就一批“优秀的欧洲人”，而在这里，尼采居然让犹太人在“所有民族的融合中起关键性作用”。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个人主义者，他同“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信条：共同的利益高于自己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把尼采抬高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哲学家，是最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他到处宣扬的……都是一些与国家社会主义对抗的东西”。这种抬高尼采的现象之所以反复出现，“其基本原因在于……今天人们在谈论尼采时，只不过是把尼采哲学这块大蛋糕上的葡萄干摘出来宣扬而已，而他的箴言警句的写作方式，使人们看不清他的思想的全貌和内部联系。”（同上）


  鲍姆勒尔从事的就是这类工作。1931年他的《尼采：哲学家和政治家》一书出版，影响巨大，完成了一件再造尼采的人为的作品。他不仅拣出了尼采这块大蛋糕上的葡萄干，而且建立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他利用了尼采趋向权力的意志的思想和尼采用当时生物主义所作的思想实验——生命竞争的达尔文主义，利用了尼采关于从事统治的种族和它的创造活动的思想，和尼采把混杂的人群变成有可塑性的材料，用充满活力的决断主义取代伦理道德的思想。鲍姆勒尔利用上述思想成分，塑造了一个尼采哲学。尼采“同一事物永恒的轮回”的思想在这里派不上用场，因而被弃之不顾：“从尼采的体系出发，这一思想毫不重要。”鲍姆勒尔针对这一思想写道。他想通过尼采，把传统的形而上学变为一种只有本能的欲望的冲动过程。其中既没有由价值和理念组成的超感性世界，当然也没有神。为此鲍姆勒尔只需要把尼采的生理主义解释推向极端，便可以得出“种族”和“鲜血”。


  事实上，对鲜血和种族的神秘崇拜，的确是对趋向权力的意志中生理主义解释的可能结果。海德格尔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与鲍姆勒尔不同，海德格尔对这个结果作了否定的评价：“对尼采来说，主体性一定是肉体的主体性，也就是说，是本能欲望和激情的，即趋向于权力的意志的主体性。……所以无条件的主体性存在，必须扩展为brutalitas der bestialitas（野兽的冷酷）。哲学的终点写着这样的话：Homo est brutum bestiale（人是冷酷的野兽）。尼采的“金发野兽”的说法并非偶然的夸张，而是他意识到他所处的联系的标志、徽记。但尼采并没有看透其中的本质关联”。（《尼采》，第2卷，第200页）


  对“金发野兽”的吹捧，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主体反抗”的虚无主义的结果。


  海德格尔自己被“纳粹”意识形态专家们指责为虚无主义。上面我们引证过克里克 1934年文章中的话：“这种哲学的意义是明显的无神论和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一般情况下，在我们这里犹太作者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也就是说，它是摧毁和瓦解德国人民的酵素。”（施内贝尔格：《海德格尔拾遗》，第225页）在讲授尼采的课上，在没有让那些纳粹尼采“收养者”注意到他的举动的情况下，海德格尔把枪口调转，企图证明，纳粹意识形态专家引以为据的尼采的“趋向于权力的意志”，并不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而是虚无主义的完善。于是在关于尼采的讲课上，海德格尔对种族主义和生物主义的这种堕落的形而上学展开了正面的进攻。他一方面承认，尼采思想同他自己已经脱离的还在从事统治的纳粹意识形态有部分亲缘关系。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企图同尼采挂上钩，即把他自己的思想描述为对尼采的克服——踏着尼采的足迹。


  尼采想使传统形而上学彻底崩溃。他的出发点，是用谢林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一个深刻的形而上学命题：“意志是原存在”。但是直到叔本华为止的传统中，对意志领会，同尼采所理解的意志完全不同。在尼采这里，意志不再是欲望、迟钝的本能。意志是一种“命令的能力”，一种可以让存在保持清醒的力量。“意志从整体上就是向往更强大的意志，保持清醒的意志。”


  意志是提高生命力量的意志。在尼采看来，只有按着关于不断提高的逻辑行事才能自我保存。凡是只有保存自我的力量者，必然会走向没落。只有在不断提高中、增强中、扩张中才能保存自己。有生命的东西并不具有超越的意义，但是它有一种内在的方向。它是趋向于不断的强大和成功。它总是企图把陌生者融入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和自己的形式之中。有生命者进行着管理，因此也从事着压制。这是一个能量十分巨大的发展过程，而且是“无意义的”过程，因为它没有更高级的目的。因此它就是虚无主义的吗？尼采想用他的理论克服虚无主义，但其实是通过虚无主义的最终的完善化，来实现对虚无主义的克服。


  尼采想使虚无主义彻底完善，以便暴露在漫长的形而上学的意义的奠基中的秘密的虚无主义。尼采认为，当某种东西有利于保存和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力意志，或者有利于自己的反抗强大势力的意志的时候，人们从来就把它们看成“价值”。也就是说，在每种价值设定和价值评估背后，都有权力意志作基础。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包括上帝、理念、超感性存在在内的“最高的价值”。但长期以来，这种趋向于权力的意志并没有被看透。权力意志为自己的自制物故意编造了一个超人的源泉。于是人们便以为，这些东西有它们自己独立的存在性、本质性。但实际上它们都纯粹是人类自己发明的东西，即由趋向于权力的意志的驱动而发明的东西。人们误以为它们有自己独立的本质性能量。人们显然宁可当牺牲者，而不愿意当行为者或赠送者——也许是由于害怕自己的自由的缘故。而自己创造价值的能量，在价值上的彻底被否定，通过超感性的价值的稳定性，又进一步得到加强。从超感性事物出发又进一步否定了此岸世界：肉体和有限性。这里显然缺少的是面对有限性的勇气。因此那种超感性价值，即作为对抗虚无性和有限性的威胁而自己发明的价值，就变成了一种否定人生价值的虚无主义力量。在理念的天空之下，人从来没有真正在世界中生存过。尼采想使这个理念的天空彻底坍塌。这就是虚无主义的最后的完善——通过这一完善人们终于会认识到，“保持对大地的忠诚”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


  上帝死了，但是人们的自卑的姿态还在，这是尼采对时代作出的诊断。他所说的巨大神秘力量，就存在于对这种自卑姿态的克服中，存在于冲破一切，走向狄奥尼索斯式对生活的陶醉和快乐的肯定之中。尼采关切的是此岸世界即人间的康复。他想以此同纯粹的冷静与虚无主义划清界限。近代的虚无主义使人们失去的是神的彼岸世界，但也没有使人得到人间的此岸世界。尼采要在艺术中教人如何在丢失中有所赢得；所有忘我的狂热，所有愉悦，升入天堂的感情，所有针对着彼岸神界所作的紧张努力，都应该聚集到此岸的人间来。应该保护超越的力量，只不过把它导向人的内部而已。要越界，但又“保持对大地的忠诚”，这就是尼采对他的超人、对那未来的人所提出的要求。按尼采的设计，超人完全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但不是在他丢掉宗教这个意义上从宗教下解放，而是说，超人把宗教纳入到自己内部。所以尼采关于同一事物的永恒轮回的思想，并不具有断欲绝念的厌世情绪。不断循环的时间的消磨，不应该陷入无意义性和徒劳无功之中。在尼采这里，并无简单重复的思想，这重复不是掏空，而是使内容更增加了丰富稠密。他的指令是：你应该如你所希望的那样，去活你的每个瞬间，以使这个瞬间不带恐怖地重新归来。Da capo!（从头开始！）


  那么海德格尔呢？海德格尔追随尼采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他追随尼采“保持对大地的忠诚”。但又恰恰在这一点上，他展开了对尼采的批判。他谴责尼采的“趋向于权力的意志”，并没有保持对大地的忠诚。对海德格尔来说，对大地的忠诚就意味着在卷入实存的时候，没有忘记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尼采从趋向于权力的意志这一原则出发，把一切均纳入了从事估价的人的范围之内。人每天与之打交道的东西，也就是人本身的存在，完全被看成为“价值”。存在错误地表现为，不同情况下的不同价值。尼采想让人有做人的勇气，自己站立起来。海德格尔说，由此出现的不仅是站起来，而且是起义，是技术和大众的起义。这些大众由于技术的统治而成为尼采所说的“最后的人”。他们惬意地眯着眼睛，建筑着他们的安乐窝和他们的小小的甜蜜幸福，并以最大的野蛮性去对待任何妨碍他们的安全以及现状的倾向和影响力。面对德国的现实，海德格尔说，“人们举行了起义，世界变成了对象……大地自身只可能作为进攻的对象显示自己。……自然到处表现为……技术的对象。”按海德格尔的看法，这一切都在尼采那里作好了准备。因为在他那里，存在只被看作美学的价值、理论的价值、实践的价值，因而是一种失误。对于趋向于权力的意志来说，世界只剩下是“自我保存，不断提高的条件”的总和。


  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问题：“还能对存在作出比把它提高为价值更高的估价吗？”他的回答是：“在把存在作为价值来恭维之时，趋向于权力的意志自身所创造的条件已经又被废除了”，因而“通向对存在自身进行体验的路也被阻塞了”。


  我们已经知道，海德格尔所说的“对存在的体验”并不是对更奇妙的世界的体验，而是指对现实的不可穷尽性的体验，以及人们对下列事实的惊叹：通过人，自然居然在其中心打开了“开放的空地”，在这里自然居然睁开了它的眼睛，注意到大自然在那儿。在对存在的经验中，人发现了自己的活动空间。人并没有被禁锢在实存之中，并没有被紧紧串在实存上。在诸物之间有人的余隙，就如车轮必有毂之余隙，以便运转一样。海德格尔说，存在的问题最终是“自由的问题”。


  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个一种文化，如果从理论上、实践上或者道德上僵化在当时与现实交往的礼仪程式上，让它剥夺了人的或文化自身的规划能力，失去了对这种关系的相对性的意识，因此也失去了进一步超越它的能力时，人对存在的体验便消亡不见了。我们的真理和文化的十分脆弱易碎的木筏，飘泊在那“隐蔽的、‘巨大’的时间‘潮流 ’”（海德格尔语）之上，而这种相对性正是从时间“潮流”着眼的。


  存在并不是某种从事拯救的东西，存在是某种边界概念，是一切实践性、可思性以及不可思性的存在-关系［Seins-Verhaeltnisse］ 的总和。在海德格尔看来，它的历史就是奠基性存在关系的历史性的连续原则。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海德格尔对这种存在关系的连续序列勾画了一个轮廓，或者也可以说给出了一个文化性的示范。这个连续序列并不是什么在它之外的、之上的“更高意义的”东西的实现。对海德格尔来说，这里涉及的是某种活动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在他的稍晚的著作中写道：“存在……没有基础，它作为无根底的深渊而活动，……思维通过向广袤的一跃，到达了人类被置于其中的活动”。


  对海德格尔来说，存在的思维就是可能的存在关系的、在无法估量的视域内展开的运动。所以人们不允许再进一步追问海德格尔，什么是存在。因为这样就无异于要求海德格尔，对可能囊括一切于其中的定义的视域本身给出一个定义。因为对存在的发问恰是这一视域的开拓。所以这一发问的意义并不在于对它的回答。针对就存在的发问给以答案的苛求，海德格尔式的回答之一，就是在他的关于尼采讲课中的说法：“对于存在来说，一无所是……”，也就是说，存在并不是什么人们可以把捉的东西。世界观力图保护稳定性和从事加固活动。与此相反，它是地地道道的化解活动。对存在的发问应去阻止使世界成为世界图式。当海德格尔注意到这个“存在”可能会变成一种世界图式，于是他在写存在［Sein］这个词时，把其中的ｉ改写作ｙ［Seyn］。有时候还在写上存在［Sein］这个词之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叉子［Sein］。


  对海德格尔来说，尼采仍然是一个建立世界图式的哲学家。


  通过他关于同一事物的永恒轮回的原则，尼采的思维的确像是被特别图式封闭起来了。这个思想把时间这一维度给删去了。时间在这里成了一个循环的圆圈，尽管尼采本来是接着赫拉克里特的关于“生成”的思想，进一步在时间中继续对其加以思考的。这恰恰是海德格尔和尼采思想的对立之处。尼采在趋向于权力的意志的运动中来思考时间，使它在永恒返回到存在的理论中找到归宿。海德格尔则坚持他的基本思想：存在的意义就是时间。尼采从时间中得出存在，海德格尔从存在中得出时间。


  宗教、文化、意义的追求与给定等等，都是人在汪洋大海上扎起来的、容易破碎的木筏，人们在上面可以挨过一段时间。这个形象的想法是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提出的。海德格尔认为，尼采陶醉于他的发明创造性的工作，陶醉于他木筏完工之胜利喜悦之中，而忘记了潮汐与大海。这就是对存在的遗忘。海德格尔自己想瞭望大海，所以他在对存在的发问中一直让人们去想象，在诸物的中心颠簸摇摆。


  但是，正如卡尔·勒维特在对海德格尔的尼采讲课的批判中指出的，到底海德格尔和尼采这两位思想家谁在思考开放性时更彻底，谁又到处在干涉中寻求支撑，这是值得争议的问题。但无论怎么说，对尼采来说，袭来的“狄奥尼索斯式”的生活，并不具有承担性的基础，而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对我们自己的“阿波罗式的”自我稳定和固化的企图来说是一种威胁。如果尼采在天有灵，他会谴责海德格尔，在克服对安全的需要的过程中还缺乏彻底性。他可能会把海德格尔的存在看作是柏拉图的底下世界：它仍在为我们提供保护和遮蔽。


  在讨论尼采的永恒轮回的学说时，海德格尔曾说，尼采没有把他的最杰出的思想公诸于众，因为对于他的某些思想来说尚不存在“发展的场所”。（《尼采》，第1卷，1967年版，第264页）他引用了尼采的话：“一旦告诉人们这些思想，人们便会更喜爱他们自己的知识。”（同上书，第265页）


  海德格尔对尼采的隐瞒与沉默的评价，充满了同情与理解，以至于使人立刻感觉到，这里讲的是他自己。“我们关于尼采的知识，如果只限于他自己公开发表的著作，那么我们便永远不会体验到，尼采已经认识到什么，准备了什么和不停地思考什么，保存起来没有发表的东西是什么。只有看到他的手写的遗稿之后，我们才能得到遗稿完整的印象。”（同上书，第266页）


  当海德格尔讲这一段话时，他自己正在写一部手稿，这也是一部保留起来自己未予公布的遗稿。他认为，向大家公布其中的思想的时代显然尚未到来，这就是他的《哲学论文集》，副题是“关于事变的发生［Ereignis］”。


  第十八章


  海德格尔的哲学日记：《哲学论文集》  海德格尔的哲学念珠  大古琴   一次小升天  意味深长的沉默



  1938年前后，人们关于海德格尔思想的一般印象是：“对于存在一无所是……”如果人们去把握存在，存在便缩了回去。因为一切我们所能把握到的，都会变成某种实存性的东西，变成引入、分配、分解到我们的知识和价值秩序中的对象，变为可以树为标准的、可以以命令的方式进一步继承下去的对象。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存在。但所有这一切都存在着、给出着，只因为我们处于同存在的关联中。这个关联是一个公开开放的域，我们在这个域中同实存相遇。对存在的发问不是去寻找什么曾经被称之为上帝的最高实存。这个发问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距离，以便对这个与存在的关联本身加以体验。但这个体验发生着变化，人们注意到，面对世界他是“自由”的。他在其中找到了一个“活动空间”。


  在一次讲授尼采的课上，海德格尔有一段十分模糊的暗示：“只要人在他投向存在的视野中，让存在将其束缚起来，他便会脱离出自身，以至于使他似乎持续地停留于自身与存在之间，并且出离自己，忘了自身。这种使自己处于自身之外并被存在本身所吸引的状态就是‘Eros（厄洛斯）〔爱神。——译者〕’。”（《尼采》，第１卷，第226页）


  1936年到1939年，海德格尔写了当时没有准备发表的《哲学论文集》，它是这种哲学“Eros（厄洛斯）”的唯一文件。海德格尔想从自身中摆脱出来。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通过本己的思维练习。向何方何处摆脱？——如果把西方基督教关于神的想法弃之不用的话，这就很难说了。但在《论文集》中，海德格尔经常谈到上帝，尽管这里讲的上帝对西方传统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它来源于存在的思维。这里所信仰的是从虚无中创造的存在的上帝，在海德格尔这里它本身也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是喜出望外，出了神的思维使它产生。


  在他的《论文集》中，我们会看到海德格尔如何用概念的妄语和喋喋不休的句子，使自己进入“另外一种状态”的。《论文集》是寻找谈论神的新谈法的实验室。海德格尔用自己作实验，以便弄清，没有肯定性的理论能否建立一种宗教。


  首先，海德格尔还遵循奠基宗教的古典模式行事，新神的发现是以偶像崇拜的克服开始的：错误的诸神必须让位，地方必须腾清。为了这个目的，他又重复着我们现在已经熟知的对近代思维的批判。这个批判得出的结果是：神也成了可供理智或想象利用支配的对象。在上帝的形象已经失去光泽的近代，最高的善，第一因，或者历史的意义等等神的替代物，便站到了过去神所处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清除，因为它们都是属于实存名单上的货色。要想让亲身存在［Seyn］自身显相，诸实存就必须被摧毁推翻。


  存在思维的练习以腾空开始。大师艾克哈特以及雅各布·波墨也想通过这个途径，来体验他们的上帝。神应该用他的现实来充实这颗空洞的心。


  在已经被海德格尔腾空的心中，应该出现的是什么神呢？海德格尔小心翼翼地揭示了他的秘密：“如果我们胆敢使用直接的词语”，他写道，那么“亲身存在［Seyn］就是神动的震动”。（《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第239页）


  词语。海德格尔能在它身上进行思维吗？海德格尔花了几百页来从事这一尝试。如果不让它们显示为“某种东西”的话。一个神或者是一个存在，不论是带 y 的，还是不带 y的，都很难自我显相。众所周知，从事表象的思维正是从“某某是某物”开始其活动的。这种思维阻止了存在的思维活动。在犹太教中禁止为神造像，但神还是作为“大我”对自己说，“我是我所是者”。但是海德格尔的存在却不是这种超越的我性之类的东西。它不是与人生此在相对的东西，它是在人生此在这里实现着自己的东西。为了避免一种实体化的神的形象，海德格尔使用“神动［Goetern］”这个词语指称那使我们“震颤”的事变的发生。不是一个神［Gott］，也不是许多神［Goetter］，而是神动［Goetern］。如果我们被“神了一下”［Wenn es uns goettert］，我们就不仅会震颤，而且整个情绪表上的所有情绪，都在这里发生了作用：“恐怖、压抑、慈善、狂喜、畏缩”。“本质性思维”从“基本情绪”的“矿石”中压榨出它的思想和句子。“如果缺少了基本情绪，一切都只是由概念和词语外壳撞击而成的嘎嘎乱响而已。”（同上书，第21页）


  《论文集》几乎每页上都写满了他关于存在-思想的句子。但海德格尔又强调，这种基本情绪十分罕见，是瞬间性的。所以这些句子，大多数不是发自于这种基本情绪，相反，这些句子是为了使这种基本情绪产生而作。这就是喋喋不休、不断连祷的实质。天主教的叛徒海德格尔，对这种连祷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论文集》就是他的“念珠祷告”，所以才有形式性的重复。那完全是一架手摇风琴，只会奏单一的调子，曲调根本不能受风琴运动变化的触动，根本不发生“转变”。关键恰恰在于这种转变力。这里手摇风琴式的句子的不停的转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些句子连续不断重复转动，无非是什么都不说，因此它们的出现旨在传播沉默。“变为沉默”被海德格尔称为想接近存在的“哲学的‘逻辑’”，只要它想追随着存在（同上书，第78页）。当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在尼采课上，充满同情地以查拉图斯特拉为例讲到，对于非知音者来说，尼采的理论只能是一架“手摇风琴”时（《尼采》，第1卷，第310页），我们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了。这显然是在说他自己。单调的手摇风琴实际上是寓意丰富的“沉默”的方法。


  在《论文集》的导论性的说明中海德格尔写道：“这里既无描述，也无解说，言说并不与被言说者面面相对，这里言说与被言说是一回事，都是‘亲身存在’的存在行为。”（《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第4页）在海德格尔那里，亲身存在［Seyn］讲话的语调，酷似以前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那种冷静的要求，只在一系列秘密的画符中，才无遮掩地表达出来。


  “亲身存在［Seyn］”是如何谈吐的呢？以闭目凝神的念珠连祷的方式，像和尚念经一样喃喃低声地念叨“亲身存在的真理的变格”、“他的本性行为的震动”，以及“那众神之神的神动的内在性的已经解脱的慈善。”（《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第4页）从它的语义内容看，这整个形而上学的达达主义——就是无。当然对于自己缩身退去的神——思维恰恰是要在缩身退去中对它加以思考的——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坏消息。在海德格尔的《论文集》中，只要是直接同存在谈话之处，都是忍受着缩回退身现象的思维表现。但是海德格尔的学派已经不再有这类问题，在这期间，他们一般来说已经干瘪了。


  在《论文集》中，凡是他在对哲学传统进行解构之处，他的思想就仍然是准确的，扣人心弦的。在这些地方，他的思想曾是可供把捉的对象。所以它才能做到吸引人。在解构之后出现的，以及应该出现的空洞，只是空空如也。应来充实这种空洞的事变一直没有发生。


  如果海德格尔能够回到信仰去，这也还不那么糟糕。但是，他想让从事充实的事变的发生，在思想中显现出来。他不再采取1927年马堡报告“现象学与神学”中的立场。当时他以路德式的风格把思维与信仰严格区别开：信仰是上帝闯入生活的事件的发生，是不可把握的。思维只能确定神是从何处闯入的。上帝事件的发生本身并非思维的事。


  但是，海德格尔的《哲学论文集》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就要由思维来体验神之事的现实。因为他不想运用思维，用清晰的形式来把握神之事，所以他不得不靠少数微少的信息来工作：“对最后的神的接近是沉默”（《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第12页）像受洗约翰一样，他指出将到来的神的方向。他把自己则说成一个“先行者”。从《论文集》开始，他就开始“等待戈多”了。


  《论文集》的副题是“事变发生［Ereignis］”。严格地讲，这里涉及了两个事变的发生。一个是近代。这个事变的发生：世界图像的时代、技术时代、组织时代、“人味”时代的发生，总之，一个完善的无意义的时代的发生。它同对存在的遗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前提可以一直上溯到柏拉图。第二个事变的发生就是近代的结束，就是转向［die Kehre］，这个事件在海德格尔的存在-思维中为自己的发生作着准备。海德格尔所讨论的是关于第一个事件的发生。因为他相信，他已经至少部分地摆脱了它。而他的讨论所由出发的是另一个事件的发生：它在为新时代作着准备。但在此期间，所发生［Ereignis］的还只是Einsamkeit孤独，所以海德格尔试图用一连串与事件发生以及孤独押韵的字串来表达它，并且以Ereignis 始，以Einsamkeit 终：“Ereignis（事变发生）总是意味着Er-eignung（为-占有），Ent-scheidung（去-脱离），Ent-gegnung（去-相对），Ent-setzung（去-设置），Entzug（去关联），Einfachheit（单纯性），Einsamkeit（单独性，即孤独性）。”（同上书，第471页）海德格尔试图用他的孤独的存在思维来把握那上帝。“为-占有［Er-eignis］以及它在时间-空间中的无根无底性中的配置是一个窝，最后的神就挂在［haengt或者faengt］ ——手稿此处不清，两个说法均可能。其中，以便将其捣毁，让这个窝在神性之罕见的、在所有实存中都是陌生的个体性中结束自身。”（同上书，第263页）


  海德格尔自己十分清楚，他的谈话内容生僻古怪，毫无意义。在他心情最好的时候，他甚至能对此持嘲讽的态度。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有一次给海德格尔讲了一个东部犹太人的故事：有一个人总是在小酒店里坐着，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唉，我的太太！”——“她怎么啦？”——“唉，她谈呀，谈呀，谈呀，谈……”——“她谈什么？”——“关于这一点，她却没说！”海德格尔听完这个故事后说，“就是这么回事！”（魏茨泽克：《四十年代的会见》，第244页）


  他的《论文集》就是这样。整体上它分章十分严格，尽管在个别具体地方包含一些警句和残篇。海德格尔不说分章节，而说“配置［Fuegen］”，因为它应该成为一个相互衔接的整体。如音乐中的赋格曲［Fuge］，一支有两个主调的，即由两个事件的发生组成的赋格曲。两个相互合在一起又相互对立的主调，最后在光照的存在的齐奏中渐渐减弱，直至结束。不同部分的秩序应该标志出接近的途径。“瞭望”一章中应该看到穿过灌木，达到林间采光空地的整个道路。“相似”一章讨论研究当下，即存在之遗忘中的存在。“传递”一章则讲述了，在西方世界形而上学中，存在如何不断给出其“相似”和“预感”的故事。“跳跃”一章包含了对如何抛弃显而易见性和思维习惯的观察。这个跳跃必须在采取决定性步骤之前实行，因此，这不是步骤，而是充满风险的跳跃。在“奠基”一章中，则集中处理了《存在与时间》中的人生此在的分析，是一种自我解脱。“解释”一章中把这本著作算作从事跳跃，然后又落到地上的瞬间。在“走向到来者”和“最后的上帝”两章中上演了一出升天剧。最后一部分“亲身存在”，又一次从高处俯瞰整体，以便看清已经走了多远，攀了多高。为了无遮蔽鸟瞰他那本质困境中的人，我们必须爬到哪一个山峰上去呢？（同上书，第491页）


  在这期间，海德格尔已十分清楚，国家社会主义无力改变这一“本质困境”。相反，它仍属于人味性，属于近代的全面动员。它所能提供的只是“最平庸的伤感”和“发酒疯式的体验”（同上书，第67页）。但这个批判是针对整个时代而言的。国家社会主义所反对的思想精神和实践上的倾向，也受到来自存在的批判。这个整体就是不真的。不管这不同的世界观是以自我为基础，还是以“我们”为基础的，还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还是以人民为基础。不管它是把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还是把传统的基督教作为价值来保护，也不管它们把自己视为民族主义者，还是国际主义者，视为革命者，还是视为保守派，所有这些差异都是无所谓的。因为它们都是“把主体人作为实存的中心”来宣扬。（同上书，第443页）海德格尔把这种人对“自己对自身的设定”称之为“自由主义”。所以他可以把流行的生物主义和种族主义，称之为“生物自由主义”。在存在思维的黑夜里所有的猫都是灰的。只有海德格尔周围有一片光亮。海德格尔与世界其余部分相对立。在《论文集》的孤独的自我对话中，他就是如此看待自己的。


  人们会注意到，海德格尔不仅是“由”存在思维的事件上出发来从事他的哲学思考。在他的幻想舞台上，他一会儿扮演“寻求者”，一会儿扮演“真实者”，一会儿又扮演“卫士”。（同上书，第17页）他把自己视为“有最高勇气进入孤独，以便对亲身存在的高尚加以思考”这样一个圈子里的人。（同上书，第11页）


  他不厌其烦地叙说着他的幻想：通过建立联盟的方式，存在思维如何渗透到社会实体中去。因为在其最内在的部分中，有那“少数几个”“为实存的领域事先建立场所和机会”。“在其周围的无数联盟者”，则听任伟大的“个人”魅力的吸引，自动服务于“实存的圈子和区域”。然后便有“许多相互的指示”。它们由共同的来源相互合而为一，自愿让自身在新的秩序中重新加以配置。这个转变是在静谧中出现的。它的出现远离“世界历史”的“暴力变革”的“喧嚣”。所有这些吵吵嚷嚷的变革在海德格尔看来均不是他所说的转变。（《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第96页）海德格尔自己描画了一幅本真的历史，它在隐蔽中活动表演，他自己同时既是这个历史的作者，又是它的见证人。


  想在《论文集》中去寻找海德格尔对这种新秩序的具体形象的说明，那是徒劳的。海德格尔避免任何比喻。给以人民提供精神思想场所的“伟大哲学”，就像“高耸入云的山脉”，它“用它的至高保卫着大地，指示着的原初的岩脉。它是基准点，立在那里，构成一个总视域。”（同上书，第187页）


  海德格尔梦想他的哲学家像“山脉之中的高山一样挺立”，他还想使“本质性的东西立足”，以便让低地的居民有可能以哲学的高塔给自己定向，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海德格尔哲学思维还没有完全从权力的陶醉中清醒过来。所以给人以呆滞板结的印象。和20年代时海德格尔所使用隐喻完全不同。当时他想使已经板结了的思想构架重新流动化。现在他想让思想的构架高高耸起。他自己的哲学也被他放之于“亲身存在［Syen］”的山峦之中。


  实际上这种做法，同海德格尔自己1933年前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想是相违背的。当时他关注的是自由的，但自身是有头有尾的思维的运动性。这种思维从在世界中存在这一事实中升起，以便使人生此在见到光明，并与人生此在一起消失。思维作为一个事件的发生，就如人生此在一样，是有限的东西。如今使用的高山隐喻清楚地表明，在这时海德格尔想通过自己的哲学，把自己列入到持续永存的世界中去。他想去分有那可以承担他偶然的生存的历史处境的东西。这种对高耸者的偏好，与他的关于完结性的哲学是不相容的。光照的趋势变成为一个天主显灵的事件。这里过去被称为“永恒”的、“超越者”的东西又发生作用了。孤独的苦思冥想中的哲学家，夜以继日地写着他的手稿，他并不想自己一人与其思想厮守，而想寻找接口。这次不是寻找同政治运动的接口，这次寻求的是存在历史，或者叫存在的命运的，十分可疑的精神接口。在存在的幻想性的大竞技场上，出现了伟大的、持存不逝的东西，他自己就身在其中。


  当海德格尔高瞻远瞩瞭望整体、反照自身时，他个人的生活关系，他过去几年的实际活动，便没有引起哲学关注的余地。他并没对此作任何哲学上享誉甚高的自我检验，特别是在《论文集》中看不到任何这类痕迹。他所思考审视的是，遗忘存在的大规模的胡作非为。但是对于自己的那一份，他可以堂而皇之，视而不见，他使自己留在视野的死角里。他想通过对存在的发问给世界的关系中带来光明，但他自己对自身的关系却隐藏于阴影之中。


  海德格尔一直避免把他的存在的发问，同自己的人生此在纠缠在一起。尽管他在1935年7月1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承认，有“两根刺”扎在他的肉中，使他创造活动中运转困难，一根是同起源之信仰的争斗，一根是当校长的失败。《论文集》恰恰表明，海德格尔这位存在历史剧的主要作者，在回避自己的问题上手法如何高明。哈贝马斯把他的这种手法称作“通过本质化实行抽象”，这的确一语道出真谛。对起源的信仰的失落，被抬高为时代的命运。当校长的失败，被提升为与近代精神的疯狂进行战斗中荣耀的失败。


  难道说我们的这位在存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的思想家认为，道德上的自我检查这种事过于平庸，不够水平，因此不屑一顾吗？这也许是他的天主教出身给他留下的后遗症，使他对新教式的良心谴责一窍不通？为了能紧紧抓住整体的概念和他的思维之事物本身，他把思维同个人之事完全分离开。所以他也可以以一种奇特的、无动于衷的方式从事静观，当他曾为之欢欣鼓舞的运动，于近在咫尺的地方任意肆虐，并导致了本应对他来说不可原谅的后果时。只要想一下汉娜·阿伦特的命运，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命运，埃德蒙·胡塞尔的命运就够了。


  1945年以后，汉娜·阿伦特同雅斯贝尔斯的通信中取得了一致意见：海德格尔显然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思维的热情中，没有生长出道德的敏感性。雅斯贝尔斯写道：“作为一个不纯净的灵魂——也就是说，一个对自己的不洁净毫无知觉的、不将这种不洁不断加以清除的灵魂，而是毫不在意地在肮脏中继续活下去的灵魂——这个灵魂在不坦诚之中看得到那最纯洁的东西吗？……在今天，他知道很多别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的事，这真是一件离奇的怪事。”（1949年9月1日，《汉娜·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177页）汉娜·阿伦特回答说，“您所说的不纯净性，我宁愿称其为没性格。但总是在下述意义上的没性格，他的的确确不具有性格，所以也还没有什么坏的性格。但是他毕竟生活在深刻之中，充满了激情。这种激情使人不易忘怀。”（1949年9月29日）


  但是，缺乏道德的反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性格上的事实，而且也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因为思维所缺乏的恰恰是慎思顾忌。慎思顾忌恰恰真正是在严肃对待海德格尔所发誓捍卫的有完结性。人可以犯错误，把这种一定份额的错误拿来，作为对思维的挑战，也属于完结性本身。在海德格尔的《论文集》中，没有为哲学学科中对自身思考和检查留有余地，尽管它在这门学科中古老悠久、备受尊敬。这样“本真本己生存”的理想便破灭了。人生此在对自身失去了清晰的看法，海德格尔著名的沉默，是一种内在的隐瞒，几乎是一种反对自己的冥顽不化。这也属于对存在的遗忘。


  海德格尔式的思维的强大力量，以两种方式摆脱了海德格尔自身。一是这种思维离开了从事思维活动的完全平常的个人。二是这种强大力量完全控制了思维者。


  乔治·皮希特曾回忆到，海德格尔完全被下述“意识”所充满，“他已被思维的人物所压倒”。他感到受到“他自己所思考的东西”的威胁。（皮希特：《思想的力量》，第181页）另一位同代人汉斯·Ａ.费舍尔-巴尼科尔（他是战后才认识海德格尔的）写道：“在我看来，思维像控制媒介一样左右着这个老人。思维在借助于他来讲话。”（费舍尔-巴尼科尔：《反映-传达》，第88页）赫尔曼·海德格尔，也就是海德格尔的儿子，证实了这一点。他曾讲述，父亲有时候说，“思维在我里头活动，我也拿它没办法。”


  海德格尔在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有类似的说法。1938年4月12日的信描述了他的“孤独”。他并不为此抱怨，而是把它看作外在环境的结果。他被“思维之运气”所选中［Gezeichnet］，因此是出类拔萃的［Ausgezeichnet］。“孤独并不是出现和执着于对本属于它的东西的缺乏之处，而出现和执着于另外一种真理的到来中，和独一无二的吃惊陌生性和唯一性的大量袭来之中。”（《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第97页）


  写这封信的那个时候，他同时在《论文集》中写下了如下的句子：“亲身存在［Seyn］是神出现于其中的那个困囿性［Not-half］。但为什么是神？困囿性来自何方？是因为无根无底之渊，隐秘不显？因为它超于相遇之上，因而超于相遇者［Ueber-troffenen］就是更高的东西。‘超于相遇’又来自何处？无根无底之渊呢？基础呢？存在呢？诸神的神性在于什么？为什么亲身存在［Seyn］？因为诸神？为什么诸神？因为亲身存在？”（《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第508页）


  只有对自己的语句的吃惊陌生性，能助他游离开，按照尼采的例子，接近未被揭示的伟大思想家的吃惊陌生性。“我现在才开始学会，在一切伟大思想家的吃惊陌生性中，体验与他们的切近。这可以有助于在自己内部，看到那吃惊陌生者，并使其发挥作用。因为显然这恰恰是于本质性处获得成功的源头。如果能获得成功的话。”（1937年4月14日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第90页）


  在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另外一封信中，海德格尔描述了他如何在正式的教学活动（他在教学活动中不得不向可理解性作出妥协，因而落入陌生的“常轨老套”）和“向自己的本真东西的回摆”之间的来回摇动。（1935年12月20日信，同上书，第87页）《论文集》肯定属于本己东西最内在的区域。但在这期间，我们已经很清楚，这里关涉的不是思维同自己的相遇，而是完全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这里存在的思维是说存在进行的思维。这里不是对存在的思考，而是存在控制着他的存在，并通过它来思考。媒介式的生存。


  海德格尔受着折磨，但他也很幸运。人们不难注意到，《论文集》比他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更经常地谈到“欢呼”。在“欢呼”中，存在也与我们相遇。畏惧、无聊和欢呼。这就是《论文集》中存在体验的神圣三位一体。在欢呼中，人生此在达到的那层天，世界与诸物出现于其中，如果它们显现为值得惊奇的“Dass（那具体内容）”的话。


  为了维护人生此在这一“开放的场所”，思维必须将自己收回，并注意，不要用其他类型的表象堵住这个开放性。思维应提供静谧，它应变得“悄然”。海德格尔并没有在寓意丰富的沉默这种悖论中找到出路。此外，在那里还有伟大思想家的传统。在光照中，整个山脉挺然而立。难道不应该先去铲平它们？在铲平的工作中他发现，这里有无穷的尚未被发现的宝藏等待着他。他就是这样和那些伟大者打着交道。在对柏拉图作了20年的紧张研究之后，他对乔治·皮希特讲，“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承认：柏拉图思维的结构对我来说尚是一片漆黑。”


  1936年6月27日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他描述了他进退维谷的情况，“看来，为保护传统而进行的斗争已使我们精疲力尽。创造自己东西的同时又保护伟大者，同时来做这两件事看来是非人力之所能为也。但是那种保护又不够强大，如果这保卫不是来自新的获得的话。这个圈子上没有出口，所以出现了下述情况。一会儿自己的工作显得十分重要，一会儿又显得完全无所谓，而且是粗制滥造。”（同上书，第89页）


  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这种粗制滥造的感觉又出现在他身上。1936年5月16日，在长达十年之久中断联系之前最后一封信中也如此。当时他写道：从伟大的哲学着眼，自己的那点儿蹦蹦跳跳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只不过是急救措施而已。（《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161页）


  但在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以及《论文集》中，海德格尔表现出另一番情绪：对获得的伟大成功和他著作的伟大意义，充满忘乎所以式的兴奋欣喜之感。他已看到了，在他的著作之中，另外一种真理的降临已经发生了。


  第十九章


  受到监视的海德格尔  1937年巴黎哲学大会  海德格尔的恼怒  关于德-法谅解的想法  海德格尔与战争  “行星在燃烧中”  思维与德意志



  “外部事物的冲击减弱了。”1937年4月14日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海德格尔这样写道。（《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第90页）


  外部事物是指：在哥廷根大学，狄尔泰的女婿格奥尔格·米施被强迫退休。他原来主持的讲席，尚未选定主持者。1935年7月，哲学系把海德格尔列在应聘的名单上。由哲学系主任签署的鉴定书中说：“通过聘请他，可以使我们获得当代德国哲学的领衔，……同时也获得一位可从事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工作的思想家。”（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第259页）


  在文化部里现在已经无人不知，海德格尔尽管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上，一如既往地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经济政策、青年义务劳动、领袖等原则，但是，他并不代表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因此文化部告知哲学系，它应该准备聘请寇尼斯堡的黑塞教授作为米施的继承人。于是，系里便匆匆忙忙对原来的聘任建议的名单，作了有利于黑塞的变动。海德格尔尽管对去哥廷根毫无兴趣，但在名单上将他的名字挪后一事，使他觉得受到伤害。在哲学上，黑塞只不过是海德格尔的模仿者。如黑塞说，“于是，哲学和科学提出了关于生存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出自下列事实：人类的此在被驱逐到对存在的原初的维护之中。”（同上书，第290页）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十分合格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组织上更为娴熟。他是上锋钦定的“康德协会”主席，这是一个享有国际盛誉的世界性哲学组织。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哲学大会上，他是德国代表团的领队。此事下面再说。


  在哥廷根提名中海德格尔被置后，此事给人的印象是，在上层政治圈子中，海德格尔已经失宠。但是，直到最后一天，纳粹政权内仍有海德格尔的支持者。否则便不能解释，柏林的文化部在同一年想任命海德格尔为弗赖堡大学哲学系主任。此事之所以未成，完全是由于弗赖堡对这位现已离任的前大学校长的反感：“海德格尔教授在他任大学校长期间，完全失去了弗赖堡同事的信任，而且巴登州教育管理机构，也同样觉得难以与他共事。”（同上书，第311页）


  尽管对他的哲学持反对态度的人不断增加，国家机关还想利用他的国际声望。1935年10月，海德格尔被聘为尼采新全集出版委员会成员。海德格尔应邀出国作报告时，他也并没有受到阻碍。1936年初，海德格尔去苏黎世，同年又去罗马。40年代初，他本应去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作一系列报告。他已经为此作好了准备，并且公布了报告题目。但日期被推得很后，以至由于战争结束之期已到，出国作系列报告之事终未能成行。


  1936年4月初，他应“日耳曼意大利研究所”的邀请来到罗马。原计划在罗马、帕多瓦和米兰作多次讲演，但海德格尔自己还是要求只限于在罗马作报告，并在那里滞留十天。他在那里面对人数众多的普通听众，作了题为“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的报告。他还利用这个机会会见了卡尔·勒维特。勒维特尽管是流亡者，但仍受到了意大利方面的邀请出席了报告会。勒维特在他的传记著作中，描述了他同尊敬的老师见面的情景。


  在报告之后，海德格尔陪勒维特夫妇一起走到他们窄小的住处，“我们设施的简陋寒酸，显然使他很有感触。”第二天早晨，他们一起到弗拉斯卡蒂和图斯克鲁姆去远足。这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又是充满拘谨局促的一天，特别是那位海德格尔夫人，她觉得，同他们在一起十分尴尬。海德格尔挂着纳粹党徽。他显然没有觉察到，万（[image: 1]）字胸章挂得不是地方。海德格尔举止友好，但尽量免谈任何与德国国内情况相关的问题。勒维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被驱出德国，他当然想谈这一点。他将谈话引到由于海德格尔几周前在苏黎世的报告，在瑞士报纸上引起的争吵一事。


  大神学家卡尔·巴尔特的弟弟海因里希·巴尔特在《新苏黎世报》上写了一篇关于海德格尔1936年1月20日作的“艺术品报告”的报道。文章开头指出：“我们显然应该把海德格尔在民主制国家中讲话一事看作一种荣誉。但是，他毕竟——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是新德国哲学的喉舌。许多人对以下事实记忆犹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是以“敬仰与友谊”献给犹太人胡塞尔的。他的康德解释也同对半个犹太人的马克斯·舍勒的纪念连在一起。一个是在1927年，一个是在1929年。一般来说，人非圣贤，——哲学家也是如此。尽管也有例外。因此我们不可以苛求人去逆流游水。哲学不仅是知识，而且更是智慧。对自己的过去的某种责任感只会提高哲学的信誉。”（海因里希·巴尔特：《艺术作品的起源》，第265页）


  埃米尔·施太格尔（当时还是一个私人讲师）对巴尔特的报道作出了激烈的反映。他指责巴尔特显然面对海德格尔哲学不知所措，只好草就了一篇“政治通缉令”，以行对哲学的告密之事。但是，海德格尔是“和黑格尔、康德、亚里士多德和赫拉克里特比肩而立的人物。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人们还是会对海德格尔那些日子里的一时失足表示遗憾。把环境给搞错了，总是一个悲剧。但是，就像用普鲁士反动派对黑格尔的看法不会影响我们对《精神现象学》尊重一样，这些事也不会影响我们对海德格尔思想赞许和欣赏。”（施太格尔：《再论海德格尔》，第269页）巴尔特对此又一次作出反应：“这里涉及的不是如何用失足［Abgruende］Abgruende，原文既有“失足”的意思，又有“深渊”的意思，海德格尔在后一层意思上将这个字引为后期哲学的术语，巴尔特此处可能一语双关。——译者把哲学之事同人生之事、把思维同存在分割开”。


  在同海德格尔的谈话中，勒维特认为，他既不赞同巴特尔的政治攻击，也不同意施太格尔的辩护。按他的看法，海德格尔“参加（纳粹）党，支持国家社会主义，是他的哲学本质”所致。海德格尔不带任何“保留”地同意他的看法，并接着说，“他的‘历史性’概念是他的政治‘投入’的基础。”（勒维特：《我在德国的生活》，第57页）


  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历史性意味着，为届时行为之可能开放一个有限的域。只要哲学想驾驭它的时代，哲学也能活动于这种域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933年“革命”对海德格尔来说就是一种机会，利用它可以打破近代人情味（Menschhaften）的灾难性关系。尽管他现在开始对此另有看法，但面对勒维特，他仍然顽固地坚持认为，新的开端的时机并没有最终错过。“人们只需要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可是他还是承认，政治形势的发展使他感到某种失望。但是，他马上指出，那些“知识分子”应该对此负责。他们过去踌躇不前，以至于这个变革和暴动未能实现其原来的许诺。“如果那些先生们不是那么文质彬彬、不肯投身革命，情况会完全不同。但我当时完全孤立无援。”（勒维特：《回忆录》，第58页）


  当时他还和以前一样，对希特勒充满崇拜。对于那些灾难性的事件，他的解释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如果领袖知道了的话”，事情马上就会不同。勒维特十分失望。海德格尔的反映在他看来十分典型：“对德国人来说，最容易不过的是坚持彻底性，所有事实都是无所谓的。他们无视具体事实，以便顽固地坚持有关整体的概念不放：把‘事物 ’和‘个人 ’割裂开”。


  海德格尔关于“整体的概念”，同日常政治的距离日益扩大，摆脱具体的历史方面他走得更远。在他关于荷尔德林的报告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所塑造的“处在诸神的视野与人民的情绪之间”的荷尔德林，是一个“被抛出者”——“被抛向另外一个之间，即诸神与众人之间。”（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诠释》，第47页）这是“诸神之夜”，诸神逝去，不再返回。这是一个贫瘠的时代。他用荷尔德林的话结束他的报告在这个“黑夜的虚无”中，要坚持忍耐，


  
    因为并不总是可以用脆弱的器皿来把捉它们


    人的神性的内容只能承担显示


    人只能梦到它们。

  


  在罗马之行后，给雅斯贝尔斯的信描述了他那天的情绪，特别是作为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这位贫瘠时代的诗人”身旁时的感受：“‘哲学’而无声誉，我们原本可以把这看作最佳状态——因为，现在应该是默默无闻地为哲学而斗争的时候。”（1936年5月16日信，《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162页）


  海德格尔在大权在握的人物那里，不再享有过去的声誉，通过德国对他的那些使罗马公众着迷入神的荷尔德林报告的反映，海德格尔也感觉到这一点。在希特勒的青年团报《意志与权力》上，一位叫做科尼策尔的博士写道，青年们对荷尔德林有自己独特的了解方式。……它比海德格尔教授的方式要强得多。这位处于荷尔德林“诸神之夜”中的海德格尔，对这个批评的反应一点也不超脱。他在写给纳粹新闻出版机关的官员的信中侮辱性地写道：“是呀，依据《意志与权力》报上那位出色的先生的看法，我关于‘荷尔德林文章与希特勒青年团是格格不入的’，对这种所谓‘德国人’，我们再不要有什么指望。附带说一句，一位熟悉马堡情况的党卫军领袖告诉我，我们这位 K 博士先生，在1933年夏天，还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员在马堡上蹿下跳。如今又变成了VB（人民观察员组织）中的大人物。”（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第315页）


  与希特勒青年团报上的批评相比，他罗马之行之后，更为严重的事正在进行。1936年5月14日，罗森贝格办公室向慕尼黑纳粹教师协会发了一份公函，询问他们“如何评估马丁·海德格尔教授的为人。”


  胡果·奥托对这件事的背景进行了研究。依据他的研究，在罗森贝格办公室对海德格尔的不信任日益增长。燕施和克里克的鉴定起了作用，引起这种怀疑的原因是一种传言，说海德格尔定期到博伊隆（Beuron）的修道院去作报告。人们猜疑海德格尔在耶稣会进行秘密煽动活动。所以，一封给教师协会的正式公函中写道：“他（海德格尔）的哲学与经院哲学联系密切。所以十分特别的是，他居然依此还会在国家社会主义者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奥托：《海德格尔》，第253页）


  对他是秘密教权主义者的怀疑出现时，海德格尔有好几个博士生和教师资格生（如马克斯·米勒），恰好先后完成论文，而海德格尔在评语中说，基督教哲学最终是一块“笨重的铁块，是被误解的东西”。这便为上述怀疑提供了文字证据。


  教师协会的鉴定所提供的信息，对海德格尔一定十分不利，以至罗森贝格办公室认为，有必要于1936年5月29日，将海德格尔的案卷提交帝国保安机关科学部。于是，帝国保安机关安排人对海德格尔进行监察。在《事实与思想》中海德格尔谈到，1937年夏季学期的讨论班上，多了一个从柏林来的汉克博士，“天分很高，而且很有意思”。过了一段时间，他寻求同海德格尔的个人接触。海德格尔说，在个人谈话中，“他向我承认，他不能再向我隐瞒，他为舍尔博士工作。舍尔博士当时是纳粹保安部西南科的领导。”（《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第41页）


  如果鉴于海德格尔已经知道受到监视，但他仍然在关于尼采的课上批判生物主义和种族主义，人们不得不对他个人的勇气表示钦佩。当时的听众对他的讲课就有此感受。但他们更加惊奇的是，海德格尔比其他教授都明显地坚持上下课时对希特勒行祝愿礼。


  （纳粹）党的领导机关在30年代中期，曾企图阻止他的哲学工作，将其“排除”，后来海德格尔在《事实与思想》中说。比如，政府部门曾企图阻止他参加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笛卡尔会议。后来法国会议的组织者从中干涉，因此他才于最后一刻被允许参加德国代表团。“整个过程所采取的形式，使我根本无法和德国代表团共赴巴黎开会。”（同上书，第43页）


  但是，维克多·法里亚斯在柏林的档案中心和波茨坦的档案馆中找到了相关卷宗。得出的结果是，海德格尔已于1935年去过巴黎，以便为德国代表团参加会议作准备工作。海德格尔把这次会议的意义估计得很高。对他来说，笛卡尔是近代哲学之父。他的哲学的反对对象就是他。巴黎会议对他有吸引力，因为他看到，这是力量的大较量，竞技场。他太愿意接受这种挑战了。海德格尔有目的地发展出了一系列思想。这些思想后来于1938年9月以“通过形而上学对近代世界图像的奠基活动”为题，在弗赖堡以讲演的方式公诸于世。后来题目缩短为《世界图像的时代》发表。


  海德格尔想去巴黎，他只等德国方面正式对他的派遣。但起初他的希望落空了。德国方面的支持来晚了。对海德格尔来说来得太晚了。法里亚斯找到了海德格尔1937年7月14日写给弗赖堡大学校长的信。信中解释了他为什么拒绝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匆匆参加德国代表团一事。“一年半以前大会主席就向我个人发出了邀请。当时我便通知了帝国教育部，并附信指出，准备在这个同时作为笛卡尔纪念会的哲学会议上，对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知识的看法进行冲击。为此应提前作相应准备，成立强有力的、有影响的德国代表团。但这一说明如石沉大海，未获回音。所以，此后来自巴黎的多项邀请，便没有再继续报告。因为对我来说，参加巴黎大会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只是德国的领导机关是否愿意在德国代表团里看到我。”（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第330页）海德格尔显然觉得受到伤害。因为德国政府机关没有及时就参加会议的战略准备工作和代表团的组建问题同海德格尔进行联系。很可能海德格尔原来预想，他可能会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带团去巴黎。但政府、党的领导机关于1936年定黑塞为代表团团长。他在1936年8月的一篇呈文中，对这次大会的目的作了如此描述。显然大会想把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同哲学概念本身划等号。这样“今天的德国的哲学意志”便被划到哲学之外，被视为“伟大欧洲传统的否定，视为自然主义的分裂主义的表达，视为对精神思想的放弃”。实施对德国的“思想精神孤立”，建立法国的“精神思想的领导”地位。这就是这次大会的战略目的。为此必须对此提出相应的、强有力的对抗措施。代表团必须有能力“代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意志，并使之得到清楚的贯彻”；不仅需要强有力的辩护，而且必须能够发动进攻。黑塞写道，“这是德国精神思想向欧洲空间的进军”。十分遗憾，在新德国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哲学家，能胜任为德国哲学进行“国际水准的战斗”的任务。（同上书，第335页）按黑塞的建议，代表应由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阿尔弗雷德·鲍姆勒尔组成。


  这个建议被接受了。1937年初，黑塞与海德格尔联系，但海德格尔已经拒绝参加大会了。这也使他避免了进一步的尴尬。因为代表团成员不仅按意识形态原则，而且还是按种族原则组建的。胡塞尔被大会定为主要发言人，但是因为他是非雅利安人种，不能接受邀请参加大会。德国领导机关正确地估计到，胡塞尔出席会议，会把官方代表团完全排挤到不被人注意的地位。人们担心胡塞尔会受到“格外热烈的欢迎”——会变成对德国代表团的示威。


  代表团是以军人的姿态出现在巴黎的。有些教授身着纳粹党制服。法国一家报纸在报道中惊叹，与通常的国际哲学大会的情形不同，这次德国方面显然没有“个人”露面，而是一种集体精神的代表。来自诗人和思想家国度的哲学，居然也能按整齐划一的战斗编队前进，使人感到忐忑不安。


  海德格尔留在家里，写作他的唯一的关于德法谅解的著作。他的作品发表在一本文集《阿雷芒之国·民族特色与使命》中，题目为《通向表达之路》，文中讨论了法国精神和德国精神争论的问题。


  该文集的主编是当时弗赖堡市市长、当时纳粹报纸《阿雷芒人》的主笔弗兰茨·克尔伯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莱茵河地区就非军事化了。希特勒为了同法国算账，下令向莱茵河地区进驻军队。文集的出版就是为希特勒的军事行动作宣传。但海德格尔并没有为配合这一宣传目的而作文章。按佩茨特的记述，海德格尔十分乐意在朋友圈子中朗读这篇东西，“似乎这篇东西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佩茨特：《走向明星》，第47页）1945年以后，海德格尔还把它收进了《思想的经验》自选文集中。


  文章中涉及的是德国和法国人民相互谅解的问题。海德格尔并不停留在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冲突、军事冲突与对立等问题上。“现在，这个世界的历史时刻”，向“创造历史的西方的各民族”提出了伟大得多的任务：解救西方。但是，通过不同民族风格各异的思维与文化风格的妥协、平衡以及相互混合，并不能成功地完成解救的任务。要想完成此任，只有各个不同民族以自己的独特性为基础进行思考，以这种思考活动为基础，对西方的同一性的解救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法国，笛卡尔主义，即坚持理性对“res extensa（广延之物）”的支配作用的幻想，占着统治地位。在德国，总的来说是与其相对的历史性思维有着决定性影响。把这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本身并不稀奇，并不是海德格尔的原创。但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把这种对立，看作是最终公开决裂，它是由古希腊原始哲学舞台上未能得以展开、未做出区别所致。这里指的是柏拉图的存在和赫拉克里特的生成，也就是说，后来的理性主义和历史性，还在同一的城邦中相互争论，发生着影响，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思想精神同一性。可以说，是同亚洲思想相对立的同一性。这些亚洲式思想包围着古希腊，像大洋的巨浪冲击小岛一样冲击着古希腊。那么在“今天世界历史关键时刻”，什么是“亚洲式的”呢？海德格尔并没给出清晰的答案，但是，按照他的思维逻辑，我们今天的所谓“亚洲式”的，并非是“野蛮、愚昧的”，而是以放荡不羁的北美和俄国为其典型代表的现代性。而法国的笛卡尔主义，是现代性的新的源泉，所以法国与德国在解救西方中的合作，是一种非对称的合作：法国的理性主义必须进入德国的历史学校中，更进一步讲，到海德格尔的存在思维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因为只有从这种思维的观点出发，才可望克服理性主义的客观性妄想，让自己向存在史的宝藏开放自身。最后的结论是：德国思想精神对法国思想精神的需要，远不及法国思想精神对德国的需要那么迫切。海德格尔的友好提示还指出，法国的思想精神现在已经注意到它们缺了黑格尔、谢林和荷尔德林。法国思想精神还可以救药。


  没有任何论据证明海德格尔读过法国康德主义者朱利安·本达的哲学小册子《知识分子的叛变》［La trahison des clercs］一书。1927年这本书在法国出版后引起了很大轰动。它已经代表法国方面对海德格尔式的会谈的提案预先给以了回答。在本达看来，知识分子把他们自己交给历史的大潮，任其推动、漂流，而放弃真理、正义、自由等的普遍适用的思想精神价值，听从本能、民族精神、直觉等等非理性力量支配，这就是知识分子叛变的开始。被定义为世界牧师的哲学和文学的知识分子，所肩负的任务是，反对各个时期的政治上的所谓时代精神的侵袭，保护人类的普遍价值。除了知识分子，难道还有其他人能完成此任吗？因为“俗人”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世界的行为和激情中了。这是一种严格的人文主义的唯理论。它公开站出来反对浪漫主义的民族精神的花言巧语。本达在谈到德国思想精神时说，康德以后，德国精神已无甚可学的东西。我们只有不断告诫人们，对它们提高警惕。本达引用了雷兰的话，似乎是一直针对海德格尔的：“人既不属于他的语言，也不属于他的人民，他只属于他自己。因为他是自由的，即道德的存在。”本达坚信，谁要是把人类的精神思想驱逐出它的普遍性的故乡，让它变成人民争论的对象，那么不久就会在那里看到对“文化战争”的呼吁。（本达：《知识分子的叛变》，第98页）这并不是海德格尔想要的。海德格尔所希望建立的，是友好的睦邻式关系。“相互倾听的持久愿望和自己本真的独立和决定的坚定勇气，都是这种睦邻关系的组成部分。”（海德格尔：《思想的经验》，第21页）关键性的东西并没有改变：当涉及到决定是笛卡尔的唯理论，还是历史性的思想更适于存在的开放性时，对海德格尔说，必须找到一个“途径‘以对这一决定’加以表达。‘不允许’回避这一极困难任务，即事先划好选择的区域”（同上书，第20页）。有一点很清楚，海德格尔认为，他自己的思想是适合于肩负此任的。法国与德国哲学上的谅解，不是在别的什么中心地方，而是在托特瑙山的山顶上进行。


  三年之后，希特勒发动的战争全面展开。1940年夏天法国战败。在这年的夏季学期讲授尼采的课上，他讲解欧洲虚无主义时，讲到法国的投降得出的结论是令人吃惊的：“在这些日子里，我们自己成了神秘的历史规律的见证人。一个形而上学所由发源的民族，有一天会变得对形而上学来说不够成熟，不再适合。而这恰恰发生在形而上学自身转变为无条件的时刻……只有坦克车、飞机和新闻通讯工具是不够的。只有能驾驶和使用它们的人也是不够的。……它需要一个从根本上，从它特殊的基本存在出发，就特别适应于这种近代的技术和形而上学的真理的整个人群，这就是说，一个让技术的本质来统治自己，以便自己对具体的技术过程和可能性加以操纵。只有尼采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超-人，才适合于这种无条件的‘机械的经济学’，反过来，超人也需要这种‘经济学’以建立对地球的无条件统治。”（海德格尔：《尼采》，第2卷，第161—162页）也就是说，德国证明了自己比笛卡尔式的法兰西民族更加笛卡尔主义。德国更成功地实现了笛卡尔的统治整个“广延存在”，即对自然实行技术控制的梦想。“全面动员”（同上书，第29页）即整个社会和所有个人的技术与组织上的编排整理，在德国才第一次获得成功。近代形而上学在这里结出了丰硕成果。存在只是“被表象性”和“被生产性”。德国获胜了，因为近代的胡作非为，在德国这里得到了彻底的——“超人”的——发展。法国人只是一个魔术学徒，他们启动了这一过程，他们自己却对于这一过程不成熟，不适合。在极权主义的德国，养成了那种能担此任，适应近代技术的人群。在这里，人本身显然变成了导弹。另外，后来海德格尔怀着恐怖和兴奋的双重心情，谈到他的日本学生之一报名参加了“神风飞行队”。


  1935年的讲授形而上学的课上，海德格尔还把美国和俄国看作“毫无希望的脱缰的技术的疯狂”的先锋力量。（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第28页）现在他看到德国在这方面占了优势。他谨慎的满足的口气谁都听得出来。这使人想起海因里希·曼笔下的一个人物，笛德利希·黑斯林。当他受到一位威风凛凛的海军少尉的极为痛苦的伤害时。他还十分满足地说：“我们没人学他的样子。”海德格尔也是如此：德国胜利了，因为它比其他国家更有效地服从技术的胡作非为。但是，有一条，遗忘存在的顽固不化我们可没有学！


  海德格尔的儿子，约格和赫尔曼参军入伍，从1941年起赴东部战线。年轻的伤残军人、休假的战士、老龄学生坐满了讲堂和教室。女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从前线来的死亡和失踪的人数与日俱增。


  1941年9月26日，海德格尔在一封给他阵亡学生母亲的信中写道：“对我们留在后方的人来说，十分难以了解，许许多多的德国青年出于真正的精神和一颗敬畏的心，这些人到底怎样经历到那最美好的命运的。”


  这里所说的阵亡者最美好的命运是什么？是他的思想吗？大多数阵亡者没有几个可信赖的朋友，但他们在哲学家的记忆中被保存起来，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以便他们在后代人那里，重新唤醒德国人的精神和忠诚之心。这场战争因此获得什么意义吗？海德格尔在关于尼采的课上不是说过，这场战争是遗忘了存在的、趋向于权力的意志的表达吗？


  的确，海德格尔在他的讲课中不断地重复上述思想，但海德格尔也说，“当下在将‘人力物力资源’用于趋向于权力的意志的无条件的授权”的历史时刻（海德格尔：《尼采》，第2卷，第333页），哲学完全变成多余的，因而感到威胁。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它将从公众生活的舞台上消失，因为，它除了是“来自存在自身的召唤”之外一无所是。（《海德格尔全集》，第54卷，第179页）但现在已没有时间接受这种召唤了。战争的结果使德国的人们认为，对诗人和思想家民族的从属已经被超越了。（同上书，第179页）为这类战争作出的牺牲还能有什么意义呢？


  从海德格尔的观点出发可以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众所周知的，即本真本己的人生的实施，并不取决于整个环境的道德特征。这里所关注的只是他对它的态度（Haltung）。海德格尔在给那位母亲的信中，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称赞阵亡中的“内在的火”，“在世界性事物面前”的崇敬——而不管这种世界性的事物在不同的情况下具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具体准确的意义海德格尔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并不知道这个青年人阵亡时的具体情况。


  第二个回答是，牺牲之所以很有意义，是因为而且只有当战争本身很有意义时，才具有意义。但海德格尔在这个问题上是摇摆不定的。一方面他把这场战争理解为划时代的趋向于权力的意志的表达——但他从来没有发觉希特勒的德国对此应负的全部责任——因此整个战争被看作已背离任何意义的近代全部动员的一个事件。从这个立场出发，为战争的牺牲应是毫无意义的。但对海德格尔来说，美国的参战，使战争的情况发生了变化。1942年夏季，在讲授荷尔德林的课上他说：“今天我们知道，美国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已经作出决断，要毁灭欧洲，即毁灭故乡，即毁灭西方的起源”。（《海德格尔全集》，第53卷，第68页）


  但是，这个“西方”的起源活在什么地方？正式的德国不可能是这个起源的生活场所。因为，正如海德格尔自己不知疲倦地反复强调的，在这里，是机械化的经济学和把人降低为物质性的东西取得了胜利。


  但是，还有一个非正式的德国，即一个想象中的德国，即荷尔德林所相信的德国。这个德国，它的语言——除了古希腊之外——是唯一保藏着哲学精神的语言，1943年的关于赫拉克里特的讲课中，海德格尔说：“行星在燃烧，人的本质四分五裂，只有德国人能够从事世界历史的思考，前提是他们能发现那德国性的东西，并将其保护起来。”（《海德格尔全集》，第55卷，第123页）这个本真本己的、众叛亲离的西方的德国，难道不是只存在于海德格尔哲学之中吗？


  尽管海德格尔不想染指“趾高气扬”的历史使命之类的东西，情况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他的哲学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完全转入对伟大的奠基人的怀念：荷尔德林、巴门尼德和赫拉克里特。在海德格尔这里，思维同外在的事件的发生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当发生的变故走向它的灾难性的终点时，在希特勒政权以其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达到了它的残酷性的最高潮时，海德格尔则越来越深地沉浸在那开端之中。“西方之开端隐蔽的精神，对于这种无开端的自我毁灭，连鄙视的一瞥都不屑一掷，而只泰然自若地在开端的静谧中期待着转折时刻的到来”。（《海德格尔全集》，第53卷，第68页）


  和1933年不同，如今海德格尔已经不再期待社会政治大事变的发生了。如今转折的时刻是孤独中诗的吟诵与思维的时刻。诗的吟诵和思维，暂时还不在任何运动中寻求支持。1943年海德格尔在为他的《什么是形而上学？》写的后记中说，“本质性的思维关注着难以捉摸的东西的缓慢的朕兆”。（海德格尔：《什么是形而上学？》，第51页）这种思维不产生任何“结果”。存在只是一种希望，也许在这里或那里燃起类似的思维，通过这些思维构成一种秘密的跳出了当前的“世界游戏”中的兄弟友谊“世界游戏”，这一说法是1941年的一次讲课中第一次使用的，被用来指称这个巨大的悲惨困境的特征。在当前的这场“世界游戏”只看到工人和战士。离开这种“正常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被海德格尔说成是影射恩斯特·荣格尔“在这样的时代，迄今为止的世界已四分五裂，现在只能铤而走险，冒险就是摆脱‘常态’的一种类型。人在这种冒险中保护现实。在这个时代里，谁还会对上述这种思想的不断增长感到吃惊呢？”（《海德格尔全集》，第51卷，第36页）冒险给存在之遗忘涂上了一层刺眼的颜色，增加生气勃勃的推动力，它冲入现代的大机器之中，尽管它将被这个大机器绞得粉碎。它不断提高这种游戏的赌注，以便使它更有刺激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深沉思维急切性（Instandigkeit）是以另外一种方式，与世界游戏的灾难性关系相对抗。以前人们将沉思称为“vita contemplativa”。〔拉丁文，意为：静观的生活。——译者〕但海德格尔认为这个说法在根本上不适用指称他的思想。正是这种急切性，将海德格尔推入一种简单的生活附近。他在1943年讲授荷尔德林的课上说，如果从一个现代人那里把他借以娱乐和吸引他的一切，如“电影、收音机、报纸、剧院、音乐会、拳击、旅行”（《海德格尔全集》，第55卷，第84页）统统拿掉的话，那么他就会空虚致死，因为“简单的东西”已经不再和他打招呼。但在深沉的思维中，空虚恰恰可成为一种“回忆存在”的契机。（同上）在战火正旺之时、在“整个星球都在燃烧”之时，海德格尔的哲学就已经转到战后的题目之上：泰然任之。


  在战火纷飞中能泰然任之，还要归功于对紧迫的现实的无视。上面我们已引证过海德格尔1944年给《什么是形而上学？》第4版写的后记。在这个后记中海德格尔写下了一句十分含糊不清的话：“存在可能没有实存也能存活［west］”。在地狱开始之年，海德格尔对实存的思考已走得相当远了，以至于存在已成为某种以前所不曾是的东西：一种独立于实存的关联量。但在1949年该书再版时，他又撤回了这已逾矩的一步。他把“可能［wohl］”改成了“从来没有［nie］”，于是这句使人眼晕的话变为下面的样子：“存在从来没有离开实存存活过。”


  关于在那处境艰难的时代，存在是以何种方式在场的，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写的关于荷尔德林的文章中，我们能找到海德格尔意味深长的表达：“破裂过程的混乱。”（《海德格尔全集》，第4卷，第62页）无底无根的深渊张开了口，大地在震动。


  出于同一时期，在涉及荷尔德林献给施瓦本故乡的赞歌时的下述说法与上面的表达形成鲜明对立：“母亲斯威维恩住在‘家中炉灶旁’，炉灶一直保护节省下的火炭。当它燃烧起来时，生机勃发中向空气敞开自身。……所以当一个人不得不离开近旁处所时，举步十分艰难。”（同上书，第23页）


  第二十章


  海德格尔参加人民冲锋队  弗赖堡被毁  惊恐不安的田园生活：维尔登施泰恩堡  海德格尔面对清查委员会  雅斯贝尔斯的鉴定信：“拘谨、专制、封闭”  禁止教书  法国发现了海德格尔    考叶维、萨特和虚无  海德格尔读萨特  被错过的会面  访红衣主教  精神崩溃和冬季的森林中的康复



  1944年11月27日，一夜之间，英国和美国的轰炸飞机大队把弗赖堡城炸得体无完肤。不久前海德格尔参加了人民冲锋队，赴布赖萨赫［Breisach］。人们想在那里把法国军队阻止在莱茵河右岸。但是为时已晚。人民冲锋队只好返回，海德格尔也在行列中。他是依据1944年10月18日的领袖公告而参军的。这是最后一次征集兵力：16岁至60岁的所有男性均应征入伍。不允许有任何免征之例。有工作能力是入伍的唯一标准。因为海德格尔有工作能力，所以也属于被征对象。但并不是海德格尔所有同事都被征入军队。征兵工作是由地方纳粹党负责进行的。当时一片混乱。此时，哲学系的同事为海德格尔脱离军队而努力活动。哲学系同事委托当时柏林的威廉皇帝优生学研究所的臭名昭著的所长、此时已退休在弗赖堡的欧根·费舍尔给教师联合会的领导舍尔写信，请求让海德格尔脱离军队。信的结尾中说：“在我们德国，阿尔萨斯地区的敌军距离我们城市不到50公里，值此困难之际，我们还提出这一请求，足以表明我们对德国科学的未来的忠诚。”三周之后，当费舍尔回信说：“由于情况不明，我不能为海德格尔做任何实事”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当人民冲锋队撤回来后，大学放了海德格尔的假，让他回家去整理手稿，并把它们带到麦氏教堂镇附近保险的地方去。在离开已被炸为废墟的、同盟军队的占领指日可待的弗赖堡城之前，他还去拜访了哲学家乔治·皮希特［Georg Picht］和他的夫人。海德格尔还想请他夫人再弹奏一点东西。皮希特夫人弹了一曲舒伯特的遗作B大调奏鸣曲。海德格尔注视着皮希特说“我们用哲学做不到这一点”。1944年12月的一个夜晚，海德格尔在皮希特家的来访留言簿上写下了下面的话：“沉沦并不是死亡。每个沉沦都隐蔽在开端之中。”（皮希特：《思想的力量》，第205页）


  海德格尔周围发生的一切、海德格尔要逃避的一切，到底是死亡还是沉沦？在留言簿的话对此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半年之后，1945年7月20日，海德格尔在给鲁道夫·施蒂尔曼——他的科学家营地日子里的“侍从”、如今已是图宾根大学哲学系主任——的一封信中对此给予了回答。“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思考沉沦。为此我们德国人不能沉沦，因为我们还没升起呢，我们刚刚度过黑夜。”（奥托：《海德格尔》，第22页）


  从逃离弗赖堡到返回已被法军占领的弗赖堡，这期间有半年之久。在这半年里，他过着一种惊恐的田园生活。他同他弟弟一起，在麦氏教堂镇整理了一冬天手稿。当春天到来时，整个哲学系——实际上应说，轰炸后遗留的哲学系的残余——都搬进山里。弗赖堡大学决定，将大学的一部分进行疏散转移。隐蔽区被选在麦氏教堂镇附近的博伊隆上面的维尔登施泰恩堡。1945年3月，十个教授同三十几个学生，大部分为女性，部分步行，部分骑自行车，带着沉重的行李和书籍，攀上黑森山，上多瑙河，在富尔施腾堡的房产、城堡中以及附近的莱伯廷根驻扎下来。从麦氏教堂镇到维尔登施泰恩堡，这段路是海德格尔的熟路。现在他又走上这条路，去城堡酒肆中去主持他的小小讨论班。而此时山下的谷地中，法国军队已沿希格马林根方向突进，以扫荡逃亡到那里的法国维希［Vichy］傀儡政府的残余。5月底是牧草收割季节。教授与学生帮助收割。为此他们可以得到食品。很少有消息从弗赖堡传到山上。人们只知道，城市被占领。侥幸的是，在弗赖堡周围地区并没有大战。山脚下谷地中的博伊隆修道院内建起了战地医院。每天都有退下来的伤员。在收割牧草的间隙，在山岩之上，过去强盗住的巢穴里，成了研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世纪历史和荷尔德林的场所。荷尔德林在《伊斯特尔》赞美诗中，对上多瑙河进行过歌颂。“但人们称它为伊斯特尔/他住得很美，燃着落叶的烟柱，徐徐升起。……”海德格尔经常对这首诗进行诠解，现在他又来解释它。在这期间，荷尔德林成了他的家族谱系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编辑后出版的文本中，没有收入的一条注释中海德格尔说：“也许荷尔德林这位诗人，成为了思维者分析活动的决定性的赠品，这思维者的祖父和‘伊斯特尔’赞美诗诞生于同一时期……依据文档，他生于多瑙河谷上，山岩下的溪流岸边的羊圈（一个奶牛场的绵羊圈里）。传说的隐秘的故事中不只有偶然性。一切都是馈赠。”（珀格勒：《海德格尔：政治上的自我理解》，第41页）


  从维尔登施泰恩堡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古老的多瑙屋［Donauhaus］，海德格尔的祖父出生的那个绵羊圈就归它所有。


  这个不寻常的夏季结束之际，6月24日，在城堡里举行了结束庆祝会。这个地区的居民都接到邀请。他们带来了吃的东西。城堡大厅里，人们演出话剧，又歌又舞。三天以后，在附近的伯纳德·冯·萨克森·麦宁根王子的别墅里，海德格尔又一次大登场。此后，再次登台讲课，那就是好多年之后的事了。他的讲演以一段钢琴小协奏曲作引导；报告的内容是对荷尔德林一句话的讲解：“在我们这里一切都围绕精神思想性的东西协调在一起。我们变得贫穷了，为的是成为巨富。”


  在此间已被占领的弗赖堡的法国军事当局，已经开始征用军用住房。在海德格尔的档案卷里有一注释：“海德格尔在本城被视为纳粹（他的校长就职演说）。”（奥托：《海德格尔》，第295页）凭这一句话临时市长就有足够的理由将海德格尔的房子——在勒特布克街47号——于5月中旬列入征用“黑名单”。但尚未最后决定，是只在他家驻军，还是让他搬离此处。而且还有征用他的图书馆的威胁。海德格尔那位夫人埃尔福丽德独自一人与官方进行了一周艰苦的交涉，最后提出抗议，请求等她丈夫回来再议。


  在海德格尔回来之前，她就接到临时市长的决议通知书，“据军事政府解决最困难的住房紧张问题的命令，首先征用党的同志的住房”。海德格尔毫无疑问是党的同志。


  当海德格尔7月初从维尔登施泰恩堡回来之后，对他来说，环境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刚刚还在城堡里和王子别墅中陶醉在肃穆的敬仰之中，几天之后在弗赖堡就被推上了审判台，成了受审者。负责部门让他承认，他完全可以放弃他的图书馆，因为没有图书馆，将来他也就不会再重操旧业的。7月16日，海德格尔写了一份给市长的陈述状，这是他以后许多年里，不断为自己作的申辩的基本模式的第一个草案：“我向对我个人和我的工作进行的这种贬低提出最严重的抗议。为什么恰恰我不仅受到征用我的住房，而且完全剥夺我的工作场所这种处罚?我向世界公开地讲，为什么在全城市父老面前对我公开诽谤？我在党内从来未担任任何公职，也未在党的机关内或它的附属部门从事过什么工作。如果有人把我的校长就职演说看成我的政治问题的话，那我不得不要求，给我提供可能，对所有的、由随便什么人对我提出的谴责和指控进行辩护，这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让我了解所掌握的一切用于反对我以及我的公开的公职活动而提出来的事实。”（同上书，第296页）


  开始只涉及住房和图书馆。海德格尔还保留公职。但是法国军事管制当局，已经着手从事政治清查工作。大学则想保住自己独立的实体的地位，想向当局证明，它自己有能力从事清查工作。所以1945年5月8日，校评议会作出3项关于校内调查填表活动的决议和甄别校方人员过去政治活动的标准规范。这里提出了三个规范：为保安部从事工作和从事密探工作者；正式从事干部活动者；从事领导和代表性的工作（校长、系主任等）者。按此标准，学校当局认为，海德格尔接受审查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法国军事管理当局不承认大学为独立实体，所以不同意把清查工作交由大学自己去办理。法国的联络官员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它在大学代表军方政府，由它负责实施清查工作。清查委员会里有康斯坦丁·冯·蒂茨、格哈尔德·里特尔和鲁道夫·兰帕。这三个都参与了7月20日的密谋指暗杀希特勒的行动。——译者，刚刚从监狱中被放出来。另外还有神学家阿尔盖尔和植物学家弗里德里希·厄尔克斯。后者是雅斯贝尔斯的好友，和雅斯贝尔斯一样，也与犹太女子结婚，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整天战战兢兢度日。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必须于1945年7月23日首先面对这个委员会为自己辩解。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对海德格尔十分有利，使他欢心。比如格哈尔德·里特尔曾专门让人记述下来。他通过与海德格尔十分亲近的人获知，海德格尔自勒姆政变指希特勒于1934年杀死由恩斯特·勒姆为首的内部反对派事件。——译者之后，内心一直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委员会里只有兰帕是海德格尔复职的坚决反对者。兰帕是国民经济学家，在海德格尔当校长时受到排挤。当时海德格尔反对延长他的讲座教席，因为海德格尔认为，对纳粹来说，他是政治不可靠分子。从7月23日委员会主持的第一次审讯起，海德格尔就清楚了，他的辩护应主要针对兰帕。所以，两天以后，海德格尔请求同兰帕进行私人谈话。关于这次谈话，兰帕为清查委员会作了一份详细记录。根据记录，兰帕为了避免尴尬局面，驱除人们认为他持有偏见的怀疑，他一开始便声明，1934年涉及他自己的事情，于他对事情的判断无任何影响。然后，他向海德格尔重复了委员会对他的谴责：第一，作为校长在学生纳粹团里进行纯粹纳粹式的政治宣传和呼吁号召。第二，海德格尔十分坚决地、不留一点妥协余地地贯彻执行了领袖原则。第三，作为校长他向教职员发出多次命令、通告，它们的内容，按兰帕的原话，只能看作是“对高校教师有权享有的，理应受到保护的尊严的严重损害。”海德格尔的国际声誉，更加强他的错误影响力，因此，他“当时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当时特别危险的发展倾向，作出了本质性的支持”，对纳粹有贡献。面对兰帕，海德格尔发展出了一整套的自我辩护方针，这套方针一直延用到他晚年的《明镜周刊》访谈录：他之所以支持国家社会主义，是因为他期待它成为一种力量，以更新了的民族共同感情为基础，形成同现存社会对立相抗衡的力量；另外，共产主义的蔓延也必须加以阻止；他被选为校长也是违背他的心愿的；他之所以任职一年，是为了避免更坏的事情（比如党魁阿里的当选）的发生，但是，他的同事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此而放弃了对他应有的支持；三十年代中期起，他便公开——主要是在讲授尼采的课上——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权力思想进行了批判。党也对此作了相应的反应：他们派密探到他的课上，阻挠他的著作的公开发表。


  兰帕对海德格尔这种毫无负疚之感的表现十分愤怒，要求海德格尔承担“个人的责任”。像海德格尔这样坚决彻底贯彻领袖原则的人，绝不允许用什么“存心捣乱”，没有人支持这类鬼话来为自己开脱。关于海德格尔后期对制度的批评并不足以“抵消”（兰帕语）他的行为。与他的履行校长职责时的行为和各种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那些个人损害相应，他应受到被害者的直接的批判。


  海德格尔自我辩护完全出自对自己的恐惧。和他一样身负罪责的同事，比如弗赖堡的罗曼语文学家胡果·弗里德里希已经被法国人逮捕入狱。他十分担心自己会遭到同样的下场。他担心他的房子，担心他的图书馆。他只看着他面对的深渊，但从来没有面对他自己的政治错误这个深渊。只看到他工作的损失和他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可能降级的威胁。他对兰帕讲，委员会的否定性的鉴定，会使他失去“公民权”，所以他才如此全力以赴为自己辩护和证明自己的清白。


  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没有表现出有任何一点知罪认罪的感觉。而事实上他也的确没有什么罪。因为对他来说情况是：他短时间地参加了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他把它当成形而上学革命。当这革命没有兑现它的诺言时——这革命对他许下了什么诺言，他从未说清楚过——他便抽身退出，去做他的哲学工作，而置党的批准与否于不顾。他并没隐瞒他对该制度的保留态度，而是在讲课时公开批评，因此，他与其他那些适应这个制度、为这个制度服务、但并没有受到审讯的绝大多数的科学家相比，他对这个制度应负的责任要小得多。他与这个制度所犯的罪恶有什么关系？让他受到审讯的确使他吃惊。正如他后来面对雅斯贝尔斯所承认的，他对自己短期参加这一革命而感到“羞愧”（1950年4月8日信），但这是对自己“看错了”的羞愧。他自己所追求的暴动、革新，从他的观点看来，与最终的政治现实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毫不相干。在他的出自哲学动机的政治参与结束后，哲学与政治领域截然分开。这在他看来，是他的哲学观点重新获得了纯粹性。他自己的向公众公开的思维为他自己平了反，恢复了名誉。所以他并不感到有罪，不仅在法律上是如此，而且在道义上也是如此。


  1945年8月，清查委员会驳回了兰帕的鉴定草案，对海德格尔的政治行径，作出了一个十分宽大的鉴定：尽管开始参与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用“德国教育界的眼光”对它作了论证，因此加重了“在政治变动中德国科学家自尊”的负担。但1934年以后便不再是纳粹分子 。委员会建议：海德格尔应提前退休，但保留公职。他还应继续他的教学工作，但不允许再对任何校系组织和学术团体发生任何影响。


  但大学评议会（而不是法国军政府）反对这个宽大的鉴定。理由是，像海德格尔这样的人都一毛未动地逃脱，我们便无任何理由对学校里其他有罪的成员再行审查了。因此委托委员会对海德格尔一案再作审查。


  至此，海德格尔的要求是全面恢复权力和名誉。他想保留所有教职人员享有的一切权力和义务。现在他看到，为了获得军方管制方面的信任，校方显然想拿他的案子作个样子给法国人看。所以，情况变得对他不利了。于是他急忙表示愿意接受退休的处分，他只想为保留他的教师权力和退休金而争斗一下。他建议，让雅斯贝尔斯给他作鉴定，指望这个鉴定会减缓他的罪名。1945年圣诞，雅斯贝尔斯为他写了一份鉴定。（胡果·奥托重新找到了这份鉴定）但起的作用完全相反。


  一开始，雅斯贝尔斯想推辞不写。后来又觉得，对海德格尔作公正鉴定，是自己不能推卸的义务。当时他正在这个冬季学期讲授“清理罪责的必要性”的课。如果海德格尔当时知道雅斯贝尔斯这门课上讲的内容，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请雅斯贝尔斯为他写什么鉴定了。雅斯贝尔斯在课上说：“许多1933年参与了、并力争充当领袖人物为新权力提供世界观的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个人后来受到排挤，因此十分不满。他们感觉在纳粹时期受了罪，所以现在准备做教授的继承者。他们把自己看作反对纳粹的人。但是在那些年代里，有这样一种纳粹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在精神事物上，他们毫不遮掩地宣布真理——他们保卫的是承传下来的德意志精神——他们为破坏提供保护——他们直接参与了具体的事件……一个1933年的成年人的内心的内在信念，如不是出于政治的迷误，而是出于通过国家社会主义而进一步加强的此在生存的感觉的话，那么，这种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如果不经过重新熔炼是不会变纯的。他们也许要比其他人需要更深地浸入这熔炼之中去”。（雅斯贝尔斯：《罪责问题》，第46页）雅斯贝尔斯讲这些话时，心里一定想着海德格尔。


  雅斯贝尔斯同海德格尔的联系，早在1936年夏季便中断了。最后一封信是1936年5月16日写的。海德格尔不再作答。信中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寄来的荷尔德林的文章作了如下回复：“请您理解并允许我沉默。我的灵魂残废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并非如您所写的‘没有尊严，只有哲学’，而是变得哑口无言。”（《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62页）


  1937年雅斯贝尔斯被开除公职，并禁止他讲课和发表任何东西。海德格尔对此没有任何反应。从1938年起，犹太人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斯夫人）天天都面临被驱逐的现实可能性。为了对付随时可能降临的灾难，雅斯贝尔斯夫妇总是随身带着剧毒胶囊。


  雅斯贝尔斯谴责自己，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里，面对海德格尔不够公开直率，没有直接质问海德格尔的卷入政治的活动。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其原因，乃是因为雅斯贝尔斯在1948年3月1日一封从未发出的给海德格尔的信里有如下说明，“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出于对某些人的不信任：在暴力统治下我没有看到这些人有任何一点友谊的表示。我学着斯宾诺莎的样子，遵循柏拉图的建议，采取了预先的防范措施：在这种时代像蚯蚓一样隐蔽起来。……从1933年起，您就成为对我的一种威胁，直到——就像时间流逝中经常出现的那样——由于30年代许多更为可怕的事情的压力不断增长，您对我的这种威胁几乎消失了，只留下了一些淡淡的回忆，和偶或但不断重新出现的对此的惊奇。”（《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167页）


  现在海德格尔情急之下，于1945年底直接找到雅斯贝尔斯门下，这使雅斯贝尔斯十分失望。因为在德国被解放之后，雅斯贝尔斯一直期待着海德格尔的清楚明白的交待。但是海德格尔毫无动静。而且在雅斯贝尔斯于1945年秋寄给海德格尔一份由他参与主编出版的《转变》杂志之后，海德格尔仍然毫无反应。


  在1948年那封未发出的信里，雅斯贝尔斯对他1945年为海德格尔作的鉴定作了如下的评论：“在那冷峻的表达中，您已经无法感受到我心之所系。我那封信的出发点是，承受那不可避免之事，在最危险的情势下为您争取最好的可能，以便使您继续您的工作。”（同上书，第167页）


  雅斯贝尔斯让他承受的“不可避免之事”包括：海德格尔如何向纳粹告鲍姆嘎登［Baumgarten］的密，但另一方面又如何用最优的成绩单和个人的努力帮助他的助教，犹太人布罗克博士脱身回到了英国。委员会直接向雅斯贝尔斯询问海德格尔反犹太主义的问题。雅斯贝尔斯的结论是，直到20年代，海德格尔都不是反犹太主义者，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比如处理鲍姆嘎登一案，海德格尔最终还是卷入了反犹主义。


  对于大学评议会的最后决定来说，雅斯贝尔斯下述的话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青年人的教育问题事关重大，责任非浅。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完全的教学自由，现在还不能马上实施。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思维形态是拘谨、专制、封闭，如让这种思想在青年教育中发生影响，后果不堪设想。在我看来，思想的形态比政治判断的内容更重要。政治上的判断的进攻性很容易转变方向。只要这个人没有在现实行动中证明他已完全悔过自新的话，就不可以向几乎毫无抵抗能力的学生推荐此人为老师。首先要让青年人学会独立思考。”（奥托：《海德格尔》，第315页）


  雅斯贝尔斯的鉴定，并没有止于对海德格尔参加国家社会主义的活动进行评估，而且认定，海德格尔的思维风格是有害于德国的政治和道德的重建工作。


  依据这一鉴定，大学评议会于1946年1月19日作了决定：建议法国的军事政府取消海德格尔教师资格，解除他的公职，让其领取一定量退休金。军事政府接受了这个1946年底的决定，但进一步作了更严的修订：1947年起取消退休金。但这修订于1947年5月便予以撤回。


  正如我们前面已提到的，在这种严厉的决定之前，大学和法国军政府中人们的情绪发生了骤然变化。在初秋之时，海德格尔还有望侥幸过关。因为法国军政当局此时尽管已经征用了他的住房，但对海德格尔的态度还比较温和，他被列为“可供使用”的人员之列，也就是罪责较轻，近期可重新启用者。


  但外面的传言和消息，给反对海德格尔复职的人敲了警钟。法国的一群知识分子要到弗赖堡和托特瑙山作虔诚的朝圣活动，拜谒海德格尔。据传说，1945年10月，海德格尔曾与萨特会过面。海德格尔受官方的要求，在法国报纸上作德国现状的评论。实情到底如何，我们下面再说。无论如何，这些传言却马上发生了作用。海德格尔的反对者兰帕据此要求对海德格尔一案作进一步的调查和从严查处，并获得了支持。兰帕的理由是，“如果海德格尔居然相信，他会受到邀请，‘作解释和导向的发言人’，那么这不是证明他毫无责任感，对他把我们大学以粗暴强权方式驱入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纳粹罪行毫无认识，就是证明，他‘对现实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同上书，第310页）而这两种情况都只表明，必须最终让这个哲学家退出舞台。


  当大学和法国军政当局正在要对海德格尔进行更重的处理的时候，也正是海德格尔在法国文化界的第二次生涯开始的时候。


  海德格尔在法国的影响开始于30年代初。它同当时的一种思潮有关。20年代末，让·瓦尔［Jean Wahl］和马塞尔［Gabriel Marcel］就把这一思潮称之为“生存主义”。1929年基尔凯郭尔著作的新译本在法国出版。与此相关，让·瓦尔和马塞尔对生存作了如下定义：“生存就意味着：选择、充满激情、变化生成、个性化、无限地操心自己、对自己的罪恶有知地面对上帝。”


  在法国30年代的这种“新思维”中有两个核心观念同笛卡尔主义形成尖锐对立：一个是生存的观念。在这里生存被理解为肉体的、有限的、破碎的、被从有承担能力的基础撕扯开去的一种存在。不论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还是柏格森的直觉，都未能开辟通向伟大安全保险的道路。现实性已失去了其坚实的稳定的意义。人被置于可能性之中，他必须在这种可能性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因此他才会犯罪。关于生存的观念，彻底结束了有关泛逻辑世界的幻想。


  关于生存的观念还同偶然确定观念直接联系在一起。具体的个人把自己体验为严格意义上的意外碰巧的发生事件。对他来说，他碰巧有这样一个肉体，因而有了这样一个具体的空间位置和时间位置。他对此无能为力，导致他对大多数事情无能为力。在他能为自己做点什么之前，某种他所不能左右的东西，总是已经与他发生了什么关系。偶然确定就意味着，已有的东西是可能再变成为没有的。人已经没有了更高的确定目标。如果他非相信这一目标的存在不可，他就必须跳过基尔凯郭尔的无底深渊。


  关于偶定式生存的观点，从一开始便蕴涵了对自由的极端理解。从基督教所理解的生存出发，自由就意味着，一种存在于人的内部的，面对神和绝对自我作出决定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榜样。而由非基督教对生存的理解，自由就意味着，被驱入空无之中。在法国生存主义文化气氛的形成中，反对上面引述的本达的斗争中，存在神秘主义、圣恩决定论、荒唐主义、虚无主义等三教九流，汇集在反笛卡尔主义的大旗之下。同时，在这个文化气氛的形成中，发生着不可小视的影响的还有现象学。早在20年代，法国人就发现了胡塞尔和舍勒。


  生存主义怀疑人类生活和文化中存在先定的、有保障的、有意义的和谐。现象学恰恰为此提供了一种可为补充的方法，可用以发展出一种方法，用它关注对世界中繁杂各异的事物，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方法。现象学在法国被视为一种艺术技巧，用它可从关注中抽出某种享乐，作为有意义的整体的破碎的补偿物。现象学还可以使人们在一个荒唐世界中找到认知的幸福。加缪［Camus］把这种对现象学的狂热和在荒唐世界中所受的苦难之间的联系，表达为“西西弗神［Sisyphos］〔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一。根据荷马的描写，他自私狡猾，罪恶多端，为此受到惩罚，要永远不停地向山上推石头。石头刚推到山顶就落下来，于是他又得重新开始工作。——译者〕的神话”。胡塞尔思想中最吸引他的是，现象学放弃了从事说明的同一的原则，以及对世界的无规则多样性的描述。“思维就是学习重新观看和重新注意，也就是驾驭他的意识，按着普鲁斯特的方式，让每个观念和每个变化到它喜欢的地方去。”（加缪：《西西弗神话》，第41页）


  曾在德国学习过，并且在那里结识了现象学的拉蒙·阿隆［Raymond Aron］在30年代向他的朋友萨特讲述了他对现象学的体验。萨特当时像触了电一样。萨特问，居然有一种能够让我们对杯子、勺子，我用勺子搅着的东西，凳子，等我点菜的跑堂，对这所有的一切进行哲学思考的哲学？就是关于现象学的这点道听途说，使萨特于1933年冬天来到柏林，以便在那里研究胡塞尔。到后来他谈到现象学时说：“几百年以来，在哲学中从未见到过这样现实主义的思潮，现象学家把人重新浸泡到世界之中。他们又重新赋予人恐惧和痛苦，以及他的反抗以重要的地位”。（萨特：《自我的超越性》，第91页）


  就是在生存主义哲学和现象学的大气候下，海德格尔哲学于30年代也开始在法国发生影响。


  1931年海德格尔的讲演《根据的本质》和《什么是形而上学》在法国哲学杂志上发表。这是这些文章的第一次翻译。接下来出版了选集，其中选入了《存在与时间》中关于忧虑操心和死亡的两章，《康德书》中的一章，以及《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


  但是，海德格尔之所以成为巴黎知识分子的秘密武器，与其说是由于这少得可怜的翻译，倒不如说应归功于一位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大·考叶维［Alexandre Kojève］。他于1934年到1938年讲授黑格尔一事早已成为传奇。


  罗吉尔·凯卢瓦后来描述了考叶维对整个一代人“绝对的智识上的统治”。巴塔伊记述说，每次和考叶维相遇，都被他“撅断、捣碎、连续毙死十几次；被掐死，被打倒在地，还踏上一只脚，然后撇在一边。在拉蒙·阿隆眼里，考叶维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三大真正有头脑的思想家之一”（其他两位是萨特和埃里克·魏尔）。


  考叶维的原名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考叶维尼科夫，是名门显贵之后，十月革命后，于1920年得以流亡德国。他靠贩卖走私入境的祖传财宝为生。他还占有着他叔父，瓦西里·康定斯基的肖像，是极有价值的抵押当品。他在海德堡就学于雅斯贝尔斯门下，并在他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写下了一本哲学日记《非实存哲学》。他的朋友亚历山大·库亚雷［Alexandre Koyré］也是一位俄国流亡者，在30年代初将他接往巴黎。在这之前，考叶维与库亚雷的弟媳发生了情爱，后来他又将这位年轻女人诱拐出走，而库亚雷受亲戚委托，从诱拐者那里去抢回爱情的战利品。库亚雷正是在履行此任时结识了考叶维。但库亚雷见到考叶维之后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使他不得不承认，“这位女孩有道理，考叶维比我弟弟强得多。”（里拉：《哲学的终结》，第19页）


  是考叶维的金钱危机——他购入的奶酪市场［La vache qui rit］的股票，由于交易所破产而一文不值，他投入的财产荡然无存——使得他不得不接受了聘请，法国高等实验学院讲授黑格尔。


  考叶维是欧洲哲学中的纳波科夫〔纳波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俄裔作家，主要作品有《洛莉塔》和《艾达》。——译者〕。他所讲授的黑格尔，是一个人们根本不认识的黑格尔：这个黑格尔与海德格尔长得像双胞胎一样相似。


  谁都知道黑格尔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被公认为理性主义者。现在考叶维要证明，黑格尔所作的事情，无非是揭示了理性为争取承认的斗争的非理性的根源：一个自身要求获得其他人在其如此这般的存在中对他的承认。考叶维把海德格尔的“操心忧虑”，嫁接到黑格尔上面，使之成为“对承认的操心忧虑”。获取承认是从操心忧虑中发源的，这是历史现实，它是一场人类为了一些十分可笑的赌注，而进行的直至流血的斗争：人拿自己的生命下注，所求的无非是更正边界的走向，为了去保护一面什么旗帜，为了对一个侮辱争得道歉，如此等等。根本不用把黑格尔倒转过来，黑格尔本来就是用脚站着，而且用脚印踏过历史的泥潭。在理性的核心中潜藏着偶然确定性。这些不同的偶然确定性经常发生流血的碰撞。这就是历史。


  联系到黑格尔和海德格尔，考叶维问道：这整个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给出了海德格尔式的回答：它的意义就是时间。各种东西到处出现，都会衰老，都有其时间形式。但是时间的现实的形式，与事物的时间形式不同。只有人才能体验到，某种现在之所是，不久之后就不再是了，某种尚不是的东西进入其所是。人恰恰是存在中的一个开放点，一个活动的场所。在这里，存在进入虚无，虚无转入存在。考叶维的讲课中关于死亡与虚无的部分是最激动人心的。考叶维说，现实性的整体把“人的现实性，或者讲话这个现实性”也包括在内。“没有人存在就会变成哑巴，存在还在那里，但已不是真的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考叶维说，这个“开放现实的谈话”的前提是：一方面人不属于坚实的存在的联系之内，但同时又是被从它从上面切下来的、被撕裂开的东西。只有如此，他才有可能犯错误。按黑格尔的思路，考叶维说，人是一个“迷误，他执着在限有［Dasein］之中，但绵延在现实里面”（考叶维：《黑格尔》，第151页）。但又按海德格尔的思路来解说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处于反复迷误之中的人，是一个从事虚无活动的虚无的存在”，人的现实的基础和源泉是“虚无”，他把自己表现为、公开为“从事否定的、或从事创造的、自由的、对自己有知的活动。”


  在讲课的最后，他又引用黑格尔的话：“人就是这个黑夜，这个空洞的虚无，一切都保持着它的简单性，由无限多的表象组成的财富。……这就是那黑夜，那自然的内在性，这就是那在这里存在着的——纯粹的自己。如果你去注视人们的眼睛的话，你就会瞥见这黑夜，进入这黑夜的里面，黑夜将成为可怕的东西。一个人的对面悬挂着世界的黑夜。”（同上书，第268页）


  这段话表达的恰恰是从《存在与时间》到《存在与虚无》的过渡。


  萨特并没有听过考叶维的课，但他设法弄到了一份课堂笔记。1933年到1934年冬天，他在柏林研究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他完全陷入研究工作，以至于根本没有注意到国家社会主义独裁政权之类的事。


  现象学之所以对萨特有如此大的吸引力，首先是因为它对大量充满诱惑、又使人恐怖的事物的当下关注，但同时它又把人引到“自在的存在”这个不解之谜之前。其次，与上面一点相对，它又使得人们对意识的内在财富十分敏感。它使“为自己的”整个世界再次展现出来。第三，尽管不十分清楚，但它好像是向人们许诺，可以以某种方式解决这个“自在［An-sich］”的和“自为［Fuer-sich］”的存在的双重本体论的内在对立。


  萨特在30年代末写的小说《恶心》，用现象学的态度描述了偶然经验中“自在”的自然之物的压抑，它们成为无意的现实在场。“也就是说，我正在公园里。板栗树根直钻地下，正好是我坐的长凳的底下。我当时根本记不得那是树根，这些词连同那些东西的意义，它们的用处，人们在它们的表面所作的那些荒唐的标记均已无影无踪。我坐在那里，略微弓着腰，耷拉着脑袋，面对着那黑里巴几、疙里疙瘩、弯弯曲曲、粗糙不堪的一堆东西。它使我恐惧。然后我恍然大悟”。（萨特：《恶心》，第144页）恍然大悟的是：叙述者观看这些东西，不带任何关联，不带任何意识赋给它们意义。这些东西赤裸裸地站在那里。恰恰是过于直截了当地向他敞开了自己，因而显得那么一幅没羞没臊的样子。它们使他成为了“它们的存在供词”。这里存在［Existenz］的意思是，纯粹的手头现成存在性和偶然确定。这里“具有本质性的是那偶然的确定……任何必然的存在都无法解释生存：偶然确定不是可以任人驱除的错觉，它并非假象。它就是绝对，因此也是完全的无根无底性。一切都是无根底的。这个公园，这座城市，以及我自己，都是无根无底的。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他马上就会感到翻肠倒胃”。（同上书，第１４９页）在公园里的经验与贯穿于整个理性谈话方式之中的存在完全对立。这个场景是文学上的一个安排，用考叶维的话来说，“没有了它，存在就成了哑巴。它还在那里，但是却不是”在真理中受到检验的“真东西了”。叙述者经验到了，自己是许多东西中的一个东西，降到了有生命的自在。“我成了板栗树的根”。他用他的整个肉体感受到了那个存在，那个沉重的、难以穿透的东西。这个东西又把他撞到惊恐不安的意识世界中，回到“自为的”存在，以便使他在那里经验到特殊的对存在的缺乏。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用考叶维和海德格尔的语言说，“人是一种通过虚无进入到世界中的存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65页）


  萨特把他1943年发表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看作是由海德格尔开始的基础存在论的继续。海德格尔称之为“人生此在”的东西，在萨特这里用黑格尔-考叶维的术语被称之为“自为”的存在。人是从来不肯安静地、不置一问地静存于存在中。他只有在棘手的困境中才能建立、设置和选择自己同存在的关系。人是现实的，但他必须不断地实现自己。他已来到世界上，但又必须不停地重新将自己带到世界上来。萨特说，意识〔德文意识［Bewusstsein］，直译为“是有知的”。——译者〕作为有知的存在［bewusstes Sein］，总是在存在上的缺乏。人绝对不会像上帝或者石头那样静止不动。他的特征恰恰是——超越。当然萨特所理解的超越与超感性的理念王国无关。这里讲的是自身超越。这是一种自己内部不断自我摆脱、自身不断超前的、筹措操心的、反思着的、把他人的图样接入自己之内的运动。从萨特的这些分析中，海德格尔理论中的被抛性、筹划和操心忧虑等一系列生存概念的身影不断出现。只不过萨特掌握了使这些现象具有更强的穿透性的描述技术。萨特还接受了海德格尔关于人生此在是时间性的观点。这是一种通向时间的特许途径，因此不允许人停留在自己这里。这特许的途径就意味着，人不能像鱼在水中那样处于时间之中。人必须实施时间，人一直时间着时间。萨特说，这种意识的时间就是“虚无。它是潜入到整体中的、瓦解整体的酵素。”（《存在与虚无》，德文版，第287页）


  这里确实创造性地发展了《存在与时间》中对人生此在的现象学分析。他的工作，使与他人共在的领域，处于十分耀眼的中心地位，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并不十分突出。诚然，在术语上萨特作了许多变动，因此导致了许多后果严重的误解，以及因误解而引发的不必要的争斗。后来在萨特第一次正面承认这一问题之后，海德格尔利用机会表示结束战斗。萨特是在传统的笛卡尔意义上使用Existenz这个术语，Existenz的意思就是，某种东西的经验的现成存在，它和思想对它的纯粹规定相对立。也就是说，萨特在海德格尔的“手头现存性”这个意义使用Existenz这一术语。因此，人“生存着［existiert］”就意味着人注意到，他首先是一个简单的实存之物。而他的命运恰恰是，他不得不同他自己的手头现存性打交道。他必须把自己做成什么，规划成什么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特在1946年的讲演《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吗？》中说：存在先于本质。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Existenz指的恰恰不是这种纯粹的手头现成性、实在性，而是指一种积极的，及物性的意义上的Existieren,一种对自身的关系。人并不是简单的活着，他必须“指引”他的生活。被海德格尔称之为Existieren的一种对自身的关系，在萨特的Existenz概念中当然也就被忽略了。但这种关系在他那里有另外一个名称：“自为”。萨特像海德格尔一样，努力克服关于人的问题上的手头现成性形而上学。只不过他使用的术语与海德格尔不同。萨特像海德格尔一样，也强调关于人的讨论方式一直面临着自身物化的危险。人恰恰不是关在封闭的存在之球内部的东西。他是一种“习（惯）”出、“（向）往”外的陶醉出神的存在。所以，萨特把自己的哲学理解为关于自由的现象学。这就像海德格尔一样，认为人的真理能力是以人的自由为基础的一样。1935年海德格尔在他的形而上学讲课中说，真理就是自由，除此之外，真理便一无所是。


  萨特《存在与虚无》一书，写于被德国纳粹占领的法国，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的。它用细腻敏感的神经，编制出了反对极权主义的哲学。对于极权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思想来说，人只是一个物。在《论青年问题》一文中萨特说，纳粹分子就是想成为坚硬无情的山崖，或能冲垮一切的急流，或一道能摧毁一切的闪电的人。这种人想成为一切，唯一不想的就是成为人。萨特的哲学是想重新恢复人的尊严，让他重新发现，自由是他的基本元素。它可以化解所有固化硬死了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部神化虚无的作品。这里所讲的虚无，是虚无活动的那种创造性力量。其中的关键就是它对否定人的东西敢于说“不”。


  1945年秋天，萨特的名声已经越出了法国的边界，享誉各国。而海德格尔的声誉也开始进入法国。海德格尔开始接待法国来客：后来的电影导演，年轻的阿兰·雷奈和弗里德里克·德·托瓦尼基。


  弗里德里克·德·托瓦尼基是一位莱茵河军团的年轻战士，法国军队中的文化专职人员。他读了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形而上学？》，于是决定去弗赖堡探访海德格尔。他的大胆计划是，他想为海德格尔同萨特的见面牵线搭桥。他找海德格尔周围的人谈话，他们向他保证，海德格尔曾保护过犹太籍的大学老师。于是他向萨特报告了此事，并因此使萨特改变了原来拒绝与海德格尔会面的态度。海德格尔这方面则请求托瓦尼基，在重新建立同法国的联系方面助他一臂之力。他给巴黎大学哲学教授埃米尔·巴雷耶的信一直没有回音——他承认除了几篇短文之外，他并不熟悉萨特的东西。托瓦尼基把法文的《存在与虚无》留给海德格尔，算是暂借。海德格尔马上开始阅读。按托瓦尼基的记述，他同海德格尔的谈话表明，萨特的描述方法给海德格尔留下极深的印象。海德格尔特别欣赏萨特对滑雪作哲学思考的那些段落。萨特想以滑雪为例说明，技术从根本上决定了对世界的感知。比如一个萨瓦人，他是按法国的方式滑雪，他对山坡的体验便与挪威人不同。“对斜坡的陡缓的程度的体验，取决于你是用适合缓坡的挪威方法，还是用适合陡坡的法国方法来滑雪。因所用方法不同，同一山坡会时而显得陡峭，时而显得平缓”。按赫尔曼·默兴对马堡时期的记述，海德格尔也曾考虑过对滑雪进行哲学思考，但他终究——起码在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未去做这一尝试。


  海德格尔对与萨特会面很感兴趣。当然他也期望这一行动会对正在同时进行的清查委员会对他的审讯发生有利于他的积极影响，能减轻对他的处罚。


  也就是说，托瓦尼基从海德格尔和萨特两个方面都获得了首肯。托瓦尼基还想邀请加缪参加这一会见。但加缪鉴于海德格尔的“大学校长就职演说”而拒绝参与。


  但会面最终未果。首先是得不到旅行证件。另外预定开通的火车也找不到座位，起码托瓦尼基是这样说的。他是于1993年把海德格尔1945年10月28日给萨特的信——即涉及被错过的会见一事的信——的法译本公开发表时这样解释此事。在这期间胡果·奥托得到了这封信的副本。


  信中海德格尔报道了他阅读萨特著作的情况。“这里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位独立思考的思想家，从根本上说，他所获得其经验的领域，即是我的思考所由出发的领域。您的著作中到处充满了对我的思想的如此直接的理解，这是我于任何其他地方所未遇到过的。”海德格尔明确接受了萨特对“相互共在的强调”。他对萨特对他《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对死亡的说明”的批评也表示可以理解。（萨特反对海德格尔，认为海德格尔的先行到死亡中去的看法，把死亡的轰动性，它的荒谬性，它的“绝对偶然的分配”给掩盖了。萨特认为，死亡的作用只能是“拿去生活的所有意义”。）而且他们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干扰海德格尔希望与萨特会面的愿望。他在给萨特的信中说：希望能“和您一起把思维重新带到一种位置，可以把自身作为一种基本的历史时间来经验，使今天的人们重新回到他同存在的原初的关系之中去。”海德格尔十分欢迎在巴登-巴登和他会面，并对萨特不能赴约深表遗憾。也许应该更成熟、更恳切一点。“如果您能在这个冬天来我这里一次，那该多好啊。我们可以在我的小小的滑雪屋里一起进行哲学思考，还可以从那里出发，在黑森林中作滑雪旅行。”在信的结尾，海德格尔提出了过于激昂的要求，其中描绘了两个从事存在思考的宙斯之子狄奥斯-库仑一个抓住了虚无之事，另一个抓住了存在之事。“现在应该以最严肃的态度去把握那世界的瞬间，让它诉诸言辞，超脱一切党派、一切时髦的思潮和学派，最终使那关键性经验觉醒。这经验就是，对丰富的存在如何在本质性虚无中无根无底地隐藏着的体验。”


  海德格尔对萨特如此严肃地认可，甚至已经是对萨特的敬佩。因而寄希望于与他的共同合作。1945年10月5日的一段笔记证明了这一点。这段笔记作为海德格尔《康德书》的附录发表了。这段迄今为止被人们忽视的笔记说：“对萨特的影响有决定性意义，从那时起，《存在与时间》才被理解。”（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1991年，第251页）


  但萨特造访滑雪屋这幕并未能上演。这两个人直到1952年才在弗赖堡见面。这时海德格尔已经公开，即在《人道主义的信》中，对萨特的存在主义作了批判。此事后文再谈。


  德国法国哲学边境交往，不但没有对海德格尔政治问题的处理产生什么积极影响，反而——像前面已经指出的——惊吓了海德格尔恢复权力的反对者们。


  1945年底，当海德格尔获知，事情发展对他不利，因而便寄希望于雅斯贝尔斯的鉴定以便来减轻他的政治负担时，他还同时求助于另外一个早年的知己，他前去探访了弗赖堡的大主教，他年轻时的宗教导师孔拉德·格勒贝尔，孔拉德·格勒贝尔在纳粹统治初期，曾一度是“民族觉醒”的积极支持者，在纳粹政府同罗马教廷的合作条约草拟、签订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后来孔拉德·格勒贝尔改变了他的政治路线，由支持教会与独裁政府合作的立场，转而反对教会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服从专制制度的立场。所以在1945年后，他可以以权威的身份出入法国军事政府。海德格尔寄希望于他的帮助，于是于1945年12月到官邸探访他。根据马克斯·米勒的记述，在其官邸前厅演出了下述一幕：大主教的妹妹走进来，对海德格尔说，“啊，马丁又到我们家来了！12年以来他从来没有露过面。”海德格尔尴尬局促地说：“玛丽，我已为此受到严厉的惩罚。我现在全完了。”（米勒：《哲学家与政治》，第212页）但格勒贝尔还是在圣诞之日，为海德格尔向法国军政府起草了书面报告。这份报告至今尚未找到。但格勒贝尔为海德格尔重新回到大学执教进行过说情之事，以一封军政府工作人员的信可为佐证。这封信中写道：“如果大学校长反对的话，允许海德格尔重回大学授课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因为是您（指格勒贝尔）推举此人，无论如何我将尽我的努力尽量促成此事。”（奥托：《海德格尔》，第320页）但格勒贝尔的努力无法对大学的反对者产生影响。对格勒贝尔来说，海德格尔的来访意味着郑重赔罪。1946年3月8日，在他给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助手写的关于此处政治环境的情势报告中说：“我的同乡，我以前的学生，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已经退休，他被禁止讲课，他现在住在巴登魏勒尔附近的巴登屋进行反省。这是我昨天从格布斯塔尔［Gebsttal］教授那里听到的。在他的不幸开始之前，他来找我，而且态度举止十分虔诚，这对我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我对他讲了真话，他掉着眼泪接受下来了。我不打算断绝同他的这种关系，因为我还希望他精神上的彻底的回心转意。”（奥托：《海德格尔》，第323页）


  1946年初，海德格尔在身体和精神上的确崩溃了。他主动到格布斯塔尔那里进行心理治疗。该人是医生兼心理学家，是宾斯旺格人生此在分析学学派的成员。这是一个受海德格尔哲学启发而发展出来的精神分析学派。海德格尔后来的朋友梅达德·波斯也是这个学派的成员。


  关于海德格尔精神崩溃，以及他在疗养院治疗期间的情况，海德格尔自己的说法含糊其辞。他对佩茨特说，他是在1945年12月的调查审讯时崩溃的。（事实上可能应该是1946年2月）这时医学系主任伯林格尔来了，把他送到了巴登魏勒尔的格布斯塔尔医生处。“他干什么了？首先他和我一起穿过冬天大雪覆盖的森林，登上蓝峰。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做。但是，他把我当人来帮助。三周之后，我便健康地回来了。”（佩茨特：《走向明星》，第52页）


  海德格尔又健壮了。但他还得忍受一段时间的孤独寂寞。有些不愿意在政治上受人指责的人认为，最好避免同海德格尔接触。罗伯特·海斯，一位对海德格尔友善的哲学系同事，于1946年7月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在这期间，很明显，“海德格尔先生过上了流放生活。可以说，他尝到他自己种下的苦果。”（奥托：《海德格尔》，第319页）


  他收到什么果子？他必须对1933年的政治活动负责。但他的哲学的播种不久会再一次强劲地萌发生长。


  第二十一章


  当我们思维时，我们在干什么？对萨特的回答  关于人道主义的信  人道主义的复兴  高调  战后德国的现身情态  由虚无的占位者到存在的牧人  海德格尔对自己的解释：回转。  不作图像，既不为人，也不为神作图像



  当我们思维时，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思维，以便为我们的行动作准备，以便行动之后对行动进行检查。我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考虑事情。这里思维两次都是与行动发生联系。但思维本身是同行动不同的东西。但因为它同行动发生关系，所以思维在行动中获得了它的意义，在行动中实现了自身。否则人干嘛思维呢？


  但是，思维本身不是可思性的吗？它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吗？它难道不是并不以对外在于自身的东西的影响为目的吗？思维是在自身之内实现自身的吗？当一个人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被折磨得精疲力尽，在一切都完结之后，他惊奇地揉揉眼睛，回转到——可能有点违心地，也可能觉得一阵轻松——所谓的事实的基地上。霍夫曼描述过一位嗜现实性成癖的愚夫子。听完一部交响乐后，他问旁边深受音乐感动的人，“啊，我的先生，它向我们证明了什么……？”难道真存在这样一种思维，会提出如此愚蠢可笑的问题吗？


  海德格尔自信，他的思想就属于这一类。这种思维并不会“像科学那样，把人们引向知识”。它也并不给人们带来任何“有用的生活智慧”。它也不解决什么“世界之谜”，它也“不会为任何活动直接”提供“什么力量”。（《什么是思维？》，1984年版，第161页）


  更善于同思维能力打交道，而无意将其用于知识和行动的这种倾向是一种什么样的志趣呢？


  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海德格尔讲述了从亚里士多德传下来的关于赫拉克里特的佚事：一群陌生人想到赫拉克里特面前去看看，一个思想家是如何生活的，当他思维时，他看上去是什么样子。当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只见他在一个面包炉那里烤火取暖。“他们吃惊地站住了。更让他们吃惊的是，他还向踌躇不前的人们大胆地说话，让他们进来，他说，就是这里也有神灵在场。”（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1981年版，第45页）


  海德格尔把这件佚事解释为对思维之事的问题的答复。这里是一件“毫不起眼的平常之事”，有人受了冷，来炉边取暖。但“这里”也有神灵，这就是说，神灵不仅在特殊的地方和特殊的活动中来出现，神灵在日常生活中也在场。但是，它只出现在对日常的生活本己本真地加以思维之处。对某事加以思考，就是还给某事以应有的尊严。只要赫拉克里特使这面包房见诸言语，那么神灵就在面包房中在场。在海德格尔看来，“使之见诸言语”，就是思维。实存被从封闭性中给取了出来，在开放的言语空间中成为“Es gibt”（有）。这是思想的第一个视野。在炉边取暖的赫拉克里特暖和着自己，又通过语词以另外一种方式暖和了陌生人。这语词开放了自身，向陌生人发生邀请。于是，思维的第二个视野是：它是分布传达，它旨在与他人分享语词开放的环境。


  当海德格尔于1946年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对思维加以思维时，他正处于被唾弃者的地位。他想到赫拉克里特的佚事，因为这一传说映出了他自己的生活处境，他现在也生活在贫困苦难之中。一个可供取暖的烤面包炉，正是他现在求之不得的。在弗赖堡没有取暖的东西。在托特瑙山的木屋周围到处有薪柴可打，但木屋又急需修缮，它已无法抵御严冬的寒风。但要翻修又没有材料。海德格尔从年初到晚秋都躲在那里。弗赖堡的住房由于法军的驻扎，变得十分拥挤。而且在黑森林山上也比较容易找到食品。附近的农民经常提供帮助。


  使他感到压抑的事情太多，远离大学，牵挂在俄国战俘营中的两个儿子。但尽管战后的最初几年内，海德格尔身处逆境，在他的哲学思维中，仍然保持着一种超脱的情绪。


  他对那些对他甄别降级的处罚措施的反应同别人（比如卡尔·施米特）完全不同。施米特是第三帝国的“御用法学家”，他深深卷入这个邪恶制度的犯罪活动之中。海德格尔的活动与他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施米特现在当然是众矢之的，受到严重处罚。他失去了公职，图书馆被没收充公，被隔离审查一年多（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在纽伦堡战犯审理期间又一次收监入狱，受到审讯（1947年4月、5月）。但最后国际法庭还是没有对他公开起诉。他得以回到故乡普勒滕堡。在解除对他的审讯拘留时，他同起诉方的代表罗伯特·肯普尔进行了一次有重要意义的对话。肯普尔问：“你今后准备干什么？”施米特说，“我将完全沉默”。（诺阿克：《卡尔·施米特》，第246页）但这并不是一种超然的沉默。就像他在1947年至1951年写的《集注》中表明的，他一直生活在自我辩解之中。他用令人尴尬的哭腔抱怨自己的命运像是“被追猎的野兽”，他把自己看作是从怪兽利维坦的肚脐中编织出来的先知约拿斯（Jonas）。他用愤怒来对待“纽伦堡的侮辱者们”，将其讥讽为“反人性的犯罪是德意志人所为，但支持人性的犯罪则施之于德意志人身上。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区别的全部内容之所在”。他特别看不起那些“忏悔者”，他们之间上演了一场场相互狗咬狗的活报剧。他自己拒绝参加清洗自身的纳粹主义的活动，他自己提出的理由是：“谁想忏悔，就去好了，向牧师检举自己吧。”（同上书，第77页）在公开场合，他作出一幅英雄式的沉默姿态。在他的记录中则抱怨，人们抽去他的声音的共鸣空间，他现在必须在“没有咽喉”的情况下喊叫。但他写道，这总比去变成“自我折磨者”要强得多。


  当然海德格尔也不属于“自我折磨者”。他把自己想成为“高山上的智者”。他在广阔的视野和全景中，描述着近来的胡作非为，而国家社会主义的罪行，也属于其中的一部分，但海德格尔并没有想到过这一层。因此海德格尔的态度也和鲍姆勒尔不同。尽管鲍姆勒尔在他的笔记中写道：“我认为，自己公开宣布我有罪，这是不值得和无意义的。”但他为的是走到内在的广场上，以便自我批判地走向法庭。鲍姆勒尔分析了自己的倾向：完全回避纠缠不清、充满矛盾的历史所面临的困难，以便逃入关于民族、领袖、种族、历史使命等的理念之中去。不是到“事物的近前”去求索，而是任“遥远的瞭望”取得了全面胜利，任其去强奸现实。这表明了德国人“落在西方世界的陌生性之后”。（鲍姆勒尔：《希特勒与国家社会主义》，第160页）鲍姆勒尔也把这叫做“不确定性中的抽象”。（同上）人们必须在政治生活中，必须能抵抗对崇高的渴望。他这里为自己开出了一个清醒的药方。 这一剂药最后将他引导到对民主制的尊重。民主制就是“反对崇高”。民主制并不提供关于未来的辉煌的前景，所以它“完全是当下的”，在它那里并没有什么伟大历史使命的确定性，只有带着“或然性”的生活。（同上书，第174页）在他经历的政治灾难的影响下，包括他个人的灾难在内，鲍姆勒尔开始了新的一课：不带形而上学地思考政治。


  海德格尔的思想既不像施密特那样自我怜悯，刚愎自用，也不像鲍姆勒尔那样有自我批判精神和政治精神。


  1945年以后，海德格尔发表最早的思想文献就是《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一文。它是作为致让·波弗勒的一封公开信的方式发表的。波弗勒是战后法国哲学界的海德格尔的信徒。按波弗勒自己的记述，他恰恰是在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日子，1944年6月4日那一天，有了海德格尔的经验：他第一次理解了海德格尔。他当时如此兴奋，以致把法国解放的喜悦也给冲淡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当法国军队进军弗赖堡的时候，波弗勒通过一个法国军官交给海德格尔一封极为热情的信。“是的，您使哲学本身果断地从一切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又回到它的根源的本质之中。”海德格尔作出的反应是，请他来此访问。1946年9月波弗勒来访，从此开始了两个人长期的亲密的友谊。这个新建立的关系的成果之一就是《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波弗勒向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以何种方式才能使人道主义一词重新获得一种意义！”


  海德格尔十分乐于抓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对萨特几个月前发表的、在德国也被人到处议论的文章《生存主义是人道主义吗？》作出自己的回答。尽管与萨特的个人会面未能成行，但海德格尔还是尽量寻找与萨特交锋的机会。在1945年10月29日萨特作了报告之后（他的上述论文就是以此报告为基础写成），他一夜之间成了欧洲文化的名人。他的报告是在中央大厅举行的。一大堆人云集在这里，期待这个晚上生存主义“通谕”的公布。人群拥挤，你推我搡，乱成一团，连票房也被挤塌了。踏坏的椅子不计其数。萨特花了十五分钟才从听众中穿过，挤到讲台上。在这个极其拥挤、极其热闹的地方，面对兴奋已极的人群，萨特双手随随便便地插在上装里，一句一句、有板有眼地宣布着他的“声明”。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里宣布的是存在主义的最后的标准表达方式。那些拥挤在一起，相互碰撞，闷得半死的听众们好像觉得，听到的每句话都是今后可以不断反复引用的定理。这次报告之后，没有一天的太阳会在没有引用或提到萨特和存在主义的情况下落山。这不仅限于法国。几个月之前萨特还说“什么是生存主义？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的哲学是关于生存的哲学。”早在1945年12月就已经流传着一种生存主义的通俗提要：它的说法是：生存主义——它是什么？回答是：“负起责任，跟着人性，不断创造你自己，但只用你的行动。”（科亨-苏拉尔：《萨特》，第413页）


  而萨特十分顺口地表达“存在先于本质”，也触动了生活在德国这片被彻底炸毁了的土地上的人们的心。在废墟之下，于意识中重新寻找自身，以求摆脱这场灾难的人们的生活感情，也受到了萨特的感染。谁能拯救自己的存在，他便总会有办法重新开始。正是这种理解，使这个极为深奥难懂的句子，在战后的法国平步青云，不胫而走。当1946年底，埃里希·克斯特纳从战俘营被放出来，回到已被夷为平地的德累斯顿时，在那里他认识到——他写的报道中这样说——大多数东西都变得无足轻重。“在漆黑一片的德国，人们感到，本质构成的生存。”（格拉泽尔：《联邦德国文化简史》，第19页）


  在这个经历了无节制的过度野蛮的时代之后，人道主义会有什么命运？萨特在他1945年10月29日的传奇式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萨特的回答是：根本不存在那种所谓在我们文化中已经安装好了的、稳定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加以信赖的人道主义价值。只有当我们在具体作出决定的环境中，从不断地去重新发明人道主义价值，让它变为现实时，人道主义价值才存在。生存主义把人置于这种自由以及与之有关的责任之前。所以，生存主义并非什么逃避现实的哲学，也不是悲观主义哲学，也不是消极寂静主义哲学或者个人主义哲学、绝望哲学。它是一种负责哲学。萨特使下面这种十分简明扼要的表达不久便传遍欧洲各地，进入“流通”：“生存主义通过人的行为来定义人；生存主义对人说：希望只存在于行为中，唯一使人得以生存的就是干。——人在他的生活中，自己参与并承担责任，描绘着自己的面孔——除了这副面孔之外，他一无所有；“我们被抛弃——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这句话同“人被宣判为自由”是一个意思。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经历了多年的野蛮与背叛告密以后，人道主义这一问题，或者人道主义的复活或更新，1945年之后又成为现实问题。因此萨特认为，稍后海德格尔也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研究。


  当时流行的偏见认为，在这个文明的价值——如团结、真理、自由——被摧毁的历史时刻，萨特让个人来决定什么是道德规范以及它的有效范围，这无异于在困难的情况下进一步削弱了伦理道德规范。对这种谴责，萨特的回答是：既然我们已经拒绝了上帝，因此就有必要有人来发明价值。人们必须按事物所是的样子来接受它。启蒙运动把一切朴质性东西铲除无余。我们从梦中醒来，处在一个空荡荡的天空之下，对社会共同体也不能加以信赖。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用我们自己个人的行动，将价值植入世界之内，为其有效性而斗争，而不带上苍的恩赐，不带过分热情的信仰，不带民族精神，或者关于人类的普遍概念。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发明人性，这就意味着，“人生不具有任何先验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完全取决于每个个人在行动中所选择的那种价值。个人的这种生存选择，也奠定了一种建立“人类共同体”的可能性。任何一种这类选择都是一个“设计规划”，都是一个超越，用萨特的话说，都是一种“Transzendieren”（同上书，第35页）。人并不像一个完成了的事实一样滞留于自身。他总想追求超出自身，总得不断发展自己。而他所实现的无非是他的超越。但不应把这种超越理解为彼岸的东西，而应理解为人可能向其超越的各种可能性的总和。超越并不是一种人可以找到的安居之所，它本身不啻是那反复折腾着人的那颗永无平静的心。所以，生存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因为我们让人们又记起，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其他立法人，他必须依靠自己为自己作出决定；因为我们指出，不是通过返回的自己本身，而是必须不断地去追求在他之外的目标，即追求这种或那种解放、这种或那种特殊的实现什么的活动。正是在这种追求解放和实现目标的活动中，人才实现了他的人的本质。”（同上书，第35页）


  马塞尔，一位基督教人道主义者，也深受生存主义的影响。在德国他和萨特一样知名。他针对萨特的看法指出，萨特的超越是空洞的。这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这还意味着，让人听任社会-政治灾难的摆布。他在《月刊》上发表的一篇短文《什么是自由人？》（1950年9月号）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法西斯和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中，对自由的压迫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他的回答是：因为世俗化所留下的，只能是内在世界的目的实现。这样人变得永无安宁，没有任何保留地。他把自己全部交给了世界。而人的剩余的、要从整体上超越世界的意向性，现在处于“空转”状态，他面对这过剩的意向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便把世界内的目的，宣布为无条件的东西，把它做成了偶像。为我们开放了面对现实的活动空间的上帝，如今成了由我们自己制做的奴役着我们的偶像。马塞尔的说法是，他们是“种族的偶像崇拜和阶级的偶像崇拜”。马塞尔的基本原则是，“人只能在与超越发生联系的范围之内，人才具有自由”。（第502页）这条原则使超越发挥了作用。人们可以在喜“出”望“外”的陶醉状态中体验到这个超越。马塞尔和萨特一样，十分激动地谈到人的“创造性的发明力”，说它不仅生成了人类文明，而且它的冲力还越了出去。它不仅能更多地生活，而且多于生活。只有当我们坚持作为两个世界里的公民，我们才能在人性中保护人的世界。


  诚然，马塞尔谈到了宗教的基础意义。超越使人不必在相互之间扮演一切的角色，因此超越是一种使人获得解脱的关系。当他们觉得世界陌生的时候，它使人可以避免相互推诿，避免在存在上面的缺陷和相互推卸责任。人不再需要那么严肃忧虑地为自身的认同而去斗争，因为他们可以相信，只有上帝才认识他是谁。总之，超越帮助人来到世界之内，并对陌生性有清醒的意识，并将其神圣化。它阻止人完全世俗化。它提醒人们，他们只是来这里作客。他们在此驻留的批准书是有时间限制的。因此，超越鼓励人们勇敢承认自己的软弱无力、有限性，承认自己可能犯错误，可能犯罪等等。超越使人们可以直接体验这种坦诚，所以它是在信仰上对人的创造性能力界限的回答。


  所以，在马塞尔看来，萨特的“除了人的唯我性的万有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万有”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第35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间世界就和地狱没有什么两样。人只能向外超越是不够的，人还必须，而且可以超越某种他自己所不是，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是的某种东西。他不应该停留于有愿望去实现什么。人们还必须帮助他重新找到去实现自己的方向。


  在二战以后的头一年里，德国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者如赖因霍尔德·施耐德或者罗曼诺·古阿蒂尼所提出的论据与马塞尔十分相似。


  赖因霍尔德·施耐德自1938年起住在弗赖堡。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的末期，他曾因为背叛罪受到起诉。他把他对宗教的想法写成短论、十四行诗、故事，个人抄了几千份四处寄送，也寄往前线的战士。在这些文章作品中，他呼吁用宗教的良知反对野蛮。1945年之后，他仍然坚持他这个基本思想。在1945年发表的文章《不可摧毁者》中，施耐德问道：集体的犯罪真的无人负责吗？他的答案是，人们既不能任那些政治当权者逃避他们的责任，但也不能把全部责任都推给他们，以至使个人可以逃避自我检讨。这类自我检讨不应被换成下面这种轻描淡写的看法：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如果他们是严肃认真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犯罪的经验对我们何以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共同体为人走上犯罪之路提供辩护之后，那么还有面对人的罪责吗？人的罪责显然不存在了。如果在社会化的集体犯罪中罪责消失了，那么只剩下一种罪，就是在上帝面前有罪。只有同上帝的关系可以使人类获救。这是施耐德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灾难中得出的结论。但是我们同上帝的关系不是“生产出来”的。上帝不是我们“规划”的。施耐德提不出任何具体实施办法。他手头没有任何现成政治主张。他只能依靠可能对我们特别恩惠的历史的信赖：“历史是上帝在前所未闻的可怕深渊之上建立的桥梁。我们必须通过这座桥，但是也许这座桥每天延长一步之长，……我们走向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历史是不会不中断的，但是它的行程却显得像是在没落。”（施耐德：《不可摧毁者》，第12页）


  像施耐德一样，古阿蒂尼也想探看没落中的余晖。


  古阿蒂尼曾在短时间内一度被考虑提名为海德格尔走后留下的讲席主持者。最后未果。他在1950年出版了一本《近代的终结》，在当时十分走红。这本书是以他1947—1948年冬季学期在图宾根大学讲课稿为基础修改而成的。


  古阿蒂尼认为，近代把自然理解为潜在的力量，把人的主体性理解为是由自治的个人的人类主体性，或者具有自己特殊规律的主体性，与自然的中间地带构成的。一切都是从自然、文化和主体性中获得它们的意义。但近代终结了，这类观念也消失了。我们就是这个终结的见证人。自然失去了它潜在的力量，变得不可依赖，充满危险。群众把个人挤到一旁。文化变得越来越使人厌恶，因此，古老文化的虔诚渐渐断子绝孙。专制制度就是对这种危机的回答。但危机也为新的开始带来了机会。显然，人必须首先失去自然的和文化的财富，以便在“赤贫”中，在上帝面前，重新发现自己的赤裸裸的个人。也许“世俗化的迷雾”被照亮了，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们不能说，人道主义，在灾难之后的最初几年中又开始讲话。这时已经理屈词穷。尽管当时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如何进行政治建设这个问题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和意见分歧。但整体上来看，人们倾向于欧洲自己的传统，以便从那里获得去重新开始的激情。雅斯贝尔斯在1945年11月为《转变》杂志写的前言中说：“既然我们还活着，就应该有意义。面对虚无我们又振作起来，……如果我们不在愤怒的怀疑中把我们不可失去的东西，即把历史的基础也挥霍掉的话，那么我们就还没有失去一切。对于我们来说，它的基础首先是千年的德国历史，然后是欧洲的历史，然后是整个的人类历史。在把人作为人来感受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入这个基础中，深入到这个最切近的和最遥远的回忆中。”


  这些话在当时，对一些持批判态度的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些大话而已，是一种被夸大了的德国特产在不幸困境中的重复。早在1935年，赫尔穆特·普列斯纳在荷兰的格拉明格尔流亡期间，就写过一篇文章，已作出了此类诊断。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从市民时代出发看德国精神的命运》（该文后来以《迟到的民族》为题于1959年发表）。德国追随着他的领袖一直到最后，它用追随者的忠诚代替了政治。现在德国又被分割为不同的占领区，受盟军统治。它十分乐于远远摆脱自己的政治责任。到哪里获得一种不回避重大政治问题的、政治上的理智判断呢？德国精神起点不是太高就是太深，它不是从虚无就是从上帝开始，不是在没落中开始，就是在升起中开始，这样到哪里能获得一种构成与精神平衡的思想呢？


  和卡尔·雅斯贝尔斯一起出版《转变》杂志的道尔夫·施特恩贝格尔，不久便表现出对这种精神-政治“高调”的厌恶。他看到，听任政治狂妄自傲的德国精神中的坏习气继续发展下去是危险的。他认为，把文化和精神看作一个特殊的领域，与政治、经济、技术和日常生活割裂开，是一种错误。人们必须注意到，在生活的所有事情上都涉及到精神与文化。维护人的事情，并使之升华就是人性。1950年他在“文化自由大会”的讲话中说，“如果能赢得某些文明，我将在德国泰然自若地放弃某些所谓［soitdisant］文化。”少一点飘忽不定的理念和高级价值的云山雾罩，多一些平易近人的东西，多些市民的意义。“不要让我们再步入文化的歧途。如果我们想保卫自由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保卫自由的明确性、完善性和不可分割性，即保卫政治、个人和精神上的全面自由。培养自由吧！这样我们便可以分得其他的一切。”（第379页）


  当然，道尔夫·施特恩贝格尔也知道，在德国这块土地上，一定会在自由文化问题上爆发一场意见和纲领的争论：是自由民主式的自由，还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还是走第三条道路；是以基督教价值为基础，还是实行彻底的多元主义。道尔夫·施特恩贝格尔不得不反复强调，那在德国还不是理所当然的思想：这种争论是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不仅是党派之间的争吵，也并不意味着欧洲的没落。争论并不是问题所在。真正成问题的是，“精神”又想凌驾于这个争论之上，又重新陷入它的神秘直觉怀疑、不祥预言式的狂迷和关于人类末日的幻想（不管是在没落还是兴旺意义的幻想）之中，不能自拔。


  事实上，在德国当时的情况下，让思维从讨论宇宙的高山之上走下来，任自己去接受复杂的现实情况的挑战，实在是太困难了。比如，盟军的战胜国在德国进行的纽伦堡审判和清理纳粹措施，这类审查应当被承认吗？难道这不会导致，把对自己的历史的责任推给了别人吗？但是，德国人有谁可以执法吗？由于苏联这个同样罪行累累的独裁政权对审判的参与，难道这个政治道德上的试验不会注定失败吗？在纳粹垮台之后，人们面对共产主义这一新的威胁，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和态度？战争刚刚结束，一场新的战争的威胁已经在酝酿之中。解放与灾难，它们各自在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呢？它的界限在哪里？一个绝大多数人刚刚还为领袖而欢呼的民族，怎么样才能进行民主制的建设呢？资本主义的精英和科学精英，他们支持了纳粹专制制度，还存在什么市民的民主传统吗？法国式的人道主义的复兴，能为此提供多大帮助呢？像迈内克〔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chrich Meinecke,1862—1954），德国历史学家。——译者〕建议的那样，回到歌德去，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吗？诉诸于市场经济的社会文化影响不是更好吗？如果商品足够丰富之后，道德自新以及生活问题难道不会自动得到解决吗？既然禁止工作，为什么还要从事悔过劳动？关于一个民族应该进行悔过劳动的想法，难道不是一种非政治的幻想，难道不是一种把个人行为转变为集体主体的不相宜的措施吗？


  那些年代的现实政治并未为这些理论困扰的风暴所迷惑，而是走着西方成功的实用主义的道路：货币改革、西方阵营的联合，联邦德国的成立、西方的一体化、冷战的开始。一个由权威驯化出来的家长制的开放社会建立起来了。在思想精神上不知所措的处境下，阿登纳-国家开始了它成功的发展史。


  汉娜·阿伦特于1950年在她战后第一次访德之后的观察，对理解这个关系最有启发性，她描述道：人们活动于废墟之中，但人们又开始相互寄送印有教堂和市场、公共建筑和桥梁的风景明信片，尽管这些风景早已荡然无存了。人们的情绪在麻木不仁和不假思索的熟练忙碌之间摇摆。在具体琐事上勤奋努力，对社会共同的政治命运则漠不关心。“德国人生活在满目疮痍的环境中，这一现实诱发了一种苦想式的，却无根基的悲天自怜。但是，只要在自己宽宽的大街上见到那种丑陋、低矮的住房——这类房子在美国任何一条大街上都可以见到，这种情绪便在他们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阿伦特：《此时：政论集》，第46页）汉娜·阿伦特提出了一个问题，德国人在他们的国家变成了什么？他们从废墟中爬出来，诅咒今天世界的不良：当他们挨饿受冻时，他们便说，这就是你们民主要带给我们的东西。在“思想精神”方面也强不到哪儿去。这里是以同样的方式对现实进行维护。“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到处渗透着一种空洞的陈词滥调。这些看法早在德国被摧毁以前很久就已经提出，现在才开始流传。人们感受到周围的进攻性的、四处蔓延政治愚钝的压抑。”（同上书，第50页）汉娜·阿伦特把某种德国式的深刻也算在愚蠢之内：他们不是在纳粹独裁的罪恶行径中，去寻找战争的原因和摧毁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原因，而是“到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这一事件中寻找它们的原因。”（同上书，第45页）


  在二战后的情况下，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就像一个当时流行的不知所措情绪的证据一样。当然其中也包含着被汉娜·阿伦特观察到的被本质化的愚蠢。尽管海德格尔不是把这罪恶的最终的开端推给亚当、夏娃，也未像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尔的《启蒙辩证法》中那样，将其归之于奥德赛，但他毕竟将其原因归之于遥远的古代，即柏拉图及其后继者。


  这篇文章像哑巴一样在政治上一言不发。海德格尔已经不再追求对具体的政治事件提出指导方针。自从就任校长失败之后，他已经渐渐戒除了这个毛病。


  此时海德格尔在政治上和托马斯·曼一样不知所措。托马斯·曼在1949年歌德年的讲话中，公开反对充当知情者顾问的角色。他缴械投降式地供认：“如果没有幻想的避难所，如果不是幻想在任何完成之后又去追求冒险，追求新的激动人心的尝试之引诱，如果不是它诱惑人们去玩不断升级继续下去的游戏，不是它使人们去虚构、塑造、在艺术中消遣的话，我真不知道如何生活下去，更不用说给别人提出什么建议和好的学说了。”（托马斯·曼：《散文著作集》，第3卷，第313页）


  托马斯·曼说，“我只是一个诗人”，海德格尔则说，“我只是一个哲学家”，严格地说，他连哲学家也不想当，而“只想”当一个思维者。引诱他的是思维的冒险和激动人心的尝试。它们也诱使他“不断升级继续下去”。如果他不献身于思维的事务的话，他也一定会像托马斯·曼那样说，“我将不知道如何活下去，更不用说给别人提什么建议或提出好的学说了”。


  《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就是这种“不断升级继续下去”的证据，同时又是对自己的事情的总结。它是一篇以政治为走向的尝试性的混合物，所以它显得如此于事无补。但是作为对自己思想的扼要总结，以确定他的思想在当下的地位的尝试，作为开拓视域的工作，以使我们文明中的某些问题得以明确显示的这篇文章，倒是海德格尔思维之旅中的杰作，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文件。另外，整个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都已在此。也就是说，海德格尔这封信是对当时已成为时髦的萨特存在主义的直接回答，是对同样现实的人道主义复兴的回答。我们再回忆一下，波弗勒提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可以使人道主义一词重新获得意义？”


  萨特宣布，他的存在主义是在形而上学无家可归的情况下让自己负起责任，自己参与行动的新人道主义。海德格尔则力图说明，为什么人道主义本身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自己对萨特的解决持保留态度，为什么思维必须超出人道主义之外，并为此思维自己已有足够的事情可做，即为了自己和为了思维本身而积极工作。


  海德格尔是从最后一点开始他的思考的，即从思维之事以及它的积极工作开始，以便由此出发达到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思维？最先让人想到的是理论与实践区别，以及它们的彼此相互连续：第一步是考虑、模型、假设、理论设计，然后投入实践，加以转化。这样理解的实践是一种真正的活动。而理论则与之相反，是一种试探性的活动。在这个思考模式中，思维不涉及外在于它的某种东西的活动，于是它便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变得一无所是，一文不名。思想同活动的这种联系，同时意味着有用性的统治。此时，当我们要求思维积极从事活动时，就意味着对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完成某一实践任务中的有用性。所以，实践上有用性的、受到称赞的、积极投入的证据，就成了思维存在的合理性的官方的证明。


  这种看法被海德格尔弃之不顾。他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对思维的技术性解释”，（《关于人道主义的信》，第6页）它已经十分古老，从柏拉图那个时代起，在思维研究中人们便在这个方向上作了大量尝试。它受到生活实践的苛求的威胁恐吓，因而低声下气，完全丧失了自信。因此这种理论把自己看成“一种服务于行为和制作的思考过程”。（同上书，第6页）而实践的规定对哲学的威胁恫吓所造成的影响及后果是灾难性的。在实践上科学成果累累。竞争中哲学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因为它无力证明自己的实用性。哲学想步已从哲学中解放出来的科学的后尘去做同样的事情。它也想“跻身于科学的地位上去”，（同上书，第6页）但人们没有注意到，它只能在诸科学中销声匿迹或者摔得粉身碎骨。哲学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它是某种“更高的”、更崇高的东西，而是因为，它本来是处身在平易亲近的东西之中，对这些平易亲近的东西的经验，恰恰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前提。因此，当思维远离了这种平易亲近的东西之后，就像鱼离开了水，被置于干燥的土地上一样。“思维之鱼已经离开水很长时间了，而且被置于干燥的地上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同上书，第7页），但是思维原来置身于其中的平易亲近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呢？


  海德格尔驾轻就熟，回到他的《存在与时间》，到那里去寻找关于平易亲近问题的答案。在那里他曾努力寻求，对置身于世界之中的人生此在来说，最切近的、最开始的东西是什么。他的研究的要点是：起先我们并不是按照科学的看法，去经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的。世界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表象”。我们最先经历的是我们的“在世界中存在”。在这里是决定性的，最基本的是“在……中存在”。“在……中存在”是带有情绪的“在……中存在”：它是操心忧虑、无聊、苦心筹措、繁忙、思虑、忘我献身、出神陶醉等等。只有在这种初始性的“在……中存在”的大背景下发生一些事情，比如，我们才有可能从自身反思中，为自己制作各种表象、看法，才可能从我们的苦心筹措和连续体中切割出一些“对象”出来。“有个与客体对立的主体，存在在哪”这类经验并不是最基本经验，而是第二级抽象工作的结果。如果原初性的“在……中存在”是最切近的，如果这种生活上切近之物能使它的全部财富进一步得到发展，如果思想有义务对这种切近进行思考的话，就会出现一种自相矛盾式的局面：为了不让思维破坏直接性的东西，所以便严厉要求那想进入切近的东西的思维，对严格注意自己本来的基本倾向，即，趋于疏远、趋于建立距离的基本倾向。本来专司媒介之职的思维，应该进入到直接之物的切近之处。但是，难道这不会使“鱼”离开“水”，躺在“干地”上吗？会不会导致减弱思维的影响呢？这是不是黑格尔式的“间接的直接性”的复活呢？达到切近是可能的吗？对这些问题海德格尔作了言简意赅的回答：只有在思想之事物被“打碎”时，思想才接触它自己的主要任务。今天十分有市场的“关于失败的哲学”由一道深渊同急待解决之事，“同失败着的思维”完全隔开了。（同上书，第34页）这种“失败着的思维”并非一种不幸。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人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是，这条路把人引向何处？引向切近之中。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切近就意味着基本的、最初的“在……内存在”，那么我们到切近中去找什么？是因为科学“匆匆掠过”而未认真研究，因此这里才这样吸引人吗？科学还不至于重要到如此程度，以致甚至使被它忽视的东西也由于它的忽视才尊贵起来。在学院中度过了一生的海德格尔，不是也把科学作为竞争者死死咬住不放吗？他拼命吹嘘的存在论差别，也许无非是面对科学化的哲学事业而自怜自艾，以示与科学的区别？


  当然我们早已知道，在这个“切近中”，深藏着一种伟大的许诺，一种预兆，它确实远远超出了科学能达到的范围。这就是对存在的经验。


  《存在与时间》曾走在通向这种存在经验及其表达的道路上，但是却未能“走通”。以“科学”和“研究”为目的这一点（同上书，第47页）妨碍了他，并将他引入了歧途。当然，那时他并非有意为科学人类学去作什么贡献。他原本关心的是对最令人忧患之事的忧患，关心的是在实存中开拓自身的人生此在，并因此使人生此在成为了开放之所。人生此在被理解为实存进入语言之所，并因此是实存成为存在之所，也就是说，人生此在尤其在不穿透性和剥夺丧失中变成了光明的，可相遇的、开放性的东西。


  在人生此在的分析中，海德格尔的确把存在作为目标，对他来说，人生此在是那种关切自身之存在（可能之存在）的实存。但是与他的初衷相反，他在人生此在中走得过深。人生此在繁杂纷纭，使得存在滑出了视野。关于生存这一概念就是明证。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写道，“人生此在可以这样或那样与存在［Sein］发生关系、并且总是处于与它的关系中，我们把这个存在本身称之为生存。”（《存在与时间》，第12页）这样，这里所规定的“存在”这一概念的意义，变成人生此在发展中的自己的存在了。因此海德格尔才在“打算”和“筹划”的意义上讲到“去-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所谓“存在在本质面前具有优势”的句子。（《存在与时间》，第58页）因此，萨特在强调人生此在的筹划特征时，依上面的思路而提出“存在先于本质”是不无道理的。


  但是，由于海德格尔原本的倾向是想从科学式的哲学的禁锢中走出去，所以现在他便赋以生存这一概念以另外的意义。他不再把生存专用以指称关切自身之存在的那种实体的存在类型，而是将其写成Ek-sistenz。它的意思是说，“我把站在存在之光中称之为人的Ek-sistenz。这种类型的存在只关涉到人”。Ek-sistenz的意思就是“坚持存有”，但也有“出神陶醉”的意思。我们已经知道，30年代以来，海德格尔非常津津乐道于引用荷尔德林给其朋友伯伦道尔夫的那封信，其中讲他如何被阿波罗闪电所击中。（见《荷尔德林全集》，斯图加特版，第6卷，第432页）


  在最佳状态下，“生存［Existenz］”使人进入决断性。而执著于外［Ek-sistenz］则意味着，对最为繁杂纷纭的圣灵降临之体验持开放态度。海德格尔著名的“返转［Kehre］”，这个引发过诠解雪崩的“返转”，本应就像海德格尔自己所讲的那样“简单”地加以理解。在他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到《存在与时间》为止），他滞留在人生此在之中，即停留于想发展自己生存的存在之中。第二阶段——或者也可以叫“返转了”的通道——他则想“出去”，走到一种招呼攀谈人生此在、对人生此在有兴趣的、占用人生此在的存在上去。“返转”引起了整个一系列的重新诠解，使原来积极主动的，从个别个人的人生此在出发设计的一整套人生此在的可能的关系的系列被调了一个个儿，转换为一个被动消极的、听其自然的、承受性的举止方式的登记簿。人生此在的被抛性变成了“命运［Geschick］”，自己本身之事的筹措规划变成了可以将自己托付给它的完全可以信赖的“小舍”。于世界处的沉沦变成了世界“涌来”；在诸多筹措规划中，是存在自己在那里通过筹措规划来抛掷着存在自己。


  寻求切近之物的存在思维在那里所找到的，正是尼采坦率大方、毫无遮掩地直接指出的那种“真正的从事感受的瞬间”。


  这样，思维之事不再是对活动的服务性，那么，此时“思维之事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得到回答了吗？这一问题得到了回答。思维是一种内在的行为活动，它是在人生此在中开辟的另外一种状态——是通过思维，且在思维进程中开辟的一种内在状态。思维是在世界内存在的一种变形。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说，“这种思维既非理论，也非实践。它发生于这种区分之前。这种思维，只要它还存在着，就是对存在的怀念，除此之外一无所是。……这种思维没有什么故事，没有什么影响，它满足于自身的现存，即它存在着。”（《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第48页）接着出现了包含了整个海德格尔后期哲学在内的句子，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加以引述：这种类型的思维——它到底在干什么？“它让存在存在。”（同上书，第48页）


  它与人道主义是什么关系？


  国家社会主义以灾难性的方式对人道主义加以“彻底贬低”。与这一事实相反，海德格尔则打算对人道主义加以抬高。在人道主义的人的规定中，不管是从神律的人道主义，还是人的自律的人道主义中，“均未见到人的真正尊严”。（同上书，第21页）他“反对”人道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主张兽性，而是因为人道主义“对人的人性的估价不够高”。（同上书，第22页）应该把人的人性估计为多高才叫够了呢？应该高到平时谈论神那么高才行。人作为“存在的牧人”，我们不应为之画像。人作为一种“不能查明的动物”（尼采语），作为一种不依赖于固定对象的，而是在财产关系中生活的存在物，他自然需要道义上的条件，尽管这种道义条件“已变得如此贫乏，收缩为纯粹现代之物”，（同上书，第43页）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些临时性急救措施。这些条件只不过是最后一种东西，我们不能认为，思维应停滞于其上的东西。思维还需要再前进一步，知道思维在它的生气勃勃的运动中“经历到它本己本真的供把捉的依靠之物”，“存在的真理为一切举止行为赠送了供把捉的依靠之物”。（同上书，第51页）


  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同萨特之间的确存在着天壤之别。萨特说：“人必须重新找到自己，并坚信，在他面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拯救得了他，即使是真的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也是如此”。（萨特：《论文三篇》，第36页）


  而海德格尔尽管也说过，“‘存在’——它不是上帝也不是世界的基础”（同上书，第22页），但这并改变不了下述事实：对存在体验是对存在关系的准备，这种关系是一种虔诚：凝神贯注，沉思冥想，感恩戴德，敬畏，泰然。上帝发生影响的整个构架氛围都在那里。只是海德格尔严格禁止对这个上帝加以形象化，这在任何已有的其他的宗教是从未见到过的。光照也属于海德格尔的“上帝”。人们在光照中遇到的实存，但在实存身上还体验不到这位上帝。只有当人们把这种光照作为使可见性成为可能的源头来亲身体验时、把它感恩戴德地加以接受时，他们才可以与这位上帝相遇。


  无论人们怎样颠来倒去加以翻转，最后仍然不过是谢林的美妙的思想的重复。按谢林的想法，自然给人一双眼睛，以便使它注意到自然的存在。人是存在得以自视的场所。“没有人，存在便是哑巴：它还在那里，但不会是真的东西”。（考叶维语）


  结果是什么？我们已经听到过了，结果是无。“在思维着的言说之中，似乎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同上书，第52页）慢着，还是有点不一样：同世界的整个关系变了。有了一种新的现身情态，抛向世界的是另外一种眼光。海德格尔将在他的有生之年用这一眼光去从事试验，去看技术、看建造、看居住、看语言，——不管多么难堪——还去看上帝。在它们之上做实验。现在他不再称他的思维活动为“哲学”。这种思维努力让存在去任其存在。


  “因为，在这种思维中，所思维的是某种简单的东西，所以，对作为哲学流传下来的看法来说，它显得是如此困难。只是这困难并不在于去追求一种特殊的深刻意义，构造一种特别繁杂的概念。困难恰恰潜藏于那自身后退一步之中……。”（同上书，第33页）


  第二十二章


  战后的马丁·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和卡尔·雅斯贝尔斯  一个关于个人的和哲学的关系史



  “这种扭曲简直让人难以忍受。他把一切都牵强附会地说成是对《存在与时间》的解释，仅这一事实就表明，一切又会以扭曲的方式重新出现。我读了他反人道主义的信，非常有问题，到处充满歧义。但毕竟是第一篇又达到过去水平的东西”。（《汉娜·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178页）汉娜·阿伦特在1949年9月29日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就是这样评论海德格尔战后的第一篇文章的。自从1938年以后，雅斯贝尔斯同阿伦特相互间便中断了联系。早在1945年深秋，阿伦特便通过梅尔维尔·拉斯基重新与雅斯贝尔斯建立了联系。在战后给阿伦特的第一封信中，雅斯贝尔斯说，他几乎放弃了阿伦特还可能活在世上的希望。阿伦特回答说，“自从我得知，你们两个人居然经过了地狱的骚动，健康地活下来了，我又有了在世界上尚有个家乡的愉悦”。（同上书，第58页）他们在一种侥幸得救的感觉中生活。阿伦特写道，她仍然是一个无国籍者，没有任何名气。她一直坚持她的看法，“今天只有在社会的边缘地区，才可能过上有人的尊严的生活。”（同上书，第65页）这里阿伦特有点贬低自己，因为在这期间，她在美国已是十分有名气的政治女作家。她在纽约过着相对简朴的物质生活，但这并不妨碍她每月给雅斯贝尔斯夫妇寄三个托转包裹。


  战争结束后，雅斯贝尔斯突然变得特别受人“尊重”。在“纳粹”期间的被唾弃，使他一夜之间变成了民族的良心。他开始觉得，这种非分之得令人讨厌，他把这看作假仁假义的亲近。他觉得这种突然爆发的荣誉十分可疑。他好像是“生活在虚构中”一样（同上书，第70页），这使他急于脱离这个地方。于是1948年夏天，他接受了瑞士的巴塞尔大学的聘请，离开了德国。


  也就是说，战后阿伦特马上同雅斯贝尔斯恢复了联系，但同海德格尔则不同。在她要逃离德国之前不久，她还目睹了，海德格尔校长如何成了纳粹专制体系的人物。后来在美国听到的消息处处表明，他一直是个纳粹，没有变化。在流亡期间，对阿伦特来说，不可能再维护那将她同海德格尔联系在一起的“永远不毁”的东西了。她不得不把海德格尔算作对她加以迫害的人的行列，她怎么可以再对海德格尔保持忠诚，而又不完全放弃对自己的一致性呢？她努力使自己摆脱海德格尔，对海德格尔进行清算。——直至在战后第一次见面之后，她才如释重负地写道：“这个晚上和这个早上是整个一生的见证。”（埃廷格：《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第86页）


  但首先要为重新见面进行清算。


  1946年初，阿伦特在《党人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什么是存在主义哲学？》。这一年的冬天，存在主义时髦也蔓延到美国。萨特正在美国。阿伦特与他会了面。她要为读者提供这种思想态度的纯正的哲学背景。在此之前，人们对它的理解，完全只是借助于时髦口号。萨特在他的美国讲演中总是强调存在主义的社会参与精神。汉娜·阿伦特则与此相反，发展出了下述论题：法国式的存在主义始于谢林，经过尼采，直到海德格尔，越来越强调，单个人自身是真理之处所，形成与虚假的社会整体的对立。从雅斯贝尔斯才开始克服这一倾向。海德格尔的著述达到了存在主义唯我论的巅峰。在海德格尔这里，本真本己的自己继承上帝的遗产。人们习以为常地在世界中存在，这本身就意味着原初的纯粹性的丧失。“在海德格尔那里，那些认为人并非神的人，那些与自己同类生活在世界中的所有类型的人，都显得是些‘垃圾’。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他们缺少做人的条件。人可以是什么都是，但可能唯一永远是不了的，就是他本真的自己。”阿伦特说，谁拒斥了“常人”的习以为常的世界，谁就放弃了人之为人的基础。所剩下的只能是卖弄自己的“虚无性”。（同上书，第３７页）她还暗示，海德格尔使人们对野蛮的罪恶无任何抵抗力。从哲学上否定“常人性［Menschheit］”这一概念最终不是会导致对人性的实践上的否定吗？


  汉娜·阿伦特把这篇文章寄给了雅斯贝尔斯。面对过去的哲学老师的严格评判，“仍然充满了儿时的不安心理”。但是，雅斯贝尔斯在读了夹在罐装腌牛肉、奶粉、巧克力块之间的手稿之后，十分“兴奋”。只是对汉娜·阿伦特在脚注中散布的关于海德格尔流言提出了异议。脚注说，海德格尔严禁胡塞尔进入哲学系。雅斯贝尔斯指出，“你所讲的在实质上并不错，但对外部过程描述的正确性是不很确切的。”（同上书，第79页）雅斯贝尔斯想，海德格尔像当时的所有的校长一样，只是签署了相关的命令而已。（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即使这一点也是不对的。海德格尔不得已而通知胡塞尔，他的“暂时停止”的决定被撤销，因为他不属于“职业重建法”所规定的范围。）但汉娜·阿伦特坚持不改，她把海德格尔看成一个“潜在的凶手”（同上书，第84页），因为海德格尔的行径，致使胡塞尔心力交瘁。雅斯贝尔斯回信说，“您对海德格尔的评价我完全同意”。（同上书，第99页）


  尽管信中有这类表达，汉娜·阿伦特和卡尔·雅斯贝尔斯并没能真正同海德格尔“一刀两断”。尽管两年之后，汉娜·阿伦特反对他的朋友道尔夫·施特恩贝格尔在《新评论》杂志上发表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但是当雅斯贝尔斯写信告诉她，他与海德格尔渐渐又有了通信往来，阿伦特回信中写道：“人并不总是前后一致的，反正我不是。为此我十分高兴。”（同上书，第178页）


  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为解除对海德格尔教学禁令而努力时，开始恢复同海德格尔的通信联系。1949年初，雅斯贝尔斯给弗赖堡大学校长格尔德·特伦巴赫的信中说：“马丁·海德格尔教授在哲学中的工作成绩斐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在德国没有人能超过他。他的几乎隐藏不露的、充满了极深刻的问题的、在他的发表作品中只能间接看到的哲学思考工作，也许会使他成为今天这个哲学贫困的世界中的一个唯一无二的人物”。无论如何应从现在起，保证海德格尔得以安静地工作，如果他愿意的话，并从事教学工作。（《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275页）


  1949年3月在清除纳粹运动中，海德格尔获得的评定结论是“胁从分子，免于制裁”。于是弗赖堡大学便开始讨论关于撤销对海德格尔禁教的决定。1949年5月，大学教授评议会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一个给文化部的建议，海德格尔可以正式退休，同时解除对他禁教的决定。1951—1952年冬季学期开始，海德格尔又可以在大学讲课了。


  1949年2月6日，雅斯贝尔斯在给海德格尔的第一封信中小心试探地说，“我们互相沉默的”状态是否应该结束了。这当然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冒险行为。“1933年以来的，无穷无尽的悲痛，以及使我的德意志灵魂更加痛苦的目前的当下状况，未能使我们联系在一起，而是把我们在沉默中隔开了。”尽管在它们之间存在着“黑暗”，但人们仍可以尝试一下，是否可以在私人和哲学上，“在我们之间相互交换一下语言。”雅斯贝尔斯在信的最后说，“我祝福您像从遥远的过去，越过事件的深渊，坚决抓住那过去的、但不可能变为无的东西不放”。（《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170页）


  最初，这封信并没到海德格尔手里。海德格尔6月份从罗伯特·魏斯那里得知，雅斯贝尔斯给他写了信。在没有看到雅斯贝尔斯的来信的情况下，海德格尔便写了封短信，它的不太自然的口气，清楚暴露出了他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我经历了一切错误、迷惑和一段时间的扫兴，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与您的关系”。在什么水平上继续这种关系，或者应如何重新恢复呢？海德格尔决定，在崇高伟大事物的共同性上继续它。“在这个不断加强的世界危机中，思想的保卫者寥寥无几。他们还要为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而不得不坚持斗争，而且不计后果。世界的公众的论坛和它的组织，并不是人类命运自己作出决定的地方。孤独性不应该是谈论的对象。孤独是从事思维和进行吟咏者能依人类的能力而坚守在存在身旁的唯一场所。我从这个所在衷心向您祝福。”（同上书，第171页）


  雅斯贝尔斯的回答十分简捷，毫不掩饰他的不信任感：“被您称之为存在开放的东西，对我尚为格格不入。您向我发出祝福的那个‘场所’，也许是一块我从未践踏过的土地。我带着惊奇和紧张的心情，愉快地接受了您的祝福。”（1949年7月10日，同上书，第176页）


  雅斯贝尔斯面对汉娜·阿伦特评论这封信时，带着十分轻蔑的口气：“他整个是在从事存在的投机，把Sein（存在）写成是‘Seyn’。25年前他把宝押在‘生存’上，结果从根本上把一切都扭曲了。如今他又把宝押到更本质的东西上，……希望他不要再扭曲一次。但是我很怀疑，作为一个不纯的灵魂，他能够……在不真诚之中能看到最纯真的东西吗？”但雅斯贝尔斯马上收回了他的严厉的评价，指出：“他知道某些今天根本没人注意到的东西，并用丰富的预感给人造成深刻的印象，这是极不寻常的。”


  汉娜·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看法，实际上也是摇摆不定的。雅斯贝尔斯同海德格尔重新建立联系，使她很高兴，同时又赞成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的否定性评价：“住在托特瑙山上，咒骂文明文化，把Sein中的i写成y的生活，在实际上只不过是他引身而退的老鼠洞生活。因为他完全正确地假定，在这里只会见到前去焚香朝圣的人。爬到不及1200米高的地方去布置一场戏，并非一件多困难的事。”（同上书，第178页）


  1949年11月汉娜·阿伦特到欧洲作了四个月的访问。她是受“欧洲重建犹太文化委员会”之委托，到欧洲对被纳粹抢劫的犹太人文化财产的残余进行视察和清理登记。在工作旅行期间，她首先于1949年12月到巴塞尔访问了雅斯贝尔斯夫妇。汉娜怀着对父亲的爱向雅斯贝尔斯承认了她同海德格尔之间的爱情关系。雅斯贝尔斯第一次听说此事，说，“噢，但这可真让人激动。”他的反应使汉娜松了一口气。她原来担心雅斯贝尔斯会对她进行严厉的道德批判或者产生妒嫉。他们两个对海德格尔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以致使小心谨慎的雅斯贝尔斯觉得有些不适。雅斯贝尔斯说：“可怜的海德格尔，现在我们这两个海德格尔最好的朋友，却坐在这里对他进行透视分析。”（布鲁尔：《阿伦特》，第346页）


  由美国动身前，她的女朋友希尔德·弗兰克尔问汉娜，她是为能去巴塞尔而高兴还是为能去弗赖堡而感到高兴。汉娜回答说，“亲爱的，为了弗赖堡之行而‘高兴’，需要野兽般的勇气——可是我缺少这种精神。”（同上书，第346页）


  1950年1月3日，在她赴弗赖堡的前几天，汉娜写信给海因里希·布吕歇尔：“要不要见海德格尔，我自己也不知道……此事我听凭偶然性的摆布。”（埃廷格：《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第86页）


  雅斯贝尔斯给她看海德格尔的最新来信，但并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好印象：“同样是真诚与虚伪，或更准确地说，真诚与胆怯的混合物。”（同上）但是当阿伦特2月7日到了弗赖堡之后，她还是从旅馆给海德格尔寄去了一个信息。海德格尔接到信息，马上来到旅馆，交给服务台一封信，邀请她当天晚上去他家作客。字里行间暗示出，他的夫人埃尔福丽德已经知道了他们之间的恋爱故事。显然海德格尔自己也有一种不安的心情，开始时他还犹豫不决，是否与汉娜私下见面。但把信交出以后，他还是请旅馆服务员通报汉娜他来了。两天以后，汉娜在给海德格尔的信中说：“当服务员说出你的名字的时候……当时好像时间突然停住不动了。它使我闪电般地意识到，好像以前不是你，也不是我，没有任何人承认，一种激动的强力向我仁慈地证明了，我似乎做出了真正唯一的不忠诚之事，以葬送我的人生，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明白（因为我们没有太多和不经常相互交往之故），如果我真的这样去做了，也只是出于自尊，也就是说，出于纯粹的疯狂的傻气，而不是出于什么原因。”这里的“原因”是指海德格尔过去的纳粹活动。海德格尔的纳粹活动显然不足以阻止她与海德格尔的会面。她所说的“自尊”，是指担心又被海德格尔迷惑住。但是正如她1950年2月9日的信里所表明的，这个魔法的魔力已经又开始起作用了。在她重新清醒之后写给弗兰克尔一封信中，把她针对海德格尔而言的“整个一生的见证”，描述为一场悲剧：“一切都过去了25年，他17年未曾见到过我，但海德格尔对此毫无概念。”海德格尔站在他屋子里，就像一只“落水狗一样狼狈不堪”。（布鲁尔：《阿伦特》，第347页）


  海德格尔回家之后，等候汉娜当天晚上的来访，他们两个将单独度过这个夜晚。汉娜在给布吕歇尔的信中说，“在我看来，我们好像有生以来第一次相互交谈。”汉娜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小学生。她来自一个世界，有了“丰富的经验”，历经劫难而后生，刚刚发表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此书以后使她成为蜚声世界的政治哲学家。但是这并不是他们的话题。海德格尔讲述了他的政治纠葛，讲述了他如何落入“魔鬼”的圈套的，抱怨人们对他的唾弃。汉娜面对的是一个刚愎自用、悔恨莫及、愤世嫉俗的人。他显得需要她的帮助，她也想帮助他。她代海德格尔在美国寻找出版商，商谈出版事宜，监督他的著作的翻译，给他寄食品、书籍和唱片。他则给她写了许多情意绵绵的信。有时还在其中加一束凌风草。他向她讲述他的工作，描写向窗外望去看到的风景，回忆当时她在马堡时穿的绿色时装。而且总是顺便捎去他那位夫人的问候。


  海德格尔想通过这次会见，建立一个“三国联盟”。他告诉汉娜，是他的夫人埃尔福丽德鼓励他，重新恢复他们之间的友情的。在汉娜访问的第二天，海德格尔特意安排了三人会面。关于当时的情况，汉娜在两天后给海德格尔的信中说，他的夫人埃尔福丽德的“真诚和对亲近的强烈要求，使我非常感动”。一种“休戚相关之感突然”向她袭来。但是她在给布吕歇尔的信中，描述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场景：“今天早上还同他的太太打了一场交手战”。25年来，或者说，在这位夫人以某种方式打听出了那件糟糕的事情之后，她就把海德格尔投入了人间地狱。他，这个尽人皆知的有名的撒谎者尽其可能，不断扯谎，到处扯谎，但是就像这次十分棘手复杂的三人会面中表明的，他25年来从来没有否认，这是他生活中一次最具有激情的时间。“恐怕，只要我还活着，这位夫人就恨不得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溺死才好。这个女人，很遗憾，像刽子手一样愚蠢。”（埃廷格：《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第88页）海德格尔的体验则完全不同，在他看来，根本没有争吵，有的只是谅解。在告别时，两个女人相互拥抱，使海德格尔十分激动。他也想以同样的方式同布吕歇尔建立友好关系，经常通过汉娜转达他的问候。汉娜则尽量给海德格尔的热情泼冷水，告诉他，只是为了他的缘故，才与埃尔福丽德为伍的。她仍按照她的过去的老原则办事：“不使事情复杂化。我所以离开马堡，也是为了你的缘故。”（同上书，第90页）


  “三国联盟”一幕演出之后两天，汉娜给埃尔福丽德写了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她为这件人为的作品写了最后一笔，以便继续那种密切的关系，同时又为自己获得了必要的距离。她在信中承认：“您打破了僵局，为此我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同上书，第92页）但是她对他们过去的秘密交往并无负疚感。她写道，对她来说，她为这段恋情已付出了太多痛苦的代价。“您看，我在离开马堡的时候，已经果断决定，不再去爱另一个男人。后来与一个男人（与京特·安德斯——作者），随便一个男人结了婚，并没有爱情。”（同上）她已经受到了过多的惩罚，也就是说，请不要对那过去的事再行谴责。关于当下，在她的信中看不到任何两天前相互拥抱的一点痕迹。“您对您的考虑毫不隐讳，今天仍然不隐讳。对我也不隐讳。而这种考虑本身使得谈话几乎无法进行。因为无论别人是什么，都已经被您预先定了性，（请原谅我的直言）您都为他们作好了分类——犹太的、德意志的、中国的。”（同上）


  两年以后，1952年5月19日，当汉娜·阿伦特第二次来访时，这种不自然的、田园式的、和谐的残余荡然无存。汉娜在给布吕歇尔的信中说，“妒忌使她成了半疯。她在这些年里一直希望他把我完全忘掉。希望的破灭更加强了她的妒忌。她表演了一场半反犹太的闹剧。他不在场。所有的经验都未能使这位夫人的政治信念发生任何动摇。这是一种笨拙的、恶毒的、充满复仇感的愚蠢。它使人们相信，在她那里，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总而言之，我不需要再在她面前按着常规原则演戏了。此后一切都好得多了。”（同上）汉娜·阿伦特坚持认为，一切都是埃尔福丽德的错。汉娜同雅斯贝尔斯的通信中谈到海德格尔的“不纯洁”问题。但在汉娜看来，所谓“不洁”就是通过同埃尔福丽德的接触而受到的污染。


  但是如果汉娜认为，海德格尔的埃尔福丽德只是一个魔鬼的话，那她就错了。埃尔福丽德是海德格尔的很好的夫人，是他的生活中的女助手。她同他结婚之时，在海德格尔身上还看不出任何一点以后能如此出名的迹象。在海德格尔任私人讲师的年代中，她靠在学校教书担负了整个养家的任务。她是一位解放型的、自觉自强的妇女，是当时罕见的上了大学的女国民经济学者。海德格尔在最困难的时候，如当海德格尔同天主教决裂的时候，以及战后受唾弃和被禁止讲课期间，总是得到她最有力的支持。她还为海德格尔创造一个尽可能安静的工作环境。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也是她的创造性的劳动的结果。她先海德格尔而参加纳粹也是事实，但海德格尔“加入”纳粹有他自己的理由。而在她身上，妇女解放起着重要的作用。她期待国家社会主义能在这个领域中带来更大的进步，和海德格尔不同，她也追随纳粹运动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方面海德格尔并没有追随她。她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纳粹分子。邻居们都十分畏惧她。有她在场，人们避免流露任何对“专制体制”的批判态度。1944年秋天，她是城区义务劳动女领导。她以极残酷的方式对待泽赫林根的城市妇女，强迫“有病和怀孕的妇女去挖战壕”（奥托：《海德格尔》，第135页），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仇恨。最起码，清查纳粹委员会的沃尔克尔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在“清查委员会”中和反纳粹运动时期，埃尔福丽德的行为当然成了海德格尔的政治负担。但海德格尔把他夫人当成了挡箭牌，用以对抗他所谓的敌对世界。埃尔福丽德自愿承担起这一角色。她并不崇拜她的男人，但是对她男人于“思维之事”的热情十分理解，她尽其所能，让他的热情得以充分发挥。海德格尔对这一点十分清楚，所以他一生对她都十分感激。最让他受感动的，是她对他追求孤独的宽容，同时，又使他感到他是在自己的家里。她一人承担了生活的绝大部分负担，以及拉扯孩子的全部任务。这对海德格尔当然是十分理想的分工了。


  在早年，海德格尔曾几度惹起她的妒忌，因为海德格尔是一个十分乐于被女人迷住的人。小型桃色事件时有发生。但所有这一切，包括他同汉娜·阿伦特的关系在内，都没有使他想到过离开埃尔福丽德。现在，汉娜又出现在他的生活中的时候，他梦想建立“三国同盟”，以便使他一方面抓住埃尔福丽德不放，一方面又可以重新赢得汉娜——尽管不是作为情人，但是作为爱过的女朋友。但这样的“三国同盟”根本不可能。不管是埃尔福丽德还是汉娜都不干。妒忌把埃尔福丽德反犹太偏见全部搅起。而对于汉娜来说，这对婚姻无非是“蠢妇与精英的结合”。


  汉娜1952年5月单独访问海德格尔，在单独度过的几个小时中，与海德格尔一起读《什么是思维？》一文时，她又被她的哲学家给迷住了。她在给布吕歇尔的信中说，在这种时刻，她确切感到“一种根本的善良，使我十分激动的信任（我只能这样称呼它），只要他同我在一起时，一切十分容易冲击他的东西都消失了；我感到了他的政治的无依无靠，毫无能力的状态。只要还在从事创作，就无危险。我只是担心，他身上反复出现的阴郁，现在我正试图预防这种危险。也许当我不在他身旁时，他会意识到这一点。”（埃廷格：《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第98页）


  汉娜把自己想象为一个“更好的海德格尔”的守护天使。她要帮助他，维护他的创造性。布吕歇尔对此加以认可：“《什么是思维？》是关于上帝的提问，这样帮他提问吧。”


  但汉娜·阿伦特不仅在提问上帮助他，还帮助他对问题加以回答。


  当1960年她的哲学代表作《常规生活》德文版问世时，她送给海德格尔一本，并在附信中说，“如果我年轻时未曾从学于你的话”，就不会有这本书的诞生。“它直接诞生在马堡的时日里，就这一点看，它几乎全部归功于你。”（同上）


  在没有寄出去的一张纸上，她写道：“《常规生活》/此书之献辞可以省略/我如何将它献给你/可靠的/我一直忠实于的/以及我曾不忠实于的/俩人之爱。”（同上）


  在哲学上，汉娜·阿伦特在什么地方一直忠实于她的老师呢？


  汉娜·阿伦特追随着海德格尔，与哲学思维传统实行了革命性的决裂，她坚持了海德格尔立场，认为，人类的世界性关联，根本上不是一种认识性和理论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筹措操办之忧的活动，而人的这种活动同时还是开拓开放的进程，是真理的事件。无论是对于海德格尔还是对于汉娜·阿伦特，被海德格尔称之为光照的开放，都是人生此在的内在的目标。但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不同，他把这种开放性同社会的公众性作了区别。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声称，“社会的公众性使一切昏暗不清，而且它把隐蔽着的东西，充作熟知的和唾手可得的东西。”（《存在与时间》，第127页）一般情况下，在这种社会的公众性中，人生此在被常人所统治。“人人是他人，无人是自己”。（同上书，第128页）针对这种社会公众性，海德格尔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本己本真性与之抗衡。


  和海德格尔一样，汉娜·阿伦特坚持关于开放性的观点。但是，她认为，这种开放性，可以发展成为社会公众性。她并不指望这种开放性使个人的关系返回到自身，即并不指望成为海德格尔式的本真本己性，而是指望它转变为对多元性的意识。她的观点是：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意味着，与许多人共同享有一个世界，共同构建一个世界。只有在人们认真严肃地对待多元性经验的地方，才有开放性。而所谓正统的思维把“多”斥之为“杂多”，加以拒斥，并不接受多元性的挑战，而多元性则属于conditio humana（人生的基本条件）。这种正统思维谈人的时候，不是用复数，而只用单数。在汉娜·阿伦特看来，这正是哲学在政治上的背叛。像海德格尔一样，汉娜·阿伦特也在古希腊为她的主张寻找来源。海德格尔找到的是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汉娜·阿伦特也在修昔底德生活于公元前466—前400年左右。古希腊历史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译者的记述中找到了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在他们不断重新开始的谈话中，古希腊人发现，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从无限多的不同立场出发，来观察我们这个共同的世界的。与之相应，便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希腊人学会了理解——并不是许多个人相互理解，而是学会了从他人的立场上来观察同一世界。从不同的，经常是相互对立的视野出发来观察同一事物。在修昔底德解说相互争斗的党派的观点和利益的讲话中，可以找到活生生的证据，说明这种争斗具有极高的客观性。”（马什拉：《对公众世界的解释》，第126页）人们也可以说，汉娜·阿伦特为柏拉图洞穴中被束缚着的人们之间的闲聊平了反。在她看来，根本不存在完善真理的柏拉图之光，或者海德格尔所谓从“实存向更多存在的上升”之类的东西。有的只是对共同世界的不同的观点看法，以及处理这种多元性的不同的能力。针对海德格尔的关于社会公众性的闲谈的禁令，汉娜·阿伦特在1959年她的莱辛讲演中宣布，“如果世界不是由人不断加以谈论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一直是非人的世界。”（阿伦特：《在黑暗中的人们》，第41页）


  使世界具有开放性的并非是本真本己性，而是“同他人一起商谈的高超技艺”。（阿伦特：《自由与政治》，第681页）而海德格尔恰恰想脱离这一技艺。


  真理问题上汉娜·阿伦特也从海德格尔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比海德格尔更前进了一步。她接受了海德格尔把真理解释为去蔽性的看法。但海德格尔指的是，真理的发生过程是人同物本身的关系。而汉娜·阿伦特则在人同人“之间”的关系中，发现了这种真理性。对她来说，作为去蔽的真理概念，只有在人类共同生活的悲剧和喜剧中，才有它的真正的用场。真理的最根本的过程，是在社会的大竞技场上上演的。阿伦特说，“在行为友好的谈话中，人们展示出自己是谁，主动表示出他的存在的个人本性，就像登上世界大舞台进行表演。”（同上书，第169页）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具有戏剧特征，因此，人们也可以把整个显现中的世界变为大舞台。只是因为人们可以登台，表演自己，所以他们才觉得自己同自然的关系也无非是这样。自然也想“表现”自己。即使是柏拉图的向理念世界的攀升，也是同表现自己的、登台亮相的社会游戏分不开的。因为理念是应该被观赏的东西自然是在哲学家的内在的舞台上。


  这里，汉娜·阿伦特所说的“世界”，是指一种舞台式的、社会性的开放性的空间：世界在人之间展开自身。所以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切东西，即人和事件的总和，而应理解为人彼此相遇，以及诸物出现于其前的场所。最后，人们还创造生产出了某种超出了各个个人活动之总和的东西。在告知要寄给海德格尔《常规生活》一书的信中，汉娜·阿伦特谈到“人之间”这个问题，“如果在我们之间有某种被公认的、合法的东西的话——我是指‘之间’，既非你，也非我——那么我会问你，我是否可以将此书献给你。”（埃廷格：《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第122页）汉娜同样有一种感觉，在这种关系中，对她来说只有向海德格尔的奉献和她自己的自视。在这种关系中，处于他们之间的世界必须烧掉，不允许有自由相遇的空间：未做的事太多，未说的话太多，未注意的东西太多了。


  在她的《常规生活》一书中，汉娜·阿伦特所关注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是如何维护这个“之间”的。这个世界又是如何可能在个人生活中和历史的标准下被摧毁的。她对“劳作”、“生产”和“行为活动”作了区别。这里她也吸收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她把“在世界中存在”区分为不同性质活动方式的不同层次。人们可以在不同层次上进行一定程度的、自由的生产创作活动，于是为开放性创造了前提。


  按照汉娜·阿伦特的理解，“劳作”只是人的生物学上维护生命的活动。在这里，人对他与自然的物质材料的交换活动进行了组织。劳作与休息，劳作与消费，按一定的节奏交替进行，严格地说，这个过程既无始也无终，就像人的种族繁衍过程生与死的交替进行一样。在劳作中，人消费自然，在劳作中，人耗尽了自己的生命。这个过程并不产生持久性的东西，劳作并非真正的“世界构成活动”。


  “生产活动”则不同。这里出现了产品，它们不是手工的就是艺术性的。这些产品超出了纯粹服务于维护生命的范围。它产生的是一些不可以直接用于消费的对象：器皿、建筑、家具、艺术作品。这些是能代代相传的东西。一个对象保存时间越长久，生产它的活动便越具有世界性。生产的活动过程是线性的，是直接指向外在目的的，因为不论要建立什么，装配什么，制造什么，它们都要求自己在世界中有相应的位置。所以它们属于人所创造的那个区域之内。在这个区域内，人要为他的活生生的人生之途找到立足处，栖居处，找到关系。这里起推动作用的动力不是生命的必然要求，而是时间性的人生此在，需要在他的生与死之间创造持续性因素，创造超时间的超越性。这种需求在这里起着推动作用。


  单数“行为活动”比“生产活动”更持久地把人从他的生命自然生长的循环中突出出来。“行为活动”——希腊文praxis；“生产活动”——希腊文poieses；正如亚里士多德业已明确指出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行为活动”是人类自由的自身表现与表达方式。在行为活动中人们表现着自己。他们显摆着，他们是谁，他们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人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如果它不是直接服务于劳动或者服务于生产活动的话，那就是行为活动。这种行为活动构成了世界的大剧院，因此在舞台上，即在世界上，活动着的有：爱情剧、妒忌剧、政治剧、战争剧、对话剧、教育剧、友情剧。因为人是自由的，所以他们可以行为活动，磋商讨论。相互交错纠缠不清的行为活动如此繁多，形成了人类现实性的混乱状态。所以人类的历史中也就不存在可以预测、把握的逻辑。人类历史不是“生产”出来的，也不是“劳作的过程”。它根本就不是过程，而是一种种的事件断断续续的发生，是由人的行为活动的相互冲突的多元性造成的事件。人类制造了机器，并用它进行劳作。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历史都不是机器，尽管在历史中不乏将历史变为机器的努力。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历史”中，也企图在事件的浑沌中找到一种本真本己的逻辑，所以他的思想也属于这种将历史变为机器的尝试。汉娜·阿伦特在她的遗作《精神生活》的第二卷中，说出了她对海德格尔的这种猜测。在那里，她把海德格尔放到“专业思想家”相近的一群之内。这些思想家不能容忍自由和无法解密的偶然性。自由与偶然性不想“以偶然性规定为代价，去换取那问题的自发性的善”。（阿伦特：《精神生活》，第二卷：《意志》，第189页）


  从“自然过程的观点”和“决定着世界发展的自动发展过程”的立场出发，人的行为活动看上去“像一个怪物，或者一个奇迹”。因为行为活动意味着能采取主动［Initiative ergreifen］。Initium的意思就是开始创新。（阿伦特：《常规生活》，第242页）


  侥幸从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汉娜·阿伦特，在《常规生活》一书中发展出了一种关于可以重新开始的十分壮观的哲学。正是在这种哲学中流露着她对海德格尔的爱。当海德格尔偷偷登上她在马堡的顶楼小舍时，她正在书写“通过预先走向死亡”而获得本己本真性的哲学。在死里逃生之后，汉娜·阿伦特像在爱情中一样，用预先走向开始创新、能够开始创新的哲学，对预先走向死亡的哲学作了补充性回答。“使世界的进程和人事的过程不时中断、使他们从沉沦中获救的奇迹……最终是一种出生率的事实，是人诞生的事实。……这个奇迹就在于，人居然诞生了，并且可以重新开始。由于他们的诞生，他们可以在行为活动中不断发展。”（同上书，第167页）


  这是对海德格尔死亡哲学的杰出的回答，这种诞生哲学对畏惧这种情绪也有认识，但它更了解降临人世的欢悦情绪。以这种诞生哲学为基础，汉娜·阿伦特发展出了她的民主概念。民主维护每个人在相互共有中保有自己重新开始创新的机会。民主的重大任务是学会在不一致中生活。因为，如果我们想在一个世界中相遇，甚至想取得一致时，我们便经验到，我们是从不同开端开始，在自己完全不同的终点结束。民主就是承认这种经验，民主就是愿意重新讨论，如何重新开始我们的共处生活这一问题。但这种新的开始，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只有具备了下述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承诺和原谅。我们在行为、活动、商谈时，我们开始了一个我们无法负责的过程。我们置入世界中的东西，总是不可收回的、难以估计的东西。“因为人对他所做之事不可收回，尽管人们不知道，或不能知道他在做什么，于是便具有了一种医治这种不可收性的手段：人有能力原谅；而用以治疗不可预见性，针对未来的混乱的不确定性，人具有了另一种能力：承诺，并信守承诺。”（同上书，第231页）


  汉娜·阿伦特作出自己的承诺，不离开马丁·海德格尔。她所以能作出这个许诺，因为她有力量对他加以原谅。


  1955年汉娜再次访德时，她没有去拜访他。她在给布吕歇尔的信中说，“我没去，好像我和海德格尔之间达成了默契似的。”（埃廷格：《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第113页）汉娜·阿伦特应邀参加刚刚在德国出版的《反专制主义》一书的首发式。在这期间，她又成为大明星。她知道，海德格尔注意到，在这种喧嚣中，她将无暇分心给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的这次德国之行的确是一次凯旋。一位自豪的女犹太人回来了。她对这个世界的专制政治的尝试作了总结，而且也带着锐利的批判与这个时代的法国的高级官员一起走向法庭。“自愿地潜入超人的、有破坏力的过程中，似乎使以前存在于社会中的功能、联系都瓦解了，一切纠缠都化为毫无意义的庸俗性。这种专制极权主义运动对人的吸引力曾经是，而且今天仍是……那从一切怀疑之中净化解脱出来的、残忍的、纯粹的行动，同对失去一切人类理解力的、残酷的、纯粹必然性巨大力量的信仰之间，表面上显得十分矛盾的混合为一”。（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534页）


  尽管海德格尔只草草翻了一下此书，上面这几句话一定使他觉得击中了他的要害。但恰恰是前面引述过的“暴民与精英的临时联盟”一句，在公众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此也使她不能去找海德格尔。从海德格尔讲授尼采以来的立场看，对于她书中的基本思想，极权制度的相似性和可比性他是可以接受的。尽管如此，当他想到，在战争结束时期，他自己曾努力参与为纳粹的辩护，将纳粹美化为是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时对欧洲的拯救时，他一定感到十分不舒服。也有可能是阿伦特担心海德格尔对她的书作出愤怒的反应，所以这次她没有去找海德格尔。


  1961年夏季，在她参加艾希曼的审判，以及她的关于艾希曼审判一书问世之后——该书的问世在美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在她的书中披露了犹太人组织也参与了驱逐犹太人的运动——的这年里，汉娜·阿伦特又回到德国。在这期间，她的哲学代表作《常规生活》已经发表。这次她也来到弗赖堡，也给海德格尔写了信：“我写信告诉海德格尔，我什么时候在哪儿，他可以和我联系。没有回音，对此我并不奇怪，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否在城里。”她在弗赖堡接到邀请，参加法学教授凯泽尔的庆祝会。她表达了要利用这个机会和她学生时代就已经结识的欧根·芬克见面的愿望。但芬克“粗暴”地拒绝了庆祝会邀请。这整个过程使她得出如下结论：是海德格尔在背后做小动作，说动芬克，由于她的原因拒绝了庆祝会的邀请。


  3个月之后，她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海德格尔——这是一段令人十分气愤的故事……我的解释……是，在去年冬天，我第一次把我的书寄给了他。……我知道，我的名字在公开场合出现，以及我还著书立说，等等，这使他受不了。在他面前，我几乎一生都在编造，一直装得好像这一切都不存在，好像我连三都不会数，而且在他的哲学上也是如此。因为，当他发现我已经能数到三，有时甚至超过了三，他便非常高兴，非常欢迎。可是突然这种编造使我感到无聊，于是我便受到了教训。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十分气愤，但我现在不生气了。我现在的看法是，某种程度上我是罪有应得——不仅对我的编造，而且也对我的突然中止了游戏，不再玩下去，都是如此。”（《汉娜·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494页）


  过了5年之后，海德格尔又给汉娜·阿伦特写信。这是祝贺她70岁生日。信中还附上一张托特瑙山的风景明信片和一首以秋为题的诗。


  1966年初，针对亚历山大·施万的《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政治哲学》一书，《明镜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海德格尔的国家社会主义”。汉娜·阿伦特和雅斯贝尔斯在通信中讨论了此事。汉娜·阿伦特猜测是“阿道尔诺的人”所为。雅斯贝尔斯则针对该文中关于海德格尔由于他的夫人是犹太人，而与自己断绝了联系的说法，为海德格尔进行了辩解。1966年3月9日雅斯贝尔斯在给汉娜·阿伦特的信中说，“实际上我的夫人和我在他眼里根本就是无所谓。”（《汉娜·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665页）“海德格尔并没有计划和我们中止联系。事情就这么发生了。1945年后，我也没有决定再不与他重新见面，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没有意识。但这种无意识性在我看来是相对应的。”（《汉娜·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666页）


  但是，雅斯贝尔斯也没有彻底摆脱海德格尔。三年之后在雅斯贝尔斯去世时，他的笔记放在他的书案上首伸手可及之处。但是在1949年和1950年，同海德格尔重新恢复关系之后，雅斯贝尔斯并没有想到过再同海德格尔进行不间断的通信或者再同海德格尔个人会面。


  这次是雅斯贝尔斯主动后退，而且是在海德格尔1950年3月7日来信之后。这封信写于汉娜·阿伦特访问海德格尔之后不久。她鼓励海德格尔，向雅斯贝尔斯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因此海德格尔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我1933年之后没有再去您家，并不是因为那里住着一个犹太女人，因为我感到羞愧。”（《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196页）雅斯贝尔斯在一封简短的回信中，对海德格尔这种“无任何保留的解释”表示了感谢。然后是两年的沉默。但他在两年之后还是对此作了回答。回信中表明，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两年前来信中的那种预言式的口气感到十分可疑。海德格尔在两年前的来信中写道：“恶魔之事”并未结束；在这“无家可归”中准备着一种“圣灵的降临”。“也许我们可以在那轻微吹拂中经验到它的遥远的暗示，并一定去截住它，以便为未来将其储存起来”。（《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202—203页）两年之后，雅斯贝尔斯回答说：“在您的来信中的这类句子使我预感到，您所编造的哲学，难道不是一种又在引起庞然怪物幻影的哲学吗？难道不是又在通过与现实脱离，为极权主义的胜利在作准备吗?”针对海德格尔“圣灵降临”，雅斯贝尔斯写道：“就我想象力之所能，这纯粹是一种梦幻，是愚弄了我们半个世纪之久的一系列的梦幻中的一种。”（同上书，第210页，1952年7月25日）


  这封信之后，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经常在对方过生日的时候寄上生日问候，致辞有长有短。1956年在为恩斯特·荣格尔生日出版的纪念文集中，发表了海德格尔的文章《谈存在问题》，雅斯贝尔斯读到下面的句子：“今天如果有谁从整体上清楚地看透了形而上学问题的类型和历史，并认为应跟着它走的话，那么他仍在光明的空间中、在思考中不断运动，终究有一天他会问起，使人们清楚可见的那个光来自何方？”（海德格尔：《路标》，第410页）对此雅斯贝尔斯作了如下笔记：“在这种漂亮的措辞中，有一点很遗憾是毋庸置疑的：这里指的是我。……这里开始的卑鄙，我是不能让它继续的。”在这一年里，汉娜·阿伦特在她的德国之行中，同雅斯贝尔斯进行了一次关于海德格尔的“总结性会谈”。汉娜·阿伦特在给布吕歇尔的信中说，雅斯贝尔斯几乎是向她发出了关于海德格尔的最后通牒，要求她与海德格尔断绝关系。“我被激怒了，直接声明，我不接受任何最后通牒。”（埃廷格：《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第118页）


  海德格尔没有留下“关于雅斯贝尔斯的笔记”。在二人的关系中，海德格尔是冷淡的。雅斯贝尔斯感受到海德格尔身上的哲学的魅力，他不断受到这种魅力的迷惑。海德格尔在雅斯贝尔斯身上并没有这类体验。但是，早在20年代初，是海德格尔第一次向雅斯贝尔斯提出，结成“战斗共同体”，在生存的名义下，发动反对教授-哲学的革命的。第一次提出同雅斯贝尔斯建立友谊甚至爱的也是海德格尔。1924年4月17日，海德格尔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自从1923年9月以来，我同您的生活就完全出于下列前提：您是我的朋友，这是能耐受一切的对爱的信仰。”（《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46页）两个人都致力于这种友谊的建立。但是几乎谁也没有读对方的著作。海德格尔为了写书评，唯一认真读过的雅斯贝尔斯的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心理学》。但雅斯贝尔斯对他的书评未作任何反应。同海德格尔谈话比读海德格尔的书更使他感兴趣。他经常在笔记中从对海德格尔的文章作如下记录：“我看不懂它”。在50年代雅斯贝尔斯以赞成的态度把勒维特的一句话抄了下来：“事实是没人能够声称，他懂得了海德格尔所谈的那个存在、那个秘密是什么。”


  雅斯贝尔斯在1932年他的主要著作《哲学》中，以与海德格尔类似的方式，把存在作为哲学的重要任务提了出来。但是，他所寻找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更准确地讲，他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寻找存在。对雅斯贝尔斯来讲，存在是一种不可以直接加以把捉的，即使是通过哲学性的思想也做不到。它只能在自由的运作中，在超越行动中才能被把握。


  1956年雅斯贝尔斯在笔记中把他和海德格尔思想作了对照。同海德格尔交往伴随了他一生。这是对这种交往的总结：“海德格尔的思想本身就是存在——一切都围绕着它谈，指向它，但并达不到它。雅斯贝尔斯的思想具有生存行动的重大意义——思想在沉思的内在行为中证实着生存意义（准备性的，使其进入表达），让它在生活实践中变为现实——但它不能在哲学著作中出现。”（雅斯贝尔斯：《关于海德格尔的笔记》，第194页）这种区别海德格尔也注意到了，在1936—1937年冬季学期他讲授尼采课上，他对此作了表达。（不过相应的段落并没有被收入雅斯贝尔斯在世时出版的《尼采》一书中去）从根本上看，雅斯贝尔斯哲学只是对“人的个性的道德上明朗化之目的的描述”。雅斯贝尔斯“不再严肃地”对待哲学之认识，哲学在他那里成了“从事道德化工作的关于人类生存的心理学”。（《海德格尔全集》，第43卷，第26页）


  雅斯贝尔斯猜测，海德格尔对思想估计过高，是由于他在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摆脱“科学哲学”的观念，尽管他对科学作出了激烈批评。他过于死地咬着概念的严格性不放，过死地抓住思维出来的、人为构造的思维大厦的建筑不放。雅斯贝尔斯感到《存在与时间》就是这类构造性作品。后来他注意到海德格尔同科学性的彻底决裂，但他在其中又看到另外一种极端，即，使语言独立化。语言只关心自己，于是变成了杂耍；或者语言把自己装扮成存在的启示录，于是语言又变成巫术。对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雅斯贝尔斯一直持怀疑态度。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语言并非存在之屋。因为作为一种“不可把握者”，“存在”根本不适于有什么房宿居室，语言根本不适合于空间性。在给海德格尔的一封信里，雅斯贝尔斯写道：“语言必须在现实中通过传递信息扬弃自己。通过干，通过当下性，通过爱而使自己得到扬弃。”（《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179页，1949年7月10日信）


  在雅斯贝尔斯那里，当哲学变成了生存的内在活动之后，哲学便达到了它的目的。所以雅斯贝尔斯在海德格尔思想中清楚地看到把哲学作成“作品”的意志倾向。任何一个“作品”都超出了通常生活的界限。雅斯贝尔斯十分清楚，他自己的哲学最终不会成为“作品”，他觉得，这是他对哲学思维的贡献。从这种考虑出发，他对海德格尔哲学作了如下笔记：“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特殊的哲学作品，它维护着它的语言、行动和它的专题。它是从通常的生活中隔离出来的、提取的、特殊的东西……我的方式是某种无界限的东西。……从思想方式来看，就是不把日常思维同哲学思考、不把讲台上的报告同活生生的谈话隔离开。”


  尽管有这些批判和保留，雅斯贝尔斯一直认为，在这个“哲学贫困的世界”，海德格尔是“独树一帜的人物”。


  白发苍苍的雅斯贝尔斯，在他的海德格尔笔记的最后一条中写道：“在高山之巅，山石林立的广阔高原上，自古以来的、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曾相聚首。从那里，人们向下俯瞰雪山、眺望有人居住的更深邃的峡谷，以及天底下的广阔的地平线中的四面八方。太阳和星星在那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明亮。空气纯净，吃掉了所有的阴暗；它如此冷清，不允许任何烟雾升上来；它是如此澄明，使思维的勃发在一望无际的空间中任意而行。上山的路并不难。那在许多路上进行攀登的人只需决定，不断迁徙他的住处，以便经验到，这高处到底有什么。在这里，哲学家们进行着一场令人惊叹不已的、毫不留情的斗争。那通过思想，通过人类思想而进行战斗的力量左右了这些哲学家…… 在那里，今天似乎无人再来相聚首。我似乎是在徒劳无益地、在永无止境的思辨中，寻求与那个具有重要性的人相聚一场。除此以外，别无他人。但这个人却是我的一个十分礼貌的敌人。因为，我们所为之服务的力量不能统一在一起。快乐变成了痛苦，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痛苦，好像一种唾手可得的可能性被错过了似的。我同海德格尔之间就是这样。”（同上书，第264页）


  第二十三章


  另外一种公众社会  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  托架与泰然任之  梦之乡  海德格尔在希腊故乡之梦：普罗旺斯讨论班  梅达德·波斯  措利孔讨论班：作为治疗法的人生此在分析  中学毕业生之梦



  在50年代，弗赖堡大学讨论关于海德格尔是否可以重新算作正规退休人员，并恢复其讲课权的问题，当时有一种情绪，它不仅导致对海德格尔政治上的怀疑，而且提出了海德格尔是否是时髦哲学家，甚至海德格尔是否江湖骗子之类的问题。这种东西在科学上还值得尊重吗？还有必要为他恢复学界职位吗？人们听说，海德格尔在上层社会的疗养院比勒高地这类花花世界中为善男信女们讲哲学，还在“不莱梅俱乐部”中给轮船掮客、商人和船长们作讲演。事实上，海德格尔在大学讲堂尚未向他开放期间，的确向另外的公众社会寻求支持。早在30年代初，他就同不莱梅建立了联系。不莱梅的一个大资本家的儿子、后来的文化史学家海因里希·佩茨特，开始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后来一直都是海德格尔的崇拜者。他为海德格尔建立了这种关系。当时海德格尔在“不莱梅俱乐部”的半私人圈子里，作了《真理的本质》的报告。通过这次活动，海德格尔同佩茨特家族之间建立了友谊。海因里希·佩茨特的父亲，是腰缠万贯的轮船掮客。海德格尔曾去他在巴伐利亚地区的伊肯的夏季别墅作过几次客。二战末期，他曾将他的部分手稿存放在那里。1949年晚秋，又应邀来到不莱梅。他的第一个连环报告的总题目是《对“是什么”的观察》（具体题目为：“物”、“托架”、“危险”、“转向”），报告会于1949年12月1日和2日在新议会大厦的壁炉大厅举行。虔诚的听众会聚一堂，市长亲自主持开幕式，然后海德格尔开始讲话：“十九年前，我曾在这里作过一次报告，当时我表述的东西，现在渐渐开始被人们理解，开始发生影响。当时我大胆妄为，今天我还想再大胆妄为一次！”（佩茨特：《走向明星》，第62页）邀请海德格尔来不莱梅市的商业城市同盟的商贾豪富们，被这种“敢于大胆妄为”的自豪感情所激发。因为海德格尔此人还被当局禁止执教。而这些阔佬们有意行衅示威，意味对这种不公正和——按这里人们的说法——敌视的反抗，让海德格尔在一个自由城市自由的讲话。海德格尔作的是循环报告。它是海德格尔于50年代在这里所作的九个系列报告中的第一个。1953年戈特弗里德·本问他的商人朋友E.W.厄尔策，为什么把海德格尔同不莱梅联系的如此紧密。厄尔策作为不莱梅上层社会的一员对此应有了解。他的回答是：“我是这样来理解他对不莱梅的好感的。在这里，恐怕也只有在这里，他可以面对一个社会阶层。这样的阶层在大学城，在行政中心城市，在比勒高地均没有这里集中强大。大富商、外贸专家、航运大亨和造船厂的老板，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一个有名气的思想家不啻是一个寓言中的人物或者半个上帝。”（本：《给厄尔策的信》，第二卷，第342页）


  海德格尔十分中意这种商贾富豪的保守自由主义气氛。这些商贾受过体面的资产阶级教育，大多数受的是人文主义的教育。他们从未受到学院式的观点的感染。对他们来说，哲学等于某种世界性宗教之类的东西。他们觉得，在战后年代的阴郁伤感中，人们需要哲学。尽管在细节上人们并不怎么了解它。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需要它。使人敬仰的不可理解的东西——这难道不是一切崇高东西从来就有的特征吗？这个邀请来自那些富豪，他们想通过有异国风味的哲学短途旅行，来证明他们是世界公民。甚至连佩茨特也承认，这里人们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并不太理解。但重要的是，为这些人出身的社会环境，同受到惊叹的哲学家之间建立桥梁。海德格尔在这里的讲坛上感到一阵自由的清风拂面，他想通过交流，在这里启动他的后期哲学的飞行计划。在不莱梅，他第一次把他的艰涩的、陌生的关于托架的“思考”、关于“视入［Einblick］与闪入［Einblitz］”的思考，关于“由天、地、神、人”这“四合的镜式游戏”公诸于听众之前。在报告后不几天，由欧冈·维塔写的一篇报道中说，这个城市可以为海德格尔到不莱梅来“大胆宣布他思想中迄今为止最大胆的命题而感到自豪。”（佩茨特：《走向明星》，第62页）


  海德格尔的另一个讲坛在疗养院“比勒高地”。它位于黑森林北部的山上，居高临下，俯瞰巴登。一位医生格尔哈德·施特鲁曼于20年代初在一个按青春艺术风格修建的建筑里创办了这个疗养院。以前这里是一个赌场。这位施特鲁曼医生就是托马斯·曼小说《魔山》中霍夫拉特·贝伦式的人物。好交际，有威望，有疗养医师应有的魅力。他认为，为那些来自全欧的有钱的当事人建立这个治疗疗养院，同创造性英才交往，会有治疗效果。疗养院便是这种交往治疗的场所。恰巧创造性的英才不仅是应邀来此，而且还有作为前来治疗的病人到此疗养的，比如，恩斯特·托勒尔、海因里希·曼、卡尔·凯伦伊都在此疗养过。20年代到30年代，疗养院邀请过所有声名显赫的人。按照这个传统，战后施特鲁曼又重操旧业。1949年，他设立了一个所谓“星期三之夜”报告会。这个报告会一直举行到1957年。针对不断增加的听众和报界不断增加的兴趣，当代的重大精神思想问题，均在报告会上进行了讨论。来作报告的有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汇集在这里的自身有精英之感的人们积极投入了讨论。如果说50年代有一个陈词滥调的行话大汇集的大市场，那么它就是“比勒高地”。这一点在施特鲁曼关于海德格尔参加活动的札记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海德格尔曾多次来比勒高地作报告。每次都引起罕见的轰动。人们激动地蜂拥而至，听他的报告，看他在讲台上的表演。眼下除他而外没人能做到这一点了。……谁能抵御他的思想和知识的冲破一切的力量，创造性语言没有启示，还存在未开发的源泉。”海德格尔的报告活动的影响“如同一个节庆日，像映红了天的大火。语言沉默了。但当讨论开始时，里面带着高度的责任感和最后的危险”。（同上书，第71页）“比勒高地”那些置身于高度的责任和危险之中的听众们，有当地有名望的债权人，有工业大资本家、银行家、贵妇人、高级官员、政治家、外国的显贵，还有少数几个因衣着寒酸而特别引人注目的学生。海德格尔有时向他们发表讲演，有时同阿富汗的文化部长讨论抽象艺术和“einraeumen”一词的意义问题。有一次讨论的题目是诗与节奏。海德格尔解释说，诗与生活中的节奏是“从何处来与向何处去的反映”。（同上书，第72—73页）听众摸不着头脑，要求给予明示。有个人十分粗鲁地插嘴喊道，“为什么总想弄明白一切”。海德格尔的反应是：“这是误解，我们并不想弄-明［er-klaeren］而是要澄清［klaeren］。”讨论中你来我往十分激烈，后来渐渐平息下来。然后又响起一个呼声：“为了大家活跃起来，能不能就女士谈点什么？”尴尬的沉默。突然施特鲁曼的女秘书振作起来说，印度有句成语，“谁能理解激动的秘密，谁就能理解一切。”另一位妇女表示支持，诗人不可能自己带来神圣的形象。但诗人可以编织面纱，在面纱背后可以预感到神圣之物。于是大厅里又开始活跃起来，因为讲这番话的女士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没有艺术作品我们还能生存下去吗？”一个人高声喊道。另一个回应：“没有艺术我照样能活得很好。”第三个接着说：现在谈论的“进入并跟上节奏”，只不过是纯粹的达达主义。因为人们只需要大声嘟噜就是了。接着是一阵活跃和气愤的喧嚣。接着是下一个发言人登台，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和伊丽莎白·弗利肯席尔特出现在讲台上，对“现代舞台”这个题目作了提纲挈领的说明。海德格尔离开了会场，没有等到节目的结束。


  50年代后期，这类“星期三之夜”常常于第二天下午结束。有一次海德格尔已经回去了。一位女士把海德格尔的弟弟弗里茨当成了马丁·海德格尔，问他，他对毛泽东怎么看。狡猾的弗里茨回答，毛泽东是老子的托架［Gestell］。


  这件事发生在海德格尔的“托架”这一说法在德国到处流传的时期。海德格尔用它来指称技术世界。海德格尔的这个说法首次出现在不莱梅报告中。但是，使这一说法不胫而走的，却是1953年海德格尔在“巴伐利亚美艺术科学院”的报告，题目是《对技术的追问》。


  50年代初，巴伐利亚科学院曾邀请海德格尔来作报告。起初这一邀请在慕尼黑争议很大。州议会对此进行了辩论：部长洪德海默尔谴责科学院，为“这个以前给纳粹政权牵马坠镫”的海德格尔提供讲坛。来自维也纳、法兰克福和汉堡的学生，已经动身向慕尼黑进发，来听海德格尔的报告。此时康德学会宣布，在同一个晚上举行另一个报告会。这显然是为了它的成员的心灵健康的缘故。海德格尔几乎拒绝了1950年的第一个报告的邀请。这是由于一个要求海德格尔提供报告题目的电报引起的。由于书写错误，使询问“报告题目［Vortragstitel］”的电报变成了询问“报告风格［Vor-tragsstil］”。海德格尔看了电报后，觉得人们是在对他施以管制、监督，因此才要求他的报告必须具有相应的风格。他十分气愤地写信给佩茨特：“事情渐渐超过它的限度，太过分了。……就是不管这种做法的其他方面，这起码表明，人们根本不信任我，不相信我会对这门科学讲些什么根本性的东西。这种事情就是在希特勒时期我也没碰到过。”（同上书，第77页）后来这一误会得到澄清，海德格尔还是答应在慕尼黑作报告。但他在给佩茨特的信中仍说：“这事仅让人心里不舒服，是为“托架”付出的难以逃避的代价。”（同上书，第75页）作报告的那天晚上，科学院的大厅爆满。没接到邀请就来听报告的人，把应邀前来听报告的客人挤得动弹不得。这些人有的坐在从别处找来的椅子上，有的坐在台阶上，有的坐在窗台上，或者挤在壁龛上或走廊里。海德格尔报告题目是“论物”。还是世界四合的老一套。当海德格尔开始讲“天、地、人、神的镜式反映活动”时，当时在场的国务秘书实在受不了，愤然离席，使出全身解数，挤出人群，逃离大厅，这是1950年夏天。三年以后，海德格尔对慕尼黑报告题目是“对技术的追问”。那天晚上，慕尼黑50年代的思想精英汇集一堂：汉斯·卡洛萨〔汉斯·卡洛萨（1878—1956），德国医生兼诗人。——译者〕、F.荣格尔、海森堡、恩斯特·荣格尔、〔荣格尔兄弟，哥哥E.荣格尔（1895—?）是作家，弟弟F.荣格尔（1898—1977）是诗人兼散文家。——译者〕奥特加·加塞特〔奥特加·加塞特（1883—1855），西班牙作家。代表作《群众的暴动》。——译者〕。这也许是战后海德格尔最成功的讲演。当海德格尔用他的名言“因为追问是思维的虔诚”结束他的报告时，出现的并不是肃穆静默，而是全场起立与掌声。人们把海德格尔的登台看作西洋美声咏叹调的演唱。人们为之欢呼，因为他的口吻恰恰迎合了50年代人们渴望听到的那种高调。


  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思想触及到时代的恐惧，这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海德格尔并非唯一做这件事的人。在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认为，决定人们命运的是政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上述思想的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强：把一切都寄托于政治稳定，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很多人指出，实际上，在这期间技术已成为决定我们命运的东西。不管是“计划”政治，还是“市场”政治。这是我们用政治根本无法加以驾驭的命运，特别是如果我们顽固抓住传统政治概念不放，在当时，尽管有经济奇迹，建设热情，但一想到由技术统治世界的未来，就感到一阵不舒服。这也许是由于后来被米切尔里希所抱怨的50年代的“软弱无能”，大家承认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罪行一般性同谋者，人们为此而哀悼悲伤所致；也可能是因可怕的过去压抑的结果。基督教科学院举行了无数次与此有关的研讨会。政治家的星期日讲坛上，它是久议不衰的话题；杂志上也对这类问题进行着广泛的讨论。在“反核武器”运动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绪的直接表达。为此，有几本重要的著作问世。二战后，对卡夫卡的评价，也是在对世界技术化和管理化的形而上学批判这个总题目下进行的。1951年京特·安德斯的文章《卡夫卡：支持和反对》使他一举成名。文中他把卡夫卡描写成一位在“物化世界的强大力量”面前感到惊恐不安的诗人。诗人把他的惊恐不安作成“神的”恐怖：他是一个技术时代的神秘主义者。1953年阿尔都斯·赫胥黎《美丽的新世界》一书的德文版问世，它是50年代的畅销书。小说为人们描述了一幅恐怖可怕的世界图景：在未来世界中，人们已经开始在伦琴管里编制幸福和职业的程序，这个世界里的命运就是不再有命运，仅仅由于技术的缘故，一切都汇集成为一个专制的系统。同一年里阿尔弗雷德·韦伯出版了《第三或第四阶段的人》一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它用一种让人感到如此坚定可靠的社会学和文化哲学的语言，描述了机器人组成的技术文明的恐怖可怕的图景。另外该书使读者感到，自己是生活在历史转折时代的人，是人类历史上第三阶段的人。第一阶段是尼安德特古人，然后是生活在未开化的部落和氏族中的人，最后是高级文化人。在欧洲，这种高级人发展出了高度的技术文明。阿尔弗雷德·韦伯说，在技术上高度武装的人类文明中，人类又开始从事自己的灵魂和精神的复原工作。我们之中将来要发生的无非是社会生成性的质变。最后只剩下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像机器人一样地发挥功能的大脑机器；另一种是新野蛮人，他们运动于人工世界和丛林之中，失去控制力，一无所知，战战兢兢。这样一幅人类前途的全景，只能激起人们的恐怖情绪，因此也就具有娱乐价值。


  同一年，1953年，弗里德里希·荣格尔出版了《技术的完善》一书，他的基本思想早在30年代已经发展完成。在对他兄弟恩斯特·荣格尔的《工人》一书回答中，他对自己的思想已作了阐述。恩斯特·荣格尔在书中提出：只要还没有通过人的内部的技术化使“技术完善化”，那么技术世界就不得不显示为一种陌生的外在的力量。恩斯特·荣格尔梦想将来有一种“新的人类”。他在“工人的形态”中看到这种新人类。这种人运动于“光学几何的铁的规律”，即在“金属的超高温的白热化世界中游刃自如。”他反应迅速、冷酷无情、准确、敏捷、灵活。他能够适应技术的节奏。但同时他仍然是机器的主人，因为他占有着内在技术性。他能在技术上很好地处理自己，就像尼采以前曾经设想的自由人那样，他能像使用“工具”一样运用他的“美德”，支配和管理它们，让它们脱钩，还能让它们重新挂钩，完全依他自己的目的和意志的需要。恩斯特·荣格尔说，如果最后的一点惬意也消失了，对于这种人来说，并不感到是什么损失。他可以穿过他的生活空间，有如穿过“大山地带或者死寂的月球地面一样”。这是一个寻求冷酷的冒险之心。


  我们将在这种冷酷中死去，他的兄弟弗里德里希·荣格尔回答说。此时他的兄弟恩斯特·荣格尔也早已不是技术的辩护者，而已与技术的反对者“林中人”为伍了。弗里德里希·荣格尔的主要观点是：技术不再仅仅是帮助现代人达到预期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因为技术已经使人发生了内在的变化，所以人所设定的目的本身，已经是由技术决定好的了。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需求的生产。通过汽车、电影、广播，人的听、说、看、行为举止以及反应方式、对时间和空间经验均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过程自身的运动力学，不再允许有技术彼岸世界的存在。技术文明的基本构架，不再是人对人的剥削，而是人对大地的规模巨大的剥削。工业化过程把自然在漫长的历史中积蓄的能量和资源都给探测出来，加以消耗。因此难以逃脱熵的命运：“整个技术以及由它发展出来的追求一种完善的技术性的普遍性的工作计划——这一计划同一种普遍的机构紧密相联——都服从于热力学的基本定律，它规定了这个过程的损失消耗不会低于任何一架机器的消耗”。当技术掌握支配了一切，不再承认有什么不可触及的、神圣的东西时，技术便破坏了行星借以存在的基础。这个基础还支撑着，现在还只有地球上的一部分居民享受着文明安逸的益处，所以“技术的完善化”显得代价并不太大。但这一现象是虚幻的，弗里德里希·荣格尔说，“承受着这一负担的不是开端而是结尾。”


  技术批判家克珊德拉的警告受到别人的嘲笑，在《月刊》杂志上的一篇题为“技术恐怖屋”的文章中提出了下述观点：“罪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技术并无罪恶可言，只有为技术设定的目标才有可能是“罪恶的”。我们应该防范技术的恶魔化，应该认真验查这种“恶魔化的技术”。今天对技术的恐怖，实际上是在更高的精神层次上，以更纯粹的形式重演中世纪的女人变巫婆的迷信而已。反对技术批判的人说，技术批判者不敢接受时代的挑战，拒绝发展出适应技术要求的伦理习惯。如果我们具有了这类适应技术的伦理习惯，我们便根本用不着害怕技术了。反技术批判的主要发言人马克斯·本泽说：“我们自己塑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十分久远的传统，它那最古老的智慧的努力，生成了这个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却没有能力从理论上、精神上和智慧上对它加以控制。我们缺乏关于它的理论，因此也缺少了技术伦理习俗的清晰性，也就是说，没有可能在这个世界内部作出合理的伦理判断。……我们也许还在继续完善这个世界，但我们却无力对这个世界的人进行完善化以适应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的技术生存的令人沮丧的现状。”京特·安德斯在他1956年发表的《人类的陈旧性》一书中，把本泽所说的人，同由他所创造的技术世界之间的分裂，称之为“普罗米修斯的羞愧”。人类面对他自己的产品而感到羞愧，因为它们比他自己更完美，更有影响力。比如原子弹，他已不可以想象他所生产的东西的影响力是什么样子的。在对技术的这些反思中，中心的问题是：人必须去——像本泽所说的——适应技术吗？还是应该像弗里德里希·荣格尔和京特·安德斯提出的那样，把技术重新置于人类的尺度之下?


  现在我们清楚了，海德格尔1953年的论技术的报告，并不是这个领域的孤独的哲学进军。他是跻身于正在进行的辩论之中去。所以当海德格尔努力与技术的“工具性”看法划清界限时，当他把技术理解为近代在世界内存在的基础性的特征时，与弗里德里希·荣格尔的思想相比，（与稍晚的京特·安德斯相比）他并没说出什么新的东西。但无论是弗里德里希·荣格尔还是安德斯，都让这个过程的来源——使人的世界变成为技术宇宙的来源——处于昏暗不明之中。海德格尔恰恰把这个来源带到光天化日之下。在他30年代的哲学思考中，我们就已经了解了他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在他的《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技术来源于我们面对自然的方式方法。这取决于我们是让自然自己生成发展出来——如古希腊真理概念所主张的那样，还是由我们向自然进行挑战。海德格尔说，技术是一种“去蔽的方式”（《技术与转向》，第13页），统治着整个近代技术的“去蔽具有一种挑战意义上的Stellen（整理安排）的特征”。（同上书，第16页）围绕着“挑战”这一中心概念，海德格尔把技术的各种侵犯活动汇集在一起。与之对立的概念是“引出来［Hervorbringen］”（同上书，第27页），即“任其生长”的意思。米开朗基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塑像就在石头之中，只待人们要将它们解放出来。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引其出来”和“任其生长”的含义。


  对上述两种面对自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挑战”和“让其产生”——海德格尔曾在他作报告不久前所讲的课程“何为思维？”中作过一个简明的概括：一个人面对一棵鲜花盛开的树，只有用一种没有科学监护的、没有实用功利的眼光，才有可能真正体验到鲜花盛开这一事件。在哲学的视野中，这种对鲜花盛开的体验，被当作某种天真幼稚的东西置之不顾。海德格尔说“最重要的是，使鲜花盛开的树终于不再被置于不顾，而是第一次任它立于它站立的地方去。为什么我说‘终于’？因为迄今为止，思想从未任大树立于它站立的地方。”（《什么是思维》，第18页）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任自然自己产生发展出来，而是向自然挑战，要战胜它，克服它，逼它在“某种可计算、实证的形式中就范，使其作为信息的系统而可以随时预订”。（同上书，第22页）


  “预订［Bestellen］”是“挑战”之后的第二个中心的概念。与预订相应那些被“预订的”东西，就变成了可供分配的“存货［Bestand］”。一座桥梁把两岸联在一起。它的拱形线条向急流作出致敬的姿势。但是在一个水电站，激流被调动，转向，或被调直，它把激流变成了“存货”。水电站不是被建在激流中，而是“激流被建在水电站里”（同上书，第15页）。为了对这里发生的“可怕事件”进行估量，海德格尔求助于被阻隔构建在水电站里的“莱茵河”同荷尔德林同名的赞歌中的“莱茵河”的对立。但人们可以说，莱茵河仍然是那大地上的莱茵河，这一点并没有变化。也许是吧。但它如何是莱茵河的？它以什么方式仍是那片大地上的莱茵河？“无非是由在那里建设的旅游工业的旅行社所组织的、可以预订的参观对象而已。”（同上书，第16页）


  技术的干预使自然变成了一种或现实或潜在的“存货”。为了防止这些“存货”有一天从人的头顶上坍塌下来，人们必须精确计算、周密规划，进行“存货安全保险”工作。技术自身追求更多的技术。技术的结果只有通过技术手段来驾驭。人们向自然提出了挑战，现在自然要求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走向沉没，以为惩罚。这样遗忘了存在的生命的循环终于画完了，合上了口。挑战、存货、存货安全保险，这整个过程被海德格尔称之为托架。这是他对技术文明的称呼，在这里一切同一切都处于一种可控的调节回路和反馈效应的联系之中。“工业社会生存的基础，是将自身禁锢在这个社会自己的制作品之中。”（同上书，第19页）


  托架是由人做的东西，但人在它面前完全失去了自由。托架成了我的命运。其中的危险是，在这个托架之中，生活有变成单向度的、无选择余地的危险。它使生活遗忘了与世界的另外一种交往邂逅的方式，把另外一种驻留于世界之中的方式的回忆忘记得干干净净。“人所面临的威胁，并不是来自具有致死的影响的技术之机器和仪器设备。本真本己的威胁已经长入人的本质存在内部。托架的统治威胁在于，它有可能使人根本无力再返回到他原初的去蔽中去，根本无能力去体验对更原初的真理性的欢欣”。（《技术与转向》，第28页）


  我们对海德格尔的“更原初的真理”已经有了充分了解。这就是自由的任其所是的眼光中观物的真理。任树木繁茂生长，鲜花盛开，或者在柏拉图的洞穴中去发现通向阳光之路，以便在太阳下，在存在的开放的光明中，能使实存变得更实存。这是真理惊恐的傍晚时分。这里期待着，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自然加以提问，自然也能够以另外的方式给予回答。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说：“很可能，在自然背向人的技术性掠夺的那一面，恰恰潜藏着自然的本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第16页）


  海德格尔的思考并未满足于对“思索中的思维任鲜花盛开的树在其所立处站立”，未满足于“在思维中可以发生出现其他的在世界中存在”的远眺。他还把这种在思考中实现的立场观点的转变，投射到历史之上。在哲学家头脑里实行的这一“返转”，变成了对历史中的返转的推测。海德格尔这个庆典式的报告中的表演艺术，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绝好的结尾。它让听众离去时怀着欢庆的心情：他听到了一种严肃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振奋的东西。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的话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助……”


  当然，对托架［Gestell］之联系进行思考的思维前进得更远，它开拓了一个活动空间，使人们可以在其中看到，到底是什么在活动表演。因此在这种思维中真的发生了一种“返转”，这就是那种“泰然处之”的举止态度。关于“泰然处之”，海德格尔1955年在故乡麦氏教堂镇的报告中这样说：“我们任技术的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同时又让它处于其外。也就是说，任其作为物而自处。它并非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自身指向更高的东西。这种对技术世界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可以用一个古老的说法来概括：对待物的泰然处之。”（海德格尔：《泰然处之》，第23页）但对物的“泰然处之”，被理解为思维的“返转”，但是，它并不能使人对现实历史的返转变得令人信服。


  针对“不可信”责难，海德格尔可以回答说，“可信性”本身就是技术-计算性思维的范畴。谁在“可信性”中思维，他就尚停留在托架［Gestell］之中，即使是那寻求从中解脱出路的思维也不例外。对海德格尔来说，关于技术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没有哪种人的计算或制造能够由自己出发，并只通过自己便使世界的现状发生转变。单单凭人的人性受到世界现状的直接影响，并沉沦于世界现状之中这一点，就足以使上述想法成为不可能的事，它又怎么能够成为现状的主人呢？”（《海德格尔与凯斯特纳通信集》，第59页）这个转变将作为命运中的事件而发生，或者根本不会发生。但这个事件预先将其影子投射到思考着的思维中，保罗对基督诞生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本真本己的“返转”：它的到来就像夜间的小偷出现一样。“危险的转向是突然发生，在转向中存在之本质的澄明光照突然出现。这种突然的光照就是闪光”。（《技术与转向》，第43页）


  这只是对未来的命运的一些梦幻。在生活历史中，当海德格尔任这种梦幻推动自己，终于进发到达那对海德格尔尽管已成为过去，但仍然在场的地方去时，情况便又有不同。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在梅达德·波斯、埃哈德·凯斯特纳和波弗勒长达几年的反复鼓励下，1962年海德格尔终于决定携夫人同去希腊旅行。这实际是夫人送给他的礼物。他在那里所求索的就是他所一直求索的东西，正如他的报告中说的：“在欧洲人的时运际会之始的古希腊，技术登上了它所坚持的去蔽之最高的巅峰。技术使众神当下在场。使神的际会与人的际会的对话清晰可见。”（《技术与转向》，第34页）


  1953年在慕尼黑论技术的报告会上，海德格尔与凯斯特纳相识，后来一直是好朋友。1955年凯斯特纳与海德格尔一起计划了海德格尔的第一次希腊之行。但在船票、火车票均已寄到的情况下，起程的最后时刻，海德格尔还是放弃了那次旅行。5年之后，又旧戏重演：票已订好，旅行路线已经确定，海德格尔最终又一次放弃了计划。“我可以对‘希腊’的某些东西进行思考，而不用去观看它。我现在必须思考，如何把用内在的眼光看到的东西，用适当的话将其固定化。它们的汇集提供了最纯真的本土之乡。”（《海德格尔与凯斯特纳通信集》，第43页，1960年2月21日信）两年之后，1962年初，海德格尔终于作好准备，跨出“梦幻的门槛”（凯斯特纳语），走上他的希腊之行的路途。这次旅行的札记后来题为《驻留》发表，献给他夫人70岁生日。


  旅行的第一站是威尼斯，到达威尼斯的那天淫雨寒冷。在上船之前，海德格尔又一次产生怀疑：被想象成众神隐身之所的国土，是不是只是一个纯粹思想之物呢？它会不会只能证明思维之路仅是迷途而已呢？（海德格尔：《驻留》，第3页）海德格尔知道，这里有几分风险。希腊会以这个威尼斯一样的态度来迎接他吗？它会像威尼斯一样，只是一个“史学”上的僵死的“客体”，是一个“陌生人工业的掠劫物吗”？经过两天的航程，一清早柯福岛展露出来。它是古时候的克法伦尼亚。难道这就是那法阿克人的国土吗？海德格尔在甲板上把《奥德赛》第六卷又重温了一遍，找不到一点相似之处。奥德赛的故乡伊塔卡也没有对海德格尔有任何触动。海德格尔怀疑，为寻求“原初的希腊的东西”而去希腊国踏勘是否为正确的方法。它会不会败坏了那“直接的体验”呢？（同上书，第5页）船于下一站泊在一个海岸。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大家乘汽车去奥林匹亚。这里只是一个无任何修饰的简单的村落。大路西岸是刚建到一半的美国旅游饭店。海德格尔为最坏的事情作好准备：难道他的希腊最后还只是自己的“表象的任意性”的产物？（同上书，第8页）在奥林匹亚的废墟场上，夜莺清晨的歌鸣；被割刈过的大石柱堆，仍然保留着它们的高昂与挺拔，显示着它们的承载力。慢慢地，这个世界渐渐渗透到他内心。中午大家在大树底下的草地上休息。到处一片寂静。现在他注意到，此行可能不虚：“对潘神来临之时刻的一点预感”。下一站是米开纳地区。它像是“应邀参加庆典活动的唯一场所”。（同上书，第12页）一块高地上三座旧时宙斯庙的大石柱：“在这广阔的大地里，就像一张大琴的三根弦一样，也许风正在用它们演奏着哀乐——众神逃亡的余音。只不过死的人听不到罢了。”（同上书，第12页）海德格尔开始沉浸在它的元素之中。船接着泊近小亚细亚海岸的希腊岛上。这就是罗德岛，即玫瑰岛，海德格尔并不想登陆。“一种新的反复思考拥有自己的权力”（同上书，第16页）。希腊人当时必须同“亚洲的东西”进行搏斗。这完全是希腊人从当时所进行的抗争出发，向希腊东西提出的要求。我们今天面临的是技术的挑战。向希腊人学习难道不是意味着，要在我们自己面临的挑战面前坚持到底吗？对希腊的“怀念”难道不是一种远离世界的事业，它难道不是恰恰对希腊文化向当下开放的精神的背叛吗？“至少”看起来是如此。海德格尔以此暂时结束了他的这一观察。这时船又行到德罗斯岛。岛的名字已经说明了一切。德罗斯的意思就是开放，显示（同上书，第19页）。这一天阳光灿烂。在海岸有一些妇女正把供人购买的五颜六色的编织物和布料摊放在地上。一幅令人愉悦的景象。除此而外，岛上几乎没有人。但古希腊神庙和古代建筑的残垣断壁、拱柱瓦砾比比皆是，布满全岛。“被掩盖的过去的伟大的开端说出了一切。杂草丛生般‘长’在一起的古石残柱，越过这瓦砾场，在吹拂的风中上升到肯托斯的山石参差嶙峋的顶峰。伟大的时候到来了。山脉、天空、大海、围着海岛升腾而起，在光明中显示着自己。那是什么？是什么在它们之中显示？它们向何方示意，昭示那可见的东西的庆典，它们特意地使那进行显示者，作为这样或那样的在场者显露出来。”（同上书，第21页）在德罗斯之巅，环视开放的、广阔的大海与星罗棋布的岛屿。海德格尔为他到达他所赞颂的国土举行欢庆。为什么恰恰是德罗斯？那些描述只能让人们觉察到，这个地方以前曾发生过别的事件。也许这只是这个岛的名字的魔力，还是海德格尔无力给予清楚的说明？他十分小心谨慎地谈到神性东西的在场，但马上又退了回来，因为他想避免落入变得“模糊不清的泛神论”的窠臼。于是他又拿起我们已经熟知的他关于真理事件发生的那套形式，但并不是对以前说过的东西作概括摘要，而是指称这个地方，这些思想均归功于它。他放弃了“用描写性叙述把那看到的东西固化下来”的努力，（同上书，第5页）而为他的出神的幸福情态选择了如下的词句：“从事照耀的进程中，被表象者得以使自身变为现实，它用当下在场性来充实自己，当下在场性，即在光明中，曾保障了希腊人当下在场的东西。”（同上书，第21页）


  接下来的旅程是雅典。一清早，在大批的旅游者尚未到来之前，又来到阿卡罗城，然后是德尔斐城。在德尔斐这个圣地上，游者如云。他们不是去参加到思维的庆典，而是频频照相。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记忆，失去了“纪念”的能力。


  在德罗斯的经历，是这次希腊之行的难忘的高潮。半年之后，海德格尔从弗赖堡给凯斯特纳写信说：“我常‘在’那岛上”，但是，“对此却无适当的言辞”，剩下的只是在纪念中保存“纯粹当下在场的惊奇者”（《海德格尔与凯斯特纳通信集》，第51页，1962年8月23日信）。


  这是第一次拜访梦幻之乡。后来还有好几次拜访：1964年，1966年，1967年。


  在这几年里海德格尔还发现了他的第二个希腊：普罗旺斯。在一次于瑟里西拉萨勒举行的会议上，通过波弗勒的介绍，海德格尔认识了法国诗人勒内·沙尔。此人不仅是诗人，而且是二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的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二人相识后，很快成为挚友。沙尔的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向不可言者的强行军”，但同时又不断探访诗人可爱家乡的现场。他邀请海德格尔到他的家乡去作客。波弗勒与海德格尔约好，在海德格尔访问勒内·沙尔期间，举行一个小型讨论班。参加者只有少数几个朋友，波弗勒自己的圈子里的学生，其中有后来将《存在与时间》译为法文的费迪耶和瓦岑。讨论班于1966年，1968年和1969年举行了三次。这些研讨班实际上成了一种节庆的仪式。上午在房前的梧桐树下伴着蝉鸣用餐，讨论赫拉克里特，或者讨论黑格尔的句子：“一双破碎的袜子，胜过一双补过的袜子。但自我意识并非如此”。〔见卡尔·卢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的《黑格尔生平》［Hegels Leben］，第532页。——译者〕或者谈论希腊人的命运概念，或者——在1969年——讨论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第十一条：“哲学家曾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是改变世界”。树影纷纷落下之时，人们在这样度过的这些上午的时日中达成一致：我们必须对世界这样加以解释，以便我们终于又可以对它加以珍爱。讨论时有记录，尽管地中海北岸干热的密斯特拉海风不断将这些纸片吹落，人们又把它们拾掇在一起，共同加以编辑整理。有一次记录是以下列的句子开场：“在这里，斜坡上的橄榄树的枝杈从我们面前直拖到平地上。在广阔平原的一望无际的远方，罗纳河的激流在流淌。就是在这里，我们又开始了残篇（2）〔指赫拉克里特残篇——作者〕的讨论，神秘山脉偃卧于我们的背后，这就是勒班克的风景，谁要是找到了去那里的路，谁就是众神的客人”。（《四个讨论班》，第13页）


  下午，大家出发远足，去阿维尼翁，到沃克吕兹的葡萄产地，当然首先是去圣·维克多瓦的塞尚登山之路。海德格尔十分喜欢这条路。它从比伯穆斯的采石场起，直到一个转弯处。从这里转过弯，突然整个圣·维克多瓦山脉都展示于眼前。这就是塞尚所走的那条路。海德格尔说：“这条路从开始直到尽头，我自己本己的思维之路，以它特有的方式”与之相应。海德格尔可以坐在这块与整个山脉相对的山岩上，长久不动，远远眺望。塞尚曾在此处说过：“这是世界平衡的瞬间。”当然，他的朋友们津津乐道地回忆起，关于苏格拉底进入沉思之后，可以几小时一动不动的那些故事。晚上，大家又到勒内·沙尔的家里坐在一起。海德格尔说：在谈话中、手势动作中，在这个场所，古代的希腊又一次焕发青春。勒内·沙尔十分感谢海德格尔，因为海德格尔又开辟了通向诗的本质的视野：它无非是“世界于其最佳之处”。每次海德格尔回去时，主人都送给哲学家大抱的植物花卉：他花园里的熏衣草和鼠尾草；这个地区的百里香和其他植物，外加橄榄油和蜂蜜。


  他们中的一位朋友写道：“这些辉煌时日的情绪，其实难以用笔墨形容，在场者对海德格尔由衷地钦佩与尊重。所有的人都被革命性思维的历史性、广博性所折服；但同时，与老师交流无拘无束，亲密无间。总而言之：这难忘时日中的南方的光明，即是那泰然处之的爽朗喜悦。”（《四个讨论班》，第147页）


  60年代后半期，在措利孔地区梅达德·波斯家举行的讨论班，进入到最富成果、最紧张的阶段。参加者有医生和心理治疗家，他们都是梅达德·波斯的学生和合作者。波斯在苏黎世大学的医学院执教。这里被称为“布尔格赫尔茨里”Burghoelzli是瑞士方言，专名，意思为“城堡林”。，以前是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天下。在战争期间，波斯是瑞士军队山地部队的军营医生。他当时无所事事，为打发他的无聊，他研究了《存在与时间》。后来他逐渐看到，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一种根本上全新的、闻所未闻的、对人的生存和世界的深刻洞见。”（《措利孔讨论班》VIII）这一洞见可以有效地用于精神病的治疗。1947年他给海德格尔写了第一封信。海德格尔回信十分友好，并请他寄“一小包巧克力”来。1949年波斯第一次登上托特瑙山。信友变成了知己的朋友。海德格尔对与理解他思想的医生的联系寄以厚望。按波斯的记录，“海德格尔看到，他的哲学不仅限于停留在哲学家的书房内，而且，有可能使数量巨大的、首先是急需帮助的人们从中受益”。在1959年至1969年期间举行了一系列的讨论班。开始参加者都有一种感觉，“似乎是一位火星人和一伙地球人初次见面，企图相互沟通。”（同上书，VII）海德格尔以极大的耐心，不断以新的方式向人们解释着他的“基本定理”：人生此在就意味着将自身向世界开放。在讨论班的第一堂课上，海德格尔在黑板上划了一个半圆，以标识这种自身向世界开放的存在。在这些讨论班上，海德格尔第一次尝试用他的《存在与时间》的人生此在分析来理解人的精神障碍。大家对病历进行了分析。引导这种分析的中心问题是：同世界的开放性关系是否受到损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损害。同世界的开放关系就意味着“坚守”当下，而不是逃避到未来和过去中去。海德格尔批判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认为他用构造起来的关于遭受病痛的史前理论妨害了这种当下的关系。另外，同世界的开放关系还意味着，对人和物出没显示于其中的空隙加以保护。比如，患狂躁性抑郁症的人，不知道有这种自由开放的面面相对的状态的存在。他既不给他人也不给他物留下任何为他们所有的空间和时间。他们不是离他太远，就是离他太近。他不是吞噬了他们，就是被他们吞噬掉，或者他们消失于巨大的内在和外在的空无之中。他已经无力聆听、接受世界对他呼唤的内容，更无力坚持它。同人与物保持一种有一定距离的接近，对他来说已是不可能的。他缺乏让自己和共在的他人去存在的那种泰然处之的态度。在讨论班上海德格尔不断回到他的下述思想：大多数精神病应该被理解成是一种“生存”（字面意义上的）障碍，即不能站出来，站到开放的世界关系中去。在海德格尔看来，正常人和精神病之间，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所以，在他谈论狂躁抑郁症或者伤感抑郁症病人的时候，没几句话便跳到笛卡尔和近代文明使世界阴暗化的问题。在狂躁性抑郁症者看来，世界似乎是某种供人聚敛、战胜和吞噬的对象。在海德格尔眼里，这无非是近代文明中习以为常的趋向于权力的意志，在病态上的极端表现而已。措利孔研讨班的讨论一直围绕着两个问题：个人的精神病问题和近代文明的病理学问题。海德格尔从个人的迷失中看到近代文明的疯狂现状。


  海德格尔把波斯视为知己，但并不请波斯当他的心理治疗师，尽管如此海德格尔还是向波斯吐露据称是他做的唯一的、但反复出现的梦。他梦见，他必须像从前一样，在过去中学老师面前再通过一次中学毕业考试。波斯记述道，“当他（指海德格尔——作者）在清醒的思维并有能力在‘事件’［Ereignis］之光中体验到‘存在’之后，他便再没有做过这个程式古板的梦。”（同上书，第308页）


  第二十四章


  克珊德拉的警告〔克珊德拉为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公主，能预知凶吉，但没人相信她的警告，致使特洛伊战争失败。——译者〕阿道尔诺与海德格尔  阿摩尔溪流［Amorboch］与田间路  从关于本真本己性的行话到60年代的本真本己的行话  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言说与沉默  《明镜周刊》的采访  保罗·策兰在弗赖堡和托特瑙山



  1965年在广播电台播放了一场传奇式的辩论性对话：一个扮演宗教裁判所的大审判官的角色，另一个则扮演人类之友的角色。大审判官是盖伦［Gehlen］，他的对手是阿道尔诺。


  盖伦：“阿道尔诺先生，当然，在您看来，这仍然是成熟与否的问题。您真的认为，因为人们一直企图逃避人人都必须严肃地对待的基本原则问题，回避对待反思的滥用问题，一直顽固地走在影响深广的人生迷途之上，而又对此熟视无睹，所以，现在人们就必须承担起这些繁重的任务吗？”——阿道尔诺：“对此我的回答简单明确：是的。我认为，有客观的幸福和客观的绝望。我认为，只要免除了人的上述负担，不去苛求他们负起自己的责任，作出自己的决定，那么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福利和幸福，就只是一层表面现象。这个表面现象总有一天会破灭。当它破灭时，其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魏格尔斯豪斯：《法兰克福学派》，第653页）


  盖伦反驳道，这是一些十分有意思的思想。但是十分遗憾，它只在乌托邦式的人类学中有效。阿道尔诺的回答是：人们对减轻负担的需求并非如盖伦所称，是人类学上的自然常数。人类通过他的社会设施而让自己承担负担，而减轻负担的要求，只是对这一负担的反应。人类恰恰想到会给他们带来“灾难”的力量中去寻求逃避。这种“同入侵者的认同”必须被打破。盖伦用下列回答结束了这次辩论：“阿道尔诺先生……尽管我感到，在深层的前提下，我们是一致的，但我获得的印象仍然是，这样是危险的；您倾向于使人们对于经过整个灾难性之后手头上所剩无多的残余产生不满。”（同上）


  这个整体是不真实的。辩论的双方都持这种立场，而这也是海德格尔的立场。盖伦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帮助人们使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经得起批判，不受反驳的影响。只是反思才使他们看到了整体的灾难性的现状，所以，应帮助他们免去反思的累赘。阿道尔诺则认为，我们应该以解放的名义鼓励、要求人们进入这种反思，以便使他们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处境是多么糟糕。一个想通过对基本问题的深刻思考使他发现，人类除此而外别无选择，因此保护人们，防范反思。另一个却苛求人们去作反思，尽管他所许诺的解决办法令人十分尴尬：让他们通过回忆，到童年的经验中，到诗歌中，到音乐中，到“行将崩溃的形而上学中”去寻找出路。


  值得注意的是，像盖伦、阿道尔诺以至海德格尔这些大哲学家都一致认为，从整体上来看，人类所处的境况是灾难性的。而且对这种灾难还缺乏报警者。人们在这种灾难性中生活得很舒服、惬意。对阿道尔诺来说，这是人们双重异化的结果：他们已经异化了，同时又失去了对这种异化的意识。对盖伦来说，在活生生的状态中，文明本身就是灾难。对海德格尔来说，托架是时运际会，人类对它无能为力。技术化了的世界的基本问题不可能用技术来加以解决。“只有上帝能救助我们”，海德格尔说。


  在那高不可攀的高山之巅，克珊德拉公主们在向底下由精明和“就这样下去吧”的精神统治的世界呼唤，宣告着她们那阴郁的洞见。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讨论灾难蔚然成风。与它同时共生的是当时的建设狂热，对福利的惬意，小问题，鼠目寸光的乐观主义。文化批判的低沉的小调伴随着繁荣中的联邦德国的生气勃勃的建设事业。无论盖伦、阿道尔诺还是海德格尔都属于这低沉小调合唱队的成员。


  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同时受到他们批判的“捣乱行为”。盖伦想用理智的手段防范知识分子。阿道尔诺则给资本主义的异化勾出了一幅恐怖的形象，对之加以研究，以便使“社会研究所”重振旗鼓。这是受马勒斯曼财团委托对企业内部关系进行研究。海德格尔用激昂的语言拒绝用激昂的言语反对技术。


  时代的批判者海德格尔的遭遇和阿道尔诺相似。人们听海德格尔的报告就像听到神的预言一样。和后来阿道尔诺的情况一样，追求海德格尔的不是自然科学研究院，而是美艺术研究院。基础性的批判不想成为政治的批判；它面对宗教举止尴尬，不得不使自己美学化。1957年柏林的美艺术研究院在讨论吸收海德格尔为正式成员的问题时，大多数人同意格图鲁德·冯·勒·福特的下述意见：必须把海德格尔的著作作为“诗”来读。这种反应在海德格尔看来并无恶意。因他自己正是逐渐使诗与思维合为一体，思维和诗一起使他陷入时间之谜。“地球已是一片荒凉，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只能为人的统治提供保险。牧人栖居于那看不见的外方异域。”（《海德格尔与凯斯特纳通信集》，第32页）


  早在20年代，海德格尔的影响就不仅限于大学之内了。如今的影响就更不限于大学了。尽管在50年代太多的教授想当正教授而不时地引证海德格尔，德国的大学哲学讲座逐渐海德格尔化。人们对海德格尔进行琐碎细致的研究，对其作麻木不仁的观察：什么是抛，什么是被抛性。用海德格尔宏伟壮观的关于无聊的哲学，制作出了真正无聊之极的哲学。它又挑起了经院式的关于存在概念秩序繁琐的争论。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使海德格尔成为50年代以及60年代思想大师的原因。当年轻的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汇报》上为纪念海德格尔70诞辰发表文章，描述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时，他特别强调“业余爱好者团体”的作用。这种业余爱好者的团体遍布全国，尤其是在那些安静的村镇。在海德格尔的思想的旗帜下，组成了一个个纪念团体。几年之后，阿道尔诺在论战性小册子中，把海德格尔发生影响的形式归纳为：“本真本己性经营管理的气氛，就是理性之中的非理性。”当然，这一位经营管理气氛的研究专家知道得最清楚，“在德国，人们讲着本真本己性的行话，而写的行话就更多了。社会化被选择的识别符，高贵与亲切融而为一。把低级语言当作高级语言。它经过哲学及神学（不仅限于基督教学院）渗入到教育学、业余大学、青年团体的语汇，直至经济和行政管理为代表的所谓高雅表达方式之中。在这种行话追求充溢人的深处的感动时，它自己已经像被它表面加以否定的世界一样标准化了。”（阿道尔诺：《本己本真性的行话》，第93页）事实上，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活动布景和术语成分，恰好可以使那扣人心弦的行话不辱没纯学术的声望。比如在谈论死亡时，在生存论上想严肃又想要表明它并不与人生隔膜，具有哲学上的博学，人们便可以选择一条中间途径。那些一谈到上帝就觉得尴尬的人，当他们不打算放弃讨论匿名的神灵时，特别愿意启用“存在”，不管是用带y的存在［Seyn］还是用不带y的存在［Sein］。海德格尔对于那些把步履艰难当作严肃认真的长者的意义，就如同加缪、萨特对于年轻人的意义一样。


  在阿道尔诺的“批判”的眼光里，这些年来在德国意识形态中本真本己性的行话——海德格尔是它的纲要的提出者——是某种更危险的东西：表达为有教养的精神气质的亲纳粹倾向。阿道尔诺的批判从一些乍听起来并无妨害的概念开始，比如，“使命、召唤、遭遇、真正的谈话、证词、关切、请求、义务”等。用阿道尔诺的话来说，这些说法经过精心选择，可以演出一部“言辞升天”的好戏。（同上书，第13页）谁要是听取了召唤，选择了遭遇，表达了他的关切请求，对义务责任义无反顾，那么他便表现为一个受到高级任命的人物，因为他向往更高者。他暂时还表象为一个温和的超人，崇高的伟大，而超然于被静观的世界的事务之上。这种行话把生意上的精明美化为被命中选定。本真本己的东西用心身来证明着贯彻到底的能力，这是一颗弹奏“精神乌尔里茨尔管风琴”〔乌尔里茨尔［Wurlitzer］为德籍美国人，于1880年左右发明了一种新的管风琴，用于早期电影院的伴奏。——译者〕的心。（同上书，第18页）


  《本真本己性的行话》一书，在跟已经成为过去的时代精神算账。因为，当该书在60年代问世时，特别盛行这种庄严行话的阿登纳家长制统治的时代已经过去。路德维希·埃哈德出任政府总理。整个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会谈室”离开了“多用大厅”；步行街占领了各个城市的中心街区。在建筑中，碉堡式和监狱式建筑大获全胜。人们发现了赤身裸体的魅力，它既体现在性商店中，也体现在哲学中。揭露、批判性的批判、背景的提问统治整个世界的时代已经相去不远了。


  行话的技巧之一，就是让所说的话听起来似乎“在谈论比它们实际所指的内容更高级的东西”。（同上书，第11页）但是阿道尔诺本人的文章有时也是这个腔调。只不过他导演的不是“升天堂”而是“下地狱”。阿道尔诺对纳粹怀疑的意向过于强烈。但这种怀疑不仅没有发现什么具有危险性的问题，反而使阿道尔诺的做法显得十分可笑。比如阿道尔诺十分注意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讨论死亡一章的分节的安排：“死亡作为中心议题受到讨论，在党卫军的命令中和在生存哲学中，文牍主义成了飞马柏加索斯〔柏加索斯［Pegasus］为希腊神话中生有双翼的飞马，所踏之处便有清泉涌流，其水可赋予诗人以灵感。——译者〕，在极端的情况下，还可作为世界末日的马来骑。”（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74页）在另一处，阿道尔诺把海德格尔哲学当成二等道德哲学。“按时下流行的本真本己性的名义，一个受折磨的努力，也可以提出存在论损失的赔偿要求，只要他真的是一个受折磨的奴隶。”（同上书，第105页）这一切只是阿道尔诺批判的事前准备。阿道尔诺想从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内部淘出法西斯主义来。阿道尔诺在他的哲学代表作（《本己本真行为的行话》一书在纲领上本属于该本。）《否定的辩法》中说，存在论，起码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是导向法西斯制度的“待命状态”，是对无自律能力的、在意识面前无法为自己的政治秩序辩护的认可。阿道尔诺在1959年解释道：“我把纳粹主义在民主制中的延续看成潜在的危险，因为它是反民主的法西斯倾向。”（《进攻，新的批判形式》，第126页）他特别强调下述事实：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实际上为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思想提供了保护伞，使他们得以隐姓埋名，潜伏下来。这种野蛮思想只要以欧洲保卫者的身份一起来反对“红祸”，就可以使纳粹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继承下来。阿登纳时代的反共产主义，也确实与“恐俄”的种族主义混在一起，唤起了一股独裁的、有时甚至是沙文主义的情绪。为了加强反东方的战线，在50年代为纳粹精英平反，使他们重新溶入社会生活的工作进行地畅通无阻。阿登纳不断强调，把人分为两大阶级的，即政治上清白的和政治上不清白的这种区别，应该尽可能快地消灭。早在1951年5月就通过了一项法案：向“政治上有染者”敞开国家公职的大门。1952年又通过了所谓“忠于职守法”作为补充，把“受纳粹独裁政权迫害人员联合会”的成员看作共产主义嫌疑分子，将他们开除公职。反犹太主义也蠢蠢欲动。当阿道尔诺同霍克海默尔一起从流亡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时，他对此的感觉尤其深切。1953年他被聘主持“哲学及社会学附属讲席”，这个讲席正式被称之为“修好抱歉讲席”。这显然是一种侮辱性的称呼。阿道尔诺长期以来希望获得与他的学术成果相称的学界头衔——正教授——的愿望很长时间未能实现。1956年在法兰克福终于讨论阿道尔诺的正教授任命问题，东方学教授赫尔穆特·李希特不假思索地说，是“作弊”：想在法兰克福晋升，只需有霍克海默尔的庇护和是犹太人这两张牌就够了！此类反应并非独此一家，而且更有甚者。作为战前校长和研究所所长的霍克海默尔，他的职位早已不可动摇，但鉴于仇犹太情绪蔓延，他也不得不请求提前退休。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尔又不得不重新经历老犹太人们的体验。尽管这些犹太人跻入到上层社会，他们也早已遍体鳞伤，随时可能受到新的伤害。“即使当上了部长，也是犹太人部长，同时他既是阁下，又是贱民”（萨特：《三短文集》，第749页），这是萨特在他的《犹太问题管窥》中对这种经验的总结。阿道尔诺之所以“于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容易受到伤害”，还由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背景。1955年的《时代》周刊，把阿道尔诺说成是“无阶级社会的宣传鼓动家”。（勒·魏格尔斯豪斯：《法兰克福学派》，第555页）


  尽管如此，阿道尔诺之所以于海德格尔哲学中侦察法西斯主义的连续性，并不只是由于阿道尔诺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看到了阿登纳时代的精神调和派，还有其他因素在其中起着作用，即相互敌对的哲学之间的带威胁性的相近。和海德格尔一样，阿道尔诺也对哲学家怀有敌意，因为他们只从事“永恒哲学的研究，似乎这种哲学的对立物，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根本不存在一样。”这种无知无视的态度使阿道尔诺十分愤怒。他自己清醒地把这种解除魔化的力量视为己任，用以对抗使他深受其苦的对哲学的爱恋［Eros］。海德格尔根本置这种“科学”现代性现状于不顾，甚至蔑视它。阿道尔诺将海德格尔这种态度指责为“乡下佬主义”。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阿道尔诺清楚地知道，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他避免以某种稳定的哲学姿态出现。他对哲学的那股激情只体现为精巧的持续的反思——当然只是对艺术的反思——之中。把走向艺术当作哲学的避难所的做法，又是这两位的共同倾向。当然阿道尔诺没有对海德格尔沉重艰难的步履有什么羡慕或妒忌。对他来说，活蹦乱跳更加自然。可是，也许阿道尔诺终究还是有些羡妒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能对自己无遮掩的形而上学行径恬然不知其耻。对此阿道尔诺可能多少有些羡慕和妒忌。阿道尔诺有一次说，“羞耻感直接反对对形而上学倾向的直接表达。如果谁敢于这样做，谁就是面对误解的欢呼而宣告缴械”。因此阿道尔诺成了跳哲学蒙面舞的专家。50年代中期，马尔库塞想在《社会研究杂志》专号上发表他的著作《爱欲与文明》（后来在“索尔坎普丛书”中发表时，把上述题目演变为《欲望的结构与社会》）时，阿道尔诺写信给马尔库塞说，该书稿的“某种直接性”和“不可传达性”使阿道尔诺感到不快。平时经常在霍克海默尔处去克服难缠的竞争的阿道尔诺，完全可能阻挠该书在研究所的系列刊物上的发表。在他看来，马尔库塞不可原谅的错误就是，他把社会批判理论的经营秘密——把性解放为爱欲，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成功的文化的设想——在闲谈中泄露无余。而阿道尔诺自己也是在吹毛求疵的保护下，才克服了他自己的形而上学意向。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尽管如此，阿道尔诺所关切的事——“行话”本应就是它的表达——与海德格尔所关心之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1949年阿道尔诺同霍克海默尔商量，在《月刊》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对刚刚出版的《林中路》进行评论。他写给霍克海默尔的信中说，海德格尔走“林中路的方式，同我们的方式相去并不太远。”（转引自魏格尔斯豪斯《法兰克福学派》，第658页）


  阿道尔诺和海德格尔给近代开出了相同的病情诊断。海德格尔谈到近代的“主体的主体主义”，指出它使世界成了“人类”的对象，而这个过程又反弹到主体上，使主体被理解为诸多物体中的物体之一。在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尔的《启蒙的辩证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基本思想：近代人们施之于自然的暴力，返回来反对人类的内在自然本性。“每个人都努力打破、挣脱自然的束缚，以致使自然受到破坏，因而更深地陷入自然的束缚之中”。在海德格尔这儿，世界成了可供驱使的对象，成了为生产服务的图像，表象。阿道尔诺-霍克海默尔那儿则是“主体的觉醒”，而这是用“承认权力是一切关系的原则”为代价换来的，而且，“为了自己权力的扩大，人类付出的代价是：向他有控制权的东西异化”（《启蒙的辩证法》，第15页）。在阿道尔诺看来，这种异化了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权力原则，最终的结果就是导向对犹太人实施的工业化谋杀的残暴罪行。阿道尔诺说：“民族屠杀是一种绝对的整合，这种整合到处都在准备之中：人被平均化，被磨平，……直至被彻底灭绝为止！”1949年海德格尔在不莱梅的报告中说：“农田耕作现在已经成了摩托化了的食品工业了，本质上同尸体和毒气室的生产一样。”后来，当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公诸于众的时候，在那些对阿道尔诺的类似思想无动于衷的人们那里引起了巨大的愤怒。海德格尔的表达方式在阿道尔诺那里完全变成了绝对道德律令。阿道尔诺的表达方式是：人们必须这样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以使“奥斯威辛集中营事件不再重复，或者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同上书，第358页）海德格尔把他关于存在的思想，理解为对近代以来将人类引向了灾难的“趋向于权力的意志”的克服，他的这种存在思想同阿道尔诺在《非同一性思维》为题的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相去不远。阿道尔诺把“非同一性思维”理解为，承认和支持每个物和人的唯一性的思维。这种思维反对用“同一”去强暴、去管制它们。这种未被“同一化”的，未被异化的认识“只想告之，某事物是什么，而同一化的思想则告之，某事物服从于什么，是什么的例子，或者是什么的代表，总之不是它自己本身。”（《非同一性思维》，第152页）


  在阿道尔诺那里所谓的“非同一性思维”，在海德格尔就是开放展示性的思维：实存在其中显示自身，而不用担心被强暴。但是，阿道尔诺对这种存在思维也不信任，他又捡起老掉牙的非理性主义的论调：“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分割完全消失的地方，思维可能占据一切据点。这种分割就在每个思想和每个思维活动本身之中。因此，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真理成分’被抹平为世界观上的非理性主义”。（同上书，第92页）阿道尔诺以赞成的态度谈到，海德格尔的“真理成分”指的是拒绝屈服于那种以实证的方式准备好的事实，以及放弃本体论-形而上学需要的基本态度。阿道尔诺也看到并且承认“那种渴望：康德要对绝对物的认知作出审判的那种渴望不应就此了结。”（同上书，第69页）阿道尔诺在海德格尔以欢庆的怀念超越到那里去的地方，导演了一场否定辩证法的戏剧。这种辩证法通过否定的否定，仍保持了形而上学的忠诚。这两位的区别不在于他们运动的方向，而在于他们运动的方式。但是同海德格尔的接近使阿道尔诺的自恋倾向受到了刺激。他害怕同形而上学的公开或秘密的一致。这种一致性表现为：阿道尔诺也把荷尔德林请出来作形而上学的证人，他也把眼光投向南部德国，即海德格尔生活的地区，把它看成迦南圣地。在《诗与社会的讲演》一文中，阿道尔诺在论及对莫里克〔爱德华·莫里克（Edward Moerike,1804—1875），德国诗人。——译者〕的解释时说，“一幅吉祥的图画悠然升起，就像今天节庆之日南部德国小城款待来宾一样，不带任何牛眼玻璃窗〔牛眼玻璃本是欧洲农舍的一种装饰性玻璃窗，每块玻璃做成瓶底样，用铁框组合在一起，构成窗，原本是早期工艺粗糙的象征，后来成为时髦。——译者〕式的故作多情，和小城的小里小气的安定。”


  在“形而上学的沉思”（在《否定辩证法》一书中）一文的最后，阿道尔诺讨论了在近代社会中，哪里还可以找到进入形而上学体验的入口。在对全貌的鸟瞰中找不到；在黑格尔还曾深入其中的，通过历史而进入精神的道路，也在我们这里隐而不见。这里只有畏惧，没有上帝显灵，只有阴暗的心，没有令人虔信的世界精神。形而上学活在何处？在形而上学“坍塌崩溃之时刻”，人们如何才能同它“保持团结一致”呢？阿道尔诺的回答是：“什么是形而上学的经验，一个人如果鄙视将其同所谓宗教的原始体验拉扯在一起的话，最容易的办法是像普鲁斯特那样，去想象到某些以奥特尔小溪、瓦特尔小溪、罗伊思谷地、月泉等为村名的地方去碰碰运气。如果人们到了那里，人们会感到，似乎确实如此。”（《否定辩证法》，第366页）他在一篇短稿《阿莫尔小溪》中，描述了他寻找已经失去，但又被找回的形而上学之所在的情形。他在阿莫尔小溪这个村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他看到，后来在他的思想中进一步得到发展的许多主旨动机，都集中在阿莫尔小溪。一座修道院的冰上公园，成了他后来的美的原型，“我对它的奠基追问徒劳无功”。那古老渡船越过美茵河的声音总是在他身边回响，向新的对岸进发时发出的悠扬的汽笛信号。人们就是这样摆渡的，从一个世界渡到另一个世界。在高高的山头，他体验到，夜幕沉临时，山下刚刚装上电灯的村镇如何像闪电一样，一下子就亮了起来。这个小心的练习为后来在纽约和其它地方对现代性的震惊作了准备。“这个小镇子对我关怀备至，以致为接触和它完全对立的东西作了准备。”（《阿莫尔小溪》，第22页）阿道尔诺的阿莫尔小溪之路，就如同海德格尔的“田间路”。对两个人来说，这里涉及的是真实的故乡，但同时又是想象的形而上学经验之乡。他们都生活在语言的回忆和反抗力量之中。海德格尔说，“思维总是不时地反复回到……那阡陌小径上，它穿过田野，形成了田间路。滞留在田间路四周的各种东西生长繁茂。旷野贡献出了一个世界。它无言中有言，就像阅读和生活的大师，艾克哈特老先生说的，神，只有神。”（《思想的经验》，第39页）


  阿道尔诺在欧登森林赢得了自己的形而上学抒情风格。在他眼里，海德格尔的田间路是一种廉价的“地方地理知识课”。用海德格尔的语言来说，“生长就意味着，天空展开自己的广袤，同时又扎根到大地的昏暗之中。”（同上书，第38页）阿道尔诺马上愤怒地指责，这是法西斯主义：是鲜血与大地的意识形态。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海德格尔短期纠缠于“纳粹”主义，此事发生得正是时候。这样，平时十分谨慎的阿道尔诺，就可以面对海德格尔用锤子进行哲学思考，保持同海德格尔的距离。但就思维本身而言，他们之间的距离并不大。


  阿道尔诺公开站出来批判海德格尔，（两个人1945年之后再未谋面，在公开场合海德格尔对阿道尔诺未置一词。）他的辩证法总是把sich置后，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法风格。70年代，辩证法的行话大获全胜。它声称，自己是本真的专业行话。70年代中期，当马尔库塞被某家报人问及，他认为还应该写一本什么书？他回答说：“我建议，写一本题目十分严肃的书：《完全没有辩证法根本行不通——论时代精神之病理学》。”（阿莫里：《辩证法的专业行话》，第598页）这种“辩证法”试图以推理的方式超越现实的复杂性。不仅仅是由于担心会陷入陈词滥调，才有了趋向于超越的意志而且更是由于它的努力，在一般性的“联系性关联”中（阿道尔诺语）去发现完全不同的东西，即成功的生活的痕迹，而不必重新堕落为黑格尔或马克思式的辩证前进的假设。社会批判理论就是“试图踏入辩证法的大地，不带有对胜利幻想的编造。”（斯诺特蒂基克语）但是这种辩证法到底还是获得了胜利，尽管只是在议论的世界内的胜利。一种盛气凌人的、充满痛斥的、拿着架子、看上去有不可言说的秘密的气势，沿美茵河一线的南北两岸不断漫延。比如，乌尔里希·索雷曼在写论陈词滥调的罪恶时强调，“真正东西的陈词滥调是中间的，但中间之是却难以坚持，也就是说，在一种反常的确定性张力之中，它却不坚持良知之所是，又是良知性之所在，不是之间的能力出发而不能忍受，不能坚持，而这种不忍受自身于其中，在它扮演的世界角色中，以对真实的东西不忍受和对这种不忍受的不可容忍性的身份未来这个缘故出现于现象中，是它的存在。”（J.阿莫里：《辩证法的专业行话》，第604页）〔阿道尔诺的行话十分晦涩难懂，但毕竟还有意义。在他影响下，一批后继者，只摹仿他的晦涩风格，写了一些根本无意义的抽象概念的堆砌成的无意义的垃圾。作者引用的索雷曼的文字，就是一个无意义行话的典型例子。——译者〕J.阿莫里在抨击这段话时，把它翻译为“罪恶的陈词滥调”：“当满足于思想的老一套时，他就不仅没有摧毁它，而且由于玩忽职守而使它成为真理的敌人。”（同上书，第605页）


  在阿道尔诺看来，辩证法的语言是高级敏感性的惊人成就，“知识的乌托邦就是用概念来盛载非概念的东西，同时又不让它们合而为一。”（阿道尔诺语）“它是——正如阿莫里说的——让一种不清晰性自己演出超清晰性的游戏。”这种专业行话表现得越来越粗壮健康和清晰，特别是在它由否定的变成肯定的时候。这是1968年前后开始的：发现科学的协作工人，非压抑性的性爱，从事约束的密码，边缘化的潜在性，最后，去发现作为超越了政治体系，在社会上得到解放的进程中重新构建主体的劳动者阶级。这就是这类专业行话的表达式。在这种练习中，阿道尔诺的美——精神的辩证法已无人问津。整个气势向“操作化”和“强调实践”的转向，在法兰克福（不只限于法兰克福）导致了公开冲突。学生占领了社会学研究所，阿道尔诺求助于警察。一年后，阿道尔诺去世。人们完全可以设想，这件事击碎了他那颗心。


  在这些年代里，海德格尔到他的省里去为他的哲学寻找避难所。在有些人看来，他成了施瓦本式的道教徒。他们坚信，对当下的公众来说，海德格尔几乎等于死亡了。汉娜·阿伦特为1969年海德格尔80岁生日写的充满爱意的文章，听起来像是讣告。“冲击着海德格尔思想的那股风暴，就像千年之后仍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刮出来的风暴一样，并不是起于这个世纪。这风暴起于远古，它留下的是完美无缺， 像一切完美的东西一样， 它又归于远古之中去。”（阿伦特：《海德格尔80岁寿辰》，见《黑暗时代的人》，第184页）


  几年前，又发生了一次轰动，这就是亚历山大·施万的书《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政治哲学》。1966年2月7日《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海德格尔，世界黑夜中的午夜》。其中包含了很多错误的断言。比如，海德格尔禁止胡塞尔进入大学啦，由于雅斯贝尔斯的夫人是犹太人，海德格尔断绝了同他的来往等等。这篇文章使雅斯贝尔斯十分生气。他给阿伦特的信中写道：“在这个时刻《明镜周刊》退回到它过去的恶劣的行径之中去了。”（1966年3月9日，《汉娜·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655页）阿伦特把她的愤怒投向阿道尔诺，而实际上阿道尔诺同《明镜周刊》文章毫无干系。“尽管我不能证明，但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真正的幕后操纵者是法兰克福阿道尔诺圈子里的人。越荒诞不经越好。学生们发现，阿道尔诺（半犹太人，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令人厌恶的人之一）曾企图参加‘纳粹’。他和霍克海默尔多年以来，把德国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指控为反犹太分子或以此加以威胁。真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团体。”（1966年4月18日信，《汉娜·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通信集》，第670页）


  许多朋友和熟人都敦促海德格尔，出面对《明镜周刊》的批判进行自卫。凯斯特纳3月4日来信说，“没有任何事情比敦促你起来自卫对我来说更紧急的事了。您根本不知道，您对这种攻击的鄙夷（而不还击），给您的朋友们带来的痛苦有多大。最强有力的根据之一，……就是，如果对谣言不进行公开的反击，它就会变成事实。”（《海德格尔与凯斯特纳通信集》，第80页）凯斯特纳认为，只给《明镜周刊》写封读者来信进行澄清是远远不够的。他希望海德格尔详尽地主动地进行自卫。他自己于不久前退出了柏林美艺术科学院。因为他决意不再与君特·格拉斯〔君特·格拉斯（1927—  ），德国左派作家。——译者〕为伍，因为格拉斯在他的小说《狗年》小插曲中公开攻击海德格尔。（“听着，狗：他生于位于因河［Inn］边的布劳努的麦氏教堂镇。在那戴滑雪帽的年代里他和一些人相互咬断脐带；他和另一些人相互编造着谎言。”）凯斯特纳打听到，《明镜周刊》有兴趣采访海德格尔，希望能征得海德格尔的同意。但开始，海德格尔断然拒绝。“假如《明镜周刊》真的对理解我的思想感兴趣的话，奥格施泰因先生在去年冬天在此间的大学作报告期间完全可以来看我，就像他在巴塞尔作报告时去看望雅斯贝尔斯那样。”（1966年3月11日信《海德格尔与凯斯特纳通信集》，第82页）但凯斯特纳坚决不退让，他3月12日去信说，“没人喜欢《明镜周刊》的语气，也没人过高估计它的水平。但我认为，不应该放弃此间吹拂的有利的来风。他曾对格拉斯冷嘲热讽，影响不可低估。我打听到……奥格施泰因先生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崇拜十分反感，深刻的怀疑论是他最喜欢的思想。我实在看不到有任何理由不欢迎他们的来访。”（同上书，第85页）


  由于《明镜周刊》编辑部答应了海德格尔提出的条件，即海德格尔在世期间不予发表，谈话得以进行。《明镜周刊》的采访于1966年9月23日在海德格尔弗赖堡的住宅举行。参加者除了海德格尔、奥格施泰因、《明镜周刊》编辑格奥尔格·沃尔夫、女摄影记者迪吉娜·梅勒尔-马尔科维奇，还有海因里希·维甘德·佩茨特［Petzet］。他是以海德格尔的一言不发的证人在场的。佩茨特报道了奥格施泰因如何在正式采访前公开向海德格尔承认，面对“著名思想家”的他“十分害怕”，这样，在海德格尔眼里，原来想象中的提问暴君,马上变得友善起来，海德格尔本人也十分激动。他站在工作室门口迎接参加者。佩茨特报告说，“当我看到海德格尔时，注意到，他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使我有些吃惊。……太阳穴前额上的血管都有力暴了起来。兴奋使他的眼球有些向外突起。”（佩茨特：《走向明星》，第103页）


  奥格施泰因的“害怕”在采访开始时表现得特别明显，特别小心地，十分婉转地试探性地触及“烫手的铁块”：“海德格尔教授先生，我们的经验反复说明，您的哲学著作受到生活中的为时很短的实践阴影的影响。这个暂短的实践从没有得到澄清，因为您或者是出于清高，或者是认为自己对此辩白不合时宜”。海德格尔预计，采访将主要围绕着他与纳粹的纠葛不放。因此，当奥格施泰因急于结束围绕这个问题的谈话，想尽快让海德格尔谈他自己的哲学对近代文明的评论时，特别是想让海德格尔谈他的技术哲学的时候，使海德格尔感到很吃惊。每当他们引述海德格尔校长就职演说或者施拉格特庆祝会上的演说，让海德格尔对所谓他参加焚书运动加以说明，或者问及他同胡塞尔的关系时，奥格施泰因和沃尔夫总是首先表示抱歉。提问者对海德格尔的“纳粹”活动的定义是如此小心谨慎，以便使海德格尔可以自己提出更激烈的定义形式。奥格施泰因和沃尔夫向海德格尔提供的解释是：在他任校长期间他不得不作一些ad usum Delphini〔拉丁文，意即“Delphi专用”实际上是指专为中小学生而编辑出版的经典著作的简写本、注释本或通行本。此处是指海德格尔做的例行工作。——译者〕式的工作。与此相反，海德格尔强调，“‘ad usum Dilphini’的说法远远不够。我当时相信，通过与国家社会主义的交往，有可能开辟一种新的、唯一可能的革新之路。”（同上书，第87页）这种表达方式实际上仍然不够。因为，不是“同国家社会主义的交往”，而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按他当时的理解——对他来说就意味着“革新”。他也没有谈及，在他看来，这“革新”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件，是一场形而上学的革命，是整个德意志人生此在，以及全欧洲的人生此在的彻底变革。他没有谈及，他当时陷入对权力的陶醉之中，他想捍卫“运动”的纯洁性，因此成为告密者，并因此而同“国家社会主义官方发生了冲突，同他的同事发生冲突，并因此校长工作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他想使“革命”走得更远。与此相反，他的谈话想使人们得出的印象是，他之所以参与“纳粹”运动，为的是进行某种形式的抵抗。他强调1933年以前，他超脱政治的立场。他决定任校长，是为了防止更坏的事情发生，即防止纳粹党的干部直接管理学校，而作出的牺牲。总之，在这次谈话中，海德格尔尽量隐瞒他曾一度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者，他也避而不谈，是他的哲学促使他走向这条道路的。


  当海德格尔把自己在“纳粹”时期扮演的角色轻描淡写，加以削弱的时候，他同时拒绝像战后许多德国人所做的那样，扮演吹捧“四面颂扬的民主主义者”的角色。当谈到“技术不断把人从大地上扯开，将人连根拔起”的问题时，海德格尔指出，国家社会主义原本就是想与这种发展倾向进行斗争的，但后来这种倾向成了这个运动本身的动力。海德格尔承认，当涉及“与今天的技术时代相应的政治制度应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时，他也是不知所措。“我不相信，这种制度应是民主制度”。（同上书，第96页）海德格尔的那句名言，“只有上帝能救助我们”，就是在谈话进行到这个地方说的。海德格尔死后，1976年发表这次采访谈话时所用的题目，就是这句话。


  这篇谈话本应结束关于海德格尔“纳粹”活动的讨论，实际上它却重新引发了这个讨论。因为海德格尔像当时有纳粹问题的人一样，尽量为自己辩护。卡尔·施米特在他的《难词释义》中尖刻地指出，这些人在他们参与的“纳粹”活动中发现了进行反抗的形式：一般情况下，“常人”所做的事，在本真性哲学家那里留下了不值得尊重的印象，他的“果断决定的人生此在”要求对责任的勇气。但是责任并不仅仅存在于自己的目的动机这一领域中，同时还存在于行为的无意识非有意的结果中。海德格尔对他根本没有参与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以及共同思想也应有责任吗？海德格尔从来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海德格尔的沉思——对此议论很多。人们对他的期望是什么？1947年8月28日，马尔库塞曾给海德格尔写信。他期待着海德格尔的“话”，希望他以此能彻底从与国家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中解放出来。他希望海德格尔对他自己的“转变和变型”已经公开（在讲课中）完成了。1945年公开象征式的撤销他以前的信仰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想落入“纳粹追随者”的一群中去，仅仅是为了战后的生涯而“清洗自己”。海德格尔正确地感到要像公众要求的那样，公开与“纳粹”屠杀上百万犹太人的行径划清界限，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理要求。如果他这样做，就意味着承认公众的判断，他是“纳粹”屠杀行为的同谋。他的自尊要求他拒绝这种无理的要求。


  海德格尔拒绝了让他作为屠杀的潜在同谋的身份来进行辩护的苛求，但并不意味着他拒绝了“对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思考”的要求。当他谈及“趋向于权力的意志”的反常表现，即把自然和人当成可以加以制作加工的纯粹的物质材料时，海德格尔这里或公开或隐含地包含了对“奥斯威辛”的批判。和阿道尔诺一样，海德格尔把“奥斯威辛”看作近代文明的典型犯罪案例。


  如果我们把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理解为对奥斯威辛的哲学思考的话，那么就十分清楚，海德格尔对他“纳粹”问题的沉默，并不是因为他拒绝谈“奥斯威辛”。他哲学上保持沉默所涉及的是另外的事。是对他自己，对一个哲学家受权力诱惑这一事实表示沉默。就像哲学上经常出现的一样，他并没提出下面的问题：当我思考时，我到底是谁?思维者占有思想，但有时也可以倒过来，思想占有着思维者。谁对伟大的事物加以思考，那么在尝试中他很容易陷入把伟大的事件视为自身的境地。他想与存在相应，注意着，他如何在历史中出现，但未注意，他自己是如何出现的。在从事思维的自己那里，和那伟大的关系中，自己的人格的偶然属性消失不见了。存在论上的远见，使得切近之事变得模糊不清，因为存在着对自身认识的盲区，即存在着对受事件影响的矛盾的认识和对自己的生平经历和特殊反应性的认识的盲区。凡是对自己的偶然性有认识的人，很少有把自己同他自己所思考的英雄混为一谈的倾向，或者把自己的微不足道的个人历史淹没到伟大的历史中的意图去。总而言之，对自己个人的认识可以抵御权力的引诱。


  海德格尔在同策兰的交往中，这个沉默再一次产生作用。策兰1920年生于切尔诺维茨。这位诗人只是侥幸才从处死了他父母的纳粹杀人机器中逃脱出来。1948年后生活在巴黎。他找到了通向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门径。哲学家奥托·珀格勒记述说，策兰曾在他面前为后期的、语言上变得十分难懂的海德格尔思想辩护。他说，策兰本想把他的诗《纹影》送给海德格尔，但他后来在诗集《语言铁窗》中发表。这首诗谈到一只通过惊奇而展示了世界的保护了记忆的眼睛：“眼中的纹影/它珍藏着/一个由黑暗孕育的记号”。也许这首诗原本就是进行联系的记符，但后来仅成了对隔开海德格尔和策兰的“创伤”的怀念。到底策兰是否寄出了这首诗，现在仍无定论。在经过多次十分认真的关于海德格尔的谈话之后，珀格勒问策兰，他是否同意把珀格勒将自己论海德格尔的专著题献给他。策兰拒绝得“十分艰难”，他坚持，“在同海德格尔交换过意见之前，他的名字将不会同海德格尔联在一起。”（珀格勒：《海德格尔思想之路》，第340页）尽管如此，他还是彻底研读了海德格尔的著作。在他的那本《存在与时间》上到处写满了详细的评论。他了解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特拉克尔和里尔克的评论。在《舒缓行进》一诗中谈到“在野外散步中接近”。海德格尔自50年代起，一直十分注意策兰的作品。当日耳曼语学家盖尔哈特·鲍曼于1967年为在弗赖堡同策兰一起举行朗诵会作准备时，他以书面的方式将此事通知了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在回信中写道：“我很久以来就想结识策兰，他远远站在前面，大多数情况下深居简出。我知道他的所有作品，也了解他自己从中摆脱出来的艰难的危机——在人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如果能够带策兰看看黑森林，将是十分有益处的。”（鲍曼：《回忆策兰》，第60页）


  1967年7月24日，在弗赖堡大学的最大的讲堂里，策兰与他一生中人数最多的听众面面相对。听众超过千人。其中包括坐在第一排的海德格尔，在这之前，海德格尔到各家书店走了一圈，请他们把策兰的诗集陈放在橱窗最醒目的位置。书店都按海德格尔的请求做了。诗人在第一次游览弗赖堡时，在各家书店里都看到他自己的诗集。他在弗耶尔旅馆同几位熟人见面时，十分高兴地谈到此事。这是在朗诵会开始前一小时。海德格尔当时也在场，但没有透露他的极为有益的准备工作的秘密。在海德格尔同策兰的第一次会面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在进行了一会儿激动人心的谈话之后，有人提议大家照一张相。策兰跳了起来，解释说，他不希望同海德格尔一起照相。海德格尔十分坦然，从容地转向旁边的鲍曼，说“他不想，——那么，就不要照了。”（同上书，第62页）策兰离去了一小会儿，当他回来之后，他请大家谅解，他不与海德格尔照相的异议取消了。但第一次拒绝仍有影响。没人再提照相的事。他的行为的后果造成的影响使策兰感到痛苦。他试图重新赢得受伤害者。朗诵会后，大家又一起品尝了一杯葡萄酒。海德格尔建议，第二天早上登黑森林，参观高山泽地，以及托特瑙山的小木屋。一切都约好了。海德格尔还没有离开，策兰对留在后面的鲍曼又提出对他刚刚同意的建议的反对和疑虑。他解释说，和一个很难忘记该人过去的历史的人在一起，他感觉十分困难。按鲍曼的记述，策兰的不舒服感马上又升级为拒绝。鲍曼则提醒策兰，他曾明确表示要同海德格尔见面。策兰没有再驳回鲍曼的反驳。计划照旧。另一方面，他很钦佩海德格尔的著作和个人。他感到受到他的吸引，同时又把这种吸引变成了对海德格尔的偏见。他寻求接近，但却不可能。第二天他到海德格尔的小木屋远足。他和海德格尔在小木屋里度过了一个上午，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们一无所知。在小木屋的来客留言簿上，策兰写道：“在小木屋留言簿里，望着井星〔指海德格尔在托特瑙屋前泉眼边上用木头刻的小星星。——译者〕，心里带着对走来之语的希望”。


  “走来之语”有很多意思。策兰是在期待海德格尔的认错，他对海德格尔没有公开悔过感到失望吗？可是按鲍曼对当时情况的记述，策兰根本没有失望：几小时之后，两人一起回到了旅馆。“我十分惊喜地看到，诗人与思想家感情融洽，他们谈着刚过去的几个小时的经历，清楚提到了‘小木屋’之行。在策兰身上，沉重的迹象踪影皆无。”第二天，策兰兴致勃勃地离开弗赖堡去法兰克福。在那里，玛丽·露易斯·凯施尼茨见到策兰时，觉得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感到十分意外。她对朋友们说：“弗赖堡的人在他身上做了什么手脚？他在那里出了什么事？我根本认不出他来了。”（同上书，第72页）在这种高昂的情绪中，1967年8月1日策兰写下了那首题为“托特瑙山”的诗：


  
    “金车花，


    安乐草，


    星泉清饮，


    木屋中、书之名


    先于我？——，


    希望


    书行间，今天


    （莫延迟之）


    走来语，


    入于思，


    存于心”。

  


  “走来语”，这一行是对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圣灵降临的回答。海德格尔在《在通往语言的途中》中谈到“走来的神”，它将使转向成为可能。这“走来语”无论如何不仅仅是海德格尔政治上的赦罪之词。


  1968年在策兰寄给海德格尔的该诗的第一稿中，“走来语”这一行原为“未延迟之走来语”。该诗在收入诗集《光之强迫》时，删掉了括弧中表达的对“莫延迟之走来语”的期望。在这期间，两人的多次见面，互相通信和联系，十分友好。1970年，海德格尔想带策兰游览上多瑙地区的荷尔德林家乡的风光。海德格尔为此作了准备，但终未成行：1970年初策兰在巴黎自杀身亡。


  与策兰对海德格尔的态度相反，海德格尔对策兰可以说是热情、关注，有时甚至是关怀备至。1970年濯足节的星期四，策兰最后一次同海德格尔见面，又出现了一次小尴尬。策兰朗诵报告了他的一首诗，人们对此进行了讨论。海德格尔听他的诗和报告如此专心，以致会后可以将全诗背了出来。尽管如此，谈话中策兰仍然指责海德格尔不专心。后来大家不欢而散。鲍曼陪海德格尔回家。在花园门口握别时，海德格尔“十分动情”地说，“策兰病了——没救了。”


  策兰到底对海德格尔有何期望？也许策兰自己也不清楚。海德格尔的“采光［Lichtung］”在策兰看来是一种承诺 。他期望这承诺的兑现。也许策兰的《光之强迫》隐含着急切的答案。


  第二十五章


  暮年  再谈一次阿伦特  海德格尔与弗兰茨·贝肯鲍尔  落叶、负担、终曲  难忘之事  存在问题和存在的意义：两则禅的故事  桥梁  文身  鸱枭死  重归麦氏教堂镇的那片天



  在弗赖堡勒特布克大街47号大门门铃按钮的旁边，钉着一块小牌子：“17点以后为参观时间”。参观者很多。海德格尔必须为此腾出时间。佩茨特曾回忆过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某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个来自南美的四口之家前来拜访，结结巴巴地只提出一个希望：“Seulement voir Monsieur Heidegger.［法语，只想看看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出来露面，来访者惊奇地望着这个奇怪的动物，然后频频鞠躬，缓缓而去。如果能应邀进入海德格尔的工作室的话，那就是一种特殊的礼遇了。参观者必须踩着木楼梯上到二楼，在一个巨大的大柜旁边，还有一道门通向工作室。屋子的四壁都是书架，使房间变得阴暗，只有透过在常青藤环饰的窗子有一道光进来。窗前是写字台。从窗子向外望去，策陵城堡废墟的高塔映入眼帘。书桌旁有一个皮沙发椅。这里坐过几代来访者：布尔特曼、雅斯贝尔斯、萨特、奥格施泰因。在书桌上，海德格尔的手稿叠叠摞起。他的弟弟弗里茨怀着深情将之戏称为“马丁编组站”。


  事隔15年之后，1967年汉娜·阿伦特才再一次踏入这个房间。1952年的拜访之后，他们之间只有通信往来。1966年汉娜60岁生日之际，海德格尔赋诗一首《秋》寄给汉娜。汉娜从中听到挽歌的旋律，暮年的情绪。她想再见一见走向80岁的海德格尔。这个生日的问候对她是一种激励。多年的不愉快之后，又一次和解。汉娜和埃尔福丽德二人决定，相互以名字相称。三年之后，1969年8月，海德格尔80岁生日前夕，汉娜·阿伦特带着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又一次来访。大家情绪真诚、自然。汉娜要是少抽点烟就更好了。他们走后，埃尔福丽德用了整整一天的工夫来换空气。在海德格尔赠的书上题着：“汉娜和海因里希留念”。署名是马丁和埃尔福丽德。大家计划明年四人再相聚首。但是1970年10月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去世。汉娜把她的生命的最后几年，完全献给了她未完成的巨著《精神生活》（第一卷：《思维》）。这里发展出来的思想，比任何别的地方更接近海德格尔。她的结论是：海德格尔使哲学又重新赢得了思维。对此的酬谢是，让他分享到那“赤裸裸的Dass（那）”。她同海德格尔的联系再也切不断了。她每年都来看望海德格尔，在美国则积极组织海德格尔在美国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海德格尔对她的帮忙深表感谢。他在信里又一次承认，没有任何人比她更理解他的理想。


  海德格尔也日见衰老。家人打算在花园里修一小舍，供老人起居。为了筹集经费，海德格尔准备拍卖《存在与时间》的手稿，卖给某个基金会、图书馆或私人收藏者。1969年4月埃尔福丽德为此事向汉娜请教，应该要价多高，在什么地方可以获得高价，在美国还是在德国。汉娜立即向行家打听。结果是，在得克萨斯大学可以卖得好价，卖到10万马克是不成问题的。


  但最后《存在与时间》的手稿还是没能到新世界的得克萨斯落户，而是滞留德国。马尔巴赫的席勒文学档案馆提出有兴趣购买。后来海德格尔全部手稿均移至该处。花园里的小屋也建成了。在搬家时，汉娜送来一束鲜花。海德格尔得以保持他的生活节奏。上午工作，午饭后休息，继续工作直至深夜。他常常散步，直至山坡上的一家名叫“猎人小屋”小餐馆。由此可以眺望全城。他常常在这里和熟人、朋友相聚，喝上一杯1/4升的啤酒。每年春天、初秋他都回到麦氏教堂镇，在弟弟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在11月11日，圣马丁日，他总是坐到教堂前面的唱诗班的席位中的老位子上。从还是个淘气鬼的时候起，他就坐在这里了。麦氏教堂镇的人们知道珍惜他到场的价值。从穿开裆裤时就认识他的那些人们，现在面对已成为名教授、戴着无边软帽的海德格尔，常常感到局促不安。有一次，他遇到一位小学时的女同学（她后来只升到作老妈子的地位）。这位当年的女同学竟然语塞，不知怎么称呼他才好：是按习常用“你”相称呢，还是用客套的“您”来称呼。于是在不知所措中落入了海德格尔的“常人”的陷阱：“Isch me au do?”（“人还在哈?”）海德格尔生日时，在镇上的大礼堂里大肆庆祝。瑞士的音乐家以h—e—d—e—g—g—e为主题旋律谱写了一首《海德格尔进行曲》。麦氏教堂镇的镇音乐团将此列为该团的保留节目。“先知在本土无效”这一常规，在麦氏教堂镇失效了。1959年海德格尔被授予麦氏教堂镇的荣誉公民。


  现在海德格尔已成为备受尊敬的老人。他原来对事情的生硬、严厉渐渐软化了，也居然常到邻居家去看欧洲足球杯的电视转播。在已成为传奇的汉堡对巴塞罗那于60年代初的那场比赛中，海德格尔过于紧张打翻了自己的茶杯。当时弗赖堡话剧团的团长有一次在火车上碰上了海德格尔。他本想和海德格尔谈谈文学和舞台艺术，但没有成功，因为海德格尔对足球联盟杯还记忆犹新，只想谈弗兰茨·贝肯鲍尔。海德格尔对贝肯鲍尔的球感细腻的控球动作惊叹不已。他试图向惊奇的听者形象地再现贝肯鲍尔高超技法。他十分有把握地作着专业性的评判。在麦氏教堂镇他不仅打过钟，而且还成功地踢过左边锋呢。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海德格尔主要致力于他自己著作全集的准备工作。他原本想把全集称之为“道路”，但它最终还是成了“著作”。


  叔本华在他的生命接近终结的时候曾经说，“人类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将永恒不会被忘记。”海德格尔并没有留下类似的话。他并没有创造什么成型的哲学，也就是说，他没有提供什么世界图像，或者道德理论。海德格尔的思维没有什么“结果”，他不像莱布尼茨、康德或者叔本华等人的哲学那样，得出什么结论。海德格尔的癖好是提问，而不是回答。所以，在他那里，提问就是“思维的虔诚”，因为它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就像宗教在它尚有生气的时候那样，它将领域拓宽，使其中显现的东西神圣化。在海德格尔这儿，最具开拓力量的就是提问中的一个问题，他一生的哲学生涯就是追问这一问题：向存在发问。这个发问的意义无异于采光［Lichtung］中坚持开放，移入采光、突出采光。这种采光恰恰使自明之事、显而易见之事重新获得它们的“此［Da］”的奇观：在人们体验为处所之处，在某些东西暴露之处，在自然进入你眼帘、使你注意到它的存在之处，在实存之中开放的位置上有采光存在之处，在为这一切东西的存在而可能产生感激之处。在存在的发问中隐藏着的是，时刻准备着欢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对存在的发问，就意味着，使物疏松。就像航船起锚，以便扬帆远航一样。历史的可悲的讽刺处恰恰在于，在海德格尔思想的介绍中，存在发问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失去了这种开放性和解脱疏松的特征。它们使思维受到威胁，使思维错综绞缠，拘束紧张。存在问题的经历就像禅宗故事中的学生一样：一个学生长期以来挖空心思去想办法，如何把一个在细颈瓶中长大的鹅取出来，既不把它弄伤弄死，又不使瓶子损坏。最后这个被搞得焦头烂额的学生去请老师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大师转过身去，过了一会儿，突然大击一掌，高呼学生的名字，学生答道“我在这儿，师父！”大师说，“你看，鹅在外边！”关于存在的问题的意义就讲到这儿。关于存在的意义，既存在问题所问的内容，禅里头也有很妙的手法，十分契合海德格尔的理解。某人在研究禅之前，把山看作山，把水看作水，当他修炼到某种程度，达到了对禅之真理的内在观点之后，他看山不再是山，水不再是水。在他彻悟之后，在他看来，山又是山，水又是水了。


  在20年代，海德格尔十分乐于使用一些听起来十分抽象的形式性的指示。按伽达默尔的记述，当时许多学生感到这些表达十分难解。当他们努力在某种抽象的层次上对它们的意义加以揣测的时候，海德格尔对这些表达作了如下说明：“享受与充实”。指示总是同被指示者有距离，指示者总是要求接受到指示的人自己去观看。他必须用良好的现象学方式去观看那“被指示者”，用自己的直观去“充实”它。当他充实了它时，他便享受到了要指给他看的东西。但是正如刚才说的，他必须自己去观看才行。


  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有一次海德格尔把自己说成是博物馆的保管员。他把帘子挂到一边，以便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伟大的哲学著作。他此时想说的就是对他的活动作谦虚的描述。因为，本来他想协助人们看生活，——不仅是哲学——时，能看到生活第一次被经历的原样。对海德格尔来说，启蒙运动是在人生此在于世界中的突袭式，因此是强暴式的降临，是对晨光的重建。海德格尔思想开端最大的激情，就在于使隐蔽的、习以为常的、变为抽象的、僵化了的东西移至一旁，加以解构。可是，应该出现的，现实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我们周围围着我们的、但并不使我们感到窒息的、我们人生此在的那个“此”。这里，同样要求人们去对它加以直接体验享受，加以充实。海德格尔哲学从来没有停止这种让人观看的操作训练。它们可以如禅宗故事中的山和水，也可以是桥。有一次海德格尔对桥作了一次绝妙的观察：（《讲演与论文集》，第146页）


  我们使用桥，我们根本无需去对桥进行思考；向桥下深渊的一瞥，可以吓得我们心惊肉跳。这里出现的是对人生此在风险的直接感觉。虚无显示出来，我们在虚无之上来回摆动着。桥越过无底深渊而过。桥的一头坚定地扎在大地上，它使大地成为承担者。我们恰恰被指派到大地之上。桥使大地做着承担者的姿态。我们自己的人生筹划，我们本真本己的追求渡过超越，完成的恰似桥一样的功能。这桥式连接飞架于无底深渊之上，耸入开放的天空。这以大地为根基的桥，不仅把两岸相互接连在一起，并且使我们处于开放的广阔之中，使我们得以停留在空中。海德格尔说，在死亡者的过渡进程（即现实人生——译者）中，桥把大地与天空连接在一起。在古老的桥梁建筑上，这种虹贯连接的风险性、这种向往走向天与地的广阔之间的冒险的乐趣，还直接受到表现，受到庆祝。在桥的形态上、在桥神中，只焕发着信赖的情绪。我们在其中发现的是人生这一馈赠的感激之情，以及对在天空与大地之广阔中居处、对这种过渡的护送的感激之情的表达。


  是一种诗意的狂想还是隐喻？都不是。海德格尔人生此在分析的唯一企图，就是指出天性所致，我们能够造桥，因为桥可以使我们经验到广阔、距离，尤其是无底深渊，因此我们知道，生活意味着在无底深渊之上虹贯连接，并坚持在这个过渡之中。人生此在就是如此地存在着：它向那边瞥视着自己本身，并将自身送向那边：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这里的关键是，这座桥梁只有当我们踏上它的时候，才在我们的脚步下生成。


  让我们就到这里吧。


  后期海德格尔进行过一些其他的失败的、昏暗不清的、充满了阿拉贝斯克〔阿拉贝斯克［Arabesken］为缠绕交错，图案错综的阿拉伯装饰花纹图案，在此处，意为故弄玄虚。——译者〕装饰的思考。他想思维那根本看不到的东西：“四维活动作为单纯的、相互信赖的、发生的镜式游戏而存在。四维活动作为世界的世界活动而存在。世界的镜式游戏就是事件发生的圆圈舞”。（同上书，第173页）人们不用去对此加以嘲讽，也不要陷入这种误人的、故弄玄虚的沉思之中。这些句子就像麦尔维尔的小说《姆比·迪克》中的掷叉捕鱼者奎克身上的文身图案一样。这位奎克，南海上的虔诚的野人，他让人把他的部落中有关天与地，以及神秘文献，总之全部秘密学说都刻在他周身的皮肤上。从此以后，他就是文献，尽管他并不能认识身上的文献，尽管他为此呕心沥血。所有的人，包括奎克在内，都知道，他周身皮肤的信息最终也难以破解，终将归于灭亡。奎克在预感到他的末日将近时，他请做船的木工为他制了一口棺木，把身上的文身图案全部复制到棺木之上。


  海德格尔全部著作中的许多谜，必须像读南海野人棺木上刻写的记号一样来理解。


  1975年12月4日汉娜·阿伦特去世。海德格尔也平静地、冷静地、泰然自若地为自己的死亡作着准备。童年一起玩耍中的朋友，卡尔·费舍尔在为海德格尔86岁，也就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表示祝福时，海德格尔说，亲爱的卡尔……我现在经常回想我们童年时代，也想到你父母的家，斜坡上的成群的牛羊。在它们之中还有一只鸱枭。


  日暮黄昏似曙光重现。我们可以想象，海德格尔又清楚地看到了那只鸱枭。枭鸟起飞的时刻已经降临。也许海德格尔此时又记起卡尔·费舍尔（我有幸见到他）在同我谈话的时候所讲的场景：小马丁挎着一把军刀，军刀很长，所以长长地拖在身后的地上。刀是铁皮的，不是钢的。费舍尔说，“他当时就是首领”。费舍尔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仍然带着儿时一起敲钟时的敬佩之情。


  1975年冬天，佩茨特最后一次拜访海德格尔：“像往常一样，我必须不停向他讲述许多事，他十分认真，不断提问，人哪，物哪，经济工作，什么都问。精神清楚，思路广阔如常。夜幕降临，海德格尔夫人已经离开房间，我准备起身告辞。在大门口我再次转身，老人一直望着我，手举得高高的，我听见轻声说，‘啊，佩茨特，现在路走到头了。’他眼睛最后一次向我表示祝贺。”（佩茨特：《走向明星》，第230页）


  1976年1月，海德格尔请求他儿时教堂镇的同乡、弗赖堡大学神学教授贝恩哈德·韦尔特同他谈了一次话，告诉他，如果到了时候，他想被葬于他们共同的故土麦氏教堂镇的墓地中。他请求按教会的仪式入葬，并请韦尔特给他作墓前祈祷。在两个人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谈到了对接近死亡的经验，接近故土的经验。韦尔特后来写道：“艾克哈特的思想一直回荡在”谈话中，“上帝等同于虚无”。在海德格尔去世前两天，5月24日，海德格尔又一次写信对他表示祝贺：“我们共同的故乡麦氏教堂镇的新的荣誉公民——贝恩哈德·韦尔特——年老者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望这荣誉的节庆欢欣、活跃，所有参加者的深思的精神协力同心。因为急需深思，在技术化了、形式化了的世界文明时代，是否以及如何还能有故乡。”（《思想的经验》，第187页）


  5月26日，早晨苏醒了一段时间之后，海德格尔又沉沉入睡，与世长辞。


  5月28日，在麦氏教堂镇举行了安葬仪式。海德格尔又回到了教会的怀抱吗？马克斯·米勒曾讲述过，在散步中，来到教堂时，海德格尔上圣水，画十字，向祭坛行跪膝礼。有一次他问海德格尔，他已经同教会的教义断了关系，这样行教会礼不是自相矛盾吗？海德格尔的回答是：“人们必须历史地思考问题。在人们如此多地祷告过的地方，一定以特殊的方式接近着神圣之事。”


  用什么作结束呢？


  1928年在马堡的课堂上，在讲课前海德格尔曾就马克斯·舍勒去世讲的一句话，是最合适的终结语：


  “哲学之路又一次重归黑暗。”


  附    录


  一､马丁·海德格尔年表


  
    1889年
  


  9月26日马丁·海德格尔生于德国巴登州麦氏教堂镇（Messkirch）,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1851年8月7日生,1924年5月2日去世,是箍桶匠兼作教堂司事;母亲约汉娜·海德格尔,原名约汉娜·肯普夫[Johanna Kempf],1858年3月21日生,1927年5月3日去世


  
    1903—1906年
  


  在Konstanz读中学,奖学金生;住在天主教的学生宿舍孔拉底屋;准备作牧师


  
    1906—1909年
  


  在Freiburg 文科中学和天主教寄宿学校读书


  
    1909年
  


  9月20日在费尔德基尔希附近的提色斯加入耶稣会,成为见习修士｡10月13日因心脏病被耶稣会解除会籍


  
    1909—1911年
  


  在弗赖堡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发表反现代主义文章


  
    1911—1913年
  


  中断牧师教育;危机;在弗赖堡大学学习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获得天主教哲学的奖学金;与拉斯罗威斯基交好;研究胡塞尔;把逻辑当作生活彼岸的价值


  
    1913年
  


  以《心理主义中的判断理论》为题获博士学位


  
    1915年
  


  以论文《邓·斯各特的范畴与意义理论》获大学教师资格


  
    1916—1918年
  


  应征入伍（部分适宜服役;邮局做军方特派信检员;气象工作）


  
    1917年
  


  与埃尔福丽德·佩特里结婚


  
    1919年
  


  儿子约尔根出生


  
    1919年
  


  1月正式退出天主教


  
    1920年
  


  儿子赫尔曼出生


  
    1918—1923年
  


  在弗莱堡大学任私人讲师和胡塞尔的助教;与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建立友谊


  
    1920年
  


  同雅斯贝尔斯建立友谊


  
    1922年
  


  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使他在马堡名声大震


  
    1923年
  


  讲授本体论,建立了他“秘密哲学之王”的声誉


  
    1923年
  


  应聘马堡;在托特瑙山盖小木屋,与布尔特曼交好


  
    1924年
  


  开始同汉娜·阿伦特的爱情关系


  
    1925年
  


  汉娜·阿伦特离开马堡


  
    1927年
  


  《存在与时间》发表


  
    1928年
  


  作为胡塞尔的继承人应聘弗莱堡


  
    1929年
  


  教授就职讲演:《什么是形而上学?》;3月在达斡斯高校讨论班讲演;与卡西尔辩论


  
    1929—1930年
  


  讲授《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


  
    1930年
  


  第一次拒绝柏林大学的聘请


  
    1931—1932年
  


  除夕夜;在他山上的小木屋里;论辩中第一次为国家社会主义辩护


  
    1933年
  


  被选为弗莱堡大学校长;3月1日参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3月27日发表校长就职演说;组织科学夏令营;在莱比锡､海德堡､图宾根等地从事政治宣传活动,参与高等教育改革活动（贯彻领袖精神）;10月第二次拒绝柏林大学的聘请;夏天:最后一次拜访雅斯贝尔斯


  
    1934年
  


  由于同学校各系的冲突以及同党政领导的意见分歧,4月辞去校长职务;夏天:草拟柏林教师科学院组建计划


  
    1936年
  


  结束同雅斯贝尔斯的通信联系;苏黎世讲演:《艺术作品的起源》;罗马讲演:《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与勒维特见面


  
    1936—1940年
  


  在讲授尼采哲学的课堂上多次批判国家社会主义的权利思想;受到盖世太保的监视


  
    1936—1938年
  


  撰写了为今后发表的《哲学论文集（关于Ereignis）》


  
    1937年
  


  拒绝参加巴黎国际哲学大会


  
    1944年
  


  11月参加民兵冲锋队


  
    1945年
  


  1月至2月回麦氏教堂镇整理储藏手稿


  
    1945年
  


  4月至6月哲学系转移到多瑙河谷博意隆附近的威尔登斯坦城堡;7月受到盟军清查委员会的审查;一个对哲学有兴趣的法国占领军的军官与海德格尔建立了联系;与萨特会面的计划受挫;开始同让·波弗勒的友谊


  
    1946年
  


  雅斯贝尔斯为海德格尔写审查鉴定;接到禁止讲课通知（直到1949年）;开始了同梅达德·波斯的友谊;致波弗勒的信:《关于人道主义》


  
    1949年
  


  12月在不莱梅俱乐部作4个讲演:（《物-构架-危险-转向》）;


  
    1950年
  


  在布尔高地和巴伐利亚美艺术科学院重复不莱梅的讲演


  
    1950年
  


  2月阿伦特访海德格尔;同阿伦特重新开始通信联系,恢复友谊;同雅斯贝尔斯的通信也重新开始


  
    1951—1952年
  


  海德格尔重新开始了他的教学活动


  
    1952年
  


  阿伦特第二次访海德格尔


  
    1953年
  


  慕尼黑科学院讲演:《论技术问题》,海德格尔开始了他战后的学术生涯;建立了同埃哈德·凯斯特纳的友谊


  
    1955年
  


  在麦氏教堂镇举行的孔拉丁·克罗伊策尔的纪念会上作讲演:《泰然处之》;在CŌrisy-la-Salle作报告


  普罗普斯作报告;结识了瑞奈·夏尔


  
    1959年
  


  与梅达德·波斯合作开始举办措利孔研讨班


  
    1959年
  


  9月27日被授予麦氏教堂镇荣誉公民称号


  
    1962年
  


  首次赴希腊


  
    1964年
  


  阿道尔诺发表反对海德格尔的小册子:《本真性的行话》


  
    1966年
  


  在Le Thor主持研讨班;1968,1969,1973在Zhaehringen继续


  
    1966年
  


  《〈明镜周刊〉谈话》（海德格尔去世后发表）


  
    1967年
  


  阿伦特访海德格尔,此后阿伦特年年来访


  
    1975年
  


  《海德格尔全集》第一卷出版


  
    1976年
  


  海德格尔于5月26日逝世,5月28日安葬于他的出生地麦氏教堂镇


  二､马丁·海德格尔著作目录


  
    讲  演  录
  


  Grundbegriffe（1941,GA 51）  《基本概念》（1941年,《海德格尔全集》第51卷）  328


  Die Grundbegriffe der Metaphysik（1929/30,GA 29/30）  《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1929/1930年,《海德格尔全集》第29/30卷）  206,210,227—239,341


  Die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1927,GA 24）  《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927年,《海德格尔全集》第24卷）  205


  Heraklit（1943,GA 55）  《赫拉克里特》（1943年,《海德格尔全集》第55卷）  382


  Hölderlins Hymnen（1934/35,GA 39）  《荷尔德林的赞美诗》（1924/1935年,《海德格尔全集》第39卷）  329—335


  Hölderlins Hymne〈Der Ister〉（1942,GA 53）  《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河〉》（1942年,《海德格尔全集》第53卷）  381,386


  Logik （1934）（Hg.V.Farías）  《逻辑学》（1934年）（由法里亚斯编辑出版）  311,328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Logik（1928,GA 26）  《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1928年《海德格尔全集》第26卷）  205,210,211


  Nietzsche:Der Wille zur Macht（1936/37,GA 43）  《尼采:趋向于权利的意志》（1936/1937年,《海德格尔全集》第43卷）  446


  Ontologie（1923,GA 63）  《存在论》（1923年,《海德格尔全集》第63卷）  149,151,153,156


  Parmenides（1942/43,GA 54）  《巴门尼德》（1942/1943年,《海德格尔全集》第54卷）  380,381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 zu Aristoteles（1921/22,GA 61）  《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1921/1922年,《海德格尔全集》第61卷）  123以下,138—143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1925,GA 20）  《时间概念的历史引论》（1925年,《海德格尔全集》第20卷）  195,106,187


  Schelling:Vom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1936,GA 42）  《谢林:关于人的自由的本质》（1936年,《海德格尔全集》第42卷）  328


  Vom Wesen der Wahrheit（Platon）（1931/32,GA 34）  《论真理的本质（柏拉图）》（1931/1932年,《海德格尔全集》第34卷）  254—265,268


  Zur Bestimmung der Philosophie（1919,GA 56/57）  《关于哲学之规定》（1919年,《海德格尔全集》第56/57卷）  117—131


  
    著  作
  


  Abraham a Sancta Clara （D）  《亚伯拉罕·阿·桑克塔·克拉拉》（见《思想的经验》）  34,35


  Anmerkungen zur Karl Jaspers  《对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心理学>一书的评论》  147


  Aufenthalte  《栖居》  461—464


  Der Begriff der Zeit  《时间概念》  164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哲学论文集（论事件之发生）》  341,356,357—367


  Das Ding （VA）  《物》（《见讲演与论文集》）  449,493,494


  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形而上学导论》  331,335—338,346,348,379


  Erläuterungen zur Hölderlins Dichtung  《荷尔德林诗的解释》  371


  Der Feldweg （D）  《田间路》（见《思想的经验》）  17,22,41,478


  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  《追问技术问题》  453,457—460,461


  Frühe Gedichte （D）  《早期诗作》（见《思想的经验》）  90


  Gelassenheit  《泰然任之》  460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时间概念史》  105


  Grußwort von Martin Heidegger （D）  《海德格尔的祝词》（见《思想的经验》）  496


  Hölderlin und das Wesen der Dichtung （EH）  《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见《对荷尔德林诗的解释》）  369,397


  Holzwege 475  《林中路》  475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  199,205,223以下,397,402


  Die Kategorien-und Bedeutungslehre des Duns Scotus （FS）  《邓·斯各特的范畴与意义理论》（《早期著作集》）  75,80—84,86—88


  Die Kehre（TD）  《转向》（见《技术与转向》）  449


  Die Lehre vom Urteil im Psychologismus（FS）  《心理主义中的判断理论》（见《早期著作集》）  61,62,63,73


  Mein Weg in die Phänomenologie（Z）  《我的现象学之路》（见《面向思的事情》）  31,42  


  Neuere Forschungen über Logik  《关于逻辑学中的最新研究》  58


  Nietzsche （Bd.1,2）  《尼采》（第一､二卷）  345—355,357,359,378,379,380


  Phänomenologie und Theologie（W）  《现象学与神学》（见《路标》）  175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zu Aristoteles  《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  136,149—153,154


  Das Realitäts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哲学中的实在问题》  42,57,58


  Schöpferische Landschaft:Warum bleiben wir in der Provinz?  《富有创造性的风景:为什么我们留在省里?》  324


  Sein und Zeit   《存在与时间》  15,149,170,173,176—205,210,237,247,284,309,397,403,423,424,437


  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R）  《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  280,286—291,373


  Áber der Humanismus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  404,407,408,419—426,429,460


  Unterwegs zur Sprache  《走向语言之途》  126


  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  《艺术作品的起源》  346—348


  Vier Seminare（Le Thor）  《四个讨论班》  464,465


  Vom Geheimnis des Glockenturms（D）  《钟楼的秘密》（见《思想的经验》）  21


  Vom Wesen des Grundes  《论根据的本质》  210,397


  Vom Wesen der Wahrheit  《论真理的本质》  36,210,258,449


  Was heißt Denken?  《什么是思维?》  407,458


  Was ist Metaphysik?  《什么是形而上学?》  62,210,213—215,348,381,397,402


  Wege zur Aussprache（D）  《通向表达之路》（见《思想的经验》）  375—378


  Zollikoner Seminare  《措利孔讨论班》  466,467


  Die Zeit des Weltbildes  《世界图像的时代》  205,321,341—345,374


  Zur Seinsfrage  《关于存在问题》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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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象学文库》总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象学在汉语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兴趣，渐成一门显学。1994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此后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一会一刊的运作节奏。稍后香港的现象学学者们在香港独立成立学会，与设在大陆的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常有友好合作，共同推进汉语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学者这些年来对域外现象学著作的翻译、对现象学哲学的介绍和研究著述，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值得称道，在我国当代西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现象学事业才刚刚起步，即便与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相比，我们的译介和研究也还差了一大截。又由于缺乏统筹规划，此间出版的翻译和著述成果散见于多家出版社，选题杂乱，不成系统，致使我国现象学翻译和研究事业未显示整体推进的全部效应和影响。

有鉴于此，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与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当代哲学资料中心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现象学文库》丛书。《文库》分为“现象学原典译丛”与“现象学研究丛书”两个系列，前者收译作，包括现象学经典与国外现象学研究著作的汉译；后者收中国学者的现象学著述。《文库》初期以整理旧译和旧作为主，逐步过渡到出版首版作品，希望汉语学术界现象学方面的主要成果能以《文库》统一格式集中推出。

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藉《文库》这个园地，共同促进中国的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文库》编委会

2007年1月26日


译者前言

本书德文版的主要文本来源是马丁·海德格尔1925年夏季学期的马堡大学讲课稿（由海德格尔本人手书但尚未按音标抄写）以及经过海德格尔授权同意并增补的西蒙·摩塞尔（Simon Moser）的听课笔记，由佩特拉·耶格尔（Petra Jaeger）负责整理、编辑并于1979年初版问世（本译本所依据的是1994年的第三版）。[1]本书是海德格尔划时代巨著《存在与时间》的第二稿[2]，同时又被认为是海氏的一部完全独立的代表作。

相对于《存在与时间》而言，《时间概念史导论》具有其独特的重要性。而该书的最为研究者所看重的特色，就在于其中有五分之二篇幅的内容（即它的“准备性部分”）是《存在与时间》中所完全没有的。这部分内容基本上就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若干重要论题的讨论，并从中开掘出了经过海氏重新表达的关于“存在本身”的问题。这是一种以比现象学本身更为现象学的方式来彻底地廓清现象学的内在趋向与问题的探析，而这些探析向我们显出了海氏本人的“现象学的本体论”得以生成的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准备。通过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积极推介与辩护，也可以看到他的娴熟而精到的现象学分析的范例，同时更能够见出他对现象学的不满、批评与超越之处；此外，这部分还涉及对与现象学大有关系的两人即布伦塔诺和狄尔泰的评介，包含了对属于现象学内部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马克斯·舍勒的有关讨论。鉴于海德格尔思想与胡塞尔现象学方法所具有的亲缘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部分构成了我们依据海氏本人的思想踪迹来理解《存在与时间》及其他著作的必须的前提（而这个部分却刚好是后者所缺失的）；与此同时，这部分内容还应该是我们进一步澄清“胡塞尔-海德格尔关系”这一现代哲学史悬案的第一手重要文献。该书另五分之三的内容（即它的“主干部分”），就是海德格尔从自己特有的问题和方法出发，对时间现象所作出的独到的解释。这一部分内容就属于《存在与时间》的直接前身，但其表达方式则比《存在与时间》更为朴拙，所讨论的主题也更为集中。[3]

在此还需提到的是：根据本书英译者的检校，在其原始手稿与后来正式出版的文本之间，存在着为数很少但并非不重要的差异：出版物中约有10处所出现的用语“生存”（Existenz）和“生存的-本体论的”（existential-ontological），其实是海德格尔后来（主要是在修订《存在与时间》的手稿期间）所加上的。有鉴于此，英译者认为海德格尔由其早年的用语向《存在与时间》的用语的过渡原本是十分谨慎的，而《时间概念史导论》的1925年文本实际上就证实了海氏后来的反复辩称：走向《存在与时间》之路与其说是存在主义的，还不如说是现象学的。[4]

为使读者能对中译本与德文本之间的对应关系有一个了解，有必要将本书所遵循的译文“凡例”专门介绍如下（这些凡例的主要用意就在于尽量保持德文本的形式上的原貌）：

一、对原著中的重要词语和用法特别的词语，对那些具有富含意味的词根联系的相关词以及其他需要注明的词语，在译文中用小括号附上原文，例如：现成可见的（vorhanden），现成可用的（zuhanden）；惶然失所（Unheimlichkeit）。

二、原著中使用了若干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语种的词语和文句。对于这些“外来语”，中译本分三类情况加以处理：

原著给出了这些词句的德文译文时，中译文一般就采用作者自己的译文，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先给出外来语原文、再以通用字体译出对这些外来语的德文翻译的办法处理，例如：substantia quae nulla plane re indigeat，unica tantum potest intelligi，nempe Deus.唯一地满足以上所说的那种实体性的意义的存在者，只有上帝。而在作者自己的译文与通常的译法有明显差别的情况下，则先用括号内的楷体给出一般的译法，再用通用字体给出对作者的德译文的中文翻译（如果遇上完整的句子，则通常要用破折号表示后面的文句是作者自己所译出的内容），例如：nulla ejus nominis significatio potest distincte intelligi，quae Deo et creatures sit communis.（我们不可能清楚地理解，“存在”这一名称竟然具有一种相对于上帝和受造物的共同的含义。）——当人们作出这两个存在陈述时，他们不能清楚地看到：这样的陈述所指的是两个相同的东西。

原著中紧跟着外来语又并列地使用了德文的同义词时，中译本（为避免重复）就不再专门给出这些外来语的中文翻译，在这种情况下中译本的字体不变，只是通常要在外来词后加上一个“即”字，以示后面的词是与前面的词相对应的同义词。例如：proprietas即属性。

原著中单独使用外来词时（既没有给出这些词句的德语译文，也没有与之并列使用的德语同义词），中译本才会专门附上它们的中文译文。在这种情况下，中译本用括号内的楷体字予以处理。例如：φωνη ηετα φαντασrια（后于视像的声音）。

三、为了标示出原文中隐含的省略和不易看出的指代关系，中译本加上了一些补足文句和语气的词。在这种情况下，译本用括号内的楷体字予以表示，例如：人们会说，（在上面关于幻觉的例子中）汽车事实上完全不是现成可见的。

四、原著使用斜体字来表示强调，中译本则使用着重符号来标示这些得到强调的地方。例如：“众人”刚好就是那永远不死和永远无能去死的东西。

五、对于那些非一般用法的、大多为作者所铸造的词或词组，中译文有时要加上引号，以示那是一个专门的和完整的用语，例如：“要有良知”（Gewissenhabenwollen）、“在-已经-寓于某物-存在-之际-先行于-自身-存在”。

最后，建议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先行参看书末由中译者所编制的附录“德-汉术语对照表”、“古希腊语-汉语词语对照表”和“拉丁语-汉语词语对照表”以及正文之后的“编者后记”。对于某些新用的和新铸的译名，德汉词语对照表中给出了若干必要的注解。

至少对于海德格尔早期著作的翻译而言，由熊伟先生校、陈嘉映及王庆节合译的《存在与时间》中译本实已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设若没有这一先行的津梁之便，本书的翻译势将极难设想。此外，本译本或直接或间接地领受张祥龙师的启示甚多。而在遇到德文本的太过难解的文句之时，本人在首先试译出德文之后还参考过T.克兹尔先生的英译本，为此特地致谢。思想如行远道，对思想的翻译如临深渊。本人诚请读者尽量指出拙译的任何错误、不当与不善之处，以利于来日进一步加以修正。

欧东明　于四川大学望江校区

2007年11月

【注释】


[1]读者若欲详知有关本书的文本来源、编辑与整理以及本书的主要论题等具体情况，可参看书末的“编者后记”。

[2]它的第一稿是1924年的马堡大学讲课稿《时间概念》，终稿即是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本身。

[3]关于本书对于理解《存在与时间》的重要性，著名的美国海德格尔研究专家、本书英文版译者T.克兹尔指出：“也许没有其他的课程比1925年夏季的课程更能展现它的遗传基因上的证书，从它的误导性的开头，经由它的概念谱系，再到它对古典的和基督教传统的结论性的提示，都无不如此。因而它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从谱系上去理解《存在与时间》的内容丰富的案例，这个案例甚至还要优于《存在与时间》本身……”（参见Theodore Kisiel：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Being and Tim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362.）

[4]cf Martin Heidegeer：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Time，Translated by Theodore Kisiel，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X Vii，X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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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节　以笛卡儿为例表明传统哲学跳过了世界的世间性问题

第二十三节　对世界的世间性基本结构的正面显示

a）世界的际会特征之分析（指引，指引整体，熟信，“常人”）

b）寰世的际会结构之分析：照面特性本身现象上的奠基关系

c）将世间性的根本结构规定为意蕴

第二十四节　外部世界实在性问题的内在结构

a）外部世界的实在存在超拔于一切关于其存在的证据和信念之上

b）实在之物的实在性（世界的世间性）不是依据它的对象化状态和被把捉状态而获得规定的

c）实在性不能通过“自-在”得到解释，而自在这一特性本身恰好还需要解释

d）实在性不是根据被感知者的物体形质而原本地获得理解的

e）实在性不是根据作为驱动与追求之对象的阻力现象而获得充分阐明的

第二十五节　世界的空间性

a）去远、场域、定向彰显出了寰围本身的现象结构

b）此在本身源本的空间性：去远、场域、定向是此在作为“在一世界-中-存在”的存在规定

c）寰世与寰世空间的空间化——例如莱布尼茨以数学方法规定的空间与广延

第二十六节　在-世界-中-存在之“谁”

a）此在作为共在；作为共同此在的他人之存在（对同感论的批判）

b）常人：作为日常状态中的相互共存之“谁”

第四章　对之中-在的更为原初的阐释：此在的存在即为牵挂

第二十七节　“之中-在”与牵挂——纲要

第二十八节　开觉现象

a）此在在它的世界中所具有的开觉状态之结构：现身情态

b）开觉状态之形诸存在：理解

c）理解在解释中的成型

d）言说与语言

第二十九节　沉沦作为此在的一种基本动向

a）闲谈

b）好奇

c）模棱两可

d）沉沦所固有的动向特征

e）以沉沦状态为视野来考察此在的基本结构

第三十节　惶然失所的结构

a）逃逸和惧怕现象

b）惶恐与惶然失所

c）以此在的根本枢机即牵挂为先导对沉沦和惶恐（惶然失所）进行原初的解释

第三十一节　牵挂作为此在的存在

a）对牵挂的分环结构的规定

b）驱迫与趣向现象

c）牵挂与开觉状态

d）牵挂与理解和解释中的“先”特征（先有、先见、先执）

e）Cura（牵挂女神）寓言作为有关此在的一种原初的自我解释的证据

f）牵挂与意向性

第二部　解释时间本身

第三十二节　基本的此在分析的成果与任务：厘定存在本身的问题

第三十三节　开辟对作为整体的此在进行现象学解释这一课题的必要。死亡现象

第三十四节　对作为此在现象的死亡的现象学解释

a）日常状态的存在样式中死亡的极端可能性

b）此在朝向死亡的原本的存在干系

第三十五节　“要有良知”现象与负罪现象

第三十六节　作为存在的时间，在其中此在能够成为它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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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讲座的课题及其探索方式

第一节　作为科学对象域的自然和历史

我们首先需要赢得有关本讲座课题内容和适合于这一课题的探索方式的理解，而这一理解就将通过对本讲座副标题即《关于历史与自然的现象学引论》所作的一种阐明而得以实现。严格地讲，这一表述所意指的，是那种应当先行就已道明并得到界定的东西。因此，为了能够在本著中建立一门有关自然和历史的现象学，我们就要对那一开始就必须获得昭揭的东西加以探察。我们将经由关于自然和历史的现象学的应有之义，来获知究竟什么是所谓的Prolegomena（引导）。

在说到历史和自然这两个概念之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诸科学各自具有的对象域，它们分别由经验科学的两大主要学科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文化科学、历史科学）加以研究。我们习惯于并且乐于通过研究历史和自然的科学而去理解历史和自然。但这样一来，我们就恰好只是在历史和自然之为科学的专题对象这个限度以内，去了解历史和自然。然而这一点却并未获得决定：一个对象领域（Gegenstandsgebiet）是否也必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原本的课题域（Sachfeld），出自此课题域，科学的课题才得以塑造成型。即便当历史科学在讨论历史之际，这也并不意味着：在科学之中得到理解的历史，就必定是原本的历史现实，而这首先不意味着：关于历史性现实的历史学知识，可以见出在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意义上的历史。科学所可能具有的对一个课题域的开显方式，很可能依然必定是对它的本质的一种锁闭，而如果它只想满足于它所专属的任务，那就必定是一种锁闭。在目前讨论的案例中，两个领域的分割就已经标明：一种原初和统一的课题联系依然处于障蔽之中，而通过对处于人类生存（Dasein）整体中的自然和历史的某种事后的拼接，是永远也不能重新赢得这一联系的。

上述分野是从科学那里产生出来的；而基于这里所说的对象领域，自然和历史则得到了等量齐观。但是，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则恰好应当开显出在科学式探询之先所显出的那种现实，而这样的一种现实就预先规定了现象学之所是：不是有关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现象学，也不是关于作为科学之对象的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而是有关历史和自然所秉有的原初的存在方式与枢机（Verfassung）的一种现象学式的开显。通过此一开显，才能为关于科学的理论开创一个地基，而这一科学论将首先根据前理论的经验来对科学的起源作出解释，其次将显明科学通达那已然既有的现实的探索方式，最后将规定在这样的一种探索中所生长起来的概念构造。由于某种程度上只有在逾越科学之际我们才能朝向现实（自然以及历史）推进，故而这一对于现实的前科学的、真正哲学式的开显，就当成为一种我所称作的生产性逻辑，这是一种对于诸科学之可能的对象域的先行的开显和概念的穿透。它不像传统的科学学说那样，为了对科学的结构加以研究，而去步一种偶然的、历史上已有的科学这种既定事实之后尘；相反，它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它先行投入一门可能的科学的原初的课题域，并通过对此课题域所具有的存在枢机的开显而预制出这一科学之可能对象的根本结构。这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中获得成型的那种本源逻辑的工作程序——虽然它还只是在一种相当狭窄的限度内成型的。而自此以后，逻辑的概念就走样变形，不再为人所理解了。因而，现象学就具有了如下任务：让那先于科学加工的课题域成为人们所能理解的，在此基础上，才可使现象学本身成为人们所能理解的。

经由关于现有科学的理论这一途径并不能朝向课题领域有所推进，这一点可由得到了合理理解的当今科学危机的意义予以表明。今天，人们在两重意义上谈论着一种科学的危机：首先，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感到，他们正在丧失与科学的一种源本的关系。当人们回忆起那场由马克斯·韦伯的讲座所引发的讨论，就会对科学及其意义真正地产生怀疑。人们把马克斯·韦伯的立场看作是怀疑的和无助的立场，他们试图通过构建一种关于科学的神话式理解来为科学建立一种世界观，由此重新给科学和科学研究赋予意义。

而原本的危机则存在于科学本身之中，它表现在：各专门科学与它们所探究的实事之间的根本关系已经成为了问题。在与实事的根本关系变得不确定之际，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对所探询的实事之根本结构加以先行思考的趋势，这就是说：要消除各门科学基本概念的不确定性，或者要根据关于实事的更源始的认识来确定这些基本概念。真正的科学进步仅仅发生在出现了危机的领域，而由于历史性的人文科学还尚未达到足以发生革命这种成熟程度，其中就不存在上述危机。

据此，今天所有科学的危机就都是植根于这样的一种倾向之中：它要以源本的方式重新赢取诸科学的各自的对象领域，亦即要推进到这些科学的研究必当纳入其课题范围的课题域之中。

在此普遍的危机中，出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任务？什么东西应当获得完成——这种完成又怎样才是可能的？

唯当我们对危机所具有的科学方法上的意义赢得了明白的见解，并且洞见到：要开辟出源初的课题领域，就需要一种与在具体科学本身当中所通行的那种理解方式和解释方式根本不同的全新的理解方式和解释方式，借此上述危机才有可能被导向一条在科学上富有成果的和可以确定地加以驾驭的道路。在此危机中，科学的研究承担了某种哲学式的角色。正是在这个地方，科学说道：它需要一种源本的解释，而靠它自身却又无力办到。

如果要依照各专门科学的次序来简略地指明其中的困境（就像我们这里所随便列举的几门科学那样），那么，当今数学中的危机就最具有典型的意义，人们在强调的意义上将其称为基础性危机。在数学中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与直觉主义的争论。在此争论中人们所追问的是：数学科学的基础是否就奠定在形式命题之上？简单地讲，上面的表述是说：从形式命题出发，作为公理系统的其余全部命题能够被演绎出来——这就是希尔伯特的立场。而与此相反的、主要受到了现象学影响的立场，则提出了如下问题：在最终的意义上，那最初既有的东西是否就是各种对象的特定的结构本身（在几何学中，连续统就先于例如微分分析和积分分析中的科学的探询），如布劳威尔和魏尔的学说所宣称的那样？所以，在表面上最为稳固的科学中，也出现了一种整个学科朝向新的、更本源的基础转移的趋势。

在物理学中也通过相对论而出现了革命，而相对论的意义无非在于：要将自然所具有的不依赖于任何规定和探询而存在的源本的联系揭示出来。那自称为相对论的理论，就是一种关于相对性的理论，也就是一种关于通达条件和把捉方式的理论，对这种理论可以如此表述：在这一通过确定的时-空测量方式通达自然的过程中，依然可以保持运动规律的不变性。相对论不是要成为某种相对主义，相反，它原本的意图恰好就是：经由引力问题（而引力问题又被集中为物质问题）这一迂回之路去揭示自然之自在。

在生物学中，人们同样进行着对生命的基本成分进行思考的尝试。人们试图摆脱那种将生命物当作躯体把握并借此机械地加以规定的成见。活力论也局限于上述成见之内，因为它试图用机械的概念来规定生命活能。如今人们还在努力去弄清“生命体”、“有机物”这一实体的含义，以图由此获得具体研究的指针。

今天，人文科学由于追问历史的现实本身的问题而陷入了一种不安定状态。在文学史中我们听到温格尔的重要宣称：作为问题史的文学史。在这个领域进行着这样的尝试：越过一种单纯的史学式-文学式-艺术式的描述，而推进到一种关于所描述的事态的历史。

神学也意欲通过一种信仰的更新，也就是通过更新与现实（这现实就是神学的主题）之间的根本干系，来推进到对于人的趋向上帝之存在的一种源初的解释，也就是推进到把有关人的基本问题从传统的教条体系中剥离出来。因为这个教条体系在根本上以一种哲学的体系和一套概念的东西为基础，根据其意义，这套哲学和概念既把关于人的问题也把关于上帝的问题，尤其是把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提到了首位。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为了打通那种与实事本身的源始的联系，各门科学都在奋力地开路前行。至于科学革命的实现过程所走过的步伐，在各门科学那里则是各不相同的，而这是因为被经验者与经验行为的存在方式在各门科学那里互不相同，因为事态（Sachverhalt）就存在于与人本身之间的特定的根本关系（Grundverhaltnis）之中，因为科学本身无非就是人（即此在）本身的这样一种具体的可能性：在科学中，此在是在对自身处于其中的世界、对自己本身加以言述。据此，如果说科学并非一种偶然任意的大胆行为，它的权利并不是仅仅建基于它对流传至今的传统套路的遵循，而毋宁说，就其意义而言，科学的权利在于：它是基于人的此在而赢得它的存在可能性的，那么，决定性的问题以及上述危机由之而得到回应的契机就在于：在其被一种特定的科学式探问加以遮蔽之先，将我们所探究的实事本身纳入一种源初的经验之中。在此，我们仅限于在历史和自然这两个对象域去打通这种源初的经验，其目的就在于廓清这两个对象域的源初的存在方式。

第二节　以时间概念史为线索的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引论

前面我们只是依据两个领域的科学而作出的关于课题任务的解说还是粗浅的，还没有进入原本的课题对象本身。我们寻求对历史和自然加以揭示，以便在科学化的加工之前去看到它们，以便去看到两个领域的原本的现实。而这就是说：我们要获得历史和自然由之才能以获得崭露的那样一个视域。此视域本身应当是历史和自然由之而得以崭露的一个事相的领域，而《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引论》所要去从事的就是对这一领域的阐释。现在，我们就将尝试沿着时间概念史这一路径，去切实地进行对事相（它们就存在于历史和自然之先，而历史和自然由之出发才赢得其存在）的阐释。

率先一看，这是一条显得陌生的途径，或者无论如何都像是一条迂回之路。但是，当我们联想到，甚至只是表面化地联想到：历史的现实以及自然的现实都是一种处在时间之中的过程之链（传统上对它们就是如此理解的），那么对上述途径的陌生感就会马上消失。在自然科学中，尤其是在其基本学科物理学中，时间测量乃是对象规定的一个基本环节。而如果没有一部编年史、一种时间排序，对历史现实的研究就将在根本上成为不可设想的。仅仅就表面而言，可以说历史和自然就是时间性的。人们倾向于将这一时间性的全部现实与那种非时间的连续体对置起来——例如在数学中，上述非时间的连续体就是研究的课题。除了这一数学的非时间连续体以外，人们还认识到一种在形而上学或神学中被当作永恒的超时间的东西。以完全图式化的和粗浅的方式，人们已经知晓：时间是对一般存在领域进行区分和划界的一种标识。就这种对存在者的一般领域进行划界的方式和可能性而言，时间概念提供了一盏指路的明灯。在其作为一个概念而成型之后，时间概念一直就成为了有关存在者之存在及其可能领域这个问题的指导线索，而在人们对时间概念的这一作用没有明确的和基本的意识的情况下（因而这一作用相应地只是得到了粗浅的实现），在人们未曾把蕴涵于这样的一种取向中的可能性加以凸显的情况下，时间概念就作为这样的一种指导线索而发挥着作用。因此时间概念绝不是一个随意提出来的概念，而是一个事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概念——如果哲学所追问的就是关于存在者之存在、关于现实（Wirkliche）的现实性（Wirklichkeit）、关于实在（Reale）的实在性（Realitat）的问题的话。

这样，时间概念的历史也就是时间之发现的历史和关于时间的概念式解释的历史，或者说，这一历史也就是追问存在者之存在的历史，是尝试通过存在者之存在去揭示存在者的历史，这一历史就由关于时间的各种理解所构成，由时间现象的概念成型的各个阶段所构成。因而更确切地说，时间概念的历史最终就是没落的历史和有关存在者之存在的科学探索所应有的根本问题遭到歪曲的历史：一种丧失可以彻底地重提存在问题并重新开掘出它的最初基础的能力的历史，而这样的无能为力就植根于此在的存在之中。不过，相对于关于时间概念的奠基性作用的这种完全外在的标画，现在我们的考察要转而面向如下问题：在对现实的诸领域（时间内的、非时间的、超时间的现实）所作的标画和划分中，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时间和时间概念，使得对于时间的理解性观视（Hinblick）能具有这种特有的、至今总是被当作自明的东西而接受下来的作用？

与时间和时间概念本身的根本含义相应，时间概念的历史反过来又不是一种随意的历史学意义上的考察。而这一区别向我们提示出了关于时间概念史的基本的探察方式。关于时间概念的历史学可以做成一种有关时间的各种观念和有关时间概念的各种表述之汇集。人们似乎可以指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关于时间概念的教条图式般的概览，就可赢得一种对时间本身的理解，并借此赢得对特殊的时间性现实即“历史”和“自然”加以刻画的基础。但是，在未曾首先弄清这样的历史学认知所不断追问的东西究竟为何之前，这种对有关时间的观念的费尽心力的收集就依然是盲目的。从有关时间概念的历史学那里，我们永远也不能获得对时间本身的理解；相反，正好是我们先行即已掌握的那种关于时间现象的领悟，方能允许我们获得对从前的时间概念的理解。

那么，对于把历史和自然规定为时间性现实而言，以上就时间概念进行的简单的讨论是不够的吗？时间概念的历史将向何处去？这个历史只是关于以前人们所曾经想到的东西的一种事后的了解，而在对于时间和时间性现实的所谓“系统化”讨论方面，它并未得出任何结果。由于人们相信：一种系统化的哲学讨论在一种彻底的意义上应该是可能的（这种讨论却不必在最内在的根基上就是历史性的），以致上述关于时间的系统讨论的观念长期以来一直引导着人们。但是，如果这里所显示出来的实情应该是：正是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即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以逼迫之势使得我们朝向一种本源的研究领域推进——而这个领域就存在于有关哲学研究的历史性认识与系统化认识这种传统式划分之先，那么，我们就只有通过一种逾越历史的途径，去赢取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研究之导向，这就等于说，我们的研究方式既不是历史的，也不是系统的，而是现象学的。

按照本讲座的目标，我们还需要指明这样的一种基础性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但确切地说，我们要依据有待探讨的事情的课题内容，而不是依据对哲学观念的一种随意的发明或者基于某种所谓的哲学立场，来对此加以指明。我们要将上述源本的研究方式（它先行于历史的和所谓系统的研究方式而存在）理解为现象学的研究方式。作为哲学的课题所具有的对象方式以至存在方式恰好就要求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式本身。不过，在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按传统的方式来进行讨论。

关于时间概念史的历史学式（historische）阐明只是为了教学之便而从关于时间现象本身的分析之中分立出来的，而这种阐明本身又是在为可能的历史学理解做准备。

第三节　讲座的大纲

关于历史与自然之现实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关于某一特定的存在领域之现实的基本问题。时间概念则是探询存在问题的指导线索。据此，探询一种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如果要对这一问题予以彻底理解的话——就与关于时间现象的探索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由此我们就获得了整个讲座的轮廓，它将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时间现象的分析和时间概念的界定。

第二部分：时间概念史的解释。

第三部分：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基础上，为一般存在问题以及特别地为历史与自然之存在的问题廓清研究的视域。

而在这三个部分之前，还要先就有关研究的一般方法特征做一个简短的、引导性的说明（准备性部分），也就是要对现象学研究的意义与任务作一规定。这部分将分成三章：

第一章：现象学研究的兴起与初步突破。

第二章：现象学的基本发现，它的原则和对其名称的阐明。

第三章：现象学研究的最初成型和对现象学的一种既深入其里又超出其外的彻底思考的必要性。

第一部分：“时间现象的分析和时间概念的界定”分成以下三部进行讨论：

第一部：对研究领域的准备性描述，借此显露时间现象。

第二部：解释时间本身。

第三部：概念的解释。

第二部分：“时间概念的历史”将以一种由今及往的追踪历史的方式进行：

一：H.柏格森的时间理论。

二：康德和牛顿的时间概念。

三：亚里士多德对时间的第一次概念式揭示。

至于为什么我们要追踪时间概念历史的这三个主要节点，我们的探察本身就将予以显明，因为这三个节点是时间概念曾经发生过某种相对的转型的阶段。我说一种“相对的”转型，这是因为（如同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时间概念自始至终就是得到了保守的。而柏格森则曾经在事实上试图越过它以达到更为本源的概念。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在历史上的时间概念的问题范围内来对柏氏加以专门的讨论，应该是正当的。从根本上讲，就是说从他所提出的那些作为时间概念之前提的范畴基础（质性、绵延等）来看，柏氏依然还是传统式的，就是说它并未对时间问题有所推进。

第三部分所涉及的内容是：阐发“一般存在的问题以及特别是历史和自然之存在的问题”。它同时还将致力于在已获阐明的课题内容的基础上对现象学研究的意义和任务作出更为透彻的规定。


准备性部分　现象学研究的意义和任务


第一章　现象学研究的兴起与初步突破

第四节　十九世纪下半叶哲学的形势。哲学与科学

我们必须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哲学的历史局面出发，来理清现象学研究兴起的历史。这种兴起是由十九世纪科学意识的变革所决定的，正如这种科学意识是在唯心主义体系瓦解之后而完成的一样——科学意识的此一变革不仅触及了哲学本身，而且触及了所有的科学。由这一变革，我们将可以理解：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人们以怎样的方式重又尝试让科学的哲学获得一种自身独具的权利。这一尝试是在这种趋向中进行的：首先，让各具体的专门科学获得其独立的权利，与此同时又给相对于这些专门科学的哲学确保一个特有的领地。由此趋向出发，导向了一种带有科学论、科学的逻辑学这种本质性特征的哲学。而这个特征就成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哲学革新的标识。

其次，上述哲学革新不是在一种源本地回到被探究的事情中实现的，而是通过返回到一种历史上既有的哲学，即康德的哲学而实现的。因而，这种哲学就是传统主义的；它由此而接受了一套与完全确定的提问方式相应的完全确定的体系，并进而在一种完全确定的立场中走向了具体的科学。

只有着眼于这一哲学式科学之革新的方式与范围这一主要特征，我们才能够把握十九世纪中叶前后科学的局面。关于这一局面，可以通过当时所有科学中的一个口号来加以规定：经验事实，而不是思辨和空疏的概念。这一口号的流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而首要的原因就是唯心主义体系的瓦解。各门科学都倾其全力集中于各经验领域，确切地说，就是集中于两个当时已彼此分离的历史性世界的领域和自然的经验领域。当时，在哲学思考上多少还有一点生命力的是在一种贫乏而粗糙的唯物主义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所谓自然科学的世界观。

历史科学在根本上放弃了哲学式的思考。就其一般的精神取向而言，它还生活在歌德和莱辛的世界中；对它而言，只有具体的工作才是决定性地有效的，而这就意味着一种遵奉“事实”的倾向。这一倾向要求做好历史中的一项首要的课题：史料（Quellen）的阐释与维护。与之一道，文献学批评和解释技艺得以齐头并进地成长起来。就其方法上的取向和它的原理而言，一种事实性的解释——人们用它来指称一种对史料中现成已有的材料的“见解”（Auffassung）——依然忽略了历史学家各自的精神存在状况；而关于历史材料的见解向来都是随着在历史学家那里活跃着的冲动而变动不居的。这些“见解”是各式各样的，而从七十年代以后，它们本质上是从政治中汲取营养的。除此以外，还存在过一种文化历史的思潮。由这一思潮，出现了八十年代的这样一场讨论：历史应该是文化的历史呢还是政治的历史？由于缺乏任何进行讨论的方法，人们未能推进到一个基本的领域。而这一点表明：历史学家与其对象的根本关系是不确定的，并且，这种根本关系还被委弃给了某种在本性上属于文化性的或流行的看法。尽管上述两种历史现在已在精神历史的名号下得到了综合，但此种状况依然在今天大行其道，历史科学依然纯粹专注于它的具体工作并在此工作中获得它的实质性成果。

当时的自然科学则是由伽利略和牛顿的伟大传统所决定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科学的疆界扩展到了生理学的和生物学的领域。这样，与生理现象一道，心灵生活，首先是那与生理现象最为紧密相关的领域即生命（只要它是在感觉器官中表现出来的）也进入了自然科学的探索视野之中。只要心灵生活是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得到探究的，那么感觉心理学的研究即关于感知（Wahmemung）、感觉（Empfindung）的心理学就与生理学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就像冯特的主要著作所显出的那样，心理学成为了生理学式的心理学。在这里冯氏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领地，在其中人们也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探询手段去阐明心灵生活、阐明精神。在此，我们有必要注意的是：在英国经验论（向前还可追溯到笛卡儿）的影响之下，当时心理学的课题就被理解为关于意识的科学。在中世纪和希腊时期的哲学中，人们的眼光所看到的还是作为整体的人，而对内在心灵生活（现在人们则喜欢称之为意识）的把捉则是在一种自然的经验中进行的，它没有被界定为与一种外部感觉相对的内部感觉。从笛卡儿以来，心理学（根本上就是关于心灵的科学）的概念已发生了特征性的变化；关于精神、关于理性的科学就成了意识科学，一门在所谓内在的经验中去取得它的客体的科学。对于生理学式的心理学而言，心理学课题的设定也在一开始就是不言自明的；人们纯粹外在地在一种对立的含义上来表述这一见解：不是关于作为实体的心灵之科学，而是关于心灵现象、关于那在内在经验中自身给出的东西的科学。在此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在其专有的方法的意义上，自然科学突进到了传统上哲学所占有的领地。一门自然科学式的心理学的趋向，就是要在哲学本身的领地中取而代之，以至于要在其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成为哲学本身的基础科学。

a）实证主义的立场

在当时所有的科学学科中，实证主义都占据着统治的地位。所有的学科都表现出一种遵从实证（Postive）的倾向，而“实证”是在事实（Tatsachen）的意义上得到理解的，事实又是对实在性（Realität）的一种确定的解释；事实仅仅是那种可计数、可衡量和可测定的东西，可以在实验中加以分析的东西，在历史中，则是那些在史料中首先可以通达的过程和事件。实证主义不仅被理解成了具体研究的指南，而且还被理解成了关于一般认识和一般文化的理论。

作为一种理论，实证主义同时也在法兰西和英格兰通过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工作而取得了进展。孔德区分了人类生活发展的三个阶段：宗教、形而上学和科学。而科学的阶段现在正处于开端，它的目标是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赢得一种扩展了的社会学，一种关于人以及人类关系的一般学说。

在密尔那里，实证主义从哲学上被理解为一种普遍的科学理论。他的《演绎的和归纳的逻辑学体系》的第六卷所研究的是道德科学的逻辑，而道德科学指的就是我们所讲的历史科学或人文科学。这一英格兰-法兰西的实证主义很快就进入了德意志，并在五十年代前后唤醒了科学论方面的思考。在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和哲学理论的实证主义这一运动的内部，还出现了一位某种程度上受到孤立的H.洛采，他既对德国唯心主义传统保持着怀念，同时又试图为科学的实证主义正名。洛采具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过渡地位，而这对后来的哲学并非没有意义。

b）新康德主义——从科学论立场重新发现康德

在六十年代，密尔的《逻辑学》已经广为人知。对具体科学的结构加以探问的可能性，提示了这样一种前景：在维护具体科学自身权利的同时，确立哲学本身的独立的任务。这一科学论的课题唤醒了人们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回忆，因为它被解释成了一部有关科学理论之课题的著作。向康德的回溯，或康德哲学的更新、新康德主义的创立，是在一种完全特定的、科学论的提问方式之下达成的。它是对康德的一种狭隘化的理解，而今天人们才试图重又克服这种理解。这一科学论的思考和向康德的回归同时表明，今天的科学论中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耽误。面对自然科学之外的第二大经验科学群组——各门历史学科，科学论的思考构想了如下这一任务：通过一种历史理性批判来补充康德的工作。而狄尔泰早在七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任务。

对于康德哲学的带有相当明确的科学论成见的再发现，首先集中于一种对康德哲学的实证主义式解释中。这一工作是由所谓马堡学派的创始人H.柯亨在《康德的经验理论》这部著作中完成的。由这部书的标题，就可以见出康德在根本上是如何被看待的：关于经验的理论，而经验被理解为科学式的经验，就像它在数学化的物理学中所具体地表现的那样，这样，就有了一种以康德为导向的关于科学的实证主义的理论。更确切地说，这一科学论成为了一种完全处在康德眼界之中的有关认识之结构的研究，成为了一种在关于意识的科学意义上的对认识的诸构成环节的清理。与心理学的思潮相应，在科学论的研究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朝向意识的回溯。一方面意识成了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之课题，另一方面意识也成了认识论的课题（虽然这两种课题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这样，到今天为止，意识一直都是人们的考察的一个未经明言的课题域。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笛卡儿所采取的那种相当特别的考察途径，使得意识成为了哲学思考的一个根本的领域。

c）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狄尔泰对于人文科学独立方法的探求

在其《逻辑学》的第六卷《论道德科学的逻辑》中，密尔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历史科学之中。而青年时代的狄尔泰就已经认识到这种移植是不可能的，因而，各门科学就只能从自身出发创制出一种切合于自身的积极的理论。他看到，唯当人们对于原本存在于科学课题中的对象即现实加以反思时，唯当这一现实的基本结构（他将此基本结构称为“生活”）获得了揭示之际，我们才能成功地实现对各门历史学科加以哲学的理解这一任务。这样，为了实现这一积极的、全新的和独立提出的任务，狄氏就不得不建立一门心理学、一门关于意识的科学，但这一心理学既不是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也不是认识论课题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毋宁说，这一心理学的课题在于：将“生活”的结构本身作为历史的根本现实加以考察。在狄尔泰的提问中，决定性的东西不是关于历史科学的理论，而是那种要将历史现象的现实收入眼界并由此出发去阐明解释的方式与可能性的倾向。诚然，他还没有如此彻底地提出问题；他同样地活动在同时代人提问方式的框架之内，这就是说，在追问历史科学之现实的同时，他也提出了关于认识本身的结构问题。一段时期以来，此一提问方式（在狄尔泰那里）都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他的著作《人文科学导论》在根本上就是以科学论为指南的。

d）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对狄尔泰问题的肤浅化处理

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接过了由马堡学派和狄尔泰所开创的工作，但却使其走向了平凡和肤浅。问题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就是说，这个学派的那种在科学论意义上的提问，变成了一种空疏的方法论。认识本身的结构、研究的结构、通向各种现实的途径不再得到追问，更没有去追问这一现实本身的结构；研究的课题只剩下科学式表述的逻辑结构。这样的一种倾向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李凯尔特的科学论中，他所讨论的科学已经是不可辨认的了；在这里，起根本作用的仅仅是科学的图式。对于狄尔泰问题的这一变形和浅薄的理解，具有一种不良的结果，它掩盖了狄尔泰提问的真正意义，使其直到今天也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狄尔泰的工作中一种切近现实本身的积极的趋向，这里的现实就是历史科学中的课题。基于上述提问方式，狄尔泰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哲学中保持着一种别具一格的立场，此立场正好是与马堡学派相对的，因为他摆脱了一种教条式的康德主义，而尝试一种激进主义（Radikalismus）的走向，纯粹从实事本身出发进行哲学思考。不过，由于传统以及同时代哲学的影响依然过于强大，致使狄尔泰的工作难以按其固有的本性稳步而明确地前行。他经常出现摇摆，在某些时期，他纯粹按照他那个时代的传统哲学来看待自己的工作，而这种哲学与自己的旨趣是完全不同的。但他又总是一再地突破他自己提问的基本天性。这种不稳定性表明，他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独特的方法，也没有达到一种原本的提问方式。尽管如此，这一点依然是决定性的：他的工作突进到了传统的问题所未曾达到的源本的领域。而当人们摆脱了传统标准（此标准在今天的科学式哲学中还在起着作用）的约束，当人们看到，在哲学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那规定了十九世纪末的科学式哲学之特征的东西，即各种思潮和学派的斗争以及要将一种与其他立场相对立的立场贯彻下去的企图；当人们看到，在哲学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这种做法：依据一种接受下来的传统式哲学立场、重又借用传统的概念对事物加以探究，而是相反的做法：去拓展新的课题领域本身并通过生产性的概念生成（Begriffsbildung）而使新的课题领域成为科学的领地——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人们才能够理解并接受上述突进。上面所说的是一种科学式哲学的标准，而非构建一种体系的可能性，此种构建只是奠基于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概念性材料所做的一种任意的加工。今天，一种走向体系的倾向在哲学中重又时兴了起来，但此一倾向中却并不抱有这样的见识：体系的建立要遵从对于问题的一种合乎实情的探究。相反，这一倾向纯粹是传统主义的，如像人们在对康德哲学的重新理解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就是说，人们经由康德走向了费希特和黑格尔。

e）哲学作为“科学的哲学”——作为哲学基础科学的心理学（关于意识的学说）

概括地说，在十九世纪中叶，一种相当明确的科学式哲学已走上了统治地位。“科学式哲学”这一表述有着三方面的含义。十九世纪中叶的哲学之所以自称为科学式的，其依据在于：

首先，由于它是关于科学的哲学，就是说，由于它是有关科学认识的理论，由于它将科学的事实用作自己的真正对象。

第二，由于它通过追问现成已有的科学本身的结构而赢得一种自己的课题，并根据自己的方法对此课题进行研究，因为它本身不再属于专门的科学思考的范围之内。它是“科学的”，因为它赢得了一片自己的领域和一套自己的方法，此方法根据科学本身的实际活动不断地调整着方向并同时保持着它的稳定有效。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一种世界观式的沉思。

第三，因为它寻求通过一门关于意识本身的本源科学，即通过心理学来为所有的指向意识的学科奠立一个基础。

尽管新康德主义非常鲜明地逆自然科学的心理学而行，但这并不妨碍心理学既从科学本身那里（赫尔姆霍兹）又出自哲学而被抬举成哲学的基础学科。如果认识是意识的行为，那么，唯当人们已经先行描述出了心灵生活即意识并对其进行了科学式的探索时（这里的“科学式”的意思，就是指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才会存在一种关于认识的理论。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在各个不同的流派中，今天的心理学都具有一种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完全不同的水平；由于在根本上受到现象学工作的影响，心理学中的提问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

到十九世纪末，“科学式”哲学的所有思潮都普遍地把意识当作了自己的课题，而它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与笛卡儿的关联，因为正是他第一次把意识、把res cogtans（我思者）确定为哲学的基本课题。如果我们只是分别地加以考察，我们将很难看透当时的哲学。不过，我们也不是要在这里去追踪它们彼此的联系，因为对我们的探询来说这一点是无关宏旨的。我们仅仅需要指出的是：从1840年以后，在这个哲学运动中一直活跃着一种亚里士多德传统。这个传统由特伦德能堡（Trendelenburg）所建立，它在反对黑格尔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并作为对施莱尔马赫和贝克（Böckh）在希腊哲学领域的历史性研究之接续而见行于世。而特伦德能堡的学生就是狄尔泰和布伦塔诺。

α）弗兰茨·布伦塔诺

弗兰茨·布伦塔诺七十年代末在柏林做研究，最初研究的是天主教神学。他的第一部著作是以亚里士多德为课题，在其中，他试图从中世纪哲学，首先是从托马斯·阿奎那的视野出发去解释亚里士多德。他的工作的独特之处就正在于此，但这并不等于说，这就是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真正的途径。毋宁说，通过这一解释方式，亚里士多德就在根本上得到了重新的理解。但最为重要的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通过关注于希腊哲学，布伦塔诺本人为哲学的课题本身赢得了自己的视野。天主教信仰体系中的内在困境，首先是三位一体的奥秘和在七十年代关于教皇无错误的解释，驱使他从这一精神世界中越墙而出；不过，虽然他现在已经融入了一种自由的、不受束缚的哲学式科学的潮流中，但同时还依然带有自己原来所特有的视野和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尊崇。

对布氏而言，超越传统的道路首先是由笛卡儿所探询出来的。因而在布伦塔诺这里，就显出了亚里士多德-经院派的哲学思考与近代笛卡儿问题的一种独特的混合。在他这里，哲学研究的目标也是在于一种有关意识的科学；但布伦塔诺的《基于经验立场的心理学》（1874年）却表达了一种关键性的思想进展，在其中他首次摆脱了将自然科学的-哲学的方法移植到关于心灵生活的研究之中的做法。他的教职资格论文典型地显示了他这一思想流派的特征：Vera methodus philosophiae non alia est nisi scientiaenaturalis——《真正的哲学方法无非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如果人们把这一命题解释为一种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哲学中的要求，那么这就恰好颠倒了它的意思。此命题实际上所说的是：哲学在它的研究领域之内必须恰如自然科学那样行事，这就是说，它必须出自它自己的课题本身而取得它的概念。这一命题不是在宣示一种自然科学方法向哲学中的粗糙的移植，相反是在宣示自然科学方法之排除，是在宣示这样一种主张：就像自然科学在它的领域内所做的那样，哲学也应该在根本上依据其所涉及的课题的本性而进行自己的探索。

对于心理学的课题而言，上述命题就意味着：在一切关于心灵与肉身、关于感性生活与感性器官之间关系的理论之先，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无论如何要如其直接可通达的那样首先去切实地探察出心灵生活的各种事相（Tatbestände）。这里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心理现象的分类”，而心理现象之划分所依据的不是一种随意的、从外部引入的原则，相反，它是一种切合于心理现象之本性的分类和归并，而在进行这一归并时，依据心理现象本身的本质，一套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就来自探索工作所面向的实事之本质）也同时获得了成型。

因而，他试图从体验出发，从最广泛意义上的心理现象出发，通过探察在心理领域中所给出的事相来为关于意识的科学创建基础。他首先加以探讨的，并不是关于心灵现象（Seelische）、关于心灵本身、关于心灵现象与生理-生物现象之间关联的理论，而是首先澄清：当我们谈论心灵现象、谈论体验之际，那当场被给予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的主要著作《基于经验立场的心理学》（1874年）分为两部，第一部讨论的是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第二部讨论一般言谈中的心理现象。这里，“经验的”所指的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归纳的”，而恰好是指“合乎实事的、非想象的”。也就是说，在他这里，首先必须去做的事情就是：描述心理现象本身的特质，规整心理现象的多方面的基本结构，由此再去进行一种“分类”的工作。“分类”就是指对已然既与的（心理）事相进行划分、归并。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此归并总是在某种观点的支配之下实现的。此观点就是我所着眼之处，凭此着眼之处，我在一个课题领域中实行一种确定的划分。此着眼点或观点可以是各式各样的。我可以通过着眼于一种臆想出来的图式，来对诸对象的一种已然既与的多维流形（Mannigfaltigkeit）加以归并；我可以想象：存在着一系列完全一般的由内部流向外部的过程，同时也存在着另外的由外部流向内部的过程，而我就根据这一观点来规约心理现象。其次，我们也可以依据对象方面的相关性而取得归并心理现象的观点，而这样的观点就与那本身有待于归并的东西相关联地存在着，这种关联的方式就是：我从生理现象之间的关系着眼来归并这一心理过程。正是按照这样的一种观点，人们试图根据运动神经的现象来规定思想和意志。第三，我们可以从那有待于规整的事相出发来形成看待心理现象的观点，我们不是把原理带入事相之中，而是依据事相本身而赢得原理。这就是布伦塔诺在其分类中所遵循的真正的座右铭，“对体验的归并必须是合乎本性的”（natürlich），每一种体验都必须被指派给这一体验在本性上所应该属于其中的类别。这里的“本性”指的是：由其本身而被看到的东西，体验当场所是的东西。唯当一种分类“根据关于对象的先行的知识”、“根据对于对象的考察”[1]而是真实的分类时，这种分类才能够进行。为了以合乎实情、合乎对象的方式进行归并，我必须在一开始就具有关于对象、关于对象的基本结构的知识。那么于此出现的问题就是：那与物理现象相对的心理现象的本性是什么呢？布伦塔诺在其心理学著作的第一部中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道：使得心理现象与一切物理现象区别开来的最关键的特征，就是对象之物内在地寓居于心理现象之中。因此，如果在心理现象的领域之内存在着分野，它们就必定是源出于“内在的寓居”这一基本结构的区分，是某物在体验中如何成为对象的方式上的区分。某物在各种不同的体验里成为对象的方式上的不同，被表象者在表象中，被判断者在判断中，被意愿者在意志中，成为对象的方式是如何不同的，就在心理现象内部构成了最重要的种类区别。关于心理现象的这一基本结构，即对象之物在每一体验中的内存在，布伦塔诺称之为意向式内存在（intentionale Inexistenz）。

Intentio（意向行为）是一个经院哲学的用词，它的意思就是：自身指向（Sich-richten-auf）。布伦塔诺所说的是对象的意向性内存在。每一体验都按照这种体验的不同特征而指向某物。以表象的方式表象某物与以判断的方式判断某物，是两种各不相同的指向。布伦塔诺明确地强调：（如他所说），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心理现象的探讨里，就已经将这一观点设为基础，而经院学派则曾经探究过意向性现象。

着眼于心理现象的基本结构，布伦塔诺将心理行为的指向其各自对象的方式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别：首先是表象活动（Vorstellen）意义上的表象（Vorstellung），第二是判断（Urteil），第三是兴趣（Interesse）。“我们谈到一种表象，在其中总有某物显现出来。”[2]——在表象中总有某个东西简捷（schlicht）地被给出并且这个东西得到了感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表象就是对某物的简捷的当场具有（schlicht-Dahaben）。而布伦塔诺把判断解释为“一种认之为真的接受或认之为假的拒绝”。[3]与对某物的简捷的当场具有相对照，判断是对被表象的东西本身的一种确定的持态（Stellungnahme）。对上述的第三类心理行为，布伦塔诺用这样一些不同的名称来指称它：兴趣、爱、情感活动（Gemütsbewegung）。“在我们看来，这个类别将要包括前两个类别所未包含在内的所有的心理现象（Erscheinungen）。”[4]他强调，关于这一对某物的起兴（Interessenahme）的行为，还缺少一个恰当的表述。而后来人们也提出过用“价值”或者更好地用“赋值”（Wertnahme）这个词来表达这一行为。

以对于心理体验的这种基本区分为指针，布伦塔诺试图揭示表象、判断和情感活动的基本结构。在论及这些心理现象间的关系时，布伦塔诺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命题：每一心理现象要么本身就是表象，要么以表象作为基础。“表象不仅构成了判断的基础，而且同样构成了期求的基础，以及一切其他心理行为的基础。如果没有什么得到表象，就没有什么可得到判断，也没有什么可得到期求，也没有什么可得到希望或者害怕。”[5]就此而言，对某物的简捷的当场具有就具有了一种基础行为的功能。唯当某物得到了表象的时候，判断、起兴才是可能的，而唯当某物得到了判断的时候，才能对之生起兴趣。布伦塔诺不仅仅是在进行一种单纯的描述，而且还试图与传统的做法相反，在一种批判性的探察中来限定这一分类。而我们目前尚未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这样，在心理学和哲学中就兴起了一股全新的趋势，此一趋势在当时就已对美国的心理学（比如对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产生了作用，而该氏在德国和整个欧洲都赢得了影响，由此，上述趋势又回过头来影响了亨利·柏格森，以至于后者的关于意识的直接既与状态的学说（《论意识的直接既与的材料》，1889年）可一直回溯到布伦塔诺心理学的思想。这一有关描述心理学的观念也强烈地影响了狄尔泰。在其1894年的学术论文《关于一种描述的和分类的心理学的观念》中，他试图使心理学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科学。然而，在布伦塔诺的提问方式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真正决定性的事件却是在于：布伦塔诺成为了胡塞尔的老师，而胡塞尔后来则成了现象学研究的创始人。

β）埃德蒙德·胡塞尔

胡塞尔最初是一位数学家——作为魏埃施特拉斯（Weierstrass）的学生，他攻读的是数学研究领域的博士。那时他对哲学所具有的了解，不会超出每一个学生从讲堂上所听到的东西。鲍尔森（Paulsen）（在课堂上）所讲授的知识，既令人尊敬又使人愉快，但却不至于激发胡塞尔走向作为一门科学式学科的哲学。在博士毕业之后，他才去参加了那位当时被广为传说的人物的讲座。而布伦塔诺在胡塞尔心目中所产生的个人印象，尤其是其追问与思考的激情攫住了他，使得他在布氏那里一直驻留了两年（1884-1886）。布伦塔诺为胡塞尔的工作所采纳的科学式的研究方向提供了一条出路，而胡氏在数学与哲学之间的动摇不定，现在就获得了一种明断。在同时代无创生力的哲学中，布伦塔诺作为老师和研究者对他所造成的影响，为他开启了一片科学式哲学的前景。在胡塞尔这里，独具特色的一点在于：他的哲学研究不是从任何一种构想出来的或借用过来的问题出发的，相反，与他在科学上的发展进路相应，他是在他自己所具有的基础上来从事哲学思考的，具体地说，他所从事的是一种布伦塔诺的方法论意义上的针对数学的哲学思索。

按照传统的讲法，他首先探究的是关于数学的逻辑。但是，他思考的课题不仅是关于数学思想和数学认识的理论。他首先思考的是对于数学对象的结构（即数的结构）的分析。八十年代末，胡塞尔在哈勒以数学概念为题完成了教职资格论文[6]，指导者为布伦塔诺的大弟子斯通普夫（Stumpf）。这项工作作为对课题的一种以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为基础的实际研究而得到了完成。但问题很快就在原则上得到了扩展，他的研究推进到了一般思想和一般对象的基础概念；课题发展成了科学的逻辑学和与之结为一体的对正确地研究逻辑学对象的方法论手段与途径的思考。这意味着对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首先提出的那种思想探索的一种彻底的把握，同时也是对当时的人们把心理学-发生论的问题与逻辑学的问题相混淆的一种原则性批判。胡塞尔从事这项有关逻辑的基本对象的研究长达十二年以上。这个研究的第一项成果，构成了1900/1901年以《逻辑研究》为题出版的两卷本著作的内容。而这部著作的问世就标志着现象学研究的第一次破晓而出。现在，这部书已经成为了现象学的基本著作。至于在这部著作的撰写中，作者在思想上所经历的一连串不断地绝望的过程，这一点就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讲述的了。

很快就认识到这项研究的核心意义的第一人，就是狄尔泰。他把这项研究称作哲学领域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来的第一次伟大的科学进步。当狄尔泰研习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之际，他已达七十岁的高龄，而在别的人那里，这是一个人已长时期对自己的体系感到自信而满足的年龄。狄尔泰马上就在他最亲近的学生圈子内开设了整整一学期的《逻辑研究》研读课。由于两人在基本的倾向上具有一种内在的亲和性，自然就减轻了狄氏洞察到这部著作的含义的难度。在一封写给胡塞尔的信中，他把他们两人的工作比作从相向的两面钻探同一座山脉，通过这样的一种钻探和打通，他们彼此相会了。长达数十年以来，狄尔泰都在寻求着一门关于生活本身的基础科学，并在1894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批判性地和有计划地进行了表述，而在《逻辑研究》中，他看到这门有关生活本身的科学已经曙光初现。

这部著作还进一步影响到了李普斯（Lippps）和他的慕尼黑学生，但是在这里，《逻辑研究》仅仅是被理解为改进了的描述心理学。

马堡学派也以他们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书的态度。在一次内容广泛的谈话里，那托普只是赞扬了这部著作的第一卷，这一卷对当时的逻辑学作出了批判并且表明逻辑学的基础不能建立在心理学之上。按照他的评论，对于马堡成员来讲，并不能从这部著作中学到太多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已然发现了在这部书中所读到的思想。而这部书的包含着决定性内容的第二卷，则根本未获得看重。人们只是察觉到，第二卷似乎又倒退到了心理学，而胡塞尔却正好在第一卷里曾经反对过心理学在哲学中的移植。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此误解的责任，也要归因于胡塞尔在这一卷的导论中对其工作所做的自我解释：“现象学是描述的心理学。”相对于其所获得的成果而言，对自己著作的这一自我解释是完全不恰当的。换言之，当其为此项研究写这篇导论的时候，胡塞尔尚不能真正地洞观他在这一卷中实际上所贡献出来的思想。迟至两年以后，他才在他的《系统哲学的原则》（1903年）里更正了他的这一错误解释。

作为一部如此具有根基性意义的著作，《逻辑研究》并没有带给我们任何一种深刻的可以对情感需要这类东西进行驾驭的认识，而是出入于一些完全专业而枯燥的问题之中；它探讨的是对象、概念、真理、命题、事实、规则等等。该书的第二卷富有积极的内容，它的副标题为：《关于现象学和认识理论的研究》。它包含六项内容广泛的专题研究，而这些研究之间的联系并不是轻易就能够看清的：Ⅰ.《表述与含义》；Ⅱ.《种的观念统一与现代抽象理论》；Ⅲ.《整体与部分学说》；Ⅳ.《独立与非独立含义的区分和纯粹语法的观念》；Ⅴ.《意向式体验及其“内容”》；Ⅵ.《关于认识的一种现象学阐述的原理》。对于逻辑学和认识论而言，以上的专题都不是人们所习以为常的课题。而副标题《关于认识的理论》仅仅是一种为顺应传统而生出的说法。按照在导论中的更为严格的讲法，认识论完全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就认识作为特定的种而具有的纯粹本质而言，一种关于思想和认识根本上是什么的思索和明证的理解”。[7]凡是说到理论的地方，就有一种隐藏的自然主义，因为每种理论都是一种旨在对预先给定的事实加以解释的推理系统。胡塞尔明确地拒绝了一种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论。

更为非同寻常的并与通常的哲学思考方式完全相反的，是这部著作所要求的那种洞彻（Durchdringen）与习得（Aneignung）的方式。在这部著作中，存在着一条连贯的探索之道；它逐步地达到了以明确直观的方式面见和以可操作的方式呈明那被探寻的东西。因此，如果人们不想错认这部著作的整个意义的话，那么人们就不可以只是简单地抓出研究的结果并将其套进一个体系之中，毋宁说，这部著作还倾向于期待（读者）对所讨论的实事进行一种即时发生的和进一步推进的深究。如果说人们在其所要求的东西方面错认了这部著作的作用的话，那么就必须说，尽管二十年以来该书已经引起了巨大的变革，它业已起到的作用（比起它所应有的作用来）依然还是琐细的和表面性的。

由现象学研究的本质所决定，关于它我们不可能只用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相反，我们必须每次都要从头到尾重做一遍。在现象学的意义上讲，对此部著作的所有进一步的内容概括，都有可能是一种误解。因而在这里，我们要提供出关于目前已获得成果的最初指南，以此来尝试一条另外的出路。此项工作同时也将成为我们整个讲座都要采取的那种工作态度的一种初步准备和预制。

【注释】


[1]F.布伦塔诺：《基于经验立场的心理学》，1874年；编者注：引自1925年版，第二卷，第28页。

[2]布伦塔诺：《基于经验立场的心理学》，1874年，第261页。

[3]同上，第262页。

[4]同上。

[5]布伦塔诺：《基于经验立场的心理学》，1874年，第104页。

[6]E.胡塞尔：《论数的概念。心理学分析》，哈勒，1887年。

[7]E.胡塞尔：《逻辑研究》，哈勒，1900/1901年版；第二卷，第一部分，第7节，第19页。


第二章　现象学的基本发现，它的原则和对其名称的阐明

我们将对现象学发现的特征进行描述，并通过对现象学研究原则的说明来补充这一描述。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尝试对这一研究的自我标识作出解释，也就是对现象学这一名称作出分析。

关于现象学的决定性发现，我们要讨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意向性，第二是范畴直观，第三是先天的原本意义。关于课题内容与探察方式的探讨都是不可避免的。唯有经此探讨，我们才有可能以现象学的方式看见“时间”的面容，才能开出一条由时间自身显示的现象出发而对时间进行可操作的分析的进路。

第五节　意向性

因为正是在意向性现象这里，当时和今天的哲学遇到了一种真正的障碍，因为正是意向性阻碍了人们直接而无成见地接受现象学所意欲寻求的东西，所以我们首先要来讨论意向性。在描述布伦塔诺怎样尝试以更严格的考量来对全部的心理现象进行分类之际，我们就已经接触到意向性了。在意向性中，布伦塔诺辨识出了那构成了心理现象的真正本质的结构。因而在他那里，意向性就成了区分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标准。而只要意向性这一结构在显现着的本质中是可觉知的，它同时也就是关于心理现象本身的一种合乎其本性的划分标准和原则。布伦塔诺明确强调，他只不过是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学派所已经认识到的东西。而正是通过布伦塔诺，胡塞尔学到了如何去明察意向性。

那么，我们又是凭何种理由去谈论一种由现象学所发现的意向性呢？这里的理由在于：一者是对一种结构的简单而粗略的认识，一者则是对此结构的最本己的意义及其枢机（Verfassung）的理解——经由这种理解，我们就将赢得朝向这一结构稳步前行的研究之可能性与视野，而这两者之间是大有区别的。从一种服务于分类目的的粗略的认识，到一种原理性的理解和一个课题的创制，这是一段非常漫长的、需要全新的探察与变革的道路。就此胡塞尔写道：“因之，从对一种意识区分的初步的把握，到对于它的切当的、现象学式的纯粹的分析和具体的评判，这之间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步骤——对前后一贯的、富有成果的现象学而言，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而恰好就是这个步骤尚没有得到实行。”[1]

在哲学的大众化读物中，现象学很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书写：胡塞尔从布伦塔诺那里继承了意向性概念；而众所周知意向性又可追溯到经院学派；意向性是一个暧昧的、形而上学的、教条式的概念。据此，意向性概念在科学上就是不可用的，而运用此概念的现象学则背负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前提，这样它就完全不是以直接被给予的东西为基础的。故此H.李凯尔特在“哲学的方法与直接之物”中这样写道：“尤其是在意向性（它是由布伦塔诺从经院学派借用过来的概念）起着作用的地方，直接之物的概念就显得几乎还未得到明察，而大多数现象学家的思路还是由各种传统的形而上学教条所贯穿的，正是这样的一些教条，使得其追随者刚好不可能无所束缚地看见那近在眼前的东西。”[2]这篇论文包含了一种针对现象学的原则性论战。而除此以外，恰恰在O.克劳斯为布伦塔诺《心理学》新版所作的导言[3]中，也这样说道：胡塞尔简单地继承了布伦塔诺的意向性概念。对于马堡学派而言，意向性依然是一块真正的挡路石，它同时也阻隔了进入现象学的通道。

在此我们把这些指摘明确地罗列出来，这倒不是为了在布伦塔诺面前争得胡塞尔的原创地位，而是为了保护旨在理解现象学的最基本的考察和步骤，以免它从一开始就遭到上述这样一些解说的败坏。

a）作为体验之结构的意向性：对此的揭示和初步阐明

我们将要尝试表明，意向性就是体验本身的结构，而不是一种附加于作为心理状态的体验之上的可划归为另一类实在的东西。需要预先指出的是：我们不可能期望，对意向性的阐明，也就是对它进行洞察并就其所是予以把握这件事情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我们必须摆脱如下成见：现象学所提出的把握实事本身的要求，意味着我们应当无所依凭地一挥而就作出把握；恰好相反，朝向实事的推进毋宁说是一场繁难之举，它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将那阻隔着实事的成见予以铲除。

从字面上看，意向（Intentio）的意思就是：自身-指向（Sich-richten-auf）。每一体验、每一心灵行为都指向着某物。表象是对某物的表象，回忆是对某物的回忆，判断是关于某物的判断，猜测、期待、希望、爱、恨——都是对于某物的。人们会说，这样的一种意向性是平庸而浅显的，对于它几乎不需要特别地加以强调，在此并不存在什么突出的、值得被称为一种发现的成就。然而，我们现在就是要探讨这平庸当中所蕴涵的东西，并且指明它在现象学上具有什么样的含义。

在进行下面的探察时，我们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洞察力，而只是需要排除我们的成见，我们只管简捷地去看并止步于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不必提出这样一个好奇的问题：我们能够用它去做什么。与最为自明的东西相对，事体（Sachlichkeit）是我们所欲达致的最为艰难的东西，因为人们的那带有伪饰与虚谎的生活样态总是要受到他人的劝诱。如果以为，现象学家只是一种模范童子，他们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去从事与这一生活样态的一触即发的战斗之决心，在于他们的积极的进行揭示的意志，除此之外他们就不具备其他任何能事，那么这就是一种错觉。

现在我们就来想象一个典型的、容易进入的“心理行为”的实例，一种具体的和自然的感知，即对于一把椅子的感知：我走过教室时碰见这把椅子，由于它挡住了我的道路，我把它移开了。我在此强调最后之点，是为了提示，我们要探询的是一种最为日用而平常的感知，而不是在强调的意义上的单纯为了观看而观看的感知。当我活动于我的世界中时，自然的感知——如同我亲历于其中的那样——通常不是对于事物的一种孤立的观察和研究，而是融汇在了一种与事情（Sach）的具体的打交道之中；这感知不是孤立的，我并不是为了感知而去感知，而是为了给我判定方向、开出道路，为了探究某个东西；这就是一种我持续地亲历于其中的、完全自然的观察。一种粗糙的解释将会这样来描述对椅子的感知：在我的内心经历着一种确定的心理事件；这一“内在的”、“处于意识之中的”心理事件，对应着外部的一种物理的、实在的事物。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在意识的现实（主体）与一种意识之外的现实（客体）之间的划分。心理事件发生于一种与其它的、外在于它的东西的关系之中。在心理事件自身中，这一关系的进入并非必需，因为感知还可以是一个错觉或一场幻觉。通过心理过程的显现，某物以臆想的方式得到了感知（而此物却全然不曾实存），这是一种心理学的事实。很有可能，我的心理进程被一种幻觉所攫住，例如以这种方式：我感觉，现在一辆汽车正越过你们的头顶穿越教室而去。在这里，并没有一种实在的客体与主体中的心理过程相对应；这里我们拥有一种感知，但是那种与感知之外的某物的关系却并未进入；或者例如在一种错觉的情况下：在幽暗的森林里，我看见一个人向我迎面而来，待我定睛细看时，原来那只是一棵树。在此，那个在错觉中以臆想的方式被感知到的客体也是缺失的。面对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在感知中，实在的客体恰好是可以缺失的，人们就将不可以说，每一感知都是关于某物的感知；这就是说，意向性、自身-指向某物并不是每一感知的必要的标志性特征。即使每一心理进程（我将其称为感知）都是与一种物理对象相对应的，“每一感知都是关于某物之感知”的说法也是教条的断言；因为确无这么一回事情发生：我跨越我的意识而达到了一种实在。

自从笛卡儿以来，人们就已知道——而每一批判哲学都对此加以接受：我真正把握的从来都只是“意识内容”。据此，在将意向性概念用于例如感知的行为中时，已经就包含着一套双重的假定：首先是形而上学的假定——心理之物越出自身而达到一种物理之物。众所周知，自从笛卡儿以来，这一点就不为人们所承认。其次，在意向性中还存在这一假定：一种心理过程总是对应于一种实在的对象；然而，错觉和幻觉中所显示出来的情况却与此相左。当李凯尔特和其他许多人说，在意向性概念中隐藏着形而上学的教条，他们就是如此认为的。但是，在对作为幻觉和错觉的感知进行这样的解释时，我们究竟是不是就把意向性纳入眼界了呢？我们以上所谈论的，是否就是现象学用“意向性”这一名称所意味的东西呢？不是！当以上指出的这些解释竟然被用作讨论意向性的依据的时候，那么它们就很有希望阻断我们走向现象学式思想的通道。通过对这种解释重作一遍并加以更锐利的洞观，我们将能够明白这一点。因为（意向性）这一所谓的平庸完全不是轻易就能把握的，人们必须首先将那非原本的然而为通常的认识论问题所特有的坏的平庸搁置一边。

现在让我们回到幻觉现象：人们会说，（在上面关于幻觉的例子中）汽车事实上完全不是现成可见的，因而在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之间就不存在什么划分，而只有心理之物得到了给出。但是按其意义而言，难道幻觉就不是幻觉吗，不也是对一辆汽车的臆想式的感知吗？难道这一臆想性的、不具有与一个实在对象的实在关系的感知，它本身不正好也是对于一臆想的被感知物的一种自身-指向吗？难道梦幻本身不也是一种自身-指向，即使实在的对象事实上并没有当场在此？

并不是说，当一种物理之物与心理之物相关联地出现时，一种感知才成为意向性的，而当这个实在的东西不复存在的时候，感知也就不再是意向性的了。相反，无论其为真实还是虚幻，感知就其本身而言就是意向性的。意向性不是被追加和配给在感知之上，并在一定情况下对感知有所增补的一项属性，相反，感知作为感知本来就是意向性的，而与被感知物是否现成可见全然无关。实际上，正是仅仅因为感知本身就是一种自身-指向某物，正是因为意向性构成了感知行为本身的结构，像错觉和幻觉这样的东西才能够存在。

这样，当我们把所有认识论的成见搁置一边后，就能清楚地看到，行为本身——它已然摆脱了它正确还是不正确的问题——就其结构而言就是自身-指向。并不是说，一开始只有一种作为状态的心理过程以非意向性的方式运行着（感觉、记忆联系、表象和思想过程的复合体，借此出现一幅图像，由此图像出发，我们始可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有某种东西与之相对应？），在此之后，它才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变成意向性的。与此相反，行为之所是本身就是一种自身-指向。意向性不是加派于诸体验之上的一种与非体验式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有时会随着这些体验一同出现，毋宁说，体验本身就是意向性的。以上是关于意向性的初步的，也许还是全然空洞的规定，但是，就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形而上学成见予以排除的地基而言，这样的规定已经是相当地重要了。

b）李凯尔特对现象学与意向性的误解

在对意向性的接受当中，以及在对布伦塔诺的解释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当中，人们很少看到布氏对经验结构之构成成分的揭示，而更多看到的是对布伦塔诺所怀有的猜疑：形而上学的教条。而在胡塞尔那里，决定性的一点就在于：他不是沿着各种教条和前提的方向去进行观察（就其是现成可见的而言），而是沿着现象本身，即感知是一种自身-指向这个方向去进行观察。而现在，这一结构在其他的各种行为中也是不可忽视的。李凯尔特就是把这一点当作他的辩论的基础，并声称要从各种行为那里去看出（意向性）这样的东西。他对判断式行为保留使用意向性，而对表象性行为则放弃使用它。他说：表象不是一种认识。他之所以走向这一结论，是由于坚持这样的教条：我的表象活动（Vorstellen）自身不具备超越，它并不向外达到对象。笛卡儿确曾说过，表象、perceptio（感知）只是停留在意识之内，而李凯尔特则认为，比之于存在于表象中的向外达到一种实在事物这个意义上的超越，判断的超越[他把判断的对象规定为价值（Wert）]才是一种并非不可思议的东西。他之所以达到这一见解，是因为他认为，在判断中有某种东西得到认定（Anerkennen），这种东西具有价值的特性，因而它并非实在地存在，他把这种东西等同于精神之物（geistigen），而这种东西就是意识本身；在他看来，价值是某种内在的东西。当我承认一种价值时，我就没有超越意识之外。

我们的主要意图不是在于表明：李凯尔特徘徊在矛盾之中，他有时运用关于表象的现象学的概念，有时则运用关于表象的心理学的神秘概念，而是在于指出：他只是在出发点上，在适合于解释他的理论的范围之内应用了意向性，但是当意向性与他关于表象不是认识的理论相背反时，他就抛弃了意向性。这里的要害在于，尽管他在其他的地方都非常地敏锐，但是在回应“按照其自身所给出的那样去接纳事相”这一最基本的要求时，却失去了这种敏锐。他的思想由此而成为无根基的。人们不可以在一种情况下看到实事（Sachen）的强制，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却对它视而不见；当其刚好与一种预先构想出来的理论相适合时，人们就看到了这些事实，而当其越出了那种理论时，它们就得不到注意。作为一种由布伦塔诺出发的判断理论和认识理论，李凯尔特的思想就提供了这种思想样式的一个典型的实例。我们讨论这个理论，就是为了在此见出判断是如何依存于对实事的把握的。

李凯尔特从布伦塔诺那里接受了判断是认定的规定。我们所要去探究之处，恰好就是这个李氏应用着由布伦塔诺所指明的意向性而同时又对它闭眼不看并陷入了理论构想的地方。现在我们就来简短地看一下这个以布伦塔诺对判断的描述为基础的理论：

李凯尔特说，当我们进行判断时，我们就是在对表象加以赞同或拒绝。在判断中隐含着一种本质性的“实践性”行为。“因为对于判断有效的，对于认识也必须有效，所以，根据判断与意愿和感知（Fühlen）之间所具有的亲缘性，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进行纯粹的理论认识之际，也要牵涉到对一种价值采取态度……只有相对于价值，赞成与不赞成的二者择一行为才具有一种意义。”[4]这样李凯尔特就达到了他的理论：认识的对象是一种价值。按照李凯尔特，当我感知这把椅子并且说这把椅子有四只脚时，那么这一认识的意义就是对一种价值的认定。但在这一感知陈述的结构中，人们无论如何也永远发现不了价值这样的东西；因为我并没有指向表象，更没有指向价值，而是指向实际被给出的椅子。

这里的认定并不是被粘连在表象（Vorstellungen）之上的，毋宁说表象活动（Vorstellen）本身就是自身-指向；表象在根本上先行给出了判断可能的关涉对象，判断中的认定是以表象行为为基础的。在表象行为和判断行为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种意向式的关联。如果李凯尔特看到了表象行为的意向性，那么他也就不会沉陷在有关判断与表象的关联的神话里，好像判断（对于表象）“增加了什么”。各种意向性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意向式的。

因而，李凯尔特就不是根据对实事的探索，而是通过空洞的推论达到了上述理论，而这个理论接纳了教条的成见。李凯尔特从布伦塔诺那里所接受的唯一东西，仅仅是事态的最后残余，至于它是否运用到了判断的整个事相里，这都是成问题的。“如果我们把……判断描述为一种与表象不相类属的行为，这并不是说，借助布伦塔诺，我们在判断里看到了意识与其对象之间的一种与在表象行为那里不同的另外样式的关系。对我们来讲，这一断言有着太多的前提。”[5]在此，李凯尔特拒绝了布伦塔诺意义上的作为表象行为与判断行为之区分标准的意向性。那么他自己用什么来充当这个标准呢？他是怎样去规定和建立这一区分呢？

我们探究的是：“如果我们一般地在一种心理状态（在其中我们以漠不相干的方式进行观察）与另一种心理状态（在其中我们把我们的意识内容当作富有价值的并参与其中）之间进行区分的话，那么完整的判断应该属于哪一个种类（Gattung）的心理状态呢？……在此，我们仅仅意在确定一个连一种纯粹的感觉主义理论也不能反驳的事实。”[6]只有盲人才看不到这里所表达的就字面而言就是布伦塔诺的立场，而布氏所想做的，也无非就是按照我们行为的样式——我们对心理过程是漠然无关地进行观察呢，还是对其有一种参与——而对心理过程的种类加以分类。李凯尔特首先从一种由布伦塔诺的描述展示出来的地基出发而得出他的理论，但他却并未看到：他需要把意向性用作他的判断理论和认识理论的基础。这一点的证据在于：一方面李凯尔特运用了布氏的描述式区分，另一方面他同时也运用了这样一种表象概念：这个概念是与他为了赢得判断的定义而当作（判断的）基础的表象概念相违背的；后面的表象概念是一种漠然无关的自身-指向，因而是作为表象（活动）之方式的表象，而前者则是作为被表象者的表象，确切地讲就是作为意识内容的被表象者。而在李凯尔特拒绝表象唯心主义并意欲表明认知不是表象的地方，他并没有坚持表象的简单而朴素的含义，而是将一种神秘的表象概念当作了基础。李凯尔特说，一旦表象成为了被表象者，那么它就会生动起来。[7]现在，表象就不是一种单纯地进行表象的行为，毋宁说，是得到了表象的表象。“进行表象的认识需要一种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现实（Wirklichkeit），因为只有在表象是一种现实之映象或标记（Zeichen）的情形下，我们才能通过表象而把捉到一种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东西。”[8]按照这一表象概念，当然就可指明表象不是一种认识，如果自身-指向只能够达及一种标记的话。

但是在其将判断与作为单纯观察行为的表象区分开来的地方，李凯尔特所运用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象概念呢？为什么李凯尔特接受产生于描述的判断概念，却不接受描述意义上的表象概念呢？为什么他没有去探究下面的话所包含的意义：一种漠然无关的观察性行为？

这是由于李凯尔特受到了这样一种先入之见的引导：表象不可以是认识。因为如果表象是认识的话，那么他自己的关于认识就是认定和关于认识的对象是一种价值的理论就会成为多余的甚至可能遭到颠覆。关于表象不可以是认识这一成见，还通过求助于亚里士多德的以下命题而得到了加强：认识就是判断。认识从来都总是真的认识或假的认识；但是根据亚里士多德，只有判断才是真的或者假的。在求助于亚里士多德之际，李凯尔特简单地认为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判断与他自己所理解的判断就是同一个东西——然而，亚氏在这里所表示的，刚好就是李凯尔特根本不愿去看到的那种属于表象本身的单纯的事相——“让某物为人所见”。李凯尔特没有看到表象的这一单纯的含义：正好在表象中就包含了认识。

就李氏而言，他之所以洞察不到表象源本的认识特性，是因为他把一种关于表象的以自然科学哲学为依据的神秘概念当作了前提，并作出了这样的表述：在进行表象时，表象活动（Vorstellung）也得到了表象（Vorgestellt）。在上述作为简捷感知的表象的实例中，得到表象的并不是一种表象活动，毋宁说，我看见的（得到表象的）就是椅子。这一点是包含在表象本身的意义中的；我指的是：当我观看的时候，我要去看的不是关于某物的表象（活动），我要去看的就是椅子。在单纯的观照（人们也将其称为对于某个非现成可见之物的表象）——例如，当我现在表象起我的写字台——的情形中，表象活动也没有得到表象，不是意识内容在观照中得到表象，而是事物本身得到表象。在回忆性表象中（例如回忆一次帆船航行），情形也是如此，我回忆的不是表象活动，而是回忆船和航行本身。仅仅为了顺应一种理论，就使得那呈现在（行为）结构中的最源本的事相遭到了忽视，使得李氏坚持认为表象不可以是认识，因为只有在表象不是认识时，这个理论才有存在的理由——因为一种价值哲学必须存在，所以认识的对象就是且必须就是价值。

使得李氏对于意向性茫然不知的，就是这一成见。在他这里，事情涉及一种生理现象与心理现象之间关系的理论，而他想要加以指明的又只是心理现象本身的结构。但是，无论表象行为所指向的东西究竟是实在的质料性事物还是仅仅属于幻想，无论认定是不是就承认了一种价值或者判断是否指向某种另外的、非实在的东西，那首要的事情都在于：我们要在根本上看清这一自身-指向。可以说，只有在没有任何认识论教条的情形下，行为的结构才有望得到把捉。只有出自并且彻底地经由切当地获得明见的东西，我们才有可能对当今关于意向性的现象学式解释获得一种敏悟并对其提出一种可以成立的批评。我们需要学习着看到：就是在现象学中，意向性也与某种未经澄清的成见有着瓜葛，而这样的成见自然就使得一种像新康德主义那样的背负着教条包袱的哲学很难简捷地看到那昭然若揭的东西。只要我们是以教条和门派的方式进行思维，那么我们首先就会倾向于沿着所属教条和门派的路子去进行假定，而当现象在事实上没有详尽地获得开掘之时，我们就越是紧紧地抓住那假定的东西。

在关于行为的探究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就在于：将行为所具有的自身-指向结构保持于眼界之中。在此，我们必须远离一切有关心理之物、意识、人格等这类东西的理论。

c）意向性本身的根本枢机

到目前为止，我们关于意向性所赢得的理解从形式上讲都是空洞的，不过有一点已经是明确无疑的：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自由无拘地面向意向性所具有的那种结构关联本身，而不要把某种关于意识的实在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理论设为背景；我们必须学会看到那既与的东西本身，去看清这一实情：各种行为之间、各种体验之间的关系本身并不是各种事物的复合体，相反，各种行为、各种体验之间的关系本身复又具有意向性的特性，生活的全部联系本身都是由（意向性）这一结构所规定的。我们将进一步看到，这里还存在着不可能一下子加以排除的困难。而为了看清此点，首先就需要注目于意向性本身。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同时获得术语上的确定，进而才能理解在现象学中经常使用并经常受到误解的一种说法：行为（Akte）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人们把感知、判断、爱、恨等等这样的一些生活中的行处应作（Verhaltungen）也叫做行为。行为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它不是指什么活动（Tätigkeit）、过程或任何一种力量，相反，行为的含义仅仅是指意向性的关系。那些具有意向性特征的体验就是行为。人们必须紧紧地把握这一行为概念，而不要把它与其他意义上的行为概念相混淆。

意向性是如此地根本，但最初一看它依然还是如此空洞。我们只是简单地说：表象是对某物的表象，判断是关于某物的判断，如此等等；人们还未曾正确地看清，一门科学是如何地由这样的一种结构出发而成为可能的。很明显，在其真正地获得创始之前，这门科学就迈向了终结。事实上，现象学关于意向性的规定显得就像是一场独白。故此冯特早已说过，整个现象学的认识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命题：A＝A。我们以下就要试图去看清，（关于现象学）是否还有许多的东西有待于付诸言辞，而说到底其中的绝大部分东西都还根本未曾道出。通过把牢现象学的这一首要发现：意向性是体验的结构而不是体验所具有的事后追加的联系，我们就拥有了一种我们以下的考察该当如何进行的指南，凭此我们就将能够去看清上述枢机与结构。

α）感知中的被感知者：自在自足的存在者

（寰世物、自然物、物性）

通过将意向性把定为行为所本来具有的结构，我们就避免了在任何情况下滑入人为的构造、滑入僭越的理论之中。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见出：这一结构是行为所必不可少的，这样我们就将同样不带成见地来探究这一结构。现在，我们就当尝试来显明意向性的基本结构。时至目前，我们只是凭借自身-指向描画了意向性的一种首要的机括，此一描画与完整的结构枢机还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并且这种描画还完全是形式上的和空洞的。

为了阐明意向性的根本枢机，现在我们要重新回到自然地感知物体的典型实例。我们用意向性所表示的，不是发生在物理事物与心理过程之间的一种偶然的、事后的对象化关系，而是行为作为朝向某物的行为所秉有的结构，即自身-指向；值此，我们不是在描画此时此地的一个特定的（对于椅子的）感知，而是感知活动本身（Wahrnehmen als solches）。如果我们要探寻意向性的基本结构，那么我们最好就去探察此结构本身——自身-指向。而现在，我们将不去关注其中的“指向”（Sich-richt），而是把其中的何所向（Worauf）纳入眼界。我们将不去看感知行为，而是去看被感知者，确切地说是去看这一感知行为中的被感知者。那么它是什么呢？

没有成见地说，它就是椅子本身。我看到的不是椅子的“表象”，把捉的不是椅子的图像，我觉知的不是对椅子的知觉，毋宁说，我只是简捷地（schlicht）看到了它——看到它本身。这就是感知最直接地赋有的意义。那么现在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我的自然的感知中，我看到的是什么，在自然的感知中，我活生生地站在大厅里，我能够就椅子说出什么来呢？——我将说，它立在第24号教室中的讲台之下，也许已被好几十人使用过：他们在讲课的时候就把它拉过来坐下。它不是一把任意的讲台椅，而是一把完全特定的、在马堡大学的24号教室里的讲台椅，也许由于使用而遭到了某些损坏，在家具工厂里（显然它就是从那里生产出来的）它只是简单地上过漆。关于椅子，如果我要完全自然地、非构造地和没有实验准备地对其进行描述的话，我将要说的就是这类东西。那么我说出的是什么呢？我叙说的无非是某种完全特定的东西，即便这些东西只是属于这把椅子的无关紧要的事迹，这把椅子就带着这样的一些事迹而持续地、日复一日地面对着我们。我们就把“自然的”感知中的被感知者称为寰世物（Umweltding）。

我还可以保持在这个感知之中，继续对感知中当下在此的东西，对椅子本身如此进行描述：它是如何地重，有什么样的颜色，它是如何地高和如何地宽，它可以由一个地方移向另一个地方，当我举起而后放开它时，它就会掉落，我可以用斧头将它劈开，用火把它引燃。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些关于椅子的朴实的陈述，而这些陈述所谈论的是被感知者本身，现在我们不是在谈论对椅子的表象，也不是在谈论知觉，然而，现在所谈的却是事物的一些与前面有所不同的内容规定。现在，我们就被感知者本身所说出的东西，也可以用来谈论任意的一块木头。我们从这把椅子那里所得到的东西，并不把它规定为特定的椅子。虽然我们对椅子有所陈述，但这不是对作为椅子的物进行陈述，而是将它作为自然物进行陈述；现在，被感知者作为椅子这一点，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被感知者是寰世物；但它同时也是自然物。从语言本身是如何地构成含义和表达的方式来看，我们的语言对于这一区别有着非常精细的区分。我们说：我闻玫瑰；我也可以说：我闻花，但是却不说：我闻植物。这一植物与花之间的区别（这两者都可用来表述这同一朵玫瑰），就是自然物与寰世物的区别。作为花朵的玫瑰是寰世物，而作为植物的玫瑰则是自然物。

就其本身而言，被感知者既是寰世物也是自然物。尽管如此，这里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进行上述描述之际（由此我们揭发出了在被感知的事物本身那里所显现的东西），我们是否借此描述就赢得了现象学中人们在严格的意义上称之为被感知者的东西？如果我们思考：这两类事物结构——寰世物和自然物——是归属于同一把椅子的，那么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困难：这两类事物结构之间的关系该当如何得到理解？对此，我们后面将在联系到其他有关问题时作出更切当的分辨。目前似乎只有下面这一点已得到了把握——如果我在自然的言说中，而不是在对椅子的探察和理论性研究中说：这把椅子很硬，那么我这并不是在确定作为质料之物的椅子的硬度和密度，而是在说：这把椅子用起来不舒适。在此就已经可以见出，那归属于自然物的，因而可以被分离地加以考察的特定的结构（如硬度、沉重），首先是以一种完全特定的寰世（Umwelt）品格呈显出来的。硬度、质料的阻力本身是伴随一种不舒适的特征同时当下在此的并且也只是以此种方式在此的，而不是由不舒适推导出来的或由不舒适派生出来的。被感知者自在自足地自身给出，而不是基于被塞进事物之中的观点才得以被给出。这里的被感知者就是具体的寰世物，尽管在许多方面它还依然是隐而未显的。

对于在感知中所发现的东西（在此即自然物），我还可以进一步加以追索。通过合适的探究方式，我可以对自然物继续进行开掘：作为这样的一种自然物，它必然具有像质料和广延这样的属性，而每一广延之物作为广延之物都是有颜色的，进一步，每一种颜色作为颜色也都有它的分布范围，而有质料、有广延的东西都是可移动的，它的位置是可变换的。这样，我又再次在物体本身这里揭发出了一些显现出来的属性，但现在我不再是依据作为寰世物的被感知者（椅子），也不是依据作为自然物的被感知者来揭示它，而是在探究物性（Dinglichkeit）本身。我谈的是质料（Materialitä）、广延、颜色、可移动性以及诸如此类的规定，这些规定不专属于这一把特定的椅子，而是属于每一个任意的自然物，我所谈的是构成了物之物性的各种结构，是自然物本身的结构要素，是能够从既与之物（Gegebenen）本身那里揭取下来的物性内容。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中，我们讨论的都是自在自足的被感知的存在者，讨论的是一种认知能够由之而有所发现的东西。在此，感知是在一种广泛然而自然的意义上被使用的。从通常的认识论或心理学出发，人们将要说，这一关于自然物和寰世物的描述还非常地简单，而这种简单的描述本质上是非科学的。由于我用眼睛首先和原本看见的只是有色的东西，我首先具有的就只是黄色知觉，而后我才在此之上获得更多其他的东西。

相对于这一科学式的描述，我们所需要的却正是那种最初和原本地看到讲台椅的质朴（Naivität），且是纯粹的质朴。当我们说“我们看到”时，这里的“看”不能在狭隘的视知觉的意义上去理解，相反，这里的“看”所意味的无非就是“对显现物的简捷的认知”。如果我们把牢这一表达，那么我们就能够懂得并且毫无困难地如其自身所显示的那样去把捉那直接的被给予者。因此我们说，人们由椅子本身看出它来自一座工厂。我们没有引出任何结论，没有进行任何思辨，相反只是在椅子那里看到这点，尽管我们并没有关于一座工厂或工厂之类东西的知觉。那在简捷的认知中显现出来的东西所展开的领域，在根本上要比以感知理论为基础的认识论或心理学所欲确定的东西宽广得多。如同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甚至所有的被感知者，就是那些我们关于物体形质（Leibhaftigkeit）所曾说过的东西——在物本身中有着质料，而质料又含有广延，广延又含有颜色，颜色本身复又有着它的分布范围——都处于广义的感知和看的畛域之内。以上所述并不是此刻我在这个讲堂里所发现的东西，而是某些一般特性之间的各种联系（Zusammenhänge），但这些联系并不是发明或构想出来的，毋宁说，在单纯的显现物（Vorfinden）的那种充分地获得了成型的样式中，我也可以看见这些结构与这些结构的特有的共属一体（Zusammengehörigkeit）——不是在一种神秘行为或灵感的意义上看见，而是在简单地观照（Vergegenwärtigung）诸结构（我们可以在既与的东西那里直接地看取这些结构）这个意义上看见。

β）感知中的被感知者：被意向状态的方式

（存在者的被感知状态，亲身具体的-在此之特征）

到现在，我们依然还没有达到我们在严格的意义上称之为被感知者（Wahrgenommene）的东西。在严格的现象学意义上，被感知者并不是那自在自足的已得到感知的存在者本身，而是被感知到的存在者——只要它如同在具体的感知中所显现的那样得到了感知。严格意义上的被感知者是被感知者本身，确切地讲，例如是这把椅子的被感知状态（Wahrgenommenheit），是椅子由之而得到感知的途径与方式，是椅子由之而得到感知的结构。这把椅子的被感知之方式与它的被表象之结构之间存在着区别。用被感知者本身这一表达，我指的是存在者的被感知状态的途径与方式。通过以上的阐明，我们只是暂先提示了一种全新的结构，而我迄今就椅子所说出的一切规定，都不能归之于这一结构。

椅子的被感知状态不是那属于椅子本身的东西；石头、房屋、树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也可以得到感知。就此而言，被感知状态以及被感知状态的结构就属于感知本身，也就是属于意向性。据此，我们就可以按照以下的排列而作出区分：存在者本身——寰世物、自然物与物性；以及存在者的被意指的方式——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就是存在者的被感知、被表象、被判断、被爱、被恨、被回忆的方式。在上述的前三种情况中，我们所涉及的是自在自足的存在者，在第四种情况中，我们所涉及的则是存在者的被意向状态、存在者的被感知性。

而什么又是被感知状态呢？在根本上存在着“被感知状态”这么一种东西，而且人们能够就椅子的被感知状态说出些什么吗？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不依赖于任何一种理论，在一种与那些属于物的和属于存在者本身的结构的相互区别中去看被感知状态这一结构。依据前面的与物性相对的先行的规定与界划，我们已经获得了从哪一个方向着眼去进行探察的初步指南。显然，我们不能如其在感知中被指向的那样去看椅子本身，而应根据它的被意指的方式去看它。那么，在这里显出了什么呢？被感知者本身具有具体有形（Leibhaftigkeit）之特性，也就是说，存在者，作为被感知者而呈显出来的东西，具有具体有形的-在此（Leibhaft-da）之特性。存在者不仅作为其本身得到给出，而且它本身的具体形质也得到了给出。在具体有形的-被给出与自身-被给出之间，存在着一种被给出方式上的区别。我们将通过辨析单纯的被表象物的呈现方式，来清楚地看清这一区别。而在这个地方，表象是在简捷的观照（Vergegenwätigung）这个意义上得到理解的。

现在我可以观照魏登豪塞桥；我设想我自己就处于这座桥的面前。在对桥的观照当中，它自身得到了给出，值此，我所意谓的是这座桥本身，而并非它的图像，我意谓的也并非幻象，而是桥梁本身，然而在这里，它还不是以具体有形的方式向我给出。但是，如果我走下去并站立在这座桥本身面前，那么它就会以具体有形的方式获得给出。而以上所说的就意味着：那自身给出的东西，并不是非要以具体有形的方式给出不可，可是相反，一切以具体有形的方式给出的东西都是自身给出的。具体的形质是某一存在者的自身给出状态的一种特出的样式。通过与表象的另一种可能的样式[在现象学中人们将其理解为空意指（Leermeinen）]相互分开，这一自身给出状态还将更加清晰地为我们所见。

空意指是通过念想（Denken an）某物、忆念（Erinnung）某物的途径而表象某物的方式，这种表象方式可以在关于桥的谈话中出现。我意指这座桥本身，但在意指它时我并没有直接看见它的外观，而是在空意指的意义上意谓它。我们的自然的言谈有一大半都是以这种说话方式进行的。我们意指的是事物本身，而不是有关它的图像或表象，我们还未曾直观地给出它。在空意指中，被意指者也间接而简单地得到了意谓，但这仅仅是以空洞的方式，就是说，在没有任何直观充实的情况下被意谓的。直观的充实只能在简捷的观照中出现。这种直观的充实尽管给出了存在者本身，但并不是以具体有形的方式来给出它。

这一空意指与直观式表象的区别不仅对感性的感知是有效的，而且对行为的所有的变体都是有效的。例如我们说出这一命题：1+2等于2+1。人们可以无思想地说出它，但人们还是能够理解它，并且知道它所道出的并非毫无意义。但是人们也可以用明察的方式说出此命题，以致每一个（言谈）步骤都是在对被意谓者的观想中进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它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盲目地被谈论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则是以明见的方式被谈论的。如果情况是后一种，即被意指者得到了观想，那么被意指者就处在一种源本的回忆中，借此，我就使2+1等于1+2，使所有的规定所具有的源本的含义向我呈显。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我们才活动于直观性的、将实事一一呈明的思想方式中，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活动在与之相反的简括而空茫的思想中。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表象的更进一步的方式就是图像感知（Bildwahrnehmung）。通过对一种图像感知加以分析，我们将清楚地看到，一种图像意识中的被感知者如何具有与简捷的感知中的被感知者或单纯的观照中的被表象者完全不同的结构。当我观察一幅魏登豪塞桥的风景片时，在此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表象方式。现在，风景片本身以具体有形的方式获得给出。正如一座桥、一棵树或诸如此类的东西那样，这一风景片本身也是一个物体、一个对象。但这个物体不是如同桥本身那样的单纯的物体，而是（如同我们说过的）一种图像物（Bildding）。在看这个图像的时候，我通过它所看到的是那被摹状的东西（Abgebildete），也就是这座桥。在图像感知中，我不是在专题地把捉图像物，毋宁说，在一种自然的态度之下，当我看一幅风景片时，我看到的是它上面的被摹状之物，是这座桥，即风景片所反映的东西。在这一实例中，桥梁既不是被空洞地意指，也不是被单纯地观照，亦不是被源本地感知，而是通过一种对于某物的图像化（Verbildlichung）所特有的层级结构得到把定的。现在，桥梁就是在被表象状态（Vorgestelltsein）意义上的被表象者（Vorgestellte），而这个被表象者是通过某物得到显表（Darstellung）的。这一图像把捉，这种通过一图像物而把某物当作一种被摹状物的理解，具有一种与简捷的感知完全不同的结构。人们必须清楚地记住这一点，因为从过去到现在，人们都一再地尝试把图像理解看作这样的一种把捉方式：人们以为，借助有关图像的理解，就能够在根本上对对象感知作出阐明。图像物和被摹状者都处在图像意识（Bildbewusstsein）的范围之内。图像物可以是一具体的物，例如墙上的黑板，但图像物并不是如同自然物或寰世物那样的单纯之物，相反，它显示着某种东西，显示着被摹状者本身；与此相对，在简捷的感知中，在对一个对象的单纯的把捉中，我们将找不到任何一种属于图像意识的东西。要是人们对单纯的对象把捉中所具有的简捷的发现作出这样的解释：例如当我看这座房屋时，似乎我首先感知到了我意识中的一幅图像，于是给出了一个图像物，并且，由此图像物而来，我将此图像理解为某种有所反映的东西，即理解为这座外部的房屋的（内在）映象，也就是说，在我的内部有一个主观的图像，而在外部有一个超越的图像、一个得到摹状的东西，那么，这种解释就是与所有单纯的对象理解中简捷的发现背道而驰的。由上述的那样一种图像出发，我将什么也发现不了，相反，我是在简捷的感知的意义上看见房屋本身。把全然以另一种方式构成的图像意识移植到单纯的对象把捉中，这并不能对对象把捉作出任何解释，还把人引向不能成立的理论。即使完全不考虑以上之点，我们也必定想得起一种务必拒绝上述移植的原本的理由：把图像意识移植到单纯的对象把握中，这不符合现象学式的简捷的发现（Befund）。此外，上述移植还存在着如下困难（但对此我们不想多加探讨）：如果说，认识在根本上是对于一种客观图像的把捉，即对于外部超越物之内在图像的把捉，那么这超越的对象本身是如何得到把捉的呢？如果每一对象把捉都是图像意识，那么相应于这内在的图像，我重又需要一个另外的图像物，此图像物是我用于显表内在图像的……如此等等。然而这里所说的还只是与上述理论相悖反的一个次要的方面。另一更为主要的方面还在于：不仅在单纯的把捉中不存在什么与图像之物和图像化特性的瓜葛，而且在对象把捉的行为本身中也不存在像图像意识这样的东西。并不是因为人们进入了一种无限的倒退，在这一无限的倒退之中什么也不能解释，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排除用图像意识来为对象把捉置基（Substruktion）这种做法；不是因为通过这一置基人们达不到任何站得住脚的理论，而是因为此一置基已经就是与一切现象学的发现相背离的，此一置基已经就是一种非现象学的理论，所以感知就必须整个地远离图像意识而得到思考。在根本上，图像意识只有首先作为感知才是可能的，并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当图像物在根本上得到了理解，进而，依循此图像物，被摹状者也得到了理解。

现在我们确定：如果我们从简捷的感知出发，就可以看到，在被感知者的被感知状态中，原本的环节在于：在感知中，被感知的存在者以具体有形的方式当场在此。除了被感知者的作为具体有形的物体自在地存在这个特征之外，就其被感知状态而言，所有具体的物体感知的另一个环节还在于：我们所意指的总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被感知者。当我们观看一个从感官上可感知的对象，观看这里的这把熟悉的椅子时，我们看到的——从一种特定的看的方式来讲——就总只是椅子的一个特定的面和一个特定的角度。例如我看见的是座位的上半部分，而没有看见下半的平面，但是尽管如此，当我这样看这把椅子或只看见它的一两个椅腿时，我并不认为它有几个被锯开了的椅腿。当我走进这个房间并看到一个柜子时，我所看见的不是这个柜子的门或者一个单纯的平面，毋宁说，在感知的意义上，我所看见的就是这个柜子。如果我围着它打转，我总是还可以看见新的角度；但在一种自然的意指（Meinen）的意义上，不管在什么时候，我所意欲去看的都是椅子本身，而不是它的某一个角度。物体向我所呈现（sich darbieten）出来的这样一些角度可以处在一种持续不断的流变之中。当我围着物体打转时，被感知者本身所具有的具体有形的同一体（Selbigkeit）一直贯彻始终。事物的各个角度渐次分明。但是在这里，并不是物体的一种明暗层次（Abschattung）得到了意谓，相反，总是被感知的物体在一种明暗层次中得到意谓。在感知的变换着的多维流形中，被感知者自身保持不变，在这个时候，我并不具有对于另外的被感知者的一种另外的感知，感知内容可以是另外的东西，但被感知者却总是作为同一个东西而得到意谓。

而在图像感知的情况中，与对物的整体把捉及其明暗层次有关，在较狭窄的意义上复又存在着被感知者的另一种结构。以具体有形的方式得到感知的东西是图像物本身，这图像物也总是从某个方面得到感知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在自然的图像感知中，对图像物的感知并没有得到实现。与对图像物的感知相反，例如一个邮差可以把图像物（风景明信片）仅仅看作世间之物，看作明信片。作为纯粹的、单纯的物体感知，对图像物的感知不仅没有达到完成，并且情况也并非：我首先只是看见一个物，而后断定“它是一个关于什么什么的图像”，相反，我是立马就看见了一个被摹状的东西，而全然不是一开始就专题地和孤立地看见了图像物，看见了一幅画的线条和色块。为着把这幅画当作纯粹的物体要素来加以观察，首先就需要我们的自然观察方式的某种变易，需要一种去图像化（Entbildlichung）的观察方式。运用这种观察方式，感知的自然的倾向才可进入图像把捉的方向。

γ）关于意向性基本性向之为Intentio（意向行为）与Intentum

（意向对象）之共属一体的初步阐明

在看到表象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多维流形的同时，我们也获得了这些方式之间确定的联系：空意指、观照、图像把捉和简捷的感知并不是简单地、相互并列地罗列出来的，相反，在它们之间具有一种特定的结构关系。例如，一种空意指在直观的观照中可获得直观的充实。而在空意指之中，在无念想的思想中被意谓的东西，在直观上是未予充实的，它缺少直观的丰富性。在观照从来都不可能具体有形地给出事物本身这个限度之内，观照具有达致某种程度的直观充实的可能性。

我们不仅仅以那种空意指的方式来谈论事物，我还可以依据关于某物的单纯的、持续不断的观照来谈论某物，或者，例如在关于桥的拱顶和柱石的数目出现了争论时，我甚至还可以通过具体有形的既与之物本身这一新的方式来充实被观照者。感知和感知所给出的内容是意向式充实的一种特别的情况。每一种意向自身都有一种趋于充实的倾向，而每一意向又总是有其得以充实的特有的和独具的可能性方式，感知在根本上只能通过感知得到充实；而记忆永远不能通过期待得到充实，而只能通过回忆性的观照，或者通过感知得到充实。在对某种给定的空意指进行充实的诸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完全确定的有规则的关联。在图像感知领域，情况也是如此。而这类关联的模式还有可能构成更为复杂的形态。在作为原件的图像之外，我们还可以列出作为复件的模仿图。如果我有一个复件，就是说有一个作为某物之模仿的图像，那么这之中就有一套确定的有关模仿图——图像（原件）——原型的层级关联，进一步，通过模仿图（关于原型的图像）的呈显功能就可以透彻显示原本的被摹状者。但如若复件作为复件能够显明它的模仿上的真实，那么我就不必依据原型来衡量这个复件，毋宁说，对于复件即模仿图的直观性的呈示（Ausweisung）是由被模仿的图像（原件）所给出的，而这个图像（作为关于某物的图像）自身就是原型。即便我们全然不顾感知这种特殊的把捉行为，呈示及其可能性这种独特的结构也是贯穿于所有的把捉行为中的。这样一来，被感知者就经由它的被感知状态显现了出来（而这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将其意识为图像的东西就经由它的图像化特性显现了出来，单纯的被观照者就在回忆的样式中显现了出来，被空洞地意指者就在空意指的样式中显现了出来。而以上所有的这些分别都是它们的对象在被意向状态方面所生出的各种不同的样式。

这一充实（Erfüllung）、呈示（Ausweisung）和证实（Bewährung）的结构关联体及其层级在直观的表象领域里是相对容易看清的，但它也普遍而无例外地贯穿在所有的行为中，例如贯穿在纯粹理论的行为、规定与言谈里。如果不对各种行为的可能性，在这里就是对诸行为各自的被意指者的结构本身加以探究，就完全不可能设想以科学的方式去开创一门真实的、产生于现象本身的有关概念成型（从素朴的含义到概念的起源）的现象学。如果缺少了这一基本的要件，任何逻辑学就仍然只是外行的或者只是一种人为的构造。

这样我们就有了在被意向状态的方式之间，在Intentio（意向行为）和Intentum（意向对象）之间的一种固有的相互共属（Zugehörigkeit），根据这一相互共属，意向对象即被意向者就当在以上所揭示的意义上得到理解：不是作为存在者的被感知者，而是存在者所从出于其中的被感知状态、意向对象所从出于其中的被意向状态。运用这一属于每一意向行为的被意向状态，才能在根本上（尽管只是初步地）将意向性的根本枢机纳入眼界。

在现象学中，意向行为也被理解为意指（Vermeinen）。在意指和被意指者或意向行为与意向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Νοειν（意向行为）也可被称为意指、单纯的把捉、感知（活动）本身，也就是被意指者所从出于其中的被意向状态。我之所以举出这一用语，不仅是因为这之中包含了一个术语，而且还因为其中已然包含了一种关于自身-指向的确定的解释。一切自身-指向（害怕、希望、爱等等）都具有自身-指向的特征，胡塞尔称之为Noesis（意向行为）。在νοειν（意向行为）是出自理论认识领域而得到理解的意义上，任何关于实践领域的解释也将来自这样的一种理论认识。对于我们的目标而言，这一术语是不存在危险的，而这个目标就在于对这一点加以澄清：只有当意向性被看作意向行为（Intentio）与意向对象（Intentum）的相互共属的时候，意向性才能得到充分的规定。现在可以概括地说：意向性与其说是一种事后指派给最初的非意向式体验和对象的东西，还不如说是一种结构，所以此结构所禀有的根本枢机就必然总是蕴涵着它自己的意向式的何所向即意向对象。这里我们把意向性的根本枢机暂先标揭为意向行为和意向对象两个相对之方的相互共属，但这却并不是最后的结论，而只是对我们所探察的课题域的一种最初的指引和显示。

如若要将上述规定与布伦塔诺对意向性的规定划开界限，那么我们就应当说：布伦塔诺在意向性那里看到的是Intentio即Noesis（意向行为），以及意向行为之方式的各不相同，但他却没有看到Noema即Intentum（意向对象）。他一直未对他称之为“意向式对象”的东西作出确信的规定。关于感知的对象即被感知者的四种含义就已经清楚地表明，在关于某物的表象中，“某物”的意义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把握的。因而布伦塔诺也就摇摆于两个倾向之间：有时他用“意向式对象”表示存在者本身之存在，有时又用它表示与存在者混然未分的存在者之被把握的过程。在布伦塔诺那里，还根本没有达到对被意向状态之方式的一种纯粹的彰显，就是说，在他那里，意向性本身还没有作为一种结构统一体而得到突出的彰显。而这又进一步意味着：意向性同时是通过存在者而得到规定的，它被规定成了存在者所具有的特征；意向性被等同于某种心理之物。至于意向性到底是什么东西的结构，布伦塔诺并未加以探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在内在的可感知者、内在意识（在笛卡儿理论的含义上）这种传统的意义上将心理之物纳入了他的理论之中。由于心理之物本身的特性一直未获得规定，所以布氏就未能阐明，那据说具有意向性结构的东西为什么原本地需要一种意向性。就是在今天的现象学中，这也还是一个未获解决的问题。今天，意向性也被简单地理解为意识的结构或行为的、人格的结构，而在这样的理解中，那据说具有意向性结构的两种现实又是以传统的方式被看待的。尽管在现象学中，人们（胡塞尔以及舍勒）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试图超出心理的限定和心理的特性——在这个问题上，胡塞尔把意向性把握为一般的理性结构（不是作为心理之物的，而是与心理之物划开了界限的理性），而舍勒则将意向性把握为精神的或人格的结构，并且也是将其与心理之物划分开来的——但我们将要看到，凭借理性、精神、anima（生命）所意指的东西，并没有克服这门理论所徘徊于其间的那一最初的进路。我之所以指出此点，是因为我们将会看到，现象学是如何地需要通过对意向性加以规定而在它的内部实行一种彻底的深化。因而，人们不应该为了反驳现象学的意向性而简单地批评布伦塔诺！倘若如此，人们将在一开始就失手错过意向性这一课题。

并非意向性本身是形而上学的教条式的，毋宁说，只有那种为意向性结构奠立基础的东西才是形而上学的和教条的，而由于传统上对这一所谓的结构究属何物未加追问，对这一结构本身的意义未加追问，以致这种东西现在依然还在起着奠基的作用。不过，在对意向性进行初步的理解之际，我们的方法上的原则应该是：我们恰好不要费力去作出什么解释，而只是去把捉住那自身显现的东西——尽管这一原则也许还是相当地贫乏的。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依循意向性本身并出入于意向性而完全合乎实际地看清：意向性是什么东西的结构，以及它以怎样的方式而成其为这种东西的结构。意向性不是关于心理之物的一种最终的说明，而是对那些按传统的方式得到规定的现实，如对心理之物、意识、体验关联、理性等这类无批判的设定加以克服的最初的起点。但是，如果这样的一项任务就包含在现象学的这一基本的概念之中，那么意向性这个名称就最不应当用作现象学的口号，毋宁说，意向性所指称的是这样一种东西：现象学本身的兴衰生灭就是由这种东西的展开所制约的。由此，我们就必须不加伪饰地说：那意向行为与意向对象的共属一体所意味的到底是什么，这一点依然是晦而不明的。一种存在者的被意向状态与此存在者本身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一点依然如同谜一般难解。甚至在根本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如此提问，连这一点现在也依然是成问题的，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只要人们还在用各种赞成和反对意向性的理论去掩盖意向性的隐秘，那么人们就不能去探询意向性之谜。只要我们还在对意向性进行着抽象的思考，那么我们关于意向性的理解就不会出现太大的进展。我们应该只是通过探究意向性的具体现象来加深对它的理解。现在，作为进一步理解意向性的又一个契机，我们将尝试去阐明现象学的第二项发现，即关于范畴直观的发现。

第六节　范畴直观

只有当意向性在根本上作为一种结构而先行获得了阐发之后，我们在当前这个题目下所欲探明的东西才有可能得到揭示。就其含义而言，“直观”这一表述与上面我们已在充分的意义上加以规定的“看”是相应的。直观所指的是：对具体有形的显现物本身的简捷的把捉，就如同这一显现物自身所显示的那样。在这一概念中，首先没有假定，感性的感知是否就是直观的唯一的和最为源本的样式，或者，就其他的课题领域和构成成分而言，是否存在着直观的更广泛的可能性。其次，在这个概念中，也没有搀杂进多于现象学在使用这一表述时所具有的含义：对具体有形的被给出者的简捷的把捉，如同其自身所显出的那样。现象学意义上的直观（Anschauung）并不是指某种特别的能力，某种使自己转入世界的另一个锁闭的领域和深度中的出类拔萃的方式，也不是属于柏格森所使用的直觉（Intuition）的某种样式。因此，如果有人把现象学说成是与当代直觉主义互有牵连的，那就是一种草率的做法；现象学与直觉主义恰好是互不相干的。

范畴直观这一发现表明，首先，存在着一种对于范畴之物的简捷的把捉——在传统上，人们就把存在者中的这样一些组成成分称之为范畴，并很快就以一种粗糙的形式见出了这种成分。其次，这一发现首要地证实了，这种把捉渗透到了最为日常的感知和所有的经验之中。凭借这种把捉，语词的意义方能为人所明白。现在，我们就将指明这一直观方式本身，把它作为意向性呈显出来，并且探明：在范畴直观中，是什么东西得到了直观，而这种东西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获得直观的？

前面已经提示，范畴直观作为一种嵌入成分（Einschluβ）应该出现于一切具体的感知（对于物体的感知）之中。现在，为了对这样的范畴直观加以证明，我们还需重新回溯到关于椅子感知的范例上。不过，为了在这个例子中看到范畴直观，我们还必须取得充分的准备。为此，我们还需要进行两项更为一般的考察：一方面需要进行关于意向式意指及其意向式充实的考察，另一方面则需要对经过了表达的意向式行为，也就是对直观与表达进行考察。

我们将要看到，我们的行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我们的体验）是彻底地经过了表达的体验；即使这些体验尚未付诸言辞，它们也会在某种贯透着理解的串联（Artikulation）中得到表达（当我简捷地亲历于体验之中而未对其进行专题的观察之际，我就凭借体验而秉有了这种理解）。

a）意向式意指与意向式充实

α）自证作为呈示性的充实

在描述各种样式的表象之间所具有的关联的时候，我们指出了各种表象样式的从单纯的空意指（符号化行为）到源本的给予性感知（在最狭窄意义上的直观行为）的一个确定的阶梯系列。就其含义而言，空意指是未得到充实的，而空意指中所涵泳的被意指者（Verneinte）也就寓于空意指的未充实状态之中。空意指或被意指者能够以某种方式在直观式观照中得到充实，值此，被意指者（被观照者）就以或高或低的充实程度被给出（桥：柱子-栏杆-桥拱的样式-石建筑的组成部分）。但无论这一充实的完满程度可能是如何地高，它都总是要显出一种相对于感知性充实的差别——这一感知的充实以具体有形的方式给出了存在者。不过，只要我们伫留于有关质料性事物的感性感知，这种感知的充实就不是整体性的；虽然它源本地给出了存在者，但却总是仅仅从一个角度予以给出的。无论一种感知可以是多么的充分，被感知的存在者都只能总是在一种特定的明暗层次（Abschatung）之内显现出来。因而，就一个进行充实的直观所可能给出的充实的终极程度和完满程度而言，就当存在着区别。如果说，在意指（Verneinen）方面，所有的局部意向都得到了充实，而在赋予充实的直观方面，此直观呈显出了整个事物的全体，那么我们就可以称这是一种最终的和彻底的充实。

表象的诸种方式之间的关联是一种功能性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总是在它们的意向方式中预先就得到了规定。空意指、观照、感性的感知并不是如同在一个种之中的属类那样简单地连接起来，例如就像我这样说的那样：苹果、梨、桃子、李子是各种水果。毋宁说，这些表象方式是在功能性的关系中相互依存地存在的，而充实本身则具有意向性的特性。充实的意思是说：当面直接地拥有（Gegenwärtighaben）存在者的直观性的内容，以至于先前只是得到了空意指的东西在这里以真凭实据的方式呈示（ausweisen）出来。感知或者说感知所给出（gibt）的东西进行着呈示。空意指在直观所给出的事态中自身呈示；源本的感知给出着呈示（Ausweisung）。

在此具有特征意义的，是这样的呈示或者充实中所具有的那种关联。比如可以举出具体的观照的例子：现在我可以仅仅以空洞的、清谈的方式，来想起我家里的写字台。我可以通过关于写字台的回想对此空意指加以充实，然而最终我还是需要回到家里，在原本的和最终的经验中去看这个写字台本身，以此来充实此一空意指。在这样的一种呈示性的充实中，空意指和源本的被直观物就达到了一种相符（Dekung）。这一达-到-相符（Zur-Deckung-bringen）——被意指者在作为其本身和作为同一物的被直观者之中得到经验——是一种自证（Identifizierung）的行为。被意指者通过被直观者而自证自身；在此人们所经验到的是同一体（Selbigkeit）。我们还应该看到，在这一自证的行为中，同一性（Identität）并未像同一体（Selbigkeit）那样得到专题的把捉。自证本身并非已经就是对同一性的把捉，而仅仅是对同一之物（Identischem）的把捉。只要直观原本地就是亲身具体的，它就给出着存在者，给出着实事本身。空洞的被意指者还缺乏实事本身，换言之，在直观中我就拥有了对实事本身的洞见，更确切地说：我拥有了对于先前的那种仅仅得到意指的东西的真凭实据的洞见。在这一作为自证行为的充实中，就有着一种对于被意指者之真凭实据的采见（einsichtnahme），而人们就把这一作为自证性充实的采见称之为明见（Evidenz）。

β）明见作为自证性的充实

所谓自证性的充实，就是我们称之为明见的东西。明见是一种确定的意向式行为，确切地说就是对于被意指者和被直观者的自证；被意指者经由实事而验明自身。胡塞尔第一次成功地清理了明见现象，并借此而赢得了超越一切传统上笼罩在逻辑学和知识论中的晦暗不明的决定性进步。不过这一发现并未取得太多的结果。今天，人们还在坚持以一种传统的神话般的方式来理解明见，因为人们还是把它看作某一种经验的，特别是判断经验的标志，将其看作有时在我们心灵中涌现出来的一种信号，它向我们报道：与这个信号相连接而出现的那个心理过程，应该是真实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好像是对于一种心理资料的报道，它表明：在判断活动之外，存在着某种与此判断相应的实在之物。众所周知，这一超越之物本身是不能成为内在之物的，故此它就必须能够在“内部”进行呈报。按照李凯尔特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的“明见感”（Evidenzgefühl）。

但是，如果人们看到，以自证方式进行把捉的行为是由意向性所规定的，那么人们就不会诉诸把明见作为心理感觉或心理资料的神话式理解，就好像首先存在着一个（心理上的）压力（Druck），而后人们才察觉到真相（真理，Wahrheit）的当场给出。

此外，还有一种通常的理解，它把明见当作某一特定的经验类别即判断的附属物。这种把明见当作（心理）过程的一种可能的附属物的界定以至概念，是与实情不相符合的。我们很容易看到，只有当见出了明见中的意向性时，明见才能够在根本上为我们所把捉。正是在这里，我们获得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基本洞见。因为明见的行为所指的就是：出自源本直观的实事（Sache）而对事态（Sachverhalt）的一种自证性的看取（Heraussehen），所以，依据事情领域的存在特征，依据（对事情领域的）把捉方式的意向式结构，以及依据以以上二者为基础的各种充实的可能性，明见的含义就总是存在着不同样式的区别和不同的严格性的区别。由此，我们可以谈到明见的领域特性（Regionalität）。按其意义，每一明见都可被划归于一个相应的事情领域。而要将某种可能的明见方式，比如数学的明见方式移植到其他的把捉方式之中，那将是荒谬的。这一点也适用于严格的理论性呈示的观念，据其意义，此观念是分别建基于不同的理论（哲学的、神学的、物理学的）所各自具有的明见概念之上的。在看到所有的这些区间差别的同时，另一方面，我们还须注意到明见的普遍性。明见首先是所有对象给予行为的，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所有行为（意志的明见、愿望的明见、爱和希望的明见）的一种普遍的功能。它不仅仅限于陈述、谓词、判断的领域。而在具有这种普遍性的同时，就明见的事情领域和通达方式而言，又存在着各自的不同。

至此，我们就赢得了这样的几项结果：第一是纯粹的和绝对的明见的观念，作为对本质事态之洞见的“确信无疑”；第二是对“个别的”事态、对“实情”之洞见的观念，即assertoric（实在的）明见；第三就是关于这二者之间的联结的观念：对某一个别事态所带有的那种以“给定的个别物”为本质根据的必然如是（Notwendigkeit des Soseins）的洞见。

γ）真理作为呈示性的自证

现在，依据对总体的和最高的充实所做的阐发，就产生了两个现象学的概念，这就是真理和存在的概念。最终的和彻底的充实所说的意思是：对被意指者即intellectus（理解）与被直观到的实事本身即res（存在者）之间的adaequatio（相符）所作的度量（Anmessung-adaequatio-des Vermeinten-intellectus-an die angeshaute Sache selbst-res）。由此，我们就赢得了关于经院派的如下这一古老的真理定义的一种现象学式解释：veritas est adaequatio rei et intellectus（真实的东西就是存在者与理解的相符）。而另一方面，在意指的关联体中，没有任何局部意向（Partialintention）处在以对象性方式得到呈示的东西之内，这种局部意向不会以直观的方式，不会出自源本被直观到的实事而得到充实。按照现象学式的理解，adaequatio（相符）的意思就是指那种以达到-相符（Zur-Deckung-bringen）的方式而实现的度量（Anmessung）。那么，就认识的完全的结构关联而言，现在真理这一名称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凭借被直观物而对被意指者所作的呈示就是自证，以现象学的方式，可以将此规定为意向性，规定为自身-指向的行为。这就是说，每一行为都有它的意向式的相关项，感知有其被感知者，自证有其被证实者，而在这里，被意指者与被直观者的同一状态（Identischsein）就成了自证行为的意向性相关项。据此，人们就可以将一个三重体标识为真理：真理的最初概念所指的就是被意指者与被直观者的这种同一状态。因而，成真（Wahrsein）所意味的，正好就是这种同一状态，就是这种同一性（Identität）的合成（Bestand）。从自证行为的相关项着眼，现在我们就赢得了有关真理的初步的概念：被意指者与被直观者之同一性的合成。在此，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凭借对实事本身的把捉、凭借行为的实现，感知本身就亲历于具体的感知的活生生的行为当中和被意指者的呈示当中。当被意指者与被直观者走向相符之际，我就源本而唯一地指向了实事本身，尽管如此——这一点是这一结构关联的独特之处——，在对被直观到的实事之把捉当中，明见自身也得到了经验。某物得到了经验（erfahren），却没有得到把捉（erfaβt），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达到的一种奇特的（结构）关联。而恰好只是在对象得到把捉之际（也就是在同一性未被把捉之际），此同一性才得到了经验。达到一相符是寓于实事之中的，而恰好通过作为一种特定的意向性的这一“寓于实事之中”（Bei-der-Sache-sein），此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本身的实现是非专题的）才直接而明白地被经验为真实的。而以上所说的内容，就是这一说法的现象学含义：在明见的感知中，我不是在专题地探究属于这一感知的真理本身，而是亲历于真理之中。成真（Wahrsein）应被经验为一种特出的行处干连（Verhalt），一种被意指者与被直观者之间的行处干连，确切地说就是在同一性意义上的行处干连。我们把这一特出的行处干连称作真的行处干连（Wahrverhalt）；而成真恰好就寓于这一行处干连之中。所谓真理，就当在这样的一种着眼于自证行为之相关项的标识中，也就是根据意向性而联系到Intetum（意向对象）来加以看待。

与此相关，在对意向行为（不是对行为的内容，而是对行为本身）的考量中，我们就可获得关于真理的第二个概念。现在，我们的专题不是关乎意指和直观中被意向者的同一状态，而是明见作为相符性的自证所具有的行为结构本身。换言之，我们这里要探察的，是意指行为和直观行为之间的结构关系，是明见的意向性结构本身，是被理解为adaequare（应和）的adaequatio（相符）。在此，真理就被把握为认识所具有的特性、被把握为行为，也就是被把握为意向性。

人们可以在两重意义上来把握adaequatio（相符）的真理概念，而在历史上，此概念一直是从两个方面得到把握的：一方面作为自证的、作为“达到-相符”的相关项，另一方面作为对达到-相符这一行为本身的规定。关于真理概念的争论一直都在这两个论题之间来回进行：真理是事态（Sachverhaltes）与实事的一种关系以及真理是各种行为的一种特定的关联（因为我只能够说到一种出自认知的真理）。上面的两种理解、两种片面地规定真理概念的尝试，都是不完善的；无论是基于事态的理解，还是基于行为的理解，都没有切中真理的源本意义。

而通过重新沿着被直观到的存在者本身的方向去加以观察，我们就可获得真理的第三个概念。真实的东西（das Wahre）也可以在存在着的客体本身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它作为源本被直观到的东西向人们呈示出来，而这种呈示则为同一化行为提供了基础与正当性。因而在这里，真实的所指的就是那使得认识成真的东西。真理在这里就意味着存在（Sein）、成为-真实（Wirklich-Sein）。这是一种在希腊哲学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的真理概念，而这个概念一直是与前面所说的两种概念相互混杂在一起的。

δ）真理与存在

借助真理的第一个概念：真理作为被意指者与被直观者之同一性的合成——真理作为成真（Wahrsein），我们同样也赢得了一种确定的在成真（Wahrsein）意义上的存在（Sein）的含义。依循一种在简捷的椅子感知中所达成的关于事物的陈述：“这一把椅子是黄的”，我们可以让上述之点成为明白可见的。被陈述者本身，此陈述所表述的内容是椅子之“是黄色”（Gelbsein），人们也将这一内容称之为被判断的事态。在被判断的事态中，我可以辨别出两重的内容：是-黄色的（Gelb-Sein），我可以把“是”划上着重号，并借此指明：这一把椅子实在（wirklich）是黄的，它真的（wahrhaft）是黄的。人们会注意到，我们是如何能够交替地使用“实在的”和“真的”这两个词的。这一着重标出的是（Sein）所指的正好就是：先前所指出的那种真的行处干连得以合成，就是说，被意指者与被直观者之间的同一性得以合成。“是”在这里所意味的，正好就是真理的、真的行处干连的合成，同一性的合成。

现在，我可以根据一个与上述所说相对反的方面，来强调对于是-黄色的（Gelb-Sein）这个事态的表述——当然这仅仅只是一种图式化的考察——现在我所强调的是“是-黄色的”（Gelb-Sein）。当我以S=P这个式子解析此判断时，这一强调在形式上所说的恰好就是S的是-P（P-Sein）。用现在的这个“是”，用我在是-黄色的这个强调用语中所指的“是”，我所要表述的不是被判断的事态的成真（Wahrhaftsein），而是S的是-P，也就是谓词向主词的归属。现在所意指的是作为系词的是——这把椅子是黄的。运用存在（是）的这第二个概念，就不像第一个概念那样指的是真的行处干连（Wahrverhalte）的合成，而是事态本身的一个结构环节。作为行处干连的事态有其形式上的结构S=P。在“这一把椅子是黄的”这一表述里，我们所意谓的是存在（是）的两种意义——存在（是）作为事态本身的关系因素（Verhaltnisfaktor）和存在（是）作为真的行处干连（更确切地说，就是事态在真的行处干连中的合成与持存）。就这两种含义从未通过现象学的方式获得过清理而言，判断理论一直都是充满了混乱的，就是说，在没有将这两种关于存在（是）的含义区分开来的情况下，人们就建立起了判断理论。而只有从这一区分出发，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两种含义在结构上是怎样地互为条件的，而在命题本身中，又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表达可能性。关于存在（是）的这两个概念的区分：真理（而真理又被解释为同一性之合成）意义上的存在以及系词（系词则被解释为事态本身的结构因素）意义上的是，是一个属于现象学的逻辑学领域的问题。这里所具有的现象上的结构性联系在于：那在其自身结构中就赋有这个“是”、这个“存在”的真实的事态，本身就是（自证行为的）相关项，是事态本身之中的一个相关项。而这就是说，当其依凭事态本身而获得呈示之际，作为单纯被意指的事态就是真实的。真的行处干连就这样得以合成，此行处干连得以是真实的。

在现象学最初成型的时候，就已经赢得了以上两个关于真理的概念以及相应地关于存在（是）的两个概念，并在现象学的进一步发展中一直贯彻了下去。把握以上的这些概念，对于我们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后面将要提出有关存在意义的根本问题，并且还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依据成真（Wahrsein）的关联体和与之相应的成实（Wirklichsein）的关联体，我们是否就可以在根本上原初地引出存在的概念？或者，真理是否是一个首先依据陈述，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依据客体化行为才能够原初地予以把握的现象？

真理这一名称原初而原本地应归属于意向性，这就是说，根据意向性所具有的枢机，真理应该既归属于意向行为又归属于意向对象。在传统上，这一课题被专门划归于陈述行为，也就是述谓的、连接的行为。但是，当我们回忆起关于明见的阐述时，这一点就当清晰可见：那种非连接的，亦即单射线的、单命题的（monothetisch）行为，也同样地具有呈示的可能性，就是说也能够是真的。据此，现象学就已经超越了那种把真理概念限制在连接性行为之内、限制在判断之内的做法。连接性行为的真理仅仅是一般认识的客体化行为这种成真方式的一种特定的样式。由此，在未有明确意识的情况下，现象学的这一真理概念又回归到了一种境界广阔的真理概念之中：依据这种真理概念，希腊人——亚里士多德——也能够将感知本身和关于某物的简捷的感知称为真实的。由于现象学没有意识到它自己的来路，它也就不能切中希腊真理概念的原初的意义。但是，基于这一与希腊真理概念的联系，现象学还是成功地做到了这样一点：在经院学派的真理的定义（而这种定义通过某种迂回又要回溯到希腊哲学）中，首次又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可理解的意义，并将此定义从令人迷惑的错误解释中挽救了出来——正是这种错误的解释导致人们以一种充满危害的做法把图像概念引入了关于认识的解释之中。

在传统上，如果说真理是与连接性行为、与判断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存在”就倾向于被看作是非连接性、单射线行为的相关项（作为对于对象、对于实事本身的规定）。但是，如同在真理的情况中必须作出一种“拓展”一样，在这里的“存在”的情况中，也需要不但从实事方面，而且从事态方面进行拓展——在“存在”方面以及在“如此存在”方面都要加以拓展。这样，才可望达到对存在与真理的现象学解释进行描述所必需的条件要求。至于我们现在所已经达到的东西，首先对于理解范畴直观具有某种准备性的作用，而对于进一步的合乎实事的探索而言，它同时也具有一种基础性的意义。

b）直观与表达

至此，我们基本上已经指明了直观的含义，而这个含义并非只能限定在对于感性之物的源本的把捉这一范围之内。此外，在关于直观的概念中，也没有隐含任何的关于如下问题的先入之见：直观是否可以一蹴而就，而作为这样的直观，它是否就给出了孤立的、点式的对象？在我们对意向与充实之间的意向性关联作深入的阐明以及对作为自证性行为的明见加以清理之际，已经以隐含的方式引入了一些未加澄清的现象。将真理规定为例如一种事态的真的行处干连，这要通过回溯到命题和陈述才能得到实现，确切地说是要回溯到这样的一种陈述——由这一陈述出发，我们将可以表明：我们是通过对椅子这个物体的感知而实现上述规定的。

陈述是意谓行为（Bedeutungsakte），程式化命题意义上的陈述只是可表达状态（Ausdrücklichkeit）的特定的形态，而可表达状态的含义是：通过意谓（Bedeutung）而对经验或行为作出的表达。把关系到所有行为的表达与已表达状态（Ausgedrücktheit）的原本含义看作基础性的东西并将其置于有关逻辑之物的结构这一问题的前台，这一点是现象学研究所取得的一项重要的功绩。如果人们想到，我们的行为事实上是彻底地由陈述所贯穿的，它们总是在某种可表达状态中实现的，那么现象学的这种做法就不会令人惊奇。实际上，我们最朴素的感知和理解就已经是经过了表达的，甚至是以一定的方式经过了解释的。与其说我们首先和源初地看到了对象和事物，还不如说我们首先是在谈论对象和事物，更确切地讲，我们不是在说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相反，我们是在看到人们对于事物所说出的东西。可以说，这一可表达状态、这一“已经-被说出-且被透彻说出-状态”（Schon-gesprochen-und-durchgesprochen-sein）就是世界以及对世界的可能的理解和把捉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的规定性，而现在，在我们追问范畴直观的结构之际，我们就有必要在根本上把这样一种规定性纳入我们的眼界。

α）感知的表达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将一个我们在某一具体的感知中进行的表达称之为真实的？那种我在具体现实的感知中所做成的表达，也可以像对应于某一具体感知的空意指那样获得充实吗？

按照惯常的说法，我们可以将这里的情形表示为：通过陈述“这把椅子是黄的并且有坐垫”，我就给出了对于我的感知的表达。对于这里的“表达”，我们应当作何理解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给出一种感知的表达，一方面可意味着通报（Kundgeben），也就是关于感知这一行为的通报。这个通报指出：我现在正进行着这个感知；我告之于人：现在我在进行这个感知。对行为加以通报的可能性，不仅对感知而言是存在的，而且对任何一个行为而言都是存在的：存在着对于感知、表象、判断、愿望、期待以及诸如此类行为的一种断定性的通报。当我对他人说“希望你关注此事”时，这之中就包含了：我期望着你去关注它。除了其它的含义以外，这里还关涉到向他人的传述（Mitteilung）：我对他有所期待。或者当我说“我希望……”时，这样我就给出了愿望的表达，即我通报说，我的心灵正被这一愿望所贯注。这样，在以上第一个意义上的给出-表达（Ausdruck-geben），就是关于行为的现成存在、关于这一行为正贯注于我的心灵的通报。就此而言，所谓对一个行为给出表达，它所指的就是：现在我告知，我听到了下面的汽车噪音。

但是，所谓“给出一个感知的表达”，也可以不是指对于行为所作的通报，而是指对于在行为本身中被感知到的东西的传述。在表达的第二种样式里，我不是在就行为及其当下存在作出陈述，我不是申明有关这一椅子的感知正出现在我心中，而毋宁说，现在陈述所陈明的，是被把捉到的东西本身，是作为行为中的被感知者之根据的东西，是存在者本身。现在，表达的这种含义就扩展到了所有朴素的给出对象的行为之中。这样，我就可以在一种空意指中，在对某物的单纯的念想中对其加以陈述。而在这样的陈述中，我不是就一个单纯的表象，就某种主观性的东西，而是就被意谓者本身作出陈述，固然这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陈述：我并未对那个我有所讲说的东西的每一步骤进行直观的呈示。当我们谈到感知陈述（Wahmehmungsaussagen）时，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就感知中的被感知物加以传述”这个意义上而对感知给出表达。一个感知陈述是在对感知中被感知到的存在者作出传述，而不是就感知行为本身进行告知。

现在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物体感知和在其中所形成的陈述的案例上。出自对未分解的（unabgehobener）事物整体的最初的、简捷而纯粹的把握，这一陈述凸显出了特定的干连，它从源本被给出的直观性内容中抽取出了此一干连。按照前面的讲法，正是在实物之中、在源本地被给予和直观的东西中，陈述才获得了自己的作为相符的呈示（Ausweisung）；陈述成为真实的。在陈述的意义中就包含着走向它本身的真理、走向它本身的成真的趋向。唯有这样，它才真正地是它所是的东西。前面关于真理、相符（Adaequation）、充实所说的东西，显然也完全可以从简捷的把捉行为移用于陈述的行为。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试图看清，感知陈述是如何在被感知者中得到充实的。

为此让我们回到前面的案例并且记起，我们曾经拥有那种由简捷的感知所给出的东西：实在出现的物体（椅子）的完整的实事内容，进而还拥有关于它的表达：这把椅子是黄的并有坐垫——S是P与Q。这里的问题是：这一陈述在被感知到的东西中可以找到完全的充实吗？每一完全的意指与陈述的意向都可以根据感知而在实物当中找到证实吗？简而言之，那对于感知加以表达的感知陈述，能够以切合于感知的方式得到证实吗？这就是说：那联系到明见而赢得的真理的观念，也可以贯彻于陈述本身之中吗？——而在我们的行处应作的具体行为的范围之内，陈述构成了一个广阔的领域。更确切地讲，需要逐一加以探问的是：“这个”、“是”、“与”等可以根据感知而在实物之中获得证实吗？这个椅子、这个“有坐垫”（Gepolstertsein）和这个“是黄的”（Gelbsein）我都可以看见，但是我将永远也不能够如同看见椅子那样去看见“这个”，看见“是”、“与”。在完全的感知陈述中，存在着一种意向上的剩余物（Überschuβ），而简捷的物体感知不能够胜任对这种剩余物的证实。

但是，也许这只是在一种单纯的命名、一种名词性设定这类较为简单的表达中的情形（例如这种样式的设定：黄色，有坐垫的椅子）？然而，当我们更为深入地考量时，在这里甚至也出现了一种剩余；我可以看见“黄-色”，但是我却不能够看见“是黄”（Gelbsein）、“有色”（Farbigsein），而这一表达要素“黄”，也就是属性，经过完整的表达所指的应是：这一把是黄的（gelbseiende）椅子。而这一表达中的这个“是（存在）”（Sein），以及上面的作为“是”（ist）的存在，乃是不可感知的。

“是（存在）”不是处在椅子之中的一种像木头、重、硬、颜色等等那样的实在的要素，它也不是像坐垫或螺钉那样的附着于椅子之上的东西。“存在”——康德已经说过，而他在这里所指的是实在的存在（Realsein）——不是关于对象的实在的谓词，而这个说法也适用于系词意义上的是。明显可见，在这里，陈述与被感知者之间就不存在什么相符，就内容而言，被感知者总是少于人们关于被感知者所陈述出来的东西。以一种顺应感知的方式去看，我们将完全找不到陈述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据此，我们是否就必须放弃那种与一般陈述相对应的充实的观念，由此也放弃真理的观念呢？

在引出结论之前（在哲学中，这种做法从来就是一件令人可疑的事情），我们首先要更切近地朝向实事本身，就是说我们要去追问的是：前面所指出的暂时还未得到充实的那些词——“这一个”、“是”、“与”，到底原本地是什么。

我们说过，颜色是可以看见的东西，但有色（Farbigsein）却是不能看见的；颜色是某种感性的东西，实在的东西；相反，有（存在）不是任何这一类东西，因而“存在”是非感性的，非实在的。既然实在的东西被人们看作客体化的东西、被看作客体的部分和要素，那么，非感性的东西就应当与主体之内的精神之物、与内在之物等量齐观。实在的要素是依据客体而得到给出的，实在之物以外的东西则是由主体带到客体之内的东西。但主体是在内在的感知中显现出来的。那么，我将要在内在的感知中去找到这个“存在”、这个“统一体”、这个“多”、“与”、“或”吗？非感性要素的源头存在于内在的感知之中、存在于对意识的反思之中。自从洛克以来，英国经验主义就坚持以上这样的看法。这一看法在笛卡儿那里有其根苗；尽管已然经历了本质性的变形，但原则上它也还存在于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之中。而今天，人们之所以能够正好在这个问题上与唯心主义背道而驰，这只有通过现象学对以下一点的成功阐明才是可能的：非感性之物、观念之物并不能够简单而直接地等同于内在之物、意识之物、主体之物。现象学的阐明并不只是一种消极的说法，而且它也积极地指出和表明了范畴直观这一发现的真正意义。对此，我们以下还将进一步加以明察。

因为这个“是”、这个“有”、这个“统一体”（Einheit）、这个“这个”等等一类词指的是非感性之物，而非感性的东西不是实在的、不是客观的，从而也就是某种主体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必须转向主体、转向意识去加以考察。但是当我们观察意识时，只要意向性未进入我们的眼界，我们所发现的就将是——这依然还是从前的观察方式所具有的特征——心理过程意义上的意识行为。如果我对意识加以探寻，我发现的就总只是判断、愿望、表象、感知、回忆，也就是内在的、心理的事件，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出自内感官而向我呈显出来的东西。因此，按照现象学上的一致性，人们说：这样的一些我通过内感官而呈显出来的概念，在根本上就是一些通过内感官而得以通达的感性的概念。当我探寻意识之内在时，我获得的总只是感性的东西和对象性的东西，我必须把这些东西称之为心理进程的实项的（reelle）组成部分，然而我却永远也找不到像“存在”、“这一个”、“与”这样的东西。因此胡塞尔说：“不是在对判断或者进一步在对判断充实的反思中，而是在判断充实本身中，才真正存在事态概念和（系词意义上的）存在概念的源头；不是在作为对象的行为中，而是在这些行为的对象中，我们才找到了让上述这些概念得以实在化的抽象的基础……”[9]“存在”（范畴）、“与”、“或”、“这一个”、“一”、“几个”、“而后”不是任何类属于意识的东西，而是某一行为的相关项。

当我要形成一个总体的概念时，我不是通过对组加的心理过程a+b+c+d……的反思，而是着眼于在此总体把握中所意谓的东西，不是面向行为，而是面向行为本身所给出的东西，去发现这一总体现象。同样地，我不是在对意识和对作为一种观念化行为之过程的主体的反思中，而是着眼于行为本身中所意指的东西，去发现同一性的范畴。

在这里，依据对一个古老的成见（这一成见将“非感性者”、“非实在者”解释为并等同于内在的和主体性的东西）的这样一种原则性的和决定性的修正，人们同时也看到了：对这一成见的克服同时也要依赖于意向性之发现。当我们正在抉择关于范畴之物的正确理解，而同时又认为我们能够弃绝作为一种神话式概念的意向性之际，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然而，这两种做法其实就是一回事情。

“全体”、“与”、“但是”……不是任何类属于意识的东西、不是任何心理之物，而是某种特别样式的对象属性（Gegenständlichkeit）。这种对象属性所关涉的是这样一些行为：这些行为所要给出的是某种依止于行为本身的东西，确切地讲，就是那些不具有实在的-感性的物体对象之特性，就是不具有对象的组成部分或对象的构成要素之特性的东西。这些要素不是通过感性的感知而获得证实的，毋宁说，唯有通过一种本质上同一样式的充实方式，也就是通过在相应的呈示性行为中的原本的自我给出的方式，这些要素才成为可证实的。如同“全体”、“数目”、“主体”、“谓词”、“事态”、“某物”是各种对象一样，我们也必须以相应的方式将原本地证实着这些对象的行为理解为直观（如果我们只是遵循直观的形式上的意义的话）。那些处于完整的陈述之内的要素，那些在感性的感知中为之找不到任何充实的要素，通过非-感性感知、通过范畴直观获得了充实。在完整的陈述的各种要素之中，我们至今还没有对其充实方式加以阐明的要素，就是这里的范畴之物。

β）简捷的和多层的行为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首先就是严格地廓清两类直观之间的区别，其次就是更为明确地规定范畴化行为本身。

我们已经表明：简捷的，即感性的物体感知不能够完成对所有的陈述意向的充实。现在，尽管感知的意向性特性已经大致地得到了标识，但它的“简捷”的特性却恰好依然未获得规定。而关于此特性的补充性规定，应该同时也能够显示出这一特性与另一样式的行为即所谓范畴化行为之间的区别。

那么，是什么构成了感知当中的简捷性（Schlichtheit）特性呢？经由对简捷性这一要素的阐明，我们将找到一条对“范畴化行为的奠基”和“范畴化行为的被奠基过程”之含义予以阐明的进路。而利用对被奠基行为的阐明，我们相应地就能够既把简捷感知的，也把被奠基行为的对象属性理解成一个统一的对象属性，而这样的理解将使我们看到：简捷的感知（人们倾向于将其称作“感性的感知”）是如何在其自身之中就已经是由范畴直观所贯穿的，以致虽然感知性把捉的意向性是单纯而简捷的，但感知的单纯性却并不排除行为结构本身的一种高度的复杂性。

我们已经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描摹了简捷的感知所具有的特性。根据它的意义，其中的一个特性就在于：它以亲身具体的方式给出它的对象。在这样的一种亲身具体的给出中，对象本身保持自身为同一个对象。在各种不同明暗层次（这些明暗层次是在各种感知的系列里显现出来的）的相互转换中，我看到的是作为“同一个自身”的对象。我可以通过例如围绕着对象来回旋转，来获得这样的一种对于同一个物体的感知系列。那么，我们如何来确切地规定这一感知系列的相互间联系呢？这一感知系列并不是对于若干时间上相邻近的行为的单纯的呈示，而这些行为是通过一种随后进行的综括（Zusammennahme）才得以形成为一个感知的。但是，如果我们用现象学的方式来加以省察，这里的实情就应该是：每一个处在连续的系列之中的单一的感知相状（Wahrnehmungsphase），其本身都是对于物体的一种完整的感知。在感知的每一瞬间，整个物体都是具体有形的它自身，而这个自身是作为同一物的它自身。这就意味着：感知系列的连续体不是事后通过对此系列所作的更高层次的综合而形成的，相反，这一感知系列中的被感知者是在一个行为级中被给出的，也就是说，这个感知关联体（Wahrnehmungszusammengang）是一个唯一的、仿佛只是经过了拉长的感知。此感知“以简单而直接的方式面对它的对象”。[10]以上所指明的这一层特性，即各个不同的感知相状都是在一个行为级中实现的，以及感知系列的每一相状都是一个完整的感知，就是我们所称作的感知的简捷性或单级性特征。简捷性所指的是：不存在那种多层级的、只是在事后才去构建某种统一体的行为。因而，这一“简捷”的特征就意味着一种把捉的方式，这就是意向性的特征。作为把捉的方式，这一意向性特征并不排除：这一感知（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本身所具有的结构在最高的意义上是错综复杂的。这样，感知的简捷性所指的就不是行为结构本身的单纯性。反过来，范畴化行为的多层级性也并不排除：这一行为是单纯的。

这一有关感性感知及其单级性的富有特征的理解方式，就使我们有理由赢得一种实在的对象的定义，这样一种定义当然有其界限并首先只是在关于感知和感知对象的分析中获得的。对于胡塞尔，“实在的”所意指的含义也就是实在性（Realität）所具有的最源本的意义；依据定义，一个实在的对象就是一个简捷感知的可能对象。[11]实在的部分（Teile）这一概念，或在最广泛意义上，实在的局部（Stücke）、实在的要素（Momente）、实在的形式（Form）等概念也由此而得到了规定。“一个实在的对象的每一部分（例如形式）都是一个实在的部分。”[12]在我们面对“范畴性结构本身的结构环节与实在的对象具有何种关系”这一问题时，这一点有必要牢记于心。在此我突出地强调的是：与感性的、简捷的感知概念相关联，这一“实在的”、实在性的概念是一个完全特定的关于“实在之物”的概念，当然也就是一个对世界的实在性分析（就如同胡塞尔所进行的那样）有着决定性意义的概念。

在简捷的感知中，对象整体作为具体有形的同一之物而清晰地得到了给出。与此相反，那最初被简捷地感知的东西所具有的各个部分、要素与局部则是以混而未分的、不分明的方式当场在此的[这里的在此（da）同时就是指那种可离析的（abhebbar）先行给予]。这一简捷的感知，或者说它所给出的东西——当前的存在者本身，现在自然就成了这样一种行为的基础：此行为基于简捷感知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意向性（对象属性的一种相关项）而构建起来，简捷的感知是构建新的对象属性（Objektivität）所必需的基础。

在前面，我们只是指示过这些新的对象，在关于完全陈述的意谓（Vermeinen）中意指（vermeint）过这些对象。而借助这一初步的指示，就给出了那些给予着这些对象的直观方式的预先提示。现在，应该是我们去看清这些新的对象属性与实在的对象的对象属性，以及与基础级的对象属性之间联系的时候了，应该是我们去看清各种意向本身的层级关系的时候了。根据我们对意向性的根本枢机所说过的东西，这两者是不可分开的。现在，当我们谈论行为系列，谈论基础级的行为与建基于其上的行为（谈论简捷的行为与被奠基的行为）时，我们的目光不是指向心理的事件与这种心理事件在渐次出现的时间序列之中的联结，毋宁说，行为系列是意向性的各种层级构造关系和各种变形（Modifikationnen），就是说，是（行为的）那种以其本己的对象为鹄的的各种指向性的结构。作为行为，它们从来都具有其可能的、它们自身所意指的存在者，它们凭借一种特有的显现方式而拥有这一存在者。在多层级的行为中作为对象之物而显现的东西，是永远不能在基础级的简捷的行为中获得通达的。就是说，正是凭借一种新的对象化方式，范畴化行为使得那些此种行为构筑于其上的对象属性（即简捷的被给出者）成为可参通的。这种使得简捷的预先给出的存在者能以为我们所参通的新的方式，人们也与行为相关联地称之为表达。

就被奠基的行为与奠基的、简捷的行为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完全一般地讲：被奠基的行为（即范畴化行为）虽然同时指向在它之中一同得到设定的、以单纯的行为（即奠基性行为）为基础的对象属性，但却是以一种与简捷的给予性行为的意向性不相重合的方式指向这些对象属性的，就好像多层级的范畴化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简捷的给予性行为的一种形式化的重演。而这就意味着：被奠基的行为对简捷的预先给出的诸对象做出了新的展放，以至于这些对象所具有的实在的内容恰好达到了分明的把捉。

为了得见范畴直观的本质性要素，我们有必要考察范畴化的、被奠基的行为的两大类型。第一是综合的行为，第二是一般直观的行为，更好地说是对一般之物的直观行为，或者用更为准确的术语说：观念化（Ideation）行为。而关于观念化行为的考察，同时还会给我们提供这样一道桥梁——由这一考察出发，我们就能够通向我们将要讨论的现象学的第三个发现，这就是先天的特征。以下我们将根据三个视角来考察范畴化行为：第一要考察范畴化行为的被奠基特征；第二考察范畴化行为的呈显性特征，也就是考察它的直观性特征、它的对对象属性加以呈显的功用；第三考察简捷的行为所含摄的那些对象属性是通过怎样的相状与方式而在范畴化行为中一同被给出的。

c）综合行为

在对一个存在者的简捷的感知中，被感知的存在者本身首先单纯地（einfaltig）当场在此。这一单纯性是指：其中所包含的实在的部分和要素是未经辨析（unabgehoben）的。然而，只要这些部分和要素在整个简捷地被把捉的对象的统一体中得到了呈显，那么它们同时就是可加以辨析的。此一辨析（Abhebung）是在一种新异而独特的阐发（Explikation）行为中执行的。正是这种例如在被感知的椅子中、在S中，也就是在整个被感知的事情整体中对于“黄色”、对于q的简捷的辨析，这种对作为依附于椅子的一种特定属性的色性的简捷的抓取，才使得这个q、这个“黄色”作为要素显现于前，而这个要素在先前对于物体的简捷的感知中却并未呈显。这一对存在于S之中的q的辨析，同时也包含了对作为一个自在整体的S——而这个整体自身就包含着q——的辨析。对于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的q的辨析与对于整体本身（其中包含着作为部分的q）的辨析，这两者乃是同一个对作为整体的S加以辨析的行为；更有甚者，在对处于S之中的q加以辨析之际，在根本上同时也辨析出了一种q与S之间的联系（Beziehen）；这就是说，椅子之“是-黄色”，这一先前未得到分解的实情，现在就通过这一分解（Gliederung）（我们称之为对于事态的分解）而成为清晰可见的。但是，尽管这种对于事态的辨析是以被感知的实物为基础的，我们还是不能够说：事态本身，那出自实物而得到辨析的合成者（Bestand），应该就是实物的实在的部分，是一个实在的局部。椅子之“是-黄色”，就是说此一事态本身，不是一个像靠背和坐垫那样依附于椅子的实在的要素，毋宁说，这一事态具有观念化的本性。椅子并不具有“椅子实在地是-黄色的”这一特性，毋宁说，实在的东西乃是这个黄色，而在事态之中只有这个性质作为一种实在的性质得到辨析，即成为对象化的东西。关于这一事态的辨析并未对给定的实物造成任何变形，椅子及其简捷地给出的实在属性（Realität）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尽管如此，却正是通过获得了辨析的事态的这种新的对象属性，椅子才作为是其所是的椅子而成为清晰可见的。通过这一陈述，通过对处于S中的q的辨析，也就是通过对事态联系的辨析，椅子的在场、它的当面现前（Gegenwart）才成为更原本的。在对事态联系加以辨析之际，我们拥有一种对给定的实物更原本地加以对象化的方式。值此，我们应该记住的是：上述从起点q到S然后再到联系这一系列的辨析步骤，并没有在原本的和最终的意义上展示出这样的一种事态辨析是如何实现的。以后我们将会看到：那首要的步骤最先并不是对q的抓取，而后才抓取出作为整体的S，最后再进行综括，以至事态联系就是根据那些最初既与的诸成分而组合起来的，与此相反：首要的步骤正好是联系本身，正是源出于这一联系，各个联系环节自身才成为清晰可辨的。

需要进一步看到的是：这一对事态加以辨析的方向（如我们刚刚已描述过的那样），并不就是唯一可能的方向。在上述的辨析中，我们是从q出发推进到S，也就是从部分到整体；但人们也可以相反地从对整体的简捷的把捉出发而推进到部分，换言之，人们不仅仅可以说：q处于S之中，而且还可以反过来说：S本身含有q。这样，在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可以从两个方向去把握的关系。事态结构本身的意义同时就蕴涵着这一双重的方向。

这些对行处干连（Verhalt）加以辨析和给出的行为，不是并列的和前后相随的行为，而是统一地处在关于事态联结本身的意指统一体之中的。它们是一种源本的行为统一体，而作为相互交融的统一体，它又呈显出了新的对象属性（更确切地说：存在者的新的对象属性），它使这些对象属性首次获得意指并作为被意谓者而成为当前的。这种新的对象属性（即事态）表明自身乃是一种特定的联结，而它所具有的各联系环节（Bezierungsglieder）就给出了包含在它之中的以主词的角色和谓词的角色出现的各个被分解的节段（Gegliederte）。

按照上述分别从整体与部分的视角来进行把捉的双重的方向，联系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实物所带有的“现在如此获得奠基的事态的方式上的如何”得到了呈显）就可以既被理解为综合也被理解为分析。亚里士多德早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现在，这一行为的意义还有待于得到恰当的领会。所谓的综合并非一定就是对两个先已分离的部分加以连结，就像把两个东西黏结在一起并加以融合，毋宁说，συνθεσισ（综合）和διαιοεισ（分析）都应从意向的角度加以理解，就是说，它们的意义就在于它们在给出着一种对象。综合不是对诸对象的一种连结，毋宁说，是（συνθεσισ（综合）和διαιοεισ（分析）在给出着对象。这里的关键在于：在综合中，作为属于S的q以及简捷的整体（Ganzheit）S明确地显示了出来。所以这样一点已变得清楚可见：只有在先行给出的实物之基础上，才有可能对作为全体（Ganzen）的事态加以辨析和呈显（Präsentierung），确切地说，这种呈显是如此进行的：在事态中，这一实物且只有这一实物清楚地显示了出来。被奠基的联系行为给出了某种凭借简捷的感知本身永远也不能够得到把捉的东西。

还需要进一步看到的是：获得辨析的事态本身并不是实物的实在的部分，而是范畴性的形式。下面，通过回溯一个阐发性的陈述（在此一陈述中，一种实在的联系本身得到了专题的表述），我们将最为明白地看清这一确定的联系即“事态”的非实在的、范畴性的特征。这个回溯还将使我们有机会同时去描述范畴性对象化的一种新的样式。

假如在简捷的观看中给出了两个明亮程度不同的颜色板a和b。[13]由此，我们可以直接地看到a比b是“更为明亮的”。上述这一特定的实在的联系是通过a和b两者的直观的呈显（Präsentation）而获得给出的。在此，我们必须在完全自然的和最切近的意义上来理解“实在性”一词所具有的含义，在这里人们不可用这个词去谈论什么物理学的或生理学的客观性（Objektivitat）。现在，通过“a是比b更亮的”这个陈述，我可以使这一先行给出的事相（Tatbestand）清楚地浮现于当前。这就意味着：A是由“比b是-更亮的”得到规定的。对此作形式上更简化的表述：a自身包含o，而o不仅简单地表示更明亮，而且表示比b更明亮。但这就是说，在目前作为一个联系整体而被辨析出来的事态中，有一种关系本身就包容在了一个联系的成分即谓词的成分之内。作为范畴性联系的事态所包含的这一连比（Relat）本身就是一种关系，确切地说是一种实在的关系。作为一种实在的实物内容（Sachhaltigkeit），这个“比-更明亮”是已经实存于感知的基础层级之中的。与之相反，“比-是-更亮的”则只是在一个新的行为中，确切地说在谓词性的联系这一最初被奠基的行为中才是可通达的。实在的联系“比-更明亮”在谓词成分的新的对象属性中得到呈显，就是说在一个非实在的联系的整体中得到呈显。这一“实在的联系呈显在事态的观念性联系的整体中”，现在还不是指：这里的实在的联系本身得到了专题的把捉。而在一种（例如以下的）以其他的方式构建起来的陈述中，也许就有着这种专题的把捉：比起c与d之间的明亮关系来，我们更容易觉察到a与b之间的明亮关系。在这里，这个“比-更明亮”就得到了专题的把捉，确切地说是以一种命名、以一种名词化的方式得到了专题的把捉，而与此同时，作为如此被命名的东西、被简捷地加以谈论的东西（不再只是被简捷地感知），就构成了一个陈述的主词成分所具有的对象属性。所有在完整的陈述“a是比b更为明亮的”中明确地得到设定的事态，都可以被名词化。名词化是一种我们用以去专题地把捉某一事态本身（例如，a相对于b“是更明亮的”）的形式。但这一名词化必须与对“比-更明亮”的单纯的辨析区分开来。这样就存在这一可能性：实在的关系、“比-更明亮”的关系，能够被从实物本身当中提取到一种观念化关系之内，提取到这样的事态关系之内：a是比b更为明亮的，而当此之际，实在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化的关系。而这两种关系不是重合的，相反，“比-更明亮”的实在的关系仅仅是处在事态整体本身中的一种连比（Relat）的内容。这里已经清楚的是：事态本身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最特别的联系。

当我们讲“事态联系是观念性的或非实在的”时，这恰好不是在说——而这一点是关键所在——事态联系是非客观的或至少是比实在的先行既与的东西更少客观性的。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通过理解范畴直观中所显示于前的东西而学会看到：一个存在者的客观属性（Objektivitat）恰好不是那种在狭窄的意义上得到规定的实在属性所能穷尽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客观属性或对象属性要比一个事物的实在属性丰富得多。更有甚者，只有根据被简捷地经验到的存在者的完整的客观属性，一个事物的实在属性才能从结构上得到理解。

在范畴直观的各种类型之中，综合行为的另一种样式是连接（Kongjungieren）和分离（Disjungieren）。它的对象性的相关项是连词、选择连词，即“和”以及“或者”。当诸对象的一种多维流形（例如a，b，c……）以简捷的方式先行给出时，这一由各种连接所构成的多维流形就可以通过我说a+b+c……而被突出地对象化，而在这里的把捉行为中，这个“加”（Plus）也总是一同得到了对象化。在这样的一种行为中，就显现出了“和”，由此也显现出了“总体”（Inbegriff）概念得以构成的对象性基础。“和”生成了一种新的对象属性，此对象属性是以最初的对象属性为基础的，但这新的对象属性却使第一种对象属性变得更加清楚可见。从其必要的结构来看，在“和”之中，那使得“和”由以成为这一特定的“和”的关系的东西，也总是一同得到了意会（mitgemeint）。着眼于对实物所具有的形态要素（figuralen Momenten）的简捷感知与对作为被清数过的“多”（Vielheit）的多维流形的明确呈显之间的区别，我们将最为明确地看清辨析行为。在一个感知行为中，我可以简捷地看见一个鸟群，一条树林的林带。这个先行给出的整体是自足的。林带、鸟群、绿翅鸭群的统一体并不是建基于此前的清数，相反，简捷地给出的整体是直观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形态性的。

很早以前，胡塞尔就在他的数学研究中看到了这一形态。目前它正在心理学中得到进一步的探究——在心理学中，人们就把这种形态称之为完形（Gestal）。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人们建立了一门新的心理学，即完形心理学；而时下这种心理学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一种世界观。

d）观念直观行为

以上所讨论的被奠基的综合的行为，必然也同时意指着奠基性的对象属性，它由于如下之点而与观念直观行为区别了开来：尽管观念直观行为也是在奠基性的对象属性之基础上构造而成的，但是，在观念直观中，奠基性的对象属性却恰好没有进入意指。作为范畴化行为，观念直观行为即关于一般之物的直观乃是给出对象的行为它所给出的东西人们就称之为型式（Idee）、ιδεα（型相）、species（种类）。拉丁词species（种类）是对ειδοσ（本相）、某物之形相（Aussehen）的翻译。一般直观行为所呈显出来的，就是人们在实物那里首先和简捷地看到的东西。在进行简捷的感知之际，我活动于我的寰世之内，这样当我看房屋时，我首先、主要和突出地看到的不是房屋的个别状态即房屋的区别相（Unterschiedenheit），而是首先一般地看到：它是一座房屋。我们并没有以凸显的方式去把握这一“作为-某物”即房屋的一般特质之“是什么”，但房屋的一般特质却已然在简捷的直观中同时被把捉为这样的一种特质：在这里，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敞明了那先已给出的东西。观念直观是一种给出种类（Spezies），即给出个别状态（Vereinzelung）之一般相（Allgemeine）的呈示性直观。在个别的房屋所表现出来的多面相（Mannigfaltigkeit）之内房屋这个species（种类）是在观念化的（ideierenden）抽象中被辨析出来的。出自一定数量的个别的红色，我看见了这个红。这样的一种对观念的看取是一种被奠基的行为，就是说，它的基础就在于对个别状态的一种已然既有的把捉。但这里所出现的那种对象化的东西——我们凭借观念直观而以一种新的方式所看到的东西，此即观念本身，也就是红色这一自身等同的统一体——却并不等于个别状态、不是特定的红。尽管个别的东西是奠基性的，但是在这里，它恰好没有一同获得意指——例如不像在连词的情况中，“和”也同时意指着此一物和彼一物，伴随着新的对象属性，“a”和“b”也同时获得了辨析。与此相反，在这里，奠基性的对象属性并没有被吸纳进观念直观所意指的东西（Vergemeinte）的内涵之中。奠基性的、个别性的表象只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去意指“这-一个”（Dies-da）或者多种多样的“这-一个”（在上例中，就是那些有着相似特性的红色球）。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这些已然既与的球具有相似的特性，或者，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性的检视（Durchlaufen）这些球而确认这种相似性。但是在所有的这些情形中，相似性本身都没有以一种专题的方式成为对象化的东西，就是说相似性还没有成为自在自足的东西，还没有成为这些球由之而得到比较的着眼点。这里的着眼点是相似性本身的观念统一体，而不是球的实在的客观的相似性。这样，种类的观念统一体也已经是在具体的把捉之中当场在此的，尽管还赶不上从比较性的观察这一视角所看到的那么清楚。那个我在比较中将其看作可比较之物的着眼点的东西，可以单方面地从它的纯粹的事态之中被孤立地提取出来，而通过这样的提取我就赢得了观念。当此之际，红这一事态本身就成了完全与每一特定的个别状态洒落无关的东西。对于观念性的内容而言，红色是在哪一个具体对象那里、通过哪一种细微的色彩差别而在个体性的个别状态中实现的，这一点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至于（观念）在根本上还存在着一种基础，这一点又是由观念直观行为的性质所决定的。如同所有的范畴化行为一样，观念直观也是一种被奠基的行为。

通过上述，以阐明范畴直观对象之意义为鹄的，我们现在就获得了有关观念直观之特征的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在根本上，新的对象属性即种类（Spezies）需要一种处于某一个别化状态的基础（Fundament），需要这样一种示范性的奠基者（Grundlage）：此奠基者先已呈显出了某物，但其自身并没有得到意指。2.观念的具体的个别化状态之范围可以是任意的。3.甚至观念的实事内容与观念的个别化状态的可能范围之间的关系，也是次要的。4.种类、一般之物的观念统一体，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不可变更的观念统一体，一种不发生变易的同一性（Identität）。此观念统一体作为同一个观念统一体而处在每一具体的红中。

至此，我们就清理出了两类范畴化行为，而后者则是这样一种范畴化行为：按其含义，这种行为虽然需要奠基性的对象，但它并没有意指奠基性的对象本身。

现在，通过这一暂时的辨析，简捷的直观行为与被奠基的直观之间的区别应该已经清晰可见了。前一类行为被称作感性直观的行为，后一类行为则被称为范畴直观的行为。而陈述意向（Aussageintentionen）的完整的合成（Bestand）——这个“S是p和q”——虽然并不是在感性直观领域获得充实的，但“是”与“和”这一范畴化行为自身却也不能够孤立地为这一陈述提供出可能的充实。毋宁说，这一陈述所包含的意向的完整的合成，只是在一种被奠基的行为，亦即在一种贯穿着范畴化行为的感性感知中以直观的方式获得实现的。这意味着：具体而明确地呈显出对象的直观，永远不会是一种孤立的、单级的感性感知，而从来就是一种多层级的，也就是在范畴上得到了规定的直观。正是这一层级完整的、范畴上有所规定的直观，才构成了对那种为此一直观给出表达的陈述的可能的充实。如果人们完全在给出对象的行为中去寻究这一合成，且不把范畴化行为归结为主观性的附加和神秘的理智的功能，由于人们实在没有在实体之物、感性之物身上发现这种范畴化行为所具有的作为观念性存在的相关项，那么在陈述领域，就会存在着与范畴化行为相对应的充实的观念与可能性。更确切地讲，对我们而言，对于被意指者和被直观者之符合统一的真理观所进行的以陈述为着眼点的讨论，只是我们所赢得的一个在陈述本身中从根本上澄清范畴化行为之合成的契机。

α）防止各种误解

在我们综合地刻画（范畴直观）这一发现的意义以及确认它的积极的作用范围之前，首先应该防范那些很容易潜入现象学的范畴直观概念之中的误解。由于这一概念（范畴直观）本身是依赖于传统的问题视野而赢得的并且是借助传统的概念而获得解释的，这样的误解就更加容易发生。而这一点也同时标志着：这一发现本来蕴涵的可能性，也许还完全没有得到穷尽呢。但是，我们首先必须做成这一发现，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确保这一发现取得成功，充分揭发这一发现之可能性的工作才可进一步得到追补。当人们跨越了成见的障碍之时，当研究的视野获得了开掘的时候，描绘远大前景的工作就成了轻而易举之事，但人们却忘记了：在哲学研究领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从来都是前面的那种工作——在根本上，这就是一种开拓性的和启示性的工作。人们也许会说，那种仿佛以不可见的和隐晦的方式进行的并随着成见的崩溃也一同被埋葬了的研究，其成果是贫乏的。但实际上，柏拉图在逻辑学和本体论研究方面的成果是异常充足的，甚至与亚里士多德的成果不相上下。而导致了如此丰硕的成果的恰好是以下这样一种研究方式：为了赢得研究的地基和视野，就必须从方向上去探寻研究的途径，就必须把持住那种彻底的，也许尚未明朗化的问题走向。

范畴直观本身以及对它的开掘（Ausarbeitung）方式首先对舍勒的工作（尤其是在他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拉斯克（Lask）关于哲学逻辑和判断理论的研究，也是由范畴直观的研究所规定的。

范畴化行为是被奠基的行为，就是说所有的范畴之物最终都是以感性直观为基础的。这一命题必须得到正确的理解。它的意思并不是说，范畴之物最终可以被解释为感性之物，毋宁说，这一“基于”所指的无非是：它是被奠基的。按其含义，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这一句子：所有的范畴之物最终都是以感性直观为基础的，每一对象化的解析（Explikation）都不是漂浮无根的，而是对已然既与之物的一种解析。“所有的范畴之物最终都是以感性直观为基础的”，这一命题只是亚里士多德如下命题的一种另外的表述：“ουδεποτε υοει ανευφαντασματοζ η ψυχη”[14]；“如果灵魂不是首先呈显了某种东西的话，它就不能意指任何东西，不能把捉对象之物的对象属性。”那种缺乏奠基的感性属性的思想是荒谬的。“在对知识之合成的不可否弃的明见状态作出一种基本分析之前”[15]，所谓的“纯粹理智”的观念只能属于一种构想出来的东西。然而，尽管有关纯粹理智的观念是无意义的，但一种纯粹范畴化行为的概念却可以具有一种好的意义。

虽然观念直观的行为是以个别化的直观为基础的，但它恰好没有意指在个别化直观中的被直观者本身。观念直观构成了一种新的对象属性：一般属性（Generalität）。现在，相对于那些还包含着感性之组成部分的直观即范畴上混合的直观，那种就其对象化内容而言不仅摆脱了所有的个体性之物，并且也由此而摆脱了所有的感性之物的直观，就是纯粹的范畴直观。与直观的这两个类型（纯粹的和混合的范畴直观）相对应，还存在着感性的直观、感性的抽象、对纯粹感性观念的看取（Heraussehen）。在感性之物的领域里，观念直观产生出了像颜色一般、房屋一般这样的对象；在内感官的领域则产生了判断一般、希望一般等等这类对象。而混合的范畴性观念直观又产生出了例如有色状态（Farbigsein）意义上的色性（Fartbigkeit），值此，“有（是、存在）”就构成了特殊的非感性范畴之要素。平行线公理、一切的几何学命题尽管都是范畴性的，但也是由一般感性属性、一般空间性所规定的。纯粹的范畴概念则是统一、多、联系。作为纯粹的mathesis universalis（一般原理）（莱布尼茨），纯粹逻辑就没有包含任何一种感性的概念。从纯粹范畴的、混合的和感性的抽象可以明确看到，感性属性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在以后的讨论过程中，人们必须对这个问题非常小心，以免在这里把一种感觉主义输入现象学之中，以免造成现象学仿佛只是与感觉材料有关这样的看法。

感性属性是一个形式化的现象学概念，与原来的关于范畴之物的概念（也就是形式上的、对象上的空）相对，它所意指的是所有质料上的实物内容，就如同它由实物本身所先行给出的那样。这样，感性属性就是表示存在者之全体组合的一个名称，这一组合是由它的实物内容先行呈显出来的。（例如）一般质料属性、一般空间性是感性概念，尽管在空间性的观念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来自感觉材料的。这一范围广泛的感性属性概念，原本是在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之二分的基础上得到建立的。然而，当《逻辑研究》对上述联系第一次加以探究时，这一奠基关系还没有清楚地获得揭示，就像十年以后实际上所揭示出来的那样。

鉴于两种直观方式彼此对立的态势，我们看到，一种古老的感性属性与理智之间的对立又再度重现。如果人们坚持使用形式与质料这一对概念，那么可能就会这样来解决这一对立：感性属性将被规定为接受性而理智则被规定为自发性（康德），感性之物被看成质料而范畴之物被看成形式，这样，理智的自发性就将成为接受性质料的构形（formenden）原则，借此，人们立刻就拥有了一种关于理智的古老神话，这样的理智运用它的各种形式把世界材料抟合在一起并予以黏结。不管这个神话是形而上学的还是认识论的（如李凯尔特），它都是同一个神话。然而，范畴直观是不会让上述错误理解所取代的，除非人们看不到或低估了直观和所有的行处应作（Verhaltungen）所秉有的那种基本结构——意向性。范畴化的“形式”不是来自行为的任何一种制作物（Gemächte），而是在行为中依凭自身（an sich）就可以见出的对象。它们不是来自主体的制作物，更不会把某种东西带入实体对象之中，以致通过形式的构成，实在的对象本身就会产生某种变形。毋宁说，这些形式对象恰好原本就是根据存在者的“自-在-存在”（an-sich-Sein）而去呈显（präsentieren）存在者的。

范畴式行为构成了一种新的对象属性，对此，我们必须总是以意向性的方式加以理解。它的意思并不是说：范畴化行为使得各个物体在某个地方产生出来。“构成”不是指作为造成和制作的生产，而是指让存在者的对象属性为人所见。这一在范畴化行为以及感知（其中贯穿着范畴化行为）中体现出来的对象属性，并不是理智对外部世界所施加的活动之结果，并不是对已然既与的感觉的混合体或心理感受的混沌物所施加的活动之结果——通过此一活动，这样的一些感觉或心理感受得到了一种排列组合，以便由此形成一种有关世界的图像。诚然，使用质料（Stoff）与形式（Form）这一古老的表述——尤其是在传统的枯竭而贫乏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表述——明显有利于上述错误解释。但是，指出感性的概念与范畴的概念之区分，就已经可以显示：“质料的”（stofflich）和“质料”（Stoff）所具有的含义，并不是指一种物质（Materiael）通过精神的各种作用与形式而具备了一种潜在的变形可能性，毋宁说，质料的含义所意指的是这样一种实物内容：这种内容是与形式上空洞的东西以及这种东西所具有的开显着那一内容的结构相对应的。但是，由于形式与质料这类概念（这些概念好像就是哲学的传家宝一样）以及与之纠结在一起的那些问题对我们的统治目前还过于强大，以致在这里我们还不能一蹴而就简单地克服它们，而凭借这样的一种克服，我们就能以彰显出一种全新的东西。

β）这一发现的意义

范畴直观这一发现的关键之点在于：存在着这样一些行为，在其中观念性的合成体立足于自身而显现出来，而这个观念的合成体不是此行为的制作物，不是思想的、主体的功能。更进一步：这一前已指出过的直观方式之具体样式以及那种在此一直观中自身呈达出来的东西之具体样式，就提供出了对这一观念的合成体之结构加以剖析的地基，也就是对范畴之物加以开掘的地基。换句话说，借助范畴直观的发现，我们就第一次赢得了一种可加以明示的和真正的范畴研究的具体门径。

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范畴直观的发现显示了一种对抽象（观念直观）、对观念（Idee）之把捉的真正理解。凭借这种理解，一种古老的关于一般概念、普遍之物之所是这一问题的争论就可以得到某种暂时的解决。自从中世纪、自从波爱修斯（Boethius）以来，人们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一般概念到底是一种res（存在者）呢，或者仅仅是一种flatus vocis（人声之吹息）？——如同人们在十九世纪所说的那样，它是否仅仅是一种着眼的角度、一种关于一般性质的意识，且没有任何对象之物与其相对应？人们在正确地否定了普遍之物的实在性（恰如一把椅子那样的实在性）的同时，也随之而否定了一般之物的对象属性，并因此而阻断了通达对象属性、通达观念之物之所是的道路。而范畴直观的发现，尤其是观念直观的发现，则已经开辟出了这样的一条通达之路。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它哲学研究就将有能力更为清晰地把捉先天（Apriori），并扩展对先天之物的存在意义的描述。

进而言之，在上述那种行为中给出的对象属性，本身乃是这样的一种对象化方式：在其中实在性自身能够更原本地成为对象化的东西。通过指明范畴的结构，我们已经扩展了客观性的观念，以至于在关于与之相应的直观的探究中，此客观性本身成了一种可以从内容上加以明示的东西。换句话说，在凭借范畴直观所进行的突破性的现象学研究中，就赢得了古老的本体论所寻求的那样一种研究方式。除了现象学之外，就不存在什么本体论，毋宁说，科学的本体论无非就是现象学。

我们是有意把作为意向式行为的范畴直观放在第二个位置来加以讨论的。通过回顾我们所理解的现象学的第一个发现，我们可以看出，范畴直观正好就是由（现象学的）第一个发现所指明的意向性根本枢机的一种具体化。如同范畴直观只有在先行见出的“意向性”现象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一样，目前正有待于讨论的（现象学）的第三个发现，也只有在第二个发现的基础上并进而在第一个发现的基础上才是可理解的。以此，上述发现的序列才可表明它的道理所在，而第一个发现才可逐步地显示它的基础性意义。

第七节　先天的原初含义

廓清先天的意义是现象学的第三个发现，而现象学的发端就归功于这一发现。不过，对这个发现我们将只做一简短的描述，这是因为：第一，尽管先天是一个本质性的洞见，但现象学本身却没有对它做出很清楚的阐明；第二，它还继续与传统的提问方式有着瓜葛；而首要地则是因为第三点：若要对先天的意义加以阐明，那么这恰好就要以我们所正在寻求的关于时间的理解为前提。

通过对先天这个名称的说明，我们就足以看清上述的最后之点：a priori（先天的）-prius（以前的）-προτερον（在先的）-早先的；先天的——来自先前的——从很早以来就业已存在的。先天（Apriori）就是那种在某物中从来都是更为早先的东西（Frühere）。这是对先天的一个完全形式上的规定。这个规定还没有道明：一种“先行者”这样的东西寓于其中的那个“某物”到底是什么。先天这个名称就隐含着时间序列这样的东西，尽管这一时间序列还依然是苍白的、无规定的和空洞的。

关于导向先天之发现和对先天进一步深究的科学上的动机（这一过程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开始了），关于先天最初是如何被把捉的和在哪一种界限中被把捉的，现在我们还不能够加以描述并加以澄清。我们所探询的仅仅是：在先天的名义下，人们以前有过什么样的理解，而在现象学当中人们对于先天又有着什么样的理解。

自从康德以来——就实质而言，自从笛卡儿以来——人们首先和通常都把先天的名号划归于知识的领地，把先天看作一种规定认识行为的东西。当一种知识不是以经验的、归纳的知识为根据时，当它不是以（作为奠基性实例的）实在之物的知识为参照时，这样的一种知识就是先天的。因而，先天的知识是无需经验的。按照笛卡儿所提供的对知识的解释，先天的知识就是那种首先且唯一地在主体自身之中就可以掌握的知识（只要主体还依然维持于它自身、还依然保守在它自身的范围之内），因此，在一切关于实在之物的知识中，也就是在一切超越的知识中，总是已经同时包含了先天的知识。

人们把先天知识的对立样式称之为后天的（a posteriori）知识，居后的知识，也就是后于早先的、后于纯粹主体性知识的知识，有关各种客体的知识。关于知识的先天与后天的意义之划分，是以主体性知识的优先地位这一论题[如同笛卡儿以“cogito sum”（我思故我在）、“res cogitans”（我思者）对其加以论证的那样]为基础的。所以，今天人们也还把先天标识为一种专属于主体领域的品格，并也把先天知识称为内在的知识、内在的看。人们还可以扩展这一先天的概念，说先天就是所有的主体性行为（在这种行为跨过它的内在性界限之前）本身——无论其为认知行为还是任何其他的行为。

与康德的先天概念相联系，人们也在尝试对柏拉图那里的先天概念作同样的解释。因为柏拉图谈到，当灵魂通过λογοσ ψυχησ προσ αντην（前世灵魂的话语）对自己说话时，存在者的原本的存在就会得到认识（智者篇，263e）。由于把希腊意义上的ψυχη（灵魂）等同于意识和主体，人们就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在先天的发现者柏拉图那里，似乎先天的知识所意谓的就是内在的知识。对柏拉图的这一解释是荒谬的；它没有任何实事上的根据。关于此点下面还要更确切地加以指明。

在康德的意义上，先天是主体领域所秉有的一种品格。这样的一种用主体性来囊括先天的做法通过康德而变得特别地顽强，因为他把先天问题与他的特殊的认识论提问方式结合到了一起，并着眼于一种先天的行为即先天综合判断来进行追问：这种判断是否以及如何具有一种超越的（transzendente）有效性。与此相对，现象学已经指出，先天并不是局限于主体性之内的，在根本上，先天与主体性之间并没有一种首要的干系。将观念直观描述为一种范畴直观，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不但在观念之物的领域里（也就是范畴的领域里），而且在实在之物的领域里，都发生着观念之揭示这样的事情。存在着感性的观念，也就是带有实物性结构（颜色、质料属性、空间性）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已经在每一实在的个别物之中当下在场的，这就是说，此一观念相对于此时此地的（例如）某个确定的物体颜色而先天地存在着。而整个几何学本身，就是一种质料性的先天之存在的证据。就对象属性而言，在观念之物中，如同在实在之物中一样（如果我们最终还是采纳此一分别的话），存在着可加以辨析的观念，此即那种寓于观念之物的存在及实在之物的存在之中的东西、一种先天的东西、在结构上更为早先的东西。值此，我们就已经表明，在现象学式的理解中，先天不是关于行为的名称，而是关于存在的一个名称。先天不仅不是任何内在之物（这种内在之物首先又是属于主体领域的），而且也不是任何超越之物（这种超越之物又特别是与实在性纠缠在一起的）。

因此，现象学就先天问题所指明的第一点，就是先天的普遍有效范围，第二点就是先天与主体性之间特有的不相关。而第三点也就一同包含于以上两点之中：走向先天的通达方式。只要先天在实事领域和存在领域中总是有其根基，那么在一种简捷的直观中，它就是在自身之内可显明的东西。先天不是被间接地推论出的，不是从实在之物的某一个征象出发而猜测出来、假设性地推算出来的，不像人们从某一物体的特定运动状态而推论出另一个人们全然没有看到的物体的存在那样。把在物理领域中有其意义的探察方式移用到哲学上，并对物体以及物体类的东西进行一种分层，这是荒谬的。实际上，先天在自身之内就是直接可把捉的。

由此就导向了关于先天的第四个规定：“早先”不是认识的排序系列中的一种特性，但也不是存在者的次序排列（确切地说是存在者从另一个存在者那里之产生的次序排列）中的一种特性。毋宁说，先天是存在者的存在、存在的存在论结构所蕴涵的构造层级之特性。从形式上讲，先天根本上没有就以下问题作出任何预设：这一早先所涉及的是一种认识（活动）呢还是一种认识状态或者还是此外的任何一种对于某物的行处应作？它涉及的是一种存在者呢还是存在？甚至它也没有对以下之点作出预设：它是否就是以那种流传下来的希腊式存在概念的形态去理解存在？以上的预设是不可能根据先天的意义而推演出来的。将近本讲座结束之际，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先天之获得发现恰好是与巴门尼德以及柏拉图对存在概念的发现同时发生的，或者说，这两种发现原本就是一回事，而正是由于这一特定的存在概念所具有的统治作用，甚至在现象学内部，先天也还是处于传统的存在概念的视野之内，以致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不无道理地议论过现象学内部所存在的柏拉图主义。

以上所说的就是对先天的三个方面的开揭：第一是它的普遍的有效范围和它与主体性的无关，第二是走向先天的通达方式（简捷的把捉、源本的直观），第三就是为了把先天结构规定为存在者之存在的特性而不是存在者本身的特性所作出的准备——这些内容向我们开示了先天的源本的意义，而下面这一点则具有一种本质上的重要性：上述关于先天的开示，特别还有赖于对于观念直观的一种更为明白的理解，就是说还有赖于对意向性的真正意义之揭示。

如同以上的三个发现本身就是相互关联的，并且是以第一个发现即意向性的发现为基础的那样，当我们将它们——意向性、范畴直观和先天——统握到一起之时，我们也就达到了那种一直引导着我们的目标，赢得了一种把现象学看作某种探索的理解。在第一章里，我们首先展示了现象学的突破和现象学的前史，在目前的第二章里，我们又描述了它的几个决定性的发现。而通过以下的步骤，我们还将对以上描述作出补充：我们将追问现象学原则的意义，而在这一阐发的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去廓清这一研究的自我标识，即“现象学”这个名称所具有的含义。因此，在上述三个发现的描述之基础上，现在我们就来讨论现象学的原则。

第八节　现象学的原则

a）“朝向事情本身”这一座右铭的意义

一项研究的原则就是其研究行为的原则，也就是研究的理念之拥有和实现的原则。如果我们记起我们前面关于研究所曾经说过的东西，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研究的原则就是赢得课题领域的原则，是形成研究之视角的原则（实事就依据这个视角而得到探索），同时也是研究方式获得成型、研究方法走向精到的原则。行进中的研究工作不断地用以为据而去探寻自身方向的那个东西，作为指南不断地引领着研究的原本步伐的那个东西，就是一种研究的原则。在这样的原则中，不隐含任何结论、任何论题，不隐含任何属于有关研究之知识的事实内容的教条，毋宁说，探索活动之进行就是以研究的原则为依据的。

一种原则，如果它规定着此在之生存的一种可能的实现样式，那么人们也把它叫作一个座右铭，而按照生存意义（Seinssinne）来看，科学本身、研究活动则无非就是人生此在的一种特定的样式。现象学的座右铭所说的是：“朝向事情本身。”与那种在传统的、已经越来越失去根基的概念中所进行的（人为）构造和漂浮无据的提问相反对，人们提出了这个座右铭。至于这一座右铭既是某种自明的东西，但同时又存在着这样的必要：针对那种漂浮无据的思想局面，使这个座右铭明确地成为战斗的号令——这一点恰好就刻画出了哲学所置身其中的形势。现在，这个座右铭将得到更为切当的规定。就其被表述出来的、形式上的普遍性而言，该座右铭应是一切科学认识的原则，但这里的问题恰好就是：如果哲学要成为科学式研究的话，那么哲学不得不回归于其中的那种实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实事呢？我们要朝向一种什么样的实事本身呢？在现象学的座右铭中，我们听到了两重要求——仅当我们做到了在这个意义上的朝向实事本身：以脚踏实地的方式进行呈示性的（ausweisend）研究（呈示性工作的要求），而后我们才可以一再地获取和保证这一地基（着眼点；开掘地基的要求）。这第二个要求是根本性的，而第一个要求就同时包含在它之中。

在领域之开掘这个要求方面，现象学提出了什么样的良策呢？人们容易看到，关于现象学研究的课题领域之规定与限定是有赖于哲学的观念的。但是我们现在所要采取的不是这样一条进路：按照哲学的观念去规定现象学研究的课题领域，毋宁说，我们仅仅只是去看：一种研究领域的开掘是如何借助现象学的突破及其发现而在同时代哲学的内部实现的，换言之，我们现在要询问的是（当此之际，我们需要将现象学三个发现的内容牢记于心）：在这里到底是哪一种实事得到了把捉，或者现象学研究所力争要去把捉的是哪一种实事？借此，我们才有可能更为切实地规定现象学座右铭的第一种含义（一种呈示性的工作的要求），这就是说，以现象学原则本身的一种具体的实施为据，把对上述课题的切合实情的探索方式之特征照样摹写下来。我们不是根据现象学的观念去进行推导，而是根据一种具体得到实施的实际研究而将研究的原则照样描述下来。我们上面已经描述过的那几个发现，就是实际研究的具体体现，现在，就研究原则形式含义所能够具有的内容范围而言，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只是：（在上述这些发现中）显示出了怎样一种课题领域，怎样一种有关课题的着眼点，怎样一种探索方式？这样的一种根据课题领域和探索方式而对现象学原则所作的阐明，就可以让现象学本身去彰显“现象学”这一名称的合法性并与错误的解释划清界限。

现象学的最初研究是一种逻辑学的和认识论的研究。它是由一种科学的逻辑学和认识论的诉求所激发起来的。现在的问题是：凭借这三个发现——关于意向性、关于范畴之物及通达它的方式，以及关于先天的厘定，是否就赢得了一个这样的地基：在此地基之上，我们就可以找到逻辑学的课题，并将这些课题加以明白的呈示？

逻辑学是关于思想和思想之规则的科学，但它所探察的又不是作为心理事件的思想和作为事件过程之规律的规则，而是作为对象即被思想的东西本身之规则属性（Gesetzlichkeit）的思想。所有的思想同时也都是一种表达，亦即对于被思想的东西的一种富有意蕴的规定，而在逻辑学对象的范围之内，就是对于如含义、概念、陈述、命题等等这样一些对象的规定。在传统上，认识是作为已结束的、完成了的认识而得到理解的，它被表达为陈述、命题、判断（由概念所组成的判断、作为各种推论的判断复合体）。而那些规则性的结构就蕴涵在这些认识之中以及它们所意谓的东西之中。判断是在表象性的、（或者一般地说）直观性的把捉中得到执行的，由此判断才秉有其真理与客体性。现在，我们还有待于以一种真切的方式去赢得关于上述这些对象的概念，就是说，让关于这些对象的概念源出于其本身而达到成形并依止于其本身而获得明示。这些逻辑学的对象[含义、概念、陈述、命题、判断、事态、客体属性、事实、规则、存在（是）等等之类]是在什么地方、作为什么东西而能够且必定获得通达呢？存在着某种在其自身的内容之中就蕴涵着这些对象的对象域吗？存在着一种出自课题领域的统一体而探究这一统一体的原则（Disziplin）之统一体吗？或者，这些对象最终竟要听任于一种偶然而任意的敏锐，这种所谓的敏锐只是以一种蛮野而粗放的思考方式来（人为地）针对这些对象构想出一些东西？或者，对于所有科学和所有认识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的课题内容（Sachen）而言，我们在根本上还是可以寻求到某种实证性的明示？在上述三项发现的内容之内，我们最终可以寻求到作为一种课题领域的统一的境域（Horizont）吗？这个境域并不是关于一些各自分离的对象的一个名称吗？为了追求一门科学的逻辑学，我们就有必要按照以上所说的这些原本的方向来进行进一步的追问与探索。

那么，意向性无非就是那个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上述这些对象的基本的境域，它包括了行为的全体（Gesamtheit）和存在者之存在的全体。现在的问题是：在intentio（意向行为）和intentum（意向对象）这两个方向上（在这里，那已然既与的东西或者是行为，或者是与其存在相关的存在者），那结构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就是说，那作为结构性成分而已然蕴涵在既与之物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有待于在既与之物中发现的、构成了既与之物之存在的东西是什么？据此，现象学研究的课题领域，就是先天的意向性，而意向性是在intentio（意向行为）和intentum（意向对象）这两个方向上得到理解的。但这就意味着：在意向性的疆域之内，关于思想或关于客体化、理论化认识的逻辑性行为只构成了一个特定而有限的范围，而逻辑学所涉及的课题范围无论如何也不能穷尽意向性的全部领地。至此，现在我们就已然对课题领域与课题的着眼点——也就是意向性与先天——作出了规定。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哪一种探索方式堪称与这一课题领域相适配呢？

在关于先天的描述中，以及在对范畴直观进行规定之际，我们就已经指明：这里的描述与规定是一种简捷而源本的把捉，而不是某种试验性的置基（Substruktion）（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试验性的置基就是在范畴领域制造假说），毋宁说，先天的意向性的全部内容是可以通过依照实事本身的朴素的测度（Anmessung）而得到把捉的。在传统上，人们把这样一种直接观察的把捉和分辨（Hebung）就称为描写、描述。现象学的探索方式就是描述的方式。更确切地讲，这里的描述是一种对守身自在的（an ihm selbst）被直观者的辨析性的分解（Gelidern）。辨析性的分解即是分析，这就是说，描述即是分析。根据以上所述，现象学研究的探索方式就得到了（尽管又只是形式上的）标识。

人们很容易看到，或者更恰当地说，人们总是忽略了这一点：使用“描述”这个一般性的名称，我们并没有就现象学研究所特有的结构而有所述说。恰好要依据那有待描述者的实际内容，这个描述的特性方能得到规定，以致在不同的场合下，描述与描述之间可以有根本性的差别。我们必须记住的是：把现象学对于它的对象的探索方式刻画为描述，这首先所指的只是对于课题领域的直接的自我把捉，而不是指间接的假设和试验——除此以外，在“描述”这个名称中就再也不含有其他的意思。根据现象学突破之际现象学座右铭在实际研究中的最初体现，我们就现象学座右铭的内涵作出了以上的阐明，与此相应，接下来我们就可得出有关现象学研究的如下规定：现象学就是关于先天的意向性的分析性描述。

b）现象学自我理解为对先天的意向性的分析性描述

如果人们是从一种倒退的和过时的哲学立场出发去理解以上所规定的这种研究的意义，就是说，在意向性这一名号之下，如果人们还同时听到了这一新异的研究所刚好克服了的东西：意向性和心理之物，那么就可以说，现象学就是对心理之物的描述——“描述的心理学”。如果除此以外，人们还采纳了传统的问题视野以及由此而来的固定的学科划分（逻辑学、伦理学、美学……），那么，这一描述心理学所要探察的就是所有的行为：逻辑领域的认知性行为，道德的、艺术创造的、饮食的、社会的、宗教的行为，就是说，那些根据其规则特性与标准而在各个相应的学科（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宗教哲学）中得到规定的行为。根据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向，人们最后就会走向这一步：把现象学看作一门以某种前科学自任的描述性学科，而这门前科学则是为（上述的那些）传统式的哲学学科作准备的，在这些传统的哲学学科中，各种问题都还有待于讨论；而在现象学本身之中，并没有任何问题获得讨论，它所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现象学是被排除在真正的法庭审判之外的。它也没有一种获准进人这个审判的期望。但是，在此有必要思考的是：凭借这一解释，不是正好又重新把现象学研究及其原初的原则曲解成了它恰好已经摆脱了的那种东西、曲解成了应该已被现象学所克服的那种东西吗？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学的观念及其解释比作这样的一种做法：就好像人们试图通过星占学来解释现代物理学或通过炼金术来解释化学一样，而不是相反——从物理学出发而把星占学标识为（物理学的）前阶段和被物理学所克服了的阶段。用另外的话来说：我们通过对其原则的阐明而获得的现象学的定义，应该根据它的课题、根据它所蕴涵的积极的可能性、根据引导着它的研究的东西，而不是根据人们关于它所谈论的东西来得到理解。

凭借对现象学课题的理解以至透彻的认识，我们并非就到达了一个幸运的终点，而是处在一个艰苦然而自由的开端。当有关现象学研究的那种指引性的、形式上的规定——对先天的意向性的分析性描述——清楚地，亦即以一种现象学的方式被赢得时，这就是说，当上述规定在现象学为着科学的探究而提出的那些课题内容的方向上被赢得时，那么这就会提供出有关这种研究的一种更为彻底的明示——此一明示就严格地源出于这样的一种研究本身，这种研究奉行的是它的最本己的座右铭：朝向实事本身，而这一座右铭只是重又把我们推上了一条进一步探索的道路。

现在我们已经澄清了现象学研究的原则，确切地说是通过如下途径去加以澄清的：从现象学的实际研究出发，首先标揭出其中的主要成就，并尝试统一地去考察也就是去规定这些成就，以致凭借意向性我们赢得了（现象学的）原本的课题领域，凭借先天而赢得了探索的着眼点——意向性的诸结构就在这一先天的畛域之内得到考察，而关于此一结构的源本的把捉方式即范畴直观，则充当了探索的方式、现象学研究的方法。凭此，自从柏拉图以来，哲学的课题才在根本上又重新回归于真实的地基之上，这就是说，现在我们又赢得了一种对范畴加以研究的可能性。只要现象学具有一种自知之明，它就会与哲学中的所有预言相对，与所有要成为某种生活指导的倾向相对，而坚持走这一条探索性的道路。哲学研究从来都是并依然是无神论的，因此它才能让自己大胆去作“思想的僭越”（Anmassung），不仅是它要去进行这种僭越，而且这种僭越还是哲学内在的必需和原本的力量，而正是缘于这种无神论，哲学才会成为一位伟人所说的“快乐的科学”。

第九节　对“现象学”这一名称的阐明

现在我们将要尝试澄清的是：与前已指出的课题相联系，“现象学”这个名称本来具有什么样的含义。下面我们就将分三个步骤来对“现象学”这个名称加以阐明：a）阐明这一名称各构成成分的源本的含义；b）对如此赢得的这一组合词的统一意义进行定义并应用这一本来的名称意义去检视前面所描述的具体的研究；c）我们还要简短地讨论几种有关现象学的错误理解，而这些错误的理解是与对现象学这个名称的一种肤浅的和误解性的解释相联系的。

a）对这个名称各构成成分源本含义的阐明

“现象学”这个名称有两个组成部分：“现象”（Phänomen）与“-学说”（-logie）。根据例如神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这样的构词，人们得以熟悉上述表达；人们通常用“关于……（的）科学”来翻译它：神学，关于神的科学；生物学，关于生命的科学，也就是关于有机自然的科学；社会学，关于社会共同体（Gemeinschaft）的科学。那么相应地，现象学就是关于现象的科学。“学说”（Logie）即“关于什么的科学”所具有的特性从来都是依照不同的专题性内容而各不相同的，它在逻辑上和形式上是未受规定的。而在我们所讨论的案例中，上述特性则是根据现象所意谓的东西而得到确定的。故此，我们首先要对这个名称的第一个组成部分作出阐明。

α）φαιυομευου（现象）的源本含义

以上两个组成部分都可以回溯到希腊的表述，现象要回溯到φαινομενον，而-学说则要回溯到λογοσ（逻各斯）。φαιυομενον（现象）是φαινεσθαι的动词分词；该词的中世纪含义是：显现；那么φαινομενον（现象）就是那自身显现者。作为中动态的动词φαιυεσναι是源自φαινω而构成的词：将某物带入白昼，让其在自身之内昭然可见，将其置于光亮之中。φαινω有着词根φα-φωσ，即光照，光亮，源于这种光照，某物才能够成为公开者、能够成为在自身之内昭然可见的东西。我们需要把牢的就是这一现象的含义：φαινομενον（现象），即自身显现自身的东西。而φαινομενα就构成了自身显现之物的全体，希腊人也简单地将其等同于тα οντα即存在者。

但存在者还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在自身之内并出自自身而显现，而这种不同就在于通达存在者的方式上的不同。甚至还存在着这样一种特别的可能性：存在者作为某种它所不是的东西来显现。对于这种存在者，我们就不将其称为现象，称为原本意义上的自身-显现者，而是叫作外观（Schein）。由此，φαινομενον（现象）这个表达就经历了一种意义的变迁：由于这样的变迁，人们就不是说αγαθον（善，善良），而是说φαινομενον αγαθον（善的外观），也就是说到这样一种善（Gut），它只是看起来是好的，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它仅只“显得好像是”好的而已。现在，一切都有赖于这样一件事情了：去看清φαινομενον（现象）的基本含义“敞现者”与第二种含义“外观”之间的关联。因为外观就是第一种含义上的φ（αινομενον（现象）的变易，所以φαινομενον（现象）的含义也就只能恰如外观的含义一样；更清楚地讲：只因φαινεσθαι（使公开，显示）所指的就是显现，它也就能够意味着：只是如像什么而显现，仅仅看起来如像什么。一旦某物依据其意义而在根本上要求显现，它就能够表露成某种东西；一旦公开者要求去成为某种东西，它也就能够成为外观——事实上这就是外观的意义：成为公开者的要求，但它目前恰好还不是这个公开者。由此，我们就指明了作为外观的φαιυομενον（现象），这样一来，现象的含义所意味的就是：自在自足的敞开的存在者本身；与此相对，外观则是一种外露的自身显现。因而，现象所意指的就是存在者的一种自在自足的照面方式（际会方式，Begegnisart），即“自身显现自身”这种照面方式。

我们必得记住φαινομενον（现象）所具有的这一真正的、希腊人所使用的含义，同时还应当看到，这个含义首先与我们的用语“显象”（Erscheinung）以至“单纯显象”（bloss Erscheinung）没有一点关系。在哲学中，也许还没有一个词像它那样招致了如此之多的破坏和混乱。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去追溯这一迷误的历史，而只是尝试表明作为外观（Schein）的现象（Phänomen）所具有的原本而源初的含义与显象（Erscheinung）之间的主要界限。

我们在例如疾病症象这样的用语中使用“显象”这个表达。在一个事物中显现出了某些过程和属性，通过这些过程和属性，事物就作为这种或那种东西而表露（sich darstellt）出来。作为事件中的一类，显象本身还需要追溯到其他的事件，由这些事件出发，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某种另外的、未曾具备显象的东西。显象是这样的一种东西的显象：这种东西并不作为显象被给出，而是基于它物获得指引（Verweist）。显象活动（Erscheinen）具有指引（Verweisung）的特性，而指引又正好是由此得到突出的：那显象所指引的东西，并不自在自足地显现，而只是表露（darstellt），有中介地提示（andeutet），间接地显示（anzeigt）。因此，显象这个名称指的就是一个东西对另一个东西的指引方式，这被指引的东西并不自在自足地显现——更确切地讲，它不但不是自在自足地显现，而且就其意义而言根本就不要求显现自身，而是要求表露自身。就显象、显象活动（Erscheinen）中的指引功能之特征而言，它具有一种指示（Indizierung）的功能，它是对某物的显示（Anzeige）。但通过另一物而对某物加以显示所意味的正好就是：这个“某物”不是自在自足地显示，而是间接地、有中介地、有征象地（symbolich）进行显露（darstellen）。这样，在我们用显象所意指的东西这里，我们就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关联；在现象那里，我们恰好不具有任何指引的关联体，我们具有的毋宁就是现象所固有的自身-显现-自身（Sich-selbst-zeigen）的结构。这么说，我们目前就要达到这一步了：透彻地澄清真正意义上的现象与显象之间的联系，同时也要在显象与外观之间划清界限。

外观是公开者（Offenbaren）、敞开之物（Offenbares）的一种变易，这种外观要求去成为公开者，但它还不是公开者。外观不是一种私密意义上的现象；外观具有自身显现的特性，但那个显现自身者并不如同它之所是的东西那样显现；而另一方面，显象则恰好是对于那种本质上并非公开者的表露。因而外观总是要回溯到敞开之物并在自身中隐含着公开者的观念。但现在同时已清楚的是：一种显象、一种征象（Symptom）只能是对于另外的、不显现自身的某物的指引，而这种指引的条件在于：显象的东西自身显现自身，就是说，那作为征象而给出的东西就是现象。作为某物对某物的指引，显象的可能性在于：那进行指引的某物，是自在自足地显现自身的。换一个角度说，作为一种指引，显象的可能性就奠基于原本的现象之上，亦即奠基于自身-显示之上。作为指引，显象的结构本身就已经是以更为源本的自身-显现，也就是以原本意义上的现象为条件的。只有作为指引性的（verweisend）自身-显现-自身，某物才能够成其为某物。

至此，显象的概念就获得了现象这个名称，或者说，人们把现象规定为某种不显象者之显象——在这里，人们是根据一种本来就要以现象的意义为前提的、不能由自身单方面获得规定的事态来定义现象的。进一步，显象所意味的正就是显象者（Erscheinend），而它与不显象者（Nichterscheinend）处在对立的一极。这样我们就有了两种存在者，因之人们说：显象是一种东西，而处在它背后的是另一种东西——那显象由之而得以是显象的东西。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在哲学那里经验不到这处于背后的东西所指的到底是什么；但无论如何，这一点总是包含于显象的概念之中的：现在，显象和从中推论出来的指引关联（Verweisungszusammenhang）在实存状态上、从存在者方面得到了把捉，而显象与物自身之间的关联从而就是一种存在联系（Seinsbeziehung）：一种东西存在于另一种东西的背后。如果人们进而还能够做到这一步：把那处于背后的、不显现的东西（即仅仅在显象中呈报出来的东西）作为原本的存在者在实存状态上标揭出来，那么人们就能够做到把显象者、显象标识为单纯的显象，以致在实存性的指引关联体之内，造成在自身显现者与在自身呈报意义上的单纯显象者之间的存在等级上的区分。这样我们就碰上了两重显象：纯粹作为指引关联的显象——在一开始人们并没有以一种确定的方式从实存状态上去把捉它；而后就是那种可以名之为φαινομενον与νσνμενον之间（即实存意义上的本质与显象之间）的一种实存性指引关联的显象。现在，如果我们相对于在单纯显象意义上的本质来把握这一低等级的存在者即显象，那么这一单纯显象就将被称作外观。但这样一来，混乱就达到了极点。然而，传统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却就是在这一混乱中成长起来的。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的是：存在着关于“现象”的两种基本的意义：第一是公开者、自身-显现-自身者，第二是要求成为公开者，但仅仅以外观这种方式来给出自身。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根本不知晓现象的源本意义，并放弃了去弄清现象这个词所指为何这一任务。人们简单地用“现象”这个名字去指称我们这里用“显象”所表示并作为显象加以分析的东西。而当人们批评现象学时，他们关于“现象”所采纳的恰好就是那种适合于他们的概念，也就是“显象”概念，并用这个词来批评一种合乎实事的研究。有关“现象学”这个表达的这一组成部分，即有关φαινομενον（现象）的阐明，我们就讨论至此。

β）λογοσ（逻各斯）的源本含义[λογοσ αποφαντικοσ

（陈示性逻各斯）与λογοσ σημαντικοσ（意会性逻各斯）]

[image: img3]ογοσ（逻各斯）这一表达要追溯到λεγειν（言说）。在上面提到的组合词即神学（Theologie）、生物学（Biologie）中，logie所指的就是“关于……之科学”。而在这里，人们就把科学理解为有关一个课题域的命题和陈述的系统。但λογοσ（逻各斯）原本所指的并不是科学，而是指来源于λεγειν的“言说”（Rede），关于某物的言说。不过，在这里我们不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规定λογοσ（逻各斯）的意义，而必须遵循希腊人凭借λεγειν所理解到的东西去规定λογοσ（逻各斯）的意义。

那么，希腊人如何理解λεγειν即言说的意义呢？[image: img4]εγειν所指的并不简单地就是形成并说出语词，毋宁说λεγειν的含义就是δηλσυν：使（某物）敞开，也就是使那在言说中被道说的“言之所涉”以及对其加以道说的方式上的“如何”公开出来。亚里士多德更明确地把λογοσ（逻各斯）的意义规定为αποφαινεσθαι：让某物自在自足地为人所见，确切地说就是απο（从出于）——让某物出自其本身而为人所见。只要言说是真切的，在言说中被道说的东西就会——απο（从出于）——从言说所关涉的东西那里汲取出来，以致言说性的传述（Mitteilung）所具有的内容、言说所道出的东西就使得言说所关涉的东西成为敞开的，并使之对于他人成为可会通的（zugänglich）。这就是λογοσ（逻各斯）的严格的、功能上的意义，就如同亚里士多德曾对它加以廓清的那样。

在其具体的实现中，言说具有说话，也就是以语词的方式付诸音声的特性。从这一点着眼，λογοσ（逻各斯）就是φωνη——声音。但这一特性并不构成λογοσ（逻各斯）的本质（Wesen），相反，φωνη（声音）的特性倒是源出于λογοσ（逻各斯）的原本意义即αποφαινεσθαι（让……为人所见），源出于言说原本所是的东西——开示者（aufzeigende）、让（某物）为人所见者（sehenlassende）——而得到规定的。如同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那样，λογοσ（逻各斯）是一种φωνη ηετα φαντασια（后于视像的声音），因而在付诸音声之际，就已经经历过一种“使之可见”（Sichtbarmachen）、“使之能为人所觉知”（Vernehmembarmachen），已经存在着某种φαινεθαι（可显现）、φαντασια（可成像）的东西，人们能够看见的东西。在付诸音声之际，本质性的东西是φαντασια（视像）、αποφαιυεσθαι（让……为人所见），那在言说中被道说的东西和作为被说出的东西（Gesprochen）而得到意指（gemeint）和意谓（bedeutet）的东西。由此，完全一般地说，λογοσ（逻各斯）就是一种φωνη σημαντικη（形诸音声者），在意谓（Bedeuten）的意义上显示某物者，给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者。Eστι δελογοσ απασ μεν σημαντικσ，…αποφαντικοσ δε oν πασ（每一句话皆具有含义，但并非每一句话都是一种理论命题）。[16]

现在，亚里士多德就在完全一般的λογοσ（逻各斯）[就是作为σημαντικοσ（意会）的λογοσ（逻各斯），表示一般的言说的λογοσ（逻各斯）]与作为αποφαντικοσ（陈示）的λογοσ（逻各斯）之间作出了区分。Aποφαινεσθαι，让被道出者自在自足地为人所见，是言说的一种特定的含义。并非一切命题都是某种理论命题，都是关于某物的陈述。一声呼喊、一个请求、一种希望以及一阵祈祷就不是对某物作出传述的λογοσ αποφαντικοσ（陈示性言说）。尽管如此，但这些却都是一种σημαντικοσ（意会），都意谓着某种东西，但这里的意谓并不具有对某物的理论性把捉之意义。而在所有的像神学、生物学等等之类的组合词中，λογοσ（逻各斯）都必须在λογοσσηημαντικοσ（意会性言说）的这一特定的含义即λογοσαποφαντικοσ（陈示性言说）的含义上得到理解，换言之，这里的λογοσ（逻各斯）就是作为θεωρειν（理论）的λογοσ（逻各斯），是在把捉着实事且仅仅把捉着实事的传述这一意义上的言说。据此，在组合词“现象-学”（Phänomeno-logie）中，λογοσ（逻各斯）也要在λογο σαπο：φ（αντικοσ（陈示性言说）之意义上得到理解。

b）关于“现象学”的意义整体的规定和与之相切合的研究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现象学”的这两个已分别获得阐明的组成成分结合起来加以理解。通过上面的说明，我们获得了一种什么样的意义统一体呢？而作为我们上面所描述的那种研究的名称，这个意义统一体在多大的程度上以切合的方式表达了这种研究本身呢？这里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情形：作为αποφαιυεσθαι（让被道出者自在自足地为人所见）的λογοσ（逻各斯）在其自身中就与φαινομενον（现象）有着内容上的连结。现象学就是λεγειν τα φαινομενα＝αποφαινεσναι φαινομενα——让那依持于自身的公开者出自其本身而为人所见。而从根本上来把握，现象学的座右铭“朝向实事本身”无非就是又再次给出了现象学的名称。但这里的意思是说：“现象学”这个名称与关于科学的其他名称——神学、生物学等等——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在于：“现象学”这个名称没有就这门科学的专题对象之课题内容说出任何东西，而恰好只是说出了——这一点正是我们所强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上的如何：正是基于这种方法上的“如何”，某种东西在现象学研究中才成为了且应当成为专题的内容！据此，只要现象学仅仅被用来标画有关哲学课题的经验方式、把捉方式和规定方式，那么现象学就是一个“方法上的”名称。

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现象的品格。简短地讲，这种研究所探讨的就是现象并且只探讨现象。就其源初而真切的含义而言（此含义是我们在“现象学”这一表述中所把握到的），现象学所意味的就是某物的照面方式，确切地说就是这样一种别具一格的照面方式：自在自足地显现自身。现象学这一表述所指称的就是某物通过λεγειν（讲说）并且为着λεγειν（讲说）、为着概念的解释而不得不当场在此的那种方式。由前面的讨论已经知道，现象学所探究的是先天的意向性。先天的意向性之结构就是现象，就是说，先天的意向性之结构，就限定了在这一研究中应当自在自足地获得呈显（Präsenz）并在此呈显中变得清楚可见的那些对象。但是，“现象”这个名称并不包含任何有关所涉及的对象之存在的规定，而只是表明了这些对象的照面方式（Begegnisart）。据此，“现象的”就是一切在此照面方式中成为明白可见的东西和一切属于意向性的结构关联的东西。这样，我们关于“现象之结构”的谈论，就成了关于在这一研究方式中被看到、被规定和被探究的东西的谈论。“现象学的”所意谓的，就是一切属于这样一种现象的展显（Aufweisung）方式的东西，一切属于这样一种现象结构的展显方式的东西，一切在这一研究方式中成为课题的东西。而“非现象学的”就当是一切不符合这一研究方式、不符合这一研究方式的概念属性（Begerifflichkeit）及其展显方式之要求的东西。

因而，作为关于意向性这一先天现象之科学，现象学从来并永远也不会去与显象以至单纯的显象纠缠不清。如同谈论某种东西、如同谈论事物那样去谈论现象，就好像在现象背后还存在着某种东西，而基于这种东西，这些事物就构成了作为显表性、表达性显象的现象——在现象学看来，这样的一种思路是荒谬的。现象不是任何一种在其背后还存在着某物的东西，更明确地讲，对于现象根本就不能提出什么背后之物的问题，因为现象所给出的东西，恰恰就是那自在自足的东西。但是也有可能，那自在自足即是可展显的东西和必得被展显出来的东西，却受到了遮蔽。那自在自足即为可见的东西和按其意义只是作为现象而获得通达的东西，并非必然地需要实际上已然存在。按其可能性而言，现象之所是的东西，恰恰不是那作为现象而被给出的东西，而是那才刚有待于给出的东西。在由某种方法所引导的对遮蔽加以破除的意义上，现象学作为研究恰恰是一种开启性的让某物能以得见的工作。

遮蔽状态（Verdecktsein）是与现象相对的概念，而遮蔽正好是现象学考察的最初的课题。那能以是现象的东西，首先和通常都是遮蔽的，或者说只是通过临时的规定而为人所知。遮蔽可以是各式各样的：一方面，一种现象可以是这种意义上的遮蔽：它在根本上就没有得到揭示，关于它的存在我们没有任何认知与线索。另一方面，一种现象也可以是遭到掩盖的。这就是说，它先前曾经得到过揭示，但后来重又陷入了一种遮蔽。但这并不是一种完全的遮蔽，毋宁说，在受到掩盖的情况下，先前的被揭示者仍然是可见的，尽管只是作为外观（Schein）而为人所见。但是，有多少的外观——就有多少的存在；这一作为伪装（Verstellung）的遮蔽是最为频繁和最为危险的遮蔽方式，因为这里存在着最大的掩盖与误导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看到了的现象被连根拔起，从它的地基那里被撕裂开来，而它的合乎实情的源头再也得不到人们的领会。遮蔽本身——它既可以在根本未得到揭示的意义上也可以在掩盖与伪装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又具有双重含义。存在着偶然的遮蔽与必然的遮蔽，必然的遮蔽就是那种体现于揭示行为的存在方式及其可能性之中的遮蔽。一切来自源头的现象学命题作为告知性的陈述都处于走向遮蔽的可能性之中。当这些命题凭借一种空洞的前理解传递下去之时，它们就会丧失牢靠的根基而变成一种漂浮无根的名号。取自源头的东西并以源本的方式获得展显的东西之变成化石的可能性，就固着于现象学研究本身之中。就现象学本身就担载着那一彻底的原则而言，可以说遮蔽总是同时与现象学同行的。与彻底揭示的可能性相伴随，现象学也同时处在这一相应的危险之中：在它所取得的成果之中走向硬化。

真正的现象学研究所固有的艰难性恰恰是在于：在一种积极的意义上，它针对自己本身而成为批判性的。那由现象的样式所规定的照面方式，是现象学研究必须首先从现象学研究的对象那里争而后得的东西。而这就意味着，那种对于现象的特征性的把握方式——源本的领会性的解释——并不在以下的意义上隐含着任何直接的把握：如同人们可能要说的那样，现象学是一种单纯的看，这种看全然无需任何方法上的装备。实际上，正确的说法恰好与之相反；由此也可见出，对于（现象学）座右铭的清楚的表述和理解是多么地重要。由于现象首先还必须争而后得，单单是对于出发点的考察和对于穿越障蔽的通道的开掘就已经需要一种大规模的方法上的配备，以便我们能够依据意向性的现象上的既与的结构（Gegebenheit）而获得一种规定与引导。在争取现象所具有的一种最终的和直接的既与性结构这一要求之中，绝不带有任何直接的直观所应有的轻松与舒适。正是因为没有本质出自本质、没有先天出自先天，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出自另一个东西被推论和演绎出来，相反，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必须经过呈示性的（ausweisend）观视，所以，在所有情形之下，我们的考察之路从来都必须从各个个别的现象联系出发，而根据先天之被揭示的程度和根据其被传统所掩盖的方式与规模，考察之路又从来都是一再地变动不居的。由于每一结构都必须最终依据其自身得到开显，现象学的研究方式首先就获得了一种——正如人们所说——图画书现象学的特征和外观，以致在现象学研究中人们只是纯粹地去阐发一些个别的结构。对于一种系统哲学而言，这些结构也许是非常有用的，但对于一种（现象学的）阐发而言，这些结构只能是某种临时性的东西。因此之故，对于那些经由现象学的个别化的探察而被揭示出来的东西，人们就想通过将其嵌入某种辩证法等等之类的东西当中，而在哲学上加以认可。与这种做法相反，我们必须要说的是，首先，我们完全无须在意向性的各种结构的结构关联之上再去构造任何东西，毋宁说，先天之物的关联本身从来都只是根据课题内容而自我规定的，这里的课题内容则应当基于它的现象上的结构而获得探索。进一步讲，我们在一开初还不必去关注上述的这些考虑，因为，只要现象的具体的相状（Aspekt）还不是清楚可见的，这些考虑就终将是无结果可言的。

c）排除几种对于现象学的典型误解——这些误解就产生于“现象学”这个名称

在这里，我们还想非常简短地讨论一下对于现象学的几种典型的误解，而这是因为今天这些误解还在普遍地统治着哲学，还因为只有很少的人在从事这样的一种努力：以现象学的具体研究来澄清现象学的本来意义。误解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以及在上述考量之下可以让今天的人们引以为鉴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李凯尔特发表在《逻各斯》杂志上的一篇论文。[17]

在这篇文章里，李凯尔特想要表明，现象学并不是且不可能是任何关于直接之物的哲学，并通过比较而就“关于直接之物的哲学应该是怎样的”作出了建议。在此，人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特征性的立场：一种直接之物的哲学必须存在，为此人们就必须安排好一切。“首先至少需要一种中介，以便显象的和现象学的概念能够服从于为关于直接之物的哲学提供帮助而得到规定。”[18]与这一看法相对，我们首先必须一般性地指出的是：现象学既不想成为一种关于直觉的哲学，也不想成为关于直接之物的哲学；它根本就不想成为任何这种意义上的哲学，毋宁说，它所想要的就是课题内容本身。

李凯尔特的批评之理据在于：据他所说，按其作为某物的显象这个意义，显象这一表述就有着对不是显象的东西，因而不是直接被给出的东西的一种指向，而因为显象总是对于那在它背后的某物的显象，所以直接之物就是不可把握的，相反人们一直都总是在与一种中介打交道。因此，现象学就不适于成为哲学的基础科学。人们可以看出，（在上述批评中）显象或现象概念首先仅仅得到了一种相当简单的把握，而这一批评还全然没有就此加以探索：现象源初地意味着什么，而它在现象学中又原本地意味着什么，毋宁说，被设置为（上述批评之）基础的，是传统的显象概念，一个空疏的概念用语，而对于一种具体的研究工作所提出的批评，就是据此进行的。不过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深入讨论这篇论文，因为通过一场批评事实上是不能获取什么东西的，还因为去批评李氏的这一反对的立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的一着重大的招术。但是我们必须要提到上面的显象概念，因为在这篇文章里，李凯尔特只不过是把那些在哲学中以及哲学对现象学的看法中习以为常的意见表达了出来。我之所以强调这点，并不是为了去拯救现象学，而是为了表明：经过上述的那样一种解释，现象学研究的意义是如何地不但遭到了变形，而且首要的是，那能够切合实情地进行哲思的本能又是如何在这种解释中丧失殆尽的。

【注释】


[1]E.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简称：《观念Ⅰ》），载于《现象学与哲学年鉴》，第一卷，第一部分，哈勒，1913年，第185页；编者注：另见：《胡塞尔全集》，第三卷，第一部，W.比梅尔编，哈革，1950年，第223页以下。

[2]H.李凯尔特：“哲学的方法与直接之物。提出一个问题”，载于《逻各斯》，第十二卷，1923/1924年，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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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现象学研究的最初成型和对现象学的一种既深入其里又超出其外的彻底思考的必要性

至此，我们就达到了关于现象学研究的意义和任务的引导性考察的第三章。现在，在阐明了现象学的原则和现象学的三个主要发现的基础上，对“现象学”这一表达的描述已然完成了我们在第二章里所提出的澄清现象学研究的意义的任务。在第一章里我们探讨了现象学研究的兴起和突破，在第二章里我们探讨了现象学的基本发现、它的原则以及对它的名称的阐明，而在目前的第三章里，首先，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简明地探究现象学的初步成型，其次，我们还必须考量那种从现象学本身出发，以切合于现象学自身原则的方式而对现象学的对象域作出重新思考的必要性。

这一思考的意图，就在于对课题域做出一种源本的，也就是现象学式的基本规定，换言之，它的意图就在于对意向性以及随意向性一道俱来的既与的结构做出基本的规定。因此，在“源本地赢得课题域”（而这个课题域是由意向性现象所先行规定的）这一任务的考量之下，关于现象学研究之深化与发展的描述也将随之而发生变动。我们一方面要考察关于课题域的不断生成着的厘定、关于课题域的规定，同时也要考察对于研究视域的勾画，一如这些视域从这一关于课题域的规定中所产生出来的那样，确切地说，按照今日现象学中两个引领性的研究者——胡塞尔和舍勒——的工作，我们将从两个方向上来探究这一课题。

根据上述那种研究本身，我们随之就能够表明：在这一研究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依然未获得提出并且必然是依旧得不到提出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必定得不到提出；它又是在一些什么条件之下方能获得提出；这个问题是如何地导致了对于现象学研究之任务的一种彻底的规定。这个问题就是作为现象学基本问题的关于存在之意义的问题，它是一门本体论永远也不可能提出来的问题，但本体论却又总是把它当作了前提并且在某种或有根据或无根据的回答中利用着它。存在的问题是通过对现象学研究本身的走向（Zuge）的内在批判而产生出来的，而就问题的有待于回答的那部分而言，这个问题就构成了本讲座的原本的课题。以下，这个准备性部分的第三章就将着手对考察的课题内容加以开显。

第十节　课题域的厘定：关于意向性的基本规定

a）解释胡塞尔和舍勒对现象学课题域的界划和对现象学研究视域的限定

在现象学研究最初获得突破之际，其实际的工作所集中处理的是基本现象的规定（与此同时，逻辑学和认识学说的对象就随着这一规定而一道被给出了），集中处理的是本质上具有理论特征的，准确地说即特殊的科学认识的意向式行为。然而在那时（特别是联系到这个问题：在根本上，行为如何能够通过概念获得表达？），还出现过对其他情感性行为加以描述的研究动向。现象学的早期研究在课题方面的探索意图，就在于对一个特定的局部领域的开掘；在最初的研究过程中，现象学并没有着手从原则上提出一个有关总的课题域本身的界定，虽然它也并不是没有进行过针对这一目标的考察。进一步，意向性、客观化行为的特性虽然着眼于intentio（意向行为）和intentum（意向对象）这两个主要方向而得到了探讨，但意向性根本枢机的这两个本质性的结构要素本身，却还没有获得充分明晰的廓清。

所有这些——领域的具体的拓展，关于现象学研究的领域上的特性和关于它与其他领域之界限的基本思考，关于意向性研究工作的基本方向的厘定——都是在下一个十年里（从《逻辑研究》出版之时算起，即1901年到1911年之间）进行的。与现象学之领域的不断增长的和更为丰富而纯粹的展开一起同时并进的，是现象学方法和现象学理论之成型。有关这一成型以及关于它的文献上的成果，我们将仅只做一非常简短的说明，其目的是为了对所谓的现象学文学的问题（人们曾一再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简略的回答，而这种文学并不真正地存在。

在《逻辑研究》出版以后，胡塞尔的工作首先就专注于构建有关最广泛意义上的感知——不仅是感性的感知，而且是在各种不同的对象域中的源本的把捉这个意义上的感知——的现象学。这项研究刚好在一年之前——也就是在其初创的几乎25年之后——才达到结束，但尚未付诸发表。与他在哥廷根的新的教学活动相连，胡塞尔的工作还进一步转向了逻辑学的系统构造，转向了有关客观化认识尤其是有关判断的现象学。而这一逻辑学——尽管经过了一连串新而再新的向前冲击——也是未完成的。胡氏的研究工作同时还致力于建立一门关于特殊的实践行为（与康德的实践哲学相分野的实践行为）的现象学。在这一期间（1913-1914），一门所谓的先天价值公理体系在初次滥觞之后就陷入了停顿，而舍勒后来接过了这一工作并做出了进一步的建树。

就在这一时期，柏格森在德国也逐渐地广为人知——而这件事也算是舍勒的一大功劳，他很早就了解到了柏格森的哲学及其意义并相应地受到了它的影响。舍勒还在德国发起了对柏氏著作的翻译。与柏格森在德国的声誉鹊起相伴随，在胡塞尔的工作中也出现了关于内在时间意识的研究，这一研究是分成若干部分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发表出来的。[1]

进一步，狄尔泰的影响也变得明显起来，而他的工作与现象学的研究倾向确实具有一种内在的亲和性。狄尔泰的影响所及，导致胡塞尔的最广泛意义上的科学论的研究转离了以自然科学为取向的那些问题，而扩展到了对人文科学的特殊的对象属性的思考。而通过与马堡学派，首先是与那托普的《心理学导论》[2]的分道扬镳，胡氏的研究工作获得了它的最后一次重要的方向规定。与心理学的决裂自然地无非就是与追问意识之结构这一研究路线的决裂（而人们把全部的行为，从而也把意向性的全部合成要素都归入了意识的领域）。所以，在现象学成型的期间，它的研究工作也同时囿于同时代哲学的眼界之内，然而，这一状况并没有继续维持下去，也未曾对现象学后来的提问方式产生影响。

在1900年至1910年的十年里，没有出现过一本现象学的出版物；但（现象学的）影响在哥廷根的较为狭窄的研究圈子里却愈发强烈。但是，胡塞尔于1902年在哥廷根数学学会所作的两个报告，却具有特别的意义。当此之际，还发生了所谓的“李普斯学派的倾覆”事件，以致那时一批李普斯从前的学生来到了哥廷根。在那里，现象学家的圈子中讨论着一些基本的问题，而这些讨论就进一步形成了后来的出版物。就在那时的讨论中，胡塞尔把他的富有活力的研究的绝大部分都传播了出去，而许多后来以其他人名义所发表出来的东西，实际上原本是属于他的成果。不过，对于现象学的研究工作而言，这种名义上的东西并没有太多的意义，无论究竟是谁发现了当时所传播出来的东西，最终而言都是一回事。

胡塞尔首次在文献上的表达，是发表在《逻各斯》上的论文：《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3]这篇论文具有一种纲领性的特征，但这并非一个存在于工作之前的纲领，而是以长达十年的研究为背景的、从研究本身之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纲领。论文在哲学界唤起了一种近乎普遍的惊骇，而在现象学中则导向了这样的结果：它推动逐渐成长的年轻的研究者们去从事更为共通的和更为可靠的研究。这种团结导致了一个属于现象学研究自己的机构在1913年的创立，这就是《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它的第一卷就出版于1913年，至今又已出版了六卷，而最后一卷出版于1923年。它的头两卷包含了这样一些作者的论文——胡塞尔和舍勒、亥纳黑（Reinach）、朴芬德尔（Pfänder）和盖革尔（Geiger）。年鉴的更后来的卷期发表了朴芬德尔和盖革尔的著述，也发表了一些由学生们所完成的各种性质的著述。

在年鉴的第一卷上，发表了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第一部。[4]该书的第二部本来是紧接着第一部就已经完成了的，但是至今却尚未出版。[5]

在年鉴的第二卷里，发表了第二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实际上在第一卷里就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马克斯·舍勒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6]该书包含了很多章节的针对伦理学这个专门领域的基本的现象学式考察。还需要提到的是马克斯·舍勒的论文集，尤其是论文《论自我认识的偶像》[7]，以及《论同感（Sympathegefüle）的现象学与理论》[8]——该论文集在几年以前发行了第二版，不过出版质量较差。

现象学的原本的成型、有关现象学课题域之界定与奠基问题的更为切当的解释，就是由上述这些属于胡塞尔和舍勒的问题所规定的。因而，有关后来的现象学基本研究的分析，就应当持守于这样的两个问题范围之内。在现象学工作的具体成型的过程中，其研究的视域（Arbeitshorizonte）最初也是纯粹依照传统的学科来确定的，人们以现象学的方式在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法哲学这些学科中进行研究；现象学所探究的问题领域，依然属于传统哲学中的那些同样的问题领域。进一步，在以意向性现象作为定准的基础上——就人们以现象学的方式区分出Intentio（意向行为）、Intentum（意向对象）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而言——就出现了现象学的三个总是相互倚持的研究方向：行为现象学、实事现象学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在“Noesis”（意向行为）（特有的自身-指向的结构）和“Noema”（意向对象）（在意向中得到意指的实事）的名号下，在胡塞尔那里也出现了与此相同的区分。但是在胡氏这里，并不存在一种专门的相关项，因为这个相关项是连带地呈现于和包含于Noesis（意向行为）与Noema（意向对象）之中的。

b）关于课题域之本源结构的基本思考：将纯粹意识看作独立的存在领域加以廓清

我们现在要问：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的课题域是如何从根基上得到清晰的厘定的？

现象学曾被标识为关于先天的意向性的分析性描述。那么，先天的意向性可以被甄别（aussondern）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被甄别为一门科学的可能的课题吗？

意向性曾被规定为体验的结构，确切地说，这一规定是依据意向性之枢机所蕴涵的基本要素即intentio-intentum（意向行为-意向对象）才得以作出的。对先天的意向性进行清理，指的就是对单个的行为及其可能的关联所先行具有的结构的开掘，这结构是已然包含在每一感知行为或被感知者之中的，而不管感知作为感知在不同的人那里、在来源上和样态上恰好是如何具体地个别化的。人们把对先天的看取（Heraussehen）称为观念直观（Ideation）。观念直观是范畴直观行为，亦即被奠基的行为，它奠基于对一具体的个别状态的一种观照（Vergegenwärtigung）之上。观念直观总是且必然是在一示范性直观的基础上得到实现的。这样，对于先天的意向性领域的一种原则性的开揭也将必须就以下这几个方面作出阐明：第一是示范性的地基，即体验获得具体体现的领域——出自这个领域，体验的意向性结构将在观念的层面得到彰显；第二是以这一先行领域为本的对先天结构予以彰显的方式；第三是这一获得彰显的领域自身的特性与存在方式。

人们容易见出，关键性的考察乃是以上的第一项考察，也就是我们去赢得并规定我们由之出发的那个领域的考察，——因为只有从出于这个源本的领域，我们才能赢得并界划出我们所求索的那个（课题）领域。目前的这样一种基本思考与现象学突破阶段的先期思考之间的区别是明显可见的。在那时，有关意向性的讨论和描述还完全是在前面提到的心理学和逻辑学这样的学科及其问题框架中进行的。但是现在，现象学研究就不再讨论这样的一些问题与传统意义上的课题，而是由实事本身所驱使，去专注于一种关于有待赢得的现象学领域与源本的领域之间联系的思考，就是说它所关注的是意向性的、行为的、体验的具体的个别状态；现在的思考所关注的，是对这样的一种领域的规定：通过这种领域，行为才能够首先获得一种理解。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以之为凭而将意向性结构摹写下来的行为，是如何成为可参通的？像意向性、体验结构、体验这样的东西最初是如何获得给出的？所谓“最初获得给出”指的是：在一种所谓自然的立场面前呈达出来。体验、行为，以及有关某物的不同的意识方式是作为什么而显现在自然的立场之中的？需要看清并探究的是：现象学的“新的科学领地”是如何出自在自然的立场中被给出的东西而起源的。[9]这样，我们的研究的意图就转向了对一个新的科学领地的发现。这个新的领地被称作纯粹体验的领域、连带着它的纯粹相关项的纯粹意识的领域、纯我的领域。这个领域是一个新的客体领域和——如同胡塞尔所说——一个原则上独具特性的存在领域，专属于现象学的领域。胡塞尔本人这样来描述（朝向这个领域的）推进方式：“我们最初直接地展示性地推进，因为那有待展示的存在不外乎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我们出于本质性的根据而将它称为‘纯粹体验’，称为带有其纯粹的‘意识相关项’以及带有其‘纯粹自我’的‘纯粹意识’，我们首先是从在自然的立场中向我们给出的这个我、这个意识、这个体验出发的。”[10]

按照胡塞尔的描述，我是如何在自然的立场中获得给出的呢？我是“与其他人一样的处于自然世界之中的一个实在的客体”，[11]就是说，如同房屋、桌子、树林、山岗一样，事实上人也以它们那样的方式出现，而我也跻身于这些实在的东西之中而出现。我施行着行为[cogitations（我思）]；而这些行为从属于“人的主体”，因而它们也就等于“这同一的自然现实的事件”。[12]对于存在于人或动物的主体之内的这样一种体验关联的总体，人们可以称之为个体性的体验之流。“就动物性的本质而言”，体验本身就是“实在的世界事件”。

我们将继续固着于这一自然的立场中（正是在此立场中我们发现了以上所讲的这样一些客体），并继续把目光投向体验关联，确切地说投向我们自己所具有的、实在地消逝着的体验关联。这种对我们自己的体验关联的自我指向是一种新的行为，人们将这种行为称为反思（Reflixion）。在反思行为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对象之物，它本身有着行为的、体验的、关乎某物的意识方式的特性。凭借这一追踪行为的反思，我们就可以对行为加以描述，就像我们前面在分析表象、图像意识和空意指的时候所做过的那样。当我们亲历（leben）于反思行为之中时，我们本身所指向的就是行为。而此中就显示出了这一固有的实情：反思的对象即行为与对对象的观察（反思）一样，都属于同一个存在领域；对象（被观察者）与观察活动（Betrachtung）是实项地（reell）彼此包含的。对象与（关于对象的）把捉方式都从属于同一个体验流。被把捉对象在把捉行为本身之中的，也就是在同一个实在状态（Realität）的统一体之中的这种实项的被包含状态，人们就称之为内在性（Immanenz）。在这里，内在性具有被反思者与反思行为之间的实项的关联性的含义。通过上述，我们就刻画出了一种存在者的特别的多维流形，也就是体验和行为之存在的多维流形。“意识及其客体（反思与作为反思之对象的行为）构成了一种个体性的纯粹经由体验而生成的统一体。”[13]

而在所谓超越的感知即物体感知那里，情况显然就是全然不同的。对椅子这个物体（Stuhlding）的感知作为经验就没有在自身中实项地包含着椅子，以至于椅子仿佛作为物体而一同漂游在体验流之中。如同胡塞尔也说过的，感知是处在“所有（自有的）与物体的本质性（wesentlich）统一体之外的”。[14]一个体验“只能与各种体验绑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整体的全部本质包括了这些体验的个别的本质并奠基于这些个别的本质之上”。[15]意识的整体、体验流的整体乃是这样的一种整体：这种整体只能奠基于各种体验本身之上。这些整体的统一体、体验关联是纯粹通过各种体验自有的本质而得到规定的。而一个整体的统一体最终只有依凭它的各个部分的个别的本质才是统一的。一切物体，也就是一切实在的对象——首先是所有物质的世界，都是被排除于统一的体验流整体本身所自足地包容的东西之外的。相对于体验的领域，物质的世界是一个陌生的、他者的世界。所有的有关简捷感知的分析都已经指明了这一点。

但与此同时，在考察的开初就已经清楚的是：作为实在的事件的体验流是与实在的世界，例如与身体（Körpern）相联结的，它是附着于表现为动物性的心理-物理统一体的具体的统一体之上的。因此，作为体验整体的名称，意识就以双重的方式卷入了实在的结构之中。首先，意识总是一种处在一个人或者动物之中的意识。那作为既与的实在的客体而出现的东西，就构成了一个动物的心身统一体。“生理的东西不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它是作为我或我体验（Icherlebnis）而得到给出的，……而我或我体验这类东西合乎经验地显示其是与确定的生理事物，与被称作身体的东西结为一体的。”[16]“所有心理学的规定eo ipso（当然）也都是心理-生理性的规定，这就是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种规定具有一种永不缺失的物理上的伴随含义。即便在心理学（经验之科学）专注于对单纯的意识事件之规定而不专注于通常较狭窄意义上的心身依赖性的地方，这些（意识）事件也依然被认为是属于自然的，即被认为属于作为人的或动物的意识之自然，此意识在其自身方面又具有一种自明的和同时获得理解的与人类躯体和动物躯体的连结。”[17]

作为所谓的动物性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意识同时就是对于这一实在的自然的意识，是在每一实际的生命（人）的具体化中与这一自然实在地相统一的意识，但同时也是通过一种绝对的鸿沟而与这一自然相分野的意识，就像每一物体感知在内在与超越的二分中所显明的那样。现在，鉴于内在的领域即体验领域恰好决定了如下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在这个领域之内，那与这个领域横隔着一道鸿沟的超越的世界才能够在根本上成为对象性的东西，故此上述两个存在领域之间的那种二分就成为了值得注目的区分。面对上述的两重卷入——一是卷入了动物性的具体化这种实在的统一体中，二是卷入了内在与超越的关联交织之中——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还能够说，意识具有一种“独有的本质”？这本质是一种蕴涵在自身之内的关系吗？把意识标揭为独有的体验领域、标揭为独有的存在领域，这在根本上如何还是可能的呢？

在最初的探察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体验领域是通过意向性特征而获得规定的。在体验中，超越的世界基于体验的意向性而以某种方式当下在场。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超越世界的，首先是物体（Dinge）世界的对象化状态（Gegenständlichsein），并非必然地要被理解为已把捉状态。如同胡塞尔所明确强调的那样，对于被给定的物体的把捉仅仅是一种特定的行为样式，例如在爱的行为里，我亲历（lebe）于被爱者“之中”，但当此亲历之际，这个行为中的被爱者本身并不是在已把捉的对象这个意义上的对象；为着被爱者在单纯把捉的意义上作为对象之物（Gegenständlichkeit）而呈显出来，首先还需要一种新的（相对于对象的）姿态上的变易。为了不致把意向性概念狭隘化，我们必须看到：把捉（Erfassung）并不等于自身-指向，毋宁说，把捉仅仅是指向存在者的一种完全特定的样式，且是一种并非必然地占统治地位的样式。因而，当我在反思中指向一特定的体验、指向一特定的行为，例如物体感知行为时，那么我就是以专题的方式专注于感知行为而不是被感知者。诚然，我可以以这种方式使得感知成为专题：被感知者，即感知所感知到的东西、感知的对象本身也一同得到把捉，但却是以这样的方式得到把捉的：我不是直接地亲历例如对椅子的感知，而是专题地亲历对感知行为的把捉和对感知中的被感知者的把捉。这一对行为及其对象的观察方式不是任何一种对物本身的超越性的把捉；在这种对于反思的观察中，我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亲证（mitmachen）感知、亲证具体的感知本身；我不是原本地亲历对椅子的感知，而是亲历对椅子感知的内在反思性把捉这样一种姿态（Einstellung），不是亲历有关质料性世界的论题（Thesis），而是亲历对把捉着这个世界的行为及其对象（如同它在行为中当下在此的那样）的一种专题性的执取（Setzung）。这一对有关质料世界的和一切超越世界的论题的不加-亲证（Nicht-Mitmachen），我们就称之为εποχη（悬搁），即中止（判断）。

一切现象学的行为分析都这样去观察行为：（现象学的）分析并不真正地亲证行为，并不探究行为的专题性意义，而是使行为本身成为主题，并借此让行为的对象及其如何被意指的方式（即与行为相应的意向）一同成为主题。这指的就是：被感知者不是自身直接地得到意指，而是通过其存在方式得到意指。关于这一（意指的）变形（只要存在者成为了意向性之对象，现在这个存在者就要经由此一变形而得到观察），人们就称之为加括号（Einklammerung）。

这一对存在者的加括号并不从存在者本身那里移取出任何东西，它所意味的也不是假定存在者不存在，毋宁说，目光的这种转变恰好具有使存在者的存在品格呈显出来的作用。现象学的对超越性论题之排除仅仅具有这样一种唯一的功能：着眼于存在而使存在者呈显出来。所以，只要人们以为：在对存在者论题的排除中并通过这种排除，现象学的考察就刚好不再与存在者发生关系了，那么人们就总是误解了“排除”这一表述；与此误解相反，现象学的考察恰好要以一种极端的和独一无二的方式去探究关于存在者本身之存在的规定。

现在，人们可以在原则上联系到所有可能的意识行为来执行这样的一种εποχη（悬搁），以至于现在我这样来观照（Vergegenwärtige）意识：我不是在感知、思考等等这样的个别行为里去趋随这些行为所涉的对象，而是贯通行为的整个领域来统一地实行εποχη（悬搁），也就是说，现在我经由行为及其对象在行为中的被意指方式而观照行为及其对象。这样的一种经由一特定领域的统一属性（Einheitlichkeit）而对行为领域及其对象的赢取，人们就称之为还原（Reduktion）。

这种在不-亲证一切超越性论题之意义上的还原，是现象学还原进程中的第一个阶段。当我如此地还原我的生活本身的这种具体的体验连续体（Erlebniszusammenhang）时，尽管在还原过后我总是还拥有同一个具体的体验连续体，它依然是我的体验连续体，但是在这里，我并不是以如下这种方式而拥有此体验连续体——我融身于世界之中，我追随着行为本身的自然的指向；毋宁说，现在我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而拥有具体的体验连续体：我呈显出了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完整的结构。而在这一所谓的先验的还原（transzendental Reduktion）之后，被还原后的领域又还是一个孤诣独照（Einmaligkeit）的领域，是我的意识之流的领域。

这一属于本己的体验流的孤诣独照的领域，还要经历第二次还原，即eidetisch（本质的还原）。现在，行为和行为对象将不再被当成我的具体存在的具体的个别状态、被当成一体验流而加以探究，相反这一体验流的统一体现在将以观念的方式得到观察，与此同时排除一切把这一个体性的体验流规定为个体之物的因素。现在，在具体的体验里获得看取（herausgesehen）的只有那种例如属于一个感知、表象，属于一个判断自身的结构，而不管这一判断、感知是否就是此时此地正在进行的属于我的判断与感知，不管这一判断、感知是在这一具体的格局（Konstellation）中进行的还是在一种另外的格局中进行的。通过上述双重的还原（先验的和本质的还原），出自一体验流所最初给出的个体性的个别状态，意识的所谓纯粹的领域（不再是具体的个体性的领域，而是纯粹的领域）就被彰显了出来。

在相对于体验流的实在性而对物体的实在性进行划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指出，超越性的世界实在性（Weltrealität）不属于体验流的实项的整体。椅子不是任何体验和任何体验之物（Erlebnisding），相反，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它是全然不同于体验的存在方式的。另一方面，所谓内在感知的所有的对象之物则都是由此得到规定的：这些对象之物有着一种与内在的感知相同的存在方式。此中就包含着：内在感知的对象是绝对的被给予者。据此，体验流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如同胡塞尔所说，它构成了一个绝对断定（absolute Position）的领域。尽管每一超越的感知都以亲身具体的特征把捉着它的被感知者、把捉着物体，但任何时候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被感知者不可能存在和根本就不存在了，与此相对照，在内在的体验把捉中，体验是在其绝对的自身之内被给予的。内在的感知、对行为的反思给出了这样的一种存在者：这种存在者的当下存在（Dasein）原则上是不可否定的，或者如同胡塞尔对此所作的表述那样：“所有具体有形地（leibhaft）被给出（gegebene）的物事（Dingliche）都可以是不存在的，而没有任何一种具体有形地给出的体验（与前述的情况相反）是可以不存在的。”[18]这就表明，内在的领域是通过人们称之为绝对的被给出方式而得到彰显的。而这就意味着（如果对前面的内容加一个总结的话）：纯粹意识的领域，这个我们经由先验还原和本质还原的途径所赢得的领域，就是那种通过绝对的-被给予者这一品质而彰显出来的领域。

物事世界所带有的偶然性丝毫也改变不了体验的绝对的存在，而体验却总是构成了物事世界的条件。值此，以上的探察就发展到了一个极致。“在那向我们展放出来的本质的关联（Wesenzusammenhängen）里，已经包含着我们想要引出的有关全部的自然世界与意识领域（体验之存在就源出于这个领域）之间的原则上的可分离性（Ablösbarkeit）这样一种推断所需的最重要的前提”[19]——这就是借助于还原（而显示出来）的有关自然世界（在给出方式上）之“如何”的可分离性。

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认出一种与笛卡儿的亲缘性。在现象学分析的更高阶段上被廓清为纯粹意识的东西，实则就是笛卡儿在res cogitans（我思者）的名号下所瞥见的领域，而超越的世界——胡塞尔同样在质料性的物事世界之基底层面中看到了它的典型指征——在笛卡儿那里就被规定为res extensa（广延的存在）。上述亲缘性不但实际上存在着，而且在胡塞尔说考察已达极致的地方，他也明确地提到了与笛卡儿的联系。他说，他只是要就此而探出一个究竟：在《沉思录》中——诚然是以另外的方法和抱着另外的哲学意图——笛卡儿所原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一与笛卡儿的关系和对此关系的明确的承认，对于我们批判地理解这一通过所谓还原的考察而赢得的领域所具有的存在特性而言，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还需进一步予以追问的是：绝对断定的领域，即纯粹意识，一种据说通过一种绝对的鸿沟而与一切超越者分离开来的领域，同时又要在一个实在的人的统一体中与实在属性达到一致（这个人本身是作为实在的客体而出现在世界中的），这在根本上是如何可能的呢？体验既构成了绝对的和纯粹的存在领域而同时又在超越的世界中出现，这是如何可能的呢？以上所说的就正是胡塞尔在廓清纯粹意识这一现象学领域之际所行止于其中的问题局面。

第十一节　现象学研究的内在批判：有关纯粹意识四个规定的批判性讨论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对现象学的课题域（即意向性领域）进行廓清的过程中，提出过关于这个领域之存在的问题，即关于意识之存在的问题吗？或者，当人们说：意识的领域是一个绝对存在的领域，那么在这里究竟什么叫作存在呢？在这里绝对的存在指的是什么意思呢？而当人们说到超越的世界之存在，说起物事的实在性时，这里的存在所意味的又是什么？在基本的思考的维度之内（有关现象学领域的廓清就经由这一基本的思考而获得决定），在区分两个领域的时候所提出的那个着眼点——此即存在的意义、我们一直在谈论的这个“存在的意义”，已然由其自身而得到了澄清吗？在根本上，为着提出关于存在意义的问题——为着提出这个先行于每一现象学的思考之前的和未经明言地包含在这种思考之中的问题，我们已经在现象学当中赢得了方法上的地基吗？

目前我们尚未就这一点作出讨论：这一（关于存在意义的）问题是否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呢？而在没有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对其作出回答的情况下，要彻底地赢得意向性的领域又是否是可能的和是否具有意义呢？如果这个问题是必要的话，那么关于存在一般的思考在现象学上就将成为更加必要的了，从而，我们最终也就有必要就这个问题的具体的研究可能性作出思考。以上之点已足以表明：我们目前所达到的见地在现象学上还是不够充分的。

我们要设法获得对现象学所独有的对象域进行批判性考察的地基，以便借此能够探讨：一般意向式存在者（das Intentional）的存在是否按照以下的三种考察视野而得到了追问：这一对象域是出自什么样的基础而得以赢得的？这一课题域又是通过何种方法途径而得以赢得的？而这一新发现的对象域即所谓纯粹意识的领域又得到了一种什么样的规定？现在，我们的考察就将从最后的这个问题出发，从关于“意识”领域之存在的规定出发。作为意向性的基本领域，意识的领域即纯粹意识之存在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得到了规定？

很明显，这样的规定要以一种关于存在的规定为基础。而意识恰好就被称为绝对存在的领域，而且它还是一种与所有其他的存在者（实在性、超越者）界限分明的领域。因此进一步，这一相对于意识之存在的区别正好就被规定为最彻底的存在区分，而这个区分在根本上是只有在范畴学说中才是能够和必须进行的。

在关乎纯粹意识的这样一种存在规定之中，这样的一种批判性区别——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存在得到了追问——在根本上还具有意义和根据吗？我们将专门讨论由胡塞尔给出的对纯粹意识的存在规定。此规定有四个方面，但它们在性质上又是相互交融的，以致同一个名称经常被用来指称两个不同的规定。

意识是一个这样的领域：第一，它是内在的存在。第二，这一内在的存在是绝对既与的存在。这一绝对的既与状态（absoluten Gegebensein）也被称作无条件的绝对存在。第三，这一在绝对的被给予性（absoluten Gegebenheit）意义上的存在在下面这个意义上也同时是绝对的：这个存在nulla re indiget ad exstendum（无需存在者也可达到存在）[这里接受了古老的实体定义（Substanzdefinition）]，为了达致存在（um zu sein）并不需要任何res（存在者）。在这里，res（存在者）是在狭隘的实在性、超越的存在之意义上被理解的，它就是所有非意识的存在者。第四，这两种意义上的绝对存在——绝对的被给予性和无需一种实在性——是作为属于体验的本质存在（Wesenssein）、属于体验的观念式（ideal）存在的纯粹存在。

关于这四个存在规定，我们要追问的是：它是不是那种根据对实事本身的观察而产生出来的规定？它是不是那种依据意识以及这个名称所意指的存在者本身而引出的规定？

a）意识是内在的存在

从形式上看，内在所指的首先就是：存在于其他的东西之中。内在这一本性是就意识领域、体验领域而言的，更确切地说，这是针对把捉的行为、针对反思的行为（而把捉和反思自身则指向着行为、指向着体验）而言的。内在是就这样一种联系而言的：这种联系在体验本身之间、在反思的行为与被反思者之间是可能的。在反思的行为与被反思者即反思中的对象之间，存在着实项的、彼此交融的包含这样一种联系。在此，就体验通过反思而成为了把捉的一种可能的对象而言，内在、交融存在是针对体验而说的。内在不是有关存在者自身的一种着眼于它的存在的规定，而是有关体验或意识领域内部的两种存在者之间的联系的规定。这一联系被描画为实项的彼此交融，但是关于这一交融状态之所是、关于实项属性（Reellität）、关于整个领域中的存在者，这个规定恰好什么也没有道出。在这里获得规定的，只是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联系，而不是存在本身。所以，胡塞尔关于纯粹意识领域所给出的这第一个存在规定——或是本源的规定或是非本源的规定——就是一个失效的规定。

b）意识是在绝对的被给予性意义上的绝对的存在

那么我们又如何来看待这第二个特性呢：意识是绝对的存在，确切地说是在绝对的被给予性意义上的绝对存在。被反思的存在、在一个反思中作为对象的存在，是自在自足源本地既有的。与超越之物相对，体验是在绝对的意义上当下在场的，就是说，它不是间接地、通过征象而显表出来的，而是自在自足地得到把捉的。基于这一绝对的被给予性，它才被称作绝对的。

如果体验在上面所说的这个意义上被叫作绝对的，那么这一关于存在的特性描述——“绝对的”——就又还意味着对体验领域的一种着眼于它的被把捉状态的规定，而这个规定又是建基于第一个规定之上的。现在，在“绝对地既与”这个规定里，并不是在描述被把捉者与把捉着的行为的一种领域上的归属性，而是在确定一种体验作为一另外的体验之对象这一联系。

在第一个特性即“内在”那里，已经表明了在同一个领域的诸行为之间的存在干系，而现在得到表明的则是：一种属于体验领域的存在者所特有的成为对象的方式——通过这样的方式，体验领域的存在者得以是另一个这样的存在者之对象。在现在所讨论的这个规定里，作为专题的东西也还不是那自在自足的存在者，而是在反思的可能对象这个意义上的存在者。

c）意识是在“nulla re indiget ad existendum”（无需存在者也可达到存在）意义上的绝对既与的存在

第三个规定同样把意识描述为绝对的存在，但绝对是在一种新的含义上被理解的。我们可以回溯到关于体验领域的第一个规定即“意识作为内在的存在”，来说明这一新的含义。一方面，所有的体验都是内在地给定的，那么另一方面，所有其他的存在就都是在意识中呈报（sich bekunden）出来的。原则上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体验、意识流的过程连续体具有“一种自我闭合的存在关系”，[20]具有一种特定的简明性（Eindeutigkeit），而无需有某种东西事实上对应于在这一体验连续体中所意指的东西；就是说在原则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通过一种“对物事世界的消除”，意识本身“在其独有的存在中就成了无所旁借的”[21]——我们知道，这是笛卡儿已经提出过的一个思考。

实在的存在可以以其他方式存在或者在根本上就不存在，尽管如此，意识在自身之内还是可以表现出一种闭合的存在关联。这一思考想要说的是：在如下的意义上，意识是绝对的：意识就是存在的条件，基于这个条件，实在属性在根本上才能够呈现。超越的存在总是通过一种显形（Darstellung）而被给出的，确切地讲它正好是作为意向性的对象而显表出来的。

意识，内在地、绝对地被给予的存在，是一切可能的其他存在者在其中构成自身的存在，是其他的存在者在其中才得以原本地“是”其所是的存在。绝对的东西就是这个构成性的存在。一切其他的作为实在的存在都只是在与意识的联系中，就是说相关于意识才是存在的。“这样，关于存在之谈论的通常意义就发生了颠倒。那对我们而言是第一性的存在，依其自身却成了第二性的。就是说，仅仅是在与第一性的存在的‘联系’之中，它才是其所是的东西。”[22]第一性的存在是那种必须被当作条件的存在、必须当下在场的存在，唯有如此，实在之物才能够呈报自身。这个第一性的存在具有这种优先地位：它是无需实在性（Realitat）的，相反，实在性倒是有赖于第一性的存在。因此，相对于所有的实在性，一切意识都是绝对的。

现在，这一关于“绝对”的规定，就是针对作为构成性的意识所具有的特定的地位而言的；就是说，只要意识是在一种理性观的视野中被看待的，是在追问理性意识中的实在性之可能的证实（Ausweisung）这个意义上被看待的，绝对存在的品格就属于意识。现在，只要我们着眼于意识所可能具有的构成对象的功能而考察意识，那么“绝对的”品格就将属于意识，而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就是这样的存在：它自身不再在一个其他的存在者之中达到构成，相反它是自我构成的存在，是构成了一切可能的实在性本身的存在。据此，绝对的存在所指的就是：不依存于它者的存在，确切地讲就是在构成方式上的第一性存在，也就是必定当下在场的存在——借此被意指者在根本上才能够存在。只有当一种意指，即一种意识存在时，在最广泛意义上的被意指者在根本上才能够存在。意识就是那更早先者（Frühere），就是笛卡儿和康德意义上的先天。

所谓“绝对”的意识所表示的是：主体性先于一切客体性的优先地位。这里的第三个规定——绝对的存在——也还不是一种有关存在者之存在本身的规定，毋宁说，这个规定不过是从构成方式上的排序这个角度来把握意识领域，并在这种排序中把一种先于一切客体之物的形式上的“更为早先的存在”（Frühersein）划归给了意识领域。这一对意识的规定和把握，就同时把唯心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提问方式，准确地说是把新康德主义意义上的唯心主义带进了现象学之中。据此，这一存在规定也不是一种源本的规定。

d）意识是纯粹的存在

与上面所说的三个规定相比，把意识当作纯粹的存在来看待的第四个存在规定，就更加不是对意向式存在者（也就是通过意向性而得到规定的存在者）的一种存在规定了。就意识不再在它的具体的个别化中被看待、不再联系到生命本质被看待而言，意识就被称作纯粹意识。意识不是hic et nunc（此时此地的）实在的、我的意识，就其本质内容而言，意识毋宁说是一种纯粹意识。而眼下的规定所欲探讨的东西，不是一种具体的意向式关系的特定的个别状态，而是意向式的结构一般，不是体验的具体化，而是它的本质结构，不是实在的体验-存在，而是意识本身所具有的观念性本质-存在，是在种属化的一般（gatungsmässigen Allgemeinen）意义上的体验之先天（结构）[而这一先天（结构）向来就规定着一种体验的种类或一种体验的结构关联]。用另外的话说：在忽略了意识中的一切实在属性和实体化这个意义上，意识就被称为纯粹的。由于意识被规定为观念的存在，被规定为非实在的存在，意识就被称为纯粹的存在。

在“意识作为纯粹意识”这一存在特性里，这一点将看得最为清楚：它所探究的不是意向式存在者的存在特性，而是有关“意向性”之存在的规定，不是具有意向性之结构的存在者的存在规定，而是有关那种内在分层的结构本身的存在规定。

关于现象学领域的所有四个存在规定——内在的存在，在绝对的被给予性意义上的绝对的存在，在构成性的先天意义上的绝对的存在，以及纯粹的存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根据存在者本身而引出的规定，毋宁说，只要它们是作为对意识的存在规定而被提出的，那么它们就恰好阻隔了对存在者之存在加以追问的道路，从而同时也阻隔了对这一存在者更清晰地进行厘定。上述四个存在规定不是着眼于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本身而取得的，毋宁说，只要意向式存在者被纳入了我们的眼界，被把握为本质的意向式存在者就是作为被把捉者、被给予者，作为构成性的东西和观念化的东西而取得的。正是出于这些对意识而言最初还是陌生的视角，我们才取得了有关存在的规定。但是，如果我们仅凭上述规定缺失了关于意识之存在的规定，仅凭上述规定在刻画作为一个领域的意识时耽误了存在问题，而在根本上推导出它们在存在问题上的耽误，就未免过于仓促了。在这里，也许我们只需规定作为一个领域而存在的意识，只需规定对一种特定的观察而言意识成其为一个领域的方式，而无须规定存在者本身的存在——作为观察的一个可能的领域，此存在是可以被辨析出来的。

实际上，以上所有的这些存在规定，都是出自如下考虑而提出的：这就是把体验关联作为绝对科学的考察的用武之地开掘出来。在这里，也许我们恰好不应该提出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首先都必须审视：在对这一领域加以开显的进程中，这个存在者的意义是否得到了规定？——即便仅仅是在这样的含义上得到规定：由于其与一个领域之存在没有干系，这个意义遭到了排除。

胡塞尔最初所追问的完全不是关于意识的存在特性的问题，引导着他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思考：在根本上，意识如何能够成为一门绝对科学的可能的对象？引领着他的那个首要的东西，是有关一门绝对科学的观念。意识应该是一门绝对科学的领域这个观念，并不是简单发明出来的，毋宁说它正是笛卡儿以来的近代哲学所一直拥有的一个观念。把纯粹意识厘定为现象学的课题领域，这并不是通过以一种现象学的方式溯源至实事本身而实现的，而是通过回归于一种传统的哲学观念而实现的。因此之故，那些作为体验的存在规定而出现的所有的特性，就都不是原初的。在这里，我们不能更为详尽地探究以上的整个相连贯的提问的动因及其提问方式了，对我们来说，首先能看到这样一点就已经足够了：以上的四个针对意识而提出的存在特性，并不是源自意识本身而赢得的。

至此，我们只是完成了批判性考察的第一个阶段。作为第二项探察的内容，我们要问的是：在对纯粹意识加以廓清的道路上，我们是否还有可能达到一种对体验的真正的存在规定？而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达到这一规定，那么我们就必将在整个考察的起点上，也就是通过对示范性领域的获取和准备来达到对体验的真正的规定，而这就是说：现象学的探察应当从自然的立场出发，也就是从那种最直接的自身给出的存在者出发。值此，经由对被称为人的那种具体的存在者的存在规定，我们也就赢得了对这样的一种存在者进行存在规定的一个前瞻（Vorblick）：正是通过这一存在者，意识和理性才成为了具体化的东西。

第十二节　现象学耽误了对作为现象学研究基本领域的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的追问

如同在以上对胡塞尔进行的初次详尽而系统的研讨向我们所显露出来的那样，这里的批判性问题，就是关于那被设立为现象学课题的东西之存在的问题。为何我们要将追问存在的问题作为批判性的问题置于前景，以何种理由我们在根本上要经由这个问题而走近现象学的立场，这将在后面得到说明。现在让我们暂先提出这样一个前提性的假定：我们必得对这一存在加以探询。那么我们现在要问：在现象学本身中，是否就此进行了探询？

如果我们回想起胡塞尔对作为现象学领域的纯粹意识的规定，我们将会看到，所有的四个规定——存在作为内在的存在，存在作为绝对被给予性意义上的绝对的存在，存在作为（相对于所有超越之物的）构成性（konstituierendem）存在意义上的绝对的存在，以及存在作为相对于所有个别化状态的纯粹的存在——都不是源出于存在者本身而引出的规定，毋宁说，只有当这一意识作为纯粹意识而被置于一个特定的视角中时，上述规定才可被说成属于存在者的规定。如果就意识作为被把捉者而加以考察，就可以说它是内在的；如果就意识的被给予方式加以考察，就可以说它是绝对被给予的东西。着眼于它所具有的构成性作用（所有其他的实在属性都是源出于它才得以呈报出来），它就是在nulla re indiget ad existendum（无需存在者也可达到存在）意义上的绝对的存在；着眼于它的本质即它的是什么来观察，它就是观念的存在，就是说在它的结构内容中不会设定（setzen）任何实在的个别化的东西。如果上述规定不是源本的存在规定，那么就积极的方面而言，我们就必须说：它只是规定了某个单纯的领域，但没有规定意识本身的存在，没有规定意向式行为本身的存在；这些规定所关涉的只是意识这个领域之存在，关涉的只是意识能够在其中得到考察的那个领域。这样的一种考察事实上是可能的，对此可用一个例子予以说明：数学家能够划定数的领域，划定作为数学观察与数学问题之对象的全部领域；他能够给出关于数学对象的一个确定的定义，而当此之际却无须提出有关数学对象之存在方式的问题。确切地说，按同样的方式，人们就有某种理由首先承认：在这里，现象学的领域通过这四个特性得到了简单的划定，但与此同时并没有必然地追问那属于这个领域的东西之存在。也许对意识的存在在根本上就不应该加以追问。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把最终的批判性立场建立在这一最初的批判性观察的基点之上。现在还有待继续追问的是（有关意识的全部清理也还有待于着眼于此一追问而得到更为切实的探究）：在关于意识的清理中，是否追问过存在？在还原的道路上，也就是在获取并彰显这个名为意识的领域之道路上，存在问题是否毕竟得到过提出？正是在那条由自然的立场所给出的东西出发再到达由还原所提供的东西的道路上，存在问题是否毕竟得到过关注？

让我们回想起现象学还原的意义及其方法上的任务：从出于在自然的立场中已然既与的实际的、实在的意识而去赢得纯粹的意识。这是通过转眼不顾那以实在的方式被执取的东西、通过从一切实在的设定本身那里的回归而实现的。在还原中，我们恰好要转眼不顾意识的实在性——这是在实际的（faktische）人所秉持的自然的立场中已然既有的一种实在性。要把实在的体验当作实在的东西加以排除，以便赢得那纯粹的、绝对的体验[εποχη（悬搁）]。还原的意义正好就是：对意向式存在者的实在性不加任何理会；意向式存在者不应被设定和被经验为实在的东西。如果说（此前的考察）在根本上也曾经从那依附于实际生存着的人的实在的意识出发的话，那么这也仅仅是为了最终转眼不顾这一实在的意识，为了远离意识的实在性自身。据此，就其方法论意义而言，还原作为一种转眼-不顾（Absehen-von）就在原则上不适合于去规定意识的存在。因而，这个意义上的还原刚好就丢失了这样的一个地基：只有在此地基之上，意向式存在者（das Intentional）的存在才能够得到追问（这个追问当然是为着这个意图：从现在所赢得的领域出发而径直地去规定这一实在性的意义）。但是这里的问题仅仅在于：对于意向式存在者的存在规定，还原自身是否能提供某种裁定呢？如果胡塞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如此——还原的意思正好是：首先转眼不顾实在性，以便而后正好能够将其作为实在性加以考察，就如同它在我通过还原而赢得的纯粹意识中所呈报的那样——那么在这里人们当然必须谨慎地看待这一回答。就这一回答，我们又可以提出这个问题：这样的回答是否就能够满足关于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的追问？

还原所达成的还有些什么呢？它不仅转眼不顾实在性，而且也转眼不顾体验的各自的个别状态。还原对这一点视若无睹：行为到底是我的行为呢？还是某一其他个体的人的行为？它只是针对行为的“是什么”（Was）来进行探察。它所考察的只是这个“是什么”，即行为的结构，但在此探察的过程中，行为的存在方式、行为之所是（Aktsein）自身却没有成为探察的课题。问题仅仅只是针对结构性的“内容上的是什么”（Wasgehalt），针对作为心理之物基本结构的意向式存在者之结构，针对这一结构之枢机的“内容上的是什么”，针对行为的作为“是什么”的本质，针对行为的指向上的差异和行为的层次关系上的“内容上的是什么”，但却没有针对行为的“存在”之本质。

在观念直观（本质还原）中，在对行为的本质内容的看取（Heraussehen）中，获得关注的仅仅是行为的内容上的结构，而体验的存在之本质并没有在观念水平上也被纳入纯粹意识的本质关联之中。在此，尽管涉及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但我们还是能够用一个例子对此予以说明。如果我要将颜色的本质与声音的本质区分开来，那么我就应该已经看见二者的界限，而无须追问这两种对象的存在方式。当我规定essentia（本质）时、规定颜色和声音的本质时，我恰好就转眼不顾它们的existentia（存在），不看它们各自的个别状态，不管这个颜色是不是一个物体的颜色，不管它处在什么样的光照中。我所关注的只是那归附于每一颜色自身的东西——而无论这颜色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我转眼不顾颜色的存在并由此也刚好转眼不顾它的实存之本质。

同样，在关于纯粹意识的探察和清理（Ausformung）中，也只有“内容上的什么”获得了彰显，而没有在行为的实存（Existenz）的意义上追问行为之所是（Sein）。在先验还原中，这个问题不仅如同在本质还原中一样未获得提出，而且还刚好随着先验还原而走向了丧失。从这个“是什么”（Was）出发，我永远也经验不到有关“如何”（Daβ）的意义与方式的消息——我至多只是知道：具有这一“内容上的是什么”的存在者[例如extensio（广延）]，能够秉有一种确定的去存在的方式。但是凭着这一点我还并不清楚，这一存在方式本身是什么。仅仅着眼于“内容上的是什么”，这指的就是：把这个“是什么”作为被把捉者、被给予者、被构成者来看。有关还原在存在问题的提出中所具有的作用的批判性讨论，到此就达到了一个否定的结果，以致这一讨论刚好使我们能够理解：在前面的第十一节第一小节里所提出的存在规定不可能是真切的存在规定。不过，把观念直观理解为对实在的个别状态的转眼不顾，这首先是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每一个存在者的“是什么”都是在转眼不顾存在者之实存的情况下得到规定的。但是，如果说最终还存在着这样的存在者：它的“是什么”恰好就是那有待于存在的东西且除此以外再也不是其他任何东西，那么，相对于一种这样的存在者，上述观念式的考察就将成为最为根本的错误理解。下面将会显示，这一错误的理解一直都支配着现象学，而传统的统治复又加剧了这种支配。

如果要就意向式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加以追问，那么那种意向式存在者就必须原初地获得给出，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其存在方式去经验此存在者。我们必须赢得与这一意向式存在者的源本的存在干系（Seinsverhältnis）。但是，我们与意向式存在者的源本的存在干系，不就存在于还原的出发点（Ausgangsstellung）中吗？这一出发点不是恰好吸纳了心理之物即“有关某物的意识”吗？——如其在自然的立场中、从而在理论的尚未遭到变异的经验中所显出的那样？在此，关于意向式存在者的意义，即使我们最终不能清楚地予以揭示，至少也必须让其获得经验。

现在我们提出第一个批判性的问题：在多大的程度上，意向式存在者的存在在出发点上——在关于还原的示范性基础的规定中——获得了经验和规定？如果在自然的立场中，存在即意向式存在者的实在性也一同得到了经验，那么现在就只需对有关意向式存在者的考察和至今以上述方式得到理解的还原进行一种事后的补充——如果说，人们现在不但要提出关于“内容上的是什么”的问题、关于行为结构的问题，而且还要提出关于行为的存在之本质这一问题的话。因而，存在之方式就有待在自然的立场中得到把握并同样地按照它的观念性本质得到规定。在这里，也许意向式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实在性）作为心理之物的存在方式也一同得到了经验。在自然的立场中，应该正是意向式存在者作为在后来的观念直观中又被悬置不顾的东西而首先获得了给出，因而，即使这只是为了而后马上又将其置于一边，在这里意向式存在者的现实性（Wirklichkeit）还是获得了经验，尽管它尚未得到专题的把捉。那么，哪一种存在可以归之于意向式存在者呢？——这就是那种属于实在的世内事件的存在、属于生命（Lebewesen）的存在，此世内事件和生命是客观地现成可见的，就其存在而言，它是嵌合在所有实在属性的“基础层”之中的，是嵌合在质料性的物事存在（Dingsein）之中的。据此，意向式存在者的存在、行为的存在、心理之物的存在就被确定为在所有的自然过程意义上的实在的世上事件。不特如此。

因为纯粹意识这一领域的构建是按照理性论的（verkunfttheoretischer）意图进行的，即是说，是通过清理存在者的各种不同的畛域在意识中得以自身构成的各种不同的方式而进行的，所以这些存在者各自的实在属性与客观属性就理应得到规定。实在者作为一种自身-指向的可能的对象而在意识中呈报。实在属性就必须着眼于此自身呈报者（sich Bekundende）本身而分别得到规定。据此，这一特别的、处于我们的探询之中的实在者，即生理之物（Animalien）与心理之物的实际的现实，也成了可予以规定的东西。换言之，还原与领域的构建、存在的方式，除了为着规定一种实在者的实在性而准备科学的基础以外，全然不再有任何其他的意义。作为一种实在性，意向式存在者的现实的存在也是在意识中构成的。

“心理学的意识”，即关于某物的意识、意向式存在者，只要它乃是作为一门实在科学（Realwissenschaft）的心理学之对象，它也就必须作为纯粹意识的相关项而得到理解。“与经验的（心理的）体验相对峙的，是作为它的意义之条件的绝对的体验。”[23]人格——“心理式的人格属性”是“经验的统一体”[24]；“如同每一样式与阶段的实在性仅仅是意向式‘构成’的统一体一样——……”，[25]这样，它就可以被经验为真实存在的东西并因此“在科学上可予以规定的东西”。[26]“所有经验的统一体（人格、动物生命的我）……都是带有一种明显的本质构形（Wesensgestaltung）的绝对的体验关联之Indices（表征），只有与这样的构形相比照，其他的各种形态才是可想见的；所有的经验统一体都在同样的意义上是超越的，都仅仅是相对的、偶然的。”[27]“所以，把它们看作绝对意义上存在着的东西，这是荒谬的。”[28]——只有纯粹意识是“绝对源本的存在领域”[29]。而对于纯粹意识“还要提出实在性的要求”，这是荒谬的。[30]

现在就可以概括地说：“……整个空间的-时间的世界，人与人性之我作为跻身其间的个别的实在者也可归入其中的这个世界，就其意义而言[是]单纯意向式的存在[在行为中自我呈报的存在]，因而它是这样一种存在：对于意识而言，它仅仅拥有第二性的、相对意义上的存在……它是意识在其经验中所执取的一种存在，是原则上仅仅等同于那种具有一致动因的经验多维流形而获得直观与规定的存在——然而超乎此外，它就不再是其他任何东西了。”[31]到此，这一点已变得完全清楚：心理之物的存在、意向式存在者首先应被排除，以便让我们赢得意识的纯粹领域，而根据这一领域又恰好才有可能去规定被排除了的存在和实在性。按照以上这样的方式，存在问题就获得了提出，甚至获得了回答。而我们仅仅需要去做的，就是探求出一条回答此一问题的真正的科学的进路，通过这一进路我们就可尝试去规定一种实在者之实在性的意义——如果说，这个实在者就是在意识中呈报出来的。

那么，前面所提出的批判性问题又有什么用处呢？当我们着眼于被划归给纯粹意识的存在规定来讨论存在问题并甚至来确定一种耽误时，这是否只是一种仓促之举呢？现在，整个的考察还仍然受制于一个“但是”之下，实际上，这里的困难还不在于对领域本身的规定、对纯粹意识的特性描述，毋宁说，如同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对行为的实在属性加以规定的根本困难已经就存在于出发点中。在出发点那里，作为一种自然立场的被给定状态而得到确定的东西[这种被给定的立场导致把人作为生物（Lebenswesen）、作为动物学的客体加以规定]，就是这一自称为“自然的”的立场。就人的对他人和自身的经验方式而言，把他人和自身作为ζωον（生命）、作为生物、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作为跻身于世界中的自然客体来加以经验，这竟然是一种自然的考察方式吗？在自然的经验方式中，人竟然是从动物学的角度（简短地说）来经验自身的吗？这种立场会是一种自然的立场吗？或者，它并不是一种自然的立场，毋宁说它只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

它是一种完完全全地非自然的经验，实际上它隐含了一种完全特定的理论式立场，对于这种立场而言，所有的存在者都先天地作为受规律所控制的事件进程而在世界的时-空秩序中得到把捉。也许，所谓自然的立场仅仅是以上的这种自然主义立场的伪装？只有当一种行为方式和经验方式必须衍生于自然的行为、衍生于自然的经验方式方可被赢得时，这样的行为方式和经验方式当然才有理由被称为立场，因为人们首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于这一观察事物的方式之中，才能够以这种方式去进行经验。与之相对，人的自然的经验方式就不可以被称为立场。至于在此经验方式中所显现的人的和行为的实在性特性是否是原初和原本的；在这种经验方式中我是否经验到了行为本身的特有的存在，或者行为的特有存在自身是否正好没有被削平为一而行为的存在不是仅仅在事件存在的意义上得到规定，这乃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在自然的经验方式这里，虽然行为的实在性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探询，但行为自身所特有的存在依然未获探询。相反，通过上述那种所谓的自然立场，行为所特有的存在恰好遭到了阻隔。由于这一立场显得好像是自然的，才正好使如下先入之见获得了支持：在这一立场方式中，行为的存在似乎得到了原初和原本的给出，似乎所有的有关行为之存在的探询都必须回溯到这一立场方式。

即令“人这种自然物”、这一跻身于世界之中的ζωον（生命）得到了经验，即令他的存在方式和实在性得到了规定，但他的行为、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探询和规定，而只有物事的现成可见状态（Vorhandensein）才获得了探询和规定——也许行为不过就是依存于这种现成存在的物事的一种“附属物”，而这一附属物是与这一存在者的存在特性之规定互不相关的，它并不构成这一存在者的存在方式。然而，只要这个存在者是通过行为而得到规定的它的存在方式就必定是连同它的行为而同时成为可认知的。

因此，上述思考的结论就是：在把意向性廓清为现象学的课题域之际，关于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依然未得到探讨。在现象学所争得的纯粹意识这一领域之内，这个问题非但没有提出，甚至还作为荒谬的东西而遭到了拒绝。在赢取现象学领域的整个进程中、在还原的整个进程中，这个问题都遭到了拒绝，而在需要运用存在规定的地方，例如在还原的出发点那里，它同样没有以源本的方式获得提出，相反，行为的存在却预先以理论的-教条的方式被规定为在自然的实在性这个意义上的存在。存在问题本身依然还没有得到探究。

第十三节　现象学耽误了对存在的意义本身和对人的存在的追问

但关于存在的问题将去向何处呢？当存在的“是什么”及其各种不同的样式获得了规定的时候，这就已经足够了吗？在认识中，这一“何所向”（Wozu）最初还不是一个首要的标准。像这样（着眼于何所向）去追问意向式存在者的存在问题，还只是一种完全一般的可能性！然而这最终也是一种必然性吗？

首先需要指出，关于现象学课题域即纯粹意识的阐发，其本身的目标正是在于赢得存在者之间的区分，在于确定存在者内部的基本区分，这就是说，在根本上回答存在问题。胡塞尔说：“范畴学说必须完全地由所有存在区分中的这一最彻底的区分——作为意识的存在与作为在意识中自我呈报的存在即‘超越的’存在——出发，而如同人们所洞见到的那样，只有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才能充分纯粹地赢得这一区分并认识到它的价值。”[32]不但存在者中的基本区分据说将随着纯粹意识本身的赢取而一同获得发现，而且还原本身的任务也不外乎就是确定并显明这一基本的存在区分。然而，现在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在这里，一方面要求赢得彻底的存在区分，另一方面却又没有原本地对那些进入此一区分的存在者之存在加以追问。更有甚者，在这里进行的是一种存在探询，是关于存在者领域的区分，这就是说，这里需要预先保证的是：人们已然着眼于存在而对存在者作出了区分。如果我们进一步询问：在这里存在意味着什么，人们应从什么着眼而将绝对的存在相对于实在性加以区分，[33]那么，在这里我们根本就找不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某种回答，甚至也找不到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明确的提问。在赢取这一基本的存在区分之际，人们未曾追问被区分的存在者本身的存在样式，没有追问意识的存在样式，而更为根本地则是没有追问那引导着整个存在区分的东西——没有追问存在的意义。由此就可以看清：存在问题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不是只具有一种可能性的问题，相反，在现象学本身的最为本己的意义上，它恰好是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而在一种比起我们目前关于意向式存在者的讨论更加彻底的意义上，它也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这样，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在现象学成型的进程中，尤其在它的突破进程中，现象学研究就已然徘徊在一种根本的耽误之中，确切地说，从现象学对于那应该成为其课题的东西，即对意向式行为和一切连带此行为一同被给予的东西所作的探询和规定来看，在现象学研究中还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耽误。

现在，我们就可以确定关于存在问题的这两项根本性耽误了：一方面，现象学耽误了关于这一特别的存在者之存在，即关于行为之存在的追问；另一方面，现象学还耽误了关于存在本身的意义的追问。

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呢：一种把“朝向实事本身”当作自身原则的研究，竟然任由其最本己的实事得不到基本的考察？难道现象学研究在事实上竟是如此地非现象学式的，以致它把它的最本己的领域排除在了现象学的追问之外？在我们结束目前进行的批评并由之过渡到积极的考察之前，我们还要坚持去揭发一切可以发现的、能指引我们根据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本身而去规定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的基点（Ansätze）。在现象学中，是不是还没有对意向式存在者自身之存在明确地加以追问呢？确切地说，现象学是不是还没有超出前面所讲的“自然主义立场”而提出这一追问呢？而一旦现象学相对于心理学划开了界限，这个问题不是必定就会马上浮现出来吗？

a）与自然主义心理学相对，关于现象学的必要的界定以及对这种心理学的克服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界定的进路（Weg）：这一界定不理会我们在根本上称之为理性的或认识论的问题，然而这条进路正好导向了基本的存在规定。只要现象学本身是根据一种特定的心理学——如果人们能够这样说的话——是根据布伦塔诺的心理学而塑造成型的，那么，在现象学的最初突破之际，这样的一种使现象学与心理学之间判然可分的界定就已经成为必要的了。显然，在这一界定中必须探讨行为的存在。只要这一界定是针对纯粹的行为本身的，它就不能行进在所谓的自然主义立场的方向上，因为在这个方向上行为自身不但得不到规定，反而还要被处理成一种质料性事物的附属品。然而，如果我们更为切当地看待这一最初的突破，那么我们将可以见出：现象学在某种意义上已克服了心理主义。

在现象学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在它的突破之际，现象学就恰好把自己理解为一场反对自然主义的斗争，当然也是反对以心理主义这种特别形式出现的自然主义，确切地说就是反对在逻辑学这个专门领域中的心理主义。

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逻辑学思潮：它把思想的规律当作心理的思维过程的规律、当作心理的思维事件的规律来加以把握。同布伦塔诺一样，针对这一错误理解，胡塞尔指出：思想的规律不是思想所经历的心理过程的规律，而是被思想之物的规律；人们必须在心理的判断过程（即最广泛意义上的行为）与在这一行为中被判断的东西之间作出区分。人们在行为的实在内容即判断行为本身与行为的观念化内容即判断内容之间作出了区分。而对心理主义的原则性的拒斥，就是以这一有关实在的执行与观念的内容之区分为根据的。只要现象学的逻辑研究是沿着与心理主义或自然主义相反的方向进行的，那么就此而言，它在一开始就已获得了一种远离心理主义的错误见解的保证。然而，在关于判断现象的界定中（一方面是被判断的内容、作为观念式存在或有效性存在的实事内容，另一方面是实在的存在、判断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这里切中了判断的实在的存在与观念的存在之间的区别，但行为这一实在者所具有的实在性却刚好依然未获得规定。判断的存在、行为之存在，也就是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依然未得到追问，以致总是还存在着在心理式自然过程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一实在性的可能。观念之物的发现（或者说再发现）仿佛是运用了一种魔法所致，而在另一方面，行为和过程则被转让给了心理学。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核心问题未获得提出的情况下，关于纯粹领域的清理才又再次导向了若干准则（Nornen）。

b）狄尔泰的“人格主义心理学”尝试——他的作为人格之人的观念

但是，在现象学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中，也是充分吸取了狄尔泰的思想倾向的，并且现象学还接续了狄尔泰所作的一个开端性工作，换言之，胡塞尔的工作以一种现象学的方式执行了狄尔泰所提出的如下任务——开创一门与自然主义心理学相对的人格主义心理学。而在人格主义心理学这里，心理之物就不应被理解为自然事件，而应被理解为精神和人格。

前面早已经指出[34]：狄尔泰带来了一种对于现象学的源本的理解，而他本人也正好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方向上对现象学产生了影响。狄尔泰的科学的研究由自身出发而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相对，去赢取关于人的这么一种考察方式——这种考察方式不把人看作属于考察客体的自然物，不从其他一般的事件规律出发来解释和构想人，而是把人理解为属于行进中的历史的活生生的人格，并在这一理解之下去描述和分析人。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辨识出一种新的心理学、一种人格主义心理学的倾向。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在《逻辑研究》出版之后（1900/1901），当胡塞尔尝试进一步扩展他的立场的时候，正好是在争取一种新的心理学的过程中，狄尔泰对他产生了特别的影响。但在我们的问题所能达至的视野中，同时还包含着如下意图：摆脱对行为和对心理之物的那种纯粹自然主义的对象化的看法，纯粹根据行为的存在本身而去规定行为的存在。就现象学的原本的课题而言，这就意味着：我们还需对那种在现象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对现象学的出发点所作的规定（这就是着眼于其在自然立场中自身显现的方式而对意识之存在所作的规定）加以探究。这一源本的、为所有关于意识的进一步刻画提供了基础的经验方式，表明自己是一种理论化的经验方式，而不是一种原本意义上的自然的经验方式——而在这种自然的经验方式中，被经验者将能够根据其源本的含义显现出来。并且，在理论化方式这里，被经验者的显示方式还带有一种为理论性的自然观察而非为其他的什么提供对象的特征。至此已能看出，纯粹意识由之而得以获得厘定的那个出发点，是一个理论性的出发点。仅就其本身而言，这个出发点在一开始也许还不是一个障碍与不幸，但是，当后来根据这一理论性基础而赢得了纯粹意识，又由纯粹意识出发而提出了这一要求：行为的整个领域，首先是实践行为的领域，都必须同样地以那种理论性方式获得规定——这时，这个出发点就成了一个障碍与不幸了。诚然，在现象学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出了上面所说的那种新的倾向的影响，这一新的倾向试图超越自然主义的特有立场，而为一种人格主义的立场争取合法性。

现在有必要追问的是：在特殊的人格式经验中，人的此在是如何显现的？而那种由人格式经验出发去规定行为的存在和人的存在的尝试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假若这个尝试是可以成功的，而在这一尝试的进程中，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行为之存在以及人的具体此在之存在都是可得到规定的，那么我们的批判就失去了它的理由。在此依然有必要加以探察的是：在何种程度上，这一新的（人格的）立场追问了人的此在之存在、行为之存在以及行为实行者之存在？在何种程度上这一存在获得了规定？为此，我们还需对狄尔泰的有关思想做一个简短的讨论。

狄尔泰是第一位理解了现象学意图的人。从六十年代起，他的工作就致力于清理出一门新的心理学，完全一般地讲，致力于一门关于人的科学，这门科学首先把人理解为那种作为人格、作为行动中的人格而在历史中生存着的人。他将这一关于人的观念保持于眼界并试图科学地规定这一存在者本身。抱着这一意图，他与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学发生了冲突，在极端的意义上，这种心理学是自然主义的、自然科学式的心理学，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甚至就是感官心理学。对于狄尔泰而言，他现在所从事的这项工作恰好是生逢其时：与那种解释性的（从假说出发进行说明的）心理学相对，建立一门描述性的心理学，与构造性的心理学相对，建立一门分析性的心理学。在当时，这样的一门心理学还只是某些人所努力追求的、仅仅徒有其名的目标，但狄氏的如下两篇论文使这门心理学赢得了它的第一项成果：《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的观念》[35]和《关于个体性研究的报告》[36]。在《逻辑研究》（1900/1901）出版之后，狄尔泰又重新投身于有关一门真正的人格心理学的问题。而在熟悉了现象学之后，他所取得的第一项成果就记录于下面这篇奇怪的未完成作品中：《关于人文科学之基础的研究》，[37]此外还记录在晚年的一篇计划宏伟的作品中：《历史性世界在人文科学中的构建》。[38]在《观念》（第七章）中进行有关《论心灵生活的结构》这一论题的分析时，狄尔泰阐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论题（这是一个从胡塞尔和舍勒那里继承过来，而又经过了他自己的更为敏锐的现象学式分析的论题）：相对于一个世界，人格处身于确定的同一体（Selbigkeit）之中，世界对人格产生作用，而人格对那个世界产生反作用；在存在的每一个时机，这一完整的、进行反作用的人格并不以单一的意愿的方式、情绪的方式或观察的方式，而是以诸元同时合一的方式进行活动；人格的生命关联在任何境况下都是一种发展的关联。凭借古老的传统心理学的粗糙而原始的手段，人格就在这一分析和探究中得到了详尽的阐发。不过，在这一分析里，实质性的内容与其说是概念上的贯通，还不如说是在根本上为关于行为之存在的问题、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关于人之存在的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c）胡塞尔在《逻各斯-论文》中对人格主义倾向的接纳

上述为人格主义心理学所做的准备工作就由胡塞尔继承了下来，并融入了现象学的进一步发展之中。这项工作的初步成果，就表达于上面已经提到的1910年的《逻各斯-论文》中：《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从众多的方面来看，这篇论文都是很重要的：首先，它是从《逻辑研究》到《观念》之间的过渡阶段；而联系到还原概念它也是重要的：本质还原与先验还原之间的联系依然还未获得阐明；进一步，它的重要性还在于现象的概念和心理之物的概念，在于“意向对象”和“意向行为”的不清晰性；但它的重要性首先却在于它的第二部分所具有的特色：因为它提出了关于历史的问题，这一提问理应被看成是不可能的并也合乎情理地引起了狄尔泰的惊讶。但是目前我们对这个问题暂时还不感兴趣，我们所感兴趣的只是这个问题：在何种程度上，这篇论文表现了一种走向人格主义心理学的倾向，以及它是否超越了最初的自然主义的起点？

关于这个问题，能够让我们得出一个最清楚结论的办法，就是去探询：在这里，现象学课题的意义即纯粹意识是如何得到规定的？与超越之物即自然的物理事物相对，心理之物是内在的被给予者，如同胡塞尔在这里所说的，它是“自然的对待者”（Gegenwurf）。[39]针对这一内在的心理之物，现在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其中，我们探查出了什么可算为它的存在的东西呢？关于“在意识当中，我们把什么厘定为它的存在”这个问题，胡塞尔也这样加以表述：在意识当中，我们能够把捉什么、规定什么，把什么确定为客观的统一体？对他而言，存在所意味的不外乎就是真实的（wahres）存在即客观性，对一种理论的、科学的认识而言真实的东西。在这里，意识的、体验的特殊的存在并没有得到追问，所追问的只是一门有关意识的客观的科学所具有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对象之存在。我必须怎样把捉体验关联，以便借此而能够对它作出普遍有效的陈述，以便在此陈述中规定意识的存在呢？回答是：如果意识现象是心理的现象，因而不是自然的现象，那么在直接的看中它就具有一种可把握的（可充分地把握的）本质。通过从对心理之物的个别描述过渡到对它的本质的观察，我得以赢得意识的一种存在、一种可客观地予以确定的东西。在着眼于意识的存在而对意识的特性描述中，第一位的东西是一种可能的科学上的客观性之意义，但却不是意识所特有的独立的存在——在一切可能的科学探索本身之前已然既有的并具有一种独立意义的存在。正是在上述视野中，我们才能够理解胡塞尔现在站在有关意识的人格化规定这一路线上所说的话：“把心理学即关于心理之物的科学仅仅当作关于‘心理现象’及其与身体的连结的科学来看，这当然不是不可设想的。De facto（根据实情），心理学普遍地是由那种天生的和不可避免的客观化所引领的，此客观化的相关项就是经验的统一体：人和动物，另一方面就是心灵、人格属性、性格即人格属性的习性。因此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就没有必要去探求有关这一统一体结构（Einheitsbildung）的本质分析，也没有必要去探求这样一个问题：此统一体结构如何由自身出发而决定着心理学的课题。无论如何，现在已充分清楚的是：这一统一体原则上是与自然的物事属性不同的另一个种类，就其本质而言，自然的物事是经由光暗有别的（abschattende）显象而获得给出的东西，而这一点就完全不能用于对我们所探讨的统一体进行说明。只有奠基性的基础‘人的身体’，而不是人本身，才是一种物事性显象的统一体，因而人格属性、人格特质等等当然也就不是物事性显象的统一体了。显然，我们将借助所有的这种物事性显象的统一体而回溯到当下各自的意识流的内在的生命统一体，也回溯到（生命统一体的）各种形态学的特质，这些特质把不同种类的内在统一体区分了开来。这样一来，所有的心理学认识，尤其是当其首先与人的个体属性、品质、习性相联系的时候，也就发现自己回溯到了意识的统一体并借此回溯到了对现象本身及其相互纠结的关系的探索。”[40]

至此我们就可以看清：作为各种体验关联所具有的统一体结构，那种我们称之为人格、人格属性的统一体结构是原则上不同于自然的物事属性的一个另外的种类，实际上，现在我们就应该把人当作非-自然而纳入我们的考察。如果要问这一人格的存在的积极意义何在，那么很明显，我们当然又需回溯到我们在纯粹意识的名号下已然熟知的内在的意识结构。在根本上，我们又被带回到了同一个基础，也就是被带到了关于行为和体验的内在的反思，然而这一行为自身并没有获得实际的规定。

接下来的1914/1915年间，胡塞尔以一种甚至更强的倾向性去从事人格主义心理学的研究，而这一研究很快就与才刚出版的《纯粹现象学的观念……》的第一部分一起同时形成了草稿。这一最初的关于一门人格主义心理学各个部分的草稿虽然从来也没有发表，但通过胡塞尔的学生的著述中有关它的文字记载，它得以继续流传下来。自从1914年的这第一次草创以后——确切地说是从他的弗莱堡时期即1916年以后，当他做题为《自然与精神》的讲座（这是他以不同的方式而重新开讲的一门课）的时候，胡塞尔又不止一次地对人格主义心理学进行了新的探究。通过他在本学期所做的一个讲座，我们将不难看出，现在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倾向性是多么地强烈——这个讲座所唯一关注的，就是一门名为“现象学的心理学”[41]的关于精神的现象学。作为胡塞尔研究工作的特征，就是他的问题还仍然完全是流变不居的，以致我们在提出批评的时候，最终还必须保持谨慎。现在我还不是充分熟悉他目前的研究立场的内容。但是我想我可以提到的是，从我的弗莱堡讲座和目前的马堡讲座中，以及从我的谈话中，胡塞尔已经了解到我的反对意见，并且在实质上正在考虑我的反对意见，而今天我就再也无须以完全尖锐的方式提出我的批评了。不过这里所关系到的并不是某种为了批评而进行的批评，而是一种开放出实事与理解的批评。至于下面这一点则几乎是不需要明言的：在胡塞尔面前，我今天依旧还是以一个学习者自居。

在今年冬季向我通告《观念》第二部手稿[42]的时候，胡塞尔曾经对我说：“自从在弗莱堡开始的工作以来，我正好在自然和精神的问题上获得了这样的一种实质性的进展，以致我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表述有些部分的完全改变了的内容。”（1925年2月7日的通信）所以在这里，我们最初在这个问题上对胡塞尔（的研究）所作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过时了。在胡氏那里，走向人格主义心理学的进路具有一种富于特征的前后关联。在《观念》的第一部里，关于纯粹意识的追问成为了一切实在性的构成基础。而观念的第二部就应该提出关于构成的考察本身：第一部分：质料性自然的构成。第二部分：生命自然的构成。第三部分：精神世界的构成，这部分有一个标题：与自然主义立场相对的人格主义立场。

而现在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体验关联不应被看作物理性事物的附属品，相反，应把体验关联本身和自我看作心灵式的（seelisches）自我-主体。

为了描摹自然主义的立场，胡塞尔通过一只猫作为世界上的现成之物最初是怎样地获得给出这个例子，而对自然主义立场进行了分析：这只猫是具体有形的质料性事物，它带有物理的、首先是视觉上的（ästhesiologischen）秉性；这就是说，这一物理性事物带有一些确定的、我们称之为刺激感受性或知觉敏感性等等之类的结构和要素。在一个有生命之物那里，那超出于单纯的物理之物的实在性剩余（Realitatsüberschuβ）不是一种可以自立门户的东西，它不是与物理之物相并存的，毋宁说，这一实在性剩余是依存于物理之物本身并与之相俱而成为实在的。基于这一固有的内在关联，我们就可以说：心理之物、最广泛意义上的心灵之物尽管没有广延，没有空间性，但它却处在空间之中；我可以说“猫儿在那里跑过”，以此来确定心理之物的场所。基于视觉之物（ästhesiologischen）与物理之物的内在关联，这样做是有合理的根据的且是可行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也可以用纯粹客观的方式去观察人。与这种观察方式相反，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一种新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此一立场是非常自然的，但却不是自然主义的。在这种立场中，我们所经验到的不是自然，而是（权且这么说）自然的心理式反映、（自然的）对待者（Gegenwurf）。这样我们就不断地、毫不费力地从一个立场滑入了另一个立场，从自然主义滑入了人格主义。当我们相互共处地生活时，在思想和行动中彼此牵系时，我们就把我们自身经验为人格。这种自然的经验不是人为的经验，而人为的经验是必须通过特别的辅助手段才能获取的。实际上，这两种立场不是处于同等水平的，相反，自然主义立场是奠基于人格主义立场之上的层次。

到此，人格主义立场的优先地位以及有关人格主义的理解就在理论上得到了清楚的表述。但如若我们还要进一步究探：关于人格的规定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的（这个人格是在人格式经验中显示出来的）？那么我们又将回溯到我们已然熟知的东西。人格主义的立场和经验被标识为inspectio sui（内在的反思），被标识为作为意向性之我、作为cogitationes（我思）的主体之我对它本身的内在的观察。在此，只是通过这里的表达用语，就可以让我们清楚地想到笛卡儿的思想。每一个这样的自我同时都具有作为主体性之基础层次的自然的一面。精神不是抽象的自我，而是全部的人格属性；自我、人、作为人格的主体不能消散于自然之中，因为如若这样就失去了给自然赋予意义者。[43]“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切精神排除于世界之外，那就不再有一个自然。但是，如果我们将自然加以排除，亦即将‘真实的’、客观的-主体之间的定在（Dasein）加以排除，那么最后还总是依然存在着某种剩余的东西：作为个体化精神的精神；而这里失掉的只是社会性的可能性、一种相互理解的可能性，这样的可能性构成了身体的某种主体间性的条件。”[44]“而在任何情况下，在精神的意识流中都显示出了精神的统一体、精神的个体属性。”[45]与物体不同，精神在其本身之中秉有它的个体属性。[46]“精神并非显象的统一体，而是绝对的意识关联结构的统一体”，[47]精神是内在的被给予者。“自然是一个X，且原则上除了X以外不再是其他的什么，这个X是可以通过一般的规定加以确定的。但精神不是一个X，而是在精神经验中的被给予者本身。”[48]

以上就是胡塞尔对作为世界排除后的剩余者的纯粹意识所作的思考。在这里，胡塞尔只是又重新回到了他以另外的名称而对存在所作的最初的区分。在存在论上，所有的分析都一仍其旧。而其中富有特色的地方，则是第三部分考察的结论部分：第12节，精神的自我及其“基础”；第13节，人格主义立场与自然主义立场的交汇（精神、心灵、身体、物理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第14节，心-物平行论和心-物相互作用；第15节，自然的相对性-精神的绝对性。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分析是怎样地再度回到了人格那里，它最终又是怎样以笛卡儿为指南的。在上述特征性的思考中，在对于人格主义立场与自然主义立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追问中，关于人格及其构成的规定走向了结束。而在这一过程中，胡氏所探询的就是有关心灵与身体之关系的问题，有关精神的自然与物理的自然之关系的问题，他所探询的就是这一古老的、在十九世纪经过了广泛讨论的问题：心物平行论的问题。但是，这部分考察最后作为结论而得到确定的，就是自然的相对性与精神的绝对性。

d）在现象学基础上对人格主义心理学的原则性批判

现在，关于如下问题的回答——以人格主义立场对人格所进行的考察对行为和生命本身之存在的本己的规定有多大程度的推进？——必定又要再度表明自己是一种相对的回答。胡塞尔允准了一种人格主义的立场这一事实，并不要求我们收回和修正我们的批评。与此相反，我们将要看到，正是由于人格主义立场，有关行为的原本的存在、有关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才遭到了阻隔，——就狄尔泰的情况而言，这个论题也是适用的。这样，在原则上我们又回到了我们在批评关于纯粹意识的存在规定时所立于其上的同一基础。

虽然上述的那种在现象学基础上的人格主义心理学倾向有待得到积极的把握，但作为一种引导着我们的思考，这一倾向在原则上依然还沉陷在古老的提问方式之中——当胡塞尔第一次说明他的《观念》的第二部分的研究意图（这项研究是紧接着第一部分一气呵成的）时，就已经表现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来批判性地辨明这一人格主义心理学的立场：第一，我们必须考虑到，胡塞尔的研究还依然处在关于实在性和客观性之构成问题的范围之内；第二，通向人格的理解方式，无非就是上面已经指明的关于体验的inspectio sui（内在的反思），所有关于绝对的被给予性（Gegebenheit）等等这类东西的论题都是根据这一反思而形成的；第三，将体验关联的统一体当作精神和人格的预先规定，还在坚持把一种关于人的传统式定义——homo animal rationale（人是理性的生物）——当作了自己的指南。在以上三个方面的辨析中，最后一项认识应该是最为紧要的。

表明胡塞尔依然还在继续考察构成问题的标志，是人格问题在其中得以浮现出来的那种课题上的联系与次序。我们可以通过《观念Ⅰ》所讨论的那些课题而明确地看出这种联系。作为实在之物的存在者所具有的实在属性是如何呈报自身的，体验流的统一体是如何被规定为某种对象性的多维流形（mannigfaltigkeit）的，这些都已经在这里得到了说明。关于人格的问题就是根据实在之物的各个领域本身处于其中的那个等级系列而提出的。基础的层次依然是自然现实，建构于其上的是心灵，而建构于心灵之上的则是精神。由此就出现了有关精神世界之构成的问题。虽然人格主义立场所具有的那种真正的自然性在理论上得到了强调，但实际进行的考察所优先考虑的还是关于自然的研究。人格之存在本身并没有在起码的水平上进入经验。

就是在讨论对行为的反思即讨论inspectio sui（内在的反思）之际，情况也依然一样，只不过现在的主题已经不是纯粹意识和纯粹自我，而是个别化的、个体性的意识和自我。但这一个别化从来都是以身体为前提的个别化。虽然胡塞尔明确讲过，体验关联本身是个体化的，它从来都是一种特定的自我-主体之关联，但行为的存在方式依然没有由此而获得规定。行为得到了实行；“我”是行为的一极、是自我维持的主体。然而，这还不是胡塞尔对体验流的统一体所作的最后一步的阐明。在后面以“体验流与绝对的时间意识”为题而就时间加以分析的时候，我们才会对最后的那个步骤作出更为切实的讨论。

然而，即便行为之存在和体验流的统一体在它们的存在的层次上得到了规定，关于完全具体的人之存在的问题也依然是继续有效的。那么，具体的人之存在似乎就可以由质料性基础的存在、由身体的存在、由心灵和精神的存在而组建起来吗？人格的存在就是这些存在层次之存在样式的产物吗？或者，难道这里不是正好显明了：通过事先的划分以及事后又加以组合的途径，我们并不能通达现象自身，在人格化倾向把人格看作一种多层次的世上物的时候，无论人们已然把关于人格的各个层次的实在性的规定推进得多么地深远，人格的存在恰好从来未曾因此而为我们所通达？因而，我们所能够把持的，就总只是一种预先给定的客观事实的存在，一种实在的客体的存在，就是说，我们最终所涉及的，就总只是在观察的对象意义上的作为客体属性的存在。

对于人的如下的切划（Aufteilung）以及在如下的关联中对于行为、对于意向式存在者的排序：物理之物、身体、心灵、精神（而这种排序就表达了一种人格主义的立场），只是又重新引进了一种曾经引领过纯粹意识之开掘的那种观察方式：把人看作animal rationale（理性动物）的传统式定义，在这里，ratio（理性）是在理性人格的意义上被理解的。在这里，虽然具有了人格主义立场，甚至就是由于这一人格主义立场，维持了上面所指出的那种思想立场。此立场虽然不把人看作属于自然的实在性，但总还是把人看作属于世界的实在性——它作为超越者而在绝对意识之中自身构成。

虽然胡塞尔的分析完全无疑是更为优越的，但他并没有超出狄尔泰所具有的认识。与此相反，至少根据我对狄尔泰的理解，我愿意猜度，虽然狄尔泰并没有提出存在问题，也不具备提出这一问题的方法，但在他的思想中，却有着走向这个问题的活生生的趋向。由于正好在关于基本现象的范围内，狄尔泰的表达表现出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我们不可能从文献上去客观地证实上述趋向的实际存在。

关于人格主义立场之可能性的考察，已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正确的洞见：在所有的有关意向式存在者、心理之物，有关意识、体验、生命、人、理性、精神、人格、自我、主体的问题的背景中，都矗立着关于人的这个古老的定义：人是理性动物。但是，这一定义是不是从那种以关于人之存在的基本经验为目标的经验中汲取出来的呢？或者，这个定义是不是来源于那种把人看作一种现成的世上物，即看作animal（生物）（这个生物内在地秉有理性，即rationale）的经验呢？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把人看作生物的）经验（它并不是必然地需要成为一种彻底意义上的自然主义经验）具有它的一定的、不仅仅只在关于人的那种动物学式-生理学式观察的范围之内的合理性。只要上述定义是针对行为的，那么，不管这个定义是自然主义的还是人格主义的，它的或隐蔽或明显的统治这一事实就为我们关于实在性问题的考察提供了一个指针。

e）舍勒规定行为与行为实行者之存在方式的不成功尝试

只要舍勒依然还是以那种把人看作animal rationale（理性动物）的传统式定义为指针，那么，在那条他为了规定意向式存在者和行为、为了规定人格和人而走的道路上，就将在根本上行之不远。尽管如此，就他突出地强调了人格存在的固有本性而言，就他自称在规定体验、行为和自我时要与胡塞尔特有的理性论的路线分道扬镳而言，在柏格森和狄尔泰的强烈影响下，他还是在传统的提问方式的范围内更为切近地迫近了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问题，而这一点就正是我们现在之所以要突出地讨论他的原因。但是在舍勒那里，也有着把行为界定为与心理之物相反的非心理之物的倾向。在他那里也依然坚持着这一规定：人格是行为实行者。诚然，他同时也强调人格的统一体不是体验的产物，不是自我显示的形态的统一体（Gestalteinheit），相反，人格的存在正好从其自身的方面规定着行为的存在。进一步，舍勒还将这一点当作本质规则加以强调：人格的存在不是任何一种一般的自我属性（Ichheit），相反从来就是个体化的人格。至此，我们只是提出了舍勒所给出的几个富有特征性的规定，不过在这里，我不想对他关于人格的理论再作更深入的探讨，因为这将不会为我们的批判性问题带来某种更有新意的东西。

人格应该“永远不被看作一种物事或一种实体，……不被看作拥有某些能力或力量的物事或实体”，例如被看作一种拥有“理性”的东西。“毋宁说，人格就是那种直接无间地与体验同时得到察知的体-验行为的统一体”，而非那种处于直接的被体验者之后与之外的、仅仅被构想出来的一种物事。[49]人格不是“物事性的或实在的存在……”[50]每一人格本身（每一有限的人格）作为人格都是一个Individuum（个体），而不是由于体验的独有的内容或由于一个占据着空间的身体才是个体。[51]“……人格的存在永远不能被消解为由某种确定的规律所统治的理性行为之主体。”[52]据此，人格就不是一种物事，不是一种实体，不是一种对象。而以上所述就道出了胡塞尔在《逻各斯-论文》中所已经指出的同样的意思：人格、人格属性的统一体，显示了一种在本质上与所有作为自然物性的物性不同的一种另外的机括（Konstitution）。

舍勒对人格所指出的，对行为更清楚地说了出来。“然而，行为从来都不可能也是一种对象；因为行为之存在的本质（这里清楚地提到了关于行为之存在的问题）就在于：行为只是在行为之实行本身中得到体验并在反思中得到呈出。”[53]——而不是在感知中得到体验和给出。就是说，行为是某种非心理的东西，是属于人格之本质的东西，而人格仅仅存在于意向式行为的实行之中，以致在本质上它不可能是任何一种对象。[54]第一性的行为之存在毋宁说就是由行为的实行构成的，而恰好由于这一点，行为之存在就是绝对地——而不是相对地——与对象的概念迥然有别的。关于这一“实行”，我们既可以简捷地予以察知（erfolgen），也可以经由“反思”予以察知。此反思不是任何对象化，不是任何“感知”。反思不是别的，它就是对“反思”的觉知（Bewuβtsein）与实行中的行为之间的全然未-定型的同时进行。[55]反思并不涉及“内在之物”——不涉及对象，而是涉及人格之存在；反思所试图把捉的正好就是人的存在整体。

“一切心理学上的对象化”，一切把行为当作某种心理之物的理解，“都等同于一种去人格化”。[56]人格在任何时候都是作为意向式行为的实行者而得到呈出的，这些行为是通过一种意义的统一体而绑结在一起的。因此，心理式的存在就与成为一个人格这回事毫不沾边。[57]“它（人格）的唯一的和独有的被给予性（Gegebenheit）的样式，毋宁说就只是它的行为之实行本身（也包括人格对于其行为的反思之实行），——在人格的行为之实行中，人格也活生生地同时察知到自身。”[58]对于心理学而言，所有的作为行为的东西，都是作为对内在的事件过程之把握的超越的东西。[59]行为是非心理的东西，而功能是心理的东西；行为得到实行，而事实得到引发。“行为起源于植根在时间中的人格……”[60]它与心理的-物理的东西是漠不相关的。

到此为止，我们所听到的是：行为的存在方式与心理式的实在性不是一回事；行为的存在所特有的统一体即就其自身而言的人格不是任何物事和任何实体。但是，如果我们从正面追问：行为的存在应如何得到规定，是哪一种东西构成了人格之存在、构成了体验之存在和体验之统一体？那么我们现在唯一可以诉诸的就是前面已说过的这件事：行为得到实行，而人格是行为的实行者。但是，对于行为实行之存在方式和对于行为实行者之存在方式的问题，现在却还只能默然以对。不过，重要的一点在于：无论如何，这一关于人格的规定还试图在关于行为的规定和关于行为之存在的规定中进一步继续推进。可是，当我们从根本上探究那存在由之而得到追问的合乎存在的结构和概念方式时，我们就将看到：关于人格的规定依然还处在关于所谓“实行”和“实行者”的模糊的用语中。关于行为的更确切的规定，作为人格的行为整体与心理式存在者的关系，心理式存在者与身体属性的关系，身体属性与物理之物的关系，复又是在一般的传统视野中获得规定的，尽管在舍勒这里，在关于心灵式存在者、心理式存在者与身体属性之间关系的问题上，重又显示出了一种实质性的进步。也许，舍勒是今天在柏格森的影响之下将这个问题推进得最为深远的人。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的第二卷《伦理学》中，以及在他的著作《自我认识的偶像》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尽管是相当分散地）他的这些思想和与之相关的探析。[61]

f）上述批判性思考的结论：对存在本身的问题和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问题的耽误植根于此在本身的沉沦

上述批判性思考表明：现象学研究也受到了一种古老传统之魅力的影响，确切地讲，正是在关系到有关现象学所独具的课题即意向性的最源初规定的时候，现象学尤其受到了这个传统的吸引。现象学以一种与其最本己的原则相背离的方式去规定它所独有的课题领域，这种规定不是依据实事本身，而是依据一种传统的成见（尽管这一成见已成了非常显而易见的东西），而按照这一成见，就恰恰应该否定现象学的朝向它所企求的专题性存在者的最初的飞跃。因此，就现象学的对其最本己的领域加以规定这一基本任务而言，现象学竟是非现象学式的！——就是说，现象学只不过自以为是现象学式的！而在一种更为原则性的意义上，现象学也是非现象学式的。不只是意向式存在者的存在（也就是一种特定的存在者的存在）依然未得到规定，而且在那种使区分据之而能够进行的先导性的着眼点也就是存在未获得意义澄清或至少未获得追问的情况下，就端出了各种存在者之间的一种源本的范畴区别（意识与实在性）。

而且这一基本的耽误还远远不只是单纯的疏忽，远远不只是对一个本该提出的问题的单纯忽略，远远不只是在追随关于人的传统式定义时所发生的偶然的忽视。毋宁说，在一种不可低估的程度上，就在对存在本身这一首要问题的耽误之中，显示出了一种传统的强力与重负。凡是在没有清楚地追问存在本身的情况下就讨论存在者之存在的地方（这不仅是在那些明显的、专门被称为本体论的研究中所存在的情况），那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已经对其基本特征加以揭示的存在规定和范畴都在发挥着作用。但是，这些关于存在的（传统式）思考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却一直都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这些思考成果由之而能够取得的那个地基并未保持在清楚的探询性的经验之中或至少并未带进这种经验之中；当表述上的问题已不再具有最初的活力，就是说，当对于追问本身的经验和解释（上述范畴就是出自这样的经验与解释而起源的）已不再具有充分的强制力的时候，那种传统式的思考成果就会大行其道。

柏拉图在《智者篇》里所提出的这个问题：τι ποτε βολεσυε σημαινειν οποταν ου φυεγγησυε；（244a）“当你们用‘存在’（这个词）的时候，你们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呢？”简短地说，“存在”所意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以如此富有活力的方式被提了出来，然而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它就陷入了哑默，确切地说，这个问题是如此地沉寂无声，以致人们竟再也意识不到它已经陷入了哑默，因为从那时以来，人们就一直在一种由希腊流传下来的规定与视野中讨论着存在。这一问题是如此地沉寂，以致当人们自以为还在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事先却并没有在根本上实际地达到这个问题所应有的广度，没有首先看到这一点：仅仅凭借对古老的概念的简单的应用（无论这些概念是明确意识到的最传统的概念，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未意识到的和自明的概念），我们还并不具备而且恰恰不具备对存在的追问，换言之，在存在问题的领域之内，我们还并未真正地做出有所作为的探索。

这两项耽误：首先，在存在本身的问题上的耽误，其次，在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问题上的耽误，并不是哲学家的偶然的疏忽，毋宁说，在这一耽误中，就显明了我们的此在本身的历史——这里的历史不应被理解为全部的公共性事件，而应被理解为此在本身的历事方式（Geschehensart）。而这里就蕴涵着：正是在其本身所不能摆脱的沉沦的存在方式中，正当其抗拒着这一沉沦的存在方式之时，此在才能达到它的存在。哲学对它的任务和问题的拟划，哲学回答问题的途径和手段越是重新卷入传统之中——不是卷入随便的一种传统，而是卷入一种由于实事本身的逼迫和出自有关实事本身的探究而预先得到规定的那种传统——那么，存在论的和人类学的统治，从而存在论的和人类学的，也就是“逻辑学”的传统就将越是在哲学中轻易地和不言自明地得到坚持。在胡塞尔那里，“传统的统治”就表现在对笛卡儿的传统和源出于此一传统的理性问题之接受。更切近地看，这种“传统的统治”就表现为这样的一种反心理主义的因素：与自然主义相反对，它揭示出本质存在，揭示出理性论观念尤其是认识论观念的优先地位——揭示出实在性在非实在者之中的纯粹构成的观念——以及他的关于绝对的和严格的科学性的观念。

在舍勒那里，我们至少在某些时候可以确定，他接受了某种经过传统式解释的属于奥古斯丁-新柏拉图主义和帕斯卡的思想动机。而在这两种情况之中，古典希腊哲学的传统都发挥着隐蔽的影响。凡是在人们探究关于精神、理性、自我、生命等问题的地方，通过前面提到的关于人的定义（即理性动物），上述传统都在这样的探究中产生着支配性的作用。就胡塞尔的情形而言，他更多地是依循于上述关于人的定义的世俗性方面，而舍勒则明显地把关于人的特殊的基督教定义纳入了他的人格观念中，因此这就使得他的立场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教条的倾向。在这里，我不可能去进一步探究这个定义的历史，不可能就这个定义对于哲学中的提问方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在基督教时代的神学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作出详尽的探析。我只能非常扼要地描述一下舍勒所给出的关于人格的定义与关于人的特殊的基督教定义之间的关联。

就舍勒从行为的统一体角度，也就是从行为的意向性角度去看待人格而言，他说过：人的本质就是趋赴某物的意向，或者按照他的措辞，是超越的趋向本身。——就如同帕斯卡把人称作一个寻求上帝者（Gottsucher）一样，人是一个永远的超越-趋向。关于人的唯一富有意义的观念（舍勒）完完全全地是一个神性比喻（Teomorphismus），是关于一个X的观念，这个X是上帝的有限的和活生生的形象，是祂的一个相似者，是上帝映在存在之墙上的无限影像之中的一个影像。诚然，这些说法更多地属于文学式的表达而不是科学的深思，不过它们还是表明了舍勒关于人的存在的规定。

这样的一种对于人的理解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例如追溯到塔田（Tatian）的[image: img5]ογοσ προσ Ελληνασ（《与希腊人的谈话》）：“在这里我不是把人看作ξωον（生命），不是从他作为一种生命而拥有的属性来看他，而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来看他：在某种程度上，人正处于走向上帝的中途。”[62]后来加尔文也在相同的立场上持有这一定义，他说：“His praeclarris dotibus exsilluit prima hominis conditio，ut ratio intelligentia，prudential，indicium non modo ad tarrenae vitae gubernationnem suppetrent，sed quibus transcenderent usque ad deum et aeternam felicitatem.”[63]在这里，人的存在的规定是通过人的超越，也就是通过趋达某物的超越-倾向而得到显明的。而在慈文利（Zwingli）那里，对于人的定义也与此相似：“因此人也……sin ufsehen hat uf Gott und sin wort（仰望上帝和上帝之道），他清楚地显明，根据他的本性，他生来就更与上帝相肖似，etwas zuzugs zu jm hat，das alles on zwyfel allein daraus flüβt，daβ er nach der bildnuβ Gottes geschaffen ist（他更是依照上帝样式的造物，是受到上帝引领的造物——就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受造的而言，以上的这些就都是确定无疑的）。”[64]在这里，不仅强调了人作为通向上帝的中途这一规定，而且同时也强调了对《创世记》中这个句子的忠实的遵从：“Faciamus hominem ad imaginem nostram et similitudinem nostram（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65]而这个说法在中世纪规定了整个人类学和人类学的提问方式。之后，当康德以他的方式把人规定为理性人格时，他也接受了关于人格的古老的基督教定义，只不过他以某种方式把基督教的定义非神学化了。

以上这些还很粗略的描述，其目的只是为了使得在前面的批评中得到发现的那种耽误能够获得理解——不是作为一种可轻易获得改进的“错误”，而是作为一种历史性此在所秉有的强力得到理解（而我们自己或者命定将要成为或者蒙召要成为这种历史性此在）。不过，对刚刚提到的这个二中择一，人们却只能出自人格上的确信来予以回答，在这里，不可能存在一种科学式的判断；也许，这个二中择一本来就不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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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部分　时间现象的分析和时间概念的界定


第一部　对研究领域的准备性描述，借此显露时间现象


第一章　植根于存在追问的现象学

第十四节　依据对现象学原则之意义的一种彻底的理解而对存在问题所作的阐发

针对现象学的批判性思考已经表明，意向性即现象学的课题被纳入了哪一种存在境域之中；以上的思考还表明，现象学并没有做到依据一种对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的先行的、源本的解释去引出属于自己的课题域；同时，现象学也没有在根本上围绕着赢得基本的存在区分这一任务而去着手处理这样一个更为基础性的和先行的课题：提出存在本身的意义的问题。把这两点结合起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现象学最本己原则的意义上，关于存在一般的问题和关于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特征的问题，是现象学本身所必须提出的两个问题，至少现象学课题的设立本身可以在一种反现象学的意义上进行。归功于这一洞见，现象学不但没有因上述问题的驱迫而超出自身之外，而且刚好是真正地切近了自身，刚好被带回了它最本己和最纯粹的可能性。

现象学发现的伟大之处，不是在于它所实际赢得的、可加以估测与评判的成果——这些成果确实引发了今天的问题和研究工作的一种实质性的转变，而是在于：现象学是对于哲学研究之可能性的一种开揭。但是，只有当可能性依然作为可能性被看待和作为可能性被保持的时候，一种可能性才能够在其最本己的意义上正确地获得理解。而将可能性作为可能性予以保持，这指的就是：不让自己把研究和探询的一种偶然的状况固定和硬化为终极实在的东西，而是开放地保持一种切近实事本身的趋向，并摆脱一直在强加影响及隐蔽地发挥作用的传统的虚假的约束。而以上所说的也就是下面这个座右铭所包含的意思：朝向实事本身，让实事本身收回到自己本身。

按照现象学的最内在的倾向，现象学的追问把自己引向了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而首先是把自己引向了存在本身之意义的问题。所以，出自其最本己的可能性而获得了彻底深化的现象学，无非就是属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在今天的再度新生：在我们的手中重演那科学式哲学的开端，重新着手去进行这一开端。

值此，是不是所有的针对传统所需要的批判性谨慎就不翼而飞了呢？存在问题是不是最终因其值得尊敬的、可一直追溯到巴门尼德的古老而就不成其为一个成见了呢？是不是仅仅因为希腊人也曾经这样追问过，我们才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是不是必须提出存在的问题，现象学才可以获得更彻底的规定，唯有如此才存在一门现象学呢？以上所列举的所有这些理由都不能构成这个问题的根据。有鉴于此，那么是不是存在一些允许我们从存在问题本身出发而重获存在问题之根据的条件呢？在根本上，存在问题之可能性的唯一根据就是作为可能存在的此在本身，是此在的可能性所蕴涵的开觉状态（Entdecktheit）。

可以指出四个这样的条件：首先是现象学的原则本身；第二，存在问题已经以某种突出的方式出现在理解中；第三，存在者得到了经验；进一步还有第四，如果说切入存在问题的趋向属于此在的存在和它的历史性本身的话，那么对存在问题的歪曲和排斥也就植根于此在的历史之中、植根于此在本身之中。只是因为此在被决定了就是牵挂（Sorge），才会存在着一种耽误。

如果说，现象学本身就容纳了一个或多个这样的论题：在这些论题中已经包含了关于特定的领域或关于特定的概念之优先地位的断言，那么实际上，也许上述所有的这些条件就都是教条的且是与现象学的如下原则相背离的：由实事本身出发而进行研究与探询。但是我们已经听到的是：现象学首先是一个纯粹方法上的概念，它仅仅提供出一种有关研究方式的如何。当现象学被付诸实施时，这无非意味着哲学中的一种最彻底的研究的开端。而只要现象学同时是按照它的课题（意向性）而得到规定的，那么此中就包含了关于这样一点的预先决定：在存在者的多维流形中，究竟什么东西刚好才是现象学的课题。为什么现象学的课题刚好就应该是意向性，这一点并未得到持之有据的说明。我们被告知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在现象学的突破与成型之时，意向性是现象学的基本课题。而现在，我们的批判性研究恰好已经引领着我们超出了这一课题。

在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这个问题上的耽误，其本身暴露了一种更为源本的耽误——即在存在本身这个问题上的耽误。不过，即便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确定的问题，如下这一点依然有必要加以思考：作为一个科学式的问题，它会不会还是一个预先就作出了某种教条式判断的成见？

如果在一个被追问的东西本身之中已然同时隐藏着一种特定的答案的话，或者，如果问题是对某种不可如此追问的东西的盲目的提问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先入之见。而现在，存在者是我们所熟知的而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有所了解的。但是，关于存在本身的问题——如果它以完全形式化的方式获得提出的话——就是最一般和最空洞的问题，但或许也是最具体的问题，而这个最具体的问题就能够提出一个一般科学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从所有的存在者那里赢得；此存在者没有必要一定就是意向性。它甚至同样不必一定就是一种作为一门科学之课题的存在者。实际上，只有当问题是由一个终极之问所引领的时候，或者当它是由一个破天荒之问（in den Anfang Hineinfragen）所引领的时候，我们才能赢得关于存在本身的问题；而这也就是说：只有当问题是由以下的这个彻底意义上的现象学原则所规定的时候——根据实事本身，让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本身从它的存在方面为我们所见——我们才有可能赢得关于存在本身的问题。

按其含义，所谓以现象学的方式提出存在的问题，指的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使这个问题成为一种探索性的、依据实事本身而得到探询的问题。而此中同时也包含了上述“哲学中最彻底的研究之开端（Inangriffnahme）”这句话所指的意思——“在哲学中”，而不是在一个预先被规定的背负着特定的问题视野、学科和概念图式的理论中，借助现象学的原则这一指南，将把哲学又重新带回到它自己本身。

如果以现象学的方式所争得的存在的基本问题表明自己恰好就是希腊人的古典科学式哲学才使之变得富有生机的那个问题，我们也不能把这一历史事实看作这个问题之合理性的自动的证据。毋宁说，这一事实仅仅只能表明：在根本上，这一问题显然属于一种正处于探询之中的问题。为什么哲学刚好必须提出这一关于存在的最一般的问题呢？那必须提出这一问题的哲学究竟又是什么呢？从什么出发去理解哲学的存在呢？关于这里的话所包含的意思，我们以后将作出讨论。

a）把传统接受为真正的重演

对传统加以接纳，并不是必然就要成为一种传统主义，并非必然就是对成见的接受。对一种传统式问题的真切的重演恰好使问题的外观上的传统式特征消失不见，并从成见面前撤身而回。

为了求得对现象学的理解，人们曾经一直诉诸于向传统哲学溯源和寻找联系，以便由此证实现象学是否还具有科学上的进一步的公共特性。对胡塞尔和舍勒这两个现象学的主要流派，人们恰好也曾经从这个方面去加以看待：在什么程度上，他们的现象学找到了与至今已有的哲学之间的联系；然而与此同时，却很少有人懂得去估价和理解现象学的原本的正面倾向和正面的研究工作本身。人们没有以现象学的方式去理解被揭示的课题内容，而是把被揭示的课题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然而，毋宁说（现象学的）课题研究的新视野是不断地源出于传统上已然熟知的东西而确立起自己的合法性的并因此是经过变易而得到吸纳的。这一向传统哲学的溯源和寻找联系，就同时包含着对这样一些特定的问题关联、特定的概念的吸收：这些概念和问题关联当然就要相对地凭借现象学的方法而重新加以阐明并或多或少地得到严格的理解。然而，我们不仅需要明白，这种与传统的联系也一同带来了成见，而且我们同时还要去争取一种与传统的真切的联系；因为，那种与此相反的见解，即以为哲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建起空中楼阁的看法，无非只是一种异想天开——就像过去常常有过的那些哲学家，他们相信可以白手起家凭空创造出哲学。以上所说的这些表明，与传统的联系、向历史的回溯可以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方面，这可以仅仅是一种传统主义式的做法，在这里，被接受的传统本身没有经受任何批判；另一方面，这一回溯也可以如此进行：就是回复到历史上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之先，并重新以一种本源的方式去习得（zugeeigenet）过去所提出的问题。由这样的一种接受历史的可能性，也就可以理解，对存在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接纳，并非简单地就是对希腊人所已经提出的问题的一种外表性的重复。毋宁说，如果对于存在的提问是一个真切的问题，那么对希腊人的存在问题的接纳就必定引向如下理解：希腊人的提问是且甚至必定是一种有条件的、暂时性的提问。

b）通过对存在本身的问题的批判性思考而对现象学的课题域、它的科学的研究方式以及今日现象学的自我理解作出修正

前面的批判性思考已然揭示出了现象学的关于存在本身的基本问题，但却并未透彻地阐明这个问题本身的根据。不过，只有在这个问题获得提出之后，问题之根据以及随之问题之条件才有可能获得阐发；因为，在人们说出并谈论一个疑问句之时，并不等于他们就是在提出一个问题。就如同闲谈中的陈词一样，也存在着仅仅挂在口头上的问题。至此，上述批判性的思考已经表明：现象学的追问恰好可以从最为自明的东西那里开始，但这就意味着：现象恰好不是一种大白于天下的东西，切入课题内容的道路并非一条现成的坦途，在这条道路上充满了持续不断的歪曲和误导的危险，而这些恰好就表明了现象学在根本上作为一种探索性的开揭工作的意义所在。

关于现象，我们已经知晓的是：在现象本身之中就蕴涵着“自我-显表为-某物”，即显表为外观的可能性。从正面来讲，此外观同时所指的就是：如此这般地显表——如此这般地存在，就是说，在总是有某物自我显表为如此这般的地方，此自我显表者就处于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中：自在自足地成为明显可见的并由此而获得规定。在外观据此而得到确定的地方，在外观得到理解和领会的地方，就已然存在着对一个肯定性的东西的昭示，而外观就是关乎这个东西、属于这个东西的外观。这一“外观所关乎的东西”不是某种“显象背后的东西”，而是一种显耀于外观本身之中的东西；这一点恰好是外观的本质所在。

如果说现象远远不是伸手可及的，去争得现象毋宁说恰好就是一项探索的任务的话，那么现象学的概念也同样不是仅凭三招两式就可以予以最终确定的。现在，正是我们的批判性思考使这一点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现象学的课题领域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规定呢？而这里所说的同时也意味着：随着对课题领域的彻底的把握，针对这个课题的科学的探索方式之意义也就得到了修正。同样地，通过批判性的思考，迄今已有的把现象学当作“对现象学之先天的分析性描述”的规定，也成为不可确信的了。也许，随着对意向性的源本的现象学式的规定以及首先随着对意向性之存在的原则性理解，“着眼于先天的分析性描述”这一方法已经发生变易。而现象学中对下述这些各不相同的研究门类的通常的划分——行为现象学、实事现象学和关系现象学——最终也发生了变化。诚然，意向性是Intentio（意向行为）和Intentum（意向对象）的两方面结合。就是在这两个方向上，人们区分出了对Intentio（意向行为）、对行为的探析，对Intentum（意向对象）的探析，以及最后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探析。通过对具有意向式特性的存在者的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将看到上述区别的三重基础并随之而扬弃这些基础。进一步，关于存在的更为切近的规定，还将导向对先天的意义的更明确的把握；至今，先天一直都被规定为总是已然当场在此的东西，就是说，先天的存在品格一直是在一种特定的存在概念（确切地说即希腊人特有的存在概念）之基础上获得规定的。

凭借对一般存在的更为彻底的把握，先天概念就将发生改变，与此同时，我们对先天的理解方式，对观念直观的理解方式也会随之而发生变迁。正如目前为止的现象学是与它的先天相应的（人们并不是真正地理解这里的先天，他们只是联系到希腊人的存在概念而去构想这一先天），同样地，与观念直观相应的逻辑，也被构想成了关于这一特殊的存在之经验的逻辑——即关于一般之物、关于一般化之把捉的逻辑。借助对于课题域的更为确切的规定，（有关课题域的）把捉方式将会进一步得到更恰当的领会，而至今为止，此一把捉方式仅仅被等同于对简捷地得到理解的课题内容本身的描述与描述性说明。但是仅凭这样的描述，我们对关乎实事的把捉方式却依然一无所知。如果课题内容本身的存在方式得到了清楚的规定，那么，对于关乎课题内容的把捉方式，我们也必须作出某种交代。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清：描述具有解释（Interpretation）的特性，因为那作为描述之课题的东西，是在一种特殊样式的解释（Auslegung）中成为可会通的。

不过在目前，我们暂时只想专心致志地考虑一个课题——与现象学的原则相应，以现象学的方式彻底地探究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存在意味着什么？而现在，关于现象学研究的成果及关于这一科学本身的定义，我们就只好暂时搁置一旁了。

c）依循时间线索展开存在问题

作为内在的批判，前面的引导性考察把我们引向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存在意味着什么？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是什么？在对本讲座的课题加以先行指明时，我们曾经提示：在存在样式的区分中，时间具有一种明显的功用，而传统的存在领域就可被区分为时间的、超时间的和非时间的（auβerzeitliches）存在。那时我们甚至还指出过：时间概念的历史，即时间之发现的历史，就是追问存在者之存在的历史。前面提示过的还有：去规定存在者之存在这一尝试的历史，有可能就是这一科学式探索所探求的基本问题之隐没与变形的历史。[1]

如果我们现在接纳了关于存在的问题，那么在考察这个问题的进程中，我们就将撞上“时间”现象并与我们的问题所具有的含义相应而走向对时间的阐发（Explikation）。由此而来，我们的真正的探索的第一部分，就将是阐发关于存在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还得回想起前面所提出的内容计划：

第一部分（即主干部分）的课题是：对时间现象的分析。

1）对研究领域的准备性描述，借此显露时间现象。而这一描述无非就是这样的一项工作（前面的批判性思考已经表明了这项工作的必要性）：阐发关于存在的问题。

2）解释时间本身。

3）概念的解释。[2]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继续前行，或许就有可能表明：我们至今所考察过的和认真探究过的东西，与我们以下的考察似乎并不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我们在一种内在批判的意义上对现象学的仔细探究，似乎本来是可以省略不做的，因为我们曾经清楚强调过这样一点：在原则上，我们可以针对任一存在者提出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在其中能够被唤起的那个存在者，完全不必一定是特别的意向式存在者。那么，前面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考察（也许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过度的考察）的旨趣何在呢？如果我们不从现象学那里接受任何命题，而是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必须对每一有可能被接受的命题本身重新加以呈示（auszuweisen）的话，那么，这一考察又将走向何方呢？

然而，以下的考察与其前提条件之间的联系并非就如此地简单。在一开始我们也不想就此谈论过多，而只是想强调：我们当然不在一种由之而进行推演的意义上把任何现象学的结论当作前提；我们在不断地发问且仅仅以现象学的方式发问，而当此之际，我们并没有首肯某种特定的论题与结论。我们在导论中所讨论的内容与我们现在当作课题的内容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实事上的关联，而我们马上还将看到，我们所做的下一步研究，又将把我们带回我们依据一个特定的视角而刚讨论过的内容之中。现在我们就来处理主干部分第一部的课题：“对研究领域的准备性描述，借此显露时间现象。”确切地说，关于上述课题，我们将在一个指明了目前的考察的实事性联系的标题之下来加以探讨：“通过对此在的初步阐释厘定存在问题。”

【注释】


[1]参见第二节。

[2]编者注：参见第三节，第10页。这里指出的标题是与“部”的标题相应的。而上面提到的第三个标题则不是详尽的。


第二章　通过对此在的初步阐释厘定存在问题

第十五节　存在问题起源于此在的无规定的前理解——存在问题与存在理解

必须提出存在问题。这里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盲目地和随意地抛出这个问题：存在是什么？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也不应该毫无方向地和随意地加以猜测。这个问题必须获得提出，就是说，要把它作为我们的探索所需的问题阐发出来。这个问题应该着意于探索性的研究而得到探询。“提出存在问题”所指的就是：把它作为问题加以厘定，通过此一厘定，获得关于存在者之存在这一问题的更为可靠的视野（问题视野），并由此而预先勾画出那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探索的途径与步骤，预先勾画出那蕴涵着问题之答案和对答案之确证的东西。

存在问题所追问的是存在。存在指的是什么呢？对此的形式上的回答是：存在指的是如此如此。问题寻求着一个答案，这个答案规定着在问题中以某种方式已然既有的东西。问题是一个所谓的格义问题（Bestimmungsfrage）。我们所追问的不是：在根本上是否有着像一般存在这样的东西，毋宁说，我们所探询的是：存在问题所意指的是什么，在它的名义下，即在“存在”的名义下，我们作何理解。当我们针对存在的意义如此地发问时，存在，这有待规定者就以某种方式已然被我们理解了，而这里的“以某种方式”指的就是在一种完全无规定的前理解的意义上，而这种无规定性特征可以以现象学方式得到领会。我们（“某人”）不知道“存在”所指的是什么，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存在”这一表达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可理解的。至于这一理解是从什么源头进入个人的，这个来源是不是流传下来的理论和意见，它是在明白的习得（Aneignung）中被赢得的呢还是简单地被继承下来的，是否存在着对这一进入及其来源的知晓，所有这些在一开始都是无关宏旨的。存在着一种对于“存在”这一表述的理解，虽然这种理解几近于单纯字面上的理解。

我们所探询的是对于“存在”这一表述的无规定的前理解之根据。“存在”指的是什么？不管怎样，这一无方向的和模糊的前理解毕竟还是一种理解。在这一理解自身之中似乎就蕴涵着追问的可能性，正是源自此一理解，才产生了在“为尚未理解的东西寻求一种有实事基础的呈示”这个意义上的发问（Fragestllung），更确切地讲，从上述理解出发，我们立即就可以领会这一明确的发问的意义。此一发问本身似乎还是不确定的。我们一直在如此广泛地使用着这个作为无规定的含义和概念的“存在”，以致我们完全不知晓我们是在无规定的含义上使用着“存在”。而当我们对“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加以厘定时，情况也是如此。那属于“存在”的东西“是（存在）”什么？我们总是已经亲历于一种对“是（存在）”的理解之中，但却不能确切地说出，这个“是（存在）”原本所意味的是什么。这样我们就指明了：人们从来就已经具有对于“存在”的理解与某种关于“存在”的概念。至于事实为什么会是如此，以及如何去切当地理解这一事实，对此我们将在以后加以讨论。

第十六节　存在问题的问题结构

问题所追问的是：“存在意指什么？”存在之意义是问题当中所求问的东西（Erfraget），是在问题中将要达至的东西。这就是说，问题本身所必须去赢得的、有待于通过回答而开揭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存在的意义。我们更仔细地探察，伴随着这一问之所求（Erfragte），那得到追问的又是什么呢？当存在如此被追问时，这就是对那种决定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基本品格的追问。而决定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东西，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存在的意义就包含着问之所问（Gefragt）——存在者的存在。在问之所求中包含着问之所问。如果存在者应通过它的存在获得规定，那么就必须针对存在者的存在提问。只有当存在者本身作为存在者在它的存在方面得到了追问，问之所问即存在者的存在和与之相随的对存在意义的呈示性规定才会成为可指明的。这就是说，必须依存于存在者自身而通达存在者的存在。问之所涉（Befragte）就是存在者本身。在问之所问中包含着问之所涉，在存在者之存在的意义中包含着存在者本身。这样，我们就在问题和发问的结构中首先揭取出了三个方面，完全从形式上说，这就是：1.问之所求：存在的意义。2.问之所问：存在者之存在。3.问之所涉：存在者本身。

当发问从这三个实质性方面以正确的方式得到了厘定时，问题就算真正地提出来了。因此，问题就还有待于按照这三个方面更清晰地得到展示。

现在我们就从第三个方面开始。为着探询存在者的存在，必须着眼于存在者之存在而问及存在者本身。为此，问之所涉就必须自在自足地得到经验。我们在不同的、多种多样的意义上来称呼存在者或存在着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存在者就是所有我们所谈论的东西，我们所意指的东西，我们对之有所思有所行的东西（即使仅仅作为对一种不可通达之物的所思所行），是所有我们与之有干系的东西，是我们自己之所是与我们如何是之方式。那么，是哪一种存在者有待于自在自足地得到经验呢？究竟是在哪一种存在者那里、依循于哪一种存在者，我们才可以赢得并摹写（ablesen）下存在的可能的意义呢？而如果这一存在者是可规定的，那么，那通向这个存在者、使得这个存在者自在自足地就能够成为明白可见的经验方式和理解方式又是哪一种呢？就有关问之所涉的规定而言，存在问题的阐发就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那种可以源始而原本地显示出存在之意义的存在者的规定，另一方面，是为了彰显存在的意义而对于切入这一存在者的正确的通达途径的规定。

其次，这一问题还含有它的问之所问。这就是说，问之所涉——存在者——是着眼于某种东西而被问及的。在问题中，存在者本身并不是单纯直截地止于自身而得到接纳的，毋宁说，存在者是“作为”什么而得到看待的和作为什么而获得采纳的；我们是着眼于它的存在而去把握存在者的。在问题中我们所诉诸的是问之所涉；我们似乎是针对被问及的东西之存在而对其加以探询。被问及的东西是这样的存在者：人们就在这一存在者那里寻求着某种东西。在问题中就包含着这样的一种期求某种东西的探询。这一探询需要一种方向的参照，为了在存在者那里把它的存在收入眼帘，就必须取得这个方向的参照。现在，不但有关存在者本身的切当的经验方式还有待于确定，同时，那种我必须借以去把握被问及的存在者的着眼点（Hinsicht）也还有待于规定，凭此，我才能够在根本上在存在者那里窥见到像“存在”这样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暂时根据这两个视角来规定着眼点：一方面根据寻求性的瞩目（Hinsehen）之方向，另一方面根据在存在者中被着意的东西——正是着意于这个东西，问之所涉才有必要得到追问。

最后，在问之所问中还含有问之所求本身：此即我们正在寻求其意义的存在，就是说，我们在问题中所寻求的，是存在所意指的含义，即存在应当作为什么而得到把持。在问之所求这里，我们所寻求的是存在的概念。如果说，这里的提问必须成为一个透彻的、可分别地加以处理的探索性问题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提问中，问之所求的可能性及其概念化方式、它所具有的意义样式——不管是范畴或是范畴之类的东西，就必须从形式上获得规定。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探明：完全不顾它的内容上可加以规定的属性，“存在”原本地是什么，它是否就是某种范畴或范畴之类的东西？据此，在问题中就含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是对于首先有待于问及的东西的源本的前经验及对于经验方式的规定；第二是在问之所涉中生发出来的并与这一问之所涉息息相关的着眼点，这就是我们在问之所涉那里所意欲寻获的东西——存在；第三是问之所问自身的意义特征，它的概念属性。

这样，我们就相对容易地标识出了存在问题的形式构架。与此相对照，面对一种实质性的、旨在形成研究的指导线索的工作，对于提问方式的必要的具体厘定就将以一种艰难的方式进行。而这一对于提问方式的厘定将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呢？

从问之所涉出发，我们必须着眼于问之所问去规定源本的经验方式和通达方式，去规定观视（Hinsehen）之方式和所视见（Hinsicht）的内容本身。而关系到问之所求，我们还需要阐明的是：我们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特别方式去把捉和理解那些蕴涵着存在问题之回答的概念，这些概念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属性？但是在这里，这一还有待于得到规定的东西，这一“切近……的通路”、“关于……的经验”、“针对……的着眼点”、“作为……加以看待”、“作为……加以把捉和理解”究竟是什么呢？而这样的一种通达方式和经验方式本身难道不已经就是存在者吗？为了正确地提出存在者的存在之意义的问题，我们不是首先就必须去规定与界划一种存在者吗？我们越是原本地显明这一存在者：即发问者本身的发问之存在（das Sein des Fragens），那么关于存在的问题及提问方式就将越是成为明澈可见。据此，为着回答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就要求我们着眼于其存在而对这种存在者先行加以探究：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发问本身的存在者。

但是这不就是一种明显的循环吗？我们暂先把这个指责摆在这里，以后再来进行讨论。现在我们需要强调的只是：只有在某些命题是由另外的命题推导和证明出来的地方，当那本应由命题A和B推导出来的命题C和D——为了证明A和B，即为了证明那C和D本身应由之得到证明的命题——已经在推导中起着作用时，才存在着一种循环。但是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这里，事情并非关系到命题和命题系列之间的彼此推导，而是关系到对于切入课题内容的那种进路的开拓——而命题正是出自这个课题内容而形成的。首先需要看到的是：在一开头、且恰好在以上的这种基础性考察的开端上，这一类形式上的指责（如上面对所谓的循环的指责）从来都是无效的，它对课题内容之理解本身完全不起任何积极作用，相反却只是妨碍我们的探索。而我们的探索之开端本身是没有什么错误理解可言的，因为在这里，我们要么提出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要么放弃提出这个问题并让有关这个问题的回答陷入幽暗。如果放弃这一提问，那么我们就将失去这样的权利：在概念水平上对存在和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科学地陈说出一套东西。而如果这个问题是有待于提出的，那么我们至少就获得了对这个问题本身清楚地加以厘定的许可，这样，具有通道、经验等等特性的存在者本身就应从它的存在方面获得阐明，并在几近于一种循环的风险中获得阐明——但这里的循环却是一种探索的循环、进路的循环和存在的循环，这是一种“存在循环”——一种存在者的循环属性。现在，该是我们对这个循环特征作出理解的时候了，而那种对于证明中的循环的随意的和传统式的指责，就正是起因于这样的一种循环属性。在这里，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卷人一种证明的循环。

第十七节　存在问题与发问的存在者（此在）之间的关联

这一发问的、经验的和领会的存在者之存在越是原本地和纯粹地得到探究，那么存在问题就将越是有可能以彻底的方式获得回答。存在者本身越是原初地得到经验，越是在概念上恰当地得到界定，我们越是原本地赢得和领会与此一存在者本身的存在干系（Seinsverhaltnis），那么这一存在者就越是有可能纯粹地得到探究。我们越少从成见和观点（Ansicht）出发去断定这一关系（无论这些成见和观点是多么不言自明地和普遍地得到了承认），我们就必定能更加真切地赢得这样的一种存在干系，而这一存在干系越是能够出自其自身而显现自身，那么我们就越是可以将其作为现象加以把握。

当我们面对“厘定关于存在本身的问题”这一任务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一发问就其本身而言已经就是一种存在者了。这一发问本身就是一种存在者，此存在者是在发问活动的进行中伴随着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而一道显示出来的，不管人们是不是清楚地察觉到了它。现在，我们首先就有必要更为切当地赢得这一存在者；我们越是原本地赢得这一存在者，我们就会越有保证透彻地提出关于存在本身的问题。这样，只要在问题内容即问之所求中，问之所求本身就是发问活动自身所是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具备了一种完全别具一格的追问。而在如此追问之际，发问活动中的问之所求即存在的意义还是以全无规定的方式显示出来的，除了只是作为被探求的东西以外，它再没有受到其他的规定。

如果发问要成为真切的发问，那么它就必须尽可能地切合于它的问之所求，就是说发问必须依循存在来正确地理解它所问及的东西。在这里，在这一发问是一种存在者的意义上，问之所求本身又回溯到了发问活动本身那里。但是在对存在的追问里，我们并没有提出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这一存在者就是发问活动本身），毋宁说，当我们首先仅仅从其所是的东西方面去揭发这个作为存在者的发问活动时，我们才满足了存在问题的意义。现在，我们还不能清楚地探询这个发问活动的意义，因为我们还正在寻求根据它的“是什么”将这一发问和发问方式更切近地界定为存在者，界定为先行存在者。那种我们可以说“它发问、它关注、它认为、它联系等等”的存在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者呢？它就是我们本身所是的存在者；而我本身向来所是的这一存在者，我们就称之为此在（Dasein）。

厘清关于存在意义的提问方式，这指的就是：开显作为一种存在者的发问活动，即开显此在本身；因为只有这样，被探求的东西才能在它的最原本的意义上成为一种真正的被探求者。在这里，由发问的问之所求而来，发问活动本身也一同被卷入了问题之中，因为这里进行的是关于存在的发问，而发问本身则是一存在者。这一由问之所求而来的与发问的存在者的牵涉，就属于存在问题本身的最本己的意义。与此相应，如若要透彻地提出存在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运用现象学的原则。发问活动是一种与问题一道明确地被给予的存在者，但是在获得给出的同时，它恰好又是在发问的进程中首先遭到忽视的。在这里，我们恰好就是要尝试在一开始就不忽视这一存在者，且恰好着眼于有关存在本身的发问而不忽视这一存在者。

这样，对于提问的实际的厘定，就成了一种此在的现象学，而这样的厘定就恰好已经找到了问题之回答，并且找到了纯粹探询性的回答，因为，对发问的厘定牵涉到了那种自身就包含着一种明显的存在干系的存在者。在这里，此在不仅仅在实存状态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作为现象学家的我们而言，它同时在存在论上也是决定性的。

如果我们回头转向过去的历史，回到存在问题在巴门尼德那里第一次出现的时代，我们将看到一种固有的、在当时还如此紧张地获得了把握的相互交融（Verklammerung），以致在某种意义上，被追问的东西，以及根据其存在而得到界定的东西，就被看作了与探询性的和经验性的姿态（Haltung）相同一的东西。το γαραυτο νοειν τε και ειναι——存在就是与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感知相同一的东西。于此，关于存在是什么的问题，已经明确地包含着对于被追问的东西的经验行为本身，尽管在这里，问题本身的结构还完全没有清楚地显示出来。而后，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更高的水平上对存在问题加以探讨的时候，与关于οοσια（实体）的问题相应，同时考虑到了探询性规定的行为、考虑到了λογοσ（逻各斯）；与关于存在的问题相应，同时考虑到了διαλογεσυαι（对话）即问答（辩证法、对话）；而与关于ειδοσ（本相）的把捉相应，同时考虑到了ιδειν（观念）。而这种探讨的特色就在于：λογοσ（逻各斯）与ιδειν（观念），言述（Ansprechen）与观视（Hinsehen）似乎是同时地、相关联地得到讨论的，因为，为了在根本上能够有意义地对这里的问题加以探讨，关于λογοσ（逻各斯）与ιδειν（观念）的讨论就必须是同时进行的。柏拉图在对话意义上达到了逻各斯问题，这一点就简单地蕴涵在他所提出的问题本身的意义里，蕴涵在他的提问方式里，蕴涵在存在问题的意义里——这个问题本身就要求去阐释作为一种存在者的追问行为。

被探求的课题内容本身（在这里也就是存在）要求对此在这一存在者加以显明。而现象学的这一去澄清与理解存在自身的趋向所需担当的唯一的任务，就是对这样的一种存在者加以解释：此一存在者就是追问行为本身——就是此在，就是我们自己所是的发问者本身。对于此在的解释不是起源于任何一种关乎人的专门的心理学的兴趣、不是起源于某种关于生活之意义和目的的世界观问题。那最终要走向一种关于此在的分析这一源初课题的问题，也不是某个至今未得到解决的遗留问题，例如在其他的哲学学科框架之内的一种哲学人类学的探究，毋宁说，唯有那种以现象学的方式充分地获得了理解的问题含义——问之所求、问之所问、问之所涉——才能够把我们导向关于此在的分析这一源本的课题。

对于提问方式的清理，就是对发问的存在者本身即我们自己所是的此在的一种先行的经验和解释。这里牵涉到的是这样一种存在者：我们与这一存在者具有一种明显的、无论如何都值得重视的存在干系，而我们自己就是这一存在者。这里卷入的是这样的存在者：唯当我向来就是这个存在者的时候，这个存在者才存在。如此说来，这里所关系到的，就是一种与我们最为切近的存在者。但是它也是那种直接无间地得到了给出的存在者吗？——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它竟是与我们最为远离的东西。这样就有着这样的可能：当我们在根本上追问这一存在者时，当我们界定这一存在者的时候，我们却全无指望能够依据对此一存在者本身的一种源本的把握而对其加以阐释。这一我们自己所是的存在者而在给出方式上又与我们最为远离的存在者，就有待于以现象学的方式加以界定，有待于被纳入现象之列，这就是说，它应该如此地得到经验，以致它能够自在自足地自我显现，以便我们依据这些显现出来的现象而获取某些基本的结构——为着透彻地进行对于存在的具体的发问而获取一些足资利用的结构。我们不但有权利，而且恰好还必须首先通过对此在这一存在者的先行的开掘来对此在进行发问——我们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开始对此在的探询，这一点将出自对于这一存在者本身之存在结构的不断增长的知识而获得确证。以下将会表明：正是由发问活动这一存在者本身所要求，在追问存在之际，我们将不得不首先阐明作为存在者的发问活动，并从这一阐明出发去进行追问。这一发问的存在者本身就具备一种特定的存在意义，它正好具备我们所已经说过的那种持驻于一种确然的非理解状态（Unverstandnis）之中（现在，这种非理解状态还有待于得到规定）的意义。现在，我们最为首要的任务，就是对此在加以阐发，而此在是这样的一种存在者：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就是发问本身。


第三章　由此在的日常状态出发对此在进行最切近的阐释。此在的根本枢机即为在-世界-中-存在

在以下所进行的关于此在的阐释中，我们将碰到一系列这样的表述：蓦然一看，这些表述会显得有些奇异，而首先在措辞上也许带有繁难的特征。但是，这种表述上和阐释上的笨拙繁难却是由课题和探索方式本身所决定的。因为，以叙事的方式去报道存在者是一回事，而要去捕捉存在者之存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于后一项课题即捕捉存在者之存在而言，我们常常缺乏的不仅是语词，而且在根本上还缺少语法。出于还有待考察的理由，就其自然的特性来看，我们的语言所首先谈论并道出的，是作为世界的存在者，而恰好不是说话本身所是的存在者，因而就其意义而言，我们现成已有的语词和表达首先是针对那些我们在这里恰好未将其当作课题来拥有的存在者的。然而，即使当我们试图如其向我们当下显现的那样对那种存在者（语言的首要意向，就是去表达此存在者）的存在、对作为世界的存在者进行阐释的时候，在这里我们也还是很难找到对于存在者中的存在结构的一种切合的表达；因为在这里，语言的倾向首先只是适合于表达存在者而不是存在。如果说在这里我们必须使用笨拙的和看起来也许不那么优美的表达的话，那么这也不是出于我个人的癖好，也不是因为对自己术语的偏爱，相反，这只是由于现象本身的逼迫使然。那些曾经探索过这样的课题并且堪称比我们远为伟大的人们，也没能在这个领域里摆脱为寻求切合的表达所陷入的困境。人们可以把柏拉图的对话《巴门尼德篇》的存在分析部分或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Z4）拿来与出自修昔底德（Thukidides）之手的叙事性章节进行比较。人们会看到两者之间在文体语言上的差别，而只要人们具备一定的语言感受力，就还会注意到：前者所使用的那些闻所未闻的表述，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所不敢想象的。而对于我们而言，问题不仅关系到对上述那种存在者的分析——这已经就比柏拉图所承当的课题远为艰难，而且另一方面，面对一鼓作气拿下此一存在者这个目标，我们的力量就更显得单薄难为了。如果上述的那一类表述将经常地出现，那么人们还不宜对此感到怨烦。从根本上讲，优美不存在于科学中，或者至少不存在于哲学中。

第十八节　寻获此在根本枢机所具有的基本结构

以下的考察将会从原则上着重表明：现在我们还不能够给出关于此在自身的专题性分析，而只能在根本上给出几个关键的、首先显现在此在所秉得的先有（Vorhabe）中的基本结构，以便由此而来能够更为彻底地提出问题。此在的根本枢机、此在的平均化的理解还有待于得到开显，由此我们才能明白地提出存在问题。最初的阐释将只能指明很少的几个现象，但这几个现象却恰好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构成了此在基本结构的现象。这种分析的首要意图，与其说是在于对此在所特有的全部结构作出充分详尽的把握，还不如说是在于从整体上对此在的根本枢机加以开揭；而这一开揭并不需要去一一地指明包含在这一整体中的毫无遗漏的全部结构，也不需要去指明伴随着这些结构并与这些结构相切合的全部丰富的探索视野。因此，首先能够确定看的方向并将探索的课题清晰地保持于眼界，这一点已经就是非常重要的了。而这一课题也并不是什么陌生和奇异的事物，相反却是最为切近的东西，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切近，才诱使我们对它产生了错看。那使得这一存在者的有待于阐释的现象联系不断地遭到掩盖的东西，恰好就是与存在者的这种最为切近的熟套所天然带来的错看和错误解释。正是由于这一存在者就某一角度而言与研究者特别地切近，它才越是容易跳过我们的眼界。在一开始，自明的东西甚至还未能成为我们可能的课题。因为看的方向之赢得和误导性问题之排除依然是我们现在的最首要的要求，所以我们目前所要争取的，就是把那种最直接的现象上的基本结构关联纳入眼界。

a）此在处于一种“当下切己的-去-存在”之中

关于我们目前所考察的那种存在者的基本界定，我们已经作出了这样的提示：此在就是我自身向来所是的存在者，我作为存在者而“参与”了它的存在；此在就是一种向来以本己的方式去存在的存在者。此界定指明了我们所“具有”的与此一存在者之间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存在干系：去成为这一存在者本身，而不是去成为某种有着自然特性的存在者（我们仅仅是去把捉、在某种意义上去支配性地拥有后一种存在者）。而“向来去成为这一存在者本身”之规定，同时也是我们之所以将我们自身所是的存在者标画为此在的现象上的根由。关于（此在）这一独特而基本的品格，我们首先还只能完全从形式上加以显明，而在以下的考察的进行中，我们还有必要更为切当地看清这一品格。

把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独特的存在者称为“此在”，这一命名并不表示存在者的是什么；它并不是依据其内容上的是什么来甄别这一存在者，就像将一把椅子相对于房屋区别开来一样，相反，这一标画所特别表示的是存在之方式。在这里，它是我们针对某一存在者而遴选出来的一个完全专门的关乎存在的表达，与此相对照，我们通常都是首先从存在者所具有的“内容上的是什么”来命名存在者，而却一任其特殊的存在空无规定，因为我们把存在者的存在看作是不言自明的。

与我自己所是的存在者的这样一种存在上的关系，就把这一“去一存在”（zu sein）刻画成了“向来属我的”。“去存在”这一存在方式在本质上就是向来属我的去存在，无论我是否明确地意识到了这点，无论我是否迷失了我的存在（与常人相等同）。据此，此在之存在的基本特性就将通过如下界定而方可得到充分的把握：处于当下切己的一去-存在（jeweilig-es-zu-sein）中的存在者。这一“向来”（je）、“当下切己”（jeweilig），或这一“切己的当下”（Jeweiligkeit），是构成（此在）这一存在者的所有存在品格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结构，这就是说，如果那作为此在而存在的存在者竟然并非如其意义所示的那样是当下切己地存在的，那么在根本上就不会有什么此在。只要此在存在，那么这一品格就是不可磨灭地属于此在的。不过在这一品格中就恰好蕴涵着：如果此在就是可能存在，那么，与这一属于此在的可能存在相应，此在就能够发生变易——变成常人又从常人返回。作为历史性和时间性，这一变易（Modifikation）的存在方式本身却绝非一种无休无止的转换！不仅从“常人”概念的角度看，而且从原本性（Eigentlichkeit）与非原本性概念的角度看，上述洞见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在的存在结构就包含着切己的当下本身。经由此在的这一基本结构——我处于一种“向来-去-存在”之中，我们就赢得了对此在加以阐释的出发点，而所有的存在分析最终都要重新回到这一出发点；这就是说，这一基本的界定就贯串在此在的所有存在特性之中。据此，在我们以下从多个方面指点出这样的一些存在结构时，那么它们就都应该在一开始即根据这一基本特性而获得明察。

而关于上述特性的先行指明，同时向我们提供了某种关于以后的分析的确定的参照。“去成为”（zu sein）存在这个规定，给出了一个把所有的此在现象首先理解为此在的“去-存在”之方式的指南。从否定的角度看，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依据此在的“外观”、不能依据那些组成了此在的东西、不能依据那些可以因之而找到有关此在的一种特定的观察方式的局部和层面，来经验与探询此在这一存在者。这种外观即便得到了深入的阐释，它也永远不会提供出——在原则上永远不会提供出关于“去-存在”的方式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许，身体、心灵、精神从某种角度标示出了那些组成这一存在者的东西，可是，即使我们把握住了这一组合物及其各个组成部分，我们依然从一开始就未对此在这一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有所确定；我们也几乎没有可能依据这一组合物而将此在的存在方式事后抽取出来，因为，仅凭这一由身体、心灵、精神等所表述的对于存在者的阐释，就已经将我错误地放在一个全然不同的、与本来的此在迥然异质的存在维度之中了。至于这一存在者是否是由心理式存在者、生理式存在者、精神式存在者所“合成”的，对于这些实在属性（Realität）我们又当如何加以界定，在这里我们还全然未加追问。在根本上，我们不接受由这一存在者的最通常的名称、由人的定义即homo animal rationale（人是理性的动物）所勾勒出来的那种经验视域和问题视域。我们需要去加以阐释的，不是这一存在者的任何外观，相反，我们自始至终唯一需要去阐释的，只是这一存在者的去存在的方式，我们有待于去阐释的，不是那些组成这种存在者的东西之“是什么”，而是这种存在者的存在之“如何”以及这一“如何”所具有的品格。

b）此在的日常状态即是以当下切己的方式“去-存在”

此在还有待于通过它的存在方式而进一步获得理解，但我们首先又恰好不能依据某种突出而又例外的存在样态去理解此在。我们不可以通过对其目标和意图的设定去看待此在，我们既不可以把它看作“homo”（人），也不可以根据某种“人性”的观念去看待它，相反，我们必须去加以开显的，是此在在其最为切近的日常状态中所具有的存在方式，是此在在其实际的“去-存在”之“如何”中所实现的实际的此在。但这不可能是指：现在我们似乎就是在以传记的方式去讲述作为个别之人的某一特定的此在所具有的日常生活。我们并不报道任何特定的日常生活，毋宁说，我们所探求的是日常生活之日常相（Alltäglichkeit），是事实之实相（Faktizität），现在我们的课题所在，不是当下切己的此在之日常行事，而是作为此在而去成为切己的当下之际所秉有的日常相。

所谓“依据此在的日常相去把捉此在”，这个课题并不是指：在此在之存在的一个原始阶段上去描述此在。日常相绝不等同于原始状态。毋宁说，日常相是此在之存在的一种特出的方式，即便在且恰好是在此在掌握了一种高度发达与分化的文化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原始的此在以它自己的方式也具有例外的、非日常和非习惯的存在之可能性，就是说它自身复又拥有一种特殊样态的日常相。也许，回顾那些原始的此在样态，能够为我们看见与证实某些此在现象而经常地提供一些方便的参照——如果说，在原始的此在样态那里，由理论而导致的遮蔽的危险（这个理论所关心的就是以特征性的方式去说明此在本身，而不是说明此在之外的东西）还不是那么强大的话。而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尤其需要一种批判的态度，因为，纯粹从历史上、地理上和世界观上看，我们由原始的此在阶段所认识到的东西，最初通常都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东西，对我们的文化是陌生的东西。我们关于“原始的生活”所了解的东西，已经就是由一种对它的特定的解释所渗透的，而这种解释刚好不可能是以一种关于此在本身的实际的基本分析为根据的，相反，它只是借用某些心理学的关于人及人类关系的范畴而制作出来的一种解释。然而，理解原始生活的正确前提，正是对此在的基本的阐释，而不是相反。我们不能够相信，通过对有关原始此在的各种了解加以综合，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组建起这一存在者的意义。因为我们有时（尽管只是很节制地）要诉诸原始的此在而去示范性地说明某些现象，所以我们就必须就清楚地注意到以上之点。当然，这一示范说明必须依然服从批判性的考察，它除了只是示范说明以外就不再是其他什么了，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所揭发的内容与结构，都是我们从课题内容出发和通过直接面对我们自己所是的存在者本身而汲取出来的。

在下面的研究中，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一存在者的基本品格：这一存在者就处于我的“向来去存在”之中。下面，我们将以一种简略的形式来表达这一基本品格：我们所探究的课题就是此在的去存在的方式——此在之存在——此在的存在之枢机。我们也可以简短地说此在的枢机，而这总是指的是此在的存在之方式。

一种生活越是充满多种变易，那么我们就越是能够原本地考察和阐释此在的日常相这一高度错综复杂的现象。当我们基于此在的日常相及其存在而分析此在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试图根据其日常相而推导出此在的其他存在可能性，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实施这种意义上的发生学的考察：就好像此在的一切其他的存在可能性都能够根据此在的日常相而被推导出来。日常相无时无处不贯穿于所有的天日；每一个日子（虽然是以各不相同的方式）都是此在如何地不得不存在和此在的日常相之为如何的证据。人们容易见出，日常相就是关于时间的一个特殊的概念。

在这一先行的考察中，我们已经逐渐清楚：即使我们没有被哲学上关于主体和意识的现成的意见和理论所败坏，即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毫无包袱地达到了这些现象，但是，如果想要真正地见出我们所能够看见的东西，在这里也还是存在着十足的困难。自然的考察方式（即使它在哲学上没有以反思的方式和概念的方式受到界定）并没有真正地行进在看到此在自身这一方向上，相反，只要此在本身维持着作为一种存在样式的自然的考察方式，此在就倾向于偏离自身而生活。此在所固有的这种偏离-自身-生活甚至也决定了此在关于其自身的认识样式。为着在根本上获得一种我们据之而能够捕捉这一存在的所有特性的先行的方向，我们还需给出关于如下之点的明示：这一存在者就是我们本身所是的存在者。

如果我们转向历史上有关的学说，我们就能够说（尽管在这里，作出这个比较已经就是很危险的）：经过一番辨析，可以看到笛卡儿的cogito sum（我思故我在）的意图恰好就在于对cogito（我思）和cogitare（我思者）作出界定，然而它却遗漏了sum（我在），与此相对，在我们的考察中，我们首先却将cogitare（我思者）及其界定悬搁一旁，转而去争取sum（我在）及其界定。然而，上述比较无疑是冒险的，因为这一比较有可能暗示：就像笛卡儿孤立地设定自我和主体那样，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依照这种方式去看待此在。可是我们将要看到，笛卡儿的设定乃是一种荒谬的做法。

第十九节　此在的根本枢机之为在-世界-中-存在。此在的“之中-在”与现成之物的“处于其中”

以下，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回到上面所指出的此在基本品格并试图对此在的根本枢机加以开揭，借此将能够表明：此在自身即是在-世界-中-存在。现在，已到了我们去明确地看清这个关于此在的首要发现的时候了。此在的这一存在枢机的诸主要结构必须获得阐发，而这样的一种阐发就将引领我们走向这样的理解：上述基本品格就贯穿在此在存在枢机的所有结构要素之中。“在-世界-中-存在”这一根本枢机是此在的一种必然的结构；但是，仅凭此一结构，此在的存在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界定。

此在之为在-世界-中-存在，这是对此在的一个统一而源初的界定。在此在的这一根本枢机之内，我们可以辨析出三个方面的要素并进一步分别地追究它的现象上的结构成分（Bestand）：第一是在一种特别的世界之意义上的在-世界-中-存在，作为存在方式上的如何的“世界”——存在论意义上的世界：此即世界之世间性（世间、世间境界，Weltlichkeit）；第二是由在-世界-中-存在之“谁”以及由这一存在的方式上的如何（即这一存在者本身之存在的方式上的如何）所界定的存在者；第三是之中-在（In-sein）本身。

尽管这一根本枢机从以上三个视角成为了分析的课题，但在每一个别的分析中，这一根本枢机却都是作为其本身而整个地当场在此的。由这些视角而分别得到看取的东西，并不是这样的一些片段：通过这些可以分离的要素，整体才得以组建而成。对这些单个的结构要素的彰显是一种纯粹专题性的彰显，而这样的一种专题性彰显本身则刚好总是对那自在自足的整体结构的一种真正的把捉。为了在一开始就能够指明：上述揭发是一种专题性的揭发，而当我们着眼于第一个视角，即着眼于在-世界-中之时，就已经同时暗含着第二与第三个视角，因而，在对第一种现象即在-世界-中进行详尽的分析之前，我们就必须首先对最后提到的那种现象上的组合要素、对之中-在本身作一导向性的特征描述。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之中-在所意味的是什么？通过“之中-在”，我们在此在的存在本身中所意指和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首先通过增加“在-世界-中”来补全之中-在，并倾向于把这一之中-在理解为“处于某物之中”（Sein-in）。凭借这一表述，我们就标示了这样一种存在者的存在样式——这一存在者就处于一个另外的存在者“之中”，标示了一种“某物处于某物之中”的存在干系。如果我们要给出关于这一“处于其中”，确切地讲关于“某物-处在某物-之中”的直观的呈示，那么我们例如就可以说：水“处在”杯子“之中”，衣服“处在”箱子“之中”，凳子“处在”讲堂“之中”。借此，我们所指的是一种空间上的一物被包容在另一物之中，指的是两种本身在空间上具有广延的存在者的就位置和空间而言的存在关系。这样，前者（水）以及前者所处于其中的后者（杯子）就都是“处于”空间“之中”；两者都有其位置。两者都仅仅是处于空间之中，却并不秉有任何之中-在。

这里的两个从属于一种“之中-关系”（In-Verhältnis）的存在者，都具有一种同样的现成可见状态之存在样式。如果我们要将上述这种存在关系适度地予以扩展，那么我们就可以简单地进一步说：凳子在讲堂中，讲堂在大学城中，大学城在马堡，马堡在黑森州，黑森州在德国，德国在欧洲，欧洲在地球上，地球在太阳系中，太阳系在太空中，太空在宇宙中——这是一种统一的存在关系，在以上的所有这些连结中，这种关系原则上都没有什么不同。这一“之中”决定着一个存在者与另一个存在者的位置联系，而这样一来，两者都作为位置本身而处在空间之中。这样的一种处在某物“之中”只属于存在者的一种外观。在这里，与存在者的相互容纳的存在相关，上述存在者作为现形的（Vorkommenden）物事各自都具有同样的一种现成可见状态的样式，它们作为这样的一种在世界中的现形之物而成为可揭示的。

但是，作为此在的存在结构，作为我向来所是的这一存在者的存在结构，“之中-在”所意味的并不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相互容纳，不是有形的存在者所具有的空间上的包容状态即“处于其中”。它所指的不是“人的身体”这个血肉之躯在一种空间的容器（讲堂、大学城）里、在所谓的世界里的现成可见状态。如果我们坚持此在的基本品格本身所包含的这层意思——此在不是那种可以从外观上获得理解的存在者（例如就像它以某一特定的相状向他人所表露出来的那样），相反，此在只能根据它的去存在的方式而获得把握——那么，此在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意指上面的那样一种处于某物之中。如同“之中”在源初的意义上完全不意味着上述的那种空间性关系一样，“之中-在”也不可能意指这样的一种空间上的相互容纳。

“之中”起源于innan，而innan的意思就是居留、habitare（居住），ann则是指：我居留于……，我与……相亲熟，我护持某物——这就是拉丁语的在habito（居留）和diligo（劬劳）意义上的colo（培植）。在这里，居留也被理解为以亲熟的方式护持某物、寓于某物而存在。[1]

我们将其描述为之中-在的那一存在者，如同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也把它界定为我所是的存在者，而这里的“是”（bin）这一表达则是同“寓于（bei）……”相关联的；“我是……”所意味的正是：我居留于……，我逗留在我所亲熟的世界之上。作为之中-在和“我是……”的存在就叫作寓于……而居留，而之中-在首先所意味的根本不是空间性的东西，相反，它首先所指的是：与……相亲熟。至于“之中-在”为什么以及怎样地连带这一基本的意义又具有一种真实的地点性意义，而这种地点性意义又总是与最初提到的空间性相互容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以后将对之予以阐明。而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地点性意义（它也能够具有一种正确地加以理解的之中-在）——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我总是存在于某一个地方——与前面提到的空间性相互容纳并无任何关系，毋宁说，我在这一场地（Platz）的那种地点性的持驻-于此，就其刻画了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存在而言，也是从根本上与椅子在空间中的现成可见状态相区别的。毋宁说，这一之中-在，这一我们现在不能且永远不能在一种最初级的地点性和空间性意义上去理解的之中-在，它作为寓于某物之存在是通过切己的当下（Jeweiligkeit）而得到规定的，它是一种向来我属的和向来作为特定的这一个的之中-在。

（此在的）日常相所可能具有的那种之中-在的方式是：凭借某物而操办某物，制作某物，料理和护持某物，使用某物，为着某事而运用某物，保藏某物，放弃某物，让某物消失，询问某物，谈论某物，探究某物，了解某物，观察某物，界定某物。这一之中-在的方式具有一种还有待于阐明的操持的特性，这一操持的含义是：为某事而牵挂、为某事而操心。而属于这一操持之各种变体的无所操心、放任不顾、置之度外、袖手旁观，在根本上也具有一种与操持相同一的存在样式。即使我百事不为而只是心怀隐忧地羁留在世界上，我也具备这一固有的操持性的在-世界-中-存在——我每时每刻都无不秉有这样的一种随身耽着的存在。

上面对之中-在的真正含义的说明，也不能保证其自身就是对它所表达的现象的一种观视（Sehen）。不过与此同时，它还是超出了一种单纯语词上的说明，它毕竟从否定的角度规定了我们的视线，它提示出了我们不宜朝什么方向着眼。而在这一点上，依据对（此在的）基本品格的刻画，我们已然知道：为了把所有出现于言说中的存在界定加以呈示，我们就应该看向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这一存在者，就我们之是这一存在者以及如何地是这一存在者而去看它。只要此在在根本上存在着，那么它就秉有之中-在这一存在方式；这一点就意味着：这一特定意义上的之中-在，就不是所谓的此在这一存在者的某种“属性”，不是此在所或者具有或者未曾具有的某种属性，不是此在所偶然赋有的、追加在此在之上的某种属性，仿佛在没有这种属性的情况下，此在也能够如同赋有这种属性的时候一样完好地存在，以致人们在一开始就可以从一种另外的角度、在某种程度上从一种与“之中-在”毫不相干的角度去把捉此在的存在。毋宁说，之中-在是此在命定的存在枢机，这一存在者的一切存在方式都植根于这一存在枢机之中。之中-在不是某种仅仅额外地附加在这样的存在者之上的东西：就好像在不具备这样的存在枢机的情况下，这一存在者也是一种此在；就好像所有的作为此在的此在所一直处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在某个时候才开始加派给了这个此在，或者相反，此在这一存在者才开始加派给了世界，而后此在才有可能承当一种与世界的“联系”。唯当此在在它所秉有的寓于某物之存在的基础上已然就是在-世界-中-存在，它才有可能在根本上承当这样的一种与世界的联系。

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把之中-在这一固有的现象以及“之中一在就规定着此在的存在本身”这一固有的实情完全地加以澄清并将其保持于眼界，并将这一点看作（此在）与世界的一切特定的关系的先天（结构）。因此之故，我将尝试通过一条迂回之路来澄清这一先天（结构）——如果说，在我们对此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之中-在”这个存在结构终将以某种方式获得明见的话。而如果说此在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基本的现象竟然可以完全地被忽视的话，这也将是不可理解的。至于我们是不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去经验和把捉这个基本现象——通过这样的经验和把捉，我们得以显明“之中-在”的原本的结构，并借此获得这样的可能性：以与现象相切合的方式去界定有着如此结构的存在者之存在——这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

第二十节　认知作为此在的“之中-在”的派生样式

从很早以来，此在与世界的关系都是首先源出于认知（Erkennen）这一存在样式而得到规定的，或者如人们所说（而这种说法与以上的措辞并不相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最初首要地被理解成了“认知性关系”，而在事后又增添了一种所谓的“实践性关系”。即使我们要将这一存在样式作为世界中的认知性存在这一源本的存在样式加以把捉（不过我们现在并不是就要如此行事），但在进一步的考察之前，一切都还有赖于：首先以现象学的方式去真切地明察这一认知性的存在样式。

当我们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加以反思时，对于通常的观察而言，那种被名之为自然的存在者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就是先行被给予的，它就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存在者，而此在（恰好因为它是在-世界-中-存在）也总是首先就发现了它并照护与操持着它。在自然这一存在者那里，我们找不到那对自然加以认知的认识本身。因此，如果认识在根本上竟是存在的话，那么这个认识就必定存在于某个另外的地方。但是，认识同样也不是现成地存在于进行认知的存在者身上，不是现成地存在于人这种东西（Menschending）身上，因而，它不像人的肤色与身量那样是可感知、可确定的。不过，认识依然还是应该存在于人这个东西这里，如果不是存在于它的“外部”，那么就是存在于它的“内部”；认识是“在内的”，“在”这个主体-物“之中”，in mente（在精神中）。

人们越是清晰地确定：认识原本和首先地是内在的东西，人们就越是认为自己是在无条件地进行关于认识之本质的追问和关于主体与客体的存在干系的规定。但是现在又进一步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其存在而言是内在的、处于主体之中的认识，是如何超出它的“内在领域”而达到了一个“另外的、外在的领域”，它是如何达到世界的？

在理解认识问题的时候，人们从一开始就或是清楚或是模糊地假定了在两个现成的存在者之间的一种存在关系。如果人们追问：这两种存在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存在联系是如何可能的？那么这就表明，两种现成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更加特别地运用到了有关内在之物与外在之物之间联系的界定之中。在这样提问的时候，人们自以为是与认识的实情相一致的，可是这对于认识的存在意义，对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存在关系之存在意义，却未曾作出最起码的规定，人们既未澄清主体的存在意义，也没有相对于客体的存在意义而界定出主体的存在意义。人们固然认定：内在者和“主体的内在领域”肯定原本不是空间性的，这个内在者肯定不是任何“容器”或容器之类的东西。但是，至于用内在者和“主体的内在领域”所正面地意指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认识蕴藏于其中的内在到底是什么，对主体的存在又应该如何加以理解（如果说，主体作为内在之物首先只是寓于自身的），人们却并未有所习知。只要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认识如何走出自其自身而达到……，那么，无论这里的“内在”和这一内在领域的含义如何得到界定，关于认识现象的探究方式就都会成为一种基于假象的探究方式而陷入迷误。由于进入这一问题的整个进路使然（此一进路可以是扎根在一种认识论的难题之内的），即便在人们把作为存在方式的认识归诸此在的时候，他们对这种见解就此在所道出的东西也是完全茫然不知的。而把作为存在方式的认识归诸此在，这不多不少所说的正好就是：对世界的认知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以至于在实存状态上，认识这一存在方式就植根于此在的根本枢机之中，即植根于“在-世界-中-存在”之中。

如果我们对上述现象上的发现重作这样的表述：认识是属于之中-在的一种存在方式，那么，依照认识论问题的一种传统的视野人们就会倾向于这样回应：这样的一种关于认识的解释，简直就是要取消认识问题。但是，除了主体本身之外，又有什么样的权威对这一点作出判定呢：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应该存在一种认识问题？如果我们要追问认识本身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在一开始就当明澈地见出：所有的认识向来就已经是在此在所具有的存在方式之基础上——我们将此存在方式标示为之中-在（也就是向来-已经-寓于-一个-世界-之中）——而实现的。那么现在，认识就不是一种附着于这样的存在者之内的行为：此存在者尚不“具备”一个世界，它仅仅是与它的世界的所有的联系。毋宁说，在此在的已经寓于世界而存在（Schon-seins-bei der Welt）的基础上，认识向来都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

认识论的根本缺陷正是在于：它没有着眼于那种源初的现象上的发现而把自己用“认识”所表示的东西看作此在的存在方式、看作属于此在的之中-在的存在方式，并由这一根本的见解出发，来把捉一切在（此在之存在）这个地基之上才能够生发出来的问题。

如果在一开始，“不再存在一种认识论问题”这一断言所意味的是：此在寓于它的世界而存在，那么它就不是一个什么断言，而仅仅是对一个实情（Befund）的如实叙述，而一切无成见的看（Sehen）都可以见出这一实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场合可以预先断定：必定存在一种认识问题。也许，最终消除那些众多的虚浮不实的问题，减少这种问题的数量而增进那种朝向实事本身的开路性的探索，这恰好就是哲学的课题研究（Sachforschung）的任务所在。不过，把认识正确地解释为之中-在的一种方式，这不仅没有否认认识论的问题，而且认识论问题正是通过这一解释才成为了可能——尤其是在这样的理解之下：认识——如同它的存在意义所要求的那样——尽管被理解为之中-在、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方式，但却并不被看作在-世界-中-存在的基本样式。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真正可加以探究的问题：那总是处在一些确定的存在样式中，但首要地不是和不只是处在认识性的存在样式中的此在，是如何开显它自身已经存在于其中的世界的？与此相关的问题则是：哪一些遮蔽样式是作为此在在它的世界中的当下切己的存在方式而在本质上遣派给此在的？与此在在其世界中的一种特定的存在样式相应，其各自的可揭示性范围又是怎样的？什么是此在（之中-在）本身的先天的存在条件，并从而是原初的、超出一切的、超越的-本体论的条件，亦即是关于此在的本体论-生存论存在理解本身的存在条件，同时也是通达世界的存在这种存在可能性的存在条件？对于关乎不同种类存在者的认识而言，真理所分别表示的又是什么呢？那总是具有某种样式与某种水平的真理之联结，有着什么样的含义、正当性和样态呢？属于这些真理的证实方式和概念方式又是什么呢？而根本性的问题恰好就在于：我们要对（在-世界-中-存在）这一基本结构加以明察并在本体论上以切合的方式去界定这个基本结构的真正的先天。认识问题不是通过一种暴行强施而从世界上炮制出来的，相反，当其被置于它的可能的地基之上时，它才成其为一个问题。现在，该是我们对上述（认识论）问题和虚假的提问加以分辨的时候了。

如果要让所有这些真正的现象能够得到探索并从一开始就能够获得正确的理解，那么我们首先就必须看清：就其含义而言，认识已经就是此在的之中-在的一种样式；认识不是一种这样的东西：那在一开始仿佛还不是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正是通过认识、正是在认识中才产生了一种与世界的联系。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去理解主体的这一最初就为脱离了世界的存在呢？例如，关于主体与客体这两种存在者之间的对立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成为问题。把认识理解为把捉，这只是在一种已经-寓于某物之存在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所谓的“认识一般”最终“亲历”于其中的那个“已经-寓于某物而存在”，并不是直接经由一种认识的完成而构造起来的，毋宁说，此在——无论它是不是从来都知道这一点——作为此在已经就是寓于一个世界而存在。那自古以来总是被归诸认识行为的优先地位，同时也是与这一固有的倾向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恰好首先就是从世界的存在在一种认识行为面前的显现方式出发，去界定此在所处于其中的世界之存在的，就是说，人们正是根据在对于世界之认识面前显示出来的世界所具有的特定的客体属性而去界划世界的存在方式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以下两方面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一方面是关于此在所处于其中的世界之存在的规定方式，另一方面是那种以此在与世界的首要的认知关系为着眼点而对此在本身所作出的基本刻画。

更明确地说，现在认知表现出了——在这里我只能简短地对此加以提示——一种层级结构，一种特定的相互联结，在此联结中，认知作为此在的一种确定的存在样式而生成（sich zeitigt）。认识生成的第一级是自身指-向某物，是趋向某物的特殊的行为，但这个某物已经就是以寓于世界的之中-在为根据的。认识之生成的第二个层级，是自身羁留于此在所指向的东西。这一在此在所指向的存在者那里的羁留本身是建立在上述自身指-向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说，朝向一个对象的自身指-向一直延续到底，而在一种存在者之中的羁留就是在这个指-向的进程之内实现的。在羁留于一种存在者这个阶段，自身指-向并非已经弃而不用，相反，自身指-向一直延续不断，它预演并规定着一切其它的行为方式。在这里，自身-指向所表示的，就是（认识的）着眼方向，是理解为什么东西，是观察的“缘何而起”。

现在，在认识生成的第二级之基础上，即在一个先行被给予的存在者那里的羁留之基础上，原本的感知、分解（Auseinanderlegen）和特定意义上的解释（认识生成的第三级）才能够实现。这样的一种感知本身又构成了认识生成的第四级，即被感知者之习得，它的含义就是保藏（Verwahrung）被感知的东西。这样，整个地看来认识的进程就是如此：认识着的自身-指向作为自身羁留和感知而以一种让被感知者得到保藏的方式趋向被感知者，以致认知在已然感知之际，也就是在知识的获得之际从而也习得了被认知者——即便当被认知者没有现实地出现在认知面前时也是如此；认知将知识作为拥有物加以保藏。只有源出于此在的“去-在”这一首要的品格，以上所述的认识进程才是可理解的。但是，如果说主体竟然是某种拥有着获得了保藏的诸表象的心理之物，而我们还必须指出这些表象如何地相互一致的话，那么上面所说的认识进程就是不可理解的。

这一对被认知者的保藏性的持留（Behalten）本身，无非就是之中-在的（也就是与被认知的存在者之存在干系的）一种新的、第五种方式；而现在，由上述的第一点所刻画的之中-在就通过认识而发生了变易。

通过认知的整个阶段系列，从源本的自身指-向直到持留，只是显示了此在面向被认知者的一种新的存在姿态的增长，显示了一种已经由科学和研究所表明的存在可能性。在这里，最终重要的还是（认识）生成的方式，确切地说，第一种生成样式就先行决定了其它的生成样式，它一直保持在其它的样式之中，并且，（在认识生成的整个过程中）它本身都一直仅仅作为之中-在而先行规定着其它的样式。

此在并不是在进行指-向和进行把捉之际才越出其自身、才越出它自己被包藏于其中的内在领域，毋宁说，如果我们把此在正确地理解成以某种方式行止于已经被揭示的世界的之中-在和自身羁留那么就其含义而言，此在已经一直就是“外在地”处在世界之中了。而那种行止于有待认知的课题之中的自身羁留，也并不就是对内在领域的离弃，就好像此在以某种方式跳出了它的领域，此在不再处在它的领域中，而只是在对象那里出现。毋宁说，即便当此在处在一种寓于对象的“外在的存在”之际，在正确得到理解的意义上，它也是“内在的”，因为，作为在-世界-中-存在，它本身就是对存在者进行认知的此在。对被认知者的感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就好像掠取性的出走带着它所赢得的战利品又重新回到了意识的“容器”里、回到了内在性里，毋宁说，在感知本身中以及在对被感知者的拥有、保藏和持留之际，认知性的此在依然是“在外的”。在对于世界的一种存在干系的认知中，以及即便在对于世界的单纯的念想里、单纯的表象里，即使我并未原本地经验到它，我也毫发未减地寓于存在者而外在地处在了世界之中，却绝不是处在一种寓于我自己本身的内在的领域。当我单纯表象起弗莱堡大教堂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大教堂仅仅以内在的方式现成可见地存在于表象行为之中，相反，这一单纯的表象行为在真正的和最为切合的意义上就是寓于存在者本身之中的。即使是对某物的遗忘——在其中，与被认知者之间的存在干系显然已经消失——也不外乎是“寓于某物而存在”的一种确定的变式并只有在这一寓于某物而存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甚至所有的梦幻与迷误——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其中还不曾获得任何与存在者的存在联系，而只是具有一种虚假的联系——也仍然只是某种寓于某物之存在的样式。

因而，基于之中-在来看，认知的整体层级结构并非就是如此：主体似乎是凭借着把捉而才始引入、才始产生出了它与世界的存在干系，毋宁说，把捉正是奠基于让某物先行得见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一种“能够看见”只是在一种“能够照面”（Begegenenlassen）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而这一能够照面又只是在一种“总是已经寓于某物而存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只有当存在者在其存在中拥有了“让一个其他的存在者（世界）照面”这一禀赋的时候，它才拥有一种把捉某物的可能性，拥有认知的可能性。认识无非就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方式，确切地讲，它还根本不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首要的方式，而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被奠基的存在方式，它从来都只是在一种非认知行为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在这里，我们将其作为此在的之中-在加以标揭并进一步作出了刻画的东西，就是奥古斯丁，尤其就是帕斯卡所已经认识到的那种东西的存在论基础。他们并不把那种原本得到认知的东西称之为认知，而是称之为爱和恨。所有的认知都不过是对于那些已然通过其他更基本的行为而获得了揭示的东西的一种拥有和一种实现方式。或者毋宁说，认知恰恰只是具有如下这样一种可能性：对那些在非认知的行为中源本地获得了揭示的东西加以遮蔽（Verdeckung）。

对于那些奥古斯丁只是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中、在此在的原本的认知性存在样式的意义上将其规定为爱和恨的东西，我们后面却必须将其把握为此在的一种原初的现象——当然不是单方面地、在这一（认知性）行为的限度之内去把握它。毋宁说，只有依凭对于此在的存在样式（在根本上，认知只有在这一存在样式之内才是可能的）的一种更为精到的领受，我们才能去学着理解：如果人们不是在一开始就看到了那种特有的、认知由之而得以从根本上成为可能的存在干系，那么认识自身就将完全是不可理解的。如果人们真切地理解了这一点，那么，那种基于认识论的方法从认识本身出发去说明认识的做法就总会显得荒诞不实，而这样做同样也是荒谬的：在看不到与世界的联系的情况下，去设定那种作为此在而秉有在-世界-中-存在这一根本枢机的存在者，亦即这样去设定此在：以某种方式取消了此在的根本枢机，并把那因此而失去了自身本性的此在设定成一种主体，而这样的设定就意味着对此在之存在的一种完全的颠倒，这样的设定就成了如下难题的根源所在——去阐明由一种虚幻的方式所构想出来的存在者与那种另外的、被称作世界的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联系是如何可能的。为了在一个再也不成其为地基的地基上去阐明认知，就是说为了给明显的荒谬加上一种意义，那么当然就需要诉诸一种理论和形而上学的假说。

对于一切把此在的之中-在当作存在者加以解释的尝试而言，此在的之中-在永远都会是一个谜，因为此在的之中-在先天地就不是存在者。每一种解释都把有待解释者引入了各种存在干系之中。而在进行这样的解释之际，这个先行的问题一直都必须起到一种引导的作用：这一有待解释的存在者之存在是否首先得到了真切的经验，它的存在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规定？但是，此在的之中-在还并不是非得到解释不可，而是首先必须作为其本己的存在样式而获得明见并作为这样的东西而得到体认（hinzunehmmen），这就是说，它还必须在本体论上获得界定。这一工作不可以是一种暴行强施，而是恰好相反！当然，与提出这个要求相比，实现这一要求要远为艰难，尤其是难以通过一种真正的开示性的分析来实现上述要求。

在我们过渡到这样的一种分析之前，可以用一个类比来对（此在的之中-在）现象加以说明，而只要这里关系到的是这样一种存在者：我们必须（在形式上）同样地把属于此在的存在样式即“生活”归诸于它，那么这个类比自身与实事本身相距就不会太远。

我们把主体及其内在领域拿来与蜗牛在它的蜗居之中相比较。我清楚地注意到，我们不能期望，那种用来谈论意识之内在和主体之内在的理论，可以在一个蜗牛之蜗居的含义上去理解意识。但是，只要内部和内在的含义依然是未界定的，只要人们从未经验到，这个“在之中”具有何种含义，以及主体的这一“在之中”与世界之间具有哪一种存在联系，那么，我们的类比无论如何就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可以比配这里的存在联系。

人们也许会说：蜗牛有时要爬出它的蜗居而与此同时又保持着它的蜗居，它要到达某种东西那里，到达食物那里，到达它在地面上所碰到的某些物体那里。那么，由此蜗牛就达致了一种与世界的存在关系了吗？不！蜗牛向外爬出只是它的已-处在-世界-之中的一种地点上的变易。即使它处在其蜗居中，它的正确地得到理解的存在也是在外的存在。它之处在它的蜗居中，并不是如同水之处在水杯中，因为蜗牛拥有作为它的世界的蜗居的内部，它所与之毗连、它要与之接触、它要在其中取暖的内部。所有的这一切都不适用于杯中之水的存在关系，而如若这些说法竟然也适用水的存在关系的话，那么基于此我们也不得不说：水秉有此在的存在样式，以至于水也拥有一个世界。但是蜗牛并不是在一开始仅仅处在蜗居里而还没有处在世界之中，还没有处在一个所谓的相对而立的世界里，它要通过向外爬出方能达致的这样一种相向的存在。根据它的存在，只有当蜗牛已经处在一个世界中时，它才能够向外爬出。它并不是通过摸爬方始获得了一个世界，而是因为它的存在无非就意味着在一个世界里存在，它才要去摸爬。

而当人们把一种认知能力归诸于它的主体时，情况也是如此。人们把主体设立为一个存在者，它被认为具有认知这一存在可能性，借此主体就被理解为一种秉有“在一个世界之中”这种存在方式的存在者。不过，在未曾理解认知在根子上所意味的东西的情况下，人们就只能盲目地进行上述设定。

现在，我们已经把关于之中-在的问题引向了一种与认知的特定的联系，因为在对自我（主体）与世界的联系的传统哲学阐明中，此在的这一存在样式都占有一种优先地位且在上述规定之际都没有获得源初的领会，更有甚者，由于这一存在样式没有在存在上获得界定，以致今天依然还是所有的混乱的源头。只是在之中-在这一现象未得到阐明的情况下，在人们未曾对之中-在加以开掘之先就使之成为了理论的时候，所谓的唯心论与实在论这两种认识论立场连同它们的各种变形及其相互调和才有可能出笼。唯心论和实在论两者都导向了一种关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存在干系的问题，具体地讲，唯心论（而逻辑学的唯心论与心理学的唯心论又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导向上述问题的）是这样导向这一问题的：它说，是主体最先创建起了与客体的存在联系。与此相对，带着同样的荒谬，实在论说：客体通过因果性关系而决定着与主体的存在联系。与这两种在根本上属于同一方式的立场相对，还存在着在一开始就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存在干系设为前提的第三种立场，例如阿芬那留斯的立场：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所谓的“原则同格”（Principalkoordination），人们必须在一开始就把主体和客体设定为在一种存在干系中出现的东西。[2]但是在这里，这一存在干系的存在样式依然是未得到规定的，而同样未得到规定的还有：就其存在样式而言，主体和客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的一种立场——因为它不愿面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而想要站在唯心论一边，但同时又因为它试图保留唯心论和实在论两者所本来不具备的那种正当性，又想要站在实在论立场一边——就其意义而言一直是以理论为导向的。在目前的考察中，我们关于认知作为之中-在的一种存在样式所曾经指出的东西，以及我们关于作为一门认知现象学之课题所曾经提示的东西，就既没有站在唯心论一边也没有站在实在论一边，它也全然不属于这两种立场之中的一种立场，毋宁说，它完全站在了这两种立场及其提问方式的取向之外。

以后的考察不但还要进一步澄清认知的真切的意义，而且首先还要获得如下的洞见：就存在方式而言，认知就奠立在此在的一种原初的结构的基础之上，而认识例如只是因此才能够是真的（才能够拥有作为分明可见的述谓的真理）：因为真理并非全然是认识的一种特性，相反，它是此在本身的一种存在品格。作为对之中-在这一现象的一种预先的描画，上面所作的讨论应该就已经足够了。

第二十一节　世界的世间性

现在，我们的探索就走向了对前面已经提出的、我们将其称为“世界”的那一结构的开揭。我们要问：“世界”[世间性与预期的当前（gewahrtigende Gegenwart）-当前状态-预期状态]所意谓的是什么？世界一词表达出了现象上的一些什么样的构成成分（Bestände）？

a）世界的世间性就是让此在能够与之际会的那个“其间”

根据我们就此在的存在作为之中-在所说过的内容（这一之中-在并不表示某种空间性的相容），在形式上我们至少也可以照此说道：世界就是此在之存在所在的其间（Worin）。相应地，这一“其间”所指的就不是一种空间性的包容；如果世界被把捉为以上所指明的之中-在所属的其间，那么空间性的包容状态无论如何都不能构成世界的首要特性。不过，空间性或更确切地说场所性对世界的存在还是起着一种特出的、构成性的作用。在实存状态的意义上，“世界”是一种显然不等同于那存在于其中的此在本身的存在者，而是此在必须寓于其中才秉有自身之存在的存在者，是此在所趋向的存在者。如同先已表明的那样，这一趋向（某物）的存在、趋向世界的存在具有操持的特性。这一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可能性处在世界之中的对世界的操持，我们可更确切地把它规定为与世界的打交道（Umgang）。在与世界的打交道中，生成着当下切己的在-世界-中-存在，也就是生成着此在。

当我们联系到之中-在而把世界标识为其间的时候，那么，就操持性的打交道所参与其中的东西而言，现在世界就要基于之中-在这一存在方式而被看作打交道。在这样的一种与世界的打交道中，此在总是已经发现了他的世界，而这一发现并非一种理论式的把握。这一“已经寓于某物”就是操持性的牵挂（Sorge）。作为与世界的操持性的打交道，此在能够际会（begegenen）他的世界。作为此在的基本样式，操持让际会成为可能。通过这样的一种际会世界的可能，此在开显出了世界。所有的作为操持的存在样式之一并基于操持而构建起来的认知，仅仅只是在解释所开显出来的世界中，进而在操持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里当然就显出了一种固有的联系。最初经验到的世界越是成为远离世间的（entweltlicht）（如同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就是说最初经验到的世界越是成了单纯的自然，那种依附于世界的（例如在物理的对象属性含义上的）单纯的自然-存在越是获得发现，认识行为越是沿着这一路线去进行发现，那么认知本身就将更加适宜于去作出展示与发现。而认知本身是在数学中才赢得了对存在者之发现的凯旋。事实上，在数学这里我们才看到认知成为了一种致力于发现的认知，尽管在这里（如果人们正确地加以看待的话）认知也并没有在一种彻底的和最终意义上作出发现。

操持性的在-世界-中-存在本身就是那种让世界得以照面的方式。我们实在还背负着太多的由理论和意见以及由一种特定的自然式见解（而这些都具有它们的权利）所导致的包袱，以致我们不能看到：非理论行为恰好就是那种不但揭示着世界，而且揭示着此在本身的东西。作为此在的存在枢机，牵挂揭示着世界。

当我们探询世界的现象结构时，也就是在探询这样的一种存在方式：通过此种方式，那名为世界的存在者得以自行地显现为际会之物（Begegnende）；也就是在探询那经由操持所打开的际会空间而得以照面的存在者之存在。如果说，世界在日常的此在之中是可以显现自身的，世界基于日常的此在而已经得到了揭示且是可揭示的，那么，“世界”这一存在者的际会结构就不是作为某种见解方式的混合物（Konglomerat）（主体正是借助于它才套上了一件客体的外衣），这一际会结构并非作为质料的世界所附带的形式，毋宁说，存在者的际会结构就是世界之存在本身的际会结构。这一名为世界的存在者（现在我们就将对其加以揭示）所秉有的存在品格，我们在术语上就将其标揭为世间性（世间、世间境界，Weltlichkeit），以此来避免那种关于“世间性”之认识的蔽而不明，也就是不把世间性理解成存在者所具有的存在品格，而是将其理解为此在所具有的存在品格，而正是通过并连同作为此在的存在品格，它才成其为存在者的存在品格！

规定世界的世间性，这指的只是：对存在者的源出于其本身的际会方式从结构上加以开掘（而就此在所秉有的作为之中-在的根本枢机而言，此在就存在于这一存在者之中）——简而言之，对世界这一存在者之存在结构加以开掘。对世界之世间性的现象学解释，指的并不是对世上物（Weltding）的外观的叙事性描述，它并不去描述例如山岳、河流、房屋、楼梯、桌子等等这类东西的实在的存在，以及这些东西有着一些什么样的性状。即便我们能够去一一陈述所有的世上之物，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达到对世界意义的把握。在所有的这种罗列之际，在对某一世上物的外观进行描述之际，在对众多事物间的联系分别加以描述之际，我们总是在一开始就已经把它们当作“世上物”了。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所有的那些可以在世界上出现的东西，要紧的倒是这样的世上物和所有的这类存在者所具有的存在方式——这就是一种使之中-在能够照面的存在可能性即所谓的“其间”，要紧的是出自那种[qua（取道于）之中-在的]此在之存在而对世间性加以超越的显示，至关紧要的不是对世上事件的记叙性报道，而是对世间性的解释，此一世间性决定了一切作为世上物事而出现的东西的特有的方式。

我之所以特意如此紧迫地强调问题的本来意义，这就是因为：关于世界之存在结构的问题，关于世界的世间性问题，完全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确切地说，就原初地把捉世界之存在这个尝试而言，人们目前还不可能轻易地赢得正确的起点。毋宁说，我们将要看到，迄今关于世界之存在的哲学考察，已经就是完全地由若干十分确定的前提所引导的：这些前提既关系到世界的一种源初的把捉方式之可能性，也关系到世界所必定具有的存在的意义。我们将要尝试，置所有的这些本末倒置的前提于不顾，按照此在在日常的与世界打交道中所显现的那样，去阐明世界的世间性，以便由此而得以理解：这一直接被给予的世界，是如何地基于某些特定的动因（此动因部分地就存在于世界本身之内）而能够在世界本身的某些特定的方向中被揭示为自然，而这一揭示或解释是特别地由自然科学所作出的。

b）寰世的世间性：寰围，由世间性所构成的“寰”的原初空间特性

下面，我们就将着眼于世间性——亦即着眼于那规定了所有作为寰世物的物事特性的结构，去探察作为寰世（Umwelt）的世界。世界的世间性，即“世界”这一存在者所特有的存在，是一个专门的存在概念。相对于传统的关于外部世界之实在性的问题，有必要确定的是：我们现在所探询的乃是世界的世间性，也就是世界在日常切近的操持中所当下呈现的那种本来面目。我们探询世界，探询那个在打交道之际得以照面的世界，也就是探询寰世，更确切地说是探询寰世的世间性。通过特别地探询世间性的一种特性[寰围（Umhafte）就是据此特性而得到显明的]，我们就在世界的世间性的层次结构中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场所（Ort）与空间（Raum）的合法性。由此，我们也就指出了关于寰世的世间性分析的内容划分：一方面是一般寰世的世间性，另一方面是作为世间性构成要素的世界之寰围。

即便是此在的牵挂与操持性的打交道所首先羁留于其中的寰世间（Umweltlichkeit），即存在者的存在，也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源本的空间。只要人们还是在测量学空间维度的意义上，在几何学空间的意义上去规定空间的，那么这里的“寰围”和“周遭”（Umherum）就不可首先从空间上去加以领会，而且在根本上它也不是空间性的。但另一方面，对于空间性的不断的抵制（在确定之中-在之际，在对世界的特性描述之际，更多地是在对寰世的描述之际，我们都要被迫进行这种抵制），拒斥空间性的某一种特定含义的持续的必要性，就表明了这样一种情况：在所有的这些现象之中，像空间性这样的东西仍然在某种意义上起着作用。事实上就是如此。而正是因为如此，下面这一点就是关键性的：我们在一开始就不要错失对于这一空间性之结构的追问，就是说，我们不能从一种特殊的几何学的空间性出发，而这种几何学的空间性只是源出于世界的最原初而源本的空间才得到了揭示与裁切的。由于我们要达到的是对世界的原初意义的理解，所以我们首先就要与那种特定的测量学空间意义上的空间观念保持距离。与这种空间观念相反，毋宁说我们恰好就是要去探知测量学空间的意义，去探知那些发源于原初的空间性的测量学的空间属性的特定的变种。但我们首先和首要地必须理解的是世间性的意义。因此，以下的两方面内容就标明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世间性结构之考察的内容轮廓：第一是一般寰世的空间性，万物显形的为了作（Umzu）即境遇（Bewandtnis），第二是寰围（Umhaft），即作为世间性之构成要素的“寰”（Um）这一源本的空间性。

上面的划分已经指明了我们的分析所需着眼的首要方向，就是说，即便在我们分析空间和空间性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在一开始就已然理解世间性的意义。据此，上面的内容安排同时就已经蕴涵了对传统的那种对于世界的实在性即世界的世间性之解释方式的原则性批判——如果说，人们一直都在进行着这样的解释并将其当作明确的任务加以执行。

第二十二节　以笛卡儿为例表明传统哲学跳过了世界的世间性问题

恰如我们前面所作的那样，现在，我们的探索将要如此进行：首先尝试禁止性地、防护性地限定现象的视野，也就是排除那种不能引导我们去看到本原现象的着眼方向。在目前对于世界的世间性的分析中，这一点尤其显得重要，因为，不仅是在今天，也不仅是从近代以来，而且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希腊人那里，世界之存在的结构问题都总是被当成自然之存在的结构问题而被提出，以致我们所掌握的那些首先为了描述世界之存在的所有概念，就是因循那种适用于作为自然的世界的探究方式而产生出来的。而在对世界进行一种源本的分析之际（这样的分析并不把自然设定为原初的东西），就概念上而言以及更多地就表达上而言，我们都将处于一种完全的困境之中。

对作为世界的存在者之存在进行规定的极端的反例，既就方法而言也从结果而言，是由笛卡儿所表述出来的。一方面，他接受了那些关于世界之存在的各种规定——如同这些规定通过中世纪以及进而通过希腊哲学向他所示范的那样，而另一方面，通过他的那种追问世界之存在的极端的方式，就预先勾画出了所有那些后来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其他著作中所浮现出来的问题——就此两方面而言，凭借其对于世界之存在的分析和规定，他就处在了这一（关于世界之存在）问题的发展中的一个富有特色的位置上。

当笛卡儿一般地追问一种存在者的存在时，他就是在传统的意义上追问实体（Substanz）。当他谈论实体时，他通常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谈论实体性（Substanzialität），而实体性是一种特定的存在方式，确切地讲，它是一个存在者在根本上所能够达至的特出而基本的存在样式。这样，那些具有实体性之存在样式的存在者，即最广泛意义上存在着的物事，就是诸实体。在这里，不仅从表达和概念上看，而且就课题内容而言，笛卡儿都是在追随经院派以及进而在根本上追随希腊人对存在者所做的追问。“substanzia”（实体）这一表述意味着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它指的是具有实体之存在样式的存在者本身，同时它还指与我们的如下区分相应的实体性：一方面是作为世上之物事的世界；另一方面是作为世界之存在方式的世间性。但在指出这个对应的时候，我们恰好必须强调的是：世间性的意义与实体性的结构在根本上是各不相同的。Per substantiam nihil aliud intelligere possumus，quam rem quae ita existit，ut nulla alia re indigeat ad existendum.[3]——我们只能把实体理解成这种东西——它“存在”于这样的一种方式之中，以致它为着去存在而无需其他的存在者。实体性指的是现成可见性（Vorhandenheit），它本身并不需要一个其他的存在者。严格地讲，一个res（存在者）的实在性，一个实体的实体性，一个存在者的存在，它们所指的就是：在无需他求意义上的现成可见状态，它无需一个造作者，或无需一个保持和带有被造性质的存在者。...substantia quae nulla plane re indigeat，unica tantum potest intelligi，nempe Deus.[4]——唯一地满足以上所说的那种实体性的意义的存在者，只有上帝。换句话说，“上帝”就是这样的存在者之名号：在其中，一般存在的观念就在真正的意义上得到了实现。在这里，“上帝”完全成了一个纯粹本体论的概念，而由此它也被称为ens perfectissimum（完满的存在者）。在这一关于上帝之存在的规定中，完全不包含任何宗教的特征，相反，上帝仅仅单纯地成了这样的存在者的称号：依凭这一存在者，我们得以原本地面对那种与作为现成可见状态的存在概念相符合的存在者。据此，上帝就是那种在所谓“原本”的意义上系出于存在的唯一的存在者（即唯一的实体）。而在如此论说“ens perfectissimum”（完满的存在者）的时候，作为其前提背景，当然就存在着一种完全具体的关于“ens”（存在者）和“存在”的概念，而在这一点上，与那些揭示了存在的希腊人相比，笛卡儿却未曾明确地有所意识。

Alias vero omnes，non nisi ope concursus Dei existere posse percipimus.[5]——根据实体性本身的意义，我们清楚地理解，所有其他的存在者都只有借助于上帝的一同存在而存在（或者说，这些存在者都要仰求上帝的一同存在）。所有非上帝的存在者，据其含义都是需要造作和需要维持的，而那些qua（出自）上帝的存在者之现成存在则秉有上面所说的那种无需求性的特征。由此，就其现成存在而言需要受造和需要维持的存在者，就是从出于原本存在而获得理解的“ens creatum”（受造的存在者）。

严格地讲，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只能把“实体”这一术语归诸于上帝。但是，只要我们把受造的存在者也称作存在，那么，在对非受造者的存在特征进行描述时，所使用的就是那用于描述受造的存在者之存在特征的同一个存在概念，这就是说，以某种方式，我们也能够把受造的存在者叫做实体。Atque ideo nomen substantiae non convenit Deo et illis univoce，ut dici solet in scholis，hoc est，nulla ejus nominis signifficatio potest distincte intelligi，quae Deo et creaturis sit communis.[6]（如同经院学派的人士所说，“实体”这个词并不是单义地运用于上帝和其他的事物；这即是说，我们不可能清楚地理解，“存在”这一名称竟然具有一种对于上帝和受造物的共同含义。）——如同经院派的人们即中世纪的人们所说，实体性意义上的存在、无需其他的存在者的、具有现成存在之样式的存在，并不是在同一种意义上运用于上帝与受造之物的。当一个概念的含义内容，即当此概念所意谓的、用它所谈论的东西所指的是同一个意思时，那么这个概念就是单义的（univok）（ομωνυμον）。例如当我说“上帝存在”和“世界存在”时，虽然我在两个句子里都说出了存在，但我在这样说时所指的却是不同的意思，那么，“存在”这个用语就不是在同一个含义上、不是单义地进行意指；因为，假如它们所指的是同一个意思的话，那么我就将或者用存在而把受造者表示成了非被造者，或者把非受造的存在上帝降格到了受造者的地位。按照笛卡儿，由于这两种存在者之间有着无限的差异，所以用于这两种存在者的“存在”这一表达，就不是在同一个含义上使用的，它不是单义的，而是类比的（实际上这就是经院学派对此所作的表述，但笛卡儿在此并没有专门指出这一点）。我只能把上帝和世界类比性地当作存在者进行谈论，就是说，只要存在的概念一般地被运用于所有可能的存在者的多种多样的类型之中，那么它在根本上就具有一种类比概念的特征。亚里士多德首先发现了属于存在意义的这一类比，与柏拉图关于存在概念的见解相比，这一发现带来了一种实质性的进步。

在我们使用“上帝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之际，这里的存在概念到底是类比的还是单义的，而它又是在哪种意义上是单义的？这个问题曾经在中世纪，特别是在中世纪后期起过很大的作用，而沿袭这条路线的整个有关上帝与世界的存在之规定的问题，也消极地影响了路德的整个神学的发展。在“上帝存在”和“世界存在”这两个陈述中，“存在”所指的意思并非如同笛卡儿就此所指出的：...nulla ejus nominis significatio potest distincte intelligi，quae Deo et creaturis sit communis.[7]（我们不可能清楚地理解，“存在”这一名称竟然具有一种对于上帝和受造物的共同含义。）——当人们作出这两个存在陈述时，他们不能清楚地看到：这样的陈述所指的是两个相同的东西。显然，从这里的这一表述来看，笛卡儿在根本上还远逊于中世纪的洞见，在这一方向上，中世纪的人们有着更为敏锐的探察。

现在，仍然可以被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说成是实体的两种存在者，无论如何都是substantiae creatae即受造的实体，是在特定的意义上无求于上帝之存在的受造的实体或存在者——如果我们忽略不顾它们在其一般现成存在方面之获得产生与获得维持的与众不同的需要的话。如果我们不顾这一作为受造者的对于受造之存在的需要，那么在受造者的范围之内还是存在着一些这样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无求于他者的东西，即substantiantia corporea（物体的实体）和substantia cogitans creata sive mens（创造性思维或精神的实体），一方面是物体的世界，简短地说就是世界，另一方面是mens、精神、“意识”。这两种存在者都是这样的存在者：que solo Dei concursu egent ad existendum（它们的存在都仅仅只是需要上帝之共同存在）。[8]如果说它们最终都是需要存在的，那么从一个方面看则它们唯一地只是需要上帝之同时存在，从另一方面看它们就是无需其他任何存在者的，这就意味着：以某种方式，它们就是实体，或者说它们是有限的实体，而上帝则是substantia infinita（无限的实体）。

我之所以有意在一定程度上给出笛卡儿的存在学说之推导的层次步骤，是因为据此就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的关于世界之存在的考察，都是依据一种预先给定的关于存在的学说背景而构造起来的。这里的问题在于：一种存在者是通过什么和以怎样的方式得到把捉的？笛卡儿说，（存在者）是通过属性（Attribute）而得到把捉的，而属性所具有的内容自身就将显明那原本的存在者。在这一上下文中，还紧跟着一个重要的评论，而人们还不能轻易地穷尽这个评论的意义，我们在一开始也不能对它加以深入的探究。

笛卡儿说：Verumtamen non potest substantia primum animadverti ex hoc solo，quod sit res existens，quia hoc solum per se nos non afficit...[9]（但是存在者不可能仅仅出自它的存在这个事实而获得源本的揭示，因为单凭此一事实本身还不能引起我们的感应。）——那种原本地存在的存在者，实体、上帝，不能够首先仅仅根据它之是存在着的东西这一事实而获得把捉。据此，我们恰好就不能首先着眼于其存在方式而去把捉存在者。我们不能够以这种方式去直接地通达一种存在者的存在。Quia hoc solum（因为一种存在者的存在是全然守身自持的），per se nos non afficit（不能由其自身而对我们产生“刺激”）。因而笛卡儿说，在我们面前并没有一条基本而源始的切入存在者之存在本身的通道。而笛卡儿在这里用“一种纯粹守身自持的存在者之存在不对我们产生刺激”所表达的意思，后来康德就简单地将其表述为“存在不是真正的谓词”，就是说存在不是那种通过某一（刺激）接受和感应（Affektion）的途径而获得把捉的被给予的事实。由于我们恰好没有能力源本和孤立地去把捉存在者的存在，而总是首先把持到一种存在者的是什么，用希腊人的话说就是ειδοσ（本相）、存在者的外观，因此在把捉原本的存在者之存在的时候，我们也就必须从属性出发，因为存在者的性质与存在就是通过属性呈显出来的。这一特有的命题——我们不可能在存在者中经验到自为的存在，因为它不对我们产生刺激——也许是对于我们称之为世界的那种存在者之存在的最为敏锐的界定（但笛卡儿本人并不知晓这种敏锐性，而康德在他的论题中对此也未必是彻底地了然的）。在一种完全形式化的意义上，上述命题所指的就是：世界的存在本身不对我们产生刺激。当然，这一感应的概念需要一种实事上的说明，而这一说明本身似乎又必须依赖于一种对于我们本身所是的存在者的一种先行的和充分的存在分析。确实存在着一种恰好且只有首先依据其存在而方可得到把捉的存在者——如若我们要在哲学上对此加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还得说：这一存在者就是那必须通过上述方式而得到把捉的存在者。

按照笛卡儿所采纳的从属于希腊存在论的理解方向，简短地讲，为着把捉存在者的存在，我们就需要先行地以一种属性为参照、以一种关于存在者各自所是的东西之界定为参照。与我们在其中接纳这个问题的语境（Zusammenhang）相应，现在我们将把我们的讨论限定于两种受造的存在者中的一种，即限定于res corporea（物体的存在者，物体）。这是因为我们首先想要了解的是：笛卡儿是如何规定世界的存在的。

我们能够根据物体的首要的属性而把捉物体的存在，所谓首要的proprietates（属性）就是存在者作为此一存在者所总是秉有的东西、那在一切变易中保持不变的东西。Et quidem ex quolibet attributo substantia cognoscitur；sed una tamen est cujusque substantiae praecipua proprietas，quae ipsius naturam essentiamque constituit，et ad quam aliae omnes referuntur.[10]（实体是通过某一属性而为我们所知的；对每一实体而言，都存在着一种首要的、构成了该实体的类别和本质的属性，而所有其余的属性都归属于这个首要的属性。）——对每一实体而言，都存在着一种突出的属性，一种突出样式的“是什么之规定”（Wasbestimmung），而此一规定就决定了存在者的种类，构成了基于上述属性本身的存在者之存在，所有其他的关于存在者的是什么之规定都必须回溯到这一突出的是什么之规定才能够得到说明——这是一种在其他的一切规定中都已经必不可少地同时包含着的关于存在者的规定。对每一实体而言，都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是什么之规定、一种明显的秉性（Eigenschaft）。Nempe extensio in longum，latumet profundum，substantiae corporeae naturam constituit...[11]——就长、宽、高而言的广延，就构成了我们称之为“世界”这种实体的原本的存在[natura substantiae（实体的本性），也就是实体性——这一存在者的现成可见状态，此现成可见状态构成了实体的常驻的存在（Immersein）]。

世界的实在性，世界的原本的存在，是通过extensio即广延而构成的。Nam omne aliud quod corpori tribui potest．．．[12]（所有其他的我们可以将其划归为世上物的那些存在者），extensionem praesupponit（都是以广延为条件的），并且因此而estque tantum modus quidam rei extensae（仅仅只是广延性的一种样式、一种方式），例如divisio（部分），figura（形态），motus（运动）。所以，例如figura即世上物的形态，nonnisi in re extensa potest intelligi（就不可以被“理解”为处于广延的视界之外的东西），nec motus（因而运动），nisi in spatio extenso（就不可以被理解为处于有广延的空间以外的东西）。Sed e contra（但与此相对照），potest intelligi extensio sine figura vel motu（反过来，在形态和运动没有同时获得把捉的情况下，广延也完全能够得到把捉），换句话说，extensio即广延是这样的一种关乎世界这一存在者的存在规定：它是在一切其他的规定之先就必须具有的规定，凭此其他的存在规定才能够成其为存在规定；简而言之，空间乃是先天的东西。

在这里，已经十分清楚地预表出了康德的提问。而关于另外的实体、关于res cogitans（精神的实体），笛卡儿也作出了与他在《原理》的第一部分就作为substantia corporea（物体实体）的substantia creata（被造实体）而进行的同样的规定。

到此，广延就被等同于那原本地规定了存在，也就是规定了（物体）这一存在者之实体性的东西。那么，一方面，现在笛卡儿将怎样规定并辩护作为res extensa（广延实体）的世界之存在？另一方面，笛卡儿由之而达到的这一关于世界的存在规定的根据是什么？那使得世界的世间性得以通达的源本的经验方式又是什么？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要表明，经由笛卡儿本人，关于世界的实在性问题、关于世界的世间性问题是怎样地被挤压到了一个完全特定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他就能够经过修正而在概念上重新接受所有的那些来自传统的用以去规定世界之存在的范畴，这些范畴是希腊人为了规定世界的存在而创制出来的。这种对传统范畴的修正性接受的过程，一直延续到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之中。

如果我们将这里的意思作完全极端的表示的话，那么就可以说，由上帝出发，笛卡儿赢得了其关于世界之存在的规定，在这里从而也赢得了关于自然之存在的规定；而在后来的哲学家那里，甚至即使有了康德的影响，情况也依然如此。就其范畴上的特殊的功用而言，上帝在这里就应当被理解为本体论的概念，以致在它的存在中就体现了存在的意义，而这个存在的意义就以一种推演的方式无所不在地运用于各个不同的存在领域。在笛卡儿这里，在其着眼于本原的实体、着眼于substantia infinita，deus（无限的实体，上帝）而对res cogitansres（精神实体）和res extensa（广延实体）这两种实体所作的方向性规定中，存在意义的这一来龙去脉变得特别地清晰可见。虽然笛卡儿说，对于上帝的原本的基本规定正好就是perfectio（完满者），或者说perfectio entis（完满的实体），即本原的存在自身，但他另一方面也同时强调，我们恰好没有能力首先就其本身而去经验上帝的这一存在，故此，对我们而言，不管是无限的实体还是有限的实体，都是通过属性才成为可会通的。Quin et facilius intelligimus substantiam extensam，vel substantiam cogitantem，quam substantiam solam...[13]诚然，比起单纯的实体来，我们更容易认识那有广延的实体或者思维的实体、带有意识的实体……ommiso eo quod cogitet vel sit extensa，——而（在认识之际）却并不顾及其为思维的实体还是有广延的实体。在这里他又重新强调，只要实体性与实体ratione tantum（只是在理性面前）才有着分别，只是凭着眼方式才有着不同，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在实体与实体性之间实在地作出分离，那么我们就只能非常艰难地认识实体的实体性。就此而言，上述的两种实体就是通过proprietas即属性而被给出的。物事世界最为首要的特性就是广延，而关于世界的所有其他的规定，如figura（形态）和motus（运动），都是奠基在这个特性之上的。只要把这个属性当作一个范型（Modi）来理解，人们就能够看清，就同一个物体而言，在其总的数量、它的全部广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其维度的分配方式是可以不断地变换的。...unum et idem corpus，retinendo suan eandem quantitatem，...：nunc scilicet magis secundum longitudinem，minusque secundum latitudinem vel profunditatem，ac paulo post e contra magis secundum latitudinem，et minus secundum longitudinem.[14]……在保持同一数量的情况下，一个物体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延展，它可以在长度上伸展得多些，在宽度和高度上伸展得少些，而后又在宽度上伸展得更多而在长度上伸展得更少，在作这样的维度上的和维度数上的变更时，（物体的）总的数量依然还是保持不变。在此就显明了笛卡儿所说的意思：在物体的形态发生变易之际，物体的自身同一保持不变。因为（按照古代的存在概念）那原本地存在的东西就是常存的东西，又因为extentio（广延）就是那种在一切的形态变换之中一直保持不变的东西，所以广延就是物体当中的原本的存在。

...Itemque diversos modos extensionis，ut figures omnes，et situs partium，et ipsarum motus，optime percipiemus，si tantum ut modos rerum quibus insunt spectemus...[15][如果我们把这些广延的样式和与之相关的因素就简单地看作它们所依附于其上的物体之样式的话，……我们就将以类比的方式对不同样式的广延和一切与广延相关的因素（比如所有的形态、各部分的位置，以及它们的运动）作出最原本的理解。]——当我们把捉和规定了依附于物体的一切与广延有关的东西时，我们也就最原本地把捉了物体，从而也把捉了运动；显然，etquantum ad motum，si de nullo nisi locali cogitemus...——[16]唯有当我们将运动理解为眼目所见的位置变换时，我们才能够把捉运动。ac de vi a qua excitatur...non inquiramus.[17]——然而，我们并没有就下面这一点进一步加以追问：以某种方式，引起并推动这种位置变换的力到底是什么？

笛卡儿知道，他的关于物体的规定恰好是把力（用我们今天的术语说，就是“能量”）排除在外的，然而力这种现象则为后来的莱布尼茨提供了一个理由，使他能够凭借一种引进了vis（力）的理论体系而对笛卡儿关于自然之存在的规定提出一种根本的批评。

Satis erit，si advertamus sensuum perceptiones non referri，nisi ad istam corporis humani cum mente conjunctionem，et nobis quidem ordinarie exhibere，quid ad illam externa corpora prodesse possint aut nocere；[18]笛卡儿说：如果我们能够看到：sofern er eine conjunctio corporis cum cum ment ist（就人是意识与身体的一种联结而言），感官的感知，即保障我们的感官有所收获的经验方式仅仅是与人相关联的，那么，这对于我们把捉自然的原本的存在而言，就已是足够的了。如果我们注意到：ordinarie（按照通常的次序），据其最本己的意义，“按照通常的次序”，感官（Sinne）并没有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而仅仅告知我们die externa corpora（外部的物体）、世界、外部物体对我们有着什么样的用处或危害，prodesse possint aut nocere（那么这就足够了）。他说，感官在根本上不具有一种知识的或知识传达的功能，毋宁说，在一种特别的意义上，它只是在身体的或作为一有机生命的整个人的维持方面起着作用。在这里，人们本来还不能说“有机的”，因为众所周知，笛卡儿就是把人看成了一部机器，他的极端的自然概念转用到了有机的、动物式生命的身上。...non autem...nos docere，qualia in seipsis existant.[19]——就其自身而言，物体究竟是怎样的，对此感官没有给予我们任何指点。Ita enim sensuum praejudicia facile deponemus，et solo intellectu，ad ideas sibi a natura inditas diligenter attendente，hic utemur.[20]——一旦我们认识到一般感官在根本上不具有知识的功能，我们就能轻易地将它和它的成见抛开而仅仅依赖于intellectio（理性）、依赖于纯粹理性知识。现在我们看到，这一点就已经明白地说了出来：趋向世界之真实存在的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就在于intellectio（理性），在于λογοσ（逻各斯）。

相对于sensatio（感性），intellectio（理性）具有一种根本的优先性。Quod agendes，percipiemus naturam materiae，sive corporis in universum spectati，non consistere in eo quod sit res dura，vel ponderosa，vel colorata，vel alio aliquo modo sensus afficiens：sed tantum in eo qudo sit res extensa in longum，latum et profundum.[21]——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物质的、物体的原本的本性（Natur）、原本的存在并不在于：物体是某种有着硬度、重力、颜色等等这类性质的东西，毋宁说，它的存在、它的本性唯一地在于：它在长、宽、高几个维度上是广延地存在的。当笛卡儿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他不仅是在尝试以感性知觉对世界的客观化把捉中的适应性为据而对感性知觉提出批评，并且同时也借此指明了：像durities（硬度）、pondus（重量）、color（颜色）这些规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物体的存在推想出来（weggedacht），而这样的推想并没有使物体的存在发生任何意义上的变化。Nam，quantum ad duritiem，nihil aliud de ilia sensus nobis indiciat，quam partes durorum resistere motui manuum nostrarum，cum in illas incurrunt.Si enim，quotiescunque manus nostrae versus aliquam partem moventur，corpora omnia ibi existential recederent eadem celeritate qua illae accedunt，nullam unquam duritiem sentiremus.Nec ullo modo potest intelligi，corpora quae sic recederent，idcirco naturam corporis esse amissura：nec proinde ipsa in duritieconsistit.Eademque ratione ostendi potest，et pondus，et colorem，et alias omnes ejusmodi qualitates，quae in material corporea sentiuntur，ex ea tolli posse，ipsa integra remanente：unde sequitur，a nulla ex illis ejus naturam dependere.[22]（因为在硬度方面，感官向我们所显示的无非就是具有硬度的物体的那些阻抗着我们手的运动的部分。但是，假如每当我们的手朝向物体的某些部分运动的时候，整个物体都以一种与我们的手的运动相同的速度抽身而退，那么我们就将永远也不会感知到任何硬度。然而这并不说明：如此地抽身而退的物体因而就失去了它的作为物体的本性；因之就可以说，物体的本性并不是由硬度所构成的。按照同样的理由，我们还可以表明：像重量、颜色以及其他的这样一些由感官所感知到的物体性质都可以从物体那里移走而物体本身依然能够保持完整——由此我们就可以推论：物体的本性并不依赖于以上所举出的任何一种性质。）重量、重力、颜色、硬度可以从物体推导出来，但在这样做时并没有使物体的原本的存在有所增加。这一点就意味着：物体的本性并不依赖于重力、颜色、重量和硬度。

为了说明这一点，笛卡儿举出了一个关于硬度的例子：他说，当一个物体例如对手的触摸产生阻抗时，我们就感知到了硬度。他说，现在我们可以假定，作为有延展的自然物，它具有这样一种运动速度，这种速度刚好是我用手向正待要触摸的物体伸过去的速度，这样一来，在有待触摸的物体与运动着的手有着相同的运动速度的情况下，我就永远也触摸不到物体。于是——笛卡儿说——当我假定世界以这样的速度经过时，就不存在什么矛盾，而如果这个假定并非荒谬的话，那么这就恰好表明：触摸和阻抗进而硬度并不属于物体的存在。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像触摸这样的切入世界的通达方式（它代表了一种非常初级的通达世界的方式），是如何在一开始就被笛卡儿泛泛地解释成了一种自然的过程，就是说，他根本不是将触摸的现象上的实情（Bestand）归结为关于某物的经验，而是在一开始就把触摸机械地解释成了在“名之为手的一种物切近另一种离他而去的物的运动”这个意义上的自然。他在一开始就没有把持住（触摸的）现象上的实情，或者不如说他故意隐瞒了这种现象上的实情——就其最终必须把它泛泛地解释成有待触摸的东西与进行触摸的东西之间的这种机械的运动关系而言，他其实是已经见出了这一实情的。

而莱布尼茨试图经由一条另外的途径表明：通过extensio（广延）并仅仅从广延出发去规定物体的存在，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关于这条途径，我们这里就不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了）。在其《原理》第二部的结尾[就在这个地方，从根本上展开了关于extensio（广延）、spatium（空间）、locus（位置）、vaccum（虚空）等等这类东西的结构]，笛卡儿以如下的话来总结他的见解：Nam plane profiteor me nullam aliam rerum corporearum materiam agnoscere，quam illam omnimode divisibilem，figurabilem etmobilem，quam Geometrae quantitatem vocant，et pro objecto suarum demonstrationum assumunt...[23]我公开坦承，除了那些从所有的方面看都是可分割成部分的、具有形态的和在位置上可以变动的对象属性以外，我不承认物体还秉有其他的对象属性。这也就是几何学家、数学家称之为数量而数学家将其看作他们的证明的唯一对象（pro objecto）的那些规定。...ac nihil plane in ipsa considerare，praeter istas divisiones，figures etmotus；nihilque de ipsis ut verum admittere，quod non ex communibus illis notionibus，de quamm veritate non possumus dubitare，tam evidenter deducatur，ut pro Mathematica demonstratione sit habendum.[24]关于世界的本性，除了那些基于extensio（广延）、figura（形态）、motus（运动）这些普遍的概念而在数学上能够得到证明的东西以外，我们就不能把其他的东西纳入我们的注意，不能将其他的东西看作是真实的。Et quia sic omnia Naturae Phaenomena possunt explicari，ut in sequentibus apparebit，nulla allia Physicae principa puto esse admittenda，nec alia etiam optanda.[25]因为只有通过对广延关系（Ausdehnungszusammenhaenge）的测量和规定这一途径，所有自然的现象才能得到充分的澄清，所以我相信，除了数学的原理以外，没有其他的原理是可以为物理学所采纳的。

在这里，世界的存在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规定的呢？——通过一种非常特定的认识对象的方式，即数学的认识方式。世界的存在不外乎就是对于自然的计算性、测量性把捉所通达的那种客体属性（Objektivitat）。与一切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关于自然的知识相对，现在物理学就成了数学的物理学。在世界上，只有那些通过数学的手段可获得规定的东西，才是本来意义上的可加以认知的世上物，而只有这种通过数学获得认识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存在。由于在笛卡儿那里，verum ens（存在的真理）就等于certum ens（存在的规定），这一得到了认识的真实的存在就成了世界的真正的存在。从对于作为自然的世界的一种特定的和事实上可能的认识方式出发，世界的原本存在就这样先天地获得了规定。

世界的存在就是世界上的那种我们通过特定的认识方式（即笛卡儿在根本上将其看成是最高的、数学的认识方式）而能够去加以把捉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在存在与真的存在进而与认识之间，存在着一种完全确定的相关性。（在此）世界并没有从它的世间性着眼而得到追问，就是说，世界没有按照它最初所显示的本来面目（世界的空间性就是由此所规定的）而得到追问，相反，在这里，作为一种特定的可认知状态的合乎存在的条件，一种特定的空间观念，或一种特定的关于广延的观念就被当成了这样的一种基础：由这个基础出发，似乎就可以先天地裁定什么能够属于自然的存在，什么又不能够属于自然的存在；一种特定的带有确定性之标准的知识观念，预先就决定了世界上什么样的东西会被当作（世界的）原本的存在。

但是，即使人们不能容忍笛卡儿的极端立场[说它极端，是指它仅仅从物体的extensio（广延）去看待物体的存在]，即使人们对物体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就像莱布尼茨把能（Energie）设定为物体的基本规定]，世界依然还是首先被规定成了自然。

就连康德也曾经在这样的意义上把捉自然，进而在这个意义上把捉世界。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说，人们最终容易看到：在数学-物理学知识意义上的对世界之存在的理解方式，是一种片面的方式。而由于人们看到了这一片面性，这一理解方式也同样很容易遭到弃置，而笛卡儿本人以其《第二沉思》中著名的蜡的例子对这一点给出了最好的说明。

我们只需单纯着眼于一块蜡所首先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去看这块特定的蜡，而不必在数学-物理学知识的意义上去关注那在不断变换的最初被感知到的性质中保持不变的东西。当我们拿起这块蜡的时候——就如同它从sapor（味道）、odor（气味）、color（颜色）等方面被给予的那样，当我们拿着这一特定的有颜色、有气味的、硬的、冷的、红色的蜡制物时，我们就获有了切近地被给予的存在物或世上物（Weltding），而我们切入它的通达方式是感性知觉。然而，这里的感官知觉也还是一种对于事物的理论性把捉，在这里，蜡这一存在物也是恰如它在一种观察性的知觉面前所显示的那样得到规定的。但是说到底，我们最终还可以退后一步，同意上述理解方式依然只是把蜡制物指认为自然物，即使现在蜡制物是由那些在直接的把捉方式中被给予的诸特性所表征的，即使现在它不只是由各种数量所表明的而且还是由各种感性性质所表明的。就其作为世上物而能够在原本的意义上获得描述而言，现在它所还缺少的，是这样的一些价值谓词：好的、坏的、不美的、美的、合适的、不合适的等等，这是一些易于附加给物质性自然物的价值属性，也是一切用具对象所带有的属性如果我们还可以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感性性质之上还加上一些关于感性物的价值谓词的话，那么，我们由此就能够完整地规定实践性的东西，完整地规定那些在世界上直接出现的东西。这种东西是这样的一种自然物：它既秉有物质属性这一基础层次，但它同时也带有各种价值谓词。

今天，人们在现象学中也在寻求首先以这种方式去规定寰世物之存在。然而，就其进路而言，这种现象学的规定与笛氏的规定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在现象学这里，也把物设定成了观察和感知的客体，而正如前面以富有特征的方式所指出的，这里的感知还通过一种价值把捉而得到了补充。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与笛氏在把res corporea（物体的存在）极端地规定为res extensares（广延的存在时所采取的做法完全一致，现象学也跳过了那属于事物的原本的寰世性的存在。而且，这一把世上物当作带有价值的自然物的描述还是更加有害的，因为它使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以为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真正的、本源的描述。但是，一种自然之物的，即一种带有诸禀性与性质（其中有些就是价值性质、价值述谓）的自然物的全部层次与结构构成，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描述的背景。在这里，物依然遭到了自然化，我们依然没有切中作为寰世的存在者，世界的世间性还完全没有进入我们的眼界，更遑论得到解释。而正是因为这一规定是从一种关于世界的特有的典型设定出发的，这种设定引领我们首先按照在一种孤立的物感知中当下在此的那个样子来设想一个物，所以世界的世间性甚至根本就没有得到具体的探询。而只要我们对这一规定世界的方式作一基本的探究，我们就当清楚地看到（首先是从笛卡儿那里看到），世界的存在总是与特定的经验方式和理解能力[即感性（Sinnlichkeit）、幻想（Phantasie）、理智（Verstand）等]相关联地获得描述的，而这些经验方式和理解能力本身又是在关于人的一种特定的规定之背景中生成的，就是说是在关于人的这一著名的人类学定义的背景中生成的：homo animal rationale（人是理性的动物）。一种特定的生物学式的、人类学式的解释，预先就决定了我们可能会具有哪些特定的关于世界的理解方式，而这一理解方式就决定了在世界之存在那里我们所能够通达的东西，就是说决定了世界之存在本身是如何被规定的。

在哲学中，这样的一种关于人所特有的能力的划分依然起着支配的作用，并预先决定了对世界之存在加以规定的可能方式。与之相对应，现在，人们依据一种以上述方式加以规定的世界（具体地说，这个世界是联系到那种对于人类学能力的特定的理解而得到规定的），在相反的方向上去描述精神和人格的特质。只要人们说，精神和人格（即构成了上述能力之存在的存在者）并非自然，那么这就意味着，现在人们是从相反的方向来进行规定（以致人们总是要在某个圆圈中打转），精神的存在将根据上述那种关于自然的规定而推演出来。基于上述的这样一种关联，例如在康德那里就出现了Antinomien（二律背反）。

自由的二律背反并非完全是从对于自由问题的分析和对于人的特殊存在的分析中产生出来的，毋宁说，二律背反之所以能被提出，主要是由于：康德发现，人的存在同时也可以整合于自然的存在之中。以笛卡儿的方式，他把自然的存在理解为自然科学所把捉的自然，并且认为，自然是由最广泛意义上的因果性所规定的。两种特定的存在者，两种在根本上基于自然存在而得到描述的存在者，就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了对照——根据这一对比分析，人们就可以发现一种确定的不可能性，发现所谓的二律背反。只是由于人们对在二律背反本身中所提出的东西之存在没有作出充分的分析，才造成了二律背反得以出现的可能性。

所以，在笛卡儿那里，我们最为单纯而明澈地看到，他的整个一连串的推论前提都偏离了“世界”这一原本的现象。我们已经看到，笛卡儿是如何试图将关于物体的存在的全部规定（这就是后来人们在英国经验论中称之为与第一感性性质相对的第二感性性质，而这一区分恰好就与笛氏相关）还原为关于res extensa（广延存在者）即extensio（广延）的基本规定，以便借此使一种关于世界的知识成为可能——就其确定性的程度而言，这种知识与关于res cogitans（精神存在者）的知识是没有差别的。但是人们也已看到，世界之所是，这一基于某种特定的判断而首先被把捉为自然的所是，也是不可能经由从res extensa（广延存在者）到感性之物再到赋有价值之物的回溯这种理论上的重构而赢得的，毋宁说，这样的回溯依然保留了一种特殊的理论式的客体化并且把分析更加引向了歧途。只要对世界的原本的实在性的初步的显明正是以关于实在性本身的分析（而这种分析首先势必忽视任何特殊的理论性的客体化）这一源始的课题为指南的，那么世界就依然是远离世间的（entweltlicht）。但是，关于实在性的科学的探询之路表明：寰世的源初的照面方式一直都被人们所遗忘了，而这就有助于人们依据那种关于自然的对象属性的理论性知识去解释世界这一特殊的现象，有利于那种把世界当作自然实在性的僵化的理解。

如果人们联系到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的具体情形，特别是联系到数学化的物理学的努力来看待笛卡儿的研究，那么这一研究当然具有一种起码的积极意义。但如果人们联系到关于世界之实在性的一般理论来看这一研究，那么就将显明，正是源于这种研究，才滋生了对实在性追问的一种有害的狭隘化，而直到今天我们也未能克服这种狭隘化。这种狭隘化统治着整个以前哲学的传统。如果说，在希腊人那里，世界虽然不是在数学化的极端意义上，但也是与知识的一种类自然的特征相符合而被经验为πραγματα（实物），被经验为干系的何所系（Womit des Zutunhabens）——而干系的何所系不是在本体论上被理解的，毋宁说它被理解成了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然物——那么以某种方式，希腊哲学就构成了这种狭隘化理解的一种前奏。在追问世界的实在性之际，人们依然首先取向于作为自然的世界，这个情况同时也清楚地表明，寰世的原初的照面方式显然完全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加以把捉的，毋宁说，这一现象还以一种典型的方式被人们忽略了。只要此在作为操持意义上的在-世界-中-存在正好是融身于他所操持的世界之中的，只要此在仿佛是被它所操持的世界所牵缠的，以致世界的世间性恰好完全未曾源自最自然和最直接的“在-世界-中-存在”而得到专题地经验，那么上面所说的那种把捉上的困难就绝非什么偶然。只有当世界在某种理论性见解的意义上得到了理解的时候，世界才能够清楚地获得经验；只有当世界的存在在理论上获得了追问时，这个在理论性看法中如此照面的世界才能成为专题性的。

只有依据此在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我们才能对如下这一固有的事实加以阐明：世界的源本现象总是被人们忽略不顾，而关于事物的理论性感知与规定这样一种理解方式又总是顽固不化并不断得到推进与加深。只有当这一阐明获得了实现的时候，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特殊的理论性把捉的存在方式及其优势地位本身的时候，才可以使上述那种持续不断的狭隘成见在关于世界的源本的分析中成为无害的。

第二十三节　对世界的世间性基本结构的正面显示

现在，我们如何来正面地规定世界的世间性呢？关于世间性结构，我们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言述，以致我们能够首先转眼不顾一切理论并尤其不顾那种极端的客体化理论呢？我们将根据已经提出的计划来进行我们的考察，就是说，我们将首先追问一般世界的世间性，而后追问作为世间性的突出构成环节（Konstitivum）的寰围（Umhaft）结构。上述第一个任务，即关于寰世的世间性之分析，将合乎实事地分成三步来做：第一步显示世界的际会特征，第二步解释际会结构，即显示际会特征的现象上的奠基关系（Fundierungszusammengang）本身，而第三步就是把世间性的基本结构规定为境遇整体（Bewandtnisganzheit）。

在以上的三步分析中，我们将澄清四个传统的问题：第一，世界原本的存在结构即原初的世间性为什么在哲学中一开初就被人们所跳过并从此以后一直被人们忽略不顾？第二，为什么即便人们为这一存在结构引进了一种带有价值谓词的替代现象，这一结构还总是被看作是需要说明和推导的？第三，为什么要通过在一种基础层次的现实中对这一存在结构的澄清与置基，来对这一存在结构予以阐明？第四，为什么人们把这一奠基性的现实把捉为自然的存在，甚至把它理解为数学的物理学所拥有的那种客体属性？

在完成了上述三个主要步骤之后，我们将要尝试去探明寰世特有的呈显（Präsenz）。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就需要把牢这三个步骤所包含的内容，因为，只有当我们让自己置身于特定的、我们不断地行止于其中的自然方式的打交道之际，我们才有可能对以后的分析获得一种理解，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真实地投身于那种打交道状态，相反，我们只需将那种行为样式（Verhaltungsart）清晰地彰显（Hebung）出来，而它恰好就是我们日复一日不断地行止于其中的那种行为样式，根据这个理由，它至少也是我们首先能够加以领悟的行为样式。

a）世界的际会特征之分析（指引，指引整体，熟信，“常人”）

我们所探询的是：世界是如何在日常的操持中显现的。世界这一存在者是通过“对……有用”、“有助于……”，或“对……有害”、“对……有意义”等等这类特性而显示出来的。世上物事本身总是经由对一个它物的指引并作为对它物的指引（Verweisung）而照面（begegenet）。将来我们还要把“指引”当作专门的术语加以使用。

那个在这样的指引（有益性、有用性等等）中仿佛一同被推入呈显的它物，就是有用之物作为有用的东西的用处所在、目的所在。这里的指引联系（Verweisungsbezüge）就是多种多样的寰世之物得以显现于其中的那种东西，例如：带有周边环境的一个公共广场，带有设备的房间。在这样的地方，那些前来际会的多种多样的物恰好不是一些偶然出现的东西，毋宁说，它们首先并唯一地是在一种特定的指引联系中呈上前来（gegenwärtig...ist）的。这一指引联系本身是一个封闭的整体。正是出自这个整体，才显出了（例如房间里的）单个的家具。房间并不是以如下这种方式与我际会的：我首先把一个东西接着一个东西连串起来，并由此组合起各个物的一种多面流形（Mänigfaltigkeit），尔后才能看见一个房间。相反，我最初所看见的就是一个封闭的指引整体（Verweisungsganzheit），正是出自这个指引整体，我才能看见个别的家具和所有显现于房间里的东西。这样的一种带有封闭的指引整体之特性的寰世，同时也是经由一种特殊的熟套（Vertrautheit）而彰显出来的。指引整体的封闭性正好就植根于熟套之中，而这一熟套所指的是：指引联系是人人所熟知的。作为对某物的使用，作为忙活于什么什么，日常的操持不断地探摸着指引联系；人们就羁留于这一联系之中。

由此就可以看清，指引正好就是操持性的打交道所羁留于其中的那个寓所（Wobei），而这一寓所并不是孤立绝缘的寰世物，更不是专题性的以理论的方式被感知到的诸对象。毋宁说，物不断地隐没到了指引整体之中，更确切地讲：在最直接的日常打交道之际，物甚至从来就没有从指引整体中脱身而出。物的这种未曾从指引整体中脱身而出，而指引整体本身首先是以熟套的方式照面的，这一现象就表明了寰世的实在性所具备的自然天成（Selbstverständlichkeit）和不缠缚（Unaufdringlichkeit）的特性。物隐没到了联系（Bezüige）之中而不突出自身，如此而能够在操持面前当场在此。然而，只有当人们采纳了源本的、现象学式的观察方向（Blickrichtung）的时候，尤其当人们将这一观察方向坚持到底的时候，就是说，当人们让世界在操持中际会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见出这些原初的际会现象：指引、指引整体、指引关联的封闭性、指引整体的熟套状态、物的不从指引联系之中脱身而出。而只要人们在一开始就把世界设定成对于观察而言的既与之物，或者甚至如同现象学通常所做的那样，按照世界在一种关于物的孤立的、所谓感性的知觉中所显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来设定我们的世界，而后去追问这一孤立寡缘的、漂浮无根的（freischwebende）物感知所涉及的对象的特殊的被给予方式，那么（世界）这一现象恰好就会被跳过。在此，就表现了现象学所具有的一种特别频繁而又顽强的根本性错觉，而这一错觉的根由在于：这里所探讨的课题就是由现象学的研究方式所决定的。只要现象学的研究是理论式的，一个研究者就很容易促使自己把一种面对世界的专题性的理论行为当作研究的课题。这样一来，人们就把一种特殊的理论式的对于物的把捉设定成了一种典范的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而不是以现象学的方式直接把自己置身于日常的与物打交道的进程和与物相交通的境遇之中（而这种进程和境遇是相当不引人注目的），且以现象学的方式去描述当此之际所显现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我们需要赢得的恰好就是行为的这一不触目状态和与之相应的世界的当场具有（Dahabens），以便由此见出世界的特有的呈显（Präsenz）。

我们以上所讨论的是指引整体之在场的优先性以及指引的先于在指引本身中显现出来的物的优先性。而正是在我们去探察属于寰世的寰世物是如何在一种强调的意义上当场出现的时候，也就是当具有“对……有用”之特性的存在者在其有用性方面失灵、变得不可使用、发生破损之际，指引整体所固有的先于物本身的优先性才会进入我们的眼界。

当某个寰世物变得不可使用的时候，它才会在我们面前昭然触目。操持、操持的自然进程由于这种不可用而走向停息。指引关联，进而指引整体遭到了一种特有的扰乱，此扰乱迫使操持停息下来。正是在工具遭到破损、成为不可用之际，其自身的缺陷使得工具原本地呈显了出来，使得它昭然触目，以致现在它在一种突出的意义上涌现到了寰世的前场。但这种在引人瞩目的寰世之物面前的停息，却并不是呆望与观察性的停留，毋宁说，停息还是具有并保持着操持的存在方式。作为操持的一种特定的样式，停息状态具有修复以及诸如此类的意义。扰乱不是作为一个事物的单纯的变化，而是作为人们所熟悉的指引整体的一种中断而出现的。世界上所有的变化，直至从一物到另一物的交替和简单的变换，首先都是通过（中断）这一际会方式（Begegnisart）而得到经验的。

如果我们要如其在日常的打交道中所显现的那样对世界现象的结构加以更真切的描摹，那么就必须看到，在与世界打交道之际，我们并非全然就是在与每个人各自的世界发生关系，毋宁说，在一种自然的与世界打交道中，我们恰好就行止于一个共同的环境整体（Umgebungsganzheit）之中。“人们”就活动在一个对“他们”而言熟悉的世界之中，而与此同时，人们却并未识得那种属于个人的个别的寰世，也不能够活动在这样的世界之中。

就一个手工工人的工场而言，即使我们对他的产品一点也不熟悉，它最初也完全不会像一个乱七八糟的单纯的杂物堆那样与我们际会，而是在直接的打交道的取向中显现为手工工具、材料、已制作的或完成了的工件、未完成的或正在加工中的东西。（在这里）我们首先所经验到的是人的世界，是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即或它对于我们是陌生的，但我们也依然把它经验为一个世界、经验为一个封闭的指引整体。

即便当某个世上之物带着“有障碍”、“妨碍”（就是说妨碍着操持）的特征来照面时，这里的不适用也只是在世界作为确定而熟悉的指引整体的特定的呈显之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只有基于源本的熟悉这一背景，才会出现像“不适用”这样的情形，而那种源本的熟悉本身是没有被明确意识到的、没有被意指的，相反，它是通过一种非凸显的（unabgehobenen）方式得到呈显的。正好通过中断了的熟悉本身，世界的似乎隐没的和不触目的在场才变得昭然若揭。由于某种像“障碍物”、“干扰物”这样的东西出现在了熟悉的世界之中，自然天成的世界及其特有的实在性样式获得了一种加强。而这一点更为清楚地表现在这样的一种现象中：正是一种环境，尤其是最熟悉的环境缺失了某种东西的时候，这种环境的在场才会向我们迫近。由于熟悉的指引整体恰好就蕴涵着寰世的特有的在场，那么缺失——这里的缺失总是意味着在封闭的指引关联内部的一种适用状态（Hergehörigkeit）的不在场——就正好能够让不显眼的现成可见之物照面。因而，对于寰世的照面来说，某种东西在操持所及的世界之内的不在场，以及不在场作为指引的断裂、作为熟悉的扰乱就具有一种别具一格的功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种极端的表述：作为操持所及的世界，工具（所指引出）的寰世的特殊的现成可用性（Zuhandenheit）是经由不可用而构成的。不过，我们并不想停留于这样的一种兴许是悖谬的表述上，而是要理解其中的积极意义：这一特定的不在场所表明的，就是那构成了这一不在场本身之可能性基础的东西，即一种熟悉的指引关联的总是-已经-在此，这是一种由于缺失了某种东西而受到扰乱的指引关联，是一种通过上述特定的不在场而凸显出来的指引关联。

我们在一开始只是非常粗略地看到：指引、指引整体、熟悉状态这些特性，共同构成了作为寰世的世界之特定的在场，但是由此我们并未赢得关于世间性这一结构的任何源本的现象学式理解。而只有通过对上述现象上的诸特性之间的奠基关系加以阐释，就是说，通过对上述诸现象（指引整体、指引、熟悉状态）在构成寰世的特殊的际会方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同样态和方式加以阐释，我们才能够赢得这样的一种理解。值此我们就过渡到了前面的计划所说的第二点。

b）寰世的际会结构之分析：照面特性本身现象上的奠基关系

在目前已获得指明的内容中，有两个方面是特别明显可见的。第一，寰世之物是在指引中并源出于指引而照面的。世间性的那种切当的现象上的当前化方式（Vergegenwärtigungsart）首先让世界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物照面。这一点就表明了指引的先于物的优先性，而物则是在指引中显现出来的。切合于世间性的通达方式是操持性的打交道而不是一种漂浮无根的和孤立的物感知。以下我们还将更为透彻地指明：如果以为，我们能够循着物体形质发现实在性，又能够循着孤立的自然物发现物体形质，那么这就是一种现象上的因而是一种现象学的错觉。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已经表明，对于那通常恰好是不触目的世界之照面而言，不在场正好具有一种突出的构成作用，确切地讲，这里的不在场不应在一种任意的形式的意义上被理解，而应被理解为特定的在操持所及的世界内部的不在场。但这就是说：在世界的一种总是一已然-在场之基础上，不在场具有这一际会的功用。指引中断（当某物缺失时）仅当作为一种指引整体之中断时，才是其所是。但此中就蕴涵着：相互指引的寰世万物源出于一种指引整体而前来照面。值此，我们就已经勾画出了在上述诸种特性之间的一种确定的结构联系：指引是让物当前显现的东西，而指引本身又是通过指引整体才得以当前显现或昭显（appräsentiert）的。一个物的可把捉状态进而对象化状态是以世界之际会为根源的，而（物的）对象化状态却并非（世界的）际会的前提条件。仅仅是源出于一种伴随着并先于它们的“已然在此”（schon da），最近便的现成可见之物才能够当“场”出现——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实际上总是存在着众多的现成可见之物，而人们可以从最近便的物一直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另外的物；相反只是意味着：那使得一个世上物昭显出来的东西，就是世界，而不是世上物作为实在的东西组建起了（世界的）实在性。

现在，已到了我们清楚地看出这一固有的结构关系的时候了：世界的世间境界昭显出特定的世上物，指引源出于指引整体照面而个别的物在指引中照面。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世间性的构成中，操持所及的寰世在根本上具有一种突出的功用，它正好在两个方向上让世界得以际会，一个方向上关系到最近便的可掌握之物的在场，另一个方向上关系到那总是已经现成可见之物的在场。据此，关于世间性的际会结构的分析就将分成三个方面：第一，对操持所及的寰世的一种更切近的现象学解释（直到目前，这种解释都还只是完全粗略地揭开了一个轮廓）。我们把操持所及的特定的寰世就称之为生产世界（Werkwelt）；第二，对这一生产世界在最近便的寰世物之照面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的特征描述，而这里所涉及的是这样一种特定的实在性特征：正是依据这一实在性特征，我们得以说，某物是现成可用的（zuhanden）；以及第三，对生产世界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际会功用的阐发——此一际会功用使得我们能够参通如下这种总是已经当前显明的固有关联：整个世界，即公共世界与自然意义上的世界，都是源出于操持所及的寰世并在寰世之内昭显出来（sich appräsentiert）的。

根据以上的讨论提纲，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实在之物之实在性的结构层级中，作为操持所及的特定的寰世即生产世界在根本上占据着中心的地位。

α）对操持所及的寰世的更确切的现象学解释——生产世界

如同指引首先在操持性的打交道中照面，属于寰世的寰世物则在指引中照面。现在，我们将示例性地从最简单样式的寰世和打交道开始，即从手工产品和手工工人开始来进行我们的分析。

工具具有“为了-作”（um-zu）的存在特性；一种工具的可使用范围或广或窄。一把铁锤有着比钟表匠的一个用具更为广泛的使用范围（因为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工具刚好限定在它所特有的操持方式之内）。而使用范围越是狭窄，指引就越是明确。在其使用范围之内，一个工具既可与将被生产出来的东西的特定的部分与部件联系起来，还可进一步与在生产的制作进程中的特定的阶段联系起来。作为在操持中照面的东西，人们并不是从外观上去探究工具，毋宁说，我们与工具之间的真正的关系是与它的使用性打交道；这样工具就化成了指引。而此中就蕴涵着一种本质性的实情：在某种意义上，操持转眼不看作为物体的工具（Werkzeugding），工具甚至原本就不是作为一种这样的物体而出现的，而是作为工具，即作为正在使用中的“为作……之具”而显现出来的。仅从视见（Sicht）的角度来说，只要工具是在使用中照面的，那么，正是通过转眼不看（Wegsehen）那种作为单纯的现成可见之物的工具，工具真正的实在性才得以显现出来。工具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在使用中照面，而这一应用性的使用之特征就在于：（在使用之际）一切观察性的对象化都归于止息，就连指引的，也就是（工具的）可应用范围的对象化也归于止息（而操持就羁留于可应用范围之内）。所谓“羁留于可应用范围之内”，也就是“在使用中拥有工具”，其含义正好就是：不以对象化方式拥有指引本身。但是，作为操持所具有的特定的实现方式，这一操持性的探察（Nachgehen）即对于指引的探察就把有待制作的产品（这就是工具在其特殊的可应用范围中所指向的东西）纳入了牵挂之中。在指引所指向的东西（即有待制作的产品）的一种已然-当前-具有（Schon-gegenwärtig-haben）之基础上，与工具的打交道就化成了一种在指引中的浑然忘机。这一有待制作的产品就是我们所操持的东西本身。此产品担待着作为操持的手工产品所蕴涵的指引整体。这样，更确切地看，这一有待操持的产品就是一个生产世界（Werkwelt）。为了理解生产世界属性（Werkweltlichkeit）对寰世的“实在性”的构成作用，我们还必须把这一生产世界与寰世的世界关系（Weltbezüge）更清晰地标揭出来。

生产世界是根据产品得到规定的。据其存在方式，此产品本身有着“为……之用”的特性。鞋子是为了穿的，课桌是为了使用的，钟表是为了读取时间的。反过来，与产品本身一道，产品的可应用范围的何所为（wozu）也一同得到了揭示；诚然，仅仅基于其可应用性，产品才是其所是，而这一特定的可应用性又是那反过来预定并修正制作方式的东西，由此我们才可以作出这样的区分：闹钟、运动钟以及诸如此类。

在简单的手工工作条件下，甚至每一产品都是预先针对某一特定的未来穿戴者和使用者的。产品似乎就是为这样的穿戴者和使用者量身定做的。这些产品是按照特定的使用对象所需要的具体尺度而制作的，而不是按照平均尺寸批量制作的。就那些平均制作的产品而言，它们也并不缺乏那种指向性，只不过这是一种相当一般的指向，就是说，尽管这些产品具有一种不确定性、随意性，但它们还是指向着某些不确定的他人。在这里，头等重要的东西不是这些指向事实上可能出现的不同的变化本身，而是此变化由之得以生发出来的那种既与的存在干系，此存在干系就规定着尚处于操持中的有待制作的产品之在场状态（Anwesendsein）的品格。

连同产品的可使用范围，生产世界同时昭示出了（产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进而也昭示出了这些使用者和消费者本身。按照上述联系，我的本己的寰世也就如其融身于一个公共的世界之中那样同时得到了昭显，更确切地说，这一公共的世界总是与那有待操办的产品一道而已经当下在此，在一种突出的意义上，生产世界就是源出于公共世界而照面的。本己的寰世与公共的寰世之间的界限，可以通过不同的可掌握范围（Verfügbarkeit）之样式和通过地域属性（Örtlichkeit）得到规定。一个人们在其中致力于他的操办的房间，作为一座住房的房间也可以属于某个他人；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寰世也可以由一个另外的人来支配它。但是在一开始，我们却不可以把这一区别也拉扯进我们的分析之中，毋宁说，我们现在需要看到的，是本己的寰世与公共的寰世之间的那种固有的、浑然未分的联系，而首先需要看到的则仅仅是这样一种联系：切近而本己的世界不仅是偶然地、在我的念想所及的意义上昭显出了一个更广大的和公共的世界，而且是以一种根本的方式昭显出了一个公共的世界。根据产品本身及其可应用性的意义，公共的世界也一同当下在此，尽管它并没有作为其本身而为人们所意识。

而且，生产世界在本质上还指示着一种另外的、属于生产世界之世间境界的联系。就其意义而言，一个手工工人的产品例如鞋子是应用于某种东西的。但是，以有待制作的鞋子为目标，在鞋子的制作过程中，与这个产品的操办着的打交道本身又是一种对某物的使用。不仅仅这产品本身作为制成品是应用于某物的，而且作为被制作物，它本身也包含着关于它所需用之物的消息；在产品自身中同时使用了各种材料。产品本身具有一种有赖于-某物（Angewiesenseinsauf）的存在样式，鞋子有赖于皮革、绳线、钉子，皮革来自从动物取下的兽皮，而动物则是由其他人所饲养并因此而获得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特有的情况：这些世上物（Weltdinge）——动物——本来是以繁殖和生长的方式而自我生产的。值此，我们最终就具有了指向这样的一种世上物事（Weltliches）的指引——在生产即操持性的打交道之际，这种物事总是出自其自身而已然当下在此。世上物不仅在产品本身中作为已然现成可见之物被纳入了使用，而且在例如锤子、钳子、钉子这样的工具中，也使用了这样一些材料：钢、铁、铁矿、矿物、木材。因此，（产品所包含的）指引也就涉及到了这样的存在者：在某种意义上，此存在者最终是不需要经过我们的操持而加以生产的并恰好因此在一种强调的意义上是可利用的，是一直已然在场的。这样，随同对一个公共的寰世的指涉一道，产品同时也指涉着一个自然的世界；但是在这里，自然是在“可利用的世界”这个意义上被理解的，自然被理解为特定的自然产品的世界。

但是，如同公共的寰世本身是通过产品本身而得到昭显的那样（如果我们忽略不看产品由之而组成的东西），它在一种确定的意义上复又让自然照面。当此之际，自然就不是被理解为自然观察的对象，如若不然，这里的观察本身就将成为一种特殊的打交道的方式。在我们的日常寰世之中，这一指引联系以及自然的这一固有的同时在场（Mitanwesenheit）通常都是对我们隐而不显的。当我们在日常的操持中指向时间、看向钟表之际，我们并不知悉：我们这时所纳入使用的东西，就是被指定的时间。通过官方的以天文学为据的时间调节，每一天都是以太阳的位置为基准的，每当我们看取钟表之际，我们都只不过是在利用世界体系（Weltsystems）的共同的现成可见状态（Mitvorhandensein）。

β）生产世界所特有的让最切近的寰世物照面的际会功用——现成可用之物特有的实在性品格

在寰世之内，操持所及的世界总是具有一种优先的（vorzügliche）在场；操持所沉浸于其中的世界即生产世界在总体的寰世的际会中具有一种首要的功用。但是，操持所一直沉浸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并未专题地得到感知，未曾专题地被想象，未曾专题地被意识，而一种原初的实在性之可能性恰好就是以此为根据的。这一特殊的操持所及的世界之在场状态，恰好就意味着作为某种被把捉者的非对象化（Ungegenstandlichkeit）。在此，我们在一开始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在什么意义上世界在操持中原本地在场，以及为什么实在性就意味着非对象性？

在裁定这一重要的问题之先，为了清晰地拥有世界的际会结构，也就是看到特殊的操持所及的世界即生产世界是如何昭显出了最切近的寰世和更广泛的公共世界以及自然世界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地确保与此有关的现象上的地基。而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寰世的整体之内，生产世界所特有的优先性是何以显示的？

现在我们先提出这样一个命题：特殊的操持世界是整体的世界由之而得以照面的世界，以致世界的世间性既非源出于首先被给出的物甚或感觉材料而构造起来的，更非源出于那种——如同人们所说——作为自在的自然的总是已经现成可见的东西而构造起来的。毋宁说，世界的世间性就是以特殊的生产世界为源头的。现在，已到了我们根据寰世这一现象来对上述命题加以明示的时候了。

当我们对生产世界的际会功用——这就是说，生产世界昭显出了一个既切近而又广远的寰世——加以探究时，我们就将看到实在性的两个方面，它们就体现了寰世所秉有的总的结构之特征：现成可用状态（Zuhandensein），更好地讲是现成可用性（Zuhandenheit）——作为切近的可驾驭物的现成可用者——以及现成可见者（Vorhandene）、总是-已然-在此者。

在一开始就必须强调的是：在这里，我们在作为整体的寰世之内所区分出来的东西：本己的寰世、公共的寰世和作为自然的世界，它们并不是一些各自分离的诸领域，毋宁说（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一种固有的呈显方式的转换（Präsenzwechsels）之基础上，它们是以寰世的方式当下显现的。

被操持者——操持的所欲所求（Worumwillen）、首先被纳入牵挂之中的东西——让一切为此之故（Darum）（即牵挂所牵系的东西），也就是让有用性、可用性、有益性这种指引关联照面，而这些指引本身又让那些持存于其中的东西与我们照面。至于我们用“纳入牵挂中”和“持存于指引中”这样的话所指的是什么意思，这就只有在后面，确切地说只有通过时间现象才能得到说明。

如果我们放弃这一颠倒的解释方向，也就是不以把捉（Erfassen）为据去说明世界的际会，而是把世界的际会理解为把捉的根据，那么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有所操持的呈显方才把那种我们按理论性把捉的取向而称之为“直接被给予者”的东西昭揭了出来。在此，真正的直接被给予者还不是被感知者（被感知的材料），而是在操持性打交道中的在场之物，在掌握范围和作用范围之内的现成可用者。寰世物的这样一种在场，即我们所称的“现成可用性”，是一种被奠基的呈显。它不是某种源本的东西，而是以那种被纳入牵挂中的东西之呈显为根据的。如果说，这一操持当中的切近的-现成可用之物已经就是一种被奠基的呈显，那么就我们先前所已经熟知的，而胡塞尔为着世界的原本的在场状态所要求的那种实在性的特性而言，即就所谓的物体形质而言，它就更当是一种被奠基的呈显了。

在分析感知、观照、图像感知、空意指的时候，我们已经说明了椅子这个物体的在场方式并提示了寰世物与自然物之间的区别。现在，我们还将对这个当时只是粗略地提出的区别加以阐明，且借此看到：物体形质完全不是一种本源的特性，相反，它是以内在于操持的现成可用性和直接可掌握物为根基的。只消世界依然还要通过一种纯粹的知觉、一种纯粹的感知而照面，物体形质就会是世上物的一种特有的照面模式。只要在与照面中的世界打交道之际隔绝了完整的照面之可能性，物体形质就会成为实在性的一种特有的照面模式——这是寰世的一种特殊的模式，而只有当操持、操持性的在-世界-中-存在成了一种特定的有条件的“仅仅-盯视着世界”时，只有当直接被给予的和被经验的世界以某种方式被拒之门外时，这种特定的寰世模式才会显表出来。

但现成可用性就是直接可掌握的寰世物的一种在场，以至于打交道正好就羁留在一种对有用性（Dienlichkeit）等等这类东西的指引中，而这样的指引就是对于某物的操持性的把捉、是一种使之合用的调适（Zurechtmachen）。现在，人们就可以将这一如此照面的东西维持于自己的眼界，从而在例如寻视着和环顾着器具之际去留意这个器具是否最终需要视其作为器具的用途所在而得到不同的措置。现在，在这一对于工具的寻视着的环顾（Umsicht）中，现成可用的寰世物之现成可用性就成了专题性的。但这一专题化还完全和仅仅维持在观视样式中，此观视（在环顾之中）引导着对于物的真正操持性的使用。但与此同时，（在“仅仅-注目于某物”这样的牵挂中），现成可用性的这一专题化又是通向一种可能的独立样式的操持性打交道的过渡阶段；在这种独立的打交道的样式里，人们所关注的就只是被纳入牵挂之中的现成可用之物。为了这样的情况成为可能，寰世的可用之物作为使用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指引联系就正好必须被掩盖，以便寰世中的可用之物能够仅仅作为偶然出现的自然事物来照面。一旦在-世界-中-存在变成了一种单纯的仅仅-注目于某物，成了一种解释着的仅仅-注目于某物，这时操持就是在进行着掩盖或遮隐（Abblendung）。“之中-在”的这一变易的样式，仿佛就意味着此在的一种不再存在于它的最切近的寰世之中的尝试。只有在一种仿佛从寰世蘖生出来的与寰世的自相远离中，纯粹的自然物的所谓原本的实在性才是可参通的。有着物体形质之特性的自然物的照面方式（这是自然物所特有的一种缠缚方式）就显出了诸世上物——如果这些世上物仅仅只是得到了感知的话；这一物体形质的模式在寰世的一种特殊的去世间化中有其根基。在根本上，作为自然科学之对象的自然只是在这样的一种去世间化中得到揭示的，而寰世的实在性并不是一种被扣减了的物体形质，不是一种低等级的自然。

针对这一对被奠基意义上的物体形质（它就奠基于现成可用性之中，而现成可用性则奠基于指引联系的不照面之中，指引联系的不照面又奠基于被操持物的最切近的呈显中）的分析，可以这样反对说：人们时时刻刻都可以直接地与一个纯粹的物所具有的单纯的物体形质照面。在这里，并不需要进行一种最初的非观察的操持，就是说以上所讲的奠基联系全然不是非有不可的。这一反对的说法——由于在这里并不需要经过一个专门的奠基性的实行阶段这样的通道，物体形质就不是被奠基的现象——并不构成一种真正的反对，却有可能只是对现象实情的一种没有成见的证实，而正是基于此一实情，我们说物体形质是被奠基的。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就有必要注意到：对于存在方式及其在存在之际的合乎存在的奠基的一种清楚与确知，并不对一种存在结构的现象上的组合（Bestand）有所决定。仅仅由“我对在一种存在样式的实现之际所具有的特定的奠基联系一无所知”出发，并不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此奠基联系对于所涉及的那种存在样式不具有构成作用。在此，关乎存在方式的那种明白的确知并不是决定性的，毋宁说，只要我们把在-世界-中-存在规定为融身于世、规定为被世界所卷带，那么，缺乏对于（奠基）过程的明见和缺乏对于诸奠基性阶段所具有的共同作用（Mitmachen）的确知，这恰好就是所有操持性的在-世界-中-存在所具有的特征。为何我竟然能够与一个纯粹的世上物的物体形质照面呢？——这仅仅是因为：连同这一与世上物的照面一道，世界已然当下在场；因为此一“让照面”只不过就是我的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特定的方式；也因为对世上的存在者而言世界所意味的无非就是那总是已然在场者。仅仅是基于在-世界-中-存在，我恰好才能够看到一种具体有形的自然物。我能，就是说我秉有这一（在-世界-中-存在的）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无非就是我的此在、我的自我（Ich）的根本枢机，“我能够”秉有这一枢机，以致我就存在于世界之中。如果不是源出于已然-在场的世界，我们就完全不可设想，自然物这种东西所具有的纯粹的物体形质是如何能够照面的。苟非源出于已然-在场的世界，那么，随同这个自然物的照面一道，不仅这个东西本身必须通过它的在场而显现，而且在根本上，像在场这样的东西还必须首先出现。不过，为什么在场不在此在面前出现，而是其自身就是与那处在自己的世界之中的此在同在的，对此我们只有通过时间才能理解，也就是通过这样一点才能理解：此在本身——如同我们后面将要见出的那样——就是时间。

我任何时候都能够直接地感知自然物的物体形质，就是说，我在未曾先行地一一历经那些奠基性阶段的情况下就能够获得感知，因为在-世界-中-存在的应有之义恰好就在于：持续而源本地存在于这些奠基性的阶段。我不必一一历经这些阶段，因为给感知奠基的此在无非就是这些奠基性阶段的存在样式本身，无非就是操持性的沉浸于世界之中；因为物体形质本身就奠基于寰世所给出的最切近的东西之上，这就是说，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世界的世间性）就奠基于那被纳入牵挂之中的东西的一种源本的呈现（Vorfindlichkeit）之上，奠基于生产世界所特有的现成可用性之上。寰世物并不通过知觉（Vernehmen）所及的一种特定而突出的物体形质而亮相，这与如下实情是大有关系的：寰世物的在场方式——现成可用性——就奠基于指引之中而指引则奠基于被操持物的源本的呈显（Präsenz）之中。这一奠基使得我们能以理解寰世的世间性所具有的如下这样一种现象上的基本征象（Grundzug）：那处于不触目状态的在场，即寰世的在场是以一种“尚-未-得到把捉而又刚好源本地得到了揭示”为根基的，是以“让其照面”（Begegnenlassen）为根基的。

由此出发，我们就将懂得一种随意的说法，也就是关于世界的“自在”存在这个说法的意义。人们乐于指出，世界不是为了一种主体的缘故才存在的，毋宁说，世界是“自在”的。然而，当人们频繁地使用“自在”这个名称时，却从来都未曾经验到“自在”的意义。人们似乎认为，使得寰世的这一自在特性能够为我们所经验的那种自明性，就等价于一种范畴上的自明性。但那在实存状态上（ontisch）清楚明白地得到了经验的东西，却恰好完全不必在存在论上（ontologiisch）也是清楚明白的。在这里，以及在一切相类似的情形中，与此相反的说法也是切合的。如果在使用这一表达的时候未加进一步的说明，那么仅凭“自在”这个词人们就什么也没有道出。现在，因为寰世的特殊的在场总是在被操持物中、在特别的生产世界中居于中心，所以，一切世间性的存在者，尤其是那种出自源本的在场和出自（因其源本性的）非对象性的呈显的最直接的实在之物就“自在地”得到了把捉。“自在”就意味着：从照面的角度而言，一种指引关联的现成可用性就奠基在被操持物的呈显之中。然而，只有当我们阐明了被操持物的呈显本身并理解了它的本源性时，我们才能从结构上充分地明见“自在”的现象上的含义。与此同时，这样一点也会变得明朗起来：在什么意义上非对象化状态对实在状态具有构成作用且能够成其为实在状态。直接被给予的（nächstgegebenen）世界之非对象化状态并非一无所有，而是寰世的呈显所具有的一种积极的现象上的特征。

γ）生产世界特有的际会功用：让总是已然在此的现成可见之物照面

但是至今为止，恰好从非对象性的角度看，寰世依然未得到澄清，因为，寰世所特有的构成性特征正好是在第二个方向（现成可见之物的在场）上（生产世界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得到昭显的）显现出来的。借助对生产世界的这第二种昭示功用的阐释，我们才能赢得寰世的完整的结构成分。

在一种特别的意义上，那处于寰世之内部的非对象性的东西，就是我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称之为公共的寰世和自然的世界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只要产品在其自身中、在它的组合中利用了确定的存在关联，那么生产世界自身就带有指向公共的寰世和指向自然世界的指引。在公共的寰世里，自然在我们面前不断地——然而是在一种操持所及的世界之意义上——成为当前的。在道路、桥梁、基地、路标以及这类设施中，作为自然和土地的世界不断地被纳入（gestellt）操持之中。凭借一个有遮盖的月台，人们对天气的变化、对坏天气有所防范。在公共的照明中、在一个简单的街灯里，人们考虑到了黑暗、考虑到了白昼或日光之消隐这种特有的变换。如同我已经提示的那样，在公共的钟表那里，人们不断地考虑到了世界体系中一种特定的星座位置，即相对于地球的“太阳的位置”。在所有的这些情况中，都有某种得到了考量的东西当面现前，确切地说，我们是从其不利性角度去考量这种东西的——就是说它是有危险的、有妨碍的、不可用的和有阻碍的。但是，不仅在自我-防护之考量的意义上，而且同时在利用、使用之考量的意义上，我们也把“自然”当作商业和交通的途径与手段（水上交通、风力交通），当作给出了依托和位置、当作堪充房屋的地面与地基的土地纳入了使用之中。地面能够用作耕地、战场，森林用作动物的林区，而我们则把这些动物看作捕猎动物、役畜动物、骑乘动物和家养动物。所有的这些用途都不是在自然的某种客体属性的意义上被我们取得的，而总是作为在对寰世进行操持之际所呈显出来的东西而被取得的。据此，尤其在公共的寰世中，指引具有一种构成的作用，它指向那种总是已经现成可见之物（指引给出着这种现成可见之物并将其作为现成可见之物加以揭示），它指向着这样的东西：这种东西一直是可掌握的，但又不是明确地处在操持性的驾驭之中，并且，就其固有的在场而言，这种东西并不是专门属于某一单个的人、不是专门属于一个特定的此在自身的，相反每个人都以一种与他人相同的方式使用着它（“每个人”都在同样的意义上以可掌握的方式拥有着它），它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已然在此的。这一已然-在场者就是寰世之内的存在者，我们将其称为与现成可用之物相对的现成可见之物。

人们也许会说，这一现成可见之物[即寰世-自然界（UmweltNatur）]正好就是最实在的东西，是世界的真正的实在性，如果没有“自然”这个最实在的东西，那么地球、土地、所有属于土地的东西、由土地所制成的东西以及地上的万物就不能够存在，也许连此在本身也不能够存在。生产世界正好在自身中就带有指向这样的存在者的指引——此存在者最终使这样一点明晰可见：生产世界即操持所及的东西完全不是源本的存在者。恰好当我们依据对生产世界的分析（这种分析就着眼于生产世界的指向自然的世界的指引）而导致最终把自然的世界承认和规定为实在的基础层次时，我们看到，那在每一操持中被真正纳入牵挂之中的东西，并不是源本的世间化的呈显，而是自然的实在性。看来，这一结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说自然的世界在分析的意义上是最为实在的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从字面上看，它指的只是：世界上的那种以别具一格的方式满足了实在性，也就是世间性之意义的存在者。但这不是说：根据作为客体性的自然的世界，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世间性的意义就等价于“从来就已经是现成可见的自然的世界”。由于自然乃是在属于寰世内部的寰世物中得到操持的东西和在此操持中照面的东西，所以世间性的意义就不能根据单纯的自然而被摹写下来。毋宁说，关于寰世的各种指引（在其中自然以世间性方式源本地呈显着）却还意味着相反的情况：自然的实在性只有源出于世间性才是可理解的。世上存在者相互之间实存状态上的依存关系并不就等于一种存在论上的奠基关系。

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我们上面在描述“自在”和清楚明确的奠基关系时所遇到的那种同样的混乱（Verwechslung）。那出现于存在者的联系自身之内的东西以及存在者的这些联系本身，并不等同于存在上的奠基关系。现在我们暂时只能说：就其意义而言，正是这一在场状态——作为寰世的自然所具有的现成可见状态（就如同自然一直是以不突出的方式和本然的方式而得到经验那样）——是源出于并寓于操持所及的世界而首先得到揭示并当下在此的。生产世界既昭显出了那总是已经现成可见的东西，也昭显出了对当下的操持而言最为切近的现成可用之物。这样一来，现在已经清楚的是：我们关于世界的世间性的分析总是要一再地集中于被操持者的这一特出的呈显，其结果，在我们对被操持者的这一呈显所作的成功的阐明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就有可能整个地赢得关于世间性之结构的一种现象学式的理解。

c）将世间性的根本结构规定为意蕴

正如在阐明总是已经在场的现成可见者之基础时一样，在我们阐明最切近地在场的现成可用者之基础的时候，确切地说，在我们阐明现成可用性和现成可见性这样的存在特性在被操持物之呈显中的基础之时，我们已经获得了关于世间性的际会结构的一种最初的现象学式洞察。借此，被操持物的呈显所具有的际会功用就以一种值得注意的优先性向我们显示了出来。如果说，由此就已经标揭（herausgestellt）出了（被操持物之呈显的）基本的特性，那么关于这一呈显的更进一步的解释就必须将世间性带向一种更透彻的范畴水平上的理解。而当此解释之际，那本身被规定为一种世间性因素的熟套（Vertrautheit）所具有的构成功能就将变得清楚起来。关于“熟套”这一要素，后面我们还将联系到对被操持物之呈显的更切近的规定，即特别联系到对生产世界的规定而作出更明确的显示。而现在，若要进行关于寰世的际会功用的分析，我们就还需在如下这种现象的方向上作出一种原则性的阐明：在未作更确切规定的情况下，我们在我们的分析之初就简单地引入了此一现象。我们说过：凭借“对……有益”、“对……是有用的”、“对……有帮助”等等之类特性，寰世物在指引中照面；世间性是在指引中构成的，这些指引本身则出现于指引关联、指引整体之中，而指引整体最终要回溯到生产世界的呈显。在世界的际会结构中，那有着首要作用的东西，不是物，而是指引，而如果要以“马堡学派”的用语来表达此一实情，那么就得说：不是实体，而是功能。

α）把指引现象看作实体与功能的错误解释

沿着马堡学派的这一特定的知识论路线，人们在事实上也许能够构造起关于寰世结构的解释，但这样一来也就败坏了我们对于现象的理解。虽然毫无疑问，借助实体与功能这一对概念（马堡学派的知识论赋予了这对概念特别的价值），我们确实看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但这首先只是在对于作为数学式自然科学之客体的自然所具有的客体属性的提问中看到的。这对概念正好就是在上述背景中得到发现的，就是说，它们是按照这样的理路被发现的：在确定空间的-时间的关系之际，人们作出了这样一种特殊的规定：把世界的客体属性看作自然，并通过数学的功能关系来表达此一规定。与此相应，自然的真正的实在性就通过这一功能关系而得以构成，这就是例如一套数学物理学的微分方程所表达的那种功能关系。于此，作为有效的知识，自然的客体属性以及由此自然的存在就得以显示出来，因而，在世界的构成当中，相对于实体概念，功能概念（在最广泛意义上，数学的功能概念）就具有一种首要的优先地位。在上述思路下，（实体与功能之间的）这一区别仅仅只是依循对于自然的科学式认识这一路线而赢得的。

但是第二，鉴于我们把实体与功能限定在了实在性这一衍生性的水平上，实体-功能的对立本身就恰好还没有得到阐明。我们既没有从结构和起源上理解实体，我们也没有从现象上的起源本身着眼并根据一种源本的现象推导出功能来。功能只是连同思想本身和思想过程一道而被简单地设定成了给定的东西。

β）作为意蕴的世界所具有的际会结构之意义

现在，在我们目前的考察阶段有可能作到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还要进一步地沿着指引关联的方向去探明寰世的世间性之结构，那么指引现象显然就还有待于得到更为确切的描述。“指引”这个名称所说的是一个形式上的概念，就是说，指引还有着另外的非形式化的意义。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把指引看作属于世界的际会结构之要素，而现在，我们要更确切地将指引标识为“意指”（bedeuten）。通过作为意指的指引而得到界定的际会结构，我们就称之为“意蕴”（Bedeutsamkeit）。

只要我们在形式上以指引来表示意蕴，那么借此就防止了一种总是容易一再地附着于意蕴这一表达之上的误解，按照这种误解，就好像用“意蕴”这个名称所道出的是这么一回事情：那种据说其存在即是基于意蕴的寰世物不单单只是一种自然物，而是还应该具备一种意义（Bedeutung），它还应该具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价值。事实上，在自然的言说中，人们通过“意指”和“意蕴”所理解到的就是上述这么一回事，而这种意义上的理解似乎又重现于这一表达的术语上的意义中。但这里存在的唯一的问题是：人们对于带有价值谓词的自然物属性（Naturdinglichkeit）的解释，是否就切合于上述的（指引）现象呢？或者，这种解释恰好就遮蔽了上述现象？这一问题也可以如此来问：那种人们称之为价值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一种原初的现象；或者，所谓的价值有可能只是有前提地产生于一种特殊的本体论（我们就把这种本体论标识为“自然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假定：物首先是一种自然物，而后才拥有如像价值这样的东西（这样，通过一种特定的向自然物属性的回归，价值就从本体论角度得到了把捉）。也许，一旦人们事实上在一开始就把存在设定成了自然，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价值当作价值加以看待。

如同我们对意蕴这个名称所作的使用那样，从否定的方面讲，它首先并不表示在价值和地位含义上的意义（Bedeutung）。那么，在一种另外的含义上，意义所表示的就恰如一个语词的意义、语词组合所能够具有的意义。而意义的这一含义以某种方式是与那种我们称之为意蕴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此含义要比意义和意蕴的上述那种所谓“价值”含义远为源本。这样的一种界定——如同我们在这里完全从形式上对单纯的语词所进行的界定那样——现在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就已经表明了我们在对那个我们一直想用意蕴来加以称谓的复杂的现象选择正当的表述时所面临的一种确定的困境；而我公开地承认，这一表述并不是最好的表述，但是好几年以来，我都没有探寻到某种其他的表述，尤其没有探寻到一种这样的表述：此表述能够表达出“现象”与我们在语词意义的含义上将其标识为“意义”的东西之间的本质性联系（如果说，现象恰好就存在于与语词意义、与言说的联系之中的话）。而现在，言说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也许还完全是一片晦暗。

在形式上，“指引”表明了一种依照不同的现象而各具个性的结构。信号（Zeichen）是指引的一种样式，象征、征候、痕迹、证件、证据、表达等等都是指引的各种样式。在这里，我们还无能个别性地探究这些指引现象，这不仅是因为这些现象要求范围广泛的分析，而且因为对这样的一种现象（如果我们应该从整体上面对它的话）我们还不具备进行分析的地基并且恰好还需要经由关于世界和之中-在的分析而赢得此在。

如果说，人们想去理解实在之物的实在性而不是对实在之物加以记录的话，那么就必须总是看向存在的结构而不是看向存在者彼此之间的奠基关系。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面对问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此在本身、最终我们称之为人的那种存在之物，就其存在而言只是通过“有一个世界”才是可能的。诚然，如果正确地加以理解，甚至在这里也还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联（而我们要到我们的考察结束时才能够去接触这一关联）——就是说，在这里此在实际上自我展现为一种这样的存在者：它处在它的世界之中，但同时它又基于它所处在其中的世界之上。在此，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存在与此在的存在之间的一种固有的交缠（Verklammerung），不过，只有当我们已经从其基本结构着眼而对存在于这一交缠中的东西（即连带着它的世界的此在本身）作出了澄清时，这一交缠本身才会成为我们所能以理解的。

如果我们说，世间性的基本结构、我们称之为世界的存在者之存在就是缘于意蕴，那么这样说也就表明：如同我们目前对其所作的标识那样，指引和指引关联结构在根本上就是意义关联（Beteutungszusammenhänge）。接下来，我们将只是去讨论为着描述这一现象而最为必要的那些东西，并且只是在对意蕴的澄清有所助益的范围之内来进行讨论。在现象学中，我们总是一再地特别感觉到这样一个迫切的要求：有朝一日要把人们通常用“信号”这一名称去加以概括的那些复杂的现象一劳永逸地带向纯粹化的理解。但这一努力现在依然还处于开端。在《逻辑研究》第二卷里，胡塞尔就呈献出了若干这样的理解，该卷讨论信号的第一项研究即是联系到语词含义与作为信号的一般现象（如同他所说的那样）之间的划界而进行的。此外，人们还看到，像信号和象征这样的现象所具有的普遍范围，使我们有理由将其用作关于存在者全体、关于整个世界之解释的指南。当莱布尼茨以信号现象为指南而尝试通过他所谓的Characteristicauniversalis（普遍的特征描述）来建立一门有关存在者整体的系统学说的时候，这并非什么任意轻率之举。新近，追随先行的兰普雷希特，斯宾格勒又以一般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为目标而探究了象征的观念，但他并没有对在此探究中获得标识的那些现象类别给出一个原本的科学的阐明。最后，卡西尔在其著作《象征形式的哲学》[26]里则寻求把同属一个基本方向之内的语言、知识、宗教、神话这些不同的生活领域解释为精神的表达现象。同时，他还试图把康德所作出的理性的批判扩展为文化的批判。在这里，那种最广泛意义上的表达现象、象征现象也被用作了指南，以便由之从根本上去解释精神的和存在者的所有现象。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像“形态”（完形，Gestalt）、“信号”、“象征”这样一些形式指南的普遍运用就轻易地掩饰了由此所达到的那种解释的源初性和非源初性（的区别）。那种对美学现象而言可能是一种切合的进路（Ansatz）的东西，在对其他现象进行说明和解释的时候却可能导致一种相反的结果。在这里就显明了一种固有的、在根本上规定着人文科学之发展的实情：面对上述那种在根本上属于强行的尝试，比起自然科学领域的对象来，人文科学所关涉的客体即精神的东西就很难具备抵御的能力，而在自然科学那里，只要人们一开始用错误的方式去从事探究，自然界马上就会对此予以报复。由于我们与精神领域之间的那种特有的无利害干系，这些对象和现象就更加易于容忍一种错误的解释，因为错误的解释使自己形成为精神的产品。这是一种可理解、可运用的精神产品，这样它就能以取代那有待获得理解的课题内容的位置，以至于关于精神之物的某一科学能够长时期地独占一种与精神之物的假定的关系。与这一特有的无利害干系相关联，对象世界仿佛就可以轻易地凭借任意的方法并通过随便什么人去加以理解和规定，以致在这些对象领域中，通行着对于某种恰当的概念方式的一种不正常的无思无求（而要是缺少这样的概念方式，那么例如自然科学就根本不可能获得进展）。可以眼见的是，恰好就是上述那种把一个普遍的、可由之作成一切的现象当作指导线索的解释意图（因为所有的东西最终都要当作信号来加以解释），在人文科学的发展中造成了巨大的危险。

γ）意蕴、标记、指引、关联现象之间的相关性

现在，如果我们试图通过对意蕴现象的解释而给出关于世间性基本结构的初步阐明，那么就有必要记住，只有从关于基本现象的一种充分的解释出发，才能够赢得关于意蕴现象的完整的理解，现在，只有在这种基本现象这里，也就是在作为此在根本枢机的在-世界-中-存在这里，我们才能够以一种专题的探索为目标而挖掘出那种充分的解释。唯有那种对在-世界-中-存在这一基本结构的不断推进的阐述，才会成就一种关于意蕴的理解。而在目前分析的阶段，我们则需尝试这样来做：与其通过探究其自身的结构去把握意蕴现象，还不如通过对一些亲缘性现象的划界来把握之。而指引、信号、联系等等这些亲缘性现象都要回溯到的它们现象上的缘起（Genesis）之根（Wurzel）即意蕴。

有关意蕴、信号、指引、联系诸现象之间的关联，可以通过下面的命题首先从形式上得到显明——不过，唯当这些命题是源出于对现象本身的阐明并且是由此获得理解的，而不是作为单纯的套式（Formeln）而说出的，那么这些命题才会道出某种东西。据此我们就可以说：每一指引都是一种联系，但并非每一联系都是一种指引。每一信号，更恰当地说，每一“指示”（Zeigung）在实存状态上都是指引，但并非每一指引都是一种信号。这个话里同时还包含着：每一信号都是一种联系，但并非每一联系都是一种信号。更进一步：每一信号都有所意指（bedeutet），此话所指的是：信号具有意蕴的存在方式。但意义永远不是信号。联系是上面所提到的诸现象的在形式上最为一般的特征。信号、指引、意义都是联系；但恰好因为联系现象是形式上最为一般的东西，所以它就不是这些现象的源头——出自那个源头，我们才能够理解这些现象各自的结构之间的层次关系。

我们将通过对信号和指示做出简短的特性描述，来对意蕴的含义加以阐明。为着这个目的，我们已经选取了一个例子，而在我们对一种现象，即对位置和方向现象的讨论中，在经过某种变形的情况下，我们又将再次遇到这个例子。

信号以寰世的方式与我们照面；信号是一种寰世物。最近，汽车配有一种可旋转的、红色的箭头；在街道交叉处，箭头所处的不同位置提示了汽车所欲驶向的道路方向。它所起的作用就是协调其他车辆做到及时地让-出-道路。箭头是一种信号并通过它的位置而指示方向。箭头的位置是由车辆驾驶员所操控的并由此成为一种不断地处在行驶中的现成可用之物、被使用的寰世物。而在此之前，当驾驶员把手伸向汽车所要开向的那一侧方向的时候，他的手本身就起着与箭头相同的作用。

就像任何一个寰世物那样，箭头就通过它的指引特性而照面，它就以其特殊的寰世化的“为了-之用”、以其特定的事用（Dienlichkeit）（为着“指示”之用）而当场显示出来。这一“用作指示”的指引结构，这一有着现成可用性之样式的特定的事用（作为信号的在场之结构、作为使用对象即指示者），这一“为了-用作-指示”的结构，并不是指示（Zeigen）本身。作为现成可用性和在场之样式，这一有关“为了-之用”的指引，不应当与指示等同起来，毋宁说，实存状态上的指示是奠基于指引结构之中的。对“为了-用作-指示”这个事用的专门的指引，构成了箭头的可能的寰世化的现成可用状态。指引不是指示本身，而指示却正是指引所指向的东西，在此一指引中，箭头就作为信号和指示而照面。就如同一把锤子用作锤打一样，信号用作指示，但是关于锤子这种寰世物之结构所具有的事用的指引，则使得锤子不是用作信号。在对锤子的使用中，操持就融身于这一“为了-之用”、“为了锤打”之中，正如信号的使用就融身于相应的事用，即融身于用作-指示（damit-zeigen）之中。

但是，在信号使用中，人们所关心的正好就是指示，确切地讲就是信号状态（Signalsein）、道路方向的被指示状态（Gezeigtsein）。信号提示着道路方向。严格地说，对信号的感知、把一个我们所遇到的东西认-作-信号（zum-Zeichen-nehmen），这并不是一种认定（Feststellen）（如同在箭头的例子里并不是对方向的认定），毋宁说，在信号感知中——只要信号以寰世的方式与我照面——我依据信号的指示而明确了我的当下应采取的行处应作（Verhalten）。我依据信号而明确了我要走上且不得不走上自己的路的方式。信号最初并不传述什么知识，而是提供出一种参照（Anweisung）。作为寰世的信号物（Zeichendinge），箭头出现在一种寰世的指引联系里，它昭显出了寰世，使寰世当面现前——在上面的例子里也就是昭显出了最切近时机（Moment）的位置状况。信号还同时呈显出了那在寰世中将成为现成可见的东西，即车辆将要经过的道路与位置（Ört），一个规定并修正着我自己的和每一其他人的在世界上之存在（只要它是在位置上有所定位的）的时空态势（Konstelation）。这样，为了操持性的打交道（在这里即是为了一种较狭窄意义上的行路），箭头就昭显出了寰世。

随着信号的使用、箭头的运用，以及随着相应的从理解信号的那一方而来的信号识认，一种对于寰世的特别的昭显就被明确地纳入了牵挂之中。这一有关寰世之照面的明确的操持不是以知识为目的的，而是以那种最初非专题的认知性的在-世界-中-存在为目的的。唯因世界非突出地在指引中照面，所以那营造（stiftet）信号的东西就是操持性的在-世界-中-存在，而不是一种孤立绝缘的认知倾向。由于世界是在场的，它被揭示为此在的“其间”（Worin），而世间性具有这种可理解的指引结构，所以寰世的信号物就是现成可见的和现成可用的。作为寰世的现成可见之物，信号总是被营造着，不过现在我们需要去加以看清的，正好就是“信号营造”（Zeicenstiftung）的正确意义。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区分出以下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单纯的认-作-信号，第二是一种信号物的制作。

据此南风就可以是雨的信号。更确切地讲，南风乃是一种预兆（Vorzeichen）且首先和原本地就是预兆，此预兆向日常的操持发出讯息。预兆在一种指向天气（土地耕种、收获或一种军事性活动）的操持进程中得以照面并在根本上经由日常的操持而得到发现。无论南风、雨，还是它们的同时出现以及世上的作为自然过程的现成可见状态，所有的这些存在者都没有在制作（Herstellung）的意义上得到营造，毋宁说，所有的这些存在者恰好就是那些出自自身的向来已然存在的现成可见之物；也许，南风之成为信号就是在一种将其“认作-信号”中得到营建的。这一认之为信号的营建（Stiftung）是在一种对于天气的关切中实现的，而这种关切本身则植根于某种人们所操办的东西（Besorgheit），植根于日常的事务，植根于农民本身的日常劳作；更确切地讲，这一信号识认是在一切气象学的加工之先的对南风的一种源初的揭示。信号识认就奠基于人们所操办的东西之中。如果人们要说，南风“自在地”、“客观地”并不是任何信号，它只是“主观地”被理解成了信号，那么人们就会错失这一认作-信号的意义。在这样讲的时候，人们忽视了：因为这一表面上单纯的见解只具有这样一种唯一的意义——去开揭客观的东西，即开揭寰世，开揭工具的现成可用性之品格，开揭工具的本性，让寰世直接地照面，使其得以为我们所通达——所以这一信号识认（把南风当作信号）就不是一种主观的见解。伴随着把信号当作主观的见解这种解释，人们就失去了认作-信号的原本的意义，此意义正好就体现在：在一种确定的方向上更原本地昭显出世界、更透彻地开揭出世界，不在任何一种主观的意义上去理解世界。而上述这种关于信号的随意的解释复又来源于对于对象属性的一种隐蔽的自然化理解。一直以来，人们都抱有这样的成见：在一开始自然总是客观地存在着，而那种跨出了这一客观状态的东西则是由主体带入自然之中的，在我们所讨论的现象这里，情况也依然如此。

信号营造的第二种样式，就是信号物的明确的制作。在此，不只是一个已有的现成可见之物被当作了信号，而且那应将成为信号的东西和作为信号而纳入使用的东西本身也被制作了出来。这样的一些信号就是箭头、旗帜、为船航指示天气的风暴信号球、信号臂、路标等等。在信号营造的第一种样式中，信号在某种意义上是现成可遇的，更确切地讲：信号就植根于信号与信号所指示的东西的一种特定的已然-同时-现成可用状态。信号和信号所指示者一开始就出现在一种存在联系中。但在被制作的信号物那里，情况通常却不是这样。就其自身而言，风暴指示球、这个球形物本身与风暴完全没有什么相干。因为信号是寰世物而它的指示是一种被营造起来的指示，且这一营造明确地期求着对于某物的指示，所以，一种我们已经知道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即现成可用性就属于一种信号而成为有用（即是说“它真正地有所指示”）这一可能性的条件。信号本身、信号物必须各自具有一种优先的现成可用性、熟悉性和可会通性。信号之跃然触目这个事实就根植于此。信号必须是触目的，这一点就透露出了信号之有用性的样式。在此人们可以想起著名的“手巾上的纽结”，它的触目性正是植根于日常的现成可用之物和被使用物的不触目性。作为一种我们在使用中不断地碰到的东西，手巾的这一不触目性给纽结赋予了作为信号而起作用的特性。在此，信号是一种纯粹的标志，而不是例如像南风那样的预兆；这一标志的指示将要通过每一新的营造（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制作）而重新得到规定。人们利用这一标志而能够达到的指示范围的广度，是与这一信号的可理解性的窄度相对应的。不仅信号通常唯一地只是对“营造者”才是可理解的，而且甚至对这一营造者而言，信号的指示及其有待于指示的东西经常也成为不可会通的，但这一点并没有使信号丧失它的信号特性，相反，它恰好在一种令人不安的意义上作为信号来照面，但却是作为一种对于某物的再也未得到领会的信号而照面。


信号关系并不是那种构成了一种信号的有用性的特殊的指引，毋宁说，有用性本身是通过指示而得到规定的。在关于存在者的理论性思索之中，同时典型地也在关于生活的原始而基本的解释中，基于关系本身的形式上的特征，信号和指示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虽然在这里，恰好在解释这一关于信号的原始的思想时我们还必须保持谨慎。

在所有的偶像、巫术等等之类东西那里，与信号的原始的关系之特征正是在于：对原始人而言，信号与被指示者是相互合一的；信号本身可以代表被指示者，不仅是在一种代替的意义上，而且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信号器具本身就构成了被指示者。信号的存在与被指示者的存在之间的这一奇特的重合并不是在于（如同人们所曾经解释的那样）：信号物已经经历了一种确定的“客观化”，以至于信号被看作一种物且因此被放置在了与被标识之物相同一的存在领域，毋宁说，这一“重合”在根本上并不是先已存在的孤立之物的相互重合，而是信号物与其所标识之物的一种尚-未-离散（Noch-nicht-freiwerden）；严格地说，信号物与其所标识之物的这种尚-未-离散的基础就在于：这样的一种与信号的打交道和这样的一种投身于信号之中的本原的生活还一直都是完全地沉浸在被指示物之中的，以至于信号器具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还不能够独立地分离出来。此重合并不取决于信号物与被指示者的一种先期阶段的客观化，相反，这种重合正是取决于这样一种实情：信号物与被指示者还不是客观化的，操持还整个地亲历于指示器具里并将被指示者卷入了信号之中，因为信号是最为切近的东西、当前呈现的东西（Gegenwart）。而从现象上看，这里所说的就是：信号器具在根本上还没有得到揭示，世界上的现成可用之物还根本不曾具备器具的品格。

由此，信号就能够以纯粹的方式而最大可能地实现它的功用，这就是说，它获得了现成可用之物的特性和触目的机缘（Moment），信号源出于那已然既与的现成可见之物而被制作了出来。但是，信号的这一实物化（如果人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却与某种唯物论或唯物论者的见解没有任何关系，就好像指示以及信号的意义是与“物质”相联结的，毋宁说，在这里“物质”恰好不具有物质性的功用，而是具有特别的“精神”的功用，即保证普遍的持续的可会通性。由原始思想中的被扩展了的信号使用出发，人们还不可以就此而推论说，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还未曾真正地把握“精神的东西”、“有意义的东西”，与此相反，只消信号和被指示者一旦出现，它就是（原始的思想把握了“精神的东西”、“有意义的东西”这回事的）最基本的证据。不过，在哲学性的解释中，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却不可以止步于物本身，不可以追随古老的哲学传统，认定自然或者树木或者石头等等东西本来就是先已出现的东西。实情并非如此：木头和石头首先存在，而后它们才带有了一种信号特性。

这样，就寰世是可把握的而言，一切的信号识认（Zeichennehmer）、信号使用、信号营造就都只是寰世内部的特殊的操持的一种特定的形态。在这里，我不能进一步探究有关诸如预兆、返兆（Rückzeichen）、征象（Anzeichen）、标记和记号（Kennzeichen）这些信号现象的详尽的分类，就此我至多只能说：这些信号现象依然保持着（信号）营建的方式上的区别，与此同时，这些信号现象使得一种高级的呈显所具有的对于信号状态的构成性品格变得昭然若揭。

δ）理解性、操持性的在-世界-中-存在开显出了作为意蕴的世界

前面已经说过：因为世界是在场的，就是说，因为世界得到了开显且在某种意义上面向处于其中的此在而照面，所以在根本上才存在像信号物这样的东西，信号物才会成为现成可用的。只要此在是在-世界-中-存在，那么，“能够与它的世界际会”就属于此在之存在的应有之义。作为一种源本的操持样式，这一“能够与世界际会”的存在方式是自我理解着的存在方式。而这一引领着一切操持的理解所具有的相关物，就是牵挂所羁留于其上的东西，并且总是在理解中（即便是在一种非常不确定的熟悉中）自我显现的东西。这一源本的自我识认（Sichauskennen）在本质上就属于之中-在，此自我识认并不等同于一种外部的盯视（Dreingabe），相反自我识认就构成了之中-在的存在意义。但此中就包含了：理解源本地完全不意味着一种认知和知晓的方式，除非人们已经把认知本身看成了在-世界-中-存在这一存在的枢机。但即便就是如此，我们也必须说：理解的意义不是一种“拥有关于某物的知识”所能涵盖的，而是意味着一种趋赴某物的存在（确切地说，就是趋赴此在之存在的存在）。作为在理解它的世界之际的自身理解，之中-在开显着对它的世界之理解，或者换一种表述：只是因为理解是此在与世界和与自身的源本的存在干系，像一种独立的理解和对于理解的一种独立的发展与习得这样的东西才能够如同在历史的认识和诠释中所发生的那样存在。现在，我们就必须联系到作为理解性、操持性的在-世界-中-存在这一此在的根本枢机去解释迄今我们所给出的关于世界之结构的特性描述。

世间境界是一种特有的在理解性的操持面前的在场和际会。理解性的消融于世揭示着世界，也就是揭示着指引关联唯一所是的东西、揭示着它的意指（Bedeuten）。这样，被理解者即意义（Bedeutung）就与理解性的操持相际会。

指引和指引关联源本就是意义。按照前面所说，意义是世界的存在结构。世界的指引整体是意义关联和意蕴的整体。如果说，我们把意蕴规定为可理解之物的整体之结构，那么这种规定是不可以与下面的看法相联结的——例如人们说：在这里，世界和世间性只是重又被理解为对象化状态，这时我们所把握的不是世界之存在本身，而是通过世界的一种对象化状态所显出的那个世界（虽然它现在并不是一种在观察性的探寻与观视面前的对象化状态，而是在一种操持性的理解面前的对象化状态）；在这里，意蕴所指的也只是某种样式的被把捉状态。后面我们还将回到这一可能的反对意见上来。

意蕴首先是在场的方式——世界上所有的存在者都基于这种在场而得到揭示。作为不断被指向的东西、作为通过洞见和理解而得到规定的东西，操持已然亲历于源本的意义关联之中，操持就在一种解释性的环顾中维持着这个意义关联的开显。现在，只要此在进一步合乎本质地是由此一实情所规定的：它说话，它自我述说，它是言说者，作为讲说者的开显者，它让某物为人所见，它揭示着某物，那么，由此就可以理解“存在像语词这样的东西”、“具有意义”这回事。而以上所说并不是指：首先出现话音，而后又马上给这一话音配上意义；与此相反，在这里，源本的东西是在世界中的存在，也就是那具有意义关联的操持性的理解和存在。这样，声音（Verlautbarung）、话音（Laute）和有话音的交流方始出自此在本身而增生出诸种意义。不是话音获得意义，而是相反，意义在话音中被表达出来。

在关于“语言起源”的各种理论中，我们可以以典型的方式首先区分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认为：语言是由单纯的情绪话音而起源的，惧怕、担忧、惊奇的情绪话音是语言之源头的源本的表达样式。另一极端的理论则是：语言的源头在于模仿话音，就是说在于对世界上所出现的事物的话音式的描摹，在于讲说（Sprechen）。首先，就其自身来讲，从话音出发而去理解语言的起源，这样做是荒谬的，同样，那种把话音群族中的一族看作源头的尝试也是荒谬的；只要每一言说和讲说都是关于某物的自我述说（Sichaussprechen），那么在一切言说的统一体中就既存在着情绪话音又存在着模仿话音，这就是说，情绪话音和模仿话音两者都只有通过此一实情才会被我们所理解：那种特殊的、同时由其身体属性得到规定的此在，是以话音的方式而让自身成为可理解的。在此，唯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们需要看到话音与意义之间的这种层次关系——意义只有由意蕴出发才能得到理解，而意蕴又只有从在-世界-中-存在出发才能得到理解。

要是人们真正地见出了此点，那么就可以说，人们在根本上取得了意义理论的一个意义重大的方法论上的洞察，就是说，人们就将有能力把各种流行的意义分析的进路（Ansätzen）（如同它们的一部分还依然在现象学中流行着的那样）搁置起来，以至于不再从一种话音出发去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语词如何能具有意义，一个语词如何能表示某种东西？这一问题是人为地构造起来的，是整个地远离言说和语言的现象实情之根的。另一方面，我们还能够看清的是：语言的意义以及在根本上意义关联、结构、概念属性——一门原本的逻辑学所必须加以讨论的这一整个问题系列，都只有出自对于那源始地秉有意义的此在本身的基本而真实的分析，方能获得理解。

为了使意蕴本身先行成为可理解的，就必须追溯到在-世界-中-存在这一原初的现象，我们将这一现象标识为理解和理解性的操持。只是因为在-世界-中-存在作为理解性和操持性的融会（Aufgehen）而昭显出了世界，这一在-世界-中-存在才能够去明确地经营（besorgen）对世界的昭显，并且实际上通过寰世物（此寰世物就是专门为了世界的昭显之目的而被制作的），也就是通过信号而经营着这种昭显。信号物的意义之源就在于此在本身；它们并不是我们所偶然碰到的东西。某个东西之成为信号，这一点就植根于寰世的世间性。因此，一个最初全然不是信号的寰世物，它作为寰世物随时都可以变成信号（例如一把锤子或一把石斧）。它们可以在这种意义上成为信号：例如，一把现成可见的石斧将一个寰世显示为曾经存在的寰世，——在此，这个石斧就是一个作为返兆（Rückzeichen）的信号。

寰世物所可能具有的作为历史学发现与规定的史料（Quelle）的功用，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植根于寰世之中的信号状态为基础的。我们并不能自明地和简单地就能看清像一种历史史料这种奇特的物所具有的特殊的存在结构。在上述例子中，石斧已经被揭示为现成可见的东西，而在此之前，在它被发现之前，对一个农人而言它就可能只是被看成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挡住了他的车轮和脚步的去路，而犁头在石头上碰得满是缺口。但农人依然不理解这块石头，这并非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以具体有形的方式当下在此，并非因为农人不曾拥有某种意义上作为现成可见之物的这个史料，而恰好是因为，他还只是从其现成可见性着眼来昭显这个物体，就像石斧通过他所特有的操持对他所展现的那样。凭借他的作为耕作的农人的在-世界-中-存在，他无能去揭示这块石头原来所曾是和现在依然还是的那些方面。对于他石头只是一个单纯的物，不是一个在理论意义上的物，而是一个在他的寰世里一再地作为妨碍的、无用的东西而照面的物。对于他这块石头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这一理解通道还因此而被他自己所阻断了，也许甚至最终被埋没了——因为他实在地（positiv）把它看作对他而言所是的那种东西：他只是把它看作障碍物，并还要将它放在一块最近的岩石上劈碎。

照此方式，例如一本经过书写的羊皮卷就可以仅仅只是作为人们保存在某个地方的现成可见之物。但它的信号特征和史料特征却是一个远为复杂的方面。在这里的上下文中，我只能对这个属于一门历史学科的解释学问题加以简短的提示。如同斧子一样，书卷本身首先是来自某个早先时代的一件残余物，它就在那个时代被人书写。但与此同时，通过在羊皮卷上所书写下来的那些东西，它还可以被追溯到一个更早的时代。现在，这一（被书写的）指引（Verweisung）成了一种完全特殊的进行传述的指引。只要这里的传述是基于一种被记载的言说、基于被书写的东西，那么它自身就具有它的可理解性的方式，或者说，对于它的通达是以它自有的理解为前提的。现在，这一被记载的言说本身又可以是来自对于被叙述的东西之传述的记叙和报告，或者说，被传述的东西还可以出自更原始的见证而获得给出。按照成为见证的各种不同的方式，传述的见证特征本身也发生着变易；根据那现在存在着的东西（而证据就一直因之而存在，且由之而来才要求我们去见证史料），“成为某物之证据”向来就发生着变易。如同对作为曾经有过的世界上的寰世物的石斧所作的理解一样，我们能否理解一种这样的史料，这在根本上将取决于一种与之完全相同的尺度（Dimension），就是说，（史料的）可理解性的根由在于：在什么程度上理解乃是理解，就是说，在什么程度上理解构成了与作为史料而照面的东西以及在史料里得到见证的东西的存在干系。史料的存在可能性之根据首先不是在于存在着羊皮纸这种东西以及人们能够书写这回事情，而是在于：曾经存在过像被传述者和被证实者这样的东西。就这个物作为史料被看待这回事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与那被证实的曾经存在之物（Gewesenen）的理解性的存在干系。所有凭借这一史料而在某种诠释中或者另外的科学研究中所揭发出来的东西，都是由这一基本的理解所制约的。这一基本的理解决定着：例如，在史料中得到证实的那些多种多样的情况该当如何以及是否可以从数量和形式上得到估价；而面对在史料中得到证实的东西，这样说又是否具有某种意义：这个史料中存在大量不重要的东西而只有少量有意义的东西；或者，与在史料中得到证实的实情本身的意义相应，虽然只存在少量有意义的东西，但这些较少的部分却首先并唯一地规定着所有的那些不重要的部分的不重要之处何在，以至于人们不可以像一个植物学家在他的桌子上鉴别出不太适宜的和适宜的植物那样，对这样的史料加以划分。

只有基于理解着和在理解中揭示着的存在者之背景，这些投射于一个史料中的关系所具有的结构才可以在概念上严格地获得开揭。在这里我不能进一步探究这些结构；这些结构只是在于表明：一切信号状态，一切史料、证据以及等等此类东西的存在都是植根于此：存在着像世界这样的东西，而这个世界的际会方式和存在方式就是意蕴；进入被意指者的通道以及对意指的逐一洞悉就是一种关于寰世的理解（Umweltverstehen），而这总是同时意味着一种对于在世界上的“之中-在”的理解，此种理解就奠基于对此在的理解本身之中。

鉴于联系现象及其与指引、信号和意蕴的存在关系，有必要指出：作为形式上的结构成分，此联系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依循于指引、信号而得到理解的，确切地说，这里的联系是经由忽略的途径而得到理解的，而这里的忽略就不仅只是对于这一联系现象的具体情况及其物事属性（Sachhaltigkeit）的忽略，而且，此忽略同时还是对联系方式本身的指示和指引，而这为的是让我们仅只看到那种空洞的“作-之用”。对纯粹联系本身的把捉是存在者之对象化的一种最高的，但同时也是最空洞的方式，就是说它不是一种源本的对于指引和信号识认（Zeichennahme）的知根知底的当面直观，毋宁说，它只是以单纯观看的方式而把一种联系的整体纳入了眼界。

关于意蕴，我们还必须以概括的方式指出：作为操持性的理解，在-世界-中-存在让我们与那种通过自我-意指（Sich-bedeuten）而自我-呈明的东西（Sich-deutends）照面。只要这个自我呈明的意指在理解性的操持中得到了揭示，那么它就构成了意蕴并即是世界的在场状态。世界的在场就是作为意蕴的世界之世间境界。意义关联——现在我们视之为各种指引——不是关于世界的主观的观点（Ansicht），仿佛这里的世界在一开始还是某种另外的东西（例如一种原本而直接的世界），而后，经由与世界的打交道，这个世界才具备了某些含义；毋宁说，操持本身就是世界这个存在者的存在，此存在者仅仅就是以这种方式存在而此外就不再具备它的存在。

如果世界的世间性被规定成了指引整体，那么我们不可误以为这一规定所指的是这么一回事：就好像寰世物即“实体”化解成了有规则的功能关系。毋宁说，把指引规定为意指就表明了指引的昭显意义（Appräsentationssinn），而仅当其植根于那属于生产世界的被操持者之呈显（Besorgheitspräsenz）时，此昭显意义才是其所是。如同前面强调指出的那样，所有进一步的理解都要回溯到原本意义上的“被操持者之呈显”这一现象，回溯到对于在某种特别的意义上作为操持的在-世界-中-存在的分析，而操持具有纯粹让某物-当前-显现的存在方式——这是一种值得注重的存在方式，而只有当我们看到：此一当前显现和昭显无非就是时间本身，我们才能理解这一存在方式。

第二十四节　外部世界实在性问题的内在结构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课题是：瞻顾到一般存在的问题，在关于此在之解释这一问题框架中去看待意蕴的结构——而我们就试图把此一结构作为世间性的原本的枢机加以廓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就有必要通过一种综合的考察而摆脱那种颠倒的视野，也就是说，扭转那种关于外部世界实在性的特定的理论之取向（或者说，扭转那种关于实在性的本体论之取向），借此把意蕴意义上的世界这一问题开揭出来。由于带有一种关于一般存在问题的解释（也就是关于此在的解释），那种关于意蕴的先行的阐明以及关于世界的实在性的准备性解释要领先于上述那种关于世界的知识论或本体论。因此，从根本上讲，以上所说的问题系统即知识论（主体-客体）或本体论（自然）就还没有触及关于此在之存在的解释。为了这一目标，同时也为了结束关于意蕴的先行的分析，我们将要就以下的五个方面进行探察：a）外部世界的实在存在超拔于关于此一存在的证据和信念之上。b）实在之物的实在性（世界的世间性）不是依据它的对象化状态和被把捉状态而获得规定的。c）实在性不能通过“自-在”（An-sich）得到解释的，相反，自在这一特性本身恰好还需要解释。d）实在性不是根据被感知者的物体形质而原本地获得理解的。e）实在性不是根据作为驱动与追求之对象的阻力现象而获得充分阐明的。

我之所以把对阻力现象的讨论列在最后的地方，是因为这一对于实在性的解释最接近我所主张的那种解释而最近又通过舍勒得到了深化。我们在见解上的这种接近有可能是出自共同的根源，出自一种预感（对此，也许人们再也不能说出更多的东西了）——此预感也是同属这个思潮的狄尔泰所曾经拥有的。

a）外部世界的实在存在超拔于一切关于其存在的证据和信念之上

世界（这个世界就展现为意蕴）的世间性这一最初的问题，在根本上不应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像一个外部世界这样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实在地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提问就隐含着这一见解：世界的实在性必须和能够得到证明，或者至少像狄尔泰所指出的那样[27]，我们关于外部世界实在性的信念应当获得合理的说明。以上两种见解都是荒谬的。要想证明世界的现成可见存在（Vorhandensein），这是对问题本身的一种错误理解；因为一个这样的问题只有在这样的一种存在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这种存在具有在-世界-中存在这一存在枢机。而要把那种构成了关于世界的一切追问、关于世界的现成可见存在的一切证明和一切证实之根基的东西从属于一种存在证明之下，这乃是荒谬的。按照它的最本来的意义，世界恰好就是使所有的追问成为可能的、已然现成可见的东西。只有在对此一问题的提出者之存在方式的一种持续的误解之基础上，关于外部世界之存在的问题才能维持下去；因为说到底，那构成了上述存在方式，确切地说构成了那种提问的存在之前提条件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像世界这样的东西从来就是已经得到揭示的，是能够作为存在者而照面的，是能够作为存在者而自身显现的。

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部分地是基于对康德哲学的一种表面的理解，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依据笛卡儿所作出的沉思而得到规定的。这是近代知识论在不断或多或少明确地讨论着的一个问题，但在讨论之际又总是伴随着这样一种确信：无人怀疑外部世界的实在性。这里总是假定了：这一实在性即世界的世间性在根本上就当是人们有可能予以证明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假如我们处于理想的状态，我们最终能够对其予以证明。然而，世界的实在存在不仅是不需要证明的，而且它也不是那种由于缺乏严格的证明因而就必定只有加以相信的东西——因为面对严格的证明，人们就只得放弃知识而满足于一种信念。这里的对“世界”的实在性的信念这个说法，本来就假定了它是可证明的。在根本上，这一看法又落人了前面所说的试图追求某种证明的观点。但是对此有必要注意的是：诉诸一种对于实在性的信念，这并不就等于一种现象上的发现。而狄尔泰的论文也行进在这一提问方向之中。仅就狄尔泰这样地提出问题而言——而这恰好表明，狄尔泰还没有理解原本的问题——他的这篇论文就不是很有分量的；毋宁说，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倒是在于其与另外的一种现象的联系，这就是他在文中所讨论的阻力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需要更详尽地加以讨论。

但是，一旦全然不顾有关这一理论的所有的讨论，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中，并不存在那种为关乎世界的信念现象提供基础的东西。至今为止我还未能发现这一信念现象，毋宁说，在所有的信念之先世界一直都存在“于此”，这一点从来就是一个固有的事实。正如世界并不是通过一种知识而得到保证的一样，它也从来就不是作为一种被相信的东西而获得经验的。世界的存在正好就包含着：它的现成可见状态不需要什么来自主体的保证。而如果说上述问题毕竟已经提了出来，那么毋宁说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此在应当经验到他自身的最为基本的存在枢机，此即在-世界-中-存在本身。在尚未遭到任何一种认识论的败坏的情况下，这种关于此在自身的经验就抽除了一切对世界的实在存在之追问的根基。世界的实在存在与一切试图证明它的活动正相对立，而一切关于世界的所谓信念也只是一种由理论驱使的错误的理解。以上所说并不是在一个难题面前的求舒适的逃逸，毋宁说，这里所讨论的要点是：那种据说人们从它的面前逃走的难题，在根本上是否构成了一个问题？唯当我存在之际，我才“知悉”世界的实在存在。在此，那表达出了一种源本的发现的，并不是“cogito sum”（我思故我在），而是“sum cogito（我在故我思）”。而这里的“sum”（我在）则不是像在笛卡儿和所有的后来者那里一样被理解成了一种本体论上无分别的思想者（Denkding）的现成可见存在，相反，这里的“sum”（我在）被理解成了对我的存在的根本枢机的一种陈述：我-存在-于-一个-世界中且因此我能够在根本上去思想它。但是实际上，人们是以与此相反的方式去接受笛卡儿的命题的，而此种接受也有它的正当性，因为笛卡儿对这个命题本身也是愿意如此理解的——就是说，在根本上，人们恰好不去追问这里的“sum”（我在），相反，人们相信，作为qua（源自）绝对的起点的绝对的内在之物，意识就是已然既与的东西，而正是出自意识，才出现了一切关于“内在”和“外在”的谜团。

世界的实在性不是在如下的意义上成其为一个问题：它是不是真正现成地存在？但是，关于世界的实在性的追问却可以成为这样一个问题：世间性该当如何得到理解？不过，即使我们指出（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以上关于世界的现成可见存在的第一个问题自然而明显地是自相矛盾的，在现象学的意义上，这种说法也并不是充分的。我们还不如说，依据对之中-在现象和世界现象的积极的见识（Sicht），上述问题的荒谬似乎就必定可以令我们迎头撞入现象之中。换言之，人们必须看到此在的在-世界-中-存在这一根本枢机，才能够作出这样一个断言：上述说法是不合情理的，就是说它是与我们所谈论的那种东西所具有的根本枢机相抵触的。根据对之中-在现象的积极的观视，世界的现成可见状态的“自明性”必将在一个此在中成为明澈可见的——实存状态上的、生存状态上的自明性是连带此在的存在而同时既与的，但在本体论上，此自明性却又是隐秘难解的。

b）实在之物的实在性（世界的世间性）不是依据它的对象化状态和被把捉状态而获得规定的

第二个问题，即实在之物的实在性、世界的世间性的问题，不可能是指对于如下之点的探询：世界原本是如何安设（anstellt）的，由此它才得以存在？如果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在科学上将会是有用的话，那么它的前提首先就应该是：当人们想要阐明存在者如何造成了它的存在这回事时，他们应该已经理解了“存在”所意味的是什么。但是，这样的一种预先就有待于赢得的对存在的理解，已经就可以使我们不再去如此提问了；因为在这一问题中，存在是作为问题自身所指涉的存在者而得到把捉的，这个问题尝试通过存在者去阐明存在。当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做法有多么荒谬时：期待存在具有一种计谋，凭借这个计谋它才得以是其所是，当如此被理解的存在问题回指向存在者之时，那么这也绝不包含这样的看法：人们不能够对“自-在-存在”作出任何的构想，而从来只能对存在者有所构想（假如说，存在者就是被把捉者，就是处在意识之中的对象之物）。这样人们就达到了这个著名的命题：存在者从来都只是相对于一种意识而存在的。这是一个在“内在性命题”的名号下广为人知的命题，是一个所有的知识论以反对它或赞成它的方式所讨论着的命题。人们依循这一命题而直接展开出了知识论问题，但与此同时却并没有追问：“内在性”到底能够具有什么样的意思？其中取得了一种什么样的来自现象本身的发现（如果说这个说法毕竟道出了某种东西的话）？在根本上，“存在者从来都是相对于一种意识而存在的”这个命题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命题在根本上所指的东西、由这个命题所看到的东西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存在者要依赖于意识的存在，而这一作为超越者的存在者原来同时又是一种内在者；毋宁说，这里的现象上的发现乃是：世界照面。借此，我们就从现象本身那里获得了对际会结构、对照面行为进行解释的提示，而照面行为越是无成见地得到了掌握，那么照面中的存在者之存在就越是可原本地获得规定。

存在者的存在并不是由照面行为所构成的，毋宁说，存在者的照面是一种现象上的地基，是使得存在者的存在成为一种可把捉物的唯一的依凭。唯有关于存在者之照面的解释才能够——如果这一点在根本上还是能够的话——把握存在者的存在。关于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人们必定会说：它“自在”地和不依赖于对它本身的一种把捉而存在，正是因为如此，存在者的存在就只有在照面中现身，并只有出自现象上的开示以及对于际会结构的解释而获得说明且成为可理解的。然而，要是说明是对存在者之解释和揭示的一种衍生和退化的样式，那么在上述情况中说明就是不适用的。如果我们说到对自然的说明（Naturerklärung），那么所有的说明都具有这样一种突出的特性：它进入了不可理解的东西之中。人们可以断然地说：说明是对不可理解的东西的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理解的东西通过这一解释就得到了理解，相反，它在根本上依然还是不可理解的。由于自然在原则上是不可理解的，所以自然就是在原则上可说明的和有待于说明的；自然是绝对的不可理解者，而因为自然就是去世间化的世界（当我们在物理学中对存在者加以揭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存在者的这一极端的意义上去把捉自然的），它才成其为不可理解者。而上面所说就与以下之点联系了起来：在这一把世界当作自然的说明方式和揭示方式中，世界就只是基于在其中所呈显出来的存在者而得到了探讨和提问。只有当存在者是由运动规律所规定的时候——而运动规律相对于一切可能的观察方式和角度都总是保持为不变换、不变动的同一，关于自然的考察就是在它的支配之下而建立起来的——存在者始可进入（我们的考察范围）。在此有必要注意的是：尽管物理学和数学中的一切命题和一切证明作为命题、作为关于某物的谈论都是可理解的，但是，这些命题和证明谈论所及的那种东西本身却是不可理解者。不可理解者同时所指的是：它是一种完全不具有此在品格的存在者，而此在则是原则上可理解的存在者；只要理解本身是属于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的存在，那么当世界以其意蕴特性与此在际会时，世界在此在面前就成了可理解的。

c）实在性不能通过“自-在”得到解释，而自在这一特性本身恰好还需要解释

如果我们把“自在”这个规定作为世间性的特性纳入眼界，那么这里就可以简短地回忆一下前面就此所曾经说过的：“自在”不是一种原初的特性；它本身还有它的现象上的起源，它还需要一种解释，虽然人们一般认为它是不需要解释的。为什么现在人们倾向于用“自在”去描述世界的实在性的特征，以及为什么人们在没有对其本身加以阐明的情况下，就满足于对这一特征的单纯的设定，这里的缘由是与如下的事实相联系的：人们似乎是以一种防卫反应的方式而将“自在”引入研究领域的，其作用就在于抵制那种把世界之存在看作被把捉状态的解释，抵制那种把现实之物的现实性看作是由科学的客观知识所揭示出来的对象属性的规定。然而，与上述解释与规定相对的断言——存在者是“自在的”，依然具有与之相类同的见地。人们把这样一点引为依据：一切“自然的”认知和科学的认知之目标都在于规定自在的存在者之存在，但是人们重又满足于自己所引为依据的这个事实，而没有去追问它所真正意味的是什么。

如果世界的存在似乎只是作为被把捉状态而成为可规定的，那么就只存在一种前景：在一种愈来愈甚的对主体的忽视中去阐明“自在”，可是，如果缺乏了之中-在这一根本枢机，这样做又何以可能呢？因为世界的存在是经由照面而得到把捉的，所以关于自在的存在者自身的理解就恰好只有在一种关于此在的彻底的解释中开放出来。这一存在者之存在越是源初和原本地以此种方式得到解释，那么认知和存在者作为可能的可认知者就会愈加彻底地成为可解释的东西。由于客体是不依赖于主体的，客体的存在就只是需要通过恰当地获得理解的主体性而得到阐释，但客体却不可能由主体的存在所构成。

d）实在性不是根据被感知者的物体形质而原本地获得理解的

实在性同样也是不可能依据物体形质而原本地得到理解。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只要我持驻于单纯观视的感知这种特定的通向存在者的通达方式，那么在这个范围之内，物体形质就是一种真实的现象上的特性，但是，恰好就在这一通达世间性的理解方式中，尤其是当我把感知当作了一种简单的物体感知时，世界所秉有的充分的世间性、它所秉有的充分的意蕴就不再如同它向操持所照面的那样为我们所通达了。毋宁说，在纯粹的物体感知中，世界是在一种阙失的意蕴中显现出来的。在此，我是依据古老的术语来使用“阙失的”即deficiens这个表述的。当其在感知中照面时，意蕴是阙失性的，它丧失了那种它作为世界而原本地具有和必定具有的东西；当我们仅仅把世界当作一种物体性的多维体（Dingmannigfaltigkeit）而单纯地加以盯视时，我们就阻断了世界的原初本性与我们之间的通路。

传统的物性（Dinglichkeit）范畴（出于一种特定的理由，人们同时也将其规定为存在的范畴）：物性、实体、偶性（Akzidenz）、属性、因果性等，它们的现象上的起源就正是在于这一阙失的意蕴。这些范畴已经就是出自这样的一种通达方式（先行具有的呈现及其基本的规定性）而得以形成的：这种通达方式就属于一种典型的去世间化的过程。为什么恰好是这些范畴首先得到了揭示呢？——这个问题与如下问题正好是等价的（事实上我们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只是对它还悬而未答）：在对此在所存在于其中的世界进行澄清之际，为什么自然的当场存在（Dasein）恰好就跳过了寰世？在对世界之存在的范畴式描述中，为什么总是一直都把像“物性”这样的经过了构造的范畴当成了某种基本的规定加以运用？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ουσια（实体）、ποιον（性质）、ποσον（数量）、πον（地方）、ποτε（时间）、προζτι（关系）（υποκεμενον-σνμβεβηκοτα——那必然总是与现成可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某物作为某物的先天可能性），用传统的术语说就是：实体、性质、数量、场地、时间、关系，这些范畴全是在对物的单纯把捉和对此一把捉加以言说的特定方式即理论式陈述这一特有的维度中获得的。而这些范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全然成了存在的范畴；在亚氏那里，它们同时也是对一般对象范畴加以规定的基础，就是说它是这样的一种规定的基础：所有的东西——只要它最终是某种东西，无论它是在世界上存在的东西或是被思想的东西，都无不带有这种规定。依据上述，物性就不能算是寰世所具有的一种源本的特性。

e）实在性不是根据作为驱动与追求之对象的阻力现象而获得充分阐明的

但是实在性也不是由阻力现象出发就能够得到充分阐明的。当希腊人着眼于压力和碰撞而将σωματα即有形物体设定为原本的oυσια（实体）时，他们就已经明显地看清了这一现象。[28]在最近的时期，首先是狄尔泰联系到以上所指出的提问方式而指出了阻力现象，确切地说是作为推力的一种相关项的阻力。一切来自主体的和活动在主体中的推力都是与一种阻力相关的。也许，狄尔泰的确没有达到对现象的确切的把握，但是他很早就已看到了最为紧要的一点：实在性不仅在认知和知识中得到了经验，而且（如他所说）也在整个“活生生的主体”中，在这一“思想着、意愿着、感觉着的生命”中得到了经验。他意欲加以打通的是经验着世界的整个主体，而不是单纯地意指着世界和理论式地思维着世界的苍白的思想者。不过，正如由“思想着、意愿着、感觉着的生命”这一表述可以见出的那样，他是在传统的人类学的心理学这一框架中去尝试他的整个工作的。而他恰好没有看到的是：一旦采纳了这一古老的心理学，他就必将远离那原本的现象；而这一古老的心理学并不能通过他的新的分析的心理学加以克服，相反它只是又重新得到了肯定并因此而妨碍了对于那有所预感的东西的一种真实的把握。

最近，舍勒提出了一种相似的关于实在之物之存在的理论，然而他是以一种本质上更为清楚的关于心灵之结构的理论作为基础的，也就是以现象学的行为分析为基础的。他自己把他的关于世界之当场存在（Dasein）（他在现成可见状态的意义上使用“当场存在”）的理论称为一门“能动的当场存在理论”，该理论所要表明的是：世界的现成可见状态原本地是与意志相关联的，因而也就是与冲动、追求相关联的。

舍勒注意到：“……知识本身是一种存在关系；一种存在者的‘如此这般存在’可以同时处在mente（精神）之内和mentem（精神）之外，但当场存在却从来都处在mentem（精神）之外；进一步，拥有作为当下存在者的当场存在，这并不是基于智性的作用（无论其为直观的作用还是思想的作用），而仅仅是基于只在追求的行为和注意力的动力性因素中才始可源本地得到体验的存在者的阻力，七年以来，我一直把这一点当作我的知识论的首要基础在加以讲授。”[29]各种对象的存在只是在它们与驱动和意愿的关系中，而不是在某种知识中直接无间地被给予出来的。[30]

在这里，舍勒需要特别地把他开始阐述这个理论的时间标示出来。对此我想强调的是：我自己也同样是长达七年以来就在讲授这个理论，但如同我已经讲过的那样，这里的相互一致是来自狄尔泰的推动和现象学的提问方式这一共同的根源。我想明白地强调，首先在其注意到了物性在世界的实在性的层次结构（Aufbau）中所起的作用的意义上，舍勒的理论揭示出了一种本质性的现象，因为他正好在一种本质性的意义上探察了上述与生物学有关的现象并且是在所有对此一现象及其结构的研究中推进得最为深远的。因此，我们可以期许，他的人类学应该成为对此类现象的研究的一种本质性的进步。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说：阻力现象并不是原初的现象，毋宁说，阻力本身倒是唯有依据意蕴才能够得到理解，而世界与此在的原本的相关性（在此，如果人们毕竟可以谈到某一不属于我所说的那种相关性的话）并不是驱力与阻力的——或者如舍勒所说——意愿与阻力的相关性，而是牵挂与意蕴的相关性。这个相关性是生活的基本结构，我也将此结构称为实相（Faktizität）。唯当我具有一种穿越的意愿之际，就是说，当我想要越过某物之际——而这又意味着：某物已经源本地在牵挂和操持面前呈显了（基于这种呈显，最终才能够具有一种阻抗者的呈显），这时某物所具有的阻抗性才能够作为阻力而照面，作为某种我所未曾穿越的东西而照面。无论阻力多么地巨大，它也无能给出那对象化的东西。如果说，阻力是存在者的原本的存在，那么，在两种相互间存在着最大阻力的存在者的存在关系中，也就是在一种存在者相对于另一种存在者的高度的反作用力的情况中，像一个世界这样的东西就将呈显出来；然而，在两个存在者的阻抗关系中，这种情况并不是能够轻易出现的，就是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冲力和反冲力永远也不能够使得像世间性意义上的世界这样的东西出现，相反，阻力本来就是一种以世界为其条件的现象特征。

进一步，阻力现象之所以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如同狄尔泰所指出的那样——它在根本上是以行为的相关项为指针的。所以，舍勒也就被迫重新诉诸于in mente und extra mentem（内在精神与外在精神）的区分，以此作为对拥有行为的主体的一种古老的设定的基础。而在现象学内部的另一支队伍那里，也完全独立地推进到了这样一种洞识：实在性永远也不能根据关于某物的单纯的知识而获得理解，一门知识论不能首先把判断和判断之类的东西当作指南。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注重的，而舍勒正好是非常强烈地用以下的话强调了上述的最后一点：今天还有四分之三的知识论坚持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知识的对象、存在者在根本上由之出发才能获得把捉的那个源本的要素，就是判断。

恰如物性一样，阻力的根据也是在于这样一回事情：世间性已然存在。阻力与物性是一种特定的孤绝寡缘的（isoliert）照面现象——这里的孤绝寡缘是针对单纯的追逐（Stereben）所具有的一种特定的通达方式而言的。那么，在舍勒那里，对作为阻力的世界这一存在者的把捉就是与他的生物学的取向紧密相关的，也就是是与如下问题紧密相关的：对于原始的生命形态而言，一般世界是如何被给予的？在我看来，依据一种从原始生命到单细胞生物这样的类比方法进行研究，在原则上就是错误的。也许，只有当我们对我们所通达的世界所具有的对象属性，也就是对我们与世界的存在干系作出了把握时，我们才能够依凭特定的经过了变易的考察方式也对动物的世间性作出规定。在对动物的世间性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总是被迫依据类比来说话，在这个意义上，舍氏的那种相反的研究方向就是完全不对路的。对我们而言，寰世不可能是一个最单纯的世界。

如果我们已经明白，对实在之物的实在性加以阐明的根据就在于我们看到了此在本身的根本枢机，那么我们也就具备了试图在实在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做出抉择所需的基本要求。在对这两种立场进行说明时，关键的东西并不完全在于对它们加以清理或者找到这样那样的解答，而是在于看清：两者都只是在某种耽误的基础上才能够产生出来，就是说，在未曾根据此在本身的基本构成（Grundbestehende）而对“主体”和“客体”这些基本概念加以阐明的情况下，它们就把这些概念当作了前提。只要唯心主义认识到了这样一点：只有在存在、实在之物呈显和照面之时，存在、实在性、现实性才能够得到澄清，那么就此而言，所有严肃的唯心主义就都具有它的某种合理性。而另一方面，只要所有的实在主义都试图由此在的世界之现成可见状态去把握此在的自然的意识，那么它也同样具有它的正当性；但是，当实在主义试图借助实在之物本身去说明这一实在性时，就是说，当它相信，借助一种偶然性的过程就能够阐明实在性，那么它立即就滑向了谬误。因此，纯粹从科学方法的角度看，实在主义是比所有的唯心主义更为低等的一个阶段，尽管唯心主义还有可能上升到唯我主义。

值此，我就想暂时结束对于世界的意蕴结构所做的分析。我还要强调，我们将在一个本质上更高的阶段上再次面对这一考察，这就是说，当我们已经澄清了在-世界-中-存在之存在的时候，澄清了“让某物照面”所具有的存在方式，澄清了理解本身的存在方式的时候，我们还将再次进入对世界的意蕴结构的探察。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就将能够澄清：为什么世界之际会必定要被把捉为在场和当前？

第二十五节　世界的空间性

我们的课题是探察此在的根本枢机即在-世界-中-存在。着眼于世界的结构要素（在此我们把世界理解为日常此在的世界），我们已首先从三个方向将“在-世界-中-存在”这一统一的现象收入眼界。我们也首先对世间性的一般结构即意蕴作出了廓清。

在进行上述探察之际，我们并不是从extensio（广延）出发，即不是从那种可以经由极端的知识论取向予以获取的关于实在性的规定出发。然而，如果存在着首先依据广延和空间性并着眼于自然知识的确定的客观性而切当地规定世界的可能性，那么这一可能性就表明：在某种意义上，空间性就属于世界，空间性是世界的一种构成因素。当然，以上所说并不是指：世界的存在可以根据空间性而得到规定（如同笛卡儿想要做的那样），而世界的所有其他可能的实在性特性都是以空间性为基础的。毋宁说，在这里刚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否与上面所讲正好相反，空间性要根据世间性而得到解释？是否寰世的特殊的空间性、空间本身的样式与结构以及对空间的揭示即空间的可能的际会方式（例如纯粹几何学的空间），都只有根据世界的世间性方能成为可理解的？实际情形恰好就是如此。

作为世界的一种根本枢机，空间和空间性只能服从于现象学分析的任务而根据世界本身加以解释，这就是说，空间性要依循日常此在的世界而从现象上获得崭露，只有依循作为寰世的世界，空间性才能成为明白可见的。世界乃是一个寰世，这一点是以空间这一特定的世间性为根由的。只有当空间的世间性和原本的空间性获得了明见，就是说当寰世空间（Umweltraum）及其与此在的结构关联得到了理解，人们才有能力避免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为了规定精神和精神的存在，甚至连康德也总是首先要选取这条道路）：即总是将精神负面地与空间相对，将res cogitans（思维的存在）负面地与res extensa（广延的存在）相对起来进行规定，总是把精神把捉为非-空间。与此相反，关于世间性及其空间特性的源本的分析将引领我们看清：此在本身就具有空间性。而要想抗拒这一点并根据某种形而上学的前提而认为精神、人格、人的原本的存在是某种灵动无形的东西（Fluidumm），它并不是处在空间之中且与空间理当没有任何相干（因为人们首先是在物体属性的意义上来把捉空间并因而不断地处于一种对精神的物质化的恐惧之中），这是完全不具备任何根据的。

我们将把空间的世间性（Weltlichkeit）所具有的现象上的结构标识为作为寰世的世界所具备的寰围（Umhafte）。因此，关于世间性的分析，我们前面就作出了这样的安排：第一步将要探讨世间性，第二步则要讨论那对最切近的世界具有构成作用的世间性之寰围。[31]

关于寰围的阐释可以分成三个步骤：第一是对寰围自身的现象上的结构加以凸显；第二是把世界和空间性所具有的源本的特性看作寰围和寰世物，即看作世界所具有的源本的际会特性，进而看作之中-在的此在所具有的源本的际会特性而加以阐释；第三把世界的一种特殊的空间化即关于纯粹空间的揭示和开掘阐释为世界的去世间化。

为了分析能够继续向前展开，我以下将只是简略地讨论一下上面所提到的最后两点。而我主要看重的是对于寰围这一结构的清理。我们将通过以下三方面的现象去规定世界的寰围结构（即一种特殊的寰世空间）：去远（Entfernung）、场域（Gegend）、定向（Orientation）[伸达（Ausrichtung）、伸达状态（Ausgerichtetheit）]。

a）去远、场域、定向彰显出了寰围本身的现象结构

以上所说的头两种现象，即去远和场域，都要回溯到定向才能得到阐明。如果说，空间性首先是从属于世间性的，那么，要是我们现在从现象上指出，我们在分析寰围的世间性时，就已经运用了（尽管是不明确地运用了）空间性的特性，这不会令人惊奇。此外，在世界的那些与它的世间性有关的特性之中，我们还引入了现成可用状态，我们将其规定为在操持中最直接的可掌握之物的在场。而这里关于“最直接”的规定包含了切近（Nähe）现象。

进一步，关于信号和指示的分析已经表明，一种独立样式的，也就是作为专门课题的操持，能够对寰世在某一特定的时机所具有的可寻摸的位置形势予以揭示、开释，以及先行呈显。车辆上的箭头标明了车辆所要朝其上行驶的某一方向上的道路。这样，寰围现象就蕴涵着切近与方向（趋赴……之路）这种明显可见的特性。

远是以近为来由的，或者如我们后面将要更真切地把握的那样，切近只是去远的一种样式。近和远所描述的就是那属于操持所及的世界的世上物（如其在操持中所照面的那样）所具有的特性，依凭近和远，去远现象也就已经向我们呈达了出来。为了在这里马上看清此点，就需要指明：我们用“去远”（Entfernung）所指的并不是两个点之间的距离（Absand）——即使我们在此不是把点仅仅看作纯粹的点，而是看作世上物（例如椅子与窗户的远离）。毋宁说，“去远”所指的就是椅子或窗户相对于我的、当下切己的切近或者远离。只有基于这一原本的去远——就是说，在椅子以世界的方式当下在此时，它才与我相远离，才在根本上相对于我而具有一种可能的近与远——只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去远，才有着椅子与窗户相远离这样的可能，而我们才能够把这两者的指引关联称为去远，虽然去远的这种用法已经是次一级的了。现在，上面所说到的两个点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可以被称之为去远了；因为这两个几何学意义上的点并不是相互去远，而是彼此有一种距离。距离与去远并不是相互重合（Zusammenfallen）的，毋宁说，在存在论上，距离是以去远为根基的并只有当去远存在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揭示与规定。

前面所指出的一种特定的寰世物能够活动于其中的位置形势——例如一部车辆的“取-道”（Weg-nehmen-zu）——就包含着原初的“去向”（Wohin），也就是朝向一个地方，更确切地说朝向一个场位（Platz）而“去”，而地方或场位就意味着一种特定的场域。场域无非就是“一种去向之去处（Wo）”。场域在本质上是以“向……而去”、以指向（Richtung）为来由的。这样的一些现象——近、远、指向，就给出了寰围所具有的一些首要的基本结构，而只要我们把握了这些现象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依持于世界的寰围就是操持所寓于其中的场域化的近与远。在日常的操持中我所寓于其中的处所，是通过近与远而得到规定的，确切地说，是通过场域性的、有所定向的和有所伸达的近与远而得到规定的。但是，“场域-近与远”这两种结构要素就蕴涵着“以操持性的此在本身为定准”。近与远以及场域都有着这种固有的回溯到操持性的打交道的意义根源。只有凭借这一经由寰世物而看到的意义根源，凭借对近与远以及对那种经由场域特性而获得规定的东西之定向，我们才能赢得寰围之“寰”（Um）的完整的结构。

在自然的言说中，我们已然懂得“寰”有着“围-绕-我们”的意思。作为寰世的“围-绕-我们”不是多种事相的一种随意的混杂一处，毋宁说，通过近与远的归整，现实之物就作为随时可用于某事的东西而串联了起来，更确切地说：寰世物全都得到了定位（plaziet）。只要某物具有一个场域性的，也就是以此在为定准的场位，确切地说，当其具有了与之相连带的现成可见的场位或者具有了它的在操持中得到指派的现成可用的场位时，那么这种东西就是近的与远的。操持与之打交道的一切世上物总是在一种双重的意义上具有它的场位，一方面，就它的作为现成可见之物的世上存在的样式而言，它具有一种现成给定的场位。在我们对天空自然地加以经验和观视之际，太阳就具有它的特定的场位。而另一方面，直接可用的寰世物也总是具有它的被指派的场位。操持具有给一个物指派一种场位的可能性，但这一点完全不是明显可见的。

那么“场位”原本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场位”就是操持中的现成可用之物或现成可见之物的去属之所（Wo der Hingehörigkeit）。这一去属是一种场域，而将这一去属看作定位（Plazierung）的规定则是出自操持以及在操持中原本在场的东西而得到预先决定的。依据我在日常的操持中所先行拥有的东西，依据我的此在本身如何作为世界之中的存在而获得规定的方式，寰世诸物的定位直至一个房间的布置都得到了调适。而寰世诸物的定位、对于寰世物的在场域之中的去属之规定，重又是以与操持相关的原本的呈显为根由的。由此出发，与那些在操持中可用的、应该直接就是现成可用的东西相适宜的“去那里”和“来这里”以及与那些不可直接使用的挡住去路的东西、应当被“清除”（geräumt）的东西相适宜的“去那里”和“来这里”方能得到规定。这一固有的“清除”是对于世界之寰围的一种特定的维持。世上物的归诸一个处所（Wo）、归诸一个有所定向的处所的去属（Hingehörigkeit），是连带世界的意蕴而同时既与的。出自有待操持的东西之呈显，操持向来就原本地揭示着世上物的诸场位，揭示着在直接可用之物意义上的世上物的诸场位；因为只有现成可用之物的场位才是可指派的[在某种意义上就类同于信号的营建（stiften）一样]，而另一方面，现成可见之物的场位就仅仅只是现成已有的——出自对切近的世界和置身于其中的东西的某种取向，这些场位乃是现成地遭逢的场位。

人们可以把近消极地规定为“相距-不-远”，“相距-不-远”是本着一种日常的操持所能够具有的视野而道出的，“不-远”（nicht-weit）即是在每一现在中的立马可掌握者这个意义上的“马上”（gleich），在每一个现在里都可以立即和不断地（没有时间的流失）加以昭显的东西——这就是世上的东西（das Weltliche）即邻近之物（das Nahe）以一种合乎指引的方式所秉有的总是与其他东西同时出现的现成可用状态。

今天，对于一部收音机的拥有者来说，一场在伦敦的音乐会就是邻近的。通过无线电广播，今天的此在实现了一种对此在而言其意义不可低估的“周-遭”的昭显，一种特有的不断扩展着的世界之拉近（Näherung）。更确切地看，近不外乎就是一种特出的远离，这也就是在特定的时间状态里可掌握的东西。在所有的我们或多或少自愿和被迫地一同造成的提高速度的方式中，都有着对远离的征服。就其存在结构而言，对远离的这一特有的征服乃是（我请求不带任何价值判断来理解此点！）一种求近的疯狂，这种疯狂在此在本身之中就有它的存在根据。这一求近的疯狂无非就是时间流失的减消；但时间流失的减消就是时间在自身面前的逃逸，这是一种像时间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拥有的存在方式；在自身面前逃逸并不是逃向某个其他的地方，毋宁说，这种逃逸就属于时间的诸可能性本身的一种可能性，此可能性就是当前（Gegenwart）。在逃离自身之际，时间依然保持其为时间。

b）此在本身源本的空间性：去远、场域、定向是此在作为“在一世界-中-存在”的存在规定

寰世的近与远自身总是以源本的去远为根由的，而去远是世界本身的一种特性。正因为就其意义而言世界就是去远的，才存在作为远的一种样式的近这种东西。这就是说，就其存在意义而言，作为一种在-世界-中-存在，作为寓于世界的以当前化为其能事的存在，此在本身就是远去的（entfernendes），同时也就是临近的（näherndes）存在。在这里我在某种程度上以一种及物的、主动态的意义使用“远去”这个表达。这样，去-远（Ent-fernen）所指的就是对远的消弭，即作为带上前来或自身靠上的临近（Näherung），也就是以这种方式带上前来：在带上前来的同时，使得自身靠上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方便地成为通常可掌握的。上述措辞显得是对自然语言用法的一种暴力强制，但是在这里，这样的用语却又是现象本身所要求的。

此在本身是去-远的：通过使现成可见之物当前化而实现对远的不断的克服。伴随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去-远本身成了原初既与的。世界本身是作为远去的或者临近的东西而得到揭示的。去远以及例如阻力是一种解释学的概念，就是说它们所表达的是那种就其意义而言属于此在之结构的可理解的东西，是我本身作为当场存在者（Daseindes）、作为有着此在特性的存在者而持驻于其中的东西。据此，使用去-远就表达了我本身所能够是且一直就是的那种存在方式。

所有的寰世之物，只有当其作为世上物而在根本上有所去远的时候，它们才会具有一种远离（Entfernung）。如果寰世物所特有的寰世间遭到了减销，如果施加于物的去世间化使之仅仅减退成了两个几何学的点，那么它们最终就将丧失远离的特性，它们就将仅仅具有一种距离（Abstand）。而距离本身是一种quantum（数量）、一种多少。距离并不是去远所具有的本源的意义，它只是一种特定的数量多少，它唯一地依据那存在于距离中的东西而得到规定，就是说，两个单位之间的距离即特定的数量多少，是出自一系列的点而获得规定的，而这里的这些点本身是相互远隔的（abstehen）；距离是一种亏缺性的去远。正是通过我们前面经常提到的去世间化这种过程（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更确切地去探究此过程的结构，因为这种探究需要运用时间现象），我们才能理解距离是这样的一种特有的变形：它是寰世间的远-离的一种变形，是此在的生存论上的远-离和范畴上的远-离的一种变形。

作为世上物所具有的特性，近与远同时还具有一种与场域合一不二的规定，就是说，它们还具有依持于一个场域的规定。此场域就是一种去属、去行、去随、去望等等这类东西的“向何处去”之去处。这一“向……而去”是一切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操持都具有的一种伸达之所向（Ausgerichtetheit）。这意味着，只要之中-在总是远-去的，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基本规定，一切的去-远就都有其伸达之所向。在这里，定向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变换地得到确定。而定向之确定本身重又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而成为可能，例如纯粹通过寰世当中的信号或者通过单纯数学上的预测性的计算。但是，上述的这样一些确定方式的可能性之条件，则是以意蕴为基础的关于场域的规定。

天空的诸场域是通过太阳的上升与下降而源本地得到揭示的；在此，太阳不是被理解成一个天文学上的物体，而是被理解为一个寰世之中的现成可见之物、在日常的操持当中不断得到利用的东西，就是说被理解为在日与夜的循环中提供光与热的东西。太阳的这一存在方式、这一可利用性本身随着它的位置而变易着。在早上它还是清冷而薄明的。太阳在天空的各个不同的场位，特别是日出、日午、日落这些突出的场位，乃是一些不断地现成可见的、特定的场域。作为寰世之物，这些场域使一种定向成为了可能，由此而来，出自与天空相联系的东、南、西、北，所有的属于寰世的场域重又得到了规定。一切在寰世之中的经行，一片原野的每一个位置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以世界场域为基准而得到定向的。需要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在对世界场域的源本的揭示中，世界场域都没有成为地理学上的概念，就如同这样一个事实所表明的那样：不但在从前，而且就在今天，教堂和墓地还都是按完全确定的方位来定向的。现在我们正加以探询的这些场域——例如东方、西方，与地理学的体系全然没有什么相干，而是同日出与日落、同生与死，因而同此在本身相联系的。如果我们回忆起恺撒的《高卢战记》（De bello gallico），（那么我们就会知道）那里的军事营地是按照一种完全确定的方位而设置的。根据这些定向（它们首先完全不是以地理学的方式测量出来的，也不是通过另外的理论手段而确定下来的一些规定和场域），寰世中的一切个别的场域才得以串联起来。寰世间的去属之去处、我所行止于其中的这一寰围之整体，总是因随那预先存在于牵挂中的东西而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自行绽露着。如此串联起来的这些空间之物，作为一座房屋的空间或一座城市的空间整体，作为寰世空间的整体，并不是一种装满了各种东西的三维空间的多面体。只因开显中的在-世界-中-存在本身就是有所定向的，世界所具有的某一场域本身才能够得到揭示。这是一个基本的命题，而与之相对应的反方向的表述则提供了一种探入此在原本特性的本质性洞见：由于场域只能出自一种有所定向的此在而得到揭示，所以此在本身在根子上就已经是在-世界-中-存在。

这样我们看到，场域的串联以及由此近与远的确定总是一再地由照面之物的意蕴本身所规定的。最切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照面的物不是在一种几何的-数学的点系统这个意义上获得定位的，而是在寰世的指引关联中——在桌子上、在门旁、在桌子后面、在街上、在角落周围、在桥边——在这些完全特定的定向中获得定位的，这种定向以纯粹寰世的方式而带有意蕴的特性，它就是日常的操持所淹留的处所。在寰围这一结构（此结构经由近、远、场域和定向而辐集于操持，且是以一切出自意蕴的东西为根据的）中，还完全未曾出现任何一种匀质空间的结构。

测量学的、几何的纯空间是匀质的空间，因为它打破了寰围所固有的结构，而这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对匀质空间进行揭示的可能性并借此而能够着眼于自然的运动过程（作为纯粹的地点运动、作为时间中的单纯位置变化）而对自然加以计算，而当此之际，所有的计算本身都仅仅只是昭显的一种特定的样式。

关于去-远或切近在此在中所具有的基本功用，我只想指出如下之点（而在我们讨论时间的时候，还要对这一点作出更详尽的探察）：在此在本身之中就具有一种固有的趋赴于近的定向——按其意义，这种近就具有一种与当前本身的存在关联；而当前就是时间本身的一种可能性。

场域及其在场位中的具体化总是以一种寰世的方式并依据那些已然现成可见的场域而得到规定的，而这些场域自身重又依据有待操持的东西之呈显而获得规定。关于去远的规定是顺应日常解释的意义而进行的。它不是对距离的测量，而是关于远离的一种估摸（Schätzung），而此一估摸又还不是与一种固定的尺度相关的，而是与一种日常熟知的远离、与那种总是从属于此在之存在理解的远离相关的。从一种计量单位，例如从“米”这一角度来看，此一估摸是非常地不充分的，然而，作为日常的解释它也具有它的本己的规定性与原初的权利。

因此我们说：到达某个地方只需一次小的散步或只有一箭之遥。而这一类的量度（Maβe）并不是退回到数量的确定，毋宁说，虽然一次小的散步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各不相同的，但又是在相互共存（Mitaneindersein）的群体当中充分熟悉的东西。即使我们运用一种例如通过时间量度的测定而得到规定的远离之尺度——当我们说，到那里需要一个半小时或一个小时——那么这一尺度本身也只是重又得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估摸。即使是一条人们每天来回走过的道路，或许人们还都熟知走过它所需要的客观的时间量度，它也可以每天都是长短不同的。而这一点只是下述实情的反映：我本人总是亲身走过那段与我相远离的远距，我走过的是一段我与某个东西相距或远或近的道路，而这个东西正好就是我所挂放在我的操虑之中的，这个东西不是一种任意的空间点，而是某种意义上我在我的此在中预先就已然寓于其间的东西。这一去-远就属于我的当下切己的寓于某物的存在。这里所讲的并不是一种区间关系，似乎我就像跨过一种被设定的量尺（此量尺就沿着有待丈量的区间推移过去）那样跨过了这个区间，毋宁说，我自身就是那在任何时候都在克服着它的远-距的东西。

一种这样的远离之长度，就取决于我如何拥有时间，更确切地说，取决于我如何以当下切己的方式成为时间。一条“客观上”极长的道路可以比一条“客观上”很短的道路（如同人们所说，这条路对某个人而言显得无限地漫长）反而更短。这样的一种长度上的各不相同就植根于操持本身，植根于人们各自的牵挂所牵系的东西。根据我之如何成为时间的方式，我本身所是的时间就分别生成了各不相同的时间长度。

客观的世界距离并不与得到经验的，更不与获得解释的远离相一致。当人们以一种“客观的世界自然”及其表面上绝对可规定的距离为基准时，当然就倾向于把上面所说的“远离解释”和“远离估摸”称作“主观的”。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以之来规定一切与我们相距的远离的这一“主观性”，恰好就构成了在-世界-中-存在的原本的生机（Lebendigkeit）。着眼于此在本身来看，也许此主观性却是在根本上存在着的“最客观者”，因为它就从属于此在的存在方式本身且与“主观的”恣意妄为没有任何相干。

确切地看，那各自分别获得确定的寰世间的远离并不是与距离相互一致的，而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意味着：“最切近者”恰好不是那些与我之间只存在最小距离的东西，相反，“最切近者”却是那些在某一通常的活动范围和视野范围中离我远去的东西。由于此在作为在-世界-中-存在而远-去着，它就总是行止于一种在某个回旋空间（Spielraum）里与之相远-离的“寰世”之中。对于那距离上最邻近的东西，我却总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看和听是远距离感官，因为作为去-远着的此在就优先地依持于它们。对于一个戴眼镜的人来说，尽管就客观的距离来说眼镜是与之最近的，但与他坐于其上的桌子相比，眼镜却总是与他相去更远的东西，这就是说，距离上的“最邻近者”完全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直接无间的照面者。另一方面，人们还不能把触觉及其扩大了的功能引为与上述实情相对的反例，而这恰好是因为抓握和触摸的突出功能主要地并不是在于拉近。这一点将在一种极为基本的打交道行为即行走那里成为明显可见的。

当人们行走于街道之上，他们的每一步都触摸到了地面，但人们恰好并不亲历被触摸的东西，也不亲历由这样的触摸所拉近的东西。我所行走于其上的地面完全不是“最切近者”，相反，一位大概在二十步开外向我走来的熟人，倒是与我最为切近的。所以，现在变得清楚的是：作为临近着的和远-去着的之中-在，它总是出自与操持相关的呈显、出自寓于某物的源本的存在之呈显而得到规定的，而只要这一寓于某物的存在与时间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那么由此所决定，时间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去远之解释（Entfernungsauslegung），而这种去远之解释首先总是与距离的计算各不相同的。距离的计算从来都是去远解释和之中-在的一种变式。至于远离和远离状态就像属于此在的根本枢机之中-在那样也属于此在，这将由以下之点而获得明见：我本身永远也不能穿越一种我不断地亲历于其间的远距。尽管我可以穿越门与椅子之间的距离，但我却永远也不能穿越在面朝门的那个空场上我所处于其中的远距。作为“趋赴某物的存在”，我永远也不能穿越我自身所是的那种远距。而当我尝试这样去做的时候，就会显出这样一种固有的本性：我自己就附身带有一种远距；我附身带有着远距，因为我就是远距本身。而这一点还关系到一种更广泛的、自然也是一种复杂的构成系列，以致我永远也不能跳过我的影子，因为随着跳跃，影子也一同跳到了我的前面。在这一我不断地处于其中的寰世性的源本的空间境界里，我永远也不能够随处周游，毋宁说，它就是属于我的在-世界-中-存在本身的空间境界，而我则不断地附身携带着这个空间境界，并且，仿佛就出自“客观的世界空间”，我把这个空间境界切划到了我所在之处的每一个场位。

指示的可能性是以定向这一枢机为根据的。指示让一个“那里”能够被我们看到和经验。这一“那里”开揭出了指示和指示者的各自的“这里”。而信号以寰世的方式照面，以寰世的方式得到理解和得到使用，这指的就是：在-世界-中-存在、在这种存在方式之中的操持性的打交道自身是有所定向的。因为此在之存在作为之中-在是有所定向的，所以才会存在左边与右边，更确切地说，只要有所定向的此在是亲身具体的，这一具体有形者就必定是有所定向的。把捉和观视的定向串连起了“一直朝前”与“向-右-和-向-左”。此在被定向为有形的东西，作为有形的东西，它自身向来就是它的右边与左边，而这也就是身体为什么有其左右部分的缘故。这就是说，有形之物乃是不可或缺地由定向所一同构成的，这一点即是有形之物的存在本身的固有之义。在根本上，并不存在什么像“手”这样的东西，毋宁说，每只手或者每只手套都是右边的或左边的，因为按其意义，使用中的手套是依照下面这个目的而得到设计的：它要协同形成躯体的活动。如果我们忽略那种完全特定的生物性运动，那么一切躯体活动就永远都是一种“我运动”而不是“它自身活动”。因此，像手套这样一种东西本身就是朝向右边与左边定向的，但是例如像铁锤这样的物品就没有这样的定向，我把它握在手中，但它并未在原本的意义上一同造成我的自身活动，而是由我使动来造成它的运动。据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右边的与左边的铁锤。

定向性是在-世界-中-存在本身的一种结构要素，而不是那有着对右边与左边之感觉的主体所具有的一种特性。只有根据此在的在-世界-中-存在这一根本枢机，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操持能够不断地自身定向，就是说能够总是在它的定向中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行处应作，并出自操持性的羁留的寓居之所而得到规定。一个只带有“对右边与左边的感觉”的孤绝寡缘的主体永远也不能在它的世界中恰当地确定它自己的位置，相反，只有当此在被看作是它原本所是的，即被看作向来在它的世界中已然存在着的存在者时，上述那种（确定位置的）现象才可以得到阐明。尽管在没有右边与左边的情况下，对一个“那里”的拥有和确定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世界，就是说没有一种此在据之而进行定向的寰世物的总是-已然-在场，如果此在不是一种之中-在，即不是当下切己的已然-寓于某物-存在，对一个“那里”的拥有和确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唯有如此，此在才能够依据一个场域而自身指向某一特定的方向。

就此而言，当康德说我仅仅通过区分我的两边的单纯的感觉来进行定向时[32]，那么他就陷入了谬误。仅仅凭借进行区分的主观的依据（如果人们可以这样称左边与右边的话），尚不足以把握定向的整个现象。由于定向就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结构，因而在拥有一种定向之际，即在一种总是特定的在-世界-中-存在中活动之际，“世界”总是在一开始就已经一同涵泳于其中了。一个带有对右边和左边的“单纯感觉”的主体乃是一种（人为的）构造，它并未切中我自身所是的此在之存在。而从康德就此所举的例子以及他对定向现象进行阐明的方式看，以上所说也会变得清楚可见。

假设我走进了一个我所熟悉然而黑暗的房间，而当我不在它里面的时候，这个房间被如此倒腾了一番，以致所有放在右边的东西现在都放在了左边（其中所有的东西都左右打了一个掉）。这样，只要我还没有触摸到一种特定的、“在记忆里我拥有其位置”（康德这样顺便地说到它）的对象，那么有关右边和左边的感觉对我所进行的定向就完全不会有什么帮助。但“在记忆里拥有”所包含的意思并不是指：我必须依据和凭借在我的世界中的已然-存在来进行定向。这就是说，对于我的正确的定位而言，我之触摸到一种“在记忆里我拥有其位置”的对象与我的关于右边和左边的感觉就具有一种完全同等的构成作用。一种关于孤绝寡缘的主体的不充分的此在概念，诱使康德对关于右与左之定向的可能性条件做出了不恰当的解释。相反，从康德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他必定是不明确地将那属于定向的现象纳入了使用，将“在记忆里我拥有其位置”的被触摸到的对象纳入了使用。但这只是对如下的存在论实情的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此在本身向来就已经总是处在它的世界之中，借此它才能够在根本上进行定向；只是对一种如此进行定向的此在而言，才在根本上存在着右与左以及获取与解释定向的可能性。

康德既没有看到定向的原本的奠基关系（Fundierungszusammenhang），也没有看到有关定向的正确的现象实情。自然地，从一开始，除了表明一切的定向都包含了一种“主体的原则”（他用它所指的是关于右与左的感觉）之外，他就没有着意于对定向现象本身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由于我们在这里排除了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概念（而这个概念可以上溯到笛卡儿），并根据此在的完整的存在枢机来看取定向现象，因而把右边和左边称为“主体的原则”，就是操之过急的和不恰当的。如果我们要在目前的局面中把右边和左边叫作“主体的原则”，那么人们就必须把“对此在而言世界总是已经在场”这个根本枢机（Grundverfassung）叫作“主体的原则”。可是，把世界的在场规定为“主体的原则”，这当然是不可行的。但这样的一种规定正好表明，在对那种构成了此在的结构[这自然就是主体概念de facto（事实上）所一直表示的那种东西的结构]的东西的解释中，传统的主体概念实际上是如何地乏善可陈。我们如何取得定向的方式、我们进行定向的可能性条件已经表明，定向就属于此在本身。

就我们在时间和时间分析中所需要的而言，以上关于去远、场域和定向的规定应该就已经是足够的了。

c）寰世与寰世空间的空间化——例如莱布尼茨以数学方法规定的空间与广延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只是借助一些基本的概念——寰世与寰世空间的一种空间化（Verräumlichung）就是以这些基本概念为基准的——即借助空间和广延的概念（就像它们为数学的规定奠立了基础那样）而大略地勾勒出一个简短的线索。在此，我们将不依靠笛卡儿的有关定义，而是依靠由莱布尼茨所作出的本质上进一步发展了的定义。

莱氏说道：Spatium est ordo coexislendi seu ordo existendi inter ea quae sunt simul.[33]空间是共同在场状态的位置排序，是有关同时存在的东西之现成可见状态的位置排序。通过这一规定就已经表明，在这里，在coexistendi（共同在场状态）之中和在inter eaquae sunt simul（同时存在的东西）之中，时间对于空间是如何具有构成作用的。他据此而对extendio（广延）作出了规定：Extensio est spatii magnitudo（广延是空间的幅度）。[34]广延是空间的大小，广延是空间的数量。莱布尼茨还给出了一个富有特征的补充：Male Extensionem vulgo ipsi extenso confundunt，et instar substantiae consderant.[35]——把单纯的广延与广延之物本身草率地搅和在一起并将广延看作实体，这样做将带来有害的结果。在这里，他所指的当然就是笛卡儿。Si spatii magnitudo aequabiliter continue minuatur，abit in punctum cujus magnitudo nulla est.[36]——当空间大小即extensio（广延）均匀地、持续地减少时，它将在一个quantum（数量）为零的点上消失，这个点本身就不再具有什么广延。Quantitas seu Magnitudo（数量的规定，我们后面讨论时间测量的时候将要用到它）est，quod in rebus sola compraesentia（seu perceptione simultanea）cognosci potest.[37]——数量或大小是那种在事物中仅仅通过某种东西的一种共同呈现、通过对两个对象（即现成可把捉的大小幅度与尺度本身）的一种perceptione simultanea（同时性感知）就能够被知晓的东西。这样，对数量把握和一切的测量而言，尺度的同时呈现就具有一种构成的作用，而对于质量把握nec opus est compraesentia，——就不需要（尺度的）一道呈现，毋宁说，一切质量上的东西singulatim observatur[38]，——凭其自身就可以单独地得到考察。

这样我就给出了对匀质的世界空间的基本结构的一些规定（如同这种匀质空间被看作自然的基础那样），因为它比那些需要联系到今天的物理学和数学才能给出的规定更为单纯，但是在这里我们依然需要看到，这些规定的单纯性并不就意味着它们范畴上的清晰性。对于那些更为透彻地精通数学概念的研究者，我要指出属于奥斯卡·贝克尔的现象学研究的一种探索[39]。诚然，在他的探索中，关于特殊的数学上的自然空间起源于寰世空间的本质性问题还没有得到展开，尽管对作者而言这个问题是作为背景而起作用的。虽然贝氏是直接由空间问题入手进行研究的，就像他在数学中，确切地讲在现代几何学中所作的那样，但对几何学中的若干个别阶段本身，他还是详尽地作出了透彻的审视。在一开始，只存在一种关于几何形状的纯形态学的描述，其中还完全不存在什么测量，这是如同在植物学中也要用到的一种形态描述（例如对若干片叶子的各种不同形态所进行的描述）。那种完全确定的形态学的概念就在这一工作中得到了确立，这些概念具有其自身所特有的精确性且不能被数学化。第二个阶段就是Analysis situs（形状分析）阶段，这是对形状的分析（几何学），而第三个阶段是真正的测量学阶段，严格地讲，只有这个阶段才适合于几何学这一名称。

至此，我们的以世界的世间性为鹄的的世界分析就将告一段落。对于合乎实情的理解而言，上面所给出的世界的世间性之分析的层次结构（Aufbau）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借此将能够表明：空间性只能以时间性为根据才能得到解释——尤其当我们要去理解匀质空间之结构（这种空间就被看作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的时候，就更需要以时间性为根据了。

第二十六节　在-世界-中-存在之“谁”

现在，在第二个方向上，我们将尝试把握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这一基本现象。我们说：现在，那有着在-世界-中-存在这一存在方式的存在者应该更切当地得到规定。但是通过以上的表述，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就遗落了对此在现象的严格的洞察。如果我们记起：我们称之为此在的存在者正好在它的“去-存在”中具有它的“是什么”之规定，那么这里的意思就会变得清楚起来。这并不是某种特定的、仿佛在它之上还拥有其存在样式的“是什么”，毋宁说，此在之所是的东西，恰好就是它的存在。这一点表明：我们不应该将某种使整个提问的方向都要发生颠倒的东西拿来填塞到“有着此在这种存在样式的存在者”这个表述当中去，就是说，当我们说且是不正当地说“有着此在这种存在样式的存在者”时，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一存在者就是如同一种现成可见的世上物那样的东西，此世上物的“是什么”首先纯粹由其自身就是可说明的，而基于它的“内容上的是什么”（Wasgehalt），它也如同一个物，如同椅子、桌子等等之类的东西那样具有一种特定的存在样式。因为“有着此在之品格的存在者”这一表述总是把我们导向某种像一个物体的实在属性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表述在根本上就是不恰当的。

需要进一步记起的是：我们称之为此在的这一存在者，也就是我们上面借助一种纯粹的存在表达而更恰当地予以表示的存在者，总是我自己本身向来所是的存在者。此在这一存在就包含着一种“我”所秉有的当下切己状态，而“我”就是这一存在。当就这一存在者、就此在进行追问时，那么至少有待于问的就是：这一存在者是谁？而不是：这一存在者是什么？现在，已经到了对这一存在者作出规定的时候了。借助这一表达，我们至少在术语上首先就摆脱了这样的危险：把此在理解成像一个物、像一种现成之物这样的东西。至此，“我”这个表达的含义——如同我们首先以通常的方式直接对它所进行的理解那样——依然还是无规定的。我们越是让“我”这个表达保持开放，不把它与“主体”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直接联系起来，那么这个术语就将越是保持为无所背负，进而我们就越是拥有一种根据现象本身而对它加以更严格把握的可能性。关于我们本身向来所是的这一存在者之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此在。

a）此在作为共在；作为共同此在的他人之存在（对同感论的批判）

到目前为止，在对此在即在-世界-中-存在的根本枢机的分析里，此在（这是在特定的之中-在意义上的此在）所寓于其中的世界一直是我们的专题。但在对世界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也并没有将所有的有所显示的现象掘发出来。在解释手工工人的寰世的时候，显示出了公共的世界这一现象。在得到操持的产品当中以及在得到应用的材料和在被使用的手工工具中，他人也共同在此，而产品就是为他人生产的，工具本身则是由他人所制作出来的。他人就在操持所及的世界里照面；这种照面是一种共同-在-此，而不是一种现成可见状态。至此为止，我们还没有着眼于他人的存在方式而将其纳入进一步的探察，更没有对他人的际会方式进行过探察。

此外，我们还谈到了与向来属己的世界相对的公共的寰世，谈到了公共的在-世界-中-存在与本己的在-世界-中-存在之间的流变不居的界线。我们说，寰世不仅是我的寰世，而且也是他人的寰世。在这里，尽管我们没有清晰地将其掘发出来，但他人现象还是又一次显示了出来——关于这些他人，我们说：他们与我们照面。我们不仅没有在所讨论到的现象联系中忽视在寰世里共同在此的“他人”现象，而且还有意地仅仅针对照面中的寰世之物来进行我们的世界分析。这是对世界分析的一种强有力的约束，但是如同后面将要表明的那样，此约束正是由课题本身所要求的。

至今我们还没有把他人及其存在纳入考察，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同样也没有以这种方式来设定我们的分析的起点——比如我们说：一开始我只是孤独地处在世界上，或者一开始并没有世界，只有“我”是已然既与的。既然我们拒斥了这样的一种研究进路并且也揭示出了在-世界-中-存在，我们就不能去谈什么“我”的一种孤立化，从而也不能去谈什么“我孤独地处在一个世界中”。即使是上面提到的那个对源本的此在现象之发现的表述“我存在于一个世界中”，在本质上也已经比“一开始存在着一个没有世界的孤独的主体”这个表述更为恰当。然而，对于探索起点的这样一种表述：“那最初既与的东西就是一个带有我的‘在-世界-中-存在’的‘我””，也依然是一种不恰当的表述。因而，当我们前面讨论在-世界-中-存在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把操持说成是最切近的日常操持着的沉浸于世界之中，而他人也在世界中与我共同在此。而对于那种与一个“客体”或“非-我”相对峙的“主体”和“我”，我们则未曾加以议论。在方法上，我们是有意地让作为此在的“谁”悬置于一种无规定性之中，同时也是有意地维持着在世界中一同照面的他人的不凸显状态，因为从日常此在的现象上的基本实情出发，就要求我们如此行事。

而现在，对于此在的存在而言，“谁”的这一无规定性与寰世中的他人的不凸显又意味着什么呢？它所意味的无非是：此在作为在-世界-中-存在同时就是相互共存（Miteinandersein）——更确切地说：“共在（共处，Mitsein）”。“此在作为在-世界-中-存在就是与他人的共存”，这个现象学的表述具有生存论-本体论的意义，而且这个表述也并不就是要确定这一事实：实际上我并不是孤独地出现于世的，因为还有与我同类的其他存在者现成地存在着。如果上面的表述所指的就是：我事实上不是孤独地出现的，那么我就把我的此在说成了一种寰世中的现成可见之物，而存在就将不是一种源出于此在本身、以此在的存在方式为本的切合于此在的规定，毋宁说，共在将成为这样的一种东西：只是由于他人刚好是现成可见的，此在才会拥有共在这种东西；仅仅是因为事实上出现了他人，此在才会成为共在。

共在所表示的是属于此在自身的一种与在-世界-中-存在同等原初的存在品格，而这一品格就是他人的此在在向来属己的此在面前的共同展开状态（Miterschlossenheit）的可能性的形式上的条件。这样，即使当他人的存在实际上还没有得到谈论之时、当他人的存在还没有作为现成可见者而成为可感知的东西之时，这一共在的品格也仍然规定着此在。并且，此在的孤独存在也是一种在世界之中的共在。孤独存在只是意味着共在的一种阙失——他人阙失了——而借此正好表明了共在的积极的特性。他人阙失了，这指的是：作为共在的此在所秉有的存在枢机没有达致它的实际的充实。他人的阙失——这种只有当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共在时才会出现的他人的阙失，是我的此在本身的一种存在变式并作为这样的东西而是我的存在的一种积极的方式；只有作为共在，此在才能够是孤独的。而另一方面，此在的孤独存在也不能通过人的第二个同类甚或十个另外的同类的比邻而居而得到消除；只要相互共存不是以各个同类的主体物的一种共同现成存在为基础的，那么，即使有这些同类或更多的同类存在着，此在也可以是孤独的。正因为此在在一开始并不只是一种无世界的主体和一种“内在之物”，而世界只是追加给它的，所以此在就不是由于事实上出现了他人才成为共在的。

这一属于日常状态的与他人的共存，正好就是融身于操持所及的世界之中即之中-在所秉有的特征。在人们所操持的世界里，在人们所羁留于其中的世界里，他人也一同在此，即便他们没有作为现成的人而有血有肉地得到感知，他们也是一同在此的。而当他人仅仅作为物前来照面时，也许他们却恰好并未在此，尽管如此，他们的在寰世里的共同在此也是一种完全直接的、不触目的、自然天成的在此，就如同世上物所具有的那种在场的特征一样。

我所使用的工具，是从某人那里购买的，这本书是由某人赠送的，这把伞是某人所遗失的。房屋里的餐桌不是一个放在支架上的圆形板子，而是一个置于某一特定场位的家具，它本身有着特定的座位，特定的他人每天都来到这些座位上；而空缺的座位正好向我昭示出了在他人之阙失这个意义上的共同此在。

进一步，在日常的操持中所操办的东西，也可以在牵挂中呈显为某种他人将会使用的东西，使他人激动的东西，使他人过活得更好的东西，在与他人的任何一种干系中存在的东西——而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此都是没有明确的知晓的。在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所有东西中，以及恰好在世上物本身中，他人也共同在此，确切地说，这是人们在日常的每一天都与之俱在的他人。即使在融身于世界之际，此在也不否认它能够作为共在、作为那种我与他人的共处和他人与我的共同此在而得到把握。这一相互共存不是众多的他人之出现的一种总量上的结果，不是多种多样的此在（Daseinsmannigfaltigkeit）的次生现象，不是某种只有达到了某一特定数目时才会事后显出能事的东西，相反，因为此在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由其自身而来就是共在，才会存在像一种“相互共存”这样的东西。并且，这一在寰世物中照面的他人的存在，不是一种属于寰世物的现成可用之物和现成可见之物，而是共同此在。而此就已显明：即使在世间化的照面中，进入照面的此在也没有成为一种物事，而是保持着它的此在特性并还要经由世界而得以照面。与前面所说的相对，这里就显出了一种不一致之处。在这里，我们有了这样一种东西的世间化的照面：这种东西的存在样式既不可以被看作现成可用状态也不可以被看作现成可见状态。这一点表明：比起前面的分析所揭示出的东西来，世间性这个结构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世间性之结构就蕴涵着：它不但昭显出了寰世物，而且世界也能够昭示此在，既能够昭示他人的此在也能够昭示向来属己的此在。

他人可以经由寰世照面。伴随着一片我沿着它行走的耕作粗糙的田地，它的主人或租用者得到昭示，伴随着一只抛锚的帆船，某个把它用作航行的人得到昭示。但是这一照面在这里还具有一种另外的昭示的结构。这些他人不是在寰世的指引关联里出现，而是在他们与之发生关系的东西里照面，在他们的打交道的“何所用”（耕地、船）中照面（这里的打交道是作为凭借耕地、船等而进行的打交道）。他们作为其本身而通过他们的在-世界-中-存在照面，不是作为现成出现的东西照面，而是作为耕种田地或用帆船航行的人照面，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在-世界-中-存在当中在此，而只要他们对我而言是以这种方式在此的，他们就与我一同在此——这里的“我”也就是秉有“在-世界-中-存在”这样一种存在的我本身。他人与我在同一个世界里共同在此。

我们前面所揭示出的指引关联总是昭显出寰世上的东西，但现在，寰世自身作为一个特定的寰世同时也能够昭示一种与之相俱的存在——此在。在这样的昭示之际，并不要求他人在某种意义上“亲身地”处于近旁；而即便当他人亲身照面时——或者如同我们在这里能够以最切合的方式所说的——以具体有形的方式照面时，这一他人的存在也不是如同人们在哲学中以概念方式所理解的那种“主体”的或者“人格”的存在，毋宁说，我是在田地上、在工作之时、在上班往返途中或在无所事事的闲逛中所走过的街道上而与他人相会——我总是在一种与他人的之中-在相应的操持或无所操持里与他人相会。他人的共同此在（Mitdasein）是出自他的世界或出自我们的共同的寰世而得到昭示的。亲身的相会与他人的缺席（Fortsein）之间的区别本身是在寰世间的相互际会、在经由寰世而得到昭显的相互共存这一基础上的而生发出来的。这一共同（Miteinander）是一种以寰世方式和世间方式而共同地操持，是在同一个世界里相互打交道，是彼此之间的相互倚持。就在最为日常的街道上的相互走过或避让中，也存在着这一寰世间的际会（这里的际会是基于公共的街道）。只是对于共同的存在者，对于有所定向的、操持性的在-世界-中-存在而言，此避让才具有一种意义；此避让不外乎就是相互共存的一种打交道现象，这是一种极其日常的或通常的现象，是在彼此无交涉的情况下一种相互的且相互顾及的牵系。

与我们相遇的最为陌生的人，也与我一同存在于我的世界里并作为这样的人而在避让和相互走过中得到经验。严格地讲，一块从屋顶落下的石头或者瓦片，并不是经过一扇窗户的近旁移行而下。上面所说的这一日常而广泛的无所交涉的相互共存方式并非毫无意义，而是作为彼此倚持的存在（Aufeinander-angewiesen-sein）之共在的一种特定的变式，是这种共在的一种阙失状态。唯当此在作为在-世界-中-存在而秉有共在这一根本的枢机，才会出现彼此眷顾的存在和彼此反对的存在以及彼此阙失的存在，直至彼此漠然地相互擦肩而过的存在。

完全弄清相互共存的基本现象实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抵制哲学的所有其他的成见和对于这样一些现象之说明与演绎的一切流行的做法，人们就必须以无所伪饰的本来面目来把牢这一现象，而由于此在的在-世界-中-存在这个根本枢机在一开始就收进了我们的眼界，要做到这一点也是可能的。为了达到不只是对于共在特性的理解，而且还达到对于其余特性的理解，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要记住：就其存在结构而言，所有的这些现象（在这里我们当然只能按照次序来一一地讨论它们）并不是彼此派生的，而是相互之间同等原初的，虽然所有其他的特性只有依据之中-在这个根本枢机才能得到理解，但这些特性却并不是在此在的形成或此在的某种发展的进程中才会出现的东西。

这个相互共存——这个结合了作为共在的当下切己的此在之存在结构与作为共同此在的他人之存在方式的相互共存，必须通过在-世界-中-存在这一根本枢机而得到理解。而在这样做时我们需要看到：在操持所沉浸于其中的世界本身这个方向上，就蕴涵着最切近的相互际会的方式。因而，我们就将不是这样来进行我们的讨论：把某一个关于人的概念设为基础，并因为据说人应当是一种“社会的生物”，进而断言共在这一结构就属于此在，毋宁说，从此在本身的日常状态所具有的现象实情出发，就可以看清：不仅仅是他人，而且“众人本身”（man selbst）也以触目的方式在人们日常所操办的东西那里当下在此。

现在，这一相互共存就通过我们前面关于之中-在所一一指出的所有的特性而得到了规定，就是说，即使是那种在彼此-朝向意义上的（例如在空间性的定向中）最漠然无关的相互共存，也只有当其意味着在一个世界中的相互共存时，它才能成为可理解的，在这样的一种基础上，那可以是漠然无关的，而孤绝无缘的人所不曾听闻的相互共存，才能够形成它的从群体到社会等等之类各式各样的相互共存的可能性。而关于相互共存所表现出的这些更高层的结构及其基础，我们自然不能在这里更详尽地加以探究。

我们必须记住的是：世界的世间性不仅昭显出了世上物（更为严格地讲，昭显出了寰世物），而且也昭示出了他人的共同此在与本己的自身（尽管不是作为世界式的存在）。而这就意味着，某物的在世界上的照面自身并没有决定照面的东西所具有的存在方式。这些照面的东西可以作为现成可用之物和现成可见之物、作为共同此在或自身此在（Selbstdasein）而得到昭显。从现象上看，下面这一发现是不可否认的：共同此在——他人的此在——以及本己的此在都是经由世界而照面的。基于他人的这种在世界上的照面，人们似乎就可以在与世上物（我们是着眼于其在寰世里的现成可用状态和现成可见状态来把握这种世上物的）的区别中把他人界定为“共同世界”，而把本己的此在——只要它在寰世中照面——看作“自身世界”。这就是我在我以前的讲课中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也是在这个意义来铸就上面这些术语的。但这件事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这种术语的用法表明，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并没有充分地把握到现象。即使他人以世间方式照面，它也不具有且永远不具有世界那样的存在方式。因此他人也就不应该被称为“共同世界”。此在与共同此在能够在世界上际会，这一点虽然对此在的从而对所有他人的在-世界-中-存在具有构成作用，但是此在却永远也不会由此而成为某种世界式的东西；只要我们把“共同”这一规定加诸“世界”这一现象之上并且去谈论一种什么“共同世界”，我们就将把事情真相搅乱。因此，现在我在一开始就使用了“共在”这一表达。与这种“共在”相反，世界永远也不共同在此，永远也不是共同此在，毋宁说，它是那作为操持的此在所总是处在其中的东西。当然，到此我们还是没有阐明世界的这样一种引人注目的可能性：它让我们与此在相际会，既与陌生的此在也与本己的此在相际会。而只有在将来的行文中，我们才有能力去进行这种阐明。

作为此在的一种根本枢机，共在应当首先完全地在它的日常的存在方式中得到理解。在进行这样的理解之际，我们曾经把世界描述为通过意蕴结构而得到规定的东西，这就是说，在完全不同的清晰性程度和确定性程度上，世界总是可以由存在于其中的此在所理解的。可以说，只要在-世界-中-存在本身就是理解（但不是作为一种认知方式的理解，而是作为在-世界-中-存在本身所秉有的一种源本的存在方式的理解），而相互共存又被看作此在的原初的构成方式，那么相互共存eo ipso（因而）就成了一种相互的理解。相互的理解行止于一种变动性的熟套和可理解状态中。即使是迁居到我们当中的某个野蛮人，他也在世界上进行着他的理解，尽管对他而言这个世界在细节方面有可能还完全是陌生的。

“最初只有一个主体，而后才有一个世界加诸其上”，这个表面上无前提的设定实际上是完全无批判的和不符合现象的；与此一样，下面这个假设也完全是无批判的——首先有一个只是在自身之内被给出的主体，而后的问题就在于：他如何达到一个另外的主体？而那首先还只是在他自己的内心（Innern）秉有体验的人，竟也接收着他人的体验，也能够与他人的体验产生同感，这一点又是如何可能的？人们假定，存在着一种蛰居于自身之内的主体，而这种主体现在就面临着去与其他的主体感同身受的课题。但这是一种荒谬的问题提法，因为从来就不存在这里所假定的这样一种主体。相反，如果人们把此在的存在枢机无前提地看作在日常状态的无前设的初始现象之意义上的之中-在与共在，那么以下这一点就会变得清楚起来：同感的问题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同样地荒谬。

进一步，由人们之如何经由世界而与其自身际会的方式，就已经可以见出：经验陌生人的以及自己的“灵魂生活”首先并不需要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对体验的反思，以便由此去把捉我自己的此在。同样，我也不是以这种人为的方式而理解到他人，就好像我必须与一个其他的主体发生同感，毋宁说，我是经由他人与我一同处于其中的世界而理解到他人，而这个世界是通过相互共存所具有的视界（Hinsicht）得到揭示和理解的。只是因为理解就是依持世界而形成的，一个陌生的世界或一个以史料、纪念碑和其余的手段为中介的世界才有可能得到理解，因为这时我再也没有了那些可以与之产生同感的人，而只是拥有他的世界的遗迹。正是在世界的这一可理解性的畛域之内，不可理解者与远方首先才会成为可能。

我们拒绝有关同感的这样一个伪问题：一个原本孤立的主体如何通达一个另外的主体？但这绝不就等于说，共同此在及其可理解性就不需要从现象上加以澄清，只不过共同此在的问题必须被理解成一种关于此在本身的问题。这一实存状态-生存状态上的原初现象，在存在论上却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它并没有取消有关同感的存在论问题。

b）常人：作为日常状态中的相互共存之“谁”

现在，我们还需着眼于以下之点来对此在的结构加以开掘：经由世界而得到规定的那种相互共存和一种由此所产生出来的共同理解是如何在此在之中自身构成的。尚需追问的是：在这样的一种相互共存中，那首先理解着自身的到底是谁？如何把这样的一种理解本身解释为从出于此在之存在枢机的相互共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追问：不是问理解在根本上如何能够实现，而是问那种总是已经与此在一道俱生的相互的理解是如何能够基于此在的存在可能性而遭到阻隔与误导的，以致正是出于总是存在着的相互理解之缘由而达不到一种真正的理解，以致相互理解意义上的理解总是在此在本身所特有的一种平均化的存在方式中受到压制。

这样，对之中-在的新的特性——共在（尤其是就其作为从出于世界的存在这种存在方式而言）——所进行的开揭，就逼出了我们由之出发的这个问题：日常状态中的此在是谁？人们不应该沉陷于这一迷梦：当我们说，此在向来就是我的——它就是我自己本身所是的存在，就仿佛已经给出了对于日常状态的此在之谁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正因为是这个“谁”在追问着他的存在之谁，这个“谁”就经由那向来处于其存在方式中的此在之存在而一同规定着这个谁是什么。这一现象学的解释是通过日常状态的存在方式、通过操持性的共同投身于世来看取此在的。此在作为共在就是这一相互共存。据此，关于相互共存的存在之谁的问题就从相互共存那里取得了它的回答。日常状态之谁就是“常人”（Man）。

如下之点已经得到了指明：在日常操持的首先而通常的情况下，当下切己的此在总是它所致力于追求的那种东西。众人本身就是众人所从事的事情。对于此在的日常解释依照向来得到操持的东西而获取解释和命名的视野。常人是鞋匠、裁缝、教师、银行家。在此，此在是那种他人也能够成为和实际上所成为的东西。他人在寰世之中与我们一同在此，他人的共同此在被纳入了考虑，这不仅是因为被操办的东西对他人而言具有有用和有益的性质，而且也因为他人所操办的是那些同样的东西。在看待他人的两种视角里，与他人的共处都是处在一种与他人的关系之中的——就是说，着眼于他人以及着眼于他人所从事的东西，自己的操持或多或少都是有成效的或有用处的；而联系到那些操办着同样东西的他人，自己的操办则或多或少就成了优异的、落后的，成了受赏识的或以这类方式被看待的东西。在对人们以赞成和反对他人的方式而一同操办着的东西所进行的操持中，他人并非简单地只是现成可见的，毋宁说，操持作为操持也不断地生发于一种对自己与他人的差等萦系于心的挂虑之中，即使这只是为了将这个差等加以扯平——情况可能是：自己的与他人相比仿佛处于落后的此在正欲追赶上他人，情况也可能是：领先于他人的此在正意图将他人压制下去。这种在操持的日常样式中统治着与他人的共处的固有的存在结构，我们就称之为差等（Abständigkeit）现象——即此在对于差距（Abstand）的牵缠（Sorge）——不管此差距在多大程度上是明确被意识到的。实际上，正是在日常的操持对此现象无所意识的时候，这样的一种与他人共处的存在方式也许恰好才会更为露骨和更为原本地表现出来。例如存在着这样的人：他们纯粹只是出于荣誉心而去做他们所从事的事情，而与他们所从事的事情没有任何切身的干系。当然，以上的所有这些规定都不具有任何道德上的评价或诸如此类的含义，而似乎只是在一种粗略的意义上描述了日常状态中的此在所具有的行事特征。

以这种方式，作为共在的此在，本己的操持就将他人放进了它的牵挂之中，更恰当地表达：作为共在的此在是倚持于他人的共同此在和此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所操持着的世界而生成的。恰好在最为本己的日常竞逐之中，此在作为与他人的共处并不就是其自己本身，相反，他人倒是替本己的此在生活的人。在此，他人不必就是确定的他人。每个他人都可以代表这个他人。这个他人当下为谁，这恰好是无关紧要的，唯一重要的只是本己的此在本身所从属于其中的他人。这些世人本身也一同属于其中的固有的“他人”，以及世人在相互共存中所成为的他人，似乎就构成了那不断地当下在场的“主体”，它就是那从事着每一日常操持的主体。

现在，只要此在在对其世界的操持中就是共在，并作为这一与他人的共处而融身于世界之中，那么与此同时，每个人就都把这一共同的寰世作为公共的寰世放入了自己的牵挂之中，人们利用着这一寰世、考量着这一寰世，人们以这种与那种方式在其中活动着。在这里，我们以一种每个他人都同我一样的存在方式而与他人互动着，在这里，一切特定意义上的事业和职业的区别都消失了。相互共存完全将本己的此在化成了他人的存在方式；此在让自己被他人卷带而去，但这时他人与自己的区别却更加隐而不现。在此在的存在可能性的范围之内，每一个人都完全地成了他人。值此，日常生活的固有的“主体”——常人（Man）——才拥有了它的充分的统治。公共的相互共存完全是源自这一常人而生发出来的。世人喜欢什么和享受什么，我们就喜欢什么和享受什么，世人对文学怎样阅读和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和判断，世人怎样听音乐，我们就怎样听音乐，世人怎样议论某事，我们就怎样谈论某事。

这一并非某个特定之人的常人，这一属于“所有人”但又不是全体人之总和的常人，就轨范着日常此在的存在方式。常人本身有着自己的去存在的方式；我们已经用差距现象对其中的一种方式作出了描述。但共在的这一缘于与他人的差等而去存在的趋向又是以此为根据的：共同相处本身和操持具有平均化（Durchschnittlichkeit）的特性。这一平均化是对常人的一种生存论的规定；它是一种在根本上与常人息息相关的规定。因此之故，常人实际上就止步于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些他认为有效的东西的平均状态之内。对于此在之解释、对于世界之评价的这种日常的被磨平了的平均状态以及这样的一些来自习俗与时尚的平均状态，就监管着一切涌上前来的例外。一切例外都成为短命的并无声无息地被压制了下去。所有原发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为每个人都能够理解的东西且再也不会有人对其茫然不解。常人的这一本质性的平均化重又奠基于常人的一种原初的存在方式之中，这种存在方式就通过常人的融身于世表现了出来，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对共同相处的平抑（Einebnung）（对所有差等的平抑）中表现了出来。

在差距、平均化和平抑这些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生存论的关联。作为那种以其存在方式而形成了日常的相互共存的东西，常人就构成了我们在原本的意义上称之为公众性（Öffentlichkeit）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世界总是已经源本地作为共同的世界而得到了给出。而这里的情形又并非如此：一方面首先有了个别的主体，也就是有了总是具有其本己的世界的主体，而后才产生这样一个课题：基于某种约定而将每个人的各自不同的寰世拢集到一起，并以此为着眼点去酌定人们怎样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当哲学家们追问交互主体的世界是如何构成的之时，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设想事情的。我们说：那首先被给予的东西，就是属于常人的共同的世界，也就是此在所沉浸于其中的世界（而当此之际，此在却又并没有达致它自身），是此在在不必达致它自己的情况下也能够不断融身于其中的世界。

我们已经听到：此在首先不是按本己的方式生活。本己的世界和本己的此在首先和通常恰好是最为遥远的，而那最为邻近的东西正好就是人们共同处于其中的世界；只有从出于这一世界，人们才能够或多或少真切地顺应自己的世界。这一共同的世界，这一首先出现的，且为所有生成中的此在所首需顺应的世界，作为公共的世界就驾驭着对于世界和此在的解释。这个公共的世界预先（向人们）提出了它的主张和要求，它正好驻留于一切事情之中，不过这并不是基于与世界和此在的一种原初的存在干系，不是因为它对世界和此在具有一种特别的和真切的知识，相反，这恰好是基于一种议论着一切的不专精“于事”，基于一种对所有的水平高低与货色真假的茫然无察。公众无处不在，而又总是已然从所有的地方脱身溜走。正是由于它无处不在并规定着对此在的解释，它就已然（为人们）作出了所有的选择和决定。只消此在是在常人中生成的、是从常人出发而成为其自身，那么公众就从此在那里夺走了他的选择、他的判断的形成和他的价值评价，它取消了属于此在的己任。常人取走了此在的“去存在”并把一切责任揽向自身，这样此在作为公众和常人就越是不必为任何事负责，因为需要负责的人实在未曾当场出现；而这是由于：常人正好就是既属于所有人又并非任何某人的那个人，对于常人的存在，我们总是可以说：它从来就不是任何的某人。那些在我们的此在之中通常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出自那种我们只能说“不是任何的某个人”的存在。

这样，在公众那里就显示出了常人的更进一步的具有构成作用的存在方式，这就是说：常人卸除了每个人的本己的此在。只要就轻（Leichtnehmen）与轻省（Leichtmachen）的倾向存在于此在本身之中，那么，这一出自作为共在的此在而形成的对存在的卸除（Seinsentlastung）就将迁就（entgegenkommen）于此在。就在公众以其对存在的卸除迁就于此在之际，公众得以维持其顽强的统治；每个人都是他人但没有一个人是其自身。常人——作为关于“谁是日常的此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无人（Nimand），在公共的相互共存中，所有的此在都出自其自身而已经把自己交付给了这个作为无人的常人。

但现在有待于以现象学方式看到的是：我们已经从各个方面大略地加以揭示的这个“无人”，实际上并非就是无其人。常人是此在本身作为在世界中的共在所具有的一种无可反驳的、可予以彰显的现象。人们不可以说：因为不存在对常人加以表达的范畴，或者因为人们认为，只有例如像椅子那样的东西是存在的，所以常人原本就是无其人。毋宁说，存在概念本身倒是必须以这一无可反驳的现象为据加以调适。常人并不是无其人，但也并非就是那种我所能看见、把捉与衡量的世界上的物事；这一常人越是公开，它就越是无可把捉，它就越不是无其人。常人不可能是无其人，因为它恰好就构成了日常状态中的向来属己的此在所是的那个“谁”。

这一必须被看作在某种意义上“最实在的主体”的常人，这个必须被看作对此在而言是存在着的常人，它所具有的现象上的结构清楚地显明：此在所是的那个本来的存在者、此在所是的那个“谁”，不是任何物也不是什么世界上的东西，毋宁说，它本身只是（此在的）一种去存在的方式。如果我们从现象上去探究这里的实情，那么我们所碰到的就不是一个存在者，而是碰到此在（就此在是以这一特定的方式存在着的而言）。而由此重又表明：我们用“此在”这一存在表达来标识我们自身所是的存在者，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从现象上看，常人所包含的这一实情不允许我们对一种似乎就是此在的存在者发问。甚至那种向一个“自我”、向一个隔断了所有物性的“自我极”的回归，也仍然是对一种教条的和（在坏的意义上的）朴素的此在解释的一种让步，此解释把一种主体之物设为此在的基础而由此就必定依然将此在看作“自我之物”和“人格之物”。但是另一方面，“自我”和“自身”也不是一种次生现象（Epiphänomen），就是说不是此在的一种特定的存在局面所导致的某种结果性的积淀（Niederschlag）。“自我”、“自身”无非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本身之“谁”：这一存在作为常人而具有“自我”这种存在可能性本身。至于此在能够通常和首先不是作为其自身而存在，而是融混于常人之中，这个现象上的发现同时也向我们表明：此在的存在还有待于在它的可能的去成为它自身的存在方式中加以寻求。

即使我们对这个谁仅仅进行一种追问，这种追问也已然与自然语言所具有的趋势相符而轻易地就会隐含一种有关现成可见之物的问题含义，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此在就是在这一存在者里面生发出来的。（有鉴于此）现在我们就更加紧迫地需要复归于现象学式的研究了——在语词之前，在表述之前，永远总是现象第一，而后才是概念！现在，在关于常人的现象发现之基础上，我们必须保持以此在的原本性、以此在所能够成为的自身为定准的取向，以此，尽管此在事实上没有摆脱相互共存，相反这一相互共存作为共在依然在此在中起着构成作用，然而此在还是成为了它自身。

现在，借助这样一种固有的存在方式——此存在方式把常人的日常状态描画为操持性的共同融身于世界之中，此在的一种日常的自我解释的方式也就预先得到了规定。由于此在首先是在世界中与其自身际会的，而公众本身则是根据共同操持所及的世界来规定此在的目标和观点的，因而所有的那些此在首先为其自身而形成的概念与表达也许就也要着眼于此在所融身于其中的世界而加以赢获。这一在语言史中可以完全予以指明的实情，却并不意味着（如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语言首先只是指向质料性的事物的，而所谓“原始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就几乎还没有超越对质料性的物体形质的理解。这种看法完全是对言说和自我解说的一种错误的解释。如同我们还有待于看到的那样，语言和言说本身就属于作为在-世界-中-存在和相互共存的此在，我们还将看到，在这个基础上，那些确定的、此在出自自身而形成的关于此在的自我阐发、那些确定的概念是如何必然地得到预先规定的，但人们却又不能够说，这些概念就是原始的。如果我们记起了“常人方式的相互共存”和“融身于世界之中”这样的现象结构，那么面对这一实情我们就再也不会有什么迷惑了：只要此在是明确地意指着自身和道说着自身的，那么它就运用了本身固有的意义和意义解释。

威廉·洪堡第一次指出，当某些语言要说“我”的时候，它是通过“（在）这里”这个词来把捉这一有待表达的“我”即此在本身的，以致“我”所意味的正好就是“（在）这里”；而“你”——他人——就是“（在）此”，而“他”——那并不明确而直接地在场的人——所意味的则是“（在）那里”。如果人们对上述意思从语法上加以陈述，那么就可以说：人称代词——我、你、他——是通过地点副词而得到表达的。但是，也许这个命题已经就是颠倒实情的。那么，“这里”、“此”、“那里”这些表达的原初意义到底何在呢？其中的副词意义是源本的呢？还是其中的代词意义是源本的？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已经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但是，一旦人们见出：这些地点副词的意义是通过此在本身而与“我”相关联的，那么这个争论最终就会失去它的基础。这些地点副词自身就具有我们此前称之为对此在本身的指向这样的东西。“这里”、“此”、“那里”不是作为世上物本身之特性的那种实在的关于地点的规定性，而是关于此在的规定。换句话说，“这里”、“此”、“那里”作为“我”、“你”、“他”完全不是地点副词，它们也不是在一种凸显的（zugespitzten）意义上对“我”、“你”和“他”的表达，就好像一些以特别的方式存在着的事物就借助这些表达而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意指，毋宁说，它们是一些此在副词并作为此在副词而同时也是代词。这里的情形表明，在如此这般的现象面前，语法简直就是无能为力的。语法范畴并不是针对这样的一些现象而得到裁制的，不是在根本上着眼于这些现象而赢得的，毋宁说，它们是着眼于一种特定的陈述形式，着眼于理论性命题而获得成型的。一切语法范畴都是出自一种特定的语言理论、出自作为命题的逻各斯（Logos）的理论，也就是出自“逻辑学”而生成的。因此，如果人们试图依据这些语法范畴来澄清上面所讨论的一些语法现象，那么在一开始就会陷入困境。（关于上述现象的）适当的探讨途径应该是：人们要退回到这些语法范畴和形式的后面，并尝试根据现象本身而去规定（这些语法范畴和形式的）意义。上述洪堡所曾指出的那种现象（尽管他还没有理解到此一现象所具有的最终的本体论结论）所由之而产生的源头就在于：当此在（我们曾经将一种原初的空间性归属于它）谈论自己本身的时候，它首先依循它所处身其中的地方而进行着谈论。在日常的自我道说中，此在是依循空间性而进行谈论的，而这里的空间性就当被看作前面所指出的那种属于之中-在的有所去远的定向。人们必须看到，恰如“我”、“你”和“他”的意义一样，“这里”、“此”和“那里”的意义也是非常困难而又复杂的。只有当人们通过之中-在来规定此在本身，直至人们看到：相互共存的平均化方式，同时也就是那规定着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是如何以其固有的方式依据空间性而自我道说着——只有在这时，才能够将原本的现象成功地加以显示。如果认为，上述的那种表达方式是一种落后语言的标志，它们所指向的还是空间和Matrix（基质）而不是精神性的“我”，那么这种看法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难道“这里”、“此”和“那里”比起“我”来是更非精神性的和更少奥秘性的吗？只要人们不是因为把空间性（Räumlichkeit）与自然科学的那种特出的空间（Raum）看齐而阻断了他们对此在的理解，那么上述表达方式实际上难道不是对此在本身的一种更切合的表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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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对之中-在的更为原初的阐释：此在的存在即为牵挂

第二十七节　“之中-在”与牵挂——纲要

到目前为止的考察中，我们探询了作为世间性（意蕴）的世界之结构以及在-世界-中-存在之“谁”，而在此考察中，我们将其规定为此在的根本枢机的在-世界-中-存在一直都是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关于世界与常人的专门的解释一直都只是对在-世界-中-存在这一结构整体的一种特定的开掘。而最后得到表明的是：常人本身当中的此在只是表现了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特定存在方式；此在之“谁”向来都是去存在的一种方式，无论这种方式是原本的或非原本的。这样，对于（此在）这一存在者之谁的追问就追溯到了一种存在样式，即追溯到了在-世界-中-存在这一存在样式。而这就意味着：此在的存在最终必须根据之中-在本身而得到规定，而只有对于这一基本现象，即对于之中-在的正确的解释，才提供了一种为其余的同等原初的此在结构奠基的保障。故而在分析的开始我们就先行提出了关于这一存在枢机的临时性的特性描述，借此我们在那里以相当粗略的方式相对于一种单纯空间上的相互并列而对这一“之中”（In）的意义进行了初步的阐明。现在，我们就可以更明确地说：此在的存在不是属于世界一类的存在样式，它既不是某物的现成可见状态也不是某物的现成可用状态，它同样也不是一种“主体”的存在——而这个主体的存在就很有可能总是一再未经明言地在形式上被看作现成可见状态。如果我们可以坚持一种以世界与主体为定准的导向的话，那么人们就更有可能说：此在的存在恰好就是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存在。这一“之间”（Zwischen）——它当然不是由于一个主体与一个世界碰到一起而后才出现的——就是此在本身，但它又还不是一种主体所具有的属性！因此严格地讲，同样出于这一理由，此在就不可以被看作“之间”，因为关于一种主体与世界“之间”的谈论总是已经以此为前提：两种存在者是已然既与的，且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应有的关系。之中-在不是实在的存在者的“之间”，而是此在的存在本身，连同属于此在之存在的向来还有一个世界，而此在的存在是当下切己的我的存在且首先和通常地就是常人。因此——至少当人们想要在概念上严格地说话的时候——把人类此在称之为与作为大宇宙相对的一个小宇宙，这从来就是错误的，因为此在的存在样式在本质上就是与宇宙的任何一种存在样式迥然有别的。

关于世界的分析和关于常人的分析总是一再地催逼出之中-在这一现象。现在我们就必须服从这一遣派，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尝试而加以探明：之中-在这一特定的现象还可以在多大的范围内更切近地得到揭示与规定。通过对之中-在作出一种更原初的解释我们将尝试推进到此在的存在结构，由此出发，我们自己就可以在根本上引出并从术语上确立对此在的存在枢机的规定。我们把此在的这一存在结构就称为牵挂（Sorge）。

随着对之中-在本身的解释，我们就达到了对作为整体的在-世界-中-存在这个基本现象之分析的第三个阶段。通过对之中-在的分析，那些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必不可少地得到了利用的现象，现在也就可以获得阐明，例如操持，我们曾一再就它的源本的昭显功用进行过讨论，我们也曾将其规定为理解，进一步还有认知，我们曾将其描述为理解本身之成型的一种特定的方式。据此，关于此在的基本特性的研究就将分成四个方面。我们以下要予以显明的是：第一是开觉（开觉状态，Entdecktheit）现象，第二是作为此在基本动向（Grundbewegtheit）的沉沦（Verfallen），第三是惶然失所（Unheimlichkeit）之结构（远离家园——远离熟悉之物），以及第四就是牵挂（Sorge）。

这样，解释的进程就经由现象上的诸结构而引向了这样一种现象：在这个现象那里我们就可以发现此在的存在，尽管不是清晰地和在充分的意义上发现。上面所提到的那些现象都是自身相关的，并且，在我们预先指出的一种次序中，它们之间还同时显现出了一种确定的奠基关系。

第二十八节　开觉现象

a）此在在它的世界中所具有的开觉状态之结构：现身情态

以上对于作为共在的此在所作的分析（这种分析就着眼于作为常人的此在所具有的存在方式）表明：在操持所及的世界以及恰好在公共的世界里，此在本身——常人本身——也一同得到了揭示。世界的意蕴不仅总是通过让某物在操持中照面而开显为此在的存在的有所定向的“其间”（Worin），而且此在本身就是相关于它的“之中在”（Insein）本身而当场在此的，此在自身就是自足地在此的。此在本身就寓于它所操持的东西之中而一同当下存在，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得到了揭示的。

这两种现象——世界的展开状态本身以及在-世界-中-存在也一同得到揭示这一实情——就规定了那个我们称之为开觉状态的统一的现象。[1]我们首先应该明白的是：在这里，（开觉状态）这个表述完全不是且永远也不是在讨论关于世界的一种特别的专题性知识或者关于此在自身的一种特定的知识，毋宁说它只是关涉到此在本身的存在结构，而前面所说的那种知识则是被奠基的知识且是由于以下条件才成为可能的：世界作为已开显的世界能够在一种“此”中际会。“此”就是那个我们称之为此在的存在本身。在此在一同被揭示之际，此在本身还并没有明确地、专题地得到拥有或知晓，实际上，这一开觉状态的结构应该首先被理解为一种存在结构、被理解为一种存在的方式。只有作为“这里”和“那里”，带有其代词含义“我”和“你”的此在副词才能够使作为此在的本己的之中-在和作为共同此在的他人变得清晰起来。唯当存在着像“此”这样的东西（这个“此”是我们的趋于相互共存的存在），唯当在根本上存在着一种境遇整体（Bewandnisganzheit）的可能性，“这里”和“那里”才是可能的。一种在世界上所出现的东西，一种质料的事物本身永远也不是一种“此”，而是在这样的一种“此”中际会。因此，我们就把我们也将其叫做“人”的这一存在者称之为一种就是它的“此”本身的存在者。借此，我们才达到了对“此在”这个术语之意义的一种严格的表述。

与现象相切合，在我们所使用的术语中，“此在”所指的并不完全就是“这”和“那”的出现，毋宁说，它所指的就是成为这个“此”本身。这个“‘此’-特性”就奠基于一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此存在者具有世界的开觉状态以及进而在-世界-中-存在本身的开觉状态的结构。此在的存在作为在-世界-中-存在，作为在远去中临近着的（beibringend）东西，就是此本身。此在这种存在者从根子上就秉有它的此，由之世界在根本上才能够得到揭示。此在并不是在一种僵死的属性的意义上从根子上秉有它的此，相反，此在是作为有待于去存在的东西，即有待于去成为它的此的东西而秉有它的此——这一点恰好就是此在的原本的存在意义所在。按照我们关于常人所说过的话，这个此首先总是与他人的共同-在此，也就是公共的有所定向的此，每一此在都不断地处在这样的一种公共的有所定向的此中，即使此在仿佛完全地退隐到了其自身时也是如此。

关于世界的特殊的开觉状态（我们已经将它与之中-在相区别而称之为展开状态），我们已暂先通过意蕴和世间性的分析而将其充分地规定为这样的一种展开状态：由于具有此在性质的存在者开显着或开显了一个世界，这种展开状态才得获得给出。之中-在的共同-开觉状态本身，就是说我首先以一种世间化的方式趋向我的此在本身，即在操持性的融合于世界之际我也以自身-世界的方式同时拥有着我自身，这并不是世界的展开状态的某种后果，而是与世界的展开状态同等原初的。现在，对于此在与其世界的共同的开觉状态之结构，还需要我们作出更为详尽的规定。

我们说过，操持就融身于意蕴之中；这是一种以操持的方式寓居于世界之内，寓居于这个有益的、有用的等等之类的世界上。只要世界通过这一意蕴的特性而以这种方式际会，那么它就在操持面前照面，就是说仿佛它不断地将自己投放给了一种倚赖于世界的存在，这种存在具有牵挂的意义，具有为了某种东西而生存在牵挂之中的意义。这一规定着此在的存在方式的操持性的倚赖于世界，现在就被世界本身不断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所牵动（angegangen）。世界牵动着操持，就是说，作为在操持中获得揭示的世界，它不是向一种单纯的对某个现成之物的观看和盯视照面，而是首先且不断地——在对世界的观看之际也是如此——向一种操持性的在-世界-中-存在照面，就是说，在-世界-中-存在仿佛是由世界的危险处境与无危险处境所不断地唤起（aufgerufen）的。在一切的与世界打交道中，此在作为之中-在而以某种方式受到牵动与唤起（现身情态的方式），并且，只有当此在处于无惊无扰的忙活中时，当其处于一种安稳的不受威胁的使用之际，当其对操虑所及的日常事务浑然不觉之际，它才会受到牵动与唤起。

浑然不觉（Indifferenz）的特征有：打交道的无惊无扰，日常行为的安定平稳，行事中的无所谓在任何时候都可被（并且也将被）不安与害怕所替代，或者后者重又被无忧无虑和自我放任直至飞扬的暴怒所替代。只是因为操持性的在-世界-中-存在从根子上就是凭借危险处境和不危险处境，简短地说，凭借作为意蕴的世界而成为有所寄托的，处于被牵动状态的浑然不觉现象及其偏转在根本上才是可能的。只是因为此在本身就其自身而言就是牵挂，世界的危险性、世界的意蕴才能够得到经验。这并不是说，牵挂性的此在“以主体的方式”如此地理解世界——这是对事态的一种完全的颠倒，而是说，牵挂性的之中-在揭示着世界的意蕴。

在这样的一种高扬或者相反的一种低抑状态中，总是一再显示出作为此在之枢机的如下这同一种现象：此在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而在所有的与世界的打交道中自现（sich befindet）。此在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在这一或那一情调（Stimmung）中自现。当我们说此在自现时，我们用这个“自”（sich）首先完全不是清楚地意指那种成型的和专题的被意识到的自我本身，相反，在日常的混迹于常人之际，这个“自”恰好能够成为并也实际上成为了那个不确定的众人本身。只是由于此在从根子上就总是自现于它的一切的存在方式之中，由于此在本身依其自身就是已揭示的，由世界所牵动的在-世界-中-存在这一同时开觉（Mitentdecktheit）才是可能的。我们把此在的源本的同时开觉所具有的这一基本形态就称为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

一块石头永远也不自现，而仅仅是现成可见的；与此相反，一个完全原始的单细胞生物就已经成为自现的了，这种现身情态可以是最大可能的和最幽暗的沉闷，但是就存在结构而言，它还是在根本上与如像一个物事（Ding）、一件事情（Sache）的单纯的现成可见状态这样的东西划开了界限。

在在-世界-中-存在之际的自-我-现身，简单地说：现身情态，也一同属于在-世界-中-存在本身。我们选择这个表述，为的是从一开始就避免把自现（Sichbefinden）看作任何一种对自己本身的反思。关于这一现象，我们还将在分析牵挂本身的时候学习着更深入地加以洞察。此在“具有”它的世界，就是说具有一个开显了的世界，而此在自我开现。这是两个现象学式的陈述，它们所意指的是一个且同一个整体的事相，这就是在-世界-中-存在这个基本结构，即开觉状态。现身情态所表达的是一种现身（Befinden）方式：此在在它的存在中作为存在者向来就是它的此，以及此在如何是这一个此。在这里，人们必须完全地放弃这样一种企图：把现身情态解释成对内在体验的一种发现或者在根本上解释成对内在的东西的某种把握。毋宁说，现身情态就是此在之存在的一种基本样式，就是此在的之中-在。现身情态所蕴涵的开觉状态之特性所涉及的是在-世界-中-存在本身，确切地说，所涉及的是那种以人们所羁留于其上的地方为根据的、按照日常方式总是作为自现的在-世界-中-存在，以致在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之中，在我们的一切羁留之所，我们——如同我们所说——是带有某种情绪的。这一有情绪状态本身无需成为被意识到的，且可表现为一种完全的漠不相关——此在的无所谓、无聊、空虚与乏味——这是一些在此在的最为仓皇无措的时刻（flüchtigsten Moment）总是对融身于世界之中起着构成作用的特性。

在关于此在结构的阐明中至今还晦暗不明的情调（Stimmung）与有情调（Gestimmtsein）现象，乃是现身情态的一种指征（Exponent）。只有在至今所揭发出来的这一此在结构的基础上，所有的名之为“情调”与“有情调”的这些本质性现象才能在根本上得到阐明。而人们另外称之为“情绪”（Gefühle）和“感受”（Affekte）并作为体验的一种特殊的类别加以处理的那种东西，就其基本的存在结构而言迄今依然是不清楚的，因为人们还没有提出这样的任务：展露此在的根本枢机，在这里特别是展露此在的开觉状态，以便把上面如此称述的那些现象归并到此在的根本枢机和开觉状态之中。在某个确定的界限之内，人们当然总是能够对情绪和感受这样一些现象作出描述，但在这样做的时候，用康德的话说，人们总是把一种“大众化的概念”提供给我们——特别是如果我们另外还要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在开始对这些现象进行分别的描述之前，这些现象的现象结构就必须获得规定，这时我们就更只能得到一些流行的概念了。即便是一门最为广泛的心理学也永远无能揭开这些现象的原本的结构，因为所有的心理学在原则上就进达不了此在本身之结构这一维度，因为这样的心理学在根本上就不可能提出和理解这一问题。在不考虑此在分析的情况下，一般地讲，对于情绪和感受现象的忽略是与如下之点相联系的：一般人类学首先是偏向于认识和意志的，简短地说，是偏向于理性的。这样，情绪就是那种陪伴着认识和意志的东西——就像冰雹陪伴着雷电一样。在康德那里还提出了这样的见解：情绪是某种阻碍或妨害理性的东西，因而它应当被看作感性的东西，属于人的μη ον（情志）的东西。由此，人们在一开始就错失了对（现身情态）这一现象对于存在本身的结构所具有的意义的理解。在对这一结构进行更详尽的分析之际，我们就应当避免借用某种感受或情绪图表去对现身情态加以分类，毋宁说，现身情态只应当在与此在本身的基本行止之联系中获得理解。

通过把情绪和感受现象归并到现身情态的结构中去，这对现身情态这一结构的认知上的特性却也并没有道出什么，但这向我们提示出：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感受以及情绪的样式事实上具有一种揭示此在之存在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根据我们正要加以理解的与此在之存在的一种固有的关联，作为同样的一种现象，现身情态也有着对此在本身和世界加以遮蔽的倾向与可能性，以致与开觉状态相统一，它也生成着遮蔽的可能性，生成着障蔽（Täuschung）。障蔽并不是通过错误推论产生的，而总是通过一种原本的不-理解，也就是通过一种遮蔽而产生的，而这种遮蔽又必须根据此在的存在方式方能成为可理解的。

相对于开觉状态和展开状态而言，现身情态乃是先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与展开状态相并存的同等原初的特性，并与展开状态一同构成着我们称之为开觉状态的现象。开觉状态不是一种禀性，而是如像此在的一切结构一样属于此在之存在本身的一种方式，并因而是作为牵挂的此在重又不断地将其放入牵挂之中的方式；就是说，此在不断地操持着它的此、它的开觉状态。

现在，现身情态本身就是此在的一种去存在的真切的方式，是此在作为已然揭示者去拥有自身的方式，是此在本身由之而成为它的此的方式。在这里，这个此绝没有被理解为客体，被理解为把执的可能的课题，毋宁说，作为自现的之中-在所意指的正是：这个此并不是专题性的，但正好因此却成为了原本被揭示的东西，这样，这个开觉状态所构成的东西，无非就是去存在的方式。作为一种存在者的枢机（此存在者的本质就是去成为这一存在者），这里的开觉状态就只可被理解为此在本身的一种存在的方式和存在的可能性。下面的说法还仅仅只是对一种一般性本体论命题的运用（此命题对此在的所有存在特性都是适用的）：开觉状态永远都不是什么禀性，毋宁说，所有的禀性都是此在的去存在的可能性，是此在本身之存在的方式。

具有构成作用的开觉状态属于在-世界-中-存在，这就是说，作为操持的此在合乎本质地就是趋赴开显的世界的现身性的存在。世界之展现总已经就是自现。人们必须从现象上深刻思考现身情态与世界的展开状态之间的这一原初的相互共属：此在最初并不是倚持于自己本身而自现的，以便由此出发而后去探寻出一个世界，相反现身情态本身即是之中-在的一种特性，也就是在一个世界中的总是-已然-存在的一种特性。关于之中-在这一结构在开觉状态之中的最直接的现象上的体现，我们必须如同通常所作的那样在日常状态的相互共存中去加以寻求。

b）开觉状态之形诸存在：理解

作为一种存在的方式，开觉状态总是同时随着对于世界本身的操持而一道得到操持。此在就是它的此并让世界在这个此中照面。凭借展开状态和现身情态，此在具有了这样的可能性：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而去成为它的此，也就是成为它的开觉状态。我们把我们称之为开觉状态的那种存在可能性之形诸存在（Seinsvollzug）的过程就标识为理解（Verstehen）。在这里，出自存在本身的存在结构，我们赢得了关于理解的原本的定义。我们在前面已经提示，理解不可以且首先不可以被看作认识，即便在人们把认识当成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的时候，也不可以将理解看作认识。

理解是那有着之中-在之品格的存在者的一种存在方式。理解是已展开的（erschlossener）可操持状态（Besorgbarkeit）的寓于某物的存在，确切地说是那种总是一道揭示着自己本身的现身性的寓于某物的存在。作为现身性的展放（Erschliβen）和世界的已展开状态（Erschlossenhaben），理解是一种展放着的自现。如同开觉状态属于整个此在枢机的存在之结构（因为它也一同适用于世界、之中-在和每一去存在的方式），同样地，开觉状态的形诸存在即理解也总是延伸到了整个可理解的畛域，也就是延伸到了世界、共同此在和本己的此在。在这里情形可以是这样：理解的实现分别专题性地特别涉及例如世界，涉及他人的共同此在和本己的此在，但是在这里，那属于开觉状态之范围的，即属于此在本身的整个可理解范围的现象，也总是一同得到了理解。上面所说的是一个关于理解的先天的命题，如果没有这个命题，人们在规定理解现象时就将不断地走向迷途。如果人们认为，存在着一种关于单纯的世界或关于陌生的此在的分别的理解，这就是一种缘于对真正的此在结构茫然无知而产生的迷误。出自理解的结构——它就奠基于此在本身的结构并把理解规定为开觉状态之形诸存在的过程——才产生了所有的解释学问题的决定性的着眼点。唯有出自对于此在本身的解释——而理解就属于此在的存在方式，一门这样的解释学才得以可能。通过那凭借开觉状态而得到彰显的可理解性的畛域（即世界的、之中-在的和他人的共同此在的可理解性），才出现了不可理解者（Unverständliches）之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所有的“非-此”和在“此”（Da）中得到理解的东西都只是“此”的一种变式，而只有由可理解性出发，才存在一条通向原则上不可理解者、通向自然的通道。只是因为历史存在，因为此在本身就是源本的历史性的存在，像自然这样的东西才能够得到理解，因此也才会存在自然科学。

此在的和共同此在的可理解性以及不理解本身总是依赖于对世界的理解而发生着变易，反之亦然。此在的和相互共处的各自的开觉状态修正着对世界的理解，就是说，作为整体的理解，它从来都是在此在的开觉状态之存在这个意义上的理解。那种人们按照肤浅的观察而称之为所谓理解的循环的东西，就是以此为根据的。如果人们不能见出，每一理解本身都包含着关于世界、关于此在和关于共在的理解，那么就会在理解中仅仅看到一种循环。因此，如果我们听到这样的说法——在从事历史学科中特定的理解课题时，某些东西要遗憾地依赖于历史学家的个人立场；人们必须容忍此一事实，但理想的状态则是摆脱掉这一主观性——那么这就既不是一种偶然也不是一种单纯的不快之事。上述见解是荒谬的。因为理想的状态恰好是：理解着的此在就同时蕴涵在对他本身的理解之中，但这一点并不会导致我们为之而悲叹，而是在这里看到一种任务并将此在本身带进理解的当下切己的存在方式中，借此此在就能够作为理解而获得一种通向有待于理解的实事的通道。

按照我们在语言中经常见到的对于理解的各种实际的运用，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理解”这一术语的源本意义将会变得清楚起来。当我对一个另外的人说“您理解了我”时，我的意思是：“依凭我也依凭您自己，您知道您处于何地。”这个意义上的理解就给出了真正原初的含义，这就是说，理解有所就是依凭的关于处身之境的揭示，即关于境遇（Bewandtnis）的揭示，此揭示是理解依凭寰世、依凭我自己的此在以及依凭他人的存在而秉有的。境遇的揭示——人们在他们的之中-在里就成为了这一揭示——就叫作已然-理解。已然-理解所说的不外乎就是成为这一当下切己的境遇。它所关系到的仅仅只是原本的理解的一种变式——如果说，这一理解只是要成为探求性的、接纳知识的理解，而这种理解自身又包藏着被理解的东西的特定的存在变式的话。

在其个别化的实际的实现阶段中，理解似乎可以不重视自身的理解，但只有当一种已然被揭示的事相领域获得了专门而详尽的规定时，才有可能如此。在一种解释性的规定的意义上，详细的规定是在一种先行既与的视域中实现的。但是，当事关一种决定性的理解之实现，即事关才刚有待揭示的事情自身时，那么此在就不能够忽视自己本身和他的理解。源自理解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一直就是此在的存在可能性（在这里我们自然不可能对这些可能性加以考察），也涌现出了各种阶段与形态的理论式理解，涌现出了各种可能的“理解之科学”的特定形态。但是我们一直都要牢记的是：理解永远都不是某种还需要通过许许多多的知识与证明才能够获取的东西，恰好相反，所有的认识、认识中的证明以及证据的来源即史料等等之类的东西，恰好从来都是以理解为其前提条件的。

通过这个固有的事实——我们必须在原本的理解与非原本的理解之间进行区分，就已经表明，作为开觉状态之形诸存在的过程，理解本身要经历一些特定的变式，这些变式是此在本身所已然秉有的。在此在本身中就有着这样的可能性：它活动于一种这样的理解中，此“理解”仅仅看起来像是理解但却并不是理解。这一固有的虚假理解（Scheinverstehen）在很大的程度上就统治着此在。[2]由于理解作为此在的存在结构要承受这一虚假的可能性，[3]所有的理解才有必要加以习得（Aneignung）、巩固（Verfestigung）与维护（Verwahrung）。这就是说：理解和理知（Verstandnis）可以丧失，而获得理解的东西又可以被阻隔，成为不可会通的；理知会成为非理知。但这却并不是在说：在这里根本上就再也不存在任何东西了；因为，只要开觉进而理知总是属于此在的，那么这样说就是荒谬的。与其说这里是空无所有，还不如说这里存在着的是更为基本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虚假理解、一种看似-如此，就好像这一非理知本身仍然是一种真实的理知一样。在此在本身之中就包含着把自己带入迷误的可能性。

c）理解在解释中的成型

理解的成型是在解释（Auslegung）中得以完成的。我们看到：开觉状态之形诸存在就构成了理解；而解释是开觉状态之形诸存在的实现方式。解释是所有认知的基本形态。

按照前面的阐述，以上所说就意味着：解释本身并未在原本的意义上有所开显（erschlieβt），因为理解或此在本身所经管的就是这种原本的开显。而解释所操办的，从来都只是被开显者的彰显，这种彰显就构成了理解的一种内在的可能性的成型过程。解释的最为切近的日常样式具有昭示（Appräsentation）的作用形态，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关于意蕴的昭示，也就是对向来可通达的指引关联所作出的一种凸显。

对于小孩子对某个东西是什么的发问，人们可以通过指出这个东西用于什么来予以回答，在此人们是根据用其所做的事情来规定所面对的东西。上述规定和解释同时就牵涉到了之中-在、牵涉到了与相关之物的打交道，而通过这样的一种解释，上述相关之物现在才作为呈显者和可理解者而真切地进入了寰世——即使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进入，因为，只有当人们本身进入了其与寰世物一同具有的境遇时，这个物才真切地得到了理解。解释昭显出了一个物的何所为（Wozu），借此它就凸显出了关乎“为了-作”（Um-zu）的指引。解释将照面中的世上物的有待被看“作什么”（als Was），即有待被理解“作什么”带向彰显。作为理解之成型，所有解释的源本的形态就是以其“作为什么”为据的关于某物的称述（Ansprechen）、把某物看作某物的称述，这就是说，将那在源本的和引导性的称述中得到昭示的东西再通过讲说加以昭显。在这里，解释的这种作用形态即“把某物看作某物的称述”并非必须通过一种命题的语言形式来获得表达，毋宁说，命题的语法形式从来都只是对源初而原本的命题，即对把某物看作某物的称述的表达形式之一。通过对某物的“何所为”（Wozu）和“为何之故”（Worumwillen）加以彰显，不可理解状态得到了去除，意蕴的意义仿佛成为了清晰可见的，此意义形成了语词。作为如此得到彰显的意义，现在它自身获得了语词，而这样一来就有了这一可能性：将得到彰显的语词意义与得到意谓的实事区分开来——这是一种就其结构而言更为复杂而就其不同的解释可能性而言更为变化多端的过程，而关于这样的过程的表述就应当属于逻辑学的事务。

对我们而言，上面所说的话里包含着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唯当有了称述，语词表达——语言——才能够存在，而唯当有了解释，这样的一种把某物看作某物的称述才是可能的，又唯当有了理解，解释才能够存在，而唯当此在具有了开觉状态这一存在结构，就是说当此在本身被决定即为在-世界-中-存在时，才会存在理解。经由称述、解释、理解、开觉、之中-在、此在等这些单个现象之间的这一奠基关系，语言也就同时得到了厘定，或者说先行规定出了这样一个场景：语言的本质首先就能够由这个场景出发而获得明见与规定。语言无非就是此在本身的一种特出的存在可能性，鉴于这一可能性，此在就还有待于被纳入迄今已得到阐释的结构之中。

d）言说与语言

下面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日常状态的言说。语言是此在的存在可能性，作为这一可能性，语言使开觉状态中的此在经由解释并因而经由意蕴成为公开可见的。至此，至少在我们着眼于之中-在和共在而理解此在的枢机的之际，我们已然对此在有所廓清。目前所考察过的这些结构都是语言本身的必要的本质性结构，但这些还不充分。

语言作成公开。并不是语言首先生成了像开觉状态这样的东西，毋宁说，作为以之中-在这一根本枢机为根据的东西，开觉状态及其形诸存在——理解以及理解性的解释——是某种东西能够成为公开可见这回事的可能性条件。由于开觉状态是这样的一种公开之可能性条件，开觉状态就作为存在条件而一同进入了语言的本质规定中。如果语言是此在的一种存在可能性，那么语言的基本结构就能够源出于此在的枢机而成为明白可见的，进一步，此在的先天结构就必将为语言学奠定基础。

作为关乎之中-在和共在的自我言表（Sichaussprechen），说话（Sprechen）是朝向世界的存在——言说（Rede）。它首先和通常作为对于世界的讲说性的（sprechendds）操持而言表出来（äuβert sich）。这里所指的无非就是：言说是关于某物的言说，由此，言说中所涉及的东西就成了公开可见的。那处于言说中的东西的这一“成为公开”，在此并不需要原本地和专题地获得认知。同样，这一关于……的言说首先也不是为一种研究性的认识所服务的，毋宁说，通过言说的使公开具有对操持所及的世界加以解释性昭显的意义，并且在一开始它就完全不是迎合于认识、研究、理论命题和命题关系而得到塑造的。因此，试图通过逻辑学的理论命题或者这之类的东西来开始语言的分析，这是彻底错误的。但是，为了理解这一点，那为认识和解释奠定基础的存在意义就必须先行已经成为了明白可见的。

作为在-世界-中-存在，言说首先是关于某物的言说；每一言说都有着它的言之所涉（Woüber）。言说所涉及的便是那在言说中得到称述的东西，因而，这个得到称述的东西自身一开始就总是已经当下在此的（ist da），它具有世界的品格或之中-在的品格。只要在关于某物的言说中道出了某种东西，言之所涉就会成为公开可见的。作为第二个结构环节，言之所道（das Gesagte）本身还必须与言之所涉区分开来。当我就一个物，例如就一把椅子进行讲述时，那么，作为世间性的现成之物，这一个物自身就是言之所涉。而当我说，“它是有垫子的”，那么椅子之有垫子这回事就是言之所道本身；言之所道并不与椅子相重合。言说所涉及的东西在言之所道中得到讲述；在一切关于某物的讲述（Besprechen）中，被称述者（das Angesprochene）也一同得到了讲述。

所有对于某个东西的有所道出的言说——而这个东西首先整个地就处于操持性的打交道与共同相处之中——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合乎本质地就是共在，这就是说，就其意义而言，每一言说都是向（zu）他人和同（mit）他人的言说。在言说之际是否实际地具有对一个特定的他人的一种特定的讲说，这对于言说的本质结构而言是无关宏旨的。作为此在的一种qua（取道于）共在的存在方式，言说在本质上就是共享（Mitteilung），以至于在言说中，言说所涉及的东西就通过言说所道出的东西、通过言之所道本身而与他人共同得到分享（geteilt）。据此，共享所指的就是使这样一回事情成为可能：去习得（anzueignen）那言说所涉及的东西本身，这就是说，去进入与言说所谈到的东西的一种打交道的关系和存在的关系。在作为共享的言说中，实现了一种对世界的拥有——而人们总是已经以共同相处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共享的理解是对公开可见者的参与（Teilnahme）。所有的跟从理解（Nachverstehen）和共同理解（Mitverstehen）作为共在都是一种参与。共享必须依据作为与他人共处的此在之结构而得到领会。共享并不是一种把知识和经验从一个主体的内心向他人的内心所进行的传送，毋宁说，它是在世界中的相互共处的一种“走向公开”（Offenbarwerden）——确切地讲，只有基于在彼此讲说中而成为公开可见的被揭示的世界本身，相互共处才得以走向公开。关于某物的彼此讲说并不是主体之间的一种你来我往的经验交换，毋宁说，在说话之际，相互共处就卷入了所讲述的实事本身，并且，正是出自这一实事，正是通过在世界中的向来已有的共在，自我理解才得以生长起来。

我们已经知道：开显的（offenbare）世界是展开状态的一种样式并属于此在的开觉状态。按其本质，开觉状态本身是通过现身情态而获得规定的。这就意味着：在一切言说中——只要言说是此在的一种可能性——此在本身及其现身情态都总是一同得到了揭示。这即是说，与他人一同就某物进行谈论，这作为言说（Sprechen）总是一种自我言表（Sichaussprechen）。人们自身和当下切己的在-世界-中-存在在言说中一同进入公开，即使仅仅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入公开：现身情态通过言说的语调、语调变更或速度而得到“传达”（kundegegeben）。这样，我们就发现了按其本质属于语言本身的四个结构环节：第一是进入谈论的言之所涉，第二是经过了言述的何所道，第三是共享，以及第四传达。

这四个环节并非简单地只是人们时不时地从各种不同的方面能够在语言中发现的特性的一种偶然的杂烩，相反，它们是这样的一些结构：就语言是此在本身的一种存在可能性而言，这些结构本身就成了既与的结构。

在传达这里，需要看清的是，共享具有共同谈论（Miteinanderrede）某物的意义，以至于在一种真正得到理解的意义上，共同言说者首先和源本地都卷入了同一件事情，而那些宣示者比那些听闻者则在一种更为源本的意义上卷入了事情之中。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去看待共同谈论：就好像这种谈论就构成了双方各自的内在经验的相互交换的关系，而这种经验现在以某种方式通过声音成为了可察知的。

这四种结构环节整个地属于语言的本质本身，在本质上一切言说都是由这些环节所规定的；在这里，虽然个别的环节可以退居幕后，但它却永远也不会阙失。

迄今，人们关于“语言的本质”所尝试做过的各种各样的定义有：把语言定义为“象征”、定义为“认知的表达”、定义为“经验的传达”、定义为“共享”或本己的生命的“构形”，所有的这些规定从来都只是触及了语言本身的某一个现象上的特性并且只是单方面地将其看作一种本质规定的基础。只要（语言的）整体结构未曾在一开始就获得开放——这个整体结构在存在上为语言本身奠定了根基，它使得语言作为此在的存在可能性而成为可理解的——那么，当人们将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各种关于语言的定义收集起来并以某种方式统一地加以结合的时候，这样做自然也就不会取得多大的成果。一门科学的逻辑学的意义，就在于清理言说的这一先天的此在结构，清理解释的可能性与方式，清理在解释中生长起来的各个阶段与形态的概念方式。这样的一种科学的逻辑学不外乎就是一门关于言说的现象学，也就是关于λογοσ（逻各斯）的现象学。而其他的那些在“逻辑学”这个名目之下流行开来的各种理论，就是关于思维、认识、意义学说的心理学，关于概念型态的心理学，关于科学论或者甚至本体论的分析的一种杂乱无章的混合。唯有根据（科学的）“逻辑学”这一理念的视野，逻辑学的历史以及由此哲学研究本身所经历的过程形态才会成为可理解的。

修辞学是正确理解的逻辑学的第一个部分。根据对于语言的以获得彰显的此在结构为基准的这一现象上的定向，希腊人所曾给出的人的奇特的定义就会为我们所理解：ζωον λογον εχον，——一种能说话的生物。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人并没有关于语言的词甚至也没有关于语言的概念。在对结构本身没有一种确切洞察的情形下，只是出自对作为此在的一种特异的存在方式的言说的某种源本的经验，他们在一开始就把语言看作言说，而言说是直接地与ξωoν即“能够”联结在一起的。

现在，言说具有了在相互共处中对于某物进行宣说（Durchsprechen）这样一种突出的作用，而这样的一种对于某物的宣说又可轻易地演变为一种辩论，也就是演变为一种理论上的争辩，对于希腊人而言，言说和λογοσ（逻各斯）正好就承担起了理论性讨论（Bereden）的作用。这样，λογοσ（逻各斯）获得了对被讨论的东西的由何而来（Woher）与为何之故（Warum）加以显明的意义。那么，作为λογοσ（逻各斯）的λεγομενον（言述），对一个存在者的根据所作的显明，即言之所道、在言说中所显明的那个东西，就是根据（Grund）、就是在领悟着的理解中被知会的东西，就是合乎理性的东西（das Vernünftige）；只是经由这一派生的途径，λογοσ（逻各斯）才获得了理性的意义，就如同ratio（理性）——这个中世纪替代λογοσ（逻各斯）的术语——具有了言说、理性和根据的含义。关于……的言说就是：指出根据，说明理由，就其由何而来与为何之故而让存在者为人所见。

如此我们就拥有了言说现象，它在如下这种意义上成为了语言的基础：只是因为有了言说，才有了语言，而不是相反。而现在，这一实情还需要在对以下四点的考察中获得进一步的澄清：第一，言说与聆听，第二，言说与缄默，第三，言说与闲谈，第四，言说与语言。

α）言说与聆听

从世界的展开状态和此在的开觉状态（二者本身都属于此在的现身情态）这两个方向上看，开觉状态之形诸存在就是作为展开状态之形诸存在的理解；理解的实现方式是解释，确切地说是作为在理解中得到揭示的东西的一种成型、习得和保持的解释。现在，这一解释的合乎意蕴的可表达状态（Ausdrücklichkeit）就是言说；在此，可表达状态是在对意蕴的昭显和（属于意蕴关联的）对之中-在的昭显的意义上得到领会的。只要言说仅仅是在开觉状态的基础上得到领会的，那么言说就当是理解的一种存在方式并因而就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存在方式。

我们以特有的方式在一种双重的意义上使用“理解”，一方面是在理解通达某物的意义上，在重要的启示性的开显与昭揭的意义上来使用理解。在突出的意义上，这一生产性意义上的理解是来自这样的一些人的：他们起到了特别的启示的作用，是他们首先第一次理解了某物。但是，我们也在知悉（Vernehmen）的意义上，也就是在聆听（Hören）和有所听闻（Gehörthaben）的意义上使用“理解”。当我们还没有正确地听闻时，我们也说“我还未正确理解”。作为开显的第一种意义上的理解在解释中传达了出来，而对解释的习得本身就是作为对被揭示的东西之参与的一种共同理解。在这一共同理解的范围之内，理解同时也被看作倾-听（Hren-auf）。这一聆听人们与之同在的他人的能力，以及聆听自己本身的能力——在言说之际，人们就成了这个自己本身，而这里的言说并不等于作为形诸于外的讲说的一种发声——就是以原初的相互共处这一存在结构为根据的。

在此，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一本质性的东西：就其存在而言，有声的讲说和话音的聆听是以言说和听闻为根据的，言说和听闻的存在方式就是在-世界-中-存在与共在。只是由于有着言说的可能性，有声的讲说才能够存在，与此相同，只是由于相互共处在相互倾听的意义上原初地具有共在的特性，才会存在对话音的听闻。共在也不是跻身于其他人之间的现成存在，毋宁说，作为在-世界-中存在，共在同时所意味的是：“听顺”（hörig）他人，听从或不听从他人。共在具有从属[Zu（ge）hörigkeit]于他人的结构，而基于这一源本的从属性，才会存在着像（社会）隔离、群体形成、社会的成型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共在由之而得以构成的这个相互-倾听，就是在相互共处中的一种跟从（Folgengeben），是操持的共同实现。而那些消极的实现方式，不-跟从、不-听、违抗等等之类，则只是从属性本身的阙失的样式。在这样的一种构成了之中-在的能听（Hörenkönnen）的基础上，才存在着像谛听（Horchen）这样的东西。

从现象上看，谛听是比单纯的音声感觉和声响感知更为原初的。谛听也是一种理解性的聆听，这就是说，人们“源本和首先”所听见的恰好不是声响（Geräusche）和声响的混合，而是听见辚辚的车声，听见“电器”的声响，听见摩托车，听见行军队伍，听见北风。而为了听到像一种“纯粹声响”这样的东西，就得需要一种非常专业的和复杂的设备。我们首先听见的恰好是摩托车和汽车这样的东西，尽管这一点听起来基本上还是有些令人意外，但这就是下述实情的现象学上的证据：在我们的在世界之中的存在里，我们首先恰好一直是羁留于世界本身的，而不是首先驻留于“知觉”并进而在某种戏法的基础上最终驻留于物事的。我们并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对一种麇集和混杂的感觉进行加工和塑型，毋宁说，我们刚好从一开始就寓居于得到了理解的实事本身之中；知觉和被知觉的东西最初是处在自然的经验范围之外的。

在聆听言说之际，我们首先听到的还是所道出的内容，甚至在我们不理解言说的时候，当说话不很清楚或者所说的干脆就是陌生语言的时候，在这里我们首先听到的也是未理解的言辞，但全然不是单纯的声响资料。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所道出的内容而不是道说过程，首先听到的不是言说过程本身而是言说所关涉的东西。虽然我们能够同时也听出言说内容的被道说的方式——措辞方式，但我们却只能在对言说所关涉的东西的一种先行的共同理解之中来听出特定的措辞；因为只有如此，我才具有去把握关于某物的道说过程所采用的方式的可能性。同样，作为应答的对谈（Gegenrede）也是首先出自对道出的东西、对言说所关涉的东西之理解，出自言说的当下的意义而产生的。如同共在属于在-世界-中-存在一样，聆听也属于言说。在现象上，聆听与言说两者都是原初地与理解一起同时既与的。聆听是理解性的相互共处的基本方式。只有当某人能够言（reden）和听时，他才能够说话（sprechen）。至于为这一聆听服务而在根本上存在着像耳垂和耳鼓这样的感官，这就纯粹只是一种偶然。只有在那存在着作为存在可能性的言说和能听（Hörenknnen）之处，才存在着谛听的可能性。那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聆听的人，就如同我们针对一个人所说的那样：“他听不进去”（我们这样说时，意思并不是指他是聋的），这个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仍然可能有能力去聆听，因为，那种听而不闻的单纯-谛听（Nur-horchen）是聆听和理解的一种特定的阙失性变种。

β）言说与缄默

如同聆听对言说起着构成作用那样，缄默（das Schweigen）对言说也起着构成作用。只有那种其存在是通过它之“能够说话”这回事而得到规定的存在者，才能够缄默。而从现象上看，这就包含了：作为言说的一种存在方式，缄默是对他人的一种特定的关于某物的自我道说。谁在相互共处中缄默，谁就能够更原本地进行开示和“提供启发”，也就是说，比那些滔滔不绝的人更能够在原本的存在意义上言说。仅仅凭借能说会道，丝毫也不能促成言说所关涉的东西更迅速和更深入地进入公开。相反，能说会道不仅不能够揭示什么，而且恰好在进行着遮蔽并把一切带入不可理解的境地，带入空话连篇的聒噪（Geschwätz）。但是在这里，缄默所意味的并非就是简单的哑默。而哑巴却还有着言说和表达的趋向——假如他能够的话，他就会说话。一个哑巴还未曾以一种简易的方式证明：他能够缄默；与此相对照，当其愿意的时候，缄默的人却正好能够说话。正如哑巴一样，一个寡言少语的人也不需要证明他处于缄默之中且能够缄默，毋宁说，人们恰好是在说话中且只是在说话中才以真正的方式缄默着。如果人们永远也不说出什么，那么人们也就不能够缄默。因为在缄默当中就蕴藏着开显的可能性，而缄默作为言说的实现方式形成着理解，此在的开觉状态就借助理解而生发出来，所以相互共处中的缄默就能够把此在唤入和收回到他的最本己的存在，而如果说处于日常的存在状态中的此在就是任由得到言谈的世界和关于世界的言谈卷带而去的话，那么缄默就恰好能够起到上述作用。因为言谈首先总是一种归属于公众之间的彼此言谈的那样一种公开——归属于共享的公开，所以此在的对其自身和对其源本而真切的现身情态的呼唤最终就必得具有缄默的言说方式与解释方式。为了能够缄默，人们同时就不得不说出什么，这就是说，恰当开觉状态是世界的一种真实而丰富的展开状态时，一种此在的现身情态才正好与之相符，而此一现身情态具有隐晦（Verschweigenheit）这种开觉状态的样式。此隐晦是现身情态的一种样式，它既不是全然的隐蔽也不是仅仅只有隐蔽，而是在关于存在的一切言说和讨论之前，在操持性的打交道中和在与他人的相互共处中，恰好将存在带入了彰显之境。真正的能听就发源于这样的一种隐晦，而真正的相互共处就在此一能听中自我构成。这样，言说就通过作为此在之存在方式的聆听和缄默这两种现象而成为明白可见的。

γ）言说与闲谈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与言说同时存在的第三种现象：闲谈（Gerede）。在此在的开觉状态之生成中，言说具有一种特出的功用：它进行解释，就是说，它把处于共享之中的意蕴所具有的指引联系带向彰显。在这样的共享中，言说道出了如此得到彰显的意义和意义联系。在被道出的过程中，在被道出的言辞里，那通过解释而得到彰显的意义对相互共处而言就成为了可役用的东西。言辞是在公众中被道出的。被道出的言说将解释保藏于自身之中。当我们说“言辞具有它的意义”时，我们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言辞意义和作为语言的言辞整体是在相互共处中得到共享的关于世界和此在（之中-在）的解释。解释之付诸音声（Verlautbarung）就是开觉状态的一种世界化（Verweltlichung）。

在真切地得到了实现和聆听的情况下，共享生成着一种以得到谈论的东西为依据的理解着的共在。只要共享是一种经由语辞的道说过程，被道出的东西在他人面前就成了“形诸言辞”的，也就是在世界上可加以役用的东西。与得到言表的东西一道，在公众之中就产生出了这样一种理解，在此理解中，被谈论的东西并不是非作为现成可见者和现成可用者而得到昭显不可。换言之，即使人们并没有与言说所关涉的东西源本地同在，被讲述出来的言说也能够得到理解。这就意味着，在聆听和跟随-理解（Nach-verstehen）中，那与言说所关涉的东西的理解性的存在联系（Seinsbezug）可以一直保持为不确定的、随意所之的，甚至可以是空洞的，直至可以是对源本的理解者所曾经意会的东西的一种单纯形式上的意指。这样，那获得讲述的事情就随着理解中的存在联系之悬空（Ausbleiben）而失落。然而，当获得了言说的事情遭到失落之际，被意指的东西本身——词语、句子、格言——依然保持为在世界上可役用的东西，由此，关于事情的一种确定的理解形态和解释形态也保持为在世界上可役用的东西。当正确的理解悬空之际，虽然言说丧失了根柢，但还是保留着一种可理解形态，并且，只要一种这样的成了漂浮无根的言说依然还总是言说，它就能够在缺乏源本理解的情况下重复而持续地得到谈论。现在，言说之聆听再也不是对那种寓于被谈论的事情之中的相互共处之存在的参与，因为实事本身现在再也得不到源本的揭示，毋宁说，现在聆听就成了以那种等于道说过程本身的被道出之物为据的共在。现在，聆听成了对单纯的言谈过程的听闻，理解成了一种以单纯的听说为凭准的理解。这样，得到听闻的东西和以某种方式获得理解的东西就能够得到继续讲说，而这一继续讲说和重复讲说又造成了源本被讲述的东西的一种增长着的无根状态。只要一种特定的在言说中获得表达的意见所遭到的固化已达至无根状态，那么在反复的言谈中言说就会经历一种无根状态的增长。在这样的一种由继续言谈所造成的无根无本中所形成的言说，就是闲谈。借助这一表述，我所指称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现象，但是这里面并不包含任何贬抑性的评价。

闲谈本身是被放到此在及其存在一起来看待的。如同聆听和缄默一样，闲谈是一种与作为此在存在方式的言说同时出现的构成性现象。闲谈不只是局限于在讲话中的有声的传讲，今天还产生着更多的来自写作的闲谈。在这里，跟随-言说就不是一种基于听说的言谈，而是一种依据阅读物的听闻和言谈。在缺乏实事之知的情况下，阅读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着，但这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一个这样的读者——科学中也应该有这样的读者——在从未亲眼见过实事的情形下就获得了用一种很高的技巧去探讨实事的可能性。在这里，关于某物的道说之过程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获得了权威的特征，有什么东西总算获得了宣说，以及人们说出了某种确定的东西，这就足够人们用以把定被道出的东西，足够人们基于这一宣说的过程而准备进一步跟随被道出的东西而进行言谈了。人们只是以一种不具体的空洞的方式去谈论在闲谈中所谈及的东西，因此关于这种东西的言说就是迷失方向的。所以，当那些必须对实事加以探究的人仅仅根据关于实事的闲谈来进行他们的探究时，他们就把各种各样的看法、观点和见解收罗到同一个平台上，就是说，他们根据从阅览和听闻所拾取到的东西来对实事加以继续言说，与此同时却对原本的事质是否存在于其他的或自己的看法中这一差别茫然无察。这时人们所关切的，并不是要得到切合于实事的发现，而是要得到有助于言谈的发现。作为一种关于此在之解释的实际过程，那种正好基于其无根基状态而占据着统治地位的闲谈，就把它的强化的统治施加给了这种发现。闲谈的无根状态并没有阻断揭示进入公众的通路，而恰好是有利于打开这个通路；因为闲谈就是在没有先行的对事质之领会的情况下对某物进行解释的可能性。那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捡拾起来的闲谈正好使我们摆脱了一种原本的理解之职责。人们可以共同谈论并在闲谈中表现得一丝不苟。这一与所有人有缘但又不专属任何人的漂浮无根的解释就统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此在就在这样的一种当下具体的解释中生长起来并越来越深地沉陷于其中。这一作为闲谈而普遍流行并获得加强的关于世界和此在的解释，我们就称之为此在的日常已解释状态。

每一此在都行止于一种这样的已解释状态中，这个已解释状态通常都是与一个特定时期的同时代人的已解释状态相重合的并与之同时发生着变化。这个已解释状态包含了人们在公众性的相互共处中关于世界和此在所道出的东西。而常人所道出的东西就包揽了对所有的解释的导向并进而包揽了理解的生成，这就是说，常人所道出的东西原来就是那驾驭着此在的各种不同的存在可能性的东西。

解释所指的是：以谈论的方式把某物揭示为某物。某物由之而得到把捉的这一“作为-什么”，乃是解释的决定性的东西。而解释的源本性就在于：这一“作为-什么”如何得到揭取和拥有。例如，今天的人们说——并且每个人都听到且早已听到：伦勃朗（Rembrandt）得到了世人的重视。常人说道着这件事情。借此就预先规定了（人们）打交道的方式和看的方式，以致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才受到了一种来自伦勃朗的激奋，但这时人们却并未体悟到自己为什么会受到激奋——这时，也许人们恰好就是在这样一种洞察的背景下受到激奋的：当此之际，人们什么也没有发现，但常人就是要说道这个事情，并且对常人而言，伦勃朗因此才成为了如此这般的人物。公众的已解释状态的磨平了的闲谈挤压成了一种对于任何人都漠然无别的理解过程和通达过程。因为常人的存在方式就植根于此在本身之中，所以闲谈就成了无可根除的东西，常人在此在中优先地行使着它的统治。

δ）言说与语言

已解释状态还以这样的方式经历着一种继续不断的硬化：被共享的言说总是得到了言表，而已解释状态的言表状态（语言不外乎就是这种言表状态）具有它的生长与衰落。语言本身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那种表现为自由飘浮的本质的语言，而各个不同的所谓个别的人生都分有了这一本质。一切语言——如同此在本身一样——就其存在而言都是历史性的。一种语言表面上平顺的自由飘浮的存在状态（此在总是首先行止于这种存在状态之中），只是语言的一种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当下切己的此在的状态，也就是语言在常人中所具有的最近便的存在方式。出自这一存在方式，对语言的一种源初的习得，或者一种原发而本己的语言之中的存在才成为可能。这一语言中的存在能够在确定的意义上发源于对语词的多面相（Wortmannigfaltigkeit）的一种掌握，但它也能够发源于对实事的一种原发的理解。因为语言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完全具有此在的存在结构，所以才存在着像一门“死的”语言这样的东西。作为言表状态，一门语言不再生长，但尽管如此它还是能够作为言说和已解释状态而是有生命的。一门语言的“死亡”并不排除属于此门语言的言说和开觉状态的“生命”，恰如已故的此在以历史的方式还在一种特别的意义上能够成为有生命的一样——也许比起此在本身从前真正生存过的那段时间来还要更为本真地成为有生命的。一门语言所蕴涵的开觉状态能够超越语言的死亡而自我维持或者更新。在例如对罗马人的此在的一种真切的历史学的理解中，拉丁语是有生命的，虽然拉丁语是“死了的”。这一语言作为教会语言被人们使用，表明它不再是活生生的。教会语言是一种“死的”语言，这一点并非偶然；拉丁语之所以是教会语言，并不是因为在这样的用途中它有利于教条、命题、定义和准则获得一种国际性的理解，而是因为这一语言作为“死的”语言不再经历意义变换，因为它是一种与对特定的命题和观点的固定化相适合的表达样式。与此相对，在任何一门“活的”语言中，（语言的）意义上下文都是随着当下个别的历史性此在的已解释状态而一同变易的。当这样的一种句子得到翻译的时候，它就会依据当下个别的历史性的理解方式而得到译解；这样一来，句子的明白单义的平面化立即就会消失不见。

只有当一种语言出自理解，也就是出自一种对于此在的开觉状态的关切而增生着新的意义关联并借此增生着——尽管不是必然的——词语和用法的时候，它才具有它的原本的存在。作为被言表出来的语言，它按照此在的当下的解释水平而发生着变易，但这种变易并非总是必然地要通过成型的语词而大白于世。这样，在一门此在本身连同它的历史就处在其中的占统治地位的语言的畛域之内，每一时代才有着它自己的语言及其特殊的理解之可能性。这一点清楚地表现于特定的语词和用语所具有的统治地位上。例如在战前，我们这个地方倾向于使用“体验”和“经验”解释此在。所有的人（直至在哲学内部）都在谈论着“体验”和“经验”。这个词今天已失去了它的优先地位，人们甚至羞于竟还去使用它。今天我们取而代之所说的是“对生存的追问”和“决断”。生存必须成为“可追问的”，这个话已经属于当今的时尚了。在今天一切都成了“决断”，但是这一点却依然悬而未决：如此议论着的人们是否“已经决断”或“将要去决断”呢？——正如以下之点从前就是可疑的一样：那些谈论“经验”的人是否事实上还具有去体验某种东西的可能性呢，或者毋宁说是否他们的体验事物的可能性已经山穷水尽，而正是因此才要开始他们的关于体验的闲谈呢？关键词和关键用语是闲谈的表征，而这就是作为常人的此在的一种存在样式。

但是，即使是那些经由相对原发的途径而得以获取的意义并由之而成型的语词，当其被言表之际，也是俯身迁就于闲谈的。语词一经道出，它就归属于每一个人，但与此同时下面这一点却得不到保证：在他人也跟随着照样讲说的时候，原发的理解也能够随之而再度实现。尽管如此，一种真切的共同言说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而这首先表现在：那连带着某种言辞而同时既有的开觉状态，能够通过特定的语句而自我修正和进一步构形。如此，被道出的言说首先就能够有助于人们第一次去领会那些人们先前已经总是有过非明确经验的存在可能性。通过语词，此在的开觉状态，特别是此在的现身情态就能够变得如此地澄明可见，以致由此而开放出此在的某种新的存在可能性。这样，言说、首先是诗歌甚至就让此在的新的存在可能性走向了开放。而这一点就从正面证明了：言说是此在本身之生成的方式。

第二十九节　沉沦作为此在的一种基本动向

a）闲谈

闲谈作为言说，它的本性就具有揭示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的已解释状态就是以闲谈为生的。这一闲谈的各种形态是完全地互不相同的，但它们却总是一种特殊的在-世界-中-存在的形态。就是说，此在在闲谈中迎合着常人，常人接管了那些人们认为是本真的、此在在其中进行着他们的决断的事务。如果我们要对常人的状态作一种展示，那么，在今天的世界上，这一点就是特别容易做到的。[4]

今天，人们在大会上裁决着（entscheidt）形而上学，甚或还裁决着更为高级的东西。对于一切将要作成的东西，今天的人们首先都要召集一个会议。人们会聚在一起并不断地会聚在一起，所有人都彼此期待着他人说出些什么东西，而即使他人并没有讲出什么来，这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人们现在毕竟已经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也许所有的发言者对于实际的情况都知之甚少，但人们还是觉得，通过“不理解”的积累，最终仍然可以透露出一种理解。所以今天就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从一个会议赶赴另一个会议，且当此之际还以为真正地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他们已经做成了什么事情；而另一方面，人们在根本上承受着工作的重压，要在闲谈中为他们本己的，然而并没有得到理解的无助状态寻求一条出路。我们不可以把关于以上现象的特征描述解释为一种道德上的说教或这一类的东西，这类解释在这里没有任何位置。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仅仅是对那种在此在的结构中具有某种构成性作用的现象或可能性作出提示。在今天，我们并不是特别优先地熟悉这一现象。就其本质性结构而言，古代诡辩术无非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尽管也许它在某些环节上还要更为精明。那种人们臆想中的与会-状态是特别充满危险的，因为（在大会中）人们bona fide ist（具有善良的信念），就是说，因为人们以为一切都在走向良好的秩序，而人们则有义务在大会中到场。这一贯穿于此在的相互共处之中的固有的闲谈具有一种揭示的功能，但现在却处于奇特的遮蔽样式中。

由于言说本身就进行着遮蔽，它是以一种不充分的方式进行着解释，所以，这种遮蔽就无需一种明确的说谎的意图——例如在言说中有意识地把某物冒充为某物。毋宁说，那种无根基的和重复不断的成说定论就足以把言说的实质意义，也就是把作为开觉状态之成型的解释转变成一种遮蔽。由于内在地放松了在原发的理解中去探询事质，闲谈从根子上就其本身而言就是遮蔽的。作为一种共享的行为，闲谈面对那些已公开的或有待公开的事情摆出一种观点、一种看法。世界之开显的阙失性样式就是世界之障蔽（Verstellen），而与现身情态之遮蔽相对应的样式就是颠倒（Verkehrung）。在先行地具有特定的情志方式、特定的感触方式的基础上，这样的一种现身情态就能以发展起来：它将此在颠倒成一种陌生的东西，寓于自身的存在状态被连根拔断，以至人们再也不是他们原本所是的东西了。障蔽和颠倒是一种沉沦样式的解释，进而是一种沉沦样式的此在开觉状态。

与其说闲谈进行着揭示，还不如说它更多地起着一种遮蔽的作用。而当其阻碍着揭示，当其由于对一种“已经-完成-揭示”的认定（Verneintlichkeit）而阻碍着揭示时，闲谈尤其起着遮蔽的作用。只要此在首先持驻于常人之中，而常人在闲谈中具有了它的已解释状态，那么在此在的趋于常人的存在倾向中，正好就显出了趋于遮蔽的倾向。由于这一遮蔽逆一切清楚明确的意图而自行其是，在遮蔽中以及在走向遮蔽的倾向中，就显明了此在所具有的一种与此在本身同时既与的存在结构。在此在出自自己本身而生成的遮蔽中，显示出了我们称之为此在的与其自身的偏离（Abdrängung）这种固有的存在样式——一种与它的原本而源初的现身情态和展开状态的偏离。此在在它的作为日常状态的存在中远离其自身而自我偏离，这一存在样式就当被称作沉沦（Verfallen）。

“沉沦”这个用语所表达的是一种此在之发生的存在倾向，它也不应该被看作一种（道德）评价，好像此术语所标志的就是此在的一种暂时性出现的不好的品行，这样的品行应当受到指责而在人类文化的进步时代还有可能得到消除。恰如开觉状态、共在和之中-在一样，沉沦指的是一种对此在具有构成作用的存在结构，确切地说，沉沦就是属于之中-在的一种特殊现象，在这种现象之中此在首先不断地拥有它的存在。如果我们再度以世界与此在的“之间”为凭准来看待这个现象，那么就可以说，存在的这样一种在常人和闲谈中的驻留就陷入了一种连根拔断的飘荡状态。但这一除根正好就是那种构成了此在的顽强有力的日常状态的东西，正好就是一种沉沦（在沉沦中此在本身走向自我丧失）的方式。

b）好奇

除根的第二种方式表现在此在的另外一种存在样式中——表现在好奇（Neugier）中。

前面已经讲过，作为开觉状态之成型，解释是源本的认知。开觉状态对之中-在具有构成作用。只要操持昭显出了它的已经展开的寰世（生产世界）所蕴涵的指引，那么所有的操持本身就都是揭示和解释。操持拥有它的定向和引导。那种其牵挂已经缠缚（festgemacht）于一种所欲所求（Worumwillen）的操持，那种作为操持而行止于一种因此（Daruum）和为此（Dafür）之中的操持，是由环顾（Umsicht）所引领的。那种以被操持者之呈显（Besorgtheitspräsenz）为指引的环顾把实现的通道、施行的手段、正确的机会和恰当的时间提供给所有的开张（Zufassen）、供给（Beistellen）和操办（Verrichten）。环顾的顾视是操持性的揭示、操持性的看的已然成型的可能性。在此，看既不是局限于凭借眼睛的看，从根本上讲它也不是与感性的感知相牵扯的，毋宁说，在这里看是在更为宽泛的操持性和牵挂性的昭显意义上被使用的。

奥古斯丁早就注意到了看的相对于其他感知方式的这一显见的优越性，但是他也未能最终地阐明这一现象。在其《忏悔录》[5]讨论der concupiscentia oculorum（眼睛的渴望）、讨论所谓眼欲的地方，他这样说道：Ad ocnlos enim videre proprie pertinet，——看原本属于眼睛。Utimur autem hoc verbo etiam in ceteris sensibus cum eos ad cognoscendum intendimus.——但当我们就其认知上的功效去看待其他感官时，我们也对其他感官使用‘看’这个词。Neque enim dicimus：audi quid mtilet；aut，palpa quamfulgeat：videri enim dikuntur haec omnia.——那么我们不说：听这个如何闪光，或者闻这个如何发亮，或者尝这个如何照明，或者触摸这个如何发光；相反我们在所有这些情况里都说：看，我们说所有这些都被看到了。Dicimus autem non solum，vide quid luceat，quod soli oculi sentire possunt，——我们还不仅仅是说：看，这个只用眼睛就能感知的东西如何照明，sed etiam，vide quid sonnet；vide quid oleat，vide quid sapiat，vide quam durum sit——而且我们也说：看，这个如何发声；看，这个如何生香；看，这个如何发出味道；看，这个多么坚硬。Ideoque generalis experiential sensuum concupicentia sicut dictum est oculorum vocatur，quia videndi officium in quo primatum oculi tenent，etiam ceteri sensus sibi de similitudine usurpant，cum aliquid cognitionis explorant.——这样，感官的经验从根本上讲就被称为“眼欲”，因为依据某种相似性，其他感官也拥有看的功效，当事关一种认知时，就其功用而言眼睛就具有一种优先的地位。只要事情关系到一种cognitio（认知）、关系到对某物的一种理解，其他的感官在一定程度上就拥有了知觉的这样一种进行方式。在这里就可看清，在诸种知觉中，看具有一种优先地位，因此看的感官并不是唯一地囿于凭借眼睛的知觉之内的，毋宁说，如同在希腊人那里也一直认为的那样，看就等同于一种对某物的理解。尽管奥古斯丁在这个地方就concupiscentia oculorum（看的欲望）提出了本质性的洞见，但是他并没有着手对这一看的优先地位以及这一优先地位本身在此在那里所具有的存在含义加以原本的澄清。

在古代哲学中，我们也发现了与以上所述相似的看法。在一篇被当作本体论而列入亚里士多德著作集的第一节的文章里，是以这样的句子开头的：παντεσ ανθρωποι τον ειδεναι ορεγονται φυσει.[6]——求得见识是人生的本性所在。亚里士多德把这句话放在了他的《形而上学》的开头，在那里这一说法原本是颠倒的。无论如何，他以这个句子开始了他的引导性的考察，此考察负有对理论行为的起源（就像那时的希腊人所看到的那种起源一样）加以阐明的任务。对于亚氏而言，好奇直接就成了一种源本的行为，仅从希腊的意义上看，理论的行为、θεωρειν（理论思考）就是源自好奇而得以发动的。这当然是一个单方面的，但却是源出于希腊的考察方式而得出的解释。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ειδεναι（见识）（我们不可以用知识来翻译这个词）对人的φυσισ（本性）具有构成作用。

日常状态中的操持性的打交道可以归于宁息（Ruhe），无论这是一种作为中断的歇息还是一种对于需要操办的东西的完成。这一归-于-宁息和歇息是操持的一种样式，因为在宁息中，牵挂并没有消失，只是在歇息之际，世界不再在操持性的行为面前得到昭显。世界不再在环顾中照面，而是在歇息着的逗留于某物（Verweilenbei）中照面。在此逗留中，环顾之看成为自由的，就是说不再受到专门的指引联系的束缚，而这些指引联系就决定着生产世界的照面。作为操持的变式，这一摆脱了环顾而成为自由的看依然还是牵挂，但现在的牵挂却安步于一种对于世界的自由自在的单纯的看和感知中。

但看是一种对远方（Ferne）的感知。自由自在的看之牵挂是对于远方的一种操切；它指的是从那近处的被操虑的日常生产世界的超脱和跳开。作为一种自由无拘的观看、一种对远方的感知，歇息之逗留变得不-再-滞留于邻近之物，而这一不-再-滞留于邻近之物是一种要去揭示和接近那尚未经验的东西或还未曾进入日常经验的东西的期切，是一种要“远离”那不断的和直接的现成可用之物的期切。

在歇息中，好奇之牵挂成为自由的。而这就等于说：这种牵挂总是已经当场在此，它只是仿佛受到束缚，它只是在观看和感知中探究着照面的世界。这一自由自在的看的第一个特征性结构，对于世界外观所进行的单纯探究的特征性结构，就是不滞留（Unverweilen）。不滞留指的是：不持驻于某种确定的专题性的被执取物（Ergriffenem）；相反更倾向于从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的特有的跳开，而这一点就是好奇的构成要素。

歇息中的逗留不是一种对现成可见者的盯视。当某一特定的事务中断之际，烦忙竞逐也并没有止息，以至于现在我仿佛依然缚着于操办中的事务。毋宁说，歇息也就是一种与切近者和熟稔者的远离。但是好奇这一感知所昭显出来的那些新异的东西，也并没有成为专题性的对象。人们可以依据操持中的昭显结构来阐明这回事情。对寰世的昭显是出自牵挂所源本地羁留于其中的东西而实现的，是出自那种某物为它之故而获得接纳的东西而实现的。那么，把世界纳入近邻是如何在好奇的不滞留的感知中实现的呢？

作为一种由照面中的世界所拖带而去的但为求得单纯的感知的牵挂，好奇之操持不再萦系于一种受束缚的和专题性的呈显，不再萦系于一种明确的世面上的所欲所求（Worumwillen）（我们现在正有待于纯粹而简明地看清这种所欲所求），不再萦系于特定的世上事物与事件。毋宁说，好奇之所以昭显某种东西，这仅仅是为了看到那种东西，就是说为的是能够离脱这一被看见的东西而不断重新地继续走向下一个东西。好奇之所欲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呈显，而是呈显的不断变换之可能性，就是说好奇的不驻留在根本上所期求的是一种不-必-卷入（Nicht-zudreiffen-müssen），所期求的是在世界上的单纯的消磨状态（Unterhaltensein）。在这里，事情就牵涉到了一种在-世界-中-存在，与这种存在相应的是某种特征性的现身情态，也就是一种特定的不安和激奋，确切地说，这种不安和激奋的特征在于：就其意义而言它是不受日常的此在的紧张和需求所烦扰的，它是远离危险的且按其意义是不担当责任的。这一样式的现身情态是随着由好奇所营造的当下切己的呈显而一同得到昭显的，简言之：着意于看的不滞留的操持只是为了看到而成就着散漫（Zerstrung）。不滞留和散漫就属于以上所描述的好奇的存在结构。散漫销蚀了一种积极的操持性的打交道之唯一性与恒久性和这种打交道的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因为，作为有待看到的东西，通过好奇所营造的呈显在本质上是不断地变换的，而好奇本身所期切的正好就是这一变换。

不滞留和散漫，这两项特征就在此在中形成了一种固有的不羁留状态（Aulenthaltslosigkeit）。但是，那种为着不断地朝向新奇的世界和其他陌生的此在接近的操切（例如某人不断地寻求认识新的人们），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倾向中：为了不断地推出新的东西而自身敞开为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此可能性中，此在经由日常的熟悉之物而迷失于不熟悉之物中。这一对此在本身有构成作用的散漫性的不羁留本身就包藏着对于此在的某种方式的除根（Entwurzelung），在这种存在方式中，此在遍及四面八方但又无处存在。这样一来，此在就倾向于离脱自己本身。在这样的一种好奇中，此在营建着一种从它自身面前的逃逸（Flucht）。

这样，正如在闲谈中一样，在好奇现象中也清楚地显现出了沉沦的存在方式。好奇和闲谈是在-世界-中-存在里起构成作用的存在方式。那在闲谈中决定着公共的已解释状态的常人，同时也支配和预先规定了好奇的各种方式。这里的意思是，人们所必然看到的和人们所必然读到的东西，反过来说，好奇所揭示的东西，都充斥于闲谈之中。这两种现象并不是相互分立地存在的，相反，一种除根的倾向也拽上了另一种除根的倾向。这一到处都在而又无处存在的好奇是与那一无所是然而又是一切的闲谈相匹配的。

c）模棱两可

作为在世界上的日常的相互共处，此在由其自身而来就受范于闲谈与好奇。此在作为操持而同时营造着对它的开觉状态的遮蔽。例如在解释中，它依从常人的已有的解释而去看自己本身，从而总是同时营求着从它自身的逃离。如果这里的意思是说，此在同时营求着它的沉沦本身，那么就需要看到，这样的一种对沉沦的同时营求并没有从一开始就直接地成为昭然可见的，就好像在此在中有着一种明确的走向沉沦的意图。与此相对，因为在某一特定的范围内好奇的此在认知着一切而闲谈的此在议论着一切，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看法，以为这样一种常人境界的存在似乎就是原本的和真切的存在。对于公众和常人而言，人们所说的东西和人们所看的方式内在固有的普遍有效性，就是此在的存在之可靠性所具有的最优先的保证。这就意味着，日常的相互共处之自我解释也接受了这一臆想之见。伴随着这一臆想之见，一种模棱两可（Zweideutigkeit）就出现在了此在之中——这是属于沉沦的第三种现象，它具有一种以特有的方式来增强在闲谈和好奇中已然既有的沉沦这样的作用。

这一模棱两可是一种双面的东西。首先它涉及世界，这就是在相互共处中得以照面和生发（geschieht）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就像沉沦之加剧是来自模棱两可一样，此加剧具有一种压抑常人中的此在之作用。其次，模棱两可不仅涉及世界，而且还涉及共在本身，涉及自己的存在和他人的存在。从这一交互存在（Zueinandersein）的角度来看，这时的沉沦之加剧就是对此在的真正扎根于自身的一种先行阻断，这就是说，模棱两可不让此在在相互共处中结成一种源始的存在干系（Seinsverhältnis）。

只要在日常的相互共处中经由世界而照面的东西就是那种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可会通的东西，而每个人也都能够对一切东西加以言说，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就再也不可能断定，谁是而谁又不是原本地依据真正的理解而生活。语言上的表达才能和关于一切存在之物的某种轻车熟路的平均化理解，可以在公众中如此地生长起来，以致那常人所信步于其中的已解释状态轻松地就做到了使一切东西落入每个人的掌握之中。那种在公众的已解释状态的氛围中如此地运作的东西，就成为了模棱两可的。看起来就好像人们已然见出并谈论着事情的真相，但是在根本上又并非如此；看起来情况并非那么一回事，然而也许就是如此。

但是，模棱两可不仅涉及对可运用的东西和可用于享受的东西加以掌握和处理的方式，而且还扩展到了远为广泛的范围。不仅每个人都知道并谈论着那存在和发生的东西——如同我们所说，那些经过了的事情，而且每个人还都已经知道去议论那些正要发生的事情、那尚未存在但势必真正地成就的事情。每个人总是预先就预见到了其他的人也预见到和察觉到了的东西。这一对万事风声的敏感（也就是由听说而来的敏感），就是模棱两可以之而范制此在的最为牢笼人的方式。因为，假如预见到的和觉察到的东西有一天事实上实现了，那么模棱两可就恰好已然为之而操虑过了，以致对实现之事的兴趣反而衰退了下去；因为，只要这一兴趣作为一种无拘无束的“但只（与众人）一同预知”的可能性而存在，它就会只是在好奇和闲谈的意义上维持下去。闲谈所关心的仅仅是“能与众人一同预知”这回事，而这样做又并不是非要去尽责尽力不可；这就是说，当人们打听万事风声的时候，闲谈所关心的就仅仅是能够“一同跻身与闻”，而一旦预知之事开动施行的时候，闲谈就拒绝追随。实际上，世事之施行就要求此在被迫地回归于自己本身。在公众看来，这样的一种（回归自身的）过程是无聊的；除此之外，当面见预知之事的一种施行时，闲谈总是随时抱有这样一种确信：人们自己也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因为人们已经一同预见过这件事了。闲谈甚至最终还会对此感到愤怒：它所预料的事情和在闲谈中不断被要求的东西竟然实际上发生了；因为这样一来闲谈就失去了对此事继续加以预见的机会。

只要模棱两可把对于某物的觉察和预先-谈论冒充为真正发生的事件而把事情之施行和对于它的理解视为无关紧要的，那么，那由好奇和闲谈所决定的公众的已解释状态所具有的模棱两可就将范制在-世界-中-存在。凭借这一模棱两可，公众的已解释状态确认着它的一贯的优越。当此之际，已解释状态越是将它所寻求的东西，也就是今天尚非现成，但明天也许将要实现的东西暗中带给好奇，那么这种确认就会越发强烈。

然而，如果那置身于缄默无言的施行中的此在的时间乃是一种不同的时间（在公众看来，它是一种本质上比那过得更快的闲谈的时间更为缓慢的时间），那么就可以说，闲谈长时间以来就在追逐一种另外的东西，也就是当时所发生的某种最新的东西，而从这一最新之物的角度看，那先前长时间被预知的东西现在就来临得太迟了。这样，闲谈和好奇所担心的就是：对公众而言，当闲谈的遮蔽性的压抑变得不起作用的时候，或者遮蔽明显被清除的时候，那原本的和真正的已成就新事eo ipso（因此）就成了过时的东西并由此通常才会开放出它的积极的可能性，才会贯通流行下去。这样的事就发生在对于过去的真正的开掘的过程中，也就是说，这样的事就作为历史（Geschichte）而发生着。真正的历史学无非就是反对此在的那种走向遮蔽的存在动向的斗争，这一遮蔽是经由此在自己的公众化的既定解释方式而形成的。

其次，如果我们首先根据最切近的寰世来进行说明，根据这一最初的日常世界中那能够与我们同在者来进行说明（这就是说，鉴于人们从他人那里已经听到的东西、鉴于人们对他人所作的谈论、鉴于他人所由之而来的东西，他人就是那与我们同在者），那么就可以看到，好奇和闲谈甚至还以其模棱两可统治着相互共处本身。闲谈首先通过共同操持的事情及其世界而使自己跻身于源本的相互共处之中。其中就包含着：每个人首先和首要地都在窥探着他人，以便看到他人是如何行事的，他人将作出什么回应。常人之间的相互共处完全不是某种平均一律的、漠然无别的相互并存，而更多地是一种紧张的彼此-窥探，一种隐蔽的相互-探听。相互共处的这一存在方式可以直至蔓延成一种最为贴近的关系——这样一来，例如，一种友谊可以不再和不首先通过一种有决断的且进而彼此赋予自由的在世界上的相互扶持而存在，而是通过不断地和先行地去窥探他人将倾向于如何去对待人们所说的友谊、通过不断地检验他人是否成为了朋友而存在的。只要这样的一种相互共处在两个方面都起着作用，它就能够导向最为深刻的交谈和争论，而因此人们就以为自己有了一个朋友。这样，闲谈和好奇在一开始就抽掉了共同相处的特出的可能性由之而得以生根发芽的地基。这种相互并存是在一种相互眷顾之面具下的一种隐蔽的相互对立，它只是通过激昂的言辞而获取了华贵和所谓的真诚。

依据在闲谈和好奇中所显示出来的作为此在的日常开觉状态之存在方式的模棱两可，下面一点应当已经成为明显可见的：此在如何在其走向常人的存在倾向里脱离自身，更有甚者，此在还出自其自身而在日常的操持里激发着和加强着这一倾向。走向世界的存在以及走向他人的存在和走向自身的存在经由不断地充塞于这些结构之间的常人而被阻隔了。

植根于常人的此在仿佛就运行在一个旋涡之中，此旋涡把此在卷入了常人之中，由此不断地把此在从实事和自己本身那里撕扯开来，并作为旋涡把此在拉进持续的反复无常之中。这样，在混迹于常人之际，就表现出了此在的在一种可能的源始的之中-在和共在面前的一种持续不断的逃逸。

d）沉沦所固有的动向特征

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上面所展示出来的沉沦现象所具有的结构同时还显出了一种固有的动向（Bewegtheit），而现在我们就能够较容易地揭露这一动向的特性。

操持永远也不表现为一种漠然无别的在-世界-中-存在，不会表现为与物事的一种纯粹的发生（Vorkommen）相类同的东西，毋宁说，作为相互共处，之中-在就融身于操持所及的世界之内。只要常人是此在本身之生成的一种存在方式，那么它就借助闲谈，也就是借助公众的解释方式和模棱两可而培植起了一种自身迷失的可能性、仅仅在常人之中去寻求自身的可能性。此在本身培植着这一可能性，这就是说，作为自身迷失之可能性，这一存在可能性本身预先就规定着此在。需要看到的是，这种固有的沉沦的存在方式不是由于世界的一种境况与偶然而维持的；毋宁说，只要此在本身具备沉沦的可能性，那么，沉沦中的此在之存在本身就是富于诱惑的。只要此在培植起了这样一种臆想：随着其在常人和闲谈之中的消散无迹，最本己的存在可能性的全部宝库都向此在保藏了起来，那么，此在本身就加固着它的富于诱惑的沉沦状态。这就意味着：富于诱惑的沉沦是安定的。如此就生成着这样的一种不断增长的无需无求：无需还要把植根于常人中的此在追逼到一个问题面前，或完全无需对植根于常人的此在加以改变。但沉沦状态的这种安定并不是沉沦状态之运动的静止，而是沉沦状态的一种悄然滋生的强化。在这样的一种已获得安定的明确无疑的存在之中，此在陷入了远离自身的异化，以至于除了那种以常人为本的可能性以外，此在本身就再也不能开启出其他的存在可能性。

沉沦之动向的这些现象上的特性——诱惑、安定、异化——都清楚地表明：那在本质上遣派给世界的此在，陷入了它自己的操持之中。这一沉沦的倾向可以将此在驱迫得如此之远，以致此在因此而阻断了它的回归于其自身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它甚至在根本上再也不会理解这样的一种回归自身的可能性。

对所有的这些现象而言，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总是把它们看作日常此在的特有的和基本的存在方式。而对以上所说加以任何的一种道德上的运用或诸如此类的解释，这些都不是我的意图所在。我的意图只是并只能是：把这些现象作为此在结构加以揭示，以便由之出发——这就是我们的考察的整个旨趣——以一种不把某种关于人的理论奉为圭臬的方式去看待此在，而直接根据最为切近的日常状态去看待此在之存在的基本规定，并从这一基本规定回到此在的基本结构本身。而所有提到过的这些现象——此点对于常人恰好是特征性的——都绝不是有意识的和故意为之的，相反，在此在的活动之实现中所具有的那种自然天成（Selbstverständnis），恰好就是常人的存在方式所一同蕴涵的。这种自然天成以及这种不-自觉-状态和非-故意-状态所意味的正是：常人没有发现此在在常人中所似乎做成的那种存在运动，这是因为构建起常人的那种开觉状态就正是一种遮蔽。

e）以沉沦状态为视野来考察此在的基本结构

现在，人们就能够以一种现象学的方式对沉沦的结构如此地加以澄清，以致人们从这一结构出发就可看清此在本身的基本结构。下面我们将要做一个简短的尝试，以图至少获得一个那些我们在沉沦现象中已对其做过勾画的结构的轮廓。

操持本身既包含着最广泛意义上的周到行事，也同时包含着仅仅观看性的逗留，而不管是在无牵挂的安静里还是在操心的不安中，它都同时包含着这两个方面。此在在常人中的削平与消散是此在的一种分崩（Zerfall），而公众和常人的日常状态则掩盖了这种分崩。作为此在的从其原本状态的脱落（Abfallen），这一分崩在以上所述的沉沦中自我生成着。这里的原本状态必须从字面上被理解为依持于自身而拥有自己本身（bei-sich-selbst-sich-zu-eigen-haben）。只要此在是具有在-世界-中-存在之特性的存在者而此在向来是我的此在，此脱落就是一种对此在本身具有构成作用的沉陷（Fallen）。只有在一种滑向这种沉陷的趣向（Hang）之基础上，这样的一种作为存在倾向的沉陷才是先天地可能的。对沉沦的分析在现象上还要回到这一趣向，而此趣向构成了此在的一种基本结构，我们将此结构称为倒运（Verhängnis）。在这里我们不是在一种事实的意义上使用“倒运”这个表达，而是在如同“照面”和“认识”的含义上使用它，以至于在这里“倒运”就不是指一种特定的状况，而是指一种生存论上的（existenzial）结构。倒运无非就是此在从其自身面前的逃逸，在那由此在所揭示的世界之中从其自身面前逃逸。就其存在而言，一种趣向还不是某种源本的东西，它本身还要回溯到一种可能的驱迫（Drang）。只有在存在着一种由驱迫所规定的存在者的地方，才存在着趣向。而趣向与驱迫本身又都还有待于在我们称之为牵挂的现象中得到更基本的规定。

在此需要看到的是，对这一此在结构的解释与任何关于人类本性腐败的学说或某种原罪理论都完全无关。这里提出的东西是一种纯粹的结构考察，这种考察先于一切上述这种形态的考察而存在。必须在我们的考察与神学的考察之间明确地划开界限。而将以上所述的这些结构又重新以一种神学人类学的方式加以发挥，这一点将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至于如何加以发挥，这则是我所无法判断的，因为我对这样的一种东西完全没有理解，虽然我对神学本身有所熟悉，但由此出发再到一种理解还有一段很长的路途。因为这一分析总是一再遭到误解，我要强调指出，在这里，我并没有提出任何一种隐晦的神学，此分析在原则上就与神学无关。这些结构能够同样有效地规定一种人的存在方式或康德意义上人的观念，也许人们会像路德那样假定，人类“充满了罪恶”，或者它已经处在荣耀的地位。沉沦、分崩以及所有的这些结构首先与道德和习俗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十节　惶然失所的结构

a）逃逸和惧怕现象

在对此在的这一基本结构进行分析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对目前所已经达到的现象，也就是对此在在其自身面前的逃逸（Flucht）更清楚地加以阐明。在这里，我们将从此在在其逃逸中所由之而逃开的那个东西出发，以便通过这一逃逸同时指明此在的一种基本现身情态，此现身情态qua（经由）牵挂而对此在的存在具有构成作用并恰好因此而最为彻底地受到了遮蔽。

需要追问的是：何谓此在从其自身面前逃逸？此在的逃逸所要逃开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形式上说：此在是从一种有威胁状态逃开。这一有威胁状态和威胁之物如何得到经验呢？有威胁之物首先不是通过一种从它面前的逃逸而得以给出的，而是通过逃逸本身所奠基于其上的东西，亦即通过惧怕（Furcht）而获得给出的。一切逃跑都奠基于惧怕之上。不过，并非一切在某物面前的退避（Zurückweichen）必定就已经是一种逃跑且因而是一种害怕（Sichfürchten）。

在我们简单地用逃逸来加以翻译的古代ψυγη概念和中世纪fuga概念中，通常都贯穿着两种含义。逃逸有时所指的就是在某物面前的避退，这个意思应该完全不是指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逃跑；但这个意思也能够直接地表示逃逸。在某物面前的逃跑根源于一种在某物面前的害怕，据此，逃逸所逃离的那种东西就应该依循惧怕所害怕的那种东西而成为可见的。逃跑的存在样式必须依据惧怕的存在样式而得到阐明，或者说依据那本身还要以惧怕为根据的存在结构而得到阐明。因而，为了以现象学的方式把握此在的在其自身面前的逃逸这一现象，现在首先就有必要对惧怕现象加以阐明。

在此应该记住的是：惧怕现象是趋向世界之存在的一种方式；惧怕总是一种与世界或与共同此在有关联的惧怕。在惧怕现象得到探究的范围之内，惧怕在事实上总是如此地得到把握，而惧怕的所有形形色色的变形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在某个世上物面前的害怕而获得规定的。而我们已经说过：此在在沉沦中的逃逸就是此在的在其自身面前的逃离，这样，它就不是在世界面前和在一种确定的世上物面前的逃逸。如果这里的情形就是一种此在在其自身面前的逃离，那么，只要惧怕总是一种在本质上与世上物相关的存在样式，那为这一逃逸之根源的惧怕严格地讲就不是原本的惧怕。换句话说，我们将可以见出：关于惧怕现象的传统式分析在根本上是不充分的，惧怕是一种派生的现象，它本身还根源于那种我们称之为惶恐（Angst）的现象。

惶恐不是惧怕的一种样式，而是相反，一切惧怕都奠基于惶恐之上。为着减轻现象学把握工作的难度起见，我们的考察将从惧怕出发并由此回到惶恐现象。在此我们将探察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作为在某物面前的害怕（Sich-fürchten vor）的惧怕，第二，惧怕的各种变形，第三，在缘于一个他人和为着一个他人而害怕意义上的惧怕，第四，惶恐（Angst），以及第五惶然失所（Unheimlichkeit）。

α）从惧怕的四种本质环节考察，惧怕作为在某物面前的害怕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对忧痛即παθη进行分析时，曾经首次探讨了这一现象[7]。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分析（尤其是他对情绪的分析），就规定了斯多葛学派的有关理解并进而规定了奥古斯丁的和中世纪的理解。由此出发，经过文艺复兴时期对斯多葛学派情绪学说的重新理解这一迂回，这一有关情绪之分析的整个思想系列就一同进入了近代哲学并在那里几乎停滞了下来。例如康德就几乎完全地行进在这一古代的定义之内。在此我们当然不可能深入探究这些历史上的联系，而这特别是因为后来的思想并没有提供出比亚里士多德更新的东西，其中唯一能够引起我们注意的只是：斯多葛学派曾经对惧怕的形形色色的变形作出过分类。

与关于悔恨、忏悔、对上帝的爱和上帝之爱（这些都是惧怕之基础）的理论相关联，惧怕问题在神学上具有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在这个方向上，我要指出洪臣格尔（Hunzinger）的有关研究。[8]他曾经给出了这一概念发展的一个简要的概观，尽管其对奥古斯丁的理解在根本上还需要修正。而与情绪的一般理论相联系，托马斯·阿奎那则曾经对惧怕做过广泛的探讨。[9]

在这里，我不可能对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的分析作出更详尽的解释，这一工作只有在对于此在本身的主要结构的实际了解之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而只有当人们首先面对现象之时，人们方能看到亚里士多德所曾经看见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对于惧怕的基本理解的特征在于：他是着眼于修辞学的课题去考察惧怕的。对于演说家而言，为了其计划和建议得以实施或促成对此有利的讨论，他们还能够唤起群众（群众集会）的天性和激情。这样，为了使群众顺从，为了战争拨款获得通过，他就可以把听众驱入惧怕。他以国家的毁灭为威胁来把他们带入惧怕。这一如此被唤醒的惧怕促使他们积极地去进行商讨，让他的建议更容易获得赞同和接受。亚里士多德分析了这一作为言说的构成性环节的对某物的害怕。

以下的分析是以至今所清理出来的此在的存在结构为指针的，但这些分析与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也保持着一种持续的关联。关于害怕现象我们作出这样的区分：第一是害怕之何所怕（Wovor），第二是面对所怕之物的那种存在方式。（对此我们没有任何适当的表达，在原本的意义上人们倒应该将其说成“可怕之物”或“令人惧怕者”——如果人们是从一种完全形式上的结构意义而不是从某种价值上的贬低来看“可怕之物”的话。）第三是惧怕的何所缘（Worum）。害怕不仅是在某物面前的害怕，而且同时还总是缘于某人的惧怕。第四点还需探究的就是面对那种使惧怕成为惧怕者即惧怕的何所缘的存在方式。

对于第一个结构环节即惧怕之何所怕，我们可以说的是：惧怕所怕的东西具有世间化的照面特性；它具有意蕴的存在特性。那以其意蕴的特性而在惧怕面前照面的东西是某种有害的东西，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是一种κακον（坏东西），是malum（邪恶），确切地说，这一有害之物总是某种确定的东西。如果我们这里已经具有了（关于有害之物的）概念，那么我们就将说，（它是）某种历史性的东西、某种确定的东西，它闯入了操持性的打交道所熟悉的世界里。而现在关键是要看到：这一有害的东西是如何照面的，就是说它是如何作为尚未现成可见但才刚发生的东西而照面的。当此之际，这一尚未呈现但正在发生的东西（一种奇特的呈显）在本质上还不断地处于临近（Nähe）之中，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作为自身临近的尚未现成可见的东西。如同亚里士多德所正确地说过的，那种尚处于很远的远方的东西，是不会真正地为人所惧怕的，或者说，对处于远方的东西的惧怕可以通过表明所怕的东西之到来尚需时日而得到消除，而只要它还完全处于远处，它就有可能根本就不到来。那尚未现成可见的到来之事的奇特的临近就构成了这一有害之物的际会结构。作为确定的但尚未呈现的有害之物，它由其自身而迫近成为现成可见者。那具有这样的一种际会结构的东西，我们就称之为威慑者（bedrohlich）。这一威慑者就包含了“尚未呈现但到来着”、“有害的”、“尚未现成可见但临近着”这样一些结构环节。这样，惧怕所怕的东西就具有威慑者的特征；它是一种malum futurum（将来的邪恶）或者一种κακον μελλον（将来的坏东西），但这种东西不是在一种实际发生的事件这个意义上的东西（而对这种东西我们则可以客观地确定它的将会到来这回事），毋宁说它是一种这样的futurum（未来之物）：在其即将来临（Herankommen-werden）之际，它恰好也是可以不出现的。

借此，害怕的第二个环节，即面对威慑者的存在方式也已经变得明显可见了。面对威慑者的存在方式就是一种被照面的世界所袭临（Angegangenwerden）的存在方式。并不是我们首先就具有一种关于即将到来的有害者的意识，然后似乎再在这一意识之上添加了一份畏惧，毋宁说惧怕恰好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方式：唯有通过这一方式，威慑者才能得到展开并能够在来自世界的操持性的被袭临状态中照面。如同亚里士多德所正确地说过的那样[不是字面上如此，但de facto（实际上如此）]：惧怕不是在让威慑者得以看见这个意义上的φοντοσια（想象），毋宁说惧怕是εκ φαντασιασ（来自想象的），它是由一种“让看见”而来的对κακον μελλον（将来的坏东西）、对涌上前来的有害者的惧怕。然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如同在后来的经院学派那里一样，有关这一想象与原本的害怕之间的真正的奠基关系依然未得到规定并且在根本上还是易受误解的。

但是由前面的阐述我们知道，关于某种即将到来之物的表象总是先行奠基在一种操持性的和牵挂性的“被某物袭临”和“让某物与我们照面”之上的。在确定的意义上，在一开始我并不知悉那种具有其充分而本来的存在的威慑者，相反，只有经由出于惧怕而通向威慑者这一源本的通道，我看到且才能以其本来面目看到威胁之物，才能具有源自惧怕的威慑者本身。由此出发，也才生成了一种通过专题性的考察来把捉这一威慑者本身的可能性。如果我仅仅是在一种对象性的在我面前“正在成为存在”（Seinwerdenden）的意义上去观察和思想一种威慑者，那么我永远也不会凭此而通达惧怕本身。

只要惧怕之所怕的那种威胁之物总是一种确定的世上物，这一威慑者就总是牵涉到一种特定的操持、一种确定的寓于某物的存在和在-世界-中-存在。威慑者向一种操持席卷而来，此操持凭借其所掌握的仅有的手段并不能达到对威慑者的克服。这就是说，与我们所欲达到的第三个环节有关，惧怕中的怕之所缘就是在-世界-中-存在本身。

当下切己的操持，或者说，一种这样的操持之企划总是受着威慑者的威逼。这样，（惧怕的）最后一个环节，即面对“惧怕的何所缘”的那种存在方式也就由此而得到了规定。伴随着操持所带有的那种来自威慑者（它在害怕中得到昭显）的被威逼状态，自我处身（Sichbefinden）陷入了一团慌乱（Verwirrung），就是说，有所定向的操持遭到了扰乱。那种受威逼的无能应对状态（Nichtgewachsen-sein）具有一种无头无脑的奔来忙去的特有的不安，由此而来，在熟悉的寰世的指引关联中所具有的稳定的定向联系就遭到了破坏。以上就是慌乱的意义，此慌乱或多或少是与害怕（自然向来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同时获得给出的。

β）惧怕的各种变形

由害怕的这些环节出发，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二项分析：弄清惧怕的各种变形。随着在某物面前的害怕的构成性环节的变化，产生了惧怕的特定的变形状态。目前已经清楚的是：临近着的涌上前来这个环节导源于威慑者。在这里，那属于威慑者之照面结构的临近（Nähe），乃是尚未在场者的，确切地说乃是“尚未”（Noch nicht）的锐如锥刺的照面方式，但这里的实情是：此一尚未能够楔人任一瞬间。只要一种这样的威慑者所带有的“虽然尚未，但任一瞬间”突然进入操持者的当前，那么惧怕就会变成惊慌（Erschrecken）。

现在，在威慑者当中，我们可以分解出威胁之物（Drohenden）的最直接的临近（Näherung）（此临近对一切形式的害怕都具有构成作用），但除了威胁之物的这一最直接的临近之外，现在还有临近本身之照面的方式[在此就是突发性（Plötzlich）]也可以得到分解。例如一枚榴弹突然飙进或钻进附近的地面里，而由此对于一种最直接的临近即对于爆炸的突然的预知——此预知可以在任何瞬间出现——就能够得到分解。值此，威慑者本身——至少在这一例子里是如此——也是一种日常的熟道之物。惊慌缘之而惊慌者可以是（且通常也是）某种我们完全已知的东西。

如果与此相反，威慑者具有完全不熟道的特性——不仅是对于完全未预期之物的不熟道，此外也是对于已知之物的不熟道——那么惧怕就会变成恐惧（Grauen）。而当一种威慑者以充满恐惧的特性照面并同时具有惊慌的照面方式时，也就是具有特别的突然性时，惧怕就会变成惊恐（Entsetzen）。

相反地，作为有威胁的照面者，世上物也可以是不足称道的，与此相应，害怕的其他的构成性环节也会发生变易。操持性的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可以具有不安稳的特性，一种操持可以拿不准它自己的事情，在根本上与它自己的事情不相熟套。在这一情形下，一种具有疑惧状态（Bedenklichsein）之固有特性的惧怕——即我们称之为惶然不安（Ängstlichkeit）的惧怕——就能够在一种不足称道的威慑者之照面中出现。在此我们不可能对这些广泛的现象再进一步加以探究。胆怯、羞怯、拘束、诧疑以及诸如此类的这些更进一步的变形就都属于这个系列之内的现象。——现在我们能够确定的只是：只有根据对于害怕的基本分析，这样的一些现象本身才能获得理解，当然，我们也并不是仅只从这种分析出发，毋宁说，我们首先还要由一切形式的害怕都植根于其中的那种东西出发，即由惶恐出发，这些现象才能够得到理解。

γ）在缘何而怕意义上的惧怕

缘于和为了一个他人的惧怕可以作为害怕的第三个环节而得到分解。惧怕的这一何所缘首先就是我们与之同在的他人，换言之，那首先与他人相关并只是间接地也与世上物相关的有所缘的惧怕，是与他人的共在的一种方式，尤其就他人的受威胁状态而言，惧怕乃是共在的一种方式；我为着他人而怕，也就是由于世界上的那些威胁他的东西而怕。缘于一个他者的惧怕是或者可以是一种取道于世界的与他人共在的真切的方式。

但是，作为与他人的共在，这一为着一个他人的惧怕并不是一种彼此互相惧怕，只是由于在其自身无所戒惧之时我也能够为着他人而怕，为着他人之怕就定然不会是我与他人之间的彼此惧怕了；确实，由于他人没有看到危险本身，由于他人对危险视而不见或者临危不惧，这时也许我就恰好理应为之惧怕。为着一个他人而怕也不是指：似乎我取走了他的惧怕，由于他完全无需不可避免地处于惧怕中，这样我就可以替他惧怕。在这里，被威胁者、在缘于他人的惧怕中我为之而怕的东西，就是与他人的共在：他的共同此在，以及与此同时我自己的与他相连带的共在。但是，在我的为着他人的惧怕中，我自己的与他人相连带的共在，并不是我直接地为之而怕的东西，这就是说，在这一缘于和为着他人的惧怕里，我自身并不害怕。

这样，为着一个他者的惧怕就显示为共在所秉有的一种明显的现象，而这一点现在也变得清楚可见：取道于世界的相互共处对于这一现象具有构成性作用。确切地说，这种构成关系就是如此：恰当其不处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之中的时候，在替他人而怕意义上的相互共处者就是与他人相连带的。这就是说，要么我并不是在本真的自身害怕的意义上与他人共同惧怕；要么当我处于缘于他人的惧怕中时，他人并不是必然地就要自身害怕。这一缘于某人的惧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替他人先行担当起惧怕，但这一缘于某人的惧怕却无需必然地成为一种自身害怕。对于最后提到的这些相关于相互共处的结构而敞开的关联，在这里我就不能进一步加以探讨了。

b）惶恐与惶然失所

现在我们将要关于惧怕的分析的第四个现象：惶恐。在惧怕的上述所有的那些变形之外，存在着一种自身害怕，而这种害怕在根本上就不可以再被称为惧怕了。惧怕所怕的东西可以保持为不确定的，就是说它不再是这一或那一世界上的现成可见之物，与此相应，在这里也就不会再以一种确定的方式涉及作为寓于某种存在的之中-在了。在这里，由于并不存在一种慌乱的可能性，就不会产生什么真正的慌乱，除非它是由此而出现：操持的一种确定的定向完全遭到了扰乱，这就是说，环顾性的、已得到开显的之中-在所具有的确定的、实际的寰世之可能性遭到了扰乱。威胁者虽不是任何确定的世上物，然而它又并没有丧失其特有的临近；这一不确定的威胁者现在是且能够是全然临近的，以至于令人局促不安。它是如此地临近但又并未作为这种与那种东西而呈现，它还不是一种值得惧怕的东西，不是那种必定关涉到寰世之意蕴的令人惧怕者。在至为亲熟的寰世当中——在这个时候通常都无需那种常常一齐出现的黑暗或孤单现象——一个人恰好就能够被惶恐所“侵袭”。于是我们说：一个人感到惶然失所（unheimlich）。在最为亲熟的寰世里，人们不再感到自在轻安，这并不是说，一种特定范围的先前所认识和熟悉的世界已经失去了方向，并不是说，在其正好处于其中的这一周围环境里，人们仿佛已变得无家可归了。实际上，这里的情况却全然是另外一回事：在惶恐中，在世界-中-存在对一个人而言完全而纯粹地成了“无家可归”的。

在某物面前的惶恐也有其特殊的惶恐之何所恐。而更确切地讲，我们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把惶恐之所恐规定为何物呢？

当惶恐消失了之后，我们说道：“原来实际上一无所有”，而这一说法与实情完全相符。在这里本来就是一无所有；惶恐之所恐者就是“无有”（Nichts），就是说它不是任何一种出现于世界上的东西、不是某种确定的东西、不是什么世上之物。然而，只要惶恐之所恐的东西能够在一种无休无止的纠缠中令人窒息地显现，那么它（之可怕）就要远甚于一种引起惧怕的威慑者，因为惶恐之所恐者就是世界的世间性（Weltlichkeit）本身。惶恐之所恐的无规定性，也就是作为非世上物的这一无有（Nichts），在现象上是完全确定的。那种当然不会像一个世上物那样自身给出的东西，就是世界的世间性本身。这一作为威胁者的无有是完全临近的，以至于这一威胁者（世界的世间性或世界本身）以某种方式总是弥漫于一个人的四周并令其屏息难安，但与此同时这威胁者又不是一种这样的东西：人们可以就之说道：它就在这里。

对这一奇异的、完全原初的现象而言，如同对所有的这类现象一样，还存在着种种幻象、惶恐幻象，例如可以只是生理地引发的幻象。然而这一在生理上得到引发的可能性仅仅是由此才能够成立：因为这一具有其确定的肉身属性的存在者基于它的存在状态而在根本上就是能够自行惶恐的，而不是因为某一生理上的事件竟能够产生像惶恐这样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谈得上去引发一种总是可能的和在某种程度上潜伏着的惶恐。

只要惶恐之所恐者就是“并非确定的世上物”意义上的这一无有，那么这一无有就正好加强着它的迫近，也就是加强着（无有的）能事（Seinkönen）之可能性和“对此-无-能-抗御”的可能性。在威胁者面前的那种绝对的无助状态——因为这个威胁者是不确定的、是无有——不提供任何可以克服威胁者的把柄；在这个地方，人们陷入了空茫无措。由于惶恐之所恐并不是世界上的任何可确定之物，这就同时导致了那构成惶恐的东西，即惶恐缘之而生起的东西也是不可确定之物。

（在惶恐中）被威胁的不是这一或那一具体的操持，而是在-世界-中-存在本身。但在-世界-中-存在就包含着（为了理解关于惶恐的整个分析，现在就要求端出这个我们至今已有过透彻讨论的东西）世界的世间性。惶恐之所恐是一种非世上之物：这就是对此在、对之中-在起构成作用的其间（Worin）。惶恐之所惶恐的东西，就是在-世界-中-存在的“其间”，而人们在惶恐里缘之而惶恐的东西，也是这同一个在-世界-中-存在本身，确切地说就是在-世界-中-存在的那种源本的昭然若揭的“无家可归”（Unzuhause）。因此，在惶恐中，惶恐的何所恐和惶恐的何所缘不仅是在世界上无可确定的，而且它们还是叠合为一的，更准确地讲，在惶恐里，甚至还没有出现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分界；（惶恐的）何所恐和何所缘就是此在。在-世界-中-存在本身在惶恐中自身展放，准确地说它不是作为一种确定的事实，而是作为一种实相（Faktizitat）自身展放。惶恐无非就是那陷入惶然失所的现身情态。

惶恐的何所恐和何所缘二者都是此在本身，更确切地讲，就是“我存在”这一实情——这就是说，我在一种空寂的（nackt）“在-世界-中-存在”意义上存在。这一空寂的事体（Tatsächlichkeit）并不是如同一个物那样的现成状态之事体，而是对自我现身具有构成作用的存在方式。在这种极端的意义上，在此在之实相的意义上，可以说此在是“现成的”。此在并不仅仅作为在此在之存在这回事之根据与基础意义上的现成可见者而自现，毋宁说，这个根据乃是一个生存论上的（exitenzialer）根据，也就是一个展开了的根据——确切地讲是一个深渊（Abgrund）。这一点就是惶恐之无有所具有的生存论上的积极含义。作为出自生存的Konsititutivum（构成之物），实相不是由现成之物凑合而成的，而人不是作为现成的灵魂和现成的身体相结合的生存，就是说，正确理解的生存不是各种分离之物的组合，而是在本体论上规定着这一存在者的原初的存在方式。此在即是如此存在的：它就是这一特有的实际之维、它就是它的实相本身。此在在根本上“存在”与“并非不存在”，这一点不仅仅是此在所具有的一种单纯的秉性（Eigenschaft），而且还能够由此在本身凭借一种源始的经验加以体验，此经验无非就是惶恐这一现身情态。此在的实相意味着：就其存在的一种方式而言，此在就是“它存在”这回事之存在，更确切地讲：此在就是它的“（在）此（Da）”和“（之）中（In）”本身。

在惶恐里，世间性本身连同我的在它之中的存在呈显了出来，但当此之际并没有任何一种确定的已给出之物得到彰显。在前面分析笛卡儿的主体概念的时候，我曾经提到：笛卡儿说过，我们原本不具有任何对于存在本身的感受。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使用这一表达方式的话，这一有关存在本身的感受是存在的。而惶恐不外乎就是对在-世界-中-存在意义上的存在的绝对的经验。这一经验能够（但却并非必须）——如同所有的存在可能性都从属于一个“能够”（kann）一样——在一种特出的意义上出现于死亡中、更确切地说出现于亡故中。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起一种死亡惶恐，它是完全可以与死亡恐惧区分开来的；因为它不是在死亡面前的惧怕，而是作为一种空寂的在-世界-中-存在、作为一种纯粹的此在现身情态的惶恐。因此就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恰好在出-离-世界的契机里——当此之际，世界对一个人而言不再有什么意味，一切他人也不再有什么意味——世界与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才得以绝对地显现。

经由上述对惶恐的分析——该分析显明了一种人们从本性上不能简单地加以强制的现象，而关于这种现象的分析与任何一种忧伤之情毫无干系——我们得以阐明：惶恐现象就是此在的在其自身面前的逃逸的一种合乎存在的基础。惶恐现象不是我的一种发明，相反，人们一直都对它（即使不是在概念水平上）有所洞察。在这里，我只是尝试给出关于这种现象的一些概念，而在科学中，有时也在神学中，人们则一直倾向于将其作为朦胧不清的东西加以研究。

奥古斯丁没有以一种专题的方式去看待惶恐现象，但是事实上，在其汇集的各种问题的“de diversis quaestionibus octoginta tribus”（“论八十个领域的多种问题”）的框架内，他在一篇简短的研究即“de metu”（“论惶恐”）中对这个现象进行过粗略的考察。[10]此后，在传统的关于contritio（忏悔）和poenitentia（悔悟）之解释的语境中，路德在其创世纪注释里讨论了惶恐问题。[11]在近代——首先与原罪的问题相联系——克尔凯戈尔在他的专文《惶恐概念》里专题地讨论了惶恐现象。[12]

关于惶恐作为不明确的东西如何正好受害怕现象所遮蔽的各种各样的变形，我在这里不可能详尽地加以探究。我们将在从开觉状态再到沉沦的不断的后退中来探讨这些变形。从沉沦而至惶恐，现在我们就达到了存在的最后的基础，这个基础为究极的惶恐（Angst überhaupt），也就是为在-世界-中-存在提供了源始的枢机——这个最后的基础就是牵挂现象。

c）以此在的根本枢机即牵挂为先导对沉沦和惶恐（惶然失所）进行原初的解释

当把沉沦的动向解释为此在在其自己本身面前的逃逸时，基于作为此在基本现身情态的惶恐现象，这一解释就引向了此在本身，确切地说引向了此在的纯粹的存在本身，在这样的此在那里，存在一定总是在一种昭然若揭的在-世界-中-存在的意义上得到领会的。从前对于惶恐的考察还有着这样的根本缺陷：人们还未能原本地见出此在的概念水平上的、存在论上的结构，因而惶恐——在克尔凯戈尔那里也是如此——成为了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但是，惶恐就是在这一存在本身面前的惶恐，以至于这一面对存在的惶恐也就是一种缘于（um）这一存在的惶恐。而此中的原委在于：此在是一种在其存在里、在它的在-世界-中-存在里与它的存在本身相牵系的存在者。而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曾经将其标揭为惶恐的何所恐与惶恐的何所缘之间的同一体（Selbigkeit）所蕴涵的意义。

关于这一同一性，我们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加以理解：在惶恐中何所恐与何所缘的实质性结构环节达到了一种融合，毋宁说，惶恐的实质恰好只是在于：它的何所恐与何所缘总是此在的存在本身。在惶恐的现身情态里，此在以某种方式出现了两度。然而以上关于此一现象的表述正好是最为糟糕的，这种表述只能具有这样的意义：首先准备性地指出此一固有的实情：此在是一种在其存在中与它的存在相牵系的存在者。但是这一点真正就是此在本身的现象上的存在相状吗？这看起来不是正好就是与沉沦、与此在在其自身面前的逃逸相背反的吗？在沉沦中，已经清楚可见的是：此在的日常状态从此在自身那里游离而去。因此我们恰好就不可以说，在此在的日常状态里此在仿佛就是依持于自身的。但是以上所说依然还是一种盲目的和非现象学式的讨论。

在沉沦里，就是说在从自身面前的逃逸里，此在恰好对它自身而言是不断地当场在此的。在此在的从其自身面前的逃逸里，此在仿佛跟在了此在的背后出现，以至于在沉沦里此在以不明确的方式不断地看见自身——即使是以一种不-愿-看见的尴尬的方式看见。但此在在它的存在里所逃向之处，它所逃向的那种常人的存在，这本身依然也只不过还是此在本身的在一种确定的归家-状态（Zuhause-sein）意义上的存在方式。在从惶然失所面前的逃离中，那生死攸关的事情恰好就是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之成型，借此此在能够原本地依循世界而自身规定。恰好在常人中，此在才成为它的在上述的那种惶然失所意义上的开觉状态。在这里，我们所正在讨论的存在构成（Seinsbestand）不仅没有使沉沦受到（理解上的）妨碍，相反沉沦本身恰好是出自这一存在构成才成为可理解的。

第三十一节　牵挂作为此在的存在

a）对牵挂的分环结构的规定

现在，对于那种作为“之中-在”而与存在本身相牵连的存在者所具有的存在结构，我们如何更切近地加以把握呢？在术语上，我们把这一结构就规定为牵挂（Sorge），并且，我们将其称作此在本身所秉有的一种源始的结构。但是我想要突出地强调的是：此结构并没有揭发出此在之存在的终极的关联，它似乎是次终极的现象，凭借它我们就将能够推进至此在的原本的存在结构。牵挂是用于表达此在之究竟存在的术语。它有着这样的形式结构：在其在-世界-中-存在之际与这一存在本身相牵系的存在者。

正是鉴于针对此在之存在所做分析这个事实，就可以表明“存在”全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更不是一个最简单的概念。这样的看法是传统的一个（也许还是最为有害的一个）错误，此错误的根源在于：在对存在的规定中，人们是由作为世界这一存在者出发的，并将世界的存在或世间性做了形式化的理解——人们转眼不顾任何特定的世上之物，以便由此达到一种形式上的概念。

关于牵挂之结构的规定就已经指明：作为一种以原本的方式来领会存在的现象，牵挂所显明的是一种多重的结构。如果此在的存在根本上是通过牵挂所规定的，那么在至今为止关于此在的分析里，这一现象就必定已然进入了我们的眼界。就我们已经将操持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原本的存在样式进行了讨论而言，事实上从最初起我们也就从一定的视角探究了牵挂现象。只要牵挂是那种在本质上通过在-世界-中-存在而得到规定的存在者之存在品格，更恰当地说：从此在的结构来看，只要牵挂就是作为操持的之中-在，那么操持本身就只是牵挂的一种存在方式。因而，在世界中存在的牵挂就是操持。而对于我们前面在规定牵挂的形式结构时所使用的这一表达：“与存在相牵系”——现在还有待更确切地加以规定。

“此在与它的本己的存在相牵系”这回事首先是以此为前提的：此在本身就秉有一种像趋向某物的朝外存在（Aussein）这样的本性。此在趋向它本己的存在、趋向它的存在本身而朝外存在，为的是以此“去成为”它的存在。作为这样的一种“萦系某物的存在”，牵挂就是这一趋向存在的朝外存在，而牵挂所趋向的存在就是这一朝外存在本身。这里的实情应该如此加以理解：此在仿佛就是以此种方式而先行于它自身。如果此在的存在就是与牵挂相关涉的东西，那么此在就总是已经先行于其自身而秉有了它本己的存在，即使不是在一种对这个存在的专题的意识之意义上秉有的。从形式上，我们可以这样来把握此在的萦系于它的存在的牵挂的最内在的结构：此在本身的先行于-自身-存在。但是，我们必须联系到迄今所已经指出的结构，来理解此在的这一先行于-自身-存在。这一先行存在不是某一心理学式的过程或主体的一种属性，而是这样的一种存在者的机括（Moment）：就其意义而言，它是处在世界之中的，这就是说，就其原初的存在品格而言，只要此存在者在根本上是存在的，它就总是已经寓于某物之中了，也就是寓于世界之中了。如此，我们就在形式化的意义上赢得了牵挂的整个结构：此在作为总是已经寓于某物的存在而同时先行于-自身-存在。这一形式上的结构可以应用于此在的一切行为。牵挂的个别的结构环节有着若干不同的样态，例如牵挂可以表现出驱迫（Drang）或趣向（Hang）这样的存在样态。我们还必须更进一步地考量这两种现象，以便由此而去理解：出自此在之存在即牵挂这一源始的结构，此在现象特有的整体首先是如何联结起来的。此在的整体不应由各式各样的存在方式及其随后的拼合相联结而成，而应相反地以这样的方式来赢得：现在，我们要凭借牵挂而找到这么一种现象，由此现象出发，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就将能够被视为存在方式，即被视为牵挂而得到理解。

牵挂有着这一形式上的特性：在已经-寓于某物-存在-之际-先行于-自身-存在。这一先行存在包含着这样一种结构：牵挂总是一种萦系于某物的存在，确切地说这一结构乃是如此：在操持中、在一切行处应作中、在一切对某一特定之物的创制和生产中，此在都在同时维持着它的此在。这一先行于-自身-存在恰好意味着：牵挂或牵挂中的此在将它的本己的存在作为生存的实相先行抛射了出去。那趋向本己的存在之朝外存在（此在就是与它的这一本己的存在相牵系的）总是已经在一种寓于某物的存在中得以实现，它就是出自这种总是已经在世界中的寓于某物的存在（Immerschon-in-der-Welt-sein-bei）而得以实现。（因此这一之中-在对此在的一切存在方式——包括对原本的存在方式——就都是起构成作用的！）在“趋向我尚未具有的某物而-朝外-存在，但同时又在一种已然-寓于某物中朝外存在[eo ipso（因而）这就是趋向某物的朝外存在]”这一结构中，就显露出了“我尚-未-具有（Noch-nichthaben）我所朝外而趋向的东西”这一现象。现在，我们就将“当我朝外而趋向某种东西之际我尚-未-具有这种东西”这一现象称作欠缺（Darben）或亏缺（Darbung）。这一欠缺并非简单地是一种绝对的、单纯对象性的尚未-具有，毋宁说它总是一种我所朝外而趋向之物的尚未-具有，而正是通过这种“尚未具有”，方才构成了亏缺（Darbung）、缺乏（Entbehren）与期求（Bedürfen）。在今后进一步的解释中，牵挂这一基本结构还将把我们带向这样的一种存在枢机：那时我们将学着把这一存在枢机理解为时间。但现在我们首先必须做的，就是彰显出若干属于牵挂本身的结构，确切地说，就是要联系到在我们迄今关于此在的分析中所已经习知到的东西而彰显出这些结构。

b）驱迫与趣向现象

在先行于-自身-存在和已经-寓于某物-存在这两个结构环节里，存在着一种谜一般的特性，这就是牵挂所具有的特性，并且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无非就是时间的特性，亦即“先”（Vor）、“先行”（Vorweg）这一固有的特性。现在，这一“先”特性，即此在总是先行于自身和总是已经寓于某物（它所显示的是一种双重的现象），就规定着那种我们已经有所知解的具体的存在方式。现在，在我们从这一先行的特性出发来理解这些存在方式中的一种，即理解“解释”这种存在方式之前，我们想要弄清的是两种与牵挂紧密相关的现象——驱迫（Drang）与趣向（Hang）。

驱迫与趣向的可能性之条件，首先就是牵挂所具有的上述那种“在-已经-寓于某物-存在-之际-先行于-自身-存在”之结构；而不是与此相反，牵挂反倒要由这两种现象组合起来。驱迫具有“趋-赴”（Hin-zu）某物的特性，确切地说，这一“趋-赴-某物”显示了一种源出于“趋-赴”本身的逼迫的动因（Nötigungsmoment）。驱迫是一种由其自身而来就带有驱力的“趋-赴”某物。着眼于牵挂来看，在驱迫中既显出了逼迫的特性也显出了趣向某物的朝外存在。为了拥有牵挂的这两种结构机括，牵挂调节着自身。牵挂作为驱迫进行着压制。在这里，压制涉及了在牵挂中同时既与的其他结构环节。这些结构环节并没有消失和终止，毋宁说，它们只是作为被压制的东西在驱迫中显现出来——而只要此在是由开觉状态所规定的，那么被压制就总是意味着被遮蔽。只要驱迫担当起了此在的源本的存在方式，那么驱迫就压制着已经-寓于某物-存在以及这里的那种“某物”，与此同时还压制着那明确的先行于-自身-存在。在驱迫中，牵挂就只还关切着一种“不顾一切地趋-赴（某物）”；驱迫本身障遮了人们的目光，它造成了盲目。人们倾向于说：“爱造成盲目。”在这一说法中，人们把爱看成了驱迫，人们用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现象来替代了它；与此相反，爱恰好造成了明见。驱迫是牵挂的一种存在方式，这就是那种尚未成为自由的牵挂所具有的存在方式，但这不是说牵挂就是一种驱迫。它尚未成为自由，这指的是：在驱迫中，牵挂的完整结构还没有达到一种原本的存在；因为，在茫然不顾其他一切的情况下，驱迫只是对于“趋-赴（某物）”的牵挂，而趋赴只是不顾一切代价地前行。这一盲目的仅仅“趋-赴某物而不顾其他一切”是牵挂的一种变形。

而趣向又是与驱迫相区别的。它同样也是牵挂的一种变形。趣向是以牵挂为根据的，不过这里的根据却是牵挂本身所具有的另外的一种结构环节，即恰好是驱迫所压制住的那种环节——这就是“已经-寓于某物-存在”这一结构。如同在驱迫中存在着受到驱动的“仅仅趋赴（某物）而不顾任何代价”这种特殊的排他特征，同样，在趣向中也存在着一种这样的“仅仅”，即“仅仅-总是-已经-寓于某物-存在”。趣向是在寓于某物-存在之际趋于此在的与其自身相疏离（Wegbleiben）的朝外存在。在这里，我们必须防备把趣向和驱迫这两种结构混同为一；趣向中的“仅仅-总是-已经-寓于某物-存在”虽然也是一种“趋-赴-某物”，但这是一种不由驱力所决定的“趋-赴”，毋宁说，它是一种通过其所寓于其中的东西而让自己被牵动（Sich-ziehen-lassen）的趋赴。恰如驱迫从一定视角看在压制的意义上障蔽了牵挂的存在，趣向也一样障蔽了牵挂的存在。因为，牵挂，即“能够-让自己-仅仅-被某物-所牵动”这一牵挂夺去了牵挂所具有的那种原初而本真的先行于-自身-存在之可能性。

驱迫是尚未成为自由的牵挂，与此相对，趣向则是由于其存在所寓于其中的东西而已经受到束缚的牵挂。正如驱迫一样，趣向经由牵挂而对一切此在都具有构成作用。趣向本身是无可根除的，同样，驱迫也是不可能被抛弃的，不过，趣向和驱迫的某种特定的可能性却能够通过牵挂的本真的可能性而得到修正和引导，就是说，与驱迫中的尚未成为自由的牵挂相对，与出自驱迫的束缚相对，存在着在这种意义上的对束缚的开解：不是驱迫简单地在根本上被消除，而是驱迫及其实现方式在本真的牵挂自身中获得实现。当我们对其达到了一种明白的见地之际，我们就应当总是这样去理解趣向和驱迫这两种结构：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以牵挂为根据的，而不是相反：牵挂是一种由趣向和驱迫所组合而成的现象。

c）牵挂与开觉状态

此在作为在-世界-中-存在赋有一种开觉状态。开觉状态这一环节之形诸存在就构成了理解。开觉状态就意味着此在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存在规定：按照这个规定，此在就总是寓于某物的，以至于这个当下的存在（Dabeisein）本身成为昭然可见的。开觉状态这一现象也源本地显现于牵挂之中。牵挂具有一种开觉状态之禀性。

“趋-向-某物”、“已经-寓于某物-存在”和“先行”等等环节都是一些具有开觉状态之禀性的现象；这些现象之所以是可见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成了一种看的主题，毋宁说，在这些现象自身之中就含有一种视见（Sicht）。只要我能够观看，那么由此在的这一固有的本性出发，我们就获得了能够去理解一种古老的关于此在的思考和解释的根据——这种思考和解释表明：人类此在赋有一种lumen naturale（自然之光）。就此在之所是而言，此在出自其自身、出自它的本性就具有一种光亮（Licht）；就其本身而言此在就是由一种光亮所规定的。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解释说：一个单纯的物体、一块石头自身没有任何光亮，这指的就是：这石头所是的东西以及它面对它的环境的方式（如果一般地讲，人们还能够谈论一块石头的环境的话）是没有光亮的。而如果说黑暗是光亮的负面的话，那么我们甚至还不能够说，石头是黑暗的。因为只是在能有光亮的地方，方能存在黑暗。一种单纯的物体所具有的存在方式还处在光亮和黑暗之外或之前。与此相对照，关于人类此在秉有lumen naturale（自然之光）的观念则意味着：此在在其自身之内就是有光照的；此在寓于某物而存在；它秉有并观视着它所寓于其中的某物，且当此之际而同时成为了寓于某物的存在（Wobei-sein）本身。借助开觉状态这一现象，我们似乎不外乎就赢得了这样的一种概念、范畴与存在结构，也就是赢得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在运用自然之光而对此在所进行的古老的解释中，就已经公开地洞见到这一现象了。

牵挂具有开觉状态这一禀性，这就是说，理解总是有所视见的理解，在理解这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如同我们在以前所规定的那样，理解能够同时赢得一种关于牵挂本身的新的意义。在我们说“他理解与人打交道”、“他懂得谈话”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也使用了在日常谈论中的理解。在此，理解所指的意思就恰如“能够”，而“能够”则意味着：在其自身就具有趋向某物的可能性；更确切地讲，只要在这里涉及的是此在，那么“能够”无非就是趋向某物的可能性本身。作为牵挂、作为“在-已经-寓于某物-存在-之际-先行于-自身-存在”的此在不仅具有趋向某物的可能性（它合乎时机地把持着而重又放弃掉这样的可能性，为的是在没有此可能性的情况下也能够生存），而且，只要此在生存着，此在本身无非就是成为可能（Möglichsein）。就其存在而言，这一我本身向来所是的此在是由此而得到规定的——对这种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说道：我是，这就是说，我能。只要作为此在的存在者是通过“我能”而得到规定的，它就可以获致并维持在时机、手段等等之类意义上的诸可能性。一切操持和一切由牵挂所规定的存在者，都是先天地以“我能”的存在方式为根据的，确切地说，作为此在之存在的一种构成枢机，这一“我能”总是一种理解着的“我能”。在操持中，我能够做这件事和另外的事，这就是说我既能做这件事也能做另外的事，进一步，我或者能做这件事或者能做另外的事。在此需要看到，“或此-或彼”、“既-又”、“这-一个-和-另-一个-以及-另-一个”显示了一种特定的层次结构：“和”、一个“和”另一个“以及”另一个并不是源本的东西，而在纯粹理论式计数之“和”这一意义上的“和”就更加不是源本的东西了。例如当我说“我爱父亲和母亲”时，这里的“和”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有合计的含义——就像我说“椅子和黑板”时所具有的含义那样，毋宁说这里的“和”是一种特殊的“和”——在这个例子中就是爱的和。这样，“和”首先就具有一种以牵挂、以“我能”为取向的完全源本的意义。更正确地讲，源本的东西并不是“和”，而是“或此-或彼”，并且只是因为存在着一种“或此-或彼”，才会存在操持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既-又”和那种“和”。遗憾的是，在这里我不能够更进一步地探讨这样的一些相关关系的结构。此在就其自身而言就是可能性。现在尚需指明的是：此在本身以何种方式而是它的本己的可能性以及它的诸可能性。

d）牵挂与理解和解释中的“先”特征（先有、先见、先执）

理解首先不是一种认识现象，而是一种趋向某物、趋向世界与自身的源本的存在方式。现在，这一趋向某物的存在通过“我能”而方始进一步得到了充分的规定。“我能”必然相关联地对应于某物的可理解状态，与此相反，作为可理解者的可操持者就是一种能够在牵挂和操持中得到求索的东西。只要理解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前面意义上的理解[在前面，它唯一地被看作了一种趋向-存在（Seinzu）的方式]就具有牵挂的禀性。而这是由于：理解以及理解的实现方式即解释是由此在的这一存在方式即牵挂所规定的。作为“在-已经-寓于某物-存在-之际-先行于-自身-存在”，牵挂现象蕴涵着“先”之禀性。作为理解的一种存在样式，进而作为牵挂的一种存在样式，解释恰好是由这一“先”特性所规定的。

作为把某物看作某物的谈论，所有的解释都是在一种已经-寓于某物-存在之际所进行的解释，也就是立足于言谈所关乎的东西所进行的解释。言谈所关乎的东西总是预先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揭示，总是通过一种源本的先理解而被预先看成了如此这般的东西；言谈所关乎的东西必然存在于一种通常是先行的可理解状态中。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也就是作为牵挂，进而作为先行存在，解释从来就秉持着它的“先有”（Vorhabe），凭借此一先有，解释在任何进一步的步骤之前——而这一点正是作为这些步骤的基础——就已然理解了解释所关乎的东西。只要解释是一种把某物看作某物的言述，那么，这一先有也就是对言之所涉所具有的先行规定就总是合乎存在地同时具有一种特定的见地（Hinsicht），而那在解释中将得到谈论的东西——那有待于谈论者——就被纳入了这一见地之内。在所有的讲说中，在所有的解释里，那种被纳入先有之中的东西都以确定的方式而收入了我们的眼界。而我们的目光在那被纳入先有之中的东西那里所瞄向的地方，在观察这些东西之际我们的目光所着眼之处（这些东西就凭借这样的着眼点进入了我们的眼界），我们就将其称作先见（Vorsicht）。以上的这两个构成性环节就规定了：在解释中，被解释的主题是如何在一切谈论之前而预先被把定为这种和那种东西的，以及是如何在这种和那种视界中被把定的。先有和先-见预先就规定了哪一些可能的意义关联纳入到主题领域之中（将要和能够被纳入其中）。它们预表出了那在解释性的言说中以及特别地在科学的言说中能够成型为概念的那些意义关联。这意味着，那与某一特定的解释、与某一特定的主题相应的概念方式（Begrifflichkeit）就因此而得到了预先规定。这一可视为解释之结构的预先规定，就是先执（Vorgriff）。唯有当我们已经明白：解释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是“在-已经-寓于某物-存在-之际-先行于-自身-存在”的一种方式，我们才始可从它的上述基本结构出发去理解解释。

一切解释（包括科学的解释）在本质上都包含有这三个结构环节——先有、先-见、先执，确切地说，这里的原由在于：解释是理解的存在方式，理解则具有牵挂的存在样式，而牵挂本身则是一种“在-已经-寓于某物-存在-之际-先行于-自身-存在”。据此，解释就是以此在的结构为根柢的。所有的解释学、所有关于解释的各种可能性的阐释都必须回溯到这一基本结构并由此回溯到此在之存在的构成枢机。不仅是所有的解释学，所有的“关于解释之理论”意义上的解释学，而且一切具体的历史性解释——如果它宣称要与实情相符合的话——都需要不断对此加以反省：那些它从来作为解释而带入先有、先-见和先执之中的东西，是明确地合乎目的的呢还是仅仅偶然地拣拾起来的？这一作为先有、先-见和先执而与一切解释同时给出的现象，就是解释所具有的一种著名的、众所周知的，但同样也是令人棘手的自然天成的东西（但是人们相信，自己总是能够忽略这种自然而然的东西），所有的解释所能够达到的科学性的方式与程度在根本上就是出自这种东西而得到决定的；说到底，解释所具有的科学性的方式和程度并不是依据此点而得到决定的：为了对一种解释作出证实，我们是否占有以及占有了多少的事实材料？

所有的言说都作为自我言表的言说而道说着自身，就是说，此在本身作为“在-已经-寓于某物-存在-之际-先行于-自身-存在”而道说着自身。所有关于某物之道说的言说都总是已经源自上述先理解而道说着，而这种先理解就先行规定着言说所关涉的东西、言说所关注的方面以及意义得以呈显的可能的方式。但是由此并不可以就下结论说：此在总是在其看到实事到底是如何之先就道说着，以致似乎所有的解释在一开始全是主观的。与此相反，此在之道说是以如下之点为根据的：处于自身道说中的此在总是已经源自一种已然既与的已解释状态而道说着且必然是源自这个已解释状态而道说着，以致对于此在本身而言，世界和它自身就总是必然已经以一定的方式而得到了揭示。只是因为此在本身已经得到了揭示，所以才能够存在一种来自闲谈的遮蔽和来自那不再是源本的“趋向某物的存在”的遮蔽，与此同时，也才会存在一种再揭示和继续揭示。再揭示的必然性是以此在本身为根据的，确切地说是以此在之沉沦这一存在方式为根据的。

如果在历史研究中，正好有一些天才的历史学家对以前已经有过解释的东西达到了原本的理解，那么这样的理解也并不是出自他们的某种逸兴神思，就好像人们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必须重新转换他们以前所具有的观点与看法，毋宁说，这样的理解简直就是使以前以某种方式已经得到揭示的，但又重新陷入湮没的东西完全走向了毁灭。所以，如果把这样的观念带进历史研究中来——这种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在某一环节上可以是已完成的，以至于现在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知道它在历史中是一个怎样的状况——那么这将是荒谬的。这一关于客观性的观念在本质上是历史所排斥的。而由此可以清楚的是，研究和科学本身所表现的只是此在所具有的存在可能性因而也必然地要以此在的存在模式为根由，具体地说，这里的根由就在于：研究和科学本身也必然或多或少地要置身于沉沦之中，要陷身于研究的活动中，或者，在没有任何器械和诸如此类东西的时候，它就将陷身于清谈之中。如果说，所有的研究和科学都具有这一沉沦的可能性且必然就是这一可能性，那么“哲学必定总是带有一点诡辩术成分”这回事就是不言自明的，因而，作为此在的实现形式，哲学势必在其自身之中就带有一种走向诡辩术的危险。

这样，在我们称之为“解释”的现象这里，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牵挂的结构，尤其是“先”的特性是如何一直延伸到此在本身的那些存在样式所包含的个别的实现形式之中的。凭借牵挂现象，我们已经开揭出了这样的一种基本结构：由这个结构出发，我们就将能够看清迄今已得到解释的那些现象。现在，牵挂的“先”-结构，尤其是理解的“先”-结构已经成了明显可见的，然而，只有在我们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之后——在前面所指出的“先行于-自身-存在”和“已经-寓于某物-存在”中，“存在”原本地意味着什么？——这一先结构才能够获得一种明白的澄清。

e）Cura（牵挂女神）寓言作为有关此在的一种原初的自我解释的证据

“此在的存在结构就是牵挂”，这个命题是一种现象学式的，而不是一个例如像“生活就是牵挂和操劳”这样的前科学式的自我解释。在第一个句子里更多地涉及的是一种基本结构，而后面所提到的命题只是复述了这一基本结构所表现出来的某一直接而日常的状态。不过，只要我们的主题就是此在，那么第一个命题就能够且必须同时作为关于人的规定而得到理解。而我也不是臆想出了这样的一种植根于牵挂现象的此在解释，这种解释也不是根据一种特定的哲学立场而产生出来的——在我这里，根本上就没有什么哲学——，毋宁说，这种解释就是直接源出于对于实事本身的分析而显露出来的。这个解释并没有把任何东西兜售给这些课题领域（这里的课题领域就是此在），相反，一切解释都是源出于这些（或者这个）课题领域本身而汲取出来的。此在本身是自我解释着、自我道说着的存在者。早在七年之前，当我联系到诱惑现象而研究这一结构的时候，为了进入奥古斯丁的人类学的本体论基础，我就曾经探究过牵挂现象。当然，奥古斯丁的以及一般地古代基督教的人类学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牵挂现象，更不用说直接把它当作术语使用了，尽管在塞内卡（Seneca）那里，如同众所周知的在新约圣经中那样，cura（牵挂）就已经具有一定地位了。但是后来，我在一篇古代的寓言里发现了关于此在的一种自我解释，在这一解释里此在就把自身看作牵挂。这样的解释有着这一基本的长处：它是出自关于此在本身的一种源始而天真的眼光而得以形成的，因此它对于所有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都具有一种特别积极的作用。这一古老的寓言题为“Cura（牵挂女神）”，是编排在希吉努斯（Hygin）寓言集中的第220个寓言。我可以简短地把这个寓言向你们转述如下：

Cura cum fluvium transiret，videt cretosum lutum

sustulitque cogitabunda atque coepit fingere.

dum deliberat quid iam fecisset，Jovis intervenit.

rogat eum Cura ut det illi spritum，et facile impetrat.

cui cum vellet Cura momen ex sese ipsa imponere，

Jovis prohibuit suumque nomen ei dandum esse dictitat.

dum Cura et Jovis disceptant，Tellus surrexit simul

suumque nomen esse volt cui corpus praebuerit suum.

sumpserunt Saturnum iudicem，is sic aecus iudicat：

“tu Jovis quia spiritum dedisti。in morte spiritum，

tuque Tellus，quia dedisti corpus，corpus recipito，

Cura enim quia prima finxit，teneat quamdiu vixerit.

sed quae nunc de nomine eius vobis controversia est，

homo vocetur，quia videtur esse factus ex humo.”

该寓言翻译过来的意思如下：“从前，当‘牵挂女神’渡过一条河流的时候，她看见了一片黏土的土壤，她若有所思地从土壤里取出一块黏土，并动手把它塑造成型。正当她面对自己所塑成的东西独自思量之际，朱比特向她走来了。‘牵挂女神’就请求朱比特将灵气赋予这块被塑成型的陶土。朱比特高兴地允诺了她的请求。但是当‘牵挂女神’想要给她的塑造物取一个名字时，朱比特却不答应，并要求必须将自己的名字赋予这个塑造物。正当‘牵挂女神’和朱比特围绕名字的问题争论不休，这时地神（Tellus）也冒了出来，并要求这个塑造物以她的名字来命名，因为正是她为这个塑造物贡献出了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争论各方只好把农神请来充当仲裁。而农神就给他们作出了下面的显得公正的裁决：‘你，朱比特，因为贡献了灵气，你就将在它死亡之时接受它的灵气，你，地神，因为赋予了它身躯，你就将接受它的躯体。但是，因为‘牵挂女神’首先塑造了这个生命，所以只要它活着，‘牵挂女神’就应该占有它。不过，由于关于它的名字还存在着争论，所以它就应该叫做‘homo’（人），因为它是从humus（泥土）（Erde）造出的。”

在这一质朴的存在解释中，我们看到了令人惊奇的见地：这里的眼光是指向存在的，在此眼光之中，除了身体和灵气以外，像“牵挂”这样的东西还被看成了这样的现象：只要这一存在者活着，它就被判定是属于牵挂所有的，就是说，牵挂被看成了此在，被看成了在我们目前的考察中所拥有的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关于这一点，康拉德·布尔达赫（Kanrad Burdach）曾经做过详尽的探讨，而我也已经通过他熟悉了这个寓言。[13]布尔达赫指出，歌德从赫尔德那里接受了Hygin的寓言并在他的《浮士德》的第二部分里进行了加工。然后，就像他一直非常可靠而博学地做到的那样，布尔达赫还给出了有关这个概念的历史的一系列材料。而在有关其他问题的探讨中，他指出：新约里面用来表示“牵挂”（Sorge）[Vulgata（拉丁文圣约）中的sollicitudo（不安，操虑）]的词μεριμνα（忧心，不安）[或者，也许像它原先被称作的那样：φροντισ（关心，担忧）]，在斯多葛的道德哲学中就已经成了一个术语了。在塞内卡的第90封书信中（歌德对这些信件也是很熟悉的），为了满足对原始人加以描述的需要，他也使用了这个词。Cura（牵挂）的两重意义所指的是：作为操持的对于某物的牵挂，即沉浸于世界之中，以及投身意义上的牵挂。而上述意义就与我们前面已经标揭出来的那些结构相互投合了起来。那么，这难道还不足以表明：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即便并不是作为一种对此在的存在结构本身的明确的追问——在这个自然的此在解释中，cura（牵挂）已经为人所明见？

凭借牵挂现象，我们就赢得了这样的一些存在结构：由这些结构出发，我们目前所揭示的那些有关此在的存在禀性就会成为我们所能够理解的，确切地说，我们不仅能够理解牵挂的结构本身，而且也能够理解那些源出于牵挂的可能的存在方式。[14]

f）牵挂与意向性

现在，我们已经将此在的各种结构引向了与牵挂这个基本现象的某种确定的关联，而在目前我们所达到的这个考察阶段之基础上，我们似乎就能够去批判性地重述我们在引导性的考察中关于意向性所曾经听到的东西。根据作为此在基本结构的牵挂现象，就可以指明：在现象学中人们将其看作意向性的东西以及人们看待它的方式，都是成问题的，是一种仅仅以外在的方式看到的现象。而意向性所表示的那种含义——单纯的自身-指-向——还需要更进一步地诉诸“在-已经-寓于某物-存在-之际-先于-自身-存在”这个统一的基本结构才能获得阐明。而这里所指出的这个结构才是一种原本的现象，它对应于以非原本的方式和仅仅在一种孤立的指向中由意向性所表示的那种东西。在这里，我只是非常简短地提示出这一点，而这为的是表明：对于现象学的提问方式的一种原则性批判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注释】


[1]编者注：在这里，术语“开觉状态”和“展开状态”的意义还未像在后来的《存在与时间》中那样得到明确的限定。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毋宁是相反的倾向：“开觉状态”被认为是属于此在的生存状态，而“展开状态”则是世界的存在规定。参见编者后记。

[2]参见第26节，b），第338页。

[3]参见第9节，a），第107页。

[4]参见第二十六节，b），第338页。

[5]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卷，第35章。

[6]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1，980a21。

[7]参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B5，1382a20-1383b1l。

[8]A.W.洪臣格尔：“从奥古斯丁到路德的天主教学说中的惧怕问题”，1906年，《路德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

[9]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Ⅱ1，第41-44个问题。

[10]奥古斯丁：Opera Omnia（全集）（Migne P.L.XL，Bd.Ⅵ，p.22sqq.）qu.33，34，35。

[11]M.路德：《创世纪注释》，第三章，《著作集》（增订版），exegetica opera latina，第一卷，177sqq。

[12]S.克尔凯戈尔：《惶恐概念》，1844年。《全集》（迪德里希），第五卷。

[13]K.布尔达赫：“浮士德与牵挂”，《德意志文学与精神历史季刊》，第一卷（1923年），第41页以下。

[14]编者注：此处为手稿的结尾


第二部　解释时间本身




第三十二节　基本的此在分析的成果与任务：厘定存在本身的问题

时至目前，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通过至今为止的探察，我们赢得了什么，我们又寻找到了什么？关于此在的解释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意图之下进行的？

关于此在的日常存在状态的解释，打开了能够看见这一存在者的基本构成枢机的眼界。像在-世界-中-存在、之中-在和共在、常人、开觉状态、理解、沉沦、牵挂等等这些结构，现在都获得了一种明白的阐述。与此同时，上述的最后一种现象则指明了以上的这些多方面结构所具有的共同的根柢所在，而我们前面总是在说：这些结构应当是同等原初的。“这些结构的同等原初性”所意味的就是：它们从来都是一同归属于牵挂现象的，它们都是——尽管是以一种非突出的方式——植根于牵挂之中的。据此，这些结构就不是对于某种在一开始并不具备这些结构的光秃秃的牵挂的一种随意的附加，更不是对于某种借助这些结构的组合而得以成型的我们称之为牵挂现象的附加。但是，如果我们所追问的东西就是此在的存在——就像在我们这里不断进行的那样，那么，只要此在进入了我们的探询，“这些结构的同等原初性”就总是针对此在来说的。这就是说，当我以现象学的方式来观想开觉状态或者常人或者沉沦时，我就会同时意会到这些结构的统一性。

此在既不是各种行为的一种结合，也不是躯体、灵魂和精神的一种组合，要在这里寻求这一组合物的整体存在所具有的意义，那将是徒劳无功的。此在也不是一种主体或者意识，它只是随着某种机缘而方始获得了一个世界。它也不是一种行为的中心——似乎这些行为就从这个中心发射出来，无论是这个中心的存在还是这些行为的存在都不能根据这样的一个中心而得到规定。上面我们所指明的那些结构，不过就是此在这个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对于这样的存在方式，我们只有根据那种总是与这些存在方式一起同时得到意会的东西才能够加以理解，就是说，我们只有根据牵挂才能对其加以理解。此在出自其本身而自我理解为牵挂。据此，牵挂就是此在的存在枢机的源本的整体。作为这一整体，它总是秉有它的这一或那一确定的可能存在（Seinskönnen）之方式。在此在的每一存在方式中，这一存在整体本身都是整个地当下在此的。据此，我们通过牵挂现象而赢得的这一作为此在之存在的概念，就不是一个抽象出来的、普遍的概念，仿佛它可以作为一个种概念而为所有的存在方式提供基础。同时，这个概念更不是各种存在方式的共同作用所产生的一种结果，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我所抓住的就是这些存在方式所包含的抽象的一般性。所谓各种存在方式的共同作用，似乎只能就是此在的源本的整体结构本身的某种当下的分别作用（Ausaneinderspiel）。

目前的问题是：我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意图之下来进行这一关于此在的分析的。对于我们自身所是的存在者即我们称之为此在的存在者之存在结构的清理，此前曾被看作是这样的一种研究：它担负着对一般存在问题加以厘定的任务。我们要赢得让某种一般的存在研究成为可能的具体的地基，这就是说，我们要去揭露使“存在意味着什么？”这一追问得以产生的根基。我们需要赢得一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个回答不能简单地通过一种形式化命题加以表述，毋宁说它是这样的一种回答：这个回答先行就规定着存在研究的必由之路。现在，根据迄今我们所赢得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在方法上更为透彻地理解和表述现象学的这一基本问题：存在意味着什么？

现象学的研究就是着眼于存在者之存在的解释。对于这一解释而言，那纳入先有之中的东西、作为解释的课题而先行拥有的东西，就是一种存在者或一种确定的存在领域。我们是着眼于存在者的存在而追问这一存在者的。换言之，我们对于那纳入先有之中的东西加以追问的那个视角，我们看见存在者和将要看见存在者的那个着眼之点，就是存在。而存在则有待于依据这一存在者得到描摹，这就是说，现象学的解释持以为先-见的那个东西，就是存在。只有当存在者由之而得到追问的那个着眼点即存在充分地得到了清理并从概念上得到了规定时，这样的一种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追问才会是一种透彻的追问并成为研究的一种可靠的指南。我们对纳入先见中的东西越是原初而无成见地进行了清理，我们越少使用那些偶然的、来源不清的、表面上不言而喻的以及破旧残缺的概念，那么一种具体的存在研究就将越是确定不移地赢得它的地基并由此而保持为根深蒂固的。

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对那种作为规定性的东西而引导着一切存在研究的“存在”现象加以澄清的时候了。如同我们前面所显明的那样，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对于问题本身的解释，也就是对存在研究所具有的结构加以阐明、对着眼于存在者的存在而进行的追问本身加以阐明。只有当追问的含义、理解的含义、“采纳一种看法”的含义、有关存在者之经验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而“一般存在者之存在”的含义又意味着什么都成为了清楚可见的时候，就是说，当所有我们用此在所表示的含义都得到了澄清的时候，提问本身方能清楚明白地进行下去。

第三十三节　开辟对作为整体的此在进行现象学解释这一课题的必要。死亡现象

由于关于此在本身的现象学式解释把一种特定的存在者当作了课题，这种解释就成了一项专门的任务。而现在，关于此在的现象学解释本身又还处在那与解释的结构一道俱来的指导线索的制约之下。关于此在的现象学式解释——如果我们要以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解释的话——必须要追问的是：它是否在一开始就原初而本真地将它的课题即此在纳入了先有之中？更确切地说，在对此在分析开端之际，这一此在是否在一开始就得到了这样的把握，以致此在这一存在者的整体都进入了先有之中？只有在我们把作为整体的存在者当作了课题的时候，我们才获得了一种能够依据这一存在者本身而描摹出它的存在的整体结构的保障，故此我们就必须提出上述追问。一种关于此在的准备性解释（即依据此在本身而开掘出此在的存在结构）得以成功进行的基础就在于：在专题性的分析之开端就先行地赢得这一存在者本身，即赢得此在的整体结构。

因此我们必须探询的是：在迄今对于此在的考察中，此在本身是否以整体的方式纳入了我们的眼界并保持于我们的眼界之中，以致依据这一作为整体的存在者，我们就可以描摹出这一存在者的存在之整体？目前的这种我愿意称之为“过渡性考察”的考察，对于以后的理解具有一种基础性的意义，与此同时，能够以一种现象学的方式来清楚明白地进行每一步骤的思考，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前面所进行的准备的基础上，现在，我就应该可以冒险来给你们讲述有关时间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了。关于时间所指为何物的理解，似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是阙失的；这种理解仅仅停留在关于时间的各种命题之上。因此我选择了一条能够保持我们的考察本身的真正的连续性的唯一可能的途径，以便经由这些逐一的探察步骤而走向这样的一个领域：由这个领域出发，时间本身以确定的方式成为明澈可见的。这里所关系到的多半不是要在有关时间的各种命题里提供一些结论，而是要通过这一探察而打开你们的眼睛，以便你们自己可以看见并检视我们目前所已经赢得的东西。

目前的问题依然是：在至今为止的对此在的考察中，此在是否作为一个整体而获得了认定，以致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即把目前所赢得的存在特性本身就看作一种完整地规定着此在自身的存在特性？如果此在的存在被解释成了牵挂，那么我们要追问的就是：牵挂这一现象就给出了存在结构的整体吗？或者，对牵挂现象的清理岂不是正好把我们带向了对如下一点的洞识：在迄今为止的考察中，作为整体的此在恰好没有被纳入先有之中，进而，我们不仅没有实际上赢得此在的整体，而且，正因为牵挂构成了此在之存在的基本结构，此在的整体在根本上就是不可能赢得的？换言之，只要此在是在牵挂这一存在结构中显现出来的，那么它就正好抗拒着那种以整体的方式获得把握并由此而被纳入先有之中的可能性。

对于真实的存在整体加以描摹，就要求作为整体的存在者是已然既与的。当牵挂作为这一存在者的存在而已经变得明显可见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整体在根本上永远也不是已然既与的；所谓的照样摹写原则上就是不可能的。着眼于此在本身和迄今所清理出来的东西，就会对如下一点获得充分的明见：这一存在者的存在就是牵挂，牵挂的含义之一就是“趋赴某物的朝外存在”；在此在的操持中，它同时也操持着它的本己的此在。作为趋赴某物的朝外存在，此在就是趋向那种它尚未成为的东西的向外存在。作为牵挂，此在在本质上就处在走向某物的中途，它在牵挂中走向它尚未成为的它自身。此在的本己的存在意义恰好就在于：总是还有待于去拥有某种它尚未成为的东西、某种依然悬欠于面前的东西。某物的这种持续的依然-悬欠就意味着：只要它存在着，此在的存在作为牵挂就总是未完结的，只要它存在着，它就依然是阙失某物的。

而当此在已然完结之际（人们把这样的一种完结称为死亡），这时此在虽然走向了终点，作为一个存在者，在这里已不再有任何悬而未决的东西，但是连同着这里的“不再有任何东西悬而未决”，它也就不再是此在了。随着此在达成它本身所是的整体，且正好在这一达成里，此在成了“不再是此在”的东西；它的整体恰好使之消失。据此，我们在根本上就永远也不可能把作为一整体的此在强行纳入先有的范围。即使这一点通过某种方法成为了可能，那么严格地讲这也只能意味着：这一先有不能发挥任何用处；因为我们必须坚持前面给出的关于此在的规定：在本质上，它向来都是我的此在。此在是当下切己的我的此在——这是此在的一个不可磨灭的禀性。只是因为此在合乎本质地向来是我的此在，我才能在常人之中迷失自身。当此在在它的死亡中达成了它的整体时，那么它就恰好再也不作为我的此在而成为我所能经历的了，更确切地讲：在整体状态中，再也没有任何理解性的自我现身的可能了；因为那应该自我现身的存在者，随着已达成的整体并恰好通过这一整体而不复存在了。况且目前我们暂时还完全没有对如下之点加以考虑：要是我们把以下情况看作是可能的——死亡中的此在竟还拥有一种对它的存在施行现象学研究的机会，而为了能够把握到此在的整体，我们就必须一直等待下去，直到它完全走向终结——这到底是不是具有一种意义呢？以上就已在根本上显明：我们不可能以此在的整体的方式现身、我们不可能去经验此在之整体并据此而揭发出这一存在之整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看到：上述不可能性并不是植根于经验及其结构的著名的非理性性质，也不是植根于我们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也不是由于现象学的研究并不适用于去探究死亡的瞬间，毋宁说，这一不可能性仅仅是由这一存在者本身的存在方式所唯一地决定的。如果说，达成整体就意味着不-复-存在，就意味着可能的现身情态之丧失，那么我们就必须因此而也要放弃那种以此在的本己的存在方式为根基的对相应的整体加以显明、对此在之存在作出恰当描述的可能性吗？

但是，现在似乎依然还存在着一条使此在的整体成为某种存在描述之课题的出路，确切地讲，只有当我们对于此在的那种前已指明的特性保持着明察时，这样的一条出路才会出现。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此在作为在-世界-中-存在同时也是相互共处。就此在的死亡构成了“不-复-在此”意义上的“走向-终结”而言，虽然死亡阻断了“我从整体上经验并拥有我的本己的此在”这一可能性，但是，在作为共在的此在曾经与之同在的他人那里，这一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或者说，作为与他人的共在，当下依然还存在着的此在具有这样的可能性：把他人的此在当作终结了的此在加以看待并据此而明晰地描摹出这一存在者之存在的整体。可是，这一把他人的已达到终点的此在用作替代性课题的方案，仍然还是一种无用的解决办法，而这并不是因为：如果我们要去把握那种在别人的此在里时至最后还依然保持为悬临不定的存在干系，如果我们要在一种原本的意义上最终去经验他人的死亡，这将会遭遇到一种特别的困难。并不是这个偶然的困难才使得上述解决办法显得在原则上不切实际，毋宁说，我们之所以拒绝把他人的此在当作目前的出路这一方案，这是出于以下的这些更为根本的理由：

第一，在死亡之际，他人的此在也成了一种“不-复-在-世界-中-存在”意义上的“不-复-在此”，就是说当他人已死时，他们的“在-世界-中-存在”本身就再也不存在了；他们的存在再也不是“处在”一个已开显的世界“之中”的存在，再也不是“寓于”一个已开显的世界“之中”的存在。他们的“尚-在-世界-中-存在”的东西就仅仅是一种现成可见的躯体。在这里，一种存在者的从此在式存在方式，即从在-世界-中-存在的存在品格到单纯的现成可见之物的奇特的骤变特别地清楚可见。躯体的单纯现成可见状态是这一存在者先前的存在方式的极端的反例。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再也不能够说：人的身体竟还是现成可见的——对此人们不必自欺欺人；因为随着他人的去世和亡故，虽然有一个实体确实还是现成可见的，但是他的此在本身就全然不是现成可见的了。

第二，上述解决办法还不只是错认了此在的存在。这个解决办法甚至假定：当下切己的此在似乎可以由一个随便的他人的此在来代替。当我或许不能出自我自身而观察到某物的时候，我却能够经由他人而得到观察。那么，这样的一个假定——此在在原则上能够并一直能够替代那些与自己有着相同存在方式的存在者，能够替代其他的此在——能够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呢？实际上，这一可能性就是作为“在世界中的相互共处”的共在所具有的，并且，正是基于“日常的操持性的沉浸于世界”这种存在方式，我才能够去替代他人。在什么方面去替代呢？——在他所做的事情中、在由他所操持的世界中和在操持活动本身的范围内去替代他人。前面已经指出，在日常的自我解释中，此在恰好是出自他向来所做的事情而看到自身的，此在出自这些事情而解释着自身、谈论着自身、命名着自身；一个人无非就是他所从事的事情。在这一日常的相互交融于世的状态里，人们就能够以某种确定的方式相互代替，在一定的限度内一个人似乎可以承接他人的此在。不过，这一替代最终只能发生于某种东西“之中”，就是说它最终只能涉及一种操办、涉及一种特定的是什么。

而当事情关系到对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构成了此在之终结并因之而给出了此在的当下的整体——的存在加以替代时，替代的可能性就将绝对地失效。这里的意思是说：没有人能够从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亡。他诚然能够替代一个他人去死，但这里的“替代一个他人而死”所指的只能是这个意思：为了某个特定的事情之故而去替死，就是说在对他人的在-世界-中-存在加以操办这个意义上的替死。替他人而死所指的并不是：凭借此一替代，就从他人那里取走和消除了他的死亡。每一此在都必须作为他自己本身而接受死亡，更确切地说：每一此在——只要它是存在的——都已经把这一存在方式接受于自身了。死亡是当下切己的我的死亡，就是说，只要我存在着，死亡就是属于我的。

前面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与这样一种未经道出的成见密不可分的：在有关此在整体之赢取的问题上，首先而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使此在作为一种观察的对象而成为可把握的。但这一点还只是第二位的困难。首要的困难还在于：此在是否就是人们自身所是的那种存在者——此存在者在本质上就必须一直去成为我的存在者？这个存在者是否拥有一种去成为它的整体的可能性？只有在上述存在可能性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去经验此在的自身存在之整体。

但是，只要此在的整体是在一种本质上属于我的死亡中达成的，那么这一“达成整体”就总已经重又是一种“不-复-在此”了。因此，“去成为此在之整体”就仍然是不可能的，进而，要对那种构成了整体的东西有所经验，就更是不可能的。关于这样的一种不可能性的见解，并不是根据相互矛盾的命题而间接地推论出来的，而是源出于对此在本身之存在枢机的正面的观照而获得的。不过，这一见解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某种积极的东西，这就是关于此在的存在方式与那种我们称之为世上物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之间区别的理解。

如果此在达成了一种这样的存在样态，以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向它悬欠了，就是说如果它作为此在已经是完成了的，那么处于其完成状态的此在也就再也不是它所是的东西了。专就此在而言，完成状态就意味着不-复-存在。与此相反，那种在操持中照面的存在者就只有当其得到了完成、成为了现成可见者时，才能够作为被使用物、被制作物（桌子、书籍、各种器具）而充分实现它的作用。专就一种现成可见的世上物而言，完成状态正好就意味着是现成可见的和成为了可掌握的。这样，我们就赢得了两种各不相同的达成整体和达成整体状态的现象。此区别涉及到“达成整体”与那种当下已然成为了整体的东西之存在之间的关系。与世上物和此在之间在根本上相互区别的存在方式相应，“完成”也具有各不相同的含义。

但是以上所说就意味着：当此之际，此在的特殊的整体结构必须以某种方式而已经成为了可见的，并且，整体的结构是通过对作为此在现象的死亡现象的一种先行的考察而成为可见的。只有当出自此在现象本身，出自死亡现象（即此在所拥有的一种存在方式）而指明了“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此在加以经验”的不可能性时，我们才能在科学的意义上正当地坚持一种“对此在的整体加以规定的不可能性”，并且，只要这一指明是以现象学的方式清楚明白地进行的，那么由此就给关于此在之存在的研究设立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限制。因此，为了看清我们在此一问题上的无能为力——我们是否能够经验作为整体的此在并进而能够从结构上揭发出它的存在整体？我们就需要以现象学的方式对死亡概念作出清理。而这就是说：需要把死亡真正地解释为一种纯粹的此在现象，而这复又意味着：我们必须根据那些我们迄今就此在的存在结构所揭示出来的东西来理解死亡。当我们以纯粹现象学的方式来探究以上课题时，就会显明这样一个奇特的结果——上述的不可能性只是一种外观。毋宁说，对死亡现象的真正现象学式解释是唯一的一条打开这样的眼界的途径——通过这一眼界，我们将会看到：此在本身就秉有一种真正地去成为作为整体的它自身这一存在可能性。而这一存在可能性本身的存在品格就为我们赢得此在的整体存在之存在意义提供出了现象上的地基。不仅如此。在通过真正被看见的死亡现象而开示出来并与其存在相应的此在的真正整体之中，这一源本的存在整体本身也同时显现出来。eo ipso（因此），把死亡清理为一种此在现象，在一种对存在者（此即属于我们的课题对象的存在者）之存在结构的严格的考量中来厘定死亡，就会把我们带向存在者本身的存在面前，确切地说，正是在我们进行上述清理和厘定之际，存在者之存在的整体会同时得到获得理解。

第三十四节　对作为此在现象的死亡的现象学解释

现在，我们似乎就要通过考察器具和世上物的完成状态与此在的完成状态之间的区别来找到我们的出路了。第一种意义上的完成状态所指的首先正是现成可见的存在，第二种意义上的完成状态则意味着“不-再-现成存在”，而这一“不-再-现成存在”首先则被把握为那至今依然还悬欠着的东西、至今尚未显露于存在者中的东西之遽然来临。然而，在这里此在是如何被看待的呢？——它是作为行为与事件的一种过程系列而得到理解的，而这些行为与事件在某一环节上将会达到一个作为整体的终结，随着那尚处于缺失中的剩余部分的出现，这些行为与事件才会完全地成为它们之所是的东西。这一整体（Gänze）的整体性（Ganzheit）具有合成物（Kompositum）的含义。在这里，整体性、终结的存在也就是死亡是根据世上物的存在结构而得到把握的，是从世界出发而为人所见的。

但是死亡不但没有构成合成物意义上的整体之整体性，它甚至也并不构成这种意义上的合成物整体之整体性：当其达到了完成时，这种整体就不复存在。毋宁说，如果死亡即是此在的一种存在禀性的话，那么就其存在意义而言，死亡首先就不能依据世上物的现成可见状态和非现成可见状态而得到理解。实际上，此在作为牵挂就是朝向某物的存在。死亡并不是某种还在此在那里悬欠（aussteht）着的东西，而是悬临（bevorsteht）于此在的存在之前的东西，确切地说，只消此在存在，死亡就会不断地悬临于此在的存在之前。作为总是已经悬临于前的东西，即便此在尚不是整体的、尚不是完成的，也就是还没有濒临死亡，死亡也是属于此在本身的。死亡不是某个合成物整体当中的一个阙失的部分，毋宁说，它在一开先就构成着此在的整体，以至于唯有出自这一整体此在才能够秉有它的各个部分的存在，才秉有它的可能的去存在的方式。

但是即便是在上述这样的已经相当明晰的规定中，死亡也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把握；因为“某种悬临于前的东西”这一刻画并非唯一而单独地只适用于死亡。在此在中还有着很多我们可以说“它悬临于前”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不必就是死亡。虽然人们可以说，死亡也是属于悬临于我面前的东西，但是这里面却存在一种歧义。因为这种说法依然未曾确定死亡现在是如何得到理解的——诚然，现在死亡已不再被理解成悬欠着的客观的事件（这个事件与至今为止已经消逝了的那些过程系列相互拼接了起来），而是被理解成了牵挂本身因其悬临于前和不可避免而对之有所期备的东西。我们问：这悬临于前的东西是我所碰到的一个事件吗？是一种我所遭遇的来自世界的陌生的东西吗？或者，它是一种我在根本上永远也不会与之际会，但作为此在的我本身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却直接与之相等同的东西？实际上，当死亡不是被看作悬临于前的世上照面之物，不是被看作某种我终究要与之相遭遇的东西之时，相反，仅当其依据此在的存在结构、依据牵挂、依据先行于-自身-存在而得到领会时，死亡才会作为此在的禀性获得理解。

与死亡（它只是一种属于我的当下切己的死亡）相伴随，我的最本己的存在、我每一瞬间的可能存在悬临在了我的面前。我在我的此在的“最后关头”将要成为的那种存在，我在每一瞬间都能够成为的那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就是我的最本己的“我是”之可能性，就是说我将成为我的最为本己的我。而我自己本身就是这一可能性——作为我的死亡的死亡。在根本上，死亡并不存在。

作为先行于-自身-存在，牵挂本身同时就是一种可能存在。“我能”，更确切地讲，我即是这一特出的“我能”，因为我就是这一“每一瞬间我都有可能死亡”。这一可能性是一种我总是已经置身于其中的存在可能性。它是一种特出的可能性，因为我自身就是我自己的这一持续不断的、最极端的可能性，亦即“不复存在”的可能性。牵挂——在根本上作为一种萦系于此在之存在的牵挂，在至深的意义上无非就是处于本己的可能存在这一最极端的可能性之中的先行于-自身-存在。因而，此在在根本上就是它的死亡。那伴随着死亡悬临在此在之前的东西，并非某种世上之物，而是此在本身，而此在并不是在一种他所选择的存在可能性中，而是在它的“不-复-在此”这一存在可能性中悬临于自身之前。只要此在就其可能存在而言在根本上已经就是它的死亡，那么它作为此在就总是已然成为了一个整体。由于此在所指的就是“作为牵挂的先行于-自身-存在”，此在就可以出自其本身而在其存在的每一时刻都整个地成为它的存在。当此在的那种能够原本地成为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的存在方式获得了廓清之时，我们才能够从现象上去把握此在整体所具有的结构。循着此一存在方式，就将可以看清：在这样的一种存在方式中，此在如何地就是它的死亡本身。对于那种此在因之而成为它的最极端的存在可能性的存在方式的廓清，就构成了死亡现象的现象学解释的意义，在这一解释中，死亡就被理解成一种对此在之存在具有构成作用的规定。据此，我们同时也就指出了这一关于死亡的解释所不能加以顾及的东西：

第一，它不能对死亡做内容上的描述，它既不能就死亡的多种多样的原因做出描述，也不能就死亡的各种可能的样式，就人们在临死之际具有怎样的行为或能够具有怎样的行为进行描述。且不说上述课题并不属于我们这里的专题，且不说在面对死亡现象时，人们对于死所能够拥有的经验还远远地不如对于生所拥有的经验，说到底，上述那种关于死亡的解释到头来也只有依据一种严格的死亡概念本身的线索才能够进行下去，而这一严格的死亡概念才是我们所要去争取的。

但是第二，对死亡的现象学解释没有先行采取某种面向死亡的立场，它没有就以下问题做任何断定：是否在死亡之后还有某种东西出现，到底是什么东西将会出现，或者是任何东西都不会出现。在现象学的解释中，没有就来世和不朽作出任何断言，因此也没有就今世作出任何断言——仿佛我们要去告诉人们：面向死亡应该如何作为以及应该如何不作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说：这一解释是在一种最为彻底的现世境界中进行的，就是说，这一解释是以以下之点为着眼点而进行的：一种存在者即当下切己的此在的死亡能够是什么。解释所具有的这样一种现世属性完全未对传统的不朽与重生的问题做任何预先断定，以致恰好就是凭借对死亡之存在结构的这样一种现世性的解释，才先行规定了关于死亡的一种可能的提问的意义与基础。只要这里的沉思还徘徊在对于死亡的迷惘的和神话式的肤浅的大众化概念之中，那么关于死亡的沉思与哲学思考就依然是无根基的。只要我未曾对此在的结构加以探询，只要我未曾对死亡的“是什么”加以规定，那么我甚至就没有资格去追问：在此在的死亡之后会有什么东西出现。关于此在和死亡的现象学概念乃是在根本上有意义地提出不朽问题的条件；不过，这个问题不属于一种自我理解的哲学之范围。

去争取一种关于死亡的现象学概念，这指的就是：使此在因之而成为它的最为极端的可能性的那种存在方式成为明白可见的。在此有必要看到的是：与那种本身即为一存在者（如像这里的此在及其死亡）的可能性之间的存在干系（Seinsverhältnis），已经就是一种“成为可能”（Möglichsein）。成为-可能性（Möglichkeit-sein）合乎本质地就是指这一“能够-成为可能”（Möglichsein-können）。而这之中就包含着：此在能够——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我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成为它的这一最极端的可能性。但是此在同时也不断地就是它的死亡的可能性，因为死亡对此在的存在具有一种构成的作用。即便在其日常状态当中，此在也是这一可能性。由于我们首先是在其日常状态中揭示出此在的存在枢机的，所以我们以下就要从对此在的日常状态的探询出发并且追问：在其日常状态的最为直接的存在样式里，此在怎样地就是它的死亡。这一分析将成为日常状态下的死亡通常能够怎样地存在的证据。按照这样的描述，我们就将同时能够把死亡这一存在样式所具有的结构照样摹写下来。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以下两点：第一，首先是日常状态的此在走向其最极端的可能性、走向死亡之时的存在方式；第二，我们问：在这一走向死亡的日常状态中，死亡之存在作为什么而显示出来？

a）日常状态的存在样式中死亡的极端可能性

此在的日常状态是由“混迹于常人之中”所规定的。在相互共处的公众当中，死亡是一种确定不移的日常所遭遇的事件。这一遭遇被解释为“人最终都有一死”。在“众人都要死”这一说法中，掩盖着一种模棱两可；因为这一“众人”刚好就是那永远不死和永远无能去死的东西。此在说道：“众人皆死”，因为这个话就意味着：“无人死亡”，就是说我本人刚好就是不死的。死亡是某种存在于相互共处之中的东西，关于这种死亡，常人预先就具备了一种相应的解释。在“众人皆死”的说法中，死亡在一开始就被削平为某种意义上不属于任何人的存在可能性。由此，死亡在一开始就失去了它的真相。“众人皆死”把那种关于日常流行事件的公众性解释方式错误地搬用于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之上，并借此驱走了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

在这一驱除当中，还存在着一种进一步的模棱两可：“众人皆死，但是死亡目前还不会到来。”人们如此地议论，就好像死亡首先必须要从某个地方来到一样，可是实际上，此在本身时时刻刻都已经就是这一可能性。这种对死亡真相的驱除同时还具有一种安定的特征，就是说，公众关于此在的自我解释行进得如此之远，以致人们例如在相互共处中甚至还要劝说濒死之人，说他很快又将康复，也就是很快又要重新回归此在的日常状态。此在的平均的世界化的自我解释试图用这样的话去安慰他人，与他人进入一种真正的相互共处。可是，这样的一种安慰只是重又将此在推回到了混迹于世，以至于他的存在的特有处境对他而言恰好依然是蔽而不明的。

这样的一种对于事物的公众式既定解释在一开始也制约着公众性的面对死亡的存在方式，这种制约的方式是这样的：这种解释方式已经决定了对于死亡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思想。在公众看来，思虑死亡就等于怯懦的惧怕，就是阴郁的逃避世界。公众不容许“直面在死亡面前的惧怕”这样一种勇气生起，而是催促着对死亡的遗忘，与此同时，它还把这种遗忘解释为此在所拥有的与这一所谓的阴郁生活正好相反的自信与从容。以上所描述的就是标志着常人的存在方式的那些特征，而这样一点现在也应该清楚可见：这里所表现出的又是那种日常状态的存在方式，也就是此在所具有的那种沉沦的存在样式。

为了维持一种在死亡面前的无思无虑，在使得死亡成为模棱两可之际，常人不仅排斥着死亡的真相，而且这一排斥同时也是一种安定并具有去陌生化（Entfremdung）的特性。伴随着这种对死亡的不愿-思虑，此在的日常状态一直都处于在死亡面前的持续的逃逸中。但是，恰好就是在这一逃逸中，我们才能以从现象上看清：死亡并不是那种来自某个地方的东西，而是一种已然植根于此在本身之中的东西。就在不愿-思虑-死亡之际，此在就凭借死亡本身而见证着它的存在。而反过来，死亡并不是由于此在对它的思虑才处于此在之中。甚至在没有明确地思想死亡的情况下，此在在其日常的沉沦着的逃逸中所逃离的东西，也无非就是此在本身，确切地说，只要死亡对此在具有构成作用，此在就会逃离自身。

但沉沦的存在方式也是一种遮蔽，就是说它行进在一种隔膜的解释（Uminterpretieren）中，行进在一种对死亡之真相的避而不见中。然而，这一存在方式已经就包含了一种事先的和不断的看见，以至于这一存在方式所掩盖的东西，就是它的本己的存在。对那种“不思虑死亡”的不显眼的维护掩盖着死亡的一种基本特性，这就是它的确定性（Gewiβheit）。经由模棱两可的“人终有一死”，这一确定性就被错解成了一种不确定性。人们用这样一种公众化的解释方式销蚀了这一确定性的锋芒：“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必须相信这点”——这是一个仿佛不针对任何人的关于死亡的断言。然而，死亡的意义恰好就在于：死亡就是我自身的存在可能性。“因为我将死，所以我是我自身”，这一确定性乃是此在本身的根本的确定性且是一个关于此在的真切的断言，与之相对照，cogito sum（我思故我在）则仅仅只是貌似这样的一种断言。如果这样一种尖锐的表达毕竟道出了某种东西的话，那么那恰当的、切合于此在之存在的断言就应当是：sum moribundus（我在故我死），确切地讲不是作为病弱者和伤残者的sum moribundus（我在故我死），毋宁说，只要我存在着，我就是moribundus（将死的）——在此，正是这个moribundus（将死的）才首先给sum（我在）赋予了一种意义。

那种此在用以去掩盖它本身的原初的存在确定性的伪确定性，现在还由以下之点而得到了加强：人们似乎计算出并且确定，现在——按照一般的测算，按照人们所习惯的看待事物的方式——死亡绝不会是已然在望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计算出死亡的可能的来期，但是他们刚好蔽而不见的是：在根本上，“死亡每时每刻都可能到来”这一不测性（Unbestimmtheit）就是“死亡的确定性”的应有之义。死亡何时到来的不测性就包含着这样一种实在的可能性：死亡每时每刻都可能到来；这一不测性无论如何都没有减弱死亡之来临的确定性，相反恰好使这一确定性更加如芒刺背，使这一确定性带上了一种极端的和持续的可能性之特性，而这个可能性就是此在。这样的两个特性：死亡是绝对地确定的，同时这一确定又是不测的，就构成了死亡这一可能性的存在方式。死亡是最为极端的可能性，是虽然不测的但又确定不移的可能性，而此在本身就悬临于此一可能性之间。但死亡同时也是日常状态的此在在它面前逃离而去的那种可能性，以至于在这样的一种逃离中此在竟使得这一可能性成为了模棱两可的。而这就表明了：只要在日常状态中人们偏偏转眼不顾或掩盖了死亡的这样一种存在特性：死亡向来都是我的死亡，那么日常状态就还不具备一种朝向死亡的最原本和最原初的存在干系（Seinsverhältnis）。

b）此在朝向死亡的原本的存在干系

只有当那种朝向死亡这一可能性的存在干系达到了这一步：这一可能性就被理解为我的存在的一种确定性，确切地说，当其被理解为不测的确定性和一种存在的确定性（而这就是我所具有的确定性）之时，死亡这一原本的存在可能性方可获得领会。因而这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此在本身之中，是否存在着一种此在能够因之而在原本的意义上达到一种朝向死亡的存在干系的存在可能性？

我在前面已经提示，朝向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干系必须让可能性作为一种可能性来保持，而不是使这一可能性成为一种现实性——例如也许是通过自杀来使我达到死亡。通过自杀，我恰好就放弃了作为可能性的可能性；在根本上，这个可能性已被颠倒成了一种现实性。然而，只有当这一可能性还依然保持为可能性，即依然保持为悬临于前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才会刚好成为它之所是。在一种朝向这一可能性的存在干系里，我自身必须恰好就成为这个可能性本身。而这就意味着：在这一朝向可能性的存在里，将不会出现“意欲占有可驾驭的可能性”这么一回事，就像世界上的操持把得到操持的东西昭显出来并将其纳入掌握之中那样。与此相反，存在必须先行追上那应该依然是其所是的可能性，不是把可能性作为当前拉到前面，而是让其作为可能性而保持于前并即以这样的方式朝向这一可能性。凭借这样的一种“先行于可能性中”，我似乎才抵达了可能性本身的最为直接无间的近处。但是，在这一抵达之际，可能性并没有变成世界，而是越来越成为了可能性，以更加本真的方式单单成为了可能性。在本质上，在一种极端的意义上，这一我所能够先行于其中的可能性就是属于我的可能性。濒死者（sterbenden）的那种出离世界的可能性作为在-世界-中-存在就是由如下之点而决定的：在这种出离之际，世界作为我所舍弃的所在而仅仅只是现成可见的。在死亡之际，世界就只是一种对我本己的存在不再有什么意义的东西，是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所正好舍弃的东西。就在-世界-中-存在这种方式而言，在死亡中，世界就是此在对之不再有所期许的东西；世界仅仅只是那种“弥-留”的单纯寄寓之所。

而这就包含着：死亡这一最极端的可能性无非就是此在的一种存在可能性，在这一存在可能性中，此在被完完全全地抛回自身，这种抛回是如此绝对，以致具体的与他人的共在现在也成了漠不相干的东西。虽然在死亡中此在在本质上也依然是一种在-世界-中-存在和与他人的共在，但是现在存在已经原本而直接地转换成了“我在”。只是在死亡之际，我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绝对地说“我在”。

作为此在之存在，死亡这一最极端的可能性（在这一可能性中，此在完全地出自其自身而存在）必须依据此在本身而得到理解。但是，只要此在通常就处于日常状态之中，那么以上所说就意味着：此在必须将自身从这一日常状态唤回到“我在”这一最极端的可能性中。此在在每一瞬间的“向死先行”，无非就是此在通过“选择自己”而从常人那里收回自身。

第三十五节　“要有良知”现象与负罪现象

在选择作为我的可能性的我自身之际，我自己选择了我的存在。但是，我在向死先行之际所选择的这一可能性，乃是一种铁定的可能性，而这种铁定的可能性同时又是不测的可能性。据此，通过“先行赶上可能性”而达致的那种原本的“选择-自身”就必定进入一种与以上可能性品格之间的切当的存在干系中，而这就意味着：只有当可能性已然被理解为每一瞬间的可能性之时，就是说当我断然不移地已然选择了我自身之际，死亡的不测性才能够得到领会。而只有当我本身的每一可能的其他样式的能够存在（Seinkönnen）都在这种选择面前被置于不顾，就是说，当关涉到自己本身的决断状态被理解为各种可能的具体事务之源头时，上述可能性的铁定无疑才得到领会。如果先行中的此在能够进入这样的一种绝对的决断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此在能够在向死先行中使自身在一种绝对的意义上成为负责的，那么上述的那种铁定无疑就会得到领会。此在“能够”选择它自身的存在-条件，换言之，此在能够选择它自己。在此选择中，此在所选择的无非就是“要有良知”（Gewissenhabenwollen）。当然，这一选择不必仅仅只是在这一先行中进行，要有良知当然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得实现。但是，如果说，这里所关系到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明白透彻的此在经由一种理解而实现的自我选择，那么，这里就只能存在“向死先行”这唯一的可能性，因为只有在“向死先行”之际，此在才不会只考虑明后两天而去进行选择，相反，它会去选择它的存在本身。先行就是选择“要有良知”。然而，正如歌德曾经讲过的，行动者总是无良知的。只有当我已经选择了要有良知的时候，我才能够原本地成为无良知的。

行动者是无良知的，或者说，在相互共处中他必然是“负罪的”，但这并不是指：他犯了这一或那一过失，而是指：作为行动着的与他人的共在和作为其本身，此在eo ipso（已经就是）负罪的，即便是在它不知道（且恰当其不知道）它伤害了他人或毁败了他人的此在时，它也是负罪的。伴随着对要有良知的选择，我同时也选择了“成为负罪的”（Schuldiggewordensein）。此在的与其最极端的和最本己的可能性[源出于此在本身而实现的最本己的先于-自身-存在（Sich-selbst-vorweg-sein）]真正相应的存在方式，就是上面所描述的那种先行的要有良知，而要有良知同时又意味着：选择此在本身所秉有的本质上的负罪存在（只要此在存在，它就是负罪的）。

第三十六节　作为存在的时间，在其中此在能够成为它的整体

先行赶上我的最本己的存在可能性，这无非就是我的最为本己的成为存在（Seinwerden）的存在。而伴随着“成为存在”同时生起的负罪存在，就是最本己的曾在（Gewesensein）之存在。曾在之存在就是过去——这里的实情是：在曾在的存在本身当中我无非就是此在的将来（Zukunft）并与此同时也是此在的过去（Vergegangenheit）。此在（即先行于-自身-存在）由之而能够原本地成为它的整体的那种存在，就是时间。

并不是时间存在，而是此在qua（取道于）时间生成它的存在。时间并不是在我们之外的某个处所生起的一种作为世界事件之框架的东西；同样，时间也不是我们意识内部的某种空穴来风，毋宁说，时间就是那使得“在-已经-寓于某物-存在-之际-先行于-自身-存在”成为可能的东西，也就是使牵挂之存在成为可能的东西。

更为确切地看，我们日常所知并纳入考量的那种时间，无非就是此在的日常状态所沉沦于其中的常人（境界）。作为一种在世界上的相互共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对于我们所处于其中的同一个世界的共同揭示，我们的生存乃是一种沦入常人的生存和时间性的一种特定的样式。

我们从空间上-时间上对其加以规定的自然的运动，并不是一种流逝“在时间中”（就像流逝于一个隧道“之中”那样）的运动，自然的运动本身全然是脱离时间的；只要自然的运动之存在被揭示为纯粹的自然，自然的运动就将仅仅只是在时间“之中”照面（begegnen）。自然的运动在我们本身所是的时间“之中”照面。


编者后记

1925年夏季学期，马丁·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开办了一个每周四学时的系列讲座。在课程预告中，该讲座的标题为“时间概念史”，副标题是“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引论”。课程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时间现象的分析和时间概念的界定

第二部分：时间概念史的解释

第三部分：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基础上，为一般存在问题以及特别地为历史与自然之存在问题廓清研究的视域。

但是，该讲座最后所真正完成了的内容，只是置于三个主干部分之前的“引论”以及第一部分。在出版时，考虑到其篇幅较大，引论部分就被标示为“准备性部分”，它包括了以下三章：

第一章：现象学研究的兴起与初步突破

第二章：现象学的基本发现，它的原则和对其名称的阐明

第三章：现象学研究的初步成型和对现象学的一种既深入其里又超出其外的彻底思考的必要性。

在本书出版时，该讲座的唯一完成了的第一部分被称为“主干部分”。在其中，又只有头两部形成了文字，而第二部的文字还相当简略：

第一部：对研究领域的准备性描述，借此显露时间现象

第二部：解释时间本身。

鉴于海德格尔再也没有去实施关于历史与时间概念这一中心课题的研究，因此，在发表这一讲课稿时我们把原有的标题改为“时间概念史导论”，这样做应该是恰当的；因为只有这篇“导论”是已然形成了文字并经过了讲授的。

讲座副标题的名称标明了它的课题范围：“关于历史与自然的现象学引论”。不过，只有在由海德格尔所揭示出来的“时间”或“时间性”这一新的指导线索之基础上，所谓的“历史”与“自然”才能得到恰当的探究。但这里的“时间”所指的就是“此在的时间性”。1925年的这篇讲座稿是《存在与时间》的一部早年文稿，尽管在其中真正的时间性主题还暂付阙如。通过对这部早年文稿的检视，我们就将能够追溯许多概念的含义是如何在文稿撰写的过程中被明确地建立起来的。例如在手稿中，海德格尔谈到了“此在的开觉状态”和“世界的展开状态”。而在西蒙·摩塞尔的笔记中，海德格尔在讨论此在时则删掉了“开觉状态”而更倾向于使用“展开状态”，并在页边上注明：“展开状态本身并不是根据开觉状态而进行揭示，毋宁说，展开状态一同组建起了开觉状态。但是，展开状态之所以能获得成型，这正是因为它本是开觉状态——它从来不是某种自由漂浮的东西——研究（活动）的存在过程。”[摩塞尔（笔记），第329页]

海德格尔的专题思考是由对19世纪后半叶的哲学与科学形势的辨析而开始的。根据他的阐述，他特别地突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事件：作为哲学研究的现象学的突破。他探讨现象学的实质性发现，防止它受到误解，以便在现象学不遵守它的“朝向实事本身”这个主张的时候提出自己的批评。海德格尔并不满足于指明现象学的这些本质性发现：意向性、先天的意义、范畴直观，而是还要进一步追问那在本质上使这些发现成为可能的根源。讲稿的“主干部分”正好就是关于这些发现之可能性条件的研究。如果人们以为，“准备性部分”只是一个单纯的历史性概观，它纯粹是用于向我们指明现象学本身以及现象学受到了什么样的历史与时代条件的限制，或者，这个部分简直就是意在对现象学加以贬低并以此来支持他自己的思想（而他自己的思想由此就会表现在整个思考的核心），这将是错误的。海德格尔从来都是倾向于如此行事：让一个（更恰当地说：他的）问题的展开成为清楚可见的，表明存在课题和此在课题为什么必然要从胡塞尔的和舍勒的现象学那里破土而出，为什么现象学在其自身之中就包藏着这一走向彻底化的趋势。凭借对现象学的提问方式以及现象学的“朝向实事本身”这一座右铭的严格接纳，海德格尔发现了两个最终的、无前提的（由于它是无人得见的）假定：在意向式存在者之存在这个问题上的耽误和在存在本身这个问题上的耽误。如同在后来的《存在与时间》中所发表出来的那样，通过一种“准备性的基础分析”，海德格尔实现了从胡塞尔的意识-立场向此在分析的过渡。

在文本编辑的过程中，我们所掌握并依据的材料是：由海德格尔本人手书，但尚未按音标抄写的手稿，以及经过海德格尔授权与增补的西蒙·摩塞尔的听课笔记。机打的手稿抄录本是由我本人完成的。由其本人打字的摩塞尔速记听课笔记，在完成之后总是直接就呈交给海德格尔，由海德格尔加以检查、订正错误并加上自己的评语。此外，我还持有海德格尔当时的女学生赫伦内·魏斯的一套手写的、词条式的笔记本，不过，这个笔记只是在辨认困难时和在引注时才显得颇有用处。

原始的手稿包括编了号的88页手稿，此外还有若干增页、摘记、补充，其中一部分是直接被编订在某一页之内的，另一部分则是以关键词形式记录下了若干主导概念与主导思想。在对开本原始手稿的横向书写页面的左边页面上，包含着四分之三以上用句子表述的文本，其中带有许多介于破折号之间的，并非总是已完成表述的插入文字，而在右边页上则包含着大量的多数为词条形式的页边注。

在印刷稿的编订过程中，手写本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到了优先的利用。至于摩塞尔的听课记录本，我们只是在由海德格尔为此所宣布的准则的框架内将其纳入了使用。具体地说，当海德格尔的授课扩展、增加或发展出了一些超出于手稿本所表达的思想时，当（授课中的）总结性重复引进了新的概念和打开了新的思想视野时，以及在我们要对手稿本里的页边注和词条形式的增补所原有的简略表达作出完整表述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个笔记本用作参考的凭据。但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例外：原始手稿并不包括所作讲座的全部文本，而是在“牵挂女神寓言”处（参见第31节，e）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海德格尔的授课却并不是在这里结束的，关于这一点，两份听课笔记（摩塞尔的和魏斯的）都提供了证据。因此，我们从获得了海德格尔认可的西蒙·摩塞尔的听课笔记中摘取了“主干部分”的“第二部”。

在与本讲座事实上所讲授的内容相符合的范围内，我严格地遵循了海德格尔最初对讲座内容的安排。我只是把篇幅拉得很长的导言叫做“准备性部分”而把讲座的第一部分叫做“主干部分”，因为只有这一部分是形成了文稿的。“准备性部分”里的大的章节划分在表述上也是来自海德格尔本人的，“主干部分”中两部内容的命题同样也是如此。段落安排以及对段落的进一步区分是由出版者所完成的，而段落安排所用的表述总是受到海德格尔的语言用法的约束，这就是说，段落区分要依赖于那些几乎总是逐字地出现在相关的上下文之中的语词用法。

为了本卷文集的成功完成，我要特别地感激瓦尔特·俾麦尔教授、博士的帮助，我同样也要向弗里德里希-韦尔海曼·冯·赫尔曼教授、博士、艾尔弗雷德·海德格尔夫人和弗里茨·海德格尔先生表达我的感激。我还要感谢贝尔恩德-弗里德曼·舒尔茨先生在文本校对中所做的合作。最后，我还要感谢的是艾娃-玛利亚·霍伦卡门普小姐和克劳斯·诺伊格堡尔先生在校对阅读中所给予我的帮助。

佩特拉·耶格尔


附录一　德-汉术语对照表

Abheben　彰显、凸显、辨析、解析、析出

ablesen　摹写、描摹

abschattende　光暗有别的

Abschattung　明暗层次

Abstand　距离、差距

Abständigkeit　差等

Adeaquation　对应、相符

Affektion　感应

Akt　行为、活动

Alltäglich　日常的

Alltäglichkeit　日常状态、日常相

aneignen　习得

angehen　牵动

Angst　惶恐、不安、惶然

Ansatz　基点、起点、进路

Anschauung　直观

Anwesenheit　在场、呈现

Anwesendsein　在场、在场状态

Anzeige　显示、指引、显明

Appräsentieren，Appräsentation　昭显、昭示[1]

Apriori　先天

Artikulation　串联、勾连、分环勾连

Auffassung　见解、理解

Aufhalten　羁留、驻留

Aufweisen　开示、表明、显明、指明、开显

ausarbeiten　开掘、创制

Ausbildung　成型、深化

Ausdrücklichkeit　可表达状态

Ausgedrücktheit　已表达状态

Ausgelegtheit　已解释状态

ausgezeichnet　特出的、别具一格的

Auslegen，Auslegung　解释

Ausrichtung　伸达

Ausgerichtetheit　伸达状态

Aussein　朝外存在

Ausweisen，Ausweisung　呈示、证实[2]

Bedeuten　意指、意谓

Bedeutung　意义、意谓、重要性

Bedeutungsamkeit　意蕴

（sich）befinden　自现

Befindlichkeit　现身情态

Befragetes　问之所及

Begegnen，Begegnis　照面、际会、际遇、亮相、相遇

Begegnenlassen　能以照面、得以照面、让照面

Begegnisart　际会方式、照面方式

Begegnisfunktion　际会功用、照面功用

Begegnisstruktur　际会结构、照面结构

bei　寓于、依持于、当……之际

Besorgen　操持、操办、操切、关心、期求、营建、料理、作成

Besorgtheit　所操办的东西、被操持之物

Bestand　合成、持存、构成、组合

Bestände　构成成分

Bestimmen　规定、决定

Bestimmentheit　规定性、确定性

Betrachtung　考察、探察、观察

Bewandtnis　境遇

（Sich）bewegen　行止、活动

Bewegtheit　动向

Beziehen　联系

Bildbewuβtsein　图像意识

Bilddingwahmehmung　对图像物的感知

Bilderfassung　图像把握

Bildlichkeit　图像化特性

Bildwahrnehmung　图像感知

Charakter　特性、特征、品格、角色、模式

Da　此（彼）、在此、当场、当下

Dasein　此在、在此、生存、当下存在、定在

Darstellung　表露、显表

defizint　阙失的

Dekung　相符

Dienlichkeit　事用、可用之物

Ding　物、物体、物事、事物

Disjungieren　分离

Drang　驱迫

Eidos　本相

Eigenschaft　属性、本性、秉性

Eigentlich　原本的、本来的、本己的

Eigentümlich　固有的、奇特的、特有的

einfach　单纯的、简单的

Einheit　统一体

Einklammerung　加括号

Einmaligkeit　孤诣独照

Einstellung　姿态

Entbildlichung　去图像化

Entdeken　揭示、开揭、昭揭

Entdecktheit　开觉状态、开觉、揭示

Ent-fernen　去-远、远-距

entfernendes　远去的

Entfernung　去远、远离、远距

entweltlichen　远离世间的

erfahren，Erfahrung　经验、经历、习得、获知

erfassen，Erfassung　把握、把捉、把执、知解

Erfragtes　问之所求

Erfüllung　充实

ergreifen　领会、理解

Erinnung　忆念

Er-leben　体验

Erlebnis　体验、经验、经历

Erscheinung　显象

Erschlieβen　展开、展放

Erschloβenheit　展开状态

Erschrecken　惊慌

Evidenz　明见、明证

Existenz　实存、生存

Explikation　阐释、阐发、解析、展显

Faktizität　实相[3]

Ferne　远、远方

Flucht　逃逸

Fragstellung　提问、提问方式、问题

Freilegen，Freilegung　开掘、阐发、开揭

Fundierung　奠基

Furcht　惧怕

（sich）fürchten　害怕

geben　给出、呈出、给予

Gefragtes　问之所问

gegebenes　既与的、被给予的、给定的、既有的、既定的

Gegebenheit　被给予性、既与之物

Gegend　场域

gegenwärtig　当前的、现前的

Gegenwärtigung　当前

Gegenstand　对象

Gegenständlichkeit　对象属性、对象化状态

Gegenständlichsein　对象化状态

Geistwissenschaft　人文科学

Gerede　闲谈、闲言

Gechichte　历史、历时

gestuft　多层级的

Gewissenhabenwollen　要有良知

gleichursprünglich　同等原初的

Gelidern　分解

Grundart　基本性向

Hang　趣向

herausarbeiten　廓清、厘定

Hebung，Heraushebung　彰显

Heraussehen　看取

Hinsehen　观视

Hinsicht　视见、视象、视角、着眼处

Horizont　境域、视域、视野

Historie　历史学、历史

Idea，Idee　观念、型相

Ideation　观念化、观念直观

Identifizierung　自证[4]、认证

ldentischsein　同一状态

Identität　同一性

In-der-Welt-sein　在-世界-中-存在、在世界中存在

Indifferenz　漠不相干、浑然不觉

Inhalt　内涵

In-sein　之中-在

Intendiertsein　被意向状态

Intentio　意向行为

intentional　意向式、意向性的

（das）Intentional　意向式存在者

Intentum　意向对象

Interessenahme　起兴

Interpretation　解释

jeweilig　各自的、当下切己的、当下各自的

Jeweiligkeit　切己的当下

Kongjungieren　连接

Konstitution　构成、机括

leben in　亲历

Leermeinen　空意指

Leibhaft　具体有形的、亲身具体的、亲身的、身体的

Leibhaftigkeit　具体形质、物体形质、身体属性

man　人们、世人、我们、众人

（das）Man　常人、众人

Mannigfaltigkeit　多维流形、多面相、多种多样的……

meinen　意指、表示

Miteinandersein　相互共存、相互共处、共处

Mitdasein　共同此在、共在

Mitgehörigkeit　共属一体

mitmachen　亲证

Mitsein　共在、共处

Mitteilung　共享、传述、交流

Mitverstehen　共同理解

Mitwelt　共同世界

Modifikation　变易、变形、变式、变体、变样

Moment　要素、时机、时刻、机缘、机括

Nach-verstehen　跟随理解、跟从理解

Nähe　切近、近、邻近

Näherung　临近、拉近

Naturding　自然物

Noch nicht　尚未

Objekt　客体、对象

Objektivität　客体属性

offenbar　公开的、敞开的

Öfrentlichkeit　公众、公众意见、公开状态

ontisch　实存的、实存性的、实存状态的、存在物的

Phänomenologie　现象学

Phänomenon　现象

Platz　场位、空场

Plazierung　定位

präsentieren，Präsenz　呈显[5]

Raum　空间

Räumlichkeit　空间性、空间境界

Realität　实在性

Rede　言说、谈论

Reelles　实项的

（sich-）richten-auf　自身-指-向

Richtung　指向

Sachbestände　事相

Sache　事情、事物、实物、课题、课题内容

Sachgehalt，Sachhaltigkeit　课题内容、事情内容

Sachverhalt　事态

Schein　假象

Schlichtheit　简捷性

schlichtes　简捷的、朴素的、直接的

schuldig（sein）　负罪的

Sein　存在、所是、是、存在（是）、是（存在）、有（存在）、成为、成其为、……之为……

Seindes　存在者、存在物、东西

Sein-bei　寓于某物而存在

（das）Seiendes　存在者、实体

Seinkönnen　能够存在

Sein zu　向……而在

Seinsbezug　存在联系

Seinsverhältnis　存在干系、存在关系

Seinsvollzug　形诸存在

Seinszusammenhang　存在关联

Selbigkeit　同一体

（sich-）selbst-vorweg-sein　先于-自身-存在

Sorge　牵挂、萦系、牵缠、操虑、关切、牵系期切

Stellungnahme　持态

Stiften　营造、营建

Stimmung　情调

Stufenbau　层级结构

Tatbestand　事相、事态

Tatsächlichkeit　事体

Tatbestände　事相

Teilnahme　参与

transzendentes　超越的

“Um”“寰”

Umgang　打交道

Umgebungganzheit　环境整体

Umhafte　寰围

Umsicht　环顾

Umwelt　寰世

Umweltlichkeit　寰世间

Umweltding　寰世物、寰世之物

Unbestimmtheit　不测性

Unheimlichkeit　惶然失所、无家可归[6]

ursprünglich　原初的、源始的、源初的、源本的

Verbildlichung　图像化

Verdecken　遮蔽、障蔽

Verfallen　沉沦、没落

Verfassung　枢机、机括

Vergegenwärtigung　观照、当前化

Verhalten　行处应作、行处干连、行为[7]

Verhältnis　干系、关系

Verhängnis　倒运

Vermeinen　意指

Vernehmen　知觉、知悉

Verräumlichung　空间化

Verstand　理智

Verstehen　理解、领会、参通

Verständnis　理知

Vertrautheit　熟知、熟道、熟悉、熟套、信实

Verweilen　驻留、逗留

Verweisung　指引

Verweisungsbezüge　指引联系

Verweisungsganzheit　指引整体

vollziehen，Vollzug　实现、实行、完成

Vorblick　前瞻

Vorgestellte　被表象者

Vorgestelltsein　被表象状态

Vorgriff　先执

Vorhabe　先有

Vorfindlich　显现物

Vorkommen　生发、现形

vorhanden　现成可见的

Vorhandenheit　现成可见性

Vorhandensein　现成可见状态

Vorsicht　先见

Vorstellung　表象、表象活动

Wahmehmung　感知

Wahrnehmungsphase　感知相状

Wahrgenommene　被感知者

Wahrgenommenheit　被感知状态

Wahrgenommensein　被感知状态

Was　（是）什么

Wasgehalt　内容上的是什么

Wahrheit　真理、真相

Wahrsein　成真

Welt　世界

Weltding　世上物

Weltlichkeit　世间性、世间、世间境界

Werkwelt　生产世界

Werkzeug　工具

Wertnahme　赋值

Wesen　本质

Wiederholung　重演

Wirklichkeit　现实

Wirklichsein　成实

Wo　去处、何处

Wohnen　居留

Wohin　去向

Worin　其间、其中

Worumwillen　所欲所求

zeitigen，Zeitigung　生成

Zeitlichkeit　时间性

Zeug　工具、器具

Zu-den-Sach-selbst　面向事情本身

zugänglich　可通达的、可会通的、可参通的

Zugänglichkeit　可通达性、参通

Zugehörigkeit　相互共属

zuhanden　现成可用的

Zuhandenheit　现成可用性

Zuhandensein　现成可用状态

Zur-Deckung-bringen　达-到-相符

Zurückweichen　退避

Zusammenhang　关联、关联体、上下文、来龙去脉

Zusammengehörigkeit　共属一体

Zu-sein　去存在

【注释】


[1]海德格尔是在与Präsenz对举的意义上来使用Appräsentation的，二者皆具“呈出”义，但Präsenz是具体有形的呈出，Appräsentation则不是具体有形的呈出，对此中译就用“呈显”与“昭显”来分别之。——译注

[2]Ausweisung的本义是证实、呈出、出示等，但作为现象学用语，Ausweisung所指的“证实”总是一种直观性的充实，为了突出它所欲传达的直观性含义，同时也为了同Identifizierung，Erfüllung，Evidenz等与Ausweisung并用的词相对应，故主要译之为“呈示”。——译注

[3]作为佛学用语的“实相”意指诸法原本而终极的离“名言”无分别法性，“Faktizität”是指此在作为此在所禀有的当下切己的实际性向或趋向。尽管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完全一致，但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具备前者的含义，尤其考虑到两者都同样超出并包容了一般意义上的“事”与“理”、“主”与“客”、“事实”与“逻辑”的二分，因此还是需要借用“实相”来译“Faktizität”。——译注

[4]Identifizierung是指通过直观而对被意指者加以充实（Erfüllung）或证实（Ausweisung），而意指与直观都属于同一个意向性的统一体或同一体[参见本书正文第六节、a）、α）：“被意指者在作为其本身和作为同一物的被直观者之中得到经验是一种自证（Identifizierung）的行为。被意指者通过被直观者而自证自身；在此人们所经验到的是同一体（Selbigkeit）”]，且Identifizierung在字面上又有“对自身同一之物加以辨识”的含义，故此借用佛学唯识宗术语“自证”来翻译它（尽管这里的含义与唯识宗所用的含义并非完全一样）。——译注

[5]参见前面对“Appräsentieren，Appräsentation昭显、昭示”的注解。——译注

[6]在本书中，“Unheimlichkeit”（惶然失所、无家可归）是与“Angst”（惶恐、不安、惶然）相并举的。——译注

[7]虽然德文Verhalten与Akt（行为）有意义重合的地方，但Akt是胡塞尔现象学的用语，Verhalten则是海德格尔所选择的用词，因此还不能简单地用“行为”来译“Verhalten”。Verhalten有“作出反应、采取态度、处事待人、行为”等义，很难找到一个现成的汉语词与之对应，本书的译法可谓被迫之举。虽然“行处应作”首先和主要地是一个新铸词，但“行处”和“应作”都分别可以在佛学用语中找到来头：在佛教中，“行处”有“行为、对待、行为处事”等义；而“应作”（或“应化”）则意指菩萨为点化众生而因应其不同的种类、根器和境遇来进行示现，由此引申，它就具有了“反应与作为”、“有所反应并应机而作”的含义。历经反复的选择、推敲，我最终觉得“行处应作”这个新铸词才庶几可传原德文词之神。而当海德格尔在“真理是各种行为的一种特定的关联”这个义理上来使用Verhalten时，我们就译之为“行处干连”。这里的“干连”意为关系、牵涉，而之所以选用干连，是想传达该词所隐含的超出了单纯认识的“操持”性含义，且能够与“应作”保持一点词义上的沟通。——译注


附录二　古希腊语-汉语词语对照表

（本表中的希腊语汉语译名以本书中的用法为据）

αγαθον　善、善良

δηλουν　使（某物）敞开

διαιοεισ　分析

διαλογεσυαι　对话

ειδεναι　见识

ειδοσ　本相

εποχη　悬搁

εχον　拥有

θεωρειν　理论、理论思考

ιδεα　型相

ιδειν　观念

λεγειν　言说、显明

λεγειν τα φαινομενα　让现象公开显现

λογοσ　逻各斯、说话、言说、道理

λογο σαποφαντικοσ　陈示性言说

λογοσ σημαντικοσ　意会性言说

λογο σψυχησ προσ αντην　前世灵魂的话语

μεριμνα　忧心、不安

μηον　情志

νοειν　意向行为

νσυμενον　本质

ζωον　生命

ονσια　存在（者）、在场（者）、现形（者）、实体

προτερον　在先的

ποιον　性质

ποσον　数量

πσν　地方

πραγματα　实物

σωματα　有形物体

ποτε　时间

προσ τι　关系

σημαντικοσ　意会

συνθεσω　综合

ταοντα　存在者

ψνσισ　本性

ψυχη　灵魂

φαινομενον　现象

φαινεσθαι　显现

φαινω　显明

φαινομενον αγαθον　善的外观

φροντισ　关心、担忧

φωνη　声音

φωνη ηετα φαντασιασ　后于视像的声音

φαινεθαι　可显现者、可成像者

φαντασια　视像

φωνη σημαντικη　形诸音声者


附录三　拉丁语-汉语词语对照表

（本表中的拉丁语汉语译名以本书中的用法为据）

adaequare　应和

adaequatio　相符

anima　生命、灵魂

assertoric　实在的

cogito　我思

cogito sum　我思故我在

cogitare　我思者

Cura　牵挂（女神）

De facto　根据实情

essentia　本质

existentia　存在

flatus vocis　人声之吹息、“空洞的名号”

innan　居留

habitare　居住

ann　我居留于……、我与……相亲熟、我护持某物

habito　居留

diligo　劬劳

colo　培植

divisio　部分

extensio　广延

figura　形态

hic et nunc　此时此地的

homo animal ration ale　人是理性的生物

inspectio sui　内在的反思

Individnum　个体

intellectio　理性

intellectus　理解

Intentio　意向行为

Intentum　意向对象

mathesis universalis　一般原理

locus　位置

Matrix　基质

moribundus　将死的

motus　运动

Noesis　意向行为

nulla re indiget ad existendum　无需存在者也可达到存在

perceptio　感知

perceptione simultanea　同时性感知

perfectio　完满者

die perfectio entis　完满的存在者

a posteriori　后天的

prius　以前的

proprietas sensatio　感性属性

Prolegomena　引导、引论

quantum　数量

res　存在物

res cogitans　思维的存在、精神的实体、我思者、精神存在者

res extensa　广延的存在

sollicitudo　不安、操虑

spatium　空间

species　种类

substantia corporea　物体实体

substantia creata　被创造实体

sum　我在

sum cogito　我在故我思

su moribundus　我在故我死

Teomorphismus　神性比喻

vaccum　虚空

Vulgata　传道


[image: converEnd]



[image: ]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原典译丛

同一与差异

〔德〕马丁·海德格尔　著
孙周兴　陈小文　余明锋　译

[image: ]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一与差异／〔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陈小文，余明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中国现象学文库·现象学原典译丛）

ISBN 978-7-100-07103-1

 

Ⅰ．同…　Ⅱ．①海…②孙…③陈…④余…　Ⅲ．海德格尔，M．（1889～1976）—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Ⅳ．B086　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801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原典译丛

 

同一与差异

〔德〕马丁·海德格尔　著

孙周兴　陈小文　余明锋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103-1



2011年2月第1版　　　　　　开本880×1230　1/32

201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5½　　　　　　

定价：14.00元





 

 

 

Martin Heidegger

 

Identität und Differenz

Gesamtausgabe, Bd.11

©2006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55，1957 J. G. Cotta'sche Buchhaudlung Nachfolger GmbH, Stuttgart

本书根据德国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和科塔出版社2006年全集版译出


中国现象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系）

关子尹（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刘小枫（中山大学哲学系）

刘国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孙周兴（同济大学哲学系）

张庆熊（复旦大学哲学系）

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

张志扬（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张灿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张祥龙（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中心）

杜小真（北京大学哲学系）

陈小文（商务印书馆）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庞学铨（浙江大学哲学系）

倪梁康（中山大学哲学系）

高宣扬（同济大学哲学系）

靳希平（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中心）


常务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关子尹（香港中文大学）

孙周兴（同济大学）

倪梁康（中山大学）


《中国现象学文库》总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象学在汉语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兴趣，渐成一门显学。1994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此后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一会一刊的运作节奏。稍后香港的现象学学者们在香港独立成立学会，与设在大陆的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常有友好合作，共同推进汉语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学者这些年来对域外现象学著作的翻译、对现象学哲学的介绍和研究著述，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值得称道，在我国当代西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现象学事业才刚刚起步，即便与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相比，我们的译介和研究也还差了一大截。又由于缺乏统筹规划，此间出版的翻译和著述成果散见于多家出版社，选题杂乱，不成系统，致使我国现象学翻译和研究事业未显示整体推进的全部效应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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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编


这是什么——哲学？

1955年8月28日在瑟里西拉萨勒／诺曼底作的演讲，为一次对话会的导引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Was ist das—die Philosophie？(1)

 

这个问题使我们触及一个十分宽广的、也即开阔的论题。由于该论题范围宽广，它便是不确定的。由于它是不确定的，我们就能以各种殊为不同的观点来对它进行探讨。其间，我们总是会切中某种正确的东西。但由于在探讨这样一个范围宽广的论题时，一切仅仅可能的观点相互交织在一起，故我们的讨论就会有缺乏适当集中的危险。

因此之故，我们必须努力把问题规定得更准确一些。以这种方式，我们把讨论带入某个确定的方向之中。由此，讨论便被带上一条道路。我说：带上一条道路。借此我们承认，这条道路诚然不是唯一的道路。这条我在下面要指出的道路是否确实是一条能够使我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道路，这一点甚至必定还是悬而未决的。

如果我们假定，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更准确地规定问题的道路，那么，立刻就会出现一种针对我们讨论的论题的重大异议。当我们问“这是什么——哲学？”之际，我们是关于（über）哲学来谈论。以此方式来追问，我们显然是站在哲学之上，也即站在哲学之外。但我们这个问题的目标乃是进入哲学中，逗留于哲学中，以哲学的方式来活动，也就是“进行哲思”（philosophieren）。因此，我们的讨论的道路不仅必须具有一个清晰的方向，而且这一方向还必须保证我们在哲学范围内活动，而不是在哲学之外围着哲学转。

可见，我们的讨论的道路必须具有某种方式和方向，即：哲学所探讨的东西是与我们本身相关涉的，触动着（nous touche）我们的，而且是在我们的本质深处触动我们的。

然则哲学岂不由此成了感受、情绪、情感方面的一件事情么？

“以精美的情感做出糟糕的文学”。“C'est avec les beaux sentiments que I'on fait la mauvaise littérature.”(2)安德烈·纪德的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文学，还更适用于哲学。情感，即便最精美的情感，在哲学中也是没有地位的。人们说，情感是某种非理性的东西。相反，哲学不仅是某种理性的东西，而且是理性的真正指导。(3)这样说时，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对哲学是什么做出了裁决。我们已经过于匆忙地给我们的问题一个答案。人人都认为哲学是理性的事情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也许这个说法也还是对“这是什么——哲学？”这个问题的仓促而草率的回答。因为我们可以马上对此答案提出新的问题。这是什么——理性（Ratio）？在何处、通过谁来决定理性是什么？理性本身已经成了哲学的主人吗？如果说“是”，那么是凭何种权力呢？如果说“不是”，那么，理性又是从何处获得其使命和角色的呢？如果被当作理性的东西只是通过哲学、并且在哲学史整体范围内才首先得以确定，那么，预先宣布哲学是理性的事情，就不是什么好办法。然而，一旦我们对那种把哲学的特征刻画为理性行为的做法产生怀疑时，也就同样可以怀疑，哲学是否属于非理性的领域。因为不论谁想把哲学规定为非理性的，他都是把理性当作划界的尺度，而且，他又把理性假定为不言自明的东西了。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指出另一种可能性，即：哲学所涉及的东西是与我们人的本质相关的，并且是触动着（be-rührt）我们的，那么，情形就可能是：这种激动（Affektion）与我们通常所谓的感情和情绪——简言之，非理性的东西——是毫无干系的。

从上面所述，我们首先只得出一点：如果我们胆敢在“这是什么——哲学？”这个标题下开始讨论，那就需要一种更高的谨慎。

首先，我们试图把问题带到一条方向清晰的道路上去，这样，我们才能免于在任意的和偶然的哲学观念中兜圈子。然则我们应该如何去发现一条我们能借以可靠地规定我们的问题的道路呢？

我现在想指出的这条道路就在我们眼前。而且，只是因为它是最切近的一条道路，我们才难以发现它。但即使我们已经发现了它，我们也总还是笨拙地在这条路上行进。我们问：这是什么——哲学？我们往往已经道出了“哲学”这个词。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再把“哲学”当作一个用滥了的名称来使用，而是从其源起处来倾听“哲学”这个词，那它就是：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哲学”一词现在说的是希腊语。这个希腊词语作为希腊词语乃是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一方面就在我们眼前，因为这个词语长期以来就已经先行向我们说话了。另一方面，这条道路又已在我们后面，因为我们总是已经听和说了这个词语。因此，希腊词语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是一条我们行进于其上的道路。但我们对这条道路还只有十分模糊的认识，尽管我们能够拥有并且能够讲出一大篇关于希腊哲学的历史知识。

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这个词告诉我们，哲学是某种最初决定着希腊人的实存的东西。不止于此——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也决定着我们西方—欧洲历史的最内在的基本特征。常常听到的“西方—欧洲哲学”的说法事实上是同义反复。为何？因为“哲学”本质上就是希腊的；“希腊的”在此意谓：哲学在其本质的起源中就首先占用了希腊人，而且只是占用了希腊人，从而才得以展开自己。

不过——在其现代—欧洲的支配时代，原始地属于希腊的哲学之本质受到基督教观念的引导和控制。这些观念的支配地位是以中世纪为中介的。但我们仍不能说，哲学因此就变成基督教的，即变成对启示和教会之权威的信仰的事情了。哲学本质上是希腊的，这话无非是说：西方和欧洲，而且只有西方和欧洲，在其最内在的历史过程中原始地是“哲学的”。这一点为诸科学的兴起和统治地位所证实了。因为诸科学就来自最内在的西方—欧洲的历史过程，即来自哲学的历史过程，所以它们今天才能对全球的人类历史打上一种特殊印记。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被人们刻画为“原子时代”的人类历史时期是什么意思。为科学所发现和释放出来的原子能被当作那种决定历史进程的力量。确实，要不是哲学已经先行于诸科学，那就根本不可能有诸科学。但哲学乃是：ἡφιλοσοφία。这个希腊词把我们的讨论系于一种历史传统中。因为这种传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也是清晰的。这个由希腊名称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所命名的、以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这个历史性词语向我们标明出来的传统，向我们开放出一条我们借以追问“这是什么——哲学？”的道路的方向。传统并不把我们交付给过去的和不可收回的东西的束缚。交付、传承，即délivrer，是一种解放，就是进入与曾在者（das Gewesene）的对话的自由之中。如果我们真正倾听“哲学”这个词，并且深思所倾听的东西，那么，这个名称就会把我们召唤入哲学的希腊起源的历史中去。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这个词仿佛就站在我们自己的历史的生庚证明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它站在被称为原子时代的当代世界历史时代的生庚证明上。因此之故，唯当我们参与到一种与希腊人的思想的对话之际，我们才能来追问“这是什么——哲学？”这个问题。

但是，不光我们所要问的什么，即哲学，按其起源来看是希腊的，而且我们如何追问的方式也是希腊的；就连我们今天的提问方式也是希腊的。

我们问：这是什么？这在希腊文中就是：τί ἐστιν［这是什么？］。但某物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多义的。我们可以问：远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们得到回答：一棵树。这个答案就是我们给一个我们并不确切地认识的事物以一个名称。

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问：我们称之为“树”的东西是什么？随着现在所提的问题，我们已经接近于希腊的τί ἐστιν［这是什么？］了。这是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发展出来的问题形式。例如，他们问：这是什么——美？这是什么——知识？这是什么——自然？这是什么——运动？

然而，现在我们必须注意，在刚刚指出的问题中，不仅是要寻求对自然、运动或美的一个更准确的界定，而同时也是要解释：这个“什么”意味着什么，这个τί［什么］必须在何种意义上来理解。人们把这个什么（Was）的意思称为quid est［这是什么］，τò quid［这个什么］，即：quidditas［什么性］、什么性（Washeit）。但在哲学的不同时期，对 quidditas［什么性］是有不同的规定的。例如，柏拉图的哲学就是对这个τί［什么］的意思的一种特殊阐释。那就是所谓ἰδέα［相、理念］。当我们追问τί［什么］、追问quid［什么］时，我们便意指这个“理念”（Idea），这绝不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对τί［什么］作了不同于柏拉图的解释。康德对τί［什么］作了另一种解释，而黑格尔又有另一种解释。一向以τί［什么］、quid［什么］、“什么”（Was）为引线被追问的东西，每每都重新被规定。在任何情形下，当我们联系于哲学来问“这是什么？”时，我们便在追问一个原始地希腊的问题。

让我们牢牢记住：无论是我们的问题的论题——“哲学”，还是我们问“这是什么？”的提问方式，两者按其起源来看都是希腊的。我们本身归属于这个源头，即便我们绝口不提“哲学”这个词。一旦我们不仅在字面上把“这是什么——哲学？”这个问题表达出来，而且沉思这个问题的意义，我们就被专门召唤回这个源头之中了，为此源头并且由此源头而被索回了。［“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以一种对自身的认识为指向的问题（哲学的哲学）。此问题也不是一个致力于认识所谓“哲学”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学问题。此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也即一个命运性的问题。(4)更有甚者：它不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它就是我们西方—欧洲的此在（Dasein）的这个历史性的问题。］

如果我们进入到“这是什么——哲学？”这个问题的整个原始意义中，则我们的追问通过其历史性起源就已经找到了一个指向历史性的未来的方向。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道路。问题本身就是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从希腊人的此在一直延伸至我们这里——即使不说超越于我们。如果我们执著于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行进在一条方向清晰的道路上。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保证，我们直接就能以正确的方式走上这条道路。我们甚至不能立即决定我们今天处身于这条道路的哪一个位置上。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某物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当作关于本质的问题。向来只有当被问及其本质的那个东西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同时，人与这个被问及的东西的关系已经变得不确定或者甚至已经被动摇，这时候，关于本质的问题才会觉醒。

我们讨论的问题涉及哲学的本质。如果这个问题是出于某种需要，而不是仅仅为了进行谈话而保留的一个虚假问题，那么，哲学之为哲学就必定对我们来说变成了一个大可追问的问题了。确实如此吗？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在何种程度上哲学对我们来说成了大可追问的问题？显然，只有当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种对哲学的洞察，我们才能说明这一点。而为洞察哲学，就需要我们事先知道哲学是什么。于是，我们便奇怪地被逐入一个圈子之中。哲学本身看来就是这个圈子。就算我们不能立刻跳出这个圈子，我们却还可以考察（blicken）(5)一下这个圈子。那么，我们的眼光应转向何方？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这个希腊词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这里须得作一种原则性的说明。如果我们现在和后面要来倾听希腊语，那我们就将进入一个别具一格的领域之中。渐渐地我们的思想就会明白，希腊语并不是像我们所熟悉的欧洲语言这样的一种单纯的语言。希腊语，而且只有希腊语，才是λóγος［逻各斯］。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还将不得不进一步论及此点。开始时，我们只须指出：在希腊语中，其中所道说的东西以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同时就是它所命名的东西。如果我们希腊地倾听一个希腊词语，我们就领会它的λέγειν［言说］，即它的直接陈述。它所陈述的东西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东西。通过希腊地被倾听的词语，我们便直接寓于眼前的事情本身，而并非首先寓于某个纯粹的语词含义。

希腊词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源于φιλóσοφος［爱智慧的］一词。后者就像φιλáργνρος（热爱银子的），φιλóτιμος（热爱荣誉的）一样，原先是一个形容词。φιλóσοφος［爱智慧的］这个词大约是由赫拉克利特所创造的。这就是说，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还没有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一词。一个ἀνὴρ φιλóσοφος［爱智慧的人］不是一个“哲学的”人。希腊语的形容词φιλóσοφος［爱智慧的］所说的完全不同于形容词philosophisch、philosophique（哲学的）。一个ἀνὴρ φιλóσοφος［爱智慧的人］就是那个ὃς φιλεῑτὸ σοφóν，(6)即热爱σοφóν［智慧］的人；在这里，在赫拉克利特意义上，φιλεῑν，(7)即热爱，意味着：ὁμολογεῑν［协调、一致］，以Λóγοs［逻各斯］的方式去说话，即应合于Λóγοs［逻各斯］。这种应合是与σοφóν［智慧］相协调。协调就是ἁρμονία［联接、和谐］。一物与另一物相互结合起来，因其相互支配而原始地相互结合起来——这种协调就是赫拉克利特所思的φιλεῑν，即“热爱”的特征。

这个ἀνὴρ φιλóσοφον［爱智慧的人］热爱着σóφον［智慧］。赫拉克利特这个词的意思很难翻译。但我们可以根据赫拉克利特自己的解释来解说之。据此，τò σοφóν［智慧］说的是：Ἓν Πáντα，即“一（是）一切”。在这里，“一切”意指：Πáντα τá ὄντα［所有存在者］，即存在者之整体、总体。Ἓν，即一，意指：一、唯一、统一一切者。但一切存在者都是在存在中统一的。这个σοφóν［智慧］是说：一切存在者在存在中。更明确地说：存在是（ist）存在者。在此，“是”（ist）当作及物动词来使用，其意如同“聚集”（versammelt）。存在把一切存在者聚集起来，使存在者成为存在者。存在是聚集——即Λóγος［逻各斯］。(8)

一切存在者在存在中。这样的话，即使还不算不堪入耳，听来也不免太过浅薄了。因为没有人需要为存在者归属于存在这回事情操心。尽人皆知存在者是存在着的东西。对存在者来说，除了存在着，它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然而，正是存在者被聚集于存在中，存在者显现于存在的闪现（Scheinen）中这回事情，使希腊人惊讶不已。希腊人最早而且也唯有希腊人才惊讶于此。存在者在存在中——这对希腊人来说成了最可惊讶的事情。

然而，甚至希腊人也必得去挽救和保护对这种最可惊讶的事情的惊讶状态，以防智者的知性的攻击；智者的知性总是为一切备下了人人都能立即理解的说明，并且把这种说明放到市场上去兜售。对最可惊讶的事情——存在中的存在者——的拯救，是由一些以这种最可惊讶的事情，即σοφóν［智慧］为方向的人来完成的。通过拯救活动，这些人就成了追求σοφóν［智慧］的人，并通过他们自己的追求，在其他人那里唤醒了对σοφóν［智慧］的思慕，并使这种思慕保持着生气。于是，φιλεῑν τò σοφóν［热爱智慧］，即上面已经指出的与σοφóν［智慧］的协调，即ἁρμονία［联接、和谐］，就成了一种ὄρεξιs［思慕］，一种对σοφóν［智慧］的欲求。这个σοφóν［智慧］——在存在中的存在者——现在特别受到追求。由于热爱不再是一种与σοφóν［智慧］的原始的协调，而是一种对σοφóν［智慧］的特别的欲求，所以，φιλεῑν τò σοφóν［热爱智慧］就成了“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哲学的欲求便由厄洛斯(9)来规定了。

现在，对σοφóν［智慧］，对Ἓν Πáντα［一（是）一切］，对存在中的存在者的追求，就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存在者存在而言，存在者是什么？现在，思想才成为“哲学”了。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还不是哲学家。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们是更伟大的思者。这里，所谓“更伟大”并不是对一种成就的估价，而是显明着思想的另一度。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之所以“更伟大”，是因为他们依然与Λóγος［逻各斯］相契合，亦即与Ἓν Πáντα［一（是）一切］相契合。走向“哲学”的步伐，经过诡辩论的酝酿，最早是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完成的。进而，几乎在赫拉克利特之后两个世纪，亚里士多德把这一步表达为：“kαὶ δὴ kαὶ πáλαι τε kαὶ νῦν kαὶ ἀεὶ ξητούμενον kαὶ ἀεὶ ἀπορούμενον, τί τò ὄν”（《形而上学》Z1，1028 b2以下）。译文如下：“自古至今，（哲学）不断追寻而又一再没有找到通道的东西（问题）乃是：存在者是什么？（τί τò ὄν）”。(10)

哲学就存在者存在，去探索存在者是什么。哲学行进在通向存在者之存在的途中，也即着眼于存在而通达存在者。亚里士多德在我们上面所引的这段话之后作了一个补充解说：τοῦτó ἐστι τίς ἡoὐσία；译文如下：“这（即τί τò ὄν［存在者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是存在者之存在状态？”存在者之存在就在于这种存在状态（Seiendheit）。而这种存在状态——即oὐσία［在场］——，柏拉图把它规定为ἰδέα［相］，亚里士多德把它规定为ἐνέργεια［实现］。

眼下我们还不必更确切地探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ἐνέργεια［实现］是什么意思，以及oὐσία［在场］在什么程度上能由ἐνέργεια［实现］来规定。现在重要的只是一点：我们要注意亚里士多德是怎样从其本质上来界定哲学的。在《形而上学》第一卷（A2，982b 9sq）中，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是ἐπιστήμη τῶν πρῶτων ἀρχῶν kαὶ αἰτιῶν θεωρητιkή［关于第一根据和原因的理论知识］。(11)人们喜欢把ἐπιστήμη译为“科学”（Wissenschaft）。这是有误导作用的，因为我们太易于让关于“科学”的现代观念渗透于其中了。即便我们在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所指的哲学意义上来理解“科学”，把ἐπιστήμη［知识］译成“科学”的做法也是错误的。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一词源于分词ἐπιστáμενoς［精通的］。后者被用来称呼那些胜任、擅长某事的人（在appartenance即从属、隶属意义上的胜任）。哲学乃是ἐπιστήμη τις，一种胜任能力，θεωρητιkή［能观看的、能思考的］，即能够θεωρεῑν［观看、思考］，也即注视着某种东西并且将注视中所窥见的东西收入眼帘并保持在眼帘中。因此，哲学就是ἐπιστήμη θεωρητιkή［能观看的胜任］(12)。然而，什么是被哲学收入眼帘中的东西呢？

亚里士多德把这种东西称为πρῶται ἀρχαὶ kαὶ αὶτίαι人们译之为：“第一根据和原因”——即存在者的“第一根据和原因”。第一根据和原因于是就构成了存在者之存在。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来考虑一下：存在者之存在与诸如“根据。”和“原因”之类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相干？

存在在何种意义上被思考，诸如“根据”和“原因”之类的东西才适合于烙印并且接受存在者之存在(13)呢？

不过我们现在要关注一下另一些东西。上面所引的亚里士多德的话告诉我们，从柏拉图以降一直被称为“哲学”的东西是在哪个方向上行进。这句话给出了一个关于“这是什么——哲学？”的答复。哲学是一种胜任能力，它能够把存在者收入眼帘，也即能够就存在者存在来洞察存在者是什么。

“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给予我们的讨论以有益的不安和激动，并为讨论指明了路向；而亚里士多德早已对之作了回答。如此，我们的讨论就不再是必要的了。尚未起步，就已结束。人们马上会反驳说，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是什么的说法绝不可能是对我们的问题的唯一答案。充其量，它也不过是许多答案中的一种而已。诚然，借助于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特性的描绘，我们能够来设想和解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以前的思想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但是，人们很容易指出，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哲学本身以及哲学表达它自己的本质的方式，发生了多样的变化。谁会否认这一点呢？但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以下事实：恰恰是因为贯穿在这个过程中的种种变化，才使从亚里士多德直到尼采的哲学保持着同一。因为这些变化是同一中的联系的保证。

我们这么说，绝不是主张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定义是绝对有效的。因为即便在希腊思想的历史的范围内，它也仅仅是对希腊思想及其使命的一种特定解释。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特征的描绘不能转嫁到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思想上去；相反，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定义确实是早期思想及其结论的一种自由的结果。我说“一种自由的结果”，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看出各个哲学和哲学时代是在辩证进程的必然性意义上相继产生出来的。

对我们在一次讨论中探讨“这是什么——哲学？”这个问题的尝试来说，可以从上面所说的内容中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一点：我们不能仅仅固执于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由此我们得出第二点：我们必须了解前前后后的哲学定义。然后呢？然后通过比较、抽象，我们推知一切定义的共性是什么。然后呢？然后我们就获得了适用于一切哲学的一个空洞公式。再后呢？于是我们就尽可能远地离开了我们问题的答案。何以至此？因为在这样推进时，我们只是在历史学上收集现成的定义，并且将它们归入一个一般公式中。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可以凭着伟大的博学并且借助于正确的论断来做。这样做，我们根本用不着通过沉思哲学的本质而进入哲学中。以此方式，我们获得了多样的、彻底的甚至也是有用的知识，认识到人们是如何来表象在其历史过程中的哲学的。但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绝不能获得一个对“这是什么——哲学？”这个问题的真正的、也即合法的答案。此答案只能是一个哲思的答案，一个作为应答（Ant-wort）而在自身中进行哲思（philosophieren）的答案。但我们应如何理解这句话呢？一个答案，特别是作为一种应答的答案，如何才能进行哲思呢？让我暂时用一些提示来揭示之。这里所指的事情将一再使我们的讨论感到不安。它甚至是决定我们的讨论是否能成为真正哲学的讨论的试金石。这完全不是我们所掌握得了的。

对“这是什么——哲学？”这个问题的答案何时才是一个哲思的答案呢？我们何时才进行哲思呢？显然，唯当我们进入与哲学家的对话之时。这也包括：我们与他们一起深入讨论他们所说的东西。这种对始终作为同一者而特别为哲学家们所关注的东西的深入讨论，乃是一种言说，是在διαλέγεσθαι［对话］意义上的λέγειν［言说］，即作为对话的言说。是否对话必须是一种辩证法并且何时是一种辩证法，我们姑且不论。

确定和描写哲学家们的意见是一回事；与他们一起深入讨论他们道说的东西，即他们的何所道说，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因此，假如哲学家为存在者之存在所呼求，才就存在者存在而去道说存在者是什么，那么，我们与哲学家的讨论也就必定是由存在者之存在所呼求的。我们本身必定通过我们的思想而与哲学向之行进的那个东西相遇。我们的言说必须应合于那个呼求了哲学家们的东西。如果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种应合（Ent-sprechen），那么，我们便在真正意义上应答着“这是什么——哲学？”这个问题。真正说来，德文中的antworten（回答）一词意同entsprechen（应合）。对我们的问题的回答并非全在于一个陈述，后者通过对我们在“哲学”这个概念那里所设想的东西的断定而对问题作出答复。回答不是一个有所答复的陈述（n'est pas une réponse），而毋宁说是应合（la correspondance），这种应合应合于存在者之存在。的确，我们立即就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应合意义上的回答的特征。但一切首先取决于，我们要在提出关于这种特征的理论之前进入这种应合中。

对“这是什么——哲学？”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在于：我们应合于哲学向之行进的那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在这种应合中，我们自始就倾听着哲学已经向我们劝说着的那个东西了；这里，哲学就是希腊文意义上的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因此，只有当我们保持与哲学传统传递（亦即释放）给我们的那个东西的对话时，我们才进入应合之中，也即获得对我们的问题的回答。我们找到对“什么是哲学？力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通过关于哲学定义的历史学陈述，而是通过与那个作为存在者之存在而传递给我们的东西的对话。

通向我们的问题的回答的这条道路不是与历史的断裂，不是抛弃历史，而是对传承下来的东西的居有和转换。这种对历史的居有就是我们所谓“解构”（Destruktion）的意思。“解构”一词的意义在《存在与时间》（第六节）中已得清楚的描写。(14)解构的意思并不是摧毁，而是拆解、肃清和撇开那些关于哲学史的纯粹历史学上的陈述。解构意谓：开启我们的耳朵，静心倾听在传统中作为存在者之存在向我们劝说的东西。通过倾听这种劝说（Zuspruch），我们便得以应合了。

但在我们说这番话时，不免生发疑虑。要问：我们必须首先致力于达到一种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应合吗？难道我们人不是始终已经在这种应合中了吗？而且，不仅事实如此，从人的本质而来不就如此吗？这种应合不就是我们的本质的基本特征吗？

确然。但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再能说我们首先要达到这种应合。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因为尽管我们总是随时随地与存在者之存在相应合，但却很少去注意存在的劝说。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应合固然始终是我们的居所，但它只是偶尔才成为一种特别地为我们所接受的、自行展开着的行为。唯当此事发生，我们才真正应合于向着存在者之存在行进的那种哲学所关注的东西。哲学就是应合于存在者之存在；但只有并且仅当这种应合已经特别地实现，并因而在自行展开，并且扩建着这种展开时，哲学才是这种应合。这种应合以不同方式发生，依存在之劝说如何说话，依这种劝说被倾听与否，依被听到的东西是被道说了呢抑或被保持着沉默。我们的讨论能够给出一些时机，对之加以深思。

现在我只想说说这场讨论的序言。我想把前面所阐发的东西引回到我们在联系安德烈·纪德所谓的“精美的情感”时所触及的东西那里。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是真正实行了的应合，这种应合由于关注着存在者之存在的劝说而说话。这种应合倾听着劝说的声音。作为存在之声音向我们劝说的东西规定着我们的应合。于是，“应合”便意味着：从存在者之存在而来被规定，即être disposé(15)。Dis-posé字面意思是：被分解、被澄清，并由此而被置入与存在者的关联中。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规定着言说，其方式是：道说（Sagen）合辙（协调）于存在者之存在。应合必然而且始终就是一种合辙的应合，而并非仅仅偶然地和间或是一种合辙的应合。它在一种合辙状态（Gestimmtheit）中存在。而且，唯在这种合辙状态的基础上，这种应合的道说才获得它的精确性、它的音调（Be-stimmtheit）。

作为合辙的和定音的应合，应合本质上乃在一种情调（Stimmung）(16)中。通过这种情调，我们的行为向来或这样或那样地被安排。如此这般理解的情调，绝不是那种仅仅与应合相伴随的偶然涌现出来的感情的音乐。如果我们把哲学的特征描绘为合辙的应合，那么，我们绝不是想把思想交付给情感状态的偶然变化和波动。毋宁说，关键只是要指出：道说的一切精确性都建基于一种应合的倾向（Disposition）；我所谓应合，就是符合，注意那种劝说。

但首先，指出本质性的应合之合辙状态，这并不只是一个现代的发明。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早就注意到，哲学和哲思属于人的那个向度，即我们称之为情调（在合辙状态和定音状态意义上）的那个向度。

柏拉图说（《泰阿泰德篇》155d）：μάλα γὰρ φτλοσόφον τοῦτο τὸ πάθος, τὸ θανμάξειν οὐ γὰρ ἄλλη ἀρχη φιλοσοφίας ᾒ αὕτη。“惊讶——这尤其是哲学家的一种πάθοs［情调］；因为除此之外，哲学没有另一个决定性的开端”。(17)

作为πάθος［情调］，惊讶乃是哲学的ἀρχή［开端］。我们必须全面地理解ἀρχή［开端］这个希腊词。它是指某物从何而来开始了。但这种“从何而来”并不是在开始时被抛在后面了，而是这个ἀρχή［开端］成为ἄρχειν［支配］这个动词所说的东西了，即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东西了。惊讶的πάθος［情调］并非简单地停在哲学的发端处，就像诸如一个外科医生的洗手是在手术之前一样。惊讶承荷着哲学，贯通并支配着哲学。

亚里士多德说了同样的意思（《形而上学》A2，982 b12sq）：διὰγὰρ τὸ θανμάξειν οἱ ὄνθρωποι kαὶ νῦν kαὶ τὸ πρῶτον ἤρξαντο φιλοσφεῑν。“通过惊讶，人们现在也像在其开始时一样进入了哲思的决定性开端中”（达到了哲学活动由以发端并且完全决定着哲学活动过程的那个开端）。(18)

倘若我们以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只是在这里把惊讶确定为哲思的原因，那是十分肤浅的，而且首要地是非希腊地来思考了。倘若他们持这种意见，那就意味着：曾经一度，人们惊讶于存在者，惊讶于存在者存在这回事情以及存在者是什么。受这种惊讶的驱动，他们才开始了哲思。而一旦哲学发展起来，作为动力的惊讶就成为多余的了，因而消失了。它之所以能消失，是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推动力。然而，惊讶是ἀρχή［开端］——它贯通并支配哲学的每一个步骤。惊讶乃是πάθος［情调］。我们通常把πάθος译为热情、激情、情感的迸发。但πάθος却是与πάσχειν即遭受、承受、承荷、实现、获取和得到规定等意思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中，当我们把πáθος译作我们所谓的合辙和音调意义上的情调（Stimmung）时，也还是冒险的。然而，我们必须冒这种翻译的险，因为只有这种翻译才能使我们避免从现代心理学意义上去理解πάθος［情调］。只有当我们把πάθος［情调］理解为合辙时，我们也才能对θαυμάξειν即惊讶作进一步的描述。我们在惊讶中抑制着自己（être en arrêt）。我们仿佛是从存在者那里退回来——从存在者存在并且如是存在而不是别样存在这回事情那里退回来。惊讶也不全在于从存在者之存在那里退回来；相反，作为这种退却和自我抑制，惊讶同时好像被拉向和被系执于它所退出的地方。因此，惊讶就是一种倾向（Dis-position），在这种倾向中并且为了这种倾向，存在者之存在自行开启出来。惊讶乃是一种情调，在其中，希腊哲学家获得了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应合。

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情调，这种情调规定了思想，使之以全新的方式去提出那个传统的问题——就存在者存在而言存在者究竟是什么——，并因此开始了哲学的一个新时代。笛卡尔在其《沉思》(19)中不仅仅问，并且不首先问τί τὸ ὄν［存在者是什么］——就存在者存在而言，存在者是什么？笛卡尔是问：那个在确定之物（ens certum）意义上真实存在着的存在者是什么？此间，对笛卡尔来说，certitudo［确定性］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因为在中世纪，certitudo并不是指确定性，而是指在其所是中的那个存在者的固定界限。这里certitudo［确定性］还与essentia［本质］同义。与此相反，对笛卡尔来说，那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衡量的。对他来说，怀疑就成了一种情调，在其中回响着那种对ens certum［确定之物］即在确定性中存在的东西的合辙。Certitudo［确定性］于是就成了那种对ens qua ens［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确定，这种确定是从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对于人的自我［ego］的无可怀疑性而得出的。这样，自我［ego］就成了别具一格的sub-jectum［主体］，人的本质因而也首次进入了自我性意义上的主体性的领域。从这种对certitudo［确定性］的合辙中，笛卡尔的言说就获得了一种清楚明白的感觉（clare et distincte percipere）的规定性。怀疑的情调就是对确定性的肯定的承认。从此，确定性就成了真理的决定性形式。对在任何时候都可获得的认识的绝对确定性的信念的情调就是一种πáθος［情调］，从而是近代哲学的ἀρχή［开端］。

但近代哲学的τέλος［终点］即完成——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又在何处呢？这一终结是由另一种情调来规定的吗？我们应到哪里去寻找近代哲学的完成呢？在黑格尔那里，还是只在谢林后期哲学那里呢？马克思和尼采的情形又如何呢？他们已经越出了近代哲学的轨道吗？如果没有，我们应如何来确定他们的地位？

看起来，似乎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些历史学上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是在考虑哲学的未来本质。我们试图倾听存在之声音。这种声音把今天的思想带入何种情调中去了？此问题是不能明白地回答的。也许有一种基本的情调在起作用。但它对我们来说还是隐而不现的。这或许是一个标志，表明我们今天的思想还没有找到它的清晰的道路。我们所碰到的不过是思想的各种情调。一方面是怀疑和失望，另一方面是对那些未经检验的原则的盲目醉心，这两方面相互对立着。怕和畏交织着希望和信心。所到之处，往往看来思想似乎按照它的推理性的表象和计算方式而完全摆脱了任何一种情调。但是，就连计算之冷峻，计划之实际而清醒，也是一种合辙的标志。不止于此；甚至摆脱了一切情绪影响的理性，作为理性，也还合辙于那种对它的各种原理和规则的逻辑—数学上的明彻性的信念。

哲学就是那种特别被接受并且自行展开着的应合，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劝说的应合。唯当我们经验到了哲学如何以及以何种方式成为哲学，我们才认识和知道哲学是什么。哲学以应合方式存在，应合乃是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声音相协调。

此应合乃一种言说。(20)它效力于语言。这意思对我们今人来说很难理解；因为我们流行的语言观念已经历了一些奇怪的变化。由于这些变化，语言显现为一种表达的工具。据此，人们认为更正确的说法是：语言效力于思想，而不是：作为应合的思想效力于语言。但首要地，今天的语言观念与希腊的语言经验已相去甚远。语言的本质向希腊人敞开为λóγος［逻各斯］。但何谓λóγος［逻各斯］和λέγειν［言说］呢？通过对λóγος［逻各斯］的多样解释，我们现在才开始慢慢地对它的原初的希腊本质有了一些深入的观解。不过，我们既不能在某个时候重新返回到这种语言的本质那里，也不能简单地接受这种语言的本质。相反地，也许我们必须与作为λóγος［逻各斯］的语言的希腊经验进入一种对话中。为何？因为如果没有一种对于语言的充分沉思，我们就绝不能真正知道：作为那种被标识出来的应合的哲学是什么，作为一种别具一格的道说（Sagen）方式的哲学是什么。

然而，因为诗——如果我们把它与思比较一番——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别具一格的方式来为语言效力的，所以，我们这场思索哲学的讨论必然导致对思与诗的关系的探讨。在思与诗两者之间有一种隐秘的亲缘关系，因为这两者都效力于语言，为语言尽力而挥霍自己。但思与诗之间同时也有一道鸿沟，因为它们“居住在遥遥相隔的两座山上”。(21)

眼下，人们满可以提出要求，把我们的讨论限制在哲学问题上。不过，唯当在讨论中表明了一点，即哲学并不像我们现在所解释的那样是一种把存在者之存在的劝说带向语言的应合，这时候，上面这种限制才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

换言之，我们的讨论并没有对自己提出任务：制定一个固定的纲领。但它愿努力为所有参与进来的人们准备一种专心——在此专心中，被我们命名为存在者之存在的那个东西招呼着我们。而这当儿，在命名存在者之存在时，我们想起亚里士多德早已说过的话：

 

“存在之为存在多样地闪现出来”。(22)

Tὸ ὂν λέγεται πολλαχῶς.(23)

 

————————————————————

(1) 本文标题在全集版中用了法、德文，即：Qu'est que la philosophie?/Was ist das—die Philosophie？以此为题，海德格尔意在强调，“这是什么？”（Was ist das）的问题方式和“哲学”（die Philosophie）这个主题都是“希腊的”。——译注

(2) 安德烈·纪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巴黎，1923年，第247页。——原注

(3) 唯在哲学中才达乎支配作用。——作者边注

(4) 在此应注意“历史学的”（historisch）和“历史性的”（geschichtlich）两词，后者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从而才是“命运性的”（geschicklich）。——译注

(5) 这种考察是反思吗？抑或？——作者边注

(6) ὧ φίλον τò σοφòν［爱智慧者］。——作者边注

(7) σφι［他们（与格）］……归属于［参看《全集》第7卷后记，第297—298页］。——作者边注

(8) 参看拙著：《演讲与论文集》，1954年，第207—229页［《全集》第7卷，第211—234页］。——原注

(9) 厄洛斯（Eros）：希腊爱神。——译注

(10) 现有中译本译为：“存在是什么，换言之，实体是什么，不论在古老的过去、现在，以至永远的将来，都是一个不断追寻总得不到答案的问题。”参看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译注

(11) 这是通常的译解法，而海德格尔则在下文中作了自己独特的译解。——译注

(12) 这是依照海德格尔在此上下文中的解释所作的翻译，通译为“理论科学”或“理论知识”。——译注

(13) 此处“存在者之存在”德语原文为das seiend-Sein，可按字面直译为“存在着的存在”。——译注

(14) 参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23页以下。——译注

(15) 法文，意为“布置好的、准备好的”。——译注

(16) 或可译为“调音”。在此上下文中，海德格尔显然在希腊文的πáθος意义上来使用德文的Stimmung一词，我们把两者都译为“情调”。——译注

(17) 按通常译法应为：“这种惊讶尤其是哲学家的情绪，因为除此之外哲学没有别的开端。”——译注

(18) 现有中译本译为：“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参看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页。——译注

(19) 即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译注

(20) 此处应注意“应合”（Ent-sprechen，或译“响应”）与“言说”（Sprechen）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21) 荷尔德林的诗句。——译注

(22) 参看拙著：《存在与时间》，第7节B。——原注

(23) 句中的希腊文τὸ ὂν为分词形式，兼有动词与名词之义，故海德格尔译之为seiend-Sein（按字面可直译为“存在着—存在”）；若完全取τὸ ὂν的名词义，则此句可直译为：存在者多样地被言说。——译注


同一与差异




前　　言

“同一律”系一个未作改动的演讲文本，该演讲是作者1957年7月27日在弗莱堡大学五百周年校庆为系科日而作的。

“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是作者1956/1957年冬季学期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讨论班练习课的结束语，某些地方进行了修订。1957年2月24日在托特瑙堡作了演讲。

“同一律”一文作了前瞻和回顾：向前观入“物”这个演讲(1)所探讨的东西据以道出的那个领域（参看“说明”部分）；向后观入其机制由差异（Differenz）来规定的形而上学的本质来源的领域。

同一与差异的共属一体性，在眼下这本书中被显示为有待思的东西。

至于差异如何来自同一之本质，读者应当通过倾听在本有（Ereignis）和分解（Austrag）(2)之间起作用的一致音调而亲自去发现。

在此领域中不能证明（beweisen）(3)什么，但可以指明（weisen）一些东西。

1957年9月9日于托特瑙堡




同　一　律(4)

按照一个流行的公式，同一律就是：A＝A。这一定律被认为是最高的思维规律。我们试图对这一定律作一番思索。因为我们想要通过这一定律来经验什么是同一性。

如果思想被一种实事所要求，并跟随这一实事，那么，它将可能在途中(5)发生变化。因此下面可取的做法是，关注道路而少注意内容。演讲的进程已阻止我们在内容上作过多的停留。

在人们惯于描述同一律的公式A＝A这里，到底说出了些什么？这个公式指称着A与A的等同性。一个等式至少包含两方。一个A等于另一个A。同一律就是要说出这一点么？显然不是。同一者（das Identische），即拉丁语的idem，在希腊文中就是τὸ αὐτό［自身、本身、同一］。翻译为我们的德语，τὸ αὐτό就是同一者（das Selbe）。如果一个人总是说着同一的东西，例如说：植物是植物，那么，他就是在同语反复。为要某物能是同一者，向来有一个就足够了。不像在等同性那里要求它的两方。

公式A＝A讲的是等同性。它不是把A称为同一的。因此，这个流行的关于同一律的公式恰恰掩盖了这个定律所要说的东西：A是A，即每个A本身都是同一的。

在我们以这种方式改写“同一者”的时候，不禁想起了柏拉图借以让人了解“同一者”的一个古词。这个古词的意思又回溯到一个更古的词。柏拉图在《智者篇》254d中谈到στάασις［静止］和kίνησις［运动］，谈到静止和突变。在这段话中，柏拉图让一个陌生人说：οὐkoῦν αὐτῶν ἕkαστoν τoῑν μὲν δνoῑν ἕτερόν ἐστιν, αὐτὸ δ'ἑαντῷ ταὐτόν。

“诚然，其中的每一个都与其余两个相异，但本身对它自己来说都是同一的。”(6)(7)柏拉图不只是说：ἕkαστoν αὐτὸ ταὐτόν“每一个本身都是同一的”，而是说：ἕkαστoν ἑαυτῷ ταὐτόν，“每一个本身对它自己来说都是同一的”。

这个第三格ἑαυτῷ［本身］意味着：每一个东西本身被交还给它自己，每一个本身都是同一的——即与其自身、对它自己而言。在这里，我们德语与希腊语具有同样的便利，用同一个词来说明同一者，但却是在其各种不同形态的复合词的接合处来说明的。

因此，对同一律而言，更适当的公式“A是A”说的不光光是：每一个A本身都是同一的，它毋宁是说：每一个A本身都是与其自身同一的。在同一性中有一种“与”（mit）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一种中介、一种关联、一种综合：进入一种统一性之中的统一过程。由此看来，贯穿西方思想的历史，同一性都显现于统一性的特征中。但这种统一性绝不是那种单调的空洞，那种在其自身中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味地持守于一种千篇一律的东西的空洞。然而，直到这种与其自身同一的东西的关系——在同一性中起着支配作用的、早已流露出的关系——作为这样一种中介作用明确而有影响地显露出来为止，甚至直到为这种中介的显露在同一性内部找到一个住所（Un-terkunft）(8)为止，西方思想竟需要两千多年的时间。因为，直到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经莱布尼茨和康德的酝酿，通过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才为在自身中综合的同一性之本质创建了一个住所(9)。这一点在此还不能详论。只需要记住一点：从思辨唯心主义时代起，思想就不准把同一性之统一性表象为纯粹的千篇一律，也不准忽视在统一性中起支配作用的中介了。在此类情况发生之际，同一性就只是抽象地被表象了。

即便在修正后的“A是A”这一公式中，也只有抽象的同一性(10)显露出来。真是这样吗？关于同一性，同一律说出了些什么吗？没有，至少没有直接说出点什么来。而毋宁说，这个定律已经把何谓同一性以及它归属何方设为前提了。

我们如何才能真正获悉这种前提的情况呢？我们只有认真倾听它的基本音调，沉思它，而不只是轻率地(11)对“A是A”这一公式乱说一通，这时，同一律才会把情况告诉我们。它真正说的是：A是A。我们听到了什么呢？在这个“是”（ist）中，这个定律说出每一存在者如何是（存在），也即：它本身与其自身同一。(12)同一律讲的是存在者之存在。这个定律之所以被看作思想的一个规则，只是因为它是存在的一个规则，即是说：每个存在者之为存在者都包含着同一性，即与它自己的统一性。

从其基本音调(13)来听，同一律所说出的东西正是整个西方—欧洲思想所思的东西，这就是：同一性之统一性(14)构成了存在者之存在（Sein des Seienden）(15)中的一个基本特征。无论我们在何处以及如何来对待哪一个类型的存在者，我们都感到自己已被同一性所呼求了。倘若这种呼求(16)不说话，那么，存在者就绝不能在其存在中显现出来。因此也就不会有什么科学了。因为对于科学来说，倘若没有预先总是确保了其对象的同一性，它就不可能成其所是。(17)通过这种保证，研究才确保它的工作的可能性。但关于对象的同一性的主导概念绝不为科学带来立等可取的成果。因此，从根本上说来，科学知识的成功和成果都基于某种无用的东西。不管科学有没有(18)倾听这种呼求(19)，也不管它把所听到的东西当作耳边风还是由此而惊愕，对象之同一性的呼求依然在说话。

同一性的呼求从存在者之存在而来说话。但在西方思想中，在存在者之存在最早地而且特别地形诸语言的地方，也即在巴门尼德那里，就有τὸ αἐτό，即同一者，在一种近乎过度的意义上说话。巴门尼德的一个句子说：

 

τὸ γὰρ αὐτό νoεῑν ἐστίν τε kαὶ εἶναι(20)

“因为觉知（思想）与存在是同一者”。(21)

 

在这里，不同的东西——思想与存在，被思为同一者（das Selbe）。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某种完全不同于我们通常认作形而上学学说的东西，后者认为：同一性（Identität）属于存在。巴门尼德则说：存在归属于一种（eine）(22)同一性。在此何谓同一性？在巴门尼德的这个句子中，τὸ αὐτό即同一者这个词说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巴门尼德没有给我们答案。他把我们引到了一个无可回避的谜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思想之早期，早在思想获致同一律之前，同一性本身已经说话了，并且是在一个箴言中说话的，这个箴言规定：思想与存在归属于同一者，并且由于这个同一者而共属一体。

不知不觉地，我们现在已经解释了τὸ αὐτό，即同一者。我们把同一性解释为共属性。显然，人们很容易在后来所思考的、众所周知的同一性意义上来表象这一共属性。什么能够阻止我们这样做呢？无非是我们在巴门尼德那里读到的这个句子本身。因为，巴门尼德说了不同的东西，即：存在——与思想——归属于同一者。存在从一种（einer）(23)同一性而来被规定为这种同一性的特征。与之相反，后来在形而上学中所思考的同一性则被表象为存在身上的一个特征。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企图从这种在形而上学上被表象的同一性出发，去规定巴门尼德所指称的那个东西。

在巴门尼德的句子中所说的思想与存在的同一状态，比起由形而上学根据存在而规定为存在之特征的同一性来，(24)渊源(25)更远。(26)

巴门尼德句子中的主导词τὸ αὐτό，即同一者，仍然晦暗不明。我们且让它晦暗不明吧。但我们同时要从这个句子那里——这个主导词即在此句子的开头处(27)——获得一个暗示。

此间我们已经把思想和存在的同一状态规定为两者的共属性。这是仓促的，也许是迫不得已的。但我们必须消除这种匆忙。只要我们不把上面所指出的共属性当作最终的、甚至唯一的对思想与存在之同一状态的标准解释，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按照习惯来思这种共属（Zusammengehören）(28)，那么“属”（Gehören）的意义，只能从“共”（Zusammen）亦即从后者(29)的统一性那里得到规定，这一点已经由这个词的重音表明了。在这种情况中，“属”的意思如同：被归入、被归整到一种“共”的秩序中去，被安排到一种多样性的统一性中去，通过一种决定性的综合的统一中心的中介作用，统排到系统的统一性中去。哲学把这种共属表象为nexus［相联］和connexio［联系］，表象为一方与另一方的必然联系。

可是，共属也可以被思为共属(30)。这就是说，“共”现在是从“属”中得到规定的。当然，在此我们还须追问：“属”的意思是什么，它本己的“共”又是如何从它那里(31)规定自身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比我们想象的要近些，但也不是就在我们手边。如果我们现在通过这种提示注意到了这种可能性，即不再从“共”的统一性中来表象“属”，而是从“属”那里来经验这种“共”，那就足够了。但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提示难道不是一种装成某些东西、而在可核查的事态中却没有任何根据的空洞的文字游戏吗？

在我们没有更深刻地观察和让事情言说之前，情况看来就是如此。

对在共属意义上的共属的思想起于对我们上面所说的事态的考察。当然，由于它的素朴性，要想把它保持在视野中是很困难的。可是，只要我们注意到下面这一情况，即：在把共属解释为共属之际，我们就已经考虑到（按照巴门尼德的暗示）在同一者中互相归属的思想与存在了，那么，这一事态就立即更加亲近我们了。

如果我们把思想理解成人的标志，我们就会意识到一种有关人与存在的共属。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这些问题所困扰：何谓存在？人是谁，或者说，人是什么？人人都不难看出：没有对这些问题的充分解答，我们就缺乏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可能确定关于人与存在之共属的某种可靠的东西。

但是，只要我们以这种方式进行追问，我们就会受制于那种把人与存在的共属表象为一种归列（Zuordnung）的企图，并且或者从人、或者从存在出发来设立和说明这一归列。在此，关于人和存在的传统概念构成了人与存在两者之归列的立足点。(32)

如果我们——不是一味地去表象人与存在两者的共同排列，以便设定两者的统一性——注意一下，在这一“共同”中首先是否以及如何有一种相互归属（Zu-einander-Gehören）在起作用(33)，那又会如何呢？甚至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传统的对人和存在的本质规定中，人们就已经看到了人与存在的共属，尽管只是从远处看到的。何以这么说呢？

显然，人是某种存在着的东西。作为存在者，他像石头、树木、雄鹰一样属于存在整体(34)。在这里，“属于”的意思依然是：被排列入存在(35)中。但是，人的别具一格之处就在于，作为思想动物，他向存在敞开，并且(36)被摆置到(37)后者面前，与存在相关联并因此与存在相应合(38)。人本来就是（ist）(39)这种应合的关联，并且只是这种应合的关联。在这里，“只是”这个词不是表示限制，而是表示一种过度。在人那里有一种向存在的归属在支配着，这种归属倾听着存在，因为(40)它被转本(41)给存在了。那么存在呢？让我们按照它的原初意义把它思为在场（Anwesn）(42)。存在使人在场，这既不是附带的情况也不是作为例外的情形。存在成其本质并持续着，只是由于存在通过它的呼求关涉（an-geht）到人。因为唯有为存在而敞开的人才让存在作为在场而到来。这种在场（Anwesen）需用(43)一种澄明的敞开领域，并因此通过这种需用（Brauchen）而被转本(44)给人类。这绝不是说，存在首先并且只是通过人而被设定的(45)，而是说：

人与存在相互转让。它们相互归属。从这种(46)尚未得到切近思考的相互归属(47)中，人与存在才首先得到了那些本质规定，在其中，人与存在通过哲学被形而上学地理解了。

只要我们仅仅在排列和中介作用中——不论是以辩证法还是没有辩证法——来表象这一切，我们就会固执地错误对待这种起统治作用的人与存在的共属。那么，我们也始终只找到那些联结，这些联结要么是从人那里，要么是从存在那里被联结(48)起来，而且把人与存在的共属呈现为交织。(49)

我们尚未转投（einkehren）(50)入共属之中。但如何才能达到这样一种转投呢？(51)那就需要我们自行脱离表象性思想的态度。这种自行脱离是一种跳越（Sprung）意义上的跳跃（Satz）。(52)它跳离，也就是说从把人作为理性动物的流行观念中跳出来；理性动物在现代变成了对于其客体而言的主体。这一跳离同时也从存在那里跳出了。但存在从西方思想的早期就被解释为一切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植根于其中的根据(53)。

如果跳离（Absprung）是从根据中跳出来，那么它跳到什么地方去呢？难道是跳入一种深渊中么？(54)只消我们仅仅表象这种跳越，而且在形而上学思维的眼界中来表象之，那么回答就是肯定的。只要我们跳，并且释放自己(55)，那么回答就是否定的。跳往何处？跳到我们已经被允许进入(56)的地方(57)，即：跳到对存在的归属之中。但是，存在本身归属于我们，因为只有在我们这里存在才能作为存在而成其本质，也即在一场（an-wesen）(58)。

所以，为了专门体验人与存在的共属，就必须有一种跳越。这种跳越就是在没有桥梁的情况下突然转投（Einkehr）(59)入那种归属中去，这种归属首先就得交付人与存在的一种并存，从而交付两者的情势。跳越就是突然进入某一领域，从这一领域那里，人与存在总已经在其本质中相互到达，因为它们两者是从一种端呈（Zureichung）而来相互转本(60)的。向这种转本的领域的进入（Einfahrt）(61)才首先调谐和规定思想的经验。

如此罕见的(62)跳越也许能使我们洞察到：我们在我们本来就已存在的地方停留得还不够。我们在何处存在呢？(63)在存在与人的何种情势（Konstellation）(64)中呢？

今天，为了洞察人与存在从中得以相互关涉的情势，我们不再像多年以前那样需要烦琐的指示(65)，至少看起来是如此。人们可能会认为，为了经验今天在技术世界中存在如何关乎我们而在场(66)，指出原子时代这个词就足够了。但是，莫非我们可以不加考虑地把技术世界与存在放在一起吗？显然不可。即便我们把这个世界表象为一个联合了原子能(67)、人的计算性规划(68)和自动化的整体，仍然不可。为什么这样一种对技术世界的指示——即便它能对技术世界作如此详细的描述——绝不会已经把存在与人的情势带入眼帘呢？因为，就所论及的技术世界整体首先(69)是从人出发被解释为人的制作品而言，任何对处境的分析都思得过于简单了。在最广义上并且按其多样的显现来看，技术被视为人所筹划出来的规划，这种规划最终逼人作出决断：他是想成为其规划的奴仆呢，还是想依然作为其规划的主人。

通过这一关于技术世界整体的观念，人们把一切限制在人身上，并且——充其量——得以要求一门技术世界的伦理学。囿于这种观念，人们就强化了这样的一种意见，即认为技术仅仅是人的一种事情。人们不理会在技术之本质中说话的存在之呼求。

让我们最终摆脱一味技术地、也即从人及其机械方面来设想技术的东西吧！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一种呼求上吧！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不仅人，而且所有存在者，自然和历史，就它们的存在而言，都处身于这种呼求中。

我们指的是何种呼求呢？我们的整个此在感到自己处处——时而游戏地，时而压抑地，时而被追逐，时而被推动——受到促逼，(70)转而致力于对一切的规划和计算(71)。在这种促逼中什么在说话呢？这种促逼仅仅起于人自己造成的某种情绪吗？或者，存在者自身在这里已经与我们相关涉，而且是存在者自身把我们招呼到它的可规划性和可计算性上吗？进而，莫非甚至(72)存在也受制于(73)这种促逼，让(74)存在者在可计算性的视野中显现出来吗(75)？的确如此。而且不仅仅如此。像存在一样，人也在同一尺度中被促逼，也即被摆置，去保证与他相关涉的存在者作为他的计划和计算的持存物（Bestand），并且把这种订置（Bestellen）推向无休止的境地(76)。

促逼使人与存在相互投递（Zu-stellen），使得它们相互摆置自身(77)。表示这一促逼之聚集的名称乃是集—置。(78)人们已经不满于这种词语用法了。但我们也用“放置”(79)（setzen）来替代“摆置”（stellen），而且，在我们使用“规律”（Ge-setz）一词的时候，却并不觉得有何不妥。那么，如果对事态(80)的洞察要求“集—置”一词，为什么我们就不使用这个词呢？

在其中并且从之而来技术世界中的人与存在得以相互关涉的那个东西，乃以集—置方式发出呼求(81)。在这种人与存在(82)相互的自身摆置中，我们听到那种决定着我们时代之情势的呼求。集—置到处与我们直接关涉。集—置——假如我们现在还可以如是说的话——比所有的原子能和所有的机械事物更具存在特性(83)，比组织、信息和自动化的力量更具存在特性。因为我们不再在那种表象的视界中碰到集—置所意谓的东西，这种表象让我们把存在者之存在思考为在场(84)——集—置不再像某种在场者那样关涉到我们——，所以它首先是令人奇怪的。集—置之所以是令人奇怪的，首先是因为它不是最后的东西，而是使我们轻易地得到那种本真地(85)贯穿于存在和人之情势的东西。

人与存在以相互促逼的方式的共属使我们惊奇地了解到：人归本于存在以及人如何归本于存在，而存在赋本给人类以及存在如何赋本给人类。在集—置中有一种罕见的归本和赋本起支配作用。(86)现在要紧的是纯朴地经验(87)人与存在在其中得以被相互具有(88)的这种具有（Eignen），即转投(89)(90)入我们所谓的本有之中(91)。“本有”（Er-eignis）一词源于那种发育好的语言。“本—有”(92)的原初意义是：eräugen，即看见，在观看(93)中唤起自己，据有（an-eignen）(94)。从我们所指出的实事来思，“本有”一词现在应作为为思想服务的主导词语来说话。作为如此这般被思考的主导词语，“本有”就像希腊的λóγος［逻各斯］和中文的“道”一样几不可译。“本有”一词在这里的意思不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某个事情、某个事件(95)。这个词现在被用作单数。它所命名的东西只在单数中发生(96)——不，甚至不再在单个数中发生，而是独一无二的(97)。我们在集—置中当作现代技术世界中存在与人的情势来经验的东西，乃是所谓的本—有的一个前奏。然而本—有未必就固执于其前奏中。因为在本—有中有一种可能性发出呼求，即，它(98)经受集—置的单纯支配作用，使之进入原初的居有中去。这样一种从本—有而来进入本—有之中的对集—置的经受或许就产生了一种本有性的（ereignishaft）——也就是说绝非单单由人能制作的——对技术世界的回撤，即从其统治地位到服务地位(99)的回撤，这是在人由以更本真地达到本—有之中的那个领域范围内发生的。

这条道路通往何处了？已经达到这样一点，即我们的思想应当转投入到我们以严格的词语意义命名的本—有这种朴素的东西中去。看起来，似乎我们现在已经陷入一种危险了，即我们的思想过于漠然地定向于(100)某个冷僻的普遍之物；而实际上，凭着我们想以“本—有”一词命名的东西，只有我们已经居留于其中的那个近处（Nahen）的最切近的东西径直向我们说话。因为，比起那个使我们接近于我们之所属——在其中我们就是归属者——的东西，即本—有，还能有什么更切近于我们呢？

本—有乃是于自身中颤动着的(101)领域(102)，通过这个领域，人与存在丧失了形而上学曾经赋予它们的那些规定性，从而相互在它们的本质(103)中通达(104)，获得它们的本质性的东西。

把本有思为本—有(105)，这意味着：从事这一在自身中颤动着的领域之建筑的建造工作。思想从语言(106)中获得用于这个在自身中飘荡的建筑的建造工具。因为语言是在本有的飘荡着的建筑中最温柔的，但(107)也是最无力的、忍住(108)一切的颤动。只要我们的本质归本于语言，那么我们就居住在本有中。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某个路段，在这里，一个虽然粗糙但不可避免的问题冒了出来：本有与同一性有什么关系？答曰：毫无关系。相反，同一性与本有倒有许多关系，即便不说有一切关系的话。怎样有关呢？我们要退后几步，退到曾走过的路上来做出回答。

本有使人与存在(109)归本于它们的根本的(110)共同（Zusammen）中。在集—置中，我们看到了本有的第一次逼人的闪光(111)。集—置构成现代技术世界的本质。在集—置中，我们看到了一种(112)人与存在的共属，在其中，“让归属”（Gehörenlassen）(113)(114)首先规定着共同（Zusammen）的特性及其统一性。通过巴门尼德的句子——“因为思想和存在是同一者”——我们才得以随行入那个追问一种共属的问题之中，在这种共属中，属优先于共。对这种同一者的意义的追问就是对同一性的本质(115)的追问。形而上学学说把同一性表象(116)为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现在我们看到：存在与思想一道归属(117)于一种(118)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的本质源于那种“让共属”。我们把这种“让共属”叫做本有。同一性的本质(119)就是(120)本—有的一个(121)所有物（Eigentum）。

如果说在把我们的思想指引到同一性的本质来源处(122)的尝试中有某种站得住脚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演讲的题目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同一律”这个标题的意义或许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一定律最初表现为一个原则的形式，后者把同一性假定为存在亦即存在者之根据的一个特征。这一在陈述意义上的定律（Satz）中途变成了一个具有跳越特性的跳跃（Satz）；这种跳越摆脱了作为存在者之根据的存在，并因而跳入深渊（Abgrund）中。(123)但是，这深渊既不是空洞的虚无，也不是幽暗的迷乱，而是本—有。在本—有中回荡着那个作为语言而言说的东西的本质(124)；而语言，一度被我命名为存在之家。(125)现在，同一律(126)说的是：同一性的本质所要求的一种跳越，因为，如果人与存在的共属应当进入本有的本质之光中的话，那么，同一性的本质就需要这种跳越。

从作为一个关于同一性的陈述的定律，到作为进入同一性的本质来源处的跳越的跳跃，思想在途中发生了变化。所以，直面当前来看，思想超脱人的境况而看到那种从两者相互具有的东西即从本有而来的人与存在之情势。

假如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可能性：集—置，亦即那种使人与存在进入对可计算的东西的计算之中的相互促逼，作为本有向我们说出自己，而本有才首先使人与存在进入它们的本真状态中，那么，就有可能敞开一条道路，在此道路上，人得以更原初地去经验存在者，去经验现代技术世界整体，自然和历史，而首先是去经验它们的存在。(127)

只要人们以十分严肃的负责态度对原子时代的世界的沉思只是力求——但也只是作为目标安慰自己——推进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那么，我们的思想就还是停在半道上。由于这种半吊子，在其形而上学的统治地位中的技术世界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和格外的保证。(128)

可是，哪里已经确定了，自然本身必定永远是现代物理学的自然，而历史也必定只是历史学的对象呢？诚然，我们既不能把现代技术世界当作魔鬼的作品而抛弃掉，也不可毁掉技术世界——除非技术世界自己毁掉自己。

然则我们更不可沉湎于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技术世界的一个特性是完全禁止一种离开技术世界的跳离。这种意见把它所着迷的实际看作唯一的现实了。这种意见确实是幻想的，而不是一种先思。所谓先思（Vordenken）就是直面观看那种作为人与存在的同一性之本质的召唤而来到我们面前的东西。

为了真正把握诸如在同一性范围内的中介作用(129)这样一种简单的关系，思想竟需要两千多年时间。在此我们还能认为，运思着的向同一性之本质来源的转投可以在一天内办到么？正是由于这种转投要求一种跳越(130)，所以它就需要自己的时间，这时间是思想的时间，而不是那种今天到处毁坏着我们的思想的计算的时间。今天，计算机在一秒钟里计算上千次关系。尽管它们有技术上的用处，但却是空无实质的。

无论我们试图思想什么和如何思想，我们都是在传统的运作空间中思想。当传统把我们释放出来，使我们从追思（Nachdenken）而来进入一种不再是规划(131)的先思（Vordenken）之中时，传统便起着支配作用。

只有当我们在运思之际把注意力转向(132)那已经被思想的东西，我们才被利用，为那依然(133)有待于思想的东西尽力。




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134)

我们这个研讨班意在开始做一次与黑格尔的对话。与一位思想家的对话只能论及思想的实事。照既有的规定来看，“实事”（Sache）意谓争执、有争议的东西，它唯对思想而言，是与思想相关的那个事件。但绝不是说，这种有争执的东西的争执仿佛只是由思想挑起的。思想的实事就是一种争执的自身有争议的东西。我们德文中的“争执”（Streit）一词（即古高地德语中的strit），首先并不意味着“不和”，而是意味着“窘迫”。思想的实事首先把思想带向其实事，并且使思想从这种实事而来获得其本身(135)——如此这般地，思想的实事逼迫着思想。

对黑格尔来说，思想的实事乃是：思想之为思想。为了不至于以心理学的和认识论的方式曲解了这种对实事的界定，亦即思想之为思想，我们必须做一个解说性的补充：思想之为思想——在所思之所思状态的展开了的丰富性中。此处所谓所思之所思状态（Gedacht-heit des Gedachten），我们只能从康德的角度来了解，即从先验之本质方面来了解；而黑格尔则是绝对地——对他而言即思辨地——来思考这种先验的。黑格尔说这种对思想之为思想的思考“纯粹是在思想的要素中”展开的（《哲学全书》，导论，第14节），这时候，他的目标即在于思考这种先验。倘若以一个扼要的、但难以得到合乎实事的考虑的名目来讲，上述意思即：思想的实事对黑格尔来说就是“观念”（der Gedanke）。而此“观念”展开到它最高的本质自由，就是“绝对理念”。对于“绝对理念”，黑格尔在《逻辑学》结尾处说道（拉松版，第二卷，第484页）：“唯有绝对理念是(136)存在，是不消逝的生命，是自知的真理并且是全部真理。”黑格尔本人因而明确地给予他的思想的实事以那个凌驾于西方思想的整个实事之上的名称，即：存在（Sein）。

［在研讨班上，大家探讨了“存在”一词的多样而又统一的用法。对黑格尔来说，存在首先意味着——但绝非仅仅意味着——“无规定的直接性”。这(137)是从决定性的中介方面来考察存在，也即从绝对概念方面，并且因此就是根据这种绝对概念，来考察存在(138)。“存在的真理就是本质”，也即绝对的反思。本质的真理乃是无限的自我知识意义上的概念。存在乃是思想的绝对的自我思想。而唯有绝对思想才是存在的真理，“是”（ist）存在。真理在这里普遍地意味着：可知之物本身(139)的对其自身确定的被意识状态。］

但是，黑格尔也在一种与先前的思想史的对话中合乎实事地思考了他的思想的实事。黑格尔乃是能够并且不得不作这种思考的第一人(140)。黑格尔与哲学史的关系是一种思辨的关系，并且仅仅作为这种关系，它才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关系。历史运动的特征是一个辩证过程意义上的事件。黑格尔写道（《哲学全书》，第14节）：“在哲学史上呈现出来的思想的这同一种发展过程也在哲学本身中呈现出来，但却摆脱了那种历史性的外部状态，纯粹是在思想的要素中呈现出来的。”

我们目瞪口呆。按黑格尔自己的话说，哲学本身与哲学史竟处于外部状态的关系中。不过，黑格尔所见的外部状态绝不是在完全表面的和无关痛痒的东西这种粗俗意义上的外部。外部状态在此意味着那种外在，与绝对理念相对的一切历史和每一个现实进程就停留在这种外在中。这里所解说的与理念相关的历史的外部状态表现为理念的自我外化的结果。外部状态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规定。所以，当人们断定黑格尔已经在哲学上把历史的观念与系统的思想统一起来时，人们是远远地落后于黑格尔的真正想法了。因为黑格尔所要探讨的既不是历史，也不是在一种学说意义上的体系。

上述关于哲学及其与历史的关系的评论意图何在呢？它意在挑明，思想的实事对黑格尔来说本身就是历史性的，而这是在发生事件意义上讲的历史性。(141)发生事件的过程特性是由存在的辩证法决定的。思想的实事在黑格尔那里就是存在，作为自我思考着的思想的存在，这种思想唯在其思辨的展开过程中才达到自身，并因此经历那些各各不同的业已展开了的、从而首先必然未展开的形态的阶段。

对黑格尔来说，唯从如此这般被经验的思想之实事中，才产生出一个独特的准则，即决定着他与先前思想家的对话方式的尺度。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试图与黑格尔作一次思想的对话，那么，我们不仅必须与黑格尔一道谈论同一实事，而且必须与他一道以同一方式谈论同一实事。但同一（das Selbe）并非相同（das Gleiche）。在相同的东西中区别消失了。而在同一的东西中区别(142)显现出来。一种思想愈明确地以同一方式为同一实事所关涉，则区别就愈是咄咄逼人地显现出来。黑格尔思辨地—历史性地思考存在者之存在。但就黑格尔的思想归属于历史的某个阶段而言（这绝不意味着黑格尔的思想是属于过去的东西），我们试图以同一方式，也即历史性地，来思考黑格尔所思考的存在。

思想之所以能够持留于其实事那里，只是因为思想在此持留中总是变得更合乎实事，这同一实事对思想来说变得更有争议(143)。以此方式，实事对思想提出要求，要求思想通过解决实事而去经受在其事态（Sachverhalt）中的实事，借助于一种响应去承受事态。持留于其实事里的思想——如果这种实事是存在——必须从事存在之分解(144)。因此，我们便得以坚持在与黑格尔的对话中并为了这种对话而事先更为清晰地说明同一实事的同一性（Selbigkeit）。这一点要求所说的东西能够在与哲学史的对话中揭示出思想之实事的区别，同时也揭示出历史性的东西的区别。我们在这里势必只能简明扼要地作这种说明。

为了说明在黑格尔的思想与我们所尝试的思想之间存在着的区别，我们要注意三点。

我们问：

一、在黑格尔那里和在我们这里，思想的实事是何种实事？

二、在黑格尔那里和在我们这里，与思想史的对话的尺度是何种尺度？

三、在黑格尔那里和在我们这里，这种对话的特征是何种特征？

 

关于第一个问题：

对黑格尔来说，思想的实事乃是存在——鉴于在绝对思想中并作为这种绝对思想的存在者的所思状态来看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思想的实事是同一东西，因而就是存在，但这是就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而言的存在。说得更明确些：在黑格尔那里，思想的实事乃是作为绝对概念的观念。在我们这里，暂时可以说(145)，思想的实事(146)乃是作为差异的差异(147)。

 

关于第二个问题：

在黑格尔那里，与哲学史的对话的尺度乃是：进入先前的思想家之所思的力量和范围之中。并非偶然地，在与斯宾诺莎的对话过程中，并且在与康德的对话之前，黑格尔强调了他的准则（《逻辑学》，第三章，拉松版，第二卷，第216页以下）。在斯宾诺莎那里，黑格尔看到了已完成的“实体的观点”，但后者不可能是最高的观点，因为存在还没有同样地、明确地从根本上被思考为自我思考着的思想。存在作为实体和实体性还没有展开为具有绝对主体性的主体。不过，斯宾诺莎总是重新引起德国唯心主义整个思想的注意，并且同时也把后者置于矛盾之中，因为他使思想从绝对者开始。与之相反，康德的道路则是另一条道路，对绝对唯心主义思想和一般哲学来说，远比斯宾诺莎的体系具有决定性。黑格尔在康德关于统觉的(148)原始综合的观念中看到了“思辨发展的最深刻的原则之一”（同上，第227页）。在思想家之所思中——只要它能够(149)作为当下阶段而(150)被扬弃入绝对思想中——，黑格尔找到了思想家各自的力量。绝对思想之所以是绝对的，唯因为它在其辩证的—思辨的过程中运动，并且为此而要求(151)分阶段的发展。

对我们来说，与历史传统的对话的尺度是同一的，也就是要进入早先思想的力量之中。只不过，我们不是在已被思的东西中，而是在一种尚未被思的东西中寻求这种力量；而已被思的东西要从尚未被思的东西中获得其本质空间。但只有已被思的东西才为尚未被思的东西做好准备，后者总是重新栖留于其流溢中。未被思的东西的尺度并没有导致把先前被思的东西包括在一种始终还更高的、超过先前被思的东西的发展过程和系统中(152)，相反，它要求把传统思想释放到它的还依然被贮存下来的曾在者（Gewesenes）(153)中。这个曾在者原初地贯通并且支配着传统，始终先行于传统而本质性地现身，但又没有合乎本己地得到思考，没有被思考为开端者（das An-fangende）(154)。

 

关于第三个问题：

对黑格尔来说，与先前的哲学史的对话具有扬弃之特征，也即具有在绝对的建立意义上的中介性概念理解的特征。

对我们来说，与思想史的对话的特征不再是扬弃，而是返回步伐(155)。

扬弃引向被绝对地设定的真理的提高着—聚集着的区域，而这种真理乃是在自知的知识(156)的被完全展开了的确定性意义上的真理。

返回步伐指向那个迄今为止被跳越(157)了的(158)领域，由此领域而来，真理(159)之本质(160)才首先成为大可一思的。

着眼于实事，着眼于一种与思想史的对话的尺度和特征，我们对黑格尔的思想与我们的思想的区别作了上述简略的描绘。下面，我们试图稍为清晰地开始进行这次已经开始的与黑格尔的对话。这就是说，我们要大胆试验一下返回步伐。“返回步伐”（der Schritt zurück）这个名称容易引起多重误解。“返回步伐”并非指某个个别的思想步伐，而是指(161)思想运动的方式，指一条漫长的道路(162)。只要返回步伐规定着我们与西方思想史的对话的特征，思想便以某种方式离开了哲学中迄今被思的东西。思想退回到它的实事面前，即退回到存在(163)面前，从而把被思的东西带入一种面对（Gegenüber）之中；在此面对中，我们洞察这种历史之整体，而且是着眼于那种东西，这种东西构成这整个思想的源泉(164)——因为此源泉一般地为这整个思想备下了逗留之所。(165)与黑格尔(166)不同，这种东西并不是一个遗留下来的、早已被提出来的问题，而是在这种思想史中普遍地未被追问的东西。暂时而且不可避免地，我们用传统语言(167)来命名它。我们称之为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Differenz）(168)。返回步伐从那个未被思的东西，也即从差异之为差异，进入有待思的东西(169)之中(170)。(171)有待思的东西乃是差异之被遗忘状态。这里有待思的被遗忘状态乃是从Λήθη（遮蔽）方面被思考的差异本身之掩蔽，这种掩蔽本身原初地自行隐匿了。(172)被遗忘状态归属于差异，因为差异归属于被遗忘状态。(173)被遗忘状态并非根据人类思想的某种健忘，事后才侵袭到差异头上。(174)

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乃是一个区域，在此区域(175)范围内，形而上学，即西方思想，能够在其本质之整体中成为其所是。因此，返回步伐从形而上学而来进入形而上学之本质中。关于黑格尔对“存在”这个多义主导词语的用法的评论使我们认识到，有关存在和存在者的谈论绝不能固定在“存在”的澄明历史(176)的某一个阶段上面。关于“存在”的谈论也绝没有在某个类的意义上理解“存在”这个名称；而历史上提出的关于存在者的学说作为个别的情形就隶属于那个类的空洞普遍性。“存在”时时命运性地（geschicklich）说话，并因此完全为传统所贯通和支配。

但从形而上学而来进入形而上学之本质中的返回步伐却要求一种持久和耐性，一种其尺度不为我们所知的持久和耐性。只有一点是明白的：此步伐需要一种必须此时此际就冒险进行的准备工作；而这乃是鉴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存在者现在如何存在，以及如何开始显然更为清楚地自行显示出来。现在存在的东西被现代技术的本质的统治地位打上了烙印，这种统治地位已经在全部生命领域中通过诸如功能化、技术完善、自动化、官僚主义化、信息(177)等等可以多样地命名的特色呈现出来。正如我们把关于生命的观念称为生物学，关于为技术之本质所支配的存在者的描述和构成，也可以叫做技术学(178)。(179)这个术语可以用作表示原子时代的形而上学的名称。从形而上学而来进入形而上学之本质中的返回步伐，从当代来看并且根据对当代的洞见（Einblick）(180)来理解，乃是从技术学和对时代的技术学上的描绘和说明而来进入有待思的现代技术之本质(181)中。

凭这一提示，我们就可以防止对“返回步伐”这个名称的另一种明显的误解，也就是那种看法：返回步伐无非是在历史学上回到西方哲学最早期的思想家那里。可是，返回步伐把我们引向何方，这只有通过步伐的实行才展开和显示出来。(182)

为了通过我们这个研讨班而获得对黑格尔形而上学整体的一种洞察，我们姑且选择了关于一个段落的探讨，就是《逻辑学》第一编“存在学说”开头那个段落。光是这个段落的标题的每个词就足供我们思考的了。此标题为：“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黑格尔对此问题的回答在于证明：开端具有“思辨的本性”。这就是说：开端既不是某种直接的东西，也不是某种间接的东西。我们尝试用一个思辨的句子来道出开端的这一本性：“开端乃是结果。”按“是”（ist）的辩证多义性来看，此话有多重意思。首先，此话表示：开端乃是——就此词中的结果之义看——从自我思考着的思想的辩证运动的完成而来的回跳（Rückprall）(183)。这种运动的完成，即绝对观念，乃是完全展开了的整体，是存在的全部丰富性。从这种全部丰富性而来的回跳给出存在之空虚(184)。在科学（绝对的、自知的知识）中必须用存在之空虚作开端。运动的开端和终结，首先这种运动本身，处处都是存在(185)。存在现身为于自身中循环的运动，即由进入最极端外化过程中的丰富性和进入自我完成了的丰富性中的外化过程构成的运动。因此，对黑格尔来说，思想的实事乃是作为在自身中循环的存在(186)的自我思考着的思想。在一种不仅合理的、而且必然的倒转中，关于开端的思辨命题乃是：“结果是(187)开端。”只要从结果中产生出开端，那就必须真正地以结果(188)为开端。

这话的意思与黑格尔在讨论开端的这个段落的结尾处附带地以括号插入的那个评注的意思相同（拉松版，第一卷，第63页）：“（而且上帝或许有作为开端的最不容争辩的权利）。”按照这个段落的标题上的问题来看，要讨论的是“科学的开端”。如果科学必须以上帝为开端，那么，它就是关于上帝的科学，即神学。在这里，“神学”这个名称是在其较晚出的意义上讲的。据此，神之学（Theo-logie）乃是关于上帝的表象性思想的陈述。最初，θεóλογος［神之言］，θεoλoγία［神之学］意指关于诸神的神话的一诗意创作的道说，与信仰学说和教会教义无关。

何以“科学”（Die Wissenschaft）——自费希特以来，它乃是表示形而上学的名称——就是神学呢？答曰：因为科学是那种知识的系统的(189)发展，而存在者之存在本身就作为这种知识而认识自己，并因而真实地存在(190)。表示关于存在的科学，也即关于存在者之为一般存在者的科学，有一个学院式的、在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时期里出现的名称，叫做存在智慧（Ontosophie）或者存在学（Ontologie）。但是，西方形而上学自其在希腊发端以来还未与存在学和神学这些名称维系在一起。所以，在我的教授就职讲座《形而上学是什么？》中，我把形而上学规定(191)为(192)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和存在者整体(193)的问题。存在者整体的整体性(194)乃是存在者的统一性(195)，后者作为产生着的根据而统一起来。对每个识字者来说，这都意味着：形而上学是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e）。谁从生长渊源中经验了神学，不仅经验了基督教信仰的神学，而且经验了哲学的神学，他在今天就宁可在思想领域里对上帝保持沉默了。因为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特征对思想来说变得大可追问了，而这并不是由于某种无神论，而是由于某种思想的经验——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尚未被思的统一性已经在存在—神—逻辑学中向这种思想显示出自己了。但只要思想没有任意地、因而不得体地中断与它的命运性的传统的对话，那么，形而上学的这种本质对思想来说就始终还是最值得思想的东西。

在《形而上学是什么？》第五版（1949年）增补的导论中，我对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本质作了明确的提示(196)（第17、18页；第七版，第18、19页）。可是，断言形而上学之所以是神学，乃因为形而上学是存在学——这恐怕为时过早。首先人们会说：形而上学之所以是神学，之所以是一种关于上帝的陈述，是因为上帝进入哲学之中了。这样，关于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特征的问题就尖锐化为这样一个问题：上帝(197)(198)如何进入哲学之中，不仅进入近代哲学之中，而且进入哲学本身之中？唯当此问题首先作为问题得到了充分的展开，此问题才能获得解答。

上帝如何进入哲学之中？只有当上帝要进入其中的那个东西即哲学本身已得到了充分的澄清，这时候，我们才能合乎实事地深思此问题。只消我们仅仅以历史学方式搜寻一下哲学史，我们便将处处都发现，上帝进入哲学中了。可是，假如作为思想的哲学乃是自由的、自发地完成的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参与（Sicheinlassen），那么，上帝之所以能够进入哲学之中，就只是因为哲学自发地——按照其本质——要求上帝进入它之中，并规定着上帝如何进入它之中。因此，“上帝如何进入哲学之中？”这个问题重又归结于以下问题：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的本质机制从何而来？而采纳如此被提出的问题，这却意味着：实行返回步伐。

现在，在此返回步伐中，我们思考全部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结构的本质来源。我们问：上帝，以及与上帝相应的神学，以及与神学相应的存在—神学特征，如何进入形而上学之中？我们要在一种与哲学史整体的对话中提出此问题。但我们同时也要根据对黑格尔的特殊考察来发问。这促使我们首先去思考某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黑格尔在存在最空虚的空虚中，也即在最高的普遍性中，来思考存在。他同时也在存在的完成了的完全的丰富性中来思考存在。可是，黑格尔并没有把思辨哲学，也即真正的哲学，称为存在—神学，而是把它称为“逻辑学”。以这一称法，黑格尔表达出某种决定性的东西。当然，我们可以指出，实际上对黑格尔来说思想的实事是“观念”，此词只被理解为单数；由此，我们或许很容易说明这一把形而上学命名为“逻辑学”的做法了。按照古老的用法，观念、思想明显地是逻辑学的主题。的确如此。但同样无可争辩的确定事实是，黑格尔与传统相一致，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和存在者整体中，在存在从其空虚向其展开了的充实的运动中，找到了思想的实事。

然而，“存在”究竟如何会突然把自己呈现为“观念”的？要不是由于存在先行被烙印为根据(199)，而思想——因为它与存在是共属一体的——以探究和论证的方式聚集于作为根据的存在，此外又会如何呢？存在显示自身为观念。这就是说：存在者之存在揭示自身为那个自我探究和自我论证的根据。按其本质来源来看，根据、Ratio［理性］就是：聚集着的让呈现意义上的Λóγος［逻各斯］，即：ἛνΠάντα［一切是一］。因此，说到底，对黑格尔来说，“科学”，也即形而上学，之所以是“逻辑学”，并不是因为科学以思想为课题，而是因为思想的实事始终是存在，而自从存在在Λóγος［逻各斯］的烙印中，也即在奠基性的根据的烙印中，获得其揭示的早期时代以来，存在就占用着作为论证（Begründen）的思想。

形而上学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即普遍存在者(200)。形而上学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即整体(201)存在者。形而上学既在探究最普遍者（也即普遍有效者）的统一性之际思考存在者之存在，又在论证大全（也即万物之上的最高者）的统一性之际思考存在者之存在。这样，存在者之存在先行被思考为奠基性的根据了。所以，一切形而上学根本上地地道道是一种奠基（Gründen），这种奠基对根据(202)(203)作出说明，面对根据作出答辩，并最终质问根据。

我们为何要提及这些呢？是为了体会存在学、神学、存在—神学这些被用滥了的名称的真正分量。诚然，通常看起来，“存在学”和“神学”这两个名称仿佛就像其他一些熟悉的名称，诸如心理学、生物学、宇宙学、考古学等。“学”（-logie）这个后辍的意思完全是大概的和熟悉的，表示关于心灵的科学、关于生物的科学、关于宇宙的科学、关于古代文物的科学。但在这个“学”中，不仅隐含着在合乎逻辑的和一般地合乎陈述的东西意义上的逻辑上的东西（das Logische），后者分划并且推动一切科学知识，保证和传达一切科学知识。“学”（-Logia）始终是论证关系的整体，在其中，诸科学的对象在它们的根据方面被表象和理解。可是，存在学和神学之所以是“学”，乃是就它们探究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和论证存在者整体而言的。它们对作为存在者之根据的存在作出论证。它们面对Λóγος［逻各斯］作出答辩，并且在一种本质意义上是遵循逻各斯的，也即是Λóγος［逻各斯］的逻辑学。因此，更准确地，它们被叫作存在—逻辑学（Onto-Logik）和神—逻辑学（Theo-Logik）。更合乎实事、更明确地来思，形而上学是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k）。

我们这里是在一种本质性意义上理解“逻辑学”这个名称的；这一本质性意义也包括黑格尔所使用的名称，并因而解释了这个名称，也即把它解释为表示那种思想的名称，这种思想普遍地从作为根据（逻各斯）的存在方面来探究和论证(204)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被叫做存在—神—逻辑学。因此我们或许便得以说明，上帝如何进入哲学之中。

一种说明有多少成功？这取决于我们注意到：思想的实事乃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即存在(205)。存在在根据之本质方式中显示自身。因此，只有当根据被表象为第一根据（即πρώτη ἀρχή［第一原因］）之际，思想的实事，即作为根据的存在，才得到彻底思考。原始的思想之实事呈现为原因（Ur-Sache）(206)，呈现为causa prima［第一原因］，后者符合于那种对ultima ratio即终极理性的论证性追溯。在根据意义上，存在者之存在完全仅仅被表象为causa sui［自因］。借此道出了形而上学的上帝概念。形而上学必须从上帝出发来思考，因为思想的实事乃是存在，而存在乃以多重方式现身为根据：作为Λóγος［逻各斯］，作为ὑπokείμενoν［基础、基体］，作为实体，作为主体。

上述说明也许触着了某种正确的东西，但它对形而上学之本质的探讨来说还是完全不充分的。因为形而上学不仅是神—逻辑学，而且也是存在—逻辑学。形而上学先前不只是前者，也不只是后者。而毋宁说，形而上学是神—逻辑学，因为它乃是存在—逻辑学。形而上学是存在—逻辑学，因为它乃是神—逻辑学。如果这里无论何时对有待思量的东西都只需一种说明就够了，那么，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的本质机制既不能从神之逻辑学（Theologik）方面，也不能从存在之逻辑学（Ontologik）方面得到说明。(207)

还有，尚未被思的是，存在之逻辑学和神之逻辑学从何种统一性而来共属一体，尚未被思的是这种统一性的来源，尚未被思的是为这种统一性所统一起来的有区分的东西的区分。因为显然，这里不只是关涉到形而上学的两门自为地存在的学科的一种联合，而倒是关涉到存在之逻辑学和神之逻辑学所追问和思考的东西的统一性：普遍的和第一性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与最高的和终极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统一。这个一的统一性（die Einheit dieses Einen）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终极的东西以其方式论证着第一性的东西，第一性的东西以其方式论证着终极的东西。这两种论证方式的区别本身就属于上述的、尚未被思的区分。

形而上学的本质机制植根于普遍的和(208)最高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统一性中。

这里要紧的是，首先只把关于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本质的问题当作问题来探讨。只有实事本身才能把我们引入那个位置之中，即关于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机制的问题所探讨的位置中；(209)这样，我们才尝试更实事求是地思考思想的实事。思想的实事以“存在”为名流传于西方思想中。如果我们稍为实事求是地思考这一事情，如果我们更细心地留意实事中有争议的东西，那就会显明：存在始终而且处处都被叫作“存在者之存在”(210)（Sein des Seienden）——这个短语中的第二格应被思为宾语第二格。存在者始终而且处处都被叫作“存在之存在者”（Seiendes des Seins）——这个短语中的第二格应被思为主语第二格。当然，我们是有所保留地朝着主体和客体的方向来谈论第二格的；因为主体和客体这两个名称本身就已经源起于一种存在之烙印。清楚的只是，在存在者之存在和存在之存在者那里总是关系到一种差异。

照此看来，只有当我们思考与存在者有差异的存在和与存在有差异的存在者时，我们才实事求是地思考存在。因此，差异才特别地进入我们的眼帘之中。如果我们试图表象差异，那么我们立即就会感到受到了诱惑，要把差异理解为某种关系——我们的表象已经添加在存在和存在者头上的某种关系。由此，差异便被贬降为一种区别，我们的理智的一件制品了。

然而，如果我们假定差异是我们的表象的一个添加物，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添加到什么上呢？答曰：加到存在者上。很好。但何谓“存在者”？(211)所谓存在者无非是：存在(212)（ist）的东西。于是，我们便把所谓的添加物，即关于差异的观念，安插到存在那里了。但是“存在”本就说的是：存在者所是(213)的存在。无论我们能把作为所谓的添加物的差异带到何方，我们总是已经遇到了在其差异中的存在者和存在。这里就像在格林关于兔子和刺猬的童话中那样：“我无所不在”（Ick bünn all hier）。对于这一奇怪的情形——即存在者和存在一向已经从差异而来并且在差异中(214)被发现了——，人们或许可以用某种粗暴的方式来对付它，并且对它作以下说明：我们的表象性思想就具有这样的机制和特性，即它几乎不问青红皂白地自作主张，一概在存在者与存在之间事先安插了这种差异。对于这一看来显而易见的、但也很快完结了的说明，也许有许多话可说，也有更多的问题可讨论，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差异(215)仿佛被插入其中的那个“之间”（zwischen）(216)从何而来？

我们且放弃种种意见和说明，而去注意下面的情形：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在思想的实事中，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中，都发现了所谓的差异；这是如此无可置疑，以至于我们甚至根本就没有(217)注意到这种发现本身。也没有什么东西驱使我们去注意这种发现。我们的思想并不在乎这种差异(218)是否被思索，或者是否专门作为这种差异(219)而被思考。但这种随意并不适合于所有的情形。可能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形，即思想发现自己被唤向一个问题：这种被多样地命名的存在究竞说的是什么？(220)如果这里存在立即显示为“……的存在”，因而处于差异的第二格中，那么，前面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合实际：如果无论存在还是存在者一向都以各自的方式从差异(221)那里显现(222)出来，那么，它们从差异中保持什么呢？为了满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以一种合乎实事的态度面对(223)差异。当我们实行返回步伐之际，这种面对（Gegenüber）便向我们开启出来。因为通过由它产生的疏远，近的东西（das Nahe）才首先呈现出自己，切近（Nähe）才首次显露出来。通过返回步伐，我们把思想的实事，即作为差异的存在(224)，释放到一种面对之中，这种面对能够保持为完全非对象性的。(225)

依然在洞察差异并且实际上已经通过返回步伐把它释放到有待思想的东西中去之际，我们才能够说：存在者之存在意味着存在者所是的存在。“是”（ist）在此作及物动词(226)，有过渡之意。在这里，存在以一种向存在者过渡的方式成其本质。可是，存在并不是离开其位置而向存在者过渡，仿佛存在者(227)在首先没有存在的情形下才能为存在所关涉似的。存在离去，在解蔽之际袭来，袭击那种由于(228)这样一种袭来(229)（Überkommnis）才作为自发地无蔽者而到达的东西。到达（Ankunft）意谓：自行庇护入无蔽状态中，也即隐蔽地持续，即：存在者(230)存在。

存在显示自身为有所解蔽的袭来(231)。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那种在无蔽状态中自行庇护着的到达的方式显现出来。

在解蔽着的袭来意义上的存在和在自行庇护着的到达意义上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作为从同一者即区—分（Unter-Schied）而来的如此这般有区分的东西而成其本质。(232)区—分才给予并区分那个“之间”（das Zwischen），在其中袭来与到达(233)得以相互保持并存，得以相互分离又相互并存地实现。作为袭来与到达的(234)区—分，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乃是两者的既解蔽着又庇护着的分解（entbergend-bergende Austrag）。(235)在分解中运作着(236)自行掩蔽的锁闭者的澄明，这种运作给出袭来与到达的相互分离和相互并存。

通过我们对于差异之为差异(237)的思索努力，我们并没有使差异消失(238)，而是追踪着差异(239)的本质来源。在通向这一本质来源的途中，我们思考袭来与到达的分解。这就迈出了一个返回步伐，更实事求是地思考思想的实事：根据差异来思存在。

但这里需要插一段话，它关系到我们关于思想的实事的谈论(240)，是一个要求我们总是重新去关注的评论。如果我们说“存在”，那么我们是在一种最宽泛的和最不确定的普遍性中使用这个词的。但即便当我们仅仅谈论一种普遍性时，我们就已经以一种不当的方式思考了存在。我们以某种方式表象存在，在其中，它——存在——从没有给出自己。思想的实事即存在的表现方式始终是一种独一无二的(241)情形。我们日常的思想方式首先总是只能不充分地说明它。这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做试验，同时首先要注意：对存在之本质(242)来说，无论在存在者的什么地方都是找不到例子的，这也许是因为，存在之本质乃是游戏本身。(243)

为了描绘普遍者的普遍性，黑格尔曾经(244)提到以下情形：某人想在市场上买水果。他要水果。人们递给他苹果、梨子，递给他桃子、樱桃、葡萄等。但他拒绝这些。他非要水果不可。尽管提供给他的都是水果，但结果依然：他买不到水果。

更为不可能的是：把“存在”表象为具体存在者的普遍性。存在(245)仅仅偶尔在(246)这种或那种命运性的烙印中：Φύσις［涌现、自然］、Λóγος［逻各斯］、Ἕν［一］、Ἰδέα［相］、Eνέργεια［实现］、实体性、对象性、主体性(247)、意志、权力意志、求意志的意志等等。但这些命运性的东西并不是像苹果、梨子、桃子那样依次排列的，并非成行排列在历史学表象的柜台上的。

可是，我们不是在黑格尔所思考的辩证过程的历史秩序中也听到了存在吗？当然听到了。但即使在这里，存在也只是在对黑格尔思想来说自行照亮了的(248)光明中给出自己。这就是说：存在如何给出自己，这向来取决于它自行照亮(249)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一种命运性的方式，一种各具时代性的烙印，只有当我们把它释放到它特有的曾在（Ge-wesen）时，它才对我们而言作为本身而成其本质。我们只有通过一种追思（Andenken）的突发瞬间(250)才进入命运的切近处。这同样也适合于那种关于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的当下烙印的经验，与此当下的烙印相应的(251)，乃是一种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当下解释。以上所说首先也适合于我们的尝试，即：在返回步伐中从差异之为差异的被遗忘状态而来追思这种作为解蔽着的袭来与自行庇护着的到达的分解的差异。对一种更准确的倾听显示出这样一回事情：只要我们思及解蔽和庇护(252)，思及过渡(253)（超越）和到达（在场），我们在这种关于分解（Austrag）的道说中就已经使曾在者达乎词语了。更有甚者，通过这种深入到作为其本质之郊区的分解之中的对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的探讨，也许就有某种自始至终贯通存在之天命（Geschick des Seins）的一般的东西显露出来。但我们还是难以说：应该如何去思考这种一般性，如果它既不是一种适合于一切情形的普遍性，也不是一个保证某个辩证意义上的过程的必然性的法则的话。

现在对我们的意图来说唯一要紧的是洞察到一种可能性，即：如何把差异思考为分解，使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机制何以在那种分解（Austrag）中有其本质来源，这种分解使形而上学的历史有了开端，贯通并支配着这种历史的各个时代，但往往作为分解而被遮蔽和遗忘在一种自身还自行隐匿着的被遗忘状态(254)中。

为了使上述洞察变得容易一些，我们从那种存在的烙印——通过这种烙印，存在作为Λóγος［逻各斯］，作为根据(255)而自行照亮了——出发，来思考存在和存在中的差异(256)以及差异中的分解(257)。存在在解蔽着的袭来中自行显示为让到达者呈现(258)，显示为在带来和送出(259)(260)的多样方式中的奠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自行庇护入无蔽状态之中的到达，乃是被奠基的东西，它作为被奠基的东西并因而作为被取得的东西(261)以自己的方式而奠基，即起作用，也就是起引发作用（verursachen）(262)。奠基者和被奠基者本身的分解不仅使两者保持相互分离，也使两者保持相互并存。相互分离地被产生的东西如此这般地被紧紧拉入分解之中，即：不仅存在作为根据(263)为存在者奠基，而且存在者也以其方式为存在奠基，对存在起引发作用。存在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只是因为它“是”（ist）存在的全部丰富性：作为最高存在者。

这里，我们的沉思进入一种令人激动的关系中了。存在现身为根据、让呈现意义上的Λóγος［逻各斯］。这同一Λóγος［逻各斯］作为聚集乃是统一者，即Ἕν［一］。但这个Ἕν［一］却是两方面的：既是在完全第一性的和最普遍的东西(264)意义上的起统一作用的一，又是在最高的东西(265)（宙斯）意义上的起统一作用的一。Λóγος［逻各斯］在奠基之际把一切聚集入普遍者中，并且在论证之际从唯一者而来把一切聚集起来。此外(266)，这同一Λóγος［逻各斯］于自身中蕴藏着语言本质之烙印的本质来源，并因而把道说（Sagen）(267)方式规定为一种较广义的逻辑的道说方式——对于这回事情，我们在此只能一笔带过了。

只要存在现身为存在者之存在，现身为差异，现身为分解，那么，奠基（Gründen）和论证（Begründen）的相互分离和相互并存就会持续下去，存在就为存在者奠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就论证着存在。一方侵袭另一方，一方在另一方中到达。袭来与到达相互并存而显现于反光中。从差异方面来讲，这就是说：分解是一种圆周运动，是存在和存在者相互环绕的圆周运动。奠基本身在分解之澄明范围内显现为某种存在的东西，因而这种东西本身作为存在者要求着那种相应的通过存在者的论证，也即那种引发作用，而且是那种通过最高原因的引发作用。

在形而上学历史中，说明上述情形的经典证据之一可见于莱布尼茨的一个很少受到关注的文本，我们把此文本简称为《形而上学的二十四个命题》（盖尔哈特编，《哲学》第七卷，第289页以下；参看拙著《根据律》，1957年，第51—52页［《全集》第10卷，第40页］）(268)。

形而上学响应作为逻各斯的存在，并因此从其主要形态上看，形而上学不外乎是逻辑学，但却是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逻辑学，因而就是从差异之有差异者（Differenten）方面被规定的逻辑学(269)：存在—神—逻辑学。

只要形而上学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那么它就根据差异之有差异者来表象存在者，而不去关注差异之为差异。

有差异者显示自身为普遍的存在者之存在，并且显示自身为最高的存在者之存在。

因为作为根据的存在显现出来，所以存在者便是被奠基者，而最高的存在者就是第一原因意义上的论证者。如果形而上学着眼于对于每个存在者之为存在者都共同的根据来思考存在者，那么，它就是作为存在之逻辑学的逻辑学。如果形而上学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也即着眼于最高的、论证一切的存在者来思考存在者，那么它就是作为神之逻辑学的逻辑学。

因为形而上学的思想始终进入了本身未被思考的差异之中，所以形而上学从起统一作用的分解的统一性而来就是与存在学和神学相统一的。

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机制源于差异的支配作用，差异使作为根据的存在和被奠基的—论证着的存在者保持相互分离和相互并存，这种保持是由分解(270)来完成的。

这一番意思把我们的思想引入一个领域，对此领域，形而上学的主导词语——存在和存在者，根据和被奠基者——已不再能够加以言说。因为这些词语所命名的东西，以这些词语为指导的思想方式所表象的东西，作为有差异者，乃来自差异。其来源不再能够在形而上学的视野内得到思考。(271)

对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机制的洞察显示出一条可能的道路，让我们得以根据形而上学的本质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上帝如何(272)进入哲学之中？

上帝通过分解（Austrag）进入哲学之中，对此分解，我们首先把它思考为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的本质的郊区。这种差异构成形而上学之本质的构造中的基本轮廓。分解给出作为生产着的根据的存在，从被它所论证的东西来看，这种根据本身需要与之相应的论证，也即通过最原始的实事的引发作用。这种最原始的实事乃是作为Causa sui［自因］的原始实事。这也是哲学中表示上帝的名副其实的名称。人既不能向这个上帝祷告，也不能向这个上帝献祭。人既不能由于畏惧而跪倒在这个自因面前，也不能在这个上帝面前亦歌亦舞。

因此，那种必须(273)背弃哲学的上帝、作为自因的上帝的失去神性的思想，也许更切近于神性的上帝。这话的意思在此仅仅是：当这种失去神性的思想不想承认存在—神—逻辑学时，它对上帝更为开放(274)。

通过上述评论，可能有一道微弱的光线落到一种正在踏上的道路(275)上，这种思想实行返回步伐，即从形而上学而来返回到形而上学之本质(276)中，从差异之为差异的被遗忘状态而来返回到自行隐匿着的分解之遮蔽的命运(277)之中。

无人能知道，思想的这种步伐是否、何时、何处并且如何展开为一种真正的（在本有中被需用的）道路、通道和道路建筑。或许，形而上学的统治地位倒是得到了加固，而且(278)是在现代技术及其难以测度的疯狂发展的形态(279)中。也或许，通过返回步伐而出现的一切东西仅仅被持存着的形而上学以其方式利用和加工为一种表象性思维的结果(280)。

因此，返回步伐本身或许还未被实行，它所开启和指引的道路还未被踏上。

此类考虑很容易产生，但它们与返回步伐必定要遭受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困难相比较，是毫无分量的。

这个困难在于语言。我们西方的诸种语言乃是形而上学思想的语言，各具不同的方式而已。是否西方的语言本身仅仅是形而上学的，并且因此之故最终为存在—神—逻辑学所烙印了，或者，是否这些语言允诺出道说的另一些可能性，同时也即道说着的不道说(281)的另一些可能性——这些问题，必定还是悬而未决的(282)。在研讨班过程中，运思之道说所遭到的困难往往充分向我们显示出来了。在我们的语言中处处说话并且道说着存在的那个小写的“是”（ist），即便在它并不专门出现的地方，也包含着——从巴门尼德的ἔστιν γὰρεἶναι［因为存在存在？］开始，直到黑格尔的思辨命题的“是”，直到尼采把“是”消解为一种对权力意志的设定(283)——整个存在之天命。

对这一来自语言的困难的洞察，应使我们自己避免把现在所尝试的思想的语言仓促地解释为一种术语，并且明天就来谈论分解，而没有竭尽全力去深思所说的东西。因为所说的东西在一个研讨班里被道说。一个研讨班——此词所暗示的东西——乃是一个位置和一个时机，在某些地方播下(284)那种沉思的一个种子，(285)它可能在某个时候会以自己的方式生长起来并结出果实。




说　　明

若要思考物，可参看《演讲与论文集》，纳斯克出版社，弗林根1954年，第163—181页，1967年第3版，第二部分，第37—55页［《全集》第7卷，第163—184页］。《物》这个演讲包括在系列演讲《观入存在着的东西》［《全集》第79卷，第5—21页］中，1949年12月首次作于不来梅，1950年春季作于比勒山。(286)

对巴门尼德的句子的解释，参看同上书，第231—256页［《全集》第7卷，第235—261页］。

关于现代技术与现代科学的本质，参看同上书，第13—70页［《全集》第7卷，第5—65页］。

对作为根据之存在的规定，参看同上书，第207—229页［《全集》第7卷，第211—234页］。并可参看《根据律》，纳斯克出版社，弗林根1957年［《全集》第10卷］。

对差异的探讨，可参看《什么叫思想？》，尼迈耶出版社，图宾根1954年［《全集》第8卷］。并可参看《面向存在问题》，克劳斯特曼出版社，美茵法兰克福1956年［《全集》第9卷，《路标》，第385—426页］。

关于黑格尔形而上学的解释，可参看《林中路》，克劳斯特曼出版社，美茵法兰克福1950年，第105—192页。(287)［《全集》第5卷，第105—208页］。

只有在从上述文章及此处被引用的著作出发的回思（Zurückdenken）中，完全只是预示地言说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7年）［《全集》第9卷，第313—364页］才成为了一个可能的推动力，去推动一种有关思想之实事的争辩（Auseinandersetzung）。




附　　录

不中止

不跳越，本书第49页下方！

而是：

从有所遗忘的表象

进入弃　言(288)

觉　醒（ent wachen）(289)

依照相互的（需要的——二重的）

转本过程的暗示。

 

跳越那种不充分，即在“跳越”（“跳越”与弃言不相容——）

（“跳跃”）

和“跳离”（本书第41、45、49页和第50、58页）中依然囿于形而上学“转投”（Einkehr）作为入于澄明的觉醒

这并不要求跳越。

从表象和计算中觉醒

进入弃言中，后者言说本有之四重性。

用……计算与论证的原初形态。

“某物作为某物”

依照存在与人的相互居有的暗示——但在四重整体中。

 

在第29页前言中指出了同一性——

即本有——与物——即四重整体的联系。




前言补页




论证

（论证

显明

指出

劝说

ἐλέγχω［反证、证实］——）

ἐναργές［可见的、清楚的］（参看1964年伽达默尔讨论班的演讲(290)）

arguo［表明、证实］＝让发光、照亮。（解蔽）

梅耶。

词源词典，3

1951年　第81—82页(291)（可见论证依然

在ἀληθεύειν［解蔽］范围内）

argutus［灵活的、精巧的］——清晰的

argumentum［论证］

西塞罗Top．8 argumentum esse… rationem, quae rei dubiae faciat fidem(292)

［论证是……一种推理，它能使人相信先前怀疑的东西］

相信、赞成、信赖

获得一个可疑的实事




《同一律》补页




补　页　一

封面

 

演讲的“真正”不足：“同一律”

 

作为同一性之陈述的定律

∣向觉醒（Ent-wachen）之居有（Er-eignen）的

运动（Be-wegung）



对“同一性”的观察已然把一切带入必要的偏颇。




补　页　1

根据与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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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原则（Grund-Sätze）

根据之设定

诸位置

根据之存在




补　页　2

参看对《同一律》的批判性评注

跳跃与跳越——在此不恰当——

不是跳越——而是进入本有而觉醒——

因此，不是“思想之原则”

　而是思想之原理（Prinzipien）

原理：ἀρχή［开端］——开端（Anfang）与开—端（An-fang）。

相应地要改写整篇文章。

 

*

思想之开—端（An-fang）。指令（Geheiβ）——

补　页　3

演讲的规划

从作为陈述的定律

到

作为跳越的跳跃(293)

不恰当




补　页　4

从本有而来的同一性

参看《同一律》第48页

同一性：（1）通过“同一律”而被熟知

“逻辑”

（2）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存在—逻辑学（Onto-Logie）——存在—神——（Onto-Theo）

[image: ]




补　页　5

费希特

对立的设定：非我

（是）原始行动，并不来源于设定。

（而毋宁说设定乃从对立的设定中离析出来？）

 

让对立才保证了对象性

并由此保证了感受的可能性。

“感受”“实际上”已然是自我的一种行动

对象是自我的产物。

这种出于自身知识的知识，其立足点在哪里？

《人的使命》第3卷

[image: ]

W．舒尔茨21

费希特—谢林书信集导论(294)

“绝对知识”并非“绝对”（绝对只是它自身）

两者之间有一种辩证的关系。




补　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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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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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页　8

作为本有的“同一性”

不是“定律”——

但是“道说”吗？

∣道说与定律∣

不是转投

而是苏醒

（明朗化）

澄明。

补　页　9

“同一性”

作为本有

不能容忍定律作为

与之适合的道说——

这种道说本身归属于它（本有）。




补　页　二

封面

 

关于《同一律》这个演讲（1957）

补　页　1

关于《同一律》

1．如果存在与人被看作各自独立的，然后（人们不知道在哪个领域里）再被并置一处，那么，有关“存在与人的情势”的说法就是不够的。

∣更好的说法是：“共属”

 

2．让集—置（Ge-Stell）得到经验的尝试，第44页以下，没有在通常的表象与弃言的倾听之间作出区分——足够清晰了。

说得太直接、太抢先了——

 

参看第77页脚注［作者边注126］

只有当“超越与差异”被经受（verwunden）（暂先的，I 35［《全集》第102卷］）——并且因此存在—神—逻辑学的每一个可能开端都被经受时，形而上学才被克服掉（überwunden）——也即完全出让给它自身，以至于它在思想中再也不能一道言说。

补　页　2

关于同一律演讲

虽然有待道说的东西和经验方式已得到认识，但这个演讲也还不是自由地从本有而来进行道说。

参看第41、42、46页。




补　页　3

同一律演讲（参看1957年夏季学期系列演讲，

《思想的原则》）参看

　　抄件［《全集》第79卷］

[image: ]

 

居有与端呈：需用（Brauch）

居有与关节（Fuge）的安排：权限（Be-fugnis）

语言——作为所有物的道说。




补　页　4

关于同一律演讲

参看文章的附录［第83页］

像所有公开的阐述一样，这个演讲也顾及了流俗的形而上学表象。

这一尝试性的思想一直是在从形而上学向弃言（Entsagen）的过渡中得到规定的。

因而它并未达到突兀而来的冒险——即未达到那种走出被遗忘状态的苏醒，作为进入四重整体之本有的觉醒。

不过，这种突兀并不排除对传统的回顾

——但与这种回顾的联系依然深不可测。

在同一律演讲中，思想已然通过论题（以“同一律”为开端）表明自身处于过渡中，并且因此谈论

“转投”（出于形而上学）入于本有中。

跳离（从形而上学）入于离基深渊（Ab-Grund）（本有的颤动）

尽管还在过渡中思考，仍有主导性的洞见：

——同一性不是存在的一个特征，不如说：存在之本质乃是作为本有的同一性的一种天命——并非一种单纯的颠倒：同一性不是存在的一个规定（Bestimmung）

存在倒是同一性的一种规定性（Bestimmtheit）。在这里，没有任何依据来支撑以被颠倒者的持存为前提的颠倒——而恰恰一切都转变了。




补　页　5

同一律

此困境——在“返回步伐”中——说起来是有歧义的、易致误解的。

 

“人与存在的相互归属（Zu-einander-gehören）”

不确切地说：1．存在并不对立于［……］(295)

而倒是本有，后者作为区域（Bereieh）把作为居住者的人应用到权限（Be-Fugnis）中。

2．不仅人作为被需要者而被居有

——而是人归属于四重整体。

此即形而上学思想的真正困境

因此也有了“思想与存在”的开端

甚至：存在与时间？抑或倒是不一样！

与时间——对本有的有所追问的展望。

补　页　6

关于“同一律”

完全出于跳转性的返回步伐，因而歧义地和真正误解地来说的——第41页！没有脱离的意义上的“跳跃”（Satz），——还不如说是跳离意义上的——如果已经“跳跃”——从本有而来、在本有中“设置”——入于苏醒中的转本的移置。
 
更有甚者：把出于被遗忘状态的归本的撤销（Ent-setzen）放置（heraus-legen）入权限中。




“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补页




补　　页

封面

 

黑格尔　∣　海德格尔

 

比较：开始与开端

　　　

 

让自行言说




补　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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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页　2

黑格尔　　海德格尔

1．哲学的完成

2．历史

 

关于（1）（a）在黑格尔体系中，哲学如何自行完成？

无非是在黑格尔意义上——思辨地

无非是思想的——观念

哲学的实事，作为思想的存在

进入终点的完成。

 

（b）在存在之被遗忘状态意义上的完成

尼采——技术时代

（集置）它的两面性。

　进入开端（An-fang）的完成。

　作为弃言（Ent-sagen）的思想之开端（An-fang）！

 

“完成”的不同含义：1．排除（Aus-schlieβen）

2．开端（An-fangen）

 

关于（2）（a）历史——作为进程（Pro-zess）意义上的事件

辩证思想的进展

 

（b）天命——作为本有——开端（An-fang）。




补　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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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页　4

返回步伐

参看人道主义书信(297)

（！第29页［《全集》第9卷，第343页］等）

 

从何处返回

 

返回到何处

思想的—步伐　　

由此步伐思想自行

转变。　　　　　




补　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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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该演讲收入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全集版，美茵法兰克福，2000年；可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172页以下。——译注

(2) 此处“本有”（Ereignis）和“分解”（Austrag）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基本词语，也是《同一与差异》一书的主题。海德格尔由此思入存在历史意义上的存在／存有（Sein／Seyn）的差异化运作。——译注

(3) 论证（argumentieren）

argumentum［论证］。——作者边注

(4) 参看演讲系列“思想的原则”，1957年冬季学期通识课程［《全集》第79卷，第79—176页］：尝试把这个演讲的“历史性”视域解说清楚。

参看“附录”［本书第83页］。——作者边注

(5) ——也即出于对实事（sache）的持续相应的洞察——

于是实事居有了一种转换的权力——在何种意义上？——作者边注

(6) “虽然其中每一个都与（另外）两个不同，但本身对它自己来说都是同一的”。——作者边注
 
(7) “诚然其中每一个都不同于另外两个，但本身对它自己来说都是同一的”。——作者边注

(8) 何以“住所”——“地方”——归属于……（庇护）。——作者边注

(9) （这个区域（Be-Reich））。——作者边注

(10) 抽象同一者。——作者边注

(11) 轻率地。——作者边注

(12) 这个过渡过于仓促。——作者边注

(13) 主音。——作者边注

(14) 在同一性中起支配作用的“统一性”（统一着的一）。——作者边注

(15) ὄν［存在］—ἕν［一］

Ἓν πάντα［一切是一］。——作者边注

(16) 海德格尔把Anspruch（要求、呼声）当作ansprechen（招呼、要求）的名词来使用，强调它与sprechen（说话）的关系。我们把Anspruch译为“呼求”。——译注

(17) 它绝不能返回到同一个“对象”，并且由此保持在其进展的持续性中。——作者边注

(18) 特别地。——作者边注

(19) 本身。——作者边注

(20) 对这个句子的不同翻译，亦即解释。——作者边注

(21) 通译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我们在此译为“觉知”的Vernehmen一词，是海德格尔对巴门尼德的νoεῑν的翻译。海德格尔认为巴门尼德是前苏格拉底的“思者”，他的“觉知”（思想）还不是哲学思维。——译注

(22) 这种（die）。——作者边注

(23) 这种（der）。——作者边注

(24) 海德格尔在此区分使用了“同一状态”（Selbigkeit）与“同一性”（Identität），前者是“同一者”（das Selbe），后者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中译文只能作勉强的区分。——译注

(25) 来—源（Her-kunft）。——作者边注

(26) 有多远？——作者边注

(27) 海德格尔在巴门尼德这个句子的德文翻译中，有意将“Das Selbe”（同一者）放在了开头处，使它成为主导词，根据现代汉语的语序习惯，在中文翻译中无法体现这一点。——译注

(28) 参看莱布尼茨；关于此点，可参看《论根据的本质》（第4版），第10—11页。［《全集》第9卷，第128页以下。］——作者边注

(29) 在其中运作着的。——作者边注

(30) 此句中两个“共属”是同一个词Zusammengehören，只是后一个“共属”之“属”（gehören）被加了重点号。——译注

(31) 从这个“属”中。——作者边注

(32) 人——存在——就像两个现成的、自为持存的事物，它们当在事后被放置在一起、被安置入一种归列之中。——作者边注

(33) 在运作。——作者边注

(34) “存在”。——作者边注

(35) 存在者！——作者边注

(36) 被带到而且时而。——作者边注

(37) 被带到。——作者边注

(38) ，因为人在其人类存在中与它——即存在者——相应合。——作者边注

(39) 以何种存在方式？向着……、寓于……并且与……一道在场。——作者边注

(40) 只要它遭受存在而且同时被存在所急需。——作者边注

(41) （被归本入本有之中）。——作者边注
 
(42) 《存在与时间》第25—26页［《全集》第2卷，第34—35页］。——作者边注

(43) 需要和要求。——作者边注

(44) 还不能说“具有”（eignen）——太仓促了。

仿佛是被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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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要完全不同地去思考

关—联（Be-zug）和关—系（Ver-Hältnis））。——作者边注

(45) 所以存在既非论题（肯定）又非综合。——作者边注

(46) 诚然直到现在。——作者边注

(47) 本有。——作者边注

(48) 举办。——作者边注

(49) 只要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表象事态，那么“人”与“存在”就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存在者”，它们要相互联结（系词）起来。（参看“面向存在问题”，荣格纪念文集1955年）［《全集》第9卷，第385—426页］——作者边注

(50) 转投（Einkehr）——这样说来，就仿佛我们在外面某个地方似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形而上学的表象——比较黑格尔——人与绝对者，《林中路》［《全集》第5卷，第115—208页］不说“转投”（这个词也还在形而上学表象的视域中），而说：从被遗忘状态中苏醒（Erwachen）！（参看附录。第83页）／／觉醒（Entwachen）入——。——作者边注

(51) 此处“转投”原文为Einkehr，在日常德语中有“休息、投宿”与“沉思、内省”双重意义，海德格尔把它用作动词einkehren（投宿、来到、出现）的名词，我们姑且译之为“转投”。——译注

(52) 此处Satz一词有“定律、原理、跳跃”等意义。在本文中，海德格尔利用此词的多重意义作思路的转变。顺便指出，海德格尔非常重视“跳越”（Sprung）一说，在《形而上学导论》、《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等著作中都有发挥。——译注

(53) “根据”与“在一场”。——作者边注

(54) 中译文未能显明此处“根据”（Grund）与“深渊”（Abgrund）的意义联系。——译注

(55) 释放（Loslassen）

脱离睡眠

昏睡无需跳越——从开端性的本有之被遗忘状态（隐匿）中苏醒。——作者边注

(56) 因此既非跳越又非转入

在我们已经被允许进入的地方成为在家的（居住）。——作者边注

(57) 因此无需任何“转投”：仿佛我们站在外面似的。但也不是“跳离”。——作者边注

(58) 存在并不在场——而“是”（ist）在场（Anwesen）。——作者边注

(59) 苏醒入

既非转投又非跳离——而是怀念（Andenken）

苏醒入在扣留（Vorenthalt）中的逗留（Aufenthalt）

“清醒的”。——作者边注

(60) 呈递（über-reicht）。——作者边注

(61) 进入本有的觉醒

唤醒

（入于本有的居有）。——作者边注

(62) 所以不是跳越。——作者边注

(63) 这个问题没有充分的过渡。——作者边注

(64) 替代“情势”：归—列

　布　局

带入所有之物（das Gehörige）中。——作者边注

(65) 参看不来梅演讲《观入存在着的东西》1949年［《全集》第79卷，第1—77页］，以及《技术的追问》1953年［《全集》第7卷，第5—36页］。——作者边注

(66) 说得不充分。——作者边注

(67) “作为终极实在”。——作者边注

(68) 控制论！。——作者边注

(69) 仅仅。——作者边注

(70) 此处herausfordern在日常德语中意为“引起、惹起、挑起、挑动、挑战”等，但海德格尔强调的是fordern（要求、需要、使唤）之意，因此我们译之为“促逼”。参看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载《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3页以下。——译注

(71) ，致力于操纵。——作者边注

(72) 甚至。——作者边注

(73) 在天命中

更恰当地说——持存物之持存状态——对象之对象性——客体性——现实性——直至在场

“存在”被发送

在本有|die Ἀ-Λήθεια|中被居有。——作者边注

(74) 让在场

说得不充分：

让在场自身被指示（从何而来并且如何），让——在场——作为持续的可订置状态——使之进入自由（何种？）。——作者边注

(75) 在作为可订置状态的促逼之下，存在成其本质——亦即从集—置（Ge-stell）而来被发送。——作者边注

(76) 和平之规划和战略——控制论。——作者边注

(77) ——按各自的方式。——作者边注

(78) 此处“集—置”（Ge-Stell）是海德格尔自造的一个词，日常德语中有Gestell一词，意为“支架、物架”等。但海德格尔将其分写成Ge-Stell，旨在表示它有动词stellen（摆置）的过去分词的意义，同时Ge-这一前缀又有“集合”义。我们权译之为“集置”。海德格尔以此词思技术的本质。上文中一系列用stellen作词根的词语均应联系“集置”来读解。可参看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以及本书中的“转向”一文。——译注

(79) 存在作为位置（Position）。——作者边注

(80) 贝蒂娜·冯·阿尔尼姆的“岩丛”（das Gefels）。——作者边注

［贝蒂娜·冯·阿尔尼姆：《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载《著作与书信集》4卷本，瓦尔特·施密茨、西布勒·冯·斯坦斯多夫编，德语经典出版社，美茵法兰克福，1992年，第2卷，第544页。——编者注］

(81) 作为这种东西，它恰恰没有发出呼求

只有那（已经从遗忘状态中苏醒的）在本有中弃言的（ent-sagende）思想才发出呼求

自身显示——然而没有一种追问［？］受承认，更没有得到思量甚或思考——。——作者边注

(82) 这里总还是不恰当的说法，即：“存在”显现为人的对立面，而同时它作为集—置规定了两者——存在与人的本质因素连同这个“与”。——作者边注

(83) “更具存在特性的”。——作者边注

(84) 在其直抵对象性的命运性变化中。——作者边注

(85) “本真地”

现在要严格地根据本有来思考这个词。——作者边注

(86) 此句中的动词（动名词）“归本”（Vereignen）和“赋本”（Zueignen）均属“本有”（Ereignis）词簇，表示人与存在的共属方式。——译注

(87) 所以没有跳越

经验（er-fahren）——在我们已被允许进入的地方有在家之感。——作者边注

(88) 此处“具有”原文为ge-eignet。德文动词eignen既有“独具、具有”之义，又有“适合”之义。——译注

(89) 转投只是为了应用到归本过程中——应用只是出于需用（Brauch）。——作者边注

(90) 觉醒。——作者边注

(91) 更准确地说：转投（入）本有中

进入它（Es）中。——作者边注

(92) 此处“本—有”原文为动名词Er-eignen，我们也译之为“居有”。在此上下文中，我们以“本有”译Ereignis，以“本—有”译Er-eignis（中间加了个连词符）。——译注

(93) 本有与目光。——作者边注

(94) 入澄明中。——作者边注

(95) ，某个事实。——作者边注

(96) 在何种意义上？向着关系（Ver-Häiltnis）之谜［？］的失本（Enteignis）。——作者边注

(97) 独一无二者。——作者边注

(98) 即本有。——作者边注

(99) 不是面对人，而是在与本有的关联中。

关于“理念”与自然的实证经验。——作者边注

(100) 于某种冷僻的普遍之物。——作者边注

(101) 颤动与飘荡——还不恰当。——作者边注

(102) 为此没有一个存在者状态上的例证。

正如“存在”已然独一无二——在有／它给出（Es gibt）中。——作者边注

(103) 人作为终有一死者——在本有中被需用

存在作为分解（Austrag）——：自身遮蔽之澄明——（真理之本质）

本有。——作者边注

(104) 向来已经——但尚未被解蔽——通达自身了——保持相互呈递。——作者边注

(105) 此处出现了两个“本有”（Ereignis），但后一个“本—有”（Er-eignis）多了一个连词符。——译注

(106) 所有物之道说

∣参看《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全集》第12卷］。——作者边注

(107) 并且因此也。——作者边注

(108) 克制着

维持着

忍受着。——作者边注

(109) “存在”。——作者边注

(110) 特有的。——作者边注

(111) 参看《观入》1949年［《全集》第79卷］

在Ἀ-Λήθεια［无蔽］之往昔中的遥远闪光

参看《黑格尔与希腊人》，伽达默尔纪念文集［《全集》第9卷，第427—444页］。——作者边注

(112) 别具一格的。——作者边注

(113) 本有作为“让归属”

这来自于那种权限（Be-Fugnis）

∣在这里，（终有一死者的）需用（Brauch）

但这里有意掩盖了四重整体（Ge-Viert）——。——作者边注

(114) 让（Lassen）作为居有——允诺——端呈——持有（Hältnis）。——作者边注

(115) 从“本质”向特性（本有）的变化。——作者边注

(116) 在展示与把握的双重意义上。——作者边注

(117) 共同。——作者边注

(118) 这种。——作者边注

(119) 特性（Eigentümliche）。——作者边注

(120) 来自本有之所有物。——作者边注

(121) 不够清楚。——作者边注

(122) 地形—学（Topo-logie）。——作者边注

(123) 形而上学！——作者边注

(124) “本质”。——作者边注

(125) “语言是存在之家”是海德格尔首先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中提出的表述，可参看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66页以下。——译注

(126) 原文为Satz der Identität，此处一语双关，既是“同一律”，又是“同一性的跳跃”。——译注

(127) “存在”。——作者边注

(128) 它本身的保证得到“保障”——亦即保持着本有之被遗忘状态

集—置没有被经验为本有。这要求什么呢？——作者边注

(129) 黑格尔。——作者边注

(130) 一种苏醒的准备——。——作者边注

(131) ，但也不是预言。——作者边注

(132) 在返回步伐中。——作者边注

(133) 首先。——作者边注

(134) 第58页“我们要大胆试验一下返回步伐。”

第60页下面：耐性和准备工作——∣“必须冒险进行的；”

（这些规定并不表示一种个人的谦虚——而是归属于这个思想的由实情所规定的困迫——（谦虚的态度！）

[image: ]

(135) 而这种思想本身归属于实事。——作者边注

(136) 辩证—思辨地“是”（ist）。——作者边注

(137) 已经。——作者边注

(138) “存在”：表示表象（νoεῑν［觉知］）之

（εἶναι［是、存在］）

直接性的命运性阶段的名称。——作者边注

(139) 的一切。——作者边注

(140) 为什么？何种需要？

参看《差异著作》［应指黑格尔的《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译注］。——作者边注

(141) 此处“发生事件”是对德语Geschehen一词的翻译。——译注

(142) 区别者之共属。——作者边注

(143) 更咄咄逼人。——作者边注

(144) 此处“存在之分解”原文为Austrag des Seins，或可译为“存在之解决”。在日常德语中，Austrag一词有“解决、裁决、调解”等义；其动词形式austragen有“解决、澄清、使有结果、分送”等义。海德格尔认为“实事”意谓“争执”，而思想的“实事”是“存在”，故有“存在之解决（调解）”一说。在本文接着的讨论中，海德格尔以Austrag一词来思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的区分化运作，并赋予此词以中心词语的地位。我们权且译之为“分解”，勉强取“区分”和“解决”之意。海德格尔在《同一与差异》一书的“前言”中说：“至于差异如何来自同一之本质，读者应当通过倾听在本有（Ereignis）和分解（Austrag）之间起作用的一致音调而亲自去发现”。——译注

(145) 即在与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对话范围内

“存在历史性地”来思考。——作者边注

(146) 即值得追问的东西——第72页，本质来源。——作者边注

(147) 即对存在之为存在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言的这个“与”本身。——作者边注

(148) 先验的。——作者边注

(149) 想要？——作者边注

(150) 逐入并。——作者边注

(151) “精神”的“意志”。——作者边注

(152) 不是一种辩证法。——作者边注

(153) 已然在场者——作为保证（Gewährnis）——（Ἀ-Λήθεια［无蔽］）≠真理（开—端（An-fang））。——作者边注

(154) （开—端：本有）。——作者边注

(155) 人道主义—书信［《全集》第9卷，第313—364页］。——作者边注

(156) “观念”。——作者边注

(157) 被遗忘的——被遗留在隐匿中的

尚未被经验的

自行遮蔽的。——作者边注

(158) 更好地说：尚未被经验的。——作者边注

(159) 在澄明之保证的意义上

参看演讲《黑格尔与希腊人》的结尾。1958年海德堡科学院［《全集》第9卷，第427—444页］“真理”（参看《面向思的实事》，1969年，第77页注。）——自行遮蔽之澄明的守护、保证。——作者边注

(160) “本质”。——作者边注

(161) （弃言的）［德语原文为entsagenden。——译者］。——作者边注

(162) 进入开端之中的回程。——作者边注

(163) 亦即在实事之遮蔽中的差异。——作者边注

(164) 澄明（Lichtung）。——作者边注

(165) 本有（Ereignis）

参看本文第58页脚注，“跳到何处"。——作者边注

(166) 绝对的思想。——作者边注

(167) 作为表象着和设定着的语言。——作者边注

(168) 而且是那种差异。——作者边注

(169) 差异之为差异。——作者边注

(170) 在存在之天命的整体面前的返回步伐，本身乃是从本有(Ereignis)中苏醒而入于本有中，作为——来自关节（Fuge）的失本（Enteignis）。——作者边注

(171) 更好的说法：从差异而来进入有待于思的东西中：差异之为差异。被遗忘状态归属于差异之为差异。它［差异］保持隐匿和扣留。遮蔽是澄明之为澄明的遮蔽，也即本有的遮蔽。——作者边注

(172) 参看《什么叫思想？》，隐匿。《演讲与论文集》第135页上面，第140页［《全集》第7卷，第134，139页］。——作者边注

(173) 何以这么说？——作者边注

(174) 有关被遗忘状态的谈论不是对哲学的贬抑。——作者边注

(175) 作为一个未经思考的区域。——作者边注

(176) 亦即存在一天命。——作者边注

(177) ，控制论。——作者边注

(178) 这里译为“技术学”的Technologie一词在日常德语中意为“工艺学、工艺”。——译注

(179) 人类

工业社会

社会学。——作者边注

(180) 《观入存在着的东西》1949年［《全集》第79卷］。——作者边注

(181) 本己之物（das Eigene）。——作者边注

(182) （进入开—端（An-fang）之中的回程）。——作者边注

(183) 跳到何处？跳入一种向“存在”这个简单抽象的外化过程中去。——作者边注

(184) 无规定的直接性——作为中介的规定

由此而开端。——作者边注

(185) “存在”：观念——思想之思想的绝对中介作用。——作者边注

(186) “存在”：——现实性——活动的actualitas［现实性］——纯粹的（无所遗留的）——完成了的中介作用。——作者边注

(187) “是”（ist）。——作者边注

(188) 结果

完成了的，也即不停的、而是进入其完满的运动状态之中的中介。——作者边注

(189) 何意？参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纯粹理性的建筑术”［B 860］：“但我所理解的系统就是杂多知识在一个理念之下的统一性。这个理念就是有关一个整体的形式的理性概念，只要通过这个概念不论是杂多东西的范围还是各部分相互之间的位置都先天地得到了规定”。——作者边注

(190) “是”（ist）

思辨命题的“是”与“现实性”。——。——作者边注

(191) καθóλου［一般］——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同时表示：κοινóτατον［最普遍者］和τιμιώτατoν ὅν［最高贵的存在者］。——作者边注

(192) 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καθóλου［一般］同时指κοινóτατον［最普遍者］和τιμιώτoν［最高贵的存在者］。∣καθ'ὅλου［一般］和ἕν［一］，一种别具一格的κατάφασις［陈述、言说］——λέγειν τι kατά τινoς［根据某物言说某物］。

kαθ'ὅλoυ［一般地］可以说什么？——如果存在者τὰ ὄντα［存在者］—εἶναι［是］——。——作者边注

(193) ὄν［存在］-ἕν［一］∣ἀρχή［开端］。——作者边注

(194) 大全（Allheit）。——作者边注

(195) Ἕν-Πάντα［一是一切］

《演讲与论文集》［《全集》第7卷］。——作者边注

(196) 参看《林中路》1950年，第179页［《全集》第5卷，第195页］。——作者边注

(197) 在神性（θεῑoν）的何种意义上？——作者边注

(198) 并且根据神性（θεῑoν）的何种意义？——作者边注

(199) 这个

参看《根据律》［《全集》第10卷］。——作者边注

(200) κοινóτατον［最普遍者］更好的说法：最共同者。——作者边注

(201) 在其整体性中，但不是从其起源来思考的整体性本身，后者再也不能由“存在”来规定。——作者边注

(202) reor［认为、断定］

ratio［理性］。——作者边注

(203) 中世纪的ratio［弹件］＝说话（rede）。——作者边注

(204) 参看《根据律》［《全集》第10卷］。——作者边注

(205) 存在者之存在。——作者边注

(206) 此处的“原因”（Ur-Sache）或更应从字面上译作“原始实事”。——译注

(207) 神之逻辑学（Theologik）和存在之逻辑学（Ontologik）两词是海德格尔生造的，其意可参上文。——译注

(208) 存在者的。——作者边注

(209) 海德格尔强调“探讨”（erörtern）与“位置”（Ort）之间的意义联系。——译注

(210) 参看《林中路》第162页［《全集》第5卷第176—177页］。——作者边注

(211) 以及如何添加……？——作者边注

(212) “是”（ist）

“是”不及物的。——作者边注

(213) “是”（ist）

“是”及物的。——作者边注

(214) 分解（Austrag）

[image: ]

(215) 有差异者。——作者边注

(216) “那个之间”（das Zwischen）。——作者边注

(217) 特别地。——作者边注

(218) 之为差异。——作者边注

(219) 亦即，作为什么？——作者边注

(220) 然而。——作者边注

(221) 差异让显现——释放——。——作者边注

(222) 它们并不显现，而是被“差异”掩盖在从本有而来的“统一性”中，它们的共属——如何经验？在本有中于弃言之际（ent-sagend）被需要

为此，根据的本质

“真理”的本质——亦即“解蔽”（仍然从此在而来！）。——作者边注

(223) 面对我们——不是对象（Gegen stand）［原文如此，海德格尔以此来强调“对象”之“对”和“立”。——译注］

我们？归属入这种“对立”（Gegen）。——作者边注

(224) （存在者之存在）。——作者边注

(225) 在何种意义上？在一种让其自行道说中——；不是表象和论证。——作者边注

(226) 并非在存在者的—存在学的意义上“及物”

存在作为地道的超越！这个提示只是要说：存在——绝不“是”什么存在者——（存在不以任何方式“是”）。

及物动词：让；释放。——作者边注

(227) 存在者存在。——作者边注

(228) 在。——作者边注

(229) 这样一种。——作者边注

(230) 存在者存在。——作者边注

(231) 作为光亮（Lichtnis）∣亦即作为有所照亮的袭来（Über kommnis）。——作者边注

(232) 在此即回复。——作者边注

(233) 到达：已到达状态。

入于已到达状态的持续。——作者边注

(234) 亦即作为……被照亮的之间。——作者边注

(235) 这里注意“差异”（Differenz）、“区—分”（Unter-Schied）和“分解”（Austrag）三者之间的联系。海德格尔在别处也以“二重性”（Zwiefalt）来标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或“亲密的区分”，也即存在本身的“显（解蔽）—隐（遮蔽、庇护）”一体的区分化运作。——译注

(236) 世界世界化：四重整体之本有

分解的支配作用：本有—。——作者边注

(237) 在作为澄明的分解的被遗忘状态中。——作者边注

(238) 抛弃。——作者边注

(239) ——往何处？——作者边注

(240) 关于“存在”的谈论。——作者边注

(241) 存在的唯一性！——作者边注

(242) 动词性的。——作者边注

(243) 海德格尔在此玩词语戏法，利用了“例子”（Beispiel）与“游戏”（Spiel）之间的字面联系。——译注

(244) 《哲学全书·导论》第13节。——作者边注

(245) 让在场——作为在场——让

让：发送：给予：居有—。——作者边注

(246) 本有（Ereignis）——作为这个它（Es）——本己地“给予”（gibt）。——作者边注

（在正文中Es gibt译为“在”，在边注中，海德格尔特意将这个固定搭配分开来理解，并将无人称代词Es解释为本有。——译注）

(247) 绝对理念。——作者边注

(248) 光明与澄明。——作者边注

(249) 自行释放

Ἀ-Λήθεια［无—蔽］。——作者边注

(250) 《存在与时间》第385页［《全集》第2卷，第509页］。——作者边注

(251) 形而上学。——作者边注

(252) Ἀ-Λήθεια［无—蔽］。——作者边注

(253) 但袭—来（Über-kommnis）并非倒转过来的“超越”

∣

对此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名目可供利用，因为已经是根据本有来思的。——作者边注

(254) 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作者边注

(255) 试比较法语：“fonds”＝根据；地产——财产。

　　fond：

　　参看笛卡尔《谈谈方法》，吉尔松编，第15页第6行：

　　batir dans un fonds（在某个根据中建立）—

　　batir sur des fondements（在某些基础上建立）。第14页第3行。

［勒内·笛卡尔：《谈谈方法》，巴黎，1947年］。——作者边注

(256) 首先只作为

存在而非存在者。——作者边注

(257) 两者的共属。——作者边注

(258) 而且反过来：这种让呈现显示自身——纯粹从存在者角度来看——为向存在者袭来。——作者边注

(259) 形成：pilon——把……突出来（her-vor-stoβen）——取得。——作者边注

(260) 原始地被思考的形成

形成——pilon——把……突出来（hervor stoβen）。——作者边注

(261) “作用”来自何处？——作者边注

(262) 此句译文未显明“被取得的东西”（Erwirktes）与“作用”（Wirken）之间的联系。——译注

(263) 这个根据。——作者边注

(264) κοινóτατον［最普遍者］。——作者边注

(265) τιμιώτατoν［最高贵者］。——作者边注

(266) 更好的说法：在所有这些之前。——作者边注

(267) 陈述——命题

kεῑσθαι［放下、确定］，θέσις［命题］。——作者边注

(268) 现在可参看《尼采》第2卷，第454页以下［《全集》第6卷下，第414页以下］。——作者边注

(269) 不是对逻各斯作为道说——语言——进行沉思的逻辑。——作者边注

(270) 分—解（Aus-trag）：本有之（遮蔽着的）显露。——作者边注

(271) 不再：追问其来源——在林中路上；而是：放弃差异和超越

参与到存在与存在者的“同一性”中

但这就是说：把同一性克服到作为四重整体之权能的本有中去

物——。——作边注

(272) “如何？”亦即：1．以何种方式？2．在何种形态中？——作者边注

(273) 在从形而上学入于其本质的返回步伐中∣不充分！——作者边注

(274) 也即更广阔和更有准备的口——作者边注

(275) 道路？→逗留。——作者边注

(276) 不是“本质”（动词性的）

持续（有所允诺）

道说：具有（Eignen）

　　　∣本己性（Eignis）∣

它把某物带向（让达到）其本身，使得某物能够作为它自身显现出来。

　　　本己化（Eignung）（及物的）

　　　作为居—有（Er-eignen）。——作者边注

(277) 天—命（Ge-Schick）作为一种本有之突兀。——作者边注

(278) 亦即。——作者边注

(279) 在此亦即本质：即在集—置（Ge-Stell）中。——作者边注

(280) 并由此以最难对付的方式被轻视和抛弃。——作者边注

(281) 原文为das sagende Nichtsagen，或也可译为：有所说的不说、有所言说的无言。——译注

(282) 请参看《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267—268页[《全集》第12卷，第255页以下]。——作者边注

(283) 直至逻辑实证主义对语言的形式化。——作者边注

(284)  《林中路》，第194页［《全集》第5卷，第210—211页］。——作者边注

(285) 海德格尔在此暗示了“研讨班”（Seminar）与“种子”（Samen）两词之间的词根联系。——译注

(286) 参看《演讲与论文集》第284页［《全集》第7卷，第290页］。——作者边注

(287) 现在可参看《黑格尔与希腊人》。伽达默尔—纪念文集［《全集》第9卷，第427页以下］。——作者边注

(288) 此处原文为das Ent sagen。日常德语中有动词entsagen，意为“放弃、断念”；据我们推测，海德格尔使用的entsagen取的是“道说”（sagen）的二重性，本真的“言”是无言的，而“无言”亦是一种“言”。我们译之为“弃言”，但显然未充分意义，因为“弃言”也是一种“启言”。——译注

(289) 原文如此。——译注

(290) 《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载《面向思的实事》，马克斯·尼迈耶出版社，图宾根，1969年，第73页。——编者注

(291) A．埃尔努、A．梅耶：《拉丁语词源词典。词语史》，第3版。巴黎，1951年。——编者注

(292)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论题篇——正确论证的艺术》。拉丁语和德语。K．巴耶翻译并解释。阿泰米斯和温克勒，1993年。——编者注

(293) 此处“定律”和“跳跃”是同一个词Satz。——译注

(294) 费希特—谢林。书信集

瓦尔特·舒尔茨作导论

理论系列1，苏尔坎普出版社，1968年。

引号中的引文摘自瓦尔特·舒尔茨的导论。——编者注

(295) 方括号［……］为译者所加。——译注

(296) 此处“关节之谜”原文为das Ratsal der Fuge，其中Ratsal疑为Rätsel的误植。——译注

(297) 即“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载《路标》，中译本，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译注


 

 

 

 

第　二　编


转　　向

集置的本质是于自身中聚集起来的摆置，后者随着被遗忘状态而后置于它本己的本质真理。由于这一后置展开自身为对作为持存物的一切在场者的订置，在其中设置自身，并作为这种持存物而起支配作用，由此便伪置了自身。(1)

集置作为危险（Gefahr）而成其本质。但由此已经昭示出作为危险的危险了吗？没有。尽管各种危险和困厄时时处处过度地逼迫着人类，但这种危险，亦即在其本质的真理方面使自己受到威胁的存在本身，却依旧被掩盖和伪置起来了。这种伪置乃是危险中最危险者。按照这样一种对由集置之订置所造成的危险的伪置，技术看起来总还是人类手中的一个手段。而事实上，人之本质现在已受到指定，去协助技术之本质。

这是说人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无力地听凭技术的摆布么？不是。意思完全相反；不光是相反，而是本质上要丰富得多，因为它说的是另一回事。

如果集置乃是存在本身的一个本质天命，那我们就可以猜度，集置乃作为存在之本质方式之一种而发生变化。因为天命中命运性的东西听命于每一种天命发送（Schickung）。听命（Sich schicken）意味着：准备去顺应被给予的指令，去期待另一个依然被掩蔽着的天命。命运性的东西本身每每走向一个别具一格的瞬间，这个瞬间把命运性的东西发送到另一种天命中去，但命运性的东西并没有简单地在另一种天命中灭亡或消失。我们依然太无经验、太欠思虑了，不能根据天命、天命发送和听命来思考命运性的东西的本质。我们依然由于习惯而太容易根据发生之事来设想命运性的东西，并且把这种发生之事设想为在历史学上可断定的事件的一个过程。(2)我们把历史摆置入发生之事的领域，而不是按其本质来源、根据天命来思考历史。但天命本质上乃是存在之天命，而且存在本身自行发送，向来作为一种命运而本质性地现身，并且因此命运性地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存在中，现在也即在集置之本质中，发生了一种变化，那么，这绝不是说，以集置为其本质基础的技术会被消除掉。技术既不会被打倒，也不至于被打碎砸烂。

如果技术的本质，集置作为存在中的危险，乃是存在本身，那么，技术就绝不能通过一种单单凭靠自身的人类行为而得到掌控，无论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以存在本身为其本质的技术，绝不能通过人类而被克服。倘若能，就意味着人类是存在的主人了。

然而，因为存在已经作为技术之本质而听命于集置，而人类之本质却归属于存在之本质——为了作为存在而根据其自身本质得以保持在存在者当中，并因此作为存在而本质现身，存在之本质需用人类——，所以，若没有人类的协助，技术之本质就无法被引导到其天命的转变之中。不过，技术也不能因此被人为地克服（überwinden）。与此相反，技术之本质将被经受（verwinden）(3)，进入其依然遮蔽着的真理中。这种经受类似于人类领域里一种痛苦被经受时所发生的事情。但一种存在天命的经受，在此时此地就是集置之经受，每每总是随着另一种天命的到达而发生的，这另一种天命既不能通过逻辑—历史学的方式预先计算出来，也不能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之序列而通过形而上学的方式虚构出来。因为，历史性的东西甚或在历史学上被表象的发生之事绝不能规定天命，而不如说，这个发生之事以及被指派给它的对其持存之物的表象，每每都已经是一种存在之天命的命运性的东西了。

诚然，技术之本质需要人类去经受。但在这里，人类是在其与这种经受相应的本质中被需要的。因此，人类之本质必须首先向技术之本质开启自身，这在本有意义上全然不同于人类肯定和促进技术及其手段之类的过程。可是，为了使人类留心于技术之本质，为了在技术与人类之间从它们的本质角度形成一种本质关联，现代人首先必须返回到其本质空间的广阔浩瀚之境中去。人类的这种本质空间唯有从关系（Ver-Hältnis）中才能获得那与之适合的维度，而作为这种关系，存在之守护（Wahrnis des Seins）本身归本于那为存在所需要的人类之本质。(4)人类原先定居于其本质空间中，居住于其中，而如今则不同了，人类无能于现在起支配作用的天命范围内的本质性东西了。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便注意到艾克哈特大师的一句话，我们要从根基处来思考这句话。他说：“那并非源于伟大本质者，其功业也将因此化为乌有。”(5)（《谈区分》，第4节）

我们认为，人类的伟大本质在于它归属于存在之本质，为存在所需要，去把存在之本质守护于它的真理中。

因此，当务之急就在于，我们首先要把存在之本质思考为那值得思想的东西，做此思考之际，我们首先要经验，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受到召唤，首先为这样一种经验探寻一条小径，并且把它拓展到至今难以通行的地方。

我们若要做到这一切，则前提只有一个，即：要在似乎总是最切近的、唯一地显得迫切的问题——我们应当做些什么？——之前，先来思量一下：我们必须如何思想？因为，如果行动(6)意味着去协助存在之本质，那么，思想就是真正的行动。所谓协助存在之本质，意思就是说：在存在者当中为存在之本质准备（建造）这样一个场所，存在入于其中把自身及其本质带向了语言。语言才给予一切思索意愿以道路。若没有语言，一切行为都将缺失它们能够熟悉并且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所有维度。在这里，语言首先绝不是思想、情感和意愿的表达。语言乃是那个原初的维度，从根本上说，人类唯在此维度中才能响应存在及其呼声，并且在这种响应中归属于存在。特别地得到实行的这样一种原初的响应就是思想。在思想之际，我们才学会居住于一个领域，即存在之天命的经受、集置的经受于其中发生的那个领域。

集置的本质乃是危险。作为危险，存在远离存在之本质而转身进入存在之本质的被遗忘状态中，并且因此同时转身背向存在之本质的真理。这一尚未被思考的转身(7)在危险中起支配作用。因此，在危险之本质中，隐藏着一种转向（Kehre）的可能性，在此转向中，存在之本质的被遗忘状态如此这般地转变了，以至于存在之本质的真理随这种转向而特别地投身于存在者之中了。

但是，只有当转向性的危险在其遮蔽着的本质中首度作为它所是的危险而特别地得到揭示时，大抵才会发生这种转向，那种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向对存在之本质的守护的转向。也许，我们已经站在这种转向之到达的预先投下的阴影中了。转向何时以及怎样命运性地发生，这是没有人知道的。人们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个情况。这样一种知识对人来说甚至可能是最有害的，因为人的本质乃在于成为期待者，人在思想之际看护着存在之本质，由此期待着存在之本质。只有当人作为存在的牧人期待存在之真理时，他才能期待存在之天命的到达，而不至于沦于单纯的知识意愿。

但在危险作为危险而发生、因此才毫无遮蔽地成为危险之处，情形又怎样呢？

为了倾听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且来关注荷尔德林在一个诗句中留下的暗示。在颂歌《帕特莫斯》（海林格拉特编，第四卷，第227页）的一个后期文稿中，诗人在开篇就说：

 

“但哪里有危险，

哪里也生救渡。”

 

如果我们现在比创作这个诗句的诗人还更根本性地来思考这个诗句，如果我们透底地设想了这个诗句，那么它说的就是：在危险作为危险而存在处，救渡也已然生长了。救渡并不是并排出现的。救渡并不是与危险并肩而立的。如果危险作为危险而存在，那么，危险本身就是救渡。危险乃是救渡，因为它从其隐而不显的转向性本质中带来了救渡。何谓“救渡”（retten）呢？救渡意味着：解开、放开、释放、爱护、庇护、保护、保存。莱辛还以强调的方式在辩护的意义上使用“救渡”一词：就是回置入正当之物、本质之物中去，在其中加以保存。真正的救渡乃是保存、守护。

但危险何在呢？哪里是危险的位置呢？就危险是存在本身而言，危险不在任何地方，又无处不在。它没有任何不同于它自身的位置。它本身就是一切在场者的无位置的地方。(8)危险是存在的悬搁（Epoche des Seins），作为集置而本质性地现身。

如果危险作为危险而存在，那么它的本质就特别地发生。但危险乃是后置，作为后置，存在本身随着被遗忘状态而以集置的方式把自己放在了存在之守护的后面。在后置中，这样一件事本质性现身：存在把它的真理撤掉了，使之进入被遗忘状态中，如此这般，存在就拒不给出自己的本质。如果危险因此作为危险而存在，那么，后置就特别地发生，存在本身作为后置就随着被遗忘状态而后置于存在之真理。如若这种“随着—被遗忘状态—而后置”（mit-Vergessenheit-Nachstellen）特别地发生，那么，被遗忘状态本身就转投而出现了。这样通过转投（Einkehr）而消除了被遗忘状态，它就不再是被遗忘状态了。在这样一种转投中，存在之守护的被遗忘状态不再是存在之被遗忘状态，而是在转投之际转向了存在之守护。如果危险作为危险而存在，那么，存在之守护便由于被遗忘状态的转向而发生了，世界也发生了。（参看《演讲与论文集》，第163页以下：“物”一文）［《全集》第7卷，第165页以下。］(9)世界作为世界而发生，物物化，此即存在本身之本质的远远到来。

随着被遗忘状态而自行后置的存在之真理的自身拒绝庇护着那尚未被允诺的恩惠，即这种自身拒绝自行转向，在这样一种转向中被遗忘状态自行转变，变成存在之本质的守护，而没有任由这种本质落入伪置中。在危险之本质中，一种恩惠本质性地现身并且寓居于其中，那就是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向存在之真理的转向的恩惠。在危险的本质中，在它作为危险而存在的地方，有向守护的转向，有这种守护本身，有存在之救渡。

如果转向在危险中发生，那么这就只能直接地实现。因为存在除自身外并没有同类。它不是由他者所引发的，它依然自己起作用。存在绝不是在一种因果联系中进行的。对于存在本身自行发送的方式来说，根本没有任何起引发作用的东西作为存在走在前面，也没有一种结果作为存在跟在后面。从其被遮蔽状态的特有本质中，存在突兀地发生而进入它的悬搁。因此之故，我们必须注意：危险之转向是突然发生的。在转向中，存在之本质的澄明突然照亮自身。这种突然的照亮乃是闪烁（das Blitzen）。它把自身带入那携带来的和被引进的本己光亮中。当存在之真理在危险之转向中闪烁时，存在之本质便照亮自身。于是，存在之本质的真理就转投矣。

这种转投（Einkehr）是往何处发生的呢？无非是进入那迄今为止从其真理之被遗忘状态中本质性地现身的存在本身中。但这种存在本身却作为技术之本质而本质性现身。技术之本质乃是集置。作为被遗忘状态之转向的本有，转投转入现在所处的存在之悬搁中。那本真地是（ist）的东西绝不是这个或那个存在者。本真地是（ist）的东西，亦即特别地寓居于这个“是”（das Ist）(10)中、并且在其中本质性地现身的东西，唯存在而已。唯有存在才“是”（ist），唯有在存在中并且作为存在才发生这个“是”（ist）所命名的东西；所是者乃是从其本质而来的存在。

按照词语和实事来看，“闪烁”（blitzen）乃是观看（blicken）。在目光（Blick）中并且作为目光，本质进入它本己的闪耀（Leuchten）之中。贯穿着其闪耀之要素，目光将它所看到的东西重新庇护到观看（Blicken）中去。而同时，观看在其闪耀中又把其来源之遮蔽着的黑暗作为未被照亮的东西保存下来。存在之真理的闪烁的转投乃是观入（Einblick）(11)。在世界之世界化中（im Welten von Welt），我们曾把存在之真理思为天、地、人和神(12)四重整体的映射-游戏（Spiegel-Spiel）。（参看《演讲与论文集》，同上。）在被遗忘状态自行转向之际，在世界作为存在之本质的守护转投而出现之际，便发生世界向物之荒芜的闪入（Einblitz）。这种荒芜乃是以集置之统治地位的方式而发生。世界向集置的闪入，就是存在之真理向失真的（wahrlose）存在的闪入。闪入是在存在本身中的本有（Ereignis）。本有乃是有所居有的洞见（eignende Eräiugnis）(13)。

观入存在着的东西(14)——这个标题现在指的是在存在中的转向之本有，从对存在之本质的拒绝转向存在之守护的居有。观入存在着的东西，这就是本有本身，存在之真理就作为这种本有与失真的存在相对待。观入存在着的东西，——这指的是在存在之本质中的情势。这一情势（Konstellation）乃是存在作为危险在其中成其本质的那个维度。

几乎从头至尾，“观入存在着的东西”看起来都似乎只是我们人类从自身出发向存在着的东西投去的一道目光。人们习惯地把存在着的东西看作存在者。因为“是、存在”（ist）是就存在者来说的。但现在一切都翻转过来了。观入并不是指我们用来认识存在者的洞见，作为闪入的观入乃是在存在本身的本质中、而且是在集置之悬搁中的转向之情势的本有。存在着的东西绝不是存在者。因为，只有当存在者着眼于其存在而被称呼之际，“它是”（es ist）和“是”（ist）才被允诺给存在者。在“是”（ist）中说出了“存在”（Sein）；在构成存在者之存在意义上“是”的东西，乃是存在。

集置之订置把自身摆置于物面前，让物之为物无所维护、失真。因此，集置便伪置了那在物中临近的世界之切近。集置甚至还伪置了它这种伪置，就如同对某物的遗忘遗忘了自己，并且把自身拖入被遗忘状态的漩涡里。被遗忘状态的发生不仅让人落入遮蔽状态，而且这种掉落(15)本身也一同落入遮蔽状态，而这种遮蔽状态本身还在这种下落中被忽略掉了。

尽管如此——在一切集置之伪置中还亮着一线世界之光，还闪烁着存在之真理。也就是当集置在其本质中作为危险、亦即作为救渡照亮自己时，就有此情形。在依然作为一种存在之本质天命的集置中，有一丝来自存在之闪光的光明本质性地现身。虽然隐蔽，集置依然是目光，不是在一种完全遮盖着的灾难意义上的盲目天命。
 
观入存在着的东西——意思就是存在之真理向着失真的存在的闪光。

当观入发生的时候，人类就是为存在之闪光所击中而进入自身本质中的东西。人类是在观入中被观看者(16)。

只有当人类在观入之本有中作为被这种观入所观看者而放弃人性的固执，并且离开自身、向这种观入筹划自己时，人类才在其本质中响应观入之要求。如此这般响应之际，人类才被居有，才得以在被保持的世界要素中作为终有一死者与神性者相对而视。

别无他法矣；因为如若神存在，那么它也是一个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置身于存在及其从世界之世界化而来发生的本质中。

只有当观入发生时，技术之本质才作为集置而照亮自己，我们才认识到，在持存物的订置中，作为世界的存在之真理如何拒不给出，我们才发觉，一切依照订置方式进行的单纯意愿和行为都固守于荒芜。因此，对于以普遍历史学方式被表象的世界的一切单纯安排也都还是失真的和无根基的。一切对未来的单纯追逐本身都还活动在技术—计算性表象的姿态中，只要未来图像是这样被计算出来的，即人们把半拉子地被思考的当前之物延伸到被掩盖起来的到来者之中。以形态学、心理学方式把持存现实清算为没落和遗失、清算为厄运和灾难、清算为毁灭，所有此类尝试都只不过是一种技术行为。这种行为运用列举各种症状的装置，而所列举的症状的持存可以无限扩大并且不断翻新花样。这样一种对处境的分析没有注意到，它们只是按照技术分块（Zerstückung）的方式并且只是在此意义上活动，并且因此为技术意识提供了与之相应的、对事件的历史学上和技术上的描述。然而，任何一种对作为事件的历史所做的历史学表象，都不能把人带入与天命的适恰关联中，尤其不能把人带向在存在之真理的本有中的天命之本质来源。

一切完全技术性的东西绝不能达到技术的本质。它甚至不能认识技术的前庭。

因此之故，当我们尝试言说“观入存在着的东西”之际，我们不是在描述时代境况。存在的情势(17)自己允诺给我们。

但我们尚未倾听，我们是在技术的统治之下被无线电和电影搞得晕头转向的人。存在之情势乃是作为物之荒芜的世界之拒绝。拒绝不是一无所有，它是在集置之统治范围内的存在的至高奥秘。

上帝是活着还是死了，这不能通过人的虔诚来决定，更不能通过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神学抱负来决定。上帝是不是上帝，这是根据存在之情势并且在这种情势内部发生的。

只要我们没有在运思之际经验到存在着的东西，我们就绝不能归属于那个将存在的东西。

发生了对存在着的东西的观入吗？

作为被观看者的我们如此这般地被纳入存在之本质目光中，以至于我们再也逃脱不了这种目光吗？我们由此能进入那种在物物化之际使世界临近的切近（Nähe）之本质中吗？我们能栖居在这种切近中，以此为家，以至于我们原初地归属于天、地、人和神四重整体吗？

观入存在着的东西，这事发生了吗？我们能通过一种入于技术之本质并且在其中发觉存在本身的观看来响应这种观入吗？

我们能在技术之本质中看见存在之闪光吗？我们能看见那来自寂静、并且作为寂静本身的闪光吗？寂静有所抑止。寂静抑止什么呢？它把存在抑止入世界之本质中。

世界世界化之际，最切近者是一切临近者——当它使存在之真理接近人类、并且因此使人归本于本有时，它就临近了。

 

————————————————————

(1) 这段话中出现了与“集置”（Gestell）相关的词簇，如动词“摆置”（Stellen）、“后置”（Nachstellen）、“订置”（Bestellen）、“伪置”（Verstellen，似也可译为“错置”）等，原文均以stellen（置）为词根，中译文只好生造了。旧译把Bestellen译为“订造”，现改译为“订置”；通常把Verstellen译为“伪装”，我们考虑译之为“伪置”。此处未出现的相关词语还有Vorstellen和Herstellen，通常把Herstellen译为“制造”，我们则译之为“置造”，唯Vorstellen一词难以表达词根之“置”，仍作“表象”——虽然也无妨于译为“置象”，但似乎动作太大，容易引起混乱。——译注

(2) 此句中的“发生之事”原文为Geschehen；“事件”原文为Begebenheiten。虽然两者均可译为“事件”，但在德文词面上还是明显分别的。——译注

(3) 此处überwinden和verwinden都有“克服”之意，但方式和意蕴有所差异，海德格尔有意区分两者，前者是战胜、消除意义上的克服，我们权译之为“克服”，后者是熬过、承受意义上的克服，我们仍译之为“经受”。——译注

(4) 本有（Ereignis）。——作者边注

(5) 原文为：“die nitt von grossem wesen sind, was werk die wirkend, da wirt nit us.”——译注

(6) 关于“行动”，请参看《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的开头部分［全集第9卷《路标》，第313页］。——作者边注

(7) 原文为Sichkehren，也可译为“自行转向”。——译注

(8) “无位置的地方”原文为die ortlose Ortschaft。——译注

(9) 参看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中译本，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172页以下——译注

(10) 海德格尔此处把系动词现在时直陈式第三人称形式ist（是）名词化，大写为das Ist，我们仍然只能把它处理为“是”。——译注

(11) 注意Einkehr（转投）与Einblick（观入）的前缀“ein”关联，另外与此相关的还有 Einblitz（闪入）和Einsicht（看入）。——译注

(12) 或译为“天空、大地、终有一死者和神性者”。——译注

(13) 海德格尔认为与“本有”（Ereignis）相关的动词ereignen（居有）脱胎于一个更早动词eräugnen，因而“本有”（Ereignis）也可书作Eräugnis。在上文第42页上，海德格尔说：“‘居有’（Er-eignen）的原初意义是：er-äugen，即看见，在观看中唤起自己，据有（an-eignen）”。——译注

(14) 德语原文为：Einblick in das was ist。——译注

(15) Entfallen字面含义为“掉落”，另一层含义为“忘却”。——译注

(16) 注意Erblickten（被观看者）与Einblick（观入）的词根关联。——译注

(17) 在此，海德格尔区分了状况（Stuation）和情势（Konstellation），前者是对时代的历史学上的描述，后者是在存在历史中来看的存在之真理发生的情形、态势。——译注


思想的原则(1)

思想的原则指导并调节思想活动。人们因此也把思想的原则称为思想规律。(2)这些思想规律包括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按流行之见，这些思想规律适用于每一种思想，不论所思考的是什么，也不管这种思想如何进行。这些思想规律不需要任何考虑，既用不着考虑每一种被思考的对象的内容，也用不着考虑思想过程的形式，也即方式。既然在内容上是空洞的，这些思想规律就是纯粹的形式了。构成概念、下判断、做推论，都是在这些思想形式中进行的。因此，思想的空洞形式就可以用公式表达出来。同一律的公式是A＝A。矛盾律的公式是：A不是A。排中律的公式是：X是A或者非A。

上述思想规律的公式以某种令人奇怪的方式相互交织。所以，人们也曾试图对它们作一种相互推导。这有多种做法。对于矛盾律“A不是A”，人们可以把它设想为肯定的同一律“A是A”的否定形式。但也可以反过来：同一律，就它以一种被掩盖了的对立为依据而言，可以视为矛盾律的尚未得到展开的形式。排中律或者表现为同一律和矛盾律的直接结论，或者可以被理解为同一律与矛盾律的中间环节。不管如何讨论这些思想规律，人们都认为它们是直接明了的，甚至常常认为，情形必定如此。因为准确地讲，这些思想原则是不能证明的。实际上，任何一种证明已经是一种思想活动。从而任何一种证明都已经服从这些思想规律了。在这里，为了首先表明这些思想规律的真理性，这种证明如何能够要求凌驾于这些思想规律之上呢？但是，即使我们把这些思想规律的可证明性或者不可证明性的问题看作一个不适合的问题，也依然存在着以下危险，即：我们在考察上述思想规律时会卷入矛盾之中。面对这些思想规律，我们会陷入一种奇怪的境地当中。因为，只要我们试图把思想的原则带到我们面前，它们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思想的课题——以及我们思想的规律。在我们后面，可以说在背后，任何时候都已经隐藏着思想的规律，并且控制着我们关于思想规律的思索的每一个步骤。这个提示初眼一看即可了然。它似乎一下子就阻止了每一种想合乎实情地思考思想规律的尝试。

但是，一旦我们注意到在西方思想上的一个事变，上述假象即可冰释。历史地看，这个事变（Vorfall）几乎可以回溯到一个半世纪前。这个事变表现在：通过思想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努力——已经由康德作了准备——思想被带入它的可能性的另一个维度之中，另一个在某些角度看最高的维度之中了。思想有意识地变成了辩证的。连荷尔德林和诺瓦利斯的诗意沉思也在这种辩证法区域内活动，甚至更激烈地为它未经探测的深度所触动。理论一思辨的、得到完全阐发的辩证法向其领域的封闭状态的展开，是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完成的，这部著作名为《逻辑科学》。

思想藉以进入辩证法维度中的这个事变，乃是一个历史性的事变。所以，这个事变似乎隐藏在我们背后。这个假象的存在是由于我们习惯于以历史学方式来表象历史(3)。在下面的探讨过程中，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将一再牵涉进来。因此，我们就要在对这种关系的预见中关注以下讨论。

只要我们以历史学方式来表象历史，历史就显现为事件，但这个事件却是处于前后相继序列中的事件。我们自己就出现在这个事件所流过的当前中。从这个当前出发，过去之物按照当前之物被清算。为当前之物，将来之物得到规划。关于作为事件的相继序列的历史的历史学表象阻碍人们去经验，真正的历史如何在某种本质性意义上始终是当—前（Gegen-wart）。所谓当前，我们在这里并不把它理解为在瞬息间的现在中径直现成的东西。当前乃是迎面等待着我们的东西，等待着我们是否以及如何去遭受它或者对它锁闭起来。迎面等待着我们的东西走向我们，接近我们，乃是恰当地得到思考的将—来（Zu-kunft）。这个将—来贯通并支配着作为一种指望（Zu-mutung）的当前，这种指望与人的此—在（Da-sein）相关涉，这样或那样地要求着人，从而使人在将—来之要求中对将—来做出猜度。唯在这样一种猜度的气氛中，才生长出追问，那种本质性的追问，它始终属于无论何种领域中的每一个纯粹作品的生产。一个作品之成为作品，只是由于它符合将—来之指望，并且由此把曾在之物翻放到它隐蔽的本质之中。伟大的传统作为将—来走向我们。它绝不通过对过去之物清算而成为它所是的东西：指望、要求。正如每一个伟大的作品本身都必定首先唤醒和塑造了那种每每把在作品中隐蔽的世界带向开放之境的人们，同样地，作品之生产本身也必定先行听见了被允诺给作品的传统。人们习惯于讲的一件作品的创造性和天才，并非起于一种来自无意识的情感和奇想的冲动，毋宁说，它乃是对历史的清醒顺从，而这种顺从基于那种可能倾听的纯粹自由。

真正的历史乃是当—前。当—前乃是作为对开端之物的指望的将来，也就是作为对已然持存、现身之物及其隐蔽聚集的指望的将来。当—前乃是与我们相关涉的曾在之物的要求。当人们说历史压根儿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这时候，如果这话指的是，只存在着始终相同的千篇一律的东西，那么，这话就是不真的。但是，如果“太阳下没有新东西”这个句子讲的是：只存在着在开端之物的无可穷尽的变化力量中的古老之物，那么，这个句子就触着了历史的本质。历史乃是曾在之物（das Gewesene）的到达。这个曾在之物，这个已经现身成其本质的东西，而且只有这个东西，走向我们，接近我们。但过去之物却离我们而去。对于历史学的计算来说，历史就是过去之物，当前就是现实之物。不过，现实之物始终是永远无将来的东西。我们已经为历史学所淹没，难得获得对历史的洞察了。报纸、无线电、电视和袖珍书是今天决定性的、同时也是全球性的对过去之物的历史学计算的形式，也就是把过去之物现实化为现实之物的形式。倘若人们想摒弃这个过程，那是一种蒙蔽；盲目地推动这个过程，而不是深思其本质，那也是一种蒙蔽。因为这个过程就属于我们的历史，属于向我们走来、接近我们的东西。

于是，我们也把思想进入辩证法之维度中了这样一个事变称为历史性的事变。

说辩证法是一个维度，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什么是辩证法以及这里所用的维度一说意指什么，还是不清楚的。诸如维度之类的东西，我们是从空间领域中来了解的。维度的意思犹如延展、范围（Ausdehnung）：我们说，一个工业设备有大维度，就是说，它有大规格。但我们也说我们所熟悉的三维空间。与线相区别，面是另一个维度。但线不只是在面上伸展的，相反，面与线的多样性相关，是另一个把这种多样性纳入自身中的面之尺度的区域。相同的情形也适合于与面之多样性相关的体。体、面、线包含着一个各各不同的尺度。如果我们局限于空间，那么，维度就表明自身为一种尺度的区域。在这里，尺度与区域并不是两件不同的、甚或分离的东西，而倒是同一件东西。尺度总是给出和开启出一个区域，尺度在此区域中安家并且因此才能成其所是。(4)

如果我们必须把辩证法标识为思想之维度，并且甚至把它承认为在形而上学历史进程中最高的思想维度，那么，现在这就是说：由于思想成为辩证的，思想就进入一个迄今为止仍锁闭着的尺度之区域，即用来界定其本己本质的尺度之区域。通过辩证法，思想赢获了那个区域，在此区域范围内，思想才能完全地思考自身。由此，思想才达到它自身。在辩证法之维度内，下面这回事情以一种凿凿有据的方式显示出来：思想不仅包含着自我思考、自我反映、反思的可能性，而是包含着其必然性。思想为何是反思以及以何种方式是反思，只有在辩证法维度内才完全显露出来。但由于思想思考自己并且必定作为思想思考自己，思想作为表象绝不与它的对象脱离开来；而毋宁说，思想只有这样才赢获了中介作用以及与对象的充分统一。因此，思想的辩证过程绝不是可以通过心理学方式加以考察的人类意识中的表象的单纯序列。思想的辩证过程乃是一切对象之对象性整体中的基本运动，亦即在以近代方式被理解的存在中的基本运动。我们西方—欧洲思想已经达到了它自柏拉图以来得到勾勒的辩证法维度，这个事件乃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件。它处处作为当前之物以不同形态走向这个时代的人们。

但是，对我们这里要处理的任务来说，即对关于思想规律的沉思来说，上面指出的事件具有何种意义呢？用适当的简要方式来概括，我们可以回答说：由于思想进入辩证法维度中，就有可能把思想规律置入一个更缜密的尺度的区域中。在辩证法视界内，思想的原则获得了一个转变了的形态。黑格尔向我们表明，所谓的思想规律设定了比流俗的表象直接在它们的公式中发现的更多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因为流俗的表象没有发现什么。所以，对通常理智来说，同一律的公式“A是A”就是一个毫无意思的定律。黑格尔却表明：“A是A”这个定律，倘若它并没有打破A与自身的空洞同一，并且至少把A与它自身（即A）对立起来，那就根本不能设定它所设定的东西。倘若这个定律没有先行抛弃它借装要设定的东西，即把A设定为完全空洞的、因而也绝不能进一步展开的某物与它自身的同一，把A设定为同一性并且是抽象的同一性，那么，这个定律甚至也不能成为一个命题，或者说始终是一种词语拼凑。所以，黑格尔就能说：“可见，在同一性在其中表达出来的命题形式中，含有比简单的、抽象的同一性更多的东西”（《逻辑学》，第二章，拉松版第二卷，第31页）。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不仅揭示了思想规律的更丰富的被带回到其基础那里的真理性，而且他同时也以一种无可反驳的方式阐明，我们通常的思想，恰恰在它假装为正确思想的地方，根本就没有遵循思想规律，而是不断地违背了思想规律。可是，这一点却仅仅证明自己是以下事实的一个结果，这个事实就是：一切都是以矛盾为基础的——这是黑格尔经常而且以各种方式道出的一点。首先是通过下面这个命题：“它（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的根源；只有某物在自身中有一个矛盾而言，它才运动，才有动力和活力。”由于更为流行而常常被引用的，因而更为著名的，是黑格尔关于生与死的关系的思想。死通常被视为对生的消灭和毁坏。死与生相矛盾。这个矛盾把生与死撕裂开来，这个矛盾是生与死的分裂状态。黑格尔却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说：“但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在的生活。它（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亦即矛盾）中能保全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霍夫麦斯特编，第29—30页）。而荷尔德林后期诗《在可爱的蓝色中闪烁……》的结尾一句诗是：“生即是死，而死亦一种生。”在这里，矛盾被揭示为统一和持存的东西。与此似乎构成矛盾的是诺瓦利斯在他的一个残稿中的一句话（瓦斯姆特编，第三卷，第1125页）：“消灭矛盾律也许是至高的逻辑学的至高使命。”但这位思性诗人想说的是：通常逻辑的这个定律，即要避免矛盾的规律，是必须被消灭掉的，因而我们必须把矛盾当作一切现实的基本特征而使之发挥作用。诺瓦利斯在此所说的恰恰就是黑格尔所思考的：消灭矛盾律，以便拯救矛盾——作为一切现实之现实性的规律的矛盾。

根据黑格尔的辩证解释，这个思想规律说出了比其公式更多的意思，而它的陈述从来没有为辩证思想所遵守。通过我们对黑格尔这种辩证解释的说明，有一些令人激动的事实显露出来了，而对这些事实的充分认识、对这些事实的决定性经验，尚未为流行的思想所获得。但对此我们却用不着奇怪。即便黑格尔本人已把他的《逻辑学》讨论这个思想规律的部分称为“最艰难的”部分（《哲学全书》第114节），我们又如何能在首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找到一条道路，以达到那个维度，即思想规律及其论证得以在其中通过辩证法而变得可疑可问的那个维度？

诚然，现在一谈到辩证法，人们就会注意到，有一种辩证唯物主义。人们把它视为一种世界观，把它冒充为意识形态。但我们却以这个断言来回避思索，而不去认识：辩证法在今天乃是一种世界现实，而且也许就是这种世界现实。黑格尔的辩证法乃是那些远远地发出声音的“控制世界”的思想之一，在辩证唯物主义被人信奉的地方，与在它——仅仅以同一种思想的稍有变化的风格——受到反驳的地方一样，是同样有力量的。正如人们所说的，在这种世界观上的争辩背后，激烈地进行着围绕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背后，展开着一场冲突，西方思想本身已经随自身卷入这场冲突中了。其最后的胜利——西方思想在这种胜利中得以扩张自身——就在于，这种思想已经逼使自然委身于原子能了。

当我们想念着思想并且尝试一种对思想原则的沉思时，那还是错误的甚或与世隔绝的么？也许我们借此就能对思想穷根究底。也许我们也仅仅是要找到思想的踪迹，以便还能及时地追踪思想的力量，这种力量无限地（亦即按其本质）超出了任何可能量的原子能。因为，倘若原子能并没有同时受到思想的促逼，或者说，受到思想的摆置，那么，自然或许就不可能显现为能量库，就像今天人们所表象的作为能量库的自然。原子能乃是一种计算和控制的对象，这种计算和控制是由所谓的核物理学这种科学技术来完成的。但物理学得以按这种方式摆置自然，这乃是一个超—物理学的事件——如果没有其他说法的话。

然而如果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即思想的动物被原子能消灭掉了，那么，还会有思想么？究竟什么东西更强大，是具有技术和机械形态的原子能呢还是思想？或者，在此情形下连系在一起的两者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具有优先地位？当地球上人的一切终有一死的本质已经“是”消灭掉了的，那么究竟还有什么呢？

比自然能量和自然思想的力量更具支配作用的东西已经存在而且预先就持存着，那就是这样一种观念（Gedanke），一种思想由于在原子能方面追究自然而服从这样一种观念。这样一些观念并非首先是由我们终有一死的思想制作而成的，而不如说，我们终有一死的思想始终只为这样一些观念所要求，满足或者放弃这个要求。并不是我们人走向这些观念，而是这些观念走向我们终有一死者，后者的本质已经凭着思想而被设定了思想的基础了。但谁来思考这些寻访我们的观念呢？——我们很快会这样追问，而且假定这个问题之所以已经合乎实事地得到了追问，是因为我们心里不禁径直产生了这个问题。当我们如此直接地说出我们时，谁是我们呢？在没有获得对思想原则的经验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要求投身于这样一些观念中呢？
 
“思想的原则”——我们是从对本文标题的解说开始的。这种解说能够为接着的思路开启一条道路。这种解说寻求纯粹的东西。我们把水和空气称为纯粹的，是因为它们并不是浑浊不堪的，从而是透明的。纯粹的东西就是非浑浊的东西，意思就是没有掺入任何外来杂质。我们对“思想的原则”这个标题进行澄清，目的是为了免除外来杂质。我们的做法是，进入这个标题（作为本文所做的考量的标题）要命名的那些规定之中。于是，对标题的解说就把我们带上了路，让我们去沉思思想。“思想的原则”首先意味着：为思想的规律。思想连同它所有的判断、概念和推论，都服从于这些规律，受这些规律制约。思想是这些原则所涉及的客体。“思想的原则”这个标题中的第二格意思是说：为思想的原则。(5)它是一个genitivus obiectivus［宾词第二格］。

但立即就显示出第二点。诸如A是A、A非A之类的定律乃是思想的基本形式，是思想由以把自身带入形式中的定律。这些原则因此证明自己为思想所设定的客体。这个客体本身显示为设定原则的主体。康德步笛卡尔之后尘，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揭示出，一切思想本质上是以及如何是一种“我思……”（ich denke…）。一切在每一种思想中被表象的东西本身都回过头来被联系于“我思”，更确切地讲，一切被表象的东西都预先被蒙上了这种与“我思”的关联。如果说在我们的思想中起支配作用的，毫无例外地都有这同一种与同一个思想着的自我的反向关联，那么，我们就绝不能思考某物。对一切思想来说，“我思”中的自我必定与自身相统一，必定是同一个自我。

费希特把上述实情表达为以下形式：“自我是自我。”与形式上对任何一个可表象之物都有效的表示同一律的公式“A是A”有所不同，“自我是自我”这个定律在内容上是确定的，类似于——举例说来——我们就任何一棵个别的树所能说的句子“树是树”。费希特却在他1794年的《知识论》里向我们表明，“树是树”一句是绝不能与“自我是自我”这个句子相提并论的。当然不能罗——我们会说，因为一棵树与我的“自我”是某种在内容上不同的东西。但诸如“树是树”、“点是点”、“自我是自我”这类形式的所有句子都服从于形式上空洞的、因而普遍的句子“A是A”。不过，恰恰这一点在费希特看来是绝不可能的。毋宁说，“自我是自我”这个句子乃是表示自我亦即主体的那种行为的陈述，通过这种行为，“A是A”这个句子才被设定起来。“自我是自我”一句比“A是A”这个形式上普遍的句子更为广泛，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事情；如果我们断言，这个事情所触动的东西直到此刻都没有被带入纯粹的、亦即对思想来说被带入它原初的可疑性之中，那么，我们对这个事情就绝没有说得太多。

思想首先不是这些原则的客体而是它们的主体。“思想的原则”这个标题中的第二格是一个主词第二格。但这些原则却也是对思想而言的原则，是关涉思想的。这个标题中的第二格也是一个宾词第二格。因此我们更小心地说：“思想的原则”这个标题昭示着某种双重的意义。因此，这个标题向我们提出了以下相互联结在一起的问题：我们能够以及必须把这个标题带向一种明确性，并且据此或者把它解说为宾词第二格，或者仅仅把它解说为主词第二格？抑或我们必须放弃这种“或者—或者”(6)而代之以“既—又”？但这种“既—又”只不过是拒绝继续思考的托词。可是，在事关对思想及其原则的沉思的地方，“既—又”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答案的，而只是问题的开头：如果思想既要是它的原则的主词又要是它的原则的宾词，那么思想本身的情形又如何呢？

思想的原则——对这个标题的一种粗糙解说就已经带来了一种不安，我们不想再把这种不安平息下去了。为使这种不安唤起我们的沉思，我们要以一种有所变换的方式再走一走前面的思想道路。我们问：以“A是A”为公式的同一律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作为“我思……”的思想设定了这个定律，或者，思想必须把这个定律设定起来，就是因为有“A是A”存在？在这里何谓“存在”（ist）？思想的原则来自思想么？或者，思想是从它的原则所设定的东西而来的？在这里何谓“设定”（setzen）？例如，当我们说“设定这种情况”，我们指的是：假定某物的情况如此这般。但这些原则的设定显然不是单纯的假定。这些原则确定了某种东西，而且是预先确定的，对一切情形而言的。因此，它们就是前提。诚然，我们却是十分慷慨而漫不经心地来对待“前提”这个词的，而没有思量一下，在这里谁或者什么以何种方式在“设定”，如此这般被设定者“预先”往何处被设定。不过，思想的原则作为思想规律却不容改变地把它们所设定的东西确定下来。它们仿佛构成一个堡垒，思想在其中从一开始就保证了它的一切活动。或者，思想的原则——如果我们想一想黑格尔就此所说的话——并不是思想的可靠城堡？这些原则本身还需要一种安全和庇护？但它们在哪里是安全的呢？它们从何而来？思想原则的起源之所是什么样的所在？无论是谁，如果他在今天还想断言这个问题是完全明确的那他就是在撒谎。他把某种东西冒充为科学，而实际上这种科学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因为没有一门科学能达到那个地方，在那里，思想的原则的起源之所也许可以获得探讨。让我们心平气和地承认：这些思想原则的起源，设定这些定律的思想的所在，这里所谓所在和地方的本质，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还笼罩在一片幽暗之中。也许，这种幽暗在所有思想那里随时都在活动。人是不能消除这种幽暗的。而毋宁说，人必须学会，把这种幽暗承认为不可避免的东西，而且使之免受那些摧毁幽暗之高度运作的偏见的影响。这样，幽暗就截然不同于那种昏冥，即作为光的单纯而完全的不在场的昏暗。但幽暗却是光明之奥秘。幽暗保存着光明。光明属于幽暗。因此，幽暗具有它本己的纯正性。真正知道古代智慧的荷尔德林在他的《追忆》一诗第三节中说：

 

但是，愿有人为我端上

芳香郁郁的酒杯一盏，

盛满幽幽的光芒。

 

如果光亮散落到一种“比千百个太阳还亮的”单纯光明中，那么，光就不再是澄明了。困难的是，保持黑暗的纯正性，也就是说，避免对不得体的光明的混合，去发现仅仅与黑暗相合的光明。老子说（第十八章；V. v. 施特劳斯译）：“知其白，守其黑。”(7)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要加上一个尽人皆知却又少有人能做到的真理：终有一死的人的思想必须落入井泉深处的黑暗中，才能在白天看到星辰。更难的事情是，保持黑暗的纯正性，也即造成一种只求作为本身闪现出来的光明。只求闪现的东西并不闪烁。但是，对关于思想规律的学说的规矩描述却想如此这般表现出来，仿佛这些规律的内容以及它们的绝对有效性直接地对每个人都显而易见的。

可是，对“思想的规律”这个名称的最初解说就立即已经把我们引入黑暗中。这些规律从何而来，是从思想本身还是从思想根本上必须思考的东西而来，甚至根本不是从这两个立即出现的源泉之一而来，这些问题都还是对我们隐蔽着的。此外，通过黑格尔对思想的辩证解释，这些思想规律已经丧失了它们直到那时还有效的形态和作用。

思想进入辩证法之维度中，这却首先阻止我们以后还如此漫不经心地谈论“这种”思想。本来，无论在哪里都没有“这种”思想。如果我们把思想表象为一种一般人类能力，那它就成了一种幻想产物。但如果我们引证下面这一点，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一种千篇一律的思想方式在全球所有地方都达到了一种世界历史性的统治地位，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样明确地看到，这种千篇一律的思想仅仅是那种历史性的思想形态的已经得到平整和利用的形式。我们把这种思想形态称为西方—欧洲的，而对于它的命运性的唯一性，我们几乎还没有经验，很少想加以充分体认。

在一部早期的、根据遗稿出版的著作中，卡尔·马克思声称：“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早期著作》，第一卷，1932年，第307页）。(8)

许多人会拒绝马克思这种对世界历史的解释以及作为这种解释之基础的关于人之本质的看法。但没有人能否认，技术、工业和经济在今天决定性地作为人的自身生产劳动规定了现实的一切现实性。不过，以这样一个断言，我们已经从那个思想维度中掉了出来，而上引的马克思关于作为“人的自身生产劳动”的世界历史的陈述，正是在这个思想维度中活动。因为“劳动”（Arbeit）一词在此并不是指单纯的活动和事功。这个词是在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意义上讲的，在黑格尔那里，劳动被思考为辩证过程的基本特征，通过这个辩证过程，现实的变易展开和完成它的现实性。与黑格尔相对立，马克思并不认为现实的本质在于绝对的自我把握的精神中，而在于生产自身及其生活资料的人身上，这一点固然把马克思带入一种与黑格尔的极端对立中，但通过这种对立，马克思依然处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范围内；因为现实生活和作用处处都是作为辩证法的劳动过程，也就是作为思想的劳动过程，只要每一种生产的真正生产性因素依然是思想——不管这种思想被当作思辨形而上学的思想来实行，还是被当作科学技术的思想来实行，或者是被当作这两者的混合和粗糙化来实行。每一种生产在自身中就是反思，是思想。

于是，正如标题所暗示的，如果我们斗胆来沉思这种思想，那么，只有当我们处处而且仅仅把这种思想经验为规定我们的历史性此在的东西时，关于这种思想的谈论才具有某种可靠的意义。一旦我们试图从原则上沉思这种思想，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被指引到我们的历史也即当前世界历史的结构和关联之中了。唯当我们已经对我们的思想、对这种思想的本质广度有了足够的经验，我们才能够把另一种思想承认为异己的思想，并且把它当作令人惊讶的东西在其富有成果的惊讶状态中来倾听它。但思想，本身历史性的思想，在今天规定着世界历史的思想，却并非起于今天，它比单纯的过去之物更古老，它从某种切近（Nähe）而来把我们吹向它那最古老的观念；而我们之所以没有觉察到这种切近的踪迹，是因为我们以为，真正关涉我们的，也即在本质上关涉我们的，乃是现实的东西。

关于这些原则的探讨，可参看作者的讲座《根据律》（纳斯克出版社，弗林根1957年）以及演讲集《同一与差异》［《全集》第11卷］。

 

————————————————————

(1) 本文中出现的三个相近德文词语Grundsätze, Gesetze, Satz，我们分别译之为“原则”、“规律”和“定律”。——译注

(2) 德文原文Denkgesetze，通译为“思维规律”。——译注

(3) 此处“以历史学方式”原文为historisch，“历史”原文为Geschichte。——译注

(4) 暗示Ⅱ．122［拟编为《伞集》第101卷］。——作者边注

(5) 此处“为思想的规律”原文为Gesetze für das Denken，“为思想的原则”原文为Grundsätze für das Denken。——译注

(6) 或译“要么—要么”。——译注

(7) 德译文作：Wer seine Helle kennt, sich in sein Dunkel hullt。此句见《老子》第28章，海德格尔误引（或误植）为第18章。——译注

(8) 参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1页。——译注


 

 

 

 

第　三　编


一个序言——致理查森的信

尊敬的理查森先生！

我怀着些许犹豫来尝试解答您1962年3月1日来信中的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规定我的思想道路的最初动因。第二个问题要求我对众说纷纭的转向（Kehre）作一答复。

我之所以犹豫于回答，是因为此类回答势必只能是一些提示而已。由于一种长期的经验教训，我不得不认为，人们不会把这种提示当作指南来采纳，自己上路去独立思索那个所指明的实事。人们会把这种提示当作我表达出来的意见来认识，并且把它当作这样一种东西来传播。任何一种尝试接近占支配地位的表象方式之所思的努力，本身都必须使有待思的东西与这些表象相适应，因此必然扭曲了实事。

上述开场白绝不是一个被误解者的抱怨之词，而倒是对一种几乎不可消除的理解困难的确认。

您来信中的第一个问题是：

“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您最初在布伦塔诺那里获得的存在问题的经验？”

“在布伦塔诺那里”——您联想到的是我从1907年以来反复研读的头一本哲学著作，即弗兰茨·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论存在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1862年）。布伦塔诺在其著作的扉页上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τὸ ὄν λεγεται πoλλαχῶς［存在多样地被言说］。我把它译为：“存在者（就其存在来说）以多重方式公开出来。”(1)这个句子中，隐藏着那个规定我的思想道路的问题：

贯通并且支配着全部多重含义的简单而统一的存在规定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唤起下面的问题：究竟什么叫存在？存在者之存在何以（为何以及如何）展开为始终只由亚里士多德确定下来的、就其共同来源来说不确定的四种方式？人们哪怕只是以哲学流传的语言举出这四种方式，也就足以为那个首先不一致地显现出来的东西所震惊了：作为特性的存在，作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存在，作为真理的存在，在范畴图式中的存在。在这四个名称中，何种存在意义在说话呢？它们如何才能达到一种可理解的协调呢？

要获悉这样一种协调，我们预先就要追问和廓清：存在之为存在（不只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从何处获得它的规定性？

等到我哪怕仅仅初步弄清楚了上述问题，就已经十年过去了，而且我还不得不穿越西方哲学史，走了许多弯路和歧途。为此有三个洞见是决定性的，诚然，要斗胆一试对存在问题——作为存在之意义问题——的探讨，这三个洞见还是不够的。

与胡塞尔的对话使我有了对现象学方法的直接经验，由此酝酿了我在《存在与时间》导论中（第7节）描述的现象学概念。而在这里，对相应地得到解释的希腊思想基本词语的回溯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作为δηλoῦν（公开、敞开）的λóγος［逻各斯］与φαίνεσται（自身显示）。

一种对亚里士多德论著（尤其是《形而上学》第9卷和《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的重新研究，让我得以洞察作为解蔽（entbergen）的ἀληθεύειν，并且把真理标识为无蔽状态，而存在者的一切自身显示皆归于这种无蔽状态。不过，如果人们满足于确认海德格尔把真理把握为无蔽状态了，那就思得过于短浅了，或者压根儿就没有思。仿佛并非借着'A-Λήθεια［无蔽］，那真正值得思想的东西才获得某种隐约的显露似的。有人端出“勿忘”(2)这个译名来代替“无蔽状态”，这也是于事无补的。因为“遗忘”在希腊语中一定会被想成隐匿于遮蔽状态之中。相应地，遗忘的对立现象，即回忆，在希腊语中一定会被解释为：赢得、达到无蔽之物。柏拉图所谓对理念的ἀνάμνησις［回忆］说的就是：重新看见存在者之外观，即解存在者之外观之蔽。

藉着对作为无蔽的'A-Λήθεια的洞察，也就认识到了oὐσία［在场］即存在者之存在的基本特征：在场状态。但只有当实事的内涵，在这里就是在场状态本身，被带到思想面前时，这种字面上的翻译，也就是从实事而来得到思考的翻译，才会发挥作用。这种令人不安、持续清醒的对作为在场状态（当前）的存在的追问，展开为一种着眼于存在之时间特征来追问存在的问题。于此很快就显明，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传统的时间概念都不足以哪怕只是恰如其分地提出关于在场状态之时间特征的问题，更遑论解答这个问题了。与存在一样，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变成值得追问的了。在《存在与时间》中得到刻画的绽出的和境域性的时间性，绝非就是所寻求的与存在问题相应的时间之最本己因素。

有了对ἀλήθεια［无蔽］和oὐσία［在场］的暂时揭示，“面向实事本身”这一现象学原则的意义和作用也就得到澄清了。我进入现象学不再仅仅是通过文献阅读，而是通过身体力行；而在此过程中，由布伦塔诺的著作唤起的存在问题一直保持在我的视野内。由此产生了一种怀疑：是否要把“实事本身”规定为意向意识，甚或规定为先验自我呢？另外，如果现象学——作为让实事本身自身显现——应当来规定哲学的决定性方法，如果哲学的主导问题自古以来就以殊为不同的形态、作为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而贯彻始终，那么，存在就必定始终是思想的最初和最终的实事本身。

在此期间，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已经拓展为一种决定性的、由笛卡尔、康德和费希特预先勾勒出来的哲学立场了。这一立场与思想的历史性始终是格格不入的（参看胡塞尔那篇极少受关注的文章——《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1910—1911年发表于《逻各斯》杂志，第289页以下）。(3)

在《存在与时间》中展开的存在问题脱离了这一哲学立场，而且这一点乃基于一种——正如我今天依然相信的那样——对现象学原则的更加恰如其分的坚持。

如此这般地通过一种回顾，一种总是不免会变成retractatio［拒绝、抗拒］的回顾，寥寥几笔就可以描绘出来的东西，就其历史性的现实来看，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我自己也捉摸不透的过程。这个过程无可避免地与同时代的观念和语言密切相连，并且带着对本己先有之物的不充分解说，尤其是每一种旨在规定自己道路的尝试，当时走过的路程总是根据当下已经达到的位置而不同地显示出来，也即总是必然地显示出不同风光。

如果在大作《从现象学到存在之思的道路》这个书名中，您是在上面刚刚刻画出来的胡塞尔哲学立场的意义上来理解“现象学”的，那么，就我提出的存在问题完全不同于那种立场而言，这个书名便是合乎实事的。如若“存在之思”（Seinsdenken）这个名称是从它的两义性中提取出来的，既指形而上学的思想——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思想——又指在存在作为存在（存在之敞开状态）的思想意义上的存在问题，那么，这个书名就尤其合理了。

但如果我们把“现象学”理解为让最本己的思想之实事自行显示出来，那么，这个书名或许就不得不成为：“一条通过现象学进入存在之思的道路。”那么，这里的第二格(4)说的就是，存在之为存在（存有(5)）同时也显示自身为那个有待思想的东西，后者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思想。

以此提示，我已经触及到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了。您的问题是：

“若承认在您的存在之思中发生了一种‘转向’，若承认这一事实——那么，这种‘转向’是如何发生的？——或者换种问法，应当怎样来思考这种发生本身呢？”

只有当我们首先弄清楚了“转向”的意思，您的问题才能得到解答；更清楚地讲，如果人们愿意对已有的相关言说作相应的思索，而不是不断地让那些毫无根据的断言到处流传，那么，您的问题才能得到解答。在公开的文献中，我首先是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谈到“转向”（1947年，第71页以下；单行本第17页［《全集》第9卷，《路标》，第327—328页］）。于是人们假定：可见从1947年以来，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实现了一种“回转”（Umkehr），甚至于从1945年开始就实现了一种“转变、皈依”（Bekehrung）。人们根本没有亲自来思量一下，对一个如此关键性的事态的深思需要多少个年头，才能进入清晰的境界。下面引用的文字可以证明，在“转向”名义下得到思考的事态，早在1947年之前十年就已经激荡着我的思想了。转向之思乃是我思想中的一个转变。但这种转变的发生，并非基于一种立场的改变，更不是因为抛弃了《存在与时间》中的问题提法。转向之思的发生，乃是由于我一直坚守在有待思的实事“存在与时间”上，也就是说，我一直在追问那个视角，即早在《存在与时间》中（第39页）［《全集》第2卷，第53页］就已经以“时间与存在”为名所显明的。那个视角。

转向首先不是追问之思中的一个过程；它属于通过“存在与时间”、“时间与存在”之类的标题来命名的事态本身。因此之故，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上引段落中说：“这里整个都倒转了。”“整个”——这就是说：“存在与时间”、“时间与存在”的事态。转向在事态本身中运作。这种转向既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仅仅涉及我的思想。直到今天，我还不曾知道有任何深思这一事态、并且对之作批判性探讨的尝试。取代关于“转向”的毫无根据和无休无止的闲谈，更可取而且富有成效的做法或许是首先投身于上述事态中去。如果人们不愿这样做，那么他也赶快要证明，《存在与时间》中展开的存在问题是不合理的、多余的和不可能的。显然，人们首先要推进的是以此方式开始的对《存在与时间》的批判。(6)

谁若乐意看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态，即在《存在与时间》中，追问之开端撤离了主体性之区域，任何人类学的问题提法都受到了摈弃，而倒是唯一地根据对存在问题的持续前瞻而获得的此—在（Da-sein）经验成为决定性的了，那么他同时也将认识到，《存在与时间》中所追问的“存在”绝不可能还是人类主体的一个设定。而毋宁说，作为由其时间特征所铸造的在一场（An-wesen），存在乃与此—在相关涉。因此，在《存在与时间》的存在问题之开端中，思想也已经要求一种转变了，而这种转变使得思想进程与转向相吻合。但这样一来，《存在与时间》中的问题提法就绝没有被抛弃掉。相应地，《存在与时间》未经改动的第七版（1957年）的前言中就有下面的句子：

 

但即便到今天，如果说对存在的追问激荡着我们的此在，那么这条“道路”就依然是一条必然的道路。

 

与之相反，在转向之思中，《存在与时间》的问题提法却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得到了补充。唯有统观全局者才能做补充。这种补充也只是带来对此—在的充分规定，亦即对从存在本身之真理而来得到思考的人之本质的充分规定（参看《存在与时间》，第66节）。因此，1937/1938年冬季学期讲座（该讲座试图着眼于存在问题来探讨真理问题的必然性）初稿的一段文字就说：

 

要再三提醒的是：在这里提出的真理问题中，要紧的不只是一种对以往的真理概念的修改，不是一种对流俗观念的补充，要紧的是人之存在本身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由心理学或生理学的新见解来促成的。人在这里不是无论何种人类学的对象。人在这里是在最深最广、真正根本性的角度成为问题的：人与存在相关联——倒过来说也就是：存有（Seyn）及其真理与人相关联。(7)

 

您所追问的转向之“发生”就“是”存有之为存有。它唯从转向而来才能得到思考。这种转向并不具有特别的发生方式。而毋宁说，存在与时间、时间与存在之间的转向取决于存在如何给出、时间如何给出(8)。关于这个“有、给出”（Es gibt），我在“时间与存在”这个演讲(9)中曾试着言说一二——那是您1962年1月30日在这里亲自听过的演讲。

如果我们用在场之自行遮蔽的澄明来代替“时间”，那么，存在就是根据时间之筹划区域来规定自己的。可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却只是因为自行遮蔽之澄明要使用一种与之相应的思想。

在场（存在）归属于自行遮蔽之澄明（时间）。而自行遮蔽之澄明（时间）带来在场（存在）。

这个归属和带来乃基于居有（Er-eignen），并且被叫做本有（Er-eignis）（参看《同一与差异》，第30页以下［《全集》第11卷，第46页以下］），这既不是我追问的功劳，也不是我思想的裁决。我们漫不经心地称之为“真理”的东西，在希腊人那里被叫做，A-Λήθεια［无—蔽］，而且在诗意的和非哲学的语言中与在哲学的语言中是同样的情形，这并不是希腊人的发明和任意之举。这是希腊人语言的最高馈赠，在其中，在场者作为这样一个在场者达到了无蔽状态和遮蔽状态。谁若毫无感觉，不能洞察这样一种赠礼（Gabe）向人的赠予，不能体会这样一种馈赠的发送，那么，他就绝不能理解有关存在之天命（Seinsgeschick）的谈论，就如同天生的盲者永远不能经验什么是光和色。(10)

您对“海德格尔Ⅰ”和“海德格尔Ⅱ”所作的区分，唯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是合理的，即我们始终要注意：首先只有从在海德格尔Ⅰ名下所思的东西出发，才能通达在海德格尔Ⅱ名下要思的东西。但海德格尔Ⅰ又只有当它包含在海德格尔Ⅱ之中时才是可能的。

但一切公式化的表达都还是易致误解的。按照存在与时间这一自身多样的事态，所有用来言说这一事态的话语，诸如转向、遗忘和天命之类，也都是多义的。唯有一种丰富多样的思想才能通达对那个事态之实事的相应言说。

只不过，这种丰富多样的思想虽然并不要求一种新语言，但却要求有一种转变了的关系，即与旧语言之本质的转变了的关系。

您的著作当然文责自负，这是不待说的；我唯希望它能助一臂之力，把这种多样的思想发动起来，把这种有关质朴的、因而蕴涵着丰富性的思想之实事的多样思想发动起来。

 

马丁·海德格尔

1962年4月初于弗莱堡

 

————————————————————

(1) 参看“这是什么——哲学？”，1956年结尾部分（本书第46页）“存在之为存在多样地闪现出来”。——作者边注

(2) 此处“勿忘”原文为Unvergessenheit，或可按字面直译为“非遗忘”。——译注

(3) 参看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译注

(4) 指“存在之思”（das Denken des Seins）中的第二格des Seins。——译注

(5) 此处“存有”为Seyn。——译注

(6) 存在问题：无可回避的林中路。——作者边注

(7) 海德格尔：《哲学基本问题。〈逻辑学〉的“问题”选论》，弗莱堡1937/38年冬季学期讲座，《全集》第45卷，冯·海尔曼编，美茵法兰克福，1984年，第214页。——编者注

(8) 后半句或可译为：如何有存在、如何有时间。——译注

(9) 海德格尔：“时间与存在”，载《面向思想的事情》，尼迈耶出版社，图宾根，1969年，第1—25页。——编者注

(10) 此处译文中未显明“天命”（Gesehiek）与“发送”（das Schicken）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致小岛武彦(1)的信

尊敬的小岛先生！

 

请允许我把您来信的内容归结为三个问题，以此来深究您这封思想透彻的书信。由此我们或许能进入到最值得追问的思想问题的近处。

1．什么叫世界的欧洲化？

2．您关于“无人状态”的讲法是什么意思？

3．一条通向人类本己性的道路在哪里显示出来？

一、什么叫世界的欧洲化？

通过世界的欧洲化，欧洲的某种不可遏制地扩展到全球的东西到了尽头。以“欧洲”这个名称，我们指的是现代西方。现代乃是欧洲以往历史的最后时期。在历史学的考察中，这个时代可以从多重角度得到标识。但只要我们想着眼于其全球统治地位来思量欧洲因素，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这种统治地位来自何处？它从哪里取得其阴森可怕的权力？在其中统治者是什么？只要我们关注到人与世界的关系，则现代技术就可以被视为它最明显的标志。在其后果中，现代工业社会得以形成。流俗的技术观把技术解说为把数学—实验物理学应用到自然力的开发和利用上。在这种科学的形成过程中，人们看到西方现代的开端，即欧洲的开端。现代自然科学的特性由何而得规定？现代自然科学追求一种知识，它保障自然过程的可预计性。唯有可预计的东西才被视为存在的。在理论物理学中完成的对自然的数学筹划以及与之相应的对自然的实验究问在特定角度来谈论自然。自然于是受到促逼，亦即受到摆置，在一种可计算的对象性中显示出来。

如果我们现在从希腊词语中“技艺”（Techne）所意指的实事角度来思考技术，那么技术说的是：精通于置造。“Techne”意味着一种知道方式。置造（Her-stellen）意味着：把某种此前尚未作为在场者呈现出来的东西摆置入可敞开的、可通达的和可支配的东西之中。这种置造（Her-Stellen），亦即技术的特性，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在欧洲—西方历史范围内通过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展开而得以完成。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乃是技术因素，后者首先通过现代物理学在其新的本真形态中显露出来。通过现代技术，在自然中被锁闭的能量被开启出来，被开发者被变形，被变形者被强化，被强化者被封锁，被封锁者被分发。自然能量受到保障的方式乃是受控制的，而这种控制本身又必须得到确保。所到之处，普遍起支配作用的乃是促逼着、确保着、计算着的摆置。在此期间，对能量的置造甚至扩展到了对自然本身中并不出现的元素和材料的生产。甚至现代科学的技术特征也屈从于这种摆置权力。摆置权力必须被经验为普遍地把可能存在和实际存在的一切当作可计算的东西和变成有所确保的持存物而带向显露的东西，——而且仅仅作为这种东西。摆置之权力并不是一种人类制作物，以至于科学、工业和经济以同样方式隶属于它，也就是说，被它订造去从事各各不同的置造。这种摆置之权力的无可避免和不可阻挡迫使它把自己的统治地位扩散到整个地球。这种权力的特性也包括，它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总是要超越每一个当下达到的统治阶段。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的进步服从摆置的法则。这绝不只是一个首先由人类设定的目标。作为这种摆置之权力的后果，地方—种族性地成长起来的民族文化（暂时或者永远地？）消失了，代之以一种世界文明的订造和扩展。有关世界欧洲化的说法尽管讲出了某种正确的东西，但只要我们还没有去沉思摆置之权力的特性，那么这种说法就还是一个表面的、历史地理学上的名目。而要做此沉思，就要求我们首先追问一番：我们的思想及其传统是否带有这种能力，去倾听这种权力的呼声，并且恰如其分地去言说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摆置。即便首先遭受这种摆置之权力并且受此权力所摆置的西方—欧洲思想，在其迄今为止的形态中也不再能够根据其特性来追问摆置之权力了。如果我们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就会明白，何以单单对下述问题的解说必定还处于猜度的准备阶段。

二、您关于“无人状态”的讲法是什么意思？

在我们德语中，“无人状态”(2)这个表达是不常用的，而且是令人费解的。但从您的来信中可以明见，您关于在无边无际的技术化时代中的人类的想法取向何在。人类处在不断加剧的丧失自己的人性的威胁之中。所谓人性指的是那使人别具一格的东西，人类的本己性。这种本己性可能在西方—欧洲的或者东亚的人类存在之解释意义上得到设想，无论如何都让人想到一种长久以来流传下来的人类规定，而现在，这种规定处于被磨灭的危险中。因此，人类再也不可能是在摆置之权力占优势地位之前的那个人类了。

不过，与这种丧失之危险相比较，另一种危险看起来还要大得多，那就是：人类受到阻止，不得成为他至今尚未能特别地成为的那种人。为了洞察这种危险，我们就要追问：人类是以何种方式遭受摆置之权力的？人类在毫无注意的情况下自己受到摆置，亦即受到促逼，去把他所归属的世界概无例外地当作可计算的持存物来加以订造，同时着眼于订造之可能性来确保自己。于是人类便着魔于对可计算之物及其可制作状态的订造意志。既已被移交给摆置之权力，人类就自己堵塞了通往其此在之本己因素（das Eigene）的道路。无论是由一种对人类进行肉体毁灭的世界灾难所造成的外在威胁，还是通过人转变入向其自身展开的主体性所导致的内在威胁，都没有涵括对人类之人性的决定性危害。因为这两种威胁都已经仅仅是这样一种天命的后果，即：遭受摆置之权力的人类，作为被这种权力、并且为这种权力而被订造者，推动对世界的持存保障，并因此把它推入空虚中。与此相应的是潜滋暗长的此在之无聊，就其表面来看，这种无聊全无来由，而且从未真正得到承认，通过信息生产、通过娱乐业和旅游业，它虽然被掩盖起来了，但绝没有被排除掉。人类的特性由于摆置之权力而拒不给予人类，此即对人类之人性的最危险的威胁。而且在这里，下面这个问题冒了出来：

三、一条通向人类本己性的道路在哪里显示出来？

如果说摆置之权力占据了整个世界，那么，在它之外就再也没有一个区域，是可能显示出我们所寻求的道路的。于是只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摆置之权力的统治领域内勘察这条道路。只是在这里，人类的订造活动本身堵塞了通向人类存在之本己因素的道路。

如果摆置之权力于自身中保存着人类所具有的、并且只有人类才具有的东西的一个预兆，那又如何呢？若是这样，那么，为了经验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特别地把摆置之支配作用收入眼帘。这要求我们不再完全投身于订造、不再注视着技术世界，而是要在摆置之支配作用面前退缩。这种返回步伐是必需的。但回到何处呢？在此通过防御性的陈述对这个问题做一解说就够了。返回步伐不是指思想向过往时代的逃避，尤其不是指一种对西方哲学之开端的复兴。返回步伐也并不意味着那种与席卷一切订造的进步相对立的退步，也即不是那种要阻挡技术进步的无望企图。而毋宁说，返回步伐是从订造之进步和退步发生于其中的轨道里走出来的步伐。通过这种沉思步伐，摆置之权力进入到一种敞开的反对（Entgegen）中，而同时又没有成为一个对象。对这种步伐来说，与人类对世界中那些可计算持存物的订造相关涉的摆置之权力变得清晰可见了。这里显而易见：人类乃是被促逼者，即被摆置之权力促逼、去订造世界中那些可计算的持存物。摆置之权力需要这种对人类的占用。如此这般被占用的人类一同归属于摆置之权力的特性。成为以这种方式被占用者——这彰显出技术时代的人类的本己因素。

通过人类，摆置之权力使得世界中的在场者在可计算的和有待确保的持存物的特征中显现出来。那种使在场者——按古旧的名称来讲就是存在者——在场的东西，我们把它认作存在。在摆置之权力中起支配作用的、为着订造（即为了对一个技术世界的开发）而对人类的占用，证实了人类对存在之特性的归属状态。这种归属状态构成人类之人性的最本己因素。因为唯有基于一种对存在的归属状态，人类才能觉知存在。只有鉴于这种归属状态，我们才能说，什么叫理性，在何种意义上理性能够被设想为人类的显突标志。我的一篇早期著作（《形而上学是什么？》1929年）刻画了这个事态，即人类响应存在之呼声，并因此为其当下敞开状态备好了一个持存场所，我当时的说法是：人类是“无的场地守护者”（der Platzhalter des Nichts）［《全集》第9卷，《路标》，第118页］(3)。这篇早在1930年就已经被译成日文的演讲，在贵国立即就得到了理解，而在欧洲至今仍流传着对上面这句话的虚无主义式误解。这里所说的无，指的是这样一个东西，着眼于存在者来看它绝不是某种存在者、因此“是”虚无，但它却规定了存在者之为一个存在者，并因此被称为存在。说人类是“无的场地守护者”与说人类是“存在的牧人（而非主人）”（《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7年［《全集》第9卷，第342页］），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回事。不过，这些说法还在讲一种不充分的语言。只是在眼下这封信中，唯一的关键是要认识到：恰恰是投向摆置之支配作用的目光，也即投向世界之技术化的特性的目光，指示着一条通向人类之本己因素的道路，这种本己因素在通过存在并且为了存在而被占用的意义上彰显着人类的人性。人类乃是被摆置之权力——并且为了摆置之权力——所需要者。人类的本己性在于，他并不归属于自身。一种洞见（Einblick）向我们表显什么在此技术化世界中起支配作用。如果我们跟随这种洞见，那它就为我们提供出一种决定性经验的可能性。充分思量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摆置之权力包含着这样一种允诺：如果人类准备好在最可值得追问的问题中作一种耐心的逗留，那么，人类就能够通达其使命的本己因素。这个最值得追问的问题是要深思，西方—欧洲思想迄今为止必须借“存在”之名来表象的东西的特性隐藏于何处。

只要思想还没有上路，还没有踏上那条由返回步伐指示给它的道路，那么，一个依然到处流传的谬误就还会胡作非为。这个谬误在于这样一种要求：人类必须成为技术的主人，再也不能成为技术的奴隶了。然而，人类绝不能成为规定着现代技术之最本己因素的东西的主人。因此，人类也不可能仅仅是它的奴隶。主人与奴隶的抉择并未进入在此起支配作用的事态的区域里。如若成功地控制了原子能，难道这就意味着人类成了技术的主人么？绝对不是。不得不加以控制，这恰恰证实了摆置之权力，表明了对这种权力的承认，透露出人类行为无能于对它的辖制，但同时这也含着一个暗示，即要在深思之际去服从那在摆置之权力中依然隐而不显的神秘。这样一种深思不再能够通过迄今为止的西方—欧洲哲学来完成，但也不能没有这种哲学，也即不能不把这种哲学的经过重新居有的传统带向一条合适的道路。经过两千年的准备、在少数几个世纪里得到展开的现代，既无法在一夜之间得到揭示，根本上也无法只通过一种人类的谋制（Machenschaft）而得到澄清，从而使得人类的一种被挽救人其本己因素中的人性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个栖居之所。

 

马丁·海德格尔

1963年8月18日于弗莱堡

 

————————————————————

(1) 日本人名的汉字还译（未知是否准确），原文为Takehiko Kojima（此人生平未查明）。有资料记载，小岛曾于1955年访问过海德格尔，与海氏有书信往来。参看莱因哈德·梅依：《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张志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本文系海德格尔1963年给这位日本人的回信，两人这次通信后来以德文和日文一并发表。——译注

(2) 原文为Menschenlosigkeit，字面上为“失去人的状态”，日常德语中难得一见，显然县日式德语。——译注

(3) 参看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7页。——译注


编　后　记

由马丁·海德格尔本人编定的《全集》第11卷分为三编。第一编由作于50年代中后期的三个思想深刻的演讲文本构成：“这是什么——哲学？”系1955年8月在瑟里西拉萨勒／诺曼底（Cerisy-La-Salle／Normandie）为一个对话会的导引而作，1956年出单行本，由京特·纳斯克出版社（弗林根）出版；“同一律”系1957年7月27日在弗莱堡大学五百周年校庆为系科日而作的纪念报告；“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系1957年2月24日在托特瑙堡作的讲话，是1956／1957冬季学期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讨论班练习课的结束语。第二和第三个演讲文本曾在1957年以《同一与差异》为书名，同样在京特·纳斯克出版社（弗林根）出版。（“同一律”同时亦收入《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弗莱堡大学1457—1957年——校庆纪念报告》，弗莱堡汉斯·费迪安·舒尔茨出版社1957年，第69—79页）。因为《同一与差异》这个出版物的文本构成第11卷的重心，所以海德格尔为《全集》第11卷选择了同一个书名。

第二编包含两个首版文献的重印：二是1949年的四个不来梅演讲“观入存在的东西”的第四个演讲“转向”，曾收在《技术与转向》这本小书中（京特·纳斯克出版社，弗林根1962年），二是1957年四个弗莱堡演讲中的第一个演讲“思想的原则”（这四个演讲中的第一个即为“同一律”）。这第一个无标题的演讲发表在《心理学与心理疗法年鉴》上时（卡尔·阿尔伯出版社，第6年度，第3卷第1期，1958年，第33—41页），海德格尔为这个文本加了系列演讲的标题。

第三编重印了两个书信文本：一是作为《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到思想》之序言（马丁努斯·尼基霍夫／海牙1963年，第IX—XXIII页）发表的致威廉姆·理查森（Pater William J．Richardson）的信，二是1963年致日本人小岛武彦（Takehiko Kojima）的信，刊于《遭遇——文学、造型艺术、音乐和科学杂志》，第1年度，第4期（《波登湖国际杂志》第9年度），丁诺·拉莱塞（Dino Larese）编，阿姆里斯维尔［1965年］，第4—7页。

从现在整合为第一编的演讲文本的作者样书中，(1)我们改编了有250个之多的作者边注，以脚注形式给出。除了狭义的作者边注，广义的作者边注也包括大量的文字修饰和订正。但为了保持文本在海德格尔本人交付印刷时的形态不变，我们在第11卷中也把文本改动置入脚注中。无论是《这是什么——哲学？》还是《同一与差异》，均以第一版样书形式付印。由于作者边注的数量异常巨大，所以在计数时不能像在全集其他诸卷中那样用小写字母来进行。替代这种做法，我们选择了加圆括号的数字符号（就像在第64卷中做过的那样），后者区别于不加括号的脚注数字符号。为了标明某个编注是来自这本样书还是另一本样书，边注的数字符号要么加单括号要么加双括号。偶尔对于同一处文字，两本样书作了不同的边注。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连续的数字符号首先加单括号，然后加双括号。但在海德格尔把同一个边注录入两本样书的情况下，我们则两次使用同一个数字符号，首先加单括号，然后加双括号。(2)

在《同一与差异》第一本样书的结尾处，有一个由海德格尔亲手写的边注式的文本，被标为“附录”；海德格尔在有关“同一律”的边注中时而提到这个文本。在这个“附录”中，海德格尔着眼于他在“同一律”中所使用的“跳越”（Sprung）和“跳离”（Absprung），强调了这种言说方式的“不足”。大量边注抓住了这种内在的自我批评。

在《同一与差异》两本样书的第一本中，除了一张关于该版前言的笔记散页，海德格尔还夹入了三束纸条，其中有二束关乎“同一律”一文，而第三束关系到“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一文。关于“同一律”演讲的纸条解说了这个文本的“‘真正’不足之处”。第三束纸条记录了关于海德格尔—黑格尔关系的思索。这些纸条作为“补页”印在“附录”之后。

在《同一与差异》第一本样书“说明”页上举出的三处印刷错误，在第11卷第35、40、59页上得到了纠正。此外，在初版中还有一些小小的订正，它们并不影响义理，因此我们不加注明地把它们纳入第11卷之中了：第35页和第38页（段落），第60页（句号），第62页（二个大写和引号），第63页和第74页（词序），第78页（句号）。在《同一与差异》第二本样书开头，海德格尔指明了第34、36、37、39、40、43、48、81页，他在这些地方对文本做了改动。第39、40、43页上对个别词语的斜体写法（转本、本质），以及第43页上删去一个句号（在“而且”之前），我们不加注明地予以采纳了。(3)上列其他改动——但仅仅构成在印刷文本中做的全部修订工作的一小部分——如同没有列出的文本改动一样，被处理为广义的边注，并且以脚注形式给出：第34页上两个异文中发生变化的柏拉图引文的翻译，第36页上的“这种”同一性，第37页上的“这种”同一性，第39页上的“被带来”，第43页上的“甚至”，第48页上的“这种”同一性，第81页上对“说明”的一个补充。在柏拉图引文翻译上的两个不同改动是由于，柏拉图在所指出的段落中总共见出了三个种类，除了静止和运动之外，还包括存在者，而海德格尔则出于演讲的目的而对之做了简化处理，只把译文对准两个种类（静止和运动），因为对他来说这个引文中重要的只是“就其本身来说同一的东西”。

方括号里的书目补充和脚注，是由本书编者做的。

“这是什么——哲学？”这个文本使有关哲学的将来本质的问题汇入一种对思与诗的关系的探讨的必然性中。“同一律”一文在“返回步伐”中、根据作为存在与人之共属的本有来思考同一性。“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一文根据差异——即有所解蔽的袭来与自行庇护的到达的分解（Austrag）——来思考形而上学的本质来源。为首次发表“转向”这个演讲报告而稍作代表修改的文本（其未修改的稿本收入《全集》第79卷第68—77页）思考的是本有中的转向，而为首次发表而略事加工的演讲报告“思想的原则”（其未修改的稿本收入《全集》第79卷第68—77页）则解说了“同一律”这个演讲的历史性境域。为理查森写的“序言”构成对“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的一个补充，是对海德格尔思想中用“转向”一词实际地所指和所说的东西的一个解释。其中的一处文本扩充、第一个作者边注和几处小改动，是从一个由海德格尔亲手加工过的打字稿中摘来的，而第二个作者边注则引自这个序言的作者样书（抽印本）。“致小岛武彦的信”讨论现代技术的本质——这是在《同一与差异》单行本中也同样得到过思考的课题。由此可见，收在第11卷中的所有文章都是有实质性联系的，而这种联系乃基于存在历史性思想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诸宏大课题。

*

作者遗著保管人海尔曼·海德格尔先生校对了我从马丁·海德格尔样书中转录的边注和补页，并且通读了付排稿件，在此再表谢忱。

弗莱堡大学哲学系的波拉—路多维卡·柯里安多（Paola-Ludo-vika Coriando）博士在本卷编辑过程中依然热情相助，理当受我的特别感谢。她和尤塔·海德格尔（Jutta Heidegger）女士、海伦妮（Helene）女士和鲁克特舍尔（Peter von Ruckteschell）博士在本卷校勘过程中热情支持我的工作，我感谢他们的辛劳和细心。京特·诺伊曼（Günther Neumann）博士再次对付排稿件的拼版做了校对，在此谨表谢意。最后我要感谢弗莱堡大学古典语文系汉斯—克里斯蒂安·京特（Hans-Christian Günther）教授，感谢他给予我的启发。

 

冯·海尔曼

2006年2月于弗莱堡

 

————————————————————

(1) 指《这是什么——哲学？》和《同一与差异》两个单行本的作者样书。——译注

(2) 中译本未作区分，统一标为“作者边注”。——译注

(3) 中译本因未标出原版译码，无法传达此处所讲的订正和改动。——译注


人名对照表

Aristoteles　亚里士多德

Bayer, K.　巴耶

Bettine von Arnim　贝蒂娜

Brentano　布伦塔诺

Cicero　西塞罗

Descartes　笛卡尔

Dostoiewsky　陀思妥耶夫斯基

Eckehardt　艾克哈特

Ernout A.　埃尔努

Fichte　费希特

Gadamer　伽达默尔

Gerhardt　盖尔哈特

Gide, Andre　安德烈·纪德

Gilson　吉尔松

Goethe　歌德

Grimm　格林

Hegel　黑格尔

Heidegger　海德格尔

Hellingrath　海林格拉特

Heraklit　赫拉克利特

Von Herrmann　冯·海尔曼

Hoffmeister　霍夫麦斯特

Hölderlin　荷尔德林

Husserl　胡塞尔

Kant　康德

Kojima, Takehiko　小岛武彦

Laotse　老子

Lasson　拉松

Leibniz　莱布尼茨

Lessing　莱辛

Marx　马克思

Meillet　梅耶

Nietzsche　尼采

Novalis　诺瓦利斯

Parmenides　巴门尼德

Platon　柏拉图

Richardson　理查森

Schelling　谢林

Schmitz, Walter　瓦尔特·施密茨

Schulz　舒尔茨

Socrates　苏格拉底

Spinoza　斯宾诺莎

Steinsdorff　斯坦斯多夫

V. v. Strauβ　施特劳斯

Wasmuth　瓦斯姆特


译　后　记

近一些年来，因为转向尼采的翻译和研究，本人对于海德格尔就有所轻忽了。有关的课仍旧是上着的，但翻译工作不能有更多的开展。不过，手头原有的一些计划，也还得慢慢地推进。其中主要有两个项目：一是《同一与差异》（Identität und Differenz）（即《海德格尔全集》第11卷）的汉译；二是《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即《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的汉译。这两项是我早就列入自己的工作计划的，而且以前也陆续译出过一些章节，现在又被商务印书馆的友人不断催促着，只好断断续续地做一些，效率是大不如从前了。

上列的两卷书又是相互关联的。海德格尔晚年基于“本有”（Ereignis）之思对形而上学基本问题和形而上学历史的思考，如今越来越受到了国内外哲学界的关注，而在其生前发表的著作当中，《同一与差异》（单行本出版于1957年）是集中讨论“本有”的最重要的一个文本。以“本有”为副标题的《哲学论稿》作于1936—1938年，海德格尔在其中首次全面形成了他围绕“本有”的“存在／存有历史”（Seins-／Seynsgeschichte）之思想，但这份手稿在海氏生前一直未被公开，直到1989年（海氏诞生100周年）才被编辑出版。这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即已形成了“本有”（Ereignis）之思，但居然把它压抑了20年之久，至50年代才在著作和演讲中逐步地——隐微地——透露出这个思想（主要在《同一与差异》和《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等文本中）。于是我们可以想见，海德格尔这个隐而不露的“本有”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乃至于之后的几十年间，势必还是令人突兀而摸不着头脑的。也正因为如此，在《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于1989年面世之前，《同一与差异》这个文本一直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

而如今，在《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出版之后，这个“本有”已经被当作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核心词语了，得到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人们差不多好比瞎子摸象，对于海德格尔这个玄怪的Ereignis作了可能在哲学史／思想史上最为纷乱的猜解和阐释。世界各国的译者们对于这个德文词语的翻译即可见出此点。据我有限的了解，英语方面大抵已经有了七八个译名，诸如event（事件）、happening（发生）、appropriation（转让、居有）、the event of appropriation（居有之事件）等；甚或干脆就不予翻译了，印成Ereignis算了——这是他们同语系的方便了；而新近的《哲学论稿》英文译本则把Ereignis译为enowing，我认为是比较靠谱的一个译名选择。再拿我们汉语学界来说，有关海德格尔Ereignis的译名考虑，简直是乱了套，有兴趣的学者不论有没有读过海氏的相关著作（特别是他的《哲学论稿》），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译名，约有十几个之多（过于杂乱，恕不一一例举了），差不多到了“人手一个”的地步。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好的，至少是不利于交流和讨论的。

我自己现在主要用“本有”这个译名，先前在有关的著译中用了“大道”（主要是在与海氏《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相关的语境中），则多受批评，不说也罢。稍稍让自己感到放心和开心的是，“本有”这个译名现在受到了英译本的译名enowing的一定程度的支持。我一向主张哲学术语的译名选择和厘定当以“字面义”或者说“字面吻合”为首要原则，而尽量勿采纳“解释义”——“解释”乃是翻译以后的事体了。另一方面，海德格尔的Ereignis一词含义丰富，富有弹性，在不同语境里可能有不同的意义方向，因此不可贸然固定起来。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只咬定其中一个意义和意义方向，然后推广至全局，就难免上述“瞎子摸象”之嫌了。如此考虑下来，我在做了不同试验之后，就决定采取Ereignis的字面义，先把它的词根“本”之意义稳定下来，然后来兼顾它与“存在／存有”（Sein／Seyn）的联系——因为海德格尔用Ereignis一词的基本动机，就是要重审、重思“存有历史”（Seynsgeschichte）。英美人在语言上比我们方便许多，更能满足我所谓“字面吻合”的要求，于是就有了enowing这个比较可取的新译名，其前缀和词根都能与Ereignis相配合。我们汉语独立于印欧语系之外，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满足“字面吻合”的形式要求的，但汉语也有组词灵活的巨大优势，是可能琢磨出比较适恰和对应的译名的。

这是对“本有”译名的必要说明。随后我大约得接着完成《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的翻译，势必将对“本有”这个译名作一番更加严格的考验。我只好希望它在另一个更宏大的文本语境里是可以通达的。

 

本书的翻译工作是由我和陈小文、余明锋一起完成的。译、校任务分配如下：

1．“这是什么——哲学？”——孙周兴译。

2．“同一律”——陈小文译，孙周兴校。

3．“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孙周兴译。

4．“转向”——余明锋译，孙周兴校。

5．“思想的原则”——孙周兴译。

6．“一个序言——致理查森的信”——孙周兴译。

7．“致小岛武彦的信”——余明锋译，孙周兴校。

8．“编后记”——孙周兴译。

全部译文最后由本人作了统一加工和处理。因此，如果译文中还留有毛病（那是肯定的事），责任就在我了。余明锋在两篇译文初稿中提出了一些译名建议，惜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采纳，但几个有益的建议，我把它们放在相关译注中了。

“这是什么——哲学？”原是根据德—英对照本（纽黑汶，1958年）译出的，初译时曾参考过俞宣孟先生的译文（载《现代外国哲学》第7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我原先的译文收在我自己主编的《海德格尔选集》里（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这次根据《全集》版做了重新校译，自己感觉应该比以前的译文更可靠一些了。“同一律”一文原由陈小文博士译出，经本人校译，同样收入我编选的《海德格尔选集》，这次根据全集版做了又一次校订。“致理查森的信”原由王炜译、熊伟校，也曾收入《海德格尔选集》。此次为统一文气，根据《全集》版予以重译，翻译时参考过王炜和熊伟先生的译文。特此说明。

书中的“注释”主要包括“作者边注”和中译者所加的“译注”，另有少数几个编者注释。所谓“作者边注”是海德格尔生前在他自己的样书上做的一些批注，现由全集版编者冯·海尔曼教授整理并补入全集版中。有关具体情况，可参看书后的“编者后记”。特别是第一编中的“同一与差异”两文，全集版补充了大量的“作者边注”，且多半晦涩难解，令人头痛；这两篇文章后又附了“附录”和“补页”，也是十分难解和难译的。

译文中的方括号［　］用于标示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词语的对应中文翻译；有必要注明的德文原文词语则用括号（　）标示——原则上我会倾向于在汉语译本中尽量少标出外文字句，但本书的情形有点特殊，书中频频出现作者自创或者重新赋义的词语，大量“作者边注”和“补页”材料更是以词语增补、重审和疏解为重点的，故我们不得不经常在译文中附加德语原文词语，或可为懂德语的读者提供推敲译文的方便。

译者制作的“人名对照表”附于书后，凡在本书正文中出现的人名均已收入此表中。

2006年12月14日，在本人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办的“现象学翻译工作坊”期间，承友人张灿辉教授相助，帮我复制了本书的全集版。之后又请友人黄凤祝博士在德国新购了一个全集版。在此对两位先生表示感谢。

2007年的冬季学期，我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为博士生和硕士生开设《海德格尔原著阅读》课程，选读了本书中的“这是什么——哲学？”、“同一律”两篇文章，参与课程学习的有我的博士生余明锋、张振华、王坚、陈祺，硕士生肖鹏、杨壹祺等。课堂讨论过程对于相关译文的修订是大有促进的。余明锋并且参与了部分译事（除两篇译文外，还补译了第二、第三篇文章的“作者边注”）。商务印书馆的陈小文博士当年承译了一篇译文，现在又积极组织出版事宜，费心费力不少。书中有两个法文短语和一个拉丁文句子的翻译，请教过我的同事徐卫翔教授。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属于海德格尔著作中最难懂的几本之一，特别是其中的“同一与差异”部分以及“转向”一文，涉及海德格尔后期一系列晦涩难解的基本词语。故虽然译者用力甚久，但译文可商榷处一定不少，欢迎学界同仁和读者们提供修正意见。

 

孙周兴

2008年5月28日记于沪上同济

2010年2月12日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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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20世纪50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至2010年已先后分十一辑印行名著460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二辑。到2011年底出版至5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0年6月


译　者　前　言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是当代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年）于1911年发表在德国哲学杂志《逻各斯》（第一期，第289—341页）上的一篇长文（也被简称作“逻各斯文”）。这里的中译本是根据原文译出，同时参照了以后收录在由耐农（Thomas Nenon）和塞普（Hans Rainer Sepp）主编的《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文章与报告（1911—1921年）》（多德雷赫特等，1987年，第3—62页，以下简称“全集本”）中得到考证校定的同篇文字。胡塞尔本人以后在他的逻各斯文的私人自用本中还附加了一些评注性的文字，它们在全集本中作为“版本注”而得到标出。这些评注性文字在中译本中也一同被译出，作为“作者以后加入的边注和补充”附在正文的后面。同时一并译出的还有《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编者所写的与“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文字产生背景有关的部分引论，题为“全集本编者引论”。

除此之外，中译本还参照了威廉·斯基拉奇（Wilhelm Szilasi）于1965年所编的第一个单行本：《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法兰克福/美茵，1965年，共107页，以下简称“单行本”）。斯基拉奇为此单行本所撰写的“内容分析”与“后记”也一同被译出，以“单行本编者内容提要”和“单行本编者后记”（留有海德格尔痕迹的“后记”！）为题附在正文后面。斯基拉奇还撰写了“生平”和“文献选要”附在单行本后，这后两份文字虽然因写得较早而不能反映当今胡塞尔研究的最新状态，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作者本人在“生平”中加入了对胡塞尔回忆，从而使之超出了单纯资料的范围。是故在此仍将它们译出。

这样，书后的“附录”便共有六篇，分别涉及：1）作者的修改意图；2）文字的产生背景；3）内容提要；4）内容解释；5）作者生平；6）有关文献。

于是译者的话便不得已而被放到了前面。它不想成为一个导读，充其量只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及在翻译前后的一些随想，读者尽可以将它放到最后去读，假如那时仍还想读的话。

本世纪初，胡塞尔《逻辑研究》两卷本的发表（1900/01年），使现象学得以突破并得以滥觞。这时胡塞尔在哲学界的声誉斐然，他被看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这从他的同时代人如狄尔泰（W. Dilthey）、那托普（P. Natorp）等以及后一代人如海德格尔（M. Heidegger）、伽达默尔（H.-G. Gadamer）等的评价与回忆中已可见一斑。现象学揭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如莱维纳斯（E. Levinas）所说，这个领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目光所无法达及的。现象学的意向分析和描述方法几乎使现象学成为一门与逻辑学或心理学相并列的特殊学科。甚至在今天通行的学科分类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影响的存在。

在《逻辑研究》发表的同一年，胡塞尔便在一封信中预告说：“十年后再出一卷新的！”(1) 果然，在此后的十年里，胡塞尔基本上是歇笔不发。直到1911年，他才应李凯尔特（H. Rickert）之约而拿出“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我们在后面斯基拉奇所写的胡塞尔“生平”中可以读到：“在《逻辑研究》发表后处在显赫声誉之中的胡塞尔能够沉默十年之久，尔后才认为‘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值得发表，这个事实赋予了这篇论文以无法充分估量的重要意义。”如今它已基本上被看作是一份带有胡塞尔签名的“现象学宣言”。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在当时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从批判性的角度来看，在《逻辑研究》完成了对心理主义的有力抨击之后，《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仍然需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是与自然主义，另一方面是与历史主义。前者主要表现在当时盛行的实验心理学的各种学说之中，后者则主要是指为狄尔泰等人所倡导的历史学派。胡塞尔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逻辑研究》中对心理主义批判的继续，他仍然在坚持不懈地揭示这些学说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之最终结局。而这个结局对于当时的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来说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对于胡塞尔在这方面的努力，非现象学哲学家科拉克夫斯基（L. Kolakowski）曾确切地评价说：“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多地迫使我们认清知识的窘迫境况：要么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连同其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结论，它被许多人看作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不能被接受的，并且事实上会给我们的文化带来毁灭的立场；要么就是先验主义的独断论，它实际上无法论证自身，并且最终仍然还是一个随意性的决定。我不得不承认，尽管最终的确然性是一个在理性主义范围之内无法达到目标，但如果没有那些不断努力试图达到这个目标的人们，我们的文化就将会是贫乏而可怜的；而且，如果我们的文化完全落入怀疑主义者们的手中，那么它将几乎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我相信，人类的文化永远不可能达到对它的各个杂多而不统一的组成部分的完善综合。然而，恰恰是它的各种成分的不统一性才有助于它的丰富多彩。而使我们的文化得以保持其生命力的，与其说是各种价值之间的和谐，不如说是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2) 实际上，许许多多的当代人之所以能够从容地游弋于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夹缝之间，既带有怀疑主义的警觉，又仍抱有对健康的理性的最终信念，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胡塞尔们的孜孜求索。

除此之外，由于胡塞尔在这篇文章中公开表露了他与狄尔泰思想的分歧，因而这篇文字对后人理解现象学与解释学之间的关系也不无启迪作用。

而从建构性的角度来看，可以笼统地说，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试图将哲学定位于逻辑学和心理学之间，而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他是努力在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历史科学）之间找到哲学的位置。虽然在这篇文章中，现象学尚未带有“先验”现象学的标记——“先验”一词在这里从未出现过——，但胡塞尔的意图在这里已经十分清楚地得到表露：通过对哲学的新的论证，严格的哲学将以构造现象学的形态出现，它将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奠定基础，因为现象学所探讨的不仅是“意识构形的本质联系”（意识的“心理”方面），而且也探讨“与它们相关的本质相属的被意指性”（即被意识所构造出来的“物理”方面）(3) ；这两个研究方向（“所有的意识一被意指者”）在他两年后发表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也被称作“意向活动”（Noesis）和“意向对象”（Noema）。所以，《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实际上已含有胡塞尔先验构造现象学的第一次公开预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日后曾合理地指出，这篇文章“通过《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才获得了对其纲领性论题的充分论证”(4) 。

值得一提的是：对胡塞尔在文章中所宣示出的这种努力趋向，海德格尔既表示赞同，也持有批评：他赞同胡塞尔所提出的“面对实事本身！”的口号，赞同“研究的动力必定不是来自各种哲学，而是来自实事与问题”的主张(5) ，赞同现象学的直观性原则与中立性原则；但他拒绝对“实事本身”作“意识的主体性”的理解，并且认为胡塞尔在此文中表现出向近代哲学，尤其是向康德主义的转向，从而背离了现象学的原则，放弃了对思的实事（原现象、原实事）的真正思考(6) 。——对此，读者可以对照胡塞尔的原文而得出自己的评价。

这里无须再重构胡塞尔在上述两个方面（批判性方面和建构性方面）的论述。读者或者可以在正文中完整地读到它们，或者可以在后面的“单行本编者内容提要”以及“单行本编者后记”等附录中获得对它们的大致了解。

需要强调的是胡塞尔的哲学观。根据胡塞尔本人的回忆，他首先是在布伦塔诺（F. Brentano）的讲座中获得一个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使他有勇气将哲学选择为终生的职业：“哲学也是一个严肃工作的领域，哲学也可以并且也必须在严格科学的精神中受到探讨”(7) 。这个信念不仅时常在他的研究手稿中出现：“哲学就是指向绝对认识的意向”(8) ，而且也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这篇文章中得到第一次公开的表露：“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真正开端、关于起源、关于万物之本的科学”(9) 。胡塞尔一生从未放弃过这个哲学观。

将这个哲学观加以展开，它便意味着，一方面，向最终论证、最终奠基的回溯被理解为向认识主体的“意义给予”之成就的回溯(10) ，这种回溯是直接进行的，是自身负责的，任何间接的中介都必须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在获得了经过最终论证的真理之后，哲学的任务还在于，将这种真理付诸实践并且根据这种真理而承担起主体性的责任与义务，这也是一门哲学伦理学和价值论的中心任务。在对哲学的这一理解中无疑包含着胡塞尔对理论与实践的奠基关系的理解。

在20世纪末的今天，凡略晓当今世界“哲学行情”的人都会认为这种哲学观已经属于过去。当代人会乐于坦然地面对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指责。虽然各种不同派别的哲学思潮如今还在“理性”或“合理性”的总体标题下进行着各种独白或对话，但“告别原理”，亦即告别逻辑中心主义意义上的理性，已经成为或多或少可以被一致接受的口号；世界不再被视作一个可以根据某个或几个公理而推导出来的统一而有序的系统。笛卡尔曾在他的时代以“有序的”哲思者作为其沉思对话的基本前提对象(11) 。时至今日，“有序”本身已经不再成为哲学思考的公认标准。“有序”连同“无序”一起，被一些哲学家视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两大危险(12) 。胡塞尔所做的那些对心理主义、自然主义、历史主义等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批判已经明显与流行意识相背，而他对确然性之苦苦追求更是被视为不明生活形式和价值系统之杂多与间断的真谛。

然而，就像苏格拉底或康德还在对一些当代人产生着活的效应一样，今天仍然有人——译者也算是其中之一——不懈地在胡塞尔留下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中寻找精神生活的动力或支点，究其原因至少可以找到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虽然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仍然还是一个“无限遥远的点”，胡塞尔的哲思方法却仍然直接而具体地向我们指示着严格性的实例。就面前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而言，尽管它在胡塞尔的现有文献中属于纲领性的方法论述，本书单行本的编者斯基拉奇因此而将它比作笛卡尔的《方法谈》，但即使在这里也可以处处感受到胡塞尔现象学论述和操作的严格性。另一位非现象学的哲学家施泰格缪勒（W. Stegmüller）也曾公正地承认：“胡塞尔的研究对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那些在原则上接受他的思想并将他的方法运用在其研究中的人来说，一个无限广阔的、新的工作领域展现出来。对于对立阵营的哲学家来说则形成了一种必然性，即：更清晰明白地阐明他们自己的立场并使他们的论据的无懈可击性与胡塞尔学说的高度科学水平相吻合。因此，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胡塞尔对朋友和敌人都发挥了促使他们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影响。”(13) 对于施泰格缪勒所做的这个特征描述，读者可以从《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文的字里行间获得直接的感受。

但比他的严格方法影响更为深远的或许是胡塞尔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执着精神。斯基拉奇认为，“胡塞尔的伟大从根本上带有这样一种特征：他能够长达数十年地以一种顽强的精神并且在一种宁静退隐的状态下一再地献身于新的问题。”这种甘于寂寞的个性恐怕是每一个“理论人”都应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前提。理论研究者应当可以看到：他们的宿命就在于追求独立的思想而避开流行的时尚。胡塞尔在世纪初所呼吁的“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与王元化在世纪末一再倡导的“为学不做媚时语”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14) 。过强的功利目的和实用心态或许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困境的一个主要根源。正如文德尔班（W. Windelband）所说：“知识的金果只有在不被寻求的地方才能成熟”(15) ；而从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整个趋势来看，胡塞尔在这篇文章中所做的警告在今天仍然有效：“正是在一个实践动机超强地上升的时代里，一种理论的本性也可能会比它的理论职业所允许的更为强烈地屈从于这些实践动机的力量。但在这里，尤其是对我们时代的哲学而言，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危险。”(16) 就此而论，《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可能会给我们的学术研究以一定的启发与教益。

自80年代中期以来，胡塞尔哲学的中译本一直在缓慢而有序地进行着。如果我们将胡塞尔的前现象学时期称作早期，那么，从《逻辑研究》（1900/01年）(17) 和《现象学的观念》（1907年）(18) 到《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1911年）、《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 和“弗莱堡就职讲座”（1916年）(20) 中译本的发表，胡塞尔中期的所有重要著述都已经进入到汉语语境之中。读者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读，可以把握到他这个时期思想的基本脉络。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在1988年便由吕祥从英文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国际出版公司，1988年）；此后，在1993年选编两卷本《胡塞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时，我曾将吕祥的译文选入集子并作过大致的校对。此次从德文再译，也参考了吕祥的译文，在此致谢！但吕祥的译文由于各种原因而含有较多的错误，这也是促使译者从原文重译此书的动因之一。当然决定性的动因则来自“哲学作为严格科学”这篇文章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我们这个时代！

借此还要感谢学友陈小文的理解、信任与支持！

译文中有缺失与欠妥之处，还望方家随时指正。

　　　　倪梁康

1998年6月10日记于南京

【注释】


(1)《胡塞尔书信集》第五卷，第77页。——《胡塞尔书信集（Briefwechsel）共十卷，作为《胡塞尔全集——资料》（Husserliana-Dokumente）第三集，由舒曼（K. Schuhmann）编辑出版，多德雷赫特等，1994年。

(2)科拉克夫斯基：《寻找失落了的确然性》（Auf der Suche nach der verlorenen Gewiβheit），斯图加特，1977年，第96—97页。

(3)参阅“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317页（边码，下同）。

(4)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0页。译文略有更动，下同。

(5)参阅“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317页；海德格尔，同上书，第65页。

(6)参阅海德格尔，同上书，第47页、第65—68页、第79页等。

(7)《文章与报告（1911—1921年）》，《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第305页。

(8)手稿BII 19，第42页。

(9)“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341页。

(10)《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胡塞尔全集》第三卷，海牙，1976年，第55页。

(11)参阅笛卡尔：《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I,7,10。

(12)参阅《今日哲学》（Philosophie heute），法兰克福/纽约，1997年，第51页。

(13)施泰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Hauptsrömungen der Gegenwartsphilosophie），第一卷，斯图加特，1978年，第81页。

(14)参阅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337页；王元化，“近思录”，载于：《学人》第十辑，南京，1996年，第37页。

(15)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图宾根，1956年，第322页。

(16)“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334页。

(17)《逻辑研究》第一卷：《纯粹逻辑学导引》，倪梁康译，上海，1994年，台北，1994年；第二卷：《现象学与认识论研究》，上、下部分，倪梁康译，上海，待出，台北，待出。

(18)《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1986年，台北，1987年。

(19)《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1994年。

(20)“纯粹现象学及其研究领域和方法”，倪梁康译，载于《哲学译丛》，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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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自最初的开端起，哲学便要求成为严格的科学，而且是这样的一门科学，它可以满足最高的理论需求，并且在伦理—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种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这个要求时而带着较强的力量，时而带着较弱的力量被提出来，但它从未被完全放弃过。即使是在对纯粹理论的兴趣和能力处于萎缩危险的时代，或者在宗教强权禁止理论研究自由的时代，它也从未被完全放弃过。

哲学在其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能力满足这个成为严格科学的要求。即使是在最后一个时期，当哲学在各种哲学流派杂多而对立的情况下仍然遵循着一个本质上统一的自文艺复兴至当代的发展趋向时，它也未能做到这一点。尽管近代哲学的主导习俗（Ethos）恰恰在于，它不愿幼稚地投身于哲学的本欲，而宁可通过批判性反思的手段，在对方法的日趋深入的研究中，将自己构建成一门严格的哲学。但这些努力的唯一成熟结果是严格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建立与独立，以及各门新的纯粹数学学科的建立与独立。在这种现在才凸现出来的特殊意义上，哲学本身却仍然一如既往地缺乏严格科学的特征。甚至连这种凸现的意义也始终没有得到科学可靠的规定。哲学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关系如何，它的那些与自然和精神本质相关之工作的特殊哲学性是否原则上要求有新的观点，特殊的目标和方法是否原则上随这种新观点而一同被给予，哲学是否可以说是将我们引入到一个新的维度，或者它仍然与那些关于自然和精神生活的经验科学在同一个层次上游弋：对这样一些问题至今仍有争议。它表明，甚至连哲学问题的真正意义都还没有得到科学的澄清。

因此，虽然哲学的历史目的在于成为所有科学中最高的和最严格的科学，它代表了人类对纯粹而绝对的认识之不懈追求（以及与此不可分割的是对纯粹而绝对的评价与意愿之不懈追求），但哲学没有能力将自身构建成一门真实的科学。这位在人性之永恒事业方面具有天职的教师根本不能进行教授：不能以客观有效的方法进行教授。康德喜欢说，人们无法学习哲学，而只能学习哲思（Philosophieren）。这无非是对哲学之非科学性的供认不讳。在科学、真实的科学伸展的范围内，人们可以教授和学习，并且始终是在相同的意义上。科学的学习从来都不是一种对精神以外材料的简单接受，而始终立足于自身的活动，立足于一种内部的再造，即通过创造性精神而获取的、按照根据与结论而进行的理性明察的内部再造。人们无法学习哲学的原因在于，在这里还没有那种得到客观领悟和论证的明察，而这也就意味着，在这里还缺乏那些在概念上得到明确界定、在意义方面得到完全澄清的问题、方法和理论。

我并不是说，哲学是一门未完善的科学，而是就干脆说，哲学还不是一门科学，它作为科学尚未开始，而我在这里是以那些得到客观论证的理论学说内容的哪怕很小一部分来作为评判标准的。所有科学都是不完善的，即使是那些备受颂扬的精确科学也是如此。它们一方面是不完备的，面对着众多未解答的问题的无限视域，这些问题使得认识的欲望永远无法得到安宁；另一方面，它们在已经构造出来的学说内容中带有某些缺陷，在这里或那里会表露出在证明的系统秩序和理论方面的不清晰和不完善。但无论如何，一个学说内涵已经形成，它不断地增长并且一再产生出新的分支。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怀疑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美妙理论的客观真实性或客观论证了的或然性。在这里——从总体上说——没有为私人的“意见”、“观点”、“立场”留下栖身的场所。但只要这些私人的东西还个别地存在着，那么科学就不是、并且一般也不被看作是已经形成的科学，而是、并且一般也被看作是正在形成着的科学。(1)

刚才所描述的这种为所有科学所具有的不完善性完全不同于哲学的不完善性。哲学不仅不具有一个不完备的和仅仅是在个别方面不完善的学说系统，而是根本就不具有任何学说系统。这里的一切都是有争议的，任何一个表态都是个人信念的事情，都是学派见解的事情，都是“立场”的事情。

至于那些古代和现代科学的哲学世界文献为我们所提供的设想，它们或许是建立在严肃的、甚至是宏大的精神工作之基础上；不仅如此，它们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科学严格的学说系统在未来的创建做准备：但在这些文献中，暂时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看作是哲学科学的基础，而且还不存在任何希望，诸如用批判的剪刀在这里或那里裁剪出一块哲学的学说。

哲学是严格的科学，这个信念必须再一次得到鲜明而真诚的表述，并且恰恰是在这里，在《逻各斯》的起始阶段(2) ，它将会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变革提供见证，并且为未来的哲学“体系”奠定基础。

因为，随着对所有至今为止的哲学之非科学性的鲜明强调，一个问题随即被提了出来：哲学是否仍然要坚持这个目的，即成为严格的科学，它是否可以坚持以及是否必须坚持这个目的。这个新的“变革”对我们来说应当意味着什么？例如意味着告别严格科学的观念？而那个为我们所期盼、在我们研究工作的低谷中应当作为理想而先示给我们的“体系”，它对我们来说又应当意味着什么？一个在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体系”，就像是从某个创造性天才的大脑中蹦出来的一个装备齐全的密涅瓦女神——以便在将来与其他同类的密涅瓦女神一起被安放到寂静的历史博物馆中去？或者是一个哲学的学说系统，它在经过几代人的充分准备之后，以一个确定无疑的基础开始，像任何一个出色的建筑物一样，自下而上地耸入高空，因为一块块的砖石乃是依据引导性的明察、作为确定的构形而被砌入到这个稳固的建筑之中？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各种精神必定会分道扬镳。

对于哲学的进步来说至关重要的“变革”是这样的一种变革：在这种变革中，通过对以往哲学所遵循的那种被误认为是科学进程的批判，这些哲学要求成为科学的主张便得到瓦解，而在严格科学意义上彻底地重新构建哲学，这个充分被意识到的意愿现在便是主导性的意愿，并且是决定着工作顺序的意愿。所有的思维力量首先都集中在这样一点上，即：通过系统的思考来彻底地澄清为至今为止的哲学所幼稚地忽略了或误解了的严格科学之条件，尔后再去尝试新建一座哲学的学说大厦。成为严格的科学，这样一个充分被意识到的意愿主宰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对哲学的变革，同样也在近代之初主宰着对经院哲学的科学反叛，尤其是主宰着笛卡尔的变革。它的推动力一直延续到17世纪和18世纪的伟大哲学之中，它以极端的力量在康德的理性批判中更新了自己，并且还主宰着费希特的哲学思考。研究的方向一再地指向真正的开端，指向关键性的问题表述与合理的方法。

只是在浪漫主义哲学中才发生了一个变化。尽管黑格尔坚持其方法和学说的绝对有效性，他的体系仍然缺乏理性批判，而正是这种批判才使哲学的科学性得以可能。但与此相关的是，黑格尔哲学与整个浪漫主义哲学一样，它在此后对严格的科学哲学之构造所起的作用就在于，它或是削弱、或是篡改了这个原初的本欲。

就后者而言，即就篡改的趋向而言，如所周知，黑格尔主义随着精确科学的强大而引发起诸多反应，这些反应的结果便是，18世纪自然主义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并用它那放弃一切绝对观念性和有效客观性的怀疑论以风靡一切的方式规定着最近时期的世界观和哲学。

另一方面，在对哲学的科学本欲之削弱的意义上，黑格尔哲学通过它的这样一种学说还在发挥着持续影响，这种学说主张每一门哲学只具有对其时代而言的相对合理性，这种学说在这个被声称的绝对有效性体系之内所具有的意义当然完全不同于它被后代人接受时所带有的历史意义；后代人随着对黑格尔哲学之信念的丧失也失去了对一门绝对哲学的总体信任。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历史哲学反转为一种怀疑的历史主义，这种反转本质上规定了新的“世界观哲学”的兴起，这种哲学如今似乎正在迅速地传播开来，而且，除此之外，这种哲学本身以其常常是反自然主义的、有时甚至是反历史主义的论战而根本无意成为怀疑哲学。然而，只要它在其整个意图与操作中不再表明自身还受到那种成为一门科学学说——即一门构成近代直至康德的哲学之主要特征的科学学说——之彻底意愿的主宰，那么，关于对哲学的科学本欲之削弱的说法便尤其与这种世界观哲学有关。

下面的论述带有这样的思想：人类文化的最高兴趣在于要求造就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因此，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哲学变革是合理的，那么它无论如何必须从这样一个意向中获得活力，即：对一门在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哲学进行新论证。这个意向对于当代来说绝不是陌生的。它恰恰充分地活跃在流行的自然主义之中。自然主义从一开始便极为果断地遵循着对哲学进行严格科学改造的观念，自然主义甚至始终相信，它已经用其早期的和现代的形态实现了这个观念。但是，从原则上看，所有这些都是在这样一种形式中进行的，这种形式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正如它在实践上对我们的文化来说意味着一种增长的危险一样。如今，对自然主义哲学进行彻底的批判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相对于那些从结论中得出的单纯反驳性的批判而言，这里尤其需要一种对基础和方法的积极批判。只有这种积极的批判才能够不间断地保持对一门严格科学哲学之可能性的信心，而这种信心现在正在受到威胁：受到这种建构在严格的经验科学之上的自然主义背谬后果的认识之威胁。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便被用来进行这种积极的批判。然而就我们这个时代的引人注目之变革而言，虽然这个变革——而这是它的权利——本质上具有反自然主义的趋向，但它似乎在历史主义的影响下仍然想偏离开科学哲学的路线而流入到单纯的世界观哲学中去。本文的第二部分将致力于对这两种哲学之区别的原则性阐释以及对它们的相对权利的思考。

自然主义哲学

自然主义是对自然之发现的结果现象，自然在这里是指一个按照精确的自然规律而在空间、时间存在的统一之意义上的自然。随着这个观念在不断更新的自然科学中、在奠基于大量严格认识上的自然科学中逐步得到实现，自然主义也一再地得到扩展。与此完全相似，在此之后，作为“历史的发现”和不断更新的精神科学之建立的结果现象，历史主义也得以形成。与流行的理解习惯相符，自然科学家趋向于将一切都看作是自然，精神科学家将一切都看作是精神，看作是历史构成物，并且据此来错误地解释那些不能被如此看待的东西。因此，就我们这里尤其所要关注的自然主义者而言，他所看到的只是自然并且首先是物理的自然。一切存在的东西，或者本身是物理的，隶属于物理自然的统一联系，或者虽是心理因素，但却只是依赖于物理因素而发生变化的东西，至多是一种派生的“平行的伴随性事实”。所有存在者都具有心理物理的自然，这是根据确定的规律而被明确规定了的。即使是在实证主义的意义上（无论这是一种依据于受到自然主义解释的康德的实证主义，还是一种对休谟进行改造和贯彻的实证主义），物理的自然以感觉主义的方式消融在感觉复合之中，消融在颜色、声音、压迫等等之中，而且与此相同，即使所谓心理因素也消融在同样的或其他的“感觉”之补充复合之中，以上所说的这种观点也不会发生一种对我们来说根本性的变化。

所有形式的极端而彻底的自然主义，从通俗的唯物主义到最新的感觉主义和唯能主义，它们的特征都在于，一方面是将意识自然化，包括将所有意向一内在的意识被给予性自然化；另一方面是将观念自然化，并因此而将所有绝对的理想和规范自然化。

就后一方面而言，自然主义将会不知不觉地扬弃自身。如果我们以形式逻辑为所有观念性的范例标志，那么，如所周知，形式逻辑的原则被解释为所谓思维规律，即被自然主义解释为思维的自然规律。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详细地证明(3) ，这种解释本身带有那种为所有确切意义上的怀疑理论所特有的背谬。人们也可以对自然主义的价值学、实践论，包括伦理学，进行类似的彻底批判，同样可以对自然主义的实践进行这种批判。因为在理论背谬性的后面不可避免地会跟随着在现时的理论的、评价的、伦理的行为中的背谬性（明见的不一致性）。总而言之，自然主义者在其行为中是观念主义者和客观主义者。他满怀着这样一种追求，即：以科学的方式，也就是以对每一个理性的人都具有约束力的方式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真、真正的美和善，应当如何根据普遍的本质来规定它，可以根据哪一种方法在个别的情况中获得它。自然主义者相信，可以通过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学而大致地达到这个目的，而且，带着由这种意识所引发的兴奋之情，他现在是作为教师和实践改革者来倡导这种“自然科学的”真、善、美。但他是一个提出理论并误以为论证着理论的观念主义者，而这些理论恰恰否定了他在观念主义行为中所预设的东西，无论这种行为是对理论的构建，还是同时对作为最美的和最好的价值或实践规范的论证与推荐。即是说，只要他进行理论活动，只要他客观地提出评价所应遵循的价值，并且只要他同样提出每个人的意愿与行动所应遵循的实践规则，那么他便在进行着预设。自然主义者在教诲、在布道、在训导、在改造(4) 。但他否认那些为每一个布道、每一个要求本身按其意义所预设的东西。他只是并不会像古代的怀疑论那样用明确的语词（expressis verbis）来进行布道：唯一理性的事情就是否认理性——无论是理论理性，还是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他甚至会让自己远离这类说法。在他那里，背谬是不公开的；他自己并没有看到，这个背谬就在于他将理性自然化。

就这方面来看，争论实质上已经决出，即使实证主义的洪水以及在相对主义方面超出它的实用主义的洪水还在继续上涨。当然，这个状况恰恰表明，从结论中所得论据的实践有效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成见使人盲目，谁要是只看见经验事实，在内心只承认经验科学的有效性，他就并不感到自己会受到那些背谬结论的干扰，这些结论不能在经验中被证明为是与自然事实相悖的矛盾。他会将这些结论当作“经院哲学”而弃之不顾。但是，从结论中得出的论据在另一方面，即在那些能感受到其冲击力的人那里，却非常容易产生错误的影响。由于自然主义想将哲学建立在严格科学的基础上，并且想将哲学作为严格科学构建起来，而它看起来又显得完全不可信，因此，它的方法目的本身也就显得不可信；而且，另一方面有一种倾向蔓延开来，即认为严格的科学只能是实证科学，并且科学的哲学只能建立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上，而这时，自然主义的这个方法目的就尤其显得不可信。然而这也只是一种成见而已，而为此便想要偏离严格科学的路线，这种意图是根本错误的。自然主义竭其精力而试图在自然和精神的所有领域中、在理论和实践中实现严格科学的原则，它竭其精力而追求对哲学的存在问题和价值问题作出科学的——在它看来是“精确科学的”——解决，而自然主义的这些精力也恰恰就是它的功绩所在，同时也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它的主要力量所在。也许在整个近代生活中都没有任何观念比科学的观念更强大地、更不可阻挡地向前挺进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的凯旋。事实上，就其合理的目的而论，它是无所不包的。如果设想它得到了理想的完善，那么它也就是理性本身，在它之外、在它之上也就不再可能有其他的权威。因而在这个严格科学的领域中肯定也包含着所有那些理论的、价值的和实践的理想；在对这些理想进行经验的重新阐释的同时，自然主义也歪曲了这些理想。

然而，一般的信念是无足轻重的，如果它们得不到论证的话，对一门科学的希望也是无足轻重的，如果通向其目的地的道路无法被认清的话。即是说，如果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之观念不应对这里所标识的问题以及其他本质相关的问题始终束手无策，那么我们就必须清楚地看到实现这个观念的可能性，通过对问题的澄清、对其纯粹意义的深入，必定会有这样一些方法以完全明晰的方式涌现给我们，这些方法是上述问题的特殊本质所要求的，因而适用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必须与此一致地获得对科学的生动—活动的（lebendig-tötig）信任，并且同时获得科学的真实开端。在这方面，只是从结论出发而对自然主义进行这种虽然有用而必要的反驳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与此完全相反，我们还必须对自然主义的基础、它的方法、它的成就进行必要的积极的批判，而且始终是原则性的批判。由于这种批判在进行着区分和澄清，由于它迫使我们去追究那些大都含糊而多义地作为问题而被表述出来的哲学动机之本真意义，因而这种批判可以唤醒我们对更好的目的和道路的想象，并且积极地推动我们的意图。带着这个目的，我们要更详尽地来讨论这门被反驳的哲学所具有的、在上面已经得到特别强调的特征，即：将意识自然化。它与已涉及的怀疑结论所具有的更为深入的联系将会在下面自行显现出来，同样，我们所提出和论证的第二个指责，即与观念的自然化有关的指责，它所具有的范围也会自行得到理解。

我们当然不会将我们的分析批判与哲学的自然研究者所进行的那些毋宁是通俗的反思联结在一起，相反，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在真正科学设施中出现的有学识的哲学。但我们尤其要探讨这门哲学所具有的一个方法和学科，它相信已经通过这个方法和学科而最终攀缘到了精确科学的等级之上。它确信已经可以轻蔑地俯视任何其他的哲学思考。即是说，其他的哲学思考与它的精确哲学思考相比，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浑浊的自然科学面对某个伽利略的青春勃发的精确力学，或者就像炼金术面对某个拉瓦锡的精确化学。如果我们现在来探问这门精确的、虽然还只是有限地得到扩展的哲学，探问它与精确力学的相似之处，那么人们会向我们指出心理物理的心理学，尤其是实验心理学，没有人能够否认它具有一门严格科学的地位。它被认为就是那门寻找已久，现在终于产生出来的精确科学的心理学；逻辑学和认识论、美学、伦理学和教育学通过它而终于获得了各自的科学基础，它们甚至已经充分地处在一个将自己改建成为实验学科的进程之中。此外，严格的心理学不言而喻地是所有精神科学的基础，同样也是形而上学的基础。当然，就形而上学而言，心理学并非是被偏好的基础，因为物理的自然科学也参与了对这门最普遍的现实性学说的奠基。

对此我们要提出如下的指责：首先，只要略作考虑便可以明察到，心理学作为事实科学根本不能为那些与所有规范化的纯粹原则、即纯粹逻辑学、纯粹价值论和实践论的原则相关的哲学学科提供基础。我们无须进行更为详尽的阐述：这种阐述必定会将我们带回到那些已经讨论过的怀疑的背谬性上去。但就认识论而言——它有别于在纯粹的普全数理模式（Mathesis universalis）意义上的纯粹逻辑学，后者本身与认识无关——，我们可以针对认识论的心理主义和物理主义作出一些陈述，而在这里应当大致地说明以下几点。

所有自然科学就其出发点而言都是素朴的。对它来说，它所要研究的自然是简单地在此存在的。不言自明，事物存在着，作为静止的、运动的、变化的事物而存在于无限的空间之中，并且作为时间性的事物而存在于无限的时间之中。我们感知它们，我们在素朴的经验判断中描述它们。自然科学的目的就在于，以客观有效的、严格科学的方式来认识这种自明的被给予性。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在扩展了的、心理物理的意义上的自然，或者说，也适用于那些研究着这种自然的科学，因而也就尤其适用于心理学。心理因素不是一个自为的世界，它是作为自我或自我体验（此外，这个词的意义有着很大的差异）而被给予的，而从经验上看，这类东西常常表明自身受到某些被称作身体的物理事物的束缚。这也是一个自明的在先被给予性。现在，心理学的任务便在于，在心理因素自明地在此所处的心理物理之联系中，科学地探究心理因素，客观有效地规定心理因素，发现它们的构成与变化、形成与消失的合规律性。所有心理学的规定都显然是心理物理的规定，亦即在最宽泛意义上的心理物理规定（我们从现在起便坚持这个意义），以至于它们具有一个永远不会缺少的物理共同含义。即使心理学——经验科学——的意图在于规定单纯的意识事件，而不在于通常的较为狭窄意义上的心理物理的依赖性，这些事件本身仍然被看作是自然的事件，即被看作是从属于人的或动物的意识，这些意识本身又具有与人的身体或动物身体的自明而共晓的联结。对自然关系的排斥将会使心理因素失去在客观时间上可规定的自然事实的特征，简言之，失去心理物理事实的特征。因而我们坚持：每一个心理物理的判断自身都包含着对物理自然的实存设定，无论这种包含现在是明确的，还是不明确的。

据此而得到表明：如果有这样一些关键性的论据可以证明，物理的自然科学不是特殊意义上的哲学，它们永远不能被用作哲学的基础，并且只有根据先行的哲学才能获得为形而上学目的而进行的哲学评价，那么所有这些论据必定都可以直接运用在心理学上。

而现在我们绝不缺乏这类论据。

只需回忆一下“素朴性”便可；根据以上所述，自然科学是带着一种素朴性而将自然作为被给予的接受下来，这是一种在自然科学中可以说是不朽的素朴性，例如，每当自然科学在其进程中达到一个向素朴经验回溯的地方时，这种素朴性都会一再地重复自己——而所有经验科学的方法最终都恰恰会回归到经验之上。诚然，自然科学在它自己的方式中也是极具批判性的。单纯分散的经验即使众多，自然科学也远远不会满足。在对经验的方法排列和联结中，在经验与思考之间具有逻辑确定之规则的相互作用中，有效和无效的经验得到区分，每一个经验都获得其分等的有效价值，而客观有效的认识、自然认识便得以形成。我们只要还处在自然科学之中，并且还在它的观点中思考，这种经验批判便能够满足我们。但尽管如此，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批判仍然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一种对整个经验一般提出置疑并且同时对经验科学的思维提出置疑的批判。

作为意识的经验如何能够给予一个对象或切中一个对象；经验如何能够通过经验来相互证明或相互纠正，而不仅仅只是主观地扬弃自身或主观地加强自身；一个经验逻辑意识的游戏如何会意味着客观的有效，意味着对自在、自为存在事物的有效；意识的游戏规则为何对事物并非无关紧要；为什么自然科学应当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可以被理解的，只要它以为在其每一个步骤中都设定了并认识了自在存在的自然——相对于意识的主观河流而言的自在存在——一旦反思严肃地朝向这些问题，它们便都变成了谜。如所周知，认识论这门学科想要回答这些问题，但至今为止也没有在科学上清晰地、一致地、决断性地回答这些问题，虽然那些伟大的研究者们在这些问题上已经进行了所有那些思维劳作。

如果我们维持在这个问题的水准上，那么只需要严格地保持前后一致（而所有至此为止的认识论显然缺乏这种一致），我们就可以明察到一门“自然科学认识论”的背谬，也就是说，我们同样可以明察到任何一门心理学认识论的背谬。一般说来，如果自然科学的某些谜是原则上内在的，那么不言而喻，对它来说，根据前提和结果而进行的解谜就原则上是超越的。如果我们想期待自然科学本身来解决任何一个附着于自然科学本身的问题，即一个完全贯穿地、自始至终地附着于它的问题，或者甚至只是认为，自然科学可以为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提供某些前提，那么这都将意味着我们置身于一个背谬的循环之中。

很明显，在一门应当保持其一致意义的认识论中，任何一种对自然的科学设定与任何一种对自然的前科学设定都必须始终被排斥，并且因此，所有隐含着对事物性连同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理论实存设定的陈述也必须始终被排斥。这一点显然也延伸到所有那些与研究者的此在、他们的心理能力等等有关的实存设定上。

此外，如果认识论仍然想要研究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那么它就只能将存在看作是意识的相关项（Correlatum），看作是合乎意识地“被意指之物”：看作是被感知之物、被回忆之物、被期待之物、被图像表象之物、被想象之物、被认同之物、被区分之物、被相信之物、被猜测之物、被评价之物，以及如此等等。人们尔后便会看到，研究的方向必须朝向一种对意识的科学本质认识，朝向意识本身在其所有可区分的形态中按其本质之所“是”的东西，但同时也朝向意识所“意指”的东西，以及朝向那些各种不同的方式，意识便以这些方式——根据它的各种形态的本质，时而清晰、时而含糊，时而当前呈现地、时而当前化地，时而符号性地、时而图像性地，时而素朴地、时而经过思维中介地，在这种或那种关注式中，并且如此而在无数其他的形式中——意指着对象之物，并且有可能将它“表明”为“有效”、“现实”的存在之物。

任何一类对象，如果它想成为一种理性话语的客体，想成为一种前科学认识、尔后是科学认识的客体，那么它就必须在认识中，也就是在意识中显示自身，并且根据所有认识的意义而成为被给予性。所有意识种类，只要它们在认识的标题下受到所谓目的论的调整，并且更进一步说，只要它们根据不同的对象一范畴而得到分类——作为与它们特别相符的认识功能类型而得到分类——那么它们就必定可以得到研究，即在它们的本质联系中以及在它们对其所含的各种被给予性意识形式的回溯中得到研究。这样，所有认识行为都会面临的合法性问题的意义便必定可以不言而自明，被论证的合法性证明之本质以及观念的可论证性或有效性的本质便必定可以得到澄清，而且这是对所有认识阶段而言，在最高阶段上则是对科学认识而言。

对象性存在着，并且在认识上表明自身存在着，而且是如此地存在着；这样一种说法必须纯粹从意识本身出发而成为明见的，并因此而成为完全明晰的。为此而需要研究整个意识，因为意识会以它的所有形态出现在可能的认识功能之中。但只要任何一个意识都是“关于……的意识”（Bewuβtseinvon），那么对意识的本质研究也就包含着对意识之意指和意识之对象本身的本质研究。根据其普遍的本质来研究某一类型的对象性（这种研究可以去关注那些远离认识论和意识研究的兴趣），这就意味着，探讨这些对象性的被给予方式，并且在从属的“澄清”过程中穷尽它们的本质内涵。哪怕这里的观点不是那种朝向意识方式及其本质研究的观点，澄清的方法也会带有这样的结果：即使在这里也无法缺少对被意指方式和被给予方式的反思。但反过来，对于意识的本质分析而言，对所有对象性的基本种类的澄清无论如何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澄清因此而一同包含在意识的本质分析之中；而在认识论的分析之中就更是会包含着这种对象性澄清了，认识论的分析甚至将相关性的研究就视作自己的任务。据此，我们将所有那些即使是相对可分的研究都纳入到现象学的标题下面。

我们因此而涉及一门科学——我们的同时代人还无法想象它的巨大范围——这门科学虽然是关于意识的科学，却不是心理学，它是一门与关于意识的自然科学相对立的意识现象学。由于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一个偶然的歧义，因而事先就可以预料，在现象学与心理学之间必定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只要它们两者都与意识有关，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观点”；我们以此而想表达的是：心理学与“经验意识”有关，与经验观点中的意识有关，这种意识是自然联系中的此在者；相反，现象学则与“纯粹”意识有关，即与在现象学观点中的意识有关。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就会有这样的结果产生出来：尽管心理学实际上不是哲学并且也不可能是哲学，但出于根本性的原因，心理学必然与哲学相距较近，并且它的命运就在于，它必然始终与哲学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最后，我们可以预见到：任何一门心理主义认识论之所以得以形成的原因必定在于，在偏离开认识论问题之本真意义的情况下，它对经验意识与纯粹意识作出一种或许是易于理解的混淆，或者换言之，它将纯粹意识“自然化”。

实际上这就是我的看法，在下面还会对它进行若干阐释。

诚然，刚才在泛泛的提示中、尤其是就心理学与哲学之间亲缘性所谈到的那些东西，很少适合于现代的精确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对于哲学来说实在不可能更陌生了。但是，纵使这种心理学凭借实验的方法而将自己看作是唯一一门科学的心理学，并且可以自上而下地去俯视那些“书桌—心理学”，我仍然不得不声明：若以为它就是那种心理学，即完全意义上的心理学科学，那么这种看法将是一个有严重后果的错误。贯穿在这门心理学中的基本特征是撇开任何直接的和纯粹的意识分析——即对那些在不同的可能的内在直观方向中呈现出来的被给予性所进行的系统“分析”和“描述”——，只去进行所有那些对心理学的或在心理学上相对重要之事实的间接确定，而这些事实在不经上述意识分析的情况下具有一种至少可以外在地得到理解的意义。就它对心理—物理规则所进行的实验确定而言，这门心理学所依据的恰恰是粗糙的类概念，诸如：感知、想象直观、陈述、计算与误算、测度、再认、期待、保留、遗忘等等；当然，它们用于操作的这些概念的基础反过来也限定了它所作出的各个确定以及它所能达及的各个确定之范围。

或许可以说，实验心理学与原心理学的关系就类似于社会统计学与原社会学的关系。这样一种统计学收集着珍贵的事实，在它们之中发现珍贵的规则，但却是那种极为间接的事实和规则。唯有一门原社会学才能对它们进行阐发的理解、真实的解释，这种原社会学也就是指一门使社会学现象直接地被给予，并且根据这些现象的本质来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与此相似，实验心理学是一种方法，它可以确定珍贵的心理物理事实和规则，但如果没有系统的、对心理因素进行内在研究的意识科学，这些事实和规则便不可能得到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最终科学的评价。

精确心理学并没有意识到，这里便是它的运作的一个巨大缺陷所在，而且它越是激烈地反对自身观察的方法(5) ，越是竭力想通过实验方法来克服这种方法的缺陷，它也就越是意识不到这一点；但对于这里所要做的工作来说，可以证明，这种实验方法是无能为力的。这里的实事恰恰是心理的实事，然而它的压迫过于强大，以至于这里时而也会有意识分析进行。只是这些意识分析通常带有现象学的素朴性，它与那种无可置疑的严肃性形成奇特的对照，心理学正是带着那种严肃性来追求精确，并且在某些领域中（如果就其目的而言说得谦虚的话）也达到了精确。后一种情况是指：那些实验性的确定涉及一些主观感性的现象，对这些现象的描述和标识完全可以像对“客观”现象的描述和标识那样进行；即：无须将任何可过渡到本真意识领域之中的概念与澄清纳入进来；此外，后一种情况还意味着：那些实验性的确定关系到一些大致得到界定的本真心理因素的类型，它们无须更为深入的意识分析而从一开始就可以充分地呈现出自身，只要人们愿意放弃对这些确定的本真心理学意义进行追究。

但所有彻底的心理学在偶尔进行分析时都会发生偏差，其原因在于，只有在一门纯粹的和系统的现象学中，这里需要做的工作的意义和方法才会表露出来，同时得到表露的还有在意识差异方面的巨大财富，而对于那些没有方法经验的人来说，这些意识差异是毫无区别地交融在一起的。以此方式，现代的精确心理学恰恰是因为它已经将自己视之为方法上完善的和严格科学的，从而实际上也就成为不科学的，无论它怎样想去追究那些出现在心理物理规则中的心理因素的意义，也就是说，无论它怎样想努力去获取真实的心理学理解；这一点反过来也表现在所有这样一些情况中，即：在人们努力获取更深入认识的过程中，对心理因素的未澄清的表象之缺陷将会导致含糊不清的提问，并因此而导致单纯的虚假结果。只要涉及对交互主体的事实联系的确立，实验方法便是不可或缺的。但它预先设定了一个无法由实验来完成的东西，即对意识本身的分析。

少数几个心理学家，如施顿普夫（K. Stumpf）、利普斯（Th. Lipps）以及其他一些与他们相近的人，已经认识到实验心理学的缺陷，他们能够尊重由布伦塔诺所作出的在伟大意义上的划时代 4推动，并且努力去继续由他开始的对意向体验的分析描述研究；但他们或是没有得到实验方法的狂热信徒们的充分承认，或是只有当他们进行实验活动时才仅仅在这方面得到尊重。而且他们还一再被攻击为经院学者。未来的人们将会感到十分惊奇：近代第一次严肃的、以唯一可能的内在分析方式，或者我们可以更明晰地说，以本质分析的方式对内在进行研究的尝试，何以会被斥作是经院学者，并且被撇在一边。这里的原因无非在于，这些研究的自然出发点是对心理的通俗语言标识，尔后，在这些标识的含义得以成活的过程中，问题便会指向那些与此种标识首先是含糊而歧义地相关联的现象。当然，经院论的本体主义也受语言的引导（这并不是说，所有经院论的研究都是本体主义的研究），但它的失误就在于从语词含义中得出分析判断，在于认为以此便获得了对事实的认识。现象学的分析家根本不从语词概念中获取判断，而是看入到那些由语言借助于相关的语词而唤起的现象中去，或是深入到那些构成对经验概念、数学概念等等完全直观之实现的现象中去——难道为此也应被打上经院学者的烙印吗？

需要考虑的是：所有心理因素，只要它们作为心理学以及现象学的第一研究客体是在完全具体的情况中被接受，它们便都具有一个或多或少复合的“关于……的意识”的特征；这个“关于……的意识”具有各式各样的丰富形态；所有那些在研究初始被用来进行自身阐述和客观描述的表述都是流动的和多义的，因此，不言而喻，最初的开端只能是对那些首先可见的、最粗糙的歧义作出澄清。对科学语言的最终确定以对现象的完备分析为前提——这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只要这个分析尚未完成，那么从外表上看，研究的进步便还是在一个大范围中进行，并且是以这样一种形式进行，即：证明那些在以往研究中被误认为已确定下来的概念所具有的新的、现在才可见的多义性。这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根植于实事的本性之中。尔后便可以去评判，那些心理学精确性和科学性的天职维护者们是带着什么样的理解深度和蔑视方式在谈论“单纯字面的”、单纯“语法的”和“经院的”分析。

在激烈反对经院学说的时期曾有这样的战斗口号：抛弃空洞的语词分析。我们必须探问实事本身。回到经验，回到直观，唯有它们才能赋予我们的语词以意义和合理的权利。这是完全确切的！但什么是实事，什么是我们在心理学中必须回溯于其上的经验？难道我们在实验中通过提问而从受实验者那里获得的陈述就是实事？而对他们的陈述的阐述就是关于心理的“经验”？实验主义者们自己会说，这只是派生的经验；原生的经验是处在受实验者本身那里，而在实验着、解释着的心理学家这方面，原生的经验则处在他们自己以往的自身感知之中，这些自身感知完全有理由不是自身观察，完全有理由可以不是自身观察。实验主义者们非常自豪的是，他们在对自身观察的批判方面以及在对那种仅仅建基于自身观察之上的书桌—心理学的批判方面占了上风，他们如此地构建了实验方法，使它只是“在偶然的、非预期的、非有意引入的经验的形式中”利用直接的经验(6) 并且将那些受到恶意中伤的自身观察完全排斥出去。撇开这里的强烈夸张不论，即使在这同一个趋向上还无疑地存在着好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这门心理学的一个在我看来是原则性的失误，即：它将那些在对陌生经验的同感理解中进行的分析，同样也将那些在同时未被注意的本己体验基础上进行的分析，与一种（即使是间接的）物理自然科学的经验分析置于同一个层面上，它以此方式实际上便相信：它在原则相同的意义上是一门关于心理的经验科学，就像物理的自然科学是关于物理的经验科学一样。它忽略了某些意识分析的种类特性，这些意识分析必须先行，这样，素朴的经验（无论它们现在是观察的经验，还是不观察的经验，无论它们是在现时的意识当前范围内进行的经验，还是在回忆或同感范围内进行的经验）才能够成为科学意义上的经验。

让我们来试着说明这一点。

心理学家们认为，他们的所有心理学认识都归功于经验，即归功于那些素朴的回忆或回忆中的同感，据说它们是借助于实验的方法艺术才成为经验推理的基础。然而，对素朴经验被给予性的描述，以及与此并肩进行的对这些经验被给予性的内在分析和概念把握，这些都是借助于概念基础来进行的，这些概念的科学价值对于所有其他的方法步骤来说是决定性的。略作思考便可以明察到，由于实验性提问的和方法的整个本性所至，这些概念在进一步的操作中始终没有被涉及，因此可以说，它们是自己进入到最终结果中，即进入到被要求的科学的经验判断中。另一方面，它们的科学价值不可能从一开始便在此，也不可能产生于那些受实验者的和实验引导者的众多经验之中，这种价值根本不可能从经验确定中逻辑地获取：而这便是现象学本质分析所处的位置。对于自然主义的心理学家来说，这种现象学的本质分析听起来是不寻常的和不系统的，即便如此，它也决不是并且不可能是经验分析。

自洛克以来直至今日，有两种信念被混为一谈：一种是从经验意识发展史中获得的信念（它也是心理学的预先设定），即每一个概念表象都“产生于”以往的经验之中；另一种信念是指，每一个概念都是从诸如描述性的判断中获取在其可能使用方面的合法根据；而这一点在这里便意味着：只是在对现实的感知或回忆所提供的东西的观看中，才能找到经验意识之有效性的合法根据，找到它的有本质性或无本质性的合法根据，以及进一步找到它在现有的个别情况中的有效可用性的合法根据。我们描述地运用感知、回忆、想象、表象、陈述等等这样一些语词。这里的任何一个语词都指示着内在构成部分的丰富性，我们并没有在被描述之物中分析地找到这些构成部分，而是以对被描述之物“立义”的方式将这些内在的构成部分纳入到被描述之物中。难道在通俗的意义上，在那种含糊的、完全混乱的意义上——我们不知道这些词语是如何在意识“历史”上获得这些意义的——使用这些语词就足够了吗？即使我们知道这一点，这种历史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它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含糊的概念是含糊的，并且由于它们自己所具有的这种特征而显然是不科学的。只要我们没有更好的概念，我们便尽可以去使用它们，并且同时相信，为了生活实践的目的已经用它们作出了足够的、粗略的区分。但如果一门心理学没有对那些规定着其客体的概念进行科学的确定和方法的加工，这门心理学难道能够配得上“精确性”的称号吗？当然不能，就像一门满足于重、热、量等等这些日常概念的物理学配不上“精确性”这个称号一样。现代心理学不想成为关于“心灵”的科学，而想成为关于“心理现象”的科学。如果它真想成为这种科学，它就必须在概念的严格性中描述和规定这些概念。它必须已经在方法工作中获得了这些必要的、严格的概念。可是在“精确的”心理学中，何处曾进行过这种方法工作呢？我们在众多的文献中对此进行寻找，而结果却是徒劳。

自然的、“混乱的”经验如何会成为科学的经验，客观有效的经验判断如何能够得到确定，这个问题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方法上的基本问题。它不必以抽象的方式，至少不必以哲学上纯粹的方式被提出和被回答：在历史上，它已经通过行动而得到了回答，确切地说，经验科学的天才开创者们具体地和直观地把握到了必然经验方法的意义，并通过他们在一个可达及的经验领域中进行的纯粹探究而使一部分客观有效的经验规定得以形成，并且因此而使这门科学得以开始。他们并不将这种先行活动的动机归功于某种天启，而是归功于对经验本身之意义的深入，或者说，对在经验中被给予的“存在”之意义的深入。因为，尽管它是“被给予的”，这种被给予也只是在“含糊的”经验中“混乱地”被给予，故而必定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现在真实的情况如何，如何来客观有效地规定它；在这里，“如何”是指：通过哪些更好的“经验”以及哪些纠正性的“经验”——通过哪种方法。如所周知，就外部自然的认识而言，从素朴经验到科学经验，从含糊的日常概念到完全明晰的科学概念，这个关键性的步骤乃是通过伽利略才得以完成的。在心理认识方面，在意识领域的认识方面，我们虽然有“实验—精确的”心理学，它自认为是精确的自然科学的完全合法的对应项——但即使它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在主要的方面仍然处在前伽利略时期。

诚然，它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或许是令人惊讶的。我们的理解是，在科学之前的素朴自然探索术（Naturkunde）并不缺少自然经验，即并不缺少所有那些在自然经验本身之联系中不能借助于自然—素朴的经验概念而被制作出来的东西。他们在其素朴性中只是没有想到，事物是有一个“自然”的，而这个自然是可以通过某些精确的概念而在经验—逻辑的进程中得到规定的。但带着它的那些机构和精密设施，带着它的敏锐地设想出来的方法，心理学完全有理由感觉到自己已经超越出以往时代的素朴的经验心灵探索术（Erfahrungsseelenkunde）的层次之上。尤其是它也并不缺少对方法所进行的一再更新的反思。否则，它怎么会忽略这个原则上最为本质的东西呢？它怎么会忽略这一点，即：为它的那些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纯粹心理学概念必然地赋予一个内容，这个内容不是简单地取自于那些在经验中真实地被给予之物，而是被运用在这个被给予之物之上？它怎么会每当接近心理的意义时便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些概念内容进行分析，并且承认相应的现象学联系是有效的，这些联系被它运用在经验上，但却相对于经验而言是先天的？它怎么会忽略这一点，即：只要实验方法真的想进行心理学的认识，它的前提就不能通过它自己来论证，而且它的进程根本有别于物理学，因为物理学原则上恰恰要排斥现象之物，以便去寻找那个在其中展示出自身的自然；而心理学却正想成为一门关于现象本身的科学？

现在，心理学恰恰能够并且必须忽略所有这一切，这是由于它所持的自然主义观点，由于它极为热情地仿效自然科学并将实验进程看作是主要任务。在它对心理物理实验可能性所作的艰苦的、常常是敏锐的思考中，在对实验的试验程序的设想中，在对最细微的设施的构建中，在它对可能的错误源泉的查找中，以及在如此等等的劳作中，它恰恰疏忽了对这个问题的更深入探究：可以通过何种方法来使那些本质上已进入到心理学判断之中的概念摆脱其混乱的状态，达到明晰的和客观有效状态。它疏忽了对此问题的考虑：心理因素在何种程度上不是对一个自然的展示，而是具有一个“本质”，这个本质是它所特有的本质，它可以在所有心理物理学之前便得到严格的并且完全相适的研究。它没有考虑，心理物理经验的“意义”何在，心理意义上的存在会自发地向方法提出何种“要求”。

经验心理学从它18世纪的开始以来便不断地受到困扰，这种困扰来自以物理—化学方法为样板的自然科学方法之欺骗形象。人们十分地确信：原则一般地看，所有经验科学的方法都是同一个，因此，在心理学中的方法也就是在关于物理自然的科学中的方法。正如形而上学长期以来便受困于或是对几何学、或是对物理学的错误效法一样，同一个过程也在心理学这里重复。并非无关紧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实验—精确心理学的父辈都是生理学家和物理学家。真正的方法所追随的是被探究的实事的本性，而不是去追随我们的成见和榜样。自然科学的工作是在素朴—感性现象中将那些客观事物连同其精确的客观属性从事物的含糊主体性中提取出来。于是人们对自己说，心理学也必须如此对素朴见解的心理学—含糊之处作出客观有效的规定，而客观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方法不言而喻就是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它已经通过无数次的成功而得到了辉煌的证实。

然而，经验的被给予性如何得到客观的规定，而“客观性”和“对客观性规定”各自具有何种意义，实验方法可以接受何种功能，这些都取决于这些被给予性的本己意义，或者说，取决于有关经验意识（作为一种恰恰对这个而非对那个存在者的意指）根据其本质所赋予这些被给予性的意义。追随自然科学的榜样，这几乎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将意识事物化，而这从一开始就会将我们织入到背谬之中，由此便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流露出朝向背谬的提问和错误的研究方向的趋向。让我们来更切近地考虑这个问题。

空间和时间的物体世界是唯一确切意义上的自然。所有其他的个体此在、心理因素都是在第二意义上的自然，而这便规定了自然科学方法与心理学方法的根本本质区别。原则上，唯有物体的此在才可以在众多直接经验中，即在感知中，作为个体同一者而被经验到。当各个感知被看作是由各个“主体”所分别具有时，唯有这个同一者才能被许多主体经验为一个个体同一者，并且被描述为交互主体的同一自身（Selbiges）。同一的事物性（事物、过程等等）处在我们所有人的眼前，并且可以被我们所有人根据它们的“自然”来加以规定。但它们的“自然”意味着：在对多重变换的“主观显现”的经验中展示着自身的同时，它们仍然是作为或持久或变化的各种特性之时间统一而处于此，而且它们是处在一个将它们一切都联结在一起的联系之中，这个联系是同一个物体世界连同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的联系。它们是它们之所是，但只有在这个统一中，只有在相互的因果关系或相互的联结之中，它们才获得它们的个体同一性（实体），获得这个“实在属性”的载者。所有事物—实在的属性都是因果的。每一个物体此在都服从可能变化的规律，而这些规律涉及同一个东西，即事物，不是自为的事物，而是在统一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同一自然联系中的事物。每一个事物都具有它的“自然”（作为它之所是的总和，它是指：这个同一之物），因为它是在同一个大全自然之内诸因果性的统一点。实在的（事物—实在的、物体的）属性标志着一个同一之物在因果规律上得到先示的变化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个同一之物就其所是而言只有通过向这些规律的回溯才能得到规定。但事物性是作为直接经验的统一、作为杂多感性现象的统一而被给予的。这些在感性上可把握的不变、变化与变化依赖性始终为认识提供着指引，而且它们对认识来说仿佛就起着“含糊的”媒介的作用，在此媒介中展示着真实、客观、物理—精确的自然，并且在这一切之中都贯穿着思维（作为科学的经验思维）对真实之物的析出规定和析出构造(7) 。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某些虚构地附加给经验的事物和对事物之经验的东西，而是不可取消地从属于它们的本质的东西，而且是如此地从属，以至于每一个对事物之真实所是——这个事物作为被经验之物始终显现为某物、存在者、被规定者，并同时显现为可规定者——的直观而一致的研究，都必然被引渡到因果联系之中，并且最终在对相应的作为合规律属性的客观属性的规定中得以完成。因而自然科学所坚持探究的只是这样一些东西的意义，可以说，它们也就是作为被经验之物的事物本身所要求的东西。自然科学非常含糊地将此称作：“排斥第二性质”，“排斥在现象上的单纯主体因素”，“坚持剩余下来的第一性质”。然而这不仅仅是一种含混的表达，这是对其好的运行而言的坏的理论。

现在我们要转向“心理”的“世界”并且要限制在那些“心理现象”上，即那些被新的心理学看作是其客体领域的“心理现象”——也就是说，我们首先不去考虑那些与心灵和自我有关的问题。因此我们要问，是否在每一个对心理的感知中也像在每一个物理经验和事物感知的意义上一样包含着“自然”客体性呢？我们马上看到，心理领域中的情况完全不同于物理领域中的情况。心理将自身划分到（这个说法只是比喻，而不是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各个单子之上，这些单子没有窗户，只能通过同感来进行交往。心理存在、作为“现象”的存在，原则上不是一个可以在诸多特殊感知中作为个体同一统一而被经验到的统一体，甚至不是在对同一个主体的诸多感知中的统一体。在我看来，在心理领域中不具有现象和存在的区别，并且，如果自然是一个在现象中显现的此在，那么这些现象本身（心理学家将它们看作是心理的东西）并不重又是一个通过后面的现象而显现出来的存在——任何一个对任意现象之感知的反思都可以明晰地指明这一点。因此可以看出：实际上只有一个自然，即在事物现象中显现着的自然。所有那些被我们在心理学的最宽泛意义上称作心理现象的东西，自在和自为地看，都只是现象，而不是自然。

因此，一个现象不是一个“实体的”统一，它不具有“实在的属性”，它不带有实在的部分，不带有实在的变化和因果性：所有这些话语都是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被理解的话语。将自然归诸给现象，探问现象的实在规定部分，研究现象的因果联系——这是一种纯粹的背谬，这无异于想去询问数字的因果属性、联系等等。这是自然化的背谬，自然化在这里是指对这样一个东西的自然化，这个东西的本质排除了作为自然的存在。一个事物就是它之所是，并在它的同一性中永远是它之所是：自然是永恒的。那些实际上归属于一个事物——自然事物，不是实践生活中的感性事物，不是“如其感性地显现出来的”事物——之实在属性或属性变异的东西，是可以得到客观有效规定的，并且可以在不断的新经验中得到证实或纠正。而另一方面，一个心理的东西、一个“现象”则会来了又去，它不表明任何恒久的、同一的存在，不表明那种本身可以在自然科学意义上得到客观规定的存在，例如被规定为在构成部分中客观可分的、在本真的意义上“可分析的”。

心理存在“是”什么，对此我们无法从同一个对物理有效之意义上的经验那里得知；心理甚至不被经验为显现者；它是“体验”，并且是在反思中被直观到的体验，它通过自身而显现为自身，在一条绝对的河流中，作为现在和已经“渐减着的”（abklingend），以可直观的方式不断向一个曾在（Gewesenheit）回落。心理也可以是被再回忆的东西，并因此而可以是以某种变异的方式被经验的东西，而在“被再回忆的东西”中包含着“曾被感知的东西”；并且它可以“一再地”是被再回忆的东西，在各个统一于一个意识的再回忆中，这个意识将这些再回忆又意识为被再回忆的东西，或意识为还在把握之中的东西。在这个联系中，在这个唯一的联系中，作为这些“重复”的同一之物，心理可以先天地“被经验为”并且被认同为是存在着的。这样，我们同样可以明见地说，所有心理，即所有如此被经验到的东西，都可以被纳入到一个包容性的联系之中，纳入到一个“单子的”意识统一之中，一个不再与自然、空间和时间、实体性和因果性相关，而是具有其完全独特“形式”的统一。这是一条两方面无边无际的现象流，带着一条贯穿的意向主线，它可以说就是那个穿透一切的统一的标记，即那个无始无终的内在“时间”主线，这是一种无法用计时器来测量的时间。

当我们在内在直观中追复观看（nachschauen）现象流时，我们从一个现象走到另一个现象（每一个现象都包容着一个在此河流中的统一并且也包容着在流动中的自身），并且永远只能走向现象。唯有当内在直观和事物经验得到综合时，被直观的现象（即在内在直观中纯粹被直观之物）与被经验的事物才会发生联系。通过事物经验和这种关系经验的媒介，同感便作为一种对心理的间接直观而出现，它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对一个第二性的单子联系自身的看入（Hineinschauen）。

现在，在这个领域中，类似于理性研究、有效陈述这样一种东西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能的呢？就像我们刚才作为最粗糙的（完全撇开各个维度不论）描述而给出的那样一种陈述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能的呢？不言而喻，这里的研究将会是有意义的，只要它纯粹地献身于那些作为对“心理”的经验而给予自身的“经验”的意义，只要它在这里如此地接受“心理”，并试图如此地规定“心理”，就像它，这个如此被直观的东西，可以说是要求被接受和被规定的那样。也就是说，只要人们首先不去进行背谬的自然化。我们说过，必须如此地接受现象，就像它们自身给予的那样，即：作为它们之所是的这个流动着的意识到、意指、显现，作为这个前景意识到和背景意识到，作为意识到的当下呈现之物（Gegenwärtiges）或前当下呈现之物（Vorgegenwärtiges），作为被想象之物或被符号化之物或被映像之物，作为直观性的东西或空乏表象性的东西，如此等等。在这里，这些现象也在这个或那个观点的变换中，在这个或那个关注模式的变换中进行着这样或那样的反转和变形。所有这一切都带有“关于……的意识”、“具有”一个“含义”以及“意指”一个“对象之物”的标题，而“对象之物”——无论从某个立场出发将它称作“臆造”还是称作“现实”——可以被描述为“内在对象之物”、“被意指之物本身”，它在这个或那个意指模式中被意指。

人们可以顺应这个“经验”领域的意义，在这里进行研究、进行陈述、在明见性中进行陈述，这是绝对明见的。当然，正是对上述要求的坚持才是困难所在。这里所要进行的研究是一致的还是背谬的，这完全取决于“现象学”观点的一贯性和纯粹性。我们并不容易克服那种原生的习惯，即在自然主义的观点中生活和思考，并因此而对心理进行自然主义的歪曲。此外，明察到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事实上，一种对心理（在这里所使用的最宽泛的现象之物的词义上）的“纯粹内在”研究是可能的，这种研究的特征刚才已经得到一般的描述，它对立于那种对心理的心理—物理研究，这后一种心理—物理的研究尚未被我们考虑过，它当然也有自己的权利。

现在，如果内在的心理本身不是自然，而是自然的对应项，那么我们所研究的心理因素之“存在”究竟又是什么呢？难道它不是那个在“客观”同一性中可以被规定为具有一再可把握、经验科学地可规定和可证实的实在属性的实体统一吗；难道它不是那个可以从永恒之流中被提取出来的东西吗；难道它是一个不能成为交互主体有效性之客体的东西吗——我们如何能够把握到它，规定它，将它作为客观统一确定下来？但对此必须做如下的理解，即：我们始终停留在纯粹现象学的领域以内，并且不去考虑与事物经验的身体和与自然的联系。这样，答案便是：如果现象本身不是自然，那么它们便具有一个在直接的观看中可把握的、并且是全适地（adäquat）可把握的本质。所有那些通过直接的概念来描述现象的陈述都在进行着这种全适的本质把握，只要这些直接概念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只要它们是本质概念，是一些必定可以在本质直观中得到兑现的概念语词含义。

应当正确地把握这个所有心理学方法的最终基础。我们所有人起先都处在自然主义观点的束缚之中，它使我们无法撇开自然不顾，并且因此也使我们无法在纯粹的、而非心理物理的观点中将心理作为直观研究的对象，这种束缚阻碍了通向一门伟大的、有着无比丰富成果的科学的道路，这门科学一方面是一门完全科学的心理学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则是一个真正的理性批判的领域。原生的自然主义的束缚还表现在：它使我们难以看到“本质”、“观念”；或者，由于我们可以说是始终看到这些“本质”、“观念”，因而不如说：它使我们难以承认这些“本质”、“观念”的本己特性，而是相反地对它们进行背谬的自然化。本质直观并不比感知隐含更多的困难或“神奇的”秘密。如果我们在直观上使“颜色”成为充分的清晰性、充分的被给予性，那么这个被给予之物便是一个“本质”，同样，如果我们在纯粹直观中例如从一个感知看到另一个感知，从而使“感知”、感知的自身之所是——在随意的、流动的各个感知单数中的同一者——成为被给予性，那么我们便以直观的方式把握到了感知这个本质。直观、直观性的意识到伸展得有多远，相应的“观念化”（如我在《逻辑研究》中通常所说）或“本质直观”便伸展得有多远。直观在多大程度上是纯粹的，在多大程度上不带有任何超越的共指（Mitmeinung），被直观到的本质便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全适地被直观到的东西、一个绝对的被给予之物。即是说，纯粹直观的统辖区也包容着为心理学家所占据的整个区域，即“心理现象”的领域，只要他是纯粹自为地、在纯粹的内在性中来接受这些现象。这些在本质直观中被把握到的本质可以在坚实的概念中得到确立，至少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得到确立，并且，它们因此而为坚实的和以其方式客观而绝对有效的陈述提供了可能；对于每一个无成见的人来说，这都是不言而喻的。最底层的颜色差异、最终的微差或许会嘲笑这种确立，但与“声音”不同的“颜色”是一个如此可靠的区别，以至于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可靠了。而这样一种绝对可区分或可确立的本质不只是感性“内容”和现象（“可见事物”、幻象以及其他等等）的本质，而且也是所有确切意义上的心理因素的本质，是所有自我—“行为”和自我—状态的本质，它们与那些已知的标题相符合，如感知、想象、回忆、判断、感情、意愿，连同它们的所有无数特殊形态。在这里始终被排斥在外的是最终的“微差”，它们属于这条“河流”的不可规定之物，而这种流动的可描述的类别重又具有其“观念”，这些观念被直观地把握到并且被确立，它们使绝对的认识得以可能。每一个心理学的标题，如感知和意愿，都是“意识分析”的最广泛区域，亦即本质研究的最广泛区域的标题。这里关系到一个极为宽泛的领域，在这方面，唯有自然科学能够与这个领域相比拟——无论这听起来是多么奇特。

但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认识：本质直观决不是在感知、回忆或相似的行为意义上的“经验”，此外，它也决不是一种经验的普遍化，即在其意义中实存地共设了经验个别性之个体此在的经验普遍化。这种直观将本质把握为本质存在，并且不以任何方式设定此在。据此，本质认识不是实际事情（matter-of-fact）的认识，它不带有丝毫一点与某个个体的（例如自然的）此在相关的主张内涵。一个本质直观，例如对一个感知的本质、回忆的本质、判断的本质等等的本质直观，它的基底，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出发点可以是一个对感知的感知、对一个回忆、对一个判断的感知等等，但它也可以是一个单纯的、只是“清晰的”想象，它本身不是经验，不把握此在。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还根本没有涉及对本质的把握，作为本质把握，它是直观着的，而这恰恰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经验的直观。当然，本质也可能是含糊地被表象，例如以符号的方式被表象，并且错误地被设定——这样，本质便是单纯被意指的本质，带有争执，正如我们在向对本质之不相容性的直观过渡时可以看到的那样；但通过向本质被给予性之直观的回溯，含糊的设定也可以被证实为是有效的。

每一个判断，只要它在坚实的、全适地构成的概念中全适地表达出：在本质中包含着一些什么，某些种属或分殊的本质如何与某些其他的本质相联系，例如，“直观”和“空乏意指”、“想象”与“感知”、“概念”与“直观”等等如何相互结合在一起，如何根据这个或那个本质构成部分而必然地是“可结合的”，例如作为“意向”和“充实”而相互适合，或者反过来，它们如何会是不可结合的，如何会为一种“失实的意识”奠基，如此等等：每一个这样的判断都是一个绝对的、总体有效的认识，并且是这样一种本质判断：要想通过经验来论证它、证实它或反驳它将会是一种背谬。它确立了一个“观念的关系”（relation of ideas），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先天，尽管这个意义曾经在休谟眼前浮现过，但他对本质与——作为“印象”（impression）之对立面的——“观念”（idea）的实证主义混淆必然使他无法正确地把握这个意义。然而，即使是他的怀疑论也未敢在这里贯彻到底，也未敢动摇这样一个——就他所看到的程度而言的——认识。倘若他的感觉主义没有使他对“关于……的意识”的意向性之整个领域变得盲目，倘若他将意向性接纳到本质研究之中，那么他将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怀疑论者，而会成为一门真正“实证”的理性理论的创始人。所有那些在《人性论》中如此激烈地推动他，并将他从一个迷惑带向另一个迷惑的问题，所有那些他在其观点中根本无法估测到并纯粹地表述出来的问题，它们都完完全全地处在现象学的统辖区域之中。通过对意识构形的本质联系的探究以及对与它们相关的本质相属的被意指性的探究，这些问题可以得到完全的解决，这种解决是在一种总体直观的理解中进行的，它将会使任何有意义的问题都得到答复。诸如相对于关于对象的印象或感知之杂多性而言的对象之同一性的重大问题。事实上，杂多的感知或显现如何能够使同一个对象“显现出来”，以至于它对它们本身来说以及对那个联结着它们的统一性意识或同一性意识来说可以是“同一个”，这是一个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本质研究才能得到澄清和回答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方式当然已经在先指明了这种研究）。要想用经验的自然科学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没有理解这个问题并将它误释为一个背谬的问题。一个感知，就像一个经验一样，它恰恰是对这个、对恰恰是如此定向的、如此着色和构形的对象的感知，这是感知的本质的事情，无论这个本质与这个对象的“实存”处在什么样的关系之中。这个感知顺应于这个感知连续，但不是一个随意的感知连续，在这个连续中，始终是“同一个对象在始终不同的方向上以及如此等等地展示出自身”，这又纯粹是本质的事情。简言之，这里是一片广阔的、在文字上尚未开发出来的“意识分析”之土地，意识这个标题，正如心理的标题一样，无论它是否真的合适，它都必须具有如此宽泛的包容性，以至于它可以标识出所有的内在者，即是说，它也可以标识出所有的意识—被意指者本身以及在任何意义上的意识—被意指者。几百年来被谈论得如此之多的起源问题，一旦摆脱了错误的、背谬地歪曲它们的自然主义，它们便是现象学的问题。例如关于“空间表象”的起源问题，关于时间表象、事物表象、数字表象的起源问题，关于原因与结果之“表象”的起源问题等等。唯有当这些纯粹的问题得到有意义的规定，得到表述并得到解决，这些作为人类意识事件的表象之形成的经验问题才能够获得一个科学上可把握的并且对问题的解决来说可采纳的意义。

但是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人们要看到并且完全地学会：就像直接听到一个声音一样，他也可以直接地把握到一个“本质”，直接地把握到“声音”的本质、“事物现象”的本质、“可见事物”的本质、“图像表象”的本质、“判断”或“意愿”的本质等等，他可以直观并且在直观中进行本质判断。但另一方面，问题还在于，人们必须提防休谟式的混淆，并且据此而不要将现象学的直观混同于“自身观察”，混同于内经验，简言之，不要将它混同于那些不是去设定本质，而是去设定与此相应的个体个别性的行为。(8)

只要纯粹现象学是纯粹的并且不去运用对自然的实存设定，那么它作为科学便只可能是本质研究，而根本不可能是此在研究，任何“自身观察”与任何在这种经验基础上进行的判断都是在它的范围之外进行的。在它的内在之中，唯一被设定并且无论如何也要被纳入到那些借助于本质分析而得以严格的本质概念之中去的东西只能是：“这里的这个！”（dies da！）——这个流逝的感知、回忆等等。因为个体虽然不是本质，但它“有”一个本质，这个本质可以被它明见有效地陈述出来。但是，这样一种单纯的归类（Subsumption）显然还无法做到：将这个本质确立为个体，为它提供在个体此在“世界”中的一个位置。对于纯粹现象学来说，单数之物永远是无限之物（απειρον）。纯粹现象学只是将本质和本质联系认识为客观有效的，并且因此而作出、最终地作出为澄清理解所有经验认识和所有一般认识所需要的一切：澄清所有形式—逻辑的、自然逻辑的以及其他指导性的“原则”的“起源”，并且澄清所有与此密切联系的“存在”（自然存在、价值存在等等）和“意识”的相关性问题。(9)

现在我们要过渡到心理物理学的观点上去。在这个观点中，“心理”连同它所特有的本质都被归附给一个身体，并且被归附给物理自然的统一：这个在内在感知中被把握到的东西以及被理解为本质上是如此类型的东西与感性的被感知之物发生联系，并因此也与自然发生联系。只有通过这种归附，它才获得间接的、自然的客体性，间接地获得一个在空间和自然时间中的位置，我们在这个时间中用钟表来测量它。在一些无法进一步规定的范围内，对物理因素的经验“依赖性”提供了一种手段：一种将心理因素交互主体地规定为个体存在并且同时不断前行地对心理物理关系进行透彻研究的手段。这便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的领地，这门心理学就其词义来看是心理物理的心理学，并且同时当然也是一门与现象学相对立的经验科学。

显然，将心理学，即关于“心理”的科学仅仅看作是关于”心理现象“及其与身体之联结的科学，这种做法并不是无可争议的。实际上它始终受到那些原生的和不可避免的客体化的引导，这些客体化的相关项一方面是人和动物这样一些经验的统一，另一方面是心灵、人格或特征、人格的心境。然而，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去探究对这些统一构成的本质分析，没有必要去探究如何从心理学的任务出发对它们自身进行规定的问题。很快便会表明，这种统一原则上不同于自然的事物性，后者就其本质而言是通过映射的显现之被给予性，而这决不以任何方式适用于这里所说的统一。只有奠基性的基底“人体”，但不是人本身，才是一个这个事物显现的统一，而人格、特征等等就更不是这种统一了。显然，我们带着所有这些统一而被回指到各个意识流的内在生活统一之上，被回指到各种形态学的特殊性上，它们使这样一些不同的内在统一得到区分。据此，所有心理学的认识，即使它们原初是与人的个体性、特征、心境相关联的，它们也看到自己被回指到那些意识的统一之上，并因此而被回指到对现象本身以及它们的相互交织的研究上。

现在，尤其是在作出了所有这些阐述之后，人们无须再费力便可以清楚地并从最深层的根据出发而明察到刚才所揭示的东西：所有在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学认识都以对心理的本质认识为前提，而想要通过心理物理的实验并且通过那种无意的内感知或内经验来研究回忆、判断、意愿以及其他等等行为的本质，以便借此来获得那些严格的概念，即那些唯一能够为在心理物理陈述中对心理的标识以及为这些心理物理陈述本身提供价值的概念——这样一种希望将会是谬误的极点。

现代心理学的基本错误阻碍了它自己成为真正的、完全—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这个基本错误在于，它没有认识到并构造出现象学的方法。它受历史成见的影响而不去利用在所有澄清性的概念分析中都包含着的这种方法的起点。与此相关，大多数心理学家都没有理解业已存在的现象学开端，甚至常常将那些在纯粹直观观点中进行的本质研究看作是形而上学—经院哲学的坠落（Substraktion）。但是，在直观态度中被把握和被描述的东西唯有在直观的态度中才能得到理解和检验。

根据所有这些阐述，下面这点便很明显，并且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它会很快得到更普遍的承认，即：只有当心理学建立在一门系统的现象学上，也就是说，只有当意识的本质构形以及它的内在相关项在系统的联系中得到纯粹直观的研究和确立，只有当各种现象的概念，即那些被经验心理学家在其心理物理判断中用来表述心理本身的概念的科学意义和内涵得到了规范，只有这时，一门关于心理的经验科学，一门真正充分的、与自然相联系的经验心理学才能成立。只有一门真正彻底的和系统的现象学，一门不是附带地和在分散的反思中进行的，而是在对极为错综复杂的意识问题的完全献身中、在完全自由的、不为任何自然主义成见所迷惑的精神中进行的现象学，只有它才能为我们提供对“心理”的理解——无论是在个体意识的领域中，还是在共同意识的领域中。这时，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的实验工作、那些被收集起来的丰富经验事实以及那些通过充分评价的批判和心理学解释而获得的、部分地是极为有趣的规则性，所有这些才能结出真正的果实。这时，人们也将重又承认这样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就今日心理学而言是无法以任何方式得到承认的，即：心理学处在与哲学的切近联系之中，甚至是最切近的联系之中。这时，反心理主义的悖论，即认识理论不是心理学理论，也会失去所有的动力，因为每一门真正的认识论都必然建基于现象学之上，现象学如此地构成每一门哲学和心理学的共同基础。最后，那种虚假的哲学文献也不再可能存在，它们在今天还生长得十分昌盛，并且带着最严肃的科学性要求而向我们展示着它们的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以及首先是建立在“实验—心理学基础上”的认识论、逻辑理论、伦理学、自然哲学、教育学(10) 。面对这些文献，人们事实上只能对此感到惊异：人类最伟大的心灵曾奉献毕生工作来探讨的那些艰深问题与困难，它们的意义如今已经衰落，而且很可惜，真正的彻底性。即我们在实验心理学本身的范围内——尽管在我们看来它还带有原则性的缺陷——所不得不予以高度尊重的那种彻底性，它的意义如今也已经堕落。我坚信，将来对这些文献的历史评判将会比对已受到诸多指责的18世纪通俗哲学的评判来得更为严厉(11) 。

我们现在要离开心理学自然主义的争论领域。也许我们可以说，自洛克时代以来就突进着的心理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模糊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必定贯穿着那种唯一合法的哲学倾向，即朝向对哲学的现象学奠基的哲学趋向。除此之外，只要现象学的研究是本质研究，即在真正意义上的先天研究，那么它便同时会考虑到所有那些先天论的合理动机。无论如何，我们的批判可能已经表明，将自然主义认识为一种原则上错误的哲学，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一门严格科学哲学的观念，放弃一门“自下而上的哲学”的观念。对心理学的和现象学的方法的批判区分已经指明，现象学的方法是一条通向科学的理性理论的真正道路，也是一条通向充分的心理学的真正道路。

根据我们的计划，我们现在要过渡到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世界观哲学的阐释上去。

历史主义与世界观哲学(12)

历史主义将自己定位于经验的精神生活的事实领域，由于它绝对地设定这种经验的精神生活，而不是恰恰将它自然化（尤其是因为历史思维远离自然的特殊意义并且至少没有受到这种意义的普遍决定性影响），这样便产生出一种相对主义，它与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非常接近，并且被纠缠到类似的怀疑困难中去。我们在这里所感兴趣的是历史主义怀疑论的特别之处，我们想更深入地了解它。

所有精神的构形——如果我们在尽可能宽泛的意义上考虑这个词，使它可以包含任何一种社会的统一，在最底层是个体本身，但也可以包含各种文化构形——都具有它们的内部结构，具有它们的类型、它们的各种奇特而丰富的内外形式，这些形式产生于精神生活本身的河流之中，又发生着变化，而在每一种变化本身之中又可以表现出结构的和类型的区别。在直观的外部世界中，有机生成的结构和类别为我们展现着完全相似的东西。在那里不存在任何一个固定的种类，不存在任何一个由固定的有机因素组成的对同一事物的构造。所有貌似固定的东西都是发展之河流。如果我们通过内部直观而生活到一个精神生活的统一中去，那么我们就可以追复感受（nachfühlen）到那些制约着精神生活的动机，并且因此也可以“理解”各种精神构形的本质和发展，理解这些构形对精神的统一动机和发展动机的依赖关系。以此方式，所有历史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在其“存在”特性中“可理解的”、“可解释的”，这种存在就是“精神的存在”，就是一个意义所具有的各个内部自身要求的因素的统一，并且在此同时也是那些根据内部动机而合乎意义的自身构形和自身发展的统一。即是说，以此方式也可以对艺术、宗教、道德等等进行直观的研究。同样也可以对那个与它们相近并在它们之中同时得到表达的世界观进行直观的研究，一旦这种世界观获得科学的形式并以科学的方式提出对客观有效性的要求，它便常常被称作形而上学，或者也被称作哲学。因此，在这些哲学方面便产生出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透彻地研究这些哲学的形态结构、它们的类别，以及它们的发展联系，并且通过最内在的追复生活（Nachleben）而使那些规定着它们本质的精神动机得到历史的理解。狄尔泰的著述，尤其是最新发表的关于世界观类型的论文表明，在这方面有多少极为重要的事情，并且事实上是值得赞叹的事情有待完成(13) 。

当然，至此为止所说的是历史，但不是历史主义。只要我们在几句话中追随狄尔泰的阐述，我们便能够以最容易的方式把握住那些涌向他的动机。我们读到：“在那些不断为怀疑主义提供新的养料的根据之中，哲学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最为有成效的根据”（第3页）。“但与从人类意见的对立性中得出的那些怀疑推理相比，那些随历史意识的进步发展而形成的怀疑要伸展得更为深入（第5页）”。“发展论〔作为自然科学的进化论而与文化构形的发展史认识交织在一起〕是必然与历史生活方式的相对性认识结合在一起的。一旦放眼于地球和所有的过去，生活的基本状态、宗教和哲学的某个个别形式的绝对有效性便不复存在了。因此，历史意识的展开要比对体系间争论的 4纵观更彻底地摧毁着对任何一门企图以强迫的方式通过一种概念的联系来陈述世界联系的哲学之普遍有效性的信仰（第6页）。”

显然，这个说法的事实真实性是无须怀疑的。但问题在于，这个说法在原则普遍性中是否也能够是合理的。当然，世界观和世界观哲学是文化构形，它们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形成并消失，同时，它们的精神内涵是一个在已有历史状态中特定地被引发的精神内涵。但同一个情况也适用于严格的科学。它们因此而会丧失客观的有效性吗？一个完全极端的历史主义者或许会肯定这一点，他会在这里指出各个科学见解的变化，他会指出，那些今天被看作已得到证明的理论，明天会被认作并非如此；一些人所说的可靠的规律，在另一些人那里则只被称作假设，或者被称作含糊的奇想。如此等等。难道我们据此，面对这种科学见解的不停变化，真的无权去谈论那种不只是作为文化构形，而是作为关于客观有效统一的科学了吗？显而易见，如果将历史主义坚定地贯彻到底，它就会导向极端怀疑的主观主义。真理、理论、科学的观念会像所有观念一样失去其绝对有效性。一个观念具有有效性，这将意味着：它是一个事实的精神构成，它被视作有效的并在这种有效性的事实性中规定着思维。这样也就不存在绝然的有效性或“自在的”有效性，不存在那种即使没有人实施，或者，即使没有一个历史的人类曾经实施过，它也仍然是其自身所是的有效性。这样也就不存在对矛盾律和所有逻辑学而言的有效性，反正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处在完全流散的状态中。也许这就是终结，无矛盾性的逻辑原则由此而转向其对立面。接下来，我们所陈述的所有那些语句，甚至那些为我们所考虑并且作为有效存在的而为我们所运用的可能性，它们自身也不再具有任何有效性。如此等等。没有必要在这里继续下去并重复那些在其他地方已经给出的阐述(14) 。或许只要获得这样一种认可就够了：无论在流动的起效用（Gelten）和客观的有效性（Gültigkeit）之间的关系、在作为文化现象的科学和作为有效理论体系的科学之间的关系会为澄清性的理解造成多大的困难，它们的区别和对立必须予以承认。但是，如果我们承认科学是有效的观念，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将那些在历史的起效用和有效因素之间存在着的类似区别至少也看作是悬而未决的呢——无论我们是否能够“理性批判地”理解这些区别？是否可以在作为文化构形的宗教和作为观念的、即作为有效宗教的宗教之间作出区分，是否可以在作为文化形态的艺术和有效的艺术之间、在历史的法律和有效的法律之间作出区分；是否在此者与彼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一种用柏拉图的话来说观念与其模糊的显现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根本不会对历史，不会对经验精神科学一般带来任何影响，无论是在积极的、还是在消极的意义上。而如果精神构形的确可以在这种有效性对立的视点中得到考察和评判，那么对有效性本身以及对其观念的规范原则所做的科学决定便决不会是经验科学的事情。数学家也不会为了获得关于数学理论真理的教益而去求助于历史；他不会想到要将数学表象与判断的历史发展与真理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历史学家怎么可以决定已有哲学体系的真理，更有甚者，他又怎么可以决定一门自身有效的哲学科学一般的可能性呢？他怎么能够通过他的教诲来动摇哲学家对他的观念的信仰以及对一门真正哲学之观念的信仰呢？谁否定一个特定的体系，同样，谁否认一个哲学体系一般的观念可能性，他就必须提出根据。发展的事实、也包括各个体系一般之发展方式的最普遍事实，这些可以是根据，可以是好的根据。但是，从历史根据中只能产生出历史的结论。从事实出发来论证或反驳观念，这是背谬——用康德(15) 所引用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从石中取水（ex pumice aquam）(16) 。

据此，正如历史无法对绝对有效性的可能性提出任何重要的反驳一样，它也更不能对一门绝对的，即科学的形而上学以及其他哲学的可能性提出这种反驳。作为历史，它甚至永远不能论证这样一个断言：至此为止还不存在一门科学的哲学；它只能从另一些认识源泉出发来论证它，而这些源泉显然已经是哲学的认识源泉了。因为很明显，只要哲学的批判提出有效性的要求，它也就已经是哲学了，并且它因此而在其意义中隐含着一门作为严格科学的系统哲学之可能性。那种无条件的断言，即认为任何科学的哲学都是空想，连同这样一个论证，即所谓上千年的尝试已经说明了这种哲学的内在不可能性，这种断言连同这种论证之所以是错误的，不仅是因为一个从高级文化的几千年导向无限未来的推论不是一种好的归纳，而且它的错误还在于，它是一个像2＋2＝5一样的绝对背谬。而这是出于已提到过的理由：或者是哲学批判发现了可以进行客观有效反驳的东西，那么这里便存在着一个可以进行客观有效论证的领域。如果这些问题被证明是提“歪”了，那么必定就会有可能的纠正和正的问题存在。如果批判表明，历史地形成的哲学是以混乱的概念在进行操作，是在进行概念的混淆、虚假的推理，那么，如果不想坠落到无意义之中的话，人们在这里便不可否认，理想地说，这些概念是可以得到清晰化、明白化，可以保持区分的，在已有的领域中是可以进行正确推理的，如此等等。每一个合理的、深透的批判本身都给予了进步的手段，都理想地指明着合理的目的和道路，并因此而指明着一门客观有效的科学。对所有这些我们当然还要说，一个作为事实的精神构形的历史的不可成立性与在有效性意义上的不能成立性根本无关；这一点以及至此所述的一切都可以运用在任何一个要求具有有效性的领域上。

历史主义者们之所以误入歧途，原因可能还在于这样一个状况，即：通过对一个历史地被再构的精神构形的熟识，对在它之中起制约作用的意见或意指的熟识，以及对从属的动机联系的熟识，我们不仅能够理解这个精神构形的内部意义，而且也能够评判它的相对价值。如果我们设想自己接受某个历史上的哲学家曾拥有过的前提，那么我们有可能承认甚至赞叹他的哲学的相对“一贯性”，另一方面，我们会原谅那些不一贯性连同那些对问题的推移和混淆，它们在当时的问题阶段以及含义分析阶段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将一个科学问题的成功解决评价为一个伟大的成就，而这个问题在今天则属于那种可以为一个中学生所轻易克服的问题类型。类似的情况适用于所有的领域。与此相对，我们不言而喻地还是要坚持这一点：即使是这些相对评价的原则也仍然包含在那些观念的领域之中；历史学家，即那些不仅仅是去理解这个发展、而是也进行着评价的历史学家，他只能预设这些领域，但他——作为历史学家——无法论证这些领域。数学的规范包含在数学中，逻辑的规范包含在逻辑学中，伦理的规范包含在伦理学中，如此等等。如果历史学家恰恰是想进行科学的评价，那么他可以在这些学科中去寻找根据和论证方法。如果在这方面不存在严格发展了的科学，那么他就是以自身负责的方式在进行评价，例如作为有伦理的或有宗教信仰的人，但决不是作为科学的历史学家。

即使我据此而将历史主义看作是一种认识论的混乱，它由于其背谬的结论而必须像自然主义一样得到严厉的拒绝，那么我也想明确地强调，我完全承认在最宽泛意义上的历史对于哲学家而言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对他来说，对共同精神的发现与对自然的发现是一样重要的。与对自然的深入相比，向普遍精神生活的深入甚至为哲学家提供了一个更原初，因此也就更基本的研究材料。因为，作为一种本质学的现象学之王国从个体精神出发很快便伸展到整个普遍精神的领域；并且，如果狄尔泰以如此鲜明的方式确认，心理物理的心理学不是那门可以作为“精神科学之基础”而起作用的心理学，那么我要说，唯有现象学的本质学才能够为一门精神哲学提供论证。

我们现在要过渡到对世界观哲学的意义和权利的思考上去，尔后将它与严格的科学相对立。如已暗示过的那样，近代的世界观哲学是历史主义怀疑论的孩子。这种怀疑论通常会在实证科学前面止步，它会像任何一种怀疑论一样前后不一地赋予实证科学以真正的有效性价值。据此，世界观哲学将整个个别科学都预设为客观真理的宝库，而只要它所寻找的目标在于：尽可能满足我们对封闭的和统一化的、包容一切和理解一切的认识之需求，那么它就会将所有个别科学都看作是它的基础。鉴于此，它时而也将自己称为科学的、恰恰建立在坚实的科学之基础上的哲学。然而，按照合理的理解，在一门学科的科学性中不仅仅包含着基础的科学性，而且也包含着给定目标的问题之科学性、方法的科学性，尤其包含着在主导问题的这方面与恰恰是这些基础和方法的另一方面之间的和谐，因此，科学的哲学这个标识还不能说明什么。而事实上它一般也没有得到完全认真的理解。大多数世界观哲学家都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很好地提出对科学严格性的要求，他们中的一些人至少开诚布公地承认其结论的较低科学水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很高地评估这样一种不想成为科学、而想成为世界观的哲学的价值，而且他们，正是在历史主义的影响下，越是怀疑那种严格的哲学的世界科学的意图，他们对这种哲学的评价也就越高。他们的那些同时也进一步规定着世界观哲学之意义的动机大致如下：

每一门伟大的哲学都不只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是在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中也具有一个伟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目的论作用，即作为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经验、教化、智慧的最高提升。让我们暂且驻足于对这些概念的澄清。

经验作为个人的习性是一种在生活过程中以住自然经验执态行为的沉淀。它本质上是被这样一种方式所决定的，这种方式是指：人格性（Persönlichkeit）这个特别的个体性是如何通过本己的经验行为而受到在动机方面之引发的；这种方式同样是指：人格性本身是如何以本己的赞同和拒绝的方式而受到陌生的和传习的经验的影响的。至于那些包含在经验标题中的认识行为，它们可以是关于任何一种自然此在的认识，或是素朴的感知和其他直接直观认识的行为，或是建基于其上的思维行为，在不同的逻辑加工和证实层次上的思维行为。但这还不够。我们也可以从艺术作品和其他美的价值中获得经验；同样可以从伦理价值中获得经验，无论是根据我们本己的伦理行为，还是根据对其他人的伦理行为的观入（Hineinschauung）；我们还可以从善、实际的有用性、技术的可用性那里获得经验。简言之，我们不仅在进行着理论的经验，而且也在进行着价值的和实践的经验。分析表明，价值的和实践的经验要回溯到作为基础的评价体验和意愿体验上去。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也建立着更高的逻辑层面的经验认识。据此，有全面经验的人，或如我们所说的“有教养者”，不仅具有世界经验，而且也具有宗教的、美学的、伦理的、政治的、实践—技术的等等经验或“教化”（Bildung）。然而，只要教化一词的对立面是非教化（Unbildung），那么我们显然便是在用“教化”这个用俗了的词来表示上述习性所具有的相对较高价值的形式。而“智慧”（世界智慧、世界和生活智慧）这个过时了的词，以及通常还有世界和生活观或绝然的世界观这类现在流行的表述，它们则关系到特别高的价值层面。

我们必须将这个意义上的智慧或世界观看作是那种更有价值的人类习性的本质构成部分，这种习性在完善的德行的观念中浮现于我们眼前，并且它标识着与人类执态的所有可能方向，即与认识方向、评价方向和意愿方向有关的习性上的精明（Tüchtigkeit）。因为，与这种精明同步发展的是那种不断形成的能力（Fähigkeit），即对这种执态的对象性，对周围世界、价值、善、行动等等进行理性的判断，或对他的执态进行明确论证的能力。但这预设了智慧并且属于智慧的较高形式。

无须再进一步阐述，在这个特定的、尽管包含着杂多类型和价值等级的意义上的智慧或世界观不只是单个的人格性的成就，这种单个的人格性本来就是一种抽象；这种智慧或世界观属于文化的共同体和时代，而就它所具有这些鲜明形式而论，如果我们不仅仅是谈论一个特定个体的教化和世界观，而是谈论这个时代的教化和世界观，那将会具有好的意义。这尤其适用于现在将要探讨的这些形式。

用思维的方式去把握在一个伟大的哲学人格性中活着的、内在最丰富的、但自身仍然含混的、未被理解的智慧，这种把握开启了逻辑加工的可能性；在较高的文化层面上则开启了在严格科学中展开的逻辑方法学。不言而喻，这种科学作为共同生活的有效要求是与个体相对立的，在这个层面上，这些科学的总体内涵属于那种有价值的教化和世界观的下层建筑。由于那些活生生的、因而有说服力的时代之教化动机不仅仅是概念的把握，而且也经历着逻辑的展开和其他的思维加工，并且，那些如此获得的结果在与新产生的直观和明察的相互作用中达到科学的统一化和一致的完善，于是那些原初无法领会的智慧便得到了异常的扩展和提升。这样便产生出一种世界观哲学，它在巨大的体系中为生活和世界的谜提供相对而言最完善的回答，即以最佳可能的方式来解决并令人满意地澄清那些不确定性，那些只能为经验、智慧、单纯的世界和生活观所不完善地加以克服的生活之理论、价值、实践的不确定性。但人类的精神生活带着它的不断更新的教化、新的精神斗争、新的经验、新的评价和目标在不断地前进着；所有新的精神构形都进入到扩展了的生活视域中，随着生活视域的变化，教化、智慧和世界观也发生变化，哲学也发生变化，它在不断向更高的顶端上升

只要世界观哲学的价值以及随之也包括对这种哲学之追求的价值首先是由智慧的价值以及对智慧之追求的价值所决定的，那么我们几乎就没有必要去特别考虑它们所自设的那个目标。如果人们像我们一样对智慧的概念作如此宽泛的理解，那么它所表达的就是一个本质的构成部分，即根据人类生活各个时期的标准而可达到的完善的精明之理想的一个本质构成部分，换言之，就是人性观念的一个相对完善、具体映射（Abschattung）的本质构成部分。因此很明显，正如每一个人都应力求成为一个尽可能精明和全面精明的人格性，即在与可能执态的基本种类相符合的所有生活基本方向上都成为精明的，他在每一个这样的方向上也都应是尽可能“有经验的”、尽可能“智慧的”、并且因此也是尽可能“爱智的”。根据这个观念，每一个追求着的人都必然是在原初词义上的“哲学家”。

如所周知，从对达到人性以及随之而同时达到完善智慧的崇高目标之最佳途径的自然反思中已经产生出一门工艺学，一门关于有德行的人或精明的人的工艺学。如果它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被定义为关于正确行为的工艺学，那么这里也就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这里所指的前后一致的精明行为要回溯到精明的实践特征之上，而这个特征预设了在价值方面和智性方面的习性完善。对完善性的有意追求重又预设了对全面智慧的追求。在质料方面，这门学科向追求者指明了在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中的各种不同的价值类别，每一个行为着的个体都会承认这些价值是超主体的和有约束力的有效性。而这些价值中的一个最高价值就是这个智慧和完善的精明之观念本身。当然，这门或被看作是通俗的、或被看作是科学的伦理工艺学也一同进入到世界观哲学的范围之中，就这门世界观哲学而言，它必定会带着它的所有领域——只要这些领域是在其时代的共同体意识中形成的并令人信服地作为客观有效性而与个体相对立——而成为一种最为重要的教化力量，成为向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人格性发射着最有价值之教化力的一个散发点。

在我们完全公正地评判了世界观哲学的崇高价值之后，看起来已没有什么能妨碍我们无条件地建议人们去追求这样一门哲学。但也许还可以表明，就哲学的观念而言，还有其他的价值以及从某些视点来看更高的价值需要得到充分的评判，这是指一门哲学的科学的价值。我们需要考虑下面的问题。我们是从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文化之高度出发来进行这些考虑，这个时代是一个客观化的严格科学具有强大力量的时代。对于近代意识来说，教化或世界观的观念与科学——被理解为实践的观念——是被明确分离开来的，并且它们从此开始而将永远是被分离的。虽然我们可以抱怨，但我们必须将它作为一个始终起作用的事实而接受下来，它相应地规定着我们的实践执态。历史上的哲学肯定是世界观哲学，只要它们的缔造者是处在智慧本欲的主宰之下；但它们同样也是科学的哲学，只要在它们之中也曾活跃着严格科学的目标。这两个目的或是根本没有得到区分，或是没有得到明确的区分。在实践追求中，它们融为一体；尽管追求者感受到它们高高地凌驾于自己之上，它们仍然只处在有限的远处。随着严格科学的超时间普全性的构建，以上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一代又一代的人带着激情在为科学的巨大建筑工作着，他们为这个建筑添砖加瓦，并且始终意识到，这个建筑是一个无穷尽的、永远无法完毕的建筑。虽然世界观也是一个“观念”，但却是一个处在有限之中的、在个别生活中以不断接近的方式而原则上可实现的目标的观念；它就像道德一样，如果道德是一个原则上无究无限之物的观念，那么它就将失去它的意义。世界观的“观念”对每一个时代来说都是不同的，这从前面对它的概念分析中已经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出。相反，科学的“观念”则是超时间的，而在这里，这就意味着，它不受任何时代精神的相对性限制。与这些区别相关联的是实践的目的朝向之本质区别。我们的生活目标在总体上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时代，另一种是为了永恒；一种服务于我们本己的完善以及我们同时代人的完善，另一种服务于后人的完善乃至最遥远的后代人的完善。科学是一个标识着绝对的、无时间的价值的标题。每一个这样的价值一旦被发现就会马上从属于所有进一步的人类的价值宝库，并且它显然也会立即对教化、智慧、世界观以及世界观哲学这些观念的质料内涵产生规定性的作用。

因此，明确得到区分的是：世界观哲学与科学的哲学，它们是两个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但不能被相互混淆的观念。在这里还需要注意：世界观哲学并不是科学哲学在时代中的不完善实现。因为，如果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至此为止还不曾有过这个科学哲学观念的实现，也就是说，在我们时代的研究者共同体的统一精神中还不曾客观地提出过任何一门现时进行着的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还不曾客观地提出过任何一个哪怕是不完备的“学说体系”。另一方面，世界观哲学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然而人们可以说，这两个观念的实现（假定它们两者都能实现的话）会在无限中以逼近的方式相互接近，并且，只要我们愿意将科学的无限虚构地想象为一个“无限遥远的点”，它们也会在无限中相互重合。于是，在这里也要对哲学的概念作相应宽泛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如此宽泛，以至于除了特殊的哲学科学之外，哲学的概念还包容着所有那些通过理性批判的启蒙和评估而转变为哲学的个别科学。

如果我们将这两个不同的观念看作是生活目标的内容，那么相对于世界观的追求而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追求也就是可能的，它完全地意识到，科学永远不可能是个别人的完满创造，然而科学在尽最大的力量通过与同道者的合作而帮助一门科学的哲学得到突破和逐步的发展。当代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在进行明确区分的同时，对这些目标作出相对的评价，同样也对它们在实践方面的一致性作出相对的评价。

从一开始就必须承认，从哲思着的个体的立场出发不可能作出对这种或那种哲思的普遍有效的实践决定。一种人主要是理论人，他们在本性上便趋向于在严格的科学研究中寻找他们的职业，只要这些吸引着他们的研究领域提供前景。在这里，对这个领域的兴趣，甚至是激情般的兴趣，或许是产生于情感的需要，例如产生于世界观的需要。相反，对于美学的和实践的本性来说（对于艺术家、神学家、法学家等等来说），情况则不同。他们将其职业看作是对美学理想或实践理想的实现，即对一个理论以外领域的理想的实现。在这里我们还要算上神学的、法学的、在最宽泛意义上技术的研究者，还有作家，只要他们通过其著述不是在促进纯粹的理论，而是首先想影响实践。当然，这种区分在生活现实中并不是完全纯粹的；正是在一个实践动机超强地上升的时代里，一种理论的本性也可能会比它的理论职业所允许的更为强烈地屈从于这些实践动机的力量。但在这里，尤其是对我们时代的哲学而言，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危险。

但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从个体的立场出发，而是从人类和历史的立场出发而得到提出的，只要我们考虑一下：倘若人们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或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对此问题作出决断，那么对于文化的发展、对于人类永恒观念的不断进步实现之可能性来说，这将会意味着什么；换言之，倘若对一种哲学的趋向完全地主宰着时代并且使另一种哲学——我们说的是科学的哲学——逐渐消亡，那么对于文化的发展、对于人类永恒观念的不断进步实现之可能性来说，这将会意味着什么。这同样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我们的历史影响，因此还有我们的伦理责任，一直会伸展到伦理理想的最宽泛的范围上，一直会伸展到那些标识着人类发展观念的范围上。

如果已经存在着哲学学说的无疑开端，那么，这里所说的对一种理论本性的决断将会如何作出，这就很清楚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科学。一旦相应的理论学说得到客观有效的论证，所有自然形成的数学的和自然科学的“智慧”以及智慧学说也就随之而丧失了权利。科学说了话，智慧从现在起便只能学习。在严格科学的此在之前进行的自然科学的智慧追求并不是不合理的，这种追求以后并没有被贬低为是它那个时代的产物。受着在实践中必须作出执态这样一种生活渴望的驱使，人们无法等待科学——例如在几千年后——的出现，哪怕假定他们已经完全知道严格科学的观念。

而另一方面，每一门即使是十分精确的科学现在都还是一个仅仅得到有限发展的学说系统，它被包围在一个尚未真正形成的科学之无限视域之中。对于这个视域来说，它的合理目标应当是什么呢，是对严格科学的继续构建，还是“观点”或“智慧”？理论人、职业的自然研究者将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回答。只要是在科学具有发言权的地方，哪怕是在几百年以后具有发言权的地方，他都会对含糊的“观点”予以蔑视的拒绝。他会认为，对自然“观点”之设想的推荐就是对科学的亵渎。他显然以此而伸张了未来人类的一个权利。严格的科学之所以具有其伟大、连续性和充沛的持续发展力量，恰恰是因为有这样一些极端主义思想倾向存在。当然，每一个精确的研究者都在构建着自己的“观点”，他在进行直观的、预感的、超出坚实的被论证物而猜测着的观看；但这只是在方法方面，为了构想严格学说的新的部分。这种执态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就像自然研究者自己所清楚知道的那样，前科学意义上的经验在自然科学的技术的范围以内起着巨大的作用，虽然这种经验是与科学的明察相联结的。技术的任务想要得到解决，房屋、机器应当得到建造；人们无法一直等待着，直到科学能够为所有相关的东西提供精确的咨询。因此，技术家作为实践者所作的决定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家。技术家从理论家那里获得学说，从生活那里获得“经验”。

在科学的哲学方面，情况则不完全相同，这恰恰是因为连科学严格的学说之开端都还没有得以构成；而那些倡导这种学说的哲学，无论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还是正处在生动发展之中的哲学，至多也只是一个科学的半成品，或者是一个世界观和理论认识的混合物。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可惜也不能等待。作为世界观困境的哲学困境在逼迫着我们。实证科学的范围越是延展，哲学的困境也就变得越大。实证科学赠予我们以极为丰富的、得到科学“说明”的各种事实，而这些事实却不能为我们提供帮助，因为它们原则上——连同整个科学——都带有一个谜的维度，对这些谜的解答将成为我们的终生问题。自然科学并没有在任何一点上为我们解开当下现实的谜，解开我们生活、活动、存在于其中的现实之谜。人们普遍地相信，自然科学的作用就在于解开这个谜，它只是还没有足够地达到这个程度；人们以为，它——原则上——可以做到这一点；对于目光深刻的人来说，这种看法已经表明自己是一种迷信。对科学与哲学——作为一门虽然在几个领域中与自然科学有关，但原则上带有另一种趋向的科学——的必然区分正在得到贯彻并得到澄清。用洛采（H. Lotze）的话来说：“计算世界的进程并不意味着理解世界的进程”。“理解”人类的精神生活，这肯定是一件伟大而美妙的事情。但很可惜，即使是这种理解也不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也不允许被混同于那种为我们揭示着世界和生活之谜的哲学理解。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事实上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如果这只是一种打扰着我们的安宁的理论含糊性，也就是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所探讨的“现实”之意义方面的理论不明晰性——即：在这些现实中，最终意义上的存在得到何种程度的认识，什么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绝对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究竟是否可以被认识——，那么也就罢了。但这里所关系到的毋宁是一种我们所遭受的最极端的生活困境，一种在我们生活的任何一点上都不停足的困境。任何生活都是执态，所有执态都服从于一个责任（Sollen）、一个关于有效性或无效性的裁决，都依据于带有绝对有效性要求的规范。只要这些规范是没有争议的，没有通过任何怀疑而受到威胁和嘲讽，生活问题便只有一个，即如何在实践中去满足这些规范。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所有的和任何的规范都受到争议，或是在经验上受到歪曲并被剥夺了观念的有效性。自然主义者们和历史主义者们在为世界观而战，但他们是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从事这项工作：将观念转释为事实并且将所有的现实、所有的生活都转变为一个不可理解的、无观念的“事实”混合物。他们两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对事实的谜信。

我们肯定不能等待。我们必须表态，我们必须努力在一种理性的、尽管是非科学的“世界观和生活观”中消除那种在我们对现实——它是对我们来说具有意义的生活现实，是我们在其中应当具有意义的生活现实——之表态中的不和谐。如果世界观哲学家可以在此帮助我们，我们难道不应当为此而感谢他们吗？

无论在刚才所作的说明中包含着多少真理，无论我们多么不想失去新老哲学为我们所展示的那些褒扬与鼓舞，在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必须要坚持，我们始终意识到我们对人类所应承担的责任。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我们切不可为了减轻我们的困境而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作为最终无法根除的恶遗传给我们的后代。困境在这里是起源于科学。但唯有科学才能最终克服这个起源于科学的困境。如果自然主义者们和历史主义者们的怀疑批判将所有责任领域中的真正客观有效性消融在背谬之中，如果不明晰的、不一致的、尽管是自然生成的各种反思性的概念会造成阻碍，如果歧义的或错误的问题因此而阻碍着对现实的理解并且阻碍着对现实的理性执态的可能性，如果一种特殊的、但对一大批科学来说是必需的方法观点在习惯的使用中没有能力过渡到另一种观点之中，并且如果与这些成见联系在一起的是对世界之理解的令人伤感的背谬性——那么对这些恶和其他的恶就只有一个手段：科学的批判并且再加上一门彻底的、自下而上的、建立在可靠基础上并向着最严格的方法进步的科学：我们在这里所倡导的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可以争执，唯有科学才能决断，而它的决断带有永恒的烙印。

因此，无论这种哲学的新变革朝向何方，确定无疑的是，它决不能放弃对严格科学的意愿，而是毋宁要作为理论的科学与实践的世界观追求相对立，并且要完全有意识地将自身与这种追求相分离。因为这里也必须拒绝所有中介的企图。新的世界观哲学的赞成者或许会指责说，遵从这种世界观哲学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将严格科学的观念弃而不顾。正当的世界观哲学家将不仅仅在奠基中是科学的，即是说，他会把所有严格的个别科学的被给予性都作为坚实的砖块来加以使用，他同样也会运用科学的方法，并且乐于把握每一个可能来对哲学问题加以严格科学的促进。他将不会再持有前一时期的形而上学之畏惧和怀疑，而是想带着冷静的胆识去探讨哪怕是最高的形而上学问题，从而获得一个根据时代的状况而能和谐地满足智性与情感的世界观之目标。

只要这些被认作是中介，被用来抹消在世界观哲学与科学的哲学之间的界线，我们就要对此提出我们的异议。它只会导致对科学本欲的软化和削弱，并且会助长那种缺乏智性真诚的虚假文献。在这里不存在任何妥协，就像在任何一门其他科学中不存在任何妥协一样。如果世界观的本欲成为主宰一切的本欲，并且通过它的科学形式也欺骗了科学的本性，那么我们就不再能够期望理论的结果。几千年来，在科学意愿的激情驱使下，一些最伟大的科学心灵也没有能够在哲学中完成纯粹学说的任何一个部分，而他们所完成的所有伟大事业，即使是那些没有完全成熟的伟大事业，都只是出于这种科学意愿才完成的；在这里，世界观哲学家们总不至于认为，他们以顺带的方式便能够完成对科学的哲学的促进和最终论证。他们将目标设在有限的领域，他们想拥有他们的体系，而且他们也有充分的时间，以便根据这个体系来生活，但这些人决不会带有科学哲学的使命。这里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即：世界观哲学自己完全诚实地放弃那种成为科学的要求，并且同时停止——这肯定与它的纯粹意向相背——它对人们心灵的迷惑以及对科学的哲学之进展的阻挠。

世界观哲学的理想目的可以始终纯粹地是世界观，而世界观按其本质来说恰恰不是科学。世界观哲学在这里不应受那种科学狂热的误导，这种狂热在我们这个时代实在过于流行，它将所有无法“科学—精确”证实的东西都评价为“不科学的”。科学是在许多其他的、同样合理的价值中的一个价值。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尤其是世界观的价值，它完全是坚定地建立在自身基础上，它应当被认作是个别人格性的习性和成就；但科学则应当被认作是各代研究者的集体工作成就。正如这两者具有不同的价值来源一样，它们也具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作用方式和传授方式。世界观哲学的传授就像智慧的传授：人格性求助于人格性。因此，在传授的过程中，唯有那些通过一种特别重要的特性和特有智慧而带有使命的人，或者是更高的实践兴趣的仆人——宗教的、伦理的、法律等等兴趣的仆人，他们才能在这种哲学的风格中求助于更宽泛的公众圈。但科学是非人格的。它的合作者不需要智慧，而是需要理论才华。他所做的贡献会丰富永恒有效性的宝藏，这个宝藏必定会赐福于人类。但如我们在前面所见，这些事实在极大的程度上也适用于哲学的科学。

只有当这一种哲学和另一种哲学在时代意识中得到透彻的决定性区分，我们才能考虑，使哲学接受真正科学的形式和语言，并且将那种在科学上受到多重赞扬甚至受到效法的东西，即深邃，认作是不完善。深邃是混乱的标志，真正的科学要将它转变为一种秩序（Kosmos），转变为一种简单的、完全清晰的、被阐明的秩序。真正的科学在其真实的学说领域中不包含任何深邃。深邃是智慧的事情，概念的清晰和明白是严格理论的事情。将那种对深邃的预感改变为明确的、合理的构形，这是严格科学之新构造的一个本质过程。精确的科学也曾有过漫长的深邃时期。正如它们在文艺复兴的战斗中一样，哲学——我敢于这样期望——在当前的战斗中将会从深邃的层次挺进到科学清晰的层次。但为此还需要正确的目标确然性以及那种巨大的、完全有意识地朝向这个目标、并且包容着所有可用的科学精力的意愿。人们将我们的时代称作没落的（decadence）时代。我不能认为这个指责是合理的。人们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活动着如此多的工作力量和获得了如此多成就的时代。我们可能并不总是赞同那些目标；我们也可能会抱怨，精神生活的花朵开放在更为宁静的、更为舒适的素朴生活的时代里，而在我们的时代中却无法找到和企盼类似的东西。但却不然，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那些一再地被意愿的东西违背了美学的意义，自由生长物的美要更接近这种意义，但是，重大的价值仍然处在意愿的领域之中，只要这些巨大的意愿能找到正确的目标。然而如果人们虚构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意愿是一种低下的意愿，那么这便意味着，人们对我们这个时代是极不公正的。谁能够唤起信仰，谁能够激发对一个目标之伟大的理解和热诚，他就可以轻易地找到力量来投向这个目标。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就其使命来看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只是受苦于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正在粉碎着那些以往的、尚未被澄清的理想。而它因此也受苦于哲学的微弱发展和力量，哲学走得还不够远，它还不够科学，因而还不能通过真正的积极主义（Positivismus）来克服那种——自称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us）(17) 的——怀疑的消极主义（Negativismus）。我们的时代只愿意相信“合理性”（Rationalität）。现在，它的最强大的合理性便是科学，所以哲学的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最为需要的。

但如果我们在阐释我们时代之意义的过程中转向这个伟大的目标，那么我们也必须说明，我们只能以一种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即：带着那种属于真正哲学科学之本质的极端态度，我们不接受任何现有的东西，不承认任何传统的东西为开端，并且不为任何哪怕是伟大的名字所迷惑，而毋宁是在对问题本身以及从它们中所产生的要求的自由献身中来试图获取开端。 

我们当然也需要历史。但显然不是以历史学家的方式，迷失在伟大的哲学形成于其中的发展联系之中，而是为了让它们本身按其本己的精神内涵来对我们产生推动作用。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观入到这些历史上的哲学之中，能够深入到它们语词和理论的灵魂之中，那么就会有哲学的生命连同整个活的动机的财富和力量从它们那里涌向我们。但我们并不能通过哲学而成为哲学家。一味地沉浸在历史事物上，对它们作出一些历史—批判的证实，并且想在折衷的消化中或在年代错误的修复中达到科学的哲学：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毫无希望的努力。研究的动力必定不是来自各种哲学，而是来自实事与问题。但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真正开端、关于起源、关于万物之本（ριζωματα παντων）的科学。关于彻底之物的科学必须在其运行方面也是彻底的，并且从任何一方

面看都是彻底的。首先，它在获得它的绝对清晰的开端之前不可歇息，这种开端是指：它的绝对清晰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本己意义上所预示出的方法以及绝对清晰地给出的最底层工作领域的实事。在任何地方都不可放弃彻底的无前提性，例如不可从一开始就将这样一些“实事”（Sachen）等同于经验的“事实”（Tatsachen），即在那些以如此大的范围在直接的直观中绝对被给予的观念面前佯装盲目。我们所受到成见的束缚过深，它们自文艺复兴以来便产生了。对于一个无成见的人来说，一个确定是源自于康德还是托马斯·阿奎那，是源自于达尔文还是亚里士多德，是源自于赫尔姆霍茨还是巴拉塞尔苏斯(18) ，这都是无关紧要的。这里无须要求人们用自己的眼睛来看，而毋宁是要求：不要在成见的压迫下将看到的东西解释为不存在。由于在近代的最有力的科学中，即在数学—物理学的科学中，外在的大部分工作是根据间接的方法进行的，因此我们太多地趋向于过高地评价间接方法，并且误认直接方法的价值。但只要哲学是在向最终的起源进行回溯，它的本质便恰恰在于：它的科学工作是在直接直观的领域中进行；而我们这个时代所迈出的最大一个步伐便是，它认识到，借助于正当意义上的哲学直观，借助于现象学的本质把握，一个无限的工作领域便显露出来，一门科学便显露出来，它不带有任何间接的符号化和数学化的方法，不带有推理和证明的辅助，但却获得大量最严格的并且对所有进一步的哲学来说决定性的认识。

【注释】


(1)我在此想到的当然不是那些哲学一数学的和自然哲学的争论问题，确切地看，这些问题不但涉及学说内涵的各个分散点，而且涉及这些学科的总体科学成就的“意义”。它们可以并且必须始终有别于这些学科本身，就像它们对于这些学科的大多数倡导者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一样。也许哲学一词在与所有科学的标题相关联时便意味着一种研究，这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所有这些科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并且因此而提供了最终的完善。但维度一词同时暗示：严格的科学始终还是科学，学说内涵始终还是学说内涵，即使向这个新维度的过渡尚未进行。

(2)即本文发表于其上的《逻各斯》杂志。——译注

(3)参阅我的《逻辑研究》第一卷，1900年。

(4)我们在这里可以将海克尔（Häckel）和奥斯瓦尔德（Ostwald）看作是出色的代表人物。

(5)“自身观察”（Selbstbeobachtung）的方法也被译作“内省法”。——译注

(6)对此可以参阅冯特（W. Wundt）的《逻辑学》（Logik），第二卷，第二版，第170页。

(7)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自然科学的直观和思维始终是在现象性这个媒介中活动，而这个媒介并没有成为自然科学思维本身的课题。它现在成为新的科学的课题，成为心理学（也包括相当一部分的生理学）和现象学的课题。

(8)《逻辑研究》在其系统现象学的各个片断中第一次运用了这里所描述的意义上的本质分析，这些研究一再地被误解为是一种对自身观察方法之恢复的尝试。当然，对此，我在《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研究的“引论”中对方法所做的错误标识也一并负有责任，我在那里将现象学标识为描述心理学。我的第三篇“关于1895—1899年德国逻辑学著述的报告”（Bericht über deutsche Schriften zur Logik in den Jahren 1895—1899）[载于：《系统哲学文库》（Archiv für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第九卷（1903年），第397—400页（以后出版于《文章与书评（1890—1910年）》，《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二卷，由让克（B. Rang）主编，每牙，1979年，第201页以后。——译注）]已经对此做了必要的阐释。

(9)我在这里的表述带有某种确定性。实际上，对目前这个时期来说，现象学至多只是一些专门性研究工作的标题，只是在自身观察领域中一些完全有用的细微工作的标题而己，而不是系统的哲学基础科学，不是进入真正的自然、精神、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入口；而我在这里的表述之所以带有那种确定性，是因为它们所依据的始终是一些多年来坚持不懈的研究。自1901年以来，我的哥廷根哲学讲座便建立在这些不断进展的研究的成果之基础上。鉴于所有现象学的层次以及所有那些与它们相关的研究在功能方面都密切地交织在一起，鉴于对纯粹方法的发展本身带有极大的困难，我不认为发表这些分散的和仍带有问题的成果是有益的。我希望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将这些在此期间已得到全面确立和达到广泛系统统一的现象学研究和现象学的理性批判交付给更多的公众。

(10)这些虚假的哲学文献之所以得到鼓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这样一种状况，即：心理学——不言而喻是指“精确的心理学”——是科学的哲学之基础，这种看法至少已经在哲学学科的自然科学群组那里成为坚定的公理，而这些群组屈服于自然科学家的压力，现在正在十分热心地将一个又一个的哲学教席交付给这样一些研究者，这些研究者或许在其各自的领域中是非常出类拔萃的，但他们对哲学的内心感受并不会比例如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更多。

(11)在我写作这篇论文时，我偶然得到慕尼黑盖格博士（Dr. M. Geiger）的出色报告“同感的本质与意义”（Ueber das wesen und die Bedeutung der Einfühlung），刊载于“因斯布鲁克第4届实验心理学大会文献”（莱比锡，1911年）。作者以一种富于教益的方式力求对真正的心理学问题进行区分，这些问题在迄今为止关于同感的描述和理论之尝试中有些是明确的，有些则相互混淆。而且他还讨论了人们对这些问题解决的尝试和得到的成果。可以从这份文献（同上书，第66页）中看出，在会议讨论中他并未受到与会者的认可。马汀（Martin）小姐的讲话获得众人的喝彩：“我来这儿希望听到在同感领域中的实验。可是我实际上听到的是什么呢？完全是一些过时的、非常过时的理论。这里丝毫没有提到这个领域的实验。这不是哲学学会。在我看来，希望介绍这种理论的人现在应该说明：这种理论是否已经被实验所证实。在美学领域中已经在进行这种实验。例如，施特拉顿（Stratton）关于眼运动的美学意义的实验，而我本人也进行了关于这种内感知理论的研究。”此外，在这份文件中还可以读到，马伯（Marbe）“认为同感学说的意义在于推动人们进行实验研究，而这种研究也已经在这个领域中得到进行。同感学说的倡导者所运用的方法与实验心理学方法的关系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前苏格拉底学派的方法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关系”。我对这些事实无须再说什么。

(12)胡塞尔在“历史主义”概念上所使用的是“Historizismus”，但他用这个概念所指的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历史主义”（Historismus），亦即自19世纪以来由兰克（L. v. Ranke）、德罗伊森（J. Droysen）、狄尔泰（W. Dilthey）等人所代表的“历史学派”观点：强调知识的历史性，主张用历史理性来取代纯粹理性的优先地位（对此尤其可以参阅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Der Au 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 issenschaften），《狄尔泰全集》第七卷，斯图加特，1992年，第191页以后）。在胡塞尔后期所写的“几何学—论文”中，他也仍然不加区分地运用这两个概念（参阅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胡塞尔全集》第六卷，海牙，1962年，第二版，第381页、第383页等）。 在这里还需要提到波普（K. Popper）对“historicism”与“historism”的明确区分：前者是指对历史过程和社会过程的思辨性—一元论解释，即认为历史与社会发展具有绝对必然的规律，这个意义上的“historicism”也被译作“历史决定论”；而后者则是指通常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亦即上面所阐述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例如可以参阅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伦敦，1960年，第二版）。但根据前面的说明，这个划分不能被用在对胡塞尔概念术语的理解上。——译注

(13)参阅文集：《世界观——狄尔泰等人对哲学与宗教的释》（Weltanschaung，阐Philosophie und Religion in Darstellungen von W. Dilthey usw.），柏林，1911年。

(14)在我的《逻辑研究》第一卷中。

(15)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A 24；康德以此来比喻“从经验定理中提取必然性”之做法的悖谬。——译注

(16)狄尔泰在前面所引书中同样否认历史主义的怀疑论；但我不理解，他如何会相信，从他对世界观结构和类型的富于教益之分析中，他可以得出反对怀疑论的决定性根据。因为正如在这篇文字中已经阐述过那样，一门还是经验的精神科学既不能对某个提出客观有效性要求的东西提出反对的论证，也不能对它提出赞成的论证。如果将这种旨在经验理解的经验观点换成现象学的本质观点，那么事情自然就会是两样的，而这似乎正是他思想的内部活动。

(17)胡塞尔在这里运用了“Positivismus”一词所带有的双关意义。——译注

(18)赫尔姆霍茨（H. L. F. von Helmholtz，1821—1894），德国生理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巴拉塞尔苏斯（Ph. A. Paracelusus，1493—1541），瑞士医学家、化学家。——译注


附录一　作者以后加入的边注和补充(1)

第25段中：在“对它来说，根据前提和结果而进行的解谜就原则上是超越的”旁边加注：反心理主义的方法公式

第39段中：在当页下边加注：缺少对自然主义—心理学概念构成和内在心理学概念构成的明确区分，后者只含有一种外在联想的自然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区别。

第42段中：在“取自于那些在经验中”旁边加注：超越的经验

第42段尾：在“正想成为一门关于现象本身的科学”旁边加注：不准确在“正想成为一门关于现象本身的科学”之后插入：而不想成为一门关于现象所展示的东西的科学。

第43段尾：在“它没有考虑”旁边加注：不完全准确

第45段中：在“追随自然科学的榜样”旁边加注：方法原则

第46段中：在“各个感知被看作是由各个”之后插入：处在同感联系之中的。

第46段中：在“作为杂多感性现象的统一而被给予的”旁边加注：被给予＝本原地被给予。

第47段首：在“从属于它们的本质”之前插入：作为事物感知的本质意义

第48段中：在当页下边加注：这里的思路虽有缺陷仍然值得注意。内在的心理虽然受到心理学的—自然的统摄，但它并不因此而含有对它本质的改变，而只含有与自然有关的整理和归类。

第48段中：在“心理将自身划分到”旁边加注：心理（现象）本身不显现

第48段中：在“不是在对同一个主体”旁边补充：不是在对同一个，因而也不是在对不同的主体

第50段首：在“心理存在‘是’什么”旁边补充：在自身中本身是什么

第50段中：在“将这些再回忆又意识为被再回忆的东西”旁边加注：时间构造

第51段中：在“通过事物经验和这种关系经验”旁边加注：心理学的统觉

第55段中：在“‘感知’、感知的自身之所是”旁边加注：感知（Wahnehmung）＝认之为真（Wahrnehmen）

第57段中：在“所有那些他在其观点中根本无法估测到并纯粹地表述出来的问题”旁边加注：因此也包括发生（Genesis）的问题

第57段中：在“相关的本质相属的被意指性”旁边加注：意向相关项（Noemata）

第57段尾：在“关于……起源问题”旁边加注：也就是发生（Genesis）

第58段首：在“可以直接地把握到”旁边加注：需要对“直接”做一个解释

第59段首：在“只要纯粹现象学是纯粹的并且”后面插入：尤其在旁边加注：不清晰

第59段中：在“都是在它的范围之外进行的”旁边加注：现象学纯粹的对立项也就是本质的对立项

第59段中：在“将这个本质确立为个体”后面插入：客观的＝交互主体的

第62段中：在“刚才所揭示的东西”旁边加注：〔参阅〕第314页。在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学认识预设了对在“现象的”内在
意义上的心理之本质认识

第64段中：在“——无论是在个体意识的领域中，还是在共同意识的领域中——”旁边加注：因此，也在共同意识的领域中

第73段首：在“近代的世界观哲学是历史主义怀疑论的孩子”旁边加注：参阅洛采对哲学任务的规定〔洛采（R. H. Lotze），《罗辑学与哲学百科全书》，（Logik und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e）1883年〕，第85页：本质上是世界观哲学

第81段中：在“一代又一代的人带着激情在为”后面插入：作为观念的

【注释】


(1)译自《文章与报告（1910—1921年）》，《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译注


附录二　全集本编者引论(1)

如果撇开几篇书评和为拉兰德（Lalande）的哲学辞典所撰写的短文(2) 不论，那么“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是胡塞尔自1901年《逻辑研究》第二部分出版以来发表的第一篇较长的文字。这篇文章刊登在新创办的杂志《逻各斯》1911年第一卷的第三册上。早在1910年初，胡塞尔便答应李凯尔特（H. Rickert）的请求而表示愿意“公开地宣告‘参与’”(3) 这份杂志。胡塞尔在此看到了他的决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即：“撰写某篇文字交付给杂志”。(4) 根据他本人的说法(5)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这篇文章是在1910/11年的圣诞节构思，从1911年1月起到2月中旬完成的。3月付印。这是胡塞尔在《逻各斯》上是发表的唯一一篇文字，而且他以后似乎也没有再参与杂志的进一步构建。

这篇文章用胡塞尔的话来说是一篇做“通俗”考虑的文章，(6) 他本人将这篇文章称之为“对我的意向的一般特征描述”(7) 。由于他在总体上为这种一般的特征描述披上了一件对同时代的自然主义、心理主义和历史主义流派进行批判的外衣，因此他预见到，这些阐述不会得到完全的赞同。1912年，当德国的哲学教席日趋增多地为实验心理学家们所占据时，胡塞尔在给李凯尔特的信中写道：“我在逻各斯文章中已经明确地表达了我对此事的想法，并且完全意识到，我会因此而引来众多的敌意——而现在的确也是不少。”(8)

胡塞尔的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批判受到了那些在方法操作上基本依据经验心理学的哲学家们的公开反驳，例如埃尔森汉斯（Th. Elsenhans）和迈瑟尔（A. Messer）(9) 。而在他所做的历史主义和世界观哲学批判方面，胡塞尔只是在私人信件中收到各种表态。例如，西梅尔（G. Simmel）不同意胡塞尔将最终的世界观问题（在“说不可说、解不可解”方面的努力）排除出去的态度。(10) 然而他并不认为胡塞尔的批判涉及到他。而狄尔泰——在文章中多次被点名称作怀疑的历史主义的开拓者——则认为自己被迫要对胡塞尔的说法提出异议。他在评注前加了一个说明：“坦率地说，这样一种表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沉重的，因为您将我的立场描述为历史主义，它的合法结论是怀疑论，这种描述不得不使我感到相当惊奇。我一生的大部分工作都奉献给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它应当为精神科学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和内在的整体联系。”(11) 胡塞尔在他的回信中保证，他的阐述并非针对狄尔泰而发，他并且承诺：“我也会在《逻各斯》上立即发表一个附注，以预防进一步的误解”。(12) 此外，胡塞尔还认为，在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分歧”，并且指出他们二人工作的共同点：“我们从不同的研究出发，受着不同的历史动机的规定，经历过不同的发展。我们所追求的和研究的东西是一致的和共属的：现象学的基本分析和现象学的总体分析，借助于由您所开辟的大文化构形的形态学与类型学。”(13) 狄尔泰对胡塞尔发表这样一个附注的提议表示欢迎，但同时强调，可以“保留”他们之间的“分歧”，“直到您以后论述的发表”(14) 。后来在《逻各斯》上没有发表那样的说明。稍后不久，1911年10月1日，狄尔泰便去世了。(15) 胡塞尔对狄尔泰的矛盾态度还表现在他1928年所作的“现象学的心理学”讲座的引论性说明中。(16) 胡塞尔赞同狄尔泰的历史学识和“天才的直觉”，他认为，狄尔泰反对那种想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在精神科学之中的精神态度，这是合理的。然而，胡塞尔像在逻各斯文章中一样怀疑，狄尔泰的描述—分析心理学是否能够为那些精神科学之科学奠基所要求的问题提供一个实际的答案。

【注释】


(1)由《文章与报告（1910—1921年）》，《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的编者耐农（Thomas Nenon）和塞普（Hans Rainer Sepp）撰写。——译注

(2)参阅：《文章与书评（1890—1910年）》，《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二卷。

(3)手稿，R I Rickert，1910年1月25日。在此杂志直至1933年的所有各卷的扉页上都在参与者中列出胡塞尔的名字。该杂志自1933年起改名为《德意志文化哲学杂志。逻各斯的新系列》（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Kulturhilosophie.Neue Folgedes Logos）〔由格洛克纳（H. Glockner）和劳伦茨（K. Larenz）主编〕。（在胡塞尔文库中，胡塞尔书信手稿的标号为：RⅠ＝胡塞尔本人写的信；R Ⅱ＝写给胡塞尔的信。编者在编辑《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时，十卷本的《胡塞尔书信集》尚未出版，因而这里引用书信时仍以胡塞尔文库中书信手稿的编号为准。——译者按）

(4)手稿，R I Rickert，1910年1月25日。

(5)参见胡塞尔本人《逻各斯》文章的藏本封面，文献编号K Ⅷ 15。

(6)手稿，R I Misch，1929年3月8日。

(7)手稿，R I Hocking，1912年7月7日

(8)手稿，R I Rickert，1912年11月21日。

(9)参阅胡塞尔计划发表在《康德研究》（Kant-Studien）副刊上的对他们指责的回应，现在刊载在《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的附录中（第226页以后）。

(10)手稿，R Ⅱ Simmel，1911年3月13日。李凯尔持在1911年6月28日的一封信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11)手稿，R Ⅱ Dilthey，1911年6月29日。

(12)手稿，R Ⅰ Dilthey，1911年7月5/6日。

(13)手稿，R Ⅰ Dilthey，1911年7月5/6日。

(14)手稿，R Ⅰ Dilthey，1911年7月5/6日。

(15)参阅胡塞尔在1929年8月3日给米施（G. Misch）的信中的表述：“根据狄尔泰的愿望，计划在《逻各斯》上发表的附注应当纳入到这样一项研究中去，一项与《建构》相联结的、探讨狄尔泰意向与我的意向之内在共属性的研究。”〔米施是狄尔泰的女婿。《建构》是指狄尔泰于1910年发表的著作《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之建构》。胡塞尔于1910年12月21日收到狄尔泰的赠书。——译注〕

(16)参阅：《现象学的心理学》，《胡塞尔全集》第九卷，由比梅尔（W. Biemel）主编，海牙，1968，第5页以后。


附录三　单行本编者内容提要(1)

1.哲学自古以来便致力于成为一门严格的、亦即精确的(2) 、建立在原理之上的、普遍有效的和绝对明见的科学。

2.这些努力的唯一成熟之结果就是严格的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连同各门数学学科的建立与独立。而始终含糊不清并且迄今仍有争议的问题是：哲学是否能够在与经验科学的比较中证明自身具有一个特性并且具有一个特别使命。

3.按照成为所有科学中最高的和最严格科学之意图，带着人类对纯粹的和绝对普全的明察之要求，哲学从来没有成为科学。

4.它并不像经验科学那样是一门“未完善的”科学，它还没有开始成为科学。

5.它并非仅仅拥有一个不完备的并且仅只是在个别方面不完善的学说系统，而是根本不拥有任何学说系统。

6.尽管几百年的劳作提供了诸多伟大的成就，但所有这一切成就都只有在进行了直正的奠基之后才能现实地得到运用，通过对个别学说的批判改造并不能做到这一点。

7.强调这一点是重要的。

8.因为通过这个鲜明的宣言，我们有责任用无可置疑的基础来进行自下而上的哲学奠基。

9.这个责任并非是新的。过去也曾进行过旨在真实开端（原理、起源）、旨在决定性的问题表述、旨在合理方法的研究。

10.只是浪漫主义哲学（首先是黑格尔）才削弱和歪曲了构建一门严格的科学的哲学的欲望。

11.对它的当下反应是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

12.另一方面还有历史主义，亦即对任何一门哲学在其自己时代的相对有效性的赞同。正因为此，新的“世界观哲学”得到了有利的传播，虽然这种哲学是反自然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但它也不具有对科学性的彻底意愿。

13.我们所追求的转变来源于新建一门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哲学之意向的激励。流行的自然主义也在实施着这种意图。但自然主义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正如它在实践上对我们的文化来说意味着日益增长的危险一样。仅仅检验它的结论是不够的，需要对基础和方法进行积极的批判。本文的第一部分便致力于这种批判；第二部分则检验历史主义与世界观哲学的相对权利。

自然主义哲学(3)

14.对自然主义哲学的批判。对于这门哲学来说，所有心灵现象都具有心理物理的自然，并且通过一种确定的规律性而得到规定。

15.所有形式的极端的和彻底的自然主义都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对意识的自然化，另一方面则在于对所有观念的自然化，以及随之而对所有理想和规范的自然化。

16.形式逻辑的规律被自然主义解释为思维的自然规律。自然主义者在其态度上是观念主义者和客观主义者。他在教诲，在布道，在训导，在改造。但他否认普遍的明见性和绝对的明察性，而这正是每一个布道、每一个要求本身根据其意义所预设的前提。

17.在整个近代生活中也许没有比科学之观念更为有力深入的观念了。没有什么能阻止它的进军。在理想的完善中它似乎成了理性本身，没有什么权威能够与它相并列并且超越它。在严格科学的领地中因而肯定也包含着所有那些理论的、价值的、实践的理想，它们受到自然主义的歪曲，因为自然主义将它们改释为经验的。

18.对于实现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之可能性而言，仅仅反驳自然主义还不够。我们必须对它的基础、它的方法和它的结果进行积极的批判。

19.自然主义作为实验心理学是根据精确的机械论的方式方法来进行对意识的自然化。

20.对此必须进行指责：一门事实科学不能提供一切规范化的纯粹原则。

21.对心灵与意识的机械化也一同包含着对物理自然之实存的素朴设定。

22.物理自然的科学不能服务于哲学的奠基，并且是出于以下的原因：

23.其一是因为素朴性的缘故，自然科学带着这种素朴性而将自然理解为自明地确定了的和在先被给予的。就个别的经验及其联系来看，自然科学虽然是批判性的，但就经验一般的可能性以及经验一般的条件来看，它却不是批判性的；

24.其二则是由于对反思展现出来的各个问题的缘故：经验逻辑意识的游戏如何把握客观的有效性，并且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即：陈述涉及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事物，同时不去检验：意识的进行方式是否并且为何对于事物之认识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这里事关所谓的认识论，它的课题领域和基本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疑。

25.一门“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之背谬是明见的。科学所提的问题对于科学来说是内在的，科学性的问题原则上是超越的。自然科学以及心理学和经验科学一般无法为自己提供本己的论证。

26.自然科学的奠基必须将任何在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实存设定加括号。

27.研究的目的必须在于对意识的本质认识，亦即必须在于意识活动的所有样式，这样才能看到它在其所有可区分的形态中本身之所“是”。

28.所有意识种类都必须根据被给予方式的形式之主线而得到研究。

29.对于意识之本质分析来说，对被给予方式之基本种类的反思是不可或缺的。

30.相应的反思科学是纯粹意识的现象学。

31.心理学是“自然主义”意识的经验学说。

32.诚然，现代精确心理学也不符合这个要求。它所探讨的至多是心理—物理的规则性。

33.实验心理学与原心理学的关系类似于社会统计学与一门使社会学现象本身成为直接被给予性的社会科学的关系。

34.精确的（实验的）心理学的缺陷之后果。

35.实验方法是必不可少的，但它预设了对意识本身的分析，而这是任何实验都无法提供的。

36.对于一门真正心理学哲学的开端来说，这个被忽略的原则同样有效：不是从语词概念中取出判断来，而是观看到现象之中去。

37.这里所提出的任务并不是可以一举而解决的。首先必须弄清那些最粗糙的歧义性。这些歧义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关于……的意识”具有一批混乱的形态。

38.什么是事实，并且，如果我们以心理学为出发点，那么我们必须回到什么样的经验上去？是否存在着一门描述心理学的哲学可能性？（狄尔泰）必须首先进行某些特殊类型的意识分析，以便能够使素朴的、不可控制的经验成为在科学意义上的经验。

39.对素朴经验被给予性的描述是借助于概念进行的，这些概念的意义与含义并不产生于这种描述并且不能通过经验而来控制。

40.没有那些规定着对象的概念之奠基，心理学不能成为精确的科学，就像一门满足于“重”、“暖”等等日常含义的物理学也不能成为精确科学一样。

41.经验在意识领域中所具有的概念成就还处在前伽利略时期的物理学阶段。缺乏对经验之意义的深入，或者说，对在经验中被给予的“存在”之意义的深入。

42.经验的概念不是从经验之中产生的，而是被运用在经验上。这些概念相对于经验是先天的。

43.因此必须考虑，在心理意义上的存在（意识存在）从自身出发对方法有何种要求。

44.在这个被寻求的方法方面可以说，如果它以物理学的方法为楷模，那么它对于意识现象学来说也不充分的。

45.遵循自然科学的榜样，这几乎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将意识事物化。但是，对于意识来说，关于意识的经验根本不同于事物经验。

46.事物经验的特征：a）同一之物，也是交互主体的同一者；b）事物只是它在一个空间、一个时间的统一之中所是；c）处在与所有其他事物现象的因果关系或联结之中；d）实在特性标示着同一之物变化在因果规律上所预示的可能性。

47.因此，自然科学持之不懈地探讨着事物本身作为被经验之物而从自身中显现为何物的意义。

48.在心理（意识）领域中的状况完全不同。心理存在，即作为现象的存在：a）不是一个可以被经验为同一的统一；b）它不是现象，因为它并不给出现象与存在的区别。只有“一个自然”，即在事物显现中显现出来的自然；但意识现象并不只是显现的现象。

49.一个现象不是一个“实体的”统一，它不具有“实在的特别属性”，它不具有实在的部分、不具有实在的变化，并且不具有因果性。一个现象并不会保持着恒久的、同一的存在。

50.它并不是被经验为显现之物，它是一个在反思中被直观到的体验。心理（意识）的统一与自然、空间和时间、与实体性和因果性根本无关。它的统一是一个通过一个贯穿的意向朝向所构成的河流。

51.在内在的直观中，在追复观看现象之河流的过程中，我们从一个现象走向另一个现象，永远不会走向其他的东西。

52.意识现象在这些行为的流动中具有巨大的变更性，它们既在观点的变换中，也与此相应地在那些关注样式的变换中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反转和变形。将行为聚合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们都是“关于……的意识”，它们“意指”一个“对象之物”，这个对象之物可以被描述为“被意指之物本身”，即在某一个意指样式中被意指。

53.现象学研究的彻底性和纯粹性因而取决于：a）对自然主义观点的排斥；b）现象是否完全被还原到自身之上，以便使它们可以在其单纯的单一性中被直观到并且在直接的概念中被描述出来。

54.在如此还原之后，现象便具有一个在直接观看中可把握的、并且是相应地可把握的本质。由于本质概念牢牢地把握住单纯—单一的现象，它们便能够并且必须在直接的直观（本质直观）中得到兑现。

55.因此，本质研究是对意识行为的分析。直观便意味着直接的意识到。它伸展得有多远，相应的“观念化”或“本质直观”之可能性便伸展得有多远。只要直观是纯粹的，完全停留在自身之中，被直观的本质便是绝对明见，并且可以在概念中得到确定，这些概念为单义的、客观的和绝对有效的陈述提供了可能。

56.对这门伟大而全面的科学之建构和扩展要取决于对一种有别于经验的直观之实施。这种纯粹的直观是一种先天的（如已表明的那样）、但也在此意义上超越的直观，即它是对经验之经验、对感知之感知、对意识之意识。

57.在经验方面对经验进行陈述的判断是绝对的、总体有效的认识，要想通过一种新的经验再对它进行论证是背谬的。对休谟的批判。他的怀疑论已经接近了现象学的边缘。但现象学本身无论如何是先天的“意识分析”，通过纯粹的问题，人的意识形成的经验问题才获得一种科学上可把握的意义。

58.但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学会“看”，人们在直观中进行本质判断并且不将现象学的直观混同于“自身观察”，即是说，不混同于那些不是设定着本质，而是设定着相符的个体个别性的行为。

59.个别之物在其内在之中只能被设定为“此物”，作为这个流逝的感知、回忆等等。它本身是偶然的，它不是本质，但它“有”一个本质。通过对本质联系的揭示，那些主导性的“原理”以及那些通过它们而被规定的“存在”与“意识”之相关方式便可以被看见。

60.“心理”之物被分派给身体以及物理自然的统一。对物理之物的依赖性属于“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的范围，相对于现象学而言，这门心理学是一门经验的科学。

61.但还要进行一种区分。心理作为身体的自然显现、作为自然的事物性带有一种统一，这个统一不是身体性的，而可以回指到各个意识流的生命统一上，回指到意识的统一之上。

62.这个新的确定证明，每一个在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学认识都预设了对心理的先天本质认识，或者说，这种本质认识的原理构成了经验心理学的基础。

63.这种奠基关系没有受到重视，即使是当它被预感到时。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有效的是：“在直观态度中被把握和被描述的东西只有在直观的态度中才能得到理解和检验”。

64.科学心理学的基础因而在于通过一门系统的现象学来进行论证。这门现象学为那些适合于表述经验心理学经验的概念之科学意义与内涵提供规范。这些经验肯定至少要像通俗的自然经验一样丰富。只有在进行了现象学的奠基之后，它们才能够——与自然经验一样——得到科学的运用。

65.现象学的研究是在最好意义上的先天研究。它充分地考虑到先天论的所有合理动机。对心理学方法与现象学方法的批判区分在后者之中指明了一条通向科学的理性理论的道路并且使一门科学的心理学得以可能。

历史主义与世界观哲学

66.历史主义是在经验的精神生活之事实领域中活动。它的相对主义将它与一种特殊的怀疑论结合在一起。

67.所有精神形态都被包容在精神生活的河流中；它们在精神生活的河流中具有其内部的结构，它们的类型学和它们的动机。我们可以去追复感受这些动机。历史的“理解”便是指明这些源自精神的发展动机的个别形态。“理解”或“解释”启示着“精神存在”。在对这个存在的直观研究中得到研究的是艺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等等。同样还有在它们之中组成的并且同时也在它们之中得到表述的世界观。那些规定着它的本质的精神动机通过最内部的追复生活而得到理解。

68.在《世界观》文集中，狄尔泰指出，通过那种包纳所有过去的观察，生命状态的某个个别形式、哲学与宗教丧失了绝对的有效性。

69.对科学的历史发展也可以做同样的陈述。尽管如此，区分变动的起效用与客观的有效性、区分作为文化的科学与作为有效理论系统的科学仍然是重要的。在哲学中也是如此。我们以此明察并不能得到许多收获，因为那些具有历史结果的历史原因只能通过事实的经验而得到说明。但事实并不能为它们的可能性提供任何论证。

70.因此很明显，只要一个哲学的批判确实应当提出有效性的要求，那么它根据其意义也就隐含着作为严格科学的系统哲学之观念可能性。

71.对哲学史与对科学史一样，可以评价它们的个别伟大成就，但这种评价只是出于它们的经验动机和作用。评价的原理，包括那些相对评价的原理，都包含在观念的领域之中，评价着的历史学家无法论证这些领域。

72.狄尔泰曾阐释，为什么心理物理的心理学不能为精神科学提供奠基；对这个阐述还应当做如下补充：唯有现象学的本质学才能够为精神哲学提供论证。

73.世界观哲学的意义与权利。它符合于我们对完备的、统一化的、包容一切和理解一切的认识之欲求。它是对在世界之中的一个支点的采纳，这种采纳看上去要比一门世界科学更为本质，这尤其是因为历史主义的怀疑论在后者那里占了上风。

74.世界观因此具有一个独特的目的论作用，即作为一个时代的最高层次的生活经验、教化和智慧。

75.区分：生活经验、教化、世界智慧、世界观。

76.与人类态度的所有可能方向有关的习性上的精明。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被出色地培养起来的能力，即能够对这种态度的对象性进行批判的能力，或者说，能够对这种态度进行明确论证的能力。

77.不是谈论一个特定个体的教化和世界观，而是谈论一个时代的教化和世界观，这种做法具有好的意义。

78.从科学的整体内容中以及从具有说服力的共同体之教化动机中产生一个非常的扩展和上升，它们在大体系中对生活与世界之谜提供了相对完善的答案。

79.相对完善的精明，即是说，人性之观念的相对完善之映射符合于可能态度的基本种类，或者说，对自己在世界之中的位置之采纳的基本种类。

80.从对最佳道路的自然反思中产生出一门工艺论，它要求具有超主观的和束缚性的有效性。同样，这门工艺论也进入到世界观哲学之中，世界观哲学便因此而成为最具价值的教育力量的一个发射点。

81.世界观哲学的伟大意义使得那种对建立严格哲学的要求不会成为多余。世界观被局限在个别生活上，每一个时代都局限在不同的个别生活上；科学的观念是超时间的。

82.因而世界观哲学与科学的哲学作为两个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但不能相互混淆的观念便明确地相互区分开来。

83.世界观的追求虽然是一门严格科学哲学的前提，但世界观哲学不能阻碍严格科学哲学的突破。

84.对于这种或那种哲学活动来说，有可能没有给出一个普遍有效的实践决定。在生活现实中的决定不可能是完全纯粹的。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尤其是对于我们时代哲学而言的危险。

85.因为这个问题必须从人类和历史的立场出发来提出。

86.另一方面，在生命的冲动中，在实践的必然性中，人们过去未能并且现在也不能等待，直到严格科学的观念实现后再作出表态。

87.技术家作为实践家所做的决定不同于科学的理论家。前者从后者中获取学说，从“生活”中获取经验。

88.科学的哲学则不是这种情况，它事先必须克服这样一种状况，即：它是一个由世界观与理论认识所构成的无别混合体。

89.我们时代的困境事实上已经令人无法忍受。这不仅是因为关于自然之存在和历史现实的问题以及关于那些被看作是“绝对”存在的东西之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关键是我们的极端的生活困境。生活就是表态。这只能在纯粹原理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相反，自然主义者们和历史主义者们正在将所有现实、所有生活都转变为一种不可理喻的“事实”混合体。

90.我们肯定不能缺少一种理性的、哪怕是非科学的“世界观和生活观”。

91.但由于自然主义者们和历史主义者们通过这些含糊的和错误的问题而妨碍了对现实的理解以及对现实进行表态的可能，我们就必须追求一门彻底地自下而上地提出的、建立在可靠基础上的、并且根据严格的方法前进的科学：我们在这里所倡导的科学的哲学。

92.尽管世界观哲学不言自明地乐于把握对哲学问题之严格科学要求的每一个可能性，对这两者的分离也必须得到进行。

93.这里不存在妥协，在这里和在所有严格奠基的问题中都是如此。

94.已经得到表明，世界观的价值尤其是建立在特有的基础之上，但它必须被看作是个别人格的习性和成就。相反，科学则是非人格的，并且在最高程度上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

95.我们的时代具有其特有的伟大之处；这个时代的困境只是在于，哲学的发展与力量过小，它还不足够严格，以便能够克服怀疑的消极主义。哲学的科学精确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困境之根源。

96.因此，极为必要的是这样一种唯一可能的哲学态度：不将任何传承之物当作是有效的，而是自由地献身于问题本身并且遵循那些发源于它们之中的指示，由此而试图获得奠基性的原理（开端）。

97.哲学的生活从历史上的各门哲学之中——如果我们能够观入到这些哲学中去——流向我们，带着它们的全部财富和生动的动机之力量。但研究的动力必须起源于事实与问题，而不是源自各门哲学。哲学是原开端的科学，是论证性原理的科学，是关于人类知识和行动之根源的科学（正如笛卡尔也曾强调的那样）。它的彻底的、从根源起而上升的进程要求绝对清晰的开端、方法，它们的标志在于那些主导性的开端原理，以及对这些实事的清晰明见，即在直接直观中大范围地绝对被给予的实事。哲学的真正成就必定在于：它回溯到最终的起源上，它通过哲学直观，即哲学的本质把握，无须推理和证明的辅助，借助于直接的看而获得大量最为严格的奠基性认识。

【注释】


(1)威廉·斯基拉奇在编辑《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第一个单行本（法兰克福/美茵，1965年）时，曾在原文后附有他所撰写的“内容分析”、“后记”等。译者在这里参考这个版本，将这些附录分别以“单行本编者内容提要”、“单行本编者后记”等标题译出、附上，以供读者参考。——译注

(2)“精确的”一词使用在这里不妥，因为胡塞尔在许多场合都将“精确的”与“严格的”作为相互对立的概念来使用。前者意味着自然科学方法的主要特征；而后者则是哲学方法的本质标识，胡塞尔在早期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后期则意图为自然科学奠基。因此，在术语使用上区分自然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译注

(3)该小标题出现在前面胡塞尔的原文中，而在原编者的“内容提要”中则缺。但后面在第65—66段落上却列出了原文中的第二个小标题“历史主义与世界观哲学”。为使前后统一，这里补上第一个小标题。——译注


附录四　单行本编者后记(1)

这篇多年来已几乎无法得到的论文是在半个世纪前，即于1911年发表于《逻各斯》杂志的第一年度上。它的效果是极为巨大的，是对哲学长期迷惘的一个解脱。在此期间，这篇文字虽然已经几乎无法得到，但对它带来的震撼的回忆还一再发挥着影响。这个效果的原因何在，这个振动的起因何在？

这篇论文包含着对哲学研究之新论证的主导定理。它们在胡塞尔一生中都始终是给定着方向的。即使胡塞尔在他生命终结时半途而废地有所屈服(2) ，他仍然如此宏伟地将他最重要的意图加以实施，从而使这些意图在每一个真正哲学的努力上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并且还将一再地打上自己的烙印。

这个对同时代人发挥如此重大影响的震撼性革命究竟是什么？在伟大的德国古典哲学逐渐枯竭之后，在哲学领域遍地是这样一些出版著述的洪水，一部分是素朴实证主义的著述，一部分是心理学的著述，一部分是世界观的著述。尽管几乎是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不存在一致，这一大批完全相互矛盾的著述都使用哲学这个令人敬畏的名称。今天的情况或许还要糟糕。谁还能在那些每星期都发表的连篇累牍的著述中说明，什么是哲学？谁还能帮助学习者们摆脱他们的窘境？看上去真的像康德所说的那样，人们无法传授哲学，只能传授哲思。但哲思又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是哪一种关于哲学之特性的观念。

胡塞尔所提出的勇敢问题在于：人们为什么不能从哲学中发展出一门例如像物理学那样精确的科学：一个知识领域，它含有普遍约束性的公理，在这个领域内没有为不同的意见、个人的信念、随意的提问留下任何位置，并且它为每一个带有普遍约束的明见性之讨论提供了一个普全的基地。寻求这样一门“严格的科学”并且至少勾画出它的轮廓，这便是胡塞尔为自己制定的毕生之任务。

第一个基点在这篇论文中得到了扼要的阐述。毫无疑问，胡塞尔在这里考虑到了自然科学的例子。它们也曾有过混乱的前史，直到伽利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在整整一代研究者的帮助下找到那个概念性的基础，它使得人们能够确定，应当如何理解自然并且应当将自然理解为何物，以及应当从丰富的现象中提取出哪些对于科学而言至关重要的对象。自然已经作为可测要素的可测联系而成为科学的课题。它得以成为严格的数学处理之对象。

但哲学呢？胡塞尔没有去注意，哲学并不像根据初步的、并且肯定有误的印象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处在一个凄凉的境地。他不关注哲学在科学奠基方面以及除此之外在澄清人类此在方面所作出的巨大成就。他为自然科学的成功，也包括在对人类此在的组织方面的成功所吸引。这种吸引力对于总体事业来说具有重要的、并非始终有利的结果。但我们对此并不感兴趣；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首先在于，他的意图是什么，以及他如何实施这些意图。

1.a）对哲学的论证和单义严格的实施绝不能接受自然科学的“严格”论证之模式。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即使将人的心灵生活看作从属于自然的，哲学也不是自然科学。人的心灵、人的意识（胡塞尔在最初的起点上以同样的意义谈论心灵与意识）只能与身体相联结地作为心理—物理的统一出现。但任何一个关于事物的表象都不属于事物的物理发生，任何一个思想、愿望或感受都不是物理现实的一个部分；它们不是这个现实的组成部分。毕达戈拉斯的定理不会在一个三角形被毁时消逝。另一方面，心灵现象是个体的，而自然显现则不是个体的。心灵之物并不像自然客体那样对每一个观察者都是同一的，它不是在所有时空变化中的同一载者，而始终是个体有别的，甚至在同一个个体那里也随他的境况不同而有别。心理不具有那种持恒的、同一的存在，这种存在本身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可以得到客观的规定。

b）但更重要的是以下的问题。哲学根本不朝向实在世界联系的事物。它不是那样一种科学，这些科学对应于杂多的显现而各自占有它们自己的部分。哲学所研究的是科学性一般。作为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哲学为这样一些问题做好了准备，这些问题应当为不同的对象领域规定：必须如何理解它们的存在。哲学带着什么—存在的问题超越了课题性的被给予之物。它是一种超越的研究。它是所有那些论证着各门科学的原理之源泉。它不能从科学中可以说是取回它的原理。

c）我们不能抓住显现不放。现象学用其名称便已经说明它突出于显现之上。一个现象如何在特征上突出于显现？自然科学所探讨的是显现，探讨它们的秩序和它们的合规律的联系。自然在显现中展示给自然科学。这就是说，对于科学来说只有在事物显现中显现的自然。但不仅仅有一个在意识显现中显现的意识，而且在此之后还有一个意识，这个意识朝向第一性的显现，它是一个执态的、自身构成的、自身改变的意识。这种双重化引发了一个新的标识。它叫做反思。每一个意识活动、每一个意识体验都与一个反思结合为一。唯有当反思同属于“显现”的组成时，我们才能将这些显现称作现象。

2.出于以上这三个原因，对哲学的严格、单义的论证不可能根据自然科学论证的模式来进行。但究境又是如何进行的呢？这个任务看上去要比形成着的自然科学所面临的任务要困难得多。无论如何可以从这些被揭示的原因中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Momento）。哲学的工作领域是人的意识。如果这门应当朝向意识的科学可能会因为对自然过程的一同观察以及因为与自然科学解释的结合而受到干扰，那么意识现象就必须首先得到纯化，从而摆脱所有那些事物性显现解释的要素。胡塞尔将这种纯化称作还原。意识现象必须还原到它们的纯粹性上。在所有还原之后留存下来的便是本质，现象与现象流的本质。在真正的意义上，人们只有在现象学中，并且即使在这里也是在进行了还原之后，才能合理地使用“本质”这个术语。

还原的实施有多么困难，应当采取哪些预防措施，这些都表现在：还原必须在四个阶段上得到重复，直至一个意识现象可以得到完全纯粹的把握。(3)

还原并不意味着放弃意识与对象世界的所有关系。如果哲学想使意识在其纯粹性中得到明察，那么对它来说，这便是一个基本命题，即意识始终是关于……的意识。这个“关于什么”并未被宣告无效，它只是首先“被加括号”，以便可以进一步地将对“关于什么”的指示纳入到“功效意识”的可能性之中。研究者首先中止任何执态。胡塞尔将这种中止称作悬搁，它是对哲学所必须具备的苦行主义之严格性的表达。生存存在论——哲学的成果一一证明，尽管有这种严格性，哲学仍然能够得到意外丰富的繁荣。

3.我们在这里无法阐述，这四个纯化过程如何发现纯粹意识的不同层次。主要的任务在于，在如此的纯粹性中直观意识，这样，在意识本身上进行的一种比个别科学之奠基更为严格的哲学奠基便得以可能。

纯粹意识是一个永不枯竭的、无法预见的行动序列，也被称作“行为”序列。迄今为止，哲学在其整个历史中都将意识看作是“实体”，它的个别要素应当得到研究。胡塞尔是第一个将意识看作行动序列而非实体的人。形象地说：取代意识解剖学的是意识生理学，取代统计学的是动力学。这个自身运动的意识行为之宇宙一直伸展到无限之中，这样，通过活动性的每一个波浪都既可以引发向后作用的动机，也可以进行向前作用的预先规定；这个意识行为的宇宙对于哲学来说是一个如此令人鼓舞的景象，一个如此令人醉心的发现，以至于它可以被用来建立一个新的、具有统一方向的哲学开端。这篇论文本身便是开端。胡塞尔还没有像稍后（1913年）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胡塞尔全集》第三卷，第一册）中所做的那样深入到个别性之中。但纵使是在对几个准则的预告中，这篇论文也是一篇独特的文献，它可以与笛卡尔的《方法谈》具有等同地位。

最重要的方法预告在于将意识行为的特征描述为意向的。意识行动之流既非无方向，也非无联结点和各个重要的中心。这个意识行动之流具有其唯一的形式，带着“一条贯穿的意向主线，它可以说就是那个穿透一切的统一的标记”（第313页）。我们可以思考这一确定的重要性。对于康德来说，意识的统一（在纯粹统觉的综合统一之中）是由“我思”来保证的；对于胡塞尔来说则是这条贯穿的意向主线。不仅意识之实体性的想法已经成为多余，而且它的主体性的作用也只是名存而实亡。一个领域被获得，这是一个无限的连续（就像空间和时间对于物理学的理论论证一样），它可以用纯粹的运动概念来把握。实体概念与主体概念不再是真正的思想的工具。它们应当在一个对基本意向行为之关系的先天奠基内找到其位置。意向性与行为几乎是不可区分的；行动所追随的意向之素朴意义已不复存在。在实施行动之前的意向也已经是体现（Präsentation）的行动。由于每一个意识行动都是意向的，因而它在内容上是相关的。如果还原步骤得到实施，那么这些行动便不是我的行动，而是可以在不带主观从属性之标识的情况下得到纯粹的把握。

现在的任务在于，在这个先验先天的、经过纯化而摆脱了所有事物性要素的领域内发现意识的最简单行动。简单性不是一个次要的要求。它意味着摆脱任何一种综合。撇开综合所带有的对先天纯粹性的危险不论，简单性是为下两个方面提供了保证：一方面它保证，被把握到的是最基本的形象，另一方面它保证自身被给予的明见性。这个简单—最简单的东西只能是基本现象。如果还有可能进行一个分析的划分，那么我们所涉及的便肯定不是基本现象。亚里士多德便曾如此地寻找过简单之简单（απλονζαπλουν），并且将它作为真理的标准。因而第一性的任务始终是分析。亚里士多德所涉及的不是纯粹现象，因为他首先感兴趣的是已知之物，是表象性的被获悉之物，而不是知识的行动。很明显，简单—单一的现象实际上也是明见的。它所展示的无非是它自身，并且可以抵御任何怀疑主义。胡塞尔可能受到笛卡尔在完全简单的明见性中对理论物理学之构建（《哲学原理》，第二部分）以及他所赞赏地提到的费希特的知识学的影响。明见性标准对于胡塞尔一生来说都是一个比“真”的标准更为严格，也更无问题的标准。

简单—单一的意识行动是纯粹“意向的”行动。它对于胡塞尔来说是一个如此根本的“重要性”，就像那些在理论物理中承载着对理论物理之论证的“重要性”一样。将意向性称作意识行动之特性的说法是草率的。意识行动是意向。谈论一个联系，即在意向与所向（Worauf）之间的联系会使人迷惑。（貌似）同一之物出现在不同的意向中，例如在感知、回忆、期待、想象、猜测等等，这当然是正确的。这似乎表明，可以谈及两个可分的要素，可以谈及在所向保持相同的情况下意向的变换。但这个保持相同是一个幼稚的自身欺瞒。一块被感知的蛋糕并不与被回忆、被想象或被渴望得到的蛋糕是同一块蛋糕。人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康德所说的单纯被表象的一百塔勒(4) 。不仅意向有所不同，而且对象也各不相同。下面还将继续谈及这一点，因为在胡塞尔本人那里，对此问题的阐述也含糊不清。

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个明察。纯粹的意向统一是在进行了还原之后的现象，但这时已经摆脱了所有的事物性。对一块蛋糕的直观、对蛋糕的表象或对蛋糕的欲求是素朴生活的显现。它们在其构建联系方面是经验意识的对象，但绝不是在那个已阐述的意义上的现象。意向的纯粹的意识行为被打上了一个空乏的所向之印记：关于……的直观、关于……的表象、关于……的欲求等等。纯粹的关于……规定性的标记、所有意识行为的这个最重要特征必须始终得到关注。它只能在纯粹的直观中被达及。几何学家便是如此地在纯粹的直观中看到他的图形的简单可读数，而物理学家则看到时间、空间、量的状况。胡塞尔显然常常依据于在这些科学的理论奠基中的原理（开端）和方法。纯粹的直观已经足以能够把握个别的、孤立的、纯粹意向的统一。对它们之间联系的重要展开则要求有一种动态的直观，胡塞尔将它称作内在的直观。内在直观展示着基本砖块的纯粹联系模式（意识的游戏规则，第300页），一方面将它展示为这样的样式：如关于……的直观、关于……的表象、关于……的想象，另一方面则将它展示为一个意向统一的样式，例如在不同“观点”中的关于……的直观。我们由此而可以得知，即使是最简单的意向统一自身也具有一个生命，它们可以置身于不同的样式之中，同时却并不丧失其简单和统一。这个单纯理论设想的前进之最初可能性得以展现出来。一个纯粹意向统一的样式变更构成了一个严格封闭的统一。胡塞尔非常恰当地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标识：埃多斯（Eidos：本质）。埃多斯是一个事态的形象，但却是这样的一种形象，即：它将作为变更的形象构成之规则包容在自身之中。一棵树的本质并不是瞬间的、可以摄影的形象，而是关于树在不同的观点中（在方式、种类、季节、场所等等方面）可能显示的形象。埃多斯是各种共属于一个个别现象的同一范围的可能性之统一。胡塞尔将此视作哲学的伟大进步之一，即：对各个规定着研究方向的埃多斯的坚持以及对“本质变更”的划界。这个任务实际上要比看上去更难。在日常熟悉的领域中坚持“本质变更”是简单的，例如对苏格拉底—形象的变更。但如果要在变更可能性的未知范围中进行研究，那么就必须逐一地把握那些将一个现象与另一个现象联结在一起的结合点。作为辅助手段而起作用的是，现象具有一条自然流，它可以摆脱可能的偶然性。“当我们在内在直观中追复观看现象流时，我们从一个现象走到另一个现象”（第313页）。

我们追复地观看什么？每一个现象都是孤立自为的。一个现象追随另一个现象的过程是一种什么类型的过程？这难道不正是那个应当被加括号并且应当被搁置的具体事物世界？这种误解是很容易发生的。但对此必须说，先天—先验的奠基不是一个自身目的，并且不是在一个真空着进行的。不言而喻，这种奠基的成就在于纯粹的意识行动连同对实在世界之显现的观向（Hinblick）。胡塞尔的主张在于：自然显现的实在河流只能在联结—模式中被经验为河流，也正是在这种形式中，纯粹造就着的（leistend）意识将现象相互结合在一起。这个确定要比它听上去更为困难。我们在事实生活中只看见我们每次将观点所对准的东西。观点（对意向的素朴标识）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的观点未至之处，我们也就根本看不到。一个无观点的、普全包容的观察是无法实施的。这一点在人们想描述某些被看到的东西时便可以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描述会是主观的，而且它也丝毫不严格。相反，对先天唯一可能的结合方式的展示则使得在实事上具体的、科学的显现如此易读，就像一篇文字对于那个喑熟各个字母并掌握它们联结可能的读者一样。纯粹现象学会使我们熟悉那些通过意识行动而为我们所达及的字母和它们的联结可能。通过它，我们的具体—实事的生活世界便会变得可读。还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是由意识行动本质所构成的先天规定性，而不是历史的相对性或产生于世界观之中的习惯、成见等等。这里所涉及的是绝对的本质必然性。胡塞尔甚至使用“绝对语法”这个表述；这是合理的，只要我们考虑一下那些字母以及那些句法的形式便可，在这些字母中并且通过这些句法形式，世界变为“可读的”或可讨论的。如果逻辑学或思辨语义学摄取了这个表述，那么它将会是令人迷惘。内在直观利用被直观到的先天意识成就，从而在追随现象之流的过程中使世界变得可读。

这样便可以理解这句难懂的话（第313页）：“唯有当内在直观和事物经验得到综合时，被直观的现象（即在内在直观中纯粹被直观之物）与被经验的事物才会发生联系”。这个联系便是“世界文本”的“可读性”。它的形成与胡塞尔在本真意义上称作构造的东西相符合。它的成就在于，所有起先是超越的东西都是可以内在地被把握的。（参阅我在《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引论》第92页和第115页上对“自发被动性”的论述。）

这个新设想的科学之构建当然还只是在大致的特征方面得到扼要的阐述。这里的主线在于坚持：现象学的直观不是在素朴意义上的经验，而是朝向经验的经验，即是说，它使经验的规则成为一个新的、先验经验的对象。这种内在的、先天的规则制约着这样一些方式方法，例如：某些种属的本质如何与另一些种属的本质相联系，概念与直观如何相互结合，或者说，如何能够相互结合，如此等等。这些指示描述着现象学的分叉并且暗示着现象学的范围。它们无法做得更多。想以教条的方式坚持它们，并且想在它们那里看出更多的东西，那甚至将是错误的。

对那些为胡塞尔以巨大的努力在所有领域中实施的个别“程序”之阐述并不属于这篇论文的范围。在这里引起我们兴趣的只是一个唯一的意图：通过意识行为并且就意识行为本身的整个成就范围而言对意识行为的存在规定进行先天的、不可动摇的奠基。

4.在世界观哲学方面的境况则不同。尽管它始终是带着对一个绝对有效性的最高要求而出现的，但在其历史的变化进程中从未获得过一种明见性。就那些大的时代而言，世界观哲学要比那些经过理性论证的体系更为杂多。如果人们考察整个人类，那么一个世界理解、世界阐释、世界充实的前提绝不能被纳入到一个在实事上得到论证的次序中去。尽管如此，世界观与那种被寻求的对哲学之严格论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世界观中得到表达的是意识主动性对所有那些它所遭遇到的东西和所有那些遭遇到它的东西的执态。胡塞尔虽然说明，对世界的阐释依赖于科学的总体内容，这个总体内容作为共同精神的有效要求与个体相对立。就此而论，世界观依赖于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科学的和科学—技术的明察。很容易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即：这种超越出当前科学境况的丰富构成之外的世界观是一种幻想。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什么叫做：世界观？在其总体性中的世界对我们来说永远不会是现前的，并且它绝不会直接地为一个直观所达及。

胡塞尔从狄尔泰的伟大论文中获得最初的启发。这些论文之所以能打动他，其一是因为它们与一门自然科学的、机械论的心理学正相反对。其二是因为狄尔泰将世界观看作在一种特殊的、独立于科学的内心态度中的哲学之起源地。对于狄尔泰来说，世界观的基本要素是具体的生活经验，它们聚集为一个综合，一个由人们自己以及与他人所获得的不同个别“经验”之总和。这些经验规定着各个个体的生平。在各个生平的联结和统一化中形成图像，它们使“世界”这个在其存在方式上不确定的联系作为世界图像得以被看见。这些世界图像根据那些应当具有引导作用的生活理想来向人提出要求。

任何人的生存都不能没有世界观，世界观可以说具有一个被动的和一个主动的方面。被动的方面是指，生活经验是人所承载的命运，并且作为接受性而不给自由留下余地。主动的方面是指人在其生活中致力于实现的理想。世界图像联结着这两个因素；一方面是生活经验，另一方面是生活理想；这是意向的自由产物，但还不独立于日常生活对每一个人所施加的强制力。这种联系没有为狄尔泰所看到；他滞留在对世界观类型的描述之中，没有对现象本身进行先验的研究，胡塞尔用世界理解、世界解释和世界充实的因素来界定这种现象本身。生活经验、世界图像、生活理想奠基于理解、解释和充实之中。世界观因此是对一个支点的保证，正是这个支点才给予意识活动以严格的束缚性；与此支点相对立的是一种无支撑性，意识在世界中的境况自身总会隐藏着诸多诱惑。世界观是意识的自身主张，没有世界观，意识的整个先验—先天的顺序排列（Schematismus）都是无法确定的，都是松散、松弛的并且受偶然支配，不具备必然明见的绝对性。这样，世界观便具有一个双重的角度：一方面它在被给予的世界中为纯粹先天性的可能性奠基；另一方面它又通过这个贯穿的先验—客观先天性而得到奠基。(5)

据此，胡塞尔非常有把握地超越了狄尔泰之阐释的相对性，并且第一个将问题提到了正确之处。这样，在一种本质必然性中确定意识行为的先验客观性的困难便会增大，以至于那些个体—主体的因素在这里始终是第二级的、派生的因素；整个同时代的哲学都没有理解这些问题；所有这一切除此之外还表现在，胡塞尔直至生命之终结都始终关注着这些问题。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胡塞尔全集》第六卷）一书中，他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最为详细的探讨；在这部书的最后附录中所表露出的意向最为强烈。这里表明，在经验科学的事实进程方面确定先验—先天的前提要比在意识行为一般方面关注先验—先天之前提的相同任务要容易得多。胡塞尔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出色地揭示了“生活世界”在其自由的束缚性中作为基础和作为奠基的统一，作为自由的意识创造和作为一个必然性的产物的统一，正是在这种必然性中有着生成的习俗、生成的人类组织、宗教、艺术和纯粹的精神意向性的超主体根源，并且它们只有在这时才有能力构造其一个立足于纯粹明见性基地上的人类。

世界观是一种表达，它表达着对超出人之上而起支配作用的东西之分析。正是这种不断的分析才为超越着的意识主动性提供了空间。（参阅：《胡塞尔全集》第六卷，第35节，第182页）如果按照胡塞尔的观点，这种分析是在世界理解、世界解释、世界充实中进行的，那么他便将奠基的严格性与人类此在所服从的命令之严格性的前提联结在一起。对意识主动性的批判与对世界观的批判得以相互补充。哲学的“严格性”从两个方面得到了保证，一方面是生活世界的严格被构造性以及另一方面是为这种分析所要求的奠基之严格性。在胡塞尔的阐述中，这种进程之严格性的一个标志就在于他完全偏离开狄尔泰。在这里发挥作用的不是那种会导向各种世界观之类型学的内容杂多性，而是在构造标题下它们的结构。在“世界观”的不明晰标题下同样隐藏着一种奠基，它不是主观的设想，而是先验被迫的构造。

胡塞尔的这个设想涉及先验主体性现象学与那种每一个主体性所超越的引导性的先验必然性的联结。在他的许多个别阐述中都表露出先验的历史性问题，可惜只是在个别的(6) 、但极为重要的考察中。尽管关于胡塞尔的文献不断增多，对一个伟大任务的这个最终英勇的努力既未得到关注，也未得到解释。(7)

无论如何，重要的一点在于，在对《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所做的最后笔记中，胡塞尔在其为问题所充实的一生之结尾又回到了他25年前对这些问题的第一次阐释上。在这些笔记的结尾处，胡塞尔写道：“哲学作为科学，作为严肃的、严格的、甚至是绝然严格的科学，这个梦已经破灭了”（《胡塞尔全集》第六卷，第508页，写于1935年）(8) 。这个屈服以特殊的方式使人们看到了胡塞尔对哲学事业的巨大献身；但这种屈服是没有得到论证的。这个梦并没有破灭，只是在那些无比丰富的、不断更新的研究中，阿莉阿德尼的线(9) 从胡塞尔的手中脱落了出来。因此，这样一个任务也就变得更为迫切了，即：始终以胡塞尔在开始时所把握到的那些“第一性原理”为主导线索，将它们贯穿在对他的整个事业的解释之中。

【注释】


(1)献给格哈特·胡塞尔七十寿辰。（由《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单行本的编者斯基拉奇撰写。格哈特·胡塞尔是胡塞尔的长子，法学家。——译注）

(2)单行本编者的这一说法有误。根据胡塞尔本人在1935年期间所做的一个笔记“哲学作为科学，作为严肃的、严格的、甚至是绝然严格的科学——这个梦已经破灭”〔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胡塞尔全集》第六卷，海牙，1962年（第二版），第508页〕，许多人认为胡塞尔在其后期放弃了对哲学的科学性之要求。关于这方面的批评除了斯基拉奇在后面所做的之外例如还可以参阅施特拉塞尔（St. Strasser）：“埃德蒙德·胡塞尔后期哲学中的上帝问题”（Das Gottesproblem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载于：《哲学年刊》（Philosophisches Jahrbuch），第67期，1959年，第132—133页；霍尔（H. Hohl）：《生活世界与历史。埃德蒙德·胡塞尔后期哲学的基本特征》（Lebenswelt und Geschichte.Grundzüge der Spät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弗莱堡/慕尼黑，1962年，第78页，以及其他等等。但伽达默尔早已指出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对此可以参阅伽达默尔：“现象学运动”（Die phcänomenologische Bewegung），载于：《哲学环顾》（Philosophische Rundschau），第11期，1963年，第25页；此外还可以参阅江森（P. Janssen）：《历史与生活世界。关于胡塞尔后期著作讨论的—篇论文》（Geschichte und Lebenswelt.Ein Beitrag Zur Diskussion um Husserls Spätwerk），海牙，1970年，第ⅩⅩ页以后，注16和注142；奥尔特（E. W. O rth）：“胡塞尔与黑格尔。关于哲学中历史研究和系统研究之关系问题的一篇论文”（Husserl und Hegel.Ein Beirag zum Problem des Verhältnisses historischer und systematischer Forschung in der Philosophie），载于：比梅尔（主编）：《人的世界—哲学的世界——帕托施卡纪念文集》（Die Welt des Menschen-Die Welt der Philosophie.Festschriftfür Jan Patocka），海牙，1976年，第217页，注10；尤其参阅兰贝克（K. -H. Lembeck）：《历史对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历史科学》（Gegenstand Geschichte.Geschichtswissenschaftstheorie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多德雷赫特等，1988年，第54页，注18；他在这里指明，胡塞尔于1935年7月10日写给R.英加尔登的信〔参阅胡塞尔：《致英加尔登书信》（Briefe an Roman Ingarden），海牙，1968年，第92—93页〕提供了一个清楚的证据，说明胡塞尔的这个笔记只是对当时流行观点的一个短评，而非自已的观点。——译注

(3)参阅我的《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引论》（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erls），图宾根，1959年，第二章。

(4)塔勒：18世纪的德国银币。——译注

(5)尤其参阅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载于《胡塞尔全集》第六卷，第1 4页。第三部分，A.“基本明察：客观—逻辑层次的普全先天建基于更早的普全先天之中，即建基于纯粹生活世界的普全先天之中”。

(6)从迄今发表的胡塞尔著述来看，这个说法已经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译注

(7)这个缺陷在近年的胡塞尔研究中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克服。——译注

(8)这个说法已经在胡塞尔研究中得到纠正，参阅前面译注中的说明。——译注

(9)阿莉阿德尼（Ariadne），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克里特王弥诺斯和帕西淮的女儿。雅典英雄忒修斯杀死弥诺陶洛斯后，她用小线团帮助忒修斯逃出迷宫。“阿莉阿德尼的线”常被用来比喻解决问题的办法。——译注


附录五　作者生平(1)

埃德蒙德·胡塞尔直至1900年的生平和学术发展曾由阿斯本（A. D. Osborn）作过阐述：《埃德蒙德·胡塞尔与他的〈逻辑研究〉》（Edmund Husserl and his logical investigations），两卷本，1949年（附有详细的传记）；以后的年代可以参阅普莱斯纳（H. Plessner）：“胡塞尔在哥廷根。1959年在胡塞尔诞辰百年庆祝会上的讲话”（Husserl in Göttingen.Rede Zur Feier des hundertsten Geburtstags1959）；关于他在弗莱堡期间的讲座，《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的各个编者在他们的“引论”中作过介绍。

最后，在《哲学家》（Philosophes）丛书中出版了：《胡塞尔，他的生活，他的工作》（Husserl，Savie，son oeuvre），作者：凯克尔和舍尔（L. Kelkel et Schérer），巴黎，1964年。

胡塞尔于1859年4月8日出生在摩拉瓦地区的普罗斯捷耶夫镇；在奥洛穆茨市上高级文科中学；1876年中学毕业考试。大学学习：莱比锡三学期，柏林六学期，随魏尔斯特拉斯（C. Weierstraβ）学习数学，随保尔森（F. Paulsen）学习哲学。自1881年起在维也纳，1882/83年冬季学期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布伦塔诺（F. Brentano）的影响。1887年在哈雷以“论数的概念；心理学的分析”完成教授资格论文答辩。

同年与马尔文娜·卡洛特·施泰因施奈德（Marvine Charlotte Steinschneider）结婚；生三个子女：伊丽莎白（Elisabeth），与雅各布·罗森贝格（Jakob Rosenberg）教授（哈佛大学）结婚；格哈特（Gerhart），退休法学教授，名誉教授，弗莱堡；沃尔夫冈（Wolfgang），在一次大战中阵亡。

在哈雷，胡塞尔与心理学家施顿普夫（K. Stumpf）关系密切，并与他结下了终生友谊。施顿普夫的《声音心理学》（Tonpsychologie）和他的论文“论空间表象的心理学起源”（Ueber den psychologischen Ursprung der Raumvorstellung）影响了胡塞尔1891年发表的《算术哲学——心理学和逻辑学研究》。如胡塞尔所说，在这部关于数学的非常含糊之基础的论著中（它是胡塞尔教授资格论文的继续）包含着他在心理学和逻辑学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的最初努力。与此同时，一批重要的数学基础研究得以产生：施罗德（E. Schröder）1891年发表的《逻辑代数讲座》（Vorlesungenüber die Algebra der Logik）（逻辑斯蒂的第一次尝试）以及福格特（E. Voigt）1893年发表的《基础逻辑学》（Elementare Logik）（即逻辑运算），它们受到胡塞尔的批判讨论。尤其还有弗雷格（G. Frege）1894年的《算术基础》（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和1893年的《算术原理》第一卷（Grundgesetze der Arithmetik）（带有对胡塞尔的“质料”逻辑学的批判）。直到1900年发表《逻辑研究》止，胡塞尔一直在运用这些研究（参阅他的“关于德国逻辑学著述的报告”（Bericht über deutsche Schriften zur Logik），a）1894年，《系统哲学文库》（Archiv fürsysteematische Philosophie），第三卷；b）1895—1899年，《系统哲学文库》，第九卷和第十卷），除了这些研究外，他的讲座活动一直延伸到所有哲学问题上。在哈雷的第一次讲座是：“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引论”。他常常开设关于休谟，尤其是关于休谟的伦理学的讲座。奇怪的是，在这些年的著述中几乎找不到关于那些在1900年的《逻辑研究》中，尤其是在第二卷中仿佛是突如其来地得到突破的巨大工作的任何迹象。胡塞尔的伟大从根本上带有这样一种特征：他能够长达数十年地以一种顽强的精神并且在一种宁静退隐的状态下一再地献身于新的问题。胡塞尔全集的各卷就是他的这一态度的见证，只有在笛卡尔那里才能找到相似的东西。人们无法排除这样一个印象：一种较为深入的交往对于这个事业的完成来说是有好处的。在弗莱堡时期，胡塞尔得到了由他亲自允准的几位助教的支持：首先是海德格尔，然后是兰德格雷贝（L. Landgrebe），最后是芬克（E. Fink）。芬克在1933年后的艰难年代里仍然以极大的无私精神为他服务。

1901年，胡塞尔作为编外教授受聘于哥廷根。从此他的生活进入到正常的学院轨道，尽管他并没有能够避免开一些令人沮丧的失望。他于1906年在哥廷根成为私人编内教授，于1916年作为李凯尔特的后任成为弗莱堡的哲学教席持有者。1923年他曾爱邀去柏林任教，1933年又受邀去加利福尼亚任教，但两次均被他拒绝。1928年他于弗莱堡退休之后，直至1938年4月27日逝世，——尽管极为孤独——始终在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与妻子一同葬在君特斯塔尔（Günterstal）乡村教堂旁的墓地里。

我曾听过他的许多讲座，这些讲座并不特别成功。他仿佛是在自言自语，没有激情，没有文学渲染，以一种动人的方式，就好像思想在自己陈说着，独立于所有顾忌，独立于所有现实，眼里只有“无限的任务”（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在陈说中，他确立一个“无限”远的点，他可以暗示这个点的可见性，即使他并不为通俗易懂的可解释性作努力。他能够作出忘我的献身，极为专一地关注他的事业，这便是他的尊严和威严所在，这种尊严和威严也从他的遗稿中透射出来。

他本人一生中发表文字极少，这恰恰证明，他是如何认真地看待他的任务的无限性。关于他在1900年至1910年的工作，他的遗稿新近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异的解答。（《胡塞尔全集》第二卷，《现象学的观念》，附有比梅尔所做的重要事实陈述。(2) ）

在《逻辑研究》发表后处在显赫声誉之中的胡塞尔能够沉默十年之久，尔后才认为“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值得发表，这个事实赋予了这篇论文以无法充分估量的重要意义。

他也始终如一地忠实于自己。任何外在的东西都未能够动摇过他。他的泰然自若的开朗和他的毫无所求的诚挚使得每一个能够接近他的人都感受到他的形象的金碧辉煌。人们经验到，什么才是伟大；这种经验之光感动着那些在艰辛的努力中忠实地管理着他的遗稿的人们。

【注释】


(1)由《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单行本的编者斯基拉奇撰写。——译注

(2)中译本参阅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1986年，台北，1987年。斯基拉奇所说的“令人惊异的解答”，是指胡塞尔并非像人们此前所认为的那样是在1913年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才完成了向先验现象学，即构造意识的现象学的突破，而是早在1907年期间便已进入到先验领域之中。详细地说明可以进一步参阅该书中由比梅尔撰写的“编者引论”。——译注


附录六　文献选要(1)

这里只给出那些会更清楚地说明从胡塞尔的这篇论文到他的主要著作之过渡的著述。一份完整的文献目录对最初的研究来说是多余的。最近的和相对丰富的概论包含在布洛克曼（J. M. Broekmann）的著作中：《现象学与本我学》（Phänomenologie und Egologie），1963年。

胡塞尔的著作连同全部遗稿发表在一个宏伟而异常仔细的版本中：《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Gesammelte Werke），在梵布雷达（H. L. van Breda）的领导下由胡塞尔文库（卢万）根据胡塞尔遗稿自1950年起出版。

尚未收入全集的有《算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Arithmetik），1891年；《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1922年和1924年第四版；《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学》（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1929年；《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Vorles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βtseins），由海德格尔出版，1928年；(2) 《经验与判断。逻辑系谱学的研究》（Erfahrung und Urteil.Untersuchungen zur Genealogie derLogik），由兰德格雷贝编辑出版，1948年。

特别要推荐对以下著作做进一步研究：

《胡塞尔全集》第一卷，1950年，《笛卡尔的沉思》（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和《胡塞尔全集》第六卷，1954年，《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3) 。

关于这里的论文可以参考：

劳尔（Qu. Lauer）：《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导言》（La Philosophie comme science rigoureuse，Introduction）（50页），翻译与注释（65页），附有详细的文献资料，1955年。

同一作者：《胡塞尔的现象学——关于意向性发生的论文》（Phénomenologie de Husserl.Essai sur la genèse de l'intentionnalité）。

迪默（A. Diemer）：《现象学与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观念》（Die Phänomenologie und die Idee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er Wissem schaft），1956年。

同一作者：《埃德蒙德·胡塞尔——对他的现象学进行系统论述的尝试》（Edmund Husserl. Versucheiner systematischen Darstellung seiner Phänomenologie），1956年。

其他的全面论述：

布洛克曼：《现象学与本我学》，《现象学丛书》（Phaenomenologica）第十二卷，1963年。

冯克（G. Funke）：《论先验现象学》（Zur transzendentalen Phänomenologie），1957年。

兰德格雷贝：《现象学与形而上学》（Phänomenologie und Metaphysik），1949年。（尤其论述胡塞尔的方法。）

莱维纳斯（E. Levinas）：《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La [image: img5] de l'intuition dans la phé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1959年。

米施（G. Misch）：《生命哲学与现象学》（Lebens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e），1931年。

穆勒（W. H. Müller）：《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Die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1956年。

斯基拉奇：《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引论》（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1959年。

德维伦斯（A. DeWaelhens）：《现象学与真理》（Phé nomenologievérité），1953年。（尤其论述意向性和明见性。）

纳托尔普（P. Natorp）：“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观念”（Husserls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aomenologie），《逻各斯》（Logos），1917/18年。

个别论述：

阿道尔诺（Th. W. Adorno）：《认识论的元批判》（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1956年。（对《逻辑研究》至关重要。）

布鲁门贝格（H. Blumenberg）：“从现象学角度看生活世界和技术化”（Lebens-welt und Technisierung unter Aspekten der Phänomenologie），《哲学》（filosofia），1964年。（对世界观哲学与胡塞尔主要著作的联系至关重要。）

还可参阅荷尔（H. Hohl）：《生活世界与历史，埃德蒙德·胡塞尔后期哲学的基本特征》（Lebenswelt und Geschichte，Grundzügeder Spät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1962年。

芬克：《处在当前批判中的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in der gegenwärtigen Kritik）（附有胡塞尔的一个前言），1934年。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4) ，1961年。（对狄尔泰—胡塞尔的关系至关重要。）

吕贝（H. Lübbe）：“现象学柏拉图主义的终结”（Das Ende des phänomenologischen Platonismus），《哲学杂志》（Tijdschrift voor Philosophie）1954年。

罗特（A. Roth）：《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理论研究》（Edmund Husserls ethische Untersuchungen），《现象学丛收》第七卷，1961年。

在论文集中的重要文章：《胡塞尔与近代思维》（Husserl und das Denken der Neuzeit），由梵布雷达出版，《现象学丛书》第二卷，1959年；以及《胡塞尔：1859—1959年》（Husserl 1859—1959），《现象学丛书》第四卷，1959年。

现象学出版的喉舌《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尼迈耶出版社，自1913年起）曾经持续了多年。在这个年刊中曾出版过诸多文献，其中有：胡塞尔：《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5) 。（附有瓦尔特（G. Walter）的“详细的概论索引”，共60页；由兰德格雷贝做了缩减，《胡塞尔全集》第三卷，第420以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6) ；舍勒（M. Scheler）：《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伦理学》；此外还有莱纳赫（A. Reinach）、普范德尔（A. Pfänder）、盖格（M. Geiger）、贝克（O. Becker）等人的著述。

自1940年以来便在布法罗出版了一份现象学研究的杂志：《哲学与现象学研究》（Philosophy and Phenom enological Research），由法伯（M. Faber）主编。

关于学派的传播与发展，施皮格伯格（H. Spiegelberg）提供了出色的咨询：《现象学运动——一个历史的导引》（The Phenomenologica Movement.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两卷本，1960年，附有21张图片。（《现象学丛书》第五、六卷，1950年。）

【注释】


(1)① 由《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单行本的编者斯基拉奇撰写。——译注

(2)② 以上四书现在已经收入《胡塞尔全集》（迄今已出版三十卷），分别作为第十二卷，第十八—十九卷，第十七卷和第十卷。其中，《逻辑研究》已译成中文：第一卷：《纯粹逻辑学导引》，倪梁康译，上海，1994 年，台北，1994 年；第二卷，上、下部分：《现象学与认识论研究》，倪梁康译，上海，待出，台北，待出。——译注

(3)① 中译本参阅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第一、二部分），张庆熊译，上海，1988 年。—— 译注

(4)① 中译本参阅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1992 年，台北，1993年—— 译注。

(5)① 中译本参阅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1992 年。——译注

(6)② 中译本参阅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1987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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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象学文库》总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象学在汉语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兴趣，渐成一门显学。1994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此后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一会一刊的运作节奏。稍后香港的现象学学者们在香港独立成立学会，与设在大陆的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常有友好合作，共同推进汉语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学者这些年来对域外现象学著作的翻译、对现象学哲学的介绍和研究著述，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值得称道，在我国当代西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现象学事业才刚刚起步，即便与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相比，我们的译介和研究也还差了一大截。又由于缺乏统筹规划，此间出版的翻译和著述成果散见于多家出版社，选题杂乱，不成系统，致使我国现象学翻译和研究事业未显示整体推进的全部效应和影响。

有鉴于此，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与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当代哲学资料中心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现象学文库》丛书。《文库》分为“现象学原典译丛”与“现象学研究丛书”两个系列，前者收译作，包括现象学经典与国外现象学研究著作的汉译；后者收中国学者的现象学著述。《文库》初期以整理旧译和旧作为主，逐步过渡到出版首版作品，希望汉语学术界现象学方面的主要成果能以《文库》统一格式集中推出。

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藉《文库》这个园地，共同促进中国的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文库》编委会

2007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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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引论

A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

第一部分　1905年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

引　论

第1节　对客观时间的排斥

第2节　关于“时间起源”的问题

第一章　布伦塔诺的时间起源学说

第3节　原初的联想

第4节　将来的获得与无限的时间

第5节　由于时间特征而产生的表象变化

第6节　批判

第二章　时间意识分析

第7节　解释：对时间客体的把握是瞬间的把握和延续的行为

第8节　内在时间客体以及它们的显现方式

第9节　关于内在客体之显现的意识

第10节　流逝现象的各个连续统。时间图式

第11节　原印象与滞留的变异

第12节　滞留作为特殊的意向性

第13节　一个印象先行于每个滞留的必然性。滞留的明见性

第14节　时间客体的再造（次生回忆）

第15节　再造的进行模式

第16节　作为当下拥有的感知对立于滞留和再回忆

第17节　感知作为自身给予的行为对立于再造

第18节　对于有关延续与后继之意识的构造，再回忆所具有的意义

第19节　滞留与再造的区别（原生的和次生的 回忆或想象）

第20节　再造的“自由”

第21节　再造的各个清晰性层次

第22节　再造的明见性

第23节　被再造的现在与一个过去的相合。对想象与再回忆的区分

第24节　再回忆中的前摄

第25节　再回忆的双重意向性

第26节　回忆与期待的各种区别

第27节　回忆作为关于曾被感知的意识

第28节　回忆与图像意识。回忆作为设定的再造

第29节　当下回忆

第30节　在滞留变化中对象意向的保持

第31节　原印象与客观的、个体的时间点

第32节　在对这一个客观时间构建上再造的参与

第33节　几个先天的时间规律

第三章　时间与时间客体的构造阶段

第34节　构造阶段的划分

第35节　被构造的统一与构造着的河流的区别

第36节　构造着时间的河流作为绝对的主体性

第37节　超越客体的显现作为被构造的统一

第38节　意识流的统一与同时和后继

第39节　滞留的双重意向性与意识流的构造

第40节　被构造的内在内容

第41节　内在内容的明见性。变化与不变

第42节　印象与再造

第43节　事物显现与事物的构造。被构造的立义与原立义

第44节　内感知与外感知

第45节　非时间的超越之构造

第二部分　1905～1910年间对时间意识分析的续加和补充

附录一　原印象及其变异的连续统

附录二　当下化与想象。——印象与想象

附录三　回忆与感知的关联意向。——时间意识的 诸样式

附录四　再回忆与时间客体和客观时间的构造

附录五　感知与被感知之物的同时性

附录六　对绝对河流的把握。——四重意义上的 感知

附录七　同时性的构造

附录八　意识流的双重意向性

附录九　原意识与反思的可能性

附录十　时间的客体化和在时间中的事物性的东西的客体化

附录十一　相即感知与不相即感知

附录十二　内意识和对体验的把握

附录十三　作为内在时间客体的自发统一的构造。——作为时间构形和绝对时间构造意识的判断

B　表明此问题发展的增补文字

〈一　引入对“清新”回忆和“再”回忆的本质区别以及关于时间意识中 的内容变化与立义区别〉

〈第1号〉　对一个持续较长的变化进程之统一的表象是如何成立的？〈直观与再现〉

〈第2号〉　时间感知的明见性、回忆等等。

〈第3号　相即的期待。〉

〈第4号〉　沉思。〈感知、回忆与期待。〉

〈第5号　作为简单行为的持续感知。〉

〈第6号　布伦塔诺与记忆的明见性问题。〉

〈第7号〉　直观、过去存在的明见性——对过去存在的单纯表象。〈对在原生回忆中的内容变动之假设的虚假必然性。〉

〈第8号〉　通过相似而完成的相即。——对一个对象的表象与对此对象之感知的表象。〈以“逐渐淡化”的方式还被意识到的东西作为此前被感知之物的图像类似代表。〉

〈第9号〉　争论。〈回忆的当下性，被回忆之物的 过去存在。〉

〈第10号〉　在原初的过去意识与再回忆之间有一个本质区别，对此问题的老的和最初的观察。

〈第11号〉　就时间客体的流逝部分而言，感知的 瞬间相位具有想象的特征吗？

〈第12号　时间意识的明见性。〉

〈第13号〉　对一个时间性的东西的感知与对时间性的感知。

〈第14号〉　直接回忆是借助于直观变异而从感知中 生成的，是否可以将直观变异理解为体现内容的一种单纯变动。 （布伦塔诺在这里只能当做例子。）

〈第15号〉　时间与回忆。〈现在感知、回忆感知和想象式的回忆。将这些区别移置到统觉方式之中。〉

〈第16号　能够作为当下的而在感知中被给予的东西。〉

〈第17号　变异意识的问题。〉

〈第18号〉　回忆的特征。——通过同一性完成的再现：这应当指什么？

〈二　对客观时间的排除，时间课题，客体化的现象学及其窘境〉

〈第19号　完全排除与客观时间相关的所有预设。〉

〈第20号　对演替的感知是以感知的演替为 前提的。〉

〈第21号　根据对同一个演替的重复当下化而 做出的认识。〉

〈第22号〉　相即回忆是否可能（或如何可能）？

〈第23号〉　时间的统一性与时间的无限性。

〈第24号　对一个个体（时间）客体的感知。〈在对时间之物感知的一个相位中，我们会找到先前相位的感知显现吗？〉

〈第25号〉　相即回忆。先前的感知。——对过去的感知，尝试〈窘境〉。〈为什么清新回忆不简单地就是持续的原初感知？〉

〈第26号〉　论主要命题：感知包括了作为各自的、但不断变化的现在的“时间确定性”，而原生回忆具有这个感知之持留的含义。

〈第27号　一个纵观的尝试：基本的时间区别。自身在此与客体化。〉

〈第28号〉　声音、时间客体和在时间意识流中时间 客体的每个相位的同一性。

〈第29号〉　迈农对被分配的和不被分配的对象的区分。

〈第30号　三重相位。〉

〈第31号〉　图式。〈现在立义与延展感知。〉

〈第32号〉　连续统。

〈第33号〉　斯特恩—迈农讨论的结果。

〈第34号　关于一个相互接续序列的意识的问题。〉

〈三　关于个体化的西费尔德文稿〉

〈第35号〉　时间事物作为变化或不变的同一之物 所具有的统一。

〈第36号〉　〈关于〉西费尔德反思。〈时间对象的典型性、数学性和统一性。〉

〈第37号〉　时间客体。

〈第38号〉　对整个西费尔德考察方式的异议。

〈四　论立义内容—立义 范式的消融〉

〈第39号〉　感知中的时间。

〈第40号〉　客体性的各个阶段。

〈第41号〉　显现与时间。体验活动与体验。意识作为复数的意识体验在其中被体验到的体验活动。

〈第42号〉　明见性。

〈第43号〉　难题。

〈第44号〉　意识的时间形式。

〈第45号　意识流的双重意向性。〉

〈第46号　将所有区别都归结为立义方式之 做法的可疑性。〉

〈第47号　“内容因素”和“立义因素”与清新 回忆的明见性。〉

〈第48号〉　原初的时间回移。

〈第49号　我们在现在点上同时地具有一个原生内容的连续统并且还同时地具有一个“立义”连续统吗？〉

〈第50号〉　原生的回忆变异。

〈五　这项研究的首次结束〉

〈第51号　在现象学的基本考察中的时间问题。〉

〈第52号〉　对各个进程或对各个个体（延续）对象的单纯表象。记忆感知的明见性。对被当下拥有之物的感知的明见性。

〈第53号〉　内意识的意向性。

〈第54号　意识（流）、显现（内在客体）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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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引论

在1906年9月25日的一则日记中，胡塞尔作了如下的笔记：“我们不仅需要有对目的、路线、准则、方法的认识，以及需要有对其他认识与科学之执态的认识。我们也需要有实际的贯彻。我们必须踏上这些道路本身。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地解决个别的问题。在这里首先需要一步一步地探讨理性现象学，并且在此基础上实际地澄清在两方面的原理和基本概念的形式中的逻辑理性与伦理理性。

这里的首要问题是一门感知、想象、时间、事物的现象学的问题。

在1904/05年冬季学期关于‘主要部分’的讲座中，我提供了一个最初的、还极不完善的系统论述之设想。但此前就有一些误以为已经可以付印的、至少经过了纯粹加工的1898年论文，它们是我的这个讲座的基础，必须将它们再看一遍。必须把其中有用的东西取出来，其余的则抛开或撇开。此外还有一大批的附录，探讨的往往是难题。

与此相关，我也做过关于注意力的现象学的尝试，然而还是缺少一门空间现象学，尽管我在1894年就已经想启动它，并且做了各种尝试（但没什么可用的东西）……”(1)

紧接着，胡塞尔在另一处提到在他“准备最多的工作”中“有一个关于感知、想象、时间的非常全面的著作”。(2)

在那些“误以为已经可以付印的、至少经过了纯粹加工的1898年论文”中，即按胡塞尔在笔记中所说的构成1904/05年讲座之“基础”的论文中，包含着重要的残稿——这些论文大都是胡塞尔写在对开本上的手写文稿；(3)其中有几页是更早时期的关于时间问题的札记，胡塞尔在封面上作了如下的描述：“发生学方面的（在这些月刊论文之前所做的旧文章）约1893年”。(4)

胡塞尔在1904/05年冬季学期所做的这个哥廷根讲座题为“现象学与认识论的主要部分”。正如完整的标题所示，这些讲座包含了以下四个主要部分：

一、“论感知”；

二、“论注意力，特殊意指，等等”；

三、“想象与图像意识”；

四、“论时间现象学”。(5)

为了说明这些讲座的意图，这里有必要详细地重现胡塞尔对这些讲座所做的引论：

“我曾预告现在开始的这些讲座的课题是‘现象学与认识论的主要部分’。开初时我所留意的仅仅是更高的智性行为，即所谓‘判断理论’的领域。在与我的学生一起工作的同时，我考虑对在这些广泛而鲜为人知之区域中的那些根本还未得到表述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尝试进行解答，或至少与你们一起透彻地思考解答的可能性。但在对相关资料做预先处理的过程中，我很快便明察到，不仅是出于教学方面的原因，而且首先是出于实事方面的原因，我需要对素朴的、处于最底层的智性行为进行探讨。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是那样一些现象，它们在感知、想象表象、图像表象、回忆(6)这些较为含糊的标题下为人所知，但却仍然很少得到彻底的研究。只是在最近一段时期，我才猜测到并且有时是略微清晰地注意到：在这里需要进行如此大量的现象学工作，需要克服如此巨大的困难。而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必须在最严肃的意义上称之为基础性的工作，这里所说的基础性，一方面是对于认识论而言，另一方面是对心理学而言。我在《逻辑研究》的第2卷(7)中已经告知了一些对与此相关问题之探讨的尚不完善的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的最初启示是来自我的天才老师布伦塔诺，他于80年代中期便已在维也纳大学开设了一门使我无法忘怀的讲座‘心理学与感性学的问题选要’，这个讲座在每周两小时的课程中完全致力于在与感知表象的比较中分析地澄清想象表象。固然，我在此后10年越来越纠缠于其中的自己的研究，在根本点上将我引向了其他的道路，而且主要是这些研究使我认识到，问题要比布伦塔诺当时所看到的还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但我当时还无法系统地、完整地解决这些问题。它关系到现象学问题的内在交织，也关系到现象学问题的这样一种特性，即现象学问题是无法单独解决的，必须时而对这些问题、时而对那些问题加以促进，因为每个澄清这些问题的步骤都会回过来对其他问题做出昭示。新近在对我的旧设想的彻底审视中，我便以此方式发现了一些思想序列，它们在我的《逻辑研究》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对待，我当时已经讨论过的一些本质难题，在我的这部著作中几乎没有被触及并且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研讨。甚至整个回忆领域，因此还有本原的时间直观现象学的全部问题，在这部著作中都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死寂的状态。我当时无法战胜这里所存在的异常的困难，它们也许是整个现象学中的最大困难，而由于我不想事先就束缚自己，因此我便宁可完全保持沉默。

就我至此为止所能做的判断来看，虽然这里所暗示的一门感知、想象表象、回忆与时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也为其他的研究者们一再地触及到，但却没有以任何方式得到解决。看起来在斯托特与霍奇森那里（这里撇开詹姆士不论，我曾读过他的东西并且受他启发很大）有一些与我的直观相近的东西。无论如何，这还不足以让我能够简单地去依据这些研究者，并随之而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建构。因此，看起来最好的做法是：我们在共同的工作中自己来详细地探讨相关的问题，我们尽我们之所能来追踪这些问题。只要允许，我们就至少要把困难与理解的可能性清楚地表述出来，我们始终要弄清，真正的问题何在，如何纯粹地把握它们，如何将它们一劳永逸地表述出来。在我作为作者保持了沉默的地方，作为教师我却可以作出陈述。最好是由我自己来说那些尚未解决、更多是在流动中被领悟到的事物。(8)”(9)

在胡塞尔的工作与反思中，感知、想象、时间这三个问题名称不断地结合在一起出现，至少一直延续到1906年所透露的一部“关于感知、想象、时间的非常全面的著作”的计划。然而，胡塞尔在1904/05年冬季学期的讲座稿中虽然给三个主要部分（关于感知、注意力和想象）从头至尾加了页码（从“1”到“125”，带有几张夹页和其他差误），但在为第四个主要部分（关于时间意识）加页码时，他却是以“1”开始的。也许这种做法有其外在的、形式的原因。事实上，这份完整地——只有极少的遗漏——被保存下来的关于前三个主要部分的速记文稿具有一个密切相关地被编撰在一起的形式；然而我们不可能从这些被保存的速记页张中重构出那份文稿，即胡塞尔在1904/05年冬季学期讲座中用以探讨“时间现象学”的结尾一章所依据的文稿，(10)除非我们可以把一系列仅仅具有笔记和提示特征的页张、札记也算作是这个原初的讲座稿：所有这些页张和札记都不能提供一份前后连贯的文字。胡塞尔显然无法以结束对前三个主要部分之准备的方式来结束对讲座的结尾一章（关于时间意识）的准备——而且对前三个主要部分的准备也的确建立在更为全面的前研究（参见前面）的基础上。(11)

毫无疑问，“时间讲座”文稿之所以没有像前三个主要部分的文稿那样在其原初的形式中被保存下来，其首要的和直接的原因也应当在上述状况中寻找。胡塞尔在随后的时间里不仅在这些文稿中加入了附录和增补，而且他还将原初讲座稿中在内容上不足的、也包括只在形式上不足的部分排除出去，将它们抛开，并部分地用更缜密、更紧凑的阐述来取代它们，与此同时，他却显然没有去顾及那些被保存下来的旧札记与加进来的新札记之间在文本上的直接关联。在这些增补或替代原初讲座稿的札记中，有几个部分被加上了页码，有几个部分则只是简单地被夹在其中，它们的产生年代一直延续到1911年。(12)

保存下来的便是以此方式从1905年时间讲座原初文稿中形成的一捆页张，连同一些虽然在内容上、但并非直接在文字上相关的胡塞尔速记札记，这些札记产生于1905年，至少延续到1911年；(13)按照胡塞尔本人在这捆页张的封面上所作的标示，它们就是曾“交给施泰因小姐处理的文稿”。(14)

*　　　　　*　　　　　*

从1916至1918年，埃迪·施泰因曾在弗莱堡担任胡塞尔的助手。在此期间，她不仅受胡塞尔委托整理他的文稿以及处理其他事务，(15)而且除此之外，她还带着令人难忘的智慧、惊人的工作能力和值得赞叹的献身精神，努力通过一种“加工”来使胡塞尔的已有文稿更接近出版的可能。今天已经很难知晓，胡塞尔在这里赋予他的女助手的究竟是完全确定的任务、确切的指示，还是扩展了的全权和任凭她决定的自由。然而，除了胡塞尔的现存文稿和零星笔记之外，埃迪·施泰因在那几年里给罗曼·英加尔登的信函还为我们提供了对此合作方式的一个相当清晰的观察，英加尔登最近将这些信函扼要地发表出来是一件值得感谢之举。(16)

埃迪·施泰因在1916年和1917年首先将胡塞尔的文稿加工成《观念》的第2卷和第3卷。(17)1917年1月5日，她向英加尔登叙述说，她向胡塞尔“作了令他惊骇的描述：对《观念》的素材进行处理是如何艰难，以至于他再次表示完全同意将这个乐趣托付给我”。(18)在1917年2月13日的信中，她以一种尽管带有些许戏谑、但却明示出此合作之整体风格的语气谈到，“我自己赋权给自己继续加工，没有遭遇异议”。(19)1917年2月3日，她强调说，她所做的应当只是“为大师的工作提供一个基础”——“只是为了应对最糟糕的情况，即他根本不再进行修订”，她才自己“想到来做此事”：“当然，那样我就得准备进行多年的工作”。(20)而后在1917年4月9日，她又写道，她很想在胡塞尔只是“通读”一遍她的加工后就“将前两个部分发表在下一期的《年刊》上”。(21)——对《观念》第2卷，埃迪·施泰因在1918年（或许在1919年还部分地）(22)进行了第二次加工。《观念》第2卷和第3卷的女编者玛丽·比梅尔在1952年初次出版这两卷时曾说明：“埃迪·施泰因所作的……第一次加工更多是一次誊写，而这次〈第二次加工〉则作了重要的组合。在被使用的文稿上给出的日期一直追溯到1908年，最迟为1917年。”(23)“可以认为，胡塞尔挑选了一批文稿，托付给埃迪·施泰因使用”。(24)

1917年2月20日，埃迪·施泰因写信给英加尔登说，当她为一个月的休假而向胡塞尔告别时，胡塞尔“〈令她〉非常高兴地主动〈向她〉提出，把第六［逻辑］研究的草稿也给她带上”，(25)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对这些草稿作了一些处理。

此后在1917年7月20日来了这样一个消息：“最近一段时间我不断整理新的文稿，刚才还遇到‘时间意识’的一组文稿。您最知道，这些问题是多么重要：对于构造学说和对于与柏格森的分歧，以及在我看来，对于与其他人的分歧，如纳托尔普。外在的状况是有些可悲的：自1903年起的笔记纸条。但我很有兴趣试一试，是否可以对它们进行加工；至少它意味着向付印又迈进了一步，即使不知道是否以及何时会出版。这个发现重又给我的工作带来一些趣味，此前我曾近乎要决定在10月份放下我的公文包。现在重又让我觉得，我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并不是无意义的。”(26)还在1917年8月7日她便写道：“上个月我对胡塞尔的时间笔记进行了加工，好东西，但还没有完全成熟”。(27)看起来至少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加工，因为埃迪·施泰因首先不再提到“时间笔记”，相反她在1917年8月28日写道：“我现在处理他的空间构造的笔记，看看可以用它来做什么”。(28)而后她成功地引起胡塞尔对她的“时间笔记”之加工的兴趣：1917年9月8日，她在胡塞尔度夏的贝尔瑙发信说：“现在我在大师这里待三天，正在勤奋地探讨时间。”(29)

这个“加工”的结果应当就是1928年在胡塞尔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9卷）中由马丁·海德格尔编辑、以《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为题发表的东西。这部1928年的著作在内容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1905年关于内时间意识的讲座”，“第二部分：1905～1910年对时间意识的分析的附加与增补”(30)。关于这个由十三个附录组成的第二部分，可说的东西不多：一方面是因为，除了唯一的一个附录以外，所有其他附录的底本都无法找到；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这里看起来的确放弃了任何方式的处理：这些文字似乎只是被誊写了下来，并且被不连贯地排列在一起。(31)与此相反，对“第一部分”的内容则可以通过与全面保存下来的、并为加工提供了基础的胡塞尔文稿的比较而得到如下的确定：(32)

埃迪·施泰因谈到胡塞尔的“时间笔记”，谈到仅仅是“自1903年起的笔记纸条”。事实上，那个出自1905年2月、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相关编辑的“论时间现象学”的设想，构成了施泰因所说的“‘时间意识’的一组文稿”或胡塞尔所说的“交给施泰因小姐处理的文稿”的基础。相反，若将1928年著作的“第一部分”说成是“1905年关于内时间意识的讲座”，那么，这个说法很难被看做是确切的。这里需要立即再次着重强调：胡塞尔本人绝没有将原初的讲座稿弃之不顾。当然，除此之外还需注意的是，在他插入的或附加的后期札记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单纯的“笔记纸条”，而更多的则是一些相互关联地得到阐述的分析。但这个“加工”的最终结果在于：在“引论”和第一部分所包含的45个章节中，只有“引论”和14个章节是完全地，此外还有其他4个章节是部分地回溯到1905年2月的讲座稿上；在1928年的著作中含有总共82个印张中的约40个印张。相反，在胡塞尔原初讲座稿的至少62个页张中，只有37个页张在1928年被付印的文字中被使用。即使在这些被使用页张的文字中也常常只采用了一些段落，或者说，常常有些部分被删除了。此外，对前面提到的胡塞尔1905年以后的那些札记的使用情况也是如此。首先，出自讲座稿的文字与出自此后时期的札记的文字在排列、顺序和关联上都完全没有变动。与此相反而无关大局的是这样一些情况：在胡塞尔的个别文稿上作过许多——大都是在内容上无足轻重的——改动；胡塞尔的一些阐述只是在最简练的总结中得以重现；看起来常常有一些简短的承接文字是由埃迪·施泰因编撰的，她也力图在术语上进行统一，并且将全部文字划分为各个章节与部分并起草了它们的标题。

因此，根据以上所述，不仅可以得出一个对于明察胡塞尔思路不无重要意义的说明：在1928年著作的“第一部分”文字中，只有一小部分的日期可以确定为1905年，而大部分的日期都应确定为1907年，直至1911年，甚至1917年。除此之外，还会有这样的问题提出来：1928年所发表的“加工”结果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真正地被看做是一个与胡塞尔自己意向完全相符的论述。但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结束这个关于1928年著作的产生史的报告。

*　　　　　*　　　　　*

1926年4月，胡塞尔建议马丁·海德格尔来出版他的产生于哥廷根时期、已由埃迪·施泰因做了加工而准备好的关于“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研究。(33)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当时在巴登黑森林者的托特瑙山度春季假期。借着一次拜访的机会，海德格尔向胡塞尔出示他几近完成的、将要题赠给胡塞尔的《存在与时间》文稿。(34)这是引发胡塞尔那个建议的直接原因。海德格尔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请胡塞尔理解，他只能在《存在与时间》出版后才能加以实施，而且他不能对胡塞尔的文稿进行仔细的钻研，因为他在这段时间里——直至1927年秋——都将在马堡大学承担独自代理哲学课程的重负。因此，胡塞尔也并未将自己的速记文稿（或者说，“交给施泰因小姐处理的文稿”），而是将埃迪·施泰因在1917年加工过的手抄稿托付给海德格尔，而海德格尔满足于对埃迪·施泰因文稿的仔细通读和在文本中的最微小干预，即便胡塞尔看起来并非不欢迎对文本做彻底的处理。(35)这个文本在1928年完成，并于同年发表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9卷上，附有一个如下的“编者的前说明”：

编者的前说明

下面对“内时间意识现象学”所作的分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1904/05年冬季学期的一个题为“现象学与认识论的主要部分”的四小时讲座的最后一部分。《逻辑研究》，第2卷（1901年）是以对认识的“更高”行为的解释为课题的，而在这个讲座中所探讨的则是“最底层的行为：感知、想象、图像意识、回忆、时间直观”。第二部分则产生于对讲座的补充以及直至1910年的新增补的研究。

关于时间意识还有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自1917年重又开始的、与个体化问题相关联的研究，它们将留待以后发表。

贯穿在此项研究之始终的课题，是纯粹感觉素材的时间构造和作为此构造之基础的“现象学时间”的自身构造。这里的关节点是对时间意识的意向特征的析出和对意向性一般的不断增强的根本澄清。仅这一点——撇开个别分析的特殊内容不论——就已经使得下列研究成为对在《逻辑研究》中首次进行的意向性之基本昭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即使在今日，意向性这个表述也仍然不是一个口令，而是一个中心问题的称号。

除了进行一些外部的、与风格无涉的修饰之外，这个文本维持了讲座的动态特征。为了有益于具体地验证理解力，也有意保留了对一些重要分析的重复，当然这些重复也是一再变换的。

章节的划分是由施泰因博士小姐在转抄速记稿的过程中而加入的，部分地与作者所做的边注相衔接。

目录和概念索引是由兰德格雷贝博士先生制作的。

马堡，1928年4月

马丁·海德格尔(36)

对这个为1928年著作之发表所作的“〈编者的〉前说明”的第一段，尤其是对前两句话，还需要再次回忆一下前面已就埃迪·施泰因的“加工”的“第一部分”与胡塞尔1905年2月讲座稿之间关系所必须作出的确定。另一方面，必定可以注意到，在海德格尔的“前说明”的第一段的提示与前述胡塞尔文稿中对其1904/05年“现象学与认识论的主要部分”讲座的引论性语句之间存在着相似性。(37)也是基于其他更多的理由，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出这样一种看法，即：海德格尔在其“前说明”的第一段、也包括第二段中的说明，同样还有他关于“讲座的特征”和埃迪·施泰因的单纯“转抄速记稿”的说法，都仅仅依据了胡塞尔的通报。(38)无论如何，在1928年4月结束最终完成“前说明”之前，他曾将这篇文稿交给胡塞尔审核过。而胡塞尔那方面以后也在涉及1928年著作的内容时多次将其称之为“我的关于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讲座，由海德格尔编辑出版”，(39)正如他在“施泰因加工稿”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观念》第1卷的一个脚注中所说明的那样：“笔者的〈与时间意识之谜〉相关的和久劳无益的努力在1905年从根本上告一段落，它们的结果在哥廷根大学讲座中得到了通报。”(40)

*　　　　　*　　　　　*

现在我们可以来尝试回答前面刚刚提出的问题，即：“施泰因加工稿”——亦即1928年发表的著作——与胡塞尔的意向是否一致。

首先要说的是，最后提到的“施泰因加工稿”得到了胡塞尔授权，这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胡塞尔促成了它的发表；他交给海德格尔出版的底本恰恰也就是埃迪·施泰因的手写加工稿；他以后多次诉诸于1928年的著作，将它当做一部他自己的著作。

此外，从埃迪·施泰因在给英加尔登的信中可以看出，原初是她主动提出“加工”的，尽管对这项工作，她是“自己赋权给自己……，没有遭遇异议”（参见前面）。而如果我们刚才记录了胡塞尔回忆中的某种日期上的推迟，那么我们也就必须要问：难道他从来就没有足够仔细地了解过埃迪·施泰因的加工，因而无法知道在这个加工与他自己的札记之间存在一种至少不能说是毫无问题的关系吗？如果他不了解，那么这个作者赋权所具有的就只是一种道德价值。但如果他详尽地追踪了埃迪·施泰因的工作，那么就可以注意到，这种在视角方面的推后情况之所以可能，只会是因为他在埃迪·施泰因的阐述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与他自己意向的偏离。因此，除了形式上作者赋权的问题之外，这另一个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在此案中，胡塞尔实际参与埃迪·施泰因工作的部分有多少。

通常是埃迪·施泰因向英加尔登抱怨，胡塞尔对她想要出版他的研究的努力之结果缺乏兴趣。在涉及对“时间笔记”的加工时，她没有作这类抱怨；相反，如前所述，她曾写道：“现在我在大师这里待三天，正在勤奋地探讨时间。”没有什么可以迫使我们去假定：这种探讨前后仅有这“三天”而已；反过来倒是可以猜测：在此合作之前，胡塞尔便已经研究了这份由埃迪·施泰因制定的文稿。事实上，在胡塞尔保存的、作为“施泰因加工稿”之基础的原本文稿中，也可以找到许多清楚的佐证，说明胡塞尔自己曾将这个加工与他自己的文稿做过比较。(41)这个比较有多深入？这个问题存而未决。

*　　　　　*　　　　　*

对提出问题的回答最终只能由这个新的版本自身来提供，它试图与这个被勾画的实际状态相符合。毋庸置疑，1928年的著作是经作者本人赋权的。考虑到这一点，它的文字在这个版本中被放置在前面（作为A部分），基本上是未加改动地得到重印。(42)仅仅纠正了有些在对照原稿时明显可以认定的错误，撤回了一些加入到文稿文字中的显然多余并反会产生误导的干预。(43)编者的各个注释以及一份详细的文本考证资料提供了对1928年第一次印刷与那些文稿之间关系的说明。

但另一方面，接下来（作为B部分）在本书中得以付印的是一些大都以速记方式记录下来的胡塞尔文稿的原本文字，完整地包括“‘时间意识’的一组文稿”，即那批曾“交给施泰因小姐处理的文稿”，此外还有产生于1893年至1911年底这个时间段的原本文字，施泰因可能对这些文字并不知晓。(44)这些原文的排列顺序尽可能地依照了它们写作时间的先后。(45)而通过对这些被保存在文稿中并在本书中得到付印的原文的研究，我们还是可以觉察到，在1928年著作中所能得出的“施泰因加工稿”之结论与胡塞尔的特有思路以及他的最本己的问题域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一篇公开发表的、试图引领读者的论文所具有的思路，必定会或可能会不同于思想者在能够对此作出教导性传诉之前所实际走过的思路。固然，埃迪·施泰因曾竭尽全力，尽可能将胡塞尔所获得的无疑义的研究结论公布于众，将这些结论仔细地分离于那些仍然还是有问题的结论——这几乎不言自明的。然而埃迪·施泰因当时也根本不可能考虑像本书（B部分）所做的那样，以忠实于原稿的方式出版胡塞尔的文稿。甚至胡塞尔之所以在延迟十年之后才决定发表1917年的加工稿，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明察到了在对一部——最终还有要由他本人来负责的——著作本身的要求上所存在的必要妥协。尽管如此，胡塞尔的札记是与其问题域相一致的，在经过埃迪·施泰因的集中和编辑之后，它们多方面地失去了其原初的语境，因而也丧失了它们的一些意义关联。一方面，在1928年的著作中，真正的问题没有得到完整的表达；另一方面，得到表达的内容则由于对这个问题域的疏忽而在某些方面变得抽象，最后，在这种抽象中便有可能形成一种无法理喻的杂乱无章。(46)

对此我们只还需要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这里要顺便提一下，至关重要的目光并不是对“施泰因加工稿”的批评目光，而必须是朝向实事本身的目光，但在这方面就应当给出胡塞尔本人的话语。我们将会详细地引用胡塞尔的文稿和著作——尽最大可能不做任何诠释。我们要选择一个宽泛的例子。

*　　　　　*　　　　　*

在胡塞尔《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的第81节中可以读到：“时间……如在稍后的研究中将要指出的，是一个完全被界定的问题域的名称，而且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域。我们将指出，我们先前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对一整个的向度（Dimension）都保持了沉默，并且是必然地需要保持沉默，这样才能够不受迷惑地首先获取那些唯有在现象学观点中方可见的东西，获取那些在不考虑新向度的情况下构成了一个封闭研究域的东西。我们通过还原而得以析出的超越论的‘绝对’，实际上并不是最终的东西，它本身是一个在某个深层的和完全独特的意义上构造起自身的东西，而且它的原源泉是在一个最终的和真正的绝对者之中。”(47)任何一个在《观念》中进行的“排除”都没有像这个“排除”这样令人感到陌生：胡塞尔承认，“现象学的基本考察”(48)“对一整个的向度都保持了沉默”。什么样的向度？它试图论证一个“绝对的存在”——“意识”的存在(49)——，但它避免这个“最终的和真正的绝对者”的“向度”。它明确地和详尽地论证多重的“还原”，但却将最基本的向度默默地放在一边。而胡塞尔对此给出了什么样的理由呢？对那个原源泉向度的考察“保持了沉默，并且是必然地需要保持沉默，这样才能够不受迷惑地首先获取那些唯有在现象学观点中方可见的东西”。原来，并不是期望回溯到“最终的和真正的绝对者”的向度上，而是担心无法避免的迷惑？

在这里之所以担心受到迷惑，并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例如作者尚未成功地回溯到那个基本向度中并且在其中确定方向；(50)相反，胡塞尔在这里随即便于一个脚注中谈及“时间意识之谜”：“笔者的相关的和久劳无益的努力在1905年从根本上告一段落，它们的结果在哥廷根大学讲座中得到了通报”。(51)当然，以上所作的陈述以及在本卷中所通报的文字表明：“1905年”这个日期是在胡塞尔记忆中的一个距离远近方面的推迟之结果。“笔者的相关的和久劳无益的努力”是在约1909年才真正“从根本上告一段落”。但似乎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已经宣告了胡塞尔的决定：在一个“纯粹现象学的一般引论”(52)中先绕开这里——在对时间意识之谜的研究中——所发现的东西。在预告为“认识现象学引论”的1909年夏季学期讲座中——《观念》的思路最初是在这里大致地采纳了在该书中所选择的阐述形态——，胡塞尔便已就有关时间意识被给予性的“客观有效”陈述之可能性说了这样的话：“可以肯定的是，它们〈这些陈述〉不能在一门现象学的开端上被作出。”(53)为什么不能？显而易见，令人不得不产生对那种迷惑之担心的并不是这个“向度”的模糊性，而更多是业已获得的对这个向度的明察。究竟是什么样的迷惑？迷惑的威胁究竟来自哪里？

前面所引的《观念》，第1卷，第81节的标题是“现象学时间与时间意识”，它隶属于该书的一个引向现象学“最重大问题”的篇章，即“功能问题或意识对象的构造问题”(54)。这一章的最后一节（第86节）便是全部用来讨论这些问题的，此前的第85节则引入了对感性原素（[image: img2]）与意向立形（μορ[image: img3]）的区分。(55)而这一节是以一个提示开始的，可以猜测这个提示既说明了对时间意识之谜保持沉默的动机，也说明了对在前几节中保持沉默之承认的动机，一个对被担心的迷惑的提示：“我们还将进一步束缚在这个考察阶段上，不是下降到最终的、构造着所有体验时间性的意识之昏暗深处，而是如此地接受体验，一如它们作为统一的时间性进程在内在反思中所自身呈现出来的那样，在这个考察阶段上，我们必须区分：

1.所有那些在《逻辑研究》中被称做‘第一性〈原生〉(56)内容’的体验；

2.自身含有意向性之特性的体验或体验因素。”(57)胡塞尔随即又再次强调：“无论如何，在整个现象学领域（即在应当持续坚持的被构造的时间性的阶段以内）中，感性原素（[image: img4]）与意向立形（μορ[image: img5]）所具有的这种奇特的双重性和统一性都起着一个主宰的作用。”(58)

因此，这个“最终的、构造着所有体验时间性的意识”的缄默向度显然就是那个感性与意向、原素与立形（或按《逻辑研究》的说法：“第一性〈原生〉内容”或“内容特征”与“行为”或“行为特征”，也叫做“立义（auffassen）”与“立义特征（Auffassungscharakter）”）的“奇特双重性”不再起“主宰作用”的向度，并且最终根本不再起任何可以比拟的作用的向度。与此相反，在“被构造的时间性的阶段”上，这个区分是不可或缺的和根本性的。因此，难道这个时间构造的缄默向度不仅仅是这个区分刚巧在其中失效的向度，而更多地是一个需要在其中寻找迷惑的原因，甚至寻找这个区分之消解的原因的向度？而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胡塞尔才对这“一整个的向度都保持了沉默”？

根据胡塞尔在1929年《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一书的结尾一节（第107节c）中的表述，这个猜测在所有方面都得到了证实：“在心理学和认识论中主宰着一切的素材—感觉主义（即便是在语词上反对它的人或在这个语词下面想象它的人，也大都还束缚在它之中）就在于，它用素材来建构意识生活，可以说是将意识生活建构为完成的对象。在这里，究竟是把这些素材看做分离的‘心理原子’，根据无法理解的事实规律以机械规律的方式来把或多或少能集合在一起的东西加以堆积；还是谈论整体和完形质性，认为整体要先于那些在它们之中不可区分之元素；或是在这个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对象领域之内就区分感性素材与作为另类素材的意向体验，这实际上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我们并非想要完全抛弃最后那个划分。人们可以作为本我（ego）来应对作为内在经验对象的内在对象，即作为内在时间的对象，而这显然是现象学初学者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我有意而明确地在我的《观念》一书中排除了内在时间意识的问题(59)，并预示了一个对于此领域中的可能描述而言的相互关联的大问题域，而且也试图部分地加以处理。而后在这个领域中会必然地产生出作为本底区别的在感性素材与意向功能之间的区别”。(60)

这样就明确地证实了前面刚刚表述的关于在《观念》中“排除”时间构造向度之原因的猜测。胡塞尔甚至有胆识承认和批评：至少连自己的《观念》一书都有植根在“主宰着一切的素材—感觉主义”中的假象。在《观念》中讨论的“大问题域”，乃是立足在对感性素材和意向体验之间的区分之上的，胡塞尔仅仅说是不要“完全抛
弃”这个区分。而尽管在引文的最后一句中还提到“本底区别”，这句话也仍然不是在强调坚持这个区分之“本底性”的必然性，而是在澄清，在何种相对的意义上可以将这个区别看做是对一个特定的——不是根本的——领域而言看似“本底的”区别。胡塞尔——在被引证的《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的这个脚注中——重又指点参阅“已多次引述的《年刊》第9卷上的文章”。

事实上，在1928年出版的《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的最初几页上就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简明扼要的注释：“因此，‘被感觉到’就是一种关系概念的指示。这个概念本身丝毫没有说明：被感觉到的东西（Empfundenes）是否是感性的东西（Sensuelles），甚至是否是在感觉之物意义上内在的，换言之，这里并没有回答，被感觉到的东西本身是否已经构造出来，并且是否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感觉之物的东西。——但在这里最好是把这整个
区别都搁在一边；并不是每个构造都具有立义内容—立义这个范
式”。(61)在1928年发表的这个文本的上下文中，这个注释给人以很浓的附带性的感觉，它本身也许就“最好是被搁在一边”。我们将会轻易地证明这一点。然而我们刚刚所涉及的这些胡塞尔的陈述却迫使我们领悟到：对这个“在感性素材与意向功能之间”看似的“本底区别”的连根拔出，乃是一个根本颠覆性的过程，这个区别不适合被用来“不受迷惑地获取”整个构造问题域的开端，即《观念》中所说的现象学的“最重大问题”的开端，甚至最终会使得这个开端从根本上显得可疑——如果在原初的时间意识现象上所关涉的不是某种边缘现象，而是最终的绝对被给予之物，那么在“立义内容—立义之范式”方面所关涉的也就不再是在各个不同标志中的一个标志，而实际上是胡塞尔的构造问题域原初植根于其中的那个基本区别。(62)

我们不得不详尽地引述《逻辑研究》来进行证明。第五研究——“关于意向体验及其‘内容’”——的第14节以最为透彻的方式阐述了这个“本底区别”的现象学意义：这个区别基本上是“在内容的此在与内容之间的区别，前者是指被意识到的，但本身未成为感知客体的感觉，后者则是指感知客体。对声音例子的选择稍许掩盖了这个区别，但并未取消这个区别。……不同的人可以感觉到同一个东西，但却可以感知为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自己就将相同的感觉内容这一次做这样的‘释义’（deuten），另一次作那样的‘释义’。……但是释义本身永远不能被还原为新的感觉的涌入，它是一个行为特征，是‘意识’的一种方式，是‘心绪’的一种方式：我们将它称做对有关对象的感知。……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在这里出现的内容与行为的区别更为明见的了，更特殊地说，没有什么比在体现性感觉意义上的感知内容与在立义性的意向意义上的感知行为之间的区别更为明见的了”。(63)

而后胡塞尔阐释说：“如果将感知与想象表象进行比较，并且再将这两者与借助物理图像（绘画、塑像等等）的表象进行比较，我们就会获得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区别，并且可以使各种不同的行为特征得以相互衬托的有益例证。但最有益的例证是由表达提供的。如果我们想象，例如，某些形态或阿拉伯图形首先纯粹美学地作用于我们，而后我们突然领悟到，它们可能是一些象征或文字符号。这里的区别何在？或者我们来看这样一种情况：某人关注地倾听一个他完全不懂的词，把它当做单纯的声音复合，同时丝毫不知这是一个词；我们再比较一下这个情况：以后，当他熟悉了这个词的含义时，他在一段对话中听懂了这个词，但并不带有〔对这个词的〕直观化。相对于那个无思想的语音而言，这个被理解的、但仅仅象征性地起作用的表达所多出的部分究竟在哪里？我们是简单地直观一个具体的A，还是将它立义为‘一个随意的A’的‘代表’，这里的区别何在？在这些和无数类似的情况中，行为特征都发生了变异。所有逻辑区别，尤其是所有范畴形式都包含在意向意义上的逻辑行为之中。”(64)

行为特征被是指“释义”、“立义”或“统觉”的行为特征：“对我们来说，统觉就是在体验本身之中，在它的描述内容之中相对于感觉的粗躁此在而多出的部分（Überschuß）；它是这样一个行为特征，这个行为特征可以说是赋予感觉以灵魂，并且使我们可以感知到这个或那个对象之物，例如看到这棵树，听到这个铃响，闻到这个花香等等……”

“从这些被考察的例子来看，我认为这也是明见的：事实上存在着本质不同的‘意识方式’，即本质不同的与对象之物的关系方式；在感知的情况中，在想象表象的情况中，在通常对塑像、绘画等等之立义意义上的图像表象情况中，还有在纯粹逻辑学意义上的表象情况中，意向的特征都是不同种类的特征。每一种逻辑不同的、在思想上表象一个对象的方式都有一个意向上的差异性与之相符合。”(65)

现在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在《逻辑研究》中所“认为”的“明见性”也充分地规定着胡塞尔1905年2月讲座中的时间意识问题的原则性开端。他批判地指出：“布伦塔诺没有区分行为和内容，或者说，没有区分行为、立义内容和被立义的对象。但我们必须要弄清楚：时间因素应当记在谁的账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素？它究竟是作为一个本质上为行为特征所固有的差异而属于行为特征，还是属于立义内容，例如属于感性内容，倘若我们所观察的是在它的时间存在中的颜色、声音？根据布伦塔诺的学说，表象活动本身不可以再分异，在各个表象本身之间，除了它们的原生〈第一性〉内容之外，不存在其他的区别，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感知的原生〈第一性〉内容连续地与一批又一批的想象材料相衔接，这些想象材料是一些在质性上相同、只是在强度和充盈减弱了的内容……这些阐述在许多方面都不能使人满意”。(66)“即使布伦塔诺现在并未陷入这样一个错误，即以感觉主义的方式将所有体验都还原为单纯的原生〈第一性〉内容，即使布伦塔诺甚至是第一个认识到对原生〈第一性〉内容和行为特征之区分的人，他的时间理论仍然表明：他恰恰没有顾及到这些对其时间理论来说关键性的行为特征。”(67)而这里所引述的文字明显是立足于1905年2月讲座稿之上的，它们以此形式处在可以回溯到1917年埃迪·施泰因加工稿上的1928年的著作中——几页之后便是包含着前面所引的那个注释，它以这样一句话结束：“并不是每个构造都具有立义内容—立义这个范式。”(68)胡塞尔在这里赞同地将对“原生〈第一性〉内容和行为特征之本底区分”的发现归功于布伦塔诺，但批评他一方面没有将这个区分运用于时间意识的分析，另一方面只是把“时间因素”“记在”原生〈第一性〉内容的“账上”。当然，按照布伦塔诺的学说，“表象活动本身不可以再分异”，然而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便已“认为这也是明见的：事实上存在着本质不同的‘意识方式’，即本质不同的与对象之物的关系方式”。

但几年之后胡塞尔便在一个单独的页张上做了题为“原初的时间回移”的笔记。我们有很大把握将它的日期确定在最早1907年、最迟1908年。它带有以下边注：“课题：‘再现’。对意识—存在者（Bewußtseinsseiende）的感性内容的‘体现、再现’。简言之，它们‘就在此，并且一旦在此，便是相应地如此这般被立义的’。”——这个笔记的内容如下：

“我们假定，红色显现出来。而它现在是刚刚曾在的（ebengewesen）。还是直观性的。那么一个现时当下的红色这时可以继续维持，并且作为‘代表’起作用吗？用再现理论（Repräsentationstheorie）可以说得通吗？倘若一个红色还在此，与较早的红色在同一个意义上在此，那么这个红色就还在延续，最多是有所减弱，在充盈、强度上有所减少，如此等等。同样，如果我们在原初的时间回移中截取一个随意的相位，并且询问，若我们将此减弱视为一种‘内容变动’，则‘减弱着的内容’在这里如何可能是‘代表’。

在最早的页张上曾讨论过这个难题。无论如何，这里有对我的原初看法、对我用被体验到的‘内容’（例如感性内容）来操作并将它们看做是相应地如此这般被立义的再现理论的各种指责。一切都仅仅是立义的区别，它只是与其他被体验到的和在意识中存在的内容相衔接，并且给它‘赋予灵魂’。但这样一种诠释有可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而特殊的任务就是要在这里创造出完全的清晰性”。(69)

毫无疑问，胡塞尔在这里作为他的“原初看法”、他的“再现理论”而加以描述，现在作为“完全站不住脚的”而加以拒绝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前面所引述的在《逻辑研究》中以及在1905年时间讲座的原初构想中主宰着的“看法”或“理论”，胡塞尔自己在前面的文字中用它来反对纳托尔普，在后面的文字中用它来反对布伦塔诺，而且此外也不言自明地首先用它来反对感觉主义。这里的本质在于：这个简短札记的第一段就已经以同样的方式既反对“一切都仅仅是立义的区别”的命题，也反对“一切都仅仅是内容的区别”的命题，并且因此而宣告了对整个“立义内容—立义之范式”的放弃。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胡塞尔在《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中带有一个坚定的倾向：不仅将那种“把所有体验都还原为原生〈第一性〉内容”的做法，而且也将那种“区分感性素材与作为另类素材的意向体验”的做法看做是“主宰着一切的素材—感觉主义”的特征。

这个得以重现的札记所表达的也完全不是某个偶发的和暂时的怀疑与想法上的动摇。相反，它在胡塞尔那些年对时间问题的研究序列中——或者说，在固定下这些研究之进程的札记顺序中——具有一个明显的关键位置。例如我们只要提及一个与此札记直接相邻的另一札记(70)即可。这另一个札记的大部分也被收在埃迪·施泰因的加工稿中。(71)根据1928年著作的文字，这另一个札记的内容如下：“滞留意识实项地含有关于声音、关于原生的声音回忆的过去意识，而且它不能被分解为被感觉到的声音和作为回忆的立义。就像想象—声音不是声音，而是对声音的想象一样，或者就像声音想象和声音感觉是原则上不同的东西，而不是仅仅受到不同解释、不同立义的同一个东西一样，原生直观地被回忆的声音原则上不同于被感知的声音，或者说，对声音的原生回忆（滞留）不同于对声音的感觉。”(72)

但这里已不再需要其他的引证了，这里可以并且必须由在这一卷中首次发表的胡塞尔札记自己来说话了——从这些札记的关联中，那些已于1928年发表的文字也可以传诉出一个新的意义。

最后还需要指出胡塞尔从“立义内容—立义范式”的消融中所得出的并且要在此意义上来加以领悟的一个明察：“如果我们现在……考察构造着的现象，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条河流，而这河流的每个相位都是一个映射的连续性。但原则上这条河流的每个相位都不能扩展到一个连续的后继中，即不可能设想这个河流如此地得到改变，以至于这个相位自身伸展到它自身所带有的统一之中。完全相反，我们原则上必然发现一条持续‘变化’的河流。而这种变化的荒谬就在于，它完全就像它所流逝的那样流逝着，既不能‘更快地’，也不‘更慢地’流逝。而后，这里还缺少任何变化的客体；并且只要在每个客体中都有‘某物’在前行，那么这里所涉及的便不是进程。这里没有任何变化着的东西在此，因此也就不能有意义谈论某个延续的东西。即是说，在这里要想去寻找某个在一个延续中不变化的东西，乃是毫无意义的”。(73)这些语句可以归结为一份约写于1911年的札记，本书的文字便是以这个札记结束的。(74)但在此前不久，胡塞尔在一份可以确定写于1908年10月15日至1909年夏季学期之间的札记上写道：“难道荒谬就在于，时间流被看做是一种客观的运动？是的！另一方面，回忆却是某种本身具有它的现在的东西，而这同一个现在是一个类似声音的东西。不是。根本的错误就藏于此。意识样式的河流不是一个进
程。现在—意识并非本身是现在的。与现在—意识‘一同’滞留的存在者不是‘现在’，不是与现在同时的，否则将毫无意义……

这是极为重要的实事，也许是整个现象学的最重要的实事”。(75)

*　　　　　*　　　　　*

笔者在此要真诚地感谢马丁·海德格尔教授先生和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教授先生提供了珍贵的信息，真诚地感谢马文·法伯教授先生友好地允准对《哲学与现象学研究》的引述，真诚地感谢H.L.梵·布雷达教授神甫、《胡塞尔全集》的负责者始终参与了这部著作的艰辛准备工作，以及伊索·凯恩(76)在阅读校样时提供了细心的帮助！但我最想要说的乃是对我过早去世的朋友亨利·迪索的一句痛苦而感激的缅怀之辞：他在我的工作的一开始便向我提出合理的问题，使我的工作必定受到这些问题的引导。

鲁道夫·波姆

卢万，1964年12月

【注释】


(1)埃德蒙德·胡塞尔，“私人札记”（Persönliche Aufzeichnung），瓦尔特·比梅尔（编），载《哲学与现象学研究》（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第16期，1956年，第298页。——一门“事物现象学”的问题在1904/05年冬季学期的讲座中基本上始终被放在一边；只是在1907年的夏季学期“出自现象学与理性批判的主要部分”的讲座——胡塞尔也将它称做“事物讲座”（Ding-Vorlesung）——中，这些问题才得到系统的处理。这个讲座的关于“现象学的观念”的前“五讲”由瓦尔特·比梅尔编辑，已经作为《胡塞尔全集》的第2卷出版；这个讲座随后的主要部分之手稿以F I 13的标号被保存在卢万胡塞尔文库中。——胡塞尔最初“关于空间的哲学尝试”产生于1886至1894年间，这些文字已有所散失，现被存放在K I 50的卷宗中。而后胡塞尔主要是在刚刚提到的1907年夏季学期讲座中，紧密结合事物构造问题对空间构造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个夏季学期讲座的文稿（FI13）也为埃迪·施泰因于1917年所做的一份“加工稿”提供了主要的文字基础，胡塞尔为此加工稿加了一个标题“系统的空间构造”。埃迪·施泰因的这份手稿现存于卢万胡塞尔文库，标号为M II 3V。（这份手稿以后作为“补充文字”发表在《胡塞尔全集》的第十六卷《事物与空间》中。——译者补注）

(2)胡塞尔，“私人札记”，同上书，第299页。

(3)在K I 66中是“关于感知的旧文稿，1898年”，而在K I 65中是“感知，1898年9月”；在K I 63中是“注意力、兴趣，旧文稿，还是前现象学的”，大约产生于1897～1898年之间，而在K I 64中是“注意力，1898年9月12～18日”；在K I 67中是产生于同一时期的“想象、符号”，带有一直延续到1904年的一些附录。

(4)K I 55。参见［本书］后面在标号为“一”（页137～151）的增补文字中所重现的这些文稿的部分以及文字考证的注释。

(5)在卢万胡塞尔文库中，这四个主要部分被保存在下列卷宗中：“论感知”（F I 9/ 3a）连同一个对此讲座的简短引论，保存在F I 9/4－48中；“论注意力，特殊意指，等等”（F I 9/68a），零碎地保存在A VI 8 I/23－24中；“想象与图像意识”（F I 8/1a），保存在F I 8/4－17中；“论时间现象学”（F I 6/2a），大部分保存在F I 6中，个别页张保存在F I 8/90－96中。（这些文稿以后在《胡塞尔全集》的第38卷《感知与注意力》与第23卷《想象、图像意识、回忆》中得以发表。这里的引文引自第38卷的第3～4页。——译者补注）

(6)文稿中在“回忆”之后原初还跟有“期待”一词，但用三划重重地删除了。

(7)《逻辑研究》，第二部分：《现象学与认识论研究》，第1版，哈雷（萨尔河畔），1901年。

(8)后面两句在文稿中是被添加上去的。

(9)F I 9/4a－b。

(10)胡塞尔在1905年2月9日作了第三个主要部分的最后几讲中的一讲（参见F I 8/61）；他自己把“时间讲座”的日期定在“1905年2月”（参见F I 6/2a）。

(11)在这一卷中包含了所有可以用来尽可能完整重构胡塞尔1905年2月“时间讲座”原初文稿的要素和提示；参见后面“关于文字的构成”第385页及后页，尤其参见那里的“纵览”，第387页及后页。

(12)这个结果——估计自1917年以来便几乎没有变化过——以F I 6卷宗的全部内容的形态保存下来；此外，在这个F I 6卷宗的全部内容中也可以发现产生于1904年的准备性札记，可以在1905年的“时间讲座”中以及在其进一步的展开中看到对这些札记的运用；这个F I 6卷宗的全部内容都在这一卷中被重构出来：或者是在主要文字的相关部分中（这里尤其需要比照文本考证方面的注释）；或者是在增补文字中；也可参见“关于原稿页码的说明”，后面第474页及后页。

(13)F I 6卷宗中有一页含有一个出自1917年的札记；尤其参见对主要文字的第24节（第52页（边码［410］）及后页）的文字考证方面的注释。注释所指页码为原书页码，相应的本书页码则请参见边码，下同。——译者

(14)F I 6/2a。

(15)例如参照第163页、第171页和第174页后面注释中所标明的出版著作。

(16)罗曼·英加尔登，“埃迪·施泰因谈她作为胡塞尔助手的工作（特别从埃迪·施泰因的信中摘出，并附有一个评论和导引说明）”［Edith Stein on her Activity as an Assistant of Edmund Husserl（Extractes from the Letters of Edith Stein with a Commentary and Introduc-tory Remarks）］，《哲学与现象学研究》（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第23卷（1962年），第155～175页。

(17)首次作为《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卷和第3卷发表，玛丽·比梅尔编，《胡塞尔全集》，第4卷和第5卷，海牙，1952年。

(18)参见英加尔登，同上书，第162页。

(19)同上书，第163页。

(20)同上书，第164页。

(21)参见英加尔登，同上书，第168页。

(22)参见《观念》等等，第二卷，由玛丽·比梅尔编辑，《胡塞尔全集》，第4卷，第400页。

(23)同上。

(24)同上书，第XVII页。

(25)参见英加尔登，同上书，第166页。胡塞尔曾试图对《逻辑研究》第二部分的第六研究进行改写，对此可以参见英加尔登对埃迪·施泰因书信表述的说明，同上书，或者参见鲁道夫·波姆，“胡塞尔与古典观念论”（Husserl et l’idéalismus clsssque），载《卢万哲学评论》（Revue philosophique de Louvain），第57期（1959年），第374页，注74。

(26)参见英加尔登，同上书，第171页及后页。

(27)同上书，第173页。

(28)同上。——参见前面第XIII页、注释1。胡塞尔在埃迪·施泰因的文稿封面上将她对自己的“系统的空间—构造”研究的处理标识为“施泰因小姐对她所选择的文稿的誊写”（M III 3 V/1a）。

(29)参见英加尔登，同上书，第173页。

(30)参见后面在这一卷中未加改变而重现的标题，第3页和第99页。

(31)参照后面“关于文本的构成”，第391页及后页。

(32)参照后面“关于文本的构成”，第386页及以后各页，尤其是那里的“纵览二”，第389页及以后各页，以及具体参见对“第一部分”的“文本考证方面的注释”，第393页及以后各页。——我们的说明依据了对1928年付印的文字与保存下来的胡塞尔原稿所作的比较。埃迪·施泰因本人的手写加工部分并未存于卢万胡塞尔文库，似乎已经遗失。但所有迹象表明，在1928年付印的文字与在埃迪·施泰因提供的加工文字之间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偏差；还可以继续参见本“引论”，尤其也可以参见后面“关于文本的构成”，第392页，注释1。

(33)我们在这一章中的陈述——除了给明的其他来源之外——特别依据了取自海德格尔教授先生所做的回忆的资料。需要强调的是：常常有人表达过这类猜测，或者说，常常有流传甚广的假设：是海德格尔促使胡塞尔发表这部著作，或“获得”他的同意发表这部著作，这个猜测或假设是错误的。

(34)发表在胡塞尔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8卷（1927年）上，第1～438页，以及特印本。

(35)1928年7月13日，胡塞尔在给罗曼·英加尔登的信中写道：“年刊第9卷，500页，即将完成。这卷里有我的《1905年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只是在风格上作了审校，由海德格尔编辑出版。我连校样都还未收到。”胡塞尔致罗曼·英加尔登信的原稿存于波兰科学院，英加尔登教授先生友好地将复印件提供给卢万胡塞尔文库使用。

(36)第367页及后页，载《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9卷（特印本第1页及后页）；第368页（特印本第2页）是以“前说明”的第4段第3行开始的。

(37)参照前面第XV页。

(38)“施泰因加工稿”产生时，海德格尔正在服兵役（1915～1918年），当时他还不认识埃迪·施泰因。

(39)《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载《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10卷（1929年）和特印本，第146页注1：“关于时间素材之构造的分析可以参见我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由M.海德格尔编辑出版。载于这个年刊的第9卷。”在此被引著作的其他两处，胡塞尔不再说“讲座”，而始终说“文章”；例如第237页注1：“即便是‘内在’领域也有其构造问题。例如参见在此哲学年刊第9卷中已引用过的文章”，以及第253页注1：“关于这个问题本身……参见已多次引用过的文章，载于这个年刊的第9卷。”

(40)《胡塞尔全集》，第3卷，由瓦尔特·比梅尔编辑出版，第198页注1（在较早的版本中为第163页）。

(41)对此更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见后面“关于文本的构成”，第392页注1。

(42)“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的标题也被保留下来（参见后面第1页；也可参见前面第XXI页注5）。只是在这整卷书的标题中删去了“讲座”二字。

(43)除此之外也考虑到了在1928年著作中就已经附加的“纠误”表。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见后面“关于文本的构成”，第385页及后页。（“关于文本的构成”与“文本考证方面的注释”一起构成本卷的“文本考证附录”。这个附录没有收入中译本。——译者补注）

(44)另一方面，有几个为埃迪·施泰因在她的加工稿“第一部分”中所用过的胡塞尔札记无法以其原初的形式重现，因为在卢万胡塞尔文库中没有这些文稿。它们可能主要是胡塞尔1917年的札记。

(45)参照后面“关于文本的构成”，第443页及后页。

(46)在对这个版本的初期准备过程中，笔者与当时索邦学院的助教亨利·迪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通信往来，他当时正在从事《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根据1928年的著作文本）的法文翻译。在对文本进行仔细研究的过程中，他遭遇到一些不确定的和杂乱无章的状况。在他向笔者指出这些状况后，笔者常常可以根据胡塞尔留存文稿的原初文字和上下文而向他作出澄清。有一次，在了解了1928年的著作与作为其基础的胡塞尔札记之间关系的最一般梗概之后，迪索在文本考证工作之前便作出了一个重构原初文本关联及其编年史的尝试，他的猜测后来几乎完全地被证明是确切的。带着他的这些经验和发现的印象，迪索得出了对1928年著作之价值的一个极为不利的判断，并且在埃迪·施泰因对其构形的贡献方面得出了一个走得相当远的结论。他并未向第三者隐瞒他的这个判断和他的这些推论，尽管他与笔者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即：在本书编辑的前工作没有结束之前必须避免任何公开的表态。在迪索过早地去世之后，他的老师P.－M.舒尔教授在一篇缅怀文字和其他地方谈到了迪索在上述意义上向他做的一些口头通报。这重又促使罗曼·英加尔登教授发表了在此引论中多次被引述的文字（参见前面第XIX页注2），以便在不合理的指责面前保护埃迪·施泰因。事实上没有理由对埃迪·施泰因进行伤害性的指责，而且这也完全远离迪索的本意。但她的工作与胡塞尔的意向之间的关系是成问题的，这一点始终是显而易见的。

(47)《胡塞尔全集》，第3卷，第197页及后页（在较早的版本中为第162页及后页）。

(48)如所周知，这是《观念》，第1卷，第2篇的标题，尤其是第81节的这个说明必定要涉及这个标题。

(49)参见《观念》，第1卷，第49节。

(50)不同于前面所重现的、在对1904/05年冬季学期讲座的引论性语句中为胡塞尔所描述的《逻辑研究》时期的状况：“我当时无法战胜这里所存在的异常的困难，它们也许是整个现象学中的最大困难，而由于我不想事先就束缚自己，因此我便宁可完全保持沉默”；参见前面第XVI页。

(51)第198页（在较早的版本中为第163页），注1。

(52)这是《观念》第1卷的标题。

(53)F I 17/42a。关于1909年夏季学期的《认识现象学引论》讲座可以参见后面第335页，注2。

(54)第212页（在较早的版本中为第176页）。

(55)第207页（在较早的版本中为第171页）。

(56)“第一性”的德文原文是“primär”。在译者所译的《逻辑研究》中，这个词被译做“第一性的”，相对于“第二性的”（sekundär）；在这一卷中则为了与后面的正文统一而译作“原生的”，相对于“衍生的”（sekundär）。两个译名的意思是相等的。以下在“编者引论”中均以尖括号标出这个相等性。——译者

(57)第208页（在较早的版本中为第171页及后页）。

(58)第208页及后页（在较早的版本中为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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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同上书，第292页及后页。除了最后一句中“感性素材”与“意向功能”这几个字上的重点号以外，其余的重点号均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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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逻辑研究》，第2卷，1901年，第1版，第360～362页。

(64)同上书，第362页及后页。

(65)《逻辑研究》，第2卷，第363页及后页。——此外，这些被引述的文字还清楚地指明：应当在哪里寻找并找到“有益的例子”来证明这个根本区分，它是现象学构造问题域的胡塞尔式“经典”开端的基础。——显然还要特别关注这样一个状况，即行为特征、立义、意向活动、意向对于胡塞尔来说原初就自身表明为“释义”（我们将会看到，也表明为“诠释”）。

(66)参见后面第17页（边码［380］）。

(67)参见后面第19页（边码［381］）。

(68)仅这个例子——对此还可以添加更多的证明，如后面第XLI页上引述的第32页（边码［392］）上的文字——便已经可以充分地说明前面所触及的“施泰因加工稿”与在胡塞尔文稿中可追溯的那些思路之间的关系。埃迪·施泰因试图在其加工稿——即1928年发表的稿子——的“第一部分”中将1905年2月“时间讲座”的阐述以一种提升的方式重现出来，即：将这些阐述提升到在1909～1911年期间为胡塞尔所达到的那些结论的层次上。为此目的，正如胡塞尔本人也已开始做的那样，埃迪·施泰因用稍后的札记——直至1917年——来取代原初讲座稿的重要部分，并且校正了——主要是在术语上——讲座稿的保留部分，最后将整篇文字在一个颠倒了顺序的联系中摆出来。然而，那些原则上立足于胡塞尔1905年立场的分析，那些产生于已然透露出这个立场的松动，但又原则上还在坚持它的窘迫的札记中的分析，最后还有那些在终于达到清晰性——并且作出或多或少坚定的阐述——的那个时刻所形成的分析——它们在埃迪·施泰因的加工稿中都始终没有得到清算，有时甚至是毫无关联地被放在一起。

(69)参见后面“表明此问题发展的增补文字（B）”，第48号文字，第318页及后页。重现这个札记的页张被放在F I 6卷宗的第二个信封之前，这个信封所包含的虽然都是交给埃迪·施泰因处理的札记，但她在加工中没有对它们做任何使用；参照后面“关于文本的构成”，第386页注2。——关于“曾讨论过这个难题”的“最早的页张”，可以参照例如第46号文字，第310页及后页，以及在它之中所包含的对第15号文字（准确的日期定在1901年12月20日上）的回溯指明。

(70)第47号文字，胡塞尔估计的日期为1909年，实际上几乎不会迟于1908年秋；第311～318页。

(71)第12～13节，第31～34页（边码［392—395］）。

(72)参见后面第32页（边码［392］）；参照第312页。

(73)参见后面第4页（边码［369］）；参照第75页（边码［429］）和根据1928年著作的附录六，尤其参照第113页（边码［464］）及后页。

(74)参见第54号文字，第368～382页；相应的文字在第370页上。

(75)参见第50号文字，第333页及后页。——我们没有机会再谈论在这本书中发表的文字与出自同一时期的关于《现象学的观念》的“五篇讲座”之间的关系：尤其可以在以上阐述的视角下参照写于1907年5月2日的“思路”的第11页及后页（《胡塞尔全集》第2卷）。此外，这里有理由猜测：在第67页及以后各页上付印的第五讲座的文字是一个后补的，而且几乎不会在1908年之前得到过处理过文字。瓦尔特·比梅尔——他曾指出第五讲座的文字在内容上偏离于在“思路”中所给出的总结（参见他所编辑出版的这个版本的第87页）——也认为这个新的猜测值得考虑。

(76)伊索·凯恩（Iso Kern），瑞士现象学家和汉学家。中文名为“耿宁”。——译者


A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


第一部分　1905年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1)

引　论(2)

对时间意识的分析是描述心理学和认识论的一个古老的包袱。第一个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巨大困难并为此而做出过近乎绝望努力的人是奥古斯丁。时至今日，每个想探讨时间问题的人都应当仔细地研读《忏悔录》第十一篇的第14章至第28章。因为，与这位伟大的、殚思竭虑的思想家相比，以知识为自豪的近代并没有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做出更为辉煌、更为显著的进步。即使在今天，人们仍得赞同奥古斯丁之所说：“没人问我，我还知道，若有人问我，我想向他说明时，便又茫然不知了（‘Si neme a me quaerat，scio，si quaerenti explicare velim，nescio’）。”(3)

当然，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是什么；它是我们最熟悉的东西。但只要我们试图说明时间意识，试图确立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意识之间的合理关系，并且试图理解：时间的客观性，即个体的客观性一般，如何可能在主观的时间意识中构造出来，甚至只要我们试图对纯粹主观的时间意识、对时间体验的现象学内涵进行分析，我们就会纠缠到一堆最奇特的困难、矛盾、混乱中去。

对布伦塔诺的时间分析的阐述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可惜他从未发表过这些时间分析，而只是在讲座中予以传布。马尔悌（Marty）曾在他70年代末出版的论述颜色感觉之发展的著述(4)中非常简短地阐述过布伦塔诺的这些分析，而施通普夫（Stumpf）在其声音心理学(5)中也提到过几句。

第1节　对客观时间的排斥

首先要作几点一般的说明。我们的意图在于对时间意识进行现象学的分析。正如在进行任何现象学分析一样，这里必须完全排除任何与客观时间有关的设想、确定、信念（排除所有对实存之物的超越预设）。从客观方面来看，与每个实在的存在和存在因素一样，每个体验都在一个唯一的客观时间中具有其位置——因而对时间的感知体验和时间表象本身也是如此。也许有人会有兴趣去确定一个体验（包括一个构造时间的体验）的客观时间。此外，也许这是一项有趣的研究，即确定：一个在时间意识中被设定为客观时间的时间与现实的客观时间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之中，对时间间隔的估计与客观现实的时间间隔是否相符，或者它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但所有这些都不是现象学的任务。正如现实的事物、现实的世界不是现象学的素材一样，世界时间、实在时间、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时间以及作为关于心灵的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意义上的自然时间也不是现象学的素材。

诚然，如果我们谈的是对时间意识的分析，谈的是感知、回忆、期望的对象的时间特征，那么现在看上去就好像我们已经接受了客观的时间过程，而后基本上只去研究时间直观和本真时间认识的可能性的主观条件一样。但我们所接受的不是世界时间的实存，不是一个事物延续的实存，以及如此等等，而是显现的时间、显现的延续本身。但这却是绝对的被给予性，对它们的怀疑是完全无意义的。当然，我们以后还会接受一个存在着的时间，但这不是经验世界的时间，而是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对一个声音过程的意识、对我刚听到的一个旋律的意识指明了一种相互跟随（Nacheinander），对此我们拥有明见性，而这种明见性使得任何一种怀疑和任何一种否认都显得毫无意义。

如果我们将时间与空间做一类比，那么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理解这种对客观时间的排除，因为在时间和空间之间有一些如此多地受到关注的重要相似性。在现象学被给予之物的领域中包含着空间意识，即“空间直观”作为感知和想象而进行于其中的那种体验。我们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入到客观空间中去——就是说（正如反思的考察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具有视觉的感觉内容，它奠定了空间显现的基础，空间显现是指各种确定的、在空间中这样或那样被安置的事物的显现。如果我们从所有超越的意指中抽象出来，并且把感知显现还原为被给予的原生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就产生出视觉领域的连续统，这是一个拟—空间的连续统，但不是空间或空间中的一个面积：大致说来，这是一个双重的、连续的杂多性。我们可以在这里发现各种相互并列（Nebeneinander）、相互叠加（Übereinander）、相互蕴含（Ineinander）的关系，可以发现那些完全包围着这个领域的某一个部分的封闭界线，以及如此等等。但这些并不是客观空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说，视觉领域的一个点离开这个桌角一米，或者，这个点是在这张桌子旁边，在这张桌子上面等等，那么这种说法根本毫无意义。同样，事物显现现象当然也不具有一个空间位置或任何一种空间关系：房子—显现现象不会处在房子旁边、房子上面，不会离房子一米远，如此等等。

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时间。现象学的素材是时间立义（Zeitauffassung），是客观意义上的时间之物显现于其中的体验。现象学地看，被给予我们的还有体验因素，它们特殊地奠定了时间立义本身的基础，这些体验因素也就是一种可能是特殊时间性的立义内容（即被温和的天赋论称之为原初的时间之物的东西）。但在这些因素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客观时间。现象学的分析不会给人们带来丝毫对客观时间的发现。“原初的时间域”不是客观时间的一部分，一个被体验到的现在，就其自身而论，不是客观时间的一个点，如此等等。客观空间、客观时间以及与它们一起的现实事物和过程的客观世界，所有这些都是超越。这里要说明的是，超越的空间和现实并不是一种在神秘意义上的超越，即作为“自在之物”的超越，而恰恰是指：现象空间、现象的时空现实、显现的空间形态、显现的时间形态是超越的。所有这些都不是体验。而在作为真正内在的体验中可以发现的那种秩序联系在经验的、客观的秩序中是无法找到的，它们无法被纳入到经验的、客观的秩序中去。

这样一门空间之物的现象学还要研究定位素材（即天赋论在心理学的观点中所接受的那种定位素材），它们构成“视觉感觉领域”的内在秩序，也构成了“视觉感觉领域”本身。这些定位素材与显现着的客观地点的关系就像质性素材与显现着的客观质性的关系一样。如果在前一种情况中人们谈到定位符号，那么，在后一种情况中就应当谈质性符号。被感觉到的红色是一个现象学的素材，当它被某种立义功能赋予灵魂之后，它就展示出一种客观的质性；它本身不是一个质性。在本真意义上的质性，即显现着的事物的一个属性，并不是被感觉到的红色，而是被感知到的红色。被感觉到的红色只是模棱两可地意味着红色，因为红色是一个实在质性的名称。如果人们在涉及某些现象学的事件时谈到这个与那个的“相合”（Dekkung），那么必须注意，被感觉到的红色只有通过立义才获得一种展示出事物质性的因素的价值，但就其自身来看却并不包含这样一种价值在自身之中，并且，展示之物和被展示之物的相合绝不是那种同一性意识意义上的相合，同一性意识的相关项所指的是“这同一个东西”。

如果我们把“被感觉到”称之为一个现象学的素材，它通过立义而使一个客观之物被意识为切身被给予的，也就是使一个客观之物被客观地感知到，那么，我们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划分“被感觉到的”时间性的东西和“被感知到的”时间性的东西。(6)后者是指客观时间。但前者本身却不是客观时间（或在客观时间中的一个位置），而是现象学的素材，通过对这些素材的经验统摄，与客观时间的关系便被构造出来。时间素材，或者也可以说，时间符号，并不是时态（tempora）本身。客观时间属于经验对象的关系。“被感觉到的”时间素材并不仅仅被感觉到，它们还带有立义特征，而在这些立义特征中又包含着某些要求和权利，即：它们要求、并且也有权对那些根据被感觉到的素材而显现出来的时间和时间状况进行测量，将它们这样或那样地置入到客观的秩序中去，区分这样或那样的虚假秩序和现实秩序。最后作为客观有效存在而构造出自身的就是这一个无限的、客观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中，所有事物和事件、物体和它们的物理属性、心灵和它们的心灵状况都具有各自的时间位置，这些位置可以通过测时器而得到确定。

或许这种客观确定的最后依据在于对各种时间素材之间的区别和关系的确定，甚或在于这些时间素材的直接相应性——在这里我们对此不做判断。但无论如何，例如，被感觉到的“同时”不是客观的同时性，被感觉到的现象学—时间间隔的相同性不是时间间隔的客观相同性，如此等等，被感觉到的绝对时间素材绝不是对客观时间的体验（这也对“现在”这个绝对的素材有效）。把握、而且是对一个内容的明见把握，亦即对一个内容如其所体验到的那样进行把握，这样的把握还不意味着在下列经验意义上对客观现实的把握，这个客观意义就是我们在谈论客观事物、事件、关系，谈论客观空间位置、时间位置，谈论客观现实的空间形态和时间形态等等时所指的那种意义。

让我们来看一段粉笔：我们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这样我们便具有两个感知。我们说：我们两次看到同一段粉笔。我们在这里具有在时间上相互分离的内容，我们也直观到一个现象学的、时间性的相互离散（Auseinander），一个分离，但在对象上却没有分离，它是同一个：在对象上是延续，在现象上是变换。所以，在可以客观地确定一个共存的地方，我们也可以主观地感觉到一个时间的相继。被体验到的内容“被客观化了”，于是，客体便从被体验到的内容的材料中以立义的方式被构造出来。但对象不只是这些“内容”的相加或集合，内容并没有进入到对象中去，对象要比内容多，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与内容不同。客观性属于“经验”并且属于经验的统一，属于自然的经验规律关系。从现象学上说：客观性并不是在“原生的”（primär）内容中，而是在立义特征中以及在属于这些特征之本质的规律性中构造起自身。认识的现象学正是在于，彻底地看透这一切并且使它们得到清晰的理解。

第2节　关于“时间起源”的问题

根据这些反思，我们也了解到现象学的（或者说，认识论的）起源问题与心理学的起源问题之间的差异，这里所说的起源是指所有那些对经验来说构造性的概念的起源，也包括时间概念的起源。认识论对经验可能性的询问也就是对经验本质的询问；而要想阐明经验的现象学可能性，我们就必须回到现象学的素材上，在现象学上，被经验之物就是由这些素材所组成的。只要经验被“非本真的”和“本真的”对立所分裂，并且只要本真的经验，即直观的、最终相即的（adäquate）经验提供了评价经验的正确尺度，那么我们就尤其需要一门“本真”经验的现象学。

据此，关于时间本质的问题又回溯到时间“起源”的问题上。但这个起源问题是针对时间意识所具有的那种原始形态而发的，正是在这种原始形态中，时间之物的原始差异直观地、本真地作为所有与时间有关的明见性的本原来源构造起自身。这个起源问题不能与心理学的起源问题、与经验论和天赋论所争论的那个问题相混淆。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原初的感觉材料的问题。人类个体甚至人类种族的客观空间直观和时间直观便起源于这些感觉材料。关于经验发生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的兴趣在于体验的对象意义和实项内涵。心理学的统觉将体验理解为经验个人的、心理物理主体的心理状况，它规定着它们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纯粹心理学的关系，还是心理物理的关系；并且，它从自然规律上去探讨心理体验的生成、构形和变形，这种心理学统觉完全不同于现象学的统觉。我们并不将体验纳入到任何现实之中。我们所关涉的现实性是被意指的、被展示的、被直观的、被概念地思考的现实性。这在时间问题上就意味着：我们对时间体验感兴趣。这些体验受到客观时间方面的规定，它们隶属于事物世界和心理主体的世界，并且在这个世界中具有其位置，具有其有效性，具有其经验的存在和生成，但这些与我们无关，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相反，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些体验中，客观时间的材料被意指。在现象学的领域中包含着这样一种描述，即：描述有关的行为在意指这个或那个“客观之物”，更确切地说，在现象学的领域中包含着这样一种指明，即：指明那些属于客观性的各种构造因素的先天真理。通过我们对时间意识的透彻研究，通过我们对时间意识的本质构造的揭示和对那些可能特属时间的、本身又实质性地包含着先天时间规律的立义内容和行为特征的展示，我们试图澄清时间
的先天。当然，这里所说的时间规律是指这样一种不言自明的规律，即：确定的时间秩序是一个二维的无限序列，两段不同的时间永远不可能同时存在，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等边的(7)关系，存在着这样一种传递性（Transitivität），即在每一段时间中都包含着较早的时间和较迟的时间，如此等等。——这个一般性的引论就到此为止。

第一章　布伦塔诺的时间起源学说

第3节　原初的联想

我们现在要尝试着通过与布伦塔诺时间起源学说的联结来获得一条通向这些被提出的问题的通道。布伦塔诺相信，在原初的联想中、在“直接的记忆表象，即一个按照一个毫无例外的规律而与各个感知表象不经任何中介地相衔接的记忆表象的形成”中(8)，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看见、听见或一般地感知到某物，那么，按照规律来看，被感知到的东西在一段时间里对我们来说都始终是当下的，尽管并非没有变异（modifizieren）。撇开其他的变化不论，如撇开时而以较小的程度、时而以较受关注的程度出现的强度与充盈（Fülle）的变化不论，始终还可以确定另一个尤为特殊的变化：这个以此方式留存在意识中的东西，对我们显现为一个或多或少过去的东西，一个仿佛是在时间上回移的东西。例如，当一个旋律响起时，单个的声音并不会随着刺激的停止，或者说，不会随着由它引发的神经活动的停止而完全消失。当新的声音响起时，前行的声音并非无影无踪，否则我们就不能注意到相互跟随的声音的关系，我们在每一瞬间就会只具有一个声音，也可能在两个声音发出之间的间域时间（Zwischenzeit）中具有一个空乏的休止，但永远不可能有对一个旋律的表象。另一方面，声音表象在意识中的留存还不仅仅是这种状况。倘若它们始终没有变异的话，我们所具有的便不是一个旋律，而是一些同时发出的声音的和音了，甚至更多是一个不和谐的噪音了，一如我们同时敲响所有已经响过的声音时所听到的那样。每个声音感觉在那个使它得以产生的刺激消失后还从自身中唤起一个相似的、并带有一种时间规定性的表象，而这个时间规定性在继续变化，这是一种独特的变异，只有在这种变异出现时，对一个旋律的表象才会形成，在这个旋律中，单个的表象具有其特定的位置，并且具有其特定的时间量度。

因而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每个被给予的表象在本性上都会有一个连续的表象系列与之相联结，其中的每个表象都再造着（reproduzieren）先行的表象的内容，但却是以这样的方式：它始终把过去的因素附着在新的表象上。

这样一来，想象在这里便以独特的方式表明自己是原造性的（produktiv）。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情况就是：想象创造了一个实际上是新的表象因素，即时间因素。因而我们在想象领域发现了时间表象的起源。除布伦塔诺以外，心理学家们所做的寻找这个表象的本真源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其原因诚然在于一种易于理解的混淆，即对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的混淆，它使心理学的研究者们产生迷惘，并使他们根本看不见摆在这里的本真问题。许多人以为：对时间概念起源的问题的回答无非就是对我们的颜色、声音等等概念的起源的回答；我们怎样感觉一个颜色，我们也就怎样感觉颜色的延续；就像质性和强度一样，时间的延续也是感觉的一个内在因素。外部的刺激通过诸心理过程的形式而引发质性，通过它们的活力而引发强度，通过它们的持续而引发主观被感觉到的延续。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迷误。刺激在延续，这并不是说，感觉被延续地感觉到，而只是说，感觉也在延续。感觉的延续（Dauer）和延续的感觉，这是两回事。演替（Sukzession）的情况也是如此。感觉的演替与演替的感觉并非是同一个东西。

当然，对于那些想把延续和演替的表象回归为心理行为的延续和演替之事实的人，我们也必须做出这样的指责。但我们的反驳却是特别针对感觉进行的。

可以想象我们的感觉在延续，或者相互跟随，而我们对此却丝毫不知，因为我们的表象在自身中不含有一丁点时间规定性。例如，如果我们考察一个演替的情况并且假设：感觉随着导致它们出现的刺激而消失，那么，我们便在对时间流程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而具有诸感觉的演替。随着新感觉的出现，我们也就不再具有对早先感觉的曾在状态的回忆；我们在每个瞬间就都只有关于刚刚产生的感觉的意识，如此而已，别无他哉。然而，即便是已产生的感觉的持续也不会帮助我们形成对演替的表象。倘若在声音演替的情况下早先的声音得以如其所是地继续保留下来，与此同时又不断有新的声音响起，那么我们就在表象中具有各个声音的同时的总和，但却不具有各个声音的演替。这与所有这些声音都同时响起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或者另举一例：倘若在运动的情况下，一个被运动的物体在其各个位置上毫无变化地在意识中被保持下来，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被穿越的空间是陆续地被充实的，但我们不会具有对一个运动的表象。对演替的表象之所以得以产生，仅仅是因为这个早先的感觉不是毫无变化地僵持在意识中，而是以独特的方式发生变异，并且是一个瞬间接着一个瞬间地连续发生变异。它在向想象过渡的过程中保留着那个始终变化的时间特征，因此这个内容便一瞬间、一瞬间地显现为一而再、再而三地后移了的。然而这个变异不再是感觉的事情，它不再是由刺激所导致的。刺激产生出当下的感觉内容。刺激消失，感觉也就消失了。但感觉本身现在是创造性的：它产生出一个内容上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并通过时间特征而得以丰富的想象表象。这个表象重又唤起一个始终与它相邻接的新表象，如此等等。这样一种联结，即一个在时间上变异了的表象与被给予的表象的联结，被布伦塔诺称作“原初联想”。与其理论相一致，布伦塔诺最终否认了对演替和变化的感知。我们相信自己在听一个旋律，即是说，我们相信自己还在听刚刚过去的东西，然而这只是一种起因于原初联想之生动性的假象。

第4节　将来的获得与无限的时间

通过原初联想而产生的时间直观还不是对无限时间的直观。它经历了一个进一步的构形，并且不仅是就过去而言，通过将来的附加，它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分支。在依据瞬间记忆之显现的情况下，想象在一个过程中构成对将来的表象，这个过程与我们在一定情况下跟随已知的关系和形式而做出对某些新的颜色种类和声音种类的表象的过程相似。我们可以在想象中将一段曾为我们在特定的音调中、根据完全特定的音类而听到过的旋律转用到其他的状况上。从已知的声音出发，我们完全有可能达到我们根本没有听到过的声音。与此相似，想象从过去出发而构成对将来的表象，即对期待中的将来的表象。以为想象不可能提供新的东西，以为想象仅仅在于对那些已经在感知中被给予的因素的重复，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最后，就完整的时间表象和无限的时间表象而言，它与无限的数字序列、无限的空间以及如此等等一样，是一个概念表象的构成物。

第5节　由于时间特征而产生的表象变化

在布伦塔诺看来，在时间表象内部还需要注意到一个尤为重要的独特性。过去与将来的时间种类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们并不像其他附加的样式所做的那样，对它们与之相联结的感性表象的因素加以界定（determinieren），而是加以变衍（alterieren）。一个较强的c音是一个c音，一个较弱的c音也还是一个c音；相反，一
个曾在的c音不是一个c音，一个曾在的红色不是一个红色。时间规定并不进行界定，它们本质上是在进行变衍，完全就像“被表象”、“被期望”等等规定所做的那样。一个被表象的塔勒、一个可能的塔勒不是一个塔勒(9)。唯有“现在”这个规定是个例外。现在所是的A也是一个现实的A。当下并不进行变衍，但它另一方面也不进行界定。如果我把现在附加给对一个人的表象，那么这个人并不因此而获得一个新标记，或者说，在他身上不会因此而标出一个标记。在感知中并不会因为它将某物表象为现在的东西而在质性、强度和场所的规定性方面有所附加。变衍的时间谓项在布伦塔诺看来是非实在，唯有现在的规定是实在的。这里的奇特之处在于，这些非实在的时间规定连同一个它们通过无穷小的差异而与之相衔接的唯一现实实在的规定性，可以属于一个连续的序列。这样，现实的现在就一再地变为非实在的。如果要问：实在的东西如何能够通过变衍的时间规定的附加而逐渐成为非实在的，那么对此的回答只能是：每个在当下中发生的生成与消亡都有各种时间规定作为必然的结果与之相联结。因为，完全明见和不言自明的是：一切在者（was ist），都会由于(10)它在（daß es ist）而成为曾在的（gewesen sein），而且都会由于它在而成为一个将来的曾在者（zukünfitig Gewesenes）。

第6节　批判

如果我们现在过渡到对上述理论的批判上去，那么我们首先必须探问：这门理论做出了什么贡献，以及它想要做出什么贡献？显然，它并不是在我们认为对现象学的时间意识分析而言所必需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的工作带有超越的前提，带有实存的（existierende）时间客体，这些客体发出刺激并且“引发”我们之中的感觉，如此等等。因此它是作为一种关于时间表象的心理学起源的理论出现的。但它同时也包含一些对关于客观时间性的意识可能性条件的认识论思考部分，这个意识本身显现为是时间性的，并且也应当能够显现为是时间性的。此外还有对时间述谓的独特性的分析，这些分析必定与心理学的和现象学的述谓相关联，但这些关系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追究。

布伦塔诺谈到原初联想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各个感知都有对一个瞬间记忆的表象与之相衔接。这指的显然是一个在已有心理体验的基础上对心理体验进行新构建的心理学规律。这些体验是心理的，它们被客体化了，它们自己具有其时间，并且这里谈论的是它们的生成和被提出。这些都属于心理学的领域，并且不会在此引起我们的兴趣。然而在这些考察中隐含着一个现象学的内核，而下面的阐述所想坚持的仅仅是这个内核。持续、演替、各种变化在显现着。在这个显现中包含着什么？例如，在一个演替中显现出一个“现在”，并与此统一地显现出一个“过去”。意向地包含着当下的东西和过去的东西的意识统一是一个现象学的材料。现在的问题是：是否的确如布伦塔诺所声言的那样，过去的东西在这个意识中以想象的方式显现出来。

当布伦塔诺谈及对将来的获得时，他区分本原的时间直观和被扩展了的时间直观，前者在他看来是原初联想的创造物，后者产生于想象(11)，但不是原初联想。我们也可以说：与时间直观相对立的是非本真的时间表象，即对无限时间的表象，对无法直观地实现的诸时间和时间关系的表象。现在这里有一点十分醒目：布伦塔诺在他的时间直观理论中根本没有去顾及在这里凸显出来的时间感知与时间想象的区别，他是不可能忽略这个区别的。即使他拒绝这种对时间之物的感知的说法（作为过去和将来之分界的现在点是一个例外），这个区别却是无法否认的，并且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澄清，它是关于对一个演替的感知以及关于对一个曾被感知过的演替的回忆（或者也可以说，对这样一个演替的单纯想象）的说法的基础。如果本原的时间直观已经是想象的创造物，那么，究竟是什么将这个对时间之物的想象区分于另一个想象，即一个较早过去的时间之物在其中被意识到的想象呢？这样一个较早过去的时间之物并不属于原初联想的领域，并不与瞬间感知共聚在一个意识中；相反，它倒是曾与一个过去的感知共聚在一个意识中。如果对一个昨天体验到的演替的当下化就意味着一个对昨天本原地被体验到的时间域的当下化，并且这个时间域已经自身展示为一个原初被联想的想象的连续统，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所涉及的就只能是对想象的想象了。我们在这里遭遇到布伦塔诺理论的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它使得他的本原时间意识分析的正确性受到质疑。(12)他之所以无法克服这个困难，其原因不仅在于上述缺陷，而且还在于另一些缺陷。

布伦塔诺没有区分行为和内容，或者说，没有区分行为、立义内容和被立义的对象。但我们必须要弄清楚：时间因素应当记在谁的账上。如果原初的联想将诸表象的持续序列与各自的感知衔接在一起，并因此而产生出时间因素，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素？它究竟是作为一个本质上为行为特征所固有的差异而属于行为特征，还是属于立义内容，例如属于感性内容，倘若我们所观察的是在它的时间存在中的颜色、声音？根据布伦塔诺的学说，表象活动本身不可以再分异（Differenzierung），在各个表象本身之间，除了它们的原生内容(13)之外，不再有其他的区别，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感知的原生内容连续地与一批又一批的想象材料相衔接，这些想象材料是一些在质性上相同、只是在强度和充盈上减弱了的内容。与此相似，想象附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即时间因素。这些阐述在许多方面都不能使人满意。我们不仅在原生内容上，而且也在被立义的客体和立义的行为上发现时间特征、演替和延续。一个局限于单一层次的时间分析是不够的，毋宁说，它必须追究所有的构造层次。

但撇开所有这些超越的诠释不论，我们试着对内在内容作这样一种理解：应当将时间变异理解为一个与其他内容总和、与质性、强度等等相交织的因素的附加，即所谓时间因素的附加。一个被体验到的A音现在刚刚响完，它通过原初联想而被更新并连续地持有其内容。但这就意味着：A（至多可以把强度的减弱除外）根本没有过去，而是始终当下的。全部的区别就在于：联想也应当是创造性的，并附加了一个被称做“过去”的新因素。这个因素连续地发生渐次的变化，随变化的多少，A或多或少地成为过去。因此，只要过去还处在本原时间直观的领域内，它就必定同时也是当下。“过去”这个时间因素必定也在同一个意义上是一个当下的体验因素，就像我们现时地体验到的红色的因素——这是一个明显的背谬。

也许有人会指责说：A本身是过去的，但它在意识中借助于原初联想而是一个新的内容：A连同“过去”的特征。然而，如果一个相同的内容A始终还在意识中，即便是带有一个新的因素，那么，A就不是过去的，而是还延续着；故而它现在是当下的，并且始终是当下的，而这是连同新的因素“过去”，过去和当下成为一体。——但我们从何知道：一个A早先就曾在过，在这个当下的A的此在之前就曾在过呢？我们从何得到过去的观念呢？一个A在意识中的当下存在并不能够通过与一个新的因素的联结——即便我们将这个因素称做“过去”——来说明这样一个超越的意识：A是过去的。它并不能够提供对此的丝毫表象：我现在在意识中所具有的作为A的东西连同其新的特征，是与某个现在不在意识中的，毋宁说是曾在意识中的东西相同一的。——这些现在被体验到的原初联想的因素究竟是什么？难道它们本身就是时间吗？这样我们就会遇到一个矛盾：所有这些因素现在都在此，包含在同一个对象意识中，因而它们是同时的。然而时间的相互跟随又排除了同时的可能性。难道它们不是时间因素本身，而更多是时态符号（Temporalzeichen）吗？但我们以此而最初获得的仅仅是一个新的词，时间意识却并未因此得到分析，还没有说明，关于一个过去的意识如何根据这个符号而构造起自身，这些被体验到的因素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根据何种立义而起着不同于质性因素的作用，并且是如此地起作用，以至于这个应当是一个现在的意识的关系，恰恰根据一个非现在而得以成立。

那种把过去的东西当做一个非实项的、非实存的东西的企图，也是很成问题的。一个附加的心理因素并不能造出非实在性，并不能继续创造当下的实存。事实上，原初联想的整个领域都是一个当下的和实项的体验，属于这个领域的是通过原初联想而产生的本原时间因素的整个序列，连同从属于时间对象的其他因素。

因此，我们看到，如果一种时间意识分析只是想通过连续地渐次变化的新因素来说明直觉的时间片段，而这些新因素以某种方式将那些构造出在时间上定位了的对象之物的内容因素拼接起来，抑或融入到这些内容因素中，那么，这种时间分析是无法使用的。简言之：时间形式既不本身是时间内容，也不是以某种方式与时间内容相衔接的新内容的复合。即使布伦塔诺现在并未陷入这样一个错误，即以感觉主义的方式将所有体验都还原为单纯的原生内容，即使布伦塔诺甚至是第一个认识到原生内容和行为特征之区别的人，他的时间理论仍然表明：他恰恰没有顾及到这些对其时间理论来说关键性的行为特征。时间意识是如何可能的以及应当如何理解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第二章　时间意识分析

第7节　解释：对时间客体的把握是瞬间的把握和延续的行为

在布伦塔诺的学说中有一个思想在作为主导动机起作用，它源于赫尔巴特，为洛采所接受，在此后的整个时期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思想就在于：要想把握诸表象的一个序列（例如从a到b），这些表象必须是一个指涉性知识活动（beziehendes Wissen）的完全同时的客体，这个知识活动以全然不可分的方式将这些表象总括在一个唯一的和不可分的行为中。(14)对一条路径、一个过渡、一个疏远的所有表象，简言之，所有包含着对多个因素的比较并表达着它们之间关系的表象，都只能被看做是一个无时间的、总括性的知识的产物。如果表象活动（Vorstellen）本身完全化解在时间的演替（Sukzession）之中，那么这一切就都是不可能的。(15)在这种观点看来，这是一个明见的、完全无法回避的设定：

对一个相位的直观是在一个现在中、在一个时间点上进行的。在它看来完全不言而喻的是：每个朝向一整体、朝向可区分因素的某种多（Vielheit）的意识，都在一个不可分的相位中包含着它的对象；无论一个意识在何时指向一个其部分是演替的整体，对这个整体的直观意识都只有在各个部分以代表的形式总聚（zusammentreten）为瞬间直观之统一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W.斯特恩曾对这种“关于一个意识整体的瞬时性的教义”（用他的说法）提出过异议。(16)他认为，在有些情况中，立义是根据一个在时间上延展的意识内容才得以成立的(17)，并且伸展到一个相位（即所谓的“在场时间”）之外(18)。因此，即便例如各个环节不是同时的，一个离散的演替也可以通过一条意识纽带、通过一个统一的立义行为而被聚合在一起(19)。许多相互接续的声音之所以有可能产生出一段旋律，乃是因为心理进程的相互接续“直截了当地”（“ohne weiteres”）统合成一个总体构成物。它们在意识中是相互跟随的，但它们都处在同一个总体行为之内。例如我们并非一下子拥有那些声音，而且我们并非因为较早的声音一直延续到后面才听到这个旋律；相反，这些声音是借助于一个共同的作用、借助于立义形式（Auffassungsform）才构成一个演替的统一(20)。当然，这种立义形式是随着最后的声音才得以完成的，与此相符，对它的感知可以具有时间上演替的统一，同样也可以具有共存的统一，而且还有一种对同一性、相同性、相似性、差异性的直接立义。“并不需要去人为地假定：始终是因为第一个声音的回忆图像与第二个声音并存，比较才得以成立；毋宁说，于在场时间内展开的整个意识内容都均匀地成为后随的相同性立义或差异性立义的基础”(21)。

(22)在这些阐述和在与此相关联的整个讨论中，妨碍人们对这些有争议问题作出澄清的是这样一个因素，即：没有做出我们在布伦塔诺那里业已确定的各种完全必要的区分。留待提出的问题在于：超越的时间客体在一个延续中延展自身，它们连续相同地（就像不变的事物）或不断变换地（例如事物的进程、运动、变化等等）充实着这个延续。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对这些超越的时间客体的立义呢？这种客体是在内在材料和立义的杂多性中构造起自身的，而这些材料和立义本身是作为一种相互并列而进行的。有可能将这种相互并列进行的再现材料统一到一个现在瞬间之中吗？这时还会出现一个全新的问题：除了内在的和超越的“时间客体”以外，时间本身、客体的延续和相继又是如何构造起自身的呢？这些不同的描述方向（它们在这里只是仓促地被暗示并且需要进一步的区分）必须在分析时加以关注，尽管所有这些问题都密切相关并且每个都无法独立地得到解决。明见无疑的是，对一个时间客体的感知本身具有时间性，延续的感知是以感知的延续为前设的，对一个随意的时间形态的感知本身也具有其时间形态。而如果我们撇开所有的超越不论，那么对于感知及其所有现象学构造成份而言所留存下来的就是它的现象学的时间性，这个时间性属于它的不可扬弃的本质。由于客观时间性每一次都是现象学地构造起自身，并且仅仅通过这种构造而作为客观性或客观性的因素显现给我们，因而一种现象学的时间分析若不顾及时间客体的构造就无法澄清时间的构造。我们所理解的特殊意义上的时间客体，不只是在时间之中的统一体，而且自身也包含着时间延展。如果一个声音响起，那么我的客体化的立义便可以使这个延续的和消失的声音成为对象，但却不是使这个声音的延续或在延续中的这个声音成为对象。这个延续中的声音本身是一个时间客体。这也适用于一段旋律，适用于任何变化，但就任何持守本身来看也是如此。我们将以一段旋律或一段旋律的一个相关部分为例。起初事情看起来非常简单：我们听到这段旋律，也就是说，我们感知到它，因为听就是感知。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声音响起，接着是第二声，而后是第三声，诸如此类。我们是否必须说：当第二声响起时，我听到了它，但我已经不再听到第一声，如此等等？因此我实际上听到的不是旋律，而只是单个的当下声音。这个旋律的流逝了的部分之所以对我来说是对象性的，乃是因为——人们趋向于这样说——我有回忆；而我之所以在各个声音到来时不会去预设，这就是所有的声音，乃是因为我有前瞻的期待。但这种解释并不能使我们满意，因为这里所说的一切也都可以转用到单个的声音上。每个声音自己也具有一个时间性的延展，在它响起时，我将它听做是现在的，但它在续响的时候具有一个始终新的现在，而各个前行的现在都转变为一个过去。因此，我所听到的每次都只是这个声音的现时阶段，而这整个延续的声音的客观性都是在一个行为的连续统中构造起自身，这个行为连续统有一部分是回忆，有最小的、点状的一部分是感知，其余的部分则是期待。这似乎又回到了布伦塔诺的学说上。这里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第8节　内在时间客体以及它们的显现方式(23)

我们现在排斥所有超越的立义和设定，并把声音纯粹地当做原素素材（hyletisches Datum）(24)。它开始和停止，而整个延续的统一、它在其中开始和结束的整个过程的统一，都在结束之后“移向”越来越遥远的过去。在这个回坠（Zurücksinken）过程中，我还“持留住”它，还在一种“滞留”中拥有它，而只要这个滞留还在维续，这个声音就具有它的本己时间性，它就还是这同一个声音，它的延续就还是这同一个延续。我可以将注意力朝向它的被给予方式。它与它所充实的延续是在一种“诸方式”的连续性中、在一条“延续的河流”中被意识到的；而这条河流的一个点、一个相位（Phase）叫做“关于这个发出的声音的意识”，而在其中，这个声音的延续的第一个时间点是以现在的方式被意识到的。这个声音被给予，这就是说，它是作为现在被意识到，但“只要”它的某一个相位被意识为现在（jetzt），它就被意识为现在。但是，如果某个时间阶段（与这个声音延续的一个时间点相符）是现时的现在（开始阶段除外），那么一个相位的连续统就被意识为“刚才”（Vorhin），而从开始点到现在点的时间延续的整个片段（Strecke）就都被意识为流逝了的延续，而这个延续的其余片段则尚未被意识到。在结束点上，这个点本身被意识为现在点，而整个延续被意识为已流逝了的（或者说，这已经处在一个不再是声音片段的新的时间片段的开始点上）。在这整个意识的流动“期间”，这同一个声音被意识为延续着的，被意识为现在延续着的。“此前”（如果它例如不是一个被期待的声音的话）它未被意识到。“此后”它在“滞留”中“还有”“一段时间”被意识为曾在的声音，它可以被抓住，并且可以在固定的目光中站住或停留。这个声音的整个延续片段或“这个”在其延展中的声音，都是作为某种可以说是死的东西、某种不再生动地创造着的东西而站立于此（dastehen），它是一个不为任何现在的创造点所激活的构成物，但却持久地变异着并回坠到“空乏”之中。这样，这整个片段的变异都类似于、本质上等同于这样一种变异，即在现时性时期，延续的流逝部分在意识向不断更新的创造的过渡中所经历的那种变异。

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是内在—时间客体如何于一个连绵的河流中“显现出来”、如何“被给予”的方式。对这种方式的描述并不意味着对显现着的时间延续本身的描述。因为这是带有那个从属于它的延续的同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虽然没有被描述，但却在这个描述中被预设了。这同一个延续是现在的、现时地构建着自身的延续，然后是过去的、“流逝的”延续、还被意识到的或在再回忆中“仿佛”被新创造出来的延续。现在响起的这个声音与那个在“以后的”意识流中被称作“曾在的”、“已流逝的”声音是同一个。时间延续的各个点离开我的意识，就像当“我”离开空间中的静止对象时它的各个点离开我的意识一样。这个对象保留它的位置，同样，这个声音也保留它的时间，每个时间点都是不移动的，但它遁入到意识的远方，与创造着的现在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个声音本身是同一个声音，但那个“以此方式”显现着的声音则是一个越来越不同的声音。

第9节　关于内在客体之显现的意识

更确切地看，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区分各种描述的方向：1.我们可以对这个内在客体自身作出明见的陈述：它现在延续着，这个延续的某个部分已经流过去，在现在中被把握到的这个声音的延续点（当然也连同它的声音—内容）则不断地向过去回坠，并且不断有新的延续点进入现在，或者成为现在；已流逝的延续疏离开这个始终以某种方式被充实的现在点，移挪到越来越“远”的过去，如此等等。2.但我们也可以谈论方式，即这个内在的声音之“显现”以及它的延续内容所具有的所有这些区别如何“被意识到”的方式。我们就这个延伸到现时的现在之中的声音延续来谈论感知，并且我们说，这个延续的声音是被感知到的，并且每一次从这个声音的延续展开中都只有这个在特征上被描述为现在的延续点才是完全本真地被感知到的。对于已流逝的片段，我们说，它是在滞留中被意识到的，而且，那些与现时的现在点距离最近的、无法明确划界的延续部分或延续相位是带着不断降低的清晰性而被意识到的；那些距离更为遥远的过去相位则完全是不清晰地、空乏地被意识到的。而在这个延续流逝之后也同样如此：随着临近现在点的距离的不同，离它最近的可能还有少许清晰性，而这个整体已经消失在昏暗之中，消失在一个空乏的滞留的意识之中，并且一旦这个滞留终止，它就最终会完全消失（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25)

我们于此而在清晰的领域中发现一种较大的明白性和相互离散性（Auseinandergehaltenheit）（并且它离现时的现在点越近也就越大）。但我们越是疏离现在，就有一个越来越大的流失性和聚合性（Zusammengerücktheit）宣示出来。只要我们反思地回溯一个分环节的进程的统一，我们就会观察到，这个进程的一个清晰部分在向过去回坠时会“缩拢”（zusammenzieht）自身——一种与空间透视相类似的（在本原的时间显现之中的）时间透视。当时间客体移向过去时，它便缩拢自身并且同时就变得昏暗起来。

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在这里能够发现和描述为构造着时间的意识现象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里的构造着时间的意识，乃是指时间客体连同其时间规定性在其中构造起自身的那个意识。我们区分延续的、内在的客体以及在样态中（im Wie）的客体，即被意识为现时当下的或过去的客体。每个时间存在都在某一个流逝样式中以及在不断变化的流逝样式（Ablaufsmodus）中“显现出来”，而“这个在流逝样式中的客体”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地变为另一个，然而我们却说，这个客体以及它的时间的每一点以及这个时间本身，都是同一个。我们不能把“在流逝样式中的客体”这个显现现象称为意识（就像我们不能把空间现象、处在这个或那个面的显现样态中的物体称为意识一样）。“意识”、“体验”是借助于一个显现而与它的客体发生关系的，而这个显现恰恰就是这个“在样态中的客体”处于其中的显现。显然我们必须认识到，“意向性”这个说法具有双重含义：这要看我们指的究竟是显现与显现者的关系，还是意识与“在样态中的显现者”（Erscheinende im Wie）这一方面，以及与绝然显现者（Erscheinende schlechthin）另一方面的关系。

第10节　流逝现象的各个连续统。时间图式(26)

对于那些构造内在时间客体的现象，我们现在宁可避免使用“显现”的说法；因为这些现象本身就是内在的客体并且是在完全另一种意义上的“显现”。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流逝现象”，或者更好是说，“时间位置的样式”，并且就内在客体本身而言所说的是它们的“流逝特征”（例如，现在、过去）。关于流逝现象，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连续统，它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不可分割为各个能够自为存在的片段，并且不可划分为各个能够自为存在的相位，不可划分为各个连续的点。我们抽象地分离出来的那些部分只能存在于整个流逝之中，那些相位和流逝之连续的点也是如此。我们也可以明见的方式就这种连续性说：它以某种方式就其形式而言是不变的。无法想象这些相位的连续性是这样一种连续统：它两次含有同一个相位模式，或者，它甚至展开地含有这个相位模式，使其超出一个完整的部分片段。就像每个时间点（以及每个时间片段）都可以说是“个体地”区别于任何其他的时间点，不能两次出现一样，也没有一个流逝样式可以两次出现。但我们这里还必须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和更清晰的规定。我们首先强调，一个内在时间客体的流逝样式具有一个开端，可以说是具有一个起源点。这就是内在客体开始存在所具有的样式。它的特征就是现在。而后我们在流逝样式的持续前进中发现这样的奇特性：每个以后的流逝相位本身都是一个连续性，并且是一个持续延展着的连续性、一个由诸多过去组成的连续性。我们把客体延续的流逝样式之连续性与这个延续的每个点的流逝样式之连续性加以对置，这个客体延续不言自明地被包含在那些最初的流逝样式的连续性之中，也就是说，一个延续的客体的流逝连续性是一个连续统，它的各个相位就是客体延续的不同时间点的流逝样式的各个连续统。如果我们沿着这个具体的连续性行走，那么我们便是在持续变化中前进，在这些变化中持续变化着的是流逝样式，即相关时间点的流逝连续性。只要有一个新的现在出现，这个现在就转变为过去，而且与此同时，前行点的诸多过去的整个流逝连续性都挪移“下去”，均衡地挪移到过去的深处。在我们所画的图表中，纵坐标的持续系列描绘出延续客体的流逝样式。它们从A（一个点）开始生长，直至一个特定的片段，这个片段的终点是最终的现在。而后，流逝样式的系列凸显出来，它不再含有（这个延续的）现在，这个延续不再是现时的延续，而是过去的并且持续更深地沉入到过去之中的延续。因而这个图表提供了一个流逝样式之双重连续性的完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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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原印象与滞留的变异(27)

延续客体之“生产”（Erzeugung）得以开始的“起源点”是一个原印象。这个意识被包容在持续的变化之中：切身的声音—现在（即以意识的方式、在意识“之中”）不断地变化为一个过去，一再地有新的声音—现在（TonJetzt）来接替那个过渡到变异之中的声音。但是，如果对声音—现在的意识、原印象过渡到滞留之中，那么这个滞留本身重又是一个现在、一个现时的此在者。它本身是现时的（但不是现时的声音），同时它又是关于曾在的声音的滞留。一个意指的光束可以朝向现在，即朝向滞留，但它也可以朝向滞留地被意识之物，即朝向过去的声音。但意识的每个现时的现在都受变异法则的制约。它从一个滞留转变为另一个滞留，从不间断。因而就形成一个滞留的不断连续，以至于每个以后的点对于以前的点来说都是滞留。而每个滞留都已经是连续统。声音响起，并且“它”不断地响下去。声音—现在变换为声音－曾在（TonGewesen），印象意识流畅地向一再更新的滞留意识过渡。在沿着这条河流或随着这条河流行进的同时，我们具有一个始终属于起始点的滞留系列。然而，除此之外，这个系列的每个以前的点都重又在滞留的意义上作为一个现在而映射出来（abschatten）。这样，与每个这种滞留相衔接的是一个滞留变化的连续性，而这个连续性本身则重又是一个自身以滞留方式映射出来的现时性的点。这并不会导致简单的无穷倒退，因为每个滞留自身都是连续的变异，这种变异以映射序列的形式在自身中承载着过去的遗产。并不是说，只是在这河流的纵向方面，每个以前的滞留都被一个新的滞留所取代，即便从不间断。毋宁说，每个以后的滞留并不仅仅是从原印象中脱身出来的连续变异，而且也是这同一个起始点的所有以前的不断变异的连续变异。

至此为止，我们主要考察了对时间客体的感知或本原构造，并且试图分析地理解在它们之中被给予的时间意识。但关于时间性的意识并不仅仅以这样一种形式进行。如果一个时间客体已经流逝，如果现时的延续已经过去，那么关于那个现已过去的客体的意识绝不会因此而消逝，尽管它现在已经不再作为感知意识起作用，或者也许更确切地说，不再作为印象意识起作用。（我们在这里与至此为止一样始终关注内在客体，它们实际上并不是在一个“感知”中构造自身。）与“印象”连续统相衔接的是原生的回忆（primäre Erinnerung），或如我们所说，是滞留。从根本上说，在至此为止所考察的情况中，我们已经一并分析了这个意识。因为与现在相接的各个相位的连续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滞留，或者说，一个由滞留组成的连续性。在一个时间客体的感知情况中（对于现在的考察来说，我们采用的究竟是一个内在的客体还是一个超越的客体，这是无关紧要的），这个相位的连续性随时都限定在（terminieren）一个“现在立义”（Jetztauffassung）中，限定在一个某种“设定为现在”（Als-Jetzt-Setzung）意义上的感知中。在一个运动被感知的同时，每时每刻都有一个“把握为现在”（Als-Jetzt-Erfassen）在进行，这个运动的现在现时的相位便是在这个“把握”中构造起自身。但这种“现在立义”却可以说是由各个滞留组成的一个彗星尾的核心，它们与这个运动以前的现在点有关。但如果不再形成感知，我们不再看到运动，或者——倘若事关一段旋律——如果旋律已经奏完，接踵而至的是宁静，那么与最后一个相位相衔接的便不是感知的新相位，而是一个单纯的新鲜回忆的相位，而与这个相位相衔接的重又是一个这样的相位，如此等等。在此同时，有一个向过去的持续回移在进行，这个同样的连续性的复合体持续地经历着一个变异，直至消失；因为随着这个变异一同联手发生的是一种弱化（Schwächung），它最终在不被觉察性中完结。本原的时间领域显然是有限的，完全就像在感知的情况中一样。甚至在总体上可以斗胆声言：时间领域始终具有同样的延展。它可以说是穿越那个被感知和新鲜地被回忆的运动以及它们的客观时间而推延着，类似于视觉领域穿越客观空间的推延。(28)(29)

第12节　滞留作为特殊的意向性(30)

还需要进一步阐释：我们称作滞留变异的东西是何种类型的变异。

当本真的感知过渡为滞留时，人们谈及感觉内容的减弱（Abklingen）、退散（Verblassen）等等。但根据至此为止的论述可以明了：滞留的“内容”根本不是原初意义上的内容。当一个声音在减弱时，它自身首先带着特殊的充盈（强度）而被感觉到，而且与之相衔接的是一个强度的迅速削减。这个声音还在此，还被感觉到，但只是在余音中。这种真正的声音—感觉有别于在滞留中的声音因素。滞留的声音并不是当下的声音，而恰恰是在现在中“原生地被回忆的”声音：它在滞留意识中不是实项（reell）现存的。但从属于这个滞留意识的声音因素也不可能是另一个实项现存的声音，甚至也不是一个非常微弱的同样质性的（作为余音的）声音。一个当下的声音虽然可以使人回忆“起”一个过去的声音，可以展示它并将它图像化（verbildlichen）；但这已经要以另一个过去表象为前提了。过去直观本身不可能是图像化。它是一个本原的意识。当然不应否认余音也是有的。但每当我们认识和区分它们时，我们都立即可以确定，例如它们不属于滞留本身，而是属于感知。小提琴声的余音恰恰是一个微弱、当下的小提琴声，并且绝然有别于这个刚刚曾在的响亮声音的滞留。余音本身，乃至所有那些从较强的感觉被给予性那里保留下来的后像，都与滞留的本质根本无关，更不能将它们看做是必然属于滞留之本质的东西。

但在时间直观的本质中或许包含着这样一个状况：它在其延续（我们可以反思地使它成为对象）的每个点上都是关于刚刚曾在
之物的意识，而不仅仅是关于这个显现为延续着的对象之物的现在点的意识。而在这个意识中，这个刚刚曾在之物是在恰当的连续性中被意识到，并且是在每个相位中以特定的“显现方式”，连同“内容”与“立义”的各种区别而被意识到。我们注意一下刚刚响起的汽笛声：在每个点上都有一个延展（Extension）在此，而在每个延展中都有一个“显现”在此，这个显现在此延展的每个相位中都具有它的质性因素以及它的立义因素。另一方面，这个质性因素不是实项的质性，不是现在实项地存在的声音，即是说，不是作为现在存在的声音，哪怕它可以被说成是内在的声音内容。现在意识的实项内涵有可能含有被感觉到的声音，这些声音而后在客体化的立义中可以称做被感知到的声音、被当下拥有的（gegenwärtigt）声音，但却绝不能称做过去。滞留意识实项地含有关于声音、原生的声音—回忆的过去意识，而且它不能被分解为被感觉到的声音和作为回忆的立义。就像一个想象—声音不是声音，而是对声音的想象一样，或者就像声音—想象和声音—感觉是原则上不同的东西，而不是仅仅受到不同解释、不同立义的同一个东西一样，原生直观地被回忆的声音原则上不同于被感知的声音，或者说，对声音的原生回忆（滞留）不同于对声音的感觉。

第13节　一个印象先行于每个滞留的必然性。滞留的明见性

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法则：原生的回忆只有在与前行感觉或感知的连续衔接中才是可能的？每个滞留的相位只是作为相位才是可以想象的，就是说，它不能扩展为一个在其中所有相位都是同一的片段？人们会坚定地说：这是完全明见的。当然，习惯于把所有心理之物都当做单纯事实性来对待的经验心理学家会否认这一点。他会说，为什么就不能想象一个起始着的意识，它以一个清新的回忆开始，而在此之前却并不曾拥有一个感知？也许在实际过程中的确必须要先有感知，而后才能生产出清新的回忆。也许在实际过程中情况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意识只有在拥有感知之后才能拥有回忆，即使是原生的回忆；但是，相反的情况也是可以想象的呀。对于这样的心理学家，我们将教会他了解这样一种先天必然性，即：相应的感知或原印象先天必然地先行于滞留。人们首先必须坚持，一个相位只有作为相位才是可以想象的，它不具有延展的可能性。而现在相位只有作为一种滞留的连续性界限才是可想象的，就像每个滞留相位本身只有作为这样一个连续的点才是可想象的一样，并且对于时间意识的每个现在来说都是如此。然而至此，如果没有先行的相应感知，一个全部完成的滞留串（Serie）也应当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意味着，这个从属于一个现在的滞留串自身就是一个界限，并且必然要发生变化；这个被回忆之物“不断地下坠到过去之中”，但还不只如此——它必然就是某种下坠着的东西，某种必然地允许一个明见的再回忆的东西，这种再回忆将它回引到一个再被给予的现在之上。

但人们现在可以说：我难道不可以拥有一个对A的回忆、哪怕是一个原生的回忆，而同时A却事实上根本没有发生过？当然可以。甚至还可以确认得更多些。我可以具有一个对A的感知，而实际上A却根本没有发生。我们以此并不是例如想声言，以下的事实是明见的：如果我们具有A的滞留（假定A是一个超越的客体），那么A必定是已经先行的；但我们的确是想声言这样一种明见性：如果我们具有A的滞留，那么A必定是已经被感知到的。无论它现在是否被原生地关注到，它都以被意识到的、即便是未被注意的或附带被注意的方式切身地站立在此。但如果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内在的客体，那么以下情况便是有效的：当内在材料的一个序列、一个变换、一个变化“显现出来”时，它也是绝对确然的。同样，在一个超越的感知的范围内，这个本质上从属于其建构的内在序列是绝对确然的。(31)有人想要对此作出证明：由于我不能用现在（即那个在现在中现存的回忆图像）来与已经不在了的非—现在作比较，因此我如何能够在现在中知道一个非—现在？这种论证是根本错误的。它给人的印象就好像是在回忆的本质中包含着这样的特征：在现在中现存的图像是为另一个与它相似的实事而预设的，并且我可以而且也必须像在图像表象那里一样作出比较。回忆或滞留不是图像意识，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被回忆的东西当然现在不存在，否则它就不是曾在的东西，而是被当下拥有的东西了；而且在回忆（滞留）中，它并不是作为现在被给予，否则回忆或滞留也就不是回忆，而是感知了（或原—印象）了。对一个不再被感知的、仅只以滞留的方式被意识到的东西与某个在它以外的东西进行比较，这是根本没有意义的。正如我在感知中直观到现在存在，并且在扩展了的感知（就像它自身构造的那样）中直观到延续的存在，我也在回忆（只要它是原生的）中直观到过去的东西，它在其中被给予，而过去之物的被给予性就是回忆。

如果我们现在重新接受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以想象一个不是印象意识之继续的滞留意识，那么我们就必须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滞留自身都回指到一个印象之上，“过去”与“现在”是相互排斥的。同一个东西虽然可以在过去和现在存在，但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它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延续。

第14节　时间客体的再造（次生回忆）

(32)我们将原生的回忆或滞留称之为一个彗星尾，它与各个感知相衔接。与之完全有别的是次生的回忆、再回忆。在原生回忆完结之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对那个运动、那个旋律的新回忆。对这个刚才已经暗示过的两者之间的区别还应当做详尽的揭示。如果与现时的感知相衔接的是滞留，无论是在这感知的流动期间，还是在其整个流程之后的连续统一中，那么人们首先会趋向于（就像布伦塔诺所做的那样）说：现时的感知是根据作为体现（Präsentation）的感觉而构造起自身的，原生的回忆是根据作为再现（Repräsentation）、作为当下化（Vergegenwärtigung）的想象而构造起自身的。现在，就像当下化直接与感知相衔接一样，与此完全相同，在不与感知相衔接的情况下，也可以有独立的当下化出现，而这就是次生的回忆。然而我们对此（正如我们在对布伦塔诺理论的批评中已经阐释过的那样）(33)抱有严重的顾虑。让我们先来看次生回忆的一个事例：我们譬如回忆一段我们刚刚在音乐会上听过的旋律。这时很明显，整个回忆现象经过必要的修正（mutatis mutandis）完全具有与对此旋律的感知相同的构造。它和感知一样具有一个优先点：与感知的现在点相符合的是一个回忆的现在点。我们在想象中穿越这个旋律，我们“仿佛”先听到第一个声音，而后是第二个声音，如此等等。每一次都有一个声音（或一个声音相位）处在现在点中。但过去的点并没有从意识中被消除出去。随着对现在显现的、仿佛现在听到的声音的立义，原生的回忆融化在刚刚仿佛听到的声音以及对尚未出现的声音的期待（前摄）上。对于意识来说，现在点重又具有一个时间晕（Zeithof），它在回忆立义的连续性中进行，而对这个旋律的全部回忆就在于一个连续性，它是由这样一些时间晕的连续统所构成，或者说，由我们所描述的这种立义连续统所构成。但是，如果这个被当下化的旋律流逝，与这个仿佛听到的东西最后相衔接的就是一个滞留，这个仿佛听到的东西还继续回响着一会儿，一个立义连续性还在此存在着，但已不再作为被听到的连续性。这样，一切都与感知和原生回忆相同，而它本身却并不是感知和原生回忆。当我们在回忆或想象中让声音一个一个地奏响时，我们并不是真正地在听而且并没有真正地听到。在前面的［感知］情况中，这就意味着：我们真正在听，时间客体本身被感知到，旋律本身是感知的对象。同样，时间、时间规定、时间状况本身是被给予的、被感知到的。而这又意味着：在旋律消失之后，我们不再将它感知为当下的，但我们还在意识中拥有它，它不再是现在的旋律，但却是刚刚过去的旋律。它的刚刚过去不是一个单纯的意指，而是被给予的事实、自身被给予的事实，亦即“被感知的”事实。与此相对，在再回忆中，时间当下是被回忆的当下，是被当下化的当下；同样，过去也是被回忆的过去、被当下化的过去，但却不是真正被当下拥有的过去，不是被感知的、原生被给予的和被直观的过去。

另一方面，(34)再回忆本身是当下的，是本原地被构造的再回忆，并且此后是刚刚曾在的再回忆。它本身是在原素材和滞留的连续统中建造起自身，并且与此一致地构造起（或者毋宁说，再构起）一个内在的或超越的延续对象性（根据它的朝向的不同：或是内在的朝向，或是超越的朝向）。相反，滞留并不生产（既不本原地也不再造地生产）延续的对象性，而只是在意识中持留被生产物，>并给它加上“刚刚过去”的特征。(35)

第15节　再造的进行模式

再回忆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进行形式（Vollzugsformen）中。或者，我们在一个素朴的抓取中进行再回忆，恰如一个回忆“出现”，而我们在一个目光束中看向被回忆之物，这时的被回忆之物是模糊的，或许它直观地带来了一个被偏好的瞬间相位，但却不是重复性的回忆。或者，我们真的是在进行一个再生产的、重复性的回忆。在这个回忆中，时间对象是在一个当下化的连续统中再次完整地建造起自身，我们仿佛是再一次感知到它，但也仅仅只是仿佛而已。这整个过程都是感知过程的当下化变异，连同所有相位和阶段，直至各个滞留，但所有这一切都带有再造性变异的标识。

这种素朴的观看和抓取，我们也可以直接根据滞留来进行。当一个处在滞留之统一之内的旋律已经流逝，而我们回顾（反思）一个片段，却并不再次生产它时，情况便是如此。这样一个行为对于每个逐步生成的东西，也包括在自发性步骤中，例如在思维自发性步骤中生成的东西来说，都是可能的。即使是思维对象性也是逐渐地被构造起来的。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那些本原地在时间过程中以分环节、分相位构造的方式建造起来的对象性（作为连续地和多形态地联系在一起的和统一的行为的相关项），可以在一个回顾中如此地被把握，就好像它们是在一个时间点中的完成对象。

但这种被给予性而后会回指向另一个“原初的”被给予性。

对滞留的被给予者的观看或回顾——以及滞留本身——现在是在真正的再当下化中充实自身：这个作为刚刚曾在的被给予者表明自身是与再回忆之物相同一的。

如果我们将原生回忆和次生回忆与感知联系在一起，那么原生回忆和次生回忆之间的其他区别便会展现出来。

第16节　作为当下拥有的感知对立于滞留和再回忆(36)

诚然，“感知”这个说法还需要在这里得到一些澄清。在“对旋律的感知过程中”，我们区分现在被给予的声音和已先行的声音，我们将前者称做“被感知的声音”，将后者称做“不被感知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们把这整个旋律称做一个被感知的旋律，尽管只有现在点才是一个被感知的点。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旋律的延展不仅是在一个感知的延展中一点一点地被给予，而且滞留意识的统一还将已流逝的声音本身“持留”（festhalten）在意识中，并且持续地制作出与这个统一的时间客体相关的、与旋律相关的意识的统一。像旋律这样一种客体性只能在这样一种形式中“被感知”、本原地自身被给予。这个被构造的、由现在意识和滞留意识所建造的行为(37)是对时间客体的相即感知。时间客体是含有时间区别的，而时间区别就是在这些行为中构造起来的，在原意识、滞留和前摄中。如果这个意指的意向是朝向旋律、朝向这整个客体的，那么我们所拥有的便不是感知。但如果它朝向一个自为的个别声音或一个自为的个别节拍，那么，只要这个被意指之物是被感知到的，我们便具有感知，只要它已经过去，我们便仅仅具有滞留。从客观角度看，这个节拍就不再显现为“当下的”，而是显现为“过去的”。但整个旋律则显现为是当下的，只要它还在响，只要那些从属于它的、在一个立义联系中被意指的声音还在响。只有在最后一个声音响过之后，这个旋律才是过去的。

根据先前的阐释我们必须说，这种相对化也转而适用于个别的声音。每个声音都是在声音—素材的连续性中构造起来的，并且每次只有一个点状的相位是作为现在而当下的，而其他的相位则是作为滞留的尾巴而与之衔接。但我们可以说：只要一个时间客体还在持续新出现的原印象中生产着自身，它便是被感知的（或以印象的方式被意识到的）。

而后我们把过去本身也称为被感知的。事实上，我们难道不会感知到这个过去的过程（Vergehen）吗？我们在上面所描述的情况中难道不是直接地意识到这个刚刚曾在的东西、这个在其自身被给予性中、在自身被给予的方式中的“刚刚过去”吗？显然，在这里起作用的“感知”的意义与前面的感知的意义是不相合的。这里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如果我们在对一个时间客体的把握中区分感知意识和回忆（滞留）意识，那么与感知和原生回忆的对立相符合的便是在客体上的“现在当下”与“过去”的对立。时间客体的本质就在于，它们对其质料的扩展超越出一个时间片段，而这种客体只能在那些正在构造着时间区别的行为中构造自身。但是，构造时间的行为是——而且本质上是——构造当下与过去的行为，它们具有那种“时间客体—感知”的类型，我们曾根据它们的奇特立义构造而对它们做过详细描述。时间客体必须构造自身。这就是说，一个要求自身给予一个时间客体的行为，必须自身包含“现在立义”、“过去立义”等等，并且是以原初构造的立义方式。

如果我们现在将感知的说法与时间客体出现时所带有的那些被给予性区别联系起来，那么感知的对立面就是这里出现的原生回忆和原生期待（滞留与前摄），同时感知与非—感知则连续地相互过渡。在这个对一个时间客体，例如对一段旋律的直接直观把握的意识中，被感知到的是这个现在被听到的节拍或声音或声音部分，而未被感知到的是这个瞬间作为过去而被直观到的东西。各个立义在这里连续地相互过渡，它们限定在一个立义中，这个立义构造着现在。但这个立义只是一个观念的极限。上升的连续统
是朝着一个观念的极限而流逝的；就像红色—种类的连续统向着一个观念的、纯粹的红色在收敛（konvengieren）一样。但在这个情况中，我们并不具有个别的立义，即与那些可以自为地被给予的红色—微差相符合的立义，而是始终只是具有、并且按照事情的本质也只能具有立义的连续性，或者毋宁说，一个唯一的、持续变异的连续统。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将这个连续统划分为两个部分，那么包含现在的或有能力构造现在的那个部分就被凸显出来，并且它构造出“粗糙的”现在，而这个现在重又分解为一个较细致的现在和一个过去，如此继续地划分，不一而足。

因而感知是一个行为特征，它把行为特征的连续性总和起来，并且通过对那些观念界限的拥有得到凸显。如果没有这种观念的极限，这样的一个连续性就只是一个回忆。这样，感知（印象）在观念的意义上就会是构造着纯粹现在的意识相位，而回忆就会是任何一个其他的连续性相位。但这只是一个观念的界限，是某种抽象的东西，它不能自为存在。此外还要坚持一点，即使是这个观念的现在也并不是与非—现在有天壤之别，而是连续地与之相联接的。而与此相符的是从感知到原生回忆的连续过渡。

第17节　感知作为自身给予的行为对立于再造

感知或当下的自身给予的相关项是在被给予的过去之物中，相对于这种感知和当下的自身给予，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对立：感知与再回忆、次生回忆之间的对立。在再回忆中有一个现在“显现给”我们，但它是在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在在感知中显现的意义上“显现”出来。(38)这个现在不是“被感知到的”，就是说，不是自身被给予的，而是被当下化的。它表象着一个没有被给予的现在。而且旋律的流逝在再回忆中同样也表象着一个“刚刚过去”，但它并不给出这个“刚刚过去”。即便在想象中，每个个体之物也是一个在时间上以某种方式延展的东西，也具有它的现在，它的此前和此后，但现在、此前和此后是一个单纯臆想的现在、此前和此后，这整个客体也是如此。这里的问题在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感知概念。感知在这里是这样一种行为：它将某物作为它本身置于眼前，它原初地构造客体。与感知相对立的是当下化，是再现（Repräsentation），它是这样一种行为：它不是将一个客体自身置于眼前，而是将客体当下化，它可以说是在图像中将客体置于眼前，即使并非以真正的图像意识的方式。在这里根本谈不上对感知与其对立面的连续中介。刚才所说的过去意识，即原生的过去意识，并不是感知，因为感知被看做是本原地构造着现在的行为，但过去意识并不构造一个现在，毋宁说是构造着一个“刚刚曾在”、一个直观地先行于现在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将感知称做这样一种行为：它将所有的“起源”包含在自身之中，它进行着本原的构造，那么原生的回忆就是感知。因为只有在原生的回忆中，我们才看到过去的东西，只有在它之中，过去才构造起自身，并且不是以再现的方式，而是以体现的（Präsentation）方式。只有在原生回忆中，与现在相对立的刚刚曾在、此前才能直接地被直观到；原生回忆的本质就在于使这个新的和特殊的东西被原生地、直接地直观到，完全就像现在感知的本质在于使现在被直接地直观到一样。而再回忆以及想象的情况则相反，它提供给我们的是当下化，它仿佛是与创造时间的现在行为和过去行为完全相同的意识，仿佛是完全相同，但却仍然有所变异。被想象的现在表象着一个现在，但本身并不给予一个现在，被想象的此前与此后也只是表象着一个此前与此后，如此等等。

第18节　对于有关延续与后继之意识的构造，再回忆所具有的意义(39)

如果我们不去关注延续着的对象性的被给予性，而是去关注延续（Dauer）与后继（Folge）本身的被给予性，那么，原生回忆和次生回忆的构造意义就会表现为另外一种情况。

倘若我们假定，A作为原印象出现并且延续了一阵子，而与某个发展阶段上的A的滞留相一致地出现了B，并且它自身构造为延续着的B。在这里，在这整个“过程”期间的意识就是对这个“挪移到过去之中”的A的意识，就是在这个被给予方式的河流中的A的意识，而且这是根据其从属于它的存在内涵的存在形式的“延续”而言，根据这个延续的所有的点而言。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B以及这两个延续的间距或它们的时间点。但这里还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B后继着A，这里被给予的是两个延续着的材料的一个后继，它带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形式，带有一个包容了相互跟随（Nacheinander）的时间片段。这个演替意识（Sukzessionsbewußtsein）是一个本原给予着的意识，它是对这个相继的“感知”。现在我们来考察这个感知的再造变异，亦即考察再回忆。我“重复”这个演
替的意识，我以回忆的方式将它当下化。我“可以”做此事，并且是“任意多次地”做。在我的“自由”领域中先天地包含着对于一个体验的当下化。（这个“我可以”是一个实践的“我可以”，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表象”）现在，对体验后继的当下化看起来又是如何的呢？在它的本质中包含着什么？人们首先会说：我先当下化A，然后当下化B；如果我原初具有的是A—B，那么我现在具有的就是A′—B′（如果这个标记［′］是指回忆）。但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这将意味着，我现在具有一个回忆A′，并且“此后”又具有一个回忆B′，而且是在对这些回忆的后继的意识中。但这样的话，我就具有一个对这些回忆之后继的“感知”，而不是对此的回忆意识。因此我必定是通过（A—B）′来展示它的。这个意识实事上包含着一个A′、B′，但也包含着一个—′。当然，这个后继并不是一个第三者，这些符号的书写方式并不相继地标识出这个后继。至少我还可以写下这样的规律：

（A—B）′＝A′—B′

它的意义在于：这里有一个对A和对B的回忆，但也有一个对“B后继着A”的变异意识。

如果我们现在探问对延续着的对象性——以及对这个延续本身——的一个后继的本原给予意识，那么我们会发现，滞留与再回忆必然属于这个意识。滞留构造着活的现在视域，我在滞留中具有一个对“刚刚过去”的意识，但在这里——例如在对刚刚听到的声音的持留中——本原地构造起来的只是现在相位的回移，或者说，是那个完成了构造并在这种完成性中不再进行构造、不再被感知的延续的回移。但在与这个回移的“结果”的“相合”中，我可以进行一个再生产。而后这个延续的过去便被给予我，恰恰是作为这个绝然延续的“再被给予性”。而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只有过去的延续才能为我在重复的行为中“本原地”直观到、真正地直观到、为我所确认并且作为许多行为的同一客体而成为我的对象。我可以追复地经验当下，但它不可能是再被给予的。如果我像我随时能做的那样回返到这同一个演替之上，并且将它确认为是同一个客体，那么我就在一个超越把握的（übergreifen）演替意识之统一中进行了一个关于再回忆体验的演替，即：

（A—B）—（A—B）′—（A—B）″……

问题是：这种确认看起来是怎样的？后继首先是各个体验的后继：第一个体验是从A－B的后继的本原构造，第二个是对这个后继的回忆，然后再又是同样的东西，如此等等。这整个后继是作为体现而本原地被给予的。但我可以从这个后继中获得一个回忆，而从这样的再回忆中又可获得一个这样的回忆，以至无穷。本质上不仅每个回忆都是在此意义上可迭复的（iterierbar），即：任意高的阶段都是可能的，而且一个“我能够”的领域也是可迭复的。原则上每个阶段都是一个自由的（它并不排除障碍）活动。

对此演替的第一个再回忆看起来是怎样的呢？

［（A—B）—（A—B）′］′

而后我可以根据前面的规律得出，在这里隐藏着（A—B）′和［（A—B）′］，即二阶的回忆，并且是在相继中；当然也隐藏着对后继（—′）的回忆。如果我再次重复，那么我便具有更高的回忆变异并同时具有这样的意识：我多次相继地进行了一个重复的当下化。这类事情出现得极为寻常。我在桌子上敲两次，我将这个相继当下化，然后(40)我注意到，我首先以感知的方式所给予的是这个后继，而后我才回忆；然后我注意到，我正好进行了这个注意，并且是作为我所能重复的这个系列中的第三个环节，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在现象学的工作方法中都是极为寻常的。

在那些只能在演替中而不能在并存（Koexistenz）中被给予的相同（内容同一）客体的后继中，我们现在具有一种在意识的统一中的特殊相合：一个演替的相合。当然这不是一个确切的说法，因为这些客体是相互隔开的，是作为相继而被意识到的，是通过一个时间片段而被分离的。

然而，如果我们在相继中所具有的是带有相同凸显因素的不同客体，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就有“各个相同性线条”从一个客体流向另一个客体；而在相似性的情况下则会是各个相似性线条。我们在这里具有一个彼此相关性，它不是在关系考察中被构造出来的，它作为相同性直观和差异性直观的前提而处在所有“比较”与所有“思维”之前。实际上“可比较的”只有相似的东西，而“区别”预设了“相合”，也就是说，预设了那种对在过渡中（或在并存中）被联合起来的相同之物的真正统一（Einigung）。

第19节　滞留与再造的区别（原生的和次生的 回忆或想象）(41)

现在我们最终决定了我们对布伦塔诺学说，即对时间立义是处在想象领域之学说所持的态度。想象是一个具有当下化（再造）特征的意识。现在虽然有被当下化的时间，但这个时间必然地回指向原初被给予的时间，回指向不是想象的而是被体现的时间。当下化是原初给予的行为的对立面，从它那里不可能“产生出”任何表象。就是说，想象不是一个能够提供某种客体性或在客体性中将一个本质的和可能的特性作为自身被给予的而提供出来的意识。想象的本质恰恰就在于：不是自身被给予。甚至连想象的概念都并非产生于想象。因为，倘若我们自称原本被给予地拥有那个是想象的东西，那么尽管我们必定是在构建想象，但这个构建本身还不意味着被给予。我们自然要考察想象活动（Phantasieren），感知这个活动：就想象概念的构成而言，对想象的感知是原初地给予着的意识，在这个感知中我们直观到什么是想象，我们在自身被给予性的意识中把握到它。

只要对再当下化的回忆与延展着现在意识的原生回忆作一个关注的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两方面的体验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现象学区别。例如，我们听到了两个或三个声音，并且在时间延展的同时具有关于刚刚听到的声音的意识。这里会有两种情况出现：或者从那个构成一个时间客体之统一的声音构形中仍有一个环节现实地被感知为现在；或者这种情况不再发生，而是这个构成物只还以滞留的方式被意识到；明见无疑的是，无论出现以上哪一种情况，这个意识本质上都是同一个。现在我们假定：当那个对刚刚听到声音或声音流程的连续意向还活跃的时候，这个声音或声音流程或许又被再造出来。我在内心中将我刚刚听到的并且我的注意力还在朝向的这个节奏再追复进行一次，以此我将它当下化。这里的区别是明摆着的：在当下化中我们再一次具有这个声音或声音构形（Tongestalt），连同其全部的时间延展。被当下化的行为在时间上完全像早先的感知行为一样延展，前者再造着后者，它让声音阶段（Tonphase）与间歇逐个地流逝，与此同时也再造着那个我们选来做比较的原生回忆的时间阶段。它在这里并不是一个重复，而这里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我们这一次是具有一个素朴的再造，另一次是具有一个对再造的再造。我们所发现的毋宁是内涵中的本底（radikal）区别。只要我们询问：是什么构成了在当下化中一个声音的响起与我们在想象中对此声音还仍然保存着的遗留意识之间的区别，那么这些本底区别就会显露出来。在“响起”（Erklingen）的同时被再造的声音是对响起的再造。在被再造的响起之后的遗留意识则不再是对响起的再造，而是对刚刚曾在、刚刚还被听到的响起的意识，并且这个意识表明自己完全不同于响起本身。例如，展示着诸声音的想象材料并不驻留在意识中，就好像在当下化中每个声音都作为一个同一固持的材料而是连续的一样。若如此，就根本不会形成一个直观的时间表象，不会形成在当下化中对一个时间客体的表象。被再造的声音消失了，它的材料不会再同一地留住并继续经历着对它的立义；相反，它以独特的方式发生变异，并论证着关于延续、变化、接随（Aufeinanderfolge）等等的当下化意识。

将一个本原的现在转变为一个再造的现在，这样一种意识变异完全不同于那种将现在——无论这个现在是本原的还是再造的——转变为过去的意识变异。后一种变异具有一种不断（stetige）映射的特征；正如现在不断地渐次变化为过去和更过去一样，直觉的时间意识也不断地渐次变化着。与此相反，我们却无法谈论从感知到想象、从印象到再造的不断过渡。后一种区别是一种分立的（diskreter）区别。因此我们必须说：我们称之为本原意识、印象或也称之为感知的东西，这是一个不断渐次变化的行为。每个具体的感知都蕴涵着这种渐次变化的一整个连续统。但是，这同一种渐次变化也恰恰为再造、想象意识所要求，只是以再造变异的方式来要求。对于两方面来说，体验的本质都在于：一个点状的相位永远不可能自为地存在。

当然，本原被给予的东西和再造性地被给予东西的这种渐次变化（如我们前面所见）已经涉及立义内容。感知建立在感觉上。感觉以体现的方式（präsentativ）作用于对象，它构成一个不断的连续统；与此相同，想象材料（Phantasma）也对一个想象客体的再现（Repräsentation）而言构成一个连续统。谁接受了在感觉和想象材料之间的本质区别，谁自然也就不会把这些对于刚刚过去的相位的立义内容说成是想象材料，因为它们恰恰会连续地过渡成为现在瞬间的立义内容。

第20节　再造的“自由”(42)

在本原的和被再造的“回坠”（Zurücksinken）之流逝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异性显露出来。在显现中的各个流逝样式的本原显现和结束是某种固定的东西，是通过“触发”（Affektion）而被意识到的东西，我们只能看向它（倘若我们真的实施观看的主动性的话）。相反，当下化则是某种自由的东西，它是一个自由的穿流，我们可以“更快地”或“更慢地”、更清楚明白地或更迷惘地、疾速地一口气或分步骤地以及如此等等地进行当下化。在这里，当下化本身是一个内意识的发生（Ereignis）并具有其现时的现在、其流逝样式等等。而在它现实地进行的同一个内在相位中，我们可以“自由地”处置被当下化的过程的较大和较小的块片连同其流逝样式，并因此而较快或较慢地将它经历一遍。在这里，这个相位的被当下化的各个点的相对流逝样式（在继续同一相合的前提下）始终保持不变。我所当下化的始终是同一个东西，始终是这个相位的流逝样式的同一个连续性，始终是在其样态（im Wie）中的它本身。但如果我如此地一再回返到这同一个起点和各时间点的这同一个序列，那么这同一个起点本身就会越来越远地和不断地回坠。

第21节　再造的各个清晰性层次(43)

在这里，被当下化的东西以或多或少清晰的方式浮现出来，而不清晰性的各个样式关系到被当下化的整体以及它的意识样式。在一个时间客体的本原被给予性中我们也发现，它首先生动、清晰地显现出来，而后随着清晰性的减少而过渡为空乏。这些变异从属于流动。但在这些变异出现于流动的当下化中的同时，我们还会面临其他的“不清晰性”，即是说，“清晰的东西”（在最初的意义上）不清晰了，就像透过一层面纱去看一样，亦即或多或少地不清晰了。因而不能将这些不清晰性和另一些不清晰性混为一谈。当下化的生动性和不生动性、清晰性和不清晰性的特殊样式并不属于被当下化的东西，或仅仅因为当下化的样态（Wie）才属于它。它们属于当下化的现时体验。

第22节　再造的明见性(44)

在原生的和次生的回忆方面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45)。我们看到：我意向地意识到的东西，是绝对确定的。那么它与更为遥远的过去的关系又如何呢？当我回忆昨天所经历的东西时，我是在再造昨天所经历的进程，有可能是按照演替的所有步骤。在我进行回忆的同时，我具有一个后继（Folge）的意识：首先是有一个步骤被再造，而后在一定的后继中又有第二个步骤被再造，如此等等。但撇开这个明见地属于作为当下（gegenwärtig）体验进程的再造之后继不论，再造还展示了一个过去的时间进程。也许不仅是这个以回忆的方式成为当下的进程的个别步骤有可能偏离开过去进程的步骤（它们以前的进行并不像它们现在被当下化的那样），而且实际的顺序也有可能不同于回忆着的顺序所以为的那样。因此这里很可能存有差误，而且是源于再造本身的差误。这些差误不能混同于那些对时间客体（即对超越的时间客体）之感知也会屈就的差误。前面已经提到，这种情况会出现，并且在何种意义上出现：如果我本原地意识到一个时间的后继，那么这个时间后继就毫无疑问发生过，并正在发生。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客观的——事件（Ereignis）现实地在我对它立义的意义上发生了。个别的立义有可能是错误的，即那些与现实不符的立义。而如果在时间的被回移状态中保留下来的是对被立义之物的对象性意向（根据它的构造性的内涵以及根据它与其他对象的关系），那么这个差误就会贯穿在这个显现过程的整个时间立义中。但如果我们限制在展示着的“内容”或“显现”的后继上，那么就还有一个无疑的真理保留下来：一个进程成为被给予性，而且诸显现的后继已经发生，即便它也许并不是那个当时显现给我的诸事件的后继。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时间意识的明见性是否能够在再造中得到保持。这种情况只有借助于再造性进程与一个滞留性进程的相合才是可能的。如果我具有c、d两个声音的后继，那么我可以在这个清新的回忆还存有时便重复这个后继。我带着这样的意识在内心中重复c、d，即：首先发生c，而后发生d。而在这“仍然生动的”同时，我可以用这种方式再进行下去，如此等等。我肯定能够以此方式而超越出原初的明见性领域。同时我们在这里看到：再回忆是以何种方式充实着自身。当我重复c、d时，这个对演替的再造性表象便在这个还刚刚生动的早先演替中得到充实。(46)

第23节　被再造的现在与一个过去的相合。对想象与再回忆的区分(47)

在我们相对于本原意识而突出了关于过去的再造意识之后，又会有进一步的问题产生出来。如果我再造一段被听过的旋律，那么再回忆的现象的（phänomenal）现在便将一个过去当下化：在想象中、在再回忆中现在响起一个声音。它例如再造着这个曾在的旋律的第一声。与第二声一同被给予的过去意识再现着“刚刚过去”，它是以前本原地被给予的，亦即一个过去的“刚刚过去”。这个被再造的现在究竟是如何做到对一个过去的再现的呢？一个再造的现在只是直接地表象着一个现在。与一个只能在“刚刚过去”的形式中本原地被给予的过去之物的关系是如何进入其中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进行一个我们至此为止仅仅是触摸到的区分，即区分对一个时间上延展的客体的单纯想象和再回忆。在单纯的想象中没有对被再造的现在的设定以及这个现在与一个过去被给予的现在的相合。相反，再回忆则设定被再造者并且在这种设定中给这个被再造者以一个位置，一个相对于现时现在以及这个再回忆本身所从属的本原时间领域的位置。(48)只有在本原的时间意识中才能在一个被再造的现在与一个过去之间建立联系。当下化河流是一条体验相位的河流，它与任何一条构造着时间的河流具有完全相同的建构，即是说，它是一条构造着时间的河流。所有那些构造着时间形式的映射、变异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而且，完全就像内在的声音在声音相位中构造起自身一样，声音—当下化的统一也在声音—当下化相位的河流中构造起自身。普遍有效的是：我们在现象学的反思中从所有那些在最宽泛意义上的显现者、被表象者、被思考者等等而被回引到一条构造着的相位的河流上去，这些相位经历着一个内在的客体化：即对感知显现（外感知）、回忆、期待、期望等等的客体化，使它们成为内意识的统一。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当下化，作为对普全地构造着时间的形态的体验流动，都在构造着一个内在的客体：“延续着的、这样或那样流动着的当下化进程。”

但另一方面，当下化的本己特点在于：它们自己本身并且根据所有体验相位都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关于……的当下化（Vergegenwärtigung von...），它们具有一个次生的、另类的意向性，一个并不对于所有体验、而只对它们而言是本己的意向性。但这个新的意向性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就形式而言是那个构造着时间的意向性的对立形象，而且正如它在每个要素中都再造着一个当下拥有之河流（Gegenwärtigungsfluß）的瞬间，并且在整体中再造着一个整体的当下拥有之河流一样，它也如此地制作着一个再造性的意识，即关于一个被当下化的内在客体的意识。因此这个新的意向性构造着一个双重的东西：一方面是通过它的体验流的形式构造起作为内在统一的当下化；而后，由于这条河流（它在通常情况下是由非再造性的瞬间所组成）的体验瞬间是一条平行河流之瞬间的再造性变异，并且由于这种再造性变异意味着一种意向性，这条河流便组合成一个构造着的整体，在它之中有一个意向统一被意识到：被回忆之物的统一。

第24节　再回忆中的前摄(49)

为了理解将这种被构造的体验统一“回忆”编排到统一的体验流之中的做法，必须考虑以下情况：每个回忆都含有期待意向，它们的充实会导向当下。每个原初构造着的过程都是通过前摄而被激活的（beseelt），它们空乏地构造和接受来者，使它得到充实。但是，再回忆的过程不仅仅以回忆的方式在改造着这些前摄。这些前摄不仅在这里接受着，它们也已经接受过，它们已经充实了自身，而且我们对此已经在再回忆中意识到。在再回忆意识中的充实是再—充实（恰恰在回忆设定的变异中），如果事件感知的原初前摄是不确定的并且不排除其他存在和不存在，那么我们在再回忆中所具有的便是一个前指的期待，它排除了所有的可能，除非这里涉及的是一种“不完善的”再回忆，它具有一个不同于这种不确定的原初期待的结构。但即便是这种不确定的原初期待也是包含在再回忆之中的。因此，意向分析的困难已经表现在个别地被考察的事件上，而后则以新的方式出现在那些与这些事件直至当下的沿续相关的期待方面。再回忆不是期待，但它具有一个指向将来，并且是指向再回忆的将来的视域，它是一个被设定的视域。这个视域在再回忆过程的前行中一再重新被开启，并且越来越活跃，越来越丰富。而与此同时，这个视域随着一再重新被再回忆的事件而充实着自身。现在这些以前只是被先示出来的事件是拟—当下的，在现实化的当下模式中拟—当下的。

第25节　再回忆的双重意向性(50)

因而如果我们在一个时间客体上将内容连同其延续（它们在与“这个”时间的联系中可以具有一个不同的位置(51)）区别于它的时间位置，那么，在这个对一个延续着的存在的再造中，除了具有对被充实的延续的再造以外，我们还具有、并且是必然地具有与此位置相关的意向。倘若一个延续没有在一个时间联系中被设定，倘若没有对这个时间联系的意向在此，这个延续是根本无法被表象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根本无法被设定的。在这里必然的是：这个意向或者具有过去意向的形式，或者便具有将来意向的形式。与这些意向——朝向充实了的延续的意向以及朝向它们的时间位置的意向——的双重性相符合的是一个双重的充实。构成对这个过去延续着的客体之显现的意向总体复合有可能在这个从属于同一个延续者的诸显现的系统中得到充实。对时间中的联系的意向是通过对直至当下为止已充实的联系之制作而充实自身的。因而在每个当下化中都可以区分：一方面是对那个过去延续着的客体在其中被给予，即被感知或原初地被构造的意识的再造；另一方面是那些以对于“过去的”或“当下的”（与现时的现在同时）或“将来的”意识而言构造性的方式依附在这种再造上的东西。

这种依附在再造上的东西也是再造吗？这是一个容易使人误入歧途的问题。当然，被再造的是这个整体，不仅是当时的意识当下连同其河流，而且以隐含的方式还包括整个直至活的当下的意识流，它们都是被再造的。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先天—现象学发生的基本内容：回忆是处在一种连绵的河流之中，因为意识生活是处在连绵的河流之中，而不仅仅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加入到链条之中。毋宁说，每个新的东西都回复地作用于旧的东西，它的前行着的意向在此同时得到充实和规定，并且这为再造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色彩。因此，在这里展示出一种先天必然的回复作用（Rückwirkung）。新的东西重又指明新的东西，后者在出现的过程中规定自身并且为旧的东西变异着这些被再造的可能性，如此等等。在这里，回复作用的力量是循着这链条而回溯的，因为这个被再造的过去带有“过去”的特征，并且带有一个不确定的意向，即对某个相对于现在而言的确然时间状态的意向。因此，并不是我们具有一个单纯的“被联想到的”意向链：一个东西让人回忆起另一个（流动着的）东西，这个东西又让人回忆起下一个（流动着的）东西；而是我们具有一个意向，它自身就是朝向这个可能充实的系列的意向。

然而这个意向是一个非直观的意向，一个“空乏的”意向，并且它的对象之物就是各个发生事件（Ereignisse）的客观时间系列，而这个时间系列是这个现时的再回忆的模糊环境（Umgebung）。“环境”的特征不就在于：一个统一的意向，它与许多相互联系的对象性相关，并且在它们的不同的、多重的、渐次的被给予性中得到充实？空间背景（Hintergrund）的情况也是如此。因而在感知中的每个事物也都具有其作为背面的背景（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注意力的背景，而是立义的背景）。“非本真感知”这个成分是作为本质的组成部分而从属于每个超越的感知的，它是一个“复合的”意向，这个意向是可以在特定类型的联系中、在被给予性的联系中得到充实的。没有背景也就没有前景。没有不显现的面也就没有显现的面。在时间意识的统一中情况也是如此：被再造的延续是前景，那些编排意向（Ein-ordnungsintention）使一个背景、一个时间背景被意识到。这种状况在延续者本身时间性的构造中以某种方式随着它的现在、此前、此后而持续。我们可以做以下类比：对于空间事物而言，是编排到全面的空间和空间世界之中，另一方面是编排到空间事物本身连同其前景和背景之中。对于时间事物而言，是编排到时间形式和时间世界之中，另一方面是编排到时间事物本身以及它的相对于活的现在的变换着的定向之中。

第26节　回忆与期待的各种区别

此外还要研究，回忆与期待彼此间是否平等，直观的回忆为我提供对一个事件之流逝延续的活的再造，而非直观的则始终只是这样一些意向，它们回指着此前，并且前指，直至活的现在。

在对一个将来事件的直观表象中，我现在直观地具有一个以再造方式流逝着的进程的再造“图像”。与此相衔接的是不确定的将来意向和过去意向，也就是那些从此进程的一开始就涉及那个限定在活的现在之中的时间环境的意向。就此而论，期待直观是倒转过来的回忆直观，因为在回忆直观那里，现在意向并不“先”行于这个进程，而是后随于这个进程。它们作为空乏的环境意向处在“相互对立的方向”上。现在这个进程本身的被给予方式是怎样的呢？在回忆中，这个进程的内涵是确定的内涵，这是否会构成一个本质的区别？即使是回忆也可以是直观的、但却不十分确定的，因为有一些直观的组元根本不具有真正的回忆特征。诚然，在“完善的”回忆那里，一切都清晰具体，并且具有回忆的特征。但从观念上说（idealiter），这种情况在期待那里也是可能的。它在一般情况下为许多可能留下空间，而这种始终开放的状态重又是相关组元的一个特征。但原则上可以想象一个预见的意识（一个自诩为预见的意识），它看到对那个将要存在者之期待的每一特征：例如就像我们具有一个完全确定的计划，并且在直观地表象被计划内容的同时将它可以说是毫发不差地当做将来的现实接受下来。但即使在这里也会有某些在对将来的直观预测中的无足轻重之物，它作为代用品充填着这个具体的图像，但它却可以多重地不同于这个图像所提供的东西：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放性的特征。

但原则性的区别在于充实的方式。过去意向必然是通过对直观再造之联系的制作来充实自身。对过去事件的再造在其有效性方面（在内意识中）只允许证实回忆的不确定性，并且允许通过向一个再造的转变来进行完善，在这个再造中，所有的组元（Komponente）都具有再造的特征。这里关涉到这样的问题：我是否真正地看到了这些，感知到了这些，我是否真正具有这个显现，具有恰恰带有这些内容的显现？所有这些都必须同时编排到恰恰由这些直观所构成的、直至现在的一个联系之中。当然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个显现者曾是现实的吗？与此相反，期待是在一个感知中得到充实的。在被期待之物的本质中包含着：它是一个将被感知的东西。在这里明见无疑的是：如果一个被期待的东西出现，即是说，成为一个当下的东西，那么期待状况本身就已经过去了；若是将来的东西已经成为当下的东西，那么当下的东西也就成为相对过去的东西。那些环境意向的情况与此完全相同，它们也是通过一个印象性体验的现时性而充实自身。

如果撇开这些区别不论，那么期待直观就完全与过去直观一样是某种原初的和特殊的东西。

第27节　回忆作为关于曾被感知的意识

在对这种被分析的设定性再造的特征描述上，以下情况是最为重要的：在它的本质中不仅包含着对时间存在的再造性设定，而且还包含着一个与内意识的确定关系。在回忆的本质中原生地包含着：它是关于曾被感知（Wahrgenommen-gewesen-sein）的意识。如果我直观地回忆一个外部的进程，那么我便具有一个对此进程的再造性直观。而这是一个设定的再造。但这种外部的再造必然是通过一个内部的再造才被意识到。一个外部的显现必定是被再造出来的，因为这个外部的进程是在特定的显现方式中被给予的。作为体验的外部显现是内意识的统一，而与内意识相符合的是内部的再造。但对一个进程的再造有两种可能：内部的再造是一个设定性的再造，因此这个进程的显现是在内在时间的统一中被设定的；或者，外部的再造是一个设定性的再造，它在客观时间中设定有关的时间进程，但并不把显现本身设定为内时间的进程，并且因此也不进一步在总体生活流的统一中设定构造着时间的河流。

(52)故而回忆并不一定就是对以前感知的回忆。但由于对一个以前进程的回忆包含着对这个进程在其中被给予的那些显现的再造，因而随时也都有一种对此进程之以前感知进行回忆的可能（或者说，在那个使以前感知得以被给予的回忆中进行反思的可能）。这个以前的意识总体被再造出来，而那些被再造的东西具有再造的特征以及过去的特征。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状况：我回忆灯火通明的剧院。这不可能是指：我回忆起曾经感知过这个剧院。否则这就会意味着：我回忆起，我曾感知过，我曾感知过这个剧院，如此等等。我回忆这个灯火通明的剧院，这就是说，我“在我的内心中”直观到这个作为曾在的剧院的灯火通明的剧院。我在现在中直观到这个非—现在。感知构造着当下。为了有一个现在本身站立在我眼前，我必须感知。为了直观地表象一个现在，我必须“在图像中”，以再现变异的方式进行一个感知。但并不是我表象一个感知，而是我表象一个被感知之物、一个在感知中作为当下显现出来的东西。因此回忆确实隐含着一个对以前感知的再造；但回忆并非在本真的意义上是对一个感知的表象；在回忆中被意指、被设定的并不是感知，而是感知的对象和感知的现在，而后者此外还在与现时现在的关系中被设定。我回忆昨天的灯火通明的剧院，即是说，我进行一个对剧院感知的“再造”，这样，剧院就在表象中作为一个当下的剧院而浮现在我面前，我意指的是这个东西，但同时又在与现在、现时的感知的现时当下之关系中将这个当下理解为过去发生的。现在当然就很明见：对这个剧院的感知曾在，我曾感知过这个剧院。被回忆的东西显现为当下曾在的，而且是直接直观地显现出来；而它之所以这样显现，是因为有一个当下直观地显现出来，它具有一段与现时现在的当下的距离。后一种当下是在现实感知中构造起自身的，而前一种直观显现的当下，即对非—现在的直观表象，则是在一种与感知相对立的行为中、在一种“对以前感知的当下化”（剧院在这种当下化中是以“仿佛现在”的方式被给予）中构造起自身。因而这种对剧院感知的当下化不能被理解为：我在生活于感知之中的同时意指感知，而应理解为：我意指这个被感知的客体的当下曾在。

第28节　回忆与图像意识。回忆作为设定的再造

我们还需要考虑，这里所讨论是何种类型的当下化。我们所涉及的并不是一种通过一个相似的客体而进行的再造，就像在被意识到的图像性（图画、半身塑像，诸如此类）情况中那样。相对于这种图像意识，这里所讨论的再造具有自身当下化的特征。它们重又分为不设定的（nichtsetzend）再造（“单纯”想象）与设定的（setzend）再造。此外还要加上时间特征。回忆是在过去意义上的自身当下化。当下回忆是一个与感知完全相类似的现象，它与相应的感知一样具有对象的显现，只是这显现带有一个变异了的特征。由于这种特征，对象不再作为当下的站立于此，而是作为当下曾在的。

(53)这种叫做回忆和期待的再造之本质就在于，它们将被再造的显现编排到内时间的存在联系之中，编排到我的体验的流逝着的系列的存在联系之中。设定通常也伸展到外部显现的对象性上，但这种设定也可以被扬弃，它也可以被反驳，这样，留存下来的便只是回忆和期待了，就是说，即使我们将以前的或将来的感知称之为“臆指的”（vermeintlich），我们也不会停止将它们称作回忆和期待。如果这里所涉及的从一开始就不是对超越客体的再造，而是对内在客体的再造，那么这种被描述的再造性直观的阶段构建便被取消，而对被再造者的设定便与将它编排到体验系列、内在时间之中的做法完全相合。

第29节　当下回忆

就对外部时间与对象性的直观的领域而言，我们还需要顾及另一种类型的对时间对象的直接再造直观（我们所有的阐述都局限在对时间对象的直接直观上，并且将间接的或非直观的期待与回忆排除在外）。

我也可以将一个当下之物表象为现在存在的，同时却并不在我面前现在生动地拥有它，无论是根据一个以前的感知，还是按照一个描述，或其他等等。在第一种情况中，虽然我具有一个回忆，但我给予被回忆者以一个直至现时现在的延续，而对于这个延续，我并不具有内部被回忆的“显现”，这个“回忆图像”服务于我，但我并不在其归属于它的延续中将这个被回忆之物设定为它本身，即不把它设定为内回忆的对象之物。被设定的是这个作为在此显现中展示着自身的延续者，并且我们设定这个显现着的现在，并且设定一再更新的现在，如此等等；但我们并不将它设定为“过去的”。

我们知道，在回忆过程中的“过去”也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在现在的回忆中为自己制作一个关于以前的回忆的图像以及其他类似的构建。相反，我们只是设定这个显现者、这个被直观者。按照它的时间性，它当然只能在时间的模式中被直观到。而对这个在此同时的显现者，我们以回忆的方式通过这个显现的环境意向而给予它相对于现时性的现在的位置。也就是说，在将一个不在场的当下之物当下化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探问直观的环境意向。这些环境意向在这里当然是另一种类型：它们根本不会通过一个在总体上被设定的内显现的持续系列来与现时现在发生联系。自然，这些再造的显现并非没有联系。应当有一个延续者存在，它在此显现，它曾经存在，并且现在存在，并且将会存在。因此，我“能够”在某一条道路上前去观看，并发现事物还在；而后我可以再回来，并在一再“可能的”显现系列中制作直观。假如我此前就出发并已经到达那里的话（而这是一种先示的可能性，与此相符的是可能的显现系列），那么我现在就已具有作为感知直观的直观，如此等等。即是说，虽然这个再造地浮现在我面前的显现并不在特征上被描述为以内印象方式曾在的，虽然这个显现者并不在特征上被描述为在其时间延续中被感知为曾在的，但在这里也有与此地此时（his et nunc）的关系，这个显现也带有一个特定的设定特征：它被归属到一个特定的显现联系之中（它完全是由设定着的、执态着的显现所组成的联系），在与这个联系的关系中，它具有动机引发的特征：环境意向为“可能的”显现本身提供了各自的意向晕。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对这样一个延续着的存在的直观上：我现在感知这个存在并设定它为此前曾在的，但我并没有在此前感知过它，并且没有在现在回忆它，而且我还将它设定为将要存在的。

第30节　在滞留变化中对象意向的保持(54)

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过去之物的滞留还活跃的同时，一个关于此物的再造性图像已经显露出来，它当然是这个在现在点中如此这般地曾被给予的东西的图像。我们可以说是在扼要地重述（rekapitulieren）这个刚刚被体验到的东西。这个在当下化中的内部改造把再造性的现在与这个还生活在新鲜的回忆中的现在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进行的是同一性意识，它确定这个或那个现在的同一性。（这个现象同时表明，属于原生回忆的领域的，除了直观部分以外，还有一个空乏的部分，它伸展得要远得多。在我们于新鲜的、尽管是空乏的回忆中还具有一个曾在之物的同时，一个关于它的“图像”已经显露出来。）一个普遍的和基础本质的事实就在于：在每个现在回坠到过去的同时，它也持留着它的严格的同一性。从现象学上说：根据质料A而构造起来的现在意识在不断地转变为一个过去意识，与此同时却始终有新的现在意识构建起自身。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这个变异着的意识就获得了它的对象意向（这包含在时间意识的本质之中）。

每个原初的时间领域在构造它的行为特征方面都包含着这种连续的变异。它不能被理解为：好像在一个由各个从属于客体相位的立义所组成的系列中，从它们作为现在设定的出现开始，到下降地进入最终可及的现象的（phänomenal）过去为止，有一个在对象意向中的变异在持续地进行着。相反，这个对象意向始终作为绝对的这同一个同一意向而持存着。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一个现象方面的（phänomenal）阶段变化（而且不仅是在那些减弱的立义内容方面），会有一个确定的从现在中的最高感觉高度直至不被注意状态的回坠。首先是现在瞬间被描述为新的东西，刚刚回坠的现在不再是新的东西，而是被新东西推开的东西。在这种推开中包含着一个变化。但在它失去其现在特征的同时，它在其对象意向中却绝对保持自身不变，它是朝向一个个体客体性的意向，并且是一个直观的意向。即是说，在这方面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但在这里也许需要考虑，“对象意向的保持”究竟意味着什么？对对象的总体立义包含着两个成分：一个成分是根据客体的时间以外的规定性来构造客体，另一个成分是创造时间位置：现在存在、曾经存在等等。客体作为时间质料、作为具有时间位置和时间延展的东西、作为延续着或变化着的东西、作为现在存在而后曾经存在的东西，纯粹是从对立义内容的客体化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在感性客体的情况中就是从感性内容中产生出来的。我们在这里不能忽略的是：这些内容即使如此还是时间客体，它们在一个作为原印象和滞留之连续的相继中生产自身，感觉材料的这种时间映射对于那些借助它们而构造起来的客体之时间规定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们的时间特征并不在它们的特性中起作用，这特性是指：它们按其纯粹内容（Was）而论是事物质性的代表(55)。非时间地被理解的立义材料根据客体的特殊组成来构造客体，而只要这个组成始终保持着，我们就已经可以谈论一个同一性。但如果此前曾谈及对对象关系的保持，那么这就意味着，不仅那个在其特殊组成中的对象始终保持着，而且还是作为个体的亦即时间上确定的对象，它连同它的时间规定一起在时间中回坠。这种回坠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学的意识变异，通过这种变异，相对于一再更新地被构造的现时现在，并且借助于那个导向现时现在的持续变化系列，一个不断成长着的距离便构建起了自身。

第31节　原印象与客观的、个体的时间点

我们似乎在这里被引到一个两难之上：客体在回坠过程中持续地改变它的时间位置，但却又应当在回坠过程中保留着它的时间位置。实际上，始终回移着的原生回忆的客体根本没有改变它的时间位置，而只是改变了它与现时现在的距离，而这乃是因为现时现在应当被视作一个一再更新的客观时间点，而过去的时间之物却始终是它之所是。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在时间意识始终变化的现象面前，关于客观时间的意识是如何成立的，并且首先是关于同一时间位置的意识是如何成立的。与此最密切相关的(56)是关于个体时间对象与过程的客体性构造的问题：所有客体化都是在时间意识中进行的。如果不澄清时间位置的同一性，那么我们也就无法澄清一个时间中的客体的同一性。

更确切地说，这个问题就在于：感知的各个现在相位持续地经历着一个变异，它们不再简单地保持为它们之所是，它们在流动着。在这流动中，我们称之为向时间中的回坠活动（Zurücksinken）在构造着自身。声音现在响起，它立即坠入到过去中。所谓的“它”，乃是指这同一个声音。这涉及这个声音的每个相位，因而也涉及这整个声音。现在看起来，这种下坠通过我们至此为止的考察而变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但我们面对这种声音的下坠却说，它在时间中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时间点和时间延续可以在重复的行为中得到认同，就像我们对再造性意识的分析所指明的那样——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声音和在这个延续着的声音的统一中的每个时间点都在“客观的”（即使是内在的）时间中有其绝对固定的位置。时间是僵化的，但它却又在流动着。在时间河流中、在持续向过去的下坠中，一个不流动的、绝对固定的、同一的、客观的时间构造起自身。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首先更进一步地思考这同一个下坠的声音的事态。为什么我们要说这同一个下坠着的声音？这个声音在时间河流中穿越它的各个相位而构建起自身。关于每个相位，例如一个现时现在的相位，我们知道，它受持续变异的规律制约，但却因此而可以说是必定显现为对象性的这同一个，显现为这同一个声音—点，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立义的连续性，它自始至终受意义的同一性主宰，并且处在连续的相合中。这种相合涉及时间之外的质料，它恰恰是在流动中为自己保持着对象意义的同一性。这对每个现在相位都有效。但每个新的现在都是一个新的现在，并且在现象学上被描述为新的现在。即使这声音完全不变地持续下去，以至于我们看不到任何细微的变化，即是说，即使每个新的现在都拥有在质性因素、意向因素等等方面完全相同的立义内容，并且承载着完全相同的立义——这里也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原初的差异性，它从属于一个新的维度。而这个差异性是一个持续的差异性。从现象学上看有这样一个状况：只有现在点才被描述为现时的现在，并且被描述为新的现在，前一个现在点经历着它的变异，再前一个现在点则经历着它的进一步变异，如此等等。这个在立义内容方面以及在建立于它们之上的立义方面之变异的连续统，创造出这个声音的延展连同已延展者的向过去的持续下坠的意识。

但与时间意识的持续变化现象相反，客观时间的意识，首先是同一时间位置和时间延续的意识是如何成立的？答案是：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即相对于时间回移的河流、意识变异的河流，这个显现为被回移的客体恰恰始终以统摄的方式保持在绝对的同一性中，而且是这个客体连同在现在点被经验到的作为“这个”（dies）的设定。在持续的河流中立义的持续变异并不涉及立义的“作为什么”，即不涉及立义的意义，它并不意指新的客体和新的客体相位，它并不提供新的时间点，而是一再地提供这同一个客体连同它的各个同一时间点。每个现时的现在都创造一个新的时间点，因为它创造出一个新的客体，或者毋宁说，创造出一个新的客体点（Objektpunkt），它在变异的河流中作为这同一个个体的客体点而被持留下来。一个新的现在不断持续地构造起自身，这种持续性向我们表明，这里涉及的根本不是“新”，而是一个个体化的持续瞬间，时间位置的起源就在这个瞬间之中。在这个变异着的河流的本质中包含着这样的情况：这个时间位置是同一地站立于此，并且是作为必然同一地站立于此。作为现时现在的这个现在就是这个时间位置的当下被给予。如果这个现象移入到过去，那么这个现在便获得过去现在的特征，但它始终是这同一个现在，只是相对于各个现时现在和时间上新的现在而言，它是作为过去而站立于此。

因而，时间客体的客体化建立在下列因素的基础上：从属于客体的不同现时现在点的感觉内容可以始终在质性上绝对不变，但尽管有如此宽泛的内容同一性，它却仍然不具有真正的同一性；这同一个感觉在现在和在另一个现在中各有差异，而且这是一种现象学的差异，它与绝对的时间位置相符合，它是这个“这个”的个体性原源泉，并因此而是绝对的时间位置的原源泉。每个变异的相位都“本质上”具有相同的质性内涵和相同的时间瞬间，尽管是变异了的，而且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自身中具有它们，以至于以后的同一性立义恰恰因此而得以可能。这是在感觉和立义基础方面的情况。不同的瞬间承载着立义、本真的客体化的不同方面。客体化的一个方面纯粹是在感觉材料的质性内涵中找到其支撑的：它提供时间质料，例如声音。它会在过去变异的河流中同一地得到持留。客体化的第二个方面产生于时间位置代表的立义之中。这种立义在变异的河流中持续地得到持留。

总结一下：这个声音—点在其绝对的个体性中在其质料和时间位置方面得到持留，后者才构造出个体性。最后再加上立义，它本质上属于变异，而且在这个延展了的对象性连同其内在绝对时间得到持留的情况下，它使这种向过去的回移显现出来。因此，在我们的声音例子中，持续的新的响起和渐渐消失的每个时间点都具有其感觉材料和其客体化立义。声音在此作为一个被拉奏的提琴弦的声音。如果我们再次撇开客体化立义不论，并且纯粹地观看感觉材料，那么这从质料而论例如始终是c音，音质和音色不变，强度或许不稳定等等。这个内容——纯粹作为感觉内容是客体化统觉的基础——是延展了的，即每个现在都具有它的感觉内容，每个其他的现在都具有一个个体上其他的感觉内容，即使它在材料上也正是这同一个。绝对的这同一个c现在和以后是在感觉上相同的，但个体上却是另一个。

这里所说的“个体的”，就是感觉的原初时间形式，或者我也可以说，就是原初感觉的时间形式，在这里是指各个现在点的感觉，并且仅仅是这些点的感觉。但实际上这个现在点本身可以通过这个原初感觉来定义，以至于这个被说出的句子只能被看做是对那个应当被意指的东西的指明。印象相对于想象材料的区别就在于本原性的特征。(57)现在我们在印象以内凸显原印象，与它相对而立的是在原生回忆意识中的变异的连续统。原印象是绝对不变异者，是对所有其他意识和存在而言的原源泉。原印象的内容就在于现在这个词所意味的东西，只要它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被理解。每个新的现在都是一个新的原印象的内容。持续地有一个新的印象并且始终是新的印象闪现出来，带着始终是新的、或相同或变化的质料。使原印象区别于原印象的是原初时间位置印象的个体化因素，这种原初时间位置印象是某种相对于质性以及其他感觉内容的因素而言根本不同的东西。原初时间位置的因素当然不是某种自为的东西，个体化不是与个体化所具有的东西相并列的东西。整个现在点、整个本原的印象都经历着过去变异，而唯有通过它，我们才穷尽整个现在概念，只要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且指明一个“过去”，就像“过去”指明“现在”一样。即使是这个变异也首先涉及感觉，同时却并不扬弃它的普遍的、印象的特征。它变异着原印象的总体内涵，既在质料方面，也在时间位置方面，但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变异，就像一个想象变异所做的那样，即完完全全地变异着，但却并不改变意向本质（总体内涵）。

因此，质料是这同一个质料，时间位置是这同一个时间位置，只是被给予方式改变了：这是过去被给予性。在这个感觉材料的基础上建造起客体化的统觉。当我们纯粹地观看感觉内容（撇开可能建造于其上的超越统觉不论）时，我们便已经在进行着一个统觉：这个“时间河流”、这个延续而后便作为一种对象性而站立在我们眼前。对象性以统一性意识、同一性意识为前提。我们在这里将每个原感觉都立义为自身（Selbst）。它给予一个声音—点—个体，而这个个体是在过去变异的河流中同一的这同一个：与这个点相关的统觉在过去变异中始终处在持续的相合中，而这个个体的同一性显然就是时间位置的同一性。一再更新的原印象持续地流出，这种持续的流出在对这些原印象被立义为个体的点的过程中一再重复地提供着新的和不同的时间位置，这种持续性提供了时间位置的持续性。因而在过去变异的河流中站立着一个持续的、完全充实了的时间部分，但却是以这种方式，即只有其中的一个点通过原印象而被给予，并且时间位置由这里而在变异了的阶段变化中持续地显现出来，回行到过去之中。

每个被感知的时间都是作为一个限定在当下之中的过去而被感知。而当下是一个界限点。每个立义都束缚在这个合规律性上，无论它是多么超越。如果我们以一个鸟的飞行、一个奔驰中的骑兵中队为例，那么我们会在感觉基础中发现这些被描述过的差异、一再更新的原感觉，带着它们的时间位置特征，这些提供了它们的个体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在立义中的同一类模式。正是因此，客观之物本身，即鸟的飞行，才显现为在现在点中的原被给予性，但却显现为在一个过去连续统中的完整被给予性，这个连续统是限定在现在之中的，并且持续地限定在一再更新的现在之中，而持续的过去之物则不断继续地被引入过去连续统之中。这个显现的过程始终具有同一的、绝对的时间值。它按其已流逝的部分不断继续地将自己回移到过去之中，与此同时，它将自己连同其绝对时间位置以及因此也连同其整个时间片段推入到过去之中：即是说，这同一个过程连同这同一个绝对的时间延展都始终（只要它还显现）同一地显现为这同一个，只是它的被给予形式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在活的存在源泉点（lebendige Quellpunkt des Seins）中、在现在中有一再更新的原存在（Ursein）涌现出来，相对于此，那个从属于此过程的各个现在时间点的距离持续地增大着，因此这种回坠的显现、这种远离的显现也就增长着。

第32节　在对这一个客观时间构建上再造的参与(58)

在向过去回坠的同时，时间点的个体性得到保持，但以此我们还不具有一个统一的、同质的、客观的时间。对于这个意识的成立，再造的回忆（作为直观的回忆以及在空乏意向形式中的回忆）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个被回移的时间点都可以借助于一个再造的回忆而成为并且重复地成为一个时间直观的零点（Nullpunkt）。在以前的时间领域中，当下被回移之物曾是一个现在，这个时间领域现在被再造，而被再造的现在连同还在新鲜回忆中的活的时间点被认同：这个个体的意向是这同一个。(59)被再造的时间领域要比现时当下的时间领域伸展得更远。如果我们接受其中的一个过去点，那么通过对那个时间领域——这个点在其中曾是现在——之叠推（Überschiebung）而进行的再造便提供了一个向过去的进一步回行，如此等等。这个过程可以明见地被想象为是无限可持续的，即使现时的回忆实际上很快就会不起作用。明见的是，每个时间点都具有它的此前和此后，而且这些点和片段此前不能以向一个数学界限（如强度界限）接近的方式将自身密集化。倘若真有一个界限点，那么与这个点相符的会是一个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先行于它，而这明见地是不可能的。(60)一个现在始终是并且本质上是一个时间片段的排列点。而明见无疑的是：这整个片段都必定会回坠，并在此同时保持着它的整个容量、它的整个个体性。当然，想象与再造并不使这样一种意义上的时间直观的延展得以可能，即好像实项地被给予的时间阶段变化的范围会在模拟意识（Simulantbewußtsein）中得到扩大一样。也许人们会与此相关地提问：它如何会在对时间领域的这种演替的顺序排列中以这一种固定的秩序来达到客观的时间呢？时间领域的持续叠推提供了答案，这种叠推实际上并不仅仅是时间领域的时间上的相互排列。相互叠推的部分在向过去的直观—持续回行中个体地得到认同。如果我们如此地从每个现实地被体验的、即在感知的时间领域中本原地被给予的或从某个再造着遥远过去的时间点出发，回行到过去之中，可以说是沿着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和一再被认同的客体性所构成的固定链条回行，那么直线的秩序在这里是任何论证自身的呢？按照这个秩序，每个随意的时间片段，也包括那种在连续性以外随同现时的时间领域被再造的时间片段，都必定是一个唯一的、一直延展到现时现在的链条的一个部分。即使是每个随意想象出来的时间也服从于这样的要求：如果它应当可以被设想为现实的时间（即时间客体的时间），它就必须作为一个在这个唯一的客观时间中的部分而存有。

第33节　几个先天的时间规律(61)

显然，这个先天的要求是建基于那个直接可把握的、基础的时间明见性的有效性之上，这些明见性乃是根据对时间位置被给予性的直观而变得明见的。

如果我们首先比较一下两个原印象，或者毋宁说，相关地比较一下两个原被给予性，两个都是在一个意识中现实地显现为原被给予性、显现为现在，那么它们便通过其质料而相互区分开来，但它们是同时的，它们同一地具有这同一个绝对的时间位置，它们两个都是现在的，并且它们在这同一个现在中必然地具有这同一个时间位置值。(62)它们具有这同一个个体化形式，它们两个都是在属于同一个印象阶段的印象中构造起自身。在这个同一性中，它们发生变异并且始终保持着在过去变异中的同一性。一个原被给予性和一个具有不同或相同内容的变异了的被给予性必然具有不同的时间位置；而两个变异了的被给予性则或是具有这同一个时间位置，或是具有不同的时间位置；如果它们产生于这同一个现在点，那么它们就具有这同一个时间位置，如果它们产生于不同的现在点，那么它们就具有不同的时间位置。现时的现在是一个现在，并且构造一个时间位置，同样也有许多客体性在这个现在之中有分别地构造起自身：它们都具有这同一个时间当下，并且在流动中保持着它们的同时性。这些时间位置具有距离，这些距离是大小不等的，如此等等，这些可以在这里被明见地直观到；此外还可以明见地直观到真理，像可递性规律或“如果a要早于b，那么b要晚于a”的规律。在时间的先天本质中包含着：它是时间位置的一个连续性，带有或是同一的或是变化的、充实着时间的客体性；绝对时间的同质性无法扬弃地在过去变异的河流中以及在一个现在的持续流出中构造起自身，这个现在就是创造性的时间点的现在，是时间位置一般的源泉点的现在。

此外，在这个事态的先天本质中还包含着：感觉、立义、执态，所有这些都一同参与了这同一个时间河流。客体化了的绝对时间与从属于感觉和立义的时间是同一的这同一个。这个属于感觉的前客体化了的时间必定就是一种与此感觉变异以及这个变异之程度相符的时间位置客体化之唯一可能性的基础。例如，与一个钟声开始于其中的客体化了的时间点相符合的是相应感觉的时间点。这感觉在起始相位上具有这同一个时间。即是说，如果它以后补的方式成为对象，那么它必然保持着那个与钟声的相应时间点相一致的时间点。同样，感知的时间与被感知之物的时间是同一的一个东西。(63)感知行为坠入到时间之中，就像在显现中的被感知之物，而在反思中，每个感知相位都必定与被感知之物一样，同一地被给予这同一个时间位置。

第三章　时间与时间客体的构造阶段

第34节　构造阶段的划分(64)(65)

在我们以那些最醒目的现象为出发点，从几个主要方向上和在不同的层次中研究了时间意识之后，现在最好来确定一下各种不同的构造阶段所具有的本质建构，并且系统地审查这些构造阶段。

我们发现：

1.在客观时间中的经验事物（在这里还需要区分经验存在的不同阶段，它们至此为止还没有被顾及到：个别主体的经验事物、交互主体的同一事物、物理学的事物）；

2.不同阶段上的构造着的显现多样性，在前经验时间中的内在统一；

3.绝对的、构造着时间的意识流。

第35节　被构造的统一与构造着的河流的区别(66)

现在应当进一步阐释这个绝对的、先于所有构造的意识。它的特殊性非常明确地在与不同阶段的被构造的统一的对照之中凸显出来。(67)

1.每个个体的客体（每个在河流中被构造的统一，无论是内在的还是超越的）都在延续着并且必然在延续着，就是说，它连续地存在于时间中，并且是在这个连续存在中的同一之物，这个连续存在同时也可以被看做是进程；反之，在时间中存在的当下，是在时间中连续的并且是进程的统一，这个进程在其前行中不可分离地带着这个延续者的统一。在声音—进程中包含着声音的统一，它在这个进程中延续着，而声音的统一则相反是被充实的延续的统一，就是说，在进程中的延续的统一。因而如果某个东西被规定为在一个时间点中存在，那么它只能被设想为一个进程的相位，在此相位中，一个个体存在的延续具有它的点。

2.原则上，个体的或具体的存在是不变或变化；进程是一个变化进程或一个静止，延续的客体本身是一个变化的或静止的客体。每个变化在进行中都具有涉及这同一个延续的变化速度或变化加速（相比较而言）。原则上，变化的每个相位都可以延展到一个静止中，每个静止的相位都可以转引到一个变化中。

如果我们现在与此相比较地来考察构造着的现象，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条河流，而这河流的每个相位都是一个映射的连续性。但原则上这条河流的每个相位都不能延展到一个连续的后继中，即不可能设想这个河流如此地得到改变，以至于这个相位自身伸展到它自身所带有的同一性之中。完全相反，我们原则上必然发现一条持续“变化”的河流。而这种变化的荒谬就在于，它完全就像它所流逝的那样流逝着，既不能“更快地”，也不“更慢地”流逝。而后，这里还缺少任何变化的客体；并且只要在每个进程中都有“某物”在前行，那么这里所涉及的便不是进程。这里没有任何变化着的东西在此，因此也就不能有意义谈论某个延续的东西。即是说，在这里要想去寻找某个在一个延续中不变化的东西，乃是毫无意义的。

第36节　构造着时间的河流作为绝对的主体性

因而，这些构造着时间的现象明见无疑地是这样一些对象性(68)，它们原则上不同于在时间中被构造的对象性。它们不是个体的客体或个体的进程，而这些现象的谓项不能有意义地被归属给它们。因此也就没有意义这样去谈论它们（并且是在相同的意义上谈论它们）：它们存在于现在之中并且以前曾经存在，它们在时间上相互后继并且相互是同时的，如此等等。但人们或许可以说并且必须说：某个显现的连续性，即这样一个连续性，它是这个构造着时间的河流的相位，这个连续性属于一个现在，即属于这个构造着它的现在，并且属于一个以前，即作为对此以前来说是（我们不能说：曾是）构造性的连续性。但这河流不正是一种相继吗？它不就具有一个现在、一个现时的相位和一个由诸过去构成的连续性吗？而它们现在在滞留中被意识到吗？我们所能说的无非就是：这条河流就是我们根据这个被构造者来称呼的东西，但它不是时间上的“客观的东西”。它是绝对的主体性，并且具有一个形象地被标志为“河流”的东西的绝对特性：现时性点、原源泉点、“现在”涌现出来的东西，如此等等。在现时性体验中，我们具有原源泉点和一个诸余音瞬间的连续性。对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还缺少名称。

第37节　超越客体的显现作为被构造的统一

还需要注意：如果我们谈论“感知行为”并且说，它是本真感知的点，这个点与“滞留”的连续性的后继相接，那么我们以此并没有描述时间性的内在统一，而恰恰是在描述这个河流的瞬间。就是说，显现，例如一个房子的显现，是一个时间的存在，一个延续的、变化的存在，如此等等。同样还有那些并不是显现的内在的声音。但房子—显现并不是感知意识和滞留意识。这种意识只能被理解为构造着时间的意识，理解为这河流的瞬间。同样，回忆显现（或被回忆的内在之物，有可能是被回忆的内在的原生内容）也应当区别于回忆意识连同它的回忆滞留。我们始终要区分：意识（河流）、显现（内在客体）、超越的对象（如果一个原生内容不是内在客体）。并非所有意识都像例如外感知一样具有与“客观的”（即超越的）时间之物、客观个体性的关系。在每个意识中我们都找到一个“内在的”内容，它与那些被称做显现的内容在一起，这些显现或者是个体之物（一个外部的时间之物）的显现，或者是非—时间之物的显现。例如，在判断行为中，我具有作为“判断”的显现，即作为内在的时间的统一，而在其中，逻辑意义上的判断“显现出来”。(69)判断行为始终具有河流的特征。因此，在《逻辑研究》中被称做“行为”或“意向体验”的东西，始终是一条河流，一个内在的时间统一在这个河流中构造起自身（判断、愿望等等），它具有内在的延续，并且有可能较快地或较慢地进展，这些在绝对河流中构造起来的统一是在内在时间之中的，这时间是一个时间，在它之中有一个同时状态（ein Gleichzeitig）和同样长的延续（或者有可能是这同一个延续，即对两个内在的、同时延续的客体而言的延续），此外还有某种可以根据此前和此后的来进行规定的可能性。

第38节　意识流的统一与同时和后继(70)

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过(71)这种内在客体的构造，探讨过它们从一再更新的原印象中的生长和变异。在反思中我们发现一条唯一的河流，它分为许多河流；但这种“许多”具有一个统一，它允许并要求我们说，这是一条河流。我们发现许多河流，因为有许多原感觉的序列在开始和结束。但我们发现有一个联结的形式，因为对所有这些河流来说，不仅分别有从现在向不再（Nicht-mehr）、另一方面从尚未（Noch-nicht）向现在的转变规律在起作用，而且还有一个现在的共同形式、一个在流动样式中的相同性一般。几个、多个原感觉是“一下子”（auf einmal）存在的，而且如果一个流动，那么这些多数也“同期”（zugleich）流动，并且是在完全相同的模式中、带着完全相同的映射、以完全相同的时速：只是当一个原感觉在总体上停止时，另一个却还在面前具有“尚未”，即它的新的原感觉，这些原感觉继续着那些在它之中被意识之物的延续。或者，更好的描述是：这许多原感觉在流动，并且从一开始就支配着这同一些流逝样式，只是这些对于延续的内在客体而言构造性的原感觉序列是以不同方式继续着，这种继续是与这些内在客体的不同延续相符合的。它们并不都以相同的方式使用这些形式的可能性。内在的时间是作为一个对所有内在客体和过程而言的时间而构造起自身的。与此相关，关于内在之物的时间意识是一种唯一性。包罗万象的是现时的原感觉的“聚合”、“同期”，包罗万象的是所有刚刚过去的原感觉的“刚才”、“先行”，是原感觉的每个聚合向这样一个“刚才”的持续转变；这个刚才是一个连续性，它的每个点都是一个对于这个总体的聚合来说同类的、同一的流逝样式。原感觉的这个整体聚合受这样一个规律的制约：它自身转变为意识样式的一个持续的连续统、已流逝性（Abgelaufenheit）样式的连续统。在这同一个持续性中有一个一再更新的原感觉之聚合在本原地产生出来，而后又持续地过渡到已流逝性之中。无论一个聚合作为原感觉的聚合是什么，它都始终是在已流逝性样式中的聚合。原感觉具有其在连续流逝意义上的连续的“相继”，而且原感觉具有其聚合，具有其“同期”。同期存在的东西是现实的原感觉，但相继存在的则是一个感觉或一组现实原感觉的聚合，而其他的原感觉则已经流逝。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能说的无非是：“你看”；意识到一个内在的现在的一个或一组原感觉（一个声音—现在、在这同一个现在中的一个颜色等等），持续地转变为刚才—意识的样式，在这个刚才—意识中，这个内在客体被意识为过去，并且与此“同期”出现了一个新的和一再更新的原感觉，一个一再更新的现在被确立，随之一个一再更新的声音—现在、形态—现在等等被意识到。在一组原感觉中，原感觉与原感觉之间的区别在于内容，只有现在是这同一个。就其形式而言，意识作为原感觉意识是同一的。

但与原感觉意识“聚合”在一起的是“以前的”原感觉、以前的现在意识的流逝样式的连续序列。这个聚合从形式上看是连续转变了的意识样式，而原感觉的聚合则是一种纯粹由形式同一的样式所组成的聚合。在流逝样式的连续性中我们可以取出一个点，然后我们发现在这个点中也有一个由形式相同的流逝样式组成的聚合，或者毋宁说一个同一的流逝样式。必须从本质上区分这两种聚合。一个是对同时性（Gleichzeitigkeit）构造而言的基本部分，另一个是对时间后继之构造而言的基本部分，尽管另一方面同时性不会没有时间后继，时间后继也不会没有同时性，故而同时性和时间后继必定是相互关联并且不可分离的。在术语上我们可以区分流淌性的前—同期（fluxionalem Vor-Zugleich）和印象性的流淌之同期（inpressionalem Zugleich der Fluxionen）。我们不能将这个或那个同期（Zugleich）称之为一个同时（Gleichzeitig）。我们不能再去谈论一个最终构造着的意识的时间。例如，随着那个引入滞留过程的原感觉，一个颜色或一个声音的同时性原初地构造起自身，它们在一个“现时的现在”中的存在原初地构造起自身，但这些原感觉本身并不是同时的，所以我们更不会将流淌的前—同期之相位称作同时的意识相位，就像我们同样也不能将意识的相继称做一个时间相继一样。

我们从前面的分析中知道，这个前—同期究竟是什么：它是相位的连续统，这些相位与一个原感觉相衔接，并且它们的每个滞留意识都是关于以前的现在的（关于它的“原初的回忆”）意识。这里需要注意：如果原感觉回退，持续地变异，那么我们就不仅具有一个体验，它是以前体验的一个变异，而且我们还有可能已经将目光转到这个体验之中，以至于我们在已变异者中可以说是“看到”这个以前未变异的体验。如果一个不太快的声音后继在流逝，我们可以在第一个声音流逝后不只是“看向”作为一个“还当下的”、尽管不再被感觉的声音的它，而且我们还可以关注：这个声音刚刚还具有的意识样式，就是对它在其中曾作为现在而被给予的原感觉意识样式的一个“回忆”。但而后就必须明确地区分过去意识（滞留的意识以及同样还有“再”—当下化的意识），在这个意识中有一个内在的时间客体被意识为刚才，以及区分滞留，或者说，对以前的原感觉的再回忆的“再造”（要看涉及的是感觉变异的原初河流还是对它的再当下化）。这也同样适用于任何一种其他的流淌（Fluxion）。

如果一个内在客体之延续的某一个相位是现在相位，即被意识为原感觉，那么在随这个原感觉一起的前—同期中，各个相互衔接的滞留便连续地联合起来，它们自身带有原感觉之变异的特征，这些原感觉从属于这个被构造的延续的所有其他已在时间上流逝了的点。每个这样的滞留都具有一个特定的样式，与此样式相符合的是现在点的时间距离。每个这样的滞留都是关于相应的以前现在点的过去意识，并且在刚才（Vorhin）的样式中给出这个现在点，这个刚才的样式是与这个现在点在已流逝的延续中所具有的位置相符合的。

第39节　滞留的双重意向性与意识流的构造(72)

在滞留的意向性中所包含的双重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困难的指示：如何可能知道一个最终构造着的意识流的统一。我们在这里无疑面临着一个困难：如果一条完结了的（从属于一个延续的进程或客体的）河流已流逝，那么我就可以回顾它，它似乎在回忆中构建起一个统一。因而意识流在意识中显然也作为统一而构造起自身。在意识流中例如构造起一个声音—延续的统一，但意识流自己则又作为声音—延续—意识的统一而构造起自身。而我们是否也必须进一步说：这个统一是以完全相似的方式构造起自身，并且同样也是一个被构造的时间序列，因而人们是否必须谈论时间上的现在、此前和此后？

根据前面的阐释，我们可以给出以下回答：这是一条唯一的意识流，在其中构造起声音的内在时间统一，并同期构造起这意识流本身的统一。尽管这看起来令人反感（开始时甚至是荒谬的），即意识流构造着它自己的统一，但情况的确就是如此。而这是可以从它的本质构造中得到解释的。目光可以穿越那些在持续的河流进程中作为对声音的意向性而彼此“相合”的相位。但目光也可以朝向这河流，朝向这河流的一个片段，朝向这个流动的意识从声音—启动到声音结束的过渡。每个“滞留”类型的意识映射都具有一个双重的意向性：一个是为内在客体的构造、为这个声音的构造服务的意向性，我们将它称做对（刚刚被感觉的）声音的“原生回忆”，或者更清楚地说就是这个声音的滞留。另一个意向性是对在河流中对这个原生回忆的统一而言构造性的意向性；就是说，滞留是与此相一致的：它是仍然—意识（Noch-Bewußtsein）、持留意识，也就是滞留，流逝的声音—滞留的滞留：它是在它与河流中持续地自身映射中的、关于持续先行了的相位的持续滞留。如果我们观看意识流的某个相位（在这个相位中显现出一个声音—现在以及显现出在刚刚流逝性之样式中的声音—延续的一个片段），那么它会包含着一个在前—同期中统一的各个滞留的连续性；这些滞留是关于这河流的各个连续先行的相位的总体瞬间连续性的滞留（在启动环节中，它是新的原感觉，在后继而来的持续的第一环节中、在第一映射相位中，它是先行的原感觉的直接滞留，在下一个瞬间相位中，它是先行的原感觉的滞留的滞留，如此等等）。如果我们让这河流继续流动，那么我们就具有在流逝中的河流连续统，它使这个刚刚被描述的连续性以滞留的方式发生变化，而在这里，由各个瞬间—同期存在的相位组成的每个新的连续性都是与在先行相位中的同时总体连续性相关的滞留。所以也就是说，有一个纵意向性（Längsintentionalität）贯穿在此河流中，它在河流的流程中持续地与自己本身处在相合统一之中。第一个原感觉在绝对的过渡中流动着地转变为它的滞留，这个滞留又转变为对此滞留的滞留，如此等等。但同时随着第一个滞留而有一个新的“现在”、一个新的原感觉在此，它与第一个滞留以连续—瞬间的方式相联结，以至于这河流的第二相位是这个新的现在的原感觉，并且是以前的现在的滞留，而第三个相位重又是一个带有第二个原感觉的滞留的原感觉，并且是第一个原感觉的滞留的滞留，如此等等。在这里应当一同考虑到，关于一个滞留的滞留的意向性不仅与直接滞留者相关，而且也关系到二阶的在滞留中的滞留者，并且最终还关系到那个在这里始终被客体化了的原素材。正如一个对事物显现的当下化所具有的意向性不仅与这个事物显现相关，而且也与显现着的事物相关一样，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就像对A的回忆不仅使回忆被意识到，而且也使作为此回忆之被回忆者的A被意识到一样。

据此，我们认为，在意识流中，河流本身的统一作为一个一维的拟—时间秩序的自身构造是借助于各个滞留变化的持续性而进行的，并且是借助于这样一个状况：这些变化持续地是关于持续先行的滞留的滞留。如果我朝向这个声音，如果我关注地进入到“横意向性”（Querintentionalität）之中（进入到作为关于各个声音—现在的感觉的原感觉之中，进入到作为在流逝的各个声音—点序列的原生回忆的滞留变换之中，并且在原感觉的滞留变化和已经现存的滞留的河流中始终地经验着统一），那么这个延续的声音就已经在此，并在其延续中不断地延展着。如果我指向“纵意向性”以及指向在它之中构造着自身的东西，那么，我就将反思的目光从声音（已经如此这般延续了的声音）投向那个在前—同期中于一个点之后的原感觉的新东西以及那个在一个持续的序列之后与此“同时”的滞留者上。这个滞留者是在其相位序列（首先是其先行相位）之后的过去意识，而在持续的意识流动中，我把握到这个流逝的意识的滞留序列连同这些现时的原感觉的界限点以及这个序列随着滞留与原感觉的新开启而进行的持续回移的界限点。

人们在这里可能会问：我是否可以在一个目光中发现并把握这整个包含在一个前—同期中的过去意识进程的滞留意识呢？必然的过程显然是这样的：我必须先要把握这个“前—同期”（Vor-Zugleich）本身，而它是持续变异的，它只是如其所是地处在河流中；而只要这河流改变着这个“前—同期”，它便与自身意向地相合，并在流动中构造着统一；而这同一者含有一个持续的回移样式，一再更新的东西从头开启，而后很快又在其瞬间联系中流失。在这个过程期间，目光可以始终固定在这个下坠着的瞬间—同期上；但滞留的统一之构造远远地超出它，不断地附加新的东西。目光可以在这过程中转到这个方向上，而它作为被构造的统一始终还是在河流中的意识。

因此，在这条唯一的河流中有两个不可分离地统一的、就像一个事物的两面一样相互要求的意向性彼此交织在一起。借助于这一个意向性，内在的时间构造起自身，它是一个客观的时间、真正的时间，在它之中有延续和延续者的变化；在另一个意向性中构造着自身的，是这条河流各个相位的拟—时间编排，这条河流始终并且必然具有流动的“现在”—点，具有现时性相位，并且具有前现时的相位串和后现时的（尚未现时的）相位串。这个前现象的、前内在的时间性是作为构造着时间的意识之形式而意向地构造起自身的，而且是在此意识之中构造起自身的。构造着内在时间的意识流不仅存在着，而且是以如此奇特、但却又可以理解的方式存在着，以至于在它之中必然有此河流的一个自身显现，因而这河流本身必然是可以在流动中被把握到的。这个河流的自身显现并不需要第二条河流，相反，它是作为现象而在自身中构造起自身的。(73)构造者与被构造者是相合的，但它们当然不是在每个方面都相合。意识流的各个相位是在这同一条意识流的各个相位中现象地构造起自身的，后一类相位与前一类被构造的相位是不可能同一的，而且也不是同一的。在意识流的瞬间—现时中得到显现的东西，就处在这意识流的这同一些过去相位的滞留瞬间序列之中。

第40节　被构造的内在内容(74)

现在让我们走到内在“内容”（它们的构造是绝对意识流的成就）的层次上面，并且更切近地考察它们。这些内在内容是在通常意义上的体验：感觉材料（无论它们是否被注意到），例如一个红色、一个蓝色，以及如此等等；此外便是显现（房子的显现、环境的显现等等），无论它们以及它们的“对象”是否被注意到；而后是陈述、期望、意愿等等“行为”，以及所属的再造变异（想象、回忆）。所有这些都是意识内容、构造着时间对象的原意识（Urbewußtsein）的内容，这个原意识本身并不重又是这个意义上的现象学时间中的内容、对象。

仅仅就内在内容在其“现时”持续的同时指明着一个将来之物并回指着一个过去之物这一点而言，内在内容就是它们之所是。但在这种指明和回指的过程中还应当区分不同的东西：在原初构造内在内容的每个原相位中，我们都恰恰具有这个内容的过去相位的滞留和将来相位的前摄，而只要这个内容还在持续，这些滞留就在充实着自己。这些“特定的”滞留和前摄具有一个模糊的视域，它们流动地过渡到不确定的、与过去和将来之河流的流逝相关的滞留和前摄中，现时的内容通过它们而嵌入到这个河流的统一之中。因此，我们必须将滞留和前摄区分于再回忆和期待，后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内在内容的构造性相位，而是在于将过去或将来的内在内容当下化。这些内容在持续，它们具有其时间，它们是个体的客体性，这些客体性是变化或不变的统一。

第41节　内在内容的明见性。变化与不变(75)

如果人们谈及一个内在内容的明见被给予性，那么，明见性就显而易见地不可能意味着在声音的点状时间此在方面的无疑可靠性；我想把如此被理解的明见性（例如像布伦塔诺所认为的那种明见性）看做是一种臆想。如果一个需在感知中被给予的内容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在时间中延展的，那么感知的无疑性无非就意味着在时间上延展的此在的无疑性。(76)而这重又意味着：所有指向个体实存的问题都只能通过向那种在最严格意义上给予我们个体实存的感知的回溯而得到回答。感知与不是感知的东西越是混淆在一起，感知的可疑性就会越大。如果涉及的是内在内容而非经验的事物性，那么，延续与变化（Sichveränderung）、并存与接随（Aufeinanderfolgen）便可以在感知中得以丰富而完整地实现，而且常常是现实地实现了。这种情况发生在感知中，它们恰恰是纯粹直观的感知，是在最本真的意义上构造着那些持续着或变化着的内容本身的感知；是在自己本身中不再含有任何可疑性的感知：在所有起源问题上我们都会被引会到感知之上，但感知本身却排除了对起源的进一步追问的可能性。显然，如果我们想把时间的延展从明见性和真正的被给予性的区域中排除出去，那么广为谈论的内感知的明见性、能思（cogitatio）的明见性就失去了所有的含义和意义。

我们现在来考察对延续的明见性意识并且分析这个意识本身。如果声音c（甚至不仅仅是质性c，而且这个应当始终保持不变的总的声音内容）延续地被感知到，并且作为延续的而被给予，那么这个c就在直接的时间领域的一个段落上有过延展，即是说，在每个现在中出现的都不是另一个声音，而是始终连续地是这同一个声音。始终出现同一个声音，这个同一性的连续统是这个意识的内部特征。各个时间位置并没有通过相互有别的行为而被相互区分开来，感知的统一在这里是无断裂的统一，它不带有任何凸显的内部区别。另一方面却仍有区别，因为每个时间点都在个体上有别于其他点，但仅仅是有分别（verschieden）而无分离（nicht geschieden）。时间质料的不可分的相同性以及时间设定意识之变异的持续性，为融合成为这个c的无断裂延伸的统一的状况奠定了本质基础，随之才产生出一种具体的同一。只是作为在时间上伸展的声音，这个声音c才是一个具体的个体。具体的东西每次都是单独被给予的东西，并且不言而喻，正是知性的分析过程，才使得像以上所尝试的那样一些阐释得以可能。c的无断裂统一是最先被给予的东西，它表明自己是一个可分的统一、一个由在意项上（ideell）可以被区分、并在可能情况下例如借助于同时演替而可以被发现的诸瞬间所组成的融合状况（Verschmolzenheit），正是通过这种同时演替，我们可以在平行流逝的持续中区分出各个片段，而后便可以在与这些片段的关系中进行比较和辨认。

除此之外，我们在进行这些描述时已经是带着一些理想化的臆想在操作了。以为这个声音绝对不变，这是一个臆想。在任意的瞬间中都始终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偏差，故而在一个瞬间方面的连续统一是与另一个瞬间的不可区分性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不可区分性为这个连续统一间接地创造了划分。质性同一性的断裂、在同一个质性属之内一个质性向另一个质性的跳越——它们产生出一个新的体验、对变换的体验，在这里明见的是：并非在时间段的每个时间点上都可能有间断（Diskontinuität）。间断预设了连续统，无论是以无变化的延续的方式，还是以持续变化的方式。就后者而言，即就持续变化的方式而言，变化意识的相位同样也是无断裂地、亦即以统一意识、同一意识的方式过渡到彼此之中，与在无变化的延续的情况中一样。但这个统一表明自己并非无差别的统一。首先无差别地过渡到彼此之中的东西，在连续综合的进程中产生出偏差和越来越大的偏差，于是相同性与差异性便混淆在一起，带着不断增长的强度而被给予的，是差异性增强的一种连续统。原初的现在—意向显现出来，以个体维续的方式，在新的和不断更新的共时意识中被设定为与这样一个意向相一致，这个意向在时间上离现在—意向越远，就会使一个越来越强的差异性、一个间距产生出来。起初是相合的东西和而后是几乎相合的东西越来越多地分离开来，老的和新的不再显现为本质上的完全同一个，而是显现为一个越来越不同的和陌生的东西，尽管它们还有属的共同性。这样，“逐渐变化了”的意识、在持续认同的河流中的增长着的间距的意识便产生出来。

在无变化延续的情况中，我们具有持续的统一意识，它在继续前行的过程中始终是同质的统一意识。相合穿透在这些持续前行的意向的整个序列中，而贯穿的统一始终是相合的统一。它不让那种“别样”意识、疏远意识、间距意识冒出来。在变化的意识中也有相合发生，这种相合同样穿透在整个时间延展中；但一般看来，在这个相合中同时并且以越来越强的方式出现朝向差异的偏差。变化的质料在时间段中被分配的方式决定着对或快或慢的变化的意识、变化速度和变化加速的意识。但在任何情况下，而且不只是在持续变化的情况下，别样意识、差异意识都预设了一种统一。在变换（Wechsel）中必定有某种延续的东西在此，而在变化中同样也有某个东西在此，它构成这同一个变化着或经历着变换的东西的同一性。不言而喻，这重又回溯到一个个体的意识的本质形式上。如果音质始终不变而声音强度或音色发生变化，那么我们会说，同一个声音变换了它的音色，或在强度方面发生变化。即使在整个现象中没有任何东西保持不变，即使“在所有规定性上”都有变化，始终还会有足够的东西在此被用来确定统一，亦即这样一种无差异性，各个临界的相位带着它而彼此过渡，并随之而产生出统一意识。这个整体的种类和形式在属上始终是同一个。相似者过渡到相似者之中，而且是在相似多样性的范围内；反过来可以说：相似者就是一个可以从属于连续过渡之统一的东西，或就是所有具有一个间距的东西，正如相同者就是可以论证一个无变化的延续（静止）之统一的东西，或就是一个没有间距的东西。只要谈到变化和变换，情况就始终是如此。作为基础的必定是一个统一意识。

第42节　印象与再造(77)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不去探究在其延续中的印象内容的构造，而是探究例如回忆内容的构造，那么我们就不能谈论与这些内容的现在点相符的原印象。这里处在最前列的是原回忆（Urerinnerung）（作为绝对的相位），不是一个“从外部”“异于意识地”被置入的东西、一个原创产生的东西，而是一个显露出来的东西、重新显露出来的东西，我们（至少在回忆上）可以这样说。这个瞬间尽管本身不是印象，但却与印象一样不是自发性的产物，而是以某种方式是一个接受性的东西。在这里也可以谈得上被动的接收，并区分带来新东西、陌生东西、本原东西的被动接收以及只是再带来、当下化的被动接收。

每个被构造的体验都要么是印象，要么是再造；作为再造，它要么是一个当下化（Vergegenwärtigen），要么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它本身都是一个（内在的）当下拥有（Gegenwärtigen）。但每个当下的和当下拥有的意识都会有一个关于此意识的完全相应的当下化的观念可能性与之相符。印象性的感知会有一个对它的当下化的可能性与之相符，印象性的愿望会有一个对它的当下化的可能性与之相符，如此等等。这种当下化也涉及每个感性的感觉内容。与被感觉的红色相符的是一个想象材料（Phantasma）红色、一个关于红色的当下化意识。在这里，与感觉（即对感性素材的感知）相符的是对感觉的当下化。但每个被当下化的东西本身重又通过一个印象性的意识而是当下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所有体验都是通过印象而被意识到或被允许的。但在它们中间有这样一些体验，它们作为对印象的再造、印象的当下化变异出现，并且每个意识都有一个这样的变异与之相符（当下化在这里并不同时被理解为一个注意的意指）。一个感知是关于一个对象的意识。它作为意识同时是一个印象、一个内在的当下被拥有之物。与这个内在的当下拥有、这个对一个A的感知相符的是再造性的变异：对感知的当下化，想象中或回忆中的感知。但这样一种“想象中的感知”同时是对被感知的客体的想象。在感知中，一个对象，例如一个事物或一个事物性的过程，当下地在此。因而感知不仅本身是当下的，而且它同时就是一个当下拥有，在它之中有一个被当下拥有的东西在此，这个事物、这个事物性的过程。同样，对感知的当下化变异同时是对被感知的客体的当下化：这个事物客体被想象、被回忆、被期待。

所有印象都是在原初意识中构造起来的，原生的内容与“关于……的意识的”体验都是如此。因为所有体验都可以分为这样两种基本的体验属：一种是行为、是“关于……的意识”、是“与某物相关联的”体验，另一种则不是。被感觉的颜色不具有与某物的关联。(78)同样，想象内容也不具有这种规律，例如一个作为浮现在眼前的（即便是未被关注的）红色的想象材料红。但关于红的想象意识却会具有这种关联，即与所有原始的（primitiv）当下化的关联。因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印象是对印象性意识的当下化；正如印象性的意识是关于内在之物的意识一样，印象性的当下化也是对内在之物的当下化。

印象（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与当下化相对立）可以被理解为本原意识，在这个意识后面不再会有一个意识到它的意识，当下化则相反，即便是最原始的内在当下化，都已经是次生的意识了，它预设了它在其中被印象性地意识到的原生意识。

第43节　事物显现与事物的构造。被构造的立义与原立义

让我们来考察这样一个意识，譬如对这个铜质烟灰缸的感知：它作为一个延续的事物性存在而处于此。一个反思可以使我们区分：感知本身（感知立义连同立义素材被具体地视为一体：例如在确定性样式中的感知显现）和被感知者（它可以在明见的、奠基于感知的判断中被描述）；它同时是一个被意指者，意指“生活”在感知中。反思告诉我们，感知立义在其样式中本身就是某种内在—时间性的被构造者。它是通过现在相位和滞留的多样性而被构造的。无论是立义内容还是包含着确定性样式的立义意向，都是以此方式被构造的。感觉内容是作为感性印象中的统一、作为在他者、在与它们相交织的行为印象中的立义而构造起自身的。感知作为被构造的现象就其本身而言是对这个事物的感知。

在原生的时间意识中，事物显现、事物立义作为延续的、不变的现象或变化的现象而构造起自身。而在这个变化的统一中，一个新的统一“被意识到”：这个不变的或变化的事物的统一，在其时间和延续中的不变和变化。在感知构造于其中的同一个印象性意识中也恰恰通过此而构造起被感知者。一个如此建造的意识之本质就在于：它既是一种内在的统一意识，同时也是一种超越的统一意识。并且它的本质还在于：一个意指的目光可以时而指向感性感觉，时而指向显现，时而指向对象。经过必要的修正（Mutatis mutandis），这也适用于所有“行为”。它们的本质始终都在于：具有一种超越的意向性，并且只能通过一个内在的被构造者、通过“立义”而具有一种超越的意向性。而这始终论证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将这个内在者、这个立义连同其内在内涵放置到与那个超越者的关联之中。而这种放置到关联中的做法重又产生出一个“行为”、一个更高阶段的行为。

在这里需要关注的是：在感知中，一组本身是在原初时间流中构造起来的统一的感觉内容经历了立义的统一。而这些统一立义在其构造中被意识到方式并不同于显现者在超越显现中、被感知者在超越的感知中被意识到的方式。另一方面，它们却又具有一种本质的共同性。因为内在印象是当下拥有，就像感知也是当下拥有一样；在前者那里，我们“通过”显现而具有的是内在的被当下拥有者，在后者那里，则是超越的被当下拥有者。即是说，当超越的显现是在内意识中被构造的统一的同时，在这些统一“中”重又有其他的统一被构造出来：显现着的客体。

我们曾看到，这些内在统一是在时间的映射多样性河流中构造起来的。我们在此具有杂多的、变异了的原内容，它们从属于内在内容的每个时间点，并沿着纵向的意识流前行，它们的特征可以被描述为在时间特征中的原内容之滞留变异。而这些原内容是原立义的载者，这些原立义在其流动联系中构造着那些在其向过去回移过程中的内在内容的时间统一。在感知显现情况中的“内容”恰恰就是这些作为时间统一的整体现象。因而感知立义也是在这种映射的多样性中构造起来的，它通过时间立义的统一而成为统一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在双重的意义上理解立义：内在地被构造的立义，以及属于内在构造、属于原初河流本身之相位的立义，即不再是被构造的原立义。在显现的内在流动中，在现象学时间中我们称之为感知的各个立义的连续接随中，现在便构造起一个时间性的统一，只要这些立义的连续性不仅产生出变化着的显现的统一（例如在旋转一个事物时作为同一个事物的各个角度而显现出来的一系列角度），而且也产生出一个延续的或变化的事物的各个显现的统一。

在作为现象学时间各个统一性的感觉内容的映射多样性中，或者说，在对这些内容的各个立义的现象学—时间性的映射多样性中，一个同一的事物性（Dinglichkeit）显现出来，它在所有相位中都始终在映射的多样性中展示自身，通过这种方式，内在时间将自身客体化为一种在内在显现中被构造的客体的时间。(79)事物在其各个显现的流动中构造自己，这些显现本身是作为在原初印象的河流中的内在统一而被构造起来的，并且必然是一个接一个地构造起来的。显现的事物之所以构造自身，乃是因为在原初的流动中，感觉统一和统一的立义在构造自身，即始终有关于某物的映射、展示、对某物的进一步当下拥有构造着自身，并且在连续的序列中对同一个东西的展示在构造着自身。展示的流淌具有这种流动和关联，以至于它们的显现者在恰恰是在这些以及在这种形式的展示映射的多样性中分离开来，就像一个感觉内容在感觉映射中的分离一样。正因为此，立义的多样性的特征是当下拥有，正如内在印象的特征也是如此。

可以明显地看到，如果原体现的感性材料出来原体现和本质上与它共属的原滞留和原前摄连续地承载着空间构造的立义特征，那么感觉材料和事物立义所隶属的现象学时间，以及事物的空间时间就必定是一点接一点地相合的。随着每个充实了现象学时间点，都会有一个充实了的客观时间点展示出来。

在这里，我们在下面这个图式的垂直系列中不仅具有贯穿的垂直相合，它属于现象学的时间构造（按照这个构造，原素材E2与滞留的变异O′和E1′在一个瞬间中得到统一），而且这个作为事物立义而属于每个垂直系列的滞留性映射也处在贯穿的相合中。这是两种相合。事物立义的系列不仅就它一同构造一个连续的序列而言是相合的，而且就它构造同一个事物而言也是相合的。第一个相合是具有束缚力的本质相同性的相合，第二个相合是同一性的相合，因为在对这个序列的连续认同中，延续的同一之物被意识到。当然，从垂直系列到垂直系列的连续演替的认同也属于此，它是在具有客观—空间意义的各个前摄被充实的情况下进行的。

[image: img7]

我们已经指出在内在的和超越的统一之构造中的相似性：正如“感觉—映射”（在现象学时间中对感觉统一而言的展示之原素材）具有其法则，在原序列中具有其本质特征，并且通过在图式照再现的变异而构造出感觉的统一，事物的映射，或者说，作为原序列的原素材而起作用的“显现”也与此相似。显现时间的原序列借助于建基于时间的滞留等等而构造出作为现象学时间统一的（变化的或不变的）显现。但还有：源自那些属于同一个不变的事物的显现多样性的显现，具有一个在体的（ontisches）本质（显现者的本质），它完全是同一个东西——就像属于同一个不变的红色的时间素材具有完全相同的本质一样。同样，事物变化的系列与红色的变化系列一样，它们都受一个固定的法则的主宰，因此，在同一个东西中构造出一个双重的东西：显现与显现者，并且在不同的显现中的不变的或变化的显现者。

现在当然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事物显现，即同一个东西的显现，具有何种特性？这是空间构造的问题，它因而预设了时间构造。

第44节　内感知与外感知(80)

但我们现在来谈论一个延续的感知，而且它既可以是一个事物感知，也可以是一个内在感知。在事物感知那里，撇开滞留性的和前摄性的交织不论，持续的感知显现、事物的现在显现的连续统也被看做感知。事物显现、“在其朝向中的事物”、在特定展示中的事物，如此等等，都是某种延续的东西，就像显现着的绝然的事物（Ding schlechthin）。即便是单纯显现出来的一个表面，也是延续着的并在这种延续中变化着的。实际上我不可以说：“在其朝向中的事物”，而只能说：事物显现的进程，如果朝向始终不变，这个事物显现会延续下去，否则就是显现的持续变化进程，但这是在一个延续之内的变化。

在对一个内在客体的感知那里，我们也可以将连续性中的现在之内在合在一起看：但它这时就是客体本身的延续了。如果在外感知的意义上看，客体并没有显现出来。因此，“感知”在关于一个外部客体的意识情况中可以将外部的显现标识为内在客体，同时感知与被感知之物不言而喻是不同的东西，而如果我们谈及内感知，并且感知与被感知之物在这里应当始终是同一个东西，那么感知就不能被理解为内在之物，亦即不能被理解为客体本身。若我们谈及内感知，就只能把它理解为：1）对那个即便不朝向它也现存于此的（vorhanden）统一内在的客体的内意识，以及作为构造时间性东西的意识；或者2）带有这种朝向的内意识。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这种朝向是对一个内在进程的把握，它具有其内在的延续，这个延续与在朝向它的过程中的内在声音的延续是相合的。

因而在外客体的情况中我们具有：

1.外显现；

2.构造意识，在其中外显现作为内在客体构造其自身；

3.朝向，它既可以是对显现及其组元的朝向，也可以是对显现者的朝向。唯有后者才会在谈到外感知时被涉及。

对回忆也可以做类似的思考；只是回忆本身具有其意向性，即当下化的意向性。回忆具有其作为内意识进程的统一，并且在内在时间的统一中具有其位置和延续。这一点始终有效，无论它是对内在之物的回忆，还是对超越之物的回忆。而每个回忆（如果我们撇开朝向不论）同时都是内在之物的回忆。因此，关于内在声音的意识作为本原的内意识不可能具有内在的时间性，而关于内在声音的当下化意识（它在相应变化了的意义上是关于对声音的内意识的当下化意识）则是一个内在客体，从属于内在的时间性。

第45节　非时间的超越之构造

此外还要注意：每个意识在本真的意义上（作为被构造的内在统一）都必然同时也是关于它所“关涉”的对象之物的意识统一。但并非每个意识都本身是时间意识，亦即关于一个时间之物的意识，一个构造意向时间的意识。所以，一个关于数学事态的判断意识是印象，但这个在其统一中统一地“站立于此”（dastehen）的数学事态却不是时间性的东西，判断活动是当下拥有（或者说，当下化）。(81)与此相符，我们可以说，一个事物、一个事件、一个时间性的存在在想象中被表象，它合乎想象、合乎回忆、合乎期待或滞留地显现出来，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它显现为当下的，是被感知的。相反，我们却不能说，一个数学事态显现为被当下拥有的或被当下化的。判断活动可以或长或短地延续着，可以在其主观时间中延展，并且可以是当下的或当下化的。但被判断者则不是或长或短、或多或少延续着的。在判断当下化中的拟—被判断者也是如此。被当下化的是判断，而不是被判断者。如果我们说，“单纯地思考”一个实事状态，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它被当下化了，而是它处在中立性变异的特征中，而不是处在信仰的特征中。各个信仰变式（Glaubensmodalitäten）绝不等同于当下与不当下的信仰变式，而是与它们相交切。在一个个体的实事状态中还可以——非本真地——谈及时间特征，只要那个在实事状态中在逻辑—分析上被划分了的并综合地被理解的实事可以合乎感知地是当下的，或可以合乎想象地被当下化。但对于一个非时间的实事状态而言，对与一个不谈时间之物的实事状态而言，这些根本就没有意义。想象到一个数学判断中去，这并不意味着：将一个数学的实事状态加以想象表象，就好像它能够是一个当下拥有着的或当下化着的被展示者一样。

在确切的体现意义上显现仅仅属于当下拥有及其变异的领域，而在显现者构造，或更恰当地说，在个体存在的本真被给予性中包含着：它是在作为展示的显现的连续性形式中被给予的。不言而喻，实事状态也可以“单纯显现”并且要求在本真的被给予性中的证明。这也不会对以上所说有丝毫改变，即：建基于个体显现（自然显现）上的实事状态（“自然事实”）可以根据基础性的显现被给予性，即以类似的方式在“展示”的无限性中显现出来。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说：实事状态的“这些展示”（显现）并不是在本真意义上的展示，而是在一种派生意义上的展示。实事状态实际上也并不是时间之物，它对于某个时间中而言存有，但本身并不是某个像一个事物或一个过程那样在时间中的东西。时间意识和展示并不属于实事状态本身，而是属于它的实事。

这些情况也对所有其他被奠基的行为及其相关项有效。一个价值不具有时间位置。一个时间客体可以是美的、可爱的、有用的等等，而且可以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中是这样的。但美、可爱等等却并不具有在自然中和时间中的位置。它们不是在当下拥有或当下化中的显现者。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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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东·马尔悌，《关于颜色感觉的历史发展问题》（Die Frage nach d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des Farbensinnes），维也纳，1879年，第41页及以后各页。——编者

(5)卡尔·施通普夫，《声音心理学》（Tonpsychologie），第2卷，莱比锡，1890年，第277页。——编者

(6)因此，“被感觉到”就是一种关系概念的指示。这个概念本身丝毫没有说明：被感觉到的东西（Empfundenes）是否是感性的东西（Sensuelles），甚至是否是在感觉之物意义上内在的，换言之，这里并没有回答，被感觉到的东西本身是否已经构造出来，并且是否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感觉之物的东西。——但在这里最好是把这整个区别都放在一边；并不是每个构造都具有立义内容—立义这个范式。

(7)这里的“不等边的”一词，德文原文是“ungleichseitig”，英译“nonreciprocal”。中译“不等边的”是原义，但并不是在空间几何学的意义上的不等边，而更多是指二维时间上“不等长”、“不重合”等等。——译者

(8)这段引文所依据的可能是弗兰茨·布伦塔诺一个讲座的纪录稿。——编者

(9)塔勒（Taler）是18世纪还在通用的德国银币。胡塞尔在这里之所以使用“塔勒”作比喻，是因为这个比喻最初源自康德（参照《纯粹理性批判》，A 599/B 627）。——译者

(10)“由于”一词，胡塞尔用的是转义了的德文短语“in Folge davon”，其直接的意思是“跟在……之后”。因此这里的句子也可以译作：“一切在者都会在它在之后而成为曾在，而且都会在它在之后而成为一个将来的曾在者。”——译者

(11)“想象”（Phantasie）在这里始终包括所有当下化的（vergegenwärtigend）行为，它并没有在与设定性的行为相对立的意义上被使用。（在胡塞尔的通常术语中，“想象”作为“不设定的行为”（中立化的行为）而构成“设定行为”（存在信仰的行为）的对立面。因此他在此处特别做出以上术语说明。——译者补注）

(12)与此相关的肯定性阐述参照第19节、第45页（边码［404］）及以后各页。

(13)“原生（primär）内容”与“次生（sekundär）内容”相对。前者是构成感知的实项内容，即感觉材料（Empfindungsdaten）；后者是构成想象的实项内容，即想象材料（Phantasmen）。——译者

(14)赫尔曼·洛采（Hermann Lotze），《形而上学——本体论、宇宙论和心理学三书》（Metaphysik.Drei Bücher der Ontologie，Kosmologie und Psychologie），莱比锡，1879年，第294页：“倘若对较后的b的表象事实上后随于对较先的a的表象，那么即便这个表象的变换已经发生，但对这个变换的表象却还没有发生；或许会有一个时间过程在此，但这个过程不会对任何人显现出来。把b意识为稍后的，进行这样一个比较重又需要以下的条件：a和b这两个表象是一个指涉性知识的完全同时的客体，这个知识以全然不可分的方式将这些表象总括在一个唯一的和不可分的行为中。”——编者

(15)洛采，同上书，第295页：“所有对一条路径、一个疏远、一个过渡的表象，简言之，所有包含着对多个因素的比较并表达着它们之间关系的表象，因此都只能被看做是一个无时间的、总括性的知识的产物。如果表象本身完全化解在时间的演替之中，那么这一切就都是不可能的……”——编者

(16)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心理的在场时间”（Psychische Präsenzzeit），载《心理学与感官生理学杂志》，第8辑（1897年），第325～349页：“关于一个意识整体的瞬时性的教义或关于其各个环节的必然等时性的教义”这个表达可以参照第330页及后页。——也可以参照威廉·斯特恩，《变化立义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Veränderungsauf f assung），布雷斯劳，1898年。——编者补注

(17)斯特恩，“心理的在场时间”，同上书，第326页：“根据一个在时间延展的意识内容立义才得以成立的情况。”——编者

(18)斯特恩，同上书，第327页：“我把一个这样的心理行为能够伸展到的相位称作它的在场时间。”——编者

(19)斯特恩，同上书，第329页：“但即使在演替的部分要素并不必须通过抽象才被创造出来，而是从一开始就现存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对多音节语词的立义），它们也那个通过一条意识纽带而被结合在一起，哪怕它们的演替是离散的。这条意识纽带就是后继的立义行为。”——编者

(20)斯特恩，同上书，第329页及后页：“四个相互接续的响声（Schälle）……自身展示为一个特定的旋律，这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这四个心理进程尽管不同时、却仍然直截了当地统合为一个总体图像。这四个环节在意识中虽然相互并列，却仍然是在同一个立义行为、同一个在场时间之内。我们并非一下子听到四个声音，也不是在听第四个声音的过程中由于第一、二、三个声音还在延续才在意识中拥有全组声音；相反，这四个声音恰恰是借助于一个共同的作用、借助于立义形式才构成一个演替的统一。”——编者

(21)斯特恩，同上书，第337页及后页：“由于诸演替者（Sukzessiva）也完全能够像诸同时者（Simultanea）一样，于在场时间内构成一个统一的意识行为，所以在两者之间的明确区分就受到了相当大的弱化，某些在时间上相互跟随的意识内容能够像相互并列的意识内容一样，产生出完全相同的立义结果。这些只能通过眼睛的运动才能被释放出来的视野之现象，与那些借助于同时的印象才得以产生的视域的现象是完全同质的（homogen）。类似的情况在触觉的领域也得到了确立。还有整整一个系列的更高立义形式，它们的形成并不依赖于是否有演替内容或同时内容存在，它们得以成立的前提仅仅在于：那些构造性的要素是一个统一的意识行为的各个部分。属于这种更高立义形式的有对同一性、相同性、相似性、差异性的立义。因此我们能够直接感知两个相互接续的声音的一致或差异，一如我们直接感知两个相邻的颜色平面的一致或差异；在这里也并不需要去人为地假定：始终是由于第一个声音的回忆图像与第二个声音并存，比较才得以成立；毋宁说，于在场时间之内展开的整个意识内容都均匀地成为后随的相同性立义或差异性立义的基础。”——编者

(22)下面的第7节结尾段落文字部分地立足于两个属于1905年讲座稿第“52”和“53”页张上的文字。——编者

(23)第8节至第10节的文字立足于1911年11月10日至13日的一个札记的文字，这个札记在后面的增补文字第53号中以其原初的形式得到完整的再现；尤其参照第359页的第22行至第367页的第13行。——编者

(24)“原素素材”（hyletisches Datum）是胡塞尔对“感性内容”的另一种表述。“原素素材”或“感性内容”“被立义”为某种东西，这样，客观的东西、超越的东西便穿越过它们而被意识到。——新编者注

(25)我们很容易将时间客体的这种显现方式和意识方式与一个空间事物在位置变换时的各种显现方式和被意识方式作比较；此外也很容易去探究空间事物（它们同时也是时间客体）在其中显现的“时间位置”。但我们暂且停留在内在的领域中。

(26)这里列出的时间图式虽然与埃迪·施泰因加工、马丁·海德格尔编辑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1928年）相符，但符号有所不同。上一个图式中的“A”原为“O”，“A′”原为“E′”。下一个图式中的上“A”原为“O”，下“A”原缺。很可能这里的下“A”是“A’”之误。——译者

(27)第11节第一段的文字立足于在1908年和1909年间产生的一个札记的文字，这个札记在后面的增补文字第50号中以其原初的形式得到完整的再现；尤其参照第326页的第9行至第327页的第21行。第11节第二段的文字立足于1905年的讲座稿第“35”页张上的文字。——编者

(28)在图表中并没有顾及时间领域的有限性。在那里没有预定滞留的终结，而这样一种意识在观念上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意识中，所有的东西都始终以滞留的方式保留下来。

(29)关于前面第11节可以参照附录一：“原印象及其变异的连续统”，第99页（边码［450］）及以后各页。

(30)第12节至第13节的文字立足于一个札记的五个页张上，这个札记按照胡塞尔的回忆是在“席尔瓦普拉纳（瑞士东南部的一个疗养区。胡塞尔曾于1908年8月至9月初在此度假。——译者补注）或以后”产生的，即1909年或更迟，但实际上可能最迟不会超过1908年秋，这个札记在后面的增补文字第47号中以其原初的形式得到完整的再现；尤其参照第311页的第9行至第314页的第6行，以及第316页的第5行至第26行。——编者

(31)也可以参照第44节、第94页（边码［450］）及以后各页上对内感知和外感知的区分。

(32)第14节第一段的文字立足于1905年讲座稿第“37”和“38”页张上的文字。——编者

(33)参照前面第15页（边码［378］）及以后各页。

(34)第14节结尾一段的文字以及第15节的文字根据胡塞尔的一个说明有可能立足于一个未被找到的“1917年关于回忆或演替意识的两难”的札记的文字。——编者

(35)关于滞留和再造的进一步区别可以参照第19节、第45页（边码［404］）及以后各页。

(36)第16节至第17节的文字立足于1905年讲座稿第“38”至第“40”页张上的文字。——编者

(37)关于作为原初时间意识中被构造的统一的行为参照第37节、第75页（边码［430］）及后页。

(38)参照附录二：“当下化与想象。——印象与想象”，第101页（边码［452］）及以后各页。

(39)第18节的文字——与第14节结尾一段的文字以及第15节的文字一样——有可能立足于一个“1917年关于回忆或演替意识的两难”的札记的文字。——编者

(40)原文误为“denn”，即“因为”；现据全集本改为“dann”，即“然后”。——译者

(41)第19节的文字立足于1905年讲座稿第“42”至第“44”页张上的文字。——编者

(42)第20节的文字立足于1911年11月10日至13日的一个札记的最后一个页张上的文字，第8节至第10节的文字也回溯到这个札记上。这个札记在后面的增补文字第53号中以其原初的形式得到完整的再现；尤其参照第368页的第6行至第29行。——编者

(43)第21节的文字立足于——与第14节结尾一段的文字以及第15节的文字一样——“1917年关于回忆或演替意识的两难”的札记的文字。——编者

(44)第22节的文字立足于一个估计写于1901年以前的页张上的文字，这个记录在后面的增补文字第2号中以其原初的形式得到完整的再现；尤其参照第152页的第19行至第154页的第10行。——编者

(45)参照第33页（边码［393］）及以后各页。

(46)也可以反过来说：再造使单纯滞留性地被意识到的后继变为直观性的。

(47)第23节前半部分的文字（直至第51页的第22行）立足于1905年讲座稿第“44”页张上的文字。这一节后半部分的文字立足于一个估计产生于1907至1909年间的札记的文字，这个札记在后面的增补文字第45号中以其原初的形式得到完整的再现；尤其参照第299页的第24行至第300页的第27行。——编者

(48)参照附录三：“回忆与感知的联合意向。——时间意识的诸样式”，第103页（边码［455］）及以后各页。

(49)第24节的文字立足于一个胡塞尔于1917年为了补充由埃迪·施泰因所做加工而自己写下的一个页张的文字。——编者

(50)除了第57页的第1至5行的一个句子以外，第25至第26节的文字以及第27节第一段的文字都与第23节后半部分的文字一样，立足于后面在增补文字中再现的、产生于1907至1909年间的第45号札记；尤其参照第302页的第31行至第307页的第32行。——编者

(51)这里的助动词“可以”（können）为复数形式，但主词“延续”却为单数，疑为语法上的一个笔误。但从含义上说，这里的“die”可以是指“内容连同其延续”这两者，因此译作“它们”。这个问题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所有版本中都出现。——译者

(52)第27节下面两段的文字以及第28节第一段的文字立足于出自1901年间或1901年前的一个札记的文字，这个札记在后面的增补文字第18号中以其原初的形式得到完整的再现；尤其参照第180页的第30行至第183页的第24行，以及第183页的第25至第184页的第3行。——编者

(53)第28节下面两段文字和第29节的文字——与第23节前半部分的文字、第25节至第26节的文字以及第27节的第一段文字一样——立足于在增补文字第45号中再现的出自1907和1909年间的文字；尤其参照第307页的第33行至第310页的第10行。——编者

(54)第30节的文字与第31节第一段的文字都立足于1905年讲座稿的第“44”、“45”、“45a”和“45b”页张上的文字。——编者

(55)原文为“Repräsentant”，也可译做“被再现者”。——译者

(56)从这里开始的第31节的文字立足于1905年讲座稿第“58”至“61”页张上的文字。——编者

(57)关于印象和想象材料参照附录二，第101页（边码［452］）及以后各页。

(58)第32节的文字以及第33节前两行的文字都立足于1905年讲座稿的第“46”至“47”页张上的文字。——编者

(59)参见附录四：“再回忆与时间客体和客观时间的构造”，第107页（边码［459］）及以后各页。

(60)参见第40页（边码［399］）。

(61)除了前两行以外，第33节的文字均立足于1905年讲座稿第“61”至“62”页张上的文字。——编者

(62)关于同时性的构造参照第38节、第76页（边码［431］）以及附录七、第115页（边码［468］）以后。

(63)参照附录五：“感知与被感知之物的同时性”，第109页（边码［461］）及以后各页。

(64)第34节的文字在札记中在增补文字中再现的出自1907至1909年的第40号札记的文字相衔接；参照第286页及以后各页。——编者

(65)关于这一节和以后各节参照附录六：“对绝对河流的把握”，第111页（边码［463］）及以后各页。

(66)参照第113页（边码［465］）及以后各页。

(67)从这里开始，第35～39节的文字立足于一份大约不会早于1911年底产生的札记上的文字，这个札记在后面增补文字第54号中以其原初的形式完整地（就其保留下来的而言）得到再现；参照第368页及以后各页以及那里的回溯指明。——编者

(68)“对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en）概念在原则上有别于“对象”概念，虽然胡塞尔常常将它们等义使用。胡塞尔本人在《逻辑研究》中从两个方面强调“对象性”与“对象”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区别：一方面，“对象性”意味着最宽泛意义上的“对象”，即在意识中被构造的东西，无论它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是简单的还是复合的；另一方面，“对象性”是指一个整体意识行为所构造的整体对象。——译者

(69)“显现（Erscheinung）”在这里是在较宽泛的意义上被使用的。

(70)参照附录七：“同时性的构造”，第115页（边码［468］）及后页。

(71)参照第11节，第29页（边码［390］）及以后各页。

(72)参照附录八：“意识流的双重意向性”，第116页（边码［469］）及以后各页。

(73)参照附录九：“原意识与反思的可能性”，第118页（边码［471］）及以后各页。

(74)无法找到第40节文字的手稿底本。——编者

(75)第41节的文字立足于1905年讲座稿的第“47”至“49”页张上的文字。——编者

(76)关于内感知可以参照第44节、第94页（边码［446］）及以后各页。

(77)无法找到作为第一部分结尾的第42节至第45节文字的手稿底本。或许它们是一些产生于1911年以后的札记。——编者

(78)只要我们有权将原意识、将那个构造内在时间和从属于它的体验的河流本身称作行为，或者说，有权将它分解为各个统一和行为，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并且必须说：一个原行为或原行为关联构造着统一体，这些统一体本身或者是行为，或者不是。但这将产生出困难。

(79)参照附录十：“时间的客体化和在时间中的事物性的东西的客体化”，第120页（边码［473］）及以后各页。

(80)参照附录十一：“相即的与不相即的感知”，第124页（边码［478］）及以后各页，以及附录十二：“内意识和对体验的把握”，第126页（边码［481］）［及以后各页］。

(81)参照附录十三：“作为内在时间客体的自发统一的构造。——作为时间构形和绝对时间构造意识的判断”，第130页（边码［486］）及以后各页。


第二部分　1905～1910年间对时间意识分析的续加和补充(1)

附录一　原印象及其变异的连续统(2)

每个原印象都在特征上被描述为这样一种原印象，并且每个变异都在特征上被描述为这样一种变异。此外，每个变异都是持续的变异。这就把这种变异区别于想象变异和图像变异。这些时间变异中的每个都是在一个连续统中的不独立的界限。而这个连续统具有一个单面受限的、直接相邻的（orthoid）杂多性的特征。它在原印象中开始并且作为变异而在一个方向上继续前行。这个连续统中的一些具有相同距离的点客观地构造出相距同样远的客体的时间相位。

如果我们谈及“变异”，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那种改变，即原印象在持续地“减弱”。然而，每个变异都显然可以在相同的意义上被看做是任意一个前行的变异的变异。如果我们取出这个连续统的某一个相位，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消逝了，对每个其他的相位来说都是如此；这完全就包含在这样一个连续统以及任何一个这样的（单面朝向的）连续统的本质之中。在由O起始的强度之连续性中，情况也是如此。这个上升在这里是每个强度都经历的变异。每个强度自身都是它之所是，而每个新的强度也就都是一个新的。但在涉及一个随意地在先被给予的强度时，每个在此系列中以后的强度都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操作的结果。如果b是a的上升，那么c就是与a相关的一个上升的上升。借助于连续性，并非每个点都单单是一个与前行的点相关的上升，而是一个上升的上升的上升，如此类推，直至无穷和无限小。这是一个相互切入的变异的无限性。只是在这里没有一个本身可以被看做是强度的起始点。在这里，起点就是零点。每个直线连续统都带有这样一个本质特征：我们可以从任意一个点出发，将任何一个其他的点设想为是从它之中持续生产出来的，而每个持续的生产都是通过持续的迭复（Iterierung）进行的。我们甚至可以把每个间距加以无限的划分，并在每个划分过程中把以后的划分点设想为是间接地通过以前的点而生产出来的，这样便通过无限多的上升（它们之中的每个都是同样无限小的上升）之中的一个上升而最终生产出一个任意的点。所以，现在在时间变异的过程中也是如此，或者毋宁说，在其他的连续统中，关于“生产”（Erzeugung）的说法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而在［时间变异］这里，这个说法才是真正的说法。时间构造的连续统是一条变异之变异的持续生产的河流。迭复意义上的各个变异从现时的现在出发，即从各个原印象u出发，但始终向前而行，它们不再只是与u相关的变异，而且也是顺序的相互变异，这个顺序是指它们的流动的次序。这便是持续的生产的特征所在。变异不断地造就新的变异。原印象是这个生产的绝对开端，是所有其他的东西从中持续生产出来的原源泉。但它自己并不是被生产出来的，它不是作为某种产物，而是通过自发的发生（genesis spontanea）才形成的，它是原制作。它是不会生长的（它没有萌芽），它就是原创作。如果我们说，与这个正在变异为非—现在的现在相邻，始终有一个新的现在正在构成自身，或者说，正在生产自身，正有一个原源泉原突然地（urpLötzlich）蹦出来，那么这些都是形象的比喻。我们只能说：没有印象，也就没有意识。凡有某物延续之处，就会有a过渡到xa′，xa′过渡到yx′a″，如此等等。但意识的生产只是从a走向a′，从xa′走向x′a″；相反，这些a、x、y并不是意识的生产物，它是原制作物，是“新东西”，是以异于意识的方式而生成的东西，是被接受的东西，它与那些通过本己的意识自发性而生产出来的东西相对。但这种意识自发性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只是使原制作物得以生长、展开，但却不创造任何“新东西”。当然，我们通常称为经验生成、生产的东西，是与客体性相关的，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所涉及的是意识的自发性，或更小心地说，是意识的原自发性（Urspontaneität）。

现在，随情况的不同——随这里所关涉的究竟是对构造性内容之相关现在而言的原源泉，还是自发的意识生产的情况之不同——，原初瞬间要么是原印象，要么就是原—回忆、原—想象，如此等等。如果我们追循这些层次的次序，那么，一个层次的每一原初瞬间都是自发生产的原源泉，这些自发生产贯穿在它们的持续变化的其他层次的始终，并且在其中代表着这个原初瞬间（这个原初瞬间单独地、唯一地从属于那个首先被看在眼中的层次）。此外，每个原初瞬间都是各个原初瞬间之持续系列的相位，这些原初瞬间通过一个层次的序列而相互过渡。或者，每个原初瞬间都有助于构成一个具体的延续，而在对一个具体持续的构造中包含这样的内涵：它的每个点都有一个现时的现在与之相符，而这个现时的现在就它这方面而言也为它的构造而要求一个本己的原初瞬间。这个序列的各个瞬间是持续一体的，它们“持续地相互过渡”。这个过渡“在质性上”是受中介的（vermittelt），并且同时是时间性的：拟—时间的特征是一个持续的特征。

附录二　当下化与想象。——印象与想象(3)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亦即在一般的、尽管不甚明确的话语的意义上，“当下化”与“想象”并非是同一个东西。首先，有一些非直观的回忆和其他的当下化，它们是不会被任何人称做想象的。另一方面，我们虽然在一个直观当下化的情况中常常会说（或至少可以说）：被回忆的东西浮现“在想象中”，但我们并不把回忆本身称之为一种想象。此外，当下化可以是一种自身当下化，或可以是一种图像化的（类比的）当下化。在后一种情况中，我们会说：被当下化的东西“以一个想象图像的形式”浮现在面前，或者在一个想象显现中被图像化了。这时候，想象图像就是想象的事情，超出于想象图像的东西，即与被映像之物的关联，则不再是想象的事情。我们无法再将这个被映像者本身称做是在想象中显现的，那样的话，这里就会有两个彼此构建于彼此之上的想象了。只要谈及想象，尤其是关于一个对象的想象，那么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个对象是在一个显现中显现，而且是在一个当下化的显现中显现，而不是在一个当下拥有的显现中显现。这里面包含着什么？这里的“显现”（Erscheinung）是什么？一个对象可以被直观到，并且它可以“象征地”（通过符号）被表象，最后是空乏地被表象。直观（也包括空乏表象）是对同一个对象的素朴的、直接的表象，一个象征表象是一个被奠基的表象。一个经素朴表象中介的表象，并且是一个空乏表象。一个直观表象会使对象显现出来，一个空乏表象则不会。我们首先可以将素朴的表象区分为素朴直观的表象和素朴空乏的表象。但一个空乏的表象也可以是一个象征的表象，它不只是进行空乏的表象，而且是“通过”符号或图像进行表象。在后一种情况中，对象是被图像化了，是在一个图像中被直观化了的，但并非“本身”是直观地被表象的。每个关于对象性之物的直观当下化都将这个对象之物以想象的方式表象出来。这个当下化含有一个关于此对象之物的想象显现。这个当下化在此可以具有现时性或非现时性的特征，(4)而确然性样式（执态的确然性样式）可以是随意的：确然、猜测、揣测、怀疑等等。此外，当下化究竟是将对象之物立义为过去的东西，还是立义为现在所是的东西，这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期待时，如果期待［Erwartung］将被期待者直观化，我们就已经有一个象征意识，这时，上述情况就不是无关紧要的）。作为共同核心的始终是“单纯的想象显现”。当然，这里的问题在于，要清晰地阐明：这个核心是如何为所有那些其他的东西所包裹起来的；其他的立义是如何与这个核心立义相联结的。——同样，我们在所有素朴直观的当下拥有的情况中都具有一个显现。而且，象征地直观化的当下拥有是以一个显现为基础的——现在不是一个想象显现，而是一个感知显现。即是说，我们区分感知显现和想象显现，后者所包含的立义质料是“想象材料（Phantasma）”（对感觉的当下化变异），前者所包含的立义材料是感觉。

现在，想象显现如何会是相应的感知显现的变异（当下化变异）的呢？自然不是按照质性样式的方面、不是按照执态的诸样式，它们始终是被排除在外的。另一方面，抛开这些样式的可能变换不论，我们具有一种变异。与感觉相符的是想象材料，但这两方面的立义（以及完整的显现）都是变异了的，是抛开其样式不论的立义，而且就从同一个角度来看。即便这个立义和完整的显现需要有一个质性的样式，这个样式也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想象的”变异无关。

让我们在不依赖“执态”样式的情况下将感知显现称做显象（Apparenz），而且更清楚些：如果它们出现在一个感知中（信仰样式），我们就将它们称做感知的（perzeptiv）显象，如果它们出现在一个幻想中，我们就将它们称做幻想的（illusionär）显象。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区分印象的（impressional）显象（感觉显象）与想象的（imaginativ）显象，后者可以是一个回忆的内容、一个在回忆中的幻想，如此等等。因此，在印象与想象之间的区别涉及作为所有直观行为的同一内核的显象，而且对于整个现象而言，这个区别决定着当下拥有与当下化之间的区别。此外还明见无疑的是，印象与想象之间的这个区别不仅与“外感官”的领域有关，而且也与内感官的领域有关。易言之，显象可能与之相联结的所有样式方面的特征，以及对应的在体（ontisch）方面的特征（即这样一些特征：“现实地”作为存在的、作为曾在的、作为将在的，而且作为将出现的，还有假象的特征、当下化的现在存在的特征等等）都是由印象与想象的分裂来决定的；愿望、意愿等等也与此相同。但在“内感官”的领域中、同样也在外感官的领域中，都可以区分感觉与显象，而在一个显象的情况中却要区分这个显象本身与它的样式特征。即是说，例如，我相信这个或那个。这个信仰是现时的信仰，是印象。与之相符的是一个想象材料“信仰”。必须将这个信仰本身或这个信仰感觉区分于在作为我的状况、我的判断活动的立义中的信仰。我在这里具有我的关于我和我的判断活动的感知意识，而在这个立义中我们必须区分内显象和信仰样式，后者设定着存在（我的信仰）并将它纳入到此在现实之中。

只需区分“信仰”与“信仰”的“立义”就足够了。这个区分尚未被看做是那种在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中设定着内在之物的心理学统觉。

因此，每个“意识”都要么具有“感觉材料”的特征，要么具有“想象材料”的特征。每个意识、每个最宽泛意义上的“感觉”都是某种“可感知的东西”和“可表象的东西”，或者说，某种可回忆的东西，以任何方式可经验的东西。但我们总是具有意识，而这个意识在想象材料中具有其对应项（Gegenstück）。

附录三　回忆与感知的关联意向。——时间意识的 诸样式(5)

我们现在来考虑“回忆”意识。它作为未变异的意识是“感觉”，或者同样可以说，是印象。或者更清楚些：它有可能含有想象材料，但它本身不是对另一个作为相应感觉的意识的想象变异。但在它之中包含着一个显象。我回忆一个过程：在回忆中包含着对这个过程的想象显象，这个过程是带着一个显象的背景而显现的，我自己也属于这个背景；这整个显象都具有想象显象的特征，但具有一个信仰样式，它构成这个回忆的特征。而后我们可以将这个回忆本身置于想象之中，可以在想象中，也可以在回忆中拥有回忆：我生活在一个回忆中，一个回忆出现了：“我回忆了这个或那个”，或者我想象我有一个回忆。在这里我们虽然发现，回忆的样式转变为一个相应的想象材料，但回忆的质料、回忆—显象本身却没有进一步变异，正如在它之中包含的想象材料没有进一步变异一样。没有二阶的想象材料。而构成回忆质料的整个质料回忆—显象就是想象材料，并且不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异。

如果我进一步具有对一个回忆的回忆，那么在与一个回忆过程的关联中，亦即在与一个各个想象显象以质性的样式站立并流逝于其中的意识的关联中，便会出现一个“变异了的”回忆。这里可说的东西在根本上是与前面相同的。素朴回忆的质性样式被“对回忆的回忆”所取代，即是说，我具有一个在回忆的质性样式（与整个回忆过程融为一体）中的回忆想象材料。但回忆想象材料是关于……的回忆之特征，建基于一个想象的显象上，而这个显象在素朴回忆与回忆之回忆那里是同一的相同者。如果有人说，回忆的特征相对于所有构成其内容的东西而言就在于：一个立义在此，它给出它与现时的感知现实的关系，那么至少在这里含有正确的东西；但这并不会改变前面之所说。这样，我们对这个立义本身就必须区分内容与信仰样式。当然，例如在我现在所具有的素朴回忆中的立义，以及在那个回忆之回忆（它使被回忆的回忆与一个作为现时点的被回忆的现在联系在一起）中的立义，这两者乃是不同的立义。然而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完全以直觉方式恰恰看做显现的）显象是不可能发生变异的。这同样也适用于回忆立义的内容，它们使显象与现在联系在一起，它们自然就不会是完全直观的。

回忆的特征就是这个与现时现在的关联，它与“单纯想象”的区别也在于此，但它不能被理解为是一个外部附着的东西。它显然与每个感知与一个现时的现在的关系相类似。此外，就像每个回忆指明一个无限的回忆关联（指明一个先前的东西）一样，每个感知也都回指向一个无限的感知关联（一个多重的无限性）。（这个“这里”在此是无法被感知的，即是说，没有在回忆本身中被给予。）我们现在也可以纯粹自为地、撇开它的关联来考察一个感知。但即便这个关联不是作为与其他感知的关联而实项地在此，它也仍然“潜能地”（potenziell）处在意向中。即是说，如果我们考察每一瞬间的完整感知，那么这个感知仍然具有各种关联，因为在它之中会包含着一个确定或不确定的意向组合，它们继续延伸并且在运用时从各个感知中得到充实。这些关联意向是无法切割出去的。至于个别的感觉，它实际上不是个别的。即是说，原生内容始终是立义目光束（Auffassungsstrahlen）的载者，而且若没有这些载者，立义目光束也就不会出现，即便这些载者还是如此地不确定。在回忆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回忆自身具有其“关联”，即它作为回忆具有其形式，我们将它描述为指向前和指向后的意向因素，没有这些因素，这回忆也就不能存在。回忆要得到充实，就需要有多系列的回忆，这些回忆汇合到现时的现在为止。不可能将自为的、撇开那些将它与其他回忆联结在一起的意向的回忆与这些意向本身分离开来。

“自为的”回忆已经具有这些意向，从它之中无法提取出“单纯的想象”。如果现在有人说，回忆还是对一个先前的现在的回忆，是一个拟—感知，它使一个时间进程被意识到；为什么不能把握住这整个现象，并且将两方面的本真回忆意向切割出去呢？——那么对此的回答是：感知本身、“原本的”行为并不仅仅具有其空间性关联，而且也有其时间性关联。每个感知都有其滞留的和前摄的晕。即便是感知的变异也必须——以变异了的方式——含有这种双重的晕，而使“单纯想象”有别于回忆的地方就在于，这整个意向组合这一次〔在涉及回忆时〕所具有的现时性的特征，那一次〔在涉及“单纯想象”时〕则具有非现时性的特征。

每个感觉都具有其意向，它从现在引向一个新的现在，如此等等：对将来的意向，以及另一方面对过去的意向。就回忆而言，它也具有其合乎回忆的将来意向。这些意向是完全确定的，只要它们的充实（就这种充实能够进行而言）有确定的方向，并且在内容上完全确定，而在感知的情况中，将来意向就其质料而言通常是不确定的，并且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实际感知才得以确定。（确定的仅仅是，总有某个东西会到来。）

至于过去意向，它们在感知中是完全确定的，但可以说是颠倒的。在各个感知与回忆链之间有一个确定的关联，但在其中规定日期的是回忆意向（作为单方面指向的），这些回忆显而易见都只是可能性而已，它们只是以例外的方式，或只有它们中间的几个，才与感知一同现时地被给予。但另一方面，感知却带有相应的过去意向，但这些意向是空乏的，与那些回忆或回忆关联相应。无论是那种指向现时现在的空乏的刚刚过去（Soeben-vergangen），还是那些可以说是涉及离得更远的东西的含糊的、空乏的意向，它们都是指向现在的。这些意向被现时化，或者说，它们得到充实，因为我们可以说是通过回忆而跳越性地将自己回置于过去之中，并且直观地在直至现在的进步中把过去再次地当下化给我们。可以说，当下始终是从过去中诞生的，当然，一个确定的当下是从一个确定的过去中诞生的。或者更确切些，一个确定的河流在不断地流动发生，现时现在沉下去并且过渡到一个新的现在之中，如此等等。即便它是一种先天的必然性，它也仍然受一种“联想”决定，即是说，过去的关联是合乎回忆地被确定的；此外还有，“总有某个东西会到来”。但我们现在还是从这个衍生者（时间性的经验意向的组合）被引向本原者，而这个本原者恰恰就处在从各个现在向新的现在的过渡之中。

感知的本质就在于，它不仅在其目光中具有一个点状的现在，而且不仅从其目光中释放出一个刚刚曾是，并以特殊的“刚刚曾是”的方式“还意识到”这个刚刚曾是，而且它从现在过渡到现在，并一边前瞻一边走向现在。清醒的意识、清醒的生活就是走向生活（Entgegenleben）。在这里想到的不单单是、也不首先是注意力，相反，我更觉得，在不依赖于（较狭窄的和较宽泛的意义上的）注意力的情况下有一个本原意向从一个现在走向另一个现在，它时而与不确定的、时而与或多或少确定的产生于过去之中的经验意向相关联。这些意向也许就预示着这个联结的各个线索。但这个指向新现在的现在目光、这个过渡却是某种本原的东西，它才为将来的经验意向开辟出道路。我曾说：这属于感知的本质；更确切地说：这属于印象的本质。它甚至适用于每个“原生内容”，适用于每个感觉。“想象材料”与回忆内容就意味着这个意识的相应变异，意味着一个“仿佛—意识”（Gleichsam－Bewußtsein）。而如果这真的是回忆，那么这个仿佛—意识就会被编排到过去之中。回忆的变异就在于，对相关瞬间的整个本原意识都完全而完整地获得了它的变异，也就是说，在其关联中包含着印象目光的那个时间意向完完全全地获得了它的变异，而且整个意向关联也都是如此获得了它的变异，那个本原印象便是插入到这个意向关联之中，而且这个意向关联也一同赋予了这个意向以其特征。

我们把感觉看做是原初的时间意识；在它之中构造起颜色或声音的内在统一，愿望、中意（Gefallen）等等的内在统一。想象是这个时间意识的变异，它是当下化，在它之中构造起被当下化的颜色，被当下化的愿望等等。但当下化可以是回忆、期待，或者也可以是“单纯想象”：因此不能说是一种变异。感觉是当下拥有的时间意识。当下化也是感觉，是当下的，是作为在当下拥有的时间意识中的统一而构造起自身的。作为当下拥有的时间意识的样式而受到考察的，仅仅是在现在—当下拥有与刚刚—当下拥有之间的区别，它们一同包含在具体的当下拥有意识中；此外还受到考察的是在当下拥有和独立的滞留之间的区别，前者自身有其现在—当下拥有，后者虽然与现时现在相关联，但自己并不在自身包含一个现在—当下拥有点：例如，对一个刚刚消失的声音的意识。因此，我们具有以下时间意识的本质样式：1.作为当下拥有的感觉（体现）和与它本质地交织在一起，但也得以独立的滞留和前摄（较宽泛意义上的本原领域）；2.设定的当下化（回忆）、共当下化和再当下化（期待）；3.作为单纯想象的想象—当下化，想象意识中的所有同类样式都出现在它之中。

附录四　再回忆与时间客体和客观时间的构造(6)

我可以“重复”对一个时间客体的感知，但在这些感知的演替中构造起来的是关于两个相同的时间客体的演替意识。只有在再回忆中我才有可能重复过一个同一的时间对象，而且我也可以在回忆中确定，以前被感知的东西与以后被再回忆的东西是同一个。这发生在“我曾感知过它”的素朴回忆以及“我曾回忆过它”的二阶回忆中。这样，时间客体便成为同一的、重复地经验到的行为。一旦客体被给予，它就可以随意多次地重复被给予，重复被考察并且在不同的行为中被认同，这些行为而后构成一个演替。

再回忆不仅是对客体的再意识，而且，正如对一个时间客体的感知随身带着一个时间视域一样，再回忆也具有这种视域意识。两个再回忆可以是对相同的时间客体的回忆，例如对两个相同的声音的回忆。但如果单纯的延续内容不是同一个，而时间视域是同一个的话，因而如果这两个再回忆完完全全是相互根据意向内涵来进行，并不在清晰或含糊、缺陷等等区别方面受到影响，那么，它们就是对同一时间客体的再回忆。因而时间客体的同一性是再回忆的某些可能的认同相合的构造性统一的产物。在主观的时间流中，时间客体性就制作出自身，它的本质就在于：它在再回忆中是可认定的，并且因此是各个同一谓项的主体。

现时当下的时间是定位的（orientiert），是始终在流动之中的，并且始终是从一个新的现在点出发而定位的。在再回忆中，时间虽然在回忆的每个瞬间都是定位地被给予，但每个点都展示了一个客观时间点，这个点可以一再地被认同，而时间片段是纯粹由各个客观的点所构成的，并且本身是一再可认同的。什么是同一的客体呢？这是原印象和持续变异的系列，一个由各个相似性组成的系列，这些相似性制作出相同性或不同性系列的相合形态，但却是在普遍的相同性之内制作的：这个系列给予原初的统一性意识。在这些变异系列中必然有一个统一性被意识到：这个延续着的（或者始终相同，或者变化着的）声音；而在另一个目光瞄向中则是这个延续被意识到，声音在这个延续中是一个变化的或不变的声音。而声音在不断地延续，它的延续“越来越大”，而它“终止了”，过去了，它的整个延续已经流逝，而且越来越移入到过去之中。因而它，这个声音，在这里例如作为这个在其延续中连绵不变的声音而给予着自身；但这个在其延续中——在内容上——不变的声音却经历着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所涉及的不是内容，而是这个“在其延续中的内容”的整个被给予方式。如果我们坚持这些现象，那么我们就具有不同的统一性构成：被给予方式的连绵变化，但贯穿在这些与此延续的每个点相符的变化线索中的是一个统一性：这个声音—点。但在不影响这个同一性的情况下，这个声音—点一再地是另一个，即在时间深度的样式中的另一个。另一方面，时间河流的连续性给予着统一性：这一个变化或不变的内容的统一性、这个时间对象的统一性。这个统一性就是移入到过去之中的统一性。然而，据此我仍然还不具有完整的时间客体性。

在时间的构造中还包含着认同的可能性：我可以一再进行一种回复回忆（再回忆），一“再”地生产出每个时间片段连同它的充盈，并且在这些现在我所具有的再生产的后继中把握这同一个东西、这同一个延续连同这同一个内容、这同一个客体。客体是一个意识的统一，它可以在重复的行为中（即在时间的后继中）作为这同一个而得到确定；客体是意向的同一之物，它可以在任意多的意识行为中被认同，并且是在任意多的感知中被感知或可以再次被感知。我可以“随时”让自己确信这个同一的“它是”。在时间中的进程便是如此：我可以第一次经验到它，我可以在重复的再经验中再次经验到它并且把握它的同一性。我可以在我的思维中一再地回溯到它之上并且可以通过本原的再经验来证明这个思维。客观的时间，首先是刚刚过去的客观时间，便是如此才构造起自身；与此相关，那个在其中制作着这个延续的过程以及这整个延续的每个滞留，都仅只是“映射”。我具有一个原初的范式：一条河流连同它的内容：但还有一个原初的“我能够”的杂多性：我可以将自己回置到这条河流的每个位置上，并且“再次地”生产这条河流。在这里就像在客观空间性的构建过程中一样，我们具有一个最佳值。在简单回顾中的延续之图像是不清晰的。在清晰的再生产中，我拥有这个“本身”，而这种拥有越是清晰，它也就越是完善。

附录五　感知与被感知之物的同时性(7)

有什么权利可以说，感知与被感知之物是同时的？对于客观时间而言——这是素朴观点中的态度——，这是不对的，因为有可能在感知的时间点上被感知的客体根本就不再实存了（星星）；从这个立场出发甚至必须说：感知与被感知之物的时间点始终是相互分离的。

让我们来考察——现在是在现象学的观点中——显现着的客观时间，在此时间中有一个超越的客体在延续。而后，感知的延续并不与被感知客体的延续同时进行：我们说，它在感知前已经实存，而且在感知流逝后还会继续实存，等等。但我们也会说，这是一个可能的连续的感知的相关项，这个感知从其延续的自始至终都在追综这个相关项。这样，客体延续的每个相位都有一个感知相位与之相符。但这并不意味着：客体延续的切入点与感知的切入点必定是同时的，因此彼此相符的相位的时间点也必定是同一的。对此需要考虑：在构造一个超越的客体时起作用的感觉素材本身是一个时间进程中的连续统一。在立义进行的瞬间，感知得以切入，此前还不可能谈感知。立义是对感觉素材的“赋灵”（beseelen）。但仍然还要探问的是：它究竟是与感觉素材一同进行的，还是在赋灵的立义未能切入之前，感觉素材必定是尚未被构造的——即便只是在一个时间微分中。看起来后一种状况是确切的。这样的话，在立义切入的一瞬间，感觉素材的一部分已经流逝，并且只是以滞留的方式被保留下来。立义所赋灵的现在就不仅仅是各个原感觉相位，而是整个感觉素材，包括已流逝的片段；但这就意味着，它设定了这个带有与感觉流逝相符的属性中的客体，这个设定是对感觉流逝的整个延续而言，即是说，也是对那个先行于它本身——即感知立义——的时间段而言。据此，在感知的开端点与客体的开端点之间就有一个时间差。通过对一个感觉素材得以出现的“外部条件”的澄清，也许就可以使前面所说的有关感知与被感知之物的不同时性的自然主义断言变得明晰起来。

我们现在排除超越的客体，并且探问，在内在领域中，感知与被感知之物的同时性是怎样一种状况。如果我们在这里把感知理解为反思的行为，在其中内在的统一能够被给予，那么这个行为的前提就在于，已经有某物被构造出来——并且以滞留的方式被保留下来，这个行为可以对这个某物进行回顾；这样的话，感知便跟随在被感知之物之后，而不是与它同时。但如果——如我们所见——反思和滞留要以“内意识”为前提，即对在其原初构造中相关内在素材的印象性的“内意识”为前提，而这是与各个原印象具体地相一致的，无法与其相分离的(8)；如果我们也想将“内意识”称做“感知”，那么我们在这里事实上便具有感知与被感知之物的严格同时性。

附录六　对绝对河流的把握。——四重意义上的 感知(9)

这里所涉及的客体是必定在构造着自身的时间客体。感性的核心（无立义的显现）是“现在”，而且是刚刚曾在和先前还在，如此等等。在这个现在中同时还有现在被意识到的滞留，这个滞留是指延续的所有阶段的过去现在的滞留。每个过去的现在都以滞留的方式在自身中隐含着所有先前的阶段。一只鸟刚刚飞过充满阳光的花园。在我刚刚捕捉它的相位中，我找到时间状态的过去映射的滞留意识，每个新的现在的情况都是如此。但每个相位的时间尾本身是某种回坠到时间中并具有其映射的东西。每个现在的整个内容都坠入到过去之中，但这个坠入不是一个直至无穷地被再造的一个进程。鸟的位置变化了，它飞走了。在每个新的状态中都有先前显现的余音（Nachhall）附着于它（即它的显现）。但在鸟继续飞的同时，这个余音的每个相位都在减弱，因此，在每个跟随的相位中都包含着一个系列的“余声”（Nachklänge），而我们所具有的并不是一个由各个接续相位组成的简单序列（例如每个现时现在连同一个相位），而是我们对每个个别接续相位都具有一个系列。

因此，每个时间显现都根据现象学的还原而消融在这样一条河流中。但我自己却不能重又感知所有这些都消融于其中的那个意识。因为那样的话，这个新的被感知之物就将是一个时间之物，它回指向这样一种构造意识，如此以至无穷。故而有这样的问题产生：我究竟从哪儿知道这条构造着的河流。(10)

根据至此为止的阐释，对时间客体之描述（以及构造）的阶段是这样的：

1.在通常意义上对经验客体的感知：它们在那里，如此等等。

2.在现象学的考察中，我把客体当做现象，我朝向感知，朝向处在相关性中的显现和显现者。现实的事物是在现实的空间中，持续着并且在现实的时间中变化着，如此等等。感知的显现事物具有一个显现空间和显现时间。而显现本身以及所有意识形态重又具有它们的时间，即在现在—以后的形式中它们的现在和它们的时间延展：主观的时间。

在这里必须注意：感知客体在“主观时间”中显现，回忆客体在一个回忆的时间中显现，想象客体在一个想象的主观时间中显现，被期待的客体在一个被期待的时间中显现。感知、回忆、期待、显现、判断、感情、意愿——简言之，所有是反思客体的东西，都显现在这同一个主观时间中，而且是在这同一个时间中，感知客体便显现在这个时间中。

3.主观时间在绝对无时间的意识中构造起自身，主观意识本身不是客体。让我们现在来考虑，这个绝对意识是如何被给予的，我们具有一个声音—显现，我们关注这个显现本身。就像这个（被事物地想象地）提琴声，这个声音—显现就具有延续，而在这个延续中具有其不变或变化。我可以关注这个显现的任何一个相位：显现在这里即是内在的声音或内在的声音运动，撇开它的“含义”不论。但这并不是最终的意识。这个内在的声音“构造着”自身，即：随着各个声音—现在，我们也具有声音—映射，而且在这些映射中展示出从属于这个现在的各个声音—过去的片段。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关注这个系列。例如在一个旋律那里，我们可以使一个瞬间停滞，并在其中发现过去声音的回忆映射。显然，这也适用于每个个别的声音。而后我们便具有内在的声音—现在和在其系列或连续性中的各个内在的声音过去。但我们此外还应当具有下列连续性：对现在的感知和对过去的回忆，而这整个连续性应当本身就是一个现在。事实上，在生活于对象意识之中的同时，我从现在点出发去回顾过去。另一方面，我可以将这整个对象意识理解为现在并且说：现在。我捕捉这个瞬间并且把这整个意识理解为一个聚合（Zusammen）、一个同时（Zugleich）。我刚刚听到一个长长的哨声。它就像是一个拉长的线条。在每个瞬间我都停住，并且这线条由此出发而拉长。对这瞬间的观看包含了一根完整的线条，而这线条意识被理解是为与这个哨声的现在点是同时的。因而我在多重意义上具有感知(11)：

1.我具有对汽笛声的感知或毋宁说对哨子的哨声的感知。

2.我具有延续着的声音—内容本身的感知，以及对在其延续中的声音进程的感知，姑且不论它被编排到自然之中。

3.对声音—现在的感知以及同时对与此相连的声音—刚刚—曾在的注意。

4.对在现在中的时间意识的感知；我关注这个哨声的现在—显现或一个声音的现在—显现，并且关注一个如此这般地展开到过去之中的哨声的现在—显现（在这个现在中，一个现在—哨声—相位和一个映射的连续性显现给我）。

在这些感知的最后一类感知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困难呢？当然，我具有时间意识，同时它本身并不是客体。而如果我使它成为客体，那么，它本身重又有一个时间位置，而如果我一个瞬间一个瞬间地跟随它，那么，它就具有一个时间延展。毫无疑问，这种感知是有的。一个捕捉着的目光可以像关注声音相位的河流一样去关注这些相位在显现的现在中——事物性—客观性的东西便在这个现在中展示自身——的连续性，并且重又关注这个瞬间连续性的变化连续性。这种“变化”的时间是与客观之物的时间同一的。如果这里所涉及的例如是一个不变的声音，那么这个内在声音的主观时间延续就与显现变化的连续性之时间展开是同一的。

但这里是否有一个极为奇特的东西？当我们无法设想一个不变的、一个不变地被充填的延续时，我们怎么可以在本真的意义上谈论一个变化？没有什么可能的不变可以与各个显现相位的持续河流同日而语。

在原初的河流中没有任何延续。(12)因为延续是一个延续着的某物的形式，是一个延续着的存在的形式，是一个在时间系列中的同一之物的形式，这个时间系列作为这个同一之物的延续而起作用。在像暴风雨、流星运动等等进程中所涉及的是延续客体的统一变化联系。客观时间是“持恒的”（beharrlich）对象、它们的变化与在它们那里发生的其他进程所具有的一个形式。因而“进程”（Vorgang）是一个以持恒性为前提的概念。但持恒性是一个在河流中构造起自身的统一，而这河流的本质就在于：在它之中不可能有任何持恒存在。处在河流中的是体验的相位和相位的持续系列。但这样的相位不是持恒的东西，同样，持续的系列也不是持恒的东西。当然它也是某种类型的对象性。我可以将目光朝向河流中的一个凸显的相位或朝向河流的一个片段，并且在重复的当下化中认同它们，一再地回溯到这同一个东西上并且说：这个河流片段。而对于我能够以特有方式认同为同一条河流的这整条河流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但这种同一性并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持恒之物的统一。在持恒性的本质中包含着：持恒者可以或者不变地或者变化着地持恒。每个变化在观念上（idealiter）都可以过渡为不变，每个运动都可以过渡为静止，反之亦然，质性变化过渡为不变。而后延续便为“这同一些”相位所充实。

但在河流中不可能出现一个非—河流的部分。这河流并不像客观的河流那样是一条偶然的河流，它的相位变换永远无法停止，并且过渡为始终相同相位的自身构造。但这河流不也以某种方式带有持存的东西（Verbleibendes）吗，即使这河流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无法转变为一个非—河流？持存着的首先是这个河流的形式结构，这个河流的形式。就是说，流动不仅仅是流动，而是每个相位都具有一个完全同一的形式，这个稳定的形式一再更新地为“内容”所充实，但这内容恰恰不是外在地被纳入到形式之中去的东西，而是受到合规律性形式的规定，这种规定只是在于：这个合规律性并不单独地规定着这个具体之物。这个形式在于：一个现在通过一个印象构造自身，而与这印象相联接的是一个由诸滞留组成的尾巴和一个由诸前摄组成的视域。但这个恒久的形式却承载着一个持续转变的意识，这个意识是一个原事实（Urtatsache）：印象向滞留的转变的意识，同时始终一再地有一个印象在此；或者就印象的内容而言，对此内容的转变的意识，同时这个刚刚作为“现在”被意识到的东西则变异为“刚刚曾在”的特征。

因而我们在做此理解时——正如我们此前已经暗示过的那样——面临着这样的时间意识的问题，在这个时间意识中，声音—显现的时间意识的时间构造着自身。

如果我生活在声音—显现中，那么这个声音对我在此站立，而它具有它的延续或变化。如果我关注声音—显现，那么这个声音—显现便站立于此并具有它的时间展开、它的延续或变化。在这里，声音—显现可以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它也可以意味着对现在、刚刚等等映射的连续性的关注。现在这个河流（这个绝对的河流）应当重又成为对象，并且重又具有它的时间，即使在这里也重又需要有一个构造着这个客体性的意识和一个构造着这个时间的意识。原则上我们可以再次反思，并且如此，以至无穷（in infinitum）。可以在这里证明这个无穷倒退是无害的吗？

1.这个声音延续着，在一个相位的连续性中构造着自身。

2.在这个声音延续期间，或只要这个声音延续着，在这个延续的每个点中都包含着一个从相关现在开始进入到渐渐模糊的过去之中的各个映射串（Serie）。因而我们具有一个持续的意识，在这个意识中的每个点都是一个持续的连续统。但这重又是一个我们可以关注的时间序列（Reihe）。于是游戏重新开始。如果我们固定住这个序列的某一个点，那么，似乎就必须有一个与各个过去序列的串相关的过去意识从属于此，如此等等。

即使这里没有进行直至无穷的反思，并且根本不需要进行反思，却必定会有这样一种东西被给予，它使这种反思得以可能，并且看起来原则上至少是直至无穷地得以可能。而这便是问题之所在。

附录七　同时性的构造(13)

a，例如一个声音，在某个特定相位通过一个原印象α而构造起自身，与它相衔接的是这个和那个变异，连同对新印象（新的现在因素）的原制作（Urzeugung）。b是一个同时的内在统一，例如一个颜色，一个与那个声音—点“同时”的点映入眼帘。与此相符的是在构造中的原印象β。现在，α与β有哪些共同点呢？是什么使得它们构造出同时性，并且使得两个变异α′与β′构造出一个同时—曾在呢？

在内意识的一个层次中可以包含多重的原印象、原想象材料等等，简言之，多重的起源因素（我们也可以说：内意识的原因素）。所有属于一个层次的起源因素都具有同一个意识特征，它对于相关的“现在”来说是本质上构造性的：它对于所有被构造的内容来说都是同一个，特征的共同性构造着同时性、“相同—现在性”。

借助于内意识的原初自发性，每个原因素都是对于各个制作（Erzeugung）之连续统而言的源泉，而这个连续统具有同一个形式；制作的方式、原时态的变异方式对于所有原因素而言都是同一个；同一个合规律性从头至尾地主宰着所有的变异。这个合规律性就是：内意识的持续制作具有一个一维的、直接相邻的（orthoid）杂多性的形式，所有在一个层次内的原因素都经历同一种变异（它们制作同一些过去因素）。即是说，两个属于同一层次的原因素的变异，即与相应原因素保持同一间距的变异，是从属于同一个层次的，或者也可以说，从属于一个层次的变异只会从自身一再地制作出从属于同一个层次的变异。这种制作始终以同一个速度自己前行。

在每个层次内，各个持续系列的不同点具有与原因素的不同间距。某个点所具有的这种间距与这个点在先前层次中与原因素的间距是同一的。时间意识构造的原领域是一种持续的延展，它由一个原因素和一个迭复（iteriert）变异的特定系列所组成；这里的迭复变异并非就其内容而言，而是就其形式而言。这些变异的确定性就其形式而言在所有原领域中都一再地是同一种确定性。每个原因素都仅仅是原因素（现在—意识）。每个过去都是过去意识，而过去的程度是某种确定的东西：与它相符合的是在原构造领域中的一个稳固确定的形式特征。

在层次的相互接续中可以一再地有相同内容的因素，亦即相同的内组成作为原因素出现。具有完全相同内涵的不同层次的这些原因素是个体有别的。

附录八　意识流的双重意向性(14)

我们在意识流中具有一个双重的意向性。或者我们考察这条河流的内容连同它的流动形式。而后我们考察原体验序列，它是一个意向体验的序列，是关于……的意识……。或者我们将目光转向意向的统一，转向那些在河流的流向中意向地作为统一之物而被意识到的东西：而后对于我们，便有一个在客观时间中的客观性站立在此，相对于体验流的时间领域的本真时间领域。

体验流连同其相位和片段本身是一个统一，它可以通过回返的回忆连同对此流动的目光朝向而被认同：印象与滞留、出现与合规律的变化与消失或模糊。这个统一是通过这个河流本身的事实而本原地构造起自身；就是说，它的本己本质就在于：它不仅存在着，而且还是体验的统一并且是在内意识中被给予的，在这个内意识中可以有一个注意的目光束指向它（而这个目光束本身不被注意，它丰富着此河流，但并不改变这个被关注的河流，而是“确定”它、将它对象化）。对此统一的注意感知是一个带有可变内容的意向体验，而回忆可以朝向那个消逝的东西并且一再地变异它，将它与它的同类相比较，如此等等。这种认同之所以可能，在这里之所以构造出一个客体，这是由体验的结构所决定的，即：这河流的每个相位都转变为“关于……”的滞留，而这个滞留重又转变，如此等等。否则，一个作为体验的内容就是不可设想的，体验原则上也就不可能作为统一而被给予主体并且因此也就什么都不是。这种流动就在于，每个原初领域的相位（即一个直线的连续统）过渡到这同一个、只是刚刚过去的相位的滞留变异。并且如此地进行下去。

在这第二个意向性那里，我并不探究这些领域的流动，不探究作为统一变化序列的“不同阶段的现在（原本）—滞留的变化”之形式的流动，而是将我的关注目光朝向那个被意指的东西，即在每个领域中、在每个被此领域作为直线连续统来拥有的相位中被意指的东西。每个相位都是一个意向的体验。在前一个对象化过程中，构造着的体验是内意识的行为，它的对象恰恰是那个构造着时间的意识的“现象”。因而这些现象本身就是意向体验，它们的对象是时间点和时间延续连同各自的对象性充盈。而在绝对时间流动的同时，意向相位也在推移，但却以如此地推移，以至于它们以同属一体的方式构造起统一，相互地过渡，就像是关于一个东西的各个现象，这个东西在各个流动的现象中映射自身，从而使我们具有“在样态（Wie）之中的对象”以及在一再更新的样式之中的对象。这个样式的形式是定位：现在者、刚刚过去者、将来者。就对象而言，我们而后可以再次谈论河流，在它之中，现在转变为过去，如此等等。而这是必然通过作为意向体验之河流的体验流的结构而先天地得到在先规定的。

滞留是感知意识的一个特殊变异，感知意识在原初的构造着时间的意识中是原印象，并且就时间客体而言，哪怕是就内在的时间客体而言——就像一个在声音领域中延续的声音或者一个在视觉领域中的颜色素材——，感知意识是内在感知（相即感知）。如果W（t）是对一个被感觉到的声音的感知，它将这个声音把握为延续的声音，那么W（t）便转变为一个滞留的连续性RW（t）。但W（t）也是在内意识中作为体验而被给予的。如果W（t）转变为RW（t），那么在内意识中，关于RW（t）的内意识也必然会转变。因为在这里，存在与内部地—意识到的—存在相互叠合。但现在，关于W（t）的内意识转变为这个内意识的滞留变异，而这个滞留变异本身又是被内意识到的。也就是说，被意识到的是这个刚刚被感知到。

如果一个声音—感知过渡到它的相应滞留之中（关于刚刚曾在的声音的意识），那么便有一个刚刚曾在的感知意识在此（在内意识中，作为体验），而这两者相互相合，我不能孤立地拥有它们中间的一个。换言之，这两者必然是同属一体的：一个客体感知向此感知的一个滞留变异的过渡以及感知向此感知的一个滞留变异的过渡。因而我们必然具有两种滞留变异，它们随着每个不是内意识感知的感知一起被给予。内意识是一条河流。倘若在这条河流中有可能存在着不是“内感知”的体验，那么必定就会有两种滞留序列，即除了通过各个“内”滞留而对作为统一的河流的构造以外，还有一个由“外”滞留组成的序列。这后一个序列构造起客观的时间（一个被构造的内在，它对于前一个序列来说是外在的，但仍然是内在的）。在此需要注意：意识作为相关项并不具有延续着的内在素材（如一个声音素材或延续的喜悦、痛苦、延续的进程，被称做判断），而是具有构造着这些统一的相位。

附录九　原意识与反思的可能性(15)

滞留并不是一种将原印象素材实项地、仅仅以变化了的形式保留在自身之中的变异；相反，滞留是一种意向性，而且是一个特有种类的意向性。在一个原素材、一个新的相位出现的同时，先行的相位并没有失去，而是“被继续把捉着”(16)（即是说，正在滞留着），借助于这种滞留，一种对已流逝之物的回顾成为可能；滞留本身不是一种将已流逝的相位当做客体的回顾；在我还把捉着已流逝相位的同时，我也贯穿地经验着当下的相位，我也“附加地”——借助于滞留——接受它，并且还朝向将来的东西（在一种前摄中）。

但由于我还把捉着它，所以我就可以在一个新的行为中把目光朝向它，我们——根据情况的不同：已流逝的体验是在新的原素材（Urdaten）中继续生成自身，即它是一个原印象，还是已经作为整体而封闭地“挪移到过去之中”——将这个新的行为或称做反思（内在感知），或称做再回忆（Wiedererinnerung）。这些行为与滞留处在一种充实关系中。滞留本身不是“行为”（即是说，不是一个在一系列滞留相位中构造起来的内在持续统一），而是一个关于已流逝相位的瞬间意识，并且同时是下一个相位的滞留意识之基底。由于每个相位都以滞留的方式意识到前面的相位，所以它在一个间接意向的链条中包容了已流逝的滞留的整个系列：正因为此，各个持续的统一得以构成，它们可以通过时间图式的垂直系列而得到再现，并且它们是回观行为的客体。在这些行为中，与被构造的统一（例如随这个以持续滞留的方式被保存的不变的声音）一同被给予的是这个构造性相位的系列。因而，意识之所以能够成为客体，乃是因为有滞留。

现在人们可能会提出问题：一个构造性体验的开端相位又是如何的呢？它也是在滞留的基础上被给予的吗，如果没有滞留与开端相位相连，那么这个相位就将是“无意识的”（unbewußt）吗？对此应当说：开端相位只有在它流逝之后才能通过上述途径，即通过滞留与反思（或者说，再造），而成为客体。但是，如果它真的只是通过滞留而被意识到，那么我们就会始终无法理解，是什么赋予它以“现在”的特性。它无论如何可以从否定的方面有别于它的各种变异，即作为这样一个相位，这个相位不再使前面的相位以滞留的方式被意识到；但它在意识方面也完全具有肯定性的特征。谈论某种“无意识的”、只是补加地（nachträglich）才被意识到的内容是一种荒唐（Unding）。意识必然是在其每个相位上的意识（Bewußtsein）。正如滞留的相位既意识到前面的相位，却又不把它当做对象一样，原素材也已经被意识到——并且是以特殊的“现在”的形式——，却又不是对象性的。向滞留的变异过渡的正是这种原意识——而后这个变异就是原意识本身的滞留，并且是在原意识中本原地被意识到的素材的滞留，因为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如果原意识不现存在此，滞留也就无法想象；一个无意识的内容的滞留的是不可能的。此外，这并不是从根据中推演出来的东西，而是完全像滞留一样可以作为构造性相位而在对被构造的体验之反思中被直观到的东西。切不可将这个原意识、这个原立义（或无论将它称做什么）误解为一个立义性的行为。撇开这是一个对事态的明显错误描述不论，这种误解还会使人纠缠到一堆无法解决的困难之中。如果人们说：每个内容都只有通过一个指向它的立义行为才被意识到，那么，马上就会产生对这样一个意识的问题，在这个意识中，这个本身也是内容的立义行为又被意识到，这样就无法避免那种无穷倒退。但是，如果每个“内容”都自身地和必然地“被原意识到”(17)，那么询问一个进一步给予的意识就是无意义的。

此外，每个立义行为本身都是一个被构造起来的内在持续统一。在它构建自身的同时，那个应当被它当做客体的东西早已过去，并且——倘若我们不是已经预设了原意识与滞留的整个游戏——对它来说根本已经无法再达及。但由于原意识与滞留现存在此，所以就有可能在对被构造的体验以及对构造着的相位的反思中去观看，甚至觉知到（innewerden）那些例如在原意识中被意识到的原初河流与它的滞留变异之间所存在的区别。所有那些针对反思方法而提出的指责，都可以解释为是对意识的本质构造的无知。

附录十　时间的客体化和在时间中的事物性的东西的客体化(18)

类似的问题是在一个全空间（All-Raum）(19)中的构造，这个空间在每个特殊感知过程中都被一同感知到，只要被感知的事物在躯体方面显现为处在此空间中；还有这一个时间的构造，在此时间中包含着事物的时间性，事物的延续将自身编排到这个时间中去；还有所有属于事物环境的事物和事物进程的持续。自我也将自己编排到在这同一个时间中，而且不仅是自我身体，也包括它的“心理”体验。属于每个事物的时间是它的时间，但我们却仍然只有一个时间：不仅是诸事物相互并列地编排到一个唯一的线形延展中去，而且不同的事物或进程还显现为同时的，它们所具有的不是平行、相同的时间，而是在数量上为一的时间。这里的情况不同于多重空间充盈的情况，在后一情况中，视觉的（visuell）充盈与行程的（taktuell）充盈是彼此相合的。而在前一情况中，我们所具有的毋宁说是分离的、不相合的事物，但它们仍于同一时间段中存在和延续。

事物的被给予性是作为在现象学时间性中的一个过程而完成的；引发性动感（K）的整个进程以及通过它而被引发的“图像”（b）已经在时间上得到了延展。在从K0到K1的过渡中，由之而引发的图像具有从b0到b1的流程，并且与K在时间上处于相合状态。如每个被充实的时间流一样，这个时间流也有它的时间形态；而且它可以是变换着的时间形态，K的河流，因此还有b的河流可以或快或慢地流动，并且随时间充盈在时间段中的伸展情况，随这个或那个局部相位的充实之“密度”的大小，它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处在相同或不同的速度中。此外，K的流程，因此还有图像序列的流程，是可以回转的，并且重又处在变换的时间形态中，跟随它的是被给予性意识的时间形态。

所有这些，对于显现着的和作为被给予的而站立于此的客体来说，都以某种方式是无关紧要的，无论动感图像流动的延展是大是小，或者说，无论那些出自意项（ideell）总体多样性的可能显现之延展是大是小。我说无关紧要，乃是指：站立在此的始终是同一个东西，例如这个在内容上不变的和静止的事物，始终是在同一个时间形态中展开其事物的内容充盈，以始终同等的密度。然而这河流的时间性还是会对客体化有所影响：有一个时间性显现出来，时间性本质上属于显现的对象，而在这里是指在不变的、静止的事物的持续形式中的时间性。现在有人会说：时间的客体化所具有的“展示性”内容必定是在现象中，而除了在它的现象学时间性中之外，还会在哪里呢？自然，进一步还会对较为狭窄意义上的显现，即处在各种动机引发状况中的显现提出质疑，而且，正如图像在此显现中通过其位置性而展示着客观位置，通过其拟—形象和拟—大小而展示其客观的形象与大小，并且进一步通过其拟—着色（quasi-Färbung）而展示客观的着色一样，它也通过其时间性来展示客观的时间性。图像是在图像连续的河流中的图像；在此河流中的每个图像相位都有这个事物（更确切地说是有在这个图像中展示着的客体面［Objektseite］）的显现着的客观时间相位（Zeitphase）与之相符合；这个图像的前经验时间位（Zeitstelle）是对客观时间位的展示，在图像连续流动中的前经验时间延展是对此事物的客观时间延展（亦即它的延续）的展示；所有这些都是明见的。

进一步看，对客观时间的这种“展示”当然在本质上不同于对在客观时间中存在着的、在其中延续着的事物的展示，后者是把这个事物展示为在时间中的同一的并以延续的方式充实着时间的东西。如果我们简单起见以在“最清楚的看”的较为狭窄领域内的相同图像，即同样丰富的图像为例，那么会有一捆意向的目光束贯穿在这些于拟—时间性中流动的图像之始终，以至于这些图像因此而被置于明确无疑的对应（Korrespondenz）之中。处在同一个意向目光束的各个点通过它们的内容而展示着同一个客体点。因而这里会有一个设定统一的意识贯穿在这个前经验—时间连续统的始终。一条沿意向目光束排列的内容之河流一个相位一个相位地展示着同一个事物点（Dingpunkt）。每个图像点也都具有其前经验的时间位。但并不会有一个将它客体化为同一统一（identische Einheit）的统一意识再贯穿在这些相互接续的时间位之始终：在这个时间位的连续统中伸展开来的图像之点序列展示着同一个事物点，但时间位的序列却并不展示一个同一时间点，而是重又展示一个时间序列。而个别的图像点与所有其他并存的图像点一样具有同一个时间位。整个图像具有一个时间位，每个不同的图像具有一个不同的时间位，在前经验的图像流动中的每个不同时间位都展示着一个不同的客观时间位。否则也就不会显现出一个本身有其延续的事物，一个充实了的客观时间序列。

在前经验时间进程中伸展开来的统一意识使每个图像都成为展示性的图像，设定了在它之中的被给予性，并且随每个新图像而设定了“同一个东西”的被给予性，以此方式，它设定了在展示性图像的时间进程中的统一。但在每一相位中被给予的东西都是作为一个带有这些或那些内容的现在而被给予和被设定的，在向下一个相位的过渡中，它被持守在其现在中。新相位以及每个新相位都是以此方式被持守在其现在中而被给予的，即是说，在持续的过渡中，诸相位被置于统一之中，以至于每个相位都在其客体化中保留了其现在，而且现在点的序列（作为客观的时间点）被一个连续统一的和同一的内容所充实。如果相位a是现时的，它便具有现时现在的特征。但在时间流中是一个相位接着一个相位的；而一旦我们具有新的现时相位，刚刚曾是“现在”的相位便改变了它们作为现在相位的特征。在这条变化的河流中，只要随特定的时间点，在a于回坠时所经历的现象学变化之河流中做出了对同一a的连续设定，时间的客体化便得以完成。如果每个图像连同其现在都是像它在自身中所是的那样被客体化，图像的流动河流在客体化意识中便显现为感性内容的变化河流：这个杂多的同一就会是一个“位于”它自身之中的、从它之中产生的统一。

但在事物的客体化中，在动感的动机引发之统一意义上的图像内容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理解为是超越的。即是说，它并非单纯如其自身所是地被接受，而是当做对一个具有这些或那些特征的、始终以纯粹相合的方式充实着的意向捆的展示而被接受，当做这个意向捆的载体而被接受。这个意向性贯穿在图像内容的始终，与此同时，每个属于各个图像的现在因素都经历着同一个时间段的客体化，即使在没有发生事物客体化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此，客观的时间序列始终都是以同一种方式构造起自己。但显现序列，即客观时间性在其河流中构造起自己的那个显现序列，则就其质料而言是一个不同的序列，它的不同取决于：构造起来的究竟是事物的时间性，还是非事物的时间性；例如，客观的时间究竟是在一个内在声音或一个事物的持续中构造起自身，还是在它的变化中构造起自身。两个显现序列具有一个共同点，一个共同的形式，这个形式构成了时间客体化本身的特征。但这些显现时而是内在之物（Immanentes）的显现，时而是事物（Dingliches）的显现。正如在声音相位（它们中的每个都有其时间的个体化）流动中，声音的同一性就是在相位连续统中的统一性、在所有相位中存在的并因此而延续着的声音的同一性一样，在显现的流动中的事物之同一性，是在所有显现之以自身被给予和现在被给予的方式显现出来的和在不断更新的现在中显现出来的，并因此而延续着的事物的同一性。

这里需要强调，在超越的感知中，早先显现的相位不仅仅以滞留的方式被保留下来，一如在每个显现接续中所发生的，或至少在某个限度内会发生的那样；各个在现在点中的现时感知显现并不会用那个被它变为现时被给予性的东西来结束被感知设定为现在的实在。作为在滞留中续存的（fortleben）显现，过去的显现并不仅仅作为过去之物的显现而被保留下来。诚然，早先相位的（原生）回忆意识还是回忆意识，但这是指早先的感知而言。早先被感知的东西，现在不仅作为早先被感知之物而是当下的，而且它被接受到了现在之中，它被设定为现在还存在的。被设定为现在的不仅是刚刚本真地被感知的东西，而且同时还有刚才（vorhin）被给予的曾在之物。在本真感知流动的同时，不仅本真被看见的东西被设定为在其显现的河流中的持续存在，而且被看见的曾在之物也是如此被设定。而在将来方面也是如此：被设定为现在的也是在对本真感知的进一步相位的期待中的将被感知之物，它是现在的并且持续着并且充实着同一个时间。——这些情况也适用于所有未被看见、但可看见的东西：即是说，所有在K的可能流动中能够作为相关的而被感知的东西。

在这里只是完成了时间客体化的一个扩展。我们曾讨论过这个扩展，当时的讨论局限在始终可以看见的东西、并在看见的同时不断地进行另类展示的东西上。所有被看见的东西也可以是不被看见的，但却始终是可以被看见的。每个感知流按其本质都会允许有一个期待，它最终会将被感知之物转变为一个未被感知之物。但是，时间设定对这个在其完整显现的变换中于此不完整地显现出来的看见之事物（Sehding）加以认同，以此方式而对显现相位的每个时间位都一并加以客体化，并赋予它以一个客观时间位的含义，以至于一个客观持续之物在显现系列中得以摊开自己；与此相同，在总体显现方面的时间设定也以类似的方式进行，这些总体显现以不完整的方式，而且以一再不完整的方式将同一个客体性展示出来。

附录十一　相即感知与不相即感知(20)

相即感知作为一个对象的纯粹内在的和相即的被给予性可以在双重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其中的一层意义是与外感知十分类似的，而另一个意义则不是。在对一个声音的内在的听中，我可以采用双重的立义方向：这一次指向时间流中的被感觉之物，另一次指向在此河流中构造起自身的、但仍然是内在的东西。

1.这个声音可以在质性或强度方面有偏差，或者可以作为在完全不变的内确定性中持续的而在我面前响起，无论如何我发现一条河流，而唯有在此河流中才可能有这样一个个体的对象性被给予我。这个声音是作为声音的现在而开始的，而始终有一个新的现在与它相衔接，而每个现在都有其内容，我可以将我的目光指向如其所是的它。这样我便可以在这个河流的流动中游泳，用我的直观的目光追随它；我也可以不只是注意各个内容，而且也注意这一整个被叫做河流的延展（Extension），或是连同其具体的充盈，或是抽象于这些具体的充盈。这条河流并不是我用钟表或瞬时计来规定的客观时间的河流，不是我在与地球和太阳的关联中所确定的世界时间的河流。因为这些都已被现象学还原所扫除。我们宁可将这条河流称之为前经验的或现象学的时间。它提供了对客观时间谓词之再现的原初代表，用类似的话来说就是：时间感觉。即是说，在上述感知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各个时间内容，即在其时间延展中以及在此延展之充满（Ausfüllung）的被给予方式中的时间内容，或者要注意在抽象意义上的（in abstracto）时间内容或在抽象意义上的时间延展：无论如何要注意实项的被给予之物，实项地作为因素而寓居于感知中的东西。这是一方面的意义。

2.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声音——我们说，声音c——在延续，那么我们的感知的意指就可以指向在此延续着的声音c，指向声音c这个对象，它在时间流中是同一个东西，在时间流的所有相位中都始终是同一个对象。还有，如果这个声音在强度方面有所变化，或甚至在其质性方面有所变化，例如有所偏差，那么在这些说法中已经显露出某个感知朝向，它看到的是一个同一之物，它在发生变化，却又始终是同一个东西，而它的质性和强度则在改变。因而这个对象已经不同于刚才的对象。刚才是鸣声的时间流（Flußdes Tönens），现在则是在时间流中的同一之物。

鸣声的时间流是时间，充满了具体的时间，但这河流没有时间，不处在时间之中。可是这个声音却在时间中，它持续，它变化。它作为在变换中的同一之物“在实体上”（substantiell）是一。但正如时间是前经验的、现象学的时间一样，这里所说的实体也是前经验的、现象学的实体。这个实体是同一之物，是变换之物或持恒之物（Verharrendes）的“载者”，诸如持恒的质性和变换的强度或不断改变的质性和断续改变的强度等等的载者。在谈及“实体”时，目光指向这个相对于随时间流的逐个相位而变换、时而相同、时而不同的时间内容而言的同一之物。它是一个同一之物，通过共同本质的统一、即种属的（gattungsmäßig）共同之物的统一而将此河流的所有时间相位都统合在一起（einigen），但这共同之物并非在一种本质抽象中被总体地提取出来，并被当做是自为的。这个同一之物是在河流中连续地共同保留下来的、在其个体化中的本质。在对实体的观看中并没有从在观看中被给予的内容之河流中抽象出来，并且没有将目光朝向总体的之物，相反，时间充盈的河流仍在视野之中，并且从它之中看出了在它之中、始终与它束缚在一起的同一之物。

实体是完整、具体的河流的同一之物。如果我们以抽象的方式凸显一个非独立的因素，如声音强度，那么这里也会发生对这同一种类（Art）的认同；我们说，这个强度持恒着或变化着。这些同一性是现象学的偶性。声音、现象学的“事物”，具有不同的“特性”，而每个特性重又是在持恒或变化中的同一之物；它可以说是实体统一的一个不独立的光束，是实体的一面，是其统一的一个不独立因素，但本身是在同一个意义上的统一的东西。在这种前经验意义上的实体与偶性是现象学的被给予性：它们是在可能感知中，并且是在相即感知中的被给予性。我曾说，这些感知与外感知相近。事实上，外感知同样是对事物的感知或事物的偶性，而这些感知的特征与对内在现象学实体的感知之特征是相似的。(21)如果我们感知一所房子，那么在它的本质中（即在感知的意义的本质中）就包含着：这个对象具有其时间的伸展，它显现为不变地延续的、显现为在这个持续中的同一之物、显现为在时间延展中持恒的。如果我们在外感知中看到一只飞行中的鸟或一簇光线强度变化不定的火苗，那么这一点也同样适用。外事物具有其现象的时间，并显现为这个时间的同一之物，而且显现为运动和变化的同一之物。但所有这些感知当然都是不相即的，时间连同其充盈不是相即地被给予的，它作为感觉是无法证明的。事物以及特性的同一性也同样无法得到相即的实现，这与声音在其鸣声时、在减弱和重新增强的河流中以及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所具有那种同一性。但明见无疑的是，在内在中相即地被给予的或完成的这同一个认同或实体化，在外感知中基本上是作为不相即感知出现的，它是根据超越的统觉而完成的。同样也很清楚，对事物与特性、实体与偶性的意义分析首先必须回溯到内在现象学的领域中并且在这里把握出现象学实体和现象学偶性的本质，就像对时间本质的澄清必须回溯到前经验的时间上一样。

这样我们就了解了相即感知与不相即感知的重要类型。关于“内”感知与“外”感知的术语，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它们会引起一些顾虑。因而在做了以上阐述后需要留意，“内感知”的标题有双重含义。它在两方面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一方面意味着对一个内在于感知的组成部分的感知；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对一个内在的被观看之物的感知，但不是对一个块片（Stück）的感知。如果我们比较这两种类型的相即感知，那么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就在于：在它们之中完成的是它们的对象的相即被给予性；所有非本真性、所有超越的释义（Deutung）都被排除出去。但只有在一种感知中，对象性的东西才是感知现象的实项构成部分。鸣声的时间流连同其感知现象中的组成部分都在此存在，构成这个感知现象。这条河流的每个相位、每个组成部分都是这个现象的块片。相反，河流中的同一之物、现象学的实体及其特性、那些持恒的或变化的东西，它们虽然是一个在第二种感知中可以相即直观到的东西，但却不能被标识为在它之中的实项因素或块片。

附录十二　内意识和对体验的把握(22)(23)

每个行为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但每个行为也被意识到。每个体验都是“被感觉到的”（empfunden），都是内在地“被感知到的”（内意识），即使它当然还没有被设定、被意指（感知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意指地朝向与把握）。每个行为都可以被再造，在每个对作为一个感知的行为的“内”意识中，都包含着一个可能的再造意识，例如一个可能的再回忆。自然，看起来这像是回归到了一种无穷倒退上。因为，对行为（对判断、对外感知、对喜悦等等）的内意识、对它们的感知现在不重又是一个行为，并因此而本身又是内部地被感知到的吗？对此应当反驳说：每个确切意义上的“体验”都内部地被感知到。但这种内感知并不在同一个意义上是一个“体验”。它并不本身再内部地被感知。目光所能涉及的每个体验，都将自身作为一个持续的、流过的、如此这般变化着的体验来给出，而这并不是由我的目光所造成的，我的目光只是看向它。

我们通过目光的变化可以发现，这个当下的、现在的、持续的体验已经是一个“内意识的统一”，时间意识的统一，而这正是一个感知意识。感知无非就是构造时间的意识连同其流动的滞留与前摄的各个相位。处在这个感知之后的不是又一个感知，就好像这条河流本身又是在一条河流中的一个统一似的。我们称做体验的东西，我们称做判断、喜悦、外感知的行为的东西，我们也称做对一个行为的看向的行为东西（它是一个设定性的意指）——所有这些都是时间意识的单元（Einheit），也就都是被感知性（Wahrgenommenheiten）。而每个这样的单元都有一个变异与之相符。更确切地说：与本原的时间构造、感知相符的是一种再造，与被感知之物相符的是一个被当下化之物。

因而我们现在将本原行为与对它的当下化并列在一起。这样就会有如下的状况：A是某个行为，它在内意识中被意识到（在内意识之中被构造）。而后，如果W1是内意识，我们便有W1（A）。我们具有关于A的一个当下化V1（A）；但这个当下化重又是一个被内意识到的东西，因此便有W1［V1（A）］。

据此，在内意识以及所有它的“体验”以内，我们具有两种彼此相符的事件（Vorkommnis）：A与V1（A）。

我在《逻辑研究》中所看到的整个现象学就是在内意识之被给予性意义上的体验现象学，而这无论如何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领域。

这个A可以是不同的，例如是一个感性内容，一个被感觉到的红色。感觉在这里无非就是对感觉内容的内意识。因此，感觉红色（作为对红色的感觉）是W1（红色），而想象材料红则是V1（红色），但它有其意识此在：W1［V1］（红色）。如此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在《逻辑研究》中可以将感觉与感觉内容视为同一。如果我在内意识的范围内活动，那么那里当然是没有感觉的，而只有被感觉到的东西。这样，把行为（内意识的意向体验）与非行为对峙起来也就是正确的。后者恰恰是“原生”内容、感性内容的总体。相反，就“想象材料”而言，如果把它们称做“体验”，那就是错误的了；因为体验意味着内意识的被给予性、内部的被感知性。而后我们要区分被当下化的内容，如被想象的感性内容，以及对这些内容的当下化，即V1（s），而这是意向体验，属于内意识的范围。

现在我们要考察A是一个“外”感知的情况。它当然是内意识的统一。而在内意识中有一个对它的当下化，就像对每个体验都有一个当下化一样。因此，Wa（g）作为W1［Wa（g）］具有其V1［Wa（g）］。现在，感知的本质就在于，有一个类似的当下化与它相符，即：有一个将感知所感知的同一个东西当下化的行为与感知相符。“再造”是对内意识的当下化，这种当下化与本原的流逝相对立，与印象相对立。这样，对一个事物进程的当下化就不可以叫做再造。自然事件的发生不会再次被造出，它是被回忆的，它带着被当下化之物的特征而站立在意识面前。

我们现在来考察在这两种可以比较的并显然在自身中相互有别的当下化之间的奇特关系。

1.与Wa相对立的是V1（Wa），或者我们现在也可以写作：R（Wa）（对外感知的内再造）；

2.与Wa相对立的是Va（对外对象a的当下化）。

这时便有一个本质法则，按此法则R（Wa）＝Va。例如对一所房子的当下化和对这所房子之感知的再造所表明的是同一个现象。

此外我们还可以说：在特殊意义上的“客体化的”意指可以具有：1.“内反思”、“内感知”的特征。意指可以进入到意识之中，可以将内意识当做基质，这样，所有在内意识本身中隐含地现存的对象性都有可能被给予，它们会成为“对象”。以此方式，感觉成为对象，被理解为感性内容；而另一方面，所有在内意识中作为统一被构造起来的行为、能思（cogitationes）、内意识的意向体验都成为对象。

2.因而在内意识中我们也具有“意向的体验”，在此存在的有感知、判断、感受、欲望等等。这些单元可以作为基质起作用。有一种意指并不是在“内反思”，即意指的内感知中设定这些单元并将它们对象化，而是栖息于（einleben）它们的意向性中，这样，这种意指便从它们那里“提取出”在它们之中隐含地被意指的对象，并将它们变为在客体化设定之确切意义上的对象。作为基质起作用的行为在这里可以是一个空乏地当下化的行为。当然，有可能出现对一个喜悦、一个愿望等等的回忆，而这个意指有可能朝向曾有的喜悦、被期望之物本身，同时这里却并无活的表象在运作。

因此需要区分：体验的前现象的存在，它的先于对它的反思朝向的存在，以及它的作为现象的存在。通过关注的转向和把握，体验获得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它成为“被区分的”、“被突出的”的体验，而这种区分无非就是把握，而被区分无非就是被把握，就是成为转向的对象。但现在不能以为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好像区别仅仅在于：同一个体验这次与转向、即与一个新的体验、与这个朝向活动的体验联结在一起，因而仅仅是复杂化了而已。当转向发生时，我们肯定会在转向的对象（体验A）与转向本身之间做出明见的区分。而且我们肯定有理由说，我们此前所转向的是其他的东西，而后完成对A的转向，而A在转向之前就已经“在此存在”。但我们先得要注意：关于同一个体验的说法是非常多义的，并且（在它得到合理使用时）根本无法从中直截了当地提取出什么，从现象学上看，体验活动并不会因为这种“同一个”状况而发生丝毫改变。

让我们来作进一步的思考：即便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时而向此时而向彼的转向，也是某种被新的转向所把握的并如此而原初地对象化了（对它的原初认知）的对象；随之，将转向对象与转向加以联系，以及对这种联系的原初认知，它们是新的现象；与此相同，把向对象的转向与带有认知（即认识到：转向附加到这个无转向的对象上）的转向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也是一个新的现象。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什么叫做转向一个对象——如转向这张纸，特别转向这张纸的尤为凸显的一角。与在客体上特别被关注之物和未被关注之物完全不同，这种“主体方面”的区别是在其各个步骤中的注意活动本身。对象是在一个注意的样式中被给予的，而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自己重又可以朝向这个样式的变换：恰恰朝向我们现在所描述的东西，在对象上时而有这个、时而有那个以特殊的方式是对象性的，并且现在被偏好的东西，乃是先前未被偏好地已经在此的，每个被偏好的东西都有一个背景，有一个在那个对象性的总体范围中的环境，如此等等。在这个对象的本质中包含着：它是一个不独立的东西，没有“它的”展示方式，它就不能存在，即是说，没有使此展示方式成为对象并从它向对象过渡的观念可能性，它就不可能存在；而在我于一个序列中所意识到的“同一个”对象的本质中包含着：目光恰恰应当朝向这个展示方式的序列，如此等等。

这种反思是在一个时间意识的统一中进行的，如上所述，这个新被把握到的东西已经在此，它属于先前作为背景被把握到的东西，如此等等。每个“注意力转向”都意味着意向的连续性，而另一方面，在这种连续性中可以把握到一种统一，一种被构造的统一：同一者的统一，这个同一者只是在不同的注意方式中展示自己，并且在它身上有不同的因素与部分被注意到，“处在光线下”。

现在，注意力无非就是“意识本身”这些样式的区别，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即这些被感知性以“同一个”的形式聚合为一，这“同一个”时而具有这个注意样式，时而具有那个注意样式；除此之外，注意力还会是什么呢？现在，什么叫做对“转向……”的因素进行反思？注意的样式这一次是以“素朴的”方式进行：我在其进行过程中转向在它们之中显现的对象；另一次是有一个当下化的目光朝向这些样式本身的序列，我可以在回忆中一再地将它跑完，而这个序列本身具有其统一。

附录十三　作为内在时间客体的自发统一的构造。——作为时间构形和绝对时间构造意识的判断(24)

如果我们有一个判断（例如2×2＝4），那么被意指之物本身就是一个无时间的观念；在无数判断行为中被意指的可以是同一个东西，在绝对同一的意义上；而这同一个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我们将它当做“命题”，并且我们把“判断”看做是命题的相关项。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判断行为？在其中2×2＝4被意指的意识？不能。我们考虑一下：我并非转向被意指之物本身，而是将我的目光朝向判断活动，朝向这个过程，即2×2＝4对我成为被给予性的过程。这里有一个过程发生，我开始构成主项思想2×2，并且结束这个构成，而这被用做对接下来的设定“＝4”而言的基本设定。因此，一个自发的构成得以开始、继续和结束。但我在此所构成的东西并不是逻辑命题：它是在此被意指者。“被构成者”不是被意指者，相反，在自发性中被构成的首先是“2×2”，接下来是“2×2＝4”。自发地完成了（在自发的构成中构成了）关于2×2的“意识”以及最终2×2＝4的意识。如果这个被构成者完成了，那么它作为过程也就过去了，它立即便回坠到过去之中。

在这里，被构成者显然不是构成过程（否则构成的比喻就用错了）。我也可以注意这个始终前行着的意识和这个前行过程的统一（正如我在感知一段旋律时可以关注这个持续的意识、关注“现象”的持续流动，而不去关注声音本身一样）。但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个在它结束时完成的、在其中“2×2＝4”被意指的现象。同样，构造一个手势之显现的意识过程也不是在其中显现出手势的那个显现本身。在这里，与显现相符的是“2×2＝4”的意指，是明确的、在其中可以说有“这是如此”显现出来的“述谓”（Prädikation）。属于手势—显现之统一的不是意识过程的相位，而是在它们之中构造起来的显现相位。所以在判断意识的过程中（在判断意识的“河流”中）也构造起述谓的组成部分、主项、谓项等等。而作为统一的判断意指的判断，它的主项在构造出来后便一同属于判断意指，尽管关于它的意识持续地发生进一步的变异（与此相同，在一个运动的显现中包含着始终处在回坠样式中的开始相位之显现，但并不包含那些意识构形，即开始相位的显现在回坠中作为持续的运动相位而在其中构造起自身的那些意识构形）。

因此必须说，要作两方面的区分：

1.意识流，

2.在它之中的构造者，而在后一个方面又要区分：

a）作为自身构造的“显现”的判断，或对2×2＝4的意指，它是一个生成过程，以及

b）在此生成的东西，最终作为被构成者、已生成者而站立于此的东西：完成的述谓。

判断在这里是一个在内在时间中的内在过去、一个过程（不是一条意识流，而是一个在意识流中构造起来的进程），它开始并结束，而且随着结束也就过去了，就像运动在完结之后就过去了一样。诚然，在感性被感知的生成之显现方面，始终可以想象这个生成会过渡到持恒的存在中，或始终可以想象运动在某个任意相位上过渡到静止中，而在这里是根本无法想象静止的。

但是，以上这些还并未穷尽所有的区别。伴随着每个自发性的行为都会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这个自发性的行为可以说是在它的流动的每个瞬间都是作为原感觉（Urempfindung）在起作用，它根据意识的基本法则来经历自己的映射（Abschattung）。在意识流中逐步完成的自发性构造出一个时间客体，而且是一个生成客体（Werdenobjekt）、一个进程：原则上只是一个进程，而非延续的客体。而这个进程回坠到过去之中。在这里必须考虑：如果我以一个此物（Dies）—设定开始，那么自发的抓住（Zufassen）与把握（Erfassen）便是一个瞬间，它在内在时间中作为瞬间而在此，随后便立即坠下去。但与此相联结的是一种对于在内在时间中判断过程之统一的构成而言的持留（Festhaltung），对此物的原设定（如利普斯所言的“锁定”［Einschnappen］）连续地过渡到持留意识中，而这种持留并不是对那个正经历其内在时间变异的原设定的获得，而是一种与此意识相交织的形式；而这里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在这个持续的现象中不仅构造出起始相位的下坠，而且这个连续维持下来的（forterhaltend）、持续着的此物—意识还把此物作为一个延续的被设定者构造出来。这意味着，启动和维续构成一个自发性的连续统，这个自发性本质上建基于一个时间下坠的过程之中，这种下坠使得起始相位和接下来的维续相位在一个时间的流程中坠落下去，并因此也使得它们作为基层表象（直观、空乏的当下化）和表象变异所带有的东西也坠落下去。行为开始启动，但在变化了的样式中作为行为（作为自发性）继续前行，而后有一个新的、继续这整个自发流程的行为开始启动，例如一个述谓—设定的行为。如果这个构成不继续前行，那么，结果便不是述谓设定的新的、以其方式原涌起的（urquellend）述谓设定之自发性，而是在此基础上的这样一种设定：在它出现的同一个内在时间相位中，以一种持留的自发性形式和以它相对于原涌起的状态设定所具有的变异了的形式，主语设定得以真正进行，并在此之上建造起了本原的谓语设定，随着这个谓语设定，它构成了一个单元，即总体判断的单元：作为时间构成的存在相位、作为判断在其中现时地“完成”的一个时间瞬间。这个时间下坠着，但我并非立即停止判断，即是说，在这里与往常一样，判断持留的一个片段持续地与最终完成的进行瞬间相衔接，作为在时间上如此这般被构形的判断，判断便随之而获得一个进一步的片段。在此，在我有可能再联结上新的、更高的判断构成，将它们建造于其上，如此等等。

因此，判断作为内时间意识的内在客体是一个过程的统一，是不断的“设定”（当然是判断设定）的持续统一，在其中出现两个或多个进行瞬间、原设定的瞬间。这个过程在一个没有这些瞬间的片段中结束，这个片段以“现状的”方式就是关于此过程的意识，对那些以“原初”方式通过进行瞬间而被意识到的东西的信仰。判断（述谓）只有在这样一种过程中才是可能的，这就已经意味着：对于判断的可能性来说，滞留是必然的。

一个自发的单元、一个述谓判断作为内在时间客体构造自身的方式，鲜明地有别于一个感性过程、一个持续的相互接续的构造方式。这是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中，“原初的东西”，即不断更新充实的时间瞬间的原泉源点（它的相关项是现在中的原生内容），要么就是一个素朴的原感觉相位，要么就是一个由于被立义为原显现相位而被构形了的原感觉相位。但在判断情况中的原初之物却是设定的自发性，它需要以某个触发材料（Material der Affektion）为基础。仅就此而言，这个建构就会是更复杂的。

此外，这里还出现双重的原初性。对作为时间形态之判断而言的“原初”构造者是“设定”的连续性，它在这个方面始终是原初地给予着的。而后，在带有其各个滞留的时间意识中，连续的判断瞬间见自身构造为时间构形的判断之时间点。但我们必须将成就着的（leistend）自发性之本真进行设定瞬间区别于那些维续着被成就者（Geleistete）的自发性的持续瞬间。这是在被构造的时间形态中的区别，在此时间形态之中得到凸显的是源泉点；这当然也是在构造着的时间意识中的区别，在此时间意识中，原发的（originell）相位分为两种：创造的（schöpferische）相位和现状的（zuständliche）相位。

如果我们据此而可以认为，作为时间形态的判断的观念已经在与绝对的时间构造意识的区别中得到澄清（因此也包括在其他自发行为方面的相应区别），那么现在就可以说，这个判断是一个意指，类似于例如一个外空间时间存在显现于其中的内在—客观显现。可以说在意指中显现的是被意指之物，在“2×2＝4”这个意指中所显现的恰恰是命题的、如此这般被构形的事态。但这个事态不是事物，不是客观时间的存在，既不是一个内在的存在，也不是一个超越的存在。它是一个延续的被意指之物，但它本身不是延续着的东西，它的意指会有起始，但它自己不会起始，就像它自己不会终止一样。按其本质，它可以在不同的方式中被意识到，或者说，被给予，它可以被分节，而后在一个被建造的自发性中被意识到，这个自发性可以作为内在时间形态而跑得“更快些”或较慢些，但它也能够以一种状态的方式被意识到，如此等等。

自发的时间形态与所有内在客体一样，它们的对应图像就是关于它们的再造的变异。判断—想象与每个想象一样，本身都是一种时间形态。对判断—想象之构造而言的原初瞬间是“原初”想象，它们与那些按照意识的基本法则而与它们相衔接的变异、与滞留的变异是相对立的。想象是作为内在客体而构造起来的，这样，借助于它特有的、具有中立化了的当下化特征的想象意向性，内在的拟—客体、内在被想象之物的统一也就在想象的内在拟—时间中得以构造起来。只要想象是对一个“显现”的当下化变异，就会进一步构造出一个被想象之物的超越统一，我们说：一个被想象的空间时间的客体之统一，或一个被想象的事态之统一：这个事态是在一个拟—感知判断中拟—被给予的，或者在一个其他类型的拟—想象判断中拟—被想象的。

【注释】


(1)这里的文字依据了1917年夏受作者委托并由作者协助、为埃迪·施泰因合成，并于1928年由马丁·海德格尔编辑出版的稿本。除了附录十以外，作为这些“附录”文字之基础的手稿资料都未能找到。由于手稿的缺失，我们不具有实证的依据，也就无法更确切地猜测这些不同札记的产生日期。但是，如果我们对1928年出版的“附录”的内容与在这卷中所重新给出那些标明日期的札记的内容进行对比，那么我们可以猜测：“附录”文字可能部分地立足于那些更多是产生于1910至1917年的札记上。——关于附录十可以参照第120页上的编者注。——编者

(2)对第11节、第29页（边码［390］）及后页的续加和补充。

(3)对第17节、第40页（边码［400］）［及后页］的续加和补充。

(4)这里的“现时性”（Aktualität）和“非现时性”（Inaktualität），与《观念》意义上的“立场性”（Positionalität）和“中立性”（Neutralität）是同一个意思。

(5)对第23节、第50页（边码［408］）及以后各页的续加和补充。

(6)对第32节、第69页（边码［425］）及以后各页的续加和补充。

(7)对第33节、第72页（边码［427］）的续加和补充。

(8)关于“内意识”参照附录十二、第126页（边码［481］）及后页。

(9)对第34节及以后各节、第73页（边码［427］）及以后各页的续加和补充。

(10)参照第40节、第83页（边码［437］）及后页。

(11)参照第17节、第40页（边码［400］）及以后各页，以及第18节、第42页（边码［401］）及以后各页。

(12)以下尤其参照第36节、第74页（边码［429］）及后页。

(13)对第38节、第76页（边码［431］）及以后各页的续加和补充。（对这一附录的理解最好不只是依据这里的文字，而且同时还参照前面讲座部分（A）第10节、第［389］页以及第43节、第［445］页上的图式。——译者补注）

(14)对第39节、第80页（边码［433］）及以后各页的续加和补充。

(15)对第39节，尤其是第82页（边码［435］）及后页，以及第40节、第83页（边码［437］）及后页的续加和补充。——编者

(16)原文为：“im Griff behalten”。但在尼迈耶的单行本中误作“im Begriff behalten”，即“被保留在概念中”。英译本也因此误译。全集本做了改正。——译者

(17)原文为：“urbewußt”。但在尼迈耶的单行本中误作“unbewußt”，即“无意识的”。英译本和法译本也因此误译。全集本作了改正。——译者

(18)附录十的文字立足于一份出自于“出自现象学与理性批判的主要部分”讲座稿的文字，胡塞尔在1907年的夏季学期于格丁根大学做了这个讲座。这就是所谓的“事物讲座”，它的引论已经以《现象学的观念》为题发表在《胡塞尔全集》第2卷中。——编者

(19)对第43节、第90页（边码［443］）及以后各页的续加和补充。

(20)对第44节、第94页（边码［446］）及以后各页的续加和补充。

(21)当然，实体并不被理解为实在的实体，实在特性的载者，而仅仅被理解为幻象感知（Phantomwahrnehmeng）的同一基质（Substrat）。

(22)对第44节、第94页（边码［446］）及以后各页的续加和补充。

(23)这一附录的文字与在《胡塞尔全集》，第23卷，第14号文字中以“关于内意识和内反思”分节标题给出的文字部分相合。参见该卷的第307～310页。——译者

(24)对第45节、第96页（边码［448］）及以后各页的续加和补充。


B　表明此问题发展的增补文字


〈一　引入对“清新”回忆和“再”回忆的本质区别以及关于时间意识中 的内容变化与立义区别〉(1)

〈第1号〉　对一个持续较长的变化进程之统一的表象是如何成立的？〈直观与再现〉(2)

对一个持续较长的变化进程的统一、一个在相互接续中进行的或展开的统一之表象，例如一段旋律的表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只有极小的时间后续与延伸之块片（Stücke）才会在一个目光中、在一瞬间的直观中被纵观到；因此，也只有极小的旋律部分才会在某个瞬间中被直观到。

属于一段旋律的各个音形之后续或相互离散的展开，乃是在一个（时间上延续的）行为中进行的，仅就此而论，一段旋律就不会是一批分离的直观。即便与个别的声音与构成物相符的是各种特殊的行为，也必须有一个行为在此，它支配性地包容了内容的统一，只要这个统一是在关注活动的每一瞬间中的内容。在这个行为延续的同时，它的统一始终被保留下来；内容变换并且一个瞬间、一个瞬间地改变，随之行为也以某种方式有所改变。随时间的延伸（Dehnung）携手进行的是时间的缩短，借助于这种时间缩短，以前曾被直观到的东西的一个部分产生变化或再次消失，同时另一方面又出现新的东西。因此，较为狭窄意义上的直观只是旋律的一个块片，即带有其处在某个展开阶段中的各个音形的旋律之块片。

我们设想一下：一段熟悉的旋律现在开始进行。它以一个直观的、有特征的音形开始，这个音形明显地有别于嘈杂的或其他的声音“背景”；在它之上建造起另一个音形，以此方式也就从音形中发展出音形。但在这里，新东西并不是与被持守的旧东西相并列的。旋律开端上的声音或声音组构（Tongefüge）始终只是意识中的一小段时间t，姑且不论它所经历的内容变化（时间上的回移和弱化）。在时间的内容顺序中，每一瞬间在清晰和充盈方面的主宰都是末端，甚至就是后来者、接近现在者在主宰着先前者。如果t被跨越，那么开端就会消失，从此便不断会有新的后续部分消失；由于消失部分的含糊性，这种状况并不会引起特别的留意，尤其是因为兴趣粘连在更生动的、更新的东西上面，并且完全是朝向前面的。因而音形在弱化并且逐渐消失，同时这种变化却没有引起注意；人们所关注的只是赢得，而非丧失。诚然，丧失也与一个延续着的获取相联结。只要带着统一的兴趣来追踪这整个过去的发展就会发现，它影响着各个当下之物的感性（ästhetische）特征，亦即感受特征。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被维续下来，尽管被论证的东西对于直观来说已经去矣。如果旋律结束了，那么我们便有具有这样一个边界，它的特征就是完善（Vollendung）的意识。结束的方式就像一个句子的句号一样，使我不再期待或要求新的东西。一个写了一半的句子、一个不完整的前句，甚至一个语句部分、一个词（它没有通过表达重音而作为一个完整句起作用的词），它们所引起的是没有得到满足的期待，就像当我们吃午饭时在上完汤后就再也没有东西端上来一样。一个发出了但却没有完全流逝的声音运动会具有未完成之物、有缺陷之物的特征。“我们觉得被继续拽下去”，这个运动逼迫着继续，或者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表达这个状况。无论如何，这个此刻被直观的内容具有一个特有的特征、一个拟—质性，对它可以形成联想，我们借助于这些联想而明晰地（explicite）意识到，新的音形必定会（或不会）接续，它们以典型的方式与刚刚直观到的东西相衔接，或从它们之中生长出来。这就是克里（Kerry）和利普斯（Lipps）称之为继续欲（Fortsetzungstrieb）的东西，尽管并不完全等同。在单一轨道上进行的表象或活动的习惯会使几个步骤起作用，或者会造就一种可能继续的意识，但这个继续却没有被表象。在一个相同方向上、一个系列中的继续前行，在实事关联中的秩序、和谐所造就的便是特别的“感觉”，而禀赋（Disposition）得到论证，它们与在先指明的内涵相衔接，使得延展、构形以及对其可能性的知晓得以可能。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处于结尾时，我们从何知道，已经有某些东西事先过去了，这个最后当下的东西并不就是整个旋律？倘若感知或想象或两者都拒绝将已开始了的旋律继续下去，我们从何知道，总会有东西接续下去，在旋律的总体性上就是缺少了某种东西？

如果旋律在感知或想象中流畅地进行，那么，在继续踏入那些新的和被认做相属的音形时我们便会知道：这个旋律还没有结束。如果感知中断，就有可能在想象中增补下一步的进程，而只要想象为我们所提供的东西仅仅被我们感觉为不完善的替代，我们就会获得例如在以下命题中表述出来的认识：演奏者在半途中断了。这种在想象中的继续编造（Fortspinnung）常常不会出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以这种方式做出判断。或许会有几个节拍影子般地被意识到，或许连这都没有，尽管如此，我们如何会知道并且会说：这个演奏远未结束就被中断了？这个判断所传递的是一种匮缺感、不足感、或多或少强烈的阻碍感，有可能还带有意外感、讶异感和失落的期待感。如果我们自己在感知中或在单纯想象中进行现实创作时中断旋律，那么情况也会是如此。只是在这个情况中不会有通常出现的意外感、讶异感。

我们至此为止都是以熟悉的旋律为例；不熟悉的旋律的情况也是类似的。我们的音乐经验使我们理解，什么是一个结束了的旋律的总体，什么不是。引导我们的是相似性。

因此，那些感受凸显了这些瞬间被直观到的东西所具有的不完善的、有缺陷的或半途而废的特征，故而这些被直观到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本真的表象，是完整丰富总体的代表。这些再现活动在心理学上的产生与其他再现活动在心理学上的产生并无二异，它们的功效在这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是明白无疑的。

如果我们想阐释这些再现活动，那么，我们可以借助于直观的这种禀赋性的连结，它们构成了有序的和在实事上确定的旋律之直观进程。我们沿着连续的链条前行和后退。我们让旋律在想象中继续展开；而且我们回返地抓住留下的音形。当然不可能简单地把声音一个一个地反转过来，再走回去。在现实创作旋律的过程中的个别声音只是作为建造在它们之上的音形而言的基础才引起我们的兴趣，而这些更为全面的、相互缠绕的形态的组合带来了旋律总体的整合之统一。所以我们在回观的目光中也只能把握到——或更确切地说新创作出——一些相对地独立的、统一被析出的块片或形态，并且因此也不是回到个别声音的链接上，而是回到在开始时声音构成的链接上。就熟悉的和可供我们想象自由支配的旋律的可能阐释而言，这就是最完善的阐释了。自然，这个阐释也可能是一个或多或少有缺陷或完全非本真的，而且，只要回忆是残缺的，或只要被给予的块片根本不属于一个曾被听过的旋律，而“这是那个旋律的块片”的判断仅仅是根据某些标志而做出的，这个阐释就必定是一个或多或少有缺陷或完全非本真的。所有这些阐释都会随意或不随意地出现在反思的情况中。而它们之所以出现，乃是因为那些附着在各个被给予的替代物上并使它们变为再现活动的感受标记与那些阐释过程有着禀赋上的、即经验上的联系。

在我看来，不可避免地要给“直观”（Anschauung）这个术语以一个较为狭窄的和一个较为宽泛的含义。较为狭窄意义上的直观是一个瞬间表象，或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留意行为的内在的和原生的内容；较为宽泛意义上的直观是一个统一延续的留意行为的内容。(3)

如果这内容在留意过程中始终没有变化，倘若时间延展没有被关注，那么在对此延展的瞬间直观面前也就不存有区别。如果内容持续地变化，或者如果进入这个统一直观行为的不是这一个内容，而是始终变换的杂多性，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我们这时所具有的是瞬间直观的一个关联进程，它被包容在一个延续的留意行为中。内容或是连续地变化，或是隐秘地变化，根据情况的不同，这里会有一些并不是非本质的区别；在隐秘变化的情况中，倘若行为的整个进程只是在一个支配性的行为以内发生，总体直观的统一性就不会因为特殊的留意行为有可能突显了个别的东西而受到干扰。此外，哪里有隐秘的内容变化发生，哪里就总是会有连续的内容变化；通过时间性的推移和延展而发生自然的内容变化。我们可以从意项上（ideell）将这个延续直观的统一行为分解为瞬间行为，并因此而能够谈论一个连续的直观进程，无论内容发生怎样的变化。然而更好的做法是把直观进程理解为杂多的内容变化被纳入其中的分立的（diskreter）留意行为的后继；理解为所有那些在连续的留意之中进行的行为。

如果只把瞬间直观性的东西看做直观，那么，就会过于远离对这个术语的通常使用。我们具有一个对空间事物的直观，如果我们从所有的面来观察它。这个对象就其被视为客观存在的而言，是一个被预设的、非本真地被表象的总体直观，它自身包含着从不同方面接受的直观彼此反对地提供出来的所有新东西。我们直观在对象方面的所有可被直观到的东西，亦即从所有方面来观察“它”，以此方式而使对象被我们直观到。对于事物的每个部分和每个标记而言都有一个立场，在此立场上我们可以“最佳地”理解它，即是说，在直观的每个因素随立场变换而经历的变化之连续统中，每次都有一个我们的兴趣因素在其中得到最大满足的相位。从属于此的立场便是“正常的”立场，而这个因素构成一个部分，或者作为对整体的规定，构成在对这个客观对象的意项综合中的一个标记。所有其他相位都服务于对正常相位的标识。

因此，使一个对象一般、一个客观的统一被直观到，这就是说：从各个组成部分的意项一致性中（它们的统一要归功于对它们的思想综合），以一种满足我们兴趣的完整性，演替地（succesive）直观出这些组成部分（部分或标记）。

如果一个对象的构造因素没有被直观化或不能被直观化（是不可直观的），那么，这个对象就是在此意义上非直观的。心理学家在这里当然会区分现实的与臆想的直观。我无法从柏林到罗马的道路中获得直观，哪怕是以一种直观进程的方式，即在一个行为之内也无法做到；但我可以从这条道路的个别块片中以及从足够小的相邻块片的统一中获得直观。所以，只有少许空间性的东西才相对而言是可直观的，尤其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不是可直观的。即便在涉及一个不太复杂和一眼能纵观的形象时，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可以获得的瞬间直观也不会现实地、或不会如其被意指的那样现实地包含所有那些我们认为随此而直观到的部分和关系。通过从某个视点来观察这个形象而为我们所获得的那些大部分是含糊的表象，并不是我们用“对此形象的直观”所意指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它实际上只是用来创造客观统一的支撑点，在这个统一中意项地包含着所有的部分和因素，它们就是我们在各个最有利的和每一因素都在变化的视点选择中所获得的那些部分和因素。因此，所谓对客体的如其所是的瞬间直观，就还原为一个直观进程，我们在此进程中确证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和各种关系，而且是在它们的最完善的，以及最充分满足我们主要兴趣的各个变化阶段中。

现在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更为仔细地研究这些产生出客观统一或事物统一之表象的直观进程，以及建基于它们之上的构成过程。

我们的分析所提供的下一个被给予之物是事物。因此我们必须以它为出发点。关于事物，我们不具有严格词义上的直观，即使我们感知到它；没有一个瞬间行为能够在自身中从总体上现实现前地包纳那些客观组成它的杂多部分、属性和联结，同时还对它们进行留意和立义。如果在一个瞬间行为中进行了感知，那么这些杂多性就只是意向，而它决定了我们在这里和在类似的情况中说：关于这个被意指之物，我们所具有的不是真实直观，而是单纯再现（在此意义上是单纯“表象”，即非本真的表象）。想象表象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它们的非本真性是一种更为间接的非本真性，因为它们直接回指到相应的感知上。但所有再现都以直观为基础，如果我们看见或触摸到事物，我们便具有事物统一建基于其中的直观。我们先以看的活动为例。如果看的活动为我们提供的是对一个可见客体本身的完整直观，那么就需要有一个我们现在可以考察的直观进程。为此目的，我们需要进行几个方面的区分，即区分：

1.这样一种直观进程，即在头和其他身体部分不动的情况下，仅仅以眼睛的运动甚至留意和注意的内目光的运动为基础便可能的直观进程；

2.这样一种直观进程，即在头和身体其他部分运动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直观进程。

我们在这里谈到眼睛的运动与头和身体其他部分的运动，以此方式我们已经考察了看的活动的“状况”，它们源自客观的认识，看起来不属于纯粹描述心理学和要素心理学。尽管如此，这些表述只应作为舒适的、难以避免的符号用于主观体验，它们始终是上面所说的客观认识的基础，并且通过客观认识才得到诠释（Deutung）。我们现在恰恰要撇开这种诠释不论。一个尚未将其身体客体化并且在此意义上尚未认识其身体的孩子，可以并且也会拥有心理体验，他很久以后才会以判断的方式将这些心理体验诠释为目光的抬起和落下、抬头和低头、围绕客体走，以及如此等等。身体、头、眼睛的每个特定姿态与运动都会有一个完全特定的心理内涵与之相符；无论它有多么复杂，无论它是从多少（可以为分析以如所周知的方式所达及的）感觉组元（Empfindungskomponenten）中产生的，它都先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或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与分析相遇。随状况的不同，个别内容（例如眼睛的运动）乃是作为分离的统一而迎向我们，或者它始终与同时在其他方面被给予的体验融合为一个不可分析的整体，但这个统一会作为统一而自为地被留意，或者这个整体始终未被留意，同时却并未丧失那些我们将要考察的作用，这些作用要归功于个别组元的特定贡献。

我们想把这些看的伴生（konkomitierend）状态干脆称之为主观状态U。

我们从第一种直观进程开始。在头与其他身体部分不动的情况下，目光转向一个客体，如转向我们面前的墨水瓶。一旦开始看，也就开始了一个游戏，即内容变化与特别接纳它们的留意行为的游戏，这些行为是在一个支配性的留意活动以内进行的，但却并不为这个留意行为所持留。人们说，目光在客体上漫游，进入视点并因此而进入留意活动之精神目光的时而是这个部分，时而是那个部分。但这是一种非心理学的言说方式。主观上摆在面前的无非是诸直观在时间内容上的连续统，在这个连续统中，一些个别的部分得到特别的突出，而中介性的部分则充塞在向前者急速进行的过渡中，它们通常不会受到特别的关注。借助于在原生地被留意的内容之变换中的持续性（Stetigkeit），我们干脆可以说是一种内容变化，而在这里已经包含了被说出来的各个瞬间阶段彼此间的相似性。因此，我先凝视这个墨水瓶的一角，而后目光匆匆掠过边缘并凝视另一角。总体的内容改变了。在此变化中凸显出了开端阶段和结束阶段，我们并不特别关注上面所描述的此过渡之内容变化。如果先前A角原生地被留意到并以某种方式从统一被关注的总体印象中得到突出，尽管并未从它之中解脱出来，如果A先前以上面所描述的被凝视之物的方式是清晰的，那么一切都不再有效，而对B角来说有效的则是我们刚刚对A所做的那些陈述。A现在是首先较不独立的、较不清楚的，并且最终可能根本不再从新的和内容上变化较大的总体直观中被突出的因素，这个总体直观通过显现的变化的过渡现象（显然是一个运动现象）而与以前的总体直观联结在一起。因此，在目光漫游过程中，变化在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在目光从直观的一个部分漫游到另一个部分并以上述方式而对直观造成变异之前，我们发现，倘若这个进程进行得足够缓慢，在总体内容的“直接被看到”的部分中就会有一个部分凸显出来，这时我们便会感到有一种追求，我们会毫不动摇地将它称之为对清晰化的追求。间接被看到的客体带着某种缺陷显现给我们，只有（在缺少反作用因素的情况下，例如在没有意愿保持目光不变的情况下）当目光完成了不可或缺的转向并完成了随之而被给予的清晰化，这个缺陷才会显现为被去除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直观的每个间接被看到的和可分析的部分上都粘连着一个特定的意向，它在分析的情况中现时地被感觉到，并且作为刺激而释放出那种导致意向满足的目光运动，或者纯粹心理学地说：它在通常情况下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应的清晰化。然而清晰化了的内容是另一个内容，它与未清晰化的内容仅仅是相似的，但通过意向的更大充盈、界定的鲜明性等等而更多地满足着我们的兴趣。如果我们有意凝聚目光，那么那些从面上被留意的部分内容的意向就常常会以此方式来表现它的作用，即相应的被清晰化的部分内容的想象材料会闪现出来，但却没有延续的存在。现在，我们要将那些附着在被直观之物的部分内容上的，也附着在直接被看到之物上的其他意向，还有能够通过另一种身体位置而得到充实的意向，都搁到一边去。

现在有必要在我们所考察的内容变化中区分两个组元，它们也可以在实项方面得到分离：

1）通过我们称做目光运动的状况U的变换而产生的内容变化；

2）通过留意（Bemerken）和注意（Aufmerken）而出现的内容变化。

在通常情况下，被凝视的点，即严格词义上的视点，同时也是原生地被留意的点，而且常常也是、但并不总是一个注意的对象。我们考虑一下，哪些变化与留意和注意联系在一起。我在这两者之间作一个由马尔梯—施通普夫提出的区分。并非每个留意都与注意联系在一起。注意是一种对内容的期待状态（Gespanntsein），在此内容上附着着某个急于得到满足的意向。留意是在本真词义上的表象；是对一个内容的单一接纳（Aufnehmen），是单一地转向它。如果一个内容对我们来说是现前的，那么我们就会留意它。留意是否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对此我们不想争论。但在这里存有非常奇特的内容区别：我们的总体意识在每一瞬间都提供统一中的杂多。一个完全不可分析的统一不会让人留意。始终是至少有一个部分内容会被留意，并且从其他意识内容的“背景”中凸显出来。我们可以完全转向一个内容；但它永远不会是完全孤立的，背景始终作为“流苏”（frange）挂在它身上。只有通过对每个或少数几个部分的突出（pointieren），我们才能意识到总体的意识内容。但突出是一种内容变化。随我们所突出的是这个还是那个的情况不同，总体的印象也在变化。但我们常常同时转向许多东西；即使这时也总有一个环节在此，它的突出标志就在于，它是我们“第一级地”（原生地primär）转向的东西，而其他的环节则是第二级地（次生地sekundär）被留意到，背景在某种程度上是第三级地（tertiär）被留意到的。然而这并不是行为的区别，至少不单单是行为的区别。由于我关注这个烟斗，所以我突然也留意到旁边的墨水瓶，而后可能还留意到附近的小刀等等，或者我同时听见车子开过。处在我的留意的“视点”中的东西与不处在其中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就是我们凝视着的被看见之物和我们不凝视的被看见之物之间的区别，同样也是在那个在黄的污渍中映像出来的东西与那些通过侧边视网膜部分而展示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它们重又是清晰性的区别。每当我们同时留意到多个东西时，这个“多”都以留意活动的演替为前提，只有在这种时间的联结中，它才可能“附带地”被留意。此外，内观察表明，在附带被留意的东西之间也有清晰与不清晰的程度区别。我们能够将每个附带被留意的东西至少在一瞬间转变为原生地被留意的东西，即清晰的东西。重又有效的是：当一个清晰的东西变得不清晰或不清晰的东西变得清晰时所发生的内容变化，是一个连续的变化，它把类似的东西变为类似的东西；在这里也是那种特有的过渡感。

在原生地被留意之物意义上的清晰性，在通常的看的情况中同时也是在被凝视之物意义上的清晰性；但也有可能是我们凝视一个点，却原生地关注一个旁边的点。因而习惯性的联结是可以随意消解的。我们刚才对间接被看见之物所说的东西，也适用于在附带被留意之物意义上的不清晰之物。它具有一定的意向，一定的缺陷，它急迫地要求被消除，借助于此，附带被留意之物便具有一种再现的功能，并因此而具有与相应的原生被留意之物的禀赋上的联系。——

在阐释了这两个在直观进程中或在直观变化中起作用的组元之后，我们还必须强调几点。直观进程是一个时间进程。尽管如此，时间因素在这里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它被铲除了；它因为特殊的关系而根本不被关注。由于清楚地闪现出来的时而是瞬间被给予的总体直观的这个部分，时而是那个部分，而且对于总体直观而言，结果便是一个相应的变化，因此会一再地出现这种情况：老的直观连同其凸显的部分重又返回；因而直观进程的各个阶段会以循环的方式溢满彼此（in einander überfließen），但不带有任何固定的循环，不带有任何特定的秩序。根据内容的偶然刺激和兴趣的偶然朝向的不同，这个进程一再地采纳不同的序列。即便随意性也可以是决定性的，因为它从那些彼此处在争执中的间接被看到的和自为被留意的因素中随意地把捉出这个或那个因素，并且那些很容易一致化的曾走过的变化路径可以随意地被重复或被变更。每当有相同的状况返回，相同的直观就会出现，并且被重认作是直观和［直观的］再造；而每次沿相同变化路径（或状况的变化序列）返回，也都会导向相同的和被重认出的直观进程，它们带有被重认出的各个明显标记。这些重认出的行为并不需要有语言的中介；但我们的评判却需要以语言的中介为前提，这个评判是指：将在直观进程中被给予之物评判为一个自身同一的客体。

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主观“立场”，都会出现重认（Wiedererkennen）的活动，并且无论我们怎样更换这个立场，我们所发现的都不会是绝对的新东西，而只是被清晰化的东西，并且是在一个固定范围内被清晰化的东西。除了相关部分的清晰化之外，总体印象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不会发生一种导向新东西的变化，至多也只是一种已在先前的印象中已被预释的（vordeuten）和被意指的变化。无论我们采取何种立场，我们都可以通过看的活动的同一外部状况的持留而从总体印象中分析出这样一些不同的部分，它们对相应的、清楚的部分作出预释，并且意指这些部分。这样一步一步得以进行的只是意向的充实，并且只要意指的表象与被意指的直观融为一体，认同也就随之而完成。即是说，认同是一步一步进行的，因为认同无非就意味着在一个意指的表象将其被意指的直观溢满过程中的重认之体验。唯当一个直观进程提供了新的和更新的东西，我们所具有的才不是一，而是多，以至于有许多东西被特殊地立义为不同的新东西。但是，只要我们重又发现的是“同一个”，我们在客体上所拥有的便是一。它始终是同一个，因为我们始终是在同一个相属的直观群组中活动，在此群组内有一个十分熟悉的过渡从一个环节引向另一个环节，从熟悉的东西引向另一个熟悉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在每一瞬间所具有的总体内容本身就已经含有对所有进一步的东西的意向，因而向这个群组的任一环节的过渡提供了这个环节所包含的意向的一个部分的充实。

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旋律也是一个客观的统一；但时间后继在这里则本质上属于旋律的内容。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进程中才会出现持续不断的再认出以及持续不断的意向满足。在这里也缺少每个自为地被留意的直观部分与每个其他部分的相似性，此外也缺少那种使得每个直观部分都显现为整体之代表的意向之同一性。旋律是一，但它不是在同一地被认出之物的所有部分立义中的一。每个部分立义恰恰都对旋律的一个部分进行立义；完全不同于我们［前面所说的事物立义］的情况。每个部分立义都对事物进行立义，但却是从一个特殊的“立场”进行立义。而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直观系列的每个环节，即链接中的每个静止的和凸显的变化状态，自身都可以包含着任意一个其他变化状态的意向，并且可以偶然而随意地引发对它的复活和认同。因此，在每个阶段中同一地被给予的是同一个东西，不是以主观的方式，但却是以客观的方式，亦即按照意向和评判。主观的东西则是通过立场判断来考虑的。

因此，如果我们具有A⌒B⌒C⌒D……这样一个链条，这里的字母表示各个瞬间直观的清晰化了的因素，那么，倘若A被清楚地立义，而B、C、D不清楚地被突出，或者根本就不突出，我们就会与总体直观的背景融为一体。但在兴趣的适当方向上，B、C……受到特别的留意，不是作为被清晰化了的，而是例如作为B′C′，但它们却带有对B C的意向，即B C各自所意指的、所描向的意向。这样，客观事物自身便含有A B C……，每个都在其完整的清晰化中，并且不带有特定的过渡次序，因此是以总和（Inbegriff）的方式？由于我们说到总合，因而事物看起来就好像仅仅是一个量。然而它并不缺乏我们在过渡时所立义的那些关系与联结；它们也属于客观的统一，而且它们提供关系判断，通过这些判断，我们承认绝对因素之总合的这些环节是彼此统一的。联结可以给予诸内容以某种秩序，但联结不会给予直观进程以一个前定秩序，这个直观进程在其各个形式中始终是随意的。根据所有这些，我们得以充分地意识到事物的客观统一，这是因为我们在一个随意的判断序列中突显出我们在瞬间直观的群组内容中所发现的那些个别的和绝对的因素与关系，并且与那个由各个总体内容所再现的整体发生联系，并且承认它属于这个事物。因而客观统一是一个通过判断的统一，不是通过单纯直观的统一，但却是在直观基础上的统一。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各个部分内容也与某些从属的状况联结在一起，那么这些状况为何没有与那些部分内容融合为事物的统一，而是显现为一个与事物相对立的单纯主体的东西呢？在描述心理学上只要首先标示出这两者间的一个区别：状况虽然也是意识现象，但它们不是原生地被留意的对象。我们直接留意的仅仅是被强调的内容组成部分，与它们相连的是其他的、与它们相统一的并承载它们的瞬间留意内容，带着对个别因素的某种强调。状况乃是作为不被关注的因素而以某种方式融入到了内容之中——詹姆士（James）会将它们称作“边缘域”（fringes）——并且只是在心理学分析中才作为非实在的伴随者而显示出来。因而它们的情况与仓促的过渡感一样，它们是复合的现象，是由内容的运动所组成，即是说，它们是在从A到A′和B′到B的转变中出现的内容变化现象；此外它们还是由客观状况的变化现象（运动感、会聚感、适应感等等）所组成的；最后它们还是由留意活动本身的变化所组成的。这些“边缘域”为同一性意识做出根本性的贡献；但它们不属于“内容”，不属于事物；从属于它的只有那些原生地被留意的和被意指的东西。(4)

〈第2号〉　时间感知的明见性、回忆等等。(5)

感知一个时间进程，这意味着：将一个当下的此在A与一个刚刚过去并在对象上与其相关联的B以及一个离得更远的C等等连在一起感知；它意味着感知A并且在回移的过程中将B体验为刚过去，如此等等。而只要我们观看一个对象性的统一并且感知它，这整个序列就是被感知到的，它就是一个当下的进程。我们感知这个旋律。它是一个感知序列：

1）带有与那些处在其当下瞬间中的个别声音的关联。这是对当下声音的感知。

2）带有与时间关系的关联，这些关系是与逐步被给予的声音一同“被体验到的”。它们以此方式被体验到，即：那些源自过去声音的变化了的内容以过去的方式被立义，而这种立义直观地属于这些内容变化。只要我们给出“过去”这个谓词，或立义为过去，过去也就真的过去了。(6)

它在更为遥远的过去中是怎样的呢？当我回忆昨天所经历的东西时，我具有对昨天所经历的进程的一个想象表象，我在此也许再造出由演替的一个一个步骤所组成的进程。在我这样做的同时，我便具有时间立义。首先是有一个步骤被再造，而后在一定的后继中又有第二个步骤被再造，如此等等。

但在这些“表象”现实地具有其时间性关系的同时，它们也想映像出那个表象着一个时间伸展的进程。被经验到的诸如此类的时间关系在这里不是对现在被体验到的情况的再现，而是对过去的情况的再现。也许不仅是这个以回忆的方式成为当下的进程的个别步骤有可能偏离开过去进程的步骤（它们以前的进行并不像它们现在被个别表象所表象的那样），而且实际的顺序——表象的顺序包含在一个表象的统一之中，这个表象的统一以为，现实地过去的进程是以这个方式、在这个序列中进行的，就像这些表象所要反映的那样——也可能不同于这个自以为是的顺序所以为的那样。因此这里很可能存有差误。

但差误也可能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对一个时间序列的直观中。如果我“体验到”一个时间序列，那么这个时间序列无疑是发生了的并正在发生。但这并不是说，一个事件（Ereignis）现实地在我对它立义的意义上发生了。个别的表象有可能是错误的立义，即那些与现实不符的立义。而如果在时间的被回移状态中事实上保留下来的是对表象的对象性意向（根据它的构造性的内涵以及根据它与其他对象的内容联系），那么这个差误就会贯穿在这个显现过程的整个时间立义中。但如果这个差误被纠正，而且我们限制在体现性“内容”的后继上，或者也限制在“显现”的后继上，那么始终还有一个真理保留下来，而且是一个时间性的真理：一个进程确然地发生了，至少这是明见的，即诸显现的后继已经发生，即便它也许并不是那个当时显现给我的诸事件的后继。(7)

难道这个“体验”的可靠性不能得到保持，即使体验已不再存有？如所周知，直观的时间性领域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我体验到C D两个声音的后继，那么我可以在这个清新的回忆还存有(8)时便通过一对表象（C）（D）而以映像的方式，并且在某些关系上相继地重复这个后继。我在内心中重复C D并且与此同时判断：首先发生C，而后发生D。而在这“仍然生动的”同时，我可以用这种方式再进行下去，如此等等。我肯定能够以此方式而超越出原初的领域。

同时我们在这里看到过去表象充实自身的方式。如果我把C标识为比D更早的，那么我便具有一个概念表象，它在过去直观上充实自身；而如果我重复C—D，这个图像表象（它本身是一个演替，这个演替展示着另一个与它在内容上极为相似的演替）便在这个还刚刚生动的早先演替中得到充实。

将来的情况与过去有所不同。我无法获得对A在将来会出现的直观。但在A实际上出现的时候，期待还是可以得到充实的。与A的当下相比，以前的当下在此时是过去。——

延续的体验有什么特征？A在延续，延续的每一瞬间的A不是一个分离出来的A，而是同一的A。一如各个时间点是连续的一，A也连续地是同一个。我们意识到这个时间上连续的同一性。

我们对它的意识是这样的：这个A的连续变化与持续当下的A相衔接，它不仅与后者连续地融为一体，而且也在后者之中也得到充实。过去的A与当下的A是连续的同一个。它是一个连续的同一性内容。

〈第3号　相即的期待。〉

嗨！不应该有相即的期待吗？难道我不是明见地知道，必定会有一个回忆与我的感知相衔接吗？当然是，除非我突然死去。但自我的消解，这个不足挂齿的、健忘的自我的消解就意味着：内容不坠入到过去之中？而难道这不重又意味着一种回忆的必然性？或只是一种回忆的可能性？但重又是这些可悲的可能性。

〈第4号〉　沉思。〈感知、回忆与期待。〉

回忆——例如我有一个完全清新的回忆：一个钟声刚刚响完，而且有一个新的钟声响起，过去的钟声还作为减弱的而在意识中。我重复它；一个新的回忆表象出现，我多次重复地回忆它。因而，各个不同的回忆（它们自己的特征是时间上各不相同），所有都指向同一个过去之物。过去之物是一，行为是多。在行为的多中对过去存在的认同。

对一个感知的重复，或从不同方面对同一个对象的重复感知。对延续的当下存在的认同，同一个对象在这些感知的同时不断延续着。这些延续有可能并不相互联合——缺漏。在这些缺漏的同时不断延续。

对象延续着。它连同它的所有规定性都是不曾变化的。

延续的体验：感知和回忆，被回忆的对象在内容上是同一个：显现的延伸，连续的。

变化的体验：感知，在连续的衔接中的回忆：被回忆的对象并非在所有规定性中都是同一个，但在从行为到行为的连续过渡中始终部分地是同一个（这些规定性在个体上是同一个，即连续延续着的或变化着的）。

在时间流中对个体同一性的直观。

期待：紧张、想象表象。紧张在经验上如此地释放，直至被期待的对象成为当下，并且在期待出现时的当下的东西成为过去。对被充实的期待的反思向我们表明被期待者是以后存在的，期待状况和同时感知是先前存在的。但这仅仅是经验的吗？明见的是，如果一个被期待的东西出现，亦即成为了一个当下的东西，它在其中曾被期待的那个期待对象本身就是过去了的。明见的是，如果将来的东西已成为当下的东西，当下的东西便已成为相对过去的东西。(9)对被充实的期待的表必然“包含”这样的表象，即期待本身已经过去了。

对一个将来之物的表象是一个对存在的表象，对此存在而言，现在的存在者是一个过去的东西。与对将来的东西的图像表象携手进行的是

1）对它现实存在的表象，

2）对现在存在的东西（现在现实存在的，或作为与将来的东西相关的现在而被表象的东西）已经过去的表象。

如果我表象(10)明天，那么现在的感知，例如对我的这个环境的感知就接受了回忆的特征吗？不是。但对明天的表象却是如此，以至于我可以判断，现在被感知的东西会成为过去，或现在的感知会成为一个回忆的东西。我可以将现在表象为过去。我并不因此而回忆它，而是将它表象为回忆性的，并且判断，它会带来一个回忆。

〈第5号　作为简单行为的持续感知。〉(11)

一个延续的感知肯定（eo ipso）就是一个复合感知吗？我们以最简单的情况为例：对一个不变地固持的声音的感知，或对一个保持不变的简单颜色的感知；还有对一个均匀减弱的声音、一个时间上—连续变化的色彩（Färbung）的感知。在特殊意义上，这里既有内容中的聚合，也有行为中的聚合，但我们仍然会按其本性来谈论一个简单的声音，亦即只谈论一个延续的声音，而且我们也会谈论一个简单的感知行为，亦即只谈论一个延续的感知行为；与此相同，我们在第二个例子中也会谈论一个简单声音向另一个简单声音的简单变化，同样也谈论从一个简单行为向另一个简单行为的简单变化。也即是说，在每个时间点上，在每个较小的时间片段上，这个在时间上延展的简单声音都会失落一个块片。如果不考虑同一的、只是延续着的同一个声音的说法，声音的个别块片不是同一的。倘若声音以后才开始，那么这一点就不会在内容上影响到这个时间性声音伸展的其余块片的存在。倘若声音较早停止，则每个先前的块片都仍然是其所是。无论如何，声音的每个块片都是自为的。毋宁说，延续中的同一仅仅涉及概念内容、属和种，规定性的东西同一地是同一个。

均匀变化的情况与此相同。在每个后继的时间段中，变化都在概念上是同一个变化；而这又适用于相应的连续感知行为和立义行为。对相同内容的每个延续感知都可以在时间上被划分，而每个时间部分都又一个感知的块片与之相应；而正如声音的时间块片是声音一样，感知的时间块片也是感知。此外，在这里，不仅感知是客观地延续着的，而且它还在现象上获得延续的特征，这个特征绝不会让它完全无所变化。

如果我们尽管如此还把感知称做简单感知，那么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考虑这种不言而喻地支配着所有时间流散之物的复合方式。因此我们想把每个这样的行为都视为简单行为，在这个行为中，除了通过时间划分而形成的行为区别之外，不能证明任何其他的行为区别。

一个复合的行为是在行为中分环节的。在分环节（Gliederung）的概念中包含着某种差异性，它比一个延续的各个部分的差异性更多。（人们试图说：〈在分环节的概念中含有这样的意思，〉在一个复合的行为中，多个质性上不同的行为特征联结为一个统一，至多是当相同的行为特征与不同的行为特征得以分离时，才会是多个质性上相同的行为特征联结为一个统一。）

〈第6号　布伦塔诺与记忆的明见性问题。〉

布伦塔诺在他的讲座中探讨了记忆的明见性的问题。例如，每个人都承认，并非每个记忆都是明见的，不太清晰的就是不明见的。因而明见性在何种清晰度上起作用呢？——他也强调，在这里所说的是更大或更小的清晰性；但人们不能说更多或更少的明见性，这是荒谬的。还有，倘若上帝将我们直接如我们现在所是地创造出来，那么我们仍然会具有所有的回忆；因为这是禀赋（Disposition）的结果。但在这种情况下，记忆会欺瞒。没有什么能保证某事的确如我们在记忆中所相信的那样发生过。

〈第7号〉　直观、过去存在的明见性——对过去存在的单纯表象。〈对在原生回忆中的内容变动之假设的虚假必然性。〉

在何种程度上一个以前的体验一方面被描述为在回忆中过去了的，而另一方面这个过去却并不是明见的，在何种程度上我不具有对此的直观：它确实是过去的？这里的区别必定有在对过去的表象和对过去的体验之间的区别。我把过去的事件表象为过去的，并且也相信这个事件的过去存在（Vergangensein），但我并不体验它的消失和它的刚刚过去，我并不直观到它。我回忆的一段旋律也可以在回忆中进行。但这个进程在这里只是再现的。它并不是现在现实地进行，我也不具有对一个曾有的进程的直观。在回忆中，显现的进程是再现的，在直观中它不是再现的。

在对一个流程的感知中我同时具有对过去的直观；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谈及对一个进程、一个变化、一个生成的感知，即：一个过去存在以某种方式连同一个当下存在一起被体验到，并且是如此地被体验到，以至于被体验的东西、被给予的东西完全被对象所属性的统一所包容(12)，这是延展地贯穿于所有变化中的对象的统一。如果一个进程在进行，那么对个别相位的表象就是图像表象，但这些相位的统一是本身被体验到的，“当下地”被体验到的；在每个瞬间中，刚刚当下之物与被感知之物的统一连同在回忆连续性中的被给予之物，是一个当下的体验统一。而在这个统一中，我们把握到过去的“本质”。属于每个相位的表象具有对刚刚曾在之物的直观之特征，更确切地说，具有对这个进程刚刚曾在的直观之特征。表象具有某种联结规定性，表象具有一种特有的特征，我们刚才将这种特征称之为客体方面的过去存在之特征，在这个关系中，时间的特征被体验到，并且一个客体被表象，而且是如此地被表象，以至于表象被这种时间特征所穿透（在体验中），即是说，表象具有对客体的过去存在的体验。

然而我们需要区分：

a）如果表象是一个不相即的表象，那么它也会像感知表象一样欺瞒。

b）如果感知是相即的感知，那么过去存在就是真实的。在涉及本己体验时是真实的。一个被我体验到并被我以表象的方式单纯看做是其所是的内容之进程，乃是毫无疑义的。

在进行中正在过去的内容是否可以完全如它曾是的那样被回忆？倘若留存下来的回忆图像绝对忠实地重复了内容，那么这个图像也就在自身中含有了这内容。即是说，内容就是当下的，并且同时它是在清新回忆的行为中与它相同的过去内容的代表？但同一个内容，它是现在的，就不能同时正在过去，并且同时继续存有，即作为它自己的代表存有。如果内容正在过去，那么与对内容的感知直接衔接的便是对它的回忆。(13)

因此，我们必须认定有一个内容变化。但会是由红色变蓝色吗，而且只有蓝色才成为红色的代表？或由红色变为另一个红色？c变为d？不是。我们不会这样认定，而且这与经验相背。被回忆的内容与被感知的内容是“同一个”，但前者是后者的图像。这是一种内容变化吗？一种或许自成一体的（sui generis）内容变化？即是说

1）再现的意识，

2）变化了的内容作为原初内容的代表，而变化的间距同时作为时间性的尺度。时间性本身作为图像性意识的形式。

〈第8号〉　通过相似而完成的相即。——对一个对象的表象与对此对象之感知的表象。〈以“逐渐淡化”的方式还被意识到的东西作为此前被感知之物的图像类似代表。〉

心理学时间理论的任务难道不就是：在心理体验进行于其中的客观时间之前提下解释主观时间表象的产生吗？

通过相似性而完成的相即化

即是说，通过相似性而完成的映像。在时间的回移中，显现固然有所变化，在一段旋律的第二声出现时，第一声“还”在意识中，但自身已不再是它曾所是，仅仅是以一种“逐渐淡化的”（abgeblaßt）方式。这或许就是一个相即的类似性代表。

假设想象内容事实上不同于感觉内容，但这是一个最后的区别；感觉的每个抽象因素都有一个想象的抽象因素与之相符，而这些相符的因素彼此是相似的。相似性开启了连续过渡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也得到了主张。另一方面，每个相似性或者建基于形式之上，或者建基于内容之上，内容是同类的，形式也是同类的。相似性在这里涉及所有可能的内容与形式，只要它们是可感觉的。但这并不是困难。这是一个将所有要素感觉和所有与它们相符的想象要素相互联结在一起的相似性。

对一个对象的表象和对此对象之感知的表象

如果我表象A，那么，我也就隐含地（implicite）表象了我对A的感知？但这却是两回事：表象A——并且表象对A的感知（感知的体验）。可是这一个难道不是连同另一个一起以某种方式被给予的吗？

如果我们表象一头狮子，那么对我来说，在想象中是这样的，就好像这狮子站在我面前，在一个属于我对狮子的环境中，或在连同它一起被表象的环境中。意指的转向是朝着被想象的狮子的，但“一同被表象的”是我和相关的狮子环境。我在感知这个环境的狮子？连这也附带地被一同表象了。即是说，我的意指的转向可以朝向所有这一切。如果我们将这个意指的转向称做表象，那么被表象的事实上只是狮子。

然而我表象狮子，这是以何种方式隐含地被给予的呢？显然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我转向狮子，或者说，它站在我面前，被看见（我把眼睛指向它）等等。但为此我并不需要“反思”这个感知行为。这里的区别何在？关注狮子，并且又关注狮子的显现，尤其关注狮子显现，并且又关注这样一个感知、一个意指，即：一个狮子以这种和那种显现方式对我是当下的，这是两回事。即是说，“反思”仅仅意味着关注。但以另一种单纯立义的方式，而不是注意地关注的方式，不仅狮子被表象，而且对狮子的感知也同时被表象。这或许就是一种必然性。表象一个对象，并且又将它表象为当下的（因此实际上也就表象为实存的），“结果是一样的”。在想象中表象一个对象，这就是当下地拥有一个带有再现特征的显现。由于这个特征，显现的对象不再被看做是当下的，而是被视为当下化的，这个显现只是再现了它。但正如在本真意义上显现的对象、图像客体是作为图像而作用于被意指的对象一样，先天地就有可能将现在被给予的显现立义为对另一个显现而言的图像，被映像的客体在此显现中曾是当下的，对象的如此这般的显现是对现实站在我面前之对象的一个图像。

〈第9号〉　争论(14)。〈回忆的当下性，被回忆之物的 过去存在。〉

现在我有关于我们会客室的回忆图像（想象图像）。东方小桌的图像出现。这个显现延续了一会儿，重又消失，重又出现，重又消失。“目光”转向其他对象，转向玉制小桌，凡·戴克(15)的画、庚斯博罗(16)的画、钢琴、带有图案的绿面座椅、沙发，雕像，现在已经放在对面墙上的雕像，小盒子等等。每个都延续一会儿（当下的延续），完全就像我真实所见的那样。因而我们具有各个回忆直观的后继，每个都延续一会儿、变换等等。延续、变换等等，一切都在现在的体验中。

a）这可以是确切意义上的回忆，而且个别回忆明显地表露出这个特征。

b）这可以是想象表象，对在“房间里”的东西的想象表象。它涉及延续地在房间里的对象。房间连同其布置是一个延续的对象（客观上延续着，无论它是否被感知和被回忆和被表象），现在我直观地表象它。——

A）我现在体验颜色、形式等等？

B）我现在体验回忆；颜色不是现在被感觉，不是被给予的颜色，不是直接被直观到的和自身真实的颜色，而是对真实颜色的“表象”；这适用于对象的颜色（当然也适用于对象本身），但也适用于主观的颜色。它们是“不真实的”，我现在不是感觉它们。这是对颜色的表象。

A）但在当下回忆中没有颜色内容在此吗？我可以将它们称做表象吗，还是不可以？

B）什么叫做“在此”？回忆是当下的，如果我这样称呼它并直接地声言它的当下，那么它就是现在被感知到的。但颜色不是当下的，它只是在当下的回忆被当下化了。

A）但在“当下化”中——这也就是回忆——被给予的是这个波动的色彩、构形、这整个起伏不定的现象，色彩等等是其中的因素。

B）但现在这些颜色，不仅对象的颜色，而且还有那些以前是感知显现的“显现”之颜色，都被单纯地再现了。

A）完全合理。我并不是现在具有这个一次性的显现、感知显现，而是以波动的、变换的方式，通常至少具有许多“显现”，即是说，变换的现象，它们都与特定的感知显现、与从这或从那看到的屋子相符合。而这适用于每个感知显现。因而波动的想象具有再现的关系，首先是与固定的面、与对象在感知中的显现方式的关系，波动的色彩等等具有与相应的感知显现的特定颜色映射等等的关系，与对象之颜色的间接关系。想象显现再现着感知显现，并且间接地再现着对象。自然，在想象显现中已经显现出对象，但却是不完整的。它“完整地”显现在一个感知显现中。这里我们就有“清晰的”意识了？但如果我们所具有的是一个清晰的想象表象，哪怕是在短时间内，情况又如何呢？这样它便会通过同一性来再现：我并不是说，显现本身是这里的和现在的。我们常常想到与感知的争执。感知并不只是具有相同的显现和存在信仰—意识（belief-Bewußtsein）。回忆也具有这两者。但这在两方面都是不同的。一个具有现在和这里的特征，自身的特征，另一个具有非现在的特征，具有以某种方式与现在争执的特征。现在本质上属于感知，非—现在本质上属于“表象”。对表象的感知表明：表象是现在的，即是说，这个或那个波动的显现连同这个和那个波动的颜色因素，等等。但在此“浮现的”显现，或对象在其中从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所“浮现出来的”显现，并不是现在的，而它所具有的自我、与它相关的自我、同样现在被回忆的自我，也不是现在的，但它在人格上与现在的自我是同一个。

〈第10号〉　在原初的过去意识与再回忆之间有一个本质区别，对此问题的老的和最初的观察。

我再回忆一个人，一个进程。我再回忆一个声音。但我也“原生地”“回忆”一个声音。

a）声音在想象中“被更新”（“被再当下化”，被再造）。

b）声音刚刚逐渐减弱，但不是以一个想象材料、一个“再造”的方式显现。尽管如此，我“刚刚听到”它，还具有对此的意识。对它的意向还在延续，同时意指的连续性并不必定会中断。

这就是一个本质区别！

a）在想象显现基础上的回忆意识，“图像”浮现在我面前，就像在感知中对象浮现在我面前一样。或者，在感知中对象本身站立于此，在想象中我“仿佛”看到它，而现在我把它理解为一个曾在之物的图像。例如，我具有一个冒出来的声音图像并将它理解为声音，或理解为我的小女儿“刚才”、“此前”在钢琴上弹奏的旋律。

b）下一瞬间这“图像”便过去了，声音延续了它的时间（想象声音，而且不止于此，还有这想象声音的想象材料），想象中的旋律演奏完了，想象旋律的显现也随之过去，但我现在还意识到：刚刚曾拥有过这个显现。确切地说是这样的：我听到旋律自己在演奏，我听到声音，它刚刚自己响起，现在它过去了，但我还朝向它，它还没有从我的意指中出来，我还在“较直接的回忆”意识中抓住它。但这不是一个想象材料。然而这是无法察觉的。我只有通过“再造”才会发现想象表象与想象材料，作为再回忆、作为新显现，不是作为感知（感觉）连续在“清新回忆”延续的同时延续。

“清新回忆”：对刚刚曾在、刚刚体验到的意识，更确切地说，对刚刚感知到的意识，它直接与感知相衔接。

再回忆：在想象中对被感知之物的再回忆，作为新显现与此前被感知之物和“清新被回忆之物”相对立。在感觉内容不再被体验到（无论如何不再同一方式被体验到）的同时，从感知出发而延续的意向的连续意向与新出现的想象表象的图像意向认同为一，而且不仅是从对象的方面：这个“显现”复活，被当下化。这种情况可以重复，而意向的同一性被保留在这种认同的始终并且一再地重新在它们那里引发。

在同一个意向之充盈之或在同一个意向之“本质中”的节奏。

〈第11号〉　就时间客体的流逝部分而言，感知的 瞬间相位具有想象的特征吗？(17)

就时间客体的流逝部分而言，感知的瞬间相位具有想象（Imaginationen）的特征吗？

初看起来，这是不言自明的。在现在中有一个非现在被表象。对非现在的表象不就可以说是一个现在的图像吗？

这是一个要点。

再造的回忆也表象一个客体，一个现在中的非现在。这个表象与原生回忆的表象是什么关系呢？

原生回忆并不将我置于其中，并且不使我再次“在图像中体验”。

两方面，即在感知中和在再造的回忆中，我们都首先具有清晰的直观，而后具有余声等等。在余声中我们并不真正具有想象（再造）。

两方面，即在原生和再造的回忆那里，共同点在于：被表象的对象“不是现在本身在此”。但原生的回忆是一个本原行为，它在原生的、本原的时间中原生地进行构造：A的过去存在，就像感知（原生回忆的界限）构造着时间：现在存在。

我们实际上不能把原生回忆与次生回忆加以对置，而应当把感知——或毋宁说，具体的感知（连同现在把握和过去把握，这两者是不可分的）——与再造的回忆加以对置，后者是变异：现在再造与过去再造。

因此我们必须关注：

1）原初的变异，它涉及每个体验，每个印象之物都变异为一个再造之物；

2）构成时间质料内容的原初联想之变异；

3）次生（再造）回忆的整个想象都是一个感知（整个感知）现象的变异；

4）在每个变异了的体验（在“原初联想”映射的意义上）的本质中都包含着一个再造（想象）的可能性，或者说，一个想象表象的可能性，以及时间表象的可能性。

〈第12号　时间意识的明见性。〉

我感知一个节拍、一段旋律。我一步一步地、一声一声地感知。假设没有间歇发生，于是我便持续地听下去，我持续地感知。因而这是一个延续的、时间上延展的感知。

我感知的是什么？第一声响起。我听到这一声。但我不仅听到在无时间的点中的音质。这个声音在延续并且同时具有这些和那些强度的增加等等。现在接上了第二声。我继续听，我现在听到它；但对前一声的意识尚未消散。我仍然可以观察它，“看到”它，我还保持着我对第一声的意向，同时第二声“真实地响起”，“真实地”被感知到。如此继续。我们也常常在一个被给予的体验那里具有直观的期待，例如在熟悉的旋律或重复的旋律那里。每个新的声音而后都充实着向前的意向。我们在这里具有特定的期待。我们不会也不能不带有向前的立义。时间晕也有一个将来。

因此，对一段旋律的感知是一个时间上伸展的、逐渐地和不断地展开着的行为，它始终是感知，而这个行为具有一个不断更新的“现在”点，而在这个现在中有某个东西作为现在而成为对象性的（现在被听到的声音），同时却有一个刚刚过去和又有一个更远的过去在几个环节中成为对象性的；或许还有一个或另一个作为“将来的”而成为对象性的。

这里的现在，既不是一个臆想的数学时间点，也不是“刚才的声音”，不是刚才的或随后的第一声、第二声。毋宁说可以察觉，每个现在本身都有其可见的广延。（当然，这个时间位置客体也有可能显现为非广延的，即没有看起来还可以被分割的宽度。但不可分割之物在这里是一个理想界限，一如不可分割的空间点。）

如果我们现在听到一个个别延续的声音，那么我们会持续地听下去，通常声音会波动，或者“同时的”演替将它分开，以至于刚刚过去之物的现在和事先期待的将来之物的现在又表现出片段的特征，尽管是一些不清晰地显露出的、不明确地被界定的片段。

因此我们发现：一个感知，它在时间上广延，感知A，而后B，而后C，并且现在以偏好的现在方式感知A，而后以这种偏好的方式感知B，同时A落到后面并接受“刚刚—刚才”［的标记］，它充实着一个期待或占据着一个完全不确定类型的空乏将来意向；而后C具有现在的优势，B具有刚刚—刚才的特征，C具有“直接在B前”的特征，如此等等。

我们在这些个别情况中可以察觉到的，也具有普遍的和本质的有效性。我们带着明见性而总体地直观到：意指与显现就是以上述序列与方式在时间域中伸展，它构成一个连续性的统一。我们通过反思把握到这个明见性。

我可以进行足够多的相同感知，重复这个旋律或视觉的进程，并与此同时关注显现本身和意指。在对实事的感知与对显现的感知之间的本质联系在这里被总体地把握到。

这个“被给予”感知的东西必定是一个时间上广延的东西，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上的点状物。这是明见的。但在感知的本质中就时间特征而言必然包含着对一个“现在”的偏好和一个针对现在的程度上的层次划分、一种针对零点的上升关系，在相反的方向上必然包含着一种不清晰的含混，但它本身并不本质地显现出来。

如果我们在C—现在之中，那么B的特征便是最近先前的（不再的），A则是离B最近先前的。因而B不具有现在的特征，而且在此位置上它不可能有这个特征。现在与先前明见地—本质地相互排斥。此外我们明见地具有回忆的可能性，在回忆中，B的特征是现在的，并且C的特征是“尚未的”，同时B是被推演出来的，并且明见地被意指为同一个B。明见无疑的是：作为刚刚过去的B而显现的东西，也可以在想象—回忆中同一地被意指为在现在中被当下化的B1。明见无疑的是：刚刚“不再的”东西，曾是一个现在(18)。此外还明见无疑的是：现在是的东西，将会成为一个“不再的”：与“现在”相联结的“尚未”的期待得以充实，而在这里具有“不再”特征的东西，则充实着对在先所思的“尚未”的意向。在这里，对象可以延续，按照它所曾是的东西，它已经不再是了，但它现在同时是作为与它曾是的完全相同的东西，它是连续的—同一的同一个。——

所有实在都处在不可分割的现在点中，在现象学中所有东西都应当还原到这个时间点上——这些都纯然是臆想，并且会导向荒谬。在现象学中我们并不与客观时间打交道，而只与相即感知的被给予性打交道。这就要求我们把感知连同其显现的现在、过去、将来看做是被给予的。还原之后，它们便产生出明见的现在、过去和将来：此外还有想象、再造的回忆、再造的期待（不是对时间域的直接将来的期待——时间域的直接将来之物也与指向以后将来之物的想象期待不是同一个东西）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各个明见联系的可能性。——

时间意识的明见性：不间断的连续性伸展得有多远，明见性伸展得就有多远。但这里不是最终的种差。凡有连续相似性的地方，就不可能在较狭窄的领域内进行区分。但在种属方面是可以的。同一性和区别等等是明见的。它们建基于关系点之上，这些关系点在自身的同一性方面是明见的，但并不以绝对的规定为前提。

〈第13号〉　对一个时间性的东西的感知与对时间性的感知。(19)

在感知的观念中包含着：感知是自身展示（Selbstdarstellen）或自身列出（Selbststellen）。

对象性的东西“自身在此”站立。应当对这个自身做比对时间性自身更为一般的理解吗？亦即理解为在现在意义上的自身当下吗？

而现在指明一个刚刚过去，或者毋宁说，我们需要将抽象的现在点与完整的现在区分开来？(20)

信仰与不信仰（单纯表象）的对立；

特殊意义上的意指与不意指（问题：它是否与注意力是同一的）的对立；

感知（perception）（未变异的显现）与想象（imagination）的对立；

现在、过去——未来、时间上的不确定性的对立。(21)

对一个时间之物的感知以及对时间性本身的感知显然与意指的区别有关。因为就显现而言，一切都是在此的，而把在“此”的东西意指出来（herauszumeinen），就是意指的事情。

〈第14号〉　直接回忆是借助于直观变异而从感知中 生成的，是否可以将直观变异理解为体现内容的一种单纯变动。 （布伦塔诺在这里只能当做例子。）(22)

在布伦塔诺看来，“时间的回移”本质上就在于一种内容变化。按照一种“无例外的法则”，与感知表象相衔接的是通过“原初联想”而得以连续的新表象，它们中的每个都再造着前一个表象的内容，并且同时补充着“持续的”过去因素（马尔梯在讲座中(23)曾介绍，也许还会有其他的变化出现，强度和充盈的变化，时而较微弱，时而较显著。）由于在布伦塔诺看来，无法再对表象的行为特征作进一步区分，因此一切都归结为内容变化，时间变化仅仅是一个完全特殊的内容变化。

时间中的现象（phänomenal）回坠可以通过一种单纯的内容变化，进一步说，可以通过加入一种时间特征、一个新的内容而得到描述吗？

A刚刚过去。这时的A是通过原初联想而被更新了的吗？即是说，它会因为持续性而继续保留同样的东西吗？换言之，A即使被弱化了也仍然在此吗？而整个区别是否就在于，一个新的因素出现了，即过去的因素出现了？

或者也许是这样的：A连同现在因素在此。这个因素始终在变化，与此同时A延续地（如果这里涉及的是感知，那么用客观的方式说：即使在外部刺激离场后也）保持自身？我听到的声音在我听它时存在着。但如果我不再听到它，它虽然不存在了，但另一方面还是在此存在着，只是带有“过去”的规定性？布伦塔诺说，过去是一个变异着的谓词，过去的东西本身是一个非实存的东西。他以此并非想说：过去之物只是一个带有另一因素的实存之物。被体验的内容（我们要从所有超越中抽象出来）还是实存着的，并且是在这种立义的意义上实存，只是带有另一个因素。它甚至当下地实存，只是在这种当下实存中它具有一个新的因素。

据此，难道我不是当下地体验过去的A？因而我们具有：

1）首先是对A的感知的客观实际状况，A在此，并且带有时间规定性“现在”；

2）而后是回忆的实际状况：A在此，带有时间规定性“过去”。

在第一个情况中，A被直观为现在的，即附有现在因素的，在第二种情况中，A被直观为附有时间规定性“过去”的。

如我们要预设的那样，如果A是一个内在的、实项地被体验到的内容，那么我们在2）中便有可能进行明见的判断：A现在带有时间规定性“过去”。但如果现在这两个因素A与过去的复合实存着，那么A现在也实存，而且A同时也应当是过去的，亦即不是现在的。

原初我们具有Ai1（这里的i1是指A曾在其中被感知的A的现在因素），而后，A在此期间过去了，我们具有（Av1）i2，v1是变异了的i1。

但在布伦塔诺看来还谈不上作为特有因素的现在因素。我们就假定它不是特有因素。这样我们就具有A，而后具有Av（v＝过去）。现在意味着无标记。但Av作为整体又是无标记的。A具有时间标记v，然而Av本身作为整体又是一个当下之物（某种可以通过感知来把握的东西）。可是，如果一个复合体被给予，为什么要说我们不能够将部分自为地作为被给予的接受下来并且感知它。而且A这时难道就和刚才的不是同一个A了吗？因此，A在此——并且同时过去了？

看起来很明显，与现在相关的“感知”和那个直接与感知相衔接的直观“回忆”的关系，不能被理解为一种通过新的原生内容的来与去便可以得到说明的关系。如果我们限制在相即被给予的、同时作为时间对象而被统摄的内容上，那么现在存在的A和体验中曾在的A的区别就不可能处在与A相衔接的内容因素中。但显而易见也不处在A本身的单纯变异中。通过我现在对A的感知以及而后对一个无论在内容上有何变化的A的感知，我并不会获得“过去的A”的意识。现在，现象学的区别何在？在立义的方式中，在意识的方式中？

〈第15号〉　时间与回忆。〈现在感知、回忆感知和想象式的回忆。将这些区别移置到统觉方式之中。〉(24)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通常的回忆是一种图像统觉，有如期待。

感知是统觉，通过它，对象显现为本身在此的和现在当下的。相即感知当下地拥有客体本身，意指不是单纯的意指。不相即感知蕴涵图像的和象征的要素。

通常意义上的感知是现在感知。如果对一个更遥远过去的回忆例如是口头的回忆，它就是象征回忆。如果它是根据想象表象所作的回忆，它就是想象回忆。这样它便与对一个未被感知到东西的直观的现在—设定处在同一个层次上。例如我现在表象街道，图像出现了，我将它理解为对街道的表象——现在。

在回忆这里还有其他的情况。有一种感知回忆。过去的客体在其中作为客体自身被给予。同一个感性内容被立义为过去的东西，在与某个感知的当下之物的关系中。(25)也许客体显现为同一个，只是有所变异。但变异并不涉及感性内容，即不涉及在其质料方面构成客体的东西。

我倾向于将这个区别归入到统觉方式中。(26)客观性在哪里？世界的统一——现在＝总体感知的统一，它包含了现在感知方式上的所有现在。这就叫做：一个总体的现在感知的可能性。当然，与这个总体感知的统一不相配的东西，不可能是现在的，即是说，即便作为现在而被感知到的东西，也不可能是现在，只要其他的现在感知排除了这种可能，只要它与它们在一个感知中不相容。但人们还必须说：每个相即感知都设定了一个绝对的现在，而在相即感知这个群组以内，则只存有这样一个可能的区别：某个部分群组α1…μ1在一个唯一的现在感知中是一致的，α2…μ2也是如此，然而不同群组的成员则普遍地不相容。凡在个别成员隶属于不同的群组的地方，都会有延续。各种不同的群组本身构成时间上的后继，各个现在构成一个持续的后继。是这样的吗？

所有相即的现在感知都是一致的，但不是在一个相即的现在感知中。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α1…αμα2…αμ是关于α1…αμα2…αμ的相即感知，那么一般说来，一个同时包含α1…α2的相即现在感知就是不可能的。

相反，必然有一种感知回忆，一种时间感知，它现在感知α1，并且与此相关地将α2感知为“刚才”。

或者：感知是一个相对于现在感知和刚才感知和将来感知的普遍之物。在一个集合的现在感知中，不同阶段上的现在感知是无法达成一致的，但这时在与每个现在群组的关系中便会有一个回忆群组和期待群组的统一，在这些群组中，每个群组都有一个不同的现在阶段与之相符。或者毋宁说，每个群组都是一个现在阶段。因为现在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它与阶段有关。

上帝的无限意识“同时”包含所有时间。这个无限意识是非时间的。

每个现在点都有它的现在的群组与之相符。这些群组是有序的，通过持续的统觉方式而有序。对于上帝来说，没有过去、当下和将来，但对他来说也没有相对于每个点的过去、当下、将来。时间是无限意识的形式，作为无限的、相即的感知序列。从某个现在位置a－j－b来说，a是过去的，在与a的关联中，j是将来的，b也同样如此。

上帝的意识是客观时间、客观世界和世界发展的观念相关项。

主观意识：现在—意识本身就是一个行为，它在主观体验的流程中是现在的（客观的说法：在一个可能的现在感知中被感知到）；在这种现在—意识中，过去的现在当然不可能作为现在被意识到。但过去的东西则以一种相即回忆的方式被感知：它是一个行为，这个行为是现在，但在其新的统觉方式中，过去的客体及其状态是相即地被感知到的。

现在可以客观地说：先前的现在—意识延续着并且至少在很短时间内不变化，或不被留意到，与此相衔接的是新的现在—意识，但带有变化了的现在；而我们把各个尾项称做现在；刚才曾是现在东西，现在叫做过去。在这些现在之间有一个单方面的关系，而我们总是在一个包含着现在序列的各个组合点的方向上对与此终点相关的一切做出立义。但每个现在都转变为它的过去，因为与现在—感知相衔接的是不同形式的一个新的现在—感知，而且稍早的现在—感知不再是最高点（Kulminationspunkt）。与此同时，过去的感知转变为一个不相即的感知，一个单纯图像的感知，并且最终是一个不确定的象征性的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采纳无限多的统觉方式吗？

现在统觉是某种一再重新以相同的方式产生的东西，而刚才统觉是统觉方式的某种变异，这种统觉方式以连续序列的方式变化，并且在我们回到过去时始终只通过同样形式的关系而间接—象征地被纳入到唯一的一个序列之中。不是这样吗？

始终是现时被体验的关系形式的同一个块片被不同的质料内涵所充实，这是同一个延展，与借助于小的原初空间体验而在观念中对我们所形成的空间的情况是一样的。有限的视野——无限的视野。

最清晰地看见的点：现在，等等。(27)或许如此。但最清晰地看见的点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小区域，而现在点也是一个小区域，唯此才是问题所在。在这个小区域内有不同的统觉方式，而这种不同构成了形式。在意识的行进中，相即的时间感知的原初时间域一再地得到充实，而每次出现的新现在则借助于关系形式、构架形式而使以前瞬间的仍然生动的现在变为过去。

〈第16号　能够作为当下的而在感知中被给予的东西。〉

空间的当下——时间的当下，空间的不在场——时间的不在场：利普曼在《思想与事实》第1卷、第351页中作了这样的对置(28)。这里需要作如下的区分：

1）空间上现在不当下的东西，但却存在着的东西；与被感知之物同时的东西，尽管未被感知到。

是否应当继续说：在一个感知中（在一个感知意识中）可以作为当下被给予的东西？它是可以与被感知之物共存的东西。而后在这里包含着：所有可共存的东西＝所有与当下现在点相关的实在之物。然而什么是可共存的？什么东西与一个感知中的被感知之物相一致？并不是所有在宽泛意义上的可共存之物都具有这里所说的意义。因此我们在这里更确切和更清晰地说：“在一个感知中可共存的。”（在一个意识中也是如此）完全可共存之物已实在地被排除了可能。通过什么排除了可能性？通过经验。什么叫做通过经验？

1）感知；

2）回忆；

3）对两者的陈述；

4）现在感知与以前感知的联系，将来或然性的经验联系（经验动机引发）。

5）他人的陈述以及它们与我的经验和经验陈述的一致。

〈第17号　变异意识的问题。〉

如果A逐渐减弱，那么我在现象学时间域的一个点中所具有的还不仅仅是一个A的想象图像，连同某种“变异”，即连同时间特征A。难道我不也具有关于持续回坠的意识？A对我来说难道不始终具有一个持续的时间段吗？

构想：A响起。在它结束后，在此的是A，始终有一个“较小的”A衔接上来。我们不去顾及它的小，而是注意它的各个标记，但这些标记在这里只是以整数被写出来。它们是持续的数字：

A0A1A2…An…

A0结束了。取而代之的现在是A1。

A1结束了。取而代之的现在是A2。

……

而后我每时每刻所体验的都只是一个时间点的瞬间？一个在现在中“具有过去特征的东西”？

因而我们在这里或许具有一个时间点（punctum）。但是，难道回移又经历一次回移吗？这意味着什么？A0变异成为A1，从A0那里留存下一个A1，从Aō那里留存下一个Aε，直至A1。哪里还可能有变异意识的位置呢？但是或许可以认为，如果与A0相衔接的是Aō，与Aō相衔接的是Aε，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自身接替，一个以此代彼的接替，而是A0…Aō…A1的连续统同时保留在意识中。但A0已经过去了，而且这个连续统的每个接续的瞬间也会渐渐过去的。因此这行不通。我们应当说，对A的意识每时每刻都是一个现在，它延续着，并且以延续的方式经验着它的延伸？我具有一个对A的延续意识，以及一个我与同一个A延续地相联系的意识。但A0始终与Aō相衔接。认同，以及不断延续的认同。此外，A0作为感觉和感知结束了。但在意识中仍然保存着想象材料和想象表象，故而Aō还保留一阵子，与此同时Aō′已经出现，如此等等。

即是说，这是同时的：不是A0，［而］是Aō…Aō′…A1。但如果Aō（每个相位）延续着，我们就不具有关于一个延续的意识吗？或者在这里已经纳入了这些？在时间点1中，我不仅具有A1，而且也具有直至Aō的一切，但倘若我也具有关于A的延续的意识，那么这就需要新的序列，并且如此地无限（in infinitum）进行下去。

〈第18号〉　回忆的特征。——通过同一性完成的再现：这应当指什么？(29)

回忆的特征（作为意识特征）关系到重新复活的显现、建基于其上，正因为此，对象显现为过去的。

因此，心理行为始终建基于显现之上，但显现的对象便含有相关的“意识—规定性”。例如，期望“关系到”一个表象，即是说，以一个表象“为基础”，但被期望的东西就是被表象的东西。与此相同，相关的基础性的表象之对象是令人喜欢的、有价值的、舒适的、令人厌恶的等等。

时间意识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感知表象的对象是当下的（现在的）：感知显现是一个显现，这个显现是感知意识的基础，亦即感知设定的基础，或者说，是一种将显现者设定为当下的意识种类的基础。(30)一个回忆表象的对象是过去的：回忆则是一种设定［或］一种意识(31)，它——或许——以一种完全相同的显现为基础，但对象却获得过去的特征。

与现在相关联的过去之物在本原的时间意识中被体验到，是什么构成了这个本原的时间意识与再造的时间意识之间的区别，换言之，是什么构成了对一个进程或一个延续(32)的“感知”中的时间意识与对一个更遥远过去的回忆中的时间意识之间的区别？

我们应当说：在后一种情况中，在通常意义上的记忆情况中，有一个显现被给予，或者说，有一个延续或一个在延续的显现或变换的显现序列中的进程被给予，以至于这整个“当下的”时间性都是一个过去的时间性的代表、一个图像？肯定以某种方式发生了映像［或至少是］再现。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如在旋律那里）图像意识(33)。即是说，我并不把在现在的回忆意识中现在流动着的旋律理解为与被回忆的旋律相对的另一个东西，而是在那个旋律中，我回忆着这个旋律。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与摄影不同，在摄影的情况中，一个相似的、但内容上仍然不同的东西被用来代表一个相似者；我看着这个显现着的小形象，以此意指的是在某些方面与此相似、但在另一些方面则与此不同的东西；因此，一个当下的东西或一个作为当下显现的东西被用来代表一个不当下的东西。然而，“回忆图像”并不显现为当下的，尽管它是当下的。

或者我们也许应当说：这里没有本质的区别？(34)无论如何，现在的显现用其现在的时间状况为我把以前的显现和以前的时间状况“当下化”（vergegenwärtigt），而我却并不能将它理解为它所能直接显现的东西；同时这整个时间性含有在与现实当下的关系中的回移，尽管是一个不确定的回移。因而这里有再现的时间意识和对象意识。相反，在对一个进程或一个延续的感知的情况中，时间意识便不是再现性的，而是本原的。

当然，本原的时间谓词并不是随意的，尽管它们对于对象而言不是构造性的。它们属于对象。一个显现作为一个对现在或过去的本原时间意识的基础，这是明见无疑的：“对象实存着，或者实存过”（它是现在存在的，或者曾经存在过）。

现在，这个问题的情况如何，即：回忆与对以前感知的回忆是否就是同一个东西？根据我们的观点，本原的时间意识只是一个建基于一个显现之上的、具有某种特征（某种时间样式）的持续可变异的意识。

但现在需要留意：在对一个以前进程的回忆中，对以前显现的再造是当下的，可以理解，随着这样的回忆，对此进程的以前感知的回忆可能性也一同被给予了，只要我们不仅仅具有对以前显现的再造，而且也具有对以前的整个感知的再造。因此，为回忆意识奠定基础的有可能不仅仅是进程的显现，而且还有感知的显现。更清楚地说：以前的意识完全被再造出来，而被再造的东西也具有再造、再现的特征，以及过去的特征。(35)

如果我真实地具有对A的回忆，我便必定曾感知过A——这一点之所以是明见的，只能是因为显现与时间设定本质上是一，因而图像地起作用的显现也就是图像的时间设定。就此而论，对一个对象的表象与对一个存在着的对象的表象是等值的。(36)如果现在有一个回忆意识涉及一个图像的显现，那么随之也就必然地引出在过去中的设定。因为本原意识和对象必然具有同一个时间性。明见无疑的是，感知与对象是同时的。同样，被回忆的感知（当下的代表所代表的那个显现）及其对象也是同时的。

我回忆灯火通明的剧院。这不可能是指：我回忆起曾经感知过这个剧院。(37)否则这就会意味着：我回忆起，我曾感知过，我曾感知过这个剧院。我回忆A，我回忆我对A的感知，我回忆我对A的感知的感知。

我回忆这个灯火通明的剧院＝我“在我的内心中”直观到这个作为曾在的剧院的灯火通明的剧院。我在现在中直观到这个非—现在。回忆是直观的信仰，“被信仰的”不是现在存在，而是曾经存在。——在感知中，客体作为现在存在的而与我相对立（现在—当下）。在回忆中，客体也自身当下地被表象，但却是在一个以前的现在中。现在我们应当说：回忆也是一种感知，但它具有一个相对于现时现在的变异、一个“过去”，而在其中被直观到的时间规定性不同于属于回忆行为的规定性？

然而，如果我完全忘记当下——假定这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我便具有一个感知了。感知与被感知之物具有同一个现在。“我站在灯火通明的剧院前”。这是现在，这是当下，而感知是同时的。这就不再是回忆了，而是一个对过去的东西的（幻觉的）感知，但并非作为过去的！可是回忆并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东西的感知。否则对过去的东西的感知就是当下的了。但对过去的东西的感知已经过去了，而过去的东西根本不能被真正视为自身当下的，它也只是自身浮现出来。回忆是一个当下的行为。通过我的同时的感知，我具有对现实当下的意识。一个图像、对一个自身当下之物的直观表象，将这个自身当下之物当下化，将它再现出来。

感知构造着当下。为了体验现在本身，为了一个现在存在明见地站立在我面前，我必须进行感知。为了直观地表象一个现在，我必须“在图像中”，以再现变异的方式进行一个感知。但并不是我表象一个感知，而是我表象一个被感知之物（本身）、一个在感知中作为当下显现出来的东西。因此回忆确实隐含着一个“表象”，即一个对过去感知的“图像再现”；但回忆并非在本真的意义上是图像，是对过去感知的再现，即一个关于它的表象。后者并不是在回忆中的被意指者，在回忆中，本真意义上被表象的和被意指的和被设定的是这个“感知”的对象和它的现在，而后者此外还在与现时现在的关系中被设定。我回忆昨天的灯火通明的剧院，即是说，我进行一个对剧院感知的“再造”，这样，剧院就在表象中作为一个当下的剧院而浮现在我面前，我在图像中意指的是这个东西，但同时又在与现在、现时感知的现时当下之关系中将这个当下理解为存留下来的。现在明见无疑的当然就是：对这个剧院的感知曾在，我曾感知过这个剧院。被回忆的东西显现为当下曾在的，而且是直接直观的；而它之所以这样显现，是因为有一个当下以直观形象的方式显现出来，它具有一段与现时现在的当下的距离。后一种当下是在现实感知中构造起自身的，而前一种直观显现的当下，即在现在中对以往现在的非—现在的直观表象，则是在一种与感知相对应的行为中（在一种“对以前感知的当下化”中）构造起自身。由此而形成关于“现在”存在的剧院的图像表象，即是说，这是在一个变异了的行为中，在一个对剧院之感知的当下化中进行的，但这当下化不应当是对感知的表象，即：我在生活于感知中的同时所意指的并不是这个感知，而是客体的当下存在。

但这里还有一个困难。(38)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奇特的“对感知的当下化”呢？如果我把感知与单纯表象对立起来，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涉及相信（belief）与不相信(39)。但在“感知表象”中，客体始终还显现为自身和现在在此的，在想象表象中，它显现为单纯被当下化的。需要区分：借助于被意识到的图像性进行的图像表象——通过类比、通过图像客体，例如图画、半身塑像，想象图像、事后描述，但不是借助于对自身的意识——与作为自身当下化的、但不是通过图像（回忆）进行的想象表象。而后还有时间的区别。感知表象是现在意义上的自身当下化，回忆表象是在过去意义上和带有不确定时间性的回忆表象意义上的自身当下化。

难道那个与感知相对应的行为、那个当下化不是一个单纯的感知表象吗？在它之中直观地显现出一个现在（但在幻觉中也会如此），而这个“直观显现着的现在”成为一个再现意识的基础，更确切地说，它再现着一个特定的现在，这个现在是信仰的对象。可是，如果有一个图像为我把一个原本（original）当下化，情况不也完全是如此吗？图画提供一个感知表象，但现在是一个非现在的代表。自然，并非每个图画都再现一个时间，但让我们来想一下历史进程的图画：处决卡尔二世，攻陷巴士底狱，如此等等。这并不是回忆。但我们在这里当然具有一个图像再现，感知表象提供一个相似物，一个作为图像被意识到的东西。回忆的情况不是如此。“灯火通明的剧院”——这不会是一个或多或少相似的图像，被意指的不是某个与在此显现之物相似的东西，被意指的是显现者本身，显现着的剧院、在现在特征中显现的东西。再现不是通过单纯的图像相似性，而是通过同一性来进行的？

通过同一性进行的再现：这指的是什么？(40)

通过同一性进行的再现：这指的是什么？对象是同一个，我现在当下化了的是这同一个灯火通明的剧院，柏林宫殿自身浮现在我眼前。显现的对象本身如其所显现地被意指。只是这个对象不是现在当下的，不是真正自身在此的，它是被当下化的。

还是剧院［的例子］：在我眼前浮现的乃是剧院本身，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图像，即：并不是根本上的另一个客体，只是与对象本身、剧院相似而已。但是，以下两种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一方面，］直观地表象剧院并且设定它为真实的，同时却“没有真实地看到”，没有真实地当下拥有它本身——以及［另一方面］，回忆昨天剧院的灯火通明(41)，在这个或那个时间点中回忆剧院，就像它当时、前天被看到的那样。这里的问题在于时间；较为狭窄意义上的回忆。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一种客观的时间秩序，只要有“过去”以及对时间的当下化把握就够了，一如它“在当时的感知中被感觉到的那样”。对象的同一性可以忽略时间。可以在许多回忆中意指同一个对象本身，但每个回忆都有它自己的时间，而对象可以在这个时间中被意指为这个时间的对象。如何从现象学上来描述这个对象的特征？在这里的每个表象行为中都包含着一个“显现”。它构造起这个对象。而且只有这个对象才能被意指。但显现并不构成全部表象，感知、回忆、单纯想象的区别属于特征，即表象在其中将对象加以伪装的特征，属于立义的样式。感知给予现在，回忆给予过去。如果我关注作为被感知的对象，关注具有现在特征的对象本身，我便意指了在时间规定性中的对象。即使我单纯地关注对象，不考虑时间规定，这个时间规定也还是会以某种方式在此，但它不被意指，而对象是同一的对象，就像它在不同时间中可以被给予的那样。因此，相信（belief）还是将它设定为存在着的。

用于图像化的可以是对象，但也可以是时间规定。

现在回忆的情况又如何呢？在它之中隐藏着一个图像性意识吗？

可以说：在感知中，对象是作为自身当下的而给予自身，而不仅仅作为被当下化的。在回忆中，对象本身也显现（只要它不是通过一个图像而被间接地类比）。但它恰恰作为对象的“显现”（在另一种意义上的显现）、作为当下化而给予自身，这是一个再现，但却是通过同一性进行的再现。那么时间因素的情况如何呢？这个显现的现在是在一个感知中被给予的。这个现在也是“被再现的”，这个现在也是通过同一性而被拽入到再现之中的。因而与整个感知相符合的是某种变异，是“通过同一性进行的再现”，是“当下化”，是“对感知的再造”，但它不是对感知的表象。我们在此是否应当说：一个对感知的表象在此，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是对一个与它同一的对象的表象？但这似乎行不通。什么叫做对感知的表象？它就是（就像每个其他的直观表象一样，如对剧院的表象）通过同一性进行的再现，与它相符的是一个对感知的感知（它就是一个对感知之感知的变异）。这里涉及的是对此难题的不必要的复杂化和回移。就是说，每个感知都有某个变异与之相符合，即变成一个直观的自身表象。但在自身被表象的东西中不仅包含着现在，而且还有当下、延续、相互接续等等。

可是我如何知道原初的感知变成了一个变异？通过对回忆（作为这个变异）与一个现时感知的比较？好吧。但我怎么会认识到：通过对一个现在的当下化，通过对一个当下曾在之物的直观的、而不只是间接图像的表象，回忆便将那个曾被感知的东西表象出来？如果我信任回忆，那么我就可以确定，回忆是对一个以前感知的当下化。

【注释】


(1)产生于1893年，直至大约1901年。——编者

(2)按胡塞尔的说法：“在《月刊》文章之前所作的旧的尝试，约1893年。”胡塞尔在《哲学月刊》，第30期（1894年），第159～191页上发表过“对基础逻辑学的心理学研究”。——编者

(3)胡塞尔在这里给出的“直观”定义显然不同于《逻辑研究》中和以后的定义。他在这一时期所理解的“直观”并不包含回忆和想象这些再现性的或代现性的行为，但又不等于感知本身。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才开始将“直观”（Anschauung）理解为“感知”（或“当下拥有”）和“想象”（或“当下化”）的总和。对此可以参见拙著《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中的“直观”条目。——译者

(4)如前所述，上面的札记按胡塞尔的笔记是“约1893年”写下的。可以比较第3节、第10～13页的文字，它几乎完全立足于被胡塞尔排入到其1905年时间讲座设想中的两个页张上，但这两个页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从他1894/95年冬季学期在哈雷所做的“心理学讲座”文稿中取出的。也可以比较相关的文字考证说明。——编者

(5)这份札记的大部分——略有改变——已经在第22节、第49页（边码［407］）及后页中得到再现；即是说，［后面第二部分］第152页第19行至第154页第10行的文字，在［前面第一部分］第49页（边码［407］）第9行至第50页（边码［408］）第24行上付印的文字中得到再现。——编者

(6)胡塞尔在这里作了后加的补充：“（＝关于时间性的东西、延续的东西、变化的东西、延续本身、变化、进程、演替的本原意识）。”——编者

(7)胡塞尔后加的边注：“最简单的做法是首先以一个延续较长的声音为例，我在此延续过程中具有这样的明见性；这是一个声音，如此等等。”——编者

(8)胡塞尔后加的附录：“在我还可以进行滞留、持留的同时。”对这里引入的概念“滞留”可以参见第211页注1。——编者

(9)以上从第155页第34行“明见的是”开始起至此的几个句子——只是略有改动——在［前面第一部分］第26节、第57页（边码［387］）第1～5行中得到再现。——编者

(10)在这一时期的文字中，胡塞尔常常在较为含糊的意义上使用“表象”（Vorstellung）这个术语。这里的几节文字中的“表象”主要是指“想象”、“设想”。以后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才明确指出了“表象”概念的多重歧义，并认为它是“不可坚持的”概念（参见《逻辑研究》第2卷、第五研究、第44节）。为保持译名的连贯性并避免与其他术语的混淆，译者在这里仍然将它译作“表象”。——译者

(11)胡塞尔在此札记上后加了一个大致的日期：“1898～1900年”。——编者

(12)胡塞尔在这里有一个后加的边注：“（根据迈农？）类似的东西斯特恩也说过”；参见第29号文字、第216页及以后各页。——编者

(13)被回忆的内容虽然承载着另一个时间规定性，但回忆的整个具体行为却承载着“现在”的时间规定性，而且它连同它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现在。这岂不是说，被回忆的内容和过去的现在同时是当下的，并且是在现时现在的意义上。或者我们应当说，可能有一个直观活动带有时间规定性t，而相即被直观的和在它之中被给予的东西都可能具有时间规定性t1？

(14)在这里重新给出的、并由他写上“争论”字样的页张上，胡塞尔后加了“1904年”的日期。看起来毫无疑义的是，这份札记的日期比这要早得多。胡塞尔加入的年份“1904年”或者意味着：他在这时期再次通读了这份札记并且决定将它保存下来，或者完全只能在归档的意义上予以理解：归入到1904/05年冬季讲座的资料中。——编者

(15)凡·戴克（Antoine Van Dyck，1599～1641年），佛兰德斯画家。——译者

(16)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年），英国肖像画家，风景画家。——译者

(17)胡塞尔在这份札记的边上做了如下的笔记：“本质上没有［提供］相对于［1905年2月关于时间意识］讲座而言的新东西。”然而，如果想从这个说明中推出，这必定是一份在这些讲座之后才写下的札记，那就很可能会弄错。——编者

(18)如果我重复，那么我还会再次有B，并且是作为现时的现在，但它现在显现为单纯的重复，而现在中的B则显现为先前的B（声音）的图像。

(19)根据胡塞尔的说明，这个札记的文字是他“在席尔瓦普拉纳写下和思考的”，即是说，在1909年8月；但这份札记的撰写时间显然要早得多。——编者（席尔瓦普拉纳（Silvaplana），瑞士东南部的一个疗养区。胡塞尔曾于1909年8月至9月初在此度假。——译者补注）

(20)1）感知是当下意识；2）当下意识并不总是关于个体存在的意识；在个体存在这里，感知是当下意识，并且是给予着的、关于个体延续存在的当下意识：被给予的个体延续是自身当下。

(21)按照一份旧页张，所有这些本质上都是再造。

(22)胡塞尔对此札记作如下说明：“已阅：好：席尔瓦普拉纳。”毫无疑问，这里的日期是重新通读这些页张的时间，不是撰写它们的时间。——编者

(23)胡塞尔有一份安东·马尔梯1889年夏季学期在布拉格所做的关于“发生心理学”的讲座至笔录；他这里所涉及的可能就是这个讲座。——编者

(24)这份札记出自一个以日记方式记载的笔记本，胡塞尔本人在上面写下了准确的日期：“1901年12月20日。”——编者

(25)胡塞尔在页边写下了布朗（Brown）的名字；可能是指托马斯·布朗（1778～1820年），《人类心智哲学讲座》，第13版，爱丁堡，1842年，第260页及以后各页。——编者

(26)因此，根据这份标明确切日期的札记，胡塞尔最迟在1901年底就已经——针对布伦塔诺，参见札记第14号，第171页及以后各页——将“这个区别归入到统觉方式中”，这就提供了对这里所重现的各个札记作出编年排序的一个决定性标准。完全有可能设想，从第2号文字起，几乎全部札记的产生年代都非常接近于1902年。——编者

(27)在空间上，这个点是由一个空间所包围的，在时间上，现在不是被给予的时间中心，而是边缘。

(28)胡塞尔所涉及的是：奥托·利普曼，《思想与事实——哲学论文、箴言与研究》（Gedanken und Tatsachen.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en，A phorismen und Studien），第1卷和第2卷，斯特拉斯堡，1899和1904年。第1卷在第346～375页上载有论文“时间意识——一个背谬”。——编者

(29)胡塞尔似乎还把这个札记的一部分采纳到了1905年2月时间讲座的原初设想中，有一小部分可以在第27节、第58页（边码［415］）及后页中，或许也在第28节、第59页（边码［416］）中可以重新找到，经历了或多或少的改动。参见后面各页。——编者［写作日期可能不会早于1904年。——新编者补注］

(30)但感知便有了双重含义：时间性的当下拥有和自身展示！

(31)就像区分感知与感知立义一样，也要区分回忆与回忆立义。回忆立义在没有设定的回忆（回忆判断、意指的回忆）的情况下也可以存有。

(32)感知在这里是自身展示。

(33)也应该有双重的图像性：如果在清新回忆中的显现者是图像地在先被给予的，那么在后来的再当下化中的显现者便是在双重意义上图像的：图像的表象，它借助于图像表象而与对象发生联系。

(34)这几乎是行不通的。但下面这个区分或许会有所帮助，即：区分通过图像性进行的再现和通过同一性进行的再现。

(35)从第180页第30行至此，可以参见［前面第一部分］第27节、第58页（边码［415］）第3～12行。——编者

(36)显现与设定的关系并未因此而得到充分的澄清。

(37)从这句起至第183页第24行，可以参见［前面第一部分］第27节、第58页（边码［415］）第13行至第59页第17行。——编者

(38)以下直至第184页第3行，还可以参见［前面第一部分］第28节、第59页（边码［416］）第20～34行。——编者

(39)即存在信仰与非存在信仰。在感知中，被感知的事物都被看做是存在的，都带有存在设定。而在单纯想象中的情况则相反。详见译者《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中的相关条目。——译者

(40)可以猜测，下面的札记部分的写作时间要比前面部分的略迟一些。——编者

(41)a）不带有认之为真（Für-wahr-halten）：想象；b）带有认之为真：回忆；但不带有时间意识与时间关注。


〈二　对客观时间的排除，时间课题，客体化的现象学及其窘境〉(1)

〈第19号　完全排除与客观时间相关的所有预设。〉(2)

对时间体验的现象学分析的第一步就是要完全排除所有与客观时间相关的预设。从客观上或许可以说，每个体验都有其时间，有其客观的时间位置；我们可以思考，如何在与回忆体验和被回忆之物等等的感知内容和感知客体的关系中评判这些体验的客观时间秩序，例如一个感知行为体验的客观时间秩序。但这不是现象学要做的事情，除非我们可以描述这些如此—判断活动、作为—如此—想象活动的现象，而后将它们陈述为某种现象学地被给予的东西，即明见的东西；除非这些和那些时间关系是被意指的，是处在这些和那些时间意指中的东西。这里的实事与空间体验现象学中的情况相类似。尚未具有客观空间的新生儿（至少大多数人这样认为）仍然会有一个充实了的视野。可以探问这个视野的客观空间状况吗？这个视野具有一个在客观空间中有其位置的平面特征吗？再以我们自己的视野为例。如果我们张开眼，“我们便看入到客观的空间中”，对被感觉到的看视内容的立义构成了这个和那个立义内容（意义）的一种空间显现，而对同一个内容的变换立义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空间显现。但如果我们还原到“视野”上，排除所有超越出感觉的立义因素和意义，那么结果就不再是某种平面的东西，不再是在客观空间中的域（Feld）。我认为这种还原是明见可能的，同样明见可能的是对在这个被还原的“空间性”中的“粗糙”关系的把握：“相互蕴涵”、“相互并列”等等的关系。同样，我们将能够考察在现象学时间上的被给予之物、即时间立义（作为客观时间的立义）和真正被给予的时间之物——即是说，不是客观时间，而是在相即地时间直观中被给予的东西，或从它之中有待还原出来的东西。问题根本不在于“源初的空间之物”，不在于客观空间直观发生地生成于其中的质料（经验论与天赋论的争论以及起源问题根本与现象学无关），同样也不在于客观“时间直观”产生于其中的“起源之物”。

相反，现象学的任务是：

1）根据其意义来描述被给予的素朴的和科学的时间意识（时间被我们看做什么？时间关系作为什么而给予自身？哪些种类在时间表象、时间直观的意义上是有意义地被意指的？）：即是说，对时间表象的含义分析、“质料”分析、“内容”分析，而且是根据本质类型，当然不是根据每个凸显的个别情况。

2）［描述］被给予的实项内容，连同对感性内容和立义内容的区分。但这里也包含着：

3）摆出这样一些特殊事例，在这些事例中被给予的有可能是“相即的时间直观”；摆出这样一种拟—时间之物（延续、演替，以及如此等等），它没有延伸出自身之外而受到超越的和“客观的”的释义，没有做出任何有关“客观时间”的陈述，而是对它进行内在的释义，即如此简单地看待它，就像它自身所是，并且构成特有的质料，这质料作为立义内容乃是时间释义的基础。它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与我们无关。

自然，在空间方面，那种相即地给予的东西、即客观—空间还原给直观的东西、“空间感觉”、“地方符号”的关联并不能够被称做是空间的，“源初的”场所体验并不是几何学意义上的、素朴客观空间意义上的场所。时间之物、“时态符号”（Temporalzeichen）的情况与此相同。无论它们是什么，它们在现象学上是可直观的东西和真实被给予的东西，并且它们不是客观时间的。在客观时间中没有现在，没有过去等等。但还需要注意，这些表述一方面可以主观地被意指，［意味着］在体验主体与客观时间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现象学地被意指，抽象于客观时间一般和客观主体一般。恰如空间的情况。

〈第20号　对演替的感知是以感知的演替为 前提的。〉(3)

对一个关系的表象是以对诸基础的表象为前提的；对一个关系的直观表象是以对诸基础的直观表象为前提的；对一个关系的感知是以对诸基础的感知为前提的。

对关系的“意识到”必定是与对诸基础的意识到在同一个意识中进行的。这里的“在同一个意识中”是指“在同一个瞬间意识中”，在同一个时间点中，甚至数学的时间点中吗？如果不是在同一个数学的时间点中，那么是在一个时间段上（是“小”还是“大”，原则上没有区别，小和大只是相对的概念）。

“在同一个时间点中”（在同一个意识中）是否就意味着在同一个时间段上，以至于关系（以及蕴涵）与诸基础对于每个无论多小的时间段以及在相关时间段的每个数学时间点来说都是同时的？

当然，如果对关系的表象是非本真的，也就不需要对诸基础的本真表象。问题涉及对关系的“直观”，而且首先是这样一些情况，我们在这些情况中如此直观到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并且可以明见地说：它们存在（存有）。对诸基础的直观必定是与对关系的如此直观在同一个时间点（在每个时间点）中进行的吗？并且必定是如此被直观到的吗？

在演替关系、时间间距关系中也是如此吗？

一个意识：我看见A，而后B，并且发现，B在A之后，而A在B之前。当然，只要B尚未被给予，我便不能看到间距。因此只有在B点上才能看到关系。但这里的前提是A已经过去了。

它必定还是直观地被表象的吗？当然。关系应当如何变为直观性的呢？(4)但感知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对关系的感知是以对诸基础的感知为前提的吗？“我感知到”，声音B是在声音A之后的。关系在哪里？它在两个已被感知到了的声音之间吗？这是可能的吗？一同感知、一个感知着两个东西的感知——注意（notabene）这里的前提是：感知被理解为一种“把握为当下＝现在被给予”——就是：让两者显现为在同一个现在中被给予。这样它们便是同时的。

因此，对一个演替的感知的前提就在于：将此演替联合在一起的联系点并非两者都在联系的行为中（更确切地说，在对演替之感知的完成了的体验中）“被感知到”（在现在感知意义上的感知）。另一方面，它的前提在于：这两者恰恰是在相互接续中被感知到的：对演替的感知是以感知的演替为前提的。(5)

这个明见性是从何而来的呢？对演替的感知按其意义不仅蕴涵着这样的信仰，即B是自身当下的（是现在在此的，不仅是在感知行为中被意指的，而且是自身在此的），而且也蕴涵着这样的信仰，即过去的A曾是自身当下的，是被感知过的。但不是从前的某个地点、某个时候，不是从前的某个人，而是：我认为曾感知过A，并且是在B之前，而且还不仅仅如此；我认为曾在B之前感知到A，这里又包含着：我在一个意识中曾感知A，并且在我于持守的意向中、于原生的回忆中还拥有它的同时，我曾感知B，并且又在这个统一的意识中曾将B和对A的原生回忆联合在一起，曾觉知到（innwerden）A与B的时间关系。(6)

但“我曾感知A”这个信念不是在清新的回忆中就已结束了吗？它意味着：对曾是当下的“直接”——自身把握的——意识（亦即对刚刚曾是当下的意识：“刚刚”指明了某种直观的时间位置）。

我现在可以再造这个刚刚被感知的时间进程、这个刚刚被直观到的演替，无论是通过在感知中对一个完全相同的演替的重复，还是通过在回忆中对此的再造、即通过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回忆表象，从而获得一个图像回忆。在我还具有演替意识的同时，即是说，在我（以清新回忆的方式）持守其意向的同时，我重复对A等等的“感知”。在回忆的情况中也同样如此：我表象，我在感知等等，而前一个意向在这个提供着新感知的感知或回忆中充实自己、认同自己。与此同时我又直观到，这样的一个意向只有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才能得到充实，在此过程中，首先是对A的感知——亦即第一个A必然是以作为充实者的感知为前提的，而后是对意向的持守以及B的出现。我明见地看到，那个结尾状况只有作为结尾状况才是可能的，而一个时间直观状况一般只有作为延伸了的才是可能的；一个时间点的直观者只有在联系中才是可能的；而对一个时间的意识本身［就要求］时间，对一个延续的意识本身［就要求］延续，对一个演替的意识本身［就要求］演替。(7)

〈第21号　根据对同一个演替的重复当下化而 做出的认识。〉(8)

我听见怀表的嘀哒声：嘀哒、嘀哒、嘀哒……。

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我以为在这里把握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对象性的立义；我探问：对这个立义的意义的分析以及对它的忠实描述为我提供了哪些情况？我不探问：在“客观现实”中曾是什么，我不探问在客观时间中的现实事件，这在此就意味着：我不探问在一个个体意识连同这样一些意识体验中的现实事件，这些体验是在客观时间中流动的，而且我想根据在客观时间中的客观关系来规定它们。毋宁说我要探问对象性立义的体验，它将对象性的东西立义为何物，它以为在其中表象了和把握了哪些对象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回答是：第一声嘀T1显现为自身当下的，而且是现在的（j1），而后以同样方式显现出T2，而后T3等等。因此T2同样显现为自身在此的，显现为现在；但它的现在是一个新的＝j2。“在此期间”它显现为现在的，T1则显现为“不再”是现在的，而是“刚才”，T1显现为在与T2的现在的关系中的“过去”，它的现在（j1）不再意味着“当下的”，而是显现为“曾是当下的”。但在T1被感知的同时，T2还根本没有显现。在T2（作为“现在”存在的）被感知的同时，T1并不是同样被感知，如果“被感知”是指“现在—当下显现”。毋宁说它显现为刚才（在j1中）曾被感知的。因此，显现的是：

1）作为过去的、作为“时间上后于”T2的T1。

2）以及明见地与此一同被给予的，即便也许［只是］通过反思才能把握到的：对T1的感知是曾经的感知，它在时间上落后于T2感知。在这里，对T2的感知与被感知的T2一样，被分派给同一个现在，如此等等。其他的环节也是如此继续。T3显现为当下的（j3），T2在其显现的“同时”显现为时间上落后的；但T2和T1的整个关系［也］显现为相对于T3和T2的关系是落后的，并且排出这样一个顺序：T1，相对T2是过去的，相对T3是过去的，而这个关系是作为上升关系而自身给予的。

我发现这个过程不会一直走向无限。如果新的T被感知，同时还有其他的T被直观，但不是随意多的T，即便时钟始终在嘀哒地显现着，即便我说：我延续不断地将它感知为嘀哒着的，现实地过去的T在其中显现的这个直观统一仍然不会伸展得很远；在新的T出现的同时，过去的T从直观中“消失”，尽管我“知道”，有其他的声音先行于这些在此的声音：“穿过较长的时间”。有对象性描述的这样一个块片就够了。它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现在我们来考察这些体验，就像它们在朝向现象学被给予之物的目光中所展现的那样。这里的直接明见性（或被给予性）的区域是什么？

1）首先，与每个个别的T相关，我们具有在现象学上被给予的“显现为嘀哒声”。一个被体验到的感觉内容被立义为嘀哒声。

2）此外，我们明见地把握到一个诸显现的后继。我们感知地将T1把握为现在当下的，而感知地将T2把握为现在的，并且在一个与此相随的意识中，而且是一个直觉的意识(9)中，T1也显现为刚才的；我们对此具有明见性，即这是一个意识，它将T2感知为现在（j1）当下的，并且在同一个现在中直观到T1的曾在。对T1的直观具有一个与对T2直观相类似的特征，而反思明见地传授说：就像T1显现为过去一样，T1的行为在我们看它的时候也显现为过去的感知。

当然，我们根据对同一个演替的重复当下化而有此认识。如果我们表象（在想象中、在图像中）一个演替并且关注构成这个表象的行为，那么我们会发现对在T2的j2中的感知的表象，以及与此相一致地发现对在j1中的T1的感知的表象。而在这里对这些被表象的感知有效的是：在与第一个感知的关系中，第二个感知显现为过去的感知；即是说，与被表象的“关于T2的感知”行为相一致的，是一个作为关于T1的“过去”感知站立于此的行为。

以后的回忆。

另举一例：我回忆：首先是旅客列车如何驶入车站，随即是特快列车。在这里我具有：驶入的列车A的显现，而后是驶入的列车B的显现；两个进程的联系是通过其他进程（这个间域很短）完成的，这些其他进程可能不再进一步让人感兴趣。

1）如果我完全生活在这些进程中，那么我便有：“列车隆隆驶入。”一声刺耳的汽笛响起。“格丁根！”（列车员叫道）……一个接着一个。每个相位都有它的“现在”，现在是隆隆声（在其演替的相位中），现在是汽笛，起和落，现在是列车员的喊声，如此等等。

2）我生活在对象意识中，但我也可以关注主体的东西，关注显现，关注“体验”。这些行为及其内容在这里所具有时间演替与客体所具有的是同一个。这样我便具有感知的显现。首先是对隆隆驶来的火车头的感知，而后是对下车的众人的感知，而后是如此等等。

3）最后我可以关注这样一些行为，正是在它们之中，我现在发现所有这一切，而它们都是“当下的”，并且具有与至此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时间规定性。亦即回忆行为。

进程——“列车隆隆驶入”。

关于进程的意识，这个进程的显现，对这个进程的感知。

对这个进程的现在回忆：我回忆，列车曾隆隆驶入。现在是回忆——当时是列车的驶入。对当时意识的现在当下化，而且这个当时意识是作为我的意识：当时我曾有这个感知。

〈第22号〉　相即回忆是否可能（或如何可能）？(10)

每个回忆都要求充实，而它只能在感知中找到充实，在此感知中，被回忆的东西重又变为当下的，但却是以这样的方式，即它过渡到“清新的”回忆中，并且一直继续，直至达到对现在的现在（jetziges Jetzt）的感知。更清楚地说：我必须在一个连续感知中和在一个对时间进程的连续意识中再次体验从当时到现在的整个时间内容，或者毋宁说，相即地体验，并且是在相即的时间意识中体验。

但这里又会有问题：你怎么会如此智慧呢？你是从何知道这种从未可能的充实的呢？我能诚实说出的只有这些：回忆始终指向更远。非直观的回忆指向充实着它的直观的回忆，而直观的回忆还借助于（qua）时间而在未来的方向上包含着始终未充实的意向；它们被充实，因为更远的时间进程以直观的方式“被再当下化”，直至现时的现在。

如果一个与回忆相符的时间进程自己“更新”，如果一个以前的进程、以前延续的存在等等自己“更新”，以及一个新的、但在内容上和在所有时间关系方面都相同的进程进入感知，那么我们就会说：与以前曾是当下的完全同一者重又回来了，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以前曾看到的“完全同一者”。但缺少一点：个体性的同一性。时间联系是一个新的联系。现在的感知所跟随的东西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感知所跟随的东西——作为行为，它是主观的，根据被感知的内涵，它是对象性的。

每个被感知的东西都是一个跟随着的东西，而且这是必然的，就像它有一个跟随的东西一样，而且这又是必然的。每个回忆也都具有意向，这些意向回指向更遥远过去的回忆：或者有一些在它之中得到时间充实的意向。倘若一切都更新了，那么所有时间必定都会再一次变为实在的……。这是不可能的。而回忆是如何在向现在的继续行驶中充实自己的呢？这并不那么容易，老先生！现在在场的是“在场时间”(11)，它每时每刻都在内容上发生变化（就内容而言）。在此期间，回忆在流动，直至它来到最近的过去（但不再是在场者），即最后被再回忆的、被直观的过去；与此相衔接的是在场时间（某个在场时间）现时地提供的东西。但这又是可能的吗？难道回忆不耗费时间，而流动的时间可以赶上现时的时间？现在被感知的是A，与之联结的是B……。在B这里开始回忆M。现在我便具有以下图式：

A⌒B⌒M1⌒M2…

　　　｛　｛　

　　　　　C⌒D…(12)

如果Mк到达了A（它表象A），在此期间始终有新的东西出现，而后Mπ必定要开始表象M1 M2……，这样我们就永远无法完结。这样就有回忆的回忆，而后又有回忆的回忆的回忆，如此等等。因此很明显，对意识直至现在的总体进程的现实再造是不可能的。有趣。非真。但只是尴尬而已。

可是，即便我不能更新意识的总体内容，我或许还可以追踪一条线，一条从时间和演替着的感知的宽阔河流中抓出的一条线？例如在“外”感知中。我追踪我一步一步地感知过的东西，直至现在，而这里还有连续性。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回忆能够赶上感知，也就是说，在一个时间范围较小的回忆中重又直观到一个进程，这个进程在时间上与刚刚体验过的时间间距A—B是相同的，甚至与一个现时地贯穿体验过的时间间距是相同的。在这里预设了对时间的某种客体化。我必定已经可以说：一个时间仅仅是与另一时间的一个部分相同，甚至就仅仅是另一时间的一个部分。好吧，假设有各种时间范围，假设客体化是合理的（我对它们已经不断地作出了主观的评判），那么，回忆的客观时间范围就要小于被回忆之物的时间范围。但所有关系而后仍然被保留下来。

〈第23号〉　时间的统一性与时间的无限性。

第一个印象的回忆。

与一个印象的回忆一致—相合的再回忆。

关于现在的变异［意识］（原生的印象的过去意识）与被再造的和被表象的现在。

需要区分：下降了的现在（它一般不被意指，不被关注，但也可以被关注）与同时结伴的被再造的现在，后者“再次开始”，再次流动，但是在“想象”中（在“再造”中），而且如此流动着，以至于它一则具有回忆的特征，二则具有与仍然被持守的下降了的东西的同一性特征。

在现象学事态的本质中包含着：每个“过去”都可以以再造的方式变化为一个再造的“现在”，这个现在本身又具有一个过去。而这还行得通。因而一个绝对完善的图像是不可能的，但一个在内容与关系方面完善的图像却是可以想象的。并非不会产生这样的疑虑：这是否真的比臆想还要多。例如对一个旋律的回忆。如果我真的想同样地表象它，我可以在时间上缩短它吗？如果我在内心更快地吟唱它，整个印象不会发生变化吗？我可以在它的速度中直观地表象它（即不更快地表象它），而在时间上绝对说来却还是更快了？甚至可以说：如果我在思想中飞奔，那么我就将它表象为飞奔的。快速地表象一个在慢速中流动的旋律，这并不意味着，表象一个快速的旋律。但这在直观上真的是可能的吗？以完善的图像性的方式？这是所有时间法则的现象学基础。

但能否有一个最后的现在，它的后面不再有过去？明见的是：没有一个时间点是第一个时间点。这意味着，根据观念的可能性，在每个现在中都可以包含着一个以前的现在？但这实际上（de facto）只能是一个空乏的时间。

〈第24号　对一个个体（时间）客体的感知。〈在对时间之物感知的一个相位中，我们会找到先前相位的感知显现吗？〉(13)

以前的感知不会立即消失。新的感知与新的“现在”相连接，以前的感知因此而显现为被回移的和连续地一再回移的。新的现在始终处在注意力的前台，并且提供联系点，时间关系便是根据这个联系点来评判的。所有刚刚过去的东西都是从现在的立足点出发而被看到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体验到一个特殊的过程、一个进程。一个旋律流动起来。这是一个进程。但意识进程本身也是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感知”它本身，我们可以一个瞬间一个瞬间地关注它的各个变动不居的相位。

我们假定旋律A B C D在流动。

即是说，首先显现的是A（感知）。而后显现B，它是现在的（现时的现在），同时A不再显现为现时现在的，而更多地显现为逐渐消散的（它的现在被回移），如此等等。

1.A

2.A′　B

3.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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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何知道这些？1、2、3、4——这是四个彼此接续的意识相位。这里写下的是客观时间性的显现，A的显现、在其相互接续中跟随的B的显现，等等。对这四个意识时间点的陈述：1）现在是A，2）现在是B，而A刚刚过去等等。与这些陈述相应的是时间种类的客体性。而且与它们相应的又是它们显现于其中的体验。

我们继续讨论对象性的东西（撇开体验不论）。回忆，即我们在其中将此过程当下化的回忆，我们通过它而知道这个过程的回忆，它看起来是怎样的呢？

我们已经想到这个旋律的最初节拍，它们被我们吟唱并且一再地在回忆中被再当下化。而后在回忆中我们显然具有同一个过程，只是我们会“想”，A是被感知到的等等。我们在再造的表象中具有对A B……感知的演替，或者我们具有节拍，有可能是在对吟唱之物的重复感知中，我们在这里关注个别的步骤并且试图研究它们为陈述所提供的东西。

没有一个相位可以被持守住。它只能被一再地重新创造出来。

映射的时间意识（或者也可以说，时间客体性）的一个横切面不是一个自为的可再造之物，不是一个自为延续的可表象之物（可再造之物）。这个过程的片段可以在想象中成为直观的客体，并且再次作为过程而流动。一个相位只能在飞行中、亦即在流动的过程中、在它的基础上被直观出来（herausgeschaut）。

如果我们再造一个时间流动，如果我们想象一个时间流动，那么情况会是怎样的呢？我们在想象活动的一个相位中发现了前面相位的想象表象吗？

但我们同样也可以询问对一个时间（个体）客体的感知情况：我们在时间之物的一个相位中发现了以前相位的感知显现吗？

看起来对这两个问题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无法发现这些东西。

人们起先会说：在很多情况中肯定是无法发现这些东西的。可是在一些情况中、在快速的情况下，人们会有所动摇，而且人们对实事看得越多就会越存怀疑。

人们起先站在现时的感知或想象一边。可是更仔细地考虑一下：我们在新的声音出现时还在感知着老的声音吗？整个节拍的统一意识当然还是现存的，它伸展到几个声音上。而且这些声音、这整个节拍当然还是统一地被感知到的。但在这个属于节拍的意识统一方面必须说：这是一个统一意识，它在感知中逐步地构建自身，并且在不断前行的感知中增加内容。它在最后一步中完成自己。作为统一意识而属于最后一步的意识，就其本质而言只能是如此自身建造的意识，它必须如此地成长起来，它只有通过对属于以前意向的意向之持守或根据它们才是其所是。此外，正如最后一块石头并不构成建筑，只是完成建筑一样，最后的感知相位也不构成对节拍、旋律的整个感知。最后的相位在本真的意义上并不是对节拍的感知，而恰恰是对它的完成，而且这是一个不独立的东西。但一个感知并不是一个不独立的东西，而是一个具体的感知。用建筑所做的比喻并不完全合适，因为在完成了的建筑中保留了每块砖。这里却不是。对节拍的感知是一个时间统一，而且是一个有时间划分的统一。对以前相位的感知被保留在它之中，但却以这样的方式，也就像在一个时间伸展统一中包含着某物一样。如此等等。

〈第25号〉　相即回忆。先前的感知。——对过去的感知，尝试〈窘境〉。〈为什么清新回忆不简单地就是持续的原初感知？〉(14)

相即回忆。以前的感知。

我现在有一个相即的回忆，即是说，看得出，我有一个对刚才被感知的东西的直观。我知道这两个时间上分离的行为的同一性；从何知道？

现在我根据回忆的相位来从时间上编排这些实事的顺序（我们臆想一个直接—直观的时间立义）。因此我直观实事的时间编排顺序、原初的编排顺序。（我根据这个编排顺序来确定间接时间表象的位置。）

我也在时间上编排行为的顺序，并且在此发现，在将一个实事直观为自身当下存在的同时，我说：它是现在的，并且这感知具有同一个现在。我在回忆中感知：自身当下的曾在。但作为自身当下曾在的直观是现在，是借助于回忆的感知而自身当下的。

因此，我具有A—当下曾在（过去的当下）；将当下曾在者把握为在过去当下中的当下存在者的行为。

对A的回忆；现在当下。

因此，在回忆中我们处于现在，在回忆的对象中我们处于过去的现在；而在对过去对象的现在把握的前行行为中也同样如此。

……(15)

对过去的感知。尝试（窘境）。(16)

为什么清新的回忆不单单是被持守的原初感知呢？

它与以后的回忆、与现在的感知的区别何在？它作为现在而启动。每个以后的回忆都有一个其他的现在。即是说，感知特征自身分异（Differenzieren），而每个分异都有一个现在与之相符。这样，每个现在本身都被回移，而新的现在被偏好，它提供对整体之立义的关系点。

我们究竟从何知道，我们具有一个关于以前的现在的延续意识？关于延续的意识：内容延续地被感知，但不仅仅是这样泛泛而论，而是感知连续地接受一个新的特征，同时感知还继续带有旧的特征，因此更确切地说：新的感知连续到来，而旧的感知被保留下来。

关于以前的现在，我们当然不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对它的延续的意识，但在对它的感知的反思中，我们具有关于这些感知继续实存的延续意识，并且可以随时具有它。

因此必须特别研究，是否不单单只是感知在进行，或者是否完全有必要接受再现，甚至接受图像意识……。

但即便在这里也会产生这样的难题(17)：我说，感知连同其现在曾延续过。（客观地说：）对此是否有明见性，是否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现在具有意识：A曾在（以直接回忆的方式），同时A实际上根本不曾在（没有前行的感知），或者我现在具有“清新的回忆”，而刚才却并没有感知？

人们可能会说：“我具有明见性，即我曾有感知A”，这与“我有原生的回忆”是一回事。但回忆是感知A连同当时的现在；感知本身是一个当时的感知，而它具有那个现在的特征，这如何解释呢？

或者毋宁说是这样的：现在的回忆恰恰是一个现在，即是说，我将当时曾在的［把握］行为把握为一个现在：我恰恰是现在感知它。而现在这个行为应当是持留的当时的感知吗？连同其现在？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的话，当时的感知就是在现在中，并且所有以前的感知就都是同时的了（整个回忆系列事实上都是一个现在）。因此这就解决了窘境。(18)

在回忆中“显现出”以前的感知。不是这个感知本身持留下来，而是有一个“回忆”与它相衔接，这个回忆是以前感知的对应图像。

回忆是一个对感知的图像表象吗？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回忆将被回忆的内容表象为由它所映像的感知的对象？那么回忆表象就具有两个对象：1）以前的感知，2）这个感知的对象；但这个假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更简单些：只是感知转变为一个相应的回忆表象（图像表象）。但这样的联系从何而来：对A的回忆与我以前感知过A的意识是等值的？假定每个感知都同时在“内意识”中被感知，那么对这个感知的感知就必须符合所有感知的法则，即不仅感知会变为回忆，而且这个内意识、这个［回忆］也会重又变为回忆，这样我们便有无限的纠缠（同时有一个针对布伦塔诺的内意识之可能性的异议！）。或者人们必须说，即便回忆所原生回忆的也是被回忆的客体，但它“附带地”是以前感知的回忆？(19)

是的：内感知“附带地”把握到“自己”，而它的对象是原生地被把握到的。与它相衔接的是作为变异的回忆。在感知中的自身把握过渡到对这同一个“自身”的回忆中，即过渡到对感知的回忆中，同时，对内容的感知过渡到对内容的回忆中。这必定可以回答布伦塔诺了，而且这的确会对他大有助益。

〈第26号〉　论主要命题：感知包括了作为各自的、但不断变化的现在的“时间确定性”，而原生回忆具有这个感知之持留的含义。(20)

如果我们听到a b c…m的演替，那么当m被感知时，对a b…的感知、这些以前的感知，就还在意识中；在时间点tm上，我们就同时具有Wa（a）Wb（b）…Wm（m），亦即同时感知a b…m，因此它们显现为同时的。

但对此可以反驳说：

什么叫做：同时感知a b…m？这意味着，一个感知包含着a b…m的路线，以至于它赋予它们现在的特征，亦即这样一个感知，如果它将其现在作为π给出，那么它便可以被理解为Wπ（a）Wπ（b）…，它们都具有同一个π。但这里并不是这种情况。我们虽然同时具有Wa（a）Wb（b）…Wm（m）的感知，即是说，一个以Wπ（Wa…Wm）的方式将同一个时间（即它们的时间π）分派给各个感知的感知虽然是可能的；但这些W中的每个都分派了一个不同的时间，a b…m同时显现，但显现为时间上不同的，m作为现在的，l作为刚才的，b还是刚才的，如此等等。每个都有一个不同的当下。而以前的当下与以后的当下相比就叫做“过去”。

“我现在感知a”，这就是说：我具有一个感知，在其中a作为现在站立于此，作为“现在”，即作为活的时间系列的尾项（最高项）。因此，“我现在感知a”并不意味着：“我具有对以前的尾项的感知，或我具有对一个非现在的感知，对一个身后还有它者的a的感知。”

还会有人反驳说：

对a的感知延续着吗？那么a也必须延续着，延续地感知a，就意味着：将a感知为延续着的。

在a已消失并已过去的同时，怎么可以说对a的感知还在延续呢？

同样可以回答：对a的感知延续着，这可以意味着：感知体验连续地保持下来（没有根本的内容变化）。

可是，感知延续着的A，这通常意味着：A延续着，并且是在此延续中当下的，即是说，延续的A作为现在在最高的时间点上显现，同时以前的现在却仍然持留在意识中。从时间点t对a所做的感知在延续：只要它还在延续，a就显现为在时间t中存在的。与这个感知a相衔接的常常是不断更新的感知连同不断更新的t，并且始终是对内容a的感知。如果这些t一直延伸到现时的现在、时间序列的奇特顶点，那么我们就具有一个延续感知，它同时也是对延续的感知。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如果它们仅仅从t0延伸到t1，而不是延伸到现时的现在，那么我们在持留的感知的基础上所具有的便是一个对刚刚过去的延续感知的现时意识。

对一个延续的a的感知并不是在一个延续的（始终不变的）感知中进行的，而更多是在一个持续变化的感知中进行的，在这样一个感知中进行，这个感知不断地创造着新的现在，但这个新的现在始终是现时时间的最高者。由于确切意义上的现在是一个活动的点，所以对现在存在者的感知是一个变化着的东西，即使被感知之物始终“没有变化”。(21)

如果我们将感知这个词与一个行为联系在一起，这个行为把握了一个现在当下的东西，即在各个时间系列顶点意义上的“现在”，那么，“对a的感知在延续”就意味着：同一个对象始终在现在中，它刚刚曾在并且现在还在。而感知停止，这就意味着：它不再是现在的。在感知停止的同时，只要a不再是一个现在感知的对象，以前的感知连同其“现在”就始终还在，但这个现在不再是意识中的最高点了，而它所经历的变化是建基于对现在的持续推演上，这个现在始终是时间立义的关系点。

而等价的情况是如何的呢：清新的回忆＝刚刚被感知，在假定持留感知的情况下？

我现在具有Wt（a）。这提供了：a在时间t时曾在，而这被我感知到。是的，但“留存的”（zurückbleiben）感知还是现在在此的，它本身是一个现在存在者。另一方面，它应当是“留存的”，它应当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延续过”。它坠入到意识之中吗？当然。但以何种方式？这是个问题。Wt自身回移，因为始终有新的时间因素出现，始终有新的感知和新的演替、延续等等出现。“它”自身回移，它延续地被意识到：如果我把Wt与一个与此相衔接的感知Wt1相比较（先是a延续着，而后b延续着），那么我发现，对a及其延续的“回忆”现存地贯穿在t的始终，在b延续的同时（我们是在原生直观的时间中活动）。什么叫做：对延续a的“回忆”？它意味着，对at0－t1的感知延续地现存于意识中？而在b流动的同时，我们对此延续地有一个意识？这应当如何理解？

这样说是否就够了：Wt0－t1（对a在其时间伸延中的感知，或者毋宁说，自身在其伸延中显现给我们的a）还被意识到，同时我感知这些新的内容并且又感知新的内容？即是说，a被直观为曾在的，被直观为与b和c……相比或长或短延续过的。但W（a）与W（b）W（c）是同时的。或者不如说：W（a）在这整个时间里延伸，而这个延伸了的W就其相应的部分而言是与b和c的相应部分同时的。什么叫做：“延伸着（dehnt sich）”？感知本身恰恰具有一个延续，并且可以在其延续中被感知到。但这个延续不是a的延续，它并不赋予a以新的时间，它仅仅赋予W（a）以时间和延续。

如何会知道曾被感知呢？后补地说出这些事情的权利是从何而来的呢？我如何知道，t“刚才”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最高的时间规定？

我们是否更应当如此来描述：

对现在的时间规定、对首要的和未变异的时间的时间规定是一个奇异的特征，它以一种无法描述的方式与实在内容联结在一起，以至于这个内容为此特征之故而具有“现在”，然而就这个内容本身而言，如果说它有时间，则是毫无意义的。

与每个实在之物一样，对a在其时间中的具体感知具有其时间，而且at在一个具有同一个原初时间现在的感知Wt中被给予。但时间之物难道不是某个可以被关注、可以被感知的东西吗？而且它作为被给予的“因素”、作为特征难道不也是某个具有时间的东西吗？如果我在现在中考察视野的内容，那么它们都是同时的，它们都是现在的。但并不是每个内容都具有一个本己的因素：现在，而是这个总体意识具有这同一个现在，绝对同一，而且这个现在根本不是一个可以被复制的因素。它完全不同于颜色因素的情况，后者常常在此并且只是在种类上是同一的。现在不是一个种类。如果我进入心理学领域，谈论这个人或那个人的现在意识，那么这是与一个可能的聚合—意识（Zusammen-Bewußtsein）相关的，它又只有一个同一的现在。并非每个意识都有它的现在。只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每个意识都是一个具体的，且随情况变化而不同的意识。每个意识都有它的时间，这恰恰意味着：每个行为、每个体验都是可能的感知对象，并且如果它在，它就在它的现在中：带着与一个可能的意识的关联。但这个意识如此地为现在所穿透，以至于它赋予它的所有“内容”以同一个现在，而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每个同时的东西都具有这同一个现在。(22)

在at中，t直接属于a。现在的特别之处在于：与每个意识瞬间相应，会有一个新的t相衔接。at始终（“在一段时间里”）在意识之中，但意识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一个连续在时间上变化的意识，即是说，它连续地赋予一个新的现在，一个新的t。但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就好像在at中t被一个新的t接替了一样；相反，at还在连续地接受新的t，以这样一种方式，即每个t与前一个构成物的关系完全就像原初的t与a的关系。因此：

at（at）t1（（at）t1）t2…

可是这个符号表示法并不好，因为这是一个连续的变异；所以大致为：

at——t1，

但这里在t与t1之间的每个理想步骤都展示着一个t，它是整个先行者的t。

因而这也涉及感知本身、立义，涉及所有那些以意向体验及其连续的方式而是实在的东西。如果我反思感知，我会发现现在在t中对相关感知进程的感知；或者毋宁说，由于感知意味着“把握为现在”（Als-jetzt-erfassung），因此我发现被把握为现在的是这样一个进程，在此进程中的第一个环节是对at的感知，而后进一步连续地是对at－t′等等的感知。a现在不在，这就是说，a没有在直接的和素朴的时间呈现中被给予；a曾在一个现在中，a曾是当下的：它具有一个变异了的现在，它具有一个现在，但这个“a现在”并没有连续地在其他现在中被感知到，而在每个新的现在中都有与原初的t相链接的t′……的连续性一同被给予。通常意义上被感知的是at0－t1，以及在反思中对at0的感知的自身被把握到的东西，以及那些自身把握的连续性，在这些自身把握中at0－t1……进一步地被给予。“在时间t1—t0之前，我感知到a”，“a刚才曾在时间t0中是当下的”，而且“直到现在我都曾继续着关于a的‘直接回忆’，它始终‘被意识到’，感知显现在意识中维续，同时我却并没有始终感知到这个a（作为延续着的a）”。

但现在会出现一个困难吗？

可是那个连续性的每个相位都是一个实在的体验。如果有人说：这是一个抽象，那么我们就以每个时间块片t0—t′等等为例。它现在仍然会经历它的时间回移，我们难道不会陷入一个无穷倒退吗？

我们以at0－t′这个块片为例。对此的意识（清新的回忆）是一个体验，它具有其时间：这是时间t′。现在它经历自己的时间回移。但这并不产生出新东西。

（at0－t′）t′－t1＝at0－t1

这恰恰便是我们曾在我们的范式中所采纳的那个回移。

〈第27号　一个纵观的尝试：基本的时间区别。自身在此与客体化。〉(23)

时间意识(24)并不来自在图像性意义上的想象，而是纯粹来自感知。但感知意识在自身变异着，并且在一个种属内自身划分层次。这个意识是对象意识，在其中有一个“自身当下”，而后它下降到刚刚—当下—曾在的层次，而且是持续地下降。感知的样式自身划分层次，并且产生出本真的时间—意识。想象的样式也类似地划分层次，并且产生出想象—时间意识。

时间的连续性：立义样式的层次划分的连续性。非本真的时间意识：一个被感知过的旋律所具有的在很长时间以前流逝了的部分。但并非象征性的：象征性的东西从符号走向被符号标识的东西，符号做出向前的指明（vorweisen）。现时的时间意识还有一个流苏（Franse），它做出回返的指明（zurückweisen）。各个立义还在“昏暗”中的现存、可能。在唯一的“背景”中的消融。——(25)

1）声音A B……的相互接续，或者说，在每个声音内，如在A以内的时间相位的相互接续。也是在旋律中的各个节拍的相互接续。

2）相互接续

a）感觉A B C……的相互继续（或在A中的各个部分的相互接续）

b）对A、B……的感知的相互接续，或对声音的感知，也包括对节拍的感知的相互接续。——

3）对A⌒B⌒……系列的感知之瞬间相位的相互接续

[image: img9]

各个瞬间相位是观念界线。具体地看，它们是具有一定“厚度”的线条。

这些是我们都能感知到的时间序列。最后一个系列我们是在连续的河流中感知到的，我们反思这条感知的河流。诚然，为了能够评判、比较、区分，我们必须回观这些连续统，必须“回返”到老的部分上。为此还需要“重复”和认同。同样还包含以下的东西：

4）在一个瞬间相位内的时态符号之顺序编排：在一个相位的同时统一中的编排顺序。

这当然要以在持续的滞留(26)与认同情况下对同一个相位的重复的当下化为前提。

因此，(27)感觉材料和想象材料的情况如何，感知与回忆/想象的情况如何？在感性内容方面需要做某种新的向度的区分吗？

新的向度大概只是时间性，或多或少确定的时间性，现在和非现在的区别，在此和不在此的区别。

或许必须从现象学上区分：

1）自身在此和自身不在此的基本区别。而后自身不在此可以被立义为过去或将来，并且被立义为与现在（客观现在）同时客观当下的。亦即按序纳入时间系列。此外，［自身不在此也可以被立义为］时间上不确定的、不以客观时间定位的、包含着一个时间、但不是一种可以被按序纳入客观时间系列的时间。马人(28)也延续着，也活动着，自身带着它的时间层次，但它属于客观时间的哪个部分呢？不属于任何部分。它与主观现在、刚要过去、刚要将来的关系如何？它与这些根本没有关系。

2）基本的时间区别：现在、过去（将来）。“现在”与自身在此的关系如何？现时现在的，就是自身在此的。而个体地自身在此的，就是现时现在的。个体的自身在此与个体的现在（相即地被给予的现在）是彼此相合的（decken）。

因而现在一般＝自身在此＋客体化：“与此同时”，

图表：

直接直观的区别：

1）自身在此。

2）不自身在此。

　a）过去（明见的过去）。

　b）臆想之物，不朝向现在，除非是作为非现在。

非本真地被表象的区别、间接区别：

　a′）更遥远的过去。

　b′）根据间接的报告、图像等等而被表象的过去。

　c′）非本真地被表象的现在（现在我的妻子坐车从哈雷返回），它是与现在同时的东西，但却是本身没有作为现在而被直观到的东西。

　d′）将来的东西。

非现在的情况如何？

清新的回忆：刚刚过去的东西是一个非现在，只要我们将它区别于现在，区别于还存在的东西，区别于延续的东西。进程是现在的，对进程的表象不是现在的。但被感知的进程相位是现在的，刚刚流逝的进程相位不是现在的，如此等等。进程是自身在此的：对进程的感知（客观现在的：与此同时的东西）。进程不是自身当下的：它只是被表象的，它是被回忆的（它曾在），如此等等。

α）它曾是“刚刚”自身当下的，它还在直接的（清新的）回忆中。（刚刚听到的）声音C还以回忆的形式是当下的，我知道它刚刚逐渐消散，因为我在回忆中还拥有它。它对我还是当下，尽管不再是自身当下的，而仅仅作为刚刚过去的才是当下的。(29)

它不是自身在此的，它本身是一个非现在。它的过去是一个现在，是一个自身当下的东西、一个被感知的东西。

β）如果我在一个再现的回忆中回忆它，那么它也不是自身在此的，它本身又是一个非现在，并且它的过去是一个现在。但它的过去是一个现在，这个状况并不是一个自身当下的东西，并不是一个被感知到的东西。过去是被认定的；它并不仅仅是象征地被意指的，不仅仅是被说说而已的，而是被直观到的，但并不是被感知的。(30)

对过去的A的感知，它难道不含有对A的感知吗？但总不会

像对红A的感知含有对A的感知一样。感知过去的A，这就意味着具有这样的意识：对A的感知过渡到对A的清新回忆中。显现在延续着（实际上它在这里所允许的相似性的路线上发生变异，它逐渐减弱）。但现在变化为非现在。由非现在意识承载的显现再现着感知显现，非自身再现着自身，它几乎还是自身，并且具有一个样式，一个连续引向“自身”、引向现在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被体验到；它与现在的间距也同样被体验到。

〈第28号〉　声音、时间客体和在时间意识流中时间 客体的每个相位的同一性。

感知的瞬间相位不断“下坠”，它们持续地经历变异。它们并不简单地保持自身，而是不断地变化自身。时间客体的某个点不断地在时间中回坠，即是说，首先是体现内容不断地变异（因而它始终是某个他者），同时立义也在变化。但我们而后为何具有同一个客体—点，它只是在时间中回坠，越来越多地成为过去？

答案：我们必须区分

1）客体—瞬间的感觉内容（现在时间点）。

2）它的时态的不断变异，

这是对每一瞬间而言。感觉内容在时间顺序中时而相同、时而相异；

3）立义、客体化：

A）客体化，即纯粹在瞬间的感觉内容中找到其内容的客体化；客体化，即同样属于每个变异了的过去瞬间之立义内容的客体化；两者都被理解为产生出时间质料的客体化。

B）客体化，即产生出时间性、产生出时间中的此在——作为现在存在、曾经存在——的客体化。

A－〈客体化〉在时间中回坠时始终是同一个，更确切地说：就它所“持守”的东西而言，就那些在内容变异时仍然是立义内容的东西而言，它始终是同一个，就其他方面而言，它获得了不确定性的特征。因此，它始终意指同一个东西，并且是关于这同一个的持续意识。但这同一个始终〈进一步地〉踏入过去，时间特征在持续变化。

但客体并非一直改变它的时间，而是把持着它的时间，只是不断有新东西出现，将来的东西成为现在，现在成为过去的东西，如此等等。过去的变化并不是客观时间位置的变化，而是在于它相对地远离开可变的现在。

时间立义之连续性中的同一性给出了客观的时间点、同一的时间客体。诸瞬间被认同，但片段也是如此。现在瞬间的质料被立义为α，在回坠的同时它始终被立义为α，每个进一步与之相连的现在瞬间的质料以类似的方式被立义为α′α″。α α′α″……的持续序列通过同时性、通过时间变异和同时发生而经历到意识的统一。而后α α′α″连同它的时间状况一同下坠到过去之中。时间质料连同其时间位置给出了时间客体（或时间客体〈一个〉部分）的统一，而这个时间客体作为整体不断地进一步回坠，因为恰恰是它的每个点都作为同一的同一个而被意识到。但时间的区别和间距也因此而是同一个，因为不仅诸质料始终是同一些质料，而且全部客体（客体—点）也始终是同一些客体。时间形式也一同被客体化了，而如果a⌒b下坠到过去之中，那么间距是同一个，因为a是同一的同一个，b是同一的同一个。无论这（作为论证）是否充分，客体意识总是一个在原初时间直观内的同一意识：原初通过时间回移而变异的每个点和每个片段都被看做是同一的。客体立义当然也是如此，它以这种方式构造出个体的客体性。如果时间片段通过重复与滞留（Retention）(31)而被多次经历，那么在时间客体的不同相位之间的同一性也就通过比较而得以完成。

对一个时间客体、首先是对一个简单的音序的认同。

A B C被感知，即是说，以感知的方式流动。在流动之后我们可以再造，一个再造性的回忆以想象的方式重复这个流动，我们表象它，表象这同一个东西。我们不仅表象这同一个，而且也借助于还现存的原生回忆来认同它，而且我们可以多次做此事。再造是作为对以前被感知之物的表象而给予自身的，我们在它之中并不具有再造和对象这两者，而是仅仅具有一个东西。即便在认同中，起初我们似乎也只有一个东西。但在对此事态更为仔细的观察中我们留意到，我们具有对一个时间序列的原生意识。如果我重复三次c g e，第一次唱着，第二次再造着，第三次又再造着，那么我就原生地体验到一个三重现象的序列：感知、再造和新的再造。我留意到，再造是如何借助于原生的回忆而被认同的（如同我用目光三次扫过一段线的同一个块片），而这正是对意指之同一性的意识。重复着的、再造着的行为在这里是时间上相互接续的，并且就在这个序列中被发现。同一性的相合贯穿于它们所有之中，而与它们一同进行的是（随意的）滞留，而且是再造性的滞留。随着认同，原生回忆也就保留了自身，并且在其对象性内容方面被认同为始终的同一个。当然，每个陈述，例如B紧随在A后，只要它应当是明见的，便都以这种再造的滞留为前提。即便B还在响（诚然，只要它还没有结束，它作为客观的B也就尚未完成），我就必须回到A，以便我能够说，“在A之后”。

或者，“B在A后”是在B结束之后的那个瞬间才完成的，也就是在回忆得以可能的那个瞬间才完成的。但陈述关系到客体，关系到实事状态，而在我恰当地或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它之前，它就必须存在。

〈第29号〉　迈农对被分配的和不被分配的对象的区分。(32)(33)

a）声音本身，颜色本身。

b）一段旋律，一个颜色变换（也包括颜色的延续，一个延续地响着的声音）。诸对象（〈在迈农那里〉它们叫做表象对象，但此做法的意义何在？），它们的本性在于需要时间片段才能展开自身，相对于这样的对象，它们的特征被挤逼到一个唯一的时间点上，可以说是一个时间性的横切面上。（一个场所、一个声音、一个颜色。表象、判断、欲求、对象，可以说它们的特征已经被描述为相互对应的点状事实。）

原因：在一组对象那里，时间片段是建构性的，而在另一组对象那里则不是。

迈农，第248页：“区别的核心”并不在于，“对象是否占据了一个时间片段”（因为它总会占据一个片段），但却可能在于，它是否以及如何在时间上被分配。即便静止也是一种时间分配的情况，延续响着的声音，不变地延续的颜色。但颜色“本身”是没有时间分配的。(34)

斯特恩(35)区分“瞬间的”和时间上延展的意识行为。瞬间的意识行为——撇开其某种延续不论——是在每个瞬间中都完整的意识行为，即是说，它们等时地（isochron）包含着所有相属的、对立义的产生来说必要的要素，以至于在时间延展中没有一个统合性的（intergrie-rend）要素被给予。(36)（但如何可能，如果“立义”一同朝向时间规定性的话？）

批判。

如果我们以具体的和抽象的对象的（独立的和不独立的对象）区分为出发点，那么在每个具体对象（更确切地说：个体对象）中都包含着某些时间规定，但每个抽象对象则不是如此。我们肯定可以从时间规定中抽象出来，而且是以这种方式，即抽象对象如红色、场所、颜色不含有任何时间规定。当然，与对独立的和不独立的对象的区分相交叉的，乃是对一并含有时间性的对象和不含有时间性的对象的区分。每个个体的对象都有其时间，它或者是一个时间整体，或属于这样的整体。但并非每个对象都在自身中含有时间。

对时间上被分配的和不被分配的对象的区分(37)——那么，不被分配的对象恰恰是单纯的抽象。

声音本身、颜色本身不具有时间分配。一段旋律在时间上是延展的，在关于“分析”的文章（第6卷）(38)中，这个区别被标识为两种对立的表象对象或者也可以说是两种现实之间的区别，前一种表象对象的“本性在于，它们需要时间片段才能展开自身”，后一种表象对象的“特征在于，它们被挤逼到一个唯一的时间点上，可以说是一个时间性的横切面上（当然，并未以某种方式预先判决这个切点被束缚在时间片段上）”（第247页）(39)。关于“分析”的文章第78页列举了后一组对象的例子：一个场所、一个声音、一个颜色。(40)在后面［迈农还说］，“表象、判断、感受和欲求、对象也已经在特征上被描述为可以说是相互对应的点状事实，并且同时构成一个完整的分离”(41)。原因：“在一组对象那里，时间片段是建构性的，而在另一组对象那里则不是。”（第79页）(42)

对此参见斯特恩“心理的在场时间”第326页（第13卷，也参见注释），他针对迈农而区分：“瞬间的”和“时间上延展的意识行为”。瞬间的意识行为——撇开其某种可能的延续不论——是在每个瞬间中都完整的意识行为，即是说，它们等时地（isochron）包含着所有相属的、对立义的产生来说必要的要素，以至于在时间延展中没有一个统合性的要素被给予。(43)但如何可能，如果“立义”（意指）一同朝向时间规定性的话？！——

这些区分在我看来并不令人满意(44)。

如果人们以对具体对象和抽象对象的（独立的和不独立的对象）区分为出发点，那么在每个具体对象中都建构性地包含着某些时间规定，但每个抽象对象则不是如此。我们当然可以从时间规定中抽象出来，而且是以这种方式，即我们保留抽象对象如红色、场所、颜色，它们并不含有任何时间规定。因此，与对独立的和不独立的对象的区分相交叉的，乃是对一并含有时间性因素的对象和不含有时间性因素的对象的区分。

A）每个对象都有其时间，它——它的进程——或者是一个时间整体，或属于这样的整体。但并非每个对象都在自身中含有时间性的东西(45)。

B）此外还有对时间上延展的对象（与其时间一同被理解的对象）的下列区分：

a）有这样一些对象，它们的时间划分无论如何进行都会一再地给出这样一些对象，这些对象所具有的所有构建规定性——时间片段扩展除外——都与它们相同：红色、一座房子、一个颜色等等。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一些如此覆盖（überdecken）其时间的对象，以至于不同的时间部分一再地会有同一的时间充盈与之相符。

b）有这样一些对象，它们如此地覆盖它们的时间扩展，以至于与不同的时间部分相符的一般是不同的时间充盈。

这也是我们的概念构成之指向。

我们也可以说：用始终同一的质料来充实其时间的对象，以及用变换的质料来充实其时间的时间对象。

将时间对象（在它们的建构内容中一同包含着时间片段扩展）划分为静止和运动、不变和变化。

关于A）我还要说明：我们在对象上的兴趣和概念构成可以指向它们的时间规定或也指向它们的时间质料，或者说，指向它们的质料规定。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些概念来规定对象，这些概念不含有作为建构性要素的时间概念，那么在对这个规定的逻辑表象中，时间性的东西就始终是未被规定的。由于每个时间质料（＝A）都可以充实任意一个时间片段，所以这些对象即使被我们加上时间，哪怕是不确定的时间，它们也仍然属于不变。因而，即便不用时间，它们的“特征也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与它相对立的是另一类一并带有时间规定的规定。

迈农陈述说：“对一个被分配的对象本身的表象可以是甚至必须是一个被分配的事实吗？”(46)这里对概念所做的解释显得并不很成功。我们必须首先对他的所说的意思做深邃的思考，而说到底这还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迈农的说法让人起先觉得他会简单地将时间对象与无时间的对象（后者在这里意味着抽象于时间的时间质料）对立起来。实际上这关系到这样一些对象的区别，一方面是具有“不变”特征的东西对象，另一方面是与此对立的具有变化特征的对象(47)。前者在每个时间点上都是质料上的同一个：因而不需要时间分派和某种时间谓项（普遍的时间谓项除外，它们都有自己的时间）就可以描述它们的特征。后者的情况则不同：这里需要时间来进行特征描述。现在的问题是：对被分派对象的表象在其延续的一个还如此小的块片中就具有不变的特征吗？

或者更简单和更透明地说：对一个变化的表象（或感知、直观）必然是一个变化吗？对一个进展的表象本身是一个进展吗？对一个生成的表象本身是一个生成吗？或者，在一个静止的、自身不变的体验中可以有一个自身变化的直观地生成吗？但这个问题也在于：对一个不变的直观本身是一个不变吗？或者它只能是一个变化？或者它只能是一个不变，并且又可以时而是这个，［时而］是那个？——

迈农稍后所作的更为狭隘的表述在我看来也是不正确的。至少不太妥当的是：“对象的相互接续必定与内容的相互接续相符合吗？”(48)但下面的表述则是不好的了：“需要时间才能表象一个在时间上延展的东西吗？”(49)后者根本不是问题。当然需要时间，而且必然需要时间。但或许是这个问题：对一个时间上的延展之物的表象，并且是直观的表象，它是否具有一种变化（一种进展）的特征。而迈农提出的这个附带问题的意义也就在于，我们是否可以在一个时间点上表象一个“延展”。(50)即是说，如果表象具有一种不变的特征，那么它在每个瞬间都自身是同一的同一个，而如果对时间延展的表象就是它的质性，那么这个特征就会为这个表象所保留，无论人们如何延展这个时间、这个表象的时间，或无论人们如何将时间聚拢到一个时间点上。

这两个表述中的前一个要稍好些：“对象的相互接续必定与内容的相互接续相符合吗？”表象的变化特征在这里自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内容”在这里是指对表象而言真实内在的东西（实项地构造它的东西），而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与立义内容联系起来，那么它事实上要比一般问题更具有标志性。人们就必须问：在对变化的感知中所呈现出来的演替因素之在场者的情况是如何的呢？它们在表象中是相互接续的还是同时的？这个表象至少就此而言是变化还是不变？这也适用于对不变的感知。属于不变的每个时间点（即不变在其中于质料上不发生变化的时间片段）的在场者在直观中是同时的还是相互接续的？

迈农，“更高级次的对象”，第249页：我们感知一个运动，例如一个球在运动。我们区分运动的时间和对运动的表象（对它的感知或直观表象一般）的时间。（迈农所说的是“对象时间”与“内容时间”。）对运动的感知是如此地进行，以至于我们用目光一点一点地追随这个活动的和自身正在运动的东西，与它们的时间位置相符合的是感觉与感知，而一旦这些感觉中的最后一个成为过去，观察者便终止了对运动的看。此后，对运动的表象的时间看起来便与运动的时间是平行地进行的，甚至这一个和那一个似乎是重合的（第249页）。(51)

（进一步的阐述并不十分透明，它的意义或许在于：运动的时间据说是与对运动的感知的时间相同一的，并且是立足于这样的观点：自身运动之物的状况是一点一点地相互尾随地被感知到的。）

但如果在运动时间的每个点上都有活动之物的某个状态被感知到，那么这并不是说，运动时间就是对整个运动的感知表象的时间。运动时间是对活动之物的每个个别位置之感知而言的各个时间点的总合，但它并不因此而不是对运动的感知的时间，即对整个运动之感知表象的时间，哪怕是对任何一个如此之小的块片、亦即对运动一般的感知表象的时间。

这一个命题使得迈农的那个让人大喘气的论述成为多余，那个论述以不清晰的方式所得出的结论最终也就是这样的(52)。

我们这方面则要更清晰地进行几个必要的划分：我们划分

1）球的运动时间（作为感知对象的客观进程之客观时间）；

2）感知的时间。但这有双重含义：

a）对一个运动的感知需要有对球的连续变化的位置的感知（对自身运动之物的连续相位的感知），并且在达到最后相位时完成自身。如果我们将这个连续进程称作对球的运动的感知，那么对象时间（运动时间）便与对运动之感知的时间相合（至少是相接近），无论如何，感知时间是一个时间相位。我们将这个感知称做延展的感知。

b）对运动的感知在运动感知的终点、在最后被标识的片段的终点得以完成。我们把对A⌒B运动的感知称做这样一种瞬间意识，在它之中或与它一起，对象A⌒B第一次以完成的方式被意识到，或者我们将它称做这样一种完成的状态，这个状态的意向相关项就是这个对象，而后“对运动的感知”便是上述意义上的感知的终点界限。它在时间上是不延展的，它再现着一个时间点。自然，我们在这里坠落到一个理想化的臆想上，它与数学的时间点是同一个东西。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这个对完成了的运动的意识只有在第一种意义上的运动感知中才是可能的；因此，对一个运动的直观表象只有在一个连续的行为中才是可能的，这个行为在时间上延续，在每个相位上都表象着一个运动的相位，但作为整体的运动仍然是在其本己变化的终点上才成为意向对象的(53)。

一个变化的直观意识必然是在一个意识的变化中进行的(54)。

然而这样一来，我们便已超出了迈农。

当然，那个构成被延展感知之结尾相位的瞬间意识，它有什么权利被称之为感知呢？我在其中完成旋律的最后一个声音的意识，在意向上或许是这个旋律的一个片段，或许是这个完整的旋律，但这个意识可以叫做对这个旋律的感知吗？它是对最后一个声音的感知，甚至是对这个声音的一个相位的感知，但并不是对这个旋律的感知。——(55)

迈农本人基本上只是表明：对一个运动的感知、对一个哪怕极小片段的感知（最终是对整个运动的感知）就是对这个整个变化对象的感知（而它始终是一个整体）。它并不是由连续地相互接续的瞬间的现在感知所组成的，这些现在感知每每产生出它的现在，但并不产生出延展了的时间客体。自然，由于这个延展了的客体不是局部的现在，因此也就不可能在一个恰恰是给予着一个局部现在的现在感知中被感知到。对延展了的客体的感知就意味着：感知这个延展的每个点，这恰恰是明见的。而由于感知与被感知之物明见地在现象上是同时的（这里并不涉及客观的同时性），因此也就得出：对一个时间客体的感知必须是一个时间客体，而两者在其现象的延展方面是相合的。

但迈农想要推断出的恰恰是另一些东西。他相信可以推断出：只要对时间客体的感知都仅仅给予它的现在，那么这种感知就不是由瞬间感知＝时间瞬间—现在—感知的持续序列所组成的，因此，必定存在着一种行为，它超出现在而包容整个时间客体。客体对于感知来说已在终点完成：因而这个行为必然是在此进行的，并且必然在包容这个客体的同时构成对这个客体的感知。故而被分配的对象只有借助于不被分配的“内容”才会被表象（也许应当说：行为连同再现性的内容，这些内容是瞬间地—同时地被给予的）。但这一点究竟是错是对，还要看如何理解；而迈农的理解是错误的。固然，意识的把握必须超出现在。意识在每个瞬间行为中都必须如此进行，但这个瞬间行为不是对时间客体的感知，而是一个抽象项（Abstraktum）。要想使对时间客体的感知得以可能，不仅结尾行为必须是一个超越把握的（übergreifend）行为，而且每个瞬间行为都必须是这样的行为；感知，即本身是延展了的、被分配的感知，就在于对这些超越把握的行为的融合。这些行为没有一个有权被称做感知。(56)

因此他相信，已经证明了这样的结论：演替性的表象恰恰只是部分把握，但不是总体，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般地主张：更高级次的被分配的对象（旋律、运动……）只能借助于不被分配的内容而被表象。

但这一点真的被证明了吗？感知是结尾相位吗？而这个结尾相位是一个数学的点吗？如果它是，那么就意味着，倘若这应当就是对运动的感知，这个感知要么就是不可能的，要么就只能被想象为一种广延。一个自为的点甚至什么也不是。现在的问题是：它只能被想象为这样的一个结尾相位吗？而这样的话，整个演替感知的行为不就是一个实际上必须叫做“对运动的感知”的东西了吗？这样，感知本身就是被分配的对象，而迈农所强调的，就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数学抽象。或者也可以说：如它在结尾相位上所生成的那样，它是延续的存在？它可以有一会儿延续不变？但如果运动已经过去，我们还拥有对运动的感知吗？而这难道不意味着：我们即使在没有运动时也拥有对运动的感知？因为每个延续的存在（每个不变）都能够是自为的，无论它是以何种方式生成的；“能够”是指：可以想象为自为的存在者。但事实上明见无疑的（如果还有明见无疑的东西的话）是：结尾相位只能被想象为结尾相位，并且只有作为结尾相位才是可能的，每个时间相位都只能被想象为时间相位，并且只有作为时间相位才是可能的。这样便产生出迈农主张的对立面。

因此要对迈农进行反驳：倘若对运动的感知真是一个不被分配的行为，一如颜色、场所是不被分配的，那么原因就应当在于，它不仅仅可以作为相位存在，而且可以作为某种延续的东西存在。不被分配的对象是时间质料并且能够充实任意的时间片段。但这是无稽之谈（Unsinn）。

〈第30号　三重相位。〉(57)

为了清晰起见，需要明确划分三重的相位：

1）瞬间直观或直观相位：时间客体直观的相位。直观本身是一个时间客体并且自身有其相位。例如对旋律的感知：对第一个声音的感知，对前两个相互接续的声音的感知，将其感知为这个旋律的第一个片段，对第一个旋律段落的感知，等等。

2）客体的因素，客体的时间相位：在每个上述意义的相位内，即是说，如果我们从直观的延展中取出一个点，在这个点以内“显现出”某个时间形态，显现出旋律的相关块片，而这个块片具有其相位：这些便是显现着的（erscheinend）相位，而不是显象（Erscheinung）的相位（作为体验的直观的相位）。

3）在2）方面的对象性相位，它们在一个瞬间中同时地被意识到，只要立义统一性在此瞬间中包含着它们所有，这些对象性相位就会显现在其连续的杂多性中，同样也会显现在立义的统一性中，而这个立义的统一性具有一种相应的立义因素的杂多性。这便给出了对相关因素的立义的同时性相位：在瞬间直观中的立义因素与客体的因素相符合。或者也可以说：直观相位中的立义相位——符合于客体的时间相位。

当然我们而后也需要区分：在直观相位中的再现相位以及立义特征与其他行为特征的相位。

现在我们对1）可以说：直观相位连续地相互过渡，但这种连续性只是在一种反思的感知中才被给予，这种反思的感知将同一性的河流客体化，因而这便回引到3）上：我们必须区分在立义相位中（在个别的立义相位中）的立义统一和在瞬间直观中（在直观相位中）的所有立义相位的统一。

如果我感知一段旋律（它可以完全坠入“感知”），那么我便以对象性的方式在某个感知相位中“直至那时地”（“bis dahin”）拥有这段旋律，在结尾相位则拥有这完整的旋律。在这里，每个对象性的相位（每个自为的声音）都被立义了，都出现在一个立义的瞬间里。同样，如果我在相互接续中看到一个人，而后看到一条狗，那么“人”自为地被立义，“狗”也是如此，而且这两者都属于处在一个结尾—瞬间直观中相互接续的意识。每个如此隐含的立义都是一个立义的统一。但这些立义被聚合为瞬间—时间意识。

我说“瞬间—时间意识”，因为我们必须再次区分：对时间客体的直观、对旋律的直观、对它的感知；这个感知从第一声响起，一直延伸到最后一声响起。——

1）即是说，时间上延展了的、完整的、具体的时间意识、完整的感知、对时间的直观；

2）瞬间—时间意识、第1）的相位。——

现在，瞬间之物又在哪里呢？瞬间的［时间意识相位］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在瞬间—时间意识中，立义相位具有行为—连续性的统一：行为形式的因素自身分异，自身始终在分层次。各个行为形式彼此相合，却仍然在彼此疏远（无限小的相似性的统一并不总是这样一种统一：颜色序列以时间的或空间的连续性为前提）。或者毋宁说，它们并不彼此相合，但它们具有亲和性。它们彼此“接近”，彼此带有间距地统合，如此等等。与行为形式相符合的是时间的范畴因素，它是“客体”、时间内容的行为构形。但这个因素本身是时间吗？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第31号〉　图式。〈现在立义与延展感知。〉(58)

我们观察A B C的音序，每个声音都延续着它的时间，并且连续地与它的邻居相接界。在其顺序中的这三个音都在一个感知的统一中被感知到。在它之中我们对每个声音都具有一个具体的、时间上延展了的意识，而且不仅如此，我们还具有对它们所共同构成的声音形态的意识。每个声音不仅在现在点上被意识到，而在延展了的感知的整个时间中被意识到。这里包含着：对A的立义并不是随着A的起始瞬间而开启和随着A的结尾瞬间而停止，以不变延续的方式，相反，仅仅是对A的立义不再是对A的现在立义。在它失去这个特征的同时，A“下坠到”过去之中。在B和C那里也同样如此。XX′是客观的时间线，每次在其中只有一个点是实在的。我们把A所流过的时间间距放到在A中建立起来的纵坐标上去，因此方式用纵坐标标出这种向过去的回坠。而后，诸斜线便给出本原时间域的内容的图像。每条斜线都含有对于结尾点而言的内容的时间层次。所有点在其中当然都是同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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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号〉　连续统。(59)

1）对一个时间客体的，例如对一个运动的延展感知的连续统，包含感知的所有相位，对这个运动的感知在这些相位中逐渐进行并最终得以完成。

2）被感知的时间客体的时间片段的连续统，构成其时间延展。

a）整个时间客体的时间片段的连续统，正如它在感知结束时所显现的那样；

b）就它在感知的一个相位中所显现的而言。3）立义的连续统，这个立义在感知的一个瞬间进行并且同一地和瞬间—同时地构造出时间客体的一个相应部分。

这个连续统对于每个瞬间而言都是不同的。

4）对于这些瞬间立义中的每一个而言的立义内容之连续统，并且既是就那些在它们之中作为现在而显现的东西而言，也是就那些显现为作为刚刚过去的东西而言。

5）立义内容的连续统，这些立义内容〈属于〉对象之物的特定相位，贯穿在这整个延展性感知的始终，而且立义特征和立义形式的连续性也是如此。

因而每个感知都分解为各个横截面。在每个横截面上都有定位在一个感觉中的感性内容的连续性，以及定位在一个现在—感知中的〈立义〉特征的连续性。而总体感知的统一便是这些连续统的连续，它们始终一个相位一个相位地（在其瞬间相位方面）相互邻近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因此而构造出关于整个时间对象的统一意识。

〈第33号〉　斯特恩—迈农讨论的结果。(60)

1）在对一个时间客体的感知的本质中包含着：这个感知本身是一个时间客体。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时间延展。

2）在对一个时间客体的感知的本质中包含着：它具有一个变化客体的特征。即便是对一个不变客体的感知，自身也具有变化的特征。

3）每个感知相位都与一个时间客体的片段有意向关系，而不只是与一个在此片段中必然被给予的并与它同时的现在点有意向关系。

4）这个关系以某种方式包容了时间客体至此所流逝的片段；以或多或少的方式常常也包容这个时间客体的直接邻接的将来片段。但后者并不是本质性的。然而无论如何，这里本质性地包含着一个对未来之物的意向，即便不是一个对涉及同一时间客体之继续的意向。

5）需要区分时间客体的各个部分，一些部分在这些感知的相关瞬间相位中还限于直观中，另一些则不是。与前者相符合的既有连续的立义内容，也有立义特征，与后者相符合的是空乏的立义意向。

6）感知关系到在一种双重连续性中、在一种第二层次的连续性中的时间客体。我们区分：

a）感知相位的连续统，

b）在一个相位内的直观立义的连续统。这个连续统定位在一个现在立义中，它是过去立义和将来立义的贯穿点。我们将每个这样的连续统都称做一个直观的横截面连续统。与这个直观的横截面之连续统相衔接的是一个空乏意向的模糊连续统，关系到时间客体的不再是直观的各个部分。

7）感知据此而是一个连续统的连续。如果我们从第一个感知相位开始，即从这个必然具有现在感知特征的感知相位开始，追踪某个立义内容，那么这个立义内容贯穿在横截面连续统的连续性中，而且

a）至少它在贯穿于这个连续性的一个块片时是一个持续的现在。立义内容是一个现在感知的持续在场者；只要这里所涉及的立义内容是在场者，感知就具有一个对不变的延续者或自身变化者的感知的特征。

b）立义内容接受了一个想象材料的特征，无论如何可以说：接受了一个不再是感觉材料之特征的特征。

但在这里要注意以下情况。由于每个感知相位都直观地表象时间客体的留存片段，因此，例如延续了一秒钟的声音并不仅仅是在秒感知的每个横截面中以现在的方式被感知到，并且并不仅仅在这个横截面中具有其瞬间的在场者；这个声音直观地通过立义内容的并延（Koextension）而在时间上延展地显现出来，这个立义内容只有在一个点上具有感觉的特征，而在其他方面则持续分层次地具有变异了的特征。(61)只有在声音感知的开始相位上才缺少这种并延，在这个感知的每个进一步的横截面上，这种并延都是在此的，而且它从一个横截面到另一个横截面地增长着，直至这个声音感知的结尾横截面。在这里，对于在声音的感性连续统中的每个横截面来说都有一个定位在感觉中的上升连续被给予。如果旋律在继续前行，声音便不再是被感觉到的或被感知到的声音；因而在每个进一步的横截面中，只要声音还属于它的意向内涵，它就还是以一种延展的形式被表象，但不带有一个感觉界限。对各个立义内容所做的阐述，也适用于各个立义：与感觉相符的是作为现在意识的感知意识。与在程度上分层次的立义内容相符的是在一个相位内的立义的分层次；而在这些分层次中的统一中，即在一个意向的统一中，本原的过去构造起自身，它与被感知的现在连续地相衔接。它当然是就一直流动到现在的时间客体而言的过去意识。

在一个连续地展开自身的行为中，时间客体如此地构造起自身，以至于时间客体的一个现在以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的方式作为其当下点而被感知到，同时一个过去意识也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地与当下点的意识连续下去，并且使时间客体的一直流动到现在的块片得以显现为刚刚过去的。立义内容是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地在此的，感觉材料对于现在是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地在此的，想象材料对于过去是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地在此的，只要过去确实曾是直观的，只要原初的时间域在伸展。

〈第34号　关于一个相互接续序列的意识的问题。〉(62)

1）我感知A，而后B，而后C。

2）我感知B，并且将它感知为在A之后而来的，C在B之后而来，B在A而来，C是在现在中，B刚刚曾在，A是在B前曾在。

3）我回忆B（它如何曾是现在，我将自己置身于B的现在之中）并且回忆，当B曾是现在时，A刚刚过去。

4）曾是“现在”的B与B1是同一个东西，后者曾显现在对本原时间片段里的刚刚过去的特征描述中。将当下化（“再造的感知”）认同为对B的时间回移，但这个时间回移本身并不随同原初的时间片段一起被当下化。

5）对A的意识在直至C的整个时间片段中都延续着。在C这里，瞬间意识具有一个延伸，它的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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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A”、对A的意识具有一个时间延伸的特征，一种从现在向过去回坠的特征，以至于它在时间t1中具有t1－t0的过去特征，在时间t2中具有t2－t0的过去特征。情况不仅仅在于，在t2的时间点上，A带着“t0”的特征在此，B带着“t1”的特征在此，带着相应的时间本身。而且更多地还需要注意：

1）A的特征是一个变换的特征。它首先具有现在的特征，而后具有过去的特征，而且是β，即：如果B是现在，而β标志着与B的一定距离，那么C——我们臆想，是在距离相同的情况下——便具有现在的特征，B具有β的特征，而A则具有2β的特征。

2）此外，我们知道这种持续的变化，知道这种持续的回坠。因此，

a）立义会在A向B向C过渡的同时不断发生变化。

b）这就是说：对A的立义并不消失在A的瞬间中，而是A“下坠”，立义始终与立义相衔接。

当B是现在的时候，当B在主线上的时候，A包含着AB。如果在A与B之间的时间中没有现在内容在此，那么在此之间的每个现在点，如α，就包含着一个Aα。但如果α是一个现在内容，那么它也下坠，并且是以同样的程度下坠，以至于所有那些属于与X X′相同平行线中的点都不是同时的，毋宁说那些处在斜线中的点才是同时的。它们根据其时间特征来表达各个瞬间意识。在平行线中我们具有点，在这些点中，就像在X X′中一样，一次始终只有一个点处在意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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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客观时间线。现时的现在线。第次都只有一个点是实在的。斜线所给出的是对每个点而言的本原时间域内容的构成。①
①同样的时间间隔。

3）A；（B、AB）；（C、BC、AC）；…(63)是相互接续的意识阶段，相互接续的瞬间直观。我们对这个相互接续也有一个意识吗？它是否会导向一个无穷倒退，这当然是个难题。我们肯定不具有对这些意识阶段的一个瞬间意识，我们更多是在相互跟随中拥有这些意识阶段，而且只是在相互跟随中拥有它们。例如，如果我哼唱三个声音。在结尾意识中我仅仅具有结尾意识。我如何区分它们？我如何比较它们？我从何知道它们的持续相随？我重复A，我重复A B并且观看它（ABB），我最后重复这个整体并且观看（ACBCC），我将A认同为AC，同时在A这里，B C已经在期待中起作用了。

【注释】


(1)这些由胡塞尔本人写明日期的、在下面所复现的札记产生于——按照他标明的日期——1904或1905年的前两个月。只有几份未表明日期的札记可能较老些，几乎没有一份札记的日期是更迟的。——编者

(2)1904年。

(3)1904年假期。

(4)这个形式——在最为总体的明见性中的直观化——当然是通过基底而被奠基的！因而关系的“存在”是以诸基础的存在为前提的：关系的被给予状态是以诸基础的被给予状态为前提的。是这样！

(5)但还有更多。对演替的感知与对每个关系的感知一样，仍然是以对诸基础的感知为前提的。但诸基础却不是A—B，而是曾在的A和现在的B。演替是一个时间关系。感知有双重含义：在这里它具有自身把握的意义。如果我真的感知到演替，曾在就必须是自身可把握的和被把握的。

(6)可是更确切地说：我不仅认为我感知到演替本身，因此我必定不是以某种方式认为我曾感知过A，或者，这里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不仅认为A刚刚曾在此，而是直接“感知到”。“清新的回忆”必定在此行为中具有一个对“刚刚曾在”的感知的特征。

(7)最后一句话的德文原文为：“daß Bew ußtsein einer Zeit selbst Zeit，Bewußtsein einer Dauer Dauer，Bewußtsein einer Sukzession Sukzession〈erfordert〉.”编者为这里的“〈erfordert〉”（要求）一词加了方括号。即是说，这个词可能原先为胡塞尔所漏写，后为编者所补加。但这个补加带有猜测的成分。胡塞尔在这里漏写的也可能是“〈ist〉”（是）。在这种情况下，这段话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而对一个时间的意识本身［就是］时间，对一个延续的意识本身［就是］延续，对一个演替的意识本身［就是］演替。”——译者

(8)1904年。

(9)胡塞尔在这里后加了一个边注：“（这是一个难点）。”——编者

(10)自我对话，1904年暑假。

(11)对这个斯特恩概念的引用允许做这样一个猜测：这份札记的写作时间可以更准确地定在：最早为1904年9月；参见第29号文字，第217页、注1，以及第218页、注1。——编者

(12)英译者根据胡塞尔原稿对这个图式做了修改（参见E.Husserl，On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rnal Time，trans.by J.B.Brough，Dordrecht u. a.1991，p.203）。在两个德文本中均为：
　　　　　A⌒B⌒E1⌒E2…
　　　　　　　　　（
　　　　　　  C⌒D…
由于英译本是经比利时卢万胡塞尔文库审定的译本，且比两个原有的德文考证版更新，因此中译本采纳了英译者的修改，包括对符号E的修改，即统一改作M。——译者

(13)1904年9月。

(14)第25、26、27号文字是一系列页张的札记，胡塞尔大约在1904年将它们归放到一起；他自己在这个系列中所复现保留的页张的最后一页上——参见第27号文字、第211页注2——标写了“1904年”的日期；仅此状况便使得我们无法排除这样的可能，即此札记的这个或那个页张产生得更早些。这些札记在这里是按照胡塞尔所排列的页张的顺序来复现的。在这些被保留的页张的第一页——在这里的第25号文字中被复现——上，胡塞尔——或许更迟些，即在1904年以后——作了记载：“以下的页张是就‘窘境’问题而作，但也只有就‘窘境’问题才需要通读。”——编者

(15)胡塞尔以后将这里中断的文字从“现在我根据回忆……”开始（第201页第14行）起删除，并且附加了一个边注：“空缺”。——编者

(16)胡塞尔后加的边注：“所有内经验的矛盾！”——编者

(17)参见第43号文字、第294页对此问题的几乎逐字逐句的再讨论。——编者

(18)胡塞尔后来在这句话的结尾处加了问号并且写到：“不”。他将这个札记的剩余部分加上括号并指明参见在第26号文字中复现的札记。——编者

(19)随后的文字是胡塞尔后加的一个附注，但显然要早于第203页注1中的所标出的附注。——编者

(20)参见第25号文字、第201页注1和第203页注1。——编者

(21)以上的整个段落在文稿中都被加有重点号，并且在边上画了两道竖线。——编者

(22)前面这个段落在文稿中从第二句开始（“但时间之物难道不是……”）（第237页第26行）加有方括号。——编者

(23)这里所复现的三个页张由胡塞尔整理归放在一起，最后一个页张上标有日期“1904年”；参见后面第211页注2，并且参见前面第25号文字、第201页注1。——编者

(24)文稿中，在这里所复现的文字前还有一句后来被删去的话：“但这是正确的吗？不是，不是这样。”这个问题和否定处在何种上下文中，这里不得而知，因为看起来在第26号文字中所再现文字的最后部分与这里在第27号文字所采纳的札记文字之间缺了一页，或者是丢失了，或者是被胡塞尔取出了。——编者

(25)胡塞尔后来将这个札记的第二段删去，同时却在第一段中加了许多重点号。——编者

(26)这里首次出现了“滞留”（Retention）这个术语，并且是在一个没有专门标明日期的页张上。但这个页张的产生日期或许是1904年；参见第201页注1、第209页注1，以及后面注2。这个术语的再次出现是在第28号文字中，第215页及后页。但值得怀疑的是：在这些情况中，这个术语是否已经在它以后用于“原生回忆”概念的那个意义上被使用。对此术语的这种使用起先也又被收回了——它在1905年的时间讲座的原初设想中没有出现——，以后——大约在1908/09年——才再次被重新引入；参见第50号文字、第333页。——编者

(27)由胡塞尔标明“1904年”日期的页张从这里开始；参见第25号文字、第201页注1与第27号文字、第209页注1。——编者

(28)马人（Zentaur），希腊神话中的一种人首马身、半人半马状的生物或精灵。——译者

(29)意向、对此声音之意指（das Diesen-Ton-Meinen）在延续着，延续得比响起的声音更长。它不再在此：不再是感知。但“它”“仍然被意指”。

(30)是否至少可以说：非现在是被感知的，但过去没有被感知？不。*我相信不能。我回忆，我知道，C作为过去显现给我，但在这里并非作为自身当下的显现给我，除非是这种情况：C不是在现在中，我也可以说：不是在感知领域：因此这里有争执。但这里还不包含对过去的感知，对C的存在的感知：无论是对不确定的还是在时间上确定的C的存在的感知。这个“不”在文稿中被删去，看起来后面从“我相信不能”开始的注释文字是与删除一起写下的，因此，后面的文字在这种情况下是用来取代“不”的。——编者补注

(31)参见第27号文字、第211页注1。——编者

(32)在第29至33号文字中所再现的似乎是胡塞尔纳入并排列到1905年2月时间讲座的原初构想中的札记；它们同时涉及这个原初讲座文稿的页张，即在埃迪·施泰因的加工中始终完全未被运用的页张，从这些相关札记的特征来看，埃迪·施泰因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札记的确切时间标明可以参见后面的注2。第29号文字详细再现了讲座文稿的第“27”至第“31”原初页张的文字，第30号文字所再现的是第“32”页张的文字，第31号文字所再现的是第“34”页张的文字，第32号文字所再现的是第“36”页张的文字，第33号文字所再现的是第“33”页张的文字。原初放在前面的第“16”至“26”的页张没有被保留下来，并且在加工中始终未被运用。保留下来的是第“35”页张，它的文字以略有改变的形式大部分再现于第11节（第30页及以后各页）；对这份文字的原初的和完整的稿本的确定可以参见对此的“文本考证方面的注释”。从第“37”页张开始被保留下来的各个页张的文字从第14节（第3535页）开始部分地被再现；关于这方面的所有详细情况可以在相关的“文本考证方面的注释”中找到。——编者

(33)在第29号文字中被再现的札记被胡塞尔在其第二页张上仔细地表明了日期：“05年1月7日”。这个第二页张显然要比第一页张更原初：在这里也首先被再现的前面的页张有可能是以后附加进去的，以便更清晰地导出论题。因此会有这些重复。——这个联系使人猜测：第30至33号文字是在同一个时间写下的，即直接在时间讲座的开始前。——编者

(34)胡塞尔所指的是A.迈农的文章“论更高级次对象及其与内感知的关系”（Über Gegenstände höherer Ordnung und deren Verhältnis zur inneren Wahrnehmung），载：《心理学与感官生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und Physiologie der Sinnesorgane），第21卷（1899年），第187～272页。第248页的有关段落为：“这里所说的对立的核心虽然无法在这个问题中寻找，即对象是否占据了一个时间片段，因为它总会占据一个片段；但却可能在这个问题中寻找，即对象是否以及如何在时间上被分配。颜色、声音本身是没有这种时间分配的：它［时间分配］以某种方式属于旋律、颜色变换。但如果人们谈到一个延续响着的声音、一个始终不变的颜色，那么这也是一个时间分配的情况，因而可以肯定，不仅运动展示了一种时间分配的情况，而且静止也同样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下面我把时间上被分配的与不被分配对象或事实加以对置。……”在胡塞尔所拥有的这册被保留下来的杂志中，迈农的文章被胡塞尔加上了众多手写的边注、重点号等等。胡塞尔尤其在与此首先相关的第三节（“对在时间上被分配之物的表象与感知”，第243页）的开端处加了一个边注：“读于1904年9月”。事实上可以认为，这里所再现的胡塞尔札记，至少从第22号文字（第195页及以后各页）起，都与迈农的文章有隐含的关联。——编者

(35)许多情况表明，胡塞尔是通过迈农才注意到威廉·斯特恩的研究，迈农在“论更高级次的对象及其与内感知的关系”文章（尤其是第245页及以后各页）中对斯特恩作出辨析。所以胡塞尔在迈农文章的第266页上加有边注：“就我所见，斯特恩所关涉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原生的和衍生的［记忆］。”也可以参见第159页注1所再现的胡塞尔对第7号文字所做边注：“（根据迈农？）类似的东西斯特恩也说过”。——编者

(36)L.W.斯特恩，“心理的在场时间”（Psychische Präsenzzeit），载：《心理学与感官生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und Physiologie der Sinnesorgane），第13卷（1897年），第325～349页。根据第326页上的相关段落，“除了瞬间意识行为之外，时间上延展的意识行为可以被看做是独立的心理统一”。在对此的注释1中，斯特恩阐述说：“‘瞬间的意识整体’这个表达所涉及的并不完全是那些事实上只持留一个瞬间的内容（这种内容的实存是极为可疑的），而是完全一般地涉及那些——撇开其某种可能的延续不论——在每个瞬间中都完整的意识行为内容，即是说，它们等时地包含着所有相属的、对立义的产生来说必要的要素，以至于在时间延展中没有一个统合性的要素被给予。即便在这里，瞬间也是一个抽象，但是一个可以允许的抽象。迈农曾说（这个杂志的第6卷，第448页），‘有一些表象客体，它们的特征在于，它们需要时间片段才能展开自身；相反还有一些客体，它们的标志在于，已经可以发现它们被挤逼在一个唯一的时间点上’。”关于这个对迈农的引述可以参见第219页注3。——编者

(37)札记部分从这里开始，胡塞尔将这个部分的日期标明为——参见第216页注2——“05年1月7日”。——编者

(38)胡塞尔所涉及的是A.迈农“心理分析理论诸论”（Beiträge zur Theorie der psychischen Analyse）的文章，载：《心理学与感官生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und Physiologie der Sinnesorgane），第6卷（1893年），第340～385页和第417～455页。由于胡塞尔拥有该文的一个特印本，按照他在封面上亲手写下的笔记是在1894年2月14日收到的，而迈农在其中——正如他此外也在其“论更高级次的对象”的文章中——不同程度地引述了胡塞尔的《算术哲学》第1卷（萨尔河畔的哈雷，1891年），此外胡塞尔本人也在这篇文章的边注中多次涉及他自己的著作，因此可以认为，胡塞尔很早，即在1894年左右便已经了解这篇文章。——编者

(39)A.迈农，“心理分析理论诸论”，同上书，第477页及后页：“有一些表象客体，它们的特征在于，它们需要时间片段才能展开自身；相反还有一些客体，它们的标志在于，已经可以发现它们被挤逼在一个唯一的时间点上。”胡塞尔根据迈农自传而引述其“论更高级次对象及其与内感知的关系”的文章，同上书，第247页；这段引文是准确的，只是最后的括号为胡塞尔所加。此外，胡塞尔还加有边注：“在‘分析’文章中：它们的‘特征’在于，它们需要一个时间片段”，进一步还有：“第262页将静止称之为一个时间上被分配的不变的对象”；这里重又涉及迈农“论更高级次对象”的文章第262页，那里谈到“一个时间上被分配的不变对象，例如静止”。——编者

(40)“心理分析理论诸论”，同上书，第448页；胡塞尔给出的页码“第87页”所涉及的是前面注2所提到的特印本的分离页码。——编者

(41)同上书，第448页。——编者

(42)同上书，第449页；胡塞尔给出的页码“第79页”所涉及的是特印本的分离页码。——这里再现的“原因”一词是胡塞尔在以下的、以后又被删去的边注中所加入的：“这是唯一根本性的东西，此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据此看起来很简单：这些是时间对象，另一些则是抽象，仅仅由时间质料所组成”。——编者

(43)参见第218页注1。——编者

(44)这个句子有可能仅仅涉及迈农的区分，因为胡塞尔用蓝笔画线将前面关涉斯特恩的段落分开。——编者

(45)关于第219页第5行至此，可以参见前面页张所再现的文字（参见第216页注2）。——编者

(46)“论更高级次的对象”，同上书，第248页。重点号为胡塞尔所加。——编者

(47)A）时间对象与抽象于时间的时间点之质料、即与无时间的对象之间的区别。B）不变与变化之间的诸区别。

(48)“论更高级次的对象”，同上书，第248页。——胡塞尔对这个引文还加了一个说明：“内容＝现象学的内容”。——编者

(49)同上书，第249页。——编者

(50)在“迈农提出的这个附带问题……”一句后面，胡塞尔原初曾做了一个引注（“在‘分析’一文”的某处），以后将它删去了。事实上以胡塞尔的方式所表述的这个问题无法被证明是迈农的。然而可以参见迈农的“心理分析理论诸论”，同上书，第64页及以后各页。——编者

(51)迈农，同上书，第249页：“从所有迹象看，对象时间与内容时间是完全平行的；似乎不可能将后者迫挤到一个点上。这里的平行如此继续下去，以至于对象时间和表象时间在这里看起来差不多是重合的。当然，经验已经在清醒的主体上、更清楚地是在做梦的主体上告诉人们，对于这个主体来说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编者

(52)迈农，同上书，第251页及后页：“如果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现实统一的对象连同各个演替部分，那么演替表象恰恰就只能把握这些部分，而不能把握总体，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般地主张：更高级次的被分配的对象只能借助于不被分配的内容而被表象；在时间上受到不同规定的底层级次（Inferioria），必定是共同地（zugleich）、尽管当然不是作为同时的（gleichzeitig）而被给予表象的。”——编者

(53)胡塞尔后补了一个说明：“在这个点上？在这个点上完成对整个运动的感知，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抽象的点就是对运动的感知。这个感知恰恰是一个演替的整体。”参见本文四行之后以“当然……”开始的段落。——编者

(54)原初胡塞尔在这里还写有以下一段加了方括号的句子：“在这个‘必然’中隐含着一个明见性，并且又隐含着主要实事和主要困难”。——编者

(55)从“当然……”开始起的这整个段落可能都是后来补加进来的，时间晚于第225页注1所标明的边注。——编者

(56)从第226页第9～10行“它并不是由连续地……”起到这里的文字是为胡塞尔后补插入的文字。——编者（由于这段插入文字十分重要，因此特别在中译本中以楷体字标出。——译者补注）

(57)这是一个页张的札记，胡塞尔标明“32”，显然曾将它列入到1905年时间讲座的原初构想之中；参见第216页注1。——编者

(58)这是一个页张的札记，胡塞尔标明“34”，显然曾将它列入到1905年时间讲座的原初构想之中；参见第216页注1。标明“33”的页张在第33号文字、第232页及以后各页中得到再现。——编者

(59)这是一个页张的札记，胡塞尔标明“36”，显然曾将它列入到1905年时间讲座的原初构想之中；参见第216页注1。——编者

(60)这是一个页张的札记，胡塞尔标明“33”，显然曾将它列入到1905年时间讲座的原初构想之中；参见第216页注1，也可参见第230页注1。——编者

(61)胡塞尔在这里后补了一个说明：“说这些做什么？这不是本质性的。”——编者

(62)这是一个两页张的札记，胡塞尔将它当做一批页张的封面，这些页张是埃迪·施泰因在加工其时间讲座时没有使用的页张；背面的一个印刷品间接地表明这个札记的产生年代最早为1905年2月15日。因此这可能是为1905年时间讲座所作的最后准备的札记之一。——编者

(63)胡塞尔在边上说明：“最好是反过来写，即从右到左地读，或者从上向下地写！”这里所说的反过来也可能是指以下所运用的书写方式：A；（AB、B）；（AC、BC、C）。——编者


〈三　关于个体化的西费尔德文稿〉(1)

〈第35号〉　时间事物作为变化或不变的同一之物 所具有的统一。(2)

我在现象学的感知中对什么具有明见性，并且我在现象学的感知中何时会具有一个间接的和超越的知识？我看见一个啤酒瓶，它是棕色的，我盯住这个在其广延中的棕色，“就像它现实地被给予的那样”，我将所那些在现象中仅仅被意指而没有被给予的东西排除出去。这里是一个啤酒瓶，它是这样和那样的。我区分诸啤酒瓶—现象，我使它们成为诸对象。我发现这些现象的联系，我发现贯穿在它们之中的同一性意识。我发现我用这些语词来表达它：啤酒瓶始终显现，显现为延续的同一个和始终同样确定的。而与此同时有不同的显现；这些显现并不是那个在它们之中显现的啤酒瓶。它们是不同的，啤酒瓶是同一个。显现本身是对象。一个显现，这是一个持续同一的东西。它延续一段“时间”。在持存于回忆中的同时，可以在其中区分出这些和那些部分与因素。这些部分和因素重又是对象，每个都是在其延续过程中的同一个，在回忆延续的同时，这个延续显现出来，这个因素显现为延续地同一地曾在的。如此等等。

因而“内”感知、相即感知的明见性应当是什么呢？明见性是“判断”的事情。超越的感知、对啤酒瓶的感知可能会“欺罔”（täuschen）。它的对象存在，并且如此存在，这是可以“怀疑”的。啤酒瓶或许“不是像它显现的那样”，或许它“根本不”在。这意味着什么？或者感知能够得到充实，它含有尚未被充实的意向，或者感知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规定”，或者受到“反驳”、经历“失实”。它所得到的充实等等是在这个和那个“方面”进行的。内在感知不含有任何“单纯的意向”，它的“对象意识”始终是被充实的，同一性意识是一个纯粹的意识，并且不是那种由意向与后加的充实组成的意识。在现象的这个（Dieses）之中我以充实的方式把握到一切。——“这个棕色在变化”。(3)

感知——现象学感知。

我感知——这个棕色内容。它是一个延续者。它始终是同一个。它覆盖了某种现象学的伸展。我昨天看到它，因此我今天回忆它。它直至今天都具有延续了的超越！我当然不能将今天和昨天带进来。(4)让我们限制在那些于感知中被给予的东西、现象学的被给予之物上面：“现在”被看见的在其延续中的棕色。这个棕色。它延续着。它始终覆盖同一个伸展。现在这个棕色自身变化了，它变深了，它改变了它的伸展，即它所覆盖的那个伸展。

我如何会绝对地确定，对于延续的每个相位而言，被给予的都确实同一地是这同一个棕色——如果我现在把棕色理解为种类（最小种差）？而且确实是“同一个伸展”？有这样一种绝对的确然性吗？棕色，这是什么？它是种类吗？不是。它是个体吗，它是个别吗，是棕色的最小种差吗？但这仅仅与瞬间相位有关。作为延续的个别相位的棕色并不延续，它仅仅是相位。我们具有许多个别相位。每个相位都是不同的。并不是有许多东西在延续，而是只有一个东西，即这个棕色在延续。这个棕色在延续，而我在它的延续中区分诸相位。这是一个抽象；我在本真的意义上区分片段、

部分延续；棕色在每个片段中都延续，它贯穿在所有片段中延续着。这个在此延续着的棕色覆盖着一段伸展，而这同一个棕色蔓延地贯穿于这个伸展的所有部分。被分离的伸展具有“同一个东西”，在这里是相同的棕色，被分离的延续具有相同的棕色，这同一个种类的棕色。这个棕色不是最小种差，它也不是所谓最小种差的数学上精确的个别情况，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体因素。(5)

但它又是个体因素。首先它是一个个体，它是一个这个，具有其绝对的个体性，是作为个体性而被意指的，而非作为普遍之物。已经预设了，它是一个被感知的这个，并且具有它的现在，当然，它是现在，这一点并未被意指。

其次，被意指的并不是一个具有这个棕色的个体，而是这个棕色，而它也不是指这个对象的棕色、这个具有一个个体的棕色；可以肯定，至少不必定是指这个，就像如果我意指这个快感，我并不必定会意指我自己，并不必定会把这个快感意指为我的。即是说，我意指这个个体的棕色，这个种类的个别情况——这也是要强调的——又不是将这个棕色意指为种类的个别情况，就好像这个关系现实化为“普遍对象”一样。

这个种类的个别情况、这个棕色在这里是意指的同一之物，这个棕色—显现是此意指的基础。棕色—显现指明棕色—延续，它是一个延展的显现，在其中站立着一个延展的对象；意指并不朝向延续，而是指向这个在延续着的并且在延续中是同一的棕色，即是说，这个在统一性和自同性中被意指的棕色。“反思”表明，它就是这样被意指的；如果我们“分解”时间延续，或者我们分解现象、分解在时间方面的显现，那么我们会直观到块片，它们本身是与整体同一类的显现，而在这个差异性（众多性）的基础上，我们直观到因此而被相互区分开来的诸对象的相同性：这一个棕色和另一个棕色是“同一个”，即相同者。但如果我们反思显现的统一，那么我们便直观到同一性，它是本真的同一性意识（一个范畴性的同一性意识），棕色在此意识中是作为连续同一地被意指之物、作为在统一性和自同性中的被意指之物而在此。

我们一方面具有连续的统一意识，它给出统一性、不间断的统一性、在时间连续性中的同一性、在时间的连续河流中的统一之物。

另一方面我们具有一个间断的意识、一个被分片的（zerstücktes）意识；在对块片（Stück）区分中，我们具有诸多的统一。每个统一都是在上述意义上与每个块片的时间连续性相关的统一。但这是不同的统一，它们并不组合成一个整体的统一，相反，由于它们建基于连续的显现和一个连续的统一意识的统一之上，因而这些有别之物的同一的统一重又得以形成：这个延续块片的棕色和那个延续块片的棕色是各不相同的，只要它们属于不同的时间片段；但只要它们连续地充实一个时间片段，就会有一个延续的对象存在，就会有贯穿在整个时间片段中的同一个东西存在。(6)

我们也许必须区分：

我们可以将连续显现着的棕色理解为延展了的棕色、伸展了的和始终为一的棕色，它贯穿地在时间中“展开”自身，但却随相位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即是说，棕色—伸展是一个统一，它根据时间被划分，而且每个部分都是不同的。这个棕色—伸展不是一个对象的延续，它不延续，延续着的是一个同一之物，它作为一个同一之物贯穿在那个始终为一个棕色所覆盖的时间伸展之始终。这个贯穿的统一性意识或同一性意识不应被混同于那种完全另一种对时间上始终相互排列的各个瞬间的一个整体的意识。当我们生活在同一性意识之中时，我们在始终的连续统中、在时间延伸的连绵河流中所具有的始终是一个东西。客体并不是这个伸展，而是这个自身伸展的东西。明见无疑的是，我们而后始终可以把这个伸展本身变为对象，划分它，并对部分作出区分。各个棕色—瞬间的连续性是作为连续性而被一个同一之物的统一所穿透的。

连续性与统一性。

在所有连续性中都生活着这种同一性，每个连续性意识(7)都是对一个统一性的意识，而且在这里必须始终区分自身连续着的统一之物和作为连续统本身之总体的统一性。这个连续性意识是一个时间意识（还不是一个“客观”时间的意识），而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不变的、延续的意识与变化的意识；在前一种意识中，在此站立的是作为不变之物的同一之物，连续的统一意识的相位根本不能被区分，除非是从时间上区分；在后一种意识中，这个始终的统一之物、同一之物发生变化。

这个棕色始终在维持，它在延续——这里指的是在棕色因素的连绵河流中的统一，即在对一个棕色对象的立义中构成这个同一棕色标记的统一：对象具有棕色这个规定性，它延续地是棕色的。

这个棕色在变化（从一个棕色—色彩层次变为另一个棕色—色彩层次）；它始终是棕色，它是在时间上延展了的棕色—因素之连续性中的同一之物，它（在观念化的抽象中）同一地始终是作为种类的棕色种类。并没有进行观念化的抽象；它是一个因素，在变化“自身”并且一再地变化，在时间的连续统中贯穿着一个同一性。对象的颜色在变化，它是个体的同一之物，但也是“自身”在质性上变化着的东西。

在简单因素那里、在现象学领域中，情况便是如此。对在不变与变化中的一个连续的统一性（同一性）的感知：建基于其上的对片段的感知和对差异性的感知（我将连续的片段区分为部分、区分为多数），对相同性的感知等等。对一个“因素”的感知：棕色——以及对一个统一之物的感知，统一性意识的进行；棕色因素被给予——而后在重复的回忆中被认同。

而后是各种复杂状况。但我们最好应当说：上述情况适用于最小微差（形而上的诸部分）。空间的广延在延续，在变化。声音在延续，在变化，如此等等，强度、音色。如果我们走近具体的整体，那么这里就会有这个整体的同一性附加进来，它建基于总体特征的种类同一性之中。需要注意：更高层次的对象：旋律不变化，它延续得这样和那样长，它通过“展开”的方式延续着，同时始终有新的声音出现。是什么构成了这个旋律（“这同一个”在这里是种类的同一个）的“重复”？——

根据上面所说：棕色在延续，棕色在变化，它延续，它作为“棕色”在质性上保持不变；它就其作为棕色的本质而言“在质性上”变化，它在其广延方面发生变化，或它在其“广延”方面保持不变（它在质性上保持不变，它在其广延方面发生变化；它既作为棕色而变化，也在其广延方面而变化）。以及诸如此类。

另一方面是否可以说：作为空间的广延，广延在同样的意义上固持或变化？在广延方面难道不是必须要说：质性的广延、某个有广延的东西的广延，它保持不变还是在发生变化？这里难道没有区别和困难？——(8)

连续性与统一性。

我们需要区分：

1）时间连续性，被理解为时间点（时间点本身）的连续性。

2）时间中的连续性，被理解为时间内容的统一，统一被理解为连续统一和“实在统一”。时间内容“始终”在充实着时间片段，而由于它们进行这种充实，“实在之物”的同一性便束缚住它们，这些实在之物作为在这个时间中变化着的或不变地延续着的（在不变或变化中固持着的）统一之物，始终贯穿在时间延续之中。

3）一个“持续”变化的连续统。时间连续统是由一些“持续”分异着的因素的连续统所充实的，在这些因素中，一种最小微差得以个别化。一个颜色的持续变化：颜色差异始终在变更，而颜色因素的分异与时间的分异是“相合的”。

一个“质性的”连续统只有在一个时间伸展中才能成为本真的连续性意识，而后在时间的伸展中有一个“自身变化着的”同一之物被把握到，或可被把握到，它“自身变化着”；而且是“连绵地”、无“跳跃”地变化。跳跃和间断会撕开统一，但统一可以通过另一个自身相合的因素而被保留和被制作；例如，空间的连续性与一个颜色连续性相合。如果这个颜色连续性经历跳跃，广延便会自身分开，但它仍然还是一个统一。

在一个时间连续统之上的一个“空间的”和质性的连续的延伸

时间连续统不是一个“实在之物”，时间本身不是一个延续或变化的东西，一个时间差异的系列并不重又在时间中，并不含有贯穿地在这个系列中展开的同一之物（一般“时间”的情况则与此不同）。但每个贯穿在时间中的伸展者都是实在的，时间内容是实在的，它“持续地”充实着时间，而且通过它的充实，它以这种持续的方式论证着同一性。同一之物是实在之物。实在之物延续着或变化着，并且作为如此这般形成的、作为在这个时间因素t中的α、作为在t′中的α′而“规定着自身”。如果在t0－t1时间片段中的规定性始终同一地是在最小微差中形成的，那么它就不变地延续着；如果这个规定性变换、持续地分层次或以不连续的方式跳跃，那么它就在变化着：在后一种情况中，同一性必定是通过其他规定性而始终得以维持的——？(9)

个人的同一性；同一个事物的同一性；变化中的同一之物

苏格拉底。个体之物是一个在变换中同一地保持自身的属性吗？显然是荒谬，对每个属性都可以想象无限多的载者。

个体之物在直观表象中是无法找到的；属性的复合，连续地变化，但我们在变化的连续性中“确定”（Konstatieren）同一性。（确定当然不是对一个内容的发现。）同一个东西在变化；只要我们感知到连续的变化，我们所认定的就是自身变化者的同一性、客体的同一性，而不是属性的同一性。属性不是同一的同一个，红变为橘红，但橘红与红并不是同一的。只有亚里士多德的属才始终是同一的同一个。先前的红的客体现在是橘红的，客体是同一个。这个同一之物仍然还是一个抽象之物吗？客体的复合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属（在某种扩展中）对于变化了的和原初的形式而言是同一的同一个吗？但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事物是同一个。

诸变化对不同事物的依赖性。因果性。如果aα过渡到aβ之中，那么bα′也必定过渡到bβ′之中。

时间性中、时间流连续性中的同一之物，在个体之物意义上的同一之物，或者易言之：在时间存在意义上的同一之物。时间中的实体化者（固持者）。在现象学时间中的现象学实体化者，现象学的静止者和自身变化者。（“内在者”）(10)

这个：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性的伸展，这个颜色和伸展的统一在延续，在变化。

反思：我“发现”时间连续性、延续，我可以在其中区分流动的“部分”。没有严格的划分。我发现“颜色”并且一再地发现颜色。颜色在延续。颜色属或复合属（颜色—广延），在延续的不同伸展中的种类之物“始终是同一个”。颜色（或颜色—广延）是“时间上的延展”，可以根据时间的延展而被划分。这就是

1）作为时间充盈的颜色。相反，

2）延续着的颜色，它贯穿在时间中，是在时间的颜色—连续性中的同一之物。是贯穿在它之中的同一之物：在种属上被规定为颜色的个体之物在延续扩展的同时或在延续的扩展中是同一个，

它延续，它是贯穿于连续时间充盈之始终并且连续地在它之中实体化着的东西，或者它被规定为空间上的颜色—广延，而且它“随时（je-derzeit）”都具有颜色规定性和空间广延规定性，以及最后一个规定性：在每个时间片段和每个时间相位中的同一个颜色与广延的差异。相位——这只是单纯的临界情况：任意小的时间片段（这是延续，延续的各个部分是与整体相似的：“种类”相同）在内容种类上是相同的，无论是仅仅就一般的属而言，还是也就差而言。撇开时间部分的秩序以及那个叫做时间扩展并可以具有不同程度（“大小”）的扩展不论，总是有一个相同的东西——在不变的情况中。

变化与变换。（跳跃。）

时间连续性中的充盈。具体的连续性：随着时间扩展的充盈。(11)内容的连续性。具体的内容可以允许进行一个在较大或较小的时间延展方面的比较；与此相对的是那些构成时间展开之内容的东西。(12)“同一个”内容可以展开到不同的时间片段之上。例如同一个红—绿的连续性。

我们持留住时间片段，或者撇开内容的时间延展之程度区别不论。我们进行其他方向上的比较和抽象。

a）不变。在不变的情况下，无论对延续做怎样的“划分”，这些内容都一再地是相同的，不带有作为时间状况（秩序）和时间“大小”区别的其他区别。在时间意识的连续性中始终有自身性（Selbigkeit），它被规定为不具差异性，被规定为完全相同的，在“质性”（在整个时间充实的本质）方面的纯粹相同性。

b）变化。变化的情况（颜色发生变化）则与此相反，我们在时间充盈方面发现——撇开时间扩展和时间秩序的程度不论——充盈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则发现同一性，即“自身变化着”的那个东西的自身性。这个东西（Was）在构成共同性的更高“颜色”属中始终受到不同的“规定”。在进行随意划分时，每个部分自为地看都有它的统一性，而所有这些统一性（基质）都是颜色这同一个属的，正如建基于它们之中的总体基质，而另一方面，局部统一的最小微差则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走向极限，那么我们便具有点的划分和点的差，它们自身无法［再］被划分，并且在不同的部分中不［再］能够包含差的区别。

（颜色在这里不能被看做是对通常意义上的颜色—质性差而言的更高属｛纯粹质性、纯粹红色、纯粹色彩层次｝，而是对时间充盈之统一而言的更高属。我们从时间延展的大小、从那些由不同的时间延展或在时间延展之内的划分所导致的诸程度区别中抽象出来：留给我们的便是作为统一的时间充盈（作为某种时间上被延展的东西）。时间也在一旁，但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或大或小的时间。这与一个空间广延的“着色”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根据时间延展来划分充盈，那么我们会在持续的变化上一再发现属一般的相同性——它始终是“着色”，另一方面则是差异性——一再发现另一种［着色］。然而不仅仅是一般之物：着色是相同的——即便在“着色跳跃”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而且还有质性的连续性，没有跳跃，在任何部分中都没有。(13)

还有一种相同性：随意的时间相邻的充盈表明一种相似性，以及在这种相似性之内的上升状况，这些状况无须与时间的上升状况携手并进，同样也表明秩序状况。这需要作进一步的描述。

在变化速度不同的情况下，时间上不相同的片段在质性上“变化相同”，它们具有质性的差异性，但同时也具有相同性。根据这种连续性所做的划分，有别于根据时间连续性所做的划分，尽管随着一个划分的进行也会有在另一连续性中的划分发生。

各种跳跃：

1）在两个延续之间的跳跃；

2）在两个持续变化之间的跳跃，这两个变化没有组合成一个持续变化的统一；

3）从一个不变到一个持续变化的跳跃，或者反之。

质性上持续映射的快与慢。质性的映射（Abschattung）越慢，与一个质性固持（不变）的相似性就越大；质性的固持［是］质性映射的临界情况。

对基质与充盈之区别的澄清。(14)

如果我们反思时间片段并且将它看做一个整体、看做一个形式，即内容借它来展开自身的一个形式，那么这个自身展开的充盈无非就是基质的连续统，这些基质属于流动地凸显出来的时间部分，并且最终属于时间因素。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如果瞬间基质（片段—基质的极限）在连续的时间序列内满足某个内容上的（即基质的）连续性的条件，那么瞬间基质就构造了一个基质，它本身不是这个瞬间基质的连续统，而是贯穿在它之中，并因此而长久地保存（währt）时间片段。

“时间种类”（a）——时间充盈的种类（b）。

从现象学上看：

就b）而言：我在视野中发现许多“白色”因素，它们是种类上的共同之物。(15)视野——我们假定是在静止观看的情况下——［是］一个现象学的延续统一。它作为不变的统一而在统一性意识中“被持守”。在它上面或在它之中，我发现一个白色和又一个白色；每个都是在延续片段内的不同“时间”中被把握到的，却但并非随着这个时间而被意指的，而只是作为各种延续—统一。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延续，它们两个是“在种类上同一的”：认同中的统一。每个在个体上都是不同的：这个与那个是各不相同的。它们每个都有在视野中的不同“位置”：这个视野的每个部分都是不同的，而这些部分具有某种秩序关系。我可以谈论，一个部分在视野中“自身移动”。这个部分在这里除了颜色之外还有它“形状（Figur）”，它重又是一个可以在种类把握到的东西。这是一个在变化中的同一。本真的变化：这同一个统一在变化中一再具有不同的“状况（Lage）”。但也有非本真的变化：我可以想象这同一个由形状和颜色组成的统一忽而在此、忽而在彼（但这个个体性在这里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了）。

时间延续在这里始终是可以自由变更的。这个白色延续得较长或较短，它在变化，或快或慢，在较大或较小的时间片段中。

就a）和b）而言：时间扩展是那个自身扩展之物、那个“充实着”时间的东西的一个规定性。在时间中的同一之物，这就是个体之物。不同个体之物的共同一般之物［共相］就是种类，是个体的内规定性（构造性的规定性），是这个个体之物可以与其他个体之物共有的东西：不依赖于时间。

个体是在时间中的同一之物，亦即在独立于时间片段的情况下论证着时间充盈的那个统一。因此，个体的构造性的东西就在于时间充盈的同一之物，而由此便产生出构造性的规定性之种类的概念，这些规定性可以为不同的个体在同一的或不同的时间片段中所拥有。因此，

α）时间中的同一之物、在时间流中连续的同一之物；

β）种类（Spezies）的同一之物就是种类化（Spezifikation）的同一之物，这种种类化是由不同个体的“共同之物”来确立的。

就b）而言：但本身还是普遍性的时间规定性情况如何呢？认同可以涉及两个个体的内容；这便给出了构造性的种类（实在种类）。但它也可以在其“时间形式”方面、在其时间延展方面涉及这些个体；这两者可以充实同一个时间片段，它们是同时的。

时间片段不是两次在此，而时间充盈则可以完全相同地在同一个时间片段上两次在此（种类上同一）。如果个体是同时的，它们当然不是“共同成长的”，因为在它们的构造性内容中并不包含时间。时间片段是某种抽象的东西。它必然是某个个体性的时间片段。但它不是个体的因素，而且它不是一个可以多重复制的东西（Zu-vervielfältigendes），不是一个可以种类化的东西（Zu-spezialisie-rendes）。它不是个体的。个体性是在它之中——而这是必然的。它并不如此地造出个体性，就好像绝对的、个别的时间片段以抽象的方式（in abstracto）（诚然，前提在于要有一个充实着它并从它之中抽象出来个体性），通过假定它已经为颜色这个种类的一个个别之物所充实，从而便将这个种类个体化了一样。因为同一个时间片段可以被颜色的许多个别情况所充实。

时间片段的同一性是许多个体的一个同一之物，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在各个个体（所有那些充实着这同一个时间的个体）中多重复制的种类之物。这里不可能有多的意识（Mehrheitsbewußtsein）。

因此，时间还是可以被种类化的，即：不同的时间片段在一个总的时间片段的同一统一中可以是同时的和不同时的——时间范围属、时间片段、诸时间范围的种类。个体的时间扩展与个体构造因素的时间扩展也具有种类，根据延续和变化；速度、加速等等。我们可以将时间充盈连同其时间加以统一，并将它种类化。

空间种类。

“空间”的情况是如何的呢？在一个现象学的——前经验的——广延的统一中，感性的质性可以多次被给予。空间部分只能是一次性的。感性质性的最后种差可以被多重复制，但场所、一个质性所充实的广延却不能被多重复制。广延是一次性的东西，但却仍然是抽象的东西。如果一个感性质性与另一个在种类上与之完全相同的感性质性都属于同一个具体的广延统一，那么它们通过什么来相互区分呢？通过广延部分、通过“场所”。它们在空间上是不同的。可是广延部分或场所的区别并不在于颜色，颜色就是同一个！场所永远无法同一次被两个属于同一个属的（视觉的或触觉的）质性所覆盖，无论它们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质性。如果质性的种类是确定的，而且如果场所是确定的，那么（暂时处在一个包容性延续的空间具体化之统一以内的）个体的块片便是确定的。

这个场所将质性的最小微差“变为”（macht）个体的最小微差。场所是个体地规定着的规定。

在这同一个延续之内可以有两个个体，在它们的构造性内容中包含着场所和质性（空间形式和空间充盈），但在同一个延续之内的两个场所属于同一个“空间”。不用“场所”更好些：两个一次性的广延作为部分而属于一个唯一地包容它们的一次性广延，而且如果个体是分离的，它们就作为相互排斥的部分而属于这个广延。(16)

一次性的广延始终是某物的广延；抽象地看，它们是最终的一次性，是不能在一个延续中被多重复制的个别性。这种一次性（犹如空间—个体）可以被比较、被种类化；空间种类生长出来；广延属、范围、形状等等。

空间个体。

还有一种认同，它将个体的同一性抬高到绝对场所之上。空间个体就是场所变换中的同一之物，就是场所变化（变化，一个任意的时间变化）的同一之物。如果空间充盈自身（在种类上）保持同一，并且在被充实的空间形式（形状）的种类之物得到保持的情况下自身运动，那么空间个体便是同一个。同样，我们可以不去考虑空间充盈。因此是在场所的变化中的同一之物。构造性的内容是：种类的形状和种类的质性。个体始终是种类相同地被规定的东西和改变着绝对场所的东西。当然没有质性的个体；空间个体的取决于空间和时间的特性。(17)

［这个］空间个体在不考虑其充实性内容或“几何”躯体的情况下是一个固持的（starres）空间事物。如果我持守住这个充实性内容，那么我就具有一个固持的躯体＝场所变化的同一之物。(18)

在声音领域中没有空间。两个种类同一的声音只能在不同时间中出现。在同一时间中只有一个具有同一种类规定性的声音。在这里只有不同之物的同时性，而即便是不同之物也会转变为一个统一，转变为一种融合。声音并不构造感性事物，它们只是被这些感性事物所唤起，并且只是间接地被置入这些感性事物以及它们在其中自身“扩散”（verbreiten）的空间。——

至此为止，我们试图尽可能现象学地进行操作。（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在这个方面受到复核。）如果以现象学的方式、而不是以经验—超越的方式来理解时间性和空间性，那么它们真的就是个体化的完全原则吗？如何从现象学的东西迈向经验的东西呢？而首要的是：自我的个体性以及“它的”现象的个体性、狭义上的它的感性显现以及它的心理体验的个体性——这些个体性与现象学的个体性处在何种关系之中？在这里当然很难说，“自我”的现象学的东西是由什么构成的？

〈第36号〉　〈关于〉西费尔德反思。〈时间对象的典型性、数学性和统一性。〉(19)

我感知到这个棕色；我进行现象学的还原，亦即如此地接受纯然的感觉素材，就像它现象学地被给予的那样，作为“现在”延续着的。它，这个棕色，在延续，它固持不变，它在其延续期间始终具有有一个广延。它，这个棕色，在变化，它变化其质性，变化其亮度，它变暗了，变化其伸展，它所充实的那个伸展被覆盖了。

这关系到——先假定这一点——一个感知。在它之中、在这个现象学的感知之中，在多大程度上包含着绝对的确然性呢？即便是一个我在其中发现棕色不变地延续着的感知——我也具有并且可以具有绝对的确然性，即这个棕色在质性、亮度、伸展方面，在这些因素的所有方面或在这些因素的一个方面，是不变的，或者说，这个伸展始终是同一个不变的伸展？

在感知中我们以明见被给予的方式具有被感知之物，就像它是被感知之物的那样，它是不变的或另一方面（在相反的情况中）是变化之物；从一个相位到另一个相位，或从一个延续部分到另一个延续部分，它是同一个或不同的东西；这是以划分和比较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在划分之前，并且重又通过对类似情况的比较，“不变”这个类型（Typus）和“变化”这个类型是可以把握到的，一个类型与另一个类型的区别是明见的。

在“不变”类型（类型本质）中包含着：“某种”划分所具有的结果是：不同的部分本身又是不变的类型，并且这时在内容方面是“相同的”，或者，如果对时间部分的选择是相同的（而且每个延续可以被划分为相同的部分），那么就相互的关联而言，这些被充实的部分就只是一些重复。在“变化”类型中包含着：与相同时间部分相应的是不相同的具体项（Konkreta）；如何不相同，以及这里可能有哪些不相同性的类型——对此还需要进行先天的（apriorisch）思考。

我谈及“不变”类型和“变化”类型。如果我讨论类型之物，那么我就必须谈论“相同延续”的类型、“在相同延续时的时间对象之差异性”的类型或“在不同的延续充盈时的相同延续”的类型；另一方面则要谈论“在相同的延续充盈时的相同延续”的类型，或“在延续和充盈方面相同的时间对象”。而后在差异性的情况中：相同延续着的或充实着相同延续的时间对象是不同的，可是在其伸展方面是相同的，然而在这个（“空间的”）伸展的质性充盈方面却又是不同的。它们在较为狭窄意义上的质性方面是相同的，但在其强度（亮度等等）方面则是变换的。

这首先是类型的发生情况（Vorkommnisse），因此谈不上无限的（in infinitum）时间划分，而只能谈论［这一点］：划分是一种类型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中包含着相同划分的类型和不同划分的类型。

但在此之前［要考察一下］许多时间对象的比较情况以及从属的类型统一形式。

我们发现每两个时间对象都在延续中处在长—短的类型关系中（或一个相对长，另一个相对短：处在它们的共处中）。或者：两个在一个感知统一中统一地被给予的“时间范围”在相互发生关联之前便含有一个类型的、感性的统一，这个统一是“时间范围”之差异性的基础，并且包含着“a比b长”、“b比a短”的关系。在这里，属于这个感性统一类型的是一个程度性，它接近这个类型，使它连续地过渡到“作为时间范围—相同性的相同性”统一类型中。而后这些情况便不言而喻地过渡到从一个划分中产生出来的某个时间片段的各个部分上去。

在与划分的类型情况的本质联系中包含着以下的东西：每个时间客体都具有一个延续，我们是这样说的。但在一个延续的类型中，我们具有在扩展着的、流动着的延续和瞬间的延续之间的区别，而且是在那些进行划分的企图之前就具有这种区别。这是一个质性的总体类型—区别。相关地说：扩展着的和流动着的延续——以及瞬间延续、闪电般的东西。

这里当然包含着关系和关系的发生情况，或者说，包含着奠基性的感性统一形式的类型。一个延展着的延续可以是一个延展得较长或较短的延续，或者两个延展着的延续可以是延展得同样长的延续。它们具有相同的时间长度。所有构成一个相同组的延展都具有同一个时间范围或时间片段（同一个片段一般的差）。与此相反，瞬间—延续、瞬间则不具有时间范围，不具有扩展，尽管我们在它们那里也发现程度上的区别。即使在这里我们也会像在一般的变级（Steigerung）情况中一样谈论“范围大小”，谈论较大或较小。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想象构成了的同一“范围大小”的概念级别。但我们不能说片段，不能说延展。

可划分性属于现象学延展、片段的本质。在这里人们不能说，片段在划分时必定一再地分解为片段，我们最终达到瞬间。每个片段都可以根据瞬间的较大或较小而划分为一个较大或较小的数字。另一方面，各个瞬间所具有的一种程度性会导向片段。小的片段虽然还作为延展而给予自身，但已经接近瞬间，而那个使较大和较短的瞬间得以区分的程度性，会在对瞬间的放大中导向小片段。最后还需要探讨的是在对感性共同体的比较和联结以外、至少是在延展时的长短之准—质性的区别。然而在这里，瞬间是作为“短的”而被纳入排序的，而这里的问题是：那个指向比较的隐含意向性在多大程度上一同地起着作用。

现在，类型之物是如何将我们引向观念领域的呢，如何引向这些数学上的纯粹临界概念：数学的点、数学的长度或片段、无限的划分的呢？休谟问题。

但我们要回到西费尔德问题上去。

棕色，这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种类？那么问题就在于：“种类”与这里出现的类型的和数学的发生情况处在何种关系中？显然这个概念预设了数学化的同一过程，它是精确的，从逻辑上理解是一个数学的临界概念（Grenzbegriff）。我们将类型的相同者、类型的完全相同性和在许多方面类型的相同性区分出来，而后获得作为极限概念（Limesbegriff）的精确相同性和精确的一般之物或本质，具体的或抽象的本质——所有这些都是精确“逻辑地”被理解的。因为逻辑是处在观念之物的领域中，而不处在单纯类型之物的领域中。但我们在数学的观点中重又对这些观念进行还原。即是说，与时间划分相应的是具体的部分，而且是具有一个数学的时间片段和一个数学地被充实的片段的具体项，或者本身就是这样的片段。而数学化将时间形式的精确相同者与时间充盈的精确相同者加以对置。无限的划分导向作为总体的不可分的时间点，而这些点“没有范围”，它们作为范围（即作为点）在数学上是不可分的，而且在这个点性（Punktualität）中具有其范围。在它们之中包含着作为相应的临界概念的点的充盈，即是说：充盈的点的种类，以及这个点的具体项之剩余就像每个片段—具体项一样分解为它的抽象“因素”，分解为颜色、强度、伸展的不同种类，或分解为无论哪种可以在各自内容方面有可能相关的东西。

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处理过了这种数学化，并且用这种理想概念（Idealbegriff）来理解被给予的感性素材，那么我们就要说：这个棕色不是种类，既不是时间片段点（延续的点）的点种类，也不是具体延续充盈的种类，后者在数学化中被理解为点种类在其顺序中按延续点进行的连续融合。这个棕色也不是具体的个体。这个棕色作为延续的点状相位并不在延续，在时间点连续统中的棕色—因素之连续统并不在延续，而是时间片段在一定的顺序中被点状的充盈所充实：恰恰是一点一点地被充实。时间片段实际上并不是就这些充盈才叫做延续。这个棕色在这个时间中延续着，穿越它而伸展，并且在穿越过所有点以及穿越过这些点的所有充盈时始终是同一个，而这些点作为时间上有别的，本身也是有别的。在意项上我可以划分时间片段、延续的时间，而后每个部分都有其充盈；但还不仅如此：每个部分都有其颜色（它的棕色），它穿过这个部分、穿过它的时间片段而延续，而这又意味着：同一个东西、同一个颜色是贯穿在所有这些充实性内容之始终的。

在这里，无论“自身”变化还是自身不变，这个棕色都可能是始终相同的。因而这里所说的同一性并不是那种有可能联结延续的所有部分和点的种类同一性。这适合于不变的情况。但我们不仅必须看到：我们在它之中发现有相对于种类同一性的另一种同一性，即延续之物的同一性，这个延续之物在所有时间点中都“自身始终是相同的”，即它的伸展贯穿在不同的、但就种类而言是同一的充盈之始终；［而且也必须看到，］在变化的情况中，“自身”变化的东西在整个变化的始终是同一个东西，是这一个对象性、这一个“颜色”、这一个棕色，它自身变化并且在每个时间点都是不同的。这看起来是一个矛盾。我们称之为这一个棕色的东西，亦即这一个自身变化的东西，即便在这里也不是这个时间点的棕色—充盈，而是某种可以说是在它之中自身展示的东西、一个同一之物，它在不断更新的充盈中是同一个，并且只是它之所是，作为在这种有序的时间充盈中存在着的。

可以说，这个棕色是在连续的杂多的棕色—“显现”（Erscheinung）中（在时间相位的充盈中）“显现出来的”，并且作为“显现统一”也贯穿在被充实的延续片段之始终的同一个自身的东西。我们具有一个连续的统一性意识，它的相关项是一个不中断的统一性、时间连续性中的同一性、一个在连续的时间流和在连续的时间充盈流中的同一之物。我们另一次具有一个中断的意识，在对时间块片或被充实的时间块片的区分中；我们随之具有许多这样的统一，但它们并不会紧凑地组合成一个整体的统一。相反，由于这个划分关系到一个统一，即是说，它分解了这个统一的被充实的时间片段，因此它便析出了在其中属于这个时间片段的各个统一，即总体统一以某种方式处于其中的那些统一。

时间片段的这个块片的棕色与那个块片的棕色是不同的，只要它们属于不同的时间片段；但一旦它们以某种方式连续地充实一个时间片段，它就是“一个”延续着的“对象”，就是在这整个时间片段中始终维续着的这同一个东西。

我刚才说：“以某种方式充实。”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每个时间点和每个时间片段都有一个充盈，而时间片段充盈是这个时间点充盈的连续的总合，是就某种析取划分的部分片段而言的充盈之总合。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将时间对象的统一称之为这样一种东西：它延续着，并且只是在充盈中宣示自身，它显现着，在其杂多性中始终是维续着的（在维续着），也作为充实时间的，在时间中连续存在的，恰恰在它之中维续着的。

或者，我们也区分：

1）时间对象、延续的东西、在时间中并贯穿于时间之始终而连续地维续着的东西；

2）自身伸展着的时间充盈、棕色—伸展，作为根据时间而自身分片（zerstücken）的统一，以至于每个块片都是不同的。

这个棕色—伸展并不延续。它是一个时间片段，连续地被棕色所充满、所覆盖。但在这种时间伸展的始终，有一个同一之物、时间对象在贯穿地表明自身。

与此相关的是这个贯穿的统一意识或同一意识，我们将它当作“某物在延续”（一个颜色、一个声音在延续）的意识，有别于对一个由时间上始终相互邻接的各个瞬间所构成的总体的意识。两者是共属的，是不可分离的一个东西，但需要有一个不同的目光朝向才能在课题上把握到这个统一或这个总体。时间客体是自身伸展的东西，而不是这个伸展；或者，时间客体是在时间中固持的东西（Verharrende）。

在这样一个固持之物（时间实在之物）的构造可能性中包含着什么？时间充盈的连续统；更清晰地说：我们在我们的例子中就统一性方面所必然发现的东西就在于：棕色并不是不连续地过渡为另一个棕色，甚或过渡为一个蓝色等等。这样的话，也就不再有什么过渡了。

〈第37号〉　时间客体。(20)

我有一个“棕色”现象，或者我们说，一个感性素材，完全具体意义上的。它固持着（在固持的意义上延续着），它是一个不变或变化的统一。它固持着，在其质性、强度、延展（准—空间的）方面不变，或在其质性、强度、延展方面变化。

人们也可以说：质性固持着，或强度、伸展——固持着？人们说：质性保持不变，而后它变化了等等。大小和形状（空间的躯体性）保持不变或自身变化。

如果我关注质性，那么，我把握到它在变化或不变中与其自身的同一性。我不进行“观念化的抽象”，我把握的不是纯粹的本质，而是个体的统一，它贯穿在质性的这个时间连续性中。对于每个因素都同样是如此吗？我关注延展，关注空间的躯体性，例如它保持不变，而后它变化形状等等。同样，我关注强度并且对它作类似的陈述。另一方面，这些因素彼此并不相同，并且是在这整个连续地坚持着的统一中的因素。

这个具体的声音素材是作为延续着的而被给予的（被构造的）。它始终不变，而“在其中包含着”：它的变化并不是就它的所有因素而言，而在其中又包含着：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本身都是一个固持的东西，但却是不独立的东西。

具体的统一是一个基质、主要基质；它自身承载着“特性的”基质。它的存在、固持—存在（Verharrend-Sein）“是”在这样的特性之中的，这些特性的存在重又是固持—存在，但却是在特性方式中的固持—存在，这些特性仅仅是作为关于某物的特性。但这个某物是一个统一，是所有特性的统一，不是对象的一种联结，而是在固持的基质之存在中的多样性，而这基质恰恰就在固持的特性之中。这样，特性的固持就由于其不独立性而接受了一个特殊的意义，另一方面，这种不独立性并不是一种可以说是在外在意义上的不独立性，按照这种外在的意义，对于一个东西的存在而言的某个法则一并也要求另一个东西的存在，某个相关的属或种的东西的存在。具体个体在与其他具体个体的关联中的不独立性，完全不同于特性的不独立性。特性是基质对象，然而是对一个基质的创造（Erzeugung），这个基质可以说是生机勃勃地活在这些特性之中，而且这个基质就是它之所是，只是处在这些特性之中。

但现在我们还观察到本质区别，即这里在特性标题下总括地显现出来的那些因素彼此奠基的层次顺序的本质区别。

在声音素材的基质统一的例子中，我们将延续与它在延续特性方面的本质，或与在此固持的对象的整体特有本质（Eigenwesen）区分开来，前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特性（延续本身并不延续，不固持）。这个在对象与特有本质之间的区分意味着什么？

诚实地说，它要么就只是一个口头的区分，即是说，对象本身与在这里被称做特有本质的东西一样，是同一的东西，即在延续中的固持；要么它意味着特性本质的融合（融合的整体），并且因此而表达“对象”、作为其特性之统一的时间客体，或者它表达埃多斯的（eidetisch）本质，它可以为许多时间对象所同一共有，并且在它们之中个别化。个体的个别本质（埃多斯［[image: img13]］的个别化）是时间客体本身，它本身是固持的，而且据上所述是如此地固持，以至于在它身上可以区分出组元（Komponenten），也就是固持的组元；而且只要它们组合成一个固持之物的统一（但不是结合起来的，而是在它身上可作区分的统一），这个固持之物、具体—个体的时间客体就处在固持的特性之中，它在它们之中展开，并且在其存在中还伸展到它们之外。反过来，这些特性不仅在个体的时间客体中必然是被结合的，而且它们也存在，只要这个个体的时间客体存在，在这些特性中以特性的方式这样和那样地存在。

然而我们还是回到声音素材上来：

它存在于它的音质、强度、音色等等之中——但这些特性的地位并不是同等的。我们说，质性，例如c，是或多或少有强度的；c具有某种强度，而且有可能是一种变换不定的强度；但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即：强度具有一个质性，并且有可能具有一个变换不定的质性。（如果一个质性持续地过渡为另一个质性，那么强度可以始终保持不变。但我们不会说并且也看不到：一个固持的强度以不同的方式质性化，正如我们与此相反地看到：一个固持的质性会采纳不同的强度，或者在其强度上发生变化。）在音色和其他那些规定性方面，情况也是如此，这些规定性始终与作为基本特性的质性［相关联］，质性在它们之中得到进一步的规定，同时本身（即“作为”质性）却不必经历变化。

如果我们另以颜色素材为例，那么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颜色质性，进一步适用于红色等等。但空间（或准—空间）广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这个广延显然又具有一个不同的位置。［空间］将那个在广延中广延着的东西加以个体化。

颜色素材是一个广延着的素材，就像它具有一个带有强度的颜色质性等等一样。广延作为“特性”属于颜色素材（作为固持的素材），但它并不像强度那样属于质性。作为其概念界定而围绕质性组成的各个属性（Beschaffenheit）提供了一个相对具体的统一，它作为总体而进行的“延展”、伸展超出了广延，它分有着广延，延长着、扩大着广延。每个部分都有其特殊的质性，因此也就有其特殊的强度等等；而整个广延具有一个质性（质性化的一个统一），属于它的是在任何其他质性方面的一个总体强度和总体特性的统一。——

连续性如何会成为课题？我如何可能以贯穿它本身的方式观察［它］？我在回忆中穿过一个过程，例如一个对象的变化序列，但坚持把握住每个相位、每个相位连续统、相互接续的整个连续性。这样我便在每个瞬间都同时把握到一个在“并存（Koexistenz）”中的连续统，只是在每个现在中都是一个不同的连续统，即老的连续统连同新的展开。如果我结束了，那么我就在现在中同时把握到作为课题的总体。即便我不把变化进程当做课题，我仍然可以在回忆中反思并且指向它，并且在一个创造性的再回忆中使这个进程以回忆的方式得以再创造，在此过程中我获得一个由各个并存—连续统组成的连续序列，这些连续统在连续的增长中使这个课题再次原初地产生出来。当然，像在（一个充实了的）空间广延的情况中一样，我并不具有连绵的演替，具体地说：不具有这样一个进程，它在一个时间点和一个时间片段中同时作为一个延展了的当下而被给予，但我以在一个当下中延展地被给予的方式而拥有作为过去的过去连续统，而这里的被给予方式是指这类东西所能被给予的方式。只要在这里也有过去的连续统在时间点和时间片段中延续地和贯穿它们地（以某种固持的方式）被意指，并且是在某种原初性中被意指，这里便存在着一种与并存的（空间的）连续性的类似性。与此相反，一个连续统甚至一个多数和一个变化则只能以“明确的”形式在贯穿中被给予，亦即演替地被给予。个别—把握、关涉、总括等等则是在相互接续中进行的，是在不明确的并存基础上进行的。

时间内容的连续序列的统一。时间对象之相位的时间序列统一、作为时间对象存在之形式的时间序列本身，对象存在就是“对象点”的一个相互接续，这些对象点借助于这种连续的存在形式而构成一个连续统——：

相位（Phasen）指的是什么？作为一个固持对象的对象统一是一个具有连续形式的统一，而我们可以关注统一并关注这个形式的各个部分，并且与它们相符，我们发现不独立的对象，它们是这些部分的部分形式的统一，以至于整体延续的对象就在这些部分之中，并且以特有的方式是由这些部分所聚合而成的。这些局部统一的连续序列是一个被结合在一起的诸对象的序列。但整体延续的对象统一并不只是一个结合的统一，而且还是这样一个统一，它穿过不间断的相位连续性（融合）而伸展，它处在每个相位中，并且从每个相位中选取养分，丰富这这个对象的存在内容，但它自身并不是这些相位的单纯相互连续（而且不是由相位所构建起来的，或不是通过划分而从连续的总体中凸显出来的块片）。如果我在对象的内容方面贯穿这个时间，那么我便具有一个对象的连续性。时间客体的统一的伸展从头至尾地贯穿它，但它并不是课题。如果我生活在时间流中，对象的连续性（进程）在流动，但它并不是课题。这一个和那一个是不可分的存在。

因此才有空间概念向时间性的引申，才有将时间形象地理解为一条线的做法，才有将延续形象地理解为一个片段的做法，在这里，时间中的单维度的顺序同时也得到形象化。反过来，我们在并存的系列方面谈及在一个点序列，谈及一个持续的颜色序列、声音序列，即是说，把时间概念纳入并存。

如果时间上的后继之物满足了某些条件，一个时间序列自身便具有统一；如果这个后继之物展示着某种内容上的连续性，并且具有这种连续过渡的方式，即在一个持恒地（konstant）延续着的目光中被把握到的连续过渡方式，［那么就会出现］那种与并存的连续统的相似性。统一是对这个作为进程的连续统的同一基质而言的统一。

逐字逐句来自西费尔德页张：

我们一方面具有一个连续的统一意识，而它为我们提供（基质，作为）不间断的而且也真正不可分的统一、一个在时间连续性中的同一之物：在连续的时间流中的同一之物。另一方面我们具有（对延续的棕色的时间片段的划分）一个间断的意识、一个被分片的意识，而在对片段的区分中我们具有诸多上述意义上的统一。这些统一并不总合为或并不构造出这个棕色的延续基质的统一、这个整体片段的棕色的统一，(21)相反，我们在此所具有的恰恰是这两者：一方面是在不划分的贯穿进程中的不中断的统一意识，另一方面是与各个部分相符合的划分与多样的统一意识。如果我们可以说是重又取消这个划分，那么我们便获得整体片段的基质，而只要它们划分自己，而且只要对局部—统一把握的有序系列之进行与对中断的意识之进行本质上是“相合的”，那么整体基质也就与诸局部基质是相合的；但这并不是指：整体基质被分片为诸局部基质。在生活于连续的贯穿中，连续地生活于延续着的意识中的同时，我在每个瞬间都具有延续者，而且它在每个瞬间都是与属于相应部分的基质相同一的，但它在任何瞬间都不是流逝的基质的总合。相关延续的这个块片的棕色和那个块片的棕色是不同的基质，但只要相关延续的这个块片的棕色和那个块片的棕色连续地充实着一个时间片段，它们就是一个基质、一个贯穿在这个时间片段及其基质之始终的延续之物。

“这个贯穿的同一性意识不应被混同于那种完全另一种对时间上始终相互排列的各个瞬间（或者没有划分：一条连续的河流）的一个整体的意识。当我们生活在同一性意识之中时，我们在被充实的时间的连绵流河中所具有的‘始终’是一个东西。时间客体并不是这个伸展、这条河流，而是这个自身伸展的东西。但明见无疑的是，我们而后始终可以把这个伸展本身变为对象，进行划分、区分。棕色的伸展连同其各个棕色—瞬间的连续性是被一个同一的基质所穿透的。”(22)

〈第38号〉　对整个西费尔德考察方式的异议。(23)

一个颜色显现并且延续，它一段时间不变化，而后自身变化。一个声音响起，它有一段时间保持不变，而后自身变化，它变为另一个，过渡为第二个声音或持续地过渡为连续的新声音；我们在这里更恰当地说：声音c始终保持为声音c，而后过渡为一个特别流畅的现象、一个质性流，它还有可能过渡为一个新的流畅的声音现象，例如过渡为h。

让我们在这里更进一步地考察这类事件。所有连续地在声音上被充实的时间片段都为我们提供具体项(24)，它们具有一个普遍的、类型的共同性；我们将它们称做声音现象。在这里，在时间分片的过程中，连续地被声音所充实的片段（如后加的分析所揭示的那样）在相同的时间部分中、在单纯“重复”意义上都是相同的，所有这些片段都有一种特别的共同类型本质，它在分析前便已提供了一种特有的相同性；而我们将每个这样的个体具体项都称做同一个声音、一个具有同一实事本质的声音—个体，而两个这样的声音便叫做在内容上同一的。它们至多在状况方面和在时间长短（或延续）方面相互有别。两个具有同一个延续的个体的和具体的声音就叫做具有同一个具体本质的声音，它们仅仅在其时间状况方面是不同的。（但我们也有可能说，两个声音是对同一个声音的单纯重复，只是具有不同的状况和时间延续。）

然而在内容中，特殊意义上的质性仍然有别于其他的内容因素。撇开时间长短和时间状况方面的规定性不论，同一个声音通常说来并不是具体—内容方面的同一个（即是说，在如前所说的从那些始终变更着的时间规定性中抽象出来的情况下），相反，我们在遭遇许多声音的情况下总会谈论同一个声音：同一个声音，只是重复的声音，这里同时也就意味着，只是一个是响亮的，或者更响亮，而另一个则是低沉的，或者更低沉；再就是：只是一个具有小提琴的音色，而另一个则具有长笛的音色。(25)

一个同一的本质在这里作为规定着的而出现在内容中，或者作为这样一种东西，它在突出的意义上构成了特质（das quale），但在许多方面具有变换的规定块片，只是通过对这些规定块片的确定，它才变得具体，而在这些规定块片发生变化时，它始终是同一的。

这个特质具有其种属（声音质性属、颜色质性属）。但还会有进一步的区分；或者毋宁说，这整个阐述都会陷入动摇。以上所述所涉及的难道不是那种通过划分而使各个相同具体的部分一再地得以产生的情况吗？除此之外，人们还能够获得一个特质概念吗？

如果我们以始终被认定质性相同的（gleich qualifiziert）片段类型为出发点，那么它们就会在数学上还原为同一个质性的时间点之连续统，而质性是一个点概念。这个展开了的东西并不具有一个质性（Qualität），而是具有一个质性认定（Qualifizierung）、一个着色（Färbung）、一个定调（Tönung），它是由各个点质性（Punktqualität）构建而成的；或者这个具体项是一个由质性点（Qualitätspunkten）组成的融合统一，或者毋宁说：一个由时间点连同其“具体”时间充盈所组成的融合统一。

在较为宽泛的质性意义上（不是在特殊的特质意义上）的质性认定，或者是一个各向同质的（isotrope）——始终是逐点地相同的——质性认定，或者是一个各向异质的（anisotrope）质性认定。

如果我们从某个“位置”、从充实了的时间片段的某个瞬间或块片出发，并且穿过相邻的瞬间、块片，那么一切都在相合、相同性的意义上流逝，或者并不始终在这个意义上流逝。如果我以声音c开始，它在一个片段上始终是同一个，即是说，就其具体本质而言，而且也就其质性种类而言是同一个，那么声音c就“自身”有所变化，这个种类在进展中不再是同一个，而是另一个，并且重又是另一个。声音c在变化——它始终是同一个。它在维续，在延续。质性始终是同一个，在与继续流动的相合中，我在质性方面经验到“同一个”(26)。——

个体的对象：它具有其具体的本己本质，它是由各个“构造”因素、由特性而“构建起来的”或“抽象地”区分为这样的因素和特性。它“具有”其具体的本质，它本身是这个本质的个体化；而且它会得到一个在时间中的位置、一个状况，而且它重又会得到一个延续，并与之相符地得到一个从属于其各个本质的连续序列：它得到一个进程。它作为一个发生（Vor-sich-gehen）的统一而存在，它作为延续着的而存在。

每个对象都具有内容与形式，或者它是内容，但仅仅是作为形式的内容。

现在，关于独立的和不独立的内容的旧学说与所有这些关于构造性的内容和特性的阐述处在何种关系之中呢？这个旧学说具有一个超越出本真的本质领域的意义吗？即是说，一个超越出个体本质领域的意义吗？状况并不是不独立的内容（就好像它在本真的意义上是“对象性因素”一样）。另一方面，带着属和种我们难道不是具有了不同的普遍时间规定吗？现在在此一切都还是含糊不清的。这必须成为下一个课题！——

是否可以设想由“因素”所构建的对象？就好像对因素的一种结合或融合在最后一个因素没有出现之前就是不独立的一样。

在这个范式上，每个这样的“最后”因素都将是个体化的——究竟应当根据这个范式来进行，还是毋宁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范式？

一个东西是独立的，这是指：它可以自为存在，不依赖于其他的东西，没有某个他者的补充。在何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有意义的表象方式呢？

时间延续是否是这样一个因素，我在它这里可以询问：它是否是自为的？

而作为相对于内容而言之形式的场所与空间广延的情况是如何的呢？

“形式”概念。

【注释】


(1)这里复现的所有札记都出自一个由胡塞尔自己归集起来的卷宗，上面写有如下的文字：“西费尔德文稿以及关于个体化的较老文稿。西费尔德，1905年。个体化（历史笔记：在西费尔德页张中——1905年——我已经发现‘现象学还原’的概念和对它的准确使用）。”没有被复现的正是那个还放在卷宗中的唯一“较老的”札记——出自“哈雷”时期，亦即1900年前。第35号文字被仔细而明确地标明了日期：“西费尔德，1905年暑假”，后面的第36号至第38号文字是后来写下的，但最迟可能在1909年前后；也可以参见下一个注释。——编者［第36号文字至第38号文字所标明的日期：1917年。——新编者补注］

(2)胡塞尔明确标明这份札记的日期为“西费尔德，1905年暑假”。此外他还对此札记作了注明：“普凡德尔—道伯特的尴尬”。因而这份札记显然是1905年暑假在西费尔德与A.普凡德尔和J.道伯特所作一次讨论后产生的。关于J.道伯特可以参见H.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海牙，1960年，第1卷，第171页。——编者

(3)从外表上看，这里被放在前面的这段文字——通过一条横线被隔开——在文稿中是跟随在现在被放在后面的文字之后的，即跟随在第239页第24行之后，但根据胡塞尔的说明，在这个地方应当接上的是这个也在这里随后复现的文字。因此，整个札记是以——从外表看来就是如此——上面［应当是“下面”。——译者补注］所复现的小标题而开始的：“感知——现象学感知”。但实际上有可能是胡塞尔一则已将从这个小标题开始至第239页第24行的文字后补性地放在了下面的文字之前，二则随后也为了作出进程说明而为这个放到前面的文字后补地附加了这段在附录中被复现的文字。——编者

(4)注：但我难道不可以通过对啤酒瓶—感知的现象学还原而现在回忆这个如其曾被给予的棕色吗？

(5)在这里开始的页张的边上胡塞尔作了一个说明：“1909年看过”；这个注释或许也对这个札记的后面几个页张有效。——编者

(6)胡塞尔对上面的文字加有边注：“参见休谟，《人性论》，利普斯，第267页及后页。”他以此所涉及的是大卫·休谟的《人性论》（Traktat über die menschliche Natur），特奥尔多·利普斯所作的德文翻译并加有一个索引；第一部分：“论知性”，汉堡和莱比锡，1895年，第267页及后页。胡塞尔用的这个版本被保留下来，并且带有他亲手所加的诸多边注、重点号等等。在第268页上，尤其是在休谟谈及“个体化原则”时，可以发现胡塞尔的如下边注：“我的关于时间的讲座和研究！”——编者

(7)这恰恰是在时间展开中的一个同一之物（一个存在）的连续性；不是指“质的连续性”、颜色因素的持续分层次，等等。

(8)胡塞尔对上面的文字加有以下边注：“对这些略述的阐释在附页中”，以后将“在附页中”修改为“在其他页张中”。下面文字新加了在这里复现的副标题“连续性与统一性”。——编者

(9)随后还跟有一句后来被删去的话：“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以此而向‘经验’实在的分析走得有多远。”胡塞尔看起来是在删去这句话的时候在下面加了个注：“作为延续着的同一之物的‘实在之物’概念。‘延续着的’在这里常常意味着不变的，延续常常就和不变差不多。”——编者

(10)带有这个副标题的下列研究——直至第249页第7行——被胡塞尔特别称做“西费尔德基本考察”；写着这个研究的两个页张被标识为这个札记的“主要页张”。——编者

(11)“随着”（mit）也完全可以说成是：“在……中”（in），时间扩展：所有这些都是形象的说法。

(12)在延续方面就已经必须这样来阐述了。

(13)胡塞尔后加了一个说明：“这里缺少对跳跃概念的定义（澄清）。”加入这个说明的时间应该要迟于后面写下关于“各种跳跃”的几行文字的时间，这几行文字本身显然也可能是后加的对正文之补充。——编者

(14)这个副标题下面的段落是胡塞尔后来附加到前面文字边上的。——编者

(15)这个基本解释可以用“共相”一词来概括。但译者仍然放弃“共相”的译名，因为它只能被视为一个基本解释。——译者

(16)我在这里说的是“一次性的”广延，即个别的广延，（可能的）特定的个别—个体的广延，或广延一般的最低抽象。

(17)参见康德的空间与时间论证！

(18)最后这个段落是后加给前面文字的。——编者

(19)胡塞尔在这个札记上加了——而且不是后加的——“西费尔德反思”的标题，这个情况本身表明，它被写下的时间至少迟于第35号文字。——编者［写作日期为1917年。——新编者补注］

(20)写作日期为1917年。——新编者注

(21)从“逐字逐句来自西费尔德页张”的标题起至此可以参照第35号文字、第240页第25～34行。胡塞尔对自上而起的文字加了方括号，但这个方括号到第265页第5行在“……属于相应部分的基质”之后便已结束了。——编者

(22)这段被胡塞尔加了引号的文字可以参照第35号文字、第241页第14～24行。——编者

(23)写作日期为1917年。——新编者注

(24)我最好是从例子出发，从所谓完全具体地被理解的声音出发；感性的具体项以及声音的课题的个体。

(25)即是说，同一个声音：a）如果完全具体的本质是同一的（状况是不同的）；b）如果只有时间延续是不同的，“内容”是同一个；c）如果突出的本质，即这里叫做质性的本质，是同一的。

(26)以后胡塞尔在这里接了一个说明：“在西费尔德页张上：更高层次的对象——一段旋律没有变化，它延续这样和那样长，它通过自身‘展开’、通过不断更新的声音的出现而延续。”对此参见第35号文字、第243页第2～4行。——编者


〈四　论立义内容—立义 范式的消融〉(1)

〈第39号〉　感知中的时间。(2)

我们将目光朝向几个无论是展示性的感知还是非展示性感知（如我们至此为止所理解的那样：实项内在的感知）都共有的要点，并且朝向从这些感知的不同本性中产生出的变化。无论感知是展示的还是非展示的，它们都指向一个切身的对象，而这个对象是一个个体之物。我们可以补充——至少就我们所区分的感知类型而言——个体对象每次都是一个统一，相对于杂多而言的统一。这起初并不明显。我们宁可说：知觉（Perzeption）的功能是把个体之物切身地表象出来，这个个体之物是一个时间性的统一。

个体之物是必然的，无论是个体的“事物”，还是个体的“进程”。它是一个事物，一个延续着的并且用其事物性内容来充实时间延续、充实它的延续的事物，一个时而以变化的方式，时而以不变、静止的方式来充实其延续的事物。或者，个体之物是一个进程，我们对它——尽管是在显然的另一种意义上——又会说：它延续着并且在延续中本身或是不变，或是变化。我们根据这些本质的时间事件来考察被感知之物本身，没有这些事件，它作为被感知之物是无法想象的。

例如，这个事物是统一，它延续着，并且处在它的时间延续中。在它之中可以区分杂多的相位，每个相位都是事物的时间此在的相位。但这个事物并不是相位的众多性，也不是相位的连续性，而是这同一个事物，它在其时间中始终可以保持为同一个，在每个相位上都是同一个。这事物可以在它的延续期间始终不变，它可以在每个时间点上都赋予相同的内容充盈；但它并不只是在相同性意义上的同一个，相反，它，这个同一的事物，自身始终是相同的；在变化中也是如此：这个同一的事物在质性上并不始终相同，即是说，就它一再地变化而言；然而它却仍然是同一个事物；被把握的是一个自同者（Selbiges），但它却自身变化。

因此，相对于杂多的统一在这里就意味着这种在对个体的知觉中可以把握到的同一性，我们完全一般地将它标识为相对于事物相位之连续时间杂多性而言的事物同一性。这个连续性同样可以被关注、被意指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被把握，它是在一个不同于事物的意义上的统一性，它同样是相位连续性的统一。而且进一步说是事物的延续或变化，是具体充实了的时间本身，事物作为所有相位的同一之物而穿过它展开，或者以本己的方式处在它之中，可以从它的被给予性中明见地获取。在这个方面显然包含着我们称之为进程的统一的东西，只要这指的不是这个事物静止或变化的实事状态。在进程的统一中包含着事物的统一，某个东西随着这个进程静止或在这种或那种变化形态中自身变化。就这里所使用的事物一词所具有的广度而言（我们还会谈及这一点），我们无须区分个别的事物和关联的事物复合。后者也是一个时间中的同一—统一之物，总地说来还是一个“事物”。

但我们究竟是在何种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关于事物的说法，以及随之还有关于进程和时间、延续、静止、变化的说法？我们明确地说：这里谈及的不仅仅是展示性的感知，而且还有非展示性的感知，不仅仅是超越的感知，而且还有内在的和相即的感知，简言之，谈及任何一种对个体统一的客体的感知。因此，这里所谈的不仅仅是自然客体意义上的事物客体。如果我们过渡到在实项内在感知方面对事态的更为特殊的考察中去，在这些感知中相即地被给予的不是自然客体，而是一个个体之物，那么在这里得到证实就不只是关于事物统一和时间杂多的一般说法，而且我们很快也会发现，一与多的对立获得了一个新的意义，它会将我们回引到一个关于构造意识的更深层次上。

每个能思（cogitatio）(3)都是在实项内在中被给予我们的，我们在反思中观看它，并且我们以被还原了的笛卡尔式明见性所要求的那种方式来如此地看待它，就像它绝对地自身被给予的那样。在现象学分析中，就其是在反思以内被给予的而言，如此被给予我们的例如有外感知，在它之中有展示性的物理内容的复合、感觉的颜色、感觉的声音、感觉的粗糙等等。我们以一个声音—内容为例。一个提琴声被听到，但我们并不生活在对提琴声音的听之中，而是我们看向这个声音—显现，以及其中作为物理内容的声音，一如它在自身中之所是，并且在抽象于那些连同它一起显现的东西，和以外事物感知的方式作为对在空间现实中所拉奏的提琴弦之产物而站立于此的东西。易言之，我们从声音所展示的那些东西中抽象出来，并且将它视为感觉的声音。而后我们显然必须说：在声音被给予我们的实项内在的感知中，它是在其时间相位河流中的一个统一。这声音延续，而且在内容上，它时而作为不变的站立于此，时而作为变化的，例如它的强度发生变化，此起彼伏，或者它也变化它的所谓质性、它的音色等等。

声音，作为这个时间统一，乃是一个相即地被给予的客体，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内在被给予的客体，而且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在一般意义上被我们称做事物的例子。这是一个在内在领域中的事物—被给予之物，即：恰恰作为一个时间上的延续之物，而且无论它是不变之物，还是自身变化之物，它在其延续中都是时间的同一之物，具有其特性，质性、音色、强度的特性，它们对它而言或者是延续地始终保持的，或者在它、在这同一个事物上连续地或间断地发生变换。即便是特性也是在时间中的统一，类似于具有特性的事物本身。例如我们说，声音的强度在延续，此起彼伏，它有一个片段保持不变，如此等等。在其完全的具体性中、这个从其作为自身封闭之物的背景中突显出来的声音，就是事物；但强度却是声音的强度，它也是时间的统一、在其时间相位之连续中的同一之物，但它恰恰是声音的强度，它是一个附在声音上的不独立之物，在相即的特性感知中被把握为从属于声音的。这种“特性”的统一的特点在于：它们明见地只能以独特的方式附在另一个东西上存在，这个东西恰恰就“拥有”它们，而且这个东西本身是自在的或自为的，而且并不是在这种独特的意义上为另一个东西所具有。当然，恰恰与事物一样，特性也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并且有别于我们在自然领域中，并且尤其在超越的领域中称做特性的东西。但事物与特性这两个词都标识一个共同的东西——已有的描述适用于这两方面：自然事物与内在事物一样，都是时间统一，它们具有特性，但不是特性，而特性是时间的统一，它们可以回溯到它们所附着的、拥有着它们的那些统一之上。对事物的感知和对特性的感知双方都是本质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试着这样说：这里有同一个感知，这一次是注意力指向这个同一的事物，另一次是注意力指向这事物的这个或那个特性。以下这点是正确的：在关注这个事物时，那些特性是同一的，并且始终是同一的，而反过来在关注这些或那些统一的特性时，那个事物始终作为统一而站立于此。完整意义上的感知包含对……的关注（Achtsamkeit auf...），因此要比单纯的知觉更多，后者可以与其他的注意模式联结在一起。（“Wahr”-nehmungen［感—知、认之为真］一词。）

与事物和特性两者一样，进程的统一也是两方面被给予的；进程的统一是这个实在地充实了的时间的统一。但在实在充实了的时间中确然地（eo ipso）有一个事物在此，它在此时间中延续，而且是带着它的构造性的特性而在此时间中延续。就进程本身而言，它在延续并变化。但进程所具有的是在有别于事物—统一之物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延续，它是一个充实了的延续，但事物则是在延续的每个点上的同一之物，在每个充盈的相位上的同一之物。而倘若说到进程，即便它在每个点上存在，这个在一个点上的存在也还是不同于在这个点上的事物之存在。每个点都为进程作出贡献，构建进程，但一个点并不为事物作任何贡献，而是在它之中的完整事物，只是在这个瞬间的事物。即便进程也是一种同一性，而且我们甚至说：进程始终是在形式上与自己相同的，它自身不变化，而且它自身变化，它改变它的形态，它变得更慢了而后又变得更快了。即便进程也是一个统一并且具有它的特性。但所有这些都是在一种本质上不同于事物连同其构造性的事物—特性的意义上。与所有这些相关联的是：一个事物的所有可预见性明见无疑地都是同一的；例如，构造性的事物—特性与事物的属性连同它的变化方式、它的变化形式和流程，这是本质上不同的。

但在两方面，即在内在的实在领域和超越的实在领域中，时间都是上述样式中的个体实在之无法扬弃的形式。我们在这里是在被知觉到的实在之物身上把握到时间性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说：如果这是现在，或如果这延续是现在或是一个内在被给予之物的延续，那么时间因素本身就是内在被给予的，它又作为一个超越之物的时间样式超越地被给予。另一方面，“这时间”在某种意义上而且明见地显现为一种唯一的时间：从相应的时间样式来看，两个实在之物、两个事物、诸特性、诸进程在时间上可以是同一的。

以此为例：对一个实在之物的感知本身就是一个实在之物，而它们的时间是相合的。感知的现在与被感知之物的现在是同一的自同者，感知的延续与被感知之物的延续是同一的，如此等等。如果被感知之物是一个超越之物，那么即使它不是实项被给予的，它也显现在那个本身成为实项被给予性的感知所在的同一个现在中。如果我们将此感知反思和把握为一个刚刚过去的东西，那么它的被给予之物是在过去之物的同一个时间点上显现的。如果被感知之物是一个内在之物，并且因此也是在其实存（Existenz）方面的被给予之物，那么这两个实在个体就是相合的：感知与在其——同样相即地被给予的——时间样式中、在其延续和延续的各个点上的被感知之物（例如感觉声音）。时间并不是双重地在此，同时性就是时间的同一性，尽管时间因素是在实在之物上被给予的。

我们无法对这些在至此为止只是被勾画的方向中所需进行的艰难分析作出进一步的阐释，而是要过渡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考察中。让我们首先局限于纯粹内在物理素材而作如下思考。

在被还原的现象学感知中，声音这个物理内容是作为内在的“事物”而站立于此，它是诸声音相位的流动的杂多的统一。声音这个事物——它属于事物性一般（überhaupt）的本质——具有一个时间形式和充实时间的内容。这时间形式［是］一个诸时间点的连续性，它们之中的每个点都具有各自的充盈。客体的充实着的内容伸展到那个就是它的延续的时间延续之外。声音延续着，它是现在的，并且一再地是现在。现在一再地是一个新的现在，并且它在新的现在中的同时并不也在老的现在中，而是曾在老的现在中。这将我们领向一个新的连续性，不是构成客体之延续的新的声音相位或时间点的连续性，而是声音的时态映射的连续性。让我们看一下声音现在（它当然一再地是一个新的现在）。现在是各个声音—曾在之连续性的边界，而在这里显然有一个目光朝向是可能的，在这个目光朝向中，我们无法看到曾在的声音相位和这样一些声音相位，在其相对于不断更新的现在而一再后移的同时，它们随其个体同一性也保持时间点的同一性；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它们的被给予性的“现象”。(4)这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显然必须区分对于声音感知的每个瞬间而言的实项内在之物与在它之中客观显现出来的东西。在其延续中的声音乃是在声音感知中内在被给予的，而这个声音感知本身是一个延续的东西。声音感知的每个现在都把握着一个声音相位，而且是相关的现时现在的声音相位。但不只是这些。流逝的声音相位的连续性是在同一个现在中被意识到的。这些流逝了的声音相位在感知的相关现在点中被感知到，但并不像那些在它之中作为一个现在而站立于此的声音相位一样被感知到。它们还是被意识到的，它们还显现着，但却是以变异了的方式。这个流逝的现在连同其充盈并不始终是现时的现在，而是在新的现时现在中以某种映射的方式展示自身，而每个这样的映射都可以说是代表了在现时现在中的曾在之物。它在声音感知的相关现时现在点中构成了一个实项内在的内容；而这也适用于流逝的和仍然活跃地被意识到声音相位的整个连续性。因此，如果我们将目光朝向在现时现在中的声音感知，那么这是声音的各个时间映射的一个连续性，它限定（terminieren）在一个边缘相位中，这个边缘相位不只是映射着声音的现在，而且是绝对地自身把握到它。现在，如果现时的现在移到前面，那么就有一个新的声音现在绝对地被把握到，而刚刚曾以此方式被给予的东西，则是由一个映射来代表的。但以前的诸映射的整个连续性就要再次经历映射。感知—现在的整个实项内涵连同其所有那些实项地包含在它之中的映射都“坠入到过去之中”，这样，每个相位、每个映射都会重新地得到映射，如此等等。

我绝不是想把这个分析称做最终的分析，我们这里的任务不可能在于解决所有现象学问题中的这个最困难的问题，即时间分析的问题。我认为这里所做的仅仅在于略微地掀开这个至此为止还对我们隐而不显的时间意识之神秘世界的面纱，我尤其想要强调相对于杂多而言的统一所具有的新意义，与此相关的是关于内在感知、关于相即感知的多重意义，甚至是关于与绝对自身展示相对的展示的多重意义。根据以上所说，你们将会容易理解下面的论述。

我们曾以一个感觉声音为例，在强度、质性、颜色方面如此这般地变异，并且此起彼伏，如此等等。一个内在感知、一个排除超越的立义组元的感知，将这个感觉声音自身地和切身地把握为时间统一，把握为这个延续着的、此起彼伏的声音的统一。这里的杂多，是诸声音相位在时间上的杂多，它同样可以在其作为进程的统一中被对象化，而且同样是以感知的方式被对象化。但与此重又不同的是完全另一种“内在感知”，即朝向声音映射之河流的内在感知，在这些映射中，同一的声音“展示”自身，它在每个感知—现在中，通过一种减弱着的变异的连续性，以不断更新的方式，在其现在中并按其流逝的延续来再现自身。这里涉及的显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知；不是对在其连续性中的声音相位的感知，即不是对声音进程的感知，而是对连续性的感知，即这个展示着它所再现之声音—过程的连续性的感知。如果我们反思对这个统一声音的感知，或者反思对声音—进程的感知，并且抓住它的现在以及在这个现在中实项地属于它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是一个连续性，特别是在那些寓居于它之中并经历了立义—连续性的物理内容方面，我们发现一种连续性：声音感觉的现在相位和一条余音的河流，在这些余音中，声音的流逝了的存在、曾在的（gewesene）存在以及延续地曾在的存在不断地在这同一个感知—现在中映射自身。映射显然是在此站立于映射的特征中，站立于一种展示的特征中，即是说，在其特殊变异中的物理内容具有一个持续的意识特征，某种与立义同类的东西，它恰恰是将展示特征描述为展示的东西。(5)

我们作一个扼要的重述。(6)以一个相即地在实项内在感知中被给予的声音为例，我们确定，这个声音是一个个体的统一之物，只要它作为延续的声音站立于此，即作为在这个延续过程中的同一个东西站立于此，它就是统一的。“在延续的过程中”是指：在这个延续的所有可区分的部分中和在这个延续的所有抽象可区分的相位中。在这里，这些相位是充实了的相位，而充实它们的是声音内容，是声音通过其内容来充实，这些内容在每个相位上都是不同的。而声音内容并不是同一的声音本身，不是同一之物，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延续着并在它的延续中时而静止、时而又变化的东西。这个同一之物如果没有内容就什么也不是，它是它连同其内容之所是。同一之物并不是单纯地被放置到内容中去的，就好像它还可以被重新拿出来并且可以被看做是自为的一样。声音这个事物的同一性是贯穿在所有相位以及所有从相位连续性中所获取的内容之始终的，声音作为这个同一之物只能被看做是穿过这个连续性而自身伸展的东西、在它之中延续的东西、一个静止和重又变化的自同者。

我们看到，这里有各种不同的——类似的——统一处在本质联系中。声音的统一曾是事物—统一，我们从中区分出我们称之为事物特性的从属统一；这里也应当提到事物性的关系。此外我们还要强调那些叫做进程的统一。

每个感知都在设定这样一种统一，实际上与这些统一的基本形式相符合的还有感知的形式与类型。这些感知类型之间有本质规律性的联系，从一个感知类型可以过渡到另一个感知类型，随着一个对象性的被给予性还有其他的对象性一同被给予，即在对感知的相应转向中，在从一个感知类型相一两个感知类型的过渡中把握到另一些对象性。无论这些统一是内在的、相即被给予的统一，还是超越的、亦即通常意义上的外在事物、外在特性、自然过程等等。

如果我们从一个通常的外感知过渡到一个对其感觉内容的内在感知，那么这个过渡的可能性是先天地建基于外感知的本质之中的。例如，我们感知一辆邮车驶来，并且留意车轮滚动的噪音或邮车号角的音响，从所有那些意味着超越的东西中抽象出来。而后我们就这个内容说：它是一个内在的客体；车轮滚动的进程、邮车号角的音响，它们在这里都是相即的被给予性。这里的内在意味着什么呢？它是否意味着，客体不是在意识之外，而是在意识之中，而且意识就像一个口袋，统一的内在的客体就藏于其中？我们当然应该关注现象学还原的学说。邮车号角的音响在外感知中是一个超越的实在之物，在内在感知的本质上变化了的观点中，它不是超越之物，而是内在之物，而在其中——初看起来就是如此——事实上也包含着客体在感知中的一种实在蕴涵。然而，从前一讲结尾的各个考察中已经得出，这里必须极为小心。我们在这里将这些考察继续进行下去。

对音响的外感知不是音响，而且也不是对此的一个在其他方面(7)空乏的观看。这在这里是完全自明的。就内在感知的情况而言，音响作为单纯的物理内容是客体，并且是作为客体而相即地被给予的，这里存在着一个较大的诱惑，它让我们如此这般地看待这个事态，并且把感知解释为一种对实项地寓居于它之中的内容的无区别的把握和拥有。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一个反思的新步骤，即采取一个作为观念可能性而建基于感知本质之中的步骤，即是说，如果我们从对内在音响的感知过渡到对这个感知的感知，时间意识的奇迹便会开显出来。对不断处在更新的现在中的声音的感知并不是对声音的一种单纯拥有，即便是在现在相位中的声音。毋宁说，我们在每个现在中除了现实的物理内容之外还有一个映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发现一个特有的声音—映射，它限定在现时感觉到的声音—现在中。如果我们反思地关注那个从被吹奏的邮政号角的声音中或从车轮的滚动中于现在、于现时的现在中被给予的对象，并且就像它被给予的那样关注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扩展着这个声音或滚动之现在点的回忆—尾（Erinnerungs-Schweif）。这里明见无疑的是：要不是感知意识在包容现时感觉点的同时也一并包容了以前的各个现在的感觉所具有的减弱着的相位之连续性，内在的事物就根本不可能在它的统一中被给予。如果过去的东西不在现在中再现(8)自身，它对于意识来说就什么也不是，而如果现在（Jetzt）不是作为一个过去存在的界限而在意识中站立于此，那么现在也就不是现在，亦即对于相关瞬间的感知意识而言不是现在；过去的存在必须在这个现在本身之中再现自身，(9)而它是通过那个限定在感觉点中的、在其他方面变得模糊不明的映射连续性来再现自身的。(10)但这个映射连续性显然并不是一个感觉点的连续性。(11)与声音的现在相位相符合的感觉相位，乃是这个现在的唯一感觉相位。过去的感觉并不是作为感觉而被保留下来的。只有感觉的余声、本质上改变着声音素材的印象特征的特殊变异(12)，才作为统一的连续性而在现在中是当下的。而在其中，每个相位又都在特征上有别于另一个相位，连续性是作为连续性而站立于此的；作为减弱的系列、映射的系列(13)。这个连续性在感知的每个瞬间中都在最真正的意义上是实项内在的，而无论我们如何在感知中一个现在点一个现在点地追溯它的相位，我们也无从发现这个声音、这个现象学的事物，甚至在本真的意义上连这个声音的相应的现在相位都无从发现。后者是很明显的，我们只需注意到，对同一声音的感知并不会简单地消融在映射系列——这些映射系列在每个新的现在中都限定在一个新的感觉内容中——的流动着的和映射着的后继之中。情况并不仅仅是这样的：感知在其开端现在和第一现在中只是感觉内容，而这个感觉内容立即开始映射，并且同时连续地出现一个新的感觉内容，它立即又过渡到映射中，如此等等。即使再加上下列情况也还不够：在这条河流的行进中，每个映射都在进一步地映射着自身，这个新生成的映射又再次映射自身，如此等等；与此重又相关联的是：每个属于某个现在的映射连续性作为整体来看都经历着统一的映射，并且整个过程也可以被看做是映射连续统的映射，它在这里始终通过新的感觉点而扩展自身，而后立即将它们转变为映射相位的形式。所有这些都还不够。这个自身变异的连续性的复杂河流自身还不是对延续着的、此起彼伏的声音的感知。在感知中站立于此的是这个统一的对象性，而不是那些混乱的杂多。邮政号角在响起。声音在延续，在扬起，如此等等。关于声音的意识是关于它在时间延续中的意识，因此它是作为相对于一个诸曾在（Gewesenheiten）的连续性而行进着的当下而站立于此，这些曾在是它自己的曾在。显然在这里包含着这样的状况：在对此在的声音连同这个声音的现时当下点的意识中也每次都意向地包含着这同一个声音的过去，亦即它的曾在的当下点，而且是作为同一个声音的曾在的当下点。虽然这个现时地一同被包含的声音过去的每个时间点都在与不断更新的当下点的关联中持续回移，但它在其个体统一中却始终是意向的，它始终作为同一个声音站立于此。如果现时的声音—现在转入到过去之中，并且不断地回坠，那么可以说它对于感知意识而言仍然还被视为同一个声音现在，被视为同一个声音相位，只是这个声音相位在其与更新现在的关系中连绵不断地回退着。

因此，延续的客体是一个时间统一，而它的延续是客体时间点的一个连续性，这些时间点本身是统一，即相对于感知流的统一。在这里，每个事物相位的统一都与各个映射的杂多形成对照，这些映射本质上属于这个事物相位，而且如果没有它们，对这同一个事物相位的意识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从声音的当下点出发，并且让它挪移到过去之中，那么就有一个声音感觉映射的连续统与它的意向同一性相符合；(14)但感知意识所感知的并不是这些映射(15)，而是（抽象地说）这个同一的声音相位。因而对于时间点或声音客体平行相位的意向统一而言，映射的连续统(16)具有再现(17)的连续统的特征。一个在特殊意义上的“意识统一”，我们也可以说，一个立义的统一，恰恰是在这个映射连续性(18)中把握到同一的统一的时间相位。当然这些是抽象的说法。我们强调了属于一个时态客体点的杂多。但整个延续正是这些点的持续统一，因此这是立义的统一，这个立义根据映射系列的整个复杂性来把握整个延续，并且以另一种立义的方式来把握在此延续着的统一客体。

在每个感知的瞬间，由声音的每个过去了的现在所组成的映射系列，都在作为对直至声音—现在为止的过去声音之相位系列的再现(19)而起作用。在感知流中，立义的统一在这些再现(20)的持续变化中自始至终都得到保存，以至于这种立义统一会始终贯穿在这些变异的线索之中，即贯穿在那些每次都在感知的流动中与同一个声音点相符的诸变异的线索之中。(21)——

我们此时看到，看似最素朴的感知、对一个内在声音的感知，是一个多么巧妙的东西。而且我们同时看到，声音这个同一时间客体的内在应当区别于那种构成对声音的被给予性意识的声音—映射以及对这些映射之立义(22)的内在。作为统一被给予的以及——如我们这里所预设的——作为个体的存在，因此而是时间的存在而相即被给予的东西，这在最终的绝对的意义上并不是实项内在地被给予的，即不是作为绝对意识的组成部分而被给予的。内在的可以意味着超越的对立面，这样，声音这个时间事物就是内在的；但内在的也可以意味着在绝对意识意义上的存在者，这样，声音便不是内在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论述：无论被感知的是什么，无论作为个体的客体(23)而自身被给予的是什么，它都是作为一个绝对未被给予的(24)杂多的统一而被给予的。在这个作为时间统一的统一之本质中包含着：它在绝对意识中“构造”自身。尤其是就相即被给予的统一而言，就像那个声音统一所曾是的那样，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奇妙的事实：如果这样一个统一不是某种自身构造的统一，即如果它不是回指向某种具有特别形式的和有关联的意识流，它的此在就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这个意识流存在，那么统一的客体也就在此，而如果这个客体站立于此，那么这个内涵的绝对意识流也就必定存在，这个客体是在此意识流中的统一被给予性，或可以从这个意识流中作为统一而被给予。在某种意义上，内在的声音—事物的存在（esse）消融在对它的感知（percipi）中。这个感知本身不是一个事物，并且具有别样的存在方式，但这一种存在方式是随着另一种存在方式一同先天地（a priori）被给予的。在那种意识流意义上的感知以及随之而作为可能性被给予的统一—感知意义上的感知“创造出”事物，只要这条意识流的绝对存在是对声音的可能拥有和把握，而没有这种可能性它就什么也不是。客体本身是其所是，只是作为相即感知的意向客体，或者说，作为绝对意识的某条河流，它使得这种相即的感知成为可能。——

这个内在客体与一个给予性意识的本质关系在这里要求解决这个被给予性问题，即：必须仔细地研究意识杂多及其统一，客体便是在其中“构造起自身”，在其中意向地作为相即被给予的而站立于此，而且没有它们，客体就什么也不是。(25)

但在继续进行之前，我们现在必须解释某些或许已经对你们涌现出来的困难。个体的声音、这个时间的统一，是在一个具有特殊建构的相即感知中被给予的。我们回溯到这个感知上，并且研究即便只是粗糙地研究：内在统一在这种感知的绝对意识杂多中意向地构造起自身的方式。如果我们就这样来研究对声音的感知，它本身是在二阶的反思感知中被给予我们的，而且在这个反思感知中的声音—感知这个客体、这个个体的、时间的客体，重又是内在的被给予之物。对声音统一有效的，当然也对声音感知的统一有效。因此，与这个在所有的内容时间点方面的整个延续统一相符合的又是一个由杂多组成的构造性河流，这些杂多从属于绝对意识，而且是以二阶感知的形式。但对这个二阶感知的反思重又使它作为一个时间客体而站立于此，若没有一条由杂多组成的构造性河流，这个时间客体就不可能存在，这条构造性河流本身重又是一条时间流，并且在构造一个时间的统一，如此直至无限（in infinitum）。

接下来需要作以下的陈述。如果我们谈及对声音的感知，那么在这里始终要区分作为绝对意识的这个感知和被客体化的感知，更进一步说，作为反思它的感知之对象的感知。在我们反思时，我们不仅将感知把握为现在，而且也把握为明见的曾在；但在它现在作为被关注的和特别对象的感知而站立于此的同时，这个感知的过去的片段却并不作为被关注的曾在之物而站立于此。此外，如果我们反思地关注声音—感知，那么我们会发现映射系列以及对它们的立义，即将它们立义为从属于声音被给予性之本质的。如果我们关注与此同时进行的二阶反思感知，相应的情况当然也是有效的。但我们显然不会在下阶的感知中找到从属于这个感知的立义，它们毋宁说是在较高阶次的感知中进行的。

对这个事态的更深入的分析肯定会面临巨大困难。这个分析必须澄清：持续的自身映射属于绝对意识的本质，感知立义的观念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个意识的本质之中，这些感知立义可以说是从这条绝对的映射河流中获取作为一个内在—意向统一的时间统一，或者说，在其中构造出作为一个内在—意向统一的时间统一。这是建基于所有绝对意识的本质之中的，因此也建基于每个被进行的统一设定、每个被进行的感知的本质之中。即便是它们也在映射自身，即便是在这里，新的立义的观念可能性也建基于这个绝对的映射河流之中，这些新的立义从那些映射杂多性中获取那些属于它们的、在它们之中自身映射的统一，这便是二阶的绝对感知。同样的情况也对这些感知有效，如此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绝对意识处在所有统一设定之前，即在所有客体化之前。统一是客体化的统一，而客体化是客体化着的，但不是被客体化的。所有未被客体化的客体化都属于绝对意识的领域。

〈第40号〉　客体性的各个阶段。(26)

1.“意识”之河流。

2.前经验素材的（präempirische）“时间”连同过去、“现在”、而后；以及前经验性的“存在者”、延续着的和变化着的“存在者”（声音作为“意识内容”）。

3.经验素材（empirisch）存在的阶次、经验（Erfahrung）存在的阶次、经验的被给予之物和被思考之物、我们称做实在现实的存在。实在之物在前实在之物中构造自身。

A）感知的事物和前逻辑的经验、还在客体化层次的“思维”之前的——在逻辑的或前逻辑的思维之前的经验直观的统一；我们尤其要从作为人格的经验自我的构造中抽象出来，因此也从“其他人格”的构造中抽象出来。因而事物还不是交互主体世界的、交往世界的同一事物；还不是科学的事物。实际上我们可以有两项：

1）直观的——逻辑的；

2）在精神客体化之前的意识——交往的意识与精神客体化之后的个体意识。

因此，倘若我们限制在个别意识上，并且人格客体化不牵扯自我与其他自我，那么事物客体化的层次究竟会延伸得有多远（或一个构造自身的“事物”究竟会获得何种意义）？如果我们这样问：那么我们便具有〈这样的问题〉：

a）纯粹直观的事物—客体化会获得什么？而且

b）逻辑的客体化（经验逻辑的客体化）会获得什么？——

仅就在没有交往共同体的情况下能够做些什么而言。（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将科学建构为非交往的？）

B）同感进入到作为身体的事物之中。身体与心灵（精神）。本己自我——陌生自我。精神事物、人、人格或心灵的交往（commer-cium），通过它们的身体。同一事物的构造，同一个世界连同一个空间和一个时间的构造，作为交往同一的世界的构造、作为一个自然的构造、作为一个自然科学的构造。——

事物（躯体）和躯体的进程属于这一个时间，其中包括身体进程，以及另一方面包括精神进程、心灵引动。

因而在显现活动和显现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关系，即：如果我们追随直觉，那么显现活动和显现者在每个感知的情况中都是同时显现的。（另一方面，回忆活动和被回忆之物却并不显现为同时的；感知的图像表象和被表象之物重又显现为同时的，但作为图像被表象之物的被表象之物却仍然不会显现为此时和此地的——因而实际上［显现为同时的］只是表象和图像客体，而不是图像主体；期待和被期待之物当然不会显现为同时的。）

问题：这个同时性究竟是某种原初的、原本质的东西呢？还是从精神事物和心灵的客体化中才生长出来的呢？究竟是这种客体化以那种同时性为前提，还是反之？

这个同时性“显现着”，但它一般说来“实际上”根本不存有，这是不言自明的。我现在看到的星星或许在几千年前就不再存在了（当然在非本真的显现情况中也是如此：听到的锤声）。“显现”（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不能谈论它），或者不如说，内在的立义和被立义之物在同一在场的现在中是同时的，这属于绝对意识的本质吗？自身构造的同一内在声音与构造它的行为是同时的。对被构造的声音—现在的立义、认同以及它连续性的河流。

〈第41号〉　显现与时间。体验活动与体验。意识作为复数的意识体验在其中被体验到的体验活动。

显现与时间。

在格丁根的最初几年里，显现（Erscheinung）这个概念给我带来一些麻烦。有一个显现的概念似乎得到了界定，它似乎排除了“任何时间特征”，即：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在感知中、在一个相应的回忆中、在一个纯粹想象中具有同一个显现。这所房子恰恰是从同一面显现给我，在同一种颜色中等等，而且在这里是从同一个位置出发，即在颜色的同一种映射中、在形式的同一种映射中等等——同一个显现，“只是”一次是感知的显现，一次是想象的显现等等。然而，这里的区别不就像在同一所房子之间的区别，只是一次是被感知，另一次是被回忆，如此等等？

如果我们使显现成为客体，那么我们事实上就是一次具有作为客体的现时感知显现，一次则具有想象的显现，它当然是同一个显现，只是被想象化了。并没有两种房子：被感知的房子和被想象的或被回忆的房子，与此相同，也没有两种显现；显现肯定就是感知的显现，一个想象的显现是关于一个显现的想象。回忆显现是对一个显现的回忆。

诚然，现在人们会说：在回忆中我们回忆这所房子、这些和那些进程，但我们这时回忆的不是相应的显现。

对此的回答当然是：问题在于人们把感知、想象表象、回忆称做什么。应当在这里对这些概念作不同的了解：我们并非“朝向”（gerichtet）两个东西：房子和房子显现。但这两个东西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此的。如果我们把此朝向状态（Gerichtetsein）算做行为，或者，如果我们把感知理解为行为，把回忆理解为恰恰是这种朝向状态的行为，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适当的语词来表达这个单纯的显现以及它的想象的、回忆的变异。

这一点当然还要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回忆这所房子，这就是具有一个回忆显现，但不是使这个显现成为客体，不是朝向这个显现，不是在确切的意义上意指它。这里的问题在于：

1）我们具有一个基本的变异，它将显现（未变异的显现）导向变异了的显现（想象）。这样的话，意指的区别便属于另一个维度，它是一个被奠基的区别。

2）在单纯想象和回忆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在清新的回忆（它是“感知”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再回忆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体验活动（Erleben）与体验（Erlebnis）。意识作为这样一种体验活动，在它之中，复数的意识体验被体验到。

体验活动作为河流的统一(27)，在此河流中，本原的显现学（phansiologisch）时间构造起自身，伴随着作为显现学—时间统一的体验的构造。

因而每个体验都作为统一而属于被构造的统一的秩序；每个这样的统一都可以成为一个内在感知的客体，而这个感知重又是一个统一的体验，并且属于被构造的统一的秩序。此外，一个统一在其中构造自身的河流同样可以在一个观看的目光中被把握到，在一个反思中被把捉到（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此，这个把捉重又成为统一，如此等等）。

由于一个体验成为内在感知的客体，它便作为一个自身当下的、绝对的被给予之物而站立于此，作为一个现在，同时这个现在具有它特有的现在，后者具有它的此前和它的此后。这属于时间构造。

在诸体验中也有这样一些体验，这些体验与内在感知是类似的，因为在这些感知中某物是以“相似的方式”站立于此，只是不以自身当下的方式，而是以拟—当下的方式。根据观念的可能性，每个感知都有一个想象表象与之相符合，而且还有一个回忆（如果我们把想象与回忆区分开来），同样还有期待。每个内在感知也都有一个与内在想象与之相符合；此外，正如每个内在感知都与这样一个体验相符合一样，这个体验可以说是“通过目光的朝向”而成为内在的感知，内在的想象也有一个变异了的体验与之相符合。

现在我们将体验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原的体验，一类是非本原的体验。每个自身—当下—意识（Selbstgegenwarts-Bewußtsein）都是本原的体验，无论它是一个通过一种意指的目光才变为一个感知的体验，还是一个已经是感知的体验。

或者每个体验(28)都是“意识”，而意识是关于……的意识。然而每个体验自身都是被体验到的，并且在此意义上也是“被意识到的”。这个被意识状态（Bewußt-sein）是关于体验的意识，并且它要么是原生的、本原的意识，即对作为体验—当下（Erlebnis－Gegenwart）的体验本身的意识，要么就是次生的意识，即它虽然是对一个体验—当下的意识，但当下的体验则是这样一种体验，它是关于一个非自身当下的意识、一个当下化的意识，并且是对一个体验的当下化，而这个体验重又可以是一个关于某物的意识，有可能是关于某个拟—当下的东西，例如关于一所房子的意识。

对每个体验来说，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变异与之相适应，根据这种变异，它成为“想象材料”（Phantasma），关于体验、关于意识的想象材料。但当下化可以是“真实的”（wirklich）当下化，可以具有回忆的特征（完全具有真正当下化的特征），或者它可以具有单纯想象的特征。

因而我们具有：本原的体验（感觉）——非本原的体验：单纯想象材料——回忆；相应地：内在感知——内在的单纯想象表象——内在的回忆表象；而后是瞬变的（transient）(29)体验。每个瞬变的感知都以经历着本原立义的感觉为前提；每个瞬变的想象表象都以经历着想象立义的想象材料为前提；每个瞬变的回忆都以经历着回忆立义的回忆为前提。

再次思考：

诸流体(30)的河流——“内在”时间统一的构造、绝对意识内容的构造：被感觉到的内容的构造——颜色映射、“声音”；被感觉到的事物显现的构造——房子显现、事物显现；特殊意义上的“行为”（作为被感觉性）的构造——“目光的朝向”与意指。喜悦（对重现的好天气的喜悦）、希望、谓项判断等等。

所有这些都作为在内在时间中的统一，以及“无论是否被注意到的”统一。总体意识是一个总体统一。总体意识构造一个总体统一：即是说，总体意识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意识，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诸流体的河流，而每个这样的流体都属于一个统一。因而这便是第一性意义上的意识内容，作为被体验性（Erlebtheit）（统一）或被意识性（Bewußtheit）（被感觉性）的体验。现在我们在它们之中发现一个特殊的群组：统觉（Apperzeptionen），并且在其中发现事物立义，或者更确切地说：事物显现。

事物显现是被意识性、内容、内在时间统一。但它们本质上构造着新的统一。即是说，显现在某些从属于显现的显现杂多性中流逝，与此同时，显现构成在第二性意义上的统一意识。它们不是在原初意义上的意识，而更应当说是已被构造出来的东西。因而如果我们将显现和显现的杂多性称为意识，我们实际上就必须回溯到构造它们的原意识上，并且将此原意识标识为构造着的。而后我们就应当说：这个原意识构造着二阶的统一。或者我们不把显现称做意识，并且不把显现的杂多性称做意识联系，而是毋宁称做关于……的统觉、关于……的显现。

根本性的东西在于：从观念的可能性上说，每个内容都可以变为被意指的内容，并且作为一个此物而被设定。每个内容都可以被给予：对它的意指的设定就是给予者。这种被理解为内容的意指并不重又是一个在原初意义上的意识，但却是属于此原意识的河流。意指是一个“行为”（一个行为就已经是统一），而这是一种新的意义上的意识的复合。

每个显现的对象（二阶的统一）都可以成为被意指的对象和被设定的对象。可以看向它，可以在它上面加上这个（Dies）（观念的可能性）。而后它便成为一个在第二性意义上的意识的对象。

如果我们就此而论把这个设定为此物的活动称做行为，那么显现本身就不是行为。

在被体验性、被意识性中包含着一个在本原被意识性或印象与再造的被意识性（再造、想象材料）之间的基本区别。我们在这里需要研究回忆和单纯想象材料，而空乏的被意识性、空乏回忆、空乏想象材料也可以说是一种变异。显现作为完整的和空乏的被意识性，同时却构造着新的统一。

“帕纳斯的进阶”（gradus ad Parnassum）(31)。作为更高统觉的象征表象。因而统觉是一个比素朴显现更为宽泛的概念。象征（图像或客体）映像着、类比着或标识着另一个客体。

综合。

可惜，帕纳斯还在云雾之中。

〈第42号〉　明见性。

每个被体验到的内容都隶属于一个内容的连续性（一个内容的减弱着的诸相位的连续性），它可以被理解为个体的（时间的）对象性，而且是一个延续对象之诸相位的连续性。

我作一个编排整理：

1）内容本身的连续性（无论立义是否出现）。这时人们会说：内容本身在延续，并且同时在变化或不变。但这里不可混淆：在内在时间事物意义上的内容，即时间中的个体对象——以及最终时间流的内容，它们在延续，并且不是时间客体，而恰恰是意识的最终河流。原初的变异始终将现在—内容（它们在受到立义时便“成为”现在—相位）［转变为］映射，它们按其本质是对非现在的展示。

2）立义特征的连续性。

作为个体客体化之形式的时间意识、作为每个可能显现之形式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我们重又要区分：绝然的显现（印象的显现）——以及它们的再造性变异。因而时间意识要么就是印象性的，要么就是再造性的。

因此我们具有根本不同的区别：

1）最终的起源区别（印象与再造）。

2）属于显现形式的区别（我们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在印象的领域内活动，在再造的领域中“一切又都复归”，“只是发生了变异”）。

〈第43号〉　难题。

现在我说：“我刚刚感知A，A刚刚曾在，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难道不可能我现在具有这个原生的回忆，而实际上A根本不曾在，实际上此前根本没有一个对A的感知吗？“清新的”回忆究竟是如何为一个此前的现在感知提供保证的呢？——(32)

从时间分析中得出：我以前讨论“明见性”的方式是含糊的。我常常在与自身被给予性［相同］的意义上使用“明见性”。的确必须区分：［一方面是］明见性，另一方面是被给予状态本身；前者是从属于判断的明察，即这样的判断：某物本身在此，它是，并且又作为这个而被给予。

我意指某物，而它是如其被意指的那样被给予的，并且是作为被意指的而被给予的。明见性＝被给予状态＝以“内在”方式的被给予状态、“相即的被给予状态”。如果从那个著名的成见出发，人们在这里就会说：我如何能够得到延续的明见性？刚刚曾在的明见性？“清新的回忆”所展示之物的明见性？参见上面的难题。

当然，明见性并不是被布伦塔诺理解为点状现在—感知的“内感知”之明见性。每个认同、区分、每个判断都以演替为前提，都以延展了的感知、把握为真（Wahr-Erfassung）为前提。这就是自身本质规律性的明察。明见性与现在点的关系必定是一个臆想。能思（cogitatio）就已经是一个延续者本身的明见性。

〈第44号〉　意识的时间形式。

这里要进行区分的考察：

1）在感觉和想象材料之间的区别，在伸展到所有现象上的对“印象”与再造的划分的意义上。

2）连续的减弱，它既涉及印象，［也］涉及再造。

每个现象都有其彗星尾，或者每个现象都是一种诸相位的连续性，连同最高的相位，对这个最高相位我们说：它在减弱。每个现象都“产生”、“延续”、“变化”——这是客观的说法。但另一方面，一切都在变化（在新的意义上）。在客观立义中一个现象的产生就是一个新东西的出现，现象的延续就是一种自身变化，因为连同那个保持不变的东西一同被给予的是“这同一个内容”的各个减弱着的相位的彗星尾，如此等等。

因此，在绝对意义上的现象领域（显现学的杂多性领域、客体化之前的体验领域）中，只有变化，只有一条永恒的河流。

如果说，印象在减弱，而再造同样也在减弱，那么就需要关注：再造的系列连同其种种减弱仍然是并且始终是一个再造的统一，而且每个再造的本质就在于：它们被理解为对……的展示（有可能是对……的回忆；而何时是后者，这需要更为仔细地考虑）。现在这会引起误解。但我们必须区分再造本身和再造性的表象，完全就像我们必须区分印象本身和印象性的表象＝感知表象一样。

3）感觉的减弱有可能不产生想象材料。想象材料的减弱则一再地产生出想象材料，但以某种方式发生了变异，恰如印象的减弱会一再地产生出印象，但以时态的方式发生了变异一样。时态的变异与从印象到观念的变异是根本不同的。后者是分立的（diskret），前者是持续的。

4）根据2），在现象性（Phänomenalität）的本质中（在所有绝对显现学之物的本质中）包含着一种“生成”。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唯有通过时间立义才以产生、进行、延续和自身变化方式完成的生成。这个绝对的生成是所有时间立义的基础，但不是时间立义本身。时间是所有个体客体性的形式。客体性尚未在单纯“内容”和单纯内容的河流中被给予。只要意识不进行综合，并且例如在延续中不以认同的方式设定一个延续者的同一性，也就没有延续，而只有某个有待进行特征描述的内容的河流。这种特征描述重又是通过一种对内容本身的客体化而发生的，并且是通过构造客体性的行为而发生的。时间并不是那些构成意识本身的体验、“内容”的形式。另一方面，人们当然不得不说：内容［也有其时间］，意识流具有其时间，而且在意识中一切都是时间上被编排整理了的。

然而恰恰需要区分：［一方面是］这种属于意识本质一般、即属于所有体验和体验联系的本质的意识之秩序，以及［另一方面是］客观地归属于体验的时间秩序。时间形式并不是在后一种意义上的显现学形式，不是绝对存在的形式，而只是一种“诸显现”的形式，但这就是说，只是一种个体客体的形式。我们必须说：它不是一种绝对的形式，而只是一种范畴的形式。

因而时间意识是一种客体化意识。若没有认同和区分，没有现在设定、过去设定、将来设定等等，也就没有延续，没有静止和变化，没有相互接续的存在，如此等等。这就是说：没有所有这一切，绝对的“内容”也就始终是盲目的，也就不会意味着客观的存在，不会意味着延续等等。而当下拥有（Gegenwärtigung）和当下化（Vergegenwärtigung）的区别也属于此，混乱的意见。在客观时间中有某个东西。某个东西！这是由客观的立义决定的，如此等等。

〈第45号　意识流的双重意向性。〉(33)

内在时间客体、这个在此的内在声音内容，只是在此意义上才是它所是，即：它在其“现时的”延续中前指向一个将来之物，并且回指向一个过去之物。现在被意识到的这个声音就以一种方式成为这种内在时间客体，它在一个构造时间的现象中起作用，从而使这个现象获得一种观念的可能性：恰恰把这个声音的过去进程重新当下化，以当下化的方式重新构造它。同样也有持续的“意向”指向将来：现时当下的延续块片一再地启动一个新的现在，而一个前摄就附着在那些构造声音的“显现”上；一个前摄，只要声音在延续，这个前摄就在充实自身，作为对这个声音的前摄，如果有某个新的东西开始取而代之，它便自身扬弃并自身变化。(34)——

对内在之物的回忆本身是内在的，关于内在之物的本原意识本身不是内在的，亦即在内时间意识的时间之物之意义上。这不是很讨厌吗？人们会想说：当下化意识与当下拥有意识仍然是“完全同一个东西”，只是“有所变异”而已，难道它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建构吗？这难道不是个问题吗？

如果我将声音C当下化，那么它便作为过去的而站立于此。我在当下化的同时听到其他的声音，我看到我的周围环境等等。当下化作为一个现在站立于此。在内在的时间点中开始，例如以刚刚听到的噪声X开始，并且同时随它而结束。它延续，并且与X延续得一样长，X是一个内在的感性客体。声音C以一种“或多或少清晰的方式”浮现在我面前。但被当下化的东西、作为曾在的东西以及同时拟—流逝的或刚刚流逝了的东西，以及这种不清晰性的各种样式，它们都与这整个被当下化的内在之物以及它的意识样式相关联。

（对关于C的本原意识而言有效的是，声音C首先显现为生动的、真实的、清晰的，而后带着减少的清晰性而过渡为“空乏之物”。这个变异属于河流。但恰恰在这同一种变异出现在对此河流的当下化中的同时，还有其他的“不清晰性”会在此出现，即是说，“清晰的东西”已经像是披了一层面纱，不清晰地站立于此，并且或多或少是不清晰的，如此等等。因而不可将这些和另一些不清晰性混为一谈。）

当下化的这些生动性或不生动性、清晰性或不清晰性的特殊样式并不属于被当下化之物，或者只是借助于当下化的样态才属于它，相反，它们属于当下化的现时体验。

一般说来，当下化的建构显然完全遵循本原的当下拥有的建构：即是说，当下拥有是我们所描述的纯然的当下拥有相位的河流，它的意向性在于：这种相位是关于同一个东西的意识，而且是关于一个内在时间之物的意识。对C的回忆现在重又是一条河流，但却是一条当下化相位的河流，这些当下化相位乃是对相应的当下拥有相位的“变异”、“再造”，并且以此方式而是它们的准确“反映”（Spiegelungen），整条河流也是如此。

当下化具有一个与当下拥有不同的意向性。这两条河流的要素和瞬间是不同的，就此而论，这里完完全全地存在着一个区别。当下拥有的河流是由体验瞬间组成的，当下拥有的河流也是由体验瞬间组成的。体验瞬间在这里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一点：在被当下化的东西和未被当下化的东西（本原的东西）之间有一个区别，而且这个区别对于意识流来说也存在：反思的目光当做本原的而把握到的一条意识流就是体验，恰恰就是我们称之为体验的本原河流，并且根据这河流的样式而进一步称做现在—体验、减弱的体验，等等。当下化的河流也是体验流，但它的体验是当下化的体验，就是说，每个体验都是关于……的当下化，而在此意义上的当下拥有不是关于……的当下拥有。当下拥有着的乃是与一个在它之中构造起自身的内在客体有关的当下拥有。但当下化着的乃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体验，因为它是对一个相应的当下拥有的当下化，并且因为在当下化河流的连续统中，就像当下拥有（Gegenwärtigung）当下拥有着（gegenwärtigt）一个内在的客体一样，这个当下化（Vergegenwärtigung）也当下化着（vergegenwärtigt）这个内在客体。

这样我们便结束了吗？而后就可以说：

当下化河流(35)是一条体验的河流，它的建构与任何一条构造着时间的体验河流是完全相同的，即是说，它本身是构造着时间的。所有那些构造着时间形式的映射、变异都可以在这里［重新］找到，而且，完全就像内在的声音（它本身不是体验）在声音体验的河流中构造起自身一样，声音—当下化的统一、即声音—回忆的统一（同样还有声音—想象的统一）也在声音—当下化的体验中构造起自身。普遍有效的是：我们在现象学的反思中从所有那些在最宽泛意义上的显现者、被表象者、被思考者等等而被回引到体验上去，并且所有体验都处在构造着时间的河流中，亦即经历着一个内在的客体化：即对感知显现（外感知）、回忆、期待、期望等等的客体化，使它们成为内意识的统一；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当下化，只要它们是体验，就在构造着那些具有普全地构造着时间的形态的体验流动，即构造着内在的客体：“延续着的、这样或那样流动着的当下化进程”。

但另一方面，当下化的本己特点在于：它们自己本身并且根据所有体验相位都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关于……的当下化（Vergegenwärtigung von...），它们具有一个第二性的、另类的意向性，一个并不对于所有体验、而只对它们而言是本己的意向性。但这个新的意向性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就形式而言是那个构造着时间的意向性的对立形象，而且正如它在每个要素中都再造着一个当下拥有之河流（Gegenwärtigungsfluß）的瞬间，并且在整体中再造着一个整体的当下拥有之河流一样，它也如此地制作着一个再造性的意识，即关于一个被当下化的内在客体的意识。因此这个新的意向性构造着一个双重的东西：一方面是通过它的体验流的形式构造起作为内在统一的当下化；并且，由于这条河流的体验瞬间是一条类似河流（它在通常情况下是由非再造性的瞬间所组成）之瞬间的再造性变异，并且由于这种再造性变异意味着一种意向性，这条河流便组合成一个构造着的整体，在它之中有一个意向统一被意识到：被回忆之物的统一。

为了澄清瞬变之物的当下化的情况，显然首先有必要澄清意识流的双重意向性，在这些意识流中，一方面，通过河流的形式，一个外部显现或一个外部显现进程的统一得以构造；另一方面，通过这条河流的显现体验要素所特有的意向性（由于这些要素，每个显现体验作为河流的体验瞬间便具有一个外部的意向性），一个外部的以及本身重又是时间性的客体便构造起自身，它的时间就是客观的时间。

在这里和在当下化的情况中一样，在时间构造中构造起来的内在对象是“显现”。但在这里，它们是当下拥有的显现，而不是当下化的显现。可是这会导致这样一个状况：显现体验这一次乃是具有当下化特征的意向性，另一次则具有本原意向性的特征。

这里有一个大问题：这种本原的意向性或本原的“关于……的显现”（内在）不仅是内在的时间性，而且还构造着（瞬变的）时间性，它们的特征何在？在于相对于自发性而言的“素朴性”、被动性吗？那么一个被当下化的、但却被设定为现在的东西的情况如何呢？同感（Einfühlung）的情况又如何呢？是否要事先确定外感知的最素朴的瞬变的客体化？因此，这就导向了事物性与空间和时间相一致的构造。

每个体验都有其关联意向，这是肯定的，而且这一同属于它作为时间统一的构造。但我怀疑的是，究竟应当怎样理解这一点，以及这里是否在任何方面都是完全清晰的。必然会有一个延续的存在构造起自身，而且首先是一个体验—存在。就此而论，每个生活都是迎向生活（Entgegenleben）。但生活不是体验。生活是构造着的意识的河流。但每个体验都前指向将来之物和回指向曾在之物吗？在每个体验中，例如在一个期望体验中，都包含着这样的状况：这个体验被意识为现在，并且在现在中有一个意向朝向非现在，朝向将来之物。但这些意向还是作为在时间意识中的存在者而属于存在样式，亦即属于生活，而不属于在其自身之中存在着的体验本身。属于存在者的是什么？时间顺序以及时间顺序的规定性、必然性：B在A之后，而后C—B属于这个联系。现在，在原初的时间意识中、在生活中就包含着与现时的、构造着现在之生活的“联系”，即是说，每个回忆都含有这样的意向，它们的充实会导向当下。提出这个顺序的客观可能性：当时是这个，而后有这个，直到现在。

时间中的顺序：这不是一个建基于想象内容中的区别，类似颜色区别，在相关颜色的显现中的一个颜色秩序。再造以再造的方式给出一个现在、一个刚刚—刚才和一个刚刚到来。但被再造的现在应当是一个过去或将来或现在（被当下化了的）；而在这里，再造可以是直接直观，以回忆或期待的形式，或以非滞留和非期待、直接的时间直观的形式，最终是以间接的形式。(36)而我们认为，这些可能性中必定有一个是存在的。没有一个再造的现在是能够被设定的，而且没有一个再造的现在不是在时间统一中的现实性，即包含着现时现在的现实性；根本就没有再造的时间之物。另一方面，一个再造的时间之物可以在任何时间之中，除去当下不论。而时间位置并不是某个能够作为被给予之物而以某种方式在这个内容中被找到的东西。另一方面，时间位置却是可以被指明的，例如在回忆中：我追随回忆的联系。而明确无疑的是：每个回忆都已经具有某种对其被回忆之物的位置的“意向”，哪怕是一个还不确定的；但它这时便是一个可以确定的不确定性，而不会随意地变成［确定性］。这样，例如我在回忆时便受过去束缚，而且有可能受前天的束缚等等。因此（首先对于回忆和期待而言）我们具有：

1）对于每个再造、而且是设定的再造而言都有一个内容，而且是在意向方面的一个组成。这些意向［涉及］在此内容之延续方面的被再造的存在；

2）每个延续都有一个内容，或者说，每个延续的存在都有其延续中的形式，有其延续充盈中的内容——但这同一个形式和充盈可以在“这个”时间的联系中具有一个不同的时间位置(37)。

在对一个延续着的存在的再造中，除了具有对被充实的延续的再造以外，我们现在还具有、并且是必然地具有与此位置相关的意向。倘若一个延续没有在联系中被设定，即是说，倘若联系的意向不在此，一个延续是根本无法被表象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根本无法被设定的。而在这里必然的是：这个意向（在回忆和期待的情况中，但这只是特殊的情况）或者具有过去意向的形式，或者便具有将来意向的形式。而后，在它的本质便包含着：被设定为与“现在”意识相一致地“在相反的方向上”与此意识相联合。但这个联合是一个一般的和非本真的联合。它不是充实。

就第一点而言的各个意向，即这整个意向复合体，构成了过去延续的客体显现，它们在属于同一个延续者（同一个延续，为同一个客观规定的内涵所充满）的各个显现之体系中具有其可能的充实。但所有这些显现都必然具有它们的第二种联系意向。时间中的联系意向，指向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这里所涉及的是对直至现时当下的被充实的联系的制作。因此我们当然需要区分——对于回忆而言（但并不始终以同样的方式）：

［其一，］对那个过去延续着的客体在其中被给予，即被感知的意识的再造；

以及［其二，］那些以对于“过去的”或“当下的”（与现时的现在同时）或“将来的”意识而言构造性的方式依附在这种再造上的东西。

那么后者是什么呢？它也是再造吗？这是一个容易使人误入歧途的问题（它会诱惑人们将现时性与印象混为一谈）。当然，这个整体是再造。不仅是当时的意识当下连同其河流，而且以隐含的方式还包括整个直至活的当下的意识流，它们都是“被再造的”。“隐含的”（implicite），这在心理学上就是说：回忆是处在一种连绵的河流之中，因为意识生活是处在连绵的河流之中，而不仅仅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加入到链条之中。毋宁说，每个新的东西都回复地作用于旧的东西：它的前行着的意向在此同时得到充实和规定，并且这为再造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色彩。因此，我们在这里具有一种回复作用。新的东西重又指明新的东西，后者在出现的过程中规定自身并且为旧的东西变异着这些被再造的可能性，如此等等。在这里，回复作用的力量是循着这链条而回溯的。因为对一个过去的再造带有“过去”的特征，并且带有一个不确定的意向，即对某个相对于现在而言的确然时间状态的意向。因此，并不是我们具有一个单纯的“被联想到的”意向链：一个东西让人回忆起另一个（流动着的）东西，这个东西又让人回忆起下一个（流动着的）东西；而是我们具有一个意向，它自身就是朝向这个可能充实的系列的意向。然而这个意向是一个非直观的意向，一个“空乏的”意向，并且它的对象之物就是各个事件的时间系列，而这个时间系列就是环境（Umgebung）。

“环境”的特征不就在于：一个统一的意向，它朝向许多相互联系的对象性，并且在它们的不同的、多重的、渐次的被给予性中得到充实？一个空间“背景”的情况也是如此。因而在感知中的每个事物也都具有其作为背面的背景（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注意力的背景，而是立义的背景）。我在讲座(38)中描述为“非本真感知”、共感知的东西，就是一个“复合”意向，它可以在特定类型的联系中、在被给予性的联系中得到充实。没有背景也就没有前景。没有不显现的面也就没有显现的面。在时间意识的统一中情况也是如此：被再造的延续是前景，那些编排意向（Einordnungsintention）使一个背景、一个时间背景被意识到。而这种状况在延续者本身时间性的构造中以某种方式随着它的现在、此前、此后而持续。我们可以作以下类比：［一方面］是将空间事物编排到全面的空间和空间世界之中，另一方面是空间事物本身连同其前景和背景（至少作为幻象）。对于时间事物而言，是编排到时间形式和时间世界之中，另一方面是编排到时间事物本身以及它的相对于活的现在的变换着的定向之中。可是不要完全从字面上理解和简单地接受这种类比。只有仔细的研究才能确定，它们作为严格的类比真正可以伸展得有多远。

但重要的是要研究，回忆与期待是否真的能够平等。直观的回忆为我提供对一个事件之流逝延续的活的再造，而非直观的则始终只是这样一些意向，它们回指着此前，并且前指，直至活的现在。对一个将来事件的直观表象的情况是如何的呢？

我“随后将会下楼去餐厅……”。我“随后将会吃晚饭……”。我现在直观地具有一个以再造方式流逝着的进程的再造“图像”。与此相衔接的是不确定的将来意向和过去意向，也就是那些从此进程的一开始就涉及那个限定在活的现在之中的时间环境的意向。就此而论，期待直观是倒转过来的回忆直观，因为在回忆直观那里，现在意向并不“先”行于这个进程，而是后随于这个进程。它们作为空乏的环境着色处在“相互对立的方向”上。

现在，进程本身的被给予方式是怎样的呢？在回忆中，这个进程的内涵是确定的内涵，这是否会构成一个本质的区别？即使是回忆也可以是直观的、但却不十分确定的，因为有一些直观的组元（Komponente）根本不具有真正的回忆特征。在完善的回忆那里，一切都清晰具体，并且具有回忆的特征。但从观念上说（idealiter），这种情况在期待直观那里也是可能的。它在一般情况下为许多可能留下空间，而这种始终开放的状态重又是相关组元的一个特征。

图像性、回忆图像、期待图像。

这整个直观在某种程度上只提供一个将来之物的范式，甚至是一个图像，因为我在直观被给予之物中看到了某个东西，它没有被给予我，并且它会被给予我，倘若没有任何东西在“图像”中为我开启了某种东西的话。但回忆不也同样——至少一般说来——处处在我具有一个显现的地方都为我提供了一个单纯的图像，但带有这样的意识：曾在的东西在此显现中乃是在具体的特征中摆出自身（sich stellen），在其他地方则是展示自身（sich darstellen）。但这两方面的特别之处都在于：一个完善的表象原则上是可能的，亦即一个不再带有任何被给予之物与被意指之物之分歧的表象，一个不再带有图像客体（Bildobjekt）与主题（Sujet）之区别的表象，原则上是可能的。

难道一个预见的意识（一个自诩为预见的意识）原则上是无法想象的吗？人们难道不能说，我们事实上并不常常具有一个完全确定的计划，并且在直观地表象被计划内容的同时将它可以说是毫发不差地当做将来的现实接受下来。此外，直至现时现在片段的这个块片，在两方面都是不确定的，并且可以是或多或少不确定的（在力量上[image: img14]）。

但原则性的区别在于充实的方式。过去意向必然是通过对直观再造之联系的确定来充实自身。对过去事件的再造在其有效性方面——或者我们说：在再造本身及其有效性方面（在内意识中）——只允许证实回忆的不确定性，并且允许通过向一个再造的转变来进行完善，在这个再造中，所有的组元都具有再造的特征。这里关涉到这样的问题：我是否真正地看到了这些，感知到了这些，我是否真正具有这个显现，具有恰恰带有这些内容的显现？（另一个问题是：这曾是一个现实性吗？这个显现者曾是现实的吗？）所有这些都必须同时编排到恰恰由这些显现所构成的、直至现在的一个联系之中。

与此相反，期待是在一个感知中得到充实的。在被期待之物的本质中包含着：它是一个将被感知的东西，或者是在生成中的感知。环境意向的情况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体验活动的现时性以及印象的体验活动的现时性而充实自身的。但一言以蔽之，期待直观完全与过去直观一样是某种原初的和特殊的东西。

需要关注的是：在通过再造而完成的时间意识样式中，回忆与期待只是构成了一个突出的群组。在再造性体验的本质中不仅包含着对时间存在的单纯再造性设定，而且还包含着与内意识的某种关联。

在回忆的本质中原生地包含着、并且作为基本实事包含着这样的状况：它是关于被感知的曾在的意识。如果我直观地回忆一个外部的进程，那么我便具有对它的一个再造性直观。而这是一个设定性的再造。但这个外部的再造必然是通过一个内部的再造而被意识到的。（一个外显现必须通过外部进程在某种显现方式中的被给予而被再造。作为体验的外显现是一个内意识的统一，而与内意识相符合的是内再造。）但现在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内再造可能是一个设定性的再造，因此这个进程的显现可能是被设定的，而后是在“内”时间的统一中被设定的；或者，外再造可能是一个设定性的再造，客观时间中的时间进程可能是被设定的，但内再造却不是设定性的，即显现本身并不被设定为内时间的进程，因此，相应的、构造着时间的河流也就不是在总体体验流的统一中被设定的。

(39)回忆与期待的本质（即直接直观的回忆与期待的本质，参见后面）就在于，它们将被再造的显现编排到内时间的存在联系之中，编排到我的体验的流逝着的系列的存在联系之中。设定（Setzung）通常也伸展到外部显现的对象之物上，但这种设定也可以被扬弃，它也可以被反驳，这样，留存下来的便只是回忆和期待了，就是说，我们不会停止将它们称做回忆和期待。我们只是会说：我回忆：我当时“误以为”（vermeintlich）感知了这个，但那曾是个错觉。我期待看到这个或那个（我以前曾期待它，并且以为这是真的，现在我知道，这将是一个幻觉的看。）但通常“我期待这个事件——我回忆这个事件”这两者都意味着：“我将看到这个事件”（或者说，“我将得到消息说这是真实的”）——“我看到这个事件”（或者说，“我已得到消息说这是真的”）。

我现在看出，这里需要作一个补充：直接直观的回忆和直接直观的期待——相对于非直观的或间接直观的、非直接地象征化的、建基于非直接认识之上的回忆与期待，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直接直观的是同等级次上的行为：对外部事物的直接感知、直接直观的回忆和期待，它们都具有同样的建构，即不仅设定被直观到的外部事物，而且设定直观活动，亦即设定内感知、内回忆、内期待，如果这里从一开始就涉及对心理之物的直观，而且是直接的直观，那么这个层次系列的区别就不复存在，而我们从一开始就具有同等的级次。

(40)如果我们停留在对外部事物的直观上，对外时间与对象性的直观上，那么，我们就还需要顾及另一些类型的直观，亦即对时间对象的直接直观。我现在表象容斯(41)；但不是表象为对先前所见的容斯的回忆，而是表象为现在存在的，一如他现在所是。而且我直观地表象一个曾在的事件；但即使我并不回忆它，我也把它当做真实过去的：我根据一个描述来直观它；在将来方面也可以如此。我也可以直观一个当下之物、一个被设定为当下的东西，尽管我有可能从未见过它。在第一种情况中，虽然我具有回忆，但我给予被回忆者以一个直至现时现在的延续；而对于这个延续，我并不具有内部被回忆的“显现”；这个“回忆图像”服务于我，但我并不设定被回忆之物（在其类似延续中的内回忆的对象之物：就像它那时曾以对象的方式所是）。我在这里如何设定，以及我设定什么？无论如何，我们所设定的是在此显现中自身展示的延续者，以及这个显现着的现在，并且设定一再更新的现在，如此等等；但我们并不将它设定为“过去的”。

我们知道，在回忆过程中的“过去”也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在现在的回忆中为自己制作一个关于以前的回忆的图像以及其他类似的构建。相反，我们只是设定这个显现者、这个被直观者。按照它的时间性，它当然只能在时间的模式中被直观到。而对这个在此同时的显现者，我们以回忆的方式通过这个显现的环境意向而给予它相对于现时性的现在的位置。也就是说，在将一个不在场的当下拥有当下化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探问直观的环境意向。这些环境意向在这里当然是另一种类型：它们根本不会通过一个在总体上被设定的内显现的持续系列来与现时现在发生关系。自然，这些再造的显现并非没有联系。应当有一个延续者存在，它在此显现，它曾经存在，并且现在存在，并且将会存在。因此，我“能够”在某一条道路上前去观看，并发现事物还在；而后我可以再回来，并在一再“可能的”显现系列中去直观它。假如我此前就出发并已经到达那里的话（而这是可能的，与此相符的是可能的显现系列），那么，我现在就已具有作为感知直观的直观，如此等等。即是说，虽然这个再造地浮现在我面前的显现并不在特征上被描述为以内印象方式曾在的，虽然这个显现者并不在特征上被描述为在其时间延续中被感知为曾在的，但在这里也有与此地此时（hic et nunc）的关系，而且我们可以说，这个显现也带有一个特定的设定特征：它被归属到一个特定的显现联系之中（它完全是由“设定着的”、执态着的显现所组成的联系），在与这个联系的关系中，它具有动机引发的特征：环境意向为“可能的”显现本身提供了各自的意向晕。对于我当时没有见到的过去之物（例如一小时前的房子，而我现在第一次看见它）的直观而言也是如此，对于未来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是直接直观。

而后还要加上图像化的直观，根据显现等等，亦即非直接的直观：当然，只在这里，时间设定和对未被回忆之物或未被期待之物的设定才真正不再是附加在直观上的一个单纯设定特征。此外，同感（Einfühlung）、融情（Introjektion）重又具有它们的间接性。

〈第46号　将所有区别都归结为立义方式之 做法的可疑性。〉(42)

通常意义上的回忆与期待处在同一个阶次上，而它们两者都与想象表象处在同一阶次上。

通常意义上的或在某种确切意义上的感知，是现在感知。但也有回忆感知（原生回忆）。对一个遥远的过去之物的回忆或者是空乏的（有可能是象征的）回忆，或者是想象的回忆。后者（直观的再回忆）与对一个未被感知的当下（一个“熟悉”的现在存在者）的直观当下化处在同一个阶次上，［例如］与对我回忆的那条在我房前的熟悉的街道的再当下化处在同一个阶次上；因此，这是对某物的回忆，但这个某物并不是作为曾在之物，而是作为（未被感知的）当下之物而被设定并直观地站立于此。

但回忆也可以是回忆感知。过去的客体是作为过去的而“被给予的”。过去的客体直观地“显现”，但不是在知觉的意义上。以前我曾倾向于认为这里只是一个立义的区别，并且倾向于说：同一个作为知觉的在场者（perzeptive Präsentant）而起作用的感性内容，在这里经历了一个变异了的立义。

〈第47号　“内容因素”和“立义因素”与清新 回忆的明见性。〉(43)

(44)当本真的感知过渡为清新回忆时，人们谈及感觉在场者的减弱（Abklingen）、退散（Verblassen）等等。但根据前面的研究可以明了：滞留的“内容”根本不是感觉内容，更不是本原意义上的“内容”。当然，在这里很难悉知一切。“内容”这个词究竟想要说什么？当一个声音在减弱时，它自身首先带着特殊的充盈（强度）而被感觉到，而且与之相衔接的是一个强度的迅速消减，这个声音还在此，还被感觉到，但只是在余音中。这种真正的声音—感觉有别于在清新回忆中的声音因素。清新回忆的声音并不是当下的声音，而恰恰是在现在中刚刚被回忆的声音：它在回忆意识中不是实项（reell）现存的。但从属于这个回忆意识的声音因素也不可能是另一个实项现存的声音，甚至也不是一个非常微弱的同样质性的（作为余音的）声音。一个当下的声音虽然可以使人回忆“起”一个过去的声音，可以展示它并将它图像化（verbildlichen）。但这已经要以另一个过去表象为前提了。过去直观本身不可能是图像化。它是一个本原的意识。当然不应否认余音也是有的。但每当我们认识和区分它们时，我们都立即可以确定，例如它们不属于回忆本身，而是属于感知。小提琴声的余音恰恰是一个微弱、当下的小提琴声，并且与那个刚刚曾在的响亮声音根本无关。余音本身乃至所有那些从较强的感觉被给予性那里（从物理学上讲：在刺激终止之后）保留下来的后像，都与回忆的本质根本无关，更不能将它们看做是必然属于回忆之本质的东西。

但在时间直观的本质中或许包含着这样一个状况：它在其延续（我们可以反思地使它成为对象）的每个点上都是关于刚刚曾在之物的意识，而不仅仅是关于这个显现为延续着的对象之物的现在点的意识。而在这个意识中，这个刚刚曾在之物是在恰当的连续性中被意识到，并且是在每个相位中以特定的“显现方式”，连同“内容”与“立义”的各种区别而被意识到。我们注意一下刚刚响起的汽笛声：在每个点上都有一个延展（Extension）站立于此，而且是在“显现”的一个延展中，这个显现在此延展的每个相位中都具有它的质性因素以及它的立义因素。另一方面，这个质性因素不是实项的质性，不是现在实项地存在的声音，即是说，不是作为现在存在的声音，哪怕它可以被说成是内在的声音内容。现在意识的实项内涵有可能含有被感觉到的声音，而后这些声音在客体化的立义中必然可以称做被感知到的声音、被当下拥有的（gegenwärtigt）声音，但却绝不能称做过去。回忆意识实项地含有关于声音、声音—回忆、直观的、原生的声音—回忆的过去意识，而且它不能被分解为被感觉到的声音和作为回忆的立义。就像一个想象—声音不是声音，而是对声音的想象一样，或者就像声音—想象和声音—感觉是原则上不同的东西，而不是仅仅受到不同解释、不同立义的同一个东西一样，或者，无论人们在这里想说什么：原生直观地被回忆的声音原则上不同于被感知的声音，或者说，对声音的原生回忆不同于对声音的感觉。

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法则：原生的回忆只有在与前行感觉或感知的连续衔接中才是可能的？每个原生回忆的相位只是作为相位才是可以想象的，就是说，它不能扩展为一个在其中所有相位都是同一的片段？人们会坚定地说：这是完全明见的。当然，习惯于把所有心理之物都当做单纯事实性来对待的经验心理学家会否认这一点。他会说，为什么就不能想象一个起始着的意识，它以一个清新的回忆开始，而在此之前却并不曾拥有一个感知？也许在实际过程中的确必须要先有感知，而后才能创造出清新的回忆。也许在实际过程中的确是这种情况：人的意识只有在具有了感知之后才可能具有回忆，即便是清新的回忆。但是，相反的情况也是可以想象的呀。

针对这样的心理学家，我们将倡导这样一种先天必然性，即：相应的感知或原印象先天必然地先行于清新的回忆。

人们首先必须坚持，一个相位只有作为相位才是可以想象的，它不具有延展的可能性。而现在相位只有作为一种清新回忆的连续性界限才是可想象的，就像每个清新回忆的相位本身只有作为这样一个连续的点才是可想象的一样，并且对于时间意识的每个现在来说都是如此。然而至此，如果没有先行的相应感知，一个全部完成的清新回忆串（Serie）也应当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意味着，这个从属于一个现在的清新回忆串自身就是一个临界点，并且必然要发生变化：这个被回忆之物“不断地下坠到过去之中，同时却不改变其时间性”，但还不只如此——它必然就是某种下坠着的东西，某种必然地允许一个明见的再回忆的东西，这种再回忆将它回引到一个再被给予的现在之上，这个现在以相同的方式在回坠的（然而是再回坠的）过程中自身还原为这个相同的串。

但人们现在可以说：我难道不可以拥有一个对A的回忆、哪怕是一个清新的回忆，而同时A却事实上根本没有发生过？当然可以。甚至还可以确认得更多些。我可以具有一个对A的感知，而实际上A却根本没有发生。

而我们以此并不是例如想申言，以下的事实是明见的：如果我们具有对A的清新回忆，那么A必定是已经先行的，但我们的确是想申言这样一种明见性：如果我们具有对A的清新回忆，那么A必定是已经被感知到的（无论它现在是否被原生地关注到，都有某物以被意识到的、即便是未被注意的或附带被注意的方式切身地站立在此）。

当然，在我们看来，也有一种清新明见性的明见性：它是通过向内在的还原而产生的，自然也是通过向与内在感知之相应内容有关联的内在回忆之内容的还原而产生的。

所有这些现象学—认识论的明见性都需要得到最为仔细的研究。——

有人可能会提出如下的指责：我们的现象学时间分析的整个进程都受一个经验假设的制约。人们会说：我们认定了客观的时间进程，而后基本上只是对一种时间直观和一种本真的时间认识的可能性条件进行了研究或构想；同时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定：确实发现了在对时间关系的直观中——也在朝向时间意识进程的现象学的直观中——现存的时间素材和时间秩序。因此我们始终预设了时间直观的确切性。

然而在这里需要考虑：我们仅仅在何种意义上从一开始就认定了一个客观的时间进程？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就像我们在对事物的分析中认定了一个事物，在对感知的分析中认定了一个被感知之物一样，如此等等。然而我们并没有认定某个世界时间和一个世界的真理，没有认定某个事物和一个事物性延续的真实的实存。可是我们要接受显现着的延续本身、显现着的事物性本身，如此等等。这是绝对的被给予性，对它们的怀疑是无意义的。受到研究的并不是一个事先被认定的现实实存的世界时间和世界以及对它们之认识的可能性条件，而是一个世界时间本身、一个事物延续本身等等的可能性条件。

此外，我们也预设了存在着的时间，即不是那个经验世界的时间，而是现象学的（更确切地说：显现学的［phansiologisch］）时间、在意识进程中的内在时间，这当然是正确的；例如，对这个声音—进程的意识、对我听到的这个旋律的意识，确实是直观意识的一种相互跟随。但这“确实”不是在完全心理学意义上的相互跟随，而是在内在意义上的相互跟随。但我们为此需要一种明见性，一种有利于这种以及任何一种完全绝对的被给予性的明见性。而在这里，我们认为，怀疑和拒绝是无意义的。原则上说，可以合理地怀疑的东西，也可以合理地被看做是不存在的。因此，它合理地不存在并且被拒绝，这是可能的。这对于每个清新回忆都是确切的吗，包括对内在之物的清新回忆？

我想说：如果可以否认一个内在回忆，那么每个内在回忆都可以被否认，如果一个内在回忆是确切的，那么每个内在回忆都是确切的。怀疑、认定、否认的动机始终都是相同的。

人们说，能思（cogitatio）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否可以意味着：在一个数学点意义上的能思的现在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就其本质而言，一个能思存在多久，它就必然延续多久，这里的明见性难道会更少吗？

而如果我们对一个哪怕极短的延续都具有明见性，那么我们因此不也就已经具有对清新回忆的明见性了吗？或者应当用合理的或然性来说服自己？人们会说：如果真的存在某个时间关系“a在b之前”，那么原则上就有可能直观到它，有可能使它成为充分证明的被给予性。在每个存在的意义中都先天地包含着：一个被给予状况是可能的。这种可能的被给予状况看起来应当是怎样的呢？它可以是一个间接的被给予状况吗？某个间接的被给予状况的确切性难道不以某种方式预设了对其时间性进行把握的可能性吗？甚至每个个体都必然是一个时间之物。我必须论证的东西，只要它尚未被论证，就是可疑的。如果每个清新的回忆都是可疑的，并且只要它尚未被论证就是没有权利的，那么值得怀疑的就是：这个论证究竟是否是根据已迈出的步伐而进行的，而且它是否可以被置疑，我如何能够申言：我已经进行了论证？

无论如何，还有什么能比以下主张要求更高的权利：(45)当一个序列、一个变换、一个变化显现出来时，本质上属于这个序列等等之显现的内在序列、变化等等就是绝对确然的。有人想要对此作出证明：由于我不能用现在（即那个在现在中现存的回忆图像）来与已经不在了的非—现在作比较，因此我如何能够在现在中知道一个非—现在？这种论证是根本错误的。它给人的印象就好像是在回忆的本质中包含着这样的特征：在现在中现存的图像是为另一个与它相似的实事而预设的，并且我可以而且也必须像在图像表象那里一样作出比较。回忆不是图像意识，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被回忆的东西当然现在不存在，否则它就不是曾在的东西，而是被当下拥有的东西了；而且在回忆中，它并不是作为现在被给予，否则回忆也就不是回忆，而是感知了（或原—印象）了。对一个不再被感知的、仅只被回忆的东西与某个在它以外的东西进行比较，这是根本没有意义的。正如我在感知中直观到现在存在，并且在扩展了的感知（就像它自身构造的那样）中直观到延续的存在，我也在回忆（只要它是原生的）中直观到过去的东西，它在其中被给予，而过去之物的被给予性就是回忆（作为原生回忆的本原被给予性、作为再回忆的再被给予性［Wiedergegebenheit］）。

但或然性立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内在的现在把握、现在感知的点给出确然性的完整明见性，确然性在或然性的意义上发生与回忆的连续性相应的渐次变化。但我能够具有关于某个不可能真正直观到的东西的或然性吗？难道在直观可能的地方，被给予性不也总是可能的吗？人们可能会试图这样来回答。但在外感知、对事物的感知的案例中情况是怎样的呢？被给予性在这里是可能的，但这是相即的被给予性吗？每个外感知都只是或然的感知吗？这大概行不通。可是，在相反的动机尚未合理地否定其他动机的情况下，谈论或然性是有意义的吗？在一个连内在的相互跟随和相互并列都还没有合理地被设定的情况下，谈论或然性是有意义的吗？

但我认为，所以这些事情都必须得到更为敏锐的透彻思考，并且得到最为仔细的表述。我还没有完全满意。——

我们以一个声音为例。在我们听见它的同时，“它在减弱”，而时间意识给予它的位置，是对各个感知的现在而言下坠着的位置。在我们生活的同时，我们在各个回忆中关注这个时间之物，关注这个进程的这些或那些突出的相位，或者关注延续着的、自身如此这般变化着的声音。但我们也可以对象性地关注这些回忆本身，感知它们，而在我们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发现它受时间法则的支配，它们在时间中下坠：即是说，对回忆的感知在构造自身，自身扩展为对回忆的回忆，而我们便可以获得一个对原初回忆之相互跟随的意识。

这里存在着这样的法则：两个相位在下坠时始终维持着同一个间距。持续的同一性意识在下坠中将A持守为同一个的A、将B持守为同一个B，借助于这个同一性意识，A和B这两者始终保持着同一个时间间距。——

我们在这里始终认为，时间之物是通过一个在时间意识中实项地被体验的内容而被构造起来的，这个内容是由时间性的再现、由时间立义而被激活的。这样便有一个问题：同一个内容，刚才是一个感知的在场者，现在难道不能任意作为一个回忆的在场者起作用吗？或者，这是一个其特征与自己相关联的偶然吗？即是说，这是一个心理事实吗？例如它只是在心理学—经验的法则方面受到规定？回答是：否。回忆相位只有作为相位才是可能的，“原生”回忆只能作为附件、作为一个感知意识的连续出现。我们是从何而知道这些的呢？

我们明见到：“过去”指向“现在”，而现在和过去相互排斥。虽然同一的同一个可以同时是现在和过去，但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它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曾有过延续。我们明见到：一个回忆相位不能延续，而且它只能存在于一个从感知出发的回忆连续性的联系中。一个同样明见的法则是：一个感知若没有一个与之相衔接的回忆连续性就不能延续。这里还包括：并非每个感知都可以延续，即是说，对一个构造时间的回忆的感知是不能延续的。是什么使得这样的明见性得以可能的呢？一个兑现这些明见法则的相即直观看起来是怎样的呢？

还有一点：对过去的直接意识客观地说不只是一个连续的意识，而且也是关于这个连续性的意识。这个意识是产生于对那些回忆的反思之中吗？这些回忆恰恰因此而被感知并且本身随之而获得其相位，在属于每个回忆相位的二阶相位的每个瞬间中，而后这些二阶相位再发生连续—统一的渐次变化？显然如此。

〈第48号〉　原初的时间回移。

课题：“再现”。对意识—存在者（Bewußtseins-seiende）的感性内容的“体现、再现”，如此等等。简言之，它们“就在此，并且一旦在此，便是相应地如此这般被立义的”。

我们假定，红色显现出来。而它现在是刚刚曾在的（ebengewe-sen）。还是直观性的。那么一个现时当下的红色这时可以继续维持，并且作为“代表”起作用吗？用再现理论（Repräsentationstheorie）可以说得通吗？倘若一个红色还现实地被体验到，与以前的红色在同一个意义上在此，那么这个红色就还在延续，最多是有所减弱，在充盈、强度上有所减少，如此等等。同样，如果我们在原初的时间回移中截取一个随意的相位，并且询问，若我们将此减弱视为一种“内容变动”，则“减弱着的内容”在这里如何可能是“代表”。

在最早的页张上曾讨论过这个难题。无论如何，这里有对我的原初看法、对我用被体验到的“内容”（例如感性内容）来操作并将它们看做是相应地如此这般被立义的再现理论的各种指责。一切都仅仅是立义的区别，它只是与其他被体验到的和在意识中存在的内容相衔接，并且给它“赋予灵魂”。但这样一种诠释有可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而特殊的任务就是要在这里创造出完全的清晰性。

〈第49号　我们在现在点上同时地具有一个原生内容的连续统并且还同时地具有一个“立义”连续统吗？〉(46)

如果像在这里的旧页张中所做的那样，将感知和当下化理解为一种立义内容和特殊立义的产物，那么感知立义（现在立义和原生回忆立义的连续统）的连续性就会产生出当下延续着的对象，并且以变异的方式产生出在一个过去的当下中曾延续着的再回忆对象。立即会产生一个问题：这同一个内容是否真的能够原则上以时间不同的方式被立义，而后，例如这个同一的同一个内容是否也同时能够以这种不同的方式被立义？同一个内容、同一个内容规定性这一次以现在的方式被立义，同时又以原生—过去的方式（Weise des Primär-vergangen）被立义。我们先做更为一般的思考。

在对一个延续对象的感知之连续统中，与这个延续的每个相位相符合是一个特有内容。对象在时间中伸展，在延续中它是同一个对象，但这同一个延续的对象是时间上延展的，而与这个延展相符，它在时间上是可分的，与每个时间部分相符的是对象的不同时间块片。过去的东西是过去的，连同所有构成时间充盈的规定性。时间充盈从一个相位到另一个相位都各自不同，至多是一个完全同样的，即在不变的情况中。对象是同一个。但它是它自己的——无论是保持不变的、还是自身变化着的——时间内容的延续统一。因此，每个时间内容、每个时间片段的内容和每个时间点的内容也都必然有另一个再现与之相符。因为在对对象性的延续的直观中或在对在延续中的对象的直观中，对象的块片或相位应当统一地被直观到和被给予。对一个连续之物的直观本身必然是一个连续统，对于一个延续的直观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延续着的，它是伸展了的直观，而与被直观的延续的每个相位相符合的是一个直观的相位，作为对这个相位的直观。

因此，与被直观的、延续着的对象性的每个块片、每个相位相符合的是一个特有的“再现”，一个特有的部分直观连同“立义”和“再现的内容”。双重的“立义”将意味着：时间可以说是切割自身，对象的过去相位与当下的相位是同一的。对象在其延续中是同一个对象，但却是“过去了的对象本身”，它的过去存在与它的现在存在并不是同一的。

就主要情况来看，以上所说并不依赖于任何诠释：即无论我们是否用“立义内容—立义”的范式来诠释时间直观。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当承认这样一个先天必然性：对延续的直观是一个在显现（phansischer）方面的连续统，并且在每个相位中我们都具有对对象的一个时间相位的直观，同时需要以某种方式区分内在的内容和“立义”，前者“再现”对象性的内容，使它显现出来，而在后者之中则宣示出显现活动。可是这所涉及的是略去了时间性的“显现”——一所房子（它延续地站立于此）得以显现，在时间直观的每个相位中，或一棵树等等，或一个提琴声（即使就这些对象而言，“显现”与原生的事物性相比也具有其根本的区别）。无论如何，这个以后构造时间区别的东西，是在一种根本不同意义上的“立义”，但又是某种与对象性的立义原则不可分的东西。对象只是在时间立义、时间意识中才将自身构造为自身，构造为延续着的、自身变化着的或不变的。

在各个现在中现存的内容通过它们所经历的立义而作为时间的对象性站立于此，这应当会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意识的现在与对象的现在点正相对立。房子作为当下的、作为当下延续着的站立于此。而关于现在的意识本身是一个现在，关于延续着的当下的意识本身是一个延续着的当下。但我也可以说：这个杯子延续地显现。但不止如此。杯子的显现、从这个特定的面对延续着的杯子的展示和从属于此的一切、对这个杯子的面的各个规定性的展示、这些展示内容以及它的展示活动本身，这些是延续地显现出来的。这个显现是一个“内在之物”的显现。现在目光转向其他，不是朝向杯子，而是朝向杯子的展示（杯子显现）。在时间意识中经历着不同“立义”的“内容”在这里是什么？“感性内容”与“显现意识”（展示）。在其他情况中也是如此，只是“目光”朝向不同而已。延续着的杯子始终作为杯子而站立于此，即便我“关注”它的延续显现；反过来，延续的显现始终在此，即便我关注杯子本身。这个关注、这个朝向和意指也是某种可以是反思对象并具有其“时间位置”的东西。属于被关注的杯子之现在的是关注活动的现在，而属于被关注的杯子之刚才的是刚才曾被关注的状态（Vorhin-beachtet-gewesen-sein），如此等等。由于对关注的反思的进行，即一个对关注的关注的进行，这个二阶的关注也是一个现在，并且它被编排到一个时间联系中，被编排到时间领域中，而且所有这些时间领域都必然具有相互联系：关注活动的现在并不是一个不同于被关注之物的现在的东西——它将自身给予为同一个东西，杯子的显现的现在重又将自身给予为与杯子现在的同一个东西；对各个过去点来说也是如此。

在这个于此延续或作为延续着的而站立于此的杯子之显现的本质中包含着：它具有一个连续的伸展，而且在杯子的现在点中已经包含着一个显现的连续统，直观的非现在就在此连续统中被瞬间直观到。显现的原生核心在其中具有其伸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伸展呢？我们在现在点上同时有一个原生内容的连续统，并且此外还同时具有一个“立义”—连续统吗？由于我们自己在这个被看到的现在点上将一个现在归属给关于这个对象性、关于我们的杯子的“意识”，因而所有“实项地”属于这个意识的东西在其中都是同时的，而且是“现在的”。

现在是否可以说：各个实项的组成部分就在于原生内容（即与杯子的直观延续片段的各个相位相应的原生内容）的一个伸展，以及与此一致的、使得杯子得以自身展示的各个立义的伸展？而这个使得时间伸展被意识到的东西，是一个自身变异着的意识特征吗？就像一个更高的立义或一个与立义类似的东西？

首先需要注意：同一个原生内容可以展示不同的东西，通过不同的事物立义可以显现出不同的事物。这并不适用于时间—“立义”的连续性。恰恰相反：在现在中伸展的原生内容不能调换它们的时间功能，现在不能作为非现在站立于此，非现在也不能作为现在站立于此。［否则，］内容的整个连续统最终就都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现在，并因此而被看做是一个并存，而后又被看做是一个演替了。这明见无疑地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还要看得更仔细些。

我们谈到原生内容，它们都在现在点上联合为一，也在此与对它们的立义联合为一：两方面联合为一个达到相合的连续性。在这个连续性中，临界点应当做为代表（Repräsentant）而直观地展示出对—象（Gegen-Standes）之现在，其余的点应当根据这个连续序列而直观地展示出对象的曾在相位。但一个并存的原生内容的系列每次都能使一个演替被直观到吗？一个红的内容系列每次都能使一个红的一个延续被直观到吗？一个声音c，以及如此等等？这是原则上可能的吗？

我们设想一个内在延续的对象性，就像在瞬变的被给予性的情况中（在它们的显现形式中）也始终出现的那种对象性。这样，例如对延续的声音c的时间直观所选的现在点就会同时含有一个诸c—相位的连续性。这样，各个c相位就会是同时的，尤其它们还都会是现在的。红色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就会同时具有一个诸红—点的连续性，就像诸红—点连续地充满一个面积（在它们的存在的现在点上）一样。倘若这些同时的内容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演替的，那么在同一内容的基础上就既有可能进行对并存的直观，也有可能进行对演替的直观，而且明见地也就会有这样的可能：曾同时并存过的同一个内容（而且它们在现在意识中应当始终是同时并存的）同时也就会是演替的，而这是荒谬的。这不仅适用于各个原生的内容，而且也适用于各个事物立义，因此也适用于各个完整的显现。

实际上，任何坚守于现象本身的分析都没有表明：在对象意识的连续性的现在点上存在着这样一种显现连同其原生内容和立义特征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允许我们说：在这个现在中有一个显现的连续性是实项地被给予的，而这意味着，与对象的现在点相应的显现（在一种最为狭窄意义上的感知显现）会具有在同时性形式中的伸展；或者，就好像那些在相关现在的延续直观中活跃的不同相位都是都是现实地、实项地相同一样，而且就好像它们与那些临界显现、对象性的现在的显现是相同的一样。

也许用一段旋律来做案例分析会更好些，这里的情况必定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只要刚刚过去的声音落到在场时间中（落到在所选的现在点上的旋律之现时直观块片中），它就还是被意识到的，但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被意识到，就好像它现实地、实项地“被感觉到”，以一个现在—声音的方式在此一样。一个以事物的方式作为现在而站立于此的现在—声音，必然是通过一个现在—声音—内容而被再现的，这个内容的特征同样是现在。仍然活跃的、“仍然”处在时间直观的目光中的声音已经不再存在，而属于它的显现的东西不是“声音—感觉”（一个现时的现在），而是感觉的“余声”（Nachhall），是一个变异，它不再是现时意义上的原生内容（不是内在的声音—现在），而是某种变异了的东西：一个对过去感觉的意识。但在其中找不到现实的声音，而只能找到声音—曾在（Ton-Gewesenes）。

简言之，这是一个彻底的变化，并且是一个永远无法以描述那些重又导向感觉的感觉变化的方式来描述的变化。感觉就其本质而言是现在意识（或包含着一个现在的延续的显现）。连续性是意识变化的连续性，这些意识变化例如不可以被看做是含有一个始终是共同的组成部分的产物——例如一个声音c、红色，如此等等——，而变化则应当归结为那些被称做立义的新因素。这里的情况与感觉—红和对红的再造性的再当下化的区别的完全一样。不能把意识内涵事物化，不能将意识变异篡改为原则上不同的变异，如此等等。

〈第50号〉　原生的回忆变异。(47)

声音c响起并且延续，在强度上如此这般地变化。延续充满了变换着强度的“声音”，持续地。延续的每个点都包含着一个声音—内容点。但在这里，与对这个的点的感觉意识（我们设想任意一个点，第一个切入点［Einsatzpunkt］除外）相衔接的是一系列的以前点的映射（一个连续的原回忆意识），而如果我们沿着这个延续前行，那么在切入点中包含着一个对它的连续回忆之映射系列。对延续的每个时间点而言，我们都有一个意识连续性，它包括：意识相位，即关于声音现在点的原印象（声音—内容，它在这个点上是“现在”，是在这个点上“被感觉的”），以及对它的回忆系列（它在这些回忆中连续地被意识为越来越“过去的”），而这个回忆系列对于每个现在来说都是不同的，并且自身是始终变动的。

让我们首先抓住一个现在点（显现着的客观延续的一个点）。例如对切入点的“原生”回忆看起来是怎样的呢？（原初的过去意识。）“回忆”这个术语通常包含“意指”（Meinung）。意指例如恰恰指向这个切入点。意指生活在回忆现象中。但这是在具体的意识流中的一个持续之物，而意指就如此地生活于其中，以至于它通过这个持续的系列而意向地朝向起始点；而且对于每个点来说都是如此。现在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首先具有原印象意识、绝对本原的意识，在这个意识中，各个声音—点作为自身当下的、作为现在的、切身的而站立于此。(48)这个意识处在持续的变动之中。河流就在其中，它是一个绝对的被给予性。而一个自身当下之物、一个在现在形式中的自己（Selbst）的构造，乃是以连续性为前提的。原印象是某种抽象的东西。(49)而我们想要描述的是作为绝对被给予性的某物，它可以在相关延续的显现中找到，而且是对这个延续的每个可以把捉到的点而言。

变动就在于：切身的声音—现在自身持续地(50)变异为（即：以意识的方式、在意识“中”）一个曾在（Gewesen），而且持续地有一个不断更新的声音—现在去接替那个过渡到变异之中的声音—现在。但如果关于声音—现在的意识、原印象过渡到滞留的回忆(51)中，那么这个回忆本身重又是一个现在，即属于一个新的声音—现在(52)，即是说，回忆是自身被给予的，现时的，是切身的东西。它的本质在于：它本身是现实的东西、切身的东西，但它本身却不是声音，而是对曾在的声音的回忆。意指可以朝向现在：“回忆”。意指可以朝向被回忆之物。可是，意识的每个现在、［每个］现时之物(53)都服从变异的法则：它转变为对“回忆”的原生“回忆”；而这是连绵不断的，即是说，这是一种连绵的“回忆”之连续统（滞留），以至于每个以后的点都是对于以前的点而言的回忆、滞留。而每个回忆都已是连续统；即是说，声音响起，并且“它”始终在继续。声音—现在转变为声音—曾在（感觉意识、声音被给予性的意识，以与河流的序列相应的、流动的方式过渡到不断更新的回忆意识之中）。在这里，沿河流而行或随河流而行，我们具有一个属于声音之切入点的回忆、滞留(54)的持续系列。但不只如此。这个系列的每个以前的点都重又在“回忆”的意义上自身映射为一个现在，因而每个这样的回忆都有一个回忆映射的连续性与它相衔接，而这个连续性本身重又是一个现时性的点、一个以回忆方式映射自身的“现在”。每个回忆自身都是一个连续的变异，它可以说是以一种映射序列的形式在自身中承载着整个先行发展的遗产，这并不会因此而导向无穷倒退。并不是说，在河流的纵向中，每个以前的回忆都被一个新的回忆所取代，即便是以持续的方式；而是说，每个以后的回忆都不仅是从原印象中产生出来的连续变异，而且还是同一个切入点的所有以前持续变异的连续变异，即是说，它本身、这个回忆点，是一个连续统。是不是更应当说：关于一个连续统的意识？持续地在自身中意向地隐含着所有对过去变异（Vergange-nheitsmodifikation）的以前回忆意识的意识？但却不是实项的？这是确然的。可是这样一来，它自身就是一种意识的持续性：其中的每个相位都是对那个切入—声音的一个以前的回忆相位的意识，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如果我们比较两个这样的相位，那么以后的相位就会一并以某种方式与以前的那个相位的对象性发生联系。我现在对这个声音的切入点的回忆，是一个回忆的统一，对我刚刚对这同一个声音相位的回忆之回忆也属于这个统一。而每个如此被回忆的回忆完整地看也都［包含着］对那些就这同一个声音相位而言是先行的回忆之回忆。（在这里可能始终要区分回忆本身和回忆意指。）

事情当然还要复杂得多，因为适用于切入—声音—点（Einsatz-Ton-Punkt）的东西，也会适用于在其延续中的每个新的声音点。

无限性——它应当处在哪里？参见胡戈·贝格曼所提到的布伦塔诺的指责，第82页（论述“内感知”的著述）(55)：在他看来，如果“内感知”在每个时间点上都指向当下之物和过去之物，就会产生一个有无限多维度的连续统：我的内感知是指向当下之物和过去之物的，为它所把握的过去的内感知重又指向当下之物和过去之物，如此等等。(56)

无限性在这里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且是无限多次地相互交织。现时的现在以回忆的方式包容着一个过去的连续统。每个新的现在重又包含着这个回忆的连续性，更新的现在又包含新的回忆连续统，如此等等，连绵不断。我们具有连续统的连续统，而每个衔接的连续统又不同于每个其他的连续统：对回忆的回忆与一个素朴的回忆永远不会是同一的。

这不是一种荒谬吗？一个包含着其他连续统的连续性是可能的，甚至包含无限多的连续统。在一个目光束中的目光束之连续性：它是一个连续统，其各个点本身是连续统。我们在这里具有一个二维的连续统；或者说，三维的连续统。

在我们的案例中是怎样的呢？我们的确具有一个有着无限多维度的连续统吗？我们所具有的难道不更多是一个二维的连续统吗？什么东西在连续地变化？声音—点（切入点）是被感觉到的。感觉被给予性不断地过渡到（在河流的路线上）感觉被给予性中。

因而，回忆的持续连续统仅仅具有这样的特殊性：以持续的方式，每个回忆也都是过去回忆的回忆。“仅仅”——难道困难是在这里吗？同一个现象如何能够是对t0的回忆以及对t0回忆的回忆呢？(57)在每个通常的运动中，对来自起始相位t0（为简便起见我们想这样称呼［它］）的某个相位的“创造”，同时就是对来自每个随意的中介相位的创造。这个类比表明了我们的意图何在。我现在对切入点t0所具有的回忆意识向我表明它在某个过去之中（某个“刚才”），而它必然也是对所有以前的原生回忆的回忆，每个这样的原生回忆都始终具有另一个“刚才”。而这些回忆的客体始终是切入点，只是这个切入点在每一个回忆中都以回忆的方式带有一个不同的、相对的刚才，因为每一个回忆都有其现在，它也是一个被回忆的现在。

无限性的无限性难道不在于：那些实项地适用于对t0的现在回忆的东西，以回忆的和意向的方式也适用于每个应当包含在现在回忆中的［对这个点的］回忆？我不相信。这从下面的图式可以看出。我现在想以一种比在讨论课上(58)更为合适的方式来描画这个图式：我们用它们在O X横坐标轴上的各个点来标示客观的延续，并且在某个角（它不应当具有象征的含义）下标示一条直线。在这个方向上的连续性应当以下列方式大致地说明回忆的连续性：纵坐标给出回忆连续统。例如在t1：终点是这个在t0开始响起的声音的切入点在t1中所具有的映射。在t2中，这同一个声音点就等于是经历了[image: img15]的变异，在此期间，t1点所经历的是[image: img16]的变异。[image: img17]（我在t1中所具有的对t0的回忆）所经历的是[image: img18]的变异。这样，整个纵坐标t1—[image: img19]都经历了一个推延，即一个由[image: img20]—[image: img21]组成的变异。

[image: img22]

这些纵坐标整体上是一个回忆连续统，而每个以后的纵坐标自身都包含着对每个以前纵坐标的回忆。纵坐标在各点（各个回忆）上所包含的一切，都是在其时间点上“同时的”（现时的体验）。在E—方向上的变异（可以说）就一般而论和就原则而论始终是同一个。故而[image: img23]也可以理解为对[image: img24]对[image: img25]的回忆，如此等等；这也适用于这些纵坐标的整体。因为它们就是一个“现在”，例如在t2上，纵坐标是对先行的声音块片的“被感觉到的”回忆，而这个整体在回忆中过渡为A A′。

[image: img26]


这个扇形的展开要是反过来向下会更好，可以形象地说明下坠的情况。(59)

但这是正确的吗？任何一个这样的片段都可以随意地被理解为任何一个先行回忆的回忆吗？现在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不能做到完全随意。但如果我在t3上关注t2的回忆，在这个回忆中有一个声音现实地迫使我们关注，那么对我来说，与对这个声音的回忆相一致，一个对先行之物的回忆就现实地显现为与这个声音“同时的”。即是说，我在A上关注过去的t，并且同时在其余的回忆连续统中用［对它的］意指来如此地确定位置，以至于我将这个过去的t就看做是对t2—[image: img27]的回忆。我通常——或常常——在t3上指向整个声音系列t0—t3：这样我便具有恰恰对这个声音系列的意识。

现在的问题是：所有这些是否完全正确。

我在对一个旋律块片或声音运动的回忆中（亦即在“原生的”回忆中、在滞留(60)中）与此同时地具有一个对这些曾属于每个声音点或个别声音的回忆的回忆？亦即作为某种可以区分的东西？根据我现在的阐述是不行的。对声音系列的回忆意识自身同时是对那些曾属于每个声音—现在的回忆的回忆意识(61)。事实上，如果我转向声音系列，那么我是否能够在对它的回忆中额外地找到这些回忆呢？大概是不行的。这样就会产生困难：我难道不也具有一个对河流运动的回忆，对不断更新的现在的出现的回忆，对那个促使纵坐标之连续性从t0中产生出来的发展的回忆？这里是否有无穷后退的威胁？为了具有对声音系列的意识，我必须具有对回忆连续统（纵坐标）系列的意识。而为了具有它，我难道不又必须要做第二个图式吗，而且如此直至无限？

但我恰恰认为，这种变异的本质就在于：它不会使这种无穷后退出现。这从图式中已经显露出来。正是通过t0向t1 t2……的过渡，各个回忆系列才构成自身，我们将它们标识为纵坐标，而这些纵坐标同时也彼此相互过渡。如果t0客观上过渡到t3，并且在横坐标方向上的纵坐标内容同样在客观上过渡，那么t0便以意识的方式过渡到[image: img28][image: img29]…，而后t1－[image: img30]过渡到[image: img31][image: img32]，而正是由于有不断更新的纵坐标构成，所以被构成的纵坐标便是在意识变异的同一条路径上行走。但这难道不就意味着：这些纵坐标相互过渡，以及这个过渡本身无非是回忆变异的过渡吗？或者更确切地说：虽然意识的河流本身重又是相互接续，但它自发地满足后继意识的可能性条件。但是，一个不是回忆系列的感觉系列只有以上述方式来论证回忆系列，而后才能作为时间序列而被意识到。必须有作为新东西的原生回忆与感觉相衔接，而后关于这个感觉的意识才不会丢失，感觉内容和时间对象的延续，如感觉变化（实在变化）才应当能够构造起自身。相反，就回忆的河流而言，新出现的回忆并不需要与任何东西相衔接，因为它本身已经在自身中隐含了对先行回忆的“回忆”。（滞留。(62)）

然而这是完全正确的吗？问题在于：我应当如何获得对“河流”的感知，类似于对声音运动的感知。我曾经具有对河流的感知吗？我难道不能在现象学上采取一种态度，以至于我不去关注声音，而是关注意识，关注声音—现在的秩序连同其回忆尾？即是说，看起来我们必须无限地重复这个图式。这是无法想透的。

难道荒谬就在于，时间流被看做是一种客观的运动？是的！另一方面，回忆却是某种本身具有它的现在的东西，而这同一个现在是一个类似声音的东西。不是。根本的错误就藏于此。意识样式的河流不是一个进程。现在—意识并非本身是现在的。与现在—意识“一同”滞留的存在者不是“现在”，不是与现在同时的，否则将毫无意义：

如果将那种与以前的意识相位有关的滞留称做回忆，那么错误就已经犯下了。回忆始终只是与一个被构造了的时间客体有关的一个表达；但滞留则是一个可以用来标识意识相位与意识相位之意向关系（一个根本不同的关系）的表达，在这里不可以将意识相位和意识连续性本身重又看做时间客体本身。

因此，感觉——如果以此来理解意识（而不是内在延续的红、声音等等，即不是被感觉之物）——、同样还有滞留、再回忆、感知等等，是非时间的，亦即不是在内在时间中的东西。（它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在自然中、在“客观时间”中被客体化，这是特别的问题。）

这是极为重要的实事，也许是整个现象学的最重要的实事。

【注释】


(1)1907年初至1909年初。——编者

(2)这个为胡塞尔本人附加了标题的札记是由编者从胡塞尔1906/07年冬季学期在格丁根大学所作讲座的文稿中抽取出的，这个讲座的标题为“逻辑学与认识批判引论”。这份讲座稿的第一部分现存胡塞尔文库，在标号为F I 25、F I 16（在第一部分）和F I 10的文档中，第二部分连同几个页张还存于F I 17以及F I 7中。胡塞尔显然未作本质改动便将这个第二部分纳入到他1909年夏季学期以“认识现象学引论”为题所作的讲座之文稿中。在这里被复现的篇章产生于这个第二个、起初是在1907年初所作、而后在1909年重复的1906/07年冬季学期的讲座部分。下面我们会在脚注中标出文稿中因1909年的重复而加入的附录与修正。——编者（这份文字肯定不是出自1906/07年的讲座，该讲座现在已经作为《胡塞尔全集》第24卷出版。写作时间：1909年。——新编者补注）

(3)胡塞尔是在笛卡尔的意义上使用“cogitatio”或“cogitationes”的。这里根据习常对笛卡尔的“我思”的翻译而译作“能思”。但需要注意：笛卡尔所说的“思”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思维”（即作为高级智力活动的意识行为）概念并不相互涵盖。笛卡尔在“cogitatio”的标题下所理解的意识行为有：怀疑、肯定、否定、领会、意欲、厌恶、臆想、感觉等等，也就相当于胡塞尔所说的“意识”。——译者

(4)胡塞尔对以上内容加了一个边注：“时间意识”。——编者

(5)［产生于1909年夏季学期的补加：］我们以前就已经常常使用显现学（phansiologisch）这个表达，以便在现象学分析的内部明确地强调在能思（cogitatio）的实事与所思（Kogitierten）本身的实事之间的区别，后者也是可以得到明见描述的。我们依据笛卡尔式的考察而坚持能思（cogitatio）这个表达。我们将这样一种研究称之为显现学的（phansiologisch），它根据能思的实项组成来研究能思。但在这里得以确定的是：能思在反思的感知中成为统一，因为在此可以把握和描述明见的统一被给予性；就像我们将感知、回忆和判断看做统一，并且以统一的方式谈论作为感知显现或回忆显现，谈论设定的特征、注意力的特征等等。但另一方面，这些统一的是杂多的统一，亦即这样一些统一，它们必然回指到最终时间流的杂多上，在此时间流中它们必然展示自身，在显现学的时间流中映射自身。在这个河流中包含着绝对之物，所有现象学的分析都回归于它。我们谈论的是绝对的显现学的时间流，而且我们说，所有统一都是在它之中构造起自身的。
　　所有这些客体性都在某种意义上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意向的客体性，是统一，并且可以说是由统一所建构的，而且在这个意义上的所有统一都是时间的统一、实在的统一，是在某种意义上单纯的意向统一。每个这样的统一都先天地，即本质地与一个构造性的意识流相一致。

(6)胡塞尔加有边注：这里涉及的是对“从87起”所做考察的扼要重述，准确地说，从——在文稿中所标明的——这个地方起，即从这里第39号文字——第269页——所再现的地方开始。——编者

(7)“无区别的。”（胡塞尔原先加在文稿中的注释。——译者补注）

(8)“再现”（repräsentierte）一词后来被胡塞尔——最迟约于1909年——修改为“当下化”（vergegenwärtigte）。——编者

(9)“再现”（repräsentieren）一词后来被胡塞尔修改为“当下化”（vergegenwärtigen），前面的语句从“自身”（sich）开始加了间断的重点号，表明胡塞尔对此有疑虑。——编者

(10)“映射的连续性”（Abschattungskontinuität）一词后来被胡塞尔修改为“滞留的连续性”（retentionale Kontinuität）。——编者

(11)“映射—”（Abschattungs-）这个语词部分后来被胡塞尔删除了。——编者

(12)在“变异”一词后，胡塞尔后来加入：“当下化变异，更确切地说：滞留的变异。”——编者

(13)“减弱的系列、映射的系列”这几个词后来被胡塞尔删除了。——编者

(14)“感觉映射”（Empfindungsabschattungen）后来被胡塞尔修改为“感觉滞留”（Empfindungsretentionen）。——编者

(15)“映射”（Abschattungs）后来被胡塞尔删除了。——编者

(16)“映射—”（Abschattungs-）后来被胡塞尔删除了。——编者

(17)“再现”（Repräsentationen）后来被胡塞尔修改为“当下化”（Vergegenwärtigungen）。——编者

(18)“映射—”（Abschattungs-）后来被胡塞尔删除了。——编者

(19)“再现”（Repräsentation）后来被胡塞尔修改为“滞留的当下化”（retentionale Vergegenwärtigung）。——编者

(20)“再现”（Repräsentationen）后来被胡塞尔删除了。——编者

(21)胡塞尔后来——最迟约1909年——对上述文字作了说明：“再现、立义——它们在这里是不合适的语词。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展示，而是滞留。在95［即第279页第37行至第282页第6行］上已经强调过：这不是感觉（即不是较弱的感觉，不是像糟糕的比喻所说的那种‘减弱的感觉’）。‘立义’——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现在中的本原立义本身经历着滞留的变异，但这个变异成为统一。”——编者

(22)“—映射和对这些映射的立义”（－Abschattungen und der Auffassungen dieser Abschattungen）这几个词后来被胡塞尔删除了。——编者

(23)“无论自身被给予的”（was immer selbstgegeben ist）这几个词后来被胡塞尔修改为“无论被把握为自身被给予的是什么”（was immer als selbstgegeben erf aßt ist）——编者

(24)“未被给予的”（nicht gegebenen）这几个词后来被胡塞尔修改为“未被把握到的”（nicht erf aßten）。——编者

(25)人们当然可以问：是否恰恰必须说：这样一个客体的存在是在相即感知中的存在，而不只是在可能的相即感知中的存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映射的杂多是在绝对意识之中，那么它并不因此而必须是一个相应的内在立义*，而后才把内在客体摆置出来。在外感知的情况中，例如内在的感觉是否真的被客体化为内在的客体？姑且不论它们是否是在被意指的客体，即在被析出意指的（herausgemeinten）客体意义上的客体。*“立义”（Auffassung）一词后来被胡塞尔修改为“把握”（Erfassung）；胡塞尔后来在这个注释的整个剩余部分上面加了一个问号。——编者

(26)根据在这个札记页张上的一个出自埃迪·施泰因之手的说明，她曾将这个札记“用于”编辑第34节第73页（边码［427］）。——编者

(27)不是在被构造意义上的统一。——编者

(28)Erlebnis（体验）。在尾音“-nis”上胡塞尔后来补加了一个问号，并且同时加有边注：“与此相反，时间流。”（Dagegen Zeitfluß）——编者

(29)胡塞尔在1906/07年冬季学期“逻辑学与认识论引论”的讲座中（参见前面第269页注2）对一词作了如下定义：“我们将这样一些感知称做‘实项内在的感知’，这些感知的本质在于：实项地把握被感知之物，并因此而实项地与它成为一体。即是说，我们在各种例子中从各个能思（cogitationes）中作为感知而了解到的那些相即（adäquat）感知，同时也就是实项内在的感知。那些并不在上述意义上实项地把握其客体的感知，被我们称之为瞬变的（transiente）感知。如果它们的本质在于：只是以非相即的和瞬变的方式把握其对象，那么我们就将这些感知称做‘超越的’（transzendent）。”——编者

(30)“流体”一词，胡塞尔的原文是“Fluentien”，但他在该词后加有括号内容“（Fluxionen？）”。英译作“flows”。——译者

(31)帕纳斯是希腊的山名，为太阳神和文艺女神们的灵地（日后也转义作“诗坛”解）。“帕纳斯山的进阶”（gradus ad Parnassum）是多首著名乐曲的标题。胡塞尔在这里是在双重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名称。——译者

(32)此札记的这个第一段落几乎逐字逐句地重新采纳了对这个“难题”的一个较早札记；参见前面第25号文字、第202页及后页。——编者

(33)这份札记的很大部分都已在第23、25、26、27、28、29节中得到了复现，下面还会个别地予以标明。——编者

(34)胡塞尔在边上后加了一段文字：“但在前摄与滞留之间的区别是本质性的，前摄不去决定将来之物可能是什么，以及客体的延续是否可能终止以及‘何时’终止，而滞留则是受束缚的。”——编者

(35)这个札记的文字从这里开始到第300页27行已作为第23节的结尾在第51页（边码［409］）第22行至第52页（边码［410］）第22行上得到复现，只有略微的变动。——编者

(36)从“而在这里”到“以间接的形式”这几句话是在一个边注中后补上的，这个边注还继续包括以下内容：“对此参见后面。在回忆与期待方面，我把一切［都当做］被回忆之物［来处理？］，并立即将它普遍化。但这是容易修改的。”——编者

(37)这个札记的文字从这里开始到第307页第32行已在第25节、第26节中，以及在第27节的第一段（第53页（边码［411］）第23行到第58页（边码［415］）第2行）中得到复现，带有一些改动。——编者

(38)这里指的可能是1906/07年冬季学期的讲座“逻辑学与认识论引论”；参见前面第269页注2。——编者

(39)这个札记的文字从这里开始到第308页第28行已在第28节的第2段（第59页（边码［416］）第35行到第60页（边码［416］）第15行）中得到复现，带有一些改动。——编者

(40)这个札记的文字从这里开始到第310页第10行已在第29节（第60页（边码［417］）第16行到第61页（边码［418］）第37行）中得到复现，带有一些改动。——编者

(41)“容斯”是对原文“den Roons”的音译。它应当是一个人名，所以后面用代词“他”。但英译者用了代词“它”。——译者

(42)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札记与前面第15号文字，尤其在第173页及后页中被复现的札记的一些相似之处。尽管如此，这里的札记的写作时间显然——与那个札记相比——要迟很多，这一点至少可以从它的结尾一句中可以看出来。——编者

(43)胡塞尔后来估计这个札记写于“席尔瓦普拉纳或之后”；他曾于1909年8月滞留于席尔瓦普拉纳（Silvaplana）。但从实际的内容来看，这个札记的写作时间却很难迟于1908年秋——这个札记的大部分——带有许多修改——在第12和13节（第31页（边码［392］）至第34页（边码［394］））中得到复现：更为详细的说明还可以参见随后的注释——编者关于“席尔瓦普拉纳”可以参见对第13号文字的译者补注。——译者补注

(44)这个札记的文字从这里开始到第314页第6行已在第12～13节（第31页（边码［392］）第13行到第34页（边码［394］）第7行）中得到复现，带有一些改动。——编者

(45)这个札记的文字从这里开始到第26行已在第13节（第34页（边码［395］）第8到第31行）中得到复现，带有略微的改动。——编者

(46)第49号和第50号文字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1909年9月，因此不会晚于第51号和第52号文字的产生时间。——新编者

(47)这个札记的写作时间肯定是在1908年10月15日与1909年夏季学期之间。因为一方面，胡塞尔在此札记中涉及胡戈·贝格曼（Hugo Bergmann）的著述：《内感知明见性问题研究》，萨尔河畔的哈雷，1908年；而且在收藏在卢万胡塞尔文库中的这部胡塞尔藏书的封面上，胡塞尔标有：“08年10月15日得自作者”。另一方面，胡塞尔在这个札记中从某处开始（参见后面第333页第23行）引入了“滞留”的概念（而后将它后补到这个札记的前面部分中），这个概念的意义看起来已经在1909年夏季学期的讲座中得到确定（参见第51号文字，第335及以后各页）。
　　看起来胡塞尔自己已经确定将这个札记的诸页张加入到他1905年2月时间意识讲座的原初文稿中；这个札记的一个部分也在第11节、第29页（边码［390］）第6行至第30页（边码［390］）的第6行得到复现，下面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说明。——编者［写作时间不早于1909年9月。——新编者补注］

(48)文稿中后加的边注：“我说原印象，它标识出原本性的不独立相位；绝然感觉标识出整个构造时间的意识，一个内在的感性内容在此意识中构造其自身。”——编者

(49)前面这两句话可能是后加到文稿之中的。——编者

(50)这个札记的文字从这里开始到第327页第21行已在第11节、第29页（边码［390］）第6行至第30页（边码［390］）第6行中得到复现，带有一些改动。——编者

(51)这里的“滞留的”（retentional）和“滞留”（Retention）都是胡塞尔后加到字里行间的：参见后面第333页注2。——编者

(52)［后来用铅笔做的边注：］但这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现在，而且并非两者都是相同种类时间性的。

(53)这里的“现时的”（aktuell）和“现时之物”（Aktuelles）和“意识的［每个］现实之物”（＜jedes＞Aktuelle des Bewußtseins）都是胡塞尔后加到字里行间的。——编者

(54)参见第326页注4。——编者

(55)参见前面第324页注1。——编者

(56)在该书相关处的文字是：“因为不只是我的当下的内感知，而且我的过去的内感知也据此而部分指向当下，部分指向过去，同样还有被这个内感知作为过去来把握的内感知，如此不断地接续下去。这里似乎已经产生出了一个有无限多维度的连续统。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如果我们的内感知持续地包含着一个如此之小的时段（Zeitspanne），那么它也就必定包含着我们的整个心理生活了。”贝格曼在一个脚注中对此解释说：“这个指责是我于1906年夏从布伦塔诺教授先生那里听到的”；同上书，第82页注1。——编者

(57)［后来用铅笔做的边注：］我必须区分对t0的回忆以及对t0的原印象的滞留。这个滞留自身持续地变化为新的滞留。就t0而言，它们是一再下坠之物的回忆。——编者

(58)显然是指在1905年2月的时间讲座中。——编者

(59)这是胡塞尔对这个图式所做的一个边注。——编者（此外在英译本所提供的图式中，所有的E均改作M。——译者补注）

(60)这里的“滞留”（Retention）一词是胡塞尔后加到字里行间的。——编者

(61)［后加的铅笔边注：］这里对回忆的理解是在双重的意义上：对对象的回忆——对行为的再造。

(62)这里的“滞留”（Retention）一词仍然是后加到字里行间的。——编者


〈五　这项研究的首次结束〉(1)

〈第51号　在现象学的基本考察中的时间问题。〉(2)

我们也曾说过，借助于能思（cogitatio）的意向性或“意识”的意向性，现象学——我们也可以将它称做纯粹意识的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包纳了所有那些被它仔细地排除出去的东西，它包纳所有认识、所有科学，并且在对象方面包纳所有对象性，也包纳整个自然。现象学当然要排除自然的现实性、天地的现实性、人与动物的现实性、本己自我与陌生自我的现实性，但可以说保留了它们的心灵、它们的意义。自然，或者说：事物、实在的进程、联系，对我们来说是前科学认识的或科学认识的客体，是在其多种形态的殊相中的认识客体，这些认识包括自身感知、对其他心理本质的感知、对物理事物的感知、回忆、期待，而后是感知判断和回忆判断，再后是在其不同的殊相中的间接思维，如此等等。现在，所有这些都是体验和体验联系。它们具有其意向的内涵，同样具有其实项的内涵，并且会在这些方面根据现象学的还原而受到研究。每个对象性在这里都作为意向的对象性出现，每个按其本质而与这种对象性相关联的认识种类也是如此出现。作为现实的事物应当始终被搁置起来，但我们可以说，作为现象的事物则属于现象学。

诚然，我们在这里会面对现象学这个词所具有的一个无法避免的双重意义。一方面，现象（Phänomen）（始终在现象学意义上理解的）是指各个实项的能思（cogitatio）、实项的意识，但它其次也是指意识的意向内容，即在相关的感知、表象、意指中被意指的东西、被感知的东西、被表象的东西本身。这第二个现象概念更符合本来的词义。它恰恰就是φαινóμενον，即显现的东西，而扩展之后便是指：被意指的东西，也指非直观地被思考的东西本身，但不涉及现实或非现实。所以我们在通常的生活中谈到：彩虹不是现实的东西，而只是现象，或者，一个展示在立体镜像中的东西、一个展示在艺术作品中的东西只是一个现象，一种显现。因而现象在这里是显现者本身；当然，人们在通常的生活中不会将每个被意指者本身称做现象，例如一个被思考的、但未被直观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在现象学中在这个标题下也包含了被思考的东西本身，那么这个表达便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扩展。

另一方面，心理学引入这个术语来将心理行为本身、感知、表象、判断等等标识为心理现象，据此也就根据现象学的还原而产生出现象这个名字，用它来标识被还原的行为本身。因此，现象时而是指显现活动（Erscheinen）（在其中显现的意识），时而又是指显现的东西（Erscheinendes）。凡有必要鲜明地将行为本身意义上的现象标识为意识的地方，即对某物显现的意识到，我们将使用显现（Phansis）一词，而每个实项的意识分析都被强调为显现学的（phansiologische）分析。我或许不得不放弃用一个专名来标识更原初的和更自然的意义上的现象；当然人们也可以说幻象（Phantom）或幻像（Phantasma），但它们有其非常不利之处。

在《逻辑研究》中，我在谈及现象学时想到的始终是行为（Akte），而且我把现象学理解为在纯粹内在考察中进行的关于行为的科学。现在，一门关于行为的科学从自身出发会导向不仅是实项的、而且是意向的分析，即意义分析。——

我们今天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前几个讲座的考察是否已经足以确保一门纯粹意识科学的一般可能性。我们似乎通过对笛卡尔基本明见性的适当诠释而标识出了一个绝对被给予性（实项的和意项的被给予性）的无限领域，而看起来不言自明的是，这个领域可以受到科学的研讨。然而，在现象学科学的确立上，存在着自然科学无法了解的特殊困难。如果我们个别示范地指明了某个种类的自然客体或自然事件，而且它们引发我们的理论兴趣，那么我们不会长思：我们是否能够对它们进行科学研究。我们干脆就开始了。在指明这些客体是实存的之后，它们在自然中、在空间—时间的关联中便以不依赖于认识者的偶然认识的方式确立自身，它们便可以被定义为有自然规律的变化流程的关系点，这甚至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在这里首先进行一种客观确定的考察，而后进一步实施对经验上的普遍联系的分类、确定的任务，而后同样去实施因果分析的任务，从中得出这些变化在功能上的依赖性，我们会上升到普遍的自然规律上，并且借助这些规律来对个体被给予的和特定的客体进行因果解释，或者从这些被给予的客体出发去预先规定尚未被给予的未来客体，或去确定未曾被给予过我们的客观上已过去的进程。

但现象学领域的情况如何呢？在这里存在的是个别意识，是行为，不是指心理学的个别性。倘若行为被当做心理学的个别性，那么它就是某种可以客观确定的东西，并且在其——相对于与它有关的变换不定的体验而言的——同一性中可以一劳永逸地被规定的东西。这样的话，它就作为一个空间—时间自然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它甚至与一个身体、一个物理事物联结在一起，同样可以与另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中带有可规定的位置的东西联结在一起。通过与身体的联系，测量空间和时间的装置获得了在心理之物上的可运用性，心理之物现在可以在它的时间位置、时间延续方面，在它的内容因素和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依赖性等等方面得到客观的规定。这里也有可能对将来出现的心理之物进行预先规定，或对过去之物进行重构。对每个规定的客观表达都是在这样一些陈述中完成的，这些陈述在记录下来之后可以一再地在其对象含义的同一性中得到运用。这种运用是在不同心理物理个体的不断更新的行为中进行的，但相对于客观被确定的东西而言、相对于客观有效陈述的同一意义而言，行为和个体是偶然的。

可是，如果我们进行现象学还原，并且在排除自然以及所有可疑的超越设定的情况下回撤到能思（cogitatio）的绝对被给予性上，情况会怎样呢？这里是否还仍然存在一种客观有效判断的可能性呢？即是说，我们进行某些行为（能思），进行感知、回忆、期待、判断等等。我们在其自身被给予性中纯粹地把握它们，我们不只是将那个在能思中被设定的自然排除出去，而且也将本己自我的自然实存和作为其状态的行为的自然实存排除出去。这样一来，所有自然科学的规定手段显然就都被排除掉了，没有任何标准、没有任何经纬仪或高差计(3)、没有任何计时器、没有任何瞬时计留存给我们。它们都被现象学还原所革出。我们还保留下什么呢？纯粹的能思（cogitatio），这里的这个（Dies－da）！例如这个感知，而且甚至都不是我们的感知。因而失去的是与经验的人的自我的联结，随之是与空间的关系。但也包括它与客观时间的关系。［例如，感知行为］便是一个现在，并且是一个从现在继续向更新现在伸展的东西，它延续着。而在它延续的同时，它自身同时也在其实项的组成部分方面发生如此这般的变化，并且与此同时朝向如此这般变化的、作为被意指之物的客体。这里出现的时间不是客观时间，不是客观可规定的时间。它无法被测量，任何计时器和任何其他瞬时计都不适用于它。在这里只能说：现在、刚才和更远的刚才，在延续中变化或不变，如此等等。如果所有自然科学的辅助手段都作为经验规定的手段而被排除，那么，应当如何来确立科学的陈述呢？它们应当限制在能思的纯粹自身被给予性上。那么，自身被给予性的范围究竟有多广呢？人们总不至于把相关自我所具有的，甚至将要具有的能思之总体区域都看做是他的可以用作现象学研究的和科学可规定的能思的范围。可以把这个范围的陈述变为现象学陈述一般吗？在现时地进行一个感知时，我可以在反思中说：这里的这个，而且我可以用直观的目光在纯粹内在中探究它，只要它还在延续。我可以关注它的各个实项划分，只要它们突显出来，而后也关注被意指之物本身以及它内在突显的组成部分；而且我可以将此付诸表达。但陈述难道不是完全束缚在这个现时地处在其延续中的现象上吗？与它一同到来并一同消失？无论如何很快就会重又失去它所需的有效性？感知延续着它的时间，从现象学上说，它开始，延续，重又消失，从经验上说就是我把目光转开。结束了就是结束了。如果目光又转回到老的状态中，那么，这已然是一个新的感知了。因此，从这个并不叙述现在感知的旧陈述中，还会留剩下些什么呢？现在人们会说：在目光转向之后与感知，也与每个流逝的意识相衔接的是一个滞留意识，而且在以后的意识流瞬间中可以出现再回忆，它们回溯到以前曾有的感知上，回溯到以前进行的判断意识、感受意识、意愿意识上。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对这些再回忆进行现象学的还原，即是说，如果也不在它们之中对以前被感知的花树的现实、我的以前的自我和从属于它的自然关系做任何运用，那么，现象学的目光现在就会伸展到以前的意识流上，伸展到这些行为以前曾发生的来来去去、延续、变化上。而这就是现象学的领域。

但现在会有怀疑产生。再回忆是一个现时的现象，我们可以在它的“这里的这个！”中把握它。譬如说它与一个以前的、现象学还原了的感知有关。它的这个关系构成它的意向内容，而我们也可以将它理解为被再回忆的东西，它是属于再回忆的东西，而且是作为绝对之物被给予的东西。但如何对待这个问题：这个被再回忆之物是现实曾在的吗？如何对待再回忆的有效性问题？

再回忆涉及以前的感知，并且将它设定为现实曾在的。我们的确承认它是如此，这是被给予的。但这个设定必定是一个有效的吗？对一个自然存在的感知是对一个自然的设定，但我们排除这个设定（即在现象学中将它的有效性搁置起来），因为这里有一个谜；与此完全相同，再回忆的有效性看起来也必须被放到我们现象学的括号中，因为它也超越了再回忆的现象，并且使之成为我们的谜。对再回忆有效的东西，看起来也必定适用于直接跟随这个流逝着的现象的意识，即我们称做滞留的意识。据此，看起来我们在我们的现象学陈述中完全束缚在现时的现象上，束缚在现实在场的现象上；只要现象在延续，它们设定为在现象学上存在的东西、设定为具有如此这般属性的东西就还在此。而一旦现象消失，陈述也就失去有效性基质。因而我们在现象学上甚至没有权利来谈论一个意识流、一个不断更新的行为之流程。在回顾一个被给予的行为时，我们只能确定这个回顾的行为，并且只能将在它之中被直观到的东西当做被意指之物，却不能当做真实曾在之物来运用。

因而所有陈述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仅仅附着在这里的这个（Dies-da）上！它始终是我们所能谈论的唯一的东西。当然这也一并涉及我们至此为止的全部反思。我们完成对自然的排除。但如果要求我们也排除在回忆与滞留中包含的那种超越，那么，我们最终所处的瞬间就是我们在开端时所处的瞬间。很容易看到，我们预设了回忆和滞留的某种有效性。接下来，怀疑论的列车还会不断地前行。那么，现时现象的情况是如何的呢？现实进行的意识的情况是如何的呢？以及朝向它的观看活动的情况是如何的呢？

一个感知可以开始。但现在随即就已经过渡到了非现在中，而且一个新的现在便已在此。我们说，感知在延续。这个延续具有一个终点、流动的现在以及曾在的现在的一个片段，因而具有一个向过去之中的伸展。即是说，我们始终具有滞留。由于看的目光所设定的是延续的感知本身，即实项地唯一被给予的东西、现在，并且还一同设定不再是实项地被给予的东西：曾在的感知—现在的连续性，因而看的目光现在不是在进行超越吗？我们难道不是必须将它排除，并且回撤到真正的被给予之物上，回撤到绝对的现在和不断更新的现在上吗？而后，所有陈述当然也都会终结。因为，如果我说，感知朝向盛开的、现在正在风中如此这般飘动的客体的意向客体，那么，感知会与什么发生联系呢？如果我们不能在延续中坚持这个统一，它是伸展着贯穿在刚刚曾在的现在之连续性中的变化和不变的统一，那么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陈述。陈述是自行流动的，它如何能固定现在，后者在固定状态中会一再地变为一个新的现在？因而这与绝对的怀疑论已经相差无几。我们甚至可以放心地说；这就是绝对的怀疑论。

我们显然误入了迷途。我们如何重新找回理性和明晰？这当然意味着：回溯到原初提问的意义上，以及回溯到那些能够筛选出无疑之物的明见性之意义上。自然认识是有问题的。原因何在？因为它们回溯到直接的自然设定上，这些设定就其本质而言原则上并不具有自身给予的设定的特征，或者易言之，因为它们原则上开启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尽管自然感知要求使自然成为被给予性，但自然感知仍然会进行欺瞒，即事实上没有使任何自然成为被给予性。倘若我们无法使认识本身成为绝对的被给予性；倘若这一点不是确定无疑的，即：它是对这个和那个当时内容的认识，是对自然存在的认识，例如感知恰恰是对这个盛开的树的感知，如此等等；而且，倘若我们无法对此做出这样的陈述，它们与关于自然的陈述不同，它们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无疑有效的（之所以无疑，是因为它们无非是将绝对的被给予之物绝对地表达出来），那么这整个提问自身就是无意义的。现在，笛卡尔式的明见性已经帮助我们有把握地确定：这些对于理性提问而言的前提得到了满足，它们明见地就是对于每个提问一般而言的前提。如果某个东西成为问题，那么对我来说至少有一点是绝对确然的，即它是有问题的，而从这里便进一步走向能思（cogitatio）一般以及在其中之所思（Cogitierten）的明见性。因而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肯定不是一个空乏的语词。我们具有它，即便我们在现象学的还原中排除所有自然实存，也排除经验的自我实存。因此，问题就应当是：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究竟能伸展得多远。而在这里完全显而易见的是：看的目光朝向例如感知显现和被感知之物本身，通过这种方式而将这个在其延续中的被感知之物内在地把握为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而且局限在这个始终处在流动中的现在之上的做法是一种臆想。据此已经说明，在对延续的把握中减弱着的相位，亦即刚刚流过的现在的相位并没有消失，而且它显然可以作为绝对自身被给予性来使用；在感知中已经寓居着一个滞留，在这个滞留中，刚刚过去之物在其与现在和不断更新的诸现在的统一性中成为绝对的被给予性。如果我们回顾盛开的树，那么树就会在一个时间形态中成为被给予性，而如果我们听到一段旋律，那么，我们根据那些抽象地思考出来的现在点而听到的不仅仅是个别的声音，乃至个别声音的瞬间，甚至数学的声音—现在，相反，我们听到的是延续的声音，并且是联结为一个音形（Tongestalt）的声音，而我们将这整个音形把握为持续构建自身的音形，把握为被听到的东西，我们在朝向它的持续统一的目光中将这个音形的总体感知显现的统一把握为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而如果整个声音相位(4)过去了，滞留还仍然会把握住在此流逝的这整个相位的刚刚—曾在（Ebengewesen），而且滞留还仍然会把握住这整个感知显现，以一种刚刚曾在，并不再包含现时感知之瞬间的［滞留的］方式。在这里，明见性所涉及的是刚刚—曾在，以此方式，对象之物与流动的现在的联系便一同被给予了，而且与之密不可分。所有这些都是在现象学的还原中、在始终排除当下的或曾在的自然现实的情况下进行的。

如果有人说，在实项的现实中被给予的不仅仅是现在，那么我们会回答：我们在这里不想为实项的或非实项的现实进行争论，而只想获得绝对的确定、真实的自身被给予性，它们在所有合理的怀疑面前都是可靠的，而我们拥有它们。在这里，在自身给予的意识统一中，过去仅仅宣称自己是作为过去而自身被给予的，现在仅仅宣称自己是作为现在而在意识统一中自身被给予的。我们就像我们所看见和所拥有的那样诚实地对此作出陈述。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域，亦即朝向对这种自身被给予性的类别和要素的分析提取，但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在自然认识的问题性意义上的问题。滞留是一个现在活跃的和可以成为自身被给予性的行为，它确然地超越自身，将某个并不实项地寓居于它之中的东西设定为存在的，即设定为过去存在的。但这里需要学到的东西是：在绝对自身被给予性的领域之内出现一个超越的有效性，它是并且必定始终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它不仅意指对它而言实项的超越者，而且还以显然有效的方式、以绝对有效的方式设定它，并且不会像在外感知情况中所发生的那样总是无法避免非有效性的可能性。

当然，再回忆的情况却并不完全那么好，例如会出现一个回忆，它并不以滞留的方式在其向连绵流动的现时现在的连续性中仅仅持守刚刚曾在的东西本身。我们在它之中也可以进行现象学的还原，只要我们排除那种进入再回忆的自然此在，但一般说来，这并不保证它能够摆脱那种原则上的欺瞒可能性。另一方面，人们在现象学还原的范围内也会确信：再回忆并不始终是可以合理怀疑的，至少并不在任何方面都是可以怀疑的，例如，当我们［通过］一条连续的回忆途径而从它到现在并从现在通过滞留和通过持续激活的滞留一再地向那个在再回忆中被设定的东西回返时，情况便是如此。但这是一个需要受到特别研究的问题。——

我们回顾一下圣灵降临节前我们沉思的状况。(5)意图超出自然认识和自然科学层面的主导问题是“超越的问题”，首先是超越自然的问题。或者也可以用散漫的和误解性的表达来阐释：这里的问题是：认识意识在其杂多构形的和相互交织的认识行为之河流中如何能够超越它自己，并且如何能够以有效的方式设定和规定这样一个对象性，这个对象性就其任何组成部分而言都无法在［此认识意识］之中实项地被找到，它在［此认识意识］之中从未曾成为绝对无疑的自身被给予性，但这个对象性按照自然认识的意义却应当自在地实存着，无论它是否被偶然地认识到。由此出发，这个问题似乎以不确定的一般方式在扩展自身：关于某个在类似意义上自在存在之物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应当如何理解它的客观有效性要求，并且应当如何保护它不受那种背谬的怀疑——反思似乎一再地会逼近这样的怀疑——的威胁？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些关系中应当为我们提供帮助的那些研究听命于现象学还原的要求。这无非是要求：始终不懈地专注于在这里活动的问题以及它的本真意义，并且不把其他的认识问题强加给它。但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将任何东西预设为在先被给予的，不能将任何东西当作前提来运用，不能允许任何与此问题附着在一起的研究方法。就自然认识而言，这就表明：有关在刚刚所阐释的意义上的自然认识之可能性的研究，自身不能具有自然科学认识的特征，自身不能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我们并不真的就是怀疑论者，但我们必须如此行事，就像我们对所有自然实存都持有怀疑一样：不能运用对自然的任何实存设定。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所有自然科学一般都以同样的方式是可疑的，始终都以同样的方式被排除。

现在，笛卡尔式的基本考察提供了一个开端。能思（cogitatio）是一个绝对的被给予性，它没有附着超越的问题。面对笛卡尔的迷失，面对依据笛卡尔的内感知明见性学说以及它对认识论的所谓基本意义，我们确定：能思的绝对被给予性并不意味着我思（cogito）、我在（sum），并且也不意味着在心理学意义上的所谓心理现象的实存。朝向怀疑的体验、判断的体验、愿欲的体验的现象学反思的看，可以说就意味着：这个，以及随之而观看地把握和设定，并不是心理学的自身感知。

现在看来，纯粹能思领域摆脱了所有一同交织的经验实存设定，无论是对所思的自然的设定，还是对能思的本我（ego）的设定；获得了这个能思的领域，我们便获得一个可用的和独立的研究领域，获得了一门现象学——如果我们把那些纯粹的能思称做现象的话。看起来，我们要分析这些现象，要将分析的结果以相即描述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可以将它们如实地加以分类，以及如此等等。这里很快就可以看出，这种研究的领域比我们起初所想象的要宽泛得多。实项的分析有别于意向的分析。已经表明，在诸能思上有一些不单纯是实项的组成部分能够得到指明，并且可以在分析中使这些部分成为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在能思的本质中包含着：它们与某物发生“意向的”联系，在它们之中显现出一个对象性的东西，或在它们之中有某物以某种方式“被意指”，而显现者本身、被意指者本身可以得到明见的描述，可以在意向分析中成为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即便是在与能思的联系中。在感知时，我们可以描述被感知之物，一如它在此所显现的那样，我们对它的描述，与它在这个感知中被意指的状况，与它在感知中站立的状况是一致的，无论实存与非实存的情况、感知认识之可能性的情况究竟如何。在其他的能思（cogitationes）那里，情况也是如此。因此，自身超越自身以某种方式属于能思的本质，这始终是一个绝对的被给予性，即：所谓的事物感知、判断等等在意指着某个它们本身所不是的东西，或者说，有两种表达自身被给予性的绝对判断是可能的，一种是设定能思连同其实项组成部分之存在的判断，一种是涉及它们与那些对它们来说并非实项内在之物以及非内在之物的内容之关系的判断。这里似乎分裂出各种不同的存在概念：在现实和自然意义上的存在者，但我们不能在其现实性中运用它。在意识的意义上的存在者，即在能思意义上的存在者，最后是所思的存在者（Cogitiert-seiende），例如在臆想中的被臆想状态（Fingiertsein），我们虽然不能将它看做是真实的存在，但我们另一方面却可以明见地将它标识为被臆想之物，标识为所思，并且根据它的内容来描述它，一如它在此被意指的那样。

根据对笛卡尔式明见性所具有的这种双重性的认识（根据对它进行的适当还原），亦即根据对在纯粹现象或纯粹意识标题下所标识的绝对被给予性的本质双重性的认识，看起来可以得出：现象学获得了一个极具扩展了的、甚至包罗万象的范围。看起来它包纳了所有认识和科学，并且在对象方面包纳了所有可设想的对象性，其中也包括所有自然对象性。当然，自然的现实不可以被运用，自然科学的确定不可以作为前提起作用。另一方面，绝对的被给予性是所有的能思，因此也是所有在认识的标题下可以被把握到的能思、所有感知、表象、回忆、所有意指，无论何种类型，所有正确的和错误的、明晰的和不明晰的判断，与这所有一同的当然还有所有被表象的、被意志的、有可能明晰地被认识的对象性，作为相关认识—能思的意向对象性。随每个能思一同被给予的恰恰是它的意义，而意义恰恰构成它与这个或那个对象性之关系的本质特殊性。

随之，不仅对于一门现象学、即作为在实项的和意向的两个方面对纯粹意识所做的内在分析的现象学而言，而且也对于引领性的认识论问题的解决而言，最为有力的预兆已经得到显现。因为现在会有这样的想法展现出来：如果超越的认识的可能性，或者在较为狭窄的出发点问题的意义上：如果自然认识的可能性是一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在现象学还原的范围内研究不同的认识种类，自然在这些认识种类中被意指，受到时而被论证的、时而未被论证的确立与规定。通过对认识在所有关系中的现象学本质的研究，即通过在实项的组成、意义方面、在合理论证（Rechtsbegründung）或合理否证（Rechtsentgründung）方面、在证实与反驳方面对认识的现象学本质的研究，所有与认识可能性相关的问题必定都可以得到解决。而另一条穿透认识问题之意义的道路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我刚才说：所有与认识可能性相关的问题，我指的是：认识在每个领域中有可能摆出来的所有类似的问题、所有超越的谜。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突变。一个新的沉思告诉我们：至此为止的工作，并没有为一门现象学科学的可能性提供充分的准备，甚至还有困难在阻碍着它，这些困难似乎在将它挤逼到一种绝对的怀疑上去。

在其实项组成和意向组成方面的各种能思应当是现象学的一个领域。但这是什么样的能思呢？当然是在笛卡尔式的明见性中和在现象学还原中被给予的能思，亦即在现象学反思之瞬间中的体验。例如，如果我在怀疑，并以沉思的方式意识到：我在怀疑，那么这个怀疑的被给予状态是绝对确然的；如果我感知，那么我感知，如果我意欲，那么我意欲。但所有体验都在流逝，意识是一条永恒的赫拉克利特式的河流。刚刚被给予的东西，会下沉到现象学的过去深渊，而后永远逝去。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重返并在同一性中二次被给予。因此，我们真的具有一个无限的领域，而不更多只是一个每每来而即遁的点？对于我们来说，现象学家曾具有的、甚至所有其他人所具有的和曾具有的无限丰富的现象作为被给予性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排除自然、本己自我和陌生自我，而且我们是因为超越之谜的缘故而排除它们。但我们难道不需要坚定地贯彻到底，始终追踪这个谜，在它的所有类似形态中？对所谓自然在实存方面予以置疑，而不去触碰相同的问题，这会有用吗？自然从来不是绝对的被给予性，我不理解，它如何能够被确立，并且是合理地被确立，而后如何能够进一步在科学上被规定。另一方面，在能思的情况中，我在其反思地被给予的那个瞬间具有绝对的被给予性：在我的能思情况中，我也具有这种被给予性，只是我要排除我自己。对一个他人的能思，我当然不具有绝对的被给予性。他人可能会具有绝对的被给予性。但如果我必须一同排除它，连同他人的实存，那么他的绝对设定还有什么用呢。现在，我超出一个绝对被给予性以及对它的设定——现在设定——了吗？我们讨论的是滞留和再回忆的问题。直接的滞留持守着那个还在逃遁中的流逝的体验，但只是以刚刚曾在之物的方式，这种直接的滞留似乎已经附着了超越的问题。滞留甚至已经不再是那个曾在的能思本身了。因此，如果这种有可能进行描述的判断缺少本真的客观性，它被一同拽入到能思的河流之中，而且一旦这些能思逝去就无法再成立，那么，对能思的设定以及那种有可能进行描述的判断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呢？或者我们只应从中得出回忆判断？但由于滞留不是去设定“这个在”，而更多地是设定“这个刚刚曾在”，它不是超越了被给予之物了吗？再回忆就更不用说了。所有再回忆不都有可能是欺瞒吗？难道它不会向我们保证说，以前曾有过某物，然而实际上却从未有过某物吗？

这个怀疑看起来甚至会牵扯到现象学的感知。每个对延续现象的把握也会随延续把握（Dauererfassung）而隐含着滞留。因此，我们应当说：唯有绝对的现在才是现实的被给予性，并且不带有超越的问题，而向过去——它本质上属于延续——的最细微的展开就已经是成问题的了？这样我们便陷入了极端的怀疑论。最后我们甚至都不敢谈论一条意识的河流，并且不敢谈论任何东西，因为如果我们试图以抽象的方式来取消这条河流，甚至试图将它看做问题，那么绝对的现在看起来是根本无从把握的。

然而，假定有人执拗地站到笛卡尔式的明见性基地上去，并且说，这是笛卡尔为所有时代确定的一个真正的阿基米德点，我们可以怀疑一切，只是不能怀疑我们反思地把握到的作为被给予性的能思之存在，那么我们也可以问：他以此究竟想怎样开始呢？例如，像笛卡尔那样从中得出推论，这些推论甚至应当导向上帝的此在、一个物体和精神的外部世界的此在、一个对它们有效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此在，以及如此等等？但每个从被给予之物导向未被给予之物的推论不重又附着了超越的问题吗？作为能思的推论可以是在反思中的绝对被给予性，但被推导出的东西和未被给予之物是现实的，这又给出了一个谜：意识如何能够无可辩驳地超越自身。最终甚至是根本没有什么会符合被推导出的东西。如果有人说，推论作为正确的和明晰的推论，会带有一个突出的必然性特征或必然有效性特征，带有一种在错误推论那里所缺失的感受，带有一种绝然无欺的感受，那么我们当然会说：是的，这恰恰就是谜。我们并不想否认推论的无可辩驳性，我们并不是独断的怀疑论者，但我们是批判的怀疑论者。我们承认，明晰的推论必定在意识中以某种方式有别于不明晰的推论，我们也真心地准备承认：明晰之物是客观有效的，而明晰性的特征保证了客观有效性。但我们不理解，它是如此做到这一点的以及它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未被给予的存在与依附于我们的推论体验的特征有什么关系？如果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明晰性是一种感受，并且在明晰起来的假特征之谬误中是一个不同的、否定的感受，那么我们要问：这些感受是否有可能颠倒它们的功能，而那时我们还应当如何作出更多陈述，因为这一次是感受a在此，另一次是感受b在此。但我们这一次说，未被给予的和被推导的东西是现实的，另一次又说，它是非现实的。

在所有这些问题、难题、怀疑面前首先只有一种态度：凡在我们这里的思维取向中有问题的东西，我们都必须作为问题来处理，并且仅仅持守那些我们的提问和思考（作为有意义的提问）奠定基础的东西。因而我们不能放弃笛卡尔式的明见性，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它、正确地把握和界定；也不能界定过窄。它诉诸于在怀疑中的怀疑的绝对自身被给予性、在感知中的感知的绝对自身被给予性，如此等等，它以此而向我们指明原则上无问题的东西，并且随之而事先从形式上标识出那个在其中问题必定可以得到解决的领域。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恰恰就是在超越问题意义上的原则无问题之物。对一个不是在绝对意义上自身被给予的此在的设定乃是一个谜，恰恰因为它不是自身被给予的。如果我们拥有和把握某物本身，而不在我们的意指、陈述、判断中超出真实的自身被给予之物，那么一个怀疑就会没有意义。我们常常说话和判断，不是漫不经心，而是理由充分。如果我们要求给出理由，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业已指明的理由，那么这个要求的意义不总是在于：从远离被给予性的意指回归到指明的、自身给予的意指之上吗？我们至少感受到，这是意义所在。即便在经验领域中，即在我们要求经验判断回归到现时感知和回忆的经验领域中，情况也是如此。这就是如此，我看见它：怀疑便随之而被切断了。当然，进一步的考察会表明，经验的感知不是一个绝对自身给予的行为，而且它这方面重又附着了超越的问题。正因为此，才要做出进一步的研究。我思（cogito）是一个绝对的出发点，并非因为它涉及我们本己的心理体验，而是因为我们具有关于这些能思的——如笛卡尔所说——明白而清晰的感知（clarae et distinctae perceptiones）。但更正确地说，是因为在这里被设定的东西，乃是在纯粹自身被给予性中被设定的，而且以此也就在以下的意义上标识出这个研究的第一基地，即所有认识超越的问题恰恰都必须从认识本身的被给予性出发，以及从所有那些在认识本身中绝对被给予的东西出发，无论它是实项的，还是意向的。但在这里我们必须继续前行并且恰恰要探问：这个自身被给予性究竟伸展得有多远，而且我们例如不能认为，自身被给予之物就不会带来任何问题。本质性的东西在于：这是自身被给予的，而且在自身被给予性中，它所提出的问题完全可以内在地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延续活动（Dauern）和感知中的刚刚曾在、也包括滞留，已经被我们确定为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滞留与感知一样，是一个绝对给予的行为，而这是一项特殊探讨的实事，即：研究在这些行为中所有属于绝对被给予性领域的状况。而从这里出发还要继续前行。笛卡尔已经自问：我思（cogito）的明见性为什么被看作是绝对的？什么东西能够与它相并列？而他说，是我们在同一个意义上明白而清晰地感知到的（clare et distincte percipimus）一切。可是他却没有把握到这些实事的本真意义。这里所涉及的感知（perceptio）是纯粹的、向被意指之物的绝对自身挺进或对纯粹自身给予行为的所有形态进行探究的看（Schauen）；而且我们将会充分地看到，这个领域究竟有多大。

〈第52号〉　对各个进程或对各个个体（延续）对象的单纯表象。记忆感知的明见性。对被当下拥有之物的感知的明见性。(6)

但是，对被当下之物的感知还只是一个在延续感知（Dauerwahrnehmung）中的界限，或者毋宁说，我们需要区分意指和感知显现，后者始终是连续的；一个完全充实了的时间片段显现出来，而被意指的是这个同一之物，它是现在的，并且在新的现在中始终是同一个。另一方面，我所意指的却不是这个单纯的相位。我意指的是这个声音，而不是这个声音的不可立义的、短促易逝的现在相位，不是这个单纯的抽象。

如果我谈论相即的感知——这里的问题究竟何在？相即感知意指的是在场者，一如它在此所是，一个在感知中实项被给予的东西——这样说有没有意义？

声音是相即被感知的。这意味着什么？声音无非意味着自己本身。但声音已经是统一了。

我们在每个外感知中都有一个“感性内容”，我们看向它，并且在那里发现一个对象，如声音、颜色等等，它延续或变化。或者毋宁说，我们发现许多这样的内容，一个声音统一、一个触觉复合。是谁给了它们以统一？“意识”、事物立义的统一。如果我们不去考虑统一化的（vereinheitlichend）立义，我们便可以自为地看待每个内容，这时它便是一个前经验的事物，重又是一个统一，但若撇开提取把握（Herausgreifen）（提取界定［Herausgrenzen］）不论，它并不是一个像经验的事物统一那样的统一，不是一种聚合思考的（zusammenden-kend）统握。这里的统一在于内容本身。它本身是一个内容。而感知本身，它不也是一个统一吗？我们在这里有许多统一，但一同交织在感知的统一中，在所有这些之中都显现出一个事物，都有一个东西站立于此，例如一头步履沉重前行着的母牛。

在所有显现变化中的总体显现（视觉的、触觉的等等）的统一。亦即统一。这个统一是内在地被给予的。每个这样的统一都是如此。“内在地被给予”在这里意味着什么？

而如果我设想这些统一在其中构造起自身的所有这些流动的瞬间，那么人们却不能又说，它们正是这些统一。例如，声音在其中将自身展示为同一声音的声音—相位，而且不仅仅是现在相位，而且还有过去相位。这样一个相位，以及这些相位的连续性，并不是一个像“声音”、颜色那样的统一，它现在具有这些内涵，现在具有那些内涵，从这个本性上说，它是不变的，而后又具有那个本性。

因此，我们具有感知，而且是作为对这些统一之把握的相即感知，摆脱了所有的“超越”；首先需要确定的是，这应当是指什么，以及在其中本真地包含着什么；而另一方面是对在活泼流动着的意识上的那些相位、那些构造性的内容、内涵的把捉。它以某种方式也是统一；但不是这样一种统一，即在河流中被理解为贯穿在河流的各个相位中、贯穿在河流连续性中的同一之物的一个东西，而是这个意义上的统一，即：我将目光朝向它，并且将回坠中的它持守在河流中，并且而后在再回忆中和新的再回忆中一再地认出它。

当然人们会说：因此，即便是一个相位也是一个统一，它被理解为一个这个，而在我这样理解它时，它也重又回坠，它也具有其余声，具有其诸相位的彗星尾等等，它在其中被看做是和被设定为这同一个。而我——人们想这样说——可以将目光朝向这样的一个相位，而它也重又流逝。如此继续，直至无限吗？困难就在这里。

它不可能无限继续下去。如果我在邮车摇铃时对准一个相位，现在全神地关注它的减弱，这难道不是最终的东西吗？我不可能在一个新的系列中关注这个减弱过程的相位。我可以再回忆，并且（抽象地）对准其中的这些流逝和瞬间。这就是一切。而后我在再回忆中可以一再地说：“这里的这个，这个同一的东西。”这是一种最原始的统一。

但另一方面我具有统一，它贯穿地生活在河流中，其次我可以在再造中像每个统一一样，将这个统一确定为是这同一个统一。

相即（Adäquation）现在只能意味着：统一如此地被把握，“就像它所是”；当它在一个自身不包含任何仍需充实之意向的感知中被把握到时，情况便是如此。只要统一能够在一个意识中完完全全地被给予，它便是一个封闭的统一。统一可以是封闭的和不封闭的，它们可以是带有超出自身的指向的、并且在不断更新的行为中自身展开的统一，也可以不是这样的统一。这样我们就需要区分两种感知，一种是朝向封闭统一的感知，这就意味着：它们是一种类型感知，这种感知本身就是封闭的统一，它们封闭地展示其被感知之物；另一种是类似事物感知的感知，它们可以并且必须得到无限的扩展，而后才能恰当而完整地给出事物，因为事物的本质就在于，它是无限可规定的和重新可规定的。不相即在这里就是指：感知朝向一个不封闭的统一，感知意指这个统一，但它并未完整地得到展示。感知是不完善的。

另一方面，明见无疑的并非是感知本身，而是判断。而如果作为判断之基础的感知不完善，那么判断就是不明见的。但它具有一种明见性程度，即根据完善性的明见性程度，而明见的判断是一个朝向被给予性的判断，只要这样的感知在进行着被给予性（只要它是被给予性意识），并且在这些感知的关系中进行对被给予性的朝向，那么在这里唯有提出以下的要求才是有意义的：判断，并且在感知上证明这个判断之所说（事物—判断），只要此判断要求某种证明。

另一方面，如果判断的客体不是事物，而是一个自身“封闭的”客体，那么判断就是明见的；如果对这个客体的感知恰恰在此，并且只要感知在这里不包含任何未被充实的东西（因为这在这些客体那里不会提供任何意义），那么在这里提出更多的要求也就没有意义了，如此等等。

在事物的情况中去考虑封闭感知的可能性的做法是错误的，正如以为在“声音”这类个体统一那里“非相即的”、非封闭的感知是可能的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一样。当然，术语还需要改进。就相即感知而言，于“感知行为”中实项地被给予的东西，就是在它之中以感知的方式被设定的和被意指的东西。

感知，对此我们可以说，具体的（in concreto）显现，它本身是一个内在的被给予性，而显现者在内在感知中就是显现本身。在声音—显现中显现出什么了吗？显现出它自己。

如果我们将声音—显现理解为现在被给予性和曾在被给予性（Jetzt－und Gewesenheitsgegebenheit）的河流，声音在其中作为同一个而站立于此（它从中可以作为这一个而被提取出来，可以在其中被设定），那么声音—显现活动（Ton Erscheinen）就有别于那个显现着的声音。

在外部事物的情况中：显现，在这里是统一（不是河流），有可能是变化统一，就像我们说：显现在自身变化，这是显现的连续性。所有这些都不是显现活动的河流。

因此我们区分：如果我们将显现称做一个客体在其中“表象”自身、展示自身的统一（个体的、时间的统一），那么就要说：在外部事物那里我们具有显现的统一，它展示某个不同于它的东西，因为感知意识是这样一种意识：一方面“可以发现”显现是从属于它的、统一地在它之中现存的，但客体却不是显现。这个意义上的显现（Erscheinung）仅仅为“外感知”所具有，亦即有别于显现的客体，在内在感知的情况中，这个意义上的显现与客体本身就是同一个东西。

在外感知的情况中我们具有：

1）显现活动（das Erscheinen）（河流），

2）显现（die Erscheinungen），

3）显现的客体（erscheinendes Objekt）。

“不可能有对过去之物的相即直观（感知）”——“在记忆感知中，在刚刚过去之物方面的体现性内容永远不可能与被体现之物相同一”——这是否有误？“体现性的内容”与被体现者在任何一个感知中都不可能是同一的，无论是在我们称做现在感知的感知相位中，还是在一个其他相位中；除非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对一个河流相位的“把捉”（Erhaschen）。但问题在于，是否还能将它称做感知，而不是称做抽象。

根据我现在的明察，体现性的内容是什么？当然，整个术语现在都必须得到转变。在外感知的情况中，各个物理内容（每个都被看作统一）的复合是“体现性的”吗？应当可以这样说。因为统一是“体验”，即是说，它没有被意指，但却仍然是显现的统一（必须一再考虑这一点）。我们具有这个体现性的内容和对象的内容之间的关联。但其次可以称做体现性的是河流的现在—内容（不作为统一）。这样一来，每个感知显现一方面具有一个体现性的内容，另一方面具有一个再现性的、构造着时间的过去、延续等等的内容。这整个注定用于展示的内容（河流意义上的内容）并不是在统一展示统一（可以在第一个意义上这样说）的意义上进行展示，而如果我们划分体现性的和再现性的（复原性的(7)）内容，那么前者当然与对象的构造性内容不同一，并且在这里根本不比后者优先。

“不可能在当下对一个过去之物，也包括对一个最近的过去之物进行相即直观”——难道对一个当下之物的相即直观不是不可能的吗？相即感知、相即直观——这究竟是什么？

这样一种感知是可能的：对象（它们的本性使此成为可能，但也要求如此）在它之中成为自身被给予性，完完全全地，不做超出自身的指向，不是通过“单纯的显现”。但这里是体现性的内容：感觉现在：不是对象、统一。统一只能在统一中展示自身。

复原性的（repristinierenden）(8)内容也只是河流内容。因而下列说法是否具有可用的意义：过去的东西在现在中不能得到相即的展示？过去之物可以在现在中作为非现在站立于此。这是不言自明的，它只能作为曾站立于此，通过原初的复原。可以考虑这里还有什么会剩余下来。

要求对一个演替之进程的感知做出比它——如我们所见——所做的更多的东西，这有意义吗？

〈第53号〉　内意识的意向性。(9)

我们试图作一个描述：我听见一个声音，例如一个短暂延续的声音(10)。我排除所有瞬时的解释(11)，我接受纯粹感性原素的声音—素材。它开始并终止，而整个延续统一、它开始和结束于其中的整个进程的统一，都在结束之后“移向”越来越遥远的过去。只要我可以在滞留中追踪它，它便保留其本己的时间性，它就是这同一个声音，它的延续就是这同一个延续。我可以将注意力朝向它的被给予方式。它与它所充实的延续是在一种“诸方式”的连续性中被意识到，在一条“连绵的河流”中被意识到，而这条河流的一个点、一个相位就叫做“关于这个响起的声音的意识”，而在其中，这个声音的延续的第一个时间点是以“现在”的方式被意识到的。这个声音被给予，这就是说，它被意识为现在，但只有“在”它的某个时间相位作为现在而被意识到“时”，它才被意识为现在。但是，如果声音—延续的某个时间相位、一个客观的时间点是一个现时的现在（开始相位除外），那么时间点的连续性就会被意识为“刚才”，而从开始点到现在点的时间延续之整个片段都被意识为流逝了的延续，但这个延续的其余片段则尚未被意识到。在结束点上，这个结束点本身就是现在点，而整个延续被意识为流逝了的（或者说，这已经处在一个不再是声音片段的新的时间片段的开始点上）。在这整个“意识进行”或流动“期间”，这同一个声音被意识为延续着的，被意识为现在延续着的。“此前”（如果它例如不是一个被期待的声音的话）它未被意识到。此后它在“滞留”中“还有”“一段时间”被意识为曾在的声音，它可以被抓住，并且可以在固定的目光中站住或停留。这个声音的整个延续片段或“这个”在其延展中的声音，都是作为某种可以说是死的东西、某种不再生动地创造着的东西而站立于此，它是一个不为任何现在的创造点所激活的构成物，但却持久地变异着并回坠到“空乏”之中。这样，这整个片段的变异都类似于、本质上等同于这样一种变异，即在现时性时期，延续的流逝部分在意识向不断更新的创造的过渡中所经历的那种变异。

这里有什么可以描述的呢？客观时间之物如何于一个连绵的河流中“显现出来”、如何“被给予”的方式。而对这种方式的描述并不意味着对显现着的时间延续本身的描述。因为这是同一个声音连同从属于它的延续，这个声音虽然没有被描述，但却在这个描述中被预设了。这同一个延续是现在的、现时地构建着自身的延续，并且是过去的、“流逝的”延续，还被意识到的或在再回忆中“仿佛”被新创造出来的延续。现在响起的这个声音与那个在“以后的”意识流中被称做“曾在的”、“其延续已流逝的”声音是同一个。时间延续的各个点离开我的意识，就像当“我”离开空间中的静止对象时它的各个点离开我的意识与我的显现活动一样。这个对象保留它的位置，同样，这个声音也保留它的时间，每个时间点都是不移动的，但它遁入到意识的远方，与创造着的现在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个声音本身是同一个声音，但那个“以此方式”显现着的声音则是一个越来越不同的声音。

更确切地看，就“声音这一个内在对象，即在其显现的不同方式上得到描述的那个声音”（完全就像一个在不同显现方式中得到描述的空间对象的情况）而言，我们现在可以作出如下区分，即：

1）我可以进行描述的、明见的陈述，关于内在客体自身，以及关于它现在延续，关于此延续的某个部分已经流过，关于在现在中被把握到的声音延续点（连同其声音内容）持续地向过去挪移，以及一个不断更新的延续点踏入现在或者成为现在，关于流逝的延续自身疏离开现时的现在点（它始终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充实了的点），移挪到越来越“远”的过去，如此等等。

2）但我也可以谈论类似的意识方式，谈论这个内在声音及其延续内容所具有的所有这些“显现方式”的区别是如何“被意识到”的方式：我们就这个沿伸到现时的现在之中的声音延续来谈论感知，并且我们说，这个延续的声音是被感知到的，并且每一次从这个声音的延续展开中都只有这个在特征上被描述为现在的延续点才是完全地、本真地被感知到的。对于已流逝的片段，我们说，它是在滞留中被意识到的，而且，那些与现时的现在点距离“最近的”、无法明确划界的延续部分或延续相位是带着不断降低的清晰性而被意识到的；那些距离更为遥远的过去相位则完全是不清晰地、空乏地被意识到的。而在这个延续流逝之后也同样如此：随着临近现在点的距离的不同，离它最近的可能还有少许清晰性，而这个整体已经消失在昏暗之中，消失在一个空乏的滞留的意识之中，并且一旦这个滞留不再进行，它就会完全从意识中消失（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我们可以一再地让一个声音延续流动，在一再的回忆中，而后也可以描述回忆方式，描述在它之中所有那些被标识的事件以何种方式被意识到，但却被意识为回忆事件，但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些来研究意识的本质，一个内在的、时间的存在便是在意识中“构造起自身”，而且是连同那些就第一点而言的各个显现方式一起构造起自身。

对在其客体性中的对象之物进行描述，这是另一回事；而对在其“显现”的方式中的对象之物进行描述，则又是另一回事；而对必定以一种样态（Wie）显现出来的对象之物在其中被意识到的那个“意识”进行描述，则最终还是另一回事。

类比空间事物、空间显现与空间意识。(12)

在空间事物方面有什么类似的东西呢？

1）我可以根据它的本己存在、根据它的对象性内容来描述它。

2）但我也可以对它的疏离做出陈述，并且不是作为“客观的”的陈述，而是我纯粹“经验地”进行陈述，对象（它保持它的位置）这一次显现于此，非常近，另一次显现得较远，它移向远处，它从侧面显现出来，诸如此类。也可以是这样的：在移向远处的同时，它显现为缩拢着的，来到近处的，延展着的。它这次展现这一面，另一次展现那一面。

我可以在这里描述对象的这些“显现”，并且将对象描述为如此这般显现着的，同时不去顾及与这些显现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关系（唯有经验才能告知这些），即显现对象与我的身体和我的并不显现出来的（至少在我纯粹依据视觉之物的同时不会以视觉的方式显现出来的）感觉器官的关系。

3）最后我还可以描述对空间事物而言的“意识”；不是事物的显现，而是描述这些：这个显现方式如何被意识到；如何在“感知”中，如何在“回忆”或想象中被意识到；当这个事物从一个面显现，从这个或那个面显现出来时，那个在此“实际上没有显现出来的东西”是如何被意识到的；这同一个正面的显现方式的差异如何产生出意识的差异，如此等等。

空间事物也是时间事物，因而在其时间性方面也产生出各种显现方式，以及对各种意识方式之研究［的可能性］。——

但我们重新回到内在的领域中。(13)我们在这里能够发现和描述为构造着时间的意识现象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这里的构造着时间的意识，乃是指时间客体连同其时间规定性在其中构造起自身的那个意识。

也可以将它们称做“显现”；我们此前将在流逝样式中的延续客体（或也将延续进程）称做显现，而这里的“在样态（Wie）中”就意味着：客体（或进程）现在在延续着或已延续过（现在流逝着或已流逝过），它显现为现时当下的或过去的：易言之，当下的东西在流逝，并且在流逝之后成为过去，而且越来越多地成为过去。每个时间存在都在某一个流逝样式中以及在不断变动的流逝样式中“显现出来”（如果它真的被意识到的话），而“这个在流逝样式中的客体”在这种变动中恰恰会一再地变为另一个，然而我们却说，这个客体以及它的时间的每一点以及这个时间本身，都是同一个。我们不能把“在流逝样式中的客体”这个显现称为意识，就像我们不能把空间现象、将处在“这个”或“那个面”、由近或由远的显现样态中作为物体的物体显现称为意识一样。

“意识”、“体验”与客体发生关系，而且必然是与借助于一个显现而显现出来的客体发生关系：先天明晰的是，意识可以与这个同一的客体发生关系，如果它“内在地”具有这个客体的一个显现，而恰恰在这个显现中，这个“在样态中的客体”站立于此。显然我们必须认识到，“与对象的关涉性”以及“意向性”的说法具有双重含义：这要看我们指的究竟是“显现”与显现者的关系，还是意识与“在样态中的显现者”（Erscheinende im Wie）这一方面（即在体［ontisch］意义上的显现）以及与绝然显现者（Erscheinende schlechthin）另一方面的关系。

定义：我们在这里要有所区分地谈论“意识现象”、构造时间的现象，以及［另一方面］谈论那些构造内在时间客体［的现象］。我们很难使用“显现”的说法来表达这些在流逝样式中的时间客体。因为可以确认，内在客体本身重又是——在一种完全不同意义上的——显现，如外部客体的显现。我们在这里最好是说“流逝现象”，并且就内在客体本身而言所说的是它们的“流逝特征”（例如，现在、过去）。关于流逝现象，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连续统，它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不可分割为各个能够自为存在的片段，并且不可划分为各个能够自为存在的相位，不可划分为各个连续的点。我们抽象地分离出来的那些部分只能存在于整个流逝之中，那些相位（流逝之连续的点）也是如此。我们也可以明见的方式就这种连续性说，它以某种方式就其形式而言是不变的。无法想象这些相位的连续性是这样一种连续统：它两次含有同一个相位模式，或者，它甚至展开地含有这个相位模式，使其超出一个完整的部分片段。就像每个时间点以及每个时间片段都可以说是“个体地”区别于任何其他的时间点，不能两次出现一样，也没有一个流逝样式可以两次出现。

但我们这里还必须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和更清晰的规定。我们首先强调，一个内在时间客体的流逝样式具有一个开端，可以说是具有一个起源点。这就是内在客体开始存在所具有的样式。它的特征就是现在。

现在系列（不断更新的生活）

[image: img33]

下坠到过去之中（迈向死亡迁移(14)）

有可能由其他客体来充实的现在系列

[image: img34]

而后我们在流逝样式的持续前进中发现这样的奇特性：每个以后的流逝相位本身都是一个连续性，并且是一个持续延展着的连续性、一个由诸多过去组成的连续性。我们把客体延续的流逝样式之连续性与这个延续的每个点的流逝样式之连续性加以对置，这个客体延续不言自明地被包含在那些最初的流逝样式的连续性之中，也就是说，一个延续的客体的流逝连续性是一个连续统，它的各个相位就是客体延续的不同时间点的流逝样式之连续统。

如果我们沿着这个具体的连续性行走，那么我们便是在持续变化中前进，在这些变化中持续变化着的是流逝样式，即相关时间点的流逝连续性：只要有一个新的现在出现，这个现在就转变为过去，而且与此同时，前行点的诸多过去的整个流逝连续性都挪移“下去”，均衡地挪移到过去的深处。在我们所画的图表中，纵坐标的持续系列描绘出延续客体的流逝样式。它们从O（一个点）开始生长，直至一个特定的片段，这个片段的终点是最终的现在。而后，流逝样式的系列便开始了，它不再含有（这个延续的）现在，这个延续不再是现实的延续（这个词所表达的通常是在A与E之间这个系列的流逝样式的一般之物），而是过去的并且持续更深地沉入到过去之中的延续。

因而这个图表提供了一个流逝样式之双重连续性的完整形象。——

现在所涉及的便是对构造性的意识现象的描述。流逝现象在构造性的意识现象之河流中流逝，在意识的统一中流逝，延续的客体便持续地显现在这个意识中。它持续地显现，但恰恰是以一种作为活的当下而进行着的延续的形式显现，与此延续相衔接的是流逝了的延续的显现之连续性。这意味着什么：同一个东西显现出来，同一个东西在构造意识中流逝？正如我们可以对准流逝现象、对准客体的正在延续和已经延续一样，我们也可以对准一个进一步的样态（Wie）、对准这个流程的自身进行的样态；它不是简单的，它处在一个样态之中。不仅是这个延续的客体现在延续着，并具有一个作为现在存在的时间点，并连续地将流逝了的延续的其余各个点描述为流逝了的过去，而且在现在点上的声音也以某种方式要比在属于现在的“瞬间”—流逝样式的其余相位中的声音更为清晰；确切地说，清晰性发生渐次的变化，并且最终过渡到“空乏”之中，过渡到“昏暗”之中。(15)我们于此而在清晰的领域以内发现一种较大的明白性和相互离散性，而且它离现时的现在点越近也就越大。但［我们］越是疏离现在，就有一个越来越大的流失性和聚合性（Zusammengerücktheit）宣示出来。只要我们反思地回溯一个分环节的进程的统一，我们就会观察到，这个进程的一个清晰部分在向过去回坠时会“缩拢”（zusammenzieht）自身——一种与空间透视相类似的（在本原的时间显现领域中的）时间透视。当时间客体移向过去时，它便缩拢自身并且同时就变得昏暗起来。

可是现在，这个时间客体，而且是这个充实了的延续、一个进程，不仅是在本原的构造性的时间—感知中被意识到的；即是说，它不仅是在这个延续之流逝的生成和回坠过程中被意识到的，在此过程中，客观的流逝样式以越来越昏暗和缩拢的方式被意识到，而且也以再回忆的方式被意识到。在时间客体还被意识到、还在回坠的同时，这种再回忆就有可能已经在进行；而在当下化(16)所进行的“复新（Erneuerung）”中，有可能就进行着同一性的意识，即延续的和置身于回坠中的昏暗之物的被再回忆的开端之同一性意识。或者毋宁说，再回忆必然与那个昏暗的样式“相合”，但可能会有一个注意力的目光朝向那里，并为这样一个陈述奠定基础，这个陈述用语词来表达就是：“我对这个刚刚流逝的和继续回坠的东西进行再当下化”。被当下化的现在不是现在，正如被当下化的这里不是这里一样，它将一个现在当下化，但这个现在曾是现在，即是说，它以新的方式使一个时间点被意识到，这个时间点的流逝样式是某个过去之物。在某个范围内可能有一个时间点、一个在不变的过去样式中被意识到的一个时间点，以双重的方式被意识到，一次是在本原的滞留中，在关于这个回坠之物的本原意识中，同时也是在一个再造的样式中，作为当下化，即对以前的原本显现的当下化，因此同时也是对与此相衔接的本原的回坠的当下化。

(17)在显现中的各个流逝样式的本原显现和结束是某种固定的东西，是通过“触发”（Affektion）而被意识到的东西，我们只能看向它（倘若我们真的实施观看的主动性的话）。相反，当下化则是某种“自由的东西”(18)，它是一个自由的穿流，我们可以“更快地”或更慢地、更清楚明白地或更迷惘地、疾速地一口气或分步骤地以及如此等等地进行当下化。

在这里，当下化本身是一个内意识的发生事件（Ereignis）：如果它进行，它便具有其现时的现在、其流逝样式等等，而在它现实地进行的同一个内在的时间片段中，我们可以“自由地”处置被当下化的过程的较大和较小的块片连同其流逝样式，并因此而较快或较慢地将它经历一遍。

在这里，这个片段的被当下化的各个点的相对流逝样式（在继续同一相合的前提下）始终保持不变。我所当下化的始终是同一个东西，始终是时间片段的流逝样式的同一个连续性，始终是在其样态（im Wie）中的它本身。但如果我如此地一再回返到这同一个起点和各时间点的这同一个序列，那么这同一个起点本身就会越来越远地和不断地回坠。

〈第54号　意识（流）、显现（内在客体）与对象。〉(19)

这个创造系列是一个创造着的意识，在它之中始终有延续被意识到，以这样一种方式：第一个客观点被意识为现在，而后，下一个客观点被意识为现在，并且前一个客观点被意识为刚才，如此等等。与此同时，作为被充实的时间系列扩展自身，在这个系列中，延续者显现为客观的时间系列，并且每次都显现为一个延续，统一之物在其中一直延续到现在，延续到这个不断更新地充实自身的现在，这个被意识到的延续也就随之而不断地扩展自身。

但是，人们在自然的观点中会完全不言自明地说，并且会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不言自明的：现在我把握到一个声音，它在其延续期间保持自身，或者我把握到一个内心体验，例如对事物显现以及与此相联结的、超出它的延续而伸展的中意（Gefallen）的体验。由于我现在关注内意识的构造显现，因此我将它把握为现在存在的，我现在把握关于现在的意识和刚才—意识的整个连续性，而这整个连续性是同时的，它属于现在，在现在发生，作为现在而在此站立。而如果我沿着这个连续性的河流行进，那么它们会相互接续地发生，而这个整体便充实了一个延续。这个延续当然与内心显现者的延续是同一个，内在声音的延续与意识的延续是同一个，声音就是在此意识中按其延续而不断地构造起自身。

但问题在于：这是否有意义，即在现实的和本真的意义上说，时间意识（内时间意识）的构造显现本身落入（内在）时间。我们会立即注意到下面几点：

(20)1）每个个体的客体都在延续着并且必然在延续着，而它延续着，这就意味着，它连续地存在于时间中，并且是在这个连续存在中的同一之物，这个连续存在同时也可以被看做是进程，反之，在时间中的存在，是在时间中连续的，并且是作为进程的统一而连续的，这个进程在其前行中不可分离地带着这个延续者的统一。我也必须这样表述：如果一个进程在时间中被意识到，那么这也只有在某物在进程中进行时才是可设想的。在声音—进程中包含着声音的统一，它在这个进程中延续着，而声音的统一则相反是被充实的延续中的统一，就是说，在进程中的统一。因此，如果某个东西被规定为在一个时间点中存在，那么它只能被设想为一个进程的相位，在此相位中，一个个体存在的延续具有它的点。

2）原则上，个体的或时间上具体的存在是不变或变化（进程是一个变化进程或一个静止，延续的客体本身是一个变化的或静止的客体）。每个变化在这里都具有涉及这同一个延续的变化速度或变化加速（相比较而言）。原则上，变化的每个相位都可以延展到一个静止上，每个静止的相位都可以转引到一个变化中。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内时间意识的构造现象，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一条河流，而这河流的每个相位都是一个映射的连续性。但原则上与第二点相矛盾的是：这条河流的每个相位都不能延展到一个连续的后继中（即不可能设想这个河流如此地得到改变），以至于这个相位自身蔓延到（perpetuierte）它自身所带有的同一性之中。相反，我们原则上必然发现一条持续“变化”的河流，但这种变化的荒谬就在于，它完全就像它所流逝的那样流逝着，既不能“更快地”，也不“更慢地”流逝。但还有，在这条河流中变化的客体在哪里？在每个进程中都先天地有某物在前行？但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在前行。变化不是变化，因而关于某个在此延续的东西的说法也就没有意义，而且在这里寻找某个在一个延续中不变化的东西就是无意义的。

因而明见无疑的是，这些构造着时间的现象是一些原则上不同于在时间中被构造的对象性的对象性，它们不是个体的客体或个体的进程，而且这些现象的谓项不能有意义地被归属给它们。因此，也就没有意义这样去谈论它们（并且是在相同的意义上谈论它们）：它们存在于现在之中并且以前曾经存在，它们在时间上相互后继并且相互是同时的，如此等等。但人们或许可以说并且必须说：某个显现的连续性，即这样一个连续性，它是这个构造着时间的河流的相位，这个连续性属于一个现在，即属于这个构造着它的现在，并且属于一个以前，即属于一个对此以前来说是（我们不能说：曾是）构造性的东西。

但这河流不正是一种相继吗？它不就具有一个现在、一个现时的相位和一个由诸过去构成的连续性吗？而它们现在在滞留中被意识到吗？我们在这里帮不上忙，而只能说：这条河流就是我们根据这个被构造者来称呼的东西，但它不是时间上的“客观的东西”。它是绝对的主体性，并且具有一个形象地被标志为“河流”的东西的绝对特性：现时性点、原源泉点、“现在”涌现出来的东西，如此等等。在现时性体验中，我们具有原源泉点和一个诸余音瞬间的连续性。对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还缺少名称。

还需要注意：如果我们谈论“感知行为”并且说，它实际上是本真感知的一个点，这个点与“滞留”的连续性的后继相接，那么我们以此并没有描述时间性的内在统一，而恰恰是在描述这个河流的瞬间。就是说，显现，例如一个房子的显现，是一个时间的存在，一个延续的、变化的存在，如此等等，同样还有那些并不是显现的内在的声音。但另一方面，房子—显现并不是感知意识和滞留意识。这种意识只能被理解为构造着时间的意识，理解为这河流的瞬间。同样，回忆显现（或被回忆的内在之物，有可能是被回忆的内在的原生内容）也应当区别于回忆意识连同它的回忆滞留。我们始终要区分：意识（河流）、显现（内在客体）和对象（如果［一个］原生内容不是内在客体）。

并非所有意识都像例如外感知的意识一样具有与“客观的”时间之物、客观个体性的关系。在每个意识中我们都找到一个“内在的内容”，它与那些被称做“显现”的内容在一起，这些显现或者是关于个体之物（一个外部的时间之物）的显现，或者是非—时间之物的显现。例如，在判断行为中，我具有“判断”显现，即作为内在的时间的统一，而在其中，逻辑意义上的判断“显现出来”，如此等等。判断行为始终就是河流，而且我们称做行为的东西始终是一条河流，一个内在的时间统一在这个河流中构造起自身（判断、愿望等等），它具有其内在的延续，并且有可能较快地或“较慢地”［进行］。内在的时间在这里是一个时间，亦即在这里有同时［性］（Gleichzeitig［keit］）、同样长的延续（或者有可能是这同一个延续，即对两个内在的现象而言的延续），也有某种客观的可规定性，无论是此前、此后，还是“同时”。——

(21)一个声音c响起，延续得如此这般长，在强度上时而相同，时而有所跳跃，如此等等。这个声音是一个在其时间延续中的统一，而这个时间延续是被声音—进程、在变换不定的强度中被声音c的流程所充实的。在延续的每个点中都包含着一个声音—内容点、一个声音—进程点（还有对此延续及其部分和点的流逝样式的描述）。我们从第一点、切入点开始。它的特征被描述为现在。我们将关于它的意识称做原感觉意识（Urempfindungsbewußtsein），同时并不想说：在这里确实应当区分这两者：原感觉意识和声音—现在。我们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两者是同一个，只是在不同视角下被标识而已。声音—现在是一个声音—延续的开始，而这个延续的每个点都作为现在而以原感觉的形式连续地被意识到，但在意识的一条“河流”中被意识到。原感觉意识在流动，这就是说：如果存在一个属于河流的原感觉，那么就整个系列而言，一些处在持续系列中的原感觉“尚未”存在，另一些则“不再”存在，而现实的原感觉是“尚未”和“不再”这两个连续统的交界点。流动还进一步意味着：“首先”是原感觉，它构成切入点，而所有其他点都还未存在。在“持续的后继”中始终有一个新的原感觉，而每个新的原感觉都吞噬着以前的原感觉，并将它们的模式改变为“不再”。而后它便不再是原感觉，而是不再—感觉（Nicht-mehr-Empfindung）。而后它具有一个“不再”的片段，并且在前面具有一个“尚未”的片段，直至这个延续的终点。如果它在原感觉中被意识到，那么它的所有其他点都会以“不再”的形式被意识到，而“不再”事实上是一个与“现在”一样的意识形式。但这个声音的整个延续都是某种消逝着的东西：与声音—结尾的原感觉相衔接的是这样一个原感觉，它不再是这同一个延续的声音的原感觉，而是另一个对象的原感觉，这个对象就其延续的一个片段而言，曾是与这个声音部分地同时的，并且在这个声音已经不再存在的同时却仍然延续着。——

1）这一个内在的时间；

2）时间流逝的唯一河流；

3）构造时间的意识的统一。

(22)在反思中我们发现一条唯一的河流，它分为许多河流；但这些河流具有一个统一，它允许我们说，这是一条河流。我们发现许多河流，因为有许多原感觉的序列在开始和结束，但我们发现有一个有束缚力的形式，因为对所有这些河流来说，不仅分别有从现在向不再（Nicht-mehr）、另一方面从尚未（Noch-nicht）向现在的转变规律在起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如现在的共同形式、一个在流动模式中的相同性一般这样的东西。几个、多个原感觉是“一下子”（auf einmal）存在的，而且如果一个流动，那么这些多数也“同时”流动，并且是在完全相同的模式中、带着完全相同的映射、以完全相同的时速：只是当一个原感觉停止时，另一个却还具有其“尚未”，即具有它的新的原感觉，这些原感觉继续着那些在它之中被意识之物的延续。或者，更好的描述是：这许多原感觉在流动，并且从一开始就支配着这同一些流逝样式，只是这些对于延续的内在客体来说，构造性的原感觉序列是以不同方式继续着，这种继续是与这些内在客体的不同延续相符合的。它们并不都以相同的方式使用这些形式的可能性。

这是首要的一点，还需要仔细地和更为恰当地得到描述。我们需要客观地指明对于所有内在客体和进程而言的内在时间的统一连同本质上属于时间的起源样式和流逝样式之河流的统一；我们需要相关地指明内在之物的时间—意识之统一性（唯一性）。与此同时还要指明这样一些样式：包罗万象的现时原感觉的“聚合”、“同时”，包罗万象的所有刚刚过去的原感觉的“刚才”、“先行”，原感觉的每个聚合向这样一个“刚才”的持续转变，这个刚才是一个连续性，它的每个点都构成一个对于这个总体的聚合来说同类的、同一的流逝形式。原感觉的这个整体“聚合”受这样一个规律的制约：它自身转变为意识样式的一个持续的连续统、已流逝性（Abgelaufenheit）样式的连续统。在这同一个持续性中有一个一再更新的原感觉之聚合在本原地产生出来，而后又持续地过渡到已流逝性之中。无论一个聚合作为原感觉的聚合是什么，它都始终是在已流逝性样式中的聚合。

原感觉具有其在连续流逝意义上的连续的“相继”，而且原感觉具有其聚合，具有其“同期”（Zugleich）。同期存在的东西是现实的原感觉，但在相继中的是一个——或聚合的一组——现实的原感觉，其他的原感觉是已经流逝的原感觉，而这就不是现实的原感觉了。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能说的无非是：“你看”！意识到一个内在的现在的一个或一组原感觉（一个声音—现在、在这同一个现在中的一个颜色等等），持续地转变为刚才，转变为刚才—意识的样式，在这个刚才—意识中，这个内在客体被意识为过去，以及越来越过去，并且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和一再更新的原感觉和原感觉组，一个一再更新的现在被确立，随之一个一再更新的声音—现在、形态—现在等等被意识到。

一组原感觉是同时的、聚合的——“聚合”是指：这是所有现实的原感觉或现在感觉？但聚合并不意味着在一个现在中的聚合；原感觉是意识—现在，而且原感觉有别于仅仅通过内容而产生的原感觉：现在是同一个，不是客观现在的存在者，而是现在意识。就其形式而言，意识作为原感觉意识是同一的。

但与原感觉意识“聚合”在一起的是“以前的”原感觉、以前的现在意识之流逝样式的连续序列。这个聚合是一种从形式上看连续转变了的意识模式的聚合，而原感觉的聚合则是一种纯粹由形式同一的样式所组成的聚合。在流逝模式的连续性中我们可以取出一个点，然后我们发现在这个点中也有一个由形式相同的流逝模式组成的聚合，或者毋宁说一个同一的流逝样式的聚合。

必须从本质上区分这两种聚合。一个是对同时性（Gleichzeitigkeit）构造而言的基本部分，另一个是对时间后继之构造而言的基本部分，尽管另一方面同时性不会没有时间后继，时间后继也不会没有同时性，故而同时性和时间后继必定是相互关联并且不可分离的，即是说，这些基本部分重又是本质互属的。

例如我们在术语上可以区分：显现的（phansis）“瞬间—同期”、显现的“时间片段—同期”。在此需要在这个笨拙的表达式方面留意：我们并不把这个或那个同期（Zugleich）称之为一个同时（ein Gleichzeitig）。出于非常严肃的理由，我们不说意识的时间，我们把原感觉理解为关于一种同时性的意识，亦即声音、颜色的同时性，以及任何一个在同一“现时现在”中的东西的同时性，但我们不把它们本身称做同时的，更不会把“时间片段—同期”的相位称做同时的意识相位，就像我们同样也不能将意识的相继称做一个时间相继一样。

我们继续进行描述。我们所说的是原感觉的相互接续，进一步说是属于一个内在延续统一的、“在其延续期间的”原感觉的相互接续。我们并不将这种相互接续标识为时间后继，就像时间客体的“被感觉到的”相位（在流动的现在中被标识为不断更新的现在的那些相位）的相互接续一样。与每个原感觉瞬间—同期的是那个关于其他客体的原感觉，这个或那个关于其他客体的原感觉，而一个客体的原感觉有可能被看做是复合体，它的各个要素是瞬间—同期的。随着在原感觉的显现的（phansischen）相互接续中的每个原感觉，我们都会发现一个片段—同期，而这个片段—同期是样式的片段，就像片段一词所暗示的那样，是一个连续的、一维的系列（它的各个点自身重又隐含着瞬间—同期）。我们研究片段—同期及其相位的本质。这些相位中的每一个都有这样的特性：它们是关于以前的现在的意识，是关于它或对它的“原初回忆”，并不以一种再回忆的方式将它“当下化”，但却将它当下化，或将此前以现在方式、以一种原感觉的方式曾被意识到的东西留存下来，以一种新的并持续从原感觉活动中产生的样式留存下来。但通过它对原感觉的表象，它以某种方式而将早先那个以现在样式被意识到的时间点当下化。对此的理解应当是这样的：(23)如果原感觉回退，持续地变异，那么我们就不仅具有一个体验，它是以前体验的一个变异，而且我们还有可能已经将目光转到这个体验之中，以至于我们在已变异者中可以说是“看到”这个以前未变异的体验。如果一个不太快的声音后继在流逝，我们可以在第一个声音流逝后不只是“看向”作为一个“还当下的”、尽管不再被感觉的声音的它，而且我们还可以关注：这个声音刚刚还具有的意识样式，就是对它在其中曾作为现在而被给予的原感觉意识样式的一个“回忆”。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另一方面就必须明确地区分：

我们将回忆称做关于内在时间客体的意识，因为它被意识为一个此前被给予的，或许我们将它称做过去意识更好（带有“滞留”意识与“再当下化”意识、“回忆”意识的区别）；相反，我们从不把过去意识称做关于以前的原感觉（现在意识）的过去意识，而是称做关于它的滞留。如果这里涉及的是一种在感觉变异的原初河流中的意识，此外还称做关于它的再造。这一点必须得到彻底的坚持。

因此，如果一个内在客体之延续的某一个相位是现在相位，即在原感觉中被意识到，那么，在片段—同期中便有各个相互衔接的滞留与它连续地联合起来，而且是原感觉的滞留，这些原感觉从属于这个延续的所有其他已在时间上流逝了的点。每个这样的滞留都具有一个特定的样式，与此样式相符合的是现在点的时间距离。每个滞留都是关于相应的以前的现在点的过去意识，并且给予它以此前的样式，这个此前的样式是与它在已流逝的延续中所具有的位置相符合的（它的在体的时间流逝样式）。(24)

我们考虑一下：我听见一个声音，它现在显现，它在下一个瞬间显现为同一个，在质性和强度方面的同一个声音，但“过去了”并且越来越远地回坠到过去之中。与此相对，我们谈论这个声音的内在时间意识：关于在场的声音的意识，关于刚刚曾在和一再回坠的声音的意识。我可以关注这些意识方式，我可以“看见”：当下的声音是如何持续变化的，一个新的现在是如何出现的，一个回忆的尾巴、一个回忆的彗星尾是如何持续地与原回忆相衔接的，而这个彗星尾是如何持续变化的。

在这个意识中我发现一个“相互接续”，我发现它是一条“河流”，而且我在其中发现一个“现在”相位，即一个使声音—现在本原地被意识到的相位：原初体现性的相位。但我与此“同期”地发现一个相位的连续性，它构成以前—意识。而这整个由原初的体现和过去的（präterital）相位之连续性所组成的“同期”构成了意识现时性的运动瞬间，这个意识现时性在不断的变化中构造起内在的客体。

但现在会有困难产生：我知道作为河流的意识流，我可以看向它，即是说，我在一个把握性的意识中具有这条河流的现时性相位，并且同期具有一系列对以前相位的回忆。(25)如果一条完结了的（从属于一个延续的进程或客体的）河流已流逝，那么我就可以回顾它，它似乎在回忆中构建起一个统一。因而意识流在意识中不也作为统一而构造起自身？即是说，在意识流中构造起一个声音—延续的统一，但意识流自己则重又作为声音—延续—意识的统一而构造起自身。而我们是否也必须进一步说：这个统一是以完全相似的方式构造起自身，并且同样也是一个被构造的时间序列，因而人们还是必须谈论时间上的现在、此前和此后？

我试图用以下方式来解决这个困难：这是一条唯一的意识流（有可能是在一个“最后的”意识之内），在其中构造起声音的内在时间统一，并同时构造起这意识流本身的统一。尽管这看起来令人反感（开始时甚至是荒谬的），即意识流构造着它自己的统一，但情况的确就是如此，而且这是可以从它的本质构造中得到说明的。目光可以穿越那些在持续的河流进程中作为对声音的意向性而彼此“相合”的相位。但目光也可以沿着这河流行进，朝向这河流的一个片段，朝向这个流动的意识从声音—启动到声音—结束的过渡。后者对构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如何可能的？我的回答是：每个这种“滞留”的意识映射都具有一个双重的意向性：一个是为内在客体的构造、为这个声音的构造服务的意向性，即我们称做对（刚刚被感觉的）声音的“回忆”的意向性；另一个是对在河流中对这个原生回忆的统一而言构造性的意向性；就是说，滞留是与此相一致的：它是对这个声音的回忆，是对消逝了的声音—感觉的再造，更确切地说，对原感觉的再造。再更确切地说：它是在它于河流中持续地自身映射中的、关于持续先行了的相位的持续再造。如果我们观看意识流的某个相位（在这个相位中显现出一个声音—现在以及显现出在刚刚流逝性之模式中的声音—延续的一个片段），那么，它会包含着一个在瞬间—同期中统一的各个再造的连续性；这个连续性是关于这河流的各个连续先行的相位的总体瞬间连续性的再造（在启动环节中，它是新的原感觉，在后继而来的持续的第一环节中、在第一映射相位中，它是先行的原感觉的直接再造，在下一个瞬间相位中，它是对先行的原感觉的再造的再造，如此等等）。如果我们让这河流继续流动，那么，我们就具有在流逝中的河流连续统，它使这个刚刚被描述的连续性以再造的方式发生变化，而在这里，由各个瞬间—同期存在的相位组成的每个新的连续性都是与在先行相位中的同期总体连续性相关的再造。所以也就是说，有一个纵的意向性（Längsintentionalität）贯穿在此河流中，它在河流的流程中持续地与自己本身处在相合统一之中。第一个原感觉在绝对的过渡中流动着地转变为它的再造，这个再造又转变为对此再造的再造，如此等等。但同时随着第一个再造而有一个新的“现在”、一个新的原感觉在此，它与第一个再造以连续—瞬间的方式相联结，以至于这河流的第二相位是这个新的现在的原感觉，并且是以前的现在的再造。因而第三个相位重又是一个带有对第二个原感觉的再造的原感觉，并且是对第一个原感觉的再造的再造，如此继续下去。在这里应当一同考虑到，关于一个再造的再造的意向性不仅与直接被再造者相关，而且也关系到二阶的在再造中的被再造者，就像对一个事物显现的当下化不仅仅是与这个事物显现相关的意向性，而且也是与显现着的事物相关的意向性一样，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就像一个对A的回忆的回忆不仅使这个回忆被意识到，而且也使作为此回忆之被回忆者的A被意识到一样。

据此，我们认为，在意识流中，河流本身的统一作为一个一维的拟—时间秩序的自身构造是借助于各个再造变化的持续性而进行的，并且是借助于这样一个状况：这些变化持续地是关于彼此的再造，关于持续先行的再造的再造。如果我朝向这个声音，如果我关注地进入到“横的意向性”（Querintentionalität）之中（进入到作为关于各个声音—现在之感觉的原感觉之中，进入到作为在流逝的各个声音—点序列的原生回忆的再造映射之中，并且在原感觉的再造变化和已经现存的再造的河流中始终地经验着统一），那么这个延续的声音就已经在此，并在其延续中不断地延展着。如果我指向“纵的意向性”以及指向在它之中构造着自身的东西，那么我就将反思的目光从声音（已经如此这般延续了的声音）投向那个在“瞬间—同期”中于一个点之后的原感觉的新东西以及那个在一个持续的瞬间序列之后与此“同期”的被再造者上。这个被再造者是在其相位序列（首先是其先行相位）之后的过去意识，而在持续的意识流动中，我把握到这个流逝的意识的被再造的序列连同这些现时的原感觉的界限点以及这个序列随着被再造之物与新的原感觉的新开启而进行的持续回移的界限点。

然而人们在这里可能会问：我是否可以在一个目光中例如一下子就在瞬间连续性中发现并把握这整个再造地包含在它之中的对过去意识进程的再造意识呢？必然的过程难道不更多地是这样的吗：我必须先要把握这个“瞬间—同期”(26)本身；而它在再造中是持续变异的，它只是如其所是地处在河流中；而只要这河流改变着这个“瞬间—同期”，它便与自身意向地相合，并在流动中构造着统一；而这同一者含有一个持续的回移模式，一再更新的东西从头开启，而后很快又在其瞬间联系中流失。在这个过程期间，目光可以始终固定在这个下坠着的“瞬间—同期”上；但再造的统一之构造远远地超出它，不断地附加新的东西。目光可以在这过程中转到这个方向上，而它作为被构造的统一始终还是在河流中的意识。

因而看起来这一切即使是如此困难，也仍然是可以理解的。据此，在这条唯一的河流中有两个不可分离地统一的、就像一个事物的两面一样相互要求的意向性彼此交织在一起；借助于这一个意向性，内在的时间构造起自身，它是一个客观的时间、真正的时间，在它之中有延续和延续者的变化；在另一个意向性中构造着自身的，是这条河流各个相位的拟—时间编排，这条河流始终并且必然具有流动的“现在”—点，具有现时性相位，并且具有前现时的相位串和后现时的（尚未现时的）相位串。这个前现象的、前内在的时间性是作为构造着时间的意识之形式而意向地构造起自身的，而且是在此意识之中构造起自身的：

构造着内在时间的意识流不仅存在着，而且是以如此奇特、但却又可以理解的方式存在着，以至于在它之中必然有此河流的一个自身显现，因而这河流本身必然是可以在流动中被把握到的。这个河流的自身显现并不需要第二条河流，相反，它是作为现象而在自身中构造起自身的。构造者与被构造者是相合的，但它们当然不是在每个方面都相合。意识流的各个相位是在这同一条意识流的各个相位中现象地构造起自身的，后一类相位与前一类被构造的相位是不可能同一的，而且也不是同一的。在意识流的瞬间—现时中得到显现的东西，就处在这意识流的这同一些过去相位的再造瞬间序列中。

但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我们必定不能说，还有一个最终意识在管辖着河流中的所有意识。若按这种说法，内意识的各个现时相位就是一个通过最终意识而意识到的东西了，而这个最终意识就是向再造（滞留）变异过渡的东西，而后这个变异本身重又是某种在最终意识中被意识到的东西。这种最终的意向性可以在自身中采纳注意力的风格，据此，它的内容便能够以被注意到的东西的方式而被意识到。此外我们发现，只要发生对某物的注意，总是已有某物“显现”，注意力的风格始终贯穿在一个意向性之始终。但如果我将目光朝向这河流的一个现时瞬间相位呢？然而需要认真地思考：是否应当假定这样一个最终意识，它将是一个必然“无意识的”意识（“unbewußtes”Bewußtsein）；即是说，作为最终的意向性，它可以（如果注意活动［Aufmerken］始终已经预设了在先被给予的意向性）是未被注意到的东西，亦即从未在这个特殊意义上被意识到。——

声音的现在借助于原感觉而构造起自身，这个原感觉不可能是现在—红（Jetzt-Rot）(27)本身。这在原感觉红（Urempfindung Rot）(28)向滞留性再造的变化上得到表明。唯有意向性才可以变异为意向性。

【注释】


(1)1909年初至1911年底。——编者

(2)这个札记是由编者取自胡塞尔1909年夏季学期以“认识现象学引论”为题在格丁根大学所作的讲座文稿。这个讲座的完整文稿现藏卢万胡塞尔文库，标号为F I 18、F I 17和F I 7；对此参见第269页注2。根据下面复现的胡塞尔记载的日期，这里复现的片段写于或首次宣讲于1909年5月和6月。——编者

(3)这里的德文原文为“Katheter”，即“导液管”，与这里的语境不符，可能是作者或编者的笔误。因而在此参照英译本而改为“高差计”，即“Kathetometer”。——译者

(4)这里的和后面的“相位”，对应的原来是德文原文中的“Phrase”（短语、空话），应为“Phase”（相位）之误。现参照英译本修改之。——译者

(5)［边注：］1909年6月9日。对至此为止的讲座进程的扼要重述。重复。

(6)希尔斯—巴塞尔基亚（Sils-Baselgia），1909年8月底。（希尔斯—巴塞尔基亚是瑞士的一个度假地。——译者补注）

(7)这个在此和后面三次出现的表达在文稿中首先清晰完整地写为“repristinierenden”，在第二处简写为“reprist.”，第三处加省略号写做“reprist...”，因此每次都像这里写作“reprist”。——编者

(8)参见第358页注1。——编者

(9)胡塞尔将这个札记的写作时间仔细地确定为：1911年11月10～13日。他显然还曾确定将它纳入到1905年2月的时间讲座的原初文稿中去。这个札记的文字大部分已在第8、9、10节和第20节中得到复现，带有一些改动，下面还会个别地予以标明。——编者

(10)在开始时，这个声音并未事先被期待。

(11)这个札记的文字大致从这里开始到第362页第4行已在第8节和第9节的第一段、第24页（边码［385］）第2行至第26页（边码［387］）第16行中得到复现，带有一些改动。——编者

(12)对此参见第26页（边码［387］）注1。——编者

(13)这个札记的文字大致从这里开始到第366页第20行已在第9节和第10节、第26页（边码［388］）第29行至第29页（边码［390］）第2行中得到复现，带有一些改动。——编者

(14)“迁移”一词的德文原文是（Zug），也有“特征”的含义。即是说，也可以译作“死亡特征”。英译作“march of death”。——译者

(15)这个札记的文字从这里开始到第13行已在第9节、第26页（边码［387］）第17～28行中得到复现，带有略微改动。——编者

(16)这个当下化是质性的原信念。

(17)这个札记的文字从这里开始到札记结束的第29行已在第20节、第47页（边码［406］）第30行至第48页（边码［407］）第20行中得到复现，带有略微改动。——编者

(18)但与过去的领域有关。

(19)这个札记的大部分已在第35～39节中得到复现，带有一些改动。后面还会作个别的说明。——编者

(20)这个札记的文字从这里开始到第327页第12行已在第35～37节、第73页（边码［428］）第26行至第76页（边码［430］）第23行中得到复现，带有略微改动。——编者

(21)对这个札记从这里开始的部分直至第373页第14行，胡塞尔加有边注：“实事上是正确的，但阐述上是笨拙的；因此非常要紧的是对它进行重新加工。”——编者

(22)这个札记的文字从这里开始到第376页第2行已在第38节、第76页（边码［431］）第28行至第78页（边码［432］）第39行中得到复现，带有一些改动。——编者

(23)这个札记的文字从这里开始到第377页第26行已在第38节、第79页（边码［433］）第5～34行中得到复现，带有一些改动。——编者

(24)如果不是胡塞尔的页码编号有错，就是这里缺了札记的一个页张。——编者

(25)这个札记的文字从这里开始到第382页第7行已在第39节、第80页（边码［434］）第7行至第83页（边码［437］）第30行中得到复现，带有一些改动。——编者

(26)胡塞尔后来用铅笔对这整个段落作了一个说明：“可惜我用瞬间—同期（Momentan-Zugleich）这个表达时处处都指的恰恰是片段—同期（Strecken-Zugleich）。因此处处都要修改。”——编者

(27)原稿如此。——编者

(28)原稿如此。——编者


附　录


引用文献索引

胡塞尔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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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译名索引(1)

（德—汉）

（概念后的数字为原著页码，即本书边码）

Abklingen/Abklang　减弱、余音　XXXIX，［392］，［463］，213，277，311，355

Ablauf　进程

 Ablaufphänomene　进程现象＝Ablaufsmodi als die zeitkonstituierenden

　Phänomene　作为时间构造现象的进程样式　［388］

 Quellpunkt und Kontinuum der Ablaufsmodi　进程样式的源点和连续

　［390～391］

Absolutes Bewußtsein　　绝对意识

A.B.als Bewußtsein von immanenten Zeitgegenständen（doppelter Begriff der Immanenz）　绝对意识作为对内在时间对象的意识（内在的双重概念）　283f.，290，292，301，321，360f.，364～367

A.B.und unendlicher Regress　绝对意识与无穷倒退　285f.，332～334，355

A.B.als unzeitlicher Fluß　绝对意识作为无限的河流　293，296f.，333f　.，369～373

A.B.als Form des Fließens und als Flußvon Inhalten（Urimpres－sionen，Retentionen）　绝对意识作为流动形式和作为内容河流　374～378

A.B.ist Bewußtsein sowohl von der Einheit eines immanenten Zeitgegenstandes als auch von der Einheit des Flusses selbst　绝对意识既作为关于内在时间对象之统一的意识，也作为关于河流本身统一的也是　378～382

Erfassung des einheitlichen Flusses des a.B.　对绝对意识之统一河流的把握　285f.，332f.，355，378～382　（参见Konstitution　构造、Retention　滞留、Auffassung und Auffassungsinhalt　立义与立义内容）

Kritik an der Anwendung des Schemas‘A.u.A’auf die Analyse des Zeitbewußtseins　对‘立义与立义内容’模式之使用的批评　319，322～324（参见Retention　滞留）

Abspielen　发生、进行　［458］

Abstraktum/Abstrakta　227

Abstufen/Abstufung　渐次变化　［405～406］，367

Achtsamkeit　注意力、关注　273

Affektion　触发　［406］，［489］

Ähnlichkeit　相似性

　Gegebenheit der Ä.　相似性的被给予性　［403～404］

Begriff der Ä .　相似性概念　［440～441］

Akt　（意识）行为

zeitkonstituierender Akt　构造时间的行为　［399］

A.als konstituierte Einheiten im Fluß　行为作为河流中被构造的统一［430］，［473］，［486 ff.］

Aktimpression s.Impression.Originärer A.und Vergegenwärtigung　相位印象参见印象、本原行为和当下化　［482］

Akte und Nicht-Akte　行为与非行为　［482］

Alteration/alterieren　变衍　［378］

Apparenz　显象　［454～457］

A.als der identische Kern aller anschaulichen Akte　显象作为所有直观行为的同一核心　［454］

Imaginäre A.bleibt unmodifiziert in allen Reproduktionsstufen　想象显象在所有再造阶次上都保持不变　［455 f.］

Apprehension　统握　354

a priori/apriorisch　先天的　254

Assoziation　联想

Brentanos Auffassung von der ursprünglichen A.　布伦塔诺对原初联想的理解　［374 ff.］

Aufeinanderfolgen　相互接随　［405］，［438］

Auffassung　立义

A.konstituiert in Aktimpressionen　在行为印象中立义的构造　［443］

Konstituierte A.und Ur-A.　被构造的立义与原立义　［444］

Gleichzeitigkeit von A.und Empfindungsdatum　立义与感觉材料的同时性　［462］

A.von Erlebnissen durch Zuwendung　通过朝向而对体验的立义　［484f.］

A.-akte als konstituierte immanente Dauereinheiten　立义行为作为被构造的内在延续统一　［473］，［486 ff.］

Aufmerken　注意　146

Aufmerksamkeit　注意力　［485］

A.und Bemerken　注意力与留意　146f.

A.und Meinen　注意力与意指　170

Ausbreiten/Ausbreitung　伸展　［474］，238，244～245，253～254，259，322

Ausdehnung/ausdehnen　广延、延展　168，225，295

Auseinanderentwicklung　相互离散的展开　137

Ausgestaltung　构形　［377］

Beachten　关注　146，321

Befassen　包含　282

Bemerken　留意　146

Beseelen（beseelen）　赋予灵魂、激活　360

Bewußtsein　意识

B.und Erscheinung　意识与显现　［388］

Anfangendes B.　起始的意识　［393］

Inneres B.in der Retention　滞留中的内意识　［471 f.］

Inneres B.von Erlebnissen　对体验的内意识　［481 ff.］

Immanenter Inhalt des B.　意识的内在内容　［430］

Impressionales B.（参见Impression　印象）als Einheits-B.immanenter und transzendenter Art　印象意识作为内在类型的和超越类型的统一意识　［443］

Scheidung alles B.in Empfindung und Phantasma　将所有意识切分为感觉与想象材料　［454］

Waches B.als Leben von Jetzt zu neuem Jetzt　清醒的意识作为从现在到新的现在的生活　［458］

Ur-B.des Jetzt　现在的原意识　［473］

Zeitkonstituierendes B.als Flußstetiger Erzeugung von Modifikationen构造时间的意识作为对变异的持续生产　［451 f.］　z.B.als eindimensionale orthoide Mannigfaltigkeit　例如作为一维的、相邻的杂多性［468］

Bewußtseinsstrom：Reproduktion des ganzen B.in der Wiedererinneruug

意识流：在再回忆中对整个意识的再造　［411 f.］/Absoluter zeitkonstituierender B.im Unterschied von Erscheinungen und Dingen　绝对的

构造时间的意识不同于显现和事物　［428f.］，［430］/Notwendigkeit stetiger Veränderung im B.　意识中持续变化的必然性　［428］，［466 f.］/Zeitkonstituierender B.als die absolute Subjektivität　构造时间的意识作为绝对的主体性　［429］

Gegebenheit des absoluten B.　绝对意识的被给予性　［464 ff.］

Doppelte Intentionalität des B.und Identifizierung des Stromes als Einheit［436］，　意识的双重意向性与对作为体验的河流的认同　［469 ff.］Einheit des B.　［431］，［433 ff.］

Selbsterscheinung des B.　意识的自身显现　［436 f.］

B.und immanente Zeitobjekte　意识与内在时间客体　［486 ff.］

Einheitsbewußtsein hergestellt in der Reihe von Urimpressionen und stetigen Modifikationen　在原印象和持续变异中被制作的统一意识　［460 f.］

Bildbewußtsein　图像意识

B.und Erinnerung　图像意识与回忆　［416］

A.und Retention　图像意识与滞留　［394］，159f.，164f.

B.und Wiedererinnerung　图像意识与再回忆　165，173，180，184～186，191f.，306～310，316

B.und Phantasie　图像意识与想象　183

Verbildlichung und Phantasie　图像化与想象　［452 f.］Kinästhetische Bilder　动感图像　［462］

Cogito　思、我思　346，353

Cogitatio/cogitationes　能思　［438］，［483］，271，295，315，335，336，338，343，346～353

Cogitiertes　所思　343，347

Dahingestelltbleiben　始终搁置　336

Dahingestellthaben/dahingestellt sein lassen　搁置　341 Datum　素材　359

phänomenologisches Datum　现象学的素材　［379］

Dauer，dauernd：　延续/延续的　［375］，［438］

Dauer und Kontinuität ihrer Erscheinungsweisen　它们的显现方式的延续和连续　385～386

D.（Kontinuität）der Zeit und D.（Kontinuität）des Zeitgegenstandes　时间的延续（连续性）与时间对象的延续（连续性）　241～244，264 f.，275～277，280～283

D.der Zeit　时间的延续　255 f.

D.eines Zeitgegenstandes　时间对象的延续　137 f.，256～261，263 f.，266～268，272 f.

D.eines Zeitgegenstandes und D.eines räumlichen Gegenstandes　一个时间对象的延续和一个空间对象的延续　270～274　（参见Wahrnehmung　感知）

Bewußtsein der gegenwärtigen und der abgelaufenen D.　当下的和流逝了的延续意识　［386］，［392］，［460 f.］

Gegebenheit der D.　延续的被给予性　［401 ff.］

Evidenz der D.　延续的明见性　［438 ff.］

D.nur setzbar im Zeitzusammenhang　只有在时间联系中，延续才能被设定　［411］

Unmöglichkeit der D.im zeitkonstituierenden Fluß　在构造时间的河流中延续的不可能性　［428 f.］，［466 f.］

Ablaufskontinuität dauernder Objekte als Doppelkontinuität　延续着的课题的流逝连续性作为双重连续性　［389 f.］

D.der Wahrnehmung und D.des Wahrgenommenen　感知的延续与被感知之物的延续　［462］

Deckung　相合

D.von Wiedererinnertem mit Retiniertem　再回忆与滞留的相合　［397］，［418］，［425］

D.in der Folge gleicher Objekte als Voraussetzung des Unterschiedes　在相同客体之后继中的延续作为区别的前提　［403 f.］

D.von phßnomenaler und objektiver Zeit　现象时间和客观时间的延续［445 f.］

D.als homogenes Einheitsbewußtsein und D.im Bewußtsein der Verönderung　延续作为同质的统一意识与在变化意识中的延续　［439 f.］

Dehnung，gedehnt　延伸/延伸了的　155，178，192，241，244

Deuten（deuten）　释义　189

Diagramm der Zeit　时间图式　［388 f.］

Dies（-）da　这里的这个　343

Differenz/differenzieren　差异、差、分异　［380］，202，243～244

Dingkonstitution　事物构造　［427］，［430］，［443 ff.］，［447 ff.］，［474 ff.］

Diskontinuität　间断　［439］

Diskret　分立的　［406］，141，296

Disposition　禀赋　139

Eben　刚刚　［477］

Eben-gewesen　刚刚曾是　［458］

Ego　本我　347

Eigenwesen　特有本质　127

Einbildung　臆想　212

Einigen　统合　228

Empirisch/präempirisch　经验素材的、经验的/前经验素材的、前经验的286 f.

Empfindung，empfinden　感觉　［371 ff.］

Urempfindung s.Urimpression unter Impression　原感觉参见印象条目下的原印象

Zeitliche Modifikation der E.　感觉的时间变异　［376 f.］

Ursprüngliche Temporalform der E.　感觉的原初时态形式　［423］

Empfindung und Phantasma　感觉与想象材料　［441］，［454］

E.als primärer Inhalt und“Bewußtsein von”　感觉作为原生内容与“关于……意识”　［442］

E.-Inhalt konstituiert in sinnlichen Impressionen　在感性印象中被构造的感觉内容　［443］

Empfinden als das ursprüngliche Zeitbewußtsein　感觉作为原初的时间意识　［458 f.］

Gleiehzeitigkeit von E.-datum und Auffassung　感觉素材与立义的同时性［462］

Empfindung als inneres Bewußtsein des Empfindungsinhaltes　感觉作为感觉内容的内意识　［482］

E.als Gegenstand der inneren Wahrnehmung　感觉作为内感知的对象［483］

Empfundenes　被感觉之物

Begriff des E.　被感觉之物的概念　［371］

Entgegenleben　走向生活　［458］

Ereignisse　发生事件　［412］

Erfahrung　经验　287

Erhaschen　把捉　355，358

Erinnerung　回忆（Primäre E.　原生回忆，参见Retention　滞留）

Allgemeines：E.und Bildbewußtsein　一般情况：回忆与图像意识　［394］，［416］

Unterschied von primärer und sekundärer E.　原生回忆与次生回忆的区别　［404 ff.］

E.und Erwartung　回忆与期待　［413 f.］Ur-E.　原回忆　［441］，［451］

Gegenwarts-E.　当下回忆　［417 f.］

Jede E.zugleich E.von Immanentem　每个回忆同时都是对内在之物的回忆　［448］

E.an Erinnerung　对回忆的回忆　［455］

Sekundäre Erinnerung＝Wiedererinnerung：W.analog der Wahrnehmung aufgebaut；Unterschiede gegenüber der primären E.　次生回忆＝再回忆：回忆的构建类似于感知　［395 ff.］，［404 ff.］

Vollzugsformen der W.　再回忆的进行形式　［397］

W.als，“Gleichsam-Bewußtsein”　再回忆作为“仿佛—意识”　［401］，［458］

W.als Sphäre des，“Ich kann”；Bedeutung der W.für die Gegebenheit von Bauer und Folge　再回忆作为“我能”领域；对于与后继而言，再回忆的重要性　［402 f.］

W.und Retention　再回忆与滞留　［404 ff.］

Evidenz der W.an Zeitobjekte　对时间客体再回忆的明见性　［407 f.］［459 ff.］

W.als setzendes Bewußtsein im Gegensatz zur Phantasie　再回忆作为设定的意识对立于想象　［408 ff.］，［452 ff.］

Doppelte Intentionalität der W.　再回忆的双重意向性　［411］

W.und Erwartung　再回忆与期待　［413 f.］

Äußere und innere Reproduktion in der W.；ihre Beziehung zum inneren Bewußtsein　再回忆中的外部再造和内部再造；它们与内意识的关系［414 ff.］

Einordnung der W.in den inneren Zeitzusammenhang　再回忆在那时间联系中的编排　［417 f.］

Beziehung der W.auf das aktuelle Jetzt und Zusammenhangsintentionen der W.　再回忆与现时现在的关系和再回忆的联系意向　［456 f.］，［458 f.］

W.und Konstitution der einen objektiven Zeit　再回忆与这一个客观时间的构造　［425 f.］

W.als Erfüllung der Retention　再回忆作为滞留的充实　［472］

W.und imaginäre Apparenz　再回忆与想象显象　［454］

Erlebnis　体验　（参见Akt　行为、Bewußtsein　意识）

Jedes E.entweder Impression oder Reproduktion　每个体验或是印象，或是再造；所有体验都通过印象而被意识到　［441］

Die beiden E.-Grundklassen　体验的两个基本种类　［442］

Inneres Bewußtsein von E.　关于体验的内意识　［481 f.］

Präphänomenales und phänomenales Sein der E.　体验的前现象存在与现象存在　［484］

Erscheinung　显现、显现者、现相　258

Erscheinungsmannigfaltigkeit gegenüber Ding und absolutem zeitkonstituierenden Bewußtsein　相对于事物和绝对的时间构造意识而言的显现之杂多性　［427 ff.］，［430］，［436 ff.］

Transzendente E.konstituiert im inneren B.　在内意识中构造起来的超越显现　［444］

E.und Erscheinendes in eins konstituiert　显现与显现者一致地被构造［445 ff.］

Äußere E.als immanentes Objekt　作为内在客体的外部显现　［447］

E.als Präsentation　显现作为体现　［449］

Wahrnehmungs-E.und Phantasie-E.　感知显现与想象显现　［452 ff.］E.der objektiven Zeit　客观时间的显现　［479 f.］

E.von Immanentem und von Dinglichem　内在之物与事物的显现　［476 f.］

Erstrecken　展开、蔓延　［387］，［465～467］，239，240，244，246，262，360 Erwartung　期待

E.und Erfüllung　期待与充实　155f.，306

E.und Erinnerung　期待与回忆　［413 ff.］

E.und Täuschung　期待与失实　154

E.und Wiedererinnerung　期待与再回忆　305～307

Einordnung der E.in den inneren Zeitzusammenhang　将期待编排到内时间联系之中　［416］

Erweiterung　扩展　［477］

Erzeugung　生产、创造　［386～387］，［390］，260，329，360～361

Extentiv/Extension　延展的/延展　［392］，［469］，［478］，220，225

Folge　后继、序列　［402］，152，267，326，372

Gegebenheit der F.　后继的被给予性　［376］，［401 ff.］

F.und Gleichzeitigkeit　后继与同时　［431 ff.］

Folgendes　后继者　264

Forthalten　继续维持　XLI，318

Früher　早先的　［477］，377

Gefallen　中意　［459］，369

Gegenwart als Grenzpunkt　当下作为临界点　［424］（也可参见：Jetzt　现在）

Gegenständlichkeit　对象性　［429］

Gegenwärtigung（Gegenwärtighaben）　当下具有（参见Vergegenwärtigung）

G.und Erinnerung　当下具有与回忆　［397 ff.］

Jetztgegenwärtigung und Soeben-G.　现在东西拥有与刚刚当下拥有［459］

Gegenstände in der Zeit　时间中的对象

Meinongs und Sterns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zeitlich distribuierten und indistribuierten Gegenständen　迈农和斯特恩对被分配的和不被分配的对象的区分　216～220

Husserls Neuformulierung dieser Unterscheidung und Kritik　胡塞尔对此区分的新表述和批评　220～222（参见Wahrnehmung　感知，Dauer延续）

Gleichheit　相同性Gegebenheit der G.　相同性的被给予性　［403 f.］Begriff der G.　相同性概念　［441］

Gleichsam-Bewußtsein　仿佛—意识　［458］

Gleichzeitig　同时的　［432］，375

Gleichzeitigkeit　同时性

G.im Verhältnis von Wahrnehmung und wahrgenommenem Gegenstand　　感知与被感知对象关系中的同时性　182，201，207，226，274，288

G.im Verhältnis von absolutem Bewußtsein und seinen Gegenständen　绝对意识及其对象关系中的同时性　288

Kritik an der G.im Verhältnis von absolutem Bewußtsein und seinen Gegenständen sowie von Urimpression und zugehöriger Retention　对在绝对意识及其对象以及它的原印象与从属的滞留关系中的同时性的批评　333f.，370

G.und ihre Konstitution im absoluten Bewußtsein　375

Konstitution der G.　同时性的构造　［431 ff.］，［468 ff.］

G.von Wahrnehmung und Wahrgenommenem　感知与被感知之物的同时性　［461 ff.］

Grenzbegriff　临界概念　256

Hyletisch　（感性）原素　359

Ich　自我

I.und Zeitbewußtsein　自我与时间意识　154 I.und Retention　自我与滞留　191

I.und Wiedererinnerung　自我与再回忆　195

Ausschaltung des empirischen I.　对经验自我的排斥　287，335，338 f.，343

Identität　同一（性）

Herstellung des I.－Bewußtseins in der Deckung vou Retention und Wiedererinnerung　在滞留与再回忆的相合中制作同一性意识　［418 f.］，［472］

I.und spezifischer Bestand des Objektes　同一性与客体的特殊组成［419］

I.der Zeitpunkte in der objektiven Zeit　客观时间中的时间点的同一性［420 ff.］，［425］，［460 f.］

I.von Materie und Zeitstelle in der Vergangenheitsgegebenheit　过去被给予性中质料与时间位置的同一性　［423 f.］

I.des Individuums als I.der Zeitstelle　个体的同一性作为时间位置的同一性　［424］

I.der Zeitfelder in der Überschiebung　在叠推中的时间领域的同一性［425 f.］

I.von objektivierter und vorobjektivierter Zeit　客观时间和前客观时间的同一性　［427］

I.als Voraussetzung des Veränderungsbewußtseins　同一性作为变化意识的前提　［440］

I.von Zeitobjekten nur durch Wiedererinnerung zu geben　时间客体的同一性只能通过再回忆而被给予　［459］

I.des Dinges nicht adäquat zu realisieren　不能相即地实现事物的同一性［480］

I.durch Wiederholung und Reproduktion　借助于重复和再造的同一性148 f.，155，215 f.，355

Individuation und I.des Zeitgegenstandes　个体化与时间对象的同一性196，239～241，265，272 f.

Individuelle I.des Zeitgegenstandes und abstrakte I.der Zeitstrecke　个体的同一性与时间片段的抽象同一性　245 f.，249～251

Individuation und I.des Raumgegenstandes　个体化与空间对象的同一性251 f.，270

Idealbegriff　理想概念　256

Ideation（ideierende Abstraktion）　观念直观（观念化的抽象）　242，259

Ideell　意项的　［439］，［475］，141 f.，257，337

Illusion　幻想　103

Imagination　想象（参见Phantasie　想象）Impression　印象

Apriorische Notwendigkeit des Vorangehens einer I.vor der Retention　印象先行于滞留的先天必然性　［493 ff.］

I.und Phantasma　印象与想象材料　［423］，［454］

Jedes Erlebnis bewußt durch I.；doppelter Begriff von I.　每个体验都通过印象而被意识到　［441 f.］

I.als primäres Bewußtsein　印象作为原生意识　［442］

Akt-I.und sinnliche I.　行为印象与感性印象　［443］

Unterschied zwischen I.und Imagination　印象与想象的区别　［454］

Urimpression：U.und Übergang in die Retention　原印象：原印象与向滞留中的过渡　［390 f.］，［450 ff.］

Unterscheidung einer U.von der anderen durch das Jetzt　通过现在而将一个印象与另一个印象区分开来　［423］

Das Zugleichsein von Urempfindungen　原感觉的特殊存在　［431 ff.］

U.als Urschöpfung　原印象作为原创造　［451］

Individualität　个体性

I.konstituiert durch die Zeitstelle　通过时间位置构造的个体性　［422 f.］，［424］

Erhaltung der I.der Zeitfelder　时间流于个体性的获得　［425 f.］

Individuelles Sein als veränderlich oder unveränderlich　个体存在作为变化的和不变的　［428］

Individuation　个体化（参见Identität　个体性）Ineinander　相互蕴涵　［370］，188 

Inhalt　内容

Immanenter Inhalt　内在内容　［430］，［437］

Evidenz der immanenten I.　内在内容的明见性　［438 ff.］

Bewußtsein des immanenten I.　内在内容的意识　［473 f.］

Primärer Inhalt und“Bewußtsein von”als Erlebnisgrundklassen　原生回忆与作为体验基本种类的“关于……意识”　［442］

P.I.als Träger von Auffassungsstrahlen　原生内容作为立义光束的载者［456］

P.I.als Nicht-Akt　原生内容作为非行为　［482］

Urinhalte als Träger von Urauffassungen　原内容作为原立义的载者［444］

Intention，Intentionalität　意向，意向性

Doppelsinn der Rede von Intentionalität　意向性说法的双重意义　［388］

Transzendente I.nur durch immanent Konstituiertes möglich　超越的意向只有通过内在的被构造之物才是可能的　［443］

Gegenständliche Intention als identische durch die Zeitmodifikationen　对象的意向性作为贯穿在时间变异中的同一意向　［418 f.］

Originäre I.von Jetzt zu Jetzt　从现在到现在的本原意向　［457］

Doppelte Intentionalität：der Wiedererinnerung　双重的意向性：再回忆［411 f.］/d.I.der Retention　滞留的双重意向性　［433 ff.］/d.I.des Bewußtseins　意识的双重意向性　［436］，［469 ff.］

Umgebungsintentionen：Bedeutung der U.für die Konstitution von Zeitobjekten　环境意向：环境意向对于时间客体构造的意义　［412］/U.der Gegenwartserinnerung　当下回忆的环境意向　［417］

Zusammenhangsintentionen von Wahrnehmung und Erinnerung　感知与回忆的聚合意向　［455 ff.］

Intergrierend　统合性的　218

Introjektion　融情　310

Intuition/intuitiv　直觉、直观/直觉的、直观的　233

Iteration/iterieren　迭复　［469］

Jetzt　现在

Selbstgegebenheit des J.　现在的自身被给予性　211 f.

Unselbständigkeit der jetzigen Phase（Querschnitt）eines zeitlichen Prozesses　一个时间过程的现在相位的不独立性　199 f.

J.als Grenzpunkt mit retentionalem sowie protentionalem Horizont　现在作为带有滞留的和前摄的视域的临界点　167～169，176，237，275，280，297，313，315

J.und absolutes（urimpressionales）Bewußtsein　现在与绝对的（原印象的）意识　333 f.，370～372

J.und Urempfindung　现在与原印象　325～327，372～382

Brentanos Bestimmung des Jetzt　布伦塔诺的现在定义　［378］

Jetztbewußtsein von Dauerndem　关于延续之物的现在意识　［385 f.］

Wandlung des J.in Gewesen　现在变为曾在　［390 f.］，［450 ff.］

“Grobes”und“feineres”J.，Jetztauffassung als ideale Grenze　“粗糙的”和“较细致的”现在　［399 f.］，［424 f.］

Phantasie-J.　想象现在　［400］

Verschiedenheit eines J.von anderen　一个现在与另一个现在的不同［421］

Identität des J.im Zurücksinken in die Vergangenheit　在向过去回坠中的现在同一性　［418］，［422］

Jetztpunkt als Urquell der Individualität，definiert dutch die ursprüngliche

Empfindung　现在点作为共同性的原泉源　［423］

Das J.als einheitliches，eine Zeitstelle konstituierend　现在作为同一之物、构造着一个时间位置　［426 f.］

J.als Modifikationsergebnis　现在作为变异结果　［450］

Originäre Intention von Jetzt zu Jetzt　从现在到现在的本原意向　［457］

J.in sich intentional enthaltend alle früheren Stufen　现在在自身中意向地包含着所有的早先阶段　［463］

Bewußtsein des J.kein auffassender Akt　现在意识不是立义行为　［473］

Klang　音响　279

Koextension　并延　233，322

Koexistenz　并存　［438］，262

Komponent　组元　［414］，305，306

Kompossibel　可共存的　177

Konkretum/Konkreta　具体项　254～256 

Konstitution　构造

K.und absolutes Bewußtsein　构造与绝对意识　277f.（Anm.），290，381f.

K.und Wiedererinnerung　构造与再回忆　300

Kontinuität/Kontinuum　连续性/连续统　318

Kontinuität der Ablaufsphänomene und ihr Quellpunkt　流逝现象的连续性及其源泉点　［388 ff.］

K.der Empfindungen und der Phantasmen　感觉与想象材料的连续性［406］

Abschattungs-K.　映射连续性　［429］

Kontinuum von Phasen als Vor-zugleich　作为前—同时的相位的连续统［433］

Kontinuität als Voraussetzung der Diskontinuität　连续性作为间断性的前提　［439］

Kontinuum der zeitlichen Modifikationen als einseitig begrenzte orthoide Mannigfaltigkeit　时间变异的连续统作为单面有限的相邻杂多性［450 ff.］，［468］

Lage　状况　249，266

Limesbegriff　极限概念　256

Logisch/vorlogisch　逻辑的/前逻辑的　287 

Lokal　地方　189

Material　材料　［489］

Merkmal　标记　［378］

Mitvergegenwärtigung　共当下化　［459］

Modifikation（modifizieren）　变异

Wesen der temporalen M.　时态变异的本质　［450］

Phantasie-M.　想象变异、Erinnerungs-M　回忆变异参见Phantasie　想象等等

Moment（n）　瞬间　253

Moment（m）　因素　254～255

Nacheinander　相互跟随　［369］，［382］，［401］，236，315，317

Nachhall　余音　［463］，370

Nachklang/nachklingen　余声　［463］，166，277，323

N.und Retention　余声与滞留　［392］

Serie von N.　余声串　［463］

Nativismus　天赋论　［370］，188

Nebeneinander　相互并列　［370］，188

Objekt　客体（＝Gegenstand　对象）

Dauerndes immanentes O.und O.im Wie　延续的、内在的客体与样态中的客体　［387］

Außerzeitliche und zeitliche Komponenten der Gegenstands-（Objekt-）konstitution　对象（客体）构造的外时间组元和时间组元　［419］　Zeitliche Objekte als dauernde，unveränderliche oder veränderliche　时间客体作为延续的、不变的或变化的客体　［428］　（参见Zeitobjekt　时间客体）

Unterscheidung von Gegenstand，Bewußtsein，Erscheinungen　对象、意识、显现的区别　［430］

Erscheinende O.konstituiert in transzendenten Erscheinungen　在超越的显现中构造出显现的客体　［444］

O.als Identisches der Intentionen　客体作为意向的同一之物　［460］

O.-Dauer und Dauer der Wahrnehmung　课题延续与感知延续　［462］

Konstitution von nichtzeitlichen O.　非时间客体的构造　［448］

Spontane Einheiten als immanente Objekte　自发的统一作为内在的客体［486 ff.］

Objektive Zeit　客观时间

O.Z.und göttliches Bewußtsein　客观时间与神的意识　175

Phänomenologische Ausschaltung der o.Z.　对客观时间的现象学排除169，187～189，314，339

Phänomenologische Konstitution der o.Z.　客观时间的现象学构造　214 f.

Ontisch　在体的　［446］，［454］，376

Originär　本原的　XVI，［379～380］，［457～458］

Originell　原发的［489］

Ort　场所　189

Phänomen　现象　336～337

Phänomenologie　现象学　336 f.（参见Reduktion　还原）

Phansiologie/phansiologisch　显现学、显现学的　277，295，315，337

Phansisch　显现的　320，336，375

Phantasie　想象

P.und Wahrnehmung　想象与感知　164

P.und Wiedererinnerung　想象与再回忆　152～154，162～164

P.und Bildbewußtsein　想象与图像意识　183，308

P.als Vergegenwärtigung　想象作为当下化　183，289，308～310，312

Ph.als Ursprung der Zeitvorstellung nach Brentano　布伦塔诺将想象理解为时间表象的起源　［375］

Ph.und Vorstellung der Zukunft　想象与未来表象　［377］

Ph.als“Gleichsam”-Bewußtsein　想象作为“仿佛”—意识　［400 f.］

Ph.als nicht selbstgebendes Bewußtsein　想象作为不是自身给予的意识［404］

Unterschied der Ph.gegenüber der Retention　想象与滞留的区别　［404 ff.］

Unterschied der Ph.gegenüber der Wiedererinnerung　想象与再回忆的区别　［409 f.］

Einordnung der Ph.-Zeit in die objektive Zeit　将想象时间编排到客观时间之中　［426］

Urphantasie als Ursprungsmoment eines Kontinuums　原想象作为一个连续统的起源因素　［451］

Ph.und Vergegenwärtigung bzw.Erinnerung　想象与当下化或回忆［452 ff.］［456 f.］

Phantasma　想象材料

Bedeutung des Ph.für das vergegenwärtigende Bewußtsein　想象材料对于当下化意识所具有的意义　［405］

Ph.als Kontinuum　想象材料作为连续统　［406］

Ph.und Impression　想象材料与印象　［423］，［442］，［454］

Ph.und Empfindung　想象材料与感觉　［441］

Ph.kein intentionales Erlebnis　想象材料不是意向体验　［442］

Ph.als Auffassungsmaterial　想象材料作为立义材料　［453］

Ph.und Erinnerung　想象材料与回忆　［455］Phase　相位　XXXIX，［385］，［473］，263，276

Unwiederholbarkeit der Ph.相位的不可重复性　［389］

Retentionale Ph.ohne Möglichkeit einer Extension　不具有延展可能性的滞留相位　［393］

Ph.des zeitkonstituierenden Flusses als Abschattungskontinuitäten　作为映射连续性的时间构造流的相位　［428 f.］

Potentialität/potenziell　潜能性　［456］

Präsentes/Präsentant　在场者　196，317，223，233，311

Primär　原生的　［380］，［455］

Primitiv　原始的　［442］

Protention　前摄　［410］

P.als“Fortsetzungstrieb”　前摄作为“继续本欲”　138f.

P.und Jetzt　前摄与现在　167～169，297

P.im absoluten Bewußtsein　绝对意识中的前摄　297，301

Punktualität　点性　236

Pure　纯然的　254

Quales　特质　266

Qualität　质性　260～262

Qualifizierung　262

Raum　空间

objektiver und erscheinender R.　客观的和显现的空间　［370 f.］，［473］Reduktion　还原

Phänomenologische R.und Doppelbegriff des Phänomens　现象学的还原与想象的双重概念　336 f.，347

Phänomenologische R.und Umgrenzung des Forschungsgebietes der Phänomenologie　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研究领域的划界　335f.，338f.，346～348

Phänomenologische R.und Analyse des Zeitbewußtseins　现象学还原与时

间意识分析　314 f.

Phänomenologische　R.und die zeitlichen Bedingungen einer phänomenologischen Wissenschaft　现象学还原与一门现象学科学的时间条件　339～342（参见Ich　自我、Objektive Zeit　客观时间）Reell　实项的　336～337

Reflexion　反思

R.und vor-reflexives Bewußtsein eines Bewußtseinsaktes　反思与对一个意识行为的前反思意识　161

R.und Retention　反思与滞留　380

R.und Analyse des Zeitbewußtseins　反思与时间意识分析　168，240，

285 f.，290　（参见Wiedererinnerung　再回忆）

Möglichkeit der R.　反思的可能性　［394 f.］，［467 f.］，［471 ff.］，［483 ff.］

Regreß，unendlicher　无穷倒退　［467］，［473］，［481］，209，236，327，332 Vermeidung des u.R.in der Erfassung des Zeitbewußtseins　在对时间意识之把握中避免无穷倒退　［467 f.］，［471 ff.］

Reproduktion，Repräsentation　再造，代现（参见Vergegenwärtigung　当下化）

Retention　滞留（＝primäre Erinnerung　原生回忆）

R.als Noch-Bewuätsein　滞留作为仍然—意识　［386］

R.als kontinuierliche Modifikation aller früheren Modifikationen und alsaktuell Daseiendes　滞留　［390 f.］

R.als Intentionalität，R.und Nachklang　滞留作为意向性和余声　［392 f.］

R.und Bildbewuätsein；R.weist auf Impression zurück　滞留与图像意识；滞留回指向印象　［394 f.］

Evidenz der R.　滞留的明见性　［394］，［407］

R.und sekundäre Erinnerung　滞留与衍生回忆　［395 f.］，［404］

Erfassung des Retinierten in der Wiedererinnerung　在再回忆中对滞留之物的把握　［397］

R.als Wahrnehmung　滞留作为感知　［401］

Bedeutung der R.für die Gegebenheit von Dauer und Folge　滞留对于延续和后继的被给予性的意义　［402］

R.und Vergangenheits-Bewuätsein　滞留与过去意识　［433］

Doppelte Intentionalität der R.　滞留的双重意向性　［433 ff.］

Innere undäuäere R.　内滞留与外滞留　［471］

Unmäglichkeit der Retention von Unbewuätem　无意识的滞留的不可能性　［473］

R.und Jetztbewußtsein　滞留与现在意识167～169，328 f.

R.setzt Wahrnehmungsbewußtsein voraus　滞留以感知意识为前提　313 f.，317 f.

（Begrenzte）Anschaulichkeit der R.　滞留的有限直观性　193 f.，232 f.，294 f.，315～317，343 f.，353

R.und Wiedererinnerung　滞留与再回忆　158，164～167，198，212 f.，295，333，367 f.，376 f.

R.als Auffassung von（bildlich）modifizierten Inhalten　滞留作为对（图像）变异内容的立义　152，159 f.，174～176，209 f.，214 f.，233 f.，276，280 f.，318 f.

R.ist keine aktuelle Auffassung von einem（aktuellen）modifizierten Inhalt（＝Phantasma）　滞留不是对一个（现时）变异了的内容（＝想象材料）的现时把握　296，311 f.，322～324

R.als eine Art von Vergegenwärtigung　滞留作为一种当下化281（注），324，376，382

R.einer vergangenen Dauer und R.eines vergangenen Zeitpunktes　一个过去的延续的滞留和一个过去的时间点的滞留　325

R.eines vergangenen（Zeit-）Gegenstandes und R.der vergangenen Wahrne-

hmung von ihm　一个过去（时间）客体的滞留和对它的过去感知的滞留　193 f.，203 f.，234～236

Stetige retentionale Modifikation　持续的滞留变异　208～210，214 f.，276，281，313，327～332，365 f.

R.der Folge von immanenten Zeitgegenständen und Zeitpunkten sowie R. der Folge des（absoluten）Bewußtseins（＝retentionale Quer－und Längsintentionalität）　内在时间对象和时间点以及（绝对）意识（＝滞留的横意向性与纵意向性）的后继的滞留　329～333，379～382

Kritik an Brentanos Bestimmung des ursprünglichen Bewußtseins der Vergangenheit　批评布伦塔诺对原初的过去意识的定义　171～173

Rückwirkung　回复作用　［411］

Sachverhalt　事态

“Erscheinung”von S.　事态的“显现”　［499］

Sehding　看之事物　［477］

Selbstbewußtsein　自身意识S.und Wahrnehmung eines Gegenstandes　自身意识与对一个对象的感知 161

Simultant　同时的　323

Soeben gewesen.Erschaubar in der Retention　刚刚曾在。在滞留中可直观的　［401］

Soeben-vergangen　刚刚过去　［457］

Spontaneität　自发性

Ursprüngliche S.des inneren Bewußtseins　内意识的原初自发性　［468］

Gebilde der S.als immanente Zeitobjekte　自发性的构成物作为内在的时间客体　［486 ff.］

Starr　固持的　252

Stetigkeit　持续性　171

Strahlen　目光束　［456］

Strecke　片段　［462］，200，255，272，341

Stufen des Zeitbewußtseins　时间意识的阶次（参见Absolutes Bewußtsein绝对意识，Objektive Zeit　客观时间）

Subjektivität，absolute　绝对主体性　［429］

Substanz　实体　［480］

S.als das Identische im Wechsel des Zeitflusses　作为时间变换中同一之物的实体　［479 f.］

Substrat　基质　［480］，247

Sukzession　演替　［383］，［439］，189，322

Sukzessive Wahrnehmung und Wahrnehmung der S.　演替性的感知和对演替的感知　152 f.，190 f.，193～195，322 f.

Absolutes Bewußtsein und Bewußtsein der S.　绝对意识与演替意识332，375 f.

Möglichkeit der Wahrnehmung von S.　演替的感知可能性　［376］　（参见Folge　后继）

Sukzessionsbewußtsein　演替意识　［401］

Symbol（symbolisch）　象征（象征的）　173

Temporalzeichen　时态符号　［372］，［382］，188

Terminieren　限定　［391］，276，280

transient　瞬变的　291，300，323

Typus　类型　254

Übereinander　相互叠加　［370］

Überschiebung　叠推　［425］

Unveranderung　固持、不变　223

Urempfindung　原感觉（参见Jetzt　现在）

Urimpression　原印象（参见Impression　印象）

Ursein　原存在　［424］

Ursprünglichkeit，Ursprung，ursprünglich　原初性/起源/原初的、源初的190

Ursprungsfrage.Psychologisch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起源问题。心理学

的和现象学的　［373 f.］Urteil　判断

Konstitution des U.als immanenten Zeitobjektes　［448 f.］，［486］

Urzeugung　原生成　［468］

Veränderung　变化

Stetige V.持续的变化　［428 f.］，［439 f.］，［465 f.］

Bewußtsein der V.Einheit voraussetzend　变化意识以统一为前提　［440］

Verblassen　退散　［392］，311

Verbleiben　持留　201，205

Verbreiten　扩散　253

Vereinheitlichen　统一化　354

Verfließen　消逝　373

Vergangenheit　过去

Gegeben durch Phantasie nach Brentano　在布伦塔诺看来通过想象被给予　［375］

Kritik dieser Auffassung　对这种理解的批评　［378 ff.］

Vergangenheitsanschauung als originäres Bewußtsein　过去直观作为本原意识　［392］

Wahrnehmung des V.　对过去的感知　［394 f.］，［398 f.］，［401］

Erfüllung von Vergangenheitsintentionen　过去意向的充实　［413 f.］

V.als Modifikation der identischen Zeitmaterie und Zeitstelle　过去作为同一时间质料和时间位置的变异　［423 f.］，［460 f.］

VergangenheitsBewußtsein und Retention　过去意识与滞留　［433］

Vergangenheitsintentionen von Wahrnehmung und Erinnerung　感知与回忆的过去意向　［456 ff.］

Vergegenwärtigung/vergegenwärtigen　当下化　［379］（＝Reproduktion再造；als Obertitel für sekundäre Erinnerung und Phantasie，s.d.An dieser Stelle sind nur die für beide gemeinsam geltenden Ausführungen zitiert.对于次生回忆与想象的总标题。在这里仅仅给出对两者都共同有效的陈述）

V.und Gegenwärtigung　当下化与当下拥有　185 f.，234，291，297～301，310，367 f.（参见Phantasie　想象、Retention　滞留、Wahrnehmung　感知、Wiedererinnerung　正义）

Unterschiede der V.gegenüber der Retention　当下化与滞留的区别［404 ff.］

Freiheit der V.　当下化的自由　［406 f.］

Klarheitsstufen und Evidenz der V.　当下化的清晰阶段和明见性　［407 f.］

Vergegenwärtigungsflußals zeitkonstituierender；doppelte Intentionalität der V.　当下化河流作为构造时间的河流；当下化的双重意向性［410］

Scheidung von setzenden und nichtsetzenden V.　对设定的和不设定的当下化的区分　［416］

Setzende Reproduktion s.Wiedererinnerung.　设定的再造参见回忆

V.und Impression　当下化与印象；V.als sekundäres Bewußtsein　当下化作为次生意识［441］，［482］

V.als gegenwärtiges Bewußtsein　当下化作为当下意识　［441］

Vergegenwärtigungsbewußtsein als immanentes Objekt　当下化意识作为内在客体　［448］

V.und Phantasie　当下化与想象　［452 f.］

Durchgängige Korrelation von V.und Wahrnehmung　当下化与感知的贯穿关联　［483］

Vergleichung　比较　［404］

Verharrendes　持恒之物　［479］

Verklingen　逐渐消散　199，212

Verlauf　流程　［376］，158

Vermeinen/vermeintlich　臆指、臆指的　［416］

Vorher　先前　169

Vorhin　刚才　［477］

Vorkommnis　发生情况　254～255 

Vorstellung　表象　［452 f.］

Wahrnehmung　感知

adäquate（evidente）und inadäquate（nicht-evidente）Wahrnehmung　相应的（明见的）感知与非相应的（非明见的）感知　［478 ff.］

äußere und innere Wahrnehmung　内感知与外感知　［446 f.］

Innere W.　内感知

Evidenz der i.W.　内感知的明见性　［394 f.］/i.W.von Erlebnissen　关于体验的内感知　［481 ff.］/Doppeldeutigkeit im Begriff der i.W.　内感知概念中的双重含义　［480 f.］/I.W.als setzende Meinung　内感知作为设定的意指　［483］

W.als ursprünglich-intuitive Erfahrung der Wirklichkeit　感知作为原初—直观的现实性经验　287

W.konstituiert Gegenwart　感知构造当下　182

W.und Phantasie　感知与想象　164，288～291

W.und Wiedererinnerung　感知与再回忆　213，288～291

W.von immanenten und transzendenten Gegenständen　对内在对象和超越对象的感知　237 f.，269～273，278 f.，354～358，361 f.

Gegenwärtige W.und ihr retentionaler sowie protentionaler Horizont　当下感知与它的滞留和前摄的视域　167～169，190 f.，231

W.eines Zeitgegenstandes　对一个时间对象的感知　149 f.，205 f.

W.eines Zeitgegenstandes（in Veränderung und Unveränderung）　（在变化与不变中）对一个时间对象的感知　238～243，246～249，253 f.

W.eines Zeitgegenstandes und W.der Zeitlichkeit　对一个时间对象的感知与对时间性的感知　170，275～277，280～283

W.eines Jetztpunktes und W.einer Dauer　对一个现在点的感知与对一个延续的感知　141

W.als ein zeitlicher Prozeß　感知作为一个时间过程　148 f.，153 f.，156f.，167 f.，177 f.，190 f.，199 f.，222～223，319～321

W.eines räumlichen Gegenstandes　对一个空间对象的感知　142 f.

W.eines räumlichen Gegenstandes und die Kinästhesen　对一个空间对象的感知与动感　144～146，151

W.eines räumlichen Gegenstandes als ein Erfüllungsprozeß　对一个空间对象的感知作为一个充实过程　149（参见Vergegenwärtigung　当下化）

W.als Gegenwärtigung　感知作为当下拥有　［397 ff.］

W.als selbstgebender Akt im Gegensatz zur Reproduktion　感知作为自身给予的相位　［400 f.］

W.als Erfüllung der Erwartung　感知作为期待的充实　［414］

Zeit der W.und Zeit des Wahrgenommenen　感知的时间与被感知之物的时间　［427］，［461 ff.］

Zweifellosigkeit der W.von zeitlich Extendiertem　对时间上延展之物的感知的无疑性　［438］

W.und Wahrgenommenes im selben impressionalen Bewußtsein konstituiert　感知与被感知之物是在同一个意向意识中构造起来的　［443］

W.-Erscheinung und Phantasieerscheinung　感知显现与想象显现　［452 f.］

Zusammenhangsintentionen der W.　感知的联系意向　［455 ff.］

W.in vierfachem Sinne　在四重意义上的感知　［463 ff.］

Durchgängige Korrelation von Wahrnehmung und Vergegenwärtigung　感知与当下化的贯穿的关联　［483］

Wiedererinnerung，Wiedervergegenwärtigung　再回忆，再当下化（参见Erinnerung　回忆）

W.und Mögliche täuschung　再回忆与可能的欺瞒　153 f.，158，195～197，308，340 f.，345

Zeit　时间

Allgemeines：Empfundenes und wahrgenommenes Zeitliches　一般情况：被感觉到的和被感知到的时间　［371］

Der“Ursprung”der Z.　时间的“起源”　［373 f.］

Vermengung von subjektiver und objektiver Z.in der Psychologie vor Brentano　在布伦塔诺心理学中对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混淆　［375 f.］

Gewinnung der Vorstellung der unendlichen Z.　［377 f.］

Die Zeitcharaktere als alterierende irreale und reale Zeitprädikate nach Brentano　布伦塔诺将变衍的非实在时间谓项与实在时间谓项视为时间特征　［378］　Unterschied von Z.—Wahrnehrnung und Z.—Phantasie bei Brentano nicht Berücksichtigt　布伦塔诺没有顾及时间感知与时间想象之间的区别　［379 f.］

“UnMöglichkeit”der Auffassung des Zeitmoments als Zeitinhalt　“不可能”将时间因素理解为时间内容　［380 f.］

Zeitliche Perspektive　时间透视　［388］

Zeitanschauung und Retention　时间直观与滞留　［392］［470 f.］

Apriorische Zeitgesetze　先天的时间法则　［426］

Z.der Erfassung des Zeitbewußtseins　对时间意识之把握的时间　［467］

Immanente und objektive Z.　内在的和客观的时间：

Erscheinende Z.als absolute Gegebenheit　显现的时间作为绝对的被给予性　［369］

Ausschaltung der objektiven Z.als Transzendenz　对作为超越的客观时间的排除　［369 ff.］

Konstitution der objektiven Z.　客观时间的构造　［420 ff.］，［460 f.］，［476 f.］

Anteil der Wiedererinnerung an der Konstitution der objektiven Z.　再回忆对客观时间构造的参与　［425 f.］

Identität vorobjektivierter und objektivierter Z.　前客体化的和客体化的时间的同一性　［427］

Immanente und präimmanente Z.　内在的和前内在的时间　［436］

Objektivierung der immanenten Z.　内在时间的客体化　［444 f.］

Deckung von phänomenologischer und objektiver Z.　现象学时间与客观时间的相合　［445］

Subjektive Z.als Z.derErscheinungen konstituiert imabsoluten Bewußtsein　主观时间作为显现的时间在绝对意识中被构造　［464］

Objektive Z.konstituiert durch“äußere”Retention　客观时间通过“外”滞留而被构造　［471］

Die“Darstellung”der objektiven Z.　对客观时间的“展示”　［475 ff.］

Flußder objektiven und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Z.　客观的和现象学时间的河流　［478 f.］

Zeitbewußtsein　时间意识

Z.und Apriori der Zeit　时间意识与时间先天　［374］

Ursprüngliches Z.und Empfinden　原初时间与感觉　［458 f.］

Die wesentlichen Modi des Z.　时间的本质样式　［459］

Zeitobjekte　时间客体

Begriff des Z.　时间客体概念　［484 f.］

Erscheinungsweisen der immanenten Z.　内在时间客体的显现方式［385 ff.］

Auffassung von Zeitlichem in einem Aktkontinuum　对一个行为连续统中的时间之物的立义　［385］，［424］

Reproduktion von Z.　时间客体的再造　［395 f.］

AdäquateWahrnehmung von Z.　对时间客体的相即感知　［398］

Umgebungsintentionen und Konstitution von Z.　时间客体环境意向和构造　［412］

Objektivation von Z.　时间客体的客体化　［422］

Stufen der Konstitution von Z.　时间客体的构造阶段　［427 f.］

Identität von Z.und objektiven Zeitpunkten in der Wiedererinnerung　时间客体的同一性与再回忆中的客观时间点　［459 ff.］Konstitution von immanenten Z.　内在时间客体的构造　［486 ff.］

Phantasiezeit：Einordnung der Ph.－Z.in die objektive Z.　想象时间：将想象的时间客体编排到客观的时间客体中　［426］

Zeitspanne　时段　327

Zugleich　同期的、同时的　［432～433］，［435］，375

Zukunft　未来、将来

Vorstellung der Z.　未来表象　［377］

Zukunftsintentionen der Erinnerung　回忆的未来意向　［457］

Zurückbleiben/zurückliegen　留存的　206，233

Zurückschiebung　回移　XXXIX－XL，［318～319］

Zurücksinken　回坠　［385］，［406］

Zusammen　聚合

Z.von formidentischen und kontinuierlich abgewandeltenModis　形式同一的和连续变动的样式的聚合　［432］　
Zusammenhangsintentionen der 

Wahrnehmung und Erinnerung　感知与回忆的聚合意向　［455 f.］

Zusammen-Bewußtsein　聚合—意识　207

Erfassung des Zusammen des Gegenstandsbewußtseins　对对象意识之聚合的把握　［465］

Zuwendung auf Erlebnisse　对体验的朝向　［484 f.］

【注释】


(1)该索引由三个部分组合而成：第一个部分是由L.兰德格雷贝制作的索引。这个索引并未附在1928年发表于《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9卷上的《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一文后，也未出现在该书的单行本后。但它显然是为该书而作的，因为其中标出页码均为该书的页码，即《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9卷的页码。这些页码在本书即《胡塞尔全集》第10卷中作为边码列出，并加有方括号，以有别于本书自身的页码。这个索引所标明的只是《胡塞尔全集》第10卷的A部分的主要概念出现的主要位置。另一个部分是由鲁道夫·贝耐特编辑、1985年出版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文本》后面所附的索引组成。它所标明的是《胡塞尔全集》第10卷的B部分的主要概念出现的主要位置，特别重要的地方是以斜体标明的。最后一个部分是译者所加的概念译名。译者之所以加入它们，理由不外乎有二：或是因为它们对文本的理解起着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或是因为它们在汉语语境中需要得到特殊的处理。——译者


译后记

拖延多年之后，《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翻译总算是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实际上要早于舍勒的《形式主义的伦理学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在决定翻译舍勒书时便出于种种考虑而同时决定此后不再翻译胡塞尔的著作(1)。其中最主要的考虑是想把目光转向意识哲学的其他向度。因此，这里对《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翻译出版，还是对此决定前的一个承诺的兑现。

很欣慰的是：这个计划完成后，胡塞尔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便通过译者的翻译而比较完整地被引入了汉语学术领域。这个部分是理解胡塞尔的一个重要视角。尽管如此，由于胡塞尔的思想资源极为丰富，这个视角也只能提供窥视他的思想大厦的少数几个窗口。好在现在有许多致力于胡塞尔翻译的学者而且成果卓著，(2)因此自己也就偷得借口，不准备再每每攀上胡塞尔的肩膀，首先借他的高度、从他的视角出发来思考问题，而是意图沿着自己的问题线索往其他可能的方向再走一走。(3)

回到《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上来。刚才提到的胡塞尔思想的重要视角，与他早期的意识分析的主要意图有关，尤其也与译者的胡塞尔翻译有关。去除零碎的一些胡塞尔文章与文集的翻译不论，译者至此为止的主要胡塞尔著述翻译为：《逻辑研究》、《现象学的观念》、《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和这本《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它们都是胡塞尔的早期著作，其主要部分再现了胡塞尔从1900到1907年期间的思想发展，即在超越论现象学的转向发生之前的基本思考方向，尤其是在《逻辑研究》与《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之间所贯穿的一条红线。

译者之所以始终割舍不下《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也主要是因为它与译者所译的另一部胡塞尔代表作《逻辑研究》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我们完全可以把《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看做《逻辑研究》的续编。这个说法并非是一个基于笔者个人偏好的杜撰，而是依据了以下明见的事实，即：两者在内容上有本质上的承接性。在两本著作中所作的研究几乎是交错进行的。

胡塞尔本人在1904/05年冬季学期所作的题为“现象学与认识论的主要部分”哥廷根讲座中一开始便说明：

“新近在对我的旧设想的彻底审视中，我便以此方式发现了一些思想序列，它们在我的《逻辑研究》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对待，我当时已经讨论过的一些本质难题，在我的这部著作中几乎没有被触及并且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研讨。甚至整个回忆领域，因此还有本原的时间直观现象学的全部问题，在这部著作中都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死寂的状态。我当时无法战胜这里所存在的异常的困难，它们也许是整个现象学中的最大困难，而由于我不想事先就束缚自己，因此我便宁可完全保持沉默。”(4)

此后胡塞尔在1904/05年之所以重又回到这一课题上并在讲座中讨论这一问题，原因在于：

“看起来最好的做法是：我们在共同的工作中自己来详细地探讨相关的问题，我们尽我们之所能来追踪这些问题。只要允许，我们就至少要把困难与理解的可能性清楚地表述出来，我们始终要弄清，真正的问题何在，如何纯粹地把握它们，如何将它们一劳永逸地表述出来。在我作为作者保持了沉默的地方，作为教师我却可以做出陈述。最好是由我自己来说那些尚未解决、更多是在流动中被领悟到的事物。”(5)

一度与胡塞尔走得最近的M.海德格尔，也在1928年出版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的“编者前说明”中明确地点出了该书与《逻辑研究》的内在联系：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对时间意识的意向特征的析出和对意向性一般的不断增强的根本澄清。仅这一点——撇开个别分析的特殊内容不论——就已经使得下列研究成为对在《逻辑研究》中首次进行的意向性之基本昭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6)

为此提供论证的还有芬克，他在为《哲学家辞典》（柏林，1937年）而替胡塞尔撰写的“自我介绍”条目中写道：

“在《逻辑研究》之后，胡塞尔的研究致力于将现象学系统地扩展为一种普全的意识分析学。从1905年关于直观现象学的哥廷根讲座的更为宽泛之联系中，产生出了1928年才发表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由M.海德格尔编辑出版）。如果《逻辑研究》因其论题而主要将目光朝向自发主动性的意向成就上，那么在这些‘讲座’中所揭示的则是纯粹被动发生的意向成就，在这些成就中，流动中的意识生活在一种隐蔽的连续综合中，按照一种严格的本质规律性，作为在时间上存在的体验流而自为地构造起自身。在这里开启了对意向性本质以及对其构建意向蕴涵的诸方式的全新洞察。在这里已经实施了对所有超越的有效性的彻底排除的方法，但还缺少一种对从纯粹现象学上理解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主体性和超越论的主体性的原则对照。”(7)

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内容无论在其问题发生方面，还是在其逻辑展开方面，都是对《逻辑研究》的直接承续。

除此之外，《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之所以至关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胡塞尔生前仅仅发表过两部非引论性的现象学著作，一本是《逻辑研究》，另一本就是《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它们似乎一同构成了在海德格尔代表作《存在与时间》标题中所突显出的两个最纯粹的哲学问题：存在与时间。它们在胡塞尔的哲学意识中就意味着：存在意识或（被意识的存在：Bewußt-sein）与时间意识（Zeitbewußtsein）。

很有意思的是，在1906年完成超越论的转变之后，胡塞尔在公开发表的著作中便忙于对超越论现象学作方法上的引介和论辩，给人印象是他无暇再顾及实事方面（内容方面）的分析了——至少从他发表其他著作的标题来看是如此。

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从胡塞尔未发表的大量文稿来看，他绝大多数的时间仍然奉献给了现象学的实事性研究。这恰恰符合他所提出的“现象学是工作哲学”的主张。就内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分析而言，胡塞尔他一生对内时间意识的集中分析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时期进行的（这里不去考虑他在其他时间对此问题的断续的、零碎的思考）：

第一阶段：1904/05年，也可以说一直延续到1911年；第二阶段：1917～1918年；第三阶段：1929～1934年。

1）首先是在1904/05年冬季学期，胡塞尔作了著名的“现象学与认识论的主要部分”的讲座，其中第四部分在“论时间现象学”的标题下，专门分析内时间意识。实际上，他此前已经对此问题做了十多年的思考，而此后在他的现象学分析也对时间意识问题不断地有所涉及，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1年。

1916年，埃迪·施泰因担任胡塞尔的助手，一年后开始加工处理胡塞尔挑选出来的一批文稿，这些文稿以1904/05年“现象学与认识论的主要部分”中时间讲座部分的文稿为主，同时也包含胡塞尔在此前后所写下的研究文稿。胡塞尔本人也参与了这些处理和加工。虽然埃迪·施泰因很想发表处理后的文稿，但胡塞尔本人一直将它们搁置了下来。

直到1926年，在海德格尔准备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8卷上发表其《存在与时间》一书时，胡塞尔才忽然想到，委托海德格尔来编辑出版这些十年前由埃迪·施泰因加工处理并誊写完毕的时间构造研究的文稿。海德格尔只是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文稿并在文字上稍加改动便将胡塞尔的文稿交付出版，于1928年发表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的第9卷上。这里翻译出版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著作的“A编”，便是对1928年出版的《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的考证、修订后的重印。

1928年出版的这部《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即这里“A编”的第一部分，是由1905年关于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讲座文稿所构成。另一部分，即本书“A编”第二部分，则是“1905～1910年间对时间意识分析的续加和补充”的十三个附录。

但需要注意的是，埃迪·施泰因的加工处理，现在看来并未充分考虑到——无论胡塞尔本人还是埃迪·施泰因都没有顾及到这一点——胡塞尔时间意识研究各个时期的原初语境，而是将它们统一放到了胡塞尔1917年的思考层次上。这样，在经过加工处理后，许多意义关联便被丧失掉，一些真正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完整的表达。

鉴于此，考证版《胡塞尔全集》，第10卷的编者鲁道夫·波姆在本书中增加了“B编”，即“表明此问题发展的增补文字”，以此来如实地再现胡塞尔1873～1911年期间时间意识思考的历史脉络与原初语境。这部分文字占了全书五分之三的篇幅。

2）另一次集中而有效的时间意识分析是胡塞尔在1917～1918年期间进行的。在1928年发表的《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海德格尔已经在“编者的前说明”中预告：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还有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自1917年重又开始的、与个体化问题相关联的研究，它们将留待以后发表”。(8)

胡塞尔在这个时期对时间意识做此集中分析有一个外在的起因，即埃迪·施泰因对胡塞尔时间问题文稿的加工处理。她促使胡塞尔放下其他的工作，专心于时间问题的思考分析。这些思考分析是在胡塞尔1917～1918年在贝尔瑙地区(9)的两次度假期间(10)完成的，因此也被称做“贝尔瑙文稿”。它在胡塞尔遗稿中的编码是L，因此也被称做“L文稿”。这些文稿有两部分，每个部分由21个卷宗组成。它们之中的部分内容已经在1928年发表的《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得到体现，但大部分内容虽经海德格尔预告，在胡塞尔身前却始终保存未发，一直到2001年才作为《胡塞尔全集》，第33卷由R.贝耐特和D.洛玛编辑出版，题为：“《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文稿》（1917～1918年）”。

在胡塞尔于1927年交给海德格尔编辑出版的文稿中，并不包含1917～1918年的贝尔瑙文稿。海德格尔之所以知道这个文稿并宣告它即将发表，除了因为胡塞尔此前在1918年致海德格尔的信中便提到这个时期的工作以外(11)，更重要的是因为胡塞尔在1927年9月同时也请R.英加尔登，后来又请E.芬克帮助他出版1917～1918年的贝尔瑙文稿。

胡塞尔本人非常重视这部时间意识现象学的研究，并在给海德格尔和英加尔登的信中将这个贝尔瑙文稿称做“一部巨著”或“我的主要著作”(12)。它在2001年出版后引起了国际现象学研究界的热烈讨论，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在1928年出版的《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未曾呈现的内容：一方面，个体如何通过时间意识而产生的问题，亦即被胡塞尔称做在时间意识分析中的“个体化现象学”的问题，在1928年的《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另一方面是胡塞尔在此对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的“前摄”、“期待”和“未来”有集中的分析，改变了人们对胡塞尔时间意识现象学偏重于分析过去，而海德格尔的时间理解着眼于未来的印象。此外，对“立义形式—立义”模式在时间意识问题上的运用，对本原意识的无穷倒退问题的思考等等，对原河流与自我时间化关系问题的描述等等，也作为贝尔瑙文稿的重要内涵而引起人们的注意。(13)

所有这些新的内容加在一起，便赋予了胡塞尔的时间意识现象学以一副新的面孔，以至于该书的编者、卢万胡塞尔文库的主任R.贝耐特可以用“胡塞尔贝尔瑙手稿中的时间意识新现象学”来称呼它。(14)

3）胡塞尔对时间问题的最后一次集中深入的探讨是在1929年10月至1934年9月间进行的。现在还很难有把握地确定这次探讨的直接起因是什么。很可能是因为《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一书在1928年的出版。对于胡塞尔来说，这只是他早期的研究成果，因此他很可能急于想把他在贝尔瑙的进一步的、更为成熟的思考公诸于世。这样，从1928年起，胡塞尔在他的私人助手芬克的帮助下，对贝尔瑙文稿进行整理加工，以便能够将它们付诸出版。

由于此间一些报告（“阿姆斯特丹报告”、“巴黎报告”）、文章（《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现象学”条目）和著作（《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笛卡尔式的沉思》）的插入撰写，“贝尔瑙文稿”的加工整理工作时断时续。一直到1934年胡塞尔开始撰写《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时正式中止。在此期间产生的新文稿被保留在卢万胡塞尔文库中。它们在胡塞尔遗稿中的编码是C，因此也被称做“C文稿”，共有17个卷宗。

胡塞尔在此段时间的时间意识分析工作中曾有过最乐观的时期。那时他甚至设想并在信中提到要将“贝尔瑙文稿”与“C文稿”分两卷出版。(15)但如前所述，胡塞尔身前还是没有能够将“贝尔瑙文稿”公开发表，它们最终是作为《胡塞尔全集》，第33卷出版于2001年。而新产生的“C文稿”则是作为《胡塞尔全集—资料编》第7卷，由迪特·洛玛编辑，新近出版于2006年。

胡塞尔于1929至1934年这段时间就时间意识现象学所做工作的目的在于，“对由《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1905/06年）开始、在‘贝尔瑙文稿’中得到继续的时间构造的所有阶段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16)。如果说，“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和“贝尔瑙文稿”的主要意图是对内时间意识结构的分析，即把握当下的“滞留、原印象、前摄”的形式结构，那么“C文稿”的主要目标和大部分内容就在于：“研究在具体的、活的当下中的自我时间构造，并且澄清在从主体的延展和持续生动流淌着的当下向客观的、共同体地被构造的时间过渡过程中的所有构造阶段”(17)。

现在还不能肯定，这些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胡塞尔随后在《危机》书中提出的欧洲科学批判以及生活世界理论。但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这些“C文稿”的内容与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讨论的主体间性问题，亦即共同体问题息息相关。

回顾一下胡塞尔一生中的这三个时间意识现象学分析的阶段，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诧异又让人深思的事实：在内时间意识或时间构造这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学问题的分析上，胡塞尔从未对自己的思考努力感到完全满意过。无论是埃迪·施泰因，还是海德格尔，或是芬克，都没有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对文稿的整理和加工而使得胡塞尔相信自己的时间研究可以付诸于公众。若不是海德格尔对待胡塞尔时间意识文稿的“泰然任之”，胡塞尔很可能一生都没有出版一部关于时间意识分析的论著！我们后人所面对的就会是他的三部“未完成交响曲”！

从以上的论述已然可以猜测到，要想对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理论作一个总体的、系统的介绍，直至今日仍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除非我们对他三个时期的思想发展都有深入精到的研究。笔者自忖学力不逮，故未敢造次。至于面前这本《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内容，笔者将另择机会再作一大致介绍，这里便不再继续展开。在一部重要著作中加入自己的长篇引论，这个做法至少有悖于自己的原则。这类引论可能会有助于读者，但更有可能会有害于读者。所以在《现象学的观念》之后，我就放弃了这种做法，自认为把解释的权利留给读者更好。

最后还有一点感想：经常有学生问到胡塞尔现象学与康德“现象学”的区别。我想，如果不只是泛泛地讨论这两个伟人的总体哲学观念与方法，那么从《逻辑研究》和《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便可以看到最为具体的答案。这不仅是胡塞尔有别于前人的（笛卡尔、康德等等）超越论哲学的地方，甚至也是他有别于佛教唯识学的地方——尽管在这些学说之间存在着许多哲学观念和方法方面的相似性甚至相同性。

*　　　　　*　　　　　*

还需要作一些技术方面的说明：1）本书是根据《胡塞尔全集》，第10卷（E.Husserl：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ßtseins（1893～1917），hrsg.von Rudolf Boehm，Den Haag，Martinus Nijhoff 1966）译出。除了这个全集本以外，译者还参照了这本书的两个单行本：其一是马丁·海德格尔编辑、1928年出版的《胡塞尔内时间意识讲座》（E.Husserl：Vorles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ßtseins，hrsg.von M.Heidegger，Max Niemyer Verlag Tübingen 1980，2.Auflage）。这个版本也就是发表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9卷上的文字。它构成《胡塞尔全集》，第10卷的A部分。其二是由鲁道夫·贝耐特编辑、1985年出版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文本》（E.Husserl：Texte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ßtseins（1893～1917），hrsg.von Rudolf Bernet，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85）。这个版本实际上是对《胡塞尔全集》，第10卷B部分的单独印刷，但在文字和文字考证上做了一些修订，并在正文前加有编者的长篇引论，正文后加有概念索引等等。

此外，编者在翻译时也参考了克劳斯·黑尔德选编并加引论、出版于1986年的《生活世界现象学——胡塞尔文选第二部分》（Phänomenologie der Lebenswelt.Ausgewählte Texte Husserls II，hrsg.von K.Held，Reclam Verlag Stuttgart 1986）。这个版本是从《胡塞尔全集》，第10卷，A部分中选出的文字，约占A编的三分之二篇幅。

2）脚注中未加任何说明的是胡塞尔的原注。加有“——编者”的是《胡塞尔全集》，第10卷编者R.波姆所加的说明。加有“——新编者注”的是《内时间意识现象学文本》编者R.贝耐特的说明（大多是修订说明），也有极少数几个是K.黑尔德所作的说明。加有“——译者”的则均为中译者，即笔者所作的说明。

3）翻译时参考了John Barnett Brough的英译本：On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rnal time（1893～1917）。英译者对原作的一些改动有些被纳入中译本，并在中译者的译注中得到说明。

4）文中的方括号是编者或译者加入的，也就是说，它们标明的是原先在胡塞尔的文稿中没有的内容。补充的理由一般有两种：或是因为胡塞尔的漏写而需要添加，或是出于修辞的需要而添加。尖括号则都为编者所加，主要用来标明附加的大小章节标题。

5）在书中列出的边码，前面部分（即A部分）加了方括号，这是1928年出版的《胡塞尔内时间意识讲座》的原来页码，即《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9卷的页码。《胡塞尔全集》，第10卷也以边码的形式再现了这个页码。后面部分（即B部分）的边码，则是《全集》，第10卷的页码。

*　　　　　*　　　　　*

关于时间意识现象学的分析，译者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山大学哲学系都曾给研究生开设过《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原著选读的课程。在这里首先要对参与课程的同学表达诚挚的谢意！

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肖德生！他的论文以胡塞尔时间意识现象学为题。在撰写论文期间，他仔细阅读了我的译稿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使得其中隐含的差误得以有效地减少。

我的硕士研究生王鸿赫加工合并了几个版本的“人名索引”和“概念索引”，这里也要感谢他为此繁琐工作的付出！

本书为中山大学985二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明·中西文明源流及其当代融合”项目研究成果。

倪梁康

2007年4月　于广州

【注释】


(1)译者补记：在完成本书翻译和“译后记”的初稿之后，收到人民出版社的邀请：组织翻译出版《胡塞尔文集》，现暂定为16卷，计划于2010年之前完成出版。由此看来，命运是在刻意地安排我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要多承担一些义务。

(2)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辈学者王炳文先生已经译出几大本胡塞尔的主要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和《第一哲学》上、下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

(3)参见本书前面编者R.波姆的“编者引论”。

(4)参见本书前面波姆的“编者引论”。

(5)F I 9/4a－b，参见前面的“编者引论”。

(6)参见前面波姆的“编者引论”。

(7)《胡塞尔全集》，第27卷，第250页。

(8)参见本书前面波姆的“编者引论”。

(9)这是德国南部巴符州黑森林地区的一个度假地。

(10)1917年8月和9月以及1918年2月和3月。

(11)参见贝耐特、洛玛，《胡塞尔全集》，第33卷，“编者引论”，第XXII、XVIII页。

(12)同上，第XX页，注1。

(13)还有，在贝尔瑙文稿中，内在时间对象被胡塞尔标识为时间的“发生”（Ereignisse），而关于这些内在时间对象的内意识则被标识为“体验”（Erlebnisse），这个做法也十分值得关注（参见《胡塞尔全集》，第33卷，“编者引论”，第XXXVI页），尤其是如果在这里的“Ereignisse”概念与海德格尔1949年提出的“Ereignisse”概念之间存在某种内在关联的话。

(14)R.贝耐特，“胡塞尔贝尔瑙手稿中的时间意识新现象学”，载《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6辑：《艺术现象学·时间意识现象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16～137页。——关于贝尔瑙文稿中时间意识分析的较为集中的讨论，还可以参见该书中的其他两篇文章（第138～190页）。

(15)参见洛玛，“编者引论”，《胡塞尔全集——资料编》，第7卷，“编者引论”，第XIV页。

(16)同上，第XIV页。

(17)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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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象学文库》总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象学在汉语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兴趣，渐成一门显学。1994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此后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一会一刊的运作节奏。稍后香港的现象学学者们在香港独立成立学会，与设在大陆的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常有友好合作，共同推进汉语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学者这些年来对域外现象学著作的翻译、对现象学哲学的介绍和研究著述，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值得称道，在我国当代西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现象学事业才刚刚起步，即便与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相比，我们的译介和研究也还差了一大截。又由于缺乏统筹规划，此间出版的翻译和著述成果散见于多家出版社，选题杂乱，不成系统，致使我国现象学翻译和研究事业未显示整体推进的全部效应和影响。


  有鉴于此，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与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当代哲学资料中心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现象学文库》丛书。《文库》分为“现象学原典译丛”与“现象学研究丛书”两个系列，前者收译作，包括现象学经典与国外现象学研究著作的汉译；后者收中国学者的现象学著述。《文库》初期以整理旧译和旧作为主，逐步过渡到出版首版作品，希望汉语学术界现象学方面的主要成果能以《文库》统一格式集中推出。


  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藉《文库》这个园地，共同促进中国的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文库》编委会


  
    2007年1月26日
  


  
    

  


  编者引论


  “现象学的观念”（“现象学与理性批判的主要部分”导言）是胡塞尔1907年4月26日至5月2日在哥廷根所做的五次讲座的文稿。如果我们企图弄清，这五次讲座稿是在胡塞尔精神发展的哪一种情况下产生的，它们在胡塞尔的思维中意味着什么样的转折点，那么它们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这篇序言的任务正是在于说明这一点。


  在《逻辑研究》注1发表之后的六年里，胡塞尔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在这段时间里，他也蒙受了屈辱，教育部建议任命他为哲学教授，但是这个建议被哥廷根大学拒绝了。看来，这种“同行相轻”对他的触动远比他愿意承认的更大。但较之于这种外在的失利更为严重的是他对自己的怀疑，这种怀疑折磨着他，以至于他竟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够作为一名哲学家而生存。


  从这种绝望中产生出这样一个决定：弄清楚他自己和他自己的任务。


  1906年9月25日，他在他的笔记本注2中这样写道——他常常像记日记一样在笔记本中记下一些评语——


  
    “如果我能够称自己为哲学家，那么我首先提到的是我必须为自己解决这个一般的任务。我指的是理性批判，是逻辑理性和实践理性、普遍价值理性的批判。如果我不在大致的轮廓中弄清理性批判的意义、本质、方法、主要观点，如果我还没有设想、计划、确定和阐述它的一般纲领，我就不能真正而又真实地生活。我已经受尽了模糊性、左右摇摆的怀疑的折磨。我必须达到内在的坚定性。我知道，这是事关重要的事情。我知道，伟大的天才们曾在这里失败过，如果我想和他们去比较的话，那么从一开始我就不得不绝望……”（第17-18页）


  


  这里所说的“理性批判”听起来与康德的主要著作的标题相一致，这并非偶然。胡塞尔这时正在深入研究康德哲学，在研究过程中他产生了作为超越论哲学、作为超越论观念主义的现象学的想法，以及关于现象学还原的想法。注3（这里不得不放弃对康德的思想和胡塞尔的思想之间差异的追究，尤其是对“构造”的基本思想的追究。）


  现象学的还原构成了导向超越论考察方式的通道，它使得向“意识”的回返成为可能。我们直观到，对象在意识中是怎样构造自己的。因为，随着超越论观念主义的提出，对象在意识中的构造问题就移到了胡塞尔思想的中心，或者，按胡塞尔的说法是，“存在在意识中的消融”（“die Auflösung des Seins in Bewußtsein”）。


  在五篇讲座稿中，胡塞尔第一次公开地阐述了这些可以说决定了他以后全部思想的想法。在这些讲座中，他既清楚地阐述了现象学还原的思想，也清楚地阐述了对象在意识中构造的基本思想。


  关于还原理念的最初表露，我们可以在1905年夏的名谓西费尔德文稿（“Seefelder Blattern”编号：A VII 25注4）中找到，但它和五篇讲座稿有很大区别。实际上1905年只能说是第一次胆怯的触摸，而在五篇讲座稿中，这个思想已经在它的全部意义上被表述出来，并且已经可以看出它与构造这个根本问题的联系。


  从保存下来的手稿中可以看出，胡塞尔此后一直没有离弃五篇讲座稿中的基本思想，我们只想指出这些手稿中最重要的和直接的联系。1907年9月和1908年9月的手稿B II 1、B II 2，以及1909年的讲座“现象学的观念及其方法”（F II 7），1910年至1911年关于扩展了的还原的讲座（F I 43），1912年关于现象学还原的讲座（B III 9），最后是1915年的与1909年相似的讲座“现象学的问题选讲”（F I 31）。在其中的一篇手稿（1907年9月，B II 1）里，胡塞尔联系《逻辑研究》，对他新获得的观点做了如下解说：


  
    “《逻辑研究》赋予现象学以描述心理学的意义（尽管在《逻辑研究》中，对认识论的兴趣已经占了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尽管可以把描述心理学理解为经验的现象学，但是必须把它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分离出来……


    在我的《逻辑研究》中称作描述心理学的现象学的东西，却只涉及体验注5的实项内容的领域。体验，只要它们在经验上同自然客体性有关，那么它们就是体验者的自我的体验。可是对于一门愿意成为认识论的现象学来说，对于一门（先天的）认识的本质论来说，经验的关系却始终是被排斥的。这样，就产生了一门超越论的现象学，它已经在《逻辑研究》中被零零碎碎地阐述出来。


    这门超越论现象学与先天本体论无关，与形式逻辑和形式数学无关，与作为先天空间论的几何学无关，与先天的计时学和运动学无关，与任何一种形式（关于事物、变化等）的先天实在的本体论无关。


    超越论的现象学是构造着的意识的现象学，因此它不包含任何一条客观的公理（指那些本身不是意识的对象）……


    认识论的兴趣、超越论的兴趣并不在于客观存在和对客观存在的真实性的指明，因而也不在于客观科学。客观的东西恰恰属于客观科学。完善那些客观科学尚未完善的方面，这是客观科学的事情并且仅仅是它的事情。而超越论的兴趣、超越论现象学的兴趣则毋宁在于作为意识的意识，它的兴趣只在于现象，双重意义的现象：（1）一方面是在客观性显现于其中的显现的意义上，（2）另一方面，在客观性的意义上仅仅就此来考察，这个客观性恰恰是在显现中显现出来的，而且是“超越论地”、在排除了所有经验前提的情况下显现出来的客观性……


    阐明真实的存在和认识活动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及探讨行为、含义、对象的相互关系，这便是超越论现象学（或超越论哲学）的任务。”


    （摘自原文稿：B II 1，第25页张及以后各页张）

  


  由于这篇手稿和“五篇讲座稿”一样，都写自1907年，因此，关于胡塞尔直到1913年才随着《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一书的出版而转向观念主义的论断便可以得到纠正。


  “五篇讲座稿”被看作是“事物讲座”（“Dingvorlesung”），即1907年夏季学期胡塞尔所做的每次长达四小时的讲座的引论。“事物讲座”属于“现象学的主要部分和理性批判”的系列讲座，在这个系列讲座中，胡塞尔试图完成“理性批判”的“一般任务”。他称“事物讲座”本身为一次伟大的尝试，是对“事物性的现象学，特别是对空间现象学的尝试”（X x 5，第24页）。五篇讲座稿的根本意图正是在于构造的思想，即：“对象的任何一种基本形式都具有一种必须为现象学所研究的特殊构造”，因此，可以理解，胡塞尔附加了这个关于事物构造的讲座，作为对这样一种构造研究的阐述。


  然而学生们似乎并没有把握“事物讲座”的意义，关于此，胡塞尔在1908年3月6日写道：“这里是一个新的、大的开端，遗憾的是我的学生并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理解它和接受它。困难实在太大了并且不可能一举克服。”（X x 5，第24页）


  * * *


  促使我将这些文稿作为《胡塞尔全集》第二卷出版的是胡塞尔文库的主持人方济各会的H. L. 梵·布雷达教授。在此我谨向他的盛情和建议表示感谢。我同样有义务向弗里茨·考夫曼教授先生和L. 格尔贝博士夫人和我的妻子，以及S. 施特拉塞尔博士教授表示感谢。


  



  瓦尔特·比梅尔



  1947年9月于鲁汶



  关于第二版


  第二版基本上没有改动，只是补充了人名索引。有妨碍的印刷错误被消除了。不久我们将会看到，在《胡塞尔全集》的下一卷中，另一批手稿将得以出版，它们将说明从《逻辑研究》到《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发展。这些文稿将更明确地突出“五篇讲座稿”的关键地位。


  在此，我公开向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工作团体表示感谢，它慷慨地促进了科隆大学胡塞尔文库的工作。


  



  瓦·比梅尔



  1958年2月于科隆



  现象学的观念（五篇讲座稿）


  讲座的思路


  生活和科学中的自然的思维对认识可能性的问题是漠不关心的——而哲学的思维则取决于对认识可能性问题的态度。


  对切中注6事物本身的认识可能性的反思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之中，即：认识如何能够确信自己与自在的事物一致，如何能够“切中”这些事物？自在事物同我们的思维活动与那些给它们以规则的逻辑规律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是我们思维的规律、心理学的规律。——生物主义，作为适应规律的心理学规律。


  背谬：在人们对认识进行自然反思的过程中和在将这些认识及其成就列入科学的自然思维体系的过程中，人们首先陷入那些令人乐观的理论中，然而这些理论随时都是以矛盾或背谬而告终。——公然的怀疑主义倾向。


  力图对这些问题采取科学的态度和做法，已经可以称之为认识论了。无论如何，一种认识论的观念是作为一门科学的观念而形成的，这门科学就解决这里存在的困难，并为我们提供了对认识的本质和它的成效的可能性以最后的、明白的、自身一致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的认识批判是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的条件。


  认识批判的方法是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是一般的本质学说，关于认识本质的科学也包含在其中。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如果认识就其意义和成效而言是有疑问的，那么关于认识的科学如何才能够建立呢？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达到目的呢？


  A.现象学考察的第一阶段


  （1）最初人们考虑，这样一门科学究竟是否可能。如果它对一切认识都提出疑问，甚至对任何被选作起点的认识本身都提出疑问，那么它如何能够开始？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虚假的困难。认识“受到质疑”，但并不因此被否定，而且并不因此在任何意义上都被看作是可怀疑的。疑问是针对人们奢望它获得的那些确定的成效，就此还显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是否所有可能的认识类型都有困难。无论如何，如果认识论是想以解决认识可能性的问题为目的，那么它必须具有关于认识可能性[1]注7的认识，这种认识本身是明白无疑的，并且是最确切意义上的认识，它们具有切合性注8，并且这种认识在关于“它”自己的认识可能性[2]以及这种认识可能性的切合性上也是绝对明白无疑的。如果认识的切合性如何可能的问题变得不明确和可疑起来，如果我们倾向于怀疑它的切合性是否可能，那么我们必须首先注意那些关于认识或可能的认识的确定无疑的事例[3]，这些认识确实切中了它们的认识对象，或者说，将会切中它们的认识对象。我们在开端的时候不能把任何认识当作认识，否则我们就不具有可能的，或者说同一的、有意义的目的。[4]


  这里，笛卡尔的怀疑考察为我们提供了起点：在体验的过程中和对体验的素朴反思中，思维（cogitatio）和体验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直观地直接把握和获得思维就已经是一种认识，诸思维（cogitationes）是最初的绝对被给予性。


  （2）与此密切相关的必然是最初的认识论的反思：


  在这些情况中构成确定无疑性，针对这些情况，在另一些称为认识的情况中却构成可疑性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会有怀疑主义的倾向和疑问：如何能够在认识中切中存在；而在诸思维那里，这种怀疑和困难为什么就不存在？


  人们首先用内在和超越这一对概念或这一对词来回答——这也是最简单的回答。对思维的直观认识是内在的；客观科学、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5]，仔细考察一下的话，还包括数学科学，它们的认识是超越的。在客观科学那里存在着超越的可疑，问题是：认识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它如何能够切中在意识框架内无法找到的存在？在对思维的直观认识中，这个困难却迎刃而解了。


  （3）起初人们有这样的意图并且认为这是自明的，即：把内在解释为实项的注9内在，甚至在心理学上竟把它解释为实在的内在；在认识体验中（就好像认识体验是一种实在的注10真实一样），或者在自我意识中（体验隶属于它）也存在着认识客体。人们认为，在这同一个意识中以及在认识行为的同一个实在的现在（Jetzt）中能够找到并切中它的客体，这是自明的。初学者会说，内在之物在我之中，超越之物在我之外。[6]


  但在更进一步的考察中，实项的内在和在明见性注11中构造着的自身被给予性（Selbstgegebenheit）意义上的内在就相互区分开来。实项的内在之所以是确定无疑的，正是因为它没有表述其他什么，没有“超越自身去意指注12什么”，因为这里所意指的是完全相即地[7]自身被给予的东西。开始时，除了实项内在的自身被给予性以外，其他的自身被给予性尚未显露出来。


  （4）因而起初未做这类区分。明晰性的第一阶段就是：实项的内在之物，在这里同样可说成相即的[8]自身被给予之物，是无可置疑的，我可以利用它。超越之物（非实项的内在之物）我不能够利用，因而我必须进行现象学的还原，必须排除一切超越的假设。


  为什么？如果我不明白，认识如何能够切中超越之物，如何能够切中“超越地被意指之物”而不是自身被给予之物，那么任何超越的认识和科学都不能帮助我达到明晰性。我想要的正是这种明晰性[9]，我想理解这种切中的可能性，但这只是意味着（如果我们考虑到它们的意义）：我想看到这种切中的可能性[10]的本质并使它直观地被给予。直观是无法演证的（demonstrieren）；一个想看见东西的盲人不会通过科学演证来使自己看到什么；物理学和生理学的颜色理论不会产生像一个明眼人所具有的那种对颜色意义的直观明晰性。根据以上论述无疑可知：如果认识批判是一门始终想要澄清所有认识种类和认识形式的科学，那么它就不能运用任何一门自然的科学，它不能与自然的科学的成果和它们对存在的确定性发生联系，这些成果和确定对它来说是有疑问的。所有科学对于它来说仅仅是科学现象。把它同自然科学作任何联系都意味着错误的“越度”（μετάβασις）注13。形成这种联系是由于一种错误的，然而显然常常是可以理解的对问题的推移（Problemverschiebung），这种推移是在以下两种做法之间进行的：从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方面将认识解释为自然事实，以及根据认识成效的[11]本质可能性来澄清认识。为了避免这种推移并牢记关于这种可能性问题的意义，就需要现象学的还原。


  现象学的还原就意味着：必须给所有超越之物（没有内在地给予我的东西）以无效的标志，即：它们的实存、它们的有效性不能作被预设为实存和有效性本身，至多只能被预设为有效性现象。我所能运用的一切科学，如全部心理学、全部自然科学，都只能作为现象，而不能作为有效的、对我说来可作为开端运用的真理体系，不能作为前提，甚至不能作为假说。[12]然而法则的本真意义在于，始终要求停留在这里的认识批判中有疑问的诸事物上面，并且不把这里出现的问题和其他不相干的问题混淆起来。客观科学之路并不通往对认识可能性的澄清。希望使认识成为明见的自身被给予性，由此而直观到认识的成效的[13]本质，这并不是指演绎、归纳、计算等等方式，这并不是指：从已被给予的，或被当作由被给予的事物中合理地推导出新的事物。[14]


  B.现象学考察的第二阶段


  为了能够更加明白现象学研究的本质和它的问题的本质，我们需要进入到考察的更高层次中去。


  （1）首先，笛卡尔的思维就需要现象学的还原。在心理学的统摄和客观化中的心理学现象并不真正是一种绝对的被给予性，只有还原了的纯粹的现象才是绝对的被给予性。体验着的自我、客体、世界时间中的人[15]、诸事物中的一个事物等等不是绝对的给予性，因而也不是作为他的体验的体验。我们彻底地离开心理学的基地，甚至也离开描述心理学的基地。因而最初涉及的问题也要还原。这个问题并不是：我这个人[16]如何能够在我的体验中切中我之外的自在存在等等；取代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多义的，并且由于它负载着超越因而模糊又复杂的问题）之位置的，现在是一个纯粹的基本问题：纯粹的认识现象如何能够切中一些对于它并非内在的东西，认识的绝对自身被给予性如何能够切中非自身被给予性，并且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切中？


  同时，实项的内在这一概念也要还原，它不再意味着实在的内在，不再意味着人的意识中[17]的和实在心理现象中的内在。[18]


  （2）当我们拥有被直观到的现象时，似乎我们也就拥有了现象学，一门关于这些现象的科学。


  但一旦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立即面临某种困境：纯粹现象——个别地看这些现象——的领域似乎并不完全满足我们的意向。这些个别的直观可能会非常准确地使我们的思维自身被给予，但它们还会为我们做些什么呢？人们在这些直观的基础上能够运行逻辑运算，能够比较、区别，也能把它置于概念之下进行推论。这起初似乎是自明的，尽管以后证实，在这后面还隐藏着新的客体性。但是，即使对这种自明性表示容许并且不再继续加以考虑，我们还是不能看到，我们这里所需要的那种普遍有效的性质的确定性是如何产生的。


  但似乎有一点还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观念化的（ideierend）抽象。它给我们明白的一般性、类别和本质，因而似乎说出了一句带有拯救性的话：我们是在寻求关于认识本质的直观明晰性。认识从属于思维领域，因而我们就能直观地把它的一般对象提高到一般意识之中，于是一种认识的本质学说就成为可能的了。


  我们迈出的这一步是与笛卡尔对明白清楚的感知的考察相联系的。思维活动的“实存”通过它的绝对自身被给予性而得到了保证，通过它在纯粹的明见性中的被给予性而得到了保证。只要我们经常直接地、自身地具有纯粹的明见性、纯粹的直观和对客观性的把握，我们就具有同样的权利、同样的无疑性。


  这一步向我们显现出作为绝对被给予性的新客体性，本质客体性，在基于被直观之物的陈述中产生出来的逻辑方式一开始并没有为人所察觉，因此这里同时出现了本质陈述的领域，或者说，普遍的、在纯粹直观中被给予的实事状态（Sachverhalt）的领域。总之，它起初并没有同个别的一般被给予性区分开来。


  （3）这样，我们现在是否就有了一切，是否就有了划定了全部范围的现象学，是否就可以明晰地自知，我们拥有认识批判所需要的一切呢？而且，是否我们就明白了那些必须解决的问题呢？


  不，我们迈出的这一步继续把我们引向前去。首先它使我们明白，实项的内在（或超越）只是一般内在这个更广泛概念的一个特殊情况。绝对被给予的和实项内在的，它们现在已经不再是自明无疑的一回事；因为一般之物是绝对地被给予，而不是实项的内在。对一般之物的认识是一种个别的东西，是意识流中的每一个瞬间；在这件事上，明见性中被给予的一般之物本身不是一种个别的东西，而恰恰是一种一般的东西，因而在实项的意义上是超越的。


  于是现象学的还原这个概念便获得了更接近、更深入的规定和更明白的意义：不是排除实项的超越之物（完全在心理学-经验论意义上），而是排除作为一种仅仅是附加的实存的[19]一般超越之物，即：所有那些不是在真正意义上的明见的被给予性，不是纯粹直观的绝对被给予性的东西。但我们曾说过的一切依然留存着：从假说、事实、公理中科学地演绎出、归纳出的有效性、真实性等等仍然留存着，只允许作为“现象”[20]，并且，任何对某种“知识”、某种“认识”的回溯当然也同样如此：研究只能限制在纯粹的直观中，但并不因此就坚守着实项的内在之物：它是一种在纯粹明见性领域中的研究，而且是本质研究。我们也曾说：它的领域是在绝对自身被给予性之中的先天。


  因而这样就描述了这个领域；它是一个绝对认识的领域，对它来说，自我、世界、上帝和数学的杂多性以及那些科学的客观性都被搁置起来了，它们并不独立于这些绝对的认识，无论人们是否与那些怀疑论者有关，它们仍起着它们应有的效用。这一切因而都保留下来。但这一切的根本都在于把握绝对被给予性的意义，把握排除了任何有意义的怀疑的被给予的绝对明晰性的意义，一言以蔽之，把握绝对直观的、自明的明见性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笛卡尔怀疑考察的历史意义就是在于发现了这种明见性。但是发现和放弃在笛卡尔那里是一回事。我们只能进行纯粹的把握和将在这种原初意向中已有的东西坚持下去，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里我们同心理主义对明见性所做的感觉解释发生了分歧。


  C.现象学考察的第三阶段


  为了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明白现象学和现象学问题的意义，这里又需要进行更深一个层次的考虑。


  自身被给予性能够伸展得有多远呢？它是否被封闭在思维的被给予性中以及对它进行总体把握的观念化（Ideation）中呢？它伸展得有多远，我们现象学的领域，即绝对明晰性的领域、真正意义上的内在领域也就“伸展”得有多远。


  我们现在被导向深处，深处是一片黑暗，黑暗之中是问题所在。


  起初一切都很素朴，而且几乎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困难的工作。把内在当作实项的内在，好像一切都取决于实项的内在，这种先入之见人们可能会抛弃，但人们起初却仍然停留在实项的内在旁边，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如此。起初的本质考察似乎只须总地把握对诸思维来说实项的内在之物和确定在本质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因而这似乎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人们进行反思，回顾自己的行为，让它们的实项内容发挥自己本身的效用，只是这一切都要在现象学还原的前提下进行；这好像是唯一的困难。而现在当然无非就是需要将被直观的对象提高为一般意识。


  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被给予性，那么事情会变得不那么舒适。首先，在我们认作素朴的被给予性、一点也不神秘的思维中，却包藏着一切超越之物。


  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并且注意，在对一种声音的体验中，即使在现象学还原之后，显现和显现者注14竟是如此地相互对置着，而且是在纯粹的被给予性中，即真正的内在中相互对置着，那么我们就会产生怀疑。声音延续了一阵子；这时我们具有了声音和它的时间跨度及其各时间阶段，即：现在阶段和过去阶段的统一，这种统一是明见地被给予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反思，则声音的延续这个现象本身是一个时间性的现象，它具有它的一定的现在阶段和它的完成阶段。并且在抽取出的现象的现在阶段中，不仅声音本身的现在是对象性的，而且声音的现在只是声音延续中的一个点。


  这个暗示已经足以引起我们对新东西的注意了——详细的分析是我们以后的特殊任务——：声音感知，即明见的、被还原的声音感知这一现象要求在内在中区分显现和显现者。因而我们有两个绝对的被给予性：显现的被给予性和对象的被给予性，而对象在这个内在之中并不是在实项意义上内在的注15，它不是显现的一个部分，即：声音持续的已过去的阶段现在还是对象性的，但不是实项地被包含在显现的现在点中。总之，我们在一般意识那里发现，它是一个由自身被给予性构成的意识，这个自身被给予性不处于实项内容之中，并且根本不能看作是思维，同样，我们发现感知现象也是如此。[21]


  在考察的最低阶段，在素朴状态中，起初明见性似乎是一种纯粹直观，是精神的无本质的观察，到处都是一个同一的，而且自身无区别的东西：直观所直观的就是实事，实事简单地存在于此，并且存在于意识的真正明见的直观中，而直观就是简单地直观它们。或者从另一种意义上来描述：直接把握、接受或指明一种简单的、具体存在的东西。所有的区别都“在”实事中，这些实事自为地存在着，并且通过自身而具有各自的区别。


  而现在，在进一步的分析过程中，对实事的直观却表现得如此不同。人们可能会以关注的名义坚持自在的、不可描述的、无区别的直观，但可以看出，谈论那些简单地存在于此并且只需要被直观的实事实际上根本毫无意义，而这种“简单的存在”是对某些具有特殊的、变化的结构[22]的体验，如感知、想象、回忆、谓词判断等等，并且，实事在这些体验中并不是像在一个套子里或是像在一个容器里，而是在这些体验中构造起自身，根本不能在这些体验中实项地发现它们。“实事的被给予”，这就是这些现象中这样或那样地展示自己（被表象出来）。同时，实事绝对不会再一次自为地存在于此，并“派它的代表到意识之中去”。在现象学还原的领域中，我们不可能想到这类情况，而是这些实事存在，并存在于显现之中，借助于显现而自身被给予；只要现象是个别的显现（被给予性意识），实事与显现尽管是个别可分割的，或被看作个别可分割的，但按其本质来说，基本上还是不可分割的。


  因此，这种认识现象和认识客体之间奇特的相互关系到处表现出来。现在我们注意到，现象学的任务，或者进一步说它的任务和研究领域，并不是一件似乎只须直观，只须睁开眼睛即可办到的平凡小事。在最初的和最简单的情况中，在认识的最低形式中，纯粹的分析和本质考察就已面临着极为巨大的困难；一般地谈及这种相互关系是容易的，但澄清一个认识客体如何在认识中构造自身的方式则非常困难。而现在的任务就是：在纯粹明见性或自身被给予性的范围之内探究所有的被给予性形式和所有的相互关系，并且对这一切进行明晰性分析。这里考察的当然不仅仅是个别的行为，而且还有各个行为的复合，它们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23]的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中表现出的目的论。这种关系不是混合，而是特别联结着的、仿佛相互一致的[24]统一性以及那些认识的统一性，它们作为认识统一性同样具有它们的统一的具体的相关对象。就是说它们自身也属于认识行为，它们的类型是认识类型，寓于它们之中的形式是思维形式和直观形式（不应从康德哲学的意义上理解这个词）。


  现在必须有步骤地探究在所有变异（Modifikationen）中的被给予性、本真的和非本真的、素朴的和综合的、可以说是一举构造的和按其本质只是有步骤地建立的、绝对有效的和在无限上升的认识过程中把被给予性和丰富的有效性占为己有的被给予性。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最终将会理解，超越的、实在的客体如何在认识行为中被切中（自然如何被认识）[25]，它首先被意指为何物，并且这种意指的意义如何在持续的认识联系中（只要这种联系具有相应的、同样属于经验客体的构造形式）有步骤地得到充实。我们而后还会理解，经验客体如何连续地构造自身并且这种构造方式是如何被规定给它的，这规定是指：按其本质，它就要求这种有步骤的构造。


  显然在这条道路上还有方法上的各种形式，它们对所有科学来说都是规定性的，并且对所有科学的被给予性来说都是构造性的，因而是对科学理论的澄清并因此隐含着对所有科学的澄清。当然只是隐含，即是说，在完成了这个巨大的明晰性工作之后，认识批判将有能力对个别科学进行批判，因而也有能力判定它的形而上学价值。


  这就是被给予性的问题，就是在认识中任何一种对象的构造问题。认识现象学是有双重意义的认识现象的科学，是关于作为现象、展示、意识行为的认识的科学，在这些认识中，这些或那些对象被动地或主动地[26]展示出来，被意识到；而另一方面是关于作为如此展示出来的对象本身的科学。根据显现和显现者之间本质的相互关系，“现象”一词有双重意义。Φαινόμενον（现象）实际上叫作显现者，但却首先被用来表示显现活动本身，表示主观现象（如果这个粗糙的、在心理学上会造成误解的表达在这合适的话）。


  在反思中，思维、显现本身成为对象，而这会有利于歧义的构成。最后，不需要再一次强调，如果谈到对认识对象和认识方式的研究，那么它始终是指本质研究，这种研究在绝对被给予性的领域中总括地展示出了关于认识的对象和关于对象的认识的最终意义、可能性和本质。


  当然，理性的一般现象学还必须为评价与价值的相互关系解决类似的问题等等。如果人们如此广泛地使用现象学一词，以至于它包含了对所有自身被给予性的分析，也许无联系的材料也会随之而聚集在一起：对各种不同的感性被给予性的分析等等，——这样的话，共同的东西便在于直接明见性领域中的本质分析的方法。


  第一讲


  自然的思维态度与科学——哲学的（反思的）思维态度——自然观点中的认识反思之矛盾——真正的认识批判的双重任务——真正的认识批判作为认识的现象学——哲学的新维度；它相对于科学的特有方法


  



  我在以往的讲座中曾区分自然科学和哲学科学；前者产生于自然的思维态度，后者产生于哲学的思维态度。


  自然的精神态度尚不关心认识批判。在自然的精神态度中，我们直观地和思维地朝向实事（Sachen），这些实事被给予我们，并且是自明地被给予，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存在种类中，并且根据认识起源和认识阶段而定。例如在感知中，一个事物显而易见地摆在我们眼前；它具体地在其他事物之间、在活的事物和死的事物、有灵魂的事物和无灵魂的事物之间存在，就是说，在一个世界中存在，这个世界如同个别物体一样部分地进入感知，在回忆的联系中部分地被给予并且由此扩展到不确定的和不熟悉的东西之中。


  我们的判断所涉及的正是这个世界。关于事物、事物的相互关系、事物的变化、事物的功能变化的独立性和变化规律，我们对有些部分进行个别的陈述，对有些部分进行一般的陈述。我们表达那些由直接经验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根据经验动机，我们从直接的被经验之物（被感知之物和被回忆之物）中推演出未被经验之物；我们进行总的概括，然后我们再把一般认识运用到个别情况中，或者，运用分析思维从一般认识之中演绎出新的一般性。认识并不只是完全依照顺序相继产生的，它们在逻辑关系中相伴出现，它们相互产生于对方之中，它们相互“肯定”，它们相互证明，仿佛在相互加强它们的逻辑力量。


  另一方面，它们也在矛盾和抗争的状态中相伴出现，它们互不赞同，它们被可靠的认识所扬弃，降低为单纯的认识的自负。这些矛盾可能产生于纯粹陈述形式的规律性领域：我们以歧义性为基础，得出了虚假的结论，我们数错了或算错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便建立形式上的一致性，消除那些歧义性，如此等等。


  或者，这些矛盾影响到促成经验的那种动机关系：经验的理由和经验的理由发生争执。此时我们如何自助呢？这时我们就权衡各种可能的规定或解释的理由，弱的理由必须向强的理由让步，这些强的理由现在是有效的，这种有效性将保持下去，直到它们不能再继续维持原状时为止，就是说，直到它们为反对新的、提供了更广泛认识领域的认识动机所进行的类似的逻辑战斗进行不下去时为止。


  自然的认识就是这样前进着。它在不断扩展的范围中获得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地实存着的被给予的，并只根据范围和内容，根据诸要素、关系、规律进一步研究的现实性。于是这样就形成和成长出各种自然的科学，作为关于物理和心理自然的科学的自然科学，精神科学[27]，另一方面是数学科学，关于数、多样性、关系的科学等等。后一类科学与实在的现实无关，而是与观念的、自在有效的、此外从一开始就无可怀疑的可能性有关。


  自然的科学认识前进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困难的产生和解决，这些困难的产生和解决或者是以纯逻辑的方式、或者是从实事方面（sachlich）、根据实事中蕴有的动力或思维动机而进行的，这些动力和动机似乎以实事为出发点，作为实事——即这些被给予性——向认识提出的诸要求。


  我们现在将自然的思维态度或者说自然的思维动机与哲学的思维动机进行对照。


  随着对认识和对象之间关系的反思的苏醒，出现了深不可测的困难。认识，这个在自然思维中最显而易见的事物一下子变成了神秘的东西。但我必须更严格一些。认识的可能性对自然思维来说是自明的。自然思维的工作已结出了无限丰硕的成果，日新月异的科学是一个发现连着一个发现向前迈进，它根本就不会想到要提出关于认识可能性的问题。当然，对它来说，认识也像出现在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一样，以某种方式成为问题，认识成为自然研究的客体。认识是自然的一个事实，它是任何一个认识着的有机生物的体验，它是一个心理事实。人们可以根据它的种类和它的联系形式，像对待每一心理事实那样对它进行描述，并在它的生物发生学的联系中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认识根据其本质是关于对象的认识，它之所以是这样的认识，乃是由它的内在意义所决定的，这个内在意义使得它与对象发生联系。自然的思维也是在这种联系中进行的。它在形式的普遍性中将含义注16和含义有效性的先天联系以及属于对象本身的先天规律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于是产生出一种纯粹语法，并在更高阶段上产生出一种纯粹逻辑（根据其各种可能的限制而形成的诸规则之总和），并且重又产生出一种作为思维艺术的学说，主要是作为科学思维的艺术学说的日常实用逻辑。


  至此我们仍然站在自然思维的基地上。注17


  但正是刚才为了对照认识心理学、纯粹逻辑和本体论[28]而涉及的关于认识体验、含义和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是最深刻和最困难的问题的起源，一言以蔽之，是关于认识可能性问题的起源。


  认识在其所有展开的形态中都是一个心理的体验，即都是认识主体的认识。它的对立面是被认识的客体。但现在认识如何能够确定它与被认识的客体相一致，它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去准确地切中它的客体？对于自然思维来说自明的认识客体在认识中的被给予性变成了一个谜。在感知中，被感知之物应当是直接被给予的。这时事物出现在我们对它进行感知的眼睛前面，我看见它、抓住它。但感知仅仅是我这个感知主体的体验。回忆、期待也是如此，一切以此为基础并导致对实在存在的间接设定以及对关于存在的任何真理之确定的思维行为都是如此，它们都是主观的体验。我这个认识者从何知道，并且如何能够确切地知道，不仅我的体验、这些认识行为存在着，而且它们所认识的东西也存在着，甚至存在着某种可以设定为与认识相对立的客体的东西呢？


  我是否应当说，只有现象对于认识者来说才是真实地被给予的。认识者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超出他的体验联系之外，因而他的确只能说：我在，一切非我都只不过是现象，都消融在现象联系之中？因而我应当站到唯我论的立场上去？这是一个极其过分的要求。那么，我是否应当和休谟一起把所有超越的客观性归结为借助心理学而得以解释的，但却无法得到合乎理性的论证的那种虚构？但这也是一个极其过分的要求。休谟的心理学不是和其他理论一样超越了内在的领域吗？难道它不也在习惯、人类本性（human nature）、感官、刺激等标题下运用超越的（而且它自己就承认是超越的）实存，可是它的目的却在于把现实的“印象”和“观念”的一切超越活动贬低为虚构？注18


  但如果逻辑本身是可疑的并成为问题，那么对矛盾的引证又有何用呢？实际上，对于自然思维来说完全无可怀疑的逻辑规律性的实在含义现在已成为问题，并且自身变得可疑起来。一系列生物学的思想纷纷出现，提醒我们注意现代的进化论。根据这种理论，人是在为此在而进行的斗争中并通过自然选择而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人的智力也发展起来，这样，智力所具有的形式，进一步说，逻辑形式自然也发展起来。这样说来，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表现了人种偶然的特性吗？它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并且会在将来的发展过程中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吗？因而认识只是人的认识，并束缚在人的智力形式上，无法切中事物本身的本质，无法切中自在之物。


  但立即又产生出一种荒谬：如果在这种相对主义中丢弃逻辑规律，那么，这种观点所运用的那些认识，所考虑的那些可能性还有意义吗？认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可能性的这种真理难道不正是隐含地设定了矛盾律的绝对有效性吗？而根据这种矛盾律真理是不可能具有矛盾的。


  这些例子已经足够了。认识的可能性处处都是个谜。如果我们精通自然科学，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它们精确发展了的领域中，一切都是明白清楚的。我们可以肯定拥有客观真理，它通过可靠的、真正切中客观性的方法得到论证。但只要我们进行反思，我们就陷入迷惘和混乱之中。我们纠缠在一些显然不利的和自相矛盾的境况中。我们始终面临着倒向怀疑主义的危险，但这些形式的共同特征可惜是同一件东西：荒谬。


  这些不明确的和充满矛盾的理论的游戏场，以及与此相关的争执无穷的游戏场就是认识论和与它历史而现实地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任务或理论理性批判的任务首先是一项批判性的任务。认识论或理论理性批判必须严厉谴责对认识、认识意义和认识客体之间关系的自然反思几乎不可避免要陷入的那种谬误，就是说，它必须通过证明这理论的荒谬来反驳关于认识本质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怀疑主义的理论。


  另一方面，它的积极的任务是通过对认识本质的研究来解决有关认识、认识意义、认识客体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些问题还包括揭示可认识对象的，或者说一般对象的本质[29]意义，揭示根据认识和认识对象的相互关系而先天（根据其本质）被规定给它们的意义。这当然也涉及所有由认识本质所预先规定的一般对象的基本形态。（本体论的形式，如同形而上学的形式陈述逻辑的形式。）


  正是通过这些任务的完成，认识论才有能力进行认识批判，更明确地说，有能力对所有自然科学中的自然认识进行批判。即：它使我们能够以正确的和彻底的方式解释自然科学关于存在之物的成果。因为关于认识可能性（关于认识可能的切合性）的自然的（前认识论的）反思将我们置于认识论的混乱之中，这种认识论的混乱不仅使得关于认识的本质的错误看法得以产生，而且使得一些根本歪曲的见解得以产生，这种见解使自然科学中对被认识的存在的诠释自相矛盾。根据那些在反思的结果中被视作必要的诠释的不同，同一个自然科学便得到不同的诠释，即在唯物论、唯灵论、二元论、心理一元论、实证论等等意义上的解释。只有认识论的反思才对自然科学与哲学做了区分。知识通过认识论的反思才发现，自然的存在科学不是最终的存在科学。需要有一门绝对意义上的关于存在之物的科学。这门被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科学，是从对个别科学中的自然认识的“批判”中逐步形成的，其基础是在一般的认识批判中所获得的关于认识的本质和认识对象的及其各种基本形态的本质的明察，这些基本形态是指认识和认识对象之间各种基本的相互关系。


  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认识批判的形而上学目的，而是纯粹地坚持它的阐明认识和认识对象之本质的任务，那么它就是认识和认识对象的现象学，这就构成现象学的首要的和基础的部分。


  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


  所有要求作为一门严肃科学的当代哲学，都认为一切科学，包括哲学，只有一种共同的认识方法，这几乎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共识。这种信念完全符合十七世纪哲学的伟大传统，这种信念认为，对哲学的所有拯救都依赖于这一点，即：哲学把精确的科学作为方法楷模。首先把数学的和数学的自然科学作为方法的楷模。与这种方法上的等同相联系的还有对哲学与其它科学内容上的等同，当今人们还得把下列观点看作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即：哲学，确切地说，最高的存在学（Seinslehre）和科学学（Wissenschaftslehre）不仅与所有其它科学有关，而且也建立在它们的成果的基础上，就像科学是互为基础的一样，一些科学的成果可能作为另一些科学的前提。我想到了在认识心理学和生物学中所流行的对认识论的论证。在我们的时代，反对这种灾难性的先入之见的情形是大量存在的。这些确实是先入之见。


  在自然的研究领域中，一门科学完全可以把自己建立在另一门科学之上，并且一门科学可以作为另一门科学方法上的楷模，尽管它们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受到各自研究领域性质的规定和限制。但哲学却处于一种全新的维度中，它需要全新的出发点以及一种全新的方法，它们使它与任何“自然的”科学从原则上区别开来。这意味着：赋予自然科学以统一性的逻辑运作方式，连同所有因各门科学而异的特殊方法，都具有一种统一性、原则性的特征，与此相对的是哲学的方法运行方式，它原则上是一种新的统一性。这还意味着：处在全部认识批判和“批判的”学科范围之内的纯粹[30]哲学，必须撇开在自然科学中和在尚未科学地组织的自然智慧和知识中所进行的思维工作不论，而且不能对它做丝毫的运用。


  我们先通过下列论述来进一步了解这门学说，在后面将对它进行更进一步论证和阐述。


  在必然产生认识批判的反思（我指的是最初的、在科学认识批判之前的以及在自然思维方式中进行的那种反思）的怀疑的媒介中，任何自然科学和任何自然方法都不再是一种可运用的财富。因为一般认识的客观切合性根据意义与可能性已完全变得神秘，进而受到怀疑，而且，精确认识的神秘性并不比非精确认识的神秘性更少，科学认识的神秘性也并不比前科学认识的神秘性更少。认识的可能性成为疑问，确切地说，认识如何能够切中在自身中存在的客观性本身的可能性成为疑问。而在这后面还隐含着：认识的成效[31]、它的有效性的或合理要求的意义、对有效认识与纯虚妄认识之间区别的意义都成为疑问；从另一方面来看，同样有问题的是一个对象性的意义，这个对象性就是它之所是，无论这对象性被认识，还是不被认识，它本身作为对象性仍然是可能认识的对象性，原则上是可认识的，即便它事实上从来没有被认识，并且从来不能被认识，它原则上还是可感知的、可想象的，并且在可能的判断思维中是可以通过述谓而被规定的，如此等等。


  但我们看不出，运用从自然认识中产生的，并在这些认识中被如此“精确论证了的”前提如何会解除我们认识批判的顾虑，如何会对回答认识批判的问题有所帮助。如果自然认识的意义和价值成为问题，完全是由于它所有方法的措施和所有精确论证的话，那么任何被规定为自然认识领域的出发点的公理和任何所谓精确论证的方法也就成为问题。最严格的数学和数学自然科学在这里都不比日常经验的某种真实的或所谓的认识具有丝毫优越性。因而很明显，根本谈不上哲学（它从认识批判开始，并且它的一切都植根于认识批判之中）在方法上（甚或在实事上！）要向精确科学看齐，根本谈不上哲学必须把精确科学的方法当作楷模，也根本谈不上哲学应当根据一种原则上在所有科学中同一的方法论继续进行在精确科学中所进行的工作，并且完成这些工作。我重申，哲学处于一种相对于所有自然科学来说的新维度中，虽然这种新维度（如这个词所形象地说明的）可能与旧维度有着本质的联系，但它符合于一种新的、从根本上新的方法，这种方法和“自然的”方法是对立的。谁否认这一点，谁就没有理解认识批判所特有的全部问题，因而也就没有理解，哲学究竟要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以及相对于所有自然认识和科学，哲学被赋予怎样的特性和特有的合理性注19[32]。


  第二讲


  认识批判的开端：对所有知识的质疑——根据笛卡尔的怀疑考察获得绝对确定的基地——绝对被给予性领域——重复和补充；对否定认识批判可能性的论据的反驳——自然认识之谜：超越——对内在和超越两个概念的区分——认识批判的第一个问题：超越的认识的可能性——认识论还原的法则


  



  在认识批判的开端，整个世界、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最后还有人[33]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被打上可疑性的标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始终是被搁置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认识批判如何能够确立自己？如果认识批判是在正确理解之中的认识，那么它就要以科学的自明性科学认识地，并由此客观化地确定，认识按其本质是什么，认识与被规定给它的对象之间关系的意义是什么，对象的有效性或切合性的意义又是什么。认识批判所必须进行的中止判断不可能具有如下的意义，即：它不仅在开始时，而且自始至终在对任何认识，也包括它自己的认识[34]进行质疑，并使任何被给予性，也包括它自己所确定的被给予性[35]无效。既然它不能把任何东西预设为在先被给予的，那么它就必须提出某种认识，这种认识不是它不加考察地从别处取来的，而是它自己给予的，它自己把这种认识设定为第一性的认识。


  这种第一性的认识绝对不能包含任何模糊性和可疑性，否则它们会使认识具有神秘、疑问的性质，这最终会使我们陷于窘境，以至于我们只好说，一般认识是一个问题，是一个不可理解的、需要澄清的、根据它的要求来说令人怀疑的东西。用相关的方式来表达：如果我们不允许将任何存在当作在先被给予的接受下来，因为它会带来认识批判的含糊性，以至于我们不能理解，一个自在的，但却能够在认识中被认识的存在可以具有什么意义，那么就必须指明一种我们必须承认的绝对被给予的和无疑的存在，这种被给予是指：它具有使任何问题都必然迎刃而解的那种明晰性。


  现在让我们回忆一下笛卡尔的怀疑考察。由于考虑到错误和假象的多种可能性，我也许会陷于这样一种怀疑主义的绝望中，以至于我最后只能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一切都是可疑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显然并不可能一切都可疑，因为在我做出一切对我都可疑这个判断的同时，我如此判断，是无疑的，一旦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想坚持普遍怀疑就会导致背谬。而在任何一个怀疑的情况中，确定无疑的是，我在这样怀疑着。任何思维过程也是如此。无论我感知、想象、判断、推理，无论这些行为具有可靠性还是不具有可靠性，无论这些行为具有对象还是不具有对象，就感知来说，我感知这些或那些，这一点是绝对明晰和肯定的；就判断来说，我对这个和对那个做出判断，这一点是绝对明晰和肯定的，如此等等。


  笛卡尔把这些考虑用于其它目的，但我们在这里可以通过适当改造来利用它们。


  如果我们提出关于认识本质的疑问，那么，无论对认识的切合性的怀疑和认识本身的状况是怎样的，认识本身首先都是一个杂多的存在领域的称号，这个领域可以绝对被给予我们，并且必须以个别的方式绝对被给予。这样，我们真实进行着的思维的形态是被给予我们的，只要我们对它进行反思，纯直观地接受它和设定它。我可以以模糊的方式谈论认识、感知、想象、经验、判断、推理等等，如果我进行反思，那么这种模糊的“关于认识、经验、判断等等的谈论和意指”的现象当然只是被给予，并且也是绝对地被给予。这种模糊的现象就已经是那些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被称为认识的东西中的一个。但我也可以现实地进行感知并且观察感知，我此后还可以在想象和回忆中使一个感知在我面前再现出来，并且在这种想象的被给予性中观察这个感知。这样，我的谈论就不再是空乏的，我的意指和关于感知的想象也就不再是模糊的，感知这时作为一个现实的或想象的被给予性可以说是就矗立在我眼前。对于任何智性的体验，对于任何思维形态和认识形态来说，情况都是如此。


  在这里我立即便把直观反思的感知和想象并列在一起。按照笛卡尔的考察顺序则应当首先说明感知：与传统认识论的所谓内感知在某种程度上相符合，感知显然是一个变动不定的概念。[36]


  在进行任何智性的体验和任何一般体验的同时，它们可以被当作一种纯粹的直观和把握的对象，并且在这种直观之中，它是绝对的被给予性。它是作为一种存在之物，作为一个“这里的这个”（Dies-da）被给予的，而对这个此物的存在进行怀疑是根本无意义的。尽管我能够考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方式与其它的存在方式有何关系，此外我还可以考虑得远一些，被给予性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并且我能够在继续反思的同时，使直观本身对我来说成为这样一种直观，在它之中，上述被给予性，或者说，上述存在方式构造起自身。但是，我此刻仍然在绝对的基础上活动，就是说：这个感知是，并且只要它延续着，就始终是一个绝对之物，一个“这里的这个”，某个自在地是其所是的东西，某个我能够把它作为最终标准来进行测量的东西，某个可以意味着，并且在这里必然意味着存在和被给予状态的东西，当然至少是对于那种通过“这里的这个”来说明的存在方式和被给予方式而言。这对一切特殊的思维形态都有效，只要它们是被给予的。但是所有这些特殊的思维形态在想象中也都能够是被给予性[37]，它们能够“仿佛”在眼前一般出现，但却不是作为现实的现在性，作为现实进行着的感知、判断等等而出现的。即使这样，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被给予性，它们直观地出现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是在模糊的暗示中、在空乏的意指中谈论它们，我们还直观它们，并且在直观它们的过程中能够直观到它们的本质、它们的构造、它们的内在特征，并且在纯粹的测量中将我们的话语粘附到被直观的丰富明晰性上去。但这里必须立即补充对本质概念和本质认识的阐释。


  我们暂且确定，可以从一开始就描述绝对被给予性的领域；并且，如果建立一门认识论的打算是可能的，那么这个领域就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事实上，关于认识的意义和本质方面的模糊性正需要一门关于认识的科学，这门关于认识的科学的意图就仅仅在于使认识获得本质的明晰性。它不想解释作为心理事实的认识，它不想研究认识产生和消失的自然条件以及认识在其生成和变化过程中所必然依据的自然规律：研究这些问题是自然科学的任务，即关于心理事实、关于进行体验的心理个体的体验的自然科学的任务。相反，认识批判是想揭示、澄清、阐明认识的本质和属于其本质的在有效性方面的合理要求；而这无非就是指：使它们成为直接的自身被给予性。[38]


  



  重复和补充。[39]自然的认识在各门科学中获得持续富有成效的进展，这使它对自己的切合性确信不疑，它没有理由对认识可能性和对被认识的对象的意义感到不安。然而，一旦针对认识与对象的相互关系进行反思（一方面是在认识与认识行为的关系中，另一方面认识在与认识对象的关系中，也可能对认识的思想含义进行反思）[40]，那么困难，不利的情况，矛盾的，但却被误认为已得到论证的理论就出现了，它们迫使人们承认，认识的可能性就其切合性而言[41]是一个谜。


  一门新的科学要在此产生：这就是认识批判，它要整顿这种混乱并且向我们揭示认识的本质。显然，形而上学这门绝对的和最终意义上的存在科学（Seinswissenschaft）的可能性依赖于认识批判这门科学的成功。但这样一门关于认识的科学究竟如何才能完全确立起来呢？凡是使一门科学受到怀疑的东西，都不可当作已经给予的基础来利用。但是，由于认识批判把一般认识的可能性，即就认识的切合性而言的可能性[42]，设定为问题，因此一切认识就都是可疑的。只要认识批判开始进行，对它来说，任何认识就不能再作为被给予的认识。因而它不能从任何前科学的认识领域中接受任何东西，任何认识都具有可疑性的标记。


  没有被给予的认识作为开端，也就没有认识的进展。就是说认识批判根本就无从开始。这样一门科学根本就不能有。


  我认为，这里有一点是正确的：在开端上任何认识都不能不假思索地被当作已确定的认识。但如果认识批判从一开始就不能接受任何认识，那么它开始时可以自己给自己以认识，而且认识批判当然不能进行论证和逻辑推导的认识，因为论证和推导需要有事先就必须被给予的直接认识；相反，它直接指出这些认识，这些认识具有以下性质：它绝对明晰无疑地排除任何对其可能性的怀疑，并且绝对不包含任何导致一切怀疑主义混乱的难解之谜。现在我指出笛卡尔式的怀疑考察和绝对被给予性的领域，或者说绝对认识的范围，这种绝对认识是在思维的明见性的概念下被把握的。现在还应当进一步指出，这种认识的内在使它能够作为认识批判的第一出发点；此外，它借助这种内在摆脱了那种神秘性，这种神秘性是产生所有怀疑主义窘境的根源，最后，内在是所有认识论的认识必不可少的特征。不仅仅是在开端上，而且任何时候向超越的领域的借贷，换言之，即任何把认识论建立在心理学或其它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做法都是一种背谬（nonsens）。


  我还要做一补充。有如下表面的论证：由于认识论将一般认识看作是可疑的，因此认识论如何得以开始呢，因为任何开端的认识作为认识都是可疑的；并且如果所有认识对于认识论来说都是一个谜，那么认识论自己用以开端的第一个认识也是一个谜。我认为，这种表面的论证当然是一种虚假论证。这种虚假起因于此话模糊的一般性。一般认识是“可疑的”，这并不表明否定一般认识的存在（这会导致背谬），而是说，认识包含着某种问题，例如：某个被归于它的切合性方面的成就是如何可能的，甚至我也许会怀疑，它是否可能。即使我自己在怀疑，但是，由于能够指出使怀疑没有对象的那些认识，怀疑随即也就消失了，因此，我就有可能迈出第一步。其次，如果我以对一般认识的不理解作为开端，那么这种不理解在其模糊的一般性中当然也包括每一个认识。但这并不是说，我将来遇到的每一个认识在任何时候都必然对我是不可理解的。在一个最初普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认识层次上有可能存在着一个大的谜，并且当我陷入一般性的窘境时，我会说：一般认识是一个谜，然而很快便表明，这个谜并不寓于某些其它的认识之中。我们将会知道，情况确实如此。


  我说过，认识批判必须与之相连接的那些认识不能含有丝毫可疑性，不能含有任何使我们陷于认识论的混乱之中的东西和任何超越整个认识批判的东西。我们必须指出，这是符合思维领域的情况的。但为此需要进行更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会给我们带来根本性的推动。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观察一下，什么东西如此神秘、什么东西使我们在关于认识可能性的最先的反思中陷于窘境，那么这便是认识的超越。所有自然的认识、前科学的，特别是科学的认识，都是超越的、客观化的认识；它将客体设定为存在着的，它要求在认识上切中实事状态，而这种实事状态在认识之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被给予的，并不“内在”于认识。


  如果进一步考虑一下，那么超越显然具有双重意义。它或者可能意指在认识行为中对认识对象的非实项含有，以至于“在真正意义上被给予”或者“内在地被给予”被理解为实项地含有[43]；认识行为、思维具有实项的因素，具有实项的构造性的因素，但思维所意指的、所感知的、所回忆的事物却只能作为体验而被发现，而不是实项地作为一个部分、作为真实地在其中存在着的东西在思维自身之中而被发现。因而问题在于：体验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因此，内在的在这里就意味着在认识体验中实项内在的。


  但还有另一种超越，它的对立面是完全另一种内在，即绝对的、明晰的被给予性，绝对意义上的自身被给予性。[44]这种排除任何有意义的怀疑的被给予状态是指对被意指的对象本身的一种绝对直接的直观和把握，并且它构成明见性的确切概念，即被理解为直接的明见性。所有非明见的，虽然指向或设定对象，却不自身直观的认识都是第二种意义上的超越。在这种认识中，我们超越了真实意义上的被给予之物，超越了可直接直观和把握的东西。这里的问题是：认识如何能够把某种在它之中不直接和不真实地被给予的东西设定为存在着的？[45]


  在进行更深刻的认识批判的考虑之前，这两种内在和超越是混杂在一起的。很明显，提出第一个关于实项的超越的可能性问题的人实际上把第二个问题，即关于对明见的被给予性领域的超越的可能性问题也搀杂在里面了。即是说，他默默地假定：唯一真正可理解的、无疑的、绝对明见的被给予性是在认识行为中实项含有的因素的被给予性，因此对他来说被认识的对象中任何未实项地被包含的东西都是神秘的、成问题的。我们很快将得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46]


  无论人们现在是在这种、那种还是首先在多种意义上理解超越，它都是认识批判的起初的和主导的问题，它是一个谜，这个谜对自然认识来说是一块拦路石，而对于新的研究则是一种推动。开始时，人们可能会把解决这个问题看作是认识批判的任务，并借此给这门新学科划定第一个暂时的界限，而不是更普遍地将一般认识的本质问题看作认识批判的主题。


  如果在最初确立这门学科时这个谜都存在于此，那么就可以更明确地确定，哪些东西不能当作预先被给予的东西。就是说，超越之物不能作为预先被给予的东西来运用。如果我不理解认识切中其超越之物是如何可能的，那么我也不知道，这是否可能。[47]现在，科学地论证超越的实存对我丝毫没有帮助。因为所有间接论证都回归到直接论证上去，而直接的东西就已经包含了谜。[48]


  但也许有人会说：直接认识和间接认识一样，都包含了谜，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这个“如何可能的”是可疑的，而“这是可能的”却是绝对肯定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怀疑世界的实存，怀疑论者的谎言受到他的实践的惩罚。那么好吧，我们用一个更有力，并且更宽泛的论证来回答他。因为这不仅证明，人们在认识论的开端不能依赖自然的和超越地客观化的一般科学，而且也证明，在认识论的整个进程中也不能依赖这种科学。因而它证明了一个基本命题：认识论从来不能并且永远不能建立在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于是我们要问：我们的对手想用他的超越的知识来做什么呢？我们把客观科学所储存的所有超越的真理都交给他自由使用，并且推测这些真理的真实性价值并不因为已产生的“超越的科学如何可能”这个谜而受到改变。他想用这些包罗万象的知识来做什么呢？他想怎样从“这是可能的”过渡到“如何可能的”上去呢？他的知识作为事实——这一事实即：超越的认识是真实的——向他保证，超越的认识的可能性在逻辑上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个谜是：超越的认识如何可能。他能够在所有科学假设的[49]基础上，在所有的认识，甚至包括超越的认识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考虑一下：他们还缺少什么？对他来说，超越的认识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只是以分析的方式显而易见，于是他说，我具有关于超越之物的知识。他缺少什么是很明显的。注20他不明白与超越之物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明白人们归功于认识和知识的那种“对超越之物的切中”是怎么一回事。对他来说，明晰性在哪里，是怎样的？但愿这种关系的本质在某处被给予他，这样他就能够直观到这些，认识和认识客体的统一性（切合性一词正暗示着这种统一性）就在他自己眼前，因而他不仅具有关于这种统一性的可能性的知识，而且在这统一性的明晰被给予性中把握这种可能性。可能性本身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超越之物，是一种被知道的，但却不是自身被给予的、被直观到的可能性。他的想法显然是：认识是一种不同于认识客体的东西；认识是被给予的，而认识客体不是被给予的；但认识却应当与客体有关，应当去认识客体。我如何才能理解这种可能性呢？回答显然是：只有关系本身作为一种可直观的东西被给予，我才能够理解这种可能性。如果客体是并且始终是一种超越之物，而且如果认识和客体确实不一致，那么他在这里当然什么也看不见，并且他以某种方式、完全通过对超越所隐含的假设的推论而使自己得以明白的这种希望，显然也是一件愚蠢之举。


  有了这些想法，他就必须理所当然地坚决放弃他的出发点：他必须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超越之物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他有关的所谓知识只是先入之见。这样，问题就不再是超越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而是把超越的效力归于认识的这种先入之见如何解释自己：这恰恰是休谟的道路。


  然而我们撇开这些不论，而是对如下这个基本思想做补充说明，这一基本思想就是：“如何可能”的问题（超越的认识如何可能，甚至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一般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永远不可能根据关于超越之物的在先被给予的知识[50]以及对此在先被给予的命题得以解决，哪怕它是产生于精确科学之中的命题[51]；对这个思想，我们的补充说明如下：一个天生的聋子知道，有声音存在，并且声音形成和谐，并且在这种和谐中一门神圣的艺术建立了；但他不能够理解，声音如何做这件事，声音的艺术作品如何可能。他也不能想象同一类东西，即：他不能直观它们，并且不能在直观中把握“如何可能”。他的关于实存的知识对他毫无帮助，并且如果他想根据他的知识对声音艺术的“如何可能”进行演绎，通过对他的知识的推理弄清楚声音艺术的可能性，那就太荒唐了。对只是被知道，而不是被直观到的实存进行演绎，这是行不通的。直观不能论证或演绎。企图通过对一种非感知知识的逻辑推理来阐明可能性（而且是直接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一种背谬。我完全可以肯定，有超越的世界存在，可以把所有自然科学的全部内容看作有效的；但我不能借用它们。我永远不能奢望借助超越的假设和科学的结论达到我在认识批判中想达到的目的，即：观察到超越认识的客观性的可能性。并且这显然不仅对认识批判的开端，而且对认识批判的所有进程都有效，只要它还停留在对认识如何可能这个问题的阐述上。并且，这显然不仅对超越的客观性问题有效，而且对任何可能性的阐述都有效。


  每当人们进行超越的思维，并且在这种思维的基础上确立一种判断时，人们总是极其强烈地倾向于在超越的意义上做判断并因此陷入“向另一个类的越度”（μετάβασις εις αλλο γένος）之中，如果我们把上述结论与这种强烈的倾向相联系，那么，对认识论原则的全面而又充分的演绎就形成了：在任何认识论的研究过程中，对各种认识类型都必须进行认识论的还原，即：将所有相关的超越都贴上排除的标记，或贴上无关紧要的标记、认识论上无效性的标记，贴上这样一个标记，这个标记表明：所有这些超越的实存，无论我是否相信它，都与我无关，这里不是对超越的实存做判断的地方，它根本不被涉及。


  认识论所有的基本错误——一方面是心理主义的，另一方面是人本主义和生物主义的[52]——都与所说的越度（μετάβασις）有关。它的影响极其危险，因为它使问题的本来意义永远不得明白并且在越度中消失，一方面也是由于，连阐明这一点的人要想始终有效地保持这种明晰性也十分困难，而他却非常容易在漫思遥想中重新受到自然的思维和判断方式的诱惑，陷入到所有以这种思维和判断方式为基础而形成的错误和诱人的问题之中。


  第三讲


  认识论还原的实行：排除一切超越之物——研究课题：纯粹的现象——绝对现象的“客观有效性”问题——不可能局限于个别的被给予性；现象学的认识作为本质认识——“先天”概念的两种含义


  



  根据以上阐述已经仔细地、可靠地证实了：哪些东西可供认识批判利用，哪些东西不能利用。它要解的谜是根据其可能性而言的超越，尽管如此，超越之物的现实仍然永远不能列入考虑的范围。显然，可利用的对象的领域，或者说，可利用的认识、可作为有效认识出现、并且能够仍然不受认识论的无效性标记制约的认识的领域，不可能缩限为零。我们已经确定了诸思维的全部领域。思维的存在，确切地说，认识现象本身，是无疑的，并且它摆脱了超越之谜。在认识问题的开端上，这些实存已经被设定了，如果不仅超越之物，而且认识本身也被放弃的话，那么超越之物如何能进入认识这个问题便失去了它的意义。同样明白的是，诸思维表现着一个绝对内在的被给予性领域，无论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阐释内在。在对纯粹现象的直观中，对象不在认识之外，不在“意识”之外，并且同时是在一个纯粹被直观之物的绝对自身被给予性意义上被给予的。


  但这里需要通过认识论的还原来保证，在这里，我们想首先具体地（in concreto）探讨这个还原方法上的本质。在这里我们需要还原，为的是使思维存在的明见性不至于和“我的思维是存在的”的明见性、“我思维地存在着的（sum cogitans）”的明见性等等混为一谈。必须防止把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现象与心理学现象，即自然科学心理学的客体相混淆。如果我作为一个自然思维的人观察我正在体验的感知，那么我立即会，并且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这是事实）会将它统摄于与我的自我的关系中，它在这里是作为这个体验着的人的体验、作为他的状态、作为他的行为，而感觉内容则作为对他来说在内容上的被给予之物、被感觉之物、被意识之物[53]，并且和他一同排列在客观时间之中。感知，甚至思维就是这样被统摄的，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事实。作为日期被统摄在客观时间中，这属于体验着的自我，这个自我在时间之中并且延续着它的时间（一种通过经验的时间测量学方法得以测量的时间）。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现象。


  这种意义上的现象受我们在认识批判中所必须遵循的那种规律、那种将所有超越之物悬搁起来（έροχή）的规律的制约。作为人、作为世界之物的自我，以及作为这个人的体验的体验被列入客观时间中——尽管这是完全不确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超越并且在认识论来说是零。只有通过还原，我们也已经想把它们叫作现象学的还原，我才能获得一种绝对的、不提供任何超越的被给予性。如果我对自我、世界和自我体验本身提出怀疑，那么在有关体验的统摄中对被给予之物、对我的自我的简单直观的反思，就产生了这个统摄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被理解为我的感知的感知”。当然，我可以用自然的考察方式将这个现象重新与我的自我相联系，把它设定为经验意义上的自我，这时我又要说：我具有这种现象，它是我的现象。这样，为了获得纯粹现象我就不得不重新对自我以及时间、世界提出怀疑，并且列出一个纯粹的现象——纯粹思维。但是我也可以在我感知的同时纯直观地观察感知，观察它本身如何在此存在，并且不考虑与自我的关系，或者从这种关系中抽象出来；那么这个被直观地把握的和限定的感知就是一种绝对的、摆脱了任何超越的感知，它就作为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现象而被给予。


  因此，每个心理体验在现象学还原的道路上都有一个纯粹现象与之相符合，这个纯粹现象的内在本质（个别地看）被确定为绝对的被给予性。所有对一种“非内在的现实”的设定，即对一种尽管在现象中被意指，但未包含在现象中的，同时又不是在第二种意义上被给予的现实的设定，都是被排除的，就是说，被悬置的。


  如果存在着把诸纯粹现象变成研究客体的可能性，那么很明显，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处于心理学这门自然的、超越地客观化的科学之中了。这时我们便不研究，并且不谈论心理学的现象，不谈论所谓实在现实的某些确实的事件（实在现实的实存始终是可疑的），而是谈论那些存在着的和起效用的东西，谈论是否有诸如客观现实这类东西，谈论对这种超越的设定是否合理。我们谈论的正是这样一些绝对被给予性；尽管这些被给予性也意向地关系到客观现实，这种自身关系也只是这些被给予性中的某一个特性，不会对现实的存在和非存在做出任何预先的判断。这样我们就已经抛锚于现象学之滨，它的对象被设定为存在着的，正如科学设定它的研究客体一样，但现象学的对象并不被设定为在一个自我之中、一个时间性的世界之中的实存，而是被设定为在纯粹内在的直观中被把握的绝对被给予性。纯粹的内在之物在这里首先通过现象学的还原而得到描述：我意指的恰恰就是“这里的这个”（dies da），不是它以超越的方式所意指的东西，而是它自身之所是的东西，以及它在被给予时所作为的东西。当然，这些说法仅仅是迂回的辅助方法，用以说明超越的客体的虚假被给予性与现象学的绝对被给予性之间的区别，从而看到这里可以看到的最主要的东西。


  现在，为了使我们能够在这块新大陆上站稳脚跟，不至于在它的岸边绊倒，我们必须迈出新的步伐，进行新的思考。因为在这段海岸边隐藏着暗礁，暗礁上阴霾云集，它们以怀疑主义的风暴威胁着我们。我们至此为止所说的话，涉及所有现象，当然，为了理性批判的目的，我们只是对认识现象发生兴趣。但是我们现在将要阐明的东西也可以说是针对所有现象的，如果对这句话做些必要的修正（mutatis mutandis），那么就是说，无论什么变化，无论何种层次，我们现在将要阐明的东西对所有现象都是有效的。[54]


  我们要建立一门认识批判的意图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开端，走向一个我们可以支配的被给予性的坚实陆地，并且我们好像首先需要它们：为了阐明认识的本质，我当然必须把所有相关形态中的认识作为被给予性来拥有，并且是以这种方式拥有，即：这种被给予性自身丝毫不带有别的认识（尽管这认识似乎提供了被给予性）所带有的那些问题。


  我们已经确定了纯粹认识的领域，现在我们可以研究它并且确立一门关于纯粹现象的科学，一门现象学。这门现象学必定会成为解决那些使我们动摇的问题的基础[55]，这难道不是自明的吗？但是很明显，只有当我自己观察到了认识，并且只有当它在直观中把其本来的面目给予我，我才能使认识的本质得以明了。我必须内在地和纯直观地在纯粹现象中、在纯粹“意识”中研究它：它的超越是可疑的；只要它是超越的，那么它与之发生联系的对象性的存在对我来说就不是被给予的，而问题恰恰在于：它如何能够尽管如此仍然被设定呢?并且，如果这种设定是可能的话，那么它还有，以及它还能够有什么意义呢！另一方面，即使我根据其切合性[56]而将超越之物的存在看作可疑的，这种与超越之物的联系在纯粹现象中仍然具有某种可把握的东西。这种与超越之物的关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它的意指，仍然是现象的内在特征。甚至问题似乎仅仅取决于一门关于绝对的诸思维的科学。[57]我必须接触到被意指的超越之物的已确定性，因此我不仅研究这种超越自身的意指的意义，而且在研究它的意义的同时还要研究它的可能的有效性或有效性的意义；而且，只有在这个意义绝对被给予时，只有在有效行动意义在关系、证明、证实的纯粹现象中成为绝对的被给予性时，这个研究才能进行；否则我还能在什么时候进行这种研究呢？


  当然，我们在这里立即会不知不觉地萌生怀疑：难道在行动中不是必然会有更多的东西出现吗？难道有效性的被给予性不正带有客体的被给予性吗？如果确实存在着某种有效的超越，那么这种被给予性就不可能是思维的被给予性。但是，无论如何，一门被理解为思维的纯粹现象的科学始终是第一性的，这是必定的，而且它至少能够解决问题的主要部分。[58]


  因而这里的目的在于现象学，这里是指作为纯粹认识现象的本质论的认识现象学。前景是美好的。但现象学应当如何开始呢？它是如何可能的呢？我应当判断，但应当客观有效地判断，科学地认识纯粹现象。所有科学不都会导致对自在存在着的客观性以及对超越之物的确定吗？科学地被确定之物存在着，自在地存在着，无论我在对它的认识过程中是否把它设定为存在着的，它都绝对被视为存在着的。在科学中被认识之物、科学地被论证之物的客观性难道不正是作为相关物而属于科学的本质吗？并且，科学地被论证之物难道不是普遍有效的吗？但这里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在纯粹现象的领域中活动。但我为何说领域，毋宁说它是由现象组成的一条永恒的赫拉克利特河流。我在这里能做些什么陈述？我可以直观地说：这里的这个！它存在，无疑的。我甚至可以说，这个现象作为部分包含着那个现象，或者与那个现象相联结，这个现象渗透到那个现象中，等等。


  显然，这与这些判断的“客观”有效性无关，这些判断没有“客观意义”，它们只具有“主观”真实性。[59]我们在这里不想研究这种判断（就其“主观”[60]真实的要求而言）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其客观性。然而这里可以一目了然，由前科学的[61]自然的判断所安排并由精确科学的有效判断进一步完善的那种客观性的威仪，这里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不会给这些由我们纯直观地做出的判断——这里的这个存在着，如此等等——附以特殊的价值。


  此外，你们在这里会想到康德对感知判断和经验判断的著名区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康德缺乏现象学的和现象学还原的概念，他不能完全摆脱心理主义和人本主义，因此，他没有达到进行这种必要区分的最终目的。当然，我们考虑的不是其有效性被局限在经验主体之上的纯主观有效的判断和客观有效的，即对任何主体有效的判断：经验的主体已被我们排除了，而超越论统觉、一般意识对于我们来说将很快获得完全另一种意义，一种根本不神秘的意义。


  但我们仍要回到我们考察的主要方面去。现象学的判断作为特殊判断不会教给我们许多东西。但如何才能获得判断，即科学有效的判断呢？而“科学的”这个词立刻又使我们陷入窘境。我们要问，超越不正是随着客观性而出现的吗？而且随着超越还出现了如下的怀疑：这种客观性的含义是什么？它是否可能并且如何可能？通过认识论的还原我们排除了超越的前提，因为超越根据它可能的有效性和它的意义来看是可疑的。那么科学的确定，对认识论本身的超越的确定还可能吗？在对超越的可能性进行论证之前，任何对认识论本身的超越的确定都是不允许的，这一点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62]但如果认识论的悬搁（έροχή）要求——如它所表现出的那样——在论证超越的可能性之前，我们不能把任何超越看作有效的，并且如果对超越的可能性的论证本身以客观论证的形式要求超越的设定，那么这里似乎就出现了循环，它使现象学和认识论成为不可能；而迄今为止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我们不会立刻就对现象学，包括认识批判在内的可能性感到绝望。我们现在需要前进一步，这可以使我们摆脱这种循环。从根本上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步，因为我们区分了双重的超越和内在。你们还记得，笛卡尔在确定了思维的明见性之后（或者毋宁说在确定了我们还没有引用过的“我思故我在”之后）问道：是什么在向我们保证这种根本的被给予性？是明白清楚的感知（clara et distincta perceptio）。我们可以以此为出发点。我不需要说：我们在这里已经比笛卡尔更纯粹、更深刻地把握了这个事物，因此我们在更纯粹的意义上把握和理解了明见性和明白清楚的感知。我们可以随着笛卡尔再向前迈一步（经过必要的修正）：所有像个别思维一样通过明白清楚的感知而被给予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利用。但我们不能再继续进行第三个沉思和第四个沉思，即：对上帝证明以及向真实可信的东西（veracitas dei）的回溯等等，否则显然会带来恶果。你们始终要保持怀疑的态度，或者毋宁说，批判的态度。


  我们承认纯粹思维的被给予性是绝对的，然而外感知中外在事物的被给予性不是绝对的，尽管这种外感知认为事物本身具有在。事物的超越使我们对事物产生怀疑。我们不理解感知如何能切中超越之物；但是我们理解感知如何切中内在之物，即以反思的和纯粹内在的感知、被还原的感知的方式切中内在之物。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理解呢？我们直接地直观和直接地把握我们在直观和把握时所意指的东西。观察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所意指的是某种不在它自身中被给予的东西，并且怀疑这东西是否存在以及如何理解它是存在着的，这是有意义的。但是，直观，并且仅仅意指在直观时把握到的东西，这时仍然对此提出疑问和怀疑，就无意义了。从根本上这无非是说：如果直观、对自身被给予之物的把握是在最严格意义上的[63]真实的直观和真实的自身被给予性，而不是另一种被给予性，即实际上是指一个未被给予之物的被给予性，那么直观和对自身被给予之物的把握就是最后的根据。这是绝对的自明性；非自明的东西、有问题的东西，甚至神秘的东西包含在超越的意指过程中，即包含在意指、信仰之中，甚至可能包含在对一种未被给予之物的烦琐论证中；虽然在此可以发现一种绝对的被给予性，即意指、信仰本身的被给予，但这对我们毫无帮助[64]：我们只须进行反思就可以发现它。但这个被给予之物并不是被意指之物。[65]


  然而，难道绝对的自明性、直观的自身被给予性只现存于单个体验中和它的单个因素与部分中，就是说只是对“这里的这个”的直观设定？难道不应当把另一些被给予性直观地设定为绝对的被给予性？[66]例如把一般性设定为绝对被给予性，以至于一个一般之物直观地成为自明的被给予性，对这种被给予性的怀疑会再次导致背谬。


  我们以笛卡尔为依据所进行的全部明见性考察（这个考察肯定具有绝对的明晰性和自明性）已经失去了它的有效性，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限制在现象学的-单个的思维之被给予性上的做法是多么奇怪。就是说，对于思维和我们正在体验的感觉的单个情况，我们也许能够说：这是被给予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贸然说出如下这个最一般的公理：一个被还原的现象的被给予性就是一个绝对无疑的被给予性。


  可是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给你们引路。无论如何这样一点是明显的，即：认识批判的可能性除了依赖于被还原了的诸思维之外，还依赖于其它绝对被给予性的指明。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在对诸思维进行预先规定的判断时已经逾越了诸思维。当我们说，这个判断现象以这个和那个想象现象为基础，这个感知现象包括这个和那个因素、颜色内容等等，这时我们已经超越了它们。并且，即使我们设定性地在对思维被给予性的最纯粹测量中做出这些陈述，我们也已经带着反映在语言表达中的逻辑形式超越了纯粹思维。这是一种超级加法（Superplus），它并不是对新思维的单纯集聚。并且，即便随着述谓思维一起会有新思维加入到我们所陈述的那些思维中去，这些新思维仍然不会构成述谓的实事状态，不会构成陈述的对象性。[67]


  至少对于那些能够站在纯粹直观的角度并拒斥所有自然成见的人来说，这样一种认识是较容易把握的，即：不仅个别性，而且一般性、一般对象和一般实事状态都能够达到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这个认识对于现象学的可能性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现象学的特征恰恰在于，它是一种在纯粹直观的考察范围内、在绝对被给予性的范围内的本质分析和本质研究。这必然是它的特征；它想成为一门科学和一种方法，目的是阐明可能性、认识的可能性、评价的可能性，从它们的本质根据出发来阐明它们；因为存在着普遍怀疑的可能性，所以现象学的研究是普遍的本质研究。[68]本质分析是总体分析，本质认识是针对本质、针对实质（Essenz）、针对一般对象的认识。[69]现在也可以合法地谈论先天了。至少，假如我们排除了被经验歪曲了的先天概念，那么，先天认识的含义无非就是指一种纯粹针对总体实质的[70]、纯粹从本质中汲取[71]其有效性的认识，此外它还能有什么别的含义呢？


  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合理的先天概念；如果我们把先天理解为所有那些作为范畴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原则性含义的概念，并进一步理解为建立在这些概念中的本质规律，那么就产生了关于先天的另一种概念。[72]


  如果我们在这里坚持关于先天的第一种概念，那么现象学就在原初的、绝对被给予性的领域内与先天有关，与在总体直观中把握的种类、与先天的实事状态有关，这些实事状态在这些绝对被给予性的基础上可直接直观地构造自身。对理性（不仅理论理性，而且实践理性，以及任何理性）批判的主要目的显然都在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先天，在于确定自身给予的那种原则形式和实事状态，并且借助这种自身被给予性来实现、利用和评价随同对原则性含义的要求一起出现的逻辑学的、伦理学的、价值学说的概念和规律。


  第四讲


  通过意向性扩展研究范围——一般之物的自身被给予性；进行本质分析的哲学方法——对明见性的感觉论的批判；明见性作为自身被给予性——不局限于实项的内在范围；课题：所有的自身被给予性


  



  如果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仅仅是认识的现象学，那么，我们所涉及的便是通过直接直观可指明的[73]认识本质，即：一种直观的、在现象学还原的和现象学自身被给予性的范围内进行的指明，以及对“认识”这个广义的名称所包含的杂多性质的现象做分析的区别。因而问题便是，本质地包含在和建立于这些现象之中的是什么？它们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哪些复合的可能性为它们奠定了本质的和纯粹内在的基础？哪些总体联系一般在这里喷涌而出？


  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实项的内在之物，而且也涉及意向意义上的内在之物。认识体验具有一种意向（intentio），这属于认识体验的本质，它们意指某物，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对象发生关系。尽管对象不属于认识体验，但与对象发生的关系却属于认识体验。对象能显现出来，它能在显现中具有某种被给予性，但尽管如此，它既不是实项地存在于认识现象之中，也不是作为思维（cogitatio）而存在。要澄清认识的本质并使属于认识的本质联系成为自身被给予性，就要从这两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属于认识本质的这个关系。这里确实存在着谜、奥秘和问题，这就是：认识对象的最终意义是什么？如果认识是判断的认识，那么它的切合性或非切合性的最终意义是什么？如果认识是明见的认识，那么它的相即性的最终意义又是什么？如此等等。


  无论如何，这整个的本质研究实际上显然是总体研究。现象学确定的客体并不是在意识流中出现和消失的单个认识现象。这里的目的在于“认识的源泉”，在于可总体观察的起源，在于体现着一般基本尺度的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按照这些尺度，可以衡量那些混乱的思维的所有意义和公理，并且可以解答所有被这思维置于它的对象之中的谜。


  但是一般性、一般本质和属于它们的一般实事状态果真能像思维那样在相同的意义上达到自身被给予性吗？难道一般之物本身不恰恰超越了认识吗？作为绝对现象的一般[74]认识当然是被给予的；但在认识之中，我们要想寻找一般之物是徒劳的，这种一般之物在对一样的内在内容的无数的、可能的认识中应当是在最严格意义上的同一之物。


  正如我们已经回答的那样，我们现在当然还要回答：这个超越当然具有一般之物。认识现象的和这种现象学个别性的任何实项部分，重又是一个个别性，这样，本身不是个别性的一般之物就不能实项地包含在一般性意识之中。但是，对这种超越的厌恶无非是一种先入之见，它产生的原因是没有从认识的起源本身来适当地考察认识。同样必须弄清楚的是，绝对现象和被还原的思维对我们来说之所以成为绝对的被给予性，不是因为它是个别性，而是因为它在现象学的还原之后在纯粹直观中同样作为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表现出来。但我们能够纯粹直观地发现，一般性同样不缺少这种绝对的被给予性。


  确实如此吗？我们看一下一般之物的被给予性的情况，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纯粹内在的一般性意识根据被观察的和自身被给予的个别性构造起自身。关于红，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我除去红此外还含有的、作为能够超越地被统摄的东西，如我桌子上的一张吸墨纸的红等等；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红和特殊的（in specie）红的思想的意义，即从这个红或那个红中直观出的同一的一般之物；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被意指的不再是这个红或那个红，而是一般的红。如果我们确实纯粹直观地这样做了，那么可以理解，我们可能还会怀疑，什么是一般的红？它意指的是什么？按照它的本质它可能是什么？我们直观它，它存在于此，我们意指的是它，这个红的种类。即便是一种神性、一种无限的智慧，除了总地直观这一切之外，还能够得到更多的红的本质吗？[75]


  如果我们给出两种红的种类，两种红的程度，那么我们难道不能判断，这种红和那种红是相似的，这不是指这种个别单一的红的现象，而是指红的种、差本身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关系在这里不正是一种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吗？


  因而这种被给予性也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被给予性[76]，不是保持在个别意识范围之内这种错误意义上的内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在心理学主体中的抽象行为和进行这种抽象的心理学条件。这里谈的是红的总体本质或红的意义以及在总体直观中的红的被给予性。


  如果人们在对红的直观和在对红的种属的把握过程中用“红”这个词恰恰是指被直观、被把握的东西的话，那么现在再追问和怀疑，什么是红的本质，或什么是红的意义就没有必要了；与此相同，如果人们在纯粹直观的和纯粹观念化直观的考察中，在现象学还原的范围内看到了有关的范例现象并且给予了有关的性质，那么在涉及认识本质和认识的主要形态的过程中再怀疑它们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没有必要了。只是认识显然不是像红这样一种简单的事物，必须对认识的杂多形式和种类进行区分，不仅如此，还必须在它们之间的相互本质联系中对它们进行研究。因为，理解认识，这就是说，要总体地澄清认识的目的论关系，这些关系的结果便是智慧形式的各种本质的某种本质关系。同时，对认识的理解还包括对原则的最终阐明[77]，这些法则作为科学客观性的可能性的观念条件支配着所有作为规范的经验科学的过程。对阐明法则的全部研究完全是在本质领域中进行的，这个本质领域又是以现象学还原的单个现象为基础而构造起来的。


  分析在每一步上都是对构造于直接直观中的总体实事状态的本质分析和研究。因而全部的研究都是先天性的，当然它不是一种在数学演绎意义上的先天性研究。将它与客观化的先天科学区别开来的，是它的方法和它的目的。现象学的操作方法是直观阐明的、确定着意义和区分着意义的。它比较，它区别，它连接，它进行联系，它分割为部分，或者去除一些因素。但一切都在直观中进行。它不会理论化和数学化；就是说，它不在演绎理论的意义上进行解释。一旦它对那些作为统治着客观化科学可能性之原则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理进行阐明（但最终也把它自己的基本概念和法则作为反思的阐明的对象），那么它便结束了，客观化的科学便从这里开始。因而它是完全另一种意义上的科学并且具有完全不同的任务和完全不同的方法。在现象学的最严格的还原内进行的直观的和观念化的操作方式是它的唯一财产，这种操作方式本质上属于认识批判的意义，因而也属于所有的理性批判（即包括价值的和实践的理性批判），就此而论，它是一种特殊的哲学方法。但是除了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批判之外，还有被称作哲学的东西，这种哲学所涉及的是自然的形而上学和全部精神生活的形而上学，因而是在最宽泛意义上理解的形而上学一般。


  在直观的这些情况中，人们谈及明见性，并且，实际上唯有那些知道确切的明见性概念并根据其本质来确定它的人才会看到这类事件（Vorkommnisse）。根本性的东西在于，不要忽视，明见性实际上就是这个直观的、直接和相即地自身把握的意识，它无非意味着相即的自身被给予性。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者对起源研究的价值说得那么多，但同时却与最极端的理性主义者一样远离真正的起源；他们想让我们相信，明见的判断和不明见的判断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某种感受，通过这种感受，明见的判断便显示出来。但是在这里，感受能说明什么呢？它应当做什么呢？难道它应当向我们呼唤：停住！真理在这里吗？但是，我们为什么非得相信它呢？为什么这种相信重又必须具有一种感受的标记呢？而为什么对二乘二等于五的意义判断就从不具有这种感受的标记呢？为什么它就不能具有这种标记呢？究竟怎样才能理解这种感受的标志呢？现在人们对自己说：从逻辑上说，同一个判断，如二乘二等于四的判断对我来说可以有时明见，有时不明见，四这个数的同一概念对我来说这次可以是直觉地在明见性中被给予，而另一次是在单纯符号性的注21想象中被给予。因而从内容上来说，两方面是同一现象，但其中一方面具有价值上的优越，具有赋予价值的特征，具有突出的感受。难道我实际上在两方面具有同一个东西，只是这一次附加了一种感受，而另一次则没有？如果人们观察一下现象，那么很快就发现，实际上同一现象并不会两次出现，而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现象，它们只是具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如果我看到二乘二等于四，并且我在模糊的符号判断中说出来，那么我意指的是同一个东西，这并不是说：具有同一现象。从两方面来看，内容是不同的，这一次我直观，并且实事状态本身在直观中被给予，另一次我具有符号性的意指。这一次我具有直观，而另一次我具有空乏意向（Leerintention）。


  因而区别是否在于，有一种两方面共同的东西现存于此，相同的“意义”，一次是附有感受标记，另一次却没有呢？但人们应该只是观察现象本身，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去谈论它们和构建它们。我们再举一个更为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有一次在生动的直观中具有红，并且另一次在符号性的空乏意向中想到红，那么是否这两次的同一个红的现象都是实项当下的，只是一次附有红的感受，而另一次没有这种感受呢？[78]


  人们只须观察一下这些现象就会认识到，它们完全不是这样，它们只有通过两方面被视为同一的东西（我们叫作意义）才得到统一。但是，差异是否就存在于现象本身之中呢？还是需要用一种感受来进行区分呢？并且，区别难道不正在于，在一种情况中包含着红的自身被给予性，包含着数的和总数相等性的自身被给予性，或者，包含着在主观表达中相即[79]直观的把握和对这些事物的自身具有，而另一次则只包含着对这些事物的意指吗？因而我们对这种充满感觉的明见性并不能满意。只有当它在纯粹直观中指明自己，并且这种纯粹直观的含义是指我们所期望的直观以及和这明见性本身相矛盾的直观时，这种明见性本身才是合理的。


  利用明见性的概念，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关于思维的存在我们具有明见性，并且，因为我们具有明见性，所以它不包含谜，也不包含[80]超越的谜，它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我们可以支配的无疑的东西。关于一般之物我们的明见性也不更少，一般的对象性和实事状态对我们来说成为自身被给予性，并且它们在同样的意义上也是无疑地被给予的；同样在最严格的意义上相即地[81]自身被给予。


  据此，现象学还原的含义并不是指将研究限制于实项的内在领域内，限制于在绝对思维的这个（Dies）之中实项地被包含之物的领域内，它的含义根本不是指限制在思维领域内，而是指限制在纯粹自身被给予性的领域内，限制在那些不仅被讨论、不仅被意指之物的领域内；它的含义也不是指限制在那些被感知之物的领域内，而是指限制在那些完全在其被意指的意义上的被给予之物和在最严格意义上的自身被给予之物的领域内，以至于在被意指之物中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被给予的。一言以蔽之，限制在纯粹明见性的领域内，但“明见性”这个词要在某种严格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意义排除任何“间接的明见性”，尤其排除所有不严格意义上的明见性。


  绝对被给予性是最终的东西。当然人们可以轻易地声称他具有某些绝对被给予之物，而事实却不是如此。绝对的被给予性也可能被模糊地讨论，并且也可能在绝对被给予性中被给予。正如我能够直观红的现象，并且完全无直观地谈论它一样，我也可以谈论对红的直观并直观对红的直观本身，借此把握对红的直观本身。另一方面，完全否定自身被给予性，这意味着否定所有最终的规范，否定所有给认识以意义的基本标准。然后人们就不得不把一切都宣布为假象，并且以背谬的方式将假象本身也宣布为假象，因而完全陷入怀疑主义的背谬性之中。但是不言而喻，只有那些看到了原因，保留了看、直观、明见性的意义的人才能以这种方式提出反怀疑主义者的论据。但对那些没看或者不愿看的人，对那些谈论着并且自己提出论据，但却始终处于接受所有矛盾，同时又否认所有矛盾的人，我们毫无办法。我们不能回答：“显然”是这样，他否认有诸如“显然”这样的东西；就像一个不在看的人想否认看的行为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像一个在看的人想否认他自己在看和否认有看的行为一样。假如他不具有另一种感官，我们怎么能使他信服呢？


  关于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我们已经知道，它并不表示实项的个别性，例如思维的绝对个别性的自身被给予性。如果我们把握住这种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那么问题就在于，它能伸展得有多远？它在什么程度上或在什么意义上与诸思维的领域和对诸思维进行概括的一般性领域相接连？如果人们抛弃了最初明显的先入之见，即认为在个别的思维中和在实项内在的领域中包含着唯一绝对的被给予之物，那么现在也必须抛弃后来的，并且同样是明显的先入之见，即认为只有在那些从实项内在的领域中产生的总体直观中才能生长出新的自身被给予的对象。


  “我们在反思的感知中绝对被给予地具有诸思维，同时我们有意识地体验它们。”人们想这样开始；然后我们能够去直观在诸思维中和在诸思维的实项因素中个别化的一般之物，在直观抽象中把握一般性，并且把纯粹建立在这些一般性中的本质联系在直观-关联的（schauend-beziehend）思维中构造为自身被给予的实事状态。这便是一切。


  然而，对于原初的、绝对被给予性的直观认识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倾向更危险了，即：过多地造出思想，并且从这些思维反思中提取出被误认的自明性。自明性通常是根本无法被明确表述的，因此它们不受任何直观的批判，自明性更多地是默默地规定着和擅自地限定着研究的方向。直观的认识是这样一种理性，它打算将知性也变成理性。知性在这里不容置喙，不能将它未兑现的空头支票混入已兑现的支票中。而知性以单纯国库券为根据的那种兑换和换算方法，在这里根本不被考虑。


  因此，知性要尽可能少，但直观要尽可能纯（无知性的直观[intuitio sine comprehensione]）；实际上我们想起了神秘主义者的话，他们描述了智性直观，这种直观不是知性知识。而全部艺术在于，把直观的眼睛纯粹地盯住这个词，并且排除与直观混杂在一起的超越的意指，排除被误认的共同被给予之物、共同被思维之物，以及有可能的话也排除由附加的反思强加于其中的解释。持续的问题就是：这种被意指之物是否在真正的意义上被给予，是否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被直观和被把握，或者，这种意指是否超出了被意指之物？


  假定了这一点，我们便很快认识到，以为直观的研究在一种所谓内感知的领域内以及一种以此内感知为基础的纯粹内在的、对它的现象和现象-因素进行观念化抽象的领域内进行，这是一种臆想。有各种各样的对象[82]的样式（Modi），以及所谓被给予性的方式，也许在所谓“内感知”意义上的存在之物的被给予性以及自然的和客观化的科学的存在之物的被给予性，只是这许多被给予性中的一种，而其它被给予性即使被标志为非存在之物，也仍然是被给予性，只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它们才是被给予性，即：它们与其它那些被给予性相对立，并且能够在明见性中与前者区别开来。


  第五讲


  时间意识的构造——本质把握作为实质的明见被给予性；个别实质和一般意识的构造——范畴的被给予性——符号性的被思维之物本身——研究领域的最广范围：认识中对象性的各种构造方式；认识和认识对象性的相互关系问题


  



  如果我们确定了思维的明见性，而后进一步承认了一般之物的明见的被给予性，那么这个步骤会立即导致下一个步骤。


  在感知颜色并同时进行还原时，我获得颜色这个纯粹现象。如果我现在进行纯粹的抽象，那么我就获得现象学的[83]颜色一般（Farbe überhaupt）这个本质。但如果我具有明晰的想象，那么我不也会完全地获得这种本质吗？


  而谈到回忆[84]，它不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它提供了各种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对象形式和被给予形式。[85]所以人们能够指出所谓原生的回忆（primäre Erinnerrung），指出与任何感知必然交织在一起的滞留（Retention）。我们现在正在体验着的体验，在直接的反思中成为我们的对象，并且在这种体验中所展现的始终是同一个对象之物：同一声音刚才还是作为真实的现在（Jetzt），眼下仍是这一声音，但它回到了过去并同时构造着同一个客观的时间点。如果声音不停止，而是延续着，并且在它的延续过程中从内容上展示为同一的，或者从内容上展示为变化的，那么这里不正是可以明见地（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住：它在延续或在变化吗？并且这不重又说明，直观超出了纯粹的现在点，即：它能够意向地在新的现在中确定已经不在现在存在着的东西，并且以明见的被给予性的方式确认一个过去的片段吗？并且，这里重又区分出：一方面是各个对象之物，它存在并且曾在，它延续着和变化着；另一方面是各个当下现象和过去现象、延续现象和变化现象，这现象每次都是一个现在，并且，在它包含着的映射（Abschattung）中，在它自己所经历的不断变化中，它使时间性的存在显现和展示出来。对象之物不是现象的一个实项部分，在其时间性中，它具有某些在现象中根本找不到并且根本无法解释的东西，但它在现象中构造起自身。它在其中展现出来，并且在其中作为“存在着的”而明见地被给予。


  再往下，至于本质被给予性，它不仅仅根据感知和交织在感知中的滞留来构造自身，以便它不仅是从现象本身提取出一种一般之物；而且是将显现的对象一般化，根据显现的对象去设定一般性：例如，时间性内容一般、持续一般、变化一般。此外，它还可以将想象和回忆作为基础，它自己给予可纯粹把握的可能性；它也在同样的意义上从这些行为中取得一般性，这种一般性另一方面却并非实项地包含在这些行为中。[86]


  显然，一种完全明见的本质把握尽管回指到它必须在其基础上构造自身的个别直观上，但并不因此而回指到单个感知上，这种单个感知所给予的范例性个别之物是一种实项的现在的当下之物。无论观念化的抽象是在一种感知的基础上进行，还是在一种想象当下化（Phantasievergegenwärtigung）的基础上进行，关于现象学的[87]音质、音度，关于色调，关于亮度等等的本质都是自身被给予的，并且，现实的和已变异的实存设定[88]（Existenzsetzung）从两方面来说都无关紧要。这种情况也适合于那种与心理材料的真实意义上的种类有关的本质把握，如判断、肯定、否定、感知、推理等等。当然，此外它也适合于总体的实事状态，这种实事状态就属于这种一般性。在两种声音中，一种较低，一种较高，并且这种关系不可颠倒。对此的明察，是在直观中构成的。必须有范例摆在眼前，但决非以感知的实事状态的方式摆在眼前。对于本质考察来说，感知和想象所处的地位是完全相同的，从两者中可以同样很好地直观出同一本质，抽象出同一本质，并且在其中织入的实存设定是无关紧要的；至于被感知的声音以及它的强度、它的质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是实存着的，而想象的声音，就是我们所说的，虚构的声音，不实存；前者是以明见的方式实项当下的，后者则不是；声音在再回忆的情况中毋宁说是被设定为曾在并在现在中被当下化了，而不是被设定为现在的；这些都属于另一种考察，对于本质考察来说，这些不是问题，除非它的意图就在于：体现这种具有其被给予性的区别，并且确定对这些区别的总体明察。


  此外还很清楚的是，即使基础范例是在感知中被给予的，这里也不会考虑显示出感知被给予性的那种东西，即：实存。想象不仅对于本质考察来说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感知，而且它似乎在自身之中也包含着单个的被给予性，并且是作为真实明见的被给予性。


  我们来看一下单纯想象，把它看作不具有回忆设定的想象。一种想象的颜色并不是感觉颜色（Empfindunfsfarbe）注22意义上的被给予性。我们将想象的颜色与对这颜色的想象体验区分开来。这颜色在我眼前的浮现（这是粗糙的表述）是一种现在，是一种现在存在的思维，颜色本身却不是现在存在的颜色，它并没有被感觉到。另一方面，它却是在某种程度上被给予，它出现在我眼前。它也可以像感觉颜色那样通过排除所有超越的含义而被还原[89]，因而对我来说它的含义并不是指纸张的颜色、房屋的颜色等等。所有经验的实存设定都能够被去除，而后我根据我对它的“直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它的“体验”来看待它。但尽管如此，它仍然不是想象体验的一个实项的部分，它不是当下的，而是被当下化了的颜色，它可以说是就在眼前，却不是作为实项的当下。但归根结底，它是被直观的，并且，作为被直观之物，它在某种意义上[90]是被给予的。因此我不能将它设定为物理的或心理的实存，我也不将它设定为一种真正思维活动（cogitatio）意义上的实存；因为这种思维活动是一种实项的现在，一种被给予性，它的特征明见地被描述为现在被给予性。想象的颜色在这一种或另一种意义上不是被给予的，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被给予的。它显现并且自身显现，它自身显示出来；对在其当下化中的它自身进行直观的同时，我能够对它做出判断，对构造它的因素和这些因素的联系做出判断。当然，这些联系也是在同一意义上被给予的，并且是在同一意义上非“现实”地实存于整个想象体验中，它们不是实项当下的，而只是“被想象的”。纯粹的想象判断仅仅表达内容，表达显现之物的单个本质，它可以说，这个注23是如此形成的，它包含着这些因素，它如此这般地改变自己，但想象判断对作为在真实时间中现实存在的实存，对真实的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和未来存在不做丝毫判断。因而我们能够说，所做出的判断是对个体的实质，而不是对实存的。正因为此，总体的本质判断（我们通常干脆将它称为本质判断）就不依赖于感知和想象之间的区别。感知设定实存，但却也具有一个实质，被设定为实存着的内容在当下化中可以是同一个内容。


  但是，实存（Existenz）和实质（Essenz）的对立并不表明：在这里，两种存在方式在两种自身被给予性的样式中表现出来并能够得以区分。在对一种颜色的纯粹想象中，将颜色设定为时间中的现实的实存是不成问题的；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判断，由此想象的内容中也没有任何东西被给予。但颜色显现出来，它在此，它是一个这个，它能成为一个判断主体，并且是一个明见的判断主体。因而被给予性的一种样式在想象的直观中和在以其为基础的明见的判断中显现出来。当然我们仍停留在个体个别的领域中，所以这类判断作用不大。只有当我们构造总体本质判断时，我们才获得牢靠的、科学所要求的那种客观性。但现在问题不在于此。[91]这里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洪大的激流之中。


  开端曾经是思维活动的明见性。在这里我们首先觉得我们好像有了坚实的基地，即纯而又纯的存在。人们在这里似乎只须着手去做，去直观。根据这种被给予性，人们可以去比较和区别，人们可以展示种类的一般性并且因此获得本质判断，以上这些，人们愿意轻易地加以承认。但进一步的仔细考察可以使我们看出，思维的纯粹存在根本不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现在表明，在笛卡尔的领域中，各种对象就已经在“构造”自身，而构造活动说明，内在的被给予性并不像它最初所显示的那样简单地在意识之中，就像在一个盒子中一样，相反，它们在“现象”中显示自己，这些现象本身不是对象，并且不实项地包含对象；如果在这里为了使被称为“被给予性”的东西注24得以出现而需要这种形式和构造的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就在其变化的和非常奇特的结构中，在某种意义上为自我[92]创造对象。


  在感知连同其滞留中，原初的时间客体构造着自身，只有在这样一种意识中时间才能被给予。一般之物便是如此而在建基于感知或想象之上的一般性意识中构造起自身；单个实质意义上的直观内容在想象中，也在感知中构造起自身，这里撇开实存设定不论。此外，我们回想一下，还有种种行为，它们在这里始终是明见的陈述的前提。这里出现的，并且在是与否、同与异、一与多、并且与或者等等语词中以述谓判断和属性判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种种形式，指明了思维的形式，但如果这些思维形式构造恰当，那么借助于它们，被给予性就在可以综合连结的基本行为的基础上被意识到，这便是这些或那些本体论形式的实事状态。这里也“发生了”（geschieht）当时对象在如此形成的思维行为中的自身“构造”；而被给予性，或者说，对事物的纯直观在其中进行的意识更不是一种单纯盒子式的东西（在这盒子中被给予性是简单的），而是直观的意识，它是——对注意力忽略不计——具有如此这般形式的思维行为，而那些不是思维行为的实事却在这些思维行为中被构造出来，在它们之中成为被给予性；在本质上它们只是以被构造的方式表现它们自身之所是。


  但这难道不是纯粹的奇迹吗？而这种对象的构造是从哪里开始？在哪里停止的呢？有没有真实的界限呢？在某种意义上说，在任何表象和判断中不都会形成一种被给予性吗？任何对象在这样或那样被直观、被想象、被思维时，难道不都是一种被给予性、一种明见的被给予性吗？在感知一个外部事物时，这事物，例如一个出现在眼前的房屋，可以说被感知到。这个房屋是一个超越，并在实存方面[93]依赖于现象学的还原。现实地、明见地被给予的是这房屋的显现，是在意识流中出现并流逝的这个思维活动。在这个房屋现象中我们找到红的现象、广延的现象等等。这是明见的被给予性。但是，在这个房屋现象中显现出一个房屋，为此它也叫作对房屋的感知；而这不是一般的房屋，恰恰就是这一座房屋，这些难道不也是明见的吗？我难道不能明见地判断说：根据显现，或者，在这感知的意义上，房屋是这样或那样的，是砖房，屋顶是石板的，等等？


  而如果我在想象中进行虚构，例如我眼前浮现出骑士圣·乔治在杀一条龙，那么这想象现象所展现的圣·乔治，“这个”如此这般地得到描述的骑士，并不是明见的，即现在是一种“超越。”[94]难道我在这里不能明见地进行判断，不是对想象现象的实项内容进行判断，而是对显现的事物对象进行判断吗？显然，只有对象的一个方面，时而这方面，时而另一方面，才出现在真正的当下化的范围中，但是与以往一样，这一点却是明见的，即：这个对象、骑士圣·乔治等等具有现象的意义，并且在显现中符合现象地表明为“被给予性”。


  最后是所谓符号思维。[95]我不带任何直观去思维二乘二等于四。我是否可以怀疑，我在思维这个算术式，并且这个被思维之物与今天的天气无关？这样我也具有明见性，即类似被给予性的东西吗？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一切都会于事无助，我们必须承认，在某种方式上背谬的东西，完全愚蠢的东西也是“被给予的”。一个圆的四角形不会像屠龙者出现在我面前那样，显现在想象中，也不会像一个通常的外部事物那样出现在感知中。但一个意向客体却是明见地存在于此。我能够根据其实项内涵来描述一个“圆的四角形的思想”这个现象，但是圆的四角形却不在其中，而这一点却是明见的，即：它在这个思维中被思维，并且这个被思维之物本身在思维过程中被加上了圆形和四角形的特征，或者说，这个思维的客体是一个圆形的，并且同时又是四角形的客体。


  现在绝对不应说，这些在最后序列中被阐述的被给予性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被给予性，因此最终所有被感知之物、被想象之物、被虚构之物、符号性的被想象之物，所有虚构和荒谬都是“明见地被给予的”；而是只应指出，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困难[96]。原则上看，在澄清它们之前，它们不能阻止我们说，真实的明见性伸展得有多远，被给予性伸展得也有多远。但当然，到处都存在着这个大问题：在完成明见性的过程中纯粹地确定，在明见性中什么是真实地被给予的，什么不是的；并且确定，在这同时，非本真的思维将什么东西加入到其中去，将哪些诠释毫无被给予性根据地加入到其中去。


  而这里问题始终不在于将随便什么现象都确定为被给予的，而是要明察被给予性的本质和各种对象样式的自身构造活动。[97]诚然，任何思维现象都具有其对象性关系，并且任何思维现象——这是第一个本质明察——都具有其作为诸因素的总和的实项内容，这些因素在实项的意义上构成这思维现象；另一方面，它具有其意向对象，这对象根据其本质形成的不同而被意指为如此这般被构造的对象。


  如果这个具体情况确实能够成为明见性，那么这个明见性必然会给予我们所有必要的教益；在它之中必须表明，这种“意向的非实存”（Inexistenz）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并且它与思维现象本身的实项内容的关系如何。我们必须看到，它在何种联系中作为真实的和真正的明见性出现，并且在这种联系中真实和真正的明见性是什么。而后问题就在于展示真正的被给予性的各种样式，换言之，对象的各种样式的构造和它们的相互关系[98]，如：思维的被给予性、在清新回忆中留存的思维被给予性、在现象的河流中持续的现象统一性的被给予性、这个统一性变化的被给予性、在“外”感知中的事物的[99]被给予性、幻象和再回忆以及在相应的联系中杂多综合地统一在一起的感知和其它想象的各种形式的被给予性。当然还有逻辑的被给予性[100]、一般性的被给予性、谓项的被给予性、实事状态的被给予性等等，还有背谬的、矛盾的、非存在的被给予性等等。被给予性，无论在它之中表现出的是单纯被表象之物还是真实存在之物，是实在之物还是观念之物，是可能之物还是不可能之物，它始终都是一种在认识现象之中的被给予性，是在最宽泛意义上的思维现象中的被给予性，并且，在本质考察中所探究的始终都是这个起初是如此奇特的相互关系。


  只有在认识中才能完全根据对象所有的基本形态来研究这对象的本质，只有在认识中它才是被给予的，它才能被明见地直观。这种明见的直观本身就是最确切意义上的认识；而对象不是一个像藏在口袋里那样的藏在认识中的东西，好像认识是一个到处都同样空洞的形式，是一个空口袋，在里面这次装进这个，下次装进那个。相反，我们认为被给予性就是：对象在认识中构造自身，对象性有如此之多的基本形态需要予以区分，给予的认识行为以及认识行为的群组、它们的联系也有[101]如此之多的基本形态需要予以区分。而认识行为，进一步说，即思维行为，它们完全不是无联系的个别性，它们并非毫无联系地在意识流中来来去去。它们在本质上相互联系，显示出目的论的共属性，在各种充实、确证、证明之间的相应联系以及它们的对应物。这种展示着合乎知性统一性的联系，便是关键之所在。它们本身是构造对象的；它们在逻辑上联结[102]非真正给予性的行为和真正给予性的行为，单纯表象的行为，或者毋宁说，单纯信仰的行为和明察的行为，还有联结杂多的与对象有关的行为，无论它是直观的思维还是非直观的思维。


  只有在这种联系中，客观科学的对象，首先是实在的时空现实性的对象才构造起自身，但这种构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个上升的过程中进行的。[103]


  对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进行研究，而且是在纯粹明见性的领域中进行研究，目的在于阐明认识的本质和认识与认识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意义的重大问题。原初的问题是主体的心理学的体验和在这体验中被把握的自在现实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实在的现实，而后也包括数学的和其它观念的现实。首先需要明察，根本问题必然在于认识和对象之间的关系，但这是在已被还原的意义上，根据这意义，这里谈的不是人的认识，而是一般认识，不附带任何实存的设定[104]关系，无论是与经验的自我的关系，还是与一个实在世界的关系。需要明察到，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乃是认识的最终意义给予问题，以及一般对象性问题，一般对象性本身只是它之所是，只存在于它与可能认识的相互关系中。此外还需要明察到，这个问题只在纯粹被给予性的领域中，只在绝对的，因而作为最终标准的被给予性领域中才能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必须在直观过程中一个一个地[105]探究认识的所有基本形态以及在认识中全部或部分地成为被给予性的对象的所有基本形态，以便规定所有须阐明的相互关系的意义。[106]


  附录


  附录一注25


  在认识中自然是被给予的，在团体和文化事业中的人类也是被给予的。所有这些都被认识。但是文化认识还包括作为构造着对象意义的行为，即评价和意愿。


  认识与对象有关，对象的意义随体验的变化而变化，随自我情绪和行动的变化而变化。


  在自然观点中，除了形式逻辑的意义学说和关于作为有效意义的真命题学说之外，我们还有其它的自然科学研究：我们区分对象的基本类别（区域），例如，我们考虑，哪些东西从原则一般性来说必不可少地属于纯物理自然的区域，属于作为自然客体的自然自身之中的对象。我们研究的是自然本体论。同时我们分析意义，这里是指作为自然认识对象的、作为在自然认识之中被意指为客体的一个自然客体的有效意义：没有这个意义，就不可能想象一个可能的自然客体，即可能的外部自然经验的客体，如果它真的应当能够是存在着的话。因而我们思考外部经验的意义（作为对象-被意指之物），即就对象的真理而言的意义，就其必不可少的构成成分的真实的或有效的存有而言的意义。


  同样，我们思考一个艺术作品一般的真正意义和某一个艺术作品的特殊意义。在第一个情况中我们在纯粹一般性中研究一个艺术作品的“本质”；在第二个情况中我们研究真实被给予的艺术作品的真实内容，这种研究相当于对确定对象的认识（根据其真实规定性而将它看作是真实存在的），如对贝多芬的交响乐的认识。同样我们也总体地研究一个国家一般的本质，或者经验地研究某个时期的德意志国家的本质，或是根据一般的特征，或是根据完全个体的规定，即：“德意志国家”这个个体的、对象性的存在。与此相似的是对个体对象地球的自然规定。除了经验的研究、经验的规律性和个体的规定性之外，我们还进行本体论的研究，它们不仅在形式的一般性上，而且在质料区域的规定性上都是对真实有效的意义的研究。


  当然，纯粹的本质研究几乎不可能在完全的纯粹性中培植起来，即便有也只是例外。一些科学研究的团体始终致力于这个方向，并且它们停留在自然的基础上。心理学的研究便属于此，它的目的在于研究认识体验和自我行为，其研究或是一般性的，或是关系到有关对象区域，或是关系到这样一些主观的方式：这些对象如何给予我们，主体与这些对象的关系如何，如何构成关于它们的“想象”，哪些特殊的行为方式和体验方式（如评价的和意愿的）在起作用，如此等等。


  还有[107]：


  可能性的问题是敏感的，它涉及的首先只是就自然而言的客体的存在。人们说，自然是自在的，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到它，它都自在地走着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人在身体性方面的表达，我们认识了人，即在物理客体上认识了人，艺术作品和其文化客体也是如此被认识，另一方面，社会性也是如此被认识。起初，好像我们只要理解了自然认识的可能性，所有其它的认识也就可以借助心理学得以理解。而心理学也似乎并未进一步摆出特别的困难，因为认识者是在直接经验自己的心灵生活，并且根据与自己的类比而“同感”其它的心灵生活。像认识论在不久以前所做的那样，我们自身还局限在自然认识的理论上。


  附录二


  修改和补充的尝试：假设我现在就像现在这样存在，过去就像过去那样存在，将来就像将来那样存在；假设我的视觉、触觉以及其它一般感知都不缺少；我的统觉过程不缺少，我的抽象思维、我的想象和思维体验、我的体验一般都不缺少，假设它们都具有其具体的丰富性，具有它们的一定的顺序和联系；那么，是什么在阻止我们说，除此之外无物存在，绝对无物存在呢？难道不可能有一个全能的上帝或是一个行骗的精神创造了我的心灵并赋予它以意识内容，以至于所有在心灵之中被意指的对象，只要它们是某个心灵之外的东西，就是不实存的？也许事物在我之外，但是我不把其中的任何一个事物看作是真实的。并且也许在我之外根本无事物。


  但我接受现实的事物，接受外在于我的事物，这是根据什么信用呢？根据外感知的信用？简单的一瞥便可把握到我的事物环境，直至最遥远的恒星。但这一切可能是梦，是感官的欺骗。这些和那些视觉内容，这些和那些统摄，这些和那些判断，这才是被给予之物，这才是真实意义上的唯一被给予之物。对于这种超越的成效，是否在感知中有一种明见性？但明见性除了是某种心理特征之外还能是什么呢？感知和明见性特征，这便是被给予之物，而为什么必然有某物与感知和明见性特征这个混合物相符合，这倒是个谜。我也许会说：我们对超越进行推理，通过推理我们超越了直接的被给予之物，这完全是推理的成就，即：通过被给予之物来论证未被给予之物。但如果我们撇开关于这种论证如何进行的问题不谈，那么我们要回答：分析的推理对我们毫无帮助，超越之物并不隐含于内在之物中。而综合的推理除了是经验的推理之外还能是什么呢？被经验之物提供经验根据，这就是说，对尚未被经验之物提供理性的或然性根据，但这种根据只是对可经验之物而言的根据，而超越之物原则上说是不可经验的。


  附录三


  认识与超越之物的关系是不明晰的。我们在何时何地才能获得明晰性呢？当这种关系被给予我们，以至于我们能直观它时，我们就会理解认识（指有关的认识形成）的可能性。当然，这个要求从一开始对所有超越的认识来说似乎就是无法实现的，因而超越的认识看来是不可能的。


  怀疑论者说，认识不同于被认识的客体。认识是被给予的，被认识的客体不是被给予的，并且原则上不处在叫作超越的客体的客体领域中。但认识却应当与客体有关并且认识客体，那么这是如何可能的？


  一幅画与一个事物如何相一致，这一点我们相信是可理解的。但是，我们之所以知道这是一幅画，这是因为，过去曾有许多情况被给予我们，在这些情况中我们像拥有这幅画一样拥有这事物，并进行它们之间的比较。


  但是认识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去达到客体，并且如何能够无疑地确定这种关系？如何理解，认识在不丧失其内在的情况下，不仅能够是切合的，而且能够证明这种切合性？这种存在、这种证明的可能性的前提是：我在认识一组有关事物时能够看到，认识所做的正是这里所要求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理解认识的可能性。但如果超越是某些认识客体的本质特征，那么情况会怎样呢？


  所以考察就设定了这样的前提：超越是某些客体的本质特征，并且这类认识客体不是，并且不可能是内在被给予的。而全部理解的前提已经设定，这就是：内在本身是无可怀疑的。内在如何能够被认识，是可理解的，恰如超越如何能够被认识，是不可理解的一样。


  文章的考证性补充


  关于文章的构成


  作为这份出版物之基础的原文手稿保存在鲁汶的胡塞尔文库中。它的编码是F I 43，由21.5×17厘米规格的42个页张组成，与大多数手稿一样，这份手稿也是用加贝斯贝格速记方式写下的。整篇文章是用黑墨水写的。在文章中有各种补充的修改，大部分是用铅笔写的。正文中有一些附录，我们照实印出。第一篇附录产生的时间可能较晚（1916？），第二篇和第三篇产生的时间与原初的文章产生的时间相距不太远。


  正文，“讲座的思路”和正式的讲稿，产生于胡塞尔的哥廷根时期，即1907年初。根据胡塞尔在手稿上的说明，第一次讲座在4月26日举行，最后一次讲座在5月2日举行。同样，根据胡塞尔的注释，“讲座的思路”写于举行最后一次讲座的那天晚上。胡塞尔在第五次讲座上所讲的内容与讲稿不同，而另一方面，“讲座的思路”则超出了第五篇讲座稿的范围，因此，可以认为，“讲座的思路”中出现的这种偏离，与他在第五次讲座上口头阐述的内容是相符合的。


  在胡塞尔文库中，除了保存着原文手稿之外，还保存着作为胡塞尔当初助手的兰德格雷贝博士、教授大约在1923至1926年对手稿所做的译改。它的编码是M III 9 I，共计81页打字稿，并附有胡塞尔的零星注释。


  出版这本书的主要意图是，提供一篇尽可能完整的文章，就是说，要顾及所有插入的解释、补充和修改，但同时，鉴于第五次讲座对胡塞尔思想发展的意义，要提供一种可能，即：毫无困难地重新认识这篇讲稿的原初形式。出于这一原因，所有在原文手稿和兰德格雷贝抄本中出现的修改都在“文章的考证性补充”（参见“文章的考证性注释”）中得到标明。如果在某个注释中没有特别注明时间，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补充或修改大约产生于手稿的撰写时期。“后来的补充”这个注明则表示，这是胡塞尔在1910至1922年所做的修改；“1922年以后”这个注明则指出，这是胡塞尔在兰德格雷贝抄本中加入的注释。


  当然，原文手稿对于最终的文章构成来说是决定性的。从兰德格雷贝的抄本中，我们主要抽出了胡塞尔的注释和大部分章节标题，这些标题大概是兰德格雷贝自己加上去的。


  标点符号和重点号是根据原文加上的，但并无紧密的联系。


  关于文章的考证性注释


  1 “有关认识可能性”——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2 “关于它自己的认识可能性”——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3 “……我们必须首先具备那些关于认识或认识可能性的确定无疑的事例，这些事例确实切中我们的认识，而后不假思索地将认识作为认识接受。”——这是这句话的原形。


  4 从“否则……”到“意义的目的。”——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5 “和精神科学”——1922年后用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6 这句话是用铅笔做的补充。


  7 “完全相即地”——铅笔做的补充。


  8 “相即的”——铅笔做的补充。


  9 从“我想要的正是这种明晰性……”到“……是有疑问的”，这段文字被加有铅笔做的方括号；胡塞尔加边注：“这里不明晰或不太合适。附录。”


  10 “可能性”——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11 “成效”——1922年后的补充。


  12 1922年后附加：“不能作为前提，甚至不能作为假说。”


  13 “认识的成效”——铅笔做的修改，原来是“任何一个理念”。


  14 这句话的最后一部分，从“这并不是指……”到“……新的事物”，被用铅笔加了方括号。


  15 补充：“人”。


  16 补充：“这个人”。


  17 “人的意识中的”——修改后的文字，原来是“自我意识”（Ichbewußtsein）。


  18 后来胡塞尔在这里加了一段边注：“人们并不怀疑内在之物，但对内在之物的认识同样也是成问题的，而且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19 “作为一种仅仅是附加存在的”——铅笔做的补充。


  20 “只允许作为‘现象’”——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21 紧接此处原有一段文字，被胡塞尔在原文中删掉了。对此胡塞尔加注说：“不做这个阐述，而要说明实质，个体的和一般的实质。”——在兰德格雷贝的抄本中，他对第一节加注：“不准确。”


  而我们在想象现象中重又发现这种情况。在它之中也有某种类似被给予性的东西；有某些东西在其中显现；例如，在对一声音的想象过程中同样会显现出一个声音，这是明见的。这声音不是实项地存在于此，并且不被设定为实存，但是，它成为一种被给予性并带有明见性，尽管是以一种当下化的方式。明见的一般意识可以建立在这种被给予性的基础上，与建立在感知的被给予性基础上一样。


  “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观察认识的所有其它样式，观察所有属于认识的最广泛概念的现象；我说最广泛的，因为在这个概念中有各种现象，其中包括作为明见性认识的最确切的概念。在所有想象中，甚至在符号性的想象中，在对荒诞事物的想象中，无论它是不是一种判断性的设定，我们都可以发现一种类似被给予性或非被给予性：我们始终具有显现和显现者的奇特的对立，或空乏意指和被意指之物的奇特的对立，显现始终是一个被特别意识到的、与被给予性完全相符合的现象的名称，并且，显现始终是某种使显现者成为被给予性，却不在自身中实项地具有显现者的东西。”


  22 “结构”——铅笔做的修改，原来是“构造”。


  23 “一致性和不一致性”——1922年以后的补充。


  24 “特别联结着的、仿佛相互一致的”——1922年以后的补充。


  25 “（自然如何被认识）”——铅笔做的补充。


  26 “被动地或主动地”——1922年以后的附加补充。


  27 “精神科学”——1922年以后的附加补充。


  28 “和本体论”——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29 “本质”——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30 “纯粹”——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31 “成效”——铅笔做的修正，原来是“意义”。


  32 下列文字被胡塞尔加了方括号，原来这应成为一篇前言。由于胡塞尔后来并没有写真正的前言，所以兰德格雷贝在他的抄本中把它删去了：


  “我斗胆对当代哲学，对全部迄今为止的哲学（尽管它们拥有自己的方法）进行如此严厉的指责，可以说是在对它们的所有可能指责中最严厉的指责，也许这听起来有些妄自尊大。但沉默在这里无济于事，并且，由于这里事关重要，所以我不得不接受这种妄自尊大的假象。尽管这样，我仍然必须说，我通过最纯粹的研究可以用最深思熟虑的理由去反对与被我观察到的真理相对立的东西。


  “此外，我很清楚地知道，如今，那种对哲学中伟大发现和逻辑变革的要求能够获得满足的可能性极小。任何一个博览会的广告都在大量地向人们宣告新的发现和变革。这种毫无希望的‘发现’不仅在幼稚的业余哲学中产生出来，而且在那种范围狭窄的讲坛哲学中产生出来，这种哲学用那些已失去了灵魂，仅仅是不断受到修改的历史哲学的修辞学来演出一幕幕不断更新的皮影戏，并且，它想使自己和所有的人相信，这就是活的哲学。


  “现在我认为，在许多年的工作中，我获得了完全是自己思索到的思想，它们一再地被体验、被检验、被证实，至少，它们可以要求人们认真地对它们加以深思。在获得了一种质疑的、多虑的，甚至怀疑主义的思维方式之后，上述阐述可能会获得持久性的真理。这部未完成的和不完善的著作的每个具有深刻直观的读者都会证明，这里所做的努力是对在我的《逻辑研究》中已贯穿着的观点的最后澄清。”


  33 “人”——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34 “也包括它自己的认识”——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35 “也包括它自己所确定的被给予性”——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36 “显然是一个变动不定的概念”——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37 从这句话开始，到这段结束，即：“本质认识的说明”。——被胡塞尔加了方括号。


  38 从“换言之……”到“自身被给予性”——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39 胡塞尔做这个重复是因为听众中有人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人们还未弄清讲座的思路。


  40 括号里的这句话被胡塞尔加了方括号。


  41 “就其切合性而言”——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42 “即就其切合性而言”——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43 “或者是‘内在地被给予’被理解为实项地含有”——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44 “绝对意义上的自身被给予性”——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45 后来这里加了边注：“似乎这个和另一个是一回事。而事实上，在那种始终进行展示的显现中，如事物的显现中的被给予，还不是全部的被给予，思维的被给予不需要完全清晰，它也可能是在保留中的纯粹的仍然被给予（Nochgegebensein）：但它始终是绝对的被给予，始终作为绝对的自身被直观；绝对之物本身也可以被当下化，被重新回忆，它始终不是在显现中的被给予。”


  46 这句话是用铅笔做的补充。


  47 从“如果我不理解……”到“是否可能”。——这句话被加了方括号。


  48 这里用铅笔做的附加补充是：“间接的超越设定是以直接的超越设定为前提的吗？首先必须论证这一点，这是正确的。”


  49 “假设的”——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50 胡塞尔在此加了下列边注：“在先被给予的知识，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是指直观，而是指判断。但如果是指直观，那么它必须是完全的直观。无论如何知识与直观之间有区别。”


  51 从“甚至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到“哪怕它是产生于精确科学之中的公理，”——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52 从“一方面……”到“……生物主义的”——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53 从“作为他的状态……”到“……被意识之物”——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54 从“我们至今为止……”到“……是都有效的，”——用铅笔加了方括号。


  55 “解决”和“基础”——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56 “根据其切合性”——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57 这句话是后来用铅笔做的插入语。


  58 这段话是用铅笔做的补充。


  59 “这种判断只具有‘主观’真理”——铅笔做的补充。


  60 “主观”——铅笔做的修改，原来是“绝对”。


  61 “前科学的”——铅笔做的修改，原来是“所有经过论证的”。


  62 从“通过认识论的还原……”到“……显而易见的吗？”——铅笔做的附加论证。


  63 “在最严格意义上的”——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64 “虽然在此可以发现一种绝对的被给予性，”和“但这对我们毫无帮助：”——铅笔做的补充。


  65 从“我们只须进行……”到“……被意指之物。”——铅笔做的补充。


  66 “另一些被给予性”和“绝对的被给予性”——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67 这句话是用铅笔做的补充。


  68 从“这必然是它的特征……”到“……本质研究”——铅笔做的附加补充。在兰德格雷贝的抄本中，这句话加有方括号。


  69 在手稿中是：“本质认识是建立在本质、实质、一般对象性之中的认识。”在“建立”下面用蓝笔划了一横。


  70 在手稿中是：“建立在总体实质之中的。”在“建立”下面用蓝笔划了一横。


  71 “汲取”——在手稿中这两个字下面用蓝笔划了一横。


  72 从“无论如何……”到“……另一种概念。”——是附加的补充。


  73 “通过直接直观可指明的”——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74 “一般”——1922年以后用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75 这句话是用铅笔做的补充。


  76 从“因而这种被给予性……”起，直至“……因而是最宽泛意义上理解的一般形而上学”为止，这三段文字在讲座中没有讲。


  77 “对原则的最终阐明”——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78 这段文字在兰德格雷贝的抄本中被加了方括号。


  79 “相即地”——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80 “对象的”和后面一句中的“以及”——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81 “现象学的”——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82 “对象的”和后面一句中的“以及”——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83 “现象学的”——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84 在手稿中，胡塞尔把“回忆”改为“思维”。这处的原文是：“首先谈到思维……”；在兰德格雷贝的抄本中，胡塞尔又把“思维”改成“回忆”，把“首先”改成了“而”。


  85 从“它不是一件……”到“……被给予形式。”——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86 这一段文字是用铅笔做的补充。


  87 “现象学的”——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88 “现实的和已变异的实存设定”——用铅笔做的修改，原来是“可能的实存设定”。


  89 边注：“还原在这里有双重意思，（a）如果是有关某种类似回忆的设定，那么还原是指对实存的排除；（b）还原是指对被想象对象的未被直观到的，不是根据想象真实展示出来的方面？但不，这里涉及的不是直观而是内在，即：现象，如想象现象，指颜色这个差。”


  90 “把某种意义上”——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91 “但现在问题不在于此。”——铅笔做的补充。


  92 “为自我”——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93 “在实存方面”——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94 “是一种‘超越’”——后来做的附加补充。


  95 这里有铅笔做的边注：“符号性的被想象之物和概念性的被思维之物本身。”


  96 从“现在绝对不应说……”到“……相互关系。”——后来做的附加补充。


  97 “和各种对象样式的自身构造活动”——附加补充。


  98 从“而后问题……”到“……相互关系。”——后来做的附加补充。


  99 “事物的”——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100 “逻辑的被给予性”——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101 “和认识行为的集合、联系”——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102 从“充实、确证的相应关系……”到“……逻辑上联结”——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103 这一段文字是用铅笔做的补充。


  104 “实存的设定”——铅笔做的附加补充。


  105 “一个一个地”——1922年以后做的附加补充。


  106 在手稿的结尾处，胡塞尔用铅笔做了加注：“还必须再次对现象学的和心理学的关系加以深思。根据每个对象在认识中的构造，一个在确切意义上的构造的认识属于任何一条公理，因而现象的本质联系，即心理联系的规律也属于任何一条公理。在这点上，任何一条被指明的真理都归结为这样一种本质联系等等。”


  107 这篇附录的结尾从“其次”起是用铅笔写的。


第一版译者引言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是具有犹太血统的德国人，著名哲学家和现象学的奠基者。他于1859年出生于当时属于奥匈帝国、今属捷克共和国的普罗斯捷约夫镇，1876年毕业于奥洛莫乌茨城的德国公学，后来在维也纳、莱比锡、柏林等大学先后学习过物理学、天文学、数学。胡塞尔十分注重寻找他所学习的任何一门科学的根据。为此，他从物理学转向天文学，从天文学再转向数学，又从数学转向逻辑学，最后确定致力于哲学。他认为哲学是一切科学之本。1884年胡塞尔随奥地利哲学家布伦塔诺研究哲学。1887年他来到德国哈勒大学任哲学讲师。1901年转到哥廷根大学任哲学教授。1916年经李凯尔特的推荐到弗赖堡任哲学讲座教授。1928年离职退休，由他的学生海德格尔接替他的哲学讲座。此后他仍在维也纳、布拉格等地做过讲演，其余时间在家中整理出版他的一些手稿。1938年4月卒于弗赖堡。


  胡塞尔生前发表的主要著作有《算术哲学》（1891年）、《逻辑研究》（两卷，1900-1901年）、《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年）以及《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现象学》的一部分（1936年）。


  胡塞尔去世后留下大量手稿和注有眉批的藏书。1938年8月，研究现象学的比利时青年梵·布雷达受胡塞尔妻子的委托把这些手稿和藏书运至比利时鲁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梵·布雷达建立并主持了鲁汶胡塞尔文库，准备有计划地出版胡塞尔的手稿。


  胡塞尔的手稿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胡塞尔自己决定出版的手稿；一类是讲座手稿；一类是研究手稿，是胡塞尔在思考问题时做的笔记。胡塞尔文库准备首先出版第一类和第二类手稿。


  《现象学的观念》是胡塞尔1907年在哥廷根大学任教时的讲稿。1926年，胡塞尔当时的助手兰德格雷贝把胡塞尔的这份用速记方式写下的讲稿译成一般文字，而后胡塞尔又在上面做了修改和注释，准备出版。可以说，该书既是第一类，又是第二类手稿。因此，胡塞尔文库在1947年首先把该书作为《胡塞尔全集》（即被称作Husserliana的文集）的第二卷出版。《现象学的观念》产生的背景，它在胡塞尔思想发展中的意义，可以参阅出版者的序言。可以说，它的产生标志着胡塞尔一生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重要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1894-1895年，其标志是《逻辑研究》第一卷的基本完成。第三个转折点是1918年，其标志是发生现象学观念的提出）。在这部著作中，胡塞尔在现象学还原的道路上已基本完成了向超越论现象学的突破，从而成为一名超越论观念主义者。


  《现象学的观念》只是一部导论性的著作，胡塞尔在其中只是大致地阐述了现象学的进程，许多具体问题尚未展开。除了五篇讲座稿之外，正文还包括胡塞尔在做完最后一讲的当天晚上写下的一篇“讲座的思路”。这篇“思路”将现象学的考察分成三个阶段，条理比较清晰，可与五篇讲座稿对照来读。但胡塞尔当时并没有考虑将这篇东西公开发表，可能只是为了对自己的思路做一番整理。因此，里面存在的犹豫、徘徊之处，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


  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论述现象学的还原。所谓现象学的还原，主要是指超越论的还原，或者说，还原到纯粹的主体性上去。这是现象学所独有的方法。本书第一讲和第二讲基本是对超越论还原的阐述。


  一般认为，胡塞尔的超越论还原有三条或四条不同的道路，其中有两条主要的道路便是笛卡尔的道路和康德的道路。胡塞尔是通过这些道路来达到纯粹主体性的。我们可以在书中明显地看出这两条道路的轮廓。


  在第一讲中，胡塞尔沿着康德的道路进行还原。他开宗明义地区分了两种思维：自然思维和哲学思维。自然思维不关心认识批判，它直接朝向事物。而哲学思维是怎样的呢？这里不妨进行类比。可以说，自然思维认为，认识深不可测，而认识的可能性则显而易见；而哲学思维则认为，认识虽已结出硕果，但认识的可能性却出现了深不可测的困难。这个困难的起源来自认识与认识对象的关系问题，即：认识如何能够确定它与被认识的客体相一致，它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去有把握地切中客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胡塞尔认为，既不能采纳贝克莱的唯我论，也不能采纳休谟的心理主义。它们都是背谬的。胡塞尔甚至否定康德哲学所隐含的结论——人本主义和相对主义。但是，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胡塞尔对自然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划分和康德对先天科学与超越论哲学的划分有许多相似之处。


  胡塞尔认为，认识论便是对认识可能性的哲学反思以及对理性的批判。自然思维对认识可能性的素朴反思必然导致怀疑主义，而怀疑主义的最终结局是背谬。认识论的消极任务是通过对各种明显的或隐含的怀疑主义的荒谬性的证明来反驳自然思维的素朴反思。它的积极任务则是通过对认识本质的研究来解决有关认识、认识意义、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了这些任务，认识论便有能力进行认识批判，即对所有自然科学中的自然认识进行批判。因此，认识论的哲学反思对自然科学与哲学做了区分，自然科学不是最终的存在科学；关于存在之物的科学，就绝对意义而言是现象学，它比自然科学高出一个层次，它标志着一种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哲学方法。它与自然科学之比，犹如三维空间与二维空间之比。至此为止，胡塞尔的第一讲基本上是在沿着康德走过的道路前进。


  当然，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康德道路并不是对康德的重复。正如胡塞尔在第三讲中所提到的，康德哲学“缺乏现象学和现象学还原的概念，它不能完全摆脱心理主义和人本主义”。胡塞尔力图弥补康德这个缺陷，在第一讲的后半部分，他一再强调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原则区别。他认为，当代哲学都力图以数学和数学自然科学为方法上的楷模，这是不足取的。哲学不能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哲学必须撇开在自然科学中和在尚未科学地组织的自然智慧和知识中所进行的思维工作不论，而且不能对它做丝毫运用”。“任何自然科学和任何自然方法都不再作为一种可运用的财富”。因为，对自然科学的运用，会重新导致背谬。因此，哲学虽然与自然科学有本质联系，但它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是一种全新的方法。


  这样，现象学还原的康德道路便大致形成了。它的特点是一开始便提出认识可能性的问题，基本要求是用理性批判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亦即使 “最终意义上的存在科学”成为可能。


  可以说，第一讲基本上是对康德道路的展示，而第二讲则主要是对笛卡尔道路的展示。


  第一讲得出的结论是：为了进行认识批判，必须停止对任何自然知识的利用。那么，如何才能确立认识批判呢？这里，胡塞尔似乎很自然地从康德道路转到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上去了。这个转折的矛盾性，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里我们先沿着胡塞尔的思路向下走。


  认识批判怀疑一切，但不能始终停留在这里，否则它就是毫无意义的了。如果它不能把任何东西设定为已确定的认识，那么，它必须自己提出某种认识；如果它不能从其他地方得到这种认识，那么它自己必须给予这种认识。前提是，这种认识必须是第一性的认识，它不包含任何可疑性，它必须是完全明见的认识。


  胡塞尔说，笛卡尔的怀疑已经提供了一个开端。思维是一种绝对的被给予性，是绝对明见的。这里的思维，即我的思维，是个别的思维。它绝对地内在。


  现在，认识批判的第一出发点，它的阿基米德点被找到了。它摆脱了神秘主义和怀疑主义。


  至此为止，胡塞尔与笛卡尔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再往下，胡塞尔便离开了笛卡尔。笛卡尔在确定思维的明见性以后立即又确定了经验自我的明见性。胡塞尔认为：这是失足之处，因此，笛卡尔的方法虽然富于启迪性，但基本上仍是无效的。


  胡塞尔接着又朝着与笛卡尔不同的方向进行推演。他问道，为什么思维的存在如此明见，而自然的认识就如此可疑呢？结论是：思维的存在是内在于认识的，而自然认识是超越的。自然认识说明的是意识之外的东西，因而它如何能够切中外在于它的事物的问题便使人陷入困境。而内在认识不具有这个问题。据此，认识批判必须进行认识论的还原（即现象学的还原），它必须排斥所有的超越，把认识论的领域限制在内在之中。


  胡塞尔首先对笛卡尔的思维进行了还原，他要求在笛卡尔的我思中排除经验自我，还原到纯粹思维上。思维着的自我不是绝对被给予性，因而必须被排斥。要区分“思维存在的明见性”和“我的思维是存在的”、“我思维地存在着”的明见性，前者属于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现象，后者则是自然科学心理学的客体。此外，内在——一般指实项的内在，后来胡塞尔认为还有第二种意义上的内在——也要还原。它不再意味着人的意识中和实在心理现象中的内在。总之，胡塞尔要求“不考虑与自我的关系，或者从这种关系中抽象出来”。


  这样，现象学还原的笛卡尔道路就基本上形成了。随后，胡塞尔又发挥了笛卡尔的方法，把现象学的研究领域由个别扩大到一般，引出了本质直观（或观念化）的问题。


  在《现象学的观念》中，现象学还原的两条道路各自含有的康德和笛卡尔的烙印，以及对康德、笛卡尔的背离，都是很明显的。


  然而，胡塞尔本人并没有区分这两条道路。从他这部著作的结构来看，可以说，他把这两条道路看作是现象学的两个不同层次。在“讲座的思路”中，胡塞尔把现象学的考察分成三个阶段，而康德的道路只被用作提出问题；笛卡尔的道路，即我思的确立才是第一阶段。对照五篇讲座稿，可以看出，胡塞尔对自然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区分只是一个问题的提出，因此第一讲不过是一个导言，真正的考察是从第二讲对笛卡尔的考察开始。换言之，胡塞尔的本意在于，借助于康德来回答为何进行认识批判的问题；而回答认识批判如何确立的问题，他便转而求助于笛卡尔了。胡塞尔似乎是把笛卡尔的方法用于更深一个层次上。但实际上康德道路与笛卡尔道路不处于两个层次，而是同一层次上两个相互矛盾的方法，这种矛盾表现为：


  一、笛卡尔方法的开端是否定一切，怀疑一切，而后找到思维这个绝对的出发点，再推出自我、上帝、世界的存在。而康德的方法是先承认一切，主要是指自然科学。这和当时精确科学的方法有关。他认为物理学、数学已在事实上证明了认识的可能。因而他的任务应更高一层，要解决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于是他进行了认识论的反思，用他的超越论哲学来解释人类的科学知识。因此，从逻辑顺序来看，笛卡尔是从“内”推到“外”；康德则是从“外”返回“内”。


  二、笛卡尔的方法虽然以怀疑一切为开端，但其根本依然是仿效数学，主要是传统几何的模式；康德则提出所谓真正的即超越论哲学的方法，跳出自然科学去说明自然科学，尽管他并没有做到纯粹的“非自然科学化”。


  三、笛卡尔道路上的现象学还原之所以要排除自然认识是因为自然认识缺乏明见性，它可疑，因而虚妄；康德道路上的现象学还原之所以要排除自然认识则是因为：超越论哲学是对自然认识的说明，如果它运用了自然认识中的任何公理便会导致背谬。


  四、笛卡尔道路上的现象学还原是对自然科学的限制，它表现为一种研究领域的缩小、亏损；康德道路上的现象学还原是对自然科学限制的突破，它表现为一种研究领域的扩大、赢得。


  因此，可以看出，把康德和笛卡尔这两条道路看作现象学考察的两个阶段显然是有矛盾的，它恰恰反映出胡塞尔当时在康德和笛卡尔两极之间的动摇、徘徊。初看起来，胡塞尔在这一时期离笛卡尔较近。但康德是更深刻、更隐蔽地发挥着影响。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强调自然认识和哲学认识两个度的对立并警告从一个度向另一个度的超越会导致背谬，这个思想始终贯穿于整个讲稿之中。而这正是康德道路的特征。其次，我们还可以看到，胡塞尔对现象学还原意义的规定基本上是与康德道路，而不是与笛卡尔道路相符合的（参阅第二讲结尾部分）。


  由于胡塞尔观念主义的局限性，无论哪条道路上的现象学还原，都不能摆脱各自的内在矛盾，不能保证胡塞尔在认识论这块充满“无穷争执的游戏场”上一劳永逸地赢得这场游戏。例如：笛卡尔道路确定了思维明见性，理由是对怀疑的怀疑，会导致背谬；康德道路主张哲学不能向自然科学进行任何借贷，理由是用自然科学的公理说明自然科学会导致背谬；这两种背谬无非是指在逻辑上违反了矛盾律及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而逻辑公理恰恰是应当受到现象学还原排斥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外，胡塞尔在这里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现象学还原的思想，主要是笛卡尔道路上的还原。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思想还不十分彻底，他时常流露出一些与他还原思想相背的说法，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二


  超越论还原为现象学研究确定了研究领域，但还不等于研究本身。现象学仅仅依赖超越论还原还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它还必须依赖本质还原才能得以成立。


  直观、本质直观和现象学是密不可分的。超越论的还原要还原到纯粹内在的意识上去，而对内在与超越的区分，便是通过直观来把握的。而本质直观则可以说就是本质还原，即还原到埃多斯（Eidos：本质或观念）上去。在本质还原中，被排斥的是相对于本质而言的事实性的东西，相对于可能性而言的现实性。它与数学的本质方法是一致的。由于现象学的目的在于认识与认识对象的本质联系，因此，本质直观或本质还原就是必不可少的。本质直观是现象学的重要特征。直观把握的是个别、特殊的对象，个别、特殊的被给予性，但这些个别的、特殊的判断不会教给我们许多东西，它无法向我们提供所需要的普遍有效的本质的确定性。仅仅停留在个别、特殊的判断上，现象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没有存在的可能。因此，现象学必须把研究领域从个别扩展到一般。


  对于本质直观或本质还原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第三、第四讲中。从逻辑顺序上看，应当是超越论还原在前，它把握对象；本质还原在后，它把握对象的本质。《现象学的观念》的思路，基本上是按照这个顺序展开的。


  如何从超越论还原过渡到本质还原，如何从个别对象的领域转入一般对象的领域？胡塞尔对此做了一系列的论述。在第一讲和第二讲中，胡塞尔通过超越论还原发现了纯粹思维的明见性，但这思维只是个别的被给予性。现象学是认识本质的学说，因此现象学必须从个别扩展到一般。这不同于笛卡尔，因为笛卡尔是从个别的思维过渡到个别的经验自我。但胡塞尔在这里仍然是根据笛卡尔的前提来进行这一过渡的，即：“所有像个别思维一样通过明白清楚的感知被给予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利用”。胡塞尔认为，“一般性也并不缺少这种绝对的被给予性”。因此，一般性自然也就包含在现象学的领域之中。胡塞尔为此举了对个别的红直观的例子来说明，一般也是绝对被给予的。他认为，认识的本质分析虽然没有这么简单，却与这个例子相似。


  但胡塞尔说过，认识论的所有错误都在于超越，一般性本身不正是对内在的超越吗？为了避免这个矛盾，胡塞尔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内在”。他认为，以往人们都简单地把内在理解为实项的（reell）内在。所谓“实项的内在”，它相当于胡塞尔所说的意识的实项内容，即指个别的意识活动和感觉材料，它的特点是因人而异，体现个别性。在实项内在的意义上，一般是一种超越。这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内在和超越。但胡塞尔认为，主张内在就是实项地含有，这是一种先入之见。实际上，对内在与超越的确定，已经是一种一般判断，因而是第一种意义上的超越。真正意义上的内在是指绝对明见地被给予，而不仅仅是指实项地含有。这种第二种意义上的内在的外延要大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内在。它不仅包括第一种内在，即实项内在，而且包括实项的超越之物，即一般内在。这种一般内在是指，在本质直观中可观察到的思维的一般本质和意向对象，即思维对象本身。因此，现象学的研究领域不局限于内在之上，即实项内在之上，而是限制在绝对被给予性的领域中。于是，“现象学的还原这个概念便获得了更接近、更深入的规定和更明白的意义：不是排除实项的超越之物，而是排除作为一种仅仅是附加存在的超越之物，即：所有那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明见被给予性，不是纯粹直观的绝对被给予性的东西”。自身被给予性“伸展得有多远，我们现象学的领域，即绝对明晰性的领域、真正意义上的内在领域也就‘伸展’得有多远”。如果说现象学是内在哲学，那么它包括两个内在，实项内在和一般内在。而相对于这两个内在的两个超越，一是超越了实项，一是非绝对被给予性，后一种意义上的超越才是现象学还原的排斥对象。


  胡塞尔对两种内在和超越的区分，其意义不仅在于把现象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一般，使现象学的本质研究成为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把认识对象也引进了现象学的研究领域。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三节中讨论。总之，胡塞尔对两种内在的区分，实现了对现象学研究领域的两次扩展。对这个区分的论证所依据的仍然是直观的明见性。胡塞尔要求人们要自始至终地保持怀疑的态度，限制在明见性的范围之中。


  胡塞尔的明见性就是指明晰、无疑的直观本身。对明见性的理解，胡塞尔与笛卡尔基本上是一致的。笛卡尔在确定了思维的明见性之后问道：是什么在向我们保证这种根本的被给予？是明白清楚的感知。这种感知不是指感官所提供的恍惚不定的证据，而是指直观本身。与此相符，胡塞尔也说：“真实的明见性伸展得有多远，被给予性伸展得也有多远。”


  明白清楚的感知并不等于感觉论者对明见性所理解的感觉上的明白清楚。胡塞尔在第四讲曾用较大篇幅批判了感觉论的明见性。他竭力区分现象学的明见性概念与感觉论的明见性概念，以此来和心理主义划清界限。对感觉论的明见性的反驳，最早见之于《逻辑研究》。只是本书对感觉论的明见性的反驳比《逻辑研究》中的反驳更为成熟，或者说，更具有现象学的意义。


  明见性概念在胡塞尔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他的整个哲学都建立在这种明见性的基础上。因此，称胡塞尔是认识论上的直觉主义者是毫不过分的。然而，如何来论证自己的明见性是真正的明见性呢？胡塞尔是通过对反直观论者的反驳来回答这一问题的。他在说明哲学的认识批判的特征时已经指出“如果认识批判从一开始就不能接受任何认识，那么它开始时可以自己给自己以认识，并且自然，它不论证和逻辑推导这些认识，因为论证和推导需要有事先就被给予的直接认识；相反，它直接指出这些认识……”论证和推理需要已有的知识作为前提，因而被论证、被推演出的东西必然不是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是无法论证或演绎的。因此胡塞尔提出这样的命题：“直观不能论证或演绎。”“直观是无法论证的。”了解认识是可能的人（即具有自然认识的人），并不能从认识是可能的推演出认识如何可能，他无法根据他的自然认识来论证或推演哲学的直观认识。要想把握哲学认识，就必须具备直观能力。类似的说法，费希特也有过，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胡塞尔的论述。费希特在1795年7月2日给赖因霍尔特的信中说：“我的哲学的入口始终是不可理解的，这使得我的哲学很费解。因为它只能用想象力去把握，而不能用理智去把握。但这正保证了它的正确性。任何可理解的东西都以一个更高的领域为前提，它在这个领域中被理解。所以正因为它可以理解，它才不是最高的。”两人在此问题上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胡塞尔强调直观，费希特强调想象力。胡塞尔的上述论述主要包括在第二讲中。到了第四讲，胡塞尔更明确地反驳了反直观论。他认为，对于反直观论者或不具备直观能力的人，“我们毫无办法”。似乎直观是哲学家应有的第六感官。


  尽管如此，胡塞尔仍受到从不同方面来的反直觉主义的驳斥。事实上，胡塞尔在本书中并没有摆脱认识论上的唯我论。直到1910至1911年，胡塞尔才第一次把现象学还原扩展到了主体通性。这是他企图克服唯我论的最重要尝试。


  如何看待直观、明见性？任何直觉主义者都有无法摆脱的困境。胡塞尔对直观明见性的理解与笛卡尔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却通过直观得出了与笛卡尔不同的结论。而直觉主义的著名代表们所发现的事实更是各不相同。甚至胡塞尔自己一生直观到的东西也都有变化。这些事实如何解释？实际上，任何认识都受到各种不同的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直观也不例外，脱离这些主、客观条件单纯地谈论直觉，便会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此外，纯粹直观只能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在实际运用中，直观是否能与其他理性认识截然分离而独立成为一种认识形式，也还是一个问题。


  
三


  直观和本质直观的思想，胡塞尔在这本书之前就有过论述。所以，在1907年以前，胡塞尔就已经把一般性包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之中了。但把认识对象也包括在现象学研究领域之中的做法，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本书的两个突破应当是超越论现象学还原观念的提出和对象构造思想的提出。比梅尔甚至认为，这部著作的根本意图在于构造的思想。


  对象构造的思想主要包含在第五讲中，其余各讲对此也有所涉及。


  前面说过，胡塞尔对两种内在的区分，不仅把现象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一般性，而且扩展到认识对象。他认为，现象学可以利用的，不仅包括实项内在，而且包括所有的绝对被给予性。现象学是研究现象的。所有纯粹现象的总和构成意识，因此，现象学也可称为意识论，即关于纯粹意识的学说。意识不仅具有实项内容，即意识活动的感觉材料（实项内容是否包含感觉材料，国外现象学界对此尚有争议），而且还包括意向内容，即意识对象及其被给予方式。胡塞尔把现象学研究领域扩展到思维对象，其根据不仅在于对双重内在意义的区分，而且在于意向性概念的提出。胡塞尔说：“认识体验具有一种意向，这属于认识体验的本质，它们意指某物，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对象有关。”认识必然有其认识对象，研究认识的本质就必须研究认识与认识对象的关系。因此，“任何思维现象都具有其对象性关系，并且任何思维现象都具有其作为诸因素的总和的实项内容，这些因素在实项的意义上构成这思维现象；另一方面，它具有其意向对象，这对象根据其本质形成的不同被意指为是这样或那样被构造的对象”。我们可以说，这对象在意向的意义上构成这思维现象。


  于是，思维现象又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指“显现”，即思维过程；二是指“显现者”，即思维对象，胡塞尔有时称之为“对象的认识”和“认识的对象”，以体现这两者的不可分割。（在1913年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用“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这一对较为严格的概念代替了“显现”和“显现者”。）这样，胡塞尔又一次扩展了现象学的研究领域。这个扩展在胡塞尔看来是与前一个向一般性领域的扩展相符的，可以说是它的必然结果。向一般性领域的扩展同时意味着向意向对象的扩展。因为实项内容因人而异，而意向内容则具有共性、一般性。举例来说，当我们观察一植物时，这植物的许多特征被给予我们。当我们所具备的观察条件相同时，这植物呈现在我们意识中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无论是主体甲或主体乙，他们都可以看到这植物是绿的、硬的、高的等等，并且他们今天和明天观察所得到的内容也基本上一致。这内容便是体验，或者说意识的意向内容。但是，在对这个植物的观察中，又包含着不同主体的不同感受和理解，如果主体甲是一位木匠，主体乙是一位植物学家，他们会给这植物以不同的意义。这便与体验的实项内容有关。意向内容带有客观的因素，实项内容带有主观的因素。它们构成现象的两端。客观的一端与现象之外的客体相应，主观的一端与现象之外的经验主体相应。在《现象学的观念》中，经验的主体和客体都是被现象学还原排斥的对象。在全书的结尾部分，胡塞尔再次强调说：“这里谈的不是人的认识，而是一般认识，不附带任何存在的设定关系，无论它是与经验的自我的关系，还是与实在的世界的关系。”后来，胡塞尔又先后提出了体验或现象的两个极的看法，他认为，现象的性质还受到主观方面的自我极和客观方面的对象极的影响。胡塞尔在本书中尚未提到这两个极。但关于对象极，胡塞尔已经流露出一些想法。在第三讲中可以发现，胡塞尔已经意识到对象极的存在对意向内容的有效影响。他还不能肯定是否有必要去研究这个在现象学还原括号之外的对象极。但无论如何，他肯定，现象学研究的现象是最重要的、第一性的，并且，对它们的研究已经能够完成认识论的主要任务。


  这样，现象学的领域便基本上得到了完整的描述，或者像胡塞尔所说的那样，我们为何要说领域？不如说它是一条永恒的赫拉克利特的现象河流。经验自我和对象之物是这河流的两岸。胡塞尔认为，个别的纯粹现象（即赫拉克利特现象河流中瞬息万变的现象）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意向。一个个地把握零碎的现象，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它会使现象学陷于绝境。只有本质直观的抽象，才能给现象学带来拯救。由此，现象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在各种不同的实项内容和不定的意向内容中直接地把握其中不变的本质，把握其中的本质要素和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便是意识的本质规律，它不依赖于人的个体意识。相反，人的个体意识受这本质规律的制约。只要意识存在，这种本质规律就普遍有效地发生作用。


  这种本质规律也可以说是对象在意识中如何构造自身的规律，即显现者在认识中如何显现的规律。意向性和对象构造，这两个思想是从不同角度考察意识而得到的结果，前者是指从意识活动方面考察意识而言；后者则是指从意识对象方面考察意识而言。


  胡塞尔在对现象学研究领域的论述中实际上已经描述他所发现的纯粹意识的总构造。胡塞尔认为，现象学不应当研究各种具体的意识，如感知、想象、回忆（它们分别代表对当前的、将来的、过去的事物的体验），以及时间意识、空间意识、判断、评价等等现象，考察被感知之物如何在感知中构造自身，被想象、回忆之物如何在想象、回忆中构造自身，这便是感知现象、想象现象、回忆现象本身的构造。所谓事物的被给予，就是指事物在现象中这样或那样地显现自己。在现象学考察中，现象本身成为对象。胡塞尔认为，一般地谈论这种显现者与显现的相互关系，是容易的，但要澄清显现者如何在显现中构造自身的方式则非常困难。而现象学的任务正是在于：“在纯粹明见性或自身被给予性的范围之内探究所有的被给予形式和所有的相互关系，并且对这一切进行解释性分析。”胡塞尔在生前发表的著作中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是在为现象学这门新哲学奠定基础。后来，在他手稿被发表之后，人们才发现，他还做了大量的具体的个别意识分析。本书主要内容也是对现象学的一般性介绍。但在论述现象学的研究领域和任务时，胡塞尔也对回忆、想象、符号思维等现象做了简单的分析，并在分析感知现象的同时大致描述了现象学中最重要的一个研究对象——时间意识的构造。具体的意识分析工作是繁重而艰巨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认识和对象的关系不像口袋和东西的关系。对象只是意向的东西，它在认识中构造自身，同时也就构造着认识；另一方面，对象的被给予性有如此多的种类须予以区分和研究：真正的和非真正的、素朴的和综合的、一举构成的和逐步建立的、绝对有效的和逐渐成为有效的等等这些被给予性。所以，现象学的研究，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决不是一件只须直观，只须张开眼睛就可办到的区区小事。


  这样，胡塞尔就在本书中大致阐述了认识现象学的目的、任务、方法和研究领域。它的目的——解决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为自然认识提供基础和说明；它的任务——对意识的本质分析和本质研究，把握意识的本质规律；它的方法——现象学还原之中的直观和本质直观；它的研究领域——全部纯粹意识。这里所说的认识现象学是指理论理性批判，“它构成一般现象的第一的和基本的部分”。一般现象学还包括实践理性批判以及其他理性批判，包括对评价、意愿等等问题的研究和说明。如何正确评价胡塞尔的认识现象学及其一般现象学，尤其是他的事物构造的思想，如何客观地衡量胡塞尔现象学在认识史上的影响，如何从胡塞尔现象学的得失中汲取一定的教益，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这里只是就自己的理解，对《现象学的观念》的内容、结构和术语，做一大致的说明，不妥之处一定不少，仅作抛砖引玉之用。


  



  1981年，瑞士著名现象学家Iso Kern（中文名：耿宁）先生来华时曾向我推荐了《现象学的观念》。他认为，介绍或研究胡塞尔著作，当首先选择此书为妥。此后，他又陆续向我赠送了一批胡塞尔的著作，其中包括胡塞尔全集第二卷，即《现象学的观念》。


  今年，有时间将这本小册子翻译出来，其间得到Iso Kern先生的许多帮助、指教，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此书译出之后，请张继武同志根据德文原书做了仔细校订。最后，又请我的导师夏基松先生再次校阅了全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此外还感谢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王庆节、甘阳两位同志，他们曾看过我的译稿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本书的译文一定有许多错误和不妥之处，尤其在对一些专有名称的翻译上。对所有愿意通过批评、指正来帮助我改进这一初步尝试的同志，我也预先在此致谢！


  



  倪梁康



  1984年8月

  南京



  第二版译者后记


  屈指算来，距《现象学的观念》中文本的初次出版，已经有整整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开始翻译此书时，我还是个在读的哲学硕士生。到它的初版面市时，我已经在德国开始了哲学博士的研究生涯。书的出版消息是从国内的来函中得知的。那时的我，已经完全沉心于另一个世界，迷恋着另一些似乎更为深奥的问题，所以记忆中并没有丝毫因为此书出版而生发的喜悦。许久以后渐渐地才知道，这本小书在中国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当时，就是在今天，也还是无法充分估量的。


  《现象学的观念》在初版后的一年不到的时间里曾连续印刷三次，印数达十三万册有余。这里还不包括台湾在一年后出版的繁体字版印数。一部学术书，实在无须再期望比这更好的命运了。胡塞尔在天有灵，当为之欣然！比利时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的朋友曾告诉我，胡塞尔所有著作的原文版印数加在一起，恐怕也不会达到十三万册以上。当然我并不会如此轻信，以至于会认为，这十三万可能的读者都真正读完了它并且理解了它。但退一步说，我也确切地知道，在许多重点大学的课程中，这册小书一直是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的保留书目，至今仍被仔细地阅读并在课堂上受到深入的讨论。因此，对我来说，事情似乎就是如此：越是没有体验到开始时突如其来的狂喜，也就越能品尝到此后十多年里缓缓而至的不断欣悦。


  如今此书已经脱销多年。虽然在我于1996年编的《胡塞尔选集》中已经收录了五篇讲座稿的正文，但因内容不全，尤其是“讲座的思路”的缺少，许多研究生在上课时仍然愿意复印本书初版的文字。鉴于此，我多年前便计划将此书修订再版。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曾来函问及再版事宜。但由于我在计划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一个八卷本的《胡塞尔选集》，想把《现象学的观念》纳入到《论文与讲演》的一卷之中，因此就把这个小册子单行本的再版搁在了一边；后来八卷本的出版因各种原因并不顺利，总体进展缓慢，这本小书的再版也就一延再延。


  2006年末，收到人民出版社阮宏波先生不期而至的邀请：编辑出版多卷本的《胡塞尔文集》。这使我有机会对《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的汉语翻译做一个新的全盘考虑。在与海内外研究和翻译胡塞尔的同仁商讨后，我们初步决定，除了已经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出版了的《胡塞尔全集》各卷之外，再选《胡塞尔全集》中的十至二十卷翻译成中文出版。对所选《胡塞尔全集》的各卷，基本不做新的筛选和编排，即基本保留原有的形式和内容。因此，《现象学的观念》也就仍然维持《胡塞尔全集》第二卷的基本形式，不再纳入到《文章与讲演》的文集中。而胡塞尔的三卷《文章与书评》或《文章与讲演》，则会以原先《胡塞尔全集》的第二十二、二十五、二十七卷的各自形式单独翻译出版。


  相信这套计划在五年内完成的《胡塞尔文集》，连同已经出版的胡塞尔著作，会对汉语学界的现象学研究，起到实实在在的推进作用！


  *  *  *


  值此再版之机，译者对初版的译文内容（也包括“译者引言”的内容）在修辞方面做了适当的改动，也对其中的译注做了必要的修改。由于此间已经出版了拙著《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1999年第一版、2007年增补版），因此没有对其中许多需要解释的概念再加入更多的术语说明。对“符号”与“越度”概念的新增译注是例外。


  当初翻译《现象学的观念》时，自以为在耿宁先生的指点下，已经对胡塞尔的思想有所领悟，因此写了一个类似引言的“译者的话”，用作导读。以后入得其门，才逐渐发觉其中虽无大误，但常常食而未化，昏昭夹杂，实在不应作为引言，干扰初读者的思路。此次再版，还是遵照这些年的惯例，将这个引言放到了书后，权作读者在读完全书后还想对照或印证自己理解而可用来参考的一段文字，也以此求个译者的安心。


  此外，全书在译名上做了新的统一，附加了标出原书（《胡塞尔全集》第二卷）页码的边码，纠正了这些年来在译文中发现的错误，其间也参考了这些年来收集到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这里尤其要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教授提供的十六条意见或建议！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采纳。当然里面的差误恐怕还不止这些已被修正了的。唯愿关心此书的朋友和同仁能继续予以支持！


  



  倪梁康



  初稿于 2003年6月

  南京

  定稿于 2007年2月

  广州



  第三版译者后记


  《胡塞尔文集》的中译计划于2012年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项目，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目前整个项目的进展顺利。唯因阮宏波先生工作调动，整个计划需要从人民出版社移至商务印书馆继续完成。《现象学的观念》作为《胡塞尔文集》的第二卷也随之需要更改出版单位。目前人民社的版本已经脱销，而读者的需求仍然绵绵不断，故请商务印书馆再印之。此次的再版未有大改动，只有几处小修订。陆梓超同学提出两个修改建议，在这个第三版中得到采纳。这里特别致谢！也感谢阮宏波先生和陈小文先生的理解与支持！


  



  倪梁康



  2015年1月15日



  注1 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第1卷发表于1990年，第2卷发表于1901年。——中译者


  注2 笔记本现存于［比利时］鲁汶胡塞尔文库中，编号XX 5。


  注3 在此期间，胡塞尔结识了狄尔泰，这对胡塞尔具有重要意义。——可惜这些年的书信至今未发现。


  注4 鲁汶胡塞尔文库中胡塞尔手稿的编号，大部分是根据胡塞尔生前自己和助手们的整理归类。其余部分是由胡塞尔文库的主持人梵·布雷达整理并加以编号的。


  1935年，德国处于法西斯主义的淫威之下，胡塞尔决定把自己的手稿转移到布拉格，在那里建立一个文库。在转移前，胡塞尔和助手们对手稿做了整理归类。根据现象学的进程，将有关“世界的现象学”，即前现象学阶段的手稿归入A类；有关“现象学还原”的手稿归入B类；有关“时间构造”的手稿归入C类；有关“事物构造”的手稿归入D类；有关“主体通性”（Intersubjektivität）的手稿归入E类；讲座手稿归入F类。这些手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送至布拉格。


  胡塞尔去世后，梵·布雷达将胡塞尔的手稿和藏书运至比利时，战后在鲁汶建立了胡塞尔文库。梵·布雷达在对手稿进行进一步整理后，将胡塞尔的未被编号的早期和晚期的手稿归入K类。其次，胡塞尔生前曾将一部分手稿交给他的助手芬克，让他整理，准备出版成书。但芬克一直未能完成此项工作。这部分手稿未被编号，这次被归入L类。再次，胡塞尔生前曾将他的一些手稿（速记稿）交给助手埃迪·斯泰因和兰德格雷贝，让他们译改成一般的打字稿。这些打字稿后来又由胡塞尔做了修改并加了注。它们被归入M类；信件归入R类。R I为胡塞尔致他人的信件；R II为他人致胡塞尔的信件。其他有关胡塞尔生平的手稿，如日记等则归入X类。


  各类手稿又根据各自内容、性质、时间的不同，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划分出两个层次，如A、VII、25，主要是为了便于查找。——中译者


  注5 体验（Erlebnis），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一个重要概念。它的范围更广，指某种心理的东西（但不等于心理学的体验），内在的东西，所有的内在生活，它基本上相当于胡塞尔所说的现象。意识是由许许多多的体验所组成的。它的种类很多，有经验体验，认识体验，其中包括听、说、看、触摸、痛苦、快乐、爱、恨等各种体验。它们不能从外部去研究，而只能从内心去探讨。体验的特征是带有意向性。任何体验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意向性，不带意向性的体验是一种抽象，现实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对此可以参见边码55。——中译者


  注6 “切中”（treffen）：在德文中的基本含义是射中、击中。“切中”一词，胡塞尔说，它“暗示”“认识和认识客体的统一性”。——中译者


  注7 这里的方括号为中译者所加。与它相对应的是后面附录中的“关于文章的考证性注释”文字。即是说，凡是加有这类方括号注释标记的地方，都可以在“关于文章的考证性注释”中找到相关的说明。其中包含胡塞尔的一些写在文稿上的重要补充和边注。——中译者


  注8 “切合性”（Triftigkeit）是“切中”（treffen）一词的名词化。参见前面关于“切中”一词的注释。——中译者


  注9 “实项的”（reell）是与“意向的”（intentional）相对的概念。意识具有实项内容和意向内容。意识的实项内容包括意识活动，也包括感觉材料；意识的意向内容则包括意识对象及其被给予方式。——中译者


  注10 “实在的”（real）与“实项的”（reell）意思完全不同。“实在的”是与“观念的”（ideal）相对的概念。认识对象有实在对象和观念对象之分。实在对象是指物理对象，也包括心理物理对象，如树木、砖块等等；观念对象则指概念、数字、理论等等。为避免混淆，本书一律将“reell”译为“实项”，“real”译为“实在”。——中译者


  注11 明见性（Evidenz）与明晰性（Klarheit）意思相近，这两个词都可译作“明晰性”或“明白性”。但胡塞尔使用这个词有特定的含义。它不再是指心理主义、感觉论所说的感觉上的明白、清楚，而是指明晰、透彻的直观本身。这里把“Evidenz”译作明见性，把“Klarheit”译作明晰性，以示区别（尽管胡塞尔偶尔也将这两个概念混用）。——中译者


  注12 意指（meinen）与意识的意向性有关，它表示意识对对象的指向、朝向。——中译者


  注13 “越度”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物理学术语，指的是“向另一个类的越度”（μετάβασις εις αλλο γένος），即不合法的超越界限或从一个维度向另一个维度的迁移。胡塞尔在第二讲的倒数第二段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说明。这个术语也为莱布尼茨、康德、卡西尔等人使用过。——中译者


  注14 显现（Erscheinung）和显现者（Erscheinendes）也可以用胡塞尔以后使用的一对技术性较强的概念来替代，即：意识活动（Noesis）和意识对象（Noema）。——中译者


  注15 在手稿中是“超越”。——编者


  注16 “含义”（Bedeutung）和“意义”（Sinn）在胡塞尔那里基本上是同义词。——中译者


  注17 参阅附录一。——编者


  注18 参阅附录二。——编者


  注19 最初这里尚有下文，参阅“文章的考证性补充”第32。——编者


  注20 参阅附录三。——编者


  注21 “符号的”一词，胡塞尔在本书中所使用的原文都是“symbolisch”，通常也译作“象征的”。它在胡塞尔那里是“Zeichen”（符号）的同义词，尽管胡塞尔有时也不认为这种等义的使用是合理的。——中译者


  注22 感觉（Empfindung）和感知（Wahrnehmung）又有差异，胡塞尔用前者来表述一种被动的感受，用后者来表述一种主动的感受。被动的感受是指对象刺激而引起的感官对感觉材料的获得，它属于意识的实在内容；而主动的感受是指意识活动主动地朝向对象，把握对象的各种质，它属于意识的意向内容。国外现象学界对此尚有争议。——中译者


  注23 指某个显现之物。——中译者


  注24 即指对象。——中译者


  注25 这是后期附加的附录（约1916年）。——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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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塞尔文集》总序
  


  
 编者导言
  


  
 第一卷：1905—1920     
 文稿1 自我的个体性和自我体验的个体性。〈诸个体的差异〉 （塞费尔德〈1905年〉）       
 附录I 〈对于这一个体的自我体验和另一个体的自我体验之差异的认识〉〈写于1908年前后〉
      


      
 附录II 〈绝对意识和个体性〉（选自一篇旧稿）
      


      
 附录III 〈单子论〉〈写于1908年前后〉
      


      
 附录IV 〈对异己意识的移情作用和上帝的无所不包的意识〉〈1908年〉
      


      
 附录V 〈世界之可认识性和诸不同的主观之可能性〉〈约写于1908年〉
      


      
 附录 VI 〈世界之空间时间上的无限性要求处于交流之中的诸绝对意识之无限性〉 （1909年）
      


      
 附录VII 〈诸不同的个别的意识之互不相容性。作为诸被分离的统一的诸前经验的时间意识统一〉（写于1909年）
      

    


    
 文稿2 1909年前我关于移情作用的最早手稿之节选〈节选形成于1916年前后〉       
 附录VIII 更好的术语：〈附带呈现作为以再生产方式构成的连带呈现。向前的（直向的）连带呈现和向后的（倒转的）连带呈现〉（〈写于1916年前后〉1927年2月讲授）
      


      
 附录IX 〈反对向异己的自我作类比推论的理论。对B.埃德曼的批评〉〈约写于1907年或1908年〉
      


      
 附录 X 〈虽然类比推论的理论是错误的，但是利普斯的 批判和我最初的批判也是错误的〉 〈写于1916年前后〉
      

    


    
 文稿3 〈移情作用。文稿出于1909年（副本和修改中有些部分来自较晚时间）〉       
 附录XI 〈由于现象方面的加上去的符合一致，自己的身体与异己的身体在直观方面的相似性。附带把握与原初的知觉。我的身体在对异己的身体之知觉中所起的作用〉〈1914年或1915年〉
      


      
 附录XII 当前的东西和被准当前化的东西——这如何可能是矛盾的？〈1914年或1915年〉
      

    


    
 文稿4 移情作用〈的诸阶段〉〈写于1910年前后〉       
 附录XIII 〈移情作用的诸阶段和身体构成的诸阶段〉〈写于1913年前后〉
      


      
 附录XIV 〈“心理物理的”统一〉〈写于1913年前后〉
      


      
 附录XV 〈物体与表达〉〈写于1913年前后〉
      


      
 附录XVI 利普斯的移情作用理论。〈摘录和批评意见〉〈可能写于1913年前后〉
      

    


    
 文稿5 为1910/11年讲课所作的准备：纯粹的心理学和精神科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纯粹的心理学和现象学。——共主观的还原作为向心理学上纯粹的共主观性的还原 （1910年10月初）       
 附录XVII 对于〈通向纯粹意识的〉第二条道路，即心理学的道路，和第三条道路，即精神科学的道路之间关系的思考。〈对于精神的动因的理解和对于诸个别精神之动因的相互关系的理解〉 （约写于1910年）
      


      
 附录XVIII 具体的社会的对象性东西之给予性和构成物，以及对与它们相关联的诸概念之阐明。社会存在论和描述的社会学〈写于1910年前后〉
      


      
 附录XIX 〈共同体与规范〉（1910年）
      


      
 附录XX 人的诸集合体和人的诸共同体〈约写于1910年〉
      

    


    
 文稿6 选自1910／11年冬季学期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       
 附录XXI 1910／11年（关于共主观性的）讲课计划（在讲课后几年当中的一年里写下的）
      


      
 附录XXII（附于§10） 内在哲学——阿芬那留斯 （大概写于1915年）
      


      
 附录XXIII（附于第152页以下）〈现象学的真理和实证的（存在的以及存在论的）真理之关系。实证的课题和现象学的课题之综合统一。独断论的实证性和以超越论的方式阐明了的实证性。〉对1910／11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第153页〉注的修订。〈写于1924年或稍后〉
      


      
 附录XXIV（附于第159页以下）〈与对现象学的经验之批判相比，现象学的经验之统一问题的优先地位〉。关于〈1910／11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第四章和第五章〉主导思想的说明〈约写于1924年〉
      


      
 附录XXV（附于§36）我们称作自然科学的那种认识之共主观性（1910年）
      


      
 附录XXVI 记忆，意识流和移情作用。对〈1910／11年冬季学期“现象学的基本问题” 讲课第五章和第六章〉主导思想之自身反思（写于〈1910年11月或12月〉讲课期间）
      


      
 附录XXVII 〈作为〉统觉和间接呈现〈的移情作用〉。〈它的空的意向，通过直观实例的说明和充实〉。1921年夏季学期〈对1910/11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 讲课附录XXVI“记忆，意识流和移情作用”（1910年11月或12月）的补充〉
      


      
 附录 XXVIII（附于§39）〈将自己的意识之时间和异己的意识之时间视为同一。在现象学还原中的诸其它自我。自然作为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诸经验系统之标志，并作为诸单子之反映的条件（对1910／11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文稿第189页第24行至第191页第14行的修改）〉〈很可能写于1921年〉
      


      
 附录XXIX（附于§39）〈身体性作为诸精神的中介〉〈写于1912年前后〉
      


      
 附录XXX 〈对于在1910／11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中 现象学还原的思想以及诸单子的独立性和 相互关联的思想之思考〉〈约写于1921年〉
      

    


    
 文稿7 人这种实在性是如何构成的，我的身体如何为我获得与我的主观东西之实在的统一，而且是在另一些人那里获得这种统一之前为我获得呢？（1914年或1915年）       
 附录XXXI 〈作为精神世界之进行个体化的形式的诸个人借助身体的交往〉〈写于1910年前后〉
      


      
 附录XXXII 关于经验的自我之构成。经验的自我之起源〈写于1912年前后〉
      


      
 附录XXXIII 〈在与你的对比中自我之构成以及纯粹的自我〉〈写于1914年前后〉
      


      
 附录XXXIV 〈自我对现在和这里的关系〉〈写于1914年前后〉
      


      
 附录XXXV 自我是否在身体中当场被给予了〈写于1914年前后〉
      

    


    
 文稿8 〈在对异己的自我有现实经验以前对它进行表象的可能性〉〈1914年或1915年〉       
 附录XXXVI 移情作用。〈在对另一个人有现实的经验以前，该另一个人之可能性。异己的自我作为 “在那里的自我”之类似物〉〈1914年或1915年〉
      

    


    
 文稿9 〈关于对异己的身体物体和自己的身体物体之相似性的理解问题〉〈1914年或1915年〉       
 附录XXXVII 〈关于零显现（内在的显现）和外在的显现之关系〉的要点〈1914年或1915年〉
      


      
 附录XXXVIII 〈我的身体物体在我之外准当前化之可能性〉〈1914年或1915年〉
      


      
 附录XXXIX 〈对纯粹触觉领域的探讨：身体如何变成像另一个事物一样的事物，以及“异己的人” 这种统觉是如何实现的？〉客观的运动和自身运动〈约写于1916年〉
      

    


    
 文稿10 在特别考虑到在其中被准当前化了的自我之问题并特别考虑到自我自身表明之可能性的情况下，对直观上的准当前化、记忆、想象、图像的准当前化之研究〈1914年或1915年〉       
 附录XL 〈现实的自我和想象自我〉〈1914年或1915年〉
      


      
 附录XLI 〈对前面诸研究的说明〉〈约写于20年代〉
      

    


    
 文稿11 移情作用是类比吗？〈移情作用作为无须将自我视为同一的进行设定的准当前化〉〈1914年8月或1915年8月〉
    


    
 文稿12 基本论述：〈系统阐明异己的身体之构成的难点〉〈1914年或1915年〉       
 附录 XLII 身体作为诸物体中的一个物体被构成（副本〈约写于1916年〉）
      

    


    
 文稿13 〈就对异己的心灵生活之统觉批判“移情作用”概念和“通过类比而转用”的概念。关于众多自我之构成的可能性。自己的自我被准当前化了的自我所覆盖。记号的统觉与理解的统觉。理解的统觉之“起源”〉〈1914年或1915年〉       
 附录XLIII 〈关于使对异己者的知觉反向关联到对自己的知觉之问题〉〈1914年或1915年〉
      


      
 附录XLIV 〈作为进行类比的解释的统觉。对异己者的统觉并不是统觉之任何新的基本形式〉〈1914年或1915年〉
      


      
 附录XLV 现象学上的起源之问题。对现象学上的构成之意义与方法的澄清 （〈1916年〉/1917年）
      


      
 附录XLVI 关于统觉的问题〈写于1920年前后〉
      

    


    
 文稿14 〈唯我论的正常性和共主观的正常性，以及客观性之构成〉〈写于1915年和1917年之间〉       
 附录XLVII 在唯我论的统觉阶段上和更高的统觉阶段上心理物理东西之构成的基础上，共主观地自在存在着的自然之构成。诸显现之向身体中的反转投射作用。 （1918年）
      


      
 附录XLVIII 〈精神错乱和死亡作为共有的世界之构成的终止〉〈写于1915年和1917年之间〉
      

    


    
 文稿15 关于移情作用的理论（贝尔瑙，1918年9月）       
 附录XLIX 对表现的理解行为（对1918年暑假于贝尔瑙首次细心拟定的移情作用分析之详细解释的页边附注）〈写于20年代〉
      


      
 附录L 关于“心理物理的关系”之双重意义〈写于1918年前后〉
      

    


    
 文稿16 〈被自然化了的主观性和纯粹的主观性 以及相关的经验种类：纯粹的反思，本真的移情作用和非本真的移情作用。以超越论方式向共主观性还原〉（1920年6月）       
 附录 LI 〈人作为外在经验的一种统一〉〈写于1920年前后〉
      


      
 附录LII 〈作为客观的课题的个人，和在课题上作为与我进行交流的诸自我主观的诸其他人〉〈写于1920年前后〉
      


      
 附录LIII 〈受作为客体的其他人的影响和 受作为个人的其他人的影响〉〈写于1920年前后〉
      


      
 附录LIV 〈作为“内在经验”的移情作用。诸单子都有窗户〉（写于1920年夏季学期）
      


      
 附录LV（附于第455页） 通向有关移情作用之严谨“理论”的道路。〈借助单纯的联想建立非本真的移情作用〉〈写于1920年和1922年之间〉
      


      
 附录LVI（附于第455页）〈对异己者之本真的知觉和非本真的知觉〉〈约写于1927年〉
      


      
 附录ＬVII（附于第463页） 〈人作为客体和进行构成的主观。绝对的东西作为 诸绝对主观性之被共主观地相互联系起来的东西 （第463页脚注的草稿）〉 （约写于1927年）
      


      
 附录LVIII（附于第465页）〈自然主义的人类学之必然性和功能。续文稿16〉（〈可能产生自1927年的关于1920年或稍后一篇文稿的〉副本）
      


      
 附录 LIX（附于第465页）〈内在的考察与外在的考察之关系，诸主观之相互关系和诸物体之相互关系〉〈写于1920年前后〉
      

    


    
 文稿的构成
    


    
 译后记       
 一、胡塞尔关于现象学的论述
      


      
 二、胡塞尔关于共主观性问题的论述
      


      
 三、胡塞尔关于移情作用问题的论述
      


      
 四、小结
      

    

  


  
 第二卷：1921—1928年     
 编者导言       
 I
      


      
 II
      


      
 III
      


      
 “用于撰写
      

    


    
 I 从为写作一部“重要的系统著作”所做准备工作（1921年春至1922年春）的关联中所选文稿
    


    
 文稿1 〈作为对身体之原本统觉的对自己身体的统觉和对异己的身体的统觉之间接性。借助移情作用构成第一个真正的超越性〉（1921年夏季学期）
    


    
 文稿2 个人的自我和个体的特性。生成之问题和在该生成中的确定性之问题：一个单子式的主观如何能够被一义地规定和如何能够是可认识的？（圣梅尔根1920年或1921年）       
 附录I 关于单子式的个性之现象学和关于诸体验之普遍的可能性和普遍的相容性之现象学。静态的现象学和生成的现象学 （1921年6月）
      


      
 附录II 关于“单子”这个概念。〈自我之具体化〉〈约写于1921年6月〉
      


      
 附录 III 作为不稳定的统一的自己 （1921年6月）
      


      
 附录IV 〈处于其总体结构之中的〉单子（1921年6月）
      

    


    
 文稿3 身体事物移情作用，心灵身体的联系（圣梅尔根，1921年暑假）       
 附录V 主观作为客体和起功能作用的主观（圣梅尔根，1921年9月）
      


      
 附录VI 〈关于作为物理事物的身体在唯我论经验中的构成问题〉（对第61页以下的修正）〈写于1921年或稍后〉
      


      
 附录VII 作为描述：作为客观世界中的客体的，处于纯粹经验中的人〈约写于1921年〉
      


      
 附录VIII 作为自然的统一的心灵之构成的诸阶段，同样还有唯我论的个人之构成的诸阶段和人的个人以及人这种心理物理的统一之构成的诸阶段〈写于1921年前后〉
      


      
 附录IX 移情作用和身体 〈写于1921年前后〉
      


      
 附录X 个人的自我精神性东西和下属的自我的，身体方面的生活〈写于20年代〉
      

    


    
 文稿4 能够有与被分开的诸世界相关联的被分开的诸主观吗？诸主观之共存之可能性的条件。关于只能有一个世界，只能有一种时间，只能有一种空间的推论（圣梅尔根，1921年9月1日）       
 附录XI 〈关于诸主观共存问题〉的附注〈约写于1921年9月〉
      

    


    
 文稿5 唯我论的主观性（唯我论的内在东西和唯我论的环境世界）和唯我论的东西之客观化的诸阶段。一个交往式的主观性之构成，这种交往式的主观性在这里意味着客观性、客观的存在等等。客观的经验之范畴的形式（圣梅尔根，1921年9月）
    


    
 文稿6 〈诸不同主观之诸环境世界的存在论结构中的区分。对孩童和动物的移情作用——作为借助分解的阐明〉（圣梅尔根，1921年）       
 附录XII 附注：正常的统觉和对异常性东西的统觉。孩童，动物；疯癫之诸变样〈约写于1921年〉
      


      
 附录XIII 正常性与动物的种（似乎写于圣梅尔根,1921年）
      


      
 附录XIV 〈关于世界在各种不同的主观之经验中的同一性和真实性之问题〉（圣梅尔根，1921年10月1日）
      


      
 附录XV 关于自明性的理论。每一个人都“能够”以逻辑方式思想等等（写于1920/21年）
      

    


    
 文稿7 关于移情作用理论的导论：思想另一些自我之可能性——借助于对我的自我之虚构变换获得诸可能的（但都是彼此互不相容的）自我主观之全体〈约写于1921年〉       
 附录XVI 关于移情作用的学说。〈自我和另一些自我〉〈1919年5月〉
      


      
 附录XVII 众多自我在直观中的给予方式 〈约写于1921/1922年〉
      


      
 附录XVIII 〈对我的意识流之虚构变换，众多自我之可能性〉〈约写于1921年〉
      


      
 附录XIX 必然性和偶然的事态。自我之自明性和按照存在和如此存在的“自我生活” 〈写于1922年前后〉
      


      
 附录XX 〈我的以不同方式存在之诸可能性的全体和一个自我一般之诸可能性的全体是符合一致的。这个自我既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消失〉（1922年1月7日和8日）
      


      
 附录XXI 〈一切单子式的可能性在此在方面都是与诸单子式的现实性相关联的〉〈写于1922年前后〉
      


      
 附录XXII 对我的自我之虚构变换〈写于二十年代中期〉
      

    


    
 文稿8 〈自我与另一个自我处于矛盾和共存之中〉〈 写于1922年前后〉
    


    
 文稿9 共同精神I.——个人，个人的整体，个人的作用共同体，共同体社会（弗赖堡，1921年）       
 附录XXIII 诸自我主观相互产生影响〈写于1920年前后〉
      


      
 附录XXIV 移情作用与同感。与被施以移情作用的东西和 被记起的东西等等有同感，并实行协调一致的行为。〈移情作用与在幻想中、在艺术中设想自己处身于其中〉〈写于1920年前后，也许是1920年夏季学期〉
      

    


    
 文稿10 共同的精神II. 更高级次的诸个人的统一及其作用的诸相关项（贝尔瑙，1918年，或者圣梅尔根，1921年）       
 附录XXV 作为超个人的整体性的共同体化了的人性〈1921/1922年〉
      


      
 附录XXVI 共同精神II﹒——文化生活和共同体生活 （1922年秋）
      


      
 附录XXVII 个人生活的时间和历史的时间，共同体之生活的时间。时期之类型学。历史的传统 （1922年秋）
      


      
 附录XXVIII 问题：〈传承（传统）和原创。在共主观性中思想不发生矛盾，但是目的也许发生矛盾〉〈写于二十年代〉
      


      
 附录XXIX 作为文化行为的习俗行为 〈写于1921/1922年〉
      

    


    
 文稿11 〈既没有原本地给予我异己的身体， 也没有原本地给予我异己的主观性， 然而我的环境世界中的那个人 仍然还是原初地给予了我〉 〈约写于1921年〉       
 附录XXX 〈异己的身体并不是我的生产行为当中的同一性之本源的统一，它是借助类比被指示的〉〈1921年9月〉
      

    


    
 文稿12 〈关于另一个人的间接呈现之可能性（身体之“向外移动”，身体之诸部分与诸事物在显现方面的相似性，间接呈现与“设身处地地着想”）。反对利普斯关于类比推论的反对意见〉 （1922年〈2月〉）
    


    
 文稿13 与事物之超越性相对的另一个自我之超越性。作为超越论的自我学之扩展的绝对的单子论。对世界之绝对的解释 （1922年1/2月）       
 附录XXXI 另一个自我。自然之存在和诸主观之存在，由于它们构成方面的意义而作为本质上被区分开了的存在。〈作为具体的绝对的东西的众多主观〉 〈约写于1921/1922年〉
      


      
 附录XXXII 与对诸异己的自我之认识相比较，在回忆和预期中认识超出自身〈可能写于1921/1922年〉
      


      
 附录XXXIII 〈处于幻象阶段的我的身体之通过共同呈现的构成。在这当中存在着使移情作用成为可能的异己的身体物体与自己的身体物体之相似性吗？〉〈约写于1922年〉
      


      
 附录XXXIV（附于§2）透视变形之客观性，事物显现之客观性〈约写于1922年〉
      


      
 附录XXXV 人世间的客体显现多样性之共主观性〈20年代初〉
      


      
 附录XXXVI 单子论。诸单子或更确切地说诸心灵之协调一致 〈约写于1921/1922年〉
      


      
 附录XXXVII 实体和单子。〈诸单子关于这个自然在功能方面的关联以及诸单子的相互存在。诸个别单子之独立性与非独立性。单子全体之独立性〉（1922年）
      


      
 附录XXXVIII 〈实体与个人〉 〈写于20年代〉
      


      
 附录XXXIX 〈有关实体概念的摘记〉〈写于20年代〉
      


      
 附录XL 在莱布尼茨那里的镜像（=代表） 〈约写于1922年〉
      


      
 附录XLI 诸单子融合之可能性。一个（神性的）超单子之可能性 〈约写于1922年〉
      

    


    
 II 产生自1923年至1925年的文稿
    


    
 文稿14 现象学的真理之共主观的有效性注861（可能写于1923年年初）
    


    
 文稿15 心灵是如何与物理的身体一起在此 存在的？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与对自己的经验之关系。进行普遍构成的主观性与被普遍构成的客观性。置身于另一个人之中和以反思方式设定另一个人 （1923年〈7月或8月〉）
    


    
 文稿16 精神之诸显现，移情作用，对异己者的经验。〈身体性与表现之问题。直觉与空的表象〉（1924年）       
 附录XLII 诸精神之显现。〈外在的东西作为另一个自我之可能性的条件〉〈约写于1924年〉
      


      
 附录XLIII 关于诸精神之显现。问题：作为对异己的人之经验的移情作用以被经验的身体物体性之什么样的客观性为前提？（选自产生自1921年的一个卷宗）
      

    


    
 文稿17 超越论的实在论之荒谬性。反对对唯我论的反对意见 （写于1924年〈年末〉）
    


    
 文稿18 个别单子和作为单子共同体的全体单子。单子“没有窗户”，但是每一个单子都处于与其它单子的因果关系之中。对于准当前化和移情作用而言的决定性的东西〈约写于1925年〉       
 附录XLIV 单子之内的关联和单子之间的关联〈约写于1925年〉
      


      
 附录XLV 具体的自我和充分的具体化:自我全体。诸事物之形成和对个人之精神上的影响 （1925年夏季学期）
      


      
 附录XLVI 一切事物与我的身体之“实在的”关联和身体与自身之“实在的”关联作为对环境世界的意向性之前提并作为移情作用之基础（1925年夏季讲课）
      

    


    
 文稿19 〈关于原本性之概念〉〈写于1925年和1928年之间〉
    


    
 III 从1926/1927年冬季学期“现象学导论”讲课第二部分的关联中选出的文稿
    


    
 文稿20 〈讲课第一部分（1926年11月和12月）的总括性概述：纯粹的经验之世界的结构。纯粹自然的经验和纯粹心理的经验。 “自我论上”纯粹的自身经验和现象学还原〉（在圣诞节假期之后，1927年1月10日）
    


    
 文稿21 在另一个自我上实行现象学还原和在共主观性上实行现象学还原。〈在纯粹心理学的经验中的作为纯粹主观方面的统一的诸主观之社会的联系和直觉的联系〉〈接前面1927年1月10日文稿20〉       
 附录XLVII 身体与世界。我们与世界。〈发挥功能的共主观性和被实现了的共主观性。在发挥功能的行为之中的关联〉（1926/27年冬季学期）
      

    


    
 文稿22 〈心理物理的统一之构成的问题。被还原了的原本的经验不包含任何身体与心灵的联系。由移情作用所中介的 “自我人”这种统觉。〉关于移情作用的理论（1927年1月17日）       
 附录XLVIII 注：在这种统握中，我作为人，并不是原本经验之，自我而是——尽管是以间接的方式——由这样地按照身体并按照心灵解释而来的自我人〈写于20年代中期〉
      


      
 附录IL 〈形而上学二元论的原因是混淆了原本的对自身的经验和客观的心理学的对自身的经验。关于自然的客体之原本的共主观的地平线意识。自己的心灵之构成和异己的心灵之构成〉〈1927年7月或8月〉
      


      
 附录L 1）处于正常的生活之中的人如何是经验的统一呢？2）如何达到对作为更高级次的自然的实在性东西之统觉呢？〈写于1925年夏季学期或1926年/1927年冬季学期〉
      

    


    
 文稿 23 这些讲课之进程〈1927年1月〉
    


    
 文稿24 我的自我，我的生活，我的“心理的东西”，〈在与非我的对比中〉以自我的方式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自我作为绝对个体的原本领域，我能够按照其必然性揭示这个原本领域〉〈也许写于1927年1月〉       
 附录LI 对向自我还原的澄清，因此是对原本经验的界定。〈我的纯粹的生活被定义为对于我而言是本身可进入的东西〉〈可能写于1927年1月〉
      


      
 附录LII 关于“原本经验”之可发现性的思考 （1927年1月）
      


      
 附录LIII 〈在原本领域当中的内在性和超越性。真正的和真实的 超越性是如何可能的，共主观的超越性是如何可能的？〉〈用于1927年1月/2月的讲课〉
      


      
 附录LIV 〈纯粹主观的经验（首先）只能作为自我论的经验被构成。纯粹自然的经验（首先）只有以关于我的自然之原本经验的形式才是可能的〉〈约写于1927年1月〉
      


      
 附录LV 〈自然方式的还原，还原到原本的经验之领域，还原到原本的自然并且还原到原本的主观性〉〈写于1925年和1928年之间〉
      

    


    
 文稿25 共主观性。〈在原本经验当中的 “心理物理的东西”〉（为1927年1月26日讲课所做的准备）       
 附录LVI 身体是每一个“自在”之前提，〈但本身并不是处于原本经验领域之中的“自在”〉〈写于20年代〉
      


      
 附录LVII 〈心理物理的统一之构成。人并不仅仅是由身体和自我构成的归纳式的联结〉〈写于20年代〉
      


      
 附录LVIII 〈在移情作用中对人的归纳式的认识以非归纳的主观的认识为前提〉（约写于1926年）
      

    


    
 文稿26 〈作为自我人的自身统觉和原本的自身经验。过渡到超越论的还原〉（1927年1月30日）       
 附录LIX 〈直接对自身的统觉作为对异己者的统觉之基础，并作为对自我人这种第二性的自身统觉之基础。个人式的联系和个人式的实在性。规定时间的（课题式的）经验和中间的经验〉〈约写于1927年1月末〉
      


      
 附录LX 〈对作为处于移情作用之中的心灵的纯粹的主观性之说明〉 （为1926年/1927年讲课所做的准备）
      


      
 附录LXI 〈心理学的思考当中的世界〉（选自1927年1月/2月讲课的关联中）
      

    


    
 文稿27 〈使别人的并非可原本知觉的诸规定之构成在原本的经验内部产生出来的动因看上去是怎样的？〉〈约写于1927年2月初〉       
 附录LXII 移情作用问题〈作为虚构的生成之问题和作为静态的现象学之问题〉〈或许写于1927年2月初〉
      


      
 附录LXIII 对移情作用理论之一般的导入性思考。〈原本的领域和心理学上的生成之问题及超越论的生成之问题〉（1927年2月初）
      


      
 附录LXIV 〈一种超出我的原本领域并设定一个完全是异己的原本领域的间接呈现如何可能？一个外部事物与我的身体相似是按照自然之诸方面的相似〉（1927年1月/2月）
      


      
 附录LXV 移情作用之原理。原则上每一个身体都如同我的身体一样，每一个我都如同我本身一样〈约写于1927年2月〉
      


      
 附录LXVI 移情作用。〈我的具体的主观性在自身中具有关于诸异己的主观性之诸解释〉〈约写于1927年2月〉
      

    


    
 文稿28 重要的思考！〈间接呈现，图像意识和另一个人之在场〉〈约写于1927年1/2月〉
    


    
 文稿29 〈作为一种间接的间接呈现的进行移情作用的间接呈现及其实现〉〈约写于1927年2月〉       
 附录LXVII 关于进行移情作用的间接呈现之问题。〈对类比推论的理论之批判和对本诺·埃德曼和艾利希·贝歇尔的统觉方面的补充之批判〉〈约写于1927年2月〉
      


      
 附录LXVIII 以统觉方式直接转用（间接呈现）身体的特性之不可能性〈约写于1927年2月〉
      

    


    
 文稿30 〈由一个外在的物体唤起“仿佛我在那里”的想象以及该想象之充实（对这种仿佛式的解释之证实）。另一个人作为处于符合（镜像）之中的我的自我之进行准当前化的变样〉〈约写于1927年2月〉
    


    
 文稿31 〈通过对我的原本的自身经验和由我本身对另一个人实行的移情作用的经验之综合最终完成移情作用〉〈约写于1927年2月〉
    


    
 文稿32 〈我如何能够清楚明白地拥有一个处于零定位之中的外在的物体？空间作为我能够设想自己置身于其中的位置之系统。在对作为一个物体的我自己的身体物体之统握中移情作用式的间接呈现〉〈约写于1927年2月〉       
 附录LXIX 〈我的每一个镜子式的统握都已经以移情作用为基础了〉〈1927年2月7日以后〉
      

    


    
 文稿33 对旧手稿的补充注954：〈给予零物体和外在物体以同等地位是身体与外在事物类比之有效性的前提〉（1927年2月6日）       
 附录LXX 〈身体作为如另一个空间事物一样的空间事物之构成，并因此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均质的空间之构成，是通过一个身体物体与我自己的身体物体之相似性的中介的对那里的一个异己的身体和异己的人进行统觉而言的基础〉〈约写于1927年2月〉
      


      
 附录LXXI 移情作用。〈关于外部物体与零物体之相似性的问题〉〈约写于1927年2月〉
      


      
 附录LXXII 〈我的身体物体之不能清楚意识到的诸显现之间接呈现〉〈约写于1927年2月〉
      

    


    
 文稿34 〈空间的构成。对“从前”关于移情作用的解释产生怀疑：为了说明移情作用需要关于我的自身运动之相互矛盾的外部表象吗？〉〈约写于1927年2月〉
    


    
 文稿35 〈另一个人作为我的自身之变化。在对另一个人的经验中的联想，符合，结对。零物体与外在物体结对的问题〉（为1927年2月22日讲课所做的准备）
    


    
 文稿36 〈空间之在原本经验领域中的构成。外部运动与自身运动之联系，以及由此而 使之成为可能的对一个自我类似物之经验〉 （1927年2月）       
 附录LXXIII 〈在从近处空间向近处空间之综合过渡中空间之构成〉〈1927年2月〉
      


      
 附录 LXXIV 无身体的世界 〈约写于1927年2月〉
      


      
 附录LXXV 纯粹就自己本身而言的处于两个阶段的触觉空间：在构成方面没有远动觉的协助的阶段和在构成方面有远动觉的协助的阶段〈约写于1927年2月〉
      


      
 附录LXXVI 〈近处空间中的空间东西的真正存在之实现。构成幻象的动觉与构成运动和空间位置的动觉之区分〉〈约写于1927年2月〉
      


      
 附录LXXVII 空间构成之层次。〈在均质空间中的位置变化之含义中的身体之向远处运动〉〈约写于1927年2月〉
      


      
 附录LXXVIII 〈处于与我的身体关系之中的“距离”以及诸事物之间的间隔〉〈约写于1927年2月〉
      


      
 附录LXXIX 〈一个外部物体之转动与我的身体之动觉上的转动之等值的问题〉〈约写于1927年2月〉
      

    


    
 文稿37 全面反思（用作1926/27年讲课的结束语）
    


    
 文稿的构成
    


    
 译后记       
 一、普遍的科学要求彻底的清晰性
      


      
 二、超越论的现象学
      


      
 三、主观性
      


      
 四、共主观性
      


      
 五、移情作用
      


      
 六、身体
      

    

  


  
 第三卷：1929—1935     
 编者导言       
 I.
      


      
 II
      


      
 第一卷：纯粹的现象学之诸阶段
      


      
 第二卷：存在论与现象学
      


      
 III
      


      
 IV
      

    


    
 I 从“笛卡尔式的沉思”之形成和其最初修改的关联中所选的文稿1929年3月至1930年3月
    


    
 文稿1 〈第五笛卡尔式的沉思之初稿〉〈1929年3月末4月初〉
    


    
 文稿2 一切存在者的存在依赖性，首先是一切超越论的主观对于我的依赖性，然后是我本身对于它们的依赖性〈写于20年代后半期〉
    


    
 文稿3 构成性的主观性之存在的优先性。在世界 方面的自身客观化中不可以从被构成的世界中将构成方面的主观性想象为不存在的。〈自我之确真性和另一个自我之假定的确真性〉 （1929年10月末至11月4日）       
 附录I 〈原始的还原和唯我论的还原〉〈1929年10/11月〉
      


      
 附录II 处于关联之中的正常的人和异常的人之间的由情况引起的变化和不协调之间的区分〈1930年之后〉
      

    


    
 文稿4 处于其划分之中的个人的环境世界。〈向纯粹的共主观性还原和向自我还原。第二笛卡尔式的沉思之开始〉（1930年3月7-9日）
    


    
 文稿5 〈关于“笛卡尔式的沉思”当中的共主观性之问题〉〈可能写于1930年〉       
 附录III 〈在超越论的悬搁之后的双重的课题〉〈可能写于1934年〉
      

    


    
 II 从对一部“系统著作”之准备的关联中选出的文稿1930年夏至1931年春
    


    
 文稿6 关于对异己者的经验之理论。〈对异己者的知觉之直观的实现形态和非直观的实现形态〉（1930年8月）       
 附录IV 关于处于世界之中的精神东西的经验，首先是关于心灵东西的经验。作为知觉的移情作用。行为主义 〈1930/31年新年〉
      


      
 作为超越论的当前之层次的原始的核心和对异己者的经验（1930年夏季）
      

    


    
 文稿8 〈超越论的问题，超越论的另一些人如何为我存在〉（1930年12月）       
 附录V 〈心理学的移情作用和超越论的移情作用〉〈30年代初〉
      

    


    
 文稿9 〈向我的经验世界，首先是向我的知觉世界之原始的还原（抽象）。呈现和间接呈现。〉对原始性概念之更好的解释。（约写于1930年12月）       
 附录VI 〈现象学的悬搁。属于我本身的东西和超越的东西〉〈约写于1930年12月〉
      

    


    
 文稿10 〈正常东西的世界，和使异常东西参与到世界构成之中的问题〉（1931年1月10日）       
 附录VII 个人的世界之领域中的正常性（习俗等等）（1930年78月）
      

    


    
 文稿11 〈超越论的主观性之确真的结构〉。世界之由正常性出发以超越论方式构成的问题〈约写于1930年末，或写于1931年〉       
 附录VIII 问题：世代性——生与死作为世界之构成的本质事件（30年代初）
      


      
 附录IX 关于基本的生成过程之重要思考。〈关于移情作用的诸本质上不同的概念〉〈约写于1931年初〉
      


      
 附录X 〈世界和我们。人的环境世界和动物的环境世界〉（1934年）
      

    


    
 III 从对“笛卡尔式的沉思”之第二次重新修改的关联中和与由这种修改而产生的对一部“系统著作”之构想的关联中选出的文稿1931年7月至1932年2月
    


    
 文稿12 关于第五沉思：作为“自我”之 “构成物”的处于原始状态的实物之构成和另一些人之构成，这另一些人不是作为唯我论的构成物被构成的，而是所有这些构成物都是超越的，并且是与我的自我共存的〈1931年或稍后〉
    


    
 文稿13 世界之基本的构造和进行构成的共主观性。自我（ego）之自身解释在自我（ego）之中通向另一些自我（alter ego's）。关于超越论的单子论（1931年7月16日）
    


    
 文稿14 处于直观的揭示当中的预先给予的世界——扩展之系统（1931年8月中旬）       
 附录XI 〈家乡世界，异乡世界和“这个”世界〉〈1930年或1931年〉
      


      
 附录XII 语言，判断的真理，环境世界（家乡世界）。以语言方式的传达对于环境世界之构成所起的作用〈约写于1931年夏季〉
      


      
 附录XIII 正常人的共同体〈以及诸相对正常性东西和诸相对异常性东西之阶段顺序。 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同一的世界之问题〉〈约写于1931年夏〉
      


      
 附录XIV 〈关于对世界直观之问题。将异己的经验转变为可能的自己的经验〉（1932年10月2日）
      


      
 附录XV 〈难以达到的自然之准当前化和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1931年〈8月或〉9月）
      

    


    
 文稿15 有关移情作用的理论，也是根据对身体之详细分析。〈想象进入其中，结成对子的联想，回忆之变样〉（1931年8月或9月）
    


    
 文稿16 对于我的身体之空间物体性的统觉作为移情作用的前提（约写于1931年8月或9月）       
 附录XVI 最低的物理的自然之系统的构成。处于相互关联之中的身体和外部事物（1932年5月末）
      


      
 附录XVII 心理物理的统觉。身体如何达到如同一个不同的事物一样的被经验——被经验为如同其它的事物一样运动的和静止的，就是说，被经验为在空间中运动的和静止的？〈大概写于1932年6月〉
      

    


    
 文稿17 〈我的作为“人”的原始的存在及其超越论的构成。自我和非自我之划分的问题和身体。处于原始性之中的非世间的自我之可能性〉（1931年9月初）       
 附录XVIII 身体被构成为物体的方式和身体被构成为身体的方式，以及一般而言身体之构成和外部事物之构成的密切联系之方式〈约写于1931年9月〉
      

    


    
 文稿18 〈一个外部物体与我的身体之单纯物体方面的相似如何会引起超出原始性的变化？〉被构成的世界之普遍的两面性。自然和 精神。在最广泛意义上被人性化了的世界（1931年9月1、2和3日）       
 附录XIX 〈动觉作为进行追求的意向，并作为意志的路径〉〈约写于1931年9月〉
      

    


    
 文稿19 统一的时间和统一的客观的世界之通过移情作用的构成（1931年9月末）
    


    
 文稿20 〈共单子的时间之构成。重新回忆与移情作用〉（1931年9月20/22日）       
 附录XX 我和我所特有的全部东西。处于其习惯特性之中的自我（抉择之自我）。〈处于与另一个人的区分之中的我自己的东西之全体〉（1932年5月）
      


      
 附录XXI 〈世界作为共同的有效性。自己的东西由于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和对自身的想象而被突破〉〈1932年4月或5月〉
      

    


    
 文稿21 在单子论范围内按照还原进行的系统描述之进程 （1931年10月）       
 附录XXII 诸单子之意向上的相互交融和实在的相互外在性。单子式的个体性和因果性（1931年10月下半月）
      

    


    
 文稿22 目的论。〈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本质包含于超越论的自我之本质当中。事实与本质〉〈根据1931年11月5日的附注〉
    


    
 文稿23 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历史的存在方式。在人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之中的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被遮蔽了的表现（1931年11月9/12日）       
 附录XXIII 目的论（约写于1931年11月13日）
      


      
 附录XXIV 处于预先给予的（“历史的”）世界之中的科学。存在的科学和历史的科学（1931年11月13日和14日）
      


      
 附录XXV（附于第397页及下一页）〈兴趣与情况〉（1931年11月13日）
      

    


    
 文稿24 与我本身的个人方面的（自我方面的）联系作为与另一些人的联系之类似物（1931年11月20日）
    


    
 文稿25 个人之正常的结构 （1931年11月22日）
    


    
 文稿26 一切主观东西，即使是异己的主观东西，都只有借助于反思才能够进入（1931年11月末）
    


    
 文稿27 故乡——异乡。自我——另一些人，我们。对于我而言的最初形成的人群，我的 我们人群——另一些人群——新的我们。共有的世界之相应的相对性（1931/32年圣诞节假期）       
 附录XXVI 在始终已经自在地存在着的世界之构成当中的诸阶段。自在存在和一致性〈可能写于1931/32年圣诞节假期〉
      


      
 附录XXVII 经验和实践——环境世界。〈理解行为之界限〉（1931/32年新年）
      

    


    
 文稿28 关于移情作用：由于在移情作用当中的符合，另一些人已经与世界客体和共主观在一起了。平行项：重新回忆和移情作用。由重新回忆而来的自我（ego）之确真性。他者（alter）之确真性问题，或更确切地说，由共主观构成的全体之确真性问题（1932年1月27日和29日）       
 附录XXVIII 处于其可疑性之中的自我（ego）之确真性。具有我并且具有另一些人的共同体〈可能写于1932年〉
      


      
 附录XXIX 像我的过去一样，作为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的共主观的另一些人之共当前也属于自我（ego）这个课题。超越论的自我和超越论的人〈可能写于1932年2月〉
      

    


    
 IV 选自1932年春至1935年时期的文稿
    


    
 文稿29 与单纯移情作用的共同体（单纯的毗邻存在）相对比的有关倾诉的共同体（作为打招呼的说话和听取说话）的现象学。关于现象学的人类学。关于经验（信念）与实践（1932年4月13日和以前，1932年4月15日完成）
    


    
 文稿30 作为人类学的普遍的精神科学。人类学的意义（1932年1112月；从1932年11月11日起）       
 附录XXX 与事物打交道——与人打交道（如像是与事物打交道，而且是与作为人的事物打交道）。关联——阻碍，强制，意志之一致性，冲突（1932年11月）
      


      
 附录XXXI 个人的生活。由有意的建立而来的社会联系——由本能而来的社会联系——由同感而来的社会联系。分享（同感）（1932年11月）
      


      
 附录XXXII 移情作用与回忆 （1932年11-12月）
      


      
 附录XXXIII 关于自我之虚构和关于世界之虚构：现实性比可能性优先。处于自身共同体化和自身保存之中的自我（1933年4月17日）
      


      
 附录XXXIV 〈基底与绝对意义上的规定和相对意义上的规定〉（1932年11-12月）
      

    


    
 文稿31 〈还原到原始性。原始的东西与超越论的还原之关系。心灵与超越论的意识之关系〉（1933年2月26和28日）       
 附录XXXV 〈通向发现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和我们的超越论的主观性并将其课题化的道路〉〈约写于1933年2月26日前〉
      


      
 附录XXXVI 〈根据对真正被知觉到的东西和真正能知觉到的东西的追问而实行的〉原始的还原〈写于30年代初〉
      


      
 附录XXXVII 〈原始性作为绝对的原原本性也包括进行移情作用的和进行理解的意识方式〉〈写于30年代初〉
      


      
 附录XXXVIII 〈还原到不再是我的显现，而是我的绝对的感知的东西之意义上的原始原本〉〈写于30年代初〉
      


      
 附录XXXIX 〈唯我论的两个不同种类的问题：〉1）仅仅在我之中构成世界，这意味着唯我论吗？2）绝对存在着的 “世界”和单独存在着的原始的“世界”——洞穴世界（写于1933年2月或3月）
      


      
 附录XL 〈自己的东西（原始的东西）和共有的东西。一切原本的（原始的）事物都是通过身体中介的〉〈约写于1935年〉
      

    


    
 文稿32 〈具有我本身的共同体和具有作为自我极统一的另一些人的共同体和一个统一的自然之相关联的构成。自我极，个人的自我和个人的时间〉（1933年5月）
    


    
 文稿33 夜间谈话：〈还原到原始的流之绝对的 “自我”，这个自我包含自己的自我之存在和另一些自我之存在。诸原始的自我（ego's）之无限性。单子论〉（1933年6月22日）       
 附录XLI 〈回忆与移情作用作为绝对唯一的、原始的自我之将自身通过时间化的准当前化（单子化）。单子的时间空间性和自然的世界的时间空间性〉〈1932年或1933年〉
      


      
 附录XLII 〈作为有效性之构成的存在之构成〉（1932年）
      

    


    
 文稿34 普遍的目的论。以超越论方式看到的包括所有主观的共主观的欲望。单子式的全体性之存在（施卢赫塞，1933年9月）       
 附录XLIII 附注：〈关于性欲的共同体，爱等等〉（施卢赫塞，1933年9月）
      


      
 附录XLIV 个人的自我和进行构成的自我。处于自我式的时间化、自身之过去生成和自身之现在生成之原始的相互交融之中的自我。处于相互关联之中的生成之共同一起、相互交融之中的自我〈约写于1933年10月上半月〉
      


      
 附录XLV 孩童。最早的移情作用（1935年7月）
      


      
 附录XLVI 单子论 〈写于30年代初〉
      


      
 附录XLVII 人的单子和动物的单子。单子方面的普遍的问题〈写于30年代〉
      

    


    
 文稿35 静态的现象学和生成的现象学。〈家乡世界和对异己者的理解行为。对动物的理解行为〉注1328（施卢赫塞，1933年8月底或9月初）       
 附录XLVIII 〈家乡世界作为所有人都可进入的世界，陌生性作为处于原来不可进入性之中的可进入性〉（施卢赫塞，1933年9月10日）
      


      
 附录IL 对处于其“历史性”之中的另一个人之认识的不充分性〈约写于1933年9月或10月〉
      

    


    
 文稿36 单子方面的时间化和世界的时间化。关于单子式的主观性的移情作用的理论并且由此出发关于身体性、自然、世界的移情作用的理论。以自然的方式达到单子论（1934年1月中）       
 附录L 移情作用和重新回忆〈作为第三个原始性和第二个原始性。在差异当中的符合一致。我的定中心当中的变样〉（1934年1月）
      


      
 附录LI 〈自我之世间化（定位）和在移情作用当中起作用的行为之物化〉〈可能写于1934年1月〉
      

    


    
 文稿37 移情作用的问题：〈将我的身体统觉为一个物体式的事物是移情作用的前提——通过移情作用使身体空间化〉〈可能写于1934年〉       
 附录LII 移情作用的问题。〈在对世界之普遍的有效性分析之关联中将世界向原始东西还原之意义〉〈可能写于1934年〉
      


      
 附录LIII 〈关于这个同质的和客观的空间之在原始性当中的构成之问题和通过移情作用的构成之问题〉〈可能写于1934年3/4月〉
      


      
 附录LIV 移情作用和重新认出。〈结对。将我的身体统觉为物体是移情作用的第一前提〉〈可能写于1934年3/4月〉
      


      
 附录LV 〈在对异己的身体之知觉当中所包含的将我的身体统觉为物体〉〈可能写于1934年3/4月〉
      


      
 附录LVI 有关表现的现象学。对于移情作用的理论也是重要的。物体之客观性，“表现”之客观性，在物体上表现出来的诸要素之客观性（卡珀尔，1935年9月9日）
      

    


    
 文稿38 时间化——单子（写于1934年9月21/22日）
    


    
 文稿的构成
    


    
 译后记       
 一、超越论的现象学哲学
      


      
 二、经验
      


      
 三、自我
      


      
 四、共主观性
      

    

  

返回总目录

  《胡塞尔文集》总序


  随着胡塞尔1900年发表《逻辑研究》以来，现象学自始创至今已百年有余。“面对实事本身”的治学态度、本质直观的方法原则以及“工作哲学”的操作方法赋予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以一种特殊的气质。“现象学”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二十世纪欧洲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或思潮的称号，由胡塞尔首创，而后扩展至以德法哲学为代表的欧陆哲学，进而再遍及整个世界哲学领域；而是应当在留意作为哲学流派的“现象学”的同时也关注“现象学”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含义：作为思维方式的现象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的经典。但由于他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而且也因为他所给出的意识现象学的研究结果极为丰富，所以当代人仍然在不断地向他的思想回溯，一再地尝试从中获得新的启示。


  胡塞尔著作等身，除生前出版的著作外，由于他长期的研究中始终以笔思维，以速记稿的方式几乎记下了他毕生所思，因此他去世后留下了四万页的速记手稿。出于对当时纳粹统治者的担心，这些手稿随后被人秘密带至比利时鲁汶隐藏起来，二次大战后才由设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的胡塞尔文库陆续编辑整理，作为考证版《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于1950年出版了第一卷，现已刊行四十多卷。而另一包含十卷本《胡塞尔书信集》以及《胡塞尔年谱》等文献在内的《胡塞尔全集——文献编》（Husserliana—Dokumente）至此也已出版十多卷。此外，胡塞尔的另外一些讲稿和手稿还被收到《胡塞尔全集——资料编》（Husserliana—Materialien）中，这个系列目前也已出版了八卷。如今还有多卷胡塞尔的文稿正在编辑之中。伽达默尔认为：“正是这一系列伟大著作的出版使得人们对胡塞尔思想的哲学兴趣经久不衰。”可以预见，胡塞尔研究在今后的很长时间里都会成为国际-国内哲学界所关注的一个课题。


  汉语领域对胡塞尔思想的介绍由来已久，尤其是自八十年代以来，在大陆和台湾陆续出版了一批胡塞尔的译著和关于胡塞尔思想的研究著作。近几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完成和发表，而且许多迹象表明，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对此，胡塞尔文字的中译已经提供了并且还应当进一步提供基础性的支持。


  2012年，由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由笔者担任首席专家的“《胡塞尔文集》中译”项目被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里陆续出版的胡塞尔主要著作集便是这个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相信并祝愿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对汉语学界的现象学研究起到实实在在的推进作用！


  倪梁康


  2016年5月3日


  编者导言


  在其《形式逻辑和超越论的逻辑》（1929年）中胡塞尔注释道：“有关解决共主观性问题和克服超越论的唯我论之要点，在哥廷根讲课（1910/11年冬季学期）中我已经阐明过了。但是真正的实行仍需要一些艰难的个别研究，这些研究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完成。我的《笛卡尔式的沉思》不久将提供有关这个理论本身的一种扼要阐述。我希望相关的详尽研究也能在最近几年出版。”注1虽然《笛卡尔式的沉思》在胡塞尔在世时就已经发表了（以法文译本形式），但是他并没有实现他说过的出版有关共主观性问题的“详尽研究”的计划，因为在以后的一些年里，他被另外一些计划占据了。注2胡塞尔全集这一版当前这一卷和接下来的两卷，以一种对遗稿的出版而言可能的方式符合于胡塞尔的这个计划。但是这三卷同时要从很远的地方讲起，因为一方面它们也提供那些在1930年以后形成的属于共主观性问题的研究，但是另一方面，这三卷同时也一起包括胡塞尔在那个计划中也许几乎不曾想到过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些手稿。例如1910/11年讲课的那个手稿就正是按照上面所引的那个评语“有关解决共主观性问题和克服超越论的唯我论之要点已经阐明过了”而一起包括到这里的。注3


  胡塞尔有关共主观性现象学的遗稿之出版，面临一些《胡塞尔全集》以前各卷尚没有以这种方式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这些手稿之不寻常的特性产生的。虽然这个新的版本也是以少数讲课手稿为基础的，然而它是第一次主要涉及那些胡塞尔不是为公众（既不是为读者，也不是为听众）写的，而是作为“独白式的沉思”为自己写的文稿。众所周知，构成胡塞尔遗稿当中最大部分的这些所谓“研究手稿”，是由以下情况产生的，即胡塞尔经常是通过写作进行他个人的哲学思考，在这过程中，速记被用作他的工具，他使用速记已经轻松自如了。这些胡塞尔的“孤寂的”哲学反思之直接的文字表现——这些文字表现经常是将这些反思按照初生状态（in statu nascendi）记录下来——有其特点，这种特点使这个版本面临着一些特殊问题：这些文字表现在一些情况下只是一些简短的记录，或者是相当长的、扩张为超过许多页的思考。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所涉及的是包括大约三到十二个速记页的文稿，它们经常正好大约是“一天的长度”，就是说，是对一个工作日中的反思之记述。这样一些“一日内完成的工作量”，大体上联结成由课题上密切相关的、总是以不同形式围绕同一的或相似的问题的诸文稿构成的、总的来说是一个很长的序列，这些文稿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思想阶段”。当然在这里出现了一些重复，它们是由以下情况产生的，即胡塞尔总是尝试重新清楚地解释他的疑难问题。一方面，他不得不每一次都一再地重新“记下来”，或更确切地说，“深入思考”，以便达到他的疑难问题之高度，另一方面，在这种重复中他力求确定他的思想之本源性和根本性。当我们考察这些来自不同时期的诸文稿或诸组文稿时，在更大的范围内，我们所从事的也是“重复”。在其思想经历之进程中，胡塞尔一再间歇地返回到“同一些”问题上，然而他每一次都是以一些新的观点，从新的洞察出发，在不同的关联中思考这些问题的，以致这些重复也总是随身带有“变体”之特征。


  胡塞尔在这样的沉思当中写下的东西并不是他已知道的东西，而是他不曾知道的东西。他不是为了将洞察和见解记下来而写作，而是试图通过思想-写作获得洞察。在这当中他经常以诸种辩证的估计试验各种思想的可能性，而并不就在这些思想的可能性中确定下来。因此，这些“研究手稿”所提供的并不是结果，而是思想之道路，甚至是思想之错误的道路。


  虽然能限制于一个问题，并且无须系统地从诸侧面观察就能在分析中专心致志于该问题，是胡塞尔的独特天赋，但是他的沉思仍时常将他从开始的问题引开，就是说，引向该问题的诸前提，引向诸更基本的问题，以至于这些沉思常常缺乏外在的客观的连贯性。而由于一些突然产生的思想，由于对峙和对比，同时也出现一些分心和离题，最后，在老年胡塞尔那里，在总是扩展着的范围内，出现一种要综述诸不同问题并获得一种概观的努力。


  虽然直到二十年代末，胡塞尔在他的沉思中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语言形式完整地阐明了思想，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的以书写方式沉思的风格——生命已到晚年，这可能促使他加紧工作，或者减弱了他轻松驾驭语言的能力——常常呈现出一种仓促的，不连贯的，提要式的性格，这种性格为阅读和理解这些速记稿造成了极大困难。


  应该如何出版这些沉思呢？受开始时援引过的胡塞尔那个提示的指引，编者一开始是按照问题本身的观点着手处理它们的。起初编者甚至抱有这样一种想法，即不仅按照共主观性疑难问题之问题本身的观点选择文稿，而且也按照胡塞尔提问之内在系统安排这些文稿。但是不久就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可行的。这种系统本身不仅是胡塞尔从来就没有最终解决的问题，而且个别的文稿实际上大多都太广泛，以致它们本来就不可能被置于一个个别问题的视角之下。首先是这些沉思之内在的性格就使这样一种系统的安排成为不可能。这些沉思甚至不是按照这种系统之观点写出来的。在这些沉思中，所反映的是进行探索的思想之实际进程，因此对于出版来说，安排这些沉思所采用的观点也就只能是实际形成过程的观点，即时间顺序的观点。在这种次序中，这些文稿也能够按问题本身得到最好的理解，因为在这条道路上，这些沉思中所追踪的问题和思想之原有的关联会变得明显起来。另一方面，按时间顺序安排当然会造成在问题本身方面一些的“重复”（但是这些重复只有很少是单纯的重复），因为在这种按时间顺序的安排中也需要用资料证明胡塞尔在其不同时期有关共主观性问题的思想。对于理解这些文稿来说，时间顺序的观点常常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编者甚至不得不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般来说，这种观点是否应该是唯一指导胡塞尔“研究手稿”出版工作的观点，按照问题本身的观点进行选择对于这些“研究手稿”是否适当，或者是否相反地会肢解在这些研究手稿中以一种完全是无与伦比的方式记录下来的胡塞尔的思想进程。但是如果完全抛开这些纯粹按时间顺序出版的巨大困难和不利情况，按问题本身的观点对研究手稿进行编组和选择仍然能够由于以下情况而证明为正当的，并且实际上是能够实行的，即在这些手稿的大部分中起主导作用的的确还是个别的实实在在的问题。


  在对《共主观性的现象学》当前这三卷中出版的胡塞尔遗稿的选择中，编者是受下面这些准则支配的：原则上只有这样一些手稿可以考虑出版，在它们当中共主观性问题在该问题之诸方面的某一个方面是重要的，或者对于胡塞尔本人来说在它们当中的确存在有共主观性问题的要点、最重要意义。从这种观点出发，具有对共主观性问题之阐明的很多手稿都不得不留待在胡塞尔遗著的另外一个问题题目下出版。虽然在伦理学研究的关联中，在现象学哲学系统导论的关联中，在有关时间的反思中，在有关“世界观”之构成的反思中，在有关人类学理念的反思中，在有关精神科学之基础的以及其它等等的反思中，都有许多有关共主观性的东西，然而共主观性并没有在主题上支配这些研究和思考，也没有在主题上对这些研究和思考产生影响。也许甚至每一个哲学问题都有一个共主观的维度。此外，有关胡塞尔亲自完成的出版物（《逻辑研究》、《理念》、《危机》）之迄今尚未发表的直接的准备工作或修改尝试也都包含有关这个课题的阐述，而在胡塞尔的这些出版物之新版本中和增补卷中，预计都会考虑这些阐述。由于这种原因，所以在当前的这三卷中就根本不可能包含所有那些胡塞尔在他自己有关共主观性的出版物之外所写的东西。当然，在这三卷出版之后，在未发表的遗稿中几乎不可能再有某种会对胡塞尔有关这个课题之可理解思想有重要重新规定或重要增加的东西。


  但并不是所有符合以上列举出的文稿选择标准的遗稿都收入到这三卷中了。那些在实质方面以及在发展史方面对胡塞尔有关共主观性问题的思想几乎没有贡献什么特殊东西的文稿，也就是在同一个时期内只不过仅仅是重复其它文稿更详细地或更好地论述过的东西的文稿，编者就冒昧地割爱了。然而编者绝不是轻易就采取这种删除行动，相反他在意识中总是判定，没有一个文稿所说的与另一个文稿所说的是完全同一的东西，已经说出过的思想在另一个地方之不同的表述，或者在不同关联中或多或少相同的表述，可能对这些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在胡塞尔思想中的发展投射出一束特殊的光，因此的确可能又有其特殊的意义。最后，编者也意识到了以下情况，即一些在他看来本身并不重要的区别，对处于另外一种兴趣视野之中的另外一些读者来说，却可能重又具有重要性。因此在这样一种观察角度下，编者就宁愿将他不太感兴趣的这篇或那篇文稿也一起提供出来，而不使其遭受那种使人们看不到胡塞尔对共主观性问题的重要贡献和有关他的问题之发展的重要文献的危险，以及由于从出版中将它们排除掉也许会永远被驱逐到人们觉察不到的地方的危险。


  《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的这个第一卷的文稿所包含的是（若干后来的一些附录除外注4）选自1905年至1920年时期的遗稿。这两个年份数字并不完全是任意挑选的，而是在共主观性问题方面表示胡塞尔研究中的转折：能够列入共主观性题目下的第一篇遗稿来自1905年，而1920年意味着某个创作时期的结束，因为胡塞尔从1921年起就开始准备一部“重要的系统的著作”了，这部著作本该代替以前计划过的《理念》续篇，注5并对共主观性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一切证据来看，胡塞尔是从1905年起的一些年里才开始阐明他的共主观性问题的。虽然在《逻辑研究》第一卷（1901年）他就已经通过语言表达之交流功能这个视角涉及共主观性的课题范围了，然而他将语言的这个视角召来只是为了明确地将它撇到一边，而且“只是就下边这些区分考察”语言的表达，“这些区分是以相同方式归于语言表达的，不管语言表达是在自言自语中起作用，还是在交谈中起作用。”注6尽管如此，在对语言交流功能的这种论述中，对有关异己者的经验之某种统握已经起作用了，这种统握在胡塞尔后来有关这个课题的思考中也将继续存在：语言表达的交流功能被说成是有关由听话者根据语言表达“附加给”说话者的诸行为与体验之一种“告知”。注7正如非语言的表现（比如脸部表情的运动，例如脸色变化）一样，胡塞尔将这种“告知”归入他的记号或指示这个概念之下：注8对于“指示者”来说，所涉及的到处都是有关被表现的体验之记号。注9按照《逻辑研究》第一卷，指示与证明相反，并不以对逻辑上合法则的关联之洞察为依据，而是在于，对记号之在此存在的相信以一种不易理解的方式引起对被指示物之在此存在的相信，注10并在联想中有其心理学上的起源，注11而联想之特殊的功能就是将只不过在一起存在的诸内容导致“可明显感觉到的密切相关性”这种统一。注12因此按照《逻辑研究》，对于异己的体验之通过语言表达的告知之理解行为，正如对于表现一般的理解行为一样，“并不是有关陈述行为之性质的判断行为，而是仅仅在于，听话者将说话者直观地统握（统觉）为一个表达这个和那个东西的人，或者如我们能够直截了当地说的，知觉为这样一个人，……尽管使他成为人的那些心理现象不可能处于另一个直观中。”注13因此这种对于另一个人的理解不是通过逻辑思维发生的，就是说，不是通过逻辑推论发生的，它作为对于一个指示之理解，是置根于联想之中的对于一种“可明显感觉到的密切相关性”的“知觉”。那么用于理解诸异己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想如何可能呢？所提供的对理解行为的统握之正当性就依赖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但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按照胡塞尔自己的解释，对于这种联想来说，主要的困难肯定就在于，异己的个人之体验绝不能处于这个理解者之直观中。因此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有关进行告知的记号与被告知的诸异己的体验之这种联想方面的密切相关性如何能够实现。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好像还没有想到由自身知觉而来的这种类比式的转用；因为这种想法以下面这种情况为前提，即理解者在自己身上直接地知觉到了身体方面的或语音方面的表现与被表现的体验之联系，然后根据他的表现与异己的表现之相似性“统觉”这些表现与异己的体验之类似的联系。但是这时胡塞尔解释说，至少是就脸部表情的表现和手势的表现解释说，对于表现者本身来说，在表现与被表现的体验之间不仅没有指示的关系，而且也没有现象方面的统一。注14因此就是说，指示的表现和被指示的体验之联想式的统一，不可能在“自身经验”中有其根据。但是这些问题尚完全处于《逻辑研究》的视野之外。


  正是在这个时候，胡塞尔开始研究对异己者的经验之问题和共主观性一般之问题，在1905年直至1909年的几年中，他将他的哲学之方法论的基础和系统学的基础敷设于这些问题之中。在这些年中，他拟定了当作“一切方法中最根本的方法”的现象学还原之理念，并以此为他的哲学提供了立足点。按照胡塞尔自己的看法，“现象学还原的概念和正确用法”最早正是出现在本卷第一篇文稿也是来自那里的那样一些手稿关联中：即可以追溯到胡塞尔1905夏季在塞费尔德逗留期间的所谓“塞费尔德手稿”。注15这种方法然后在他1906/07年冬季学期注16和1907年夏季学期的讲课注17中得到了详细的阐释。完全是现象学还原的这种立场迫使胡塞尔去研究共主观性问题：如何能够根据这种追溯到“纯粹的和绝对的意识”的方法，达到并建立起众多的和不同的绝对意识呢?即使在那些年里，胡塞尔似乎也总是坚持一种单子论式的众多意识，就是说，坚持与自己的意识对立的异己的意识之绝对的性格。注18以至于他不得不立即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从现象学还原本身的“观点”看，异己的意识如何能够发挥作用。本卷第一篇文稿（文稿1）和归入这里的附录（附录I至VII）提供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证明。


  对于胡塞尔有关对异己者的经验之问题的阐明，必须立即提到一个名字：特奥尔多·利普斯。特别是在胡塞尔研究这个问题的最初几年，在他的视野中似乎总是有利普斯的移情作用理论。有关这种情况的证据，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那个时候起胡塞尔通常都用“移情作用”这个词指对异己的个人之经验，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概念并不像对于利普斯本人那样一定会包含有关对异己者的经验之某种理论。胡塞尔使用这个词经常是指对异己者的经验，尽管他决不接受利普斯的理论，即使当他明确断定“移情作用是一种不恰当的表达方式”注19以后，也仍然如此。他最初与作为有关对异己者的经验之理论的利普斯移情作用理论直接接触可能也是发生在1905年或以后不久：在胡塞尔遗稿中有摘自他作为单行本而拥有的利普斯1905年的文章“移情作用续”注20的5页速记摘录。注21不仅这个摘录的笔迹表明这些年份（1905—1907），而且以下情况也表明这些年份，即在这里胡塞尔以不同于他通常摘录的方式，几乎纯粹是逐字逐句地抄写，没有附加任何批注或看法。注22在阅读这篇文章时，在这个问题上他似乎还没有采取自己的任何立场。


  胡塞尔第一次自己应用“移情作用”这个词（就编者所知）也是在1905年，更确切地说是在这一年夏季学期他有关判断理论的讲课中：在这里胡塞尔采用这个词是用来表示一种他在《理念》中称作非-信念式的（非-客观化的）行为这种中性变样的意识方式。与在客观化行为中会出现有关同一的意识内容的“相信行为”和“单纯表象”相似，在非-客观化行为中出现了“在现实的问题和对该问题的移情作用之间，在现实的喜悦和对该喜悦的移情作用之间”的分离……。我们也可以不说‘移情作用’而说‘将自己设想到其中’，‘将自己想象到其中’”。注23然后胡塞尔更进一步，也将客观化行为之“质的变样”（为了使用《逻辑研究》的表达方式），准-判断，称作是“移情作用”：“我们也能够将自己移情到判断中，而自己并不实行判断行为……，因此这种单纯的表象就是该判断之移情作用的变样。”注24说“移情作用”的这种用法与利普斯接近是不会错的。更准确说，是与利普斯在对艺术品之“准-判断”中的“审美移情作用”概念接近，这种移情作用并不包含有关经验上的现实性的意识。注25但在这里情况也可能是，胡塞尔的这个词根本不是从利普斯那里采用的，而是从亚历克西乌斯·迈农那里采用的，后者在其1902年的《论假设》一书——胡塞尔曾深入研究过这部著作——中将“对艺术品的移情作用”解释为“想象的情感”，“想象的愿望”，注26因此是用那些差不多相当于胡塞尔的“非-客观化行为这种中性变样”概念解释的。然而胡塞尔在1905年那个讲课之后又放弃了这种意义上的“移情作用”这个表达方式。


  一切都暗示，在对利普斯的研究中，胡塞尔大约从1905年起就开始首先关注“移情作用”这个问题。此外，他也许还从外部，从亚历山大·普凡德尔和约翰内斯·道伯特——二人是利普斯的学生，1905年夏季与胡塞尔一起在塞费尔德逗留——那里受到激励。胡塞尔与利普斯也有过个人来往。


  在那些较早的年代里（1905—1910年），胡塞尔是如何看待“移情作用”这个问题的，不能准确断定。因为那个时期与此有关的文稿之较大的和最重要的部分，只包括在胡塞尔于1914—1916年亲手写下的一些“摘录”和“抄件”中。注27在这些摘录和抄件——胡塞尔曾有好几次为了一些进行了大量修改因此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手稿，将它们拿到面前来——中，胡塞尔当时所关心的当然并不是在历史方面忠于他的旧的文稿，而是将在它们当中所表达的事实情况记录下来，并重新获得这些事实情况。因此比如不仅在文稿2中（“1909年前我有关移情作用的最早手稿之节选”），而且在文稿3中（绝大部分是1909年诸稿件之抄件）也已出现了纯粹自我之理念，注28这个理念是胡塞尔在1912年前后才地明确地采用到他的现象学中的。注29然而一些有关的段落无论如何都会引起一种事后插入和事后补充的印象，以至于仍然还是可以认为，那些“摘录”和那些“抄件”至少在基本路线方面是立足于1909年以前时期的和1909年的旧手稿基础上的。但是对于胡塞尔有关移情作用问题的思想来说，几乎没有具有来自那个早期的最初含义的文稿，因此并不总能确切地说，哪一些表达、概念和命题已经由那些年中产生出来，哪一些只是后来才补充进去的。


  但是在这些文稿中仍然呈现出关于在1905—1910年这些年里胡塞尔的移情作用问题之状况的一种相当统一的图像，这种图像甚至与后来有关这个课题的阐述有明显不同。与对异己者的经验问题这种早期研究之特征有关的东西的确就在于，在其中所涉及的首先是有关在异己身体中的感觉和感觉领域的“移情作用”，涉及的是对胡塞尔称作“感觉论层次”的那种东西的移情作用。按照这些有关对异己者的经验的早期文稿，将异己的物体理解为有感觉的物体，是对异己物体之理解的最低的基础的阶段，这种理解应该将异己的身体构成为身体，并应该存在于对任何种类“表现”的理解行为之前。注30“我们不就感觉谈论有关心灵东西之表现。当另一个人将目光指向一个事物时，他就是在看，他有一种受压的感觉，……对这种情况我们并不是通过‘表现’把握的。表现所涉及的是更高的领域”；注31“一个身体必须已经在此存在，由此，在它之中，在它的变化着的某种卓越的身体过程中，才能‘显露出’思想，情感，决心，急切的心情，期待，注意等等。”注32


  胡塞尔有关移情作用问题的这个最早开端也立即就使他与利普斯产生意见分歧：“在我有关移情作用的研究中，我并没有将心灵的运动之‘表现’，‘异己的生命之表现’当作主要课题。宁可说，在我这里，处于首位的是在自己的对自身的知觉行为中被给予的身体物体性与感觉领域之统一，或更确切地说，与运动领域之统一，就是说，是诸感觉态在身体物体性之中的定位这样一种奇特的事态，和与此一致将身体统握为具有感觉态的这个事态。……像通常那样，也像利普斯在其值得称赞的论述中所做的那样，使移情作用这整个问题仅仅依赖于表达运动，依赖于心灵东西之在身体方面的表达、表现，则是错误的。对心灵的行为与心灵的状态之‘表现’、‘表达’的统握，已经以将身体统握为身体为中介了。”注33就胡塞尔本人来说，在问题设定中的这种不同是与针对利普斯的一种指责紧密相关的，这种指责将在他的移情作用问题中以及在他的整个哲学所追踪的目的之特性中清楚地显示出来：他驳斥利普斯为说明移情作用而诉诸生命的表现和对异己的表达运动的模仿这种“不可思议的而且不能进一步说明的”本能，是“现象学方面无知的庇护所”，并要求“在证明的主导思想上”，用现象学的说明取代它。注34因为胡塞尔提出了这个要求，所以他非常关心“移情作用”之这个“最初的前提”。


  胡塞尔最早的移情作用问题与利普斯的理论之分歧还有许多。首先，胡塞尔决没有像利普斯那样将对异己者的经验解释为从直接被体验到的东西向一个外在地被知觉的物体中去感受（去投射）。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他是在与利普斯的移情作用理论——他曾彻底研究过利普斯的这些理论注35——的对立中开始阐明他有关对异己者经验之思想的。但是与那些有关目的设定和问题设定的分歧相比，所有其它分歧看起来都是次要的。然而在这里不仅有分歧，对于胡塞尔来说，那种最重要的和最富有成果的共同点也许就在于二人所实行的将移情作用和回忆对比。这种对比——它在胡塞尔最早的一些文稿中虽然已经有所阐述注36，但尚未起过重要作用——在1910/11年冬季学期“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注37中和1914或1915年对移情作用问题的深入研究中获得了其根本的重要性。


  胡塞尔在移情作用问题上最早的立场通过他最初的设问已经在上面得到描述。总的来看，在进行特征描述时在这里必然总是借助于设问，因为在来自那个时期（1905—1910年）的文稿中还没有关于这些问题之得到改善的解决办法。只是在1914年或1915年胡塞尔才阐明那种人们真正能够称作有关对异己者的经验之理论的思想。在1905年至1910年的那些年里，甚至超过那些年，在这个问题上，胡塞尔几乎还没有超出问题的设定，并且只是抽象地获得有关解决可能性之一些十分模糊的猜想。在胡塞尔看来，对于这个问题始终具有决定性的是他在《逻辑研究》中已经表述过的并且也是他那个时期整个移情作用问题之基础的一个论断：别人的体验是不能被真正地或原初地知觉的。尽管如此，按照胡塞尔的看法，这里仍然涉及一种“知觉”，注38并且在他的一些最早的文稿中，他就曾经首先尝试通过与单纯对事物的知觉之比较更准确地规定这种特殊的“知觉”。在这当中他使用了“连带知觉”，注39“共同呈现”（后来被“间接呈现”所代替）注40这些概念，这些概念都包含一种“准当前化”。由此他赋予了对异己者的知觉某种间接性。注41但是这种“中介”如何通过一种“更本源的东西”起作用，以及它如何可能，对此这些最早的文稿几乎尚未提供任何解决办法。在这里，胡塞尔拒绝了类比推论这种想法，注42但是他只是短时间地占有利普斯对这种理论的中心论点注43，因为与利普斯的理解相反，在那个时候他的确已经尝试按照以类比和联想为基础的经验统觉——这种经验统觉在“对自身的知觉”中有其最后的来源——之方向思考处于其最低阶段的移情作用了。注44


  关于“移情作用”的所有这些最早文稿，人们也许可以说来自这种关联中的胡塞尔1909年一部稿子上所说过的话：“关于作为异己的自我在我的意识中之构成的移情作用问题，并没有通过所有在这之前的分析得到解决”。注45除去这个评论，还能举出存在于也许是出自1910年有关时间样式和准当前化样式的一篇文稿的胡塞尔另一个提示：“进行类比的意识如何呢？图像的意识如何呢?象征的意识如何呢？此外相当大程度上被我忽视了的移情作用的情况如何呢？”注46能够随同胡塞尔本人一起断定的是，在这个最初的时期，虽然他在某个方向上提出并阐明了有关对异己者的经验之问题，但是他却没有以一种符合于他的哲学立场之要求并且允许即使只是还能令人满意的解答方式拟定这个问题。在“移情作用”之结构分析方面，这甚至适用于直到《理念》一书。尽管在他在世时唯一出版的该著作第一卷中胡塞尔曾预告接下来的一卷将“更详细研究移情作用”，注47但是不论是《理念I》之后直接产生的第二卷第一个稿本（1912年11—12月）注48中有关移情作用的论述，还是那些至少部分地与此有关的稍后的文稿——这些文稿已由E.施太因于1916—1918年收入到她为这一卷拟好的稿本中注49——大体上都没有超出1905—1910年的立场。虽然在1912年的那个第一个稿本中，异己的意识（别人所拥有的“世界视角”）之显现多样性的思想已经引起重视，但是这个更早就在次要地位上出现的思想，注50那时的确还没有借助对移情作用的系统分析得到阐明。E.施太因在她的回忆中，就胡塞尔1913年夏季学期关于“自然与精神”的讲课——在该讲课中胡塞尔按照出自《理念I》的“现象学的基本考察”之结构布局，大部分是逐字地阐明他的这一著作第二卷的手稿注51——写道：胡塞尔在讲课中一再地提到“移情作用”，但是他并没有说，“移情作用是由何引起的”。注52尽管施太因的这个回忆还需要细化，它仍然还是大致表明了胡塞尔的移情作用问题当时所处的状况。


  但是即使关于胡塞尔研究共主观性问题的那个最早的时期（1905—1910年），就已经必须指出他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有关在这个“世界”所固有的动因关联中的社会与历史之精神世界的特殊经验问题。这是一种不是将胡塞尔与Th.利普斯联系起来，而是将胡塞尔与W.狄尔泰联系起来的视角。狄尔泰的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据说，这种心理学作为对生命联系之纯粹分析，没有任何自然科学的-因果的说明，适宜于充当精神科学之基础——之理念也许极大地推动了胡塞尔关于诸不同的意识主观之纯粹主观的（非自然的）关联之思想，并因此为将共主观性包括到纯粹现象学之“领域”中做了准备。注53这里能够指出胡塞尔于1929年6月27日致G.米施信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再次证实1905年前后的这个时期对于胡塞尔哲学发展的重要性：“您不知道，1905年在柏林与狄尔泰的几次谈话（不是他的著作）意味着一种推动，这种推动从《逻辑研究》的胡塞尔导致了《理念》的胡塞尔，您不知道，尚未得到充分表达的，其实只是从1913年至1925年才具体完成的《理念》的现象学，已经导致了与狄尔泰的最内在的联系——尽管有本质上以不同方式形成的方法。”注54


  在这一卷中首次发表的1910/11年冬季学期有关“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的讲课注55和与此有关的1910年10月的“准备工作”注56对胡塞尔有关共主观性问题以及他的哲学本身的发展具有最重要意义。在他自己出版的两部著作中，胡塞尔都指出了这些讲课，注57在他的遗稿中也几乎很少像经常提及这些讲课那样提及其它的讲课。注58胡塞尔将这些讲课的手稿与1907年的“五次讲课”注59——他将这五次讲课看作是为他的现象学还原理论奠定了基础——一起保存在同一个卷宗中。1921年，当他计划一部重要的系统的著作——这部著作本来应该取代《理念》的构想——时，他便回溯到1910/11年的这些讲课，注60并且1924/25年，他将这些讲课与那些由他当时的助手L.兰德格雷贝所拟定的“准备工作”（1910年10月）放到一起，然而当时这个原始手稿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失踪了（在这期间它又被重新找到了）。注61


  这里作为文稿6发表的手稿并没有恢复在一个学期中进行的每周两课时的全部讲课，而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大概是直到1910年圣诞节为止。注62按照胡塞尔自己的说明，紧接着这个部分的是一些他没有手稿的讨论。注63这个手稿的结尾部分已经暗示了这样一些讨论。这第二部分手稿的缺失，也许不应仅仅归因于它是对讲课之继续进行学术争论，而且也应归因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即从1910年圣诞节起，而且在这个冬季学期的整个后半部分里，胡塞尔都在忙于为《逻各斯》杂志撰写他的重要论文“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注64此外，在这个冬季学期他还以“作为有关认识之理论的逻辑学”为题举行过第二次讲课（每周四个课时），注65因此他几乎再也没有时间另外还用一个手稿准备“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了。这些讲课所缺少的第二部分在内容方面是怎样的，可能找不到更清楚的提示。


  尽管在这里发表的这个讲课的手稿中纯粹从数量方面看谈到共主观性的地方并不很多，然而这个讲课之最重要意义差不多也就在共主观性方面。胡塞尔每次提到这个讲课时都不说它的正式题目，而称它是“有关共主观性的讲课”，注66“关于移情作用和被扩展了的还原的讲课”，注67 “关于作为普遍的共主观的还原的现象学还原的讲课”，注68“有关移情作用的现象学还原和超越论理论”，注69或者干脆用“移情作用”这一个提示词标明它。注70对于胡塞尔来说，这个讲课之真正的成就在于通过这个讲课所完成的“将现象学还原扩展到共主观性上”，就是说，在于按照一定方法将共主观性包括到纯粹现象学之课题“领域”中。联系到1923/24年冬季学期“第一哲学”讲课，胡塞尔写道：“如我承认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有关现象学还原之最初的认识是一种有限的认识，……好多年我都没有看到将现象学还原形成一种共主观的还原之可能性。但是最终呈现出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对于使一种完全的超越论的现象学成为可能并且——在更高阶段上——使一种超越论的哲学成为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注71这条道路向现在谈论的这个1910/11年讲课呈现出来，或更确切地说，在1910年10月该讲课的“准备工作”（后面文稿5）中，就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呈现出来了，并且首先存在于准当前化这种所谓“双重还原”的思想中，在这种准当前化中，不仅是进行准当前化的（现实的）体验，而且还有以意向方式包含在这种体验中的被准当前化的体验，都以反思的方式被理解为现象学上纯粹的意识。注72按照这种方法，胡塞尔能够将“现象学的经验”扩展到在移情作用中被准当前化了的异己的体验上，并将自然看作是一种以现象学方式进行的规整与协调之“标志”，这种规整与协调涉及相互处于移情作用关联之中的一切“意识流”或“自我单子”。在这个讲课中，现象学研究领域向异己的意识之这种扩展并不是突如其来地出现的，而是在讲课中一步一步地准备起来的。这种扩展首先是通过将现象学的理念从有关绝对的、毫无疑问的被给予性这种笛卡尔式的观念分离开而从原理上准备好的，或更确切地说，是通过承认，在现象学本身内部，那种决不进行绝对给予的准当前化不仅是合法的“经验样式”，而且是必然的“经验样式”，而从原理上准备好的。这样一来，现象学就绝不会再被恢复到“自然的态度”。尽管在为这个讲课的“准备工作”（文稿5）中，“向共主观性还原”是在“纯粹心理学”之主导思想下撰写的，但是在这些讲课中，胡塞尔将这种还原表达为是排除自然态度或自然经验之一切统觉的超越论的方法。讲课开头的几句话中有一句说：“现象学绝对不是心理学，它处于一个新的维度之中，它需要一种根本不同于心理学的态度……”注73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发生了用“超越论的心理学”这个名字指称现象学。注74仅仅是在这个标题中，就出现了那个对于胡塞尔来说直到他的最后著作（《危机》）注75都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的东西：即纯粹的心理学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之区别和一致问题。在这个1910/11年的讲课中，不仅现象学的完整理念是通过现象学向共主观性扩展以新的形态显现的，而且这种现象学的完整理念也使一些广泛的实质的问题显现出来，特别是使与另一个（异己的）意识对峙的一个意识（一个意识流）之统一的原理之问题显现出来，这是一个将会从本质上规定胡塞尔对纯粹自我之理念的新态度的问题。注76


  胡塞尔不仅通过与共主观性的关系称谓他1910/11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而且在编者所知的两个地方，他还称该讲课为“有关自然的世界概念的讲课”。注77在这些讲课的开始部分，他一直都是以这种方式称谓它们的。注78鉴于这种“自然的世界概念”，这种开始与讲课接下来的进程中所实行的现象学向共主观性扩展相比，乍看上去似乎是偶然的。然而对于这个开始来说这确实不是偶然的。胡塞尔在这里采用“自然的世界概念”是明确地依据R.阿芬那留斯的。胡塞尔熟悉并且很重视阿芬那留斯的著作。注79经验批判主义的这位共同奠基者之最近一部重要著作，即1891年的《人的世界概念》，对胡塞尔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胡塞尔肯定于1902年就已经透彻地研究过这部著作了。注80在这部著作中对异己者的经验起着中心作用。面对二元论形而上学对自然的世界概念之改变，这部著作为自己提出了“恢复自然的世界概念”这项任务。按照阿芬那留斯的看法，这种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如同将与此同时产生的世界之二重化为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转用到自我本身以及自我自己经验上一样，将在别人的物体或大脑中的异己的经验投射或定位到自我本身以及自我自己的经验上，由此，投射就变成自身嵌入。阿芬那留斯所要求的恢复，首要的就是消除这种投射与自身嵌入。异己的经验对于异己的个人之关系是怎样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被阿芬那留斯说成首先（κατ’ἐξοχήν）是哲学的任务。注81阿芬那留斯的这个思想在只是不完整地保存的胡塞尔的1910/11年讲课手稿注82的有关地方虽然被提到了，但是并没有阐明。清楚地想起阿芬那留斯的这个思想是有教益的。因为由此在这个讲课以“自然的世界概念”开始及其将现象学还原向共主观性扩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得到了理解。甚至也可以设想，胡塞尔在这个讲课开始时就已经想到了还原的这种扩展，因为他事先就已经准备了这种扩展（后面1910年10月的文稿5），并且在讲课一开始也立即就谈到了移情作用。事实上，如果更仔细分析就会显示出，在阿芬那留斯的恢复自然的世界概念和胡塞尔的向纯粹共主观的意识还原之间，尽管有一些差别和矛盾，还是存在着重要的相似，在这里只想指出：有两处涉及取消经验在自然中的定位，排除“心灵生活”向外在的物体的“投射”或嵌入。此外，对于胡塞尔来说，“投射”在作为对人的经验的对异己者的心理物理的经验和对自己的心理物理的经验之关联中，形成一个一再被重新提出来并以不同方式讨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E.施太因作为《理念II》注83所编辑的，有一部分是自相矛盾的文稿，已经提供了详细的证明，本卷中发表的文稿7也表明了这一点。


  在1910/11年的“基本问题”中，胡塞尔以萌芽的形式表达了一些他只是在很久以后才使之充分发挥作用的思想。在1925年12月10日致R.英加登的信中，他写道：“将现象学还原扩展到共主观性上——这是我在一个不利的时期，但却是一个多产的时期，在1910/11年冬季学期每周两课时的讲课中形成的——，很长时间仍然完全未被利用。”注84胡塞尔这里说的，首先是从1912年起他所全神贯注的《理念》。共主观的还原这种思想，在《理念》中并没有产生丰富的成果。在1930年为《理念》写的“后记”中他说，在这部著作的“基本考察”中对现象学还原的论述是“有缺陷的”：“尽管它在一切真正本质东西方面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就这种唯心主义的根据来说，它缺少对超越论的唯我论之问题的明确态度，或更确切地说，缺少对超越论的共主观性的明确态度，缺少对对我有效的客观世界与对我有效的其他人之本质关联的明确态度。与这个第一卷同时起草的第二卷会对此进行补充，我当时曾希望这个第二卷随后很快就能交稿。”注85事实上，在《理念》第一卷——这是胡塞尔在世时出版的该书唯一一卷——中现象学还原，或更确切地说，现象学的经验领域，始终局限于一个个别的自我之纯粹意识。但是即使第二卷——它所探讨的是自然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之存在论和构成，最初也包括现在作为第三卷发表的科学论的部分注86——也没有按照一定方法实行现象学还原向共主观性的扩展。的确，胡塞尔在这里研究了移情作用和交流，但不是就其向纯粹意识还原（向“超越论的别人”还原）研究的，而是作为对心灵的世界的经验和对精神的世界的经验在构成方面的成就研究的。也许这就是胡塞尔于1921年放弃《理念》之继续部分的计划，而计划一部新的“重要的系统的著作”的理由，为此他立即想到1910/11年的这个“基本问题”。注87在他的1922/23年冬季学期“哲学导论”讲课注88和1923/24年冬季学期“第一哲学”注89讲课这两次重要讲课——在这两次讲课中，他重新拟定他的哲学之系统的开端——中，他也明确地回溯到1910/11年这种建立超越论共主观性的双重还原。注90


  1910/11年胡塞尔就已经将现象学还原扩展到共主观性上，但是没有阐明关于对异己者的经验之理论。在那些讲课中，对“移情作用”的阐明非常简短，对于将异己的意识包括到现象学领域中，这些讲课满足于将移情作用非常一般地规定为一种准当前化。只是在这些讲课以后的一些年里，胡塞尔才致力于深入分析对异己者的经验，并以一种方法组织这个问题，这种方法即使对于他后来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有关这个课题的思考，也仍是基本的。


  在本卷中，文稿8至文稿13以及属于这些文稿的附录，提供了关于这种对“移情作用”问题之基础研究的情况，除去1910/11年的这些讲课（文稿6）外，这一组文稿也构成本卷的重要部分。这些思想极其丰富的文稿——它们以实例清楚表明了胡塞尔独白式的研究风格——不论在问题上还是在有关的手稿之外观上（纸张、笔迹）都紧密地属于一个整体，而且也许就是在几个星期内在一种思想的过程中写就的。这些手稿今天在遗稿中部分地分散存放在几个卷宗中，这种情况并不影响它们属于一个整体。今天不仅不同的手稿存放在不同的地方，而且个别连贯手稿的一些页，也常常被拆开存放，以至于为了将它们恢复原状，有时需要一番真正的侦察和拼接的工夫。注91而对胡塞尔有关共主观性的早期手稿来说，这绝不是一种例外情况。这些手稿中有许多都是拆开的；例如1918年9月“关于移情作用的理论”（本卷文稿15）的手稿就是如此，胡塞尔在手稿原来的封套上亲笔写了该手稿的详细内容提要，这个手稿如今散放于不少于五个完全不同的卷宗中。拆散这些文稿首先应归因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即胡塞尔在后期重又动用这些文稿，他将他正在特别关注的一些完整的文稿或一些个别的页，从原来的卷宗中抽取出来，放置于另外一些关联中。例如，有证据证明，在1927年年初，他至少将这里作为文稿8至13发表的那一组重要手稿的一些部分，用于准备他的“现象学导论”讲课。注92另一方面，胡塞尔在对这些手稿的审阅中也将被他看作已过时的个别文稿和文稿的个别部分销毁了，注93以至于在这里所进行的重建，部分地仍然是不完备的，有时只能提供文稿的断片。尽管如此，这里作为文稿8至文稿13发表的一组文稿仍明显地显示出一致性和完整性，并提供了胡塞尔当时关于对异己者的经验之构想的一幅完整图画。


  不可能准确断定，这一组文稿（文稿8至13以及附录）是胡塞尔刚好在什么时候写的。这些文稿当中唯一一篇由他亲笔写了日期的是文稿11的手稿，上面有用铅笔写的附注：“1915年8月”。但是在文稿10中，明确地提示参阅了这同一文稿11，然而这个文稿10的日期却是“1914年8月”。出于许多原因，1914年和1915年这两个年份是可以考虑作为这一组文稿形成时间的仅有年份。这一组文稿肯定也不会在1914年夏末前写成，因为至少直到1914年春，胡塞尔仍在忙于对《逻辑研究》（第六研究）进行未完成的大规模修改，注94另一方面，因为文稿10还要人们注意战争形势。注95在1914年夏季学期胡塞尔进行了有关“伦理学和价值论的基本问题”讲课，另外还进行了价值论问题的研究。注96这一组现在难以确定时间的文稿很可能是1914年8月或9月写的。支持这种说法的，除去在文稿10中的提示，也许只还有下面这种情况，即E.施太因从1913/14年冬季学期起就在胡塞尔指导下撰写一部有关移情作用的重要著作，注97而施太因于1914年11月才将这部著作呈送给胡塞尔。注98与施太因的交谈可能推动了胡塞尔去从事自己的研究。然而有关的这一组文稿并没有表明与这些谈话的任何特殊联系，也没有表明与利普斯移情作用理论的任何特殊联系，而利普斯的移情作用理论在施太因的重要著作中处于中心地位。在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星期胡塞尔几乎不可能有内在的力量和内心的安宁去从事这种细致入微的沉思。他亲自告诉人们说，在这次战争的初期，他就像似麻痹了一样。注99


  1915年春季，胡塞尔回到他《理念》第二卷1912年11月—12月的草稿，并且试图再着手接着按照他的思想修改该草稿。注100但是我们的这一组文稿（文稿8至13）似乎并不是在对《理念II》的这种修改的关联中形成的。因为在他的这些手稿中不仅没有关于《理念》这个第二卷的任何提示（正如反过来在1915年春季的这个修改稿中也丝毫没有涉及我们的这一组文稿一样），而且当E.施太因1916至1918年为出版而准备《理念II》和《理念III》的手稿时，她显然也根本不知道这一组文稿。XLIII注101看起来有关移情作用的这些基础文稿根本就不是在与《理念II》这部著作的工作关联中写下的，尽管这部著作本来非常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胡塞尔也几乎不可能在1915年夏季学期（5月至7月）对“移情作用”进行详细的阐明。那时他除去通常的哲学史讲课之外，还进行了每周两课时的“现象学问题选讲（现象学导论）”，在其中他也对超越论唯心主义的论据进行了探讨。注102在后来为这个讲课写的评注中胡塞尔说：“在这里我忘却了整个的共主观性理论，在整个讲课中都忘却了。这是战争引起的精神异常状态吧?”注103


  最有可能的是，如在文稿11手稿上的日期表明的，胡塞尔是在1915年8月或9月写下这一组日期不确定的关于对异己者的经验的文稿的。也许正是由于1915年夏季学期那个讲课的缺陷，使他感觉到研究这个问题的必要性。而且在这个夏季期间，胡塞尔的工作心情似乎也再次得到了改善。注104在1915年9月20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现在正是一个较好的时候，此外我答应10月末为奥铿70岁诞辰写一篇文章……。目前我‘在上面’，并且很高兴有了这些想法，我再也不会放走这些想法。”注105也许是由于战争，为纪念奥铿70岁诞辰写的文章从来也没有发表。而且肯定也弄不清楚胡塞尔想就什么题目写他计划的这篇文章。但的确很有可能那些“我很高兴有了”的，“我再也不会放走”的“想法”，就是8至13这一组文稿所记录下来的那些想法。它们形成的时间不可能是1915年9月以后。9月末和10月初胡塞尔由于尼古丁中毒在住院治疗。注1061916年年初开始，胡塞尔为弗赖堡大学（在布莱斯高）准备他的讲课，他受聘于那年夏季学期去那里。注107这些讲课具有导论性质，不包含关于移情作用的任何论述。从内容方面的理由和外在的理由看，这一组文稿不可能是在弗赖堡时期才形成的。


  这一组文稿中所阐述的关于对异己者的经验之问题，尽管与1905至1910年关于移情作用的一些最早文稿有某种连续性，却具有与它们完全不同的维度。基本的问题已不再是关于通过移情作用使感觉领域进入到一个外在物体中，基本的问题比如说是在下面这些提问中表达的：“我是如何将零显现这种形式带到一个外在事物上的？”注108或者，“异己的物体之外在的显现转化为内在的显现之系统如何会是可能的？”注109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外在的显现如何被“解释”为一个内在的显现之系统，就是说，被“解释”为以自己的定位零点（观察角度）为中心的关于世界之一个新的所见景象，因此就是说，关于异己的观察角度之经验如何可能。胡塞尔是由下面这种洞察得来这种问题提法的，即感觉领域根本不可能直接地通过移情作用进入到一个外在显现着的物体上，而是“只有一个物体之零显现方式才能要求作为身体的统握……关键就在这里。”注110他是在这种问题的层面上进行有关以想象方式将自己的身体向外移动到一种外在的显现中之可能性，有关镜像，有关“自我倍增”之可能性这些完全新式的思考的，在这些思考中，想象意识到处都起着一种完全是中心的作用。在这里他阐明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关于另一个人的经验之可能性，在有关他的现实的经验之前就被给予了，注111因此这是有关另一个人之一种在某种意义上先验的性格之理念，但是这个理念与比如M.舍勒尔在其《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第二分册（1916年）和《同情的本质与形式》（1923年）中主张某个“你”一般之存在的“鲁宾逊式”的先验的自明性相比，是出于一些完全不同的理由，并且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在胡塞尔那里，“对自身的经验”这个本质上是新的概念，可能是首次出现在这种问题的关联中；这个词现在不再像在从前的一些文稿注112中那样仅仅表示心理物理的对自身的经验，而是包括整个“世界”，这整个“世界”在共主观的关联中被理解为是个人的“世界显现”（“世界视角”），大约从1916年直至20年代初，胡塞尔用“唯我论的领域”这个表达式，后来用“原本的领域”，“最初的领域”，“独自特有东西之领域”这些表达式代替它。注113


  对于胡塞尔关于对异己者的经验的研究来说，类比这个理念始终非常重要。一方面，他解释说，在想象中通过类比将异己的自我设定为“在那里的自我”之类似物，在想象中被排挤到那里的自我之类似物，注114而按照胡塞尔的看法，这种类比在它那个方面又以按照与某个外在的物体之类比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统握为前提。注115另一方面，他也写道：“对异己心灵生活之‘统觉’是立即就”发生的，因此这种进行理解的统握是一种直接的统握，它不仅不需要任何类比推论，甚至也不需要任何类比，不需要任何借助于类比的转用。注116鉴于同时写下的诸文稿中的这种矛盾，应该留意一下有关“类比”的不同意义。类比这种表达在胡塞尔那里也能表示一种真正的图像意识；注117此外还能够看出，胡塞尔试图通过区分对另一个人之非直观的、模糊的统觉与对这种统觉之进行澄清的实例说明（只是在这里类比才会出现）来消除这种对立。注118但是这种区分——这种区分在1914年或1915年的这一组文稿中只是被提到了，而以后作为对异己者的非本真的知觉和对异己者的本真的知觉之间的区分会获得重要意义注119——绝对没有将这种类比从胡塞尔关于对异己者的经验这个理念中彻底根除，而这确实并不仅是因为按照他的一般理论，关于一种经验的直观内容与非直观的内容相比是本源的内容。注120由有关对异己者的经验之构想中的这种类比理念，产生出一些被胡塞尔一再探讨的问题，首先是自己的身体作为完整的（在外在的显现方式中被给予的）空间物体之构成的问题。


  紧接着1914年或者（更有可能是）1915年的这一组重要文稿，在本卷中还有三篇文稿（文稿14至16）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附录。在这些文稿的第一篇——按照胡塞尔自己的说明，形成于1915年和1917年之间（根据在其中所表达的发生学的考察方式，极有可能是1917年才形成的），在课题方面，与《理念II》第I部分第3章接近——中，胡塞尔探究了由心理物理的条件所决定的经验之正常性的相对性，并探究了一个共主观地同一的世界之可能性的诸条件。在这种关联中，他不仅已经表明了关于现实性之共主观性（“客观性”）的想法——这个想法他后来曾多次一再地考虑和讨论——，而且还表明了关于显现（“看问题的角度”）之共主观性（“客观性”）的想法，注121而在1912年《理念II》第一稿中，他还将这些显现看作是属于个别主观的（属于个别单子的）。注122只是不完整地保存的由三个部分组成的文稿15，产生于胡塞尔1918年9月在贝尔瑙（黑林山）逗留期间。现存手稿中只有很少是产生自那几个月。注123胡塞尔深深地受到德意志政治崩溃的损害，实在很难专注于他的哲学研究。注124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宁愿通过阅读其他哲学家的著作寻求躲避。因此那时他曾读了他非常崇敬的P.那托普的一些著作。从9月初起他读了那托普的《普通心理学》（1912年）。注125在这里发表的文稿15就是胡塞尔在这个忧郁的时期通过克制忧郁写下的。这个忧郁时期，甚至在他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注126他的问题也与《理念II》（“自然与精神”）接近。胡塞尔的助手E.施太因当时曾为这个《理念II》工作过，并且《理念II》也重又处于他自己关注的中心。注127他阐明了“直向的”移情作用和“曲折的”（反思的）移情作用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在1910年的一个文稿中已经提到过注128），并且首先研究了移情作用对于构成人这种心理物理的统一所起的作用，对于区分“内在性”和“外在性”所起的作用，对于构成经验的个人所起的作用。与1914或1915年那些“太过结构式的”注129论述（文稿8至13）相比，这些研究更多地表明一种“经验的”性格，并且由于关于处于外部空间中的自己的身体本身之非直观性这个命题，使那些论述成了问题。注130


  最后，在最后一篇文稿（文稿16）XLVIII——该文稿形成于1920年夏季学期伦理学讲课期间，是在关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补论之关联中作为独立的反思产生的注131——中，胡塞尔提供了关于对异己者的经验之问题的一种原理性的和全面的概观，同时还追溯到1910/11年的一些基础性讲课（本卷文稿5和6）。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在作为心理物理的自然经验的非本真的移情作用和作为“绝对进行移情作用的获知”的本真的移情作用之间的区分。


  在这些提示的最后，请允许我再说声感谢。我感谢胡塞尔全集出版工作负责人H.L.万·布雷达教授博士对我的编辑工作给予的信赖和慷慨支持。我感谢这一版前几卷的编者们，首先是R.鲍姆教授博士和S.施特拉塞尔教授博士给予我的许多建议和勉励。R.伯伦特先生伸出援助之手，承担了考异资料校样的校阅工作。我尤其应感谢E.马尔巴赫博士先生：他不仅在再次逐字逐句比较所确定文稿与胡塞尔原手稿这种费时费力的工作中帮助了我，并极其仔细认真地校对了清样，而且他还通过在选择文稿和确定作品年代问题中的许多提示，通过关于文稿编排，关于更好的异文的有价值的建议，共同参与了完成本卷的十分重要的工作。


  耿宁


  第一卷：1905—1920


  文稿1　自我的个体性和自我体验的个体性。〈诸个体的差异〉


 （塞费尔德〈1905年〉）注132


  在“我的”情感、意愿、意见、猜测的变化中，我是同一的。是什么东西支撑这种同一性呢？肯定不是感性内容，也不是什么通过现象学上视为同一的行为从这些感性内容获得的东西：红色之保持不变，该红色之变化等等。注133在对这个红色之持续不断的统握行为中，在持续不断的视为同一的行为中，在对这些和那些显现之把握行为中，在对这些事物的表象行为中，在对这些事物的判断行为中，在猜测、怀疑、感受、意愿行为中，我是同一的。


  这种同一性的基础是什么呢？在这里，在进行构成时，它是以什么样的个别化为基础呢？这种基础是所有这些要素相互关联之形式吗？这种相互关联通过“联想和习惯”获得了经验上的统一吗？就是说，在“时间”（“主观的时间”）之流中，与现象学的统一相对，存在着一种贯穿于诸经验的往返方式中的经验统一吗？诸经验的往返方式使诸组合具有生气，贯穿于诸组合的统一之中，并建立起一种新的统一，一种经验式的统觉的统一，一种经验上的超越性吗？在这方面，感性内容是“偶然事件”，并不是什么形成统一的东西，或建立起统一的东西。宁可说，作为基础的是经验的事物统觉（身体），而“心理要素”的组合——只有这种组合才使新的统觉成为可能——就是建立在经验的事物统觉（身体）之上的。


  人格性如同诸事物之实体一样，当然不是以现象学方式存在着的事实，它的确是“多样性中的统一”，是有效的统一，而不是注134现象学的要素。


  现在我也形成了处于与别人的关联之中的经验。首先是：思想活动从知觉出发将我引向关于一个并未被知觉到而且也决不可能被知觉到的经验上的存在之设定；我指的不是引向关于诸实体、诸力以及其它诸实在的统一之设定，引向可知觉的规定之诸载体，引向诸“统一”，因为这些东西并没有在与诸经验事物被假定相同的意义上被“假定”。就是说，我指的是那些决没有被知觉到（甚至没有按照它们构成上的诸特性被知觉到，而是根据远距作用被设定）的诸经验事物和那些事物的经验特性，如地球的内部，如遥远的恒星。地球、太阳等等内部具有什么样构成方面的特性呢？归根到底我只能使用类推法。我真的能“看到”这一类东西吗？在这里我能借助颜色等等提供其范围大小吗？


  但是，即使撇开这些不说，在异己的心理现象、异己的显现、异己的感受等等那里，情况也仍然是根本不同的。


  我“看见了”这另一个人，但是我并没有提供他的现象，我在思想时设想没有被看见的另一些人，这些人具有我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的他们的现象。显然，这些现象通常都是我的而不是他们的，而且现象只能属于自我关联。可是这种自明性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各个不同的自我对于属于一个空间和空间显现之法则性的各个不同物体之关系上吗？


  我从另外一个立足点上不可能拥有我从“我的立足点”上（从我的物体现在所在的位置上）所能够拥有的诸显现，随着立足点的改变，该显现也在合乎规律地改变；而诸显现显然是互不相容的。如果我占据了空间中的另一个位置，我就能够在一个不同的时间拥有那个不相容的显现。而现在正好在另外一个位置上的一“另一个人”现在同样也能够拥有这同一的显现。


  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我如我拥有它们那样或如我将它们准当前化那样坚持这些显现，那么它们的本质就排除可协调一致性。但是如果我设想一种未知的差异（类似于时间的差异，在不同的时间中，在那些尽管通常确实被认为是本质上同一的，但是在同一的时间中不相容的诸显现中间就存在有可协调一致性），那就又有了可协调一致性。这种差异是诸个体之差异，因此，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尚不是进行充分的个体性的东西。相反，自我个体才是进行充分个体化的东西。注135


  附录I  〈对于这一个体的自我体验和另一个体的自我体验之差异的认识〉〈写于1908年前后〉


  我们坚持认为，在这一个个体的自我体验和另一个个体的自我体验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这一个自我体验的意识不同于另一个自我体验的意识。


  我问：这种差异难道不是假定了对同一东西的切合知觉之可能性吗？这种对同一东西的切合知觉之可能性难道不是假定了最终的兑现之可能性吗？而这所意味的难道不是某种不同于切合知觉的东西吗？


  每一种本质上不同的“统握”形式都假定一种不同的兑现形式。例如我坚持认为，我在不同时间知觉到的诸事物特性相同或不相同。我还坚持认为，现在的一种事物状况与此前的、较早时间中的事物状况（并且一般而言，在两个不同时间中的事物状况）至多是相同的，不可能是相等的同一个状况，就是说，是“个别地不同的”。对此我能够有切合的知觉吗？在这里“兑现”是什么意思呢？我至多能够设想一种时间意识，一种真正的时间构成之流，在其中以真正进行构成的前后相继之形式存在有诸不同时间点的内容。如果我们不设想事物性的特性，这个例子甚至随身带有一种超越性，随身带有在相继当中是不同的两个意识阶段。我能够具有关于这种差异的自明性吗？在一个意识当中，从这一种意识过渡到另一种意识。但是发现了差异或非同一性，然而这种发现的前提是，我已经分别地看到了这种不同的东西。如果过去的内容已经存在过，那么事后我就不能在暂时的意识中再一次拥有它。因此对一种差异的“切合的”认识，并不以我真的提供了这种不同的东西本身为前提。


  当我认识到两个事物是不同的时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在下面这种意义上“切合地”提供了它们吗，即它们是一个意识的两个要素？


  因此，一方面，根据现实地和真正地实行的反思，另一方面，根据现实地和真正地实行的移情作用，我就这样在个体式的区分的意义上将我的意识与另一个人的意识区分开了，并与移情作用一起实行了设定。当然，这种设定可能是错的，这另一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个人，它是一件无生命的东西，一个木偶等等。但是这种区分的自明性是建立在统觉基础上的。并且如果这种设定是合理的，这种区分就是现实的。但是它是否合理，这取决于根据。而这种根据所要求的绝不是这样一种不可能的东西，即这个不同的意识是我的意识。


  附录II  〈绝对意识和个体性〉（选自一篇旧稿）


  如果我们回溯到绝对意识，从绝对意识的观点出发，个体之现实性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


  在个别的意识中，“身体”这种共主观的规定通过身体的诸显现显现出来。身体的显现本身是主观方面的相关项。其他人的身体也同样显现出来，移情作用就是向这些其他人的身体中实行的。


  但是现在这个主观能够发现，“自己”是依赖于它的身体和其它事物的（例如通过身体的中介），只要它追求其它事物；并且是依赖别人的，只要它与别人交往。它能够发现自己并不是独立的，而且发现，在面对它所经验到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时，自己是同一的。如果我进行比较，我就会发现，虽然整个意识关联按照形式是相同的，但是在相同情况下，能够规定行为的引起动机的方式却是不同一。我们大家都与同一个世界发生关系，相互处于交往之中。但是同一些事物在我们之中却引起不同的感受方式、行为方式等等。因此：


  属于每一个意识流的，是一个特殊的身体和能够在态度中、在主动性和被动性中决定诸特殊的行为类型、诸特殊的行为的诸特殊的素质。


  附录III  〈单子论〉〈写于1908年前后〉


  整个世界被在其中构成的意识流。


  但是，这个意识流肯定首先是我的意识流。它是受我的身体制约的吗？


  受我的身体制约，这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身体本身是在意识中被构成的。在绝对意识流中，有诸可能的统握之某些合法则性的关联。


  在流中：有瞬间，在该瞬间中，过去被设定，将来被预期，等等。此外：在该瞬间中，还有对事物性设定之统握，对有关“其他人”的以移情作用方式进行的设定之统握。如此由一个瞬间到下一个瞬间。


  每一个知觉和每一个真实的设定（回忆、预期、移情作用）（也许还应该举出觉察）都有它们可能的实行方式（或者，按照它们的类型，有它们的法则），有它们的意义，这种意义要求多种多样的实行方式。每一种设定的类型都有其客观正常性的准则，这些准则是绝对有效的，因为它们是以本质为根据的。


  那么绝对的意识流是什么呢？


  1）这个被给予我的流，这个直接地和绝对地被设定的东西，这里的这个！——被给予我，但这个我尚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体。


  2）在知觉、记忆、预期中（以及例如就知觉方面说，在外在的关于事物的知觉中，和外在的关于个人的知觉中，此外还有在对自己的个人知觉中）以及建立于这些东西之上的思想行为中，被设定的，并在现实方面和逻辑方面证明是正当的诸事物、诸状态、诸主观的体验、诸身体等等，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关于这些东西的诸事态或诸真理等等。


  这就得出世界的相互关联，这就得出：一个由事物构成的世界，其中由动物的身体或人的身体构成的世界，是存在的，就是说，由诸物理的事物和诸个人（身体-心灵的诸个人）构成的世界是存在的，属于这个世界的，有多种多样的意识，迅速流逝的、进行判断的、进行经验的、而且也进行希望和进行意愿等等的意识。这是客观的世界，并且也是判断者所体验的意识（作为以经验方式与身体相关联的意识）之统觉。


  那么困难会存在于哪里呢？是身体之在意识中构成和意识依赖于身体吗？因为，身体并不是在意识中的“表象”，而是一种在意识中被构成的东西，并且由于这种构成，身体在这种构成〈预选规定了的〉意义上，是规定有关的统握方式和统握内容之意义的规范。


  如果没有意识，“事物”就是不可想象的（并因此身体也是不可想象的），意识通过它的内容，通过它的统握，它的显现，以逻辑方式进行正当性证明，并且倾向于按照逻辑的意义设定一个这样的事物，即倾向于设想一种关于事物的显现之进程的规则，由于这种规则，在可能的知觉之进展中，能够指出一个这样的“事物”（能够指出一种显现关联，这种关联对于这个事物直接就是决定性的），如果该事物本身并未显现出来的话；并且如同能够设想这个事物一样，也能够设想诸其它事物。因此，即使是身体也只存在于意识之构成中。


  关于其他人的情况如何呢？他们的身体是我的诸显现之统一，但是这些显现之统一暗示诸心理的体验，而这些体验并不在相同意义上是我的显现之统一，正如我以前的心理体验也不仅是这些事物性特性之统一一样。如果我们设定能够设定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逻辑上有效的东西，那么因此多种多样的事物就是存在的，但是按照它们的意义，它们只是诸可能的显现之统一，它们指示我的诸可能的知觉，指示我的在逻辑上与此紧密联系的思想活动，或指示其他人的可能的知觉（而这些其他人从原则上说当然也是我在某种范围内可能知觉的）。


  这同样的东西显然并不适用于意识。意识，现实的意识和可能的意识，在自身中包含着全部显现的、全部现实的和可能的显现的意识，因此就汲尽了整个物理的世界，这个物理的世界只是“意向的统一”，就是说，是在诸显现之间建立的，因此是在某些已经给予的和一切尚属可能的意识之意识体验之间建立的诸显现之某种意识的统一和意识的合法则性。因此意识是绝对的东西。我的意识是绝对的存在，并且任何意识都是绝对的存在。我的过去了的意识是绝对的过去存在，一切过去了的意识都是绝对的过去存在。你的意识对于我的意识是绝对的外在存在。如果我在我的意识中没有发现我可以统握为别人的身体的那些显现，那么对于我来说，就不可能有你存在（因此就不可能有与你不同的我），反过来也是如此。我就不会有关于另一个人的意识的表象或者就不会想到去形成这样一种表象。然而我的确有我的身体，并且毕竟还能够形成某种像关于具有身体形状的另一个事物之表象东西。


  但是，如果身体只是对意识之某种统一的指示，意识如何能依赖于身体呢？在这里千万要谨慎。意识依赖于身体肯定只是意味着：如果没有身体为此满足某些条件，我就不可能进行感觉，进行回忆，进行思想，等等。但是身体本身是（我的或其他人的或可能的其他人的）现实的和可能的感觉之某种系统，是可借助知觉、记忆等等如此这般统握的。那么依赖性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条件”可能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在我的意识中某种按一定规则进行的（“合乎法则的”）协调，以及我的意识和别人的意识之按一定规则进行的协调；这里必须存在这样做的可能性，这所指的是，在镜子中看一只眼睛，或者，可能有另一个人看我的眼睛，并且借助眼镜确信一切都正常，等等，等等。


  但是意识不是发生了吗？身体不是随同越来越丰富的心理生活一起发生了吗？如果一直没有时间，那就在哪里都没有意识吗？我们可以说，自然科学的这些理论之可能性要求（如同费希纳和其他人已经要求的），最终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停留于这种移情作用中，也一定不会将一切物理的东西理解为身体的东西。就是说，到处都有意识，并因此有普遍的平行对应关系。注136世界的发展就是意识的发展，一切物理的东西本身都只是意识间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本质是这样形成的，即我们在我们的思想活动中一定会以物理学的物质、力、原子等等之形式设定这种联系，由此我们归根到底会想起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这种单子没有窗户，诸单子并不处于相互作用之中，而是有一种普遍的协调一致。想要借助物理的东西引起意识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我的意识中，“物体X”这一组显现之变化，意味着，在每一个意识中的“同一的X”之相应的一组显现之变化，而且是必然的变化。而且每一个身体也都属于这里。就这样，通过物理世界的中介，每一个精神都能对每一个精神产生影响。它们处于普遍的协调一致之中，它们有一种基本的法则性。除非通过意识，它们不可能有相互关联。但是他们是以一种必然包括它们全体的法则性之形式而具有这种合规则的相互关联的。


  意识发生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意识又消失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一个身体，一个对于意识起器官作用的身体发生了。那么关于这个身体的“意识是由何而来的呢”？身体的“心灵”是由何而来的呢？但是与此相对还可以问：关于身体的这些构成性的显现（如果没有这些显现，身体就什么也不是）的意识是由何而来的呢？


  关于这后者人们会说：现在，或者一般而言，在一个存在着的意识中，在一个存在着的意识关联中，有一个“过去的事物性东西”被构成。诸现实的显现之关联要求诸过去的显现之可能性，而这就是说：“曾有一个事物存在过”。但这并不需要一个过去的意识之现实性，一个有生命的身体之现实性。而这显然是不可行的。


  这个存在着的意识获得了一种过去吗？这需要该过去如其过去存在过那样存在过。这需要过去的物理事物如其过去存在过那样存在过，即在这些物理事物正好“存在过”这种意义上存在过。诸显现之可能性曾存在过。问题是，显现的诸可能性、意识现象的诸可能性曾存在过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意识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也许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这里涉及的一切概念之最终意义得不到澄清，那一切哲学研究活动就都会导致荒谬，如关于意识之存在的最终意义，有关事物、身体、动物等等之存在的最终意义，还有有关时间之最终意义，如它现在存在，过去存在等等的最终意义，也就是说，关于时间上的存在之最终意义，具有其物理的和心理的现实性的世界-事物性这种意义上的存在之最终意义。


  “现在的意识要求诸过去的显现之可能性”，这会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种被要求之物是世界，它作为如此这般确定的过去的世界排除有关诸人的身体之可能性，诸感觉器官等等之可能性吗？在一个气球中，可能存在着确实与感觉器官有关的事物显现之颜色、声音等等的可能性吗？或者一个事物之诸显现对诸感觉器官，对诸身体的关系只适用于现在吗？那么当不可能在诸显现之关联中意识这个事物时，看见这个事物是什么意思呢？诸显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束缚于我的身体之上的，因为当相应地接近太阳时，身体就再也不能忍受太阳的光线，太阳的温度，太阳的万有引力了。这些都是难题。应该如何对付这些难题呢？


  附录IV  〈对异己意识的移情作用和上帝的无所不包的意识〉〈1908年〉


  我是根据移情作用设想异己意识的。人们可能会说:然而这是在进行一种类比，按照其本质，作为最后的完成，这种类比要以切合的知觉之可能性为前提。因此必须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的移情作用行为在对该另一个人之体验的知觉行为中得到最终实现。就如同当我看见该事物本身，并将它认作被以图象方式意指的事物时，一种对图象的相信就得到实现一样。现在，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图象的表象意指一种事物情况，这种事物情况在世界中有其位置，因此有一个表象属于它，该表象在意向方面向我指示某种我能够据以指向该〈情况〉本身，并能够看到该情况本身的途径。但是在移情作用的情况下如何做呢？如果我看见我的手，如果我想象它在触摸我，那就有一种触摸的感觉属于该被触摸的地方。如果是别人的手在触摸，那就也有一种触摸的感觉属于被触摸的地方。对于这种触摸感觉我只能以“图象方式”想象它。（它并不真的以图象方式存在，它是对准当前化的某种相信。）但是这种对准当前化的相信如何能通过知觉得到证实呢？它不可能通过知觉得到证实。移情作用并不指向通过知觉的证实。那一定会导致矛盾。


  现在如果我们将这样一种“能力”归于上帝（无所不包的意识），即能在别人那里看到意识的能力，那么这只有按照以下规定才是可能的，即上帝这种存在在自身中包含着所有其它绝对的存在。注137因为如果上帝所具有的并不在例如一个视觉领域，那么对于上帝来说，并不存在矛盾（当然他并不需要移情作用），而是存在着和所有其它存在同样多的绝对意识。当然，一个绝对意识（自我）向另一个绝对意识（自我）中的移情作用会继续存在，并且下面这种不可能性也继续存在，即一个被束缚于这个唯一的受限制的视觉领域的意识A具有一种建立于另外一个视觉领域之上的知觉。例如，我看见这里的这个事物，我现在当然只能拥有这个事物的透视变形。属于这个事物之本质的是，在某个现在，恰恰有一种透视变形现实地显示出来。在诸不同的自我之协调当中，“同一的”事物对另一个自我显现出不同的透视变形，而该另一个自我正是这样地充实他的视觉领域的，即这种透视变形在该视觉领域中出现（以统握的形式被构成）。诸视觉领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进行移情作用的统觉中，有一个具有对于所有个人都是同一的空间的同一的事物被构成。


  但是上帝是从这一个侧面（以我的意识），并“同时”又从另一个侧面（以别人的意识）看该事物的。他将这两种统觉视为同一；但并不像我前后相继地统觉诸不同显现那样地视为同一，而是譬如说有点儿像我将事物与事物的镜像视为同一那样视为同一。当然，这并不涉及镜像关系，而是涉及特殊的协调关系，与这种协调关系相对应的是在诸不同的有限的意识之中的诸显现过程之协调的某种法则性。


  附录V  〈世界之可认识性和诸不同的主观之可能性〉〈约写于1908年〉


  什么是事物？


  1）在我从其它自我那里知道某些东西之前，因此在我形成我的自我这个概念之前，当事物显现时，事物就在这里存在着。事物是通过诸显现给予的，它们如此存在，它们是这里的这个，它们具有如此这般的性质，在视觉上、触觉上如此这般地呈现着，它们看上去是这样的，摸起来是这样的，它们以此作为空间的统一物被给予。但是现在它们具有许多性质，这些性质在经验中表明出来，在经验中它们作为可如此这般规定的被给予，更确切说，能够在经验中如此这般被规定。诸事物按照其存在与本质并没有任何秘密，或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神秘；它们只不过是没有被完全了解。它们虽然被了解，但是我们总是必须继续了解它们，并且也能继续了解它们。在经验的进程中，它们总是提供新的特性，总是提供无数的效应特性，这些特性最终是由物理学系统地并且是以普遍合法则性方式进行研究的。事物并不提供任何神秘，就是说，事物正是某种被给予的东西，某种如它们所是那样的可知觉的东西，可把握的东西，而不是什么隐晦的东西。以下情况能够变成显而易见的，即如此形成的存在只能是像下面这样达到被给予性，即从它们那里要求不同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它显示出来，自身显示出来，因此真正达到了给予性，尽管继续下去的进程总是会给予、并且一定会给予该存在的新的方面。


  2）因此，这些事物，或者许多事物，这里的这些确定的事物，被给予我。我还可以从这里继续前进，根据已经给予的事物推断未被给予的事物。在那里，在那座山的背后，也会住着人，也会展现出河流、树林、山脉、城市等等。在这些事物中间，也有身体被给予我，我是其它自我当中的一个自我，属于这里的这个作为一个身体的事物的，有诸心理现象，有一个意识；该意识发现这同一的身体是它的身体，并且围绕这个身体空间的，有事物环境，并且发现，这个环境有一部分是与我发现的我的身体的环境相同的，我的身体从它那个方面也属于别人的环境，正如别人的身体也属于我的环境一样。身体和事物是诸不同自我之共同的被给予东西。我知觉到一个事物，另一个人也知觉到这同一个事物，但是该事物对一个人从这个方面显现，对另一个人从那个方面显现。有关同一个事物的同样的东西，并不是（在每一个方面）都同样地给予这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这是因为，每一个人借助他的身体拥有同一空间不同的位置。我的身体在由我知觉到的空间中（在空间上被知觉的多种多样事物范围内）拥有一个确定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是可以改变的。随着位置的改变，事物之诸显现也在改变。在另一个人那里的情况完全一样。这另一个人现在拥有属于他的身体现在所处的空间位置的诸显现。我在某个空间位置上看见他的身体，而该身体拥有而且一定拥有与该空间位置相应的诸显现。


  在这个统一的空间之构成中，对另一些主观的关系是否也共同起作用，这还是个问题。无论如何，我们有了这种奇特的视为同一，在这种视为同一中，由我看见的事物和（在相互关联的显现中）假设由另一个人看见的事物被视为同一，这样，诸事物就变成众多自我之共同的事物。众多自我——对于所有自我而言的一个空间，一个时间，一个事物世界。注138


  所有这些都被给予了吗？它们当然是通过经验被给予了。而且我们一定不要再说，一个这样的情况，众多自我，或另一个自我，对于我而言，只能这样地被给予，并且只能这样地以经验方式得到证实。当然，我不能感觉别人的感觉，而只能对其实行移情作用。如果我能感觉别人的感觉，那么他的身体就会是我的身体，在我和你之间进行划分就没有任何意义。我拥有对自身的意识，这就是说，我拥有现实的心理体验，关于别人，我拥有移情作用的意识，他的“意识”是被以移情作用的方式设定的意识。我们看见同一些事物：现在每一个人都看见这一棵树；我看见他，并且借助移情作用发现，他也看见这同一棵树。他的看的行为是他的事情，正如我的看的行为是我的事情一样。


  并且现在我们“共同”从事科学。我们就同一些事物，同一些事物的诸性质等等取得一致，并且由这些个别的事物，或共同看见的事物向未被看见的事物继续前进。即使作为单独的自己（solus ipse）：事物就已经在继续下去，无须我仍在看它们；在我看见它们之前，它们一直在持续，它们曾存在着，并且无须我将来看见它们，它们将来也许会存在。存在着一些我从来不曾知觉过，而且将来也绝不会知觉到的事物。


  如果我通过从经验到经验地进展，经历过了各种各样的经验，那么那些过去不曾给予我将来也绝不会给予我的事物就会给予我，那时它们譬如就会像这些书、这张桌子等等一样给予我。如果我的经验进程不是像它事实上所是的那样进行，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如果我的一连串记忆曾经是某某样子的记忆，回溯到几千年前，曾以某些内容进行思考，那就会有某些事物和进程被给予我，如此等等。但是，这些可能性并不是实在的可能性。在物理学方面排斥以下情况，即只要我能活着，我就活着，我就有这些经历，我就被安置在这些行星上，等等。在经验方面，诸感觉，因此诸显现，是受身体制约的，而身体必须是如此这般地被构成的。但是这种限制只有部分是像下面这样的，即我想到诸假设的被给予性，它们至少是可想象的，是视觉上的被给予性，是触觉上的被给予性，等等，并且只当它们作为某种必须完成的经验的关联被排除了，才是实在的不可能性。我没有能活得那么长久，以致能够随同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但这是一个事实。如果这么长久的生命是可想象的，阿赫斯维的生命就是可以想象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减缓生命进程之速度的或者随身带有其它本质改变的那种有机组织变样，按照自然法则并没有被排除。


  但是如果我谈论木星上的事物，或者谈论太阳上的喷发，或者谈论遥远恒星上的喷发，那会怎样呢？


  这些也都是在这里造成困难的事实。我的显现受制约于我的身体之正常发挥功能，而这以某些物理学状况为前提。我不可能生活于太阳上，并在那里看、听等等。下面的情况本身是可以想象的，即视觉上的显现不以这种方式存在，不依赖于这些确定的感觉器官，而是依赖于另外一些感觉器官，光的强度之增强也许是可能的，而现在是不可能的；越来越新的显现在我的意识中（或在一个意识中）也许是可能的，而它们现在被排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被给予我的同一些事物之一系列显现也许会是可能的，而它们现在在经验之继续的综合中是不可能的。从望远镜中看到的有关太阳的显现，持续不断地向在太阳上的本身具有完全不同结构的可能的生物等等的显现过渡是不可能的。


  诸显现系列属于诸事物，诸事物被给予我，而这就是某些知觉在进行。但是诸显现系列在经验上依赖于另外一些显现系列，即那些属于我的身体的显现系列，而这就以下面这种方式提供了一些限制，以致我必须说：这个事物只是以受限制的方式被给予；同一的事物是在与我的身体之关系中借助于该显现系列向我显现的，在与另一个人的身体之关联中，会呈现出另一些可能性，另一些显现系列会显现这“同一的”事物。同一的事物：它以这一个显现系列和另一个显现系列联合成一个经验之综合统一为前提。因此这就提供一种统一的“如果——则”：如果在“世界”之统一中，意识是与一个如此这般的身体“结合在一起的”，那么某些被经验的或被间接假定的事物就呈现出某些显现系列。


  当然，在这里我运用了世界的统一性。我从我的意识出发，并且从另一些自我出发，现在我改变这些身体，或者在进展中我设想带有新的意识的越来越新的身体，在这些身体中，诸新的显现成为可能的，并且诸综合的意识关联成为可能的。但这是在对同一些事物的关系中吗？那么是什么东西将同一个事物的同一性坚持到底呢？这在我和我的同胞之间是这样进行的，即我们双方有着同一些显现组（至少就最重要方面看是如此）。与此同时，这些显现还处于可能的交换关系之中。从他的观点出发，我会看到和他所看的东西相同的东西等等。那么在这方面出现什么情况呢？关于事物A我拥有某些显现，具有完全不同感觉器官的另一个人拥有某些完全不同的显现，这意味着什么呢？（还请比较：“在我们人这里”正常的感官与异常的感官之间的区别。）显然，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虚构这样一些可能性，即关于这一个显现的稳定性的过渡和另一些显现的稳定性的过渡之转移注139：就是说，我必须为自己虚构，我的意识得到了这样的扩展，以致它比如能够对一个身体还有意识实行移情作用，并且能够设定，在该意识和我的意识之间诸显现有共同性。另一方面，能够指派给他的意识以诸越来越新的，能够将连续性坚持到底的显现。我为自己虚构一种与人相似的生物，它能够看，能够触摸，它拥有与我所拥有的显现相同的显现，它有我恰好能够统握为身体的身体。太阳总是呈现出来，它能够在太阳升起时起床，能够在这种过渡中逐渐地拥有越来越新的显现（也许带有不可捉摸的新的现象学因素）。在这里存在着连续性，因此也存在着一种谈论同一事物的可以想象的正当性。通常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同一个事物为这个和那个意识提供不同的显现：属于不同事物的两组完全不同的显现是如何出现的呢？在这里人们可能指出色盲和这一类东西。但是人们忽视了这样一种联系：色盲者和我本身共同拥有一个视觉-触觉的世界，并且由于移情作用，在这里共同性是可能的。属于该事物之本质的的确就是它是空间事物，因此是各种不同的性质之载体。因此同一的事物应该能够对我和另一个人显现，因此一般来说，该另一个人是对我而言的另一个人，他在同一个世界中知觉诸事物，而且是知觉我所知觉的同一些事物，有关这种知觉的条件是能够满足的，并且在这里我们的确还必须更深入地研究事物的构成。


  附录 VI  〈世界之空间时间上的无限性要求处于交流之中的诸绝对意识之无限性〉 （1909年）


  诸事物是通过诸知觉、诸经验关联被给予我的。但是事物是以受限制的方式给予我的，就是说，关于每一个事物，我只是以受限制的方式拥有经验认识。我只能以受限制的方式接近每一个事物，并以受限制的方式远离每一个事物，如果我仍然还能具有知觉的话。每一个事物都有我不能直接知觉等等的内部东西。无论如何，我只能以受限制的方式，以当前经验之形式，探究诸经验的可能性。海下3000米有许多东西，对于这些东西，我不可能如同它们（如鱼）在它们的位置上那样知觉到，我只能将它们知觉为是变了形的生物，并且是无生气的生物。我想象不出，如果我在太阳上，太阳看上去会是怎样的。如我现在所是的，我不可能生活在太阳上，并从它那里获得有关太阳的经验。类似地，我可以说：如果我能够感觉百万倍高的光强度，能够在视觉上知觉百万倍高的光强度，那么我就能在太阳的位置上拥有太阳等等。我还可以说：存在着一些对于我，对于每一个人，因此对于所有能够以经验方式设想（就是说，有根据地设想）随便什么东西的、有灵魂的生物，“原则上”不可知觉的事物。


  但是事物，这不就是经验之诸统一吗？由多种多样显现构成的诸统一。但是，在这里，显现之可能性中止了，因此有关统一之把握的可能性也中止了；那么这些统一如何能够存在呢？另一方面，我们能够说：诸显现存在，或诸显现的可能性存在，诸综合存在，但不是对于我们，对于人们，对于动物等等存在吗？那么究竟对于谁存在呢？


  在经验上，显现是受限制于身体、中枢神经系统等等的。显现以意识为前提，意识能构成身体，并能通过身体借助移情作用统握作为异己身体的其它事物等等。这并不是一种先验的（a priori）必然性。但是关于不可知觉的事物之假设，迫使我们接受关于一个附属的绝对意识之假设，连同处于这个新的绝对意识之中的某些属于这些不可知觉之事物的显现组；这是这样接受的，即在这个自己的绝对意识，和那个我们称作人等等的，以经验方式进行经验的生物的意识之间，存在着诸种协调一致的相互关系，这种协调一致的相互关系难道会不同于进行经验的生物相互间的关系吗？最后，我们不是必须说：众多身体，而且是有灵魂的身体，因此众多绝对意识，拥有一个共同的经验的世界，一个事物的世界，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特殊的绝对意识一定会符合这个世界吗？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将其归入众多精神的众多绝对意识，拥有一个共同的显现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诸“共同的”显现组。在这种情况下，事物不外就是这些组法则性，这样我们就遇到了诸种困难。有机生物的发展，新的感觉器官，新的感官感觉组；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些事物就会提供一些它们从前不可能有的风格的诸新的显现。


  在其它情况下遇到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些困难。我们将会谈到绝对不可知觉的事物之可能性，并且在进一步论述当中，会谈到始终不变的，但是以本质上不同的显现组呈现的事物之可能性（不再是借助视觉和触觉上的构成等等的事物）。


  此外我们还要应付这样一种困难：有机的生物之出现。在一切有机生物之前的星球。这个星球的存在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将它想象为一种云雾状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使一种云雾状东西在知觉上给予我们的显现（根据这些显现，于是接下来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自然科学思想中的经验上的规定）是不适用的。这些显现以眼睛等等为前提，因此是根据我们的被扩展了的经验。如果这里没有外部的存在能够照射入其中的任何经验意识，那么设定某物为外在存在着的——如我们在该云雾状东西那里所做的——显现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一个事物对于我们来说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从一种观点看是这样的，从另外一种观点看，还是这样的，在这种光照下是这样的，在另外一种光照下还是这样的，如此等等。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一个事物就是在一个显现的多样性中被设定的同一东西，它能够借助经验逻辑的理由以某种自然科学的方式更详细的规定。在这里，这种自然科学的规定最终排除一切显现方面的东西，排除感觉呈现的一切东西以及感觉使之作为显现特征显现的一切东西。其实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原始星云并不以这种方式对自然科学意味着日常生活意义上某种像云的东西，某种可见东西等等，而是意味着一种物理学的规定，不管它怎样根据可见的云等等，都是可在物理学上规定的。因此我们必须说，问题十分简单。自在存在着的世界就是这种物理学的世界。从感觉上呈现的东西出发，我们在空间时间中（在现场的共存在和前存在中）向各个方面进入到无限之中，这样我们也就达到了原始星云，正如我们也能达到未来的、毁灭一切生命的冰河纪那样。在这里，虽然也存在着与我的意识的认识关联，但是该物理的存在本身与意识并没有本质的联系。因此通常的实在论就是唯一正确的见解。那么这种实在论就是正确的观点吗？


  原始星云对认识论造成一种真正的困难吗？如果想到原始星云，谈到原始星云，那么我们就会以类比方式想象诸显现和显现组，但是这些显现和显现组并不代表任何对于我们和其它动物而言可能的显现。我们所能拥有的，是我们想象为类似物的那些东西。我们的确在想象一个星云，但是在这里所指的这个东西不可能是一个有颜色-可触摸的显现着的东西等等。因为颜色的感觉，触觉的感觉，在经验上是受感觉器官制约的。感官的感觉连同我们的经验，是受十分确定的物理学前提制约的。


  我们应该说：世界现在自在地是其现在所是，和自在地曾是其所曾是。这个自在存在着的世界只有借助显现才能成为我们可达到的，它或者是直接地显现，或者是根据诸显现被间接推断。因此原始星云作为某种在一切意识之前，在一切动物生活之前发生的东西，就是被推断出来的。


  但是一个自在存在着的东西间或显现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自在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探究事物的被给予性，我们就会发现，属于事物性之意义的是，能够以已知的方式方法被给予并能够被规定。


  也许人们可能试图说：现象学的分析导致的不就是一个绝对的意识，一个无限（in infinitum）回溯的绝对的流，并且间接地导致众多绝对的意识和意识流吗？如果现在“经验”表明，有机的身体是作为动物的身体构成的，这就意味着，社会的自我相互关联建立起某种条件在绝对的意识中单独地并且在它们的交往中被建立起来了。但这并不是说，每一个意识流本身不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流，并且在回溯时没有它的体验和体验流，这些体验和体验流不具有自我（具有身体和心灵的自我）之特性。意识之发生并不意味着，“在较早的时间中”曾一度根本没有意识存在，这样说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时间，现实的（客观的）时间，就暗示绝对意识的相互关联。但是，如果我们将时间理解为时间流，那么这个“在意识以前”就更加没有意义了。在一切意识以前的时间，只能意味着一种在其中没有动物生存的时间，这提供了一种意义。但是一种时间而没有绝对意识，这并不提供任何意义。绝对意识在客观世界“以前”就存在，并且是无限的时间之构成和在时间中无限地扩展的世界之构成的无时间性的根据。


  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动物之产生，其中包括人之产生，自我意识之产生——作为这样一种意识，它在自身中设定一个身体，并为该身体设定处于关系之中的诸感觉和其它心理体验——和绝对意识之产生。


  绝对意识并不产生，但是在交往中，而且是在有意识的交往中，它与另一个绝对意识相遇，而且建立有意识的交往。因为我们必须说，某种交往总是存在的。它甚至在有关意识到自身的自我产生之前的客观真实性之有根据的谈论中就已经显露出来。但是社会联系，建立在相互移情作用，相互认识之上的相互交往，因此是作为认识关系（并且作为建立于认识之上的情感关系），这些都是以对自己的身体的“认识”，此外还有对别人的身体本身的认识为前提的；并且还以到处都存在的“身体和心灵”之间的功能联系为前提，只是由于身体与心灵之间的这种功能联系，移情作用才是可能的（当然，在这里，经验发现了非常多的法则性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移情作用本质上所需要的）。世界之永恒性，世界之空间时间方面的无限性，要求绝对意识之无限性。


  附录VII  〈诸不同的个别的意识之互不相容性。作为诸被分离的统一的诸前经验的时间意识统一〉（写于1909年）


  诸不同意识的思维活动（cogitationes）之互不相容性是一种什么样的互不相容性呢？这种互不相容性并不涉及这些思维活动（cogitationes）之内容。正如我的知觉w与我的情感g（在我的意识中）能够很好地相容一样，我的知觉w与你的情感g也能够很好地相容：在质上相容。就是说，质的东西不可能造成互不相容性。因为否则在我的意识中w与g就同样也不可能是相容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互不相容性涉及这里的这个（haecceitas），个别的差异吗？但是,是什么东西对一种确定的知觉w进行区分呢？如果我们问：是什么东西形成“同一的”知觉在不同时间点上对于同一个体的区别，或在同一个体的意识流之不同阶段上的区别，当我们这样问时，我们就已经得不到答案了。这个具有其全部内容的同一的知觉，在内容方面是可重复的，可通过思想复制的。而且从意识的相互关联到意识的相互关联，也同样如此。因此这是一种特殊的互不相容性，并不是质的方式的互不相容性，比如同一个个别东西，有a和b两种质。而是一种“实在的”互不相容性，在存在中的互不相容性，在现实性中的互不相容性，而且是关于那个在质的方面自身完全是具体的和确定的东西的互不相容性。


  或许我们也能够这样来说明：那个内在地统一地存在的东西，是存在于这样一种关系中，即一种看的行为能够统一地包括它，这种看的行为造成一种意识的统一。如果能够存在更多彼此被分割开的意识统一，那么一种涉及两个这样的统一的诸部分的进行看的、统一地进行统握的行为，就肯定是不可能的。但这其实是一种分析命题。知觉之可能的统一，记忆之可能的统一，任何印象方式的或再生产方式的进行看的意识之可能的统一，肯定会被描述为一种意识的整体，一种心理的现实性。


  然而这的确只不过是一种间接的特征描述，在“反思”中我们直接地发现了这种内在的时间形式。在反思中我们不仅设定时间关系，我们还将这种时间关系理解为一种真实存在着的关系，我们直观它，并且发现了它们〈这些思想活动（cogitationes）〉所属的这种统一。不论我们注意到还是没有注意到，当我们事后有根据说，这种关系“曾在此存在过”，这一个曾被感觉到，那一个曾被感受到时，那么这二者就拥有某种统一，这是前经验的时间统一，是对这一个同一的进行统一的流的从属关系。注140


  人们可能会这样提出反对意见说：如果我同时想象两个思想活动（cogitationes），那么我就只能在一个时间意识中想象它们。那么我就不能设想所有的意识都被归入其中的一个时间吗？因此我的行为和另一个人的行为有同时性之关系，或时间上相继之关系。因此它们能够在一个意识中被表象，这个意识觉察到这些关系，因此它作为包罗一切的意识将一切心理的东西纳入到自身之中，正如每一个个别的意识将它的在一个时间流中的诸个别特殊的行为纳入到自身中一样。


  现在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们也许还会说：一切存在着的东西肯定都是可知觉的，因此诸不同的个别的意识之诸行为间的时间关系也是可知觉的，因此有关的诸行为本身能够在一个统一的流中，在一个统一的时间性中，被知觉。这个个别的意识不可能有这种知觉，因此一种无所不包的意识一定是可以想象的，它既包括一切实在的存在，也包括一切心理的实在性东西之全体。很显然，这种反对意见与以前的反对意见有紧密联系。因为与知觉的统一相对应，相关联地有时间给予性的统一。


  在这里我们应该如何回答呢？下面的情况确实是不言而喻的，即存在的东西肯定能够被给予，因此如果人们继续适当地把握知觉这个概念，就能够获得知觉。但以此并没有证明应该证明的东西。客观的时间，“经验的”时间，自然之时间，不可与显现学的时间，内在性的时间相混淆。


  说我的思想活动（cogitationes）和另一个人的思想活动（cogitationes）是同时的，是前后相继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它们属于一个自然，它们是一个自然之组成部分，就是说，只要我的身体和我的同胞的身体属于这一个自然，我的自我和该异己的自我也就属于这一个自然。并且正如每一个事物之诸特性都有其时间性，有其持存，有其不变状态和变化状态那样，我的自我和每一个自我也都有其“心理状态”。诸思想活动（cogitationes）由于与一个自我（或者是与这一个自我或者是与那一个自我，而且是被客观地理解为一个自然-自我的自我）之关系，与一个经验的个人之关系，与这些或那些人们等等之关系，而会变成心理状态、心理体验、心理活动等等。


  在我的意识构成中，在我的思想活动（cogitationes）中，有一种内在显现学的-时间的（前经验的）关联。此外，在我的思想活动（cogitationes）中，存在着诸知觉的显现，在其中，诸事物显现出来，一个自然显现出来，首先是一个物理的自然显现出来。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显现着的世界和属于该世界的现象的时间、经验的时间，这种时间不可以和显现本身的前经验的时间，和思想活动一般的前经验的时间相混淆。前经验的时间在事物的给予性中并和事物的给予性一起达到了给予性，并且如同一般经验东西显示出来那样，在根据知觉和记忆以及经验思想行为之规则奠定经验的过程中显示出来。但是现在思想活动（cogitatio）和事物还保留着，显现学的（前经验的）时间和经验的时间，并非毫无联系地保留着。思想活动（cogitationes）被与身体（因此本身是经验事物）联系起来，被归于自然的时间之中，前经验的时间顺序同样也被归于自然的时间顺序。无须说，每一种前经验地被设定的时间顺序都要按照一切严格性（而不是“大致地”）被解释为经验的时间顺序。特殊的心理体验及其流获得了客观的意义和顺序。


  这与通过移情作用对异己的自我之统握密切相关。L＇（异己的身体）通过移情作用获得一个“异己的”意识B＇，一种诸显现流之相互关联，这种相互关联不是内在地给予的，而是只有通过移情作用才能被给予。B＇L＇=B∶L；这种比例关系仿佛被设定了。现在一切困难都消失了，如果移情作用正是被允许看作给予异己意识的意识的话。异己的意识和自己的意识都处于客观的时间中，而这是“可知觉的”，就是说，正如这一类东西本来就是可知觉的一样。指望别的东西将会是错误的，那就会意味着，将客观的时间关系与前经验的时间关系混淆了，将事物性东西与绝对意识混淆了。


  文稿2  1909年前我关于移情作用的最早手稿之节选〈节选形成于1916年前后〉


  〈a）对利普斯反对向异己的自我进行类比推论的论证之批判。对异己的身体统觉之间接性。对心理物理的自身之知觉。作为知觉功能的共同呈现。对异己的意识流进行经验之可能性条件。〉


  人们可能会这样推论说：


  我的身体，特别是我的手，是作为事物被给予我的，同时是作为身体，作为感觉领域等等之载体，作为可自由移动的，作为心理物理的关联之基础物体，被给予我的。与身体物体一起，心灵的东西被知觉到，心理物理的统一（它带有单纯物体性这个底层）被知觉到。


  别人的身体在物体方面是我的身体物体之类似物。借助被知觉到的物体性，也由于这种类似性，能另外要求一个心灵的东西。


  在这里，这个被要求的东西仿佛是被统觉的物体的-精神的实在东西之被转了过去的一面，被掩盖起来的一面。注141在这里人们可能暗示那种通常的外在的知觉，在那种知觉中，被知觉东西的确也只是单方面地被统握，因此，发生了借助被给予东西而进行统一的行为和进行呈现的行为的超出该“真正”被给予东西之外的这样一种连带设定。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对物体进行统觉的情况下）这个在知觉上被连带设定的东西本身在原初的和真正的意义上是可知觉的。这种统觉包含诸显示之可能性，由于这些显示，被连带统觉的东西会转变为真正被知觉的东西。但是这种情况在这里不在考虑之内。


  我的身体作为我的，作为心理物理的统一的物体的层面，是由于以下情况而给予我的，即它正是作为这个底层被给予我的，换句话说，作为这个心理物理的整体被给予我的。该心灵东西是以原初呈现的方式给予的，而不仅是以连带呈现的方式（确实地）与物理的东西一起给予的。当然，这种被给予的东西以“如果——则”的方式指向其它的可能性，这就是说，被体验到的感觉、行为等等都是实在的东西之状态，是诸实在特性之表现，它们作为这样的东西恰好不是体验，而是在体验中原初表现的东西。


  关于异己的身体，例如，属于该异己身体的异己的手，虽然我在将它统握为身体，或更确切地说，统握为人的同时一起统觉到诸心理的状况和人的-心灵的诸特性，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被给予，也不可能被给予。现在这里的困难就是，人们可能会说，并且已经说过，这里缺少被同时表象的心理的东西，就是说，该心理的东西不可能是一种“经验统觉”（更谈不上是类比推论的统握）。那里的那个身体物体与我的身体物体类似。由我的心理东西之一起被给予的经验而来的那种对心理东西的经验要求被取消了。因为这里恰好没有被一起准当前化的（类似的）心理的东西。注142我经常在经验到钢笔的同时也经验到钢笔杆，如果我看到一支新的钢笔杆，我同时就想象一支钢笔，这支钢笔在经验上是作为附属的而被要求的。但是这种要求可能得不到充实，而且由于下面这种新的经验被消除了：“没有”这支钢笔，就是说，即使没有笔，笔杆也能够存在。因此看起来就是这样的，即我们在这里必须说，与我的身体类似的一个物体即使没有心理的东西也能够存在，正如我将一个“雕像”，一个人体模型，统握为与人类似的东西，或者统握为关于一个人的图像，但并不统握为一个人，在这里，没有心理的东西。那么为什么所有的同胞本身都不是雕像呢？为什么我在人的雕像和被赋予心理东西的现实的人之间进行区分，而我却从来也没有在（真正的）知觉中提供这种心理的天赋呢？是因为这个雕像不是由血肉构成的吗？但这就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吗？在这里不可能以理想方式（idealiter）存在一种我不能、也不允许将它统握为身体的，具有规定我的统握一切的物体结构的，我的物体之准确的复制品吗？什么时候我可以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呢？作为知觉，作为“生动地进行给予的”统握和设定的统握，人的正常的知觉在多大程度上有其正当性呢？只当它在自身中要求一种被预先确定为可能性的显示方式时，就是说，并不要求借助作为原初被给予性的那种心理的东西的被给予性的显示时，它才能有其正当性。


  将与身体类似的物体统握为身体，或更确切地说，将完整的人统握为具有这种身体物体的人，由于缺少原本的感觉、原本的行为等等而失败了，而被取消了，如果这种缺少的意思是，对心理东西的设定是与自己的心理的东西，即原本经验的、或被以任何其它方式经验的（被想起的，被预期的）自己的心理的东西相矛盾的话。因此，由于经验上的矛盾，并且最终由于与外在知觉的矛盾，这种错误事实设定被取消了。那么在这里究竟哪里存在这种我会与它发生矛盾的被经验的心理东西呢？只当我将该异己的手统握为我的手，将该异己的身体统握为我的身体，我才会陷入矛盾中，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弄清楚。必须指出，在这里矛盾被排除了，和为什么被排除了。而对“异己身体”的统觉肯定是经验的统觉（因此是与我的对自身的知觉类似的统觉）；必须指出，“缺少”关于心理的东西的原本的被给予性，完全不意味着缺少心理的东西，当我将我的身体物体统握为我的身体物体，而将异己的身体物体统握为异己的身体物体时，区别就在这里；就是说，区别在于，在异己的身体物体那里所设定的心理的东西具有这样一种性格：即它是心理东西，但不是我的心理东西。


  利普斯反对类比推理的理论，但是准确说，他与此同时也反对作为经验统觉的统觉理论。注143那么按照利普斯的看法，究竟什么是移情作用呢？这很难说。当然，是一种新式的统觉。但是他了解以下情况吗，即一切（未经改变的）统觉，一切种类的知觉，都随身带有其证明与反驳的形式，并且这种证明与反驳的形式预先规定了理想的形成过程？他将自己的理论引向实行可能的证明了吗？批判肯定在这里就开始了，而且肯定会更明确地进行。按照现象学的看法，“无法解释的直觉”乃是在现象学方面无知的庇护所。因为，在这里所取决于的那个“解释”正是要弄清楚这种证明的主导思想。就是说，这既是批判的课题，也是事情本身的课题。一切统觉当然（eo ipso）都是对经验的统觉。因为在这里，“统觉”所意味的就是关于一个超越的对象之意识，而超越性只能以意识之形式被构成，这种意识“有意向”，并要求以有理据的方式得到充实。现在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指出，一种统觉必须如何被构成，如果它是按照与这个原初的身体之主观的身体统握之类比完成的。并且必须指出（与“直觉说”相反），对异己的身体的统觉与对自己的身体的统觉相反（对自己身体的统觉可能是而且必然是“直接的”，本源的统觉），根本不可能是“直接的”，本源的统觉，因此在对两种统觉的这种比较中，必然存在着这种“本源性”的区别。即使关于本源性、直接性的谈论，也必须得到澄清，因为另一方面，关于另一个人的经验，肯定具有一种“知觉“之特征，即以原本方式进行把握的行为之特征。


  自己的身体，作为具有我的感觉领域，我的运动领域，以及与它们关联的我的心理状态等等的物体，简短说，作为我的心理物理的实在性东西，是在“自身知觉”中被给予的。“自身”在这里的意思是，这个心理物理的实在性东西，因此它不同于纯粹的自我，并且应该像下面这样被看待，即这个人尚没有作为共主观的〈统一〉被意指，〈这种共主观的统一〉已经以将这个自身与诸其它的自身视为同一，并且以正是人这个概念所包含的那种给予同等地位为前提了。


  因此，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于这个自身以什么方式被知觉，以什么样的“内容”（意义）被知觉加以描述。身体被知觉为“我的”物体，而且这个“我的”首先是基于自己的、应该被描述的诸显现，这些显现使该物体在其它被知觉的物体之前突出出来。然后被知觉的还有一切“心灵的东西”，而且是作为附属于这个被如此突出出来的物体的一切“心灵的东西的”，物体作为“我的物体”，就是由心灵的东西表示特征的：诸感觉的状况，感性上的喜悦与痛苦之诸状况，主观的运动（自身运动），一切事物的，以及我的身体物体的诸显现，相信、怀疑、感受、愿望等等的诸行为。“被知觉”，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作为“印象”被给予，以本源当前化的方式注144被给予。而不是通过准当前化（再生产的方式）被给予。由这种对物体的知觉我们知道了在印象式的呈现和连带呈现之间的区别。注145（在“本真的”知觉和非本真的知觉、连带的知觉之间的区别）。物体按照它的正面（按照物体“真正地被看到”的东西）是以真正的本源性被给予的，关于这个正面，我们有一种真正的印象，它是真正原初当前的。而这个物体之未被这样给予的东西，是连带地被给予的，是连带地被知觉的，而不是以本源的当前化之方式（作为“真正”当前的）被给予的。然而这个物体的确是“被知觉到了”，而不单是这个表面“被知觉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这个物体（如我经常说的）是作为“实实在在”当前的呈现出来的，它是以原本方式存在于我眼前的，而不是作为只不过被回忆起的，只不过被准当前化的物体呈现的。我们不能说：物体是以印象的方式被给予的，而不是以再生产的方式被给予的吗？我们当然能够这样说。但是关于一个超越东西之呈现式的给予性之本源性（原初性，印象性），如同它是一个物体那样，本质上正是要求在关于该物体之呈现着的东西之第一性的原初性注146（在这里进行呈现的透视变形是作为内在的印象被体验的）和并未呈现的东西之第二性的原初性（连带呈现注147）之间进行区分。如果我们注意到对象之这些没有能看见的成分，那么我们一定会说，它们是以再生产的方式被意识到的（尽管是以非直观的方式被意识到的）。但是在关于物体的知觉之统一性中，被知觉到的是物体，而不仅是由该物体中本源原初地注148、第一性原初地显现着的东西，在知觉的意指中，物体是作为它本身被意指的，而不仅是按照“真正被知觉到的东西”被意指的，是作为实实在在在这里的被意指的。物体之被改变了的侧面，没有能看到的东西，是一起在此存在的，连带当前的，这种连带呈现注149本质上属于关于物体的知觉，并且在这种功能中，关于物体的知觉形成一种关于对该物体进行知觉的意识，关于对该物体之进行原初给予的意识的意识，而恰恰是这种意识必然被分成第一性的给予性和第二性的给予性，进行本源呈现的给予性和所谓跟在后面进行呈现的给予性，进行连带呈现的给予性。在这种动因关联中，准当前化具有当前化的功能，甚至具有能使一种当前成为知觉的当前的功能。


  属于连带呈现注150的还有超出这个我“特别地”知觉到的事物的事物环境（例如，我看见这张桌子，但是我同时也一起看到这整个的房间，不仅是这个“被看见的”房间，而且还有在我后面的未被看见的房间和隔壁的未被看见的房间、前厅等等）。更确切说：我不仅看到在被注意到的，被挑选出来的物体这种意义上我“特别地”看到的东西，而且不仅看到未被挑选出来，但是按照一个侧面本源地呈现着的环境，而且也看到根本就没有呈现，而是以连带呈现的方式被注意到地或未被注意到地一起在此存在的东西（只不过在这里不可将未被注意到的东西错当作那种虽然也客观地在此存在，就是说，存在于事物关联当中，但它根本就不在意识上为我在此存在的东西）。当然，这种连带呈现可能是模糊的，非常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不确定性就是这种“连带知觉”中的一种样式。注151


  如果我们现在返回到对自身的知觉，那么身体物体就被知觉到，它是以那种对物体的知觉完全能够具有的本源性本源地被给予的，而不仅是被连带把握的（被连带把握为整个的物体）。同样，心灵的东西本身不仅是被连带把握的注152，而且是按照其全部的构成层次本源地被给予的，心灵方面的体验都是印象，注153而不仅是准当前化（连带呈现注154）。这种自身之给予性在身体-心灵的实在性方面是最本源的（构成方面的）给予性；作为关于实在的东西的给予性，它按照实在性的两个层次向后指示和向前指示这种实在性的东西本身所分解成的其它相似的给予性东西之诸关联。


  至于异己的自身之给予性，对于“我”的给予性，即对于这个自我——这个自我也发现作为“自己的”自身的，作为自身被知觉的自身的它的自身，而与此同时，它又是对异己者进行的知觉行为之主观——的给予性，那么就异己的身体物体性而言它同样也是原初的给予性，但是就这个自身而言，或更确切地说，就心理物理的实在东西而言，则不是自身给予性；它首先是异己的心理东西，其中首先又是异己的体验，并不是以我的自身体验之本源性被给予的。它们只是被准当前化。当然，这里涉及的是一种连带呈现，注155这种连带呈现又具有一种连带知觉的作用，一种第二次获得的原初性。为这个进行知觉的意识被以连带呈现方式准当前化的意识，或更确切地说，素材式的体验，是“别人的”意识，而非我的意识。我的意识，一种属于我自身的意识，是原初呈现的意识，或者，它是被原初回忆起的意识或被原初预期的意识。异己的意识是连带呈现的体验之当前，或者它是通过连带呈现的记忆而被准当前化了的过去或将来：连带呈现之变样转入到记忆的诸变样：这个有关的，在这种变样中被准当前化了的过去的体验或将来的体验，曾是（或将是）异己的自身之体验，这种体验得到了连带呈现的知觉。我的自身的诸体验构成我的体验流。它是在不顾及借助我的物体身体而实现和不顾及与我的物体身体之紧密结合的情况下，作为诸体验之流而构成的，这些体验是我现在在现实的体验活动中（就是说，是在印象式的体验知觉中）体验到的，这些体验是我在属于这里的印象式的记忆中记起来的（关于预期的情况，也是如此）。另一个人的体验流是以连带呈现的方式给予我的，异己的现在的体验活动是在连带呈现的知觉中给予我的，异己的回忆是在连带呈现的回忆中给予我的，完整的异己的体验流之统一，也是这样地给予我的。更确切地说：异己的体验之现在连同它的绝大部分是十分不确定的时间地平线一起，都是在连带呈现中给予我的，这种连带呈现的东西在这里和在到处一样，是作为附属地被知觉到的东西，属于〈以印象方式〉注156被知觉到的东西。因此在这里属于另一个人的身体。


  从纯粹意识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说：每一个意识体验本质上都属于一个在现象学的时间形式中展开的意识流。注157


  如果在一个意识流中，对于它的一个纯粹的自我来说，有一个物体的世界和一个具有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灵的经验的自我（一个自身）被构成，并且如果对于这个纯粹的自我，或更确切地说，如果在这个意识流中，“异己的自身，具有异己的心灵的异己的身体”这种知觉样式也是可能的，因此这种新的对象性东西也构成了，那么由于意识到这种情况，至少下面这个问题事实上得到了解决：即一种纯粹的意识，或更确切地说，一个纯粹的自我，能够拥有关于另一个纯粹的自我和它的纯粹意识的认识，最低也能够拥有关于它的知觉。


  我们可以反过来一般地问以下问题吗？即如何能够在一个纯粹的意识流中，以它的任何一个体验之形态，产生关于另一个意识流的经验，因此产生有关该另一个意识流的经验认识，或更确切地说，产生有关诸体验和诸体验之主观的经验和经验认识，这些体验和体验之主观都是“异己的”（因此很显然，它们并不是通过作为原印象的“体验行为”，并不是通过对诸体验的原知觉和通过原再生产，即通过回忆和预期，被给予的）？在这方面的可能性之一般条件是怎样的呢？


  我们可以一般地说：在这里一种连带呈现注158一定会临时顶替原初的呈现（原呈现）。体验流B的原呈现东西，只能以连带呈现注159的方式在体验流A的原呈现东西中显现，关于记忆变样的相应东西，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准当前化作为连带呈现能以什么形式发生呢：就是说，能够有知觉功能吗？


  关于诸体验之原呈现的意识是不需要证实的：体验行为就是“切合的知觉行为”。关于诸实在东西之原呈现的意识，如同外部知觉行为一样，是需要证实的：在这里出现了作为构成方面的成分的连带把握。一切连带把握都需要证实，都需要证明之被预先规定的形式。


  首先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条法则：连带把握以原呈现为前提，而不顾及以下情况，即它本身是体验，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是被体验到的东西（因此是一种切合的原呈现）。连带把握注160是连带知觉，它是一种广泛的体验之组成部分，这种广泛的体验按照一个进行奠基的部分，是原知觉。但是，为了继续进行下去，首先人们肯定不能以较高阶段的这种先验的普遍性继续，而是首先必须仔细研究这种连带把握之某些类型，而这些类型现在恰好在我们的研究中作为对物体的知觉和对异己的身体、异己的自身、异己的体验等等的知觉得到相互对比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尽管连带呈现注161是准当前化，但是它的处于与知觉关联中的“功能”之形式随身带有一种与回忆和预期相比的本质变样，以致由此形成了准当前化之一种新形式，或更确切地说，一些全新的形式。与这些新形式紧密关联，有一些新的证明（或反驳）的形式。


  注：“另一个”意识当然并不立即就意味着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另一个身体的-精神的自身的意识，而是意味着一种体验（而且是在附属的进行原呈现的纯粹的自我之中的一个原呈现的体验）。这个进行经验的或进行证明的自我（我们说的是不折不扣的自我）并没有将它作为自己的原呈现的体验而拥有，因此并没有将它作为被体验到的体验而拥有，而正是意指这种体验。注162


  〈b〉身体本身按照其感觉论层面的构成。〈在身体统觉中的连带呈现〉


  如果我的手，或一般来说，我的物体的任何一部分，被触摸，并且这种触摸沿着皮肤表面进展，那就会有某些感受系列产生出来，并且即使是在同一些皮肤部位上，这些感觉也是不同的，因此，一切属于同一部位的感觉肯定会有一种共同的特性，并且和这种共同的特性一起，“属于”该皮肤部位。（一般总是被充实的）触觉领域的一种确定的“如果——则”，一般来说，一种确定的按系统或类别归类，属于以视觉方式或通过触摸被本源地把握的皮肤表面。在这里，在对物体的知觉行为（我们说成是空间物体式的原呈现）中，身体的诸部分连同它们的表面被给予了，和它们一起，诸感受也被知觉到了。诸感受不仅作为自身中的感觉事实是原呈现的，而且作为物体之感觉论的层次是原呈现的，而物体确实是通过感受这个感觉论层次而变为身体的：即获得一种特殊的身体特性。因此身体的这两个方面、两个成分，都以原呈现的方式被知觉到了。但是如果我既不看这只手，也不摸这只手，那么当这只手的触觉领域以原呈现的方式被给予时，这个物体就是连带呈现的。在所有的物体中，身体物体具有这种极其独特的特性。它无须按照任何一个物体侧面呈现，就能够连带呈现出来。注163


  然而对于有关空间物体给予性之描述来说，缺少这里应该考虑的某种东西：即关于物体和物体的过程之通过并非以本源方式进行空间构成的那些知觉而“显现的方式”。我以听的行为知觉到这个物体（车辆的行驶）。这并不是共同呈现，因为这种行驶正是被统握为车辆的行驶，或比较不确定地说，被统握为一个事物的滚动。而这个事物也仅仅是以滚动显现的。但是关于滚动的这种统握回溯到“处于下层的”、尚未在听觉上构成的、而是“在此之前”已经在视觉-触觉上构成的、空间的对象性东西。如果我看见并触摸到这个对象，我就会拥有双重的显现。如果我仅仅是触摸它，比如在黑暗中，那么它就只有一种单层次的统觉。但是“如果我在光亮处，从这里看它，或者我站立起来，然后在这个对我来说是有光的位置上看它”，这种统觉就回溯到视觉的统觉。这并不是连带把握，但是，在黑暗中没有进入到知觉中的那些部分，或那些特性，现在被连带把握。


  如果我们返回到身体物体连带呈现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身体（比如一个肢体）不是作为物体本源地呈现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里的事态就会不同于在以下情况中的事态，在那里，一个物体被看到，但未被触摸到，而下一次，它既能被看到，又能被触摸到。当然，在单纯看的行为中诸特殊的触觉特性是连带呈现的，但是，该物体本身并没有连带呈现。但是在对触觉表面的单纯感觉行为中，该身体物体是连带呈现的（如果它没有被触摸或被看到的话）。只要在这里身体本身是原呈现的，它当然就是这样的。身体之原呈现或者能够以这两个层次的原给予性存在，或者仅仅能够以这一个层次的原给予性存在，但是触觉的表层是第二性的层次，它回溯到作为第一东西的物体。


  对身体的统觉之证明。看物体的行为，物体之原呈现：两种统觉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是借助感觉论的层次把握该物体，那么我就必须转入到“看的行为”，转入到触摸的行为等等（在这种行为中，关于该物体，我可能会弄错：也许我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物体）。如果我看到该物体，但是当我将它确实统握为身体时，我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皮肤感觉，或者如果我想在触觉的表面和身体的肢体之间建立或检验某种归属，那么我相应地就必须这样行事，即我就必须用某种东西，比如，通过触摸，或者其实并不“通过触摸”，而是通过以我的手指去触动而刺激该物体。这种归属并不是思想上必然的归属。可以想象，这种归属停止了，我却仍然有我的触觉领域，然而这个触觉领域不再归属于我的身体，因此在这个方面，我的身体就不再是身体。


  错觉也可能以下面这种方式存在，譬如我将一个物体事物统握为我的手，然而事实上它并不是我的手，就是说，我将这个物体解释为底层，例如，解释为感觉论的层次，而我的真实的手，却被遮蔽了，或者虽然我有这个感觉领域，然而我的手却被截肢了。下面的情况肯定也是可以想象的，即虽然我有处于与我的物体之正常的（外在地观察是正常的）关联中的手这个物体，但是这只手会完全变成非感觉的：然而我的触觉领域，并且在这当中，这只手的触觉领域，或更确切地说，皮肤的触摸领域，作为感觉领域，却是体验。


  在这里真的存在这些必然性吗？这只截下来的手不可能仍然是手吗？因此，它的感觉领域，它的自由活动，不可能保留吗？人们会反驳说，这个触觉领域是一个触觉领域，它不能被切割，建立在它上面的运动之自由注164，同样也不能被切割。但这真的是一种必然性吗？或者下面是一种不允许的限制，即仅仅谈论触觉领域，而不谈论整个的感觉复合，这种感觉复合属于这只手的“我运动”，属于这只手和其余的身体之统一？在“我们”这里，成就一个身体性的东西，能够分布到这个空间世界中诸分离开的任意运动的（以现象方式运动的）物体上吗？注165


  附录VIII  更好的术语：〈附带呈现作为以再生产方式构成的连带呈现。向前的（直向的）连带呈现和向后的（倒转的）连带呈现〉（〈写于1916年前后〉1927年2月讲授）


  更好的术语：我刚好想起，在以前的手稿中我曾说过附带呈现。


  因此：统觉——被统觉的对象。


  原初的统觉（未被改变）=知觉——被知觉的对象。


  在进行知觉的统觉内部：1）原进行知觉的，本源地进行呈现的统觉，具有对象之“原呈现的东西”：原呈现的东西是“真正”被感知到的东西；注1662）那种由确切意义上的对象中只是被附带感知到的东西：附带呈现——相关联地：对象中附带呈现的东西。


  凡是一个对象像下面这样以层次方式被构成的地方，即两个能够分开的部分能够区分开，或者一个单层的可分开的较高的层次是建立在一个低层之上的，在那里，如果两个部分或两个层次都被知觉到了，并且二者都被“现实地感知到了”，都达到了原呈现，那么这两个呈现就以对象方式构成一种属于统一的联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象复合体的诸要素、诸部分、诸环节，都是“连带呈现的”，它们在一种知觉之这种联系着的统一中，达到了给予性，即达到了呈现，至于这种呈现，如其在单个的部分、要素那里能够发生的那样，是否仅仅是附带呈现，则是无关紧要的。尤其是那些在知觉之统一中原呈现的诸要素或诸部分，在较狭义上都是连带呈现的；一个“和”另一个“一起”呈现，按照整个对象性的统一之意义，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另一个——以联想方式指向另一个。


  其实更确切说，不应将连带呈现理解为附带呈现在这里所说的东西（被以再生产方式构成的连带呈现），而是应该在已经说明过的意义上概括为这样的东西。


  至于对物体的知觉，我们必须就呈现说相同的东西，即就这种以原呈现方式被给予的东西而言，它同样完全是直接的，只要每一个真正被知觉到的东西本身是真正被知觉到的，〈并且〉一切感觉的透视变形同样也以代表的方式起作用；另一方面，当它们同样按照次序被规整时，它们就只是这样做：在这里被给予的诸部分、诸点，按照它们的呈现，依顺序，以稳定的方式，有的是直接地，有的是间接地相互指示。


  至于被间接呈现的东西，我们由于与直接被引起的知觉之诸可能性的关联，并由于这些知觉直接地附带呈现东西而有了直接性并有了相应的间接性：这些知觉必然是以有秩序的方式进行的，尽管进行的方向可能是不同的，并且附带呈现的秩序与这种秩序相对应。


  至于心理东西的呈现，它在对自身的知觉和对异己者的知觉中（对异己者的知觉是我在“我的”自身中拥有的关于异己的，另一个自身的知觉）都是连带呈现。虽然在纯粹现象学的态度中，在排除心理学上的设定的情况下，我“绝对地”知觉到我的体验，但是在经验的自我统觉之态度中，我将我的心灵东西统握为借助身体而呈现的东西。注167


  在我看来，在这里重又缺少某种分析的东西：我们不是应该区分向前的（直向的）连带呈现和向后的、倒转的连带呈现吗？注168因此例如在物体性的事物那里，诸意向之方向是从真正被知觉东西出发而向着间接呈现的东西，而且在这当中，我们也正好有一种具有其过程意义的顺序，但是另一方面，诸意向是以循环的方式定向的，诸意向也从稍后的东西出发，以反射方式指向较前的东西，从间接呈现的东西出发，指向原呈现的东西。


  在原呈现的东西内部，对于真正被知觉东西来说，意向的方向是从固定的东西出发指向非固定的东西，这当然是方向的多义性（如同这里一样，到处都存在多义性）。这种方向是由通向最佳被给予性的东西的那些路线规定的。所有这些本来都应该被更详细研究。


  重要的是也要注意下面这种东西：如果我知觉到一个物体，那么这种知觉行为本身连同它的显现、透视变形等等就也是原呈现的。但是在统觉方面，它的知觉之呈现并不“属于”该物体之呈现。这两种呈现有本质方面的联系，但并不是在一个统觉之统一的内部的诸进行构成的成分这种意义上的相互联系。那种在与被统觉对象相联系的（因此是该对象的）统觉之统一中呈现的东西，是连带呈现的。对于这个“进行客观化的”自我来说，这张桌子和对这张桌子的知觉，在对象方面并不是一种统一。如果这张桌子在知觉中给予我了，我当然就能在任何时候对这种知觉进行反思，但是我以此并不对在自身中包含诸成分的这张桌子和对该桌子的知觉的一个对象的实行任何知觉。


  因此在每一个统觉那里，不仅被统觉的对象是立即呈现的，而且该统觉本身也是立即呈现的：但是它们并不是一个连带呈现的两个成分。


  据此，纯粹意识中的诸体验分别构成连带呈现特有的领域和原呈现特有的领域，并且在这里，与每一个意识一起连带呈现的，还有它的意识内容，但是相对应的对象本身并不连带呈现。


  与此相反，凡是在我将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东西”，就是说，将经验的自我中的“心理东西”，统握为经验的自我之状态的地方，在那里我就是在实行“心理学的统觉”。在我们其实是以自然的方式，借助心理学的统觉这个标题，如同在连带呈现中的方向所进行的那样，求助于自身统觉的地方，在那里，问题就会是，比如是对身体物体的统觉“自身”在这种被呈现的整体内部就建立起这种第一呈现，而所有其它心理东西则建立起第二呈现呢，还是这些方向交替地进行呢。


  此外：在对另外一个自身，另外一个心理物理的生物之知觉中的情况如何呢？在这里，对物体的知觉和物体的呈现显然是第一位的东西。这种物体的呈现指示“从该另一个人的立足点上”，因此对于该另一个人来说是在零显现中“被知觉到的物体”之间接呈现，从这种在零显现中“被知觉到的物体”之间接呈现出发才指示它的间接呈现的心灵的东西。


  附录IX  〈反对向异己的自我作类比推论的理论。对B.埃德曼的批评〉〈约写于1907年或1908年〉


  一个主要的似是而非的论点是向异己的自我进行类比推论（例如参看B.埃德曼《〈关于〉身体与心灵〈的科学假说〉》〈1907年〉第46页以下）。


  我们能够推论说：我发现我的自我与我身体相联系；现在，这个异己的身体与我的身体相似，因此可能也有一个自我与它相联系吗？


  这不就是假定，我能够发现，异己的自我和异己的身体以如同我的自我与我的身体相联系的方式相联系吗？如果在我的手的旁边有一只坐在我旁边的人的手，我就可能根据这种相似将我旁边的人的手认作是“我的手”。但是现在在我的知觉中缺少的正是那种标明我的手的超出这种感觉上给予的东西的剩余，因此它恰恰不是我的手。但是我如何能借助这种相似推论说这是另一个人的手呢？就是说，像下面这样说有什么意义呢，即：尽管没有经验表明，那种与我的手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也与那只手结合在一起，却仍然以下面这种形式实行一种存在论的设定：它确实是结合着的，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可知觉的方式、不可经验的方式结合的？这的确是一种基于玄想的谬说。


  我们看到了这里缺少的东西。它只是对于我是不可知觉的，只是在我的经验中是不能发现的，但是对于另一个人，就一定是能知觉的、能发现的。这只手的具有者拥有经验。那么现在，当我们正是已经将移情作用用作直接经验之合法的和适当的方法时，它恰好无须类比推论就设定了该另一个人。注169


  埃德曼在《关于身体与心灵的科学假说》（科隆，杜蒙特-绍贝格，1907年）说：“我们相互使对方相信，正是每一个人在自己本身中体验到的那样的有理智的思想行为、感受行为和意愿行为的过程，在另一些人那里也在发生。这并不是被直接给予的事态，而是一种假设，尽管是一种有极大可能的假设，我们具有这种假设，因为它每时每刻都能被我们证实”〈第45页〉。注170


  那么人们为什么不说，我以记忆的方式具有意识，我昨天中午吃了饭，并不是直接被给予的事实，而是一种假设呢？


  “当我们说，这另一个人在思想等等时，我们直接知觉到的东西，并不是这些过程本身，而是感觉上可知觉的物体上的生命表现，这些过程通常是有规律地与这些生命表现结合在一起的”〈第45页〉。——后者是前者的标志。——表情的运动（脸部表情的运动，脸部的肌肉，呼吸的颤动，眼睛的活动，身体的姿势，勃然大怒的嘴，眼睛里的同情的眼泪等等）。“我们从另一个人身上看出这样的标志，不论他注意到还是没有注意到，不论他是否在寻找答案，不论这个答案是否已到他的嘴边正想说出来，不论他是说真话还是说谎，不论他是高兴，还是惊慌、愤怒，等等，不论他是激动还是无动于衷。所有这些我们都能够从他说话的声音和节律听出来”〈第45页〉。


  但是在第46页，埃德曼说：“如果我以逻辑方式，就是说，以我们试图认识他们的根据的方式，解释这些能够以感官知觉到的、将另一个人的精神活动传达给我的标志，那么我们就应该称它们（？）注171为推论程序：


  1）这些能够以感官知觉到的过程在我们这里（在我这里）注172是与精神过程……结合在一起的。


  2）这些在另一个人那里的能够以感官知觉到的过程……是与我们的能够以感官知觉到的过程……相似的。


  因此，这些能够以感官知觉到的过程……在别人那里就会是与相似的过程……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如果我本来就没有关于我和别人的经验，因此没有作这种区分的直接根据，这种推论有意义吗？


  如果我在经验中已经有众多的人，那么我就能够进行推论。如果我经验到，在某些情况下，在我的身体上与某些身体状况一起有某种心理的连续按一定秩序被给予，那么按照类比就能够期待，这一类东西在每一个人那里都会是这种情况（当然，有正常与异常的区分；但这对本质的东西并不会有任何改变）。


  那么在这里的情况如何呢？我们能够估计到：诸心理现象是以有规则的方式与我的物体结合在一起的，这另一些物体与我的物体相似，因此它们也与诸心理现象结合在一起。这种推论按照其意义应该是一种经验的推论。因此应该以经验的方式证明。因此第一个前提句必须通过经验确定下来。这种结合所说的是，与这个在这里被经验到的我的物体（这里的这个物体）一起被给予的，是属于它的在这个经验中一起被给予的诸心理的现象。因此结论句的证明要求，另一些人的物体有相同的东西，而在这里，这些心理现象恰恰并没有被一起经验。并且不仅是一次也没有被一起经验，而且根本就没有被一起经验。


  如果知觉是唯一直接的经验，那么在这里知觉就不可能起作用。如果异己的心理现象不可能作为“直接的事实被给予”，在这里该怎么办呢？但是如果它是以另一种方式被直接给予的，那就会有一种不是借助知觉的被给予性方式。


  在记忆方面，我们能够借助以下情况，即记忆是由以前的知觉产生的，仿佛就是所说的东西！但是我可以补充说，如果除去那种不是“由”作为记忆的“以前的知觉产生的”知觉，那么就没有任何给予方式，就不可能有帮助；但是如果有这样一种给予方式，那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同时有了被赋予心灵的身体之借助知觉的给予方式，而且是一种与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不同的给予方式（如果人们愿意说，〈一种〉心理学上以较早的借助知觉的给予方式为前提的给予方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推论的方式能够成就什么呢？在这里能够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推论呢？因此这种推论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注173


  附录  X  〈虽然类比推论的理论是错误的，但是利普斯的  批判和我最初的批判也是错误的〉  〈写于1916年前后〉


  我的身体是作为触觉领域的定位场被分配的。有一个感觉领域属于我注意到的我的物体表面的那个部分，而这种属于所意味的就是，例如，如果它受到触摸时，就能够预期被定位给它的诸触摸感觉。


  存在于我的手旁边的一只手，只当在这里我也有这种“如果——则”，就是说，“如果这只手受到触摸，那就一定会一起出现一种属于它的触摸感觉，那就一定能够预期这样的触摸感觉”，才能够获得我的这种作为（处于〈这种〉原初统握之方式中的）手的统握。但是对被给予我的触觉领域的一切触摸，都是通过这种触觉领域界定的，而这种触觉领域如已经说过的，已经由身体分配了，而该身体是我的身体，是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立足点上的这个的身体。


  但是将一种触摸感觉和一个触觉领域分配到这第二只手上表明一种矛盾吗？难道这种必然性就在于，在这里将我的触觉领域，这个现实的触觉感觉领域，定位给这个事物吗？或许这也是我可能做，而且暂时是没有矛盾的，但只是以混淆这只手和我的“现实的”手之中的一只手的形式而可能做的：这的确是可能想象的。比如当我的这只现实的手运动，或由于被拉、被握、被摸的触动而引起触觉感觉，这些触觉感觉表明它们的归属性是属于我的这只现实的手的，而那只异己的手被看作是未受到触动、不动的等等时，这种错觉就会显示出来。


  但是，凡不能谈论这样混淆的地方，如当我看我的这双具有其定位的真实的手时，在那里就没有能够导致矛盾的东西。这种感觉的分配并没有违反任何东西。我只有这两只手。我可以想象，我有三只手，因此我被赋予了对我的触觉领域的预期。我不是还可以想象，这里有第三只手，但它的触觉领域是我的自我-转向无法进入的吗？我不是能想象以下情况吗，即这种不可进入性突然间被消除了，或者反过来，我的一只手突然以下面这种方式坏死了，即它虽然有其感性，但是我再也没有进入其中的通道，以致它不再是“我的”手了，同样再也不能被我运动了，等等？


  然而在这里产生了一种区分，即作为“我的”已知的手的触觉领域的承载者（即作为一个通过转向，或通过在体验行为中的揭示，我能够进入的“我的”手的触觉领域的承载者）的“我的手”，作为由于一组被归于它的可能的运动感觉（由于一个运动领域）我能够自由运动的我的肢体的“我的手”这种统握，和作为一个未知的，只是暂时我无法进入的领域之承载者的“我的手”这种统握之间的区分。这只手只能是手，如果它是自由运动的，如果它是有疼痛的感觉的，如果它是有感觉的，而且在这里，这些东西都反向指向这种“我感觉”，“我运动”，等等，因此如果我原则上不可能实行证明，那么在涉及这个自我时就会发生矛盾。


  如果这只手在它突然被某个物体触动时产生一种与在我的手受触动时我所有的感觉，与作为我的体验的我所有的感觉相似的感觉，那么这只手就真的可能证明自身是手，当然是在我的双手和我的其余的身体的触觉领域之外：因此是对我的感觉领域的一种突然的、尚未被认识的预期。这并不是不可能想象的，它和对我的双眼的视觉领域的突然的预期，或者未被听到的音质的出现，甚至音域的出现，或同样嗅觉域的出现，甚至完全新的感觉的出现（相似地使有可能）并不是不可能想象的一样。下面的情况同样是可以想象的，即如果这只新的手受到刺激，它就会同时随身猛然地向后一缩，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而言，一组全新的运动感觉就会动起来。简短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为我生成一只新的手，我的身体就会得到扩展。因此，我的自我感觉领域和自我运动领域也会得到扩展，这会为这个新的肢体提供一个显示的领域。那么并不属于我的自我领域的那个身体性的情况如何呢？


  还应该考虑以下这些东西。我能够“通观”我的触觉领域，这就是说，我能够探究我的身体的表面，可以说，是一步一步地，一部分一部分地以精神方式摸我的触觉领域；但是很可能我的触觉领域的诸部分完全是昏暗的，没有突出出来，并且没有被分配给我的身体的诸部分。注174当统觉作为我的身体的一个肢体所要求的东西得到满足时，身体的一个部分就作为这样的东西显示出来了：当身体被触摸，并且这个触摸物在身体上掠过时，我就一定会有一系列感觉，并且如果这种触摸的顺序是相同的，我就一定总会有相同系列的感觉，如果触摸的顺序是相反的，感觉系列就是相反的，等等。或者，如果我这样地将暂时被不确定地统觉的定位确定下来，那么处于确定性之中的我的手就会被认识为我的手。——但是“第三只手”对于我而言是一种空洞的无根据的可能性。


  因此即使我没有将这只手的类似物统握为我的手（这包含对于“在适当情况下我会感觉到触觉事实等等”的诸可能的预期，但是这些预期现在完全没有根据），它仍能够被统握为手，根本不是作为我的手的类似物，而恰恰是作为一只手，但不是我的手。可怎么会是这样呢？这只手不是大理石的手，不是画出来的手，它是有血有肉的，因此它“要求”它的感觉论层次。我有我的手上的感觉论层次，并且对异己的手这种类似物也“有同感”，而且对所有通常属于可能的感性东西的东西都“有同感”。例如，那只手放在桌子上（而我的手没有放在桌子上），我能够体会它受到的压力等等，我并没有将我的手的感觉论层次附加到那只异己的手上。那么在这里我究竟想象到什么呢？这种“有同感的行为”是什么意思呢？当我向那边看上去时，我感觉到作为我的手的我的手，并且的确看到了作为手的异己的手（而且也许是直观地清晰地看到的？）。直观地清晰地看到的？我拥有一种准当前化的变样吗？的确拥有，尽管它在某种意义上被现实的感觉遮蔽了（正如当我想象一种不在场的视觉上的东西时，与此同时我还处于那种感觉行为之中一样）。就是说，我并不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想象一个“类似物”，仿佛我与此同时还想象“某种与我的手相似的东西”，而是我正是实行对手的知觉，对手的统觉，但是在这样做时，以准当前化方式连带设定了注175这个感觉的层次和这个特殊身体层次本身。但是一个以统觉方式进行的设定（一种知觉）之一切注176准当前化的因素，一定是可证明的或可反驳的；一方面，这个事物一定会具有一只物体式的手之一切“本质的”特征，另一方面，身体的这个肢体作为这样的东西一定能够在特定躯体学的方面被确证或反驳。因此这只手在“刺痛”之后也许会缩回来，它在“进行触摸”时，会在另外一些对象上面掠过去，等等。


  就是说，由此这个自我被双重化了，更确切说，在这里存在着我无法进入的、而且也不是我的领域的、第二个感觉领域，和第二个自由领域，与此同时，还有具有其意识-自我的第二个意识。因此类比推论的理论的确是错误的。但是利普斯的批判和我的最初的批判也是错误的。


  这种考察注177必须以清晰而确切的新阐述像下面这样进行：1）在与我的身体或我的身体的一个肢体相似的一个物体那里，是什么东西排除它被统握为、被统觉为我的身体或我的身体的一个肢体呢？2）由于那里的那个身体物体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而将其统握为身体的那个统觉能够是一种与我对自身的统觉相似的统觉吗？它肯定不是这样的东西，如果它肯定是这样的东西，它肯定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如果它不可能以这种形式是“我的身体”，如果也许根本就不是在我已经具有的身体之外的第二个身体，那么它肯定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3）对于建立统觉来说，对象的相似性并不是决定性的东西，相反，那种奠定基础的统觉的相似性，零显现的相似性，才是决定性的东西。


  文稿3  〈移情作用。文稿出于1909年（副本和修改中有些部分来自较晚时间）〉


  〈a）两种基本的知觉：对物体的  知觉和对身体的知觉〉


  我们有两种统觉，因此有两种基本的知觉，它们都是进行连带把握的知觉：


  1）在其中物质的事物、空间物体达到给予性的那些知觉，那些进行连带把握的统握。


  2）对本身同时是物体的身体的知觉，同时是对个人的知觉；在这件事情上，现在暂不讨论在这里我们是否应该再一次区分两种不同的、只不过彼此紧密结合着的知觉，即对身体的知觉和对“精神”、心灵的知觉。


  在这种情况下，本质上属于关于身体的知觉的有两种类型：关于自己身体的知觉和关于异己身体的知觉。


  如果我们称它们为两种知觉类型，那的确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它们本质上是相互紧密关联的，二者都是关于身体的知觉。知觉者知觉到“他的”身体，从原则上说，他只能将一个身体知觉为他的身体，他不可能以知觉他的身体那样的特殊的方式知觉另一个身体。但是对异己身体的知觉在现象学上确实是关于身体的知觉，并且这种分析必须考虑到这种知觉。


  〈b）对诸外在事物的综合和对身体方面的统一的综合〉


  1）事物，在这种综合中全面地显示出来，它属于本真的知觉，在这个方面我的身体也是事物。


  2）使我的身体成为身体，成为我的自我之物理实体的东西。这个在这里被称作“身体”的物体，“具有”运动的感觉、关节的感觉、全身的感觉等等，同样还有痛苦的感觉和喜悦的感觉。身体是进行感觉的身体。但是我们不说，身体有喜悦，身体进行判断、进行意愿等等，不像我们说，它进行感觉。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说，“赋予”这个身体“以灵魂”的自我进行感觉，它感觉到喜悦或不快，同样，它也进行判断、进行意愿，它是专心致志的。


  自我注178，抽去物体的自我，并不像一个物体，不像一个物理的事物那样是一种统一，并不是由诸知觉构成的综合的统一。


  具有身体的完整的自我：一切事物都处于这个自我的对面，一切事物都具有相对于这个作为自我的身体的身体而言的确定的位置。而且，如果我的身体处于与这些事物相对的某某空间位置上，如果与此同时我身体上的器官（感觉器官）不仅处于适当的位置，而且也处于适当的（正常的）状态，那么我（我，这个“思想者”，这个精神）就能够具有事物之某些显现，这个事物在我面前就处于某种距离上，在这种情况下，它看上去就是如此这般的，它向我显示出某个侧面。这些物理的事物借以达到对自我的给予性的那些显现本身，作为自我的某种所有物，被归于自我。在这里:注179在我面前，在身体的前面，上面，下面等等；在现在。


  与此同时，“主观的”体验、全身的感觉、痛苦等等在身体中定位，然而却并不归于作为物理事物的这个身体。


  一定要注意：相关联地属于一个外在事物本身之综合的，是一种“主观的”身体-精神的“诸状态”之相互关联：眼睛的运动，触觉感觉，进行触摸的器官之位置与运动。


  属于这种身体方面的统一本身之综合的——对这个状态的感觉通过定位而被归于这种综合——，还有通常作为状态发挥功能的诸感觉之综合：例如：我看见我的手在运动，同时我感觉到这只手的运动感觉。这些运动感觉属于这只手。此外：由于运动产生的皮肤紧张等等归于在触摸行为中和这个皮肤位置一起产生的触觉感觉。比如，我用肘触摸，同时在运动等等。这种身体的综合本身在自身中包含着通常的事物综合，但是此外还包含更多东西。此外还有被不确定地归入这里的若干组感觉。首先是诸内在的器官感觉被一起归入这里，与诸内在器官的和相应的诸外在皮肤部分的触觉感觉和运动感觉联结起来。并且是与它们相联系的愉快与不愉快，在被割伤的部位上的疼痛：疼痛的感觉当然是被定位了的，并且这种不适又显现为是属于它的。渴望，燃烧的希望，都是借助与某些感觉组的结合“内在地”定位的。内心的悲痛。意志和紧张的感觉。注意也同样是如此。因此这是由身体与情感、意志、意愿、注意构成的统一。


  另外，存在着某种使显现与事物对立起来，将显现作为同样也是“主观的”加以把握的东西。事实上，显现在身体中并没有这样的直接以结合的方式连接起来的定位。“在”显现“当中”存在着的无非就是事物。当人们体验到显现时，就正是向事物看过去。人们注意到该事物，注意到它的诸特性、诸部分。显现并不是与存在分离开的，虽然像下面这样说当然是错误的，即显现本身被看作是显现着的事物。注180


  自我处于与事物世界的持续联系之中：自我看事物和听事物，如果受到事物的阻挠，就将这些事物从该位置移开，在空间中向事物移动，对事物喜欢或不喜欢等等。因此这个自我始终是以身体方式建立起来的、以某种方式随身带有身体的、一起包含着身体的自我。与此同时，随身包含着经验方面的关联，并因此包含着经验方面的统一。看见一份美味，就会“引起”食欲、激起愿望等等。这个“纯粹精神的”自我本身并没有单独的综合，我的意思是，它并不作为一种与身体分离的开的、自身统一的、自成一体地被构成的客观性而在此存在。


  另一些自我和自己的自我（就是这个自我），我的身体——另一些身体。如果我的手臂运动，我就会有运动的感觉。如果是另外一个物理的事物运动，我就没有运动的感觉。但是如果是这条树枝运动，那么运动的感觉就能够“以联想方式”被结合到那里，并一起统一起来。如果我看见另外一些人的身体，就更是如此，运动的感觉就会更充分地结合到那里。这里没有推论，干脆就是通过移情作用的“补充”。


  这个单纯的物理的事物是一种由处于与知觉现实性之关联中的诸可经验性、诸知觉可能性构成的系统，就是说，假设α被经验到了，在这种情况下β也属于这里……，假设α总是转变为α’,那么β也总是转变为β’,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某某东西就一定会发生。所有这些并不是作为空的可能性发生的，而是作为“实在的”可能性发生的，这里涉及的是与处于“有根据的相信”之中的已有的诸知觉和记忆的动因关联。这个自我身体和这个完整的自我，也同样如此。自我身体是一种物理的事物；但是此外它还有诸预期，诸其它所属的东西。就是说，属于自我身体的是一个“主观东西”之领域，在这里又是某些（有根据的）经验关联起作用。假定“在我这里”出现了关于“事物-圆形大蛋糕”的表象，那么我自然就感觉到有食欲。在某种情况下，我就是而且正是这样渴望的，这样感受的，这样判断的，这样愿望的。但是在这里应该说……


  〈c）移情作用作为进行准当前化的附带把握和“解释”。身体作为双层的统一。移情作用和记忆〉


  在“移情作用”中，我们必须构成一种新的统握的形式。


  我看见一只异己的手。正如同统握我的手一样，我是以“外知觉”统握它的：就是说，是就其物质的事物性（物体性）统握它的。它是一个与我的手相同种类的事物。


  我“感觉到”我的手，它是一个感觉领域之载体，它属于主观运动的一个领域：我运动它，它是可移动的，而且是以“我运动”这种形式可移动的。我“能够”移动它。并且它是外在作用的器官。我能够用它实行一种拍打的动作，等等，我能够用这只手移开某种东西，握住某种东西，提起某种东西等等。我的手是我的身体之一部分，所以身体是诸感觉领域之载体，是主观的运动之载体，是产生作用的器官，也是知觉的器官。


  这只异己的手不仅会被统握为一个物质的事物，它也“被统握为手”。但是它并不因此就是现实被给予的感觉领域之载体，并不就是一种“我运动”的基底，我并不借助它产生作用，我并不借助它拍打、移动、挤压等等。它并不是我的身体的一个肢体，就是说，它并不是这里的这个物体的一个肢体，这里的这个物体作为诸器官之系统，并以确定方式与被给予的心理东西（与原被给予的心理东西）不可分割，是在与原初被给予的感觉领域结合中统一地被给予。


  人们也许会说：那个异己的身体不是一个被知觉到的身体吗？那个异己的心理东西在这里也“一起被知觉到”，那个异己的心理东西是异己的身体这个由知觉方式被给予的物理东西所“连带要求”的，物理的身体可以说仅仅是异己的人这个整体之一个方面。这个异己的心理东西是以与不可见的物理东西一起被统握并因此一起被设定类似的方式一起被统握、一起被设定的（=被附带把握的）。在这里与在其它一起统觉的情况中完全一样。钟表即使远在我听不到它响声的地方，也仍在“嘀嗒作响”。


  但是，在这些情况下，经验的进展能够使知觉上没有显现的东西达到原初的知觉上的显现；属于事物知觉之本质的是，它是“不完善的”，它使事物达到单纯的“显现”，眼前的这种显现能够被归入到综合统一的显现系列之中，在这个显现系列中，不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了，因此获得了知觉上的给予性。作必要的修改（mutatis mutandis），这不仅适用于在第一性意义上显现着的事物性质（事物性幻象的诸要素），而且也适用于诸物理学的特性。属于事物知觉之本质的，是过渡到诸给予性之多样性，在这些多样性中，每一个部分，每一个侧面，每一种性质，每一种物理的规定，都原初地显示出来，或能够原初地显示出来。


  对于异己的身体之特殊身体特性而言，对于属于异己身体的，并被一起统握的感觉论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而言，情况就不同了。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不可能达到原初给予性，而且根本不可能达到原初给予性。我不可能亲自拥有被一起统握的异己的感觉领域，运动感觉和可移动性，知觉领域。当手被触摸时，那种属于手的极好的触摸感觉，也不可能以原初方式被给予。当一个东西碰到了这只手，那么该另一个人就会被碰到，但是“我并没有被碰到”，如此等等。对于另一个人运动他的手的这种统握，绝不能像在我的手这里那样以“我运动这只手”这种形式出现。这种“我运动”始终是原初的“我运动”。它只能以再生产的方式以下面这种形式被设定：我曾运动这只手，我将运动手；或者稍加改变：我想象、我运动这只手。如果我说“我”，那么这个我就是这个自我，这个当前的它的原本，这个原本并不是当前的记忆。这个异己的移动，这个异己的触摸和被触摸（这个异己的“我触摸”，“我被触摸”）只能被我，这个设定自己本身的，绝对地给予自己本身的自我，以准当前化的形式设定和被设定。它只能按照准当前化方式显现并因此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知觉中被知觉。


  也许能够想象：我看见一只手，一只脚等等，并将它统握为是“我的”，就是说，我将我的现实的触觉领域之一个附属的部分和我的诸主观事实本身当中现实的储存之一个附属的部分分配给它们。但是如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到了这种配备了诸感觉的事实和与现实的身体之统一的关联是不恰当的，那是错误的。比如我实行一种“我运动”，这属于这些相关的事实，但是这只显现着的手并不是在我的视觉领域中运动等等。那么这样的矛盾属于关于一只异己的手的每一种“知觉”吗？注181


  在观察中，在对我的手之任何一个知觉中，我知觉到这个手-物体，而且我还知觉到更多的东西：在这只手上定位的触觉领域，属于这只手的复合的位置感觉等等。并且在这里将手-物体增补到作为身体器官的手上面的东西，正是一种显现着的东西，而不是一种纯粹用加法外加上的东西，而我知觉着这个整体。


  超出这些我另外想象的东西，就没有被知觉到。但是现在这个整体是一种统觉上的统一（经验之统一），如同在单纯的物体那里一样，这种统一使我们注意到“诸可能性”，例如注意到下面这些可能性，这只手在这里或那里被触摸到，“它”在这种触摸之“连续中”体验到这些或那些触摸的感觉；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可能性，即这只手被运动，在被指向这里或被指向那里的运动（“我的运动”）之连续中，这只手在这张桌子上如此这般地移动，它体验到某种连续的触摸感觉的复合和位置感觉的复合等等。所有这一类的东西作为由诸知觉可能性构成的“一组”，属于关于这只手的知觉统握，而每一个现实的知觉都实现这一组的一个部分，并具有由诸可能性构成的相应的地平线。


  “身体”是由以下情况与物体区分开的，即它是双层的统一。物体是“空间事物”这种附带把握式的类型之统觉上的统一；空间-时间上的统一被构成，物质性事物之实体的-因果的统一被构成。这种统一显现出来，并且这种外观具有其由诸可能外观构成的地平线。这只手，身体的这个肢体，（如同整个身体一样）是一种在这当中建立起来的注182统一，又是一种新类型的附带把握式的统一，具有一种新的可靠的外观和由诸统觉上的可能性构成的新地平线。


  先验地（a priori）属于每一种附带把握的，是由诸矛盾、由诸失望等等，由诸相近的规定和不同的规定构成的诸可能性；例如，这个物体什么也不是，它和被假定的不一样，等等。


  在多大程度上，在我的手上也有这一类东西？当然关于它的物体性，我不可能弄错。那么关于它的身体性也不会弄错吗？当然会弄错。我可能将有右手错当成左手，将右脚错当成左脚（我已经遇到过这一类的例子）。


  下面的情况也是可能的，即我将这里的一个事物认作身体的一个肢体，认作我的一只手，然而它是一个异己的物体，一个纯粹的物体，或者一个异己的身体（这一类的混淆的确是可能的，正如我会混淆左脚和右脚，还有我会混淆我的脚和另一个人的脚等等）。虽然我总是有我的被充实的感觉领域，但是我却使它处于与一种知觉上被给予的物体之“错误的”关联之中。仿佛我分配给这个物体一块触觉领域，而这样的触觉领域根本就不属于这个物体。在这种情况下，与对这只手的统握相联系的一切“可能性”就都消失了。


  那么我现在如何统握这只异己的手呢？


  稍微通俗点说：由进行知觉的主观感觉到的这些现实的触觉领域被分配在我的身体上，分配到这一个唯一的按照其双重构成被知觉到的身体上。这个底层，这个被知觉到的物体性，“要求”一个上层，并且这种双重的统一在我的手的每一次新的触摸中，每一次自由运动等等中，都得到了证实。这种建立产生一种新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经验之统一”。


  我不可能将“我的”触觉的表面转移到这只被看见的异己的手上，因为这个触觉表面正是属于我的手。


  但是由于在物体性方面的这种相似性，这只异己的手也被“统握”为手，由此这种物体性也被置于身体性与属于身体性的一切东西的关联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统握呢？（我首先看到处于与一个完整的异己的身体物体之关联中的这只异己的手，这个物体；也许这个身体物体被遮蔽了，但是在这个物体性的世界中，它是以经验方式在这里存在的。）


  统握绝不是推论，否则一切联想最终就都会是推论了。它正是一种统握，而且是一种附带把握式的统握；这个被看见的东西，这个在这里不仅是被感觉到了，而且是被作为物体知觉到了的东西，是一种“进行赋予灵魂的解释”之载体，一种进行赋予灵魂的统握之载体，而这种赋予灵魂的解释，这种赋予灵魂的统握，将诸附带把握的层次带了进来，这些附带把握的层次就是关于那些我们在对自己的手的知觉中，在作为“本源的”对身体的知觉的对自己的身体的知觉中，以相似方式所拥有的东西之准当前化。与在有关感觉方面的体验之诸被附带把握式的准当前化方面的这个成分结合在一起的，有所属的“诸组”，“诸可能性”之假设式的有理据的准当前化。这些准当前化也是以不同于在“我们的”身体那里被意识的方式被意识的，它们也是有关原初被构成的诸可能性之“准当前化”。注183


  因此在这里是准当前化在起作用。注184


  在一切进行附带把握的知觉中，准当前化无疑都发挥其作用，就是说，如果我着手去弄清楚构成这种统握的诸空的意向之复合，因此在那里我转入到“诸可能的知觉”中，转入到我会拥有的诸可能的知觉显现之关联中的话，如果我实现了诸动觉的意向的话。但是在对异己的身体进行统握时，除去这些可能的准当前化（这些处于“如果——则”之中的准当前化）之外，我还有现实的准当前化，而且必然会有现实的准当前化。如果我看到一幅异己的面孔，一只异己的手等等，那么对于属于该物体性的感觉上的东西之统握，以及进一步，对于精神上的东西之统握，可能是非常模糊的，但它正是一种模糊的准当前化，而不仅是一种关于诸准当前化，关于诸视角、诸显现——这些东西当我转过头去等等时就会被给予——之假设的可能性。


  对以下情况我的确早就清楚，即一个事物的背面，它的不同的特征，其实并不是在“想象行为”中被准当前化的，而是：这种统握是某种“空的东西”，而这种空的纯粹东西是关于诸当前化之潜在性。但是这个属于这只手的感觉领域，以及因此具有一种动觉状况的诸感觉领域之完整统一，并不仅是空的统握，而是外观，尽管也是模糊的；但是在这里，这个外观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由诸潜在的外观构成的、以再生产的方式被改变了的地平线属于它的那一个外观之再生产的变样。


  被准当前化的东西设定了，并且是连带设定了被准当前化地被设定的东西之被准当前化的地平线。


  那么当前和被准当前化的东西不会发生矛盾吗？注185


  每一种统握都规定了证实的诸可能性与不能证实的诸可能性，一致的诸可能性与矛盾的诸可能性。在关于物体的位置内部一定能够通过知觉以已知的方式证明被准当前化的东西。这里存在着许多类型。但是我们能够一般地说：一切被准当前化的物体式的当前（罗恩斯）注186都可能是现实的当前：我本来能够知觉到这些事物。一个物体之我没有看到的部分，对于我来说，原则上是可知觉的，因此将会达至可能的充实，这是一种原则上的可能性，不是“事实上”的可能性。钦博腊索山的山峰有一种景色，它对于我在实践上是不能达到的，但是在原则上，这种景色对于我，是诸可能的知觉之全部。在物体的存在之领域中，特别是物质的存在之领域中，每一种生成，每一种未来，同样也都是一种原则上将来可能知觉的领域。每一种已经记不起来的物体方面的过去，本来都能够是下面这样的：那时我本来能够在场，本来能够看见它等等（这个过去的东西=早先本来能够知觉到的东西）。由此可见，这属于对物体之统握的本质，或更确切地说，这属于物体性存在之现在、过去、将来的本质。


  关于身体性的存在的情况，关于异己的人格性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意识上，它们是在“移情作用”中，在相互理解的行为中，被构成的。在这些行为中，特殊的身体东西和精神东西是通过准当前化被意识到的。这种被准当前化的异己的感觉领域对于我来说，原则上是不可能知觉的，它并不是我的当前的、过去的或将来的感觉领域，并不是我的体验。异己的行为生活也同样如此。它过去不曾是可知觉的，将来也绝不会是可知觉的。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观察这种进行准当前化的表象。这是一些进行设定的准当前化。它们对记忆和预期处于什么关系中呢？对最广泛意义上的记忆处于什么关系中呢？对关于当前的东西，但恰好不是被知觉的东西之准当前化处于什么关系中呢？


  在最广义上的每一种记忆都提供关于自己的体验之一种准当前化。如果我记起一种外在的过程，那么这种记忆就是关于一种“早先的知觉”之再生产的变样。该记忆就是一种知觉显现之准当前化，等等。这种变样彻底地进行着。因此，这些感觉事实（这些要素事实）就以再生产的变样之方式被意识到，它们都是被准当前化了的，这些统握，这种自我转向，这种把握行为，这种阐明行为，关联行为等等也是如此。


  但是，这种准当前化是一种现在现实的行为，如果它被实行，那么这个现实的自我就转向这种被回忆起的自我。因此我们拥有这个现实现在的自我和在现在中被准当前化了的过去的现在之自我，这个在过去（如我们假定的）有所行动的自我；而这一个自我和另一个自我是同一个自我。如果这种过去的东西是一个过去的背景（一个被记起的背景，该被记起的东西之背景，该“早先的”朝向的背景），那么这个背景就正好属于这个和现在的现实的自我是同一个自我的过去的自我；在回忆中，一种反思是可能的：它表明被反思的东西是属于这个过去的自我的，是一种可能的过去的朝向之可能的客体。


  因此在这里我总是在场，这个现在的自我与被准当前化的自我是“同一个”自我：这就是说，在这里有一种现象学上的符合统一，我可以确信在反思中的这种同一性。如果我履行了这些回忆的意向，我就能够遍历这个记忆系列，并在这里发现我是连续同一的自我，这个自我持续着，连续地从过去延续到这个生动的、流动的现在。我拥有一个过去的流，拥有一个具有超出这个现实现在的未来地平线的体验流。这个流是一种现象学上的时间流（现象学上的时间之形式），并且该体验流的主观被归入到这个时间之中。在涉及到有关的现在，原初的现在，或以记忆方式被改变了的现在之一切体验方面，都有自我之一个阶段——作为正在实行的，或正在实行转向的、行动的自我之一个阶段，或作为可能实行转向的自我之一个阶段——属于每一个现在。因为作为该自我之领域，一个现象学的持存之领域，在其中这个自我完全是现前的。


  〈后来（1914年或1915年）的增补：通过将异己的身体转运到显现方面的定位零点，用实例说明方式澄清对异己者的知觉〉


  我如何能够为我获得对异己的身体，和该身体之异己的主观，该异己的人格性之被澄清了的直观呢？我如何能为我形成一种“直接的知觉”，在其中另一个人如任何一个物体性事物一样“实实在在地”、十分清楚地为我“在此存在”呢？如果我们这样问，那么这个问题尽管涉及到一种“知觉”，仍具有一种好的意义，正如这样一个问题在有关物体的知觉那里也有一种好的意义一样。因为在我意识到外部物体“直接地实实在在地给予”我的那种方式中，存在着以下情况，即被“真正”知觉到的东西与被模糊地附带把握的东西是交织在一起的。为了使我充分明了这种被看到的事物在知觉的“意义”上是什么，并且就这种意义是不确定的而言，它可能是什么，我必须以准当前化的方式实行直观，在这里就是：进入到“诸可能的知觉”之系列中。


  在对“异己的身体”之统觉中，我们所涉及的是一种可靠的统觉，在这种统觉中，同样也以昏暗地呈现的方式出现了被“以附带把握的方式”连带把握的诸事实：超出关于物体的知觉，我们还拥有了被“模糊地”一起附带把握的“身体的东西-心理东西”之层次。


  在对自己身体的知觉中，虽然我们拥有一种相似的构造，但是在这里，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没有任何附带把握，没有任何非本真的连带知觉行为，而是在双层的知觉之统一中，我们知觉到了自己的物体的和自己的心理的东西，作为感性和运动性之统一的自己的感觉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属于自己的身体，并与它不可分割。为了获得更充分的清晰性，为了解释知觉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必须通过准当前化进入到“诸可能的知觉”之中，进入到诸动因关联之中，进入到“如果——则”的诸关系之中，在这些东西中，诸感性，主观运动之诸能力等等，正是通过准当前化以直观的方式被解释的。注187


  但是，如果在对异己身体的知觉中我们注意，我们是如何为我们获得该知觉的清晰性，我们必须如何获得该知觉的清晰性：那么这种特殊身体的阶段和心灵的阶段之被附带把握的东西在这里就一定会首先被变成完全是直观的，而这只有借助准当前化才是可能的。而为此必须考虑到异己的物体之显现方式被以直观方式向在那里这种显现方式会处于定位零点的那种显现方式的转运。对感性的东西，并且一般而言，对身体性的东西之直接被附带把握的直观，仅仅直接依赖于这种零显现方式，或者等值地说，原则上只有以这种方式，物体-身体方面的统一才能够在知觉上被给予。进行准当前化的直观虽然是一种可能的知觉，但是在这里可能的知觉所意味的并不是，该异己的物体之向零位置转运，或更确切地说，该物体之原初被给予的外部显现（我在我的体验流之统一中在知觉上所拥有的物体之外部显现）之向该物体之零显现转运“实际上”是可能的，因为在同一的现在中，在我的意识流中，只有一个零显现可能作为知觉上的零显现。我的身体是在零显现中在知觉上被给予的，并且这种知觉上的零点是被占据了的。而那个异己的身体在那里，它的零显现因为是以再生产的方式呈现的，应该是一个与我的身体的零显现不同的零显现，正如该异己的物体是一个与我的物体不同的物体一样。在我的身体的显现中被占据的位置，是一个与那个身体的位置不同的位置。更仔细观察，那个异己的身体是通过一种被准当前化的零显现呈现出来的，正如当我使我处于那个那里时我一定会为我的身体拥有那种零显现一样。等等。注188


  附录XI  〈由于现象方面的加上去的符合一致，自己的身体与异己的身体在直观方面的相似性。附带把握与原初的知觉。我的身体在对异己的身体之知觉中所起的作用〉〈1914年或1915年〉


  当我“在外部”看见一个与我的身体相似的物体，或以任何其它方式知觉到一个与我的身体相似的物体时，会怎样呢？这种相似性如何达到清晰的直观呢？


  这种相似性是通过以下方式达到清晰意识的，即或者我使我的身体物体达到与那里的那个物体符合一致，而这在现象方面是以这样一种想象为前提的，即我的身体物体将它的显现方式改变为那一个“外在的”物体的显现方式；与此同时与在那里存在着的并且现在如此这般显现着的物体在显现方式方面大致符合一致（通过在现象上向那里移动的方法）；或者反过来，存在于那里的那个物体移动到这里，它的显现方式相应地发生变化，并且由于转变为我的物体之显现方式，以与我的物体符合一致的方式而加到我的物体上。这个在那里的相似的物体式的客体现在就以相似方式被统觉。


  我的身体是在本源的统觉中构成的，它在知觉方面具有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都是可感知的。一组感觉事实，或说一个感觉层次，凡是在不是被原初给予的地方，它就是借助相应的准当前化被附带把握的，就变成一种连带当前化。因此例如诸感觉事实就是作为该身体之感觉层次被统握和被附带把握的。因此那个也许并没有被真正知觉的身体就变成一个“被知觉到的”身体。（如由上面的论述清楚表明的，我本来就并不总是在各个方面都“真正”知觉到我的身体。注189）


  如果我有一种由于它与我的原初给予的身体相似而允许身体统觉的“外部的”显现，那么在这里就同样会有“身体”这个层次在一种具有连带知觉这种特征的准当前化中补充到该物体的显现上。我能够以这种方式通过对我关于我的身体所有的知觉方式之改变同时一起将许多物体“知觉”为身体。


  于是情况就是：我在完全是与我的身体物体之关联中拥有这个原初被给予的感觉领域。我在与其它身体物体之关联中拥有被准当前化了的感觉领域。这种准当前化是一种设定，一种记忆的类似物，但并不是记忆：因为这种准当前化并不是时间上的向后推移，它是将这种被以类比方式准当前化的东西设定为现在存在着的。并且这种准当前化同样具有一切与这些感觉领域相互关联的东西，具有一切心理的东西，具有身体之诸肢体的主动运动等等。对于我来说，这种准当前化并不是可原初在感知上充实的。


  这种以附带把握方式和类比方式准当前化的感性的东西、心理的东西、人格的东西，就是异己的东西，就是异己的身体的东西，异己的感觉的东西、心灵的东西、精神的东西。


  它是精神的，但不是“我的精神的”。我的东西只是原初被知觉的东西和原初被记忆的东西，我的体验就是每一个原初被给予的思想活动（cogitatio），我的过去的体验或将来的体验也是如此，是我的被记起的体验或可记起的体验等等。它是一种意识流，它是一种素材流（感觉领域）。一切种类的意识都被准当前化了，但是并没有被归入我的记忆领域。然而这需要更详细的阐明。


  一切都是与对身体的原初知觉联系在一起的，对心灵的原初知觉和对自我-人的原初知觉与对身体的原初知觉是一致的，自我处于自然之中，并与作为它的作用领域的自然相联系。现象学的还原由此产生一个“绝对意识”之流。我，这个纯粹的自我，在实践方面处于与我的身体之关联中，并由此处于与原初给予我的、由我的现实的诸显现构成的自然之关联中。每一个体验都顺从这种关联，对当前的自然之每一个当前的体验，对过去的、部分地是由知觉给予我的曾经存在过的自然之每一个被记起的体验等等，都顺从这种关联。在这里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准确的描述。


  现在让我们考察关于一个异己的身体之知觉的显现。在这里，这个异己的身体物体被知觉到了，如任何一个物体一样，它是通过显现被知觉到的，这些显现属于“我”，原初地被给予我，而且感觉领域和知觉领域都得到了规整，这些领域属于我的身体，只与我的身体发生原初的关联。但是异己的身体是被作为身体统握的，原因在于，它的主观性之诸领域被归于它，与我的主观性之诸领域被归于我的身体完全类似。主观性的这些领域是被连带设定的，是以经验方式被连带统握的，但它并没有给予我，并没有给予这个异己身体的知觉者。它不像在我的身体的情况下，是通过我的物体之给予性同时被给予，并被有根据地设定的，而只是被有根据地设定，并未被给予；它是以再生产的方式呈现的，而不是以知觉方式呈现的。


  同时应该指出：一切属于我，属于这个绝对被给予的自我的绝对被给予的意识，和一切属于我的记忆的意识和预期的意识（一切曾绝对给予我的意识和将绝对给予我的意识），都与这个卓越的事物，这个被给予我并在我的诸显现中被我设定的事物，这个我将之称作“我的身体”的事物，有一种经验联系。


  由这种经验联系而被标明特征的我的身体，由于已经注190被构成为原身体，其它的事物就能够被统握为身体，心理的东西对于它们都是“一致的”，就是说，发生相同的经验统握，这种统握是我在与我的身体的关联中实行的，只不过这种心理的东西，在这里由身体L1所要求的，而且是在个别的规定性中所要求的心理东西，是一种与被给予我或（在记忆中）曾给予我的心理东西不同的心理东西。这是以再生产方式对一起联系着的心理的东西的设定，但不是对这样一些心理的东西的设定，这些心理的东西在它们的主观方面要求与我的自我之现在视为同一，它们具有与现在是我的身体的我的同一的身体的关联。


  那么这个身体，我的身体，在使“异己的身体”这种统握成为可能方面起什么作用呢？


  对于我（作为无身体的我）来说，一个世界可能已被构成了。我的双眼运动，我的头运动等等，可能只是作为动觉上的多样性而存在的，并没有眼睛和头等等存在。最初我甚至没有看见它们，也有可能它们并不是以触觉方式被构成的，等等。因此即使我没有手等等，我也能够触摸诸对象。正如即使我没有看见那些事物，我的眼睛也能从这些事物上掠过，因此即使我没有看见那些事物，没有触摸那些事物，我的手也能从那些事物上掠过，并触摸它们。这只手在显现方面并不是以某种方式构成的。因此一个世界会这样现出来，会这样在这里存在，会这样按照其个别性被证实或反驳等等。


  现在我也能为我虚构一个世界，并虚构一种心理东西：我必然具有我的体验流；但是在这个体验流当中，我也会有对具有附属的自我的别人的体验流之诸起功能作用的体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能够为关于该自我及该自我之体验的这种再生产方式的设定提供根据呢？


  一切具有记忆这种性质的再生产的设定，都是有根据的：当我们沿着时间的顺序进行到这个绝对的而且是绝对地设定自己本身的自我、这个进行回忆的自我之现实的现在时，一个这样的再生产的设定就回溯到一种由诸可能的新的记忆构成的连续的关联。因此，在现在中，在该现在之这种知觉上的给予性中，这个记忆所表象、所设定的过去的存在，就会具有其根据。记忆的设定在作为最本源的设定的当前的设定中，就会具有其根据。对于向前回忆，也是如此。


  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再生产的设定如何会是可能的呢？以再生产方式对一个物体的当前的设定，不论这个物体是我为我准当前化的事物的背面之当前，还是一个在知觉上并非当前的事物之当前，都指向一个可能的经验关联，指向诸组可能的知觉，它们由于下面这种形式的当下现实的知觉而是有根据的，即如果我实行某些动觉方面的改变（走到那里去等等），我就会拥有一种由这种现实的知觉开始的新的知觉过程，在这些新的知觉中，被准当前化的东西就会获得对于我而言的自身给予性。或者还与此有本质关联：我无须“移动”，经验就会这样进行，使得它在我的知觉中显示出背面等等。


  但是，如果涉及的是“心理东西”，在最广泛意义上，涉及的是“主观的东西”，涉及的是诸体验，诸行为，诸行为的相关项，诸感觉领域等等，情况会怎样呢？进行设定的准当前化一定会以本质方式在经验中固定下来，在现实的知觉中固定下来，就是说，在进行准当前化的体验之主观之现实的现在之给予性中固定下来。


  我们不能以最原理性的普遍性进行这种研究吗？因此不能问下面这个问题吗：什么东西能够从原理上为经验的这种现实性提供根据呢？我们不能先验地（a priori）考虑下面这个问题吗：一般来说，什么样的理由形式被当作前提呢？因此不能再一次考虑下面这些问题吗：被给予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了记忆这种类型。


  具有其固有动因的现象学的时间性被认为是属于我的，属于这个现象学的绝对自我的那个意识流（体验流）之本质。


  记忆是按照它自己的方式被充实的，并且这种充实在具有其诸现实的地平线的现实的当前中结束。


  被紧密结合在具有事物知觉之类型的附带把握式的知觉中的准当前化，是在新的知觉中实现的，更确切说，部分地是在事实上随身带有进一步的知觉进程的那些知觉中实现的，部分是以那些由自由的动觉进程促动而正在出现的诸知觉之形式实现的，这些知觉全都是我的知觉，或曾是我的知觉。那些在外知觉中被构成的对象和过程，构成一种客观的空间-时间。这些有根据的可能性属于过去之每一个点，并且客观地构成过去之每一个点。


  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异己的身体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以自己的身体之构成为前提。


  由诸知觉之可能性构成的统一对于我而言是在对事物物体的知觉之形式中构成的。而对于我而言这样被构成的未被知觉的东西，正是知觉上可能的东西（对于我而言始终是知觉上可能的东西）。更确切说，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未被知觉的现在，这个现在对于我而言本来是能够被知觉到的，如果某些情况在过去实现了的话；如果将来这些情况自动地或者由于我的自由的动觉运动而被产生出来的话，它将会被我知觉到，如此等等。与这种未被知觉的现在相对应的，是未被回忆起的过去，这正是那种以前曾为我存在，却未曾被知觉的东西等等。


  那么也存在一种未被知觉的当前的东西（而且对于我而言，它具有关于因此一定是进行准当前化的意识的那种东西之意识的形式）吗，但它是这样一种当前的东西，即它对于我而言原则上是不可知觉的，因此它是一种准当前化，这种准当前化虽然是有根据的，但却是这样地有根据的，即它的充实不是要求我知觉它，而是原则上排除这种知觉？


  这就提供了一种进行相互理解的统觉。


  有一种已经被构成的“物体”，就是说，一组知觉可能性，不要求对于我还是诸知觉可能性的另一个物体，或另一个物体过程，而是要求对于我而言是不能给予的，进行准当前化的感觉、感觉领域、显现等等，并因此要求带有一个自我的一个新的意识流。


  那个物体，我理解其体验的那个物体，是作为我的诸知觉可能性之统一被构成的，而这所意味的东西，并不需要特别的研究。这些被理解的体验，首先是当前的体验；它们不是我的；它们所意味的东西很容易弄清楚。不是我的感觉；我拥有的是在现在现实地被给予的感觉领域，以某种方式充实的感觉领域，并且这个感觉领域在我的由现在放射出去的时间地平线中伸展着。关于我的现在的原本的感觉领域，我有印象，但没有再生产，而这些再生产在体验上准当前化了的东西，的确也能够一般地说出与我体验到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这种“不同的东西”，这种“并非同一的东西”，由于以下情况获得了自明性，即这种被理解的感觉领域，按照普遍性具有相同的特性和形态，它是触觉领域，手的领域，等等。因此，这个异己的领域能够与我的领域相比较，正如我将我的被想起的触觉领域与我的现在被充实的当前领域进行比较一样。并且在这种符合当中，它表明是一种不同的领域。但是如果我们所具有的是完全的相似性，那会怎样呢？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一个物体能够引起一种触觉领域一起存在之方式。


  如果我们试图说：一种附带把握式的统一是一种经验的统一，是一种在其中有一种处于“如果——则”关系中的客观的统一被构成的统一，那么所涉及的就是物体之统一。在这里我们拥有在自我之动觉过程和该过程的可感知的外观之间的动因关联。


  如果这个物体的变化随身带有在与身体结合着的、首先只是“被联想起来的”感觉领域中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可能就是新的“如果——则”的变化。这就是那种刺激关系的类型。


  但是如果在这里如同在一切经验关联中一样，联想起一种决定性的作用，那就肯定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在那里物体和感觉领域是在知觉中被一起给予的。一切附带把握都必须回溯到这种被一起给予状态的诸可能情况。


  附录XII  当前的东西和被准当前化的东西——这如何可能是矛盾的？〈1914年或1915年〉


  当前和过去可能发生矛盾吗？很可能我在进行准当前化时设定某物存在，而在知觉的进展中却没有发现它。很可能我有一个关于过去的东西的记忆，但是在直到在知觉中给予我的这个现在的记忆进展却包含一种矛盾：记忆的一部分在知觉中具有其根据，而记忆的另一部分则与此矛盾。我必须放弃这些记忆：“那个过去的东西可能不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的。”在对未来进行预期的情况中也相似。我发现，在更仔细的观察的情况下，这些预期与迄今为止经验的过程不一致。但是所有“迄今为止的经验”都是知觉之过程，在这些知觉当中，有一个现在是现实的，其它的都是“记忆”，是再次被准当前化了的知觉；并且这些知觉必须是一致的：在这当中，这个现实的知觉最有力量。但是也许我坚持这个记忆，而允许这个现实的知觉有一种转换，一种“统握”之改变。我发现，在一种知觉和另一种知觉之间有矛盾，其中这一种知觉更有根据。


  显然，很可能在纯粹自我之领域中，知觉、记忆、预期的另一个，知觉与知觉，记忆与记忆，等等，在一切结合当中都是矛盾的。更确切说，是这样地矛盾的，即在内在的意识中和内在的反思之实行当中，虽然内在地被知觉的东西和内在地被知觉的东西可能不矛盾，但是内在地被记忆的东西和内在地被记起的东西以及内在地知觉的东西等等的确已经有矛盾了。现在属于这些内在行为的，还有关于物体式存在的知觉，“外在的”感知上的统握，通常的时态上的变化，外在的记忆，外在的预期，关于另一种性质的一个外在存在之进行准当前化的设定（借助于说明理由）。


  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从外部的知觉，从一种完全确定的经验，回溯到诸变样，而且是进行准当前化的变样。并且所有这些变样可能是一致的，或者也可能是彼此相互矛盾的。所有这些都属于“统握”、统觉的结构，属于这种结构的还有，所有未被知觉到的东西（并且一切统觉，还有原初进行给予的统觉，都包括那些并非进行原初给予的诸成分）都是可知觉的，在未来的诸知觉中可知觉的，在这里，这种可知觉性当然能更准确地被描述，并且也能按照它受到的经验规则的限制进行探讨。


  一个未被真正知觉的东西通过一个真正被知觉的东西来说明理由，原因在于一切关于物体的知觉都归属于它的某些知觉之本质；而且是这样地原因在于，即这个未被真正知觉的东西原则上不可能在一种内在的当前之统一中与该真正被知觉东西同时真正被知觉。但是它能够形成由诸准当前化构成的诸序列，并且与此相对应又能够形成由诸现实的知觉构成的诸序列，在这些序列中，未被真正知觉的东西（在这种内在的连续中）以能够更详细描述的方式逐渐地达到知觉。


  这种关于物体之未被真正被知觉东西——这个和它在其中一起被知觉的感觉一起被知觉的东西——并未被感知的，然而却是作为自身当前的“一起在这里”。


  移情作用：在这里相互对立的是：1）关于自己身体的知觉，在这里，特殊身体方面的东西与物体一起也都是可知觉的，并且按照都被一切体验方面的东西一起知觉到了，和2）关于异己身体的知觉，在这里，这个身体并不是同样也被知觉到的和可知觉的。


  文稿4  移情作用〈的诸阶段〉〈写于1910年前后〉


  1）对于身体的“知觉”（作为“移情作用”之最低阶段）。具有“单个的”感觉事实，动觉事实的诸感觉领域——领域事实，视觉的领域事实，触觉的领域事实——第一性的领域事实，第二性的领域事实——疼痛的事实，感觉上的感受。“自由的”、主观的运动：动觉事实之直接的主观的过程。间接的事实：视觉事实由直接地主观地进行的动觉事实“引起”，并“因此”也是主观地进行的。自由的运动和趋向。——刺激：视觉上的刺激，听觉上的刺激，对于动觉过程的刺激，并由此引起随之发生的领域事实之过程等等。注191


  2）对那些〈表现着〉对象方面的超越性的诸显现之知觉。


  3）对与此相关联的诸行为（采取态度，设定与综合等等）的〈知觉〉。


  4）心灵和经验的主观。作为进行表达的主观之状况。


  标题：连带-知觉，对另一个人之诸统握，对诸显现（处于其视角和视角多样性之“方式”中，处于其有根据的关联等等中的显现着的对象本身）的“移情作用”——对处于其定位方式中的显现着的诸对象的“移情作用”。


  关于在特殊意义上得到“表达”的异己的主观的进程、体验之领域的基础、前提。例如，一个身体必须已经在此存在，由此在它当中，在它变化着的某种卓越的身体过程中，思想、感情、决心、急切的心情、期待、注意等等，才能“表达出来”。


  被直接表现的东西；对被直接表现的东西存在于其中的动因关联之间接的连带把握。


  对一种确信，一种爱，一种愉快，一种愤怒之“直截了当的”表现（自然的表现）。


  a）一种意向在没有“告知”之意愿的情况下，非交际地（这只是一种可能表现，并不是真正的表现），“自然地”，直截了当地，不由自主地流露。


  b）通过交际流露


  α）通过语言流露


  β）非语言地流露


  如果这种表达是一种进行告知的表达，此外还是想要的表达，那么该意愿本身就是“自然地”表达出来的。不实的表达，该表达运动由这样一个意图任意引起，即这些表达作为表达是通过移情作用〈被理解的〉。


  〈1）诸感觉〉都在这只正在显现着的手上“定位”；这样的“被定位的”诸感觉（这是一种非常不合适的表达！）可能已被作为现实性和可能性归类了，因此更确切地说，能够存在一种可感觉的物体，这就是手在精神式的统握中的意义，这就是属于该手的精神东西，不是属于它的物体东西。注192


  2）单纯知觉的主观。这个人在我的对面，并且被理解为是进行看的和进行听的等等，就是说，不仅被理解为是进行感觉的，而且被理解为对诸事物进行知觉的，更详细地说，被理解为其眼前有处于熟悉的显现方式中的、“具有这个侧面的”的桌子的（一种如我以通常方式拥有它那样的显现方式，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在相同的方位中”看这张桌子的话），被理解为在触摸行为中、在触觉的显现方式中如此这般统握它的，被理解为在听这位女歌手唱歌的，这位女歌手在距离他的远处唱歌，歌曲在某种距离的统握中以某种显现方式等等给予他。诸感觉上的显现，给予这种事物东西的行为，而且是从“某个侧面”，在定位中，在色彩中，在透视变形等等中的给予这种事物东西的行为，是某种不同于感性感觉的东西。


  但是按照对人的统握之意义，所有的显现都与身体有关系。人借助耳朵听，耳朵不可以被堵塞；人借助双眼看，双眼必须是睁开的，如此等等。全部的外部自然都是通过感官“显现”的，每一个人都被统握为通过这些感官知觉外部世界的，而且是通过进行透视变形的诸显现知觉外部世界的。


  3）感性的记忆和想象（感性的准当前化，就其并非以感知方式被中介而言）具有与“记忆和想象中”的身体的关联，而因此就缺乏与现在正存在着的身体的现实的关联。然而它们获得了对处于统握之中的身体之经验方面的联系：这个人喝了过多的酒，这会以众所周知的方式影响他的想象；这个人饮了咖啡，这会使他的想象和记忆活跃起来，等等；或许借助统握：由此会唤醒某种人所共有的感觉，在胃内的内在的感觉，等等，或者这种人所共有的感觉被如此这般地改变了，由此接下来，他的心情也改变了。


  4）在确切意义上的心理东西之层次，所有那些赋予诸感觉和诸显现以更高意义上的实在的精神的关联并被称作行为、感受、采取态度之领域的东西之层次；然而我们也一定会注意到注意的方式、前景显现、背景显现等等那些属于对感觉和显现之体验方式的区分。但是所有这些属于这里的区分都与感性的区分相关联。


  精神东西之在表情运动等等中的“表达”


  这种借助对身体的统握而被作为人把握的更高意义上的精神性之较大部分，是通过“表现”被把握的。注193在走、坐、跳舞、说话等行为中，在脸部表情变化、手势等等中，确切意义上的心理东西显示出来，得到了表达，或更确切地说，得到了陈述。每一种表达都是对于一种意识而言的身体，并因此，作为对于它的意识而言的卓越的意识载体，甚至作为真正的意识载体，被归入到普遍的身体性之中。但是，有很多的意识只是被间接地把握的，而缺少一种真正的意识载体。注194例如我们以不确定的普遍方式附加给另一个人的内在生活之波动，也许是和一些被不确定地附加的意识载体一起的，如人所共有的体内感觉等等。只要这些表现在进行，在这个范围内，对特殊的心灵东西的移情作用就是一种直接的和真正的移情作用。我们“看到”，这另一个人在发怒，在忧愁等等。我们将之当作表情上的运动所看到的这种感性的复合体（只要它真正显现出来），有它的精神的意义；当然，属于这里的还有被一起附加的诸内在的感觉，它们在它们那个方面是与较高的感受活动等等（作为这些较高感受活动的基础）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这些感觉并不进行表达，它们并不是意识载体。注195


  5）最后还应该考虑另一种精神性之层次，即与习惯的特性——这些特性以他的行走、站立，他的跳舞、说话等等之方式显示出来有关的那一种层次——以及他的现实的精神性之其它的普遍的形态特性：诸如他的精神上的精力充沛或疲倦之类的东西。


  以上我们跟踪考察了客观精神注196（精神-身体）之总是分担诸精神-身体性的诸层次。当然，在诸行为那里只要它们不是表达的行为，我们就超出了这些客观精神的层次。


  一般来说，也许必须作以下的区分：1）真正的精神性的“承载者”之总体层次，它具有自己的精神性，并表达自己的精神性的身体东西之总体层次（或者是在身体上的身体东西之总体层次）。这个总体层次具有诸部分层次。2）精神性东西的直接显示之复合体〈之层次〉，或更确切地说，心灵东西的复合体之层次，这种心灵的东西并不在身体方面直接表现。


  只要这种说法有双重意义，这种东西就不与直接的移情作用和间接的移情作用重合。这种间接的东西乃是通过知觉对这个人的背面的连带把握，我通过解释将由已定位的诸感觉等等构成的一种复合指派给这个背面，而这个背面是现实的意义载体。另一种间接性则是这样一种间接性，在其中我将一种并不直接呈现出来的内在的心灵生活归于该另一个人。他“以幻想方式”向天空中望去。这种幻想的行为以某种模糊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我将他统握为这位诗人在幻想时获得了重大成功。我推测他有这样的幻想或倾向时，所凭借的是一种极其间接的根据。


  然后应该转向身体-心灵的划分，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设定身体之统一，另一方面，设定心灵东西之统一。


  心灵东西之统一：这就是诸感觉、诸显现、诸情感、诸采取态度等等之统一。这就是“意识”之统一。


  “知觉”（它在这里的意思是意识，或人的心灵，心灵东西本身）之表示特征的东西是，这种知觉是个别的东西，而精神-身体-统握，人之精神-身体-统握，则是一种总体的个别性，具有一种向这一个时间，向自然之时间的归入。属于这种统握之本质的是，这种统握存在于这同一的时间，即身体之时间中，它设定或把握这个个别的精神东西。


  附录XIII 〈移情作用的诸阶段和身体构成的诸阶段〉〈写于1913年前后〉


  我们不应该满足于谈论向身体中“实行移情作用”，因此不应该满足于说，“意识的关联”属于身体等等。应该按照阶段系统地进行区分。


  1）感觉态，诸敏感性：第一个标志身体特性的东西，最底层的东西，就是这种有“感觉”，有感觉态。身体不仅具有其诸物理的特性和诸物理的状态及其借以向我和其他人显现的诸显现方式；它是进行感觉的事物。我将“我的”身体直接地知觉为进行感觉的身体。我通过移情作用将另一个身体把握为进行感觉的身体。这种移情作用应该正确地就其本身来看待，并应该纯粹与这种感觉行为相关联。


  身体及其知觉上给予的诸肢体、诸器官等等，几乎就是真正进行感觉的，或者它们都是有感觉的；它们都有作为实在“特性”、能力的一种全新种类的敏感性。在某些情况下（在触及另一个事物的情况下，在运动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现实的感觉行为以及在有关情况下经验上附属于有关“器官”的东西。


  2）诸感觉中的一部分，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全部的敏感性，都在身体中“定位”，至少部分地甚至得到了扩展，占据了物体的表面，或物体性本身。尽管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物理的特性，也不具有物理特性的广延。它们并不构成任何物质性东西。它们具有自己的统一构成之原理。


  手指具有一种光滑的表面，正如这把刀有一种光滑一样。但是手指有一种能够感觉光滑，而且也能感觉粗糙等等的能力，在运动当中有运动感觉的能力，并且它也许有这种或那种运动感觉的能力。这种能力存在于一种与重力、弹性等等不同的新的维度中。但是我们不说，这只手指感觉到光滑，而说，我在这只手指中感觉到光滑，或说，我以这只手指感觉到光滑。在手指中我感到疼痛，在腿上我感到冷，或者说，我感到冷等等。


  与这个自我的这种关系能够被割断吗？如果这是可以想象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问：是一个物体在感觉一个物体吗？有感觉吗？那么就本身来说，我们就可以问：因此就没有一个在物体中进行感觉的自我一起在此存在吗？该物体的诸肢体是“诸器官”，是“感觉的”器官，这些感觉是有关的各种不同的敏感性之名称。这些感性感觉正是各组不同的感觉。所说的感觉器官是与这个自我有关联的器官，这个自我是通过这些器官的中介以及通过属于这些器官的感觉能力的中介进行感觉的。


  3）接下来是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是“诸显现”，另一方面是注意、采取态度的诸行为，判断行为，思想行为，连结行为等等，还有意愿行为，它们在与身体的关系上是怎样的；此外在这里在多大程度上或许也能够谈论（尽管是间接地）悲痛、期望“这些状态”的定位。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a）诸感觉，b）诸显现，c）诸行为和状态，在与自我的关系上是怎样的，它们如何被这个自我所拥有，与它们相对应的能力，感觉能力，精神的能力，情感的能力（判断的素质等等）如何被这个自我所拥有；此外，如果我们谈到意识的统一，谈到全部“体验”的统一，68全部“内在的”被给予性东西的统一，这种统一与这个自我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附录XIV  〈“心理物理的”统一〉〈写于1913年前后〉


  在对这些有意识的对象性东西之精神上的统握中，我们所有的并不是一种能够拆分开的双重性，仿佛首先存在的是一种单纯物理的事实，一种单纯物理的事物，一种单纯物理的运动，然后才有一种精神的东西作为一种附属物被连接到它们之上。这种精神的东西在身体的东西中表现出来，以某种（非物理的）方式存在于其中，且正是作为赋予灵魂的东西，“作为意识”存在于其中。


  当然，在这里，在赋予灵魂的东西——它作为这样的意识附着于人的作品上，附着于短暂的成就上，附着于诸成就之部件（副产品、刨屑、“猎兽的足迹”等等）上——和动物（animal）的心灵的东西本身（一切这样的意义赋予都来源于这种心灵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这种动物（animal）是一种持存的统一，一种具有实体式的特性、以实体方式存在着、持存着的物理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持存着的心灵的存在，一种具有心灵之诸特性的动物式的心灵。


  处于物理的自然之关联中的身体物体是一种因果性统一。该物体是由诸物体式的成分、诸物体式的部分构成的整体，这些成分和部分构成一个整体，正如诸物理的事物性东西构成一个整体一样；在这里，能够而且应该相互关联地谈论一种内在的因果性，谈论诸物理的部分之因果性。这些物体的成分本身又都是实体。


  在心灵方面，在精神方面，则不同。在经验中，精神并不是作为一个由本身是精神的诸精神性成分构成的整体被给予的。心灵对心灵能够发生实在的联系，但是不能由若干心灵构成一个作为整体的心灵，而一个心灵也不能分成若干心灵。


  但是在这里值得研究的是，在人的社会和动物的社会这个题目下，由动物，特别是由人，构成更高的心理物理构成物的问题。


  动物的身体是按照具有其“心灵功能”的诸器官，诸肢体，诸部分分开的。但这种划分的结果并不是分成诸动物。诸部分并不是独立的，虽然它们是心理物理的诸部分。


  一个社会的共同体，一种友谊，一种婚姻，一个团体，是由诸动物构成的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并不由诸身体构成一个身体（虽然在这种联系中，身体性在物理的方面的确也受到这种联系的限制），并不在一个身体的精神是精神，是主观的意义上由诸心灵构成一个心灵，构成一个精神。而且所涉及的的确并不仅仅是总和。这的确是诸更高级次的精神统一，甚至是精神-身体的统一，只要身体性不仅是奠定基础的身体性，而且是在物理的此在之规定中也一起被涉及。


  附录XV  〈物体与表达〉〈写于1913年前后〉


  1）在对于单纯物体之（直观的）经验中，事物之统一。2）本身又是作为多样性之统一被构成的身体之统一。在这里，在身体东西中呈现出来的整个人的统一，动物的统一，尚没有与身体的统一划分开。


  如一只在运动、在梳洗自己、在游戏的猫，它的每一个运动都是“独特的”猫的运动。它的特性是按照每一个运动本身被把握的，更确切地说，是被这样把握的，即它作为如此这般长像的而属于猫这个种。此外，这种运动属于由猫这个种的行为举止之独特形式的多种多样系统构成的整体，因此，这个个别的东西能够代表、生动表现、指示这个整体的系统。


  这种独特的东西并不存在于运动之单纯的感性的形式中，而是以赋予这种运动以灵魂的形式，以主动运动之形式，以及以借助主动运动继续表达自身的心理生活之形式，与运动之感性形式结合在一起的。一般来说，猫的整个物体性就是诸活泼的表达的系统，诸独特的运动的系统，这些运动都被赋予了灵魂，并且在其关联中，在其具有更高整体形态的构造中，呈现出更高形态的赋予灵魂……一般来说，就是如此。


  人在其一切运动中，一切行为中，在其言谈中，在其书写等等中，——都是人！他并不是一个被称作身体的事物与第二个被称作心灵的事物之单纯的联系、单纯的结合。身体作为身体，完全富有精神的，身体的每一个运动，来和往，站、坐、跑、跳、说话等等，都是富有精神的。


  并且人的具有可见的现实性的产品，作为被赋予灵魂的身体之产品，都是被赋予灵魂的，正如每一个以人的方式产生的、引起的、获得的事物式的事件，都是一种向着目标的动作一样，一根被挥动的棍棒，一本被移动的书等等，都呈现出其精神性。此外，一件作品，一幅画，每一个笔触，都表现一种主动性，并被说成是业绩。注197此外，笔迹，笔迹当中的每一笔，字体的格式，然后是理解方式等等，简短说，成果，产品，又是心理物理的统一，它们有它们的物理的方面和它们的精神的方面，它们是“被赋予灵魂的”物理的东西。注198


  附录XVI  利普斯的移情作用理论。〈摘录和批评意见〉〈可能写于1913年前后〉


  在我对“移情作用”的研究中并没有将心灵运动的“表现”，“异己生命的表现”，当作主题。


  宁可说，在我这里处于首位的是，在对自身的知觉的行为中被给予的身体物体性与感觉的领域之统一，或更确切地说，与运动的领域之统一，就是说，诸感觉态在身体物体性中的定位这样一种奇特的事实，与此同时，还有将身体统握为具有作为特性的敏感性这样一种事实，然后是处于“我运动”这种样式中的身体（被感觉到的身体）之“运动性”。感觉论的-运动学的层次使身体物体成为身体，身体可以说是自我之领域，并且首先是自我之器官。属于这里的还有自我主观在身体中表现出来，身体方面的诸表现都伴随有心灵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充当心灵的东西之表现。


  经验的主观（自我-人）之构成中的分层，或可能更确切说，动物式的心理物理的存在（在其中心灵的主观和身体是同时被包含着的下位统一）之构成中的分层，必须如我已经尝试过的那样加以小心研究。并且我们正是必须将这种特殊的身体的东西（感觉论的东西）与心灵的东西（精神的东西）分开。对于移情作用来说，身体的东西是最初的东西。


  像通常那样，并且也像利普斯在其值得称赞的论述中所做的那样，将移情作用的整个问题仅仅与表现的运动，与身体上的表现，心灵的东西之表现相关联，是错误的。对心灵的行为和状态之“表达”、“表现”的统握，已经以将身体统握为身体为中介了。


  利普斯（《心理学教程》第2版〈1906年〉第35页以下）将通常的移情作用理论表达如下：“我按照与自己的生命表现的相似‘判断’异己的生命表现，就是说，我知道，一种意识是以自己的生命表现为根据的。这一种意识是以这一种生命表现为根据的，那一种意识是以那一种生命表现为根据的，并且现在我在我之外看到了很相似的生命表现，并且推断，这些相似的意识体验也是以这些相似的生命表现为根据的，于是我以与自己的意识体验相似的方式将这些意识体验联合成一种意识之统一，或联合成一个自我。”注199


  〈利普斯反对这种理论的〉理由是：


  1）“我从可见的状态知道许多生命表现，例如，知道眼睛和嘴的表情，不是由观察自己生命的表现，而是只能由观察别人的生命表现而知道。就是说，相反地倒不如说，我是由以下情况而‘推论’的，即在异己物体上的可见过程在自身中包含着的一种意识，或者意识体验服务于表达，我的意识体验正好也伴随有这样一些可见的过程，并在这些可见过程中得到表达。”


  这仅仅对于面部表情等等中的表达才是确当的，因此这种论证显然并不重要。


  2）利普斯真正的反对理由如下：“我知道，在某个外在的过程中‘存在有’一种意识生活，例如，在这里‘存在有’一种感受行为、一种意愿行为、一种愉快或悲痛的情感状态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呢？诸如此类的外在过程表达这些状态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呢？说它们是‘生命表现’，这是什么意思呢？它说的不仅仅是，我知道，有一种意识体验‘属于’这些感觉过程，而是说的更多，而且完全不同。如果通常我说，这种香甜气味属于一个事实，比如，属于一种确定的颜色、空间的形式、硬度等等，那么这意思肯定绝不是说，这种香甜的气味‘存在于’该颜色中，‘存在于’该空间形式中等等，它在这些东西当中‘得到表达’，或者是‘这种颜色之表现’，等等。宁可说，是以‘存在’、得到表达、表现，意指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


  也许利普斯以为，一种“属于”这里，而不是“存在于其中”，至少已经说明了这种被反对的理论。注200


  第35页：“而且这种特殊的东西是以我们借以获得对异己的意识体验之认识的一种特殊方法为前提的：‘移情作用’或‘自身客观化’。”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36页：“下面的东西是由一种不可能进一步追溯的本能发生的，即在对某种感性上的可知觉过程和状况——这些东西我们后来称作另一个‘个体’之生命表现或感性显现——之统握中有一种生命活动，一种感受行为，一种意愿行为等等，它在我这个进行统握者这里以下面的方式直接表现出来，并强加于我（第3版：并闯入到我当前的体验之中），即这同一的东西在我之中与这种统握的行为一起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意识体验。与此同时，它对于我的意识而言，虽然是由我产生的，却被束缚于这个被知觉的和被统握的感性东西上，或存在于它之中，简要说，它在这个被知觉、被统握的感性东西中被客观化。”


  “相反，在另一些人的生命表现中，‘有’一种具有确定样式的意识生活，对于我来说，这意思是，我以这种方式将一种自己的、本能地在我之中产生的、由我自己的生活之诸要素组织起来的、然而却是由外部强加于我的、具有确定样式的意识体验客观化。注201当我将这同一的东西‘客观化’时，就是说，当它对于我的意识而言，被束缚于一个与我不同的对象上时，它就变成了异己的意识体验（第3版：我们只能说：不可思议）。注202这些异己的意识体验于是联合成一个异己的自我，并由此获得了它们的统一点，因为这个异己的自我现在一下子处于如我体验的那些意识体验之本性中，即处在一个自我中拥有它们的统一点的那些意识体验之本性中。并且那些被客观化了的意识体验联合成（又是‘以难以说明的方式’注203）一个唯一的、异己的自我，这些被客观化了的意识体验，对于我来说，或是被束缚于一个唯一的物体之上的，或是被束缚于被称作物体的统一的事物之上的，而物体是某些被知觉到的物体式的过程和状态按照我的思想之法则联合而成的。简短说：诸异己的自我是对我的自身之一种本能的、由某些感性知觉引起的、同时按照感性知觉之性质被改变的复制之结果。”


  第228页（第3版〈1909年〉），在事先谈了其它各种不同的移情作用之后，在讨论向一个人的感性显现中实行移情作用的一节中说：“在迄今为止的一切移情作用中，被施以移情作用的东西，是一种在对一个感性客体之把握中同时直接被体验到的我活动的方式。它也许是一种现在由我使用的进行限定的和进行扩展的活动。当我在对一个对象的统握中，直接一起体验到这样一种形态的我的活动的方式时，我就构成了该对象之这一个必然的组成部分，或该对象之共同进行构成的这一个要素，不是该对象本身的成分或要素，而是被我把握的对象的成分或要素。移情作用正是存在于这里。而在现在应该谈的那种情况中，则不同。”


  “如我们曾看见过的，向异己的个体之感性显现中实行移情作用就在于：当我从精神上把握这个异己的个体之这种感性显现，即外部世界之这些事件——我后来称其为异己的自我之感性显现、生命表现或异己的自我之感性显现的组成部分——时，由于在我之中起作用的一种特殊的本能，首先从我过去的体验行为中唤醒了关于我的活动的方式之表象，即关于我的活动的那样一种方式之表象，它对于一个第三者，正是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或是以这种感性方式显现出来的。更确切地说，这种表象——如我们看到的，按照其起源，它是一种纯粹的记忆表象——是以下面这种方式在我心中被唤起的，即在这里被表象的东西与被我把握的感性东西构成一种直接的统一，借助精神的眼睛在被表象的东西中看到的东西和被看作现实地存在于其中的东西构成一种直接的统一。”注204


  “但是这种被表象的东西因为的确是从我过去的体验行为得来的，所以即使在现在它也同样倾向于被我体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这种被表象的东西，例如悲伤或愤怒，当它超出我过去的体验行为在我这里浮现出来时，就会闯入到我现在的实际的体验行为之中。”


  “在这里（如同在移情作用的其它情况下一样）应该区分两种可能性。这种闯入的东西被我高兴地接受，因为我自己的本质或我当前的整个情况是倾向于相同方向的，或者我当前的本质是相反的。对和谐的感受——对不和谐的感受。在异己的感性显现中这个对于我的意识存在的东西，因为与我自己的本质相一致，对于我会显得是愉快的——而那里的那一个则与我的本质相矛盾。好感——内在的离弃=肯定的移情作用——否定的移情作用。”注205


  “在进行观察时，我越是专心致志于异己的感性的显现，越是热衷于它对于我的影响，这种闯入的倾向就越是强烈”。注206


  于是在这种说法中存在的“本能的作用”被分成两种本能：


  1）“生命表现”的本能，或内在的过程之通过物体式的过程而告知的本能。


  2）外在地模仿的本能。


  附于1）“我曾一度悲痛，在那种情况下，我曾同时体验到一种发出悲痛表情的倾向。但是我并不是将这种表情体验为与这种悲痛并列的东西，而是将这种表情体验为某种存在于该悲痛本身中的东西，注207我跟踪这种倾向，就是说，借助一种‘本能的’活动而使表情获得在此存在。现在我在某个地方看到了这种表情。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又是直接地在知觉中，更确切地说，在我对这种表情的统觉中，存在着这种自己生产这同一东西的倾向。但这种倾向是作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包含于我的悲痛之中的同一的倾向。因此，它的出现就在自身中包含与表情一起构成一个唯一的体验的那种悲痛之再生产”（第230页）。


  随后是详细的说明：“当对于我来说，悲痛存在于一种被看得见的表情之中，它在其中‘获得了表达’时，就产生了我所拥有的这种特殊的总体体验，即这样一种体验，它与对一个单纯的经验方面的相互关联性之一切体验都不能比较，或者说，它与对一个单纯联想的相互关联之一切体验有天壤之别（toto coelo）。相反，这种意识体验只能在直接存在于这种把握之中的发出表情的倾向，和重新体验又是直接依赖于表情之发出的悲痛状态的倾向的相互的交织关系中得到理解。就是说，在这里得到理解的，一方面是这种悲痛‘存在于’这种表情之中（而不仅仅是‘属于’这种表情），另一方面是这种悲痛是作为在表情发出时通过在其中进行表现，或在其中进行告知而存在于其中的。”


  “因此在那种意识体验中，同时一起包含这种活动的一个无与伦比的，无法描述的成分，即告知，这种告知我只能从我自己的体验行为中获知。事实上，一种情感之在物体式的过程中的‘表现’、‘告知’，本身不仅一般而言是一种活动，而且是一种具有不可名状的特性的活动”。


  〈附于〉2）“向随意的运动实行移情作用。对这样一种运动的知觉、统觉，在我这里引起去从事相应的运动，相应的模仿运动等等的冲动、欲望”（见后面第230页）。


  “最后，所看见的异己的物体之诸静止的形式也引起了本能的冲动（第231页），引起了对我自己的生命活动之方式或节奏并与此同时还有相应的生命感受之方式或节奏的推动。”


  还有向其它种属中的移情作用：在这里由类比推论出发阐明我对这同一些东西的理解之尝试，从一开始就是荒谬的。


  “对于我来说，在这种完全的积极的移情作用中存在的，只是一个唯一的自我：即这个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被投射到这个外在客体中的、自己的自我。只当我从这种完全的移情作用中走出来，并且当我只是被动地体会自己时，我才同时感觉到，我不是束缚于该外在客体上的，而是与该客体对立的，并且也许是束缚于自己的物体上的。由此产生一种对自我的划分，并在这种划分中，为我产生出关于众多个体的意识。这种意识是本源地产生的，但只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对感情的声音之意义的理解也同样产生了。”


  接下来是语言。


  〈后来〉对所有这些页〈的批注〉:


  利普斯没有区分诸“表现”之等级和诸表现之各种不同的意向意义。


  当我们就此说，性格、禀性等等是在走路的姿势中，在外在的外表和外在的行为举止中，在丑态等等中“表现出来”的时，这当然就是一个边远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之前存在的是心理的行为和状态之表现（我们在物体性的外表中“看出”了怀疑、决心，我们看出了愤怒、勇敢、畏缩、胆怯、害羞等等）。但是再往后，存在的是特殊的身体性东西之表现，知觉器官之自由活动中的“知觉行为”，目光向那边看过去的行为，目光凝视的行为，目光避开的行为，手进行触摸的运动，行走和与此同时变动位置的行为，此外身体是触觉表面的定位者，如此等等。


  与此相对，还有语言的表达。注208注209


  文稿5  为1910/11年讲课所作的准备注210：纯粹的心理学和精神科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纯粹的心理学和现象学。——共主观的还原作为向心理学上纯粹的共主观性的还原注211  （1910年10月初）


  我在W，第2页注212粗浅说明了一种纯粹的，此外既是先验的，也是经验的心理学之理念，我们探讨这样一种理念：我们有感性的知觉，我们“看见”诸事物和诸事物性关系，我们回忆这些东西，我们在模糊的经验的表象行为中设定它们等等，于是我们判断：存在着一个“自然”。同样我们也实行对“身体”的移情作用，我们设定精神，我们将我们自己的体验与我们的（在知觉的体验等等中设定的）身体联系起来。我们以通常意义上的物理学、自然科学之方式，按照自然科学，认识这个自然。


  1）我们认识那些不仅涉及物理的自然本身的，而且涉及心理物理的自然的依赖关系、功能上的相互关联，就是说，我们认识一方面是物理的事物，首先是诸身体及其物理的事件，和另一方面是意识之间的功能关联，而且是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动物而言的功能关联。


  2）另一方面，我们能够探究在意识本身当中的作为“动因关联”的诸种关联，即在知觉、判断、感受、意愿等等所有这些作为对于某某“内容”之体验的东西之间的关联。我们能够谈论诸单个的体验，我们能够根据记忆相信它们，但是我们也能够谈论那些我们根据移情作用归于另外一些人的东西，在移情作用中，我们知觉到诸经验的身体，或者在想象和思想时设定诸经验的身体，并且由于这种设定而找到了将并非由我“内在地”知觉到的东西在异己的意识、异己的心理体验这个名目下“附加”于它们的诸种理由。我们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地作这件事情。


  然而现在，下面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即一方面，是在下面这种意义上提出心理物理的关联之问题，即事物之客观的特性（物理学的特性和生理学的特性），“无生命的”事物和身体之客观的特性，在客观的关系中被设定的对主观东西的关系，对“被束缚于”身体上的、以某种客观方式被分配在身体上的意识的关系；和另一方面，在不顾及这种关系的情况下，我们仅仅探讨作为“意识之事实”的诸当下的体验本身之关联，在这里，总是将对自然的设定看作是中介意识与意识的纽带，看作是意识之通过“移情作用”相互设定的可能性。


  如何理解这后者呢？现在比如这样理解。注213如果我知觉一个事物（尽管我决没有从物理学和生理学听到某种东西），那么我就以此设定一个事物，抛开一切物理学和形而上学，这种设定所说的就是一种能够以某种方式从这一种对事物的知觉转向另一种对事物的知觉的可能性；尽管跟通常一样，这里涉及的是在某种哲学意义上的事物之真正的实存，我仍能够以正当的理由说，这种知觉作为对事物之单方面的把握，在自身中包含着另外一些在内容方面稍微不同指向的知觉，而这种关联以某种可以研究的方式属于事物设定之本质，而其可能性则是不可消除地属于该有效的事物设定。尽管我现在在哲学上仍然抱着极其怀疑的态度，甚至想要否定这个作为“自在”存在着的事物，这种关联却是某种能够揭示的东西，并且尽管我也就这些可能性之意义进行争论，这些可能性却是某种能够把握的东西和能够确定的东西，而且在这里能够认识的东西与在物理学意义上的对事物的研究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在物理学意义上对事物的研究中，我们所有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现在在知觉中，或在其它感性表象中，我们也设定诸身体，并且将它们理解为意识之载体。我们可以这样做这件事，即我们完全不是以心理物理的方式理解这种载体存在，相反只是这样理解，即作为对“异己的身体”的知觉所实行的这种事物设定，借助那种不容易描述的“移情作用”方法引起对一个“异己的自我-意识”之设定。


  完全像在一切移情作用之前（或者在暂时排除一切移情作用的情况下）一样，在自己的意识中，虽然诸事物被设定，但是这种转向意识的态度并不指向诸事物，而是指向关于事物的知觉（和关于事物的其它的设定），并指向能够在这个范围内发现和研究的诸关联；在移情作用方面也完全一样。在这里应该注意：发现“自己的意识”之诸关联，并不是说，或者绝对不需要说，更确切说，不必连带说，是对自然之事实的发现；并且这相同的东西对发现异己的意识之关联，以及发现自己的意识与异己的意识之间的关联，也有效。这听起来是荒谬的，然而实际上却应该被认真思考。


  排除自己的自我


  首先“自己的”自我意识，这所说的不就是这个属于我的，属于这个确定的个人的意识吗，这个确定的个人具有这个确定的身体，通过身体具有在空间中的位置和相对于这个自然之中的其它事物的位置，它的诸体验都处于对这个身体，对该身体的感觉器官，该身体的大脑等等的关系中，如此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回答说，当然是这样的；确实，我的意识就是这样地属于这个心理物理的自然。但是让我们暂时搁置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兴趣”不应指向这个方向。注214还有对所有这些关系都不予判断的另外一种兴趣方向。就是说，在这种兴趣方向上，我不就我的经验之事物进行判断，不就这个世界进行判断，不就我的身体进行判断，不就我的感觉器官、我的神经系统等等进行判断；我不从事物理学，我不使用由物理学而来的任何东西，同样也不使用由生物学或特别是生理学而来的任何东西。并且我也不从事这样一种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在这里被恰当地称作心理物理学，它研究和探讨所谓处于注215自然之关联中的心理东西。我不想说，我不是将诸事物、世界、自然等等当作以有效性方式现实在此存在的而拥有，而知觉，然后也进行判断等等。我的确是一再地这样做，正如我迄今一直这样做一样。我也决不想实行那种怀疑态度，那种悬搁注216态度，让是否有一个自然等等存在的问题停留于怀疑之中（in dubio），克制自己对此采取态度。如果这样做将会意味着，一切被实行的设定都不能摆脱注217可疑性之标志，而我现在决不想这样做。


  我所想做的事情（在现在应该实行的考察或说应该实行的态度内部），根本就不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判断，我决不想将任何关于自然的判断以下面这种方式牵扯进来，仿佛我现在想就自然做出某种科学的论断，仿佛自然，以物理学方式，而且也以心理物理学方式，是我的课题。我的课题应该仅仅是这个纯粹的意识，并且首先是我自己的意识。当我在这种注218存在设定中不想包括关于自然设定注219的任何东西时，“我自己的意识”，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名称呢？如果一直不使用自然的设定，注220那么这个名称包含什么呢？能包含什么呢？


  人们也许会说：自己的意识，这是这样一种意识，它是这个判断者亲自体验或感受到的意识，它是该判断者在反思（不恰当地被称作内在知觉）本身中看到的，而且是直接看到的意识，是判断者本身在统一的、与当下知觉直接联系着的记忆连续中记起的，并且就是这样在记忆中作为自己过去的意识直接地在直观上被给予的意识。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人们也许会反对说：判断者！在这里我们的确还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我们自己是世界之部分，我们确实有一个身体，它带有周围的经验客体等等。


  然而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将所有这些东西排除掉。我们不想就这里的这个身体做出陈述，但是我知道，这个身体被给予我，这个判断者了。这个当下关于身体的知觉是这个纯粹自我意识之组成部分，而且是绝不会缺少的组成部分。此外，当我想到我在这个在其中指定给我一个场所的世界中的位置时，当我设定一个无限的空间或一个无限的时间时，甚至当我从事物理学的或其它关于世界的科学等等时，我就将所有这些东西一起带了进来，然而是作为我关于这个世界之思想活动，作为我关于这个空间的表象活动，作为我做出物理学论断的活动等等带进来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课题。例如，不是物理学，而是对物理学的东西进行断定的活动是我的课题，不是自然，而是关于自然的知觉活动，想到这个自然的思想活动，关于被表象的、如此这般对我有效的自然之论证活动等等是我的课题。当然，正如关于事物性东西的知觉，其中包括关于“我的身体”的知觉那样，我针对知觉的反思，关于意识的意识，关于判断活动的意识，关于表象行为、判断行为、感受行为等等的判断活动，也都一起属于这里。


  因此，这个我对之进行判断的自我，并不是身体和这个被束缚于身体上的自我本身注221，并不是与这个注222自然处于心理物理关联之中的意识本身，而是这种绝对被给予的由各种知觉、表象、感受、愿望、意愿构成的关联，正如在对反思，进行知觉的反思，而且还有在对在回忆中和在其它意识中的反思的直接看的行为中存在的关联那样（但不仅是这种关联，而且在这种关联中作为在其中展开着的而被给予的，正是这个自我，这个个人）注223。我只想就这种关联，就这种统一的，在这种意义上是“内在的”意识关联和意识流注224进行判断，只想确定在对它的关系上能够陈述的东西。


  正如应该强调指出的，我不仅将这种关联作为在内在知觉中被给予的东西来拥有。而且我还拥有一种记忆的关联，并且另一方面，我还有一种进行展望的、有理据的、在经验过程中被引起的预期。例如，我拥有关于一个正在运动的事物的知觉；我会预期一个由诸新的知觉构成的一个十分确定的过程（预存）。即使是“无意识的”体验，也被归入到这种由知觉和进行直接把握的意识给予的关联之中，或者这种关联会由这种东西得到补充。我知道：我体验到我现在并没有在反思中获得的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感受。我现在注意到我的衣服的各种各样触摸感觉，同时我偶然捕捉住一段回忆，按照这段回忆，我正好在刚才也体验到了这些东西（这同一些东西的内容是非常模糊的）。并且我现在一般地假定，即使对于这些段意识而言——对于它们我还没有能实行这样的反思——，“无意识的”感觉，背景的体验也曾存在过。因此我将这种自我意识理解为一个巨大的流，在反思中，只有这个流的一些段落被看到，被第一次注意到，否则第二次仍会被注意到，而其它一些段落或底层则绝不能达到注225被给予性，至少是不能达到能够用文字记述的那种被给予性。这特别涉及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觉领域。我看到“外部世界的一个片段”。与此同时，我纯粹对这个知觉进行反思和注意，也对这个视域的诸背景知觉进行反思和注意，我如此这般地描述它们，并以确信假定，这些特殊的背景体验过去是经常存在的，尽管根据对过去知觉之模糊记忆，只能不完全地实行一种真正的背景意识分析，而大部分根本不可能实行这样一种真正的背景意识分析。


  人们立即就会想起联想的心理学。人们立即就会注意到，有关联想的认识属于我们的领域。下面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吗，即在这个领域内我们可以说，每一种意识都留下“一段记忆”等等吗？联想的“规律”，对于内在的意识来说是规律，或是大致的规则。注226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使用过移情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处于“我们的”“孤立的”自己的意识之中，当然，在这件事情上，“孤立的”这个词有其潜在的危险。因为意识并不被看作在其中有许多只是通过并非意识的诸物理的事物性东西连结起来的、孤立的意识的世界之部分。


  移情作用作为对异己身体的知觉，和作为我对一个异己的意识之假定行为，当然属于我的意识之关联，并且对于我的意识而言，意味着某些动因关联，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那些被束缚于单纯事物知觉之上的，然而的确又是非常不同的动因关联，只要是一种意识，异己意识，被假定注227为一种具有与“我的”意识流相似的本质和相似的规定的意识流。因此我们看到，注228在这里一种知觉如何肯定是可能的，并且不仅对体验和体验特性之直接的设定是可能的，而且对体验和体验特性之间接的，但是有充分根据的设定也是可能的，这种设定并不从关于事物性此在的注229设定中借用任何东西，并不建立在这一类的超越的设定之上。在以上所描述的知觉等等中，虽然有事物被设定，但是这些事物恰恰不是现在的研究之客体，而只有关于这些事物的知觉，以及属于这些知觉的动因，或更确切地说，理由，才是现在的研究之客体，例如，由于这些知觉，我们肯定地并且也有理由预期存在着某些进一步知觉的可能性，现在根据这些知觉能够预期某些新的知觉等等。我不是推论说：因为这里存在着具有某某性质的诸事物，并由于这些事物对于我，我的身体，我的双眼等等处于如此这般情况中，因此能够预期某某东西，因此某某东西一定会在我的意识中出现。在这里决不可弄错。在这里，在我眼前，有这些事物，这只烟灰缸等等。这个“在这里有”是我的情况，我的课题，就是说，这种知觉意识是我的课题，并且与此相关联有一种动因：“如果我如此这般地转动头，我就会拥有某些知觉显现。”但是我现在是这样看待这种“如果我转动头”的：某些转动头的知觉之出现将会引起这种知觉之改变，正如一种反思告诉我的，这种知觉之这些改变本身，从它那个方面处于与某些具有某某方式的头的姿势的感觉以及其它意识复合体的关联之中。在这里，我发现了诸动因关联，并且某种意识改变的原因以及某些相关项的原因就存在于这些关联之中。并且这种动因不仅是事实方面的注230根据，而且经常是一种自明的根据，或者能够转用于这种自明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也看到存在着一种预期的正当性，即在这里发生了一种对这些关联并且也许对这些预期之有根据的陈述行为。这种陈述行为能够达到多么远，在这里存在着什么样的可靠性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这种确信的自明性，在多大程度上这种预期是合理的猜测，这些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首先应该研究的。


  但是现在，在这种指向纯粹意识的兴趣指向中，我们不仅能够考察作为自己的意识之组成部分的移情作用本身，和在这种意识内部的诸所属的动因，而且也能够以移情作用本身为根据，正是作为对异己的意识之设定来考察，因此我们设定这个异己的意识是存在的，并且我们将该意识当作陈述的课题。正如我们作为课题不仅拥有我们在进行知觉的反思中直接把握的自己当前的意识，拥有对自己以前的意识的记忆之体验（这个意识在现在以反思方式把握或能够以反思方式把握），而且也拥有这个被记起的意识本身，还拥有在能够由这些意识事件构成的流中间接假定的自己的意识那样，我们也拥有在这种移情作用中被设定的异己的意识。注231我对异己身体的知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东西以明显有根据的方式引起对“异己的”意识之设定，就是说，对并非能以反思注232的方法、以记忆的方法等等把握的意识之设定，并且这种自明的动因能够进一步得到证实，或者也能够被消除。因此完全像下面这样，即由对比如一个知觉的现在之记忆动因而来的一个记忆会自明地被说成是关于从前自己的意识之设定的理由，不过是以这样的方式被说成是理由，即这种自明性对于这个被设定的东西之现实存在并不是绝对的可靠性，然而对于它的假设而言却是自明合理的动因，而且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是自明合理的动因，即这种动因能够被证实，或者也能由“更好的”、更有力的相反的动因而驳倒。注233


  不可以说：在我们将异己的意识设定为课题的那一刻，异己的身体和自然也被注234设定了。在这里最初的东西肯定是关于该异己的身体之存在的知觉或其它的设定，并且只是由于该异己的身体与自己的同样也被设定的身体相似，移情作用才随之发生并且是可能的。与此相对，如果我确定：自己的身体和异己的身体确实被设定了，正如在我现在直向地实行的和一直直向地实行的多种多样知觉中那样，正如在我一直做出的多种多样经验判断中那样，那么一个事物的世界就被设定了，并且也许就被以科学方式认识。但是，这整个世界，包括异己的身体和自己的身体，现在不应当是课题。注235我现在并不询问这些有关的事物性的知觉设定之有效性，注236有关的事物性的记忆设定之有效性，为了确定以它为根据科学地建立起来的关于在这当中被经验的和被思想的事物的判断，我现在不实行能够建立在或已被建立在这种有效性之上的判断设定等等；相反，我是将它作为纯粹主观的事实而当成课题的，当作新的知觉之基底（注237反思之基底）、新的判断之基底的，正是这种纯粹心理学之基底的。如果一种知觉引起另一些知觉，如果在一种意识关联本身中，一种意识（不是在该意识中被设定的事物）注238允许期待一种新的意识，一种本身未被给予的意识，那么这种意识就是我的领域。我现在就是这样地知觉异己的身体，而属于这种知觉的首先有某些动因，它们指向自己的其它的知觉：即是那些属于我的每一个事物知觉的知觉。但是此外，这种知觉由于其意义内容和显现内容（更确切说作为包含一种可靠性设定的正常的知觉）引起一种有关作为“异己的”意识和意识生活的意识和意识生活的设定，该“异己的”意识和意识生活并不是在我的反思的知觉中作为我的当前被给予的，并不是在我的记忆中被记起的，并不是被包含在我的意识关联中的和能够以思想方式间接插入其中的意识生活，而恰恰是一种通过移情作用这种特殊方法设定的完整的意识生活：一种构成自己的意识流的，以敞开的无限性扩展的，完全具有同一的普遍的本性的意识生活，正如我的意识生活是我的在反思注239等等的行为中被“直接”给予的意识流一样，因此具有知觉，具有记忆，具有进行预期的空的意指，具有证实，具有自明性等等，它们存在着，但不是我的。


  因此我完全停留在我的领域注240中，但是这个领域通过移情作用扩展为一个由众多自成一体的意识流（被称作自我意识）构成的领域，这些意识流通过移情作用的动因关联，与“我的”意识流结合在一起，并且也彼此相互这样地结合在一起，或者能够这样地结合在一起。按照其意义，这种结合并不是实在的结合，而是一种借助进行移情作用的设定的特殊的和无与伦比的结合。在交流之可能性中，存在着诸“彼此分开的”意识，而这种交流是通过对身体的知觉和由这些对身体的知觉发出的诸动因，以一种能够更详细描述的方式实现的。


  此外作为补充，还应该注241指出语言的中介作用，指出借助各种符号的相互交往。这种相互交往原则上并不产生任何新东西，并不产生一定会和将会改变我们的态度的任何新东西，因为这一类东西是以作为基础的直接的移情作用经验为前提的。


  如果现在在这种交流中存在着要认识异己的意识的经验动因，首先是要认识具有进行移情作用的设定的异己的意识（这种进行移情作用的设定承担着“知觉”注242的功能），然后进一步要认识具有述谓的认识的异己的意识，那么我们就能够在“纯粹的心理学”中获得普遍的认识，而不是仅仅获得关于纯粹的“心灵生活”，关于“纯粹的心理的”存在的单个的认识。我能够将这种在自己的意识中被认识的东西用于解释异己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异己的意识中被认识的东西，由于交流，能够被我们自己用于自己的意识，我们能够将普遍的认识确定下来，这些普遍的认识部分地涉及作为纯粹意识（但始终是注243存在着的）的意识一般之本质注244，部分地涉及普遍地规定意识本身中之体验进程的诸经验规则。此外，我们能够研究意识根据交流的联系如何“影响”异己的意识，或者诸精神如何纯粹在精神上相互“影响”注245，对一个精神（在一个意识内）之在内容方面如此这般被规定的表象行为、判断行为、感受行为、意愿行为的相信如何“决定”具有这种相信的另一些精神的这一类行为等等的各种不同方式，即研究：这些动因在这里如何进行，一般来说，联想如何选择在这里出现的这些想法，某些确定的动因如何以可说明的方式随同这些出现的想法一起出现，如此等等。简短地说，处于其进程之中的个别的精神生活，以及整个的社会生活，这种由移情作用产生的许多个别意识之紧密联系，变成了一种纯粹心理学研究之对象：一种本质的研究和一种经验的研究之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区分：描述的研究和以获取普遍的认识和法则的认识为目的的研究。


  描述的精神研究，历史学


  例如，让我以描述方式追踪我的意识关联，并以移情作用方式追踪其他人的意识关联和我们共有的东西。例如，我以描述方式描述他们的思想态度，以及他们的不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行为（在外在的行为方面，作为可能的课题，重要的不是自然的进程，因为这些自然的进程是自然科学考察的课题，相反这里重要的是注246行为本身，是描述心理学性质的纯粹意识关联，这些东西都存在于某些特殊的知觉过程中和建立在这些知觉过程之上的预期过程和意愿过程中）。我甚至能够按照纯粹心理学的观点以描述方式描述文化事实，如科学、艺术等等，就是说，就它们在其中作为行为之结果产生出来的诸意识动因进行分析。在这点上，能够作为自然被设定的东西，具有作为自然的诸客体注247，作为物理学的和心理物理学的诸客体注248的诸事物、诸文化形式，在这个方面恰恰不被设定，不被研究，不以“客观的”科学之方式在科学上进行规定；它们只是作为意识之意向对象性的东西才可以被考虑。因此我们是这样从事注249描述的“历史学”，纯粹精神生活的发展史的。这种纯粹精神生活总是与在其本身中被设定的自然相关联的；但是，这种关于精神生活的历史科学并不是关于自然的科学：属于精神之本质的是设定自然，属于精神之本质的，是实行意识，这种意识具有“是关于自然的知觉”这种特征，如此等等。注250


  附录XVII  对于〈通向纯粹意识的〉第二条道路，即心理学的道路，和第三条道路，即精神科学的道路之间关系的思考。〈对于精神的动因的理解和对于诸个别精神之动因的相互关系的理解〉注251  （约写于1910年）


  在第二条道路中注252，我们是从自然科学的态度出发的。注253自然科学想要成为关于自然的科学，想要以普遍的方式成为关于包括单纯物质的物体和动物、“心理的生物”的整个自然的普遍方法的自然科学。并且自然科学想要在这一个自然之一切领域中，将存在者理解为必然的存在者，即理解为被合法则地、一义地规定的存在者。处于其如此存在之中的个别的存在者被理解为一种精确的法则之特殊化。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虑，这是如何可能的，这指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会遇到全部自然科学的对象都属于它的全体现实性这个理念。每一个自然现实的东西或自然实在的东西，都依赖于另一个现实东西；这些依赖性涉及现实性之诸部分，它们涉及处于其与诸分立的现实性关联之中的现实性，每一个现实性都被归入到一个系统之中，该系统的诸要素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以至一个要素之每一种变化都会按照固定不变的法则（在物理的自然中是具有数学形式的法则）在其它要素那里引起功能的变化。这种紧密结合的情况贯穿于整个的世界中，并提供世界一种物质-因果性的统一，即实在的统一。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如其所是的那样与“诸种情况”等等相关联。


  自然科学想要将关于这些依赖性之诸法则突出强调出来，并想提供正是借助这些法则通过它们的方法方面的根据而产生的特殊的方法，以便对每一个处于其具体环境之中的具体的自然事实进行因果分析，即将具体内容联系到它所属的或它与它们有因果性联系的诸情况之决定性成分上，这样做能够完成对这个法则的隶属性，并通过这种法则提供自然科学的“说明”。


  因此，具有其心灵生活的人也是自然，而且这个自然——顺便说一下，这个自然如同自然之任何其它部分都不是孤立的一样，也不是什么孤立的东西——提出了自然法则的问题、因果分析的问题和因果说明的问题。这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想要做的。


  如果我们从这里出发，那么以下情况就属于人的“自然”，即人除了别的还“进行思想”（cogitat），人具有诸意向的体验，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这些意向的体验是作为人这个自然客体的事实而被考察的，正如对于物理学家来说，水的特性，即一种具有依赖于气压的熔点和沸点的特性，是作为自然客体的事实被考察的一样。心理的状况属于人的自然，这意思是说，该状况是人的自然之一种因果特性：在这些状况之交替变换中，作为如其所是的人，能够按照因果法则得到一义的规定。


  能够很容易看出，这是以下面的情况为前提的，即这些能够在经验中达到现实给予性的心理状态，必须首先暂撇开它们的因果功能被考察，被描述，被分类。并且我由此出发，达到关于人的（因果性的人的）本质学说，达到关于纯粹意识的本质学说。


  与此相对，我提出，我们采取主观的态度注254。我考察意识本质之自我关联。我考察作为思想活动（cogitationes）之主观的人，并考察作为如其对于诸主观所是的，如其被诸主观所发现的，并且如其为诸主观所熟悉的，能在继续的“经验”中被发现的（如其是意向对象的）世界的世界。在这种考察中，我甚至将与这些情况有关的诸事实结合起来，以使我将所有这些东西都包括到这个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是我，这个进行描述的我，直观地发现的世界，并且是我与被描述的人们等等一起作为我们共同的环境世界而拥有的世界，并且是我们大家作为直观的世界和能够继续直观的世界而发现的世界。


  



  现在我设定其它的自我，其它的精神，当然是通过解释进去的办法设定的。其它的自我如我本身一样是自我，并且是它的思想活动（cogitationes）的主观，它们在自己对面有一个世界（同一的世界），并且拥有作为它们的感觉和感性的感受或欲望之定位领域，以及作为它们的意志之器官的它们的身体。在我的思想活动（cogitationes）中，我本身“指向”这些作为它们的思想活动（cogitationes）之主观的诸自我，而且是在我的采取态度的行为中,爱的行为中，同情的行为等等中，在告知的行为中，以及通过告知而使之成为可能的行为中（将这些行为作为前提的行为中），命令的行为等等中“指向”的。针对它的伙伴（socii）并且也针对我的这些思想活动（cogitationes）之内容，也属于其它的自我主观（我在这种解释进去的行为中是有根据的，以致我正是必须将它解释进它们之中）。因此这种在一切精神的主观之间通过这些行为建立起来的联系——生活的联系——呈现出以下情况，即每一个自我，每一个“精神”，都知道自己是一个“精神的”世界之成员，同时知道自己是在它们对面的一个事物世界之主观。在这种情况下，其它的精神之与我对立完全不同于诸事物之与我对立。诸事物是作为物与我对立的，诸精神是作为我对之诉说者，或对我诉说者，被我爱者，或爱我者等等与我对立的。我并不是孤立地生活的，我和他们一起过着一种共同的统一的生活，尽管诸主观性是分离开的。事物是无生命的，它们只是作为被评价的、被探讨的等等，才获得精神性，并且在这个方面又获得作为被共同评价的或能共同评价的，能共同探讨的，能有助于共同活动的等等，而获得共同精神的意义。因此，我能够将事物当作物来看待，但是我也能够将事物当作诸精神行为之基底来看待，当作它们对于诸精神所意味的东西，当作诸精神赋予它们以意义的东西来看待。我只能如它们作为具有社会的肯定的和否定的态度（也许还有放弃态度）的、具有社会的肯定的和否定的反应的社会意识之相关项而被意识的那样看待它们。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属于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是由诸精神构成的世界，这是一种由诸个别精神构成的统一的共同精神的生活。但是自我只有作为与某种东西相关联的自我才是可能的，而且一切自我性或精神性都与非-我，非精神的东西相关联，但是以这样的方式相关联，即就像它们是以下面这样的方式是精神的相关项一样，即就像它们是被自我作为非-我所设定东西和所评价东西等等那样，本身具有精神性之性格：非精神的东西正是作为相关项本质上属于精神性的一种样式。


  此外还应该补充说：身体是事物，并拥有其物的特性，我们能够以自然科学之方式研究这些物的特性。在现在这种态度中，我们必须说：身体一方面属于精神世界，就如同其它事物作为以精神方式有意义的，通过精神获得意义的，而属于精神世界一样。但是另一方面，身体只属于精神世界，而且是由于它们从一开始就获得的那种使它们从所有其它事物当中突出出来的意义，而只属于精神世界。所有的身体都不仅仅是感觉等等之载体，不仅仅是精神之“器官”，它们是精神之“表现”和精神生活之“表现”，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是意义之载体，在一切解释进去的行为中的意义之载体，是作为一种共同体生活的社会生活之可能性条件。最后，尽管身体是为此以及为了与精神东西的联系而被突出出来的评价（对我的身体的评价和对异己的身体的评价）之对象和行为之对象，也应该特别考虑到它们是身体，是器官。它们是意志之器官这一点就已经赋予它们一种本源的意志意义（这种意义首先并不是由于解释进去的行为），并赋予它们以精神之特征。


  当我们不是将事物、身体、意识的主观看作客观存在的物，而是将精神设定为精神，设定为自我——我们知道这些自我是对于这些物而言的主观，而不是物，我们在自身审查（inspectio sui）中，任何时候也都能够发现这些自我,在以解释进去的方式进行的审查中，以这种方式设定“异己的精神”——时；此外当我们将诸事物和诸身体仅仅看作它们在这种相关项的关联中向精神呈现的东西，看作对于这个自我或对于由诸自我构成的共同体而言的事物，看作价值客体，看作法律客体，看作作品，看作书籍等等时，而且同样也将诸身体看作诸自我之器官，看作它们的精神生活之“表现”时，我们就处于精神性之态度中。很显然，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在这里它为我们产生一些独特的对象性的东西，独特的论断和独特的科学，即诸精神科学。


  在什么意义上“自然”属于精神之领域呢？显然，首先是作为我们谈到的这个自然，当我们谈到在自然中散步，谈到对自然的喜爱时，在这里，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个自然。


  



  现在我能够对纯粹作为动因之主观的人感兴趣，就是说，我对不是作为自然事实，而是作为在其中这个自我能够受到促动的生活的人的心灵生活感兴趣，而且只是就它受到促动而言对它感兴趣，而对另一个自我，则只是考虑到诸动因在它之中的产生而对它感兴趣。注255这种动因的产生不应以因果方式说明，同样这些成动因的转移也不应以因果方式说明。如果一个人因为收到一份将他紧急调离的电报而没有将一个已经开始的论证进行到底，那么这就是一种动因过程。在下面这个例子中，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雷电击中了房屋，他昏厥过去了。在后一个例子中，是一个实在的“偶然事件”打断了他。而在前一个例子中则是一个动因打乱了另一个动因。这里的“因为”所说的并不是什么需要实在因果性说明的东西。虽然它指出了一个实在的事实，但只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指出的，即关于这个事实的意识是这个动因存在于其中的意识关联之一个部分，并且应该认识到，该意识的这种动因关联之继续和完成，与这些意识中的一个意识是不相容的。因此这后一个意识之显露就使这种未完成成为可以理解的了。如果所完成的是一种错误的论证，那么当我构思这种动因的情况，并且也许指出论证者加于该动因情况的错误时，我就理解了该动因。要指出由于什么原因这种错误一定会出现的那种因果性说明，在这里不适合。


  现在这种动因关联无疑也属于心理学，正是作为客观的、空间时间的自然之能够以心理学方式确定和说明的事实属于心理学。如果在这里本质的联系支配着有效与无效、自明与不自明、含混的动因和清晰的动因等等题目下的诸可能的动因之进程，那么当在这里真正考虑的是意识状况之诸本质，而且是按照诸本质的所为而考虑时，这就与心理学家密切相关，但这恰恰是由于他想在给定情况下的现实的人那里按照其此在说明这些实在的事实。将人作为动因的主观，纯粹作为这样的动因主观来考察，并且询问，人如何能够由在意识方面与他面对的，被他在多种多样的体验中思想的自然的自然所促动，被他如此这般地统握的邻人的邻人所促动，并被公共机构等等所促动，这是一种本质上不同的考察方式。


  在这里所做出的判断之形式显然是客观的判断之形式：人们说：“我听任自己受朋友决定，因为他已经做了这件事，所以我也做了这件事等等”。但是，实际上这些动因并不是因果性的东西：我不是让我受朋友决定，而是受我对该朋友的想象行为决定，受我“思想”他的行为，受我对他的行为进行“思想”的行为决定，并且这种“决定”在这里的意思也不是在自然意义上的“引起”，而是促动，一个“我思”被另一个“我思”所促动。注256注257


  然而这种表达方式并没有正当性。因为在这种动因态度中，我也许转向判断（不是进行判断的意识），即转向S是P这样的判断，另一方面，转向另外一种判断，转向被以为的事态。或者我转向这样一种决心，即我想做那件应该发生的事情，因为X已经做了某件事情！在那边一个脾气很坏的人由上而下走来，——在这里，我就会很快躲开！邮递员来了——我就向他迎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这样描述的意思就是：他看见邮递员走过来了，并由于等待一个邮件，而（因此）立即迎着邮递员走过去。或者决定，立即迎着邮递员走过去。在完整的描述中，我们将会举出具有其诸相关项的诸意识行为。与此相适应，实在的东西进入到动因关联之中，只要它恰好是意识方面的对象。人们相互“影响”：不仅是作为物理的自然，而且是作为自然的实在的东西相互“影响”，而且他们是通过以下方式相互“影响”的，即诸动因通过相互理解而被建立起来。注258因此实在的东西与实在的东西能够通过诸动因而进入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现在这种“影响作用”也属于心理学。但是如果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想要描述、重构、普遍地研究这些处于实践的生活和社会的生活之中的人们的“影响作用”，那么他就不是想规定自然的因果性，而是想提供一种对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的动因关联的理解。（对于这个在这里涉及的动因概念还有更准确的规定，在这里我的确是非常一般地表达动因这个概念，因此它并没有包括所想象的东西之全部领域。）


  这个人不仅让“自己”受个别其他人（一个现实的或想象的其他人）这样地“支配”，而且也让“自己”受社会的客观性的东西这样地“支配”，这些客观性的东西都是作为其有效的对象性的东西，作为决定性的力量，被他感受和统握的。他在“政府”面前感到害怕，他执行命令，他将某些个别的人，警察等等，只看作是政府的代表，他害怕作为官员的人。他也将习俗、教会等等看作权力。


  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客观的视角中，人都是现实的，并且在人们之间现实地存在着如此这般交织的关系，现实地存在着某些社会的客观性的东西等等，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具体的考察中，并且也许在进行比较的考察中，普遍地描述这些客观性的东西，以描述方式追踪它们的真实关联，将普遍的等级概念和规则突出出来，等等，如在一切社会结构学中那样。


  如果对处于生成中，并处于对其它共同体的依赖性中的人的共同体进行具体的（in concreto）历史的描述（因为即使是社会的对象性的东西也有其“因果性”），那么这种要理解诸内在相互关系的意图就需要专心致志于参加进来的诸个别的人之意识到这样程度，以致于我们能够准确地对他们的动因有同感，专心致志到这样程度，以致我们能够使这些参加进来的诸个别人的统握，被以为的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出于迷信的想象达到“被给予性”，他们正是由于这些东西而使自己受影响，受引导，受吸引或受排斥的。在这里这些“现实的关联”就在于，在给定的情况下，（“当然”）在人们心中引起多种多样的观念，因此在他们心中激发了某些反应，而这些反应就决定了发展的进程。


  



  能够就动因说的一切法则性普遍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都被归入到法则论心理学的自然科学之中，并且关于精神一般之普遍的本质学，作为基础，必然服务于它。一切在生活中和历史中出现的心灵的存在也同样得到具体自然科学的说明。因此，由它的观点出发，历史学对心理学的注259说明起一种资料收集的作用。与此相反，由于精神东西之特性得出，一种“心理学”是可能的，这种心理学不是由认识之任何缺陷，不是由理论上的懒惰，而是由本质的理由，对任何自然科学的规定都不感兴趣，相反却对意识本身及其本质特性，也对诸精神，诸精神的个体，诸精神的关联感兴趣。在真正的“人性”之领域，心理物理的因果性是某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精神科学作为关于处于其诸特性之中的精神之科学，所想要〈研究〉的恰恰是精神，诸个别的精神，和共主观的精神的关联。这种共主观的促动和被促动，是由诸实在个体之诸共主观的、与此同时是实在的关系构成的一个特殊的系统，而且是一个由具有历史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的“诸效应”构成的自身完整的系统。这种作用和被作用并不具有关于实在的在此存在者以及该在此存在者之变化的明确地起决定性作用的空间时间法则之意义。


  对于由这样的作用构成的系统来说，客观的时间，由钟表和太阳目视高度等等规定的心理物理的自然之时间，根本不适合。相反，只有那种内在地属于诸精神及其诸意识过程的时间和通过移情作用达到交流的时间才适合。在所有那些谈到实在意义上的精神上的“连续”的情况中，促动者都先行于被促动者。在这里根本不谈论：如果促动者已经被给予，被促动者就必然会在其位置上被给予，在其生活以自然对象的方式被规定的个体中被给予，并在以自然方式被规定的时间中被给予。而是谈论以下这些东西：如果动因关联已建立起来，如果有某人因为他的主人吩咐他而做了某件事，这个在仆人那里“产生”的结果就在主人的吩咐中有其根据，该结果是随着主人的吩咐而出现的。注260


  如果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按照其空间时间的此在一义地规定，那么每一个这样的动因关联当然（eo ipso）就都是注261一个因果必然性关联之一部分，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上就只是一部分，例如，在这里，结果句的判断是由前提句的判断引起的，但这绝不能被看成：前提句的判断按照其此在，并且严格地说，如其在动因关联中出现那样，是作为客观上紧接着的时间上的此在而要求结果句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在真正因果性意义上在能够客观地规定的时间点上出现。注262但是如果现在这位精神科学家作为历史学家，作为社会学家等等，只是追踪诸动因，只是追踪人的相互“作用”之诸共主观的关联，研究进行促动的诸规定，并将对事物世界的诸依赖性（只是就它们的直观上被给予而言）考虑进来，那么他就绝不是一位只是满足于一些不完善的，不充分的构成的普普通通的自然科学家。


  



  精神科学所考察的是处于与其精神环境之联系中的精神。自然，时空的世界，所有这些仍然被设定，这些东西并没有被以现象学方式排除。但是这种科学的兴趣是指向对自我主观与世界——为它的想象行为、判断行为、评价行为、意愿行为、行动存在着的世界——，与事物，与它与他们交往、与他们共有一个作为统一的环境世界的这个事物世界的邻居发生关系之各种不同方式的研究：每一个人都属于另一个人的环境世界。一般来说，那些对于我而言是环境世界的事物，也是另一个人的环境世界的事物。我能够想到的，肯定正是这些关系。在这些关系中，这些事物作为环境世界中的事物被考虑，或如我们还可以说的，作为社会的事物被考虑。因此现在事物和人不是作为按照它们的经验的自然直接了当地所是的那个东西受到研究，而是人作为诸主观被考虑，这些主观“在”这个同时是它们的对立面的世界之中发现自己，它们通过进行判断，进行评价，进行意愿，简短说，通过对之采取态度或放弃态度，与这个被它们所表象世界的世界“发生关系”；这些与它们的环境世界中的事物发生关系的主观，与它们的同事发生关系的主观，在告知行为中，特别是在向同事表达善意的行为、信赖的行为、赞许的行为、打招呼的行为、命令的行为等等中，与他们发生关系，与他们“交往”，在一个社会生活之统一中与他们共同生活，以主动的和反应式的取得一致或单方面的联系共同生活。


  对于社会性而言的诸构成性的行为，诸“交往的”行为


  由“移情作用”，由对另一个人的理解而产生的诸行为，是各种各样的，特别重要的是下面这些行为，它们不仅将另一个人认作是被如此这般理解的，这种作为善意的态度，作为先为另一个人做某种无须他注意的事情的态度，就是由这种情况决定的，而且是交往的行为，即这样一些行为，它们转向另一个人，在这些行为中，另一个人被意识为我转向他的那个人；这些行为在自身中包含这样一种意识，即该另一个人理解我的这种转向他，并且也许据此校正他的行动，并重又转回到一种相似的行动上，等等。这是这样一些行为，它们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更高的意识统一，并将事物的世界作为判断行为、意愿行为、评价行为之共同的世界包括到该意识统一之中。世界只要是这样被包含的，它就获得一个社会的世界之特征，一个已经具有了精神意义的世界之特征。


  附录XVIII  具体的社会的对象性东西之给予性和构成物，以及对与它们相关联的诸概念之阐明。社会存在论和描述的社会学〈写于1910年前后〉


  如果我在一个领域中这样地拥有被给予性的东西，而且是就确定的具体形态，就某些婚姻、家庭、家庭道德，就某些朋友关系、团体和团体道德，就某些职业圈子、阶层，就某些宗教信仰和道德等等而拥有被给予性的东西，那么我就能够用描述的方法通过移情作用间接地为我构成关于另一些人之越来越有偏差的直观的表象，或者构成相对直观的、部分直观的表象，或者我能够理解这种描述。这种理解暂时可能是模糊的，尽管如此，它对于理解的目的而言，比如对于阅读报纸的理解目的而言，仍然是足够充分的；但是如果概念具有其正当的直观基础，如果词句具有相适应的编排，那就能够允许一种深化，就能够允许一种内在的理解的可能性，一种解释和说明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使我按照其本质获得相关的社会对象之直观给予性。于是我就拥有了相关的社会的概念之被直观地被认识到的“意义”。当我感受到一组属于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对象性东西的“社会的”动因时，我就理解了这个社会的对象性东西，当我追踪的正是这些关联之紧密联系，而这又追溯到诸意志动因以及其它与它们联系着的诸动因之关联时，我就尤其理解了这个处于其广泛的社会功能之中的社会的对象性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目光当然不会落到我设想自己处身于其中的诸体验上，不会落到显现学的东西注263上，而是落到在这里被构成的该注264对象性东西上。如果我想象一种朋友关系，那么我就能体会到，我如何在感情方面转向另一个人，和他如何在感情方面转向我，我以什么样的兴趣追踪他的一切表现，当我想向他讨要什么东西时，他是如何高兴地满足我，这一个人实行的各种各样直观和评价，如何会相互地在另一个人那里，如同他统握它那样，得到响应，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对持久的观念、持久的情感指向、意志倾向、性格形成等等的表达。


  但是此外我就没有想象自己的情感、意愿以及另一个人的情感、意愿等等吗？就是说，这种我在这里称它为朋友关系的社会客观性就没有展示一种由众人构成的共同一起，一种由众人构成的集合吗，这些人是如此这般地以性格学的方式形成的，并由此而前后一致地在情感行为、意愿行为、行动等等中如此这般地表现？注265


  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但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就是说，如果我将这另一个人统握为进行意愿的，那么我就设想自己处身于他之中，并将他统握为具有某种决心的。如果我将他统握为进行喜爱的，进行估价的等等，那么我就将他统握为有某种东西作为价值对他起作用，有某种东西作为美的，可爱的对他起作用等等。但是针对评价行为这种“行为”的反思则是某种不同的东西，而“在自己面前有”作为价值的一种东西的“行为”，又是某种不同的东西；在现象学反思这种态度之中的意愿行为的这种“行为”，是某种不同的东西，作为在这种意愿行为中的对象的这种决心又是某种不同的东西。下面的情况是某种不同的东西：作为美的和可爱的在这里为我存在的东西；而向那个审美评价行为看过去，向那个喜爱的行为等等看过去，又是某种不同的东西。就移情作用而言也完全一样。设想自己处身于另一个人之中，并对他的评价态度、意愿态度抱有同感，是某种不同的东西；所谓的在移情作用中实行反思，并将意识和某些行为归于该另一个人，又是某种不同的东西。


  所有这些东西无疑都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的确只是，那种作为在显现学的注266意义上的行为被突出强调的东西和被分析的东西，首先是某种在显现学的注267反思中被给予东西，并且事实上是在对异己者之通常的统握行为中被给予东西，甚至是心理学家通常忽视了的，或者没有看到的某种东西，而通常意义上的心理东西，在通常意义上作为知觉行为、判断行为、喜爱行为、希望行为、意愿行为运行的东西，对于社会的对象性东西之解释也是决定性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通常意义上理解这些“行为”，那么以下情况就是完全正当的，即例如，一种朋友关系不外就是一种集合，比如具有某些禀性和习得的气质的几个人，“由于”这些东西，当他们彼此认为是朋友时，他们有时现实地实行某种“谐调一致的”判断行为，情感行为，意志行为，有时相互期待对方有这些行为，并且属于这里的还有诸行为倾向，和在其中他们彼此都知道是这样形成的和具有这种倾向的诸行为。


  人们可以这样说。那么说我对面的这个人在知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在他的对面有一个具有某某侧面的客体”，而这所意味的，不是当我实行一种反思和使一种在想象意义上的行为以反思方式给予我时，而是当我直接地实行对一种知觉行为的意识，并生活于其中（或者以想象方式使我生活于一种知觉行为之中）时，我十分清楚地知道的东西。某一个人想要，即“他下决心”，也同样如此，我十分清楚知道，这所意味的就是，我想起譬如我拥有一种决心的行为，在这里，这种决心在一种我对我的关系中被直观地给予，而不必我特别地加以反思。通常有些人会问，一般来说在这里，在这种对一个被知觉东西的拥有行为本身背后，在这种“拥有对面的人的行为”背后，同样在这种“在我对面有某种作为喜欢的东西，某种作为价值的东西等等存在”背后，是否还能够发现某种东西，是否还能够设想某种东西。


  但是现在应该考虑以下问题：婚姻，朋友关系，这些都是集合的注268统一，这些统一是由众多个人的这种“心理的”关联中产生的，而这些“心理的”关联联结成一个更高的统一。在这里我们有彼此相互关联着的诸个人和他们的联系，这种联系“处于”诸种倾向之中和所属的诸行为之中，在这些行为中，个人A通过行为与个人B发生联系，而个人B又通过相应的行为与个人A发生联系，而且是这样发生联系，即这种相互的联系本身又是双方都意识到的，或者能够意识到的。因此也存在以下情况，在那里，两个人暂时结合成一种共同的工作效率，或者暂时结为朋友，如此等等（在这里，这些倾向本质上也是不确定的，只要在这种共同的工作中，一个人并不总是一定会想到另一个人，并且在约定和完成之间存在一个借助倾向式的文字表现来中介等等的时期）。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社会联系都是这样的牢固的统一，因此，如果该集合中某些成员从其中退出或死亡等等，就会在相同意义上被废止。如果夫妻双方有一人去世，该婚姻就失去其存在；如果现在另一方再次结婚，它就不再是同一的婚姻。一种朋友关系也是如此。如果一个朋友圈子失去了一些成员，但又吸收了一些新成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论这同一的朋友圈子时，情况就已经不同了。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社会。因此，一个读书会，如果它接纳了一些新成员，而另一些成员退出了，就仍是同一个读书会，在它的客观性方面就仍是同一的。一个“康复”俱乐部，一个采购合作社等等，也是如此。这里存在着比集合更多的东西，比个体的集合的统一更多的东西，只要某些成员是通过如此这般形成的、结合在某些个人之上的起功能作用的意识联系相互联结在一起的，这里存在的就是统一。注269


  这对于像国家这样的集合体是特别重要的。或者更确切说，一个集合体在它持续存在时期总是拥有某些成员，但是在这种集合体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持续存在期间，会重新接纳一些成员，而一些成员又会衰老（会失去），但这些集合体还会以其个体性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一个读书会可能存在50年（作为可想象性），而且是这样地存在的，即没有重新接纳任何人，也没有排除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去世。如果环境允许，它可能以这种方式存在上千年和任意长的时间。


  国家则不同。属于国家之本质的是：如果它在它的持续时间里一致地作为同一的国家保持着，它就分派给行使“政府”职权者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公职人员一个应该分派的“位置”。如果这个公职人员去世了，那就会有另外一个公职人员被任命。如果这对于个别的人并不是严格有效的，那么它对于承担重要国家职能的行政机关，诸分支机构，则是有效的。现在人们会说，在普鲁士国家“政府形式”经常改变等等。但是我们必须说：只要国家保持不变，所说的这些就有效。国家的统一是一种持久的统一，正如我们在物理的事物那里有静止、运动和质量上的不变与变一样，在国家那里也是一样。正如在这种变化中仍然保持着连贯的本质，另一方面，每一个变化阶段的这种本质都能够相应地以理想方式过渡到静止一样，在这里也是如此。借助以上所说的，因此某种属于国家之本质的东西也得到了表达。


  国家有国家的宪法。团体也有团体的章程。只要情况是如此，情况就与在国家那里相同。如果会计官去世了，首长辞职了，那时就“一定会”有一个新的被推选出来，如此等等。与此相反，一个读书会没有这样的章程，然而仍是一个集合体。


  社会的存在论和描述的社会学


  现在社会的客观性东西既能在其历史的具体化中作为个别的事实被描述，也能按照其较普遍的本质特性被描述，并且另一方面，能够被纯粹客观地分析。当然，人们能够构成各种不同的普遍概念、属概念和种概念，因此能够以多种多样方式改变这样的客观性东西之理念，首先构成最高的本质概念，并以有秩序的方式，按照其本质的变种，对这些最高的本质概念，先验地（a priori）进行研究。


  这种先验性在这里具有本质方面的意义。在物理的领域中，我们也有一种类似物。思考有机形态之任意的理想的可能性，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受事实的制约（当所涉及的是在一个由已经给予的诸性质构成的系统中的空缺，并且这个系统事实上是作为一种存在于本质中的秩序而显现时，人们至多能够在结构上补充这种空缺，而这就可能是一种先验的做法）。但是另一方面，当化学家按照某种序列由给定的物质构成新物质时借助于由经验获知的本质之结构联系，这就已经是一种先验的行为。但是在这里，先验性当然是存在于对数量特性之组合行为中的，因此是存在于数学东西之中的，并且只是由于以下情况而超出数学的领域，即数学的因素是表示诸实在的形态之特征的。这种由形态出发构成形态，由数的构成物出发构成数的构成物等等的行为，就是纯粹先验的（a priori）构成行为。不论在哪里，凡是我们在思想中以组合的方式行事，先验的方法就被当作基础：我们就先验地（a priori）认出一些可能性，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恰恰只是将我们限制于经验的东西之范围及其法则性东西上，另外我们将这些法则性的东西赋予这些组合要素之本质。


  在社会领域中，基本计算单位是单个的人和他们的行为之相互关联。并且现在能够设想出社会共同体之多种多样的组合和多种多样的种类，并且能够按照其本质加以考察。先验地（a priori）考虑所有这些可能性是否有用，是靠不住的。先验地（a priori）研究社会之理念的诸主要形态和主要种类肯定是重要的，因为关于社会之一切普遍的价值思考必须都是由对社会的理念的主要形态和主要种类之本质的认识所指导的。凡是将在实践方面谋求使人的共同体理想化、对其加以提高将之当作真正目的的地方，就必须考虑这些目的之诸先验的可能性，并按照普遍性使其得到合理的评价。对诸社会客观性东西的分析和对诸不同形态——它们或者是被以经验方式给予的，或者是被在思想上改变了的——的比较，都导致这些客观性东西之诸最后的基本的要素，而且因为最后的绝对的要素显然就是人，所以这所指的就是诸最后的基本关系，这些关系存在于人之间，并能够通过从人到人地进行，通过形成社会，而存在。应该研究这些直接由人到人进行的关系在其中有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些关系之接下来的形式，这些简单的构成物结合为更高阶段的构成物，由此“更高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产生出来，一般来说就是如此。在这里我们能够由事实东西出发自下而上地进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逐渐变为本质的考察，就是说，借助以分析的方式把握本质并借助本质之先验的联系，就拟定出一种关于社会的给予性东西之系统的存在论，另一方面就走上了混合的做法，追踪被给予的诸形态之本质，追踪它们的构造、它们的关系，与此同时，勾画出作为诸可能性东西的诸系统的中间结构形式，按照可能性自然地构成这些社会理念之系统，并借此又按照理解说明之方式，使一切经验上的被给予东西获得一种本质的理解。


  然后接下来当然还有关于发展理论之诸任务，首先是诸社会形态和社会生产之历史的发生，还有对它们的内在理解。


  这种理解以通常的心理学的理解为前提。注270如果我知道一个人的性格（一般的人的性格和个体的性格），并且任何时候都能够从环境中得知，他将如何行动，他为何如此行动，或为何曾如此行动，我就理解了这一个人。我理解了这种行动方式：我明白了诸动因关联，而且我是在移情作用中明白了诸动因关联的。注271


  



  一组保持同一的诸个人能被包括在一个理念之下，能够作为处于其交往关系之中的一种统一在此存在，只要他们在时间中保持存在时能被统握为诸功能的承担者，这些功能是他们在一再相同的关系中彼此相互设定给对方的，或者能使这种“同一的”关系坚持到底的。如果我比如设想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主人要仆人“为”主人做某件事，仆人就“必须”做。这是一种意识关系：A想从B那里要某种东西，他期待，这种意愿会变为B去做A所想要东西的意志动机。并且这种关系是一种持久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存在于单独的意识关系中，而是这两个人在意向上被这样地设定在这种关系中。其实还不仅如此。我的仆人：我将他统握为这样一个人，当我想要他做某事时，他就“必须”做，他或是自愿地或是为了报酬而为此“承担义务”。而我对于他是作为主人在此存在的：以一种相互关联的特征在此存在的。


  这种“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如何达到被给予性呢？我知觉到我的仆人约翰。但以此我并没有将他当作仆人知觉到，如果我们在这里能够使用知觉这个词的话。这是一种证明，即“移情作用”。而证据就在于，B承认，他愿意在某某事情方面遵照我的意志行事，他愿意完成他所承担的某种义务。简单说，证据也许就在于，他正是在执行我的命令证明这种意义上服从我。但这显然不是由于诸短暂的、一时的行为。我既对这另一个人的现实的体验实行移情作用，也对他的素质、性格特征实行移情作用，而这种移情作用只能在另一些移情作用中得到证实：所有的移情作用都必须相互谐调。


  附录XIX  〈共同体与规范〉（1910年）


  我们来观察作为一种“联合”的集合体之理念，首先是作为一种在相互交往中彼此关联的人们的整体的集合体之理念，这些人在这种关联中“合理地”行动，并在行动中实现合理的东西，甚至最好的东西，最好可能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区分：一方面是这样一些情况，在那里，在诸个人的相互交往中，这些个别的个人表明在其行为中是彼此相互依赖的，并且由于这种意志关联，这些“成就”是在全体中产生的，就此而言，这些成就仿佛被看作是这个全体本身的成就，作为成果是统一地存在的，并且许多以社会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意志行为和个体都参与其中。在语言、在艺术、在文学、社会道德……那里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所有东西都属于这种情况，社会文化的一切形态都属于这种情况。因此，其实我不能谈论“这些情况”。作为对立物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下面这种情况，即在一些群体当中，但并不是在一切群体当中，存在着共同体的规范，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清楚记得这种共同体规范。就道德方面来说，它的意思就是，“人们被如此规定，他们必须如此行事”。就是说，它的意思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行事，它的意思也不是，多数人都是如此行事，而是：应该如被要求的那样行事。是谁要求呢？是“这个”道德要求。这不是一种主观的要求。不仅是我感觉到这样做是“正确的”：即我如此行为举止，我对我如此行为举止；这涉及对另一些人的行为举止；而且是另一些人有“权利”要求我做的行为举止，他们肯定有权利期待我这样做，正如在相同情况下，我也有“权利”要求他们这样做一样。这涉及的不是某些别的人，涉及的是相互的行为举止之准则，这些准则对于每一个人都是适用的，并且对于每一个人能够进入其中的社会交往状况都适用。人们要求别人如此这般地行为举止，而对方也有权利要求这样的行为举止。贯穿于整个社会共同体之中，甚至首先通过形成共同体而存在的、通过形成一个义务与权利之系统而存在的这些要求和反要求之统一，形成与相互“交往”的诸个人单纯地共同在一起相对立的统一。


  在语言那里情况就已经有些不同了。“人们”这样地表达，人们在民族共同体中这样地说话。人们不假思索地这样做。在这里，在面对一个打招呼的人时，没有人要遵循一种感觉得到的义务，没有人感觉到一种权利要求。只当在较高的文化中，有较高评价的文学的语言和有教养等级的语言变成规范时，一种相似的关系才会产生。人们就应以这种方式说话。语法要求这样，高尚的鉴赏力要求这样，如此等等。但这肯定不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语言中，是其中的权利与义务的东西，属于“道德”之领域。


  语言确定一种交流统一之界限，确定一种语言同伴之界限。道德建立起权利统一之最初阶段，人们可以说，道德上的统一之最初阶段，义务之起联结作用的统一之最初阶段，这些义务通过规范化为诸个别人的意志及其行为划界，区分被允许的东西和被禁止的东西。因此意志规定之统一，就是那个被诸个别人承认是意志之规范的东西，并且是超个人的东西。意志规定之统一的承担者就是民族。但这些意志规定尚不是真正的权利规范，因为它们并不是强制性规范。谁要是对他听到的问候不予回应，不“表示感谢”，他就是一个粗野无礼的人。虽然人们可以说：当我客气地对某人打招呼时，我有权期待一种客气的回应，期待对这种客气的问候表示感谢等等。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固有意义上的说法。谁要是不理会社会道德，他就是一个“粗野无礼的人”，他就理应受到，并得到蔑视的回应，“道德上的指责”。虽然道德上的规定是“绝对地”下命令，但它们只是在“良心”中才拥有其独一无二的权威。


  法律规定是强制规定，就是说，它是每一个属于法律共同体的人都承认有约束力的规范，遵守规范是由于受处罚的强制。与普遍的意志规范并行的是对违反关于被允许东西与被禁止东西之规范进行惩处的规范，并且法律共同体就是由这两种紧密相联的规定构成的统一。法律的权力与法律的义务，或法律的惩处，属于国家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正是法律的统一。


  法不是文化形成物，后者作为一种“共同体的成就”，仅仅是作为相互交往的人们之协力合作结果而产生的，如语言、文学、艺术等等；而法是通过它建立意志意识之统一，建立义务和权利之统一等等而实现统一的那种稳定的共同体关系。柏拉图说，国家是占据多数的人。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意志之统一，就是说，法律是对每一个人提出的意志要求，是每一个人都服从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受其约束的命令，而惩罚并不是某种不管用什么方法加于个别人的东西，而是某种违法者承认是他应得到的痛苦和对他的违法行为的抵偿的东西。


  国家与教会非常类似。教会是关于人对上帝的行为和人对上帝在尘世代表的行为的法律规定；国家是对人们相互间关系的法律规定，只要它在意识上没有被感觉为是对上帝的法律关系。二者可能“相符合”，如果国家的元首同时又是教会权力的承担者的话。或者二者是彼此分离的。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可能建立起信教者的共同体（和法律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与国家的共同体是相交叉的。


  教会与国家在宗教与道德中有其类似物。在道德中，我们能够相互地理解人的道德行为，理解纯粹涉及同胞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但是，只要这种行为涉及上帝或者神的力量或恶魔的力量（也许这些力量也命令、要求、并以惩罚威胁对他人有这种行为），我们就有了宗教和宗教道德。不过我们能够郑重地谈论这样的东西吗？很难。上帝要求“虔诚的仪式”。这些仪式是义务，违背这些义务就会受到惩罚。因此在这里我们已经有了法律的关系。在这里有许多东西肯定已经得到了研究和科学的描述。


  人的共同体作为国家的共同体（和教会的共同体），是一种统一，这种统一是借助规范，而且是被意识到有效的规范，建立起来的，这些规范约束人的行为，按照与禁止相对的自由之意志领域限定各个人的意愿。这些规范都有效，它们具有感觉到的效力（被感觉到的、被承认的效力）。


  国家的这些事实以及它们的有效性都受到来自绝对的（纯粹理想的，纯粹先验的）道德规范的“道德”评判。实践当中的理性之理念，意愿和行动当中的理性之理念，在一种社会实践当中的理性之理念。由纯粹道德之源而来的有秩序的民族和国家之理念（道德与法）。人的共同体应当是怎样的？它应当是统一的地受约束的吗？它应当如何成为这样的？这种应当追问的是绝对价值和最高可能价值。什么样的特殊共同体之形式是允许的，甚至是必需的？家庭和婚姻以及团体等等应该如何被规整，被调节等等？


  附录XX  人的诸集合体和人的诸共同体〈约写于1910年〉


  共生的集合体，由本源的本能引起的，由一种模糊地被引向与他相似的另一些人而引起的，由喜欢与另一些人一起在此存在，如果他们不在这里就会感到有所失而引起的共同生活。


  目的集合体，首先是这样一些集合体，它们是由于就一个共同的，所有人都愿意的，并共同接受的目的，或更确切说，就一个能够实现的目的，而且是一个暂时的目的，取得一致而聚集在一起的。旅行团体，读书团体。争取实现妇女选举权的团体，诸如此类，在这里这个目的被看作是能够实现的，并且很可能被认为是在看得见的时间地平线之内实现的。


  团体，共同体，意志结合体。团体的目标是所有人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被“共同”追求的目标。在对目标的实现中，每一个人都承担“他的部分”。但是为能共同达到的目的而作的约定，并不是团体。在这种情况下，在团体中，团体的目的是由作为该团体之受委托者，该团体之机关工作人员的个别人去追求的。团体会变成一种意志的主体，并且团体的成员被委托以任务，或者未被委托以任务而独立活动，但并不是纯粹作为私人活动，而是作为该团体意义上的成员活动。作为成员他的意志是受到相应校正的意志。本源的意志是被注入到这个中心之中的“团体意志”：在进入到这个团体之中时，并且在此以后，同时是个体的意志，并且是起源于这个中心的意志，而这所说的并不仅是私人的意志，而且是成员的意志。


  目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由受与共同体目的之关系规整并按照被认为与目的相一致的诸规则——这些规则是以前由共同的约定所确定的，并且被后来的成员有意地接受的——规整的诸行动构成的系统，而共同体的目的是这样一种目的，它在共同体的行为中应该作为相互间同一的目的受到相互间合作的支持）是“人为的”、被约定的共同体，并非是生成的共同体。行动想要成为合理的行动，以指向合目的性、指向目的论上合理性的意图进行考虑：诸被形成的，借助理性活动而产生的〈共同体〉。


  自然地生成的共同体。语言共同体，借助自然形成的语词符号相互理解的共同体。（后来不仅以自然的方式通过向成长起来的人们传递扩展，而且也通过文字的辅助手段扩展。）宗教的共同体（在自然形成的宗教中）。


  语言共同体并不是更高级次的个人的统一，如团体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的那样。语言在一种生活共同体中（当我们按照其自然的功能和自然地生成的东西观察该语言时）建立起可能的关联和现实的关联以及相互理解的一切形式。


  民族的情况如何呢？民族是由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历史联结起来的。在每一个民族同伴那里都存在着有关共同价值的或多或少清晰的认识。这些共同的价值是在该共同体生活中自然地形成的，并在过去被许多民族同伴有意识地推动、提高。一个民族共同体具有共同体的记忆，具有关于共同体的成就、共同体的要求的认识，具有关于共同体的价值的认识。曾为共同的理想的财富做出过贡献的许多人，都是从民族共同体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民族共同体是血属的共同体，并且由种族情感的纽带联结起来的：这是另外一个要点），并且受到相互的促进，成就成为共同体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较高的财富显然会激励后人去追求更高的成就，而这种更高的成就又会变成共同体的财富，如此等等。在民族中存在着对共同生成东西的尊敬，只要该共同生成的东西自然地包含有价值要素，因此在民族中存在着对保护这些价值的乐趣，对谨慎使用语言的乐趣，对“按照”语言的“精神”创造优美新词语的乐趣。优美的东西会被采纳，并因此得到完善。共同体价值的一切形成，都是按照这种方式。该文化之一种系统产生了，该民族学会了怀着自豪感将这种文化作为它的财富和委托给它的财产来重视。与此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纽带，即对作为民族之“子”的伟人的记忆，对他们的伟大业绩的记忆——这些业绩变成新的业绩的典范，变成要配得上这些过去伟人的意志意向的典范。这些伟人更是伟大的向导；大众让自己受他们的引导，在他们的引导下大众一起进入到伟大的行动中，这些行动不仅是这些领导者的事情，它们也有益于这个共同体，保持或提高这个共同体的有价值的生活等等，并且每一个人也都感到非常自豪，以致由民族意识的统一而联结起来的共同的民族纽带在共同的行动中可能已因此受到影响。


  在文化之前，民族是被联合起来的意志集中，是国家之开端，是对在民族的共同体生活中建立起秩序的统治者们的服从。


  民族与家庭、部族的关系，众多部族通过共同的（尽管分蘖为诸种方言的）语言联结起来。


  家族意识，家族传统，部族意识，部族传统。


  以国家形式联结起来的民族之统一。一个具有涉及若干国家的统一意识的民族之统一。交叉的同族关系的情感，以及交叉的文化价值的情感，交叉的文化影响和交叉的文化成就的情感。


  在民族统一中的诸等级，等级意识，等级利益。


  国家与团体。国家的机关工作人员，承担执行国家法律、国家命令者，国家执行权的承担者，强制权的承担者。国家是一种开放的共同体，团体也是一种开放的共同体。


  在开放的社团和以私人方式结合的、封闭的、交谊的社团之间的区分。强盗团伙，共同约定去抢劫。一个有章程的团体，在该章程中，该团体暂时停止接纳新成员，并对接纳新成员进行调整。


  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同时又是一个血属的共同体，因为公民的子嗣都属于这个国家共同体，都拥有他们的权利，尽管他们只是在到达成熟以后才成为完全的公民。公民的祖先也并非立即就是属于这个国家的公民，公民的子嗣如此，接下来，子嗣的子嗣也是如此，只要国家继续存在，并且这些子嗣没有由于特别规定的措施而被排除。


  但是只当全体公民都在此存在，国家之起职能作用的诸环节都在此存在，只当国家的功能得到由普通公民到全体较高的机关工作人员和最高的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使，国家才会存在。如果全体“公职人员”，国家职能的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一下子全都死亡了，那么国家并没有消失，因为普通的公民（他们作为公民必定拥有国家意识，尽管是在不同程度上拥有国家意识）会寻找使国家职能再次运转起来的手段和途径；也许个别的公民会应急替代所缺失的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选举等等。


  也许全体公民都被杀光了，只有他们未成年的孩子们剩留下来，那就再也没有国家在此存在了。除非这些孩子们这样地受到教育，使他们通过历史的教训等等又能铭记国家意识，并且他们获得了接受旧国家传统的意志。但是断裂是存在的，传统不会自然地流传，而是被有意地合理地接受的。


  自然的国家和人为的国家。人为的国家：国家是由国家的联合，由形成国家的团体而人为地产生的。自然的国家：国家是由一个自然的血属共同体产生的，是作为服从于一个权威的意志服从共同体，作为部落首领共同体，专制君主共同体，暴君共同体等等产生的。


文稿6  选自1910／11年冬季学期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注272


  〈第一章  自然的态度和“自然的世界概念”〉


  〈§1．处于自然态度中的自我〉


  在这个学期，我们打算研究关于意识的普遍现象学之诸基本问题，我们要按照主要特征研究意识一般之基本状况。


  我们要进行的这些研究需要一种与从中获得自然科学知识与心理学知识的自然态度完全不同的态度。现象学绝对不是心理学，它处于一个新的维度之中，它需要一种本质上不同于心理学的，不同于一切关于空间-时间上的存在之科学的态度。详细说明这一点，是一个引论所必需的。


  我从描述经验和认识能够在其中发生的各种不同态度开始，首先从描述我们大家都生活于其中，因此当我们改变哲学的目光时是从那里出发的自然的态度开始。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行事，即我们以普遍的方式描述这种态度的状况。


  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说“我”，并且在这样说的时候，知道自己就是自我。他作为自我而存在，与此同时他任何时候都作为一个环境之中心而出现。“自我”对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意味着某种不同的东西，对于每一个人都意味着十分确定的个人，这个个人具有确定的专名，他体验着自己的知觉，记忆，预期，想象的表象，情感，意愿，意志，他有自己的状况，实行自己的行为，此外，他有自己的素质，自己天生的资质，自己后天获得的才干和能力等等。每一个自我都有它的这些东西，此外属于这个范围的当然还有当下的发现行为本身，正是在这个发现行为中，有关的自我发现


  的）还原表明在主观的东西（超越论的-主观的东西）中超越现实印象东西之可能性。这种情况被运用到移情作用上。对此的初步阐明。超越论的还原（排除物理的自然）除得到这个自我（ego）之外，还得到其他的自我（ego）以及其他的自我（ego）的流。单子论。诸单子的联系。重新记起提供自己本身！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进行移情作用的当前记起，不提供自己本身。


  特别重要的是：统一的现象学的自我之本质：在现象学上我的意识流是如何与每一个其它的意识流隔绝的。统一性之原则。了在这里以一般方式谈到的这个和那个东西。陈述行为同样也归入这一类东西中；根据所谓的经验直接发现的行为，并根据对于这个自我来说是体验的那些不论由哪里来的信念、见解、猜测，这个自我被赋予称号，它是如此这般被称谓的人，这个人具有个人的某些特性，某些现实的体验、见解、目的设定等等。在这里这种具有的行为按照被具有的东西，是不同的行为：遭受痛苦，被执行判决，有处世能力，具有被当作“个人”品质的忠诚、诚实，等等。现在，这个自我作为以不同方式具有所有那些可陈述东西的具有者而存在，另一方面，他又作为与这种被具有东西不同的东西而存在。这个自我本身并不是体验而是进行体验者，不是行为，而是行为的执行者，不是性格特征，而是将这种性格特征当作品质的拥有者，如此等等。此外，自我存在于时间中，并且他的自我体验和素质也是在时间中存在的，与此同时他不仅现在知道自己是存在者和各种东西的拥有者；他还有记忆，并在记忆方面发现自己是刚才和先前曾拥有某些确定的体验等等的同一的个人。每一个现在被拥有的东西和曾经被拥有的东西都有其时间段，自我本身在时间中是同一的自我，并在时间中有一个确定的位置。


  〈§2．身体和空间时间环境〉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身体，看看包围着身体的空间时间性。每一个自我都被发现是具有一个有机身体的自我。这个身体从它那个方面说并不是自我，而是一个空间时间上的“事物”，围绕它有一个无限进展着的事物环境。这个自我总是有一个它直接知觉到的，或者它在直接的记忆中，在持存的记忆中还记得的受到限制的空间-时间环境。但是每一个自我都“知道”，都毫不怀疑，以直接直观方式被设定为在此存在的这个环境只是总体环境之一个被直观到的断片，在无限的（欧几里得的）注273空间中的诸事物继续地进行着；同样它也知道，此在之现实地被记起的这个时间断片，只是无限的此在链条上的一个断片，这个链条正如它一方面向前伸展到无限的将来一样，另一方面向后延伸到无限的过去。这个自我知道，诸事物不仅当它们现在被知觉时现在存在，不仅当过去被知觉时过去存在。诸现在在此存在的事物现在自在存在，过去曾自在存在，将来会自在存在，即使它们没有在这个现实的经验环境中恰恰在这里存在，没有在记忆中曾在该环境中存在，或将不会在该环境中存在。就诸事物之一切事物特性而言，就其运动与静止而言，就其性质上的变化与不变等等而言，这对诸事物都适用。


  我们只是如能清楚观察到的那样描述每一个自我本身所看到的东西，它直接看到的东西，或间接地以确信方式以为的东西；而且这种确信应该是每一个自我都能够将其变为绝对的注274自明性的确信。每一个自我都知道，在个别情况下它可能弄错，然而在以突出强调的方式进行的陈述行为中被陈述的普遍东西，对于它却是自明的，或能够变成自明的。作为描述者，我们自己现在完全不关心所有这些东西之最终有效真理如何。另一方面，也根本不应在这个方面表示任何怀疑。


  在这个说明之前，我本来还应该正确地说：每一个自我本身不仅仅进行知觉，不仅仅有对直观的此在设定进行的诸体验，它还有一种或多或少清晰的或者含糊不清的认识，它进行思考，它进行述说，作为科学家，它从事科学。当此之时，它知道自己有时是在正确地下判断，有时会犯错误，间或是在怀疑，间或是在困惑，间或又逼近到清晰的确信。但是它也知道或者它相信，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刚刚详细描述过的那样，这个在此存在的世界仍然是存在的，它自己就在这个世界之中等等。


  也许还应该进一步解释说：每一个自我作为“它的身体”所看到的事物，正是作为自己的身体而从所有其它事物中间突出出来的。这个身体在现实的知觉领域中始终而且不可避免地在此存在，它以一种独特的能够详细描述的方式被知觉，并且是对环境之事物式的统握之持久的中心环节。所有不是身体的东西，都是在与身体的联系中显现出来的，都在与身体的联系中有某种经常被自我意识到的空间方位：作为在右的和在左的，作为在前的和在后的等等。同样，在时间上，作为现在的，刚才的，以后的。


  〈§3．体验在身体中的定位〉


  每一个人还将他的自我体验，一般而言，将他的特殊的自我所有物与身体联系起来。这样他就将它们在身体中定位了。他时而是根据地地道道的注275“经验”，直接的注276直观做这件事，时而是以间接的依据经验的认识或进行类比的认识之方式做这件事的。这种定位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定位，它完全不同于事物的诸部分和诸因素在事物上直观地具有的定位，不论这些部分和因素是感性直观的规定性还是物理的规定性。喜悦和悲痛并不像血液在心脏中那样地在心脏中，触觉的感觉并不像皮肤有机组织之部分那样地在皮肤中；因此按照对心理东西之定位本源地进行意义赋予的表象，就是说，按照直接或间接经验就心理东西之定位所表明的东西，当然不排除本源的意义有时并没有受到重视的情况。然而我们并不需要在此逗留。


  我们还要说，根据经验（每一个自我拥有的并规定每一个自我的判断的经验），自我体验被承认为在某个未精确规定的环境中依赖于身体的，依赖于身体之身体状况和过程的。注277


  〈§4．移情作用和异己的自我〉


  每一个自我都在它的环境中，而且经常在它当前的环境中，发现它认为是身体的事物，但是它以下面的方式将这些身体当作异己的身体与“自己的”身体鲜明地对立起来，即每一个这样的身体又有一个自我属于它，但这是一个不同的，异己的自我（它将这些身体看作是自我主观的“载体”，但它并不是在它看自己本身那种意义上“看”异己的自我，即通过经验发现异己的自我。它是通过“移情作用”注278的方式设定异己的自我，因此，异己的体验活动、异己的禀赋也被“发现出来”；但是，它们并不是在自己的体验活动、自己的禀赋被给予、被具有那样的意义上被给予的，被具有的）：这个自我同样也有它自己的“心灵”注279，它的现实的意识，它的素质、禀赋；它同样也遇到自己的事物的环境，其中也遇到作为它的身体的它的身体，如此等等；尽管如此，在知觉方面与我们对峙的这个异己的自我所遇到的环境，总的来说，与我们的环境仿佛是注280同一个环境，并且我们在我们的环境中统握为它的身体的身体和它在它的环境中统握为自己的身体的身体仿佛是注281同一个身体。只要这些自我相互地存在并相互地适应它们的环境，对诸自我的诸现实的环境有效的东西，就对整个世界也有效。每一个自我都将自己理解为这同一个空间时间世界之相对的中心点注282，这个世界以其不确定的无限性是每一个自我的总体环境。对于每一个自我来说，其它的自我不是中心点，而是环境点注283，它们按照它们的身体有着在这同一的全体空间中或在这同一的世界时间中不同的空间位置和时间位置。


  〈§5．空间现象以及在正常情况下诸不同主观之诸显现的符合〉


  每一个自我都作为这个坐标的中心，即所谓坐标系的原点而注284存在注285。它从那里观察、整理和认识这个世界中的一切已被认识或未被认识的事物。但是每一个自我都将这个中心理解为某种相对的东西，例如它在身体方面改变它在空间中的位置，当它经常说“这里”的时候，它知道，这个“这里”每次在地点上都是不同的。每一个自我都区分了作为客观空间处所（地点）之系统的客观的空间与作为以“在这里和在那里”，“在前面和在后面”，“在左边和在右边”之方式显现的空间现象的空间。在考虑时间时也是如此。


  这种情况也适合于事物。每一个人在他周围都有同一的世界，并且也许看到该世界的若干同一的事物和同一的部分；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物显现，同一的事物按在空间中不同的位置以不同的方式对他显现。事物有它的前面和后面，它的上面和下面。这个事物对于我而言的前面，对于另一些人而言，也许就是后面，如此等等。但它是具有同一些特性的同一个事物。


  每一个事物都能够在无限的客观的空间中，但只是在连续的运动中，使它目前的空间处所（它的地点）与每一个其它的空间处所交换；不同的事物不能占据同一的空间处所，任何一个部分也不能占据同一的空间处所，但是它们能够在连续的运动中相互交换它们的不同的空间处所。因此这种情况也适合于身体。如果一个身体与另一个身体交换其客观的空间处所，那么诸相关的自我所具有的它们的被经验的事物之诸显现也就连续地改变，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改变，即在一种理想的情况中诸显现根据身体位置的交换而相互交换。在一种正常状态，但只是理想的正常状态下，存在某种理想的可能性，按照这种可能性，两个正常的个人，假如他们交换其地点，或想象他们交换其地点，并且假如他们在身体方面都处于理想的正常状态，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在其意识中正好发现早先在别人的意识中意识到的同一些显现。如果我和另一个人都有“正常的”视力，那么当这同一些没有改变的事物在我们能够相继占据的同一的客观的空间处所为我们呈现出来时，我们看到的就是同一的东西。并且，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如果他和另一个人都在同一个处所看，此外如果不仅目光位置的所有空间关系都是相同的，而且目光和整个身体也都处于同样的“正常状态”，那么所看到的就总是同一些显现。这些都是理想的说法。但是一般来说，每一个人都假定他的显现与别人的显现大致符合，而在病态以及诸如此类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发现作为例外的诸种不一致，至少会发现作为可能性的不一致。


  诸自我，或者我们说，人们，到处都相互就此达成理解。每一个人都在与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向他显现的诸事物之关联中获得他的经验，根据这些经验下判断，并在与别人的相互理解中交流这些判断。当他没有对这些显现进行反思的动机时，当他在经验活动中直接面向对象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是对这些显现下判断，而是对诸事物下判断；如果他描述一个事物，这个事物对于他就是这个同一的事物，比如这个没有改变的，被赋予了不变的诸性质的事物，并且他就将它说明为这个事物，然而当他通过在空间中运动头和眼睛以及整个身体时，却总是获得诸种不同的显现，时而是远处的显现，时而是近处的显现，时而是前面的显现，时而是后面的显现，等等。


  〈§6．对此前论述的扼要重述〉


  在上一讲中我们开始描述自然的态度，而且我们是以下面这种方式开始的，即我们尝试以一般的方式描述自然态度能发现的东西。这里我们最好是做一次详细的扼要重述。


  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自我。那么每一个人在他在其中发现自己是自我的这同一的态度中，在自己本身中和在与自己本身的关联中都发现了什么呢？于是我们开始了下面这种方式的描述，即每一个人都有权说：“我”，并且所有其它东西都与“我”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以单数形式说话，并因此继续这样说：我设定注286我本身是存在着的，并且是作为这个自我在这里存在着的，作为以某种确定内容存在着的。我设定自己体验着这种和那种东西，我具有某些状态与行为。但是我并不设定自己注287是一个状态或行为，并不认为自己本身是一个状态或行为。


  其次，我不仅设定自己和认为自己是进行体验的主观，而且还设定自己和认为自己是具有人格特性的主观，是具有某种性格的个人，是具有某些理智素质和道德素质的个人，如此等等。当然我是以完全不同于发现我的体验的方式发现这一点的。


  再次：我发现我和我的东西是在时间中持续存在的，是在其持续存在中变化着的或不变化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区分流动着的现在和就是在这种持存中被给予的“刚才”。此外，在重新回忆中，我又发现我是同一的我，它在此前曾存在，如同它现在仍存在一样，发现我是此前曾持续存在过的，曾交替地体验过这个和那个东西的同一的我。


  再次：我因此发现我有身体，而且这个身体是我同样发现的诸其它事物当中的一个事物。在时间中我也发现我有身体，在现在，我发现作为我的身体的这个现在存在着的身体，在刚才，我发现作为我的身体的刚才曾存在的身体，在重新回忆中，我发现作为我的身体的被重新回忆起的身体，它总是属于我的。


  在我作为我的自我的时间和我的拥有行为的时间而发现的每一个时间点中，我都发现某种变动着的事物性环境。它部分地是直接的环境，就是说，在直接进行设定的直观中被给予的和曾被给予的环境，部分地是间接的环境，就是说，主要是进行推论的可能的思维活动借助真正直观到的环境连带设定的环境。在连带设定的方式中，该环境是一个（也许不太确切地说的无限的）环境，它是被不确定地设定的在无限延续着的空间中和无限继续着的时间中的事物性东西。我借助象征的、类比的直观使自己明白了这种连带设定，此外只要它后来不通向被回忆的环境，我就正是以类比的方式将它本身设定为继续着的、不确定的、可能的事物性的环境，而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设定：即“它大概还会这样继续下去”。


  于是我们就勾画出了对作为诸事物的环境中的诸事物之描述的诸开端，按照它们总是在我们的自我之一个环境中被发现的这种普遍的意义，同样我们也描述了与其它事物相比任何时候都作为“我的身体”被发现出来的事物所显示的性质上的不同。


  此外：我们描述了具有作为异己的自我之载体的异己的身体这个名称的那些可发现东西之意义，这些可发现东西连同其体验和人格特性是以完全不同于发现自己的自我之方式“被发现的”，不是借助“对自己的知觉”和“对自己的记忆”，而是借助移情作用发现的。


  同样，我们也描述了一切事物，以及身体，向自我显现的方位之诸种区别：事物的诸显现如何属于自我的每一个空间位置（身体当下的空间位置在一定的表现中就属于该空间位置），正是在这些显现中，事物和事物的空间从这个主观的空间位置出发如此这般地呈现出来。我们本来也可以谈论时间与时间的显现之间的区别。


  此外我们还谈到，所有这些也被以移情作用的方法赋予了异己的自我。在正常情况下，诸自我作为它们的相对位置所遇见的必然不同的空间处所的从自我到自我按照诸不同的自我被区分开来的诸方位都处于某种符合一致之中。通常，在诸自我的相对的空间处所交换的情况下，它们的方位，因此，它们的事物显现也相互交换。我曾指出，这种理解是以一种理念为根据的，与这种理念相对比，在“正常知觉行为和非正常知觉行为”情况下，偏差是可能的。但这又反向地引向身体的诸不同功能。


  〈§7．作为经验之态度的自然态度。经验判断的自明性问题〉


  在这里，在“进行发现的行为”名目下所标示的东西以及在一切进行推论的思想行为之前，更不用说在科学的思想行为之前存在的东西，只不过就是在确切意义上的进行经验的行为所意味的东西。因此，自然的态度也就是经验之态度。自我经验着自己本身并对诸事物、诸身体和诸异己的自我进行经验。这种经验之态度是自然的态度，就此而言它是动物和前科学的人之唯一态度。


  当我对所经验的东西，对直接地被发现的东西进行描述时，我当然就是在下判断。但是，这种纯粹进行描述的判断本身是对经验、对被发现东西之单纯的表达，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绝对自明的，就是说，正是作为单纯的表达是自明的，甚至即使本身是关于一个虚构之描述，只要这种描述是忠实的，它显然就具有自明性。如果自我以其个别的确定性或以不确定的普遍性注288描述被发现的东西或被经验的东西，这些东西又被设定为存在着的，并且在无损于那种属于表达之适合性而且会成为充分的自明性的自明性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判断具有经验设定的自明性；经验设定的这种自明性虽然是一种自明性，但一般来说，是一种不充分的自明性。每一个人都知道，“经验会骗人”，他知道，他虽然有权按照经验陈述，但是被经验的东西“并不需要真正存在”。


  另一方面，我们在描述经验态度的被给予性东西时所实行的陈述，提出了对绝对自明性的要求。无疑我们真的发现了这一类东西；我以毫无疑问的真实性，以绝对的真实性陈述，并且我看到，我作为这种或那种东西的拥有者，作为环境的中心等等而存在。不仅当我说出，我此时此地经验到这个确定的事物时，这毫无疑问是真的，而且当我不确定地和一般地说出，我一般总是在知觉，并已知觉到事物环境中的一些事物等等时，这同样毫无疑问是真的注289。更广泛的自明性是这样一种自明性，即我不仅确信，发现的正是这个和那个东西，而且我还确信，“我存在”，并确信世界存在注290，确信所描述的行为之这些被发现的东西，按照其普遍的类型，处于与自我之联系中，尽管就此而言，某些个别怀疑是可能的，并且错误也是可能的。这些自明性具有什么性质，我们不想在这里确定。注291


  总而言之，我们只是坚持经验有其正当性，更确切地说，在自然态度中“依据经验”的判断行为有其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在最低层是进行直接描述的判断行为，然后在较高阶段是描述科学之归纳的科学的判断行为，最后是精确客观科学的判断行为，它超越直接被经验到的东西而向未被经验到的东西推论，但在这样做时，总是依赖其最终的正当性根据，依赖直接经验的被给予之物。


  〈§8．诸经验科学：物理的自然科学和心理学。自然的世界概念〉


  因此，现在人不仅描述被经验的东西，而且还以科学方式认识被经验的东西，他从事经验科学。这种经验科学是自然态度的科学。


  а）对事物注292，对自然态度中那些被单独给予东西之科学研究，是物理的自然科学之任务。因此这种科学的对象刚好是下面这种意义上的事物，即它们是经验之被给予的东西，它们作为自在存在着的事物被给予我们，这些事物在客观的空间中有其确定的处所和广延，在客观的持续中有其确定的次序和期限，它们这样那样地变化或不变化等等。这里应注意，事物并不是显现，而是同一的东西，这种同一的东西按照这些自我之主观位置以及它们的正常的或不正常的身体结构等等，在多种多样的显现中，时而以这种方式时而以那种方式向我或任何其它的自我显现。这种事物性的东西仅仅构成总体被给予性之一个部分。


  b）人们按照刚刚详细说明过的东西形成关于自己的，关于他们的同胞等等的经验，或者还形成关于其它进行体验的有机生物——这些生物在这里被称作动物和通常有灵魂的生物——的经验。通过移情作用和以移情作用方式进行的对陈述的理解，他们不仅实际上进入相互交流之中，他们还为了认识的目的相互观察，而且他们还如同在自身知觉和自身记忆的形式中那样，也在移情作用的经验和建立于它之上的理论研究行为的形式中，获得了所谓心理学的知识；同样也获得了关于心理东西（自己的心理东西和异己的心理东西）对身体之依赖性关系的心理物理性质的知识。


  正如注293关于物理东西的自然科学描述诸事物，按照因果法则说明诸事物（具有客观性质、客观变化、客观状态的诸事物，这些东西都在物理的显现中显现出来，但并不是物理的显现-体验-本身）一样，心理学也以因果法则的方式描述和说明具有变化的状态和行为，具有变化的素质（禀赋等等）的人的性格，但并不描述和说明这些东西本身以及其它东西在其中变化无常地这样那样显现的显现，但是在这里应当恰当地理解显现这个词注294。只不过在这里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显现，不论是物理的显现，还是心灵东西之显现自身，或显现异己者，都一起属于心理学的范围。因为即使对比如另一个人向我显现的当下方式或另一个人向自我本身显现的当下方式，或者最后，我向我本身显现的当下方式的描述，都是某种不同于对我的自我本身描述的东西，不同于对异己的个人本身描述的东西，如此等等。所以，在其中我是我自己的对象的那种意识，如同一切意识一样，是一种自我体验，在其中有另一个人与我对峙的意识也是如此。再者：事物并不是事物的显现。事物如其所是地存在，不论我知觉它还是不知觉它，因此不论我有没有有关的知觉显现。这个事物是物理的东西，不是心理的东西。但是这种对知觉现象的拥有行为，正如建立于这种拥有行为之上的对事物的思想行为一样，是某种属于心理学范围的东西。如果说，这种详细的考察是在突出强调，应该在对显现者之显现的拥有行为，比如以对一个事物的知觉之形式的拥有行为，和显现本身（它在这个所谓的意识中被拥有）之间进行区分。那么这个显现，只要它是已被拥有的显现，就确实也属于心理学；只是由于这个内容，这个“拥有行为”的确被区分出来了。


  所有这些在它们是在所描述的自然观点中被理解的这种意义上，都属于心理学的范围。这个心理学的自我属于客观的时间，即空间世界所属于的同一的时间，借助钟表和其它精密计时器测量的时间。这个自我在空间和时间方面受身体的制约，诸心理的状态和行为——它们又归入客观的时间——依赖于身体发挥功能，在其客观的，即空间时间上的此在和如此存在方面，依赖于身体发挥功能。一切心理的东西注295都在空间时间上存在：我们可以认为以下看法是荒谬的，而且也许有权这样认为注296，即心理的自我本身（以及它的体验）有广延和位置，它有其在空间中的此在，就是说，作为在空间中有其客观处所的有关的身体之自我，有其在空间中的此在。并因此，每一个人当然会说，并且有理由说：我现在在这里存在，然后在那里存在。这同一种情况，也适合于时间。下面这种做法也许同样是荒谬的，即将注297自我及其处于自己本身之中的体验归入到由地球的运动规定的，由物理的仪器测量的时间之中。但是每一个人都当然地并且正当地说，我现在存在，并且在这同一的现在中，地球有在其轨道上的某个位置，如此等等。据此，心理学的说明以及与它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心理物理学（如果我们毕竟想实行一种充其量是实用的分类的话）的说明，就被理解为是自然科学注298。一切关于在空间中的以及在时间中的此在的科学，都是自然科学。自然是统一的总体，或者更确切地说，如在详细考察中显示的注299，是由一切空间时间上的此在，就是说，由一切在这唯一的空间中有位置和广延，在这唯一的时间中有次序或期限的东西构成的合法则地统一的整体。我们称这个整体为世界或宇宙。在这个世界中不存在被分开的，被称作事物和心灵的两个世界。经验只知道一个世界，只要心灵是身体的心灵，只要世界是被经验的世界，而作为这样的世界又被回溯到诸自我，那么这些自我本身如同所有其它的自我一样，都在经验上归入这个世界之中。


  我们要在这里停下来。显然，已经开始的这个描述能够按照所标明的一切线索进行得非常之远，也许还能够显著地增加一些新线索。也许还能够表明，最高尊严的哲学兴趣要求对所谓的自然的世界概念、自然态度的世界概念进行一种完整的和全面的描述，另一方面也表明，这样一种精确的和深入的描述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相反，是一件需要极其艰难的反思的事情。然而，在这里不应谈论这一类的哲学兴趣，尽管在这些讲课中我们自己的计划是指向同一些的哲学兴趣的。对于我们紧接下来的目的来说，已有的诸粗略的开端已经足够了。我们本来想的仅仅就是指明，什么是自然的态度，我们是通过对在这种态度中作为自然意义上的世界所发现的东西之一般的和简要的特征说明来描述它的，这个世界不外就是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科学之无限的客体，当然，既有进行精确描述的科学的客体，也有从理论上进行说明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以因果方式进行说明的科学的客体。


  〈§9．经验的或自然的态度和先验的态度。  关于自然之存在论和形式的存在论〉


  那么与迄今所描述的，在其中自然或世界成了能够看得见的和能够认识的领域的自然的理解世界之态度相比，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态度是可能的呢？自然不是包括一切真正的存在吗？确实如此，如果我们将“真正的”正好又理解为是在空间与时间中在此存在的东西的话。但又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想到正确的判断行为和有洞察力地进行认识的判断行为也是指向对象的，但这些对象并没有任何此在的话。


  纯粹的注300几何学就是这样谈论几何学图形的，纯粹的算术就是这样谈论数等等的。但是纯粹几何学的图形作为纯粹空间之可能的形态，算术的数作为数列之纯粹的数，并不是事物，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自然之事实。注301


  据此我们将可以说：与自然，事实的、空间的、时间的此在之世界，“经验的”世界相对立，存在着如人们说的诸理想的世界，由诸理念构成的世界，它们是非空间的，非时间的，非实在的，但是它们确实存在，正如数列中的数存在一样，有效的科学的陈述之主项几乎和自然中的事物一样存在。与此相应，我们必须在自然的或经验的态度与另一方面的非经验的，先验的态度之间进行区分。在一种态度中，此在的对象性东西被给予，在另一种态度中，本质的对象性东西被给予，在一种态度中，自然被给予，在另一种态度中，理念被给予。


  显然，对此不可能提出任何反对理由。当我们在知觉中或记忆中，提供出一种作为一个事物上的因素的颜色，并且以知觉和记忆的方式意指它时，和当我们可以说是以另一种方式转向这种颜色之理念，并仅仅考虑这种颜色之理念，这个作为纯粹被给予性的相应的颜色种时，这显然是不同的态度。将音质c的个别的声音知觉为正好发出响声的提琴的声音，和在改变了的态度中，根据这个大致以示例方式对声音的显现建立起音质c（它是在理想的和一次性的声音音质系列中唯一的一个音质）这个理念；或者，看四条线，和另一方面在看这四条线时，不是指向这四条线，而是指向数字4这个唯一的理念，即在这里以示例方式阐明的这个理念，等等，这是某种不同的东西。


  现在，这些理念作为对象发挥功能，同时这些理念使得对相应的不确定地、一般地被设想的，只是被设想的并不被作为存在着的设定的个别性东西的陈述成为可能，这些陈述具有绝对普遍性之特征。例如算术的陈述就是如此。每一个理念作为这样的东西肯定都具有下面这种特征，即有一个所谓的范围，然而是一个由诸个别性东西构成的纯粹的范围，与之对应，对这些个别性东西并不实行关于它们的此在之任何设定。据此，纯粹的算术，纯粹的几何学，纯粹的运动学，纯粹的声学等等，并不包含关于实在的此在之任何陈述。不论有没有这种在此存在的东西，这些学科的定理都是有效的。它们是作为纯粹的定理有效的。


  但是为了能看到并能把握住先验性这种纯粹性（先验性就是独立于它的此在），需要一个步骤或一种决心。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喜欢为数学的定理配上经验的意义。但是，如果他们是以下面这种意义来判断和论证这样的定理，即只是以包含每一任意的经验的此在的思想之不确定的普遍性，来支持对真正在此存在的东西之计数的不确定地保持下来的统一，支持在此存在的事物，在此存在的过程等等，那么数学，注意（nota bene），正如他们支持它一样（并且在相同意义上还有一切类似的科学），从一开始就属于自然之领域。事实上，关于纯粹理念的以及与纯粹理念相关联的纯粹的完全无条件的普遍性的想法，并不适合自然的经验的态度。与对数学东西的这种解释相反，为了把握先验性，把握此在的纯粹性当中的理想本质，因此把握超经验的，非空间的，非时间的理念，首先需要排除一切此在设定，即使是不确定的此在设定。


  然而这其实是一种不确切的说法。谁有一天看出了这种处于其纯粹性当中的理想东西，谁有一天纯粹地或以“严格的”普遍性下判断，谁就不需要先从经验的普遍性出发，不需要一种排除经验的此在的特别行为。我们恰恰是以一种特别的态度，以一种特别的、不同指向的看的行为和意指的行为，把握这种理念和这种纯粹普遍性的。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拥有、把握、意指这种纯粹的先验性，和事后通过反思正确解释这种被把握东西和被陈述东西的意义，并如其显示的那样看待它，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数学家也许很可能以严格的普遍性下判断，而且通常会以严格的普遍性下判断，然而他们受经验主义先入之见的引诱，事后对这种被纯粹把握的东西做经验式的解释。由此可见，我们要以先验的态度把握理念、本质。


  属于这里的有空间之理念，诸空间形态之理念，关于空间性东西之理念，但是这些理念本身并不以空间形式存在。在真实的空间中，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空间理念、三角形理念等等，同样，在真实的时间中，也不存在时间理念，宁可说，时间理念本身是非时间的存在，是理念本身。因此，本质的态度，最终，以直观的方式理想化的本质的态度，使一个独立于此在的、新的领域达到被给予性。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态度已经可以被称为哲学的态度。这种从受经验限制的数学之非纯粹的先验性向纯粹数学之严格的先验性的过渡，对于建立真正的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而且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步骤。谁要是没有完成这种过渡，谁就绝不可能登上真正哲学的高峰。


  但是，如果只满足于这种新的态度，那么我们所有的一方面只不过是诸自然科学，另一方面就是以其纯粹性把握住的诸数学的先验科学以及诸其它的先验的科学，或者毋宁说，只不过是从自然科学开始所导致的并且首先只是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之工具被构成的诸先验科学。我们可以这样划分这些科学：我们将作为理念的自然与作为事实的自然对立起来。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经验的自然科学，涉及的是作为事实的自然，诸纯粹的自然科学，涉及的是作为理念的自然。这就得出关于对于自然理念而言是基本的诸理念的诸科学，几何学，纯粹时间学，关于运动的纯粹学说，以及在事物性东西本身中的诸可能变形的纯粹学说，最后，比方说，相应地得出康德关于纯粹自然科学的理念。我们将与自然理念相应的诸学科纳入到关于自然的存在论这个标题下。


  自然科学家经常不得不使用其真理的另一组先验学科，具有一种本质上不同的性质：我指的是关于直言命题的纯粹逻辑、纯粹概率论、纯粹算术，最后是纯粹集合论。这些科学并不属于自然这个理念，它们并不对构成自然这个理念的先验性进行说明。算术之独立于此在所涉及的不只是关于实在的此在之每一种现实的设定，而且也涉及对自然这个理念的每一种设定，关于事物、特性之理念的每一种考虑。算术中的一是某物一般，属于它的不仅是事物性的东西，空间时间性的东西，而且是某物一般，或者是一个理念，或者也许是一个数。如果形式逻辑论述的是命题的真理，那么命题这个理念就以其无条件的普遍性不仅包含具有自然科学思想内容的任意的命题，而且包含那些具有任意的，比如纯粹算术的思想内容的命题。能够表明，所描述的这一组学科也能够被解释为一种普遍的先验的存在论，一种涉及被思想的存在一般的存在论。


  纯粹的自然科学，或如我们更确切地说的，关于自然的存在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是属于自然这个理念的一切科学之名称，或者说，属于对于自然这个理念来说是基本的诸理念的一切学科之名称。空间时间的理念，因此纯粹的空间学（几何学），纯粹的时间学，纯粹的运动学，关于空间形态之诸可能变形的诸纯粹学科，都属于这里。但是此外，那些本身并不指向在此存在的事物之事实性，而是属于事物性本身之理念的诸先验法则，也属于事物这个理念，这种事物不仅有其期限和几何学形态，而且还有处于因果联系之中的诸实在性质，诸实在变化。因此，我们遇到了康德式的“纯粹自然科学”。众所周知，他将这门科学与几何学和纯粹时间测定法以及前面提到的其它诸学科区分开了。但是关于这门学科应该说，它事实上并没有行使人们本来应该期待的那些功能，它在历史上并没有作为诸自然科学之先验的辅助学科（作为仿佛是关于事物性东西的数学）被形成和被应用。其实它一直是一种被热切希望而未曾获得的东西，它一直没有超出一些微不足道的开端。供现有这些自然科学支配的，只是属于它们的一些零星定理，例如，关于物质事物之不可入性定理，或如，一物只当它运动才能改变其位置，就是说，只有在连续的位置改变中才能变换其位置的定理；此外还有因果法则，按照这个法则，每一个性质的改变，只能按照经验的法则，按照自然的法则发生，然而在这件事情上，关于这些原理，以及最后关于其它原理，经常会发生争论，就是说，只要有人倾向于承认既是属于康德式的纯粹自然科学的原理也是经验的法则，而另一些人则断然否认这一点，就会发生争论。但是，谁要是学会了让充分的、理智的诚实起作用，谁要是有一天学会了将这种在本质的态度中看到的东西，即使在反思中面对一切令人迷惑的误解，尤其是面对诸流行的理论，也当作被给予的加以辩护，谁在这里就也会如同在前面提到的诸数学学科的情况中一样行事，这些数学科学以理想的方式与纯粹空间、纯粹时间、纯粹运动等等发生联系，并且肯定会被承认有这样的关联。


  但是在这里还应该提到一组本质上是另一种的，部分地同样被称作数学的学科，它们在上个世纪或只是在本世纪才完全达到繁荣时期和完善发展，并且同样也作为关于此在的科学之工具起作用。


  在这里我心中想到的首先是关于直言命题的纯粹的和形式的逻辑以及完全是纯粹地被理解的关于概率的或说关于可能性的理论。至于前者，属于它的有完全的三段论——它在这里也许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它最近在数学家们的手中同样也具有数学的形态。至于纯粹的概率论，它仍混杂有此在的诸种限制；只有少数人仍在为这样一种完全独立于此在的概率论之理念辩护。此外我不可以忘记提到与三段论逻辑有近亲关系的纯粹算术和纯粹集合论。


  正如比如说几何学一样，所有这些学科并不一起属于自然这个理念，它们并不涉及自然这个理念按照其特殊的本质构成的任何东西。例如，算术之此在的纯粹性，所表明的不仅是排除关于实在的此在（不管它是物理的此在还是心理的此在）之任何现实的设定，毋宁说，它甚至根本就不考虑关于自然之理念的特殊本质内容之任何东西；因此不考虑关于空间东西的，事物性东西的，事物性特性等等的任何理念，甚至也不以理想的方式考虑这种理念。


  算术中的“一”表示的就是任何一个某物一般，如果所说的恰好是一个单位，那么所指的就只不过是以不确定的普遍方式认为是不同于第一个某物一般的另外一个某物一般。不论涉及的是物理的在此存在东西，还是心理的在此存在东西，即使是以纯粹的普遍性涉及的，或者甚至涉及的是理念，都无所谓。所有一切东西都能被计数，即使例如是数（它的确不是什么事物性东西），即使是空间和时间（如当我说，它们是任何可能的自然一般之两种纯粹形式时）等诸如此类东西。


  狭义形式逻辑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它论述的是命题一般，那么它所谈论的就不是特别涉及自然或其它某种东西的命题等等。


  当前这一组的所有学科都是紧密联系着的，而且是这样地紧密地联系着的，以致我们能够将它们全体概括在形式的、无条件普遍的存在论这个理念之下。与这种理念相对的是一种因受质料规定而狭窄得多的关于自然之存在论的理念，即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之存在论的理念。


  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借助于诸先验学科所构成的这个范围，我们尚不拥有更高的和真正的哲学疑难问题之层次。我们必须继续前进，首先是转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曾经遇到的这些哲学学科是不是仅有的先验的学科。注302


  〈§10.自然之先验性，自然的世界概念和自然科学。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批判”〉


  但是在继续下去之前，我们想顺便做一次离开本题的有益的说明；在这里引起我这样做的，是试图与阿芬那留斯学派的实证主义进行一场原则性的辩论，这个学派将排除世界概念中的一切“形而上学的”包装和恢复纯粹经验之“自然的”世界概念看作是纯粹经验之理论与批判的任务。注303


  我们现在应该从对在最广泛规模和范围内被思考的自然存在论的兴趣转移到对我们由之开始的自然的世界概念之描述进行思考。


  我们的描述曾是一种普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自明的描述。另一方面，它仍然是一种设定被描述东西之此在的描述。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在这样描述时都会说：“我存在，并存在于一个空间时间的环境之中，存在于诸事物之间，存在于诸其他人之间，我具有关于所有这些东西的显现，并且发现这些显现都与‘我的身体’这个卓越的事物有联系”，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事实。当我根据记忆说：“我曾存在，曾存在于一个环境之中”等等时，另外，当我说：“正如我与这同一的环境有联系一样，我也与其它一些身体有联系”等等时，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心目中想到的这些当下的个别的事实是否真的存在，人们会说，这可能是靠不住的。在这里还会剩下自明性，一种在涉及到这种描述时我们的确一直要求的自明性吗？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在这里不可能十分详尽地和以必需的透彻性探讨它。下面的情况是自明的，不过有一种很容易发现的限制，即我总是能够说：我具有某些知觉、记忆、确信等等，我有关于我这个已知的本人的知觉和领会，我有关于环境的知觉等等。此外，下面的情况也是自明的，即我的判断，如果它们如我们规定它们的那样是对被知觉东西本身，是对被记忆东西本身等等的纯粹表达，那么由于它们是以纯粹进行描述的表达表现有关的知觉、记忆、其它经验确信等等之纯粹意义，它们就排除了一切可能的错误。在这个事物在此存在这件事情上我也可能会弄错，但是我在知觉，并且这个知觉正是对在一个空间环境中的一个事物的知觉，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注304。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说：如果在这种自然的态度中被设定的东西是确实存在的，换句话说，如果知觉、记忆等等能证明自身是正当的（因此它们在这种情况下所具有的对象方面的意义在其有效性方面能够被客观地坚持到底），那么下面的情况就是自明的，即一种这样的意义一般先验地（a priori）要求的东西，也肯定是客观有效的。一方面是我借以将知觉、记忆等等描述为知觉一般、记忆一般的普遍表述，另一方面是相关联地当我谈到诸个人与事情，谈到诸体验，谈到诸素质，谈到诸事物，诸事物的性质，谈到空间的广延，谈到时间的持续等等时，我就这种被知觉东西本身等等运用的普遍表达，这些普遍表达所标明的是一种每一个经验真理显然都与之相联系的普遍意义。很可能我也许会在下面这件事情上弄错，即我相信我现在面对的事物真的存在，或如其显现那样存在。但是情况好像是，并且在我一般地考虑它是否真的存在，它事实上如何存在这个问题之前，情况好像是，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它只有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即一个事物恰恰是与诸性质等等一起存在的意义上，才存在：因为作为这样的东西，它是通过知觉显现出来的，而关于该显现者是否存在的问题，则恰恰因此而成了这样一个明确的问题：这个事物存在吗？


  我们也可以这样阐明这种思想：就是说，在这种描述的情况下，事实就是，我不仅一般地确信我以为发现了某种东西，我在一个空间时间的环境中存在于其它的事物和其它的心理的生物中间，而且我还确信，如此一般地谈论的东西是真的，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在涉及这个世界内被我设想的诸个别东西时，我也会弄错。那么在哲学方面，这种设定的自明性，这种普遍的，设定着这个世界事实本身而且是以普遍性设定这个世界事实本身的自明性，可能向我们提出些什么问题呢？对此我们现在暂不讨论。有一种自明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现在设想在这种自明性的范围内运用特殊的经验设定，因此，也许就设定一些特殊的经验事物并对它以经验的方式下判断，如普通生活以及自然科学已经做的那样，那就毫无疑问，一切可能的经验认识已经一般地，此外也特殊地与意义联系在一起了，这些设定正是借助于这种意义才得以实行的。自然科学现在只不过是，而且将来也只不过是关于自然的科学，因此在对经验的被给予之物按一定方法进行一切详细研究之前自然就被假定为是有效的，而经验的被给予之物将自然之普遍意义作为经验的被给予性一般指定给自然科学，并且经验的被给予之物已经借助于对自然的态度及其内容的描述，对自然的世界本身的描述所使用的词语得到普遍表达：如事物、性质、变化、原因、结果、空间、时间，另一方面，还有个人、体验、行为、显现、素质等等词语。注305


  但这就是说：一切自然科学，只要它以自然的世界观之设定为前提，并在这个范围内和这个意义上研究存在，它就先验地（a priori）受实在的存在论之约束。注306


  确实，正如实证主义者们，特别是阿芬那留斯曾一再断言的，自然科学如其事实上存在的那样，完全被一些不确切的，违背自然的世界观察的解释所渗透和歪曲，甚至已被掺杂进一些辅助概念，这些辅助概念在自然科学的方法内部虽然起着一些有益作用，但是正如它们事实上被规定和被解释的那样，包含着过多的违背自然的世界观察之基本模式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批判”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对于获取最终有效的自然认识肯定是绝对必需的任务；这种批判可以十分确切地被称作“纯粹经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经验就会是这样一种经验和经验认识，这种经验和经验认识——为了仍保留实证主义的行话——排除“一切形而上学”。对于我们的探究——这种探究无疑不是实证主义式的探究——来说，“形而上学”在这里所表示的意思当然不外就是一些不遵循自然的世界设定之基本意义注307的假设，或不遵循“经验”之意义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经验”所说的与自然态度的设定所说的又是一样多。因此任务就会是对自然科学的概念进行十分必要的批判，首先是对作为一切自然科学之基础的自然的设定之普遍意义进行清晰的说明，以便借此确定这种批判的范围。以这种方式，而且只有以这种方式，自然科学之从具体存在出发的真正一致的世界概念才能确立起来，或更确切地说，事实的自然科学才能被改造为一种“纯粹的”经验科学。如果只是像我们在这里所澄清的那样理解，所有这些显然都是毫无疑问的。关于自然的“存在论”在其诸学科中详细阐明这种自然设定之纯粹的形式-普遍的意义，或者详细阐明自然态度本身之被给予性东西，至于什么东西证明具有这种意义内容的设定是正当的这个问题，注308以及进一步的特殊问题，什么东西证明处于其特殊设定之中的各种特殊的科学是正当的，这些都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


  但是一定要注意，自然的世界概念这种说法，并不是指，而且也不可以指这样一个世界概念，即每一个人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而且事实上是比如作为动物数百万年发展的遗产，作为动物，最后是人，越来越完善地，越来越思维经济地适应自然条件之表现一起带给世界的那种世界概念；或者也不可以指这样一种世界概念，即历史上的人类，或甚至个别的人，以经验方式形成的，但在人类学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关系之变化中能被人们以不同方式完善的，而且一定能完善的世界概念，以致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世界概念会成为提供普遍标准的世界概念。


  在自然态度中我们判断说，这个世界中的任何一个人所具有的任何一个体验和任何一组体验，本身当然都属于这个世界，并且按照某些具有经验必然性的经验法则，在适当情况下在这个世界中发生。但是不管在其中人们拥有作为统一内容的世界概念的诸现实的体验怎样发生，只要谈到一个具有关于这个世界之意识的，具有体验的，其中也包括具有设定经验的此在的知觉、经验等等的人们在其中存在的世界，只要这种谈论包含有它的意义，在这个限度内，这个自然的世界概念就是绝对地和先验地（a priori）有效的。这种先验性并不是说，不同于自然世界之设定的设定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可能的，它并不是说，不同于我们称作对事物的知觉，对人的知觉等诸如此类东西的关于个别的统一性东西的知觉和经验一般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对于这些东西我们在这里要放弃任何判断。相反，它是说：如果我们从自然态度的事实出发，从在自然态度中能够把握的，并能够普遍地规定特征的自然之设定的事实出发，并且从这种设定注309有其无可怀疑的权利这个事实出发，那么，一切自然科学的陈述，作为对在这个设定中被设定的特殊东西进行科学规定的陈述，如果它在其规定意义的普遍的内容方面违背了这个设定的意义，就是无意义的。注310


  因此，谈论下面这种可能性是无意义的，即人们在其经验的过程中，或高级动物在其越来越完善地适应自然的过程中，能够以合理的方式形成一种不同于合理的世界概念的另一种世界概念，仿佛这个世界概念对于自然之中的人或自然之中的动物是某种偶然的东西，比如像自然科学在其教科书中论及的特殊的事实和普遍合法则的事实。我要说，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谈论人，谈论自然，谈论在自然中可能的东西，我们因此就将自然和人当作前提，并因此假定了那种使自然一般成为“可能的”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假定了关于自然的意义，正是假定了自然的世界概念。在这个世界中不可能存在某种消除关于世界的谈论之意义的东西，因为它正是将这种意义作为意义（作为本质）假定为前提的。


  此外，如果人们像（如果我的记忆是正确的）阿芬那留斯那样理解这个问题——至少在他的学派中是这样认为的——即：我们肯定能够描述在科学之前我们大家就拥有的，或者甚至在科学之前人类就已经拥有的世界概念，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人从事自然科学时，他有理由，而且是经验方面的理由，抛弃这个世界概念吗？那么这是根本错误的。这样一种问题提法是根本错误的，因为这种问题提法将以下情况看成是可能的，即通过经验能够提供以合理方式（注意[nota bene]！）改变自然的世界概念的理由。但是我们的分析已经表明，这种被以为的可能性是荒谬的，而且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是荒谬的注311。


  如果注312含蓄地主张，在这个世界中一个人能够以合理的正当性发现，一个不同于这个世界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这是胡说八道，那么另一方面，下面这种主张却并不是胡说八道，即也许可能有一个不同的世界一般存在，也许甚至下面这个主张也不是胡说八道，即在与这个世界，与这个自然的态度或自然的经验之世界的关联以外，还存在一个世界，它是以完全不同方式形成的，是欧几里得式的，无限的，等等，注意（nota bene）：这种主张绝不是胡说八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主张的恰恰不是，人或原则上同类的、身体方面有才能等等的生物，会发现一个这样的世界，并且能从科学上认识这样的世界，或者自然科学，建立在自然的世界概念基础之上的科学，以其最初的词语如事物、空间、时间等等进行设定的科学，可能在经验的强迫下不得不放弃自然的世界概念。这样的主张是胡闹。有多少问题取决于上面提到的关于诸不同世界之合理的可能性，取决于上面这个关于这个世界及其自然的设定之事实性问题，在这里不可能深入讨论。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返回来询问诸种偏离这种自然态度的，也许与它紧密联系着的态度，那么我们就接近了这个崇高的领域。


  〈第二章  基本的考察：现象学还原作为获取指向  纯粹体验的态度的行为〉


  〈§11．主观意义上的认识之领域，  以及经验的心理学和合理的心理学〉


  现在很容易想到要研究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先验的学科是不是就是在本质的态度中向我们呈现的全部学科，因此，在已经选取的道路上先验性（Apriori）之范围是不是已经完全划定了。我们迄今在个别东西上和在一般东西上，并且进一步在先验东西上所看到的东西，已经由从自然态度开始的出发点规定了。在这种态度中，我们将目光指向自然的世界，即在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然；这种目光就是自然的态度。自然的态度提供在诸实在的存在论中注313阐明的自然之先验性。此外我们将目光指向诸科学一般（关于自然的科学一般或指向关于先验的自然之科学，如几何学等等），并且我们想起，在一切陈述当中都能发现某种像形式的东西，就是说，在一个命题中，能够发现作为被以为的事态本身，同样，在命题的关联中，我们也发现诸形式，也发现具有数、组合、集合等等方式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以对象为指向的，我们甚至也曾谈到形式的存在论。这种先验性所涉及的是作为科学思维活动一般之对象性的对象性的形式，只要这种形式作为真正的或者或然的等等的形式是以不同方式在概念中被表达的，能够以述谓的方式规定的，能够从理论上设定的。


  一切都由此结束了吗？不存在新的目光指向了吗？就思想行为本身所进行的反思的情况如何呢？就一切体验所进行的反思的情况如何呢？这些处于思想行为之关联中的体验对于合乎规范的裁决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以多种多样方式变化着的知觉，我们就一个事物所具有的，也许作为直接的经验判断之基础的，并且当经验判断忠实地遵循它们时就获得其逻辑上的正当性价值的知觉就是如此。在主观意义上的认识之整个领域的情况如何呢？这种主观意义不同于在认识中被以为的意义，即我们已经使其获得其正当性的认识之对象方面的意义。当然，这个问题应当在不仅涉及经验领域，而且也涉及任何一个先验领域的最广泛的范围内提出来。


  显然，只要我在主观的意义上说到认识，那么我就已经提供了答案。一切主观的东西本身都属于自然的领域，更进一步说，属于心理学之领域。作为关于经验的主观之事实，一般而言，作为完全在人的世界之中进行认识的体验活动之事实，主观的东西当然属于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主观的东西不是也允许进行一种先验的思考吗？当然是。正如存在着一种先验性一样，而且在物理的事物方面当然也存在一种先验性，这种先验性所表示的不外就是属于经验的事物设定之普遍意义的东西，因此也存在着一种心理学上的先验性，即说明什么东西属于经验的“心灵”设定、关于人的设定、关于作为人的体验的体验之设定等等之本质或意义的先验性。我在这里胆敢冒险唤醒早已被忘却的合理的心理学这个理念，这会让在数十年以来在心理学家们中间起支配作用的极端心理学主义感到难以置信。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从人们一旦看到它就会是绝对自明的，就不可能有别的说法的那种情况之观点出发，下面这种情况简直就是不言而喻的，即肯定也有一种纯粹的心理学与一种纯粹的自然科学并行发展。至少某些组命题是肯定存在的，它们对存在于自我经验之中的，存在于对心灵东西的经验之中的意义进行说明，它们的自明性是从对于心灵东西之有关的样式的充分的被给予性之体察中得来的。正如当我们设想一个事物在其中在始终保持其同一性的同时持续不断地达到更充分的而且是越来越充分的被给予性的那些知觉关联时，我们就清楚知道，按照其本质，事物本身是什么，或者，当我们体察诸变化对于诸事物的依赖性在其中一步一步在连续的确认中显示出来的那些关系时，我们就清楚地认识到因果性本身是什么；与此完全相同，一个自我性格之本质，也一定会在某些经验的关联中显示出来，我们直观地体察那些经验关联，比如体察给予性之被虚构的，但又是绝对清晰的关联，在这些关联中，正是我们称作人的性格的东西显示出来，并且导致总是新的确证，正如这种被给予性之性质由自身所要求的。如果我们想要表明，什么东西属于诸体验之本质，也可以同样行事，只要它们是进行体验的个人之体验，只要它们作为行为和状态属于这些个人，由于这些个人而有其客观的时间段等等。


  〈§12．关于排除经验东西以及排除自然之本质的问题。自我与身体的联系〉


  从自然的态度出发，作为经验之被意指的东西，或者作为在经验的自我面前呈现着的被给予性，我们总是已经发现作为在时间中的人的人格的诸自我或诸心灵，发现作为属于身体的这样的经验的自我之客观地在时间上被规定的体验的诸体验等等，其中还有作为在某个被规定的时间中被这个或那个心理个体所具有的显现的事物显现注314。


  现在我问：难道我们不能这样获得一种态度吗，即将经验东西，将自然态度的被给予之物所特有的东西，完全排除掉，而且是这样地排除掉，即也将其作为自然之本质的本质排除掉，然而另一方面，却继续保留那些不可分开地（in individuo）进入到自然之本质中，或者说，进入到自然本身中的诸成分？


  这是一个乍看上去令人费解的问题。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下！在自然的态度中，自我被经验为自然的一个成员，被经验为在空间-时间的此在内部的客体，它之所以被这样经验，是因为它是以经验的方式与事物性的身体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自我进行体验，但这些体验却被经验为以某种等级次序处于与身体的联系之中的，而这种等级次序当然是能够被更详细描述的。首先是诸感性的体验，因此关于事物（包括身体）的知觉及其诸感觉成分，关于颜色、声音等等的感觉，都与进行显现的事物，即自己的身体，有某种特有的联系；那些属于眼睛的运动，属于手的运动等等的特殊的身体感觉，以及被在身体和身体的诸部分上定位的身体的感觉，也同样如此。诸感性的感受也同样有这样的联系。与上面这些心理的体验处于紧密联系之中的，还有一些较高的心理体验，被奠立的心理体验。自我关于它的环境中多种多样可能事物所具有的知觉体验的分布之整个的性质，都与这个被设定为在此存在着的身体有联系，这种分布之方式，总是属于它的身体，而一种符合一致的，但却是不同的分布方式，则属于异己的身体和以移情作用的方式归于该身体的知觉组，并为此是不同的知觉组；因为一个人所具有的知觉，另一个人并不具有，反之亦然。


  澄清并科学地描述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是一项极其重要和极其艰难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只是坚持说，这些多种多样的体验与身体具有能在知觉上显现出来的联系。但是身体作为事物具有在客观的时间中和客观的空间中的第一性的排序。第一位的客观的时间是事物的时间。正是因此，身体和身体的东西有自己的时间，此外，正是因此，所有那些被归入身体的东西，在身体上面定位的东西，尽管已经是在第二性意义上，有自己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在更高的心理的功能中，在同一的现在中显现的东西，在同一的过去中曾显现的东西，有自己的时间。


  〈§13．“思想的事物”（res cogitans）和“有广延的事物”（res extensa）之经验联系的可消解性。“现象学的划分”（distinctio phaenomenologica）〉


  很显然，一切与身体有联系的东西正是某种又能与身体分离开的东西。因为身体是作为事物在此存在的。下面的情况并不属于事物之本质，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进行感觉的事物，它在受到扎刺时会以疼痛反应，在被搔时，会以发痒反应，而这本质上也不属于事物的特殊形态之本质，即构成一个身体的特殊形态之本质。下面的情况是一种事实性，即一个如此进行显现的事物是身体，与心理的东西联结在一起的是经验。说一个不以空间形式存在的事物，一个不具有实在特性的事物，这会是荒谬的（nonsens）。但是说根本没有任何事物是进行感觉的事物，即使是人们所熟知的人的身体，也不是进行感觉的事物，这并不荒谬。事物，有广延的事物（res extensa），由于思想活动（cogitationes）以某种方式在经验上与它联结在一起，事实上是进行思想的事物（res cogitasns）。但是这个思想活动（cogitare）与任何有广延的事物（res extensia）都没有关系。思想活动（cogitatio）的本质和广延（extensio）的本质，并且正是作为本质，相互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我们是在事物性本质的整个范围内设想“广延”（extensio）的。


  如果我们从另一方面出发，也会得出相同的东西。在痛苦的本质中，或在喜悦的本质中，根本不存在任何与一个事物的联系。在对颜色和声音的感觉之本质中，在知觉行为、判断行为、请求行为、询问行为等等这些体验之本质中，也不存在任何与一个事物的本质联系注315——仿佛与一个事物的联结对于这一类的思维活动（cogitationes）之存在是本质必然的。但是如果情况是如此，那么我们就能够割断思维行为（cogitatio）与事物（res）之间的经验联系，而与此同时并不实行一种在休谟的实在的划分（distinctio realis）意义上的抽象，即并不实行在对一个具体物（concretum）之本质上不独立的和本质上不可分的诸要素进行划分意义上的抽象。


  在相似意义上，当出现一种原因时，我们可能不仅思考，而且还直观地想象，属于它的结果在经验上并不出现。这种联系在经验的意义上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但在理想的意义上并不是必然的联系：原因事物的本质并不是依赖性的本质，仿佛它与在经验上附属的结果事物是必然联结在一起的。不应该认为，只要我承认，变化之因果性属于每一个事物之本质，我在这里就自相矛盾。我要重复说，每一种事物性的变化都服从因果法则，这是事物经验之本质，是它的本质。但以此根本不是说，在经验上被发现的原因恰恰属于被经验到的变化，乃是由于被经验的变化之本质。因此并非经验领域中的一切必然性都是本质的必然性，否则，一切自然科学就真的都会是先验的自然科学了。因此我们现在也说：体验与体验的联结对于具有这种体验的人而言，是一种“偶然的”联结。


  因此，我们仿佛能够割断体验与一切事物性的此在之间的经验的联系，而这并不荒谬。我们实行某种现象学的划分（distinctio phaenomenologica）。这种划分应该意味什么呢？这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分割呢？下边这种情况难道不是真的吗，即这些体验是进行体验的人的体验，因此有与身体的联系，被纳入到自然之中？我对此能有什么改变吗？确实，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注316我们确实能够就其本身考察注317体验，而无须在其经验的关联中考察注318它。我们能够在下面这种意义上排除一切自然的设定（有关自然之此在的设定），即在我们从事科学探讨时，在这些探讨中，我们根本不使用任何关于自然的设定，并因此注319保持自然之设定有效，不论自然，精神的-身体的世界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


  〈§14．对比于自然客体，体验之存在的优越性。经验的（超越的）知觉和关于纯粹体验的知觉〉


  事实上，体验自身就有其存在，我们能够谈论它，它如其所是地存在，即使关于具有诸身体和精神的空间-时间的自然的谈论是一种无意义的想象。更仔细地观察，体验自身的存在在这方面比起自然客体的此在有一种巨大的优越性。


  让我们更仔细地思考这一点！让我们最清晰地意识到，经验的存在和现象学的存在之间的对立，并相关联地意识到，作为规定这两种存在之意义的行为的经验的知觉和现象学的知觉的对立。


  在事物方面，我们谈论一种与认识相对的，与意识相对的自在存在，而且是以自明的正当性谈论的。诸事物是在经验中直接地被给予的，是在思想经验的行为中被思想和规定的。但是如果这个事物存在，它就是如其所是那样地存在，即使这种经验它的经验不存在，这种客观有效地规定它的思想经验的行为不存在。如果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如果一次地质的大变动使所有的人和生物都灭绝了，那么在地球上就没有任何思想及规定地球和地球上的一切物体和地球上的一切变化的人存在了。但是地球和所有那些它所是的东西还存在。


  自然科学所讲的这些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对于事物性的认识有一种不可消除的缺点：不管一个事物以多么正当的理由被经验为是在此存在的，并能在以后的经验进程中按照其此在被证实，并且在经验科学上被规定，对于认识来说，该事物在某种程度上始终仍是一种纯粹对此在的要求。不管这种正当性有多么好，在经验的进程中都能被证实是不充分的，都是能被更好的正当性所超越的。


  所有这些都属于显现之本质，或更确切地说，属于经验之对象性东西本身之意义。我们只需要设身处地去设想一个经验行为，并思考被经验之物作为存在者在其中呈现出来的意义，我们就会获得下面这种自明性，即可经验的存在根本就不是在知觉（percipi）中产生的，毋宁说，它是一个与知觉相对的自在。而这种自在能够达到被给予性。但是它却根本不以绝对的方式被给予，它的意指始终只是下面这种意义上的意指，即它总是需要证明，而这种证明永远也不会最终地提供出来。因此，只要我们事实上确实永远不会丧失经验意识，与认识相对的事物之这种自在存在也同样始终是一种要求。一度曾被实行的经验设定是否能合理地坚持下去，这始终取决于经验行为的继续进展。就是说，在思想经验的行为中，有某种东西被设定，对于这种东西来说，被经验本身是偶然的；但是只要我们截断一切继续被经验的状态，对那种自在之经验设定也就会悬空了，因为该设定不会得到最终有效的证明，并且也根本不可能被证明。但这与以下情况有关，即经验按照其意义设定超越性。


  事物在经验中被给予，但又不在经验被给予，因为对事物的经验是借助于呈现的被给予性，借助于“显现”的被给予性的。一切个别的经验，同样还有一切连贯的、有限完整的经验的系列，都以根本上是不充分的显现，单方面地，多方面地，但却不是全面地，不是从“事物所是”的一切方面，提供被经验的对象。完整的经验是某种无限的东西。在一个暂时结束了的行为中，要求关于一个对象的完整的经验，或者这样说也是一样，要求一种有限完整的知觉系列，它以完整的，最终有效的，最后总结的方式意指该事物，这是荒谬的，是某种被经验的本质所排斥的东西。当然，在这里这只是一种主张，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为此提供充分的论证，但是各位肯定注320能够看出这种论证，只要设身处地体会对事物的知觉之意义。


  对纯粹体验的知觉——这种知觉将关于纯粹体验的一切经验式的统握都截断了，而按照它们的纯粹意义将它们纳入自身中——的情况完全不同于直接的注321经验的情况，首先是经验式的知觉的情况。


  比如我们向我们正在体验的一种感受看去，并且我们纯粹就其本身把握它！我们并不将“经验式的统觉”一起纳入到我们的把握行为之中，就是说，我们并不将这种感受统握为我们，这些经验的个人，这些人，借以处于暂时的心理物理的情况中的那种感受状态。我们不将自然之中的任何东西纳入进来；或更确切地说，我们不将这种感受纳入到心理物理的自然之中，不将这种感受设定为某种依赖于我们身体状态的东西，在以钟表计算的客观时间中占有其位置的东西。我们不理会所有这些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所剩下的绝不是虚无，而是自在的感受本身，它自在地是其所是的东西，不管整个自然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即使我们认为整个的自然都毁灭了，它也根本不受影响。


  人们可能会说：这种想要将经验式的统觉勾销的离奇做法有什么用呢？因为这种统觉现在一旦在此存在，肯定就始终在此存在。如果我向这种感受看去，如果我实行洛克意义上的反思，那么这种感受就肯定是作为我的感受，作为我感到的喜悦，作为使我痛苦的痛苦，在此存在着。


  对此我们会回答说：的确，在这里存在着经验式的统握，它是这个反思的组成部分。但是现在让我们将我们注意的目光一方面指向自在的感受本身，另一方面，指向与它紧密联系着的自在的统握本身。这里显然有两种不同的东西，一方面，是实行经验式的统握，在该统握中生活，因此，这种感受处于与我，这个具有其身体的，或说具有我的身体的经验的个人的某种联系之中；另一方面，是把握和意指这种自在的感受本身，把握和意指这种处于与该感受紧密联系之中的统握本身，连同所有那些本身自在地所是的东西，本身自在地构成的东西。这种统握包含有对自我的统握：我发现我是这个人，这个正好站在这间教室里的讲台上的人等等，并发现我处于所说的这种感受状态之中。这种知觉的统握当然是一种我能够就其自身把握和设定的存在，这种存在不同于知觉的统握功能能够设定的存在，即不同于对处于这间教室里的作为事物的自我的知觉，对作为个人的自我等等的知觉的统握功能能够设定的存在。如果我们虚构，这个对自我的经验式的知觉和对环境的经验式的知觉在这里设定的东西是假的，我不是我在这里将我设定成的那个人，这个身体根本就不存在，或不是刚才设定的那个身体，这个环境事实上也不存在，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种知觉的这种重新评价，在该知觉之自身的存在方面——我在进行反思的目光中将这个存在认为并设定为一种自在的存在——根本就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因此我能够把握和设定这个本身自在的和本身自为的感受，与它一起我还发现了一种统握和一种设定，这种统握和这种设定将这种感受作为心理状态与人这个自然客体联系起来，并因此将这种感受归入到自然之中，因此我正是把握并正是在一种新的行为中设定这种在自己本身中的统握和设定。但是“在自己本身”这意思就是说，我将这种经验式的统握变成一种自在自为的客体，但是我现在并没有占有它。这就是说，我现在不考虑接下来设定它所设定的东西，或者说，我现在不使用任何它设定为现实性的东西。


  〈§15．现象学的态度。为与关于心理体验之内在知觉相对的关于纯粹体验之现象学的看出划界，或更确切地说，为关于纯粹体验之现象学的知觉划界〉


  现在，对一切体验我们都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行事。我们完全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新式的态度，这种态度排除各色各样经验的、超越的态度。因此，从现在起，我们不承认任何一种在经验态度中被设定为现实性的客体，我们不可以提供任何一个能以经验态度提供的作为现实性的客体。从现在起，我们不再“实行”经验的态度，不再“实行”任何关于事物，关于在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然的自然的、朴素的设定行为；我们将一切可以说是可能挤过来的经验式的行为或者我们曾暂时实行过的经验式的行为，都放到括号中，我们绝不承认经验式的行为作为存在向我们呈现的东西。我们不是生活于行为的实行之中，不是在行为实行之后朴素地去确定该行为的设定及其设定的意义，而是向该行为本身看过去，将该行为本身以及它在自身中能为我们呈现的东西当成对象，当成一个不是自然，也不包括任何自然设定的对象。这样，我们就占有了一切经验。我们不是实行经验，通过在经验中生活而做出经验判断，从事经验的理论、经验的科学，相反，我们将一切经验行为，一切经验判断，一切完善的或不完善的经验认识，都当作它本身所是的纯粹的此在纳入到我们的领域中。与此相反，对于它作为经验由自身出发要求设定的那种此在之一切连带设定，则完全停止。


  我们以此所描述的态度，与自然的态度相对被称作现象学的态度。如果在第一种态度中，“经验”是这样一种名称，它给予自然态度中的对象性东西，因此注322是自然态度之一切进行给予的意识之名称，那么现象学的看或看出，就可以是一个涉及现象学态度之进行给予的行为之名称。我无须说，现象学的给予性之领域是一个完全与自然之领域分离的领域。“自然的对象”所说的正是可经验的、能根据经验规定的存在。


  应该如何更详细划分现象学的领域，现在尚不能讨论。在这里我们仍应充分澄清现象学态度的特征。首先要说一句，我们以举例方式说明的对一切现象学的给予性之现象学的看出和进一步通过知觉的把握，不可与洛克式的反思，或如人们习惯于用德语说的，内知觉，还有对自身的知觉，搅和在一起。人们将这些东西理解为按照其自身的成分对于自己心理体验的知觉。但是很清楚，这种知觉是经验的知觉，并且只要一切经验的设定没有被排除，就始终是经验的知觉。因此不仅一切关于通常的自然以及处于空间和时间中的事物之设定必须不起作用，其中也包括关于自己身体的设定以及关于体验与身体的心理物理关联的设定也必须不起作用，而且关于被认为是与身体结合在一起的个人的经验的自我的设定，也必须不起作用，并且不仅一切关于自己的经验的自我的设定，而且关于自己的经验的自我的设定也不起作用。只有在连续地，并且彻底地实行了现象学的还原，并且在对心理体验的内在描述中，根本不再将这些体验统握为和设定为在客观时间中进行体验的自我之状态，进行体验的自我之“体验”和客观时间中的存在时，人们才能获得作为现象学的知觉之对象的纯粹的体验，并首次在其与经验的知觉之彻底区别中实行真正的现象学的知觉。


  〈§16．笛卡尔的基本思考与现象学还原〉


  笛卡尔是第一位实行了现象学还原的哲学家，但是他实行现象学还原，是为了立即又放弃它。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开启了近代哲学之整个发展道路的基本思考，不外就是规划了现象学的还原。这种情况值得注意，是因为在这里事实上存在着一切真正的科学的哲学之开端，和一切真正的哲学的问题之爆发点。笛卡尔意义上的思想活动（cogitatio）是现象学的知觉之相关项，就此我们可以说，它是与经验的意识对立的纯粹的意识。思想活动（cogitatio），意识，是各种各样的感觉行为，表象行为，知觉行为，记忆行为，期待行为，各种各样的判断行为，推理行为，各种各样的感受行为，渴望行为，意愿行为等等。如笛卡尔所说，每一个人“在自身中”直接看到的所有这些东西是众所周知的东西，以致他对此根本不可能怀疑。在此期间，经验心理学家作为人的各自的自我意识或动物的各自的自我意识之心理体验所使用的一切东西，由于现象学还原，就第一次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思想活动（cogitatio），纯粹的现象学的被给予性意义上的思想活动（cogitatio），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被给予性也在这种意义上第一次成为纯粹的和绝对的，即作为一个这个，作为存在的直接的设定，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留下可能的怀疑，以致怀疑在这里简直失去了任何意义。笛卡尔所看重的正是这一点，但这对于我们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改革一切科学的意向就足够了，这种改革能使一切科学之构造都成为绝对有效的科学之构造，并使任何虚假的外表，任何被作为伪科学建立起来的东西都得以排除。归根到底，哲学肯定不外就是追求绝对认识的意向。但是现象学态度中的认识是否和如何能有助于建立起绝对的认识一般，也建立起在经验领域中的绝对的认识，这在一开始还不能得到澄清，甚至即使只是理解也不可能。而笛卡尔的行动本身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研究绝对的科学之意义，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现象学，关于那可以勇敢地相信绝对的科学之根据的现象学的存在，他毫无所知。在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绝对的普遍科学，而是在现象学态度之内的科学。对于确定在这种态度之中的科学是不是绝对的和在多大程度上是绝对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超过这种科学之上还可能或不可能有绝对的科学，所有这些我们将另做思考。


  〈§17．现象学的判断独立于自然的判断〉


  最大的困难是认识现象学态度本身的本质，以及防止对这种态度的一切不恰当限制。当我现在知觉这个房间连同现在在场的人们时，现象学的态度在这里提供什么呢？我知觉这些东西；当我这样知觉时，它们就存在于我面前，一种空间的统一包围着它们和我的身体，我将我的自我，这个已熟悉的自我，归于我的身体。我现在已就所有这些东西进行了陈述，我做出了知觉判断，并且我总是做出新的判断。这就是自然的态度。现在我在一定程度上转变目光，我实行一种新的态度。这些人、这些长椅等等“仍然总是在这里存在”。我并不将判断建立在它们在这里这样一种情况上，我并不就这些东西陈述，我并不研究什么东西可能对它们有效。我自己刚刚完成了判断行为，我重新实行比如“这些长椅等等在此存在”这个判断。但是我排除这个判断，我不将这个判断当作是真的东西纳入到我在这种新态度中允许的诸真理之中。相反，属于我的领域的是作为“这里的这个”的这个判断，以及它固有的诸性质，即它就“在这个房间里的”长椅，就这个空间、这个自然中的诸事物等等下判断，然而是这样地下判断，即当此之时，我仅仅是描述这个判断所判断的东西，它所设定为真的东西，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个被设定为真的东西本身就是这样的东西。


  现在我仅仅将在我的被允许的判断行为中设定的东西看作是为我存在的，而不将我在不被允许的判断行为中曾设定的东西，或者也许现在再次设定的东西看作是为我存在的。我以此并不是说，它被看作对我不存在的，甚至也不是说，我怀疑这样的存在，以某种方式怀疑这样的存在。其实我是不就以下问题采取任何立场：这个判断是关于某些长椅的判断；这可能意味着：我以此并不实行任何一点点断定说，某些长椅是存在的，这个具有其设定的判断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


  此外当有人对我们的这些判断之一有怀疑，或当我们自己感到有进行批判的反思之需要，并且无论如何要“无偏见地”对它进行检验时，我们也完全相似地行事。无偏见地！这并不是说，比如我们自己变得犹豫不决，或者甚至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的判断。我们也许对于我们的确信十分坚定，因此，此后和以前一样，我们都在下判断。然而我们仍然要无偏见地检验。在这里这也就是说：为了我们刚刚开始的考察，我们排除判断：我们不将被判断的东西当作真理纳入到我们的考察之中，现在，我们甚至不使用那种该判断断定为真的东西。如果我们在检验和论证时忘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不知不觉地或由于语言上的不同措辞而陷入到原来的态度之中，并且完全地或部分地使用该断定的内容，那么我们就陷入到一种熟悉的错误，即坏的循环（circulus vitiosus）之中。因此，实际上，这种批判的态度与现象学的态度是很相近的。凡是首先应该检验被以为的存在是否能够被看作现实的存在的地方，在那里，这个被以为的东西就是可疑的，我们就不可以将它当成是现实的、真正的来看待。当我们将它看作这样的东西时，我们就必须将这种“看作是现实的行为”排除掉，放到括号中。


  显然，我不使用的那些判断，或更确切地说，我根本不将它们看作是在科学范围内作为前提的论断的那些命题，对于这样一些论断并无影响。因此绝对确实的是，我的论断在其真理性方面并不受那些判断是否有效的影响。注323因此如果我作为现象学家将一切在通常意义上的经验判断都排除掉，那么我的现象学陈述并不受此影响，即使我作为以自然方式进行思考的人真的重又做出经验的判断，并对自然科学给予信任等等。而且，即使我比如作为顽强的怀疑论者怀疑经验判断的真理，甚至不论是否有正当性和意义，都摒弃这种真理，也不受影响。从现象学的观点看，这些都是私人的事情，它们丝毫也不涉及我的论断的真理性。因为我的论断的真理性正好将这些私人的事情排除掉了。在这种情况下，被排除掉的还有或明或暗设定这个现象学家本人为自然注324之一个成员的存在的一切判断。


  〈第三章  对针对现象学还原之意图的一些反对意见之先行探讨〉


  〈§18．针对唯我论的反对意见〉


  那么现象学的研究是唯我论的研究吗？现象学将研究限制在对个别自我的研究上，并且进一步限制在个别自我之个别的心理现象之领域吗？根本不是这样。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据说这就是，只有我存在，或者，我排除所有其余的世界，只是不排除我自己和我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行为。但是，相反，我作为现象学家，正如排除所有的世界一样，也排除我自己，同样也排除我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行为，它们作为我的注325心理状态和心理行为，恰恰是自然。我们可以说，唯我论的这种荒谬的认识论是由以下情况产生的，即人们不懂现象学还原的根本原则，又在排除超越性这个相同的意图中，将心理学的和心理学主义的内在性与真正现象学的内在性混淆了注326。我们还可以说，对超越性以及排除超越性之真正意义的误解，导致将心理学的内在性（这正是唯我论的内在性）和现象学的内在性混淆了。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种认识论的东西。


  〈§19．针对以现象学方式排除自我  之可能性的反对意见〉


  也许人们会反对说：要排除自己的自我的现象学还原，是某种不可想象的东西。据说被还原到纯粹自在的思维活动（cogitatio）本身，还原到“纯粹的意识”；但这是谁的思维活动（cogitatio），这是谁的意识呢？与自我的关系对于思维活动（cogitatio）来说是本质的，因此，这种绝对被给予的东西，如笛卡尔曾想要的，事实上就是我思（cogito）。


  对此我们当然应该回答说：在已经说明过的意义上排除一切经验的注327超越性之可能性，为一切自然之存在加括号之可能性，是无可置疑的，因此将自己的经验的自我之存在置于括号中，就是说，在现象学的范围内，不对这个自我下判断，不使用它，也是无可置疑的。因此这个反对意见只不过是说，比如相对于这个经验的自我，还应该设想一个作为某种与这些思维活动（cogitationes）不可分割的东西的纯粹的自我。现在我们不应对此做任何裁决。我们只应该说，现象学研究能够谈论而且必须谈论它在它的态度中所发现的一切东西，当自然的世界连同诸事物、诸个人，连同世界的空间和世界的时间都一起处于括号中，因此并不作为存在对它在此存在时，它发现，注328某种像纯粹的自我的东西，作为注329纯粹的时间以及不论什么被给予的和能设定的东西，现在，在这种情况下，都是某种现象学的东西。


  〈§20．针对现象学的被给予物之绝对特征的反对意见，以及针对现象学的科学之可能性和关于自然科学的现象学论证之可能性的反对意见〉


  然而对于现象学的认识人们也可能提出严重的怀疑。比如人们会说：经验的被给予性连同它的一切经验判断注330都被排除了，因为经验虽然是进行给予的行为，但原则上并不是最终有效地进行给予注331的行为。这样的给予性原则上包含着下面这种可能性，即被给予的东西存在，不存在，或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现象学的显现应该摆脱这种缺陷。它所提供的不仅是显现，而且是存在本身。但是这一点真的能够得到坚持吗？有朝一日能够达到绝对的被给予性吗？即使现象学的被给予性能够为其绝对的特征注332辩护，对此我们也立即就会提出有根据的怀疑，对此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吗？即使是笛卡尔，也只能从关于思维活动（cogitatio）之无可置疑的存在开始。不可能看出在这里如何能建立起一种科学，而且现在甚至也看不出能建立起自然科学注333。然而，我们的兴趣最终到处都是自然注334。人们能指望，在纯粹现象学的根据之上，比如通过一些绝妙的推理形式，达到自然，并能与被排除了的关于自然的经验知识相对，获得一种更高的，绝对的注335自然认识吗？这从一开始就必须被当作荒谬的加以否定。自然按照其本质只有在经验的道路上才是可认识的：自然和经验的认识是相互关联的东西。任何一种以关于自然的对象性东西的命题结束的推论，如果它是合理的，都会要求一些最终建立于经验基础上的前提。


  〈§21．现象学还原之无动因性〉


  在我们询问针对现象学的看出注336之绝对特征的怀疑根据之前，我们想回答前边以假设方式说到的东西。我们根本不必将现象学排除经验设定的任何动机强加于现象学。作为现象学，它没有任何这样的动机。有关的现象学家可能具有这样一种动机，但这都是些私人的事情。注337现象学排除经验的设定，将自己限制于在这种情况下剩留下来的东西上。在这种情况下供它研究的唯一问题就是，是否还为一种科学留下余地注338。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唯一的兴趣是自然注339。自然科学家可以这样说，即使这是他私人的看法。现象学家的兴趣恰恰不是那种在经验中和在普遍的经验科学中被设定的此在的自然。现象学的研究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对自然认识本身注340有一些意义，这当然不是在现象学建立之前就能解答的问题。


  〈§22．对针对现象学认识之绝对性的反对意见  之讨论的预备性思考〉


  此外至于针对现象学认识之绝对性注341的诸可能反对意见，在我们考虑它之前仍然应该做如下说明。自然科学家心中所想起的是对自然的认识：他所看到的正是经验具有其无可置疑的正当性，根据经验能够获得无限丰富的无疑是有价值的认识。经验认识之这种无可置疑的正当性所说的并不是它是绝对的认识。甚至自然科学家自己也不这样认为。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他的一切不管以多么精确的方法建立起来的东西，本质上都能被未来的经验修改。很可能，也许现象学的认识，这种排除了一切注342经验知识的认识，恰恰确实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认识，也许它确实就有其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并且也许这里确实就是一个丰富的科学的洞察之领域。如果情况是如此，那么为了建立现象学注343就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证明。即使绝对的无可置疑性是在任何现实的科学中都不能充分实现，甚至在现象学的科学中也不能充分实现的理念，即使现象学发现的东西会给人以假象，或会被未来发现的东西证实是仓促进行的，是需要修正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现象学也如同自然科学一样保持其价值，只要以下一点是自明的，即从原则上说，现象学的被给予性是真正的被给予性，现象学的方法是真正的方法。也许现象学的被给予性事实上能够作为绝对的被给予性来辩护，然而另一方面，它的科学处理方式如同一切理论研究一样，例如在语言记述之形式中，随身带有其错误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现象学的研究比起其它任何科学来，毕竟更接近于绝对的科学之理念。而且肯定是由于以下原因，即注344真正的科学中的每一个方法上的步骤之正当性一定允许而且只能允许在直接的给予性中得到证实；因此正是在现象学领域中得到证实。


  也许情况还有些不同。也许在现象学还原本身内部又能在不同的给予性方式之间进行区分，其中有些给予性方式是绝对无可置疑的，有些却不是。也许现象学这个名称更多的是一种方法的名称而不是一种学科的名称；也许存在着不同的现象学学科，一些学科比如是与绝对的被给予性相关，另一些学科则是与“不充分的”被给予性相关。注345


  〈第四章  现象学超越绝对被给予东西之领域〉注346


  〈§23．关于现象学的被给予东西之绝对特性的问题〉


  那些想要反对现象学的被给予性之绝对性格的怀疑，是些什么样的怀疑呢？现在让我们对它们做一些研究。即使由于以下原因，这种研究已经是有益的了，即我们能够借此看一下不同种类的被给予性。事实上以下情况将会显示出来，即现象学的还原首先会将我们引向我们暂时称作现象学的看出的那种绝对的被给予性，将我们引向现象学的知觉。知觉之绝对的又是无可置疑的特征当然是能够得到辩护的。但是以下情况也立即就显示出来（而且总是在现象学的态度之范围内显示出来），即有另外一些被给予性方式以某种方式与它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另外一些被给予性方式之绝对的特征就不能再在相同的意义上（即作为无可置疑性）得到彻底的辩护了。在这个方面我们将不得不扩展现象学的看出这个概念，使它与经验式的经验平行进行，因此它仿佛变成现象学的经验：现象学的当前化和准当前化。


  〈§24. 现象学的被知觉物之绝对的被给予性。  在现象学的知觉中实行排除没有意义〉


  我进行知觉，将被知觉的事物性东西之实存排除掉，将知觉本身，并且就其自己本身，作为“这一个”确定下来。但是知觉是一种持续着的存在，当它刚才曾存在，现在仍存在时，当这个现在又变成一个刚刚过去的东西，并有一个新的现在开始时，知觉持续着。注347在这里绝对被给予性的情况如何呢？这个知觉之过去注348肯定不再被给予。如果人们说，它曾被给予，那么要思考的就是，这个“曾”现在是否被给予。在现在它应该作为一个“曾”，作为曾被给予，被给予。也许这是一种假象。记忆确实经常骗人。也许我的意思是，它曾被给予，而它只是在现在才开始。“在现在”：但是，我一察觉就立即这样下判断，而我在此刻真正给予了的东西，我想把握的东西，作为现在却已经过去了。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现在，在其中存在着我曾想察觉的、作为过去了的那时的东西；那个过去的东西超越了这个现在，我必须像排除经验上的超越东西那样将它排除掉。但是完整地进行这种排除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注349因为为了这种以判断方式进行的考察，我们本来想要排除的是未被给予的东西，以便作为代替将严格意义上的被给予东西纳入到判断领域。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将任何东西纳入进来。这种排除非常彻底，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发现任何需要再判断的东西。


  然而我们不要使自己受迷惑！当我们指向知觉时，我们将知觉理解为一个完全直接的“这个”！并将它理解为一个持续性之统一，并且当我们不能再添加任何东西，而是纯粹采用由这个“这个”所完成的设定时，当我们将这里的这个知觉纯粹看作这里的这个持续着的东西时，那任何怀疑都失去了它的意义。当我们怀疑，某物只是看上去存在，还是真的存在时，这显然是说：我们怀疑，这个有关的“看上去似乎存在”，这个在知觉或记忆或记号这些形式中的显现行为，这个处于判断之形式中的“看上去似乎存在”等等，是有效还是无效，是否也许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与它相对应。但正是因此，这种显现行为，这种知觉行为，记忆行为，判断行为，等等，作为被给予的，正如它事实上被给予那样，被当作前提（也许我们应该更确切地说，应该区分显现者本身，被知觉东西，被记忆东西，或被思想东西本身，等等，一句话，区分“单纯的意指”，和在该意指有效的情况下相对应的存在）。因此，这种怀疑肯定是以被给予性为前提的，以在怀疑中被设定的意指之毫无疑问的被给予性为前提的。因此，这种知觉，持续着的经验的被给予性这种现象，是在其自身存在中，在其持续性中被给予的，并且是绝对地被给予的。


  〈§25．在现象学的知觉中包含着的现象学态度内部的一种“超越性”的持存〉


  从这里出发，在与持续着的知觉之被给予状态中包含在一起的刚刚存在过的知觉的关联中，我们也会发现这种真正的次序。这个“存在过的东西”是一种已被注350给予的东西，是一个“这个”，但它是作为已被给予的持续着的东西之刚刚存在过的和已被给予的过去阶段。我们必须这样地看待它，不能将它看成别的东西，它肯定不具有别的内容，而只具有它当下所呈现的内容。对于它进行描述，对于它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这种曾存在过的东西和其现在阶段通过比较进行分析和描述，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现象学的看和把握，肯定是判断的基础，这种看和把握提供了思想能够建立于其上的基础。但是，这样的思想真正能够成就什么，或者甚至它是否能够提供科学，这些问题尚未澄清，对此我们必须彻底思考。


  首先，我们仍必须问：这个范围究竟能伸展到多么远？


  我们能够看到，在遵循现象学还原的情况下，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能再在与迄今所称的东西相同的意义上作为“绝对被给予东西”来使用。注351


  我们不能屈从于只承认知觉的现在（现象学的显现的现在）的这种倾向。现在是过去和将来之间的永远流动着的界限点，如果我们想要排除持存，我们甚至就不可以主张界限点是界限点。因此，我们允许现象学态度内部的一种“超越性”，只要我们不仅允许作为现象学上的存在的持存本身，而且也允许它是其持存的那个东西。每一个持存之现在都是一个非-现在之持存，一个刚才曾存在过的东西之持存，并且我们曾说过，这个曾存在过的东西已经被给予过了。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明白，怀疑这种被给予性，就意味着投入绝对怀疑论的怀抱：这种持存的自明性，即使在经验式的知觉中也被当作前提，因此依赖经验式的知觉的自然科学家，以及所有依赖自然知识的哲学家，当涉及现象学时，肯定不会突然允许玩弄过度批判的把戏。


  对在持续着的知觉内部的持存有效的东西，当然也允许对那种直接加入到一个完全过去了的知觉中的可以说是开放的持存有效。


  
〈§26．现象学的重新回忆及其错误之可能性。将经验的记忆转变成现象学的记忆〉


  那么重新回忆，首先是仍在持存中进行的重新回忆的情况如何呢？现在被以现象学方式还原了的东西沉入到现象学上曾存在过的东西中了，然而它仍作为沉入着的被意识到，关于曾被意识之过程的重复、复活的意识，是以重新回忆的形式出现的。这种被重新回忆起的东西，作为重复而正在进行着的东西，与曾经进行过的东西真的是同一个东西吗，特别是在与持存的意识并不一致的那种重新回忆的情况下？


  假设，昨天我看到一件事情，随即对这个知觉进行了反思。现在我重新回忆起这个知觉。与此同时我实行现象学还原：我现在不要求这种心理上的过程曾以自然的现实性在昨天大约某个能客观地规定的时间发生。我只要求：首先，这个关于重新回忆的意识在此存在，其次，在其中被记起的知觉（关于某种事情的知觉）事实上曾存在过，并且现在又被意识到。


  在这里，我有了诸种新的现象学的内在性中的“超越性”。但是，这些重新回忆能得到正当性的证明吗？它们能作为绝对无可置疑性东西得到正当性的证明吗？作为无可置疑性，任何人都会反对它是这种东西，它绝对不是这种东西！记忆会出错，经验的记忆如此，现象学的记忆也是如此。我们甚至能够从经验的重新记起的出错揭示出现象学的重新记起之出错的可能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仍能在经验的记忆中实行反思，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能在其中建立起现象学的反思。经验的记忆告诉我，两个事件是同时存在的。由于一种更为丰富的记忆联系在力量方面远为占优势，事后我有一种新的重新回忆；经验的记忆还告诉我：这两个事件被某些清楚地重新回忆起的事件分隔开来。我实行现象学的还原，如同将全部自然放到括号中一样，也将该注352事件之存在放到括号中；并且如同将被知觉的自然事件之存在放到括号中一样，也将被重新回忆起的自然事件之存在放到括号中。这里得出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现象学的事实呢？显然，对第一个重新回忆实行还原，得出的是对这事件的两个知觉之现象学的同时性，第二个重新回忆得出的是对两个事件的相同的知觉之现象学上的不同时性。在这里，这种同时性不可做逐点的理解，正如诸知觉也不能逐点地设想一样。至少为了弄清即使现象学的重新回忆也会出错的可能性这已经足够了。


  同样我们也看到，每一种经验意义上的统一的重新回忆，只要它将以前经验之多种多样东西在一个经验的意识中概括起来，就会借助于现象学的还原得出一种统一的现象学的重新回忆，就会在一个以现象学方式还原了的重新意识中一起把握住这种现象学性质的多种多样东西：记忆首先告诉我们：某某东西曾存在过。但是记忆还使一种反思成为可能，这种反思在这里告诉我们，某某东西曾被知觉，或曾存在过关于某某东西的知觉。与被知觉东西之这种被以为的同时性对应的是知觉行为的同时性，而这种同时性就是被重新意识到并在现象学的反思中成为对象的那种同时性。每一个在主观的直观中显示出来的经验上的错误，都会对现象学上被还原了的重新回忆产生一个错误意识（当然，这同样的情况也能就心理学的自身经验之领域指出来，对此，我现在不想探讨）。


  〈§27．对经验之全部领域的现象学的占有，但不是绝对的占有之可能性。预期〉


  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以下情况，即我们能够通过现象学还原在相同的意义上占有全部经验领域（我指的是各种经验的设定），当然也得到同样的结果。


  比如我们设想预期。每一个经验的预期都有一个由现象学还原得出的现象学的预期与之对应。例如，我的目光在观察一对可爱的红腹灰雀，雌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雄雀总是追随在后面。现在雌雀飞到邻居的花园里去了。我预期，雄雀也会随着朝那里飞去。如果我们实行现象学还原，在这上面是自然的那个东西就会被放到括号中。那么下边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很清楚吗，即每一个这样的经验预期仿佛都包含一个现象学的预期？对随后雄雀的飞之在内容方面如此这般被规定的某种看的行为之预期不是依赖于对这只正在飞去的雌雀的看的行为吗？当然，事实上（de facto）我们已转向这件事情，转向这个自然。但是，下边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吗，即本来我们能够不指向我们正在经验的这些事物，而是指向对这些事物的经验行为，并指向这样一种情况，即现在某个经验“一定会”到来？并且我们甚至从一开始就能如此地指向，而不是在经验行为中生活，并朴素地实行该经验行为的设定，因此“承认这个存在者是存在的”，相反，我们转向该经验行为，而将它的设定放到括号中。于是现在的经验行为引起将来的经验行为。但是现象学的还原之纯粹性对赋予这个注353动因以绝对被给予性的价值并无任何帮助。比如当我们观察下面这个过程，即一只蚊子飞进我的鼻孔，我不得不打喷嚏时。它现在就不再伴有所预期的看的行为。


  〈§28．现象学的经验。它的“内在性中的超越性”以及错误之可能性。移情作用和自身经验〉


  如果我们更仔细思考，我们就会发现，现象学的诸动因的组成成分注354，比起知觉、持存、重新回忆、期待等等这些为数不多且模糊的名称所允许设想的组成成分，无限丰富。我们真的也应该顾及到在这里以知觉方式或任何其它方式经验到的经验的对象性东西本身。现象学的还原总会提供意外丰富的直观的关联，而且是这样一些关联，它们不是以现象学的知觉之方式被看出的，而可以说是以现象学的经验之若干不同方式被看出的。而且，即使它们没有被看出，即使没有进行意指的朝向和设定与它们结合在一起时，也总是会被看出的，以致这些关联尽管未被意指注355，仍然以某种方式被意识到并被意向，并且这种转向的可能性和现实的现象学的经验之构成都是有保证的。在这种情况下，到处都存在“现象学的内在性中的超越性”，并且到处都有错误的可能性。


  关于持续着的或变化着的事物的每一个知觉都能够作为例子为我们服务，比如对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香烟盒的知觉，只要它事实上被知觉，就是按照空间形态，按照颜色，按照物理的-因果性的性质被知觉。这个事物存在于这里，我们刚好在看它，我们朝向这个被看到的东西本身，并避开一切思想行为。我们看这个空间形态，比如这个香烟盒。目光转过来，转过去，它时而循着盒子的这条线，时而循着盒子的那条线，它从这条木纹跳到那条木纹，如此等等。我们能够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并且通过改变目光指向转入到有点像是现象学的预期之系列中而思考所有这些东西，并且如果预期事实上未被注356建立起来，那么它就是由诸动因构成的系列，这些动因按照其本质能够转变成这样的现实的预期系列。现在，不论变化着的目光可能怎样随意地掠过这个对象，这些现象学的动因都有其确定的连接次序，有其形式和规则。对应于每一个确定的空间形式都有一个确定的特殊的连接次序，并且目光的每一次校准都包含一个由诸复合的可能性构成的系统，每一个客观的变化都有诸现象之是这个变化系列，而且正是如此形成的变化系列与之对应。所有这些都是在现象学还原中被思考的。在这种情况下，目光的校准和目光的改变都被还原为某些感觉的现象和统握的现象；在现象学还原之后，眼睛、头和所有其它东西都丧失了自己的存在。对于属于这个盒子的颜色的，特别是属于某些侧面的颜色的多种多样的感觉和统握也能这样说。如此等等。经验之特殊形式（这指的是对异己的心灵生活的移情作用），以及以前毫无疑问是经验式的自我经验，也都能够被考虑到，并被回溯到被还原了的诸现象之动因关联，而且按照形式和种类回溯到完全确定的动因关联。但是，关于动因之这些关联的知识，并不是关于现象学的知觉的知识，也不是思维活动（cogitatio）之自明性首先导致的那种对绝对自身被给予性的看的行为。这到处都适用。


  〈§29．超越绝对被给予性之领域作为现象学的科学之可能性的必要条件〉


  能够以现象学方法确定下来的诸被给予性东西之科学是否可能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解释我们在这里作为“现象学的经验”，作为不同种类的超越的现象学的反思所遇到的被给予性方式之价值。


  然而我想稍微确切地来说明。如果我想局限于作为绝对无可置疑的被给予之物，即作为知觉的被给予之物的思维活动（cogitatio）之被给予性上（如其在实行持续的思维活动[cogitatio]期间由现象学的还原和反思中所产生的那样），那么我们始终就只能说：“这个”，可是这样就看不出，在这里如何实现一种科学的认识。但是现在表明，在持存中，在重新回忆中，在预期中，尤其是在对一切内在的和外在的自然的经验在顾及到它们的多种多样内容的情况下实行的现象学还原中，我们遇到无限众多的现象学的被给予性东西（就是说，由于以下情况，即例如在重新回忆的情况下，不仅有一种反思和还原是可能的，这种反思和还原将重新回忆本身作为体验变成一个绝对地进行给予的现象学的知觉之客体；而且还有第二种反思和还原也是可能的，这种反思和还原可以说是在这种重新回忆之中进行的，并使被重新回忆起的体验作为现象学上曾存在过的东西达到被给予性，但不再是达到排除了一切怀疑的绝对的被给予性；在所有其它情况下也同样如此）。所有这些我们称之为现象学的对象性东西的对象性东西，都被认为是单个的，个别的对象性东西，每一个现象都被认为是个别的“这里的这个”，被认为是绝对的一次性东西。


  心理学家注357会说：所有这些都是心理现象，现在的或过去的心理现象，我自己的心理现象，或者如果我根据移情作用设想它，就是别人的心理现象。确实，我们在这里界定为由特殊种类的诸客观性东西构成的领域的所有这些东西，心理学家都有权使用，就是说，如果它们不是纯粹在现象学还原中被考察，而是被理解为一个注358经验的自我之自我体验，理解为该经验的自我之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家当然不知道，对于体验的这种自然主义的理解，心理学的体验这个概念，随身带有多么多的困难。只要一切都正常进行，无论如何都会随身带有这些困难。而我们则坚持认为，这个经验的主观同样应该被排除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现象学的-单个的存在，当然就不是心理学的体验。如果人们想说“心理的东西”，那么人们就必须比如说与经验的-心理的东西相对的超越论的-心理的东西。


  那么如何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呢？我们能允许那种不具有绝对特征注359的现象学的经验吗？你们会料到答案的。没有人会要求自然科学家说，他所信赖的被给予性方式是绝对的被给予性方式。不仅因为要求这样的东西是愚蠢的，甚至是荒谬的，而且也因为如自然科学本身表明的，为了建立注360严格的科学，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因此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尝试建立一种超越论的心理学注361，一种关于现象学的还原中的体验的科学注362。现象学的经验注363比起经验式的经验，尽管好得不多，但毕竟并不比它差。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存在一种与自然主义的经验科学相对的现象学的经验科学呢！因此，我们至少暂时应该有一种想法，即把即使经验科学也一定能够满足一切经验这一点看作是不言而喻的。


  〈§30．内在性与超越性。这两个术语的多义性，以及内在性与超越性在现象学之领域中的含义〉


  在这里还应该注意，这种科学还与客体有关，这些客体对经验行为而言虽然有时是“超越的”，就是说，只要它们比如是被回忆起的或被预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在另一种意义上，并且是更重要的意义上注364，是内在的，即它们自身能够按照其固有的性质注365给予，而且能够绝对地给予；从原则上说，它们能够绝对地被知觉，并因此也能够在重新回忆中绝对地被洞察注366；它们不是借助于显现、借助于纯粹表现的对象性东西。


  以下情况确实是自然以及所有在这个名称下的东西所特有的，即诸如此类的东西不仅在它不是绝对被给予的这种意义上超越经验行为，而且也在下面这种意义上超越经验行为，即它原则上不可能是“绝对”被给予的，因为它必然是通过诸表现，通过诸透视变形注367被给予的,而进行透视变形的表现原则上不可能是对被表现之物本身的再生产注368。


  各位会注意到，关于内在性和超越性的这些说法是多义的，因此当我近来反复谈到内在性中的超越性时，也应该正确理解这种说法。


  关于超越性能够说的就是：


  1）一次是在下面这种十分普遍的意义上说的，即认识的客体本身并不在认识行为中（一般来说，不在它是其客体的意识中）出场。其实，在意向关联之本质（这种本质正是意识和意识客体之间的关联）中就包含：意识，即当下的思维活动（cogitatio），乃是关于并非是它本身的某物的意识。这甚至在现象学的看的情况下也是适用的；即使这个被以现象学方式看到的东西，在本来意义上也不是在行为之中的注369。但是在这个方面我们不谈论超越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内在性这个对立面是没有意义的。


  2）如果人们将对意识（始终被理解为确定的行为）注370来说的最严格意义上的亲自在场，以及对它的否定，即没有这种自身在场而被意指，将这两种情况放到一边，情况就完全不同。这种最严格的意义就是这样一种意义，即意识即是看的行为，现在它具有它看到的东西本身，或把握它看到的东西本身，触及它看到的东西本身；正如当一种看的行为指向现在亲自在场的一种思维活动（cogitatio），并且仿佛是在这个看的行为中将这个思维活动（cogitatio）包括到自身中一样。正如反思告诉我们的，这二者构成一种在场的统一；这个生动地在场的看的行为与生动地在场的被看到的东西是一致的。这就是内在性与超越性这一种对立。在内在性方面存在的只是被看到的东西（也许人们还可以说，能够以这种方式看到的东西与现实被看到的东西是非常一致的，以致进行反思的目光之转向能够从这一方引向那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在超越性方面存在的，就会是所有其余的东西，因此主要是一切并非在场的东西，尽管是作为客体被意识到的东西。即使被以现象学方式还原了的重新回忆甚至持存再生产出曾被看到的东西，这种被回忆起的东西对于记忆这种意识而言也是超越的。


  3）如果我们在这里看诸对象的划分，更确切说，诸个别对象的划分，就会产生关于内在性和超越性的另一种概念。根据这种划分，诸个别的对象就被划分成能被看到的，能以绝对自身在场给予的诸个别对象，和只能显现为自身在场的，只能通过诸显现、诸表现被给予的诸个别对象。注371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现象学的意识都与内在性有关；这种内在性的东西是现象学之领域，如果我们现在将现象学理解为通过对自然的一切排除而达到内在性的诸个别对象之可能的科学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属于超越性一方的就是自然。因为自然注372正是这样一个名称，它包括通过显现而呈现出来的对象性之全体。因此现象学并不想排除每一种意义上的超越性。现象学的确从一开始就是借助排除自然来定义的，这种自然具有确定意义上的超越性，具有显现者意义上的超越性。


  〈第五章  以现象学方式获得完整的、统一地联系着的意识流〉


  〈§31．现象学对象的背景和现象学对象在诸不同意识  行为中的同一性。现象学的时间意识〉


  在有了这种附加的说明之后，现在就让我们回转到我们的考察之主线上。这种浮现于我们脑际的意义上的现象学可能吗？以“现象学的经验”为根据建立的一种科学可能吗？它通过我们迄今所阐明的东西已经得到了保证吗？正如经验式的经验，或者如果各位愿意，自然主义的经验，尽管它并不是绝对无可置疑地进行给予的行为，仍以其一切样式随身带有其正当性，随身带有其自明性一样，现象学的经验也以其平行的样式随身带有其正当性和自明性。在现象学方面并不缺少任何东西。认识之领域在两个方面都是无限的，在一个方面，是由我们称作自然的诸对象构成的全体，在另一个方面，是由我们称作意识、思维活动（cogitatio）、现象学的事实的诸对象构成的全体。


  让我们再稍微仔细地环顾这个领域。对象性东西是我们通过现象学还原，而且是通过现象学的知觉，作为绝对自身给予性东西获得的诸个别的单个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还有通过现象学的持存、重新回忆、预期、移情作用获得的诸个别的单个东西。


  然而行为的诸环境却要比看上去错综复杂得多。差不多每一个现象学的对象都有其对象性的背景，对于知觉而言它是由被连带意识的，而非被连带意指的诸在场事物构成的背景。这个背景能够通过事后的反思和回忆，作为曾经在场的，但在以前的知觉中未被意指的背景得到意指。对于一切经验而言，情况都是如此。现在我有对一个对象的重新回忆。我进行反思，并且发现一个背景，它正如这个被重新回忆起的对象那样，具有“曾经是在场的”这种特征。这个由反思事后把握的背景，被认作是在从前的重新回忆中曾被连带意识的背景，而非那时在该重新回忆中被意指的背景。情况到处都是如此。


  在现象学的经验之多样性中，我们也许会意识到同一个现象学事实。这同一个现象学的事实比如首先被预期，然后被知觉，然后被记忆和重新回忆。即使是移情作用，在这里也没有例外。因为被以移情作用方式设定的事实，可能是被意指的事实或者被施以移情作用的现象学的知觉或其它经验之背景事实，并且只要移情作用本身是经验，这个事实因此就被设定为一个知觉的或其它经验的被给予性东西。这个现象学的事实在若干意识行为中（在若干思维活动[cogitationes]中）的这种同一性，并不是一种在现象学之外的事实，而本身就是一种被以现象学方式给予的东西，因此是现象学的经验之一种事实。


  在这里这种经验之概念无疑是以一种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扩展了。因此，有关的事实是同一的事实这种情况已被给予了，就是说，在一种进行看的同一性意识中被给予了，就它那个方面来说，这种同一性意识是建立于一个记忆系列之中的。现在我们不仅有了对该事实的预期，然后有了对该事实的知觉，然后有了作为持存的记忆，然后有了重新回忆和被重复的重新回忆，而且这些行为系列作为系列存在于对我们的意识进行重新回忆的反思之中，并且在纯粹地表达这种被给予东西时，我们说，这些行为作为曾以时间序列的前后相继的方式存在过，在这些行为中这个一再地同一的现象学的事实曾首先被预期，然后被知觉，被以持存方式意识，被重新回忆，等等，并且我们是根据一种交替搭接的同一性意识说这些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与现象学的时间意识（不可将这种时间意识与经验的时间意识相混淆）相关联的各种各样联系。预期发生在知觉之前，知觉发生在重新回忆之前，第一次重新回忆发生在第二次重新回忆之前，等等。而且在有相同的现象学内容的情况下，这是必然的，正如各位能够很容易看到的，在内容不同的情况下，又有不同的联系。


  〈§32．重复和新的表述：向作为个别存在的纯粹意识的现象学还原，以及被还原了的意识世界之范围问题和现象学的科学之可能性问题〉注373


  我要重复一下在前几讲中我心目中想到却尚未能得到充分论述的一些主要思想。


  如果我们开始反思，我们就会发现，在自然的世界观察之态度中，我们是处于一个确定的环境中的人，我们实行着多种多样的，并且总是确定的心理行为：进行知觉、进行想象、进行判断等等。现在我们实行一种包罗一切的现象学还原，我们排除一切在自然的存在设定意义上的超越性。我们不想在任何判断中使用对于我们达到了自然的给予性的任何此在！此外，对以下情况没有任何怀疑，即这个此在能以某种方式被怀疑。为了我们现在的研究，我们根本排除作为前提的以经验方式建立起来的一切判断和理论断定。


  上面这句话是按通常的说法理解、说出的，从现在起，我们要以先验方式（a priori）下判断。但这对于我们绝对不是一种矛盾。因为，真正的先验性，在判断中应当随身带有必然性和无条件普遍有效性的那种先验性，并不与个别的事实打交道。先验的判断是普遍有效的判断。依据经验的判断是个别有效的判断，即使它们是普遍的判断，它们设定的也是个别的存在。但是通过这种无所不包的现象学还原，仍然留下一个由个别存在构成的世界，即由诸现象学的事实构成的世界，纯粹意识的世界。


  确实注374，自然的世界包括一切个别的存在，就是说，只要一切个别存在都被归入自然的世界之中，并且是以自然的态度归入其中的。但是这个世界的被称作意识的这个部分却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能被实行现象学还原注375，就是说，如果我们使在意识中发生的，与意识紧密结合的一切自然的此在设定都不起作用，将其排除在我们的判断之外，那么意识本身仍还作为纯粹内在的存在保留下来，即作为某种在这种设定中不是自然的东西保留下来，只要它既不是自身显现着的存在，纯粹呈现着的存在，又不通过对自然的间接连带设定而分有这样的存在。例如，只要意识被统握为某种与被设定为身体的自然事物因果性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就实行了这样的连带设定。


  现在我们试着弄清楚，这个被还原了的意识世界伸展到多么远，或更确切地说，在现象学还原中我们获得的是关于这个意识世界的什么样的被给予性方式。此外，这个意识世界能够成就什么样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能在它当中建立起某种像科学的东西。在被给予性方式方面，首先，我们有现象学的知觉，也被称作现象学的看。一切被还原了的现象都呈现为持续着的存在，而且呈现为持续着的自身在场。以经验方式进行的对事物的知觉之客体也呈现为自身在场的此在，但它仅仅是借助显现被给予的。现象学的在场并不是显现着的在场，而是绝对意义上的自身在场。因此例如，知觉的显现之存在，外在地表现为自身在场的行为这种现象之存在，就是一种绝对被给予的内在的存在。内在存在之这种被给予性方式包含多种多样东西：持续着的存在是在持续中存在着的，而这种持续是被一个正在流动着的点即现在，和过去的诸流动着的点之连续性充实了的持续。与此相应，每一个现象学的知觉都包含现在知觉的一个点，而这同一个现在又包含一种持存的记忆之一种连续性，而这个现在又处于一个持续不断的流之中。这种知觉是对一个现在的绝对设定，并且是在某个非现在之现在中，在持续不断的变化中，对一个现在之绝对设定。


  此外，作为被给予性方式，我们还讨论了敞开的持存，特别讨论了重新回忆。同样也讨论了预期，最后还讨论了移情作用。


  〈§33．现象学的经验涉及完整统一的意识流〉


  如果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连续实行现象学的知觉，就是说，以纯粹的看的行为指向诸思维活动（cogitationes），那么每一个思维活动在它正好持续的期间，就作为注376自身在场的被给予。如果它流走了，那么它的一个片断会仍在生动的持存中保留下来，最后融合在昏暗的背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持存也能以下面这种方式发生，即对已经流走了的、不再是直观的思维活动（cogitatio）之仍在进行的意识，将这种持存确定下来，并与新的持存结合起来；于是我们就有了一种关于诸思维活动（cogitationes）之连续的意识。但是也可能出现一些关于个别的这样的思维活动（cogitationes）之重新回忆和关于这整个序列之重新回忆。我们仿佛是再一次经历对每一个这样的思维活动的看的行为，它再一次开始，它持续着，带着它的流动着的现在和它的渐渐消逝的过去存在的尾巴。但只是“仿佛”经历。这种“仿佛又被给予”是重新回忆之特征，而一种统一地进行联合把握的意识能够将一系列这样的重新回忆联合为一个组；这种关于曾存在过的连续之意识，作为一组意识，也许只有事后才能被建立起来。例如，一个声音的诸显现正在流走，我们注意到这一个声音显现，而对另一些声音显现则没有兴趣，我们不实行任何一组从整体中进行排除的意识，比如，排除一些声音显现，或甚至排除整个系列的声音显现。相反，在这种重新回忆中，我们注意到这个被重新回忆起的声音的时间背景，并且现在在这种重新回忆中我们形成一种被分离开的特殊的意识组和意识系列，它将被记起的诸声音显现连结在一起。以前在知觉中未被注意到的，现在能在记忆中注意到，以前在知觉中未被编组的，现在在记忆中编了组。


  每一个思维活动（cogitatio）正如都有一个未被意指的由相继构成的时间背景一样，也都有一个由同时性构成的时间背景，并且在重新回忆中也能够注意到这样的背景。


  持存和重新回忆由于这些在其中可能的操作，是一种现象学的经验意识，只不过当我们不连带使用自然设定时才是如此。而现象学的知觉经过适当的限制能够要求绝对的无可置疑性，如我们早先已看到的，这当然不适用于现象学经验的这些新形式。但是，经验就是经验，它作为这样的东西有它的价值。


  如果我们设想，对于预期也能够阐明相似的东西，那就很显然，现象学的经验不仅有赖于作为现在被注意到了的在场东西的诸个别化了的思维活动（cogitationes）,而且还注377涉及作为唯一的时间关联的整个意识流，不过这个时间关联并不总是以其整个的广度和长度落入到直观之视线中。


  或者还能够这样说：如果我们停留在现象学还原之中，那么在这种还原中就存在一种意识之无限统一，如以一种适当的形象的说法说的，一种无限统一的意识流。我们能够一再地实行这种现象学的经验，一再地将早先已获得的一个思维活动（cogitatio）以通过记忆的再次意识之方式变成客体，一再地将早先部分被注意到，部分未被注意到的时间背景纳入到进行直观的和进行意指的目光之中，我们能够进入到这种同时性的关联之中，或跟踪这种相继之诸关联，并能够看出在时间意识的统一中，诸现象是如何相互连结的，如何连续地是一个东西，是一个流。但是持存和重新回忆常常是不清晰的和不确定的，现象之被重新回忆起的背景更是如此。但是，凡记忆不清晰的地方，在那里“它”就会变得清晰，或者，在第一个记忆之后，就紧接着有第二个更丰富的、更清晰的记忆，被分开的、没有联系的记忆，通过唤醒被连接在一起的诸清晰的记忆，能成功地达到一个清晰的记忆之统一，因此经验的力量以及一切个别的经验的力量之价值就成功地得到了提高。随经验而来的是对经验进行忠实的表达和说明的经验判断。因此，意识流就以其现象学的纯粹性变成一个特殊的经验范围，变成认识之一个领域。


  〈§34．消除人为的限制。从对意识流之自然的反思出发获得现象学的意识流和双重的现象学还原〉


  然而在迄今为止的考察中，我们使用了我们必须排除的人为的限制。只当我们首先如其在最初的反思中，在自然的反思中，向我们呈现的那样看待意识流，而且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实行现象学的还原时，我们所说过的东西才能保持其固有的价值，甚至完全保持其有效性。我们曾经从一个已经是现象学的看的行为或更多的这样的看的行为出发，然后实行持存、重新回忆、预期等等。但这些只是人为的例外情况。让我们来如其所是地看待意识之流，就是说，我们以我们现在同时处于其中的自然态度，将目光指向自我体验，并且在这些自我体验上面和在这些自我体验之中实行现象学还原：在知觉上，在持存上，在记忆上，在预期上，在所有内在和外在的经验上（我们正是借助于这些东西，使不论是外在的自然，还是自己的体验，心理的自然之现象，达到自然直观的被给予性的）实行现象学还原。


  现在这里出现了一种极其令人惊异的东西，即每一个经验都允许双重的现象学还原，一次现象学还原使经验本身得到纯粹内在的看，另一次现象学还原是在经验的意向内容和意向对象上实行的。因此存在着一种被在重新回忆之意向内容和意向对象上实行的现象学还原。因为正如我们“事后”在重新回忆中能够注意到在原来的知觉中曾是未被注意到的知觉背景的那个被记起的对象的背景一样，我们在重新回忆中也能对前景和背景实行现象学还原，这种还原在原来的知觉中未曾实行，因此它本身也不是对从前的还原的重新回忆。


  就本身来看，在记忆中的，在各种形式的准当前化中的反思之现象，最令人感兴趣。对这些现象的忠实描述和分析是一切现象学的基本成分。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即使只是看到了这些现象。为了一种它们有可能达到的确定的，极其令人惊异的成就，我们这里要考虑这些现象：这种成就就是，不仅按照在自然的经验中思维活动（cogitatio）所是的东西，而且也按照以意向方式存在于自然的经验之中的东西，全面地转变一切自然的经验。


  〈§35．作为诸现实的和可能的纯粹意识关联之标志的自然的经验之诸超越的统一。将一切自然的经验和一切科学转变为现象学东西〉


  我们可以这样说明这种现象学的还原或转向的结果：凡是自然的经验设定一个超越的统一，一个在此存在的实在的事物，一种实在的状况，一种在此存在的变化过程，而且是在现在、过去或将来这样设定的地方，在那里虽然这个此在被放进括号之中，但是这种设定却被用作诸确定的、纯粹的意识关联之标志，这种意识关联能够通过在这些经验的设定中实行的现象学还原得到证明，更确切说，能以现象学的经验之诸行为的形式得到证明。


  因此我们从由自然的态度和在直接经验中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自然出发。我们环顾四周，我们通过记忆退回到早先知觉到的东西上去，我们在直观的经验中前进和后退，我们在进行经验的目光前具有了显现着的自然及与其多种多样的事物、事件、人们等等的直观关联。如果我们在所有这些经验上和所有这些经验中实行有关的还原注378，那么与每一个经验——只要它比如是关于这张桌子的经验，这张在这个事实的经验中正是如此在这个显现中呈现的桌子，这张在这个经验中正是如此按照前面和后面，按照形式和质料被意指的和设定的桌子——相对应，有诸经验的可能性之一种确定的多样性，这些经验的可能性是一些有理据的，实在的可能性，并且也许能够转变为现实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作为有理据的，能在相应的意指方向上被期待，并且一定能够被期待。排除自然所意味的就是，我们现在不将被经验的事物当作我们进行断定的判断之客体，相反，现在属于我们的领域的是关于该事物的经验，这些按照纯粹的内在性被看待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以及与这些经验有关的断定。在这里，一种具有非同寻常重要性的认识就是，每一个被作为内在存在看待的自然的经验，都引起多种多样不同的自然经验，和自然的经验之多种多样实在的可能性，我们能够展开这些是纯粹意识之关联的动因关联，并能够将我们的目光指向它们。这种目光具有现象学的经验之特征。因此，如果为了我们现在的态度，我们排除这种自然之实存，如果在我们现在的论断领域我们绝对不就这个自然下判断，那么留给我们的就是现实的和可能的关于自然的经验这个巨大的，始终是确定的领域，只有借此，我们才能获得纯粹的意识流之领域，这个领域当然绝不包括自然，而只包括关于自然的经验，此外还包括所有其它与这种关于自然的经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进行表象的，进行感受的，进行渴望的，进行意愿的诸行为。


  这种奇特的还原最初发端于休谟，在极端的怀疑论者米勒那里，在关于持续的感觉可能性——外部事物的此在应该被还原到这些感觉可能性上——之学说中有了更明确的说明。马赫一类人的感觉一元论所说的，本质上是相同的东西，马赫同样以相互关联的几组感觉取代事物。


  现在如果我们将一切形而上学-认识论的思想构成物放在一边，那么我们首先就能够在每一个事物知觉上以下面这种方式实行现象学还原，即我们将这种处于其自己本身之中的事物知觉当成对象，并且完全能够将我们在排除由它设定的事物实存和一切其它自然实存的情况下能够发现的一切东西当成对象。


  于是我们发现感觉内容如此这般地呈现着，如此这般地相互关联着。但是不仅如此，感觉内容还进入到作为事物之总体表现的事物显现之中，此外，连带意指注379之领域也进入到事物显现之中。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完整性。有这些就足够了。


  在这里确定下来的东西不仅涉及眼前的现在，而且也涉及全部流走了的知觉，更明确说，涉及持存的诸部分，就是说，我们据此获得了曾存在过的感觉，曾存在过的显现等等。在重新回忆中，在对以前知觉过的事物、以前知觉过的过程的记忆中，我们也能够实行这些完全相同的东西：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了被重新回忆起的感觉、被重新回忆起的显现、被重新回忆起的连带意指、被重新回忆起的在场意识等等。


  但是在知觉中包含着以下情况，即如我们明显看到的那样，如果现在事物正是从这个侧面，以这种显现内容，并且在这种连带意指中呈现出来，那么它也能够从另一些侧面，以另外一些显现方式呈现出来。这不是一种空洞的可能性，而是一种实在的，就是说，有根据的可能性。这就是说，例如，当我转头时，当属于“转头”这个名目的那些组确定的感觉在有意的或无意的行为中进行时，随同这种事物的显现一起，必然有某些连续的变化发生，感觉的组成和显现的组成也以某种方式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第一个知觉作为属于头和身体的原有姿势的知觉，引起了多种多样可能的知觉以及其它相关的头的姿势和身体的姿势等等。


  在这里，这种排除自然得出了诸现象学事实之十分确定的关联，即诸感觉内容，诸统握，诸连带把握，诸有意的行为，诸有倾向地进行的动觉的序列等等的十分确定的关联，现实的和在其可能性方面有根据的现象学的事实之十分确定的关联。动因通常都是这样的，即它并不是完全确定地预先规定这些显现之可能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在自身中包含有一种能在确定领域中表明可确定性的不确定性标志。


  这些有根据的可能性转变为对未来东西之有根据的设定,因此转变为预期，当诸事实上的变化是在诸进行促动的显现方面的促动者和被引起者的交织中进行时，这种变化在意识方面所要求的正是被引起的显现之相应的进行。如果我真的转动头部，那么我就会预期在事物或过程之呈现方式中的变化。


  当我们在对事物性的过去之一系列回忆中实行这种内在的还原时，所有这些就传布开了；就是说，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目光不是指向该过去了的事物，不是指向各种过去了的自然现实性东西，而是指向过去了的对事物的知觉显现，指向一切属于该事物显现的东西，也指向该知觉的背景，以及这种背景在感觉上，在显现的内容上，在连带意指等等上所呈现出来的东西。然后由此出发，也指向从这些被转向了的重新回忆中给予的诸现象学事实中产生的诸动因关联，指向它们与其它现象学事实之联结方式，最后指向诸可能的动因，并指向将显现的变化与显现的变化联结起来的发挥功能的方式之诸规则。


  因此如果我们这样地将一切自然的经验都转变为现象学的经验，那么我们就是在使用各种各样自然的设定，然而却没有将它们当作任何关于自然的判断之基础。下面的两种描述和研究显然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方面是研究自然，描述和研究事物、事物的因果变化、事物性东西的时间秩序等等，另一方面，允许整个自然存在，但不是描述和研究自然，而是按照其内在性描述和研究关于事物的经验、存在于经验中的东西、这些经验如何相互关联、它们如何被引起等等，特别还有它们如何与判断行为、感受行为、渴望行为等等相互关联，它们如何引起这些行为，而所有这些研究与描述都是在前后一贯地排除一切关于自然之存在的判断情况下进行的。各位现在会清楚地理解，一切被经验的事物本身是关于纯粹意识的意识之某种规定的标志所意味的是什么了。


  在进行这种预先说明的同时，我还应该特别提到，当我们将有效性归于关于一个事物的经验时，可以正当地说，因此意思就是，该事物是实存的，这里包含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能够通过更新了的和再度更新了的证实确信该事物的实存，而这些证实限制并实际上排除了该事物不存在，该事物会表明是错觉这样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该事物之真正的实存就是这一事物之十分确定的并能确定地描述的诸显现关联之标志，或者是在与该事物紧密联系中的诸思想上的过程，诸判断行为，诸判断根据之标志，同样，非实存是另一些种类的，能以确定方式描述的意识关联之标志，在这些意识关联中，如人们说的，关于实存的设定显然被排除了，或非实存获得了自明性。


  科学之一切内容当然都能这样地变成现象学东西，更确切地说，都能被看作现象学的关联之标志。我们不设定理论，不以通过诸理论奠立的确实性设定自然，相反，我们返回到判断的关联和论证的关联，这些理论就是那些关联的意义内容和有效性内容，我们在这些理论研究的行为中实行现象学的转变和反思，追寻以纯粹现象学方式属于这些行为的诸意识联结。


  〈第六章  获取众多现象学的单子〉


  〈§36．意识之共主观的关联。问题：现象学还原是否意味着限制于这个个别意识上〉


  但是现在需要做一项重要补充。科学之理论内容（它被理解为科学之完整的有效性内容）和自然，是共主观的统一。注380但是在上一讲中我们还没有谈到意识之共主观的关联，或者更确切地说，还没有谈到从一个自我意识通向另一个自我意识的经验。


  现象学的还原意味着限制于属于经验心理学理解中的一个个别的经验的自我的，而且就是我的，这位现象学家的个别的经验的自我的纯粹意识关联之上吗？首先，这个纯粹的意识，纯粹的自我意识之特征应该如何描述呢？


  〈§37．统一的意识流之构成的原理〉


  经验的自我有一个身体，另一方面，显然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有意识。每一个在它所具有的，它所体验的思维活动（cogitatio）意义上的单个的意识，都属于它的意识。那么在现象学还原的情况下，这是否提供一种统一呢？我们已经谈到了一种意识流，并且事实上，现象学的意识流的统一，和仅仅在经验的理解中才是一个唯一的自我之意识的，或者借助现象学还原由这种理解中产生的意识的那种意识的统一，是同一个东西。


  让我们来考虑下面这种情况：每一个思维活动（cogitatio）都有其有时间秩序的背景，我们不久前曾谈到过这个普遍的命题。没有一个思维活动（cogitatio）是孤立的，每一个思维活动（cogitatio）仿佛都是某种从由或多或少紧密联系着的诸现象学事实构成的环境中被意指出来的东西。或者我更确切地说是“能给予的东西”；因为为了使它们成为现实的事实，成为被意指的东西，成为被给予的东西，首先需要转变进行意指的目光注381。这对于以现象学方式给予我们的一切思维活动（cogitatio）都适用，而且是作为法则适用，不管这种给予是知觉上的给予还是其它经验上的给予。我们现在当然地将所有那些按照这种背景在自身中包含着在场和这种在场中的同时性东西，或在过去和将来的方向上包含着在场和这种在场中的同时性的东西都归给一个现象学的自我，正如在经验的理解中所有那些东西都属于一个经验的自我意识那样。此外，尽管这个背景时而清晰，时而昏暗，但是只要记忆变得清晰，也许该背景在昏暗之后立刻就会变得清晰和确定起来。在那种通常可能相当不确定的面向将来的记忆，即预期方面，情况也相似。但是，绝对确定无疑的是，这样的时间上的晕圈始终在这里存在着，而且肯定在这里存在着，并且，即使它是不确定的，它也不是随意的和可自由改变的，而是可规定的。不管这种记忆多么模糊、空洞，没有任何可直观把握的和可直观分析的成分：一种清晰的记忆也是可能的，而且这样一种记忆也是可能的，即它作为一种对不清晰的记忆进行澄清的并确切地提供其过去内容的记忆，合法地属于不清晰的记忆。因此，这里又存在一种令人惊异的动因关联和一种意识规则。


  但是如果我们有两个记忆，它们每一个都有其记忆的晕圈，而却没有将一个记忆的内容和另一个记忆的内容连接起来的直观的记忆纽带，那会怎样呢？注382难道不能有被分割开的记忆吗？更确切地说：每一个记忆都设定（通过适当的还原）一个过去的知觉意识，它带有属于它的时间上的环境之晕圈，因此设定一段以前的意识流。两个由记忆设定的意识流没有联系就不能存在吗？它们一定会连同它们的时间背景一起被归入到一个的确完全没有注383被给予的意识流之统一中吗？注384难道我们不能期待会有一条清晰的记忆链条真的将这两个记忆统一起来吗？又是一条意识的法则（这完全是一些本质分析和本质法则）为这个问题提供一种确定的和绝对明白的回答：每两个属于一个将它们连接起来的意识在场之统一的记忆，都在这种意识在场中联合为一个记忆之统一，就是说，联合为一个尽管没有得到直观充实的时间意识之统一，在这个时间意识中，一个记忆之被记起东西与另一个记忆之被记起东西联合为一个被记起东西，属于一个时间，因此在统一意识这种意义上必然能被直观为是同时的，或相继的。很可能是，时间顺序是不确定地被意识的，在这种时间意识的意义上，哪一个是较前的，哪一个是较后的，或者它们是否是同时的，仍没有解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种不确定性，它包含在这三种可能情况之一的意义中的可确定性，只不过这以下面的情况为前提，即这种记忆完全能够作为有效的坚持到底（在这里能够说，每一个记忆不是有效的，就是无效的）。但是此外，这里还包含，在这种情况下，以下情况肯定是“可能的”，即一个记忆系列能够清晰而完整地被唤醒并能坚持到底，以至于它能够以一种真正建立起意识流之连续的时间关联的方式将这一种记忆和另一种记忆结合起来。当然，这是一种有根据的可能性，但它并不表示我们真的占有这个记忆系列。


  更为普遍有效的是，完全组合成一个包含着它们的、综合的意识之统一的两个经验，在这里组合成一个经验之统一，并且被经验东西之时间统一又属于一个经验之统一。这被看作是属于经验一般之本质，而这特别适合于现象学的经验。所以由此而发现了一个原理，一个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原理，即构成意识流之统一的原理；换句话说，这样一个原理，它决定，众多的思维活动（cogitationes）是否属于一个现象学的自我之统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指明，凭什么能够认为,众多跟通常一样在现象学的经验中被给予的思维活动（cogitationes）必然注385属于一个意识流，另一方面，它证明，在自身中包含着这些思维活动（cogitationes）的一个流必然存在；而这始终以下面情况为前提，即这些思维活动（cogitationes）绝对存在，提供着这些思维活动（cogitationes）的诸经验事实上是有效的。


  因此，如果我从我的任何心理学上内在的或外在的经验出发，并在它们上面实行现象学还原，那么由此得出的现象学的事实及其全部关联就完全属于一个唯一的意识流，属于一个唯一的现象学的自我，不仅是这些处于自己本身之中的经验，而且还有那种我们通过在诸经验中还原能够从诸动因关联上发现的东西，都属于这个唯一的意识流。


  〈§38．移情作用。相比于进行类比的  图像意识而突出移情作用〉


  我们能够在某个时候达到一个不同的现象学的自我吗？一般来说，现象学的还原能够获得关于若干现象学的自我之理念吗?在迄今为止的这条道路上当然不可能。但是迄今我们还没有考虑移情作用，它的确是经验性的经验之一种特殊形式。在移情作用中，进行移情作用的自我经验到另一个自我之心灵生活，更确切地说，另一个自我之意识。它经验到另一个自我之意识，但是没有人会说，它是像体验到和知觉到它自己的意识那样在内在的知觉中，在洛克式的反思中，体验到和知觉到这种意识的。当然，更没有人会说，它记起了或它预期到另一个自我之意识。人们会说，那是一种图像意识，是一种借助于自己的同时的和相似的意识对异己的意识进行类比注386的意识吗？我认为，利普斯——尽管我绝对不想承认他就移情作用说的所有东西，但是由于他强烈反对通常的，事实上是微不足道的关于移情作用的心理学——是处在正确道路上的。据说在这里我本来应该像下面这样说：在经验的图像意识中，一个对象的显现（一个现实的甚或仅仅是幻想的对象的显现），一个图像客体，作为与图像之“题材”进行类比的注387关系之承担者起作用。据说，在一种内在的图像意识中，自身在场的意识肯定是作为图像客体为另一个意识服务的，因此据说，自己的一种体验，自己的一个行为，例如自己的一个愤怒行为，对于异己的愤怒行为就作为类似物注388起作用。但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因为当我对这个你的愤怒实行移情作用时，我自己并不愤怒，并且丝毫也不愤怒，当我想象一种愤怒时，或当我仅仅是想起一种愤怒注389时，我同样也不愤怒，除非在后一种情况下我重新陷入一种愤怒。移情作用并不是一种关于特殊的图像式东西之意识，作为那样的意识是事后的记忆和预先的记忆和任何一种通常的记忆。我将移情作用看作一种与这些行为极其类似的意识，最广泛的一组准当前化行为当中的一种行为。注390


  当然，人们还可以搁置这种借助一个在场的相似行为进行的实例说明，而去思考另一种类比说明，例如，当我们以一种所谓的想象图像以解释性的方式为我们说明一个事物时所发生的那样；如当我们比如按照一种描述在想象中为我们形成关于被描述的事物之图像，也许还意识到“它仅仅是一个想象图像”时所发生的那样。我们也经常以这种方式借助实例说明另一个人的心情如何。但是如此解释一切注391移情作用却有其可疑之处：因为我们完全是直接地在别人身上看到他的体验行为，没有关于任何印象上的或想象上的借助实例说明注392的意识，并且如果我们为我们形成关于他的体验行为的图像，那么我们是将它作为某种特殊的东西感觉到的。由于这种理由，我可以决定对移情作用不使用同样好的第二种类比说明。注393


  〈§39．通过双重现象学还原获取其它现象学的自我。自然作为众多自我单子共同协调之标志〉


  移情作用肯定是一种我们能够如同对每一个其它经验一样对其实行现象学还原的经验，而且在这里也有双重现象学还原：首先是处于自己本身中的移情作用，我们已经通过看的行为在现象学的知觉中提供了它，如同每一个现象学的被知觉物一样，它有自己的时间背景，并被归入到一切现象学的知觉和一切进行回忆式的现象学的准当前化从一个被给予的思维活动（cogitatio）出发时都属于它的那一个意识流。但是另一方面，移情作用又是关于被施以移情作用的意识的经验，在这种意识中我们也能够实行现象学还原。这个如此获得的现象学的事实，也有其时间背景，并因此是一个现象学的自我之事实。


  但是现在有这样一个法则起作用，即一个被施以移情作用的事实与相关的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行为本身，根本不可能属于同一个意识流，因此不可能属于同一个现象学的自我。并没有一条通道从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这个流通向移情作用行为本身所属的那个流。这一个流的事实和另一个流的事实决不可能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中，即一个是另一个的环境。环境！但这所意味的不就是时间背景吗，并且我们的法则不就是说，这一个和另一个不可能属于一个时间意识吗？


  但是对此似乎应该说：注394移情作用的行为和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行为确实属于同一的时间，而且是属于对于这个意识来说的同一的时间。移情作用设定被施以移情作用的东西为现在的，并且设定它与自己本身处于同一的现在中。然而在这里应该注意以下情况。还存在着一种被准当前化了的现在（它并非是被重新回忆起的现在），就是说，一种准当前化，它是被准当前化了的现在，尽管它只是被准当前化了的，然而却被视为与现实的现在同一。例如，当我想起罗恩斯注395时，情况就是如此。因此，被施以移情作用的现在也是一种被准当前化了的现在，而不是一种自身被看到的现在，因此移情作用与被施以移情作用的东西的同时性也不是自身被看到的同时性。此外，并不是这一个属于另一个的环境，以及反过来，另一个属于这一个的环境。也没有任何一条可能的连续性的道路从这一个通向另一个，就像肯定有一条这样的道路从其它的被准当前化了的现在通向这个现实的现在那样。当涉及的是经验的移情作用行为时，在移情作用行为中被设定的时间是这样一种现在，它是以经验方式被设定为与自己的意识之现在同一的客观的时间点。这种视为同一是借助与身体和事物世界之客观时间的关系获得的。即使是我自己的感受行为，思想行为，知觉行为等等，以及属于它的现在，我也将之看作是与事物世界中被知觉东西的现在同一的，并且后者包含其客观的时间规定。这种事物世界中被知觉东西的现在当然也受到现象学的还原。注396


  当我实行这种还原并将不论是事物的连同身体的存在，还是事物世界之时间形式的存在都排除时，还有什么东西剩留下来呢？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现象学的存在都被还原到一个（还原到“我的”）现象学的自我上，这个自我被标明为进行知觉的、进行记忆的、进行移情作用的自我，此外还被标明为进行现象学还原的自我，而且到在移情作用中被设定的，被设定为进行看、进行记忆、也许进行移情作用的其它的自我的自我上进行现象学还原的自我。此外，对于我的自我来说，这些以经验方式被经验到的诸自然客体通过排除其实存，被还原为对某些现实的意识关联以及附属的有根据的诸意识可能性而言的标志。


  但是由于这种以自然方式进行的移情作用，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诸自我被设定为属于它们的身体，被设定为诸事物性环境的诸中心，这些事物性的环境扩展到全部自然，扩展到这个也为我存在着的，我也知觉着它，且通常以经验方式设定着它的同一的全部自然。在这种现象学的还原中，对于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自我而言，每一个事物也都是属于它的和被我移情到它之中的诸经验关联和诸经验可能性之标志，并且对于每一个自我都是如此。


  因此，自然是关于一个无所不包的、按一定秩序进行的过程之标志，这个过程包括一切借助移情作用相互处于经验的联系中的意识流；我的当前的现在以及每一个其它自我的现在（同样还有我的记忆中的每一个过去的现在以及另一个人的记忆中的每一个过去的现在）一起设定的每一个客观的时间点和每一个被客观地把握的“同时性东西”，恰恰就是这样的标志，我是说，每一个客观的时间点都是对于一个完全确定的、合法则的共同协调而言的标志，这种共同协调可以说使每一个自我单子与每一个其它的自我单子发生关联，而且是在诸十分确定的、相互紧密联系的意识动因方面发生关联。


  〈第七章  关于现象学认识所及范围之最后考察〉


  〈§40．在现象学的还原中放弃关于自然之存在的一切判断〉


  如果我们实行我们称作现象学还原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不就自然之存在下判断，而是就诸纯粹现象学的关联之存在下判断，那么所有这一切就都是有效的。注397应该强调说，我们没有就自然之存在下判断，绝对没有。注398我们没有说过，自然“实际上不外就是”这种从意识到意识进行着的按一定秩序进行的过程。我们没有说过，意识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自然仿佛注399只是意识在自身中勾画的一种虚构的图像，诸如此类的东西。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合理地是我们的意思，这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研究都是在现象学还原中进行的，按照定义（ex definitione），这种现象学还原所说的不外就是放弃关于自然的一切断定。但是因此，如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些理论那样，从另一方面用明确的词句（expressis verbis）提出关于自然之断言式的论断，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注400


  〈§41．作为本质的科学和事实的科学的现象学的科学之可能性问题〉


  当我们开始这种思考时，当我们看到现象学的经验之领域如何包含众多现象学的自我，包含众多自成一体的被统一的合法则性相互协调的单子时，当我们考虑到在其中自然能够在意识方面得到表达的这些相互协调肯定能够得到非常详尽的描述时，仍然还要考虑关于现象学的科学之可能性的问题就显得有些奇怪。即使我们现在附带地获得的这些知识，肯定已经就是科学的知识，而且显然是非常有启发性的知识。


  但是在这里仍然不是一切都清楚。首先应该说，我们曾将现象学认作是一种与自然科学并列的东西，二者都与个别的对象性东西打交道；注401一个是与在自然态度中被给予的东西打交道，另一个是与在现象学态度中被给予的东西打交道。但是这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先验的知识在现象学的领域中起什么作用，在现象学经验的基础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行理想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获得理想的科学的认识。


  至于自然，我们知道存在着某种像纯粹的自然科学的东西，存在着自然之先验性和所属的先验学科，如几何学等等。但是此外还存在着经验的自然科学，而这种科学并不是比如说将自然之纯粹的先验性转用到所发生的个别情况上，转用到外部经验的被给予性上。那将会是一项空无内容的工作，毫无科学价值。先验的认识作为经验认识之按一定方法使用的工具起作用，但是这种按一定方法使用的工具在经验科学之体系中提供某种全新的东西。


  那么我们对以下情况已经有确信吗，即我们在满怀兴趣地向现象学的领域看去时所获得的东西，究竟（au fond）是否涉及纯粹的本质认识，以及某种像经验式的现象学的东西是否仍完全是可疑的，也许注402甚至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关于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关于属于有关事物的意识的动因关联所说过的东西，以及其它许多东西，至少有极大部分，不是从一开始就带有先验认识的印记吗？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坚持把经验作为经验确定下来，就是说，我们将它看作是关于个别存在的设定，那么虽然我们能够确信，这样的设定领域是一个极其广泛的领域，但是我们不可能十分确信，在这样的经验之基础上，某种像经验科学注403的东西是否能够作为真正的事实科学（matter of fact-Wissenschaft）建立起来。


  〈§42．对自然的认识与对相关的意识关联的认识之等值，以及将对意识的先验认识运用到对自然的经验认识之现象学的关联上。心理物理学〉


  在这个方面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以下情况，即自然之存在仿佛以意识方式在其中呈现出来的所有意识关联，都能为我们所认识，无须我们说出关于自然的判断，无须我们即使只是隐蔽地将自然之实存当作前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注意到，关于这些意识关联的认识与关于自然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是等值的，并且反过来也是一样。这至少可以这样理解：经验之有效性和经验式的经验认识之有效性，在经验意识之某些现实的和可能的关联中有其相关项，并且反过来，如果这种关联被认为是存在着的，那么经验的认识就是有效的。因此在现象学领域中我们所有的的确不外就是一种将自然的认识反向转变为现象学的东西。难道没有先行的自然认识，现象学本身就能提供这种认识吗？相反地，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即属于意识之本质并能在纯粹内在的研究中获得的先验认识，在其现象学的关联方面获得对以经验方式形成的自然认识之应用，并且提供一种关于现象学的事实之此在关联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不是本来就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即直接地从个别事实出发，获得吗？


  这种疑问肯定涉及自然之整个领域。对于心理物理的认识来说，更为困难的是下面这个问题，即它由于与真正的、物理的自然认识（超越的认识）紧密联系，其实只是自然的认识。从根本上说，心理物理的认识是自然的认识和纯粹现象学的认识之间的中间环节。注404


  附录XXI  1910／11年（关于共主观性的）讲课计划注405（在讲课后几年当中的一年里写下的）


  我的1910／11年冬季学期讲课所选取的（至少整体上开始了的）另一条道路，本来有下面这种想法，即它应该向上引导至现象学的理念。之所以需要这种想法，是因为我们大家天然地就倾向于自然主义。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最初的，原始的，自然的认识领域：由空间时间上被规定了的实在的此在构成的最广义上的自然，即世界注406。与它相对应的是自然科学注407，关于物理的自然和心理的自然之科学（关于狭义上的自然之科学和关于精神之科学——关于诸精神之科学，有关诸精神共同体之科学，关于诸精神产品之科学，等等）。


  超出这些科学，在诸科学上还能存在什么呢？


  a）我们能够从自然转向自然之理念，物理的自然之理念，精神之理念，精神共同体之理念，等等。在这里，在本质普遍性的范围内，我们能够按照若干普遍性等级转向最高的普遍性，转向实在东西一般之理念，转向关于世界一般之先验科学。


  b）我们能够上升到诸形式的普遍性等级，并且以形式的普遍性将存在一般之理念变成研究领域：形式存在论（形式的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


  c）与此紧密相联的是命题逻辑和关于或然性、怀疑、问题等等的诸同族学科。关于思想意义的形式学科。然后是形式的价值论等等。


  d）关于理性之诸学科，关于科学的理性之诸科学，关于理论的理性之诸科学，关于评价行为和意愿行为中的理性之诸科学。


  e）关于超越论的意识之科学，关于现象学之超越论的现象之科学。


  但是此外我要补充说：这个进程所包含的东西要比这个现象学的入门所必要的东西更多。然而在从自然态度出发时（这种态度首先仅仅被理解为面向自然的态度），我并不需要彻底思考，相对于自然科学，对于科学究竟还留下什么东西。我不需要对科学一般进行原则性的分类。为了应付阻挡我们进入现象学的自然主义的诸种诱惑，特别是心理学主义的诸种诱惑，我只需要这么多。因此在这里重要的只是，首先开拓通向本质学的道路，普遍地为它的正当性辩护，然后阐明关于精神之本质学的合理的心理学与现象学之间的区别，整个说来，这符合于1912年（夏季）的道路。注408


  附录XXII（附于§10）  内在哲学——阿芬那留斯  （大概写于1915年）


  在阿芬那留斯那里有对“被发现东西”的纯粹描述之最初尝试，以及他对于这种描述本身来说并不十分确定和明确的倾向，即：不从事任何“理论”，防止一切理论上的预先的相信，如其被给予的那样描述“被给予东西”，在这之后是如其被以为的那样描述就这种被给予东西所可能以为的东西。


  世界是在一切理论之前被给予的。一切意见，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流行的，迷信的，科学的，所有的意见都与这个已经预先确定的世界相关联。这个世界如何呈现给我，关于它我能直接陈述些什么，当以普遍方式如其自身呈现的那样对之进行直接描述时，按照它的原初意义（正如这种意义在“直接的”知觉和经验中作为世界本身而呈现的那样注409），它是什么？阿芬那留斯是在并没有理解自己本身的情况下，描述在直接经验中的一个关于世界之普遍意义的范围的。


  一切理论都与这种直接的被给予性东西相关联，而且只当这种直接被给予性东西形成一些不违反这种直接被给予性东西之普遍意义的思想时，它才能具有一种合理的意义。任何理论都不能违反这种意义。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我通过描述和理论研究所发现的东西，而理论研究只不过是描述的继续，一种包括范围更广的描述。寻求更多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阿芬那留斯研究的。他问道：抛弃“自然的”世界概念有意义吗？让我们来看看！有人断言：世界完全不同，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仅仅是一个超越的、不可知的世界之显现，等等。可能有某种东西迫使我改变这个自然的世界概念，迫使我说（投入作用），这个被给予的世界纯粹是在我心中的显现，是进行经验的人之显现，是在人的大脑中的某种东西等等吗？


  在这里我看到一种十分有价值的倾向。


  在经验中世界与我相对峙，不完全地，在某些方面，在某些规定性上，而不是在一切方面，在一切规定上，与我对峙。经验科学要求，以科学的方式规定这个世界。哲学要求，超出科学之上，提供关于这个世界之更好的、最终的真理，自然科学家们自己已经就他们引入的理论辅助概念之真实意义进行争论了，与此同时也将从意识的主观性上规定的哲学的理解一起牵扯进来。我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而不选择任何一个派别。这是哪一派呢？注410我要仔细观察这个经验上被给予的世界本身。我要仔细观察科学上被经验的东西，我要仔细观察诸种哲学理论。我要使自己明白，科学与哲学都对世界做出陈述，但是我还要使自己明白，这二者的出发点和基础都是经验。不应该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而应该通过思想获得关于这个世界是什么的认识与知识：这个世界，这个我所具有的世界，这个在一切理论研究之前，在一切间接的意指之前，我通过经验所具有的，当然并不是以一种完全满足我的认识目的之方式具有的世界。因此我必须由描述这个世界开始，如它直接给予我的那样描述它，或更确切地说，就被经验的东西本身描述经验。关于这样一些争论，如，对被经验的存在是应该这样解释还是应该做另一种解释，这种被经验的存在最终是否仅仅是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真理与它相合的那种显现，我克制自己不做任何判断，除非是那样一些判断，它们设定经验本身这种事实，就其意义进行陈述，就被经验东西本身进行陈述。于是我问，按照对经验之普遍意义的描述，或按照对经验预先规定的世界这个“概念”之内容（世界这个“意义”）的描述，在根据经验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中的这种本源的意义有一天能够被放弃吗？这种思想行为能够成就什么呢？当思想行为是合法地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时，它有一天能够超出这种本源的，建立经验理论的经验之意义吗？因此现在我问，如果合法的思想经验的行为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那么“世界”，“经验的被给予之物”，这种本源的意义会怎么样呢？能够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仔细观察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即经验和被经验之物，然后描述思想经验的行为和对经验进行思想所得到的东西，即思想经验行为中的被规定之物，连同诸合法的、得到确证的对经验进行思想所得到的东西的诸种差别，等等。在这样的进展中，我必须回答下面这个问题：经验理论的意义是什么，因此相关联地，回答下面这个问题：科学之世界的意义是什么？经验之本质和思想经验的行为之本质连同其相关项的本质预先规定了什么样的意义？


  因此对起驱动作用的诸动因之思考进行到最后，或以反思方式对可能完成这些动因的东西进行把握，将我们引至现象学的还原，并引至对“经验”和思想经验的行为之现象学的本质分析，相关联地，引至对经验世界的现象学意义，以及通过可能的正确的思想行为从思想上规定了的经验世界的现象学的意义之现象学的本质分析。


  那么向“被发现的东西”回溯的情况如何呢？在那种“被发现的东西”上，我“发现了”使客观的存在与主观的存在，中心项与对立项，或者更确切地说，进行经验的自我（作为“中心项”）与对立项的客体之原则上的相互协调注411，本质关联。我们必须区分对经验的发现行为和对现象学态度的发现行为。而阿芬那留斯却没有这样做。发现行为作为经验肯定是对事物的经验，对我，这个进行经验的人的经验，和对进行经验的其他人的经验。


  如果这意味着，我发现了经验之统一，或更确切地说，诸被经验到的东西之统一，在该被经验到的东西之统一中，我发现了诸事物和人类以及作为进行经验者的我，就是说，作为中心环节注412的我：我发现了我所面对的世界中的所有其它对象，那么这确实是一种个正确的描述。但是这种进行发现的自我或进行发现的意识呢？我们不是必须将这个纯粹的自我与作为对象，作为被发现物的自我-人区分开吗？而这个进行发现的意识连同它的自我不是在诸被发现的东西中被发现出来的吗？此外，这个作为客体，作为被发现东西的自我，绝不是完全像一个被发现的事物那样（只是具有某种不同的内容）被发现的。自我-人是思想者，感受者，意愿者，但是其实我并不是像在一个事物上发现“它在运动”那样发现我思想的，这个发现的行为是一种对“反思”进行的把握行为。


  然而我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现诸异己的主观的，即我发现它们的身体，并且以移情作用的方式将作为诸行为之主观的和作为一个体验流之主观的自我附加到诸身体之上。


  对于诸被发现东西本身之本质分析


  所有这些都是被发现东西，需要区分不同的被发现东西，诸事物，诸主观，进行陈述的和进行发现的自我，进行发现的诸体验，与显现者，被意指物等等相对的是，在其中有某物显现的诸显现，在其中有某物被意指的诸意指等等，而意指可能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它们可能是有根据的或没有根据的，诸根据的关联是以不同方式建立起来的，我们的意思是说，它们的建立方式决定了正确或不正确。


  我们能够将一切都分解为“诸要素”的关联和也可能是十分不同的各种事实的联系吗？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理解以下问题吗，即我们在这里发现的这个特殊的东西，即意识的统一——在这个意识中，一个主观想要发现一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就这个世界说出真理与错误，并且这个世界本身并不是一个由诸要素复合构成的世界，而是在诸要素复合中显现着的——如何能够在诸要素构成的这些“复合”之流中和这些“复合”之共同一起中，得到理解呢？注413


  阿芬那留斯开始进行描述，但是他没有达到纯粹的现象学还原，没有达到被发现东西之各种不同领域，没有达到在真实的意识事实的、意向内容东西的意义上的和存在东西的意义上的被发现的内在性，没有达到这些意味着现实性东西的特殊的被发现东西，没有达到这些东西与诸显现，与被统握的和诸显现借以被构成等等的诸要素之本质关联。他停留于自然主义之中。他没有区分在显现者和知觉上被设定东西意义上的被发现东西，和在真实内在性东西以及在内在知觉中涉及的被把握东西等等意义上的被发现东西。在阿芬那留斯那里，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他被卡住了。


  附录XXIII（附于第152页以下）〈现象学的真理和实证的（存在的以及存在论的）真理之关系。实证的课题和现象学的课题之综合统一。独断论的实证性和以超越论的方式阐明了的实证性。〉对1910／11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第153页〉注的修订。〈写于1924年或稍后〉


  讲课第152页及下一页原来的注以及正文的那一段本身仍包含一些不清晰之处。


  在以现象学方式下判断时，我“不使用”客观性东西（通常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将之作为课题的对象性东西），不在判断中使用它们。我不就世界“直接地”下判断，不就诸可能的世界，诸可能的自然对象直接地下判断，而且也不就数，不就数学东西，如在形式存在论的、形式逻辑的本质科学的情形那样的意义上直接地下判断。当我放弃对客观性东西的任何直接的判断行为时，我是对在纯粹意识意义上所指的那种意识下判断。在这里，我是直接地下判断。


  我们要预先说：直接地下判断的行为，就是以课题方式下判断的行为，这个被如此这般判断的东西，就是课题。


  一切实证的，客观地指向的判断，也属于我的课题判断之范围。但是，如果从前在实证性之态度中，是那些东西，即在世界这个整体领域内的这个或那个由客观性东西构成的领域是我的课题，那么现在，我的课题领域则是纯粹意识，或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客观性东西的一切意识，关于客观性东西的一切判断行为，以及在其中客观的存在和如此存在被“突出出来”的一切自明的判断，一切证明的行为和论证的行为。但这是这样进行的，即当所有这样的关于客观东西的意识对我以课题方式存在时，这种“客观东西本身”，它的存在和如此存在本身，被从我的课题领域中排除了。在这个方向上，我根本放弃一切“课题式的”判断行为，这完全是以普遍方式放弃的。换句话说，现在主观性是我的课题，而且它普遍地和唯一地是我的课题，并且这个课题是一个真正自身完整的、独立的课题。对现象学还原方法进行描述的任务就是要指明，这是可能的，以及如何是可能的。


  至于这种独立性，那么现在能够无可置疑地、正确地说：我在科学领域原则上不使用的那种判断，对于这个领域中的论断“没有任何影响”。注414这乍看上去是一种同语反复，因为当我借此说，按照对现象学方法的这种定义方式，“实证的”裁决对现象学的裁决决不可能产生“影响”时，只要我使用这种方法，我肯定就，并且从原则上说就将一切实证判断的全域，将一切有关客观东西的存在，“放到括号中”了，就是说，我不提出任何有关客观东西之存在的问题，我禁止任何设定限制的表态，禁止任何在这个方面的“裁决”，并且为了我的课题目的，“彻底地”这样做。尽管如此，我能直接地下判断，只不过刚好不是就任何客观东西下判断。就是说，我所下的任何判断都不具有“实证的”前提，并且在现象学中甚至任何判断都对“实证的”前提没有演绎的依赖性。因此，这是一种以分析方式进行的说明。


  但是以下情况不是已经超出了以分析方式进行的说明，并已经不同于以分析方式进行的说明了吗，即当我说：我作为现象学家所判断的东西，能够不再依赖于实证性质的裁决时，仿佛还有下面这种可能，即当我事后放弃这种现象学的态度时，比如我专心致志于物理学的研究，与此同时，完全以实证的精神下判断时，可能形成某些论断，它们必然会迫使我在我的现象学的论断上做某些改变，并迫使我正如它们在属于它们的纯粹现象学态度中产生那样放弃它们吗？据此，看起来似乎我可以说，而且差不多可以说（好像这只不过是一种不同的说法）：现象学连同其全部真理的有效性都不依赖于一切实证科学的有效性，不依赖于不论哪一种实证论断的真理和错误。但这真的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吗？下面这种情况在以后是不言而喻的吗，即任何对实证的认识给予性的怀疑（任何实证的怀疑）都不可能引起现象学的怀疑，一种普遍的实证的怀疑论（如古代怀疑派中极端的怀疑论，它否认或怀疑一切一般的实证性东西，一切客观性东西），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涉及现象学的判断和现象学的被以为的洞察？如果我在算术中从给定的公理引出结果，并前后一贯地不考虑另外一些公理，那就很显然，这些所获得的命题是独立于那些被排除的公理的，但是就其真理性而言，却并非与那些公理无关。如果我改动这些公理，使它们成为错误的，那么我就很容易有这样一些错误性东西，它们在与其余的，唯一被我使用的公理的联系中，产生出一些与由我推论出来的命题相矛盾的结论。也许情况是这样，即对世界的怀疑或否定具有这样一种结果，即一切注415现象学的命题都变成可疑的或错误的，尽管它们是在我放弃有关世界之判断的情况下正确地获得的。


  我们也会记起以下情况：即使形式逻辑和形式存在论也是实证的科学。但是如果我们在任何判断中都不使用它们，那肯定不可能是这样一种意思，即现象学不涉及逻辑真理和形式对象的真理。说它们是实证的，这并不仅仅是说，它们通常被理解为与实证性东西相关；即使它们不是这种东西（我们一定能够理解：某物＝可判断东西和可一致地同一地判断东西一般，并且逻辑学或更确切地说形式存在论与其相关联），它们也是实证的，只要它们不是在按一定方法进行的现象学的态度本身中形成的。这种态度要求我将本身不在意识中的东西放到括号中，并且是十分彻底地放到括号中。在这种情况下，连作为可能的前提系统的逻辑学也被取消了。


  因此问题首先是，现象学的论断和存在论的论断在多大程度上是彼此独立的，有关纯粹主观性的真理和客观的真理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彼此独立的，或更确切地说，如果这种独立性存在,它正当地意味着什么和能够正当地意味着什么。


  显然，某种独立性肯定是存在的。如果我估计，一个事物真的实存着，并且真的具有如此这般的性质，因此我估计有关的判断本身是真的，估计它们具有“永久的有效性”，那就很显然，由此就为我和一切经验着事物的主观预先规定了一个规则，根据此规则，我现在不再可能以为一致性具有任意的诸经验，而是被约束于某些经验系统之中。我能够看到，不仅对于我估计为真正现实的这个或那个被经验的事物的情况是如此，而且这对于诸一般可经验的事物都有效，先验地（a priori）有效，在对于可能的经验行为之诸主观的关系上有效。如果我就事物本身下判断，如果我做出“实证的”判断，我直接地如其所是地“就”诸事物下判断，而且是下实证性质的实存的判断，即在某时某地（当然是这个世界的某时某地）存在着具有如此这般性质的事物（它们“存在”），那么我就不是就诸进行经验的主观以及它们的进行经验的意识和其它的意识下判断，而且纯粹作为对这些事物进行经验的意识下判断。如果我以心理学方式下判断，如果我完全以反思方式，但却是以自然方式下判断，那么我就是以实证方式就人以及人的心灵生活下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能够并将会就人们关于事物的经验活动和思想活动下判断，并且也许能够就这种经验活动更仔细看上去怎样下判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诸实证性东西就都一起属于课题。


  但是我能够将一切实证性东西在课题方面放到括号中，我能够比如不是就诸事物以实证方式下判断，而是纯粹就我的和任何一个人的关于诸事物的，关于我或他们或我们共同经验着“这些”确定事物的经验活动下判断，或对关于诸可能的事物的，一般可能的事物的经验活动下判断，而这种判断的兴趣在课题方面并不针对这些事物，不针对它们如何存在，它们在何时何地实存，它们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们是如何因果性地决定另一些事物的，等等，或者在指向诸可能性的态度中：判断的兴趣并不针对它们作为诸可能性，作为“可想象的”诸可能性，如何以“仿佛”的方式被规定，等等。但这是这样进行的，即不仅这些事物的存在，或可能事物的存在“不起作用”，这所意味的是放弃将事物当成所针对的课题，放弃直接的判断行为，而且也放弃一切直接的客观的判断，和一切即使是隐蔽地对实证性一般的连带设定，甚至在有意识的悬搁中使之不起作用。因此我能够这样地密切注视主观性这个纯粹的课题范围，与此同时在这整个的范围内（或更确切地说，在普遍悬搁的整个范围内）密切注视作为经验着“这里的这个事物”的或作为以可能方式经验着事物一般的进行经验的主观性之纯粹的课题范围，与此同时还能够以自明性表达我能够一再地证明的诸真理。在这个课题范围内，我绝不会遇到经验式的存在的或经验式的存在论的（一般地说，实证的）真理。反过来，如果我处于实证性之态度中，我就绝不会遇到现象学的真理。


  当然，情况可能是，我在这一种或另一种课题式的态度中错误地下判断，如我自己由于过渡到自明性（一次是实证的自明性，另一次是现象学的自明性）所能够察觉的那样，并且我关于存在的判断行为可能是正确的，与存在的（客观的、实证的）经验相一致，我的现象学的判断行为（在向现象学的经验或自明性过渡中）作为与以现象学方式经验到的东西相违背的是不正确的，以及反过来。


  这两种判断方式和认识方式都是独立的，但这并不是说，两个方面的真理是互不相关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当我以纯粹现象学方式下判断，按照其现实性和可能性开启了纯粹的主观性之全域时，我的确就拥有了关于世界之可靠的经验，并且也许还在我的自然的生活中“经验到了”诸理想的实证性东西（我运用数学的自明性等等），这全部的生活，连同一切在其中作为对于进行经验的生活和以实证方式进行思想等等的生活而言是课题的一切东西，都是我的课题。如果说对于作为进行反思的现象学家的我来说，我的（在实证的经验中和一切实证的生活中）对这个或那个实证的课题（事物、事物性事态、数学东西等等）之以课题方式拥有的行为成了课题，那么在现象学悬搁的意义上，这些课题式的课题本身就不是我的课题。“我不就实证性东西‘直接地’下判断”，这只是对以下说法的另一种表达，即我（我作为现象学家）将这些课题排除掉。但是另一方面，当这些实证的经验、实证的判断，以及其它以实证方式指向的意识行为是我的课题，而且不仅是作为个别的行为是我的主题，而且也作为无穷的和无限的综合而是我的课题时，一切实证的真理，作为真正存在着的实证的真理，就“一起”存在于我的领域中。不论我把什么断定为真正的存在，不论我就这种真正的存在在真理方面提出什么根据，它作为断定真正东西的行为和论证真正东西的行为，同时都是我的课题，都是现象学课题的主要部分。因此我和主观性一般在真实东西上拥有的和肯定能拥有的东西，属于我的领域；并且，如果我甚至连处于不断进展的证明之状态中的实证的真理都没有，我也就不可能就此构成任何现象学的东西。


  但是我作为现象学家，当然是以不同于实证指向的人的方式拥有真理的。作为现象学家，我所拥有的实证真理恰恰仅仅是作为那种对实证真理的拥有行为，在这种拥有行为中，我是将它作为实证地指向的自我之已完成的拥有行为而拥有的；并且我“直接地”拥有的只是这种已完成的拥有行为本身。我任何时候都能够退回到这种课题式的实证性的态度，就是说，就实证东西直接下判断，而这种“退回”所意味的是，将实证的判断行为、洞察行为、认识行为（一般来说，实证的意识）连同这些行为的真理都一起包括到现象学意识中，包括到现象学的意识之课题范围的具体内容中，以致于我任何时候都能够在我所及范围内拥有它们，而且完全是直接地拥有它们。只要我此前肯定曾处于自然的、实证的态度中，那么我实际上就有权利谈论返回到、退回到这种实证的态度中。


  此外，我对实证东西的判断方式由于现象学的悬搁经历了的变化，也显然是由于这种情况而发生的。这是同一的判断，这是同一的经验，同一的理论研究行为等等，准确地具有旧的内容，只不过在实行方式上被改变了，更准确地说，在实行课题化的方式上被改变了。下面的情况对于一切哲学都是决定性的东西，即在保持一切自我行为和意识行为（这种行为本质上是课题式的行为）之全部内容的情况下，正是这些对以课题方式实行的行为之能够实行的改变是可能的，这种改变决不在实行相反指向的表态这种自然的意义上放弃实证的课题式的表态，然而当它通过仅仅使纯粹主观的兴趣变成现实的而将每一个实证课题式表态都变成非现实的时，它确实使每一个实证的课题式的表态都“不起作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改变了的方式包含着关于这种兴趣之当下的实证的表态。现在，这种实证的拥有行为及其被拥有的东西本身，实证的设定行为及其被设定的东西，它的命题，它的课题，变成了课题，但是是作为在其中被设定东西变成了课题（当然，这能够在更高阶段上重复，此外，它也不会陷入任何根本的困难）。一切奠立于实证的自明性之中的实证的真理，都属于可能的现象学的经验之无所不包的领域，作为标志，作为题目，作为可能的认识的和理想整体性的课题意义，作为可能的这样的认识（作为超越论的主观性的以及一切包含它并要求它的结构性关联的可能的具体的现象）之整个系统的课题意义，属于可能的现象学的经验之无所不包的领域。一切真理都必然在纯粹主观性的诸本质可能性之运行中，在这些可能性之全体中出现。如果能够理想地说明或者甚至能先验地（a priori）构成作为进行认识的主观性的主观性一般，那么它也是作为认识真理的主观性被构成的，而这所意味的就是，作为进行经验的主观性，作为进行思想的主观性，和作为仅仅以论证的方式（即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其中它说，并且能以对自明性之体验的形式说，它不仅是一般地下判断，而且把握住了“真正的”存在）进行证明的主观性被构成。


  下面这种情况本身是一种现象学的洞察，即以课题方式指向一个存在者的这种状态，或者这样说也是一样，即处于一种有倾向的认识态度中，这也等于说：有关的进行判断的自我，将它的目光指向所设定的东西，而且是这样地指向，即它不仅在多种多样的新的设定行为中设定这个同一东西是同一的，并在进展中重新确定它是同一的，而且试图通过证明（通过对充实之同一性的综合）将它的设定和诸有关的基底之继续进展的诸规定形成最终的有效性。


  因此在这里实证科学是在作为进行研究的，进行理论探讨的，进行证明的主观性之理念中产生出来的，所有这些行为都具有某些意义内容，某些设定，某些样式化等等，而所有这些又都处于具有意向活动-意向内容诸成分的意识生活之具体化中，如现象学表明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理论之这整个的课题范围就是不可设想的。


  因此，实证的真理作为真理，不仅不独立于现象学的真理，而且甚至“被包含于”现象学的真理之中，尽管绝不被包含于现象学的课题之中。那种在实证的科学活动之态度中直接地是课题的东西，在现象学本身中绝不是课题。


  由现象学而能使一切实证的东西重又直接地成为课题，而且是以实证的方式将它当成课题的这种态度的改变，所意味的虽然是放弃现象学的判断方式，即放弃对纯粹主观性的现象学的判断方式，但是现在基础的东西是这样一种东西：即一旦我获得那些与某种实证性东西反向关联的现象学认识，并且它们对于我来说是特别作为对我持久有效的认识，那么现在紧随其后的直接的态度之实证性就获得了一种新的特征。注416


  我必须在以朴素的实证性生活和以遵循现象学态度并遵循对实证性之现象学认识的那种实证态度的生活之间进行区分。因为当我以朴素性生活时，我对于现象学的认识之诸本质必然性毫无所知，对于生活之本质毫无所知，在这种生活中存在着实证性，在这种生活中，实证的真正的存在和理论上的实证的真理，作为被看出的东西，作为被合理证明的东西“出现”。对于在这里，在实证性和纯粹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间存在的确定的本质关联我过去毫无所知，这种本质关联使一个与另一个不可分离，并且赋予诸实证真理以由纯粹主观性之理念和附属的结构法则而来的本质意义。但是，当现在在这里有了认识时，那么在现在对该认识实行的直向的目光指向中的以及在这两个方面的认识之综合中的一切实证性就都具有了在纯粹主观性中被构成东西的印记。我们可以说，通过这种被联合起来的态度，由那种绝对的实证性（独断论的实证性）生成了被以超越论方式阐明了、澄清了、证明了的实证性。现在我重又以实证方式下判断，并且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重新返回到现象学的态度，我能够几乎如在自然的反思中一样，同时就纯粹意识下判断，因此作为我的地平线，我就能拥有关于纯粹主观东西的无限性东西，同时又将世界和全部实证性东西看作课题，并绝对地设定它们本身。


  根据现象学，或更确切地说，根据在超越论态度中的认识生活，就得出一些对待实证性东西的十分令人惊异的行为方式，以及现象学的设定和实证的设定（或更确切地说，被给予性）之十分令人惊异的相互紧密结合。如果我从现象学的态度或课题范围返回到自然实证的态度或课题范围，那么我的实证的意识行为及其课题就会获得一种新的有效性层次；我的经验行为，思想行为，评价行为等等，以及在其中被经验的东西，被思想的东西，被评价的东西，我的看的行为，以及在其中被看见的东西，被证明的东西，以及在这里产生出来的一切持久的被相信的东西，连同它的（比如科学的）真理，因此，世界（！），所有这些都获得并带有一种新的有效性层次：由现象学的认识行为而来的有效性层次。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作为现象学家确实应该对实证性之全体实行悬搁，并且不断地实行悬搁；仅当我处于这种悬搁之规范下时，我才是现象学家。如果我返回到实证的态度，那么我就放弃了悬搁（这的确是一种同语反复）；也许人们会认为，因此我的“自然的”生活之方式得到了恢复，现在一切都如我从来不曾从事过现象学一样。在相反的态度改变中也是如此。我又实行悬搁，于是我正好又成了现象学家。


  然而，我，而且是作为这同一个的我，首先是实证生活之自然朴素的自我，然后是从事现象学研究的自我，然后又是一个实证性之自我。我不仅“客观地”是那种东西，而且我在我之中并且就我而言就是那种东西，这种同一性建立起一种由我的一切课题构成的统一（这些课题也能由我的一些态度中产生出来），尤其是建立起由我的一切持久的确信（对于我而言的持久的有效性）和被我证明和能被我证明的一切真理构成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不仅在于，这一个或另外一些意见、有效性、洞察正好全都一起是我的，并对我有效的，不仅在于我在重又实行这一个和另一些意见等等，并且当然是在它们所要求的态度中，我重又发现，重又认识到它们正好是我的，并且通过转变，使它们共同起作用。毋宁说，这两个方面的洞察有许多是“一起实行的”，它们本质上处于一种本源的亲缘关系中，并且以本质的方式建立起综合。在现象学的态度中，我是“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并且研究我的和任何一个人的自然-朴素的主观性。如果我是这种主观性自身，那么我就正是这个朴素的主观自身，它具有其朴素的行为和确信，具有我的朴素的洞察、真理，并且在这种自我分裂中是那个实行悬搁，并建起高于它的第二种生活的层次，即现象学的生活的层次的同一的我；只是在这个层次上，这种悬搁才是有效的，才获得现象学的真理。但是朴素的课题范围的确是活生生地存在的，而且必然是存在的，它当然处于与现象学的课题范围综合的符合一致之中，现象学的课题范围以描述方式将朴素的课题范围包含于自身之中。当然这种综合并不是以课题方式实行的综合，以课题方式实行的综合肯定会要求以课题方式实行被结合的诸个别设定。


  如果注417我以后成了现象学家，我也不会失去在这里由确信产生的东西；因此，即使我并没有现实地以现象学方式经验和思想，而是通过返回到早先的态度重又现实地实证地经验和思想，以热衷于实证性东西的方式思想，也仍然是如此。现在被实证地思想的东西仍保留在与现象学东西的综合之中，或更确切地说，它有一种在自身中的沉淀物，一种地平线，这种地平线是能够揭示的，具有对意义之可实现的意向的：这种实证的东西能够以反思的方式成为现象学的课题，它作为我的认识的构成物恰好属于作为构成实证性的、并通过实证的意指和对该意指的证明而构成实证真理的纯粹意识的纯粹意识之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某些意向活动-意向内容结构的意识形态也本质必然地属于这种统一。然而对于这种意义的这种谈论和突出强调——通过这种谈论和突出强调，这种意义才能是对我而言的课题的意义和课题的真理——的前提是，我以课题方式实行这种综合，我在从一种态度向另一种态度的过渡中把握住每一种态度的课题东西，并且正是以课题的方式将两种态度结合起来。


  因此我要更确切地说：当我前后一贯地学会从事现象学研究，首先是学会熟悉和详细研究纯粹意识，纯粹意识的关联，最后是学会研究关于存在者作为真实的东西，作为为一个主观性而显现的东西之构成的无限关联时，我就能够再度地，并且我将再度地返回到实证的态度。并且我作为职业的现象学家，甚至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不仅能够是如此，而且我具有我的本源的经常的第一位的生活兴趣，一些对世界的兴趣，对那些以朴素性落到我身上的，并且刺激我直接行动的诸实证性东西的兴趣。简要说：生活——实证的生活——要求其权利。但是随着这些过渡，从朴素的态度向现象学的态度过渡，然后又返回来，一些综合就必然会连续地建立起来；实证的课题是同一的，并且会作为现象学的课题之纯粹意识和纯粹关联的“内容”，即以某种间接方式成为同一的。在这方面怎么能没有以下情况呢，即我现在受以下原因的推动——两个课题由于连续综合的统一而结合起来——，通过将这两个课题之先后相继结合为一个课题的统一，而在课题方面实行综合的统一，并且明确说：我在一切自然的生活中谈论的，并且总是能够谈论的这个世界，正是意识的世界，即我在现象学的态度中作为在意识中被设定的世界而发现的，和我在其主观样式之具体化中对其进行研究的那个世界，在这当中，我作为被设定的内容，总是拥有与在朴素态度中准确地同一的东西，但是这种内容正是作为本质上附属的主观的样式之综合统一，与此同时作为某种本质上与这些样式以及和它一样的东西不可分割的东西，而是可以认识的？


  现象学悬搁这种态度是一种课题性的态度，是为了获得某些课题，获得真理认识，获得理论的和实践的真理认识，以及为了获得某种完全是自成一体的认识体系的课题性态度。这种课题性态度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排除实证性的课题性态度，即它只是以其与实证性的态度相反的完整性通向作为“第一”哲学的，作为关于超越论地纯粹的主观性之科学的现象学之完整的统一。但是另一方面，没有任何课题性的态度，没有任何与一个自身完整的领域统一相关联的“经验”或自明性，排除任何一种其它的态度。每一个课题都通过更高阶段课题的综合与另外的课题结合起来；即使一些“无关联的”课题就已经以集体的课题的统一之方式在形式上结合起来了。在诸课题由于意义的联系而具有内在统一的地方，尤其如此。在现象学的课题和实证的课题方面情况也是如此。确实，凡在课题式的实行中要求实证式的献身精神的地方，就要求现象学的课题范围有所克制。但这并不妨碍两种态度的“结果”和两种态度的科学建立起一种内在的、课题式的综合的联系，由这种联系中能产生一些新的洞察。形式的-存在论的本质学具有其完全自成一体的领域，它排除任何关于个别存在的设定，又排除任何具有质料的本质内容的本质学设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数学与自然科学，与自然存在论，与经验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这些科学的课题态度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纯粹”数学东西不属于它们，相反只有关于自然的数学，只有纯粹数学东西之质料的或经验的特殊化（因此不再是形式的-纯粹的东西）才属于它们。但是如果我们从一种态度过渡到另一种态度，那么当我们以综合方式进行课题化时就会看到，自然的课题东西正是形式的-纯粹的数学东西之特殊化，自然拥有某种数学集合之形式，这种数学集合的概念以形式的普遍性和理论的论证，属于作为形式存在论的纯粹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但是在这里这种关系当然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下面这种关系的关系，即恰恰是一切存在领域和一切一般科学对超越论的现象学的关系，首先是实证性的一切领域和关于实证性的科学对超越论的现象学的关系。


  



  我以现象学方式下判断：例如，我从对这里的这张桌子的知觉出发，按照它的与它不可分割的一切要素，考察这种进行知觉的体验行为。然后我过渡到不断更新的诸知觉之诸可能性，而且是这样一些可能性，在其中我连续地拥有这样一种意识：“我看到这同一张桌子”。关于这些无限的（in infinitum），能按照多种多样“知觉方向”继续进行的知觉体验，按照其全部内容，能够说些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指出的就是：如果我的知觉及其意义（这张确定的，如此这般被意指的桌子）以及该知觉的某种相信是继续有效的，那么“关于它，这个同一张桌子”的未来的，并且的确起作用的诸知觉，就一定是有某些结构，某些进程样式的。因此我能够以现象学方式描述，并通过描述指出一种必然性，从而进入到普遍必然的东西中，进入到科学的东西中，进入到特殊的本质东西中。注418


  当我通过知觉平淡地过日子时，我就是以实证性态度，以存在方式进行判断：这个事物如此存在；当我过渡到诸新的知觉时，我就判断说：事物如此存在，此外还有某某东西也应归于它；但是也许我会说：现在该事物不再如此存在，它现在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或者我判断说：它过去不曾那样存在，现在不那样存在，那曾是一种错觉，相反，它现在是如此这般存在。这些都是以存在方式进行的描述。我作出的是存在判断。它们在继续进展着的经验中或被证实或被取消，以怀疑的方式而成为靠不住的，由确实性降低为或然性等等。在这种进展中，旧的和暂时继续有效的诸确信得到证实，并对我保持其继续有效性。


  在本质的-存在的思考中，我将一个事物一般作为存在着的，作为判断之基础来思考，这些判断是我和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证明的。当我在一致地进行证实的诸可能的经验一般和判断一般中——在这些经验和判断中，同一的可能的事物总会在其可能的存在中坚持到底——向前移动时，我判断说，对于一个事物一般来说，某些存在论的判断，某些本质法则，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我以本质学的-现象学的方式下判断，那么我又是在深入思考具有存在特征的一般判断行为，我描述并以本质学方式评论处于具体普遍性之中的可能经验的，可能一致性综合的诸相互联系，并且是按照全部意向活动-意向内容的本质成分这样做的。在这种现象学的课题范围内，一切存在论的东西和以经验方式存在的东西，都是进行经验的意识生活和其它的意识生活之综合的多样性中的存在内容和真理内容；但是我并不是直接地就现实的和可能的事物下判断，我并不生活于实行之中，不生活于一种对有关的认识体验之在这里对我隐蔽的非课题实行之中，相反，我是就这种具体的生活本身下判断，在这种生活中，对于作为直接下判断的自我的我来说，某某事物，它的这些或那些性质，它的这些或那些关系，它的这些或那些因果性等等，曾是存在着的东西，该事物以这些性质、关系、因果性等等，作为存在着的和如此存在着的，对我有效；在本质学的一般思想行为中，情况也是如此。


  现在我就此如其对于我并在我的意识中发生的那样判断如下：我在经验时“面临着”作为在此存在的，作为具有如此这般性质的这里的这个事物，我就此如此这般地下判断，我确信这种现实性（或者还有可能性等等）。然后我问，例如，一种体验行为看上去肯定会是怎样的，对于我来说，在该体验行为中有一个事物被直接看到、直接把握等等吗？简短说，在其中有一个事物是被经验物吗？经验的被给予性之证实和取消看上去是怎样的呢？“它的确不是如此”，这在体验行为中看上去是怎样呢？当我以存在方式说“现实性”时，这种说法取决于在这里存在于进行显示的意识中的东西吗？当我将这种现实性用作直接有效的现实性、用作自在存在（概念之“起源”）时，这种说法取决于存在于进行显示的意识中的东西吗？我以现象学方式认识到，每一个关于现实性的判断，作为“绝对最终有效的”,都假定，让意识生活承担一种意向活动-意向内容的规则，一种关于诸结构之无限性的规则，从否定的方面首先是关于对意识生活起一种阻止作用的结构之无限性规则，另一方面，从肯定的方面，假定地作为这样一种结构之无限性的规则，它是意识生活必然具有的，或更确切地说，是意识生活具有，并且也许能够自由实现的；在这肯定的后一方面，可能经验之无限的多样性，在能一致地实行的综合中彼此适应，并且肯定能一致地证实该事物之此在及其诸特性之此在（在这里普遍地显示出来的诸特性之此在）。但是在否定的方面，这种本质法则是由于以下情况发生的，即对于进行经验的主观性来说，会连贯地要求这种事物之非存在的那些经验多样性没有一种是可能的，与这同一的事物相矛盾的一切个别的经验肯定都能够被证明为“假象”，能够被证明为进行掩盖的、能够消除的假象，随着这种假象的消除，代替这种假象，真正的存在得到证实，并在以后的经验关联中得到确证。于是就表明，每一个事物如何是不独立的，一个事物的存在如何不仅与它的可能的经验有关联，而且还与我的和每一个人的经验一般之普遍的一致性等等有关联。


  关于经验的现象学问题，或更确切地说，关于本源的自身给予和本源的判断之自明性的现象学问题，必须就关于对象性东西之每一个范畴，关于一个存在的、实证的判断行为的诸可能课题之每一个范畴，得到单独讨论，并由此得到普遍的澄清（一切范畴、区域之起源，一切形式的基本概念和质料的基本概念之起源，都得到普遍的澄清）。据此，全部主观的生活都服从于下面这个法则，即诸自在的真理是存在的，就是说，全部的主观生活都服从于不可能有下面这些洞察，并且也许以后也不可能有下面这些洞察的这个法则，这些处于与其主观的有效性和主观的继续有效性的关联中的洞察，“本身”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有效性，一种普遍的结构，这种普遍结构从它那个方面又作为特殊性适应那些使主观性一般成为可能的诸普遍结构。按照其本质的可能性研究纯粹主观性，这同时也正是一起研究理想地前后一致的理性生活之本质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研究创造科学的科学生活之本质的可能性，正如此前已经一起研究在连贯的经验中构造着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生活之可能性一样。


  以此就穷尽了一切科学吗？注419


  附录XXIV（附于第159页以下）〈与对现象学的经验之批判相比，现象学的经验之统一问题的优先地位〉。关于〈1910／11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第四章和第五章〉主导思想的说明〈约写于1924年〉


  第二章的主导思想曾是:通过对整个世界连同其全部实在的存在之悬搁,看起来我思（ego cogito）作为现象学的经验之“领域”（而且是作为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之领域,以本质的方式）呈现出来,与此同时诸科学之领域也呈现出来。


  然而它真的是一个科学领域吗？由于“现象学经验”的多样性，一个人们可以支配的，具有人们任何时候都能确信的诸对象的，并且人们能够普遍地将其当作理论课题的一个领域，真的被开辟出来了吗？


  更准确地说，这里能够提出两个问题：〈第四章〉论述的是一个问题，〈第五章〉论述的是另一个问题。放在前面的是下面这个问题：现象学的经验具有使它适合于作一般科学认识之基础的那种自明性吗？


  因此〈第四章〉探讨了对现象学经验的批判思考，并以此一般地论及对现象学的经验和认识之批判的问题。在这里开始了对现象学直观之基本种类的划分，并依次思考了与这种划分相关联的批判的怀疑（知觉、持存等等）。但是另一个本来先于这种批判的问题本身更为迫切（尽管在历史的境况中，在对在认识论态度中的，并且也在心理学态度中的“内在经验”价值之更常使用的怀疑中，对于我们来说，由批判开始早就存在了）。


  假定，我们对现象学的经验如同对自然的经验一样有一种朴素的相信。这种经验真正提供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是从以批判态度进行的考察开始，那么在这里的任务就会是，系统地探究现象学的经验之诸样式。在这里首先出现这样一种怀疑：如果我们实行现象学的还原，那么我们就获得个别的现象学的经验；但是情况是像关于自然，而且是作为宇宙一般的自然那样吗，即一切经验的被给予东西都必然地联合成一个领域之统一，即科学之领域的统一？整个的世界都由经验被给予，尽管从个别经验出发，整个世界才在可能经验之无限进展中显示出来，这个世界是普遍的世界科学之普遍的领域，而每一个特殊的领域是可能的特殊经验之无限多样性的统一，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恰好提供特殊科学之统一的工作领域，如物理的自然，在物理自然内部，是空间和空间时间这种统一性形式，如此等等。每一种本质的科学也都有其领域，如算术有数列等等。


  那么作为“现象学的”经验落到我们身上的多种多样个别经验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作为纯粹的体验而归于现象学的知觉、持存、重新回忆、预期等等的诸个别体验的情况如何呢？它们不会形成一堆无关联的东西吗？我们是如何与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灵”相对应，作为该“心灵”的现象学的残余，无可置疑地设想一个统一的意识流呢？以一些什么样的正当性设想呢？


  这里不涉及绝对的正当性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外部的经验经常都会变成假象；但是只要它是一致地流去的，它提供给我们的就不仅是个别性东西，而是被连结起来的诸个别性东西，并带有一个关于一个宇宙的而且就是这一个宇宙的普遍的地平线。原因在于，我们能够超出这个被经验物，有时是借助经验之自由地继续进行，有时是借助对于经验之准备待用的诸可能性的思考，并且从每一个经验点出发继续进行思考，在可能经验之这种连续中，世界之普遍的统一正是作为经验性的东西呈现出来；当然，只是在预见中，并且作为现实性和可能性之混合物呈现出来。但是我们肯定：不管经验进行多么远，不管经验如何总表明是个别假象，经验之无限性总是联合为经验之统一，一切个别的被经验东西总是联合为一个世界之统一。


  在这方面现象学的经验之被给予性东西的情况如何呢？它的诸被给予性以本质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联合为一个自身完整的“世界”吗？


  在这里能够发觉：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作为世界的客观世界；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即我们从一开始就这样地经验着世界），不论什么东西作为实在的表现出来，都是在空间、时间、因果性之无限性的地平线当中表现出来的。在事实的经验中，个别的实在东西根本就不是作为自为地单独在此存在的东西被给予的。在现实的被经验之物上的当下成分，是在可经验性之地平线中被意识到的，如果我们通过正在实行的经验改变这种成分，那么经验的这种形式结构是保持不变的，现实经验的核心和可经验性的敞开的地平线也一再地保持不变。


  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为自己构成一个现象学的世界。我们拥有世界中的人，拥有作为在世界中的并和所属的身体在一起的心灵的该人的心灵。只有现象学的还原才为我们展示出“纯粹的意识”。现在在这里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完全地获得这种纯粹的意识之后，就其本身来考察，它是否超出自身，持续不断地继续指向与它相同的东西,因此，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通过建立纯粹现象学的经验，达到对作为统一性的这种意识之普遍性的意识，因此真正地达到这一个“体验流”，达到这个包罗万象的体验流，这是我的体验流，它具有它固有的无限的内在时间的地平线形式等等。〈第五章〉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


  附录XXV（附于§36）我们称作自然科学的那种认识之共主观性（1910年）


  凡是真正存在着的东西，原则上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的；只要每一个人正确采取行动，只要他具有理解能力，并熟悉相关的论证途径，他就一定能够达到下面这种洞察：凡在这里作为真的而被主张和被论证的东西，就是存在的。


  凡是存在的，就一定是可洞察的，一定是可有洞察力地论证的。这种有洞察力的论证之可能性所意味的是一种理解力的可能性，一种有智力的心理的生物（自我主观！）之可能性，这种生物熟悉以这种有洞察力的方式进行的思想路程。


  但是在这里产生这样一种困难：这种作为人的有智力的生物是在自然内部产生的，它们本身作为自然之成员被编入到因果关系之合法则的稳定性之中。凡在自然内部出现的东西，都是一义地被规定的。在确定的现实的人那里出现的认识行为，是由环境决定的。凡是出现的东西，就是应该出现的，而其它东西则不可能出现。事实的东西就是必然的东西，而必然的东西，是唯一可能的东西。


  那么对于作为这个自然之成员的每一个人来说，由一义的可规定性之这些关联构成的这个自然如何会是可认识的呢？人们会说，事实上只有个别特殊的人才能认识自然，并且只有就个别的关联而言才能认识自然，就是说，只有个别特殊的人才能真正认识自然吗？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存在着认识之一种理想的可能性，只要对于每一人来说，获得理想的认识素质，并走上理想的认识道路这样一种理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或者，只要我们能够设想以一个聪明人和某个也具有为一切必需的论证所必需的诸前提、经验、推论等等的人代替每一个傻瓜，如此等等。


  如果不改变如其现实存在的这个自然，这个应该被认识的自然，那么在自然内部就不能设想有任何人被另一个人所代替。但是我们不是经常说，改变那些并非现实性的诸可能性吗？当在自然界中一块石头落下来，或被以某种加速度掷向一堵墙等等时，我们不是在思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不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吗，即当我事实上坐着时，我从这里站起来，并随意地走向那里？不是存在以下这种可能性吗，即我事实上是在读一本小说时，我现在举出一个证据？不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吗，即我现在专心致志于被提议的一种哲学思想进程，然而事实上我却宁可漫不经心地忽略它？


  在几何学中，没有任何可能性尚未解决。凡在空间中可能的，就是存在的。在几何学东西中存在着的东西和在空间中可能的东西是一回事。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这里对意义进行区分，就是说，当人们将“可能的”理解为有疑问的东西时：我说，也许这种有疑问的东西会在空间中存在（就是说，我不知道它在空间中存在）。那么在自然界中一切可能的东西不也是现实的，并且一切现实的东西不也是和可能的东西同一的吗？对此我们会回答说：应该区分逻辑上的可能东西和实在的可能东西，即在给定环境中的事实的可能东西。而且还应该区分普遍的自然科学的可能东西（在物理学、化学、一般抽象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可能东西）和个别的可能东西，在事实上存在的诸种配置基础上的可能东西。


  在这里，“逻辑上的可能东西”是在自然逻辑学的意义上的，即纯粹自然科学的，自然之存在论的意义上的可能东西，几何学本身就属于这里。理念，自然之本质，空间的、时间的、空间时间性事物的理念，以及广泛自然联系的理念所先验地（a priori）包含的东西，是彼此分离地存在的。一种理念又包含着诸理念。凡是可能的东西就存在，凡是存在的东西，就是一种可能性，在这里，就是一种理念。


  但是整个自然具有如同空间和时间那种意义上的确定的特征吗？如果自然之理念预先规定自然之诸法则，那么它并不预先规定任何确定的自然法则。自然之法则正是一些由敞开的诸可能性当中选择出来的实在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拥有一种关于自然的不确定的普遍的理念，这些理念在自身中包含着关于自然的多种多样确定的理念，这些理念在法则方面是由确定的自然法则规定的，在这些理念当中存在着一种关于自然一般的唯一的理念，它具有个别的自然法则性）。


  但是自然法则性对个别自然之理念的规定仍是不完全的；它现在始终仍是一种形式，该形式的内容是未定的：诸种配置。我能够在自然之逻辑、自然存在论内部思考诸剩余的可能性：即我以经验方式确定为那种东西的其它自然法则的诸可能性。我又能够在普遍的自然科学内部思考诸可能性，我不将诸个别配置的事实东西一起纳入进来；我改变这些配置。人们现在会说，因此我也能够设想处于与一个身体结合在一起的个别意识当中的诸表象系列、记忆系列，它们认识自然，而且是适当地认识自然，并认识那种我正好没有认识的理想东西。


  但是现在人们会说，这些组合和这些自然法则并不是什么没有关联的东西。它们的确是对自然形式（存在论的和实在的自然形式）之充实和规定。如果我们到处都将这些形式以纯粹性突出出来，那么它们就会由于被进行个别化的质料充实而被个别化，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里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是自明的。当我设想一个时间段被时间的质料如此这般地充实，或设想一个几何学的构成物被质料充实等等时，就是如此。


  但是如果我设想一个具有一种意识进程的人，那么这个人就肯定会与一个神经系统，一个C，联结在一起，而且是以确定的，尚未更详细认识的形式联结的。这些生理学的事实复合又与整个自然之中的诸物理过程相联系，而这些物理过程也不可能是任意的，肯定是完全确定的，正是因此，诸生理学的过程才有可能，并因此，如此这般进行的认识意识才又是可能的。因此我能先验地（a priori）像下面这样说吗：如果一般来说，自然，更确切地说，心理物理的自然，进行表象、进行判断等等的人们在其中产生的自然，是可能的，那么在这里，一种适当把握现实性本身的，把握这个心理物理的现实性本身的认识，也一定是可能的吗？


  在这里首先仍还应该考虑以下情况。思想的诸相互关联与C的联系以及与此有关联的东西是一种被规整了的事实。但是我能够——因为这纯粹是事实——由此抽象，并且能够想象思想行为和认识行为与被认识的自然之联系，而不必考虑那些事实。例如，我注视这些属于一个被知觉的和被经验的事物性东西的诸认识关联，并且这些认识关联所服从的自然法则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想象的，并不需要意识和C已处于一种被规整的相互关联之中。


  同样我也能想象诸数学关联在意识之一组思想中被给予，而无需设定这种思想处于与C和一般生理学的关联之中。


  认识肯定经常是这样进行的，即我经历诸种层次，而无需我考虑生理学的东西。在每一个这样的层次中都存在着某种真理。如果所发生的不仅是数学的认识，而且还有物理学的认识，却并不顾及生理学，那么这原因也在于以下情况是可能的，即正是意识与C的联系是完全不存在的。如果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并且没有获得这种认识，那么关于世界的认识就是不完全的；但是即使没有在当前这种意义上的心理物理学，一个世界也是可能的，而且物理学的世界也是可能的。


  然而人们可能会问：对于一个处于自然之内的人来说，关于这个心理物理的自然之全部知识原则上是可能的吗？原则上可能吗？在这里回答也许就是：不。


  然而首先应该问：在这里“全部知识”是什么意思？一个世界是可以想象的吗，并且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是可以想象的吗，这些人或是单独地或是通过交换他们的认识和经验，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而且是这样地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认识的，即物理东西中的和心理东西中的以及诸种关联中的任何东西，凡是这种认识认识不到的，就都不被包括到这个世界中？如果新康德派哲学家们是正确的——他们将事物和自然看作是理念，而这些理念只有在一种无限的认识过程中才能被规定——，那就没有任何经验的知性（它将自然当作“是”最后目的来认识）以及由这些经验的知性构成的整体是可能的。


  人们还可以做以下尝试：如果人们认识外部的自然，并认识心理东西与外部自然的关系，那就不仅在物理自然方面，而且也在心理东西方面，存在着无限性。因为如果一切个别的东西都得到认识，如果个别的认识或集体的认识认识所有的此在，那么它们也必定认识当下被执行的这种认识行为本身，而这种认识行为又要求新的认识行为，如此以至无穷（in infinitum）。


  因此如果我们问，自然如何可能，心理物理的自然如何可能，与此同时它们是可以个别地、充分地被认识的，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已是错误地提问了。这样一种自然原则上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因为一个物理的自然作为外在经验之对象性东西，原则上为总是新的、只有在经验之无限进展中才能明确界定的诸事物规定留出了无限多的可能性（因此是事物之无限的可规定性），而且因为虽然关于作为个别存在者的心理东西的认识是非常可能的，但是关于一切个别的-心理的此在之认识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在原则上是一种无限性，在这里认识一再地产生新的此在。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形成客观科学，即自然科学之共主观的特征呢？这样一种认识是共主观的，即它在以相同方式认识同一的东西时，原则上是众多的主观，而且是任意多的主观都可达到的。


  一切数学的认识都是共主观的。每一个具有空间直观的人，并且理想地说，无限多个别的人和个别的心理的个体一般，不论他们有没有人的身体，都能够以相同的根据并且也以相同的直观基础做出并实行相同的空间判断。


  一切物理学的认识同样也都是共主观的。但是出于一种不同的理由。在像数学的理念认识这样的理念认识中，共主观的认识是一种普遍的东西。属于诸普遍东西之本质的，就是说，属于其理想的普遍性之本质的，是下面这种情况，即凭众多单个的认识行为——不论这些认识行为是否属于一个意识——这种普遍的东西是感觉不到的。另一方面，至于物理学的认识，它的共主观性在于，我们大家都向同一的空间时间的世界之中看去，我们自己作为有身体-心灵的生物，通过我们的身体属于这个同一的空间时间的世界，我们大家通过心理物理的经验（移情作用）相互地被归入到而且是有根据地被归入到这个同一的空间时间的世界中。但是在这里，在对自然的认识之本质中存在着以下情况，对自然的认识从它那个方面，一方面能够被归入到同一个体之诸认识的关联中，另一方面，又能够被归入到与自己相对应的诸组认识的关联中，即以每一组都属于一个不同个体的方式被归入诸组认识的关联中。


  在这里存在于这些组之间的诸关联都是可描述的。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经验认识都与该人的身体关联，并因此与该人的具有其确定的“这个”的环境关联，并且对于每一个体来说，另一个个体的身体属于他的环境，反过来，他的身体也属于另一个个体的环境。


  诸不同的个体能够通过“交换”他们的认识和认识联系，构成一个共同的坐标系，比如地球或太阳等等上的一个点，和一个还算能够以共同方式确定的时间点。因此每一个经验的规定，都包含与一个“这个”的关系，这个“这个”在最好的情况下对于一组人，例如对于地球上的所有人，是共同的“这个”。从原则上说，情况仅仅是这样：能够从自然的统一性中举出的处于移情作用之关联中的每一组人或每一组有智力的生物，都在构成共主观的认识。一切共主观的经验认识，都与处于可能的移情作用之关联中的一组现实的或可能的有智力的生物关联，而这种可能性在这里所指的是实在的可能性。


  例如，不存在这样一种实在的可能性，即在地球上的人和在一颗离我们约数亿光年远的恒星上或许会有的“人”之间建立一种移情作用关系。但这可能是某种偶然的情况。如果有像我们一样的人存在，那就肯定能够想象一种移情作用的关联，譬如在物理学之进步中形成的移情作用关联。但是如果我们和那些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感官，并且如果移情作用之可能性的诸种极其根本的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会怎样呢？将若干个体的诸经验视为同一的可能性之诸条件一定会得到满足，因此，相互理解之可能性的诸根本条件也一定会得到满足。理想地来看，人的经验数十万年前就具有共主观的有效性，即使在对我们的关系中，也具有这种共主观的有效性，尽管一切事实上的联系都被切断了。但是这种事实上的联系原则上是可以想象的。然而仅有空的可能性仍然是不够的；诸实在的可能性一定总是存在。这仍然需要更详细的规定。


  附录XXVI  记忆，意识流和移情作用。对〈1910／11年冬季学期“现象学的基本问题”  讲课第五章和第六章〉主导思想之自身反思（写于〈1910年11月或12月〉讲课期间）


  在这里指引我的诸理念，将通过以下思考清晰地突显出来。


  我从任何被以自然的方式还原了的一个现实的体验，一个体验印象出发。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体验就是一个现在，一种持续着的东西，它肯定具有其持存和预存的晕圈。


  1）我们的确可以说：这个晕圈就过去而言原则上是能够展开的。事实上不可能在此之前不曾有任何东西存在，而凡是以前曾存在过的东西，都能够准当前化。我通过进行现实化的行为达到一种借助连续的记忆又一次被当现前化了的持续不断的意识流，达到一种由过去了的诸思想活动（cogitationes）构成的连续体，这些思想活动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现在，自己的能够以不同方式一再地展开的晕圈。对于每一个现在，我都有一个由意识的同时性东西构成的新领域，同样也有一个由意识的过去构成的新领域，和由“将来”构成的新领域。因此，确定无疑的是，“我的”意识流包含这个连续的意识流，它绝不会中断，当然也不会被给予，它只能以重新回忆的形式和以在这种重新回忆中进行事后反思的形式，达到被给予性。注420


  2）现实的现在，我的流动的知觉的当前，作为流动的界限所属的这些流的整体，事实上包含着一切属于我的东西。但是，所有的这些流是我能由每一个记忆出发构成的一个流。对此我们可以做如下说明：


  每一个记忆都通过还原设定一个过去了的思想活动（cogitatio）v ，而且是“我的”过去了的思想活动（cogitatio）v注421。在这里首先应该说：每一个记忆都要求设定一个过去的思想活动（cogitatio）。如果这个记忆是有效的，那么一个由诸重新回忆构成的连续的序列就是可能的（而且也会引起这样的连续序列），这个连续的序列将一些相应的诸思想活动（cogitationes）运转到这个现实的，被还原了的现在之中。注422于是我就有了一个由诸思想活动（cogitationes）构成的流，一个由思想活动（cogitatio）v起直到现实的思想活动w构成的流。当然在这个v之前，存在着它的过去之进行指示的晕圈所要求的东西。因此，每一个记忆，如果它是有效的，那就有一个包含着这个现实的现在的连续无限的意识流注423与它对应。每一个这样的意识流都是我的意识流。


  3）因此一个记忆并不是孤立地设定一个带有其晕圈的v，或说，并不是孤立地设定一个无限的意识流，而是设定一个与现在联结在一起的意识流。如果我们现在有两个记忆，它们作为意识当前之体验的现实性，是一个东西，那么属于它们当中的每一个的、能够通过进行揭示的诸重新回忆系列构成的诸意识流显然就是一个东西。因为每一个这样的流都属于这个作为我的当前的体验的有关的重新回忆之现在，而这两个记忆本身被假定为是由一个流注424联结起来的。如果我在一种意识的目光中特别地向这个被回忆起的E看去，然后我过渡到E1，并因此将二者包括到一个统一之中，那么我就有了两个意识流的统一，将被回忆起的诸思想活动（cogitationes）从两个方面引向这种统一，在意识目光之现实的现在中将它们结合起来。但是这两个流并不是在一点上相遇的被分开的两条线，而是一个流，一个被充实的时间性，属于这种时间性之本质的是，有一条作为直接重新回忆的直接的道路从每一个较晚的点通向每一个较早的点。注425凡是“同时的”东西，都相互地属于另一个流的环境，并在流之同一个阶段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中结合起来。


  4）与“直接的”记忆注426，首先是持存，然后是直接的重新回忆，相对应的，是“直接的”预期（对知觉的预期）。


  除去我们借以发现现实的现在被给予的诸思想活动（cogitationes）（实实在在自身被意识的，并且“现在”存在的思想活动）的意识之外，我们还具有与非现实当前的，非现实的现在存在的诸思想活动（cogitationes）的意识关联，与过去曾存在的和将来的诸思想活动（cogitationes）的意识关联。只要我们当下将它们作为被重新回忆起的（仿佛是重又被意识到的），或是作为被预先意识到的来拥有，它们就属于我们。如果它们曾存在过，并且将会存在，它们就属于“我的”意识之时间关联。


  5）但是，移情作用不属于这种“直接的”意识方式，这些“直接的”意识方式为我将“自己的”诸思想活动（cogitationes）准当前化。这些思想活动（cogitationes）能够被直观地意识到，如果它们存在（或曾存在过和将会存在），而不是我的诸思想活动（cogitationes），就不属于我的纯粹的自我。


  这种目光，我的目光，能够指向它们，但并不在此目光本身中遇见它们，而是在一种“类比”中遇见它们。在记忆中我“重又”看见过去的东西，看见它本身，只不过我不是在印象的本源性中知觉它，它的确不是一个现在，它曾存在过。不论我在哪里把握住某物“自身”，在那里现象学的还原都会得出一个属于“我的”纯粹意识的自身，这是我的诸思想活动（cogitationes）中的一个思想活动。注427移情作用能够针对一个现在，但这个现在并不是自身被给予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在这种移情作用中被知觉东西；它是“客观地”被设定为现在，被设定为与一个自身被给予的现在“同时”。


  但是这个“自身”表达一种原初性注428。凡是一度在意识流的统一中出现的东西，它在那里就是作为自身原初地注429出现，而且是现在出现，当这个现在也变成了过去时，那么它现在就过去了，并且它“自身”就保持为过去注430。下面这种情况始终是一种理想的可能性，即将重新回忆的一种特殊的进行注意的目光指向这个“自身”，并“再一次”经历其自身，但是以再一次，或更确切地说，仿佛-再一次这种意识特征经验其自身。这样，记忆的被给予性之基本特征就得到表达，我们由这种记忆的被给予性就获得了我们自己的过去。


  第二个意识，第二个流注431，绝不可能有对属于第一个意识的某物的记忆，因此一般来说，不可能有对该某物“自身”的“直接的”意识，对该某物“自身”的把握行为。一个意识和另一个意识原则上只有通过移情作用才能发生联系，而在一个流之中的诸时间关系则是以不同于在另外一个流中的时间关系的方式被给予的，归根到底的确不同于在另外一个流之中的诸时间关系。一个意识流内部的时间首先不外就是该流的一切阶段的、一切在这一个流之中在意识上生成着的或在意识上已经生成了的诸体验（作为诸纯粹的思想活动[cogitationes]）之普遍的统一形式。但是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作为跨越各种不同意识流的客观时间的“这个”时间，那么所涉及的就是诸秩序的一种间接的并列关系，此秩序是借助每一个意识对于每一个意识之相同的形式内在地按固有本质建立的，以便将某种性质、被特殊化了的诸形式、及它们的诸内在的秩序纳入到一种秩序之统一中，而这种秩序之统一不再是一种像每一个意识将其作为它的自身性之形式而包含于自身之中那样的注432进行连结的形式之统一。


  这种在我的意识中的同时的东西，所说的就是统一之一定的形式注433。这种统一在这里是第一位的，而在这里适合的东西是一种只有在这种形式中才能是适合的非独立的东西。但是这种涉及两个意识流的同时的东西，根本不是这样的本质统一。在这里也谈不上诸被结合东西的非独立性。两个意识以现象学方式彼此并立，它们相互联系，但并不以现象学方式连续地统一地被给予，更确切说，不这样地被给予注434，即仿佛我们在发现自己的意识之自身被给予的内容时，也一起发现了异己的意识之自身被给予的内容，因此发现了两个意识本身的内容，现在，它们的被联结的统一和形式本身能够被看作是建立在这种被联结的统一本身之本质中的。注435只不过，因此在一个意识中也存在一种从作为统一关联的本质关联中，从一种自身奠立的行为中，从先后相继等等中，“真正地”、直接地看的行为，直观的行为。似乎一种意识流本身是能够想象的，就是说能够想象，每一个“其它的”意识流都被划掉了。注436


  因此在这种探讨中，就出现了下面这种基本的现象学的本质区分：即在一方面“直接的”、“真正的”经验（更一般地说，直接的直观，假如我们也应该谈论直接的想象，准-经验的话），即在确切意义上的经验，把握“自身”的经验（直观），和〈另一方面〉，以移情方式进行的或以任何其它方式223借助于一个不同的、“自身”被给予的东西说明、类比一个对象的东西的方式进行的设定之间进行的区分。注437


  当我想象罗恩斯注438并将它设定为当前东西，设定为现在存在的时，这个现在和在现在的这个对象东西，绝不是自身被给予的东西。罗恩斯是作为被重新回忆起的东西，作为过去存在的东西，被给予我的，它现在被设定为继续延续着的。但这并不是一种图像性的意识。它的现在-仍-存在和与知觉的现在同时-存在，肯定并不是直接被给予的。当我按照一种描述想象一座城市时，该城市就更不是直接被给予的。在这里，我在被想象的东西本身中为自己形成关于事物的“图像”。但是，这当然不是一种在通常意义上的图像意识：我甚至没有一种作为知觉的（或回忆方面的）图像对象等等的承载者的被设定事物。


  我能够让我的想象超出这种真正被经验的东西。我为自己形成关于它“接下来”可能会怎样的表象；于是现在某些事物，某些农村，某些城市等等将出现。这些表象完全是说明的东西，类比的东西等等。我可能拥有关于这些设定的根据，我实行进行经验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表象行为，判断行为，等等，但这并不是对于“自身”的直接的经验，直接的把握，直接的看到。因此这里需要一些基本的现象学分析，它们必须先行，并且它们完全是本质分析。注439


  附录XXVII  〈作为〉统觉和间接呈现〈的移情作用〉。〈它的空的意向，通过直观实例的说明和充实〉。1921年夏季学期〈对1910/11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  讲课附录XXVI“记忆，意识流和移情作用”（1910年11月或12月）的补充〉


  在对移情作用的这整个试探性思考中，没有恰当地顾及以下情况，即移情作用是一种“统觉”，或如我们说的，是一种间接呈现。每一个统觉都包含间接呈现。空间事物性的统觉是具体的统觉，即对具体物的统觉，而且作为统觉是直截了当的，并不是建立在别的统觉之上的。移情作用（对人的统觉）已经有一种具体统觉作为它建立于其上的基础，并附带有一种对未被知觉的，对于这个有关的进行经验的自我而言是不可能知觉的内在性东西，精神性东西的间接呈现。但是这种间接呈现以及一切间接呈现（其中也包括对属于一种已知觉的事物关联的已知事物环境的间接呈现，例如，这个被看见的房间的前厅等等）最初都是作为空的意向，即作为预期的意向（在广义上的）进行的。在所有这些意向中，这种用直观事例说明，本质上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并且这种用直观事例说明本身并不是充实，而正是用直观事例说明，属于它的本质的，并不是获得对被用直观事例说明的那个“本身”的直观。但是在移情作用的情况下，属于这种间接呈现之本质的是，它根本不可能通过心灵东西之本源的呈现得到充实，而是这种充实又是在心理的间接呈现中与平行的（在身体方面的表现中进行的）感性的呈现一起发生的，而这种感性的呈现在这里本质上是以呈现方式完成充实。由动物的“心灵”和精神性之区域的本质范围界定的对“内在东西”，“主观东西”的间接呈现，是“借助”外在的表现以如下方式进行的，即在这种进程中，在进程的每一阶段，它们肯定都或多或少要求“借助”诸新的表现的新的间接呈现，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充实，表情表现的变化就在身体方面以呈现方式出现了。这种表情表现的变化使所要求的间接呈现在得到证实时就达到现实的间接呈现。这些现实的被间接呈现的东西引起新的需要，而这些新的需要于是又通过表情或通过语言的表达“得到证实”，只要在继续的经验的空的表象中（而这些空的表象并不是现实的真正的间接呈现）由这种被间接呈现的东西“所要求的”东西现在通过间接呈现被给予，它们就得到证实。


  我们还可以说，在以知觉方式被给予的异己的物体式的身体性（以“外在性”被给予我的）与该物体式的身体性之按照特殊的身体东西和自我的东西对异己的内在性之间接呈现一起，作为对那里的那个人的知觉起作用，而这种知觉是一种“不完全的”，始终未完结的知觉，因为关于那里的那个人，特别是就其内在性方面而言，这种知觉只是现实地表达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正是被间接呈现，“真正地”或“现实地”被间接呈现），而其余的东西则仍是不确定的，或者另一方面，甚至是与由早先的“知觉”已经知道的那些东西相关联的，因此在这里它是作为“被连带知觉到的东西”存在的。但是这种“其余的东西”是一个由一个具体的内在性的、一个自我的，以及该自我之如此这般显现着的周围世界的本质类型预先规定的不确定性的晕圈，这种晕圈以本质的方式在自身中包含一种“能”按照诸可能性“说明”的众多，甚至包含由诸间接的意向构成的连续性，这些意向之更详细规定和充实——这种规定和充实也为已经间接呈现的东西提供证实——是通过真正的间接呈现进行的；对于与异己的自我相关联的已知的东西，也是如此。如果我就一个外部事物谈到真正被知觉东西和非真正被知觉东西（该事物的背面等等），那么该非真正被知觉东西同样也是由一个空的地平线意向来的设定，但是在这里，如果这种知觉处于运动之中，也一定会出现诸种被校准的空的意向。但是这些空的意向是对将会到来的东西的预期，对于作为处于进程之中的行动的知觉而言是将会到来的，因此是预先预期，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可以说是预先充实，并且首先是通过知觉获得现实的和真正的充实。另一方面，它们是对象之间接呈现，这些间接呈现尚未被充实，需要充实。但是在这种充实中，这种间接呈现本身一起属于构成“真正的”知觉的东西。移情作用作为关于动物（animal）的知觉，以上面说明过的方式具有其充实的类型。因此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个面对面的人的知觉，是对该人的这样一种知觉，它对于该人的内在性没有任何直观，即使只是进行准当前化的直观；或者至少情况可能是这样。


  然而还应该仔细研究由空的意向所指示的直观之使用。当有人在我眼前被烧伤或被割伤时，经常还有，当有人得到一个我也偶然听到的令他痛心的消息时，我们会直接地有同感，至少看上去是如此（我们处于一种同感之中，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同感，而是完全不同的意义上的同感，即同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用直观事例进行的说明”呢？这确实与一种预期相似，如我在匆忙地赶去入场时，我直观地想象即将发生的事情。比如，我预期美好的天气，并且在想象中提前看到在我面前的作为美好天气景色的景色，或者我预期教堂报时的钟声，并以预期方式“在想象中”开始敲响钟声。这并不是对它可能如何发生的一种“生动而形象的描写”，如我以类比方式为自己形成一种“图像”的情况那样，因为在那里这种预期是十分不确切的，许多相似的形态和形式作为诸可能性仍是未定的，我在这个普遍的范围内，在意识中为自己描绘一种可能性，即它将会“如此相似地进行”。但是在预期是一种确定的预期的那些其它情况中，我就有一种关于被预期东西的表象，它具有作为被预期内容的确定内容，然而它并不是以仅仅为知觉和预期特有的“自身”这种样式被给予的。


  附录  XXVIII（附于§39）〈将自己的意识之时间和异己的意识之时间视为同一。在现象学还原中的诸其它自我。自然作为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诸经验系统之标志，并作为诸单子之反映的条件（对1910／11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文稿第189页第24行至第191页第14行的修改）〉〈很可能写于1921年〉


  但是对此似乎应该说，移情作用的行为和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行为毕竟属于同一的时间，更确切地说，在意识方面属于同一的时间。移情作用设定被施以移情作用的东西为现在的，并且设定该现在为与自己本身同一的现在。


  但是在这里应该注意以下情况。在通常情况下的确还存在被准当前化的，但并不是被重新回忆起的现在，就是说一个在准当前化中被设定的，但不是以自身之方式被设定的，而是与现实的现在一起作为同一的被设定的现在。例如当我现在为自己准当前化那个罗恩斯餐厅时。


  因此这种被施以移情作用的现在也是一种被准当前化的现在，但并不是自身被以准当前化方式看到的现在。此外，并不是这一个属于另一个的“环境”，以及反过来，另一个属于这一个的“环境”。也没有像从一个以回忆方式被准当前化的现在通向现实的现在这样一条道路一样的可能的连续性道路从这一个现在通向另一个现在。


  当涉及的是经验的移情作用（在自然态度中的移情作用）时，在移情作用行为中被给予的时间，如同那个属于移情作用实行者自己的意识的，并且属于在外在知觉中给予他的他的经验的事物世界的时间一样，是一种作为同一的客观的时间（在同一的定向方式中）被以经验方式设定的时间（并且是按照现在、刚才、过去、将来定向的时间）。这种视为同一是由两个自我对各自身体的和事物世界的客观时间之关系中介的：我的意识和我的身体，以及我的事物世界是同时的，而意识等等以移情作用方式属于它的那另一个身体（在移情作用中被理解为身体）就处于我的事物世界中。


  现在让我们实行现象学还原。


  我所实行的现象学还原——在自然态度中，我在我的对面发现一个不同的身体和一个不同的自我主观和与我的环境世界相同的环境世界相关联——得出以下这些东西：通过加括号和通过还原，被我经验到的诸自然客体表明与被引起的228诸意识可能性之所属的诸系统有某些主观的意识关联。在我的环境世界之诸自然客体中存在的作为物体的异己的身体也相应地得到了还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诸间接呈现是与为我构成着异己身体的那种统觉联结在一起的，更确切地说，是在一种提供正当性的动因中，在一个自己本身具有正当性的、在其中一个人被设定的那个更高阶段的统觉（“对人的统觉”）之统一中与为我构成着异己身体的那种统觉联结在一起的。通过移情作用，第二个自我被设定，这第二个自我以内在方式将那里的另外一个身体物体直观为它的身体，在这个以印象方式给予它的身体周围，直观到一种自然，它是同一的自然，尽管是以不同于给予我的显现方式以及其它的意识方式给予它的。


  现在很清楚，当我们（如同在这些讲课中已经规定的那样）将现象学的还原理解为“排除”以经验方式给予“我的”自我的自然，并且将“自我”理解为实行移情作用的主观时，对于我来说，在自然方面作为自然的相关项剩留下来的就不仅是现实的经验和被引起的诸可能的经验的系统，即我的经验的系统。而且，现在在以移情作用方式被给予的异己的自我中，作为这个同一的自然的自然也一起被放到括号中，并被还原到这个异己的自我之经验，并且对它的经验之这个可能的系统也这样做。因此现在“这个”自然，不仅是对于我的具有现实的自然经验之暂时的和变化着的核心的可能的自然经验之系统而言的标志，而且同时当然也是对于相应的，借助移情作用而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在异己的自我中的经验之系统而言的标志。正如这个自然一般一样，每一个个别的自然事物也都是一个这样的标志，因此与另一些自我以移情作用方式给予我相比，这种标志是一种极其多种多样的东西。在这样一种“间接的”表象行为中，这些自我中的某一个自我经验到我没有经验到也不曾经验到的好些个同胞，我也进行表象，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也知道，正是这同一的自然也被每一个这样的人所经验；在现象学的还原（我实行的还原）中，“这个”自然是对于能分派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纯粹的自我而言的标志，就是说，对于属于作为人的自我的它们的可能的经验之系统而言的标志。


  我还能够说并且能够认识到：每一个可被我经验的异己的自我，由于以下情况都是可经验的，即在我的可能经验之自然领域内，能有一个作为它的身体的事物呈现出来，并能成为移情作用的基体，这个异己的自我能够实行现象学还原，并且这种现象学还原会为它得到与用该还原我已得到的东西原则上同一的东西。


  正如“这个”自然是一种这样的标志一样，每一个空间点，客观的自然空间的点，当然也是这样的标志，就是说，是对于主观的自然显现及其对于每一个自我而言都与其身体中的原点相关联的定位的某种协调关系而言的标志。而每一个客观的时间点和每一个客观的“同时性东西”——这种同时性东西将我的现实的现在，每一个过去的现在和每一个将来的现在，以及每一个其它的自我的相应的现在，都置于关联之中——又都是关于一种确定的合法则的协调关系之标志，这种协调关系可以说使每一个自我单子和每一个其它的自我单子发生联系，更确切地说，是在十分确定的相互紧密联系的诸意识动因和诸意识关联方面使它们发生联系。可能的移情作用是每一个单子在每一个其它单子中的“反映”，这种反映之可能性依赖于空间-时间的自然之一种进行相互协调的结构之可能性，依赖于一种延伸到一切自我之中的有关相应的体验结构之标志之可能性。


  附录XXIX（附于§39）〈身体性作为诸精神的中介〉〈写于1912年前后〉


  如果没有身体，如何能够想象精神的实在性呢？如何能够想象自我主观性呢？因此，一切感觉的组肯定是存在的，不仅有特殊的身体的感觉（感觉态），它们作为外部事物性特征的代表者不经受任何统握，而且有那样一些感觉，它们经受这样的统握，但是带有一些使身体本身显得是物理事物的例外。当然，整个事实的世界不可能始终是同一的，因为身体作为事物，本身肯定是某个事物，并且产生效果，或更确切地说，得到物理性质的效果。一切附属的东西都必须被排除掉。


  与此相反，整个物理世界（总的来说，至少按照它的类型）应该剩留下来，应该严格如其所是地被经验，并且继续是可经验的。我按照有关的诸性质借以建立起关于被触摸事物的意识的那些触摸运动，触摸感觉，在这里存在着，按照同一些规则进行着，一切有助于这种动因的肌肉感觉等等也是如此。只不过这里恰恰没有肌肉，没有进行触摸的手指，一般而言，没有身体。


  我也能随意地运动这些事物，不用我的手，那该如何呢？（当我随意地使进行促动的肌肉感觉进行时——借助于这些肌肉感觉，作为结果，为视觉客体提供了某些触觉感觉过程和统觉——我能够随意地触摸。）当我使一个事物首先受到触摸，受到“把握”，并以某种努力的感觉和意志行为使它向前移动时，我就是在运动该事物。因此我有我的完整的感觉的身体、情感的身体和意志的身体，但没有物理的身体！没有我能够看见它本身的，它能够以事物方式给予我的，作为事物起作用的那种物理的身体。因此它是一种“精神”，一种幽灵（但它绝不能以一种幽灵似的模糊形象之方式显现）。


  但是如果我——这个我有身体——被一个这样的没有身体的精神触摸或被它移动走等等，会如何呢？


  如果同一个事物，在这里就是作为物理事物的我的身体，能够被另外一个人触摸，那么这种同一性所意味的就是，我的显现系列以及该精神之相应的显现系列都在自身中构成同一的东西，这种同一性要求可认识性，要求共主观的可认识性，因此肯定也要求相互理解之可能性。如果这种精神具有正如我所具有的那样触摸的感觉系列和视觉的系列等等，那么它就具有关于一个正好具有这样的外观的，摸起来正好具有这样的感觉等等的正好相同的事物之显现，也许是经验和经验之被给予性，当然，不考虑特殊的身体性，对于这种精神来说，特殊的身体性是必须被排除的。但是在这里同一性不能提供任何意义。另一方面，如果我不受触摸就感觉到与这个精神的触摸感觉系列平行的完全相同的触摸感觉系列，那么我当然就会假设在这里进行触摸的某人（因此他处于昏暗之中，在那种昏暗中，我看不见那个触摸我的人）。但是如果我看不见这另外一个人，那么我就会说，我有幻觉；同样，如果我同时看到这个触摸者，但现在我本身尝试触摸他时，我却穿过这种确实存在于这里的形象生动的“幽灵”摸了一个空，我就会说：它不存在。


  在事实的世界中，身体性中介这些身体的诸精神的相互理解，中介所有的人按照其“心灵生活”的相互理解。但是不同于借助身体的相互理解是可能的吗？每一个意识进程都是某种完全被分离开的东西，都是一个单子，如果这里没有共主观的现象等等，这种单子就仍然没有相互理解的窗户。这也是对于众多自我都是同一的事物世界之可能性的条件。


  附录XXX  〈对于在1910／11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中  现象学还原的思想以及诸单子的独立性和  相互关联的思想之思考〉〈约写于1921年〉


  在这里应该注意这种从一开始就贯穿于这整个讲课系列的基本思想：在现象学还原中，我不就自然下判断，不就在经验中被给予我的同一的客观东西下判断，而是就经验及其关联以及纯粹意识一般下判断。我是就在形成经验的动因中被合法地提供给纯粹现象学的，意向作用-意向内容的反思的东西下判断。我有一种原初的正当性在意向作用方面注440期待：当我现在从一些方面，在一些方位上，最一般地说，在某些显现方式中，如此这般地经验这个墨水瓶时，当我转动目光等等时，我会具有某些新的显现方式。我有权利相信一切经验的期待，就是说，通过在纯粹意向作用方面注441转向未来的主观的显现而相信一切经验的期待。因此我也有一种原初的权利，通过在意向作用方面注442转向记忆之被给予性东西，相信过去了的注443意识之存在。我们有权相信每一个这样的原初正当性，将每一种正当性都回溯到这样的原初正当性。当然我们也不是不相信自然的经验设定：但是使用这些自然的设定，按照这个方向下判断，这取决于我们。外在的经验本身具有指向客体的正当的方向，但是它也允许一种反思，通过这种反思合法地出现了这个由彼此（合法地）针对的诸意向构成的系统。现在我们的兴趣就是追踪合法地存在于这种纯粹主观性之中的诸关系。因此如果我排除了自然，那么在移情作用中就会出现一种合法的关联，如：


  1）在移情作用的主观之中的关联，即该主观之内在生活的系统，和在该系统中对于在该内在生活中被经验到的自然来说的基本的系统。在这种通过还原首先突现出来的笛卡尔意义上的自我（ego）之范围内的纯粹主观性中，与属于该主观性的，建立在对异己的身体物体经验基础上的异己的主观性之间接呈现一起，也出现了有关的移情作用。


  2）通过对这后一种经验的还原表明，这种间接呈现是由在自我（ego）中被给予的“异己的身体物体”之动因系统引起的。在这种间接呈现中被设定的异己的主观性，并未受到还原，它也不再是一个显现系统的标志。它作为异己的主观性有其显现系统。它在这里不被设定为我和异己的人经验到的那个自然之中的异己的人，而是被设定为“与自然相关联的”异己的自我（ego），即作为在自身中具有作为进行构成的显现系统的某个显现系统的异己的自我（ego），这些系统现在与能在我之中显示的那些系统处于动因的关联之中，并处于将同一些意向地和合法地被设定东西合法地视为同一的关联之中。


  由此可见，我拥有一种在我的自我（ego）中的纯粹的关联，但是我也有我的自我（ego）与作为存在着的而剩留给我的，作为未被排除的另一个自我（ego）的纯粹关联。


  在自然的世界观中，自然是自在存在的，在其中，作为身体之精神的一切精神，以心理物理的方式与身体联结着；我本身是我的身体的精神，心灵，当身体对于我作为知觉器官发挥作用时，我就通过它经验到一切世界，一切其它的身体和精神。


  在现在的这种现象学态度中，我作为纯粹的自我和我的体验流出现，这个无限地扩展的空间时间的自然，就在其中被构成，并且我发现这个自然是处于主观的显现之多样性中的和其它显现之意向规则中的同一的真正的意义，并且是一种伸展到无限东西之中的理念，这种理念之真实的和内容方面的有效性，是通过近似并按照概率（按照归纳原则）显示的。这种意义的统一被包含在意向作用的多样性注444之中，这种多样性在我的诸主观显现之相关性中有其相互关联的联系。现在我在这种现象学态度中还发现不仅存在着这种系统的“预期的”关联和我的整个体验流的关联，而且还存在一种不同的，通常与预期类似的，但却并不与预期的系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预期方式的意向性，即这样一种意向性，它将我的自我及其流与另一个人的自我及其流“结合在一起”，或在一种合理的，一致的设定意识中，使我的自我与一个确定的不同的自我发生联系，并与它的体验流及其被构成的自然——在它的现实的和可能的预期之系统中被构成的自然，而且是这样被构成，即这个自然，这种有效的存在的意义，肯定必然是与被我经验的自然同一的——发生联系。


  绝对地说，只有自我（ego）及其生活是存在的，而这个自我（ego）在其生活中是与另一个自我“联结在一起的”。这种联结是借助属于这两个自我的诸自然之构成以及在诸自然之构成中完成的有效的、被连续证实为“存在着的”意义赋予建立起来的，而这些意义赋予导致意义的同一性和存在的同一性，每一个自我都必然会在与以移情作用方式给予它的另一个自我之自然中的东西的关联中认识到这种同一性。因此自然之这种自在在这种意向的同一性中有其意义。绝对地说，存在的只不过是精神而已，除去精神的联结没有别的联结关联；但是存在有一种将一个精神存在之诸非独立因素联结起来的联结，其中就有诸内在的联结，它们将在精神的本质中连带包含的非自我的东西（在本源的时间意识中的原素东西）以构成的方式联结起来，它们形成着对自然的统觉，对自然的统觉之诸一致的系统，在其中自然作为真正自身存在着的表现出来；但是还存在一种通过所描述的移情作用对诸独立精神的联结。


  诸独立的绝对的本质性东西（“实体”）之联结，只有按以下方式才是可能的，即这种联结并不消除被联结东西的独立性。但是这种独立性就在于，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联结，只要两个单子按照一个刻印在两者上的规则前后相继地行事，能够通过移情作用和相互理解在精神上彼此相遇，能够相互产生精神上的促动，只要在一个单子当中先行发生的东西或一个单子想到的东西，感受到的东西等等，能够被另一个单子通过间接呈现的准当前化（就是说，通过“表象”）事后理解，并因此能够变成动机注445；但是另一方面，这并不从两个单子那里夺走其独立性。因为这种相互关联和在自我-行为和自我-忍受中前后相继地行事，依赖于下面这个事实：每一个单子在其此在中并不依赖于也继续存在的另一些单子，并且即使这个作为自然的世界停止存在，该自我仍然是这个自我，并且即使在该自我中自然从来没有被构成，而且从来也没有能被构成，这个自我也同样可能曾存在过。因此，当莱布尼茨说：单子与笛卡尔式的严格的实体概念相符时，他是正确的，如果在他那里所说的只是，只当能看到一种存在的改变本质上并不要求在另一种存在中的改变时，一种存在才是独立的。


  于是由这里继续下去的问题就是：更多的自我能够存在吗，并且它们完全是彼此孤立的吗？如果被安置在一个主观之意义赋予中的关于自然的理念也标明诸主观的宇宙，那就一定会有相互间的交流吗；因此，如果一个可能的自我共同体之绝对的宇宙之诸理念和宇宙以及客观世界对于这个自我是不可分割的，那就一定会有相互间的交流吗；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一个“诸单子”的绝对的宇宙和一个客观世界吗？或者，也可能有众多这样的宇宙，或者更确切地说，众多这样的世界吗？以下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唯一性之充足理由吗，即众多的世界，众多的绝对的宇宙，作为一种众多肯定是能够认识的，因此，至少一个自我肯定是可以想象为是这种众多之共存在的相关项，对于这个自我来说，对这种众多之认识可能性是得到保证的？


  然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一个自我来说，被给予的自然是事实。但是对于每一个自我来说，自然肯定能以发生学的方式被构成吗？一般来说，由一个自我之这种可能性会发生什么呢？意识流的统一有其本质结构。但是意识流这个最高理念并不为一个确定的、无限延续的流提供一义的规定性。作为一个最高的属本质之诸必然性的诸本质必然性，对于这个个别的实存之可能性的关系如何呢？与种属方面的那些必然性相对的个别的实存之诸必然性（可能性之诸条件）是什么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剩留下来的肯定只有单个的事实和处于其一次性之中的事实，这种事实永远是非合理的。此外下面的情况是可能的吗，即一个单子式的存在绝对地独立于每一个其它单子式的存在，就是说，如果每一个单子式的存在按照本质也都是独立的实体，它们作为事实，相互间肯定不发生联系，不处于“和谐”之中吗？这又导致一个共同的世界，首先是导致一个共同的自然。


  但是在这些讲课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于现象学还原学说的贡献。在《理念》一书中，我曾将它发展成为向自我（ego）的还原，笛卡尔式的还原，并运用了自然之非存在的可能性。事实上，一种本质的可能性是，这个自然，这个我经验着的自然并不存在，尽管我现在经验它，曾经经验过它。那么这就得出一种对第一个绝对的存在，即自我（ego）及其处于绝对无可怀疑性之中的，因此处于绝对必然性之中的存在的洞察。如果我们不考虑世界之存在，如果我们放弃一切关于“这个”世界的绝对判断，那么对于这个“人”，对于我所思考的这个我，就得出我的纯粹的自我和我的纯粹的我思（cogito），我的体验流。如果我现在过渡到纯粹的本质研究，那么这种必然的事实对于我而言也得出那种完全向作为纯粹的可能性构成本质研究的领域的诸可能性转变的可能性。只不过我还不能说，这种涉及自我一般和体验流一般的本质认识在自身中已经包含众多自我之可能性的根据,和自我概念之可能性的根据，这个自我概念包含一个广泛的无限的范围，即具有诸可共存的自我之敞开的众多性之形式的范围。或者更确切地说，这首先是一个问题。也许只能存在一个自我，而众多是不可想象的：当我将世界排除掉时，我肯定再也不知道存在有众多的人，因此存在有众多的纯粹的自我。在对作为“一个”自我（ego）一般的自我（ego）之内在的本质研究中，就包含对在“思想行为”中或“表象行为”中发生的进行思想的理性之意义赋予和正当性赋予的研究。现在在这里，在这些超越的意义赋予中，而且是在“外知觉”之形式中，除去对物体的知觉外，也出现了对动物的知觉和对人的知觉，因此出现了那种其实我几乎很难称作“移情作用”，而应该更确切地称作“进行移情作用的知觉”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拥有诸内在的意义赋予，即在其中“主观东西”达到给予性的意义赋予，或知觉，这种知觉导致与进行移情作用的知觉之进行比较的考察，并导致这样一种认识，即对正当性赋予的检验揭示出内在意识的正当性，而且也揭示出被施以移情作用的意识的正当性。


  此外，超越的物理的实在性，如物体的实在性，只不过是由多种多样显现构成的一种统一的相关项，它只是来自一种在诸意识体验中进行的意义赋予的统一性。自我之统一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统一；在这里人格的统一已经具有与事物的统一类似之处，却仍然与事物的统一不同。


  移情作用之本质的东西就是，它在现象学的还原中——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向纯粹意识的还原——超出自我（ego）之意识流再以间接呈现的方式获得另一个纯粹的自我（ego）及其意识流，这个意识流之存在并不依赖任何一个与它不同的、别的自我及其意识流实行的意义赋予，而是一个“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并通过其自己的本质而被构想的本质”，但这个本质也可以被另一个本质以移情作用方式把握，尽管是借助超越的意义赋予以中介方式把握的。


  文稿7  人这种实在性是如何构成的，我的身体如何为我获得与我的主观东西之实在的统一，而且是在另一些人那里获得这种统一之前为我获得呢？（1914年或1915年）


  客观的世界是如何构成的？


  我们考察具有人、动物的被给予的现实性；我们是借助涉及这些东西的诸科学，关于物质自然的科学、生理学、心理学等等考察的。现象学还原。我们研究本质的关联。


  世界是如何被给予的，物质的自然是如何被给予的，主观和身体是如何被给予的？这种被给予性所规定的，并且制约诸科学的意义的情况如何呢？


  世界，首先是这个物质的自然。这种表达借助我的经验而本源地对我具有意义。就是说，我存在，并且我知觉诸事物，在空间中的诸事物，这些事物从我当下的这里出发，在四周，在知觉的空间中，散布开来，等等。“事物”这个词是通过多种多样的知觉而对我具有意义的，而这些知觉总是以某种方式联合为统一。我拥有多种多样的显现，借助这些显现，一个事物总是作为一个事物并且是同一的事物显现出来，并且作为现实的事物被给予，事物，这就是这样地在经验中被以为的某种的东西，并且是这样地在经验中被发现存在着的某种东西。


  我也这样地发现“我的身体”，无论我在空间中怎样自由地变换我的位置，我总是将它当作这个这里的承担者来知觉。一方面，我将它知觉为事物，另一方面，我将它知觉为触觉领域之进行定位的承担者，知觉为由诸器官构成的系统，我正是借助这些作为在知觉时灵活地发挥功能的器官知觉诸事物的，在这当中我也通过以下方式知觉我本身，即这只手对于另一只手是知觉器官，而这另一只手于是就拥有了被知觉东西的地位，我的眼睛看见这只手等等。我将各种各样身体特性包括进来，这些特性并不显示其它的、“纯粹”物质的事物。我通过注意的转向，不是把握事物本身，不是把握诸显现的统一，不是把握在知觉之意义上被意指和被给予的诸事物特性，而是把握知觉本身，把握诸视角，诸设定，把握注意和注意的改变。我还把握比较行为，区分行为，关联行为，述谓行为等等，同样也把握评价行为，愿望行为，意志行为，等等。简短说，我要把握各种各样“主观东西”——而不是客观东西。


  这种主观东西通过身体拥有与一个客体的特殊的联系。另一方面，按照已经说过的，拥有与一切客体的敞开的联系。与一个客体的有关一切显现都与该客体相关联，或者也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我与该客体相关联，我知觉该客体；然而是这样知觉的，即我在不同意义上拥有关于该客体的显现，拥有该客体借以“呈现”的视角。我以这种方式拥有对于一切作为自然“在这里存在的东西”的关系，自然在此存在，它是通过我的诸显现直接为我在此存在的，并且通过我的诸可能的显现间接为我在此存在，在这里我暂时不考虑其它的主观。自然是我的环境世界。但是一切客体都为我在此存在，并且只是因此，不管多么遥远，多么间接，多么不确定，总是有一个世界为我在此存在，并且它能够在此存在是由于我的身体在此存在，就是说，如所说的，是由于我在知觉：但是在一切知觉行为中，我的身体都在经验上参与进去。并且我的身体为我在此存在是由于我的身体，我的器官，总是为了相互知觉而对器官起作用。因此这的确是一种特殊的设定：我在“对面”有一个身体之外的自然，我也“有”作为这个对立面之中心器官的我的身体，不过是以一种卓越的方式和在对我特别紧密的关系中拥有的，作为在特殊意义上自己的东西，作为最初可自由支配的东西拥有的，通过它其它的东西为了知觉和经验，而且也在实践上为了我的目的，能供我支配。


  我经验到一些与我的身体相似，然而却不是“我的”身体，不是由我自由支配，不是“我的”知觉器官等等的事物。我发现它们是诸异己的主观之身体，而这些异己的主观每一个都是“不同的自我”，借助身体而被统觉的自我，但并不像我被给予我那样给予我，就是说，是通过反思，更确切说，是通过“移情作用”被给予我的。我是以下面这种方式将其它的主观经验为属于身体的主观，即我只能是第二性地经验它，即以这样的方式，我第一性地经验该身体，而将诸主观经验为从属的，经验为被连带设定的。在对自己的经验中，身体是我的客体，但是，我肯定不是通过对这个客体的经验行为，并作为结合到这个身体上的东西，而经验到我的自我的。我是从任何一个“我思”出发，以原初的方式发现它是作为生存于这种“我思”之中的自我的。我发现它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具有身体，但并不被束缚于身体上，不在身体中呈现出来，并且不和一切主观的东西一起被并入到身体之中，或被嵌入到身体之中。另一个人“如同我一样”是借助身体，在将身体理解为“表现”的行为中被设定的，被设定为他的环境世界等等的自我，被设定为进行知觉的，一致地进行经验的，进行思想的，进行感受的，通过自由活动而行动的主观，这个主观拥有其身体，由显现而发现其身体，与我拥有我的身体，并能借助作为器官的我的身体，“把握”作为我的环境世界的其余的世界相似。另一方面，这个异己的身体是我“外部世界”中的一个事物，在那里，并且与该身体一起，与该身体相联结，存在一个我称作异己的自我的自我。它是一个人，一个实在的-因果性的统一。但是，我也是一个实在的-因果性的统一。我是自我，我拥有（由显现）诸事物和我的身体，我是我能拥有的一切现象之主观，和我所实行的一切行为之主观。但是我也是人，是“身体的-精神的”存在物。而我是这种东西，一定仅仅是由于以下情况，即我肯定能够正像对待另一个事物那样对待我的身体，并且由于对人的这种统握，在别人那里恰恰必须进行区分，即在那些对诸主观而言是器官的处于空间时间模式中的事物，和那些不是主观的器官，而是对于物理的影响而言仅仅是通过点的事物，以及那些由于对它们的物理影响，自我感受到“刺激”（在它们那里，感觉、疼痛等等并不是作为物理的后果出现，而是与物理的后果一起出现）的事物之间进行区分。


  现在应该清楚地强调说明，作为现实的自我而存在并作为自我而生活的这个主观，对于它的身体处于怎样的关系中，并且应该指出，只要这个自我没有将身体像一个异己的身体（譬如通过向外移动身体）那样来想象，就不可能发生将自己统握为人的主观的情况。它只拥有一个卓越的物体，这个物体在受到其它物体“刺激”时，将感觉、疼痛等等传递给它，或者这个物体能够被它自由地运动，等等。但是不能将这个身体当作是与该自我并与该自我之全部主观的东西结合为一个实在统一的实在东西来对待。借助移情作用，不仅发生以下情况，即一个身体物体提供了（通过特殊的间接呈现）设定一个异己的主观的依据，而且那里的那个身体是我所经验到的空间时间世界中的一个事物，在这个空间时间世界中有其位置，并且现在在这个客体中就存在着这个自我，这个到处都彻底赋予这个客体以灵魂的、存在于该客体“之中”的主观，这个主观本身现在获得了对这个以空间时间形式概括的世界之归属。它被投射到这个身体之上（虽然这是一个比喻，因此它并不是一种存在于这个事物中的物质东西）或者被合并到身体中。这个人并不像这一个事物在那里那样在那里，然而的确是在那里的空间中的客体。我并不是在与该事物位于那里相同意义上存在于这里。在这种我关于我和关于我的身体以及我的外部环境世界所拥有的真正的自身知觉和真正的直观中，我的身体之作为统一被构成与诸外部事物之作为统一被构成是不同的。每一个“外部的”事物由于知觉，由于进行证实的知觉关联（按照其原初的显现）就已经具有完全的知觉客观性，作为事物，和在客观经验空间中的所有其它外部事物并列。作为相关项，身体具有其特殊的不同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是客观性，而是某种自己的东西）。外在的空间是同质的，只不过它是通过定向以不同方式呈现出来的。属于这里的有在几何学意义上的可自由移动性。但是身体及其身体的空间则突破了这种同质性。正如它在真正的知觉中（在第一性意义上的知觉中）被构成的那样，它并不是可以几何学的方式移动的，更确切地说，它的诸肢体仅仅与它相关联，并且是以受限制的方式可移动的，但是它作为“事物”，并不在对我的自我之任何知觉中作为被运动身体被给予，也不能作为被运动的身体被给予，只要它应该能够是身体。


  我的身体是这个这里，但它绝不是在客观的空间中作为客体被经验到的：它是“本源地”被经验到的，是在第一性意义上被知觉到的，它并不像一个外部事物那样是由具有同一结构的诸显现构成的统一。因此我也不是作为“存在于”一个客观事物“中”的，并作为属于一个客体的而给予我的。然而这仍然不十分充分。在其中一切外在的事物都被赋予同等地位并被归入一个同质空间的那种外在的客观性，是如何与在身体与心灵之间的联系（connexio）之建立，与作为客观的身体物体之实在附属物的心灵和心灵的主观之构成相联系呢？不能在直接的本源的知觉中实行的那种将我的身体当作同质空间中的事物的统握，是如何与那种将我的自我和我的心灵当作附属于这个客观事物的附属物（这个附属物和这个客观事物一起构成一种与任意多其他现实的和可能的人们等价的“客观的实在性”）的统握相联系呢？这一个客观的同质的世界（这个世界包括一切事物和一切主观，对于这些主观来说，这些事物构成诸可能的环境世界）是如何构成的呢？这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所有东西都是作为物质的物体性和作为身体-心灵的人格性存在的，因此它作为一种有规则的关联，包括作为被归入的成员的一切主观，再也没有任何在自身对面有这个世界，而不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不附属于时间-空间（作为客观的时间空间）这种秩序形式的主观被剩留下来？


  如果所有这些东西都得到阐明，那就应该继续下去：在这里谈到的这个客观的世界就是一个在没有进行评价的行为和实践的行为以及行为相关项之统觉式参与情况下被构成的纯粹经验之世界。此外，这个客观的世界是作为由“每一个人”，由每一个（“正常的”——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主观，作为可同一地经验的世界所构成的。在最下面，它是物质的世界（在最下面，因为在移情作用之前，它已经作为外部世界被构成了）。首先我们将这个物质的世界当成理论的课题。在存在论方面属于这个自然（属于它的意义）的，是作为确定的数学上的集合可按照法则一义地规定的东西。因此它要求对法则进行研究并按照法则进行说明。每一个事物都有它的“实质”，每一个事物都如其所是地存在，作为诸因果的特性之统一而存在，每一个事物最终都被还原为诸最后的统一，这些统一仅仅是以数学方式确定的诸因果性之通过点。等等。


  然后作为课题，该讨论身体，心灵，人的统一了。


  附录XXXI  〈作为精神世界之进行个体化的形式的诸个人借助身体的交往〉〈写于1910年前后〉


  〈自我〉由于结合到身体上，或由于它是赋予这个身体以心灵的自我，注446由于它是这个身体的心灵注447，而得到其客观化，并被归入到这个实在的世界时间之中。这当然不是说，心灵是一种钻进到身体之中的事物，是一种实在性东西，它进入另一个实在性东西之中，作为身体的统治者，驾驭者，坐在昏暗的内部的某个地方。相反，它所意味的东西，只有通过进行解释的、在思想中实现的分析，才能突出出来。如果客观的时间性是借助于诸事物构成的，客观的空间性同样也是借助于诸事物构成的，那么诸心理的现象则是通过身体而拥有它们在同一的客观的时间中的位置，并同样也拥有一个空间上的定位。当然，这种在空间上的定位并不是事物之定位，或更确切地说，并不是以事物性的性质的那种方式进行的空间充实和空间覆盖，而这根本就是由于下面这样一种原因，即心理的现象不是事物，也不是事物性的特征（在作为物理事物被构成的事物性的特征这种意义上），并且它们的定位是这样一种定位，即它按照其性质是通过心理东西与身体的“关联”而预先规定的。众所周知，心理的东西经常以附加的特征之方式被客观化（与音乐当中音调的定位很相似）。心理现象被连接到感官的基础上，如紧张的感觉，共同的感觉，等等，而这些感觉（附加的感觉）在身体上的定位决定着该原来的心理东西之第二级的或第三级的定位；顺便说说，这种原来的心理的东西并不是任何的部分，而是一个与感官的基础结合在一起的东西。


  绝对不应忽视下面这个问题，即心理东西的“客观的”时间性如何能够以不同于在对身体的关系中的方式显示出来。客观时间性能够纯粹在心理方面构成和已经构成，当然是在下面这样一种意义上说的，即一切心理的过程都是一种在现象学的时间流中构成着的客观东西，而且是时间上的客观东西。此外，面对一个被知觉到的心理过程，我可以说：这个心理过程与那个物理过程同时进行，或不同时进行。但是时间的规定只能借助钟表、瞬时测定器等等客观地完成。当然，像康德说的那样让时间规定演绎几乎先验地（a priori）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下面这一点上，毕竟有作为先验的必然性被发现出来，即客观的时间规定想成为这样一种时间规定，它对于一切主观都是可供使用的时间规定，并且对于一切主观都是被承认为有效的时间规定；并且是一切主观所共有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是一切主观进行交流所必需的媒介物，是物理的客观性。就是说一切客观的规定一定是以物理方式被中介的，在某种意义上本身是借助语言这种媒介物的逻辑的-客观的-共主观的东西。


  心理现象之空间定位和时间定位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心理现象之时间定位，或者我们宁愿说，时间性之形式，属于每一个个别的“存在”（现象学的流之存在并不是“个别的存在”），而且也属于心理的“存在”。并且时间性之形式是先验的（a priori）形式。与此相反，空间性则恰恰是空间事物性之形式，并且本来只是空间事物性之形式。


  现在应该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创造“在其它自我旁边的自我”这个概念。事物客观化的一个更高阶段与此相关联，只有借助这个阶段，完整的世界概念才会被创造出来，作为一个共主观的世界，而不是主观的世界，作为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主观共有的世界才会被产生出来，这个诸主观共有的世界如其所是地存在着，不管这个个别的主观，这个个别的赋有心灵的生物是否“在此”存在，是否在这个世界中存在。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这个概念是通过“移情作用”构成的，就是说，是通过将一个事物（不是我的身体，迄今为止，我的身体是唯一一个身体）统握为“一个”身体，一个进行感觉的身体，这个身体包含着心理现象的前提，并与诸心理现象和心理素质结合在一起等等。因此是以复数形式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是诸现实的心理现象：被嵌入的、被统握的心理现象，但并不是被给予的，并不是被体验的，并不是在现在和在过去（在回忆中）能在“内在的”印象之范围内发现的。我不会去学利普斯关于移情作用的那种见解，我不会去使用那些莫名其妙的本能。


  在对事物的构成中，我们是这样统握在被给予的动觉的环境中的被给予内容的，即我们从正面看见一个事物，而这个正面具有一个背面。在这里存在着属于事物性之意义的“对知觉关联之综合”的可能性，从意向出发向充实做构成性过渡（借助对意向之详细规定，对意向之丰富，对意向之扩展）之可能性，并且，由在“环境”之连续稳定的过渡情况下由诸感觉构成的连续性之这样的过渡中，在心理学方面产生出统握之统一。当然在这里我们达到了最后的东西：对于在这种连续性中的任何一个特征之进行同一化的统一之意识，和对于作为“承担者”而“拥有”该特征的该同一的X之意识是无法最终描述的。并且作为本质特性属于由诸感觉系列构成的这些过渡的，是它们建立起这种统一性的意识。


  那么关于异己的自我之构成的情况如何呢？注448


  当然，在对异己的自我的意识中并不存在通过自身知觉，通过对该异己的自我进行设定的自己的自我方面的切合的而并非进行理解的知觉的充实。因为这种被连带理解的东西的确根本不是存在于知觉、记忆、预期中的东西，虽然它的确是一个现前的东西（在时间上与这个被体验到的现在-现前的东西共存的东西），然而却不是内在地被知觉到的东西。如果这个在进行理解的、心理物理的知觉中所设定的身体是一个现实的身体，如果被赋予该身体的意识是现实的意识，那么该身体的行为举止就一定会恰恰像一个身体，像一个与意识结合在一起的物体；这就是说，以众所周知的方式规定身体的那些情况，就一定会以相应的方式规定它，即导致诸进行理解的知觉，这些知觉与诸起始的知觉“相称”。


  因此我们就发现了诸自我的相互交往，和诸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交往。这个异己的自我以熟悉的方式对那些对我的身体起作用，并通过我的身体对我（我的心灵）起作用，反过来我也对它们起作用的外部事物作出反应。到处都表明这种相似的东西。差异会导致在“心灵的生物”这个共同的物种内部诸个体的区分。思想、情感等等的交流是通过诸个体的语言的表达和其它的表达进行的。


  自己和共同体中的个人


  自己和异己的自我之间的区别消失，注449该另一个人将我统握为异己者，正如我将他统握为对我而言的异己者一样，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自己”等等。因此得出相同的级次：多种多样同类的，在相同意义上独立的，进行感受的，进行意愿的自我。


  此外：自我拥有它的稳定的外表和举止，拥有行为举止的某些习惯，活动的某些习惯，思想和说话的某些习惯等等。这些东西在另一些人身上都能观察到，而另一些人也在观察我们，这样，自己的人格性和异己的人格性之理念就部分地通过在另一些人的形象中观察自己，部分地通过对另一些人的观察，产生出来了。


  那么是什么形成人格性之统一，自己的人格性之统一，和每一个其他人的人格性之统一呢？注450


  我们不仅发现了各种不同的身体连同被以心理物理方式束缚于这些身体之上的不同的现实的意识，而且在每一个个别的意识发展之方式中，在表象行为、判断行为、感受行为、意愿行为在每一个个别的意识中出现的方式、结合的方式、改变的方式中，在这些行为通过身体的中介作用、对外部实行影响或从外部接受影响的方式中，在自己的心理行为对来自别人的对身体的刺激和由身体中介的对心理刺激作出反应的方式中，显示出统一的外表和举止，显示出表象行为和判断行为等等的倾向，这些东西都是按照它们在这个意识内部的统一的本性被认出的，被识别的，并且同样也被诸其他人借助于共主观的心理物理的观察之中介认出和识别。每一个人都被识别为同一的精神-身体的自我，并被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并且只是在与诸其他人的区别中，他才被识别出来，并且他才这样真正作为统一被认出。


  诸现实的现象并不是这个自我之诸特性，这个自我作为人格性的统一，拥有处于诸习惯的特性之形式中的诸特性，此外，他还拥有诸“状况”和行为。这是一种与物理的统一相比有本质不同的实质的统一，物理的统一不知道任何“行为”，不知道性格，并且在物理的统一中相同的语词所提供的是完全不同的意义，除非发生对事物的动物式的统握。


  事物的客观化是由空间中介的，物理的事物是借助物质之空间位置的设定和空间广延的设定被特殊化的，而自我之特殊化和个体化则是借助区分自我和非-我，借助处于与身体之多重化关联中的意识之多重化实现的。精神世界之形式是诸人格性借助身体的交往（commercium）。在这一个方面，我们所拥有的是被充实的空间点之同一性和在运动与变化（因果性的变化）中统一地保持着的物质之空间的广延，在另一个方面，我们所拥有的是心理物理的人格性之同一性。注451


  附录XXXII  关于经验的自我之构成。经验的自我之起源〈写于1912年前后〉


  自我是处于自然关联之中的人-自我。行为是实在地属于人并在心理物理方面属于人的身体的自然事件，是人之实在的状态等等。客观的-世界-自然-研究。实在的-因果的关联。


  诸行为、诸反应、诸行动、以意向对象方式构成的诸显现等等之向一个被经验的、并在经验中被设定为自然的、以感官事物性方式显现着的身体中的投入作用，或者如果我们愿意说的话，附加作用。通过移情作用——它是（可靠的）经验之形式——的中介使主观的东西客观化。经验的自我之构成，作为自我，个人，而且是在作为人的诸个人之中的这个作为人的个人，当然（eo ipso）属于这种统握。这个自我当然（eo ipso）是借助另一个人被给予的，对作为具有性格特征的主观的另一个人之当作个人的统握，被转用到这个“自我本身”上，这个自我本身现在也能够单独地（solo）作为自我-人和个人出现。虽然也许能够通过反思和反思中的经验以唯我论方式构成这种作为个人的统握，但是也许找不到这样做的任何理由，任何“动机”（任何正当的理据）。另一方面应该注意，在经验的自我之构成方面也有两种不同的自我行为是可能的，而且一定会出现：1）纯粹的自我行为，它不被包括在自我-人-统觉之内，和2）在与自我-个人的关联中被统握的诸行为；我，这个人，是这些行为之主观。凡是我作为社会成员出现的地方，甚至凡是我在对面有另一些人的地方（在那里我本身并没有通过诸社会行为求助于这另一些人），我就作为个人为我（为作为纯粹的自我的我）在此存在，并且将我认作是对作为由对面存在的东西构成的世界的世界而言的中心（主项）。因为（对于这个自我-人来说），身体在这个已经在唯我论的自我中构成的物理世界中的中心位置起中介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始终应该注意的是，正如每一个对象一样，作为人的自我，也是被以意向对象的方式构成的，并且如果这个对象本身是以否定方式被注意到的，就是说，属于未被注意到的背景，那么它就的确是对象性的背景，因此就是对于这个本身不可能以对象方式被构成的自我而言的背景。这个现实的我思（cogitos）之自我，其实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只有在发生了对我思（cogito）这个行为之反思的地方（在第一性的注意行为中或在第二性的注意行为中），才能发生这个被反思的我思（cogito）对这个以意向对象方式构成的身体的-个人的自我之关系。下面的情况也是清楚的，即当我对我进行思考，现实地对我进行判断（完全像当我生活于对数学东西等等的科学思考行为当中那样）时，这个主观-自我和客观-自我并不是同一个自我，就是说，只有客观-自我才真正是自我，而主观-自我则是这个我思（cogito）行为之纯粹的主观。当然，在这里我也能够再次进行构成，我（这个人）对我，这个人，进行思考。但只能这样进行，即我实行一种更高阶段的行为，该行为之纯粹的主观再一次不是这个经验的主观（现象学上所说的）。总是存在着将每一个生动的行为连同它的主观一起客观化的理想的可能性，在这件事情上，恰恰应该考虑到，这个“纯粹的自我”其实只不过是这些生动的行为之同一性形式，它被用来说明朝向客体的指向或者对由客体而来的刺激之反向的指向，并且双方相遇，正如不同的刺激和行动也彼此相遇一样：想象中的交叉点。因此我的意思是：对于〈这个〉纯粹的自我及其现实的诸意向活动而言，总是存在着一个由诸生活方式构成的领域，这些生活方式并不以意向对象方式被构成为“有关”对象的“诸显现”。这同样的东西显然也适用于素材的领域。一切素材的东西的确都不必被“统觉”为自然之对象。


  对于心理学家而言，存在的只不过是“被客观化了的”行为和情感，因此一般而言存在的只不过是被客观化了的意识=心理学的意识。当然，他清楚地知道，或者他肯定会考虑到，存在着未被客观化的意识。但是即使这种未被客观化的意识，也被他以下面这种形式客观化了：“该另一个人本身拥有未被客观化的意识”；并且对于该另一个人合适的东西，对于自己的自我则是空洞的。就是说，当这位心理学家进行观察，实行“自身知觉”，“内在经验”时，他自己的自我及其行为就被他以这种方式客观化了，或者被认为客观化了。正是因此，自我才会“在现象上”归入空间-时间方面都是物质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却正是意识之现象：绝对意识之现象。一切客观化都能够被排除，并在超越论的意识这个标题下得到现象学的考察。


  附录XXXIII  〈在与你的对比中自我之构成以及纯粹的自我〉注452〈写于1914年前后〉


  属于异己的身体的，有被准当前化了的感性东西，被准当前化了的心理东西，等等，这种被准当前化的东西不可能原初给予我，即不可能原初给予这个原初拥有身体的主观。


  我是原初给予我的，既在身体方面原初给予我，也在心理方面原初给予我。但我首先是在你之中拥有其特性的。为什么不能原初给予我呢？


  只要没有异己的身体物体被一起给予，并且没有异己的心理东西之准当前化被一起给予，在这个限度内，也就没有必然属于异己的身体物体和异己的心理东西之准当前化的异己的自我被一起给予。而这个自我只有在与你的对比中才被构成，这个你自己本身是自我，并作为自我与一个它本身设定的你相对比。


  如果我排除掉关于异己的身体的一切设定，排除掉一切不论以什么方式使人想起异己的主观的东西，排除掉我表象中的一切存在于附属的统觉上的东西，——那么在这里主观性中还剩留下什么呢？还剩留下身体这个唯一的对象，它只是在与别人的身体之对比中才被称作我的身体，以致于我们必须避免使用这种表达。然而在科学上我们说，就是说，对别人说，我们与别人就一种共主观的客观性达成一致，并为此目的我们的确必须再次说，或者，我，这个对别人说话者，正是“我”，必须再次说，“我和我的身体”。但是在这里在割断对你的关系的情况下，我作为自我发现的是什么呢？并且在这里纯粹的自我应该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这里和这个现在对自我处于什么情况呢？


  这个现在能够被改变为非-现在吗？


  附录XXXIV  〈自我对现在和这里的关系〉〈写于1914年前后〉


  1）自我作为纯粹的自我，作为我思（cogito）之主观，作为行动的自我，作为有指向的，作为努力追求的，作为有意愿的，与体验流相关联。


  2）这个自我如何获得与这个现在和这个这里的联系，如何获得与一切时间上的和空间上的显现之定位的联系，借助这种联系，这个自我从作为它的这里的这里出发观察诸事物，并从现在出发观察一切事件？


  a）我们将这个我思（cogito）看作是在现在中被构成的，并因此将这个我思（cogito）之纯粹的主观看作是在现在中被构成的（看作是在现在中存在的，或能够在现在中存在的）；当这个自我“通过”具有记忆之样式的这些我思（cogitos），向过去看去时，并且当它将自己与过去的诸我思（cogitos）之自我视为同一时：从现在出发的记忆之现在，进行记忆的自我之现在。


  b）当这个自我通过对物体之理解式的知觉向这个空间世界中看去时；这个自我作为从这里出发经验着这个空间世界（它当然[eo ipso]就是这个空间-时间-世界）的自我。这个自我作为“现在存在着的和在当前中持存着的自我”“具有”物体的显现，具有总是通过由“这里”定位而显现着同一的物体之以多种多样方式变化着的显现，这个物体关于这个“这里”，它拥有前面-后面的定位，左面-右面的定位，上面-下面的定位。——现在这里的问题就是：这个纯粹的自我独立于这个身体之构成拥有与这个这里的关系吗？这个自我不是只有借助于这个身体之构成，才获得其在这个这里之中的“位置”吗？而且不仅如此，还只有借助于具有在其中定位的诸其它的主观的诸其它的身体之构成，才获得其在这个这里之中的“位置”吗？


  我思（cogito）之形式是怎样的呢？意向上的朝向和意向上的避开之形式是怎样的呢？观察行为之形式，经验行为之形式，致力于某事的行为等等之形式是怎样的呢？以及由主观到对象的自我辐射之情形是怎样的呢？或者，对象施加于主观的刺激之情形是怎样的呢？这肯定涉及现象学的诸特征；但是当我们不考虑身体和被在身体方面规定的主观时，当我们使这些特殊统觉带进来的那种东西不起作用时，还剩下使关于自我中心、辐射和反辐射等等的情形成为可能的某种东西吗？


  在有些情况下，我们谈到自我的近处和自我的远处，这个自我或者在最深的深处被涉及，或者只是在表层被涉及，它或者较内在地参与，或者只较外在地参与，如此等等。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一类东西都指向现象学的区分吗：这个自我，这个纯粹的自我，到处都是同一的自我吗？并且我思（cogito）之中的这个自我之诸特性由此就得到了描述吗？


  纯粹的自我之出现和退出（从睡眠的意识中退出）的情形也同样如此。这种纯粹的自我所表达的是体验流的形式，更确切说，是体验行为中的某种持续地变化着的东西并且是多种多样地变化着的东西，而且是一种一再可能的形式，更确切说，是意向性之一种形式。


  特别应该注意：不同方向和不同级次的反思之可能性。知觉，对知觉的反思，对反思的反思，等等。


  知觉是对以下情况的意识：“该主观指向被知觉东西”。反思是一种对知觉的意识，该主观指向知觉等等。任何体验都不可能发现自我，而可能发现的始终只不过是诸体验。


  附录XXXV 自我是否在身体中当场被给予了〈写于1914年前后〉


  在移情作用这种理解行为中，我拥有异己的身体之向我显现着的统一，并且在表现中，属于这种统一的，有一个自我和一种自我生活。由此这个被以类比方式设定的自我在我的显现空间中和我的显现世界中被定位。我的自我并不在我的显现空间中，在我的身体中定位：就是说，在这里谈不到在我的身体上或我的身体中发现作为被连结到身体上的，被投射到身体上的等等的我和我的主观东西。在原初的直观中谈不到这种东西。同样，我也不将另一个人表象为结合到在他的显现世界中向他显现的身体上的。与此相反，在我的显现空间中，我看到异己的身体物体，同时我以类比方式将该身体物体理解为身体，并将该身体物体设定为与被该另一个人经验到的以特殊方式向他显现的身体同一的，并且现在它变成了该另一个人的整个自我生活之表现。


  文稿8  〈在对异己的自我有现实经验以前对它进行表象的可能性〉〈1914年或1915年〉


  “自身知觉”以及从自身之观点出发的知觉范围（全部的“自身知觉范围”）注453。


  1）a）自身知觉作为对“自己的身体”的知觉。身体之自身显现。


    α）我的身体物体的自身显现，


    β）我的身体物体的感觉和感觉特性的自身显现。


  b）对由这里出发的“我的”外部的物体的知觉，属于这里的外部显现之总和。


  c）一切与我的身体物体，与我的特殊的身体性以及与为我显现的世界及该世界的诸显现相关联的（与之有联系的）行为以及最后整个的意识流。我的自我极（以及它通常所固有的东西）。


  属于自身知觉的是：与这样的外在的物体有关的诸显现和诸行为，这些外在的物体被“解释”为“异己的身体”，异己的主观。


  2）解释为异己的人：


  因此我们在自身知觉之范围内设想对于异己的主观之知觉。首先，异己的身体物体被“解释”为身体物体：异己的身体物体在我的自身知觉范围内显现为在“外在显现”中的外在的物体。


  这种解释是如何发生的？如果我们已经构成了自我和异己的自我，我们就能够说：异己的自我关于自身所具有的自身显现与我关于另一个身体物体和身体一般所具有的外部显现相对应。


  我不仅将异己的身体物体按照我所拥有的外在的显现统觉为物体，而且我所拥有的这种外在的显现带有一种将该显现者“解释”为身体的意向，即这样一种意向，它是通过将对“自己的身体物体”之内容的自身知觉准当前化得到澄清的，与这种准现前化不可分割的是（在“知觉”之一种准当前化的变样之统一中）对特别附属的感觉层次之被准当前化了的“自身知觉”，是对围绕着这个身体物体的事物世界之诸显现的确定的多样性之准当前化，最后是体验之多样性的自身被给予性和自身被体验性。注454


  因此，异己的身体被另外一个主观解释为一个自身知觉之领域的主观，而且是这样地解释的，即这个异己的身体物体之外在显现是与对一个完整的两个层次的自身显现之准当前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是与对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按照其身体物体性，与我由这里出发在外在的显现中所看到的那个身体是同一的）的自身显现之准当前化结合在一起的，然后与此同时是与对因此被要求的整个的主观性（整个的自身知觉领域）的自身显现之准当前化结合在一起的，与对整个的显现传动机制的准当前化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显现传动机制作为异己的身体之进行显现的环境，与该身体之自身显现一起，作为对该异己的身体本身而言的外在地显现着的世界出现，并且有与这些显现等等一致的全部体验，这些感受、渴望、意愿等等出现，它们作为该另一个人的体验等等与此关联，并且在这种关联中经受着对它们的统握，将它们统握为人格性，统握为异己的自我之自身显现，统握为自身知觉、自身反思等等。


  我拥有“对自身的意识”，我向我显现自身。我拥有关于别人的“外在的显现”，首先是一种外在的物体方面的显现，我通过解释，“通过理解”，赋予该显现的对象一个“自身”。这就是说，一种奇特的统觉是建立在外在的显现之上的，这种外在的显现具有对确定内容之自身显现的一种有理据的准当前化之特征。这种进行准当前化的设定1）将对我来说是外在地显现着的异己的身体物体和这个物体之被准当前化的自身显现设定为同一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也设定2）在我这里外在地显现着的我的环境的诸物体之组成与属于“异己的主观之环境”的同一些物体从处于与该异己的身体物体之自身显现紧密联系中的异己的身体物体位置上有秩序地呈现着的诸显现之组成处于同一性关系中；正是因此，在我这里发生的由外在的物体之被给予的显现而来的在时间顺序中有理据的知觉之可能性，与在被改变了的（借助准当前化）时间顺序中被设定为属于异己的身体和异己的自我的知觉之可能性（显现之可能性）设定为处于同一性关系中。


  a）因此，这个为我显现的同一的物体的世界，经常是这样显现的，即仿佛诸主观是由我归给，由我通过理解加入到诸异己的身体上的（但是处于多种多样的相应的显现方式中）。与诸异己的主观之构成一起，一种共主观的物体世界也被构成了，但是，这种共主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是分离的。


  b）但是，每一个主观连同在该主观的显现方式中向它显现的环境世界以及它的身体性，也都作为共主观的统一被构成：每一个主观连同它的身体和它的环境世界，都能以自身显现的方式为自己显现出来，都能够具有关于诸不同主观的“外部”显现；与我的自身显现相对应，有另一个人关于我的外在显现（或更确切地说，两方面的多样性），并且就身体和外部周围世界而言也是如此。


  c）作为相互理解的理解（也是通过中介）也成为可能的。


  所有的问题都必须通过准确的描述来解决。主要的困难就是对我借以获得关于异己的自我之“外在经验”的那种独特的统觉之充分完整的和清晰的，正确的描述，或更确切地说，对在这里相互联系的两种统觉的描述：1）对在其中一个自身作为为自己本身在显现方面被构成的统觉（因此就是自身意识，关于我的意识存在于其中的那种统觉）注455的描述，和2）对一个自我借以拥有关于另一个自我之外部显现的统觉的描述。


  关于1），在第一个方面，我们有关于我的物体之自身显现的描述，关于定位的描述，关于对自身显现着的身体物体之统握的描述，即将它统握为有感觉的和活动的，并且在这方面有能力的；关于连贯的体验流的描述，以及关于已经是短暂保持着的习惯的诸特性之构成的描述。在“童年”，在从前，曾有过某种持久的倾向：我在适当的情况下会如此这般地感到高兴，会如此这般地进行评价和意愿；现在则不同了，如此等等。对一种外在的物理的环境之诸显现——在其中，一个外在的世界，一个空间时间的世界显现出来——的组成的描述。对那种“设想自己处于一个随意的位置上的行为”的描述，对在该行为中的存在的描述，或者首先是对迎着它而来的缓慢运动的描述，以及对那种对作为能客观地外在地进行表象的，因此作为从随意的一个点出发如此这般显示的，处于运动或静止中的自身显现着的身体物体进行的统觉的描述。


  为了获得关于一个异己的自我之经验的可能性，外在显现的可能性，看来我并不需要拥有关于这样一个自我之现实的经验。只要设想我以物体方式向外运动，向外体谅，设想将我的物体的显现转运到外在的显现上，同时在对我的物体之本源的显现中，自身的显现中，将我的物体统觉为带有其敏感性的身体等等，就足够了。我的物体在显现方式之改变中并不丧失这种统握，这种显现方式肯定保持对象的同一性。当我以某种方式统握一个物体时，当我在一种显现方式中赋予该物体以诸特性时，对这种赋予行为的统觉仍为该物体保持着，当我所经历的仅仅是该物体的显现方式时，就是说，在纯粹的运动的情况下，在纯粹的改变定位的情况下，简短说，当我经历的是对于对象之同一性是决定性的那些显现方式时，对这种赋予行为的统觉仍为该物体保持着。注456注457


  a）我能够想象注458“接近”任意一个外在显现着的物体，我能够想象这种外在显现持续不断地向零显现转移，然而与我的处于零位置的身体处于对立之中，这个身体同时应该起着感觉行为、观察行为、触摸行为等等之载体或器官的作用。在视觉方面，这种过渡是持续地存在的。我也能够设想一个触觉上的被构成物一再地接近，只不过，在视觉方面这些显现的样式在变化着，但在触觉方面并不变化。在触觉方面关于“移动”的动觉直接地形成对接近与远离的区分。在视觉的情况下“远离的事物”之视觉显现的改变指示着相应的移动方面的接近和远离，这种移动方面的接近和远离是第一性的。


  b）我也能够反过来，不是将我作为零显现所具有的身体物体的显现改变为一种外在的显现，而是想象将它改变为一种外在的显现。


  首先需要细心描述身体的这种零显现。即使在这里，视觉知觉上被给予的东西与触觉知觉上被给予的东西也是一致的，即使在这里，身体也是在两个层次上被构成的。我看到双手，双脚等等，但是看不到具有其诸部分如嘴唇、牙齿等等的头。现在放在桌子上面的两只手的视觉图像使“不是整个的身体”的某种东西显现出来。我能够用另一只手触摸这一只手，我能够触摸头等等。因此，在触觉方面，统握超出了被看到的东西，在这里若干组触觉显现的可能性得到预先规定。我的身体是一种统一，它包含手以及身体的各种各样未被触及的东西。另一方面，我还通过头、双眼等等的运动，在视觉方面有多种多样可能性。我还有一个视觉的层次，虽然我事实上不可能看到身体的全部东西，但身体仍然还是在视觉方面作为完整的物体这样地“被意指”。如果我像为了触摸我身上的一切而有可移动的双手一样，为了能看到一切而有可移动的双眼（在像手一样的柄杆上的双眼），那么我的身体看上去就会是如此这般的。但是事实上我并不是借助于可能的张大的双眼之表象从视觉上表象我的头，而是通过从零位置移出来，在正常的，最清晰的看的行为之领域中，在最佳的视觉领域中，表象我的头的。


  当我转动我的头时，我就能够看到许多我现在没有看到的东西。如果我能完全地将头来回转动180o，那么我就会向后看到这个事物世界。为此我也能够将我的整个身体这样地转过来。如果我能使头向后转，并使头向下，就如同我能使它在前面向下那样，那么我就能够看到我的身体的背面是怎样的：同样我也能够如它的背面在触觉上显示的那样触摸身体的背面，因为我的双手是如此形成的，即我在触摸行为中能够多方向地翻转它，并且能够借助它向四周抓握，触摸，并能使它们相互触摸。但是在这种能够想到的向后转的行为中我所获得的只是个别的视角，而不是最佳的视角。我不能在这些视角中表象我的背部，而又通过设想我处于“在我前边”的这个最佳的领域表象我的背部。我的身体现在事实上如其所是地存在着，但是它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在那种情况下，我现在不可能有的，但是由已被给定的诸显现作为可能性所要求的那些显现会呈现出来。


  最后人们肯定会说：如果我时而以这种显现方式时而以那种显现方式提供任意一个物体，那么在这里就只有某些动觉的复合起作用，但在这里绝不是我自己的对身体的统觉作为基础起作用。真正能够设想的是我根本就没有身体，然而却拥有一切显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是具有身体的经验的自我。因此我就不需要为了能够全面观察正是被看作纯粹物体的我的身体物体等等，去为我发现我的身体之总是新的变化。


  因此，以下情况是源自这种纯粹客观的考察，即外部显现的诸可能性，并且一般而言物体显现的诸可能性，并不受这些物体在其中真正直观地被给予（以知觉或想象的方式被给予）的那些现实的显现约束，相反，合法则地展示无限多样性的那种内在一贯性，本质上来自对物体的统觉之性质。对于每一个物体来说，这些多样性都包含被称作“外在的”显现方式的显现方式，即外在于零点的显现方式的显现方式和零显现方式。


  另一方面，我能够从一种可能的纯粹的无身体的自我之观点出发外在地表象处于任意位置上的我的物体。这种外在的表象只是像我的身体物体作为被无身体的自我看见的单纯物体从这里看上去的样子进行表象。但是它不能被这样看，因为我恰好并不是无身体的，我的身体正好是我的身体，并不是一个任意的物体。外在地看我的身体是荒谬的注459。因此，我具有一个与我的事实上的身体性相矛盾的关于我的“在那里的身体”的外在表象，此外，按照我的身体性我还有一种零表象（作为知觉的零表象）。


  在这里我们如何摆脱这些困难呢？


  我应该说：1）存在着一种客观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中我意识到这个物体的世界，但我作为进行思考的纯粹的自我，没有身体。我的物体也属于这个物体的世界及其经验，并且关于我的物体的经验，即零显现，能够被转移到外在的显现之中，正如关于别人的物体的外在的显现能够转移到零显现之中一样。


  2）我的身体被给予我。我能够对它，这个物体，进行考察，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作为这种考察行为之纯粹的自我起作用的。我将这个物体统握为我的感觉之领域和运动之领域，统握为身体，在这样做时，我，这个纯粹的考察者，本身并不被包括到这种客观化之中。我以不同的显现方式想象这个身体，它是同一的物体，并且作为同一的物体，它总是同一的：我的身体。但是这种身体性只是借助于诸零显现才原初地给予我，因此只有在这里我们才拥有直接的知觉上的显现。只要我外在地想象身体，我就失去了作为知觉上的显现的这种直观性。但是因为我的身体之一切位置的改变都在零显现中拥有一种内在的样式，所以外在的显现就变成了内在的显现之外在的表象方式，变成了内在显现之标志，变成了为建立直接的直观的一种过渡。注460


  因此注461，感觉的东西和心灵的东西并不直接地直观地属于外在地显现着的身体物体。只有外在的显现方式之可能性才属于身体物体的构成，而且只是通过准当前化才属于这种构成，我必须连带设定的这种动觉上的多样性属于在这里的身体，而不属于在那里显现的身体物体。


  但是，由于在零改变中产生的表象方式，“在那里的”动觉的多样性属于在那里的身体。


  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说：作为物体的身体是本源地被给予的，并且只能以零显现方式的多样性被给予。但是外在的诸显现方式如同属于诸其它物体一样也属于该作为物体的身体。这原因在于对物体的统握。只当我是无身体的自我，因此不是通常的人-自我时，这些外在的显现方式才能实现。因此这些外在的显现方式由于我有一个这个定位的零点总是处于其中的身体这样一个事实，而被取消；尽管这些显现方式属于诸可想象的可能性，并属于有理据的诸可能性。属于空间世界之构成的是，进行经验的自我处于每一个空间位置上，以致定位的零点能够与每一个空间点符合。这是由下面这种可能性构成的，即我能被移动到各处去，或能想象被移动到各处去，在这当中，我的环境世界以某些方式经历着显现的改变，而我的身体却总是在零显现中显现：虽然一般来说我是一个有身体的自我，但这对于空间的构成并不是必需的（毋宁说，“身体”对于自由的和充分的空间构成是一种限制）。因此，说只存在一种现实地进行给予的可直接显示的关于运动的经验，作为刚刚描述过的关于“我在空间中运动”的经验，并不矛盾。我总是只有通过零显现才作为物体并作为身体，作为身体的主观被给予我。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知觉上存在的。只有在零显现中，我才能无矛盾地表象自己，尽管有一切变化和运动。


  因此，我的身体正如别人的身体一样，首先是物体，尽管有事实上只能为它存在并永远为它存在的它的知觉上的零显现方式。在这种事实中存在一种进行限制的规则，按照这个规则，虽然我的物体之其它的显现方式（所有那些对于一个物体一般来说是被引起的显现方式）是被这些知觉上的零显现方式引起的注462，以致因此这样一些表象方式能够以这种进行设定的准当前化之方式建立起来，然而它们却丧失了以知觉之形式被充实的可能性。


  我的物体，进行感觉的、运动的物体，是身体；这种被在零显现中本源地构成的物体，在被设定为物体后，在对身体的统觉中获得注463由被给予的诸特征构成的一个新层次。感性等等应归于在这里被给予的身体物体本身。经验的自我被构成为具有身体的，自由地运动身体的，支配作为器官的身体的，在身体中进行感觉的等等。不论我现在如何运动和如何想象运动等等，或者，不论我想象置身于哪个地方，我都是经验的自我，我都是有身体并有心灵的同一的主观。因此不论我想象向何处移动，我的身体总是进行感觉等等的物体。


  现在对于我的身体物体来说，在空间的一个任意位置上的运动或移动有两种表象方式：1）一方面我能够如同表象任意一个其它物体一样，外在地表象处于那里的，处于位置a上的我的身体。（如同在一切物体那里那样，有某种动觉的复合在结构上属于外在的显现——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也适用于处于零定位中的身体，只不过它恰恰是一个有不同特征的身体。）一般来说，我能够外在地表象我的身体，不仅是这样地表象，即我表象它在那里，这意味着，或可能意味着移动，不是在它现在以零显现方式（作为定位的零点）在其中显现的环境中，而是在一种不同的环境中，比如，现在在确定的定位中从这里向我显现的在那里的两张椅子之间移动，或者，我将我的身体保持在那个地方，保持其在该环境之诸事物间的相对位置，但是当我想象不移动它，不改变它时，我就按照它从任何一个“那里”出发所具有的角度想象它。我作为观察者在那里占有我的位置（这个位置会变成主观的这里），并产生我的身体物体——它现在相对于这个新的“这里”，作为一个“那里”显现出来——必然具有的诸外在的显现方式。因此我的身体物体具有多种多样的，能够通过进行准当前化的诸表象直观的诸角度，a）从每一个空间位置出发进行观察的角度，b）从就我的物体在空间中的一切移动按照其客观位置将其确定下来的这里出发进行观察的角度。


  关于第二点（零运动）：我将自己保持在这样一些显现方式中，在其中我的身体物体必然以知觉方式被给予或能够以知觉方式被给予，只要我的身体物体处于只能作为定位的零点被给予的条件下。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向前运动”中位置的变化，向另一位置的移动或运动，就意味着在所属的零显现中的变化之某种连续性。在身体物体中某种动觉上的变化通过定位而进行着，身体物体的显现变化着，但却是这样地变化的，即它同时包含着定位的零点。但是同时，周围的物体之外在的显现以合法则的方式移动着和变化着。如果我想象一个这样的显现过程，那么我就从在“自身知觉”之中被给予的经验的自我出发，并按照身体性和心灵的主观性在进行准当前化的直观中连续地保持作为经验的自我被给予：这二者直接地直观地是一个东西。


  在外在的直观方式中则不同。只要我在外在显现中表象我的身体物体，这种特殊的身体东西和心灵东西就失去了对于身体物体的直接的-直观的归属性。在这种情况下，身体物体在直观上就像一个单纯的物体。在这样的显现方式中，它不能作为身体被给予。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纯粹的自我或无身体的自我，同时被设定为旁观者，属于外在显现的那些动觉的多样性是无身体的自我之所有物。因为如果我将在这里的我想象为有身体的，那么这个动觉的复合就直观地在它当中定位。因此我就会有具有这些动觉的复合的在这里的这个观察者的身体，并与此相矛盾，就会有外在地显现着的物体，因此是在一个“那里”显现着的物体，就又一次有诸动觉的复合属于这个物体。我就会以这同一的同一个身体和这同一的同一个经验的自我同时既在这里，又在那里。


  因此：尽管我的身体物体任何时候都能以多种多样的外在的显现被我表象，例如，正如我的身体从任何一个经过挑选的外在的点上看上去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进行观察的纯粹自我被安置在那个点上，并且正如我的身体的某个运动在外在的显现中看上去的那样，——然而因此，我却不能获得一种关于作为身体的显现着的物体之真正直观的表象，或更确切地说，关于外在地进行显现的经验的自我及其运动之真正直观的表象。


  但是，我的物体之“可能的”外在的显现仍然还是属于我的物体。这些显现不是没有规律的，而是处于被以特殊的方式引起的诸可能性当中的。这些显现是在其中这个物体之此在以进行设定的方式被意识的那些准当前化。


  这些准当前化需要什么样的充实方式，它们自身会表明。存在着有关任意的“外在的”物体之朴素的准当前化的诸系统，有关排除掉身体的任意物体之朴素的准当前化之诸系统；这些系统要求，我们在现实经验（知觉）之进程中，必须能够通过一致地进展，达到与这种准当前化相符合的知觉。


  在通过外在显现使我们自己的物体准当前化的情况下，这并不是目的。只是由于以下情况，我的物体才是外在地进行显现的，即它是“被向外移动的”自己的物体，或由于以下情况，即由于作为观察者的自己的自我之立足点的改变，它变为“外在的对象”。


  在准当前化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它不是直接地准当前化，如在通常的外在的物体上那样，相反，它是以意向方式在自身中带有这种关联的标志。因此，例如当我想象我从a处向b处运动，从这里向那里运动时，并且当我外在地想象这种情况时，这里就包含以下情况，即我设想我作为纯粹的观察者，在我的可移动的现实的地方之外的第三个地方（或第三个出发点的地方），并且现在将这个过程当作纯粹外在的过程来直观：但是这个过程即是我的身体从这里向那里运动的过程。这里恰好包括下面这种情况，即我，这个处于自身知觉之中，处于“自身意识”之中的经验的主观，自身处于第一个位置，并且能以直接直观的方式转向另一个位置。（这种直接直观的方式，就是在“内在的”显现中持续不断地变化着的自身给予之方式，即在那样一些显现中，在那里身体始终是在零显现中显现的，在定位之零点显现的，并且与此同时还作为感受力之直接直观的载体显现。）这种外在的显现对于这个被设想向外移动的、进行观察的自我来说，是这种真正的直观之“标志”，这种真正的直观只有借助与内在的直观之关联，才能获得对我的自我之准当前化的意义，而如果它没有这种关联，就会是对于一个物体之单纯外在的显现。我恰好能够就在每一个空间点上有关于我的自身知觉，借助于与所属的在诸环境客体上的存在（这些客体在该存在中外在地为我显现）的关联，想象“我”从第三个位置上看上去肯定会是的那样。我能够想象将我的在其物体性方面的自身显现转移到外在的显现之中，这种外在的显现具有其作为从第三个位置看上去所是东西之意义。并且作为我的自身被知觉到的身体物体之以显现方式向外投射（但是这种身体物体在这种自身被知觉性中作为我的主观之身体显示出来），恰恰是这种外在的显现获得我的主观之外在显现的意义。


  因此：我能够运动，我改变我在物体方面与在这里以一定方式外在地显现给我的环境中事物的距离。我的身体物体在运动：它的确改变了它与其它事物的距离。现在我虚构，如果我这样运动，我“看上去”会是怎样的。我虚构，对于我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从那里看上去我会是怎样的。此外我将“我”虚构为观察者，我移动到那里去（这在表象中相当于一种向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属于这个那里的，就有关于我的物体之诸有关的外在显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将这个外在地显现着的物体与我的身体看成是一个东西，更确切地说，与那个被移动的身体看成是一个东西，这个身体作为身体是在本源的内在直观中被给予的。因此，我将本源地给予的物体和身体与在观察位置上外在地显现着的物体作为同一的东西在意识的统一性中连结起来了，而这个外在地显现着的物体因为是同一的物体，当然也被意识为那个自己本身显现着的经验的主观之物体，因此，在外在的观察中，现在身体物体正是作为身体“显现”的，或更确切地说，这种经验的主观是“外在地”与身体一起“显现”的。这种“显现”显然并不是直接的显现；一种直接的外在的显现绝不会再作为一种如此这般外在地定向的纯粹物体被给予。这种显现在这里带有一种意向性，按照它的意义，我们比如可以这样描述它：在这里存在着一个物体之一种外在的显现，这个物体与那个物体是同一的，而那个物体正如从一种向外移动状态可以理解的，是一个借助这个物体显现自身的主观之载体，更确切地说，是在“内在的”显现中显现着的主观之载体。这种外在地显现着的物体被认为就是在内在显现中的自我之身体：并且这种同一性是以从外在的显现向内在的显现之可能转变，以及反过来，从内在的显现向外在的显现之可能的转变为前提的。因此，我的身体能以双重方式表象，直接地能在自身知觉中，并且一般而言，在自身显现中表象，间接地能在一种外在的能够返回到自身显现的显现中表象。


  “如果我在那里，我就会从那里显得是如此这般的，我就会由那里为我获得某种外观”。注464这是一种矛盾的表象，然而它与诸相似矛盾的表象一样，具有一种好的意义（例如在几何学中），就是说，它具有这样一种好的意义，即自我之一种“双重化”是可能的，正如一种通常的实在东西之双重化是可能的一样。因为：在实行这种矛盾的表象时，具有两个物体的两个主观显然是可能的。


  如果我在那里（或者还可以说，如果我运动到了那里去等等），那么代替我现在具有的一组自身知觉（我在这里特有的或能够达到的有关环境中的物体之外在的显现也算入其中），我就会具有一组确定的不同的自身知觉。如果我在那里，然而同时又在这里，那么我就能够从那里看我，并会有一个完全确定的方位（一组有关我的确定的外在显现）。我的物体正是作为物体被构成的，这包括，它如同每一个物体一样，会从每一个空间点获得其方位——这个方位当然以该主观，以该观察者为前提。在另一个物体那里，我，这个有身体的主观，作为观察者起作用，在我的身体那里，我虚构超出自己——但是如果我仍然是这个有身体的主观，这就会产生一种矛盾。但是对于我们的整个思考来说，用纯粹的自我，或更确切地说，用无身体的自我，代替经验的自我，还是不够的。因为通常这还不能够达到反向的过渡。如果我将这种双重化正是当作双重化来对待，这种矛盾的表象就会成为一致的。我先验地（a priori）就不能同时既在这里又在那里，但是这里和那里可能是同一个东西，我在这里，而一个相同的，此外也是一个或多或少只不过相似的自我在那里。


  根据所有这些，主要之点如下：


  1）我的身体是作为物体被构成的。属于物体之本质的，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能通过由它在其中被给予的那个零显现转移到诸任意的外在的显现中来表象它。同样，反过来，属于在诸外在的显现中被给予的一切物体之本质的，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能够将它带进零定位之中，因此属于一切物体一般之本质的，是每一种可能的定位，也包括零定位，事实上也可以预先规定一种经验的法则，即某种物体只有在零显现中才能以知觉方式给予我，依此一切其它物体只能在外在的显现中给予我。


  2）我称作是我的物体，我的身体物体的那种物体，是身体，并且是在一种新的，奠基于一组零显现之中的统觉中作为身体被构成的。注465现在，在该身体（或更确切地说，该经验的自我）之进行原初给予的“自身知觉”中，有一个由诸特征构成的层次向我显现出来，这些特征是我能够在该进行显现的身体物体上作为该身体物体的特性或作为属于它的东西以知觉方式把握的：例如，这个身体不仅一般而言是物体，而且是感性的物体，是可移动的等等。因此，只要我外在地表象这个身体物体，我也就会以统觉的方式赋予它这个新的特性层次。注466而这个新的特性层次只能在该身体之零显现中原初地显现出来。但是在这种外在的零显现中，它只能被间接地意识，如果这种外在的显现正是作为自身显现之外在化被意识到的话。


  3）正是由于我将身体性并因此将对自我的所属性归于这个外在地显现着的或被认为是外在地显现着的身体物体，这个自我就被双重化了，因为我是并且始终是借助我的处于属于这里的这种原初的身体显现之中的身体，被给予我自己的。如果这个自我恰好并不是这个现实的自我，而是其动觉上的多样性在其第二个身体中定位的第二个自我，那么这种关于被向外移动了的自我及其由我的身体而来的外在的显现的虚构就失去了那种相矛盾的东西。


  因此以下情况是由自身知觉之本质，由关于我的物体、我的作为身体的物体的特殊统觉之本质，由纯粹的自我与意识流与这个身体的统一之本质，由周围的物体对这个自我的显现方式，而且又是在与作为零物体的身体之显现的关联中的显现方式之本质发生的，——即我在对另一个主观有现实的经验行为以前就能获得关于该另一个主观的一种可能的表象。这种表象方式预先规定，另一个主观可能如何被给予，这种表象作为进行设定的表象可能如何显示出来。


  能以知觉方式给予我的并不是关于我的身体之外在显现，而与这个以矛盾方式向外移动的自我对应的第二个自我（经验的自我）能够具有与我的关于我的身体之在这种向外移动中呈现的、进行准当前化的外在表象相对应的知觉。因此，我由此想到的该另一个人会有这种知觉。反过来，我关于该另一个人会有外在的身体的知觉。这另一个人就是被向外移动了的，我不再能将它确定为与我同一的那个自我。正如我曾形成这种表象那样，正如在身体方面我从那里看上去会是的那样，我肯定能够相互关联地形成这种表象，如同看上去移动到那里，或从这里移动到那里那样，如果我实际上真的在这里，并且我设想这个向外移动者为在那里存在着的另外的人，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从这里出发有一种关于该另一个人的身体的知觉。


  因此下面这种可能性（我发现这种可能性是作为经验实现的）就被预先规定了：我能够在外在的经验中发现一个物体，我能够将该物体统握为、知觉为一个主观之身体。当然我并不是对一切物体都能这样统握。并不是每一种任意的外在的显现都满足关于这种统握之可能性的条件。在一种外在的显现之本质规定性中存在的只是从形式上给该显现规定意义：相关联地规定“事物”、“空间物体”、“质料的事物”这些意义的东西。“身体和经验的自我”随身带有的诸规定性并不是物理的特性，这些特性虽然在结构上以物体性为前提，但是对它们进行经验之可能性则要求一种为它们规定条件的新的统觉。


  而这些条件就是：我能够将异己的物体统握为身体，如果我能借助于我的零显现的身体将我移入到那个物体中，仿佛那个物体就是我的身体，只不过是从这里外在地被观察的身体，并能细看它——仿佛它是我的身体，或者正好与我的身体十分相似，以致于我在这里必须实行的这种变样仍使“移入”，使“到那里去实行移情作用”有可能进行。我还可以说：


  一种外在地显现着的物体是作为一个人，作为身体和身体的主观外在地给予我的，如果它由于它与我的身体的相似性而要求作为一个主观的身体和载体的统觉（要求一个与内在地为我显现的和内在地给予我的身体和主观相似东西的统觉）的话。因此这种统觉就正是这样一种东西，正如当在那种矛盾的，并且后来变成一致的表象之意义中，在我的自我和我的自我身体之向外移出中，我所拥有的不仅是一种身体物体之外在的显现，而且是这样一种显现，它反向地参照一种相应的内在显现，正如当我移动到那里，到那里的那个异己的身体物体的位置上时，或当我在那里时，我会具有这种内在的显现一样。


  因此，这个异己的自我就被设定为“在那里的自我”之类似物，这个想象中被移动到那里的自我之类似物，因此这个异己的自我就按照这种相似在一种内在的显现中自身呈现出来，并且如果设想它被移动到我的位置上，它就会有一种关于它的身体之准当前化的表象，更确切地说是外在的显现，这种外在的显现与我现在关于它现实具有的外在的知觉相一致。因此又得出，另一个人是这样被设定的，即他按照我的身体物体性有一种关于我的外在的显现，而这种外在的显现必须被解释为自我（即我对他处于这种外在的显现方式中），相似于我如同我被从那里往这里看时看上去那样为我形成的关于我的表象。


  每一个主观作为经验的主观都是这样地被构成的，即它能够外在地知觉每一个其它的，在身体和精神方面与它相似的主观。但是这种相似性是就下面这种情况而言的相似性：即每一个经验的主观都能够对每一个其它的经验的主观实行移情作用，与它取得一致，将它作为主观经验它，只要它以相似的方式置身于该另一个经验的主观那里。


  如果我没有身体，如果我的身体，我的经验的自我没有（原初地按照其两个层次）被给予我，那么我因此就不可能“看到”任何其它的身体，任何其他的人。因此关于自己的经验的自我之知觉，或更确切地说，关于自己的身体之知觉，在某种意义上是关于异己的经验的自我之知觉的基础。这并不是说，我由自己的身体推论出另一个人的身体，并不是说，我的身体必然是一种关注之首要客体，但是我的身体必须是在知觉上被意识到的，不管它是不是被注意到，是不是课题式的客体。


  因此，还应该以正确理解的方式正确地说：我只能通过将一个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的身体物体解释为身体，因此解释为一个自我（一个与我的自我相似的自我）之载体的方法，把握异己的身体。


  附录XXXVI  移情作用。〈在对另一个人有现实的经验以前，该另一个人之可能性。异己的自我作为  “在那里的自我”之类似物〉注467〈1914年或1915年〉


  “如果我在那里，并且如果从那里出发看我，我就会有这种外观”，这是一种矛盾的表象。但是它有下面这种好的意义：即自我的“双重化”是可能的，正如一种通常的实在东西之双重化是可能的一样，就是说，在这种矛盾的表象中会认识到具有两个物体的两个主观之可能性。如果我在那里（等值地说：如果我将我移动到那里，等等），那么我就会借助某种自身知觉和属于该位置的对诸外在对象（外在显现）的知觉发现我在那里。并且如果同时我在这里，那么我就会有属于这个如我现在现实地具有的位置的自身知觉。我就能够从那里出发在某个视角上看“我”。我的物体被作为物体构成，虽然是在这里在内在的显现（零显现）中构成的，如果它停留在它的位置上，而我将我移开，一种外在显现之客体就被构成了，这正是由于它与每一个物体的这种相同性。因此与这种具有与这个“向外移动的主观”之关联的内在的显现相对应，有一种外在的显现；但这种外在的显现是处于一种表明这种向外移动的间接呈现之中的。当我将这种双重化正是作为双重化来看待时，这种矛盾的表象会变得一致起来。我不能同时既在这里又在那里。但是同一个东西可能在这里和在那里。


  这种支撑点在于：1）身体作为物体被构成，在物体的本质中包含转入到零显现或内在显现的可能性，因此也包含由零显现转入到外在的显现的可能性；


  2）身体是在一种奠基于物体之内在显现中的统觉中被构成的，但是在变为外在的显现时，和在将身体物体之同一性确定下来时，也需要这种身体性，但这只是由于外在显现是作为由内在显现之向外移动被意识到的，因此外在显现是作为标志回溯到内在显现的。


  3）但正是因此，这个自我作为经验的自我被双重化了，并且异己的自我能够在意识上被构成，在这里只是作为可能性被构成。这种矛盾的表象（它是由以下情况引起的，即在我的身体外在显现时，我将“我”置于另一个地方），只当我是认真地看待我的同一性，不是将这个在那里的自我看作是另一个自我，而只是看作一个同一的自我时，才是矛盾。


  如果我现在在实际拥有另一个主观之前已经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关于该主观的一种可能的表象，那么与此同时也就预先规定了这个表象必须如何显示出来，另一个主观可能如何被给予。如果我看见一个物体，它由于其与我的物体的相似性而要求被统觉为异己的自我，就是说，被统觉为像我这样的自我，那么这个外在地以准当前化方式进行显现的自我，就是外在地被给予的。而这就意味着，这种统觉准确地是这样一种东西，即如同当我在那种矛盾的，并已成为一致的表象之意义上，所拥有的不仅不是一种纯粹的外在的身体显现，而是这样一种身体显现，它回溯到一种内在的显现，一种如果我移动到那里，或如果我在那里，就会拥有的相同的显现。


  因此这个异己的自我被设定为在那里的那个自我的类似物，被设定为在内在的显现中呈现的和在我的这里能够设想为拥有我作为知觉的显现所拥有的那种进行准当前化的外在的显现的主观。现在对于它来说，我是一个在观察它，在看它的身体的另一个自我，而它现在是一个从外部看我的身体的另一个自我。我们当中的每一个肯定都在准当前化的设定中指派给另一个一种作为自己内在生活类似物的内在生活。


  那么这种类似物意味着什么呢？


  文稿9  〈关于对异己的身体物体和自己的身体物体之相似性的理解问题〉〈1914年或1915年〉


  一种基本的假定是：异己的身体物体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我如何理解这种相似性，或更确切地说，没有进行比较的考察和进行比较的理解，这种相似性如何会变得有效，如何会被意识到？


  但是首先，我如何理解处于其众多可能空间位置上的我的身体物体和身体之同一性？


  我是作为物体发现我的身体的，我部分地看到它，部分地触摸到它，但是在部分地看到它的同时，或者又没有看到它。在这种情况下，显现方式与事物通常的显现方式相似，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鼻子等等，如同物体那样显现着，尽管对于它们以及同样对于身体一般来说，可能的显现之可变化性是受限制的。但是我的身体在诸显现方式中具有一种卓越的特性：a）可见的并且常常是不连贯的身体的诸部分在视觉上围绕着这个视觉的这里，然而诸视觉上可能的显现以其限制的方式形成一个连贯的组，这个连贯的组始终受束缚于以下情况：即身体在自身中正好包含这个“这里”（但不是包含在身体之可变化的诸部分中）。b）其次，一般来说，不仅有一个新的统觉的层次被添加到身体本身上，而且身体物体会通过中介间接陈述，而任何其它的物体都不可能通过该统觉层次间接陈述。我的身体是被归给它以诸原初被体验到的感觉领域的一个物体，而感觉的事实不仅经受到作为物体表现的代表的统握，而且还经受到归类的统握：特别是触觉的事实经受到直接的定位，由此在身体未被触摸到和未被看到的地方它们也表示自己的身体之物体的显现；它们表示身体物体，但并不就是身体物体。我感觉到我的未被看到和未被触摸到的手，它通过这种进行感觉的行为按照其物体式的显现向我陈述，它在通过一些有关的感觉组“被表示出来的”身体方面的关联作为在其位置上存在着的而获得进行准当前化的设定。因此，我的身体按照其物体性，部分地是通过物体式的显现由那种正常的物体式的知觉显现被给予的，部分地是以附带把握的方式，通过这些由被表示的此在之被感觉到的触觉领域构成的显现之准当前化的变样被给予的。


  这个触觉领域本身并没有被广泛地区分，使得我们能够将其逐点、逐块地归给视觉上看到的物体身体之表面。但是如果我们“受到刺激”时想象一个点或一个部分，我们就的确获得了这种归给；也许我们能够说，由此在触觉领域出现对该部分的一种强调，这与我们在一个均匀的白色平面上通过想象其中的一个斑点而突出一个局部相似。因此，在存在着的休戚相关性这种意义上，“动因”发生和消失，并且，如果一个知觉上被给予的东西消失了（在这里，由于缺少作为知觉上的身体显现的身体显现，这是可能的），那么准当前化就会出现，并且由于知觉上被给予的其它因素之动因，准当前化就获得一种进行连带给予的准当前化之特征。或者更间接地说：“我感觉到了头皮”，这种感觉基本的是表示头部的触觉之显现，从属的才表示一种视觉之显现。但是这里的问题是：这样一种补充是如何获得的？是当我真的触摸到头部时？还是当我触摸到背部时？现在，在这种触摸行为中，触觉物体的显现被构成了；这种显现也如一切触觉显现一样，有其“触觉的透视”，并且空间中客观的平面仍是借助于其它的媒介被构成的。“在我的后面”（在这个这里的后面），“后边的左侧”，“后边的右侧”，以及在其它情况下，“在我的右侧”，“在我的左侧”等等，都是通过对位置的感觉之状况产生的，然后接下来，空间-客观东西就在对这同一个东西之多种多样的透视中被构成。


  对自己身体的知觉是一种特殊的知觉，一种特殊的经验（一种特殊的统握，一种特殊的统觉），重要的不仅是我将其与物体身体结合在一起的现实的体验（感觉的体验，运动的体验，在广泛系列中的心理的体验）；因为这种现实性虽然能够在此存在，我还是可能弄错，比如说，在这里很可能，我不仅会将我的脚错当成别人的脚，而且我根本就没有脚。比如，我作为截肢者，有的是一只木制脚，并且，如果我的确有完整的触觉领域，那么这个领域就定位在这只木制的脚上，等等。由于以下情况，这只木制的脚的确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即它没有触摸的可能性，没有借助于脚摸索的可能性，没有自由地运动脚及其诸部分的可能性。简短说，我的知觉会是一种幻觉（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说，会是一种错觉），并且会按照这种知觉所规定的性质，作为这样的东西显示出来。


  这个身体新带进来的东西，即新的统觉层次，是对诸复合的感觉事实之统握，但是这种统握完全不同于对物体之知觉的统握。这些感觉事实在这里并不是我们在其中看到诸物体性的特性，特别是直接地看到“诸感性性质”，在其中物体性的颜色、物体性的粗糙等等以“透视变形”之方式“呈现”出来的那些代表。在这里特殊的东西就是，我就这个已经作为我的物体以特殊方式显现着的东西说：它有感觉的层面，它有感觉的器官，它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复合的感觉器官，它是能自由运动的：并且我在这里感觉到触动，我借助这个器官通过触摸知觉到这种粗糙，我借助双眼看等等。而这当中就包含：我在不同的身体部位上有不同的感觉，我拥有一个属于身体的，在确定的定位中属于身体的，触觉的领域，属于眼睛的视觉领域，等等。


  如果我现在知觉到一个异己的身体，那么我就有一种新式的统觉，然而却是一个反向关联到关于自己身体的统觉的统觉。但这是如何具有的呢？我们想尽可能完善地实行对异己者的知觉。这应该意味着什么呢？


  a）如果我清楚看到一个物体，并且对这种知觉进行“澄清”，那么我就过渡到对一种以所要求方式将被连带统握东西给予我（使我直观到），因此为我规定了可能的显示之道路的那种可能的知觉关联之准当前化。这是一条本源的经验显示的道路。


  b）如果我知觉自己的身体，特别地知觉我的脚，那么属于身体的就有运动性，有触动的能力，绷紧肌肉的能力等等。我能够相信这种情况，不管我是否有这些东西；我借助对这种运动等等的准-实行使自己明白这种可能性，显示的道路也因此被准当前化了。我在现实的运动等等中实行这种现实的显示。


  c）在异己身体的情况下：这里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自己身体那里，借助于关于特殊身体的东西，关于该身体专有的、特有的性质之统握材料，我确实被给予了某种存在，并且是一种充实的存在。被给予我的还有按照作为关于空间物体性之进行表现的透视变形，和作为与该身体相互关联的“领域”之成分的同时性功能处于被扩展了的诸领域中的若干组动觉的感觉，若干组感性的感觉，尽管具有双重的统握。但是在知觉异己身体的情况下，对身体进行统握的这全部材料根本就没有被给予。


  因此，现在主要的困难出现了。注468“异己的”身体由于不可能以零显现的方式被给予，所以事实上不是以与构成我的身体和我的物体相同的方式构成的（这就是说，我从我-在出发：我，这个有身体的我，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其它的物体都不可能在零定位中显现）。它（如同任何一个物体一样）只能够被设想处于零显现方式中，并且作为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的（这种相似性能够在这种设想行为中变得清楚明白），它要求一种更高的层次，这个层次得到连带设定：这个相似的物体以相似的方式“在知觉上”与一个更高的层次一起被统握。但是这种统握与对自己身体的统握相比，必然是一种被改变了的统握，因为这个更高的层次并不是真正能以知觉方式意识到的。如同我的知觉行为一样属于同一的意识流的“一切主观的东西”，因此对于这个纯粹自我而言的一切现实的体验，都属于这个卓越的东西，即“我的身体”。那么作为身体的这种统握，在这里——在这里这个特殊的身体层次并不为我在原本的体验中构成——意味着什么呢？


  那里的那个物体与我的身体相似，它看上去就像我的身体，就像我，这个有身体的自我，看上去会是的那样，如果我能将“我”，我的身体，从这里向前移动，并移动到那里的话。我的身体和它的物体方面的环境一起在新的地方会显得就如它现在在这里与它的物体的环境一起从这里看上去一样。我能够设想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能够连续地移动到每一个地方。这种运动如同任何运动一样是“客观的”，我能够从任何一个地方出发想象：我的身体的显现从每一任意地方看会是怎样的，在对作为定位零点的每一任意地方的关系上会是怎样的。但是在运动中，这个身体物体是个别地同一个身体，只不过是连续地在不同位置上存在着。每一个客观的位置在连续中都能与这个定位零点相重合。


  但是如果我眼前有在那里的另一个物体，而我的身体却在这里，而那个物体在显现方面与另外一个时间曾在这个位置上的我的身体完全一样，那么我现在就能够将该物体统握为我的身体的类似物，统握为以类似方式具有其心理东西的：因此我设定一个意识，一个体验流，在其中，一个身体以零显现方式显现，具有相应附属的身体-心理的东西：完全像当我在那里时我所显现的那样。我以课题方式设定这个东西，并且是在现在设定，而不是以假设方式设定，并且我就这样设定一个“自我”，它因此如同如果我现在在那里或曾经在那里我会显现给我那样显现出来，它本身能够如同它从我的这里出发显现的那样自身显现，就是说，正如它现在事实上向我显现的那样自身呈现。


  因此其前提一定就是我能够将“我”“置于”每一个位置上。我的位置之每一改变，首先意味着我关于其它事物所具有的诸事物显现的改变。而在这些改变结束以后，至少我的身体的这一组，作为零组，仍然是同一的，假如我的身体物体仍然没有被改变的话。但是，因为我的身体物体客观上是作为物体被构成的，与我的身体之每一位置改变相对应，还有下面这种可能性，即在想象中构成我的身体由每一个位置出发会看到的、关于我的身体在事物世界中所具有的每一客观位置的诸显现。因此我还可以说：如果我想象我的身体处于任何一个那里，那么虽然它通常会如同一个物体那样显现，但是它，这个被以特殊方式划分了的、以确定方式形成的、处于确定样式中的物体，在变化着时，客观地观察，与其它物体相比，有一种“内在性”。有一种零显现属于该物体。这种零显现只允许该物体处于现实的知觉中，并且属于该物体的还有感性等等。


  ……假设注469“自身知觉”或自身记忆、自身想象是与我自身有关的虚构。这种充分的和真正的直观一方面包含着有关我的身体的零显现，另一方面，包含着与这种零显现紧密联系着的诸感性，诸可移动性，诸人格的特性，这些东西只有在我的身体之零显现的基础上才能变成直观的，才能以直接自身给予的方式显现。我能够为我虚构身体，将我的双手变成鳍等等，正如毕竟也能虚构我的感性的特性和我的可移动性等等一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必须总是保持零显现的形式。因此：


  1）身体物体之零显现属于身体之原初的知觉之本质，属于“身体”以及经验的主观之直接的（“能够自身给予的”）直观之本质。


  2）属于“我的身体”的零显现之本质的，是按照其形式被先验地（a priori）预先规定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由于这些可能性，零显现保持零显现这种典型特征，更确切地说，保持零显现这个经验的自我层次之载体这种典型特征。而这种零显现也能以确定的典型的形式以直观上改变了的方式被表象。


  3）属于零显现之本质的有我的环境之那样一些变化和在身体之动觉的层次等等中之那样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并不改变身体物体本身，但却赋予身体物体以对周围诸物体的不同的位置，或更确切地说，由于这种改变，周围的物体就这方面来说无需它们运动就具有对该身体物体的一个改变了的位置。


  4）此外属于我的身体物体的零显现之本质的还有以下情况，即可以设想，它被改变为某种“外在的显现”（离心的显现）（我的身体物体从这里向外移动到那里）。属于进行显现的客观的空间之每一个位置的，有关于我的环境之显现变化的多种多样可能性，和我的感官的身体层次之动觉的变化以及其它的变化之多种多样可能性：我的身体，或更确切地说，我，这个经验的自我，按照某些方法，以任何其它位置替换我在空间中的位置。此外，属于客观空间之任何位置（相对于我所占据的位置）的，还有这样一种表象，即如果我以一个经过挑选的位置替换我的位置，那么从任何一个其它位置看，这个位置“会显得怎样”。所有这些正如空间中的任何一个其它物体一样，都属于作为“客观的物体”的我的身体之结构。


  5）如果我设想这个空间中的任意多其它位置上的这个物理的身体事物（它存在于这里），那么我就会拥有被确定为这同一事物之显现的众多表象，众多进行准当前化的显现。这个事物只能在一个位置上：这些位置作为有效的位置是相互排斥的。但是只要我想同时设定它们全体，那么我因此就消除了该事物的同一性，就设定了在若干不同位置上的许多事物。如果我设想使我的身体（而不是单纯的身体物体），或更确切地说，我这个有身体有心灵的自我，处于各种不同的空间位置上，情况也相似。首先，如果我在直接的直观中产生属于若干不同空间位置的零显现，那么它们就只有在相继中才是相容的，如果我可能是同一个自我的话。如果它们同时存在，那么这个自我就不可能是同一的。在那种情况下，我在我（这个我实行一种唯一的现实的自身知觉）之外，就以下面这种方式拥有诸种准当前化，即这另一个自我完全与我的自我相同，正如如果它曾设想自己到那里去过或正设想自己到那里去时，它在这种相继中所是的那样。现在我能够设想我的自我以多种多样方式被改变，并将这样被改变了的自我归入到每一个位置上。异己的自我或者完全与我的未被改变的自我一样，只不过被移动了，或者完全与我的被认为改变了的自我一样，只不过被移动了。


  6）如果我想象我处于若干不同的位置上，那就会与当我想象许多对于“我”是相同的物体时的情况类似，这些物体都是身体，它们都有从我这里出发看到的诸显现，这些显现由于与我的身体物体相符合，而过渡到零显现，这些物体都被赋予了心灵的东西，当我过渡到其它位置上时，这种心灵东西就会是我的心灵的东西。如果我设想我处于每一个其它的空间位置上，那么属于我所保持的我的身体之每一零显现的，就是正如我的身体从我的实际的位置上看上去那样的我的被移动的身体之外在的显现。因此，反过来也是如此，属于每一个这样的外在显现的和属于每一个被表象的物体——该物体具有同一的或相似的外在显现——的，有与“我在另一个位置上”这种表象相对应的对心灵东西之诸可能的统握的方式。


  因此，将一个外在的物体统握为身体，并不是直接的统握。属于每一个应该能够统握为身体的物体的，首先是身体之这样一种外在的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只是由于与这个原初被给予的唯一的身体（即我的身体）的相似性，才是可统握的。只是由于我实行“将我的身体移动到任意其它空间位置上”,我才将我的身体的零显现方式和关于它的外在的显现方式并列起来，我才有了彼此符合的诸显现方式之相互关联。


  因此主要之点就是：“我从这里向那里移动”具有双重的视角：a）我的零显现方式仍然是零显现方式；此外，还有在结构上属于这个主观的“我运动”的身体变化以及相应地被引起的我的环境之外在显现的变化。周围的诸事物只是改变它们对这个这里的定位，在变与不变中它们仍是其所是。b）我的身体本身是一个物体。总是在这里。正如我的手作为我的物体之可见的部分，改变着它相对于那里的，相对于任何一个停留在那里的外在物体的位置那样，我的整个的物体也是如此，就是说，与那个“我运动”同时，改变着它相对于那里的外在物体的位置。因此当“我运动”时，这个稳定的“这里”所意味的就是：这个这里本身具有一个客观的空间位置，该位置能够与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从那里以不同的角度或方位看这同一些事物的任何其它的位置相符合。与此同时，我的身体在客观地运动：它是这里的场所，但在空间中运动着。我是如何做到给予我的物体与其它物体以相同的位置呢？我永远不可能将它像其它的物体那样看作是如此运动着的完整的物体。其它的物体改变着它们对我的这里的方位，或者它们能够改变这些方位，当它们在运动时，我的物体不运动，如此等等。α）在通常情况下，我完全能够按照其各个部分观察、触摸我的物体等等，并能如同我发现我邻近的物体一样在空间上发现它。β）我不能如同“随意地向前移动”其它物体那样（如同“随意地向前移动”其它物体那样以最本源的方式）“随意地向前移动”它，但是我能够像以类似于表象其它物体向前移动那样表象它向前移动；仿佛它纯粹是物体。γ）如果一个物体，例如通过我将它确定下来，或者“我和它一起运动”，保持其相对于我的定位，那么它就失去了运动之通常的显现方式，它就获得了与我的身体类似的改变了的显现方式。注470


  附录XXXVII  〈关于零显现（内在的显现）和外在的显现之关系〉的要点〈1914年或1915年〉


  我无须运动就在这里。我拥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1）我能够（在与这个固定位置的联系中）设想我的身体物体在我的环境中的每一点上，我能够如其“从这里看上去”那样为我描摹我的身体物体之外在的显现。


  2）我设想，我以任何一个其它的位置交换我的位置，或者说，我移动到那里去，这样我就到处都拥有关于我的身体之诸同样的零显现（而且在运动的情况下也同样如此）；借助于在这里在这个题目下可能的诸相似的变动，在不改变我在空间中位置的情况下，我只能运动我的手，我的头等等。


  但是在这种交换位置的情况下，我从事物的环境中得来的整体现象在不断改变；而我的身体从总体上看则是在不变的显现中显现的，而诸外部事物则是在连续地一再改变着的诸外部显现中显现的。


  3）因此，当我设想这个这里已经确定下来时，属于空间之每一点的，首先是关于我的身体之某种外部的显现，但是这种显现是我绝不能意识到的，它对于我来说是绝对不可知觉的。但同时，有一种具有关于环境世界之相应的显现系统的确定的零显现：一种确定的世界现象（包括自己的身体在内的世界现象），这种现象是可以清楚地被意识到的，这种现象是在我运动到那里去的行为中能够真正拥有的。因此这二者是相关联的。


  4）与我的身体之如我在现在和这里所拥有的知觉上的自身显现（零显现）不可分割的是一种较高的知觉层次，特殊身体的知觉层次。我是作为经验的主观被给予我的，我的物体是作为我的身体，作为感性的，自由运动的等等被给予我的。我是作为进行感觉的，进行感受的，有所举动的，进行意愿的给予我的，并且这种给予是处在与这个在零显现中显现着的物体的关联中的，而且是作为依赖于该物体的，此外也是通过该物体依赖于外在地显现着的世界等等的。


  5）我的物体之零显现的意思是，它围绕着定位的零点。一个物体之外在的显现所说的是，该物体完全在这个零点之外，此外是在对零点的关系中以某种方式定位。原则上，一切物体都能够被认为是围绕该零点存在的，因此被认为是在零显现之中存在的。如果该物体是空的，并且比我的实际身体大，如一节火车车厢，或一间房子等等，那么这个物体之这种外在的显现实际上就会变成一种内在的显现：首先我“从外面”看这节车厢，然后我登上这节车厢，于是它包围着我。如果我设想在我身体之外的整个物体系统，那么我就能够在下面这种意义上想象将它转变为一个零系统，即我在这些物体之间移动，站到这些物体之间，以致于现在它们在各个方面都包围着我。世界就总是这样地包围着我：我存在于它之中，它以零显现方式向我显现，更确切说，是这样地向我显现，即处于其零显现之中的我的身体是世界显现之中心环节。这整个的世界决不可能是外在的显现，只要作为世界而现实显现着的东西之向一个外在显现的转变产生一种新的内在显现。注471


  6）（也许本来属于3））只要我能够设想处于相对于这个这里的外在定位之中的我的身体物体，能够为我描摹这些相应的外在的显现：如果我的身体物体在那里（与我从这里出发已经看到的其余诸对象在一起），它从这里看上去会显得怎样，那么我也就能够想象，我的在这里存在着的物体从那里看上去会是怎样的。


  属于我的物体之现实性、我的物体之现实存在的，正如属于那些与它一起构成现实性之统一的、属于被体验的诸知觉的其它被知觉的物体之现实性的一样，不仅有我现在关于该物体所拥有的知觉上的零显现。属于它的现实性的还有关于它的诸显现之可能性，更确切说是诸外在的显现之可能性，从这里出发观察到的，并因此从一切位置出发观察到的诸外在的显现之可能性。


  7）如果我设想在外在的显现中将我的身体物体向那面墙移动过去——如同将另一个物体向那面墙移动过去一样——，那么我的外在的环境之诸其余的显现构成的系统仍保持不变。但是如果我设想“我移动到那里去”，那么我的物体仍保持在零显现方式中，但是我的房间的、我的环境中诸事物的一切外在的显现，都发生了变化。归入这里的东西，首先是我的物体之外在的显现与这整面墙的、这整个房间的、在其中显现的全部事物——所有从这里出发一起看到的东西——的外在显现都一起被移动到那里的那面墙前；其次是我的身体之零显现，连同“我”从那里出发将会拥有的房间的那些显现。在连续的过渡中，也同样如此。在现在和这里，我在零显现中确实看见这个房间，并且看见我，看见我的身体。在运动中，我总是以这种方式看见我的身体，并且我拥有关于房间的直到我移动到那里的连续的移动图像。其次，在思想上，我仍然在这里，只允许我的物体走到外面去，并在外面走到那里。或者我设想任意一个第三位置，并设想，我的身体从那里看上去是怎样的，以及从那里看上去，向那面墙走去是怎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属于第三位置的是有关整个房间的稳定的显现图象，除了眼睛的运动等等之外它在这里保持不变。因此我们能够将视角用于“显现”。


  附录XXXVIII  〈我的身体物体在我之外准当前化之可能性〉〈1914年或1915年〉


  身体不仅在自身中有这个这里，而且围绕着这个这里，它还有某种定向，它被束缚于一个稳定的透视上或一组这样的透视上，被束缚于一组视觉的透视上。存在着某种像主观的转身和转向的东西，某种像主观的左、右、上、下的东西，某种像实际上以多种多样方式处于对这个视域的关联中的东西（在这里，我肯定能够转动头部），如此等等。我不可能将这个身体（或者它的诸肢体）从这种定位中除掉（或更确切说，将诸肢体从属于它们的定位中除掉），而且身体诸部分之彼此相对的定位变化是受制约的。


  我运动我的身体物体。它是作为空间事物被构成的，尽管是以特殊显现方式被构成的。


  如果我向这些事物走去，那就正如在我面前的这个墨水瓶可能具有不同的位置，并且对于这个房间的各种不同事物可能较近或较远一样，在这个墨水瓶旁边这双看得见的手也是如此。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整个的身体也是如此。如果我观察处于与这个房间中某一个东西之关系中的这个墨水瓶，那么我就会看见这二者，我在对我的每一个定位上都可能在触觉上有这二者，例如在我前面，因此我能够在它的被确定地规整的系统中拥有关于它们的显现之全部多样性，而我本身和我的身体在这里，并且我是“观察者”。但是在对这个这里的这种变动着的定位中，当然绝不能拥有作为整体的我的身体。然而我的身体能够拥有一切空间位置，并能够以显现之一切多样性显现，肯定是由于作为空间物体的这种统觉。但对于我，对于作为具有受其定位制约我的身体的观察者的我，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制约并不是思想的必然性。一切存在方面的显现之定位是必然的，但身体作为身体并不是必然的。它可能是一个事物，该事物不具有身体的统觉，然而却在这个这里存在，以其物体式的显现方式存在（却失去了那些刚刚描述过的借助感觉事实的附带把握），此外它是一种原则上可移开的事物。并且每一个物体肯定都是可随意移动的，而且在属于一个物体的不同显现可能性之关联中，相同性和相似性都是可认识的，即使没有比较，关于同一性、相同性、相似性之意识也是可能的，即使这些显现没有相似性。这些显现正是可转用的。


  将身体物体推到外面去的行为，以及我的身体物体之以被放到外面的、在我面前发生的其它物体事物运动之方式的位置变动的准当前化行为，肯定是可能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身体会被表象两次，一次是作为运动着的身体以本源的显现方式被表象的，另一次是作为处于客观的（被准当前化了的）显现方式中的身体，即“正如当我从第三个位置上旁观那样的”身体，被表象的，那么如果我以为，我真的可能在那里，并且比如能够从那里拥有这种显现，能够从那里客观地看我的身体的运动，这当然就会存在一种矛盾。这就会意味着同时既在这里又在那里存在。但是因为我的物体尽管有其“这里”，但从根本上说，只可能是物体而不可能是身体，因此说我（只不过不是这个被赋予一个身体的自我）能在这里并能看在那里这个身体物体，并不矛盾。注472只不过事实上，因为我的物体是身体，我不可能在外面看它。它本身作为物体在外面是能够看得见的，但作为身体在外面是看不见的，如果这个进行看的自我具有这个身体的话。


  附录XXXIX  〈对纯粹触觉领域的探讨：身体如何变成像另一个事物一样的事物，以及“异己的人”  这种统觉是如何实现的？〉客观的运动和自身运动〈约写于1916年〉


  纯粹触觉方面的定位。


  1）进行触摸的手之系统（或者任何一个进行触摸的肢体之系统）。


  2）行走行为之系统：作为在“我向前运动”中的向前运动的整个身体之运动。


  a）我不向前运动，而是触摸我的身体，我的手，它本身又能在“我运动”中被把握，而不论我是否在触摸。首先让我们设想，手“处于静止状态”。然后这只进行触摸的手发现了另一只手和整个身体，同样也发现了每一件并不是进行感觉等等的事物的其它事物。以动觉方式引起的诸触摸进程，总是一再反复是同一的诸进程，构成同一个静止的事物；能够详细描述的方式之被改变了的进程（每一个阶段都是一种可能的静止）构成一个自身运动着的事物，但也构成一只自身运动着的手（即被触摸的第二只手，它在进行触摸时，“自身”运动）。我的身体之肢体有这样一种特性，即一方面它在触摸行为中能以事物性方式运动（运动显现系列，它与在另一个被运动的事物那里相似），而另一方面，在触摸行为中显现为“自身”运动着的，或更确切说，显现为“我运动”这只手。即使当我行走时，我的身体之肢体也拥有我的双脚之运动的意义，和我的身体之其它肢体、其它部分之运动的意义。与此相反，关于以下情况在这里我尚毫无所知，即当这个肢体的运动和这个部分的运动发生时，我的身体作为完整的身体在客观空间中以事物性方式运动。


  b）通过用我的手触摸的行为（因此这种触摸行为具有一种能够通过用另一只手触摸的行为确定的事物运动之意义），我发现某一个事物或更多的事物。这种进行触摸的手的运动（即使没有触摸的行为）之动觉系统构成一种方向系统：在右面——在左面，在上面——在下面，在前面——在后面。当我将这只手向前伸出时，正是在这种以触摸方式向那边进行和向这边进行，向前面进行和向后面进行的行为中，我发现一个事物，我碰到某个有广延的东西等等。当我将这只手缩回来并以相同方式再次向前伸出时，我就一再地发现：这个被引起的系统是同一个系统，是同一个事物。我将这只手向前伸得再远些，我就会发现另一个事物，等等。我将这个前面和我的身体联系起来，同样也将后面和我的身体联系起来；向下：是站立时双脚的方向和地面等等。现在我向前走ɑ步，我将这只手向前伸，我再次发现一个事物系统；就这样一再地发现诸新的事物系统。它们是“静止的”。我“回来”，并再一次发现处于其次序中的早先的诸事物；按照每一步，我都有一个事物系统，如果“我不动”，那么每一个事物系统就会有相对于我的身体的相同的位置。我的身体被突出出来了。这个被知觉的事物总是在它旁边，并且这个“在x步距离远的”事物相对于它总是有x步远，借助于一种理想的运动可能性与它相关联。这个身体就是定位的中心。


  那么身体如何会成为一个“被运动的事物”呢？


  首先相对于静止的身体，我经验到运动。在“自身-运动”中，在动觉的自由中，这只手能够触摸，但是在没有“自身运动”的情况下，它也能进行触摸，被动地进行触摸。这个事物被运动，并在继续中触及这只手。这只手也能够随同进行运动，并能在没有显现改变的情况下经验到运动，或者在放慢等等的情况下经验到运动。所有这一切都与在视觉领域中完全类似。


  触觉的身体如何会变为像另一个事物一样的事物呢？因此还有：这个行走的行为如何会变为一种客观的运动呢？在每一个个别的肢体那里，这都是很清楚的。在这里呈现出了两种运动的“符合”。在这里基础的层次，基础的物体，不是起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吗？在行走的行为中，我主观地运动自身，但是我也改变着我对该基础物体的位置，如我在触摸时（也在用双脚触摸时）经验到的，它是静止的。这种行走行为是我的双脚之不仅相对于其余的身体的运动，而且是我的双脚之相对于这个地面的运动，而且是我的整个身体之相对于这个地面运动。


  在纯粹是以触觉方式想到的构成中突出身体。


  在一切被知觉的（触觉上被知觉的和触觉上可知觉的）事物那里，这个身体都在场，而且是这样地在场，即当我能在没有继续运动的情况下（在没有位置变动，没有立足点变动的情况下）进行触摸时，因此当我“在我这里”有一个物体时，在触摸自身的同时，我的身体被给予我，并能给予我，而外部的物体则只是在将手伸向那里并触摸该物体时才被给予我。我也能够在不改变位置的情况下用我的双脚等等触及并摸到该物体。有一个物体永远在给予我，即“我站在它上面”的这个地面，这个地球，或者我坐在它上面的这张沙发椅。但是这个触摸行为的中心器官是我的这双手。每一个肢体（在动觉上）都有它的零位置和它的动觉系统。优先的是这只手的零位置，而这并不是这只下垂着的手的位置，而是水平的位置，并且水平的平面（相应的动觉事实之系统）决定着物体方面的诸可能性，并且从我的身体中标出一个横截面和一个中心点，或一个从水平的东西中穿过的中轴线。纵轴线是重力轴线，或者更确切说，是下垂的手的轴线，站立的双脚的轴线等等。


  物体之正常的状态：直立，不转动，头和躯干都不做侧向的转动，双手下垂。但是难道我说过手的零位置是水平的吗？触摸行为的正常位置，和作为触觉器官的手的正常位置，并不是作为在其中该器官是被动的，或者在其中我没有进行触摸的那种位置的零位置。在这里缺少对经验东西与本质方面东西的洞察。


  身体始终是在与异己的物体之连续中存在的（至少是在与地面的连续中存在的，或者是躺在地上，或者是坐在地上等等），而且身体能够自由地移动，使得它在触摸的行为中能够用脊背，用双脚，用大腿等等去触摸异己的物体。通过适当的位置变换，该异己的物体也能够被用手这个主要的触觉器官触摸。因此在这里同时存在着与手的触觉表象之意向关联。


  借助于触摸行为，特别是借助于手的触摸行为，我的物体是我的对象，同样也是一个环境，如果这个环境“静止不动”，并且如果我不走动，不实行位置的改变，它就是固定的。如果我改变我的位置，我就会有诸新的物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们重又是我的身体之环境，我就重又直接地拥有处于触摸自身的行为中的我的身体，并且拥有与总是构成一个保持不变的间距系统的诸周围物体保持静止距离的身体的诸部分。由于我的作为位置变动的向前运动和向后运动之连续性，这种间距系统包含一种新的可变性。如果返回到原先的位置，那么在静止的情况下，得出的就是原先的诸对象。


  因此身体始终是中心物体。在这里能够想象一种对空间物体性东西之无身体的触摸行为和无身体的构成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什么东西构成水平的方向和垂直的方向的零点呢？那么在诸动觉系统本身中就不能安放这些零点吗？


  与透视变形相应的是什么呢？按照我的手指、手掌等等的姿势，在触摸行为中，关于同一个物体，就同一的触觉特征，我拥有诸不同的“面”。我们无须求助于盲人的远距感觉能力，无须求助于热辐射和冷辐射，无须求助于嗅觉，也无须求助于声音的变化——这些东西同样也提供，而且按照位置的变化提供诸不同的面。


  最初的一些面与视觉领域中眼球运动的变化相对应。与此相反，触觉具有特有的东西，即它恰恰没有远距感觉，因此，在它的系统中，位置变化只包括这些个面，只要这些对象对于该触摸行为是可以达到的，并且位置的改变根本不在本质上改变这些个面，而是总的来说，只改变这些动觉的关系。它缺少缩小与扩大，缺少“深度”，距离纯粹是以动觉方式规定的。在这方面只有外在视觉上的远距感觉能够加入进来，也许提供类似的东西，但并不改变诸触觉特性本身（触觉幻象）。应该注意：视觉领域的动觉系统和触觉领域的动觉系统，由于功能相似而是部分相同的。头的运动，物体位置的运动，相关联地并且在进行当中，双方都具有动觉上促动的功能。与此相反，眼睛的运动-手的运动则是在两个方面都被突出出来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异己的人，异己的身体，这种“类比”，这种统觉，是如何完成的呢？


  在借助触摸行为作为身体物体所把握的事物那里，缺少感觉论的东西。关于“移情作用”，关于设想自己处身于另一些身体物体之中的情况如何呢？我的现实的身体在这里；该异己的身体物体是一个对立物，而这种定位表示在视觉领域中的类似东西。


  每一个物体都能够在对立物中拥有一切可能的空间位置，或者在直接的对立物中，不改变位置就拥有，或者在间接的对立物中，通过改变位置而拥有。客观的空间无须标明定位领域，借助位置的改变，就被构成了；每一个物体都能够移动到每一个空的位置上，并且这种定位零点能够变成空的。我的身体物体在客观空间中的一个处所，这个处所能够由于在“我离去时的我运动”中的位置改变而改变。详细说，作为物体的我的身体之客观的空间，相关联地，客观的事物性东西，是如何“如同另外一些事物性东西一样”被构成的呢？撇开感觉论的东西不说，我的物体事实上是如同首先只是通过以动觉方式被引起的手的触觉显现被构成的另外一个物体一样显现的。在这里存在的只是逐步的区分。当然，我的身体始终是我的第一个环境的中心物体，不可能像另一个现在在我旁边，但能够向前移动，以致我只得跟随在它后面的事物那样由我的第一环境中移出。但是正如在视觉东西中我的“身体的图像”能够这样变动，以致我能够拥有关于它的从这里出发以事物性方式向前移动的现象（假如我为此只是设想眼睛运动等等的系统的话）一样，同样我肯定能够获得触觉方面的向前运动的现象：即对于这个作为纯粹物体的身体物体来说的触觉方面的向前运动的现象，如果正是这个感觉论的层次被消除了，并且我的动觉上的运动感觉系统丧失了它与这个身体物体的联系=我的身体物体之几何学的运动失去了与任何一个空间位置的联系。现在我同样也能够按照其与我的身体之相似性认识一个异己的身体物体。


  我触摸异己的身体，部分地是借助于双手，部分地是借助于我身体之其它肢体的接触触摸，并且由于相似的显现方式，我认为它在物体方面与我的身体相似，只不过定位是一种不同的定位，就是说，正如另一个物体一样，它在我的环境中的某个地方显现出来，而不是在我的身体之这个卓越的“位置”中显现出来，并且在感觉论方面和动觉方面，也不被描述为我的身体：由于缺少相关的知觉。在这里，类比问题更容易解决，因为对于每一个以动觉方式说明理由的系统，因此对于每一个第一性位置，触觉的显现本身都是相同的（至少从原则上说，事实上［de facto］很可能我不能满意地做到这一点，并且有一些显现系列我不能清楚认识），而在视觉领域，却存在着按照图像之“缩小”与“增大”用前动觉方式说明特征的“远离”与“接近”的现象。这种图像变化首先被归入身体或者是头接近该对象，和头、身体的向后移动，从该对象向后退，这几组动觉的变化。这在触觉领域是没有的。与眼睛对应的是手；手的动觉变化对应于眼球运动的变化，但是具有手的身体之任何向后弯曲，正如向前弯曲一样，都不会在触觉的显现本身上（在诸视角上）有什么改变。正如已经说过的，在我的身体和其它事物之间，在这个方面也不存在任何区别。因此，在诸视角中，在零-视角和外在的视角之间，也没有区别。在这里，一切都处于由诸动觉组出发的位置秩序中。


  因此为了使自己的身体物体和异己的身体物体达到几何学式的符合，在这里只须实行动觉方面的改变，并且，在动觉方面，连续性甚至处于支配地位，一切东西都能够连续地转运到一切东西之中。因此如果我如同发现我的身体物体一样发现了一个身体物体，那么该身体物体就使人想起了物体性。那么有关“另一个人”这样的设定，这样的现实的身体统握，这样的知觉是如何获得的呢？


  作为身体，我发现了我的身体物体。我知道，什么东西属于它，什么东西“使”这个物体“变成”身体。是“如果——则”的诸系统：如果我能转动头部，那些图像就会如此这般地移动；如果一个物体碰撞我的物体，我就会有或者就会预期这种碰撞的感觉和疼痛的感觉，我就会避免发火，等等。简短说，身体是受它“制约的”心灵生活之“基础”。并且我的身体之广泛的、可客观地发现的运动，形态变化等等，都与心灵生活相联系。这个由诸预期构成的系统被转用到异己的身体物体上。


  当然，我只能体验我的体验，并且凡是我的身体的显现引起体验和客观的身体事件引起体验的地方，反过来，体验引起身体的显现和体验引起客观的身体事件的地方，因为一般来说，体验正是在那里现实存在的，并且它们现实地存在于那里，所以它们会被我体验到。由异己的身体及其运动等等所引起的体验，就决不可能与它的被给予性（对于我而言的被给予性）一起在知觉上被给予。但是在“如果——则”中，这些关联能够被身体的事物性的-物体性的诸事件和体验引起，并且能够被这些和那些物体性的-事物性的事件所引起，而且是以下面这种方式被引起，即这些被准当前化了的、但被设定的为当前的、以准当前化方式被设定的中间环节，是按照其此在被充实的。往手上一刺——疼痛——手往后缩等等。因此在异己的身体这种统觉中，超出物体的统觉，存在一种对在“如果——则”中以生理-心理的方式引起的、有牢固基础的诸关联的附带把握。


  现在应该在触觉领域和视觉领域之间建立起一个重要的中介。能够想象一个身体在一切必需的动觉系统之支援下，但是在排除一切触觉东西的情况下，在视觉上被构成吗？就是说，没有触觉领域之整个层次，没有作为触觉上的触摸的触摸等等，没有感受的感觉？一种刺伤，纯粹作为视觉上的现象，能致痛吗？热的感觉和冷的感觉，它们能够以视觉方式被加到身体上吗？举起和移动的感觉，重力的感觉，阻力的感觉等等，能够以视觉方式被加到身体上吗？仅有视觉就足以构成“诸幻象”（诸图式）——其中包括构成几何学的空间，几何学的体，但不包括物理学的体——吗？


  文稿10  在特别考虑到在其中被准当前化了的自我之问题并特别考虑到自我自身表明之可能性的情况下，对直观上的准当前化、记忆、想象、图像的准当前化之研究注473〈1914年或1915年〉


  但是，在异己的身体物体那里，只是对于物体的统握，我才具有知觉上被给予的材料，对于身体的统握来说，我虽然也清楚地具有这一切，并且如同在“自己的身体”这种统握中一样，作为统握材料清楚地具有这一切，但是这种材料只是以准当前化的方式通过再生产被意识到的，因此我们将被引回到对在知觉中构成“自己的身体”的这样一种统觉之准当前化。这该怎么做呢？


  如果我要通过实例使自己明白对“异己的身体”的这种统握，那么我在准当前化的意识中（在“想象”中），就实行一种向有关的物体身体之位置的运动，仿佛我慢慢地移动到这个物体之中——不是与我的物体，这个毋宁说仍然保持其自身的物体，一起进入到其中，而是我设想自己处于那个位置中，仿佛将我的物体变为那里的那个物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赋予那里的那个物体一种显现方式，借助于这种显现方式，该物体获得了身体物体之形式。头成为看不见的，等等。我的身体之诸可见部分在变样：异己的“手”会变成我的手等等。


  但是我现在能够很容易地想象，我离开我的位置，并占据另外一个对象的位置，我的手、我的脚等等按照其形态在变化，然后我还能够想象，我在我的感觉领域中具有与我现实具有的感觉事实不同的感觉事实等等。但是我以此只是进行虚构，并且虚构了我以不同于我现实体验的方式进行体验，我以不同于我现实存在的方式存在。事实上（de facto）在我的生活进程中，我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我现在仍在变化，因此，我一再地成为不同的我，但在变化中我是同一的。我现在也能够想象，我以极其多种多样的方式变化，并且想象我以不同的方式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存在着。但是虚构我以不同方式存在，这并不意味着虚构一个与我对立的另一个主观，第二个主观，一个“另一个人”。即使在虚构中，我始终仍然是自我。最后情况仍然是如此，如果我对我作出错误判断，那就会得出结论，我以不同于我曾经料想的方式存在（也许我还能够谈论到“另一个人”，虽然这是不正确的）。但是我是如何达到下面这种情况的，即虽然不将我设定为另一个人（因为我只能将我设定为我），但一般总是能设定另一个人，并且首先能想象另一个人？一个我所不是的自我，一个是我的客体的自我。


  一个注474基本的前提就是：异己的身体物体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而这种相似性的意思是：如果我将我的身体从我这里移走，那么异己的身体-物体看上去就是相似的，等等，并且反过来，如果我设想自己置身于异己的物体中，并且仿佛我以我的特殊身体的东西将异己的物体遮蔽，那么异己的物体就会像我的身体那样向我显现，而且是与我的身体相似地向我显现。此外还有，异己的物体不仅与我的物体有相似之处，并且有像我的物体一样的“行为举止”,仿佛它会以“我-运动”，“我-提起”等等的形式运动。因此我有我的身体，我运动它，我在它当中进行感觉，我通过它运动，通过它劳作等等。异己的物体在那里，以致我能将我移入到其中，能将它想象为是我的身体。这有什么用呢？肯定不可能是一种“类比的推论”。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能用对我自己的体验之想象变换代替这种将我的自我移入到异己的物体中，这种想象变换恰好不是“我的”自我随身带有的，而是由对自我和另一个自我之划分才使之成为可能的。


  如果我为我虚构一个半人半马怪的世界，一个玛尔斯注475的世界等等，如果我为我虚构诸事物，诸过程，自由地构成它们，改造它们：那么我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于其中呢？我作为进行虚构的自我存在于其中，在现在在这里，我以我的这个身体在这个事实的世界生存，我，这个经验的个人：我（这个自我），进行虚构。然而人们现在首先会说：通过在虚构中生存，我能够将这个同一的经验的自我，连同它的身体等等，一起虚构进这个想象的世界中。但是我并不需要这样做。我能够虚构诸事物，并不需要将我（这个经验自我）作为附加的旁观者虚构进去，或者一般来说，作为在该虚构世界中生存、行动等等的成员虚构进去。另一方面，我在想象中具有有关的事物显现，这些事物仿佛（quasi）在某些方位中被知觉到，而在另外一些方位中没有被知觉到，借助于某些准-感觉事实（感性的幻觉）和准-统握，我仿佛（quasi）实行了一些说明，根据这些说明，我在想象中仿佛（quasi）作判断。此外，为了能够作为实践的自我在这个世界中存在，我必须不仅在其中是比如身体方面有才能的自我，在这方面身体属于这个想象的世界。我必须有超出感性领域的力量，必须能够改变这些组显现，等等。


  让我们排除掉这个进行意愿的自我。让我们仅仅设想这个进行知觉的和进行说明的、进行理解的、进行判断的自我。


  我拥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图像”，我想象这个世界，我生存于对这个世界的考察之中：我并没有将我的身体，我的人格一起虚构到它当中，正如我并没有将我虚构进拉斐尔绘画的绘画空间和绘画世界中一样。我在前面说过，这是可能的，但这需要极敏锐的注意力。这可能吗？


  我注视在绘画中表达的这个希腊式的墓地。如果在那里我没有位置，没有在该想象世界中一个我由之出发看这个墓地的相对位置，我如何看这个墓地呢？事物的显现不是指向一个这里吗，指向一个定位的原点吗？确实是。当这种景色是一种所谓“理想的”景色，是一个纯粹虚构时，情况也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我的有身体，有心灵的自我之或多或少清晰的表象确实也可能出现，并且有一个进行反思的目光会投向它。但是作为这个偶然的经验的自我的这个自我确实不属于这里。这个身体能够随意地变化，而这幅画却不因此而受损。只不过所有属于该显现之构成的东西，都不能被除去，因此，定位之原点也不能被除去，顺便提一下，这个原点本身是可变的。


  这幅“画”是一幅风景的一个“图片”。它不是一种个别的显现，而是在多种多样的显现之过程中构成的一种统一，正如一座山峰的“全景”，一扇窗户的“全景”是这样的统一一样。我必须用眼睛在某种程度的目光校准中来回看，并这样获得关于从某个“位置”上能够进行综观的东西之视角。在图画那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并且在一切虚构中也完全一样。我这里有一幅“画”，我上上下下地看它，只不过像在艺术绘画或山峰那里一样，我没有一个稳定的或相对稳定的视角。在这里也许我改变我的位置，而且是以多种多样方式改变我的位置。在这里，在想象中，我想象一场半人半马怪的会战，或者，想象一座地狱，或一种地质学的地貌，与此同时，将自己“置于”其中的这里或那里。在一个显现序列中仍是不确定的东西，后来会在另一些显现序列中得到进一步规定，当然是以虚构的方式，当此之时，诸适当的视角就出现了，如此等等。然而因此我必然在场。注476


  在这里我们处于一种难以处理的自相矛盾之中。我，这个经验式的人，并不是必然在场的，因为我，例如在想象一个地质风貌时，肯定并不是必须将自己虚构为存在于其中的。直接地为自己描摹一种地质风貌，和以下面这种方式复制这种风貌，即想象自己生存于该风貌中，在其中进行经验，欣赏该风貌等等，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另一方面，作为定位之中心，作为诸显现与之关联的主观，作为说明想象，判断想象的主观，我仍然必须在场。而且我不仅是作为这个进行虚构的人在场。在一幅理想的图画的情况下：我是现实的自我，在我对面的墙上我有一幅我正在观赏的油画。与此同时，我实行一些虚构的行为，我观赏的是一幅理想的风景画，而不是挂在这里墙上的一个东西；此外，我移动着我的双眼，并进行一些解释：但是在这里我仿佛是存在于想象之中，并且我在理想的风景之中就像存在于其中一样移动我的“理想的”双眼，实行理想的（idealiter）观赏等等。因此一方面，我是进行虚构的自我，并且为了虚构而实行现实的行为，完成现实的动觉的运动等等。正如那些服务于对图画之统握的视觉上的事实一样，一方面是诸知觉上的事实，并完全如在任意的知觉显现的情况下那样经受知觉上的统握；另一方面，为了对图画统握的目的，这整个的统握经受一种改变。这相同的东西对于诸动觉上的事实也适合。它们都是可以被统握的，并且被统握为现实的双眼的运动，同时又被统握为图画：在另外一种统握中，它们是准-双眼运动，即关于双眼运动的图画（知觉的图画）。对于视觉的视角之构成来说，这样的动觉系列是基本的，因此它们属于诸组感觉。为了使事物的知觉显现在构成上成为可能，这些感觉组在引起者和被引起者的分配中是必不可少的。正如视觉领域中视觉事实的分配是一种知觉上的分配（这些事实属于我的现实的领域，并因此属于被我感觉到的我的眼睛）一样，动觉的系列也是以知觉的方式存在的。但是一切感觉的事实都具有与我的身体的关联。诸动觉的系列可以被统握为双眼的运动，视觉的事实被统握为知觉上的外观。这些单纯的事实被归入到视觉的感觉领域，这个领域在与身体的关联中，特别是在与眼睛的关联中，有其自身的存在。


  但是在这种知觉的显现中，呈现出另一种东西，相似的东西，有一种相似的东西在其中得到说明，并且在动觉运动的系列中，那个属于被呈现者及其结构的运动系列以某种方式得到说明。


  我现实地运动着双眼（在对身体的知觉之反思中和统握中我就这样说），但是如果我生活于模写的意识之中，那么我虽然移动我的双眼，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一种想象-双眼运动就得到了实例说明。当我生存于想象之中时，我不是对双眼移动进行反思，正如我生存于对事物进行观察之中时，不是这样进行反思一样。属于这种对移动中的显现之知觉上拥有行为的，是知觉上的一组对双眼的位置感觉，属于每个阶段的，是一种复合的位置感觉。将一种显现体验为图画，这要求所有这些已经被引起的东西，因此也要求动觉的感觉。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考虑的只是视觉上的显现。难道我们不是也以触觉方式并且以一切感觉在场吗？想象的风景包含散发着浓郁芳香的花朵，在岩石间有清泉喷涌，松软的苔藓诱人驻足等等。我并不是作为观察者，说明者，评价者在场的，而是作为有意志倾向的感觉者，也许还作为意愿者在场的：现在，这种虚构很容易转变为那样一种虚构，即我坐下来，这个美妙的世界令我陶醉，我尽情享受它的美色，等等。


  因此我不是完全作为有身体-有心灵的自我在场吗？的确是。我能够从这当中把什么去掉呢？我的身体可能以不同方式存在。它不能被消除吗？绝对必需的是诸动觉系统以及在动因方面依赖于这些动觉系统的诸外观系统，更确切地说，在视觉、触觉等方面的诸外观系统。对于我来说，这些系统都受束缚于我的类型上确定的身体表象：在自由地运动我的一只手时，我看见这只手在动，我有触觉方面的知觉，如同在眼睛位置之自由变动的动觉系列之变化中，正是双眼改变其位置一样等等。所有这些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正如我能够将身体去掉一样，与此同时，也能将观察、说明等等这些精神行为去掉。但是这个身体正如我的身体事实上所是的那样存在着，并且我的人格的自我也正是现实地存在于这里的这个人格的自我，具有这些确定的性格特征、认识、精神能力等等，这重要吗？


  假定由这个已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空间世界的我想象一个空间世界。我估计这个想象的空间世界存在，并且我们认为下面这个假设是有效的，即它应该能够为我显示出来的，关于它我能有根据地谈论的每一种空间存在，如果它存在，在其中必然有一个无限的空间被给予我。每一个具有一个被想象的世界的被想象的空间，肯定都属于这一个现实的世界，如果它能够现实存在的话。我还能够这样说：如果一个由我想象的世界能够存在，它就肯定能够如同它被想象的那样或多或少为我呈现出来；如果它能够这样，它就肯定与这个被给予的空间-时间-世界有空间方面的联系，被归入到它之中，或更确切地说，与它符合一致。


  让我们设想这个当前。现在我在这里存在。我本来能够在各处存在。我能够设想，我在这个是我的空间世界的这个世界之任意的每一点上存在。关于这个世界之每一点我都能够具有一个侧景。尽管并不正好是视觉上的侧景，因为诸事物也可能是在昏暗当中被给予我的。这些可能性意味着什么呢？


  我的确不能以我的身体在千米深的海下存在，也不能在太阳等等上存在。以下情况是由现象世界的意义决定的，即世界的每一点都能够变成我的这里，从每一个这里出发的视角，而且是确定的、有秩序的视角，作为知觉之可能性，肯定都是存在的。对于过去和将来也是如此。


  我现在存在，我本来也能在过去的每一点上存在，如果我那时不曾存在过的话。这个空间的领域，或在时间的进程中曾现实地是我的这里的空间的诸点之全体，是有限的。任何时候我都在某个地方存在，然而在时间中，我却不曾在一切领域存在。


  我曾经始终存在吗？这个是我的可能的重新回忆之领域的时间领域，是一个无限的领域吗？我设想自己处于这个现实世界中空间的某一点。我能够移动到各处去，或能够想象移动到各处去（或想象在移动）；我正是能够拥有空间中的每一位置。这是一种理想的可能性，虽然在现实中（realiter）我的身体不可能到处存在。在理想中（idealiter），每一个客观的空间点（我们在当前中设想）都包含诸确定的显现多样性，而且是以动觉方式引起的显现多样性。并且所有这些系统成一个总体系统，在其中在“我向这里和那里移动”这种意义上，能够发生时间中的诸连续过渡。在这里，世界作为持续存在的统一体被构成，因此后来的东西确证先前的东西；这是以空间-时间-因果性方式进行的统握。世界并不纯粹是一种空间上的幻象，而是由诸事物构成的世界，是物质的-因果性的，并因此是以功能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诸统一性东西。


  如果在一种想象中，我估计，我在确定的视角中所拥有的这个以想象方式显现的事物A存在，那就只当这个视角在构成这个世界的诸视角中“出现”的情况下，这种估计才能切中真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视角的这个自我一定是我的自我。虽然我是在这里存在而不是在那里存在，但是这个那里，这个如此显现着的事物或过程之存在所意味的是：存在着这样一种有理据的可能性，即在一致性的意识中，我的显现系列能够从这里出发，在不管多么短的时间内，任意迅速地过渡到这些新的显现系列中，存在着某些完全是为我存在的动因。这个视角的主观就是以有理据的方式被改变了的自我，如果这种视角是知觉，或者在这个被改变了的时间位点上成了知觉，这个自我就被视为与我现在的自我是同一的：我是那个刚才曾在那里存在过而现在在这里存在的自我。


  关于过去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排除了其他的自我。首先我拥有一种记忆的连续，它带有多种多样的、联结成一段记忆（以体验方式给予我的曾经存在过的一段过去）之统一的重新回忆。事实上我达到一种极限点了吗？我的记忆伸展到童年时代，并在那里碰到了（不是以透视方式）一个昏暗的、不可逾越的领域。我们不可能发现一种向一个被先验地（a priori）预先规定的时间点“接近的行为”。因此并不存在一种真正的极限点。对于以现象学方式被给予东西和被预先规定东西之这个主观而言，并不存在什么诞生（绝对不像显现着的空间中的雕塑品那样有一个极限[limes]）。为什么我不能记起在我出生之前的时间？这种东西被以理想方式（idealiter）排除了吗？我能够直观地想象在我出生之前的诸事情，与此同时我排除一切道听途说，一切由故事告诉我的东西。在我的被给定的记忆领域中，诸事情是因果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时间点上被给予的东西，又反向指向共存的东西和此前发生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我在我的记忆领域中是没有的。


  在我的记忆之过去的每一个点上，都曾有这种共存之一个世界被构成，这是一个在自身背后有时间的世界。我本来能够移动到各处去，等等。这种以前并没有被知觉的东西，所有那些并不是记忆的视角的视角，都会在记忆的视角中被引起（更一般地说，在直到现实的现前的经验视角中被引起），因此这个在准当前化情况下拥有这些东西的自我，仅仅就是这个现实的自我，只不过相应地被以有理据的方式改变了。现在让我们返回到被想起之前的过去：它是由在全部的经验中被构成的这个世界引起的，更确切地说，是由在现实的记忆和现实的现前经验中被构成的这个世界引起的。在这里我可以说：如果我生活在那时就好了！但是我没有生活在那时。然而，这种以前的知觉之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这不是一种空洞的可能性，不是一种理想的可能性，就如同它作为一般可想象性而存在那样，而是一种在现实记忆中被引起的记忆之可能性。在空间中的任意一个位置上存在的可能性，在现前是一种有根据的可能性，但是作为现实性，它却被某些事实排除了。曾经存在过的这种可能性以及曾经拥有这些知觉的这种可能性，同样也是一种有根据的可能性，但是作为现实性，却被排除了。我不曾知觉过这种东西，这是肯定的；然而以此并不表明，我不曾存在过。


  我们能够将这种考察扩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现在必须说：这个作为纯粹想象之被给予东西的相关项起作用的自我，与当下进行想象的这个自我是同一的吗？但不是与那个经验上的，具有某种身体和某些确定个性特征的主观（人）同一，而是与这个纯粹的自我同一？只要这种纯粹的想象（中立性变样）变成一种设定，我们在这里不是就有了被自由地置于不确定的身体性之中的（或者根本不置于身体性之中的），被置于不确定的人格性之中的，或者作为单纯的、纯粹的自我，在这里被置于相关项的功能之中的“我们的”自我吗？如果我使自己明白了这种被估计的虚构之可能性，我就会经历现实的存在之可能性，我就会经历从“那里”到“这里”，以及反过来，从“这里”到“那里”的这些视角的多样性；如果这种东西存在，那么我就一定能够真正经历这些多样性，因此能够从“这里”到“那里”。但这毕竟只是诸可能性，鉴于问题的根据（cum fundamento in re），是理想的可能性，就是说，以印象方式被给予的现实性当中的可能性。毕竟这个相关项-自我在这里不是总被设定为纯粹的自我，并且被设定为是现实的纯粹的自我的这同一的自我吗？


  但是，如果现在由于异己的身体性而产生若干自我的可能性，那该如何呢？如果我理解了一个异己的身体，并明白了异己的感觉行为、知觉行为、思想行为、感受行为等等，那么我就有了关于我不仅将可能性，而且也将现实性归于它们的那些体验的准当前化。他坐在那里，并且在看那扇我现在没有看的窗户。我拥有是他的印象而在我这里纯粹是想象之准当前化的那个视角之表象。这种准当前化就本身来说，的确与所有其它的准当前化没有不同：这是同一种准当前化，如果我移动到那里（到异己者的这里），并且适当地转动头，朝向那扇窗户，我也会有那同一种准当前化。如果我（在没有已经被构成的另一个人的意识的情况下）作为唯一的自我，设定那扇未被看到的窗户存在，那么按照“如果——则”这种理据，情况就会这样发生，因此我所设定的体验无非就正是我所具有的体验，我没有设定其它的显现——除非是可能的，以确定的方式被引起的显现。如果现在我设定别人，那么我就设定了我所没有的诸现实的显现，和这些显现的一个主观，它拥有这些显现，而我却拥有另一些显现。同样：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异己的自我，它曾经拥有一些显现，现在拥有一些我没有的记忆，它曾有从它过去的每一点上被引起的可能的知觉，这些如它所拥有的，如它们对于它是被引起的知觉，对于我而言并未被引起。


  另一个人以印象方式拥有的所有这些东西，我都能够理解，我都能够在想象中想象。通常我也能够拥有这些准当前化，也能够拥有这些“表象”本身，并且是作为纯粹想象的表象（不作设定）而拥有的，或者能够以下面这种形式拥有，即我虚构我到这个或那个空间位置上，或者到任何一个时间点上。但是只当一个身体如同一个其它事物一样被我设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该身体是作为身体被设定的，并与此同时设定一种对并非是我的现实当前体验行为的现实体验行为之附带把握的要求——时，一种设定才会具有一个未被给予的体验之现前。


  



  我以某种方式在场的这种情况不是适合于每一种准当前化吗？我能够将并非“自己的”体验为我的准当前化的吗？一般来说，我能够表象并非自己的东西吗？关于自己的体验和异己的体验之区别，自己的自我和异己的自我之区别的意识是如何发生的呢？不论我将什么准当前化，它都是作为被准当前化的东西显现于意向的体验之中、表现之中、感觉事实之中、统握之中、关注之中等等的，而这些体验都是被以再生产方式改变了的。但是当我专心致志于它们的时候，它们不就是作为我的被准当前化了的体验存在于这里吗？当我通过自由虚构，在想象中将一种声音事实为我准当前化时，在这里，我不是也一起在该想象中出场了吗，我不是就以此虚构了我是它的主观的一个体验流中的一种感觉事实吗？我进行虚构，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虚构，即“仿佛”我在听；在一切体验中，也同样如此。


  我能够想象我进入另一个世界，进入一个半人半马怪的世界等等。如果我设定这种存在，这个世界就和在一切记忆中，或更确切地说，在一切被记起的时间段中被给予的世界发生冲突。只要这里没有反对它的任何记忆，没有反对它的任何经验动因，它就会作为一种空的可能性在此存在：没有任何东西支持它。——我如何在这样一种想象的世界中出场呢？我如何成为这些想象体验——在这些想象体验中，这个世界通过被改变了的感觉、统握等等呈现出来——的主观呢？只要我是这些体验的主观，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就是想象-自我。


  但是应该注意以下情况。如果我设定这个想象的世界之现实存在，那么我同时就拥有了这种被给予的现实性，拥有了这个现实的自我，这个以其处于其现实的流动当中的不可消除地被给予的诸体验绝对被给予的自我；我还拥有在这些体验之中并与这些体验一起被构成的空间时间的世界；此外，我还拥有这个被设定的想象世界，这个世界在它那个方面，在构成性的方面，是与一个一起被设定的想象的主观和想象的主观的体验相关联的。这两种现实性，即原初被给予的现实性，或更确切地说，固定于原初的被给予性之中的现实性，和这种被设定的现实性，是有联系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这在这里当然是已被先验地（a priori）预先规定了的。如果这个被设定的世界存在，它就一定能够由这个被设定的，在原初地被给予东西中（在经验中）按照其现实性奠立的世界出发呈现出来：这个想象的空间，这个被设定的空间，一定会被归于这个现实的空间，而现在的问题是，想象的物体显现，想象的感觉领域的情况，肯定会如何呢？在这里被一起设定的这个附属于它们的想象-自我的情况会如何呢？下面的情况是清楚的：


  任何关于想象空间世界的设定，都要求我将自己一起设定到这个世界中。或者我作为这个世界之显现的拥有者存在于其中（因为被想象的显现要求一个自我，而且正好是我）。我存在于这个想象的世界之中，我观察这个世界，我拥有关于这个世界的某种视角等等。或者我虚构某另一个人，它拥有这种视角，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同时与这另一个人一起存在于这个想象世界之中：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在其中发现”另一个人，“将他知觉为”一个拥有关于这个由诸物体构成的世界之视角的人。


  如果我不做任何设定，那就没有想象世界和想象-自我对现实的自我及其被给予的现实性的这种关系。就没有将这个自我“置于”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去”的行为，因此就没有这种将这个被设定的自我和被原初设定的自我的视为同一。


  然而因此这里确实存在着某种视为同一。而且这里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困难。我想象；因此我存在，并拥有一种想象行为，在这种想象中，想象的对象性东西“显现”出来，现在对于我来说，有一些巨人般的中国男人，在他们脚边有一些美丽的小矮人和极小的小树。当我被吸引到我的注视范围之中时，它们就正是以想象方式在我，这个现实的自我的对面。可我什么时候不是这样呢？


  因此很难对此进行观察，因为每当我向我的自我求助时，它始终处于这种观察之中，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将我的经验的自我也置于这个想象世界之中。但是当我完全投入到这种想象行为之中时，例如，现在，这个战争年代引起我的强烈兴趣，我为我虚构一艘德国船只与英国人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些想象的对象和过程之场景，但是，即使将这些东西反向地联系到一个定位点，我在那里也绝不会发现我。我绝不是必需将自己置于其中，使我的现实的身体和我的自我一同参加进去。但是在这种想象中，我不是充满了急切的期待吗，我被海战这种非常事件所激动，所震撼，如此等等，并且，这种想象的视角不是需要它的主观，这个自我吗，这个自我具有自我-身体，这个自我-身体处于它的给予性方式中，从正是它的这里出发进行观看，进行说明，并且很快就发现这个和那个东西，对它进行认识和评价，如此等等吗？并且所有这些不都是作为“纯粹的想象”被发现，被认识和被评价吗？而这种被补充物不正是我的自我吗？虽然不是像正好在这里，在这张写字台前坐着的这个我那样的自我。比如我坐在一艘小船上进行观看，或者从一艘船的甲板上、从海岸上进行观看。但是只要我这样说出一些确定的东西，我就会觉察到这种困难。


  我将所有这些都描绘进了我的想象中，它们并非本源地就已经存在于其中，那时它们肯定不曾存在。我是在没有任何被一起清楚表象的自我-身体的情况下，在没有意识到一起在此存在着的经验的旁观者之主观性的情况下，想象了这场战斗的。


  同样，当我在观赏一幅图画时，例如，观赏伯克林的圣徒或日耳曼人迁徙的绘画时，我直观地发现，这个进行观赏的主观并不一起属于这幅画。我在这里，站在这幅绘画前，但是属于图画视角的那个自我，却并没有以直观方式被构成。但是它不被需要吗？不需要某些甚至被艺术家预期的气氛，神圣场景的宗教气氛，繁花盛开的景象，这些愉快欣赏的气氛等等吗？这个相关项-自我不可能是我的经验的自我。我的经验的自我将会是对这里所表现的日耳曼人世界或圣徒世界的一种糟糕的干扰，一种糟糕的时代错误等等。它正是一个纯粹的想象-自我，具有不确定的身体性，不确定的人格性，这些不确定的东西只有通过观赏的行为，注意的行为，通过对视角拥有的行为，通过对由艺术家借助这幅画所激起的气氛的体验，才能被确定。这个自我是不确定的，正如甚至想象的客体也是不确定的，而只是在某些方面才是确定的一样，——极其不确定，以致我们根本不能询问它的更详细情况。因此我也不能问，这幅画的旁观者拥有一种什么样的身体等等。


  观赏绘画中一片理想的景色


  我在这里有一种知觉上的显现，或更确切地说，显现的连续，一种知觉的视角。显现之构成（原初的，知觉上的构成）中包含有作为进行呈现的事实（代表者）的感觉事实和作为存在于动因功能之中的东西的感觉事实；这是一些动觉式的感觉，它们是以确定的复合和这些复合之变化的确定的秩序进行的。


  在观赏这幅画时，我现实地运动着我的双眼，我，这个观赏者，现实地存在于这里，在反思中，我能够将我理解为这个现实世界中的成员，如果我不进行反思，那么关于我自己的经验的此在之意识肯定就是统觉的体验，虽然并不是以我思（cogito）这种样式实行的体验。


  我（我，这个经验上现实的，并且意识到我的现实性自我）正如具有关于知觉环境中的诸显现一样，也具有关于这个理想景色的显现。我所具有的一切显现，不论是属于这里，还是属于那里，在每一时刻都是联结在一起的，以致它们形成一个视域，视觉的感觉充满视觉的感觉域。在显现中包含着动觉的系列，感觉的系列（如果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属于动觉的领域。


  现在，这个景色的显现就是“关于……的画”，并且所有对于这种显现来说是基本的东西都参与这种功能。这种显现是一个被准当前化的显现之图画代表，并且它的一切构成成分也是如此。与视觉事实相对应的是相似的视觉事实。与动觉事实相对应的是相似的动觉事实，如此等等。在某种意义上，一切“关于……的画”，按照其方式，都是“关于……的相似性代表”。并且在这里，诸显现都与这个自我相关，动觉事实与双眼的运动相关，进行表达的事实与感性领域和显现领域（视觉领域，触动领域，等等）相关。因此，自我和自我-身体也都被一起牵扯到这种实例说明之中。首先，我是现实的自我，正如所有在被原初给予的体验中构成的东西一样，具有在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的身体；其次，属于这里的还有：我是对这幅画进行准当前化的主观，我在我的正常的知觉显现中也有这种“关于……的画”，以知觉方式进行的显现，它并不是知觉之显现，而是，虽然它是知觉，却是这样一种知觉之质上的改变。在我所具有的显现中还包含我所拥有的感性领域等等。但是第三，只要这幅画是“关于……的画”，就有一种景色被以图画的形式准当前化，相关联地就有某个显现系列被准当前化，这种景色的某个视角，某个与该被感觉到的视角相同种类的（相同的或相似的）感性领域，一个相关的具有身体的主观，就被准当前化。这是我的自我吗？这是我的身体和我的感性领域、我的显现、我的说明等等吗？


  在通常的，并非进行模写的准当前化中，我，这个现实的，并且作为被给予的知觉现实性之经验的自我在知觉上被构成的自我，拥有一种想象的显现或记忆的显现。我拥有在现在现实地进行想象的体验之意义上的想象显现。如同我的一切体验一样，这种想象的体验属于我。在想象中生活时，我并不是将这种想象的体验当作对象来拥有，而是我指向这种被想象的客体，而这种被想象的客体是在一种被想象的显现中构成的，这些被想象的显现具有被想象的动觉式的感觉过程、感觉领域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由想象的“意向”而发生的，不管这种意向多么“不完善”，多么模糊。因此这当中也包括感觉领域的主观、定位的主观，这个主观为此似乎（quasi）以某些显现在知觉上显现对象，它（似乎）转动它的双眼，观察这个对象等等。


  在这里，这个现实的自我是以想象方式意识到这个在想象中的自我的，这个想象中的自我不是以模写方式被准当前化的，而是以再生产方式被准当前化的。


  如果所涉及的是记忆，那么这个记忆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就是同一个自我，现实的自我是通过一组记忆，作为曾持续存在的自我在时间中反向延伸的。身体是连续持存着的事物，感觉领域是由进行表现的感觉事实连续地以变化形式充实的，如此等等。正如在时间上被分割开的诸显现在关于现在和从前是同一的显现者之意识中相互符合一样，在这里，诸显现之这个经验的主观也被视为同一，身体之诸显现达到符合一致，与身体相关联，诸感觉领域、诸显现等等也达到符合一致。


  这个实行作为视为同一的符合的最高的主观，是纯粹的自我（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这个将自己当成客体等等的经验的自我又能被当作基体吗？）。那么在纯粹想象的情况下会怎样呢？在纯粹想象中，这个具有其身体的主观与现实的自我是同一的吗？想象的自我不是现实的自我，正如想象的视域不是现实的视域一样（或更确切地说，不被构成为现在现实的、或曾存在的、或将存在的视域），因此它是准-自我，是自我之想象上的变样。


  当然，我能够设定：我存在于这幅理想的风景画中。我能够将我，这个现实的自我，想象到其中去，就是说，如同我现实存在那样设定我，并且设定，我进行着某些经验，我看到某某东西等等。与我发现作为现实性的这里的这间房屋相似，我设定，并且现在能为我想象进去一个狼人等等，或者代替这张桌子，我能想象进去任意一个其它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正好将我（我的现实的自我）置于这个想象的世界之中，而这个想象的世界并不是纯粹想象的世界，而是一种现实与虚构的混合物。


  但这并不是必然的。虽然在背景中我意识到我是现实性：如果没有这个进行想象的现实的自我，想象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总是有一种现实性被构成（尽管并不正好是这种自然的现实性），一个现实的自我被构成了，并且可以说，被看进这个想象的世界里去。因此，现实性与非现实性之联系被构成了。但是这个想象的世界可能是纯粹的想象世界，没有掺入任何关于现实性的设定。那种属于并且必然属于被想象的世界的主观，该被想象的世界为其显现的那个主观，是一个自我-虚构。


  一个可能的世界先验地（a priori）就是可直观的，而且只有对于一个属于该可能的世界的可能的主观，或者对于一个该可能的世界作为其诸世界直观之统一而属于它的那个可能的主观，才是可先验地（a priori）直观的。这是一个可能的共主观的世界：无限众多主观之可能的共主观的世界，这个世界属于它们，而它们又属于这个世界，它们在这个世界中有位置，并由这些位置出发而获得关于这个世界之外观，等等——我是说，一个共主观的世界当然要以移情作用为前提，对于众主观来说，前提是诸被构成的世界显现，对于每一个个别的主观来说，前提是共主观的世界之可以说是统一的无限的视角。那个在对于其它主观的一切移情作用关联出现之前对于一个个别主观是世界的东西，这种移情作用的关联一出现，就会变成视角。


  一个自我-虚构！然而这种自我-虚构却拥有一种与现实的进行想象的自我的符合一致。我们本来可以这样说：如果我在想象中为我虚构出与我现在经验到的这里的这张桌子相似的第二张桌子，那么这种相似的东西就与相似的东西“符合一致”。相似的东西与相似的东西以一种特殊的符合关系在意识之统一中出现：因此我能够从这一个过渡到另一个，并能够进行比较，实行逐步的符合，在这当中，在真正的符合当中，相同的东西与不同的东西，对于我而言，就分离开来了。但是在一切在特殊行为中被构成的分离、说明之前，有一种“符合”，一种相同东西本身与不相同东西本身之独特的相互关联，也已经处于实存之中了。我使这张桌子“处于”想象之中，我想象这张桌子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或者我再一次想象这同一张桌子在该虚构的世界中。


  因此我能够将自己置于这个想象世界之中，或者，我没有置身于其中，而是将一个相似的自我虚构于其中。注477我不能将我虚构为一个完全相同的自我，但是能够虚构一个例如具有相同的知觉环境，但是具有不同的远处诸环境的自我。如果我直截了当地虚构一个想象世界，那么我与此同时必然连带地虚构一个我的自我之相似物，虽然并不是在客观方面，因为我只能外在地知觉诸事物，正是作为“在”我“对面”的诸事物。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对事物的知觉以此地此时（hic et nunc）的一个主观为前提；一个对事物的想象以在具有一个想象-此地（hic），一个想象-定位等等的想象世界中的一个主观为前提。因此尽管有这种符合，想象的主观并不是现实的主观。虽然当进行想象时在一切想象中看到的东西那里我都以某种方式出场，但只是这样地出场，即由于相似的东西与相似的东西之这种符合一致的关联，我在看被想象东西（更确切地说，还有被记起东西）的行为中觉察到我的双眼，在我在想象的地方走来走去时觉察到的我的双脚，我的身体等等。


  因此应该对此进行仔细思考：在这里我是可以这样表达这个问题，还是不可以这样表达这个问题，因为现实性之这个经验的自我确实总是被构成的，这个经验的自我肯定总是作为想象-自我起作用的。——


  如果我完全投入到这种想象的此在之中，那么这个作为联系环节而一起被想象的自我就不是以对象方式存在的，就不是被注意到的自我。但是如果它是我的被设置进去的自我，那么它无论如何都是本质上被改变了的，并且是作为如此这般被改变了的虚构物而存在的。最后，如果我想象，这个墨水瓶被一块落在上面的石头砸碎了，被藏起来了，等等，那么这就是一种虚构，虽然这是一个现实东西之一种改变，一种被虚构的变化。因此，这个想象-自我是我的现实的经验的自我之一种虚构的变样。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变样呢？肯定不是一种被推想的改变，一种因果性的改变。我肯定能够想象，我到乡下去漫游，然后进入到一个半人半马怪的世界，因此这个半人半马怪的世界就被嵌入到这个现实世界之统一中。同样，我也可以想象，我以某种方式发生了变化，我具有了一些我现在没有，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的天赋、禀性等等。但是如果有一个想象的世界飞入到我之中，那么它肯定不需要被置于与这个被给予的世界之任何实在的联系中。


  因此我真的就这样拥有了两个不同的自我，现实的自我和另一个自我，即一个可能的想象-自我（正是在纯粹可想象性意义上可能的，不是在按照其可能性是由被给予之物引起的东西，因此是可兑现的东西这种实在可能东西意义上可能的），它不是现实的自我，只是一种类似物？


  当我停留于这个现实世界之中并想象一些陌生的国度，比如按照一些描述想象，或者在这个世界内部为我清楚地说明一种地质学的地貌，或者为我生动形象地描述火星上的情况如何等等时，也同样如此。我，这个现实的自我，在这里存在。这个有关这些在这个世界上的现在的或过去的，被猜测的或被虚构的地方的外观，本质上都与一个似乎（quasi）进行知觉的自我相联系。那么为了确实能够呈现众多自我，与这个现实的自我相对的各种各样“其它的”自我，有这种想象就足够了吗？


  这个在这里得到表象的自我是我的现实的、因此自身被知觉的自我之一个镜像，因此身体性和精神性是“从内部”被看到的，而不是“从外部”被看到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只有一个自我是在“自身知觉”中被原初给予我的。我的物体被知觉到。但是在这种对物体的知觉之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作为对自我身体（我的身体）之知觉的对身体的知觉。这些与物体身体相关联的感性领域都是原初给予的，原初给予的还有这些感觉领域与这个物体的联系，触觉领域在物体各部分上的定位，和所有那些使它们变成身体之部分的东西。原初给予的还有在动觉情况下对于诸显现之拥有行为，对诸显现之给予性的说明行为，对显现着的诸对象之评价行为，等等。


  被原初给予的有自身，即自我和作为我的身体、我的感觉领域、我的运动、我的活动、我的显现等等“属于”自我的一切东西。被原初给予的，有这个这里和这个现在，这个唯一的原初的这里和现在。被原初给予的，有我的刚才，我的继续，我的未来的地平线和过去的地平线。在自身记忆中，我的过去作为被再次准当前化了的过去，以本源的方式“被再次给予”我，并且它是作为自身知觉之变样，作为具有其地平线的现在之再次准当前化被给予的，而所有那些原初地形成自身知觉的东西，在这里都以再生产的变样，被以设定的方式再次给予。这些显现都是记忆之显现，这个现在是处于与现实的流动着的现在之关系中的记忆的现在，其特征被刻画为以前曾存在过等等。


  在虚构中，如果我们是在纯粹的虚构中设想，没有掺入任何有关现实性的设定，那就所有的东西在性质上都被改变了：但是其特性按照以前的本质是同一的。只要这种性质上的变样变为未被改变的设定，我就会有关于这个现实的自身之一个成分，这个现实的自我之成分以及这种存在所是东西之成分。每一个直接的直观的被给予性，都是关于对一个自我而言的某个东西之被给予性，而这个自我本身又是能直观设定的：这个自我能够设定所有的东西，而且不论它设定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本身都是这样被给予,即它能被设定；不论它设定什么东西，都是在一种情况中被给予的，被直观地给予的，被想到的等等，而在这种情况中被给予的东西，就是我的被给予东西，就是作为这个自我所固有的东西、作为其主观的东西而是其所是的东西。


  但是，这个起点我必须从这个绝对被给予的自我，从这个当我谈到自我时我正好说出的这个自我取来。我发现了诸感觉领域、诸显现等等。我是作为我的感觉领域、我的显现，发现它们的，并且我发现我是它们的主观，是“我的”身体的主观。我作为记忆或预期所实行的每一个直接的设定，都是关于我本身之暗含的持续设定。我所直观到的一切，都是我的被直观到的东西，我所思考的一切，都是我的被思考的东西，并且正如它直观地显示的那样，这个事物，这个处于其给予性方式之情况中的对象性东西，是我的，属于我的主观性之领域；关于被思考的东西本身，被评价的东西本身，被意愿的东西本身的情况，也是如此。关于另一个自我以及这样一个自我的可能性，我暂时还什么也不知道。


  因此，虽然在这种虚构中，在关于一种任意的存在之虚构中，在对一个任意的对象性东西之进行虚构的想象（直观的表象）中，我必然同时也一起拥有一个作为必然的主观（对于它而言，诸客观就是诸客观，这些客观如此这般地为它显现等等）被虚构进来的自我；但是这个被虚构的自我，绝不是第二个自我。因为将这种设定之这种性质上的变样改变为该设定本身，就会将这个被虚构的自我转运到虚构行为之自我上，转运到这个现实的自我上，在这种情况下，该虚构就会变成记忆（向后回忆或向前回忆）。对此应该这样理解：我们将单纯的想象认作是直接的性质上的改变。因此，准确对应的估计或设定，也应这样理解。


  我，这个我绝对地给予我的我，如何能够表象另一个自我呢？因此，我如何能够给予另一个自我呢？这肯定是以本质上不同的方式发生的。绝对地被给予的主观性之领域以及关于主观性的思想行为之方式——这种思想行为之方式以绝对被给予性之方式显示出来（就如同关于我的过去之思想行为一样）——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在这里一切被给予我的东西，都是以某种方式被给予我的，并且，每一种被给予的东西，都按照其被给予性方式，作为“关于……的显现”，“想起……”等等属于我的绝对的主观性，因此，我在我的可能的主观的经验领域中，肯定也能够发现关于诸主观之显现、表象，这些主观并不是我，也不能被描述为我，然而它们仍是诸主观。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的诸表象中，我肯定能够表象一个自我，这个自我由于以下情况被刻画为客观，即它的客观性就在于，它是与诸客体对峙的自我，是一个拥有其主观领域的自我，这个主观领域不是我的主观领域，正如这个自我不是我本身一样，这个自我能够被我直接地发现，能够被我直接地设定。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象方式呢？这是一种图像的表象，一种类比的表象吗？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图像的表象，一幅木版画，一幅表达一棵树，一片叶子等等的画。在一种情况下，我具有一种知觉的对象，因此，它是作为现实性与我对峙的，它以它的形式说明另一个对象的形式。出于可以理解的理由，我们不采用半身塑像，而是采用比如关于一片叶子，一朵花等等的模写。在绘画的情况下，我就会有关于一个事物以知觉方式的显现，但我是这样具有的，即这种显现在该现实被给予事物中并没有作为形式的成分的共同东西。


  我们用一只异己的手，一个异己的身体与此比较。为什么这只手不是“我的”手？我的手不仅作为物体显现着，而且在它上面有一个触觉的表面，一个原初被给予的，原初是“我的”触觉表面被本源地定位。这只异己的手作为物体外在地、原初地被给予。在它上面也有一个触觉的表面（或更确切地说：一个触觉的领域）被定位。但是，“我的”原初被给予的触觉领域已经被占有了。按照本质，它不可能多次被定位。这个被置于“异己的”手上的触觉表面，不是我的触觉表面，不是我的（属于我的原初的主观性的）触觉领域之原初被给予的部分，相反，如果我们能够说的话，是通过附带把握被添加上去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附带把握呢？如果我向我的手看过去，我就会在一种独特的现象学统一中，和我的手一起发现与该有关的触觉领域（全部的，原初被给予的触觉领域之部分）的符合一致。如果我向异己的手看过去——我在这里表象了该触觉领域的一部分，这个同一的部分吗？在这里也许首先应该说：按照我的手的位置，按照手使用的姿势，张开或合拢等等，这个触觉领域在无损于它的普遍形式（“这只右手的触觉领域”）的情况下，是以不同方式在质的方面被充实的，并且这个触觉领域与某些附属的变动着的动觉复合相联系，而这种动觉复合属于手的诸运动环节以及相对于身体其余部分的位置的诸运动环节。一般来说，不管这种再生产怎样缺少内在的规定性，我都能够为我表象每一种变化。我拥有关于诸可能的姿势和诸可能的触觉领域（它们全都属于这同一的手）的“经验表象”。


  现在，在这个由经验之诸可能性（它们都有自己的动因）构成的领域中，有一种可能性得到了实现。我在这种姿势和这种功能形式中，看见我的手，并且看见有这个相关的触觉领域属于它。被看到的这只手-物体以及这个原初被给予的触觉领域，有一种“经验的统一性”，并且如果我在没有看见手的情况下提供了这个触觉领域，那么我就为我补充手的视觉表象，而且是以一种确定的姿势和功能，作为正好属于手的东西补充的。因此，这个手-物体，并因此这个身体-物体，允许一种知觉，而任何其它的物体都不允许该知觉。身体能够通过对感觉事实等等的原初的知觉被给予性被连带知觉到。当然，这种触觉领域之与被看到的物体（它应该就是身体）一致的东西，只能是“经验的统一”。因此，凡是被统一的东西是显现者和触觉领域（原初被给予的）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就有统觉的统一。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到异己的手，那么这个触觉领域（我的触觉领域）就不可能属于它，在我的原初被给予的东西中和被以知觉方式分配给我的身体的东西中，就没有任何东西属于它。虽然我也能够以再生产方式提供我的触觉领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记忆的形式或以被引起的诸可能性的形式在与我的身体（我的物体）的关联中提供。但是现在物体与触觉领域之经验统一的这种类型随身带有以下情况,即被看到的手-物体要求连带设定触觉领域。在这里存在的是一种被构成的经验统一。注478或者它是一种统一的统觉，即体验。一种本质的法则就是，当一种经验的统一AB被构成时，每一个A种类的A。都要求一个B种类的B。但是这在这里适用吗？它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呢？


  这只手是我全部物体的一部分；这只手的触觉领域是全部触觉领域的一部分。手的这一动觉组是全部动觉组的一部分。这只手作为可自由运动的东西是可自由运动的整个物体和身体的一部分，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经验之统一中被要求的。如果现在在一种类似的关系中，首先是一种类似的身体物体性关系中，我们有一只异己的手，那么这只手就要求一个触觉领域，而这个触觉领域就是一个广泛的、被物体性的其余的部分相对应所要求的触觉领域之一部分，由此出发对于所有从物体到“心灵”进一步进展的要求，都要求一个触觉领域。


  这个被看见的身体物体要求感觉领域之现前。但是这个现前不是如在我的身体物体那里那样的体验之现前。在这里诸体验是以附带把握的方式被连带设定的，它们不是我的体验。


  这些被设定的体验不可能是我的体验：我的体验是原初地被给予的，它们刚好真正是我的体验，它们本源地就是我自己的。如果它们是直观的和真正的客体，如果我在直观时朝向它们，那么它们就是原本的东西，并且是作为我的原本的东西被给予的。那些为了异己的身体而被另外取来的，被一起附带把握的体验，虽然也是可直观想象的，却不是，并且根本不是以原本方式被给予的，根本不是在知觉上被给予的（否则它们就会是属于我的身体的）。


  这种表象（它们也许可能是晦暗的，或者甚至是空的）是一种图像表象吗？我是进行类比，我是以我的体验为例说明异己的体验吗？我不是将我的体验置于我的身体之中，而是置于另一个身体之中吗？肯定谈不到这种情况。我所说明的东西，能够借助于直接进行设定的表象，然后进一步借助知觉来兑现。在这里任何这样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这种进行理解的统握是由外在的知觉引起的对“未被当前化的在场”之一种直接的统握，一种直接的把握。当然，只有通过我亲身体验或体验过了诸视觉领域，诸触觉领域，我才能够直观一个视觉领域，一个触觉领域，以及它的全部可能的形式；并且我能够改变它们。我只有按照与此有关的经验之类型才能理解它们的诸可能性，正如我只有按照我曾一度按照其普遍的类型经验过的形式，才能想象诸事物一样。我不能按照其最高的类属虚构诸感觉性质等等，正如我不能虚构新的感觉一样。但是类比的，以实例进行说明的表象行为，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为。一切表象行为都遵循诸要素的相似性，和从两个方面回溯到种属的联结形式的相似性。但并不因此任意一个表象行为就都是类比行为；形成一种类似物的行为，用实例说明某物的行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因为我总是拥有一个被充实的感觉领域，所以就出现以下情况，即如果在这里我的现实的感觉领域没有被引起，我就不能表象感觉领域。这里出现了某种符合，某种重叠。如果我看见一只异己的手，那么我就会感觉到我的手，如果异己的一只手运动，我就会非常想运动我的手，如此等等。但是我并没有将这种在我身上被经验到的东西安置到另一个身体上，既没有以实例说明的形式，也没有以其它的形式安置到另一个身体上。注479


  对于一些未经透彻深入思考的论述之修正


  我不能将纯粹想象的主观与我的现实的自我相比称作是同一的主观，但也不能称作是不同的主观。正如我也不能就一个想象的事物，比如一张想象的桌子说，它与这张现实的桌子相比是同一的，还是不同的，注意（nota bene）：当所涉及的是一种纯粹的，与现实性没有关系的想象时。只当我实行一种设定，即使是一种纯粹假设式的设定，一种纯粹的估计时，情况才会有所不同。


  作为纯粹想象的主观的想象的主观之可能性，是一种空的可能性，一种单纯的可直观性。它并不是由被给予性说明理由的实在的可能性。


  当我就一个物体估计（我曾自由地虚构它），它存在时，这种估计之可能的有效性就取决于处于现实的经验之形式中的被给予性，由此我们发现，该物体肯定存在于作为一个对我而言可知觉的，我在其中存在的，我正好向其中看去的同一的空间中。


  当我就这个想象-自我进行估计，因此我将它的现实性想象为一种能够显示的现实性时，我就一定会想到，属于这个想象-自我的世界的是我的世界，只不过是处于不同的定位中，但肯定是作为我的可知觉性而是我的世界。但是这个自我，这个被自由地想象为这个世界之相关项的自我，究竟可能如何显示呢？在以下情况下能显示：1）当这个自我与进行估计的自我是同一的自我，当我，这个自己本身的知觉者，正好想象我被置于那里，或者当我想象，我体验了那个东西（记忆），或将体验那个东西（预期：以向那里运动之形式），或者还能体验变更我在空间中的位置和空间世界中的位置的行为之有根据的可能性等等。2）在这些情况下，这个被估计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就是同一个自我。那么现在还留下了什么样的可能性呢？肯定只有“移情作用”的可能性，“类比设定”的可能性。


  只当一只手被统觉为在围绕零点的特殊定位中被给予的我的身体之一部分时，这只手才能引起作为手的统握吗？的确如此。因此我不可以不加考虑地对我的手和异己的手进行比较，仿佛它们是被隔离开的事物，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说：在这里，这一只手被与一个感觉领域一起统觉，而另一只手也是如此。我发现我的手处于我的身体之关联之中，异己的手肯定也被发现处于一个相似的物体之关联中。而这个相似的物体必然又要求一种零显现，因此它能被想象为是身体。因此困难就在这里开始了，而移情作用之特性恰恰与这种困难有关。我如何能将零显现这种形式带给一个“外在的”事物呢，如此等等？


  附录XL  〈现实的自我和想象自我〉〈1914年或1915年〉


  因此一个纯粹想象行为的主观，不论是再生产的想象之行为的主观，还是进行模写的想象之行为的主观，本身都是纯粹想象-主观，只是在某些瞬间才是确定的，在其它情况下，就完全是不确定的。因此就根本不可能谈到以下情况，即它是这个进行想象的（经验的！，现实的）自我；这个进行想象的自我必然会设想自己处身于每一个想象的世界中和每一个幻象的世界中（自我，具有被给予的身体的事实的个人）。但是我，这个想象者，通过这种想象指向想象的世界，我实行诸想象的行为，实行被改变了的观察的行为、被改变了的惊异的行为、被改变了的宗教上的超脱的行为等等。当然，在这当中存在一种奇特的符合一致：我实行“宗教上的超脱”这种想象变样，而在这种想象中，仿佛（quasi）一个想象-自我在实行这种宗教上的超脱。但是这对所描述的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被想象的自我并不是进行想象的自我（这个进行想象的人）。但是我能为我想象以下情况：我能以我的身体，我的人格性观察这个想象-对象性东西，我，这个人，就是在看某某东西等等的人。当我这样做时，我就会有一个本质的上被改变了的想象，并且我立即就会参与其中，于是我就是这个被想象的世界中的活动者。


  但是现在我能够说：这个想象-自我是一个不同于自我本身的另一个自我吗？而关于更多的想象-自我的情况如何呢？当我想象若干想象世界时，当我实行若干毫无关联的想象、观察若干毫无关联的幻象时，我当然就会一再地拥有一个想象-自我，但是在这里我能够谈论同一的想象-自我，或不同的想象-自我吗？显然不能。同样，在不同的幻象那里，我也不能问以下问题，也不能就以下问题进行争论：在这里被表达的这些人、房屋、树林等等，是不是同一些东西（假如它们是一些“理想的景色”的话）。我当然是以下面的情况为前提的，即这众多的幻象并不构成一“组”，就是说，并不被认为，并不被统握为属于一个唯一的幻象统一，与一个唯一的想象世界关联等等。在一个想象中，我能够拥有许多树、许多事物等等；那么我也能够有许多想象-自我吗？不能。在每一个想象中，并且在每一个想象之想象世界中，只能有一个作为一切体验的、一切显现的、一切对象的相关项的自我出现。虽然这个自我是相当不确定的，并可能以多种多样方式确定的（仿佛[quasi]能确定的），但在数目上始终仍只是一（我还想说，这个自我可能有一个身体，但并不必然有一个身体）。如果我将一个想象世界，一个想象景色等等记录下来，并且我按照不同的部分从不同侧面想象它，那么与视角的这种改变相对应，这同一的相关项-自我的不同定位，这个世界之这个主观，也会“移动”，它在这个世界中的定位位置也会改变。在这里很清楚：这个自我的任何身体都不起作用，这个自我的任何人格性的特性都不起作用，好像在这个世界中有一个经验的自我驾车到处游逛那样。可以将我的身体说成是这个自我的，但是这个身体可能被任意改变了，然后又被化归为无有了。


  如果我们设想将这个想象的世界改变为一个现实的世界，那会怎样呢？那么能够由这种纯粹的想象形成一种估计，并能够问：这种估计的设定如何能够得到证实吗？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进行想象的自我作为现实性已经就在这里了，并且这个自我之主观性的整个领域以及在其中显现着的和被设定的世界也已经在这里了。至于这个被想象的相关项-自我，那就应该注意：它是相关项-自我，因此是被想象为在一个这里之中的，从这个这里出发，这个想象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以确定的定位，或者以某些外观，向它显现。因此，完全像我，这个现实的自我，拥有一个现实的这里，而这个这里又被整个的世界及其处于被规整的显现方式之中的诸这里和那里围绕着一样。


  那么这个被想象的自我以何种方式能够与这个绝对的主观共同一起，然而又与它不同地具有实在性，并且它如何能够而且必然会在这个最后的主观中达到被给予性呢？


  附录XLI  〈对前面诸研究的说明〉〈约写于20年代〉


  迄今为止的考察都是正确的，但需要谨慎。应该注意，这个现实的自我及其诸现象连同诸现象的相关项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优越性，即是唯一可“直接”设定的：这是诸真正的绝对的原本之唯一领域。


  我的原本的、绝对本源的领域是我的诸印象之领域，并且只是这个领域。一切以想象方式改变了的现象或者它们的相关项都只不过是可间接设定的，而且首先是在最广义的记忆设定之意义上可间接设定的，这种记忆设定当然是与印象的设定领域相关联的。因此一种中性的想象（一种十分纯粹的想象）就其中性而言是可保留的，然而它仍然是想象，就是说，具有记忆形式的想象，纯粹想象之想象的自我变为现实的我-在之自我就是由于这种具有记忆形式的想象。


  在这里，对过去的记忆显然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它具有首要的地位，它比起所有那些要“参照”过去记忆的其它“记忆”形式更为本源。


  这种记忆现在具有这样一种独特东西，即它设定的正是过去，而不是现在。然而我们必须限制于对想象的体验之设定上，这些体验只能被设定为是过去的体验或将来的体验，而不能被设定为是现在的体验（因为它们恰恰不是现实的印象）。因此这个被想象的自我只能以想象方式被设定为是过去的自我或将来的自我，并与这个现实的我-在是同一的。


  但是不存在另一种设定吗，在其中一种中立的想象能够变成一种进行设定的想象，即以这样的方式：一个现前的自我得到设定，它具有一种不同于这些现实的体验在这里提供的体验内容？所有这些并不够系统和清晰。


  我能够设定诸体验：我的体验本身是直接在场的，我也能够设定被准当前化了诸体验（想象的体验等等），本质上属于这里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被设定到以现象学方式确定下来的时间之中：它们是我过去的体验或我将来的体验，或者它们是现前的体验，是与我的现实的体验“同时的”。这种同时性如何能够构成，我如何能够将这些体验设定为“现在”存在着的，它们不是这些现实的体验，因此是一个不是我的自我的自我？只有通过客观的同时性和我的身体性以及移情作用之途径。同时性：这个现实的自我是联系点，并且始终在这里存在。


  文稿11  移情作用是类比吗？〈移情作用作为无须将自我视为同一的进行设定的准当前化〉〈1914年8月或1915年8月〉


  在对事物进行知觉的情况下：部分地是被充实的意向，部分地是空的意向；在对自己身体进行知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特别是在身体东西方面。那么在对异己的身体进行知觉的情况下如何呢？


  如果我对于我（作为纯粹的自我）来说，是作为身体的-精神的自我被构成的，那么我就一定会将一个外在地进行显现的，并且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的物体，作为第二个身体的-精神的自我之第二个身体来统握，仿佛它是作为这样的东西被知觉的；注480作为某一个人，作为一个实在的东西被知觉，它不仅按照其物体性，作为一个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的、外在的物体向我显现，并且它也是在身体的和精神的自我这种意义上的一个自我之载体，一种体验流之主观，它在这个体验流中为自己本身显现，与我为我显现相似，更确切地说，它为自己本身显现的方式，如同当我将我从这里移到那里的那个物体的位置并因此那个那里变成了相对的这里时，我为我显现的方式一样；或者还可以说：那个实在的东西会如此向我显现，就如同如果我在那里，我从这里出发能够看见我会是的那样。


  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进行类比的统握呢？在多大程度上仍能谈到一种知觉呢？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对于异己身体的统握，对于异己的身体的-精神的主观的统握之反向关联到我的身体，我的身体的-精神的主观，是一种必然的反向关联呢？


  我们称一切“统觉”注481，一切对于超越的对象性的“统一”而言的，由多种多样“可能的”原初的统握而来的构成性的统握（简单说，一切原初给予着统一的统握），为超越的“知觉”。在这种意义上的每一种知觉，都允许进行根本的澄清注482：从已经被给予的知觉过渡到诸新的“可能的”知觉，即过渡到准当前化，这些准当前化会使我们明了，在这种作为动因的情况之改变中，该客体“会显得”怎样。而这些准当前化预先就规定了可能的显示之道路。如果这种知觉真的过渡到诸平行的新的知觉，那么第一个知觉之经验设定就会按照其意义得到证实和规定。


  关于异己的身体物体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在异己的身体物体中还以统觉的形式包含有对作为一个主观之物体式的身体的多种多样进行澄清的准当前化，多种多样“可能的知觉”，它们不同于可能的对物体的知觉，根本不可能在知觉中获得对它们的充实。我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如其真正所是的那样”现实地知觉一个外在的物体，因此也能够现实地知觉到这个身体物体。但是我不可能而且根本不可能真正看到关于身体的主观之被准当前化了的显现，关于其感性、运动性，关于其心理的特征之被准当前化了的显现。而准当前化，因此可能的知觉，的确就是如此。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些可能的知觉，在我的准当前化所属的这个现实的体验流中，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情况在这里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并且应该加以彻底理解。关于作为在空间-时间的现前中显现着的物体的物体，我在具有其现实的现在的内在体验流中，拥有“经受着统握的”诸感觉事实。关于异己的身体主观，我并不拥有经受着统握的身体的和精神的事实，这些事实在我的体验流中也不是可能的事实。对“异己的主观”之统握属于一种新的体验流，它在我称作是我的体验流的现实的体验流中被准当前化，但绝不可能当前化。我不能使我的体验之过去当前化，与此相似，也不能从准当前化出发将它带入到当前化。而关于异己者之准当前化不能被描述为记忆。


  我将其准当前化了的每一种“心理东西”，不是都一定随身带有与自我的关联吗？那么我如何获得与另一个自我，与另一些自我对立的“我的”自我呢？这个自我如何可能不同于唯一的自我，不同于一切感性东西和心理东西之唯一的基体呢（即所谓的这个唯一的“实体”，虽然“诸范畴”中的这个真正实体概念在这里并没有其位置）？


  如果我将自己置于过去之中，并“重又”经历过去的诸体验，那么这种体验就会包含一种独特的双重的-自我：当前之自我，这个现实的自我，正在流动着的现在之承担者；和已过去的自我，被再次准当前化了的自我，流动着的过去的现在之承担者。注483二者是相互符合的，二者有一种同一性的统一。这是同一的自我，但同时是现实的现在的自我和被准当前化了的过去的自我：这个自我是持续存在的，它现在存在，它曾存在过，并且将会存在。但是这个自我非常奇妙，它不仅曾存在过，而且能够在现在中刚好将自己置于这个“曾存在过”之中，并能够意识到它在这种双重化中的同一性。


  这个自我也能够将自己置入到一个非现实的当前之中，一个非现实的过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现实的自我，这个现在之自我，就与想象-自我相符合，这个被虚构的意识领域和以虚构方式构成的事物领域，就必然与过去的地平线发生冲突，如果我想将它置入到那里的话，或者，它完全是一种空的可能性，没有任何东西支持它。在纯粹想象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现实的设定。如果它是一种对现前进行虚构（而不是对过去或将来进行虚构）的想象，那么我们就有诸现实的视域等等之间的冲突，就是说，在现实的体验流和虚构的体验流之间的冲突。注484在这里，每一个我思（cogito）都被保留了。自我本身没有被保留吗？我们可以说，这个属于准当前化的自我作为它的主观被保留了，或者说，我绝对存在，我作为这个现实的现在之主观以其诸思维活动（cogitationes）的全部的成分而存在。


  而对这个自我通过另外再取来自我之准当前化和诸思想活动（cogitationes）之准当前化进行同一化的扩展，只有以记忆或预期之形式，或万不得已时以空的可能性之形式，才是可能的。


  但是，现在我应该设定一个具有诸思想活动（cogitationes）的自我，而这些思想活动并不被归入到记忆和预期之统一中，不被归入到现象学的时间性之统一中！但是在这里我并不设定对我的自我进行同一化的扩展，我并不这样地设定诸思想活动（cogitationes），即我将它的自我与这个现实的我思（cogito）之生动地涌流着的自我，我的当前的意识之生动地涌流着的自我一起设定。这如何能实现呢？在以前的一些场合，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自我之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时间中被构成的统一。记忆的确是指向意识之这种连续的流。在流动着的意识之统一中出现的东西，是这个同一的自我之领域，该自我在转向这里和那里时，知道自己是同一的自我，总是能够被视为同一，并且在重新回忆中也是如此：但是这种重新回忆反向地指向一种具有可能的连续的同一化的连续的流。每一个“行为”都有其我思（cogito）之形式，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它的”自我。但是这个自我是在连续的我在中的“诸点”，诸时间点，诸持存点。那么这个自我是作为持存的统一被构成的吗？在这种构成之前存在的是什么呢？


  然而让我们抛开这些问题，让我们扣住下面这样一个问题：“另一个人”之构成是如何发生的。在这里我们的确只能说：我只能以下面这种方式表象另一个人，即我以这另一个人的身体并在另一个人的情况中想象我。当然，这个“我”还没有在我和你这种意义上被区分开。但是我们理解，正如我在我的过去或在一种虚构中在场一样，我也在我以移情作用为我准当前化的这另一个人的心灵生活中在场。但是现在这种在场并不像在对过去的记忆（和一切记忆）中那样与对视为同一的要求相联系：记忆的本质，意识流的本质要求视为同一，并必然随身带有这种视为同一。这种在场并不与那种对矛盾的要求相联系，在那种要求中，这个一起在此存在的自我作为这些被虚构的诸行为之主观，在与这个已被给予的自我之矛盾中破灭了。相反，在这里，正是通过这种“要求”（异己的身体物体提出的“要求”），通过与该身体物体一致的统觉，我们有了一种关于意识生活，关于诸感性领域，关于诸精神行为等等的设定，这种设定与任何现实被给予东西无矛盾地保持着，就是说，作为设定保持着。


  我在另一个人当中所设定的东西，就是作为某些被准当前化了的思想活动（cogitationes）之主观的自我，而这个自我本身就是被准当前化了的自我，它是自我，我在这里感觉得到，然而却是异己的自我，正如这个被准当前化了的，并被正当设定的我思（cogito）存在于这个现实的时间意识的流之外，并且构成一个“新的”，“不同的”流一样。注485


  文稿12  基本论述：〈系统阐明异己的身体之构成的难点〉〈1914年或1915年〉


  这种考察本来应该更简洁地进行。


  1）本源的时间构成之法则。时间之形式作为“本源的”主观性之形式：包括纯粹自我之现在、过去和将来的诸体验的那种体验流之统一。


  2）超越的对象性东西之经验式的（进行附带把握的）构成之法则。注486


  a）在客观时间之中的空间世界之构成。注487在体验流中诸显现是可能的，诸经验；在诸感觉领域展开的诸感觉事实被统觉为物体性的对象；诸显现在“如果——则”这种动因的紧密联系中指向越来越新的诸可能的显现。经验总是具有一种意向的内容，这种内容在绝对的自我之诸新的经验中能被证实，或者能被反驳。每一种经验都具有一种由诸准当前化构成的无限的潜在的地平线，这些准当前化是作为依赖性的准当前化而被引起的，而这种依赖性的准当前化则处于对一种由“如果——则”中的动觉式的变化（动觉式的环境之变化）之敞开的诸可能性之准当前化构成的潜在的地平线之关系中。


  这个超越的东西，这个物体，是在知觉中被给予的，并且原则上只是不完全地被给予的。但是它作为由纯粹自我意指的物体性事物，原则上能够按照它所是的一切方面逐步地达到被给予性，正如它（在要求异己的自我之前）能够被构成那样。物体，作为被设定为存在着的东西，对于这个自我来说，始终是显现物体的东西，是被以为是物体的东西。在体验这种意义上它本身不是主观的，它与体验对立，是客观的。但它是在主观性东西中，在主观之经验中，客观地被构成的东西，正如已说过的，是被以这样的方式构成的，即这种物体性的客体完全是可以知觉的。在这种情况下，与作为关于物体的知觉的知觉对应的，是记忆和预期，正如相关联地，与物体之现在存在以及它的物体式的现在存在和它的物体式的现在持存相对应的，是物体式的过去和将来一样。因此，客观的持续（空间式的存在之持续，作为空间时间的客观的时间）也由此被构成了。这种客观的空间，这种客观的时间，本质上是与我相关联的，与绝对的体验流相关联的，这种体验流是我在现象学还原中作为绝对被构成的，并且是内在于我的，而确定下来的。


  b）在我的绝对的自我之绝对的体验流中还能构成其它的超越性东西吗？


  我想要追求的注488是从诸被给予的类型中解脱出来和先验的操作方式，这种先验的操作方式以较大的普遍性表明，只有被给予的东西，例如空间时间的世界的被给予性的东西，隶属于它们的某些类型，才是先验地（a priori）可能的。在这里也许应该对以上这个问题进行相应的讨论。如果超出这个体验流之本源的主观性，或者超出这个纯粹的主观的现象学的时间之领域，能够构成一种新的客观性，一种“超越的”客观性，那么这种情况就只能在主观的显现中发生，并且如果这个客观的世界是一个知觉的世界，一个完全可知觉的世界，那么它就一定是诸可能知觉之统一。如果它是个别存在的世界，那么它就一定是以客观的时间性之形式构成的。客观的时间性之构成的可能性之诸条件呢？肯定不存在某种像实存之形式的东西吗？因此这就是一组问题。肯定存在一个空间和一个空间时间和一个世界吗？


  如果现在存在着一个“客观的”世界，如果诸客观的对象，物体，注489被构成了，在这种情况下，在超越性东西方面接下来还有什么是可能的呢？


  不能被知觉的超越性东西会以什么形式而是可能的呢？


  事前：注490α）在诸纯粹的物体（有广延的物体[res extensae]，然而它们却没有实体的-因果的特性，它们是作为纯粹质的空间形态被构成的）之间诸依赖关系能够以什么形式被构成呢？而且是由于具有实体的-因果的特性的相同材料的物体而被构成的呢？这种“幻象”的阶段是必然的最初的阶段，这个阶段必须立即强调出来，而实体性-因果性是第二个阶段。因此物体在其诸最低的（感性的）质之现实的和可能的变化方面，是相互地被规定的。它们作为物质的物体，并不是首先是为自己存在，并且偶然地发生因果性变化，相反，它们是因果的-实体的统一，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是经验的被给予性东西。β）我们不考察物体的这种相互的因果性，让我们来考察在物体与这个统一的流之诸体验间的依赖关系之诸可能性，或更确切地说，物体与主观之间的依赖关系之诸可能性。


  我们不考虑由一切物体在意识中的构成所产生的诸不言而喻的必然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就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个物体是我的身体。诸感觉领域与一个物体发生定位关系，定位中心与该物体发生关系，如此等等。


  在这里存在一些什么样的理想的可能性呢？不可能有更多的物体是我的身体吗？不可能一个物体是我的触觉领域的承担者，另一个物体是我的看的行为之器官，第三个物体是我的听的行为之器官，如此等等吗？因此这又产生出一些问题。


  不可能有更多的物体，甚至全部的物体，是在完全意义上的“我的身体”吗？有可能两个物体都是我的感觉领域的承担者吗，在正如它是我的实际的身体这种意义上？


  在经验上，与我的身体表面之每一部分相对应，逐点地相对应，都有触觉领域之一个十分确定的部分。为什么就不可以有这同一的部分对其有效的两个物体呢？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可以比如以相同的显现方式两次并且任意多次出现呢？当然，如果我的身体如其事实上所是的那样是诸定位的中心，因此包含着这个这里并且总是当前的（与感性层面的关系正是应该特别强调的，以致于不仅每一种对物体身体的刺激都产生一种感觉，而且触觉领域之每一种感觉的改变都与那个总是当前的身体相关联：当然如果我的物体没有被触动，那么在触觉领域一下子就会出现一种缺失），那就只有一个身体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看到，在这里能够进行一些真正先验的思考。


  因此前面提到的b）就是：如果关于作为我的身体的一个身体之构成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会是：另一些物体如何能以下面的方式被统握，即它们也显现为诸体验的承担者，但却是诸不可知觉的、根本不能在我的体验流中出现的诸体验的承担者。


  诸物体与我的诸体验之经验上的依赖性关系具有一些作为相对应者的统握，在这些统握中我将我的身体经验为不同于所有其它在这里作为可能的刺激客体在与这个被刺激的身体之对立中出现的物体。


  如果我的身体受到刺激（手被碰到，被触及等等），就会产生某些感觉和显现。如果我的身体被运动，就会出现关于我所看到的所有物体的图像的某种移动；如果我移动我的身体，也是如此。当我的身体运动时，它并不在透视方面缩短，等等。而就其它的物体来说，则并不如此。


  因此在对作为我的身体的一个物体之统觉中，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种奠基于物体性统觉之中的，具有“如果——则”这种特殊的依赖性动因的特殊的躯体学的统觉。


  在这种统觉中，注491这个在低层中被构成的物体（它是作为物体世界之一部分在此存在的），作为统一被构成，另一方面，是诸感觉领域，诸物体显现，被构成，简要说，当我们注视这些延续着的紧密结合，一般来说，注视体验之领域，和属于这些意向性体验的诸相关项之领域：所有那些如其是现实的体验的被给予性东西时，它们就会被构成。因此，关于“主观的世界”，即现象学的时间的“世界”，和“客观的世界”，即空间时间的世界之统觉上的统一，就这样被构成了。因此，这种紧密结合就是动因的紧密结合（可惜我找不到一个适当的词表达）。


  现在我们设想，存在着一个物体，它与我们的身体物体相似。我们的身体物体由于它的围绕这里的这个点的位置等等，具有某种卓越之处。但是可以设想，我以视觉方式将我的身体物体推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它看上去就会像其它事物一样在这个定位点之外。反过来，一个异己的事物可能与我的身体非常相似，以致于我可以围绕着我的定位点思考它，仿佛它就是我的身体物体。至少当有人在这条凳子上坐在我旁边时，他的双脚，他的双腿，他的上半身，看上去就“完全像”是我的，在触觉方面，我重又发现了这种相似性，等等。


  当然，相似的东西引起诸相似的动因。这是一种经验的法则吗？我们可以说，诸动因的类型当然是由每一种个别情况预先规定的。我们应该谈到本质，谈到诸理想的可能性。


  但是“自己的身体”这种类型和“异己的身体”这种类型肯定不是同一种类型。自己的身体通过其显现的方式而具有其唯一的特征，属于这种特征的，首先是围绕这个这里的这个位置，此外还有许多其它东西。关于自己的身体我们有多种多样的显现方式：我的身体看上去的确并不总是相同的，但是这些显现方式全都具有一种独特的共同点：我的身体始终在这里，头始终只能触摸，但不能被看到，所有其它事物都在“我”的前面，在“我”的左边，在“我”的右边，在“我”的后边，它们有各种不同的定位，有与我的身体的各种不同的“距离”。


  身体的动因使现实地被给予我的诸体验与这个如此显现的事物，这个唯一如此显现的事物相联结。只有一种唯一的物体性事物才能具有这种功能：因为这个这里是这个主观地被构成的身体之一个想象中的唯一的点。一个空间时间的世界只有在对一个确定的这里之定位中才能在每一个现在显现，诸事物在其中显现出来的那些显现必然在自己本身中分配给这些事物一种定位。物体是不可入的。围绕这里的一个点，不可能有两个不同的物体存在，除非例如是彼此处于部分与整体之关系中的物体。将感觉领域归入到自己身体之统觉中，而且是一义性地归入：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拥有我的感觉层面的一部分，而且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心理物理功能。只不过因此还可以想象有以下的情况，即现在并且适合于一种持续（现象学上的，并且在符合中是客观的），这里有一个身体存在，然后这个身体会消失，并且最后代替第一个身体出现了一个不同的身体。一个身体变成另一个身体，这当然也是可能的，这经常也以生长的形式，以变化的形式，以疾病的形式发生。在自然界中，物体消失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有以下情况呢，即我的身体一下子从这里这个位置上移开，接下来不仅不再是这个定位的中心，而且也不再是我的身体，我的现实的体验之承担者？我的身体开始变化，一下子与我面对。就像是我的镜像（但是并没有对称性变化），同时，它变成了完全无感觉的。


  现在我仍然能表象处于其在这里的特定显现之中的我的身体，但不再能现实地进行知觉，有关的显现不再是知觉上的。并且在这里我的身体变成了非感觉的，因此我虽然能触摸它，但却是以特殊方式触摸的。我有以手指进行触摸的表象，但是我并没有这些进行触摸的手指之通常的显现，而是有关于“我的”手指的完全不同的显现，而这些手指根本就不再是我的真正的手指。我能够没有新的手指就触摸它们本身。注492这些手指在新的情况下失去了与我的触觉领域的关联，由异己的物体碰撞它们，对于我的触觉领域来说，不再意味任何东西，如此等等。


  在有关我的镜像的情况下，情况是这样的：它的感觉领域是我的现实的感觉领域；触摸该镜像的行为是一种现实的触摸行为，因为它正如在触觉领域中触摸我的原身体之行为一样，所意味的是已知的东西，等等。但是在这里在一定程度上我有双重的身体。这个身体如同一切事物一样，似乎通过这面“伪装作”具有一个虚假世界的虚假空间的镜子被双重化了。因此与我的身体物体对应，有一个虚假的物体，一个镜像，这个镜像反向参照它的原本：我的现实的身体。当然我的现实的身体看上去绝不会完全与该像相符合。在这里仍然有许多东西是难以解决的。


  那么这个像是以与现实的感性层面重合的方式显现吗？不是吗？我刚才曾在镜子前。我能够完全专心致志于这面镜子中的身体，我运动头部，手指，整个的手等等。我就是它，我觉察到镜子中的身体和镜子中身体的触觉事实，我如同运动我的身体等等一样，自由地运动该镜子中的身体等等。但是只要我将该镜子中的身体看作是像，并且注意到我的现实的身体，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这些东西就是纯粹的假象和图像，实际上我运动的是我的真实的手指，并因此，“由于这种镜像”，我运动这些被反映的手指，实际上只有我的现实的身体才具有触觉的层面，等等。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我在这里获得了关于下面这种可能性的直观（即自明性），即一个在这个这里之外存在着的事物（一个那里）是身体事物：现实的身体（当然，只要这个身体被建立起来，就也有不利的一面，即这个身体会以不大有利的方式熟悉这个视域，并遮蔽这个视域）。如果现在我们设想有更多的镜子，那么这里就会有我的身体之更多的镜像，并且相似地就会表明，很可能，更多的被分割开的物体都以相同的方式是我的身体。我拥有更多的，任意多的身体吗？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在这里在触摸行为中，物体之触觉的特性被构成了，而触摸行为（然而这的确并非没有必然性）是在按照身体的触觉层面触摸身体的行为中进行的，因此不同的身体之一切相应的身体部分必然是同时接触和触摸到触觉上被知觉到的相同的物体的，但由于不可入性，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一种更仔细的研究会表明，即使这个身体在这个这里之外存在，存在的也只能是作为我的身体的唯一的身体。


  但是在这里必须更深地挖掘。接近，离开，定位改变等的情况如何呢？抛开物体之自身运动不说，一切都是通过随意的或不随意的动觉上变化进行的。如果我的身体在一个那里，那么我就能够接近身体或离开身体：要是身体能这样就好了。注493可是身体不能离我而去吗？视觉上也许可能，但是触觉上呢？这是决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有视觉空间与触觉空间的符合一致。因此要是视觉上的那里的确是一个稳定的那里，处于对视觉上的这里的一个稳定位置中，就好了。但是这里是否仍然存在一种不相容性呢？这种不相容性最终会要求，这个这里就是这个身体之必然的主观的位置吗？暂时我还看不出任何不相容性。


  如果我们坚持：只有一个物体可能是身体，这个物体由于它的显现方式，而不仅是由于它的客观的、能在多种多样显现方式中呈现的诸特征，而是卓越的。一个卓越的定位由身体之诸显现方式中将唯一一组显现方式突出出来，而构成感觉的和运动的身体的那种统觉就依赖于这唯一一组显现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统觉就将诸现实的体验归于身体，并通过动因的关联获得身体。


  假设现在有第二的物体，它与我的身体相同或相似（客观上），但是在显现方式中当然是不同的：这第二个物体不可能有我的身体具有的同一组显现方式，正如反过来，我的身体（只要它是我的身体）决不可能有并非它的诸事物之显现方式一样。


  在这里我们有一条值得注意的法则（它实际上是一条有关世界的法则，有关客观世界之现象学构成的法则）。在自由想象中，我能够给每一个事物以每一种定位，在某种意义上也能给它以零定位。因此我也能给我的身体物体以一切定位，也能给它这个a定位，并且能够设想连续地实行这种变化：但是零定位是由我的作为身体的身体固定地并且是按照必然性占据的。因此任何其它的物体都不可能到那里去。我的身体如果不停止是身体，就不可能具有另一个物体所具有的另一个定位。注494


  如果一个物体与我的身体相同，而恰恰只在定位上与我的身体不同，那会如何呢？


  人们会说：那么客观上的相似性肯定会引起统握之相同性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是：既然这里缺少（更确切地说，在知觉上没有）更高层次上的、在身体统握这种意义上被要求的东西，为什么不取消这种统握，这种连带设定呢？


  首先让我们考虑，“客观上的相似性引起统握之相同性”真正应该意味的是什么。这的确是一种误导性的表达。只有关于相似性的意识，才能引起、促成一种统握。在这里应该思考，我的身体是按照其物体性和身体性原初地被给予的，并且作为心灵之承担者，只是在这种卓越的零定位中被给予的，与此相应，一种充分的直观性（具有准当前化之形式的直观的被给予性）是以这个身体之零定位为前提的。只有一个物体之这种零显现方式，才能要求作为身体的这种统握，如果它正好是知觉上的，就以知觉方式要求（这只对我的身体有效），如果它是以想象方式被意识的，就以想象方式要求。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在这里知觉上被给予的异己的物体，并不在这个这里（它不是我的物体），它在那里。作为在那里的物体，它在知觉上恰好不是在零显现中显现的，而是在一种“外在的”（离心的）显现中显现的。但是如果这个异己的物体确实能在“身体”这种统握中被意识到，那么它因此就不可能是直接地被意识到，因为它恰恰是直接地在外在的显现中显现的，因此并不直接地作为身体被直观。因此这里肯定存在一种间接性。这种间接性就在于，而且只能在于，这个在那里的异己的物体只能以下面这样的方式包含“身体”这种意义，就是说，以“在那里存在着的身体”这种意义，即它与原初给予我的这个唯一的身体，但是在那里的我身体相似。我任何时候都能够想象将我的身体移动到那里去：我确实能够向那里移动，或更确切地说，能够想象向那里移动。但是在这里应该十分注意，这种向那里移动是以具有所属的运动感觉之过程，具有所属的在整个身体层面上的改变之过程，具有这些总是包围着的物体之外在显现的所属的变化等等的诸零显现（活动着的双腿等等）构成的有关的连续性之形式被原初地给予的。另一方面，我的物体，由于它是作为物体呈现的，而且首先是在零显现中呈现的，也能在任意的外在的显现中设想；因此一种与我的身体有关的运动相对应的、由诸外在显现构成的连续性，也是可想象的，——这是这样一种连续性，它作为由诸视角构成的连续性，指示参照任何一个空间点，我作为一个理想的观察者，从该空间点出发观察我的身体。注495因此我的身体之双重的显现方式属于每一个空间位置：一次，我想象向那里运动，并且我是完全直观地，因此是在零显现中，实行这种“想象的行为”。另一次，我想象我是处于空间之任意一个第三点上的纯粹的自我，并且是观察者，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每一个这样的立足点而言，诸外在的显现都属于我的物体。因此，这个由诸外在显现构成的系统和由诸零显现构成的系统是一致的。现在我按照类比法来统握异己的物体：仿佛我将自己置于那里，等等。注496


  附录  XLII  身体作为诸物体中的一个物体被构成（副本〈约写于1916年〉）


  身体之诸特征：身体作为以运动对刺激作出反应的诸肢体之系统。这些运动一方面与其它运动一样，通常都具有物体运动之特性，因此是在关于物体运动的知觉中被构成的。另一方面，在我正好运动它们的情况下，它们具有一种自己的形式，即“我运动”的形式；它们一般总是被统握为“自由运动”。这种“我运动”并不是描述我的肢体之看得见的物体式的运动本身之特征的任何东西。即使我不看，我也感觉到这种“我运动”。这种“我运动”是作为诸动觉的复合及其进行方式之自由的可变性，注497或更确切说之改变（变动），而正好被注意到的，被自己所独有的，而这些动觉复合及其进行方式在统觉上是与被看见的或不论以任何其它方式被“感性地”知觉到的我的肢体之物体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们通常称作“运动感觉”的东西：属于这里的有多种多样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诸可区分的感觉，皮肤上的压力感觉就是如此，这些感觉与当一条绷紧的带子紧贴在手上时我所具有的感觉相似。但是相似的感觉也会在我的手或我的其它物体被动地运动时出现。在一切这样的压力感觉情况下，有关该肢体的一种客观运动之表象会由这一组相似性连带呈现出来，也许是通过有关的触觉领域在这个肢体上定位而中介出来。但是这样的压力感觉以及其它的皮肤感觉，本身并不是动觉的感觉，动觉感觉之直接的内容是“我运动”。


  身体作为自我之器官，或更确切说，作为由诸器官构成的系统：我抓握，我书写，我推，我举，我挤等等：作为诸心理物理的活动之器官，不随意的心理物理活动之器官和随意的心理物理活动之器官。那些特别属于身体，而在任何其它物体那里都不出现的统觉上的诸层次，当然应该被仔细描述。


  动觉上的诸自由的和不自由的运动属于身体本身，它们是身体的运动，是只有身体才能够实行的运动；我们还可以说，它们在身体中经受一种客观化。自由的动觉的运动在一切物体之构成中都起一种根本本质的作用。在任何知觉中它们都是不可缺少的。它们是“进行促动的”，而特殊的“感官的”感觉则表明是被引起的透视变形。但是正是因此，动觉式的感觉根本不可能以物体的、物质的要素之形式经受任何客观化（对于空间的方向和位置，对于定位，最后对于空间性和空间，对于几何学的东西，它们是基本的视域——但却并不是唯一的视域）。另一方面，如同“感官的”感觉将它的统觉经验为“在”身体“上”被定位的感觉领域一样，动觉的感觉也有其作为身体的特性的定位方式，和作为自我的自由之领域的定位方式。只不过我的身体虽然一方面有其感官的特性和感官的空间性（是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另一方面有通过解释而加给它的感官领域和动觉上的附属性东西，由于这些东西，它是诸自由活动之器官。然而可以想象：诸物体被构成，在它们当中并没有任何身体被构成，并作为它们的中心被构成：一个没有身体的触摸行为，或没有身体的看的行为，的确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事物性的客观性之构成能够伸展到多么远呢？对此必须给以最仔细的检查。


  一个单纯物体性事物之一种不经过我的“运动领域”的、有意的积极的运动（一种“我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就是说，一种物体的运动只有在一种身体运动之形式中，或者是“在”身体运动之“结果”中的运动之形式中，才是可能的。


  文稿13  〈就对异己的心灵生活之统觉批判“移情作用”概念和“通过类比而转用”的概念。关于众多自我之构成的可能性。自己的自我被准当前化了的自我所覆盖。记号的统觉与理解的统觉。理解的统觉之“起源”〉〈1914年或1915年〉


  我的身体在知觉式的内在的显现中，作为物体被给予，能在不是知觉式的，而是想象式的外在的显现中表象。


  身体作为身体，通过对物体之知觉式的内在的显现——物体在零定位中的显现方式——被给予，而且在这种显现方式中，作为感性、运动性之承担者，作为主观之身体被给予，整个意识生活作为主观体验行为包括于主观之统一中。


  异己的物体应该被统握为身体，而且被统握为第二个经验的主观之身体，并应该得到一个“同胞”这种“知觉”。


  发生学式的描述：“‘首先’，我必须拥有关于我的身体的知觉，我的身体作为身体必须原初地被构成，然后才能形成关于异己的主观之经验，或更确切地说，关于异己的身体之经验。”注498作为“知觉”表现出来的这种经验，是以通常的外在的知觉这种方式提供身体物体，而不是以原初的方式提供身体，此外，它也没有提供经验的主观。这种特殊的身体东西和精神东西，是通过纯粹的准当前化被给予的。为什么不是作为纯粹的记忆或预期被给予的呢？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经验的主观是作为单个的统一原初地被构成的，身体物体——它是稳定的低级阶段，是作为精神性的身体性之承担者——总是连续地在持续中属于这种单个的统一。注499一切记忆和预期，不论是关于自己的身体性的，还是关于所属的精神性的，都属于这种统一。属于它的还有诸被引起的现实的可能性之系统，如能够随同我的身体一起发生的东西之可能性，我在诸事态中能够感觉到的东西之可能性，我如何能运动我的身体诸部分之可能性，我面对注500显现着的诸外界事物如何行动之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具有我的合意与不合意等等的习惯性特征。这里有可能存在矛盾；这种单个的统一之类型在经验方面有许多东西没有解决。记忆的假定，预期的假定等等，或者可能成为现实，或者也可能失望。它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


  但是如果我将一个异己的物体理解为身体，并且借助身体理解异己的主观，那就会有由诸经验的可能性构成的诸新系统属于该物体。由于这个知觉上外在地显现给我的物体所经受的统觉之方式，在进行准当前化的连带设定中一种内在的显现就被归于这种外在的显现。但是这种内在的显现并不以对自己东西的记忆和预期等等之方式属于我的内在显现之系统，而是属于一个新的系统，一个新的意识关联，注501一个新的身体和新的自我。这种内在的显现是在一种注502自己的意识流中被引起的（在这种动因之系统中，构成一个自身显现着的身体），属于这种意识流的是一种作为由诸感性等等构成的系统的身体性，此外属于它的还有新的经验的主观。


  关于移情作用是一种错误表达的说法


  人们谈论“移情作用”。“我将我的自我主观移情到异己的物体上”。但是这样说正确吗？这难道是（完全是以一种准当前化之方式）“实行一种对物体身体性、对身体性、对精神性的意识，内在显现”吗？就如同想象自己本身一样，只不过具有被改变了的意识内容？不解决准当前化，就不能解决这个自我是不是同一的自我的问题。自我只有在一些确定的统握形式中才可能是同一的：在“过去的自我”这种形式中（具有“这个”身体之过去的状态），在将来的自我这种形式中（我将来在身体方面和精神方面所是的东西），和在可能的自我这种形式中，即当……时，我可能是的东西或本来可能是的东西。——但这并没有穷尽一个经验的自我之准当前化可能出现之一切可能的方式。


  在这里我们有两个注503问题注504：


  1）如果身体方面被奠立的自我或“经验的”自我已经被构成了，那么另一个经验的自我如何能被构成呢？


  2）不管我作为经验的自我是否被构成：我都拥有我的意识之统一（拥有具有纯粹自我的纯粹意识），拥有具有其被给予性的东西，具有其准当前化的东西等等，还具有其诸可能性的那种统一的流。第二个纯粹的自身如何能够得到表象？它如何能够或许按照其存在显示出来？一个新的自我（对于我而言是一个超越的自我）只能够经过身体性之构成的途径被构成吗？注505


  不论我怎样以再生产方式表象异己的自我、异己的意识，我肯定是以与我表象我自己的自我、我自己的意识类似的方式表象它的，如果我指派给它以完全相同的意识内容和完全相同的经验可能性，我甚至就将这个自我与我自己的自我看成是同一的，并且通过这种使之与我的自我相同而转运到我的自我之中。在这里又应该问：这个在无限的存在中被思考的纯粹的意识注506能够两次存在吗？如果我抛开一切身体性并抛开一个经验的自我之构成，这同一的自我能够两次存在吗？这在思想上可能吗？


  问题当然是有关经验的自我的。即使抛开位置不说身体是完全相同的，或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诸主观也不可能是绝对同一的主观。意识的内容肯定是不同的：“这个”世界肯定是以不同的视角对每一个主观显现的。这个在与我的自我之类比中进行表象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恰好是表象一个自我，而且是这个唯一的自我，这个自我能原初地被给予，它正是自我，是我的自我。


  现在让我们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异己身体的外在显现如何可能转化为内在显现之诸系统呢？如果我们抛开发生学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问：在以统觉方式建立外在显现的这种方式中“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被指点去参照那个物体之外在显现肯定与之有关的我的这里，并被指点参照这些外在显现能够转化为它们的那些附属的内在显现。在被实行的统觉之意义上，或在被实行的对外在显现之说明、解释的意义上，这些内在显现就是那些当我将我的物体置于那里（我运动到那里）时会产生的那些内在显现之类似物，同样，我的由这里出发而属于那里的外在的身体显现与我刚才由这里出发所拥有的关于那个物体的外在显现相似。


  那么我是在进行类比吗？我真的想起了（而且肯定想起了）我，想起了我的新的置身于那里的行为，我的身体上的外在显现和内在显现吗？这肯定没有必要！我所实行的正是“统觉”，我所实行的是将外在显现解释为它所属的内在显现，并且现在我设定具有由身体性之内在显现等等构成的异己的系统的那个异己的经验主观为由诸可能性构成的系统，正如我相似地在一个物体那里以统觉方式“设定由诸可能性构成的系统”那样。我使由外在物体的诸显现（它是我与被给予的诸显现一起设定的）构成的系统，与由内在的诸显现等等构成的系统相互符合。以下情况只是由于这种前后一致，即如果异己的物体在过渡到我的物体之零显现（它是一种知觉上的零显现）时能够变成我的物体，那么这个异己的主观就一定会与我的主观符合一致：至少就身体性方面而言是如此。但是我完全不考虑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如果不涉及我的现实的感觉领域，如果我的现实的感觉领域不在一定程度上与诸表象符合一致，我就不可能表象感觉领域。同样，如果不涉及我的现实的被经验到的，但已被忘却的世界等等，我就不可能表象诸虚构的世界，并且如果在这里不涉及我的自我，我就不可能通过解释以准当前化方式表象异己的自我。


  因此，如果我“看”另一个人，我理解他，倾听他的诉说，那么我在某种程度上就生活于他之中。我的生活被忘却了，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该另一个人的生活，但只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即就如同当我现在想象（直观地）一幢红色的房子，或者我实行一种栩栩如生的记忆，我现在知觉到的环境可以说被覆盖了时，在视域中出现了一种冲突和竞赛那样。


  如果以下情况是真的，即没有已经过去了的知觉，就不可能有确定的统觉类型之准当前化，并且如果以下情况是不言而喻的，即我在澄清一个纯粹由准当前化被给予的东西时，将会诉之于在其中一种类似物完全是原初地被给予的知觉，那么以下所说的就肯定有一种好的意义，即从发生学上说，在我能够“知觉”异己的身体之前，我自己的身体肯定首先已经被构成了。在这里，我当然总是想到我的自我。此外，有一种稳定的符合一致的关系，借助这种关系，过渡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将对异己的心灵生活的理解行为，将对异己的身体与精神之此在的经验行为，将自我移情到异己的物体之中和物体方面的诸变化（“表情”）等等之中的移情作用当作前提，则是错误的。当然存在着一种实行移情作用的行为，一种为另一个人的处境着想的行为，一种想象行为，人们所有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另一个人的身体等等。这肯定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我能够设想，一个物体“变成”另一个物体。我使二者达到几何学上的符合（这当然是一种矛盾的意识），我能将一种颜色变成另一种颜色等等。但是真正将一种东西变成另一个东西肯定是不可能的。我能够想象将一个东西的颜色变成与另一个东西所具有的颜色相同的颜色，最后，我能够将一个东西移动到另一个东西那里去，并“想象”这另一个东西“不存在”，我能够不是想象它，而是想象这另一个东西。因此这一个个体肯定决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个体。注507因此这另一个人不可能变成我，我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人。


  我的身体方面的此在是能够变化的，我的心灵方面的此在也能够变化，能够一部分一部分地变化。但是我借以变为另一个人的那种“改变”，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忘却我的过去，不可能忘却我的记忆的世界，我的经验的世界等等。因此，这是一种虚构的符合过程，不是一种实在的变化行为，或变化了的思想行为，而是在类型的内部，在区域的形式内部，逐步地转换的行为，是以不同方式充实该类型的行为。


  因此，我并不能真正置身于另一个人之中，我只能想象，如果我像另一个人那样，我会觉得怎样，我的心情会怎样：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我恰好不再是自己，不可能再保持我的同一性。因此，这是一种虚构的表象。


  因此我会说：真正发生的并不是移情作用，如我再一次说的。所发生的也不是类比，不是类比推论，不是借助于类比的转用，虽然在进行准当前化的表象中与我的意识领域的稳定联系肯定随身带有以下情况，即我经常引用类比，我为自己解释：这另一个人现在意指这个东西，与我在相似的情况下，例如不久前，我曾意指某某东西相似，这个另一个人清楚地看这个东西，清楚地统握这个东西等等，我也曾一度十分相似地统握过，我也曾有过相似的错觉，我也曾由于相似的原因一度十分恼火等等。但这必定不是任何类比。这从一开始就是对异己心灵生活实行“统觉”。这个处于其外在显现之中的异己的物体被理解为身体。


  我总是说到“理解”。这个“理解”是什么意思呢？一种“进行理解的”统握与在外在经验意义上的统握相比，具有什么普遍特征呢？另一方面，我并不将我的身体“理解”为身体。以下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即同一的事物，即身体，由于两种不同的统握——一种是原初的统握，一种是进行理解的统握——而变成可经验的？


  理解的行为或进行理解的统觉


  它如何看待对一个记号，对一个词，对一句话的理解行为呢？这里存在着共同的东西吗？


  我看见一个记号，但是我以这个记号意指某种东西，某种与所看到的这个记号不同的东西。


  我通过理解将身体性和精神性加于其上的这个异己的物体，在这里一起属于这个异己的动物式的存在之实在的统一。记号并不属于这个被标记的东西。


  但是这个异己的主观本身“有”身体，但本身不是身体，它通过支配它的身体器官，在身体上和身体中进行感觉，并进行活动，但是它本身不是物体性事件中的任何东西。


  但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当我将身体看作物体时，我并不处于或停留于将该物体看作物理世界中的物体这样一种态度之中，相反，这种对物体的统握是一条通道：我转向以准当前化方式建立外在的物体显现所要求的诸内在显现，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以再生产方式进行的内在显现中，特殊的身体性被建立起来，而将主观统觉为经验的人格，又是以这种特殊的身体性为基础的。


  人具有身体性，或者我们暂时说，人具有物体性，并因此是自然之一个部分。我的同胞有一个身体，该身体如同任何一个自然客体一样被给予我。而它是身体乃是由于在其中理解到的（并且通过这些进行理解的行为进一步显示的）精神性。但是通过这种理解的行为也从这个异己的主观中理解到向我显现的这同一的自然之显现，并且反过来，异己者也从我的主观中理解到向他显现的这同一的自然之显现。这是一个为许多主观显现的自然。每一个主观本身由于这同一的（或说可被许多主观视为同一的）身体而能够为许多主观显现，并且是由作为对诸精神性东西之理解行为之诸进行联合的、可交换的行为之同一性统一。


  我们谈到符号的统觉和进行理解的统觉。但是我们用理解行为所说的是知觉——我不仅看到异己的物体，我还看到异己的人。我用符号的理解行为所说的，并不是知觉。


  这个异己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在这里存在呢？记号与被标记的现实性并不是一回事，凡记号是表达的地方，记号与被标记的东西就没有实在的统一性，而在这里，身体物体本身正是身体，是一种心灵生活的载体。现在我借助对身体物体的知觉实行一种进行准当前化的设定，这种设定借助这种被给予的物体性（这种物体性客观上与对身体物体的知觉是一个东西）连带设定实在东西之较高层次的原初未被给予的东西。但是严格说，这是一种不充分的描述。


  我拥有这种关于异己的身体物体的外知觉：借此我以某种显现方式给予了该身体物体的此在。在连带设定中这种显现方式使这同一个物体的第二个显现方式（零显现方式）准当前化，而且并不是以一种知觉上的显现可能性之方式准当前化，这种知觉上的显现可能性对于这个进行考察的，进行统觉的纯粹的自我来说，可能会变成一种现实性，因此，第二个纯粹的主观，连同它的关于这个身体-物体的显现，可能会变成零显现，但同样是关于外在物体的零显现；然后接下来，各种感性东西和心理东西，部分是不确定地，准当前化。


  但是我们要问：这种统觉是“如何发生的”。当我们假定，一切种类的进行准当前化的设定，都返回到进行当前化的设定，返回到知觉时，我们就被引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体性和精神性。我的物体和我的环境中的事物，以某种方式向我显现：我的物体总是以卓越的零显现显现，另一个人的物体以外在显现显现。但是这种对于每一个物体来说的向零显现的接近，都被给予我，或能给予我。由此，前后一贯地以经验方式引起那种想象我的身体处于外在显现之中的理想的可能性……注508


  这个是某物的另一个人，在精神上与我相关联，此外，在精神上能与我达到一种符合一致，这首先是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在那里存在着的物体，会与在这里的我的物体符合一致，它的外在显现会转入到我的物体的内在的显现之中；它在这里的内在的显现会有一些相似的外在的显现。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个自我连同它的世界现象连带显现和连带被给予，该自我的世界现象，与我在现在和在这里的世界现象是同一个世界现象，或本质上是同一个世界现象，它的世界现象，在向那个物体所在的并且是我的类似物始终所在的那里的转移中会有其显现的变化，正如当我运动到那里时我也会有显现的变化一样，如此等等。


  据此，我以自身知觉之一种特殊的变样表象另一个人（我们不可以将这种自身知觉之特殊的变样与模写同等看待）。


  1）如果我看见另一个人，我就看见他的物体，并以进行理解的方式将该物体统握为人。在这里，这种理解行为并不是拥有“图像”的行为，同样也不意味着看见一个事物，就其背面，直观地拥有该事物。该物体不仅被统握为物体（带有诸种不清澈性），而且被统握为身体，因此，有一种心灵的东西属于该身体：所有这些都是非直观的。


  2）如果我是在使自己明了这种统觉的意义，如果我是在弄清楚这里模糊地连带包含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我就是在实行一种内在的转向，我就超出了这种外在的直观。我直观到的就是：我现在显然被退回到我自己，被退回到我的对自身的直观，并且我将这种情况转用到另一个人（仿佛我会走过去到那里一样），因此实行一种向内在直观的转变，并且将这种内在直观与外在的对物体的直观“视为同一”，更确切地说，使二者符合一致。在这里，在适当变样的情况下，首先我的对我的身体物体的自身直观与对那里的那个物体的外在直观符合一致。那里的那个物体不是我的物体，也不是绝对相同的物体。这种符合一致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符合一致，而是相似的东西与相似的东西的符合一致，至多是相同东西的符合一致。由于统觉及其准当前化的本性，它不可能是真正的视为同一。我绝不可能使这种被连带设定的东西达到原初的被给予性。


  附录XLIII  〈关于使对异己者的知觉反向关联到对自己的知觉之问题〉〈1914年或1915年〉


  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称对异己的主观之知觉本身为一种知觉呢？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心理物理的实在性东西，动物，是实在性东西，它们能够借助两种知觉达到被给予性呢？我关于我，关于这个有身体的主观，所拥有的那种知觉，构成这个“自我”，虽然这种知觉属于由诸可能知觉构成的多样性，只不过这些知觉纯粹是一些只有我，这个同一的自我，才能实行的，只有我才能作为体验来拥有的知觉。另一个人不仅不能与我同时拥有这些知觉，而且也不能继我之后拥有这些知觉，他根本不可能拥有这些知觉。每一个进行知觉的经验的人都是由自身而拥有这样的知觉。


  我关于另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觉，和这一个人关于该另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觉，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的，并且这一个人所拥有的每一个知觉都是每一个人能够拥有的（按照理想的可能性说），即使不能同时拥有，也能够先后相继地拥有。因此这第二种知觉，即关于异己者的知觉，不仅使一个自我关于另一个自我的经验成为可能，而且它也第一次使以下情况成为可能，即每一个经验的主观能够成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对象的共主观的对象，并且由于这种相互理解（它现在也变得可能了），每一个人能够和每一个人交换关于人们的经验。在这里存在着处于相互交换之中的两种知觉。我所拥有的对自身的知觉与另一个人的对异己者的知觉所表象的是同一的东西，所把握的是同一的东西：这个对自身的知觉“包含”诸可能的知觉，不仅“包含”我从另外一个立足点上会显得是怎样的，而且也“包含”我被在另外一个地方看从这里会显得的是怎样的；如果我在这当中想看的不是我，而是设想一个与我相似的人、一个与我一起生活的人之可能性的话，这种可能的知觉会转入到另一个人的可能的知觉中。


  对自身的知觉是进行绝对原初给予的知觉，它不仅给予身体物体，而且也给予诸感觉的特性以及我的心灵的诸特性在其中显示出来的那些属于我的心灵方面的体验。与对身体的自身知觉同时发生的还有对诸外在物体的知觉，或更确切说，对诸外在显现的拥有行为。


  在这个方面，对异己者的知觉并不是进行绝对原初给予的知觉，但它仍然是知觉。这种知觉与对身体物体的知觉（这种对身体物体的知觉完全是直接的，并且是正常的外在的知觉）一起实行诸种附带把握，在这些附带把握中，“心理的东西”得到连带设定。但是总体的进行附带把握的知觉之建立，是一种间接的建立，并且是一种与在对物体之外在的知觉情况下知觉之建立相比本质上不同的建立，因为在这里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是以“如果——则”的形式作为有理据的、视觉上的可能性或触觉上的可能性被设定的。（顺便说说，如果诸物体是在正常的情况下被知觉的，它们能够间接地在知觉上被给予；只不过它们，这同一些物体，也能直接地被知觉，这在我们的情况下是有区别的。）这种物体应该是身体；这种对物体的知觉带有一种要过渡到零-知觉的意向，但（在这个同一的，我的主观之中）只能连续地过渡到被准当前化的知觉，而绝不能过渡到原初的知觉。而这种被准当前化了的知觉又带有指向进行补充的被准当前化了的“心灵东西”的意向，以致于我与对物体的外在的知觉一起拥有一种对完全的两个层次的自身知觉之准当前化。在这里我一定会想到我自己吗？（撇开生成的问题）谈论向我的对自身的知觉之反向关联正确吗？


  附录XLIV  〈作为进行类比的解释的统觉。对异己者的统觉并不是统觉之任何新的基本形式〉〈1914年或1915年〉


  1）如果我将一个东西统觉为一所房屋，那么我就拥有一种类比的解释，拥有一种对诸可能的准当前化的指示。现在我并没有将它经验为房屋。但是我经验到一种相似的东西。这种相似性意味着，从前在类似情况下，我曾在经验之统一中实行过一种从已给予的显现（从我现在拥有的这幢新房屋之显现的类似物），向现在显示出来的诸显现之序列（这个显现序列是我能以准当前化方式建立的）的过渡。


  2）但是如果我将异己的物体统握为身体，那么这种类比肯定是以不同方式实行的。我总是经验着我的身体，并且总是一直经验着它。但是我决不曾如同我拥有异己的身体那样在一种外在的显现中拥有我的身体。


  这种类比是这样进行的，即首先我将我的身体统握为物体，与此同时按照与另一些物体的类比，我清楚意识到（在准当前化中）一种推移出去的可能性。对于每一个物体，作为准备好的诸可能性的，我都拥有“接近”和“离开”，我经验过这一类的东西。虽然我决没有经验过将自己置于零点之中的情况，但是被经验的东西之类比是这样进行的：就是说，基本的法则是这样的：凡是经验到某些变动的地方，或者凡是已经有某种统握及其变动的主要方向被实行的地方，在那里我就能够跟踪这种统握的连贯性，并能在思想上经历这些可能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能够将经验上被给予的东西归入到这样一种思想上的序列中，或更确切说，就能够将某种东西统握为这样的一个序列之一个成分的类似物，并因此能够将该对象理解为在另一些显现方式中被给予的对象之类似物。这样我的身体就达到了与某一个“外在的”物体的类似。


  如果我有了这种异己的物体与我的身体的类似，那么这种异己的物体显现作为外在的物体显现之向内在的显现之思想上的过渡，就导致引入诸外在事物显现多样性的一种双重化，并最终引入一个完整的意识流和意识主观之显现多样性的双重化。


  我如同统握我的身体一样“依照经验”将该异己的身体统握为的身体，并且如同在我这里一样，属于该身体的有对于诸显现的拥有行为，多种多样的心理东西等等。按照这种类似，这种统握因此如同到处一样，所意味的就是一种经验的统握，只不过是这样一种特殊种类的经验的统握。


  对具有异己的身体的异己的主观之统觉，并不是统觉之一种新的基本形式，正如比如与关于内在的事实之经验相比，对事物的统觉是一种新的基本形式（构成新的对象性东西）那样；或者正如与纯粹对物体的统觉相比，对身体本身的统觉和对作为身体之主观的心理的主观本身的统觉是某种本质上新的东西那样。


  对自己身体的统觉和对异己身体的统觉本质上是休戚相关的。在两个方面被构成的对象性东西之基本性质是相同的。


  “自己的身体”这种经验是真正地进行给予的经验。“异己的身体”这种经验，就作为外在地为我显现着的该异己的物体而言是真正进行给予的，就其余东西而言，是以特殊方式（以一种原则上我不可能在固有性质方面对其加以改变的方式）连带进行给予的。


  以类比方式进行统觉的行为


  普遍的事物统觉——已确定的类型，这种类型留出了更详细规定之无限可能性。每一种这样的统觉不都是以下面这种方式由经验“产生出来”的吗，以致我能够说，下面的情况是经验的事情，即我在这样的诸显现中预期，如果动觉上的情况被如此这般地改变了，那么诸显现也会相应地改变？这就是说，如果事前没有已经经验过事物的统觉，我就不可能有关于事物的统觉吗？我们不可以这样说。但是实行一种关于事物的统觉，这意思就是实行某种意识，这种意识包含关于被引起的经验之无限可能性。而这原因就在于，我能够获得某些动因关联，它们要参照早先的诸经验序列，而这些经验序列以类似方式引起诸相似的经验序列。于是，凡是由于类比而存在着这样的动因的地方，在那里引入诸经验上的统一就是可能的和必然的，或者实行对事物的统觉就是可能的和必然的。在相同的情况下，我就经验到相同的感觉组。或者，在相似的情况下预期相似的东西，建立相似的假设，这乃是意识之基本情况。那么以下情况属于意识之基本情况吗，即，如果我不能说，并且按理不应说：在显现相似的诸情况下，我已经就有了诸相似的显现，因此我有一种又预期这一类东西的经验的正当性，甚至就是为了这些情况而预期，那么我就不能对超越的东西进行统觉？我能够使我的双眼向这里和那里移动。我能够从一个给定的动觉状况出发穿过某种动觉的系列。这种可自由支配性是建立在记忆之上的。凡是我尚没有穿过动觉系列的地方，在那里我就不能将它的系统想象为一个可支配的系统。我从前已经“经验到”：与该动觉系列有关的诸倾向已经被引起了。我“按照类比”预期：如果我现在又想，它就会发生。一切统觉上的关联都是以“经验”为依据的，并因此是以“类比”为依据的。但是我决不到处进行经验推论、类比推论。然而我总是能够说：我已经经验过类似的东西了，否则我就不能这样实行统握。类似的经验是未来的统觉之可能性的前提、条件。只当某种类型的经验在此之前发生了，未来的统觉才因此而能发生。过去决定未来。先验的生成法则是存在的。它们并不一义地说，根据过去将来一定会有什么东西出现，而是预先规定，某种东西在过去一定先行发生了（以类型方式），因此某种类型的将来就应该能够出现。


  附录XLV  现象学上的起源之问题。对现象学上的构成之意义与方法的澄清注509 （〈1916年〉/1917年）


  〈a）心理学上的起源和现象学上的起源〉


  1）对心理学上的起源之询问涉及诸心灵的行为、诸心灵的状态、诸心灵的体验、诸心灵的能力以及诸其它实在的心灵的特性，简短说，涉及各种实在的心灵的事件和诸实在的心灵的错综复杂的阶段，因此特别还有“客体”在其中被意识到的诸“表象”的、诸意识体验的各种实在的心灵的事件和错综复杂的阶段。对于它们来说，问题就是：它们是如何在“心灵生活”中，即在加入到世界之生成中的“心灵生活”之实在的生成中，发生的，而且特别是这样一个问题，它们是由什么样的心理的生成要素（这些要素的确处于这个心灵之心理东西所归属的实在的因果联系之中，而不是唯一的要素）形成的。相对而言，这些心理的生成要素被认为是比较本源的要素。它们本身是由特殊的心理学的诸要素中产生出来的，尽管它们也处于与诸物理的要素之结合中，因此这些比较本源的要素作为派生的要素也正是要回溯到更本源的要素。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一种相对封闭的纯粹心理学的因果联系，在多大程度上物理学的因果性能够只是偶然地，并以某种类型介入到纯粹心理学的因果联系中，并且一般来说，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一种心理物理的因果性，所有这些都是一些特殊的问题组。但是这种关于心理学上的起源之思考，毕竟有其确定的意义：它是一个涉及心理东西之“实在性”的因果性问题。


  2）对现象学上的起源之询问。例如，与对“诸表象”——“我”和与我相对的另一个自我，“异己的自我”——的心理学上的起源之询问相对，询问这些表象之现象学上的起源。


  关于“本源性”的不同概念，以及“本源的——不太本源的”的对应关系。注510


  α）本源性可能表示，对象注511被知觉，相反，非-本源性表示，对象未被知觉，未原初地在场（未原初地“在这里”）。但是对象能够在关于原初在场的意识中被给予，然而却只是不完全地被给予，该对象的一些部分，一些侧面等等并非是原初地在场的。知觉指向可能的充实：它能够自由地澄清；诸被引起的可能的知觉（再生产）能够提供可能的充实，正如比如在外在知觉中的情况那样，在这些被引起的可能的知觉中，这个对象能够按照这些方面等等成为“直观的”，借助于这些知觉，该对象会达到原初的被给予性。不完全的知觉作为知觉是本源的，但只是相对本源的：就是说，这种澄清为我们建立起的这种“可能的”证明为我们勾画出一种拥有更多本源性的准（quasi）-当前化，就是说，在“未被充实的”知觉成分方面，通过“充实”仿佛（quasi）建立起相应的原初性（本源性）。这种知觉过程比起单个的知觉是更本源的。在一个外在的事物那里，充分的本源性所意味的是一种包含着诸敞开的无限性的理念。现实地或以有理据的可能性转入到诸充实的系列，这就是探究诸起源。


  对象越是广泛地、越是按照更多的方面和更多的部分在知觉进程中达到现实的知觉，就越是本源地被给予。并且，知觉将对象的越多的东西带到本源的给予性，关于对象的知觉就越是本源地进行给予，在起源的内容方面就越是丰富（与此同时知觉也许没有将在所包含的诸成分当中同样多东西带到本源的给予性，这一点并不重要；只要它在进展中越来越充分地提供该对象就足够了）。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对自身的知觉比起对异己者的知觉也就更为本源。某人关于自己本身所拥有的知觉，就其心理东西方面而言，也是知觉。另一个人关于他所拥有的知觉，就该心理东西方面而言，只是间接呈现的知觉，而不是现实的知觉。真正的知觉（对象之原本的现前）越多，本源性就越大。据此，诸知觉本身就按照其本源性的充足程度被逐级地区分开了。


  β）注512我们可以像下面这样理解关于本源性的另一个概念：如果一个知觉没有将另一个知觉以奠基方式当作前提，就是说，例如关于同一的对象的两个分立的知觉，我们就称这两个知觉同样都是本源的。凡是有一个知觉（如一种连续的知觉关联）是奠基于另一些知觉中的地方，这另一些知觉就比被奠基的关联更为本源。因此反过来也如刚刚说过的那样。于是那个连续的知觉就是由诸知觉阶段或诸知觉部分“派生”的。但是本源性在这里其实只不过是表达奠基关系的一个新词。


  γ）价值的统觉是建立在对象的统觉之中的。愉快是建立在“已经”构成了的“事态”之中的。这回溯到一种时间关系，这是这样一种奠基，即在现象学上，关于对象的统觉（关于单纯事实的统觉）肯定已经被实行了，该对象肯定已经被设定了，因此，该价值能够作为对意识而言的新的特性和新的存在层面被构成。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关于事物的统觉之层次比起关于价值的统觉之层次更本源。注513同样关于对象的直接意识之层次，关于对象的单纯表象之层次，比起在解释之中被构成的事态之层次更本源，同样也比具有其诸“意义”成分的判断的事态之层次更本源。陈述反向参照清楚的“直观”，而这种“直观”又反向参照关于对象的直接表象。谓词的表象比主词的表象更本源，关于前提的意识比关于结果句的意识更早，更本源。


  当然，这种现象学的生成之关系，即这些涉及现象学性质的时间秩序的本质必然性，会进入到心理学的生成之关系中。现象学上时间上在后的东西，只能以因果方式由包含现象学上在前东西的一个更前东西中产生，因此这种更前东西一定是该因果必然性的共同因素。注514


  δ）与准当前化相比，例如与记忆相比，与任何一个关于同一对象的并非进行知觉的意识相比，知觉是本源的。准当前化的意识并不是进行本源给予的意识。


  我们已经了解到按照对象在其中达到亲身在场的程度（诸要素、诸部分的范围），对于诸知觉而言的相对的本源性之诸种情况。但是对象能够在没有任何本源在场的情况下就被设定，能够作为完整的对象被纯粹准当前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了一种有关直观性的跨度，在这种情况下，直观性所说的肯定就是准（quasi）-在场；对象被直观到=它是以准（quasi）-在场的方式被给予的，并且该对象当中达到准（quasi）-在场的东西越多，该对象就越多地被直观到。具有等级程度的准（quasi）-本源性。


  但是既然按照意向活动和意向内容方面看，准当前化完全是知觉的变样，那么它就还意味着：每一个在质的方面没有被改变的准当前化，都反向参照肯定已成为过去的记忆：每一个“思想”都反向参照更早的印象，至少按照进行构造的诸要素和按照连结形式，要反向参照更早的印象。但这是一个迄今未曾以现象学方式澄清的问题。


  ε）一种统觉通过另一种统觉建立起来（上面已经提供过这方面的例子），这可能意味着，A1种类的统觉以作为进行奠基的部分的A2种类的统觉为前提。在这里，A1是A2在其关联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学时间顺序，一种过程。或者很可能是一种现象学的时间顺序，一种过程，如我们看见（推论）一种时间顺序是这样被预先规定的，即A2一定较早出现，并因此A1才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建立起包含这二者的意识统一。这个结论句的意识以前提意识为先决条件，建立于前提意识之中，但是在这里，在这种已规定的时间顺序中产生了推论行为的意识统一，在这种推论行为中，这些组成部分每一个都“保持”其特性。


  在这种意识中，“异己的主观”是怎样的呢？它不是奠立于意识之中的吗？而且是奠立于可靠的知觉意识之中，关于我的自身的知觉意识之中的吗？而且是这样地奠立于其中的，即返回到在α）意义上的最本源的给予性上，返回到尽可能完全的在场之上，正是这种在场使“异己的主观”这种意识成为可能，并规定这种意识，规定关于充实的某种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对自己的知觉被在思想上转用到将自己“安置”到另一个人的位置的行为上，被转用到使我的现实的身体与一个身体类似物的“符合”的行为上，并被转用到对该异己的心理东西连同在这个零显现中显现着的异己的身体一起进行准当前化的表象行为和设定行为上。


  人们一定会说，“回溯到现象学上的起源”，这项任务涉及“现象”，而在这里，“现象”的意思就是，“处于”意识方式之“如何”中的“对象”，即意向内容。与每一个意向内容对应，都有一个在意向内容方面的起源的意向内容，它是关于一个这样的对象的直观之相关项，而且是关于这同一的对象的直观之相关项：是被放到括号中的在场或准（quasi）-在场。“指出事物的表象之起源，空间的表象之起源，运动的表象之起源”，这意思就是指出，一个事物如何达到原初的给予性（达到原始的在场），如何达到不断进展的、越来越完善的给予性，按照一切“层面”达到给予性，也就是，一个事物的意向内容如何能转变为一个更完全的意向内容或在更高级次上进行给予的意向内容。在被给予的诸现象中，在意向内容方面的“诸显现”（“诸直观”）中，存在着某种被规整的“阶段顺序”，诸统一性就是按照这种阶段顺序在众多性中被原初地构成的（达到原始的给予性的），但是按照这种阶段顺序，这些统一性本身，对于诸新的统一性而言，又是作为众多性而是基本的，直至最后这个事物在完全意义上作为一个逐步的构成之最高统一被构成。在（包括这些阶段的这个意识之统一内部的）诸阶段之这种系统关联中，这个处于知觉之最后的、最高地被奠立的阶段上的意向内容，是完整地被给予的对象吗？然而我们在物理事物那里看到，对象本身不可能以完整性在意向内容上完整地构成：对象是在最高阶段上被给予的，但只是按照该最高阶段的某些规定被给予的，而其余的规定则是未定的。在最高阶段上外观所是的东西就是该事物之最高阶段的这种意向内容（而最低阶段的统一则是幻象）。事物虽然是在幻象中显现的，但是原始被给予的却只是幻象，而该客观的事物则是被间接指示的，被在预备阶段隐蔽的意向性中以空的方式连带统握的。


  因此以上我关于本源在场和附带在场的理论需要深化。关于原始在场的说法非常适合完美的在场，这种在场借助一种纯粹图式的外观在直接的知觉意识中拥有该幻象。与此相对，对于诸实体的-因果的特性之不同阶段，我们有第二级的在场，第三级的在场。


  对事物的统握在意向方面同时涉及全部的层面，但是在通常的看的行为中，只有最低的层面被以本源的形式意识到。对从一些层面到一些层面的过渡之特性的描述，完全不同于对在同一层面内部的由“直观”向“直观”的过渡之特性的描述，不同于对在同一层面内部的显现、显示（在意向内容上理解的）之特性的描述。在这里我们能够谈论附带的在场之不同方式，或更确切说，间接呈现之不同方式吗？


  如果起源能够显示出来，那么当这种情况在现实的经验中发生时，它的意思就是：该对象是现实地并完全地可经验的。但这不外就是，该对象之实存以直接的和充分的经验显示出来。但是，在起源的研究中，所涉及的是表象的类型，或更确切说，对象的类型（因为可能人们谈论的是诸对象之现象学的起源）。在这种情况下，对起源之证明所指的就是，对一切阶段诸可能的知觉之证明；而对于诸对象本身而言对起源的证明所指的就是：在与经验之充分的可能性的关联中，充分证明这样一些对象之可能性。相反，这样一些对象之不可能性，这样一些对象之经验阶段的认识之不可能性，是在与经验之不可能性的关联中证明的。


  因此问题就是：经验是如何“发源”的，如何“产生”的？关于一个事物的完全的经验，关于自己的完全的经验，关于另一个自己（异己的主观）的完全的经验，是如何“发源”的，如何“产生”的？关于这些类型的诸对象之“进行给予的意识”看上去是怎样的？这种进行给予的意识具有什么样的可能的变化？处于不同阶段的该“对象”看上去是怎样的？应该如何描述处于不同阶段的知觉之意向内容和进行准当前化的直观之意向内容？（应该如何描述在意向内容意义上的知觉、记忆、直观？）严格地说，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某种东西“现实地”达到被给予性，都有向外指向的意向之一个成分与直观的东西相结合。在排除纯粹被间接呈现的东西的情况下，这种不同阶段的“直观的东西”就是在特殊意义上进行显示的东西，就是对象之外观。完全的外观=展开着的知觉=在自身中包含着较低阶段的一切外观之系统的知觉。


  然而这些外观并不是单独地完成这件事情。重要的是描述各自阶段上的整个知觉之结构，就是说，从最低阶段往上，按照每一个阶段包含的或每一个阶段造成的错综复杂情况进行描述。注515


  〈b）〉心理学上的起源与现象学上的  起源之间的相互联系注516


  对动因关联的分析。由现象当中“发生”的东西。在生成的形式中的表现。例如，自由的动觉方面的复合体之性质及其受制约于系统多样性（这种系统多样性在体验方面是在与一个始终被充实的领域之多样性的共存中出现的）的诸变化，都是以诸合适的形态显示出来的，在保持该形态的情况下（在保持相似性，也许是充分具体的相似性的情况下），超领域地变化着：与动觉的诸变化系列并存的诸变化系列。与卓越的变化系列共存的卓越的动觉系列，而卓越的变化系列向着最好效果接近。


  这些东西都是在“诸经验”，“熟练地倾听”，“诸融合”，诸经验上的动因关联这些共存与相继之反复进行中产生出来的；最后，关于诸超越的对象之诸客观化或诸“统觉”之“形成”应得到“理解”。


  方法：我们如何能够确定在这里是“理解行为”之前提的那个东西，和是理解行为本身的那个东西？


  对一些原始前提的分析。“感觉领域”和“感觉”之概念。与动觉的事实对立的感觉的事实。“在”这个领域“中”突出一种现象，或者还有更多共存的被突出出来的东西。一个被突出出来的现象之变化，一个单独的现象之变化，或者一个面对另一些现象未被改变或未被独立的地改变的现象之变化。


  α）“量”的要素或大小的要素之变化：某一个增长要素“大小”方面的改变。与此并行的是，更多被突出出来的现象在大小方面符合一致；在大小方面的差异中出现了处于过渡中的“大小”这种共同的普遍东西。另一方面，变化当中的若干差别：“增大”和“变小”的持续性（中间状态：既不大也不小）。


  β）形态，在特殊意义上的质，位置，这些要素的相互突出。部分地是在同一被突出的现象之变化中，部分地是在被突出的诸共存的现象之比较中。质和形态之合法则的依赖性。“形象”（原初的感觉事物），独立于位置（场所）的统一东西；形象变化着，“运动着”，变换着位置，仍保持“不变”，就是说，保持着它的感觉事物的同一性，它或者是在形态方面变化，而在质的方面没有变化，或者是在质的方面变化，而在形态方面没有变化。形态的改变：在保持“形式”的情况下，大小改变了，在保持大小的情况下，形式改变了，二者都改变了。在保持质的情况下：总体的质扩展得超出了形态。


  “通过”不同的限定，一种形态分成诸部分形态，或更确切说，总体的形象分成诸具有自己的形态和性质的片断（细分）。由诸片断形态构成的总体形态之和在功能上是与由诸片断性质构成的总体性质之和联系在一起的。分立的诸部分被细分或被限定之独立的可变性，等等。“通过”对限定（这种限定达到了单独的突出）之改变，在思想上进行细分。总体性质可能这样改变，即新的总体性质在某一方面变得与以前的总体性质不一样了：对该形态的诸片断之限定方式引起了作为总体性质的一种质的方面的协调一致，并且存在着协调一致的相似与协调一致的不相似，协调一致的相等或协调一致的同一性。不同大小的两个形象，只要它们拥有相同的领域形态，就可能拥有协调一致的相等性。这种相等性在与共同的本质之关联中决定关于质的新概念。如果两个形象在形态方面相似，并且在质的方面具有协调一致的共同性，因此相一致的诸片断相应地得到了限定，又是协调一致的，那么这两个形象在这种意义上就拥有相同的质。又是一个新的概念：如果一切对相等形态部分的划分（因此也是相等大小的划分），就这些部分来说，都导致完全相等的限定，那么这些部分和这个整体就拥有“相同的性质”。


  每一种划分都进行到不能进一步划分的、因此本身不可能再有进行限定的区分的诸极小值和诸极限，诸形态点。因此一切限定都涉及诸点之质。在这种情况下，协调一致的相等就导致诸相应的形态以下面这种方式进行的划分：即诸最终的部分由于相符合是相等的，并且具有“相等的”总体性质。诸最下层的部分是被统一地限定的。


  因此这样的概念内容就能够确定下来。


  于是概念的背景就建立起来了。推导出结论：该领域以及当下的背景本身直至某种界限的区分，都拥有一个形象之性格，都能够拥有统一地变动着的统一的质，等等，这个领域在自身中包含着通过限定而细分的诸理想的可能性等等，这个领域可以被统握为“点”的系统，就是说，可以被统握为具有一个零点和两个零指向的一种被规整的点的多样性。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主要区分都处于对合法则性之关系中，这种合法则性将该领域里的动觉系统和诸可能的形象之系统都联结起来，并且这种合法则性应该通过使自由的和不自由的现实的动觉过程和一起发生的形象过程符合现实情况而形成经验之统一，而且是在意识上的经验之统一，首先应该形成统觉并形成被统觉的（眼球运动的）超越的对象。


  因此这就是在真实的形象和虚假的形象之间的区分。


  〈c）〉心理学上的起源和现象学上的起源注517


  1）对对象之存在论的分析，作为这样的对象，它会在完全的显示中（或者在诸基础的层次中）达到原初的被给予性。


  2）意向活动的分析和意向内容的分析：对象在“进行给予的体验”之关联中的被给予性方式。为了能够在诸必然的阶段中越来越完全地进行给予，这些体验看上去必然一定会是怎样的，它们必然一定会在怎样的秩序中进行，这种意向内容在每一个阶段上看上去是怎样的，意向内容的核心在每一个阶段上看上去是怎样的。在这种本源的给予性当中，和在由这种起源出发继续进行的诸给予性当中，这个自我作为进行注意的、进行解释的等等，如何起作用，或者，对该核心的这些意向内容方面的特征说明之诸层次看上去是怎样的。但是在由意向之统一而被赋予灵魂的这些关联中，或者，在作为统一的这些关联中，这种统一是通过构成建立在动因联系之基础上的。对动因的分析。现象学上的生成。诸构成阶段的奠立顺序。单方面的可分离性：当缺少较高的阶段时，最低的阶段在意识上是可能的。抽象。“我们能够想象，诸体验是像下面这样进行的，即并没有发生任何充实，也没有发生由另一种充实引起的任何失望”。


  一种最简单形式的统觉之类型。MA结合成了一种复合体。如果M在一个熟悉的被规整的关联中进行（自由地进行），那么A就以附属的形式进行；并且如果M以卓越的方式进行，那么A就以一种最佳值达到顶点。G这个对象在A中发生了透视变形，并且作为以原本方式的把握之准备好的可能性被给予，作为自身被给予，并且以最佳值Ag在完全的自身中被给予，就是说，在原本中被给予。对象总是在被给予，而A本身并不总是被给予；A0，A1……并不是该对象的模写或符号。该对象在Ag中“如其所是地”显示出来，“完全地”显示出来（如果它包含任何看不见的东西，或不包含任何不能完全看见的东西），只要它是完全显示出来，在这个范围内，关于它就有最佳值，并且在这种最佳的运行中，它就被最完全地构成。对象之意向上的综合作为有理据的方法中的理念。


  这种综合之起源。有关起源之理论作为一种理想的生成之理论。如果由M1,M2……构成的序列是在与A0，A1……序列共存中进行的，而且是这样进行的，即M……是一个自由的、可逆的诸运动（活动）的序列，那么A-序列就能够“随同M-序列”一起被给予。这并不充分，但它标志一种开端。


  作为能够另外再取来的本源的可能性，我们首先假定：诸自由的活动是在诸系统中进行的，而且是从诸零位置出发，（诸零复合体）按照具有不同可能结果的该系统之不同路线进行的。如果这种连续经过的行为是经常发生的，那就会产生关于位置的意识和关于我-能的意识，产生一种可支配的系统之理念。我能够想象任意一个Mb,并且能够从这个直接现实存在的Ma走向Mb,以及反过来，从Mb走向Ma。我拥有对于处于这个有秩序的系统中的这个Ma的统握。我知道这个运动系统，我能够将诸条路线纳入其中，等等，这是一个可支配的系统：一个由存在着的诸可能性构成的系统。按照这种经验，这个我-能属于这个我-在。一种自由的运动可以被想象为是所想要的运动，并且经常也是可现实地、有意地运动的。这种现实的愿望必然产生这一种运动（活动）或另一种运动（活动）或不产生任何运动（活动）。在第一种情况下，在愿望的意义上的运动是作为随意的运动进行的（关于这种运动的中性变样：我能：这种行动是一种可能的行动）。但是对于将来而言，这种现实的行为引起一种我-真-能的意识：我已经做过这一类的事情，没有任何相反的经验反对这一点。


  “我能做这件事”，“我知道它是如何进行的”，这样的东西是如何进行的，我已经看到过这样的东西，关于这种东西的诸过程，诸行为方式，在以前的经验中已经被给予我了，我很容易就找到进入这些事物的路径，我有相似的经验认识。在实践中如此，在对理论关联的把握等等中也是如此。练习，不论是计算行为，还是演奏钢琴的行为，或是比如在一种外语中对语言联系的理解行为，把握诗的语言的行为（没有对诗的语言之特性进行描述的形式之任何抽象）等等，都具有相识性之性格，都是对相似东西的提醒，对相似东西的显示。“按照”对相似东西之这样的统握对该被给予东西以进行类比的方式统握。


  处于记忆关联之中的记忆。突然出现的记忆及其地平线，被充实的地平线——空的地平线。


  共属性的关联，在此在中和此在之连续性中，一个想起另一个。时间上的共存，时间上的相继。诸空的意向作为我能够顺从它们的倾向，这些空的意向在诸新的连续进行的“形象”中被充实。


  一个相似的A，与一个记忆相似：按照类比被统握；被统握所表示的并不是就其本身被给予和单纯地被给予，而是被与记忆的诸倾向类似的诸倾向所包围。这个A出现，而且是在对相似的过去之透视中和对相似的共存在之透视中出现的。我预期，接下来它会以相似的方式进行。此外，我还能记起原型，这种原型和关于类似的意识一起出现，并且是在这样一种意识中出现，“这种意识促使我记起”作为一个类似物的“这个东西”，并且“由于”这种类似，它也以相似方式继续进行下去。但这并不是必需的。它干脆就是被预期的，但却是按照熟悉的特性被预期的。在预期的行为中存在一种意向的因素，这个因素在对诸类似情况的回忆中获得其充实。


  在这里我们有1）理性，2）生成。我按照类比进行预期，我按照类比，作为一起被给予的，一起在此存在的，进行设定（而且也许通过证明为确凿地在这里的这种过程进行设定）。因为以前在这样的关联中，在这样的实在可能性中，我曾提供过相似的东西。这个“因为”就是一种合理的论证，而且它完全实现了一种本源的直观，一种本源的理性行为。这种直觉的记忆就是第一个理性行为（记忆本身是被分开的理性行为；我现在认为，即使是一种“空的”意指，作为理性行为也有其“支撑物”，也有某一个支撑物，并且每一个“愚蠢行为”都包含理性的成分）；但是下面的也是一种理性行为：记忆指向记忆，或者相关联地，a使人想起b,并且引起b的共同在此存在。这是一种本源的综合的形式，它在一种本源的行为中被构成，这种本源的行为在这里就是记忆行为，并拥有一种本源的正当性。再者：“在一种被如此构成的（有合理根据地构成的）记忆关联中，曾有A——B这样一种关联被给予”。“这个A＇使人想起作为类似物的A，在这个类似物和那个类似物的符合中，有一个B＇属于A＇,并且以相似的关联属于A＇”。由于这种与A之类似，这个A＇具有指向B＇的倾向：这是动因之一种本源的形式，该动因在这里被看出来，它并且是一种本源的理性形式。如果它不是这种东西，那就不存在建立经验理论的任何可能性，那就一切都必然被归结为循环论证。因此我能够通过类比清楚地拥有对过去东西的回忆，和所属的因为-理由，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一切真正的清晰性中一样，我拥有合理性，我拥有诸“清晰的根据”。


  或者缺少这样的清晰性，但是这个类比的论题为此仍然是类比的论题。下面的不是一种本质的可能性吗？即在“A情况”下，预期B，而无须这些“情况”是提供理由的情况？一种预期，并且一般而言，一种关于未被给予东西的设定，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必须是“有根据的”预期。任何奠立，任何提供根据的动因，任何关于一个此在的设定，都要回溯到“根据”（假如它是存在的设定，关于事实的设定），都要回溯到“以前的经验”，肯定存在着一种类比的统握，这种统握将邻近的（propter）根据追溯到一种后面的（post）的根据。


  这看上去难以置信，然而却是浅显的真理。只不过人们决不要将这种邻近的东西（propter）解释为因果性，这种东西并不排除将具有诸种复杂形式的因果性回溯到这样的后面的（post）动因。这种共属是如何由这种共存中产生出来的呢？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这里首先仅仅应该确定：预期的关联，即使是假设的预期关联，在意识上也是在“如果——则”和“因为——所以”中产生的，也有其在经验关联之中的生成。如果它们是在没有清晰记忆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们在自身中就有一种能够回溯到记忆的意向内容；如果它们没有“相应的”记忆，它们在意识中的此在就是不可能的，即这样地不可能，以致我们甚至能够看出，如果这种记忆完全没有正当性，如果这种记忆按照其类型没有正当性，这些意识内容就不可能出现。我在这里行事所依据的（我是依据某种东西行事的），是过去的经验一定会证明的东西。经验可能是假象的经验（过去的假象的经验），但是记忆不可能完全是假象的记忆。


  这种生成并不是任何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性生成。它只不过表示，对任何统觉形式之现在的意识，都要求对相关形式之过去的意识。只要我们实行某种统觉，我们就会知道，过去的意识不可能丧失，它会对处于同一自我流之中的将来的意识“起作用”，它会对处于同一自我流之中的将来的意识产生影响。但是不能说出更多的东西了。这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先验性，一切生物的心理学之根据，但是本身并不属于生物学的心理学，因为它特别排除人的东西等等。


  此外我们还有这样一种奇妙的东西：生成之先验的法则性，一切现在的经验动因都回溯到过去的意识，都回溯到作为存在之起源被涉及的过去的意识的这种生成之先验法则性，是与理性相关联的。意识并不是一种由能够以任意不同方式存在的诸事实构成的任意的流。较前的意识引起较后的意识之诸可能性，先验地（a priori）引起，这样地引起，即只要较后的意识至少具有经验的-超越的统觉（设定）之性格，这种较后的意识在其事实性方面就是由相应的较前的意识必然地引起的。这种动因具有一种理性的行为之特性，被引起的设定是一种合理的设定。对这种“生成方面的”起源进行探究，这也就是对该被给予的设定之理性进行探究，这种提出生成方面的根据的东西也是以合理的方式提出根据的，只不过这些理性根据之重要性应该由这种清晰性规定出来。


  现在还应该指出，如果我们弄明白了诸间接的、复杂化了的统觉（作为系统地升级了的诸经验动因），此外还在意义方面证明了，那么它们就必然一定会反映以前的经验之诸关联的类型，这些统觉在生成方面是由对这些类型之“类比的统握”中产生的。现在一切都变得明白易懂了。


  附录XLVI  关于统觉的问题〈写于1920年前后〉


  统觉=客观的知觉。


  感知借助连带感知；但是存在着的东西（虽然前面的说法也有正当性）就是：一个被感知的东西使人注意到（或许部分地用实例说明）一个未被感知的东西，但是可感知的东西就是一起在此存在的东西，只要我，这个进行感知者，只要我愿意，就能够通过被引起的东西之自由支配建立起被预期的东西，而这种被引起的东西是在它那个方面“为备用而摆放着的”，在它那个方面从一个被感知的东西出发能够自由地感知的。但是我并没有将这种被引起东西经验为一起在此存在的，而只是经验为可在实践上支配的。


  因此对于这种对事物的知觉，首先需要一种对于这个被知觉状态和知觉行为之更仔细的特征描述，而这是通过对诸知觉可能性以“我能够实现它们”这种方式的预期实现的，而“我能够实现它们”是通过自由地产生诸被引起东西和自由地对处于未被知觉的一起在此存在之中的这个此在进行构成之方式进行的。


  知觉作为一种自我式的实现之过程——因此对背景的知觉以及对背景的知觉过程，并不是充分的、真正的实现。


  发生在实现之前的是“意向”，唤醒，反应，因此还有由生成而来的起源，由联想式的预期之本源的形成而来的起源。一个没有本源地实行过这种生成的、没有第一次在自身中构成了这样的统觉的主观，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实现，因此不可能经验任何事物，不可能拥有任何客观世界。意向之实现本质上是第二级的过程，实现是对那种至少已经被以类似方式本源地实现过的东西之实现。但是这种本源方式的实现尚没有支配正常地进行实现的知觉以之为前提的那种意向；在这些进行实现的知觉那里，客体作为预先给予的客体出现，作为“进入”到知觉之中的客体出现，我把握那个已经在此存在的东西。但是由于这种本源方式的实现，这一种客体中的一个客体才能第一次变成对于我来说在此存在的客体，然后在后来才变成对于我来说预先给予的客体——因此，一般而言，才能是对于我来说的客体，才能成为客体本身。


  这对于一切更高阶段上的统觉都适用，如在文化之存在领域。这个作为持续地共同-在此的东西的被构成物，在这里就是一种对目的而言的有用性，就是一种“我或者人们能够借以构成某种东西的东西”，并且它在其诸组成部分中，在其诸形式中，具有适合于这种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它被统觉为“被规定用作这种用途的，并被做成这种东西的”。


  如果我本身没有实现目的客体，并且甚至没有去尝试某种东西，没有完成某种东西，那么我就不可能理解作品，不可能理解工具等等，不可能理解文化客体。如果我在那些我恰好不是按照目的形成的客体上没有发现适合于目的的东西，那么我就不可能达到生产该作品的实践意图，并借以理解该作品是什么。注518


  如果我已经获得了关于一个事物的统觉，那么我就能够将“尚未看见过的‘这同一类的’诸事物”当作事物来经验，并且一定会这样经验。对于形象的统觉，对于作品的统觉等等，也同样如此。


  我能够通过实例说明、解释，使一个关于事物的统觉变得清楚明白——理解在这里“被意指”、被预期的东西。我能够通过解释理解一件艺术作品，在这种理解中我设想自己置身于一种相应的生产之中（就如同在对一个事物的统觉中，设想自己置身于一种清楚的、进展着的、可能的知觉行为中一样）。另一方面，在这里，这种进行充实的、进行证明的知觉行为，也许就是对该产品进行应用的行为，是相信该作品是被做成这种东西的相信行为，或者是注视一种相似东西是如何被做成的注视行为，等等。


  文稿14  〈唯我论的正常性和共主观的正常性，以及客观性之构成〉〈写于1915年和1917年之间〉


  〈§1.在唯我论态度中的心理物理的条件性和  身体事物性的因果性〉


  现在我只应谈论处于唯我论的自我之中的和处于唯我论的体验流之中的个人的统觉，然后才能谈论实行移情作用；实行移情作用显然以反思为前提，此外实行移情作用始终是需要的。或者，这样说也是一样的，即我到处都排除由实行移情作用而产生的诸统握层面，就是说，我观察我自己、观察我的身体、我的内在的和超越的环境，如我在“内在的态度”中发现的和能发现的那样的我自己、我的身体、我的内在的和超越的环境。


  当我们只是在排除关于人的表象的情况下，如该个人的自我在自己的、能以反思方式把握的诸我思（cogitos）中被内在地构成的那样看待该个人的自我时，按照以前的论述，注519我们确实没有以这种个人的自我超出这种内在态度之领域。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首先必需的对身体之内在的给予性进行澄清以后），在这种内在的态度中，身体与个人的自我之间的关系或联系看上去是怎样的，更确切说，个人的自我中有多少东西对于移情作用之可能性而言是必需的前提，然后还有：个人的自我与内在的身体有怎样的联系。


  我们现在一再说“唯我论的态度”，因为对于我的经验之这些仅仅为我构成的事物来说，并不涉及谈论内在经验（这些外在经验之内在经验）。与此相反，我们能够谈论唯我论的外在知觉，外在经验，唯我论的诸外在事物，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只具有在排除一切建立于移情作用之上的统觉层次情况下被我直观到的诸性质。我们现在将这些外在事物看作是被构成的。在这里，对交流方面的诸统握因素实行排除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同样也预先说明，这个身体事物是被以唯我论方式构成的，这同样的东西对它也适用。此外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直观的（空间-时间-因果的）事物关系也都被构成了——在唯我论的态度中被构成了，这种态度现在总是得到坚持。事物相互碰撞，发生因果性的结果等等。烧红的铁在锤打下，并且由于这种锤打，呈现出诸改变着的形状等等；热的东西会将它的一些热量分给冷的东西，冷的东西变热了，而热的东西变凉了。身体也被给予了，尽管是作为卓越的事物被给予的，虽然它在空间中运动时是以本质上不同于其它事物的方式显现的，并且一般来说，它在其显现方式中拥有诸种熟悉的特性。但是我们的确也可以假定，在这个唯我论的领域中，事物的世界已经在一种客观性的层级上被构成了，这个客观性的层级赋予这个事物世界以在一切方面都是同质的空间形式，并且这个客观性的层级赋予身体以“如同另一个事物一样”的一个事物之统握特性。


  但是正是在这里存在一些困难，并且正是在这里必然存在一些已经与移情作用有关系的表象方式。至少我们已经提供了类似于诸事物相互之间的因果性那样的身体和其它事物之间的因果性。如果我将一块铁放到一个有弹性的柔软的物体上，那么该物体就会下陷，而那块铁就会印在上面，这与我将那块铁放在我的大腿上以及这一类东西上时完全相似。我的手敲击桌子，与一个密度相似的东西敲击桌子类似，并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如果我们称这些因果性为物理的因果性，那么身体作为这些因果性之经验统一，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身体作为诸因果特性之载体，与其它外在事物相似，也拥有一种物理的实在的性质。


  但是与诸事物和我们的身体之间的这些因果关系一起，在唯我论的态度中，我们还提供了在诸事物与我们的主观性领域之间的诸制约关系：在唯我论态度中的心理物理的因果性。这个重的物体不仅在物理的意义上压到我的身体上，而且在主观的领域中也随之产生压迫感这种非物理的效果。随着打中我的身体的一击，产生一种撞击的感觉；或者还产生疼痛的感觉；由于一种热的物体，我的身体在物理方面的预期随身带有一种热的感觉，用一个物体遮住我的眼睛，作为非物理的效果，会导致从前的知觉中被给予事物的一些方面消失，如此等等。


  另一方面，我们经验到，我们的主观的活动——不随意的活动和随意的活动——具有空间事物性的意义和效果。这样，被以现象学方式描述的动觉过程，作为由诸倾向构成的过程，就获得“我运动这只手，这双眼睛等等”的某种主观的意义，并且在任意所为的情况中，就获得“我故意运动这只手，我任意地将它带入到一个预先规定的位置，我碰撞这只台球，并且通过它，引起作为第二个物理事件的第二个弹子的运动”，如此等等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紧密结合的情况，A）只要一方面诸主观的体验，即某些感觉事实，在知觉的显现中具有构成方面的功能（在这些知觉的显现中，它们充当对显现着的空间事物之相应的感性性质而言的进行表现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当我们从这种指向显现着的，并被以相信态度设定为真实的空间事物的态度，转变到指向诸显现（诸视角）以及在其中作为内在的诸成分包含的诸感觉事实的反思的态度时，这些显现和感觉事实就作为因果性的结果被给予了，这些因果性结果就会作为有关的外部事物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之间接的结果进入到主观性之中产生效果。B）我们的动觉行为之诸主观的过程对于关于外部事物的知觉而言又具有构成的意义，但并不是作为它们的感性性质之进行表现的事实具有构成的意义，而是作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为空间性的构成提供理据的前提-事实具有构成的意义。但是同时它们以间接呈现的方式具有关于身体运动（眼睛的运动，手的运动等等）的意义，并且在相应的态度中奠定关于因果关系之经验给予性，例如像下边这样：通过我的主观活动，我运动作为空间事物的身体的肢体（这双眼睛），我获得我的手的，我的脚的等等的空间运动。


  由于这种特性，一切主观的事实——它们对于当下由我们知觉到的空间事物和过程之外观上的内容而言是构成性的（换句话说，对于从空间事物性东西“现实地落入到知觉中”的一切东西之存在而言，是构成性的）——，都必然允许一种心理物理的-因果性的统握。


  因此我们在心理物理的条件性方面有一种原状态，而且在唯我论的经验之领域中，就已经有这种原状态，如果对于一个主观本身有一个空间时间上实在的世界被构成了，那么这种状态就本质必然地一起在此存在，就能够以反思的方式被发现。


  〈§2﹒在唯我论的经验中异常之可能性。  正常的知觉之系统〉


  此外出现了一些新的心理物理的制约性，它们被置于异常的知觉条件、异常的身体性、身体有病这种标题下。


  由此，一般来说，一个一致的实在的世界能够再一次被构成，诸显现的事物和这个身体一定是在处于一致的、空间-时间-因果的关联中的该主观之在生成方面继续发展的经验之统一中被经验的，这个身体特别被经验为处于多种多样环境之中的知觉器官，或由诸知觉器官构成的系统。在以上说明过的东西之意义上，属于这里的有心理物理的条件性之原状态，同时还有由身体和身体在其诸器官之感知作用中知觉到的诸事物之间的诸因果性构成的系统。


  如果一个世界作为现实性能够为这个主观持续地在此存在（因此这是以在经验之进展中的一致性为前提的），那么属于这个世界的因此就有这种对于将身体和外部世界排列在一起而言的具有确定的形式的和确定的、类型的内容的构成形态。但是这并不排除以下情况，即这个规则被局部地打破，换句话说，异常的心理物理条件和正常的心理物理条件分离开。下面的情况并不是必然的，即在身体和事物之间每一个任意的、可能的因果性都具有心理物理的结果，这些结果都被归入到主观之在心理物理方面受制约的知觉之领域中，都被归入到向该主观显现的诸视角等等之领域中，都被归入到正常的知觉规则之领域中或归入到正确地构成该世界之现实性的知觉规则之领域中。


  这如何可能呢？因为关于处于实在的、事物性的自然和身体的自然之关联中的身体性之每一种因果的或实在的变化之谈论，都是以这种变化之真实性为前提的，而这种变化之真实性的前提则是：对于这个主观而言，这个世界连同该身体性之每一个因果性的变化都是适当地构成的，就是说，在正常的经验中一致地构成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不同于适当的经验的，不同于一致地适应于这种关联的经验的“正常的经验”，将被经验的事物性之同一性坚持到底的经验呢？就是说，我应该从哪里以一种不同于从正常经验中获得的方式获得关于一种异常地起功能作用的身体性——这种身体性——具有作为这种异常性之诸心理物理结果的诸知觉之理念呢？就是说，从在其中身体性正常地起功能作用的经验中，换句话说，从在其中诸事物和这个作为“中介知觉的身体”的身体，在这种实在性之统一中，如同在不存在任何异常性时一样正是协调一致地出现的经验中？正如事实的世界也表明的，这正是由于以下情况而成为可能的，即虽然身体连同它的全部器官通常都像下面这样地属于一个一致的世界之构成，即一切都在知觉器官之功能中出现，并且与一致地适应的诸经验有心理物理的联系，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器官的一部分可能退出，而这并不妨碍经验世界之一致的和完整的构成。如果一只手，同样一只眼睛，甚至一个手指，某一个局部器官从触觉感觉之整个器官退出，从触觉知觉之系统的整个器官退出，这并不造成任何损害。与用-这只-手-触摸的活动，用-这只-眼睛-看的活动等等这些客观现象结合在一起的诸构成性的经验之某些系统会突然失灵：但是它们可能突然失灵是因为在由诸可能经验构成的这整个系统中，有其它的和更多组的经验存在，它们以如同每一个进行触摸的手指都能支持每一个手指，这一只手能支持另一只手等等一样的方式“完成相同的事情”。这就是说，由诸动觉事实构成的系统，由这些动觉事实引起的诸视角构成的系统，由感觉事实性方面的诸显现构成的系统，这个与这一只手相符合的系统，或更确切说，这个在适当的态度中能被理解为“受这只手的触摸行为制约”的系统，在相互关联的环境中，也与另一只手符合。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并且在某些被给予性情况下，用这一只手并用另一只手触摸这同一块木头等等，我们一定会说：这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作为由诸知觉器官构成的系统的身体在触摸这种知觉行为中借助手等等，这个课题需要更详细的现象学的分析。就是说关于世界之经验的统一，虽然始终是关于外部事物的经验和关于身体的经验，但是关于处于与外部诸事物关联之中的身体的经验，是处于整个的经验系统之诸特殊的分节之中的，这整个的系统符合于这样一种说法：我在这个身体上拥有由诸感觉器官构成的诸系统，并且我通过触摸的行为，看的行为等等，通过“诸感觉器官的功能作用”，拥有关于这些事物的经验和这些感觉器官本身的经验。在这当中，诸感觉器官在起功能作用的同时存在着，并且相互间互为“知觉活动”的客体：通过这种相互间的触摸的行为和看的行为，我的身体的诸部分以及它们在知觉行为中的活动为我在此存在。


  尽管所有的器官现在都能够正常地共同起作用，并且都能够对关于世界的经验之整个的系统作出贡献，但对于能够坚持到底的经验来说，像下面这样就足够了：一些器官现实地参与到活动中，而另一些器官则可以休息。而且很可能，一些器官由于某种不同寻常的因果性变化（这些变化在经验中是借助另外一些器官被给予的）引起了一些心理物理的结果，这些结果偏离了这些器官通常产生的结果，就是说，偏离了那些属于正常的和正确地进行构成的经验之系统的结果。


  纯粹作为物理的因果关系被考察的诸知觉活动（触摸活动、闻嗅活动、看的活动等等的纯粹物理的方面），并不是在身体与能够知觉到的事物之间的任意的因果关系，相反所涉及的是类型性质的因果性。但是身体作为像另外一个事物一样的事物（它就是被这样构成的），超越这一点，还允许一种由诸因果性构成的无限性，就是说，允许属于物理方面具有这种性质的诸事物一般的任何一种因果性。因此即使这种类型的东西被超越了，那些偏离属于该类型心理物理结果的心理物理结果仍然是可能的。但是这种类型的东西在这里是诸正常的感觉组之连结，是可能统握的，并被统握为正常的事物显现。因此，与类型不符的东西就是另一些感觉组，或许作为事物显现仍是可统握的，但却是关于那些由于与类型不符打破了自然经验之一致性东西的事物显现。此外下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即这种打破自然经验的一致性具有下面这种性质，即由于有关的身体肢体之被改变了的器官方面的构成，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被建立起来，或者，那些完全不再能作为事物显现被统握的感觉根本没有被建立起来等等。


  这种正常的注520知觉（与异常的知觉相反）之系统，或者正常的显现（视角，所见物）之系统，就是这样一些知觉之系统，这些知觉在一致的经验之系统中有其被说明理由的地位，因此属于它的部分总是（有一些东西）具有充实的特征，或等价地说，具有“正确的”知觉。


  每一个在知觉关联中出现的知觉，比起先于该知觉的知觉关联之片断，都有一种正确性之特征，因为只有在与这种知觉关联的联系中，该知觉之相信式的设定才能是有理据地出现的。如果诸显现是关于一个在其中知觉这个概念通过相信一起被规定的关联之知觉显现的话，那么这些显现就被称作正常的显现。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种概念的形成是不是必然的，是不是有价值。感知上的显现能在诸被删除的知觉中出现，作为错觉出现，作为幻觉出现；它们以此表明它们的异常特征。异常的知觉这个概念同样也只能意味着，一个较早的知觉在其延续中，或在其延续以后，由于知觉之继续的进程而经历失效，经历其相信方面的删除。注521绝对地说，一个不可能被任何未来的经验进程删除的知觉是正常的知觉：因此这会是一种理念。


  只要我们坚持一个面对这个作为同一的实在的世界的同一的空间时间的世界而保持自身的主观，我们就必须自始至终将一个正常的知觉之系统归于它。


  在这里应该考虑到，只要存在着可能被以后的知觉进程所要求的某种像对同一知觉之重新规定、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规定的东西，在这中间，那些进行干扰的，但又被删除所排除或要求将来的删除的知觉，就可能按照部分和层次正常地出现。如果这个世界，这个被知觉的、被经验的世界，存在，如果这个世界始终持续地是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主观就一定能够连续正常地知觉，或者能够由以前的诸正常的片断建立起这种正常性之一种连续的运动，并且就只有个别的知觉，或者只有知觉之个别的层面会被以后的知觉在删除中涉及。


  对事物的知觉与心理物理条件的紧密联系：


  每一种知觉，正常的知觉或异常的知觉，都处于心理物理条件性之关系中。我们可以补充说：借助于对这种条件性之经验认识，一切异常东西都适应一个在一种新的被扩展了的意义上是正常的，并且包括一切知觉的被扩展了的系统。


  这与下面这个原理有关：即在一个主观之由诸正常知觉构成的每一个系统中，都存在着关于对身体之外的事物处于心理物理关系中的身体之正常的知觉，或者存在着关于与身体之外的事物一起参与知觉功能并与此同时以实在因果性与身体之外的事物相联系的那个身体之正常的知觉，以这样的方式相联系，即诸事物在身体中的实在影响在知觉的诸显现中有其心理物理的效果。这个身体在它在其中并且在那个期间按照其全部的分器官以使心理物理方面有依赖性的诸知觉或诸显现都正常这样的方式发挥功能的每一种情况中，都必须完全正常地发挥功能（或者在知觉方面“正常地”发挥功能）。但是身体在知觉方面可能局部地以异常方式发挥功能（或者病态地发挥功能）。


  谈论病态地、异常地起功能作用的（在这种意义上引起异常显现的）身体性，只对于一个唯我论的主观有意义，如果该主观具有它的由诸正常的经验构成的系统，因此在对面经常有这个同一的空间时间的因果的自然。但这又以下面的情况为前提，即对于该主观来说，它的身体是在正常的知觉之系统中构成的，而这又以下面的情况为前提，即这个身体不可能完全是病态的，而必然会是在这样的程度上“正常的”，即它的诸知觉器官的一部分正常地发挥功能，而且是在这样一种程度上正常地发挥功能，即因此这些也许是病态的身体肢体和病态的部分能够作为“客观的——现实的”部分（因此通过正常的知觉）被给予。


  如果一个共同体的世界被构成了，或更确切说，如果诸主观相互处于交流之中并因此都在自己的对面拥有一个共有的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正常的身体性和异常的身体性之可能性的诸条件就又能够实现。不可能所有的身体全都是异常的；但是个别的身体可能是异常的，对于另外一些主观来说，这些个别的身体仍能够被描述为身体，但却不仅在个别细节方面被描述为病态的，而且“完全”被描述为病态的。然而这里的问题也是：这个“完全”可以伸展多么远，以使这个身体仍然能够表达心灵生活的某种东西。


  当然，对于交流本身来说，前提是诸正常的（正常地起功能作用的）身体等等存在。


  〈§3﹒在唯我论的主观中诸显现由于心理物理的  联系而相对化的问题〉


  问题：从知觉的显现对身体性的心理物理的依赖性，并从以下情况，即随着身体性的违反身体性之正常性（这种正常性是一种类型）的一些实在变化产生心理方面的异常性，首先是产生诸异常的显现，最后是一切显现都停止，我们能够作出以下推断吗：即诸事物并不像它们显现的那样存在，更确切说，在正常的显现中被给予的诸事物并不像它们显现的那样存在，并能够作出以下推断吗：即最终非-正常的显现拥有的正当性如同正常的显现拥有的正当性一样多？能够作出以下推断吗：即正常的显现所涉及的是正常的身体性之类型，异常的显现所涉及的是异常的身体性？注522


  在这里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并且仔细思考：在可以考虑的诸概念之意义中，按照其起源，什么东西是预先被规定了的。应该注意：所涉及的这些显现并不是正常的，因为它们在心理物理方面与身体之某种被称作是正常的组织相关联，仿佛一种知觉之正当性这种优越性在下面这一点上提供了某种正当性根据，即该知觉在心理物理方面是通过在某种被称作正常组织的这个实在身体中的某种实在过程被构成的。而一个世界作为在空间时间中的实在的现实性，是这样地被构成，即具有某种规定的，具有心理物理规定的诸正常的显现之诸系统，被归入到一起构成的身体性之中，更确切说，以一种有规则的连续性被归入到身体的-外在事物的因果关系之中，在这里，身体之某种类型上的实在的组织被当作前提；此外，这个组织之诸实在的变异，并因此制约着条件性的因果性之实在的变异，有条件地随身带有在主观性之领域中的其它的显现和其它的结果。


  因此，这些心理物理的联系并没有提供任何理由（并不向这个唯我论的主观提供任何理由）在认识论上以某种方式将“诸显现”相对化，没有提供任何理由给正常的显现和异常的显现（正常的显现和不正常的显现）以同等地位，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实在的事物之以感觉事物性方式呈现着的诸规定性不应归于这些实在事物本身。当然，感性事物性的诸规定性（这是在由诸模式构成的流中被以感性直观方式给予的东西），只是在瞬间状态的意义上才是实在的，在这些状态中，实在的-因果的事物性质，正如实在性这种统握在自己本身中所要求的那样，显示出来。


  因此诸感性事物性的要素十分自然地应归于诸事物本身，只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将自己限制在那些具有最佳的给予性之特性，或者大体上具有这种特性的感性事物上。但是在这里存在着有关显现之真正的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就存在于事物给予性之本质中。或者暂时以另一种方式表达：我们应该完全在正常的显现和正常的显现关联内部寻找一切相对主义，它们本质上属于经验之事物。事物本身是在因果性理念下统一起来的最佳的“显现”连续体。但是这种最佳的显现（作为事物之瞬间状态的，而且如它“本身”所是那样的事物之最佳状态的最佳的感性事物）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在自身中包含着敞开的无限性。尽管我的确能由鸟瞰并通过相应的位置变换，为我获得关于一座山，或一条山脉的一个感性事物性统一的“形象”，例如关于这个空间形式的“形象”，但这个形象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轮廓，在其中，我通过个别的观察，通过接近和越来越新的接近，一定会产生诸种新的感性事物性因素：并且这种轮廓是一种类型的理念，一种必然是大致的东西，它并不提供一种只是在质的方面被一再以不同方式充实的固定不变的几何学形态，而正是提供一种类型方面的模式，这个模式中的每一个在形态方面能够突出出来的组成部分，对于一个由总是诸新的类型构成的理想的系统而言，都是标志，对于这些类型而言，这同一的系统一再地有效，作为模式有效，这同一些模式本身一再地为诸新的模式之产生提供轮廓。这对于由空间形态建立起来的，并由空间形态一起规定的所谓质的形态也有效，并因此对一切感性事物的东西都有效。


  〈§4﹒过渡到主观的共同体。一个共主观的世界之可能性的诸条件〉


  如果我们从这个唯我论的主观过渡到一个主观共同体中进行交流的主观，情况会怎样呢？


  让我们设想两个主观或更多的主观，每一个主观都是一个在它自己的生成中被构成的空间时间方面实在的世界之唯我论的主观。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主观都拥有它的正常的知觉系统，它的身体，它的身体之外的物理的世界和它的心理物理方面的条件性。现在我们首先也许会认为下面这种考虑是合理的：注523即谈论下面这个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即这一个主观的空间时间世界与另一个主观的空间时间世界是同一的世界，还是不是同一的世界。每一个这样的世界都是在它的主观之形成过程中作为它的诸显现之统一被构成的，每一个这样的世界都是作为具有过去与将来这两个敞开的地平线的时间世界被构成的。对于每一个这样的世界来说，它的客观时间是这样构成的，即只要现实的经验是足够的，这种客观时间就以某种在现象学上可以理解的方式与该主观之现象学的时间相符合，等等。此外可以想象，这些世界不仅按照它们的普遍的存在论的（空间-时间-因果的）形式是完全相同的，而且按照被规定给它们的内容也是完全相同的，并且最终甚至可以想象，诸主观按照它们全部的主观存在，按照它们全部的发展，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是绝对相同的。


  然而现在出现了一些在其中对这些想法的可靠性引起了可能怀疑的考虑，而且只要可行，这些考虑就应该得到解决。


  可能性与单纯的可想象性具有同等价值，并与可知觉性具有同等价值，就是说，作为对一种知觉的，然后是对一种认识的纯粹可想象性，具有同等价值。我无疑能够想象一个处于对其空间时间世界之关系中的唯我论的主观（简略说S），它具有它的以唯我论方式经验到的、处于定位零点的身体，具有它的诸感性事物性东西和赋予了定位的诸事物显现等等。我能够将这种想象解释为“纯粹的想象”，就是说，解释为处于纯粹中立性当中的想象，因此与这个被想象的世界借以被带入到与我的现实的世界之关系中的那些现实的设定没有丝毫关系，换句话说，我不做出那样一种估计，那种估计将在这种中立的想象范围内“被另一个人知觉到的诸事物”规定为是能被我经验的，于是因此规定为是在我的经验空间中存在的，即使是以假设方式存在的，并与我的世界发生矛盾，正如当我将并不现实地在此存在、因此与这个在此存在的东西处于矛盾之中的一个空间事物性东西虚构进这个世界时我所做的那样。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件奇特的事情：看来这个“纯粹想象之世界”——它本身是它的仿佛（quasi）原初与它关联的，并且在准（quasi）-反思中能带入到进行客观化的目光中的主观之仿佛（quasi）被知觉的（仿佛[quasi]被原初给予的）世界——不可能由我，这个纯粹想象行为之主观，转变为一种现实的世界知觉和一种现实的世界认识。


  我，我的环境中的这个主观，体验着这些显现的多样性并且现在经验着其客观世界的这个主观，能够拥有处于原初给予性之中的另一个主观吗？或更确切说，能够拥有另一个主观的显现多样性，另一个主观的客观世界等等吗？


  只要我以如一个事物在另一个人那里出现，并以属于该另一个人的正常的知觉多样性出现那样的给予方式拥有该另一个人环境世界中的该事物，那么我在我的空间世界中提供的就不仅是一个相同的事物，而且是一个同一的事物。该另一个人的整个空间世界，或更确切说，该另一个人的诸正常的显现和诸正常的知觉之整个的系统，就会成为我自己的。中立的想象之这种向知觉的转变，就将被想象的世界之进行构成的系统转变为我的世界之进行构成的系统，并因此将这个世界本身转变为我的世界。属于我的世界的东西是被预先规定了的，是一次了结地被预先规定了的。如果这个被想象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并且对于我而言是可认识的，可原初知觉的世界，那么它因此就一定是与我的现实的世界完全符合一致的，即使按照身体也是符合一致的。借助于一个不同的身体被想象的另一个人，如果他和他的世界对于我而言是可知觉的，他就不可能存在。因为这种可知觉性是身体之借助作为定位零点的该另一个身体之唯我论的给予性之可知觉性：但是我的身体处于我的被经验的空间之零点等等，因此简短说：另一个人的一切事物，整个空间世界，准确地说，如同它们对该另一个人显现那样处于的感性事物性的显现方式中，肯定是与我的空间世界中的我的一切事物并与我的显现方式同一的，在我对该另一个人的原初经验之每一个要素上肯定都是同一的。在这里包括身体在内；同样包括属于异己主观的一切心理物理条件在内：它们肯定是我的。最后，异己的主观本身，异己的自我，也包括在内。在对作为在空间时间方面实在的环境世界之主观性的异己的主观性之中立的想象中，所属的自我变成了在具有准（quasi）-反思之特性的反思中确定下来的客体。如果我将这种准（quasi）-反思变成现实的反思，那么我就拥有了“对自己的知觉”，那么在这里发现的就是我自己的自我，而不是另一个人的自我。因此我，这个S1所是的我，根本不能够知觉与我不同的S2；虽然我能够以直观方式将它想象为一个可能的S，但是只要我将该想象变为知觉，那么这个想象或者是由于与具有S1内容的我相矛盾，而被消除了，或者如果不是被消除，那么它就与S1同一，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也就没有两个实在的空间世界，而只有一个实在的空间世界，正是我的实在的空间世界。


  〈1）〉更一般地表达：一个S不可能以原初的经验，就是说，通过“知觉”，认识另一个S；一个S只能认识自己本身，只能认识他的体验，并且它通过它的统觉认识空间时间的世界，因此这个S是它的，而对于每一个其它的S（如果这样一个S存在的话），是不可进入的。


  2）如果一个主观是一个意识流的主观，该主观没有构成空间时间的世界，那么这样一个主观能够知觉任何一个其它的主观及其主观的所有物中的东西，其预先给予东西中的东西，其中也许包括它的空间环境世界吗？这个问题我在第一条中已经清楚地讨论过了。


  我无疑能够在一种单纯的想象中想象一种“我体验”和一种生活关联。但是只要我想将这种想象变为知觉，每一个准（quasi）-体验会就变成一种现实的体验，而且是我的现实的体验，而且这个当下的我思（cogito）之主观就是这个自我，这个自我就是我作为自我直接地所是的那个自我，并且在反思中应该与每一个原初的我思（cogito）之主观视为同一。只有一个体验流能够是一个自我的知觉之领域；一个自我生活于它的流之中，它能够在知觉上原初地提供的只有它的生活。它能提供更多的主观，虽然任何一个主观都不能在真正意义上知觉另一个主观，我们以上关于主观S所说的一切纯粹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3）关于一个主观之任何中立性想象，不管具有一个这样的主观之可能存在的什么样的价值，都不可能被改变成关于该主观的本源的经验（知觉）（除非该知觉之主观本身已经是这个自我主观，并且已经体验到这种被中立地想象的东西，而这要以下面的情况为前提，即该中立性想象纯粹是自身经验之中立化）。


  因此就要思考，一个自我是否能够借助对经验进行准当前化的行为获得关于另一个自我的认识。进行准当前化的经验可能是回忆或预期。能够很容易看出，我的回忆和预期只能是我的，或者，被记起的主观性和被预期的主观性肯定与该认识者的主观性是同一的。如果我将关于一个具有其能不可分割地随身携带着主观东西的主观的中立的想象变成一种进行准当前化的经验，那么这种进行准当前化的经验就预先要求一种作为依据的原初经验：每一个证实都必然通向处于原初知觉中的一个主观上的当前。就是说，我就会被引向我本身，引向我的（我的，这个认识者的）具有其内容的原初的现在。因为我借助于回忆与预期并不能走得太远，就是说，不能超越我自己的自我以及该自我的东西，因此如果一个主观原则上能够认识另一个主观，那就一定会存在一种不同方式的进行准当前化的经验。我们也可以说，异己的主观原则上不可能是现在可原初经验的，而且它原则上也决不可能是曾经可原初经验的，它原则上不可能属于我从前曾知觉过的东西之领域，或从前曾能知觉的东西之领域，对于将来也同样如此。因为这已经作为结论包含于我们以前的研究中了。剩下的只不过就是通过在我的主观领域中被给予性东西而在我的环境世界中显示出来的东西，即通过间接呈现显示出来的东西。于是我们自然地被引致在一个现在之中的显示，因为每一个过去的现在都是一个曾存在过的现在，每一个将来的现在都是一个将来会存在的现在。


  借助与一个已被经验到的东西的联系，一个未被经验到的东西能够作为共同当前的得到设定，这就是实行间接呈现。但是这种被间接呈现的东西现在应该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对于我而言从来也不曾是可能的知觉之对象，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它正是一个具有其具体的主观领域的异己的主观。


  有关身体之超越论的推论：


  什么东西能够间接呈现一个主观呢？间接呈现的前提是：尽管这种被间接呈现的东西本身并未曾被经验到，更确切说，未曾被在与该间接呈现者的经验关联中经验到，然而一种类似物在类似的关联中曾被经验到。如果间接呈现在这个持续不断的原初的现在之中能够持续地出现（该异己的自我能够持续地为我在此存在），那么该间接呈现者就一定会持续地为我存在。因此情况只可能是，在我的经验领域中，有一个对象作为持续着的实存被构成，并且我的全部的主观性作为经验上与这个对象结合在一起的被给予。（因此即使是客观的时间也是以超越论的方式推论出来的。）这个对象作为客观地持续着的，并作为将全部原初被知觉到的主观性都联结于自身的，只能是一种超越地构成的对象：我们称它为“我的身体”（L）。现在，如果异己的主观能够在与“我的身体”（L）的类比中间接呈现，那么在我的经验领域中就一定存在另外一些与这个L相似的对象L＇等等，一个具有其主观性领域的主观就能够在与这些相似的对象的类比中间接呈现，然而这些L＇，L＇＇绝不像L那样原初地与我的诸体验联系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类比就必然将它的环境世界之结构转用到S1上，由于这种类比，在S1的环境世界中也有一个L1被构成，并且S1的主观的内容和L1的经验的统一（就是说心理物理的关联）被构成，以及至少还有其它的L1＇，L1＇＇会在该环境世界中出现这样一种可能性被构成。


  然而不仅如此。在这种基本的关系中，L是站在我的主观生活这一边的。L＇却不是，但是它应该与此类似地与另外一个主观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因此在该另外一个主观性中，这个在它之中被构成的L1一定与在我的主观性中的L＇是同一的。这个L＇=L1肯定一方面在我的超越地构成的世界中有存在，另一方面，该另一个人肯定拥有一个被超越地构成的带有L1的世界，而这个L1与L＇是同一的。而这肯定存在于间接呈现本身之意义中，在这种间接呈现中，我发现该异己的主观是属于这个为我显现着的L＇的。


  我们的实际的移情作用通过它的统觉的类型向我们表明，这是如何可能的。我的L有一种卓越的显现方式，这种显现方式不可能有任何另外的超越的对象，并且每一个L＇都只是由于以下情况而与L类似，即它被认为在思想上能转运到这种卓越的，但不能在我的领域中实现的显现方式中。这个L＇间接呈现一个在这种卓越的显现方式中发现这个同一的L＇的主观，但是这个L＇在我的环境中通过一种不同的显现方式呈现出来。或者，由于这种“移情作用”，一种与一个以不同的呈现方式为诸不同的主观呈现着的共同的世界之联系便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与此相联系，应该在这种持续不断地向在相同知觉系统中，但在不同的个别的知觉和不同的个别的知觉系列中呈现着的这个同一的世界之反向关联中，研究相互理解的诸条件。注524


  按照这些重要的超越论的研究，另外我们的确也可以说，这个关于这同一世界的引论是正确的，注525就是说，这样一个主张是正确的，即两个唯我论的主观作为空间时间的世界的主观，能够以下面这种方式被构成，即这两个世界本身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彼此完全不该发生任何关系，甚至谈论这两个相同的世界当中的共同事物都没有任何意义。


  只有在两个主观在它们的生成方面处于下面这种卓越的“预先建立起来的和谐”之中，即每一个主观肯定都在自身中构成了“异己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主观都能够将这些异己的身体统握为，而且一定会（在以继续着的经验之连续不断的证明中）统握为异己的主观之身体的地方，与此同时，只有在事物性的显现之过程在两个主观中都具有那种使这样的相互的移情作用成为可能的相互协调的地方，只有在这里，一个主观的世界才同样是另一个主观的世界，并且反过来，另一个主观的世界同样也是这一个主观的世界。


  人们可能问：当事实上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异己的人存在时，对于一个主观而言在它的世界之中就不可能有异己的身体被构成吗？如木偶-人的例子表明的，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在事物的经验之进程中，不仅这种错误的东西被证明是现实地错误的等等，而且这个异己的主观之被间接呈现的一起在此存在也被证明是现实地错误的。因为这个身体不只是物质的事物，它不仅是以物理的方式进行反应。它拥有一种超出单纯的物理的（实在的-因果性的）存在和变化的行为举止。被孤立起来的、非精神的物理东西，只不过是一台运转中的“机器”，而凡是这种物理的东西以如人的生动的有机组织运行那样的方式运行的地方，在那里就一定会另外添加上一个主观。


  〈§5﹒作为一切主观之共同财富的正常的视角之多样性，和异常性〉


  共主观的世界之同一性是建立于在每一个主观性中构成的视角和感性事物（视角多样性之统一）之低一级的客观性之上的。另一个人以不同的给予性方式拥有同一些经验事物，就是说，他经验到关于同一些事物的诸不同的视角，但他个别地经验到另一个人在空间中改变了的“位置”上会拥有的同一些视角（如他根据移情作用暂时设定的那同一些视角）。但是我们双方所拥有的刚好是同一些感性事物，刚好是作为实在的事物状态的同一些被引起的感性事物性进程，同一些事物实在性东西。可能的（有理据的）视角之这种无限的多样性（正常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切主观之共同的财富。每一个主观都必然通过它的经验由诸可能的视角之这种无限的多样性中获得不同的部分和过程，而且对于诸个体都“有份”的这个唯一的共同的客观时间而言，是“同时”获得的。一个主观不可能同时拥有正常的多样性之两个视角，但是当诸不同的主观同时经验同一的事物性东西时，众多的视角能够分配给并且一定会分配给诸不同的主观。


  共同体的每一个主观当然从一开始就是心理物理的主观；首先，每一个主观都拥有心理物理条件性的基本组成，每一个主观都使它的感觉的多样性并借此使它的视角等等与它的身体相关联。共同体的每一个主观之身体肯定先验地（a priori）就具有同一的感性的类型，这种同一的感性的类型是移情作用之可能性的一种条件，并且对于每一个主观来说，都是相对稳定的，只是缓慢变化的。一个主观之身体在自然中经受的异常改变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是这些异常改变在该主观性中随身引起的是按照一定规则发生的异常结果，并且这也是可以实行移情作用的，只要在这当中存在着普遍的规则，而诸个别的差异能够通过间接的比较判断（颜色的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比较）显示出来。


  迄今我们正是一直突出一种通过移情作用的统觉本身突出出来的理想情况。移情作用是一种统觉（间接呈现的“知觉”），它使被呈现的身体间接呈现一个具有显现着的世界的主观，这个世界不仅一般而言是同一的世界，而且如我们刚才所说明的，是在诸同一的视角中和诸同一的感性事物性中显现着的同一的世界。据此，正常的情况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共同体的每一个主观事实上都共同拥有同一的正常的显现多样性（视角多样性），并因此共同体的每一个主观都在心理物理的条件性方面拥有同一的基本组成。


  当被施以移情作用的主观性，而且在空间的环境世界方面，如我们假定的并如其在直接的移情作用中被引起的那样，并不是完全同一的，并不是完全以相同方式显现的时，在这期间，移情作用能够存在，或更确切说，能够一直存在。一个处于其实在性之形式中的、持续着的实在的世界，是借助一个由诸知觉，或更确切说，由诸视角、诸感性事物构成的一致的，因此是正常的系统，为我构成的。这同样的情况对于共同体的另一个主观也有效；但是它的正常的系统并不需要与我的正常的系统刚好是同一个系统。进行交流的众多人，在其中诸主观“在通常情况下”拥有同一的正常系统，而具有不一致的正常系统的诸主观则是“例外”。我们称这种进行交流的众多人为正常的人群。这种“在通常情况下”是指，这些通过相互理解与另一些人取得一致的人们通常都是以同一的正常性为前提的（因此在这方面诸种习惯能够通过这样的经验之规则性被建立起来），而另一些情况则只是作为对这种规则的偏离而正常地发生的。但这并不排除以下情况，即为能对诸正常的系统进行更准确比较而做的诸人为的设置也将差异大量地突出出来，因此一般而言，同一的正常性只不过是一种理念。


  但是如果人们没有构成一个同一的世界，人们如何能达到一种相互理解，就是说，形成一种人群呢？并且如果他们拥有的是各不相同的正常的系统，注526他们如何能够构成一个同一的世界呢？他们如何能够对不同的正常系统实行移情作用呢？这不是与移情作用之可能性相矛盾吗？


  显然不矛盾，因为从我们实行移情作用的经验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并且很容易理解这些情况。当然，某种连贯的和可交流的正常性肯定是存在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一个人是色盲，而另一个人则能够正常地分辨颜色，而且并不妨碍可以证明，对有颜色的东西之统握以多种多样方式存在着差别。并且因此一般来说，在极其不同的各种感性方向上都存在着差别。当然，每一个主观，即使是色盲者，也由于以下情况确实拥有他的正常性：即他的显现世界的确构成了，而在这个显现世界中显现着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当然，在所说明过的意义上，这个世界是非正常的。但是如果大多数主观都是这样感觉的，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正常的。人们至多可能反对说，在对各种不同的正常的系统之比较中，我们发现较好的东西和较差的东西的区别；最佳的系统具有一种优点，即它表达“真正的东西”中的大部分，表达应归于该真正东西的最丰富的差异。我们作为正常的人，我们作为感觉上较完善的人，因此分辨非正常的人（如果他是依赖于他的自己的经验，依赖于他的正常的感觉之系统的）搞错了的东西。注527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却不能按照单独的个人来了解正常的东西这个概念，因为事实上肯定总是既存在着“高于标准的东西”，同样也存在着低于标准的东西，任何地方都没有我们能够具体确定下来的固定的界限。对此我们可能更愿意说，这种类型方面的普遍的东西，平均的东西，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尺度，我们是在与这个尺度的相比中发现高于标准的东西和低于标准的东西的。


  显然，这种与在移情作用中朴素地设定的感觉直观的共同性（它是由于统觉引起的）之偏离，是通过每一个人按照他的直接经验而做出的陈述之不一致性——特别是比较判断之不一致性——表现出来的。如果空间被正常地构成，空间形态和感性事物性的性质都在一致的范围内被正常地构成，比如说，按照一种意义被正常地构成，那么相互理解的条件就已经满足了，然而对于另外一些人，相互理解的条件则是缺少的或者不是完全充足的等等。


  首先，这种异常性的东西——它们是作为诸不同主观对于同一些事物之经验的矛盾东西（这些事物因此对于诸不同主观而言显得是被赋予了矛盾的性质）呈现出来的——是根据正常性解释的：那种“所有的”人都经验到的（而且是每一个人本身，并且所有的人，相互彼此协调地、一致地、以正常感觉经验到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凡是以不同方式发现该事物的个别的人，就是头脑古怪的人（如经验表明的，是感觉方面有缺陷的人）。但是问题并不就此了结。一方面，每一个人都一致地经验到他的空间事物，并且肯定借助移情作用——这种移情作用总是能够得到证实——设定其他的人，而其他的人本身同样能够一致地经验这同一些事物，并且在广泛的范围内，双方的陈述和预测也是一致的，首先，在空间性方面和因果连续方面的陈述和预测都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双方仍然都存在着不一致的东西。但是同一个事物不可能具有不一致的性质。事物都是同一的事物，它们具有同一的性质，同一的、空间时间的、但是变换着的、感性的性质，这些感性的性质从它们那个方面说，都是依赖于诸主观和诸主观的身体的。但是同一的事物性这个理念是能够坚持到底的，而且在数学-物理学的自然之观点下，并在一切感性事物作为真正的事物（数学的自然）之“单纯显现”通过事物与身体（二者都按照其自在存在观察）之因果性的中介依赖于变换着的主观性之观点下，是完全能够坚持到底的。


  〈§6﹒逻辑的数学的客观性作为必然的共主观性与诸个别的主观之诸不同的正常的经验系统之多样性相对〉


  因此这导致一种新的统握，这种新的统握现在再也不可能是一种新的“统觉”，一种新的知觉阶段，那么呈现这个概念，或更确切说，“显现”这个概念，现在究竟如何获得一种新意义呢？第一种意义是：显现=在多种多样视角中意向上被给予的、感性地被知觉到的感性事物，第二种意义是：同一的东西和能够同一地被规定的东西，它作为并非是感性地被知觉到的，然而却是作为对于同一的主观的或诸不同的主观的多种多样感性事物式的被给予东西而言同一地被意识到的。每一个主观都构成它的世界，首先是它的感性直观的世界；但是每一个主观构成的都是一个不同世界。而自然科学的世界对每一个主观都有效，这个世界在感性直观的世界中显示出来，并以诸种量的特性达到进行显示的给予性。那种暂时作为世界完全是在最初的感性的知觉中被给予的东西，并且完全是借助这种“感性地被经验到的”成分而被看作存在着的东西，现在被看作是这个世界之在主观方面的“呈现”；每一个主观一定会给它的主观的世界配上一个自在的世界，即数学的自然。


  因此这是一种更高阶段的构成，它不是被在任意的病态的偏离这种意义上的异常性所要求的，而是被正常感觉的知觉系统之差异所要求的。但是这种构成是通过“思想行为”实现的，这种“思想行为”作为建立于共主观的经验基础上的思想行为，必然要求共主观的有效性。


  通过“客观的世界”，真正的、能够共主观地被承认的并且是无条件地有效的自然世界，诸主观也获得了自己的心理物理的特性；这种感性直观的东西是受主观方面限制的，并且不是偶然地受限制，而是服从于经验之规则的。这就导致心理学及其诸问题。注528


  心理物理条件之整个范围，功能状况之整个范围——这些功能状况将身体的实在性和主观领域中的诸事件，特别是事物显现之诸变化，以及事物显现的全部正常感觉系统之诸变化，联系起来——都只当在经验中经验到具有其所属心理结果的正常的身体性之多种多样因果变化时，才会显露出来。特别是病态之整个领域，病态的非正常感觉之整个领域，才会显露出来。


  物质的自然之构成，首先是在对正常身体性之关系中实现的，因此是为诸正常的主观实现的。我们必须说，在这种情况下，目光并不是落在心理物理的东西上。身体作为事物总是在这里存在着，自我作为自我也总是在这里存在着，但是为了达到心理物理的东西，需要目光之真正的改变。但是，当注意力被对异常性东西的经验引向诸不同主观之诸不同被经验的东西，引向诸事物按照身体性和身体性之变化而以不同方式呈现等等时，情况会怎样呢?只要一切都正常进行，这些模式，这些感性事物，自然就作为事物本身，或更确切说，作为事物之被给予的实在的-因果的状态，对我们有效。然后我们会说：它们只不过是“诸显现”，对于有关的诸主观来说，诸事物看上去就是这样的。在这里存在着统觉之一种本质的变化吗，而且是统觉之一种必然的变化吗？我们必须说：诸事物作为客观的诸事物，现在根本就不再有那种能够被以直觉方式在原初的知觉中直观到的固有的本质吗？诸事物之这种存在是一种在诸感性事物性的显现中为诸主观显示的东西和能够显示的东西吗？


  由此表明了一种重要的思考，这种思考如同逻辑-数学的客观性（作为与具有诸不同的正常的经验系统的诸主观之多样性相对的必然的共主观性）之含义一样，也必须得到细心的阐明：就是说物理学和心理物理学处于一种必然的补充之关系中。


  在这里需要说明物理学之相对的独立性，物理学毕竟没有表明本质上依赖于心理物理研究，而另一方面，心理物理研究按照意义以物理学为前提。


  在这里应该提出几个问题。在下面这一点上，我们人具有正常的一致性，即我们不仅一般地能够相互理解，而且在移情作用中引发的将同一的、描述的-直观的自然相互置入到对方之中的作法，也完全证明有效。


  那么描述的陈述之这些通常的协调一致，对个别的不一致的描述的陈述之暂时未被直观到的通常的协调一致起什么作用呢？我们首先是作为具有正常的协调一致的直观世界的正常的人从事物理学的。但是异常的人（在感觉方面异常的人）也能够参与到物理学研究中。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呢？他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是异常的呢？为了对诸主观谈及物理学的可能性，有具有处于与一个它们共有的世界之关联中的人的性质的诸主观之通常的相互协调一致这个理念就足够了吗？这种相互协调一致“在实践上”也许是足够的，但是一些人也许就是缺少他们为了能够研究物理学的世界直观。同样，正如我们能够说的：一位盲人能够从事物理学。但是为了能靠自己的经验获得物理学的真理，他的异常性能够伸展到多么远，因而不依赖具有“更丰富的”、更好地进行显示的感性的其他人的陈述呢？如果一个人非常地异常，以致根本没有热的感觉，或者他非常地异常，以致根本没有视力，等等，在不对那些具有相应感觉的人进行必要求助的情况下，凭他自己，他能达到多么远呢？


  显然，诸描述的科学都与某种正常性相关联，因此它们不能刻画出客观性自身。但是它们也不规定它们与之关联的正常的人性。而且它们也不需要这种东西。那么关于心理的正常性与异常性之描述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件事情上，属于正常性的，是作为当下环境世界的整个的描述的自然，而属于异常性的，是当下的环境世界之改变，对于正常的人而言，这个被改变了的环境世界当然是不可直接进入的，而只能间接地进行特征描述。


  由诸主观构成的共同体构成一个共有的世界。每一个主观都有它的正常的显现系统，它的直观的世界；而且很可能这些系统都是不同的。在每一个主观的环境世界中单独实行的比较判断与在每一个其它主观的环境世界中实行的比较判断之不一致性，是通过告知表明的。其它的经验带有很强的偏离、病态。


  然而尽管如此，诸主观仍然能够谈论一个世界，仍然能够将该世界作为同一个世界来坚持，作为同一个世界来认识。这个世界是一。世界的诸显现（诸正常的系统）是不同的，是依赖身体性显示的，身体性自身只是显现出来，而且是以不同方式显现出来的。


  如果这个世界与一切主观上的显现相比是一，是自在，并且如果因此表达客观有效的真理是可能的，而这些真理再也不能被牵连到每一个有理智的人必然一定会承认的那个主观性之相对主义当中，那就一定会存在关于事物之诸规定的内容，事物之诸规定的这些内容是每一个主观都能以相同方式理解的，与此同时对所有主观而言也必然是共同的，就是说，根本摆脱了“偶然的”主观关联，如果它们属于一个主观，也就属于所有的主观。空间，时间，以及一切纯粹逻辑的概念都属于这种情况。


  关于对事物之数学式的规定之超越论的推论：物理学之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突出表达每一个实在东西之普遍的规律性。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第二个课题是：在这里也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唯我论的主观以它的生活进行实验，并且闯入这个心理物理的领域，遇到诸显现之一种相对主义，并在这种情况下询问这个自在，那么这个唯我论的主观肯定不是一种可能的物理学之主观吗？并且本该不是可能的物理学之主观吗？这种自在的含义是什么呢？只要我的身体是“正常的”，我就会认为所看见的事物和事物因果性是真实的。现在我看到，在这里存在着我的诸显现之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与处于与诸事物之关联中的我的身体的因果性之相对主义有关。两种相对主义相遇。这种“真正的存在”并不是感官所能感觉的；它是由物理学规定的，这种外部的物理事物和物理的身体处于物理学的因果性之中，主观性之内容以心理物理方式与物理学的因果性有联系。这种自在肯定与（感性的）进行交流的诸主观之变化着的、感性的显现方式对立的那个自在相符合，但这种自在首先是以不同方式定义的。


  附录XLVII  在唯我论的统觉阶段上和更高的统觉阶段上心理物理东西之构成的基础上，共主观地自在存在着的自然之构成。诸显现之向身体中的反转投射作用。  （1918年）


  包括作为事物的身体在内的世界统觉之在构成方面的底层，在生成方面可能（而且必然？）是发生在前的：


  第一个底层是没有心理物理方面的统觉的对世界的直观。诸事物是在具有其视角等等的多样性的一致的经验之关联中被给予的。一切经验都是与身体之“正常的”功能作用，更确切说，身体的感觉器官之“正常的”功能作用一起以现象方式发生的。在现象学上：在诸事物总是为我在此存在的同时，我的身体也任何时候都为我在此存在，并且我的身体所呈现的诸显现之过程，都处于与所有其它事物之过程的有规则的关联之中。我们不仅拥有显现之诸过程，而且在这里我们还拥有自由的动觉方面的感觉之诸过程，“在”这些感觉过程之“连续中”，作为由它们引起的显现过程，我们拥有诸显现事物在其中被构成的诸显现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经验的关联是这样的，即现实的显现和可能的显现这两种不同的过程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两种不同的事物——处于其特殊显现方式之中的自己的身体和诸外部事物——总是相互关联的。身体不可能是最先构成的，而且它也不是与动觉的过程以直观方式直接地联接着的：眼睛作为在知觉行为中运动着的东西，我是通过触摸行为把握的；进行触摸的手的运动，我是通过看的行为，或是通过另一只手的触摸行为把握的。但是为了能够一般地获得作为以动觉方式引起的显现统一的显现统一，我们不应该将这种相互关系牵扯进来。但是只要这种显现统一一旦被构成了，每一个动觉过程就被统握为一个感觉器官之“主观的”运动，或这整个的身体之“主观的”运动，而且是被统握为处于知觉行为之功能中的运动，被统握为“知觉活动”。这种将动觉的过程和被看见东西之显现的多样性联接起来（并因此也将动觉过程与被看见东西本身联接起来）的“如果——则”，被转用于处于其知觉功能之中的身体和身体的诸器官上，并被转用于具有其诸显现过程的诸被知觉事物上。如果我完全是这样地运动我的手，我的头，我的眼睛，我自己，那么这些被给予的事物中的这个被看见的事物之显现方式，就以这种方式变化，如果我以另一种方式运动，这个被看见的事物之显现方式就以另一种方式变化。现在每一种显现方式在统觉上都有其与我的身体的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身体被想象为处于某种姿势之中，并且和身体一起，还有诸附属的现实的和可能的显现方式，注529更确切说是这样一种附属性，它在进程中总是意味着依赖性：某种依赖关系，在这一方面（在“如果”的一方），是我的身体之动觉过程的某种位置系统，我的身体之被统觉的位置和位置变化之某种与动觉过程之位置系统结合在一起的系统，在“则”的那一方（“附属于身体”的“则”的一方），则是该事物之诸显现，这些显现处于这同一个事物之诸显现这种次序之中。


  一切显现着的东西都是作为在空间中显现着的东西，而且是在对于一个定位零点的相对定位中显现着的东西被构成的，而身体则是作为具有可自由（尽管受到限制）活动的诸感觉器官的可自由活动的身体以下面这种方式被构成的，即它总是围绕定位零点，并包围着定位零点，而且身体之“整个的运动”随身带有身体之外的一切定位之改变，在这种定位之改变中，仅仅在这个方面被改变了的显现着的诸事物保持它们的空间位置，而身体则在客观的空间中运动。理解所有这些东西，是空间构成的现象学之任务，在这个范围内，这个任务暂时应以唯我论方式理解。


  动觉的多样性之连续进行的自由，以及对按照所属的感觉多样性和所属的统握进行的规整之保持，是对以下东西而言的前提，即一个世界为该经验者在此存在，并且是可自由经验的世界，更确切说，是这样一个世界，它恰好是这个所描述的第一个经验阶段并被所有其它经验阶段当作前提的经验阶段之构成方面的相关项。注530


  在这个第一阶段（在这个构成物质事物之第一个完整的世界的阶段），身体是作为事物，作为定位之“中心环节”被构成的，作为感觉器官，并作为唯一的直接由自我而来的可运动的东西，可自由运动的东西，被构成的，也作为感觉领域之载体，作为实践之器官（身体之主观在身体运动中，在身体方面的用力之显示等等中，对事物世界施加影响），作为主观性一般之承担者，被构成的，就这方面来说，一切“我思想”，我经验，我拥有显现，我在我对面有诸事物，我渴望，我想要，都获得一种与身体的特殊的和独有的关联，并且总是以统觉方式拥有这种关联，并且只要身体是空间中的事物，它就〈获得〉一种定位，一种对空间位置的归属，特别是对该定位中心的归属。


  实在的事物作为实在性的东西，相互处于某种因果依赖性关系中，身体当然也是如此，因为它是作为实在的身体被构成的，是作为诸因果特性之基体（具有或多或少确定的因果特性的基体，这一点对于一切事物都适用）被统觉的。因此，在对它的外部事物的关系中，它总是诸作用与反作用之基体，例如，它由于受到另一些事物的碰撞而被运动，并且，在它的运动中，它能够碰撞其它的事物，等等。在每一个指向外部的活动中（在每一个“我拥有”，“我碰撞”等等中），在一个事物和其它事物之间也都同时存在统觉的物质的因果性，此外还呈现一种心理物理性质的关系，呈现一种主观对在意向上是它的事物的诸事物的积极的“作用”。


  在这个阶段上，还构成了另外一些心理物理的“因果性东西”：如果我被一个灼热的物体碰到，我就会感到疼痛，如果我被一根羽毛触到鼻孔，我就会感到发痒；此外每一种知觉都可能被加上一种因果关系。属于知觉之本源的构成方面的内容的并不是以下情况，即在发展中，这里的这个知觉早于身体上的知觉，早于由感觉器官等等中介的知觉，就作为知觉在这里存在了。这就是说，空间事物性的显现本身必须是已经显示出来了，由此知觉之起促动作用的动觉系列才能够与其它事物性显现之动觉系列结合起来，这种事物性显现之动觉系列使诸事物能够为我们显现，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将诸事物作为总是处于与作为知觉器官的其它事物之关系中的事物为我们显现出来。但是在现在以统觉方式形成的事物显现与身体显现之间的联系中包含着一种因果关系：只当我的身体具有对于事物的某种空间位置，只当这些或那些由知觉显现之现象学的内容（由知觉显现之感觉内容）预先规定的诸感觉器官在某种属于它们的功能作用的运动（这种运动属于相应的动觉系列）中，以某种方式分有“适应”，我才能够看到一个事物，我才能够拥有关于该事物的知觉显现。在这里，在诸事物和该身体之间的，或者与所参与的诸器官之间的物质的因果性，在统觉方面并不起作用。（事后我也可能从经验上知道，与这些现在所涉及的因果性相并行，会发生物质间的因果性，光线会射向我的眼睛[作为物质事物的眼睛]，正如反过来，光线会从我的眼睛射向外部事物一样；在触摸行为的接触中，也发生将事物和触觉器官联结起来的物质的因果过程等等。但这是某种附属的东西。）所涉及的因果性是，一方面处于它的某种熟练之中的，处于它的能自由变动的适应形态之中的身体，另一方面处于“我拥有如此这般与我面对的这个事物”之中，处于“我如此这般知觉该事物”之中的诸感觉或诸事物的显现这二者之间的因果性。如果我将一切经验上主观的东西，一切我在与事物相对中、并在与作为在此存在着的而被给予或被设定的事物之关联中归于我的东西，都算作在心理方面的，那么现在所涉及的因果性就是心理物理的因果性。然而这种因果性所涉及的正是在一致的事物经验中的事物的显现，以及在一致的事物经验中包含的、在事物诸特性之进行透视变形的呈现这种意义上在一致的事物经验中起作用的感觉事实。


  成问题的，甚至不只是成问题的是，在这个以唯我论方式思考的事物构成之阶段上，在这里，我是否能够称这些显现为主观的显现。这些显现以及在其中的诸感觉，并不像一种喜悦那样是我的状态，我并不像拥有一种红的东西那样拥有一种喜悦，而是我生活于这种喜悦之中，或者正如一种统握行为，一种设定行为，一种思想行为等等那样，我在其中实现“我自己”，我作为实现者存在于其中。感觉和显现之向一个主观之中的投射作用，或者将感觉和显现统握为纯粹主观的，这都起源于共主观性。一个事物之显现系统，是在以特殊方式与我并与身体之关联中，以唯我论方式被考察的，而身体又是以特殊方式——与同样也是与我相关联的诸事物相比的特殊方式——与我相关联的。一个事物或者是作为现实经验的对象而是在经验关联中可经验的事物，或者是作为从在别处被经验的东西出发的而是在经验关联中可经验的事物：它是由诸现实的和可能的一致的经验构成的一个系统之相关项；而每一个这样的经验都是一种“我经验”，我实行某种统觉；每一个事物都是通过多种多样的自我活动而为我存在的，而且它只是在它的这种为-我-存在中存在。但是在这种主动的经验行为之前，这种存在并不是主动地存在的，并且在一切这样被动的经验行为中，然后是在主动的经验行为中，诸感觉事实和诸事物显现（关于事物的诸视角，作为从某某侧面看见的诸事物的诸事物，作为在某某透视形式中的被意识的诸事物的诸事物）都必然会出现；并且所有这些东西在这种特殊的意义上都是我自己的，当它受我的自由支配时，在它的进程中（当然是在它的不能随意改变的系统内部）不受约束地遵循我的意志。处于其不变与变之中的事物本身并不服从我的任意行动，但是经历它的诸显现，在它们的稳定的秩序当中认识诸显现，则服从我的任意行动。同样我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也受我的直接的自由之支配，并因此在特殊的意义上是我的，被说成是我的身体，而诸其它的事物就只能通过我的身体而是在位置和性质方面可改变的，在这当中，诸事物的改变既是在对身体关系中的物质的-因果的改变，同时也是身体的自由的改变。


  通过“移情作用”，一些事物获得了异己的身体之性格，这些事物被以特殊的方式统觉为感觉场的载体，统觉为能自由运动的，统觉为一个主动的并处于符合情况之状态中的主观之身体，这个主观是由涉及同一些事物的诸可能的经验构成的一个系统之主观，正如我借助我的由诸经验构成的系统和我的以感觉方式起作用的身体而是主观一样。于是纯粹的物质的客观性就和主观性分离了。或者，纯粹的物质的事物就和具有主观的身体（人）分离了，并且每一个主观都有它的由感觉的透视变形和由作为它自己的显现的显现构成的系统——而这个系统又是与主观身体相关联的，这个主观身体引起反向的投射作用，即一种将一切心理的行为和状态，并且也将一切感觉和显现都置入到身体之中的作用。


  这个规定涉及的正是关于身体的适应（身体的有适应性的诸举动）和事物之被给予的所属的给予性方式，被给予的被知觉的事物之侧面本身，特别是事物的颜色（尽管是处于其显现之给予性的当下方式中的），以及处于其适应性的校准中的眼睛，再就是处于其定位的位置中的整个物体。在所有的情况下，在这里，在作为看的行为的知觉行为中，眼睛都涉及事物的性质，涉及进行呈现的感觉的性质，譬如红这种事实，等等。并且对于其它感官也相似。在所有这些东西当中，根本就没有任何物质间的或物理间的因果性。在构成方面，颜色是作为可借助我的眼睛经验的东西出现的，并且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颜色对于眼睛始终是相对的。但是包含在统觉之本性中的这种意义并不包含会容纳对经验的统觉之一种更高发展的那种完全不同的相对性之任何东西，仿佛由这种意义中能够看出：如果这只眼睛在物理方面是以不同方式构成的，或是在物理方面改变了的，那么该事物也就一定会具有一种不同的颜色。眼睛这种类型属于经验之意向的内容，而且它与被看见的颜色有关联。但是否因此这种类型的改变，更确切说，眼睛这个物理的事物的改变，就会在被看见的颜色上有某种改变呢？是否事物与眼睛之间的物理的因果性，对于该事物借以被给予的颜色而言，意味着一种并行的因果性（因此是性质方面的改变之一种连带被给予性）呢？在统觉中按照统觉的意义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东西。


  将事物和身体联结起来的物理的东西之间的因果性，与表现事物与身体这二者的诸感觉、在知觉上被给予的诸显现，并因此与按照其在显现着的诸特征上的它的“性质方面的东西”、它的内容显现着的事物本身之间的关联，只能由经验提供出来，而这就导致世界构成中的一种新的统觉层次，一个新阶段。如果一个同一的世界是总是在持续地给予，那么其相关项是诸事物的那个总体的显现关联之诸显现就一定是协调一致地，就是说，正是在关于诸同一的事物之同一性、这个同一的身体之同一性的连贯的意识中，相互转入。显现关联现在作为每一个显现都在意向上参照它的意向的显现关联得到了扩展，并且现在身体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层次，有一种新的“实在性”之层次属于它的意义。在身体（按照身体之感性在知觉行为中的功能作用）和感觉、显现之间的依赖关系从前就已经存在，这种关系由此扩展到最广义上的空间事物性的性质上。现在，身体之物理的实在性——身体是作为物理方面具有如此这般性质的身体，就是说，如此这般地具有物理的（实在的）性质的身体，并且是处于物理的状态之中的身体——与关于显现着的诸事物之感觉和显现着的诸事物之给予性方式实在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是一种真正实在的意义上的心理物理的结合，一种实在的-因果的结合；就是说，随着作为实在的身体事物的身体事物之物理的变化，随着身体事物由于外在的因果性而变化时呈现的实在的状态，它的诸感性的领域也在改变，并因此它的诸显现也在改变。这些感性领域不仅仅是属于该身体，而且它们是作为实在的结合属于该身体；与其它事物不同，超出那种在它上面产生的物理的影响之外，身体还有一种更广大的、经验上-必然地附属的、随着这种影响有规则地变化着的、非物理的层次，并且作为附属于实在东西的结果，这一个层次是一个自在，这个自在不依赖于现实的经验，而是独立于经验方面的被给予性东西和经验方面已知的东西而自在地存在的，并且在现实的经验之前，是一种不确定的统觉，这种不确定的统觉借助将来的经验而变成确定的、以其确定性将因果性本身突出出来的统觉。


  进行触摸的手不仅是一般地进行触摸，不仅是一般地作为如在以前阶段的意义上的器官起功能作用，而且它在进行触摸时感觉怎样，并因此该事物对于该触摸者来说在性质方面“看上去”是怎样的，这依赖于进行触摸的手之物理的特性，依赖于这只手所经受的影响之方式，依赖于不论是暂时的还是相对持久的物理状态之特性，依赖于变化无常的物理状况之特性。被烧伤的手，被暖热的手或被冻冷的手，所提供的是该对象之属于所参与的感觉的不同的图像，并且对每一种感觉都是如此。但是，是什么东西总是将对象之同一性坚持到底，并构成在没有改变的对象和被改变了的对象之间的客观的划分，在应归于自在自为的对象的诸性质和这些性质之变动着的诸显现方式之间的客观的划分呢？在任何构成阶段上，对象当然都像它在诸现实的、属于构成性的系统的诸经验之任何一个经验中所呈现的那样是事实上存在的。对象具有诸形态，诸颜色等等，与此同时，如果对这些颜色等等的拥有行为在这种构成性的经验中正是被归于该对象本身的，并且是按照该对象固有的意义被归于该对象本身的，该对象就通过诸形态和诸颜色显现。但是如果在另外一个阶段中，在更高的阶段中，这种拥有行为按照它的新的意义被重新评价，那就只当我们进入到较低的层级，这个对象才显现为是有颜色等等的，但是当我们按照这种重新评价，以该对象的全部意义，将它看作是对完全的构成性的统觉之要求时，它本身就不再被看成有颜色的。


  让我们想象这种经验之一个构成性的系统，这个系统超过自身没有的更高的系统，没有那种在自身中包含着新的经验多样性的系统，这些新的经验多样性以其与较低阶段的经验多样性结合的方式随身带有一种“重新评价”。换一种说法：让我们想象，一种经验以有规则的方式与诸经验这样地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使诸经验的统觉得以形成，这些经验的统觉在它们的意向的和按照可能性自由展开的内容中，包含一种由诸经验可能性构成的完整的系统，并且是作为一个可能的自然这种相关项而包含的；现在让我们想象，在这个系统内部出现了“异常的”经验，注531这说的是这样一些经验，它们按照它们的意向内容具有该系统之普遍的类型，但是当它们在给定的关联中出现时，如也许在继续下去的诸经验中的该关联之进展中表明的，它们便消除了一致性。只要这种情况未显露出来，经验的意识当然就是未被动摇的存在意识，有关的（后来能够被标明为异常的）经验之对象就是绝对地被给予的、具有其诸经验特性的现实性。比如，我还没有以下面这种方式形成诸经验，即能够将诸感觉和诸显现对身体的，特别是对身体诸感觉器官的实在的-因果的变化之依赖性突出出来。我吃了茴蒿素，于是一切东西都变成淡黄色的。对于我来说，在这里并没有经验到任何心理物理的关联，就是说，没有经验到诸事物在它们的颜色方面现实地发生了变化；在这个阶段上，诸事物肯定完全具有它们被经验到的感性性质，而且是如它们被经验到的那样具有。但是如果我在定期重复的诸经验中，在这里，并在许多相似的情况中，（在通过这些经验重新构成时）都以可以理解的方式遇到一种“连续”，那么这个实在的身体性或者身体性与那些被经验的事物之实在的关联，就获得一种对于正在发生的经验的，对于经验的显现的（首先是对于诸感觉以及贯穿于诸感觉的诸视角），并且最终对于被经验到的诸性质本身的因果的意义。


  对关于身体与诸事物之间的因果性之诸经验的每一种阐明首先是以什么为前提呢？当然是关于身体的诸经验与关于诸事物的诸经验已经在这里存在，并且是存在于对被经验的东西，而且是如此形成的被经验东西之现实性不断进行确认的、始终协调一致的诸经验之关联中。但是，如果事物之诸感觉事实并且最终事物之诸性质是以经验的规则性与已经被构成的（因此是在一个或多或少广泛而确定的范围内被知道的，被连带统觉的）躯体的-颜色的因果性相联系的，并且事物之这些感觉事实和性质都被经验为身体方面的构成和状况之附属的东西，那会怎样呢？这究竟如何可能呢，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诸事物与身体毕竟只有借助经验才在此存在，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是作为被如此这般评定的而在此存在？


  在经验的统觉——这些统觉正如在这里一样，总是会表明一个被一致地经验的世界，但是会改变它的统觉上的意义——之一切阐明中，当然是以下面的情况为前提的，即在经验的意义之一切改变中，剩留下来的恰恰还是允许使在改变之前被经验的这个同一的世界在经验上坚持到底的东西。如果诸感觉的事实（它们本身并不是颜色方面的事物统一）和在也许是这些感觉事实之连续中，感性事物式的诸显现之整个的内容（这就是使它在感性上被评定的东西）被经验为是实在地依赖于颜色方面实在的身体，并且事实上也被经验为这样的东西，那么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如何可能发生的呢？


  这应该像下面这样地彻底思考：“在一个器官内部”的每一种构成（或更确切说，“在”应该用作表现功能的动觉系统和经验上附属的感觉领域之“内部”的每一种构成）都产生一种相关的客观性。全部这样的客观性东西作为“多样性”，在它们的以统觉方式的联结中，构成在它们全体之中呈现着的，并在全部的显现（带有诸所属的新的统觉的层次）中被给予的客观的知觉世界之统一。这个客观的知觉世界由于这种构成而与一切感觉器官（知觉器官）相关联。每一个客体都有诸构成方面的层次，而这些层次与所有器官有关（属于每一个知觉器官之本质的是，它能够是每一个客体的知觉器官；我能够以每一只手，以每一根手指等等知觉每一个客体）。


  一个器官之变为异常的，或更确切说，在一个器官之功能作用方面的异常变化，在动觉上引起进行着的诸显现（就是说，没有引起动觉上异常性，没有使动觉上的自由发生异常的停顿，没有对动觉上的自由造成异常的妨碍）。如果我们假定，诸异常的显现进程仍然明确地归属于连续正常起功能作用的诸器官之诸显现进程：这是诸异常显现对诸正常显现之当下客体在意识上的（在知觉上的）一种关系。同一的对象在这里和在那里被知觉，只不过它是以异常的知觉器官，以不同于它本来应该的方式，以不同于按照另一些器官的“陈述”所要求的方式显示出来的。也可能这样的要求没有由另一些器官发出；在这种情况下，在这里也就没有矛盾，这种变化会直接地被知觉到：正如当全部的色彩都改变了（由于眼睛的异常性，由于对该器官及其功能的某种间接的影响，就是说，这其实就是对属于该器官的知觉系列的某种间接影响），而那种在视觉方面能为这种触觉上的东西所显露的东西，并反过来，在触觉方面能为视觉上的东西所显露的东西，仍未受到干扰时的情况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该对象直接地就被看作是改变了的。只不过，比如说，一个手指，仍然是异常的；尽管它提供一些不同的显现（大概与处于相应的动觉动因中的其它手指不同），却与其它手指一样，并与所有其它器官一样，提供关于同一个对象的诸显现。这个异常的手指对于其它知觉器官来说，是正常的一致的客体，此外，它作为“进行触摸的”手指，会经验这个或那个客体，但是它的触觉上的诸显现也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这种改变的情况下，这些显现会以它们新的内容覆盖该客体：与该客体之诸正常层次处于矛盾之中。也许以下情况也是可能的，即该异常的器官在正常的器官复合体中394被知觉为起功能作用的，然而它却根本不再是真正起功能作用的知觉器官：它看不见了（在被扩展了的意义上）。这种相应层次的缺少也与按照继续进行的、一致的、并且以这种一致性贯穿到诸正常知觉领域的经验之陈述〈而在这里存在〉的东西发生矛盾。


  新的经验与新的构成：随着处于颜色方面的因果性之中的器官O的变化，比如变为O1，O2等等，有规则地产生了属于O这一组的诸显现变化；对于每一个器官O（K）也同样以某种方式有规则地产生诸显现的变化，尽管按照不同的器官和整个身体性是以极其不同方式产生的。关于客观世界的全部统觉层次都能按照身体性的情况以这种方式在物理方面受影响，受牵连。只不过前提是，一致的经验之这种统一始终得以坚持（并因此“这一个同一的世界”总是在此存在），而且由于在一个感觉之异常变化中，仍然剩留下来的这种经验进程之一致性，贯穿于其余的、仍然保持正常的感觉之经验系列当中，因此这些仍然保持正常的感觉一定仍然足够将这同一些事物提供出来。也许一个变得异常的器官会追溯到该正常性之状态，然后和这种正常性一起承担这种能坚持住的经验功能。但是只要这些异常的显现有足够多的细微差别，在经验中就可能表现出一种普遍的相对性。这些这样地处于相互关系之中的经验系统能够变化，而且是这样地变化，即最终会生成一种完全相对的陈述，它既能称某种东西为正常的，也能称某种东西为异常的。只不过下面这一点是清楚的，即经验的一致性必然总是预先被构成，并且只要适应这些所描述的东西的矛盾显露出来了，就会出现一种相关的异常东西，但是这种异常东西可能成为另一种现象方面的成分之新的一致的关联之构成环节，然而却是这样成为的，即能够建立起该一致的经验与该本源的构成性的系统的联结，而且在意识方面也已经建立起来了。


  一个同一的客体并不像它拥有诸统觉上的层次那样以多重方式存在。凡是有两个器官，像不同的触觉器官那样的两个器官，提供“关于同一客体的”相互准确符合的诸显现的地方（就是说，凡是这些显现系列——它们作为以动觉方式被引起的显现系列在其被分开的诸动觉的系统中〈进行〉——由于起支配作用的运动彼此都处于被扩展了的动觉多样性中和所属的动因中，以致处于这一个之中的每一个显现都能够被在另一个中产生平行的显现，反过来也是如此，而且是这样产生的，即诸显现提供同一的“形象”，同一的“空间位置”和同一的运动等等的地方），在那里被给予的就是一个知觉客体，一个空间，一个形态，还有一种只具有双重的给予性方式的资格。如果一个并非客体之层次，而是客体之给予性方式之层次的层次完全丧失了（该器官不起作用了），那么该客体并不丧失任何东西，如果生长出一个新的器官（有某种东西变成了器官），该客体同样也不会获得特性。


  除了与其它器官共有的东西，除了与准确相似的东西，仅只一个器官之也许在质上是特有的东西，是靠不住的。对于看的行为和触摸的行为而言，粗糙和光滑是共有的东西，但是此外，颜色则是某种特有的东西。


  在这种相对主义的情况下，这个客体当然应该是同一的客体，在一个时间中持存着的、如此这般地被放在这一个空间中或在这一个空间中运动着的、在质上具有如此这般性质并且如此这般变化着的这同一的客体。对于在构成方面相互一致的诸器官构成的一个系统而言，它如其所是地存在着，但是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器官仍可能变成异常的。如果经验之在构成方面的一致性总是可能的，那么哪些性质是必然能够坚持到底的性质呢？


  为什么一切自己的东西（ῖδια）都一定能够转运到共有的东西（κοινά）之中呢？如果这种心理物理的统觉加入到更高的正常性之中，并且一般而言，每一个任意的异常性都能够转运到更高的正常性之中，那么这整个的经验系统就一定是可转运的，或更确切说，如果经验之客观的世界总是存在的，一个自在的世界总是存在的，那么我就会说，这个经验系统一定会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当所有我们这些相对主义者都在这种经验中进行探讨，并使该经验转变为某些依赖性的经验时，我们就能够为一种感觉之每一个自己的东西（ῖδια）在一致的感觉的经验之每一个系统中（就是说，在每一个一致地正常地起功能作用的感觉系统中）找到一种相似的东西，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在客体中的一种必然的视为同一。这种视为同一本身必须得到清楚的“说明”=使它变成可以理解的。


  自己的东西（ῖδια）指示对象，如该对象在某种偶然性（尽管并非是无规则的偶然性）中为有关的感觉及其主观存在的那样指示对象；这种偶然性是关于一个共有的东西（κοινóν）的标记，该共有的东西（κοινóν）本来也能够在关于诸空间事物之可能的、一致的、感觉的经验之规则次序中，以其它方式指示出来。这个总体的共有的东西（κοινóν）表达空间的个别的事物之自在，因此独立于感觉之偶然的特殊性，并因此，共主观地独立于面向感性东西的主观之偶然性。在所有这些说法中都存在着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构成上的规则之绝对的关系和关联。


  这个“自在”是什么意思呢？它说的是这个世界作为一个完全与自身同一的世界，在现实的和可能的、一致地得到证实的经验之无限性中之这样一种构成，即这个世界按照其本质，是以感性事物方式自身呈现的世界，它对于每一个面向感性东西的每一个主观而言都是可经验的，而且对于感性东西之每一个主观而言，按照它的感性东西之情况（按照这个题目所指示的诸规则），都可在不同的以感性事物性方式被给予的东西中经验。但却是这样地可经验的，即在经验之进程中，从每一个这样的给予性东西中都能够被寻找，并能够被找到一条一致的经验之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诸不同的感性东西之世界给予性的东西，按照能由经验与经验之同一的东西中提取出来的、关于同一的被经验东西之规则，符合一致。并且还是这样地可经验的，即这种同一的东西以下面这种形式包含那些在其中各种感性的性质在经验关联中呈现出来的诸规则，即每一个感性特性都在能够由每一个感性东西出发构成的一致的经验之系统中发现它的相似物，并能够这样地指示它（或者是在进行连接的经验中指示它，或者是通过思想行为间接地指示它）。不同的主观能够拥有一致的经验之不同的系统。但是如果它们共同拥有一个一致的经验关联，而这种一致的经验关联已经（尽管是不完全地）提供一个共同的世界，并使移情作用成为可能，那么它们就能够就这个同一的世界相互达成一致，尽管有不同的给予性方式。并且它们能够用符号为自己指示它们的（并不是共有的）经验系统，并且能够在诸经验设定的统一（这种统一涉及这种符号的东西）中共同拟定诸理论，并能够将其它主观的不能以直观方式进入的经验基础用于认识“这个”“自在的”世界，“这个”“自在的”世界在它们的经验中是以感性事物性的方式在某种关联中被给予的：借助于客观的法则性，每一个主观都能够构成它的经验领域中的未来的感性事物性的东西，等等。


  原因并不在于，诸自然客体自身（自然科学的诸事物自身）和自然科学的自然之统一自身仅仅是由诸性质规定的，这些性质没有自己的东西（ῖδια）也是可以想象的，就是说，完全没有与它的关系也是能存在的。我们可以放心地随同贝克莱一起说，如果第二性质不存在，那么第一性质也不存在。如果在诸主观之感性东西当中并不存在任何特殊的规定，或更确切说，如果在诸感性事实之出现当中并不存在具有那些规定的诸主观，以使具有“特殊的”（特别的）感性性质的诸感性事物能够为诸主观被构成、并且一定会被构成，那么超过一切主观——这些主观是以不同方式被赋予资格的感性事物（或者部分相似的，部分以不同方式被赋予资格的感性事物）——也就不存在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规定，由于这些规定，这些主观相互达成一致，并且不仅是一般地达成一致，而且能够共同具有一个完全同一的世界自身（一个具有绝对客观确实性的世界），而且是作为能共同地、同一地规定的世界来拥有的。在这里，空间和时间是在自在这个题目下的这样一个规定之必然的基础。并且就是对于这个被单独看待的主观来说，这也是相似地有效的。如果一个世界对于不同的感官被构成了（这是按照属于感觉事实之不同的组和不同的样态的诸规定构成的），那么以不同的评定被构成的诸感性事物和诸世界就只能是一个世界中的同一些事物，如果由于这些以不同方式进行评定的构成之在构成方面的结合（以知觉方式的结合），一种使个别的具体物之视为同一在两个方面成为可能的共有的东西（κοινóν）得以构成：一个自在得以构成的话。如果作为一个自在世界之“诸显现”（这些显现因此由于相互结合而构成一个个体同一的，然而从多个侧面表明特征的世界）呈现出来的、以不同方式被赋予资格的诸感性事物性的世界之这种规则顺序，是一种极其广泛的规则顺序，以致于在一个范围之中的每一个感性事物性事件都以它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合规则的关联与在其它侧面的相应的感性事物性事件在构成方面融合在一起，即这样地融合在一起，以致于与每一个感性事物性事件一起，客观上“同一的东西”被构成，那么这个“自在”就是关于质的东西和全部感性事物性事件之总体的规定顺序本身之表达。但是在这个自在之中的每一个要素并不外在地反向关联到这些感性东西和这些特殊的感性的质（我们将处于感觉界限之内的全部感性事物性的现象都算入这里），相反，这种自在按照其意义，是感性事物性的表现之同一东西，而这种感性事物性的要素本身则是该自在之“显示”。这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和偶然的关联之关系，实际上也许根本就不是一种指示的关系（在指示关系中，一个a和一个它本身与之没有任何关系的、作为一个符号的b，通过联想式的连结和预示式的目的设定，完全偶然地结合在一起）。


  当贝克莱将感性的事实和感性事物并且甚至和现实的事物杂乱地丢在一起，并且将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不可分割性，和属于感性事实的广延对于作为该广延的特性（quale）的有广延的内容的不可分割性混淆起来时，那就是错误的。


  下面的做法也是根本错误的，即如果人们将这个物理的世界设定为是绝对的，它仅具有第一性质，然后进一步思考：事实上诸物质的身体作为某种不需要存在的东西存在于这个世界中，感觉的生活和心灵的生活事实上是和这些物质的身体结合在一起的，尽管是以经验上合规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物理上真实的世界，作为一个有颜色的、可触摸的、可听到的等等的世界，由这些偶然的规则为这些偶然地在此存在着的主观呈现出来；诸感性的评定仅仅是主观的假象，但是这些感性的资格能够通过对诸规定的认识而得到客观的说明，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许能够借助于由这种认识所获得的符号联系指示客观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据此以下情况就会是一种偶然性：诸主观存在着，并与该自在存在着的世界相关联；并且即使根本就没有任何主观存在，一个基本上相同的物质的世界也能够存在：如我们可以假定的，在一切动物和人以前，一个物理的世界早已现实地存在了。


  最后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动物只有在一个世界中才是可以想象的，并且动物式的意识生活作为心灵生活，只有以处于物质自然之中的、具有某种构成的、物质的身体性为基础才是可能的，并且只有在它的条件（动物的身体这个名目所表达的条件）得到实现的地方才能出现，因此动物的心灵生活肯定不是意识生活本身和生活本身；情况也不是，没有绝对的意识，没有实施这种绝对意识的特殊的和纯粹的意识规定之系统，物质的自然和世界就会是虚无。动物式的生活，在世界之中的生活，并不需要存在，但是生活一般却必须存在，由此世界才存在。不可想象意识一般（连同所有它要求的东西，还有感觉事实）会不存在，但是可以想象世界不存在，就是说，可以想象在其中第一性质作为同一性之统一通过第二性质而被构成的绝对意识之那种规定不存在。


  自然科学（物理学）是关于世界之“自在”的科学，就是说，是关于作为贯穿于一切一致的经验中的那个自在、那个完全同一东西之显示的诸感性事物性的世界显现之自在的，以及关于该自在之诸同一性规定的科学。


  但是这个世界还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拥有一个自在，这个自在就是这个具有合乎规则的诸现象的意识，世界就是在这些现象当中被构成的。在这里在某些方面仍然留下一些未决的、也许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在每一个意识流中，我们都拥有该流的具有其被称作内在时间之构成的本质顺序的无限性。并且发展本质上就属于这里。那么如何能够想象在一个物理的和心理物理的世界构成（这也是发展）之前的意识呢？每一个意识主观（在世界构成之后也许是作为动物的意识主观被构成的）都是无始无终的吗？它的动物式的生成是一种由这些规定预先规定的、这种意识流之一种新形态的产生吗？或者是被包括在这个世界构成之规定中，由于这种世界构成，它变成了经验着世界，并在另一些意识主观之经验世界中被经验的主观？


  附录XLVIII  〈精神错乱和死亡作为共有的世界之构成的终止〉〈写于1915年和1917年之间〉


  这个唯我论的主观，作为一个空间时间上实在的世界之主观，服从某种规则。在该主观中，总是有对事物的诸统觉在进行，一致地进行，只是在个别的方向上才是异常地（非正常地）进行，而在这种情况下，是以能够从心理物理方面说明的方式进行的。


  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个唯我论的主观，它变得任意强烈地异常了，它精神错乱了，最后精神错乱得它再也不能形成任何世界了。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世界中观察死亡，身体的瓦解，即观察物质的事物性东西之显现类型——移情作用依赖于它，而它也是在合规则的心理物理的关联中唯一合理地引起心理东西之共同此在的东西——的解体，那么以此并不意味着，这个有关的主观，这个有关的意识流，停止存在；而是意味着它不再是主观，它不再是对于自己本身而言，并对于我们而言，拥有一个身体的主观，不再是对于自己本身而言，并对于我们而言，并和我们一起，共同拥有一个显现着的世界的主观。如果一个事物世界被给予了，那么这个事物世界就是经验推论之基础，而且在这里我可以说：移情作用只能伸展到这么远，换句话说，指向异己的心理东西的经验只能伸展到这么远，在这个限度内，我有根据设定这种异己的心理东西，就是说，设定那些我感觉不到等等的感觉。但是死亡就是离开这个世界；而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对于诸进行交流主观而言的世界）之外的一个意识之可能性，乃是借助任何经验推论都不能推论出来的，作为推论，经验推论是依赖于这个世界之给予性的。如果这个自我流之终止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死亡就会意味着这个自我流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持续。


  文稿15  关于移情作用的理论（贝尔瑙，1918年9月）注532


  〈a）〉直向的（直接进行准当前化的）移情作用和  曲折的（在准当前化中进行反思的）移情作用


  〈内容：〉


  1）直向地被施以移情作用的空间环境世界和作为该环境世界之自我的自我。注533


  2）作为个人的相信、意见、决定、行动之自我的自我，以及这些东西本身作为有关同一的对象性东西之行为。持久的确信等等（第402页以下）。人格的自我作为它们的主观。素养和所有物。


  3）此外作为新东西，作为能力（我能）之主观的自我：个人的性格——处于其采取态度行为中的以及因此处于形成其诸确信中的，或更确切说，处于这些已形成东西本身中的自我之持久的风格（附录，第404页以下）。属于这些“意见”的诸事件（样式化，证明）。


  4）理性-自我。精神构成物、客观作品的问题。关于这些作品的设计问题。与此相对，自然作为构成物。我在任何移情到别人之中以前以人格方式进行构成，因此移情作用是可能的，但是a）在移情作用以前作为自我-人，作为具有“内在性”的身体尚未构成，b）我以间接方式将我构成为人——构成为如同其他人那样的人。注534


  自我批评：我的“诸思想”之纯粹的自我，和人格的自我（第406页以下）。自我作为纯粹物质的“环境世界”之主观和自然的环境世界之自我。自我一般之形式（对于能力等等之发展而言）。对极端的决定论之内在的解释，在这种决定论之中的自我（第407页及下一页）。


  直向的移情作用和曲折的移情作用与直向的重新回忆和曲折的重新回忆相似：在记忆中的过去了的知觉，例如当我在记忆中是“想起”昨天的雷雨，而不是“想起”我昨天的体验、我昨天的知觉时，就是说，当我不是以反思的方式面向昨天的雷雨时，尽管我能够实行反思。因此异己的经验虽然被准当前化了，但是，我是生活于这个被准当前化了的经验行为之中，就是说，“我仿佛在经验自身”，通过这种被改变了的经验体验，指向这个对于我而言直截了当就是现实性的这个被经验的此在——只要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放弃这种信念。


  我们迄今描述的直向的移情作用，是自然的移情作用，并且必然总是第一的移情作用。被称作“移情作用”的全部体验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包括一种准当前化，借助这种准当前化，这种信念式的意向，更确切地说是本源直向的、信念式的意向，朝向被异己的主观经验的东西。


  曲折的、反思的移情作用正是这样一种移情作用，它或者是朝向经验的现象，朝向看问题的诸角度、诸感觉事实、诸统握，或者是朝向这时正在进行经验的主观等等。


  但是现在需要小心谨慎，需要思考。有一种反对意见说：通过移情作用这另一个人站在我面前，他被经验到。因此，首先被设定的东西肯定是他，然后是他的经验并通过他的经验他的环境世界的对象等等。人们可能这样反对说。但是，当我将那里的那个身体统觉为“如同我的身体一样的”身体并因此卷入到被准当前化了的异己的自我生活之流中时，情况就会如同当我从现在出发通过回忆被引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之较早的生活阶段一样：某些事物的情况曾是如何，某些事件曾如何进行，我曾如何快步上前帮忙，我曾如何行动等等。这些情况在反思的概念中表现出来了，虽然事实上具有其过去体验的我的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处于统一性和同一性之中）被“再生”，但我并没有进行反思，我过去的体验行为和我过去的自我，这个体验行为的主观，并没有以反思的方式成为对象。成为对象的是那些事情，那些事件，还有我的行为，走上前去的行为，帮助的行为，等等，但是这些行为根本不是我的体验；它们是在这个自我之体验中被构成的实际的客观对象性东西，是实际的事件，它们被描述为是由这个自我做的，由这个自我将效果产生到外部世界中，但是在对这些客观性东西的考察中，这个自我并没有成为对象；为了使这个自我成为对象，其实是需要反思的。


  然而我们在这里又犹豫了。即使在这里就行动所说的东西是合适的，但就自我所说的东西仍是很可疑的。在这里谈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呢？谈到的是一个有其环境世界并对其环境世界采取行动，改造该环境世界，在环境世界中改变其位置，与此同时运动其身体，为自己制订计划，考虑决定，表达思想，建立理论等等的自我吗？决定、计划、思想、理论上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对象性东西，在广义上，它们都是该自我的环境世界。只不过它们都不是在显现中被预先给予的，或者不是“本源地”预先给予的，而是在自我行为中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事后来看就是被预先给予的，于是由于这种预先给予性回溯到一种更早的产生或者还回溯到一种可能的产生。这种如此被产生的东西因此可能仍然是一种“自身”，它在诸重复的生产中是同一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诸生产之中存在有该物理对象之显现的类似物。我必须下判断，必须设置主词，接着设置谓词，使宾词与主词关联，将判断与判断连接起来，也许引出一个结论等等，以便“理解”一种理论上的联系，在最简单情况下，“理解”一个判断，比如，一个公理式的真理。我必须为我产生真理，为我产生原因和结果的关联，以便拥有它，并且如果我拥有它，我就会看到，不管有多少现实的和可能的生产，它都是一种理想上同一的东西。然后我甚至会看到，下面的情况并不取决于我，即当我将另一个人提供出来，或者当我作为可能的被给予性想到他时，这个另一个人可能会看到同一地相同的关联，通过他的构成的活动（行动）在经验方面拥有这同一地相同的关联，他的这些构成的活动都是不同的，然而被生产的东西，被形成的理论，则是同一地相同的。


  相信、决定和自我之这一类的拥有行为：“意见”。素养和人格


  但是在这里涉及的不仅是诸有效的统一。自我拥有其决定，不管这些决定是好的还是坏的，它拥有其判断（即作为它的相信的判断），不管这些判断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种决定是所有物之同一东西，这种同一东西即使在重复中也不会增多。相信也同样如此。我相信，我们不可征服地顶住了我们的敌人要消灭我们的意志，我相信，整个世界之卑劣的诽谤，有的是来自有意的中伤，有的是来自众人受了诽谤者的诱骗。我的这种相信不是多，另一方面，这种统一并不是一种说话方式（façon de parler）：这是我一再表达的，并且在构成相信的判断之诸行为中一再地实行的同一的相信。我的“鉴赏力判断”（不是作为陈述，不是作为理论的见解，而是作为“鉴赏力”领域的审美的以及其它的行为之统一）所提供的一切东西，都是如此。


  这个拥有一个“判断”的自我，或者我们更确切地说，拥有诸相信的自我，占有诸真理的自我（作为它的“诸认识”，并且，认识这个词通常所说的肯定就是这样一些统一：认识作为能够同一地产生的与进行认识的自我关联的有效性统一），这个对一幅画“感兴趣”的，对它有鉴赏能力等等的自我，并且这个又是采取行动的自我，在这些行动中，它产生这样的统一，或是没有产生而是“接受”这样的统一，并且一致地坚持这种统一，建立理论，或是在接受这些理论时相信这些理论（以致于这种相信持久地是它的相信，或者是它从来也没有有成效地认识到的被相信的理论），如此等等，是同一的自我，关于这个自我一般都说：这是具有鉴赏力的某人，是一个具有判断的人，一个有判断力的人等等，因此是一个具有持久的素质、性格特征的主观，这些性格特征能够在其某些特性方面更详细地规定，并且在对我们所谈论的那些特殊的统一、那些意见之拥有行为中显示出来。一个人的鉴赏力在下面这一点上是彼此分离的：某些艺术品使他喜欢，他以那种统一的方式对它们感兴趣。理智在他的相信等等中显示出来。素养（ἔξις）（因此拥有行为[ἔχειν]之更高的统一）在那种特殊的拥有行为中是彼此分离的，但却是这样分离的，即这种能够指明的所有物也许是无限多的其它可能的拥有行为之标志。在实际的能够指明的所有物（“意见”）中，素养显示出来。它本身是自我（即持久的能力注535之主观）之现实的和可能的“行为”之统一，而这个个别的行为是这种拥有（对意见的拥有）的行为。这种所有物（被拥有的意见）是不能永远坚持住的。一种相信可能被抛弃，趣味可能改变。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统一又产生出来了。注536


  附    录


  现在让我们再返回到曾经尝试过的划分。我曾尝试将直向的移情作用与逆向的、反思的移情作用区分开，显然这肯定具有一种确切的意义。直向的移情作用指向特殊种类的主观东西，指向我这个移情作用的实行者作为我的被经验的东西在经验上直接发现的这个同一的主观东西，同样，指向作为“诸成就”之主观，相对持久的“诸构成物”之主观的我的自我；而属于这些“构成物”的有：1）已经是我的世界，我的环境，不是客观地作为存在着的世界，而是我在我的经验中以构成的方式占有的我的“经验世界”，诸同一的事物（意向内容的-存在的意义上的我的经验，我的经验之被以为的东西，它们“对我”有效，对于我来说，是绝对地在此存在的，而且还带有某些我在我的经验行为中可以说是已经掌握了的[已经形成了的],可能在我的积极的经验行为中已经“本源地”掌握了的经验意义）。关于一个对象，比如我的家乡，我有“经验”，按照意义，它对于我存在，并且由于这种意义，它对于我是现实性，是我的多种多样经验之统一。这些经验体验并不是对象，也不是一个个别的经验之经验意义，处于直观的被给予性之方式中的对象，如其处于这种个别经验之中那样，是被经验的对象。对于我来说，对象其实是一切在此之前已经发生的和“继续发挥作用的”（持久的）诸经验之构成性的产物，它包含既不能被后来的经验涂掉，也不能被后来的经验改变评价的一切意义。我关于对象所具有的迄今为止的“经验认识”（我们排除一切关于普遍规律性的思想行为）决定着一切新的知觉之经验内容，但是，也决定着作为对以前的经验之重新准当前化的一切回忆。注537超出这种真正被知觉到的东西（它在自身中包含着经验认识之意向的成分）经验内容对于我并不是不确定的，并且不仅就每一个新的，对于我而言是陌生的事物是确定的，而且在这里我在非直观性内部有一种意义的确定性，一种能够通过回忆得到充实的意向。因此在这里，在一切知觉中,存在着多种多样预先相信的（作为持久地被引起的预先相信）成分。现在我能够支配我的每一个回忆，支配它的直观的意义，只要它真的被确定为“以前知觉的内容”，只要它不管它有了怎样的变化，根据它现在如何稳定，它曾如何存在，用例子说明我对于该对象的经验认识。在思想之前，我没有任何不同于我的经验之对象的其它对象，以及通过我的经验加入进来的，此外总是变化不定的、由意义统一之领域而来的，作为迄今为止的经验之沉淀物的意义。注538


  ．．．．．．．．．．．．．．．．．．．．．．．．．．．．．．．．．．．．．．．．．．．．．．．．．．注539


  当然，自我一般之理念不包括以下情况，即它是动物的自我，而动物的自我是一种应与一个不知道社会性的自我之理念区分开的理念。但是更一般地说：一个向空间-时间的“客观的世界”（这个“客观的”世界被它设定为是自在存在着的）里面看去的唯我论的自我，不论它是否直向地经验诸事物，仍然应该与那个不拥有作为环境世界这种客观世界的自我区分开来。


  这个具有一个物理的、物质的环境世界的唯我论的自我，作为理念，在其“人格性”方面本身是由这个环境世界规定的，它具有与这个环境世界有关的“能力”等等。但是作为一个并非客观的世界的环境之相关项的可能的自我，它事先就存在。我们可以设想这个客观的世界毁灭了，并且问，在这种情况下会由这个唯我论的自我生成什么。但是在这里，我们已经将与这个世界有关的能力添加到它身上了，而这些能力是会变化的，尽管它们仍然会保持一种形式。但是如果根本没有任何世界显现出来，那会怎样呢？什么东西属于作为一个纯粹物质的环境之主观的自我之形式呢？最后，不管这个环境如何变化，不管对象性的东西在结构上如何发展，不管这个自我之能力在对环境的关系上会怎样，对于一切发展而言的诸可能性必定仍然是存在的，必定有诸形式的必然性属于自我一般之本质，这是对于一个自我一般而言的一个形式范畴，一个区域范畴，不管它具有什么样的经验的-实践的性质。但是不仅如此，这里的情况仍然完全不同于在一个可能的自我环境中构成的对象性东西之领域中的情况。这个自我按照它的纯粹本质是一个环境的自我，是一个内在意识的主观，在这种内在意识中，内在时间这种形式之内在统一肯定已经构成了。除此之外，纯粹作为自我之形式的是下面这种东西，即它是诸素质之可能发展的基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切可能的素质”之纯粹的主观。与一切可能的世界相关联的每一个阶段的经验的自我能够具有的一切能力，按照其规定性，都只是这些素质的发展，并且当我们谈到“天赋的”经验的素质时，那就也要回溯到这些超经验的本源的素质，因此没有一个自我比另一个自我更出众，另一方面，这些本源的素质并不是在诸经验的素质中特殊化了的抽象的形式，如形态一般在一个确定的形态中特殊化，颜色一般在一种确定的颜色中特殊化那样，相反它们是原素质的发展，是对于作为现实性的多种多样经验的素质而言的潜在的可能性。每一个经验的自我都是作为原-自我开始的，因此每一个经验的自我直至被预先给予它的素材和这些素材在内在时间中分配的形式，都完全是同一的。据此，每一个原-自我的发展都不同于每一个其它的原-自我的发展。用经验的方式说，每一个动物（animal）都生在一个世界中，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生在一个世界中，即它以它的环境世界这种形式遇到这个世界，并且每一个自我在它的自我诞生时完全如每一个其它的自我一样是同一地同一个东西（作为自我），因此它必然完全是通过在预先给予它的而不是给予其它的自我的环境中的发展而生成为一个个别的动物的自我的。


  但是这应该像下面这样理解：这个当下的自我天生带有这种作为第一个被个体化了的东西的形式，即自我和所有物；属于这个原始所有物的，有处于发展之开端的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环境。但这就是说，内在时间之某种素材式的内容是这样构成的，即自我必须为自己如其以后统觉它那样构成其身体，因此它必须为自己形成统觉，以便它知觉自己的身体，将自己的身体经验为连贯的统一；身体被这些事物而不是被其它另外一些事物所包围，等等。最后，属于这里的是一个对于有关的自我而言的完整的心理物理的世界，一个这个或那个阶段的文化世界，这个自我在某种定位中，在一种物理的和精神的定位中“遇到”的文化世界。诸统觉发展之整个过程——我们用自我，人等词称谓这个过程——从产生开始，就通过自身的发展来认识它诞生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的，精神的，历史的世界，更深刻观察已经表明，这个原-自我开始了，正如已经说过的，这个原-自我根本就没有确定的素质和在自身中拥有这些发展了的素质的普遍形式之诸素质种类，而只有对于全体自我来说是同一的原-自我结构，或原-自我式的本质，但是每一个自我都是以一种不同的素材开始的，而且以如这种素材内在进行那样的方式存在着以下情况，即诸统觉逐步地形成，然后说，这些统觉就是自我借以认识“它的客观的环境”的诸体验。与此同时，它就正是这些人格特性之动物式的主观而不是其它的人格特性之动物式的主观。因此在这里存在着身体，在这里，身体本身是随身带有的构成性的产物。因此这似乎就是极端决定论之自我解释和世界解释之内在观点。


  〈b）在唯我论抽象中的心理物理东西和在移情作用中的心理物理东西。内在性和外在性。诸显现方式之共主观的同一性问题和诸感觉之共主观的同一性问题〉注540


  〈内容：〉


  作为可实行移情作用东西的主观东西，更确切地说，作为可本源地实行移情作用东西的主观东西（这里不谈移情作用的重复）。


  与本源的客观东西（唯我论的自我之客观东西，原本经验之客观东西）相关联的，并与本源的身体（不是共主观的客体）相关联的可本源地实行移情作用的东西。


  在与物理东西的对比中对心理东西的询问。


  心理学家在这些抽象面前的态度。“人们”：诸心理物理的统一。在这里什么是心理东西？——一切超出在空间事物方面被经验东西之外的可经验东西。这种剩余是什么呢？在自身经验中我发现了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将它当作异己的心理东西实行移情作用吗？注541


  第410页：唯我论的“世界直观”，对身体的唯我论的经验。消除唯我论的抽象。扩展我的环境世界。另一个的自我不可能被知觉，等等。


  第412页：一个重要的问题：被知觉的感觉事实和被施以移情作用的感觉事实，在相同内容的情况下不是同一的吗？因此一切由此构成的统一不也是同一的吗？“相同的”视角和“相同的”全景等等之同一性。在其定位中被定位的物体是同一的。在这种情况下，空间（同一的定位系统之相关项）对于我们是同一的空间。我的自然。在自然东西中的心理东西。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自我-类似物，同一的、对于我们而言是共同的自然之自我，及其行为，意见，等等。


  第415页：再一次更仔细考虑唯我论的抽象。我的身体作为自身运动着的身体。主观的运动。我的身体在这里。那个异己的身体在那里。设想将我的身体置于任意一个空间位置上这样的思想行为在直观上是不可想象的，并且这样设想的思想行为作为自我-人这种表象之根据也是直观上不可想象的。


  第417页：对身体本身的知觉和对自身的知觉：详细阐明前一页的这同一个主题。唯我论的自我拥有作为被定位在自己对面的世界的它的世界，还有它的身体。它不可能作为与身体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在身体上被找到。身体的标记：只要我存在，它就总是在这里。


  〈第419页：〉人之内在性这个概念：在最本源的意义上，他原本地内在地知觉到的东西，并且对于他来说，一般能够成为可以这样知觉的东西——心理东西，对于每一个其他人来说，是“外在地经验的”。孤独的自己没有关于以下情况的表象，即他是“自然之成员”，他肯定不会作为这样的东西存在。这个自我及其环境世界。能力（我能）。唯我论领域中的心理物理东西，到-自然中-发挥作用的行为。


  唯我论的世界直观与内在性。共主观的世界直观。唯我论的对身体的知觉等等；对异己身体的知觉


  我的世界：1）抽象（唯我论的抽象）：从自然中排除一切心灵的生物，排除一切通过移情作用被给予的个体的存在。注542


  我发现了诸空间-时间-因果性的（物质的）事物，但是与诸事物之诸显现，与诸感觉等等不可分割地一起发现的，此外，我发现了自我行为，自我状态，对诸事物注意的行为，对诸事物进行比较的行为，对诸事物进行评价的行为等等。


  同样我也发现了我的身体，但这是在一些有限的显现方式中发现的，是作为定位的中心等等发现的；触觉领域通过身体的表面散布开来。这样就发现了特殊的身体的东西。事物的一切给予性方式，事物的一切视角，所属的诸感觉事实，都与作为统一性的身体相关联。身体之自由运动，自我对于其身体之自由支配，自我的身体在特殊意义上与它的环境世界之其它事物对立。环境世界中的诸事物由于我的身体之运动而被运动；但是它们也独立于我的意志而运动，在一种根本就不在我的自由之范围内的运动中运动。这就提供一种在二者之间的区分：一方面是我的，作为对意志主观（作为现实的和潜在的意愿、行为、行为能力的主观，能作某事的主观）而言的“外在东西”，只不过要借助“内在东西”，特殊的主观东西，能直接使用可支配东西的东西（真实事态），另一方面正是主观东西，作为原初自由进行者的心理东西，自我东西，作为器官的身体处于界限上，作为与一个自由的东西，与动力学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事物，同时是自然，注543又是自由的。在更广泛意义上，这二者都是主观的。诸事物是被知觉的，是在此存在的。它们是诸显现之统一，这些显现总是一起在此存在，并且与在此存在的诸事物不可分割，如此等等。


  那么所推断的诸事物呢？在更广泛意义上它们在此存在，在空间中存在，正如背面在那里存在，在空间中存在一样，这一个空间是一种敞开的不确定的设定，这种设定是由在此存在者而来的。这种在此存在者由于被引起的经验而能够变成被给予之物，变成被我知觉到的东西。


  那么物理的真实东西呢？它指向可认识的法则性，指向以一致的经验为根据的可能的理论的认识，而可经验事物（一致经验之诸事物）则生成为理论述谓的基底，这些理论述谓是作为通过经验在自由从事的理性研究中和能使理性根据突出出来的理论中的相关项落到这些基底上的。


  2）如果我们在消除抽象的情况下假设其它的生物一起被给予了，因此我们为此采用移情作用的，并且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之被给予性是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世界，我的真实存在着的环境世界就为了进行移情作用的诸经验以及它们的新式的经验统一而扩展了。这些经验统一是我的经验统一，本质上是与那些是我的经验和我的经验内容的东西在一起的。但是如果说那些作为准当前化出现的早先的经验内容对于我而言曾具有诸可能的知觉之特性，因此对于我而言是可知觉的对象，那么在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中情况却不是这样：异己的主观的东西对于我而言并不是可知觉的东西，它原则上只是可连带知觉的。但是在那里的那个人毕竟是被经验到了，他的物理的身体在我的知觉环境中被给予了，他的“主观的东西”是和他的物理的身体一起以相应的有效性以移情作用方式被给予的，因此他的世界，他的诸事物，当它们为他在那里存在，被他在某些显现中知觉到，以某种不确定性方式为他显示等等时，也都以移情作用方式被给予了。他的主观之某些“行为”与这个世界相关联，这个主观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之主观极，是一切行为之联结中心，是与他对立的诸感觉领域、诸有秩序的显现、诸事物之主观。


  与此同时，按照这种经验之意义，被我以移情作用之方式经验到的另一个人的世界，只要它对于他是自然，就与被我经验到的自然，对于我而言的自然，是同一的：对于另一个人而言的给予性方式对于我而言是被准当前化了的给予性方式，并且对于另一个人而言的给予性方式按照其意义，与我在相应地被改变了的并且也许是被随意地改变了的经验中（在通过眼睛运动等等的经验行为之自由进展中）会具有的给予性方式是同一的。


  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诸感觉和诸显现与我的可能的诸显现、我的可能的诸定位等等的同一性


  的确，人们甚至可能会问：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诸感觉和诸直观以及它们的多种多样的东西与我的诸可能的感觉和直观，或者与我的多种多样的东西是否完全是同一的，并且因此，诸统一性的东西，诸事物，按照它们的质，对于我们大家是否是同一些统一性的东西，同一些事物。人们本来应该思考：在我的感觉和别人的感觉之间的这种分离是不是由不同根源而来的。在我的给予性领域中：我在相同动觉的情况下，在“多次”自由建立的相同目光状态的情况下时，提供了“相同的东西”，也认出它是同一个东西，不仅是相同的事物，而且是相同的（真正设定为同一的）显现方式，同一的主观现象。一个对象之这种“所看见的东西”是同一地同一个“所看见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我返回到这同一的位置上，我都会发现它没有改变。不仅是客观的空间，而且这个定位的空间，都具有一种同质性；在每一点上都有相同的定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被定位的物体都有其处于其定位方式中的同一性。对于在相同情况下是同一的一切给予性方式而言，都是如此。


  如果所涉及的是另一个人的诸显现方式，当我使我的位置与他的位置交换时，我就将另一个人的显现方式与我会具有的那些显现方式视为同一。注544


  现在在我这里诸感觉和诸显现方式一方面在事物之间因果关系视角下，另一方面在事物-身体因果关系视角下，都不是独立的。在另一个人那里也同样如此，我和另一个人一样看见同一个事物，或者他和我一样看见同一个事物：我的诸显现和另一个人的诸显现在位置变换（在对我和对另一个人而言是同一的定位系统中的定位变换）的视角中并不是立即就能交换的，正如即使在我这里，同一的不变的事物之诸显现通过单纯的定位（位置）的改变，并不能立即就交换一样。我可能戴上眼镜或摘掉眼镜，我的眼睛可能生病等等。正如在我的系统中异常显现是一种受“情况改变”制约的对于正常显现的偏离一样，在另一个人那里也是如此。他以不同方式看同一的事物：如果我们在同一些事物间的情况中和同一些身体的情况中经验到同一些事物，我们就会有同一些显现系统，就会仅仅是我们的显现在交换。


  但是这就足够了吗？如果我们双方都在一个一致的经验系统中运动，如果我们都不作错误的统觉行为。我的统觉的确也依赖于所涉及到的另一个人的统觉，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像在这里那样，身体性的构成都发挥其作用：我曾经有过的一次可怕经历会决定诸统觉的倾向，而这些倾向在另一个人那里是不存在的，或并不特别突出，等等。


  我的世界——更准确地说，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领域，注545在其中我的自然，我的物理的事物世界，在我的空间事物性经验（在一致性理念之下，以敞开无限的多样性与“同一个东西”相关联的诸经验）中被设定的自然——，这个自然独立于我的身体性之偶然情况，独立于我的“偶然的”主观性，或更确切地说，独立于在我的主观性之中的非合理的东西，而有其自在的存在，有其自在的真理。这些非合理东西引起的统握、意见、判断等等必须被合理地删除掉。


  在我的物理的自然之上补充添加上一种与它结合在一起的心理的自然。在我的经验中，我发现一种统一的心理物理的自然（部分是纯粹物理的，部分是带有一个心理层次的），我发现具有其经验领域的动物、人。在我的领域中，经验是与他们相关联的，我合理地将他们设定为具有经验领域的，在这个经验领域中，有与我具有的物理的自然同一的物理自然，这个自然是通过可能的和现实的一致的经验之诸同一的系统被给予他们的；我的身体也以物理的方式属于他们的经验领域，在我的给予性方式中，在我的显现过程等等中的作为身体的我的身体，我的心灵东西，并且最后作为我的自然的与他们共有的自然，以移情作用的方式属于他们的经验领域。


  我关于世界的总体视角——对别人施以移情作用后他们的诸总体视角


  这个同一的世界是我的世界，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具有当下的，并且是变化着的，部分是在我的自由范围内变化着的，作为我的主观视角的总体视角。每一个别人都有他的视角，被联结起来的他的总体视角。我经验我的世界，并且在我的经验中存在一种移情作用，在这种移情作用中，我按照我的身体将一个身体理解为身体，借助这种移情作用，通过准当前化，一种世界的视角就这样突然敞开了，在这种世界视角中，同一的物理世界就从一个不同的位置上，在另外一种定位中（按照准当前化方式）显现出来了，处于某种身体位置中的，或更确切地说，处于身体肢体的、身体诸部分的和身体本身的位置中的我的身体的这个类似物，围绕着该零点，处于与定位零点的关联中，更确切地说，相互处于与定位零点的关联中。与此同时我又将一个自我-类似物准当前化，这个按照这些显现向“这个”空间，向“这个”世界看去的自我，注意这个和那个东西，借此，在评价行为，意愿行为，意志行为，对自然施加影响的行为等等中，被以某种方式规定，在那样做时，它的自我行为，它的意见，它的喜悦，它的意愿等等，就在它的面部表情中，在它的表达运动中，表达出来了，并且用它的语言说出来了。我也依此统握我的人性，我的自我存在，并且统握为自我与我的世界和我的身体的关联：正如我的环境世界类型和我关于它的视角的类型以及我与它的关联的类型，对于将存在于那里的那个人作为人给予我的移情作用而言，在统觉上是决定性的一样，现在我在他身上能够理解到的多种多样的东西对于“我也是人”这种统觉而言，也是决定性的。


  “原本经验”之领域注546


  如果我不考虑任何移情作用，如果我设想它们都消逝了，以致于本源地得出作为我的环境世界之成员的那里的那个人的统觉也被消除了，那么我作为环境世界所具有的就只是在变动着的定位中被给予的诸物质的事物，并且我作为这个世界之中心环节所提供的就只是我的身体，它是由于以下情况而被突出出来的，即它在自身中具有一切定位之稳定的中心，然而在其它情况下，它却仍还是作为事物被给予，而且是作为存在于空间中的，具有在空间中的一个变化着的位置的事物被给予。这个身体作为定位的零点必然是被隐蔽地给予的，就是说，它经常是作为对于外在物体的所有其它物体来说的内在物体被给予的。注547


  自然的运动之在身体方面自我运动中构成


  撇开介于两可之间难以确定的情况，“我前进”和“我保持静止”改变着所有其它物体之给予性方式；如果外部的物体是静止地给予的，那么因此每一个“我前进”都在某个方向（纯粹以动觉的方式说的）改变着该外在事物的定位，进一步也改变它的“距离”、纵深。如果我向后作这种前进运动（在动觉上的返回中），那么那些旧的显现又会再现，对于每一种显现都有一种也是返回来的定位改变与之对应。如果我停止，我就能看见运动，如果我相应地前进，我就能够在显现方面取消这种已看见的运动，我就看见了静止，但是这种静止反向地参照可以看见的运动，并因此被看作运动，只要我能自由地校准或改变这种前进的行为，并由此而能看见各种不同的运动，所有东西最终都反向关联到在我的停止行为中所看到的这种运动。无论如何，诸外部事物的运动（和一般变化）是在诸显现之某些过程系统中被本源地构成的，而这些显现是作为对静止、不动的（或不变化的）固定状态在其中被构成的诸显现系统之偏离显现出来的。与此同时，身体是作为“自身-运动者”，作为运动双眼的，运动头的，前进着的“自身-运动者”而起作用的。但是这种自身运动只是由于运动才被给予，只是由于身体诸部分彼此改变相对位置才被给予。特别是这种前进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身体应在空间中改变其位置）并不是作为位置的变动被看见的，并不是正如看见作为被运动的事物的其它事物那样被看见的。“我-运动”我的身体被统握为位置的改变，它在某种意义上也作为这样的东西被经验，但是这种经验行为并不是“看的行为”，并不是对运动的本源的经验行为，当我奔跑时，其实我并没有看见我运动（除双腿相互交替摆动之外）。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外部物体相互间的距离、距离的变化和相互间相对位置变化的经验不同于对外部物体与我的身体的距离的经验；我的身体恰恰从来都不能提供定位改变之显现，它从来也不可能，尽管朝向a的距离改变是朝向a的相对运动，却从来都显现为朝向外部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只是这个外部显现为向着我的身体运动，向着我的身体接近。不过这样说也许并不十分正确。


  将这一类东西追踪到个别单个的情况，乃是运动构成理论之艰难任务。


  然而在这里重要的恰恰只是，我的身体总是停留于这个这里之中，从来不能以外在物体之方式被想象为随意以不同方式定位的，被想象为是在外部存在的，被想象为它的外部和那里是变化不定的。


  但是异己的身体是作为“外在的”事物显现的。如果我将它理解为身体，那么我就将它理解为与我的身体相似。但是我不能形成这样一种表象吗（而且这种表象不会在理解中起作用吗）：如果我运动到那里，并且占据那个人的位置，那么在身体方面我从这里看上去就会显得像那里的那个身体事物那样？因此，我肯定就会赋予那里的那个事物一个自我，连同一个环境世界以及与这个那里相对应的该环境世界的显现方式，我就会赋予该自我一个如同如果我去到它的位置上我就会具有的那样一种世界视角。


  确实。但是，我为我形成的关于“在那里的那个位置上的”我的身体的表象，其中包含“从这里看到的”我的身体的表象，并不是充分意义上的可能的和直观的表象，因此在我看来，我绝不能借助于虚构在一个外在物体之中的我的身体的表象而获得作为人的我的表象，就是说，这样一个表象：“我的身体是一个与其它事物一样的事物，只不过有一个作为与它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的自我，有心灵生活，有显现的多样性属于它”。


  真正意义上的外部知觉不同于对自己身体的知觉和对自身的知觉以及对自我人的知觉或对自我人的直观


  虽然在某些范围内我经验到我的身体完全像一个外部事物那样显现，以致我能够想象它由这个这里离开并且重又靠近，如其它事物离开重又靠近那样，在空间中、“在外面”运动，与此同时，相应地显示出显现的变化。但是当涉及的是我的作为身体的身体时，并且也仅仅由于每一个外在事物都需要作为知觉器官的在这个这里的这个身体，这种表象方式就带有诸种互不相容性。它只是就身体表象之在自身中使这种变化成为可能的某些构成的层面提供直观的表象，而在身体表象之诸构成的辅助层面——身体构成在某些结构中所需要的辅助层面——却显露出诸种互不相容性。例如我能够在触觉式的构成中想象，我的手触摸我的躯干，另外触摸我的整个身体，然后我的身体像一个别的事物那样开始飞走。我能够表象这些触觉的显现。但是这些触觉显现在这种以触觉方式对身体的构成中，同时指示我的手的触摸行为，而手是身体的一部分，是一个与身体不可分离的器官，但这与身体之飞走的行为是有矛盾的（比方说，手是静止不动的，而身体在它上面向前滑动，最后消失等等）。其次，在视觉上：我一定也能够想象，我的身体在视觉上飞走，而诸显现却这样地进行，即我总是从这个这里看出去，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在已知的远景的变化与缩短中最终在地平线上消失。在视觉上这是一种可能的表象，但身体不仅是在视觉上被构成的，而且对视觉的显现行为提出要求，如此等等。


  关于如果我走到那里去，从这里看上去我的身体比方说在视觉上会是的那种表象，是一种在一个层面上可实行的表象，但整个说来，是一种矛盾的表象。尽管这种表象的确可以用作标记，但是它表明，在这里以此并不标明任何可经验东西，并不标明是物理客体同时又带有心理东西的一个自然客体之任何可能的表象，并不标明一个作为心理物理实在东西的“人”。注548我在知觉我的身体时，只能将它把握为与我的整个“世界图像”相似地被规整了的，把握为与该世界图像之中心相似的，把握为与一外部事物相似的，但是，被束缚在这个这里的，在这个这里的周围有所有其它知觉事物以某些可能的显现样式围绕着；有敞开的经验之诸可能性和敞开的经验之诸盖然性（被经验之物的盖然性，如果主观的情况会以主观的自由如此这般地变化的话或会在经验的-事物性的动因中如此这般地变化的话）构成的地平线包围着。


  我小心地提到这种主观的自然，并进行了比较等等。虽然这个自我在“我运动”，“我抓取”，“我碰撞”等等中与这个身体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就如同一切事物的显现也都与身体有关系一样（此外，一切愉快、痛苦等等也都与身体有关系，如我牙疼），但是这个自我有这些事物，而且也有在自己对面的诸显现之感觉事实和诸显现（事物给予性之样式），这个自我是将这些东西作为事物，作为客体，作为课题而拥有的，而在其中也有身体，这个自我并不是和身体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并不是在现象方面与身体一致的东西，对于这种唯我论的世界直观来说（就是说，对于这种不考虑移情作用的世界直观来说），在这里这些东西并不是心理物理的客体，并不是人。注549对此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确信。每一个人都经验他的环境世界，在其中也经验作为该环境世界之中心客体的他的身体，注550并且经验他的身体的显现，并且最后经验他的在特殊意义上的心理的东西。但是他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经验作为人的自己，以及作为在空间中的事物的他的身体事物：在知觉之最本源的意义上经验。


  我正当地说：在我在其中使用移情作用的自然态度中，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内在性”，并且关于这种“内在性”有一种本身属于这种内在性的“内在的”知觉和经验认识。我们还可以说，他的内在性是“本源地”直观地被给予他的和能直观地给予他的，而且仅只给予他和仅只能给予他，并且由本源的经验而来的有关内在性的注551经验认识，只能由他那里获得，只能在这些本源的经验上证实。他的内在性是一种内在的世界或主观的世界，他总是拥有关于这个内在世界的直观（本源的知觉）。如果使人们以一种进行注意的-进行把握的指向态度理解“直观”这个名目，那就很显然，只有内在性的一小部分被直观到，而这一小部分则被由虽然在广义上是本源直观地被意识到的东西，但却并非被把握的东西构成的不确定的地平线包围着。


  内在性，这种在十分确定意义上可内在经验的东西和可内在认识的东西，又按照一种在这里十分确定地限制了的概念，构成心理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具有他的心理的东西或他的心理的内在性，如果我们愿意在术语上排除内在性这个词的歧义性（这种歧义性也能让人想起身体之内在的东西）的话。注552


  一个人的心理的内在性只对于他是“本源地”被经验的和本源地可经验的，是“内在的”经验之对象。对于所有的其他人，这种内在性就是“外在地被经验的”内在性。注553内在性与外在性之相互关系只对于被归功于移情作用的统觉阶段才存在。对于未曾体验过移情作用的人来说，或从抽去一切移情作用的观点上看，就不再存在有关一个外在性的任何内在性。人全都具有体验，全都具有对象性的东西，这些对象性的东西是内在性这个名目所包含的，而内在性这个概念所没有的。统觉也没有这种东西。按照这种统觉，一个人就是一种“身体和心灵之客观上实在的统一”，在这里这意思就是：一个物理的事物即身体和一个实在地与该身体结合在一起的心理的内在性之统一。没有移情作用的一切统觉成分而把握自己本身的自我，更一般地说，把握它的内在性的自我，所拥有的只是作为在身体之外的（外在的）自然之通过规整而属于内在性的当下侧面，这种内在侧面是身体的内在侧面；但是它不可能将它的身体作为人的身体，作为在人的身体之上建立起来的心理的内在性之实在的基础来把握。只当有一个作为人的另一个人在这里为我存在,我才能获得另一个人关于我所能拥有的关于我的表象，我才能获得关于在定位的零点上内在地被给予的我的身体与被另一个人在任意的定位中外在地可经验的身体之同一性表象，才能获得关于我的内在性与被另一个人就我的这个被外在地直观的身体施以移情作用的内在性（被外化了的，被自然化了的注554内在性）是同一的这个表象。


  什么东西属于本源的（尚未被外化的）内在性呢？这个唯我论的自我（这个尚未体验或被认为尚未体验移情作用的自我）是自然之主观，是可能的一致的经验之理想的统一之主观，和建立于该统一之上的合理的思想行为（经验科学）注555之主观。外在的自然在每一个“外在的”经验中都被这个唯我论的自我所设定并显现出来，如果接下来的经验如迄今为止的经验所做的那样一致地进行证实，并且如迄今为止的经验那样根据这样的经验显现作为理性的设定引起这个设定，这个外在的自然就是真正按照被设定的存在存在的。在自然注556的态度中，我是在外在的经验中“生活”的，我通过外在的经验指向被以为的和假设为真的自我论的自然，对于我来说，这个自然直截了当地就存在于这里。“只要”我是孤独地（solus）存在的，我就没有任何关于作为“客观的自然”的自然之表象，作为不仅被我所经验和能经验的自然的自然之表象，就是说，作为一个同样也被另一个人所经验和能经验的同一的自然的自然之表象，我就没有任何关于以下情况的表象，即我（作为“自我-人”）是“这个”自然的一个成员，作为这个在它之中的成员并不必然存在，即使我死去，这个自然也仍然存在等等。正如现象学的反思告诉我们的，这个被我经验的“自然”，是我的现实的经验和在有合理根据的一致性理念情况下的可能的经验之相关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主观的自然，我的自然；它是为我而存在的。作为它所是的东西，它恰恰是作为我的、属于内在性的诸行为和诸行为的可能性，诸显现和诸显现的可能性之同一性的相关项：如果这种内在性存在，并且这些可能性不是作为被想象的东西属于它，而是作为能够合理地提供理据的东西属于它，那么这个相关项也就存在，并且必然作为相关项存在。


  如果我，这个孤独者（solus），处于自然直向的态度中，那么这个自然就是我的自然；该自然的对立相关项（这是它对于我所是的东西，而不是自然），和我本身所是的东西，以及作为自我本身或属于我本身而为我存在的东西，是主观的东西，作为客观的东西之相关项的主观的东西。这种非客观的东西并不是一种缺失，而是包含着对于自我而言的可经验的东西，只不过不是“外在的”可经验的东西，不是自然。


  在唯我论的主观性注557之领域中，或者如果人们确实愿意这样说，在心理东西（唯我论意义上的心理东西）之领域中，我们发现了现象学意义上的一切“现象”，通过其统握作用实行多种多样透视变形功能的感觉，因此发现了具有其视角及其地平线的多种多样的事物显现，处于其自由变易性之中的附属的动觉事实，借此还发现了作为自由变动着的显现的，作为在随时供我自由使用这种特殊意义上的主观的，表现为可自由变动地服从我的管理的显现本身。换句话说，我也已经提供了这个当下的“我能”注558，这种连续跑一段距离的能力，或能够按照诸动觉系统遍历具有其感觉事实的诸显现的能力。我还有注意的能力，而不仅是有作为正在发生的注意行为的注意行为；“我能”做这些事情，我有进行比较、进行综合、进行关联、将联系之主观变成客观之部分的能力，而不仅是有对比较行为、关联行为等等之相关的体验本身。


  与每一个“我能”相对应的是一种可能的“我要”，但是这种可能性刚好不是一种单纯想象的可能性。因此，这个自我是现实的意愿行为之主观，但也是可能的意愿行为之主观，是“有效的能力”之主观，一切主观的东西都以某些方式，而且是以不同的方式，完全属于这种能力之领域。这种主观也是思维之主观，评价行为之主观，赞同或不赞同行为之主观，在不同意义上采取态度的行为之主观，它是进行理论探讨的主观和能进行理论探讨的主观，进行经验的主观和能进行经验的主观，它有进入经验证明的能力，进行实验等等的能力。


  属于这种主观性之领域的当然还有知觉之诸变换，即记忆和预期，以及诸附属的主动的能力（或诸实践的能力）。此外还有诸单纯的想象（诸中性的变样）和想象能力。


  但是同样还有诸被动的能力，主观在其对事物之态度中的诸有规律的特性，在主观的领域中知觉（或更确切地说，知觉显现）被动产生之方式中的规律性，各种各样统觉发展、形成之方式中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经常在联想这个未被阐明的题目下讨论。注559


  属于能力领域的还有：“我运动”身体及其四肢；这种自由的举止进入到外知觉之意识中，在那里身体作为由诸感觉器官构成的组合，甚至作为器官之整体起作用。注560并且身体作为实践的器官对进入到自然之中起作用的并在经验中被给予的实践间接地起作用。


  纯粹意识之一切本质结构和处于我们称作纯粹体验流的流之统一中的纯粹意识本身，都属于这里。对具有其内在时间（现实体验的主观性之时间）之必然形式及其必然结构的体验流，和另一方面，作为能力之自我和被动素质之自我的自我这种主观性进行区分，后者是“持久的”信念、评价、赞同，持久的爱，持久的恨——这些东西都不是体验，而是超时间的但又与时间有关的意向内容的统一，并且就自我-主观而言，是能力的统一和素质的统一，这些东西能回溯到意向内容之理想统一在其中被构成的现实的和可能的体验——之主观。在体验的进程中，主观之诸持久的特性，持久的行为方式，呈现出来，指向其主观的东西的主观能够通过在其进程中追踪主观的东西，对主观的东西进行思考，对主观的东西进行合理的理论研究，认出这些持久的特性和持久的行为方式。注561


  纯粹心理的东西是与物理的东西，与被设定的自然不同的东西。另一方面，一切自由的身体运动，都是一种进入到自然之中发挥心理影响的活动，这种影响是心理物理的影响。这种物理的东西是紧随这种主观的“我运动”发生的，并且有赖于这种心理物理的能力，有赖于能够运动身体的行为（能够改变这种动觉事实的行为）。反过来，身体的此在和如此存在是心理东西的条件，在某种范围内是必然条件。因此在唯我论的范围内我们就已经有物理的自然，并且即使没有心理物理的自然，也有心理物理的关联和附属的心理物理的规定。注562


  在这里尝试描述的所有东西，都表达主观性之诸必然的成分。纯粹的自我必然属于主观性，这个自我必然是作为同一个同一的自我而发展的，并且变成它的有意识的能力-自我之能力，与此同时，它的能力本身得到发展，在这个方面以经验方式直接具有这种能力，等等。这种经验的东西是偶然的，但是在能力这种名目之下的，并且正是这样形成的经验的规则这种形式，等等，则必然属于主观性之理念，或更确切地说，主观的注563领域之理念，“内在性”之理念。目的论的超越论的考察，比如：一个主观性之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它的类型因此作为主观性被当作前提），如果主观……注564


  〈c）〉对在移情作用之前的一切“主观的东西”之概观，和对作为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并被以经验方式  客观化的内容的“主观的东西”之概观。〈在移情作用之前对个人的自我之构成和  通过移情作用对个人的自我之构成〉（1918年9月18日和次日）


  物质的世界，并且在扩展了的意义上，事物的世界，为我在此存在，“预先给予了”我，对于我而言是现存的，已被经验的，或准备经验的。一切在事物的构成之按阶段发展中出现的东西，都是预先给予的，在这件事情上，较低阶段的事物性东西成了较高阶段事物性东西之显现。一切以事物方式预先给予我的东西都是主观的，只要它是以它的被给予性方式，以它在其中显现的意义和直观内容被看待的。因此处于其当下特殊显现方式之中的我的身体是围绕它定向的我的世界之中心环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如此这般被充实的，在某些定向之中向外伸展的视域之中心环节和一般而言的经验领域之中心环节，在该领域中，存在着对由进一步的经验可能性构成的、由现实的经验领域向新的经验领域之诸变化构成的、不确定的敞开的地平线之统握，这些经验领域带有事物之显现方式的变化，而这些事物在这里也许仍然是同一些被经验事物，等等。我在每一时刻都以一种视角提供这个世界，而诸世界视角之连续又构成一个更高的世界视角，这种世界视角是我的主观的东西。然而属于主观东西的不仅是向我显现的世界和事物之世界视角和事物视角，而且较低阶段上的诸构成性和统一也是在某些显现方式中被预先给予的，并且因此而是准备经验的。我在相应的反思注565中把握这些东西。例如，如果一个行为客体被预先给予我，那么这已经就是一种反思，而不是在通常意义上的当我向这种纯粹的物质的事物追溯时的抽象。如果我向诸幻象（完整模式）追溯，并由此出发向感觉的事实追溯，最终，在最后的时间意识中，向本源感觉之过程样式追溯，那么这又是反思。


  我们必须将这种反思与其它的主观的反思区分开，因此就是与对其“承担者”是“诸显现”之统握内容的那些构成性的功能的反思，对设定的性格及其变样的反思，对直观性之样式（准当前化之样式）的反思，对注意的样式等等的反思，对纯粹现象学的事实的反思区分开。注566


  在关于事物之显现，关于作为我的显现世界的我的环境世界之显现的意义上，主观的东西中设定了显现者，而显现（主观的东西）被设定为被设定的显现者之显现。但我是在其显现方式之如何中设定该对象的，设定对象之显现方式本身的。现象学还原是在纯粹现象学东西中实行的。


  我们想称作“主观之环境世界”的东西，是超越的主观的东西，它是主观之“显现世界”，是主观之有关超越的对象之诸显现，但是这些对象对于该主观本身而言是作为超越的现实的对象在此存在的：当这个主观注意作为它特有的主观的显现方式的显现方式时，它就实行这种超越的设定并坚持这种超越的设定。


  这个环境世界是1）事物的环境世界，更确切地说，本源事物的环境世界，和2）个人的环境世界，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是a）个别个人的环境世界，和b）社会个人的环境世界。


  在个人的环境世界中，我在单纯物质自然的对面发现了不同阶段上的个人的构成物（意见、意见的构成物、作品）。最终，我在其中发现了个人和个人的共同体。诸个人被设定为诸现实性，同样诸个人的结合也被设定为诸现实性。此外还有文化客体，以及一切由有关的诸个人生产的最广泛意义上的产品。这些产品是预先给予的，它们被发现或能被发现，但是按照其统握的意义，它们有赖于诸生产。在物质的产品中也有单纯的自然，并且它是在这种生产中形成的。主观是作为进行生产的主观呈现的。注567


  价值客体：事物也许（即使确实不是产品）会受到评价，在进行评价的态度中被熟悉，评价意见，评价述谓被本源地构成。这样的述谓作为单纯的自然述谓，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回溯到自我之进行构成的活动上。做事的行为就更是如此。主观作为进行推动的，进行碰撞的，进行构造作品的而做事。


  主观，人格的自我在与某些事物的关系中，一般而言，在与对象的关系中，也作为进行思想的主观行事，它对对象之内容进行分析，它为自己构成事态，述谓的关系，它形成集合（按照其形成理解它们），它理解处于活动的方式中的整体、关系，它以概念进行表达，它理解以概念方式表达的事态，述谓的判断，真理，它由真理推论真理等等。


  同样，我也表达意图，我将某物设定为手段或目的。


  因此我们有作为与自我不同的、预先给予自我的诸对象的诸事物、诸事情；“以与自我不同东西之方式预先被给予”在这里是说，没有自我及其行为的参与而被给予。与此相对的是由自我生产的，在自我之行为中构成的对象；由自我行为、个人行为产生的“构成物”。作为具有直观地预先给予东西（低级阶段上的被以为的东西）的自我之参与积极创造新“意见”。每一个这样的行为都是采取态度，并且“创造”一种精神上持久存在的东西，一种持久的主观东西。


  在这里我们区分：1）诸构成物，它们是作为过程在自我之或多或少是多分支的行为中（在行为综合中）产生的：诸业绩；2）作为最终目标或最终目的，整体决定行为意志之统一的诸意图，“为最终目的”而被追求的诸中间目的（被追求的诸手段）注568；3）接下来是产品，持久的最终的成果。它们实现了意图，保持了诸意图的意义，不是作为可能具有如此这般性质的事物，而是作为按照完整的目的而生产的（更确切地说，按照完整的最终目的而生产的）事物，因此对这些事物的理解行为要求该进行生产的行为之准当前化（再构成）。


  行动是处于生成状态（statu fiendi）中的自我活动之过程，行为是完成了的行动。然而问题是，人们是否能够极其普遍地采用行为这个不确定的词。人们不是将行为理解为完成了的行动本身吗，这种行动在一项工作中或在一项曾想要的“结果”中达到极致，就是说，它在一种获取的行为和继续发生作用的行为中，比如在一个外在的过程中，被指向一个目的，该过程的开端以及通过规整被预先规定的进展由于行动的结束而生成一个“事态”，或者生成一个持久的精神的事态（一个被获得的所有物），如此等等？


  行动，心理物理的行动，如工匠的生产制造，还有精神的行动，如推论，以及在推论中得出结论，肯定是个人的精神的构成物，它是意向的统一，两个方面的意向统一，它是在意向的体验中被构成的，但本身并不是意向体验（在这种意义上并不是“行为”）。行动，或更确切地说，在这种意义上的构成物，是各种判断的活动，进行评价的活动，劳动的活动。注569属于这个领域的有通常意义上的动因，而被促动去从事这种那种行为的主观，正是那些行动的主观，或更确切地说，那些活动的主观，进行生产制造的主观，并且如我们还可以说的，有价值的活动的主观。因为一切构成物都受到赞同与不赞同。例如，我作为我的与我不同的环境世界之主观，作为进行思想的自我，在进行解释，进行综合，进行构想等等的行动中，与这个环境世界保持联系，但是也在满意与不满意，希望与追求等活动中，在指向实现新的、被改变了的自然之现实性的行动中，与这个环境世界保持联系。环境世界的事物是预先给予我的，它们是“被以为的”、在此存在的现实性东西，这就是，它们是在意向上被刻画为“在此存在的”，并因此它们也进入到动因之中。只不过我所给予的东西能够规定我，事物不仅作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体，而且还作为与我，这个主观，“对峙的”客体。作为在某种意义上通过某些特征被规定的客体，它们引起我的喜欢，它们唤起我改变它们的特征的希望，如此等等。因此它们在我的判断行为中，意愿行为中，评价行为，行动中促动我，这个主观。此外，它们还引起作为虚构而处于其存在方式之中的虚构，而且还引起近处和远处这些主观的样式。我想要靠近些，以便能助一臂之力。


  在更高阶段上，当构成物已经被预先给予时，也同样如此；判断，被以为的真理，正如我“相信”它们是存在着的真理那样规定我。作为被我如此这般评价的行为引起我的懊悔等等。我，这个人格的主观，因此是最广泛意义上的行为之主观，特别是行动之主观和被获得的业绩和作品之主观，一切阶段的构成物之主观，被以为的东西（“意见”）之主观。注570


  在多大程度上这个人格的（精神的）自我本身是一个被给予的，也许是被预先给予的，存在着的自我呢？这个自我同时是这个被预先给予的空间事物性的环境世界的自我，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从属地感性的环境世界的自我，如果我的精神的产品和精神的生产，另外还有诸并非我已生产出来的，然而按照其固有意义只是作为生产才有其意义的诸对象，能够预先给予我。我具有一种作为我的时间关联的时间关联：我关于我的事物性环境世界之诸显现在其中出现，然后接下来由我产生出来的，通过一种“突然产生的念头”或其它方式在产品这种意义上被归于我的并被其他人所接受的我的一切被以为的东西，在其中出现。所有被以为的东西，构成物，都是在时间关联中出现的，以现象方式在其中定位的，尽管这种被以为的东西具有一个自身之特性，一个事物性的自身之特性或一个理想的自身之特性，如一个真理，一个价值，等等。被以为的东西是意向内容，并且我们现在所考察的这个主观性之领域，是意向内容之领域（在这里，特别是被主动构成的意向内容之领域）。


  自我，诸活动之这个主观，也一起实行属于被构成的意向内容的诸设定。正如我在行动时一步一步地实行设定一样，通过生产同样也构成诸精神性质的对象，诸构成物，以为它们是现实性的东西，而不仅是“单纯的”意向内容，因此这种习惯性东西之一次被构成的东西，就保持其有效性设定。如果我现在实行涉及这些作为对象的主观性东西的经验行为和思想行为的新的活动，那么我就能够这样行事，即我将意向内容，将构成物，看作是它们在其中出现的主观的时间关联中的事态，同时一起实行它们的意向设定，或者也能够这样行事，即我不一起实行这种意向设定。在第一种情况下，我站在设定的基础之上（当此之时，我们另外还要考虑我在由构成物到构成物的进展中，或者在追溯中，在重新准当前化等等中，遵循一致性的趋势，相应地将违反一致之处带回到一致，实行必要的删除，或者提出疑问，提出怀疑，直至解除怀疑，重新建立起一致性和确信）。如果我将这种意向内容理解为内在时间中的纯粹的事态，那么人格的自我之本性，更确切地说，它的作为人格的特性的精神的特性，就纯粹在这种内在的意向内容的关联之统一中为我们显示出来，只要我们追踪这种自我-行为，在自我之行为中探究法则性，探究在给定情况下（在意向内容式的情况下）它被促动的方式中的法则性。注571然而属于这里的还有其动因方面的特性，它具有什么感性显现，具有什么样的感性的突然产生的念头，它的想象之特性，它的联想和再生产之类型（不管在精神领域中有多少，这都是类似的），它的突然产生的诸念头之特性方式，快和慢，诸种结合如何服从于它，在从属的感性东西之领域中的诸联想如何服从于它等等。


  抽象地说，这首先是唯我论的人格的自我，这个自我是在经验行为中和思想经验的行为中以人格方式实现的，本身作为唯我论的人格的自我被构成为对象的，也许被以自然的不适当的方式理解为人格的自身经验之统一（对作为人格的自己本身的反思）。但是这个人格的自我也实行移情作用，在这种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中，有一种异己的人格的关联属于那里的那个身体，这是一种由如此这般显现着的物质的、空间时间因果性的诸对象构成的关联，或者这样说也是一样，是一种在内在时间关联中变动着的，在一种普遍视角中显现着的空间时间的环境世界，并且在这同一的关联中，有一种自我-思想，自我-感觉，自我-评价，自我-行动等等的多样性，在这件事情上，这个自我是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异己的自我。移情作用能够如同每一种其它的进行给予的意识那样出现，无须我由此形成一种理论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显现出来，也许未被注意到或顺便被注意到，偶尔我将“目光”转向被施以移情作用者的诸细节上。但是我也能采取理论的态度，并且从理论上设定这种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关联，并能设定这个人格的主观，该主观在这里作为自我对它所具有这个环境世界保持这样那样的关系，如此这般地对它进行经验、进行思想等等，而这个自我在这里，以它行事的方式方法，作为具有某种外表举止、某种素养的人格呈现出来。这样我就对那里的那个经验的人格进行了统觉，这里的问题是，对于使这种统觉成为可能而言，我在多大程度上肯定已经将我本身统觉为一个人格了。注572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注意，经验的统觉并不是理论的经验，理论的经验毋宁说已经以相应的统觉为前提了。我肯定没有关于作为人格的我的认识，肯定没有通过自身经验对我“进行反思”，并通过理论行为主动地指向我而获得了关于我的理论上的经验表象。我肯定没有通过比较而观察我在不同情况下的行为举止如何等等。这种统觉确实是在“想象”中形成的，事物的环境世界是在我的意识过程中构成的，它作为我的所有物为我在此存在，我同样也与它保持关系，此外与我的在给定的关联中由促动而产生的精神构成物保持关系，如此等等。这些精神构成物“由自身”产生，无须我的协助，无须由作为主观的自我对特性进行相应的经验的统觉，无须在各种不同的可能的行为方向上如此这般地行事。现在这是与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紧密相连在一起的，而这种移情作用正好也是关于一个自我流的经验，尽管这个自我流是在准当前化中达到给予性的。注573当然（eo ipso），这些统觉是有用的；我学习越来越完善地形成关于人格的主观之类型，这种类型是“由自身”出发在自身经验和对异己者经验之相互作用中越来越内容丰富地形成的，我现在更深入地，也许通过有目的的对自身的观察，探究我自身并探究别人，这样我就获得关于人格的认识和关于人格的科学。注574


  人格的自我在这里曾是作为经验上的统一而被构成的自我，这种统一只有通过移情作用才能被完全地构成，在这件事情上，异己的身体这个事物是移情作用的实行者作为被设定为现实的环境世界当中的现实性以相信方式意识到的。一个世界在我的纯粹意识流中为我显现出来，在其中有异己的身体和内在对象性东西之附属的诸关联，属于那里的每一个身体的，有一个由诸现象构成的时间流，与我的世界现象类似的诸世界现象构成的时间流，在这些现象当中有诸身体，其中也有在内在观点中向我显现的我的身体，等等。在我的纯粹的体验流中，我有意向内容方面的现象，由此出发，能够实行一切意向活动方面的反思，因此能够探究在意识流中出现的每一个方面，探究一切结构。当然，这正是通过移情作用对另一个人的身体实行移情作用：在移情作用中，虽然我直接地拥有了异己者的诸世界现象，但我通过在这种移情作用中的反思，间接地获得了我在从我的世界现象过渡到所有其它的主观性东西时发现的所有这样的东西；因此获得了纯粹只是作为内在时间意识之事态而在现象学上被设定的一切东西。在移情作用中，最初作为现实的而显现着的东西，是属于有关的异己的身体的自我意识和对自然世界之变动着的现象以及其它被归于该自然世界的诸现象之拥有行为，此外还有对本身又在新现象之中的精神的环境世界的诸现象之拥有行为，这些拥有行为是在统一的时间的关联中联结起来的。这种最初作为现实的而显现着的东西，并不是现象学上纯粹的意识，现象学上纯粹的体验流。它的物质的环境世界肯定被设定为被它看见的现实的世界（向我显现的世界和它的身体所属的世界是同一的世界），尽管在细节方面，它归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和作为属于世界的而向它显现的东西，可能被我评价为是幻觉。异己者的现象不仅是作为异己的主观性之事态而显现，而且它们对于我就如同我的注575经验一样，正是有其正当性要求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嵌入到一种一致的经验之中，我就将它们作为正当的经验加以接受；就是说，在这个范围内，一种被经验的东西对于我而言正好是现实性，并且正如停留在我的唯我论的经验之范围内一样，直到不一致性的东西突出出来，以致于作为事态的诸单纯现象在诸主观性东西之关联中经常不起作用，而是我对经验设定的态度起作用：我将我自己看作是在异己者的诸经验中的共同经验者，在被经验的东西中对现实性的东西进行把握者，或者将被把握的现实性东西重又取消者，或者是对该现实性东西之“真正的”怀疑者等等。


  在“异己的主观性”之封闭的关联中，通过附带把握添加到异己身体上的诸现象，因此并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并不是纯粹的现象，而异己的自我主观，以及在这里以移情作用方式经验到的统一的主观的关联，是作为属于世界的，并且按照其意向性，按照其全部的行为，作为指向世界的而本源地被给予的（被经验的，或更确切地说，预先给予的，直接在眼前的）：正如我对我的主观性进行反思，从指向与我面对的经验世界过渡到指向我的主观性的态度，我发现有关事物之当下的现象时，我所经验的并不是纯粹的现象，而是比方说：“如果我从这里看那里的那个事物，它看上去会是这样，如果我改变我的位置，它看上去会是那样，如此等等。”这些现象是现实的事物的、被我认为是现实的事物的现象，它们具有其与被归入到现实的空间的我的被经验的身体的关联，因此我立即就进入到诸经验的关联之中，据此，多种多样主观的东西就被归于作为自然中的事物的我的身体，并且通过身体的中介，被规整的经验关联又被归于这些现象与之“有关”的诸事物。我们只有借助现象学还原才能获得纯粹现象。


  人格的自我（动物的自我）是特殊的自我行为方式之统一。在被施以移情作用的主观东西构成的现象的关联中，发生了自我对某物的多次行为，对某物的多次指向：一种进行注意的把握，一种抱有希望的，或怀有打算的指向，如此等等。由此特殊自我东西之统一，作为一种特殊的结构，在作为时间流的主观的东西之统一中突出出来了。在这种主观的东西中，一种统一的动物的心灵生活就从它这个方面呈现出来了。


  我把握一个被经验的东西，我将这个被经验的东西与另一个被经验的东西综合在一起，或者我指向一个我想起的被思想的东西，我作为主观进行设定，在坚持一个不同的主观时，与该主观发生关联，我评价某种东西，我在关联中进行评价，我对这一个的评价比对另一个的评价更高，如此等等。这就通向了我在《理念》一书中谈到的纯粹的自我。先验的统觉之领域和经验的统觉之领域伸展到多么远，现实的或潜在的我思（cogito）也伸展到多么远，纯粹的自我之可本源地把握的同一性也伸展到多么远，正如一个我思（cogito）与另一个我思（cogito）在一个广泛的我思（cogito）之统一中结合在一起，并且按照其本质是可结合的，更确切地说，在一个主观性之范围内是可结合的一样。记忆之纯粹的自我与被记忆的纯粹的自我是同一的，但是移情作用的自我与被施以移情作用的纯粹自我并不是同一的。


  批    判注576


  这几页虽然很仔细，虽然包含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但仍有根本的错误，如果它是下面这种意思的话，即人格的自我应是以联想的-归纳的方式构成的统一。我当时确实已经形成了关于习惯的学说，甚至已经偶尔表达出来了，即每一个自我行为，每一个自我决定，都在自我中获得一种沉淀物，一种“从此以后我被如此校准，因此，我有一种自我的-习惯的特性”。这个自我变成了持久的自身，它经历这些特性的变化而实行“自身保持”，在社会方面，我是我所接受的我的义务之主观，等等。我的在共同体中的生活，我的私人的生活和社会的生活具有作为自我极的自我，这个自我被持久思考，具有其人格的意义，具有其诸习惯的综合统一，具有其追求“生活目的”的努力之由此被引起的统一意义等等。


  与此相对应的是作为在外在性中被当作“事态”观察的、能够规定归纳预期的归纳的相似性的正常行为之相似性。但是这种模糊的，仅仅以归纳-联想方式构成的统一，依此对人格之按照习惯的外在的判断，并不是处于其作为人格的固有本质的存在中的人格自身。


  附录XLIX  对表现的理解行为（对1918年暑假于贝尔瑙首次细心拟定的移情作用分析之详细解释的页边附注）〈写于20年代〉


  在移情作用中应该清楚区分：


  1）对作为处于被定位的环境世界之中的被施以移情作用的零客体的身体的理解行为。


  2）对异己的自我的状态，异己的自我的采取态度，异己的自我的行为方式，异己的自我的意图等等在身体方面的“表示”、“表现”的理解行为，或者甚至对正在显示着的性格的理解行为。因此就是对在面部表情变化中、在手势中的表现的理解行为。


  与这两个阶段相对应，可以说有理解行为之不同的方法。


  个人的存在，个人的生活，个人的采取态度，个人的活动和忍受等等，都有其表达，都有其表现。但是另一个人的现象的环境世界及其内在身体性，却没有表现，而是有一种基本的特殊的显示方式，这种显示方式是“表现”之前提（基础）。首先，该异己的身体必须为我在此存在，而且是作为异己的、被定位的环境世界之中心，为我在此存在，由此在该身体中才能有某种东西表现出来。在一个纯粹的事物中，不可能有任何东西表现出来，而是只在有一个“身体”被嵌入其中的，此外通过这种理解行为有一个自我的东西在其中被指示出来的那个事物中，才会有某种东西表现出来。


  附录L  关于“心理物理的关系”之双重意义〈写于1918年前后〉


  〈内容：〉1）身体作为自然物体，心灵作为自然，作为自然的、空间时间上的连带事态。人作为单纯的自然。2）人作为“我是一个人”，我在，在我对面有我的环境世界，我拥有作为器官的，作为我的可直接支配的事物的我的身体；并且我借助我的总是准备好的器官，身体，对我向外对之起作用（作为行动的起作用的行为）的一切东西起作用，并且每一个人也是如此：人是一个借助他的身体起作用者。


  在外在的、自然的经验中，我发现了这个人，我发现了作为物理客体的他的身体物体，与此“相联系”（因此是在与在空间时间上展开的物理的身体性和它的物理的过程之时间上的符合中）还发现身体是赋有心灵的，发现属于这个作为物体的身体的主观性。不管在外在的经验这个名目下的意义赋予有多么复杂，有多么不同，当我将别人统握为人，并将我自己统握为人时，这肯定是一种十分确定的经验方式。


  在其心灵的主观性这个方面，属于“人”这种统觉之内容的是，每一个人都首先以不同的方式将自己本身统握为人，然后同样也统握每一个其他的人，并被每一个其他的人这样地统握。


  我恰恰不是将我的身体统握为纯粹物理的事物，而是统握为我的身体，抛开与感觉领域的经验联系，身体对于我而言是知觉器官，或更确切说，是由通过诸知觉功能中彼此紧密结合的诸知觉器官构成的系统。知觉行为，即主动的经验行为，是一种自我功能，而这个身体在由自我而来的主动的经验行为中，是被运动的身体，或者为了自我方面的利益而灵活地起功能作用的身体：我进行触摸，我走近些，或者走到旁边去，等等。“器官”是自己的东西；这些都必须受到仔细思考。


  首先是在知觉的身体性、“知觉的器官”这些层面上的自己的身体性之构成。对于这个身体而言，我是主观，这个身体是我的器官，我在借助身体进行知觉时便与在这当中被经验到的诸事物发生联系。而且是在该器官运动之有规则的进程中，在我的知觉活动之有规则的进程中，与诸事物发生联系的。这些知觉活动在某些相应地进行着的显现内容中提供该事物。因此在这里我们就会有：“我知觉这个事物”，更确切说：我借助我的身体而是进行经验者，当我时而使这个个别的器官发挥功能，时而使那个个别的器官发挥功能时，我就是在进行经验，并由此而经验到在身体之外的诸物理的事物，但是也经验到作为物理事物的身体本身。我也将身体作为身体来“经验”，首先它总是存在于这里，作为身体预先被给予了——但是，它作为身体被构成恰恰只是通过“我在进行知觉时是主动的”这些关联，而这一点需要一些更深入、更艰难的思考。


  这个“我在知觉时运动这个身体”，“我存在，并且我的身体总是作为我的原始活动领域与我不可分割”（因此并不是作为一个仅仅总是在此存在的事物）——这种心理物理关联与这个外在地被经验的身体事物和一个一起在此存在的心灵的内在性之间的心理物理关联完全不同。当然，我们可以将身体物体和相应的所属的具体的主观性仅仅作为共存的和外在地、因果地联结起来的事态来考察（作为心灵来考察）。但是必然地属于这个在这里被以因果方式连结着的、并在空间时间上的符合中被思考的心灵的东西或主观的东西的，是下面这种情况，即它是一个人，这个人作为清醒的人能使自己在意向方面与他的身体和这个环境世界发生关系，能够知觉所有这些东西，能够经验所有这些东西，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一种生活之自我、主观，并在“躯体学的经验”中拥有作为他的器官的被给予的他的身体，并且他的身体作为身体对于这个自我而言具有其“主观的”“意义”，即相似于后来的工具，是由这个自我而来并为这个自我发挥功能者等等。身体对于我而言是“精神性的客体”。


  这种心理物理的关系之双重意义：


  1）我，诸行为的这个自我（ego），这个人格的自我，就是这个支配我的身体，并通过对我的身体的支配进入到被我经验到的（并且也被我作为客观的自然经验到的）自然之领域中去起作用的自我。我“起作用”，我“以心理物理方式”在自我-身体-身体之外的诸事物这种图式中主动地存在。面对我的外部世界，我和我的活动器官，我的身体，是活动着的人之统一，并且在对其他人起作用时，从自我到自我地对他们起作用时，我是活动着的人；并由此间接地对他们向着外部的、人的活动，因此也包括对他们对我的活动，起作用。


  2）处于自然经验之中的人，作为“双重的事态”，作为物理的身体物体；与这个身体物体在空间时间上同时地并以因果方式地结合在一起的，有一个心灵（具有自我和一切主观东西的心灵），“身体物体”与“心灵”在心理物理方面不可分割。对于心灵的东西而言，这个身体物体是实在的原因（causa），与诸事物相互“起作用”相似，同样心灵也对身体“起作用”。


  文稿16  〈被自然化了的主观性和纯粹的主观性  以及相关的经验种类：纯粹的反思，本真的移情作用和非本真的移情作用。以超越论方式向共主观性还原〉（1920年6月）注577


  〈内容：〉关于原初的注578经验领域的学说和关于移情作用的理论之相互关联的重要的研究。


  作为关于澄清作为自然科学的动物学和心理学之课题的被自然化了的主观性与精神科学的（人格的）心理学和一般精神科学的主观性之间的区分之被阐明了的基础。


  特别重要的是本真的移情作用和非本真的移情作用之间的区分。后者为被动的-统觉的移情作用，为对作为预先给予东西的另一个人之构成，前者为（正如我在这里说的）使一切社会性东西成为可能的基础：仿佛在另一个人那里并和另一个人一起（特别是主动地）生活，仿佛一起受刺激，一起思考，一起行动，等等。另一个人的本真的给予性，本真的移情作用的经验。还有关于本真的客观-存在（由统觉而来的）的其它许多重要的个别说明，然而具体的主观性不可能为指向原初经验的态度建立起任何统觉，因为缺少与它同一类的其它东西相对比的突出，或者也只是从背景中突出出来。


  对比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和对自身的观察。


  对于这种平行关系的阐明。结论：诸科学之划分。


  还有关于共主观的还原以及其它向超越论东西的转向之论述。也通向超越论的共主观性。注579


  〈§1．三个阶段的心理物理经验及其相关项：带有作为附属物的诸主观的、与精神分离的、纯粹的自然〉


  事实上，自然（而且也是按照本质）具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划分。众所周知，自然被划分为物理的自然这种狭义上的和第一意义上的自然，和心理物理的自然这种第二意义上的自然。让我们抽出纯粹物理的自然。在这种情况下，被归于它的动物的身体和人的身体就被看作纯粹物理的事物。它们是在一种特殊的经验方式中，即在物理的经验中，被本源地给予的，没有这种物理的经验，就根本没有关于自然的经验。它们的意义赋予涉及纯粹有广延的事物（res extensae），这些事物是有广延的，并且它们的经验特性本身分有广延，而且本来就分有广延。如果我们经验的是身体而且是作为身体来经验，经验的方式就发生变化。它呈现出了诸新的层次，如物理的身体从现在起相应地呈现出了新的经验特性，特殊的身体的特性。身体事物作为身体以下面这种规定被经验，即它们是触觉领域、视觉领域、听觉领域等等的载体，它们是紧密联系的若干组感觉事实的载体，这些感觉事实通过在物理的身体上或在物理的身体中定位而直接或间接地呈现出来。此外，身体是由自由运动的感觉器官、触觉器官、视觉器官等等构成的诸系统，这些器官在一切物理的经验中都具有发挥功能的器官之特性。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东西，其中例如还有，这些感性的事实从它那个方面说，是感性的喜悦情感与痛苦情感的载体；身体由于它所独有的自由运动性这种特性，是就对由心灵东西向外的、到身体以外的物理的世界中去发挥作用的心理物理的因果性而言的器官。


  然而由此我们就已经考虑到了一种新东西。属于身体的有一种自我生活，一种作为心灵状态和特殊的自我行为的自我被动性和自我主动性，表象行为，感受行为，意愿行为等等。异己的身体生活和心灵生活，只有借助于躯体学的经验和心理学的经验——这种经验从它那个方面又以物理的经验为前提——才是可经验的，而且只有在“移情作用”注580这种形式中才是可经验的，这种移情作用虽然决不以现实的知觉之方式进入到异己的心灵东西中，但仍然具有一起经验之特性。这个异己的人作为整体被经验到，而并不是一个单纯被思想的东西，他的心灵生活就如同已经是他的躯体的底层一样被一起把握。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这种本源的经验方式，就没有环境世界中的同胞，就没有动物。在分析当中，我们也将这些经验方式理解为纯粹的经验。


  因此，总而言之，我们作为“与精神分离的纯粹的自然”有1）物理的自然和2）借助于分散在物理的自然之中的诸身体而被纳入到物理的自然之中的躯体的自然和特殊心灵的自然。这些更高阶段特有的所有东西现在间接地，就是说，通过它们的物理的身体，具有空间的秩序和空间的广延。


  我说到了“与精神分离的自然”，然而我们在该自然中却有作为组成部分的人们，因此有诸自我主观，有他们的自我体验，甚至有他们的理性行为。可是在这里我们是将它们作为自然对象拥有的，而这所意味的是某种十分确定的东西：注581一定要注意，这三个阶段的心理物理的经验之统一——这种经验对于如人和动物这样的对象来说是以本源方式进行意义赋予的经验——在空间时间世界之内部为我们提供作为物理事物之附属物的诸人们的主观，然而总的来说诸人们的主观如同整个世界一样，本身仍然又是主观性之意义构成物，但却不再是空间世界的主观性之意义构成物。


  〈§2．关于我在之反思的经验〉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探讨“超越论的”诸种难点。只需说这么多，即当我经验这个和那个东西，思考、感受、追求这个和那个东西时，我作为我的主动生活的自我，这个我所是的我，并不是客体，并不是一种心理物理的经验之对象，并没有从这样的经验中获得一种客观的意义规定。注582我生活时经历的这个我，我在表象、思想、意愿时所是的这个我，虽然能够对我自身，对我的生活进行反思——在这种相关的生活中，我不是转向客体，转向客体的诸规定、目的，以及这一类东西。但是如果我这样做（并且只有通过这样做，我才知道我自己），那么这种反思的经验并不是心理物理的经验。我的自我和我的行动，我的体验行为，忍受和举动，正如当我经验别人时那样，并不是作为身体的附属物被给予的。毋宁说，我的身体物体是在物理的经验中作为我的客体被给予的。我是作为我的体验发现这种物理的经验的，而我正是作为主观被给予我，这个主观经验客体，拥有该经验之这种体验，生存于进行经验的意识之中，在这种生活中，在“在空间中的物理的身体”这个题目下，实行意义赋予，在与该身体和其它东西的关联中实行诸行为，与这些行为一起实行更高决定性的意义赋予等等。这个自我不是人，不是身体-心灵式的客体，它正是自我，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它的意识生活是意识生活，是自我-表象，自我-判断，自我-意愿，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它是主观，一切客体，一切可能的对象一般，都作为在这种意义上为它在此存在的对象而获得其意义，并且在该主观的诸经验中连续地显示着。因此这个自我对于自己本身而言，并不是在心理物理的经验中被经验的，而是在我-在这种无与伦比的经验中被经验的，这是这样一种经验，它是我在一种新的反思中同样也能够重又把握的，而且是这样把握的，即我认识到，我，这个我-在，在这里把握住了我，这个我-在。而且在“我存在”这种经验中（通过知觉，思想，感受，意愿）我并不将我把握为在空间中和在客观的时间中存在着的，相反，整个世界连同它的空间和时间形式，在我的世界经验中都是客体，是按经验之规范的性格被设定的意义。注583


  〈§3．对作为人的自身之经验的间接性和处于其纯粹反思之中的异己的我在〉


  那么我肯定不能将我经验为在世界之中的人吗？再者，我的确经验到异己的人，并与此同时也经验到异己的自我，因此我客观地经验我和其他人。确实，我回答说，我，这个我-在，生活于一种进行经验的知觉行为中，在这种知觉行为中，由于被建立于物理的知觉中的移情作用，异己的身体按照意义在我对面存在，它的自我和自我生活在我的对面建立起来，以某种方式与该身体结合在一起。但是正如其属于经验之意义那样被看待的这种结合，使那个自我及其自我生活变成在空间时间的自然之中的客体，使每一个处于客观时间中的自我行为具有其位置，具有其开始和结束，具有其我能借助钟表准确地测定的时间持续。但是这个自我本身，这个异己的自我，是那种在纯粹自我反思中被发现的东西。并且只有它自己真正地发现自身，在现实的自身经验中发现自身，并且决不可能作为空间时间中的客体被发现，而恰恰只是作为我-在被发现。那么我如何发现“我”是人呢？只是以这样的方式，即我设想我的身体在外面空间中的某个地方，就如同当它是异己的身体那样，并且是以移情作用的方式设想的。只当我将我的身体疏远化了，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仍将之看作是同一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以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现实的给予我的，即以作为外在世界的一切世界都围绕着它的中心这种的方式现实地给予我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将我理解为人，并且通过这种间接的心理物理的统觉，将我的自我作为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自我附加到该身体上。我经过使我的身体自身疏远化的道路，发现我自己是人。


  因此在这里情况反转过来了：我，只有我，拥有关于我的自我和我的意识生活之真正的本源的自我经验。同样，只有我拥有关于我的作为身体的身体之本源的身体经验。在异己的自我那里，我必然没有这些经验，移情作用就是在这里开始的。而正是借助这种移情作用，我拥有了关于另一个人的心理物理的经验；对身体事物之物理的经验属于该另一个人之心理物理经验的固有结构，对躯体学东西和自我东西之进行移情作用的统觉也属于这种结构。另一方面，虽然我在我的躯体学的身体性方面和我的具有自我体验的自我方面拥有关于我的原初的经验，但是我并没有关于作为经验的人的我的本源的动物的经验。我只拥有这样的动物的经验之确实是间接的变样。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以多重的经验方式被给予的，但这多重的经验方式按照其意义赋予达到了视为同一。每一个人都是以不同于给予每一个其他人的心理物理经验被给予自己本身的。


  〈§4．通过动物的（心理物理的）经验之中介对异己的我在之认识。绝对进行移情作用的获知〉


  此外，每一个人作为处于其我-在之中的自我，都被给予自己本身，并且只被给予自己本身。关于异己的自我和我-在，我只能借助心理物理的（更确切地说：动物的）经验获知，而这种经验就以其自明性本源地证明我关于这个异己的自我之现实性设定为正当的。我能够认识到，它存在，而且纯粹在其自身中存在，不以任何别的方式存在，除非如它在它能够内在地实行的我-在中被发现那样存在；当然，接下来我能够认识到，这个自我作为纯粹的自我，在自己本身中获知的一切东西，正是它作为纯粹在它的意识生活中生活的自我纯粹地获知的东西。这个纯粹的精神，这种纯粹精神的自我和生活，是一种绝对的自身，一种自在，并且拥有一种绝对的自身，一种自在。但是我还能够认识到，我作为客观地进行经验的自我当作有关它的统觉所实行的这一个经验的客观的统觉（空间时间的统握和与物理的身体事物的联系），和它能从它那个方面在与它的身体和它的心灵生活之联系中以间接性之那种相互关联的形式所实行的那一个客观的统觉是相一致的。我认识到，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这两个纯粹的自我主观合法地提供的是空间时间中的同一个人。对于我们双方作为人而认识到的任何第三个人，以及在此之前已经对于这整个的自然，也同样如此。我们的自我——通过移情作用我们相互都有了对我们自我的认识——是可交换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诸经验之诸自我主观，这些可交换的经验全体按照其意义设定同一的自然，包括这同一的宇宙，并且就是这个宇宙。注584


  属于这个由属于所有这些主观之自我生活并且赋予自然以意义和正当性的这些经验和认识构成的范围的，还有诸可能的认识。在这些认识中，每一个自我不仅将每一个其它的自我统觉为纯粹的自我，而且将每一个其它的自我统觉为作为心理物理的附属物属于一个以物理方式被经验为身体性东西的自我，并且同时也同样能够在这样的经验之变样中统觉自己本身：因此情况是这样的，同一些绝对地存在着的自我主观，一切进行意义赋予的行为之主观（因此也是对自然进行经验的主观），即这样一些主观，属于它们的本质的，是“在”一切超越的意义赋予“之前”就存在，就是说，不是由于这种已经以主观为前提的意义赋予而存在，而是以双重方式“存在”：一次是绝对地作为自我而存在，它们是直接地存在，当它们生存时，此外在向自己本身的绝对反向关联中，就自己本身发现自身是绝对的主观；另一次是作为客体被给予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如同一切并非自我和并非绝对的自我生活的东西一样，作为由该绝对的自我实行的或能实行的意义赋予之客体和能够经验的设定之客体而被给予，而且是这样地被给予，即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自我进入到心理物理的经验中，并且通过这种经验获得一种身体事物之心理物理的附属物之意义，因此获得一种在空间时间世界中的人-自我之意义（或动物的自我之意义），而这个世界总体是绝对的主观性之客体。注585


  “自然的”经验这种意义上的“纯粹的”经验得到的是心理物理的自然，它是诸自然科学的客体（作为区域的世界）。


  对自我的绝对的经验纯粹是对被经验的自我之自身的经验。与它对应的是绝对以移情作用方式进行的获知。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在对面有另一个人时，我是以我关于他的心理物理的（动物的）经验之意义赋予为中介而有他的。这种经验作为经验是有资格的，或者说，它是关于异己的身体这个物理的事物之此在的合法的设定，这种此在的设定按照这种经验的意义，作为可能的经验之统一，作为经久的要求之同一的“超越性”，依赖于进一步的、敞开的经验。该另一个人的躯体学的身体性之此在及其自我性东西之此在，在某种意义上同样也是以超越的方式被经验的：就是说，这种被连带设定的东西，异己的躯体学的东西，以及特殊的自我领域之自我的东西，是以被指示物之方式，以在表现中被表现东西之方式被连带设定的。这就是依赖于进一步的经验的那种要求。属于这里的还有在“心灵东西”与物理东西之间的某种经验的（因此是统觉的，进行意义赋予的）关联，这种关联有其敞开性，有其敞开的不确定性，它们都有赖于诸进一步的可能的经验。那么这种被指示的自我本身呢？它不是以超越方式被构成的东西，而是借助指示之超越性被指示的东西。这个自我本身（这个绝对的自我）并不是“被构成之物”，同样也不是本源的自我生活（感觉事实这种“主观上的存在”，在现象学时间中的行为这种“主观上的存在”，已经是被构成之物，但并不是客观领域的被构成之物，而是“内在”领域的被构成之物）。


  心理物理的（动物的）经验——这种经验以本源地进行经验的指示之方式，而在这种情况下是以这种指示之特别的方式，使这个自我达到被给予性——将关于某种通过在物理事物上的诸事件被指示的东西之意义提供给自我，而原因在于，这种被指示的东西以一种特殊的“因果性”之方式，以一种被动的依赖性之方式与该事物及其诸事物性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这种事物具有诸外在的物理的因果性质，而这个自我具有诸外在心理的因果性质，即一种通过这种经验意义，通过这种经验关联，和物理的东西一起加到它上面的意义层次，经验层次。但是它本身是自我，而这个自我，这个“我在”，所意味的是它过它的自我-生活。


  〈§5．作为人格性的绝对的自我，和人格性之眼前的给予性之绝对的样式〉


  然而在这里我并没有考虑自我的绝对性之更详细特性，如同它在反思的“我在”中被把握的那样，以及它在自我以不断变动着的方式所具有的、在自身中带有的、以及借助于每一个新的行为纳入到自身中的那种意向的内容中被把握的那样；最后，没有考虑到，在这里被预先规定的整个结构，特别是人格性这个词所意味的东西。我是刺激和反应的中心——作为习惯的自我，但是被理解为这个将自己统觉为如此这般习惯地进行反应的自我（因此是一种统觉式的经验，又是一种“进行超越的”经验，这种经验的外壳包裹着作为同一的自我的我，在这里，自我作为主观并不具有这个外壳，而正是作为主观实行这种统觉）。1）我作为一切自由行动之辐射中心，这是主动的自我，并且2）我又将我如同将别人一样“外在地”，以归纳-经验的方式统觉为习惯地如此作决定等等的，3）但是与此不同，我明确地将其看作我的相信、我的推论等等的主观的这个自我是从“内部”被看见的这个习惯的自我。我就是那个如此行事的自我，但是这个自我本身是辐射中心，是源泉中心，这个自我如此行事，因为它是这个自我，这个自我正确地行动，它是正确的。这个自我是自我-因果关系之主观。如果我们在这里确实不可以谈论因果关系的话，那么我们说，至少，行为的生成在内容上是由自我而来的生成，这就足够了，并且如果我们举出主观方面的产生效果的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仍有行为的动因，特殊的行为因果性之整个领域，产生效果的主观属于这个领域，并且本身就是中心。虽然这个自我进入到各种不同的自然的（外在的）和内在的统觉（以经验方式进行超越的统觉）之中，它仍然是绝对的东西，在自身把握中被绝对自明地给予的东西，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包围着它的统握意义之核心。这种统握意义赋予它以某种超越的特征，这种特征本身作为超越的要求而存在，并且依赖于经验之敞开的关联。注586加以必要的改变（mutatis mutandis），在移情作用上也类似。


  〈§6．在移情作用中的双重态度。共主观的还原〉


  我能够在移情作用中采取一种双重的态度：


  1）一次我站在物理经验的立足点上，我设定空间时间的世界，我设定这个物理的身体，我设定这种心灵的存在为以经验方式联结的，为借助经验的因果性以经验方式与身体息息相关的，现实地与身体在一起的。正如我设定身体一样，作为经验上的“自在”而拥有的身体，作为有一个相应的心灵的东西属于它的身体，我因此也设定心灵的东西，并因此设定该心灵之自我为受身体东西制约的（并且反过来）。


  2）在另一种态度中，那里的那个人虽然对于我来说正是在那里的那个人，但我只是站在特殊的进行移情作用的设定之立足点上，我纯粹地设定这个被指示的自我主观及其生活，以及作为设定意义的它的设定意义，作为它的现象的它的现象，作为它的环境世界的它的环境世界，它的该世界的被给予方式等等，总是作为它的来设定。


  就这样，我设定我和我的生活，以及我的显现方式，设定作为被我设定的东西的被我设定的东西，等等。可是，在这里，我不是也一起设定了世界吗？它确实作为我的这个环境世界被给予了，以对某种存在并且是对被经验的存在之相信样式被给予了。我确实对此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在另一个人那里也是如此。我设定另一个人，我指向这另一个人，我是以被指示的绝对性设定通过经验的指示为我在那里存在这另一个人的，为此我并没有在对背景的相信上改变任何东西。


  但区分正是：或者事物和事物世界为知觉作好了准备，预先被给予了，但却没有在课题上被设定——它首先作为自然科学之领域而存在，因此带有要完全遵守这个规定之领域的意志、要研究自然的意志——，或者，在课题上我设定我和我的“主观的”环境、我的“现象”、意义、行为等等，在这里，这个处于其“这里”的当下的事物只指示处于其正常的动因连续之中的诸现象；或者，我在双眼看到这另一个人时同样也设定他本身，在这件事情上，我将他的身体作为我的现象之标志来拥有，并且作为他会从他那里作为他的身体而拥有的“同一的”身体之诸现象的指示来拥有，对于每一个外在事物也同样如此。


  还是在1910年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注587讲课中，并且还是在此前，在所发现的1910年的几页稿子中，注588我就已经同样是在与移情作用学说的关联中阐明了下面这种思想，即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丢下客观的经验设定不管，无须我站到它的基础之上，我能够纯粹停留于诸现象之主观性中，通过设定这些现象而探讨由每一个“在此存在的”经验客体指示的诸动因关联。通过向诸经验的现象看过去，我发现它们，发现具有其意向性的诸视角，这些视角同样作为按照其方式被经验的，与此同时在其系统地被指示的关联中，通过规整对其它的视角合法地起促动作用，就是说，相互指示，并且在相应的自由运动（我-能的自由运动）之何时与如何中，合法地奠立它们的作为视角的存在的在此在。事物之这整个的显现系统是通过这样的显现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存在着的，被引起的。


  如果我就移情作用实行这种东西，那么首先就应该说，每一个身体物体（身体事物）都是这样一种摆放着的（“存在着的”）显现关联，更确切地说，首先我的身体事物是这样一种显现关联，而这种显现关联又引起感觉领域的归属性和这一类特殊的身体性东西等等的归属性。一种贯穿准当前化的指示，是由对异己的身体之综合地进行类比的经验统觉引起的，通过这种指示，一个自我之一种完整的“内在世界”，一个自我之一种现象性，被指示出来。因此，这整个的自我环境连同它的自我被设定，而且它是被合法地设定的。我能够使所有这些东西纯粹在我的自我和我的自我环境与被指示的自我和它的环境之间进行。一种特殊种类的存在根据完全是在这些主观的领域中得到合理说明的，这种存在根据当然暗含地（implicite）包含着超越的经验的自然这种相关项的设定。只不过我正好是以反思方式定向的，而事物，自然，是在这种“存在着的”视角关联中合法显现着的东西，在这些显现着的东西中有被合理地设定的东西本身和该主观的以及一切主观的及其显现系统（该“存在着的”显现系统）的合法的设定意义。这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的、值得注意的思想进程。然而当时我却没有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思想进程。在那里没有实行郑重的现象学还原，但其实这种还原是存在的，而且这种还原的方式甚至比《理念》的还原的方式更具优越性。


  〈§7．实践生活之态度和科学之态度。“已完成了的精神性”进入自然中〉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作为人而指向人们，比如在实践中指向作为在日常生活中行动着的、相互保持联系的、相互规定的人们，在这里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历史学的态度和精神科学的态度是什么呢？作为在生活中的实践的人们，我们时而指向如其所是的事物本身，时而指向如其看上去那样的显现方式，在这里，我们时而沉醉于这些显现方式之中，如在审美的观赏中那样，也许还对这些显现方式下判断，时而对处于关联之中的事物和显现方式相互重叠地进行设定。时而我们又注意到诸主观，并设想自己处于它们之中，在这里只有它们的身体性向我们显示出来，如此等等。空间时间的世界总是在这里存在,在其中，动物和人在它们的位置上，它们在那里存在、运动，或者我向它们运动过去，从它们那里离开，它们从那里出发看这同一的世界，它们拥有它们的显现，它们在实践的行动和努力的活动中采取它们的态度，就如同我们从我们的位置出发采取我们的态度那样。经验的，不论什么样的经验的，时而是这个，时而是那个预先给予的东西，一切预先给予的东西，根据情况被现实地设定，所有被经验的东西都有其通过这种物理的时间-空间-秩序的关联，都有以心理物理方式与这种秩序的联结着的主观性：空间中的事物（其中有人们与动物）在每一个那里，都以显现指示一个自我和一个体验流，并能就其本身而观察，但是所有其它东西也恰恰一起在此存在，和其它东西不可分割。当我致力于不论哪一些自然科学时，在这方面并没有任何变化。在这里问题只是，我作为一个有计划者，在理论上以一种经验定位，以便我能为我提供一种统一的基础；因此，作为物理的自然科学家，就是提供关于事物的经验。当然,其它的经验也一起在此存在。我的身体和每一个其他人的身体和每一个其他人的自我在此存在，我的身体是起功能作用的身体，作为进行知觉的身体发挥功能（作为知觉的器官的功能），我的自我作为进行经验的、进行思想的等等的自我发挥功能。


  在这里某些理念被构成了，或者说被想到了，仿佛这样一些理念是起主导作用的，如自然本身的理念那样，仿佛这里不存在主观，没有主观进来起作用等等。作为第一个（也是近代在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的，是在作为纯粹的自然的物理的自然中的理论定位，作为第二个出现的，是心理物理的自然科学。在一个当中涉及的是对真理之前后一贯的追求，这些真理是纯粹物理的真理，它们客观地规定处于其自身存在之中的物理的自然，在另一个当中，涉及的是心理物理的自然，因此涉及动物和人，涉及它们的心理物理的存在之“客观的规定”。


  首先，身体是什么，或者，这个或那个身体是如何被规定的，它具有什么身体状态，具有什么持久的身体特性：在这里，我们发现触觉领域等等属于物理的身体，发现这里出现的感觉要素对物理的身体的自然之事件的依赖性，发现一切经验的关联，或者在现象学的环境之领域中与物理事件的关联。当然人们必须遵循经验本身的意义。我只是在躯体学的诸特性，如诸感觉领域，诸感觉事实，诸感觉的感受，和诸物理的身体的事件之间，在定位的诸现象中，才具有在真正的本源的对身体的知觉（关于自己身体的知觉）中的直接的统觉的统一。因此，关于异己的躯体学东西之指示，也是一种与通过脸部表情的“神色”，通过脸部表情的变化等等关于愤怒、喜悦、烦闷、绝望的指示，关于意志决心等等的指示，本质上不同的指示。我-运动-我的-手，我-运动-我的-手指，我-碰撞等等现象，是直接地给予我的，而这有时行，有时不行（阻抗和阻抗力）。通过探究这种经验之意义，并因此首先是扩展这种经验，我发现了物理的身体性与这种我-运动之诸隐蔽的关联。身体之那一种主观的行为成为可能，但并不进入通常的经验之中的那种内在的结构，心理学的结构，一定会被探询出来。于是我就得到了更详细规定的经验的联系。具有其固有本质性及其绝对完整性的主观的东西，被吸收到经验的统觉之中，获得一种经验的外壳，一种统觉的意义赋予，这种意义赋予绝不会改变对该主观东西的解释，不会在其固有本质性方面，连同其精神的“因果性”之固有的关联方面，改变和遮蔽主观的东西，而是赋予主观的东西一种与物理的经验（唯有物理的经验构成特殊的空间时间的超越性）之物理的东西的经验联系，一种意义层次，这种经验联系和意义层次构成经验的“归属性”，构成与身体性-物体性的有规则的“联系”。注589这种处于纯粹特性之中的主观的东西，当然必须就其本身来研究，而且一次是先验地，纯现象学地研究，然后是按照指示之途径，以经验方式研究。“以经验方式研究”所说的是：在事态性中研究，这种事态性也包括与自然身体的统觉上的息息相关性，统觉上的连结在一起。这种由超越论的现象学而来的、被认识到的、关于物理的自然之指示，因此还有身体的自然之指示，凭借意识之构成的多样性（它的纯粹的意向的相关项就是物理的自然）为每一个经验的自我提供一个主观的、被“合法地”规整的层次；同样也提供心理物理依赖性的诸层次。注590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先验地看出，以此并不能详尽阐明主观性，并不能详尽阐明自我本身及其诸有效的行为，详尽阐明这个有所行为的，实行特殊意义上的诸行为的自我。只有一切“已完成的东西”才进入自然中。我在这里说的是“已完成的”精神性东西：如果行为已实行，那么某物就是“已完成的”，这是一种内在时间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习惯的东西就构成了，如此等等。


  〈§8．心理物理的平行之限度：自我之不可预估性〉


  如果我看得正确，这种平行只能这样进行，即在物理的身体性之形式中有一个物理的自然之层次，在其中一切“已经完成的精神性东西”被以物理的方式指示出来（这样就获得一种未被认识的“表现”），因此在不违反能量原理的情况下，能量释放的方向总是被重新选取，由此形成自然物理的诸结果，在这些自然物理结果的经验方面的类型和特殊性中，显示出具有其延伸到物理东西之中的因果性的精神东西（因此反向地延伸到进行构成的多种多样的东西之规则中）。物理的自然本身并不是一义的，只是作为“本身不被过问的自然”才是一义的。对自然的考察不能就其自己本身，就是说，纯粹遵循自然的统觉，预言在自我这个特殊的精神领域（在行动的和情感的自我中）会发生什么。只有一切感觉的东西（处于其感觉领域的感觉事实）才被明确地归于身体性；并且一切被动性，一切被动的动因，和一切逐渐变为被动性的主动动因及其结果，作为习惯性东西，都有其平行项，如果已经知道这些平行项，那么它们就也能指示主动性之某些精神的东西：以经验方式指示经验式的统觉之展开以及经验式的推论是如何进行的。但是这个自我做什么（所做的不是当它什么也不做时被动地在它当中形成的东西）并不是能这样推论出来的，并不是以这样方式（经验的因果推论）在经验上预先规定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当我站到精神性之基础上时，我只能这样更准确地预见，即我会将这个的确被以经验方式指示的异己的自我再理解为自我。


  但是我曾说过，以下情况确实正是被以经验方式指示出来了，在这里确实需要认真注意，即虽然这个自我作为一个具有一种精神环境的自我主观性进入经验的统觉中（心理物理的统觉中），但是应该问，什么东西作为心理物理的东西被规整了，作为附属的，以被规整的方式，就是说，以按类型预先规定地平线的方式，被指示出来了，因此被包含到这种经验的统觉之中。因此在这里如同在一切经验的统觉中一样，我毕竟有我的敞开的诸地平线，它们是不确定的，是可按照类型结构进一步规定的。通过移情作用这种类比，一个自我连同其主观的东西得到了预先规定，其中有一些规定性是以经验方式被确定地指出的。在这些规定性中,通过身体之事实上被给予的、进行指示的诸因素能发现什么（如果知道了它，精神性的东西就会在其中显示出来），直接“符合于”它的是什么等等，这只有以科学方式进行的经验研究才能告诉我们。但是它在这里的确是一种按照早先经验的预先规定，而它是什么性质的，这是必须思考的，并且同时还必须思考，关于精神它能包括多少，和包括什么。但是我预先不可能看出以下情况吗，即不论什么东西在身体方面联结起来，因此处于心理物理的诸依赖性（它们在其中被构成的诸被动的动因）之规则中，这个自我本身仍不是其中的这样一种事态，毋宁说，它在其中总是“被当作前提”；我预先也不能看出以下情况吗，即会从这个自我本身中“产生”的东西（会从作为诸行为之主观的它那里作为行为和作为主动的动因流出的东西，会由它那里放射出的东西），能不处于这种规则之下？每一个感觉的事实都能够在身体性之系统中拥有与感觉神经的联系，拥有直到中枢器官的神经过程，并且能够在那里留下“物理痕迹”，这些痕迹是感觉的记忆力之被动性的先决条件。这就是在联想和再生产这种意识被动性中的规则。正是因此，每一个感觉的统觉都是与身体性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它本身作为从意识观点看的感性事实之某种变样，能够在对这同一些中心产生反作用的因果性那里产生一种反映。但是此外每一个与这种感觉东西相联系的自我行为也是如此。因为每一个行为最终都以不同的方式具有这样的感性关联，并且甚至语言也为精神的东西产生感觉的身体，而其它感觉的统觉也呈现精神的“色彩”。因此所有这些东西都能够在“大脑中”反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新出现的行为也立即会唤醒诸相应的旧的反映。它们会从另一方面决定这种归并。因此在已经进化了的人们那里，每一个特殊的精神行为或冲动情绪，愤怒，绝望等等，都可能立即就在外在显现这整个外部特征中得到反映。注591


  然而没有任何自我是某种可预估的东西。只要我再理解它，我就能够理解它的行为。原因在于，我虽然通过经验的指示获得了进入它之中的通道，并且通过这些指示进入到处于确定状况的它之中，但是探究经验，推算身体-心灵的经验因果性，以及通过其它的指示构成经验和科学的认识，并且在我获得进入该自我的通道之后，在该自我之中并与该自我一起生活、一起知觉、一起从外部接受刺激、一起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一起对外部刺激进行思考、评价、意愿、行动，则是另一回事。


  〈§9．作为一种特殊基本种类经验之来源的本真的移情作用。移情作用与重新回忆〉


  这是本真的移情作用，尽管这种移情作用是由外部引起的，它却是某种十分特殊的东西。注592


  首先它是自己的自我-存在和自我-生活、自我-忍受-这个、自我-做-这个、自我-感觉、自我-感受、自我-拥有-某某-显现、自我-作决定等的变样：与当我生活于我的记忆中并且不仅是客观地拥有在自己本身中作为过去的知觉呈现出来的、作为知觉显现之准当前化变样的“记忆构成物”完全相似，而且与我此外作为过去生活之主观而生活，是该知觉之过去的主观，这个过去的主观，这个在“当时的”环境世界中如此这般进行思想、进行评价、作决定的主观完全相似；同样与我此外同时是现实的自我，这个现实的进入到过去和过去的自我之中生活的自我（并且“我是同一个我”，那个当时曾如此知觉，曾如此行动的我）很相似；与既非以对象方式存在的现实现在的自我，又非以对象方式存在的过去的自我，比如甚至本身是一个“记忆的构成物”，本身是一个经验的对象（这种东西肯定会通向一种无穷的回溯），但是它任何时候都能够变成反思，在现在的反思，“在这个”重新回忆中的反思很相似，因此与置身于一种记忆中的行为有其经验的动因很相似：我是说，就移情作用而言很相似。如其在心理物理的经验中在我面前存在那样的异己的身体性，引起了移情作用，这种移情作用以某种方式一起属于异己的身体性。注593移情作用作为行为虽然不是一种在我的过去生活的行为，但却是某种相似的东西：它是在现在中生活中的行为，或更确切地说，一种过现在的自我生活的生活行为，但却是在一种准-生活之样式中，正如这个自我并不是设想自己处身于它之中的那个我的自我一样。另一方面，我同时是现实的、未变样的自我，该自我设想自己进入到另一个人之中，“仿佛”是在该另一个人之中生活。一种反思，一种涉及我，这个未被改变的自我，这个进行移情作用的自我的反思是可能的，而第二种反思则指向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自我。因此我们有一种新式的经验，由移情作用而来的经验，在这件事情上，移情作用本身正如刚才的记忆一样是进行预先给予的意识。注594由此异己的自我就成了对象。这样，我就能够在这种随后而来的反思（这种反思不外就是“在另一个人之中实行的内在的观察”，这当然不是一种确切的表达，因为这个另一个人并没有观察自身；它正是内在的观察之变样，正如只有实行移情作用者才能实行这种内在的观察那样）中，正如我正是通过再理解所拥有的那样，描述由它涌流出来的东西，并理解它的这种行动之个别的因果性——而且还能获得如下的普遍经验的规则形式：即人们习惯于，也就是，同一些人们或具有这种状态的人们之经验特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行动上如此行事，而且这是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自我种。正如我理解个别的自我一样，我能够理解自我之种。在自我本身中存在着作为诸行为之根源的种：只有借助于被观察到的诸行为，我才能把握这个种，但是这个种并不是存在于诸行为之内容中，而是存在于以下情况中，即它是主观，因为它是主观，能使诸行为由自身中涌流出来。注595


  〈§10．〉自我（作为诸行为之主观）和“实体”


  这里存在着作为主观的自我与诸行为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虽然使人们想起现实的基底与其诸特征的关系，事物与诸性质的关系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却完全不同。自我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实体”，并不是在自身中包含有能够用一种解释解释出来的作为“特征”的诸行为、诸状态的同一的具体物。心灵、自我生活的流，也不是这样的一种实体。还需要特别说明和思考，在多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具体的统一，是在“现象学的时间”之形式中以心理物理的因果性提供对应物的东西在其中得到扩展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个自我这时肯定并没有在这个领域中出现。这个自我不是基底，不是“承担者”，而是自我，源泉中心，其实一切比喻肯定都是不适用的。


  〈§11．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之经验的非本真的移情作用——作为精神科学之经验的本真的移情作用〉


  心理物理的科学，一种作为自然科学立足于自然的、物理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心理物理的经验之基础上的科学，虽然不得不经常实行移情作用，甚至正是实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但是正如已经说过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的移情作用之成就：1）非本真的移情作用的经验，注5962）本真的，指向自我及其行为和情况的移情作用的经验（在对我们的主观性之反思中，我们同样也有a）对自己的经验事实的反思，对我的环境世界的客体之自己的显现方式的反思，b）对处于我-在之中的我本身的反思和对由我的自我作为行为而产生出来的东西的反思，对我的自我-活动，我的受刺激，我的反应，我受支配注597的反思）。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家在身体性和被动的注598主观性之注599连带被给予东西之间的经验关联中，以及在主观性之内部诸经验关联中拥有其领域。


  另一方面，在对这个自我及其行为及其所有物之本真的移情作用中被预先给予的东西，会变成本真的人格的经验之课题；作为人格的科学和作为关于人格的成就之科学的一切精神科学，都以这种经验为基础。注600


  〈§12．补充：作为第一个心理物理被给予性的我的身体性。对人之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对诸主观之“内在的”研究〉


  但是在前面匆匆写下的东西中，我确实没有指出诸重要之点。


  我们称作对事物的统觉，称作自然的经验的那种自然的统觉，将事物构成为实在的因果性的统一。


  对动物（animal）的统觉构成物理的身体和主观性之心理物理的统一。在主观性方面，我们有我在“内在知觉”中以现象学还原发现的东西：在那里我发现自我和我的一切阶段上的现象之流，我的被动的“体验”和主动的“体验”之流，或我的诸体验之流，和我的总是新的自我行为（带有其处于与被动的动因和主动的动因之关联中的意向内容方面的-存在方面的内容）之流。


  但是动物的统一在动物式的统觉中是作为实在的-因果性的统一被构成的。注601即使在这里，出发点，心理物理东西之第一个被给予东西，也是我在作为身体的我的身体上所完成的那种被给予性东西，它是在我的身体性上的有关身体性的第一的、最本源的统觉。我的身体是被我作为事物设定的，并以心理物理方式统觉的。原因在于，我的主观性之层次，更确切地说，“与我相异的”感觉事实之层次，首先是以“因果性方式”联结在身体上的。这并不是说，在这里有两个被分割开的统觉，或说，物理的事物身体统觉首先独立地在此存在。而是身体恰恰具有一个由以因果性方式依赖于诸物理的规定的诸规定构成的层次，注602而且只有我的身体以直接经验的方式（以印象的方式）具有这些规定，其它的身体则是借助于“移情作用的”经验而具有这些规定的。据此我们就有了一组科学研究，它们从实在因果性方面研究动物和人，外在地按照“自然因果性”研究，就是说，研究纯粹事物所指示的自然因果性（精确定义）。与此相反的是“内在的”研究，注603按照动因的研究，并且首先是研究作为自我的诸主观以它们进行意义赋予的有所成就的行为，个别地研究，并且在它们作为自我的相互关系中研究。


  〈§13．〉对此的附注：注604〈在移情作用之进行自然化的统觉以前作为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主观性之存在。对自然的规定和对主观性的理解〉


  物理的自然是经验世界之最低层次：经验是关于直接获知的，而且是以直观方式直接获知（在对具体东西之意识中：知觉）的一种说法。来自各种各样的感受的，或来自各种各样评价的、意愿的统握层次被搁置一旁了。


  在现象学上，物理的自然是由单纯感觉刺激而来的材料的客观统觉之最低的构成物。统觉是被动的联想（作为动因）之成就，它是联结者。另一方面，任意性的要素，或者相应的“我能”这个要素，并且在实行当中，主观的“我运动双眼等等”这个要素，动觉上的“我变动”这个要素，都一起属于这里，这在单纯联想的，在感觉上建立起来的联结中是没有的。


  自然是客观统觉一般之领域，并且在物理的自然之上建立起心理物理的自然。在这里虽然任意性要素涉及到身体，但是一方面，人能触摸它（能触摸我自己，也能触摸别的人），于是在这里就出现了某些感觉事实，另一方面，我能够任意地促使别人表明态度，我能够跟他说话，我能够以某种东西为他制造障碍等等，然后我观察他如何行事，当然，在这里我是通过移情作用发现这些的。


  被自然化了的主观性是进入到客观统觉之中的主观性。“主观性”首先能够被理解为自我，这个自我是客观的统觉之主观，拥有作为“体验”的客观的统觉之主观。与此相对，我们说，我本身能够有主观性，有客观的统觉，物理的自然在这些客观的统觉中显现出来，与这个物理的自然相联系，另一个自我和自我生活，另一个“心灵”，能够在心理物理的统觉之统一中显现出来：自我显现为客观的，心理物理的。


  严格说，情况并非如在纯粹物理的统觉中的事物，一个最初借助统觉，并且仅仅借助统觉与感觉事实构成的超越的某物（一种在范畴意义上的，作为诸因果特性之X的实体）那样，相反，在这里“心灵”是某种自在自为的东西，在内容方面也是先于对它的统觉而是其所是的东西，并且这种统一（这种统一在其存在中是对它的存在的意识）对于另一个人，比如对于我，只有通过移情作用才能先验地（a priori）被给予。注605


  在我这里，在对我的生活和我的物理的环境世界（排除了其他人的我的物理的环境世界）之内在的观点中，我的身体首先已经有了特殊的身体层次（尽管它如同自然一样仍缺乏客观性），并且在这里，我拥有一种特殊的统觉形式，这种统觉形式为我构成一种作为我的主观的环境世界之一种卓越的客体的，具有感觉归属性等等的物理的事物，在这件事情上，感觉领域中的诸事实，也不是被构成的诸统一，而是内在的被给予的东西。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在我的诸情感、诸情绪、诸联想、诸记忆，使我的思维活动变得轻松（比如借助于咖啡）等等之间围绕这个东西的经验联系出现了。我的“心灵生活”，并且一般而言，我的主观性，在广泛范围内依赖于我的身体，而我的主观性也包括诸主观的视角等等，并且当然不是作为“客观东西”呈现的，而是作为我的生活，其中还有我的多种多样通过显现而拥有的行为等等呈现的。


  我的心灵生活有其生活的统一，但是它对于我而言并不是客体。注606它对于我来说充其量是在反思中被给予的统一，作为我在记忆中经历过的我的诸现象的统一，与此同时，我能够按照各种不同的方向实行诸内在的反思，能够在现在热衷于这种或那种侵袭来的外来刺激，然后又进行反思，但在这样做时，我绝不会获得作为“客体”的我的心灵，我甚至更不想以此说，作为外在的客体的我的心灵。这所意味的东西的确是很难规定的。一种感觉事实是一种自成一体的客体，它是存在着的东西，是一种内在的客体。一个事物是一个客体，它是存在着的东西，可规定的东西，是应明确归于它的诸谓词的基底，只不过它的给予性方式是一种超越的给予性方式，是有条件的，具有不确定的地平线，我不应该单纯地去解释。注607按照其普遍的生活统一被内在地把握的主观的东西，既非这一个，也非那一个。它不是像一个感觉事实那样，以一个内在的完整的切合的知觉，完整地被给予的。它原则上不能这样被给予。就是说，它是以超越的方式被给予的。但是它又不能像一个事物客体那样以下面这种方式被给予，以致于我能够查看它如何属于事物的意义，我能够对它的详细情况如何作出规定等等。当然，在这里也存在诸种困难。但是这种感觉的事实是在内在的时间中持续的时间客体，它是可个别地，并按照其个体性，作为在其时间的位点上、在其时间的持续上同一的东西，而视为同一的。自然的客体同样如此。但是就我来说，我并不是时间客体，我有一种在现象学时间中的无限的体验流，这种体验流更不是完整的时间客体，这种时间客体已经是被给予性之一种特殊的超越性。注608但是这种现象学的时间就其内容来看，肯定不是主观和主观生活，而只是以现象的方式属于这里的东西。这个东西（意识流）因此是一种完全特殊的超越性。注609虽然自我和自我生活只是以对它自身的意识之方式存在的……


  但是首先至少下面的情况是一种区分，客体本来就是非-自我（不是单子式的主观性）。我，这个认识者，通过反思把握处于其统一之中的我自身（这就是自我极）和我的生活，我将客体把握（不假思索地把握）为不同的东西。如果我把握我的身体，那么我就是把握一个客体，并与此相联系，把握本身具有客观性的诸内在的事实，接下来，我把握身体这个客体的诸经验特性，这些特性并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客观-主观的。因为身体对我的心灵生活的影响，与我的心灵生活的经验上的联系，作为特性在客体上（身体上）表现出来。与此同时，有些东西并不按相同的意义在我的内在性中表现出来。


  只有借助于移情作用，我才能有心灵生活之客观化的开端，异己的身体才被统握为身体，一种自我生活才会被指示出来，这种自我生活才会被以经验的方式分派给（处于以反思方式把握的具有那种已描述过的样式的超越性之中的）身体。这个异己的自我生活对于这个认识者，对于我，是作为非-自我，作为处于我的环境世界中的某物被客观地“经验的”。注610现在，这个异己的主观，如同它的身体具有对于它来说是外在的特性，而且是外在的因果性之表现的自在的经验特性一样，是在与“异己的身体”这个客体之关联中被经验的。


  异己的主观“借助超越的经验被承认”为客体，借助一种以联想方式被规整的指示行为“被承认”为客体，这种指示行为是由因果性而生成的指示行为（借助统觉而经验到因果性的指示行为）。异己的主观虽然作为人的主观是客体，并且这样说也是一样：它是自在存在的，注611但是这个异己的主观并不是在事物性的意义上自在存在的，就是说，它不仅是客体，而且是在其中它是主观的那种意义上是自在存在的。它同时是为自己本身存在的！与此同时它将自己本身经验为在不确定的范围内因果性地依赖于它的身体，正如它将身体经验为在其物理性的变化中也依赖于自身一样。由于是从对另一个人之客观的统觉而来的，这种依赖性是一种以某种“表现”方式被统觉的客观的依赖性。我在我原初的环境世界中表现异己的身体，不同于该另一个人在自身中经验该身体（虽然这种经验方式也被一起归于该身体），在这样做时，我就以移情作用之方式，以设想自己处身于其中之方式，提供了这另一个人，反过来，这另一个人也将我作为另一个人来经验，等等。


  无论如何因果性对于心灵生活而言所意味的只是关于在这里被规整的东西的一种外在的规则。一切外在性都是不可理解的。


  对于物理的事物来说，在通过理解的说明中，因果性意味关于幻象的规则，这些幻象也有自己的本质内容，但是这种本质内容本身又是超越的东西。在这里，我总是发现这些外在的（联想的）规则，并借助这些规则发现以超越方式构成的诸统一。但是在心灵东西那里，我最终使主观性本身与作为内在地与自我不同但却与自我联系着的东西的内在的感性的东西（感觉事实）发生联系，并且这种主观性并不是在经验的统觉中以超越方式构成自身的一种统一，而是一种总是先行于经验统觉的，并且总是呈现新的经验层次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因此呈现出一种作为客观地附属的因果性层次，由因果特性构成的层次。但并不是这样地呈现，即仿佛它本身只是在目前情况中现实的诸因果特性之基底，而这些情况本身只是作为由呈现着的多样性构成的统一而存在。所有这些都应该被更仔细地思考和描述。但是同样清楚的是，这里显露出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甚至已经以现象学方式在以下方面显露出来了，即自我极，尽管改变了，仍能够保留下来，即使身体不存在，而且决不曾存在，并与此同时整个经验的心理物理的层次消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绝不会有作为客体的主观存在，但是主观仍然始终还存在。但是物理的事物只是客体。如果我抽去了因果性，那就再也没有任何客体剩留下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事物中也就再没有任何东西剩留下来。


  人首先有一种内在性，我在我本身中通过知觉拥有这种内在性，而在另一个人那里，则能够通过模仿他的样子生活而理解这种内在性，并且通过展开其内在的动因而理解这种内在性——而这种下降到内在性中，并不要求任何对自然的设定，就是说，我能够实行还原。注612其次，人是客体，并有其外在性，并且如果我纯粹以归纳方式看待它，我就能规定这种外在性，这种归纳的客观性，这个自然；当我（在实行超越的设定时）虽然进入到内在性之中，却仅仅注意注613条件与条件的生成之外在的关系时，就能够将身体与内在性联结起来，并使内在性的东西相互联结起来。


  理解行为是内在的认识行为，认识自然的行为是超越的认识行为。我不能理解一个事物，我只能外在地认识自然，通过探究因果联系，我能够描述这些事物，我也能够如我对它们把握的那样描述诸因果性。我能够查明普遍的因果法则，并通过这些因果法则说明处于其位置上的个别事物。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通过回溯到诸构成的动因而以超越论方式理解所有这些东西。主观作为客体是在与身体的因果联系中被给予的，我能够查明这一点，并能够探索这些因果性的规则。但这是一种外在的认识。内在的认识就已经为心灵提供这种外在的因果性向动因的转变，然后才提供整个其余的动因。想要通过因果性说明这种动因的转变是荒谬的。我通过对动因的理解以及对内容本身的描述所能认识的，正是主观性之这种固有本质。一切因果性的认识，即使是心理物理的因果性的认识，都只是有关动因的标志，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只具有心理物理的意义。注614


  附录 LI  〈人作为外在经验的一种统一〉〈写于1920年前后〉


  人之自身经验的问题。人以知觉方式经验他的“内在性”，并且也以知觉方式经验他的作为身体的身体，然而他并不是以客观的方式经验的，因此也决不可能以客观的方式将自己经验为人，从根本上说，只能知道自己是人。人恰好是外在经验之一种统一，并且一个人不可能在外在经验中经验自己本身，而是只能将自己作为内在地被经验到的而与一种关于他的外在的经验视为同一，这种外在的经验是另一个人构成的，是他借助间接呈现附加给这另一个人的。


  附录LII  〈作为客观的课题的个人，和在课题上作为与我进行交流的诸自我主观的诸其他人〉〈写于1920年前后〉


  在这个世界中，并作为这个世界中的对象，我发现了人，我设定他们是有身体的人格的实在性东西，他们具有在他们的身体性中的持久的特性（敏感性，本能的反应等等），但是他们也以他们的精神的人格性之形式具有诸持久的特性：他们在理智和情感等等中有一种持久的特性，但是首先，并且尤其特别的是，他们拥有持久的相信，持久的意志指向，这些东西都具有持久的具体的理论的相关项，价值论的相关项和实践的相关项：天使和魔鬼，水怪和小精灵，艺术品，实践的持久的目的，都为他们存在着，诸理论，诸真理，和真实的存在，诸价值的统一等等，都为他们在此存在着，作为他们的意向的环境世界中的诸对象，持久地存在着，虽然这些对象也许是相对地可变化的，假如他们，例如在宗教方面，改变观点，或者放弃他们的理论，并使自己在理论上受其他人的纠正等等的话；然而在对作为这个“客观世界”中之客体的人们和共同体之这种思考中，而且首先是在这种描述中，的确并不涉及这些环境世界是否任何时候都是现实的世界，即在“客观真理”这种意义上，因此在可合理证明这种意义上，是现实的世界。只要我真的是“理性的”，这种被合理地认识的东西，或者被在理性的行为中设定的东西，或者后来能证明为正确的东西，就一起在我的环境世界中存在，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环境世界与这个真实的世界是符合一致的。但是“如实地”、客观地描述这个人和这个人性，这并不是询问他的环境世界的现实性，而是询问他的现实性，而他的现实性包括他的环境世界，作为被以为的，作为对于他而言在诸变化着的行为中由他成就的，并且在他之中被引起的视为同一活动中被视为同一而且能视为同一的环境世界，尽管这种视为同一的活动也并没有充分根据。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和异己的个人的经验在某个范围内是足够用来实行必要的跟踪理解的（在对以艺术方式描绘的人和共同体形态的跟踪理解中，准-经验也是有帮助的），并因此也足够用来理解譬如一个人在人格方面如何发展，或者如何经验过而且“肯定”经验过他的发展当中的断裂，他的环境世界为何会因此而如此这般地变化，某些对象性的东西为何会因此被他抹杀，或被他在统觉上改变等等。


  当我生活于这种跟踪理解之中时，我不必对另一个人的纯粹的体验、纯粹的行为实行理论描述和理论分析，不必实行诸种纯粹现象学的、意向活动-意向内容方面的联系。注615我的课题是个人，个人的共同体，“在他们对面的”环境世界（作为他们的环境世界），由他们的环境世界决定的理论的、价值论的、实践的态度、行动，等等。这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考察，并且也许是一种科学的研究，这种研究在这里就是目的，而且恰恰是这种研究必然遵循它的课题。的确，在这里也谈论想象、判断、猜测、目的设定等等，因此也谈论有关的被当作课题的诸主观之行为。但是当我例如跟踪理解沙漠游牧民的类型，并对其进行科学的描述时，我并不需要对处于其多样性之中的现象学上纯粹的知觉体验和该多样性内部的意向的-分析的特性进行描述，并且当我对他的宗教上的诸观念之动因和宗教方面的环境世界的诸对象跟踪理解时，我也不需要对所有这些东西在其中被以现象学方式构成的“内在的”机制已经进行过研究，也不需要在现在进行研究。这种个人的我思想（cogito），或更确切说，他思想（ille cogitat），是个人式的客观东西，是一种在对个人以描述方式进行的研究中能被看作类型东西-统一东西的一种统一。


  在对人和动物的考察中，我倾听间接呈现之这样一种意义，借助这种意义，另一些人被提供给我和每一个人。依照这种心理物理的兴趣，我能够倾听在统觉中被构成的作为一种经验的-归纳的统一的身体和心灵之双重统一的意义。注616但是我还能够以不同方式应用诸异己的主观之这种间接呈现式的被给予性的东西：在有关另一些人的课题研究中，课题就是他们的主观性。但是这另一些人也作为另一些人供我使用，我与他们处于交流之中，我占有他们的经验，他们通过与我的联系，与我一起构成一个共同的、也是精神的、客观的世界，我本身作为身体上-心灵上实在的东西，属于这个世界，我本身作为一个主观，这个主观在经验上和它的身体同样也是一致的，并且和它的身体有一种不可分割性，这种不可分割性在对于我而言是被外在地经验到的，并且是可外在地经验的另一个人看起来，也如同处于这种人-统一之中的另一些人在我看起来一样。注617


  如果我以这种方式“经验”作为一个世界之诸成员的我和所有的人，那么这个世界就是相关项，并且它不仅是我的外在经验之相关项，它不仅被设定为我的外部世界，而且它是我的经验和所有人的经验的相关项，因此是所有的主观之一切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所包含的同一东西，或者说是将所有的主观之一切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彼此联合起来符合统一。更明确说，我就是这样设定我和每一个其他人的：每一个人都以“我和我的外部世界”这种形式设定一个宇宙。这种形式是普遍的，但对每一个主观来说却具有变化着的内容。而这个真实的世界是对于所有主观而言在所有这些形式中的同一的世界，事实上，就是作为能通过交流规定的世界。因此现在这个世界不仅作为物理的世界，而且作为身体-心灵的世界，作为人的世界和动物的世界，是共同体之意向的构成物。这种构成物与相互进行交流的，并相互交换它们的外在经验的诸主观之全体相关联，在这里，这些主观是作为这样的一些主观，它们在课题上将它们的内在性形成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诸可能的外在的知觉之同一性的东西，和每一个人由他的内在性中获得的诸内在经验与这种内在性之相应的外在的间接呈现之间的诸可能的同一性综合之同一性的东西。因此在这种态度中，每一个人都向外进入到他的外在的经验之中，都看到了这个外在的世界，现在不仅是用他的眼睛看这个外在的世界，而且还用在他的外部世界中发现的所有其他人的眼睛看这个外在的世界，他按照“内在地”经验到的一切东西看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也用其他人的眼睛看他自己，他将他自己认为是与对于他而言外在的东西，外在世界的东西同一的东西，因此将自己作为“这个”世界之补充部分归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只要进入到了共主观性之中，就超出他的外在世界，并且一定会包含他本身。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划分会变成一种世界视角，每一个人都具有他的这种普遍结构之世界视角，而且必然会具有，然而同时，每一个人对于这一个共同的世界而言又是认识的主观，作为认识的主观，每一个人都以这个共同的世界为前提，并且每一个人作为认识课题都涉及这个共同的世界。


  所有这些都是我在指向作为进行交流的诸主观（这些主观作为共同经验者等等相互处于移情作用中）的我们的态度中发现的。


  交流的经验——借助“传承”的经验


  由于移情作用，以下这些东西预先就被给予了：同一的事物，不仅按照我关于它现实经验到的东西是同一的事物，而且按照我关于它可能经验到的和我关于它也许会经验到的东西，按照另一个人关于它经验到的东西，另一个人关于它也许会经验到的东西，也是同一的事物。那些为另一个人突显着的特性（通过交流我会知道这些为他突显着的特性）并不需要与正为我突显着的特性，或已为我突显过的特性是同一些特性，但是它们正是同一个事物的诸特性，并且对于我而言是可经验的东西。反过来也是如此。因此，在这里，一个事物世界立即就为我们大家被动地构成了，这个事物世界对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被现实地经验到的，或者是通过被经验的东西间接呈现的，或者也是被不确定地共同设定的；但是每一个人所有的都是这个自然之一个不同的“侧面”，被现实经验的和被现实间接呈现的诸不同的存在部分。每一个人经验的东西，通过他的经验的中介（他的经验能够通过移情作用被间接呈现给我们，或者通过他的报告被我们知道），也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被经验的东西，这是这样一种被经验的东西：即只要我们在对他的经验以移情作用方式进行间接呈现的同时“接受”这些经验，就是说，我们行事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像是在他的经验中并借助他的经验进行经验，并且一般来说，我们相互“传递”经验，借助这样的“传承”，我们参与到他们的经验中，正如他们也参与到我们的经验中一样；我们就相互都站在这些被传递的经验之基础上。我们这些人相互地联结成以交往方式进行经验的主观性之统一，经验行为之共同体的统一。因此同时产生一种共主观的外在的经验。对于我来说，属于这种共主观的外在的经验的，也有异己的主观性（异己的人格的自我，异己的体验，异己的身体），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属于这种共主观的外在的经验的，有我的主观性。


  附录LIII  〈受作为客体的其他人的影响和  受作为个人的其他人的影响〉〈写于1920年前后〉


  1）经验，“客观的东西”之自身给予，实在的宇宙之自身给予；自然的方面。


  2）关于诸理念的“世界”，比如数学的“世界”之经验。数学东西作为产品被以符号方式指示，这种产品能够一再地被我们指示，并且能通过再生产作为它本身被认识和被视为同一。关于一般文化构成物的经验在实在的世界之中被“体现”、“表现”。这种理想的东西通过表现“变为现实”。


  3）作为在这个世界之中的客体的其他的个人，作为被在身体中连带指示的自我主观，作为在身体中存在着的、或支配身体的、而且是以自我方式生存的而被在身体中表现出来的自我主观，在身体中体现出来。


  4）与我处于交流之中的诸个人。我“经验”他们，将在他们的生活中产生的思想经验为是被告知了我的，被我自己在我的精神性中思想的，参与到我的精神获得物之中的，对我的精神获得物进行决定性改变的，在我之中重新唤醒多种多样的思想的。我经验他们——但是当他们从自我到自我地对我产生影响时，在我的自我生活中、在我的行动中引导我时，我将他们经验为阻止我的，支持我的，激励我的，对我产生影响的。一般来说，我可能受他们的“影响”、劝说、诱骗；受他们的鼓舞；受他们的愿望对我和我的行为的、我的意向态度的鼓舞，受他们为了影响我而告诉我的他们的判断、他们的评价、他们的与我有关的希望和担忧的鼓舞。他们的愿望使我屈服为志愿者，他们的愿望变成了我的愿望，我的愿望同时实现了他们的愿望。


  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共同体生活与下面这种生活分离开呢，在这种生活中，如同我经验诸事物一样，我经验诸其他人，如同我能受诸事物影响一样，我能受诸其他人的影响？在事物性的实践中，为我在此存在的诸事物是如何影响我呢？我想按照我的意愿塑造作为这个世界中的客体的诸个人，我想按照我在这个世界中的目的如同控制诸客体的过程一样控制诸个人的过程。在这里，我的自我之受影响，是一种什么性质——这个自我受作为个人的另一些人的影响在世界中行动，这另一些人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我的客体，而是我的对手，我的对立的自我，在这些个人中，他们是我的朋友，导师，牧师，我也是他们的朋友，导师，牧师？作为以自我方式影响我的这另一些人的自明性，是一种个人的存在和个人的生活的自明性，这种个人的存在和个人的生活，虽然是在实在的经验中具体地、“明确地”、实在地显示出来的，然而却是作为进入到、流入到我的内在东西之中的，进入其中起作用的，赋予我的思想生活、我的评价行为、我的努力行为、意愿行为以色彩的，对它们进行指引的，使它们转向的，干扰它们的，为它们带来幸福的，使它们苦恼的，开启它们的，遮蔽它们的，唤醒我向善的，使我看见美的事物的，将它们的目标注入到我之中的，使我的真正的目的变得明显起来的等等显示出来的。


  附录LIV  〈作为“内在经验”的移情作用。诸单子都有窗户〉（写于1920年夏季学期）注618


  通过我们的思考，精神科学与心理学的关系现在完全清楚了。正如人作为经验之对象可以说具有双重的面貌，一个是被加给自然的，另一个是被加给精神的一样，或更确切说，正如一方面人作为心理物理的生物参与自然，另一方面，人作为心理的主观和自我，是精神性的分担者一样，这些研究也是这样被区分开的。一种研究与自然科学结伴同行，另一种研究与精神科学结伴同行，或更确切说，它就是精神科学。因为精神在最初的意义上，就是个人的和前个人的自我本身（就是说，也是动物的自我本身）。通常以精神方式意指的一切东西，都在作为诸自我行为之主观的自我中，并且也在诸自我行为之成就中，有其起源。（因此在这里，起源所具有的又是精神的意义，在这种精神的意义上，没有任何东西起源于物理的自然。）这种指向作为精神的人的态度，能够十分明确地被称作指向内在性的态度，与之相比，指向作为自然的人的态度被称作指向外在性的态度。这是一种正确的说法，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同胞是外在地被给予我这个心理学家的，因为我一定会经验到他的身体，并且一定会以移情作用的方式达到他的精神的主观，而且通过经验他的身体的途径，肯定就已经达到他的较低的心灵生活了。因此甚至当他针对精神性，并且更一般地，按照其固有的本质性针对内在生活时，他通过外在性就具有了这种东西，正如另一方面，在他是心理物理学家的地方，肯定也必然会以某种方式拥有心灵的东西本身，并且也能够拥有处于其内在性之中的心灵的东西本身。但是外在性和内在性这种说法恰好也可能指不同的东西。经验上超越的东西是外在的，这就是那种通过“诸显现”，通过表现之多样性，作为统一地呈现着的东西，以事物之方式被给予的东西。这种经验上超越的东西是非精神性之意义上的实在性之领域。一切心理物理的东西及其因果性也一起包括到这个领域中。而内在性则是非实在的内在性之领域，这个领域就是那种作为以意向方式实行的、绝对的生活之以其固有本质性被给予的或能给予的东西，就如同我所体验到的、对于我而言是自己的内在生活，这是我能够通过反思而占有的生活，是我能够在反思中，在重复的、清晰的重新回忆中，和根据这种重新回忆的反思中，按照其固有的本质性进行研究的生活。但是这同样的东西我也能够通过移情作用的中介在另一些人那里进行研究，只要这种移情作用真正导致目的，并被证明是可靠的，在我在这里把握的限度内，我就按照其固有本质性把握住绝对的心理的生活。


  要认真注意，以下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是根本不同的态度：a）在纯粹物理的经验中，我站在物理的自然之基础上，我的理论上的目的指向物理的客观性，在这种态度中，心灵的东西只是就心理物理的因果性（超越的因果性）方面被考察的，和b）完全站在心灵的东西之真正本质性之基础上，就是说，像下面这样限定纯粹经验之范围，使得一切超出主观性本身的“超越性”始终停留在这种经验设定之外（尽管它也是在主观性本身中被设定的，或只是被作为心理学家的我设定的）。如果我没有关于另一个人的身体之在此存在的经验上的确信，并且没有任何关于由他的面部表情，由他的身体方面的外表所产生的指示的经验，我就肯定不能实行任何移情作用，该另一个人就肯定不能作为实在性为我在此存在。但是以此并不表示，我能够借助于这种经验为我规定研究的基础本身。这种经验只是服务于将我引至移情作用，对于进行理解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来说，唯有移情作用才是提供经验基础的经验。就此而言，关于外在性的心理学中的经验性质和关于内在性的心理学中的经验性质是本质上不同的经验性质，我们可以相并行地说：心理物理的心理学是以“外在的经验”为基础的，而关于精神的心理学是以“内在的经验”为基础的。


  但是这种被向内转的经验决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内在经验、内在知觉。它包含通常意义上的内在经验和内在知觉，但是在这里已经不能对这样一种态度的性质视而不见了，而且它同样也包含移情作用，虽然又是在对以其固有本质性并且按照在这里内在地起支配作用的诸动因呈现着的心理东西的同一的态度中包含移情作用。接下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们现在决不应将下面一点看作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情况被一贯地忽视了），即关于内在性的心理学一定是个体的心理学，并且社会性借以建立起来的诸个体之间的一切精神关联，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精神的统一，都有点像是虚构的东西，心理上真正发生的东西只是在诸单个的主观中进行的。而这种看法的根源又在用心理物理学偷换处于固有本质意义中的心理学中有其根源。心理物理的东西只是发生在单个心灵上及其与所属身体的单个联结上。如果心灵实际上只不过仅仅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存在的，那么一切实在的心理事件也就是在单个的心灵之中的事件，诸心灵的相互联结就会完全是一种间接的联结，就是说，由诸身体之相互的物理的联系中介的，由起中介作用的光波、声波等等中介的。


  但所有这些都是根本错误的。这整个的个体心理学是纯粹的虚构。这样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虽然可以想象，一个自我以唯我论方式生活，而且是在它的贫乏的此在中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自我所拥有的也必然是贫乏的精神生活，绝不会有一个异己的主观出现，因此，也可以想象，作为关于一个这样的可能的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的心理学的个体心理学，但是，关于处于人的世界中的和动物的世界中的人的个体心理学，和关于处于动物的世界中的和人的世界中的动物的个体心理学，是一种无稽之谈（nonsens）。如刚才说过的，这样的心理学的理念之前提是，人们将心灵变成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单子，该单子的生活关联，是一种这样实在地被封闭在自身中的关联，即在它和其它单子之间不可能形成任何实在的联系，更确切说，不可能形成任何具有动因之固有本质形态的实在联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有这样一种荒谬的东西，即一方面，人们在这个经验世界中拥有友谊、爱情、团体、民族、国家等等，因此经常对这些东西作出陈述，这些陈述都提出了合理的经验真理之要求，另一方面，人们却将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变成一个在生动的共同体现实性中的唯我论者。莱布尼茨曾说：诸单子都没有窗户。但是我认为，每一个心灵单子都拥有无限多的窗户，因为关于异己的身体之每一个充分理解的知觉，都是这样一扇窗户，并且每一次当我说，请，亲爱的朋友，而他也会意地回答我时，由我们的诸敞开的窗户中，就有我的自我之一个自我行为转入到该朋友的自我之中，并且反过来，也有该朋友的自我之一个自我行为转入到我的自我之中，一种相互的动因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实在的统一，甚至是现实地建立起一种实在的统一。并且这种友爱现实地从心灵渗入心灵，并且这一个意志以命令的方式，真正地直接地影响另一个意志，异己的意志，或更确切说，这一个意志主观影响另一个意志主观。就是说，当我看见一个事物时，唯一能够正确地说的东西，已经就是这个事物与我处于直接的关系之中，而且是处于实在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是唯一直接的心理的关系，是存在于由我到它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将心理物理的东西掺和进来是错误的。除去这种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种间接的关系，它具有因果关系之完全不同的形态。


  此外：人们有理由谈论心灵与身体之实在的统一，尽管这个身体事物自在存在着，并且作为有广延之物（res extensa）不能在空间中和心灵以事物性方式结合在一起。在这里，经验提供一种具有心理物理因果性意义的独特的经验联结，而且这种联结是一种非实在地实在的联结，因为这种经验正是能够按照它的方式一致地得到证实的，而且它是前后一致地得到证实的，因此这种联结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的身体”这个事物是直接地被给予我的，并且我随意地运动它，因此我的实践的自我及其行为是直接地与我的身体发生关系的，直接地对它起作用的，并且通过身体间接地对外部事物起作用，但是这种中介作用并不是自然因果性之心理物理的中介作用，在这里根本谈不到这种东西。


  移情作用这种特殊的经验和由于它而使之成为可能的关于作为我-你-行为的社会行为的经验的特殊经验同样也表明，这一个自我由自身作为行为而释放出去的东西遇到另一个自我。这种遇到的情况在经验中得到了证实，在作出反应的行为中并在双方的互动注619之整个的前后一致中得到了证实。在这种证实中，该另一个人不仅是我的经验表象，而且表明为现实存在着的，并且这种对另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是我的纯粹主观的举动，而是被证明是我对他实行的，直接对他实行的，毫无疑问的作用，该另一个人亲眼看见我，他听见我的话：是我的话，而不是物理学家的声波和生理学家的神经过程。


  这另一个人的确存在，他促动我，尽管对于我来说他只是以进行准当前化的表象之方式是当前的，这与对于我来说，过去在现在以进行回忆的准当前化之形式是当前的相似。但是在这里我也必须说：当我现在因为昨天违犯教规而感到懊悔时，促动我的并不是我现在关于该过失的回忆，而是我昨天曾违犯教规，尽管这种过失只是通过一种准当前化才被我意识到是我的过失，而且只是在我意识到之后才能促动我。注620就这一点而言，每一个心灵都是一个单子。除去它意识到的东西，任何东西都不能促动它。因此，这个异己的自我一定是我意识到的，在意识到时，它一定是以对象方式为我存在的，并且在这里，下面这个本质法则当然是有效的，即：凡是我的意识上拥有的行为，凡是我的内在事实，凡是我的内在体验行为，就不可能是另一个人的。但是这种意识拥有的行为恰恰就是窗户，通过这扇窗户，我也向前推进到该另一个人，并且能带着我的动因到达该另一个人，注621并且这种动因，就是说，这条由我的自我发出的射线，直接地射中他，因为就一种动因谈论另外一种间接性没有任何意义，无非是说该动因又借助于一种动因。如果我通过信使向一位朋友转达某种东西，这种动因就是间接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动因首先直接遇到的正是这位信使。当我作为我的精神产物写下一封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我的意愿注入到该信中时，也存在着一种间接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处于某种正常显现方式中的事物，就是那个变成了意义承担者和中介者的东西。注622但是，研究存在于一个唯一的单子或者唯一的心灵之意识的内在性中的诸关联不管多么重要，在这里跟通常一样，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共主观的动因之通过意识中介的发生，这种动因不是在两个心灵之间飘来荡去的体验行为，而是一种意向方面的主动性，它通过另一个自我在其中被准当前化的意识，从一个自我〈走向〉另一个自我。注623


  在这里另一个自我对于我来说是作为另一个人，作为身体-心灵的统一存在的。但是我也必须按照其给予性方式看待这个具体的统一（如看待一封信那样；参看第652页注①）。确实，在这里我有一种“自在”：对于这个作为物理事物的身体而言的因果性之自在的规定，以及同样对于这个心理物理的统一而言的因果性之自在的规定。但是这个被经验的人具有其对于我来说的他的给予性方式，并且他以他的给予性方式在这里存在，而且这绝不是错觉，因此他是现实地与我发生联系的，它本身与我发生联系，而且是直接地与我发生联系。


  附录LV（附于第455页）  通向有关移情作用之严谨“理论”的道路。〈借助单纯的联想建立非本真的移情作用〉〈写于1920年和1922年之间〉


  作为向自我-存在，自我-行为，自我-受-刺激等等之中实行移情作用的本真的移情作用之概念，在那些通过对身体（异己的身体）的统觉不论是以普遍的方式，还是以各种各样表现所提供的要素之直接的间接呈现中注624，以及在只是借助单纯的联想建立起来的那些间接的间接呈现中，都肯定具有其对立面。注625然而在这里要求更清楚和更确切的东西，可惜的是，在这里被称作非本真的移情作用的东西，根本没有得到清楚而准确的表达。


  在移情作用之前的这个构成的阶段本来应该形成一种彻底区分的出发点。但是“移情作用”这个名称由于是作为这个自我向另一个自我之中实行移情作用的“本真的移情作用”概念建立起来的，对于动物式的（有关动物[animal]的）统觉之经验方式而言恰恰表明为是可疑的术语。


  1）在这种统觉之前，我拥有为我构成外在的自然之阶段，这个自然是在与在自身中包含有定位零点的我的身体之关联中以多种多样的定位被给予的。因此，“我的身体”这种统觉在这里被阐明为本源的和第一的身体统觉，被阐明为处于“内在观点”中的身体，但尚没有被阐明为“如其它事物那样的事物”。当然，我的单子式的主观性和我的自我，作为被构成的自然和我的身体之相关项，同样也是存在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的“心灵”并不是被作为实在性的东西构成的，只当它作为我的身体的心灵时才是这种东西，因此只当我作为这个人，这个动物（animal），被构成了，它才被构成。


  应该思考，在这个最初的阶段上，什么东西以存在论方式构成身体（我的身体），身体在（尽管是不完善的）超越地实在的身体事物和各种各样的主观东西之间建立起什么样的经验的-联想的统一，或更确切地说，身体作为主观东西的指示，拥有什么样的“主观的”特性（事物的显现，方位，事物之主观的感性性质，感觉的定位，作为自由运动的身体之诸部分在一切关于事物的知觉中起作用的感觉器官，痛苦的感受和喜悦的感受等等）。最后身体作为定位者，在情感出现的地方，在自我活动的地方，到处以各种不同方式内在地或外在地行动等等。在这里，这是一种未经加工的杂乱状态。但是人们能够对它进行系统地彻底思考，并能够追踪这些经验的-联想的指示，这些指示伸入到主观东西之领域中，因此它们同时就对身体性（并且是给定瞬间之确定的身体性）之意义赋予作出贡献。只要我们将这些指示理解为在内在时间之形式中构成的东西，它们就涉及这种主观的东西。这个完整的注626主观性连同这个自我当然是一种广泛的背景。


  2）然后是“移情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说，动物式的统觉之阶段。某些事物被统觉为异己的身体，同时自己的身体被统觉为如其它事物一样的事物。当异己的身体（以类比方式）指示并间接呈现内在时间之主观的东西时，它就间接呈现一种与自己的主观性相对的充分具体的主观性（连同它的自我）。这个异己的人是在自然中被构成的，而自己的身体则被统握为我的心灵的身体。我也是自我，一个人。客观的事物世界连同作为事物的一切身体都被构成了，所有的人、动物都一起包含于其中，在这里，他们的这些心灵都在客观的时间和客观的空间中拥有客观的位置。这些主观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与身体结合在一起，它们是这些身体的心灵。但是具体的人，具体的动物，具体的身体是在多种多样的主观性中被以经验方式实在地构成的，作为身体，是诸实在特性之载体，是在给定自然环境中的、在当下主观性之内在时间中的诸内在事件之被规整的指示之载体，但是在这里，异己的主观性之被间接呈现的事件，也按照经验的规则，随身带有关于未被经验的、共存的或相继的事件之指示。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1）什么是真正的联想之事件，真正的指示之事件；它所涉及的是客观的时间和内在的时间之以对象方式构成的东西，并且诸实在的特性之根源，诸实在的关联之根源，甚至在身体的东西与附属的心灵的东西之间的实在的关联之根源，或更确切地说，在心灵东西（内在时间的心灵东西）与附属的身体东西之间的实在的关联之根源，都是以这样的真正的联想之事件为基础的，简短说，这是这样一种联想，它对于一切种类的实在性和逻辑的变样都是决定性的，2）什么是再生的事件和必然的扩展之事件；就是说，当我想象一个被构成的东西（即使只是空洞地被指示的）时，我因此必然就拥有这个进行构成的意识和关于一个处于其完整的生活中的具体的进行构成的主观性本身之一个至少是空洞的和不确定的连带表象。注627


  当我统觉一个异己的身体，在我面前看见另一个人时，这个异己的身体使我注意到的东西，以及在该身体上和在该身体之表现特征中通过指示而发挥功能的不论什么使我注意到的东西，就是说，我指向它，我将它想象为异己的主观东西的东西，绝对不是异己的主观性（充分的纯粹的主观性）。而是他的眼睛向我暗示：他（这另一个自我）在看，而且是在看那里的那棵树，从某个侧面看那棵树，从某个方位，视角，以某种感觉的色彩等等，看那棵树；他以“惊异的”目光暗示他处于惊异状态，他的紧闭的双眼暗示他被耀眼的阳光照得目眩，并因此感到不舒服，如此等等。除去他所注意到的东西外，在这种方式中还指示他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如当他注意那里的那个事物本身时，肯定没有注意到显现方式）。我们就是与所有这些联想的指示，与所有这些实在的要素一起运动，这些东西在时间之范围内，在客观的时间和与客观的时间相符合的内在的时间之范围内，将身体性和心灵在人的统一中结合起来。


  如果我们有一天作为现象学家学会观察和把握这种纯粹的和绝对的主观性，我们就会清楚，虽然这种主观性比起这里存在的这些身体，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从身体的东西以联想方式所指示的东西而来的，在那些完全不同的方式中被一起准当前化的，但是它不能在真正意义上被认识到的。这种被客观地指示的东西和被客观地认识到了的东西之整个的存在，在“外在的经验”中是作为“客观地存在着的”被给予的。那么当我在对该另一个人观察时（或者，当他在自然的生活态度中作为活动的主观和忍受的主观，作为进行思想、进行行动、进行评价等等的主观，与我对峙时），我是如何通过上面称作本真的移情作用的东西，一下子就跃进到他的自我之中，于是我就“和”他“一起”生活，我就“和”他“一起”观察，我就“和”他“一起”思考、行动，我就“和”他“一起”感受呢？


  附录LVI（附于第455页）〈对异己者之本真的知觉和非本真的知觉〉〈约写于1927年〉


  对异己者之双重的知觉：非本真的知觉和本真的知觉。


  在真正自身给予之过程中的本真的知觉，这个过程包括作为仿佛（quasi）在那里的生活者、在那里进行经验者的我，并且将我包括在一种本源的动因中，在这种动因中，我自身的一个类似物在这种仿佛中以原本方式间接呈现。


  在对身体的知觉中，我们有在空的指示、空的参照之地平线中的进行自身显现的方面。至于这个方面的自身显现，它的每一个要素都同时是“意向”（参照）和充实，自身给予；在这里，所参照的东西以原本性被给予。


  让我们来考察利他主义的知觉。异己的身体作为物体如同一般物体一样，是原本地被给予的。但是它被统握为人，它通常首先仅仅以空的参照之方式，指示心灵和心灵的诸要素。


  这里的充实在哪里呢？在这里，对那里存在着的那另一个自我之利他主义的经验、利他主义的知觉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肯定就是：为了将那里的那个物体理解为另一个人，为了将它理解为在其中有个人存在的身体，作为在零方位上为该个人显现的身体，并且作为由该身体出发，借助于该身体，该个人知觉整个世界，并积极地进入世界中生活，在世界中受苦，我自身肯定已经作为我的身体的自我，作为我的被定位了的环境世界之中的个人被唤醒了。如果他是一个我在向街上匆匆一瞥时看到的、丝毫也没有引起我兴趣的人，那么这种理解的行为就是一种空的行为，这些参照的，这些意向（它们在这里是基本的）的整个关联，就仍然是空的地平线；因此对于我自己的自我和我的个人的作用与存在之唤醒，正如它是对异己者的被充实的知觉之基础一样，是一种空的、在这个方面未被充实的唤醒，相关联地，关于该另一个人之充分的和真正的知觉之意义，也未被充实。在一种自身给予（这种自身给予以本源方式构成该另一个人-存在，该另一个-自我-存在，作为-在我旁边的-起作用者-与-我一起-与-这同一的-世界-发生关联）中，真正经验作为另一个人的另一个人，就是说，在这种唤醒的生动性中真正经验作为另一个人的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在其充实中仿佛是真的在那里存在，仿佛具有作为如同我自己的身体那样的零物体的在那里处于显现方式之变化中的物体，以被指示的方式存在于这种零物体中，好像我会这样地存在，这样地在环境世界中存在，好像我会从那里出发，从作为零物体的这个身体出发，知觉这个环境世界，知觉这个世界等等。


  这并不是说，我将我，我的生活，我的环境世界，按照其为我被如此这般定位的给予性方式当成课题，而是它必须变成对于我是直观生动的，作为由这里向那里的过渡，由我的定位的被给予性向这个那里的那个定位的被给予性的过渡，并且是向作为该另一个人之被直观充实了的此在的这个那里的定位的被给予性过渡，这另一个人的此在，作为关于与我的此在一起共现前之设定，在这种仿佛中被一起建立起来。


  因此，关于“另一个人”有两种不同的知觉：1）非本真的空洞地进行理解的知觉行为，在对所属的构成之空洞的唤醒中的对于另一个人之空洞的间接呈现，在这里，真正以知觉方式被给予的是单纯的物体，而不是作为身体的物体；2）对作为另一个人的另一个人之真正知觉，即得到充实的间接呈现，得到真正生动的构成性的动因关联充实的间接呈现。


  附录ＬVII（附于第463页）  〈人作为客体和进行构成的主观。绝对的东西作为  诸绝对主观性之被共主观地相互联系起来的东西  （第463页脚注的草稿）〉  （约写于1927年）


  虽然主观性作为人的主观性是客体，是自-在，对于每一个人，对于可能的“移情作用”之条件得到了满足的每一个自我来说都可被经验为同一的东西，但是人的主观性也是自在自为的主观性，原因在于，它也是为自己本身存在的。一个事物对于一个主观而言，对于关于它的经验之任意一个主观而言，纯粹是客体。但该事物本身并不是主观，它对于自己本身而言并不是可经验的。人也是客体；但这个客体在自己本身中有一个主观，对于这个主观而言，他也是客体。他是客体，而这个客体恰好有一种“内在性”，有一个自我和一种自我生活。


  不仅如此。每一个客体都回溯到敞开众多的主观，对于这些主观来说，它是被经验的或可经验的，是为它们而被构成的。注628但是这种进行构成的主观性，个别地和全体共同地，本身不再是客体。人作为客体不仅如一切客体那样回溯到这样的敞开众多的进行构成的主观，而且同时也回溯到这些主观中之一个卓越的确定的主观，而这个进行构成的主观按照其绝对的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按照其纯粹的自我和纯粹的自我生活，按照其纯粹的体验内容及该体验内容的世界，就是人的心灵。属于这个心灵之绝对自身存在的是，它，或更确切地说，它的纯粹的自我，是通过自己的统觉经验诸事物，其中包括经验自己的身体的，并且整个说来，借助于这些经验而将自己本身经验为这个身体的心灵，同样也经验其它的动物。


  1）人按照其绝对的自我-存在，自我-思想，自我-具有-某些-现象，就其绝对的“内在性”以纯粹的反思把握自己本身。2）人在客观的统觉中，在“外在的经验”中，按照处于特殊态度中的身体与精神，外在地将自己本身把握为人；这样他就将自己把握为在心灵方面依赖于身体的，与身体不可分割的。


  人同样也在以不同方式形成的，但也是客观的、外在的经验中，把握其它的动物。另一方面，他通过被相应地改变了的按照移情作用的、建立在纯粹移情作用基础上的、纯粹的反思，把握其它动物的绝对的内在性，其它动物的绝对的自身存在。我将作为经验上的心灵的自我的我和我的心灵生活，客观地经验为与我所经验的外在地存在着的事物相关联的，与我的身体物体相关联的，经验为与该身体物体联结在一起的，在其中定位的，就是说，通过身体物体在客观的空间中在此存在着的；因此我就是客观世界的成员。但是这整个的客观世界是我的绝对的或纯粹的主观性之中的现象，同样也是其它这样的主观性之中的现象。这些分布在许多主观之上的多种多样的“现象”作为这些主观的原本经验，在将诸主观联结成共同体的过程中构成一个真实的自在存在的世界。


  所有这些都是足够复杂的和奇妙的，然而仍然是能够充分理解的。在客观经验的态度中,我经验到客观的世界，经验到属于该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一切身体，作为身体之心灵的一切动物的主观性（连同心灵的自我极，自我反应，自我活动，本源地显现着的内在的事实等等），并且在反转回到我自身时，我在客观上发现我是处于这个世界之中的动物式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实行超越论的态度（实行现象学的还原），那么我就认识到我的绝对的自身存在，这整个的客观世界和被统觉的、被设定的诸现象都在其中被构成的我的绝对的内在性；在相应地实行还原的情况下，我合法地认识到绝对的异己的主观性，因此也认识到作为诸绝对的主观性之共主观的相互关联性的绝对东西，在这些绝对的主观性中，这同一的客观世界被构成，并且是可绝对共主观地被视为同一的；但是在这里客观性是意向上的统一。此外，我认识到，动物性是主观性彼此为了对方并为了自己本身被在其中客观化的一种样式，唯有借此，交流才是可能的。


  附录LVIII（附于第465页）〈自然主义的人类学之必然性和功能。续文稿16〉（〈可能产生自1927年的关于1920年或稍后一篇文稿的〉副本）


  我们区分：1）严格意义上的自然，有广延的事物（res extensae）之空间上的现实性，2）第二种意义上的自然，我们保持在纯粹的经验之范围内，3）具有其意义内容的具体的世界，这是一个已经呈现出意义并且总是重新呈现出意义的世界。


  我们首先形成（在认识之主观性的意义赋予中）一种科学，它首先是按照诸底层，按照这些稳固地奠定基础的诸底层，研究这个世界，而诸较高层次是由诸进一步的自我成就中产生出来的。


  如果我们将我们变得可以说看不见个人的成就之意义构成物本身，并且也使我们看不见这些作为有所成就的个人的人们。那么当他们作为人以个人方式生活时，他们的环境世界之诸对象当然（eo ipso）会保持其意义。


  通过分析，当我们达到最后的东西时，就发现了主观性，这个主观性构成自然，并在此基础上，在诸行为中，完成意义成就。或更确切说，我们发现了个别的主观性，它具有在其中被连续构成的，并且自身继续进行构成的唯我论的自然。然后我们（仍然是以唯我论方式）发现了第一个心理物理方面的客观化（自己的身体），发现了移情作用连同异己的身体等等，发现了共同体，通过这些东西一个共主观的客观的空间世界和共主观的客观的心理物理的世界就产生出来了。


  于是我们两次遇到主观性，一次是作为进行构成的主观性，一次是作为客观的主观性，然而却是作为同一的主观性遇到的。


  诸科学：1）物理的科学，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主观在一切构成行为中和有所成就的行为中，在进行构成的被动的底层，拥有一种稳定的超主观的规则。2）关于精神上有所成就的人的科学（关于精神上有所成就的人性的科学），以及关于由诸内在的动因而变得可以理解的人的成就的、人的精神构成物的科学。有关成就之更广泛的概念；以构成的方式成就自然。3）关于不是在内在性中，而是在外在性中的人和动物的科学，“心理物理的”、自然主义的动物学和人类学。被扩展了的“自然”。


  通过主动的、总是创造新“构成物”的精神之精神上有所成就的一切行为，并且通过借助这些行为而贯穿于共主观性之被具体地给予的世界之中的一切变化，这个世界作为恒定的东西扩展着：一个“世界”，一个物理的自然和一个“心理物理的”世界总是在此存在。由此，一切主观性就客观地被给予了。虽然它也始终是作为精神上有所成就的主观性被给予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到，所有这些个体的精神上的有所成就的行为和共同体的精神上的有所成就的行为以之为前提的东西（在这种态度中处于共主观性之中的自我-人），和作为精神的世界的这个具体的世界以之为前提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自然，就会发现心理物理方面的（归纳的）限制。


  如果我没有考虑关于意义的一切述谓，那么我保留下来的就不是实行诸精神行为的人们，因为一切述谓确实都是由精神方面有所成就的诸行为产生的；如果我看不到前者（即诸意义），那就也看不到本源地形成意义的并一再地实现意义的诸行为。


  因此这种分析也分析了诸精神上的意义赋予者，这就是实行诸行为的主观性。但是这种分析现在使之作为一切精神性之前提突出出来的东西，是一个物理的自然始终在这里存在，“在”这个物理的自然“当中”，有诸心理物理的身体存在，诸主观性通过“表现”被“结合”到这些身体上（在进行客观化的移情作用中）。这就是说，精神上有所成就的主观性之底层，是按照一种经验上固定不变的规则而被结合于自然之上的，或更确切说，被结合于物理的身体物体之上的，这个底层总是作为处于不断进展的精神上的诸成就之中的基础被当作前提。


  由此得出，肯定存在一种关于人的“动物学的”-自然科学的科学。这种科学像探讨一种无意识的东西那样探讨人，像探讨一个纯粹物体式的事物那样将人作为“实在的东西”加以探讨。作为身体物体的-心灵的结合而被构成了的，并借助它人们在这个世界中拥有了时间空间上的此在的那个东西，变成了自然科学的人类学之主要课题。因此人类学是自然科学，虽然人的内在性也进入其中；但是在这里只有底层才（暂时）是课题，而且只是在其与身体性的因果联系中才是课题。在表层的东西中，那种以归纳方式与人这种客观性之底层不可分割的东西——处于经验的外在性之中的行为生活及其诸成就——也在考虑之内。自然科学式的精神科学，或更确切说，动物学以及关于动物的成就和人的成就的科学，是纯粹归纳的科学。人这种客观性具有恰好也是来自自我精神性的归纳的层次。


  但是对于“精神”来说，这种归纳的外在性并不像对于物理的自然那样是唯一的东西，最主要的东西，在这里它只是用于向指向主观性之诸固有本质关联以及主观性之具体成就的真正的心理学，和真正的精神性提出问题。


  附录 LIX（附于第465页）〈内在的考察与外在的考察之关系，诸主观之相互关系和诸物体之相互关系〉〈写于1920年前后〉


  1）内在的考察：我们看到，建立于内在性基础上的主观共同体在自身中拥有作为它的被动构成的和主动产生的、以赋予意义的方式形成的形成物的一切世界。如果我按照它的诸现实性和诸可能性研究这种内在性，并且是普遍地进行研究，我就会看到，它是如何由自己的内容将世界作为意向的“成就”完成的，此外通过它反向关联到自己本身的方法，在它的自身构成中存在，并在通过认识而有所成就的行为本身中认识自己本身，在这当中，它同时自由地主动地形成自己本身。它通过构成自身而存在；不论它构成什么，它总是与此同时相关联地构成具有总是新的主观内容的自己本身。注629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现实的主观东西和可能的主观东西之标志。


  2）外在的考察：但是如果我转向自然，那么这个被承认为现实性的物理的自然就按照物理的身体性向我指示心灵的东西。但是这种心灵的东西是在自身中构成自然和世界的被动地进行构成的精神和主动的精神。这种外在性能够以归纳方式指示全部内在性吗？注630在那种情况下，全部的自然认识最终一定会反映全部的精神认识。一种完全的自然认识和一种对心理东西之一切指示的完善的认识就一定会以反映的方式包含一切的精神的认识。注631


  一种作为针对自身的认识的“纯粹”精神的认识，一种作为针对自身的科学的纯粹的精神科学，可能吗？就是说这样一种科学，它不以物理自然之任何东西为前提，而是代替物理的自然，以经验〈为前提〉（而且也许是以处于进展着的经验和进展着的经验认识的一致性当中的经验为前提），因此是处于现象学还原之方法中。而我就是试图进行这种认识。


  一个主观是为自己本身存在的，是以意向方式与自己本身相关联的，一种物理的东西是为一个主观和主观共同体存在的（是以意向方式与一个主观和主观共同体相关联的），而本身并不是主观。一个主观能够为众多主观存在，因为它是为自身存在的，并在自身中构成自然和身体性，并通过在它之中构成的诸异己的身体而拥有进入另一些主观之中的窗户，经验之窗户和行动之窗户。


  当一个物体在许多精神之中被共同构成时，它就为一个精神并为许多精神在此存在；只不过是通过以下方式存在的，即这些精神彼此相互都在此存在，所有其它的精神都能够为它们共同在此存在。一个物体不可能为其它物体在此存在，只能为诸主观在此存在；并且在这里每一个物体都处于与一个敞开的主观共同体的关联中，并且诸物体相互之间的因果性也处于与一个敞开的主观共同体的关联中。这种相互在此存在只有作为物理的关系才是可能的，这种关系在它在其中被构成的诸主观中有其构成方面的相关项。物理的认识不考虑进行构成的精神性，而没有进行构成的精神性，物理的认识就什么也不是。只要一个物理的事物能在没有对一个一起在此存在的精神性进行认识设定情况下被研究，被变成课题，它就是自在存在的。精神不需要以课题方式存在，但它必须一起在此存在。但是绝对的精神认识，当它在自身中作为课题上被认识的东西包含一致的物理的经验时，也就包含作为相关项-等价物的物理东西的存在。


  文稿的构成


  胡塞尔遗稿中关于共主观性问题按照问题本身的角度编辑在当前这一卷中的文稿（参看前面编者导言），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但是其中有些文稿的形成时期只能由编者大致确定。那些由阿拉伯数字编号和大号字印刷的文稿，严格遵守了这个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原则，而在作为附录发表的文稿中，则经常不得不偏离这个原则，特别是当胡塞尔本人后来为从前的文稿写附录，并将附录附于那些文稿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在时间上不同，仍将这些附录保留在原来规定给它们的地方。


  这种按时间顺序编排文稿，引起在手稿后来修订工作中的处理方式部分地偏离《胡塞尔全集》以往的惯例。这一版《胡塞尔全集》以往的各卷（直至第XII卷）中，手稿的最后稿本基本上都在印刷定稿中得到了再现，而在按时间顺序编排文稿的情况下，就再也不能不加考虑地坚持这种做法了，否则在许多情况下叙述就会有误导性的时间倒错和困扰人的不连贯性。然而不应该放弃《胡塞尔全集》中所使用的原则，即文稿之最后的最终有效的稿本不是只在后面的校勘附注中才起作用，而是直接在文稿本身中就起作用。为了使这个原则与按时间顺序编排的要求协调一致，许多修改都不是在当前的文稿中，而总是在有关页的下方脚注中再现出来。但是，如果这些修改的有效性并不妨碍时间顺序的观点，那么为了不给文稿不必要地增加过多脚注，特别是那些不太大的修改（修辞上的改善、解释等等），就将这些修改放到当前文稿中，并且只在校勘附注中标明它是这样修改的。


  对用大号字印刷的、用阿拉伯数字编号的主要部分的文稿与总是附于它们的附录之间的划分，有些是出自胡塞尔本人，胡塞尔用附录和附件对某些手稿进行补充。凡是由编者实行的区分和附加，通常都是将那些较短的，能够被理解为对在主要部分中讨论的问题或涉及的问题进行补充的文稿，规定为附录；在这种情况下，编者遵循文稿在时间上相近的原则。


  文稿都是以忠于手稿的方式再现的。正字法和标点符号用法都遵循现行规则。凡是由编者加入到文稿中的字以及一切由编者拟定的标题，都加了尖括号。


  按照共主观性的现象学这个题目的观点为这一版选择文稿，考虑到了所有各组手稿。对于这一版当前这个第一卷来说——后面还有关于这同一题目的另外两卷，这一版的第XIV卷和第XV卷——，1920年是时间的上限。虽然在这一卷中发表的文稿是来自不同组手稿的文稿（在后面第545页及下一页有关于文稿所出原手稿的概览），但是编者所依据的首先仍是由胡塞尔自己大约于1927年编制的、1935年或1936年分成两个卷宗——E I 3 I和E I 3 II——的一束手稿。


  这两个卷宗包括出自1910年前直至1927年这个时期的文稿。在包含有180页的第一部分（E I 3 I）前面，有约写于1935/36年的一小页纸，前面加的标题是：“关于身体性现象学的旧手稿，移情作用。大部分写于哥廷根时期（部分地被施太因小姐使用过），还有写于1921年圣梅尔根时期的。”事实上，在这个第一部分中，还有写于直至1924年这个时期的手稿和手稿断片。在这个卷宗中，这些手稿的顺序并没有显示出编排的任何原则，相反，这些文稿看上去也许是偶然杂乱地放到该卷宗中的。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明显属于一个统一文稿的一些页也是散乱分放的，在有的情况下，超出了这个E I 3 I分卷宗。因此，在有些统一的文稿那里，这些页中的一部分存放于E I 3 II中。除去其它一些情况之外，这一点还表明这两个分卷宗有密切联系。


  拥有164页的第二部分（E I 3 II）包含一般比第一部分更晚的文稿：重点存放产生自20年代的手稿，更准确说，产生自1927年的手稿（参看《胡塞尔全集》，第XIV卷，第III部分，第393页以下），然而它还包含一些较早的手稿。这些手稿产生自直至1910年以前的时期，已被发表于这一卷中。这些页的最大一部分（第21-142页）存放于一个单独的封套中，它的标题是：“移情作用，1927年1/2月。注意：补充手稿：关于移情作用的重要卷宗：‘属于XV’的关于诸主观共存之可能性的条件，关于移情作用学说的导论，一个意识流之统一的本质法则。关于地平线理论的基本问题；‘移情作用XVI’，本真的移情作用和非本真的移情作用，关于共主观的还原的理论之总体……”关于这些被称作“属于XV”和“移情作用XVI”的补充手稿，在页边空白处用铅笔（因此可能是在事后）写道：“另外存放”。事实上，这些补充手稿当中的第一篇补充手稿（“属于XV”），即产生自1921年的手稿，直接先于这个单独的封套（即E I 3 II的第1-20页），而被胡塞尔称作是“移情作用XVI”的手稿也许应该与出自1920年的手稿看作是同一个手稿，该手稿今天存放于卷宗E I 4中，并作为文稿16（以及附加于它的一些附录）被收入本卷中。


  这个总计有185页的卷宗E I 4，是胡塞尔在30年代才编制的。它是关于共主观性的遗留文稿这一版第三卷（《胡塞尔全集》，第XV卷）的主要卷宗，但是也包含分别发表在这个第一卷中和第二卷（《胡塞尔全集》，第XIV卷）中的较早的文稿。这个卷宗的总封套上有说明语如下：“1931年8月（还有1932年1月？），关于移情作用的理论，也是根据对身体之详细分析。自我之确真性——共主观性之确真性。对原初性概念之一些更好的澄清。单子论，移情作用。”但是如已经说过的，这个卷宗不仅包括产生自30年代的文稿，而且也包括产生自此前10年的差不多同样多的文稿。也许这就是在30年代仍然特别引起胡塞尔对共主观性问题关注的，并因此将它们放到这个卷宗中的那些文稿，就这个题目范围来说，在30年代，这个卷宗最最大，最最重要。正如在E I 3 I和E I 3 II这两个卷宗中一样，在E I 4卷宗中，各种不同的手稿也不是按时间顺序的原则或按内容的原则编排的，而是偶然地凑拢在一起的。


  关于被收入到这一卷中的文稿由之而来的其它手稿卷宗，分别在有关文稿的校勘附注中给出了说明。


  译后记


  胡塞尔的《共主观性的现象学（遗稿选）》在《胡塞尔全集》中分三卷发表，分别是第XIII、XIV、XV卷，这里译出的是该书第一卷，即《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对于这一卷的内容和主要思想，德文版“编者导言”已有很好的说明。这部遗稿选是胡塞尔就“共主观性”这个大题目的诸多不同问题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作为一篇一篇的单篇文稿写下的，并没有遵循严格统一的计划，内容缺少连贯性。为便于读者能对胡塞尔在本书中的论述有一个概括的理解，作为译后记，这里想就胡塞尔论述的主要问题和主要论点作一点概括介绍。主要谈三个问题：一、胡塞尔关于现象学的论述，二、胡塞尔关于共主观性问题的论述，三、胡塞尔关于移情作用问题的论述。


  一、胡塞尔关于现象学的论述


  就胡塞尔这部著作谈“现象学”，对于理解胡塞尔的现象学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胡塞尔在这部遗稿中，通过对自然的态度、先验的态度和现象学的态度这三种“经验和认识能够在其中发生的态度”的对比，很好地说明了现象学的特征。


  1.经验和认识能够在其中发生的三种态度


  1）自然的态度（又称作经验的态度）


  胡塞尔从“作为经验之态度的自然态度”说起。因为这种态度正是我们大家“生活于其中”的态度，是我们“改变目光”时由之出发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动物和前科学的人之唯一的态度。


  在自然态度中被经验的东西或者是个别的确定的东西，或者是不确定的普遍的东西，这些东西都“被设定为存在着的”，并且对被经验东西的判断具有“经验设定”的自明性。但是经验设定的自明性并不是充分的自明性，因为“经验会骗人”。（121）注632


  自然态度坚持经验有其正当性，依据经验的判断有其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即使是较高阶段的描述科学之归纳的科学判断行为，甚至精密科学的判断行为，及其超越直接被经验到的东西而向未被经验到的东西的推论，也都总是依据其最终的正当性根据，即依据直接经验的被给予之物（121）


  人们不仅描述被给予性的东西，而且还以科学方式认识被给予性的东西，从事经验科学的研究，这种经验科学是自然态度的科学。物理学的自然科学按照因果法则研究在自然态度中被单独给予的东西、物理的事物。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按照因果法则研究具有其变化着的状态和行为的，变化着的素质的人的性格。心理学的自我属于客观的时间，即空间世界所属的同一的时间，这个自我在空间时间方面受身体的制约，诸心理状态和行为也被归入客观的时间，依赖于身体发挥功能，一切心理东西都存在于空间时间中。据此，心理学以及心理物理学就被理解为是自然科学。一切关于空间中的以及时间中的此在的科学都是自然科学。


  2）先验的态度


  “经验和认识能够在其中发生”的第二种态度，是“先验的态度”，胡塞尔又称作“本质的态度”。


  胡塞尔说虽然先验态度中的行为和自然态度中的行为一样也是指向对象的，但是在先验态度中，行为的对象并不是空间时间中的此在，并不是事物，并不是自然之事实。如几何学的图形作为纯粹空间的可能形态，算术的数作为数列之纯粹的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自然之事实。先验态度的世界是一个与自然、事实、空间时间的此在之世界（即经验的世界）对立的理想的世界，由诸理念构成的世界。诸理念的世界是非空间的，非时间的，非实在的，但是它们确实存在。（126）因此必须将这种非经验的、先验的态度与自然的态度或经验的态度区分开：在前一种态度中，被给予的是诸本质的对象性东西，是诸理念，在后一种态度中，被给予的是诸此在的对象性东西，是自然。在前一种态度中被给予的是理念的自然，在后一种态度中被给予的是事实的自然。


  先验态度中的理念有这样一种特征，即它有一个范围，然而是由诸个别性东西构成的纯粹的范围，但对于这些个别性东西并不实行关于它们的此在的任何设定。如纯粹算术、纯粹几何学、纯粹声学，就不包含关于实在的此在的任何陈述。不论有没有这种在此存在的东西，这些科学的定理都是有效的，而且是作为纯粹定理有效的。（126）


  因此“先验性就是独立于它的此在”，（126）但是为了能够把握住先验性的这种纯粹性，把握住此在的纯粹性当中的理想的本质，就需要一个决心，一个步骤，即排除一切此在设定，即使是不确定的此在设定。（127）


  但是胡塞尔说，这其实是一种不确切的说法。谁要是有一天看出了这种处于其纯粹性当中的理想的东西，谁要是有一天纯粹地或以严格的普遍性下判断，他就不需要从经验的普遍性出发，不需要一种排除经验的此在的特别的行为。胡塞尔说，他恰恰是以一种特别的态度，一种特别的不同指向的看的行为和指向行为把握这种理念和这种纯粹普遍性的。（127）胡塞尔又称这种态度为以直观方式理想化（intuitive Ideation）的态度。这种态度使一个独立于此在的新领域达到被给予性。这种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可以称之为哲学的态度。胡塞尔说，从受经验限制的数学之非纯粹的先验性，向纯粹数学之严格的先验性过渡，对于建立真正的哲学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步骤。谁要是没有完成这种过渡，他就绝不可能登上真正哲学的高峰。（127-128）


  胡塞尔将关于先验领域的科学划分为：自然存在论，即关于物理的自然和心理的自然之存在论，和形式的、无条件的、普遍的存在论，即涉及思想一般的存在论。属于前者的是关于对于自然这个理念而言是基本的诸理念的诸学科，如：几何学、纯粹时间学，有关运动的纯粹学说，以及在物性质东西本身中的诸可能变形的纯粹学说，最后相应地得出康德关于纯粹自然科学的理念。属于后者的有直言命题的纯粹逻辑，纯粹概率论，纯粹算术，纯粹集合论等等。这些学科并不属于自然这个理念，它们并不对构成自然这个理念的先验性进行说明。它们不仅排除关于实在的此在之任何现实的设定，而且根本就不考虑关于自然理念之特殊本质内容的任何东西，甚至也不以理想方式考虑这种理念。（130）


  在社会领域中，能够对社会共同体的多种多样组合和多种多样种类按照其本质加以考察，先验地研究社会之理念的诸主要形态和主要种类。关于社会之一切普遍价值的思考都必须由对社会的理念之主要形态和主要种类之本质的认识指导。凡是在实践方面将谋求使人的共同体理想化、对其加以提高当作真正目的的地方，在那里就必须考虑这些目的之诸先验的可能性，并且按照普遍性使其得到合理的评价。胡塞尔称关于社会基本关系的本质考察为关于社会给予性东西之系统的存在论。


  3）现象学的态度


  现象学的态度是与自然态度和先验态度完全不同的态度。现象学处于一个新的维度之中，它是关于意识，有关意识一般的科学。（111）所谓的意识，就是各种各样感觉行为、表象行为、知觉行为、记忆行为、期待行为，各种各样判断行为、推理行为，各种各样感受行为、渴望行为、意愿行为等等，也就是笛卡尔意义上的思想活动（cogitatio）。


  能够将纯粹意识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探讨吗？单独获得纯粹意识可能吗？对于这个问题，胡塞尔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胡塞尔说：事物，有广延的事物（res extensa）由于与思想活动（cogitationes）以某种方式在经验上连结在一起，事实上是进行思想的事物（res cogitans）。但是“这种思想活动（cogitare）与任何有广延的事物（res extensa）都没有关系。思想活动（cogitatio）的本质和广延（extensa）的本质，并且正是作为本质，相互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143）


  既然如此，就能够割断思想活动与事物之间的经验联系，割断体验与事物性此在之间的经验联系，就能够就体验本身考察并设定体验，并排除一切自然设定，根本不使用任何关于自然的设定，只是按照纯粹体验的纯粹意义考察纯粹体验，并且对一切体验都能够以这种方式行事。


  2.现象学还原


  现象学的态度排除各种各样经验的、超越的态度，不承认任何在经验态度中被设定为现实性的客体。胡塞尔说：“我们不是生活于行为的实行中，不是在行为实行后朴素地确定设定及设定的意义，而是向该行为本身看去，将该行为本身，以及在该行为本身中能够为我们呈现的东西当成对象，当成不是自然，也不包括任何自然设定的对象。这样，我们就占有了一切经验。”（148）现象学的经验不同于自然态度中的经验就在于，它不包括任何自然设定的对象。“现象学作为纯粹对自身认识的‘纯粹’精神的认识，它不以物理自然的任何东西为前提，而是代替物理自然，以经验为前提，因此，是处于现象学还原之中，我就是进行这种认识。”（483）“一切客观化都能被排除，并在超越论的意识这个标题下得到现象学的考察。”（246）


  在现象学的态度中，不仅一切通常的自然，以及关于处于空间时间中的事物的设定，其中包括关于身体的设定，以及关于体验与身体的心理物理的关联的设定，必须不起作用，而且关于被认为是与身体结合在一起的个人的经验的自我之设定，而且关于自己的经验的自我之设定，也必须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被排除的还有或明或暗设定这个现象学家本人为自然世界之一个成员的存在的一切判断。“我作为现象学家，正如排除所有世界一样，也排除我自己，同样也排除我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行为”，（154）经验的主观也应被排除掉，它作为我，这个个人的人格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行为，恰恰是自然。只当人们连续地并且彻底地实行现象学还原，并且在对心理体验的描述中根本不再将这些体验统握为和设定为在客观的时间中进行体验的自我之状态，进行体验的自我之体验，和客观时间中的存在时，人们才能获得作为现象学的知觉之对象的纯粹的体验，并且首次在其与经验的知觉之彻底区别中实行真正现象学的知觉。胡塞尔说：“按照定义，现象学还原所说的就是放弃有关自然的一切判断。”（192）


  3.现象学还原的剩余


  排除自然所意味的就是，不将被经验的事物当作我们进行判断的客体，相反，“现在属于我们的领域的是关于该事物的经验”。（180）因此如果我们排除自然之实存，如果我们绝对不就自然下判断，那么留给我们的就是现实的和可能的有关自然的经验之巨大的、始终是确定的领域，只有借此我们才能获得纯粹的意识流之领域。这个领域当然不包括自然，而只包括关于自然的经验，和所有其它与这种关于自然的经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进行表象的、进行感受的、进行渴望的、进行意愿的行为。


  如果在实证的态度中，是以由客观性东西构成的领域为课题，那么在现象学的态度中，就是以纯粹意识领域为课题，更确切说，是以关于客观性东西的一切意识为课题，换句话说，是以主观性为课题，而且主观性在这里成了“普遍的和唯一的课题。”（200）这个课题是一个真正自身完整的、独立的课题。对现象学还原进行描述的任务，就是要指明，这是可能的，和这是如何可能的。（200）


  胡塞尔说：现象学的悬搁是一种“课题性态度”，是为了获得某些课题和获得某些理论的和实践的真理认识，以及为了获得某些完全是自成一体的认识体验的课题性态度。这种态度以与实证性态度相反的完整性通向作为“第一”哲学的，作为有关超越论的、纯粹的主观性之科学的完整统一现象学。（208）


  4.现象学的科学之可能性


  在现象学将一切自然的经验都变成现象学的经验的情况下，它所描述和研究的就是关于自然事物的经验，和存在于这些经验中的东西，以及这些经验的相互关联，它们如何被引起，它们如何与判断行为、感受行为、渴望行为等等相互联系，它们如何引起这些行为，而所有这些研究都是在前后一贯地排除关于自然之存在的判断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被给予的事物本身都是关于作为纯粹意识的意识之某种规则的标志。（182）凡是在自然的经验设定一种超越的统一，一个在此存在的实在事物等等的地方，在那里这些东西就都被放到括号中，而设定则被用作诸确定的、纯粹的意识关联之标志，这种意识关联能够通过在这些经验设定中实行的现象学还原得到证明。


  科学的一切内容也都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变成现象学的东西，更确切说，都能够被看作现象学的关联之标志。自然科学的理论在现象学中就是判断关联和认识关联的意识内容和有效性内容。现象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些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行为中实行现象学的转变和反思，追寻以纯粹现象学方式属于这些行为的意识关联。（183）


  关于以现象学方式确定下来的作为纯粹意识的这些被给予性东西的科学，关于这些现象学的经验的科学是否可能呢？胡塞尔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尽管在现象学的被给予性东西中也存在不具有绝对性格的被给予性东西，但是关于现象学的经验的科学仍然具有其正当性。胡塞尔说：没有人会要求自然科学家说，他所信赖的被给予方式是绝对的被给予方式。因为为了建立通常意义上的科学，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因此也根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建立一种超越论的心理学，作为超越论的心理学的现象学，作为关于在现象学还原中的体验的科学，经验的科学。（168）现象学的经验（注：现象学的经验=在现象学的悬搁之内的单独的、个别的意识研究）比起经验式的经验，尽管好得不多，但毕竟也不比它差，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存在一种与自然主义的经验科学相对的现象学的经验科学呢？


  胡塞尔的现象学既进行先验的现象学研究，也进行经验的现象学研究。他说：在这里（指“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被采用为现象学的本质学，而是试图考虑一种以经验方式进行的非本质学的现象学是否可能。即使是“以先验方式下判断，这对我们也绝对不是一种矛盾”，“因为通过这种无所不包的现象学还原，仍然留下一个由个别存在物构成的世界，即作为由诸现象学的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纯粹意识的世界”。（178）另一方面，胡塞尔说，他关于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关于属于有关事物的意识之动因关联所说的东西，以及其它许多东西，至少有极大部分，从一开始就带有先验认识的印记。


  5.现象学与实证科学之关系


  胡塞尔说，在实证性和超越论的主观性之间存在着确定的本质的联系，这种本质的联系使一个与另一个不可分离，并且赋予诸真理以由纯粹主观性之理念和附属的结构法则而来的本质意义。（206）当我前后一贯地学会从事现象学的研究，首先是学会熟悉和详细研究纯粹意识和纯粹意识关联，最后是学会研究关于存在者作为真实东西，作为为一个主观性而显现的东西之构成的无限关联时，我就能够再度地返回到实证的态度，并且我作为职业的现象学家，甚至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不仅能够如此，而且我具有我的原初的经常的第一位的生活兴趣，一些对世界的兴趣。简短说，生活——实证性要求其权利。（208）只要我们此前肯定曾处于自然的实证的态度中，我们实际上就有权利谈论返回到、退回到这种实证的态度。（204）


  但是随着这些过渡，从朴素的态度向现象学的态度的过渡，然后又返回来，一些综合就必然会连续地建立起来，同一个东西是实证的课题，并且这同一个东西会以某种间接的方式（以反思的方式）成为现象学的课题之纯粹意识和纯粹意识关联的内容。这种实证的东西作为认识构成物恰好属于构成实证真理的纯粹意识和纯粹意识的统一。由此表明，我在一切自然生活中谈论的，并且总是能够谈论的世界，正是意识世界，即我在现象学的态度中作为在意识中被设定的世界而发现的，和我在主观样式之具体化中对其进行研究的那个世界。在这当中，作为被设定的内容，我总是拥有与在朴素态度中被设定的东西准确地同一的东西，但是这种内容正是作为本质上附属的、主观的样式之综合统一，与此同时，作为某种本质上与这些样式以及和它一样的东西不可分割的东西，而是可认识的。（208）


  胡塞尔说，现在，在有了这样的认识之时，在对这种认识实行的直向的目光指向中，以及在这两个方面的认识之综合中，一切实证性就都具有了“在纯粹主观性中被构成的东西”这种印记。通过这种被联合起来的态度，由那种绝对的实证性（独断论的实证性）生成了被以超越论方式阐明了、澄清了、证明了的实证性。如果我现在重又以实证性下判断，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返回到现象学的态度，我就能够几乎如在自然的反思中一样，同时就纯粹意识下判断，因此作为我的地平线，我就能拥有关于纯粹主观性东西的无限性东西，同时又将世界和全部实证性东西看作是课题，并且绝对地设定它本身。（206）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实证的判断行为、洞察行为、认识行为（一般来说，实证的意识），连同这些个别的行为之真理，都一起包括到现象学的意识中，包括到现象学的意识之课题范围的具体内容中，以致于我们任何时候都能够在我们所及的范围内拥有它，而且完全是直接地拥有它。于是实证的意识行为及其课题，我的经验行为、思想行为、评价行为，以及在其中被经验的东西，被思想的东西，被评价的东西，我的看的行为和在其中被看见的东西，被证明的东西，同样还有在这里产生出来的被相信的东西，连同它的（比如科学的）真理，因此世界，所有这些东西，就都获得并带有一种新的有效性层次，由现象学的认识行为而来的层次。（206）于是一切奠立于实证的自明性之中的实证的真理，就都属于可能的现象学的经验之无所不包的领域：作为标志，作为题目，作为认识的和理想的整体性，作为可能的这样的认识之整个系统，作为超越论的主观性之整个系统、课题意义，属于可能的现象学的经验之无所不包的领域。一切真理都必须在纯粹主观性之诸本质可能性的运行中出现，在这些可能性之全体中出现。（204-205）实证的真理作为真理不仅不独立于现象学的真理，而且甚至被包含于现象学的真理本身之中，尽管不被包含于现象学的课题之中。那种在实证科学活动之态度中直接是课题的东西，在现象学中，绝不是课题。（205）


  二、胡塞尔关于共主观性问题的论述


  在德文的解释中，“共主观的”的意思是：“若干人的意识所共有的”。注633这里说的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在这种解释中，虽然提到了“若干人”，但所指的并不是“人”，而是人的“意识”，而且不是一个人的意识，而是“若干人”的意识，也就是“若干的”意识，因此，是“众多的”意识。在这个解释中尽管没有出现“对象”，但仍可看出是有对象的。因此才会出现“共有的”。共有什么？共有“一个同一的对象”，共有一个“同一的”自然，共有一个“同一的”世界，等等。


  1.共主观性问题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地位


  共主观性问题所以成为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与作为现象学基本方法的现象学还原密切相关的。现象学还原是向超越论的主观性还原。这种还原所得到只能是这个进行还原者本人的意识生活之意向事件。这样，这个还原者就处于唯我论之中，超越论的现象学就成了唯我论。为了克服这种唯我论，一方面必须解决自己的自我和异己的自我之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必须解决诸自我和客观的环境世界之关系问题。为此，必须将现象学还原扩展到其它的主观和其它的意识上，必须达到众多的和不同的意识，使异己的意识和自己的意识一起成为客观世界之共同构成者。胡塞尔在1930年为《理念》一书写的“后记”中指出，这部著作的“缺陷”是：“就这种唯心主义的根据来说，它缺少对超越论的唯我论之问题的明确态度，更确切说，缺少对超越论的共主观性问题的明确态度，缺少对对我有效的客观世界与对我有效的其他人的本质关联问题的明确态度。”注634实际上，共主观性现象学的理论动机，它要解决的问题，正是与克服唯我论有关的这两个问题。关于异己者的经验之问题和共主观性之问题是1905至1909年间胡塞尔将其方法论的基础和系统学的基础敷设于其上的基本问题。


  2．共主观性现象学所涉及的诸问题


  共主观性现象学涉及主观性问题和移情作用问题，而主观性问题又涉及自我、主观等等，移情作用问题又涉及自己的自我主观和异己的自我主观，自己的身体和异己的身体，涉及准当前化和间接呈现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现象学还原中探讨的。胡塞尔要讨论的，正是关于这些问题的现象学，而且也正是按照现象学方法，在现象学还原的情况下，进行讨论的。因此，在理解胡塞尔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时，处处都要考虑到胡塞尔关于现象学和现象学还原的论述。让我们分别介绍一下胡塞尔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


  首先让我们来介绍共主观性所涉及的问题。


  1）自我


  胡塞尔说，在对原初给予性的考察中，“起点”必须从绝对被给予的自我取来，从这个当我谈到“我”时，我正好说出的这个自我取来。因为当我发现感觉领域的诸显现时，我正是作为“我的”感觉领域，“我的”显现，发现它们的。并且我发现，我是它们的“主观”。我作为我的记忆或预期所实行的每一个直接设定，都是关于我本身之暗含的持续的设定。


  我这个认识者通过反思把握处于其统一之中的自我（这就是自我极）和我的自我生活。胡塞尔说：“我从‘我思’出发，以原初方式发现我的自我是生存于这种我思之中的自我。”（238）自我和自我生活只是以对它自身意识之方式存在的。自我作为主动生活的自我，并不是客体。自我处于自然和身体的对面。我并不将我把握为在空间中存在着的，相反整个世界连同它的空间时间形式，在我的世界经验中都是客体。我的自我并不被束缚于身体上，并不和一切主观的东西一起并入到身体中。自我并不是和身体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并不是在现象方面与身体一致的东西。自我不是作为身体的附属物被给予的。身体本是客体，客体本源地就是非-自我。即使身体不存在，自我极仍能保留下来。胡塞尔说，自我不是实体，不是基底，不是承担者。（457）我的实践的自我直接地与我的身体发生关系，并且通过身体间接地对外部事物起作用。


  在我，自我，这个原本经验领域中，我并不作为自我-人存在，并不作为心理物理的客体存在。自我不是人，不是身体-心灵式的客体，它正是自我。（441）


  胡塞尔说，作为人的自我，是以意向对象方式被构成的。（246）经验的自我被构成为具有身体的。（259）这个现实的我思（cogito）之自我，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只有在发生了对我思（cogito）这个行为反思的地方，才能发生这个被反思的我思（cogito）对这个被以意向对象方式构成的身体的、个人的自我之关系。只有客观-自我才是真正的自我，而主观-自我则是这个我思行为之纯粹的主观。（259）经验的外壳包裹着这个作为同一的自我的自我。自我按照其纯粹本质，是一个环境的自我。胡塞尔说：“这个当下的自我天生就带有这种作为第一个被个体化了的东西的形式，即自我和所有物：属于这个原始所有物的，有处于发展之开端的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环境。”（407）


  自我虽然进入到各种不同的、自然的（外在的）和内在的统觉之中，但它仍然是绝对的东西。先验的统觉之领域和经验的统觉之领域伸展到多么远，现实的我思和潜在的我思伸展到多么远，纯粹的自我之可本源地把握的同一性也就伸展到多么远。纯粹的自我作为我思之主观与体验流相关联，纯粹的自我所表达的是来自体验流的一种形式，是体验流中某种持续地变化着的东西，并且是多种多样地变化着的东西，更确切说，是意向性之一种形式。纯粹的自我“是诸生动的行为之同一性形式，它被用来说明朝向客体的指向，或者是对由客体而来的刺激之反向的指向”。（246）


  胡塞尔说，“纯粹作为自我之形式的是：它是诸素质之可能发展的基础，或更确切说，是‘一切可能的素质’之纯粹的主观。”（407）每一个自我行为，每一个决定，都在自我中获得一种沉淀物，获得一种对从此以后的自我行为之如此这般的校准，因此使自我有了一种自我的-习惯的特性。（435）自我-习惯使自我变成持久的。使自我得以实行自身保持，并获得了诸习惯之综合统一。


  在移情作用中，自我拥有异己的身体，并且在该身体的表现中，有一个异己的自我和一种异己的自我生活。


  2）主观


  我是对于借助我的经验构成的系统和我的以感觉方式起作用的身体而言之主观，是环境之主观，是在它对面的事物世界之主观，（92）是自然之主观，（421）是我所拥有的一切现象之主观。我正是作为主观被给予我的。这个主观经验客体，生活于进行经验的意识中。自我是主观，一切客体，一切可能的对象，都作为在这种意义上为它在此存在的而获得其意义，并且在该主观的诸经验中连续地显现着。整个意识生活作为主观之体验行为包含于主观之统一中，（333）我是诸有效的能力之主观，我是诸活动之主观。我是思想行为之主观，意愿行为之主观，采取态度的行为之主观，等等。我是最广泛意义的上的行为之主观。我是自我-因果性关系之主观，在因果性的整个领域中产生结果，并且本身就是中心。我是刺激和反应的中心，是辐射的中心，是源的中心。


  进行构成的主观就是人的心灵。（479）心灵是自在自为的东西，心灵之统一在其存在中是对它的存在的意识。属于这个心灵之绝对的自身存在的是，它，或更确切说，它的纯粹的自我，是通过自己的统觉经验诸事物，其中包括经验自己的身体，同样也经验其它的动物。（478-479）


  主观以双重方式存在，一次绝对地作为自我而存在，另一次作为客体被给予。（444）主观作为客体，是在与身体的因果联系中被给予的。自我主观在身体中表现出来。主观通过在身体上的实现而起作用，主观通过进入到物理的自然之中的实现而起作用，主观通过从主观到主观的实现而起作用。赋予客体以灵魂、存在于客体之中的这个主观，获得了对于空间时间世界之归属。但它并不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物质东西。（239）


  一个主观能够为众多主观存在，因为它是为自己本身存在，并在自身中构成自然和身体性，并通过在它之中构成诸异己的身体而拥有进入另一些主观的窗户。（483-484）我将其它主观经验为属于身体的主观，我第一性地经验该身体，第二性地经验该主观，将该主观经验为从属的，被连带设定的。异己的主观每一个都是不同的自我，借助身体被间接呈现的自我，通过移情作用被给予我的自我。异己的主观有身体，但本身不是身体，主观不是物质事物中的任何东西。（238）人的存在被取消，但仍有主观的东西剩留下来。


  3）主观性


  胡塞尔说，在关于另一些人的研究中，课题就是他们的主观性。（468）主观性是客观东西的相关项。世界总体是绝对主观性之客体。主观性就是单子，就是内在性，纯粹的具体的主观性就是纯粹的意识。人首先是一种内在性，我知觉自己的内在性，理解异己的内在性。作为主观性的内在性是一种内在的世界或主观的世界。由内在经验东西和可内在经验的东西构成的心理东西，即是原初经验之普遍领域。主观性在自身构成中存在，通过构成自身而存在。主观性之领域是意向内容之领域。胡塞尔说，在主观性方面我们有我在“内在的知觉”中以现象学还原发现的一切东西：自我和我的一切阶段上的现象之流，我的体验之流和我的自我行为之流。（458）主观性之领域包括自我，包括统觉、体验，包括知觉、记忆、预期、想象，包括主观的视角，包括“我能”，“我想”，包括被动的能力，联想的能力，和在主观性中被构成的东西（身体和物体）之具体统一，（461）其中有物理的自然之显现，异己的自我及其生活、心灵之显现，等等。主观性“由自己的内容将世界作为意向的‘成就’来完成”。（483）主观性构成自然，完成意义成就。客观的世界是我的绝对的或纯粹的主观性之现象。在主观性领域中发现了一切“现象”。


  进行构成的主观性不再是客体，进行构成的主观性是人的心灵。在现象学还原中，尽管人的存在被取消了，尽管人没有了，纯粹主观性并不被取消，而是仍然剩留下来了，如果没有主观性，事物就什么也不是。


  胡塞尔说：“我们两次遇到主观性，一次是作为进行构成的主观性，一次是作为客观的主观性，然而却是作为同一的主观性遇到的”。（481）单子式的主观性，我的心灵，只当被构成为身体的心灵，才是实在性东西，（476）才是被自然化了的主观性，才是进入到客观统觉之中的主观性。主观性作为人的主观性是客体，是自在的客体。心理物理的世界是主观性借以将自己客观化，把握自己本身的一种样式。


  4）共主观性


  每一个客体都暗示它在其中被构成的一个不确定的主观性或敞开众多的主观性。每一个客体都回溯到无限众多的主观。胡塞尔说：只要我是孤独地存在的，我就没有任何关于作为“客观的自然”的自然之表象，即关于作为不仅是被我经验到的和能被我经验到的自然之表象，而且同样也被另一个人经验到的和能被另一个人经验到的同一的自然之表象。因此现象学还原也不能仅仅限制于属于经验心理学中的一个个别的经验的自我，即这位进行现象学还原的现象学家的个别的经验的自我的意识关联上。


  a）意识之共主观的关联


  胡塞尔说：意识有一种“共主观的关联”，即“从一个自我意识通向另一个自我意识的经验”。事物“客观化”之一个更高阶段要求“在其它自我旁边的自我”。另一个人与我一起构成一个共同的，也是精神的，客观的世界，这个共同的世界是每一个进行认识的主观之共同的课题。完整的世界概念是共主观的世界，是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主观共有的世界，不管个别的主观是否在此存在。（242）


  身体和事物是诸不同的自我之共同的被给予性东西。我知觉到一个事物，另一个人也知觉到同一个事物。我看见的事物和（在相互关联的显现中）假设由另一个人看见的同一个事物，被视为同一。这样，诸事物就变成众多自我之共同的事物。诸事物是无生命的，它们由于被共同评价，共同探讨，获得一种共同的精神的意义，而属于一个精神的世界。诸事物是“共主观的和自在存在的”。于是，众多自我就有了对于所有自我而言的同一的事物，同一的空间，同一的时间，同一的事物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客观的-共主观的世界”。（458）这个对所有主观而言同一的世界，是共同体之意向的构成物，与全体主观相关联。


  b）是什么东西使同一个事物的同一性坚持到底呢？


  这就是：共同体的主观从一开始就是心理物理的主观，具有同一的感性类型，这种同一的感性类型是移情作用之可能性条件。我和另一个人有着同一些显现组。与此同时，这些显现还处于可能的交换关系之中。从他的观点出发，我会看到和他所看到的东西相同的东西，等等。在正常的情况下，假如我们彼此交换地点，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意识中正好发现早先在别人的意识中被意识到的同一些显现，都会看到同一些东西。一般来说，每一个人都假定，自己的显现与别人的显现大致符合。一个主观之世界同样也是另一个主观之世界。共主观的世界之同一性是建立于在每一个主观性中构成的视角或感性事物（视角多样性之统一）之低一级的客观性之上的。（377）“建立于内在性基础上的主观共同体在自身中拥有作为它的被动构成的和主动产生的、以赋予意义的方式形成的形成物的一切世界”。（483）


  主观性作为人的主观性是客体，是自在客体，它对于每一个主观都是作为这样的东西存在的，它是每一个主观之可能的客体，是可经验的，并且作为同一的东西，被任意多的主观视为同一。胡塞尔说：“我们这些人相互联结成以交往方式进行经验的主观性之统一，经验行为的共同体之统一。因此同时产生一种共主观的外在的经验。对于我来说，属于这种共主观的外在经验的，也有异己的主观性（异己的人格的自我，异己的体验，异己的身体），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属于这种共主观的外在的经验的，有我的主观性。”（469）每一个主观连同它的环境世界以及该主观的身体，也都作为共主观的统一被构成。我关于这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觉，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的，每一个经验的主观都能够成为对每一个人而言的对象，共主观的对象。将若干个体的诸经验视为同一的可能性之条件一定会得到满足，因此相互理解之可能性的条件也一定会得到满足。与诸异己的主观之构成一起，共主观的物体的世界被构成了，但是共主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是分离的，共主观的世界以移情作用为前提。（252）


  不同的主观能够拥有一致的经验之不同的系统。但是如果它们共同拥有一个一致的经验关联，而这种一致的经验关联已经（尽管是不完全地）提供一个共同的世界，客观的-共主观的世界，（458）那么它们就能够就这种共主观的客观性相互达成一致，（247）就这个同一的世界相互达成一致。这个世界是我和所有人的经验之相关项，是所有的主观之一切内在的和外在的世界所包含的同一东西，是将所有主观之一切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彼此联合起来的符合统一。建立于共主观的经验基础上的思想行为，必然要求共主观的有效性。


  c）科学之理论内容（它被理解为科学之完整的有效性内容）和自然是共主观的统一（183）


  是什么形成客观的科学，即自然科学之共主观性呢？胡塞尔说：“这样一种认识是共主观的，即它们在以相同的方法认识同一东西时，原则上是众多的主观，而且是任意多的主观都可达到的”。（217）一切数学的认识都是共主观的。每一个具有空间直观的人，都能够以相同的根据，并且也以相同的直观基础，做出并实行相同的空间判断。一切客观规定都是借助语言这种媒介物的逻辑的-客观的-共主观的东西。逻辑的-数学的客观性作为必然的共主观性与诸个别的主观之诸不同的正常的经验系统之多样性相对。


  一切物理学的认识同样也是共主观的。它们的共主观性在于，我们大家都向这同一的空间时间的世界中看去，我们自己作为有身体的、心灵的生物，通过我们的身体属于这个同一的空间时间的世界，我们大家通过心理物理的经验（移情作用）相互地被归入到，而且是有根据地被归入到这同一的空间时间的世界中。诸不同的个体能够通过交换他们的认识和认识关联构成一个共同的坐标，比如地球或太阳上的一个点，和一个能够以共同方式确定的时间点。时间是一切主观共有的客观性。因此每一个经验的规定都包含与一个“这个”的关系。这个“这个”，对于每一组人，例如对于地球上所有的人，是共同的“这个”。


  从原则上说，对于能够从自然的统一性中举出的处于移情作用因果关联中的每一组人，或对于每一组有智力的生物，都构成共主观的认识。


  科学的世界是通过思想行为构成的共主观的世界。说这个世界是“自在的”世界，这是说，它作为一个完全与自身同一的世界，是一个具有绝对客观确实性的世界，它是按照其本质以感性事物性方式自身呈现的世界，对于每一个主观而言，它都是可经验的，不同的主观能够就这同一的世界达成一致，不仅一般地达成一致，而且能够共同具有一个完全同一的世界，而且是作为共同地同一地规定的世界而拥有的。（395-396）


  d）社会领域中的共主观的东西


  胡塞尔说：在社会共同体中，存在着共同体的规范，这是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清楚记得的。就道德方面说，它规定，每一个人都必须如此行事，每一个人都应该如道德所要求的那样行事。每一个人都有权要求每一个人如此行事，这涉及的是贯穿于整个社会共同体中的义务和权利之系统，是人们相互间的行为举止应遵守的准则，它对每一个人都适用。


  当在较高文化中有较高评价的文学的语言和有教养等级的语言变成规范时，在语言中就会产生一种相似的系统，即人们被要求“应当”以这种方式说话，语法要求这样，高尚的鉴赏力要求这样。但这并不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法律规定是强制规定，它是每一个属于法律共同体的人都承认有约束力的规范，法律共同体就是由法律规定构成的统一。


  教会是有关人对上帝的行为和人对上帝在尘世的代表的行为的法律规定。国家是对人们相互间关系的法律规定。国家共同体和教会共同体，作为人的共同体，是一种统一，这种统一是借助规范，而且是借助被意识到有效的规范，建立起来的，这些规范约束人的行为，按照与禁止相对的自由之领域，限定各个人的意愿。这些规范都有效，具有被感受到的效力，被承认的效力。


  国家的种种事实以及它们的有效性，都受到来自绝对的（纯粹理想的、纯粹先验的）道德规范的“道德”评判，这种绝对的道德规范又是“共主观的”。


  除了这些规范性的东西之外，胡塞尔还举出了人类社会中自然地形成的共主观的东西。如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的历史。他说，民族共同体是血属的共同体，并且是由民族情感的纽带联结起来的。在每一个民族的同伴那里，都存在着对于在该共同体的生活中自然地形成的共同价值的或多或少的清晰的认识。一个民族共同体具有共同体的记忆，具有对该共同体的成就、该共同体的要求的认识，具有对共同生成的东西的尊重和自豪，等等。


  理想地来看，人的经验数十万前就具有共主观的有效性。即使在对我们的关系中也具有这种共主观的有效性，尽管一切事实上的联系都被切断了。但是这种事实上的联系原则上是可以想象的。（218）


  三、胡塞尔关于移情作用问题的论述


  胡塞尔说：“一个共主观的世界当然要以移情作用为前提。”（304）移情作用的理论是共主观性现象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单独介绍一下胡塞尔关于移情作用的论述。


  1．任何一个主观都不能在真正意义上知觉另一个主观


  胡塞尔说，只有一个体验流能够是一个自我的知觉之领域，一个自我生活于它的流之中，它能够在知觉上原初提供的，只有它的生活。虽然它能够提供更多的主观，但是任何一个主观都不能在真正意义上知觉另一个主观。每一个处于其我-在之中的自我都被给予自己本身，并且只被给予自己本身。我，只有我，拥有关于我的自我和我的意识生活之真正的、本源的自我经验。同样，只有我拥有关于我的作为身体的身体之本源的身体经验。在异己的自我那里，我必然没有这些经验。“移情作用就是在这里开始的。”（433）只有借助移情作用才能有心灵生活之客观化的开端。（462）


  2．什么是移情作用？


  那么什么是移情作用呢？胡塞尔说，移情作用就是创造“在其它自我旁边的自我”这个概念。事物客观化的一个更高阶段正是与此相关联的。只有借助这个阶段，完整的世界概念才会被创造出来，作为一个共主观的世界，而不是主观的世界，作为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主观共有的世界才会被产生出来。（242）


  胡塞尔说：“移情作用是一种统觉（间接呈现的‘知觉’），它使被呈现的身体间接呈现一个具有显现着的世界的主观，这个世界不仅一般而言是同一的世界，而且是在诸同一的视角和诸同一的感性事物性中显现着的同一的世界。”（378）“移情作用的本质东西就是：它在现象学还原中——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向纯粹意识的还原——超出自我（ego）之意识流再以间接呈现方式获得另一个纯粹的自我（ego）及其意识流。”（235）这另一个意识流之存在并不依赖于任何一个与它不同的、其它的自我（ego）及其意识流实行的意义赋予，而是一个“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并且通过其自己的本质而被构想的”本质。但是这一个本质也可以被另一个本质以移情作用方式把握，尽管是借助超越的意义赋予以中介方式把握的。


  由于移情作用，同一的事物被给予，一个事物世界为我们大家构成了。通过移情作用的中介，主观的东西客观化了。由于移情作用，与一个以不同方式为诸主观呈现着的共同的同一的世界之联系被发现了。按照经验的意义，被我以移情作用方式经验到的另一个人的世界，只要它对于它是自然，就与被我经验到的自然，对于我而言的自然，是同一的。在移情作用中，由对另一个人的理解而产生的交往行为在个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更高的意识统一，并将事物世界作为判断行为，意愿行为，评价行为之共同的世界包括到该意识统一之中。世界只要是这样被包含的，它就获得一个社会的世界之特征，一个已经具有了精神意义的世界之特征。由于移情作用，在一切精神的主观之间建立起一种生活的联系，在这种生活联系中，每一个精神的主观都知道自己是一个精神的世界之成员，同时知道自己是它对面的事物世界之主观，我和其它的精神主观一起过着一种共同的统一的生活。


  3．准当前化和间接呈现


  虽然别人的体验不能真正地或原本地知觉，但是一个自我能够借助于对经验进行准当前化的行为获得关于另一个自我的认识，（374）即通过在我的主观性领域中被给予东西所显示出来的东西，引致在现在的显现中间接呈现异己的主观性。间接呈现的前提是：尽管这种被间接呈现的东西本身并未曾被经验到，更确切说，未曾在与该进行间接呈现者的经验关联中被经验到，然而一种类似物在类似的关联中曾被经验到。（375）因此移情作用的统觉（对别人的统觉），已经有一种具体的统觉作为它建立于其上的基础，并附带有一种对未被知觉的，对这个有关的进行经验的自我而言是不可能知觉的内在性东西，精神性东西的间接呈现。在对人和动物的考察中，人们倾听间接呈现的这样一种意义，借助这种意义，另一些人被提供给我和每一个人。而属于这种间接呈现之本质的是，它根本不可能通过心灵东西之本源的呈现得到充实。


  4．异己的自我和异己的身体


  在移情作用中，异己的自我对于我这个认识者，是作为非-自我，作为处于我的环境世界之中的某物，被客观地“经验”的。这个异己的主观，如同它的身体具有对于它来说是外在的特性，而且是作为外在的因果性之表现的自在的经验特性一样，是在与“异己身体”这个客体之关联中被经验的。（462-463）身体的东西是最初的东西。身体可以说是自我之领域，并且首先是自我之器官。自我主观在身体中表现出来，身体方面的诸表现充当心灵东西之表现。对于心灵的行为和状态之“表达”，“表现”的统握，已经以将身体统握为身体为中介了。（70）在这里有一种已被构成的“物体”，就是说，一组知觉可能性，它不要求对于我又是诸知觉可能性的另一个物体或另一个物体过程，而是要求对于我而言是不能给予的，进行准当前化的感觉、感觉领域、显现等等，并因此要求一个带有自我的新的意识流。异己的身体的阶段，以自己的身体之构成为前提。（58）


  这就是说，异己的主观有身体，当我将该身体看作物体时，我并不处于或停留于将该物体看作物理世界中的物体这样一种态度中。相反，我将这种对物体的统握看作是一条通道：我转向以准当前化方式建立的外在物体显现所要求的内在显现，在这种以再生产方式进行的内在显现中，特殊的身体性就被建立起来了。将主观统觉为经验的人格正是以这种特殊的身体性为基础的。在这里，物理的自然按照物理的身体性指示心灵的东西，这种心灵的东西是在自身中构成自然和世界的被动进行构成和主动进行构成的精神。（483）因此将人的物体理解为身体，乃是由于在该物体中理解到的（并且通过这些进行理解的行为进一步显现的）精神性。但是通过这种理解行为也从这个异己的主观之中理解到向我显示的同一的自然之显现，并且反过来，异己者也从我的主观中理解到向他显现的这同一的自然之显现。这是一个为许多主观显现的同一的自然。（339-340）


  5．我以移情作用方式发现我自己是人


  通过移情作用的中介，使主观东西客观化，使经验的自我被构成，作为自我，个人，而且是在作为人的诸个人之中的这一个个人被构成。这个自我当然是借助另一个人被给予的。对作为具有性格特性的主观的另一个人之当作个人的统握，被转用到这个自我本身上，这个自我本身以唯我论方式构成作为个人的统握。


  这是如何进行的呢？只能这样进行，即我设想我的身体在外在空间中的某个地方，就如同它是异己的身体那样，而这又是以移情作用方式设想的。只当我将我的身体疏远化了，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仍将之看作是同一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以这样一种独一无二方式现实地给予我的，即以作为外在世界的一切世界都围绕着它的中心这种方式现实地给予我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能将我理解为人，并且通过这种间接的心理物理的统觉，将我的自我作为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自我附加到该身体上。我经过使我的身体疏远化的道路，发现我自己是人。（442-443）


  6．移情作用中的双重现象学还原


  现象学的还原并不限制于个别的经验的自我之纯粹意识上。移情作用的经验也如同所有其它经验一样，可以对其进行现象学还原。但是在这里，要进行双重的还原：首先是对处于自己本身中的移情作用进行还原，这种对移情作用的还原是通过现象学的看的行为在现象学的知觉中提供的。因此它如同一切现象学的被知觉之物一样，有自己的时间背景，并被归入到一切现象学的知觉和一切现象学的准当前化都属于它的那个意识流。另一方面，移情作用又是关于被施以移情作用的意识的经验，在这种经验中，也能够实行现象学还原。这个如此获得的现象学事实也有时间背景，并因此是一个现象学的自我之事实。我们还可以说，“现象学的移情作用是一个现象学的自我之现象学的经验，这个自我在移情作用中，并且原则上，将另一个这样的自我如该另一个自我经验本身那样来经验”。（190）将现象学还原形成为一种共主观的还原，“这条道路对于使一种完全的超越论的现象学成为可能，在更高阶段上，使一种超越论的哲学成为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注635


  7．对移情作用施行现象学还原后的剩余


  当我实行这种还原，并将不论是事物的连同身体的存在，还是事物世界之时间形式的存在都排除掉时，还有什么东西剩留下来呢？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现象学的存在都被还原到一个（还原到“我的”）现象学的自我上，这个自我被标明为进行知觉的，进行记忆的，进行移情作用的自我，此外，还被标明为进行现象学还原的自我，而且还到在移情作用中被设定的其它自我上，被设定为进行看的，进行记忆的，也许进行移情作用的自我的其它自我上，进行现象学还原。此外对于我的自我来说，这些以经验方式被经验到的诸自然客体，通过排除其实存，被还原为对某些现实的意识关联以及附属的有根据的诸意识可能性而言的标志。对这个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自我而言，由于现象学还原，每一个事物也都是属于它的和被我移情到它之中的诸经验关联和诸经验可能性之标志。并且对于每一个自我都是如此。


  由于在移情作用中实行现象学还原，自然成了关于一个无所不包的、按一定秩序进行的过程之标志。这个过程包括一切借助移情作用相互处于经验联系中的意识流。（191）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现实的主观东西和理想的主观东西之标志。我的当前的现在以及每一个其它的自我的现在（同样还有我的记忆中的每一个过去的现在，以及另一个人的记忆中的每一个过去的现在）一起设定的每一个客观的时间点，和每一个被客观地把握的“同时性东西”，恰恰就是这样的标志。就是说，每一个客观的时间点都是对于一个完全确定的合法则性的共同协调而言的标志。这种共同协调可以说使每一个自我单子与每一个自我单子发生关联，而且是在诸十分确定的相互紧密联系的意识动因方面发生关联。（191）


  四、小结


  对以上简要介绍的胡塞尔关于现象学、共主观性和移情作用的论述我们可以用胡塞尔的话概括如下：


  在客观经验的态度中，我经验到客观的世界，经验到属于该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一切身体，作为身体之心灵的一切动物式的主观性（连同心灵的自我极，自我反应，自我活动，本源地显现着的内在事实），并且在反转回到我自身时，我在客观上发现我是处于这个世界之中的动物式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实行超越论的态度（实行现象学还原），那么我就认识到我的绝对的自身存在，整个的客观世界和被统觉的、被设定的诸现象，都在其中被构成的这个绝对的内在性。在相应地实行现象学还原的情况下，我合法地认识到绝对的异己的主观性，因此也认识到作为诸绝对主观性之相互关联性的绝对东西。在这些绝对的主观性中，这同一的客观世界被构成，并且是可绝对共主观地被视为同一的，但是在这里，客观性是意向上的统一。此外我认识到，动物性是主观性为了对方，并为了自己本身，被在其中客观化了的一种样式，唯有借此，交流才是可能的。但是这整个的客观世界是我的绝对的或纯粹的主观性之中的现象，同样也是其它这样的主观性之中的现象。（480）这个世界正是意识现象。（246）这些分布在许多主观性之中的多种多样现象，作为这些主观之原本的经验，在将诸主观联结成共同体的过程中，构成一个真实的和自在的世界。（480）


  



  最后想就胡塞尔的几个哲学术语在本书中的中文译法作一点说明，这几个哲学术语是：transzendental、apriorisch、intersubjektiv。


  一、关于将“transzendental”译作“超越论的”


  在我们接触到的胡塞尔著作的中译本中，“transzendental”这个词有“超越的”、“超验的”、“先验的”等各种不同的译法。本书中没有采取这些译法，而是译作“超越论的”。关于不译作“超越的”的理由，从前面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说明中已经可以看出了。在这里我们再做一些补充。胡塞尔说，他“将现象学还原，同样也将纯粹体验之领域，称作超越论的”。（228）“现象学从一开始就是借助排除自然来定义的。这种自然具有确定意义上的超越性，具有显现者意义上的超越性。”（171）“我们实行一种包罗一切的现象学还原，我们排除一切在自然的存在设定意义上的超越性。”（173）“按照定义，现象学还原所说的，不外就是放弃关于自然的一切断定。”（192）“如果在实证性态度中是以由客观性东西构成的领域为课题，那么在现象学的态度中就是以纯粹意识为课题，更确切说，是以关于客观性东西的一切意识为课题，换句话说，是以主观性为课题，而且主观性在这里成了普遍的和唯一的课题。”（200）在有了胡塞尔的这些说明之后我们就会理解到，“transzendental”为什么不译作“超越的”了。因为这种“超越论的态度”所说的正是一种研究纯粹意识的内在的态度，正是排除“自然存在意义上的超越性”的态度。


  为什么不译作“超验的”和“先验的”的？“超验的”的意思和“先验的”的意思应该是一个意思，所说的都是“非经验的”，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首先我们已经将“先验的”这个中文的意义赋予了“apriorisch”这个德文词了，所以不能再将“transzendental”译作先验的了。更重要的是，“transzendental”这个德文词本身并没有“先验的”这种意思。这从我们前面引用的胡塞尔所说的他“将现象学还原，同样也将纯粹意识之领域，称作超越论的”已经表明了。再者，用“先验的”代替“超越论的”来指示现象学的态度，也是片面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会造成对现象学研究领域的一种误解，以为现象学只研究“先验的东西”，不研究“经验的东西”。如我们前面所介绍的，现象学作为关于纯粹意识的科学，既进行先验的研究，也进行经验的研究。


  二、关于“apriorisch”译作“先验的”


  在我们接触到的胡塞尔著作的翻译中，apriorisch这个德文词有的译作“先验的”，也有的译作“先天的”的。我们没有采用后一种译法，而是译作“先验的”。所根据的是胡塞尔在本书中关于“先验的态度”的说明和关于事实与本质的划分。按照胡塞尔的说法，先验的态度所涉及的是本质的领域，先验的世界是一个与自然、事实、空间时间的此在之世界对立的理想的世界，即由诸理念构成的世界。在先验的态度中，被给予的是诸本质的对象性东西，是诸理念，在经验的态度中，被给予的是诸此在的对象性东西，是自然和自然中的事实。先验性所说的就是独立于经验的，独立于此在的本质普遍性和本质必然性。这种本质普遍性和本质必然性是“超经验”，“非经验的”，“非时间的”，“非空间的”。胡塞尔的这个说法符合德文中这个词的通常用法。我们在德文词典中看到的解释正是这样的。如《杜登通用德语词典》的解释是：“独立于经验或知觉的；由理性通过逻辑推论得来的；由理性根据而来的。”《瓦里希德语词典》的解释是：“无需经验根据，仅仅来自理性、思想的；纯粹概念的。”注636“先天的”这个译法显然不足以表达这样一种意义。


  在中文中，“先天的”这个词本身并不具有像以上所说的“先验的”那样的含义。这个词不论是作为日常用语，还是作为科学用语，所表示的都是一种“经验事实”，即一种“生而具有的”，“与生俱来的”特征。它作为科学用语，被用于生理学、遗传学、医学等等经验学科中，用于指称如“先天性心脏病”等等。它并不会由于被转用到哲学上，就增加了指称先验东西，指称本质普遍性东西的含义。与“先天的”这个中文词对应的德文词，如：geboren，angeboren，eingeboren这些词，也都不具有“先验的”这样的含义。


  在我们提到的这两部词典的解释中都指出了这个词的拉丁语来源，并指出在拉丁语的语源中，它的意思是：“vom Früheren her”，意思是“由前面的东西来的”。也许“先天的”这种译法是从这里来的？但是，“由前面的东西来的”这种说法并没有在本质与事实、理念与此在之间进行划分。如果这个“前面的东西”是本质、理念，那么“由前面的东西来的”东西就仍是本质、理念。如果“前面的东西”是事实，那么“由前面的东西来的”东西就仍是事实。而“apriorisch”这个词正是要表达本质的东西，理念的东西，即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东西。所以即使“先天的”这种译法所要表达的是这里说的“由前面的东西来的”这样的意思，也仍不足以表达“先验的”这样的意思。


  也许将“apriorisch”译为“先天的”这种译法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即在康德那里的意思？康德认为，感觉提供知识材料，心灵按照由它的本性所形成的必然的形式整理这些材料。时间和空间就是人类知觉事物的形式。我们在数学中拥有的真正的知识，即先验综合判断，乃是由于我们的心灵在本性上固有的、用来排列感觉材料的空间时间形式。我们所以能将客观世界知觉为那样的客观世界，正由于人类心灵具有这样一些知觉形式。这些形式是纯粹来源于心灵的。在这里，所谓的“本性上的”，“固有的”，“纯粹来源于心灵的”，所说的正是“先天的”。


  胡塞尔就此批评道，按照康德的说法，对先验综合判断的绝对有效性的说明，就变成了对人的普遍心理结构的说明。康德认为，直观的形式，知性的形式只是人所特有的，而人的知性形式之必然性和形式的法则是天赋的（angeboren），先天的（eingeboren）。这样一来，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客观的认识，我们不可以以任何客观的、最终有效的要求表达任何一个命题，而只能从人的观点看它有效还是无效。几何学只对我们人有效，不是绝对有效，不是对一切纯粹主观性都有效，纯数学和纯算术也是如此，像“2+2=4”这样的句子，还有全部逻辑命题，就只对我们人有效，对于不同构造的生物，所有这些可能都是错的。注637


  胡塞尔认为，在关于作为本质联系的先验性的认识上，休谟要高于康德。休谟认为，“先验的原理”并不特别地属于人的精神之本质，而是属于一般思想和认识之本质。不管什么样的生物进行判断，都无所谓。注638对于休谟来说，一切科学的正当性都存在于先验性（Apriori）之中，先验性乃是科学之特征。这种先验性并不是先天性（Eingeborenheit），并不是作为事实上属于人的精神之原初配置的东西，即不是纯粹由人的知性产生的东西。在休谟看来，天赋观念（angeborene Ideen）乃是形而上学的虚构。注639


  考虑到胡塞尔有关先验性的论述，和胡塞尔对康德有关“先天性”的批评，我们不将“apriorisch”译作“先天的”，而译作“先验的”。


  三、关于将“intersubjektiv”译作“共主观的”


  intersubjektiv这个术语在中文翻译中有“主体间的”、“交互主体的”等等不同的译法。本书没有采用这些译法，而将它译作“共主观的”。按照这个词在德文中的解释，它的意思是“若干人的意识所共有的”。在胡塞尔那里，也正是这个意思。胡塞尔说：“对于我来说，我的事物性的环境世界在与人格关联方面的特征，被描述为共主观的，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同一的。就是说，对于在我的主观性中间接呈现的和可间接呈现的每一个人而言同一的；作为不仅在一个超越论的主观性中，而且在这些主观性之共同联结起来的全体中同一的。”注640“完整的世界概念”是“共主观的”世界，即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主观“共有的”世界。（242）


  在这种解释中，“subjektiv”所指的都是“意识”。在德文词典的解释中，直接就指明是“意识”，而在胡塞尔的解释中所说的“主观性”，指的也是“意识”，而且是“纯粹的意识”（见前面所介绍的胡塞尔有关主观性的论述）。考虑到所指的是“意识”，译者将subjektiv译为“主观的”而不译为“主体的”，以避免造成它是“实体”的印象。因为在胡塞尔那里，不仅主观性不是实体，而且自我和主观也都不是实体。他明确说，自我不是基底，不是“实体”，不是“承担者”。在谈到作为诸行为之主观的自我时，胡塞尔说：“这里存在着作为主观的自我与诸行为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虽然使人们想起现实的基底与其诸特征的关系，事物与诸性质的关系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却完全不同。自我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的‘实体’，并不是在自身中包含有能够用一种解释解释出来的作为‘特征’的诸行为、诸状态的同一的具体物。心灵、自我生活之流，也不是这样的一种实体。还需要特别说明和思考，在多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具体的统一，是在‘现象学的时间’之形式中以心理物理的因果性提供对应物的东西在其中得到扩展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个自我肯定并没有在这个领域中出现。这个自我不是基底，不是‘承担者’，而是自我，源泉中心，其实一切比喻肯定都是不适用的。”注641


  至于将“intersubjektiv”译为“共主观的”的理由，在有了以上的解释之后，也应该清楚了。因为不论是德文词典的解释，还是胡塞尔的解释，都使用了“共有的”（“gemein”或“gemeinsam”）这个词。而且从胡塞尔大量有关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intersubjektiv”这个词所指的就是“若干意识共有的”，所以译作“共主观的”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以上关于胡塞尔有关现象学、共主观性和移情作用之论述的介绍和有关几个译名的说明是否恰当，还有待读者的指正。


  译者2012年2月于北京


  第二卷：1921—1928年


  编者导言


  正如《共主观性的现象学》遗稿第一卷注642一样，这个第二卷绝大部分也是依据胡塞尔的所谓“研究手稿”。在《共主观性的现象学》遗稿第一卷的编者导言中，编者已对这些“研究手稿”的特点作过描述。注643文稿选择的原则和文稿编排的原则仍是一样的。注644


  第二卷按年代顺序是包括1905年至1920年的那个第一卷那些文稿的继续：它是由1921年和1928年这两个年份划界的。这两个划界年份表示胡塞尔创作活动的两个标界点：1921年胡塞尔开始他的一部“重要的系统著作”的准备工作，这部著作取代了他原来的《理念》续的计划。注6451928年是他退休的一年，从总体上看，这一年标志他在大学教学工作的结束。


  I


  这一卷第一部分的文稿来自为“重要的系统著作”所做的那些准备工作。1921年11月25日胡塞尔在致R．英加登的信中写道：“几个月来，我一直在细心修改我的那些分量过大的手稿，并且现在正计划一部重要的系统著作，这部著作因为是从下面开始构思的，可以用作现象学的基础著作。”注646在1921年夏季学期，他只是讲授了主要为候补教师规定的常规的哲学史课，以便为他自己的工作留出更多时间。关于这部新著作的计划，胡塞尔也许是在1921年春天形成的。在1920年秋季，他已经将第六《逻辑研究》只是稍加修改后，作为第二版交付印刷了。此外，他还完全搁置了他1913年和1914年为这个第六研究的第二版进行的但未能结束的广泛修改，并且也不考虑他为逻辑学和认识论奠定现象学基础的这些新洞察将来是以新形成的这个第六《逻辑研究》形式发表，还是作为一部全新著作发表。注647在接下来的冬季学期（1920/21年）胡塞尔就这样一部新著作进行了一次有关逻辑学的极具规模的讲课，关于这个讲课，他说：“它实际上是超越论的逻辑学，是从本源的时间意识之理论出发的关于构成之最普遍的理论，是判断的理论等等。”注648在这种超越论逻辑研究的进程中，胡塞尔很可能感觉到，他还必须进一步扩展他的这种新论述和新系统学的规模，因此做出了撰写一部新的系统的现象学基本著作的计划。无论如何，在1920/21年这个冬季学期结束以后不久，他在这样一部出版物的手稿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注649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胡塞尔的工作完全受这个计划的支配。1921年7月31日至10月26日在圣梅尔根（黑林山）逗留期间，他经历了一个特别有创造力的时期。对于胡塞尔来说，那时形成的手稿一直是和这个地名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他总是赋予这些“圣梅尔根手稿”以对于他的哲学而言的一种根本的意义。将近1922年春的时候，胡塞尔对是否有能力实现这样一部广泛的著作开始丧失自信。在1922年2月1日写给P.那托普的信中他说：“我的情况远不如你顺利，因为我的工作绝大部分仍停留于我的手稿上。我几乎要诅咒我没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和我只是这么晚，部分地只是现在，才有了这种普遍的系统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迄今一切个别研究所需要的，并且现在甚至迫使我彻底修改所有这些个别研究。一切都处于这种重新结晶的状态！也许我以我作为人所能鼓足的一切干劲工作只是为了我的这部遗著。但愿它圆满成功，并且不会来得太迟。”注650还有一种外部的情况使胡塞尔从那个计划分心：1921年末伦敦大学邀请他举行共分成四次的系列报告。1922年6月6日至12日之间，他以“现象学方法和现象学哲学”为题举行了这些报告。注651这些报告从1922年春天起就挤掉了那个重要的计划。即使在作过了这些报告之后，胡塞尔也没有回过头来着手准备那部系统著作，而是想要将这些报告扩展为他的哲学的一部新导论。出于这种意图，1922/23年冬季学期，他举行了“哲学导论”的讲课，并于1923/24年冬季学期通过“第一哲学”的讲课深化了这次讲课。注652尽管我们不能说出显著的区别，与1921年那个大计划相比，这个新的计划确实表现出一种限制。在这里胡塞尔想的不再是一部非常广泛的系统的著作，而是一部系统导论的出版物，他想使在课题上被分隔开的诸研究都遵循这个导论。注653大概是1930年，他才重又谋求一种在规模上可以和1921年那个计划相比的出版计划，然而这一次他的目标同样又没有实现。注654


  为1921/22年一部“重要的系统著作”所做的那些准备，内容非常丰富，但是，这些准备工作所包含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完善到能够出版。这是由胡塞尔的特殊工作方式造成的：当他想写一部著作时，通常他并不在开始时就立即拟定一个明确的计划，以便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它，而是试图首先在他的书面“独白”中从思想上掌握全部的资料，并希望根据这种思想上的掌握能够马上就将作为这种掌握之成果的文字上的表述记下来。注6551921/22年并没有产生该系统著作的文字稿本。在来自这个时期的胡塞尔遗稿中存在的和本卷第一部分中部分发表的胡塞尔遗稿，是大量以系统为目的的原理性的“沉思”，但这些沉思尚没有想成为一部最终编辑物的任何章节，而只想成为一些准备。关于这个时期，胡塞尔在1922年9月1日致友人G.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写道：“这一年是一个有许多沉思的时期。我对现象学的诸原理性根本思想和原则再最后一次从头至尾进行思考。”注656


  在1921年审阅旧手稿时，胡塞尔在夏季学期（5月至7月）又拾起在其中他将现象学扩展到共主观性上的1910/11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稿。注657他不仅读了该讲稿，而且再次对其进行修改，另外还写了一些附录。注658这些讲课的成果，即相互处于移情作用关系中的众多现象学的单子（众多意识主观），在1921年那几个月中，似乎形成了胡塞尔研究工作之系统的环境和背景：产生自那个时期的准确注明了日期的开头几篇文稿（同样还有附于1910/11年那个讲课的1921年的那些附录）所探讨的都是现象学的单子论（下面文稿1和附录I至IV），写于1922年1/2月的在这里作为文稿13发表的那篇长文（在该文中，如在结尾处，胡塞尔又一次跨越了他这些沉思之系统的地平线），是用于研究“作为超越论的自我论之扩展的绝对的单子论”的。在那几个月里——当时产生的诸手稿之基本意义就是在这几个月中形成的——胡塞尔试图通过对诸意识关联的反思，以现象学方式前后一贯地仔细思考单子论的理念。


  “移情作用获得了第一个真正的超越性……。在这里一起设定了第二个意识流，不是作为我的意识流之单纯意义构成物，而只是作为通过我的意识流之意义构成物和正当性赋予所指示的东西……。在这里意识第一次真正超越自己本身……”注659“每一个自我都是自为存在的，对于自己来说是一种统一，都拥有它的体验流，拥有它的在该体验流中呈现的实在的极，它的理想的形成物之生产等等。每一个自我都是一个‘单子’。但是诸单子都是有窗户的。如果它们没有窗户或门，别的主观就不可能真正进来……”注660“绝对地说，只有自我（ego）及其生活存在，这个自我在其生活中与另一个自我（ego）‘相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借助属于这两个自我的自然之构成以及在这两个自我中完成的有效的、连续地被证实为‘存在着的’意义赋予建立起来的，这种意义赋予通向意义的同一性和存在的同一性，每一个处于与在移情作用中由另一个自我之自然给予它的东西之关系中的自我，一定会认出这种同一性。因此自然之自在就在这种意向的同一性中获得其意义。绝对地说，只有精神存在，并且除去精神的联系没有别的联系……。诸独立的绝对的存在（‘实体’）之联系，只是由于它并不消除被连结东西之独立性才是可能的。”注661胡塞尔是在这样一种思想地平线中思考单子概念（下面附录II至IV）,单子生成之原理和自我意识形成之原理的（文稿2和附录I），注662他研究了下面这些问题，如“能有与被分离的诸世界相关联的被分离开的诸主观吗？”，并探究了“诸主观共存之条件”（文稿4）。注663他研究了有关共主观的客观性之问题（文稿5），向另一种（“异常的”）主观中实行移情作用之问题（文稿6及附录），心理物理的依赖性之问题（文稿3及附录），注664并且根据对自己的自我之虚构变换，考虑另一些自我在思想上的可能性（文稿7 和8以及附录）。


  异己的经验本身再没有像1914年或1915年那样得到详尽分析，注665尽管这种经验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文稿中到处都起着决定性作用。这里发表的1921/22年有关“移情作用”的各种不同的文稿中，作为文稿12发表的那一篇最广博全面；它重又拾起以前有关这个课题的诸思考，并且表达了对它们的看法。就移情作用这个理论而言，重要的还有文稿11，在其中胡塞尔将处于环境世界之中的人的经验称作原初的经验（后来他谈到了“本源的解释”注666或“本源的显示”注667），尽管异己的主观性并不能“原本地被给予”。胡塞尔将其与那个原初性概念区分开来的这个原本性概念（原本的知觉，原本的领域等等）在他以后几年的研究中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与1914/15年或1918年那些文稿相比，接下来的一篇有关移情作用的新文章是对移情作用之特殊证实方式的思考。注668


  在1921/22年的这些手稿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胡塞尔将其置于“共同精神”这个标题下的那一组手稿（文稿9和10及附属于它们的那些附录）。在这些手稿中，胡塞尔试图从他的观点出发考察在他那个时代首先是F.托尼斯、G.席美尔和M.韦伯所关心的一些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这是一些有关胡塞尔在文稿13中称作“诸单子通过它们的自我主观之联系而联系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的详细研究。注669在这些研究中，社会行为这个概念（胡塞尔将它与单纯的移情作用，单纯的理解行为区分开）和有关超个体的“更高级次的个人式的统一”这个理念，占有中心位置，这个理念在这里得到了比在《理念II》的文字中详尽得多的解释和论证。注670


  在这一卷第I部分中发表的文稿并不是胡塞尔1921/22年为准备所计划的那部系统著作而写的全部手稿。由于以下原因，要将所有那些手稿包括进来就已经不可能了，即这些手稿如今不仅是散放在一些不同的卷宗中，而且大部分甚至连日期也没有注明，并且常常不能清楚辨认。即使在那些清楚地是在这个时期写的手稿中，对于以共主观性这项任务本身的观点为指导的这一卷，也是经过选择的。当然这种观点与胡塞尔那个时期的工作受其指导的单子论的指导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但是确实也还有一些出自那个时期的手稿不可能在共主观性这个题目下发表，而不得不留待这一版的其它卷发表。在这些手稿中，除去一些较短的文稿，注671首先应该提到一组完整的内容丰富的文稿，它们是1921年10月在圣梅尔根逗留的最后几周形成的；它们所研究的是“空间的构成”注672和“客观地（首先是普遍超越地）存在着的对象之‘预先给予性’，以及这些对象作为‘同一地’，‘自在地’存在着的东西之不同构成”，注673这些对象全都在“单独的单子”之有条理的范围内运动。注674


  II


  编入这一卷第二部分的一些文稿大部分是1921/22年以后1926/27年冬季学期以前这段时期胡塞尔为共主观性的现象学撰写的。在已经提到过的1922年6月的伦敦四次讲演结束后这个时期，胡塞尔首先关心的是构想一部现象学哲学新的系统的导论，并按照这个目的举行了两次讲课：即1922/23年冬季学期的“哲学导论”讲课和1923/24年冬季学期的“第一哲学”讲课。注675至少直至1924年年末，他都在致力于这部新的导论性著作。注676但是后来大约从1925年年初，他就放下了这项工作。注6771925年夏季学期，他开设了“现象学的心理学之导论”课程。注678这次讲课完全占据了他。注679刚刚提到的这次个讲课，是在所提到的这个时期（1922年夏季学期至1926年夏季学期）仅有的胡塞尔完全重新草拟的讲课。注680从1926年春季起，胡塞尔又计划一部新的系统著作，关于它还应该在后面另谈。


  在这个时期，胡塞尔仍在继续考虑单子论的思想。1923/24年冬季学期关于“第一哲学”的讲课以这样一句话结束：“这样，现象学就通向了莱布尼茨在天才的《概论》（apercu）中预见到的单子论”，注681并且1925年夏季学期“现象学的心理学之导论”也是指向扩展到“单子全体”的“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的。注682此外那个时期还有一些“研究手稿”是概述现象学的单子论的。注683然而没有任何更广泛的有关共主观性的研究和研究系列能够与1921/22年的以及在本卷第III部分发表的、产生自1927年1月和2月的研究和研究系列相比。


  因此，第II部分只包含一些探讨共主观性之不同方面的个别的较小的文稿。第一篇文稿（文稿14）可能是在1922/23年冬季学期“哲学导论”讲课结尾部分的关联中形成的，它简明扼要地讨论现象学的真理之共主观的有效性问题。文稿15（产生自1923年或稍后）重又着手研究胡塞尔首先于1918年9月在贝尔瑙探讨的问题注684：在对身体与心灵之关系的统觉方面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与对自身的经验之关系，而与此同时，使另一个人成为课题的不同方式也得到阐明。在文稿16（以及诸附录）中，也许是由于研究班讨论的推动，胡塞尔在对“诸精神之诸显现”的富有创造力的研究中检验他与舍勒尔观点对立的命题，即异己的主观性只能根据有关外在身体性之经验来设定。在文稿17和18中，他以出色的表达概述了他的唯心主义单子论，这种单子论所强调的是处于其独立性中的诸单子之联系，诸单子相互“不能”以“本源的显示”的方式“经验”对方。最后，在文稿19中，按照胡塞尔共主观性问题的基本概念，即原本性，对各种不同的文稿进行编组。这些文稿表明这个概念之不确定性，最终通向了“原始的原本性”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笛卡尔式的沉思》（1929年）注685中是作为“原始性”出现的。


  III


  本卷最后一部分，第III部分，所包含的文稿是在与1926/27年冬季学期“现象学导论”课（每周四课时）第二部分（自1927年1月起）的关联中产生的。


  这里首先应该指出这个讲课在胡塞尔创作活动中的普遍意义：它与1922/23年冬季学期“哲学导论”讲课和1923/24年“第一哲学”讲课——将它们修改为一部系统的导论性著作的工作并没有达到目的——相比表示对现象学的一种完全新式的导论。这个讲课并不是系统地从确真的认识之理念开始，并不是从还原到确真的我思（ego cogito）开始，而是选择普遍的科学这个理念作为出发点，并且鉴于诸科学的基本概念之不清晰性，由对在一切科学之前存在着的东西——纯粹的经验之世界——的沉思开始。现在“在就一切科学实行悬搁的情况下”，首先对这个普遍的经验基础进行一般的结构分析。在这个基础上，将自然的（纯粹物理的）经验和纯粹心理的经验相互对比，并将纯粹心理学之理念阐明为自然科学的对立物，这种纯粹心理学排除一切自然和自然地带有的客观性，并以自己的和异己的纯粹的经验为基础。因此，自然和精神，或更确切地说，自然的经验和精神的经验，首先只不过是作为对立面提出来的。不可能十分清楚地追述这些讲课之继续的进程——我们将立即再回到这个进程上来——，因为关于这个进程，并不再有连贯的手稿，而只有大量单独的沉思。注686在这个进程中，胡塞尔所追踪的目的也许是在超越论的意识中克服自然与精神这种实际生活中的对立，并且将超越论的现象学说成是在这些讲课开始时所表达的作为普遍的科学的哲学之理念的实现。无论如何，在有关心理物理的经验之问题的讲课和有关返回到“原本经验”的讲课之这两个部分中，他也试图引入超越论的现象学还原，注687然后通过详细的分析研究异己的经验。


  这个讲课之这种总的思想进程，特别是由于诸科学之不清晰性而激发的向纯粹经验世界之结构的返回，和尝试通过纯粹心理学的道路，或更确切地说，通过有关自然和精神之问题的道路，引入超越论的现象学，都使人们想起胡塞尔的最后一部著作，想起《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注688。在胡塞尔放弃了根据伦敦演讲（1922年6月）所计划的、并在1922/23和1923/24年讲课中准备了的那部导论性著作之后，从1925年或1926年起他似乎做出了这个有关现象学导论的新计划。事实上，1926年他重又全神贯注于一部新著作了。胡塞尔的很多手稿都带有附注：“用于1926年的稿件”。注6891926年4月16日他的夫人甚至写道：“他仍然向前推进了很远——当然是在十三年的艰苦努力之后，从《理念》起有这么长时间了——，因此刚刚在4月8日他已经能开始最终的表达和最终的文字表述了，可以希望，到秋天第I部分就能付印了。”注690但是“最终的表达和最终的文字表述”在那时又没有实现。胡塞尔的经验再次向自己证实，“围绕着‘导论’的问题有极其大量的困难——以自然方式开始的问题，从‘开始者’之前哲学的立场上升到哲学本身之开始，并上升到哲学之继续进展的方法的问题。”注691健康方面的原因可能也妨碍了他完成他的计划。注692写于1926年的各种不同的手稿，也相当清楚地表明，胡塞尔当时是如何试图通过对“纯粹的经验世界”或“自然的世界概念”（《危机》一书中的“生活世界”）之结构的分析（存在论）开辟进入现象学的道路的。注693也许还是在一部旧手稿封套上的标题为那个计划的轮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提示，胡塞尔当时也许将几束旧手稿一起都放到那个手稿的封套中，准备用于撰写所计划的那部著作。（但是在这期间这些手稿在遗稿中又完全是散放的，所有的手稿都再也不能清楚辨认了）：


  “用于撰写


  卷宗


  1）移情作用，另一个自我。第二次现象学还原（共主观性之现象学还原），1922年。诸精神显现。


  2）回忆与移情作用：在与采取态度之联系中的再生产与想象。


  3）现象学与存在论。有关超越论的主导思想之新的理解和旧的理解。


  4）超越论的感觉论之理念和自然的世界概念。”注694


  在这个封套上胡塞尔还用红铅笔提示注意他的1910/11年冬季学期有关“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的讲课注695和1910年10月为该讲课作的准备注696（在那里他将现象学还原扩展到共主观性上）：“此外还请参看1910年10月扩展了的还原和相应的讲课”。注697


  1926/27年冬季学期“现象学导论”讲课完全与胡塞尔为他当时计划的这部著作所做的这个准备一致：该讲课不仅表达了在那一年对经过经验世界的存在论进入现象学的道路之系统尝试，而且它在其第二部分中也极其深入地阐述了胡塞尔按照那个封套上面的标题要包括的、在所计划的著作中本来要给以特别讨论的这个问题之共主观的方面。就整体来看，1926/27年的这个讲课可以看作在1910/11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在其中胡塞尔也是从“自然的世界概念”出发，并将现象学引向共主观性的维度——和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危机》，之间的联系环节。这条线索代表一个十分“独特的胡塞尔”，这个胡塞尔与那个“笛卡尔式的胡塞尔”，比如《理念I》中的胡塞尔或《沉思》中的胡塞尔，几乎不可能达成协调一致的统一。


  然而正如已经说过的，胡塞尔没有能实现1926年的那个计划。新拟定的1927年夏季学期的“自然与精神”讲课仍完全来自1926年的那个构想：它从科学论的问题（科学分类）开始，为了该问题的解决，它要求对经验世界的分析。注698但是从1927年下半年起，胡塞尔的时间又被另一些任务占据了：先是被撰写《大英百科全书》的词条“现象学”注699占据了，接着又被阿姆斯特丹演讲注700的准备工作占据了。只是在1928/29年冬季，他才成就了一部系统的著作：他的《形式逻辑和超越论的逻辑》。尽管这个讲课由于它的存在论的观点和科学论的观点，或更确切地说，由于缺少一切有关纯粹现象学的笛卡尔式的动因，而接近于1926年的计划，但它仍不是该计划的实现，而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受到推动的：被认为是对由L.兰德格雷贝负责编辑和加工修改的胡塞尔有关逻辑学的旧手稿之导论。注701不管在《理念》第一卷（1913年）和1929年的这一部著作之间的16年间胡塞尔在他的出版计划方面怎样不断地遭到失败，在1931年1月6日致A.普凡德尔的信中显示出他还是准确地指出了从《理念》以来他在其中获得最重要进展的一些课题领域的下面这些地方：“在对有关我的《理念》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那个不久就被认为是不充分的计划进行改进的尝试（1912年秋季）中，在将在那里开辟的问题地平线拟定得更精细、更具体的尝试中，我被卷入到一些新的极其广泛的研究中（有关更高级次的个人和人格的现象学，有关文化、人的环境世界一般的现象学；有关‘移情作用’的超越论的现象学，有关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理论，‘超越论的感觉论’作为有关纯粹作为经验之世界的世界的现象学，时间与自我意识形成，有关联想的现象学作为有关被动性之构成方面的成就之理论，有关逻各斯的现象学，有关‘形而上学’之现象学的问题，等等）。这些研究贯穿于著作丰富的弗赖堡年代，手稿增加到几乎再也不能控制的规模。与此同时下面这样一种担心也越来越增长，即在我的老年，我是否能够将交托给我的这些东西亲自完成。这种狂热的工作总是导致新的倒退，总是导致新的沮丧。最后剩下的就是基本情绪普遍低落，自信心严重下降”。注702


  在这一卷发表的有关1926/27年冬季学期“现象学导论”第二部分手稿注703以圣诞节假期以后进行的对该第一部分的概述开始，这种概述一直导致有关获得纯粹心理学的“纯粹的自身经验的方法”（下面文稿20）。从“有关纯粹自身经验之方法”胡塞尔转向了“有关纯粹主观的对异己者的经验之方法”，并详细阐明了有关共主观性的纯粹心理学之理念（文稿21）。从这一点开始，接下来的讲课进程就再也不是可清楚理解的了，因为胡塞尔再也没有写出任何连贯的讲课手稿。在这方面，有大量应被看作是属于讲课第二部分的分散于不同卷宗中的单独的文稿，尽管它们也许大多并不直接属于讲课，而更可能是作为个人的沉思写下的。这些文稿大多注明了日期，并且标明是讲课的“准备”，因此它们的进程差不多都能够追述。但是胡塞尔不仅为讲课的这个第二部分写了一些新的文稿，而且有证据表明，他还将一些有关“移情作用”的现象学的一些旧手稿也纳入这个第二部分中。注704在这里他似乎向前推进到了那样一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他没有立即写出一个连续的，能够陈述的文稿，而是只有在一系列自由的，并没有直接指明用于讲课的沉思中才试图为自己获得清晰性。


  在将也包括共主观性在内的纯粹心理学之理念解释为有关纯粹的自然之科学的对立面以后，在这些讲课之这个第二部分中，胡塞尔便明确地转向心理的东西与自然的东西之关系问题，转向有关“心理物理的关联”之问题。他在“原本的经验”中（在“原本领域”中），就是说，在排除通过“移情作用”落到心理物理经验上的一切间接呈现的意义要素的情况下，研究这种关联。在这里，他重新阐明下面这种思想，即自身统觉，作为人这种客观的心理物理的统一，是以“移情作用”为基础的（文稿22），注705因此并不是“原本的”统觉。胡塞尔在“原本的经验”中研究了这种“心理物理的东西”，并使之受到超越论的还原之后（文稿23至26），通过下面这个问题为以后的讲课规定了方向：“那种在原本经验内部，以构成新的当前客体（其本质规定并非可原本知觉的）之功能，使准当前化萌发出来的原因，看上去是怎样的？这里所涉及的是有关‘另一个人’，alter，之规定”。注706直到讲课结束（二月末）的所有其它“准备工作”，都是由这个问题引导的，这个问题的意义（作为生成之问题或静态分析之问题）本身尚待讨论。注707


  这些就是自1914年或1915年那一组文稿注708以来胡塞尔有关对异己者的经验之问题，有关“对一个人的知觉”之问题的最深入反思。在这些反思中，他使他的从一种十分独特的观点提出来的有关对异己者的经验之问题获得了某种解决。既然胡塞尔在他的《形式逻辑和超越论的逻辑》中说，他虽然在1910/11年的讲课注709中已经阐明了解决共主观性问题和超越论的唯我论问题的主要之点，但是必需的“艰难的个别研究，……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完成，”注710那就的确可以将1927年1月和2月的研究看作是这种“完成”。在这些研究中，胡塞尔有关移情作用（对异己者的经验）的理论第一次获得一种自身完整的，根据实际情况充分细心加工整理过的形态。胡塞尔后来有关这个课题的论述基本上再也没有超过这种形态。即使是在《笛卡尔式的沉思》（1929年）中有关共主观性理论的论述，在有关对异己者的知觉之问题方面，也绝对没有达到1927年这些反思的透彻性和深度。


  在这些反思中，胡塞尔通过与他曾面对的以前的论述的不断辩论，对处于对其可能的充实之实现当中的对异己者的知觉进行了分析，他解释说，在这种对异己者的知觉中，所能涉及的并不是一种“统觉方面的补充”（“直接的间接呈现”），而只能是一种间接的间接呈现（文稿29，及附录LXVII和LXVIII），并且在结构方面它是通过“结对联想”建立起来的（文稿35）。但是应该将下面这一点看作是这些反思之的最大成就：多年以来就被提出来而此前从来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的下面这个问题，即自己的身体和一个其可能的显现方式根本不同的外在物体之对于“联想”而言的基本相似是如何以构成的方式获得的这个问题，是通过对空间构成的分析回答的，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将那个外在物体方面的离开和运动，在构成方面反向关联到“自己的动觉上的运动”回答的（文稿36）。因此诉之于以想象方式外在地表象自己的身体就失效了。


  最后我还想在这里对卢汶胡塞尔档案馆馆长和这一版的负责人，H. L. 万·布雷达教授博士表达真诚的感谢。我感谢L. 兰德格雷贝教授博士，他热心地提供了胡塞尔20年代研究计划的许多情况。R．贝尔奈特先生也担任了这一卷文本考异资料清样的非常辛苦的校正工作。E．马尔巴赫博士先生在用胡塞尔的原文仔细检查全部清样的文字方面，再一次帮助了我，此外还通过对手稿的提示，考虑再版，以及确定文稿年代，校正清样，对这一卷的出版给予了极大支持。


  耿宁



  I  从为写作一部“重要的系统著作”所做准备工作（1921年春至1922年春）的关联中所选文稿


  文稿1  〈作为对身体之原本统觉的对自己身体的统觉和对异己的身体的统觉之间接性。借助移情作用构成第一个真正的超越性〉（1921年夏季学期）注711


  一个外在的物体被统觉为一个“身体”，而不仅是被统觉为一个物体。它被这样统觉是由于与我的身体在类型上的相似性。在它上面的相互关联的事件与在我身体上的外在的事件类似，而这些外在事件在我的“内在性”中有其类似物，因此这些外在事件连带要求在那里的那个物体也在“内在性”中有其类似物。


  如同每一种统觉一样，这种统觉也是一种自身带有以印象方式被给予的东西的一种进行超越的统握，这种统握是在按一定秩序对诸直观进行关联的行为中实现的。对于一个事物来说，预期样式都是能够过渡到原本的直观，过渡到知觉的。在移情作用的情况下，这种统觉式的统握（作为未被充实的空的意向）只能以准当前化的形态“充实”。那里的那个身体物体要求一种我能够使我或多或少清楚直观到的内在性，但绝不是以对类型之知觉体验方式直观到的内在性。正如每一种统觉（处于其原初形态中的统觉）一样，进行移情作用的“知觉”是一种进行设定的直观，并且始终是以其进行充实的形态进行设定的，按照这后一特点，就是说，是进行设定的准当前化。不过在这里关于充实的说法是可疑的。一切统觉式的知觉只能由知觉得到充实，也就是说，绝对不能由单纯的准当前化得到充实。单纯的准当前化只能作为知觉的附属物起作用：空的意向属于知觉，并且也许会变成直观的；在这里也是如此。异己的身体被知觉为身体并被知觉为人，我能够按照这种知觉的意向性从知觉向知觉进展。因此总是按照所属的内在性理解的这个身体和这个人的完整的外在举止，与预期相适应地退去了，又总是产生新的得到证实的预期。至于内在性，它并不属于能以知觉方式自身呈现的东西之范围，而且也不作为被要求的东西属于该范围，尽管它是被要求作为一种共现前的东西，作为一起附属的东西，以共存方式被结合到身体上的。这就是移情作用所特有的东西。我的身体作为外在的显现者总是与印象式的内在性结合在一起的（以联想-统觉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异己身体的外在性和我的具有自身现象上的类型的身体在一起存在的这种情况，造成了以下情况，即也连带“要求”相应的内在性，以意向方式连带设定相应的内在性。但是并非每一个这样的连带要求都具有在可知觉性这种意义上的连带要求之特征。


  在这里我们不是能够指出记忆包含对先前的记忆和随后的记忆的连带要求吗？在这里这种要求所涉及的是曾被我知觉到的东西。在移情作用的情况下，所涉及的是共现前的东西。在对外在事物的经验中，我也有对共现前东西的连带要求：这个客观的共现前东西，未被知觉东西，是现在可知觉的——将来可知觉的，或以前已经被以相同方式知觉到了，假如它一直未曾改变的话。但是它现在如何，这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在现在可知觉的。可知觉的东西肯定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可在一个过程中达到的东西，就是说，是可在今后达到的东西。因此区别仍然只是，同一的外在的实在东西，在它的此在之另外一个客观的时间段上是可知觉的，和它的与某些现前规定一起共现前的要求原则上只有作为以准当前化方式被给予的和能以准当前化方式引起的要求才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下面这种假设的动因确实也属于它，即“如果我曾如此这般任意地运动等等，那么我肯定就提供了我现在使之准当前化了的这同一的现前规定，并且肯定是以印象方式提供的”，这是一种假设式的想法，但本身是以准当前化形式进行的想法。但是被共现前化了的异己的内在生活不可想象为这样的内在生活，即它曾经（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作为我的内在生活）能够被给予，并且它有朝一日（作为我的内在生活在知觉上）能够被给予。


  以下情况是由移情作用之本质和在移情作用中发生的对异己人性的构成之本质发生的，即，这些正是在我的内在性中被引起的相似的要求，却延伸到我的内在性之一种类似物上，而这种类似物不可能存在于我的内在性之范围内，而且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存在于我的内在性之范围内。凡在我的内在性中存在的东西，就正是必然以印象方式被给予的东西，或者是以记忆方式作为过去被给予的或作为将来呈现被给予的东西，在后一种情况下，就是通过印象作为将来的而被给予的。在我的内在性中还会随之产生多种多样的结合，身体物体方面的显现和特殊精神的东西之间多种多样的结合仍是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一切特殊精神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意识”，内在地以经验方式（就是说，以印象方式和记忆方式）作为我的，作为我所做的，刺激我的等等，被给予，只不过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在经验上“密切相关”。虽然这种身体物体方面的现象对于一个儿童来说，可能已经在此存在，但是对于由于吃某种食物而伤了他的胃等等，他仍毫无所知。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许多东西是只有通过吸取异己的经验和异己的知识才被知道的，并且按照这种知识的意义，这些东西是关于这个自我绝不曾真正实行过的诸经验之有理由的诸可能性之指示。然而暂时不应在统觉上的思想上采用这一类的东西。


  因此，能够形成的这些关联，正如已经形成的诸关联一样，是朝向自己的现实的意识流和自己的身体的，而自己的身体并不是作为任意的事物，而是作为处于我们以内在态度称作身体的诸特殊的给予性方式之中的这个身体。因此“我的身体”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构成物，一种十分特殊的主观-客观的构成物，并不是像其它事物那样的一种事物，一种“自在”（在一种直观的“自在”之意义上的，在一种直观的空间事物之意义上的，完全已经作为以唯我论方式构成的自在之意义上的“自在”），而是一种统一，它虽然在其它方面与诸事物相似，但却是在它作为我的身体所允许的诸显现方式中被突出出来的，被明确划定了界限的。这种统一在自身中，在特殊的和附加的客观化中——这种客观化要求给予这个身体与处于物理因果性关联中的诸其它事物完全同等的地位——，带有一种物理的物体事物：因此该物体事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与身体的被给予性一起构成的。在有关构成的学说中，这是必须小心谨慎地阐明的。


  因此就这样，每一个异己的身体都一定会作为在外在性中被给予的，并因此作为按照第一次产生被给予的，首先被改写为外在的事物，在统握中被经验的第二次产生，则被改写为身体，作为在内在性中被构成的身体，作为随身带有一个完整的意识内在性和一个自我的身体，因此作为补充到一个动物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之上的身体。有多少身体，就有多少单独的人和人的自我，人的体验流，每一个身体对于另外一个身体都是外在性，每一个身体都与同一的世界发生关系等等。


  还应该说明：至于确实处于对外在事物之统觉这种直观之中的物理的事物，单纯的物体，那么就构成而言，就统觉之原初形成而言，每一个都与另一个相同，就是说，因为一个事物肯定是作为最初的事物在进行认识的自我之中被构成的，所以每一个事物都能够被统觉为最初的事物。如果已经获得了关于这个事物的统觉，那么处于相似的套用之中的其它事物之每一个统觉就会随之发生。


  但是就身体的统觉来说，情况就不同了。身体之本源的给予性，只能是我的身体之本源的给予性，而不可能是别人的身体之本源的给予性。“我的身体”这种统觉，按照其真正的本质，是第一个统觉，它是唯一的，十足原本的统觉。只当我已经构成了我的身体，我才能统觉每一个别人的身体，而这种统觉原则上具有一种间接的特征，当这种统觉将处于内在态度之中的这同一的身体之准当前化归于异己的身体时，这种统觉为此已经要求，在此之前我已经对我的身体实行了统觉。因此每一个身体都具有与我的身体之返向关联，正如相应地，每一个其它的自我及其内在的生活，都具有与作为唯一的自我的我自己的自我之反向关联一样，而我的自我，按照最真实的和最后的意义，则是原本地给予我的。虽然异己的自我也是以某种原本性给予我的，就是说，如果我已经以原本方式提供了异己的身体物体，并且实行移情作用的共现前化实现了一种适当的直观，正是借助这种直观，某种像人这样的东西才达到了它原则上能够达到的唯一的被给予性，但是，当我已经将别人设定为人，并导致将我也统握为人时，就是说，处于在我面前一定有别人这样一种视角时，按照本质法则我存在，这个我并不是作为人原本给予我的，而是作为我-在原本给予我的，这个我-在以自己的奇特的方式具有作为在它的环境世界之起特殊功能作用的中心的身体。在这里必须更谨慎地获得构成方面的清晰性。


  一种物体性的事物之构成是一种实在性东西之构成。这种实在性东西是作为诸视角之意向的统一被构成的。但是诸视角只能借助以联想方式产生的预期的意向被构成，而这些预期的意向都是服从于“如果——则”的，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也许是在一个而且是同一个自我流之内在的知觉给予性中获得其充实的，但只是一种暂时的充实，因为这种连续的预期序列之本质——这些序列都属于视角之构成，或更确切地说，属于多角度的幻象之构成——预先就规定了该意向之无限关联。这种在思想上最初构成的实在东西乃是唯我论的实在东西，并且一般来说，这种东西完全是建立在唯我论的意识流之规则上的。共主观的实在东西，对于“每一个”主观而言的客观性，是借助移情作用构成的。


  动物的构成，人的构成，又是实在性东西之构成，而且被看作思想上最初的构成，以致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之固有的身体及其物质的环境世界正是以唯我论的方式构成的。因此每一个孤独的自我都被看作有关唯我论的意识流中诸内在关联之单纯规则。现在在这些唯我论的事物当中出现了“异己的身体”，因而出现了一种完全是新式的超越性。以前的诸超越性都表明是由完全落入到“我的”意识流之中的意向方面的诸多样性东西构成的统一，尽管这些统一本身并不是意识体验，因此它们仍属于这些内在的多样性东西，并且本身只是具有合理的有效性之规则的意义统一。在这个限度内，我们可以说，这种唯我论的世界确实只是一种“内在的”世界。它并不超出我之外，它作为我的意义构成物是我的，是由我在我的诸显现中按照它的内在统一的意义设定的，并被合理地证明了的和能合理地证明的意义构成物。


  移情作用产生了第一个真正的超越性（就是说是在固有意义上的超越性）。因为现在在一种内在地形成的、由诸实在性东西（其中有“异己的身体”这种类型的物体）构成的世界之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新式的被构成的实在性，它作为较高的层次，包含一种关于第二个身体的连带设定（在特殊的身体构成中，如我有我的在内在视角中的身体，即我的原身体），这第二个身体带有以唯我论方式给予我的、第二个被定位的显现的环境世界（处于内在视角中的世界）和这同一的世界之显现，并带有第二种构成方面的多样性东西和处于行为和情感之中的第二个自我和自我内容。


  在这里连带设定了第二个意识流，不是作为我的意识流之单纯的意义形成物被连带设定的，而是作为只是由它的意义形成物和正当性赋予所指示的而被连带设定的，在第二个意义流中，在这个为我指示的构成中，连带设定了一个以唯我论方式构成的世界，它被视为与“在我之中”构成的世界是同一的，并且按照被构成的意义，按照指示本身的意义，必须被视为与“在我之中”被构成的世界是同一的。


  在这里意识第一次真正超出了自己本身，而这种由于超出自身而被给予的东西，就是异己的自我和异己的自我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与异己的自我和异己的自我意识一起被给予的是下面这种情况，即：在我的唯我论领域中的每一种对“实体”，对事物实在性东西之合乎规则的构成，同时也为在被施以移情作用的领域中的诸相互协调一致的，同一的实体之构成提供一种规则，并且反过来也是如此；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合乎规则的多样性东西正好是同一的多样性东西；并且如果我将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中，我就会发现如果他将自己置身于我之中将发现的“同一个东西”。


  但是在这里的问题是，这种视为同一的理由之来源是什么。的确就是这个异己的身体，它对于我来说，是在我的事物世界中被给予的外在的身体，对于该别人来说，是唯一被给予他的并且是被我施以移情作用的原身体，然而与此同时，这个原身体又是一个被定位了的环境世界的中心，这个环境世界是作为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内在的视景存在的，并且对于我来说，它是在我的定位当中被给予我的、这个外在的异己的身体之外在的环境。这进一步又有赖于移情作用如何在对我的身体的关系中，和对我的“我运动到这里和那里”，运动到空间的任意一个位置，我在精神上将自己置身于任意一个位置，并且每一个位置都包含一种特殊的世界视景，一种特殊的世界视角的内在视景的关系中获得它的意义内容的方式。


  异己的身体不可能作为身体被统握，它不可能为自己获得它的原显现，如果我没有将它理解为身体——存在于那里的，“从内部看”显得与我的身体在适当地向那里移动中从内部看上去的样子很相似的那个身体，并且属于那里的那个外观的还有那里的那个环境世界，就是说，它同样也是由异己的身体指示的，正如由作为从那里出发的以知觉方式起作用的我的身体指示的一样——的话。


  对此必须再重新思考，并且必须十分细心地突出强调诸动因之完整的系统的顺序以及我和别人能够理解的一种意义之必然统一的形态。但是在我拥有别人的身体之前，我不可能拥有该别人的主观，并且我只有在一种行为中才能拥有别人的身体，这种行为一下子将异己的自我理解为与该自我的身体一起生活的，将该身体理解为被如此观察的，被这些事物包围着的。在这里我们几乎不可能发现阶段。我们只能说，按照目光的指向，第一的东西是具有被定向的世界（从那里出发的世界视角）的那个内在的身体，而这个第一的东西正是“被经验的东西”，“被看见的东西”，因此一个自我和一种自我生活也一起呈现出来，而这个自我和这种自我生活只有通过反思，一种“在”以移情作用方式进行的“准当前化中”的反思，才能把握。


  因此并不是我首先以唯我论方式构成我的诸事物和我的世界，然后通过移情作用去把握别人的自我，并将这个自我本身以唯我论方式把握为构成它的世界的，然后这一个被构成的统一和另一个被构成的统一才被视为同一；而是由于被指示的异己的多样性与我的多样性不可分割，我的意义统一与被施以移情作用的他的意义统一当然（eo ipso）就是同一个意义统一。注712只当我将该别人作为进行构成的自我就其本身来考察，我才能发现该意义构成物是由他构成的，并且将这种意义构成物归于他和他的内在性。


  文稿2  个人的自我和个体的特性。生成之问题和在该生成中的确定性之问题：一个单子式的主观如何能够被一义地规定和如何能够是可认识的？（圣梅尔根1920年或1921年）


  〈内容：〉单子作为生成之统一，作为时间充实之统一，在这种统一中有一种必然性联系贯穿于时间充实之中——作为发展之统一。单子式的自我之统一。单子式的主观性之可规定性问题；“充足理由”，一个个体在向将来的生成中为什么会如此生成而不以另一种方式生成=对于该单子式的个体而言的特殊可认识性。自我之可规定性和自我之自由，个体性。诸合理的规定和不合理的规定。作为可理解性之原则的个人式的自我。个人式的自我和个性。有关个性之（与联想的-归纳的认识相反）通过移情作用的内在的表现和外在的表现。人格之可规定性问题，人格之起源问题等等。个人的自由，众多自我之个体方面的特性之本质的差别。每一个单子之个体方面的法则。


  第26页：自我作为与对象极相对的自我极。自我作为功能之中心。


  我的主观性之由于体验的变化而可能的改变，体验的变化并不改变作为功能-自我的我，以及这个自我之改变的诸可能性；自我之保持（个性之保持）。面貌极相似的人之问题。


  某物存在这样一种事实总是规定了可共存性之一个领域，一个由那些能一起在此存在东西或不能一起在此存在东西构成的全体。


  每一个个别的存在必然是具体的个体，或者是一个个体之非独立的因素、组成部分、性质。每一个具体的个体都在时间中持续着，并且当它在生成当中持续地从在场向在场过渡时，它如其所是地存在着。它具有其从在场向总是新的在场过渡的连续的，符合情况的存在，并且它作为在时间持续当中延伸着的一连串连续的状况，具有其符合状况的时间本质，具有其以其状况具体充实了的持存。


  我们能够对一个具体充实了的持存在时间上加以划分，并因此能够以某种方式分割。但以此并不意味着这些时间段能够被看作具体的个体，或者意味着能够想象它们是由诸独立的具体的个体构成的诸被充实了的持存。


  如果我们设想一个主观（一个具体的单子），那么处于生成之中的它的存在之统一就意味着一种发展（在特殊意义上的生成）之统一，并且在这里很清楚，处于其持续存在位置上的后来的诸时间段和每一个时期的内容没有以前的诸时间段和每一个时期的诸内容是不可想象的。在一个位置上所开始的统觉，正是在这个位置上，而不是在别的位置上被引起的，并且本身随身带有一种生成本身的不可消除的印记。


  在素材那里（不是就其统觉的功能而说）则不同。在确切意义上，一个物理的事物就其处于客观时间中的感知上的事物性的持存的充实而言，也是如此。对事物的纯粹的看就其本身而言，在其内容方面并不参照早先对事物的看，并不参照它的历史。另一方面，物理事物本身作为具有实在特性的实在的事物，以这些特性指示诸现实的和可能的诸其它事物，这些特性是因果的特性。


  现在我能够就其被充实的时间持续考察每一个个体，同样也能够考察这样一种持存之每一个部分，并且一般地问：使一种被充实的时间持存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是什么。它们不可能是比如无限多不连续的东西。因此在这里在时间的充实当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不受约束的任意性。因此每一个个体和每一个个体之持存的每一个被充实的时间段本身必须满足这些条件。注713


  此外，存在着一些完全不同种类的本质法则，这些本质法则超出这种时间充实的法则，对处于被充实的持存之中的个别的生成以及前面的东西与后面的东西之间的关联进行规整：正如在前面已经变得显而易见那样。例如，单子生成之本质法则。事物的因果法则也同样如此，就是说，被这样理解：如果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物理事物之个别的本质，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拥有了它的物理的特性和它的作为这些特性之状况的当下的物理状况。就是说，我们在处于与这些状况的联系中的因果法则中，已经拥有了处于与可能的诸其它事物之联系中的该事物之可能的因果性之整个的系统，撇开与这些状况一起给予的诸“情况”，即撇开影响这个当下的现实的因果性的诸相反的事物。属于一个事物之“本质”的是，它是这样的现实的诸可能性之联系点。但是，这种“本质”当然并不是和这个个别的事物以及该事物当中在这个被充实的时间持存中存在着的东西一起给予的。因此，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这个自在自为的事物，按照它作为也许是直观的事物，因此作为本质，作为类属的东西，在自身中并不特别包含任何一种由在时间上被分开的本质内容本质上所要求的“因果性”，并不特别包含任何由从前的东西贯穿到后来的东西的那种必然性。凡是这样的必然性将事物之诸部分相互连结起来的地方，在那里就再也没有任何能够随身带有制约性的本质联系存在。因果联系并不是合理的联系，因果的必然性并不是可理解的必然性：这是早已熟知的观察。


  但是在一个单子中，我们有一种进行时间上充实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一种必然的关联作为生成之关联贯穿于整个的时间充实。问题是，它伸展到多么远，是否将来的本质内容由过去的本质内容规定这种必然性是一种一义的必然性，并且能够存在，而这种本质内容是与每一个时间点的诸非独立的本质内容之共存的本质联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属于每一个单子的，有一个自我之统一，有延伸到整个时间持存的自我之同一性，以及一切自我的东西，此外还有与自我不同的东西，然而却仍是“主观的东西”，单子之一种必然的与自我不同的领域，因此是贯穿内在时间而延伸的由素材式的对象构成的领域，也许是一个在这样的内在对象中以显现方式呈现着的、由被以超越方式设定的对象构成的领域。过去的素材并不在将来素材的单子中规定在它的规定性中将会出现这种本质必然性。素材是偶然出现的，它只服从连续的时间充实之最普遍的本质法则。在单子本身中形成的具有其正当性赋予的进行预示的一切预期，只有作为假设的预期才是正当的，并且本质方面有一种由诸可能的尚未出现的东西构成的地平线。


  那么一个以其充分的具体性被看待的处于由自我的东西和不同于自我的环境构成的本质必然的、相互关联的诸存在成分中的单子式的主观如何能够是一义地被规定的，并且能够按照其充分的规定性被认识的呢？


  既然只要一个个体之“内在东西”或“固有本质”，所有那些由它以直观方式给予的东西和由它而特殊化了的东西，都能够以本质方式被把握，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说，并没有一义地为任何个体合理地规定它的本质，一义地以本质的必然性规定它未来的生成，一义地规定处于充分的规定性之中的未来的本质状态，那么问题就是，对于未来而言，一般来说在这个方面是否有某种东西被规定了。


  首先需要研究，一个单子式的个体是否能够终止，或者一种未来的生成，一种无限地（in infinitum）继续生成，并在继续生成中存在，是否已经由该内在本质之本质根据预先规定了；以及还有下面这个问题：一个单子是否能够开始。对于一个个体事物而言，以下情况从一开始就是明显的，即它的内在本质（即它的短暂的幻象之连续体，或者它的在时间上延续的幻象）不可能从本质方面由现在或过去为将来规定某种东西。但是，对于一个单子式的个体而言，至少下面一点也是确定无疑的，即由过去而来的未来在内容方面并不是一义地被规定的，通常对每一种共存，就是说，对在每一个瞬间中的共存，进行规整的诸本质法则，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本质法则，它们将诸共存者相互间的最终的差异搁置起来。


  充分的根据


  但是肯定不存在关于以下情况的充分的根据吗？即一个作为这样地存在着而处于生成之中的个体，在这种进入未来的生成中恰恰是这样地生成，而不是以别种方式生成？那么这种充足的根据因此肯定不能预先认识由每一个过去而来的将来吗？人们已经按照充分根据也将这个问题与开端联系起来了。这个个体进入到此在，如果它是一个没有开端的个体，那就如同关于这个开端的原因如何一样，关于这个无限的事实，即这个被充实的持存，迄今一直进行着，并且然后在将来，恰恰是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别种方式继续进行，这种情况仍然是对一个充分根据的要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充分的根据就是关于一种认识方式之相关的表达。在这种认识中，也必然地存在关于单个东西之每一种本质认识中的不确定的普遍性，因此得到补充：单个的东西以个体而终结，或者是对于这种认识方式而言——这种认识方式特别是为作为个体的个体所固有的，这是这样一种认识方式，在这种认识方式中，进行个体化的东西达到了给予性，并达到了规定性。并且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如此，因此这是进行充分个体化的东西。一个个体必然是作为处于生成之中的存在者被给予的，而原因必然又在于以下情况，即它是在一个已被充实的持存片断中被给予的，是一个“不管多么小的”被充实的持存片断。此外它是与一个敞开的、以一种本质方式（按照过去）被预先规定的未来的地平线一起被给予的，该未来的地平线尚未得到某种充实，尚须在进行规定的知觉中实现。在这当中也许生成之这种中断也是一种敞开的可能性，但课题是在这个方向上进行的，尽管有内容的一切不确定性和可能的中断之一切不确定性。这些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性“一定会出现”，尽管我，这个认识者，并不是由本质的根据知道这一点的。因为本质的根据恰恰只能预先规定本质的方式，这是绝对确实的。因此关于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的东西，然而是一个确定的未来东西之理念，和这个自成一体的，在其存在之整个的时间方面是确定的，然而却是未知的个体之理念，一起属于这个个体的经验之意义。但是以此所意味的是，当这个个体存在时，在它的生成期间，在它结束之前，它就一定是能按照它的整个持存预先认识的吗？并且意味着在另一条线上它一定能预先作为与一种对于它而言是偶然的现实的经验相对的自在存在着的而被认识吗？


  回溯这种认识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个体肯定都要我们参照当前、过去、将来，它必然是当前的等等。而规定当前的东西毕竟不是主观性，主观是在生成中存在着的，并在自身中构成它自己的在场，它自己的过去，并且，预先指示作为地平线敞开的未来。并且只是因为它在自身中构成在场，并在自身中发现自己本身是在场的主观（具有一种曾经在场的过去），它能够提供不同的当前、不同的过去和不同的将来，并且是作为由它而来的而提供的，并且使它的在场获得一种本源的意义。


  首要的东西肯定就是对作为“单子”的主观进行本质的分析，对单子一般之具体本质进行本质的分析，按照单子之一切特殊自我的结构和与自我不同的结构，并按照在其中单子式的普遍性能够按照纯粹的可能性，以类型方式特殊化的诸可能的形式进行本质分析。


  现在我们能够问：一般来说，一个单子能够拥有一种被一义规定的生活进程吗？这种进程不是已经从本质方面被排除了吗？然而有一个自由的自我属于单子，而这个自由的自我确实正是拥有思想这个东西或那个东西，获得这种再生产或那种再生产等等的自由。但是与此同时由于这种自由的活动，在单子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体验，这些新的体验一起参与决定以后的生活进程。


  然而这种自由的活动是从虚无中毫无根据地产生的吗？难道“个性”不已经就是一种规整这些自由行为的法则了吗？这个我所是的自我，作为我而不是别人所是的这个自我，也许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另一种方式作决定，并且我以我原有的天资、能力拥有这样一种想法，并且创造了这样一种思想过程，而在另一些天资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思想进程。肯定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思想进程。但这只是意味着，存在着一些规整的原理，而且是非合理的原理，而不是本质的先验的原理。在这里，人们当然会要求一种区分，这种区分将非合理的和非本质先验的视为同一。我们可以将原来的天资称作非合理的。但是个人的诸行为之这个中心的自我（作为个人）的情况如何呢？在这里我们能够说：这个自我是一种可理解性之原理吗？因此是合理性之原理吗？只要诸行为是由自我中产生出来的，并且被看见是由自我中产生出来的，这些行为就是可以理解的，并且被认为是确定的，被认为是以其确定性必然地完成的：由这个自我完成的。虽然人们关于自己也如同关于别人一样会弄错。但这只是因为人们没有将真正的动因情况突出出来，并充分地直观到，以及将每一个动机就其自我起源突出出来，并充分地直观到。凡是人们这样做了的地方，例如，凡是我将自己生动地设想到一种情况之中的地方，尽管只是设想在想象中的一种可能的情况中，作为自我，仿佛（quasi）使我受到促动，在那里我就会看到，我的决定是持久地确定的，我作为自我会这样行动，并且一定会这样行动。


  个人的自我，个人的个性


  但是在这里我能够说，我的自我作为“本质”被给予我，并且我认识到那种与决定的本质关联吗？！就是说，认识到一种奠基于特殊本质之中的合理的必然性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当然，以下情况无疑是有区别的，我是“通过经验”对我下判断，还是“通过经验”对另一个人下判断，或者，我是从外部以归纳方式预期一种自我行为，并提出十分普遍的规定（因为它常常是不可靠的，它又会是这样的等等），还是我从内部，通过将我置于那个自我行为中而下判断。但是在这里要思考，这个只有通过进入到现实的我思（cogito）之适应，进入到进行返回的（已变成习惯的）采取态度的关联之中和进入到动因关联之中才能把握的自我是什么，我将什么真正认为是同一地连贯的个人的自我？


  自我之内在的转变、悔过等等，意味着什么呢？在悔过之前，我以一种内在的自明性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会这样做，或者，在未来的情况下（假设它真的是这种情况，并因此，这种情况作为动因情况没有变化），我会这样行动。但是在悔过之后，所说的就不再有效，我就再也不会这样说。


  我作为个人并不是这个行动之“自我”（ego）的一个暂时的组成部分，而就是这个自我，这个曾实行了它的迄今为止的一切行为的，并且就这个方面而言在这些行为中显示其能够被促动的诸特性的自我；对这个自我来说，它的处于当下动因关联之中的每一种动因都不是偶然的东西和不可理解的东西，就如同一种颜色的感觉之出现那样，而是一种必然的东西和“可以理解的东西”。这个当下的动因是一义的，但不是就本质方面而言是一义的，而是对于这个自我而言一义的。


  个人，作为一个主观性之“个性”，作为一个单子之“个性”，是与处于我思（ego cogito）这种形式之中的特殊的活动之范围相关联的。这个同一的自我（ego）作为个性，以这种我思（cogito）之多样性展开，但是也以这种我思（cogito）之多样性发展和变化（或者反过来）。注714自我是一种统一，这种统一通过由自身中展开诸自我行为，或更确切地说，通过由自身出发主动实行诸自我行为，在这里以特殊方式被构成，并且为自己本身而被构成，以致这种统一能够认识自己本身作为处于正是这样的诸自由的活动（诸自由的价值，态度）之中的个别的个人是个人的诸性格特征之统一基底。与这些性格特征相比，诸行为是个人的短暂的行为方式，在这些行为方式中处于现实中和想象中的个人式的个性通过现在的行动和过去的行动，短暂地显示出来。我说短暂的，因为个性即使没有显示出来（如在睡眠中）也存在，还因为它也在另外一些行为中，不管是现实将来的行为中，还是可能将来的行为中，同样好地显示出来。当这个自我想象使自己进入到一种情况中，然后决定在这种想象中采取态度时，这就是一种现实的显示：尽管这种行为是一种想象的行为（例如想象采取一种最亲密的爱的态度并不是现实地实行这种最亲密的爱的态度）。个人的自我作为个性是现实的采取态度和可能的采取态度，是对于该自我而言现实的采取态度，对于该自我而言可能的采取态度之全部的多样性之同一东西，并且这种全部对于这个自我而言是持久地确定的，并且在诸个别的行为方式中“内在地”显示出来的。注715在这里的问题是：什么东西会形成一种充分的显示，不管这种显示是如何可能的，或者是如何现实的，并如同个人对于为自己本身如此这般地被构成那样形成，并且它是作为个人而存在的，如此这般地被稳定地限定范围的，以致这种显示对于处于其统一地被确定的方式之中的决定之一切可能的情况而言，都被预先规定了，并且这一点是可以相信的。注716


  另一个问题是：移情作用能够做什么，移情作用是不是能真正把握另一个人的个性，并能够如同这另一个人的个性本身能够做的那样把握，如果该另一个人的个性如同假设那样能够做的话。


  与内在的显示相对的是外在的，联想式的-归纳的显示。联想在个人之体验多样性的范围内，在其主观的体验领域，起作用。处于作为诸体验的体验流之中的、由自我而产生的诸行为连同这些行为之诸动因也在这里出现，它们都有其外在的类似物，它们也都服从联想的法则，并且作为对于在相似情况下出现的东西的相似东西之预期被建立起来。因此我无需将我作为在这里应该做决定的我置于一种动因情况中，只要在我脑海中出现（以纯粹被动方式）有关情况的图像，我就能够预先为我预期：“有关的”行为将会出现。这种联想式的预期并不是个性之真正的显示，而至多是一个关于也许能建立起来的显示的预期。在对动因状况之现实的准当前化中以及对我在其中就a做决定的相类似的动因状况之现实的准当前化中，可能发生以下情况，即我作为这个个体，在这样做决定之后，必须以另一种方式做决定，并且可能已经以另一种方式作决定了。在这里对预期之“失望”不是偶然的，如同预期一个已经开始的曲调之终结的情况下那样，而是有其“内在的”根据的。因此在这里存在着一种“预期”（没有以前的且后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继续发生作用的决心，而对未来行为的一种预先确信），这种预期不是外在的-归纳的预期（通常意义上的联想），而是一种内在地被引起的，并且是由自我个性而来的预先确信。


  个性是在它爱的东西和它恨的东西中显示出来的，而不是在感官上的快乐的感觉或痛苦的感觉中显示出来的，在那种它或多或少地重视的东西，并且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它给以较高的评价或在评价时不予理会的东西那样（评价，在评价时给以优先考虑），但是依此就是它在实践上主动地设定为目的的东西，他“想更喜欢”的，因此在实践上给以优先考虑的东西中显示出来的。被动的本能并不显示任何个性，正如在感官上快乐的感觉和痛苦的感觉中并不显示任何个性一样。与本能相对的，是实践上的采取态度，而以本能方式的实现，纯粹被动的实现，并不是性格之显示，但的确是由自我而来的对感官上的本能被动性的顺从（是迁就的举止行为）或者是对它的积极反抗，更确切说，实行积极抵抗。


  个性并不是在一种被动的信念中显示出来的（在这种被动的信念中，一种感官上的事实比如在知觉中或在再生产中，作为在现前存在着的而在此存在，或是作为在过去存在着的而在此存在），并不是在诸种适意和诸种忖度之被动的表现中显示出来，而是在一种主动的、信念方面的期待和抉择中，在自我之积极的思想行为中和一切智力活动及其积极采取态度中表现出来；这个自我按照“根据”做决定。这个受到理性判决的自我是个人的自我，它向我们指明规范之本质法则，而规范之诸本质法则作为标准法则，是指向一切个人的自我的。


  但是在这里应该事先说，虽然个人的自我是个体的自我，是一种通过采取态度而表现出来的标记这个自我的“特性”，但是我们谈论的却是个人一般，个体一般，我们也将个人置于类型概念之下，另一方面，我们也拥有关于个人的本质概念。当然，关于个人一般的本质的清晰性，只能根据对这个本身能够以本质方式突出出来的性格的构成方式之充分的研究而获得。


  个人的自我是自由的，它如同它做决定那样做决定，但是它也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做决定。这就是说，个人的自我并不是在其中诸决定一起出现的诸体验之被动发生的场所，并且在这个被动发生的场所，一切体验都按照一种固定的规则顺序进行，人们能够按照本质的法则和经验的（归纳的）法则认出这些体验本身的规则顺序。然而在这里很难说出恰当的东西。但是也许像下面这样表达是恰当的：即在内在时间中，并不存在使归纳之稳定的规则成为可能，并为在体验流本身中的有固定秩序的经验预期提供根据的那种诸体验之时间顺序的规则顺序。甚至一个流之诸体验的固有本质及其本质法则也不会就诸行为规定确定性：就是说，仿佛当我们以同样有秩序的素材事实和其它的本源的被动性东西（假如这是并行不悖的）想到两个体验流，因此以相同方式形成诸联想时，仿佛在这种情况下，诸行为也就一定会是同一些行为。我们能够说，一种行为在一个体验流中出现的地方，在这个如其迄今所是的同一的流中，也能够有一个本身与该行为不相容的行为代替它出现吗？那么这个自我，这个个人式的个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呢？


  以本质法则方式起作用的东西，由于它的“本质”的缘故而对偶然东西起作用，就是说，由于以下情况的缘故，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个东西”在纯粹可能性东西之领域中出现，并且在这里，某某东西对一个这样的东西完全有效。如果我坚持“这里的这个东西”，并且试图将它的规定作为可能性来理解，那么我与此同时就拥有了作为同样有根据的诸可能性的该本质之所有其它的个别化。如果我举出一种个别的红的东西，并且为这种未来的东西设想任何一种可能性，那么它就是在全部可能的颜色之中的任何一种颜色。但是如果我为任何一个现在设想一个我思（cgito），为接下来的一个被安置在具有其自我的一个体验流中的将来设想一个我思（cogito），那么按照普遍的本质我虽然同样可能拥有同一的特殊的意义之所有不同的（并且是相互排斥的）我思（cogito），就是说，不能借助任何本质的法则确定一个确定的我思（cogito），如在颜色的情况下那样，但是，通过这个自我（如其现在所是的这个自我），这些可能的我思（cogito）当中的一个我思（cogito），而且是作为它的我思（cogito），就被预先标示出来了（作为它一定会在被设定的情况中生成的东西）。而且不是在经验式的预期之方式中被预先标示出来的。这一点必须得到更好的说明。


  因此我的意思就是，在一个体验流中，由这个体验流的自我（而且是如其现在在发展中所是的这个自我）所产生的每一个决定，都不是作为单纯的事实出现的，也不是作为归纳的事实出现的，这种归纳的事实也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同样好地出现，另一方面每一个决定也不是由普遍的本质根据中像下面这样出现的，就是说，不是由以超出个体东西之方式规定全部纯粹可能性的那些法则中出现的；而是这种决定是由纯粹可能性规定的，在一种新的特殊的意义上，是“先验地”（a priori）被规定的。这个在给定的关联中作为可能性被思考的我思（cogito）在可能性中就已经被决定了，而现实的决定则可以理解为是唯一可能的决定，并且在对单纯可能性的考虑中，因此在对想象的考虑中，就已经能够明智地做决定。在一个体验流中的，在一个确定的主观性（单子）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有其来自纯粹可能性的必然性，而这个在这个体验流中是同一的自我的自我，如我们还可以说的，在这里有其个体性（个别的特性），并且由于这种个别的特性，不可能与其它流中的任何自我是同一的。只当我们将一个自我看作这个流中的（在这个现在中的）这个自我，对于在这个流中出现的每一个情况的每一个可能的决定才是先验地（a priori）预先确定的，并因此对于这个自我而言，每一个现实的决定才是作为一义地必然的决定而是确定的。这个自我不是在将一个具体的特殊的本质个别化这种一次性意义上拥有其特性；仿佛在这种情况下（如在其它情况下一定会是的那样），这种特殊本质之许多自我都是可能的，并且这个自我仿佛只是与那些通常在一个流中经历个别化的诸本质一起被个别化。


  自我没有任何寻常的事物性的特性，在这样的特性方面它完全是空的。它仅仅是我思（cogito）之自我（ego），这个“我思”就是它的整个内容，并且它与一个体验流相关联。对于这个体验流来说，它也不是独立的，正如反过来，体验流对于它而言也不是独立的一样。另一方面，它有处于其自由当中的特性。什么样的自我一般（一种空的一般性，这种空的一般性在其可特殊化的东西中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区别）是可能的呢？自我是不同的，但是对于每一个自我来说，也许只有一个自我是可能的，而这个自我对于它而言因此就是必然的。因此对于每一个自我来说，都存在着它的诸必然性，而这些必然性并不是通过加给它的诸外在的规则（能够以经验方式认识的规则）而来的外在的规定之诸必然性，而是内在的必然性，可以理解的必然性，作为规定诸现实性的诸“先验的”可能性的必然性。注717


  我们可以说：我思（cogito）之这个自我，在事物性的特殊的本质方面完全是空的，虽然可以和另一个自我比较，但是在这种比较中，一种空的形式只有借助于这个流才能“个别化”：在一次性这种意义上“个别化”。从一次性之这种个别化中——这种一次性得到自我这种普遍的“形式”，以其普遍性得到一种对于所有单子而言的特殊相同东西，并且得到所有个别的行为体验——我们区分出这种个别的特性，这种个别的特性存在于自我这种形式在由可能的行为构成的附属的、确定的全体之每一个现在中的每一个个别化中，这些可能的行为对于这个作为个别地被规定的体验流之自我的个别的自我而言，并且在给定的时刻，是以一义的方式，并且是以一种唯一地属于这个自我和这个单子式的统一之方式先验地（a priori）预先规定的。就是说，在这个流中，在这个单子中，每一个与其在给定时刻，在现实的现在，被意识到的，或未被意识到的诸前提关联的行为，都是一义地必然的，都是“先验的（a priori）”——就是说，在当下的行为被具体实行之前，多种多样可能的行为（可能的表态）是可以想象的，可直观地想象的，并且对于这个自我本身（在这个单子本身中）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即使在这种直观想象中（在这种自由的虚构中），一种唯一的态度就已经被预先规定为对在这个单子之中的自我而言在对这个现实的现在的这种关系中的必然的态度，并且对于这个自我本身而言是作为可以理解的必然的态度被给予的。我所是的这个自我（因此是作为我曾经是的这个自我，作为这个体验流的自我，这个曾在此之前存在着的自我，但是它现在被埋藏在这个昏暗的未发展的习惯性之中），现在只能是这一个自我，而且肯定是这一个自我。我在我前面有作为个体的必然性的确定的“我打算”=“我将会”。我能够为我虚构多种多样的东西，并因此能够以多种多样方式想象我的未来的生活和未来的行为，但是对于每一个这样的可能性，我都能够正确估计对于我而言它是不是可能性注718（当我将从这个现前直到任意一个将来的我的生活十分具体地构成为我的生活，并顾及到迄今进行着的我的生活时），或者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它将我重新虚构进另一个自我之中和另一个单子之中，作为那种与我现在所是的这个我互不相容的单子。如果我坚持我是我所是的这个自我，那么在这种想象中，并在这种被想象的我思（cogito）之设定中，我就已经表明我是我的具体的主动的生活之继续（现实的、迄今为止的生活，或者是一种作为我的生活已经具体延续着的而显示出来的生活），即使我在“直观地”现实地实行这种设定时，我能够实行的正是这种设定；并且我不能实行每一种设定，而是我只能实行一种设定——一种处于可能性之中的设定。


  如果我考察我的过去，我通过再生产方式探究它的昏暗的领域，那么我也能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以不同于它现实存在的方式，即以它在记忆中存在的方式，想象它。因此，处于其位置上的每一个过去的行为也都是以它与诸可能性相对的在现实的过去中一义地规定的。如果我们想要将这些可能性设定为现实性，那么它们就会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现实的单子，而设定了一个与它不相容的另一个单子。这另一个单子当然具有另一个自我。


  在这个方面，如果这种考察涉及的是诸行为，不外就是涉及诸素材式的事实，涉及过去，不外就是涉及将来，对于这个将来，为了将它想象为是被以生活内容确定地充实了的将来，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设定。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如果我们一般地想象任何一个时间片断被以内容具体地充实了，并且被设定为存在着的，那么所有其它的设定就作为与这个被预先给予的设定相矛盾的而被取消了。


  但是一般来说，一个已经过去了的具体内容并没有为将来会出现的具体内容规定任何一义的必然性，而只能规定一些经验的预期，如果这种过去了的具体内容是有规则的，对于该认识者来说，是随身带有的，并因此作为一种在进展中以经验方式有规则的，服从于经验法则的，就会在归纳的认识中突出出来，根据归纳的准则作为这样的东西在经验中被证明为可靠的。但是单子并不是处于时间之中的一种任意的关联，尽管它就自己本身而言（并且也许通过移情作用对于另一个单子而言）是作为在时间中存在着的东西，并且在它的一切体验方面有一种进行充实的东西之时间序列被连续地给予。在这种时间序列之诸素材式的成分方面，在与自我不同而作为环境被给予的东西的诸成分方面，并不存在任何新情况。但是关于自我和自我的东西，的确存在着新情况。抛开那些也涉及作为内在时间之事件的诸行为的经验规则不说，只要它们是在处于相似性之有秩序的连续中的体验过程中出现的，它们就又能相应地被预期，它们就有其固有的法则，更确切地说，有一种个体式的法则：即防止两个单子可能完全相同的法则，尽管注719这两个单子按照它们的诸素材式的成分，并且一般而言，按照本源地被动地属于一个主观性之领域的东西，很可能被认为是完全相同的。在这个方面完全相同的，并且按照该被动性之发展的一切成分完全相同的两个单子，在诸行为方面和由诸行为而来的确定的发展成分方面，肯定不可能是相同的。


  或者：诸单子也有一种普遍的东西，一种特殊的本质，它们也有，而且是按照它们在诸要素中包含的所有东西，一种可特殊化的东西，并因此按照一切方面，甚至关于诸行为，建立起作为关于本质普遍性之法则的本质法则（一种普遍的先验性）。另一方面，诸单子在其我-在中有一种原理，这种原理并不包含可特殊化的东西，并不包含那样一种作为个别的差异与每一个自我和每一个自我共有的普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内容”：在那种情况下，每一个这样的内容就都是一种可重复的东西，都是一种特殊的差异，最终是一种最后的最低的差异，但始终仍然是普遍的东西。


  有关对象极和自我极的基本描述。自我作为功能之中心注720


  情况不是与在作为同一的而“被安置在”多种多样显现之中的意向的对象那里一样吗？在一切意向的体验中（在那些意向的体验中，“对象”是被以为的对象），对象都是“同一的对象”，并且作为同一的对象是可认识的，但是如果我们将诸体验看作是具有时间性的事件，那么我们就只能说：每两个在这里在相应的关联中出现的这样的体验（比如知觉的体验和以某种记忆连续以及这种连续性之一切阶段为中介的记忆体验）都是不同的，“相同”在于，它们使同一的东西显现，于是在这个“方向”上存在着相同性，这些体验在其本质中有某种使它们能够以相同性连结起来的东西，然而这种同一的东西本身并不是在它们当中的每一个之中的一种相同因素，而是一种同一的东西，另一方面，也不是一个个别的共同的要素之同一的东西，就是说，不是这样一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能够被认为是一种同时仍是可想象的相同性之模棱两可的情况（正如当我们将两个整体之相同的部分通过改变一个而导致同一性的符合时一样）。相反地，它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同一性，这种十分独特的同一性恰恰只能就在意向体验当中被以为的东西显示诸意向性体验。诸体验共有的并不是一种“空的”同一东西，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一种意向上的（“思想上的”）同一东西，是这一个意识和另一个意识作为同一性之极而“指向”的一个极，是作为这个意识是有关它的意识的那个同一东西。


  对象是同一的东西，并且作为同一的东西在指向“它”的一切意向体验当中是空的，是一种空的形式，并且仅仅是作为这种空的同一的东西到处都是同一个东西，一种到处都是相同的东西在诸体验当中是决定性的。但是这个空的某物在一种体验中被意指为αβγ……，在另一种体验中被意指为αβγδ……，它是一种空的同一的东西，但同时又变化不定地被意指为某些“述谓”之“承载者”（在理解行为之前的可述谓的东西），这些述谓本身则是一些新的、非独立的、被承载的同一性东西，是属于承载者的属性极。这个作为一次被以为是具有这些述谓，另一次被以为是具有那些述谓的被以为的Χ（这个承载者），就这些规定方式而言是不同的东西，然而这个Χ是同一个Χ（而这些被以为的属性则为这些行为标明一些新的指向性，一些新的不独立的，并因此是变化不定的相同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


  但是意识，其中包括对行为的意识，还有一个对应极。这种向对象极的指向状态是“在”意识“中”的自我之指向这个极的指向状态。并且这个自我也是一个极。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这个对应极，这个自我。如果我们保持在一个单子式的流中，那么这个自我极对于总是被指向某个Χ，Χ……的，并且也总是连带地、附属地指向这个承载者的某些属性的所有跟通常一样被指向的行为而言，是同一地同一个自我极。这个自我极并不是“这个流”当中的一种同一的“体验”，或一个同一的体验成分，如果这样认为，那会是荒谬的；一个单子式的流，这个完全是构成性的流动之流，仿佛是一种生成之构成，并且在其中只有作为贯穿于被构成的生成之中的意向上同一的东西“存在”，每一个同一的片断都能够被包括到不同的段落中。


  一个单子式的流之无与伦比的特性（与一切特殊的“流”不可比较，与一切对象一般不可比较，这些对象从它那个方面只有作为在单子当中被构成的对象才是可以想象的），就是这个自我极只是借助于自我极化才存在，并且只能借助于自我极化存在。按照这种特性，在一个单子之中（在一个相互关联着的多种多样的意识——这个意识本身是一个意识——之这种全体中）的每一个“意识”只能作为“同一个”自我之意识，一个绝对同一的自我之意识而存在。我能够在这个现实的现前之中生活，并且能够在与我当前的环境世界（作为我的意向的环境世界）之关联中，在经验时（在全面地观察、把握经验对象时），在关联时，在思考时，在评价时，积极主动地行事，或者在对我的对象之主观的被给予性方式、我的感觉事实、显现方式、我的情感、我的采取态度进行反思时，将它们当成课题，或者我能够进入到某个再生产的过去之中漫游，并仿佛重又在过去之中生活，将已成过去的意向性东西、已成过去的给予性方式、已成过去的情感作为曾经有过的课题当成课题——在从过去到过去这样地行事，并对过去样式之诸主观性进行考察，将它们彼此串连起来，经历它们时，我不仅发现作为一种连续变化着的相继的由处于过去样式之中的“诸现前”构成的相继（在一个早先时刻“我的”每一个生活都带有我当时的意向上的环境世界），而且在每一时刻我都发现“我曾是如此这般行动着的”。我发现在这个时刻的全部活动都恰好是以我思（cogito）这种形式在同一的自我（ego）之中被定了中心的。我总是发现，就由诸时期及其诸体验流和诸活动流构成的这个连续体而言，不仅有相同的定中心，而且是在对这同一的自我之关联中定中心。我现在所是的这个我是我曾是的同一个我，我现在的对立面和我过去阶段的每一个对立面，都是我的，都是同一个自我的对立面，而不仅仅是附属于一个连续的“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着中心的，现实地和潜在地对着中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为我而在此存在的，它是我的课题，或者它刺激我并且被注意到，或者它刺激我而未被注意到。它为我在此存在，并“能”刺激我，能被把握，能变成行为的课题等等。这个同一的自我极，这个刺激与行动之中心（也是反应的中心），本身自为地在此存在，注721并且为它存在，正如所有不同于自我的东西一样，因此所有“已发生的”刺激和活动作为某种本身又能刺激这同一个自我的东西也都在此存在。在每一个“已经发生的”意识中，它都作为极以不同于当下意识（关于该意识的指向所指的那个对象的意识，或者关于在该意识中进行指向的自我的意识中的那个对象的意识）之意向对象的方式存在。注722因为第二个反思的意识是必需的，以便把握这个极，这个作为现在本身以时间上的对象之方式（存在方式）被构成的（或者毋宁说是，以刺激方式被构成的）第一个意识之极，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注723极在一个新的意识中变为对象极，在这个新的意识中主观极并不以对象方式存在。然而这个主观却仍是同一个极。


  这个自我通过在自我生活中生活而存在，在这种自我生活中，自我是以情感方式或活动方式起功能作用的自我，并且作为这样的自我，它在以极的方式被对抗的功能作用之前就存在，就是说，本身能够刺激，能够变成课题，正如能够以存在方式刺激，并能够以存在方式变成课题的其它东西那样。这种功能对于这个自我，并且对于它的全部的刺激和活动而言，本身是一种第二位的东西，并且是必然随之而来的东西，在这方面，这种随之而来之意义有其困难，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能解释为是在时间中和在一个平面上或一条线上的那种通常的前后相继。始终应该区分处于原始起作用的行为中的原始起作用的极（这个极存在着，而这意味着，当它起作用时，有一个现前为自己形成，但本身并不意味着一个站在对面的守护者，一个站在对面的现在）和那个变成对立面的和不再作为这种东西的起作用的极，这个极是为一个新的原始起作用的极在此存在的极：但是这个新的极仍然是在新的原始起作用的发挥功能的行为中的同一个绝对的同一的极。这个自我是任何时候都能够是一个功能之功能中心的功能中心，这种功能作用能够使这同一的自我，“自己本身”，作为如此这般发挥功能的中心或曾如此这般发挥功能的中心变成课题，并这样地为自己本身在此存在。注724


  因此我们拥有一个同一的自我，但是这个同一的自我本身什么也不是，自在自为地抽象地来看，在内容方面完全是空的，自在自为地来看，只拥有特殊自己的东西和一般的东西，即它是功能作用的中心本身，并且在这里，在这个流中，是它的功能作用中心本身。这个功能作用中心如其所是地存在于任何功能作用之中，存在于被动的（受刺激的）功能作用之中，或主动的功能作用之中，因此这个自我根据情况或者是“我由于……而受痛苦”（我受刺激），“我感觉到这个”，“我经验到那个”，“我在感觉到乐意和不乐意时受到……，我被动地受吸引（去追求），我在追求时受到刺激”，但是另一方面还有“我思考，我评价，我对……感兴趣，我喜欢……，我为……悲伤，我渴望……，我爱，我想要”。


  这与对象极有些相似，对象极（刺激之极，课题式的极等等）作为承载者，作为变化不定的偶性和属性之基底，如其所是地存在着——，然而它是以完全不同方式存在的：如其所是地存在的自我极注725并不是承载者，并不是刺激与活动等等之基底，而正是自我，是射入点，是刺激之功能作用中心，是辐射点，是诸活动和诸行为的活动中心。自我极“处于”它的诸状态“之中”（也“处于”它的诸反应式的状态之中，如处于那些被动的实现之中），并且“处于”它的指向与自我不同的东西的进行指向的行为“之中”，指向被刺激的东西。


  因此，这个多种多样的功能作用之中心，正是只能由这个同一的中心，正是在这些功能作用中，被以本源方式随后把握的，而这些功能作用是指向自我的，并因此是指向功能作用的：因此是在同一的体验流之统一中被把握的，一切功能作用连同起源于自我的东西或指向自我之中的东西的诸成分，在这个同一的体验流之中都一起存在。注726


  但是如果这个处于特殊的功能作用之中的自我考虑到有关感觉事实、环境世界的另外一些可能性，考虑到与这些环境世界有关的行动和反应的诸体验，那就会出现有关现实的体验流之多种多样的变化（在虚构行为的功能中），这个现实的体验流是这个同一的自我能够作为它的现实的体验流发现的，能够作为它的体验的主观性领域现实地发现的。注727


  但是现在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变化可能性：1）这样一些变化，按照这些变化，体验的主观东西之领域虽然改变了，与现实的以为行为处于矛盾之中，但却并没有因此妨碍作为功能作用之中心的自我之同一性。因此当我现在经验为红色的这个平面，不是红的而是绿的时，我肯定丝毫也没有改变。当缺少我现在作为要吃放在我面前的水果的渴望和欲望而体验到的本能的要求时，以及当比如甚至缺少想要吃这块木头的要求时，我肯定也同样没有丝毫改变。2）然而在这里，在多种多样的刺激之领域中，我能够设想出那些并不涉及作为同一的极的我的自我的诸种变化。当我代替这些东西而设想那些主动的功能作用被改变了，那些从属于“理性评价”的功能作用被改变了时，情况就不同了。但是抛开对它的“规范的合理性”之一切追问不说，只要我同样能够随同被虚构的刺激状况一起同样任意地为我虚构它，我就会看到，我是受束缚的。我就会明白，只当我以某种方式行事时，我才能够在任意的刺激的状况中保留住这同一个同一的自我；同样，以下情况也是清楚的，即当我将我的刺激的状况作为我现实拥有的状况而坚持住时，我总是只能够实行我曾实行过的诸行为。如果由于这些行为，这些刺激状况作为由我唤起的而出现，那么这些新的刺激状况以及所有与它一起作为在统觉式的状况中的过去的遗留物等等的东西而在我的习惯的基础中存在的东西，以及所有能够变成体验的东西，就只不过正是我所实行的诸行为的直接的前提。如果我虚构这些前提，那么我就只能保持我的自我之同一性。由此得出，我们能够设想，对我们的具体的单子实行改造，这种改造保留我们的个体的自我，并且这种改造保留我们的“个性”，这个自我之个性。当我们现在想要将这多种多样的单子方面的变化分布到作为共存的众多的众多单子上时，下面的情况是否可能呢，即两个单子总是能够拥有素材式的被动的领域和本源的被动的领域之同一些刺激的状况？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应该考虑到，并不因为一切主动的东西本身都会变成刺激的东西，因此所有刺激的东西就一定能够是共有的。


  但是关于这种主动的东西，现在立即就能说出一条基本原理。


  然而在此之前还应该原则地说：两个共存的单子式的统一不可能拥有同一个自我；此外一个单子式的统一之自我，不仅不与另一个单子式的统一之自我同一，而且如前面曾试图描述的，每一个自我都有其特性。而且在每一个单子式的统一中，这种特性都是一种唯一的，必然地做出的态度表示，一种在刺激的诸前提下（此前发生的行为属于该前提）如此这般做决定的唯一必然的方式。注728


  这种特性的改变意味着这个自我的改变，而处于其行为的特性之中的，处于其行为之一义的必然性之中的两个自我不可能是相同的，这并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命题，而是一种在上面描述过的关于我的自我之虚构中被给予的自明性：只要我改变对我的特性的想法，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如还可能的那样，我构成一种作为可能的特性系统的完整的特性，我就必然会拥有独立于素材式的诸成分的另一个自我。我在我的处于个别符合之中的虚构当中拥有一切可能的单子和一切可能的自我，并且在这里我看出了作为“个体化”之原理的，作为使单子变成必然唯一的东西的原理的这种完整的特性。注729我能够拥有一个不同的环境世界，这个不同的环境世界作为我的意向的环境世界，对于我的主观的诸成分而言，作为不同的环境世界，意味着一种变化。但是，并不是我的主观性之每一个变化都是我的主观、自我之变化，如果我们将一切能从“主观的”方面说明特征的成分，就是说，将对处于心理学态度中的心理学家而言能够变成课题的一切东西，都包括于主观性之下的话。因此，一个不同的环境世界并不意味着一个与我所是的自我不同的自我。在保持我的环境世界的情况下，我也能够作如下的虚构，即我曾以不同于我现在行事的方式的另一种方式行事，并且将会以另一种方式行事，并能够直觉地相信，我将会这样行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会有一种关于我的自我之一致的可能的虚构，我再也不会是这个自我，我将我虚构进了另一个人之中。在一个被任意虚构的环境世界那里，同样如此，我能够一下子将我现实所是的自我，同一的未被改变的自我，虚构进这个被虚构的环境世界之中，或者将被改变了的自我，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另一个自我，虚构进这个被虚构的环境世界之中。


  人们可能会说，因此，第二个单子不可能个别地包含同一的自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单子就会具有同一的功能作用方面的特性；但是两个单子具有同一的功能作用方面的特性是不可想象的。注730为了证明将上面所想的东西颠倒过来的作法之尝试，我们能够提供什么呢？（因为在上面我们把以下情况当作是存在的，即两个共存在的单子不可能包含同一的个别的自我。原因在于，无须询问一个功能作用中心之“特性”，就能够谈论诸中心之非同一性，正如在一个单子之中，在询问“特性”之前，就会将同一性设想为是存在的一样。）


  众多的单子——这需要一个共有的已被构成的世界。在这个是众多单子的世界的世界之中，能有众多的人，即使绝对不是所有的人，走来走去吗？这众多的人拥有同一的一种个人的特性，是“同一个”自我，只不过存在于诸不同身体中吗？然而每一个人都具有其特殊的经验，都处于不同的情况中，因而具有不同的习惯，不同的认识等等。但是他们大家作为“同一些人”却能够相互认识。凡是我们在一个大致同一的环境中长大的地方（如孩童就是在同一父母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就会将我们感觉为简直是极相似的人，心灵方面极相似的人。在外在的身体性相同的情况下——这样的身体性肯定完全是可能的——，就简直感觉为是极相似的人。因此我们就会面对极相似的人这个问题。


  以上这些仓促的论述缺少原理方面的清晰性。在这里重要的任务是，清楚地表述这些真正的原理方面的问题，以现象学方式正确地准备这些问题。


  一个自我之主动的行为举止之个别性的东西，就在于这个行为举止对于这个自我而言的一义性，这种一义性对于每一个自我都是存在的，然而如我们曾尝试指出的，其根据并不在于，每一个自我都具有不同的被动的基础。


  附录I  关于单子式的个性之现象学和关于诸体验之普遍的可能性和普遍的相容性之现象学。静态的现象学和生成的现象学  （1921年6月）


  1）关于诸可能的“现象”和现象方面的关联，以及这些现象方面的关联之构成性的成就（这些成就完全能够在诸单子中出现）之现象学。


  2）关于单子式的个性之现象学，这是对于那些能附加到并固定到体验之法则上的诸法则之研究，它研究：什么东西造成一个单子之个体的统一性和个体的完整性，什么东西作为其固有本质必然属于一个个别的单子，单子必然具有什么样的普遍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自身中必然包含哪些种类要素和成分，并且什么东西确保这些种类正是这种形式中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如果这个单子必然具有一种生成统一之形式，连续不断的生成统一之形式，那么它所具有的具体结构就只能来自“诸要素”，这些要素本身是生成之统一，并且如同这个完整的单子一样，按阶段拥有一种抽象的构造。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必然性的东西，而不仅是有自己的相容性的东西；因此每一个本身之“被确定了界限的”体验，都需要它的“背景”，都需要一个地平线，每一个处于一个阶段的要素都就这种生成提出了它的要求；因此每一个体验都就这种继续生成，都对构成时间性的流动提出了要求等等。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允许与自然主义的概念接近。单子是一种本身带有作为起作用行为和忍受行为之极注731的自我的生动的统一，并且是清醒的生活和隐蔽的生活之统一，是诸能力之统一，是“诸素质”之统一，并且这种隐蔽的东西，“未被意识到的东西”，是对于单子式的包含物而言的一种特殊样式，人们必须以特殊的方式本源地获得这种包含物之必然的意义。


  然而第1）项并不是充分清楚地规定的。我们是通过以超越论的方式对“超越的”现实性加括号的方法研究诸现象的。属于这种现象的还有处于引号之中的事物世界（而且是按照这个事物世界作为直观的事物世界自身具有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进行研究的），还有被经验到的事物本身。我描述按照时间和空间（按照透视）而定位的给予性方式，按照诸侧面的给予性方式，描述显现着诸侧面和诸侧面之显现方式，描述作为关于……的透视变形的感觉事实，描述诸统握，描述构成统一性和同一性等等的诸知觉之诸显现的相互关系本身。我描述与自我的关联，描述把握的行为，关联的行为，说明的行为，“理解的行为”（在普遍东西之中借助概念的思想的行为），述谓的行为。我描述诸被以为的事态，描述诸命题，诸推论，描述自我之注意的行为之样式，描述刺激之样式，关注之样式，描述通过思想行为的“我-做事”的活动。我对前提下判断，并且在这方面是有理据的，我接下来由此而就结果句下判断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处于“内在时间”中的事件，都是处于“体验”之时间中的事件。并且在对单子进行考察时，我们所有的正是属于单子的内在时间关联，和单子之诸体验以及在诸体验中被构成的诸统一之关联。并且这整个的关联本身（进一步！）具有其在相应的诸原始体验之中的本源的时间流中的构成。


  在实行了那种构成起点的现象学还原之后现象学考察的某种道路也就借助所有这些东西得到了预先规定。我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在开始时我还完全没有看到，意识流是内在地被构成的，我还完全没有将意识流以科学方式确定下来，更谈不上将单子式的个性以科学方式确定下来了，而诸能力等等之自我就是在这种单子式的个性之中构成的。


  因此我不是必须将这种考察继续进行到表明以下情况吗，即这是一种在内在时间中的生成之统一，是一种为自己本身在时间上被构成的单子之在内在时间中被构成的统一，但是这个单子又能反向地指向原始生动的单子，这个原始生动的单子之绝对的存在以一个多种多样的流为内容，在这个流中，被充实的内在时间之内在现象，现象上的内在的单子之内在现象，被构成？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单子之个性形成过程的研究朝向两个方向：朝向被内在地构成的单子之个性形成过程和通过返回原始进行构成的流之合法则性而朝向绝对的单子之个性形成过程。在这里，这种研究朝向被充实的内在的时间之统一之必然的形式，朝向那种在每一个阶段之同时中和相继中为一切内容提供必然的统一的东西，为这当中所有个别的组成部分和成分提供一种统一的、扯不断的关联的东西。单子是“简单的”，不可分割的本质，这种本质如其所是地在时间中作为连续生成的而存在，并且一切属于它的东西，都处于这种连续生成之某个位置上，并在这个内在的被充实的时间中有其作为时间充实的存在，而就本身而言什么也不是，因为这种充实是连续的，并与同一个同一的自我极相关联。并且那个与一个同一的自我极相关联的东西属于一个唯一的被充实的时间之一个连续生成之流，这个时间是唯一的时间，具有一个唯一的自我。如果谈到两个单子，那就可以想象，同样的时间形式之两个生成的流，但并不是具有两个自我的同一个流。一个自我之内在时间绝不可能是未被充实的，绝不可能有空隙，绝不可能被分解成众多的、被分割开的、被间断所分割的流。在单子之中所有东西和所有东西都是联结在一起的。


  但是现在在单子这个题目下我们所考虑的是单子之生动的生成之统一，是单子之历史。但是单子也有其生动的当前，以及在这种当前之中的生成和随后的继续生成。属于这种当前之本质的是，它一方面是作为“印象”这种形态的新涌现的现实的生活情况的原始印象的当前，另一方面，它仿佛与这种印象一起拥有作为过去的遗存的它的昏暗的和也许是明亮的背景。它在每一个现在都在自身中带有作为地平线的它的历史，它能向这个地平线之中看过去，它或者是能经历这个地平线，或者是仿佛能以个别地重新回忆或相互关联地重新回忆之形态感受到这个地平线。属于这个单子式的存在之本质的是，其生成之每一个阶段都具有这种结构和属于该结构的一切奇妙的东西。我们是借助一系列原始印象而拥有该内在时间之被充实了的统一的，但这并不是在这种生成之中曾有的和现有的全部东西。在一切阶段中，我们还有这个当下的阶段之已沉淀了的历史，在每一个阶段中，这个单子有其隐蔽的“知识”，有其习惯的东西。并且当时而这个，时而那个被现实地重新记起时，这个过去又会变成生动的，又会获得与这个当前的关联：这个单子不仅如其现在所是地存在着，而且它还作为曾经存在过的单子存在着，并且它能够现实地了解它的过去，还可能想就其过去进行诉说，能够具有将当前与过去联结起来等等的行为。注732


  这肯定已经足够了。因此在这个方向上我们能够就其本身考察单子之统一，考察这种统一在本质要求方面所包含的东西。尽管在这个流中存在着偶然的东西；一切感觉事实都是偶然的，尽管它们也是借助经验式的动因而以可以预期的方式发生的，它仍然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出现。注733尽管在这里存在着偶然情况，而且尽管关于颜色感觉之理念也预先规定颜色感觉属于某个进行经验的自我，但是可能的自我作为经验的自我在其理想的普遍性中留出了一种不确定的无限性，因此对于一个个别的颜色感觉而言情况肯定是不同的。情况并不是，它的个性是一种特征，是一个要素，这个要素在一切普遍特征方面都适合于它；相反，如其所是地存在着的感觉事实只是作为在这个单子之中按照其合法则地形成的时间关联被构成的感觉事实，并且作为一种流动着的生活之统一而有其存在，作为在这当中意向上统一的东西，在单子之自我的这种统一中可一再地被视为同一的东西，作为其个性之形式，它具有唯一的时间位置，具有本源地进行构成的生活之标志。不论在一个单子之中什么东西被构成，它都不是像一个能够独立存在的东西，并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环节在这种单子式的关联中的出现的东西，并且最后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同样好地在另外一个单子那里出现的东西那样属于该单子。一切内在的东西虽然都是个别地存在的，但却是非独立地个别地存在的，只有单子本身才是独立地存在的。这个流通过它的体验之诸阶段，通过它的诸体验之被内在地客观化了的秩序，提供出处于单子式的关联之中的不同的个体性，或说，提供出处于内在时间之这个在其中被构成东西的单子式的关联之中的不同的个体性。但是所有这些特殊的个性都不是独立的，正如与一个独立的具体物之个体性相对的一个阶段之个体性不是独立的那样。单子之中的一切具体东西都不是独立的，这表明，不能如我在《逻辑研究》中那样将独立性这个概念与具体物这个概念看成是一个东西。


  但是现在我能够按照意向作用-意向内容对体验流之形成物进行考察，就其普遍的类型学进行考察，我能够研究它的可能的诸变化，它的诸本质关联等等，而不追问关于一个单子之个性的法则性。现象学的-本质学的还原使我处于一个可能的单子一般之基础上，但恰恰不是被个别地、同一地思考的单子之基础上，恰恰不提出下面这样的要求，即按照其可能性和必然性规定个别的同一性。我也能够提出这样一项新任务，而且当然是在使用关于行为之本质学，使用被构成的构成物等等的本质学的情况下提出的。也许我们可以说：我也能够对个别的生成进行描述，对生成之法则进行描述，而不系统考察一个单子之全部的生成之问题及其个性之本质。


  我们的确能够将那种探究进行构成的意识与被构成的对象性东西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学研究称作是静态的现象学研究，而完全排除生成方面问题。从这当中我能够区分出这样一些现象学研究：按照其本质可能性、可相容性等等研究体验和生成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形态的类型学，但是不考虑处于这种关联中的个别的问题。最后我们有关于单子式的个性的现象学，其中包括关于一种当单子生成时在单子存在于其中的单子统一性中形成的相互关联着的生成的现象学。


  一种如我设想的系统的现象学，是研究诸可能的构成之诸阶段的，最低层是研究内在的时间流，和作为内在时间的统一的单子式的存在之始终是必然的构成，然后是研究生成方面更高的阶段，超越性之阶段，研究诸幻象等等，研究自然之构成，自然中的动物之构成，研究一切“感觉论的东西”。然后是研究在一切阶段上都能够投入使用的思想行为之诸成就，以及在这些阶段上思想行为之不同形态（自我之主动性）。因此这些都是生成方面的研究，并且作为对已现成地被构成的形成物及其构成活动之描述，被纳入到这种生成方面的研究之关联中。我们也能够对这种相互关联就其本身按照这些相关项之相关性的类型和必然性进行描述。在这种生成中，它的生成将会由构成方面的诸低级阶段得到理解。


  这种系统地进行的研究行动，也为关于单子之系统的阶段理论奠定了基础，单子按照情况或者在自身中实行更高的发展，就是说，发展向更高的构成进展，或者不实行更高发展。每一个更高的单子都是由一个较低的单子发展而来的，它在较早的发展阶段曾是较低的单子。只不过这是否肯定是一种广泛而全面的理论，确实还是成问题的。不管怎样，它的问题肯定是被注意到了。


  在这里是哪些问题推动这整个的研究呢？我必须对这些问题加以区分：


  1）按照理想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什么东西属于一个单子之可能性，属于一个单子之固有本质呢？


  2）什么东西属于一个应该能够构成一个自然的单子呢？


  3）什么东西属于应该提供诸其它单子，应该能够经验和认识共存着的众多单子的一个单子呢？并且如果这些单子能够处于交往（commercium）之中，什么东西属于这些单子本身呢？


  4）概念式的认识之本质可能性属于一个单子之本质可能性。“存在着”关于这些概念式的认识之哪些种类和形式呢？就能够构成的可能的概念、判断和判断关联而言，哪一些是一致的可能性呢？就真理而言，哪一些是一致的可能性呢？一般而言，可能的认识行为一般，可能的命题，可能的真正的存在，在这里都被看作对于进行认识的单子而言是可认识的，并且我们始终处于可能的单子一般之范围中。因此，在这里我们并不是以下面这种方式获得关于单子的认识的，即就如同我们为一切数本身获得作为对每一个单个的数都有效的普遍的真理那样。但是正如我们将它被归入到一个数列中的情况认为是属于一个纯粹的总数本身之本质那样，并且正如有关质数，数的总和，乘积等等的特殊的数的法则之系统那样，它得出的肯定不是涉及每一个被给予的数的法则，或者如我们在以几何学方式研究诸可能的空间图形时，发现有关图形的种和属的法则，它们并不表达每一个图形的本质特性那样，因此，我们为这些可能的单子所发现的本质法则，并不是，或者并不必然是关于每一个单子必然一定会在自身中具有的诸特性之表达。并不是每一个单子肯定都是以逻辑方式进行思想的单子，并不是每一个单子都是实行道德行为的单子，然而逻辑意识和道德意识之本质法则作为属于关于可能的单子一般之科学的普遍领域的本质法则，肯定是存在的。


  5）询问单子式的意识之诸系统的可能性，询问这些或那些可能的基本形态（种属），询问诸本质法则，这些本质法则对诸可能的事件，对诸可能的行为，对诸可能的状态，对对象性的统一之构成，思想内容之构成的系统关联之形成等等进行规定，是一种不同的问题，对一个单子之个别的同一性所服从的法则之询问是另一种不同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是对可共存的众多单子（这些单子应该能够相互促动，在精神方面应该能够相互影响）所服从的诸法则的询问等等。当然，这两种法则性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对于自我和自我生活而言的一切本质可能的东西恰恰并非都是可在一个单子之个别的统一之中共存的。在本质中的每一种不相容性也都排除一个单子之个别统一中的一些东西。但是还存在着一些法则，它们具体地规定，什么东西属于一个单子之必然的形式的结构，此外还规定，当一个确定的个别的内容已经在此存在时，什么东西一定会生成。因此生成之原始法则就是本源的时间构成之法则、联想之诸法则和再生产之诸法则，借助这些法则单子作为统一构成自己本身等等。


  关于生成的诸特殊法则不就是关于个性之法则吗，或者只不过是这种法则之一个分支？就是说是与单子之生成法则有关的一个分支，而另一个分支则涉及共存之法则？但这是一种正确的估价吗？


  每一种关于在共存中的相容性的法则也都为可能的生成规定了一种法则。关于时间上的共存之相容性法则已经以时间之构成为前提了，然而在自己旁边还有在相继当中的相容性之法则，这些法则是关于在同时和相继当中能够共存之普遍的法则。但是此外我们还有一些不仅涉及序列之相容性而且还涉及序列之必然性的法则。一个是说，如果a存在，b就不能存在（因此不能共存），另一个是说，如果a存在，那么b就一定存在，以在时间方面的同时或相继方式存在。但是这种时间的东西被构成了，并且我们发现了该流之原始的关联在其中肯定又是两个法则都起作用的，只不过是在改变了的意义上起作用的。


  这些都是关于区分的基本问题，但也是关于必然的、现象学的诸研究之顺序的基本问题。我们在这里总是谈到静态的现象学和生成的现象学。在这里，真正主导的观察角度是什么呢？我能够从外在的知觉出发，我举出这些体验类型，我拥有与被以为的对象的关系，我将这些东西确定下来，我对比这些被以为的特征和在知觉本身中与这些被以为的东西有关的在感觉上和透视变形上所存在的东西，我探究进一步的知觉之可能性，这些知觉都是与初始的知觉连续一致的关于同一东西的知觉，我描述自身变化着的诸感觉，描述统握之诸形式，描述综合的关联之诸形式等等，我密切注视显现着的诸对象和通过以意向活动协调而取得一致的诸显现之多样性的统一这种相互关联等等。在这里，我为这样一些体验和体验关联，并因此也为它们可能在其中出现的一个单子构成诸本质的可能性。一个单子作为这样一些在自身中具有诸可能性的单子而是可能的。在这里，我不询问在这个单子之中的生成，不询问这些现象之产生方式。我追踪与一个同一地坚持到底的自然客体相关联的一个一致的经验关联之理念，但是此外，作为另一种可能性我也追踪在某一个位置上的不一致性这种分歧，当然我因此改变了这个单子以及与它有关的生成。或者我提供了（正如在其中的物理的事物性东西那样）目标客体，精神上的构成物，书籍等等，并且问，它们是如何被给予的。我完全是从对象性东西，包括理想的对象性东西，如概念式的思想，数学上的命题，出发，并且问，关于它们的意识看上去可能是怎样的，关于它们的多种多样意识如何是可能的，它们是如何在意识上作为自身被给予的而被“构成”的。在这里，到处都是构成方面的问题，并且这种构成涉及认识之对象与认识之间的本质关联，涉及对意向活动方面的关联的思考，在这些关联中有存在方面的关联被构成，也有对象与概念、真理等等之间的关联被构成。然而我总是在“为我存在着的”对象这个理念之下拥有诸对象，即使当我举出处于核心的内在东西时，也是如此，并且我观察意识之诸样式，更确切地说，观察意向作用-意向内容方面的相互关联的诸样式，这些样式在这里以构成方式起作用，或者我观察诸活动之样式，观察理解的活动，观察的活动，比较的活动等等，而这些东西对于更高的对象性东西而言又会成为构成性的。我们总是在与被考虑的，而且在真实存在这种理念之下被思想的对象性东西的关联中，探究可能的意识之诸样式，通过对其实存实行现象学的排除，这些对象性东西的确作为意向的对象性东西在脑海中萦回，并且指引诸关联之连接的秩序。探究构成并不是探究生成，生成正是构成之生成，并作为生成，在一个单子之中运动。静态的现象学不就恰恰是入门的现象学，关于处于其存在之中的诸对象的主导类型之构成的现象学，以及关于对象之非存在之构成的现象学，有关纯粹假象之构成的现象学，关于无意义东西之构成的现象学，关于不一致性东西等等之构成的现象学吗？在这里我有作为有关相互关联之本质关联的本质关联，但它并不是对生成之限制，它在这里并不是由作为规定诸条件的那个东西而来的有条件的东西。当生成的现象学探究处于时间流之中的本源的生成（这种生成本身是本源地进行构成的生成），并且探究在生成方面起作用的所谓的“动因”时，它就表明，意识是如何由意识而生成的，与此同时，在这种生成中，意识如何总是也完成构成方面的成就，因此完成在促动者和被促动者之间的制约性关联，或者完成从印象到持存的必然的过渡，在这种过渡中正是这种生成的意识以及相关联地关于现在之变成刚刚过去的现在的意识被构成。


  然而我不仅在与作为入门的一个对象之关联中以静态方式描述诸构成方面的诸可能性，而且我也描述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在意识中的诸关联的类型学，因此在《理念》一书中我描述了作为也许能在诸内在的现象的关联之统一中出现的诸现象之结构的纯粹意识的结构。注734


  但是如果一个单子之个性被坚持住了，那么一切可能性就一定已经被选择了；那种个别地统一的东西，就是在此在中被要求的东西，它只能按照法则被要求；下面的情况也是法则，即那个在统一的流之内部出现的东西，正是按照种的法则适应这种统一的东西，并且下面的情况也是法则，即由于这种统一性的法则，被适应的东西是被这种关联所要求的东西（《逻辑研究》，第二卷,III）。


  因此情况难道不是像下面这样吗，即一方面我们拥有关于在单子之中的可能性、相容性之诸法则本身，另一方面，与此相区别，我们拥有属于作为个别统一的单子之统一的诸法则？但是个别的统一服从于生成之法则。因此，关于绝对的个性的现象学，关于作为个别的统一的单子的现象学，正是分别地说明诸个别的阶段之发展，每一个个别的阶段都有其个性之法则。那么关于这些阶段之个性之普遍法则呢？


  附录II  关于“单子”这个概念。〈自我之具体化〉〈约写于1921年6月〉


  我们必须区分：


  1）纯粹的自我，即我思（ego cogito）之中的这个自我（ego），在知觉时被指向我受其刺激的那个被知觉的事物的这个我，在我转向之前对“该事物”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这个我，当喜欢时就转向该事物的这个我，对这一个和那一东西进行比较的这个我，渴望某种东西的这个我，忍受悲痛等等的这个我。这个自我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自我经验之对象，在这种自我经验中这个自我指向自己本身。这如何可能，这个自我如何能成为对象，这个对象本身，这个自我，受到刺激，并引起转向，在这里我们不考虑这些东西。这个自我是不可删除的，并且在这种自我经验中作为现在存在着的，现在现实地持续着的被给予，或者作为在现在持续着时回转到它自己的过去，回转到作为过去的行为和过去的反应之主观的自己被给予。在这样的回转中，它将自己把握为是持续着的自我，并且作为它的持续之诸从前阶段的自我和诸从前的行为之自我，是绝对同一的自我：当它过去、现在和将来实行不同的行为，而且一再实行不同的行为时，是同一的自我。


  2）正如我们曾说过的，这个纯粹的自我，这个自我（ego），是作为持续着的而被给予的，更确切地说，是在知觉自我中，在知觉自身中，作为现在持续着的而被给予的。但是它也可能作为被重新回忆起的持存、被重新回忆起的生存时间之同一的自我而被给予，它正是在它持续的一切阶段中的同一个自我。在这里应该清楚地注意到，这种同一性根本不同于一种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持续着的存在之同一性，这后一种持续着的存在，只当它作为持续着的存在而拥有其诸暂时的阶段，并以这些阶段充实这种持存，并超出这种持存而“延伸”，按照情况而变化或保持不变，因此在不同阶段上内容方面是不同的，或在一切阶段上都是本身相同的时，才是同一的。因此譬如一个声音是变化的或保持自身相同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区分两种相关联的对象性东西，一个是被充实了的持存，另一个是在这里持续着的东西，它变化着或者没有变化。自我持续着，但它并不是真正自身相同的，仿佛它通过这种持存而延伸着，并且每一个持存阶段都连续地重复着相同的东西，甚至它仿佛真的能够将自己理解为自我，仿佛当将一个时间片段想象为是空的时，它能够分裂为两个自我，只不过仍是相同的自我，就如同这个声音能够分裂为两个彼此分开的声音一样。这个自我作为纯粹的自我，是绝对同一的同一个自我，属于这个时间之每一点，然而它并不被延伸。


  3）自我在诸行为和情感中有其自我生活。自我只是在一种非本真的意义上充实时间，就是说，只要自我的时间作为自我的生活之时间领域属于自我，自我就充实这个时间。注735每一个行为都是在时间中开始的，并且是通过时间延伸的，每一个情感也是如此。这个自我完全是与自身同一的，在质的方面并没有任何区分，只要它一再地以不同方式是主动的自我和进行忍受的自我，从一个瞬间到一个瞬间就是不同的。在自我和自我行为，或更确切地说，与自我情感之完全是独一无二的关联中，自我获得一种展现着的内容。但是另一方面，情况并不是仿佛这些行为是其它（在通常意义上的）时间中的事件那样的某种东西，并且以连续地通过时间而扩展的方式，现在拥有了作为展现着的东西的这种扩展之统一，并且这就是这个自我。这个自我不外就是诸行为之没有质的极，并具有由这种极性而来的一切规定，在这当中，这些行为本身是某种无与伦比的东西，而并不是某种只有在与自我的关联中才被以某种方式设定的在自我旁边的东西。这个自我生活于它的诸行为之中，自我从自身中释放出这些行为，或者自我从外部经验到某种东西，受到刺激，并在受到刺激时生活。在这当中自我有其状态，而这种状态恰好有一种无比独特的意义，而且是这样一种意义，这种意义不允许将自我看作是自为的某物，或者看作是以某种方式在自身中被评定的东西，而肯定是通过其当下的行为与情感被规定的，由这些行为和情感自我拥有了它的全部的“本质”特性。


  4）因此现在我们可以谈论具体的自我了。如其所是的具体的自我是作为在其行为与偏爱之中被规定的自我而存在的。这个具体的自我是内在的经验之现实的自我，在这里，这个被经验的东西整个说来肯定是具体的东西，而纯粹的自我则是一个抽象地同一的东西（尽管在我们所论述的意义上，当然并不是在通常意义上，是一个作为诸行为之连贯的相同的内在要素的抽象的“要素”）。这个具体的自我是贯穿于内在时间的延伸着的同一的东西，是按照它的“精神上的”规定内容，按照它的诸行为和诸状态而不同的东西，在自身中始终带有绝对同一自我的极，另一方面，它在其生活中，在其诸行为之具体关联中，充分发展，而这些行为在这个极中同一地定中心。注736


  但是严格地说，如果我们恰恰没有另外再取来没有它们一种这样的生活本身就不可能具体存在的所有那些东西的话，这个处于其自我生活之统一中的具体的自我就尚不是真正具体存在的。这种作为行为和忍受的自我生活之统一，本质上是与一个变动着的对立面相关联的：与一个始终被充实的内在的时间相关联，但是也与一个以“客观的”对象充实了的“客观的”时间相关联（这些“客观的”对象正如这些“内在的”对象一样，为这个自我“在意识上”在此存在），此外也与诸偶然的幻象对象相关联，这些幻象对象只是以“仿佛”的方式在此存在，作为在“纯粹虚构”当中浮现着的在此存在，如此等等。注737这个主动的“我思想”，我思（cogito）（我理解，我比较，我对某物感兴趣等等），是对一个所思对象（cogitatum）的我思（cogito）。每一个我-做事都是自我之与一个被它所意识到某物的关联。并且该某物必须是已经被这个自我意识到的，因此一般而言这个自我才能转向该某物。如果没有这种转向，任何活动都不会在对这个某物的关联中存在。这种转向以刺激为前提，但又只有被意识到的某物才能刺激，只有这个某物才能对这个自我实行或大或小的“刺激”。


  在这里我们不想思考刺激的度是否仅仅表示一种一般的意识上拥有的行为之情态，在可能的实行之前的一种被动的意识上拥有的行为之情态，并且首先是在转向的可能性之前，在自我的一切“兴趣”开始的可能性之前，在某物那里出场的可能性之前的意识上拥有的行为之情态，然后是按照这种意识“采取行动的行为”的情态。无论如何，按照其普遍性，这种意识上拥有的行为，就是拥有在自己的对面的被意识东西的行为，就是拥有一种预先给予的东西的行为，这种拥有行为也许具有对这个自我实行刺激的行为之形态，或者，也许还具有被转向的行为之形态，按照这种意识采取行动的行为之形态，把握的行为之形态，并因此还有在特殊意义上拥有被给予东西的行为的形态，这是这样一些形态，在其中存在着以下情况，即被意识的东西与自我发生特殊的关联，并与其特殊的自我行为和自我情感发生特殊的关联。在这里，这种在意识上拥有某物的行为是这样一种行为，即它能够与另一个在意识上拥有的行为，并且再与另一个在意识上拥有的行为，最后能与许多个在意识上拥有的行为一起进入到一个在意识上拥有的行为之统一中，在那个在意识上拥有的行为之中，这同一个某物作为同一的被意识到，这同一个某物多次地并以多种多样的不同方式被意识到。此外，正如我们还可以说的，每一个在意识上拥有的行为，每一个意识体验（意向体验，而不是在主动意义上的直接地进行意向）本身又被意识，并且一个自我之一切意识体验都被一个内在的意识之统一所包含，并且当这种内在的时间在每一个时间阶段上都被这个或那个体验（这个体验意识到它的某物，而本身又作为体验被意识）所充实时，这些意识体验就被排列在一种内在时间之统一中。


  在这里，体验一词所表达的正是这种体验状态，即在内在意识中意识上拥有的行为。由于这种在意识上拥有的行为，体验对于自我而言任何时候都是被预先给予的；但是这个体验——如果它不是素材方面的事实注738——本身又是“对……的意识”，在意向上“对……的意识”，它拥有一种意向内容，我们将所有下面这些东西包括到意向内容之中，即不是直接的体验成分，因此不是内在地被意识的东西，而是由于意向性（它从它那个方面产生这种内在的被意识东西），第二次被意识的东西。意向的体验也许会有各种各样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由意向的体验作为在其中被意识到的某物预先给予的，无须它们是这些体验之真实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外在的知觉中有被知觉的对象，在外在的重新回忆中有被重新回忆起的对象，但是另一方面，也有透视式的显现等等。当这个自我在其转向中实行它的有针对性的，进行联结的，并且通常总是处于某种状态中的活动时，就在这种活动之进程中建立起一种连贯的意识体验，一种具有意义之统一性的，具有例如命题之统一性的意识之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在其牢固基础中包含着与基底对象的，与命题之主词等等的关系。这些体验由于以下情况而作为体验存在，即这个自我作为行动的自我起作用，这个自我产生意义构成物，产生课题式的统一东西，而这些课题式的统一东西被意识为产品，与此同时，还与未产生的被意识的东西相关联。意识在一切生产行为之前就存在。这个自我是对于它的全部的意识而言的，对于多种多样的意向的体验（这些体验之中的每一个本身都是意识）之意识统一而言的主观；因此这并不是说，它是主动的，进行生产的，感兴趣的自我，甚至也不是说，它是总是受到刺激的自我。更确切地说，这种意识之统一和在这种统一中所包含的意向的体验之统一，是自我生存于其中的媒质，是自我之主动的参与和被动的参与之媒质。借助于这个流之意向体验的意向性的特性，这个自我获得了与当下的意向内容的可能的关联，这些意向内容正是通过这种关联为自我在此存在的，自我总是能够将这些内容当成考察的行为、思考的行为等等的对象。如果自我睡着了，那么这就是说，它没有实行任何行动，甚至它也许没有经验到来自意向内容的任何刺激；在这种情况下，它睡着了所意味的就是，它甚至也没有被动地经验到任何来自意向内容的刺激，如果这种被刺激状态，这种由一种突显出来的东西经受一种刺激，忍受一种刺激的状态，所说的正是被动性的话。


  因此，关于自我之生活我们拥有两种概念：1）具有其体验流的自我之无所不包的意识，它是自我持续不断地在其中生活的生活，是意向的媒质，自我通过这种媒质，从事其活动，或者经受到刺激，当自我这样做时，它就为了新的体验而充实这种媒质。注7392）多种多样的行为和多种多样的被刺激状态本身，自我参与的生活，作为自我而出现的生活，通过本身“在自我之中”发生的（尽管是通过那种无所不包的媒质之诸要素而发生的）活动和情感而对体验流加以充实的生活。


  自我这个中心总是存在的，不管它是否出现，是否将会清醒，是否现在清醒，或者甚至不清醒；并且体验流或意识流总是在流动着，不管它是否包括这些特殊的自我行为，或者甚至不包括这些自我行为。自我是一种本质的相互关联性，或称本质的休戚相关性，自我不是由诸部分构成的整体，它是绝对的统一性：某种潜在性将这个“无自我的”意识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个“无自我的”意识来说，这个自我，也许是另外的清醒的自我，具有清醒意识的自我，具有一个清醒的自我之意识的自我，睡着了。这个自我对于它的流的一切体验行为而言都能够变成清醒的（因此这个流被称作是它的流），这个自我都能够转向它的意向的内容。


  我们将这种处于体验行为之中的无所不包的生活之统一，将这种在有自我参与的情况下，或者没有自我参与的情况下，但在自我可能参与的情况下的处于体验行为之中的无所不包的生活之统一，称作单子式的生活，并且如果我们按照充分的具体化来看待这种单子式的生活（这种充分的具体化具有处于其共属性之中的生活之自我的所属的本质事态），就是说，在与自我的体验行为之关联中看待这个自我，在与自我的关联中看待的这种体验行为，这二者被一起看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说的就是单子。注740


  但是，为了详尽阐明单子这个概念，迄今为止的论述就足够了吗？作为其能力的主观的自我，自我及其习惯性东西，还没有得到研究呢。此外，自我及其“环境世界”，其对立面，也没有得到研究。


  首先还应该就单子式的意识作以下补充：


  当然我们必须按照对构成内在时间并构成作为内在时间之诸统一的一切体验的意识的研究区分：（1）内在意识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有它自己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对于内在时间之构成是原始的，（2）体验之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内在地被意识到的，是作为流贯于内在时间形式的意识生活之连续性，因此单子是处于其最终的、绝对的时间形式之中的单子，或处于其原形态之中的单子，并且单子作为“内在意义”之统一，作为在其内在时间之形式中被构成的统一。在这种意义上的单子具有其存在之内在的绝对的真理之性质，及其具体化之性质。


  5）环境世界。现在让我们继续进行。每一种意识体验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都有其与其真实的某物相对的意向内容。在这里，我们已经区分了对象性的意义（处于括号中的诸对象）和处于意向对象式的样式中的意义。但是我们必须将所有那些以这种方式属于“对……的意识”的体验的东西，以及没有它这个体验就是不可想象的东西，都一起看作是单子。我们还有可能的意识体验行为之谜团般的特性，即在意识体验行为中一个对象在“相信行为”中作为存在着的，作为现实的对象在此存在，并因此作为自我在转向中发现的在它对面现实存在着的某物在此存在（在诸行动中也是如此，这些行动的成就存在于一种“现实的”构成物之中，这个构成物在一种射入式的向它转向中，作为在自我对面的现实性东西，例如作为现实的事态，作为现实的判断内容[真理]，被给予）。


  这个自我通过它的意向体验肯定预先被给予了存在于对面的诸现实性的东西，处于现实性当中的诸对象和对象性关联；但是此外还有处于或然性之中的，处于可疑性之中的诸对象和对象性关联，也有处于可能性之中的诸对象和对象性关联，并且在这当中还有作为诸纯粹的想象可能性东西的诸对象和对象性关联，作为虚构（设想）（ficta [imaginata]）的诸对象和对象性关联。


  因此，不管所有这些东西如何成问题，如何需要澄清，我们的确通过它的与“现实性”，与最广义上的环境世界关联的意识，以本质方式发现了自我，并且只要诸内在的对象由于这种意向性已被构成了，这个环境世界就是内在的环境世界，并且只要恰好存在着诸超越性，这个环境世界就是一个超越的环境世界。


  如果这个环境世界是在确切意义上存在于这个自我“对面”的所有东西，即未经反思而被给予的或预先给予的所有东西，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就应该与所有那些东西区别开，即所有那些对自我而言一般能够变成对象的东西：属于被构成的单子之本质的是，它能够作为对于这个自我而言的内在的意识本身之对象性东西被给予，并且这种内在的意识本身对于自己本身而言已被构成了，就是说，对于这个自我能够达到被给予性（如果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关于单子就什么也不知道）。因此每一个体验不仅存在，而且对于自我来说也是现实性，属于该自我之内在的环境世界，因此这整个的单子和自我本身都属于该自我之环境世界。这个内在的环境世界是对于这个自我而言的必然的环境世界，而超越的环境世界只有通过内在的意识体验才能够为这个自我存在，这些意识体验在自身中实行超越的意义赋予和实在性设定，并且和这些特性本身一起属于内在的环境世界。


  诸素材式的事实在内在性中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们在内在意识中作为诸内在的统一被构成，本身并不是意向体验，但是会变成处于内在时间中的意向体验的“材料”。例如它们会作为真实的部分，作为统握的材料，进入到外在知觉之中。此外，它们还获得了意向的功能，但是作为感觉事实，它们在自己本身中并没有任何意向性。构成它们的那种内在意识的意向性是与它们（作为被构成的东西）不同的。注741


  附录  III  作为不稳定的统一的自己  （1921年6月）


  要是我不说“自我”，而总是说“自己”也许会更好些。


  按照莱布尼茨的说法：“个人这个词表示一种进行思想的，有智力的存在，这个存在有理性的能力和反思的能力，这个存在能够将自己想象为是一个同一的主观，这个主观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进行思想，而且是借助意识做所有这一切，以致于它将自己构成为它的诸行为之基础。当这些感觉和想象足够清晰的时候，这种意识就总是伴随着我们当下的感觉和想象，正是借助于我们在反思的意义上称作自己（soi même）的那种东西，每一个人为自身存在。意识能够延伸到过去的行为和思想有多么远，个人之同一性也就能够延伸到多么远，而这个时刻的自己和那个时刻的自己是同一个自己。”注742


  我们可以尝试说：与我在外在态度中发现处于其多种多样状态的连续序列之中的同一个事物相似（或者同一个感觉事实，作为处于仿佛是诸状态之时而相同时而变易的红的要素之连续的序列之中的统一的同一个具体的红），我在对自己的反思中，发现了这个作为一个，然而却是完全不同的、处于意识生活（这种意识生活事实上就是自己的生活）之流动着的序列中的它的诸意识之状态之不同的统一的自己。然而我们的确拥有本质上的差别，即“在”外在的诸状态中，这种统一是作为连贯的统一而存在的，或者是作为在其流中被构成的统一而存在的。诸流动的体验构成体验流之统一，但是这种自己之统一并不在相同意义上存在于诸流动着的诸体验之中。我在“被分割开的”诸行为和“被分割开的”诸显现之连续的对面发现这个与它们不可分开的自己。但却是作为“实行”它们的，或更确切地说，受显现者刺激的自己发现的，并且与这个自己相关联的还有处于其潜在性之中的一切背景。这个自己不再是“现象”，现象只不过是关于自己之表象，对自己之把握等等。自我体验，进行体验的自己之体验，有一种真实的统一性极，这个统一性极在诸体验之中并不是以下面这种方式被构成的，即如同在一切时间上的存在中，在一种时间充实之连续中，在一种被充实的持续中，变化着的或不变化的统一那样被构成。


  但是处于它的诸体验对面的这个自己是抽象的，而每一个说“我”或说“我自己”的人，他所意指的都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因此这个在其体验流中任意发展的，并且和这个体验流一起的这个自己就是这个具体的“自己”。


  就这方面来说，它与上面对比的情况相似：向连续被充实的持存看过去，并且在连续地经历这种持存时，向它的诸阶段看过去，是一种情况，而向红色的统一，向事物之统一看过去又是一种情况，这个事物在此持续着，并且它的诸变化之统一，或说，它的变化着的诸状态之统一，存在着。在自己这里也是一样。我谈论它，我指向这个自我，而且正是作为它的生活之自我指向的，而一种不同的指向就是指向这个生活本身。


  这个自我本质上是与每一个被划定了范围的体验相关联的（与每一个对象性东西相关联的），这就是说，这种本质上可能的对每一个体验的反思，都必然将该体验引入到我思（ego cogito）之形态中。注743注744因此如果对这个反思进行反思，那就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形式：“我对这个我思（cogito）进行反思”，并且在这里这个自我就两次存在，即作为该反思之自我和作为那个我思（cogito）之自我，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认识到，两次被设定的这个自我之同一性，但是一次是存在着的自我，而每一次都是作为一个不同的我思（cogito）之自我。在连续进行的反思中，我发现这个自我连续地同一地贯穿于它的所有行为和状态之中，这些行为和状态在这里都是作为内在时间之诸体验以时间上持续的方式被给予的。但是作为“连贯地”同一的东西的这个自己，并不在相同意义上在时间上存在，根本不像体验那样是时间上延伸着的（自我行为与自我情绪；并且只要诸行为由自我产生出来，刺激进入到这个自我之中，它们就可以说是具有一个由时间的延长而伸出来的侧面，并且只是与时间的连续性一起延长的，并与时间的连续性一致地并行进展）。人们也许会这样说：但是这个自己在这种内在的意识之构成中发生了透视变形，正如持续着的红色在它的持存的变样中发生透视变形一样。然而关于每一个理想的对象，人们都能够说这相同的东西，这种对象虽然在一种时间的延伸中达到了被给予性，并因此作为在一种持续中伸展开的显现出来，然而它显然是非真实的，并不像一个实在的东西那样持续着，如这样一种东西，它是在这种持续中的诸内容之统一，而这些内容之每一个都是不同的。但是这个自我作为纯粹的自我在其持续地被给予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是同一的同一个自我，而不像变化着的事物或一种变化着的红色那样的同一个东西，这个同一的东西可以说首先是由于一种充实着这种时间持续的内容之连续性（相同的或不同的红色阶段），才作为同一的被构成。这个纯粹的自我，这个作为自我的自我，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没有不同的内容，它在一切时间阶段上都是绝对同一的，因此是作为纯粹的自我而存在的。但是这个具体的（in concreto）自己虽然具有变化着的内容，但是在这里自我之同一性作为建立对于一切内容而言的统一性的同一性，要先于这些内容。自己之统一性，甚至个人之统一性，并不仅仅是一种在阶段之变动、变化中的同一性。一切进入到时间持续中的变动着的内容，都已经以自我之同一性为前提了，由处于其主动性之中的自我流入到时间中的东西预先已经有了这个自我，已经以自我为前提了，为了能够从一个时刻到一个时刻地重新刺激自我，或以另一种方式刺激自我，并且为了能够这样地赋予自我一种变动着的内容，一切刺激自我的东西同样也以自我为前提。


  可以说，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拥有单方面的稳定的统一，这种统一存在于从不同的东西到不同的东西之连续的过渡中，并且只存在于这样的过渡中。而被分隔开的东西（在时间中非连续地存在的东西）并不是一，而是众多。但是在这里，在自我方面，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稳定的统一，相反，这个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一，并且只有在对不同东西的关联中成立，尽管它并不能从这种不同的东西分隔开。这还表现在以下方面，即凡是有两个互不关联的直观，例如红色的两个互不关联的直观，被给予的地方，在那里我就能够说出相同和相似，但绝不能说出同一性。但是当我对处于少年时代的我和成年时代的我“进行比较”时，根据这些无关联的个别的直观，在这里我发现我自己，并且发现自己在数字上绝对是作为同一个自己。


  附录IV  〈处于其总体结构之中的〉单子（1921年6月）


  自我作为极，作为它的行为和情绪之中心，作为这种东西必然是诸意向的体验之主观，并通过这些体验，它意识到它的行为之“诸对象”，它转向它们的，它与它们打交道的诸对象，或者它意识到它的情绪之诸对象，刺激它或者能够刺激它的诸对象。


  因此自我-意识-对象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而自我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自我之对象的同一东西。这个在多种多样的意识中作为同一的被意识到的东西，完全不同于这个自我，这个自我作为同一的东西是一切作为同一的而被意识到的东西之主观，在多种多样意识中作为一个东西而坚持到底的东西之主观或者是被主动地视为同一的东西之主观。


  但是在对象这个名目下我们同样也有在这里的一切区分。在多种多样的意识当中自我也有内在的意识（这种内在的意识与自己本身相关联，因此本身又能够被意识），并且自我能够有一种“指向”特殊的意识的，指向个别的意向体验的特殊的意识。并且自我关于作为多种多样的意识之同一的自我的自己本身也有意识。


  但是必然有一个对象性东西之领域属于自我，这些对象性东西本身不是意识，或者甚至不是自我。这个自我作为对象方面的被关联状态之中心，归根到底恰好是与“客体”的关联之中心。注745这个主观极在自己对面有多种多样的客体极，每一个客体都被意识到，但并不是意识，每一个客体是直接地被意识到的，而不是通过“反思”被意识到的。注746


  我们称作意识的一切东西，作为自我之生活媒介，在特殊意义上都是自我的，主观的，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当然是作为行为和忍受（被刺激）。客观的东西是自我和一切主观的东西之向对面投掷，注747然而是在意识之主观东西中的被意识的东西，并且是在“相关项”这种意向东西之这种方式中的被意识的东西，并与自我以意识方式“相关联”。


  在这里，我们有在两种客观的东西之间的区分：一种客观的东西在自身中包含作为客体的诸潜在的对象性东西，因此是潜在的对立极，另一种客观的东西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客体。每一个本身被意识的客体（在特殊意义上的客体）都是由诸可能的客体之“领域”中突出出来的，由一个“含糊不清的、统一的”而且是敞开的领域中突出出来的，而这个领域并不是什么也没有。


  此外，在客观的东西中存在着诸层次：1）这样一种客观的东西，它作为内在的东西已经属于内在的意识，并且它使内在地不同于自我的东西——素材和素材式的感性东西——被意识到；2）这样一种客观的东西，它作为超越性是外在的感性之客体，是意向的体验之客体（意向的体验本身是在内在意识之中被意识到的），但只是以这种间接的方式，而且只是借助“诸显现”，才能被意识到，即作为多种多样显现之统一被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素材式的事实被用作“透视变形”，被用作“统握”之承担者。对于自我来说，超越的，作为通过透视变形显现着的并借助显现被以为的客体，是借助作为原客体的内在的、与自我不同的客体被构成的。必须将下面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即对于每一个自我来说，下面的情况是不是必然的，即它意识到超越的客体是存在的，或是它以为超越的客体是大概存在的，以为超越的客体是可能存在的。


  这就得出了“客观的”和“主观的”的一个新概念。只要自我没有素材而有意识是不可想象的，且素材又是与自我东西真实不可分割地出现的，那么素材就也是主观的。只要超越的东西不能够作为与主观的东西真实地不可分割地被给予的，并且也不需要这样地被给予，尽管它被以为，甚至被生动地经验到，只要它作为独立于被以为的状态和被知觉的状态而表现出来（当它实际上存在时），那么这种超越的东西就是客观的，在确切的意义上是客观的，就是作为非主观的在这个自我和一切主观东西的对面，在一切不可分割地和真实地与这个自我和自我生活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对面。


  意识上的所有这些东西——诸个别的意向的体验，诸素材式的事实和真实地不可分割地统一的东西之诸背景，在这种统一中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东西——之具体的联结就构成单子。


  但是有一件东西仍然作为困难存留下来。自我之能力和通常的主观性也属于自我，或更确切地说，属于单子。并且我也必须研究这个自我，只要它在现实的生活中作为现在当前的与它的现在当前的和现实被经验的成分一起存在（一起进行知觉），并且这个自我，这个作为过去和现在的主观而被发现的自我，与一个无限的时间相关联。因此应该继续系统地向前推进，而所有下面这些都属于基本问题：


  现象学还原之剩余物是什么，作为纯粹的自我（ego）及我思（cogito）始终不可消除的东西是什么，我获得了作为单子，作为思维（mens），作为精神（animus），作为进行思维的实体（substantia cogitnans）的我吗？在什么意义上我这样地获得了我，以及在这里应该如何系统地实行这一系列的基本的概念构成呢？


  在所有这几页当中论述的东西仍不是令人满意的。


  在还原中，在纯粹内在的考虑中，我发现：


  我发现自我-意识-对象性东西，而且只是没有加引号的内在的对象性东西，作为内在的意向的统一的体验流之统一，不是处于括号中的，而是无限地（in infinitum）构成自身的，作为不可消除的，具有对以原印象方式被给予的现在，和并非以原印象方式被给予的现在之区分的等等。


  我发现这个在多种多样的意识中被意识到的，被相信的，显示出来的等等的超越性的“世界”，通过素材式的透视变形呈现出来。


  我发现这个自我，发现我是主动的，进行忍受的自我。


  我发现了生成，我发现在被动的动因中意识由意识生产出来的方式，和过去的体验活动在当前的体验活动中再生产、联想、沉淀的诸必然的法则。


  但是我也发现了“在自我这里的沉淀物”，我的自我之诸特有东西；在“我行动”当中由我产生的东西，在“我受苦”当中刺激我的东西，都与这个自我相关联，都具有其形式和规则，这些形式和规则并不受联想之被动性、意图、指向未来的意志等等的制约；这个自我参与到它的生活之中。从这里出发能够继续前进。自我之理解行为，并且这种理解行为是作为这个个性之理解行为。


  因此处于其总体结构之中的这个单子不应该极其简单地认识。从一开始，一切都应该是敞开着的，并且我们拥有行为和被给予性东西之阶段次序，进行构成的东西和被构成的东西之阶段次序，而在所有这些东西之前存在着这个纯粹的自我和流动着的意识（甚至不是无限的流动着的意识，不是意识流，而只是这个处于其“生动的”当前之中的我思[ego cogito]之现象）。


  还有以下情况也是重要的：


  在昏暗的，“空的”单子之中，自我作为所有东西都与之关联的中心，并不是真实地存在的。其实所有东西在这里并不存在，因为所有东西恰好是融合在一起的统一。然而要思考的是：这种“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它是否只是一种潜在性，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仍然不得不说：如果这个自我是醒着的，并且如果能够捕捉住它从前的无意识状态的一个片断，它就不可能在这当中存在，不可能作为附属的曾存在的自我通过反转的反思被发现。我们会说，这是靠不住的。然而下面的情况是确实的，即对自己的意识和被确定了界限的体验必然是相互配合的，只有在显露出来的体验存在的地方，“在那里”这个自我，不仅是进行体验的自我，而且是被体验的自我，也就会存在，也就会“在那里”被预先给予。只有在体验显露出来的地方，只有例如素材式的事实“为自己”存而备用的地方，表象，即使是空的表象，为自己存而备用的地方，在那里才可能有情绪发生，而且在那里必然会有情绪发生。这种显露出来的东西与自我相关联，而这个自我是作为极在功能之中存在的，并且是自为地在此存在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反思才会发生。这个自我只有通过对自我之对象性东西的反思（对这个自我之对自身而言被意识到的，对自身而言以某种方式呈现的对象性东西的反思）才被给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总是可能被给予。很显然，凡是有一个对象在那里存在的地方，在那里，那个表象自己时指向自己的自我也就能以反思方式被把握。被划定了界限的表象（在莱布尼茨的知觉[perception]之最广泛意义上的统一的自身完整的表象行为），作为就自身而被突出出来的对象性东西的被表象东西，和自我中心化必然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这里就存在着由对象而来的两种不同的反思，一种是对指向对象的自我的反思（对由对象受刺激，并重又指向对象的自我的反思，即使这些已经就是反思了），另一种是对“表象行为”，对意识，以及对在其中对象被指向的意识之诸特性——知觉行为、再生产的表象行为等等——的反思。


  很显然，所有这些对于关于最内在的意识之学说而言也是重要的。如果在这里一个多种多样的意识流由于被显露出来而存在，那么它的自我也就是清醒的，就是说，它作为在持续不断的功能作用中作为情绪和行为之同一的极在这里被显露出来的东西，而一起在此存在，就自己本身而言是预先给予的，而且是在任何时候都可能的反思中被给予的。全部的“意识”，每一个意向式的体验和每一个素材式的体验都被意识到，为这个本身被意识到的自我存在，并且诸体验也同样在这当中存在，也是可把握的，而且是作为在被把握之前已被意识的而可把握的。最后，未被意识的东西（这种未被意识的东西能够达到被意识）也有其为-我-在此存在的方式和曾经预先给予的方式。


  我们是否可以像下面这样说还是个问题，即从前未被把握的和未被突出出来的体验行为，例如素材式的东西，也会在昏厥和苏醒之间的对比中被突出出来，而且我也已经作为同一的而被突出出来过，只不过“自身意识”，为我自己而突出出来，和为一种可能的反思而预先被给予，曾是不可能的。这可能正是睡眠，即对于自己而言没有任何东西刺激，并因此自我也不为自己存在，不作为诸变动着的情绪和行为之同一的自我而存在。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被突出出来和被感动是分离的。或更确切地说，情绪这个概念必须重新理解。被突出出来的东西具有不同的情绪力量。但是这个自我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如果这种力量足够使对象达到真正的“意识”，自我就会受到感动。


  文稿3  身体事物移情作用，心灵身体的联系（圣梅尔根，1921年暑假）


  〈§1．“主观主义的”态度和自然主义的统握。对自身的经验和作为心理物理统一的身体心灵方面的实在性之构成〉


  1）对自我之生动的统握，在“主观主义的”态度中，在个人的态度中，对自我主观和一切主观东西的把握。对作为个人式的存在的人的统握。


  2）对作为自然存在，作为“心理物理的”存在的人之自然主义的统握。


  关于1），正如我发现我自己那样：自我是作为在我的对面有诸事物的自我发现的，是通过我对其过程产生影响的诸显现发现的；是作为这样一个自我发现的，这个自我能通过选择，以任意方式，转向我喜欢等等的这些或那些我周围的事物。这是这样一个自我，它发现自己是具有作为事物的这个身体的自我。我支配这个事物，这个事物具有我能够自由运动的各种各样的“器官”，这些器官作为知觉所有其它事物（和它本身）的器官为我服务，作为改造其它事物的实践的器官为我服务等等。


  这是这样一个自我，它以如此这般忍受或积极行动之方式行事，特别是，它在对它的身体的关系上，是作为对身体起功能作用的、支配身体的自我行事，这个自我在对自身的反思的经验中，并不作为与这个身体以心理物理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而被产生出来，并不作为与这个物理的身体不可分割的心理物理的实在性被产生出来。或者：如果我实行对自我的反思，对我的个人的反思，那么我发现的并不是这个心理物理的实在性东西。


  我的身体一方面作为物理的事物（实在的-因果的空间事物）被给予我，另一方面，作为身体被给予我。


  我们有关于身体的物理的经验（知觉），但是我们也有关于它的躯体学的知觉。就后一方面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这种知觉的意义结构是怎样的，就是说，身体按照其基本的本质具有什么样的层次，以致当这些层次在知觉上被充分给予时，身体本身就会被原初地给予。被在身体中定位的东西表明敏感性之层次。素材的事实，动觉的事实，痛感等等。自由的运动和我能直接支配的能自由运动的诸器官之中的划分，这些器官具有知觉器官的诸功能，随意地和有目的地参与到物理自然当中的诸器官的功能，满足本能需要的诸器官（营养器官，生殖器官）的功能。注748当然即使这个身体没有主观性的所有这些功能，或者没有真正对主观性起作用，它也会被知觉。就是说，借助于一种敞开的，但是被划分了的地平线被知觉。


  但是该身体也能与主观领域建立起经验的联系，并具有与主观领域有关联的诸经验的地平线，这些经验的地平线对于身体而言是非本质的：被完整构成的身体出现在对诸组主观事件的各种不同的经验关联中。例如，喝咖啡会激发我的思想，我的想象力等等。反过来，一种意志目标的实现，由此而得到的满足，会明显地“影响”身体的活动等等。因此，经验的地平线得到了扩展。但是我们能够说，“身体”这个统觉，知觉的意识本身，得到了扩展吗？身体性获得了新的基本规定吗？在身体上有什么呢，在身体上直接地和绝对地知觉到的是什么呢？


  不管在身体经验的地平线中有多少主观的东西出现，肯定不能说，我们称作身体和心灵之心理物理统一的东西由此就被构成了。在这里，身体的确还被看作是物理的事物，甚至被看作物理学的科学之意义上的事物和生理学的科学之意义上的事物。


  〈§2．对“身体”之幻象知觉一方面作为关于身体之统觉的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关于身体物体之统觉的基础〉


  在这里应该注意，在一切事物性经验的情况下，身体都被同时经验为起功能作用的身体（就是说，不被经验为单纯的事物），凡身体本身被经验为事物的地方，它恰恰是被双重地经验的，即同时被经验为被经验到的事物和起功能作用的身体。注749这就暗示，在本源的经验中，我的身体正是作为我的身体（并且在一切通过共主观性的客观化之前）被经验的，而绝不是和“物理的事物-身体”这个底层一起被经验的。但是这难道是说：在作为对身体-本身-的知觉的真正的自身知觉中，不包含对身体物体的知觉吗？这只能意味着，就对作为身体的身体之知觉来说，并不同时包括那种构成作为实在的事物，作为物质的-因果性的事物的身体物体的东西。就是说，从“身体”这种幻象知觉中，辐射出两种更高级次的统觉，一种是对身体的统觉，另一种是（在对现实的知觉[经验]之另一种态度中活跃起来的）对作为物理事物的身体物体的统觉。注750


  〈§3．身体作为最本源的我的东西。在唯我论的自身经验中自我与身体之统一〉


  如果我处于自然态度中，如果我是生动地起功能作用的自我，而不是对我和我的体验进行反思的自我，那么我就是进行经验的，进行思想的，进行意愿的自我，在这种态度中，这个自我通过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指向我的自然的课题，指向“直向的目光指向”之课题。


  在这个方向上首先有物理的世界，围绕着定位零点定位的空间世界，并且一切精神的东西（文化）都有其物理的方面（诗歌，雕塑品等等）或者诸底层结构，并且精神的东西也是“外在地”存在的。我作为起功能作用的自我和我的空间世界打交道，并且与此同时我总是行动着的，受目标指引的，实现着目标的，或者未达到目标的自我。每一个经努力达到的东西，都是被我占有的东西，并且只要我没有丧失它，没有放弃它，我就在它那里，它就始终是我自己的。在我的普遍的实践领域之一切空间事物当中，“我的”身体是最本源的我的东西，是我本源地固有的东西，是我持续地固有的东西，持续地处于我的支配之中的最本源的东西，并且是我随时可支配的唯一直接的东西；这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我（作为孩童）作为第一个东西而占有的，并且是直接地占有的，而现在是器官，是用于占有一切东西的手段；占有在直向地目光指向之世界中的一切东西之手段。注751（但是，关于精神的东西在物理的东西中表现出来并在这种情况下具体化的必然性的情况如何，这是一个要单独研究的问题。）因此，与那个我并不分有的，就是说，实际上并不分有的异己者对比，身体本身具有是我的东西、属于我的东西这种最本源的特征；在这里最奇特之处是，我单纯地以纯粹的被动性经验诸外部事物，并且只要我想知道它们，意向就会致力于以经验方式占有它们。它们的存在，它们的真理，在这里就会变成我自己的，而这是以作为活动着的知觉器官的我的身体为中介的。在所有事物当中，我的身体是离我最近的东西，是知觉之最近的东西，是情感和意愿之最近的东西。因此，我，这个起功能作用的自我，在所有其它环境世界的客体面前是以特殊方式与身体一致的。身体以自己的方式，并且以各种不同方式是中心，是处于中心的客体，当它发挥功能时，我就在中心具有它，并且虽然它本身已经是客体（在我的对面），但是它变成对于所有其它客体而言的发挥功能的中心，是我以经验方式占有外部事物的中介：它是这样一个中心，我由它出发，并且通过它（将它作为手段），去接近所有其它客体，占有所有其它客体，并按照我的目的构成所有其它客体。


  如果我对作为功能之自我的我的自我采取反思态度，那么我因此就会发现作为“我的”身体的身体之对自我的独特的附属性，这个身体这样地是我的，好像再不可能有其它东西是我的一样，并且它肯定是与我一起参与到我所占有的一切东西上的。但是在反思之前，这个自我已经作为功能作用的中心被构成了，并且是作为真正实行了的并经常在身体上反映出来的功能之通常的自我被构成的，并且处于在这个方面总是不断继续的进展之中。此外，自我是作为连续地与它的身体“在一起的”被构成的，作为不仅现在连续地拥有身体，而且通过作为器官的身体行使一切通常的外在的功能，与它相对存在着部分是已知的，部分是未知的环境世界。这个环境世界是事物的世界，这些事物有一部分由于我的功能作用已经是被我占有的，已经打上了我的起功能作用的主观性的印记，已经有了由这种功能作用而来的意义沉淀物，因此这些东西不仅能追溯到我的起功能作用的行为，而且还能追溯到我的有关的身体的活动；另一方面，有这样一些事物，它们只是暂时地触动我，并没有使我全神贯注，或者它们只是敞开的诸地平线上的事物，完全是未知的，并未被纳入到我的目的活动之中，并且它们的确是未知的事物，未知的有益的东西，有害的东西，因此它们与可能的功能地平线有关！


  只要现在是在唯我论的自身经验之中，逐级的结构本质上的显然就预先规定为：自我和非我，实践的自我和实践上处于我支配之下的非我，主要是：自我（在这里这个自我是实践的自我）和环境世界，并且只要已经发生了通过一个直接处于支配之中的并且总是准备好了的空间的东西，即空间的身体，而对非我（空间东西）的支配，那就必须区分：与身体在一起的自我和在我之外的世界，就是说，在我的身体之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作为物理实在的世界，作为因果性的世界，在我的起功能作用的行为中构成的，在返回到我的身体时，这个起功能作用的行为也由其幻象的成分出发，构成这个作为物理的事物的身体。


  如果自我是以这种方式与身体“统一在一起”的，并且在这样统一时使自己与它的外部环境世界对立起来，那么这种统一就肯定不是下面这样一种统一，这种统一构成一种双重的实在性（身体-自我和我的主观的东西）并和其余的世界（即这个自我之其余的外部世界）对峙。这种统一更不是这样一种东西，即在“外在的”心理物理的经验中，作为由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中的人、动物（animal）这种统一之物理的身体和心灵构成的统一而被设定的东西。


  〈§4．由对别人的经验产生的对身体之自身经验的影响。比起对我的身体之物理方面的知觉来，对我的身体之躯体学方面的知觉起主要作用〉


  现在让我们抛开唯我论的经验，或者让我们问，我们如何经验别人，对别人的经验行为如何在统觉方面影响我们对自身的经验。在移情作用中，我像知觉其它事物一样将异己的身体以物理的方式知觉为外在地给予我的物理的事物，因此暂时根本就没有将它知觉为身体。但是在该事物中呈现出一个自我主观，作为经验（以我经验我的身体的方式经验）着作为它的身体的这个同一的事物的，并且作为以前面描述过的那种方式与身体结合在一起的自我主观：作为在身体中有其持久的器官的起功能作用的主观呈现出来。


  因此，当异己的主观性注752（自我借助它的身体与这个显现着的，在与一种完整的生活的相互关联中存在的环境世界相关联）在为我外在地显现着的身体中（在这个与那个“为它存在的身体”是同一的物理事物中）呈现出来，而且是借助这种进行呈现的事物而间接呈现出来时，这个异己的自我（在移情作用中被与“我”对比）就在我的显现空间中和我的显现世界中被定位了。


  我的自我并不在我的显现空间中定位，不在我的身体中定位。


  对于我来说，异己的身体被以物理的方式知觉为物理的事物，而且只被知觉为这样的东西；作为身体，它是被我借助间接呈现统觉的，在这种间接呈现中，它的特殊的躯体学的特性只以间接呈现的方式为我在此存在。这些特性肯定都是起功能作用的异己自我之统觉上的反映，并且最初只是对于该自我才是本源地构成的，因此是“可”按照它们的方式“知觉的”。整个异己的自我和异己的自我生活（不管怎样不确定）都是与以下情况一起间接呈现的，即在那里的那个事物由于与我的身体“相似”，并且它的功能运动与我的功能运动“相似”，被以间接呈现方式统握为身体。因为主观性之一个部分或一个要素被间接呈现，由于主观性一般之必然的范畴式的统一形式，所以整个主观性连同它的全部范畴式的成分和相互关系也都被唤醒。因此这整个的主观性就以间接呈现的方式表现为这种唤醒由之发生的我的主观性之变样。


  现在很清楚：对处于唯我论的“世界直观”之中的我来说，如其被经验的每一个外部事物都是作为物理的事物被经验的。因为它只是作为这样的东西被构成的，并且它会这样地成为经验的课题。至于我的身体则与此相反，虽然我也能这样地将它统觉为物理的事物，并且在阐明了的自我中它也作为物理的事物被构成，但是我关于身体所有的却是身体的躯体学的知觉，而这种知觉显然是在先存在的，并且对于作为起功能作用的自我的我来说，本身是第一位的东西，而将我的身体统握为、知觉为物理的事物的行为，则是第二位的东西。以下情况的确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为了将我的身体仅仅看作是如同其它事物那样的事物，我需要一种人为的态度和观察，并且尽管我的身体被我看作如同其它事物一样的事物，并且通常早就作为这样的东西被构成了，但是在我发挥功能期间，身体在这种意义赋予中根本就不“起作用”。在前边我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严格说，它的作为身体的给予性，它作为发挥功能的器官的给予性，并不是建立在它的作为物理的事物的给予性之上的。注753


  就身体来说，这种发挥功能的器官首先被看作是知觉器官，注754并且在结构方面也能够清楚表明，一般而言在物理的事物这种统觉能够完成之前，一个身体肯定已经作为知觉的身体被构成了，而且肯定已经作为知觉的身体起作用了。因为在诸物理的事物能够被构成之前，这个幻象必然已经被构成了，就是说，为此，一种最原始的“身体”必然已经发生在前了。并且如果关于身体的诸幻象已经被构成，然后是关于其它事物的诸幻象已经被构成，那么对于该实在事物之构成而言，建立在幻象的被给予性中的知觉的身体就作为器官起作用。但是如果这种外在实在的东西之构成已经实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也就能够被统握为物理实在的事物，而且就是这样被统握。对于整个身体之主观的运动（移动）作为在空间中的运动（几何学的运动和机械的运动）之统握，已经是一种次生性的东西，复杂的东西，是紧随作为外部事物的事物之运动的构成而来的，而这些外部事物是地地道道的最初的事物。因此在被阐明的意识中以下情况也很清楚，即每一种将自己的身体统握为“像另一个事物一样的事物”的统握，都是某种复杂的东西；“像另一个事物一样”，这是在指示一条迂回的道路。任何一个事物都不需要首先“像另一个事物”那样被统握，它是被直接知觉到的。但是如果我的身体是被我直接知觉的，那么我就不是将它作为事物知觉的，除非我是走迂回的道路，“像另一个事物一样”（仿佛）。在这里我们立即就会想到，只当人们外在地想象一个身体，“从那里出发观察该身体”，才能够将该身体想象为像另一个事物一样是处于运动中的，并因此才能外在地将它想象为一个真正的空间事物。但这就已经是以自我之双重化为前提了，就是说，过渡到移情作用了。


  自己的身体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我自己确确实实地真正地知觉为物理的事物，而只能被别人知觉为这样的东西。因为我的身体对于我来说是知觉上被给予的东西，这种知觉上被给予的东西并不以在我之外的任何人（作为被构成的别人）为前提，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我的身体是以唯我论方式在知觉上被给予的东西，因此作为意义底层的“物理的身体”这种基础的底层事实上是不可能存在的。注755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唯我论的知觉得不出身体之实在性，因此也得不出被完整构成的实在的世界。在这个构成阶段上，外在的世界是作为实在的世界被构成的（虽然毫无疑问没有共主观的客观性），而我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空间的东西，与事物类似的东西，被构成的，但是有这样一种区分，注756即它正是某种完全是自己的东西，并且由于这种特性，对于作为起功能作用的器官的知觉来说，是起奠基作用的底层。只当这一点得到证实时，我们才借助共主观性而拥有即使对于个别的主观而言的一个完整的自然，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主观也处于诸个人之共主观的联结之中。


  〈§5．对作为物理事物的自己的身体之经验的间接性。共有的自然之构成，或更确切地说，客观的主观性之构成〉


  据此，作为物理的事物被经验的第一个身体，就会是异己的身体，但这是以间接呈现的方式按照其特殊的身体性，作为σῶμα（感性的身体性），并且作为精神的身体——这种精神的身体被这个间接呈现的自我从它那个方面作为这样的东西本源地知觉到——被经验的。只是经过这另一个人和诸可能的另一些人这条迂回的道路，我才学会将我自己的身体经验为物理的事物，就是说，完全是间接地经验到的：它对于每一个其他人，都是可以物理方式经验的东西，并且它是我的自身被经验的身体性之一种可能的表现；而这个现实地与我对立的其他人，则被我以间接呈现方式经验为就我的身体以物理方式外在地经验我的人。如果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实行了这种“统握”，并且赋予了它以该物理事物之相应的意义赋予，那么我就由此拥有了一个在其中这个身体是其它诸事物当中的一个事物的普遍的自然，因此在“我的身体”这个物理的事物对我的主观性之关系方面，就对我产生与在这同一个方面对于我将他们经验为另一个人的诸另一个人产生的东西相同的东西。这个作为客观自然的共有自然就由于以下情况被构成了，即一个自然为所有的人构成，在这个自然中，所有的身体都变成如同其它的物理事物一样的物理事物，并失去了每一个身体为它的主观所具有的标记（就是说，作为空间客体，并且不顾及功能的标记）。我的身体按照其物理的真实性是每一个其他人都能由我的身体获得的诸可能的知觉之统一。我关于我的身体的自身知觉（自身显现）则是一种特殊情况的知觉，是我的纯粹主观的知觉，只当我通过诉诸移情作用，以某种方式说明它，它才能具有客观的意义。这种自身显现被施以移情作用，并具有这样的功能，即赋予“身体物体”这种共主观的物理事物一种主观性；就是说，它为每一个人指示一种主观性，这种主观性经验这个作为身体的身体物体，并借助这种身体物体与共主观的世界发生关联，即发生意识的关联和行为的关联。


  因此，唯有在外在的经验中，身体物体才作为单纯物理的事物被给予；因此对于我来说，异己的身体物体是在它的客观的自然位置上、空间位置上，在与其它事物之因果联系中被给予的。我是通过间接呈现，与一个异己的主观性一致地，与一个起功能作用的自我一致地，发现这个物理的物体的——这个自我生活于它的生活流之中，以其主观方式经验着这同一的身体物体，并以躯体学的方式经验它，同时将它经验为它的知觉功能以及其它功能之器官，在与环境世界，即被这个自我如此这般经验的世界，之关联中，这个自我以某些显现方式，以正常的显现方式或以想象方式歪曲了的显现方式，显现，在一个被经验的世界中显现，这个世界也以其真实性为我存在，也在我的经验中可经验和被经验，这个世界包含着诸事物和诸个人，如此等等。因此，我由此并且通过异己的身体在与客观世界关联中经验到异己的主观性。


  当我设定这个在那里的身体物体为可共主观地经验的和真正的自然，设定为共有的物理的自然之一个部分时，如同在一切相似的“身体物体”上一样，在这个物体上我就得出一种超出通常按照对这个事物之外在的经验所刻画为物理的物体性东西和实在地构成它的东西的剩余。这种剩余表示一种主观性（属于一个自我的一切主观的东西和以上描述过的一切主观的东西都包括在内），因为这种剩余同时也间接呈现该主观性。


  在每一个身体物体的位置上，都以自然之空间-时间-因果性的秩序出现一个一起附属的东西，一起在此存在的东西，即一个主观性，这个主观性因此是以共主观的真实性在这里，在客观的自然中，定位的，它是第二个自然，是附属于自然的东西之上的东西，然而却不是物理的东西。因为物理的东西本身具有一种固有的基本的意义赋予（能够通过现实的知觉显示的，而且为每一个人显示的意义赋予），对于物理的东西来说，任何心理的东西都不是基本的。


  客观的物理的自然事物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事物，是作为每一个人之诸可能的显现之统一，这些显现是“可”通过相互理解而“交换的”，因此是可按照其统一设定视为同一的。因此是共有的物理的自然。


  客观的主观性是作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客体的主观性。它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客体，乃是由于根据由进行移情作用的间接呈现而完成的、将外在地经验到的作为物体的“诸身体”与被间接呈现的、以躯体学方式经验到的诸身体视为同一。由于一起而来的、与以躯体学方式经验到的身体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观性之间接呈现，该主观性就被实行移情作用者一起把握，但也能被每一个人，经验这同一身体物体的，并且将该身体物体理解为表现的每一个人，作为同一的来认识。每一个人都能够经验每一个人，将每一个人的身体经验为同一个事物，将每一个人的主观性经验为同一个主观性。每一个人都能够将自身经验到的他的身体与被另一个人作为单纯事物而经验到的身体视为同一的，并且能够将这种同一的共主观的身体作为物理的自然之一部分来认识。于是，他的主观性也就是某种属于该事物的东西，正如任何一个其他人的主观性是属于该其他人的身体物体的东西一样。


  这样我们大家就有了一个客观的世界，一个共有的自然，并有各种各样的主观性附属于该共有自然之各种各样的身体物体。


  〈§6．身体与心灵的结合〉


  应该如何理解这种附属性呢？应该如何描述这种附属性呢？身体物体与心灵是如何“结合”的呢？只有那种统觉之构成方面的意义才能给出答复，在那种统觉中，客观的自然，“处于”自然“之中”的客观的主观性被构成，与此同时，客观的自然与客观的主观性之“结合”也被构成。


  客观的共有自然是空间-时间-因果性的统一。一切身体物体都属于这种统一。诸心灵是被客观化了的主观性，是借助于当下的身体物体被间接呈现的东西，而且理想地说，也是能间接呈现的东西：我的一切体验，我在我身上能够纯粹以现象学方式查明的一切东西，就是说，通过进行还原，通过排除自然（作为被我当作真实的而接受的，并且现在在认识方面被当作前提的此在的自然）能够查明的一切东西，都属于这里。因此我将我能够在“我”之中发现的一切体验，一切素材方面的事实，一切意向的体验、行为，一切意识内容方面的存在以及一切存在东西，都保存在括号中。当然，对于所有这些东西来说，“我自身”始终是这个同一的自我。我是在与内在时间之形式的关联中发现所有这些东西的，而内在时间与自然之空间时间是“符合一致的”。


  对于我来说，现在属于我的身体之构成成分的，一方面是使身体成为身体物体这种客观的自然事物之显现的那些要素，另一方面，是诸平行的主观层次，躯体学的层次。主观的运动-机械的运动。因此我们有在身体的东西与心灵的东西之间的“因果的”（条件的）事态联系。这种从一开始就是以统觉方式构成的“因果性”，不论伸展到多么远，都是未完结的。


  因此由物理的身体性的东西和心灵的东西之间的诸“因果的”联系构成的这条线索，是必须要追踪的。在这条线索中就包括那种能使身体性的东西在与其它事物之对比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每一种表现都是一种通过有规则的经验联系进行的指示（这其实是一种同义反复）。注757


  〈§7．事物构成中的诸规定。身体作为心理上的  正常与异常之指示〉


  在主观性中一个物理的事物是在与境况之联系中借助于诸联想之诸规定被构成的，该事物之存在指示一个在与确定的境况之联系中的一个确定的规定：但是该事物的存在作为客观的存在又指示一种处于与其它事物——这些其它事物本身在这些规定中具有统一性，并且这些物理的身体也存在于这些事物中间——之联系中的关于该事物之共存的和变化着的幻象之普遍的、涉及到一切进行经验的主观的规定。这种普遍的规定——应该能够存在于空间中的共存（空间）与相继之形式中的、能够存在于客观的时间中的一切实在性东西之一致性的自身保存只是由于这种普遍规定——是与第二个规定联系在一起的。注758


  第一个规定是关于诸正常的进行交往的主观之规定，它们在任何方面都不被认为是异常的，因此也不会陷入到暂时的异常的状况中。因此这是一种理想的抽象。


  如果我们此外设想异常东西，那么这就是说：每一个主观不是作为行为的主观具有可能的正常状态与异常状态，而是在它的被动性方面具有可能的正常状态和异常状态。而这种区分之指示就是身体。注759


  身体是一种“有机的个体性”，而不仅是心理物理的个体性。就是说，自然之普遍的物理学的规定并不是唯一的规定。在自然中还存在生物学的规定。在自然中还存在超物理学的秩序，按照这种秩序，一切存在都按照有机的生活和维持生活的境况被归于自然，而自然则是一个诸有机的个体之领域，这些个体在与其以类型方式维持着、变化着的外部生存境况之联系中保存其个性，另一方面，也在相互关联中发挥境况的作用。这种规定作为客观的规定，因此也意味着一种对自然在主观中之主观地构成进行指示的规定。至于我的身体，它首先是外部知觉之器官，但是以异常方式改变它的每一身体上的改变，也都改变知觉之显现。


  正常性是关于空间的被给予性的东西、外部事物性的东西和自己的身体性的东西之构成的属于构成的形式，而对正常情况的偏离，则是某种能够以可描述的方式涉及诸个别器官的东西，和能借助保持正常的其它器官之正常功能查明的东西。由此出发，继续描述异常性。异常性可能涉及一个器官“表现出的”诸显现方式。这个器官也可能变得不再适用于知觉。这种情况可能涉及更多的甚至是全部的器官。在世界的显现中的和在能正常预期的进程中的异常性以及由异常性而来的不一致性首先是某种本身能够查明的东西，而且是对这个唯我论的主观而言可查明的东西。此外也是某种共主观的东西，可共主观地认识的东西。此外，器官是某种被构成的东西，被以经验方式知道的东西，但只是在某个范围内知道的东西。婴儿有器官，但对器官尚毫无认识。我们大家都有器官，而且有无限多的器官，起功能作用的器官多种多样，但它们并不都处于我们的经验范围之中。在“器官”（神经细胞，神经系统阶段等等——手，眼，耳道）这种同一意义上存在着“无意识地”发挥功能的，对于我来说本身没有在起码也是不完善的显现中被经验,并且没有被我有意识地、故意地支配的器官吗？因此在这里存在着关于异常性理论的大量的问题。


  正常性之世界在意识上是作为第一个真正的世界被构成的，与它对立的是与被经验的身体性之诸变样相关联的，与有机的个体之变样相关联的，或者如我们还可以说的，与生理物理的实在的身体之在正常经验范围内自身进行构成的生理学上的异常性东西相关联的该真实世界之异常的显现。这些生理物理方面的异常性东西是可共主观地认识的，正是在正常的可共主观地交流的经验（显现）之系统中可认识的，如同生理物理上的正常性，处于其正常的生理物理的个体性之中的身体结构一样好地可认识的。与此相反，我所具有的诸异常的显现，并不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被固定在我的异常的身体上的，而只是对于我——这个我是我的身体之主观，这个我拥有作为我的身体，作为我的知觉器官和行动器官的身体——来说才是固定在我的异常的身体上的。当别人客观地认识这种异常性时，他们就借助移情作用将我理解为诸异常显现之主观。


  因此，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对于每一个作为知觉之主观的主观来说，一种正常经验之系统就作为共主观的系统被构成了，更确切地说是这样被构成的：每一个人都是向他本身显现的一个身体之主观。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身体（作为正常的生理物理的个体的身体）之主观，那么他在这个身体之正常的生理物理的“发挥功能的行为”中，并且在并行的正常的主观方面的发挥功能的行为中，就有正常的世界显现，在这些正常显现中一个真实的世界就为他显现出来。


  这个正常的生理物理的身体能够多次地变为异常的，于是诸异常显现就出现了。最后有一种破坏该生理物理个体的异常东西，即生理物理的死亡，在其中身体不再是真正的身体，并且一般来说，心灵生活也不再间接呈现。但是在这里我也许不得不事先说，这个身体恰恰并不仅仅是正常的和异常的知觉之器官，而恰恰根本就是身体并且是心灵生活之表现，并且对于生理物理的身体之正常性的干扰，结果也是超出知觉功能之外的“心灵方面的干扰”，是心灵类型之对正常情况的偏离。这个主观性在以下方面具有正常性，即它在与物体性的身体之某种正常性的关联中，拥有诸经验体验之正常系统。同样它也拥有例如在喜悦与痛苦情感中的正常性，在本能、冲动中的正常性，在它的其它行为中的正常性，并且在这里也显示出与物体性的身体之正常性的关联。因此在经验中人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心灵-类型的个体性被构成的，这种个性具有与一个类型上是有机的个体性相关联，与正常的和异常的身体相关联的正常性这种理念和由此分岔的诸异常性。


  而这种经验方面的构成作为结果总是具有一种带有诸敞开的地平线的统觉。进行构成的经验之接下来的进程规定并在内容方面丰富这些地平线。我们学会了在“生物学”方面越来越完善地认识身体性，而且是作为正常的和异常的身体性来认识，依据于对身体性的认识我们越来越完善地认识具有正常的心灵生活和异常的偏离正常的心灵，并且我们学会了认识身体的异常性如何引起心灵的异常性，或者反过来，心灵的异常性如何引起身体的异常性。也许我们还能够谈论在两个方面都与正常的理念相关联的那种类型学中的对应的东西：即人和动物的生理学的心理学。


  但是现在应该考虑，这种生理学的心理学能伸展到多么远，在它的范围内，心理的东西如何“表现”物理的东西，以及反过来，物理的东西如何“表现”心理的东西。然而我们确实也有关于异己的心灵生活之外貌的表现，以语言报告之形式的表达。性格及其特性在其思想行为中（也在其思想风格中），在其评价行为中，在其行动中的表现。


  〈§8．生理学的心理学及其界限：生动的体验（der intellectus agens）〉


  我们拥有自然科学——普遍的物理学，通常意义上的物理学的科学，作为生物物理学的诸科学的自然动物学和自然人类学。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以共主观的经验为前提，并因此在某种范围内以移情作用为前提；以交换可相互进行移情作用的外在的经验为前提，而且还以个人的成就和相互理解为前提并以相互接受成就和传统为前提。


  相互理解之可能性是以“在身体性（如其它空间客体一样的处于内在的和外在的全部显现之中的身体性）中的表现”为前提的，而且是这样地以之为前提的，即身体性在继续下去的经验中，在变化无常的显现中，在一切思想行为面前，能够一再地被视为同一。在这当中就有这样一种“表现”，它以与自己的身体显现者之类型学上整体相似为前提，而且以按照各种各样在整体中显现的个别特征、部分相似为前提。在主观性与主观性的关联中，并且在它们的相对确定地相互给予的显现、思想行为等等中，客观的世界和科学之真正的客观性被构成。并因此，作为动物式的自然的动物性和人性的客观的真正的动物性和人性被构成，并且“平行的”客观的心理的动物性，“客观上真正的”心灵东西被构成，以下面这种方式被构成，即人们能够通过这一种被以科学方式认识的东西（在生物物理学的范围内）指示客观的心灵之一种对应的东西。


  一般物理学能够在没有心理学的情况下被研究。那么客观的“心灵”的情况如何呢？生理学的心理学之本性不就是为客观地被认识的，或者，至少在指向客观性的方向上以实验方式被经验的身体物体东西寻找心灵之相对应的东西，心灵方面的类似物吗？注760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将心灵方面的异常当作起点，以便找到物理的类似物，并借助该类似物“说明”心灵方面的异常吗？


  在客观的-理论的态度中，在指向非我的身体性，首先是被共主观地在经验上给予的身体性的态度中，物理的身体性是一种自然，是一种更早的客观性。自然是客观的科学的研究之第一的东西，并且在对与物理的身体结合在一起的主观性之询问中，在对自然之中的心灵方式的存在的询问中，作为第一的东西，得出了下面这个客观的规定：身体性之生理物理的结构在广泛的范围内拥有作为平行东西的心灵的东西，这些生理物理特性之变化导致心灵东西中的诸变化，这些变化也能够通过有意的实验被观察到。在这一方面的类型学（类型学属于生物物理学上的个体性东西之本质）有其在对应的类型学中心灵方面的“因果”相关项。在这里人们无须对主观性进行普遍研究就能够反复看出心灵方面的类型形态。在物理方面也相似。最后，不论在心灵方面这里还是在物理方面，我们都不需要最后的认识，而是需要相对的和大致的认识。


  但是这种客观的（自然的-因果性的）心灵方面的研究能扩展到多么远呢？在这种研究中，心灵被看作依赖于物理的身体性的东西，与处于其生理物理的类型学之中的身体平行地连结在一起的东西，平行地变化着的东西，与身体“因果性地”相互紧密结合着的东西。一切被给予的东西，一切对象性的东西，一切客观的东西，都以起功能作用的主观性为前提，而主观性是在自己本身中存在的，先于一切客观的认识存在的，客观认识本身只不过是被预先给予的主观性之功能作用，正因为它是这种东西，具有使移情作用成为可能的一切形态，它能够实行移情作用。当然，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胜任认识异己的心灵生活，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无限地（in infinitum）认识这种心灵生活之可能性条件是什么，这乃是一个超越论的问题，此外这里的问题还有，如其作为事实那样的心理物理的“平行”在多大程度上是对人之科学的认识之可能性条件。然而跟通常一样，这个进行认识的主观内在地，并且在一切客观化之前，发现自己是个人，因为它已经以唯我论的方式是活动的、创造行为的主观，在情感和生成之背景上由总是新的意向性东西而来的自由地“有所成就的行为”之主观，在这些意向性东西中，预先给予的进行刺激的对象为这个作为自我的主观构成。自我对它的身体起作用，并通过身体对外部的东西起作用；自我处于它的唯我论的世界之中。但是只要这个自我经验到别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唯我论的世界就变成了一个共主观的世界、一个客观的世界之主观的给予性东西，这个共主观的世界就在该自我中呈现出来，并且当这个自我与别人建立起联系时，与别人达成相互理解时，对别人施以精神影响并从别人那里受到精神影响时，正是这个共主观的世界通过科学被构成，并且一个带有诸种不同文化形式的文化世界被构成。


  个人式的主观如何能进入到它本身构成的这个自然之中，它本身如何能变成心理物理的平行物，变成某种依赖于被构成的客观的身体的东西呢？那个被冠以“心灵的平行物”之名的东西，并且只能处于客观的因果性的自然世界之中的东西是什么呢？这种进行构成的行为，这种主动思想的行为等等能在这里发挥功能吗（如何发挥功能呢）？


  另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主观性，一个自我主观，他具有诸意向的体验、行为等等，具有他的世界现象，具有他的身体现象，以及对他的世界，对他的作为事物、作为器官等等的身体的可靠的经验认识。这个自我对它的身体起作用，对它的环境世界起作用：只当该身体已被被动地构成时，只当该身体具有某些结构等等时，这个自我才能够起作用，并且如果该身体被动地发生了变化（自然地发生变化），那么自我之起作用的诸可能性也就不同。


  这种情况能够由于指向客观自然的态度而消除吗？自我的这种起作用的行为有朝一日能被解释掉吗？而且是作为到对于它来说是真实的环境世界中，因此也是到客观的自然中起作用的行为被解释掉吗？因此“生理学的心理学”之领域并不仅仅与那些涉及一切主观之被动性的法则有关，更确切地说：物理的自然已经是关于构成方面的被动性之法则的普遍的称号，这样一些法则同样也涉及一切主观。只要有机组织之经验上合法则的必然性（也许还有附属的先验性，如果物理学的法则性在超越论方面不够用的话），以及从有机体一直到人的身体，一直到这个顶峰的发展——它是可能的移情作用和可能的不断进展的人的认识和人的文化之条件——之经验的必然性属于自然一般，身体性就仍然是一种特殊的题目；这意思是说，仍有许多不清楚的东西，可疑的东西，认识的空白。身体性肯定是在主观之中的被动性之可能性的条件，借助这种身体性共主观的世界被被动地构成，并且能够允许被主动地掌握。但是这种生动的体验（intellectus agens）——它以处于其法则性之中的，因此也处于其生理学的关联之中的心灵式的基础为前提——本身并不能以生理学方式把握。另一方面，这种生动的体验（intellectus agens）也是与被归入客观的自然的自然身体一起在此存在的。为什么我们不将它本身称作自然呢？为什么我们说，它居于自然之上呢，它被归入世界，然而却是被归入世界之主观呢？


  附录V  主观作为客体和起功能作用的主观（圣梅尔根，1921年9月）


  我发现一个世界：我发现它是我的具有结构的、具有不可缺少的经验形式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对象的全体；具有我的身体的自我-外部世界；自我——作为我的（中心的）自我之器官的我的身体，作为对一切外部事物进行知觉的器官，作为我进入到外部世界之中起作用的器官，一切事物显现都与之相关联，并且这种器官是与我的一切体验以多种多样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对处于唯我论东西之中的这种结构之研究。


  移情作用，具有其异己的身体的诸异己的主观之出场。客观的世界作为通过交往而必然产生的共主观的经验的，共主观的认识的相关项之构成，进行交往的诸个人作为被相互联结起来的诸主观，都参与这个客观的世界：共同体的认识，共同体的主观性作为这个客观的世界之相关项。


  被每一个人所以为的客观的世界，也一起包括每一个身体和每一个人。


  但是每一个人也是认识的主观，是具有被动的意向性之相应的被预先给予的东西之主观，这个主观作为能实行移情作用的主观与另一些主观一起处于意向的关联之中，在意识上与另一些主观相关联，它主动地进行经验，主动地进行思想，不仅是自己进行思想，而且还和另一个人一起进行思想，参与到另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之中，一起经验另一个人的经验，吸取另一个人的经验，等等。每一个通过交往起功能作用的主观，在这种认识的功能作用中同样也是客体。这个客观的世界是由诸客体构成的世界，并且包含诸主观-客体。但是在起功能作用时，这个主观并不是主观-客体，而正是主观-主观，是起功能作用的主观。


  但是在客观的考察中，每一个主观也都是具有其功能作用的客体，因此这个客体的世界也包括诸主观，这些主观进行经验，并被认识到是起功能作用的主观，是进行认识的，进行评价的，采取态度的主观。我作为起功能作用的主观，并因此我们共同地设定这个世界是自然，是人的世界和动物的世界。


  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兴趣指向这个客观的自然，作为一个由联想式的诸统觉构成的领域，一个归纳之逻辑领域。在这种指向联想式的经验认识的态度中，我们也能够设想将诸身体和诸主观联结起来的经验认识，并且在“外在的”经验中研究人们，在这里这就意味着，只是将移情作用用作归纳的统觉和归纳的思想之基础，这些东西在移情作用中也确实是本源地存在着的。但是我们也能够将诸主观看作是起功能作用的主观，并且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我们设想自己置身于它们之中，与它们一起采取态度，一起进行评价，等等。如果在这里我始终是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考察所提供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呢？


  附录VI  〈关于作为物理事物的身体在唯我论经验中的构成问题〉（对第61页以下的修正）〈写于1921年或稍后〉


  我在这里所做的评价是不完全的，也许是不正确的。在作为外部身体的一切功能之前，身体就自己本身来说是以特殊方式构成的。1）走在前面的是自我之借助若干组在经验方面以联想方式与自身结合在一起的和被连结起来的感觉以动觉方式发挥功能的行为（双手、双脚和头等等的来回运动），这种发挥功能的行为产生一种最初的构成方面的系统。2）然后是这一只手“触摸”另一只手的行为，一个肢体触摸另一个肢体的行为，首先是作为无意识地相互碰到、触到的行为，然后是作为故意的和有克制的触摸的行为；这种行为产生了与第一个系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第二个系统。3）然后或与此同时，并且与此相交叉的是触摸（或者更确切地说，先是偶然地碰到，然后是有意地触摸）异己的事物的行为。但是当一只手碰到另一只手时，就会发生一种相互触摸的行为，而且也许是一种有意触摸的行为（双重的感觉）。在这里就已经出现了以下情况，即身体的一个部分，一只手等等，从一开始就是与一个触觉领域一起构成的，而另一个“事物”则没有这种触觉领域就构成了。


  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表现为“自身”运动（由我出发的运动），同时对于进行触摸的另一个肢体则表现为“机械的”运动。因此在这里就已经有两“种”相符合的运动，并且彼此是融为一体的。每一个“我运动这只手”同时都是“机械的”运动。在某种限度内，每一种可经验的运动，更确切地说，每一种真正被经验的和真正可经验的（可知觉的）运动同时都是一种被感觉到的运动，也许是一种“我运动”。被看见的手的运动，是被感觉到的、主观的运动。


  通过身体在不同器官中的功能进行触摸等等的同时是事物的起功能作用的身体，和在触摸的行为中，同样也在触摸行为的感觉中，表明出来的被触摸的东西、事物，是一起构成的，这在“纯粹的”物理的事物那里是没有的，正如在它们那里没有主观的被运动状态一样。此外，如果在我的手上有一块石头，我就会有压力的感觉，这块石头是有重量的。如果我的一只手放到另一只手上，也是如此。但是在这只压在上面的手上我也有相关的压迫感。这里的这个事物是热的或冷的，我的手也会感到热或冷：通过触摸的行为，并且和这种触摸的行为（以及特殊的触摸特性）一起相互地被给予的作为物理特性的热和冷。但是我在手本身上，或在手的各个手指上，也“觉察到”热和冷。


  如果我用我的手去碰撞，那么这就是一种主观地产生的运动。但是它同时可被统握为客观的运动（在与对这种客观的运动之由另外一些器官之可能的把握之关联中，它指示一种这样的运动），这样就出现了“我碰撞这块石头”能被统握为某种与“一块石头碰撞另一块石头”相似的东西（主观的碰撞——机械的碰撞）。


  因此，不管这些向前摸索的分析如果简单，下面的情况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即身体是和在它之外的物理的事物性东西一起构成的，并且身体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双重地被构成的，也许在属于作为身体的身体的一切东西中，都是双重地被构成的，或者能够是双重地被构成的。每一个幻象都有主观的层面：感觉的领域，并且幻象的运动（在空间中，在这一个面上的几何学运动）作为主观方面的平行物有主观的运动；物理的因果性作为平行物，有在主观方面产生效果的行为和忍受的行为。因此我们有视觉上的事物（感觉上的事物）和直观的物理的事物，同时有超过这之上作为平行物的感觉的身体（进行感觉的，感受喜悦与痛苦的，以反射方式自身运动的身体）。注761在这里仍然能够抛开任意性，能够抛开作为行动着的在行为中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自我。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说，如果我们停留在这种唯我论的考察中，我们就仍然还只拥有一个阶段吗？因为虽然外在的事物是作为完整的物理的事物被构成的，而身体却不能这样被构成。身体作为整体，不可能被经验（被知觉）为是在空间中运动的，甚至，凡身体的部分被经验为在空间中运动的地方，都是受极大的限制的。因此身体按照它作为空间客体的构成，是外在物理事物的一种类似物——然而在唯我论的直观中就真的不是一个事物吗？可是在唯我论的空间中身体确实能够在每一个位置上存在，并且总是能够被经验为占据每一个位置的！


  当我观察我最近范围的诸对象以及它们与远处的诸对象的距离时，我就能够通过在空间中起功能作用的运动（行走的运动）以许许多多的不同的给予性方式拥有这种距离，与此同时，我接近这些远处的对象，通过辨认将它们确定下来，并更仔细地认识它们。由于我的走过去的行为，我的被看见的身体部分离远处客体的这段能看得见的距离就改变了，并且作为有身体的“我”，或更确切地说，我的整个身体“本身”肯定就接近了每一个远处的客体，并且我的脚，我的能够看得见的手，现在就接近到该对象的地方，同时这段距离就是可直接触摸到的，并因此是可通过触觉认识的。在这种行走的行为中，我不是能经验到以下情况吗，即有一个事物一起运动，然而它“看上去似乎是静止不动的”，并且这样的经验不能导致下面这种统觉吗，即我的身体在空间中运动，然而在这第一种方式中（在定位的改变中）我却看不到任何运动？


  我不能以唯我论方式获得这样一种表象吗，即我运动，我被运动，我可能来到每一个空间位置上，并且我的身体是空间事物，它如同每一个空间事物一样占据每一个空间位置，能够以机械的方式被移动到各处去，因此一般来说，是一个如同每一个其它物理的事物那样的物理的事物，尽管也有某些给予性方式对于我的身体来说是不可能的？


  我当然能以唯我论方式获得这样的表象。我必须更准确地说：这种唯我论的空间之构成从一开始就被实行了，而且从本质上说，既是由诸单个器官之动觉实行的，也是由作为整个身体之运动的行走行为之动觉实行的。与此同时，相关联地，处于其统一空间之中的周围的事物世界也被构成了，而作为处于这个世界之中的空间事物的身体之构成也被实行了。但是作为空间事物的我的身体是以什么方式唯我论地构成的呢？肯定不是作为像其它事物那样的事物，像诸外在事物那样的事物构成的。身体和外在事物仍然是以不同方式描述特性的。我绝不可能像在由近到远等等的定位变动中知觉一个事物运动那样在定位变动中知觉我的身体的运动。我绝不可能看见我的身体之“走近”和“离开”，只当我借助别人的眼睛或“从那里”看我和我的身体本身时，我的作为走近和离开等等的位置移动才是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错综复杂的是，我的主观的运动行为以及我的移动的运动行为都有知觉功能，并且每一个事物本身只是由于我能够通过主观的运动行为弥补显现的变化，才处于方位的变动之中。


  因此一个应该从根本上思考的基本问题就是：身体作为物理的身体是如何被构成的，此外，身体之第二个“直观的”层次，即特殊的躯体学的层次，看上去是怎样的，这个层次如何首先成为支配身体的前提，成为身体的自我功能的前提，并成为与这种自我功能相互关联的精神上的统觉的前提，通过这种统觉，身体被构成为原工具，被构成为原精神的客体。


  附录VII  作为描述：作为客观世界中的客体的，处于纯粹经验中的人〈约写于1921年〉


  我们必须尽力如我们纯粹将之当作被经验的所发现的那样看待人，动物，就是说，我们必须力求把握那种本质上属于动物式的经验本身的，未被一切以为行为、解释行为、理论损害的意义，将这种意义纯粹作为动物经验类型之本质内容直观地突出出来，并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它的解释获得诸本质的构成成分，我们仅仅是以概念方式忠实地描述这些本质的构成成分。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人这种“统一”，并在这种统一上区分身体事物和身体事物是“赋予了灵魂的”，或说发现身体事物的心灵。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发现一个事物和第二个与事物类似的思维之物（res cogitans）之真正的联结，也没有发现真正的“外在性”和“内在性”，然而当我们仅仅是形象地看待这些表达时，它们确实表示真理。关于身体物体，我们拥有一种事物的经验。这种物体式的身体事物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在移情作用的经验中它显示一个“心灵”，而且是对于我，这个作为主观实行移情作用的我，显示一个“心灵”。我参与到移情作用之中（与单纯经验事物的情况不同）。我是我的身体之主观，和在我的“内在的”观点中“以唯我论方式”围绕我的身体而定中心的我的环境世界之主观。据此我设想将另一个自我置于在这个环境世界中存在的“异己的身体”之中，这另一个自我“从那里出发”，从另一些视角上经验这个作为环境世界的同一的自然，总体上是经验同一些事物等等，并且是作为具有另外一些感受和不同的意识生活一般的另一个自我的环境世界来经验的。这种经验以它自己的方式得到证实。正如我在进行知觉时就我的物理的环境世界采取态度，并且这个物理的环境世界得到证实，而这种得到证实的自然经验会在实践中支配我，并且正如在这里我以熟悉的方式从事商业活动一样，正如在这里我的真实的环境世界的事物会呈现诸新的形态，呈现这些和那些目的形态一样，同样我在另一个人那里也理解到这种东西，并且理解他的操作，理解他的成就，他的工作本身，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按照其作为有计划地形成的形态理解诸事物，而无须我能够观察这种形成的行为。


  在一个自我的对面总会存在，而且必然会存在作为经验客体的人，一个你（对面的自我，另一个人，他者[alter]），按照与这个自我之相似者被统觉的，并且是一个对面身体之主观的你，它具有被想象的诸对象和现实的诸对象，这些对象（部分地）在移情作用中被经验为与我以我的方式提供的对象是同一些对象，并且作为在这当中必然的核心部分在一切情况中都有这个共同的自然。并且我们虽然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同一的自然以及其它的对象之诸主观，但是这些对象对于我而言是为我显现着的，被我意指的，如此这般地给予我的，并且是以原始在场的方式给予我的对象，而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说，这些对象是为他显现着的，被他所意指的，原初地给予他的，但却是由我移情到他之中的（这个被移情的东西具有“另一个人”之样式），处于他的具有被他意指的对象之诸附属表现，诸奠定基础的统觉的意识样式之中的对象。一切客观性都是对于诸主观而言的客观性，并且作为共主观的客观性它是同一的东西，这个同一的东西是在相互关联的移情作用中在我-单子和你-单子之间被视为同一的东西或能视为同一的东西。每一个自我都是思想（cogitationes）之自我，都是以为行为和在该以为行为中被以为的东西之自我，这种以为行为和被以为的东西都关联到对象性的环境世界，这个仅仅是被以为的，但也是真实的对象性的环境世界，如果它是同一个被以为的或真实的环境世界，那么这就表达一种借助移情作用而使之可能的视为同一，并且表达一种合法的、通过自明的证据而证明是正确的视为同一，就是这个具有真正存在着的对象的真实的环境世界。


  按照移情作用，我的环境世界也包括人，这些人本身是对象，是在我们称作移情作用的那种经验中作为统一被给予的。在异己的身体中有“心灵”表现出来，并与身体一起作为属于身体的，在身体和身体的诸指示中表现出来的被统握。“我们”彼此为对方在此存在，我，这个人，为他在此存在，他为我在此存在，我们借助另一些人的眼睛将“我们自己”统握为人。因此我们拥有一个作为环境世界的共有的世界，这个世界包括我们人本身。“每一个人”都是一种经验事态，并且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关多种多样经验事态的标题，而这些经验事态都服从于一些规则。“我们”能够根据我们形成的和在认识方面的交流的经验对我们共有的“这个”世界中的诸物理的事物进行研究。但是也能够对处于其经验方面的此在中的人们本身进行研究。


  在这里，我们能够客观地按照经验研究诸事物之间的关联，特别是能够研究作为身体起功能作用的事物和作为这些身体之心灵的人的主观之间的关联。于是我们就有了作为经验方面的联系环节的诸共主观的事物，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立项我们就有了与这些事物，并与其它事物和其它的真实的对象在意向方面相关联的整个的主观性。但是我们并不是将这些人作为在自身中真实地拥有这些事物的生物提供出来的（而且我们自己也不是作为生物被提供出来的），而是作为这些事物“被给予”它们的主观，这些事物作为被以为的，也许被生动地把握的事物，作为自身进展着的，得到证实的事物等等“在”它们“对面”存在的主观而提供出来的。在自然的态度中，这些事物被我们，被这些研究者，设定为真实的事物，设定为它们的诸真实的特性之承载者，设定为在正确的认识行为中能被“有洞察力地”视为同一的，能（在经验上）被“证明的”，并且在认识方面已经是如此这般广泛地为我们所熟悉的。对于这些我们与身体（正是这些认识统一）一起设定的主观而言，这些事物也许已经被给予了，已经被它们经验，被它们认识到了。但是，这些事物之存在（作为现实的和可能的认识之对象）是一回事，而诸主观之存在是另一回事。诸事物在诸主观对面“自在地”存在，并且在经验的考察中，只有那些东西属于诸主观（作为借助被在那里的身体所指示的诸主观），即它们意指、经验、认识这些对象，或意指、经验、认识这些对象中的一些东西，或者甚至不意指、经验、认识这些对象中的任何东西。属于人及其心灵的是这种意识方面的被关联状态，而不是这种自在存在本身。这种关联可以被称作经验状态，可以被称作在经验中进展着的证明，也可以被称作以自然科学进行理论研究的行为和有洞察力地、合法地进行的理论研究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东西事实上都是属于动物式的主观东西之总体成分的，或者是属于那些被称作它的心灵的东西之总体成分的。当我们考察作为自然的另一些范畴的诸对象时，情况并没有不同：但是心灵只是和那些作为单个的事实的存在以共主观的方式被给予的诸事物一起，通过间接呈现作为事实的东西被给予的。并且当我们从事一种应该研究在自然中发生的身体性的东西与客观上一起在此存在的（为每一个可能的实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之主观在经验上合法地被指示的）处于经验的事实性之领域的心灵之间的关联的科学研究时，我们所遇到的并不是心灵（和人）与理想的对象之间经验的关联，而是比如人们指向理想的东西，追求真理，努力主观地占有真实存在，在这当中获得了成功等等。而这些都是一些在物理的和心理物理的世界之总体的经验关联之统一中有其地位并服从于经验规则的事实。虽然我们能够说发生了以下情况，即人们与理想的对象发生认识的关系，或发生工作方面的实现的关系。但是人们只是通过他们的身体，而不是通过理想的对象，才拥有他们对“世界”的归属，才拥有他们在这个事实的个别的实存之世界之中的此在，并且他们在以下方面拥有作为事实的主观的特性的诸心理学特性，即他们以某些意向活动的成分和意向内容的成分指向这些理想的对象，以某些方式在自身中主观地实现这些理想的对象。


  附录VIII  作为自然的统一的心灵之构成的诸阶段，同样还有唯我论的个人之构成的诸阶段和人的个人以及人这种心理物理的统一之构成的诸阶段〈写于1921年前后〉


  〈内容：〉“客观的世界”只是借助移情作用才构成。被在世界之中客观化了的主观只是借助移情作用才由它的客观的环境世界的纯粹的自我学的主观而生成。


  心灵这种自然的统一，注762以及在其中所包含的作为与自己的身体一起存在着的心灵生活（自我以及自我体验），因此是作为“超越的东西”。


  首要的东西是：澄清在对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灵的主观性的内在的态度中的具体情况。


  然后在外在的态度中：澄清在别人那里和在我自己这里身体和心灵之外在的统一。


  我们也可以说：所涉及的是澄清自身统觉，这种自身统觉是在唯我论的内在态度中被引起的，而且是在移情作用之前就可能的，另一方面，所涉及的是澄清在移情作用之后的统觉。所涉及的是澄清主观性之“自然化”的根由。


  在这种内在的态度中，我发现了我的环境世界，它将我的身体作为中心，而我的身体也是事物。与此同时，心理物理的东西也被以某种方式一起构成。例如，当我的这只睁着的眼睛在通常是静止的身体上移动时，这个被看见的事物之诸给予方式也在有规则地变动。如果我闭上这只眼睛，这些“视觉图像”就会消失。我发现，只当这只指向事物的眼睛拥有某个相对位置，而在从眼睛到事物的这条直线上并不存在任何进行遮蔽的事物时，这些事物的图像当中的每一个图像才会被体验到等等。同样：手指和外部事物之间的客观的接触通常会引起一种“接触的感觉”，或更确切地说，引起一种对该对象之接触的印象，当这样的客观的接触发生时，这个接触的印象又只是一种体验。


  在这里我们有诸客观的情况，事物之空间状况的情况。这些情况都处于对于主观的事件，主观的感觉事实，主观的事物视角等等的关系中，此外还处于对“我能”赋予我的身体以某种位置的关系中。


  但是在这里必须注意到，虽然一方面我们发现了事物与身体这些实在的统一为一方，和构成性的诸现象为另一方之间的有规则的联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了在这里并没有建立起主观的东西和自然的东西之间的自然的统觉。在眼睛的运动当中（或更确切地说动觉过程当中），在同时进行着的视觉事实当中，被看见的事物作为统一被构成。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存在着共存的依赖性。就是说，如果这种统一，不论是作为静止的统一，还是作为在空间中运动的统一，是“存在”的，那么在主观的领域中就一定会有某些被引起的可能性存在，这些可能性属于该实存者之可能的知觉。与这种被看见的事物一起，我的身体也作为被看见的事物构成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会产生条件性之被描述的诸情况，只当被看见的事物处于对于我的被看见的事物即身体的适当空间位置中时，它才会被知觉到等等。但这并不是在特殊的归纳-经验的统觉中被构成的情况，而是属于事物和身体的统觉的本质的事态。每一个被构成的统一按照其实存，都处于与相应的进行构成的诸显现的本质必然的关系中。


  在更高的阶段上，当全部的事物通过对被看见的诸事物等等的统觉上的综合作为进行构成的多种多样的东西被构成时，情况也是一样。诸事物在因果关系中相互构成。在经验之可能性内部诸事物（原因与结果）对主观性的相应的依赖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属于被构成的事物方面的因果性的，处于一种由已经存在的因果关系之事实性所引起的经验方面的转向之中的本质关系。


  很显然，在唯我论的内在态度中，就是说，在抛开移情作用之一切介入的考察中，尚缺少主观的东西在身体中的定位，因此一般而言尚缺少作为一种属于身体的，与身体以心理物理因果性联系着的统一的我的心灵的构成。因此作为孤独者（solus）我没有“我的”身体之心灵。只要我没有统觉其他人的本身，或者只要我没有将我的身体“置于”我“之外”，没有想象我的身体在空间中的自由移动，我，这个进行经验的主观，在这个限度内就没有属于这里的这个身体（只是在以后在与其他人的身体的对比中，我才称这个身体是“我的”身体）的心灵。正是因此，我才如同统握第二个异己的身体那样根据移情作用统握我的身体，并且将它统握为一种心灵生活之经验的-归纳的承担者。


  此外还应该注意，移情作用当然以对自己的身体之内在的统觉为前提。由于这种统觉，身体性与环境中的其它事物之间的构成性联系之类型本质上就被给予了，并且最后，这种内在生活之完整统一就被给予了，而这种内在生活由于经验行为及其诸主观的关联，先验地（a priori）伴随着一切经验行为。主观的东西之定位，主观的东西之被归入到自然之中，都以移情作用为前提。或者说，只有借助移情作用，主观的东西才能被客观化。


  这是如何进行的呢？我将这个异己的身体物体统握为一个心灵之身体。一种意识生活被间接呈现，一个感觉上显现着的自然，围绕一个处于内在的给予性之中的身体在某种定位中显现出来的自然被间接呈现，而这个身体被与外在地为我显现着的这个身体物体视为同一，同样这个自然被与为我显现着的自然视为同一。但是这种间接呈现只有部分是确定的，是以大概的、类型的方式确定的，只不过我知道，该另一个人所拥有的诸显现肯定差不多就是我从“那里”，从他的空间位置上，在对他所经验的事物的那个适当的位置上，将会拥有的那些显现。那种超出这一类东西之外的东西是被以不确定的方式一般地想象的；这种不确定性在一个总体范围中保持着：这个总体范围肯定就是一个主观和一种意识生活，是我的主观和我的意识生活的类似物。我自己的主观和我自己的意识生活对于我而言是现实的体验生活，注763而异己的主观和异己的意识生活则首先需要借助于“间接经验”的规定。这种间接的经验看上去是怎样的呢？每一种更详细的规定本身又都是由移情作用产生的，例如，只要我在我的内在经验中发现身体的剧烈运动、呼叫的声音，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与愤怒之间被建立起来的指示的联想式的联系，那么关于异己身体上的相应表现（这种表现首先已经被理解为这些物体性运动等等之内在方面的表现）的统觉在这种被连结在一起的、统觉方面的不确定的内在性中，就能够经受下面这种意义上的更详细规定：这另一个人处于愤怒的情绪之中。因此这是以在内在的诸过程之间，在诸意识体验之间，如情绪，情感，思想，和身体方面的诸过程（这身体方面的诸过程是显现着的诸过程，更确切地说，是在某些内在方面显现着的诸过程）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多种多样的经验联系为前提的。这种在唯我论限制中建立起来的联想——就是说，经验结合的多种多样情况，按照这些情况，自己身体上的事件（以一个完整的范围之某种显现方式进行的，因此是显现着的事件）与那些就本身而言本质上与身体上的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的意识事件在规则性方面按照类型在经验方面是一样的——并没有建立起任何像人的统一那种形式的新的统觉式的-超越的统一，在人的统一中，身体物体本身是一种超越的实在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又与第二个超越的实在的东西，心灵，结合在一起，而且是通过心理物理的因果性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这种心理物理的因果性，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获得了它的被赋予的心理物理的特性。在自己的主观之中纯粹内在地进行着的在自己的身体东西和自己的意识生活之间的联想，并没有产生一种经验的统一，即“具有身体与心灵”的“作为人的自我”。


  为什么在这里没有产生这样一种统觉呢？因为在内在的观点中，我的整个的内在生活是一种在自我极中定中心的统一，然而是一种内在的注764统一，是一种内在时间之统一。诸“外在的”事物，一个在空间上和空间时间上无限地延伸着的世界，是在这种统一之范围内显现的，是围绕着作为定位中心项的这个身体显现的。在这里，这个自我分岔了，它实行诸行为，拥有诸显现，它生活于它的体验流之中，它发现了诸感觉事实，它在自己的对面有诸事物，它在进行注意，进行评价，进行渴望等等时，与这些事物发生关联。在这里，还形成“自我-个人”这种经验的统一（这个以唯我论方式构成的“自我-个人”；但是这个“自我-个人”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个人）；我拥有受我的环境世界中的诸事物促动的通常的方式，某些东西作为食物会引起我的渴望，另一些东西作为甜蜜花香会引起我的渴望，如果以某种方式使它们处于与我的身体的关系中，就会出现高兴或不高兴，它们使我高兴，使我苦恼，等等。这些事物只要被我经验，显现于某些显现当中，我就会以经验上正常的方式对它们作出反应，并且在这里我有我的特性，同样这些事物保持它们的主观方面的特性，它们的美观，它们的美丽，它们的有用性等等。但是自我-个人这种经验上的统一始终处于一切事物的对立面，一切事物构成它的环境世界，并具有它赋予的特性。在经验式的个人的（而且是唯我论的）自我与它与之有关联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关系，仿佛这个自我是一种实在性的东西，这种实在性的东西与作为实在性东西的事物处于实在的（物质的）联系之中。这个自我并不是诸客体当中的一个客体，而是一切客体的主观。一切是客体的东西，一切自在存在的东西，一切是持久的谓词之基底的东西，都是在主观的对面自在存在的。以唯我论方式构成的个人尚不是与身体相关联的实在性东西，尚不是处于自然之中的个人。


  它本身再也不是在“自在”这种相同的意义上拥有自我，同样我也不是诸同一的述谓之基底（诸实体性的特性之基底）。它具有习惯的特性和性格的特性，但这是在持续的发展中具有的，并且如果它在其发展中具有一种样式，那么这种样式并不能还原到由诸绝对同一的特性构成的系统。只要我们处于自我和环境世界（作为在自我-意识流中构成的，并且是为这个自我构成的，对这个自我显现的自然，或者作为存在于不确定的、未被认识到的地平线之中的，并且对于这个自我而言是可以自由进入的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中，这个自我连同它的意识生活（它同样也能在意识上针对这种意识生活）就不在自然之中，并且不以自然方式与这个自然结合在一起，而是它就是这个自我，这个自我将这个自然当作它的环境世界的领域来拥有，在进行表象时将之当作它的思想行为之课题，理论研究行为之课题，评价行为之课题，实践上进行构成的行为之课题，它进入到自然之中进行活动，然而它却并不是自然的原因这种意义上的原因，正如它也不在与自然相同的意义上产生效果一样。这个自我能够对自身进行反思，将自己变成思想行为、评价行为等等的课题，但它绝不是“客体”，并且也不能在内在态度中变成客体。它在它的状态中是被动的，在它的行为中是主动的。它生存着，但是它并没有此在。它借助它的生活到内在时间中去生活。它并不存在于内在时间之中（它并不存在于它的体验的时间之中）。它是超时间的，然而却与时间相关联。一个具有空间时间的自然在它的有时间性的体验中为它显现出来，这两种时间一段一段地、一个瞬间一个瞬间地相互符合。这个自我的目光经历这个内在的时间，并且在指向自然东西的态度中经历自然的时间，并且正如这个自我对它自己的生活“起作用”一样，它虽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生活（因为意识不是事物），但是它能够有意地规定未来的生活之流，因此它对于自然之进程“起作用”，进入到自然之中按照自然之固有的时间起作用。


  现让我们转到外在的态度中。我们已经有了关于在身体的事件与主观的状态及主观的行为之间的诸联想之经验的联系。这些联系通过移情作用的转用，能够将异己的身体上的事件统握为关于相似的主观行为和主观状态之指示。那里的那个身体物体通过它的一般的外形（在该外形中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的东西），并通过其特殊的表现，指示一个主观性一般，然后更进一步指示这样一个主观性之诸特殊的规定。我，这个经验者，在我的环境世界的自然中发现了是另一个主观性的身体的事物。这另一个主观性被设定为是与身体事物之存在一起存在的，并且只要处于“起作用的器官”这种正常的类型之中的这个身体是在自然之中存在着的，就是持久地属于该身体物体事物的，并且在这个时间（自然之时间）中，就是与该身体事物不可分开的。这个身体物体如同其它事物一样是可变化的，并且变化着。在相连结的主观东西中的诸种变化在经验上与身体上的诸变化相对应。


  在我的内在领域中，我发现了在身体物体的过程和自我状态、行为之间的经验式的-联想式的关联。我还发现了身体物体的事物和我对它们的知觉以及在感觉事实和显现方面所有那些属于这种知觉的东西之间的构成方面的有规律性的关联。这种东西以可以理解的方式规定着我对于诸异己的身体的统握。注765这个属于异己身体的心灵的东西现在通过在异己的身体之运动和变化的交替中保持不变的联系而定位，并具有了时间。它持续着，并且它是一个自身完整的统一，它处于与身体东西之多种多样的变化着的依赖关系之中，更确切地说，处在空间时间的客观的时间注766中进行着的依赖关系之中。


  对于我，这个经验者，来说，异己的主观性连同异己的身体一起，如同任何一个事物注767一样，同样也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一个如其所是地存在着的自身，不管我对它知道还是不知道，不管它在我的诸显现当中呈现出来（即使没有理解，我也知觉到它，或者已经知觉到它了）还是没有呈现出来。在这种意义上，我的身体和我的主观性对于另一些人同样也是客观地存在的。这个在直接的自身经验中（在单纯反思中）就自己本身而言绝不会变成客体的主观，对于另一些客体而言，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自己本身而言，由于将内在考察中的主观和另一个人在其外在的考察中将我的身体归于它的那个主观-客体视为同一，变成了客体——变成了处于对于我和它而言共有的自然之中的一个客体（因此客体这个概念也发生了变化）。


  只有借助移情作用，一个在充分意义上的“客观的”自然才被构成，或更确切地说，一个客观的，而不仅是物理的世界才被构成。注768此前存在的只是主观及其空间-时间-因果性的环境世界。注769现在存在着一个自然，它不仅是我的环境世界，而且是敞开众多存在着的主观所共有的环境世界，更确切地说，如果此前主观可以说是一个超自然的，这个主观与它的自然相关联，然而却不被包括“在”这个自然“之中”，那么现在每一个主观都是自然客体，都是身体之心灵，对于每一个与它不同的主观而言，都是自在地存在于一个自在地存在着的身体之上的心灵，对于每一个与它不同的主观而言，都是通过它的身体被归入到空间之中的，并且作为与该身体一起延续着的而被归入到客观的自然时间之中的。自然首先先验地（a priori）就是作为纯粹物理的自然存在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仅仅是作为与关于该自然的构成性经验之非自然的主观相对的环境世界的自然被构成的。注770在更高的阶段上，借助于移情作用的关联，一种扩展了的意义上和被改变了的意义上的自然被构成，即一个共主观地同一的自然被构成，然后接下来：客观的世界，“在其中”所有的主观都拥有“此在”的客观的世界被构成。作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自然的自然之客观化是在与作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主观的主观之客观化不可分割的统一中发生的。诸主观只有以下面方式（以移情作用的方式）才在我对面存在，即它们是主观-客体，它们是和诸身体在一起的诸主观，并且作为人们是“在”具有这一个空间、这一个时间的这一个共主观的自然“之中”的诸成员，一切客体都被归入到这个自然之中，就是说，一切物理的物体连同与这些物理的物体——当这些物理的物体是身体时——联结在一起的一切心灵都被归入到这个自然之中。在这个唯我论的领域中，我们已经在这个物理的自然方面有了因果性和实体性。在交往的领域中，这种物理的实体性变成了共主观的，它以这种形式被接受。与身体结合在一起的被自然化了的主观性被嵌入到了实体性和因果性之一种新形式中。心灵，被以自然方式规整的主观的东西，是一种自身完整的统一，并与身体东西相一致，是一种双重的统一。由于心灵显示出诸事实事件，而这些事实事件都按一定的规则依赖于身体物体的东西，并依赖于物理的自然之更广泛的联系，所以处于这种联系之中的心灵能够被纯粹地考察。心灵被统觉为人的心灵（更确切地说，能够被知觉为一个人，能够在经验上被设定为一个人），原因当然（eo ipso）就在于，它是在统一的范围内的这种依赖性中被知觉的。指向自然本来首先就是指向物理的自然，这当然（eo ipso）就是指向物体事件之经验方面的依赖性，这种经验方面的依赖性在这里被称作物理的因果性。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种态度用于身体-心灵-关系。我们可以注意身体的东西，它在多大程度上指示心灵的东西，据此得出，心灵的东西是依赖于身体的东西而出现的，并且反过来，身体的东西是依赖于心灵的东西而出现的。如果我们追踪这种经验方面的规律性，那么对具有意识成分——这些意识成分与这些有规则的依赖性有关——的身体之统握就必然由此而被构成。借助于这些物理的特性（与生理学的-物理学的情况有联系的诸因果特性），也借助于诸新的生理学的-物理学的特性，身体被外在地统觉。譬如，当身体被另一个物体碰到时，它就有一种向心灵提供感觉的特性（或者说，人有一种特性，即当它的身体被碰到时，他就以物理的方式借助感觉作出反应），并且在相反的方向上也是如此。因此对于身体和心灵就产生了一些新的实体的统握和因果的统握，并产生出一些与自然科学研究有类似性质的相应的研究。这些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与关于身体的物理的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心灵的心理物理的理论，当然也一起研究进入到心理物理的条件性之范围中的一切心灵的东西，并且也许在内在的心灵的事实的关联中也存在那种提供对自然事实之有规则的联系注771的认识的东西：这种东西会得到一起研究。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心灵的东西被在空间时间中定位，并且在物理的意义上被划入自然，被并入自然，并且在这里所涉及的是客观的空间时间的秩序之规则。


  现在心灵的东西也有它的内在的“自己的绝对的本质”和属于它的本质法则性。


  附录IX  移情作用和身体  〈写于1921年前后〉


  身体中有多少器官，有多少作为特殊统一的功能统一，也就有多少移情作用的层次。在这里我们有现象学的基础。当眼睛萎缩，被统握为瞎了时，就看不见另一个人；当手被烧伤时，在触觉领域就没有相应的区域等等。


  生理学：更准确地确定知觉的功能，更准确地确定视网膜及其诸部分的功能，在追寻知觉事实和知觉领域之相应的“依赖性”时，进行更详细的和最详细的分析，借助这些东西为总是新的移情作用提供基础。心理物理学的“因果性”或条件性在每一个方向上都得到了详细研究，首先是与知觉器官、知觉神经联系着的，与这个中心结合在一起的知觉领域之心理物理的“因果性”或条件性得到了详细研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与诸种再生产等等的关系也得到了详细研究。身体与心灵——“大脑与心灵”。


  生物学上的功能与功能形式的同一性，一个器官的同一性。有机体，“器官”，器官的功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客观化呢？什么样的“理念”是关于正常的器官与异常的器官的谈论的标准呢？一个有机体，一个正常的有机体等等的自身保存？


  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关于具体的移情作用之理论以及赋予该理论以正当性的基础。据此，什么是“赋予灵魂”呢？一个器官能够是独立的有机体吗？由结合成一个心灵的诸心灵构成的系统能够与由诸器官构成的一个系统相适应吗？诸“功能”如何能够结合在一起呢？当我的一只手被截断并移植给另一个人时，我的知觉领域（按照这个部分来说）也转入到他的知觉领域中了吗？或者，如果一个盲人能够被植入异己者的眼睛，那么因此该另一个人的心灵的一部分（即他的视觉的感觉领域）会变成这个盲人的心灵的一部分吗？在大脑的诸部分中情况会如何呢？在联想的领域中情况会如何呢？在语言等等的领域中情况会如何呢？切除息肉和愈合。


  另外，意识之统一的情况如何呢？情绪和行为的情况如何呢？一个主观，一个“自我”，与另一个主观，另一“个自我”，结合成一个自我，这是可能的吗？


  诸事物在视网膜上的透视变形，在视网膜上的客观的“图像”。物理方面的光折射等等的规律。主观上的“透视的显现”。


  附录X  个人的自我精神性东西和下属的自我的，身体方面的生活〈写于20年代〉


  当我们作为个人而指向诸个人及其个人的生活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目光并不特别地指向这样一种心灵的东西，这种心灵的东西，超出身体性之物理的-与生物体有关的事件，或者，如果我们愿意说，超出它的与生物体有关的生活，而在真正的意义上赋予身体性一种特殊身体的生活。由此这不是就意味着在个人的自我精神性和下属的自我的，身体方面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区分吗？就是说，一方面是自我精神性，它就像是将诸行为从一个中心放射出来一样，将进行把握的注意行为，比较行为，区分行为，规定目的与手段的行为等等放射出来，它还由这个中心出发，对这种身体方面的生活实行统治，在身体中或通过身体积极地起作用，指挥身体的知觉器官，或者任意地使身体运动，使身体对外部世界起作用，施加压力，碰撞等等。另一方面，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是这种下属的自我的身体生活，它作为主观的生活，是在没有自我之主动参与（然而自我却总是被它当作前提）的情况下在流动着的体验中延续的。


  然而为了这种特殊的自我生活，凡是在主观领域中有某种引起注意，引起兴趣的东西出现，并且这个自我以行动对此作出反应的地方，在那里，我们也总是必须使用所有那些我们用纯粹主观的说法称作对自我的刺激，自我受刺激的东西。


  很显然，我们必须也将那种将诸主观的实在性与其它的实在性区分开的奇特的特性归给作为自我的自我。主观的实在性不仅是处于与其它的实在性关联之中的实在性，并因此不仅是在身体之外拥有包围着它的外部世界，而且主观的实在性是这样一些实在性，即它具有关于在自身之外的东西的意识，这个主观以意识的方式具有一个围绕着它的世界，这个主观被发现是围绕着它们的世界之中心，从这个中心出发，它以近处和远处这种模式观察所有那些在它之外的，在意识上为它在此存在的东西。这个自我中心显然就是这个当下的主观之世界意识的持久的中心点，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这个自我在进行经验时发现它的身体是特别地属于它的事物，是它的诸世界之原始领域，是对其它诸事物的一切实践的关系都由其中介的直接实践的客体，是诸种空间定位的中心客体等等。


  在这里，至少关于自然的世界概念之科学的一个主要课题已经被标明出来了，需要详细研究，主观性对于身体性处于怎样的关系中？特殊的躯体学的东西如何有别于较高的精神东西和特殊的自我功能，以及二者如何又的确仍然是不可分割的。


  最后呈现出来的一个更广泛的课题，是由诸个人性方面而来的诸实在性东西之间的，更确切地说，是诸精神的实在性东西之间的整体性之形态的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个人与身体性当然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如果人们进入到关系之中，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仅是在身体物体方面发生，例如就像当它们被一起装入到一节火车车厢中时，与一堆石头被装入一节火车车厢没有什么不同。毋宁说，抛开它们的在这里总是以某种方式一起起作用的身体不说，它们能够现实地联合成个人的整体，能够作为诸个人的主观通过纯粹是个人的行动而共同地并且是相互交织地起作用，而不仅是在个人之外会有某种东西生成，即便是一个共同体的产品，比如，一幢建筑物，而是它们是内在地联合在一起，并且最终生成一种更高级次的个性，一个团体，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的主导民族等等，在其中存在着一种意志，一种目的，一个由实践的信念，政治的信念，或科学的信念等等构成的整体，这种意志是共同体的意志，这种目的是共同体的目的等等。


  文稿4  能够有与被分开的诸世界相关联的被分开的诸主观吗？诸主观之共存之可能性的条件。关于只能有一个世界，只能有一种时间，只能有一种空间的推论（圣梅尔根，1921年9月1日）


  能够存在两个或更多的主观，并且是与完全被分开的内在的或超越的时间相关联的主观吗？注772


  如果存在两个主观，那么对于一种认识来说，至少必然存在下面这种理想的可能性，即这两个主观之中的每一个都存在，而且是这样存在，即它们以其完整的内在的内容具体地存在，而且它们两个都存在。但是这种理想的可能性之前提是，我们能够在与这两个主观之每一个的移情作用的关联中设想这个可能的进行认识的主观；但这又以下面的情况为前提，即这些主观之中的每一个都与这个进行认识者一起构成了一个共同的世界。现在认识者和主观1之间的共同东西与认识者和主观2之间的共同东西也许并不要求完全相等。但是无论如何该认识者肯定已经构成了一个超越的世界，这个世界以同一的方式包含主观1的世界和主观2的世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观1和主观2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在通往该认识者的道路上也必然都能处于一种可能的移情作用关联中。


  那么能证明以下情况吗，即如果存在若干主观，它们必然肯定能够存在于一种可能的交往之中，因此肯定在自身中构成了一个共同的世界（作为“可能的经验”之同一的领域）？


  让我们再一次思考：假定，A存在，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可能的“知觉”（经验）之主观对此进行思考，这种假定是不可能的。


  1）如果A是一种内在的东西，那么这个主观就是该内在性之主观；内在的事实和它的主观在存在中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必然是共存的。


  2）如果A是一个主观，那么这个主观本身就是它的可能的对自身知觉之主观。在这里，二者是重合的，并且在这种此在中是重合的：主观作为存在着的，和主观作为认识之主观。


  3）如果A是一种超越的东西，那么按照它的意义它就是与一个主观相关联的，关于这种超越性的意义赋予已经在这个主观之内在性中构成了，或者是现实地，或者是在关联中，在已被构成东西之敞开的地平线中被构成了，或者是习惯性地被构成的，或者是作为在一种发展中的潜在性被构成的。


  对一个被认为是存在着的A的这种思考，必然将我引回到一个主观，这个主观或者思考自己本身，并按照相信之意义现实地思考这个A，或者借助一种知觉行为，更确切地说，已完成的知觉行为，证明这种相信，或者期待这个A，等等。无论如何，在它的可能的经验之领域中有这个A。注773这个主观可能是一个纯粹被想象的主观，就是说，一个被虚构出来添加到这个被设定的A上的东西。在对这个存在着的A的设置中不仅存在着以下情况，即我能连带设置、连带思考一个附属的主观，而且存在着以下情况，即这个主观作为必然的，同时以一个存在着的主观为前提，而这一主观具有进行构成的意识。只当我设定一个A为虚构的A，我才与此同时有一个被虚构的主观。只要我设置这个A，我也就设置了这个主观。就是说，设置为存在着的主观。


  现在我们要说，一种超越的东西确实能够客观地存在，它是众多主观之共同财富。进行经验的主观之可能性（但并不恰恰是这一个或那一个主观之可能性）属于超越的-客观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个A是客观的，那就意味着它是以共主观的方式构成的，它能够被认为是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经验的。但是在这里，与这个A一起，肯定有一个由诸主观构成的全体被连带设定，这些主观能相互进行理解，能通过这种相互理解取得一致。并且不管这些主观如何不确定，它们并不是完全不确定的。这些主观并不仅仅是虚构（ficta），至少我存在，并且我拥有我的性格之敞开的地平线。这一个主观或另一个主观肯定是确定的，而其余的诸主观则是作为这一个或另一个主观之能够达到的地平线存在的。因此对于一个客观的A，就连带设定一个一起存在的诸主观之全体，而诸主观则是作为可能的共主观的经验之诸主观存在的。


  重要的始终是：关于存在者的经验之可能性并不是关于该存在者的经验之不符事实的想象之可能性。正如作为现实存在的存在与理想的可能的存在并不是一回事一样，经验之“实在的”可能性，就是说，在一个现实的主观之中引起的可能性，是某种不同于“理想的”可能性的东西。后者只不过是在与纯粹虚构的主观之关联中的纯粹虚构的实在的可能性。


  经验是一个存在者之在一个主观之认识中的“实现”，而存在者是意向上的极，是在现实的主观之中作为现实的体验或作为现实的素质、能力、才智存在着的“现实的”意向性之极；因此对于进行构成的主观而言，存在者是一种标志，是一种转向该极的，转向该对象的，把握该对象的实在的可能性，是不论是一下子，还是在进展着的“实现”之有规则的过程中，以实现的方式构成该对象之可能性。


  这对于每一个能够考虑为存在着的对象都是有效的，对于一个主观，一个心灵，一个具体的人的主观也是有效的。它是主观，它同时也是“对象”，是对于该自我而言的意向上的极，这个自我在它自身之中存在并被构成，并且对于这个自我而言，具体的主观自身被构成，并因此能成为可能的认识之对象。单子并不是一种对任何人都不流走的流；在该流自身中有某个人存在，对于该某人而言，这个流能够作为认识客体以对象方式生成。


  那么在众多主观那里的情况如何呢？不可能是每一个主观只对于自己本身以对象方式存在，而众多作为众多对任何人都不能在此存在，既不能在当前的经验中现实地在此存在，也不是可经验的，即对于任何一个存在着的人都是可经验的吗？


  但是在这里又应该说：如果我们设想一个主观，那么该主观原则上只以两种方式是可能的：


  a）或者我们从我们的“我在”出发，并且就我们在这里清楚看到的一切主观的东西自由地作虚构的变换。每一个这样的变换可能性都得出一个可能的主观，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自明地存在着的自我也变成这些可能性当中的一种可能性；只有在这种形式中，才能发生以下情况，即我们设想一个被改变了的自我，并由此出发去观察作为一种想象的可能性的本源的自我。于是在一个自我这个名目下，我们就有了完全是互不相容的诸主观可能性，就是说，虽然是一种众多，一种范围，但并不是在共存的众多这种自然的意义上的众多的主观，更确切地说，不是在多数的主观之可能的共存这种自然的意义上的众多的主观。注774


  b）第二种可能性，即想象一个自我，一个具体的主观的可能性，将它想象为与自身对立的，因此，这个自己的自我可以说是未经剪裁地保留着。这是以下面这种形式发生的，即我在空间中，在我之外，经验到一个人，或直观地想象一个人。人们会说，这是一个事实的自我，一种对于我而言事实上可能的表象方式。但是现在让我们自由地进行变换，让我们在每一个可能的方向上进行虚构的变换，只不过是在坚持两个主观的情况下，或更确切地说，在保持同一的情况下剩下一种共存的双重性，即一个主观（我）和一个主观。1）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够以上面描述过的唯一可能的方式为自己改变这两个主观之中的每一个主观，建立起作为属于“一个主观一般”的属于该主观的无限多的可能的主观。如果我们想保持一种共存在的双重性，那么我们在这里有自由吗？如果我向我询问，那么属于我的主观的就有构成我的经验世界的多种多样的东西。在我的主观性之自由变换中，对于我而言使这个物理的世界——对于我而言是事实上合法地被经验的世界——之合法的、一致的经验设定成为可能的一切东西最终都消失了，并且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即这种对于我的自我之以虚构方式的变换（当然是按照我在其中通过内在的、协调一致的再生产而为我构成的我的完整的具体的存在而变换的），根本没有为我剩留下任何作为一致的经验之世界的超越的物理的世界。


  因此在这里存在着诸种可能性，而且显然是极其不同的诸种可能性；因此在对被给予我的这个自然——这个自然对于我的自我来说也意味着一种虚构的变换，意味着一种由互不相容的，但就自身而言是作为对于“我”而言的诸可经验性东西的诸可能的自然构成的范围——之以虚构方式的变换中，我同时在经验和被引起的经验关联方面被以虚构的方式变换，因此我就变成在我的由诸互不相容性东西构成的范围内的一个不同的主观。此外下面的情况也很清楚，即在这样一种序列中，每一种相应的以虚构方式的变换，都具有下面这样的意义：以连续一致地证实了的经验确实性给予我（这个我毫无疑问是存在的）的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是它实际上所是的世界，它并不需要像它所是的那种样子；它有它作为一个可为我经验的世界而获得的多种多样可能的自由变动之方向。注775但是每一种这样的改变也改变着我，在总的体验系统方面改变着我，这个系统在包含于我的生活流之中以后，我将之称为现实的自然（我现在唯一在谈论的和能谈论的这个现实的自然）之构成系统。这个系统当然具有其对于我的其它的具体的主观的不可切断的连贯性，因此如果这个自然是一个不同的自然，我显然就是一个不同的我，或者如果自然会成为一个不同的自然，我就会成为一个不同的我。但是我也能够如其对于我来说是作为我的现实的主观在当前存在并在其整个的过去存在（或更确切地说，是能重新构成的）那样为我以虚构方式变换我的具体的主观，以致根本就没有任何物理的自然得以构成，并且在相同的意义上，我也能够通过向前进展到我的敞开的和多种多样可能的将来，通过虚构这样地引导我的体验流，致使自然绝不会构成，但也能这样地通过虚构引导我的体验流，致使该自然已经被合法地经验到，因此已经一致地被构成了，但却无限地（in infinitum）分裂为违反一致性的东西，并且从今以后我的一致的经验就失去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就更加在这里存在，或者我就更加是另一个人。对于我来说，就根本不会有任何环境世界在这里存在，并且正如我的经验的体验所经历的那些变化一样，我的主观性之具体的存在也是如此，一切由作为超越的物理的现实性构成的东西而来的对我产生影响的“刺激”和积极的反应，作为经验上现实的世界的“这个”世界激发我去采取的我的行为方式，也都消失了。


  也许人们会说：“这个”物理的世界可能的确仍然是客观真实的世界，或者可能也是“一个”世界，尽管我不再经验它，或者尽管我不再获得关于它的一致的经验，或者即使它，或者一个世界，本身能够现实地存在，却从来没有进入到我的经验中，而且也绝不可能进入到我的经验中。另外还能够就此说出不少重要东西。在这里确定无疑的只是，我唯一能以某种正当根据谈论的一个世界，一定在我的体验中有其理由，此外正如前面在页边空白处说明的，这个以我的理由被设定的世界之现实存在指示我关于它的经验之可能的一致性，（“最终的”）一致性这种理想上颠扑不破的准则之意义。


  由于我在自由虚构的范围内通过构成纯粹的可能性而形成了仅仅只是可能的东西，以下情况就很清楚了，即我以这同一的自由能为在我对面这个主观所做的，正好是相同的东西。它作为在那里的那个人，就是说，具有在那里的那个身体的那个人，通过移情作用被作为事实给予我。以下情况是由于移情作用的意义，就是说由于本质，而发生的，即移情作用是异己的自我主观在我的主观性中通过类比的间接呈现，它必然是与我能够以我本身实行的主观之诸自由变换之一相一致的。这另一个人比如按照我现在在其中以间接呈现方式设定他的那种意义具有关于诸物理事物（并且这些物理的事物与也在这里为我存在的物理的事物是同一些物理的事物）的经验，如果我“从那里出发”看这些物理的事物，我现在也会有这些物理的事物（但是我现在不可能有这些物理的事物，因为我现在拥有的是与它们互不相容的另外一些物理的事物），而这个那里是我任何时候都能自由到达的，如果它没有被异己的身体或一个其它东西以物理方式占据的话。但是按照我的移情作用，那里的那个人通常也拥有一种不同于我的体验存在和行为存在的体验存在和行为存在，这种东西是由异己的身体及其进行表现的指示，作为我自己的体验和行为之类似物，被指示出来的。所有这些都被想象为，并且只能被想象为我自己的主观和主观生活之变样，并且尽管借助间接呈现被设定为与那里的那个身体一起存在，然而却必然是属于我自己的自我之可能的虚构变换之领域。显然，我通过虚构变换所获得的诸可能性当中的每一个可能性，和我通过对我的现实的自我之虚构变换所获得的诸可能性当中的某一个可能性，必然是极其一致的，正如每一个作为事实被经验的事物必然与当我完全经历过一个事物之诸（彼此互不相容的）可能性之全体以后所获得的诸纯粹想象的可能性当中的某一个可能性一致一样。


  依此，下面的情况就是确定无疑的，即，如果我设想自己置身于异己的自我之中，为我获得关于它的诸主观特性的直观，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以自由虚构的方式改造所有这一切东西，我就会获得与我在我这里已经获得的主观变样之范围刚好相同的范围。但只当我不受以下情况的束缚时，这才是可能的，即我正好一起在这里，或一个可能由我的虚构变换产生的自我一起在这里，在一个由它的虚构变换产生的自我旁边或 “对面”。然而让我们仔细看看，由此所预示的是什么。


  如果我这样改变我的主观，即不再构成我的身体，因此我的身体不再为我在此存在，那么该另一个人也就从我的经验范围中消失了，因为我现在没有任何东西使这种移情作用成为可能。我虽然能够设想无限多次地自由改变我的身体，但是只要我对于我来说只有一个身体，不管是什么形态的身体，我就能够通过移情作用经验另一个人。但是如果我这样虚构变换我自己，即另一个人的身体消失了，或更确切地说，它丧失了与我的身体的相似性，那么我也就从我的经验领域中失去了该另一个人。然而只要我保持着一个身体，和一个在其中我仍能够发现作为我的身体之类似物的“诸身体”的敞开的自然，另一个人之可能性一般就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的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恰好是类比）按照其方式连贯地得到证实，那么诸另一个人就现实地为我在此存在。


  （这时我们本来还能问，如果我保留我的身体而整个其余的自然都消失了，或者如果我保留自然，而我的身体消失了，情况会怎样呢。但是这种情况就会表明，只有和一个身体一起，对于这个经验该自然的身体而言一个自然才是可能的，并且如果没有这个广泛的自然，身体本身肯定也是很难想象的。然而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显然能够不做这种提问。）


  所有这些表明什么呢？只当我是一个身体之主观，并且是在其中我能够经验到第二个身体的在身体之外的自然之主观，第二个主观才能在我对面存在，或者说，作为与我不同的第二个主观才是可被经验的。但这是一种先验的相互关系。如果不将自己本身和异己的自我经验为动物的自我，就不可想象这个进行认识的自我能经验另一个自我。那么我不是必须相关联地并且先验地（a priori）说：如果我，如果这第一个主观没有身体，如果这第一个主观不是围绕这个身体定位的物理的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物理的自然中，就共存着第二个身体，这另一个自我的身体——之主观，在我之外，并且一般而言，在一个主观之外，就不能想象另一个主观存在吗？


  扼要重述，或者更确切地说，更好地重复


  我们比迄今为止表达的更确切地表明了以下东西：


  1）如果我，这个认识者，在对我的自我（我的具体的主观性）之自由地虚构变换中，遍历了这个自我之诸可能的变换，那么我就获得了由主观之诸可能性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所有这些可能性之准确描述都是互不相容的，因为它们都是以个别符合的方式存在的。因此在这里存在的这个自我（我所是的这个我）说，我设想（我假定），我是一个不同的我，或者，我以不同于我正在存在的方式存在。在这种个别的符合中，这一个主观，这个现实的或者也是一个可能的主观，和另一个可能的主观，达到了个别的协调一致。在这种个别的协调一致或符合中，两个方面的内在的时间领域显然处于符合之中，而被双方占据的每一个位置，都是一个矛盾之位置。因此这两个主观彼此是互不相容的。每一个主观按照它所是的所有东西都是个体，是唯一的个体。每一个个别的变换本身与变换之后的东西都是互不相容的。对一个的设定就消除对另一个的设定，反过来也是如此。


  但是每一个就自己本身来说都是一种可能性，而这些变换之诸可能性——它们正是借助自由变换才能从作为任意一个这样的可能性的事实中产生的——的全体是“一个主观一般”的诸可能性之全体，这与借助变换由任何一个可能的事物产生的诸可能性之全体表明是一个个别的事物一般的诸可能性之全体的情况相似。一个针对个别东西的普遍概念之每一个“外延”都是在个别的符合那里的互不相容性之综合中获得的。因此，在这个综合之外的诸可能性都能被设想为是单独的，此外是彼此相容的诸可能性：在众多东西之综合中，在共存之综合中，彼此相容的诸可能性。每一种这样的共存都能够通过思想改变为一种重叠的符合，并变为一种个别的统一之综合，然后这种综合由于双方相互抵消而“爆裂”了。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复数的主观（个别的主观之诸可能性）是否也如同复数的事物一样，能够被设想为是彼此共存的，以及它们可能如何共存，它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可能的共存之本质法则。


  2）在其中我们能够想象诸主观之共存的那种形式，或者这样说也是一样，即能够作为可经验的想到的诸主观之共存的那种形式，是作为经验之事实被给予我们的形式，以致我们，或者我们说，一个主观，譬如说我，这个当下的经验者，经验到作为在我“之外”的，作为在我对面的，一个不同的主观。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我就区分了我的主观和该另一个人的主观，于是因此我作为可能性提供了两个（而且同样也许提供了多个）主观，并且也许是以连贯的证明作为被证实的现实性提供的。此外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该另一个人处于与我同样的情况中：正如他处于我的经验领域中一样，我也处于他的经验领域中，并且我们不只是一般地共存的，而且是相互都作为共存的在此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都在他的主观的经验中构成一个共同的世界，而且双方都在一种可能的相互的经验中构成一个共同的世界，每一个都不仅经验到一个物理的世界，而且也将这个异己的身体列入到这个世界之中，并因此将这个作为动物的另一个人列入到这个世界之中，每一个人也都在这同一的世界中发现自己的身体，当通过移情作用经验到作为另一个人的另一个人，作为我的身体的我的身体，作为人，作为动物（animal）的我本身时，就（以现实性和可能性）发现它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地将自己本身作为动物（animal），作为有身体和心灵的生物，归入到这个世界之中，如此等等。因此如我们还可以说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主观在空间上，而且也许还在时间上，归入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同样也在每一个主观性之中被为自己构成的世界，同样也在每一个主观性之中，在与另一个人的移情作用关联中，被视为和该另一个人的世界同一的世界，等等。


  如果我们对这个事实进行一种本质的考察，我们就会认识到，如果两个自我是以这种方式共存在的，就被认为是被归入一个世界之中的，并因此是被分开的，因此每一个这样的自我都被加上一种规定，并且我们就会认识到，共同处于这种规定之中的两个自我被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规定以下面这种方式所包含，即这些规定对于每一个主观都不是彼此独立的。这表现在下面这件事情上，即不仅每一个主观就其本身来说是一个可被它经验的世界之主观，而且这两个主观是一个对于它们是共同的，并且能被作为主观的它们共同经验的世界之主观。如果我们对能够变换的东西进行变换，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对一个自我进行这样的变换（这是由于一个世界为它存在且受其支配）：现在对于这个自我来说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世界是可经验的，因此对于它来说没有任何世界是可证明的，是真实的现实性，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就会显示出，这样一种变换消除了对于这个自我来说仍还有另一个自我是可经验的这种可能性。因此，这两个主观也就不再会有任何共同的世界，就没有任何在其中它们二者总能够彼此发现对方的世界为它们在此存在。一个共有的世界之构成和一种相应的稳定地具有的规定，对每一个自我本身和对处于相互关联之中的双方是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之可能性的条件，或是被分开的诸主观彼此相互存在之可能性条件，是两个主观之以共存方式存在之可能性条件，这种条件对于这些主观本身就是可能的经验和可能的认识。


  但是现在我们还要考虑以下问题：如果一个世界作为共有的世界为任意多的主观构成，那就正如已经指出的，它对于这众多主观当中的每一个都是可经验的。因此诸主观之一种共存的众多就能够以这种方式想象。反过来，假设有众多主观，那么这众多主观肯定是可想象的，因此这众多主观原则上一定可以表象为可经验的众多主观，这众多主观所实行的每一个想象都暗示一个可能的主观，暗示关于这众多之可能的经验之一个可能的主观。因此这个主观必然与众多主观当中的每一个都处于移情作用的关联之中。因此对于这个主观和这众多主观当中的每一个主观来说肯定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被构成。这个主观肯定是一个有身体的主观，动物的主观，并且这众多主观当中的每一个都是如此。可能对众多主观进行经验的这个主观之世界，必然包含众多主观的一切身体，并与这些身体一起包含它们的环境世界的诸事物。这些主观当中的每一个都参与这个世界，对于每一个主观来说，这个世界肯定已经被构成了，或者如在一个尚未发育的孩童那里那样，作为实在的可能性被构成了。因此，它们全都与一个世界相关联，这构成它们的可能的移情作用之条件，因此它们在它们的相应的动因进程中也相互发现自己，或者也许是相互关联地，相互对立地发现自己。因此一个可能的进行经验的主观本身一定同时属于它能够经验的众多主观，并同时必然有一个世界为众多主观构成。并且只是由于进行结合的，但也使分离成为可能的这个世界之形式，这个主观本身才和众多主观一起共存，而这个世界在这里是作为共存之形式起作用的。因此不可想象有众多主观共存，除非它们是动物的主观，即这样一些主观，对于它们来说，有一个世界按照它们的意识进程的规则现实地或以实在的可能性被构成，以致它们全体都“属于一个世界”。因此同样也不可想象有众多主观存在，如果它们不是相互地处于它们的可能的经验之领域中的话。


  我们当然能够就其本身设想每一个主观，我们能够随便设想一个处于一个能够任意虚构的（但是一致的）世界之中的自我，而诸其它的自我则一起属于这个世界或不属于这个世界。此外我们能够随便设想具有另一些自我的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些敞开的并且也许能分离开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就拥有可以同时想象的多种多样同样可能的世界，这些世界具有可以被隔开的若干组属于一个世界的或不属于一个世界的自我主观。但是这些世界（或更确切地说，这些处于与一个被一起构成的世界之关联中的可共存的，也许是共同存在的众多主观）是先验地（a priori）不可在一起共存的。只能存在一个世界，只能存在一个时间，只能存在一个具有一个自然和一种动物多样性的空间。


  结论


  世界和动物是彼此不可分割的，一个不是动物的自然的自然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不是动物的主观，不与自然相关联，因此不相互在此存在，不互为“客体”，每一个对于另一个都不处于可能的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之领域中的主观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乍看上去人们可能会以为，以下情况是不言而喻的，即可能存在着众多主观，它们彼此对立地、绝对孤立地存在；虽然每一个主观作为存在着的必然是可能的经验之一个对象，但是它在自己本身中就满足这种条件，作为主观它确实对自己本身是可经验的。但是，“客体”，可共主观地经验的客体，因此必然是不存在的。相反，每一个主观都能够被赋予它的意识过程之这样一种固定地属于它的个体性的规定，即由于这种规定之本质，该主观原则上不可能经验其它的主观。如果我们比如像下面这样想到每一个主观，即它为自己构成一个自然（这个自然对于它的生活过程总是意味着一种被固定地加到上面的规则），而每一个主观都构成一个不同的自然，就是说，是这样构成的，即在被考察的诸主观之间的可能的移情作用之条件必然始终得不到满足。但是所有这些看上去相容的诸可能性恰恰是先验地（a priori）不相容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nonsens）。


  如果认为一个主观在我的自然中不存在，或者如果我根本就是这样被构成的，即我并不拥有作为环境世界的自然，那么这个主观因此肯定能够为自己而存在，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它在自己周围也许会拥有一个不同的自然，一个不同的动物世界，这个为它存在的世界等等，这种想法同样是错误的。凡是存在的、共存在的一切主观，在这里都是彼此互为存在的，并且在时间之中必然互为客体。


  附录XI  〈关于诸主观共存问题〉的附注〈约写于1921年9月〉


  一切非存在都以存在为前提。如果某物不存在，那就有这个非存在的东西与其存在相矛盾的某种东西存在。


  一个个体之非存在，是在一个时间持续中的非存在，而这个时间持续有一种时间位置。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非存在者被存在者取消是什么意思呢？被处于这种持续中的存在者所取消，因此就是被这个非存在者所要求的持续中存在的某物所取消吗？或者，这种消除也能意味着在较前的持续中或较以后的持续中有一个存在者出现吗？也许自然之因果性排除以下情况，即某物在某某空间时间位置上存在，因为在某某地方从前曾有某种确定的东西存在过，并且就未来而言也是如此。——但是可能存在一个空的时间吗？一个具有空的空间-时间-领域的自然可能存在吗？


  我们被引致进行构成的主观性。


  众多主观之共存首先意味着“同时性”，即使当我们对于一个共有的世界尚毫无所知时：与一个主观一起在此存在，两个主观之存在与知觉两个主观的一个“知觉”之可能性是等值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同时性和与一个客观世界的关联，与在其中有两个主观在场的面前的一个世界的关联，与此同时，还有与这个由客观的过去和客观的将来构成的地平线的关联。注776


  在这个地平线中能够“包含”已过去的身体，并且它是作为曾经是可经验的（在一种特殊的经验直观中可经验的）曾被给予过，因此，一个过去了的主观在一种新的意义上与一个在场的主观“共存着”，更早的过去的主观与一个在场的主观“共存着”。


  我们问：一个主观能够开始吗？一个主观能够结束吗？


  一个主观不是要求共存着的众多有机的身体吗？一个这样的身体能够开始和结束，并且一定能够开始和结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诸主观会怎样呢？如果处于莱布尼茨所说的“睡眠状态”中的诸主观是没有身体的，这众多的主观如何能够作为众多是可经验的呢？这不就是将一个未被注意到的困难带入到我们的推论中了吗？


  或者在这里应该注意众多睡眠的主观的情况？在这里问题就是，睡眠作为一个主观之“状态”，作为清醒状态之中的“间歇”，是如何被给予该主观本身和另一个主观的？但是没有一个死人会“苏醒”。作为这个人的主观，那个死人正是死的。


  一个主观对于自己本身的可经验性并不意味着一种敞开的可能性，即将一切主观的东西，将整个的体验流变成对于自己而言实在的对象这样一种敞开的可能性，在这当中有属于主观性之本质的诸种障碍，而克服这些障碍的某些条件是能够满足的。这个主观为自己本身而被构成，只要对于它而言，当它存在时“可能的”经验之一个地平线本质上已经一起预先给予了。对于向另一个人实行移情作用也是如此。


  然而从原则上说，一切都肯定是可经验的吗？


  人的有机体又是由有机体组成的，而后一个有机体又是由有机体组成的。移情作用以一个清楚地和真正地被经验到的客观的自然为前提，指向一个较低的主观的一个较低的主观之意向性之较低阶段，指向一个自我睡眠的主观的一个自我睡眠的主观之意向性的较低阶段，适应这种移情作用吗？在这整个的身体之心灵中，那个下一层级的“单子”之镜像属于心灵方面的基础吗？但是所有这些东西应该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些相互的、模糊的指示，它们相互都感觉到在另一个单子中发生的东西。但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感觉到在部分有机体那里发生的东西了吗？


  存在着心灵的东西，它如同感觉领域一样分布在身体的不同器官上（我们就是这样解释它的），并且它属于一个心灵和一个自我，因为诸器官是有机地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当对这个有机体实行切割而产生两个有机体（蠕虫）时，心灵是否也被切割成两个心灵呢？关于过去的诸体验之再生产的情况如何呢？这种过去的体验能够被切割吗？并且一个单子能够分裂吗？笛卡尔关于自我不可分的学说，这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具体主观，这个单子之不可分吗？注777


  文稿5  唯我论的主观性（唯我论的内在东西和唯我论的环境世界）和唯我论的东西之客观化的诸阶段。一个交往式的主观性之构成，这种交往式的主观性在这里意味着客观性、客观的存在等等。客观的经验之范畴的形式（圣梅尔根，1921年9月）


  诸物理的客体是借助素材式的事实构成的，对于可能的物理的经验之诸不同的主观来说，在这种构成之形式中存在着本质的限制。为了在它们的可能的经验之领域中拥有同一的物理的自然，虽然众多的主观在其素材式的事实中并不需要完全一致，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当中它们却并不是充分自由的。因为只当每一个主观按照它自己的经验作为统一而被给予的客体之同一性能够被构成时，这同一个物理的客体才会真正为众多的主观构成。为此我们需要一个认识的主观，它与这些主观处于可能的移情作用之关联中（也许甚至从一开始就能够作为与它们当中的一个是同一的而存在），并且如果它这样做了，那就很容易看出，这些主观本身一定相互处于可能的移情作用之中。因此我们能够将某一个物理的客体，或说，一个物理的自然，为其构成（能够处于其可能的经验之领域中）的诸主观之全体，称作是一个可能的相互理解之全体。


  超越的客观性一般是可能的相互理解之相关项，而这种相互理解只有借助于超越的客观性之构成才是可能的，这种超越的客观性在能够揭示的、普遍的和更详细的条件下，使相互理解成为可能，于是使客观性成为可能。在这里，真正的或纯粹的客观性服从于必然的相互一致之条件，而不仅是偶然的相互一致之条件。在这一方面，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因此内在的对象（在内在时间之意义上是主观的东西）在其仅仅是可被一个主观真正地（本源地）经验的（可知觉的，可感觉的）范围内被排除了。对于每一个其它的主观而言，这种内在的对象只能以移情作用方式间接呈现，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只对于与这个进行感觉的主观处于移情作用关联之中的其它的主观才是可以这种方式进入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主观之这种内在的东西，就如同这个主观本身一样，在一种新的意义上变成了可经验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在任何其它意义上是主观的东西，在它与有关的主观的关联中，同样也变成可经验的了。


  但是在这里就客观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共主观的认识，是相互处于在现实的或理想上可能的相互理解之中的诸主观之思想上的全体之中的认识）来说，我是说，就关于属于这个主观S的内在东西之客观认识来说，应该说，这种认识绝对无条件地给予了它的内在的东西，它根据它的“直接的”（直向的）经验在直接的描述中所陈述的东西，是关于内在东西之绝对陈述，是作为绝对的真理陈述的。按照其意义，这个真理是“主观的”，就是说，不能由任何其它的主观陈述的。但是就其本身而言，这种真理作为直接被描述的真理，并不是在与该主观S的关联中被陈述的，或者至少并不是必然在与该主观S的关联中陈述的。这个S的确任何时候都能够以“我在这里拥有这样一种看法，即……，等等”这种形式，主观地获得它的真理。但是它也可能特别想在与它的个人的各种不同的特性之关联中表达诸自我的真理。然而，在诸陈述中出现的所有这些主观的关联本身与那些没有自我关联而被说出的诸真理在相同意义上都是主观的；它们不是“客观的”，不具有像物理学家们和心理学家们想要表达的那些真理、陈述那样的客观的意义。“客观的”是能由每一个人（来自这个被描述的全体中的每一个人）在同一的意义上可经验的和能由这样的每一个人在同一的意义上可陈述的东西，并且也是在对每一个人的这种同一性关联中可被每一个人意指的东西，因此这种同一性本身也一起属于作为客观性之范畴形式的客观的意义。我内在地自身拥有的东西和借助经验内在地把握的东西，是只有我能够这样把握的东西（这当然是一种本身具有客观特征的洞察，只要我在这里认为，它是一种任何人都一定会承认的真实的陈述）。现在我能够认识到，并且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和我一起处于现实的移情作用中，都能够认识到，我具有某些内在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关于“我具有这些感觉内容，而这一组当中的每一个人也都能够重复认识这种我拥有这些感觉内容”的认识，就已经处于通向客观性的道路上了。在什么时候我们会拥有关于内在的东西的严格意义上的客观的认识呢？这种客观的认识之条件是什么呢？回答就是：如果每一个与我一起从属于这个思想上的全体的主观，不论是通过现实的移情作用，还是通过间接的途径，任何时候都能够相信（而这是以一种可能的进行模仿的经验的直观——根据以前的移情作用——为前提的），我在我的内在时间关联之有关的位置上，会拥有有关的感觉，而这通常对内在东西都有效，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我的内在的内容之“客观的”陈述之诸可能性就经受住了考验。我能够将这种内容看作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重复认识的，并且它对处于与每一个认识者及其内容之关联中的每一个认识者如同对我一样有效。这样我们就拥有了对内在东西的认识而言的“客观性”。注778


  然而与涉及内在东西的诸陈述之可能的客观性紧密结合的客观性之另一个领域，是关于物理事物的陈述的客观性之领域，并且如同对于那一个领域一样，对于这一个领域而言，攀登纯粹客观性之峰顶（攀登其相关项是纯粹的客观的世界的纯粹的客观的真理之理想的范畴的形式之峰顶）也有其诸阶段。很显然，在这里就本身而言，外在的客观性先于内在的客观性，物理的客观性先于主观的精神的客观性。我所经验的，并且我也超出这种现实的经验在以语言-概念方式中介的思想行为中设定的这些物理的事物，并不是在我的内在的感觉事实和我的一切内在的体验，我的一切自我行为等等这种意义上主观的。应该小心注意以下这种情况，即当我们将这些外在的经验对象作为“客观的”与内在反思之“主观的东西”，经验之被给予性东西，对立起来时，我说，关于客观性的这个概念与在关于真理自身的客观性的说法中所涉及的客观性概念，在关于“客观科学”这种说法中所涉及的客观性概念相比，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客观性概念。即使是这个“自身”也是多义的；因为即使如我们现在心目中想到的这个物理的“客体”，在某种意义上也已经是自身。就是说，在这里我们观察它，就如同我们直截了当地经验它和以经验方式思想它那样，并没有关于与另一些经验的主观和另一些经验者的在同一性关联方面的任何意识。这个事物为我在此存在，具有如此这般的性质，在我看来它是如此这般大小的，也具有某种测量的尺度，譬如比这根木棒长多少倍。如已经说明过的，对于我来说，这里的意思就是，没有能在这种经验行为和这种思想行为中起作用的关系，相反只不过是，我在对被经验的客体或被思想的客体（我的可能的经验之客体）的直向的目光指向中，在对这种直向的目光指向中所呈现的关系，所呈现的概念式的把握等等的直向的目光指向中，并没有想到应该参与某事的“某一个人”和“每一个人”。


  当然，对于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不仅是在几乎是持续地与另一些人的移情作用的关联中培养起来的，而且也是通过语言培养起来的——来说，在语词的应用［这种应用是对以概念方式进行的思想行为中（在“进行陈述的”思想行为中）几乎绝不会缺少的］中，或是在朝向语词的模糊的意向和统觉中，就已经存在着一个朝向“客观的”统觉方向进行着的层次。在对在这个方向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被打上印记的一些事物的应用中也同样如此。公制卷尺，码尺，秤及其经过检定的法码，货币等等，这些都纯属“客体”。这些词具有“每一个人”的印记，并且“我如同每一个人一样”地表达它，并且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它都是如此表现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说，并能够这样理解它。法码是共有的日常的东西，被普遍应用的东西，在它的“值”方面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理解的等等。


  但是不管指向客观性的诸态度准备得怎样好，我们任何时候都能够放弃这些态度，这些指向客观性的态度并不总是决定性的，并不必然是决定性的。这当然不是在撇开那些不可拆分的必然的要素这种意义上的抽象。通过这种“抽象”，我们获得了我也称作“唯我论的”世界的和唯我论的世界观察的那种东西。


  我所经验的物理的事物，我立即就能够经验为是客观的，就是说，正好能够经验它们，同时我认为它们能够被任何一个人经验为同一的。我将我的环境中的“任意的一个人”为我“准当前化”，并将他认为（不需要任何借助语言-概念的思想行为）是我所看见等等的同一些事物之可能的主观。我在一种直观地普遍的认识行为中认识到，我所拥有的物理的环境，是“每一个人”（就是说能够在这个环境中设定的每一个人）一定能够发现的，并且能够与我处于移情作用之中的，能够在他的环境中在身体-心灵方面发现我的任何一个人，正如能够经验我的环境一样，也能够经验每一个其他人的环境。


  如果我们谈到客观的统觉，它就是一种关于事物的统觉，这种统觉从这样的思想行为中采纳的就是一种范畴式的统握，而不是一种新的经验的层次，一种特殊的“统觉”的层次。这不是第一次客观化，而且也不仅是一种不完全的客观化。


  主观性之第一次客观化为自我和个人，心灵和心灵的内容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上面已经就内在的内容（一般而言的主观东西）谈到这方面的情况。这些内在的内容开始时恰恰尚不是“心灵的东西”。


  让我们来考察心灵，心灵的东西，以及心灵的东西之客观化。首先我们形成人这种统觉，在这种统觉中我们拥有人的心灵这种间接呈现。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客观化；在这里又能够感觉到双重的意义。在那里的那个人对于我而言是“客体”，就是说，在我的对面，无须任何“思想行为”，通过移情作用就作为被经验的而被给予的东西。将那里的那个物理的身体“统握”为以间接呈现方式附属的诸特性之基体，躯体学的和心理学的诸特性之基体，这是这种经验之基本特性。因为是纯粹地“被统觉的”，恰恰仅仅是主观地“被统觉的”，这个这样地被经验的东西，这个人，存在着，只要他是我的环境之对象，而且在物理的身体中包含我自己的环境世界的东西；首先，那里的那个身体就是我的唯我论的对象。但是在这里我们所有的已经不单单是自己的东西了。那的确是另一个人，他存在于自己的身体之中，他将我对面的这同一个身体经验为是他的身体，而且是以零位显现方式经验的。因此这个异己的身体是第一个共主观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另一个人的身体是第一个共主观的东西。这种将异己的身体理解为身体的行为，乃是客观化的第一个步骤，最初的步骤。它构成第一个客体，当然仍是“不完善的”客体，即诸不同的主观之经验第一个共主观地视为同一的东西。接在这后面的才是物理的环境世界之第一次客观化。第二个客观的东西是物理的事物性东西（不仅是作为我的物理的事物性东西，而且正是作为“我们的”物理的事物性东西）。注779


  至于这个主观，它不仅是我的对立面，不仅属于这个“被客观化了的”身体，而且它也是主观，我在它的对面，而且它拥有在主观的显现方式中被给予我的处于外在显现方式中的我的身体。因此现在在一切概念式的普遍的思想行为之前，人也在这第一次客观化中被构成了。这个人是主观，这个主观在它对面有它本身处于其对面的另一个主观；这个主观对于自身而言是在“内在的”方式中（以唯我论的方式）被给予的，而在外在的方式中（在交往中）它被给予它的对立面的，并且这是相互的。对于这种“内在”和“外在”又缺少表达的术语。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拥有它的唯我论的环境世界，并且作为被一致地经验到的和可一致地经验的环境世界，它是每一个正常的人所拥有的同一个环境世界。但是每一个人都以他的显现方式拥有这个世界，拥有他的围绕这个唯我论的内在的身体定位的唯我论的内在的世界（在他的主观的给予性中的世界），每一个其他人都拥有他的不同的主观的给予性，并且每一个人都通过他“由自身出发”而把握另一个人的身体和另一个人的事物的方法，通过移情作用，外在地把握另一个人，而他本身是内在地把握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事物的。但是所有的统握方式都得出同一个事物，这一点对诸事物都有效。


  但是首先必须区分：1）作为共主观性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在统握方面与由诸主观构成的“全体”有关，但是在这里这个全体可能是一个受限制的全体，例如是一个正常的主观共同体；2）“严格的”客观性，它与现实的不受限制的“全体”相关联，与处于与该认识者关联之中的所有的诸认识主观一般之全体相关联。


  文稿6  〈诸不同主观之诸环境世界的存在论结构中的区分。对孩童和动物的移情作用——作为借助分解的阐明〉（圣梅尔根，1921年）


  起始论题：因为直观的世界（以唯我论方式构成的世界）对于诸不同的主观可能是一个以不同方式显示的世界，于是就会问，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存在论是不是同样也一定是不同的存在论。


  这个考察将更深入地探讨事物、身体和主观之关系，并对移情作用（在较低级的动物那里的移情作用）之理论作出贡献。


  对于可能的进行证明的经验之事物的存在论的分析来说，重要的是要注意以下情况：


  我，这个个别的认识者，从经验出发能够以自由的方式一致地产生诸经验过程，因此我能够使自己明了一个事物作为可能经验之具体统一的，处于其必然本质之中的一个事物一般。


  在这里，这种存在论突出强调的是诸本质必然性，这些本质必然性属于可能的经验的对象性东西，属于直观的对象性东西，更确切地说，属于我的对象性东西，这个我将可能的经验之全体导致直观的综合。


  如果我们转向通过交往连结起来的众多主观，情况会怎样呢？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成一体的经验，他的由经验和可经验东西构成的全体。只要处于移情作用关联中的人们能够按照全部的相互关联“吸取”经验，就肯定不会有任何新东西发生，别人经验到的东西，我也能够经验到，并且我能够引用他所经验过的东西。但是他可能拥有我所没有的直观事物之意义的成分。他可能经验到异常性的东西，我却不能跟踪理解这种异常性的东西。这会如何影响经验之存在论呢？我能够承认别人认识到而我却不能重复认识的那些存在论命题吗？


  但是在这里必须注意：存在论考察的是可能的自然一般之形式，并且在我已经提供了一个自然之后，我能够接着按照有关的方法获得自然之形式。只不过此后我也必须以现象学方式遵守这种形式，而不将素材当作形式。我必须已经经验到素材，否则我不可能发现任何素材（即使是处于一种已经给予我的素材式的种之中的素材）；超出这种被经验东西之外，我有关于再继续下去（plus ultra）之诸可能性的类比式的预先推定：正如休谟已经天才地认识到的，在这里存在的当然是诸敞开的问题。因此这个另一个人也能够有我“不知道的”意义领域，因此有我“不知道的”显现方式，等等。


  这种情况并不涉及自然之形式。注780但是对于认识来说，对于较高意义上的和较低意义上的认识来说，这当然可能是很重要的。另一个人可能说出许多我没有说出的事实东西。他的知觉提供了我的知觉没有提供的事物差异。这些事物差异将我没有能突出强调的可能的关联突出强调出来。


  但是什么时候我能够说，我在经验自然，我拥有关于自然之可能的经验领域，在这种经验中，自然能够给予我，尽管是按照我的方式，是以物质性方式（materialiter）给予的？我是一只水母吗？我已经有了关于自然之经验吗？我像孔狄亚克的雕像那样只有嗅觉吗？我有关于自然的经验吗？


  这只进行思想的水母也会有关于自然的存在论吗？人们简直想说：我们事先就已经有关于自然之理念，因此我们肯定，“我们的自然”是一个十分充足的自然。这会使我们被指责为是在做循环论证。


  当然，我们“天生”就有自然这个理念。但这只不过是说，我们有关于自然的经验，并且有能力在对现实经验之自由变换中，按照意识活动和意识内容构成关于可能的经验之诸理念。我们按照一切本质的休戚相关性，以可以理解的方式，把握自然经验和自然的本质。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东西，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有了绝对有效的规范，我们也就能够按照这种规范衡量一切疏远的移情作用之被给予性东西：例如一只水母的经验是否属于自然这种理念。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按照双重的意义来认识一只水母具有关于自然的经验。


  即a）一次可以说，它具有关于自然之现实的完整的统觉，以致于当它具有以范畴进行思维的能力时,它就能为自己获得自然之理念和整个关于自然和自然经验的存在论。


  b）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变换自然统觉的方式认识到，在可能的变换之系统中，也能够相互联系地建立起诸相关联的系统，它们同样也在自身中构成经验的统一（超越的经验的统一），这里涉及的是那些遵循关于自然的诸统觉（作为自然的诸变换）的类型的统觉。但正是在这里应该进行区分。被归入一个完整的关于自然的统觉之中的一切可能的统觉，都有一种共同的类型；通过透视变形，通过最佳效果等等构成诸显现之统一的、诸表现之统一的，始终是诸统觉。但是这种被构成的东西并不需要一个如我们所拥有的那样的“完整的自然”存在，这种被构成的东西可能是一种较低阶段上的统觉，就是说这样一种统觉，它缺少某些统觉的地平线，此外仿佛和它的整个内容一起存在于我们的统觉之中，就是说，和它的地平线一起指示可能的经验之一种关联的系统，这个系统被包含于我们的总体经验之中，但在我们的总体经验本身中还带有不断继续的诸地平线，因此使人们参照进行充实的经验之诸更广泛的系统，而这样的参照和这样的可能的充实在“水母的经验”中可能是没有的。


  我们还能够从发生学上像下面这样描述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经验中，在我们关于事物的每一个知觉中，存在着一个可能的经验之地平线，与此同时，这种可能经验使我们去注意这种经验之生成，而这种经验之生成必然具有其阶段形态，与这些阶段形态相对应，具有被限制的地平线的诸较低的统觉，诸较低的经验方式形成起来，然后通过诸新的经验联系，诸新的经验统一形成起来，通过更高的地平线，更高阶段的经验形成起来等等。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系统地分解我们的全部的经验（知觉、原本的经验统觉），我们能够思考：如果我们将某些经验排除出这种生成，就是说，假定某些组经验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么知觉按照其诸地平线肯定会是怎样的。例如，我们限制动觉，我们假定，我们不能从这个地方移动开，我们从不曾从这个地方移开过，我们绝不能“走近或离开一个对象”。那么我们就会达到这样一点，即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视觉上构成一个“视觉运动的”事物世界等等。


  如果在我的发展中缺少了属于自然和自然之理念的这些统觉层次（或更确切地说，这些地平线）中的某一个层次，那么我当然就不能说，我认识的正好是这个自然，说我在这里所提供的作为可能经验之超越的统一的东西是自然之底层，在某种好的意义上甚至是关于自然的经验。如果我是充分发展了的人-主观，我就能够正当地这样说，而且很可能就我的（被在以上意义上正当解释的）具有其超越的统觉的胎儿的发展或儿童的发展说：我曾能够说，并且我现在说，这个儿童也许像我一样看到这同一些事物，但是他关于这些事物尚没有充分发展的统觉，他尚没有诸更高的地平线，他尚不能为自己组织他的经验，并接受某些新的理由，借助这些新的理由，这个儿童将有关的事物看作是如我将它看成的那种东西。关于低级动物情况也相同。


  通过移情作用，我们将这个有机的个体统握为具有心灵的，并使它与我们自己在其中生活的同一个环境世界相关联。但是我们只有按照以下方式才能够以我们的理由合法地这样做，即我们以移情作用的方式将与我们的身体性相对的它的身体性之变样符合一致的那些统觉阶段赋予它。躯体学的统握肯定也有其诸阶段。我们按照我们所拥有的诸指示把握来自“触觉表面”的刺激感觉和我们按照类比将之解释为主观的反应运动的刺激运动。如果没有这些能够被解释为动觉运动系统的，并且是对于我们对自然的统握之某些层次具有本质的构成的意义的诸运动系统，我们就不可能通过解释将这些层次赋予这个生物。凡是我们被允许并且必须通过解释赋予它的东西，该东西就是由我们对自然之统觉的变样根据被改变了的身体性或根据知觉器官上的诸成分——我们能够通过类比，即使是很不确定地理解这些知觉器官的功能——规定的。因此这种涉及躯体性东西的理解，与对为有关的主观（譬如水母的主观）在此存在的“环境世界”之特性的理解处于功能性的联系之中；并且科学的规定性，只要它是可能的，在这里就只有分解我们自己的统觉，根据该统觉的现象学的系统，通过排除动觉的动因（或更确切地说，由感觉器官[例如眼睛]而来的动因）并不为其存在的那些层次，才能提供给我们。如果这里是一些“感光的”位置——在它们能够被统握为主观地感受刺激的这个限度内，它们是以眼睛的形式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是，我们能够将其解释为“随时可供”该未知的心灵主观“使用的”那个附属的动觉的系统情况如何？按照这个系统之发育不全的性质（借助于对我们的高度组织起来的系统所提供的动因之分解），我们解释这个动物之看的行为，就是说，我们跟踪理解，对于这个生物来说，在视觉方面有哪些“事物”被构成了，更确切地说，这整个的“事物”之视觉的层次对于这样的生物来说，显得是怎样的。很显然，我们依照这种常常是非常遥远的类比所实行的移情作用（也许并不遵循在动物序列中的类比之阶梯通道），是极其模糊的，而绝不是一种带有一个充分确定地形成了的地平线的经验。我们关于自然客体之外在的经验，作为被我们本源地获得的经验，作为在一种系统的生成中本源地建立起来的经验，可能仍然是很不确定的，按照其方式可能也是模糊的。但是无论如何，在统觉中有一种被预先规定了的关于一个事物或事物性过程，一种事物性的众多等等的完整的存在论的形式，只不过该形式并未被充实，或者说，它带有一种两性共体性，一种由诸不同的可能性构成的重叠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了两个重叠移动的地平线，但是每一个都有它的存在论结构。它正是一个“事物”，只不过不清楚，是马还是驴，或者其形态是确定的，但颜色不清楚，意义模糊等等。在统握一个动物的情况下，最好的情况是在一种低等动物那里，就完全不同，在重要的器官和器官组，相应的动觉系统等等相同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像在一种高等动物那里那样，在身体方面可以说完全地紧贴着它，伸展到它之中。但是在这里就已经需要这种“分解”，但是这种必要性并不会立即就被觉察到。我们首先是指出一个作为孩童的人，并且期待在这个动物的行为上证明、证实，仿佛该行为就是人的行为。我们这些发达的人类在观察马等等时，在这里“几乎”就像在人类那里那样，在以多种多样方式被划分了的特殊化中实行类比的符合，而到处都不清楚，并不需要这种符合，需要的是不同的规定。


  即使关于我们人，首先也应该是：完全像在我们这里一样（tout comme chez nous），并且另一个人首先是在经验中被特殊化的，并发生了某种分解。但是在这里，关于同一的同一个类型，同一的同一个有机体的“种”之身体的经验，乃是来自躯体学方面的统觉。与为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的环境世界，而不是纯粹的自然）之构成在构成方面发挥功能的每一个器官相对应，因此与为我们自己作为身体器官被构成的我们的身体的肢体相对应，在另一个人那里的正是这样的东西，同样与我们的器官之整体布置与联结（作为功能性的布置与联结）相对应，在另一个人那里也有相同的东西。注781统握就是这样。这种统握正是依照对我们的身体的统握，我们的身体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纯的事物被给予的，而是作为起功能作用的器官系统被给予的（不是隐蔽地起功能作用，而是以一种唯一被考虑到的，唯一在构成方面有重要意义的公开性起功能作用），此外，是以它的在一个功能类型之特殊的同一性中被经验到变化之多样性被给予的。以统觉方式规定人（homo）这个物种的东西正是这种功能类型的同一性。


  对于一个较高级动物来说，身体性这个种，这个类型，作为身体性（它的“种”），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猿猴来说，这种变化仍然很少，但是当作双脚起作用的双手，以及同时是双手的双脚，这种情况已经需要一种变化，而尾巴作为我们完全陌生的器官更需要一种变化。在这里，在与我们的抓取器官的这种相似之变样中，对于统觉上的预先规定能够实行一种扩展。但是在较低级的动物那里，在存在论上明确的预先规定是极少的，并且动物（作为一种仍然能够借助移情作用被经验为有身体的生物）之界限在现象学上正是被设定在以下这点上，即在统觉上清晰显眼的仍然是与我们的身体性之任何一种相似。注782尽管如此，仅仅是与皮肤敏感性的相似，和与反应运动的相似，如与皮肤上的抽搐的相似，都能让人感觉到，当我们注视我们的皮肤时，几乎可以说，它会使我们感觉到像皮肤被触摸到的样子，它会感到刺痛等等，并且我们会抽搐，就如同当我们的额头被触摸或被刺痛时，我们会皱眉头一样等等。因此移情作用的不确定性完全不同于模糊经验中的事物的不确定性，或者也完全不同于一个我们（纯粹以躯体学方式，这是这里特别涉及的）没有清楚地认识的人的不确定性。如果说在我们这里对我们的身体的统觉，以及与此相应的对一个同胞的统觉，能生成为一种确切的统觉，一种原初的统觉，那么对动物的经验则是一种间接的经验，一种借助对我们的身体类型之改变以也许是很遥远的类比获得的经验，因此在这里更详细的规定就有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是对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地平线之中的存在论结构之完成，而是重新建立一种带有适当形式结构的适当的地平线。


  我们也许不得不说，这种清晰而明确的统觉之获得并不是借助不断进行的单纯的经验发生的（这就意味着，一种真正的统觉是在本源的生产中获得的），而是以对我们自己的身体-环境世界-统觉之直观的“分解”的方法借助一种构成发生的：就是说，通过排除掉我们的统觉之在经验中缺少依据的诸动因，会引起我们的动因系统之一种改变，一种蜕变，按照某种方向的萎缩，这样就会直观地（只要正好成功）构成该已萎缩了的动因系统之统一。这不仅是想象，而且是在这种由经验而来的动因中，借助被经验到的依据，所完成的具有相信性质的预先规定。


  附录XII  附注：正常的统觉和对异常性东西的统觉。孩童，动物；疯癫之诸变样〈约写于1921年〉


  对新生儿的移情作用和对低等动物的移情作用如何能够发生呢？儿童的身体如何被统握为身体，而儿童的自我却没有被统握为一个空间的环境世界之中的自我呢？我们应该说，在这里重要的将会是身体性本身之构成中可区分的层次吗？但是，事物借助空间性之构成的最低阶段不是已经被当作前提了吗？


  如果在这里这种对身体的统觉是一种间接的统觉，它已经将以下情况当作前提，即我本身已经为我拥有了一个被充分构成了的身体连同一个被充分构成了的空间外部世界，并且已经能够将异己的身体统握为在正常意义上的人的身体，那么问题就是，在借助于一个异常的人的（和动物的）主观性进行解释的情况下，我如何仍能够继续坚持作为异己的身体。


  我如何能够这样地变换我的纯粹的主观性（这种纯粹的主观性事实上是“正常的”主观性类型的主观性），以致空间世界丧失了，或者这种主观性能够被想象为处于一种在其中这种空间性尚未被构成的生成之中？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正常的人们的共同体的这种已被澄清了的，在正常的移情作用中被构成了的共主观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的主观就都是可按照其心理以某种方式改变的。我们仍然会借以将一个异己的身体统觉为身体，或更确切地说，我们仍然会借以实行人的统觉，或者作为正常的人的统觉之“变样”实行一种更一般的动物式的统觉，就是说，能够前后一贯地证明关于处于这个环境世界之中的心理物理的客体的统觉的哪一些变化是可能的呢？


  “精神病人”的统觉也属于这个极重要的问题范围，“精神病动物”也属于这个问题范围。在某种意义上儿童和动物都是一种“异常性”，然而却又属于正常的世界之系统；确实，正常的人是在具有胚胎这个正常的起始阶段的正常的发展阶段中形成的。但是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限定范围的一切正常的东西都有其可能的异常性东西的地平线。


  因此与这个基本问题有关的有：“异常的对象性”，异常的动物，异常的人，异常的文化客体等等的统觉，这种统觉之由意识本身而发生的意向上的间接性，以及这种统觉之在意识上向对应的正常的统觉的反向的关联。


  附录XIII  正常性与动物的种（似乎写于圣梅尔根,1921年）


  〈内容：〉事先：就每一个器官，就整个的身体性，并就每一个种而言的正常的身体性和正常的心灵生活；所有东西都在构成方面被考察，以后也在超越论的方面被考察。关于一个与生物体有关的并且是心灵方面的发展系统之超越论的必然性之问题。


  正常情况。一个世界是作为处于与一个身体性之关联中的空间时间的可能的经验之全体构成的：经验之一个构成方面的系统已经形成了，并且各方面都是熟悉的。在这里，在与各种各样的知觉器官之关联中我们已经有了表现方面的不同。事物的同一些规定（直观的，属于幻象的规定）借助不同的器官在不同的“感官”中表现出来；总的来看，诸给予性方式是被并列地区分开的，又由于相互间的指示作用被连接起来。然而不仅视觉，触觉等等的表现是不同的（事物对这个或那个感官是按照相关的规定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而且在同一感官内部又有差异，只要例如在触摸行为之领域，进行触摸的专门器官（不同的手指和嘴唇等等）在质的方面绝不是绝对相互协调的，并且这种差异的丰富程度也是不同的。有些东西不对这一个感官表现，却对另一个感官表现；对进行触摸的手指表现的东西，对进行触摸的脚却不表现，在这里失去了许多东西，如此等等。在正常的系统中，每一种表现在这里都有诸地平线，即使是那些指向诸并列的感官（在一个感官种类内部之诸个别感官）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指向这些感官之更好的认识行为的那种表现，也是如此。因此我就从以手背或脚进行触摸的行为转向以手指尖等等进行触摸的行为。由好的或差的表现之诸可能性构成的系统属于“正常的”身体性，而最佳的给予性方式之理念，或由诸给予性方式构成的可能的最佳的系统（这种系统在某个阶段上代表真理）之理念，又是属于这种系统。


  如果现在我的身体性在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变得不正常了，或者以不正常方式起作用，处于不正常的条件下，处于对知觉产生作用的不正常的影响之下，那么这些新的显现方式就被统握为是与这些被改变了的情况相关联的，并属于这些被改变了的情况的显现方式（于是就形成了对构成方面的系统之扩展和对地平线之扩展）。有身体性之行为中的某种类型方面的稳定性（在身体性之总体类型当中的类型状态）属于它的那种本源的正常性断裂了，“世界”似乎十分突然地变化了；但是按照这种统觉之扩展来说，这纯粹是假象。也许人们没有注意到，身体方面的正常性之类型在这里或那里已经经历了变化；只要人们注意到这种情况，并且认识到在这方面世界直观的诸变化之经验方面的联系，那就一切都是正常的。这种统觉扩展为“如果——则”这种形式的一些新的系统。也许最佳值这个理念也得到了扩展。许多偏差并不只是变化，而是仍在表现的事物特性之丰富程度的减少。在“病态性的”改变的情况下就是如此。但是如果被理解为孤独者（solus）的天生的盲人的我被动了手术，那么对于我来说，世界的内容就丰富起来了；这个同一的世界比我曾知道的有了更多的规定。现在这些规定显现出来了。只要现在我获得对动过手术的这只眼睛的支配，我的正常的世界视角之系统就会发生变化，并且我的正常的身体性之理念以及我的最佳的世界给予性就会发生变化。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是将我们虚构为孤独的（soli）。如果现在我和其他人发生了联系，那么共主观的构成就产生了，而且现在这同样是像下面这样进行的：不考虑我能通过移情作用在另一个人身上直观发现的和一起属于该构成之系统的异常情况，这个系统为我构成了，在这个作为协调一致的经验之统一的被正常地和异常地经验到的世界里，我发现了色盲者等等，或者我本身就是“色盲”，而将别人认作是能够清楚分辨颜色的。我借助这种“间接的”想象行为实行一种扩展了的构成。属于这个世界的有：它不仅在与身体方面的诸条件之关联中，在我的被本源地构成的系统中，如此这般系统地表现，而且还以不同的方式对每一个人表现，它就是所有这样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表现之统一。属于这个世界的还有：我们大家能够共同获得的准确规定的理念。但是这种东西对于每一个人不再是一种直观，它总是先验地（a priori）就是敞开的，致使诸新的主观加入到这种关联中，并且有事物之诸更新的东西被经验到。


  在这里，这种经验总是涉及该幻象之“质”、内容，而一切因果性的经验都是以对这些东西的经验行为为根据的。对于诸越来越“高级的”主观来说，这同一的世界能够始终保持一致，从“它”那里这些主观总是经验到诸规定，并且我绝不能说，一个进行经验的主观性绝不能说，以下情况是绝对确实的，即有某个人不再经验这个世界之迄今被隐藏了的规定内容，或这个世界之被隐藏了的所有的方面，而且是一个“更高级的”身体性也属于它们的所有的方面。


  那么与正常的身体性相关联的正常世界经验中还剩下什么呢？最初我们是以构成方式与一种模糊的地平线一起而本源地拥有一个处于其与身体性的变化相互关联的诸可能的变化之中的“直观的世界”，不仅以我的身体及其身体功能之异常变化的形式唯我论地拥有这个“直观的世界”，而且部分地共主观地拥有这个“直观的世界”：这种可能的变化是我依据动物之物理的身体性之被改变了的种能为这种“世界直观”发现或推测的。如果我们在一般动物世界中环顾，同时追踪这种类似性，我们就会获得一种生物的-物理的必然性，即“保持着”物理东西-有机体东西的这个生物的个体在对它的维持生命和对它的个体发展“有利的”正常的条件下以正常的方式发展。不利的条件则造成萎缩，病态等等。对于一个动物来说，在心灵方面与此相应的就是知觉的身体性之正常的功能作用，正常的“世界直观”，总是作为被经验的和可经验的而为它在此存在的一个“世界”之正常的构成的系统。1）由于疾病造成的偏差和向健康转变，或2）通过“手术”排除掉物理方面的异常情况，等等：这些异常情况在意识方面对经验世界之构成方面的系统有某种重要性。这种系统必然包含一种由诸异常的偏离构成的附属物（但是这些异常的偏离是能适应它们的诸条件的），或者包含一种扩展，通过这种扩展，这种系统在客观方面并最终在主观方面表示一种特性，即建立起或重新建立起正常的世界直观。


  因此与生物物理的正常性和异常性对应的是构成方面的正常性和异常性，就是说，对于构成方面的世界经验之系统而言的正常性和异常性。在这种情况下，在生物物理方面考虑的当然就仅仅是“知觉的身体性东西”。生物物理的发展和心理的发展之对应情况，在这里就是世界直观之构成的对应情况，是在这种世界经验中被给予的，并且甚至是一起属于经验世界之构成的。因此我们有了一种正常性的理念，这种理念也是以共主观的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所有“正常的人”都有具备正常的知觉器官的正常的身体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心理方面也是正常的，并经验着同一的直观的世界。但是所有的人也都服从异常性之规则：就是说，正如身体的有机体尽管有个别损害仍能维持一样，它的全部的正常性也会丧失，然而由于偏离正常的类型而能变为被规整了的异常的类型（相应于所属的外部的异常的生活条件），因此在某种范围内这在心理方面也有效。因此存在着由异常的“世界直观”构成的系统，它被规定为人的可能的异常性情况之系统（我的人的异常的知觉身体性之系统作为相关项属于它），对于每一个动物的种也必须设想这相似的东西。


  在这种对应关系中，与正常的世界直观、可能的正常的知觉之系统对应的是生理物理方面的最佳状况（与偏离对应的），如健康就可以说是最佳状况。原因在于与生物体有关的目的论之发展线索。异常性有其与目的论相应的偏差上的等级。凡是对整个生物有效的东西，对于个别的器官和由诸器官构成的系统和由诸器官之正常性和异常性构成的系统也有效。


  正如我们在动物的种上看到的，现在我们事实上看到世界的存在是与构成一个等级系统的诸正常的身体性之共此在相联系的。并且世界的存在也是以理想方式（idealiter）规定的，只要世界之正常构成的理念先验地（a priori）包含下面这种可能性，即具有人的形态的生物（或动物）在这个世界中存在，这些生物“关于这同一的世界”有一种丰富的和准确的直观，而另一些生物则有较少的直观。所有这些等级上的生物都以一致的经验与这个世界相关联；加入进来的异常性东西属于所有这些等级上的生物。然而不是也存在理智上的以及其它的错乱吗，其中包括知觉上的错乱，就是说，有关的主观在其知觉中根本不再能坚持一个统一的世界？


  在这里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性呢？下面的情况是可能的吗，即当我变得正常时，我还以唯我论的方式记得我知觉上的错乱？在以这种方式形成的错乱的情况下，还有可能自身保存吗？也许能借助于其他人的帮助自身保存?在这里的前提就是，确实有一个世界存在。有多少错乱是与这个世界之存在相容的呢？当然，一切都取决于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回答，即世界的存在之相互关联，首先是自然之存在的相互关联，以及对该世界之可能的认识，都包含什么东西。如果在世界中存在的是正常的人，并且一般而言，是正常地进行直观的生物，那么世界——作为先决条件——就是以一致性为他们构成的，而且就是他们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但是这种构成肯定具有不同的等级，即使是作为正常的构成，也具有不同的等级；并且每一个等级超出自身之上，都有作为敞开的可能性的诸更高的等级。这个有关的生物，或这个有关的种，所经验的东西，就是“它的”世界，它的主观-客观的世界，它作为动物的种本身以它的方式和它的敞开的地平线一起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一种有更高级的理智的生物在这里会为自己发现一个有更多规定的世界，并在它的世界中发现较低的物种，它认识到自己的优越性，同时也努力理解这种优越性，不管进展怎样顺利，较低的种之主观的世界给予性之形式，带有许多较贫乏的规定内容，尽管这些规定通常也属于这个较低的类之正常的种。如果与这个人相对立有一个神经错乱的人，那么这种异常（这种异常按照可能性，从一开始就能被统握为身体方面的异常，按照与其它疾病的类比能被统握为是同时发生的异常）本身就被归入到人的正常的经验系统之中。但问题是，一般来说，还能够实行移情作用的这种可能性将什么作为最小值的东西作为前提。


  正常的移情作用与异常的移情作用（在这里是作为纯粹躯体学的经验）


  我们不是必须区分正常的移情作用和异常的移情作用吗？在正常的移情作用中，我们将身体统握为人的身体，并将我的主观性之类似物和我的直观的环境世界——只不过是“被从那里看的”环境世界——之类似物间接呈现出来，并且这种直观的环境世界在移情作用之延续当中能够继续得到证实。如果这种间接呈现得不到证实，那么这尚不是说，它不是身体，而是比如说，它是一个木制的或蜡制的人体模型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某种使人想起身体却并不是身体的东西，或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假人，而不是一个真人，不是真正的心理物理的生物。注783此外一种移情作用总是一再地被证实，它是一个人，但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并且在这里已经包含着感官性等等中的诸异常性，这些异常性按照它们的方式，在移情作用——因此这种移情作用本身不再是正常的移情作用——的范围内表现出来。于是问题就是，移情作用之什么样的异常情况是可能的，什么样的改变允许最初正常实行的移情作用得以突破对预期的失望而完成，而没有变得不再是移情作用。


  这里存在着处于其特殊类型之中的人的身体。如果我们探究这种与生物体相关的种之相似性，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在这个范围内询问可能的移情作用或更确切地说移情作用的内容之界限和最低值，也许还询问，由可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内容构成的完整系统——我们按照一个正常的与生物体相关的种及其正常的行为分配给这个完整的系统一种正常的内在性——，并且询问每一个这样的种之诸种错乱，那么这个问题又会发生。为了获得科学上可以理解的解释，在这里不是必须进入到严格的内在性之严格地以唯我论方式被给予东西之理想上可能的诸变样之领域中吗？并且在这里不是必须构成本质类型吗？在这里不是必须考虑如古代人已经以某种方式，但是以粗糙的方式，借助区分心灵的诸部分已经做过的那样，区分诸层次，变换诸层次，并且按照其可能的单方面分开的可能性，按照其相对的独立性，考虑诸奠基的层次吗？注784


  只有从一个心灵出发，从该认识者的心灵出发，从唯一先验地（a priori）原初给予该认识者的心灵出发，每一个其它的心灵，因此，每一个可能的移情作用之内容,才能得到研究。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这种本质变换的方法,才能得到研究，理想地说，这种本质变换必然会有处于其地平线中的一切可能性。


  关于“动物”的统觉已经以作为自我人这种作为我自己的统觉的原统觉为前提


  移情作用是一种统觉。在每一种统觉那里起源都规定了一种意义规范。就是说，如果某种意义赋予一旦在一种情况下被实行，那么相同的统握材料就在相同的意义上被统握。对象是一种新的对象。但是按照意义，它是与前一个对象或一连串以前被如此统握的对象相符合的。相似的统握材料也能够在相似的意义上被统握，并且意义的结构，意义的划分，如果恰好在应该统握的材料中显示出来，就也能够是相同的。因此，这种具体的概念和在保持普遍意义形式的情况下由于个别意义成分之变化而引起的变化，就预先形成了。但是统觉也可能是由于一个方面的异常而发生的，和由于疏远的类比（不是由于意义的同一性或意义种类的同一性）而发生的。


  我看见一个人，但是他没有双臂。我看清楚了，我实行移情作用，但是我发现他是失明者。这个意义范围有一个未被充实的空缺；它完全不同于统觉后被充实了的。


  那么我什么时候能够看见一个作为人的动物呢？首先是看见一个较高级的动物。这个动物还与人相似，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在身体方面变了形的人，在个别方面被改变了的，变成畸形的，“不正常的”：双手变长了，并且变成了双脚，手指变成了利爪等等。这种“蜕变”能够得到理解。我可以设想，不仅各个肢体外观上看上去不同了，发生了变化，而且各个部分以及它们的敏感性和功能也消失了，所有的肢体都消失了，最后，它是一个光秃秃的头和躯干，但是可以移动等等，我能够跟踪理解的东西，我能够实行移情作用的程度，这些恰恰是由人这个原型之想象上的变换决定的，即我（这个我是人）实行作为对另一个人的知觉的正常的移情作用，因此这个异己的相似的身体物体立即就由相同的进行补充的意义成分（这种意义成分在相应的情况下属于我的身体）得到补充，并以属于我的身体的诸可能的变换得到补充。


  因此在“内在经验”中，在唯我论的“内在经验”中，我的身体是原统觉，并提供必然的规范。所有其它的身体都是这个规范的变样。于是在经验中的许多样本中出现的每一种变样，都表示一种新的类型，一种与它的异常的变样相对的正常的变样。在纯粹物理事物的领域中会怎样呢？在这里，在意识上，没有原事物被突出出来，也没有正常性或异常性被突出出来。没有异常的事物，但是没有异常的结晶体、冷杉、玫瑰等等吗？经验的种，纯粹物理方面的经验的种。所有这一切对于澄清经验的属和种之理念都是重要的。


  我与我的环境世界相关联，而且是以个人方式相关联，一个处于被一致地坚持到底的经验之中的无限的自然是假设地被给予的，但却是以经验的确信，并且是以连续进行证实的方式被给予的。在这个世界中，我发现我的身体，作为对自然起作用时按照自然之给予性方式与自然相关联的身体，并且我发现了其他的人，还有动物，正常的和异常的人和动物，正常的人和动物以相应的正常的方式经验着这个正常的同一的世界。我以正常的移情作用在以间接呈现方式实行的直观中，以知觉方式发现这些正常的人，这些人按照他们的两个方面是可以直观的，可以理解的，并且作为和我一样的人，在经验上确定无疑地被给予；这些其他的人处于局部的和类似的，疏远的和非本真的直观性之中。


  如果我将这个被我经验到的生物之实存看作是诸纯粹可能性之示范性的事例，那么在这里什么是本质必然性的东西呢？什么样的变样是可能的呢？如果一切“心灵”都被排除掉等等，一个物理的自然，尽管是被改变了的，但仍是物理的自然，能够确定下来吗？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属于这个我们经验并有根据设定的现实的世界，对其进行经验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经验本身属于这个世界，对其进行思考的，为它设计诸科学的人们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这样地改变这些人，即他们不再以逻辑方式进行思考，他们不再专心于客观的真理和客观的科学，那么我们就将这个世界转换为一个可能的世界。当我们在思想中这样改变世界时，我们是属于这个现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现在勾画一种关于一个思想上可能的世界之想象。由此我们会给人的身体性带来什么呢？我们能够想象一个完全没有人的世界并想象一种对这个没有人的身体的世界的直观吗？如此等等。


  当我们考虑一个世界之这种可能性并且发现它肯定是以直观方式构成的时，这个世界就肯定能按照不同的等级以直观方式构成，也许是同时构成，在这件事情上，各种不同的进行直观的，并且是在不同等级上进行直观的生物,必然能够处于可能的移情作用之中。但是如果这个被直观的并且是按照不同等级被直观的世界存在，那么它必定仍然是可按照其真实性认识的。如果我们设想一个尚没有思想过而只是直观过的“人”，如果我们想称他是人，是他的直观的环境世界之主观，他在这个环境世界中从身体方面经验着自己本身，并就这样地同时发现自己本身等等，也许还在自己周围发现了诸较低级的动物，并同时理解它们，并且也发现了人类，那么有下面这种理想的可能性就足够了吗，即人们能够设想这些“人”是充分地进行思想的人？有以经验方式进行的世界直观及其在经验上的连续一致就足够了吗？不是只有积极的思想行为和积极的理性（这种理性积极地进行它的构思，进行实验，进行观察，进行理论研究，以此通过将真实的存在突出出来而首先认识世界的真实存在，并将世界之非存在作为不合理的搁置一旁，而且必须搁置一旁）才足够吗？确实如此。但重要的是，情况在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改变。纯粹经验的这种一致性在其进展中不断提高预知能力，同时不断扩展构成的范围。


  思想行为、科学无比地提高了预知的力量，同样也扩展了构成的范围；它的每一个步骤可以说都具有现实的经验之无限性的力量，并且在构成方面开辟了新的无限性。但是它仍必须保持这种预知。我们能够说的只是：假设一个世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只当在其中对这个世界之可能的一致的经验之条件以及对这个世界之可能的认识之条件已经实现的一个有关的单子被设定，这个世界才是可想象的。


  一个单子？但也许是一个处于发展关联之统一中的单子系统，它按步骤地并且是以发展方式实现对一个世界而且是同一个世界之各种各样可能的直观，它上升到人，并且最终上升到具有越来越高的理智和科学的人，这种人具有关于这个世界之十分丰富的表达，具有高度发展了的理性能力，以致他能够从科学上认识世界在每一个方面事实上所是的东西，同时能够通过移情作用并通过对意识之诸可能性的现象学的-本质的研究，跟踪理解所有的单子，并能够通过将所有的单子归入到世界中而十分确切地适当地发现，它有能力按照一切可能的直观（在其经验的认识中）认识这个世界之真正的存在。


  一个单子只有通过它的发展才能存在，一种世界直观只有作为该单子的发展之产物才能存在。这个以直观方式被认识的真正的世界，只有作为意识之自身发展的行为之被发展物，才是可想象的东西。这种真正的存在只是意识之标志，并且是每一个存在着的单子式的意识之标志，是可能的发展之标志，但这种可能的发展并不是单纯想象上可能的，而是实在可能的——是发展的一种规定。每一个意识都必然具有素材方面的事实。但是如果这些素材方面的事实是无规律地出现的，意识就会与世界直观之发展相矛盾。因此每一个意识肯定是这样地被赋予素材方面的事实的，这些素材方面的事实肯定是这样出现和消失的，即这种必然的发展即使暂时是在一个较低的世界直观方向上进行，每一个单子的必然发展也必须与每一个其它单子的必然发展相一致。此外每一个单子必须构成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必然是在世界直观中真实被给予每一个单子的，或被包含在地平线中的。用经验的说法就是：每一种发展都是受限制的，受身体性之有机体的性质制约的。下面的情况是一种纯粹的事实吗，即每一个身体只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发展为成熟的动物），它不可能无限地（in infinitum）发展，以致它能够成为一个获得关于世界之全部知识的认识器官？或者能够就以下情况表明一种超越论的必然性吗，即一个世界根本就只能与诸动物和诸动物单子的发展系统一起，与心灵的发展和身体的发展之某种对应一起（在这里所注视的是认识的方面）被构成？这个世界本身不是在这种系统中——在其中总是有新的动物和动物的种“产生”出来——发展的吗，尽管它在物理的自然这个名目下包含一种连贯的结构，而这个物理的自然则保持其不变的法则性，并且和这种法则性一起保持其贯穿于其诸绝对因素之一切变化中的持久的存在？或者这个物理的自然也能够发展，只不过始终保持一种法则复合体，和一种连贯的同一性？在这里发展应该能够意味什么呢？是一些并不妨碍旧法则的新法则之出现吗？是一些新的要素之出现吗？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具有新的类型学的越来越新的结构——这种结构肯定满足超越论的条件——之出现吗？


  “我们的”世界有其确定的结构。在“我们的”世界中主观性以动物的主观性和人的主观性之形式在这里客观地存在，在繁殖、形体化、发展之系统中存在，在这样的系统中，总是有新的单子被客观化，与此同时，作为心灵重新出现，而旧的单子作为心灵消失。正如世界之身体性其实是一种统一，是一个唯一的，无限地（in infinitum）以类型方式分岔的，与此同时总是一再地在诸个体中死亡然而又产生的统一一样，诸平行的心灵单子也是如此。看起来好像是，在繁殖当中，与物理胚胎一起，一种心理胚胎，一种胚胎单子，由较低的被动的心灵基础中分岔出来，并且在发展中，一种独特的个体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较高的个人的个体性，一种理性的个体性，在自身中被构成了。


  因此存在于这种世界关联之中的全部意识——看起来——是一种统一地联结起来的意识（或更确切地说，心灵生活），这种意识具有个体发生的统一性和系统发生的统一性。但是在这里的问题是，这是否就是一种正确的和可能的解释，是否会从一种单子（莱布尼茨的这个概念已经表明，这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分岔出一个胚胎，而不是从该单子的身体分岔出某种东西，一种有机的胚胎，它如同本身是生物体的每一个局部生物体一样带有一个心灵，这个心灵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在与其物理的条件之关联中，与该有机体的胚胎平行地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试图将整个世界看作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心理物理的有机体，那么人们就会看到，这是不合适的，有机体这个概念在这里不起作用。这种无所不包的有机体就不再会有外部世界，在物理方面，它就不再是在诸周围环境条件下发展的身体；在心灵方面，它就不再是能够在动物-人的意义上作为动物的自我积极主动地与环境世界发生关联的在此存在的这个自我。


  一个对诸主观而言的共同的世界之存在，以诸主观之在该世界中的客观的动物性的存在为前提，正如反过来众多主观之共存以一个对于它们而言的共同的世界为前提一样，在这个共同的世界中，它们本身是动物性的主观。如果现在一个世界的诸主观，或彼此相互在此存在和共存的诸主观，在它们的世界中必然有一个身体，因此在一种最广泛的意义上是动物性的主观，那么是什么东西规定动物性这个理念呢？在这里，由这种认识的可能性之超越论的根据出发能够论证什么呢？


  永远都缺少来自经验根据的关于它本身之认识的一个世界能存在吗？只要以超越论方式有根据地说，如果一个世界存在，它就一定是一个在其中有有机体这种心灵载体存在的有机的世界，这就足够了吗？但是这种结构之等级可能是一种任意的低级的等级，而该结构本身可能永远是建立在较低的等级之上的，它并不需要任何像发展之类的东西存在，我们的世界之诸有机体是偶然地具有繁殖、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这些基本性质的，身体所意味的只不过是一个关于心灵东西的指示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并不需要进一步伸展等等。身体肯定是一种仅仅作为类型的个体性而得以维持的物质交换的事物吗？不可能甚至连一种这样的个体性也永远不会发生（即在一种新的个体性之有机的发生这种意义上的发生）吗，尽管另一方面，每一个这样的有机的个体性都经常像一道彩虹那样始终处于发生之中和以类型方式维持之中？


  但是我们不能以形式的命题先验地（a priori）推论：这在形式上（in forma）一定会伸展多么远吗？首先人们肯定会想，如果一个世界正好被认为是永恒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虽然在各个方面都是永恒的，却只包含最低等级的“动物”，而这些动物会永远继续存在下去。但是这已经就是一个问题了。世界肯定是永恒存在的吗？如果世界是永恒存在的，如果自然是永恒存在的，那么意识就肯定是永恒持续的吗？精神性就肯定是永恒持续的吗？一般而言，这里涉及的是时间问题和无限性问题。


  我曾说过：每一个主观都处于发展之中，并且它的世界是发展的产物，因此在这个世界经验以前肯定有过一个发展的阶段，而在这里肯定已经存在过诸素材方面的事实。如果它们已经无限地在此存在过，那么它们或者是没有变化地在此存在过，或者是有变化地在此存在过。如果它们没有变化地存在过，那就不可能有主观之任何发展，因此该主观就必然是处于睡眠状态，必然是处于睡眠中的单子。如果它们处于变化之中，那么这种变化或者是一种杂乱无章的变化，或者是一种有规则的变化。能够理解下面这种情况吗，即在变化是有规则的情况下，肯定有一个世界被构成，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世界肯定早就已经被构成了，而在变化是杂乱无章的情况下，就绝不可能再有一个世界被构成，因为这个世界包含一切过去之中的一切作为心灵东西的精神东西之存在，而且一个世界是以无限的、两个方面的时间构成的，而且肯定是这样构成的。


  但所有这些都是某种被随意尝试的开端。按照莱布尼茨的说法，存在着处于诸睡眠状态中的单子，如果我理解得正确，这些单子肯定不是身体单子（？）。莱布尼茨为自己构成这个处于诸直观可能性之中的世界，但这并不是对一种系统的本质学之唯一能对我们有所帮助的科学的尝试。


  我们不会说，世界之存在需要在其存在的每一时间有人存在，或甚至需要更高级的认识的主观存在；比起没有科学的人，有科学的人就已经是更高级的人了。


  但是一个世界之这种可能性，作为可在意向上构成的世界之可能性，作为对于世界之诸主观而言的可能的经验之同一的环境世界的世界之可能性，不是要求这个世界的主观性之发展进程的统一吗，这种发展进程的统一是绝不能缺少的，按照这种统一，对于这个世界之诸主观而言，这个世界有一个作为发展的开端的开端，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与生物体有关的发展和心理物理的发展之整个类型学具有总是新的诸个体性吗？但是这种开端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从前的发展之死亡（世界的周期）。


  创世的上帝肯定是将一切可能性都尝试了一遍吗，并且这种尝试的行为有点像对这个“真实的”世界之构成吗，对于这个“真实的”世界而言，世界的诸时期就是“诸显现”吗？但是现在肯定将秩序带进这样的超越论的思想进程中了！将事实和理想的可能性以及理想的必然性设置到科学关系中肯定是可能的！


  附录XIV  〈关于世界在各种不同的主观之经验中的同一性和真实性之问题〉（圣梅尔根，1921年10月1日）


  下面的情况如何可能呢，即一个我的以唯我论方式经验的事物（因此一个能够如此这般以描述方式刻画的事物）对于另一个人而言能够通过移情作用作为同一个事物来认识，而该另一个人被我认识为是以不同的描述方式经验着该客体的？或者，我们如何能够正当地说，我们经验着这同一个事物，与此同时却确信，这另一个人是色盲等等呢？当我经验到一幢红房子，并且经验到这另一个人也在经验这同一幢红房子时，我如何能经验到他是以不同方式经验这同一幢房子呢？


  我们也可以问，以下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即在那种的确是以类比为基础的正常的移情作用中，不仅是一个相似的东西，一个相似的环境世界，被施以移情作用，而且是一个相同的，甚至是同一个环境世界被施以移情作用?这是对于所有人而言同一个自然，尽管每一个人在自身中经验到的直观的并且是被一致地经验到的自然有差异。


  因此需要对在移情作用之前的移情作用之动因以及移情作用之唯我论前提进行准确分析。


  1）以下情况一定会得到证明，a）事物，感性世界以统觉方式在其中被构成的唯我论的动因，在正常的统觉中有其必然的规范，而这种正常的统觉必然也是本源的统觉，但是最初并未作为特殊的东西来认识。正常的事物，（在一致的经验中）真正存在着的事物，就是在这种正常的统觉中构成的（这种真实性在后来的解释中被刻画为是主观的真实性）。b）在这种移情作用之前并不是必然有另一个阶段：诸个别的异常性东西作为同一东西之“病态”以及那些直观事物之与此相关联的异常的改变，为个别的知觉器官呈现出来，“仿佛”它们本身都发生了变化。此外其余的器官在知觉功能当中产生真正没有变化的事物。一般说来，这是一种“显现”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与身体性的变化有关（身体性的变化被认为是其余器官之正常功能中的真正变化）。


  因此，这个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识别诸感觉事物（这些感觉事物作为感觉事物是不同的），将它们理解为是同一事物之“诸显现”。这些感觉事物虽然是在与身体的关联中在身体之正常知觉功能中显现出来的，但却是在没有想到这种关系的情况下被直截了当地设定的。现在这些感觉事物被相对化了，而且呈现出以下情况，即身体的某些变化（以及其它可能的未知的身体变化）在一定条件下会连带损害感觉事物。正常的事物是一切偏离的显现都必然会指向它的那种规范。对于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来说，正常的事物就是真正的事物（真正的主观事物）。注785


  2）如果从存在论上查明了这种东西，然后按照其动因将它认为是在发生学方面必然的，那么我们就能考虑移情作用之存在论上的动因和动因分析。在移情作用中被当作前提的是正常的感觉直观的事物（唯我论的事物）。如果从异己的身体上没有看出异常，那么该正常的感觉直观事物就能立即被体会为同一的事物。同样每一种异常也能被体会为异常。它提供与我作为自己（solus）所认识的异常显现同一的异常显现。由这里同时发生以下情况，即与我一起构成这种相互交往之全体的诸主观，必然相互地统握为诸主观。这些主观的经验世界与这同一的规范相关联，与一个正常的身体性之同一的理念相关联，并且它们的直观的真实性刚好是对于所有主观而言的同一的真实性，不管有多少主观没有亲眼看到这种真实性本身。对于色盲者而言，看到正常颜色的人就是规范，如此等等。


  那么关于动物和动物的环境世界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的确也将具有其（如我们有理由认为的）也许是非常大偏离的感觉直观的动物，与我们经验到的同一些事物，同一个世界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我们人的正常的身体性是规范吗？与这种规范相对，动物的感觉直观是异常的偏离吗？无论如何，所有这些都必须在这里得到小心谨慎的思考，并且必须注意以下情况，即我们只是按照可能性将其与这同一的世界联系起来的、作为这样的东西在此为我们存在的动物，一切生物，也都是受规范约束的：这种规范是一种卓越的关联系统。注786


  但是与此同时还突显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其实应该区分：1）可能的相互间进行移情作用的诸主观之全体，就是说，知道自己是与同一的世界相关联的，作为这样相关联的而进行经验的诸主观之全体，2）我，这个确定的主观，通过移情作用能夠“达到”的诸主观之全体（单方面移情作用之全体）：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主观必然将所有这些主观经验为或认识为在意识上是与同一个世界相关联的，因此必然将所有这些主观经验为或认识为，它们在它们的唯我论的环境世界中具有关于这个同一的世界之诸事物的显现。但这并不是说，它们能够通过移情作用把握我和所有其他人，并能够将这同一个世界归于所有其他人，等等。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下面这个定理：一个单方面移情作用的全体，为一个主观构成的全体，能够被看作是为和它一起构成一个相互间进行的移情作用之全体的每一个主观构成的或能构成的。


  由这里产生一些重要问题。如果我们在本质的考虑中，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形式的考虑中，从根据正常性构成一个世界的任何一个主观出发，那么这种正常性的确是某种相对的东西。一个由色盲者构成的民族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个民族中，孩童们将这个“色盲者”所看见的世界构成为正常的世界。如果这个民族和我们以及我们的正常性发生联系，那么该民族肯定也会接受我们的正常性，正如我们当中个别的色盲者所做的那样，这位个别的色盲者如果天生就是色盲的，在他对他的世界之肯定必然是以唯我论方式的构成中，会适应我们，然而却不能获得我们的直观本身。这个民族会间接认识到，它的世界并不是最佳的世界，仿佛我们的世界是“更真实的”世界。因此不同的正常性就通过移情作用对接在一起，正如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存在的情况那样（并不是一切异常性都处于病态的蜕化这种特征中，问题还是人们如何从形式上，就是说，从逻辑上，定义“病态”）。当我们使人与动物发生联系时，就更是如此。但是，如果现在一些蚂蚁，一些鸟等等，由于人们赋予它们一些新的感官，或与我们的感官相比更强有力的感官，因此具有更真实的世界经验，这样的话难道不会有无限多的正常性吗（理想地说），并且在诸“更好的”正常性之等级序列中，作为“最好的”正常性的那种极限在哪里呢?注787


  存在着一种作为理念的真实的世界吗?存在着一种作为理念的，作为绝对正常的主观性的主观性这个种吗？这种主观性与身体性这个种相关联，而这种身体性经验着作为绝对真实的、处于最终完善的种之中的世界？没有人会赞同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适当扩大移情作用的范围，不同的正常性和不同的“最好的”直观世界当然就能够有条件地相同，并且在实现这种相同之后，就能够联结成一个更好的正常性和更好的直观世界，它将这一个或那一个直观世界中一切相对较好的东西纳入到自身之中。它们不可能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它们至少应该是被诸世界中介的，这些世界恰好与这一个或另一个世界共同具有诸直观的意义结构。因为否则一个同一的世界就不可能作为在那些“较低级的”世界中以显现方式表现出来的世界间接地构成。但是能够预见到，在这里我们是处于一种由诸可能性构成的无限的相对主义之中的。据说，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是“最高级的”生物，如果我们总的来看，即使就我们对世界的直观而言，也是如此。但是不仅就个别而言，而且就整体而言，也可能存在“更高级的”生物，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一种作为直观之真实性的最终的真实性，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一个对于所有可以想象到的生物（这些生物能够和我们一起处于移情作用之中，也许作为无限更高的生物，在单方面的移情作用中向我们下降，就像我们在单方面的移情作用中向诸动物下降一样）来说一定是最终规范的直观的描述的世界。没有任何人能够先验地（a priori）说，没有任何物种能够先验地（a prori）说:它在其经验系统中拥有那种一切事物特性都在其中表现出来的最佳的经验。注788


  肯定能够谈论一个真实的“客观的”世界的可能性之诸条件都是什么呢？尽管这个世界也如它需要的那样具有外观；它不仅对于这个个别的主观“正常地”表现为“真实的世界”，而且对于这个个别的主观的种也“正常地”表现为“真实的世界”，而对于另外一个主观的种则以不同方式表现。在以现象学方式进行的绝对的考察中，所有这样的种之共存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呢？并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一个世界对于所有的种，并且对于所有可能共存的种，所有也许应该能够共存的种之可能性的条件呢？一个世界只有在与一个由诸主观构成的可共存的全体之关联中才存在，并且只有在诸主观之中与一个由诸主观构成的、能够区分开的种之可共存的全体之关联中才存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与由具有身体的主观，“人”和动物等等构成的种之可共存的全体之关联中才存在。并且，如果它如能够认出的那样存在，它就必然是唯一地存在的：只能有一个世界。每一个不同的世界尽管本身是共存的，但它并不是和第二个世界共存的（因为在这里这两个世界肯定能够作一个二来认识）。


  但是属于这里的对可共存性等等的考察（在其它地方已做过这样的考察）注789尚不充分。


  我们将人和动物分开。我们不是一般地将具有同样“完善性”的直观世界归于动物，而是只将它归于像我们这样的“高等”动物，并且我们只是将能够通过思想以理性方式进行认识的能力，和能够从直观的自然出发，从纯粹经验的世界出发构造一个逻辑上真的世界，一个特殊意义上的理论理性的世界（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理性一般的世界）的“能力”归于人。具有动物之可能的等级序列的作为理性的生物的“人”和动物之这种分组（直至最低等级的感性世界之底限），是在可认识的和真的世界之理念下的一种必然的分组吗？或者更确切说，这个世界不是人的相关项吗？在这里可能不涉及在月球的上面和下面可能有多少“不同”种的人，不是根本不同种的人，而是按照其身体性，可能有多少不同种的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下情况不又是必然的吗，即只要这些“人”相互理解，他们就一定有相应的组织结构？至少在形式上必然有一个身体，一个有机体，属于精神的“人”，而这种有机体则具有其由诸知觉器官构成的系统等等。这同样的东西也属于动物，不管这些器官的丰富程度有多么大或多么小。但是人具有理性，而在多大程度上理性也肯定有其器官，这是一个问题。对经验上被给予的东西必须以本质学方式仔细地观察，必须问，我们从它的本质必然性东西上看出了什么，我们如何能够通过对它的自由变换而上升到本质必然性的东西。


  世界之实存以诸主观为前提，以诸正常的直观的世界之构成为前提，并且一般来说，在构成上以许多恰好是必然存在的东西为前提，因此不仅是一般地将这些东西当作前提，并实现将诸被直观到的统一偶然地视为同一，而且还实现“诸显现”之这样一些进程，即应该能够使一个对每一个理性的主观都是客观的真理由这些显现当中突出出来：只要该主观愿意，并且在经验方面有能力合乎逻辑地正确地进行思维。


  一个世界只当其中有人存在才能存在，一个世界只能被想象为是空间时间上无限的世界，只能被想象为是一个发展着的世界，并且只能被想象为是由有机体一直到人的等等的发展着的动物界，正如在人那里，对世界的经验只有在由孩童而来的发展中才是可能的一样，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对世界的认识当然只是在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之发展中才是可能的。主观性是绝对的，它在自身中又有其绝对的发展，而可能的认识之必然性所意味的只不过就是发展之流一定是通向人的，通向科学（通向文化）的，因为现在并不是一切，现在是由诸过去而来的。


  世界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存在，即只当它在构成方面是发展的，只当绝对的主观性是发展的，并且只当该主观性本身的发展就是世界的发展，以至于它发展成为具有人的意识这种形式的自身意识，然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科学的自身意识。没有追求真理的意图就不会有真理，没有向认识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存在。


  附录XV  关于自明性的理论。每一个人都“能够”以逻辑方式思想等等（写于1920/21年）


  我能够将每一个人，每一个自我主观，想象为是每一个自明的判断之主观，能够将每一个主观想象为是对每一个可能的真理下判断的主观。每一个人，每一个经验的自我主观，都有其身体性，都有其个体的发展。这种发展预先规定会有什么东西在这个自我主观之中发生。尽管我能够就每一个真理设想，我能够理解它，我能够洞察它。但问题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是每一个人事实上都能够经验颜色，然而每一个颜色的法则也都是每一个人能够理想地（idealiter）“理解的”。这第一点是说，心理物理的自然之规定是存在的，而且也许肯定是在任何一种类型中都先验地（a priori）存在着（这个自然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如果某些超越论的要求得到满足，那么指向某种更高的目的论的东西和在这里应该说明的东西当然就不是无关紧要的。这另一点是说，这种心理物理的自然之规定并不是理论性质的本质必然性，它也许不是理论上的本质必然性，而是实践上的本质必然性，是价值论上的本质必然性。因此极其重要的是从形而上学方面弄明白处于其相互关联之中的所有这些本质必然性。


  我们还可以说：只当移情作用之诸条件存在，每一个自我主观才能对每一个自我主观实行移情作用。然而每一个自我主观都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尽管有全部被给予的自然，然而每一个事物仍能够在每一个任意的关联之中显现出来，并能够在显现方面适应这种关联，并因此每一个经验的事实等等也能够在每一个任意的关联中显现出来，并在显现方面适应这种关联，此外每一个自我主观还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般来说，每一个自我主观都能够拥有另一个自我主观所拥有的每一个经验事实，每一个自我主观都能够拥有另一个自我主观所拥有的每一个任意的自然之显现，每一个自我主观都能够拥有每一个其它的自我主观的经验的命题和经验的自明性，或者能够为自己想象（能够以想象式的给予性之方式拥有）每一个其它的主观的经验的命题和经验自明性。每一个主观都能够推想面对它的迄今为止的预期之全部的被动的动因，它的真实的意识进程会像下面这样继续进行，即在这当中，一切动因都会出现，每一个任意的陈述都会成为可理解的，每一个任意的真理（即使是主观地相对的真理）对于它来说都会成为可证明的。


  我已经多次进行过这些考察。这些考察必须认真地进行到底，以使这里最终有充分的洞察。


  文稿7  关于移情作用理论的导论：思想另一些自我之可能性——借助于对我的自我之虚构变换获得诸可能的（但都是彼此互不相容的）自我主观之全体〈约写于1921年〉


  〈内容：〉小心谨慎地思考我的自我之虚构变换的可能性，并且最终又是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能够由我想象得到的诸自我（它们的确只不过是我的变换）出发而达到可共存性，并因此而达到可能的共实存。——我所是的我的自我之虚构变换，以及能够从由我的自我之诸不同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已被划掉的可能性）构成的系统中学到的东西。——诸自我的可能性（因此它们在我的自我之虚构变换中在单个的符合方面是互不相容的）如何能够成为一个由诸相容的可能性构成的系统？一种诸自我主观构成的众多如何可能呢？注790


  很显然，我所是的我，我确实地所是的我，也可能曾以不同方式存在过了，可能曾体验过了不同的东西，可能曾有过作为环境世界的对象的不同的对象，可能曾实行过不同的行为，可能曾显示出不同的性格特征。借助于对我的自我之这种想象变换，诸可能的具体的自我（诸单子）之无限性就形成了，而这些可能的具体的自我在这里就形成由互不相容的诸可能性构成的一个系统。如果现在这一种现实性，像我现在现实地所是的，并且是绝对毫无疑问地所是的这个我，存在，那么每一种其它的现实性就是一种想象的变换，它被这种现实性证明是必然的虚无。所有这些自我可能性，诸具体单子的诸可能性，都存在于必然符合之诸关系中（这与下面的情况非常相似，即当我想象一个红色平面时，另外也想象当我以一切可能的方法通过改变颜色想象处于同一持存之中的这同一些平面时我所获得的诸平面构成的这整个的系统；但是当然，如果我不想将每一种可能性分配到这整个的持存上，而是按照适当的安排分配到该持存的一个阶段上，在这里所有这些互不相容的可能性很可能就会以这种方式联合成这种变样的一种统一）。而这种符合则是不相容性之符合。


  “一个”自我，一种这样的可能性，就自己本身来说，一般地并且本质上是与所有它的体验行为一起原初现前的。它的过去是以重新回忆的形式对它原初地重新现前的。对于每一种体验行为（内在的存在）来说，存在（具有其个别的时间点的个别的存在）与自我现在现前或自我过去现前相符合；这是按照其原初形成着的现前化之此在进行的诸可能的重新回忆之同一的东西。在每一个内在东西之本质中都包含以下情况，即它不可能两次，在两个被分割开的现前中，是现前的。与此相关联的是以下情况，即只当它为自己本身存在，它本身才存在，每一个单子式的自我，只是作为它的体验的、它的环境世界的、它的反应和行为的主观-自我而存在。


  一个自我就本身来说，只是在我思（cogito）之形式中作为这个我思（cogito）的自我（ego）而存在，如果存在两个自我，那么一个自我对于另一个自我就不能以这种形式被给予，这一个自我之生活并不对另一个自我现前化或再现前化（被重新回忆起）。如果我对我进行虚构变换，我就会虚构出以下情况，即我不是体验我现实体验的东西，而是体验另一个东西（我以原初现前的方式拥有另一个东西），我不是想或要这个东西，而是想或要另一个的东西，在那里，这种思想行为又是我的原初的思想行为，它本身被我意识为是现前的。这种被虚构变换的东西与那种确确实实被认为现前的（被认为内在地存在的）东西是不相容的，作为互不相容性的诸不同的可能性使诸具体的可能的自我分离开来，但是就诸可能的自我是以必然排除现实存在之形式结合起来的来说，在这里自我和自我是以矛盾的方式符合的。


  这种矛盾和这种符合如何消除呢？相容性如何建立起来呢？更确切地说：如果两个自我是分开的，那就是每一个自我都有其自在自为的此在，二者不可能共有任何体验。但是，如果它们并不共有任何体验，那么诸环境世界——这些环境世界是它们每一个为自己构成的，因此这些环境世界是在被分开的经验多样性中作为连贯地被证实的统一给予它们的——究竟如何能够以不同方式正是完全被分开的和纯粹主观的环境世界呢？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方面的身体如何能够是相互可经验的？此外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方面的主观如何如能够互为对方在此存在呢？


  我们还能够这样阐明：每一个自我不仅存在，而且对于自己本身而言也是一个具有其全部生活内容的事态，并且它在它的作为它的诸可能的经验之统一为它构成的诸统一（我们称作事物的环境世界）上，具有超越自己的事态。一个自我如何能为另一个自我在此存在呢？通过认识行为？但是真正的认识行为以经验为前提。我有关于我自身的经验。我也有关于事物的经验。我如何能够根据这些经验而拥有关于另一些自我之间接的经验和认识呢？这另一些自我对于我来说先验地（a priori）就不是真正可经验的，就是说，不能作为自我原本地被给予（原本现前和然后原本回忆）。一个自我现在为我在此存在，这必然也意味着它的被经验的和可经验的环境世界现在为我在此存在。但是为它，为这另一个自我构成的这同一个东西，也能为我构成吗？如果这种同一性存在，这种同一性就一定是可认识的，但是如果认识者没有提供在这一个进行经验的自我中被构成的环境世界，和在另一个自我中作为如此构成的环境世界的环境世界，就是说，拥有关于这一个自我和另一个自我及其体验的经验，拥有关于它的经验的经验和在该经验中被经验到的诸统一的经验，那么这种同一性如何会是可认识的呢？我们现在试图要解决的问题之解决，已经以这样一种第三个自我为前提。如果我们能够使这第三个自我与这两个自我之中的一个自我符合一致，那就应该思考，一个自我如果不事先获得这另一个自我，如何能够确信另一个自我的环境世界，如何能够发现这个环境世界与它的环境世界是同一的？


  一种间接的经验除了能够提供给我关于另一个人的直接的、原则上不可能的经验之外还能提供什么东西呢？经验或者是进行原初自身给予的体验，或者是和进行自身给予的体验一起进行给予的体验。存在着的或者是直接的现前化，或者是间接呈现。其被间接呈现物是另一个自我的那种间接呈现是可以想象的吗？这样一种间接呈现看上去可能是怎样的呢?


  我已经看到，这种思考方式并不是在一种合适的位置上进行的。首先必须直接指出移情作用的成就，然后必须思考，所成就的这种间接呈现在多大程度上是唯一的可能性，借助于它，另一个自我能够为这一个自我在此存在，与此同时，另一个自我的环境世界能够被视为与我的环境世界同一，以致因此，与异己的自我之间接呈现一起，与另一个人（alter）这个概念的开端一起，一个共同的自然肯定也就构成了，一个具有诸同一的事物的同一的空间肯定也就构成了。


  附录XVI  关于移情作用的学说。〈自我和另一些自我〉〈1919年5月〉


  自我和另一些自我。众多的自我是如何给予的？众多自我能够在本源的直观中给予吗？在“移情作用”中，另一个自我是如何在直观上给予我的？我在作为我-对我-反思的反思中提供了我。在一种通过生动地被统觉的另一个人的身体以间接呈现方式建立起来的准当前化中，提供了另一个人。在这种准当前化中，被准当前化了的东西之自我，必然与我的生动的自我相符合，正如在对我的记忆之准当前化中，我与我的过去之我的自我相符合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种在准当前化中的反思，这种反思是我-对我-反思向准当前化中的转用。因此，奇妙的是，我只能在与我的符合中直观地发现另一个人，只能在与我的体验的矛盾中直观地发现另一个人的体验，只能在与我的体验流的矛盾中直观地发现另一个人的体验流，但只是以准当前化的方式发现。情况仿佛就像是我对我进行充分的虚构变换，我将另一个人的体验流想象为是我的体验流，但是这样一来，在这件事情上，我就不再是同一个自我，也不是一个被改变了的自我，就如同下面这样，即我从一开始就坚持我的体验流的一部分，并在这种情况下虚构另一种继续进程，它大体上是一致地进行的，只不过与诸事态相矛盾，诸事态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它们不是由以前的部分引起的。其实，面对任何动因都会设想出某种心理上自己的东西的每一个自我，都是一个不同的自我，并且在我对面有一个异己的身体并与此相应有一个异己的人之前，这个自我一定会被放在前面。


  那么我是如何拥有众多自我的呢？在与这个现实的自我的矛盾之符合中，并且借助于这个绝对被给予的流之现实性，将这个现实的自我作为虚构予以消除。这样我也就借助现实的空间世界消除了被虚构的空间事物，因此虚构和虚无就成了等值的东西。只不过在这里这种消除有不同的由来。在自我这里，这种消除是建立于下面这种情况之上的，即我在将我虚构进一种新的生活中时，继续将我看作是这个个别的自我，然而这个个别的自我是从它的一再重新形成着的流中获得它的个别的意义的。只当我得出这种被统觉的意义，取得自我这种纯粹的实体，并且不确定地赋予该自我以一个个体性之形式（这种形式只有通过这个自我体验过被虚构给它的体验，或者实行过被虚构的行为，才得到更详细的规定），我才能够有一种可能的表象。但是这里留下来的是，在这里符合是本源的东西，我不可能有另一个自我，不可能有处于并存之中的或处于分离之中的我的现实的自我，以便以后才实行一种推移中的符合。在这里，直观地存在的只是符合。但是在这里是什么为矛盾提供根据呢？难道矛盾肯定存在吗?


  让我们思考，如果我将一个处于其流之中的全新的自我准当前化，同时又将一个与它相对的具有其新的流的全新的自我准当前化，就是说，我虚构两种不同的体验序列，两种不同的行为，两种不同的现象，那么情况会怎样呢？如果一个世界被构成，那么这种情况就会提出要求，并且在这里情况可能就是，这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如果二者都由于这些自我流而应该是诸可能性（应该共存），就会发生矛盾。但是它们其实并不需要“真正共存”。每一个自我的确是作为可能的自我而生存的。它们什么时候是共存的可能性呢？在从一个自我向另一个自我的过渡中我并不拥有从被分开的“并立的”明白易懂的东西开始的过渡，而是有在自我极之同一性情况下一个自我向另一个自我的转变。


  附录XVII  众多自我在直观中的给予方式 〈约写于1921/1922年〉


  如果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众多可能的自我是如何给予的？在这里，那就还有以下情况并非是不重要的。并且为了建立起自我主观这个普遍的概念，这种给予性被当作前提。不仅存在着思考众多可能的自我的可能性，而且存在着思考自我之一种众多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可并存性的可能性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出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自我之一种敞开无限的全体（借助于一种留出无限众多的可能的和共存的自我全体的思想而被想到的自我之一种敞开无限的全体）作为一种真正的对象，作为一种真正的全体，被提供给认识呢？什么时候能够在逻辑上允许这样一种思想呢？为此现在在经验中需要与众多事物之给予性方式相比根本不同的众多主观之给予性方式。


  诸非主观，我们说的是彼此“相同”或者“相似”的诸事物，在我们的直观领域中在某种意义上是“感觉上”统一的，它们构成相似东西之一种感觉上的组合，一种“外形上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能通过“比较”达到一种移动的重叠。也可能一次是仅仅在直观中被给予，而另一次是在记忆的背景中突显出来（想起了该直观上被给予的事物），也许在充分的直观性之前也有符合。但是这一类东西并不是必然的。


  如果毕竟有一个异己的主观被给予我，它就只能在一种符合之中被给予，我并不需要先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在这里我根本就没有形态的统一，根本就没有“感觉上的”相似性。如果我毕竟有一个异己的主观，那么一般来说，我就不仅能提供一个主观，因为我也和这一个异己的主观一起在这里，而且我总是在这里，我也绝不能从我的预先给予性领域中消失。我思（Ego cogito）。在这里，这个异己的主观处于与我的符合之中；就是说，处于与我的矛盾统一之中。另外当我将感觉上的相似性转变为符合时，在这里我就只有符合和以符合为基础的比较。如果我有两个异己的主观，那么我就将我“置于”每一个异己的主观之中，我仿佛实行它的行为，仿佛体验它的体验，而这种比较在这里是借助每一个主观与我符合进行的。


  附录XVIII  〈对我的意识流之虚构变换，众多自我之可能性〉〈约写于1921年〉


  〈内容：〉属于对我的意识流之虚构变换之问题的诸本质法则性的条件，或更确切地说，应该能够属于一个体验流之统一的诸体验（重新回忆，想象！）之共存和相继之本质法则。地平线学说的诸基本问题。诸地平线能够像某些体验那样观察——在它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矛盾等等。


  问题：每一个自我都能够在它的体验流之每一位置上想象一切可能的自我。通过虚构变换进入到任意一个自我之中的行为。


  因此，看起来在这里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连续相继在这个流中出现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是允许的?这种完整的个别的流确实是事实，尽管有贯穿于该流之统一的动因。因此例如一切素材的东西都是偶然的，它能够由发生在它之前的意识及其以前的素材式的成分引起。但是我们甚至能够就素材式的事实说，这种信念式的动因绝不会是一种具有由以下情况规定特征的必然性的动因吗，即发生在前的时间段之本质内容与随后到来的时间段之本质内容在相互衔接之统一中不相容？


  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能够说：体验流及其内在时间上有如下的原法则注791：具体的本质上的不相容性都是共存（同时存在）之不相容性；意识流（内在时间之流及其“诸体验”之流）之每一片段也都能够以不同方式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它也能够与处于不相容关系中的，处于一种由本质产生的矛盾关系中的有关的现实的片段一起存在，但是在这种关系中，绝不可能与先前发生的持存和后继的持存之具体成分一起存在。看起来我们称作物质方面的本质法则的东西是共存之先验的时间法则，它们所涉及的是一个并且是同一个持存之多种多样持存。因此时间法则本身当然不属于这里（因此时间构成之本质法则也不属于这里）。


  看起来是如此！但是这可能是正确的吗？在这方面什么是正确的呢？让我们想象，在体验流中出现了一种重新回忆，和一种充分澄清的过程，一种使之变成清晰的，十分清楚的重新回忆的过程。如果此前在体验流中没有发生过相应的印象、知觉，这有可能吗？但是以此所说的是，在一个其中缺少某种知觉的流中，相应的清晰的重新回忆是不可能的，因此，该流的内容肯定规定给可能进入到其中的东西一种先验的规则。记忆可能被窜改，记忆的诸成分可能以错误的方式存在。但是当我们谈到将想象加入进去时，这样一种本质法则不也就是：凡在以前的意识流中其相似物不曾以原本的（originaliter）印象方式出现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以想象方式（“再生产方式”）出现吗？因此，想象也不可能在每一个意识流中出现。——诸原印象，如响起一种声音，到处都能够出现。但是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区分：例如，如果一种清脆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那么它就有一种与后来以印象方式出现的相同声音不同的特性。声音是相同的，至于这种相同的内容，它在每一个时间点上都能出现，但并不是以熟悉的特性出现，并不是作为“一个”声音出现，等等。


  因此再生产之法则是对流之中的体验秩序进行规整的本质法则，尽管并不是一义地进行规整。正如我们不能将一个红色的广延同时想象为绿色的广延，不能将一种高的声音同时想象为低的声音一样（在一种作为持存的共存中），同样，如果我们开始一种相应的再生产时想象一段紧接在后面的流，那么我们在一种相继中也不能在没有某种印象的情况下想象一段流。


  如果我们在相继中变更红和绿，最初在共存中的矛盾，不相容性，就变成了相容性，也就是说，当我们使红的广延变成绿的广延时，这里涉及的是同一个广延，在这里应该问，这种变成是否一定意味着是持续不断的变成，或者是否可能存在一种真正不连续的跳跃，或者这是不是一种本身始终被排除在外的单纯界限理念。


  如果我们在有关的印象之空的一段中的某个地方以想象方式补入了这样的印象：在想象中改变这一段，那么上面提到的不相容性就变成了相容性。但是此前这种改变也只不过是想象上的改变。在想象中我们能够以不同方式想象所有一切东西，我们是在矛盾期间开始想象的。


  因此并不存在刚刚提到的那种原法则。我能够在我的体验流之每一段和每一位置上为我设想“一切可能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当中一切都是现实（realiter）可能的，因为还要考虑，在该流之中此前发生的东西和随后发生的东西。但是“一切可能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询问一个流（这种实在的可能性）之统一关联中的诸可能性之前在自身中存在着诸“想象上的”可能性，诸可想象性。我们是在对象或过程等等被宣布为可能的那些通常情况下谈论这些可能性的（因为一切诸如此类的考虑不仅对内在时间有效，而且也对客观时间有效）。


  一切直观上可想象的东西（仿佛[quasi]可知觉的东西）都是“可能的”,尽管这种想象也处于与现实的经验之矛盾中：矛盾的东西之同时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是矛盾的每一个成分就本身来说是可能的。因此为了停留于我以统一方式直观地表象它的领域中，一切直观上明白的相继，一切内在的过程，也都是可能的。如果我虚构变换我在任意位置上和任意片段上的内在生活，那么这种被虚构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可能的东西：即一种自身可能的东西（自身可设想的东西，自身可想象的东西）。


  但是在这里需要注意。我能够以无限多的方式虚构变换我的体验流之每一个任意的位置和每一个任意的片段，因此每一个这样的虚构都是一种可能性。它是作为在这个时间点上的“我的”体验行为之可能性出现的。总的来说，它在这里所意味的显然与处于我的生活之关联中的我的体验行为之可能性一样多。这个新的生活片段是与有关的现实的生活片段相符合的，正是因此，我的生活被虚构变换，并且我本身现在作为主观被虚构变换。这个自我本身是与体验流之任意一个片段的虚构变换一起被虚构变换的。这与以下情况相似，即当我对一个事物进行虚构变换，而不是在纯粹想象中拥有一个相同的事物时，在这个客观的自然关联中的这个客观的时间-空间点上，我在规定方面就用与此相矛盾的另一种物质的内容取代这一种物质的内容，然而是这样取代的，即由此产生了直观的统一性。注792


  但是现在事实上只有有关的被虚构的体验及其自我才是可能的，且在充分意义上显然是可能的，只要它真正能成为直观的。只要这个新的体验与其矛盾的本质的要求是从过去的生活流出发的，这些要求的事态就决定，我事实上并不能将这个体验虚构进我的生活流。但这就是说，我的确能够虚构变换有关时间段上的我的现实的体验，并且只要我知道，这个片段是我的确定的，但现在不是直观上现前的流之片段，那么对它的虚构变换也是对整个流的虚构变换，注793而且是这样地对整个流的虚构变换，即它作为整个的流仍然保留着，而只有这一段被虚构变换。但是真正存在的只是下面这种情况，即这个事实上被充实的片段仍然如其所是地保留着，后来在体验流中新出现的是这样一种虚构变换，即一种虚构，它作为“符合”以特殊方式在意向上与这个片段有关，但只在这里改变体验流，而在任何别处都没有改变体验流。注794


  但是一旦我们要求更多的东西，一旦我们估计这是被虚构的东西，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是另一种样子，我们就一定也会清晰地和一致地虚构变换整个过去的生活；只当我们适当地做这件事情，我们才能获得以这种虚构结束的这种生活之统一的直观之表象。因此我并不是真的这样存在，并不真的是这个虚构之事实的自我，主观，而是一个相应地被改变了的自我，一个不同的自我，它只是在与我的自我之符合中才被虚构。


  因此我也能虚构变换任意一个事物：但是在这里我并没有立即觉察到，与此同时我已经虚构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只是在与已经给予的世界之某种符合中才虚构出该世界的。注795这些事物，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事实上可能是另一种样子的，但这只不过是说，一个不同的世界是可以想象的，它不仅一般来说与这个已给予的世界相似，并且与该已给予的世界处于某种符合当中：一种借助于矛盾的符合。只要我在改变对一个事物的思想时，只是直观地改变了我对该幻象的想法，仍处于我的直观领域中的其余的诸幻象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始终未被触动，那么情况看上去就会像对一个事物的改变（以虚构方式实行的变换）能够不干扰其余被给予的世界一样。注796


  始终必须注意两种虚构变换行为的差别：即空洞的或只是按照诸表面的成分实行的虚构变换行为（带有诸空的地平线和诸空的背景），和十分清楚地实行的虚构变换行为，唯有这种虚构变换行为才显示诸可能性之全部意义、内容和成分。


  自我之同一性和以不同方式存在之不同的可能性，自我之发展之不同的可能性


  我能够无限多样地改变对我和我的生活流的想法。但是与此同时我什么时候能够保持我的一致的表象呢？这个表象什么时候是借助矛盾的、带有前后不一致的符合呢？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同一的自我恰好只是由于这种在矛盾中的符合才是同一的吗？存在着关于自我及其意识流之统一的本质法则；发展的法则，再生产的法则等等也属于这里。自我及其流能够按照这些本质法则从一个点出发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它可能被不同的感觉所触动，这些感觉从这里开始决定它的经验。如果我们跟踪诸不同的路线，那么我们每一次都能够获得一个一致的自我，同时也很清楚，这是同一的自我，直到所选择的转折点W，它都一致地作为自我被发现，并且它的我在（ego sum）所表示的就是，只要这种一致性足够，在以后的继续发展中，这个同一的自我就总是作为自明的被发现。因此，从转折点开始，在理想可能性之每一个分支中这个自我都始终是同一的自我，在数值上是同一的。但是在直到转折点以前曾生活着的这个自我——在它按照这些路线之一发展了之后，现在说，我是同一的，但是在此期间，我曾如此继续发展过——只能说，我从前本来能够从w起以另一种方式发展，例如按照某种不同的路线发展。如果那时开始的转折点不是w而是w’，那么这个自我在我这里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而我本来会成为某个不同的人。对于每一个个别的发展而言，所发生肯定都是些偶然的事件，就是说，在其体验流中纯粹就本身来说，本来能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的那些事件。所有东西都以某种方式具有它自己的后果，并因此决定发展。所有意识到的东西和“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在较高的和较低的心灵领域中决定发展的东西，正是诸最重要的问题之领域。


  一个自我之现实性通过虚构变换分解为这个同一的自我之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诸彼此互不相容的可能性）


  肯定存在着关于一个自我之生成的本质法则，和关于统一的自我生活之内容的本质法则。与此密切关联，存在着关于一个统一的自我生活之诸可能性的本质法则，存在着关于统一性之先验东西和关于时间方面的关联之一切阶段和一切层次之统一性的本质法则。当被思想的东西由于矛盾一下子瓦解之时，我们所有的就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自我，而是在这种矛盾之符合中的众多的自我，这众多的自我中的每一个自我都能够追踪到一致性之一个体验领域中：如果另一个自我不存在，它就能够存在。对于矛盾者之每一次排除，都能够提供一个一致的自我。在这里，矛盾是相互存在的，因此关于一致的自我我们有许多的，无限多的，自明的可能性，就是说，关于自我有许多可能性，或者说，有“一个”自我一般之许多可能性。注797


  另一方面，许多自我之可能性


  但是我们以此并不就已经拥有许多自我之可能性，更准确地说，拥有自我之众多性之可能性。因为众多性就意味着若干对象之个体式的共存，或者更一般地说，并非同一的诸对象之集体的相容性，就是说，在相互矛盾的诸对象之统一中的集体的相容性。如果我们有了一种诸个别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一个个体的对象之统一中是互不相容的（对于诸本质的对象也是如此）——之无限性，那么因此首先一定要表明，这种无限性何时或如何能够在自身中包含一起存在着的众多，或者以分离方式存在的诸对象之一起存在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在这种分离中分配给每一个体的东西是什么，在一个个体之统一中什么东西是不相容的。


  我们能够一般地说：作为诸个别的可能性的若干可能性能在哪里发生矛盾，因此能在哪里在矛盾中符合吗？在这里与这些可能性对应的是一种在种属方面的普遍东西之统一，这些可能性构成种属的普遍东西之范围。什么时候一个这样的范围之众多可能的个体会变成一个共存的，因此是同时的众多的个体之可能性呢？


  在我们的情况下就是：众多自我主观之共存和众多体验流之共存的可能性之诸条件是什么呢？


  后来的补充


  如果我想起过去随便哪一个生活阶段，那么我就能够想象，我本来能够想起我不曾想到过的这个或那个东西，我本来能够走上这个或那个思想进程；我思考，如果我不是期待A，而是期待B，如果我本来知道的是这个或那个证据，或者如果我没有受到一种诱惑，如果我事实上不是这样，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受到促动，那么当时的情况会怎样呢？好像我有将一切可能的东西以直观的方式虚构进我过去的生活之中的自由。


  关于主观方面的存在之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错觉，特别是关于“我本来能够思想，本来能够行动，能够使我受触动”之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错觉


  以前发生的东西表明，在这里我很容易受错觉的迷惑。当我将一种虚构的体验置入过去的一段现实生活中，譬如放在一种真实发生的确定的体验之位置上时，如果我坚持我过去的空的地平线，并且如果我以直观的重新回忆之形态进入到该地平线之中，那么我就是在单个地突出强调，而没有真正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过去的生活流与我的自我反应、自我行为、我的被动的和主动的动因关联之完整的统一。并且现在我认为，自我，这个曾一直过着某种生活的，曾模糊地出现在潜在的地平线中的这同一个自我，本来也能想象、思想、感受，做这件或那件事情，另外，自我——这个自我拥有这种“本源的性格”，这种个体性——本来也能选择另一个人按照其个体性曾选择的那种东西。在跟踪理解中，我将我置于他之中，我使我与他符合一致，这样看上去直观的移情作用就与“我自己本来也能够这样”具有同等的价值。


  关于地平线和真正空的表象之理论。在诸光秃秃的  地平线之间不存在矛盾，光秃秃的地平线  融入到假象地平线之中等等


  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下面这个问题：一个现象的地平线属于该现象（而且每一个通过显现直观地呈现的东西都有其非直观的地平线）。如果我对这个显现着的东西进行虚构变换，那么该地平线作为该现象的“晕圈”仍未受改变——因为所产生的正是假象；这种空的地平线意识肯定不需要经受改变。因此似乎每一个现象都与属于任意一个其它现象的每一个地平线相容，并能与该地平线结合在一起，这个现象与那个地平线能够建立起矛盾的统一（以可能的虚构之形式），但这也许是不可能的。解决的办法也许就是下面这样的：被虚构变换了的东西，就是通过用虚构遮蔽而被掩盖的东西；但是它在意识上并没有消失，而是在这里正好处于被掩盖的形式中，并作为这样的东西继续具有其地平线。并且只是因此这个进行遮蔽的东西（它按照其同一性之点，按照其实体，在矛盾中的确被视为与被掩盖的东西为同一的，在数字上是一致的）拥有这个已获得的地平线。其实该地平线并不是它自己的地平线。它也有这样一个地平线。但是为什么地平线的这种双重性以及这种双重性的矛盾未被感觉到呢？在这里重要的是，必须真正地将关于地平线的基本理论完善起来，而这是与关于模糊的（空的）“表象”之理论紧密关联的。其实，地平线本身并不是一种空的表象，从它那里有一种空的表象被突出出来，在它那里有一种空的表象被唤醒，从它的意向对象向自我发出刺激。而空地平线本身并不是关于一个从它那个方面是不确定地或确定地呈现的对象性东西之封闭的和确定的意识，它是一种带有表象的意识样式，这种意识样式具有对于所属的特殊意识的多样性、对于被确定界限的意向体验的多样性而言的潜在性之特性，而这些意向的体验则处于与已经以表象方式现前的东西，当下的空的表象或直观的表象之综合统一的关系中。一个矛盾的意识，只是在表象与表象对立的地方，在一个意识地平线内部或在一个完整的意识内部——在其中一个直观的表象行为建立起来，并且一个来自该空的地平线的非直观的表象行为得以实现——直观的东西和非直观的东西，在另一些情况下非直观东西和非直观东西，在矛盾中达到符合一致的地方，才是可能的。诸不清楚的地平线并不矛盾，根本不分离开，它们相互融合，但并没有融合为一个现实的地平线。在一种重新回忆中，另外一些重新回忆可能会映射进来，由于一种联想而达到统一，并且会为一种混合在一起的重新回忆产生一种统一的准-地平线。称它为准-地平线，是因为它以下面这种方式是诸表象的潜在性之统一，即在诸表象当中的实现导致该重新回忆的表面统一之无关联性、破裂，导致这样一些表象，它们允许将那种统一的地平线作为无联系的诸地平线之融合来认识。


  但这必须得到更小心谨慎的和更清晰的澄清。


  意识流结构中的诸层次。自然之诸层次，较高的精神性之诸层次。在自然层次中的虚构变换行为和在诸更高层次中的虚构变换行为


  另一个问题是下面这个问题。对于一个自我来说，自然之在与更高的行为成就层次相对比并与借助更高的行为成就构成自身者之层次相对比（也与已经是在较低阶段上的情感层次相对比）的一个特殊的层次中的构成，是以发生学的方式进行的。例如，不管自我之个体性是怎样的，因此不管自我之自由行为的动因是怎样的，自然都在构成，而且甚至是按照普遍的东西，并且是在正常的人之共同体中，以相同方式构成的。正是因此，对于众多主观而言，这里存在的是同一的事物性，也许还是以相同显现方式按照感觉性质存在，只不过诸相同的显现对不同的自我是以不同方式起促动作用的。


  因此对一个感觉事物的虚构变换和对一个实在事物的虚构变换并不涉及处于其特殊个人的存在状态中的该个人的自我，或者说，这里肯定存在一种相对的独立性。这也是某种应该进一步考虑的东西。


  附录XIX  必然性和偶然的事态。自我之自明性和按照存在和如此存在的“自我生活” 〈写于1922年前后〉


  我把握我，并且是以确真的自明性把握我。在其中我意识到我的这个意识，是我的意识，并且对我自己的意识和我本身（同样也是处于充分的具体化之中）是具体地同一地把握的。在那种方式中本身被意识到的那个主观存在能够存在。如果我在反思中把握我，那么这种主观存在就是我将我的同一的自我把握为我的生活之极，或者我在从生活到生活的进展中，在总是重新进行的反思中，将我本身把握为同一的统一，并将我的生活本身把握为多种多样的流之统一。


  在这里，这个此在总是偶然的，因为我能够虚构变换它，并且能够想象：我体验到不同的东西，这个现在是这样的体验，可能是另一种体验。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我是选择素材的事实（我看见了红色，而本来可能看见的是兰色），还是选择意向的态度，这是有很大不同的。在生活方面，我肯定会有关于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想象可能性。那么处于其生动的现在之统一中的我的现在的生活之不可删除性的情况如何呢？这是一种确真的必然性，但是另一方面，是另一种方式之可能性，而这另一种方式之可能性是通过这种确真的必然性被取消了的可能性。


  在自我本身方面（并且在任何一个生活一般方面）看起来存在的似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说这个自我根本不存在，说在反思中意识到我自身的这个我根本不存在，对于我来说，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因此，也根本不可想象：我根本没有生活。对于我来说，我不存在，只有以一种“可能的”认识之形式（一种“直观的”表象之形式）才是可以想象的，在那种形式中，我和我的生活流一起由于与一个存在者相矛盾而被取消了。但是为此我本身又必须存在，并且又必须在一种不同的生活流上提供这种矛盾，又必须使这个要取消的自我之存在以及这个流之存在在我的绝对的存在上撞碎。这是一种矛盾。我想象为是我的给定的生活流之变换的每一个可能的生活流，都是我的生活流，都是我的，都是这同一的自我的。并且也许我能够说，当这个生活流被给予时，当我在这个生活着的自我之这种生活中存在时，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是在我的事实上的生活中的生活者。但是在这里所有这些存在于这一种生活和另一种生活之间的矛盾都是先验地（a priori）与此符合一致的诸生活的矛盾，并且是在作为这一种生活之主观的我和作为另一种生活之主观的我之间的矛盾。作为我的可能的生活之主观的我的自我之这种确真的必然性是最高的确真的必然性，而我的可能的生活却只不过是我确真地确信的我的现实的生活之变换。因此我有：


  1）我以这种现在的存在绝对地被给予。


  2）我能够与这种“经验”相反，在与我的经验明显对立中将我一致地想象为另一种生活之主观。但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是由于我能够一致地在自己本身中将这种可能性作为纯粹的可能性来实行，而不考虑与事实的矛盾。它作为纯粹的可能性，作为可一致地想象的东西而存在。这是由于，我能够脱离开事实而从事纯粹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也有一个作为想象生活之主观的想象-自我。但是只要我实行这种存在之设定，我就会与经验发生矛盾。一般而言，以下情况是有效的：我所形成的每一种想象的可能性，我都是作为可能性形成的，这种可能性与一个具有一种准-体验的想象-自我相关联，这种想象及其想象的客观性就是属于这个想象的自我的。想象-自我与现实的自我，想象生活与现实的生活，想象的再生产与记忆，必然是符合一致的。只是因此，想象才能够被设定为存在着的，但是处于矛盾之中，并作为“虚构”被消除。


  3）在这个纯粹的可能性的领域中和这个本质考察的领域中，我认识到，一个自我一般（由它得出的诸自我的可能性）被设定，它存在，这个自我及其生活排除每一种其它自我及其生活，正如它对处于与我的现实的自我和现实的生活之关联中我的想象所发生的那样。对于每一个自我一般而言，它的每一个纯粹的可能性都是可设定的，或者对于它而言的被经验的现实性是可设定的，或者对于它而言与它的经验现实性相矛盾的无意义的虚构是可设定的。


  在这里我们拥有关于存在的双重设定：在想象之中的存在的设定：在这种想象中，有一种可能性被确定下来，并从这种被坚持的可能的基础出发，对其它的可能性进行考察。当我们从一种可能性之系统转入到另一种可能性之系统时，我们就更换了基础。当我们将自己“安置”在这一个基础之上时，相对于这个被固定下来的基础而言，所有其它的基础就是被取消了的可能性。一个自我属于每一个这样的基础。或者，我们将这种关于实存的设定理解为是一种想象的可能性（或者空的思想可能性）与一个已经被给予的，更确切地说，现实的实存基础之结合。在我们的情况下，这就是我的自身经验之基础，以原初的自身性确实给予我的“印象”。如果我没有现实的实存基础，如果我没有经验基础，我也就没有诸可能性。然而我的被虚构的自我变化和被虚构的生活变化正是我的诸可能性，我的虚构的内容，并以我存在为前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能够说，我本来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呢？我不能看出以下情况吗，即如果我曾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在那种情况下，我的自我之一切可能性的改变就又会形成一个系统（一个自我系统），而这个系统与我作为现在现实的自我所拥有的系统是同一个系统？但是正是在纯粹想象中，我才能遮蔽我的现实的生活，我才能完全虚构我的生活，然后从这样一种虚构出发再进行如下的虚构，即如果我曾是这种生活-自我，我就又能遮蔽这种生活，又能虚构变换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这种符合一致之中的所有这些自我都是同一的自我的诸自我，但却是一种矛盾的符合一致。只有借助移情作用，我的可能性才能也作为这同一的可能性对于另一个人存在。


  所有这些都必须受到认真仔细的思考。在这里我肯定在一种奇特的功能中拥有了这个系统：我“本来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我本来能够是这个可能的自我系统之中的一个自我。但是如果我不是这个自我，那么我肯定就是另一个自我。我是这一个自我而不是另一个自我，这是以这个系统为前提的。绝对必然的是，对于自我及其生活而言，每一个非存在都是以作为基础的、具有其生活的一个自我为前提的，而且，在这里存在着的每一个自我都拥有其绝对的可能性之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中，一切可能的删除都获得其意义。因此虽然关于我的尚不是现在的生活或者不再是现在的生活以及由这种生活所引起的自我方面的诸规定，我部分地什么也不知道，部分地知道是可疑的东西，我很可能弄错；但绝对必然的是，我不仅在现在存在，而且我曾经存在过，并且在我前面有一个未来的地平线，我将存在。我们本来可以说，我有开始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的确能够想象，在这个开始之前以纯粹的可能性存在一种生活。但是关于这种开始之前的一种任意可能的生活之非存在的设定以及还有存在的设定，如何能够得到证明，和得到删除呢？一种开始如何能够作为开始得到证明呢？同样关于结束以及在结束以后的诸可能性如何能够得到证明呢？


  因此我拥有作为我-在之原始自明性的确真的自明性。并且我作为两个方面的生活之主观而存在，这个主观按照其现实的存在（实存）是绝对必然的，按照其如此存在则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像下面这样存在，即不同方式的诸可能性之系统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无限的系统。关于这种如此存在，经验以确真的方式提供这个流动的现在，和一个不确定的但是必然的实存之地平线，和一个可确定的，尽管只是在有保留条件的情况下可确定的实存之地平线，这种实存之本质形式得到预先规定，同样每一种可能的证明和反驳之形式也都得到预先规定。


  附录XX  〈我的以不同方式存在之诸可能性的全体和一个自我一般之诸可能性的全体是符合一致的。这个自我既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消失〉（1922年1月7日和8日）


  自我实存之必然性。我存在，并且我有这样一种自明性，即我不仅存在，而且我必然存在。我不存在，对于我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根本没有任何自我存在也是不可想象的。我还有这样一种一般的自明性，即没有任何自我存在，对于任何一个自我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是我所是的这个我。然而我却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我是如我所是的这个自我，或者我如同我所是这样存在，这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这是偶然的。我拥有关于我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自明性，“在”我“这里”，先验地（a priori）存在着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之领域，我“能够”直观地实行有关我的自我之一切可能的变换。同时我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诸可能性的全体与一个自我一般之诸可能性的全体是符合一致的：这个理念（作为一个在这里区域性地形成着的理念）是我“天生”就具有的。一个被我特殊化了的不同的自我一般之每一种可能性都对应于我的另一种方式的存在之一种可能性，每一个异己的自我都能够与我的自我“符合一致”，每一个自我都具有一种不同的个体性，但是每一个自我都具有同一的“本质”。换句话说，每一个自我都具有它的由内在时间之形式所包含的体验流，每一个自我都是与这个体验流以及在其中以意向方式构成的东西有关的被刺激性和被动性之极。就此而言，每一个自我都是诸习惯的特性之中心、基底。并且只要所有这些东西都具有其本质法则，这个自我本身就具有其本质。自我显然并不像一个处于直接意识中的体验那样是直观的，自我的本质类似于范畴式的本质。


  我能够想象，我曾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我只需要以另一种方式想象我的被动的体验或我的主观的态度：我能够直观地-本源地做这件事情。我甚至也能够这样地以另一种方式想象我的个体的特性。这种“以另一种方式”也表示变化之可能性，以不同方式生成之可能性，特别是表示一种完全的“转向”之可能性。尽管我（在可能以不同方式存在这种先验的范围内）任何时候都能够想象，我以不同于我现实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存在，但是对于我而言，我任何时候都不能想象我根本就不存在。


  我能够想象另一个自我，并且能以不同方式想象。我能够想象另一些主观不存在，因为对于我而言，它们只有借助移情作用，借助一种统觉，才能被给予，而这种统觉的前提是，对于我来说，我的身体作为身体已经被构成，并且与该身体相关联的心理物理关系（作为自己的关系）已经被构成。这就使异己的身体性在与我的身体性之类比中成为可统握的，并使异己的心理物理的主观性在与我的心理物理的主观性之类比中成为可统握的，在一种经验的统觉中成为可统握的。如果这种身体-心灵的指示得不到证实，这种经验的统觉就被取消。注798


  因此我（并且每一个自我）能够想象另一个自我不存在，但是任何一个自我都不能想象它本身不存在。它只能想象，它能够以与它实际存在不同的方式存在。但是我始终只是按照我的如此存在而偶然地存在，而不是按照我的绝对的存在而存在。对于我的如此存在而言，只有这个包括了我的自我和一个自我一般之一切可能性的普遍的本质范围才是有约束力的。一个自我一般：另一个自我之每一种可能性一定会在这种类似之范围内得到保存，并且这种类似伸展到多么远，这种本质之统一也就伸展到多么远。我在另一个人那里能够虚构的每一种可能的变化，我在我自己身上也能够虚构，而且是更为本源地虚构。


  因此如果我是一种绝对的、不可删除的事实，那么现在就应该思考：这个事实能够伸展到多么远。得到清楚了解的我的过去的领域同样也是不可删除的。重新回忆可能给人以假象，但是它只有借助于与另一些回忆的矛盾才能被证实是错误的。并且说一切回忆根本都是骗人的，说曾是我的过去的过去在这里并不存在，这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意识不能开始吗？意识不能结束吗？意识作为体验流，意识作为处于内在时间之形式中的存在之场所。内在时间能是受限制的吗？或者我们还可以说，一种本身并没有记忆地平线的关于过去的最早的体验能存在吗？一种在自己前面没有预期地平线的最后的体验能存在吗？或者按照意义，只有这种绝对的记忆地平线是不可删除的，但是也许预期地平线也是不可删除的？以致在最后的体验那里，预期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个作为新的现在而出现的东西，在没有作为一个刚刚存在过的东西之连续的继续的那种过去的背景的情况下能够出现吗？并且那个作为现在而出现的东西能够在没有具体地转入到一个新的现在的情况下存在吗？一个预期如何能使自己失望呢（并且属于一个流之本质的，就是在每一个阶段上都随身带有一种预存），除非是在对一个与所预期东西不同的一个新出现东西之关系中。除非与一个新的当前相矛盾，一个被设定为将来的东西之非存在能够以别的方式想象吗？在没有满足和失望的情况下，能够存在一种中断吗？中断，这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任何东西到来，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任何东西存在，既没有被预期的东西存在，也没有与被预期的东西不同的东西存在。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存在，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或者以探询方式思考的时候，我作为在生活时进行认识的主观，肯定由这个现在出发想象未来中的某种东西，并思考其否定的诸可能性，其被删除的诸可能性。但是如果这个未来的内在性之领域完全是空的，如何能够引起这种否定呢？这个设定与此相矛盾吗？当然是与某个存在着的东西相矛盾的，因此肯定有某种东西在此存在。注799


  因此内在的时间作为被充实的时间必须无限地延伸到未来之中。我不能停止生活（我的意识流不能中断，对于这个绝对的意识而言，这样的中断没有任何意义）。我可能是一个“死的自我”，唤不醒的自我（完全无梦地睡眠的自我），是这样一个自我，它具有一个完全没有被区分的流，在这个流中没有任何实现刺激的条件，并因此也没有任何实现行动的条件。这个自我是外在功能之自我。因此它并不是虚无，而是与它的流不可分开的，即使当它是外在功能的自我时。这个自我，这个“极”，不能发生，也不能消失，它只能被唤醒。


  正如预期一样，回忆就更是如此。在我现在仍然拥有的这个回忆之前，这种虚无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种虚无是一种漆黑的黑夜，在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发生。但是这个漆黑的黑夜恰恰又是某种东西，是对内在时间形式进行肯定充实的一种形式。


  因此这个自我不能产生和消失，它总是在进行体验（“总是在进行思想”），现象学还原以纯粹性为我们得出的这个自我，这个纯粹的单子式的主观性，是“永恒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死的。但是在自然的意义上，恰恰只有自然的东西才能产生和死亡，作为自然之成员的人能产生和死亡。不能想象，一个被纯粹地理解的自我，或者更具体地说，一个单子式的主观性，不存在，按照这种论述，这就是说：不能想象，我的单子式的流没有充实它的在两个方面都是无限的时间之形式，不能想象，属于这种无限性的自我极不存在。


  那么能够想象一个自我从来没有出现，一个在两个方面都是无限的体验流是同一的单调的灰色吗？并且接下来能够想象，所有的自我都处于这种状态，都处于绝对模糊的极限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没有任何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习惯，没有任何不同的被动性和主动性吗？


  由一切存在者必然会被提出的认识之可能性对此提出了抗辩吗？


  只有那个能够认识自己的自我，才能够认识某一个不同的自我，并且一般而言，才能够认识不同的东西，认识自然，认识世界。一个绝对地并且永远地模糊的自我，不可能认识自己，并且一般而言，当然也不可能是认识之主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模糊的自我旁边，至少一定会存在一个作为可能的认识之主观的第二个自我。它能够被另一个自我——这个自我作为认识之主观，作为清醒的主观，是我们现在必须另外想到的——认识吗？能够看出这也是不可能的吗？它如何能表现出来呢？因此它必须被唤醒，在这种情况下，它就随同绝对的模糊状态一起消失了。


  因此，一个无限死亡的自我之此在对于其可认识而言的可能性之前提就是，它恰好不是无限死亡的，它表现出来，它已经在身体方面表现出来了，并且能够一再地在身体方面表现出来。只当这种停止是可能的，才能保留这样一种结论：这个自我在这里在身体方面被证明了，并且随着身体方面的死亡，这种证明也就停止了，因此出于本质的原因，它处于一种持续“衰老”的状态，无须这个自我之进一步规定是可能的。它只是作为继生活之后的黑夜而存在，并且剩下的只不过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些都是可想象的等等，一个死亡的自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又被唤醒，并且认出这个也许被唤醒的（被赋予新的身体的）自我的可能性之什么样的条件能够得到满足。无论如何，这个“死亡的”，无限地死亡的自我，不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任何一个其它的自我，都是不可认识的。因此由这样的诸自我构成的总体当然也是不可认识的。这个总体因为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是不可能存在的。


  人们可能会说：关于这样一个绝对死亡的自我的这种看起来是合理的想法，是由以下情况产生的，即我们想象一种无梦的睡眠无限地（in infinitum）在两个方面继续下去，这就是说，我们用漆黑的黑夜覆盖住每一个体验。这个漆黑的黑夜只对于一个醒过来的自我呈现出来，那时这个醒过来的自我能够将这个漆黑的黑夜“无限地”（in infinitum）延长，而将自己作为清醒的自我继续地向外推出去。但是这个继续之“无限性”所说的并不是现实的无限性，这样的无限性即使在这里也是荒谬的。其实一个绝对死亡的自我就是一种不可想象的东西。


  但是在我们的考察中，我们自己不就是使用了现实的无限性，因此是错误的无限性吗？这种内在的并且是被充实了的时间之无限性确实应该属于每一个自我。这种内在时间的无限性是作为持久的习惯，作为一系列重新回忆等等的并带有诸总是敞开的地平线的可能性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种无限性就如同对于其它的无限性一样，当然就必须询问，在认识方面什么东西能够使这种无限性变得明确起来。因为我们，或者因为这个认识者，确实并没有经历这种无限的时间，而且也绝不能看出，在这种无限的时间中存在着什么（布劳威尔）。什么东西能够使一个个别的单子式的主观变成无限地（in infinitum）确定的？一般来说一个唯一的主观能够是确定的吗？与这一个唯一的主观相关联不是必然已经存在众多自我了吗？无限的（in infinitum）自然之赋予灵魂，因此自我之无限性（无限数量），不是荒谬的吗？等等。


  如果我们设想已经承认，每一个自我必然肯定都是暂时清醒的，有生命，并且众多的自我也是如此，那就应该提出共有的自然之问题。只当一个自我已经现实地构成了自然，这种众多才是可认识的。存在着众多自我，却绝没有构成一个共有的自然，或者，在众多的自我当中没有一个自我构成一个共有的自然，这可能吗？我们将回答说：不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完全没有认识之可能性。一个不可认识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它必须不断地被认识。但是当一个自我形成认识时，形成即使只是部分的认识时，当一个自我，或另一些自我，成长到它们也都能获取这些认识时，能够进入到未知的过去，也进入到将来，进入到世界之当前未被认识的部分时，这个世界就能被认识。


  附录XXI  〈一切单子式的可能性在此在方面都是与诸单子式的现实性相关联的〉〈写于1922年前后〉


  一个单子能够想象自己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但是自己却是绝对地作为存在着的被给予的。对它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设定，是以对它的存在的设定为前提的。它是这个举止态度之单子，就是说，它是将它具体规定为这个单子的这些规定之单子，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个生活流之单子，它是这些习惯的特性之单子，这种情况是偶然的，只要它本来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本来能够过另一种生活等等。但是在这里每一种可能的生活都是在绝对的生活中存在的，而不是在一种与这个绝对地在知觉上被给予的生活有限制的矛盾中存在的。我的非存在只有在另一种存在形式中才是可想象的，然而当一个事物确实被我知觉到了时，我完全能够将它想象为不存在的。现在，我能够形成一个单子一般之普遍的本质，并且能够以有洞察力的方式认识到，本质上属于它的有以下情况，即当它存在时，它的可能的非存在只能具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之形式，这个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的存在被这个为它本身存在着的绝对存在消除了。同样，本质上属于一个单子一般的还有以下情况，即它作为纯粹的可能性，或者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的我自己的单子（我的，这个认识者的单子），或者是一个能被我设想出的一个心灵单子之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者，即作为一个能由我设想出的我的环境世界之中的一个身体性之单子的另一种方式的存在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改变了对我自己的想法和对一切现实的单子的想法。当我将另外某一个现实的单子设定为进行认识的单子时，这同样的东西也有效。一个单子之非存在与被给予的诸单子处于绝对的矛盾之中，每一个想象得到的单子之诸可能的存在或者是现实的存在，或者是与每一个现实的单子“直接或间接地”处于矛盾之中。就此而言，每一个单子之本质都是与单子式的实存不可分的。它们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处于不同于“诸事物”之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关系中。一个被给予的自然真实地包含着一个事物，并且这个事物是事实上的现实性。但是这个自然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而且是这样地存在，以致于这个事物并不属于它，并不实存着。在这里，这些可能性先行于现实性。而诸单子却是绝对地被给予自己的，每一个不同的单子都由它出发，作为为这个自己的而绝对地被给予，被合理地设定，尽管也有保留条件。一切单子式的可能性在此在方面都是与诸单子式之现实性相关联的。一切非存在的单子式东西都是由于绝对的消除而是非存在的。一切可能性都是绝对肯定的。但是在自然当中，一切可能的东西不也是预先就是肯定的吗？


  关于任意一个自然的虚构，一个纯粹可能的自然一般的虚构，与任何现实的自然都不矛盾。但是，关于任意一个单子的虚构却与诸现实的单子矛盾。


  但是我们也可能试图说：一个单子就是一个个体。它不可能两次存在。具体地想象它，这就是想象一个一次性的东西，这种一次性的东西在重复当中只能被视为同一。在这里，我不可能将这个可重复的具体的本质与具有个体性之形式的个体东西分离开。作为单纯可能性的个体性如何能够具体地呈现出来呢？这个最终个体化的东西，就是单子式的个体，它的可能性以下面这种方式包含现实性，即这个个体或者是实存着的，或者是一个存在着的个体之“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一种变样。这是不是一些有用的想法，必须重新思考。


  附录XXII  对我的自我之虚构变换〈写于二十年代中期〉


  如果人们已经走得像我们一样远，在这里就必须小心谨慎。情况当然并不是仿佛对我的自我的虚构变换——借助这种虚构变换，我能够获得另一个具体的自我——曾先于，并且能够先于移情作用。


  对我的生活之任何一个部分的虚构变换，这已经就代替我所是的这个我而获得一个自我吗？仿佛我是另一个自我？我确实必须将虚构这个部分连贯地“想到底”。


  如果我已经有了另一个人，那么就每另一个人来说，我当然也只是获得在个人的生活中的个人的存在之一小部分，但是还获得一种存在的地平线，这个地平线是无限敞开的，具有未知的生活脉动等等的，这些生活脉动总是具有“另一个人”这种样式。


  但是如果我事实上拥有了另外一些人，并因此作为诸可能性拥有了另外一些人，那么我就能够对我实行虚构变换等等。


  另一方面，如果由移情作用获得的一种动因，而且也许是一种本质必然的动因，由此就表明，我通过虚构变换所获得的东西并不是那些就本身而言是纯粹的诸纯粹的可能性之一个系统。这也许是一些值得思考的想法。


  文稿8 〈自我与另一个自我处于矛盾和共存之中〉〈 写于1922年前后〉


  1）我在。我的自我之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诸理想的可能性之系统，这些可能性是相互完全不相容的可能性。因此每一个都被消除，作为被这个我-在标明为非存在的自我而被消除，并且每一个被设定为存在着的自我都将每一个其它的自我作为非存在的而消除。


  2）现在我们设定在我旁边的、与我共存的另一些自我，而且是在现象学还原中设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有我-在，和这个我-在符合一致的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之诸变化的系统。在对另一个人，一个在我旁边的主观，之通过理解的把握中， 我有了一种由已经熟悉的类比而引起的关于一个自我之进行准当前化的设定，这个自我按照其纯粹的可能性，是被包含于我的自我的可能的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之系统中的。


  让我们来思考我的自我和自我一般之非存在的诸可能性。关于我的自我，我的单子，我拥有内在的意识，内在的印象、记忆、预存，并且也许还有在反思中的把握行为。关于所有其它的可能性，我有以再生产方式进行的想象。如果我设定这些可能性之中的一种可能性为现实性，那么我就设定它是现前的可能性、过去的可能性，或将来的可能性。在这里以及在其它情况下设定为现前的，相关联地就意味着，设定为被知觉到的（或是可知觉的）。同样在另一些情况下就被设定为能够重新回忆起的等等。这个现实的自我被设定为是存在着的，与此同时，这个与此相符合一致的可能的自我被设定。被设定的命题及其内容被这个现实的命题所消除。在这些情况下我所设定的东西恰恰是在与我的现实的自我及其生活之符合一致中被设定的，并且是与我的自我及其生活一起被设定的，而这个直观的可能的自我本身是直接地被设定的。如果不是在与我的现实的意识和自我符合一致中拥有它们，我就不可能直观地想象意识和自我，并且如果我直接地设定这种直观的东西，那么我就会有矛盾。


  在类比的情况下则不同。我并不是在一种直接的准当前化中拥有另一个人的。这不是回忆，而是一种类似物。当然，这是一个含糊不清的词。感觉、直观、判断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只是“想象”它们，然而我却将它们设定为一个异己的身体之被连带当前化的东西等等，但我并不是在与我的生活之符合一致中设定它们的，并不是在我的为我显现着的身体中一起设定它们的。


  移情作用不是通过代表的表现，不是模写


  我真正直观地拥有的东西，必然与我的内在意识之以印象方式给予的东西相符合。但是我必须将这种真正直观的东西与在该直观中“呈现的东西”和在动因情况下作为存在着的而被引起的东西（与异己的身体一起存在的）区分开吗？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是一种“表现”吗？而且是一种与图像式的表现类似的东西吗？我们要说，如果我拥有与我对面这个人的被施以移情作用的情感“同样的”情感，那么我就会拥有印象式的表现，如果我没有这样的情感，我拥有的就是想象式的表现。这肯定不是一种真正的图像式的东西。我自己的情感不是异己的情感之图像。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的体验幻象，也许是一个异己的体验幻象之图像。但是在图像式的东西中，我能够在第二个幻象直观中另外再放上一个题材，我能够将表现者与被表现者直观地对立起来。在这里，这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存在的。对于直观的回忆和直观的预期不是也存在诸相似的困难吗？在幻象领域与以知觉方式充实了的领域不相符合的情况下，我能够直观某种意识方面的对象性东西吗？我是设定一种被幻想的东西现在存在（在与被知觉到的东西的矛盾中），还是拥有作为对过去的设定的关于具有无疑是诸特殊的地平线的同一的再生产的内容的设定，这是不同的。这正是一种“准当前化”，一种进行设定的行为。在图像东西的情况下，我拥有一种当前的东西，借助一种印象（知觉）作为存在着的而被给予的东西，在这种被给予的东西中，有另一个被给予的东西以图像方式表现出来（被知觉到的图像，知觉上的图像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被给予的东西能够转变为记忆，于是我就有了一种处于记忆当中的图像。但是在想象中也会发生改变：我为我虚构一个作为当前的图像（被虚构的当前的图像）的图像，在其中有另一个图像呈现出来，出现了一个幻想的声音，一个幻想的曲调，一所幻想的房屋等等，于是我的相应的知觉上的声音领域、视觉领域等等就受到抑制。我的目光追随着这些被幻想的形态，在这种幻想中生活时我仿佛在看，我仿佛在听等等，我能够完全沉醉于这种幻想之中，变成了这个幻想-自我。但是我也能够坚持这种指向现实领域的意向，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这个现实的自我，它意识到自己在探究诸幻想，它考察这些幻想的想法，或者任意地形成这些幻想。同样，我或者是将过去的东西准当前化的这个当前的现实的自我，或者是生活在过去之中，沉醉于过去之中，不再现实地意识这个当前的自我，尽管我在探究记忆的一系列进程时最终重又返回到直接的过去和当前。在移情作用的情况中会怎样呢？当我“看见”一个异己的身体，一只作为手的异己的手时，我就拥有了一个与处于某个姿势中的我的手相似的外部事物，某些感觉的过程，某些自由的动觉过程和结果，有关平放在这张桌子上的动作的某些统觉，以及处于相应的形式当中的东西之显现方式等等，都属于这个外部事物，并且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这种相似性而作为类似物被引起的，都具有设定之特征，都是与那一个事物一起在此存在的，那一个事物就是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是一种心灵生活之身体，是一个自我之身体。如果我走到那里去，这样地坐到那里，保持同样一些事物，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这些事物等等，那么当我这样地在那里存在时，我就会拥有我的多种多样的心灵事件。但是我并没有走到那里等等，而是有一个事物在那里，它看上去就像是如果我的身体就如同它是另一个事物一样的一个事物那样被移动到那里时，对于我来说我在身体方面看上去那样。对于移情作用的理论而言，这些都是起点。诸可能的体验，更确切地说，作为以假设方式附属于我的某些心理物理状况的体验，被直观地想象的，被以这种假设方式设定的体验，起着中介的作用。它们被异己的身体事物之显现以联想方式唤醒；只要这种异己的身体事物与我的身体之显现方面的东西相关联，并在这种关联中被对照比较，这种异己的身体事物就首先提示唯一本源地被给予的我的身体和一起包含着的我的心灵东西，提示我的相应的自我举止，自我行为。这个异己的身体在相应的被引起的诸心灵的事件，诸自我活动等等之意义上被理解为身体，这些心理事件和自我活动并不是作为“有关……的图像”起作用的，而是作为统觉方面的依据起作用的。在我之中的一种情感，或者在我之中的一种以想象方式进行的感觉行为等等，并不被关联到另一个人，或者另外加给某一个人，一种现在的幻象很少被投射到过去之中。那会是不可理解的。相反，我-思想，我-感受等等，是在再生产式的直观性中由动因引起的，或是被空洞地引起的，而这个自我已被设定了，然而却是作为第二个自我在与我的自我之共存中被给予的，对于我来说，它只是通过准当前化，并以间接呈现方式被给予的，而且另一个自我是如同我的自我一样地被给予的。


  文稿9  共同精神I.——个人，个人的整体，个人的作用共同体，共同体社会（弗赖堡，1921年）


  1） 诸社会行为和如何由诸社会行为形成诸共同体；特别是：如何由社会行为形成较高级次的个人。共同体和较高级次的个人之不同形式。自然地形成的共同体及其发展（家庭）——“人为地”，专制地形成的共同体。


  2）伦理学与社会性（详尽地）。义务，责任，社会性之承担者。


  〈§1．在移情作用之前的和  在移情作用之后的本能的主观〉


  如果我们在本能地构成一个空间世界时虚构一个在移情作用之前的主观，那么这个主观并不是个人，即使我们在思考最好的东西，思考最好的兴趣目标，或者思考最好的道路（思考事物方面的兴趣和感官方面的兴趣，感兴趣的事物等等）时，另外再加上这种思考之自由，加上对本能的领会之悬搁。在这个阶段上，这个主观就是“理性”，并且在这里存在着“理性的客体”，即技术的客体，工具，“设想出来的”“方法”，以便获得乐趣，以便躲避危险（来自事物的危险），这些方法被从一种情况转用到诸新的情况，这样就变成了以统觉方式规定的按照一定方法进行的统握。


  在这里我们不曾考虑作为起作用的行为之照准点的其它的主观，作为对我们“行善”或“作恶”的其它的主观。我能使自己受另一些人的支配：以模仿的方式受另一些人的支配。我可能本能地想帮助他们。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母爱”，“父母之爱”，一种本能的关怀，这种关怀在实行当中同时是对于他们的幸福之共同感到高兴；当然，这种关怀直接地也是对于他们的不幸之本能地同情。仔细观察，这并不是在对同一个东西感到高兴这种意义上对他们的高兴之共同感到高兴，而是对他们高兴这件事高兴，对他们悲伤这件事悲伤。但是即使是对他们本身的爱，对他们在此存在感到高兴，对与他们共同生活感到高兴，对他们在知觉上在此存在感到高兴，对他们如他们通过经验在移情作用中被给予那样在他们的自我生活和自我行为中被给予感到高兴——这也是一种共同的高兴，这种高兴并不排除以下情况，即对个别的行为感到不满，对该行动给予否定的评价，对该行动加以制止等等。对作为在环境世界中采取态度的，以这种采取态度之方式显示特性的一致的主观的主观所感到的高兴。爱决定想要帮助他人，恨决定想要损毁，消灭他人。


  这些尚不是社会的行为，而且也不是真正的社会的爱的行为。


  〈§2.〉社会的行为和社会的关系。〈我你关系〉


  1）我带着这样的意图做某事，即使另一个人注意到某事，并以这样一种期待做某事（因此也是带着这样一种意图做某事），即要另一个人也如此这般行事。但是这尚不构成社会行为。它并不需要别人注意到我的意图（我并没有面向他）。


  2）我带着这样一种期待做此事，即在另一个人注意到我具有这种意图时，会做此事。我是否由此就已经面向他了呢？当我首先拥有要告知的意图时，我就面向他了。我要告诉他某事；当我的妻子将一个苹果放到我帽子上给我时，我会由此想到，在我外出前要吃点东西，因此我就理解了她的意图。这是一种告知吗？在这件事情当中肯定有一种对她的意图的告知。另一个例子：一些吉卜赛人在一个交叉路口放了一些树枝，他们的同伴由此就知道他们曾走过的道路——人们一定会将这称作是告知。


  直接的告知，或更确切地说，在以本源方式进行经验的移情作用中在我和你之间建立原初联系的接触：我们拥有彼此相互面对面这种情况的本源体验，并且我“说”给他某种东西，我“说话”，我实行一种表达的运动，或者以语音表达意见，或者我实行一种外在地明显的，可以觉察得到的行为，这种行为适合在另一个人那里唤起这样一种意识，即我有一种要他意识到某件事情的意图；与此同时这种意图的表达（如在大声呼唤的情况下那样）能够与现在接下来应该被意识到、被告知的东西分开。更确切地说，现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告知“事情是如此这般的”，“你应该做此事”，等等。被告知的事态就是我的意图之内容，即让另一个人注意此事，也就是说，注意所告知他的我的意图。这种告知的形式能够通过比如先行的大声呼唤理解，但是也许能够通过本身就具有告知形式的语言形式理解。


  我-你-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它果真是在确切意义上的个人作用关系吗？


  1）用比喻的方式说：我们双方，我和你，“我们彼此面对”，他理解我，他注意到我，同时我也注意到他。


  2）我面向你，告诉你一件事实：我经验到一件事实，我通过一种“指示的行为”使存在于该事实之最切近经验领域中的另一个人同样也注意到它。手的某种运动和手指的某种运动，向那个方向投掷一块木头的行为等等，引起注意，“使”注意 “转向”这个方向， 在这个方向上发生一件令另一个人（如同此前令我一样）感兴趣的事情，而这种兴趣当然会自动地滑离这种指示的运动，而落到我想要引起人们注意的那件新的东西上。这种唤起对存在于我-你之外部环境中的一个对象性东西之兴趣的方法，如果经常以相同方式呈现为是适用的，就经常被两个方面使用，最终就不加考虑地也被理解为是为了“指示”的目的由该另一个人有意产生出来的。因此在适当的情况下，你会理解到：“我看到了那里的某个东西，并向这个你指出，要他也看那个东西。”我的意图是，要他看那个东西，我的意愿是通过指示的手段（指示的行为作为途径），使自己清楚意识到，这种指示对我来说是一种他应该当作手段来统握，来理解的行为，我要通过这种行为把他引向这个方向上来。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我影响该另一个人，并且不仅是一般地影响该另一个人，而是在相互同时被实行的、将我和你带入到“接触”之中的那个移情作用之范围内影响该另一个人；此外是以这样一种特殊方法影响该另一个人，即我的影响行为（即我的意志，或者我的“影响”另一个人，在精神方面使他“运动”，促使他去努力或去意愿的那种主动似催促的努力的行为）本身应该是该另一个人可以觉察到的，一起属于这种影响之“途径”、手段。


  正常情况下这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当然并不总是有效的手段，如在敌人面前恐惧，恐惧之后也许紧接着就逃跑等等的情况中。


  另一种情况就是所描述的告知（在“接触”的情况下）：对外界的过程、外界的物理事件或动物事件的表现、自然-身体方面的反映，会变成这些过程本身之自然的标记，会使同伴注意到这些过程（如果他本身未曾看到这些过程的话），然后，如果是故意产生的，并且在该另一个人面前特别加以强调的，特别要将这些过程变得对该另一个人显而易见的，那么这种在表情和身体方面的反映就充当一种指示，同时作为对于该过程之特殊的方面或特殊的部分的一种特别的指示。


  然后是关于重新回忆的告知和关于并非现前东西的告知。此外：对不在场者给予告知或关于不在场者的告知，就是说，对处于时间间隔中的另一个人给予告知。在这里我当下的意志所涉及的是该另一个人对我以感觉事物之方式保持着的进行告知的表达之未来的理解行为和未来的获知行为（因此是有所行动的行为），而且是在处于现场范围之外的“稍后的”未来。


  自我和你并没有相互“接触”。他们越过时间间隔相互伸出精神的手，这个过去了的自我是一个进行告知的行为之主观，是进行给予的主观，后来的主观，未来的主观，是进行接受的主观。但是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这个自我，当它现在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就形成一种意愿的信念，一种习惯的、持久的意愿，并且一般地，至少“停留”于它的意愿行为之中。并且它就被这样地理解。接受者例如将给予者理解为一个并不在场的，但是在现在生活着的人，这个人当时曾想使他得到这个告知，并且现在仍想使他接受这个告知；如果没有相反的动因支持一种对意愿的改变和对信念的改变，就会是这样。同时我们在这里要记住，一个死者，并且是作为被认识的死者，与一个生者，也在精神上相互伸出手，以致一种告知能够从前者到达后者。这种告知被理解为是由从前的生者告知这个现在的生者，并且被现在的生者所接受的。


  〈§3.实践的意志共同体〉


  迄今我们所涉及的是关于事实情况的单纯告知；在这里已经存在某种意志共同体和某种相互理解。但是还存在一种不同的，在确切意义上是实践的相互理解，一种实践的意志共同体，即在接触的情况下你同时让自己受支配，不仅实行一种获知，而且还实行另外一种行为，比如一种外在的，进入物理的或精神的环境世界中起作用的行为。从告知者那里被告知，或告知者以书写方式告知这样一种意愿或意志，即要某事情发生，并且以这样一种期待方式告知，即该事情将会促动被告知者。因此情况就如同在单纯告知中那样，只不过这种告知本身变成了实行另外一种行为的手段（与存在于告知中的也已经是一种行为的获知相反）。


  如果他不愿意，我就可能想要强迫他，并且我可能指望他知道这一点，或者我也能够告知他这一点，他可能如同他通常回避会带来痛苦的外来麻烦那样，在这里也照此行事，他也可能顺从我的意志，我所告知他的我的意志也许就成了他持久的普遍的意愿之动因，并且“一般来说”，永远去做我要他做的事情，如我一般可能想要他服从的那样，只要我以为我完全具有强制手段。于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就作为一种持久的个人方面的关系产生了，借助于进入到接触之中的，或间接的精神上的帮助之中的，作用关系之中的诸个人之普遍的行为举止而成为持久的。


  如果这种关系形成了，那么这种关系在其中出现的一切行为就都被说成是由该二人的正在形成的意志结合产生出来的。我作为主人发号施令，他作为仆人“按照义务”行事，按照对这种已经屈服的状态的意识，按照对这种被征服状态的意识行事，并且在行为方面按照守其本分的意识行事。


  在请求当中，我们有一种短暂的关系：我希望，我的意愿之告知会作为他的意志之动因起作用，我的意愿和我的希望（即接受者获知它会推动接受者接受它）都是指向这个方向的。这种意愿所涉及的是他的努力、愿望、行动；因此这种意愿尚不是针对该接受者的，相反它是通过告知，通过借助这种告知发生的获知，并且是在自我和你的这种接触中，才是针对该接受者的。


  并且代替直接的接触，始终也可能发生远距影响，在这种远距影响中，告知本身可能是一种在诸主观的接触当中发生的告知，如在一种指向未来的现在的意愿和意指中，或者告知本身可能是一种远距的告知。


  在这种情况下，意志的共同体，相互理解，也可能是一种以相互约定而结束的相互间的相互理解。我完成你的意愿，同时你也完成我的意愿，我做对你有益的事情，同时你为此为我做那件有益的事情。此外：我们双方都希望，有某件事情发生，我们“共同”决定：我做其中的一部分，你做其中的另一部分，如此等等。S1和S2所想要的都是同一个G，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而是S1是作为被S2同样想要的东西而想要G的。S2的意志一起属于S1所想要的东西，反过来也是如此。S1实现D1这个部分，S2实现D2这个部分，这又都包含于双方的意志之中，并且对于双方而言，是作为“手段”（在广义上的）的或作为属于实现的，但是先是属于目的的，包含于双方的意志之中。


  〈§4．在我你关系中获得个人的对自身的意识〉


  在以唯我论方式虚构出来的主观中必然存在的一切反应和行动之极，这个贯穿体验流的动因的主观——它作为这样的东西，是处于多种多样的样态之中的努力行为之持久的主观——，会变成自我，并因此会变成人格的主观，在这当中，在这种我-你-关系中，在这种通过告知使之成为可能的努力共同体和意志共同体中，会获得个人的“对自身的意识”。在移情作用中，这个自我就已经认识到，它本身是它的生活之主观和它的环境世界之主观；并且异己的自我作为“另一个自我”（但这意思所指的首先只是作为另一种生活的另一个主观极，而这另一种生活是以另一种给予方式等等与同一的环境世界相关联的）是通过反向关联到自己的、因而对自己进行反思的主观，被意识到的。自我作为动因的主观不仅是与另一些人并列地进入到这个原社会的我-你关系中，而且我促动他，他促动我；在这种卓越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是借助于社会的行为的我-你-关系建立起来的——存在着努力行为或特殊的意愿行为之包含两个主观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双方在一种现实的意识中彼此相互关联，即意识到彼此作为进行努力的主观相互“影响”，这就是，在通过努力相互被指向的状态中相互促使去行动，或相互促使去忍受。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一个人不仅进行努力，而且每一个人作为进行努力者自己本身也是对象，他不仅是作为进行努力者预先给予自己本身的，而且是以对象方式被给予自己本身的。当然并不是作为理论课题，作为一种获知之课题，并指向更详细的获知，或者然后甚至指向理论认识的意向（聚精会神的注视，观察，寻求认识的和进行了解的感知），以对象方式被给予；而是在实践上以对象方式被给予，就是说，属于实践的课题。一次，这种努力行为指向对作为“事物”的对象之占有，指向将被以为东西之理想上同一的统一突出强调出来，产生出来，指向将该被以为东西改变为它的自身——这个它的自身在总是想重新进行的生产中将会被把握为是同一的自身——，然后也许进一步指向概念式的把握，述谓式的规定，指向与事物有关的原理。另一次，这种努力所指向的是“使”另一个人“动起来”，使他执行我的请求、我的命令，首先是让他了解我的命令、我的请求所涉及的某事，然后让他了解我的这个命令，我的这个请求，我现在给予他的命令，我告知他的愿望，是要“使”他相应地“动起来”，是要促动他。因此，在这里我本身也一起属于这个实践的课题，也一起属于这个实践的意向所指向的关联，属于实践上能通观的东西和实践上被看出的东西之关联。因此在每一行为中，我的心目中肯定在实践上以课题方式想到了“途径”、诸中间的目的和最后的目的。


  〈§5.爱〉


  个人的爱——一种持久的思想态度。一种持久的实践的举止，它的有意识的实现。


  1）对被爱者个人的个体性之积极的喜爱，对他对其环境世界之被动行为和主动行为中的整个态度之积极的喜爱，对他的个体性在身体中的表现之积极的喜爱，对灵秀的身体性本身之积极的喜爱。


  2）不仅努力追求这种愉快之尽可能丰富地实现，而且要努力追求与这些实现活动进行个人的“接触”，追求在生活和努力行为中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他的生活被吸纳到我的生活中，就是说，他的努力被吸纳到我的努力中，只要我的努力，我的意愿，在他的努力和意愿中实现，并通过这种进行实现的行为本身实现，如同他的努力，他的意愿在我的努力和我的意愿中实现一样。自我是一个极——对于反应和行动而言的极，作为这样的东西，它是贯穿于整个流动着的意识的努力行为之统一的极。自我的生活就是处于其多种多样的样态中的努力行为；一切意向性——它是精神上的占有物之形式，是此在，有价值的或有用的此在之可自由支配的，可自由占有的诸统一之形式——都是努力的行为之形成物，或更确切地说，“有意识的”意愿行为之形成物。但是，如果我和另一个人一起进入到一个努力行为之联系中，那么我作为自我就生活于他之中，他作为自我就生活于我之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共同体之性质和紧密程度就取决于我和你的彼此相互安全性之范围，取决于这种努力行为以及在各个不同点上的其它努力行为之联系的范围。并非每一种共同体都是相互的共同体，并非每一个相互的共同体都是爱的共同体。


  理想上属于共同体的有以下情况，即相互的施爱者作为人格的主观，就是说，作为以社会方式进行交流的努力行为的主观，不仅在个别的努力指向中形成了该努力行为的共同体，而且以本真的且也以非本真的方式为双方一切可能的努力行为形成这样一种共同体：诸施爱者不仅相互约定去从事某种特殊的共同行动，这种行动当然也可能在另一个人那里存在。事先：他们不仅相互彼此告知，不仅是就他们共同的环境等等实现获知的共同体。而且由于他们已经结合成一个爱的共同体，一个主观的一切努力行为就以普遍的方式进入到另一个主观的努力行为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已经彻底地进入其中，并且反过来，另一个主观的一切努力行为也进入到这一个主观的努力行为之中。由此产生以下情况，即只要诸施爱者之接触得以实现，一位施爱者觉察到另一位施爱者的努力行为，他就很容易地（explicite）（“真实的”情况）试图将该努力行为吸纳到自己的努力行为之中，也许连同另一个人的意志也一起加入到这种努力之中，有益地参与到该努力之中。如果这另一个人更喜欢做这些事情本身，那么这另一个人自愿地做的事情就肯定不仅是他的事情，而且是该施爱者的事情，他的愿望和意愿也会在该事情中实现：不是为了他，作为孤独的自我的他，而是也为了该另一个人，因为这另一个人作为其生活的主观和努力行为的主观，完全被吸纳到该施爱者的努力意向性之范围中。甚至该另一个人的意志就暗含地生存于每一个施爱者的生活活动之中，这些生活活动是在与在该当下的另一个人接触之外进行的，因此该当下的另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其毫无所知。作为施爱者我知道，不论我想什么，感受什么，追求什么，做什么，所有这些东西必须都是“在”我的所爱者之“意识中”存在的，都是他所中意的，不仅不被他非难，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恰当的而被承认，而且作为被我追求的东西，也在他的努力行为之意识中存在。如果这种意识在此存在，乐意参与，非常乐意帮助我，这种意识就会实现，而在凡是这是绝对不可能或者这是违人心愿的地方，这种意识就会乐于并由衷地设身处地于我的努力之境况中，并且懂得以意志上赞同的方式在我的自我和我的自我努力行为中实现他的自我和他的自我努力行为（将施爱者的非本真的、含蓄的生活和努力行为在被爱者中实现）。我们可以说：诸施爱者并不是并列地、共同地生活，而是相互交融地，积极地和潜在地生活。因此他们大家也共同承担一切责任，他们以共同负责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即使在罪行与过失中也以共同负责的方式联结在一起。


  〈§6.伦理方面的爱〉


  但问题是，这种爱是不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东西，爱这个概念是不是在一切好的意义上构成的。所描述的这种爱也许是一种罪恶的爱，或者也包含一切罪恶的爱。在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基督徒对所有人的无限的爱，对人类的普遍的爱，这种爱是基督徒一定会在自身中唤醒的，如果没有这种爱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基督徒。在我们对那种爱的描述中并不曾谈到伦理的东西。施爱者，双亲，责罚他们的孩子，他们并不将孩子的全部生活和努力都以上面描述的方式吸纳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努力之中。如果朋友背叛了他的“真正的自己”，这个朋友会悲伤。对敌人施爱的基督徒并不爱敌人的恶，并且这种恶行并不是他在其意愿中所赞同的东西。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中，都存在着能够自动发展的向善的使命、萌芽——这是一种信念。在每一个人中都包含一个理想的自我，该个人的“真正的”自我，这个“真正的”自我只有在“善的”行为中才会变为现实。每一个觉醒的（在道德方面觉醒了的）人都有意地在自己本身中将他的理想的自我设定为“无限的使命”。现在产生出一种特殊的伦理的共同体形式，根据情况，双方或者没有从伦理方面觉醒到这种被结合状态，或者是一方从伦理方面觉醒到这种结合状态，而另一方没有觉醒到这种结合状态，或者双方都在伦理上觉醒到这种结合状态。此外在众多个人的主观那里情况也相似。因此作为真正的（伦理的）施爱者，我爱，并且我有意地一起生活于另一个人的正在萌芽的心灵中，生活于另一个人的正在萌芽的、正在成长的、正在生成的伦理的主观之中，或者生活于该充分觉醒的、进取和奋斗的主观之中，在伦理方面自由地发挥作用的主观之中，生活于所有那些由他的积极的伦理的习惯作为他的伦理的个人的生活产生的东西（伦理方面负面的东西是违反我的意愿和意志的 ）之中。我在这当中生活，暂时我认为正当，我感到愉快（或者我悲伤）。但是伦理的共同体是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伦理的友谊，伦理的关系，等等。


  〈§7.爱与爱的共同体〉


  仅仅存在于对另一个人的爱的关怀，对其伦理的存在和生成的爱的关怀之中的博爱，是对于另一些人，对于诸共同体，对于整个人类的一种思想态度，而不是一种共同体的关系，并没有形成个人的联合，或更确切地说，没有形成个人的团体。


  因此我们一定要区分爱和爱的共同体，爱的共同体通过爱将通常被分割开的诸个人实现为共同的个性。


  基督徒的爱首先必定只能是单纯的爱。但是它与争取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变成爱的共同体的努力行为（这种努力行为必然是由这种爱引起的）联结起来。这是这样一种努力行为，其目的是要使人们“进入到关系中”，使人们呈现于这种关系中，使人在这种关系中为自己展示出来，等等，所有的人都按照实践的可能性展示出来，而可能性的界限是在伦理方面并因此甚至是通过伦理的爱确定的。


  〈§8.个性在社会性中的起源。享受的共同体，关怀，共同进餐与家庭〉


  在伦理的东西面前存在着受到伦理评价的，受到赞成与反对的诸个人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行为方式都不是主观一般（水母的主观）的行为方式，而恰是个人的主观之行为方式。个性之起源存在于移情作用中和继续生成着的诸社会行为中。对于个性来说，主观意识到它本身是它的诸行为之极还是不够的，如我们曾指出的，只当主观进入到对诸其它主观的社会关系中（在那种社会关系中它在实践上已经成了对象性东西）时，个性才建立起来。由此，它就变成了主观，这个主观能进入到共同体中，并且现在就进入了共同体中，但是这个主观也进入到对诸其他人的偶然的个人的关系中，并且现在在其生活和努力行为中不仅面对事物的世界实行自身保存，而且作为个人，也在诸个人的世界中实行自身保存。


  每一个个人都有一个物的世界，一个作为环境的单纯的自然。如果我们将个人的一切关系，个人的一切兴趣，个人的一切努力，都遮蔽起来，那么问题就会是，在这里，在评价行为和实践的目的指向行为方面还剩下什么。那就是，感性的兴致和相应的追求和意愿。不是也可以想象对通过观察而获知的追求行为和对理论认识的追求行为吗？不是也可以想象喜欢美的现象，喜欢美的自然，喜欢欣赏自然景色，特别是喜欢欣赏那些呈现美的显现方式的自然景色，喜欢美的事物之造型吗？


  用什么来描述自然地就是健康的、感性的兴致之领域的特性呢？用什么来描述正常的、健康的、感性的努力行为之领域的特性呢?对该领域的逾越，是在关于异常的东西，不健康的东西，贬低的东西，粗鄙的东西之意识中预示出来的吗？这是一种本源的区分还是一种派生的区分呢？在这样一种遮蔽中能够引起科学的意向和美学的意向吗？能够建立起价值的等级序列吗？


  如果我们取消这种遮蔽：我就不仅有了物理的环境世界，我还在该物理的环境世界中发现了身体，并且与身体性不可分割地发现了其它的主观，发现了动物和人。


  在与异己的动物的和人的主观性之联系中，出现了哪些可能的情况呢？出现了哪些可能的评价，可能的价值意义，可能的努力，可能的意愿目标呢？哪些个人的联系联结为了个人的总体呢?在异己的动物和人那里，我能够求助于身体，能够将身体纯粹评价为物质享受的对象。它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主观的东西没有受到重视，尽管它为我在此存在着。如果这个身体为了感性的乐趣被杀，被吃掉等等，那会如何呢？


  但是这个心灵和这个主观存在于这里。问题是，它的在此存在如何促动我。在对身体起作用的同时，我一定也同样对该心灵施加了影响，并且我同样能够在心灵中获得感性的喜悦，或感性的痛苦。当我将该异己的身体作为享受的客体来对待时，我由此也就能够在异己的主观性中获得喜悦，或者反感，痛苦。如同在性享受中那样，不仅这一个能够发生，而且双方在享受时不仅每一个都能独自意识到该享受，而且他们作为共同的和交互的享受者和享受动作追求者相互在此存在，在这种交互中追求享受时，他们能够一起建立一种进行享受的共同体之统一。另一个人及其同意，至少是顺从，不仅是享受的手段（因此不仅是异己的身体，而且还有处于其支配范围中的作为异己的身体的异己的主观，也呈献出来，并允许这种性活动），而且，该另一个人也参与到这种活动中，一种意愿的统一将双方都包括进来，并形成双方行为的统一，双方一起享受性的满足。因此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另一个人在享受这本身就是享受的对象。


  情况也可能像下面这样，即不顾及异己的主观性，享受是违反该主观性的意志强求而得的，因此是强迫该主观性接受痛苦，该主观性甚至会被毁掉。在这种情况下，较高的愉快层次和价值层次不仅被取消了，而且它被一种否定的东西所取代，关于这种否定的东西，可以问，它是不是引起一种价值冲突，这种价值冲突不仅降低了价值，而且废除了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强迫使人顺从（因此就是征服另一个人的意志），并且违反另一个人意志强求享受的行为，在这里是在甚至连被迫同意、征服意志都没有的情况下发生的。情况可能是，被迫的一方虽然没有意愿，但是在屈从中也产生了兴趣，激起了愿望，接着得到了满足。情况可能是，没有发生兴趣，发生的是痛苦，这种痛苦在容忍中变成对更大痛苦的回避。情况可能是，忍受痛苦（接受痛苦），但并不“容忍痛苦”；最终情况可能是，甚至不忍受痛苦，而是在不断抵抗的情况下抗拒痛苦。忍受虽然也是一种抗拒，但同时在情感上仍包含一种接受，而这在不屈不挠的抵抗中是没有的。对身体方面的愉悦也是如此。它在生物学方面是与繁殖和物种保存相联系的，但并不涉及这种繁殖和物种保存的行为本身（在动物那里的嗅的行为等等，对幼崽的舔的行为等等）；保育员强行为孩子们洗、涮，强行阻拦他们，强行拉着他们走等等，由此使孩子们不快，痛苦。


  对身体性出于本能的关怀（身体性预先就是有助于健康之保养的，当然还服务于心灵的健康）：在人那里，对身体性的关怀是出于本能，然而也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如果孩子得到发展，他就能学会理解这种要求，他就能学会应该整洁等等，他就能学会服从，容忍，听话，最后甚至能学会自由地意愿，自愿被动地去追求那种从前强加于他的东西，他甚至能学会理解健康的价值，并且为了健康，抵制眼前一时的诱惑，眼前一时的舒适，眼前一时的安逸。


  对于那些“没有充分地”被对待的，从未来发展的角度被观察、被评价、被喜爱的孩子的态度。


  对于作为无理性的本能的生物的动物的态度，和对于接近于人的阶段的更高级动物的态度。


  处于与成年人之关系中的成年人。


  交往之转瞬即逝的关系。


  对与直接的性伴侣一起生活（家庭）之本能的追求，对在社交中的共同性之本能的追求。共同进餐。我们设想，每一个人都能够不受别人干扰地充分吃饱，羡慕等等的心情都被排除了。对自己进餐有乐趣，但是对异己者吃饭时的愉快也有令人愉快的反应。这是由于对家庭伴侣之自然的爱。这是一种短暂的共同体。但是这种共同体会变成一种正常的机制，这种定期重复的相聚变成一种作为社会行为之统一的共同进餐。这种共同进餐是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的，作为一个持久的共同体的家庭之建立的主要部分；作为这样的东西为家庭成员的意识所构成。家庭不仅是一种在一起生活，在生活中相互保持不变状态的习惯的方式，而且还是一种具有生活秩序的生活共同体，这些生活秩序都具有社会的特性。这意味着，每一个成员不仅知道179在自己的旁边有另一个人，不仅试图让这另一个人在他旁边存在（因为这使他感到高兴），而且这些都是进行努力的生活行为的、合作行为的、在关系中相互起作用行为的共同点，是这些东西的彼此相互关联，在这里，一个成员的行为一起进入到另一个成员的行为之中，每一个主观都以个人的方式参与到另一个主观的生活和行为中，因此在另一个主观中一起生活，作为个人与他在多种多样我-你关系中取得一致，简短说，由诸自我主观构成、建立起一种统一，一种整体，诸自我主观通过联结相互渗透，只要一个自我的生活在另一个自我的生活中一起生活，一起参与到其中，这一个自我的自我性与另一个自我的自我性就不是并列的，而是生活于另一个自我的自我性之中，并在其中起作用。在家庭中这是在建立家庭统一的自我关系中发生的，这种自我关系并没有包括能将人与人置于统一关系中的，能将他们相互联结起来的一切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家长可能具有主人的社会功能，其余的家庭成员则具有服从者，服务者的功能。家长可能是专制者或者“首长”，他负责任地关照全体。而家庭主妇作为进行管理的家庭主妇，可能是家务和照料孩子的主管，为此负责，在这种功能中是女主人，然而另一方面，她有责任就其行为的正确性向对该全体负责的男主人作出说明。其余的成年成员同样可能有他们的特殊功能，并在其功能中负责任地行事，但是又受上面描述过的限制：他们或者服从于作为经济主管的主妇，或者直接地服从于作为最高“首长”的男主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并知道作为其功能主体的每一个其他人。


  自然地-出于本能地形成着的个人的结合（家庭，以及由家庭产生出来的结合），在历史上经历过改造。


  为了某些目的人为地形成的团体，有目的地联合。


  〈§9.社会性与伦理学，在共同体中的职责和义务。  共同体与社会〉


  社会性中的理性。伦理的东西。建立在本能的前提之上的伦理的东西。伦理的东西与个性。在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和可能的个人的共同体不起作用的地方，在任何一个个人对个人的行为都不起作用的地方，能有伦理的东西吗？


  但是在这里本质上也考虑到了对自己本身的个人的关系。在被构成的结合中，我不仅是行动着的主观，而且是个人的行为之主观，我作为个人的行为之主观，不仅是实践之主观，而且也是属于行为之内容的（被意愿东西，被追求东西，被计划东西）的客观-主观。如果我使我与另一个人协调一致，如果我承担一种职责，那么该另一个人就规定我，即规定我自己去承担这个或那个东西。


  在自然形成的家庭共同体中我们很容易看到，首要的东西是自然地朴素地形成着的母亲对孩子们的关怀，父亲对作为他的妻子和作为孩子们的母亲的母亲的关怀，等等。


  由于疏忽，由于一时的自私，由于愚蠢等等，而忽略了这种自然的关怀，会导致批评，然后会导致个人的要求，导致命令等等。当为产生了：“他应当”，而在受到要求并接受要求的一方，则是“我应当”。对于家长来说，即使在自我评价之前，也不缺少“我应当”等等的动因；例如，他会感觉到自己的疏忽，并且错误地发出的命令会对亲属成员以及他本身造成伤害。他本身作为负责人曾亲自客观地存在于其中的、并且现在存在于回忆中的、他是其发动者的那整个的行为，是应受指责的。他决心发出另一些更好的命令，这些命令不仅具有更好的命令之特性，而且具有应该执行的命令之特性。


  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负有责任的主观，这个主观具有普遍受到规定的、在特殊情况下是确定的、属于普遍性的我-应当。在这里这种持久的（习惯的）我-应当表示自然形成的义务，而这种义务具有一种普遍的内容，这种内容普遍地为作为义务之意义内容的义务方面的东西划定界限，如在特殊情况下确定的特殊的义务。如果我们说，父亲、母亲等等具有某种职责，那么我们就是将家庭理解为一种个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自身中具有一种作为目的的共同价值，就是说，具有一种共同的最终目的，这种共同的最终目的是对于家庭每一个成员而言的目的，在这当中，每一个家庭成员同时又有其特殊的，包含于总的目的之整体中的目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通过实现其特殊目的而帮助实现家庭目的的职责。只要他也有这种职责，他就是有关的目的主观。这些目的当然是普遍地划定了界限的，父亲、儿子等等这种职责表达标明了这种情况。每一个人都有其职责，与此相一致，都有义务实现其职责，并且以尽可能完满的方式实现。


  在这里职责和义务（当为）从本质上区分开了吗？职责表示的是对主观之实践方面的规定，表示归入到一种目的之中，而且是在一种特殊目的之视角下归入的，而这种目的是服务于总体的社会的联系（在这里就是家庭）之一种广泛的目的。这个家庭本身并不是自在自为地就具有职责，而只是比如在民族生活等等中才具有职责。但是在家庭中，父亲具有首领的职责，妻子具有父亲的夫人和孩子们的母亲的职责，等等。在义务和当为这种表达中，让人觉得贯穿着否定的东西：背离义务和当为就会破坏意志一致，就会引起责难的反应。


  在“人为地”形成的平等与隶属的共同体（主人与仆人，团体，建筑公司）中，职责，或更确切地说，义务，是根据约定而自愿承担的，或者如在奴仆关系中，是通过强制要下属承担的。但是在这里，个人的联系也形成一种意愿的联系，一种意愿的一致。如果诸成员拒绝履行其义务（不论是对还是错，不论是乐意还是不乐意，或者是由于懒散，都无所谓），那么这种意愿的联系，意愿的一致，就真的会受到破坏。逃跑的奴隶实际上就不再是奴隶（抛开在这里尚不起作用的法律问题不说），奴隶暴动打破了主-奴关系。强制，镇压暴动，重又恢复这种关系，并且只要这种新的关系被意识为是该旧的关系之继续，这种表达就是适当的。该奴隶承认这种当为，这种当为后来甚至对于他在其中将其破坏了的那个时代来说也得到承认。


  通过部分地改变，将自然形成的个人的共同体（或更高级次的诸个人）改变为一个意志共同体。在国家中：改变为一个有完全公民权的全体公民之意志共同体。尚无选举权者，尚未参与国家职责者，是正在成长起来者的，在相当成熟时是自由从属者的，在这个限度内是从属于意志共同体者的人们的主人。但是他们不能通过他们的意志参与国家宪法或改变国家宪法。然而这还不够，需要仔细思考。


  参看特尼厄斯有关共同体与社会概念的论述，他并没有将共同体理解为一种意志（在我的确切意义上的意志）的共同体。语言共同体，家庭共同体，婚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语言共同体并不是一种产生个人的整体的，也许又产生一种婚姻（即使当它是一种“现代的”婚姻时）的个人联系。国家是一种个人的整体性，尽管在这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每一个人，如同在一个较大的团体里已经是的那样。一种个人的联系之建立方式，当然肯定是从现实的移情作用和现实的约定或自然形成的但只是以个人接触或告知之形态建立起来的从属关系等等出发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个人的联合之在间接的道路上的形成，在那里诸个人始终是“不相识的”。但是某些个人之意志共同体肯定是存在的，这些个人作为意志的主观彼此是意见一致的（尽管也是通过中介）。


  语言共同体不是个人式地联结为一个以任意形成的或由“自然条件”形成的目的设定之统一为基础的，受到目的统一和职责与义务划分制约的整体。行业的共同体也是如此。行业的共同体是一种借助社会道德的统一，教养形式的统一等等建立起来的共同体。最后是民族的统一，种族的统一等等。如果这种民族是多民族国家中占多数的民族，那肯定就会区分成国家的统一和构成该共同体的诸社会道德形式的统一，等等。我们这里也将种族算进来，如果外部身体特征之共同性与这样的共同体的特征密切相关的话。否则它就不属于这里。


  共同体的意思并不是以个人方式进行的行为之方式、形式的相同，思想方式、意见、科学活动等等的相同，而是在共同体中存在着诸个人，他们在这些方面处于精神上相互影响的关系之统一中，不管在单独情况下这种影响是否到处都是显而易见的。我对你的影响在最广义上是在一种“传统”之统一中，在一种个人式的整体性中，在一种更高级次的个性中发生的。影响行为之意志作为个人式的影响行为贯穿于你之中，并且在公职人员那里，这种个人式意志内在地 （implicite） 影响所有其他的公职人员。但是语言的伙伴，通过一种新造的“得到赞同的”词语，广泛地深入到语言共同体中发挥影响，但不是以个人方式发挥影响。与此相反，诗人则是借助他以语言创造的艺术品面向他的读者，这与演员相似，也与老师面向他的学生，与科学家面向他的同事相似。科学研究者共同体的影响更大，有点像语言共同体。因为这些研究者想到了他们的共同研究者（作为不确定地被连带想到的共同研究者全体，但也许还想到了熟悉的、属于当代的共同研究者），在精神上面向他们，并且知道，这些共同研究者也是面向他们的，他们构成一种个人的联系，当然并不是一种具有其组织的团体。


  艺术家和他的追随他或反对他的公众（他在心中想到这些不确定的公众）之间的共同体则又有所不同。此外，商人和手工业者及其现实的和可能的顾客圈子又有所不同。这里存在的显然是从自我延伸到自我的诸个人的联系，但不是团体，不是更高级次上的个人，关于它的概念现在应该得到更详细的规定。演讲者的听众圈子： 在这里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偶然地卷入进来的。但是作为职业演讲者，他也可能有或多或少固定的听众。正如手工业者，商人等等同样也有其偶然的买主，然而也有固定的顾客群一样，在这里偶然买主的平均数，也计算在内，他们是不固定的，但在已知情况下按照数目也有其规则。所有这些都应该仔细思考。


  附录XXIII  诸自我主观相互产生影响〈写于1920年前后〉


  1）通过实行在另一个人当中的相互理解，我对他产生影响，他有困难，我排除他的困难，他饿了，我为他准备食物；对此他甚至不需要知道任何东西，他并没有提出要求，等等。自我对自我的一切影响都是以移情作用为前提的，并且总是在移情作用中进行的，或者是在以移情作用为基础的随后的间接理解中进行的。


  以下情况并不属于这里：A生病了，B知道这种情况后就躲避A。这是一种特殊情况。我也躲避荨麻疹，但是我理解另一个人的疾病是通过对他的身体性的移情作用，和通过这样一种认识，即这种病会传染。然而在这里并不存在这个自我对那个自我的影响，我们心目中要想到的只是这些情况。不是相互间的自我-行为-动因的诸动物的相互影响，并不是一个自我由另一个自我支配的那种影响。


  但是以下情况属于这里：A想要给B使坏，他可能掩饰这种意图，但是B识破了这种意图，他躲避A，或他采取预防措施。A可能又理解到这种情况，并从他那个方面根据情况采取对策。在这里，A和B并不需要相互直接面对。A也可能就以下情况具有一种间接的证据指示，即B有某种针对他的意图等等。


  2）心灵上的影响：例如，我做某事，另一个人也模仿做某事。这可能导致对另一个人在意志方面的影响。我知道，另一个人喜欢我所做的事情，并模仿我所做的事情，并且我愿意在特殊情况下他这样做。因此，我为他示范地做某事。因此在这里我们有了心灵上产生影响的两种情况：a）A做某事，B由此在心灵上受到影响（也许完全是无意识地）；b）A知道，B（并且一般而言另一些人）能够在心灵上受影响（在一切意图之前），并且这种知道引起A对B的意愿和行为以某种方式间接地施加心灵的影响的意志。


  II．从所有这些情况中区分出通过诸社会行为的相互影响。我将我的意志，我的“我想要”指向另一个人的“我想要”，即以这样的方式：我用命令方式要求他，我以自我相互联系之方式指向他本身和他的行为。不仅我知道，他如此这般地行动，知道他能够被我所促动，不仅我知道，我想要这样（正如在以前的情况中一样），而且他也知道我有这种意图，并将这种意图当作是在他的意志当中决定意志的意图。他愿意满足我的意愿，另一方面，我将他愿意这样做当作前提，并且我知道他愿意这样做；在现实的行为中如此，在习惯的意志的决断中也是如此。因此这是一些特殊的社会行为，这些社会行为以使自我与自我发生联系的那种相互理解为前提。


  附录XXIV  移情作用与同感。与被施以移情作用的东西和  被记起的东西等等有同感，并实行协调一致的行为。〈移情作用与在幻想中、在艺术中设想自己处身于其中〉〈写于1920年前后，也许是1920年夏季学期〉


  休谟的同感理论毫无疑问是错的。我们一定会看到，同感作为共同感受到的行为具有被施以移情作用的感受（现实的共同感到悲痛，共同感到高兴），与在再生产式的意识行为中的共同感受的行为本质上类似。我也能够与自己的过去“有同感”。


  我们也许可以说：正常的记忆本身是某种像同感的东西；这个关于某物曾如此存在等等的记忆就是一种以再生产的方式引起的知觉。在这里，我们不仅有一种单纯的想象变样，有一种关于相信的单纯再生产，而且同时还有一种现实的相信。这种被以再生产方式引起的相信不仅是一种“被复活了的”相信；这一点在记忆也许会出错这种情况中显示出来。我曾经相信并且现在仍然相信，或者我现在不相信。在正常的记忆中就存在着这种一起相信。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是相信的同感。就对每一个喜悦，每一个渴望，每一个意愿之表态而言，还有就已经过去了的行为而言，也同样如此。我现在仍然很高兴，我参与到从前的渴望之中，并参与到从前的抉择之中，我一起行动，或者不一起行动。


  同样我与另一个人有同感，正如移情作用就是一种记忆变样一样。


  当我现在在我的当前的现实的生活中进行思考，并以反思方式考察和考虑，我是否在正确地评价，是否在正确地判断，是否在正确地行动，或正打算正确地行动时，同样，当我就过去进行思考，并且问，它的正当性如何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事先就想到了举出一些也许能够被消除的相反的理由。


  关于这一个人，我试图实行这样一种设定：这种移情作用的行为有点就像是进入另一个人之中进行回忆的行为，并因此发生一种同情的行为，完全像在通常意义上的记忆中一样。但是这在两个方面真的是同一的事态吗？在记忆中，当前的态度是我自己的、在我之中经常保持不变的旧的态度之继续，之延续；在移情作用中则谈不到这种东西。现在我们想要说，在移情作用中，存在的是某种间接性，借助于指示的准当前化。


  那么同感，一起做这些行为，或不一起做这些行为，是如何发生的呢？通过我“设身处地地着想”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属于每一个移情作用；移情作用本身就是设身处地地着想的行为。并不是首先有另一个人为我在此存在，然后我才对他进行设身处地地着想。我们这样称呼的东西，就是更深地进行入他的思想感情之中的行为，即移情作用。对“异己的人”的统觉，在我的对自身的知觉中有其支撑物，它是一种类比式的统觉，并且因为我总是在这里，因此我也总是在与另一个人之现实的相似性符合中存在，而这另一个人只有借助类比才为我在此存在。在这里，更高的精确性显然是必需的。另一个人是作为我之再生产方式的变样被构成的，而同时我本身却在这里并在这件事情上存在着。理解另一个人，或多或少清晰地使另一个人呈现出来，并在此存在，仿佛就是如此这般地进行表象、进行感受、进行意愿的行为。


  因此，这就与当我在想象中对我进行虚构变换时，仿佛我知觉、表象、思想某种东西，并且如此评价这种东西等等相似。这种单纯想象的知觉行为是不可能被删除的。如果我站到这种想象知觉的基础上，那么这样一来，判断、情感、意志就能够借助同感或反感被“纳入到这种想象之中”，比如，童话、小说、造型艺术作品。在这里，我是处于“仿佛”的态度之中。


  在这里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仿佛是生活于另一个人之中，但是我现在“仿佛”如此这般地进行判断，如此这般地进行评价，如此这般地行动，但是我，这个现实地实行移情作用者，我有我的现实的动因，并且也许并不一起行动，或者也一起行动。如果将我想象到一种想象状况中，那么在这里我就知道我是自我，在这里我事实上仿佛有一种记忆。我，这个现实的自我，在一个被准当前化了的环境世界之中将我准当前化，并且在这里出现了诸种差异。我，这个现实的自我，具有我的真实的过去，具有我的后天获得的诸特性，我的信念，我的习惯的评价等等，并且我将我想象进一种想象的情境之中，因此在这当中存在一种设定，也许这种设定还带有一种真正的原相信，就如当我迁居到英国时那样。在这里我会有一种“假设”：“接着”我会如此这般地行动，我具有我的习惯的动因状况。在这种设定之下在这里一切都是协调一致的。但是我也能以另一种方式想象，在那种情况下，我就不会有协调一致。


  在这些情况下，这种自由的想象因此必然是按照我的习惯的自我进行的，或者与它相反地进行的。这些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 我将自己想象进去的这个世界也是一个被想象的世界，并以我的习惯性为前提。但是我能够在这个世界之一个层面上单方面地生活，以致于这种想象违反了理论形式之某些经验和经验相信，并且这种情况是我，这个现实的自我，或多或少能够感觉到的。在这里，我并不一起做，我并不以“这是胡说”，“这是不可能的”，内在地对此作出反应。在被想象的自然这个层面中，也是如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行为的精神性之层次，评价的层次，合理的行为之层次也是如此。


  在我以游戏方式将我虚构进想象的世界或想象的情境之中，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在我是“以幻想方式”行事的想象中，在“仿佛式的记忆”中，在听其自然的行为中，在将就的行为中，在对各种各样适合的东西之想象的幻想时，一般而言，在直观领域中的行为不会出现矛盾。因此，在这里，我肯定没有“同感”。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当我违反这些主观的可能性而任意虚构时，也许我就有“同感”，以及一种删除，一种相应的矛盾等等。另一种情况，一种可以区别的情况，就是做梦的行为，在那里梦象以被动性方式出现，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如此这般现实地评价、行动等等，在这件事情上， 我只是事后才感觉到这种“不适当的东西”。


  艺术：诸种指示借助艺术这种手段被建立起来，这些指示将我引入到一种被需要的想象活动之中，并且当这种想象活动完成时，当一种表象行为，评价行为，行动，仿佛按照要求被实行时，适应我的东西或不适应我的东西就会显露出来。当我直观地模仿这种最初的被指示东西，并且是作为被以象征方式统握的东西而模仿，但是这样地模仿，即在异己的内在生活中被要求的态度，并因此被具体要求的东西，在这样一种程度上得到了直观的深化，即它与这个自我实际上变成一个东西，显现为是由该自我本身显示出来的时，我——这个我与另一个自我以某种方式符合一致——便有同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于我才是一种直观的并且是被给予的可能性。这只不过是说，只有那个对于我——这个我在移情作用中清楚地拥有一个异己的自我，而这个我与该异己的自我当然（eo ipso）是处于符合一致之中的——而言是我自己的可能性的东西，才建立起一种与该异己的自我的一致的符合，一种一起设定，一起判断，一起评价，一起渴望等等，并与此同时，建立起一种被赋予相同的精神特性的共同的环境世界。在“我不赞同”这种相反的情况下，在他如何采取态度，他如何知觉，如何判断，如何评价等等和“我在他的情境中会如何评价”等等之间，就会存在矛盾。因此我就没有同感。


  我和另一个人一起高兴，这并不是说，当我是该另一个人时，或者当我想象将我置于他的位置时我会高兴（并且我不会如同在相反情况下那样，完全以不同方式采取态度，我不会悲伤），我会高兴，而且是我真正地高兴。在同情某人的痛苦中，我是真正地痛苦。那么立即将同感与记忆联系起来是错误的吗？在对过去的东西的回忆中，我一起判断，一起评价，一起意愿，并且在这当中，我作为现实的自我具有现实的态度。这看起来好像是共同的东西。但是与假设的将自己置于一种可能的情况中相似，在一种移情作用中（顺便提一下，我们所设想的始终是充分直观的移情作用，而这也许是不必要的），也以某种方式包含一种现实的采取态度，而且是作为我的，这个实行移情作用的主观的，采取态度。就是说，在这里有一种在知觉行为，思想行为，感受行为，决定行为中的一起做，一起生活的行为。当然，情况并不是像当我以假设方式将自己置于这样一种情况中，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做那样，可以说，是在后记中做（但这当然不是结束，在这里，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次序的”这种表象）。但是在移情作用的情况之本质中却存在以下情况，即当我根据指示设定另一个人为如此这般进行知觉，进行感受的等等时，当我进行准当前化时实行“我知觉”，“我评价”时，我本身正是处于与该另一个自我的符合一致之中。并且我作为现实的自我拥有一种被共同给予的基础。


  我已经以这样一种特殊的间接性拥有了关于另一个身体之现实的设定，这是说关于我的身体的设定总是分有关于该另一个身体的设定，并与该异己的身体处于特殊的“符合一致”之中。我的事物性的环境世界与该另一个人的事物性的环境世界的情况也是一样，他的环境世界与我的环境世界是同一个环境世界，只不过是从他那里看到的环境世界，在这当中，我的身体与那里的那个身体仿佛是符合一致的，我的自我和属于那里的那个身体的自我仿佛是相互符合一致的；从那里出发，并且仿佛是借助那个异己的身体器官看到的某某东西，或者在其中 “所包含的”东西，根据情况能够清楚明白地说出的东西是符合一致的：他从那里出发看到的和拥有的某些视角，与我从那里出发恰好会拥有的是同一些视角。这就提供了共同的“基础”，即对于另一个人的行动生活而言和对于我而言的共同的“基础”。这个被动的环境世界是同一个环境世界，但是这个自我并不是同一个自我。无论如何， 在移情作用中，我作为自我，与另一个自我符合一致，并且我，这个与另一个自我符合一致者，在另一个自我的受刺激状态中和主动状态中，仿佛是受刺激的和主动的：当异己的行为如我自己的动因预先规定会使它可能的那样如此这般进行时，当它们正如我在此基础上，并且在与我的现实的状况相比被改变了的状况中，从那里出发，并且在某些前提条件下——这些前提条件正是这种状况所带有的（他受到损害，而我却没有受到损害等等）——真正会做的那样进行时，我就会作为一起行动的而“真的”是受刺激的和主动的。我可以说，对于我而言该另一个人只是由于我能作为共有的而发现的那种东西，才是确定的。我们必须将这种认识排除掉，至少在最初的考察中必须排除掉。


  正如当我任意地提供给我一种虚构的基础时那样，我没有假设。但是与在艺术中相似，我拥有一种借助指示而被给予的基础，我就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在艺术中，我对自己有一种艺术的（由艺术作品出发的）要求，我接受这种要求，因此我拥有一种基础，我对这种基础感到满意，并且这种基础从现在开始就为我“在此”存在，我坚持这个基础，并且我按照该艺术作品的要求（指示）进一步扩展这个基础，并且只要在这里有诸个人出现，我就与这些“被接受的”诸个人符合一致，并且现在我与他们相互协调，或者不相互协调：我或者是拥有统一，我作为“被安置在”这个基础上的现实的自我一起做，我作为被安置的自我，当然不是现实的自我。但是属于这里的有这样一种本质方面的变化：我会如此这般地采取态度，我本来可能相似地采取态度，我在这里本来可能这样思想等等。另一方面，属于这里的有：我可能赞同这样一种态度。在相反的情况下，我作为被设想处身于其中的自我，体验到不一致，体验到否定的东西，我作为当前的自我可能会说：我要是不这样做就好了。我也可能进行思考并搞清楚，然后才仿佛做，一起做，或不一起做。因此所涉及的是赞同的现象，和也许是在更高的理性行为中的以赞同方式进行判断，进行评价，进行意愿的现象。这不会产生同感。


  那么以下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即我不仅在被置于另一个人之中时一起判断，一起受苦，一起评价，一起意愿，而且，我作为现实的自我（处于我的情况中，站在我的基础上），现实地进行判断，进行感受，进行意愿，而且是在与另一个人相同的意义上这样做？我现在也对他所判断的东西进行判断，我一起做出关于他的环境世界的判断，而他的环境世界也是我的环境世界。他为他遭遇到的东西而受苦，我不仅在改变了的形式中受苦，即如果我处在另一个人的境况中会受苦，而且我本身现在就受苦，即另一个人所遭遇到的事情使我受苦。他母亲去世了，他遗失了一大笔钱等等，他很悲伤，我也为此而悲伤。而且我也为他悲伤而悲伤。在这里，什么是第一性的？是他的悲伤，这个他悲伤就是我悲伤的对象吗？或者，首先是这个使他悲伤的东西是使我悲伤的东西呢？


  如果我像他下判断那样下判断，那么“在”该另一个人“之中”的判断行为，就转变为我自己的对同一情况的判断行为。这是一种本质上的转换。以下情况肯定是由处于一致性之情况中的移情作用的情况产生的，即，如果我处于他的情况之中，我就会这样地下判断。但是只要这个共有的环境世界是基础，他的情况就是对于我而言的可能情况中的一种，这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它是如此这般的”这个判断的意义在我对之没有做出直接的知觉判断的一切情况中所包含的；但是根据间接性下判断如同直观的指示行为一样，在这些间接性中恰好存在着以下情况，即如果我走过去（这是我能够做到的），那么我就能够以一种知觉判断相信这一点。因此在这里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这样一种转换，即就另一个人对之做出判断的同一事态做出自己的判断，即这样一个判断，它是我以移情作用方式一起做出的，而且是“含蓄地”一起下判断。


  在意志当中的情况可能并不完全相似。我不可能将另一个人的决心变成我自己的决心，尽管在移情作用中我可能一起做。虽然作为实践上想要的东西而在他脑海中萦回的一个东西现在也能够在我的脑海中萦回，并且在相似的转变中能够由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而变成对于我而言现实的“它应该存在”，和“我愿意做这些事”。但是如果他采取了行动，那么一般而言，这种情况就肯定排除我采取行动，并且这就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与不赞成没有任何关系。当他比如想移动一块岩石时，也许我能够帮忙，尽管这已经将一种新的复杂情况带了进来。在他费力地举出一个证据的时候，这时我可能有一种相同的意愿，而在这里并没有造成妨碍，并且在我这个方面的采取行动也并不必然具有帮助他的这样一种特征。


  在帮助的行为中存在以下情况：我愿意“实现”他的“意愿”，我愿意他的意愿在这种行动中达到它的目的，当然，属于这里的还有我的行动，这种行动在想要实现这同一东西时，将一种与自身结合在一起的用于这种成就的力量带进来，由此这种成就为了完成这个意愿变成了每一个意愿都在其中“出现”的共同的成就。


  与在判断行为中相似，在评价行为中存在着一种可客观评价的东西和被客观评价的东西。但是也存在一种对于我而言的价值，它并不是毫无疑问就是对另一个人也有价值的。对我适意的东西，令我愉快的东西，对于其他人并不适意，并不令其他人愉快。我享用的东西，并且在享用时用光的东西，并不是对于任何一个其他人都是可享用的，都是令其适意的等等。我所拥有的财产，并且只要我拥有它，就不可能是另一个人的财产，因此它对于我而言的价值，对于另一个人就不是现实的价值。


  对于我母亲死亡的悲痛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同样的悲痛，对于我母亲死亡的悲痛，一种同一内容的悲痛，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那里可能都是独立的，正如对于同一事态的同一的判断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那里可能都是独立的一样，比如甚至对于数学上的一个同一的事态的同一的判断（肯定是一个客观的判断）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那里可能都是独立的，在那里，虽然我经过移情作用这条道路能够达到这同一的判断，但是我的判断没有移情作用也是可能的。如果我现在根据对另一个人关于他母亲死亡的悲痛的移情作用甚至发现她死去是不幸的，那么我的这个悲痛就与该另一个人的悲痛有一种意向的关联，而且是本质的关联，并且我就参与到另一个人的悲痛之中，这就是说，我对他悲痛，对他遭受丧母之痛感到悲痛，并因此也对他母亲之死感到悲痛。


  如果我通过移情作用领会到，他得到了一种更高的价值，比如一种重要的洞察，一种美学上的美的东西，他占有了这些东西，那么我也许就能够占有恰好同一的理论，能够获得对处于洞察之形式中的这种理论的恰好相同的主观上的认识，对理想的艺术作品同样也获得一种恰好相同的完全的“占有”；但是每一种占有都是一种新东西，同样每一种被主观地占有的价值本身也是新东西。现在我能够评价说，另一个人拥有一种这样地被占有的占有物，一种被他占有的精神东西。我能够为此高兴，并且也为他失去它悲伤。同感是一种指向这一类东西的感受行为和评价行为。在同感中我并不生活于移情作用之中，我并不在另一个人之中思想、感受、意愿，我不仅是作为与另一个人符合一致的自我实行我的赞同和反对，即实行我的一起思想的行为，一起判断的行为等等（也许还有我的肯定与否定），而且在“同感”中另一个自我及其行为举止成为我的评价行为、爱的行为等等之课题。这里是爱和恨这些概念之真正的领域。


  文稿10  共同的精神II.  更高级次的诸个人的统一及其作用的诸相关项（贝尔瑙，1918年，或者圣梅尔根，1921年）


  〈§ 1.〉诸共同体行为，在社会共同体中的诸行动


  1）由诸主观行为，诸主观活动中产生的诸“精神的”对象，它们的“存在”，它们的现实性（文化客体）：a）作为共主观地被给予的，更确切地说，与给定的正常的人的共同体相关联地被给予的，并且可视为同一的，有时间性的现实性，b）作为理性的现实性。诸精神科学作为关于精神对象一般的科学。


  2）诸主观本身和更高阶段的社会的诸主观的统一。


  共同体的诸主观和共同体的诸成就之并行的构成。


  共同体的诸行为。共同体的诸评价，此前的共同体的诸表象，共同体的诸信念，共同体的诸实践上的当为或诸共同的决心，等等。


  每一个个别的主观作为共同体的成员都有其意见、信念、评价、意愿（决心）、行动。但是我是在共同体的关联中拥有根据自己的经验，并且也根据别人的经验产生的持久的信念（正如此前已经拥有表象一样），同时我也能将这些信念理解为是别人的信念；就是说，如我知道的，他们也具有这些信念（或者是由他们自己本身产生的，或者是被转达给他们的，也许首先是由我转达给他们的），这些信念与我的信念相符合：它们意指相同的东西，相信相同的东西，反过来，他们也知道，对于我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就确定的内容而言）。我们相互都知道，我们是在对同一的东西“下判断”（按照持久的意义下判断）。在评价方面也是如此。还存在有共同意识到的持久的需要（愿望，追求）、持久的志向和决心。这些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我们还将更详细地谈到它们。无论如何，存在着一种共同体的信念，一种共同体的估价，一种共同体的决心，一种共同体的行动。


  特别就行动来说，我的意志能够指向另一个人的意志，不管是我曾命令他这样做，并将他看作是服从我的命令的，还是我曾有意以另一种方式规定他去做我实际上曾想要做的某件事。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间接地也是我的行为，并且如果这种关系是一种相互的关系，那么我的行为和他的行为对于我而言，就是一种复合的行为，这种行为只有一部分是由他直接完成的，另一部分是由我直接完成的，并且是能够完成的。在更高的被奠立的意义上，整体的行为和成就是我的行为，也是他的行为，但是每一个人就本身而言，在“他的那一部分”上是直接当作任务来对待的，并且实行一种原初的行为，唯有这种行为才是他自己的行为，但它是派生的、被奠立的行为之部分，这种被奠立的行为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全部行为。在一切共同体的工作中，都是如此。


  在另外一些共同体的“成就”中缺少被意识到的“共同的”意志，如在语言中，在科学中，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也在法等等中。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吸收别人的成就在其上建立自己的成就之出发点，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别人也是如此。这就相似于当我后来在我个人的意识中，将我过去已经完成的成就作为现成的接受过来，变成更高成就的出发点时，并不必想到我更早的有所成就的行为，也不必为我说明构成方面的意义。


  〈§2.〉更高阶段的个人式的诸统一之构成


  在交流中“我们”大家相互接触，我们形成一种更高阶段的个人式的统一。在什么意义上呢？


  每一个个人（只要他已经将自己本身统觉为与其他的个人进行交流的个人，并特别地统觉为一个不确定地敞开的交流共同体之成员）眼前，作为他的意志领域，并且一般而言，作为他的成就领域（在他的超越意志目标的、有间隔的精神作用之领域中），不仅有他个人的环境世界，被给予他的诸事物，他的身体，由他的自我产生出来的他的诸行为，并且还有属于他的作用之地平线的他的诸可能的行为，并且他眼前不仅拥有他自己的个性，他自己的素质，能力，等等，作为供他使用的东西，而且还有诸异己的环境世界，诸异己的心理物理的行为，以及行为之诸可能性，异己的个人，等等。


  在这里，每一个个人式的主观，不仅以它的自身被体验到的意向性之形式，以它本身所产生的努力和意愿之形式，直接地-本源地起作用，而且它还通过交流到异己的意识-自我之中，以异己的努力和意愿之形式起作用。但是反过来（vice versa），相关联地它也知道自己本身是每一个异己个人的意愿行为和意向行为一般之中介。这是一种借助移情作用形成的个人方面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在构成真正社会性之一个层次的每一个真正社会的方面），存在着“一种相信”，“一种评价”，“一种意志”，它们都具有它们的一切相似性质的统一性前提。并且作为相关项，我们有“一个”成就之统一，“一件”作品之统一，也许还有一个延伸到、发展到时间延伸之敞开的无限性之中的统一：国家之统一，宗教之统一，语言之统一，文学之统一，艺术之统一，等等，在受限制的诸社会性中，如在诸团体中，我们有一个团体的目的之统一，团体的成就之统一，这种统一被归入到彼此相继的，由目的之统一促动的诸成就构成的一个系统之中。


  但是在这里重要的是下面这种区分：1）我在下面这种意义上通过异己的意志起作用，即我的意志目标存在于该另一个人的意志目标之中，我想通过他的意愿行为和他的行动达到我的目标（在共同体的意志之统一中的个人式的联系）。2）我在下面这种意义上通过异己的意志起作用，即按照我的理念阐明的产品，比如技术作品，成了另一个人精神活动的出发点。它被另一个人模仿，并且活动和劳动的一种类型在文化中传播开来，或者后来得到进一步改善，并且如此继续下去。 我的精神影响没有我的有意作为就在陌生的个人和周围人当中传播开来，而且这些人也无须知道关于我的任何东西（没有广泛的共同体意愿统一和共同体行为统一的个人式影响的共同体）。


  这里涉及一些特殊种类的统一形态。


  〈§3.〉个别的主观之中的习惯东西和个人的东西


  在个别的主观中，最先发生的是下面这些统一形态：与个别的以多种多样方式相继的信念行为对立的，是即使我不实行与此有关的确定内容之行为，我也持久地拥有“我的信念”之统一。这种内容之每一个新的行为，都被理解为在其中我的信念变为现实的一种新情况，并且当每一种可能的行为被考虑时（当我设想我处于一种在那里我会如此作判断的情况中时），它都会以相同方式被认作可能的实现或假设可能的实现。我的“估计”，我的努力，我的意志，也是如此。关于这种情况，“素质”并不是一种合适的表达，“持久的习惯”也不是一种合适的表达，因为这些词是以不同方式表达被指向的，尽管是相关联的统觉。只要我拥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我也就拥有一种持久的自我特性，一种相对持久的素养，这种内容的诸行为在适宜的情况下总是习惯地一再由这些素养产生出来。但是我拥有这种信念，我并不是这种信念，我并不像存在于我的“诸特性”之中那样存在于这种信念之中。


  我以我的个别成就之连续的方式实行全部的成就。每一种成就都是行为，也许是外部的劳动；但是即使当我说，我曾行动，我曾有所成就，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时，每一个以时间方面的客观性之形式确定下来的我的每一个成就、行为、劳动，仍然是有其主观归属性的诸客观性东西之链条，之系统，之或多或少连贯的连续。它们全都是我的实践的行为世界，这个世界是从诸实践的可能性之一种始终是附属的地平线产生出来的。这个世界是以在我之中并被动地为我构成的我的直观的世界为基础的，是作为事物世界，作为单纯的自然，但是对于我而言的自然，我的唯我论的环境世界-自然，客观地为我构成的。


  如果我盲目追随每一种诱惑，如果我仅仅本能地以同样的方式反应，如果我纯粹是以相同的反应类型被动地指引我的诸心理物理素质之主观，那么我就不可能是人，我就不可能是个人。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我才能是个人，即我不仅拥有持久的统觉，并借助这些统觉拥有一个能够坚持住的并作为非我与我对峙的世界，而且拥有诸持久的“信念”，自己获得的，主动地获得的信念，借助于积极主动的态度由我而来的信念，拥有诸持久的评价，持久的意志——在下面这种意义上是持久的，即为我本身构成了下面这种同一的东西：例如这个信念，即德意志特性这个理念加给我一些义务，我必须满足它们，满足这个持久的意志，这个坚定的意志方向，我必须真正满足它们，等等。然而在每一个个人的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领域中，这种信念都零星地指导着我们，假如我们正好是以个人方式活动的话。“这个”信念，这个“意志”，是一种统一，一种被给予的，进行指导的统一，不是从外部来的，而是从内部来的，从自我来的，并且只有通过它们的中介，诸个人方面的成就才能实现，诸行为才能实现，诸作品才能实现。——因此在一个“个别的”主观那里，情况就是如此。


  〈§4.〉共同的感官世界之构成


  在诸个人式的主观之以交流方式形成的共同体中，我们所有的并不是单纯集体式的众多主观，也根本就不仅仅是统一，因为正是这种交流建立起相互理解，并因此为每一个主观建立起这样一种意识，即在自己对面有不确定地众多的、自己与它们面对的其它主观，并与它们共有一个唯一的环境世界，它们全都以“我们”这种形式与该环境世界关联，并且它们全都将自己归入到该环境世界之中，在这里每一个主观对于每一个主观都属于对立面，都在所面对的异己的身体等等中有其位置，有其定位。


  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更详细探讨的基础性的低级阶段：正如个别的主观拥有其具有敞开的地平线的环境世界一样，进行交流的众多主观也有一个作为“它们的”环境世界的共同的环境世界。每一个个别的人都有其感官性，有其诸统觉，及诸持久的统一，进行交流的众多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感官性，诸持久的统觉，并且作为相关项有一个具有不确定的地平线的世界。我不仅以我的感官看、听、经验，也以另一个别人的感官看、听、经验，而该另一个人不仅以他的感官经验，而且也以我的感官经验，这是通过知识的传递实现的。并且这不仅是一种客观的说法，而且对于我，对于每一个其他人来说，是一种意识的事实，在我的行为中经常对我起作用的某种东西，已经在我的被动性、我的反应和单纯的接受之领域的行为中起作用了。我们大家在我们的感性生活中，都照此行事，我们按照“我们的”经验行事，而每一个人并不仅仅是按照他的经验行事。


  我们是众多的主观，是进行交流的主观，全部的感官对于每一个主观都有用处，并且在这里是以这样的方式有用处的，即全部的感官对于每一个人都有用处，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对面有一个借助所有这些感官构成的世界，并且知道，在自己的对面的同一的世界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世界。因此在这个方面就是在这里一个主观仿佛就是这个共有世界之相关项，进行交流的众多主观类似于一个主观那样起作用，这个主观通过诸个别的主观，并且通过它们的感官获得经验之统一：每一个个别的主观都通过以下方法为自己获得这种统一，即它能够通过其它的主观进行经验，并且知道，它们通过自己本身进行经验时能够将这同一的世界作为这同一的世界来认识。


  〈§5.共同的个人式的世界之构成和共同体的成就之构成。单方面的关系和相互的交流的关系〉


  现在来讨论更高的阶段。在前一节尚没有考虑感受的感性和本能的感性，以及动物的行为，特别是“动物的东西”，主观的需要之世界的构成，以及共同体的需要之世界的构成。


  但是现在我们转向真正更高的阶段，转向共同的个性之阶段和社会的世界之阶段，个人式的成就之世界的阶段，较低的和较高的知性那里的文化之阶段。不论在哪里，通过设身处地的理解，单方面的和相互的设身处地的理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以下面这种方式被联结起来的，即有所成就的行为之统一是在与这个共同的环境世界的关联中（每一个成就产物立即就被归入这个共同环境世界之中，与此同时总是有更高阶段的环境世界被建立起来）显露出来的，因为虽然是个别的个人在进行有所成就的行为，但是在意识方面这个环境世界也包含诸其他个人的有所成就的行为和被成就的东西。


  我们拥有具有构成功能的单方面的交流关系和具有构成功能的相互间的交流关系：1）作为历史精神的历史精神之全部统一是单方面的关系。我的生活和柏拉图的生活是一种生活。我继续他毕生的工作，他的诸成就之统一是我的诸成就之统一的一部分；他的努力行为，他的意愿行为，他的构造行为，在我的这些行为中继续。科学作为历史的统一，是有所成就的行为之统一的相关项，这种有所成就的行为贯穿于众多的个人之中，后来的诸个人对先前的诸个人的生活实行移情作用，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将前人的成就再理解为成就，他们在这个限度内就是以思想史的方式进行理解，那些人在他们的理论中最终追求的东西，就是在那些理论中尚未解决的东西和现在必须加以完善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些后继者正想继续进行下去，正想改进，正想进行到底的东西。2）在共存中的一切团体的活动，一切协作，都是关于在相互的理解中共同体的成就之构成的例子，在这里，单方面的理解也可能局部地起作用，正如在历史的关联中在一个时间点上的诸协作者、保持联系者的相互理解显然也有其作用一样。


  在这里，到处都有具有众多个人的能力的，具有众多意识流的众多个人；众多的意识行为都加入到这些意识流之中，适应这些意识流——然而“更高阶段”的“精神”，个性，作为性格，能力（民族特性，民族性格等等）的精神上的承担者，也具有一种意识，这种意识通过一些选择，包括一切个别的意识等等。


  交流创造统一。诸单独的事物始终是外在的，它们能够相互并列地存在和相互接触，它们绝不能共同具有一个同一的东西。但是意识与意识能够真正地符合一致。当一个意识对另一个意识跟踪理解时，就在自身中构成与那个意识构成的东西相同的东西，在这种相同东西中，两个意识是一种意识。在自己的一种意识中就已经如此，在这种意识中，我现在回忆起过去的意识，并且以记忆的形式拥有一个现在的意识，它包含过去的意识，并意识到其内容、同一的内容。理解，准当前化之另一种基本形式，是我的意识与异己的意识之符合一致， 我的准当前化本身仿佛是在自身中对异己意识的回忆，将异己意识拉进到自身中，并将异己意识之内容作为同一的东西来拥有，这种准当前化的清晰性和确定性等等能达到何种程度， 这种同一的东西就准确地达到那个程度。正如在一切准当前化中那样，在这里也有一种“仿佛”的成分，准当前化是一种“变样”，是这样一种奇妙的样式，即正是意识在意识中得到反映，并且这种反映的行为以意识的方式在自身中发现自身，并与映象“相符合”，因而拥有该客观上同一的东西。


  因此意识与意识跨越一切时间——既跨越同时性形式的时间，又跨越时间顺序形式的时间——相结合。个人的意识与必然与它分隔开的另一个人的意识取得一致，因此产生一种超越个人的意识之统一。


  意识作为行为是个人之行为，但是该行为不仅能在进行想象时存在，而且也能在“有所成就”时在行为之这样一种意义上存在，即它们都受积极的理性之理念的指导。于是，正如行为之意向本质使之变成可能的那样，一个有效的行为进入到另一些有效的行为之中，搭接到另一些有效的行为之上，或搭接到另一些曾有效存在的，或将有效存在的行为之上，但是在意识上行为作为行为总是被设定在进行搭接的诸行为中的。我的思想行为作为积极有所成就的行为搭接到另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上，如同搭接到自己的行为上一样，搭接到异己的行为上。我的意愿行为搭接到异己的意愿行为上，我的行为在自身中包含异己的行为，或被异己的行为所包含。


  如果我设想自己处身于亚里士多德之中，那么这就是昔日的亚里士多德。我现在再也不能影响他，但是他从前的思想现在在我之中产生影响，这种从前由他所产生的思想，与我现在重复产生出来，并且现在通过触动我继续对我产生影响的思想，是同一的思想。一个共现前的人能够感受到由我而来的影响，我也能够感受到由他而来的影响。过去的东西总是对现今的东西产生影响，现今的自我作为现在开始一种行为的自我，在后来的行为和后来的信念方面对现在的或将来的相同的自我或不同的自我（作为现在或将来“生活着的”自我）产生影响，影响行为（对将来的影响）的时间性是一种本质的事态，个人的影响行为所涉及的是处于其此在等等之固有的时间连续中的个性，然而却以时间的连续性，内在时间的连续性，世界广延的连续性为前提。


  §〈6.〉处于交流之中的众多个人作为共同体的行为或共同体的成就之基底。共同精神


  因此，总的来看，我们拥有能够借助移情作用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范围内和不同方向上建立起来的意识关联，是普遍的，超个人的，然而却仍然是个人式的有所成就的意识之一个层次，它在所有参与的个人那里都起作用，流贯于所有参与的个人的，或更确切地说，是从他们涌流出来的，然而却仍然流贯于他们之中，仿佛是具有一种意识和一种个人式的有所成就的行为的该个人之统一。这种共同的个性，这种被联结起来的个性，作为共同的成就之“主观”，一方面是一种个别的主观之类似物，另一方面又不仅是类似物，这种个性是一种被联结起来的众多个人，该众多个人在其联结中有意识之一种统一（一种交流式的统一）。在这种被分配给诸个别个人的众多意志内部，这种意识之统一具有一种对于所有个别个人都是同一地被构成的意志，这种意志除去进行交流的众多个人就没有别的位置，就没有别的基底；对于其它“统一地”、社会地被构成的行为，也是如此。每一个自我都是行动之主观，但是每一个自我都处于一种功能之中，因此是一切完整的主观之被联结起来的统一。它是一种统一的基底；正如该自我，该个人，对于他的诸个别行为细节和诸持久行为而言是基底一样，同样，进行交流的众多个人也是基底：它在这里并不是众多，而是奠基于众多之中的统一，它是对于作为行为细节的诸行为而言的基底，对于诸持久的行为而言的基底，这些行为本身是更高阶段的构成性统一，这些行为在有关的个别人的行为中有其奠定基础的诸低级阶段。


  因此，例如当我们谈到共同精神时，并不仅仅是类似，同样，当我们相关联地谈到一种构成物，像语言，或道德等等时，并不仅仅是比喻。一个学院拥有信念、愿望、意志决心，它完成行动，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在严格的，但相应更高阶段的意义上，我们也能够谈论能力，谈论性格，谈论信念等等。


  但是在这里必须区别较高级次上的个人，真正的个人的联结，和单纯交往的共同体，单纯交往的影响共同体；一种语言并不是像在议会制国家中的国家宪法那样形成的。


  物理的自然是通过进行交流的共同体中的诸个人的主观之相互“搭接行为”构成的。同一的，时而这样时而那样显现着的事物，是在我的多种多样显现中，作为统一而构成的。诸显现流逝过去了，然而已经流逝过去了的诸显现是“有所成就”的，它们过去了，然而它们仍然继续有效，并在构成方面起作用。这个主观作为感性的主观将现在和过去搭接起来。这不像在自然中那样，在自然中，过去了的事物状态就什么也不是了，只有现在的东西才真正存在，真正“有所成就”。


  但是对于主观一般来说，这在另外一些方面更为重要。我的过去了的决定会以再生的方式重又起作用，现在重新起作用，而且是直接地起作用。 这不像在自然中那样，在自然中发生的是连续的时间上的效应，每一个因素都包含过去诸因素之效应的表现，每一个时间上的“片刻”都是唯一实在的，并在自身中包含一切因果性。对素质进行管理的，并且只允许眼前的现在有效实在地存在的一切对心灵的统握，都曲解了下面这个基本的事实，即过去本身是通过再生产这样一种中介在现在中起作用的。每一个决心都更远地在将来起作用：它不是在“心灵”中唤醒一种持续变化着的东西，像在自然中一样，将来的影响是在其结果中出现的，相反，“将来”确立的意志会变成当下的和自身实现的意志。过去的自我对自己本身实行远距作用。


  在我的诸显现中，我的对于我而言的对立面，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我之中，它构成了我的感性世界。但是另一个人将我的感性与他的感性搭接起来，并且通过这种搭接行为，这一个世界对于我们双方而言的这一个世界，在意识上在此存在，它是 “双方”的相关项，最后是敞开的众多人的相关项。此外一切客观性东西也都是如此。


  诸主观性的东西也是作为各种不同级次的统一构成的，我在这里也拥有（但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多样性的东西与统一性的东西，有诸持久的信念之持久的主观，还有诸持久的统觉（对这一个客观的世界之统觉）之持久的主观，持久的评价、需要、意愿之持久的主观。这种多样性的东西就是诸个别的和在流动中相互交融的体验，诸生活脉搏，但它们是作为时间性的东西表现出来的，它们都服从于下面这个内在时间性法则，即接受内在的“联想的”紧密结合，形成统觉，在一切反思之前建立起统一和可能的反应之出发点（这些是相互关联的个人的自我实现之条件和个人的发展之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考虑到在相互理解中诸个人相互接触，取得一致，那么这些取得一致的诸个人仍然始终是诸个别的个人；但恰恰是取得一致的诸个人，在这里每一个个人彼此相互在意识上都被意识为是与另一些个人取得一致的，并被另一些个人在意识上一起包含着。在每一个个人的意识中，该个人本身都是统一，并且每一个其他的个人也都是统一，并且是与他的统一的人格综合在一起的，并且在每一个个人的意识中，异己的意识都是与他的作为流被构成的意识关联结合在一起的，并联合成一个以个人方式属于被联合起来的流的共同的流。此外：性格，特性，继续发展的各类持久的行为，各类共同的成就，各类共同的劳动等等，在意识上都属于这个流。


  共同体的个人，共同的精神性（如果人们喜欢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紧缩个人这个词的话）是真实和真正个人的，它在这里是一个本质的上位概念，这个概念将单个的个别的个人与共同体的个人联结起来，在这里它是类比，正如在这里，在一个细胞和由细胞构成的有机体之间存在的类比一样，它不是单纯的形态，而是种属的共同体。


  在一个民族那里，虽然人们谈论一种连贯的意识之统一，但是人们能够谈论一种包括一切自我主观并将它们结合起来的共同体行为之统一吗？但问题是，民族的统一究竟是不是个性之类似物。例如，当一个少数民族为了他们的语言的缘故而受到压迫时，人们爆发了愤怒，寻求实践上的统一之形式等等。


  〈§7.主观性之构成〉


  在一切存在之起源由之发生的一切生活之构成性的意识（在一切存在之起源都是由这种意识发生的）中，我们发现，主观性的东西和客观性的东西是并行地被构成的，并且主观性正如它的客观性一样是构成性统一的。主观性本身能够变成“客体”，变成对象，主观性之这样一种不可思议之处，正如我们更确切地说的，表现在：在纯粹意识中构成方面的构成物之两个流最终能够在主观上分开，它们在不同的阶段上彼此作为主观和客体存在，由此一个确切的“客体”概念被标明出来。在这里诸客体就是1）诸事物，就是说，印象上的，但是由个人的成就而来的诸对象，和与它对立的2）作为一切事物之相关项的诸主观本身；如果这些主观——以逻辑的说法——是对其进行特征描述的诸谓词之主词，那么这些主词从它那个方面说就是对象，但又是这样地是对象，即是一切特定的个人的特性，尽管是持久的，然而只不过是相对持久的。诸个人是原则上无限的发展之诸统一，他们并不是能够绝对保持的实体，如他们在事物领域中会被归于诸性质的那样，因此关于个人不可能有“数学的自然科学”。但是个人对于个人必然会变为他们环境世界中的对象，并且个别的个人如同一切被构成的更高阶段的个性一样，必然会变为环境世界中的对象。一切有所成就的行为之主观必然又是有所成就的行为之可能的课题，是可能的改造行为之可能的课题，因此，个人和作为客体的对象性之间的这种本身是彻底的划分，就被相对化了。在更广泛意义上，个人也是对于个人的有所成就的行为而言的客体，并且即使将来，也会是客体。


  什么是主观性之“构成”呢?与内在时间之统一性的形成一起，持久的事物性的环境世界以及对该环境世界之持久的态度也构成了。自我在与预先给予东西的关联中获得了持久的特性，它自身发展，并且在共同体中和别人一起发展。诸共同体以相对的被动性构成，这些共同体以持久地被构成的，并自身发展着的个别主观为前提；但它也在其发展中影响这些个别的主观。由于参与进来的诸主观之纯粹的主动性，诸团体，以及其它有自我意识的，并且由自己本身设定的，更高级次的个人，被构成了；最高的是与单纯活动的共同体对立的“伦理的”人性之理念。因此，个别的人之理性的理想也就是自己本身想要成为理性的主观并作为理性的主观进行活动的人。因此共同体也是将自己本身设定为理性的主观的，但不是孤立地设定，而是以普遍的意志相互作为这样的主观进行设定的，进行努力的，并且是理性的诸主观之共同体。


  附录XXV  作为超个人的整体性的共同体化了的人性〈1921/1922年〉


  文化。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实在性，一种生动的实在性，一种精神的实在性的被共同体化了的人性，通过对其个人式的生活之或宽或严的共同体化，由诸个人形成生活的整体性，超个人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是一种超个人的精神的个性，或更确切地说，实在性，并可能或多或少相似于一个个别的个体性。正如单个的主观有其心理的功能，更确切地说，有其我表象，我思想，我感受，我意愿这些个人的功能（我思[cogito]）一样，超个人的精神的实在性（或者超个人的主观性）以及在能够按照准确的类比谈论的有目的的意愿，有目的的行动，有目的的创造活动的最好的情况下，我们肯定能够谈论一种更高级次的个性。


  这种超个人的主观性，这种继续生活下去的、继续起作用的人性之统一，相似于一种处于其由细胞构成的结构之中的身体的有机体，我们也将一种处于物质代谢等等之中的生命之统一归于这种有机体。人生存于诸个别的个人之中，由这些个别的人构成，这些个别的人都是细胞，是以有机方式起功能作用的最后要素。众多的人暂时地或持久地被共同体化，并通过这种联结形成一个有众多细胞的器官等等。人性之有机统一通过一些新的个别的人的新生和另一些个别的人之死亡得以保持，同样也通过多细胞的器官之重新形成和多细胞的器官之死亡得以保持。


  另一方面，在这里由于以下情况出现了另外一种新东西，即这里涉及的是诸个人，是意识之诸主观，以及被意识到的自身，而且是在“以心理方式”形成的意识之意识生活中涉及的，如持久的记忆，持久的相信，持久的习惯，确定地形成了的功能方式，或起作用的行为之方式，实行有目的的活动之方式。每一个个人的主观都含有许多精神的结构，而且我的自我在这里包含有这样一些功能形态，这些功能形态就自己本身来说作为形态会变成对象，它自己本身也会将功能形态用作意图之课题，改造之课题等等；这种“方法”本身是对象，并且会被发明出来，会重新形成等等。


  这种共同的精神东西也是一种共同精神的心理东西，具有共同精神的记忆（传统），共同精神的习惯，共同精神的功能方式等等（同样也被一起称作传统）。例如语言，我们称它为精神之“器官”，因此这种器官是与我们谈论植物的器官时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意义上的器官，或者也与这只手是整个身体之部分，是有机的部分，并且是有机地发挥功能的部分，完全不同的意义上的器官。


  此外借助“对于心理的主观，特别是个人式的主观而言的身体”这个标题，补充一个有机体的新概念，正如现在应该考虑，这个个别的人如何是一个身体之精神，并且这个身体如何是一个由诸可支配的物体式的肢体构成的系统，这些直接的物体式的作用如何是可供使用的等等，因此身体如何是由在物理的世界中的诸自由的作用构成的直接的系统，并借助这个系统而向另一些主观呈现出来，我是说，应该思考，即使是“人一般”也总是具有某种身体性的东西，并且有一个作为一个通过身体中介的诸作用之世界的物理的环境世界。


  一般的人，作为历史实在性的人性，或者一个人群，例如一个民族，具有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作为实在统一的心灵，由身体性承载的统一的心灵，这是统一的自我中心化的一部分，或者是统一的自我中心化的一种类似物，一种共同精神的心灵生活之统一，这是贯穿于诸个别的主观而生存的东西，当在共同体的意识中（移情作用）一个主观之诸行为与另一个主观之诸行为结合起来时，就以特殊的社会的诸行为之形式生成了作为一个将众多自我结合起来的社会意识的，和社会思想的，社会的作用的集体的诸主观的主观的综合。但是移情作用，这种相互的在此存在，在一种共同的生存地平线中的在此存在，伸展到多么远，以下情况就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即没有任何一个个人的行为是真正孤立的，至少它总是准备去促动另一些主观，正如每一个自我对于每一个其它的自我而言，不仅是在此存在的，而且是以社会的方式在此存在的，正如所有的自我都是这个整体之相互起功能作用的诸因素，并且相互都获得现实的和可能的社会功能一样。


  在进展着的共同体化中，一种越来越高度地组织起来的共同体的心灵和共同体的主观性，以及也许共同体的个性，被构成了，这些东西都具有由个人式的结合而来的越来越丰富的结构（婚姻，家庭，社团等等），这些结合都具有相对持久的功能性，这些结构从整体来看是作为“器官”起作用的，而且是在越来越高的意义上为这个整体起作用的。此外，诸暂时性的结合也被构成了。在共同体的心灵中（在这个无所不包的共同体的心灵中），我们发现了“诸习惯”，诸传统等等，发现了起作用的共同体生活之持久的形式或方式（习俗，语言，习惯法等等）。外部的物理世界通过有目的的劳动改造得以产生，并被赋予目的意义，对所有的人都具有由共同体意识而来的意义的诸事物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等等。


  并且所有这一切都是文化生活，因为个人式的生活是目的活动的生活，共同体的生活是在共同体之中的目的活动的生活，并且是按照共同体意义的目的活动的生活。所有那些为共同体并为作为共同体之成员的每一个个别的主观（和个别的团体）在此存在的东西，本身都是对于有目的的活动而言的基底或动因，都服从于意志力，都会受到“培植”。并且这涉及就自己本身而言的共同体自身，并且涉及作为起作用的以及一般而言活动的生活之已生成的风格的一切共同体的形式，涉及语言和习俗，涉及共同体的相信系统，宗教系统，伦理系统等等，涉及这样一些作品，它们作为新的作品的典范，或者作为根据批评而被改造过的典范形成新作品的动因等等而是共同体的评价、爱、赞赏之基体。


  文化是关于进行创造的人类生活之名称，是关于被在共同体的成就当中客观化了的人类生活之名称。但是在此做出成就的人类本身，以及人类的心灵之整个形式，人类的共同体的主观性之整个的形式，以及它的不断进展的生活之整个形式，本身就是成就，并且作为在自身中进行客观化的生活本身就是成就。“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或者是一个人群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由于共同体化而相对自成一体的或绝对自成一体的人群的历史）。它当然（eo ipso）也是充分的具体化中的文化的历史，正如文化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是一致的一样。但是在谈到文化的时候，目光所指的是人性的成就之大量的系统和关联，在谈到人类历史的时候，目光所指的是做出成就的主观性。


  附录XXVI  共同精神II﹒——文化生活和共同体生活  （1922年秋）


  〈内容提要：〉并不是指向目的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并以此使世界精神化的全部心理生活（并不是被动性之全部的心理生活）都是人类的精神生活。真实的存在和作为文化构成物的真理。


  处于共同体之中的个人式的生活。自主，社会的自主：我-你-影响，以共同体式的与世界的经验关联为基础的社会行为。实践方面的相互一致，社会性的结合。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化之统一。持久的共同体之关联。


  实践的环境世界。诸不同的实践的环境世界。实践的当前，实践的将来。


  世俗的人性作为实践的大众（“人的世界”）。作为形式的个人的空间以及个人的（历史的）时间。在这个全体中的诸特殊的共同体，告知的共同体（语言的共同体）。


  个人式的生活作为处于与一个被意识的，被经验的，被空洞地想象的，被思想的，被评价的，被以劳动活动对待的世界之关系中的自我生活。在这个环境世界中，由于移情作用出现了另一些自我主观，而且是作为人，作为身体-心灵的统一出现的，因此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包含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如同我一样有一个环境世界，而且除去诸不同的自我和自我东西之外，还有一个对应于诸不同的自我东西的，以不同方式“定位”的， 以不同的给予性方式、不同的表象方式、不同的评价方式被意识的共同的环境世界。然而在这里需要更大的精确性。因为我们必须区分：一方面是自然，作为相互进入到理解的关联中的所有个人式的主观之自然，这个绝对共有的诸客体之世界，我和每一个人在一致的经验中所经验的一切，以及在正当的、得到证实的和能够证实的思想行为中通过思想规定的一切，都属于这个客体世界；另一方面，是多种多样的身体，诸身体不仅是自然，而且是“被赋予了灵魂的”。理想地说，只要每一个自我能够在身体的表现中以同一的方式被给予每一个自我，并且被规定为自身存在的，身体就也是客体。每一个自我都在对自己本身的主观方式的反思中以原本的形式发现自己本身，每一个自我都在移情作用之准当前化的形式中发现每一个其他人。每一个自我都将自己看作是与另一个人所认识的同一的东西。


  这个客观的世界作为被评价的世界，作为实践上形成的世界，变成了精神的、主观的述谓之基底，在这里，有一种新的类型的述谓，更确切说是共主观的述谓，共主观的价值特性，共主观的目的特性（对于每一个人都有用）等等被构成。但是这些述谓并不具有与关于自然的述谓，关于物理的自然和心理物理的自然的述谓相同的绝对的客观性。


  人类的精神生活：不是全部的心理生活，不是仅仅是迟钝的被动性的生活。在我们心目中特别想到的是主动的生活之领域，自由活动的生活之领域，处于共同体关联之中个别的人之领域，指向自身被设定的目的的，有目的指向的生活，目的活动的生活。


  这种目的活动能够被指向物理的事物和过程。它可能是一种暂时的目的活动，它可能赋予事物一种持久的被改变了的形态，这种形态可能被理解为是对于某个个体之某个目的而言适合的形态，被理解为是规定给该目的活动的，或者按照实现该目的而被规定的，被理解为已经实现了目的的，回溯到曾经存在过的实现行为的（一种成果之剩余）。一个自然对象性的东西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适合目的的，并且被看作这种东西，它对于一种目的而言可能是持久地存在的，并且是一再地适合的；但是它不仅能对于它被反向关联到的一个主观是适合的，而且对于每一个主观，或者对于由相同的要求促动的许多主观，都是以相同的方式符合目的的。同样，一个主观能够为了它的一次性的目的，或者是可重复的目的，改造一个对象，并赋予该对象以一种适合于持久的需要和反复的需要的目的形式，同时，这种目的形式能够对被同一些需要所促动的另一些主观，并且对任意的主观，都有用。


  就这样，诸对象获得了价值形态和目的形态，这是一种由有关的个体或另外还想到的诸个体之进行评价的行为和进行目的设定的行为产生的形态，也许这是一种诸个体只有通过进行改造的活动才能获得的形态，这种活动为诸行为打上了为了这种目的而有意地形成的手段这样一种印记。这样就形成了个别的，主观地产生的述谓，还有普遍的，经验方面普遍的主观的述谓，这些述谓明显地不同于另一些述谓，另一些述谓是环境世界的对象和共同世界的对象，独立于诸主观之进行评价的态度和实践的态度和诸主观之劳动成就，独立于诸主观所具有的按照目的（作为实现目的手段）适当改造事物的意图，而具有的。


  因此环境世界和共有的世界包含纯粹的客体，也包含“精神的”客体，这些客体都具有关于价值的述谓和关于目的的述谓；包含诸对象，这些对象都能够纯粹作为客体来考察，于是属于纯粹的客体世界。另一方面，存在着这样一些对象，在这些对象的客观的规定中（在某些同一的规定中），显示出“精神的”意义，在其中也包括那些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精神的”意义。然而不仅客观的规定性适合于作为这些述谓的承载者；当我由于对我而言的某个位置上的一种美的显现方式而喜欢一个对象，而且为了使这种美的显现方式能呈现出来也许还形成这个对象时，就是如此。


  真实的存在和作为文化形成物的真理


  让我们来考察主动的，自由的诸主观。人只有作为清醒的人，才真正是人，并且作为这样的人，他总是受到刺激，并且按照受到的刺激而行动。他作为进行经验的人，进行思想的人，作为透彻地进行认识的人而行动，并且当他这样做时，他就是在努力追求，他就是在进行评价，他所针对的就是被评价的东西，他在进行实现的行为中获得了该被评价的东西。在这里，这种被获得的东西就是真实的存在，这就是在以认识而占有的行动中那种达到了认识的东西“本身”。但是还存在一种以预期方式进行获取的行为，如在以并非有洞察力的确信之形式确定一个目标的行为中，或者在作为对一个可疑的、不确定的如此存在的规定的确定中，在对这个如此存在之获取中，但只是作为一种确信而不是作为一种洞察的获取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产生一种对最终的确定，对有根据的认识，对最终进行实现的自身，对真实的存在的要求。一般来说，这就是相信的诸样式之系统和不同的逻辑命题形式之系统，以及以进行认识的确信进行的认识确定之系统。以及在其中目的是真正的可能性等等的那种态度之变化。


  自然。这个被相信的，也许被经验的，并且通过思想被认识的，现在被从它那个方面评价的此在。我高兴它是如此存在的，这个如此存在本身令人高兴。证明，指向一个“它真的如此存在”的意向和实现（认识到这个“它真的如此存在”）。指向这个“它真的令人高兴”的意向。


  爱就是不仅“由于”这个此在而愉快，或者就是喜欢“这个”此在，而且喜欢“占有”这个此在吗？这就是说：喜欢把握该对象“自身”。爱的意向=渴望。渴望就是渴望占有，追求占有。希望并不立即就是对占有的希望，而是希望它存在，因此，希望它更普遍地存在。但是渴望一份菜肴是以爱的方式的追求吗？通过吃而享受是一种爱的行为吗？


  爱指向持久的东西，指向对某种我能一再地自身把握的东西，并且能在自身把握中通过评价而享受的东西的占有。但是对在占有当中的这种可能的喜欢并不是爱。我能够爱某个我没有占有的东西。爱是一种习惯的爱，是一种持久的喜悦的相信。如果我不论什么时候我看到它，看到这个持久存在的东西本身时，我就喜欢，并且每当我想到它，就思念它，渴望它，当看到它本身时我就喜欢它本身，那么我就是爱它。


  处于共同体之中的个人式的生活


  自我之自主。我在我的思想行为中，感受行为（评价行为）中，渴望行为（追求行为）中，意愿行为中指向我自己，我是作为自因（causa sui）指向我自己的。


  我-你-行为，我作为对另一个人，对另一个自我（alter ego），施加“影响”的自我，支配它。


  我支配自己，我不仅想象自己，更明确地说，我不仅实行对自身的考察，也不仅实行对自身的评价。对自身的评价：我不是评价我所表象的东西，或者评价我所了解的东西，而是评价我如此思维，评价我认识，而且还评价我如此这般地评价，我渴望这个和那个东西，我意愿这个和那个东西。因此，一般来说，我对我实行某些行为进行评价，对我实行各种各样的我思（ego cogito）进行评价，也许还对我如此这般地采取态度进行评价，对我认为这种或那种东西是真的，或将它作为真的来认识进行评价，对我评价某某东西进行评价，对我如此这般地渴望，我在意愿这种东西时选中这种东西进行评价，而且也对我实现这种东西（或者我在过去曾实现了这种东西）进行评价。但是对自身的评价不仅是对暂时行为的评价，它是对自我本身的评价，这个自我作为处于其诸行为中的同一的个人显示出来，而且是在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中如其所是地表明出来的，即它在它当时的诸行为中是这样的。我曾一度意愿过这个或那个东西，我曾做过这件或那件事情，即使它只是在各种各样的想象游戏中漫游，这也许使我整个一生都会责备自己，使我感到羞愧。我现在所是的这个我，是同一个我，同一个个人，他过去曾存在，他与在他的过去的诸行为生活中所表明的以及在现在的诸行为中所表明的，例如在这种对自己本身感到羞愧的行为中所表明的这个个人，是同一个个人。


  因此，自我评价是对自我本身的评价，是由这同一的自我实行的指向自己本身的评价，并且在对我已实行了的一个行为之自身评价中，存在着对作为在这个行为中进行支配的（表明着的），作为如其所是的这个自我之评价。


  但是自主并不是对存在的决定，并不是在存在方面的和述谓方面的决定，相反，在这里，这种决定是一种“实践的”行为。


  我不可能想要（因此已经就不可能想要谋求，想要尝试这种东西）是另一个人，但是也许我能够想要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想要变化。然而在变化中我是同一的；同一的，但也许是一个更好的或不太好的。我希望我是另一种样子，我测量一种如此存在，我以否定的方式评价它，我认识到，一种不同方式的存在是可能的，并且对于我而言是可能的； 在我的持久的习惯中，我本身是有权力的，关于我自身我有能力做出某件事情，我以实践方式支配我自身，我会变成我的作品。


  然而这仅仅是自主之一种最好的情况，即“改变自己本身”的情况。一般而言，什么是自主呢？指向我的自我的意愿行为之每一种情况，每一种这样的情况都是建立于一种“我将我的目光指向我自身，并且我评价我自身”之中的。


  我-你-关系看上去是怎样的呢？并非从一个自我指向另一个自我的每一个意愿和行为都是我-你关系。并非从一个自我指向另一个自我的每一个表象行为、思想行为，都是我-你-认识。


  我能够从身体方面看见另一个人，虽然我能看见他的眼睛，但是我并不能“爱上”他。我能够从身体方面看见另一个人，并且在他身体的表现中，能够额外地理解他的部分内在生活，此外我能够使目光指向他和他的行为，然而我并不是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在他那里和在他之中存在，即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意义上，即“爱上”该另一个人和“倾心于”另一个人这些表达所指示的意义上。我所做出的，另一个人因此理解的一种表现，例如一种书写方式的表现，并不是一种在其中我指向他的那种“求助于他的”表现。


  以下情况首先在一个自我指向另一个自我的行为中有根据：自我1通过移情作用理解自我2，并且自我2通过移情作用理解自我1，但不仅是这种情况：自我1作为通过理解的进行经验者而经验（理解）自我2，并且反过来。我将另一个人看作是看我的人和理解我的人，而原因继续是：我“知道”，另一个人从他那个方面也知道，他是被我看的人。我们在精神上一起处于相互理解之中，在精神上一起处于相互联系之中。


  相互爱，在进行知觉的意识中发现相互关联，彼此原初地在此存在，并且在理解时，在注意时，在相互在精神上联系时，彼此相互被指向。


  这些自我当中的每一个自我在进行经验、进行评价、进行追求、进行意愿时，都指向他的环境世界，指向这些或那些个别的对象性东西（事物，人，动物），每一个自我都是一种生活之主观，一个生活的当前之主观，这个生活之当前有其过去的地平线，并有其自我生活所面向的将来的地平线。


  如果我看见另一个人，那么我就将他理解为他的生活之主观，但是这个主观对于我而言，只是以移情作用方式在一种不完全的、或多或少不确定的、非直观的、不清晰的准当前化中被给予的（所有那些在诸地平线上，以诸不清晰性，诸空洞性，在本源的自身被给予性中被给予的东西，都在一种新的级次之变样中进入到这种准当前化之中）。


  在与另一个人的接触中，我可能喜欢另一个人，或不喜欢另一个人。我们也可能在这种喜欢中相互接触。他注视我，我带着喜欢注视他；当我用一些方法表达，当我这样说话，选择可能引起他高兴的这样一些说话方式、表达方式等等时，我可能希望在他那里引起一种对我的生动的深刻的兴趣，一种对我的持久的兴趣。或者我可能希望在他那里引起他的反感，或者是加剧显而易见的反感，我讨厌他，并想要激怒他，侮辱他等等。


  我们都与一个我们现实共有的环境世界相关联。他试图占有一些事物，按照他的目的形成这些事物。当他指向这种目的时，我就在他身边，并帮助他。在一切约定之前，我就将这个他所希望的东西移向他，以使他能够直接地取用， 我在我的直接够得着的东西之领域中拥有该事物，而对于该另一个人而言，这个东西是他够不着的，或很难够得着的。


  他“在我的当前之中”行动，而对于他来说，我存在于他的当前之中。我们不仅一般地处于同一的事物关联之中，处于同一个“地方”，而且我们处于一个“共有的”当前之中，处于一个现实的共有的地方，处于一个意识上共有的环境世界之中，我们是这个共有的环境世界的主观，并且共同地作为“我们”被构成：我们彼此相互在此存在，每一个都作为自我（ego）而存在，而另一个人作为另一个人而存在。“我们双方”是在“我和他”这种形式中被给予我的，而对于他来说，是在一种我表达为“他和我”的这种给予形式中被给予的，而这种形式他表达为“我和他”。


  如果我有一种关于在本源的交往的生活中与我进行交往的另一个人在此存在的意识，我就不需要通过注意指向该另一个人，我就不需要亲眼看见他，他也不需要亲眼看见我。只要该另一个人在意识上存在于我环境世界领域中（尽管未被注意到），而且作为另一个人存在于我的环境世界领域中，与此同时，我同样也存在于这个领域，就足够了。此外在这里对作为自我被指向这种东西的注意必然肯定发生在前。但是如果我伸手去取处于其当前之中的某物，我就特别地指向该物，而另一个人则是第二性地意识到的。但是他观察到这种情况，并且帮助我。如果我帮助另一个人，我就在他的努力争取中“和他一起”努力争取。我“参与”到他的行动之中，我给他以由我完成的一部分，我以某种方式与他一起行动，对于他而言的意图作为他的目标，也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他实现他的目标。


  这样地进展着：实践上的一致。希望去帮助，请求帮助。求助另一个人让他做某某事。对于在这里出现的诸可能性的一般考量，即我与另一个人处于一种意识共同性之中，处于一种共同的当前和共同的空间性之中，而且是作为起作用的、实践的主观处于其中。


  特别是对于只有一个主观能够拥有的同一的事物之追求的行为，渴望的行为，想要占有的行为。在“拥有”中被消费的事物；可能“一再地”被使用，但是当一个人使用它们时，另一个人就不能使用它们的东西。可能同时被许多人使用的东西，等等。


  目的共同体之相对持久的社会式的结合和目的冲突（战争）之相对持久的社会式的结合。社会性的结合（团体，商号，贸易公司，等等）。具有依据社会目的的目的评价的、目的意愿的、目的愿望的、目的行动的社会性的个性（“我们”）。作为公司之相互配合的职员的股东（伙伴）。


  相互配合的关系和隶属的关系。按照下属与上级的结合。主人-仆人，老爷-奴隶。在相互配合之共同体中存在的正是这样的关系。在个别情况下，或者一般总是，在与另一些人达成一致的关系中，一个人担任“领导”。对这样一些可能的关系之思考。


  诸可能的共同体类型。能够共同推动的诸可能的目的。认识的共同体，经济的共同体，促进共同宗教生活的共同体。以一种共主观的（对一种尽可能自由的个体生活进行规整的，而且是以合群生活的形式进行规整的）生活秩序为目的的共同体。尽可能消除矛盾，并以一种协调方式调停矛盾，以使所有人的和平生活和和平行动成为可能的共同体。国家。


  并非是团体的共同体。一种科学之科学研究者的共同体并不是科学的团体。在这里没有意志的统一，没有在同仁同意之下的被承担的义务，没有协作社式的机构，没有团体式的个性（没有在一种意志一致之中的意志的联合，没有取得一致）。共同的语言生活，共同的经济生活等等。


  对于每一个成员而言的团体（共同体）的客观性及其对于每一个成员的给予性方式。团体只是如它们所是地作为在诸成员中也许被给予的团体，由于进行构成的诸行为及其诸习惯的社会性而存在。因此每一种社会性都有其从有关的成员之观点来看的作为被定位了的给予性的本源的给予性。但是当有关的成员想象具有其成员的共同体时，这个成员本身正是作为这个共同体的可能的定位之中心而一起想象每一个其他成员本身的，在反转过来时，每一个其他成员也在意向上包含着正是作为这种成员的每一个其他成员，因此在每一个方面都是相互包含的。


  所有这些作为在设想自己处身于另一些成员之中，设想自己处身于另一些同伴之中的行为中可共主观地达到的给予性方式的给予性方式，都被共主观地统握为这同一的社会整体之“显现方式”，并处于这种视为同一的关系之中。但是真正的自身则是一种意向性的统一，而所塑造出来的真实的存在则具有其无限敞开的地平线。


  一个共同的主观性（一个被共同体化了的主观性）之共同体的意识，共同的自然，共同的身体的-个人的存在方面，人和动物在这个共同的自然中，共同的客观的世界中是联系在一起的。


  共同体化之统一性。每一个主观都是这个共同的世界之主观，这个世界作为一种敞开的无限性，具有敞开地可规定的，敞开地不确定的地平线，这个世界按照其真实性对于每一个主观都是同一的世界，对于每一个主观都是可作为同一的世界来认识的，一个主观在它的作为环境世界的世界中所发现的每一个其它的主观，都会认识这个世界。诸主观之敞开的无限性属于这个世界，这些主观都是这个世界之主观。对于每一个主观而言，不仅有另一些主观在此存在，并且它不仅拥有关于这另一些主观的经验、认识、知识，而且在它的生活中，在其被动的和主动的生活中，它的评价行为和它的意愿行为不仅延伸到另一些主观，而且每一个自我也都能够与处于社会行为之中的、作为个人式的自我主观的另一些主观建立共同体联系。它能够有意地表达、诉说、倾诉，另外，它也能够在这个共同的世界中，而且首先是在这个共同的物理的世界中，产生效果，这些效果本身不仅属于另一些主观之可能的认识之领域，而且也能被另一些主观理解为是这一个主观所想要的，所产生的效果，而且这一个主观产生这种效果是为了这样一种目的，即另一个自我（或者更多的其它的自我）由此获得好处，或由此受到损害，另一些自我在其目的中受到推动或受到阻碍。正如我对另一个人表达时是向他陈情一样，同样，我将我的另外一些这一类的效果，或更确切地说，有效的活动，传达给另一些人，或传达给不确定地敞开的众多其他人。如当我不仅在一封信中“亲自”向另一个人求助，而且我还写成一篇文章，以便另一些人（在我所期待的）适当的时机会阅读它，或者也许能找到阅读它的机会，然后我希望知道这篇文章的效果。或者我在我的花园周围建一个栅栏，或一堵围墙，它意味着，我这样做是要使另一些人知道，我想要阻止另一些人自由进入，并阻止另一些人自由使用被圈起来的东西。因此这些事件，这些由主观以某种方式产生并带有相应内容的事件，或者还有诸持久的事物对于诸主观而言的告知，这些告知回溯到那些主观的告知，这些告知给予这些事件一种确定的针对另一些主观的意义，另一方面，正是这种意义，在自身中带有一种目的意义，是针对诸主观及其意识生活的，并且是针对指导这些主观的确定的或不确定的普遍的目的活动的。


  因此，在这个世界的诸主观之间除去直接交往这种短暂的现实的联系之外，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社会影响的联系，这些联系都具有相对持久的、持续存在的性格。


  但是并不是这个世界之所有的主观都处于这些社会的联系之中，尽管存在着建立交往关系和持久的影响关系的模糊的可能性。每一个主观都有一个现实的环境世界，一个由自然的对象和人构成的领域，这些自然的对象和人是它在现实的当前中现实地经验的，更确切地说，这些自然的对象和人形成它的现实的目的活动或可能的现实的目的活动之范围。此外还有第二种意义上的实践上的当前和实践的环境世界，它标出了实践的诸可能性之一个范围，一个当前的地平线：这就是我在环境世界的当前中所能够影响的东西之全体，我能够以目的活动之形式参与进去的东西之全体，在其中我能具有目的的东西之全体。因此需要一个特殊的概念：现实的当前的影响领域这个概念，或者，一个可能的实践环境世界的当前这个概念。


  但是这个当前有其实践的将来。每一个自我都有其实践生活之敞开的然而并不是无限的地平线，并且每一个自我都属于它的对于它的整个的生活而言的实践的环境世界。在这当中，它在每一时刻都有其实践的当前，这就是它在现在实践上能够“直接地”意识到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当前的概念就扩展到现在，扩展到下一个时间，这是我在这里可能的，因此它是我的实践的环境世界，并且最终扩展到我的整个生活。


  属于这个实践的环境世界的并不是全体同胞，而是我能够向其倾诉的，我能够通过社会行为以某种方式向其求助的那些同胞。对于火星上的人，我不可能做到这些，对于地球上的所有的人，我也不可能做到这些。我的实践的环境世界中的每一个其它的主观本身又都有其实践的环境世界，并且只要我能通过这另一些人产生影响，他们的实践的环境世界也间接地属于我的实践的环境世界。


  大约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地球上的人类由于其国家的权力结构，形成了一种极大地扩展了的实践的共同体，即由诸自我主观构成的整体性。对于这个整体性而言，存在着直接的或间接的相互理解的实在的可能性，以及直接的或间接的社会影响的实在的可能性，而且是这样地存在的，即围绕这些新的主观的扩展不再是可能的了，或者这样说也是一样，即这些新的主观被一个共同的实践的环境世界联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被这个地球上的世界（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世界）联结起来。一个这样的极大的实践的共同体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实践的共同体，一个由诸个人构成的全体，一个人类的世界。十九世纪之前，地球上存在的不是一个人类的世界，而是众多人类的世界，众多人的无所不包的共同体，或者众多全体的共同体，以及相互关联地还有众多不同的实践的世界。对于一个无所不包的实践的共同体之每一个成员而言，这个实践的世界是同一的世界，并且包含着所有其它成员和这个无所不包的共同体本身。这个无所不包的实践的共同体同时是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的主观性，并且作为实践的客观性属于这个世界，相似于一个被单独看待的主观本身是被包含于它的实践的环境世界之中的。这个主观就本身来说，同时是实践的客体。


  在一种实践的无所不包的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人的生活都与每一个其他个人的生活直接或间接地联系起来，每一个意识都与每一个其它意识直接或间接地联结起来。这个共同体中的所有的个人都具有或能够具有同一的个人的地平线，所谓的作为全体共有的主观的环境世界之形式的个人的空间，和作为属于形式的个人的现实性的个人的世界。每一个主观都能够进入到这种地平线中，并且诸个人在从“最近的”诸个人到 “较远的”诸个人之进展中，逐步地达到给予。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本身而言都是最近的人，他是在人的世界之中的个人的定位之原点。作为意向的相关项的外部的共同的环境世界，以及这个环境世界（物理的自然，心理物理的自然）之全部的可能的给予性方式和显现方式，都属于这个共同地将所有东西联结起来的生活流（这个主观的流之以综合方式联结起来的或能联结起来的多样性，或更确切地说，主观的流之全体，在每一个自我中定中心），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在恰恰是这些个人之经验方式中实践上可达到，可直观的，对于这些个人而言，是在他们的诸实践的可能性之范围内可认识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评价行为和实在的改造行为之一切现实性都是确定的。


  一切可能的特殊的共同体形式，一切可能的特殊的共同体和共同体之结合（实践上的联合，和实践上的矛盾、敌视），借助于作为进行传达的符号和符号联结之系统的语言之统一（适合于使多种多样的联合起来的意义之统一达到进行传达的表达的那种语言之统一）的一切 “自然生成的”传达的共同体，都被列入到这个全体当中。语言作为在语言方面自成一体的共同体之传达形式。


  一个这样的共同体之诸成员能够学习另一种语言，这样他们就变成了众多这样的传达共同体之成员，并因此，不同的这样的共同体就能够在掌握不同语言的这些个人这种转换站中相互发生联系。但是语言也属于这个实践的客观领域。它能够被有意地构成，并能够被有意地改造，并且它本身是一种共同的形成物，由个别个人之有意的行为形成，并被传统所接受。


  处于一种统一的语言之表达系统中或者是系统的表达形式中的较紧密的生活共同体和作用共同体。


  附录XXVII  个人生活的时间和历史的时间，共同体之生活的时间。时期之类型学。历史的传统  （1922年秋）


  个人式的生活是在被定位的“主观的”时间之形式中进行的：“我思想”，我曾思想， 我将思想等等；今天，昨天，明天；此刻，前刻，此后；今年，去年，明年等等。当前的，以往的，将来的。


  A﹒1）当前之统一，一个个别的行为之当前，一个个别的我-做之当前，或一个个别的我-受苦之当前，我-做，我-受苦，作为行为不能再分割成部分。在行为的意义上这可能是最近的最单一的时间。2）然后接下来：由众多能够分离开的行为联合成一个行动及其当前，这个当前涉及诸个别的行为及其个别的当前。3）但是这还不够。这个行为作为体验延伸着，我通观作为小时的，年的，整个生活的生活时间的时间之连续性，通观我的整个的生活时间，在这里，我还借助外在的手段，借助钟表和日历，分割出诸时间段落。我们首先必须直接地直观地考察这种东西。


  B﹒然后是类似的东西：属于共同体生活的生活时间和历史的时间，这个历史的时间就是处于其生活时间之中的共同体生活，它有其处于历史学家的生动的现在之中的现在，历史学家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说话，或者作为这个共同体的“目睹者”说话，然后接下来或者是这位读者的现在，这位读者与这位历史学家意见一致，他知道自己在对这同一的共同体的关系上是与这位历史学家联系着的，或者他知道自己作为这个共同体的共同当前者和这位历史学家的共同当前者是和这位历史学家联系着的。


  历史的时间具有“时期”。在最广义上，这表示定位之连贯的划分。以致历史的时刻、历史的年、历史的十年等等一切区分都是“时期”形式。于是个人式的时间，个人式的生活之时间，在准确相似的意义上作为时期之类型学也都有这种形式，都有其“变换”之形式的先验性。在主观的量度当中，一切段落也都是时期的段落。多么久了？一年，五个月等等，天，小时等等，年龄的大小，被定位的主观的时间之长短。在这当中，变老的是生活之主观，而这意味着就生活本身而言不老也不年青，因此也意味着这个时期并不是生活之时期，而是生活者的时期。


  单个的人在纯粹内在的经验中提供了他的生活关联，他能够通观他的生活之统一，属于这种统一的，有围绕这个现在定位的、在定位之固定类型中表现出来的时间之形式；这个现在“总是新的”现在，据此，在定位之当下形式中被给予的处于主观的时间形式之中的这个生活之诸片段和这整个的生活，是一种在流动着的给予方式中被给予的东西，内在经验的“客观东西”，主观的时间本身和主观的生活本身都能在其中辨认出来。但是一切主观的时间规定，还有主观的量度和主观的秩序，都与被定位的生活和这个现实的现在以及这个在被定位的生活和现实的现在中生活着的自我有联系，这个自我时而就一个作为联系点的、永远客观地被确定下来的东西下判断，时而在与这个流动着的现在之联系中，并就包含着这个现在或者是作为联系点而包含着这个现在的处于定位形态之中的诸时刻下判断。我的生活通过围绕这个现在定位而在内在的经验中表现出来，就是说，作为“曾存在过的”过去表现出来，作为具体完整的生成了的此在表现出来，并且作为只有将来才会生成的将来的此在， 以不确定的规定性被预期的，在预先规定中被预期的，然而是未知的，只有通过“行为”才被规定的，被实现的，而表现出来。将来与过去不同，记忆是摹写，是从一种它已沉入其中的晦暗东西中选出一种实在的东西和完整的东西。而期待则是对某种“尚不存在”的东西等等的预先规定、向前抓取等等。


  因此过去和当前都是处于本源地存在着的现实性和已完成的现实性之样式中的真正的现实性。将来是“所希望的”现实性，对于它而言，这个当前就是实现。在对生活时间之内在的直观中，这种生活消失在昏暗的无限性之中。其他人不是从这个直观中，而是按照讲述，获得关于这种生活的意义之产生的概念的。这种直观方面的界限，只不过就是由完全的不清晰性构成的、没有被闯入的远处地平线的界限。


  就共同体的生活及其“历史的时间”而言的类似情况：与个体的意识相对应的是共同体的意识，与个体的行为相对应的是共同的行为，等等。这意味着什么，应该分析。共同体的主观性是一种群体的主观性，自我-诸他人（ego-alteri）之形式。每一个被共同体化了的自我（ego）不仅拥有它的意识，而且拥有关于它作为向另一些人之中看去的意识的意识，并且与另一些人联结成一个具有群体的主观性的普遍的意识关联，但是这种普遍的意识关联消失在不确定的东西之中。对于每一个自我都存在一个远处的地平线：即在我通过理解现实地把握到的另一些人之外的敞开地不确定的众多其他人，以及他们的意识，这种超出我通过理解而现实知道的意识之外的其他人的不确定的、尚未被涉及的意识，而这个又与其他人的意识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只不过就是我们或多或少能够探究的诸地平线。这是由每一个自我（ego）出发定位，并且随同一个不确定的地平线一起直观地表现出来的，并且能由每一个自我继续“构成”的生活之共同体（在进展着的相互交往中通过利用传统等等而进入的，但是不充分地进入的）。在共同的主观-客观的时间（这个时间与共同地给予所有人的环境世界之统一相关联）中生活共同体之客观性的构成。对于“我们人们”而言的外部世界与内在世界之相互交织：我们人们处于生活之统一中，这个世界，我们本身和我们的意识所属的这个世界，就是在这种生活之统一中显现出来的。


  内在的态度：我们人们，我们处于统一之中；这种统一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未知的诸个人，它就伸展到多么远，“我们人们”就伸展到多么远，我们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共同的生活之统一就伸展到多么远。但是一种较狭窄的意义上的共同体的生活，如婚姻，家庭，部族，民族，国家化了的共同体，起码是城邦，团体，所有这些——只要它们保持在一种连贯的，并且在每一个人那里都被意识到了的共同体生活之真实性状态中，而不是陷于一种表面化之中——都是如何构成的呢？


  在正常的婚姻中，在正常的友谊中。形成一种生活统一的两个人，并不是并排的两种生活，而是两个人，两个个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过着自己的生活，但也参与到另一个人的生活之中，一种共同的生活，一种与另一个人的独立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独立的生活，并一起包含另一个人的独立的生活，并且被另一个人的独立的生活所包含。对于这个自我（ego）来说，这个他人（alter）不仅一般而言是仍在此存在的，不确定地被想象为一个意识之主观的，或者按照它的生活之个别情况偶然地被把握的，而就所把握的个别情况而言本身仍是确定的一个某人，而且按照意向，这个他人（alter）的整个生活也“一起”属于我的生活，而我的生活也“一起”属于他的生活。这种最紧密的统一之原理是能够规定的，这两种统一之这种最紧密的统一是能够更详细地描述的。


  让我们举出一些与此相反的最极端的对比。地球上的人们，也许仍然未知的“原始部落”，他们存在于对相互处于交往统一之中的人们的一切联系之外，就如同火星上的人那样，与这种交往的共同体没有形成任何即使只是最广义上的生活的统一。但是，我们——我们作为欧洲人，生活于这个交往的共同体之内——与同样属于这个交往的共同体的巴塔哥尼亚人有什么关系呢？因此人类之交往的统一，欧洲诸民族的统一，英国与其殖民地的统一，一个民族的统一等等，同乡关系的统一，仍有其历史的，或者由于其历史而仍以特殊方式被结合在一起的统一：施瓦本人的统一，或巴伐利亚人的统一等等。一座城市和城市的历史的统一，一个团体的统一，一个目的共同体的统一。在每一个德国人那里都“存在着一种意识”，我是德国人，在每一个所属的个人那里都想象一种意向性，这种意向性赋予它的最广泛的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地平线一种更详细的同时是进行限制的意义，因此它刻画出一种具有较狭窄意义的一个较狭窄的共同体：德意志民族。在这里，这个意义赋予者是什么呢？是什么东西产生具有这种生活之统一的狭窄的个人式的统一呢？尽管诸个人相互并不认识，尽管在这里并不存在例如像在一种婚姻中存在的那样的具体直观的和以个人方式非常紧密的结合。因此在这里也需要更详细的描述。我们德国人，我们的德意志民族，是一种过着统一生活的人数众多的统一的主观性。巴塔哥尼亚人处于这个主观性之外，巴塔哥尼亚人并不是在这种主观性中起功能作用的个别的个人。人们不论在哪里“一起”存在，在那里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意识中大家相互存在，并为对方存在，或者一个人对所有其他人诉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并且我们还有一种人数众多的统一的主观性，以及该主观性的生活，只不过是对于这个时刻而言的生活，而不是作为一种作为持续的统一被构成的、具有持续地统一的生活——这种统一的生活在自身中包含着每一个个别的生活之整体生活——的共同体的主观性。


  如果一个民族被构成了，而且当然首先是对于每一个民族的成员而言被构成了，而且想象的意向性在它的作为这一个个人生活的个人的生活中被构成了，那么每一个这样的主观（我是作为德国人的德国人）就不仅能够理解其他的人，特别是其他的德国人（我的同国人，我的民族同伴），而且还能够理解其他民族的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个别的人之生存，存在，此外还能够理解那些在民族之外的，无国籍的人们的生存、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它对于我们所意味的是：我们的民族相信这个，忍受这种命运，被一种情感，一种意志所控制，而现在民族想要这个和那个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这也就意味着：另一些民族想要另一个东西。一种新的说法也将是可能的：我们在这里是得到维护的国民，我们是欧洲人等等。我作为德国人现在有一种由民族的诸个人或民族的诸共同体构成的地平线，每一个民族作为统一在自身中可能已经形成了在其中它为自己本身而表象的诸表象（自身意识，仿佛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并且已经经验到另外一些民族，这另外一些民族在这些表象中以他者（alter）（另一个民族）这种形式呈现出来。


  现在，形成包含更多民族的更高级次的共同体变得可能了。这种更高级次的统一的诸主观性（这可能涉及与个别的个人完全类似的诸个人或者这种类似可能没有达到这样广泛），只要它们就自己本身来说作为这样的东西被构成了，就能够一起进入到一个更高级次的共同体之中，并能够被共同体化为具有更高级次的“自身意识”的持久的纯一，等等。当我们问，在一个民族之中是什么东西将城市、国家（联邦制的国家）等等，还有属于它们的婚姻、友谊或等级或团体联结起来时，这种考察是在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上进行的；在这里我是杂乱无章地举出所有这些东西的。


  被突出出来的是被共同体化了的诸个人之“众多人”的持续的统一，或者是与暂时被共同体化了的众多个人相对的持续着的“众多人”的持续统一，属于它们的有关于这些被持续地结合着的，被共同体化了的诸个人，诸个别的个人之一种持续统一的持久的认识，而且是处于这样一种形式之中的认识，这种形式能够被称作该共同体关于自己本身的认识。相关联地，有一种不是暂时的统一，而是作为将诸个人的东西超个人地联结起来的生活的那种被联结起来的生活之持久的统一。共同体的记忆之统一，历史的传统之统一就贯穿于这种持续的共同体生活之中。与这种特殊的共同体一起被构成的，有共同体的时间，以及这种时间之主观的给予性之样式，共同体的主观的给予性之样式。共同体之这种特殊的意义，在这里预先就提供了充实历史的当前和历史的过去之这些普遍的形式的一切更详细的东西。


  从内部观察的时间，是意向上的生成之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共同体的生成之理念，这种生成是在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体之中，在共同体的共同体生活之中，在共同体的共同体活动和共同体情感之中被构成的共同体成就之生成，共同体形式，共同体作用等等之被动的生成。


  个别的主观是在与它的意向的环境世界之关联中过它的意向生活的。在进行经验时，在进行想象时，在进行思想时，在忍受时和在起作用时，它总是与这个意识方面的环境世界相关联的。对于主观来说，“当前”意味着什么呢？当前（praesens）这种样式之形式意味着什么呢？每一个尚在生成中的环境世界之事件，现在仍处于持存之中的每一个持存，都是当前的事件和当前的存在，而这个当前则和过去，就是说记忆中的过去——这个记忆中的过去作为过去的地平线，在意向上紧接在这个现在之后——在意识上伸展得一样远。当前的战争与和平，当今的皇帝，当下的困境，我当下的旅行，等等。对于作为当前的我的生活而言，同样也是如此。一种尚未结束的行动之统一伸展到多么远，一种尚未结束的苦难之统一就伸展到多么远。我牙痛，这个当前之形式表示处于与过去的疼痛之统一中的现在的一种疼痛，这种连续性就伸展到这么远。当然，我也可能从一出生就患有某种疾病，但这是一种例外。一般来说，当前——它指的是：这个尚处于生成之中的东西具有它的统一的过去的流——与作为不再是处于生成之中的东西的已经完成了的过去的东西是分开的。因此这种过去的东西可能起作用，例如我为我的过去而痛苦。注800


  在共同体意识当中的类似物。


  附录XXVIII  问题：〈传承（传统）和原创。在共主观性中思想不发生矛盾，但是目的也许发生矛盾〉〈写于二十年代〉


  某个人所说的东西，由他出发，由他的个人的自我出发，而击中我的个人的自我的东西，引起我的思想活动，我的感受活动，我的希望活动的东西，是他的思想，他的意见，他的愿望和他的意志，但是它现在在我之中作为被我所接受的，注入到我之中的，被我所占有的思想；我使这种思想本身变为现实，我理解这种思想，我倾听表达，倾听符号的指示，它变成一种空洞的思想，不清晰的思想，半清晰的思想，它在我自己的进行实现的行为中变成了我的清晰的、有洞察力的思想——但是它是从另一个人那里听来的，从另一个人那里接受的，要归功于该另一个人的。如果他转向我，那么他个人的学说就在向我陈述，并且通过我的接收，他的意向得到了实现；通常他会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如我清楚地知道的，他指向了我，这种指向在我的行为中得到了实现。但是他可能对另一些人说话，我听到了他说话，那些人并不理解他，而我却清楚地理解他。或者他写了一个不确定的致辞，希望有人读它，不管谁读它都行，并希望它在这里产生影响。他在这个不确定的人群中是作为作家起作用的。这种不确定的大众包括我，在我之中我经历到这个不确定地-空洞地显示的作者之在文字中表达的，在书中所显示的意图之实现。


  作者，或者是和我直接相互交往的其他的个人，“进入到我之中”起作用，进入到我的自我之中起作用，这个自我具有其生动的意识地平线，具有其原本的存在领域，及其存在的习惯性东西，它的作为被动的自我存在的方式和它的作为主动的自我存在的方式。而另一个人则具有另一个人的这些东西。他的思想是“在”他“之中”的他的思想，而现在同时是进入到我之中的思想，并且是我的思想，他的诸行为是他的生活，我的同样指向的诸行为是我的行为；这种思想在他之中是他的习惯的“指向”，作为在他之中的持久的有效性，作为持久有效的东西，是同一的东西，而在我之中，在我的从现在起的习惯的指向同一东西中，也是同一的东西。这种精神上的构成物是在“主观上”以不同方式生成的，并且本身在精神上是同一的。我们都共同体化了。我们能够彼此相互独立地拥有同一的思想，但是我们并没有被共同体化，并没有被处于不同形式之中的这个共同体之意识联合起来：我接受这种同一的思想，由另一个人的影响而接受，由他的学说，或者由他的敞开地不确定地指向的意见而接受，或者通过我偶然知道（并非指向我的）而接受，或者通过以已经是共有的同一的东西为基础的共同体的批评和工作而以共同体的方式接受。我处于我们这种地平线之中，并且我和每一个人都处于“我们”这种地平线之中，并且这个地平线同时也是对于许多共同体而言的地平线，并且是我以特殊性属于它们，并且每一个人在他那个方面也都属于它们的所有共同体的地平线，此外还有一种作为共同拥有的由非本真的共同体而来的辐射，和由从诸个人到诸个人的，从共同体到共同体等等的辐射作用而来的远距影响的另外的辐射。


  我由我出发而原本地（原创地）产生的东西是我的。但是我是“时代之子”，我存在于最广泛的我们-共同体之中，这个共同体有其传统，这个传统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具有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具有世代的诸主观，具有较近的和较远的诸先辈。他们都对我“产生了影响”， 我作为后代如我所是地存在着。那么什么是我的真正原本自己的东西呢？在多大程度上我是在真正实行原创呢？现在，我处于“传统”的基础之上，所有我自己的东西都是已奠立的，部分地是由这个先前的传统奠立的，部分地是由同时进行的传统奠立的。但我只是就思想说的。


  诸思想进入到我之中，我通过深入理解所接受的诸思想以原创方式形成的对存在的诸相信进入到我之中。但是关于经验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以移情作用的共同性直接地拥有诸共同的经验。但是我们还通过对那些本身并非被我们当作原本经验而拥有的经验的深入理解而接受经验，我们毫不犹豫地就以一起相信的方式接受了这些经验。我们通过语言接受了关于“在这里或在那里存在”的东西的报道，就是说，按照异己的经验和异己的描述而接受关于这些东西存在的报道。我们通过语言接受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在想象的基础上作为先入之见，作为意见形成思想。


  我常说，异己的意志，异己的愿望，异己的兴趣等等进入到我之中。是怎么进入的呢？ 我的意志以某种方式进入到物理的世界之中；我行动，自然的过程具有了我的行动之形式，由我的意志而来的意向对象式的形式，并且在每一个阶段上都具有，在这当中这种最终形态就具有有意的目的之特征，已经达到的目的之特征，这种目的作为“目的理念”指导过我，并且是在获取的行为中被实现的目的理念。如果我对另一个人起作用，那么该另一个人和他的行为对于我来说就如同物理性质的对象和过程一样，是实践的领域，并且我对他采取行动，我赋予他和他的行为一种目的形态。他的行为可能是我的客观的行动。主人和仆人。在这里，这种行动是在个人式的交往之基础上实行的。这种情况并不需要到处都存在。我能够间接地支配另一个人，可以说，赋予他以动机，关于这些动机我能够通过对他的特性（或者对他的一般的人性）的认识预见到，这些动机会按照我的目的支配他。如果仆人接受了主人的目的（即使只是相对的目的），当他行动时，这种行动就具有意向对象方面的目的形式，但是这个目的是被接受的目的，而这个行动是作为仆人的仆人的行动，这种行动具有由主人那里接受来的，并被仆人由那里占有的目的之形态。


  目的是我的目的，或者它同时是我的目的和另一个人的目的，或者因为它是我为了服务从另一个人那里“接受”来的而是我的目的。但是目的并不像思想那样，并不像经验之效果那样，是诸理想对象。我有一种持久的意志意指，一种持久的目的；在这个方面存在着与一般而言对于由任何一种“采取态度”而来的“意指”的相似之处。因此，我也有我的持久的价值意指，对我有效的价值，持久的意愿等等。它们都是以理想的方式存在，我们能够相互从对方接受它们。


  在共主观性中诸思想不发生矛盾，但是诸目的也许发生矛盾


  但是让我们来更仔细观察这种同一的共同性和对目的之接受及对意志意指之接受！意志首先是我的意志，我的目的，例如我的要占有一个水果和采摘一个水果的目的，我要买一个水果以便享用它的意志。但是在这里存在着诸目的的冲突。诸存在的意指并不以这种方式发生冲突，就是说，在以下情况中并不发生冲突，即我通过与另一个人交流接受了他的存在意指，我现在将这种存在意指也作为我的来占有。那些针对存在意指的目的之实现也是如此，就是说，以建立判断的方式，比如建立作为数学上的认识的判断，这些目的也不发生相互矛盾，每一个人都能够实现这些目的，并且我们能够共同实现这些目的。这种结果是超越个人的，主观的洞察作为有时间性的体验是以个人方式存在的，个人的习惯也是以个人方式存在的，认识的获得物作为我的，保留给我的认识获得物，也是以个人方式存在的。另一个人获得意义，我的所有物和他的所有物并不相互矛盾。但是在交流中我们看到，我们双方所认识到的和我们双方在精神上所占有的是同一个东西。只因为这一个人并不完全将这种获得物当作目的，而且此外也许最后，目的是要通过他的发现，通过他的成就，通过他的能力，给另一个人造成深刻印象，并借此在社会生活中赢得特殊声望，才可能存在矛盾。因此目的和获得物是分开的。获得物能够以下面这种方式共主观地存在，即这些获得物作为他们的获得物能够属于任何一个可能追求它们的主观，而目的则是束缚于诸个人和个人的团体的，因为不同的个人的指向该获得物的获取的行为由于目的不同而抵消了占有。如果这一个人或这一些人具有对下面这件事情的实践的兴趣，即让这个水果自由地成长，而另一些人的实践的兴趣则是摘取这个水果，这一些人的意愿态度指向物理上的改变，而另一些人的意愿态度则指向不改变（对于心理方面的东西也是如此），那么有关的这些行动之这些意愿、目的就会发生冲突，它们就处于实在的矛盾之中，在实现当中，它们就会相互排斥。


  附录XXIX  作为文化行为的习俗行为  〈写于1921/1922年〉


  〈内容：〉我们称作文化的那种东西中有一部分具有习俗之形式；习俗，语言。对“好的社会”和语言之更详细的分析。“习以为常的东西”（社会的传统，社会的风尚）以及和习惯一起构成的社会的当为。习俗的客体。合规则的东西，规范的东西，违反规则的东西，在习俗方面的规范意义上不应当做的事情，我们本来也可以说，在传统意义上规范的东西，合规则的东西。普遍的东西，流行的东西。自然的态度和传统（先入之见）。


  属于文化领域的还有如祈祷的行为，发誓的行为，恳求，吃的行为和喝的行为等等诸行为。并不是每一种行为都是文化的事件。例如如果我拾起一块石头，向一只狗投掷过去，那么这与文化就没有任何关系。在祈祷的行为中，在吃的活动等等中，我们有某种传统的式样，与此相关联，有一种超越个别情况向外延伸的，并且总是被连带统觉的意义。但是每一个行为都多于物理的事件，并且如果它被理解为行为，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谈到一种超出物理东西之外的意义。但并不是每一个行为都具有使它能够被称为“文化”活动的那种意义。一切习俗的行为肯定都是文化的行为。这些行为都带有这些习俗东西的层次，超出个别的个人和个别的场合而有效的习俗的东西的层次，“人们都这样做”，“人们应该这样做”，“人们应该如此行为举止”等等的层次。向一条正在扑过来的狗投掷石块，尽管是有目的的，但是它缺少这些意义层次。这种习俗的层次回溯到传统，回溯到根据一种愿望进行模仿的行动，这种愿望是想以一种典范之完美的合目的性取得合目的行为。在这里，完美的行动变成了意志目的（尽管该行动本身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此外这种习俗方面的意义还回溯到名家和导师的赞成或反对，现实的或可能的旁观者的赞成或反对，他们对完美性的程度作出评价，作出称赞或者指摘，或更确切地说，也许会指摘。与此同时，美学的评价也可能起作用，如在社交的行为中，在吃的行为中等等。但是我们总是被引回到一个由诸个人构成的不确定地敞开的，然而却是普遍地受限制的圈子，它或者是“有教养的人们”（这些人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所属的“好的社会”这个确定的圈子，或者此外还有民族的圈子，法国的习俗，德国的习俗，英国的或欧洲的习俗，中国的习俗等等的好的社会。在这里，个人并不被评价为个人，他的行为也不被评价为仅仅属于他的，仅仅对他，或在他个人的生活中有意义的行为。相反，个人被看作是社会联系中的一个环节，他的行为受到社会方面的评价，这种行为在统觉上与一个被划定了界限的、经验方面的人的等级有关联，这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与这样形成的诸行为的关联中有其规范。这些行为被评价为应该是这样的，或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们自己的行为服从于这种规范，在规范之中相互协调，按照规范相互评价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规范本身和诸个人之相互间的统觉以及诸个人之按照规范方面的适当性所评价的诸行为都是共同体的形成物，这种共同体的形成物将个别的人变成这种联结的一个环节。每一个个别的人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都感到是受约束的，都将规范看作不仅对自己，而且也对诸其他人有效的，并且反过来（vice versa）其他人也这样看。每一个人，只要他有相应的行为举止，只要他承认规范，并实行规范，他就是这个好的社会的成员。我们还可以说：即使他违反了规范，他仍然属于这个好的社会，只要他内心承认规范，并因此也接受对自己的惩罚。正如享受永恒幸福的亡灵的天国排除罪恶，而在地狱中罪恶则是作为否定的相关项与自身调和一致的一样：服从宗教-伦理规范的心灵属于一个共同的世界，因此我们有一个在较狭窄义上的好的社会，作为正确实行社会规范者的社会，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较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作为承认这些规范是具有约束力的人们的全体：因此作为好的社会的相关项，有一个坏的社会，一个被排除的东西的社会，社会罪人的社会，但是这些社会罪人受到惩罚，并且服从惩罚（或者觉得自己应该受到惩罚）。而各界平民百姓则完全不同，他们在这里超然于善恶之外而存在，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社会道德和他们自己的对肯定与否定的区分，“高尚的社会”之诸规范对于他们而言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在这里应该区分：诸规范和由于与它们的联系而形成的对于某些组行为的意义，这些规范都能够是可理解的，无须理解者本身承认这些规范，服从这些规范。理解者有自己的规范，而且是完全不同的规范。就如同我们对中国的习俗的评论中那样，或者反过来在中国人对我们的习俗的评论中那样；就如同在相应的经验之情况中，我们对农民的习俗的评论中，以及农民对我们的习俗的评论中那样。


  语言的情况如何呢？其它的有普遍意义的符号，如航海信号、铁路信号等等的情况如何呢？它们部分是同时具有行动特征的过程，部分是持久的事物，行动的产物，服务于提供信号。


  被说出的语句是一种行动过程，另一方面，这个行动过程并不像在作诗的行为中那样在自己本身之外提供保持不变的产品。正在进行的和已完成的字句本身是一种产品，重要的是，这个产品被用作告知的手段。它作为一种有用的东西，作为手段具有意义，另一方面，是在一种不同的和特殊的意义上具有“意义”，在这种意义上“能进行告知的东西”（并且在语言中，是在一种确定的逻辑-思想的形态中，在逻辑的意义上）就是意义。 我说（以这种被划分了的和合逻辑地形成的形态）情况是如此这般的，这间房屋是反复打扫过的木屋。在这里我一方面拥有作为产生声音行为的说话的活动，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我在表象领域中实行了塑造和划分，声音的过程与这个表象领域有一种指点参照的目的关联，这种指点参照就是应该以语音所意指的东西和已经被意指的东西；并且在指点参照方面，我实行了逻辑上的表达的活动，与此同时还实行了主词设定、谓词设定和定语设定，借助于这些东西，这个“述谓的判断”，这个以判断方式如此这般形成的“事态”，作为被意指的事态，被构成了。处于这种表达之中的事态，作为我的被判断事态，在我的活动中产生的事态，是我的精神的成就，它是在精神过程中完成的，是作为我的精神活动（判断活动）之成就被完成的，是在我-做之中被产生的东西。但是在这里这种产品处于关联之中，并且只是在这种关联中才呈现出文化的功能，正如另一方面，语音以及处于与这种产品之统一中的语音，只有在这种关联中才呈现出文化的功能一样。一种精神产品，如这个“判断”，在它产生之后始终是我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继续受我支配；我能够再提到这同一个判断（然而这个判断作为在它的个体化之中在时间上产生的东西已经过去了），我不仅能够回忆起我曾如此下判断，而且我现在记住了这个持久的相信。我获得了一种持久的认识，我在诸新的判断活动中能够再次生动逼真地更新这种认识，我能够在我继续追求认识的行为中信赖它，我能够将它用作新的认识之基础。因此这个“它如此存在”属于一个持久的领域，属于我的精神的环境世界，和我的个人的由我的精神活动构成的，并且总是继续进行构成的精神的环境世界。


  我们还能够像下面这样广泛地理解文化这个概念，即我们在这里可以这样说：这些精神的产品属于这个有关的单独的主观之（个人的）文化（纯粹精神的文化）。当我在想象中通过自由的联结，最终通过虚构，为我产生出一个美的构成物时，当我能够按照它的形态保留它，并以再生产的方式一再地更新它时，我也就形成了我的个人的文化之一种构成物，它被归入到我的精神的环境世界之中。当我产生一种造型艺术的作品，将一种知觉上的虚构塑造进一种物理的东西之中，这种物理的东西总能够作为“形象”，并且纯粹作为我自己的“形象”显现时，当然就更是如此。在这里，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因为我形成了一种物理的事物，而且是这样地形成的，即通过这种形态“显现”一种虚构，比如一幅带有半人半马怪的风景画，而且是作为纯粹知觉上的虚构显现的。


  一种精神产品必然会通过在对象领域中的表现变成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个对象的领域，即物理的领域，中介诸主观之一切共有的东西，并使诸主观之一切共有的东西成为可能。心灵东西之在身体性东西中的这种自然的-无意识的“表现”，伸展不了多么远，即使是有意识的表达也伸展不了多么远，它只是为了在帮助者那里获得某些相信，获得一种认识等等的目的而有意识地产生这种自然的表现之一些要素。就是说，当这个表现者超出这种直观的情况而肯定一再重新开始，并且在对这种情况个别地适合中肯定会获得一些能够事后的理解的表现时。但是当一个已被理解了的早先的表现面对那些早先已经理解了它的人们而被更新时，当该表现被使用，而在那里适合于现实情况的全部的手段并不存在，而这些手段至少是非必需的时，通过组织和结合，这种表现会使表现之更高级的形态变得简便，并成为可能。通过按照类比的转用也是一样。这已经就是一种传统，而且社会的传统属于社会的可共同理解性。


  当我将一个“符号”（首先是一个感官上的客体，一件感官上的事情）——因为按照它的性质，它能够作为一件事情之在此存在的“指示”起作用——故意地用于比如这样一种目的，即让另一个人意识到这样一件事情之在此存在时，在某种意义上我就已经告知他某种东西了。当另一个人感觉到了我的意图，能够对我实行移情作用时，这另一个人就理解了我，并且不仅知道了这件事情，而且也有了关于与我告知他的东西同一的东西的意识。但是这个符号只是个人的符号，是从这一个个人那里取来的，被另一个个人理解的符号。它尚不是“常规的”符号，它尚不具有普遍的有效的层次，它尚不是“通常的”符号，这种“通常的”符号是“人们”应该如此这般理解的，是应该这样与一组所属的符号一起使用，而不是以另一种方式与一组所属的符号一起使用的，就是说，当人们想要表达某某思想时，想要告知某某东西等等时，这样使用的。符号，比如语言中的词句，是如何获得社会方面的应当这个层次的，如何获得作为交流的手段和相互理解的手段的这种社会方面的意义的，以及如何获得这种客观性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由于这些东西，这些词句按照内容和形式，也按照结合成符号构成物（结合成句子，结合成多元组合句等等）的形式，对于有关的告知的目的，和由个人到个人的精神影响的目的而言，获得了一种共主观的，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使用的，在一个语言共同体内部实践上可支配的，在这个语言共同体之外也是可学习的，可借助传统流传的这样一种普遍的统觉的特性。对于精通语言的人们而言，这些语词肯定随身带有一个社会功能的统觉层次，一种受规范制约的，为社会目的服务的手段的统觉的层次。


  语言共同体之统一是诸个人的统一（不确定的，敞开的众多的个人），我，这个说话者本身属于这些个人，而这些个人属于我的环境世界，是这样一些个人，他们处于传统之统一中，意识到在这个范围内由相互理解和相互影响的手段构成的通常的系统之规范，并且感觉到自己是隶属于这种规范的（他们由传统而学习这种规范，并将这种规范继续传下去）。这种通常的东西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其规范，习惯东西之规范，人们在相似的情况下又会按照这种规范期待习惯的东西。不习惯的东西进行干扰。但是不仅这种期待会使人失望；凡是人们以不同于“我们”说话的方式，以不同于通常说话的方式说话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就以不赞同的方式做出反应。这已经妨碍了我们，因为轻松的容易的理解行为受到了它的损害，因为注意力被转向了这种不习惯的表达形式，被从告知的内容引开了。注801表达越是单纯地遵循习惯的东西，以普遍的传统方式进行，就越好：情感无须反思地就对传统形式的断裂，对传统方式的断裂，做出反应，而这种传统的东西就获得应该的东西之特征，规范的东西之特征，而偏离传统的东西就获得错误的东西之特征，应受指责的东西之特征。严格地说，只有在与偏离的对比中，在与妨碍及其负面评价的对比中，规范的说法才获得合法的东西之特征，被需要的东西之特征，值得称赞的东西之特征。这个传统的东西不受阻碍地进行，仅仅具有总是合目的地实现的功能之特征，正如通常一个行动之没有阻碍，没有劳累，没有妨碍地合目的地进行。只要没有经受到“肯定”，没有经受到肯定的“评价”，就是没有阻碍、妨碍地发生的。因此肯定评价实际上恰好并不是真正作为“肯定”被实行的，尽管出现的东西进行着，按照规范在应当的意义上进行着，以“所属的”方式进行着，而不仅仅是在习惯的东西这种特征中进行着。在这里，存在着一种超出习惯性特征之上的意向层次，这个层次恰好是指向以下情况的，即当一种谈话之习惯的方式作为“正常的”、被每一个同乡或被每一个“有文化的人”等等所期待的方式，受到破坏时，就会使用否定的评价，对于这个语言共同体成员的“每一个人”习惯地使用否定的评价，而这个成员作为成员正是通过以下方式被说明特征的，即他“习惯地”这样做出反应，即偏离对于他而言“永远”作为具有否定的价值在此存在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与这些偏离相对建立起合规则东西，正是作为合规则的，即有肯定价值的建立起来。


  对文化这个理念划界注802需要更仔细地思考。文化、习俗和传统的情况如何呢？每一个个人都有其习惯。个人的习惯和个人的持久的坚定性（对于个人而言的持久的判断，持久的价值，持久的决心）的情况如何呢？习俗是社会方面合乎习惯的行为之称谓，同样语言也有其社会方面合乎习惯的语法的形式，而应当，“通常东西”之应当，规范东西之应当，理应的东西，都属于一切社会方面合乎习惯的东西。那么科学与艺术的情况如何呢？习俗就自己本身而言已经就是文化吗？但愿人们会说，它能够被纳入到文化中。


  1）文化是处于其社会主观的（或者还有个人主观的）“意义”之中的社会的（也许还有个别个人的）环境世界之总体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价值论的-实践的概念，因为人们的确没有将一切主观的东西，如事物性的显现，都一起计算在内。此外，这种意义是有效的述谓之领域，处于存在设定之中的，因此习惯地处于有效性之中的有效的述谓之领域。


  2）文化作为有目的活动的生产和有目的活动的产物之领域，作为这样的东西，文化服从于理性之规范。当通常的东西之规范本身对于行动是起决定作用的时（因此受到评价时），并且生产是以尽可能完善地实现规范为目的时，在这种情况下，习俗的东西会变成文化之领域。然而这仍然还是不够清晰。


  自然态度的断定性和传统注803


  处于先入之见中的生活，处于传统中的生活。在传统之中的生活。这在最广义上属于每一个自我生活。每一个断定，每一个断定式的行为，都建立起一种“传统”，在个体-自我之中建立起一种习惯式的继续有效性，一种持久的“相信”。个体-自我及其断定性结合于一个共同体之中：共同体的习惯性之构成，传统之构成，这种传统总是已经与形成共同体的诸要素一起存在了，因为它本身只是通过形成一种共主观的习惯性或共主观的传统才存在。这种相似的东西当然是对于这个个体-自我而言的，个体-自我只是在习惯性（它的个别的传统）之继续形成中才存在；并因此在一种最初的形成中也有其本质方面的开始（有创造力的出发点），通过这种形成，它本身作为习惯的自我被形成。每一个新的断定都是在进行创设，但是应该区分一起创设一种新的统觉的那种断定行为的新东西，和这样一种行为的新东西，这种行为只是使传统的统觉上的类型之一种新的特殊化有效 。


  在这里应该阐明人和人类生活之原创性概念，而且应在与因袭（传承）的对比中阐明这个概念。追求个体和共同体中的真正的人性、真正的存在和真正的生活的倾向。追求真正的原创性和追求传承性的倾向，这种传承性作为真正的传承性能够由真正的原创性产生，并且能够通过对它的自由激活而一再得到辩护。这二者肯定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人的真正的在此存在要求连续不断地与沉醉于因袭的躺椅之上作斗争，或者这样说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即为反对那种不是由真正本源性而来的生活，而是生活于慵懒的理性之中而斗争。这后一种生活一再重新唤醒旧的东西，并且将这种旧的东西与新的东西统一在一起。


  作为自身辩护的反省功能存在于诸行为中，这些行为本身又形成它们的传统，这种传统本身又一定会通过反省得到辩护，这种反省作为普遍的反省反向关联到自己本身。


  普遍的反省和普遍的科学。传承的科学和原创的科学，非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科学。这种真正性和非真正性的相对性。彻底真正的科学，普遍的科学如何可能？完全彻底意识到存在于它之中的诸传承前提的科学导致一种原传统，这种原传统是作为预先给予的世界、最后存在的世界的存在着的世界之原传统。需要揭开这种原传统，需要对它过去形成的方式和通过我们的生活继续进行形成的方式加以澄清。科学的历史乃是根据这种原传统而形成其方法的历史，这种原传统属于前科学的人的生活的，并且同时作为基础一起属于科学的人的生活。但是如果这里的目的在于确立真正性，因此在于批判，那么作为可能性之条件而属于它的是什么呢？自我生活是行动着的生活，是处于我-能和我-将能之中的生活，处于以其能够思考，并能够不这样做决定，而以另一种方式做决定的多种多样实践可能性之自由中的生活。这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能够将可能的道路作为自身进行给予的道路构成，并且在个体之自身给予中通过思考构成，然后将这种能力在“真正的”行动中，在理性之行动中，转移到实现的行为之中。但是在这里诸考虑、诸衡量、诸澄清之竞争是个体的竞争，共同体的竞争。


  对科学有效的东西对每一种文化都有效，对一方面处于与文化世界的关联中，另一方面处于与个人世界的关联中（这种个人的世界处于对其中的个人的真正性的批判当中）的普遍的人的生活也有效。但是科学只要在普遍的进行经验的直观中通观一切，并且在存在方面按照其关联把握一切，并在此基础上以述谓方式表达一切，并理解一切，科学就包含一切。科学指向对诸必然性的认识，并且只要它们不是作为历史学仅仅指向处于其动因的时间必然性之中的诸个别的关联之诸必然性，而是指向不同方式的存在之诸可能性，指向支配所有这些可能性的诸法则性，并且指向对这些法则性之中的个别情况和特殊情况之存在和如此存在的说明，科学就是指向对必然性的认识。这样的法则性科学是普遍地对自身进行思考的人的生活（当然也是在与历史科学之联系中）之功能，这种生活，这些在自己前面的未来可能性之不确定的无限性，为了合理起见，并且为了能够预先赋予这种普遍的生活一种普遍的实践的理性之形式，需要构成一般可想象东西，然后需要构成一般实践上可能的东西，或者作为实践上可能的而被想象的东西，并且需要构成实践上真的东西的规范。总而言之，普遍地进行理解的法则性科学不仅在狭义上而且在最广义上都是关于具有真实的目的和途径这种相关项的一种在确切意义上是规范的生活规范，真正的或真实的生活的规范。处于其像规范似的东西之中的科学活动回溯到自己本身，科学活动本身是作为真正规范的活动存在的，并且服从于规范法则的，它超越自己本身，拥有“科学理论”，拥有关于作为理论科学的普遍科学，拥有关于科学方法的普遍的科学，这种科学方法服从于它自己的规范。在这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实现规范的或真正的人的生活，并且所有这些本身都一起属于人的生活之普遍的规范性。


  普遍的科学之真正性要求揭示作为它的基础的全部的生活传统，并且这种科学必须按照真正的本源性研究创造这种传统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之一切可能性，并且必须按照本源的方法，以能以普遍的洞察建立的真正性形成生活。这种普遍的科学必须具有超越论的科学之形态，而且是普遍的超越论的科学之形态。


  文稿11  〈既没有原本地给予我异己的身体，  也没有原本地给予我异己的主观性，  然而我的环境世界中的那个人  仍然还是原初地给予了我〉注804  〈约写于1921年〉


  一个动物（animal）的，一个人的原初的给予性，一个身体的原初的给予性，一个具体的主观性，一个单子的原初的给予性；在这里我们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此外我们肯定会设想：一个直观的事物之原初的给予性。


  我的主观性之整个领域是原初地给予我，这个进行认识的主观的。而且我们在主观性这个名目下必须区分：我所是的这个自我，我的体验之全体（一种体验流，即处于其时间样式的给予性之中并处于该给予性的不断变化之中的内在性之领域），我的身体和我的直观的环境世界——这个环境世界也是原初地给予我的，而且作为我的环境世界也具有我的主观性之印记。但是这个环境世界是不完全地被给予的（并且是有保留条件地被给予的），而这也适用于我的体验流，正如它适用于外部世界一样，环境世界之不完全地给予是与体验流之无限性更相似的东西。


  在我的直观的空间世界之范围内，我发现了人们，我发现了我的身体，也发现了别人的身体。


  我的身体不仅像一个通常的外部事物那样直观地给予我，而且是以特殊方式给予我的，并且在诸身体中，只有我的身体以这种特殊方式给予我。在我的主观的外部世界中——这个外部世界在最广义上理解的我的主观性之范围中是非-自我的东西（或更确切地说，这个外在东西，异己者，在特殊意义上并不是主观的）——，在这个领域中，我的身体被标记为本源地给予的身体。异己的身体，并不是“真正”作为身体“被给予”的，而是作为事物被给予的，并且它的身体性只是以类比的方式间接呈现的。异己的自我，异己的体验流，及其整个主观的环境世界，同样也只是以相似方式通过间接呈现被给予我的。因此，不论是异己的身体，还是异己的主观性，都没有原本地（originaliter）给予我，尽管如此，在我的环境世界中的那个人仍还是原初地注805给予了我。


  但是那里的那个人只是外在地原初给予我这个认识者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此这就是移情作用的问题。异己的身体首先是作为我的环境中的一个事物原初地给予我，就如同我的环境中的事物一样能够持续地给予我。该事物具有“异己的身体”这种统握的层面。我们最初就像看一个路牌或一个字一样看这个异己的身体。这种统握能够得到原初的充实，它最初是空的，它会以本真的和非本真的各种不同方式得到充实。如果我在与我的在这方面被注意到的而且始终是原初给予的身体的类比中觉察到这个“异己的身体”，并且这时还发生了该异己的身体层面和该整个异己的主观性之间接呈现，等等，那么这就是本真地得到充实。


  附录XXX  〈异己的身体并不是我的生产行为当中的同一性之本源的统一，它是借助类比被指示的〉〈1921年9月〉


  1）作为对事物的知觉的外知觉。本源地被生成的，并且作为本源地被生成的也是可本源地被证明的：通过对自由的操控可本源地被证明的，在这种对自由的操控中，各种不同的层次（自由地视为同一的诸层次，在这些层次中诸下层的单位作为同一性被构成）中以构成的方式被重新激活。这种同一的东西在构成方面被划分成诸阶段或诸层次；有牢固基础的同一性是一种独特的关系。构成方面的成分，共同形成，奠定基础。较简单的同一性统一也是如此，如内在的时间对象，作为同一性东西通过重新回忆自由地“生产”。


  2）躯体学上的知觉，自己的身体之同一性。


  3）移情作用以及对具有异己的心灵这个高级层次的并具有另一个人的自我的异己的身体的把握。这仍然是一种本源的统觉吗？在这里我们没有自由的生产物——虽然有我们自己的身体——，但是这个异己的身体并不是在我的生产之中的同一性之本源的统一，它是通过类比被指示的，而这种指示则是通过总是新的指示得到证明的。


  但是在《逻辑研究》中，我不是也说到对事物统觉中的指示活动吗；感觉的事实被指示吗？区别是什么呢？在眼睛运动的进程中，我连续地拥有意向上的符合，我能够自由地中断这个进程，并将一个阶段变成一个静止的图像。当动觉上的情况K是同一的时，这个图像（静止的正常情况）也是同一的。K被极其不同的图像系统分开，这些不同的图像系统是借助“同一的”K-系统归类的。WKO指示它的最佳值的系统。在这里存在着终极目的。对“中心”这个最佳的区域（中心领域）的标出，每一个中心已经就是一个相对的最佳值。边缘指向这个最佳值，等等。我们拥有预示，并且拥有一个任何时候都能够进行生产的最佳值，这个最佳值是任何时候都准备好了的，并处于我们的有能力应付之中：作为同一的“存在着的东西”，它“在此”存在着，它是“准备好了的”，而不仅仅是被想到的，被想象的。但是诸感觉事实对于我本身而言是处于外在态度中的对象吗？然而我并没有认出它是感觉事实（是内在东西）。


  文稿12  〈关于另一个人的间接呈现之可能性（身体之“向外移动”，身体之诸部分与诸事物在显现方面的相似性，间接呈现与“设身处地地着想”）。反对利普斯关于类比推论的反对意见〉注806  （1922年〈2月〉）


  规定我关于另一个人之间接呈现的，不是一种不确定的、隐约的类比吗？这种类比是如何实现的呢？


  1）在处于动觉系统之中的诸动觉能够自由进行的情况下，同一个静止的或运动的事物是在近处显现和远处显现之更迭中被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身体之显现方式的相应变动始终是作为近处显现，并作为零显现之系统进行的。在对身体本身的知觉中个别地把握的诸肢体、身体的诸部分，其显现与距离很近的诸异己的客体之显现相似，只不过这些异己的客体“向远处”移动，而身体的诸部分则始终保持在其有限的显现系统之中。现在也许我们会说：在诸显现原则上相似的情况下，为想象敞开了下面这种理想的可能性，即一个显现的序列与自己的身体物体的任何一个部分之向远处移动是等值地进行的。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下面这种想象的可能性，即首先我的手向远处移动（比如作为运动之现象，我的手从这里移动到那里），并且甚至我的自我也这样移动，很可能这整个的物体在现象方面都经历了这种诸显现之向远处的变动。然而我是从这里出发看该物体的，我作为看者被当作前提，并且作为在触摸运动的空间中的触摸者，在构成这种运动时被当作前提。因此，或者我的身体现在存在于这里，并继续存在于这里，并且我的诸肢体继续是我的肢体，并且只拥有在其运动系统中的可能的诸近处的显现；在这种情况下，除去随同远处显现一起的相对的远离行为，就不会有任何向远处的移动。这些远处的显现是一个物体的部分对于作为起功能作用的知觉器官的另外一些物体的部分在显现方面所拥有。或者我的确采取了这种向远处移动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一动就已经表明是一种双重化，就是说，表明我的身体作为现实的和发挥功能的身体实现了第二个以相似的方式形成的事物，并且如果这种向前移动继续进行，我就会在我的身体旁边发现第二个空间事物，在主观重复的情况下我只能将这第二个空间事物想象为是身体。


  但是人们几乎不可能会突然想起，勉强去想象从零显现向外移动到远处。


  如果我已经有了关于这个人，这另一个人的这种想象，也许我就能够想象，我像随便任何一个别人一样，沿着剧院大街走，并走进一个商店。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真的形成一种想法：如果另一个人从某个地方出发，沿着剧院大街看望，他就会看见我，作为他的另一个人，处于某些显现之中。或者，如果我从那里的任何一个人出发看，我就会沿着这条大街看，并且看见那里有人按照正是属于我的显现方式在走。


  再者，如果关于这另一个人的想象已经形成了：我就拥有了我关于处于一个紧密联系着的并且对于我而言是不可逾越的系统之中的我的知觉上的，并因此是我的再生的显现方式。但是在身体方面当然还有一些显现方式属于我，正如属于每一个其它的物体事物一样，只不过这些显现方式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这些显现方式和我总是拥有的显现方式处于必然的矛盾之中，相反，这些显现方式对于在他的环境中我的身体是事物的每一个其他的人则是可能的，并且是唯一可能的，而这每一个其他的人根本不可能有我的“内在的显现”，对于他来说，我的这些“内在的显现”与他的“内在的显现”是矛盾的。每一个身体都有这样一种根本的特性，即它对于它的主观和对于其它的主观是分开的，并且对于同一个主观具有诸互不相容的显现系统。但是它之所以如此，它之所以被以这种双重方式构成，并且作为这双重方式之统一被构成（或者，它作为这种统一能够在经验上被给予，并能够本源地被给予），恰恰是已经假定有另一个人的经验参与起作用。很显然，我和能够将一个身体经验为身体，并经验为完整事物的每一个人，都拥有关于该另一个人的经验。


  经验一个“别人”的这种可以理解的可能性，是如何形成的呢？


  假设我的身体在我的唯一可能的显现系统中已经被构成了，诸外部事物同样也作为事物在一切近处的显现中和远处的显现中为我构成了，只不过由于我的身体之不可入性，在这里这些外部事物向零位置的过渡被排除了。因此，我的环境中的诸事物，我的，这个孤独的自我的环境中的诸事物，拥有其显现系统，该系统由于不可能采取零系统之形式，而具有其限制。当然每一个事物在其诸显现中都是相对地受限制的，只要是在它旁边，在这里，有某个事物存在，而它不可以与该事物之诸显现方式发生矛盾（不可入性）。但是每一个这样的事物，我们都能够想象它由于腾出位置而不存在，或想象它被移开。但是却不能想象身体，起功能作用的知觉器官，不存在，或被移开。它可以以不同方式形成，但是如果没有知觉的身体，就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的事物。（这里的任务当然就是认真思考身体改变之可能性，然后证明这就是结果。）因此，如果我们做这样一种假定，那么我们就有了在身体和身体以外的环境世界中的诸事物之间的对比。而身体不是事物。


  另一方面，身体是一个由诸知觉器官构成的系统，诸知觉器官在关系中也必须相互作为知觉器官起作用，因此，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对于每一个对它起功能作用的知觉行为而言，也以相对的方式而是事物；抛开它“可以自由运动”，能作为知觉器官起作用等等不说，身体与一个事物一样，具有（对也许能够就每一个完整的知觉器官，比如这只“会动的”手，这根会动的进行触摸的手指而言能够采用的相对的定位零点）相对近和相对远这样的相似的显现变化，只不过例如对于在触摸时移动着的这只手来说，我的物体的其它部分必然是处于受限制的定位范围之中的注807，而其它的事物，不仅能够处于同样的近处和远处，而且能够处于任意的近处和远处，并因此还能够获得我的身体之诸部分不能使用的显现方式。注808


  即使现在每一个事物都能进入到我们的近处领域——不论是通过我们“走过去”，还是通过它自动地，并且完全是在我们自己被动的情况下进入到我们的近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注意到，事物之这些注809改进了的和最佳的显现形式或者是近处的显现，或者是以近处注810的显现为前提，因此在意向上反向关联到近处的显现。注811


  假定现在我们在近处领域中有一个事物，它与我的身体外在地相同或相似，这是一种可能性（只要它纯粹作为知觉的事物，尽管是作为不可避免地被束缚于这个近处的，并因此是特殊的事物，呈现出来）。显然，这样一种相似性会直接地起作用，首先是在触觉方面会直接地起作用，而且就其诸个别器官来说，也会在视觉上直接地起作用。但是这种相似性也能在远处的事物上显露出来，只要该事物的确参照近处的东西，并且在近处，该事物的显现方式及其显现之统一与我的身体之“外在的”显现方式是相似的或本质上相同的。但是，我不仅提供了作为能够看得见的，能够触摸的身体的，因此是作为能够通过对自身的看和对自身的触摸构成的身体的我的身体。它具有触觉的领域等等；但是至少它的构成之一个层面是外在性，并且在该层面上它与被当作前提的对照物本质上是类似的。


  因此我在我的旁边有一个事物，它在某种不同的定位中具有与手类似的东西，与双脚类似的东西，与头类似的东西，等等，但是在这里我的确能够设想多种多样的变化，其中包括尽可能提高显现方式之类似性的那些变化。这些显现系统是类似的，并且诸显现的统一也是类似的。


  就我的身体来说，我现在有构成上的不同层面（特殊身体的层面），它是我的身体，并且它是有关在它之外的一切东西的知觉器官，有关它本身的知觉器官，与所有其它事物之一切显现方式相比，它处于卓越的关系中，与所有显现方式在其变化与变动中受特殊身体事件之制约的一切定位相比，它处于卓越的关系中。这是一种不拥有纯粹作为事物被构成的任何其它事物的独一无二关系。身体的类似物在其类似性中间接呈现的正是一切这样的关系。


  进行中介的还有下面这些东西：我的身体，我能够“移动”到各处去，此外，我的被知觉到的身体距其它被知觉到的事物之相对位置的变化在视觉上与两个事物之相对位置的变化相似，如果这两个事物是以机械方式运动的话。注812因此能够想象，我被以下面这样的方式置于每一个任意的“地方”，即我的身体按照相应的主观运动在距一个任意事物的任意一段距离上在视觉上以显现方式被给予，而在这件事情上，这段距离以与两个通常事物之距离的呈现相似的方式呈现。因此我也能够设想将自己置于每一个事物的位置上，如果我真的想这样做，那么在这当中该事物当然一定会占有位置，否则我所有的就仅仅是一种矛盾的想象和矛盾的推移。因此，我能够这样地将我置入另一个“身体”中，即置入我的身体之类似物中，在那种情况下，我就会从那里出发拥有这个环境世界之确定的显现系统。


  但是如果我在这里，并且看到在那里有一个身体类似物，那么那个身体类似物就向我指示如果我“从那里出发”就会有的那个显现系统。我的环境世界的诸显现属于我的身体，就如同我的身体现在发挥作用那样，就如同我的身体现在是完整的身体那样。我的姿势的每一变动，不论是被动的变动（我被运动），还是主动的变动（我运动），这个显现系统都会改变。如果我的姿势被以这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改变，使得我现在在那里，并使我在身体方面与那里的那个身体类似物符合，那么在那里我所有的就正是所属的该显现系统。因此我就会指望那个身体类似物具有这种显现系统，即我如果从那里出发就会具有的那个显现系统。


  现在处于它的“姿势”之中的我的身体，作为我的自我之现实的身体，是作为诸显现的事物围绕其零位环节被给予的，作为这样的东西，我的身体在其知觉运动中要求某些显现过程，而这些显现过程出现了；一旦它们出现，它们就排斥其它可能的显现过程。一般来说，在这里按照预期与诸显现、与诸特殊身体的事件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正是现在如此存在的，而不是以别样方式存在的东西，在经验上所要求的就是这些关联，而不是与这些关联不同的关联。我所看见的与身体类似的东西，首先是一种类似的事物，它具有与我的身体相似的形态，相似的颜色，相似的空间事物性特性，我从对自身的观察等等中认出了身体的这些特性，就是说，以与我在知觉上认出、至少是按照其表面外观认出另一个事物的方式相同的方式认出。我不需要比这种相似性更多的东西。但是由于以下情况，那个事物变成了与身体类似的东西，即我能够设想将我置于它的位置上，在那种情况下，借助这个相同的身体，我就会发现我处于那种内在的态度中。每一个事物都能够与我的身体相符合，在那种情况下，它就会变成零事物，但是以矛盾方式变成零事物。我能够将我置入每一个事物之中。我能够与一个身体类似物符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矛盾并不消失。这种类似性要求我在那里会感觉到东西，会经验到东西等等。现在我在这里，我有我的经验。我不在那里。但是这种类似物指向感觉等等。不是指向那些我现在应当拥有的，我现在能够拥有的感觉，而是指向那些如果我在那里我就会相似地拥有的感觉。这第二个身体物体并不要求我应该拥有的真正的感觉。我的身体拥有它所要求的、属于它的感觉。异己的身体物体所要求的感觉、显现、主观，都不是我的，而是别人的，是类似的感觉、显现、主观，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按照自己的环境世界采取行动的主观，而正是它这样的采取行动一定会表现出来，并且这是我能看得见的。


  所需要的并不是我感觉到的东西，我知觉到的东西，我自由地完成的东西，从我这里涌出到外在的身体运动中的东西；因为我并没有将那里的那个事物看作是我的身体，并没有将那里的那只异己者的手看作是我的手，它并不具有现实的感觉的表面，并不由现实的自己的动觉而运动，等等。我看那里的那个事物，从一开始就无须诸如此类的东西一起被给予，而是“同时想起”这些东西，因此是想起一个自我连同它的显现之环境世界这种总体。但是这岂不恰好表明，当那里的那只手被触动时，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岂不恰好表明，这只手并不是手吗？因为当它以“触摸行为”之方式抚摸另一个事物的表面时，我并没有触摸的经验，并没有以触觉方式显现的事物，这岂不恰好表明，这只手不是手吗？这就是利普斯对于类比推理的反对意见。


  反对利普斯的反对意见


  但是，作为我的身体给予我的，并不是那里的那个异己的事物，而是这一个唯一的零事物，只不过在它在其中被构成的关联中，预期可能以下面这种形式做出错误估计，即所预期的东西被一种主观上被给予的东西消除了。但是那里的那个事物与我的身体类似，就是说，与我的身体不同，是另一个事物。该事物要求一个具有和我从那里出发会拥有的感觉多样性和显现多样性类似的感觉多样性和显现多样性的主观性和其它的主观东西，但是在这里是这样要求的，即尽管它被排除了，但我仍拥有它，我感觉到它，等等，因为它恰好不是被我的身体所要求的。


  然而这种要求有其证实的方式，就是说，通过以下方式被证实，即先前的表现所要求的东西，在表现中出现了；当我将自己置于另一个人的位置上，并且仿佛我在思想、感受等等，就如同我从那里出发，在他所处位置的情况下会做的那样，而且以类似方式做这件事情时，或者当我通过对我本身大致的改变，不确定地改变，将我设想为从那里出发进行感觉的、进行行动的等等的主观，并且是作为身体物体的物体之主观时，我就理解了那另一个人，并且我作为这个被改变了的自我，就拥有了一种被说明了理由的在场：我真正是我所是，此外，第二个自我，我自己的自我之变样，被在我的主观环境世界中给予和显示的、作为第二个自我之表现的“那里的那个事物”所合法地要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他的身体的那里的这同一的事物（但并不是对于它来说的它的表达）属于这个自我之环境世界，而且是以相互关联的内在的显现方式属于该环境世界，因此我的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以相互关联的显现方式属于这第二个自我。这样我们就不仅有一个自我及其没有自我的环境世界，而且我们还有许多自我，每一个自我都是如此这般为它定位的环境世界之中心，并且这同一个环境世界是同一的东西，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所有这些被定位的世界之可视为同一的东西，所有的自我连同它们的主观体验和主观显现以及事物领域由于以下情况都处于联系之中，即每一个自我都有其身体，并且每一个其它的自我都拥有处于诸不同显现方式中的同一的身体，不是作为它的身体拥有，而是作为关于该另一个自我之表现而拥有。


  文稿13  与事物之超越性相对的另一个自我之超越性。作为超越论的自我学之扩展的绝对的单子论。对世界之绝对的解释注813  （1922年1/2月）


  〈§1．自然之超越性和诸异己的主观之超越性。自我与非自我之不可分割性。关于内在性之诸不同的概念〉


  自然客体之超越性是一种与异己的主观之超越性、异己的单子式的主观性之超越性本质上不同的超越性。


  “我存在”。但是这个自我（ego）并不是实在性东西意义上的对象。我是作为自我极，作为刺激与行动之中心存在的。与此同时，我还是在与一个实在的环境世界相关联中存在的。但是我从本质上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实在的环境，我作为极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它在意向上与之有关的非-自我，这个自我就是不可想象的；在这里还没有说到，这个非-自我是一个实在的空间时间的-因果的世界，是自然，并且还没有说到，这个自我在自己“旁边”有另外一些自我，或者甚至只能有另外一些自我。但是无论如何在这种纯粹内在的考察中，在对处于其想象得到的诸可能性之变化中的我思，我在（ego cogito，ego sum）之意义内容的考虑中，我发现，自我与非-自我是不可分割的，除非是作为“我在意识”，并且肯定意识到一种“实在东西”，尽管我也仅仅是一堆感觉事实，否则自我是不可想象的。这个自我生活于它的行为之中，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它生活于在“意识生活”这个称号下在它之中发生的由诸意义赋予构成的环境之中，这些意义赋予部分地是被动地按照内在的本质法则性形成的，部分地是在受本质法则限制的诸行为（由我实行的诸活动以及由我发出的诸设定）中进行的。在不断进展着的意义形成之整个过程中，素材式的事实是作为原始核心起作用的，而绝不是作为诸成分起作用的，未来被构成的世界在严格意义上恰恰是通过组合由那些成分构成的。更确切地说，当素材式的事实通过直接在它们上面实行的统握之意义赋予而实行透视变形的功能时，意向的统一就作为对于该主观极而言的诸意向的对极被构成了。作为主观极，对于它来说，所有在它的生活中构成其意义，并且主观在相应的意识之诸行为的积极实行中，以及在现实的或为它敞开的视为同一的行为中，赋予一个对象之价值，一个同一的、可规定的对象之价值的东西，并且只有这种东西才实在地（realiter）在此存在，而且只能在此存在。


  自然就仅仅是关于诸意向统一之一个称号，这些意向统一按照其起源，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真正的坚实性，只能有在自我之现实经验和可能经验中理想地连贯证实这一种坚实性，就是说，按照意义赋予，自然事物只是诸“显现”，诸视角之同一性极。事物是一次这样呈现着，另一次那样呈现着的东西，并且正是存在于这种呈现中，存在于这种显现（视角）中，事物正是一种意义结构，据此，就如同在反思中那样，视角本身并不是对象，而是由诸要素构成的系统，在这些要素之中，有某种东西呈现出来，而且是以或多或少完善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由于这些要素使人们注意到进展。当在指示某个意义要素（比如表面之一部分的颜色）的一条线上很快就取得进展，并且进展到一种最佳状态，借助这种最佳状态，这个“本身”对这个要素在眼前显现出来时，就在预先规定的和能在动觉上自由产生的诸显现中，进行着对于对象本身，对于意义极（对于能够规定的X，对于同一东西——这同一东西就是显现中的显现者）的获知。只不过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在事物构成之进展中，一切最佳状态都是相对的，也许只适合于偶然的关切。于是一个真正的事物就是诸最佳状态构成的一种整体的东西和由诸特征构成的一种最终的、在一切敞开的未来的经验中都不能再相对化的统一之理念。然而更详细和更确切的描述，需要极其复杂的考虑和表达。在这里只要指出以下这些就足够了，即我们称作实在的自然客体的对象是纯粹的自我经验的对象，纯粹的自我是我们在这里作为主观极而当作前提的。自然客体是诸特性之同一的基底，这同一的基底在表达中是作为假设的统一呈现出来的。这些特性本身在这些表达中又以自己的方式是假设的，并在表达中以或多或少完善的透视变形呈现出来，而且在这里一种敞开的地平线经常是空的，根本不是那些真正被呈现出来的特性，对于这些特性只有范畴式的形式才得到预先规定。


  我们现在还可以说，直观事物之超越性，在知觉中作为“亲身”在此存在的，作为实在的东西给予我的东西之超越性，本身只不过是内在性之一种形式，在一种好的意义上的内在性之一种形式。注814如果我立足于我思（ego cogito）之上，并由我将自然“放到括号中”开始，那么这就意味着，我是以反思的方式在看，自然是借助它的诸显现而有保留条件地给予我的，而且始终是这样地给予我的。因此我就被引回到与我不可分割的东西上，以便我毕竟能够存在（实际上我就是那个东西），被引回到一切素材式的事实都一起属于它的那个显现水平上，被引回到那个无须我停止存在就能够被设想以多种多样方式改变的东西上，以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自我就会说并且会认识到：这个显现着的事物，这个显现着的自然，并不存在，我是受了错觉的欺骗，或者，再也没有正当理由坚持这个自然，等等。对于反思的目光来说，特殊的自我事件，比如痛苦的感觉，努力，是与这个显现水平交织在一起的，而这个显现水平与另外一个显现水平，它的相同显现水平，是一致的。因此在这里仍还存在诸不同的层面，但是无论如何在这里我们以内在时间之统一的形式拥有一种属于这个自我的体验领域，这个领域是以知觉上的现在之时间定位形式，或可通过重新回忆而复制的过去的诸现在之时间定位形式，为自我构成的。这个自我能够向这个领域“看过去”，自己的体验流之无限领域能够作为在现在、过去、将来之某种流动着的样式中呈现的连续统一体在这里构成。


  这就是我们以前称作真正内在东西的第一种意义上的内在东西。至于这种真正东西本身只是作为在与以下情况联系中自身呈现着的东西存在的，则是另一回事，即应该在内在的均质的时间本身，真正的事实之形式本身，与该真正内在东西在时间透视变形中表现的被定位的时间之间进行区分。它追溯到作为最后阶段的内在性东西的原内在性东西。


  但是“意义”就“存在”于这第一种内在性之中，意向的关联就存在于这第一种内在性之中，其中就有理性之出色的关联之系统，在删除非存在者的情况下为真正存在赋予正当性的超绝的关联之系统。真正的存在，作为现实存在着的对象的意向对象，不是别的，而是对以下情况之正当的、有根据的相信之相关项，即“存在者”，对存在者之可靠性的设定，总是能够证实的，甚至可能事先已经通过相应的、有根据地设置备用的显现多样性之自由进展，并通过在其结果中一定会一再随时遇到的被一致地经验的东西，并在该被经验东西上得到证实的思想行为证实了。因此，现实的自然根本就不是别的，而只是我的，这个经验自然的自我的体验流之理念的相关项的理念，但并不是被随便想象的理念，而是按照理念想象的理念，并且是作为有效的理念被想象的理念，即体验流会前后一致地进行，它在自身中不可能形成任何别的经验（具有可靠性设定的现实的经验，或者是与这些经验相连接的可能性设定和盖然性设定），在自身中不可能发展任何别的经验，而只能是下面这样的经验，即能足够证明自然的经验，就是说，如同在我们这里真正发生的那样，以下面这种方式形成和发展经验，即自我通过进行自由的试验，或者能够坚持每一种经验，或者在删除的情况下，能够用一种经验代替另一种经验，并能够在这种试验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一致的经验体，凭借该经验的一致性，一个真正的自然得以坚持到底，并得到越来越完善的认识。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始终不外就是“显现者”，而显现者是诸显现之相关项，正如显现并不是某种独立的东西一样，显现者也不是某种独立的东西。这样一种意向的统一不外就是一种理性的理念，事物不外就是与个别的真正的显现和显现序列相对的一种理想的东西，然而它并不是虚无，它是理性之理念，是一种自明的正当性赋予之理念，而且就此所谈论的正当性，是这样一种正当性，即这个显现者会一再一致地得到证实，会越来越完善地表明出来，会越来越正确地被认识。尽管如此，它就是它所是的东西，它处于其诸相对性之中，而这些相对性都属于它固有的意义；而且它总是存在的，以正是规定意义的相对性存在，准确地说，它就是如它在显现中被规定的那样的东西，只不过带有一些它自己随身带有的保留条件。事物按照其本质，不外就是在这一些情况下“看起来”这样，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看起来”另一样，而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恰恰是这样的某种东西，并且在这种外观变换中，是处于由诸特性构成的一个Ｘ之理念下的某种东西，这个Ｘ在可能的认识之进展中是终极目标，这个终极目标能够在越来越近的接近中，通过越来越完善的估算，越来越完善地达到。如果使这种理念实体化为一个某物，如果这个某物能够从进行构成的主观性分离开，并在下面这种意义上拥有一种自在，如同在纯粹客观的观察（由于没有对进行构成的自我加以反思，这种观察将只是在自我之中并由自我构成的东西当成绝对的）中那样，使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发生联系，偶然地被放进一个盒子中，却与这个盒子没有任何本质的联系，等等，那么这就是无稽之谈（nonsens）。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了——尽管本质上仅仅是在与这个以这种方式主观地构成的诸超越性（它们根本不可能与主观性分离开）之联系中——动物的超越性与人的超越性。我们在我们的经验领域中发现了异己的身体，并因此与诸事物一起发现了诸异己的主观。注815但是异己的身体和异己的人并不是作为单纯事物被构成的。他的身体物体是我的直观的事物，但并不是作为他的身体物体，而是我的直观的事物。我自己的身体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是显现着的事物，另一方面，是借助一种新的统觉层面作为自由活动的被给予的，作为感性等等的承担者被给予的：肯定完全属于我的主观性，属于我的在我之中并为我在知觉上构成的领域：内在地建立起来的超越性。注816但是如果我将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的一个外在的物体统握为身体，那么这个异己的身体物体就是凭借这种相似性以“表现”之方式实行间接呈现的功能。属于这里的有：一起设定了一个多种多样的并且以类型学方式进一步展示的内在性，然后这种内在性又从它那个方面要求一种相应的外在性，于是这种外在性按照由内部而来的预期，也现实地出现了。凡是这种间接呈现的统握这样发生，并借助诸相应的表现之继续进行而以这种方式在自己本身中得到证实的地方，在那里这种间接呈现就得以保持。注817当我们参与到我们自己的环境世界中时，我们也许会引起一些事件，按照移情作用之意义，这些事件也一定会在异己的内在环境世界中以相应的显现方式显示出来，另外按照有效的类比，一定会产生出该另一个人的行为之动因，这些动因一定会显露出来，或是在他的身体方面，或是在其它的表现中，在他的行动中，在发声的动作中等等显露出来。那种由于间接呈现而被设定为异己的自我的东西，是一种具有异己的内在的环境世界的完整的异己的主观性，但是这个内在的环境世界作为自然与被我经验到的自然是同一个自然。只要我提供了我的自然，作为我现在在某些显现中现实地经验到的自然，但又是我能够在另外一些“我能够达到的”可能的显现中看到的自然，那么我现在在这个自然之中就能够看到异己的身体物体，并且和这种被给予之物一起，借助被间接呈现的但并未给予我的诸显现，即借助这样一些显现，即当我以我的身体处于相应的空间环境中该异己身体的位置上时，我同样会拥有的显现，拥有了该另一个人。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些可能的显现，但是我将该另一个人设定为这同一些现实的显现之主观。而且对于我来说，它们其实只是一些可能的显现，假如我事先能够进入到他现在所在的地方，并且现在能够拥有他现在拥有的这些显现的话。因为通常只有在静止的情况下，在有关的显现事物不改变的情况下，我才获得相同的显现，但是即使是这些显现，也只是为此在之一个稍后的时刻获得的。


  〈§2.诸显现（所见之物）的客观性和共主观性之问题〉注818


  在这里我又觉察到我在我早期论述方面一再遇到的不清晰之处，而问题就是，我是否不得不如我已经一再考虑的那样改变我在最初构思的《理念II》中还坚持的从前的观点，那种观点曾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显现属于“单子”，而不像实在性东西本身那样是共主观地存在的，或更确切地说，显现不能共主观地存在。注819在这里本来就应该为这个孤独的主观（被单独思考的主观）考虑到它。我的环境世界中未被看到的事物为我在此存在：我本来能够走过去看它们，如果它们就是在当下的规定性中被想象的当下的事物，我就能够走过去，并当我到达那里时，就能够看到它们。它们以其持久的同一性是我的可自由支配的所有物。但是看到它们，就意味着借助某种显现拥有它们。并且如果我将目光指向这些显现，那么这些显现也是我的独立的所有物，假如我不该忽视在这里意味着心理物理条件的那种条件中的任何东西（始终估计到这些条件）的话。这些显现作为“所见物” 拥有它们的对应于事物状况之因果次序的规则次序。当我注意到它们时，它们就在以预期方式通过如此这般出现和消失，并且按照我的动觉上的自由出现和消失而呈现出来，正如在目光指向事物时，这些事物就以预期方式行使其因果性，因此改变了某些状态等等一样。


  然而，显现之系统具有双重的法则性，一方面是与诸事物相互间的因果性相符合的法则性，另一方面是与诸事物之因果性相对应的符合于在这里被认为是保持不变的心理物理条件之法则性：符合于“正常的”经验之情况的法则性。但是只要我了解我的身体状况，并以动觉上的行为之自由，即知觉上的行为之自由，了解我的身体，并且考虑到它的状态，我就能够预见到可能偏离正常情况的诸显现，这些显现服从我的支配，因此它们也有其对于我而言的此在，即它们的自在存在。注820我们的确是这样将所眺望的诸山峰之景色（属于这种景色的至少有双眼的运动等等），将从某些地点出发看到的街道的所见部分等等，看作固定不变的事态，而不是瞬间的“体验”。这些显现在这些客观地为我存在着的（可供支配的）系统中是诸事物之显现，并且属于一个持久的显现关联，持久的自然，持续为我在此存在的自然之关联，就是在这种关联中被提供出来的。并不是每一种能任意自由产生的内容，或每一种能自由产生的效果，比如声音的效果，都是当下持久的东西，自在存在的东西。自然是持续在此存在的；我现在经验到的东西，向我指示某种作为附属东西的可生产性之系统。只有这种东西而不是别的东西，提供我的生产之范围。至于声音的效果，它从一开始就不是由被经验的东西指示的，代替它，我能够同样好地生产出别的东西。


  据此，在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在知觉的呈现中呈现出来的诸单纯的感觉、事实，就与作为持续存在的事实的正在进行呈现的事实，以及瞬间的视角之诸成分区分开了。这些显现的诸成分，如同诸视角一样，是“客观的”，只不过是偶尔被知觉到，偶尔以知觉方式明确地表达出来，本身并不是自然，而是自然之客观显现。


  我们还可以说：一种客观实在性东西之构成是某种“理想的”统一之构成，就是说，这些“理想的”统一与另一些统一，例如本质的统一，有其相似之处，后者本身以具有其真实内容的真实意识为前提。于是属于自然之构成的有以下情况，即它以各种不同预备阶段的诸理想的统一之构成为前提，在最下面，那些诸瞬息间的视角就是这种理想的统一。现在，我作为知觉的体验所拥有的体验、瞬间的感觉、瞬间的统握等等就被明显地与我能够一再拥有的同一的所见之物，与视角——它在未被改变的对象那里是一种持续性，它只是在知觉中才偶尔作为可变化的视角存在（并且本身是被知觉到的），然而它即使未被知觉，也处于准备知觉的状态——区分开了。注821可能的知觉体验之全体恰恰是作为由诸有合理根据的和敞开的可能性构成的完整系统而具有某种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之客观形式则是空间定位和时间定位一起构成的系统的连续统一体。从作为最后的客观性的自然之客观性的观点来看，这种客观性意味着“纯粹主观的显现”。而这有以下理由：


  每一个所见之物都需要自我之一个立足点。我们拥有一个将自我以动觉方式搬上舞台的系统，借助这个系统，自我在“运动”它的身体时使这个定位系统运动，并总是使同一些事物在一再地不同的视角中，并因此在不同的定位中，显现出来，此外总是使新的事物得以现实地显现，这样它们的显现（这些显现只不过是些能够实现的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的显现。如果我走过去，那么我就会相信，我事先根据我的经验设定为知觉上可能的那个事物，或设定为在那里存在的那个事物，就在那里存在。但是如果我走过去，我在改变目光校准后也会相信，对于它的“知觉”，从某个位置上关于它所看到的东西，“在那里”存在。但是，如果我为了以对象方式拥有它，并且为了将之当作任何时候都能够支配的对象拥有它，在从主要的对象出发时，必须首先站到相关的立足点上，或者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其中，那么这个确定的视角就具有一种特别突出的主观性；然而主要的对象被看到了，尚不是它的每一个视角都为我规定了。我需要一种行为，并且我必须存在于某个地方，并且必须已经从那里看到了该客体，或者看到了一个十分相似的客体，以便那时候也知道，它从那里看上去是怎样的。


  更确切地说，一方面，这些单一的逐点的知觉可能性（瞬间的诸视角）都已经有其客观性，而另一方面，以其连续性构成的诸统一，如在移动的眼睛中所见的东西，或在其它动觉的连续过程中所见的东西（如一座山峰之全景的统一）也有其客观性；因此各种各样的中间统一——这些统一存在于该事物本身之前，并与该事物相对，一再地是各种不同阶段的显现——也有其客观性。


  现在让我们再转向这“另一个人”。在移情作用的意义中包含着以下这些东西，即我将我自由支配的这个同一的显现系统置入到这另一个人之中，作为也受他自由支配的显现系统，但是我也相应地将其它的现实的显现、现实的知觉置入到他之中，将一种不同的位置，因此将一种不同的定位，置入到他之中。这种可自由支配性对于他和对于我一样，都受其它一些事物的限制（这些事物妨碍我让我的动觉自由地起作用，并妨碍我让我的动觉占据它们的空间位置作为立足点），而且同样也受已经拥有其位置的正是作为事物的其它身体的限制。该另一个人的经验不是我的经验，但是该另一个人在其经验中拥有也属于我的显现系统的同一些显现，并在这同一些显现中有同一些事物显现出来；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拥有自由地进入同一些事物、同一些显现的通道。


  然而这里就没有留下不清晰之处吗？我的可能的知觉，我的可能的视角，对于我而言都具有持久的此在，只要我拥有关于它们的前瞻，我就能够自由地支配它们，就能够按照已经知道的方法，按照其由被给予物而来的固定的动因自由地生产它们。但它们毕竟还是我的可能的“体验”，并且它们的诸统一是我的诸显现的统一。当我将异己的身体理解为身体时， 当我将属于该异己身体的单子、自我和环境世界间接呈现出来时，我就以想象的方式拥有如果我在那里，并且在那里以稍微改变了的身体环顾我的四周时，我会将之当作知觉显现拥有的同一些显现：在那种情况下，我就会按照内在的形态将该另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我的身体来拥有，就是说，通过如此这般显现来拥有，并在四周拥有处于属于那里的显现方式之中的诸事物。但是我在这里，而那个身体也不是我的身体，只是一个相似的身体，在这件事情上，这种相似性是由定位上的不同来中介的，而且那些显现也不是在我走过去时，我会作为经验拥有的显现，而是该另一个人现在拥有的显现（我现实地准当前化了的我的实际可能的显现之类似物具有的是进行设定的准当前化之特性，而不是重新回忆之特性）。我归于这些显现的这个当前是被准当前化了的当前，但仍然是一个有现实理据的当前。我在“移情作用”中准当前化了的这另一个人的显现，被设定为是以间接呈现方式准当前化的，就是说，它们被设定为当前的知觉显现，不是假设的知觉显现，而是现实的知觉显现，但是作为显现，它们不是我拥有的显现注822，而是另一个人拥有的显现。我只能拥有这些注823显现，或者如果在适当的位置上我就会拥有这些显现注824。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该另一个人之可能显现的所有系统都间接地间接呈现出来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曲折地[implicite]间接呈现出来了），这些显现对于他是可能的显现，对于我也是可能的显现，他的诸可能的显现之系统，和我的诸可能的显现之系统，处于某种符合之关系中，正如他的现在现实的显现和我的对于我来说现在是有理据地可能的同样的显现也处于某种符合之关系一样。按照间接呈现之意义，它们是同一些事物之诸显现。注825


  〈§3.与诸主观之存在等级相对的现实性和理想性之从属的存在等级〉


  属于主观性之本质的有，一个自然能够在其中被构成，并且超越性是一种在主观性之范围内起作用的有关诸感觉事实之出现和消失规则之相关项，有关空间事物性东西的统觉的原初形成规则之相关项，然后是有关这种统觉式的类型的经验之正常进展规则之相关项（而且首先只是相关项而不是别的），在这些经验中，一个无限的普遍的自然作为自在存在的自然被给予主观，并被主观不断地认识。


  现在，属于主观性之本质的还有下面这种理想的可能性，即作为在“这个”自然之中的事实的、与主观身体在类型上相似的诸事物，能够作为一个被间接呈现的层次之基础在构成方面起作用，另外形成了一种新的经验（一种新的统觉），由于这种经验，在自然之中的事物作为对于心灵而言的身体，作为对于其它的主观性和自我主观而言的身体，不仅呈现出来，而且被经验到，以这种经验特有的方式继续，并合理地被证实。


  这当然是我的意识当中的事件，这种证实的行为同样也是事物性的经验行为，和对经验进行证实的行为。但是这种被经验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意识事实，而且在两个方面都不是。这种被经验的事物是一种“外在地被意识的”统一，或者，它是一种在真正的意识流对面的、理想的、意向的，但原则上依赖于意识表达的统一。它是自在存在的，不管我知道它，还是不知道它。它（这个事物）是在与“颜色”这个“普遍的理念”是自在存在的相似意义上自在存在的，但是必须反向参照进行理想化的自我之某些理想的进程，对这个自我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诸可能的进程，当这些进程现实存在时，这些理念就在眼前“变为现实”，但却是这样变为现实的，即这个自我能够按照本质将对这种变为现实的行为之重复结合为重新回忆的意识之统一，并且能够意识到这个理想的“颜色一般”之绝对超时间的同一性。


  异己的自我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对象性。按照它的身体，它对于我来说，是我的“进行表现的”诸可能的显现之统一。注826但是这并不适合于异己的自我本身和异己的主观性一般。异己的自我是我的自我之相似物，并且不仅被以为是这样的东西，而且对它的设定是能够合理地被证实的，并且始终能够合理地被证实。它作为自我，或更确切地说，作为具有自我、体验流、诸显现、显现着的环境世界的完整的主观性，是一个某物，诸显现能够为它展开或在它之中展开，能够构成诸显现的统一，但是它本身不可能再在这种意义上显现，不可能再以合规则的方式作为表现之统一被构成。实在性与理想性一样是一种从属的存在等级，具有自我-我思-所思对象（ego-cogito-cogitatum）的主观性之存在等级是上位的存在等级。它是否就是最后的和最高的存在等级，暂不讨论。但是无论如何，该自我是“在自身之中”，而不是在别人之中。它存在着，并且作为存在者，它是一个同一的东西，一个可辨认的东西，能够进行原初呈现的东西，能够被理解的东西，能够被思想的东西，能够被规定的东西，等等，因此必然反向参照这个进行辨认的（或一个进行辨认的），进行规定等等的主观。但是它自己本身就足够了，为了作为存在者能够被认识，除了自己本身之外，它并不需要其它的存在者。这个自我是自为的。当它存在时，它就意识到它自己，一切它所是的东西，一切自在自为地应归于它的东西，都会在它之中，在归于它的东西本身之中再被意识到，并且作为自我，它能够思想它自己本身，连同它的思想行为，而对此后来它也不仅重又意识到了，直观到了，而且还能思考等等。关于这个自我，人们可以说，它存在于自身之中，并由自身而表达（es in se est et per se concipitur）注827，并且关于自然意义上的一切事物（res）之观念（conceptus）都仅仅由它本身获得。但是它不仅拥有它的直接由它本身获得的观念（conceptus）、表象和概念（这些东西都是它从自身获得的），它还能被一个不同的自我主观构想出来。另一个人会在我之中以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显示出来。他不像一个事物那样是以本源性被原初知觉的（与此同时，事物与一切理想的对象性东西一样，恰好是作为属于我的领域呈现出来，理想的对象性东西与理想之物的整个世界一样，是我自己的）。他是通过间接呈现在一种本源的显示中，作为另一个人，作为一个自我，作为一个完整的主观性，被经验的，我并不是该主观性，该主观性并不是我的主观性，而是与我面对面的主观性。


  〈§4.一个对面的自我之在主观性中的显示以及将诸构成上的统一共主观地视为同一。诸单子都有窗户〉


  现在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已经在自身中构成了一个作为“自然”的外在的客观性）之基本特征正是：在它之中能有第二个自我作为它的对立面本源地显示出来，这时在这里当然（eo ipso）有一种相互关系，即在这种情况下，在它的对面，同时也能够有我的自我显示出来。如果对于我来说，某另一个人的自我是能够被经验的，那么它就只能通过在一个真正被经验到的身体性中的本源显示，通过在这样一个身体性中的呈现，而被经验。属于这种本源显示的有以下情况，即我以下面这种方式经验我对面的自我，即在其中该对面的自我为我呈现，并且是我的空间事物性经验之构成上的统一的那里的那个身体物体性事物，作为同一个事物，同时又是该另一个人的经验之构成上的统一，并在专为他所特有的身体显现中（内在的显现中）被他经验为他的身体。同样属于这种本源显示的还有以下情况，即我经验到的，并且是我的可能经验之构成上的统一的同一些事物，作为同一些事物，只有在另一些现实的和可能的显现中，注828才是他的可能经验之构成上的统一。根据这种显示，我们会以对事态之理想的可能性和合理的经验的现实性之本源洞察意识到，在主观性之范围内呈现着的诸可能的显现之意向上的自在可能是一致的同一个东西，并且能够作为这样的东西被经验，被认识，作为这样的东西，它在另一个自我之进行呈现的诸显现中，作为意向上的自在被构成。用我的话来说：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进行呈现的诸显现之对象极，不仅单独对于我而言是可能的进行合理设定的诸视为同一的行为之统一，而且，虽然这个被通过移情作用间接呈现的第二个主观性拥有现实当前的另一些显现，并且如同我认识到的，这些显现必然不同于我当前拥有的显现，但是该另一个自我，例如对于我看见的和它自己也看见的它的身体之部分所有的是关于这同一个身体的显现。该身体的全部现实的和可能的显现，对于它，这另一个自我，都是现实的和可能的，正如我的全部现实的和可能的显现，对于我都是现实的和可能的一样。在我的诸显现中，意向式地呈现之统一，作为对象极，作为自然客体，达到了我的现实的给予性，在它的诸显现中，它的诸显现之对象极达到了它的现实的给予性：但是这个极，这个事物，本身显然是同一的东西。属于作为该另一个人之进行呈现的诸显现之构成上的统一的、被间接呈现的自然之意义内容的，有下面这些东西，即这种构成上的统一与我的相应的进行呈现的显现之构成上的统一是同一的东西，而且对于异己的主观性之以间接呈现方式进行的设定，在自身中包含着作为关于该同一东西之协调一致的知觉统一的在两个方面呈现着的显现之统一的设定。两个方面的知觉都在对象方面的符合统一方式中被给予，因此首先被给予的是在外在的显现中给予我的和在内在的显现中给予对面的自我的，作为事物的对面的身体之统一，然后同样被给予的是双方的环境连同这些环境的未知的和不确定的地平线，以及在这个地平线中我熟悉的地平线和在那个地平线中他熟悉的地平线等等。


  这个自然，这个为单独的自我构成的自然，能够作为同一的自然被多次地构成。并且实际上甚至就是作为同一的自然被多次地构成的，这首先是通过移情作用的关联（或者通过至少是以理想的可能性使之呈现出来的移情作用的关联，有关第二个身体的虚构就属于这种关联）而成为可能的。


  其它构成上的统一，如每一种理想的对象性东西，数学的对象之统一、数、数的真理等等，作为理想的同一性东西，首先以同一的方式与一个自我相关联，这个自我意识到它们，此外也许看出这些理想性东西之种属，它们的作为敞开的，对于该自我而言无须拥有诸个别的细节就可以达到的全体的全体。注829但是只要有另一个自我为我在此存在，我就会认识到，他如同我一样，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构成这同一些理想的对象性东西，此外我还知道，每一个想象得到的新的自我，都能够拥有这同一些东西，并且这同一些东西也都属于它。当然在这里我也认识到，我在对我的自然实行自由变换的情况下，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通过可能的移情作用连结起来的、处于与任何一个以虚构方式特选的自然之关系中的共同体都拥有同一的理想性东西。与此相反，一个实在的事物则是一种现实性，该现实性并非是由自身而来并依赖自身（a se und per se），而是需要一个属于这个事物并属于这个事物所属的自然的自我。只不过每一个和这个自我处于可能的移情作用之中的自我，都能够拥有作为共有的同一东西的这同一个自然。所有这些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所有应该能够同时存在的（并因此作为集合，作为多数，原则上是可认识的）主观性，肯定在自身中已经构成了一个同一的自然，这些自我主观全都与这同一的自然相关联，这些自我主观中的每一个都在该自然中有自己的身体。反过来，一种自我多数应该能够处于移情作用的关系中，因此肯定是与同一的自然相关联的众多自我，并且众多自我肯定是以动物的方式“具有身体的”诸自我。


  每一个自我都是单独存在的，本身是一种统一，具有其体验流，具有其在体验流中呈现的诸实在的极，具有其对诸理想构成物的生产等等。每一个自我都是一个“单子”。但是这些单子都有窗户。就另一个主观不能真实地进入而言，它们没有窗户或门，但是就如同自己过去的体验能够通过重新回忆被经验一样通过这些窗户或门（移情作用就是这些窗户），另一个主观能够同样好地被经验。但是由此在每一个进行移情作用的单子中产生的不仅是一种新的体验，和一种具有正当性特征的进行经验的新的意指行为。


  现在在这里对于每一个单子都存在一个世界，不仅是一个自然，而且是一个带有动物的主观和人的主观的世界，并且这些主观因此也拥有处于这个世界之中的身体性。这些身体性是在其中有一个单子表现出来的事物，这些事物由于这种表现，并由于有关物质东西和单子东西的诸正常条件之敞开的其它可能性（这些条件如果被认识到了，就立即敞开了诸新的显示可能性和诸新的表现方式），构成了身体和心灵之现象方面的双重统一。但在这里是这样构成的，即每一个这样的动物式的双重统一和具有它们全体的整个的世界，现在是作为对于所有单子都是同一的世界被同时构成的。


  〈§5.向我的单子的现象学还原以及向可能的单子一般的现象学还原。作为意向的相关项的人和动物〉


  如果我们实行经验，如果我们生活于经验之中，生活于自然的经验和在自然的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进行移情作用的间接呈现之中，那么我们每一个自我作为经验之被给予物，就会拥有我们称作天地万物的这个全体。如果我反思我的意识之纯粹的关联，反思我的整个的主观性之纯粹的关联，以及我的纯粹的自我之纯粹的关联，并排除对于在其中被经验到的世界之一切朴素直向的判断，那么我就获得了我的单子，在其中这个世界正是作为被经验的世界，作为现实的经验之相关项，作为该经验之意向的统一，被给予的。


  即使我是以本质学方式行事，我也讨论具有其意向相关项的纯粹主观性一般之诸可能性。在这种讨论中，我也能够研究世界设定之一致性在其中发生的那种可能的单子一般。然后进一步研究以下面这种方式形成的一个单子，即不管这个总是拥有世界经验的自我怎样以它的经验行为之自由进行参与，并继续认识，然后在理论的理性行为中规定这个被经验的世界，对于这个自我来说，这个被经验的世界都会作为存在着的世界一致地无限地（in infinitum）坚持下去。


  关于我和我的事实，我能够在无须本质学的情况下以现象学的态度思考下面这些东西：在我的体验流中，在我的（现在变成了反思之课题的）经验中和我的理论思考中，一个自然，一个世界，总是作为存在着的被给予我了，并被证实了；我相信，这个世界会这样无限地（in infinitum）存在下去：这整个的关联看上去是怎样的？如何能将这种关联确定下来？如何能按照它的基本特征描述它呢？但这就重又引入到本质的-现象学的态度。


  现在，在这种态度中，我拥有和我的纯粹自我相符合的可能的自我变样之系统，注830以及和我的现实的单子相符合的可能的单子方面的变样之系统，并且作为设定之相关项，也许（在相应地优先选择一种确定类型的情况下）拥有一个处于其已证明的和能证明的现实存在之中的可能的经验世界，其中就有人和动物。


  如果现在我（在我的反思的和纯粹的态度中）以纯粹的可能性思考这些单子中的任何一个单子，我就会看到，在该单子中，与某种关于事物的经验（异己的身体）一起，有第二个单子以间接呈现方式被经验到。如果我将这个异己的人当成课题，那么该课题就包括有形的身体物体作为课题，并且在心灵这个名称下，就包括他的单子作为课题，同样还包括二者的统一作为课题。（异己单子之纯粹本质及其本质法则性和我的任何单子式的变样中的本质法则性必然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处于自然态度之中，也许我在致力于心理物理学和本质心理学。如果我处于现象学态度中，更确切地说，处于向我的纯粹单子之还原中，那么我就拥有了纯粹主观性之诸可能性，拥有了关于我能从对我的我-在之变样中获得的任何一个单子一般之纯粹的单子论，而在这里，异己的单子只不过是被放到“括号”中了。


  在这个本源的现象学还原之范围内，我能够澄清什么呢？“在”作为纯粹自我的“我之中”发生着的东西，或更确切地说，在我的单子之具体统一中发生着的东西，由作为纯粹自我的我预先给予了的东西，经验到了的东西，作为自然被想到也被以严格科学的形式想到的东西，这就是我在我之中以反思方式作为被我想到的东西等等的所看到的东西，就如同它在我的单子式的关联中，在一些方式中，在一些事实、统握、设定等等中被意识到的那样。并且在仅仅停留于这种关联中时，我还发觉到在这种理性设定、合理论证、理论研究之特殊关联中，对于我，这个纯粹的认识-自我来说是“对象”的东西，我在这里设定的东西，在这里是进展着的理性认识（合理的有洞察力的规定）之结果的东西，以及诸“真正的”规定之同一的基底如何服从于它在其中是意向物的那种单子式的关联。对于各种各样的对象设定，以及作为真正存在着的而被给予的和被以为的对象性东西，因此还有对于“人”和动物，国家，民族等等这些对象，也是如此。


  但是现在让我们思考：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现象学还原中研究这个自我-我思-和不论什么所思对象（ego cogito quaecumque cogitata），那么“我经验到一个同胞”的情况就是下面这样的，即我以下面这样的方式提供他：我经验到在那里的一个身体物体，和这种经验一起，并借助于该身体物体与我的身体性类似而提供的解释，通过间接呈现我经验到第二个单子。在这里由于这个在第一阶段上奠立的基础，如其在这里起作用那样的对事物进行经验的理性之本质一定会得到研究和澄清，并且在这里，只有这个当下的纯粹自我及其显现的多样性，以及在显现多样性中被单独构成的统一，在考虑之内（在这里，我还没有任何共主观的事物和共主观的自然）。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我就有了关于由我，或由一个与我完全相同的单子，构成的自然一般之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本质，这种意义与本质在其与进行构成的单子之本质关联中，以及该本质关联之多样性中，得到澄清。现在这个存在者与“自己的身体”之特有的给予性相关联，而这种“自己的身体”特有的给予性同样首先应该得到澄清，而且是在这种关联中得到澄清。于是按照其纯粹由自我设定的意义，并在一切构成性关联中，澄清异己的身体和异己的主观之道路，就被发掘出来了。


  〈§6.单独的还原和排除自然后的剩余〉


  现在我们不是必须这样继续下去吗：即现象学还原曾只不过是一种方法上的障眼物，以使除了在纯粹自我中的意义赋予和意义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起作用，就是说，因此以使该自我在思想时现实地拥有该意义，而且是在思想行为本身中作为这种思想行为之意义拥有该意义的那种方法从中纯粹地获得该意义？因此当我现在将这个自我仅仅设想为进行经验的自我，而且要像它意指在那种意义上的该被经验之物那样设想，并通过显示充实该被经验之物，证实该被经验之物，而且如曾说过的，仅仅作为该自我的被经验之物——其它的自我及其经验不可能对此做出什么贡献，即使它们与这个自我进行交往——那样设想它，充实它，证实它，那么我暂时就抽去了所有“异己的身体”和动物而考察这个单独的自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单独的自我必然就是我的变样。如果我可以说的话，除了现象学还原，我还实行向这个单独的自我（单子）的单独的还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完成了这种澄清，那么排除自然的必要性就消除了，而只有这种单独的障眼物仍还是必需的。就是说，现在我能够对这个自然直接地进行观察并进行理论研究；对此我现在没有任何障眼物；注831我知道，这是纯粹的自我之成就，并且如其以反思方式所显示的那样，一种这样的成就所意味的东西，就是我可以为对意义所提供的东西，对意义所规定的东西指望的。并且如果我停留于本质的东西之中，我就会认识到：一个单子式的主观一般，在其中有某种理性的关联正在进行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其中有某种理性的关联被认识-自我以科学方式主动地实行的一个单子式的主观一般，在自身中带有作为意向的相关项的某种对象性东西，例如，一个自然，而且这是一个可以指望它有这一种意义，而不是另外一种意义的真正存在着的自然，而且除了这种直接的意义，这个自然还有一种相联系的意义，即这个自然恰恰是这些可能的关联的相关项，而且这个自然与这些关联的可能性并因此与这个自我不可分割。如果我认识到这一点，那么现在与“意识”的这些本质关联一起，或者与诸可能的单子一起，我就有了一种可能的真正的自然，这个自然与该单子不可分割，并与它一致，作为理想的相关项包含于它之中。而在自然态度中我研究现实的自然和诸可能的自然一般，例如诸绝对的被给予东西（存在论），而且通过由极其不同的构成方面的来源中所存在的东西构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掺杂，只能达到诸不完善的发现，而通过我的现象学的障眼物，并通过对首先是一个进行认识的单子（纯粹的自我）之构成方面的关联的反思，我就能获得一个真正的自然之真正的存在和真正的意义，处于构成性生产之这个或那个领域中的真正对象性之真正的存在和真正的意义，并借此获得一种处于其构成性环境中，就是说，处于其自明性中的纯粹的、未被掺杂的意义：我研究这种自明性，就是说，我研究这种生产，并且我在这里看到生产与被生产物的这种休戚相关性，并且我在这种唯一赋予该意义以清晰的确定性的关系中牢固地拥有纯粹的意义。


  〈§7.过渡到作为绝对者的众多单子〉


  如果完成了这些东西，我就可能自由支配这种意义的对象东西之存在，而且是在这种相互关联中，并且只在这种相互关联中，自由支配，而且凡是涉及现实性的地方，就现实地自由支配，否则就是作为纯粹的可能性自由支配。因而就对于我的自我而言的自然来说，同样也是对作为处于仅仅是单独的经验之中的自然的自由支配。就“我的身体”来说，同样也是对作为来自它的单独经验的一个自我的身体的自由支配。如果我以后过渡到移情作用，也不会失去这种现象学，只要我现在使用的正是在这种单独的纯粹的经验意义上的可能的自然和可能的身体性。如果以后我由关于移情作用及其相关项的现象学获得对于另一个身体和另一个自我的意义赋予，那么我就又有了构成行为之新成果，并能够直截了当地使用它们。


  于是我不仅有一个自我，一个单子，它在其领域中有诸移情作用的体验，并有使关于进一步体验的诸充实之某种类型学成为可能的诸规则，有某些视为同一的行为等等，而且我还有一个处于与另外一个单子关联中的一个单子，并有与这第一个单子关联的或能够以移情作用的方式与这第一个单子关联的另一个单子。这样我就在现实的和可能的交往中有了众多的单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与它们的关联中，我就有了一个同一的自然，一个共主观的自然，一个对所有一起存在着的诸可能的单子为可能共有的自然，对所有与我进行现实交往的并在可能的交往中存在的诸单子为现实共有的自然；现在我拥有一个具有在诸完整的系统中分配给所有单子的显现多样性的自然，拥有单独的经验构成之诸系统，并且通过相互交叉拥有通过对这些系统之以移情作用方式的“交换”而对一个共主观地同一的自然之构成。


  与此同时我将客观的自然之意义和规定客观的自然的科学之意义，反向关联到构成性的意义赋予，这种意义赋予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由一个纯粹的自我实行的，而是由一种纯粹的和普遍一致的众多单子式的自我实行的，由一种可共存的众多实行的。我能够以纯粹的可能性由某个纯粹的自我——这个自我是我由我（与我完全一致地）形成的——出发，为我形成一个由诸可能的共同存在的单子构成的全体之理念。这个理念的相关项是一个必然属于诸单子的客观的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在自然态度中，诸单子肯定是作为动物归于这个自然的。一个纯粹的自我之每一种不同的可能性都导致一种不同的众多和一个不同的自然，但是在这里应该问，与此同时，在这个作为自然之形式的永恒的必然性之结构对面，作为偶然性还剩下什么。


  这里区分开了每一个可能的自然都以之为前提的绝对东西，即众多单子，和作为纯粹被设定的相关项的客观自然本身，这种客观自然本身是在这种众多中的纯粹的构成性的“成果”，而这种“成果”是以在每一个个别的单子之中的，另外甚至是在众多必然的级次中的，诸主观的自然之纯粹的成果为基础的。


  于是这条道路必然从这个绝对的东西通向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最后的绝对东西，从“真正意义上”的“实体”这个系统（作为存在着的，它不以任何构成它的存在为前提），有一条通向最后意义上的绝对实体的道路。


  〈§8.在同一的自然之构成中的诸单子之相互联系〉


  诸单子是诸孤立的统一吗？对于它们，只是就内在的诸过程而言才存在“预先建立起来的”和谐吗？才存在相互协调一致的诸规则之统一吗？否，如果人们对此做浅薄的理解，那么在诸单子式的状况之发展中具有支配性重要意义的秩序之任何统一，就都仿佛是以一种不可捉摸的奇迹之方式引起的。


  一种单子式的全体——它们作为可共存的全体，应该能够想象为是全体连接在一起的东西——必然共有一个自然。这不仅是像下面这样，即每一个单子都是单独存在的，并且每一个单子在为自己构成它的作为意向统一的自然——这个自然的理论规定对于每一个单子都是相同的——时，肯定会有有关感觉事实等等之同样的规则秩序，有关可能的自然经验之同样的规则秩序。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自然在数目上是同一地同一个自然，而这就是说，对于这些单子当中的每一个来说，在自然之构成中都包含一种可能性，即进展到关于另一些身体和另一些动物（因此关于另一些单子）的经验，或者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发展到这样一种高度，即它能够实行一些相应的统觉，于是产生进一步的可能性：即构成共主观的自然，认识到进行认识的诸单子之被经验的自然和被认识的诸单子之被经验的自然之同一性。以及反过来，认识到被认识的诸单子之被经验的自然和进行认识的诸单子之被经验的自然之同一性。


  不可以像下面这样说，每一个单子都真的实行了这种发展，并且这种发展不依赖于特殊的经验的条件。——在这里存在一些问题。属于这里的有生和死的问题，动物世界的有限与无限的问题，单子之形成的问题等等。


  诸单子不仅仅是一堆孤立的统一，这些孤立的统一都具有有关在它们之中发生的诸体验之外在地加给它们的规则的。它们是相互“参照”的。一个自然在一个单子中构成，这个单子式的自我主动地介入到自然之中。知觉活动已经就是一种改变自然的介入行为，而自然的秩序本身作为这样的东西并没有改变。自我改造事物，人改造他的世界。但是在这里，一个个别的人主动地产生的东西，后来对于每一个其它的自我都是预先给予的，在这里存在着的；由此就表明，一个单子之每一个针对自然的行为，一般而言，针对世界的行为（并且每一个主观只能在针对它的意向统一采取行动时，才能够产生效果，因此是在它的内在性中产生效果），都是一种在世界之中发生的行为，它不是针对另一个单子的行为，而是一种每一个其它的单子都将它纳入到自己的范围之中的，必然会按照它的内容对它加以改变的“因果性”。只要每一个单子按照其全部的“内在性”确实是每一个其它的单子所能达到的，那么凡是一种规则预先没有规定给每一个其它单子的东西，就不会在一个单子中发生；单子正是只能这样充分地发展，即它只能在它的生活所属的位置上发现其它的单子，并且只能发现这些单子之在它们之中已经形成的东西之内在状况。诸单子作为直向地认识世界的单子，因此是作为在对自然，对动物，对人之自然的直向的认识指向中，在自然之关联中，与身体结合在一起的，它所发现的正是这样一些东西：实在存在之普遍的统一，在这种关联中的诸实在的主观，这些实在的主观作为经验、认识、评价、行动之主观，同时处于与这同一的宇宙之关系中，与诸事物之关系中，与诸身体，以及与身体紧密联结的、在身体中表现的、和身体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的诸心灵、诸单子、诸主观之关系中。与这种自然的、朴素的向外观察以及在这种观察中绝对给予的世界相对，现象学指出一种绝对的向内观察的必要性，这种向内观察将这个世界表明为一种绝对的单子式的主观性之构成性产物，该主观性在其生活中，特别是在其认识生活中的发展导致在意向上构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同一性之系统，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在这件事情上诸主观性本身在这种意向上的构成中以进行客观化的诸形态达到了客观化。作为世界而被客观化的东西，是由处于一种通过物理自然中介的实在关联中的所有存在着的主观提供的。而这种客观的实在关联在一种绝对的单子式的依赖关系中具有其绝对的意义。处于其绝对存在中的诸单子是以自身为原因的。如果我们将实在性的东西（事物式的统一）理解为世界的实在性的东西，理解为在诸单子中构成的，主观地和共主观地构成的诸统一的话，它们就不是任何实在性的东西。与世界中的心理物理因果性相对应，在这个绝对领域中有一种诸单子相互“加于”对方的“绝对的”因果性。


  〈§9．以个人方式起作用的行为，一起生活和相互交织的生活〉


  在世界中，诸单子相互施加“精神影响”，它们进入到精神的联系之中，它们从自我到自我相互影响，即我如此做，该另一个人知道我如此做，而这就决定他在他那个方面“照此行事”。但是诸单子也相互交织地起作用，我将该另一个人的意志采纳到我的意志之中，我服务于该另一个人。我所做的事情不仅是由我出发而做的，而且是受他委托的，他的意愿在我的活动当中起作用。在我一起受苦和一起高兴时，我不仅仅是作为自我在感受痛苦，而是在我的痛苦中存在着异己的痛苦，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我沉入到另一个人之中，我生活于他的生活之中，特别是我感受他的痛苦。正如我一起实行他的判断（绝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即只要我形成的判断由于正确而与他形成的判断相符合，我就与他“相一致”，而是通过深入理解，而无须任何随后的赞同，我就一起实行他的判断）一样，我也一起感受他的痛苦，我并不能这样地一起意愿他的意愿，但是我能够参与到他的行动之中，或者我能够以为他服务或支配他的方式与他一起形成一种意愿的统一。


  自我能够和自我（你）联合在一起，自我能以特殊方式将自己和一个对面的自我联系起来，达成一致，一个自我的行为与另一个自我的行为不仅是一种分离开的，并列的行为，不仅是一种相同的，和谐地协调一致并联合成一种统一和弦的行为，而且这种统一性可能是一种极其不同的统一性。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另一个人可能停留于我之外，并未与我统一， 我只是在注视他，跟在后面理解他，我可能通过和他相接触并和他一起采取态度而和他一起思想，一起感受，但是我也能以我的意愿生活之一部分在他之中生活，将他作为被我征服者，在他之中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他是生活于自己本身之中，并在他的“服务”之范围内，作为在他的意愿之中随身带有我的意愿的，在他的行动中实行着我的行动的而有意识地生活于他的一部分义务之中。我也能够通过在我之中构成的方式将另一个人纳入到我之中，作为我完全纳入到我的中心的自我之中的我的典范；我按照他行动的方式行动，仿佛是他在我的位置上一样。


  〈§10.联结诸单子的诸不同方式。作为共同的发展和目的论的发展之整体的绝对的现实性〉


  因此我们就有了通过将诸单子的自我主观联结起来而将诸单子联结起来的诸不同的可能性和诸不同的方式。每一个自我主观都有它自己的体验，但是在其体验的意向性当中，特别是在移情作用当中，他把握住另一个人，而且是按照其自身性把握的（与他把握他自己的过去的自身相似，尽管他实行的仅仅是准当前化），并且他施加于另一个人的影响和他从另一个人那里经受到的影响都是直接的影响（如果他是“直接地”将一项任务交给另一个人等等的话），虽然这些影响的前提是，这一个人外在地看到该另一个人的身体，并给该身体配上一种内在性等等。


  在主动影响另一个人的行为和由另一个人而受苦的行为之这些特殊的自我作用中，诸自我主观本身就是那些主动地形成了自我共同体、个人方面的联系、整体之各种不同形态，并由此而有处于自然世界之中的诸充分具体的个人这种具体统一的东西。在这里这些持久的共同体统一是一种有它们的物质代谢或者它们的繁殖，它们的生与死的“有机的”统一，只不过它们都是由自我而来的主动构成的统一。


  另一方面，在绝对的观察中，这些处于绝对形式之中的诸单子，通过这些单子的纯粹自我主观之进行创造的主动性，被绝对地联结起来，而在另一方面，在它们的被动的基础方面，与主动相互规定的行为，为共同的目的，为完成共同理想而结合起来的行为等等相对比，它们有它们的绝对的联系，它们的处于被动形式中的，处于绝对的和被动的因果性中的绝对相互规定。


  因此绝对的现实性并不是仅仅相互协调一致的诸单子之堆积（就如同一个钟表匠制造的，并使它们以相同方式运行的诸钟表那样），而是一种独特的关联，一个由诸单子构成的整体，这些单子中每一个以原初的（知觉的）方式经历的仅仅是它自己的生活，但是每一个单子在与每一个其它的单子之被动因果性联系中和主动积极的联系中，经历到一种相互施加影响的行为和相互受影响的行为之统一，由于这种统一，在所有的单子中，作为本身第一的东西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产物，作为自然，作为一个永远是合法则的自然，一个人和动物进入其中起作用的物理的和生物的自然；正是通过这种起作用的行为产生着文化，同时按照其敞开的存在内容改变着自然本身，但始终是这样改变的，即这个“自然的自然”，这种永久的合法则性，并未被消除。此外，这个自然还具有下面这种形式，即只要自我主观没有主动介入，它就作为“仅仅是凭借自身的自然”而继续其一义的进程。


  这整个单子式的进程都服从于生成之普遍法则，首先是服从于本质法则。拟定这些法则是现象学之最重要任务。单独地注832来想，每一个单子都有其自己的内在的发展法则注833，而对于每一个自在自为的单子本身来说，在这里，诸本质法则就是这样的法则。但是诸单子的交往（commercium）本身也有其生成之有牢固基础的本质法则，而一种有意识的交往（commercium），一种社会共同体（转化为绝对东西，转化为单子式的东西）有其历史及其历史之本质法则。这里的任务就是指出以下这些东西：诸单子只有作为由诸发展的法则支配的，并且是按照这种本质法则一义地规定的单子式的整体，在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是预先规定了的那种共同发展之整体，才是可共存的；这种发展只有像下面这样才是可能的，即在其中有一个作为客观世界的世界被构成，在其中有一种客观的生物学的发展在进行，和它一起，动物和人进入到客观的此在，而人是这样客观地发展的，即他们追求构成人的真正的历史；在这个进程中，能够认出作为规定发展的理念的目的论的理念，力学的自然之理念，生物学类型之理念，等等，但是此外，也能为主动的个人的主观行为，为共同体的发展，认出作为实践的理念的理念，作为目的的理念的理念；在这些理念之中存在着等级，应该在被动的理念（规定被动性之生成的理念）——这些理念只在下面这一点上才有其目的论，即它们是个人的历史之更高发展的可能性条件——和理想的东西，即实践的理念，之间加以区分；在一切实践的理念中都存在向规范的、真正的理念发展的趋向，这些理念首先是具体地规定发展，然后是通过被诸主观有意识地理解，并被设定为被意识到的目的而规定发展。凡达到了这个目的的地方，这个目的就引起了达到这个目的、并意识到这种达到这个目的的诸主观的“快乐”。这种发展必然通向处于个人式共同体中的诸个人之发展，这种个人式共同体追求幸福，追求一种积极的生活，而且是充分意识到这个目的的生活，这种生活主动地去实现已经领会了的、并在其中看出了绝对价值的理想的东西。如此等等。


  附录XXXI  另一个自我。自然之存在和诸主观之存在，由于它们构成方面的意义而作为本质上被区分开了的存在。〈作为具体的绝对的东西的众多主观〉注834 〈约写于1921/1922年〉


  纯粹的意识之无所不包的领域，我的，这个反思者的思想活动（cogitationes）之无所不包的领域，自我（ego）及其意向上被以为的东西，以及最后它的处于真实性之中的“真正的客体”，这种真实性是这个自我（ego）可进入的，是这个自我在自己本身中显示出来的，或者是它在它的可能的显示之领域中拥有的，在自我与这种真实性在意向上的关联中借助于可能的显示之意识或可能的拒绝之意识而知道的。


  向纯粹的“现象”“还原”和向诸可能的“现象之领域”“还原”之意义：还原到自我极，还原到内在的有时间性的体验流，还原到诸个别的体验，诸个别的体验关联，还原到意味着对自身的意识的那些关联，还原到在这当中所包含的意义，还原到这同一些东西之显现方式、给予方式，还原到作为这个自我（ego）之可能的意识之某种无限的多样性之相关项的“真正的”同一性东西之全体，这些相关项完全与自明的显示之统一性协调一致。“作为现象”的这个真实的世界，不仅是被以为的世界，以及作为在此存在的对我有效的世界，我所看到的世界，而且是这个事实上存在着的世界。但是在这里，这个世界意味着现象，因为它纯粹被看作是诸意向上的统一性东西之全体，它是由我在我的意识范围内和我的自明性之范围内作为真实的，尽管经常是假设真实的，总是能够校正的，但却是能自明地设定的世界被给予的和能突出出来的。注835


  但是另一些自我。我，这个认识者，在我的我思想（ego cogito）的活动中拥有关于另一个自我的现象，也许拥有关于另一个自我的真实的在此存在以及它的真实的如此存在之显示的可能性。因此在这里，在作为无所不包的世界经验之相关项的我的无所不包的世界现象（不询问真实性）之关联当中，除了别的东西之外我还有诸现象和经验，即关于异己的自我的经验和通常的意识，此外还有这些经验和意识根据本质所要求的显示类型。在这里，这种显示也是假设性的显示，然而却是自明的显示。对于这个说“我”的我来说，在这里另一个自我是合法的，并且它以在这种有效的显示中被归于它的意义真正存在着。


  因此我拥有下面这些理想的可能性：


  1）这个我所是的自我（或者从事实出发，我的处于其思想行为和所思之物[cogitationes und cogitata]的变化之中的自我之诸可能的变化之中的任何一种变化）前后一致地拥有一个流动着的意识，是一个纯粹现象之领域的主观，在这个领域中没有其它的自我被给予，因此也没有我经验为另一个身体的事物被给予。


  2）另一些自我也被经验到。我们假设，它们作为真实存在的显示出来，为我显示出来，注836这个我在设定它们时保证这个设定是合法的，或更确切地说，我完全确信，它们不仅被经验，被思想，而且真正存在，当然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存在，即它们曾被经验，并且现在被经验，因此没有任何这样的意义：比如它们只有通过以下方式才能表明是正当的，即另一些自我之实存肯定已经被证明为正当的。注837因此我根据另一些人的告知所做的每一个合法的断定都以下面的情况为前提，即另一些人真的存在，并且关于这个世界的每一个意义规定，即使是关于我的自我和另一些自我的意义规定，都已经以作为合法的实存的另一些自我之实存为前提了。我一定会合法地经验另一些自我。如果我一定会经验到它们，如果我能够拥有关于它们的真正的认识，那么我就肯定是借助一种意义经验到它们的，这种意义能够在保持经验相信的情况下作为“可信的”意义，作为被证明是正确的相信行为之一致的意义的被意识到。如果我完全弄清楚了这样的正当性证明之可能性，那么我现在就还能够说，在那样一种意义上，另一个自我之“真正的现象”具有真实性，正如我按照相应的研究和澄清能够就任何一个物质的事物之“真正的现象”说同样的东西一样。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到，如其能够在我的合法的显示中显示那样存在着的另一个人的意义，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一个为我在此存在着的事物的意义的意义。这个我应该能够设定为真正存在着的事物是诸可能的一致的经验之注838多样性的统一。能够想象，它不存在，而且整个物理的自然不存在，并且如果它不存在，如果经验之一致性不存在，那么在关于事物的超越性之经验的相信和经验的统觉瓦解之后，自我以及我的关于事物的错误的显现或者一堆意识事实的显现却仍然存在。但是另一个人并不是关于诸显现的一种规定，并不是一种通过一致的经验之本质预先规定的、带有对一致的证实之假定的预期和合理的预期的一种统一之理念。相反，它是某种以对自然的设定为根据的，作为被合法地连带设定的东西的东西，被合法地间接呈现的东西的东西，作为在我的对面的自我的东西，按照意义，它与一个被给予它的，我一定能够将其一起移情到它之中的环境世界相关联，这个环境世界与我的环境世界是同一个环境世界，而且这个环境世界在这里首先是我所经验的自然，是我的经验之一致的统一，而且是假定为真的一致的统一，另外这个自然与他同样也经验到的，并且合理地假定的自然是同一个自然。作为另一个自我，它如同我一样按照意义看待这个在经验上为它构成的（合理的地设定的）自然。它能够自在地存在，但是如果这个自然不存在，那么该自我对于另一个自我就不是另一个人，并且他对于我也不是另一个人。如果在一切无限性之中对于我和对于他完全没有经验自然并且在经验中坚持自然的任何可能性，那么实际上我就不可能是另一个人，而他实际上也不可能是另一个人，就是说，我们就不可能是两个自我。从原理上说，只当对于我而言自然存在，并且在自然之中存在着他的身体时，并且反过来，只当对于他而言自然存在，并且在自然中存在着我的身体时，才能有除我之外的一个自我存在。


  与对这另一个人和对敞开众多的另一些人之可能的理性设定一起，这个自然，这个作为我的诸显现之统一的有合理理据的自然，同时获得一种诸显现——这些显现不仅是我的显现，而且是每一个人的显现——之统一的意义，因此获得了由诸经验的显现构成的统一的意义——这些经验的显现在我之中，但是并行地也在每一个人之中拥有关于其一致性之合理的规定——，并且获得了一种每一个人都在自身中作为他的被经验的自然被构成的一切统一之相互搭接的统一的意义。


  在每一个人的被经验的自然之中,每一个处于其充分的具体化之中，其它的主观都借助它的全部显现和它的被经验的自然作为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它的经验）之统一被指示，也许被直接地连带知觉，被间接呈现。现在只要每一个自我在自身之中存在，并且生活于它的体验之全体中，并且在它的意识之全体中拥有对于自己本身而言是意向上的被给予性的，并且是合法的，可理解的被给予性的客观性，并且是作为纯粹的我思想（ego cogito）拥有更高的和更具体的存在等级，或者换句话说，只要客观性是这个自我（ego）之现象，即使是这个自我（ego）之真实的现象，并因此作为这个自我之意向的统一，作为这个自我之意向的相关项，我们就能够说，这个自我，而且在充分的具体化中被看作在自身中也包含诸意向的相关项的具体的主观性，就是绝对的存在。


  一切意向的相关项，作为相关项，都是相对的存在，根据本质是相对的存在，作为这样的存在，没有主观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不仅仅是通过一种偶然使发生关联的行为与主观相关联，否则就是一种能够使关联者和相关项分开的偶然的关系。


  但是现在应该区分两种客观性、两种意向的相关项：


  1）自我不仅存在，而且它只是作为对于自己本身而言的存在物而存在，它不仅存在，而且对于自己本身而言也是真正的意向上的客体。这就是说，这个自我能够对自己本身进行反思，并且也许能够将自己当成理论的课题和实践的课题；但是它也能够满足对自身进行经验的可能性之条件，并且正如现象学已经证明的，当它存在时，它就已经以它存在之纯粹的被动性构成了一种关于它自己本身的内容丰富的意识，一种具有某种意义的关于它自己本身的意识，而这仅仅因为它是持续地被动地 “以预先给予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显现自己本身的东西（尽管并不是以进行透视变形的呈现方式被呈现的东西），它能够被主动地把握，能够在真正意义上被给予，被思想，被认识，并且能够在实践上变成以反思的方式如此这般地意愿自己本身的行为之课题，在道德方面革新自己的行为之课题等等。


  2）在真正的意义上，“自我”是具有由它的生活和它的态度而落到它身上的诸习惯和诸能力的自我极。但是这个自我是一种抽象物，如果我们另外再加上它的具有其意向性的整个的具体的生活，它就被具体化了；并且只要所有真正的客观性都是对于这种意向性而言的理性的规定，不仅是作为现实的理性的规定，而且作为由自我而来的可自由变动的理性的规定（在我-能够-相信，我-能够-通过经验-进入到-世界之中等等），这个世界也就属于这个自我。但是在这种“属于”中，作为生活属于自我的东西和在改变它的生活的能力上属于自我的东西，以及例如在以期待方式实行一致的视为同一的能力上属于自我的东西，或者在必须也“以另一种方式”思考这个被设定的世界的能力上，而且是按照其真实性本身，作为理性理念，作为在预见中以持续的一致性和持续的合理性坚持到底的东西来思考这个世界的能力上属于自我的东西仍然是分离的。


  3）我绝对地存在。每一个在认识论上进行反思的自我都是我，——并且本身是绝对存在的，而且是唯一不可能“怀疑”它自己本身，不可能抹杀它自己本身的东西。我存在，并且我是以必然的真实性存在的，并且我是这一个唯一的被原初预先给予我的自我。但在这个为我构成的，并且能被我自由地认识的，我是它的中心（它的极，它的焦点[focus]）的环境世界中，我发现诸事物，并借助诸身体事物，我发现处于间接呈现式的统一中的诸其它的自我。


  正如为我在此存在的整个世界属于我的自我之具体化一样，每一个其它的自我和被结合起来的诸自我共同体也都属于我的自我之具体化，正如已经指出过的，它们是作为合理的理念或者“自明地”有效的理念，作为我的自我之对极——在这个方面与诸事物并没有不同，并且是处于与被称作身体的诸特殊事物的结合之中的——而属于我的自我之具体化的。但是它们并不仅仅是真正的意向的相关项，而且它们本身就是自我，本身是绝对地存在着的，尽管对于我而言只是合理地间接呈现的。这就是说，属于我的自我之具体化的不仅有关于在“另一个自我”这个名目下的“真正的存在”的意向的规定（对我的可能的移情作用的经验的规定），而且正是一个自我本身，即按照移情作用的意义如我所是的一种绝对的存在，属于真正的存在这个理念，这个真正的存在作为“另一个”自我（alter ego）是一个被一致地间接呈现的东西；并且根据这种间接呈现，如我在与我自己的关联中在实践上发现我-我-支配关系那样，我能够在对你的关联中发现我-你-支配关系，并且这个被间接呈现的自我同样可能想支配我，并借助这种移情作用的媒介我能够经验到作为现实支配的这种支配，并且一定会经验到。我受它支配，正如它受我支配一样。我们进入到一种绝对的关系之中，我们不是外在地发生关联，而是我们在自我行为中变成一体，这些自我行为从我到你，从你到我地进行着，并从我到你，从你到我地产生着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自然是我的诸显现之统一，是一种自身一致地坚持到底的，透视方面的统一之理念，当另一个自我作为我的自我之绝对的对立极被指示时，这个自然对它也是有效的自然，诸显现之这种统一也是对它有效的统一。 这个自然是一个共主观的自然，是一个能被每一个人经验的统一，是能被每一个人在其显现系统中一致地证明的统一，是能被每一个人在与每一个人的相互关联中认识的，并且能在科学上规定的统一。但这个自然是如其所是地相对于主观性而存在的，这个主观性并不是特定的个别的主观，并不是只有对于这个正好是认识的主观的我才是主观性，而是对于每一个（如同我能够认识一样）能够同样好地是认识的主观或能够同样好地成为认识的主观的每一个其它的主观也都是主观性。从绝对的视角上看，我存在，并且彼此相互都是其他人的众多的其他人，就自己本身而言是自我的众多其他人也存在。具体来看，这众多其他人是绝对地存在的：这种众多是诸主观极之众多，是对于分别属于每一个这样的极的具体的生活，具体的以为行为，经验行为，一致地经验的行为，正确的或277错误的思想的行为，其中也包括科学的合法的思想的行为而言的众多的主观极。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单子”之中存在着一种连贯的并且具有决定意义的统一，每一个单子都以知觉上的经验的一致性并通过在得到合理辩护的经验设定（尽管这种设定也经常有假设性东西）中的自由地参与和合理地对待的行为经验到一个自然，每一个单子都在它的自然之中经验到诸身体，这些身体以移情作用之类型的经验的自明性间接呈现异己的绝对的主观性，因此每一个单子都具有与诸其它单子的关联，每一个单子不仅存在，而且对于诸其它的单子也都是现实地或潜在地在此存在着现实性，每一个单子都能够和每一个其它的单子一起进入到“共同体”之中，并且能够和每一个其它的单子一起建立起共同体的工作。此外每一个单子都必然会发现它的自然（作为它的理念的真实性）与每一个其它单子作为它们的真理相关项而拥有的理念是同一的理念，相似于每一个单子都构成它的数列，但是由于每一个其它的单子对它而言是在此存在的，它就一定会认识到，它的这个理性构成物数列与每一个其它单子的数列是一致地同一地同一的数列。因此，这个世界一方面对于每一个自我，并且首先是对于我（这个我肯定在我-在中就绝对地和原初地设定了我）而言是外在的世界。但是这种外在性不外就是一种在自我之中，在自我的单子之中，被构成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作为唯一的绝对者所包含的只是诸其它的自我。这种唯一的方式（如在我的内在领域中，一个作为“真实存在”而被构成的东西，可能多于我的个体的自我之统一赋予而存在）是这样一种方式，即我的作为“诸身体”内在地被构成的诸统一（前提是，我本身在这个领域中“有”一个作为我的身体的身体）合法地间接呈现第二个自我。这个被设定为一起在此存在的东西不仅是我的个人的统觉之统觉上的统一，某种在这里自身发生透视变形的东西，而且是一个自我，这个自我是借助于作为类似物的如此显现着的东西而被指示的，并且被合理地设定为一起在此存在的。由此接下来成为可能的是，自然本身，尽管纯粹是显现之统一，作为同一的东西成了共主观的，这种同一的东西在我之中显示出来，并且它也在关于另一个人的经验中显示出来，在这当中作为前提的是，下面的情况从一开始就是属于移情作用之本质的，即诸显现系统以间接呈现的方式被移情到另一个人之中，这些显现系统与我的显现系统取得一致（与那些对于我而言能本源地给予的显现系统取得一致），而且是在同一的真正的自然之中取得一致。但是正如能够看到的，这留出了下面的一些可能性，即诸显现系统之完全的同一性并没有发生，但这种情况并不损害诸不同的主观能够理解的真正的自然存在之同一性。但是这就导致物理学上的自在之问题，导致对在物理学上的自在与特殊的身体性之关系中呈现着的诸显现和对在物理学上的自在与“正常的”主观性之关系中呈现着的诸显现之进一步考察，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关于“客观的”自然科学之可能性的超越论的-还原的理论之问题。


  在这里重要的只是要看到，现象学的还原必须在下面这些层次上进行：1）首先是在真实性和真实的存在之前的诸问题，2）然后是在一切理想的可能性之范围内的真实性之问题，在这当中首先a）必须考察孤独的自我，b）再后是移情作用的理论，再后是共主观的自然。


  在这个概观中我们还认识到，一个真正异于自我（异于主观性）的自然不可能存在，而这个自我显然到处都存在，并且到处都能存在，因为一切在自我之外的东西，虽然是在身体之外，在作为极的自我之外，但并不是在纯粹的自我生活、自我意识的范围之外存在的。而属于这个极的是，它能够将它的射线指向所有东西，这个极是超自然的，但是作为自我它在它的视域中拥有一切自然的东西。


  霍金：注839我和另一个人一起存在于其中的这个共有的世界。


  自然的世界并不是假象，而是真实的存在。自然的世界统握并不必有丝毫的修正，只有那种作为有关处于其对主观的相对性之中的这个世界之模糊不清的反思的哲学才需要这种修正。世界作为意识之真实的存在，存在于意识之范围中，存在于意向方面的范围中。但正是因此，它是我的领域，它对于我而言是可把握的，它本身实实在在地在此存在。但是现实地和真正实实在在地存在的只有物理的世界，它的作为诸显现之统一的真实性的真实性，是与当下进行认识的自我有关系的，这些显现都是诸自我的诸现实的和可能的显现。这个世界之中的诸主观必然是动物式的主观，并且这些主观之纯粹的主观性对于这个通常意义上的当下的认识者而言是“实实在在的”，是能够通过身体性而本源地间接呈现的，由此而“在”这个自然之“内部”被第二次定位。但是绝对地来看，这个存在者之全体乃是主观性之全体，诸主观性互为对方存在，并且只有通过以下方式才能存在，即由于身体性这个中介，它们能够相互“将手伸向对方”，这个中介只不过是使那种对于一个自我而言不可能本源地出场的东西出场的中介。而这个世界是作为同一东西而为诸主观性所共有的，与本质学上的理想的对象性东西没有不同，只不过具有我们称作实在性东西的经验式的理想性东西之全新的类型。这种共同性是每一个主观都能进入其中起作用的那个自然之共同性，另一方面，对另一些主观之间接呈现则具有这样一种性质，而且是必然的性质，即自我在精神上规定另一些人，并且将他们的精神成就在这个世界中具体表现出来，并因此能够形成一个共同体和一个文化世界。


  附录XXXII  与对诸异己的自我之认识相比较，在回忆和预期中认识超出自身〈可能写于1921/1922年〉


  我们由此已经可以看出这样一点，即由于合理的动因，意识能够以可以理解的方式在下面这一点上达到超越性，即它在一种关联中以有理据的方式预期一种在这种关联中本身中并不包含的意识。这的确可以说是在我的自我之无所不包的意识关联之内的一种持久的成就，即我不仅拥有意识，总是重新体验到意识，我不仅在当前生活中想起过去的生活中的我，而且在此以前的生活还在持续的预存中和间接的预期中预先为我规定未来生活的路线，而且是合理地（有“根据”地）预先规定的。每一种证实同时都是对于诸新的也许有细微差别的预先规定的确认。因此一种意识就是另一种意识之意向对象，并且在向前抓取当中所把握的它的现实性并不纯粹是进行预期的意识之事件，相反这种被预期的东西是一种新的绝对的现实性，而且如同它在超越的行为中曾经设定的任何现实性一样，是一种绝对的现实性。


  但是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涉及这样一种超越性，即在无所不包的自我意识流（但是关于这种无所不包的自我意识流，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超越的行为才能具有一种绝对的认识）之范围内，诸意识体验和诸意识设定能够实行的超越性。


  但是属于一个单子式的意识之本质，因此是被普遍理解的意识之本质的是，在对另一个单子式的意识之关联中，它也能够以合理假设的设定之形式实行一种超越，或者说，属于一个单子式的意识之本质的不仅是一个自我能够觉察到它自己的生活，能够把握在意向上属于它的生活的东西，以及在这种意向性中只与它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且属于一个单子式的意识之本质的还有，它能够觉察到另一个生活，觉察到另一个自我，就是说，能够觉察到这个自我，尽管是以间接的方式，以一种由自己的内在的动因中介的方式觉察到的。


  对处于这个经验着自然的朴素的自我（这个自我朝向对于这个自我而言的自然之持续在此存在）——只要没有其它的自我为它在此存在，或被考虑到——之成就的现象学上的说明，或者对主观方面的可自由支配的意向方面的关联（由于这种意向方面的关联，对处于朴素自然的态度中的我而言物理的自然是原本地[originaliter]在此存在着的现实性）之本质研究，向我表明，这个存在着的自然，真实地存在着的自然，不外就是呈现着的诸显现之“统一”，是具有关于（借助敞开的理性的假设能够现实地建立的或能够假设地建立的预期）被给予的这些或那些事物的透视方面的透视变形的无限敞开的多种多样的知觉体验之统一，并且向我们表明，如果我如我可能的那样在主动的经验中按照当下的诸显现本身预先规定给我的诸可能的方向继续进行下去，那么我就能够实行一种不断进行的一致的视为同一的行为，在这种视为同一的行为中，就会有同一的事物，同一的自然给予我，并且在内容方面以不断进展的丰富内容给予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看到，一切自然的东西和自然本身按照本质并不是这个认识者能够绝对拥有和绝对把握的绝对的存在，而是一个理念，这个理念与关于一个可能的一致的经验之可自由支配的全体的相关项的理念相关联。这后一种理念与一个必然的假设的被以为的东西之本质相关联，与一个被赋予敞开的不确定性东西的意向上的X之本质相关联，就是说，作为这样的假设式的被以为的东西之系统的全体之可能的理念，这些被以为的东西按照其实现过程之一切系统的方向，会将具有所属的诸内容规定的真实的存在之无限性突出出来，而这个真实的存在在这里必须被称作是真实的自然。这样一种无限的理念是一种必然的主观方面的构成物，尽管是合理的动因之构成物。它所具有的正是一个理念之客观性，这个理念不是任意地和以空洞不合理的方式被以为的东西，而是具有其理想的真实性的，具有其理想的存在的。但是这种理念是与对其说明理由的根据不可分的，是与这样一些经验不可分的，这些经验作为“可能的”经验，而不是作为现实的经验，也与其有关的自我相联系，只要一切可能的经验只有在某些现实的经验中（尽管并不是在关于某些恰恰是可以考虑的事物的经验中）才能具有对于自然的现实性是本质性的那样一种“实在的”可能性。


  因此，当认识者仅仅是经验自然时，在某种意义上他就仍停留于自己本身之中，他将自然设定为他的诸显现之统一，这些显现只是如它们事实上是他的显现（他的诸现实的可能性的东西和他的诸实在的可能性的东西）那样存在着，这些显现能够随身带有关于一个意向上属于它们的理念的合理的动因。


  但是现在作为事实属于我这个认识者的，并因此作为纯粹的可能性属于作为可能的，不管怎样被改变了的自我的我的，有这个有点像自己的身体的东西，这个东西为移情作用之可能性提供了根据，并为对异己的身体，而且是异己的现实存在着的身体的意向性之可能性，提供了根据，以通过预先规定其意义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的方式证明是另一个主观之身体。


  质朴地说，我发现了我的身体，并且发现了另一些身体，发现了动物和人。我经验他们。我在现象学还原中研究这种经验之方式，这种经验之意义赋予，这种经验之成就，和在向一致的经验之进展中这种经验所得到的自身证实之方式，自身证实之意义赋予，自身证实之成就，我不仅在事实中研究这种东西，而且在纯粹本质态度中研究这种东西，因此首先需要我在纯粹意识中追踪意义赋予（这种意义赋予一定会由在在一切移情作用之前我所具有的自然之意义中，通过作为可能性而被考虑到的诸事态而必然地产生出来），需要那里的那个具有与我自己的身体相同类型的事物与我面对，需要它现在能够被统觉为身体，并且被统觉为另一个主观的身体。阐明这种统觉在其纯粹的完整性中所引起的东西，或更确切地说，阐明这种统觉在自己本身中在意义内容方面所具有的东西，以及在能够具有进行证实的理性之形式的动因关联上所具有的东西，是移情作用的现象学之任务。但是这种现象学表明，这种在它那个方面在关于“自己的身体”的现象学中被阐明的我的身体物体与我的多种多样意识生活的意向关联，在对异己的身体之进行类比的统觉中，合理地要求连带设定一个异己的主观性。


  附录XXXIII  〈处于幻象阶段的我的身体之通过共同呈现的构成。在这当中存在着使移情作用成为可能的异己的身体物体与自己的身体物体之相似性吗？〉〈约写于1922年〉


  为了探讨移情作用，需要更高的精确性：


  1）自己的身体是以特殊方式构成的，对于最初的移情作用而言，所考虑的东西，移情作用由此成为可能的东西，以及同样在每一种后来的移情作用中唯一显著地作为起作用的动因基础被考虑的东西，可以说就是在知觉上构成身体的东西：已经是将身体作为事物而构成的东西。


  与所有事物一样，在知觉上身体暂时是作为幻象构成的，并且在较高的阶段上，首先是通过直观的因果性作为具有诸特性的事物构成的。我们只需要这个第一阶段，就是说，身体这种幻象及其提高为对整个身体之原初的知觉，如看上去那样，在这种提高中，这整个的身体已经被当作前提了，或者如果这意味的过多，那就是它总是在起它的功能作用，对所有其它的外在的知觉起功能作用。与本源地本能地进行的动觉一起，肯定有并行的感觉的过程在进行，“眼睛的运动”在进行（这尚不是作为幻象被构成的，更谈不上是作为事物被构成的），这使视觉的事实得以进行。在闭眼时或在黑暗中，触觉感觉的事实是借助动觉进行的，在这里，幻象的统一，关于身体的视觉的幻象（这种幻象总是最切近地被给予的幻象）、触觉的幻象，已经能够以尚没有更仔细研究的方式构成了，并且凡有两种知觉的地方，如通常的合作行为那里，被触摸到的身体的被给予之物之触觉上的幻象和视觉上的幻象与进行触摸的手的幻象（在纯粹视觉上）是分开的，而这只手本身又能够被另一只手触摸等等。


  在这里，当身体是作为幻象被构成时，它必然总是与身体之其它特殊的层面一起被构成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作为幻象构成的，而且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也是作为“器官”，作为动觉上运动着的，作为通过我的自由的“我运动”构成的，当我连续不断地由这里移动时，我就使动觉上的事实进行，并且是作为任何时候都依此以已知方式主观地可移动的动觉上的事实进行，与此同时，在触觉领域中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当我触摸身体的不同部分时，这个触觉的领域就在某些部分中（腿部的触觉平面）进行，与此同时，触觉领域的另一部分总是以不同方式，以触摸（进行触摸的手指的触摸）的方式进行，如此等等。


  因此，与这种幻象一起构成的还有以下情况，即该幻象有一个作为附属的感觉的“平面”的，作为可被起功能作用的器官触摸的平面的平行的层面。反过来，手指也有触觉的平面，它作为进行触摸的平面能够在该手指的自由的动觉中起功能作用，在这里，在起功能作用的器官这个名目下，手指的幻象得到的正是具有动觉上的多样性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可感觉到的、可实现的，因此，手指之主观的运动就是使手指之属于它的自由的运动性变为现实的行为。但是手指的这种运动在可能的触摸行为中有实践的目的设定。这个手指被构成为可主观地运动的，并被构成为目的“器官”，构成为现在已经为我形成了的“触摸行为之能力”的器官。


  当下的幻象是诸显现之统一，这种统一是我能在自由的知觉行为之过程中，在知觉器官之自由起功能作用的行为中感觉到的，并能以一致的统一构成的。但是我的腿部的幻象，我的胸部的幻象等等，也有一种感觉层面，我能够连带地感觉到它，并且当它在进行触摸的知觉行为中一起给予时，作为附属的发现它。这样，我就在不同的方向上拥有了附属于我的身体之幻象的东西（我的身体之幻象作为总体的幻象，只是在作为诸知觉器官的身体之诸个别的部分之被联结起来的连续地起功能作用的行为中构成的。）


  因此我们关于身体之在知觉上构成的情况不同于其它一切事物在知觉上构成的情况。我们不仅是借助于进行表现的（进行透视变形的）显现之系统构成身体，而且对于该身体来说，这个系统就是在与一个多层次的系统紧密结合中，而且是通过共同呈现注840紧密结合中的进行构成的透视变形的系统的幻象。对于每一个幻象的构成来说，只要属于透视变形之眼前内容的一切东西通过共同呈现结合在一起，共同呈现当然就已经起作用了，并且属于这里的还有，在“我经验”之自由进行中，每一种眼前的透视变形事先都或多或少确定地预见了下一个瞬间的透视变形，作为某种它在进展当中会确定地达到现实的呈现，并与已经呈现的东西一起达到一种共同呈现的东西（最简单的是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其次，作为幻象之不同层次的共同呈现，这些层次任何时候都能够经历它们的共同呈现，即使总的来说它们还没有变为现实。但是就身体而言我们有特殊的身体层次。它们彼此相互指示，它们并不仅仅是一起出现在它们在其中被实现的现实的共同进程中，而是在关联中相互作为“进行呈现的”起作用。“指示”这种表达所说的预期的意向，是在进程中被充实了的预期，而且是通过原初的给予性，通过知觉，通过原初的呈现被充实的。在幻象之每一次实现中都起作用的诸动觉过程，自然总是实行关于每一个事物的知觉之间接呈现的功能；但是它们并不属于该事物，而是属于例如手这个触觉器官，就是说，当手就像在它的“触觉的表面”和它的触觉的感觉方面那样，它在构成方面也有这些特性时。如果该身体，我的身体，继续处于对我的整个内在生活和自我生活之特殊关系中，感性的喜悦和感性的痛苦就直接地属于某些感觉，并且所有情感生活和意志生活都随身带有感性感受的变化。身体方面的精力充沛、轻松、动作不费力等等的感受，以及身体方面痛苦地受抑制等等的感受，激动、愤怒等等的感受，都会在身体方面的事件中显露出来，而这种显露所意味的又是一种单方面的共同呈现，但是这种共同呈现在这个方面不会通向作为经验之对象的身体性之构成的层次，因为在这里涉及的并不是一起给予，我在我的身体上对这种一起给予感兴趣，并且在注视我的身体并将它视为同一时，我会有一种特殊的视为同一的兴趣。但是当在不同的反应中随身带有这些共同呈现时，身体的这种特性也许也是预先就构成了的。这仍应该研究。最后，甚至关于事物之感性的因果性也是诸“共同呈现”之构成方面的形成物。注841


  在哪里存在着使移情作用成为可能的异己的身体物体与自己的身体物体之相似性呢？自己的身体是按照通常情况下处于功能之中的诸器官划分的，因此身体作为整体并按照其诸组成部分，即使是在变动着的外在的行为举止中，也有一种类型的东西。异己的身体按照整体及其组成部分与自己的身体相似，而且按照全部外在的行为举止，在触摸行为、抓取行为、推移行为、碰撞行为、背提行为等等中，也与自己的身体相似。但是在我的身体中，这种行为举止是一种通过共同呈现与内在层次联结在一起的外在性，这种外在性通过这种内在层次，与我的全部的主观性，与我的自我，与我的主观上如此这般显现着的、环绕我的显现着的身体定位的环境世界相关联，在这里，我的相应的身体方面发生的事情，是主观的行为或主观的受苦，是一种按照我的动因情况被如此这般规定的东西，与此相应就有身体方面的这样的动作与反应。身体方面的被给予性东西并不是仅仅像任意的事物的被给予性东西那样进行，仅仅在事物方面的因果性中进行规定，充其量作为我的介入行为之效果按照该效果之因果性被继续规定，而是我自己的身体性的被给予东西，作为外在性（空间事物性）进行，而这种外在性仍有主观的方面，并因此作为处于我的主观方面的关联之中的存在和事件借助于动觉而运动和被运动，因为我看到了某些事物，并对它们感到害怕，便从它们那里逃跑，或者因为我为了某些目的想利用它们，并正在利用它们，比如作为结果随之而来的是我将它们吃掉等等。在这里，如同它指示一切事物那样是外在性的东西，仍然被赋予了一种“内在性”，这种内在性通过动因预先规定给外在性之进程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在外在的和附属的主观的进程中的休戚相关性之统一。


  现在当在异己的身体中这种外在的行为举止由于其类似性使“想起”一种内在的行为举止，“想起”一种在这个身体中有其器官的主观性时，本质的东西正是下面这种东西，即在这里存在的不仅仅是一种呆滞的静止的事物的相似性，也不仅仅是我纯粹地观察的那些事物的行为举止的相似性，就是说，按照事物之变化行为的诸方面和事物之变化的因果性的诸方面去观察的事物之行为举止的相似性。而是一种“行为举止”与作为身体上的行为举止的我的身体的行为举止的相似性，在这里，作为类似情况的一种过程使我想起当我面临一种引起我恐惧的事物时我的逃跑行为、躲避行为，或者想起当被一种食物所吸引时，拿起它、吃掉它的行为等等。但是这种类似情况不仅使我想起这些，而且在过程之进行中情况是这样的，即“正如当”我面对这个事物时这样做了之后，并在拿起它之后，就这样做，即我吃掉它，并且每一个新的回忆都是由从前的回忆引起的，同时每一个新的回忆都是通过正是在对于我来说的外在地被经验的对象性东西中外在地显示出来的东西得到证实的，只要使我回忆起它的那个东西在外在性中出现。并且现在这些新的回忆获得了并没有为我一起同呈现出来的相应的内在性之类似物，在这里在进程当中这种内在性总是被以类型方式重新唤醒，并且当同时要求外在性时，这种内在性也会在现实的出现中显示出一种被外在性所指望的间接呈现方面的力量，同时，相应的内在性不仅仅是被想象的内在性，不仅仅是类推，而且是一起在此存在的，只不过对于我来说它本身是不可经验的，它本来就不是我的内在性。


  附录XXXIV（附于§2）透视变形之客观性，事物显现之客观性〈约写于1922年〉


  在某些表达中（以及在所加入的改进中）显示出某种犹豫不决和暧昧不明。对于我来说，诸感觉的事实（素材）在这里是存在于内在的时间点上的，是可通过重新回忆视为同一的，是通过它的时间点被个体化的，在每一次重新给予中都以一种不同的时间定位被给予。只要感性的事实是“客观地-以事物的方式”被统握的，只要在这些感性的事实当中有对象性的要素发生透视变形，并且这些对象性要素将那些处于与动觉式的运动之关系中的诸可能事实之多样性间接呈现为能够实现的可能的事实之多样性，或者，将通过它们在直向的照准方向中一再重新以对象方式呈现的诸特征间接呈现为能够实现的可能的事实之多样性，它们本身就获得一种“客观性”，视角的客观性，表现的客观性，在它那个方面有它的在客观时间中个体化的一个显现者的显现的客观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第一种客观性来说，就如同对于一切客观性一样，知觉（或记忆，前准当前化等等：给予性样式）和客体就分离了。就是说，不仅关于事物的知觉和事物分离了，而且关于显现的知觉和显现也分离了，其中关于颜色透视的知觉，关于颜色之透视方面的透视变形的知觉和颜色的透视本身也分离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该事物（而且已经就是关于幻象）我们有三种东西：1）该事物本身，2）该事物之显现，3）关于该事物之知觉-显现。在关于该事物之知觉中，存在着指向该事物的进行知觉的意向；在关于该显现的知觉中，进行知觉的意向所指向的是显现，而指向该事物本身（在认知的进展中）的意向则是被禁止的，或者，该认知的一部分或该认知在其中进行的过程的一部分，是达到对某些方面的知觉之手段，或更确切地说，是达到某些方面本身之手段，在这里，指向该知觉的意向又会是一种新的东西。在知觉中，那个在主观性中以意向方式构成的事物被“现实化”了（在经验上准备好的事物，或在经验领域中存在着的事物，借助于某种意向上构成性的生成，任何时候都为这个自我现实化）。但是不管这种现实化（这种经验）继续进行到多么远，对于它来说这个事物始终是“超越的”，事物是处于客观时间之形式中的客观实在性这个种类之“理想的”统一，这种客观时间本身是一种构成方面的形式构成物，内在时间作为本身更早的东西，先于这种构成方面的形式构成物而存在。


  现在我们要尝试指出，即使是诸视角也有其客观性。正如我在认识一个事物时能够构成它的诸特性之系统一样，我也能够构成它的和它们的诸显现方式之系统，并且正如我能够按照每一个特性一再地知觉同一的事物（假如它是不变的事物），而且也能在它的变化中一再地知觉它一样，我也能够构成在我的可能的诸观点变化中的同一的视角，或同一的视角过程，也能够构成关于该变化着的事物之变化着的视角。在每一个视角中都“存在着”作为呈现着的东西的同一的事物，并且作为呈现着的东西，它在该视角中是如此显现着的，并且在那个视角上一再如此显现着的东西。处于其显现方式之中的该事物是以被定位的方式给予的，是以在空间之定位形式给予的，而它本身却自在地存在于“现实的空间”中。如果我们不是注意这一个呈现着的东西，而是注意在与这一个呈现着的东西之关系中联结起来的诸视角本身，那么它们就有其位置和秩序，作为一种严格系统的恰恰又是处于被定位的空间中的和被定位的客观的时间（如看上去那样，我总是忘记这个被定位的客观的时间，而它显然是与被定位的空间不可分割的）中的位置和系统。它本质上是同一的系统的秩序，不管我是同时指向该呈现着的事物，还是首先指向的确仍是由该显现着的事物之同一性引导的诸显现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表现、“显现”的这些“感性的事实”并不是被感觉到的红色，被感觉到的形态等等。它们几乎就是在知觉上给予我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有了现实的感觉；它们也许是以准当前化的方式给予我的，或者是以空的方式呈现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在知觉之前，它们已经为经验准备好了，如事物本身一样，是任何时候都可供支配的。并且如同事物本身一样，它们只“进入”到现实的经验当中，它们作为感觉而现实化。也许人们能够这样谈论持续不断的感觉之可能性（possibilities of sensation），但是这种持续性并不是一种心理学上的持续的自然事态，相反它是一种构成上的统一，是在关于这种持续的准备状态之意识中为自我本身构成的，即为这样一种意识构成的：“从那里看上去，这个客体会是如此这般的，或者，从那里看上去，它在它的变化过程之某个位置上会是如此这般的，而从另外一个并且是任意的那里看上去，它会以相应不同的然而恰恰是这种方式是如此这般的。”这种外观是一种回溯到诸实在的可能性的持续的外观，或者能真正被看到，在一种知觉的显现中变为现实。因此即使这种客体本身也是一种可知觉东西，然而却不仅仅是对于诸可能的知觉体验而言的同一性之点，仿佛这种客体只有在现实的知觉中才会有其现实性，而本身纯粹是可能性一样。它拥有它的现实性，它自身作为一种理念持续着，而这种理念如同一切理念一样能够“变为现实”，并且在这里能够在这样一些可能的知觉体验中变为现实，而这些知觉体验作为这样的东西，恰恰只是该理念之可能的实现。这种内在地构成的超越性正是超越性，并且正如一切超越性一样，它是理想的超越性。


  但是这就产生一些重要的结果，因为只有借此，在不同主观中现实化了的诸对象、诸客体、诸客体的显现以及诸显现之系统的同一性，才成为可以理解的。或者如我们还可以说的：以下情况得到了理解，即为一个主观原初在此存在的，在它之中变为现实的东西，如何能作为同一的东西同样也为另一个主观变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对象的构成所意味的就是一种在一个主观性中以发生学的方式形成着的意向性，在这种意向性中，有一种理念对该主观本源地闪现出来，并且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这同一的理念也就能在更多的主观中构成，而这些主观就能够将这同一的理念作为同一的理念来认识。对于诸事物来说，这就意味着，更多的主观——详细地说，在它们当中一个自然在由诸透视式的表现构成的诸相应的系统中被构成——进入到移情作用之中，并且只要这种移情作用被实行了，诸主观就与同一的自然相关联，它们彼此就相互处于不仅是对同一的自然之占有中，而且是对被定位了的同一的自然之占有中，对诸透视式的显现之同一的，以同样方式形成的，而且在内容方面相同的系统之占有中。这种内容上的相同可能经受很大的偏离，尽管该系统之固定的形式，以及同一些特性，同一些方面之意义赋予的同一性仍然保持着。然而这属于特殊研究的问题。


  在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存在于移情作用中的动因赋予“另一个”身体以这样一种进行间接呈现的解释，即与这个在那里定位的身体一起设定我本身从那里会知觉到的显现，因此该显现在那里只是作为它的系统——即该另一个主观之作为可能的诸知觉之显现的诸显现之完整的系统——之显现而存在。当然也一起设定了诸知觉，现实的知觉和可能的知觉，但是诸显现本身，诸显现之系统，在显现中显现着的东西，空间，实在的时间，被定位的空间和被定位的时间（或更确切地说，定位系统），是一致地同一的。


  我们可以说：每一个意向的体验都有其独特的本质，因此属于它的有它的独特的意义，特别还有与该对象性东西的关联。但是由于这种“对象”，这种意义在任何阶段上都是一种理想的东西，跟通常一样达到“符合一致”的两个体验，当然（eo ipso）有同一的意义和同一的对象，尽管这两个体验确实是分开的。


  现在也许应该说，不仅具有其当下“表现出来的”诸特征和不确定的地平线的这个事物属于意义，而且处于其定位之中的诸显现和一切逐步展开的中间的客观性东西，如视觉运动方面的诸统一等等——它们每一个已经就是以理想方式呈现出来的，并且它们每一个都有其相对的自在——，直至自然客体这种最后的自在也都属于意义。


  但就是因为我已经一再地变得犹豫不定了，现在必须反复思考以下情况是不是确定无疑的，即这些呈现着的视角、颜色的透视变形等等作为关于……的透视变形，本身能够要求同一性，并因此它们的自在之方式能够要求同一性。人们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说，像下面这样说是不够的：我的诸可能的“知觉”，我的诸可能的素材式的事实，以及对它们的统握，是一个由知觉之诸可能性构成的系统。在移情作用中，作为附属于身体的东西，我必须设定一个具有诸相同的或极相似的诸知觉可能性的自我，而这些知觉可能性当中有一些十分确定的知觉是得到了实现的（正如诸知觉之可能性是得到了实现的一样），而这些确定的知觉之报道，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些类似的可能性东西，而不是现实性东西。但是当我意识到这个为另一个自我“存在着的”系统时，我发现的不仅是类似，而是完全的意义符合，因此在同一的意义上的和在同一的系统性的经验方式中的同一的自然，便被构成了。


  但是也可以同样正确地说：事物本身是能够以多种多样知觉可能性知觉的东西，能够以多种多样可能的，而且是“任何时候都可能的”视为同一的行为视为同一的东西，并且在移情作用的情况下，异己的知觉以间接呈现的方式准当前化，并且异己的知觉也能够与自己的知觉和自己的诸知觉可能性达到视为同一的符合；不管这个进行经验的或可能进行经验的自我是不是可知觉的东西，这个自我是不是对于每一个自我都是可自由支配的东西，可认识为同一的。这个客体，这个自在存在的东西，不外就是关于这同一东西的可能经验之一个这样的系统之存在，因此是一个由“可视为同一”的、意义上属于一个整体的诸经验构成的系统。不过这个客体是相关项，是这种同一的东西本身，因此被设定为理想地同一的东西，这种理想地同一的东西，是与下面这个存在着的系统相关联的，即作为每一个显现都在其中有其自在的系统，又是同一的系统。与此相对，每一个知觉，每一个感觉，都有其唯一的内在的时间段，并使这种自在成为现实的。


  还应该说明：我并没有将我加给该另一个人的这些显现系列理解为是第二个显现系列，而是理解为我也许会拥有的同一些显现系列。该另一个人按照我的移情作用所拥有的知觉实行也为我在此存在的、但我并不现实拥有的这同一的显现方式。


  附录XXXV  人世间的客体显现多样性之共主观性〈20年代初〉


  每一个客体都被认为是同一个客体。这同一个客体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经验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不论该客体处于什么样的显现中，都是可能经验的。这同一的客体在可能的相互理解中，即使只是在另一些人之中的可能的相互理解中，也是能作为同一的客体认识的，这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并且按照可能性，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这同一的客体。这种意见属于本源的意义，更确切地说，属于每一个客观经验之前述谓的纯粹的经验意义。实行这样的经验，就是说，直接地以知觉方式，或者在重新回忆中，在预先的预期中，指向“这个”世界，指向这些事物，指向那些人，那些共同体，那些艺术品等等，因此这就意味着，作为进行经验的自我（通常是作为实行经验行为的主观，这个主观在这里对于自己本身并没有现实的经验）本身并不仅仅是孤立地行事的，相反，它作为进行经验的自我，是在诸现实的和可能的进行经验者之共同体中行事的，在这当中，这个作为共同体的成员而行事的行为以及这个处于以自然方式进行经验的态度之中的经验共同体本身又不处于经验之领域中。因此在经验中，而且首先是在知觉中，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切客体，有一种统觉的地平线，一种可能经验的地平线，自己的和异己的可能经验的地平线。从存在论上说，我所拥有的每一个显现从一开始就是同一东西之诸可能的显现构成的、一个敞开无限的、但是并未明晰地实现的环境之环节，并且这些显现之主观性是敞开的共主观性。因此这种情况如同适合于诸事物一样，也适合于作为客体的动物和人，作为自然的经验之对象的，人世经验之对象的动物和人。客体之直接的原初的自身给予被称作知觉，这是自然的知觉概念，因为这正是自然的前理论的态度，这种一切客观的科学都以之为基础的、先行于一切客观科学的态度，正是客观的态度。为了明晰起见，我们说客观的知觉，这种客观的知觉区别于另外一些知觉概念。我在眼前有动物和人，我看到他们，我以进行观察的知觉观察他们，我在进行实验的，指向认识的，而且也许是指向科学的认识的知觉中，对他们进行实验。在我眼前也有我自身，有我，在我眼前也有处于世界之中的这个人，我看他，正如这另一个人看我一样，并且他能够看到我在看他，等等。正如其它客观知觉一样，这种知觉有其作为重新回忆的变样，但是在重新回忆中，客观东西之这种“显现”恰恰是以前的知觉之显现，现在我只是以准当前化的样式提供它，作为我只是重又返回到它上面的样式提供它。作为客观的知觉，对自身的知觉并不比对异己者的知觉更为原初。另一方面，作为客观的显现，知觉之显现与记忆之显现并没有不同。后者在自身中有一种间接性的样式，但是这种间接性的样式并不涉及作为显现的显现本身。因此，对异己者的知觉在自身中也有某种间接性，只要下面的情况一起属于它的意义，即这另一个人以原本地拥有自身之方式意识到它自身，而当这另一个人仅仅指向自己本身时，这种拥有自身任何时候都能够变成（真正在看的）对自身的知觉。


  如果询问一个作为客体的人能够作为以一致性显示着的同一的个人在其中被给予的那些变化无常的显现多样性，那么关于那个人的一切知觉显现（现实的知觉的或者现实的重新回忆的诸知觉的显现，而且还有可能的知觉的诸知觉显现，因此还有可能的重新回忆的诸知觉显现），他关于自身的知觉的诸知觉显现，而且还有其他人关于那个人的一切知觉之诸知觉显现，就恰恰属于这里。——正如已经说过的，所有的知觉，作为知觉，都是相同的。鉴于任何一个人的显现之这种多样性，这些显现之诸主观都是匿名的：在客体的领域中存在的只是这个人，他作为经验之客体是课题。


  附录XXXVI  单子论。诸单子或更确切地说诸心灵之协调一致注842  〈约写于1921/1922年〉


  〈超越论的统觉之自我并不是什么心理学的东西〉，而是每一个自我主观都肯定会有的，而且肯定是与每一个其它的自我主观共有的超越论的能力之总体，因此对于所有的自我主观来说，存在着的世界应该能够是一个同一的世界，因此对于每一个自我主观来说，都应该能够是可认识的世界；因此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主观对于每一个主观在下面这一点上都可能是相同的，即它从自己本身出发，应该能够认识作为客观真实东西的一切真实东西之总体，没有任何其他人应该能够认识不同的真实东西。但是严格地说，不仅是作为一致性这种普遍性东西的超越论的能力被当作前提，而且全部的事实的诸主观之协调一致（而且应该能够与作为唯一的世界的这个世界有关系的全部的主观之协调一致）按照意识之非合理的内容被当作前提，这种内容通过进行合理化的赋予灵魂的行为，首先使某些事物显现出来，并因此成为可认识的，因此肯定使实际的素材式的事实之协调一致显现出来，并成为可认识的，使涉及到一切主观的实际的素材式的事实之合法则性的排序显现出来，并成为可认识的。这是一种合法则性。那么超越论的能力注843是什么呢？现在超越论的能力不是每一种感官性的某种构造，例如对感性领域的拥有行为，但这些能力是动觉的能力（运动的“感觉”，这种运动的感觉是在自由的进程中可自由支配的，此外，这种运动的“感觉”拥有某种连续的秩序等等）。被动生成之法则必须被列入另一个系列，并且会表示一种完全不同的超越论的先验性（一个客观的空间和一个客观的时间根据在主观方面的给予性东西而构成之可能性条件）。那么康德式的“范畴”呢？它们是将确定的多样性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并与超越论能力相关联的那种精确性之逻辑条件。


  某些“能力”，某些先验的协调配合关系，一定会属于每一个主观，或者属于相互影响的多种多样的主观，因此一个共主观地被构成的世界应该能够是逻辑上可规定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是绝对有效的真理（对于每一个附属的主观而言是绝对有效的真理）之基底。


  能力相同，和一般本质结构相同，对于我们显然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拥有关于能够在每一个主观中完成的排列和结合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法则性。在这种情况下，与这种法则性相对应的就不是同一的“能力”，而是相互关联的“能力”。在这些能力当中显露出来的，正是具有符合每一个自我之主观的“素质”，符合每一个自我之能力的个别的规定之形式的对于每一个自我而言的进行规定的法则。


  在这种情况下，从超越论的统觉之自我中，从“意识一般”中，还剩下什么呢？我们看到，人们还可能不满足于在“超越论的统觉”这个标题下从意识和意识能力中将一种普遍的本质成分突出出来，而是在这个本质成分之外还必须假定事实性东西的一种普遍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秩序。


  超越论的统觉之自我。关于以下情况之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呢，即能够将我自己本身理解为在别人旁边并与别人一起的同一的个人的主观，我能够将另一些人作为客体来拥有，他们能够将我作为客体来拥有，我能够与另一些人以社会方式结合起来，一个物理的世界作为共有的此在的基础和劳动活动的基础为我们在此存在，并且一个作为道德成就之基础和一般而言的精神成就之基础的共同的人的世界变成可能的？与同一个客观世界相关联。但是如何能够严格而正确地界定这些东西呢？这当然需要进一步描述。


  附录XXXVII  实体和单子。〈诸单子关于这个自然在功能方面的关联以及诸单子的相互存在。诸个别单子之独立性与非独立性。单子全体之独立性〉（1922年）注844


  一切存在着的东西注845，或者是通过自身而存在，或者是通过它者而存在。


  1）通过-自己-本身-存在，这首先就是对于自己本身而言的存在，是意识到自己本身：对于自己本身而言“以知觉方式”（以绝对的注846原本性）被给予，对于自己本身而言“以记忆的方式”和预期的方式被给予，对于自己本身而言可本源地经验和可本源地思想，对于自己本身而言能够在经验上和认识上构成，并且在通过思想的认识之前就已经被被动地构成了，——对于自己本身而言也是实践上存在的。注847


  通过自己本身存在就是：一个“具体的主观性”的存在。注848


  2）相互-存在的意思是：在另一个存在当中有承载它的存在的基础，后者从自己方面是通过它为自己本身存在而在自己本身中拥有这种基础的。


  3）通过-自己-本身-存在就是：实体存在（绝对存在）。我们曾说过，通过-自己-本身-存在也是在自己本身中存在。注849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实体是自因（causa sui）。首先只有为-自己-存在的东西才能够自主，并且也许只有一个实体能够实行自由的自主，并这样地实行注850内在的、注851自由的因果性。其次，每一个实体只要它是实体，就也实行因果性，并经验因果性。但是每一个处于与非-我的关系中的，与某个并非实体的东西之关系中的因果性，同时又是内在的因果性，并且是纯粹内在的因果性，尽管并不是自由的。相反地，每一个并非实体式的“实在东西”，不是在自身中并通过自身存在，而是在每一个实体中作为进行综合的协调一致的诸显现之潜在的统一或现实的统一而存在，并因此是实体之一种被动的内在的因果性之标志，是实体这一种潜在的因果性之标志，可能的经验之一种规则之标志。这种规则是对自由的主动的活动之一种“限制”，并且每一个主动的经验行为都受到一种内容丰富的规则的约束。非实体东西之在实体中存在的意思就是，意向的基体极的存在，并且具有其真实存在的每一个意向极都是处于每一个实体之中的极，就是说，它存在于每一个实体“之中”。


  因此单子的实体与每一个实体处于协调之中。每一个实体都“依赖”于每一个实体，而这不就是说，每一个实体都处于与每一个实体的“因果的”依赖性之中吗？我们称作自然因果性的东西和属于极之一切变化的稳定的因果的法则性的东西，是对于所有实体而言的唯一的因果性和法则性。它是关于对于每一个实体而言的每一个实在的东西和自然之可能的通过进行经验而构成之规则，并且就这方面来说，它是在每一个实体之中的内在的构成方面的因果性之规则。这个稳定的注852规则独立地存在于（它被透视于）每一个自为的单子之中，下面是一种法则，即每一个在一个单子之中属于这里的规定都是所有的单子共有的规定，只要在移情作用中我所实行的每一个在最广泛意义上进行经验的综合，对于每一个设想自己处身于其中的人都是可作为他在他的最广泛意义上的经验中能作为极的统一而被给予自己的东西之综合而认识的。如果因果性是对在空间时间中“展开的”并且合法则地在空间时间中蔓延的诸变化之依赖性，那么在诸单子之间就不存在因果性。但是诸单子相互协调一致，在这一个单子之中的一切世间的变化和一切因果性进程在每一个其它的自我之中在数量上都是同一的，因此在这里在时间上当然（eo ipso）也是同一的。


  其次，如果我通过我的经验自由主动地参与到物理的自然之中，那么这种参与并没有改变自然之因果法则性，但这是对受自然之因果法则支配的过程之一种改变，这些过程是我自由地获得的，或者是通过主观的改变活动（非随意地，反思地）获得的。每一种物理的变化都服从两种法则性；这种变化能够纯粹以物理方式发生，如果能够说，物理的自然能够在没有任何主观介入的情况下一义地存在的话。无论如何，我们一方面有纯粹自然的法则性，另一方面，有介入行为的法则性，身体行为的法则性，有意的、任意的“我行动”的法则性。


  每一个主观地获得的改变都是客观的，都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改变。就自然及其双重的法则而言，所有的单子都处于功能性的关联之中。物理的-躯体的法则性和自我之对身体性的自由的有意的行为之法则性，对所有自我都是唯一的法则，注853与此同时，诸单子不仅在法则形式方面协调一致，而且也在显现本身方面协调一致，因此在感觉内容方面协调一致，这些感觉内容是移情作用的可能性之条件，通过移情作用共有的实在性相互关联地在此存在。注854


  但是诸单子或者诸实体不仅以这种方式相互依赖，并且每一个单子就自身而言在自身之中仍然是自成一体的。当它们为自己本身存在时，它们同时（在交往中和在移情作用中）又是互为对方存在的，并因此是共同一起存在的；当它们作为与物理的极，与异己的身体是“共现前的”（这就是与每一个单子在自身中经验到的，并在与自己的身体类比中理解为身体的诸事物是“共现前的”）而相互给予时，当它们将另一个自我（alter ego）之这种一起在此存在，被指示的在此存在，归于这个事物时，它们就必然是互为对方存在的。


  在移情作用中，在这种相互理解的行为中，每一个自我（ego）都知道另一些自我（ego）是一起在此存在的，是能够对它们倾诉的，是能够对它们实行告知的，是能够将它们作为另一些自我（ego）对它们产生影响的，就它们的体验行为积极地对它们产生影响的，也能够对它们的行为产生影响的，促动它们的，并且能在社会行为中从个人方面支配它们的，能够通过这种个人的支配与它们互相协调一致的，或者作为自我反对它们等等。作为单子的实体总是随身带有一个自我，一种个性的原理和中心，并且属于这里的还有特殊的个人的作用，以及特殊的个人的联系：个人的综合的统一和个人的矛盾。每一个单子都能够自由地介入到自然之中，并且按照目的塑造自然。每一个单子都能够通过对自身的反思在个人方面自由地支配自己本身，并且能够连贯地一致地与作为个人的自己一起保留在这种自主之中，或者矛盾地保留在这种自主之中；并且每一个单子都能够自由地对另一些单子，更确切地说，对另一些个人，产生影响，并能够构成个人的共同体或者能够构成敌对的共同体（矛盾的共同体）。


  因此单子是有窗户的，以便接受异己者产生的影响。它们是移情作用的窗户。


  具体说，一个单子只当这个概念（conceptus）最终是由其自身取来时，才能够被“构想”出来（形成实体概念可以无须借助于它物的概念[cuius conceptus non indiget 〈conceptu alterius rei，a quo formari debeat〉]）。注855


  首先而且更清楚的是：一个单子及其进行认识的自我只有通过自己本身才能认识它所认识的所有东西，它最初必须由自己本身获得它的原始概念。它所构成的关于其它单子的一切概念都是由来自自己的宝藏（fonds）的最本源的概念材料构成的东西。另一方面，它构成关于异己单子的概念，尽管是借助于它的天生的概念构成的，并且为了从这些概念自身的充分的具体化中获得这些概念，并从对自身进行思想的认识中获得这些概念，它需要这些天生的概念。注856


  诸单子都是自为地存在的，并且可以想象为是绝对地孤独的诸单子（如它看上去那样，就是说可以想象，一个单子单独地存在）。注857无论如何，如果存在着许多单子，那就没有一个单子会在充分意义上是独立存在的。如果一个单子可以想象为是孤独的，一个单子就能够独立存在，但是它也可能是非独立地存在的，并且如果它是非独立地存在的，那么它的处于其自为存在之中的自身内容就是这样一种内容，即它必然需要异己的单子式的存在。它本身需要通过移情作用超出自身等等。


  我们将设定，这个单子全体是绝对地独立地存在的。但是这里涉及的与在一个单个的单子那里的情况有不同吗？看起来，一些单子可以被想象为是独立的。但是另外一个单子也可能存在等等。


  如果在自身中构成一个新的单子这种可能性属于一个单子之本质，那么在这个自然之本质的内在的和外在的无限性中就存在下面这种敞开的可能性，即存在着物理的身体，并且总是存在着下面这种敞开的可能性，即总是有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得到证实。


  在这里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无限性属于自然之本质吗？如果生理物理的统一是一种特殊的统一，自然能够包含处于共存中的或者处于相继中的无限多的生理物理的统一吗？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存在着无限多的属于这些生理物理统一的单子吗？


  那么一个自我全体，或更确切地说，一个单子式的全体，在自身中完整地并且本质上自成一体地存在，并因此具有绝对的独立性之可能性的诸条件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将一个“诸单子构成的单子”理解为许多单子之这样一种绝对的独立的联结，那么我们就会说，只有一个“诸单子构成的单子”（作为绝对独立的单子）能够满足笛卡尔意义上更高的实体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够存在一个这样的实体，因为如果它是两个，那就会留下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个为另一个而存在，它们建立起联系，并相互影响等等。注858


  附录XXXVIII  〈实体与个人〉  〈写于20年代〉


  个人，作为在诸个人当中的个人的人。


  什么东西形成个人这种“实体”呢？作为个人的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实体性的”存在呢？这种实体性的存在不是和这个实体性的东西一样意味着人的个体性之同一性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区分这个个人之真正的，现实的个体性和作为某种潜在性的潜在的个体性。


  什么是一个存在物（res extensa）之实体呢？因果性当中的同一性，相对于易变的实在的情况的易变的如此存在之同一性，此外实体还是诸同一的特性（因果特性）之同一的基体。


  什么是作为个人的自我之同一性，人-自我之同一性呢？“采取态度”的行为之同一性，在主动的态度中采取态度的行为之同一性，主动的态度随情况而变化的主动性之同一性。但是采取态度的行为不仅是作为体验流之中的事件的体验，而且采取态度的行为是个人之采取态度的行为，而这就是说，采取态度的行为是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的能力概念，它表示我作为自我并由我出发而意愿的方式，行动的方式，采取态度的方式，以及这个自我作为进行原初创立的自我，或者作为实行我的从前的态度之自我，作为由在它之中存在着的自己的过去所决定的我的现在的自我而被决定的方式。自我在态度变化当中之同一性以及在习惯变化当中之同一性（在这些习惯当中，我是过去-现在的自我），尚不是实体式的同一性。因为正是在这种同一性之中我才是同一的，然而却总是一再地是一个不同的我，这个同一的自我作为一，如看上去那样，是空的极，而一个不同的自我也是空的极，只要我必须一再地放弃这个采取态度的“我”，必须一再地改变这个采取态度的“我”。


  事物在它的诸变化当中是同一的事物，而在变化之因果性当中在实体方面是同一的事物。自我在它的特殊自我方面的变化当中，在它的存在之变化当中，是同一的自我，而作为“真正的自身保存”的自我在实体方面是同一的自我，在这种自身保存当中，正是这个“真正的”自我，这个实体的自我，在保存。这个自我作为个人随身带有（作为能够由它认出的，即使它对此毫无所知）作为真正的个人的存在之理念（它的真实的实存之理念，它的真实的在此存在之理念）。这种理念表示现实地存在于自我之中的潜在性，并因此作为属于自我之本质的应该区分：1）或者自我是现实真正的个人，而这所意味的就是，这种潜在性以在这方面获得其意义的真正的自主连贯地在自身中实现。2）或者，当一般而言它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个人时，这个自我只是有意地或盲目地追求真正的自主，然而只当个人在自身中作为理念而具有实体时。但是这种实体是诸实体性特性之基体，因此现在的问题就是开辟出一条它在其中规定自己的道路。据此，还区分出：人之作为主动的和有能力的自我的，作为它的习惯的类型的“经验的特性”和在确切意义上的特性（这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包括真正性之诸种能力的规定，诸实体性的规定，但是没有任何人绝对地完全地实现了真正的人，绝对地完全地实现了被清楚意识到的特性。


  附录XXXIX  〈有关实体概念的摘记〉〈写于20年代〉


  笛卡尔：实体：只有在思想中才能把握。属性：可直观地表象，至少能在想象中直观地表象？广延与思想（cogitatio）也是如此。它，思想（cogitatio），不能直接地知觉，而我的自我（ego）这个实体只是通过思想行为被把握的？


  洛克：不可知的，然而却必须采用的实体（我不知道是什么[je ne sai quoi]），因此是白板（tabula rasa）；具有其“诸理念”的直接自明地被给予的“心灵”并不是心灵式的实体。


  贝克莱的心灵实体，持久的自我。


  休谟的纯粹感觉论，除了内在知觉之事实，不存在任何东西？但是在这里什么是内在知觉呢？休谟总是说内在的知觉？由此产生作为感觉一元论的“实证主义”。


  莱布尼茨：作为实体的单子。


  康德：心灵之未被认识的自在。


  在最近时期，实证的-感觉论的心理学：马赫-阿芬那留斯。一种相信有形而上学的心灵的心理学——但是为了一种经验的心理学，排除了康德化了的不可知的自在：F.A.朗格，Th.里普斯。处于与对自然科学的认识的和对自然本身的形而上学的解释——或实证主义的解释——的关联之中。


  附录XL  在莱布尼茨那里的镜像（=代表）注859  〈约写于1922年〉


  1）每一个单子都“反映”（代表）这个“宇宙”Ｕ=这个现象的世界。每一个单子都在自身中“包含”由“诸显现”，诸感觉，诸关于事物的主观表象（诸统觉）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以其合法则性的规则（诸统觉之主观过程的规则）而使思想行为能够认识这一个自然。每一个单子都在感性的经验中显现这个统一的空间-时间-因果的自然；在科学当中，这个自然按照其“真实的存在”被认识，作为服从于自然法则的数学的自然被认识，作为“诸真实的事物之自然法则式的规则”被认识。


  感觉和统觉也许还有思想行为之主观的进程在每一个单子中都是一种不同的进程，但是在每一个单子中都存在着那种第一的表象规则（意识规则），以至于这个数学的自然和数学的自然法则对于所有的单子而言是同一个数学的自然和同一个数学的自然法则。它在每一个单子之中“反映出来”（莱布尼茨关于一座城市及其不同的视角的例子）。


  2）每一个心灵单子Ｓ都有其身体，有其物体Ｋ。这个物体虽然属于在所有单子之中“反映出来”的共有的宇宙（在第1意义上），但是物体Ｋ仅仅属于单子Ｓ，以至于单子的意识过程在所有物体过程当中得到“反映”，并且反过来：在平行的意义上，所有物体过程都在单子的意识过程当中得到反映。心灵的东西在身体的东西中得到“表现”。


  据此，在每一个单子那里我们都有一种极其不同的“代表”。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反映概念。


  3）关于事物Ｄ的每一个外在知觉——事物Ｄ恰恰是在这个单子中真正地达到了知觉，而且是达到一种并非幻想的知觉——都“代表”这个真实的事物。对于整体自然之眼前的“整体知觉”——通过这个整体知觉，我说，我现在知觉到这个自然，我向这个自然之中看去等等——我能够说，它代表自然（假如我并非在做梦的话）：这个真实的物理的自然。在这里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反映概念：在这个清醒的并正常地进行经验的单子之中，存在着一种关于这个世界的忠实可靠的镜像（一种反映的连续=经验的表象）。


  不仅是知觉和关于事物的其它合法的经验，而且我的每一个体验都在我的某一个身体的事件之中有其平行的东西，都是数学的自然之物理的-身体的东西之在我的单子之中的“代表”。当然，这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当我们说，每一个感性的表象（关于事物的经验）都是关于自然的经验，都在表象自然（尽管只有具有其真实规定的真实的事物在其中达到意识的那种意识才建立起科学的认识）时，没有人会说，一种意识过程所表象的是他的心理物理的平行的东西。但是也没有人会说，我的表象之规则表象自然。


  4）这也就意味着，在每一个单子之中，不仅自然之宇宙得到反映，而且诸单子之绝对的宇宙也得到反映。


  我们的确也可以说：自然反映这个单子式的宇宙；正如这个单子式的宇宙反映自然一样。


  但是还有一种反映起作用。


  5）每一个物体都反映整个的物体式的宇宙，因此具体来说，谁要是在一个不管多么小的时间片断中完全地认识到这个物体，他就会在这个物体上看出这整个的宇宙。


  在这里莱布尼茨在他的这种单子式的解释的前提下推论道：如果这个有关的物体是一个心灵之身体，那么这个心灵就按照一切进程而是这个身体的准确的平行东西，是这个身体的镜像等等。


  但是在身体的诸过程之中反映这整个的物理的宇宙，就是说，因此也在心灵之中暗含地（implicite）反映这整个的物理的宇宙。如果接下来的情况如莱布尼茨所设想的那样，这个物理的世界完全地被安排好了，就是说，无限地（in infinitum）由身体的东西构成了，并因此到处都有其心灵方面的平行的东西，并且处于与这些有机体当中的任何一个有机体关联中的每一个单子都是心灵，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每一个单子都反映它的身体，另一方面，与这个身体之结构相对应，这个身体按照其部分的有机体是低一级的心灵之平行的东西。（因此在我的心灵当中的一个平行的东西并不是直接地对应于我的每一个身体的-物体的成分，而只是对应于身体性作为我的物体性所形成的，或更确切地说，正是作为我的心灵生活之表现所形成的一般的功能形式。我的身体之部分有机体，在物质代谢当中改变着的诸物体的要素，也都是身体方面的功能之统一，但不仅对于我，而且它在其它单子中也有其真实的形而上学的存在。）因为这对于整个物理的自然都有效，并且因为整个的自然都在我的身体中得到“反映”，按照它的物理的存在暗含地（implicite）包含在我的身体之中，因此在这里就得出：一切心灵，一切单子都相互“反映”。每一个单子，当它是它的身体的平行东西时，在它自身中就有具有其“实在性”等等的一种现象。一切单子在一切单子之中反映，并不表示每一个单子都是由（在意向上）是关于另一些单子的知觉的知觉构成的。


  诸个其它的单独的单子通过移情作用“直接地”在一个单子中反映出来。在一个以类型方式在经验的直观中坚持到底的具体的事物中，通过在一致的经验中作为“生动的有机体”坚持到底，另一个心灵生活和自我被指示出来，而这另一个心灵生活和自我必须“在经验方面”证实其方式。事物是在此存在着的经验之统一，而另一个自我一起在此存在时，是作为与事物结合的在一起的而被给予的。因此这另一个自我及其心灵的东西在我之中显示出来，而我在它之中显示出来：我们在意识方面相互关联，并且彼此知道对方：而且是由于以下原因而彼此知道对方的，即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拥有关于异己的身体的经验，并且按照这种经验以类比的方式将自己的身体统觉为身体。


  问题：以下情况是必然的吗，即这个身体属于数学的自然，按照它的物理的成分，这个身体属于一个可一义地规定的东西之领域？这一类东西对于移情作用的正当性而言是必然性吗？


  附录XLI  诸单子融合之可能性。一个（神性的）超单子之可能性  〈约写于1922年〉


  诸意识流联结与分离的可能性之问题，以及诸意识流统一与增多的可能性之问题。将诸意识流作为一个自我，或者作为更多的自我置于中心。诸单子联结成（融合成）一个单子，或者分离成众多的单子。莱布尼茨的单子概念需要这种东西，而其实他所指的是最后的单子，但是在我看来，他不大可能像满克注860解释的那样真的讲过融合。


  对感觉事实而言的最初的时间意识。记忆与此相关联，刺激与此相关联。


  在与一个作为刺激之同一的中心的自我之关联中，同类的感觉事实是“共存的”。汇合进一个同类的感觉领域之统一中，这个感觉领域因此作为统一被构成。


  那么像下面这样说能有意义吗，即众多的声音被构成，每一个声音都为自己本身被构成，每一个声音都为它的自我被构成，但是这些自我在一个自我之同一性统一中彼此相互符合一致，并且能够想象，这种符合一致会被取消（珊瑚虫），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自我都属于另一个自我？或者像下面这样说能有意义吗，即一种没有自我的“意识”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意识能够融合，但是也能够完全分离，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在分离之后又重新融合？


  不同的知觉领域本身分离开了吗？（或更确切地说，不同知觉种属的知觉事实本身分离开了吗？）


  共实存的情况如何呢？共实存之统一形式的情况如何呢？相似、相同的情况下如何呢？融合的形式的情况如何呢？因此它们都应该属于不同的内容，只不过只当它们在一个统一的包罗一切意识之中被构成时，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相继之统一的形式也同样形成时，它们才会属于不同的内容。这些东西必然仅仅属于一个被统一地构成的意识内容之时间构成，并且恰恰仅仅属于一种众多，只要它作为众多在共存或相继当中被构成了。至于连续，这里的问题就会是，是否只当第一个内容的意识领域同时在持续的当下中得到满足，一个内容的过去和另一个内容的当前才能真正地被意识到。


  尽管有多样性仍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意识之中被统一地构成了的东西，才能够刺激一个自我，为此一个自我能够进入到关系之中。所有那些对于一个自我预先被给予的东西，都属于一个时间，都按照处于定位形式中的同时性和连续被规整，一个内容之现在和另一个内容之现在是同一个现在，等等。


  另一方面，不同的内容被统一地构成并不是逻辑上必然的（诸不同自我的内容当然不会被统一地构成），但是也可以想象，已经存在着的构成之统一（在一个进行构成的，并且在自身中有联系的，构成一种“同时性东西”的流中）被切断，并且这些被定位的次序之符合一致被取消。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统一就只能对一个个别的自我是预先确定的。


  我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样一些可能性或不可能性，因为我尚不能断定。一切结合、一切联想和一切统觉都以在自我关联之前的“意识统一”为前提。那么这个由自我参与、自我行为而产生的诸成就构成的世界的情况如何呢？只要它们恰好是已经完成了的过去的成就，它们就由于与同一个自我相联系共同属于一个整体；它们全都反向关联到统一的感性东西在其中被构成的下一级意识之统一。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感性东西之分离的情况如何呢？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形成了的诸联想，诸再生产，以及记忆，想象的情况如何呢？


  也可以考虑以下情况吗，即全部的内容最初都是被统一地构成的，但是内容1只有一部分被施加刺激力，内容2则是另一部分被施加刺激力？那么联想呢？只有刺激自我的东西才被联想吗？


  涉及所有自我，涉及所有那些在时间上被构成的东西，在一种生活中包含的东西，因此也涉及所有自我的一切形成物，涉及所有自我本身（只要这些东西对于自己本身而言已经被构成）的一个自我，是可以想象的吗？这样一个自我，它借助于所有这些自我的眼睛去经验在所有有限的自我之中被共同地构成的自然和世界，它在自身中拥有作为它们的思想行为的它们的全部思想行为，它进入所有的自我之中以自我方式实行影响——它“创造”在“好的东西这个理念”意义上的自然和世界……是可以想象的吗？！


  II 产生自1923年至1925年的文稿


  文稿14  现象学的真理之共主观的有效性注861（可能写于1923年年初）


  我作为“现象学的”自我，这就是说，我，这个实行了普遍的现象学还原的我，在此后仍能够说，而且是以绝对的笛卡尔式的自明性说，我思，我在（ego cogito，ego sum），而且只是在现象学还原之后我才能够这样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人-自我，就被加了括号，并且在这个判断领域中，我只是作为相关项出现，正如诸事物只是作为“相关项”出现一样，这就是说，作为诸个别的行为的或诸行为关联的被以为的东西（意向对象）出现。在这样一些情况中，在我的判断领域我所拥有的东西，并且是未被改变地拥有的东西，首先就是“我知觉到我，这个根据经验行事的人”，“我知觉到这些事物”，我拥有这种统觉，而且是在这样一种相信设定中拥有的，并且在这种相信设定中拥有“对某某东西的知觉”。


  我能够由此出发探究这种相信式的动因（这些相信式的动因是这种相信借助这种现象学的内容指示给我的），我能够由此出发探究这些具有被引起的诸相信设定，具有诸相信假设的意向的包含物。而这些相信设定和相信假设都随身带有将这些相信删除掉的诸可能性。因此，我由此而以假设方式预先规定了我的纯粹的自我之纯粹的意识之结构，而纯粹意识流之形式及其纯粹的自我之形式作为绝对地（确真地）、可靠地被预先规定的仍以非假设方式保持不变。因此需要小心谨慎地306在理论上实行这种划分。因此首先纯粹的自我之形式以及纯粹的自我之纯粹的意识流的普遍的、稳定的、绝不会被消除的必然性至少必须在纯粹现象学中得到证明。然后这种生成所产生的“诸经验的偶然性东西”的诸可能的形式、诸特殊统觉的诸可能的形式必须得到证明，在这当中又必须指出，哪一些特殊的生成的形式一定会在一种先验（a priori）必然的生成中出现，因此必须指出，哪一种由生成之诸形式构成的系统一定会在一个继续发展着的自我和自我流之统一中依次出现，以及在这当中生成之哪一些本质法则起统治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与单子之这种持久的静态的形式和生成之诸必然的形式——这些形式在每一个阶段上都使这种静态的形式特殊化——相对，我们有真正经验的偶然东西，这种偶然东西在它那个方面是与事实性之生成的形式——事实性之生成的形式是先验的原理性的东西，必然性的东西——相对的质料的事实。


  一切真理之自我论的有效性和作为共主观的真理的“客观的”真理


  在现象学还原之后，并且当现在作为现象学的自我滞留在外时，这个自我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以唯我论的方式存在，就是说，只要这个自我在自己的对面发现其他的人和动物的这种情况不是本质的必然性。注862


  在这里应该说明，据此这个现象学的自我能够占有的，注863在它的可能的真理领域中能够出现的一切真理，不可能具有共主观的有效性之意义。诸本质的真理具有逻辑的普遍有效性，具有“一般东西”的普适性这种普遍性。但是属于这种普遍有效性的还有对于一切可能的认识者而言的有效性。这种情况处于另一条研究线索之中。这后一种普遍有效性，普遍主观的普遍有效性，不像前一种普遍有效性那样属于关于的真理之意义的内容和存在论的内容。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有关作为真理的真理之普遍主观的有效性或共主观的有效性这个更一般的问题，以及这种有效性之对于本质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而言的区别，以及另一方面，在本质真理内部的形式上先验的真理和质料上先验的真理的区别。


  一切真理都反向关联到可能的、相信的意识，反向关联到意识的主观，因此反向关联到现象学的本质真理。现象学的本质真理之共主观的（普遍主观的）有效性是毫无疑问的，并且是在纯粹现象学领域中被以原理方式预先规定的。如果我们处于本质的-超越论的现象学之中，那么属于这个有关的以现象学方式进行研究的自我之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诸可能性之管辖领域的，就还有由作为处于敞开的无限的众多性之中的动物式的主观的诸异己的自我主观之诸现象构成的可能性。如果我在这些纯粹的可能性上实行现象学还原，那么我就以1910/1911年的方法注864获得敞开的无限众多的可能的纯粹的（现象学的，尽管本身并不必然是以现象学方式进行研究的）自我，这些自我与我发生可能的移情作用的联系；或更确切地说，我获得的不是一种敞开的无限的众多，而是一种由“无限多”组这样的敞开的众多自我构成的先验的范围。或更确切地说，当我不考虑这个事实上以现象学方式进行研究的自我，并且在我身上，在这个事实上，通过本质的变换形成作为纯粹自我一般的一个自我之理念时，我就会发现作为普遍作用关联的，作为本质的那种本质可能性关联：处于与敞开的无限众多的其它自我——作为对于他而言是异己的自我，但是作为与它处于移情作用的关联之中的，并处于我-你关联之中的，处于通过交往而相互作用关系之中的，处于相互-自我-规定之中的自我——之关联中的一个可能的纯粹的自我一般。正如当我不是实行本质的还原时，我不仅说我的“我-在”，而且通过在异己的人之事实方面的给予性上实行现象学还原，并通过指示现象学的经验而实行现象学的正当性赋予，将我认识为纯粹的自我，同时在经验上我毫无疑问（在现象学的领域中）是与其它的纯粹的自我一起存在的，并且以交往的方式联系着的。但由此我也认识到，我所看出的每一个真理都是共主观地有效的：它们是超经验地有效的，就是说，不仅是依赖于我的经验的自我的。当我改变想法，将我想象为被任意改变了的自我时，该真理仍然保持不变。即使当我将任意一个异己的纯粹的自我（这个自我存在于每一个经验的自我之中）当作基础时，这个真理也仍然有效。注865


  文稿15  心灵是如何与物理的身体一起在此  存在的？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与对自己的经验之关系。进行普遍构成的主观性与被普遍构成的客观性。置身于另一个人之中和以反思方式设定另一个人  （1923年〈7月或8月〉）注866


  目录〈关于文稿第一部分（至第312页第24行）〉：


  a）对自身的知觉


  我作为我的生活之统一（非反思地），我作为我关于我自己身体性的经验行为之主观以及我在身体性之中直接地进行支配的行为之主观，对世界进行经验的行为和在世界之中进行支配的行为。


  在我的生活之中的结合，在我的生活之中的记忆关联。


  问题：在关于我的身体的持续的经验当中，关于我的身体东西的“知觉表象”在多大程度上是与我的“心灵生活”结合在一起的？


  我的被经验的身体并不与关于它的经验结合在一起——身体正是在关于身体的经验中被经验的身体。身体也不使人记起（以联想方式记起）通常的“关于……的意识”。经验唤起经验，并且当下的整个的显现关联都被唤起，最终，当下的整个的生活都被唤起。在重新开始时，这些课题总是被唤醒。我的身体（经验的统一）并不与我的自我结合在一起。


  我是起功能作用的自我，在接触当中受刺激，另一方面，在身体当中“起支配作用”。唯我论的抽象：我作为我的经验世界的自我，首先是我的身体的自我；在这里，我的身体并不是在与“我的心灵”的结合当中被给予的，在这两个对象性东西之间并没有任何结合。


  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灵之统一；虽然它是一种联想的统一。关于自己的身体的经验


  附属的心灵如何与物理的身体一起在此存在呢？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作为一种自己的统觉在对自身的经验中有其起源，更确切地说，是在下面这种意义上在对自身的经验中有其起源。我的身体是持续地在知觉上为我在此存在的，而且是作为器官在精神的功能中持续地为我在此存在的。我是作为我的生活之统一而存在的。属于这种统一的，有我关于自己的身体性的经验行为，和关于我在这种身体性之中的支配活动的经验行为；有我的这一类的对外部世界的经验行为，和我的作为思想者，作为评价者，作为以多种多样方式行动者的由身体参与中介的在外部世界中支配的活动。


  在我的生活内部起支配作用的，当然有借助于相似的显现等等的对诸显现之通过联想的唤醒，在这里被经验的东西通过这种唤醒，使人想起诸被记忆的关联之早先被经验的东西等等。在多大程度上我能够谈论关于我的身体性（或者我的作为持续地被经验的身体性的身体性）之“表象”和我的其余的“心灵生活”的结合呢？在这里被结合的东西显然就是我关于我的身体性之当下的显现的关联（比如在某一个日子里我有我的身体性的诸知觉显现的关联）连同关于另一些对象之流动着的意识之有关的内在的时间段中进行着的其余的诸显现关联。因此凡是在这里一起出现或相继出现的东西，都一个接一个地被记起。而我在与这些对象的关联中感觉到的、想到的、意愿的、采取行动的东西，也同样如此。但是在这里应该注意区分：对当下的诸对象，诸极的一个接一个地记起的行为，和作为唤醒的联想，这种联想从意识到意识，从意向体验到意向体验地进行着，而作为被唤醒的诸体验之极的主观极，又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唤醒的。


  当然我的被经验的身体不仅是与我的关于身体的诸经验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它是在诸经验当中进行显现的身体，它并不使人想起这些经验。通常它也并不使人想起我正好在经历的意识；当下的经验使其它经验再生，唤醒其它的经验，而这些被再生的、被唤醒的经验则唤醒整个当下的显现关联，与此同时最终唤醒整个当下的生活。最终每一个意向的层次肯定都与每一个其它的意向的层次不可分割，并且在以再生产方式被唤醒时对它们起作用。在这种唤醒当中从前的诸设定重又被唤醒，因此，这个实在的过去，这个环境世界方面的过去，作为曾被我知觉过的过去，作为如此这般显现着的过去，作为我个人的诸行为之课题一起在此存在的过去，被唤醒，因此在此存在的就不仅是我和作为以某种方式自在存在着的纯粹的意识（mens）的我的单子式的意识。这个意识是进行经验的意识，进行判断的意识，进行评价的意识，行动的意识，是被动的意识和主动的意识，并且在重新回忆的行为中，在复活的行为中，存在着使从前的、被再次“恢复”的设定连同这个自我再继续下去，我，这个我过去曾是的我与我现在所是的我是同一个我，并且当时曾如此地有过这些事物，曾如此地对待它们，等等。只有在这期间我曾改变了我的态度的地方，这个以前被设定的东西才会作为“无意义的”被抛弃。


  现在我是这个生活之个人式的主观，我按照我的经验，我的认识，我的能力，我的习惯的决定，我的决心，我的目的，等等，有我个人的过去之模糊的沉淀物，并且我是我的未被注意到的生活之主观。在这里我的身体和我的自我并不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是起功能作用的自我，至于这个自我的因果性，在这里可以考虑的的确就只有我在身体之中的主动的支配作用，另一方面，这个身体被其它的事物触动，碰撞，等等：在这当中，一方面我有在以物理方式被经验的身体与其它以物理方式被经验的事物之间的物理的联系，另一方面，与此同时，在被定位的感觉层面上有“被触动的感觉”，在借助睁开的双眼的看的行为中有视觉的显现等等。


  “如果我是”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那么我的身体当然就会以它的唯一性被突出出来，作为感觉上的，作为器官，不是作为纯粹空间的客体，而是作为主观的，作为在其定位的零点的位置上等等被突出出来的。但是在这里我应该如何提供一种身体与心灵的结合，这两个对象性东西的结合呢？这里并没有对作为一种自身完整的生活之主观的自我与作为一种自身完整的对象性东西并与身体这个事物结合起来的“心灵”进行区分。同样在这里也没有将心灵与自然分隔开，而只是和自然结合在一起，或者是通过定位，正是借助于我的身体物体，作为附属物而属于自然。只要处于这种定位当中的这个空间世界在这里存在，并且我在进行经验时在每一个事物那里存在，在每一个事物那里进行经验，我就存在，并且到处存在。同时我的身体总是被经验，并参与到每一个经验当中，也参与到对它自己的经验当中。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所表示的，就是我的生活之一种特殊的定中心，我的意识之一种特殊的定中心；而世界和我的意识并不是两个东西，相反，世界是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关于另一个人我现在尚毫无所知）之全体，虽然是被经验的东西之全体，但却是以一个敞开的地平线之不确定性被意识的东西之全体，我能够借助于作为能够预料的并能够更详细规定的经验的先行的预期——这种预期在实现“我能够通过不断进展进行经验并实行这种不断进展行为和实行这种现实的经验行为”的过程中，在进一步的证实和以不同方式形成的情况下，得到实现——居住于这个地平线中。


  当我注867并不真正是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或者不将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形式看作是纯粹的抽象，而是直接地实行对自身的经验，并且描述我作为现实地被经验的和现实地可经验的世界所发现的东西，描述在抽去由移情作用而来的世界统握之一切成分和一切形式的情况下我发现我自己的方式时，情况并没有任何本质的改变。


  关于异己身体的经验


  如果我们另外再取来移情作用，那么对一个与处于其身体方面的举止行为之中的我的身体在物理方面类似的事物之作为异己的身体之一切统握，都以对本源地被体验的，自身被经验的，尽管并没有变成对象的整个的生活当中的我的本源地对自身进行经验的世界的统握之双重化为条件。在将异己的身体知觉为在我的环境世界中如此这般主观地显现着的事物时，我以统觉上间接呈现的方式连带地给予了它的作为如此这般为它显现着的环境世界之中心的，作为受刺激的和主动的等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并且与此同时，我连带给予了我关于作为“外部事物”被给予我的异己身体的知觉，与从被间接呈现的自我方面，作为这个自我的自己的身体，作为它的被定位的环境世界的中心等等的这同一的身体之被间接呈现的自身知觉之相应的综合的符合一致，同样我连带提供了在相应的，部分地是本源地进行经验的设定和被间接呈现的并且被接受的异己的设定中就相应的对象而言的两个方面的环境世界的给予性之相应的符合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事实情况就是，我在直接的知觉中——这种知觉具有指向现在的和即将到来的将来的直接的敞开的地平线意识，具有直接的过去的地平线，也许还有直接的重新记起——提供了一个物理的环境世界，这是在我自己的自我之意识中介中作为经验的统一提供的，而这个自我和意识中介本身是原本的体验。通过直接的移情作用，我在另一个自我之意识中介中提供了一同一的物理的环境世界，而这个意识中介和自我并不是作为原本的体验和原本的经验给予我的，而是在我的原本意识中以间接呈现方式给予我的，并且是在与我的原本地被经验的超越的东西—世界的东西之同一性符合当中被给予我的。异己的主观性之这种通过移情作用以间接呈现方式的被给予性，在这里是这样一种被给予性，即它在被我经验到的异己的身体之身体物体上有其线索，有其进行间接呈现的指示，但是这种身体物体性作为移情作用之结果，对于我如同对于该另一个人一样，已经是共主观地存在着的事物。


  异己的自我对于自己本身是被经验的自我，对于我是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自我。我通过移情作用所经验到的、我发现的每一个第三个自我，都是对我和第二个自我施以移情作用的自我。因此间接的移情作用也是可行的，在以下情况中间接的移情作用也是可行的，即在我在自身经验中对我自己进行经验的地方，我将我的对方理解为通过移情作用经验我的人。


  因此我有一个共有的物理世界，在其中，属于异己的身体的，而且是作为“和”该身体一起存在的而属于该身体的——只要该身体“存活着”（只要该身体以经验的一致性显示一个存在于该身体中并且和该身体一起存在着的，处于刺激和行动之中的自我生活）——就有一个这样的自我和这样的自我生活。因此在“外在的”经验中有一个以空间-事物方式被定位的，在异己的身体上定位的，并与它不可分割的异己的自我和异己的心理的此在被构成。——


  因此在扩展了的外在的经验中，在物理的经验中和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中，在相应的涉及被给予的共主观的物理的统一和由直接的及间接的移情作用而来的诸共主观的统一的课题式态度中，我获得了人和动物的心理物理的统一（主观-客观）。我的意识一次在直接性的原初呈现中伸展到作为直接被我经验的世界的物理的世界，另一次以移情作用的方式通过关于同一东西的异己的意识涉及把握这同一的世界的，不仅是把握同一些事物，而且也把握同一些主观的多种多样异己的主观及其主观的方式。每一个主观都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主观，它如同我自己一样直接地经验着这个物理的世界，并且通过移情作用经验着所有的主观，而且如同所有的主观一样都渗入到移情作用之中，但是每一个主观都可以被理解为只直接经验自己本身的，都可以被理解为当它生存时经历自己本身的，并唯一以原本方式（originaliter）意识到自己本身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主观都能够将这同一的事物世界——这个世界它是作为可原本经验的同时又是可共主观地经验的而意识到的——作为具有诸主观-客观的世界而经验，作为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诸身体与诸主观相一致，一切以这种方式存在着的主观在物体方面都是密切相连的。


  因此再一次地并且概括地说：当直接地进行知觉（进行原初呈现）和直接地进行经验时，我拥有作为直接为我在此存在的物理的自然，并且在直接的移情作用中，我拥有与作为物体的知觉上的等等的诸异己的身体一起在此存在的诸主观。在这里我作为主观原本地（originaliter）经验我自身，这个主观存在于我的身体之中，作为意识的主观，作为进行经验的主观，进行思想的主观，进行评价的主观等等，在每一个现实地、可能地等等为它存在的东西那里存在，并且正是以相应的方式意识那个东西，被动地受刺激，主动地活动。但是如果通过移情作用使我进入诸异己的身体之中，我就不仅是以物理的方式经验到这些身体，以空间事物的方式知觉到这些身体。这些身体是另一些人的身体，原因在于，它们被另一些人本源地知觉到，这另一些人作为身体的主观存在于这些身体之中，对于这些主观而言，这些身体是器官。此外原因在于，对异己的主观性之间接呈现是这样一种间接呈现，即不仅与它的身体相关联的经验的确信和其它的设定被接受，而且与被施以移情作用的整个环境世界相关联的诸设定同样也被接受，至少一般而言被接受；对于异己的设定之个别的由情况决定的改变，对于我不一起实行（悬搁、怀疑、否定）的异己的设定来说，这种连带设定无论如何都是基础。此外，视为同一：将我所经验的这个物理的自然视为同一。由于这种视为同一，我能两次或多次地经验这个物理的自然，一次是当作由我直接地经验的自然来经验，另一次则是当作在移情作用中可以说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眼睛经验的自然来经验。这两次被经验的自然必然是在这种视为同一的统一中出现的。但是我同样也多次地经验我和每一个其他人。我的对自身的经验和那个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异己的主观而言关于我的移情作用（我被那个异己的主观施以移情作用的移情作用）的经验是相符合一致的。诸更高阶段的移情作用也是如此，这些移情作用是针对我的，正如当我将第三个人经验为在经验着第二个人的，而且是这样地经验，即他将第二个人经验为是清楚地看到我的，如此等等时。这同一的东西对于我将其经验为被许多人共同经验的任何一个人（这任何一个人与这许多人一起存在，而且是在我对面一起存在）都是有效的。诸事物和诸人都是共主观地存在的，与此同时，每一个人作为物理的身体，作为它的主观的器官并且作为这个主观本身，最后作为身体与心灵之结合起来的统一，都是共主观地存在的。一个心理物理的世界，一个被以空间时间形式规整的、以空间时间形式形成的事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作为共主观的世界，以这种方式为每一个人在此存在，这每一个人是经验着这个世界的主观，并且这每一个人和发现他的我一起都是处于移情作用共同体之中的任意一个自我主观。


  在这里应该清楚地认真地注意，这个世界，这个无所不包的客观性，是由可能的共主观的经验之诸对象构成的全体，是现实的和可能的共主观地对经验进行思想的行为之课题，是进行评价行为之课题，是进行清楚地意识的行为之课题，是共主观地实践的世界。简短地说，它是对于一个与它相关联的，构成着它的共主观性而言的世界，是对象性的全体。这个世界包含着作为存在于诸身体之中的诸主观的一切主观，但是它本身则被意识为在每一个主观之中现实地和潜在地被构成的（被经验和可经验的）世界。（这种潜在的东西以现实的东西为前提。如果没有现实的经验一般，就根本没有地平线。）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双重性呢？普遍地进行构成的主观性和普遍地被构成的客观性。后者以前者为前提，然而又包含前者。因为构成世界的行为作为规定本身属于主观-客观。


  我存在，我生活，我是一种流动着的生活之主观极，而这种生活就是有意识地拥有的行为，被某物刺激，针对这种刺激采取行动的行为，对刺激采取态度的行为，阻止采取态度，放弃采取态度，根据情况改变态度等等的行为。我以课题方式所意识到的，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所关心的一切对象性东西，都是这种有意识地拥有的行为之对象-“极”，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居住于”有意识地拥有的行为之中。


  因此我作为主观存在于我所意识到的一切东西之中，注868存在于被我意识到的一切世界之中，而且世界是以被我意识到的那种对象性的意义被我意识到的，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以意向方式存在于我“之中”，而且是以不同方式存在于我“之中”，作为真正在此存在的存在于我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准当前化等等。但是当我在一切东西本身那里存在，或者在思想中存在，或者跟通常一样注869存在时，我同时在自身中存在，并且我自己和我的生活本身对于我而言是原本地被意识的存在和生活，只不过我以课题方式关心另一个人，注870而不是以课题方式关心自己，并且如果以课题方式关心自己，那肯定又是在本源的生活中关心自己，而这本源的生活并不是课题。注871


  另一些主观也为我在此存在，并且我意识到它们，我在经验到它们时与它们打交道，并且我“在它们那里”存在并与它们打交道：这和与我自己的过去打交道没有太大不同，我将自己反向地置于过去与我将自己设置入另一个人之中类似，注872在这种设置中，一方面我存在于我的过去之中，“在”作为我曾是的那个我自己“那里”，注873仿佛“再一次地”经历我曾经历过的东西，仿佛以记忆的方式重又与我以前曾经与之打交道等等的过去的环境世界打交道。同样，我以这种设置之方式（以准当前化之方式）在该另一个主观之中一起经历它的生活，在与被它经验的，被我通过移情作用一起经验的环境世界之关联中，一起实行它的态度，一起实行它的思想行为，一起实行它的行动等等。只不过我当然并不是原本地（originaliter）以自身经验之样式，而是以进行准当前化的移情作用之方式“一起”经历所有这些东西的，而该另一个人则是在自己本身之中原本地（originaliter）如此经历，如此思想等等。注874


  但是对于我而言，这另一个人能够以双重方式达到，不仅是以设想自己置身于它的生活之中的方式和一起生活的方式，而且当我以课题方式并以反思方式指向它的自我和它的体验行为，并且同时指向它作为对象所意识的并且它和我都设定的对象时，我在“毫不犹豫地接受”它的设定时也就和它一起设定了它的设定。注875如果我从以反思的方式将自己当成课题的我的生活过渡到异己的生活和异己的生活的主观，那么对于我而言就统一地在课题上生成了我的生活与整个异己生活之统一，以及我的自我与整个异己的自我之统一。这种统一之桥梁，或者说，这种向异己的主观性（我与其取得一致的、将我与它的自我极联系起来的、我在模仿它的生活时与它的生活取得一致的异己的主观性）连续过渡的桥梁是当这个异己者为我“表现”时作为我的直接的原始的经验之统一在我之中以对象方式生成的异己的身体，这些桥梁是准当前化的桥梁，是设想自己处身于其中的桥梁，是在进行经验时进行吸收的桥梁。注876因此这个异己者就通过意识进入到我的生活之中，只不过我是原本地（originaliter）（原始地）过我的生活，我在生活时意识到它是我的生活本身，并且是作为原本意识到的，而我对这个在我的生活内部的异己的生活，则是通过解释，通过一种原本的并且是确定地有根据的准当前化（与我的过去相似）意识到的。注877也许在这里我发现，这个在我的生活范围如此地为我在此存在的另一个人，从他那方面通过移情作用与我相联系，或者有若干的其他人以这种方式同时相互在此存在，彼此通过移情作用相互关联，此外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够从自我到自我地建立起“联系”，相互产生影响，将我们以自我的方式相互联结起来，或者一个影响另一个，我能够生活于它的意志之中，我能够将它的意志作为我的意志之中介来拥有等等。注878


  因此在这里我们就有与主观性处于统一之中的主观性，并且社会的主观性本身也变成了课题，而且完全是作为主观性变成课题的，作为共同体的主观性变成课题的。注879 注880


  另一方面，注881由于我的直接的经验，由于我的移情作用，以及在移情作用中相互一起实行关于另一些人（alteri）的客观设定，我们就首先初步地构成了一个共主观地共有的世界，作为客体之系统的世界，不仅仅是我的被知觉的和被经验的自然，而是共主观地被知觉到的自然，就是说，在自己的知觉中和被施以移情作用的知觉中共主观地构成的自然，这个自然是共主观的经验之统一，并且与这个自然一起构成了属于这个自然之身体-物体的诸主观，现在它们是作为主观-客观被构成的。如果我纯粹指向客体，生活于对经验的实行当中，如果我以自然的方式将这个事物性的实在的东西直截了当地看作是存在着的，那么主观的东西，异己的自我和异己的自我生活，就是一种实在地属于这些实在地在此存在着的身体的主观性，就是一种被连接到这些身体物体上的一起在此存在着的心灵，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心灵的自我就进入到这个身体中起作用，并且通过身体进入到这个直接地在此存在着的自然之中起作用。注882


  但是如果我纯粹以自我的方式指向像对于我而言是本源地被意识到的生活那样处于其纯粹内在性之中的我自己的自我生活，并且如果我将这个事物世界纯粹看作是我的诸经验和我的诸设定之统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异己的主观性也在移情作用中被初步地设定了，而自然只不过就是共主观的经验之统一，并且作为统一，只不过就是共主观的经验之相关项，被设定为共主观的内在东西，只是具有可能的证实之无限的地平线。


  这个自然是直接地被设定的，注883与自然一起，作为与它结合在一起的（所谓的被编入自然之中的），诸主观被设定，这也包含：个人式的精神性的东西被设定，诸主观之对于诸事物的个人的行为举止，对于它们的身体的行为举止，对于其它的事物，对于整个的现实的直接在此存在的世界的行为举止被设定，而这些都被看作是个人的因素，它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之中起作用，并且当在这个世界之中存在时，借此而主动地参与构成这个世界。因此，当这个世界变成科学的课题之时，这种对世界的考察就会发现一种作为物理的自然科学的，作为精神科学的，作为关于个人的统一及其世界的成就的科学的，以及作为心理物理学（心理物理学所探讨的是处于与相应的诸主观之关系中的身体的因果性），以及处于与身体性之关系中的诸主观的因果性的理论加工。自然的因果性转变为身体与主观的归纳的因果性，此外，我们有在对身体之关系中的精神的主动性和起促动作用的受刺激性。在这种情况下，内在心灵的东西，心灵生活，就是物理的身体物体性东西之实在的附属物。另一方面，主观性之主动性存在于内在心灵东西之中，这种主观性使作为器官的身体“运动”，并通过身体性使世界运动。


  然而在这里存在着不清晰之处。在外在的物理的经验和经验认识中我们认识物理的身体，在进行移情作用的内在的经验中，我们认识心灵的生活，在进行移情作用的外在的-内在的经验中，我们认识运动身体的心灵的活动，或者认识特殊身体的诸功能活动，认识被触动状态，认识“我有意地或无意地运动”等等。这种起功能作用的活动是一种经验，我能够直接地在自己的身体中，间接地在诸异己的身体中，探究这种经验。什么东西特别地由这种心理物理的因果性所决定呢？什么东西本身是物理的平行项呢？什么东西只是这种平行项的结果呢？心灵生活直接在其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身体的-物理的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是足够的呢？等等。一种严格的基本的考察，一种心理物理的考察，看上去是怎样的呢？关于这里的一切都能够由之而阐明的那些心理物理的法则性之严格的科学看上去是怎样的呢？为了使这种经验考察之“诸要素”处于其具体的本质环境中，并获得具体的理解，对心灵的诸内在性东西之关联的本质考察必须做些什么事情呢？然后是关于个人的科学；想要以心理物理学方式阐明特殊个人的东西和内在意识、统觉等等，有意义吗？


  在改进了的表达中，这些论述的意义是：注884


  1）由异己的身体物体出发的解释性的准当前化，理解的行为，是有效的，并且现在我生活于另一个人“之中”，我设想自己被置入到他的生活之中，仿佛在他之中生活，并与他一起生活，在这当中，我转向他的环境世界，这个环境世界整体而言同样也是我的环境世界。在这里我大体上一起设定他所设定的东西，而原因在于，我是在与他的被原始地经验的世界之统一中拥有我的被原始地经验的世界的。我的被原始地经验的世界借助于并非被我原始地经验的东西（并非被我原始地知觉的东西，或者并已经被我非原始地认识的东西），按照诸部分加以“充实”，就是说，被他经验的东西和被我一起设定的东西更详细地规定我的经验之不确定的地平线。（这是一个重要的仍需要更详细讨论的问题。）


  在这里，世界首先是自然，无生命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对异己的自我主观没有实行任何课题式的-反思的理解，既没有将它理解为纯粹的自我，也没有将它理解为人。


  2）但是我也能够以课题方式指向诸异己的主观，指向它们的和我们的共有的事物世界，并指向这些异己的主观对事物采取态度的方式，它们在经验事物时观察事物的方式，还有它们拥有关于事物的哪些显现，它们在进行思想和进行评价等等时是如何表现的。


  3）这些东西能够使我倒转回来指向我的自我和我对待诸事物的态度，指向我对异己的主观之身体的态度，指向我与它们的关联。但是还有：我们相互关联，诸异己的主观在它们的进行解释的经验中相互关联，并且我与它们相互关联，我们相互关联。我的自我生活与另一些人的自我生活有共同点，并且由于现实的和潜在的解释，我们大家相互都有共同点，并且所有这些本身都被经验到了，都能够变成课题，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主观就作为主观变成了课题。


  4）特别是：我与我面对的人发生社会联系，我不仅理解他，我不仅仿佛和他一起生活，我还对他产生影响，而且是在他之中产生影响。但是我也将他理解为对我产生影响的（力图对我产生影响的，现实地产生影响的）。我也将另一些人理解为相互以个人方式产生影响的。


  5）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环境世界。我们拥有一个共主观的=客观的环境世界。我的连续的解释性的经验保持有效，诸事物对于我不仅具有由我的原始的经验而来的存在有效性，而且还有由现实的和可能的诸异己的经验而来的统觉层面。我拥有现实的和可能的诸异己的身体之敞开的地平线，并因此有动物式的诸主观之敞开的地平线。即使我并没有真正看到任何人，它也是有效的地平线。环境世界是所有那些在这里能够变成课题的东西，而且是能够以共主观的方式变成课题的东西，被以共主观的方式视为同一的东西。这是由于，我能够参与到另一些人以课题方式所拥有的东西上，并且能够参与到（或更确切地说，只要我能够参与）对另一些人是课题的东西上，并且能够经验另一些人经验到的一切东西，并且参与到他设定为在我之中的，而且是在与我的关联中设定的，从我这方面能够作为我的发现和接受的一切东西上，等等。


  由此我们拥有一个共有的共主观的世界，首先是拥有一个共有的事物世界，并且拥有一个由诸身体和这些身体的自我主观构成的共有的世界（敞开的全体）。


  6）现在在课题当中我能够由这个自然开始，这个自然是我在“忘却自己”的情况下原始地经验到的，但是这个自然对于我而言从一开始就具有统握之一种共主观的地平线。如果我在以课题方式实行对事物的经验时，从事物出发，转向“在外部”，在空间中被给予的身体物体，那么我就能够实行心理物理的经验；当我开始以课题方式进行设定，开始经验异己的身体事物时，我就能够发现一个正是作为属于该身体物体的东西的附属的主观性，作为和该物理的实在东西一起在此存在的主观性。如果我转向我自己的身体，那么我虽然在这里没有原始地经验到我的身体物体，和与身体物体结合在一起的，一起在此存在的“我的心灵”，但是在通向另一个人的道路上，作为对于他而言是一个一起附属的心灵生活之承载者，我间接地经验到我的身体。我的身体作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客体，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具有一种附属的主观性。对于我自己来说以下情况会变成自明的，即我的身体对于我而言与这个身体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是同一的，而我的心灵对于他而言与在我之中与这个身体相关联的生活是同一的，与某些显现是同一的，等等。


  7）我能够将我作为对我的身体起支配作用的自我，作为在与我的环境世界关联中起支配作用的自我而当成课题，同样当我实行移情作用时，我能够将另一些主观当成课题，而且是作为起支配作用的主观当成课题-自我式的态度。如果我这样做，那么自然，物理的自然和心理物理的自然，就是共主观的经验之统一，就是共主观经验之统一的相关项：就是主观性之统一，我们的共有的主观性之统一，这种主观性作为一致地进行经验的，和能一致地进行经验的，而内在地存在于一个无限的共主观的经验地平线中。


  在自然的经验中和自然的经验科学中，我直截了当地设定自然并设定附属于自然的（作为被自然化了的，被空间化了和“客观化”了的）诸主观，就是说设定具有其自我、自我活动等等的诸心灵。在这种情况下，属于个人的精神性东西当然也作为“在”直接在此存在的“自然之中”的一起存在的，但是也被一起设定为进入自然之中起作用的。


  作为真理之课题自在存在着的自然。心理物理学的任务是如何产生的？自然的人类学和自然的动物学的任务是如何产生的？


  诸精神科学的任务是如何产生的——关于精神的普遍的科学的任务是如何产生的？


  因此这整个的考虑只是一个开端：这是对共主观的生活世界加以描述的尝试，是揭示共主观的生活世界之静态的共主观的结构的尝试。一切可能的课题和一切可能的科学都包含于这种生活世界之中。但是关于这些自成一体的“领域”的和自成一体的科学的诸动因恰恰必须从这里出发加以探寻。


  文稿16  精神之诸显现，移情作用，对异己者的经验。〈身体性与表现之问题。直觉与空的表象〉（1924年）


  一个精神“没有身体地”“显现出来”——它表现出来，对于我们来说，能够理解为正常的东西，例如，只是在说话的行为之中，在外部的事件之中，表现出来，这些事件作为有目的的，通常以一个以身体方式行动的主观为前提，并且这样地被我们统觉。


  （一个精神在进行书写的媒介物和进行说话的媒介物中直接地显现出来。）


  一个精神显现出来——在可见的东西中显现出来，但是这个精神没有可把握的身体，它的身体不论对于我还是对于其他人都不是可把握的。


  一个精神显现出来——在可把握的东西中显现出来，但是我能看见它，而任何其他人都不能看见它（任何有正常身体的，对于我而言本身在此存在的人，都不能看见它）。


  一个精神显现出来——在可听见的东西中显现出来（也许还在气味当中显现出来），它说话，但是它的视觉上的身体和触觉上的身体对于我们大家而言并不在此存在。


  这个精神本身看见所有的东西，能够把握所有的东西，能够进入到空间中行动，正如一个正常的有身体的人一样。那么因此看上去似乎它本身对于自己本身而言有一个正常的身体吗？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不是立即就这样地统觉它了吗？


  一个精神能够占据一个异己的身体：这个媒介物被这个精神迷住了。完全着迷了。


  可能的显示之问题。


  因此在我的房间里“存在着”一个不可见的，也不可触摸等等的精神。每当我呼唤它时，它都“在这里”。我可能举不起一只重的箱子，它会帮助我举起这只箱子，并且我们移动这只箱子，举起这只箱子等等。我可能看不清楚某个东西，我由于视力减弱不能阅读这篇短文，它会朗读给我听。在我借助放大镜以后，我确信，它曾真的帮助过我。我打发它从街上给我带来一些东西，它带回来了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精神其实是一个人，他正如另一个人一样被我表象，只不过我看不见他的可见的、可触摸的等等的身体，就是看不见这个身体。而就其现象的身体性东西而言我能够看得见他们的另一些人也看不见身体。也许所有的人都看不见那个身体？（催眠引起的对事物视而不见的问题也属于这里。）这个精神是如何体验自己本身和它在起作用时介入其中的环境世界的呢？我已经问过：它为了自身不是必须有一个身体吗？不是必为自身构成一个身体吗？就如同我的身体为了我以现象方式被构成那样？另一方面：我们如何会变得看不见现实地为一个自我构成的现象方面的事物性东西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主观究竟如何能与我们发生交往呢？


  现在这里的问题是，这些显示和这种得到证实的相信究竟有什么意义，什么东西可能是这些显示之本源性的内容，就是说，是这些显示之合法的意义？


  对诸正常情况的系统研究和对诸非正常性之诸阶段的系统研究。处于匿名中的另一些人之在此存在。自然的环境世界，伴随着视觉上的诸显现层面的省略。共同体的生活，在想象的完全的黑夜中的相互理解和共同作用。但是对于可触摸的显现世界而言这就是白天，而对于一切间接的构成性的显现层次都被列入的可听见的显现世界而言也是如此。问题：白天也是可看见的，黑夜也是可触摸的吗？更确切地说，一个共主观的“黑夜”也是可触摸的吗？


  可能的共主观的构成之哪些基本形式是可先验地（a priori）想象的呢？一个作为可能的经验之对象被构成的现象的事物肯定具有哪些层次呢？处于与这个“可能的”变得明白的关联之中的暗昧这种非正常性（在一种具体的正常性范围内的非正常性）何在呢？这个非正常的个体的主观，这一群非正常的个别的主观。这个个别的“盲人”，对于他来说，只有视觉上的黑夜才是黑夜。个别的触觉上的盲人（“病人”）。个别的触觉器官的疾病，他的全部的“触觉”的疾病。个别聋子（也许只对个别的音质，个别的声音，才是聋子，或者是全聋）。这是自然的正常的人和科学家的外在的说法。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从外部观察的，不是从处于人的共同体之中本身是正常的人观察的，而纯粹是内在地以现象学方式观察的，是在加括号的情况下观察的，仿佛另一个自我被构成了。而为了使那种精神显示之合法的意义突出出来，的确需要这样的观察。


  在这里“诸精神”是非正常地被经验的诸主观，而且是被在一个正常的人之共同体中所经验的。“精神”是处于正常的共主观性之中的正常的人之相关项概念。


  我将这种精神表象为什么呢？表象为在我们的正常的共主观的显现世界中显示出来的，并在其中起作用的“某一个人”。如果我以前没有在正常的身体性之领域中经验到正常的表现，这“某一个人”对于我并对于“我们大家”能够意味着什么呢？并且按照这种对于一个个人之表现的本源的意义赋予它能够意味着什么呢？我当然又只能将它表象为人，表象为一个人，只不过我看不见他，而且我们大家都看不见他，也许在一切正常的显现方式中都经验不到他。


  这可能意味着存在着这样一些正常的（因此是能以视觉方式、触觉方式等等经验的）显现方式，只不过我们没有能够提供它们——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会假设，相似于我们通常在我们这里根据不正常的心理物理的情况会发生的那样（正常的显现行为依赖于作为条件的正常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相应地建立诸正常的条件就会是诸敞开的可能性，而问题就会仅仅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即这些精神——这些十分平常的人——与我们处于非正常的经验关联之中，我们大家对于他们而言，恰恰是不正常的；一个加入进来的实际上正常的人，在看见他，触摸到他等等时，会发现我们称作精神的东西，是一个平常的人。


  在这里还存在什么其它的可能性呢？这些精神也被认为是具有人的性质的主观——这仍必须思考，对于这些主观而言，城墙不是城墙，它们以它们的身体方面的行为违反自然的法则，至少是借助它们的精神身体穿过物质的物体等等。


  但是我们不是必须说，这个说话的精神和这个以任何其它方式进入我们的显现世界之中起作用的精神，是通过在这些“表现”中发生的指示而被间接呈现的、被经验的、被连带知觉的吗？而这是本源的知觉之唯一可能的方式。


  我们这些正常的人在我们现象的，被共主观地构成的身体性之中拥有一个最初的本源的表现之领域。第二级的表现领域是以此为基础构成的（在我们的通过这最初的纯粹身体方面的作用——就是说，作为在现象式的身体性上的作用——被构成的外在的作用领域中构成的）。


  然而更确切地说：我的身体作为身体本身是以一个事物性的外在性东西之现象上的进程形式被构成的，处于相应的进程形式之中的自己的内在性就是在事物性的外在性之现象上的进程形式中被指示的，外在的身体承担着一种被统觉的内在性，其中包括内在的身体性，“我运动”这种本源的领域，对于感觉领域等等而言的本源的承担者，被定位的感觉。注885


  语言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意地说出的话，“属于”外在的身体性，正如发声的行为属于发声的事物一样。然而这也已经能作为外部的作用被统觉了。但是作为表现，它们所表现的是内在性东西，并且属于内在的身体性，或更确切地说，属于“我生产”，“我运动”，“我起作用”之领域。我的书写的行为在外部身体上被看作是一种外在的作用，正如一种这样的作用被回溯到原因一样，相似于一个在沙滩上留下其痕迹的车轮。但是它是我的书写行为，并且是在内在身体方面和在内在心灵方面已经产生效果的行为。（同时应该注意这个身体性通过将诸事物与我的身体物体之以物理方式的联结，并且也许是有意地联结，得到了扩展；我用一根握住的棍子触动并敲击，正如我用我的拳头触动并敲击一样。等等。）


  不仅是我的身体之每一个物理的因果作用，而且每一个身体-主观的事件（作为在环境世界之中的特殊身体的和特殊自我的事件）都反向地指示处于主观的身体的关联之中的我和我的行为以及我的动因，并且表现这些东西。注886一个自身完整的间接的表现领域就是语言之表现领域，处于系统方式之中的听觉上的，和视觉上的-触觉上的语言之领域。语言在更高的阶段上产生，并通过系统地形成意义和符号表达所有的东西，或者为自己规定它要完成的可能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语言使处于其共主观的理解方面的表现之功能中的心灵的东西在身体性东西中的一切自然的指示以及其它的指示成为多余。


  于是问题就是，在多大程度上语言在身体上的生根是先验地（a priori）必须的，以此它应该能够作为共主观的表现而起作用，或更确切地说，这种正常地被构成的人的身体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想象为是不存在的，因此在对这个环境世界的关系上一个共有的环境世界和一种共有的相互理解通过语言仍应该是可能的。


  最初的本源的报告：它是由两个方面的“我运动”（外在方面的“我运动”和内在方面的“我运动”）通过外在性和内在性指示的。因此如果“另一个人”被本源地经验并建立起交往，那么有意地引起主观的自己身体的运动就能够服务于对内在性东西的有意的告知。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自己身体的运动立即就会被另一个人“理解”，并被本源地经验。我是如何做到形成关于自己的表象行为，思想行为，意愿行为等等的告知，以及关于一种外在的事态的告知，如提出对另一个人的明确的要求等等的呢？


  这种最初的东西就是处于自身之中的身体性之构成。外在的身体性和内在的身体性的统一之构成：对诸感觉领域的“定位”，或更确切地说，它们的触觉领域的感觉事实，以及所属的暖的事实与冷的事实等等在外在地显现着的身体物体性上的“定位”。作为触觉器官的身体物体的诸部分之构成，诸动觉被移入这些触觉器官中，并且它们在“我运动”中外在地运动，或者它们具有内在方面的运动方式和外在方面的运动方式，这些运动方式同时既是机械的又是主观的。同时每一个“触觉器官”由于以下情况而是触觉器官，即由于每一个主观的“我运动”都是机械的触摸，并且每一个“我在与这个桌子接触时的运动手指”这种双重的运动不仅是“在”手指的这些“双重的”触摸层面“上”的感觉事实之过程，而且是这张桌子作为在感觉事实中以统觉方式进行呈现的触觉上的桌子的诸特性，桌子的诸侧面之触觉上的显现之过程（因此是具有其客观的意向性的主观的过程）。


  眼睛作为运动着的身体器官之构成和作为“视觉器官”之构成。在眼睛之中，视觉的感觉和视觉的感觉领域并没有作为身体之部分被“定位”，这个领域并没有被加给这个身体部分，但是这种主观的眼睛运动却是与视觉上的“知觉图像”之一系列主观过程、主观的事物显现之一系列主观过程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一系列主观过程从它那个方面又与也许能由我使之起作用的诸可能的进行触摸的手的运动以及双手和其它的器官的一系列触觉显现以统觉方式结合在一起。


  因此每一个事物之显现的多样性首先是以双重方式构成的（或者，在这些显现的多样性中，事物是作为统一被构成的），而且视觉上的显现的多样性是与双眼相关联的，并且在以前每一个触觉器官的触觉上的显现的多样性都是与这个触觉器官相关联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器官的诸显现系列是相互联结的（在这当中两个器官并不是像两只眼睛结合成双眼睛那样结合在一起）。


  身体作为环境世界中因果作用之器官、碰撞的器官等等，我的在环境世界中的行动的器官，生产合目的产品的器官。


  身体作为第二级次的诸器官当中的一个器官，作为身体之扩展的诸工具；诸间接的触觉器官，诸间接的碰撞的器官，诸间接的打击的器官，诸间接的提升的器官。


  自我作为身体方面的“能力”之自我，身体方面的熟练之自我，作为借助我的身体我能的东西之自我；处于身体方面的能力素质之特性中的我的身体。在这里身体处于针对在环境世界中的目的活动的指向之中。


  环境世界不仅是作为物理的自然被构成的，不仅是作为诸显现之统一被构成的，而且是作为由我（并由另一些人）有目的地构成的环境世界被构成的。对诸事物按照目的在具有其双面性目的活动中加以改造。被生成的形态，静止的或运动的形态，这种形态反向参照目的活动，反向参照有意的生产行为，在自身中带有目的意义，带有能够用于可作为工具的目的活动的，并以任何其它方式作为形成的材料能够用于作为工具的目的活动的一种持久的特性。因此在这里也有两个层次。一种目的意义反向参照具有自我身体的，具有身体的能力的，但也是具有意愿、评价、目的设定等等的自我。


  身体作为身体具有更广泛的层面和显现方式。诸共同的感觉、诸感性的感受。某些“受限制的”痛苦的感受和喜悦的感受与触觉领域的，或更确切地说，与身体之外在的表面等等的某种定位和某种广延有关。人所共有的体内无界限的感觉也许是不确定地被定位的，传遍整个身体的，从“心”向外放射的，在头部（不是在头皮上）定位的等等。


  处于其身体关联之中的自我行为、自我反应、注意行为等等。


  所有这些最终都联合在一起，然而却并不处于一个层面上。它们围绕一个我试图将其称作内在身体性的核心层次，正如环境世界在感性直观的自然中有其核心层次一样，而这种感性直观的自然从它那个方面又与身体东西的这个核心层次处于特殊的关联之中。


  恼怒、害羞、害怕等等的情绪也许更重要，这些情绪按照其多种多样的进程类型，按照其在最本质的基本部分中的内在的显现结构，都属于内在性，另一方面，它们也有诸外在的方面；在恼怒中不仅有处于“我运动”之中的身体肢体和整个身体之有关的剧烈运动之外在的进程形式（首先是那些在这当中能以自我论方式觉察到的、显然的和直接呈现的东西），而且还有那些在特殊的恼怒情绪中通过它的共同的感觉，通过人所共有的体内无界限的感觉等等，使人注意到作为外在性的身体性东西。在“难以忍受的”害羞当中，我也感觉到两颊发烧。我并没有看到我的脸变红了，但是当我已经将另一个人统觉为另一个人，并且在别处的害羞当中已经统觉了所显示的情况时，那么我也就会“看出”在另一个人那里的“难以忍受的”害羞，它使我间接地联想到由于这种“发烧”而产生的脸红。


  这个例子表明间接的联想之形成，这些联想不可能本源地以自我论之方式形成，而是通过移情作用这条弯路才有可能形成。


  特别是下面这个重要的课题，即我是如何为我获得只有通过移情作用的途径才能为我产生出来的那些统觉的层面呢？因此对于形成联想和统觉而言，在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特殊的问题。


  为了按照其不同的意义澄清和解决表现这个问题，现在必须小心谨慎地摸索前进。


  对自身的经验，对自身的知觉：从一开始（对于我而言）被经验的就是身体-自我和围绕这个核心的完整的自我，并且是一起被经验，被知觉的，当然是在与处于其分层当中的环境世界之关联中被经验，被知觉的。


  在思想上：我处于与一个环境世界的关联之中。如果这个环境世界是外在的经验之世界，是知觉的世界，那么它肯定就是处于与一个中心的核心的层次（即内在的身体）之关联中的世界，这个内在的身体对于我而言本身外化了。表现这个概念所指的就是这种外化，并且和他本人一模一样地从身体方面看另一个人的行为，这就是对“表现”的理解行为，这就是在这里“实行”有根据的间接呈现的行为：它是统觉，而不是实行使这个指示者对象化，并由此出发推论该被指示者的进行判断的行为。在我甚至连“身体”这个事物都还没有把握，并为自己设定身体这个事物，而且还就这第二个事物设定另一个人的地方，不存在客观的指示行为意义上的指示（一种客观的东西指示另一种客观的东西）。异己的人并不是任何与身体分离的“心灵”，相反，是人，而且对于我来说是以其有血有肉的此在在知觉上在这里存在的，而且在这里它是现实的，具有身体的此在，只不过我是以一种本源的给予性方式拥有他的，在这种给予性方式中，“真正”在知觉上给予我的，仅仅是他的外在的身体性，而他的内在性则是以间接呈现的方式给予我的。就像关于一个物理事物的真正被知觉东西和非真正被知觉东西并不是被分开的，并不是通过推论或通过“指示”相互关联的对象那样，在这里也是如此。


  那么那种表示有目的的行为，有目的的活动，有目的的成就的意义上的表现是如何获得的呢？属于动物的自我主观和人的自我主观之构成的对内在东西之本源的表现，是一种主观的事件，它同所有这样的事件一样，是由可能的任意性所决定的，因此能够列入到目的活动之中。此外动因：对这种外化的重复或加强，能够随身带有一种起缓解作用的主观情绪发泄，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是被随意地产生的。生病的动物或人的不由自主的喊叫，会变成一种有意的喊叫。这当然不是在进行告知，但却是一种有目的的表现。


  一切记号的事件都是一种告知，就自己本身而言都是告知。那种本源地使记起由该主观的东西本源地产生的主观的东西，是为了记起而有意地产生的（一种该主观的东西的类似物）。这些都是在自我论的领域中的指示（在一种被扩展了的意义上的指示）的事件。


  对另一个人告知。我注意到，我在某外在东西上认识到该另一个人的内在东西。我产生了与该目的相似的东西本身，这个相似的东西使该目的变成了可以感觉到的，然后变成了引人注目的。在这里产生了语言。故意的表现尚不是语言，尽管语言是表现。在这里有多种多样的被划分开的意向性可以考虑，事实的情况、意愿的情况、意志的情况（处于其意向的划分当中的诸实践的情况，诸实践的行动）都是在意向性中被构成的，而且是按照意向内容的被给予性东西和存在的被给予性东西这两个方面，并且在与共同的环境世界之关联中被构成的。指示和被指示的东西这两个方面的统一。


  在这里无须进一步探讨：一种语言上的表现之可能性——这种表现能够真正作为在语言上被读出的和有效的，因此这种表现真正连带设定了一个表现者——对于该理解者和对于被连带设定的东西以什么为前提呢？并且在这里对于该表现者之间接呈现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呢？这是个问题。然而很清楚，我作为表现者不可能没有我的身体，并因此对该另一个人也只能作为有身体的主观加以间接呈现。


  那么直觉呢？只要直觉是与事物或生物相互关联的，直觉之可揭示性就是以本源的知觉和本源的可知觉性为前提。任何动物都不可能通过对食物的直觉本源地经验外部世界。如果婴儿具有指向外部世界的，指向事物性东西的天生的直觉，那么这一点肯定具有重要意义。那么空的表象呢？空的意向呢？充实空的表象和充实空的直觉的预期在这里是有很大区别的。


  因此对于“新生”婴儿来说，视觉的事实和触觉的事实从一开始就会具有地平线。在一切“经验”之前就会具有地平线。其实并不存在任何“在一切经验之前”。诸构成性的统一之形成的过程肯定始终都在进行着。但是以此尚没有任何作为事物世界的，作为现实意义上的世界的环境世界（在空间时间方面，在因果性方面，在精神方面）被经验到。以下情况能够得到证明吗，即意识事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具有透视变形的功能，具有在事物性意义上的地平线，简要说，诸事物被看到，尽管是不完善地被看到的？当然动过手术的先天盲人的行为举止所显示的与此相反，他们必须非常艰难地学习看。


  我们应该如何“想象”处于其现象学的内在性和特性之中的本源的直觉呢？我们自己的本源的理解材料是什么呢？有关我们自己的始终仍是直觉上的追求（即使是追求对直觉的揭示）的现象学。我们能够在意向上矫正这种揭示吗？并且能够就这种发生在前的空的意向说出某种东西吗？


  我们能够为空的表象分等级吗？在地平线方面不是存在着变化不定的“轮廓”的差别吗？这种轮廓不是在先行发生的至少是类似的直观中，在本源的构成（这些构成都已经沉入到空洞之中和习惯之中了）中，有“起源”吗？


  饥饿“喊着要吃东西”，“发痒”喊着要“抓痒”，悲痛是力求抛开的行为之内容，是应该得到缓解的反感之内容，而且我们必须区分主动的“我要离开”和“焦急”、“倾向于”的被动东西。那么在这里空的表象就已经提供了基础吗？存在着空的指向，并且在揭示当中缓解的确是与表象符合一致的，被表象的东西就是我想要的东西，而这个表象系列的“途径”就是实现的途径。一种记忆的可能性或一种与记忆类似的准当前化的可能性尚不属于未被揭示的进行追求的意向，指向准当前化的，并且也指向被引入到这整个准当前化之中的实践上实现这种目的设定的敞开的“我能”和“我想要”尚不属于这种未被揭示的进行追求的意向。仍缺少熟悉及其反面不熟悉，我们拥有的不是熟悉，而是对熟悉的夺取。


  因此我们必须在现象学上清楚地区分空的地平线和空的表象的地平线。空的意识作为未被揭示的直觉的空的意识，尚不是空的进行表象的空的意识。我也可以说，在这里尚不存在任何相信式的设定，尚没有任何主动的相信式的设定是可能的。


  最初被唤醒了意识的婴儿没有任何表象的世界，他所有的只是些他了解自己，并且继续了解自己的表象。开端就是本源的时间意识，这是最本源的联想和构成之领域。关于自己的身体性之“表象”和环境世界之“表象”的构成性结构同样如此。在这里作为动力的本源的直觉当然起作用，但是借助这些直觉本身尚没有构成处于不管多么微小开端上的任何表象世界。


  在这里就关于自己的动物式的-人的自我（在最广泛意义上的个人）之表象的形成，就关于事物性的环境世界，环境世界一般，其中包括具有诸个人共同的和唯我论的意义述谓的个人的环境世界（其他诸个人的环境世界）之表象的形成，能够预先规定哪些构成方面的问题呢？


  1）指导原则看来肯定就是：我们对处于其原本性之等级顺序中的诸“知觉”，对一切种类的本源的自身给予——只要它恰恰只是自身给予——进行一种理解式的澄清，即对它们的意向性加以澄清，而且是对进行表象的意向性加以澄清。


  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有这样一项任务，即对它们实行本质的变换，并且按照诸可能性和必然性对它们进行先验的（a priori）研究。


  在这里我们只允许以实例方式奠定基础，将我们本身作为真正进行自身给予的经验而拥有的东西当作基础，我们不允许用外部的考察偷换从基础构成的自身给予，我们恰恰甚至不可能将这种自身给予作为有关的对象性东西的经验或准-经验来拥有。因此，如果我们通过对幼儿的行为举止的外在观察而推论我们甚至没有能体验过其相似东西的那个东西之自身给予，这乃是一种错误的方法。一切真正现象学的解释都必须在本源的对自身的看中有其模型。在这个方面舍勒关于移情作用的理论是与真正现象学的理论背驰的。撇开他在感觉论方面没有能力理解内在的意向结构分析的方法不说，这种有害的天赋论之根本错误，是将天生的诸“表象”，尽管是极其不确定的普遍的表象，当作前提，而将进一步规定这种不确定的普遍性的功能仅仅归于一切发展。如果一个人列举诸“空的表象”，并在进行说明时诉之于意向性，他就尚不是现象学家。现象学的任务就是去理解：什么是意向性所能提供的东西，并且按照意向性所能提供的全部成就进行理解，或更确切地说，就每一种对象理解：它们是由什么样的结构材料，通过什么样的意向的综合，主观地在知觉上产生出来的。现象学是科学，而且是最终的科学，是由通过理解而进行的澄清而来的科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想要提供的是合理的澄清，即提供对这样的成就之必然性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在还原之最高形式中实行的，即将该形态在其中构成的那种被认识到的必然性还原到诸本质法则（当下的意向性之本质结构法则和可能的成就之法则）。


  在“移情作用”那里也是如此。首要的东西是关于另一些人的正常的知觉。然后是关于动物的正常的知觉，而且是关于动物本身的正常的知觉。对于这些知觉，我们必须从意向方面加以澄清，弄清楚所包含的意向性东西，为此我们当然就已经需要关于意向性的初步的知识，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需要关于意向性的语法。然后我们必须考察诸异常性东西，并考虑被以为的精神显现，考察与无感觉的人等等打交道所要求的对没有身体在场的，没有对于我们而言的在身体方面可知觉的在场的精神之间接呈现的可能性，这些间接呈现据说不是间接知觉而是直接知觉。


  如果我们拥有关于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的理论，将现象学还原扩展到由个人式的主观构成的共同体上，那么在方法上必然是第一的东西就是，我就正常地被经验到的人的共主观性实行这种扩展。如果我没有将异己的个人对于我而言的被以为的不同的自身给予方式纳入到这种研究之中，这种理论当然就是不完善的。


  附录XLII  诸精神之显现。〈外在的东西作为另一个自我之可能性的条件〉〈约写于1924年〉


  移情作用以身体性为前提。对此贝克尔注887一再提出的反对意见就是：精神病患者，精神病患者们说，他们在自身中还有另一个自我。他们是在自身中而不是从外部听到声音、听到说话。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用我从前关于外在的身体性和内在身体性之间的区分来回答。我从前的意见是，只有通过与外在东西相结合，内在东西才能被客观地设定，因此另一个自我（alter ego）才能对于我而言“在此存在”。


  移情作用是通过进行类比的指示进行的。我“以内在身体的方式”本源地产生“说话”、音列，这些东西本源地以联想方式随身带有（并且作为“一起在这里的”而兼有）某些我自己的心理的体验。这些体验本身是原初的体验。那么相似的音列（在没有这些原初的伴随物出现的情况下）就不能作为一起在此存在的而指示非我的体验的同一些体验吗？人们也许会说，确实，正是因此，音列“使人想起”自己的“说话行为”；但是这些音列实际上恰恰不是我的，恰恰是被划掉的。但是说话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一个“与我不同的”音列，其次它是一种“内在地”，以动觉方式在身体内进行着的东西，在这种关联中，它是内在地被引起的东西。“说话”这种有两个方面的具体的进程，即主观地进行着的“说话”，和也许是在努力追求的进程中和在生产的进程中，进行着的“说话”，在这里是本质的东西。然而不仅如此，这个进程不仅是作为在主观的行为中（说话，唱歌）的进程，而且是内心感情活动之表现的进程，是在内心感情活动中存在着的思想行为等等之表现的进程。表现和被表现的东西按照（意识之表现和被表现东西之）一切变化，按照一切分节，按照一切形式，都是连生的东西。


  指示在这里是以实存的方式存在着的，因此被表现的东西具体地作为被以为的东西被连带设定，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在自我生活之一种显然是以联想进一步扩展了的主观的关联中被连带设定的——那么这种情况之可能性的诸条件都是什么呢？


  对于我们的正常的移情作用而言，这大体上使内在的身体性与外在的身体性之紧密结合成为可能，在这当中，进行表现的自我在其进行构成的生活中构成了一个空间世界，其中就有空间的身体物体等等。这个物理的身体在这里存在，客观地存在，它被经验，并能够继续地被经验，而在连带的设定中，在对相互的一起在此存在之相互委以全权的构成中，有一种内在的身体性在此存在。一个异己的身体对于我而言是作为物理的事物在此存在的。对于一种内在身体以及一种主观性的连带设定，在这个身体事物（即使它并未被经验到）之自在存在中有其支撑物，并且在该异己的表现之实现——在对该异己的心灵东西之连带设定条件下实现——过程中有其支撑物。


  如果没有超越的客观化，这样一种成就是可以想象的吗？


  只要我没有构成客观性，我所有的就只是内在的东西，并且在这种内在性中我所有的就只是作为处于内在时间形式之中的诸组感觉事实的非自我的东西，而且这些非自我的东西也许还是毫无根由地突然袭来的东西。在这里，一切动因和一切指示都只不过是一种内在的动因和内在的指示，而“被表现的东西”，被指示的东西，都只能存在于我的关联之中；作为当前的一起在此存在的东西，它就会是一种自身被体验的东西之当前的一起在此存在，如果它被指示，就一定是能在自己的关联中被发现的。如果不能发现，那么我们就会有矛盾和删除。我能够通过设身处地地着想丰富这个被充实的时间领域，但是只有被设身处地地着想的东西才会与被体验的东西相矛盾。注888


  但是如果我已经构成了客观性，客观的身体性就指示它，并且在这个身体性上的一系列客观事件，脸部表情的变化，手势，说出的和写下的言辞都指示它，它所意味的不仅是一系列感觉，而且是客观的话语的声音，与钟的声音是同类的有声音的东西等等，即使人们没有听见它们，它们也自在地存在着。


  并且这种指示是被连接到一种我的外在的身体之类似物之上的，我的外在的身体对于我而言包含着一种内在的身体，或更确切地说，外在的身体对于我而言是显现者，并且它被结合在处于诸动因之中的主观的关联之中，我按照这些动因运动外在的身体，我能够借助外在的身体，在外在的身体（作为外在的身体）上，并在其它客观事物上，通过主观的活动生产客观的东西等等。


  如果我看见一个与身体类似的东西，那么我确实没有在我的身体之内在显现方式中提供一个身体，没有在下面这些关联中提供一个身体，在这些关联中，“这个身体”这种统一，除了使这种统一与一个通常的事物相似的之外，还有从本质上规定这种统一的多种多样主观的特征，这些特征不可能与这种统一分离开。其它每一个事物也都显示出来，但是它的显现只是作为“关于……的知觉”起作用；而事物是什么，从那些并不规定事物本身的一切主观的给予方式中并看不出来。异己的身体以其身体上的类似指示一个作为内在系统的显现系统，这个内在的系统是一个我实际上不能达到的极限，我自己的身体妨碍我这样做。这里的重要任务是，真正地阐明诸动因，并且按照其必然性使它变成可以理解的，以使对第二个主观性的设定变成自明的，并使如此被引起的心理东西与（在内在时间的关联中）“以固有的心理方式”被引起的心理东西的冲突之不可能性变成自明的。


  附录XLIII  关于诸精神之显现。问题：作为对异己的人之经验的移情作用以被经验的身体物体性之什么样的客观性为前提？（选自产生自1921年的一个卷宗）


  如果移情作用是合法的经验，并且为经验认识提供根据，那么它的前提就是关于异己的身体的经验，并因此还有关于异己身体物体的经验，是能够证实的。对于将自己经验为自然之一部分的我而言，合理的实践的生活之前提是：对于我而言自然之在此存在得到证实，错误和错觉等等只是偶尔一次出现，并且在适当地改变统握的情况下变成自然之真理。实践——具有其目的论高度的，作为人的实践在其作为人的发展的阶段中并不是无限地进展的，而是具有其由被限定的类型构成有限的目的系统的——之可能性，显然并不以诸自然经验按照其全部的意向成分被证实之可能性为前提，不以对作为在此存在着而被给予的自然之按照其全部的敞开性并按照在经验之进展中能够发生的全部的意向上的预先规定加以认识为前提。简短地说，某种高度的合理实践之可能性以具有相应高度的经验证实和经验认识（得到证实的由经验而来的经验真理）之可能性为前提。


  不是可以想象以下情况吗，即只存在这样一种“自然”之对一个有限的实践的水准的实践上的适应，或者只存在一个这样的实践上的适应之受限制的阶梯顺序，而此外不存在任何法则，宁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偶然事件？或者不是可以想象以下情况吗？即存在着某种规则，但并不是那种预先规定作为精确的理念的自然之理念，预先为一种精确的法则性规定标题的规则？


  一个应该能够存在并因此也应该能够认识的主观之可能性肯定规定各种各样能够研究的东西。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证实，对自然的实践和对自然的认识之间的适应预先规定了对一个“自在存在着的精确的自然”之构成。


  存在着的身体性和身体性之显示之间的关系不是也被归入到所说过的东西之中吗？


  如我发现的那样，对于作为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人的我而言，自然是在实践上被评价的经验之统一，这个经验之统一是我在我的实践的范围（我的认识实践的范围——这种认识实践的范围在这里意味着具有熟练风格的敞开的经验和敞开的经验能力——和我的行动实践范围，这种行动的实践参与到自然之中并对自然进行改造）之内可以信任的。在这个自然之中（在这个实践的自然之中），我还发现了其他人，——即自我生活和心灵生活在其中表现出来的其它的身体。


  在事物性方面证明可靠的客观性上的最低值是什么呢？对于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之正当性而言证明可靠的客观性之什么样的最低值是前提呢？巫师，相信招魂术的人等等的“鬼魂幽灵”据说并没有自然之实在的身体性；如果它们以身体的方式显现，那么这些身体应该并不是真正的人的身体或真正的动物的身体，并不是如其它物理事物那样真正的物理的事物。但是这些鬼魂幽灵却对自然施加影响。它们说话，但是我们可以问，这种说话的行为是否必然有其在空气震动当中的相关东西呢？就如同它们的视觉上的显现不是必然一定有以太震动中的相关东西一样吗？那些听见和看见“鬼魂”的人有相应的感觉事实，但并不是每一个在场的人都一定有这种感觉事实，并不是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有鬼魂的显现，而是比如说只有“虔诚的人”才有鬼魂的显现。关于一个鬼魂的身体的情况如何呢？一个这样的身体足够吗？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是众多的个人，十分真实地和清楚地被清醒经验证实了的，而我们却看到一个视觉上的鬼魂。如果我们走过去，我们就会抓个空。但是它对我们说话，我们回答，我们与鬼魂相互理解。那么为了使移情作用能够没有矛盾地得到证实，为了使我们不能否认一个鬼魂的此在，就如同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在不断证实中在我们面前拥有的一个事物之此在一样，什么东西是所有的人都必需的呢？一个作为身体的幻象是先验地（a priori）可能的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自然之此在仅仅看作是经验方面实践上的此在，是与我们的实践的发展水平相关联的此在，那么另一些人的主观之一起在此存在在我们的认识当中就自然地会以某种方式受到损害吗？这取决于精确的自然之能够无限地继续进行的可显示性吗？不可能存在以下情况吗，即虽然我们自己的身体，这个移情作用之进行类比的基础，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事物，但是这种类似物，这种被统握为异己身体的东西，只是在外在的显现方式中表现出来的身体，而并不是有血有肉的？在使表现成为可能，并使对这种表现的证实的成为可能的东西中需要存在的只是这种共同之处。


  文稿17  超越论的实在论之荒谬性。反对对唯我论的反对意见  （写于1924年〈年末〉）


  在对作为我的经验之世界的世界之超越论的考察中，世界是贯穿于能在回忆和预期中在意识上概观的全部内在时间的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诸知觉之得到证实的综合的统一。如果我将目光转向我的诸知觉显现（诸透视变形，在诸透视变形中被定位的世界本身，并转向世界本身和事物本身），那么我在这里因此就有许多本身自成一体的关联：1）这些透视变形与它们的感觉事实，以及它们的“关于……的显现”的特性的关联和诸附属的关联，2）处于定位之方式中的，并处于透视变形之方式中的被定位的诸事物，以及附属的关联，3）处于事物性的关联之中的诸事物本身。但这并不是全部。我发现，诸透视变形是与我的诸动觉处于本质关联之中的，这些动觉都是原本地被体验到的和可原本地被体验到的，并且这些动觉都是在主动的“我运动”中进行的，而且也许是有意地进行的。正是因此，诸定位是“主观地”改变着的，是在主观的行为中，或在无意的、有倾向的运行当中，改变着的，并且“由于”我的动觉之运行，我也能够将这种定位作为有意的定位来运行。在这种情况下，我“接近”或“远离”诸事物，或者我从不同的侧面观察诸事物，等等。与此相联系，还有其它的主观的活动；对诸事物，对处于其显现方式之如何中的诸事物满意或不满意，或者对作为在某种关联中被经验的事物引起了感性兴趣或没有引起感性兴趣的诸事物满意或不满意。这种情况也适合于身体，但是身体有其特性，即身体随动觉而直接地变化、运动，在被运动的、被伸出去的手等等中改变形状等等。借助于身体之这种自由地实行的运动等等，一方面是一切知觉行为（在这里，身体方面的改变也恰恰是与动觉相配合的）在进行着，另一方面是作为“外部动作”的诸其它事物的变化在进行着；在这里能够产生可接受的改变，出现了对这样一些变化的要求，出现了通过采取行动而介入到事物世界之中的愿望等等。此外还出现了与诸事物相关联的进行区分的活动和进行比较的活动，逻辑的活动，但是也有与显现方式相关联的逻辑的活动等等。这样我们就将具有其诸体验，具有其诸行动，具有其诸习惯等等的主观性的关联在意向上与它的主观地自己的东西并与在这里在显现中显现出来的诸存在统一，与在那里这些显现可主观地改变的综合之诸极点，联系起来了。纯粹作为我的现实和敞开可能的诸显现之统一的事物本身也在没有我的帮助的情况下自动地运动着，变化着，并且彼此处于因果关系之中。我能够放弃一切行动，特别是我能够放弃一切通过身体对诸事物的作用，如撞击的行为等等，并且能够在对事物之变与不变的观察中跟踪事物的“因果性”。这种因果性是一种属于诸事物本身（属于诸统一本身）的关系，是诸事物之诸变化的依赖性。而诸事物本身具有因果规则所属的诸因果特性。


  2）迄今为止我们都是处于由自我（ego）之现实的知觉而来的（记忆）并包含这些知觉的变化之敞开的和未敞开的诸可能性的本源的经验之领域中。在这个作为我的经验之诸统一，作为自我——自我，这个我本源地意识到我本身是被以反思方式知觉到的诸行为和诸情绪之同一的极——这个综合的极之诸统一的事物世界之领域中，在这个领域中，我说，出现了一个“异己的身体”，一个事物，考虑到我自己的身体，考虑到我的一切定位和所属的透视变形之这个零点，这个事物带有一种关于类似物的指示。它指示另一个自我（alter ego），首先是指示一个最紧密地与身体结合在一起的主观的东西（在我这里，作为类似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物理的身体性之主观的东西直接就是动觉的身体运动等等之在以本源方式充实了的联想当中的统一的东西），作为知觉器官的身体方面的功能作用，因此是处于与由诸视角、诸定位、诸现实的和可能的知觉构成的诸系统的关联中的——这些系统不是我的，不是我拥有的和能够拥有的现实的系统等等。所有这些都被以类比方式系统地指示，与此同时指示被指示的诸显现之当下的统一，指示通过作为器官的异己的身体而被知觉的这个世界，指示具有与这个世界相关联的它的全部的生活、它的全部的活动、它的全部的状况的具体的自我，以及反过来，指示与作为被指示的自我极的自我极相关联的世界，我不是这个自我极，相反，这个自我极是被指示的，这个自我极是另一个自我。但是我的现实的经验之世界与被指示的该另一个人之经验世界是同一的世界。异己的身体性对具有其生活、具有其定位、具有其评价、具有其行动等等的异己的主观性之指示具有其得到证实的方式，并且最终具有其在我原本的经验中得到证实的方式。在这里，共主观的经验之统一被构成，这种统一包含我的原本的经验和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并作为被现实指示的异己的经验，而且包含对自己的经验和被指示的异己的经验之视为同一的综合之诸可能性，这是综合地进行经验的一致性之统一，这种一致性扎根于我的经验之中，并且在超出我的经验向外延伸时，通过将自己的经验和异己的（被指示的）经验视为同一，而达到综合的统一。就诸事物而言也是如此。但是在这个事物世界中，现在诸身体也作为可共主观地被视为同一的事物而存在，另一方面，作为事物，它们对于处于自己的经验之中的我，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处于他自己的经验中的每一个被指示的人（如果他们出现在这个经验之中），都指示具有其所属的自我极的心灵和心灵生活——每一个身体都指示一个唯一的心灵生活，它的心灵生活。


  作为概略的思考，这就足够了。当然在更仔细的指出那些使超越的判断（超越的统觉及其以一致性得到证实的经验相信）成为可以理解的诸动因时，需要极小心谨慎的个别的说明。


  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的客观的经验之世界，我们生活于其中，我们进入其中生活，我们在其中发现一个作为纯粹事物世界的统一的自然，而且在其中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发现自己本身，并且每一个人都发现其他人，发现自己的身体和异己的身体，自己的自我和自己的心灵生活，并且发现每一个异己的自我和这一个异己的心灵生活，按照身体和心灵，作为人发现自己，并且作为人发现每一个其他的自我，在超越论的考察中，这个世界具有以下的诸特征，具有以下的超越论的诸结构：


  1）我，我现在说的这个我，我存在，并且我经验，我能够将我的经验行为限制于我自己的经验行为上，我的知觉行为上，我的回忆行为上，我的期待行为上（这是会在我的诸知觉中实现的）：我的陈述和我的判断就是建立于这些东西之上的。这就是说，我将一切移情作用都遮蔽了，并因此也将所有那些由此作为被经验的东西的感觉层次所产生的一切东西都遮蔽了。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就被还原为我的诸一致的经验之统一，更确切地说，世界被还原为空间的自然，这个空间的自然只还能有这样一些精神的特性（例如有用的东西、产品等等特性），这些精神特性都是由我自己的，能够在反思的“自身经验”（对我的进行评价的活动或行动的活动之经验）中把握的精神的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如果我通过抽象撇开这些东西，那么我所讨论的就是纯粹物体的世界，有广延的物体（res extensae）之世界，物理的自然。这个物理的自然是我的一致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知觉以及由知觉而本源地派生的其它经验（记忆）之综合的统一。这个物理的自然之客观性和超越性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理应得到这个名称，但却是一种纯粹主观的超越性。就是说，在我的唯我论的经验（如它在这里被概括出来的那样）之中，每一个事物本身按照其真实的存在，不外就是在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当前的和在记忆中的等等的诸知觉显现之意向性当中的得到证实的同一的统一。这种超越性是与我的主观性之这些显现（透视变形）相对立的意向的统一之超越性，这是一种真正的存在之超越性，在这里真理就是意向上被给予东西的可证实性之理念，就是被经验的，而且是通过视为同一而在继续的经验中得到证实的统一之理念。它是一个意向极的超越性，或更确切地说，是对意向极的无限的（in infinitum）证明之理念的超越性。


  2）当然这种统一性和统一性理念完全是某“主观的东西”，即仅仅属于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的东西。属于这种超越论的主观性的还有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是一种卓越的空间客体，并且总的来说（尽管暂时是受限制的）是作为事物被统握的。另一方面，身体是我的经验世界中的原本的身体并能够作为这样的身体存在的唯一的事物，其它的事物只有通过移情作用才能被“经验”为身体；就是说，这种经验并不是“真正的”经验，真正的经验对于我而言任何时候都会变成知觉，而移情作用则被从我们当中排除了。


  3）心灵生活，我的心灵生活是与我的这个身体，这个在知觉上是身体的唯一的身体统一而不可分的。就是说我本身和我的整个的生活都是与这个身体相关联的，而且只是因为这种联系本身是一种原本的关系，这个身体才是原本的身体。例如，我的身体是以原本性与动觉结合在一起的唯一的物体，这个物体具有触摸的感觉和感觉领域，等等。这种结合是一种原本的指示，这种指示也正是借助指示在有关动觉的知觉中，在有关触摸等等的知觉等等中，得以实现的。异己的身体对于我而言没有可经验的动觉，没有可经验的触摸的感觉，等等。一切主观的东西也同样如此。主观的东西部分地是借助于我的身体被指示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在知觉上被连带给予，或者已经被连带给予了，部分地是与这个身体原本地（originaliter）统一地存在于一个本身不可分割的统一之中，正如具体的主观性所是的那样。


  对此现在让我们看看移情作用。就是说，异己的身体对于我而言变成了可间接地以指示的方式经验的，而不能直接地经验的，以致任何指示都不能通过关于直接被指示东西之现实的经验得到实现，而是只能又借助指示才得到实现，当然是在与我的经验领域之间接的关联中得到实现的，在我的经验领域中，我的身体作为原本地被经验的身体肯定具有借助类比进行指示的整个的链条。于是我们有作为共主观的世界的“客观的”世界。我们有一个共主观的自然，它本身对每一个人都是作为唯我论的自然而可经验的，但是借助于由移情作用而来的诸主观之共主观的联系，它能够作为同一的自然被视为同一，或者能作为统一性被认识，不仅是自己的唯我论的经验多样性之统一，而且是在其他人的进行指示的-进行假设的派生的经验中被经验的经验多样性之统一，作为共主观的经验系统之统一，这个经验系统有其围绕我的自成一体的唯我论的经验和经验多样性之中心部分的定位。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知觉世界，而且只有他的知觉世界，但是所有的人通过相互结合在一起而拥有一个最广义上的经验世界，以致于每一个对于我而言可知觉的东西，对于每一个人也都是可知觉的，在他的唯我论的知觉多样性中被诸可能的知觉所代表。每一个人只是对于自身才有自身经验、自身知觉，对于每一个其他人，则具有进行移情作用的知觉，而关于任何人都没有可能的知觉，因此关于构成异己的生活的任何东西，如异己的知觉等等，也都没有可能的知觉。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身体，并且只能将他的身体经验为身体，每一个身体都具有诸主观的特性，和是一个主观性之身体的特性，这种特性只能被这一个主观性经验到。


  因此事物性变化之因果性，正是作为实在的诸特性之诸变化的合法则的相互依赖性而是意向上的被构成物之特性，并且只具有这方面的意义。


  自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情况如何呢？特别是身体物体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心灵的主观性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情况如何呢？或者还有，一个人与处于另一些人、人的团体、社会性及其环境世界之关系中的另一些事物、另一些人之间的因果性的情况如何呢？“人”如同事物一样是某种经验之对象，是自己的进行经验的统觉之对象。这种统觉在自身中作为结构具有一种直接的事物统觉；我能够将人的身体物体本身当作事物来观察。在它以有机的生命之方式持续的存在期间，它持续地表现心灵的东西，而且表现一个连贯地统一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的统一具有一个统一的具体的自我主观之普遍的形式（如我本身一样）。并且不仅是特别地通过个别地被施以移情作用的体验得到进一步规定；更确切地说，和身体性的类型以及进行表现的诸表现之诸类型学一起，还有一种心灵式的存在之类型学显示出来，有一种由动物的诸特性和心灵的诸特性构成的经验的统一显示出来，有能够被预期的行为方式，个人的和亚个人的行为方式之经验的统一显示出来。心灵并不是在诸方面都以感性方式表现的；但是变化着的表现之类型和统觉式的预示之类型与身体物体性之表现一起为精神东西，并因此在统一中为人或动物，提供显现方式和在显现方式中的有规则的变化。主观不仅一般地与一个向它显现的（总的来说，为它和我共有的）环境世界相关联，而且是在继续进行的经验——这种经验（尽管它对于我而言也是派生的经验，而不是本源的知觉）是我从处于相同环境世界情况中的该主观的行为获得的——中相关联对它接下来的情况如何我获得进行的预期的表象。它，这个动物，就是它正常地所是的东西。但不仅是对于诸事物，而且对于其它的主观（这些其它的主观是它与之处于移情作用的关联之中的，并且我，这个经验者，在我的环境世界中也同样拥有的，并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的），我也获得进行预期的表象。


  因此，心理的和心理物理的存在就具有一种实在性的特性，这种实在性任何时候都从已经建立起来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建立于关于事物的纯粹感性的经验之中的）中获得其意义，这种实在性仅仅是通过这样的经验而对我和每一个人具有意义的。按照这种意义，它是一种具有内在意识之特性的实在性，这些特性就是诸眼前的体验，这些眼前的体验构成意识流，并且这些眼前的体验是事物的感性的给予性之类似物。此外，还有真正地最初地构成实在性的诸因果特性。人有心灵生活，有处于与他的身体性之关联中的精神性的实在的特性，只要这种身体性是他的器官，一般而言，是他的身体，在与他的环境世界的关联中，作为对于他而言是被他在意向上意识的、知觉的、记忆的，在意识当中作为现实的而被设定的等等，特别是在与其它的精神存在之联系中被设定的，借助身体性在精神上被规定的，而且是在个人的关联中以个人方式被规定的，在我-你行动中从自我到自我地对于这种关联起作用，并且经验到这种作用，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对于关于理论研究而言是敞开着的具体的熟悉的形式。应该再一次说，所有这些因果性都是关于实在性东西的因果性，都是进行构成的主观性之诸统一性东西的因果性，而这些统一性东西是以超越论方式被构成的。


  那么在心理物理的实在性中我们不谈论外在的剌激和感觉事实之间的因果性吗？严格地说，我们在经验当中就有物理的原因与在身体物体之中的物理的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并且我们现在有处于有机体状态之中的身体物体性，正如这种情况恰恰作为对于一种心理状态之出现而言的因果条件而成为现实那样：在这里有机体作为活的有机体，与心灵以及心灵的生活有因果关联，有机体状态与心灵状态有因果关联，心灵由于它的一切变动着的状态而是一种实在性的东西。


  由于一切因果性，我们处于以超越论方式构成的世界之统一中，并且一切归纳的推论都是由被构成的东西到被构成的东西继续地进行的，它是在关于实在性东西的经验之基础上进行的，而关于实在性东西的经验按照其固有本质是进行预期的经验，因此是归纳的东西，就本身来理解，是预期的行为和期待的行为。一切经验的统一都是由联想而来的统一，并且是在联想之中在意识上引起的、进行指示的预期之统一。而因果的归纳只不过是诸统觉之一起构成、诸统觉之交织缠绕之一种能够清楚地理解的情况，借助于这种归纳，在相似的情况中（在预期中客观地被经验的情况中）能够期待相似的客观东西。


  那么关于超越论方面的实在的因果性的想法，以及关于从当下这个进行经验者的超越论的主观性向一个“超越的”经验世界之因果性推论的想法，能够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如何能够描述这种错误呢？注889


  我们说，我的一切经验活动，我的一切认识活动，都是在我的主观的生活中发生的。关于客观性的一切表象都是在我之中被构成的表象，一切判断都是在我之中被构成的判断，一切根据，一切自明性，都是在我之中内在地被构成的。我是以什么样的正当性相信，一般而言有某个外在的东西与我的内在性的活动相符合呢？我以什么样的正当性相信，我的表象，我的根据，甚至自明性，对于一种超越性而言〈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呢？通常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都向感觉事实的运动看过去，而这些感觉事实在自然的客观的世界相信当中都被与外部的刺激联系起来。我们说，这些外部刺激在内在性中完全不是无规则地出现的，在儿童的发展中，导致关于客观的空间世界的表象和意见之以直觉方式的形成，主观的感觉行为被以客观原因作直觉的解释。而这就证实了思考。关于一个外在世界的有意识的假设，通过经验并且借助一种有极大可能性的根据，得到证实。


  在这里应该说，对于世界经验之现象学分析，不管怎样以主观方式展开，都是作为关于意义的经验展开的，它是以毫无疑问的自明性在自身中带有这种意义的，这种分析得不出任何有关假设方面的下部结构的东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一个对象之每一种假设，每一种以想象方式进行的假设，都先验地（a priori）以一种可能的直观，一种可能的知觉，为前提，至少是以被知觉的东西之一种类似物为前提。但是一个事物并不是一种感觉的类似物，并且凡是一个事物未被经验的地方，即使是上帝也不能以假设方式设想一个事物，因此也不能有关于该事物的先行的表象。而一个已被知觉的事物，任何时候都能够借助正在发生的知觉本身显示出来。一个事物，按照经验之固有的意义被知觉，被自身给予，并且任何时候都能够被再次自身给予。由此已经表明，经验事物之超越性不可能具有关于某种未被经验东西的意义，而是具有这样的意义，即它作为被经验东西是被经验东西本身的超越性。作为被经验的，作为自身被知觉的，超越性是内在的，只要知觉者所把握的恰恰是事物本身，但是，只要经验按照其本质始终是向前抓取的，这种超越性是超越性。这是莱布尼茨所采用的意义上的超越性，按照这种意义，无限性意味着是超越的，然而仍然是可内在地把握的无限性（满克，论冯特对莱布尼茨的评论）。注890内在性所涉及的是有关被经验东西之现实的经验的诸关联，而超越性则在于，这种被经验的东西作为经验之意向上的东西和自身给予的东西，是“不完全的”，片面的经验，留出了对（处于视为同一的综合中的）同一东西之可能的继续的经验行为之无限性，并因此总是存在着未证实东西之敞开的诸可能性。但是证实和未证实本身都是内在事件。


  下面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即将主观性的关联，此外还有可能的主观性之被预期的关联，以及在可能的主观性当中的可能的世界经验之被预期的关联，看作是这样一种东西，即它在自身之外还需要它所指向的某种东西，或者也许只不过是可能有它在自身之外所指向的某种东西。一切认识，还有一切假设，都停留于这个内在性之中。一切不是指向被经验东西的，被经验事实的指示行为，不论它们是什么性质的，都只是作为在主观性之内的指示行为而具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被指示的东西是一种原则上可经验的东西。由此已经表明，自身完整的超越论的主观性，即一切认识行为在其中进行的那个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因果关系，按照最透彻的理解，是一种荒谬的东西。因果性的前因（antecedens）和后果（consequens），是在认识方面能预期的一种经验的原因与经验的结果。这二者是对应的。因果性是诸归纳的特性之基底的特性，而这些归纳的特性是自然的世界统握的实在性的东西。它们是超越的被设定东西，就是说，是具有敞开的归纳的地平线的。因此存在着由一切实在的东西而来到一切实在的东西中去的归纳的推论，特别是因果的推论。


  但是现在人们会说，如果世界只不过就是所谓的客观经验之内在的意向性之极的系统，因此对于我而言是内在的——尽管是处于一个在我的内在性中，在一致的证实中，可无限地视为同一的世界这个理念之下的——，那么我就是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


  对此的回答是：世界是我的诸经验之统一，但不仅是我的经验（当然是诸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统一，而且按照其固有的意义，是共主观的经验之统一。另外，按照其意义，以及根据我所拥有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关于自然的经验，并且是关于在自然当中显示的异己的心灵生活的经验，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在移情作用中显示的另一些自我（alter ego's）之自然的身体中的心灵生活的经验。如果我探究这种意义，那么我就会发现作为我的第一性的经验的我的知觉之统一的自然，同样还会发现作为被原本地经验到的身体的我的身体。但是在第二性的经验中，我发现了异己的身体性，作为被连带知觉到的，被指示的，但不是可被我本身经验的。这种具有关于不可经验东西之原则性指示的经验，是关于不可经验的自我和不可经验的心灵生活的经验。并且这种经验还带有一种我任何时候都能够检验的所属的证实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看到（在第二性的看的行为中看到），异己的主观性拥有其环境世界，并且看到，我能够间接地通过进入异己的生活中进行感受，进入异己的生活中进行经验，而实行对这种视为同一的综合，而且是对一种得到证实的视为同一实行综合，据此我必须如我经常说的那样说，而且是以正当性说，这另一个人经验的世界与我所经验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


  现在我认识到，我必须对具有其体验流之现实性的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进行区分，其中就有诸客观的经验之流的现实性，第一性的经验之流的现实性和第二性的经验之流的现实性。在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中，自然是现实的和可能的知觉，我的知觉，之综合的极性之理念。在这种超越性当中，我持续不断地经验到自身证实。在这个自然之内部，存在着我的身体，其特征被描述为一切世界给予性方式之原点，诸定位的给予性之原点，在这里被称作诸视角的诸显现又都与这个原点相关联。并且只要我本源地主观地运动我的身体，并且将它经验为是由我运动的，并借助于我的身体而经验一切事物（并且是通过自己本身在知觉器官之相互功能作用中经验身体本身）的，我就以身体的方式存在于空间之中和诸事物当中，我就会在那里存在；在“我运动”当中，通过对我的身体的主观的支配（直接借助我的可自由支配的动觉，身体之空间运动以感应的方式依赖于动觉），我就能够以身体的方式在空间中运动，能够接近一切事物，能够观察一切事物，随意地说出自己对它们的看法，对它们起作用，改造它们等等；简短地说，我在实践上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并且是作为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


  另一方面，与可被我知觉的，并且任何时候都是单方面地被我知觉的整个的关联结合在一起的，有一种对于所有另一个自我（alter ego）而言的相同的关联。第一性的经验之我的诸事物当中的每一个由于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而作为身体出现的事物，都是转运之所，通过它，异己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与其超越性的关联，被我在一种第二性的经验中意识到。一种特殊的，部分地被固定在我的外在经验之中的，由诸和谐一致构成的系统，诸连续的证实和诸分立的证实构成的系统，属于第二性的经验，第二性的经验因此就如同一个经验一样起作用，甚至仿佛是作为知觉起作用的（特别是随之而来的记忆和预期的相应的改变也如同经验一样起作用）。那个在被证实的一致性中作为同一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被给予我的东西，按照其意义，是一种被指示的统一，但恰恰不是我的诸感觉之统一，不是通过诸感觉而进行着的透视变形之统一。它是在我之中本源地显示出来的（但是原则上只对于自己本身才是能在自身反思中知觉的）第二个超越论的主观性。如果像下面这样说，就会是荒谬的，即它并不像我们说的，是以移情作用之这种本源的显示之方式被经验的，而是被推论出来的。因为对异己的主观之每一种假设都已经以对作为异己的主观的这个主观之“知觉”为前提了，而这种知觉恰恰就是移情作用。这个异己的主观能够是原因，而且是这个世界之中的原因。但是为了谈论这种原因，我就必须实行对世界的经验，并因此假定，这种世界经验随身带有它的作为超越论的“根据”的意义，其中包括另一个自我（alter ego）这种意义，因此我能够在这个世界内部追踪因果性的东西。这个异己的自我并不是假设，并不是基础结构，而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如已经说过的，以经验的方式证明自己本身或者被取消。我是通过客观的指示形成关于异己的主观性之假设的，这些客观的指示是在有效的普遍经验和存在着的世界之基础上发生的，比如说，当我由炉灶而推断曾在这里野营的人们时。这是归纳的指示，并且以一种以想象方式被把握的归纳的推论提供诸展开的可能性。但是不应将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在身体物体性之中的表现与这种客观的指示相混淆，并且不应将对作为另一个自我（alter ego）之身体的这个身体的统觉与这种客观的指示相混淆。这是一种经验，正如直接的知觉是一种经验一样，并且在这种经验的内在指示中，不存在任何客观的推论。


  在关于自然的判断和关于处于其绝对现实性之中的超越论的主观性的判断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判断中的决定性之点，或更确切地说，关于实在世界之纯粹事物的判断和关于处于其超越论的解释之方式中的人的主观和动物的主观之实在精神的判断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判断中的决定性之点


  1）原理：在一切确真的知觉中，被知觉的东西本身作为它所是的东西得到实现——在原本的当前中得到实现。在确真的记忆中它被“再次准当前化”，但并不是当前的，而是它的过去了的存在原本地得到实现。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被经验（都是被知觉的东西，被记忆的东西，或被预期的东西），或未被经验。未被经验的东西是被经验的东西之一种样式，因为未被经验的存在所意味的是可经验的存在，是通过引起经验而可进入的存在，超出这种被经验的东西而属于这种经验之内容的，有曾能被经验的东西和将能被经验的东西。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与主观性有本质关联，并且是作为主观性之现实的经验和可能的经验之被经验的东西而“内在于”主观性之中的。


  从总体上看，这在现在是有效的，不论切合的知觉是一种现实的行为（通常的确真的经验），还是一种行为-理念——这种行为-理念属于非切合的经验之种，并属于只是可非切合地经验的存在着的东西。属于这种存在着的东西的，是处于可能的经验行为之无限性中的切合的可经验性之理念，并且存在者本身就是理念。


  2）主观性存在——当它对于自己本身而言是可经验的时，它就存在，并且仅仅是作为自身被经验的东西和自身可经验的东西之统一而存在。它内在于自己本身之中，被包含于自己本身之中，并且作为它本身以述谓方式所是的东西，在述谓的自身认识之中显示出来。每一个具体的主观（每一个单子）只是在它的为-自己-本身-存在中存在。它自己本身是内在的，它是经验的主观和认识的主观，这个主观对于自己本身而言是经验的客体和认识的客体。


  3）所有对于一个单子而言是可知觉的东西，并且一般而言是可经验的东西，因此还有这个单子以环境世界方式经验的这个自然，都内在于单子之中，都仅仅是单子自己的意向的客体，但并不是意向的客体本身，而是可能的经验之客体。在经验之中，这个客体本身是经验，本身得到实现，并且真正地得到实现，因此是“在”主观性“之中”得到实现。但是按照其意向活动的-意向对象的形态，它并不是主观性本身，并不真实地是主观性本身，而是因为所涉及的是理念之超越性，它作为理念存在于主观性“之中”，属于这种理念的是可能的综合的统一之规则。


  4）我的整个的环境世界，其中包括我的另一些自我的（alter ego's）和来自另一些自我的全部的客观的精神，是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全体，在其中就这个当前而言，是我的“知觉”之全体。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在两种基本经验类型之间进行区分：a）在行为中进行自身给予的，被经验的东西本身在自身中实现的经验，b）自身进行显示的，但并不是进行自身给予的经验。正如在我的可能的进行自身给予的经验之领域中的一个阴影图像，在进行指示的同时，在标志中以类比的方式进行表现，用事例进行说明，并以此进行显示一样，异己的身体物体也以其表现进行显示，但却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显示。因为这个被显示的东西对于我而言是不可经验的。在两个方面我们都有这种显示之可能的多样性，这种显示的多样性通过证实达到统一，但是在一种情况下，仍存在着通过自身经验的证实，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不存在通过自身经验的证实。进行移情作用的显示是处于表现之中的指示，这种表现是自己的心灵的东西之在自己的身体物体性之中表现（表示）的类似物，而身体物体性本身是作为我的主观性表现之领域表示之领域、被意识的，而同时，类似的异己的身体物体性则被类比为异己的主观性之表现领域、表示领域。在这里不论情况多么复杂，都能够进行意向分析，这是一种在持续不断的和可能的证实之范围具有的被指示的地平线的进行指示的设定。并且这种设定指向处于与我的身体和我的环境世界之关系中的我的自我（ego）的类似物和我的特殊的“心理东西”的类似物。这个当前以间接呈现方式属于我的环境世界之中的那个身体物体之当前，并且由于以下情况，总是与那里的那个身体物体结合在一起的，即这个物体方面的表现之进程连续地是一种连带设定的进程和一个被连带设定的东西之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包含于这种被连带设定的东西之中的，就是这个被准当前化的自我（ego）本身具有的身体，以及这个被准当前化的自我之被连带准当前化的身体（处于唯一属于它自己的零环节这种被给予性方式中的）与在我的环境中被给予我的异己的身体物体是同一的。因此我的环境世界也就与这样地与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另一个人的环境世界是同一的。正如我在我的身体上“定位”，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以单个的方式在我的身体中“定位”一样，每一个其他人对于我而言，都在我在空间中发现的那个身体物体中定位，并因此统一地在该空间中的那个身体物体中被给予。每一个主观——我作为零主观（元主观），而每一个其他人则作为为我显示着的，而且是通过他的有机的身体显示着的主观——都是处于我经验着的，并且每一个其他人都是在自身中经验着的这同一的空间世界之中的主观。


  对处于其身体物体性之中的，另一个人的显示之继续进行的证实，如此这般更高度发展了的个人的生活之承担者的这种统握之继续进行的证实，并不是对该另一个人的知觉，因此并不是该另一个人在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中的自身实现。但这是一种自明的显示，是一种作为这样的一个对象的显示的直接的显示，而这种显示总是带有一个指向接下来的证实或反驳的敞开的地平线。


  关于这另一个人的表象和设定是假设吗？即是关于我本身的一个类似物的假设吗？我不能预先就相似于我是一个主观那样构成一个主观之表象吗？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样一种表象之形成已经以关于两个人的表象为前提了，即我和与我一样的另一个人，因此是以增多意义上的可重复性为前提的。但是正是以下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注意，即首先移情作用的情况之特殊性引起了这种重复的可能性。只当我们已经经验到了另一些主观之后，我们才能表象它们，并且如果我们没有经验就想虚构另一些可能的主观，我们就必须将它们虚构为移情作用的内容。众多的自我只能被想象为是通过移情作用被给予的众多，或者是我本身在我之中实行移情作用，或者这众多自我之中的一个自我实行移情作用，并以移情作用方式把握其余的自我。


  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本身存在，并为我存在，这一个通过自身经验为自己存在，另一个通过本源的显示为我存在。这个世界是我们共有的，并且是意向上的统一，通过移情作用的中介，与我们的意向并与诸可能的意向发生本质关联。


  对于每一个单子必须区分：1）被它以为的它的可能的经验之自然，而且最后是真实的自然，2）它作为如此这般现实地进行经验的和进行生活的单子具有其经验的诸可能性，具有其如此这般地进行经验的自由的愿望及其通常的生活；这是处于其个体性之中的现实的单子，是作为在内在时间中展开的统一的单子。真实的自然，这个理念，并不是单子之实在的组成部分，同样也不是它的某种理想东西，它的先验的认识之纯粹的理念等等。但是诸理念与单子是不可分离的。一个理念就本身来说什么也不是，尽管它并不依赖于任何一个确定的行为或任何一个确定的单子（理念在什么意义上独立于认识者是特别应该探讨的）。单子之心理的东西是它的现实的生活和作为当下的诸行为之意向内容方面的基体点的诸对象性的东西，但是在心理学方面，也要考虑作为诸心理方面的可能性东西之法则的一切理想性东西。


  文稿18  个别单子和作为单子共同体的全体单子。单子“没有窗户”，但是每一个单子都处于与其它单子的因果关系之中。对于准当前化和移情作用而言的决定性的东西〈约写于1925年〉注891


  纯粹的主观性，现象学还原之主观性。以现象学方式实行还原的我，实行反思的经验，实行被还原了的经验方面的统觉，认识我的诸体验和诸体验关联，认识我的诸外部的知觉及其作为被以为的东西的超越性。但是在这当中我也设定异己的主观的东西——这种主观的东西是在直向的态度中作为身体之心灵被给予的。我在与对自己的身体的知觉和对所属的自己的心理东西的知觉之关联中的对异己的身体物体（〈处于〉自然的统觉之中的）之相信行为，“引起了”对异己的主观性之相信行为，而且是在这样一种被说明了理由的前提之下引起的，即我对这些关联的主观的体验在一致的综合中延续着，因此关于异己身体的统觉与这些进行证实的统觉综合一致地取得一致，关于我的身体等等的统觉也是如此，因此关于异己的人的统觉也得到证实，其中包括关于这个异己的纯粹的主观性之设定也得到证实。这种纯粹地实行的对这些主观关联的指向导致关于这个异己的人及其心灵的存在的经验和经验证实的内在的转向。但是在这种内在的转向中，这种心灵的存在仍保持在其固有的本质性之中。这只能意味着：


  1）我有一种能够在现象学还原中揭示出来的、我自己的处于本源的经验和本源的经验样式（这些经验样式作为这样的样式在这里有自身关联之本源性）中的纯粹主观性之关联——在“内在知觉”中本源地给予的和在内在的记忆中，以及内在的向前探取的预期中，本源地给予的我自己的纯粹的主观性之关联。


  2）在对自己的知觉中我还清楚地拥有我自己的诸移情作用，但是这些移情作用从它们那个方面看，是一种新型的经验，并且是进行准当前化的经验之一种方式，而这些进行准当前化的经验并不是将自己准当前化（指向我的本源地被经验的单子式的自己的将自己准当前化）。在这种移情作用的经验当中，我经验到异己的主观性，并因此我以现象学方式实行了向作为现象学的经验之本源的统一的（作为以现象学方式对自己的经验之统一），并且作为单子的——这个单子只是作为为自己本身而本源地注892显现着的（在更广泛意义上，被“本源地”经验），并为自己本身而存在的（作为也许在发现自己本身时经验自己本身，并在经验-揭示自己本身时经验自己本身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思想本源地认识自己本身的——我的单子之这一个方面的还原。


  事实上我正是作为这个单子，作为在我的诸体验之中也有诸异己的经验的和在异己的经验中以被证实的方式把握作为和我一样的单子的诸异己的单子，作为以准当前化方式（在准当前化的“图像”中）被给予我的诸异己的单子的而发现我的。在这种能够揭示的对自身的统觉中，包含着能够揭示的对异己者的统觉。这些揭示本身属于我自己，属于我的单子，它们属于对自身的统觉之统觉方面的地平线。但是对这种对自身的统觉的揭示和一切对自身的统觉本身一起也属于每一个其它的对自身之统觉的地平线，并因此属于我的单子本身，属于我自身。但是被揭示的异己的单子是一个不同的单子，它是通过对它的自身经验的揭示而被揭示的，并且是作为这种自身经验——然而这种自身经验同时在自身中包含一切自身经验（或更确切地说，一切自身显现）——之统一而被揭示的。


  因此诸单子之共同体就在于，正如每一个单子只要稳定地拥有处于为-自己-本身-存在之中的它的存在，就以一种方式与自己本身共有共同体一样，同样共同体当中的每一个单子都与每一个其它单子一起处于共同体之中，只要它不仅是为自己存在，而且每一个其它的单子都为它而存在，并且是作为它本身以及每一个其它单子都为其存在的一个单子为它存在。


  当然每一个单子都有一个自身当前之必然的范围，现实的和真正的为-自己-存在之必然的范围，就是说，至少有一个对于自己本身而言生动的当前，一种现实的自身当前（或者现实的自身回忆或预期之任何一个片段，而它恰好又是现实的自身当前，只要它在对自己本身回忆时拥有一个当前），而另一些单子之为-它-存在，并不总是实现了的。


  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单子作为具体的单子，对于自己本身而言必然是超越的，并且按照这种超越性之方式，只是不完全地“实现的”。但是只要它“总是”将一种当前的实现作为一种“现实的”具体的自身统觉，作为自身当前的统觉——这种统觉具有一个能在总是新的更新着的当前和过去中展示的地平线——来拥有，它对于自身而言就恰恰只是超越的。因此，只要每一个自身统觉正是以进行超越的方式存在的，而这种现实的东西对于这个总是已经形成的普遍的自身统觉而言，同时是进行实现的东西，进行充实的东西，它的现实性就总是处于自身实现之形式中。注893与此相反，以下情况就也并不属于我，即如果我从一开始恰好就是作为一个为我构成的自然的环境世界之主观而存在的，那只有一个另一个人现实地为我显现，虽然他必然存在于我的地平线之中。


  诸单子之超越论的共存在和诸单子之时间一般。超越论的时间性作为绝对的时间性之形式，作为单子的世界之形式


  按照存在于对纯粹的单子式的（现象学的）经验（对自己的经验和对异己的经验）之证实中的存在现实性——作为自明的存在现实性，作为由每一个单子而来的，必然的，“毫无疑问的”确信——，每一个单子都为自身而存在，并在自身中在存在方面与另一些单子相关联。处于相互为对方存在之中的这种基本的存在关联，显然是处于共主观的时间之中的共存在的关联。按照一切主观的时间样式，据此，按照可视为同一的时间段和时间点，这种时间并不是客观的时间，而是共存在之内在的-共主观的时间。这种基本的关系是其它的共主观的关系之基础，是共主观的和纯粹精神的因果性之基础，是心灵上的影响之基础，是被动的模仿，被动地受另一个人支配之基础，这在我这方面已经是被动受刺激之基础，但也是个人的主动的因果性之基础，是一切形式的我-你-行为，我们-行为之基础，是一切形式的社会行为之基础。


  据此，诸单子相互都有特殊的单子式的因果性之窗户，并且诸单子形成一个纯粹的“单子世界”，作为在全体之中的实在的-因果的统一。它们只是在这种统一之中才具体地存在，它们是实在的个体性，这些个体性并不只是将它们的主观的特性“归于”它们自己的本质，而是也归于其它单子的影响。


  但是在这里我们有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即每一个其它的单子之此在和活动都在我的此在和活动之中被我的关于它们的统觉和关于它们的因果性的统觉所“代表”。尽管将另一些人设定为存在着的这种做法具有自明性，我却仍然能够在纯粹的共主观性内部就另一些人实行一种新式的现象学悬搁。其实这是一种自我论的还原。在这种情况下，我为自己所有的恰恰是我的纯粹的主观性，这种纯粹的主观性具有一切与另一些人有关的统觉，存在设定，也具有这种存在设定的“对象性的意义”等等。如果我就这个空间世界实行现象学的注894还原，那么我就会看到，处于经验之内在性中的空间的超越东西是被设定的“对象性的意义”，是能够无限地（in infinitum）实现的经验之目的，而且原则上不外就是首先能够在个别的主观中（然后是能够共主观地）实现的目的，因此就它的现实性而言它本身只不过就是变为现实的诸特征和能变为现实的诸特征之可视为同一的整体，并且每一个事物本身都是这样的东西。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本身以某种方式存于内在性之中的理想的东西，并且超过这一点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


  但是如果我就另一个人实行还原，那么虽然这另一个人是在我的与他有关的认识体验中被意指的和被设定的认识目标，但是在这里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区分。处于原本性注895之中的我的构成领域的空间事物虽然是理念，但它作为理念可以说是有其原本的实现，该经验过程对于该事物而言是原本的实现之过程，要求能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东西更多，能比原本（originaliter）一致地实现的整体更多，是没有意义的。


  我自己的单子就自己本身而言是可能的经验目标，它是在进展中的本源的自身经验中达到自身实现的。与事物相比，差别显然是很大的：事物最终并不需要存在，而我的单子对于我本身而言是不可取消的，尽管在如此存在中自己欺骗自己是可能的。


  那么异己的单子如何呢？它本身根本就不是经验的目标，注896它不能在我的经验中原本地（originaliter）变为现实。它不能被知觉，不能在知觉之后通过重新回忆按照其自身的存在被“再次”把握。有关它的经验作为有关我的相似的经验之设定，也并不是按照类比法所实行的这一类的经验设定，如同我们将它认识为类似的通过实例的说明，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为关于自然事物的进行经验的指示那样。正如当我们——在进行经验时，而不是在能够根据这种经验而进行的一种逻辑思想过程中——借助已知的A把握A’这个类似物时，通过指示我们在这当中发现，有某种东西一起在这里存在，或者有某种东西将会在这里出现，它有规则地与A一起在这里存在等等。但是这种通过进行经验而对一个与我相似的东西的设定，是一种对一个对于我本身而言原则上不能经验的东西之有理据的设定，而且是在一种本源的动因中，在一种准当前化的统觉中的有理据的设定，而这种统觉能够通过这同样的东西得到证实，而且只能通过这种东西得到证实。在这里，这种“进行类比的”经验之目标是一种连贯地得到证实的类比设定之理念。变为现实的东西并不是被类比的东西本身，不是真正存在着的类似物本身，即作为我的类似物，相反，变为现实的东西是在这种准当前化之一致地适当的进程中得到证实的，在内容方面得到充实的被准当前化的东西本身。通过这种变为现实，我所获得的并不是这个本身，而是这个被准当前化的了本身，“处于”准当前化之“样式中”的本身，正如我通过对重新回忆的揭示所获得的始终只是被重新回忆起的本身，处于重新回忆之样式中的本身一样。注897但是在下一个阶段我们还要回到这里：这个异己的主观即使按照它的当前，在我的单子之中已经就是只能作为被准当前化了的（被施以移情作用的）知觉而达到，或更确切地说，作为被准当前化了的当前而达到，并且按照其过去，只能作为被准当前化了的过去而达到，更确切地说，不能通过重新回忆达到，而是通过被准当前化了的重新回忆达到。


  正如当我进行重新回忆并跟踪被记起的东西时，在记忆的“图像”当中设定该过去的东西本身，然而我并不拥有该本身，因为如果我拥有它本身，那么它就会是当前的，或者正如被重新回忆起的过去的存在是过去的当前一样，因此在移情作用的“图像”中我设定这个异己的自我本身，我并不可能真正拥有这个异己的自我本身，因为如果那样它就会是我的自我了。这个被以移情作用方式设定的东西有一种“异己者”的特性，我自己的类似物的特性，我自身之变样的特性，但是这个作为被改变了的“另一个人”的特性，这另一个人作为存在者并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注898


  原本的实现是在原本的经验中进行的。这是一种在原本图像（知觉图像，原本的直观）之中的充实过程，每一个这样的原本图像都会实现那种本身是原本的相信目标的东西，而充实的顺序作为原本的顺序，是一种被综合地结合在一起的诸显现和诸存在定理之顺序，而且是在更详细规定之形式中，在连续进展的认识之形式中，综合地一个接一个地排列的诸显现和诸存在定理之顺序，在这些显现和存在定理中，存在设定以一种原本的实现的内容而终结。


  有关准当前化的充实之普遍东西


  凡是在准当前化完全是通过在准当前化的媒介当中实现而充实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所有的一方面不是原本图像，而仅仅是准当前化的图像，这些图像是原本图像的准当前化，而且存在设定总是贯穿于这种准当前化的意向性之中：这种存在设定并不是指向这种准当前化的图像（重新回忆的图像和移情作用的图像），而是像下面这样贯穿于准当前化的图像之中，即具体的相信的行为（在与图像的统一中）同时“模写”具有原本图像和原本相信行为的原本经验之进程，并且作为现实的相信行为同时具有原本的生动的有效性之特征。这就是说，这些原本的东西，这些内容和所属的相信，现在被准当前化了，而这种准当前化同时是一种属于诸准当前化的每一个阶段的连续的现实的相信之统一，这种相信涉及“被表象的东西”，并相信在这种被表象东西中所表象的存在，仿佛是赞同这种被表象的存在，一起相信这种被准当前化了的相信。据此，这种被准当前化了的存在者是存在的，是现实地存在着的被准当前化了的存在者。因此在这里也存在着两个层次。


  因此这也存在于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之中。如果如我们在这里所假设的，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事实上是直观地存在的，那么它就使主观性准当前化，而且是在一种作为自己本身当前显现着等等的当前的当下的当前中的准当前化，并且这个被准当前化了的当前，这个被准当前化了的，在它的“当前的”当前中呈现着的等等的单子，是作为我的现实的存在设定之意向内容为我存在着的，因此又是存在着的被准当前化了的存在着的东西。在这里这种原现象就是准当前化本身和这种准当前化之处于意向性之中的固有本质的意向的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都具有同现实的相信之可由情况决定变化，以及“存在”之可由情况决定变化，而被准当前化了的处于准当前化之中的意向性仍同一地保持不变。正是这种东西对于每一个准当前化都是“纯粹的表象”，都是准当前化的图像。


  我的准当前化是通过身体方面的指示以如下方式被引起的，即它具有的是一个“现实的”准当前化之样式，而不是例如一个想象之样式。现实的（未被样式化的）准当前化，是“进行设定的”，而这就是说，被准当前化的存在从当前来看对于我是有效的，并且在准当前化的进展中从为我在此存在着的身体而来的准当前化的指示中，我总是已经将新的主观的当前准当前化了，并且我一再地在进行关联的方式中使现实存在的设定与这种新的主观的当前相关联。并因此使现实的存在设定与进展着的被准当前化的存在及其存在内容相关联。这些处于关联之中的准当前化的图像以准当前化的方式如其在关联中那样揭示“异己的”主观性，并且持续地“拥有”得到证实的，保持一致的（由于一致的指示）现实的诸有效性特征。在这种有效性中被设定的是被准当前化了的存在，这种存在只有“在”准当前化“之中”，作为被准当前化了的东西，才变为现实，而这就是说，一种一致的现实性是以“表象”方式被准当前化的，并且同时是以“承认”的方式被设定的。这个我的东西，这种进行准当前化的诸体验之统一，并没有现实地实现，在任何阶段上都没有现实地实现，就是说，在移情作用中被设定为存在着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现实地实现。在我之中现实地发生的这一系列体验及其图像统一（准当前化的表象之统一）之实现，并不是这种相信之目标。这种相信并不是指向一种现实地原本地变为现实的东西的相信，而是对一个被准当前化了的被给予东西的相信（对一个单纯“被表象的东西”的相信）注899，并且这种对被准当前化了的被给予东西的相信是通过“原本地被指示的东西”（在原本的内容中被指示，并不是任意地被指示，任意地被以为，而正是在原本地（originaliter）被引起的指示中被指示）之原本被给予东西的相信。


  按照对这种情况的解释就自动地得出：诸单子之间的一切因果性在参与到这种因果性之中的每一个单子中都形成它自己的主观的关联，并且如果这种关联存在，那么在这个单子之中就没有由另一些单子所实行的因果性。因此在一个单子之中肯定重又这样地包含动因关联，即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从“外部”，从另一些单子闯入进来。因果性的作用，并不是将某种东西投入到一个盒子中的行为。我作为单子，虽然经验到异己的单子及其影响，另一个单子将新的想法告知我，正如我甚至可以说的，这个想法并不是由我产生的。然而这个对异己的单子的经验行为却是在我之中被引起之后，在我之中进行着的，并且它所告知我的东西，它所托付给我的东西，它所命令我的东西，是作为通过我自己的经验，通过我自己的设定，作为这样的东西而为我存在的，每一个都在其位置上被引起，并作为现在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嵌入到我的主观的关联之中。这种被告知的东西恰恰是一种存在着的东西，一个理念。如果我现在实行这个异己者的相信，并且如果这另一个人对于我而言是一种一致的现实性，就如同我作为平淡地过日子的单子实行作为我的体验内容的一切相信一样，那么该另一个人就对我产生作用，他告知我，他命令我等等。如果我在我的关联中没有发现去经验另一个人的任何动因，那么该另一个人就不会为我在此存在，并且不能对我起作用。要不然就是他能起作用，而且正在起作用，如同他所是的那个人那样起作用，并且所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在我之中发生，不是由我自己的存在而发生。这个自己的存在是什么呢？这是由原本的对自身经验而来的存在，作为自身，作为自我被构成的存在。对异己者的准当前化是由自己的自身经验而来的存在，但是这个被准当前化了的存在并不是由自己的自身经验而来的存在。相信另一个人有力量，相信他比我更强，相信他想要我听命于他等等，这种相信在我之中“引起”以下情况，即我如此这般的行事的方式在这里意味着，我使自己受他支配。因此所有这些都属于我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因为另一个人不想要我这样做，我就不这样做吗？尽管像下面这样说也是对的：即因为我相信他存在，而且他是作为这样地进行意愿的意愿者而存在。


  我们不是必须得说：我们必须区分单子式的主观性和个人；因此必须区分个人方面的共主观的关联和共单子的关联吗？在每一个单子之中不是都存在一种绝对自身完整的关联吗？只不过这种关联具有一种奇异的特性，即每一个单子都能通过准当前化，通过移情作用，认识每另一个单子，并且尽管有自己的动因之完整性，仍能够接受另一些单子对自己的影响？但是每一个人也许都会在个人方面以因果方式依赖于每一个其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个人方式而是一个环境世界之中的个人。每一个单子都通过构成在自身中具有它本人和作为它本人的环境世界的环境世界。并且每一个单子都通过构成在自身中具有作为异己的人的异己的主观，异己的身体，异己的心灵，具有赋予诸身体以灵魂的诸单子，每一个单子都具有与其环境世界以下面这种方式相关联的诸异己的个人，即他们大家与“我本身”一起共同具有这个同一的客观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被包含在他们的被主观地以为的诸环境世界中的、所有人都能以主观方式进入的、可客观地规定的世界。注900


  每一个个人都是他的通过身体的生活之自我统一，都是他的动物学的，人的此在之自我统一。世界方面的真实性，这个真实的世界和作为一个可被这个世界中的诸个人所认识的真理而对这个真实的世界有效的东西。这个世界中的诸个人存在着，并认识这个世界，正如进入世界之中起作用，并且也特别地以个人方式相互起作用一样。


  每一个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中有其生活，并且每一个个人都能够将自己本身还原到它的纯粹的主观性——还原到它的单子式的存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单子式的存在本身在世界之中又有其此在。


  这就是这一个真理之领域，自然态度的真理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现象学还原将纯粹的单子式的统一作为心灵方面的统一突出出来。另一方面，在绝对的现象学的态度中，在超越论的态度中，我们拥有诸绝对的单子和诸单子之绝对的关联，不是处于世界之中的诸单子之绝对的关联，而是这样一些单子之绝对的关联，这些单子能在自身中构成这个世界，并且这些单子也以某种方式为自己构成自身，也许还能够也为自身以现象学方式揭示自己。


  至于前面提到的困难，它是这样的，即每一个单子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关联”，在这种关联中不可能有无根据的“设定”出现，一般而言，不可能有无根据的统觉和无根据的意向性出现。另一方面前面提到的困难是这样的，即对于每一个作为单子的单子来说——这个单子在自身之中通过经验与一个环境世界相关联，而且是以一致的经验相关联——，其它的单子也都是在前后一致地得到证实的相信之中的现实性东西，正如它对于自身是现实性的东西一样。如果它以现象学方式实行还原，那么它立即就能将它还原到它的自成一体的自己的存在并且同时能够还原到共主观性，在这种情况下，以下情况就是很显然的，即一方面，每一个单子按照其体验，按照其存在动因等等，都是自成一体的，另一方面，每一个单子都知道自己与诸其它单子处于因果关联之中。一个单子的诸行为作为社会的行为，在另一些单子之中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影响在每一个单子之中都有其作为影响之等价物的自己的单子式的关联。


  附录XLIV  单子之内的关联和单子之间的关联注901〈约写于1925年〉


  〈内容〉：单子之内的关联（心灵之内的关联）和单子之间的关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而言是处于自然的经验世界之中的关联。统觉和归纳。心理物理学。社会的行为，我-你-关系。


  单子式的-心灵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所包含的诸联结、诸关系、诸事态，在这些东西中被连接起来的统一。


  一个心灵之体验流，或更确切地说，一个心灵的自我之体验流，这个自我作为反应极与行动极属于这个体验流，同时是自我的多种多样习惯之极。因此它提供多种多样内在于心灵之中的事态（联结，联系），相互间的素材事实，处于与自我之关联中的被自我所拥有的素材事实。正如所有单子式的东西都是被拥有的东西，特别都是可经验东西等等一样，处于其紧密结合之中的诸意向的体验，诸特殊的自我行为，诸行为综合，在主动的（发挥主动功能的）自我之中被极化。在自我极当中“以意向的方式”包含的意向的对象，更确切地说，超越的对象，显现着的自然，显现着的客观的世界，作为这样的东西被以某种方式以为的，被以某种方式想象的等等的世界。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事实上是存在的这一点被“以独断论的方式”设定为前提。这种证实的行为本身和在某种单子式的关联中得到证实的客体本身是以单子的方式主观地存在的。


  因此处于世界之中的诸异己的主观，更确切地说，处于世界之中的人们，处于世界之中的动物，也被给予我，被给予这个自我（ego），向我，向这个自我（ego）表明，更确切地说，在我的进行经验的，进行思想的等等的生活中，在被动的和主动的生活中被给予我，被向我表明，他们对我有效，并且是“以有根据的方式”，作为真实存在的对我有效。在这里诸体验，诸自我行为，被以为的异己的个人本身，都是主观的，作为处于其被给予我的这种主观的方式之中的客体（作为我的客体的诸主观）都是主观的。如果我不将它们看作是真实地存在着的，如果我不将所有其它的客体直接看作是事实上存在着的，不将它们看作是这个世界之客体，而看作是被以为的客体，为我如此这般地主观地显现着等等的客体，那么关于它们的一切陈述就都属于纯粹的主观领域，更确切地说属于我的纯粹主观的领域。


  一般而言，在指向“这个”世界的自然独断论的态度中，我拥有这些客体之全体（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还拥有与这些客体相关联的诸理想的对象性东西）：1）诸客观的事态，诸客观的联系和联结，诸客观的真理，这些真理被理解为作为事实上存在着的，作为我的客体而对我有效的诸客体之相互联系和联结，它们以这样的方式对我有效，即这些联系和联结本身是“纯粹地客观地”存在的。这种对比会表明我的目的之所在。2）我作为人本身是客体，包括我的心灵也是客体。但是现在，在这些表明是对我的身体的关系的，并且由于身体在自然之中的空间的-实在的定位而通过我的身体表明是对另一些主观的关系之外，我还拥有作为真实存在的客体的一切世间的客体对我有关它们的显现行为的关系，我对有关它们的以为行为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对作为如它们在我的心灵中是主观地被经验，被认识，被以为，被评价等等的客体那样的这“同一些”客体的关系。这是诸客体与我的意识的主观性之间的意向方面的关系。或者：我能够将我把握为纯粹心灵的主观（把握为“纯粹的单子”），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达到完整的主观的-单子的关联，所有的客观的显现等等都属于这种关联。


  另一方面，我不仅能够如我在自然态度中所做的那样也承认这些单子式的关联是客观的，更确切地说，承认是世界中的一个事物，即“我的这个身体”之心灵，而且“这”整个的世界对于我而言是真正现实性，在其它的事物当中的，也在其它的身体当中的身体，就属于这个世界；其它的心灵对于其它的身体也如同我的心灵对于我的身体一样，并且同样也都是这个世界本身之组成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纯粹的主观的关联和纯粹主观的事态拥有所有那些属于我和属于我的心灵的东西（只不过我同时客观地设定了我的心灵，而且是以有效性设定了我的心灵），此外还拥有所有那些纯粹属于同样客观地对我有效的每一个其它心灵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我的心灵之中拥有与那种本身并不属于我的主观性的世间存在物的意向关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纯粹地把握的诸有关的行为是纯粹主观的，在这些行为中，我将客观的东西看作是真实的，或更确切地说，将客观的东西作为真实的加以奠立。但是只要我拥有一个存在着的，有效的（按照我的相信是有效的）世界，我就拥有在我——这个具有其诸纯粹行为的真正存在着的心灵——和其它客观性东西之间的诸关联。这些关联应该是事实上有效的。与此同时在我之中就出现了处于与事实上存在着的对象本身之关系中的被以为的、被设定的现实的客观的对象本身（正如它是这个主观的体验行为和主观的行动之组成部分一样）。


  我也以这种方式提供了从我到另一些主观的主观-客观的关联，而且是作为纯粹的心灵提供的。这种联系是在我之中的以为的行为中被以为的东西本身，而这个以为的行为与那些作为现实性东西同样对我直接有效的异己的主观有关。


  自主和由交往产生的影响。与自己本身的交往和与其他人的交往


  在这里我还特别拥有诸交往方面的关联，诸我-你-行为。在意愿行为中，在命令行为中，我转向另一些人。我请求他们，并指望得到他们的答复，他们满足我的愿望，他们回答我，我们发生了个人式的相互交往。


  在这里为我“显现”的不仅是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不仅是在我之中被以为的，作为现实性对我有效的，并且显示出来的另一个人。并且我不仅是以如我通常在主观-客观的行为中支配诸客体那样的方式支配他。就是说，通过以身体起作用的方式介入到客观世界之中而实在地起作用。我任意地在我自己的完整的生活中实行一种关联，我并不超越我的意识生活，我的意识生活借助于纯粹主观地“运动这只手”，在我的纯粹的自我生活中获得某种纯粹主观的东西。但是现在这只手本身是在客观空间中运动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以这种方式间接地进入到自然之中和具体的世界之中而起作用。被我经验到的并且在我的环境世界中形成的诸事物当中的同一些事物是可被另一些主观经验的，而且也许已经被经验到了（即使未被经验到，这同一些事物也会对它们的身体产生影响），随之就在这些主观之中产生诸后果；当我知道这种情况时，我就能够对它们和它们的生活产生影响。这是对另一个人产生影响的一种方式。我改变这个对于我们而言是共有的世界的环境世界，而他们无须知道我的这种改变就在自身中经验到这些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意识方面彼此相互在此存在，彼此从对方获取知识，相互从对方获得经验和认识。并且我的主观意愿、命令等等只要对于另一个人是已被经验到的，已被知道的，就作为这样的东西支配他。我的指向另一个人的意向性，只要在另一个人那里变成被意识到的意向性，就会将两个被分开的主观性连结起来。


  我的过去，我的处于与我的过去的环境世界之关联中的生活，是我的整个的生活之组成部分，并且在我的整个的生活中连续地继续发生作用，支配着我的处于与我的连续继续存在着的，连续继续对我有效的，可变的环境世界之关联中的连续进展着的生活。但是作为被重新唤醒了的过去，作为在这个与过去分割开了的现在之范围内的重新回忆，它以新的方式直接地在我的当前的生活中起作用，并且在这种生活中也许决定性地支配生活的方向。这种作用是纯粹“内在地”发生的，在我的内在时间中发生的，并且是超越诸被分开的时间的作用。借助于再生产式的认识行为，我支配我自己；凡是从前在某些情况下我曾卓越有成效地活动的地方，现在在相似的情况下，我就会重又这样做；另一方面，凡是我所做了的事情，和我曾采用过的方式，我能够不加证实就予以承认，也能够不经证实就抛弃，并受这种抛弃的支配，在给定的相似的情况下，以另一种方式行动。


  但是“自主”能够表示双重的东西：这里刚刚阐明过的东西能够这样理解，即或者在承认行为，拒绝行为，思考行为中，我现在并不通过这些行为将这样或那样使我作为自我受促动的行为在课题上指向作为这同一的自我的我本身；或者我能够在课题上指向作为同一的自我的我本身，并与我处于自我-自我-关联之中，在更高的意义上实行自主。比如，我曾说谎，或者我由于胆怯而没有主张真理——这令人非常难受，我不想再这样做。在这里，这个当前的意志指向我，而且是指向作为针对未来环境世界中的行动领域的未来的可能行为的自我主观的我的。我做出一项针对作为继续生活的，继续行动的个人的我的决定，而且这项决定是针对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中的未来可能的行为之某种方式的。过去的生活不仅以被动联想的形式超时间地起作用，而且还以主动的自我动因的方式起作用，特别是在我-对-我-行动中以个人之自主方式超时间地起作用。只要我将作为个人的我归入这个世界，这种直接的对我的影响就是在世间中进行的，因此就是在客观的空间时间性之中进行的。另一方面，这种影响作为纯粹心灵之内的影响，只与内在的时间以及在这种内在的时间中进行着的我的意识生活有关，而且在自身中没有任何客观时间上的前后相继或客观空间上的分隔。


  让我们用社会的影响，共同体的生活和在共同体的生活中的影响，来与此比较。在这里，在超时间的和超空间的影响之好的意义上的媒介不再是重新回忆，而是一种新式的准当前化：个人之间的理解或交往，即“移情作用”。当我与另一个人发生精神上的交流时，对于我而言，这另一个人当然就是我的环境世界之中的对象，他通过他的在空间被给予的身体，作为在身体中以身体方式生活着的人，以身体方式起作用的人，在空间中存在。在这里我本身是我的身体之主观，如在那里的另一个人是他的身体的主观一样。我与另一个单子是彼此分开的。但是在我之中被以移情作用方式设定的，与该物理的身体一起为我在此存在着的他的统握，他的意见，他的判断，他的评价，他的意愿，在我之中产生完全类似于我自己对我从前的生活之再生产一样的作用。然而对于我而言，该另一个人只是通过以下方式才是在此存在着的现实性，即对于我而言，他的身体是在此存在着的现实性，并且事实上是在此存在着的现实性，如果该身体如该身体在我的关于它的显现中那样是在此存在着的现实性，那么该“另一个人”在这个身体性中的表现就相应地在我的诸关联中得到证实。如果我弄错了，那就没有任何为我在此存在的外部事物是真正存在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该事物的作用和我从该事物那里受苦，就会是假象，事物能够实行的一切事物之间的影响同样也都是假象。但是如果我有理由坚持比如这种相信，那么我就有理由说该事物起作用。关于我的邻人，也同样如此。如果他们在此存在，那么他们就会相互影响，并且在这里我就会影响他，他也会影响我。如果我观察对我的这种影响，它就是一种从心灵到心灵的影响，由异己的行为到我的行为的影响，或者由作为心灵的个人的异己的自我到作为心灵的个人的我的影响。正如我清楚地说的，而且必须清楚地说的，并不是一个被称作再生产的纯粹当前的现象在我之中起作用，而是在这当中被再生产出来的我的自我之过去的行为现在受到批判，并且由于现在的对它的态度，而对我的未来生活产生影响，因此异己的行为，作为习惯的异己的特性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之中通过移情作用的中介而起作用的东西——也是如此。并且正如当我以课题方式对我实行自主时，我-对-我-实行行为一样，同样我在社会行为中影响其他人。这种在个人式的动因之诸行为中的动因影响将诸个人联结成共同体。在诸心灵之间和在诸个人式的身体心灵方面的统一之间，形成一种共同体，一种精神上的关联，这种关联设定每一个处于这种关系中的被主观地构成的统一之意识生活和所有在这当中处于这种关系之中的主观地被构成的统一之意识生活。但是像被动的联想这样的东西并没有将诸心灵连结起来，诸心灵是被分隔开的，而且始终是被分隔开的，因为原本的时间构成，原本的再生产和原本的联想，每一个就本身来说都是完成了的，但是移情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在这里精神的关联也就在同样程度上得到实现。移情作用的条件必须得到满足，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再生产、联想等等都以变样的方式转移到移情作用之领域。


  属于移情作用的有心理物理的东西和纯粹心理的东西。因此在这种具体化中各种不同的客观关联相互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最终一切客观的关联都变为主观的关联，并且与整个的单子式的内在的生活和这一种单子间的关联一起我设定了这个能够就其自身考察的个人的影响行为和生活及个人间的影响行为和生活（具有被客观化了的诸联想的）之系统。


  附录XLV  具体的自我和充分的具体化:自我全体。诸事物之形成和对个人之精神上的影响  （1925年夏季学期）注902


  1）行为生活之自我，反应之自我与行动之自我——以及这个反应与行动的本身，这个反应与行动与预先给予这个自我的环境世界相联系的，而且我们首先要说，与这个事物世界相联系的。


  这些行为把握诸客体，移动诸客体，将诸客体拉到在行动中与诸客体发生关系的自我这一边。这种被经验的、被思想的客观性本身（在相信行为中的），还有被猜测的、被牵扯到的等等的客观性，以及被评价的、被追求的、被意愿的、被获得的客观性本身，显然是与自我及其行为分开的，与它的进行经验的行为，它的进行判断的行为，进行评价的行为，与它的行动和它的行动的结果分开的。当这个自我行动时，在最广泛意义上实行行为时，它的行动作为特殊的自我形成物产生出来，并且在它的主动的综合中，也产生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形成物，这种形成物本身是由它在一种行动中生产的，能够作为它的成果把握的形成物，即它的被生产的意义和语句。在这里不考虑自我的行为以及该行为特殊的特性，在这里不考虑变换着的样式，在这种变换着的样式中，正在生成的语句和已现成地构成的语句是从自我产生出来的；行为的特征，例如快和慢，以及一切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主观的特性，比如情绪，对处于其自己的同一性之中或对象性之中的这个语句而言，都不被考虑。


  同样（Item），自我，自我的行动，自我的意义构成物，都被置于“这个世界”的对面，被置于这个自我在行动中所针对的，并相关联地在其意义构成物中由于这些意义构成物并借助于这些意义构成物所涉及的“这个世界”的对面。当然，这不应该意味着这二者是被分割开的和可分割开的。关于这种分割，暂时什么也没有说。这里所描述的只是一个与另一个相关联。


  这个自我是人格的自我，不仅是暂时的反应和行动的自我，而且是具有持久的坚定性的自我，具有持久的相信的自我，在这种持久的相信当中追求最终有效性的自我，实行自我保存的自我，与另一些个人处于个人方面的依赖关系之中的自我。但这是这样地处于依赖关系中的，即它不仅是与他们相联系，而且只要它发现他们是它的环境世界之中的人，它就如同对待其它被发现的东西（世界中的对象）一样在它的行为中“对待”他们，将他们变成行为的课题，而且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如一个自我与另一些自我一起生活，与它们一起在共同体中生活，并对它们起作用，这所说的是，它实行那些进入到作为行为之主观的它们中的行为。并且在这当中又存在以下情况，即这个自我的诸行为不仅是这个自我的行为，而且是这样一些行为，它们在对之产生影响的另一个自我之中以不同方式有其自我根源。因此，对其产生影响的这另一个自我在这些行为中“一起起作用”，同时这些行为在派生的意义上具有这样的特性，即它们是实行影响的自我之行为。然而这是以不同方式，即以感应作用的方式，以促使模仿的方式，以请求的方式，命令的方式，以通过使异己者的意志普遍地从属于自己的意志而奴役另一个人的方式等等实行影响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行为就是产生影响的行为。——但是这种产生影响的行为并不是在这个“存在着的人”（对于这个做这件事情的自我“存在着的人”）那里的行为，这种行为是由原初的所有物而来的、自由主动的进行形成的行为。但是另一个自我的存在与生活并不是我的本源的所有物。


  重要的是要重视和考虑到以下情况：一般来说，我必须在我自己这里，并在与另一些人的关联中，区分精神上的影响行为和形成事物的行为。当我形成一个具有某种形态的事物，以便通过这种形态获得一种我感到美的东西，我感到称心的东西时，这个事物就被形成了，这种满意就作为自己精神上的满意产生影响。我就应该说：这种形成的行为是由某种已经在此存在的东西（现存的东西）而形成的行为，而且是第一性的、以知觉方式进行的形成行为。其材料是知觉方面的材料，这种材料属于这个知觉世界。另一些人在身体方面属于这个知觉世界，但在精神方面并不属于这个知觉世界。这个世界只在底层中（在自然中）才不折不扣地是知觉世界。但是精神的形成物，对于我而言不是也“在知觉上”被给予了吗，我不是也能由它们形成新的形成物吗？由一些数形成另一些数，由一些句子形成新的句子。这种形成活动的材料本身当然是由我产生的，字句，句子的壳体，显然是以物理方式产生的，与此同时，还有按照意义的陈述也是以物理的方式产生的。声音作为由我的身体发出的声音，被说出的声音和被唱出的声音——这是一种身体的活动。但又不是形成的行为。


  在这里一切都不清楚。但是肯定必须思考这个不同的产生影响的行为，并且这种区分肯定不是存在于我由之起作用并且我使其在我的知觉领域产生影响的东西存在于其中的那种本源的影响的行为与对另一个人产生影响的行为，进入到另一个人之中的产生影响的行为之间的区分。


  2）这个具体的自我，这个具体的主观性，这个在自身中包含着一切“主观东西”的自我。这种“主观东西”与这个自我不可分割，而且始终处于这种不可分割之中，并在每一次反思中都能发现它。


  这种具体化何在呢？就在于这种贯穿于一切反思的、综合的直观（而且是作为原初的直观，作为知觉和本源的变化，如重新回忆）之统一中的不可分割性（对于这种重要的东西，在这里还没有一个名称）。


  但是严格地说，这种具体化伸展得更远，我们需要第二个具体化概念，即充分的具体化的概念。


  3）在这种充分的意义上，所有那些一般地并且在最广泛意义上能够导致直观之统一的东西，都是具体的统一的。在这里我所想到的是这样一种直观，在这种直观中，与自己的主观性一起并与自己的主观性相结合，异己的主观性变成可直观的。因此在自然的态度中，可以考虑关于客观世界的直观，只要这个客观世界不仅仅是自然。


  在这种被动性之中的共主观的倾向，在对这种倾向的揭示当中会经验到一种确定地形成了的实在的关联，即共主观的关联。在这里应该研究诸本质关联，这些本质关联超越诸个别的具体的自我，并表明这些个别的具体的自我仍具有依赖性，只有全体自我才是充分具体的。


  附录XLVI  一切事物与我的身体之“实在的”关联和身体与自身之“实在的”关联作为对环境世界的意向性之前提并作为移情作用之基础（1925年夏季讲课）注903


  从对这个空间的此在之直向的经验态度出发，也就是说是从这个在这里按照其自身性本源地在知觉上被给予的东西出发。这涉及无生命的事物，也涉及动物。但是严格地说，在这里存在的只不过是纯粹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提供的纯粹物理的东西。还有我的身体物体。我虽然本源地知觉到我自己的心理的东西，但它本身并不处于空间之中，而是与空间的东西相关联。特殊的躯体的东西作为直接属于空间身体的东西的东西，是与空间身体的东西以归纳-因果方式统一的东西。此外身体东西-躯体东西还随身带有多种多样的情感的东西，惊异，恼怒，以及愉快，痛苦（悲伤），而身体东西-躯体东西从它那个方面具有物理的方面，或者作为所属的东西，将物理的方面当作前提。最终，关于空间的此在的一切“统觉”，一切主观的给予性方式，作为空间中的实在东西之显现方式，都在经验中具有与这些东西的某种统一。每一个实在的怀疑，每一个实在的假象，也同样都与空间的东西相关联，这个存在着的空间世界作为被经验的世界是存在之基础，这一类的主观的东西都与之相关联，因此所有以意向对象方式在对象方面被给予的东西都与之相关联；这些主观的编组，这些主观的构成物，都与这个当下空间中的实在东西相关联。作为实践上生成着的构成物的诸行动都与之相关联。最终每一种形态的自我的东西，作为自我行为的注意，或顺便的掌握，或者解释或综合，关联，等等，都与之相关联。


  所有这些都是在空间上“关联的”，并且在这种“关联”中与空间的东西有某种统一。但是在自己的主观性这个领域中我们必须区分：1）真正的作为被吸收进来的被经验东西，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作为在共存和相继中连贯地共同所属的东西，与我自己的空间物体一起归纳地、因果地、统一地直接被给予。所有那些在这种身体性本身中作为属于它的层次而被给予的东西都是相互需要的。2）另一方面，物理的自然显现着，并且身体的东西显现着。在这里我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回溯到诸显现方式，回溯到空间世界的东西和我自己的身体物体及其诸特性在其中显现出来的诸意向性。某物的诸显现，与显现者关联着的诸显现。此外，自我的东西，主动的东西和情感的东西，在经验行为中的意向对象的诸要素，另一方面，意向活动东西本身，在这里，在这个自我-意向性中被联系到的这个自我。这是主观的东西，它与身体相关联，但也与空间世界相关联，然而并不是在我的身体上一起显现着的东西，并不是作为在空间方面与身体统一不可分割的东西。当然，我的关于事物的显现与我的身体有一种特殊的关联，而我的身体与“自己本身”有一种特殊的关联。为了能拥有触摸的显现，我必须去触摸，或者我必须有触觉。这种触摸的显现在自身中具有“触觉的事实”，为了能够将它作为对于触摸显现者而言的事实而获得，我的身体物体必须处于对“被触摸的”外部物体之某种物理的关联中。在看的行为方面也是如此。我的眼睛必须有对被看的对象的某种位置，必须是睁开的等等。但是因此我的触摸的显现并不是我的身体之要素，同样也不是在被触摸的对象等等上的某种东西。


  作为我的主观的东西的一切主观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本源地具有知觉上的统一呢？这个作为最广义上的我的实践世界的物理的环境世界，正是我的指向它的行为和能指向它的行为的环境世界，我能在其中行事的行为等等的环境世界，它是本源地在知觉上存在的。这种东西本身同样也以反思的方式在知觉上存在：我是这个环境世界之主观，我曾指向这个环境世界，曾指向这个或那个东西，或者我现在指向这些东西，我在与世界的关联中行事，我产生构成物。


  在作为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知觉之世界的这个物理的环境世界中注904——我把握这样的世界本身，并能够把握它本身——我的身体作为定位的给予性东西之零点被给予，并且作为对于一切显现而言的可能性之经验方面的条件被给予，作为我能够在其中进行支配的物理的事物被给予，但这是这样地进行支配，即这种支配活动（操作我的诸器官）对于一切事物性的显现而言都引起自由的知觉过程之形式的过程：这是我的进行注意的知觉行为和进行揭示的经验行为存在于其中的诸过程。我的环境世界与我的身体相关联，而且不是以“逻辑上”主动的关联行为之方式相关联，不是以“思想活动”等等的方式相关联，相反，在这里存在的是一种依赖的关系，一种主观的因果性的关系，一种内在于这个根本不是作为客观世界而是作为我的知觉之世界（原本的领域的世界）的世界之中的因果性之关系。


  因此我个人的知觉世界具有某种结构，由于这种结构，我的自我与环境世界的一切关联，作为这个自我之意向性，以我的知觉之一切事物与我的身体之某种“实在的”关联，以及我的身体与自己本身之某种“实在的”关联为前提。


  这就是移情作用以之为基础的那种统一的结构。正如我的身体在对身体本身的最本源的经验中被经验为感觉的身体，以知觉方式发挥功能的知觉的身体，就是说，被经验为主观的器官，借助于它我作为以知觉方式给予我的物理的环境世界之中心知觉我的一切知觉事物，身体作为事物，它一定具有某种对于其它事物的空间位置，因此它能够在某些显现方式中以显现方式被给予、被知觉，作为在行动时改造空间事物性东西的器官，或以机械方式并同时是主观地运动空间事物性东西的器官等等，并且正如我作为知觉者，活动者，行动者，不可分割地属于所有在我的这个环境世界中给予我的东西一样——同样，我也将我的环境中的那个进行知觉的事物统觉为一个异己的身体。就是说，统觉为感觉领域的承载者，统觉为它的自我之器官，统觉为这个自我的知觉世界之中心等等。但是我不是在这旁边进行知觉的这个自我，我并不具有这个身体等等。我是这个自我，它将这个在我的身体之外的被我知觉到的事物解释为另一个身体，与此同时，以统觉的方式将它设定为现实性。并且我是这样一个自我，它在这里根据对这个自我的知觉世界的设定，认识到这个知觉世界与我的知觉世界是同一的知觉世界，只不过处于另一种自我关联之中和另一个自我定位之中。这是同一些事物，我将它们知觉为是围绕我的身体定位的我的事物，并且如果我能将我的身体带到它的身体的位置上，我就会如同它会知觉的那样定位：即在同一的空间位置上定位，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就会认识到，它的空间与我的空间是同一的空间，如同我在我这里认识到作为这里的零点和在空间中的位置之间的区别一样，并且正如我拥有行走的经验行为和我的身体在我的经验空间中的位置变化一样，在另一个人那里的情况也是一样，等等。


  我正是以这种方法在具有这种解释之形式的经验中、在这种“移情作用”之形式的经验中，发现一个属于被解释为身体的异己的身体物体的完整的异己的主观性。因此总是有一个完整的主观的关联属于自然之每一个身体物体。只要我能够将我的身体物体经验为客观的（尽管并不是共主观的-客观的），即经验为空间的物体（而不仅是被定位的），经验为在空间中变换着它的位置等等的我的环境世界之同一的客体，它在我这里就是完整的。而在另一个人那里就更是如此，在那里这个空间的物体仅仅以知觉方式呈现，并且移情作用首先必须移情到统觉上完整的主观关联之中。这种完整的主观性并不是外在地在身体性和身体方面的表现之一个狭窄的范围中借助于个别的归纳或联想通过排列而被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在自我-环境世界之统一中的主观的事件之本质统一，为了使这种解释成为可能，并且一般而言，为了能够使作为心灵之统一的主观的东西获得与身体物体和身体的统一，一个小的领域就足够了。


  文稿19  〈关于原本性之概念〉〈写于1925年和1928年之间〉


  〈a〉原本的自身经验中特殊的自我的东西和与自我不同的素材以及最终作为我的原本地被经验的世界的“世界”之间的区分。〈关于具体的主观性之概念。〉对在我之中的其他人之原本的显示和原本的揭示等等


  纯粹经验中的内省，自身揭示。从纯粹的自身经验来看，我对于我自身是什么呢？什么东西作为现实的经验和可能的经验（在一切时间样式中的经验）之领域属于我呢？而且是这样地属于我，即我必须将它作为与我不可分割的东西归于我本身。即使它是与我的自我对立的非-我之领域。按照固有本质，我是意识之主观，是多种多样的思想行为（cogitationes）之主观，其中包括是我的诸经验之主观。我作为自我生活于它们之中，我作为现实的自我存在于我的现实的生活之流中；我存在于当下的、过去的或将来的持续的现实性之中。


  但是我不仅是现实的自我，而且也是习惯的自我，这种习惯性东西标志某种自我方面的可能性，标志一种“我现在能”，“我曾经能”，“我也许能”，这种“能”在实现当中又指向自我现实性，指向现实的自我体验，而且正是作为这种“能”之实现而指向自我体验。用一句话说，我是能力之自我（如果不是这样的自我，我就不是我，我只能这样想象我）。现在属于我的能力的还有经验的能力，其中有这样一些能力，在其中我经验非-自我东西，经验我的环境世界中的诸事物，而且还是以“原本的”经验经验，并且能够以“原本的”经验经验。我的原本地被经验的环境世界是由“诸事物”、诸空间物体构成的。它们是诸特性之基体。但是事物并不是自我，并不是诸能力之基体，并不是诸现实的体验之基体，它是自我之向对面的投射，但在自身中没有任何自我的东西。另一方面，每一个事物都是我的自我之“本质的相关项”，被认为是我的可能的原本的经验之对象。它是与我不可分割的，它是在我的现实的经验之中以多种多样的主观的显现显现着的东西，并且在无限敞开的可能的显现当中，它是我的自我之相应的习惯和相应的能力之相关项。


  如果没有“诸统一性的东西”，没有主观的基体，没有素材，没有概念，自我和意识就是不可想象的，只要我们能够将诸显现（比如作为幻象）包括到概念这个名目下，概念就可以相对化。注905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来应该说，这个具体的自我在其作为意识生活的生活中持续地拥有一个素材之核心，非-自我之核心，但是这个核心本质上是属于自我的。如果没有作为非-自我而被构成的预先给予的东西之领域，被构成的诸统一之领域，自我就不可能存在。如我所是的这个我，在我的作为现实生存着的，与此同时具有持久的能力的，并且总是形成新的能力的自我之中，拥有一个由原本地被经验的和可原本经验的、我的自我在情绪和行动中持续地与之相关联的、总是持续对其进行构成等等的空间世界之核心。这个世界标志诸可能的经验之一种系统的无限性，或更确切地说，标志一种在这些经验方面被以多种多样方式组织起来的经验能力，而这些经验都具有其多层次的、多阶段的“显现”。因此在这里我们就有一种自身完整的具体化——一种关于我-在和本质上属于我的存在的东西的完整领域，一个原本经验之领域，现实的和潜在可能的原本经验之领域，这个领域包括一切自我的东西，其中包括作为与自我的东西不可分割的意向方面的极系统的原本地被经验的事物世界。


  非原本的经验——他者


  在这方面，在我之中虽然是被经验的东西，并且一般来说，是可经验的东西，但并不是处于原本经验之方式中的被经验的东西和可经验的东西之全体的情况则不同。如果没有另一些人存在，很可能如我所是的我就不可能存在，并且这另一些人肯定到处都伸展到我的生活之中，参与决定我的生活，经常将意向的内容，意向上的存在有效性，意向上的价值有效性等等嵌入到我的生活之中。但是异己的主观性并没有如同我的主观性连同一切属于它的东西具体地在我的主观性本身之中并且为它本身而构成那样直接地在我自己的主观性之中被构成。我对于我本身而言是原本的，我按照一切我所是的东西原本地（originaliter）给予我自己，准备好被我知觉，而且也许是以课题方式被知觉；我在我的生活中的现实的存在是以自身意识之方式的原本的（originaliter）自身存在——内在的存在，这种存在的意义就是这样一种意义，即它在关于它的意识中自身是实现了的现实性，试图在这种现实性“之后”寻找一种不同的现实性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意识作为当前的意识恰恰是一种知觉，而不是一种预先的猜测，一种超出自身的向外意指，而且是这样一种知觉，这种知觉将它在眼前拥有的东西作为当前的东西来拥有，即这样地拥有，以致没有留下任何空的被意指的东西。这涉及处于我的意向生活之中的，处于我的我思（ego cogito）之中的我的存在，而且不仅是涉及对我的生活的自身知觉，而且一般而言，涉及对我的生活的自身经验。但是这个习惯性的自我，以及作为相关项属于它的东西，作为超越的相关项属于它的东西，还有原本地被经验的世界，也都有其切合的、在最充分的意义上原本的被给予性。我们不可能再为这种意义上存在着的东西想象出更高的原本性。总的来说，我所说的这个自我，我所是的这个自我，以明显的同一性包含这个具有它的习惯性的同一的现实的自我，并且在这种习惯性之中，并且在相关联的现实的实现当中，以我的可能的原本的经验之全部领域包含着我的原本的世界，包含着我原本（originaliter）所是的东西和作为存在的相关项原本地（originaliter）一起属于我的东西。如果我在我之中经验到另一个人，那么因此我就总是经验到一个在我之中被本源地指示的，但对我而言绝不会被原本地（originaliter）经验的自我的领域。


  我们可以说，自我和对于我而言在经验上直接存在的东西不可分割地属于一个整体，并且规定具体的主观性之概念，首先是我自己的具体的主观性之概念。主观性一方面是现实的自我和潜在可能的自我之相关项，另一方面是对于我而言的环境世界的存在者，这个环境世界的存在者是我的主观的领域，并且只有对于我而言才是原本的领域。因此众多自我只有作为处于诸原本的主观性之中的，总是带有对于它而言是可原本地经验的和已被原本地经验的诸环境世界的众多的自我才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众多的自我也只有作为相互交错地显示着的，根据原本的给予性显示着的，作为不是原本地可经验的然而仍表明出来的，才是可以想象的。凡是原本地被给予我的东西，都能够被我作为与在我之中被间接呈现的原本同一的东西，与一个不是对于我而是对于自身显示着的另一个人而言的原本同一的东西来认识。


  在这里不存在矛盾吗？一个自我永远不可能与另一个自我是同一的（在一种涉及双方的经验中是同一的），但是一个自我的世界和另一个自我的世界能够被视为同一，而且必然能够被视为同一。


  〈b）一个客体之作为真正的可知觉性的原本的可经验性，和作为对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  规定的原本的可经验性〉


  客观的世界经验，或更确切地说，客观的描述，和对存在于我的“原本的经验”之中的客观东西的描述之间的区分之意义是什么呢？后一种描述能够被认为是从属于前一种描述的。后一种描述可能意味着：


  a）对那种由当下客体范畴中的客体而达到对于我而言真正的知觉的东西，能够达到真正的知觉的东西，本来能够达到真正的知觉的东西之描述。例如，当我经验一个自然客体时，对于我来说，它的什么样的规定内容达到原本的经验呢？如果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可经验东西之诸相关规定也作为客体属于他，那么这些规定对于我而言就是可原本经验的。


  b）但是也可能有某种与此密切联系着的东西被意指。如果我的描述兴趣根本不是指向对世界本身的描述，并且如果在这种指向我在我的原本经验中由世界所把握的东西的态度中（它本身又是一种客观的世界事态，而且是作为被意指的东西），我的兴趣毋宁说是作为“超越论的主观性”的纯粹的主观性（而且特别是我的纯粹的主观性），那么我因此就完全是就我下判断，就我的意识和在我的意识当中被意识的东西本身下判断，就与作为意识的主观的我不可分割的东西下判断。在这里，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直向的判断都被放到括号里了，它必须被改变为有关这个被判断的，并且在这里如此这般地被以为的世界本身的判断。什么东西是我的纯粹的主观性呢？什么东西在构成方面属于我的纯粹的主观性本身呢？什么东西标志与超越论的主观性相关联的经验呢？什么东西标志超越论的对自身的经验呢？这种超越论的纯粹的对自身的经验是这样一种经验，在其中，我把握自己本身，而且是这样地把握自己本身，即在这里，我没有将任何不是与作为一个意识生活的自我的我不可分割的东西带入到连带把握之中和设定之中。这种被意识的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完全是不可分割地属于这个自身被经验的意识；因此属于我，这个我持续地拥有关于世界的意识。如我在指向我本身的经验之态度中发现的那样，正是借助于这个意识，我拥有在其中被意识的世界，拥有在知觉中被知觉的世界，又是将之当作这样的被知觉的世界而拥有的等等。纯粹的自我，纯粹的主观性，我在反思中获得关于它的纯粹的经验的主观性，在排除所有那些比如我通过解释加到我身上的，但完全不能在我身上经验到的东西的情况下，是同一的东西。或者，对于我来说，在连贯地排除不是原本地被我经验的东西和不能原本地被我经验的东西的情况下，我就是关于我自己的原本经验之全体。


  如果现在我是经验世界的和不论以任何方式与世界关联的自我，那么我就能够在我关于世界的意识——这种意识按照其纯粹性是以超越论的方式属于我的——中区分：原本的世界经验和非原本的世界经验，并且一般而言，关于世界东西的非原本的意识。关于世界方面的被经验的东西我能够区分：在这方面原本地被经验的东西和非原本地被经验的东西。如果我限制于原本经验的内容，那么属于我的，就如同在每一个意识中被意识的东西本身一样，在这里就是原本地被经验的东西（其中还有可原本地经验的东西）本身。但是对于我研究纯粹主观性这个目的而言，这个原本地被经验的东西本身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被纯粹知觉的东西——这是被知觉的东西本身，是从被知觉的东西还原到“真正”被知觉的东西，因此还原到规定的内容，这种内容没有任何被间接呈现的东西和本身并非真正被原本给予的东西——本身一起属于纯粹的主观性，这种纯粹的主观性的确包含在经验指向这个进行意识生活的自我时一切纯粹原本地被给予的东西和与这个自我不可分割的东西。一切意识当然都拥有它的被意识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原本地属于意识的，是自我之通过这个意识而指“向某物”，即这样一种指向，它可能是一种空的被指向状态之特征，一种指向空的东西的意向行为之特征，指向一种空的“某物”的意向行为之特征。在举例说明当中，这种空的被指向状态是与一种直观的意识综合地统一在一起的，在这种直观的意识中，自我指向一种现实的（或准-现实的）对象，并且在符合当中，这种作为空的意向的空的意指得到充实，这种空的被意指东西（在这种意义上的空的意指）得到实现，这种直观地被给予的东西就是这种空的被意向的某物之现实性。


  这个自我之基本的特性就是，能够进入空的东西之中去意指，能够具有空的意指。但是这种空的某物并不具有比如说在空的意识当中的特殊的内容之特征，而是它只对于这种直观的意识才有效，而且是这样地有效，即为了在自然中举例说明，全部的客体，被实现的客体本身是原本地一起被给予的诸显现之原本的显现者。在纯粹的主观性中，被直观到的东西就是原本地显现着的东西，原本地呈现着的东西，发生透视变形的东西，并且在诸透视变形之连续中是统一地存在着的。当然，在对客体的一切原本的知觉中，都必然存在着对一起当前的，但并非原本被给予的诸规定的假设和间接呈现，存在着对过去的，持存的，或者在更早的过去曾被知觉的，以及通过间接呈现曾被知觉的诸规定的连带设定，对该被知觉东西之存在中的相应的未来领域之连带设定。这是一个原本的可经验性之领域，并且，对于这个经验行为之现实的和可能的主观而言，在一切这样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知觉中所实行的向原本的还原，都得出一种自身进行给予的显现之原本的内容，这些显现在其作为纯粹的主观上现实的显现之综合的统一中，随身带有处于被给予性之存在方式中的作为被实现了的对象性的原本的自身。我们还可以说，将经验的客体还原到原本的经验，得出原本的主观东西之层次，即存在的主观东西之层次，以被经验状态之方式在主观性中实现了被经验东西之层次，或更确切地说，能够在其可能的经验中纯粹地实现的被经验东西之层次。在这种情况下，这被用作关于对现实的和可能的纯粹主观性之原本的显现的多样性之揭示的标志。如果我们另外再取来非原本的可经验的东西，那么在纯粹的主观性中与这个非原本可经验的东西相对应的东西就是一种空的意识，这种空的意识在纯粹的主观性中虽然能够以实例说明，但不能借助于属于这个主观性之可能的知觉领域的对有关的客体的知觉，或对该客体之有关的规定内容的知觉，以实例说明。


  〈c）关于“原本经验”之进一步的和更确切的概念。对将“原本经验”说成一种连带包括另一些人的经验的  错误评价的反驳。〉奠立超越论的感觉论


  世界作为经验之世界，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世界。我通过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观察我的世界。在保持综合地联结起来的诸经验之一致性的情况下，我按照其普遍的样式追踪可经验的对象性东西。始终保持在可能性之统一中的自由的变化。在“原本经验”之范围内的变化。注906


  我如此获得的每一个可能的世界都是我的可能的经验之世界，如其在我看上去那样的世界。


  但是很显然，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另一个人”的每一个人，本身对于我都是可经验的，凡是不同于这个对于我而言也是可经验的世界的世界，都是不可经验的。另一个人也许会在其中经验诸事物的那些未被认识的感性性质本身、我事实上不可能构想出来的性质，对于我而言确实是作为敞开的经验可能性存在的。


  凡我能够发现是以本质必然性属于对于我而言可经验的世界之式样的东西，就如我可能看到的，它一定也被看作一个对每一个其他人（对于每一个作为对于我而言的其他人的其他人）都是可经验的世界之式样。研究作为可能的经验之世界的世界之感觉论上的先验性这项任务，是一项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他的原本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领域中解决的任务。


  但是在这里原本经验是什么意思呢？注907如果我还原到我的以自我论的方式或唯我论的方式被还原了的原本经验之最狭窄的意义上的原本经验，那么我虽然获得一种先验性，但并不是世界的先验性，这个世界是为每一个人自在地在此存在着的世界。


  我关于这个世界的原本经验注908是关于这个自然的原本经验（知觉），关于另一些人的原本经验（知觉），一般而言，关于一切世间东西的原本经验（知觉）。我是借助重新回忆而拥有关于我自己的过去的原本经验（作为客观的经验）的，这种重新回忆再生产更早的、更本源的知觉。我是通过“移情作用”而拥有关于另一个人之此在的原本经验的，而移情作用总是又通过移情作用得到证实，而且只能这样证实。


  根据我的包括我的重新回忆，我的移情作用等等在内的关于世界的经验，我获得了诸种变体，诸种可能性，可能的经验世界，同时我认识到，每一个人，对于我而言的可能的另一个人，也一定会发现这同一些可能性，这同一些世界结构。


  为了在此基础上对待关于环境世界和世界的这种说法的相对主义，我首先区分内在的考察和外在的考察。我在：a）我“在我自身中”，不考虑另一些人，在我“自己的”意向的领域中，作为世间的东西和世界本身所发现的东西，和b）我“借助于其他人”，作为客观存在着的世界，作为为“我们大家”存在着的世界所发现的东西之间进行区分。


  将原本经验当作同时包含着关于另一些人的经验引入进来的尝试


  a）我和我的东西，不考虑另一些人——这应该意味着什么呢？我拥有首先作为我的“诸知觉”之世界的，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诸直接的经验之世界的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在这当中我也有诸其他的人在其它的实在性东西当中的环境世界的实在性东西。我肯定会说，而且肯定有权利说，我知觉到了人们。我所拥有的作为我的经验世界的这个世界，应该纯粹按照它由之在我的诸知觉中——在诸原本的经验中——向我呈现，并在其中被证实的那种意义来看待。我也将关于另一些人的知觉归入到这些知觉之中，作为正是在我的经验之中——即使在这些经验自身中也包含“移情作用”——被本源地证实的知觉。但是在这里我区分：α）我总是将他们作为人，作为自我主观而指派给他们的东西，作为被我借助于作为我的环境世界之中的现实性东西而总是同时在他们的表象中，在他们的知觉中，记忆中等等，在他们的思想方式中，在他们的追求活动等等中属于他们的那种东西之意义而经验的东西——就是说，他们与他们的环境世界的关联。β）在与以下情况的关联中我通常设定为有效的东西，即对我在各种知觉行为中，在对环境世界的各种设定的行为中，在各种采取态度的行为中赋予这些行为的东西，我本身也“一起做”，我本身也将这些东西作为对我间接有效的而设定为有效。凡是我“使用”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告知等等的地方，我就占有了这些东西，在这里，这些东西恰好并非本源地就是我的，而是被我占有的。特别是那些是我的知觉，是我的经验的那些知觉，那些经验，恰好不同于他们的知觉，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知觉，他们的经验，作为他们的，并不是我的，而是被我采用的，而且在理解行为当中，在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行为当中，不仅是作为他们的知觉，他们的经验被我接受，而且是作为他们的知觉，他们的经验被我相信，被我使用。因此如果我排除这些东西，我就保持在自己的东西之中，因此我就完全保持在作为我自己的“本源的经验”之世界的我的环境世界之中。


  对将“原本的经验”看作是一种同时包含着另一些人的经验的错误估计的反驳。


  1）关于原本经验的第一个概念，更广泛的概念：最广泛意义上的原本经验是我体验到的那种普遍的经验，即我的现实的经验之统一的流，这个统一的流是我的当下环境世界（或更确切地说是对于我而言可预期的，可原本预期的真实的世界）之自身给予。


  原本经验之整个的领域也可以这样理解，即它包含对于我而言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全部可能的经验。这全部可能的经验的相关项作为理念，是作为我的可能的经验之世界的，包括我的一切现实的经验之世界的实在的世界本身。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另外还显示出，这种意义上的我的原本经验领域在自身中包含对于每一个其他人而言的原本经验领域，并且包含诸可能的经验者大众的原本经验的领域，这个经验领域对于我本身而言总是由我的可能的经验而是存在着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和可经验的经验领域中的每一个其他人而言也同样是存在着的和可经验的。


  2）关于原本经验的第二个概念，更确切的概念：如果我想这样地限制我的原本经验的领域，即将这个领域划分成我的原本可经验的东西，或更确切地说，对于我而言的我的原本的东西的和另一个人的原本可经验的东西，或更确切地说，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他的原本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假定了世界的存在，另一些人的存在。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另一些人在第一种意义上属于我们的原本的领域，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本源地显示的经验中，他们在他们的本源地显示的经验中，相信他们的在此。现在，某些自己的经验和某些异己的经验和通常的意见被划分开了，我的经验在一种特殊意义上是我独有的经验，就是说，不是以移情作用方式，作为借助于被我以感觉方式经验到的并且是直接地经验到的（感性上被知觉到的）物体式的身体，作为一起存在的而被指示的，被间接呈现的；该另一些人的经验正是该另一些人的经验，只有作为被施以移情作用的才是可经验的。当我们这样地进行区分时，我们就已经预示对“我的原本领域”的另一种划分——抛开一切移情作用的那种可能的知觉之领域，或者为了使这个不清晰的表达变得更确切，我们说：不承认任何移情作用的成分是被经验到的，不承认异己的主观之任何成分是被经验到的，因此不承认移情作用本身是经验。如果我使存在于经验本身之中的相信（对存在的设定，对存在的把握）起作用，经验就是有效的，它就完全地作为经验发挥功能。相信本身是一种有效的行为（对我有效的行为），并且在这里，有效的东西就是被经验到的东西，它对于我就是直截了当地“存在着的”。但是我也可以使它不起作用，使它不发挥功能，我不考虑它（因为一切发挥功能的经验毫无疑问都是与每一个可与此结合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我实行悬搁。因为如果我使移情作用，不管是现实的移情作用还是可能的移情作用，过去的移情作用，或者现在的移情作用，被间接呈现的移情作用，被预期的移情作用起作用，我就假定了一个世界。我也不会想到当真使移情作用不起作用，就是说，彻底地不起作用。毋宁说，当我在假定这个存在着的世界的时候，如果我排除了作为在特殊方面规定它的手段的一切移情作用方面的存在有效性，就是说，排除了我的一切移情作用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再也不能将另一些人一起归入到仍然为我保留着的存在领域之中，比如这样做，即他们虽然在此存在，但是我不使用关于他们的被施以移情作用的经验（如通常的采取态度，通常的意见等等），我不将这些经验用作（一起“算作”）对于我的经验和我的认识一起起作用的。因为在我借以拥有对作为为我存在着的另一个人的那种异己者的经验之有效性中，就已经包含他的经验对于我的共同的有效性。他的身体就已经不仅是物体（作为那样的物体，它对于我而言是直接地被知觉到的），而且是身体，这种情况就包含了另一个人关于他的身体（作为我所知觉到的同一的身体）的知觉之连带有效性，并且这种情况甚至适合于他的环境世界（作为事实上与我经验到的环境世界是同一的环境世界）。如果我不连带设定另一些人的进行经验的身体，还有他们的被经验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不设定这种被准当前化的被经验的东西为共同有效的，就如同我自己的本源的被经验的东西那样共同有效，我就不可能设定另一些人。因此对经验领域的划分，与此同时，对纯粹在经验领域中显示的相应的存在领域的划分，只是以下面的方式产生的，即我对有关他的共同有效性的一切移情作用都实行悬搁，因此在我的存在领域中不再有任何其他人是我能够通过我自己的现实的原本的经验经验到的，并能够在我自己的现实的原本的经验中显示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忽视以下情况，即移情作用虽然被置于考虑之外，但是仍作为我的体验，作为对我而言的可原本知觉的事态，存在于我的原本领域中。在这个领域中，其他人只作为“单纯的现象”存在。


  如果我正确地实行了这种向我的原本领域的还原，并对这个领域本身——作为我自己的独有的东西之领域——进行了详细研究，那么我因此就将这个世界本身——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是作为环境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存在着的——还原到关于这个世界之原本地给予我的东西，就是说，还原到一种对于我而言总是在特殊意义上关于环境世界的主观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并且在设定全部经验有效的情况下，我同时认识到，每一个其他人都有他的原本领域，这些领域先验地（a priori）就具有同一的普遍的结构，但是我还认识到，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为他而被还原了的环境世界的视角，与世界本身是不同的，而且与相关的环境世界是不同的，正如与真实的世界本身是不同的一样。但对于我来说，我的关于世界的原本东西，干脆说，我的原本的世界，所谓的“原本的图像”，原本的呈现，只是由于以下情况才是关于世界本身的“图像”、“表象”、“呈现”，即在另一些人的诸现象之中包含的（而从前并没有设定有效的）诸原本的世界，同时对我有效，并且与我的原本的世界通过综合达到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与我的原本的世界算在一起）。因此我的原本的世界是一个“图像”。由通过移情作用被给予的（或者是在能够达到的其他人的敞开的预期之地平线中连带地包含的）正是这样的“诸图像”构成的系统就属于这个“图像”。我所经验的不是作为世界的我的原本的图像，我的“原本的世界”，而是在该图像中呈现出来的世界本身，并且世界呈现着，这就是说，世界存在于与由其他人的共同有效性而发挥功能的其它的图像（这些其它的图像对于这另一些人是原本的图像，因此是关于这同一的世界之诸呈现）之意向的统一之中。因此我的知觉之每一个客体，并且我的整个直接的感性的知觉之每一个客体，始终都只是呈现——它是自身给予的，然而这是一个具有共主观性之明确的形式的自身。如果我们遵循移情作用的意义内容，那么凡是对我有效的东西当然（eo ipso）就对每一个其他人都有效，只要他作为这另一个人拥有一种“为-自身-存在”（从我出发以移情作用方式被给予的），并且在这当中也有一个以移情作用方式连带有效的东西之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是作为他的另一个人起作用的等等。


  〈d）第一义的原本性（原原本性）和第二义的原本性或者第三义的原本性〉


  自然之对象性东西的第一义的原本性（原原本性）注909和第二义的原本性及第三义的原本性——即这样一些原本性，它们将动物和人作为“诸知觉”原本地（originaliter）给予我们，又将诸文化客体给予我们，而这些文化客体在它们那个方面，将它们的意义赋予本源地归之于进行教化的诸主观——之间的根本区分。


  第一义的知觉为所有其它的知觉奠定基础。它是关于世间东西的知觉，因此在这里就得出了关于本源的知觉和派生的知觉的狭义的概念。就是说，每一个实在的世界客体或者是自然，或者是奠基于自然之中的，或者每一个世界客体至少有一个底层，即自然。但是自然是在第一义的知觉中原本地给予的，就是说，这种知觉以其充实的系统将一切属于自然客体的规定，在第一个原本性中带到自身的给予性（或已被带到自身给予性）。超出自然的一切客体都是在第二义的知觉中被给予的。它们是〈通过〉“移情作用”被构成的。


  但是，世间的东西都具有共主观性之明确的形式，而这种明确的形式既涉及自然也涉及人和动物，或者还涉及艺术品等等。它是一种普遍的形式，这种普遍的形式在它那个方面以对其他人的构成为前提。但是自然的事物按照它们的全部的规定，是第一义地可经验的——只不过共主观的证明是借助移情作用才一起成为可能的并成为要求。个别主观上的构成——我的构成，我这个现象学的主观之构成——虽然以理想的可能性按照其所是的一切方面得出事物本身，但是对于处于其普遍性之中的这个事物而言的这个构成性系统，却不仅是我的个别的系统，而是一切系统之整体，通过可能的移情作用，也许在我之中显示一切系统之整体。


  我的超越论的自我连同它的全部生活，就自己本身而言是以其诸现实性和可能性被构成的，当然具有诸地平线，而且是处于第一义的知觉之中的地平线。反过来说，所有第一义地被构成的东西，都属于我的主观性，并且它们的规定，还有作为第一义地被构成东西的一切自然的事物，也都属于我的主观性。


  这当然必须首先得到充分的澄清。为了将一切混入进来的先入之见排除掉，在系统地进行当中必须这样进行：


  将关于客观世界的一切判断，一切信念，都放到括号之中，仍为诸新的判断，即主观方面的判断，例如，为“我克制自己”等等的判断留出了可能性，在这里，肯定绝对没有将这个克制和这个自我设定为某种客观世间的东西。因此我开启了一个主观的领域。但是对这个主观领域首先必须加以规定，即它在自身中包含什么，因此首先应该将经验领域和判断领域作为一个新的领域突出出来，并对该领域加以系统地阐明。然后，从这个被加了括号的世界及其先验的结构出发，并且就每一个客观的范畴阐明其构成。然后证明自然之构成和动物性之构成之间的不同等等。


  III  从1926/1927年冬季学期“现象学导论”讲课第二部分的关联中选出的文稿注910


  文稿20  〈讲课第一部分（1926年11月和12月）的总括性概述：纯粹的经验之世界的结构。纯粹自然的经验和纯粹心理的经验。 “自我论上”纯粹的自身经验和现象学还原〉注911（在圣诞节假期之后，1927年1月10日）


  我们从对我们迄今为止的讲课之整个进程的概观开始。我们关于现象学导论的主要问题曾是这样一个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问题，即一种哲学，一种关于存在者的普遍的科学，如何能够以彻底的清晰性建立起来，一种其全部的建立都能够得到最后辩护的科学如何能够以彻底的清晰性建立起来。它一定是关于存在者一般的科学，关于存在者的完整的普遍性的科学。这种科学不可能迷失在特殊性之中，仿佛一个特殊的存在领域是孤立地独自存在的，并且能够以充分的根据独立地运行。每一种特殊性都是充分具体的普遍性内部的特殊性。这种关联以依赖性为条件，随身带有未被澄清的诸前提。诸科学，如近代的诸科学，其成就受到高度的赞赏，而且也有权利受到高度赞赏。但它们以其特殊性及其奠立的整个的性质，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个存在者究竟是什么的彻底真正的和彻底清晰的知识。这些科学并不符合科学的理念，不符合柏拉图和所有真正伟大哲学家在哲学这个题目下所想到的科学的理念；它们缺少彻底的清晰性，它们在用来描述它们的领域和它们的方法的基本概念、最普遍概念之根本意义方面，充满了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些最普遍的概念，如自然和精神，如空间，时间，实在性，因果性，动因，个性，个人的共同体等等概念，都处于含糊不清状态之中，那么当我们现在想要将作为它们的全部成就的一种真正的知识，一种完全清晰的知识，吸取过来时，我们就会舍弃这些科学。


  科学不应停留于朴素的理论的实践之阶段，并满足于炫耀技术成果，满足于为自己辩护。它只应该承认一种由毫无疑问的清晰性而来的正当性辩护。因此它需要对它建立于其上的作为先行于一切科学的东西的普遍经验基础进行彻底反省，并需要对由此出发在科学这个名目下真正想要的东西和真正能够想要的东西进行思考，对这个已被澄清的目的如何规定清晰的、目的正当的道路进行思考。


  据此，开端就是对迄今为止的一切科学实行普遍的怀疑，因此就是对这些科学以有根据的有效性之要求获得的全部成果实行普遍的悬搁。与此同时，回溯到科学之外的人类生活和科学之前的人类生活在其上运动的那种普遍的经验基础之上。这种生活不管具有什么样特殊的形态，不管可能具有什么样努力争取的形态和通过努力而获得的形态，一般而言，这种生活都是清醒的生活，因此这种生活都贯穿一种普遍的世界经验之流。


  据此我们所关心的就是对于我们而言曾是必然第一的东西，我们要对纯粹作为经验之世界的世界之普遍结构进行越来越深入的、越来越透彻的思考。这里涉及我们的世界，我们实际上进入其中生活的世界，过去和现在总是以变化着的形态为我们在此存在着的世界——而且是作为纯粹由经验而来的世界。因此完全不应该注意科学著作使之有效的所有那些规定和我们已经从学校得来的以及已经由其它的科学研究而归于它的那些规定。这所说的肯定就是对一切科学实行悬搁。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这些有教养的欧洲人而言，诸科学的确在此存在着，它们是我们的多种形态的文化世界之组成部分，正如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科学技术等等一样。我们能够使它们不起作用，我们也能够怀疑它们，对于我们而言，它们是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验世界之中的共存的事实。不论是清晰的科学，还是不清晰的科学，不论是完全有效的科学，还是无效的科学，如同人类的一切好的劳动产品和坏的劳动产品一样，它们都属于作为纯粹经验之世界的世界之组成部分。因此它们能够为我们提供对世界进行纯粹的经验研究之最近的出发点，能够提供这样一些描述，这些描述立即就能将我们带入到一个更普遍的领域，一般精神文化之领域，并使我们在深入到所属的经验之具体内容中时，立即就注意到经验世界之形成强烈对比的诸结构方面的不同，如人的主观性和动物的主观性，自然，文化构成物，但是这些东西暂时尚没有按照根本的纯粹性凸显出来。


  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我们就开始对经验世界进行一种系统的分析，在这当中，我们要弄清楚这项任务应该在其中进行的纯粹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态度之特有的东西。我们要使这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态度与感觉论的态度，宗教的态度，以及采取行动的生活之通常的最广泛意义上的实践的态度相对比。纯粹注重实际的兴趣应该推动我们的经验，这种兴趣仅仅是对于这个世界的存在和如此存在的兴趣，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在这个世界中具体存在着的东西的存在和如此存在的兴趣。我们已经在我们之中建立起一种在连贯的经验中仅仅追寻这种兴趣的习惯性的意志。对于我们而言，客体是关于作为纯粹注重实际的经验之对象的对象之名称。


  既然我们通观了作为诸客体的全体的这个宇宙（就是说，作为可能的纯粹注重实际的经验之诸对象的全体的这个宇宙），那我们就有了一种可能性，即在每一个客体上，并因此在作为整体的世界的世界上，前后一贯地实行一种特殊的抽象，通过这种抽象，纯粹的自然之一个层次，或更确切地说，纯粹自然的经验之一个层次，就作为一个自身完整的世界结构被突出出来了。在这种抽象中，在每一个具体的客体上，一个纯粹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之层次就单独地突显出来了。我们能够从客体到客体持续地、连贯地停留在这种抽象的态度中，而原因就在于，我们总是一贯地抛开一切精神性东西。这所说的就是，我们能够连贯地仅仅实行自然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就获得了作为世界之一种普遍的基础结构的普遍的自然。


  对近代诸自然科学的这种最粗略的一瞥就看出，它们完全都与这个统一的、自身绝对完整的经验基础相关联。因此由纯粹自然的经验而来的自然，是一个抽象的全体，这个抽象的全体为一切自然科学提供实质性的统一，这些自然科学就这个自然寻求真理，这种真理所意味的正是自然科学的真理，这是一种单纯的经验尚不能成就的真理。因此单纯的描述（这种描述本身使被经验的东西纯粹作为被经验的东西表达出来）应该是尚不够用的——为什么不够用？我们在这里的确已经以一致地继续着的经验将自然本身具体地提供出来了呀。这已经就是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进行澄清的一个基本问题了。


  但是为了在这里继续进行下去，我们显然又必须解决两项任务：1）普遍地突出纯粹的自然之理念，一种尚属于前科学的自然之理念，当然这只是一个开端，即对于现在首先必需的按照这个自然固有的本质结构对之进行系统描述而言的开端。这是必须首先完成的，与此同时2）一些动机显然能够形成，这些动机超出这个直观的和可描述的自然继续前进，意图是寻求自然科学中的自然，这是在直观的自然之中显示出来的，但只有借助于理论的研究工作才能获得的自然之存在的真理。


  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任务仍被搁置一旁。我们一直在研究纯粹经验之世界的形式方面最普遍结构。我们讨论了这种将具体的世界客体划分成两类的做法：被赋予心灵的存在和未被赋予心灵的存在，或者这样说也是一样，将具体的世界客体分成两类客体，一类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以意识之方式生活，并且以意识之方式与这个世界相关联，另一类是这样一些客体，它们没有这种特性。因此在一方面，存在的是生物——人和动物。正如一切客体一样，它们都有物理的物体性，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考虑它们的意识生活的话。但是在这里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不能够连贯地实行一种相反的抽象吗？并且不是实行连贯的纯粹的自然的经验，而是实行一种连贯的纯粹心理的经验吗？就是说，一种纯粹的主观性同样也是一个绝对自身完整的经验领域，一种世界结构，这种世界结构是与纯粹的自然之世界结构相互关联的？


  我们当然首先是“以自我论的方式”探讨这个问题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就自身而言都处于纯粹的对自身的经验之中，因为每一个人确实恰恰只是对于自己和对于自己的意识生活才有真正的原本的经验，首先是有对自身的知觉。我如何能够在完全净化掉关于自然的东西的连带设定的情况下将自身作为课题获得呢？我如何能够实行连贯的纯粹的对自身的经验呢？在这种纯粹的对自身的经验中，没有任何并非是我本身所是的东西，并非是具有纯粹意识的主观的东西，得到连带的设定。


  在这里立即就显露出存在着的许多困难。这些困难是通过现象学还原这种新方法解决的，现象学还原是对在意识方面对我有效的一切客观性连贯地实行悬搁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我实现了对自身的经验，并获得了我的纯粹的主观性和我的纯粹的主观生活，并将我的纯粹的主观生活作为意向生活当作我的连贯的经验之课题。通常的自身经验，自然的自身经验，自然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这两个方面是混合在一起的。在自然的自身经验之中，我发现我是人，因此我的物理的身体和我的真正的主观存在也属于这种自然的自身经验。与此同时，借助于这个身体，我以有效性拥有这整个的客观世界，正如这整个的客观世界通过我的外部的经验被给予我一样。但是通过现象学还原，我使外部世界不起作用，只有我的关于世界的经验，我的关于世界的相信，我的关于世界的显示，我的相应习惯等等仍保留下来，作为纯粹主观的东西保留下来。


  文稿21  在另一个自我上实行现象学还原和在共主观性上实行现象学还原。〈在纯粹心理学的经验中的作为纯粹主观方面的统一的诸主观之社会的联系和直觉的联系〉注912〈接前面1927年1月10日文稿20〉


  在开辟出对纯粹的自身进行经验的方法之后，立即也就有了对纯粹主观的异己者进行经验的方法，对另一些人的纯粹主观性和另一些动物的纯粹主观性进行经验的方法。我将另一些人经验为与我同样的人；尽管我关于他们的意识生活没有原本的经验，然而却有这样一种经验，即对他们的作为主观生活之显示的身体方面的表现进行理解的经验。我能够将这种理解行为纳入到清晰直观的准当前化之形式中，因此我能够清晰地设想自己处身于他的知觉行为，他的回忆行为，他的思想行为之中，他的愉快状态之中，他的愤怒状态之中，或者高兴状态等等之中。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以这种方式“使自己处于”另一个人之中，通过仿佛一起过他的生活，以相似的方式在他和他的意识活动上实行现象学还原，正如在我自己的原本的活动中实行现象学还原一样。


  当然，我关于另一个人的经验认识比起关于我自己的经验认识暂时还是非常不完善的。但是在进行跟踪理解的经验之进展中，它的暂时非常不确定地呈现的本质会得到越来越完善的规定，并且在这种进展中，在持续地实行现象学还原的情况下，我也越来越完善地达到作为连贯的课题的另一个人的纯粹的主观性（然后，我从对异己者的认识，获得许多有助于认识自身的东西）。如果我对发生在前的整个的动物的世界这样地思考，那么我在纯粹的经验中拥有的就仅仅是这些动物的纯粹的主观，同样，以相同的方法考察所有的人和动物的每一个人在纯粹经验中拥有的也是这些人和动物的纯粹的主观。


  但是人，在某种限制的情况下还有动物，并不仅仅是孤立地生活的，而是生活于社会性之中的。每一种社会性都允许在纯粹主观的经验这种精神的视角下被当作课题，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性所表明的东西要多于诸个别的纯粹的主观之单纯的集合。在我的仅仅指向纯粹主观东西的态度中，我不仅为自己本身设定我的纯粹的主观，而且也设定诸异己的主观，我与它们交朋友，我与它们形成团体，我作为同乡与它们保持社会的联系等等；当它们作为主观，在还原的情况下作为纯粹的主观，为我在此存在时，它们也与我，这个显然属于社会性的我，由于意识的联系而不可分割，而这些意识联系也由于现象学还原被还原到纯粹共主观的关联。如果我有责任为另一个人完成一件被他所希望的或被我所要求的事情，那么这种我有责任作为我的自我行为就属于我的主观性，并在现象学上就还原为我的纯粹的主观性。由这种行为所产生出来的习惯的意志指向，暂时保持着的我的决心——它在某些新的行为中，即在作为我愿意承担的有关的履行之行动中，发生作用——当然也受到现象学还原。属于我的纯粹的主观性的，当然还有这样一种意识，即另一个人在这种或那种客观的关联中在此存在着，他从他那个方面以意识的方式与我相关联，他向我提出这个有关的要求。


  所有这些属于我的意识生活之范围的东西，在现象学还原中，都表明仅仅是我自己的东西。在现象学还原中，在我之中意识到的其他人的存在和整个的客观世界都受到了现象学的悬搁。在我之中，作为纯粹属于我和我的意识生活的，有关于该另一个人之在此存在的经验确信，或以任何其它方式，比如借助于直接的告知，而产生的关于该另一个人之在此存在的确信。这种确信体验纯粹作为这样的东西是我的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存在着的另一个人，因此如果我仅仅想追踪我的纯粹的主观性的话，我当然必须使另一个人的存在不起作用，或者我不可以将它计算在内。如果我像下面这样扩展我的兴趣，即如我能够做的那样，将我的纯粹的主观和我的纯粹的主观生活并且同时将另一个人的纯粹的主观和主观生活结合成一种存在有效性之统一，那么这就是说，我暂时使在我的意识之中显现的一切客观性保持无效，并因此将我的纯粹的整个意识以完整的统一性突出出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处于为我显现着的注913异己的身体性之中的异己的主观性表现之引导，我将这个异己的主观性一起设定为存在着的。如果我通过现象学还原净化掉所有客观的东西，此外仅仅保持我的纯粹的主观性以及在我的纯粹的主观性之中被意识到的异己的主观性有效，那么现在我拥有的就不仅是处于孤立之中的我们双方，而是我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发现在开始的例子中用实例说明的东西，而且我发现我和另一个纯粹的主观处于一种纯粹主观的关联之中。我的实行另一个人的要求的意志，现在不仅是在我之中的我的意志，而且因为另一个人是为我在此存在的另一个人，而绝没有通过还原被排除，因此我的意志是处于与另一个人的统一联系之中的；正如属于他的这样一个意识，即我存在，并且接受他的意志，并实行他的意志，是一种从他来到我这里的对应的关联一样。


  因此社会的关联是在这些来来往往的行为中被构成的，这些行为使自我和另一些自我在相互交换的行为中达到统一性，而这种相互交换的行为作为单个的主观的活动，在意识上从一个自我（ego）到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地进行着，并且以交叉的方式相互符合一致。我的意志同时在另一个人的意志中以意识方式存在，并且反过来亦然。在主-仆-关系之形成的例子中，这一点会变得很明显。仆人不仅是为自己存在，并为自己做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而主人也不仅仅是为自己存在，并在自身中有一种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被做的，而且是被另一个人做的愿望和意志。代替这种并列关系，我们有一种社会性之相互交织的关系。这种相互交织的关系显然是共同属于主人和仆人这两个表达它们的词之意义的。仆人的行为作为仆人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行为，并不仅仅是私人的行为，而是一种处于要执行他的主人的意志要求这种意识之中的行为；主人的命令是一种注入到仆人的主观性之中的有目的指向的意志，并且是通过仆人之实行真正能够达到的意志。但是这在两个方面，在主人和仆人中，都是在意识上存在着的。鉴于仆人的行为，因此主人完全正当地说：这是我的意志。反过来，仆人也完全正当地说：这是我的主人的意志。因此在社会性之中，一个主观性会超出自身而延伸到另一个主观性之中，这个个别的主观的生活本身不是保持不变的，而是在意识上与另一个人的主观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是在对经验的确信中与另一个人的主观生活在意识上交织在一起的，在这里，作为相互关联着的诸行为的诸相关的行为属于每一个主观的生活。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只要在我的纯粹的主观性之中所发生的共主观的经验已经架设起了从我到达现在为我在此存在的另一个人的桥梁，并且在他之中意识上的对应的经验也架设起了通向我的桥梁，并且只要现在我们双方一起不仅一个知道另一个，而且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是相互知道对方者，那么现在各种行为，思想的行为，爱的行为，恨的行为，希望的行为，意愿的行为等等，就能够作为将我们相互结合起来的行为出现，并且就能够这样将我们的主观作为主观结合起来。因此，向纯粹的主观性还原可以像下面这样进行，即我作为进行还原者只设定纯粹的主观性有效，此外不设定任何其它东西有效，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我自己的主观性，尽管它首先有效，并且是按照已经熟悉的自我论的方法有效，而且其它的主观性，并且一般而言，其他人的主观性，如同所有那些我本身所不是的东西一样，只有在我-在之中，在我的意识生活中，作为为我存在着的，才由在我本身之中实行的经验确信获得有效性。但是现在我必须不仅将在我的意识之中通过表现而出现的另一些人作为纯粹的主观设定为有效的，而且在我的被扩展了的对一切纯粹主观东西的兴趣中也将使我的自我，同样也使另一些人的自我，由它们通常的孤立状态解脱出来的那样一些意识的联系设定为有效的。由于将我之中和另一些人之中的一切非主观东西，一切自然和以自然方式附着的客观性都排除掉了，一切社会的行为也就都变成了纯粹主观的行为，并且它们以它们的我-你-关系之方式，将我的纯粹主观和有关的另一些人的纯粹主观结合成一个纯粹主观方面的统一。


  现在我们看到，关于个人的“联系”的说法，因此将众多的个人统握为一种个人式的整体的说法，并不是一种不适当的说法。凡是使用这种说法的地方，在那里目光（尽管这个目光涉及具体的身体心灵的众多人）肯定是特别地落在诸心理的主观上，落在将诸心理的主观在这些和那些社会行为中在心理方面结合成一个仅仅在纯粹主观的东西中建立的并联结在一起的整体的那种东西上。生活的实践并不需要现象学还原。如果现象学还原起作用，它就会使我们看到，诸纯粹个别的主观和由于社会的我-你-关系构成的、由诸纯粹个别的主观组成的诸主观整体，诸更高级次的主观性，诸复合的主观性。


  这种心理学之所以看不到这种被构成为整体的，被联结成主观的整体性的诸个别的主观，原因在于近代的心理学和近代的哲学的自然主义，以及它们没有能力赋予主观性之根本的本质，即赋予主观性之意识生活，主观性之意向性，以它的正当性。一百多年前在德国唯心主义影响之下建立起来的近代精神科学很喜欢谈论共同精神。没有比将这种说法贬低为神秘主义，或一种纯粹的虚构的神秘主义再普通不过的了。然而这是根本错误的。只有与此非常紧密地联系着的唯物主义的错误才能胜过它，这种错误将自然这种狭义上的实在性看作是这个世界中唯一的真正的实在东西，而将一切心理东西都看作好像是物理东西之一种幽灵似的幻想的伴随现象，一种归根到底是完全无意义的统握。然而在关于客观世界的经验中，某种先在性应归于物理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应归于作为物理的身体性的物理的东西：因为主观性只是由于以下情况对于每一个人才能够是可经验的，即主观性是在一种存在于其自我论的经验领域的物理的身体性中通过表现而显示的。如果在经验之进展当中这个显现着的身体变成了一种纯粹的错觉，那么这个在身体中进行表现的主观也就会变成纯粹的假象。但是诸主观之这种建立在物理的身体性之中的，更确切地说，建立在有机的身体性之中的属于客观世界的存在功能，并没有取消，也没有损害诸主观之客观的现实性。如果我们学会了按照其固有本质东西去看这些主观，那么也就会得出纯粹共主观的经验之直接的事实，这种经验之以社会方式联结成一种现实的而且是在纯粹主观东西中被引起的主观整体。


  在这里我只还能够简短地指出以下情况，即这样的联系不仅能够通过诸社会行为建立起来。正如诸个别的主观在模糊的、盲目的被动性的基础上发展它们的主动性一样，这同样的东西也适用于社会的主动性。但是即使是被动性，出于本能的本能生活，也已经能够建立共主观的关联。在最低的底层中，性的共同体就是通过性的本能生活建立起来的，尽管它也只有在实现当中才能够揭示它的本质的共主观性。在这里应该注意，即使这种被动性也属于纯粹主观性之范围，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可通过现象学还原加以研究。


  此外我还想指出以下情况，即每一个被联结起来的共主观性虽然是一个主观整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由诸个别的主观组成的主观性——这与一个物理的整体是由作为诸部分的诸物理的客体组成的一个物理的客体相似，但是另一方面，并不是每一个共主观性都是一个由诸个别的个人构成的人格性。更确切地说：那种个别的主观所固有的自我中心化能够在被共同体化了的共主观性中有一种现实的类似物，但并不是必然地具有这种类似物。即使我们面对诸个别的主观能谈论被中心化了的共同体之某种自我中心化，并谈论被中心化了的共同体之正在坚持的习惯，然而所能够谈论的也只是一种社会的人格。团体，通过城市政府结合起来的城市人群，通过统一的宪法和政府统一起来的全体国民，这些都是更高级次上的个人的例子。因为国家意志在一种真正的而绝不是非本真的意义上属于这个国家，或更确切地说，属于全体国民，而这种国家意志不同于公民的每一个个体的意志，并且这种国家意志是社会的一种持久的意志指向，并且一般而言，是社会的持久的行为指向，是习惯地发挥作用的，并且以类似于个别的自我的方式，以自我方式中心化。这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自我。但是在一种松散的社会团体中，例如一个舞蹈团体中，就没有这样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人格性，在一切暂时地联合成的商业的交易和商业的义务中，或者在联合成一种统一的意见、一种统一的同情等等中，也没有这样的人格性，尽管“我们”也指示一种自我化，但只是暂时地指示这种自我化。


  在对世界做纯粹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观察之态度中，我们以抽象的自然的态度获得了这个世界之普遍的结构，即自然。在相反的抽象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指向这个世界之中的纯粹主观东西的）中，我们现在能够从我们自身出发，在所有我们总是遇到的诸主观和诸主观共同体上实行这种扩展了的现象学还原，并借此而前后一致地实行纯粹主观的经验，或者这样说也是一样，实行纯粹心理学的经验。在这里区别当然是很明显的。即使是对纯粹的自然之结构的粗略的考察，就已经为我们显示出统一化之诸普遍的形式，如空间时间性，如被束缚于一些正在持续着的实在性东西上的并将所有这些自然实在性东西联结起来的普遍的自然因果性。自然本身是统一的，尽管这个自然也是在进展着的经验中才逐步地被认识的。那么全体精神在这个方面的情况如何呢？每一个个别的主观都是客观的和自在存在的，只要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是在客观存在着的身体物体中以可能的经验表现出来的。我们在从主观到主观紧密相连着的经验中能够发现的那些联系，是通过诸共主观的行为，诸社会性的行为的必然的联系。但并不是所有的主观都与所有的主观以社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那些在自身中包含这个宇宙的主观，肯定并不是全部地，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通过社会行为联合在一起的，这种联合的前提肯定就是它们通过纯粹主观的经验直接地或间接地相互联结起来。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这可能都有效。但肯定并不是对于地球上的人以及在其它星球上可能存在的与人类相似的生物都有效。因此或许仍还留下了借助于本能的联系。但是我们从哪里能够获得经验的根据，使我们这样地相信，一切世界的主观之间的这些在意识的被动性之模糊的底层中的普遍的联系呢？


  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么多，即在这个围绕着我们向无限远处扩展的环境世界中，还存在着围绕着我们在纯粹主观方面的被中心化了的统一化，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联系，同样也存在着存在于主观性之本质中的这种统一化之无限地（in infinitum）扩展的可能性。


  随着一个纯粹的，属于客观世界之内容的主观性突出出来，或更确切地说，随着一个能由我和由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以理想的连贯性经历的主观的经验之领域突出出来，某种极其重要的东西就被获得了。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关于心灵和心灵生活的科学的心理学，并且这种心理学负有一种与自然科学平行的科学的使命。但是为了真正满足这种意义，它显然首先必须被与关于心灵东西的纯粹经验联系起来，就是说与关于意识和意识主观性的纯粹的经验联系起来。如果这样的经验是能够前后一致地建立起来的，那么对于纯粹主观东西的普遍的描述也就是可能的；正如显而易见的那样，这至少就得出一种纯粹描述的心理学，即一种普遍的科学的描述，关心这种普遍的科学的描述之科学性，当然仍还是对于这种科学的描述之正确的方法所进行的特殊思考之任务。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尽管有一种客观的心理学，另外还必须提供一种关于纯粹主观性的心理学，然而这种关于纯粹主观性的心理学却是作为真正纯粹的心理学的第一的和基本的心理学。在这里正如在平行的关系中，即关于自然科学的情况中一样，同样是很显然的。自然作为世界之一个单纯的层次，超出自己而向外指示，与自然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是主观的东西；因此必然存在着一些研究，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一些科学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的是以具体化方式出现的自然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之实在的关联（或者这样说也一样，即物理的东西与心理的东西之实在的关联）。只不过从对立方面看，这同样的东西对于心灵和纯粹社会性的东西也有效。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心理物理的关联，即发现了一种相互联系着的研究，这种研究在两个方面以纯粹物理的研究和纯粹心灵的研究为前提。


  但是在圣诞节假期之前已经说过，这种真正平行意义上的心理学在历史上并没有得到发展，只有现象学通过其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才使一种纯粹的心理学，首先是一种纯粹描述的心理学，成为可能。但是一种这样的心理学之不可估量的意义超越了帮助心理学获得其真正的完全是必需的方法。因为如果一种普遍的和彻底科学的世界认识是可能的话，那么由这种纯粹描述的心理学出发，很容易想到对现象学还原的改造将导致彻底建立起一种证明自身是唯一可能的世界统握的超越论的世界统握。


  但是现在我们暂时仍停留于自然的世界考察之基础上，并处于纯粹心理学的领域之中，因此正如我们关于自然这个并行的东西所要考虑的正是在纯粹经验之基础上能够成就什么东西一样，在这里所要考虑的正是，在纯粹心灵的经验之基础上能够成就什么东西。正如已经说过的，纯粹经验过渡到纯粹描述。超出这种纯粹描述，科学还寻求什么样的真理呢？特别要思考，科学的心理学是否能够以相似于被称作数学的自然科学的近代自然科学的方式超出经验的真理之领域。暂时二者都被称作建立于敞开的纯粹的经验基础之上的描述，同样也被称作对于个别的经验事实的描述。难道不存在，而且是在两个方面都不存在一种必需的，而且是新的描述概念吗，这种新的概念随身带有超个体的必然性，并允许谈论先验的描述？


  在我们探究这种想法之前，与此同时，在我们将关于纯粹经验之世界的结构的整个学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之前，我们仍必须对这个学说本身进行补充和完善。


  附录XLVII  身体与世界。我们与世界。〈发挥功能的共主观性和被实现了的共主观性。在发挥功能的行为之中的关联〉（1926/27年冬季学期）


  处于与总是现实的“环境世界”之关联中的我们或我。环境世界的相对性。我作为“起功能作用的”主观性。我作为行动着的自我和受苦的自我，作为具有多种多样能力的自我，按照这种能力行动和反应的自我，拥有其变动着的所有物的，并被这些所有物推动争取新的所有物并获取新的所有物的自我，以自我方式生活，而且进入一个事物世界之中，一个价值世界之中和一个财富世界之中生活的自我，由这个世界而具有这样那样地喜悦和悲痛的心情的，大声欢呼的，悲痛欲绝的自我，生活于意见之中，并且仅仅在关于存在物的，关于价值的意见等等之中才拥有对于它而言是事实上存在着的，以价值方式而有效的东西等等的自我。这个自我作为起功能作用的自我，被称作意识之主观，意向式的主观，在它的作为意向的意识的一切生活中进行构成的主观，具有意识的主观，形成新的意识的主观，而且是在这种生活之每一次脉动中都形成新的意识的主观。它是行动着的自我，它作为行动着的自我同时又是被动的自我，在它的意识的被动性当中经验着刺激的自我，它在关注当中，把握当中，行动当中对刺激做出反应。我在=我拥有我的作为我的生活之自我式的统一的我的主观的存在。


  我与世界，这个为我存在着的世界，这个对我产生影响的世界，我对它产生影响的世界，我进入其中活动，进入其中思想，进入其中评价，进入其中实现的世界。这个世界作为总是对我有效的东西之全体，而且在有效时，作为世间存在着的东西之全体，作为现存的，在手头的，可进入的，作为对于我而言在此存在的，对于我而言现实的和可能的活动之领域——可能的活动之领域，这是主观的能做（以“我有能力做到”，“我能”，自我式的能力之方式）之领域。作为现存的，在手头的客体的，作为世间性的东西的其他人——作为起功能作用的主观的其他人，同时作为世间存在者的其他人。我本身处于这种双重的存在方式之中。我作为起功能作用的自我——它正是作为自我，作为意识的主观，而存在的——处于与其它的起功能作用的自我之关联中。起功能作用的行为之中的关联。我在我的意向性中将另一些人意识为共-自我，意识为是与他们一起进行经验的，与他们一起生活的，与他们一起受苦的，主动地，与他们一起（并且面对他们，这种面对就是这种“共”的一种样式）。


  这个进行交流的自我式的主观性之全体（这个单子全体，自我全体），作为相关项，这个世界方面的全体——这个客体全体，这个客观世界，实在性东西之世界。在其自然的范围内，这个“被实现了的”，“被自然化了的”主观性——它从它那个方面总是将起功能作用的主观性，而且是被理解为纯粹的功能的主观性，设定为自身第一的。对于纯粹的哲学之建立而言，最大的困难就是在对一切意义上的一切存在进行构成的纯粹的起功能作用的主观性——共主观性——和现实性东西之宇宙（其中包括被实现了的主观性和各种客观精神性）之间的划分。


  文稿22  〈心理物理的统一之构成的问题。被还原了的原本的经验不包含任何身体与心灵的联系。由移情作用所中介的  “自我人”这种统觉。〉关于移情作用的理论（1927年1月17日）


  预先给予了的世界。首先将心理学家还原到他的纯粹的主观性——在这个纯粹的主观性之中，“这个”世界作为被他意识到的世界，并且在还原到他的纯粹的和原本的经验的情况下，是在经验的显现当中显现给他的世界，以及在他的其它的意指当中被统握的世界本身。与“这个”存在着的世界“相对应”，在他的纯粹主观的领域中，在还原到他的原本的总体知觉的情况下（在这种总体知觉中，一切特殊的知觉都达到了一致的统一），有他的当下的世界图像，并且对于他的过去之连续而言，只要他能统一地经历这种连续，就有统一的包含这种连续的时间图像（在这当中，在进展本身当中所出现的“错觉”被排除了），这种时间图像在经验生活之继续进展中当然一直在运动。注914在心理学的态度中，如已经说过的，这个“世界图像”被置于这个预先给予的，本身绝对地自在存在着的世界（共主观的世界）对面，作为这个自在存在着的真实的东西之主观的“显现”，关于这种显现之切合性，应该以认识批判的态度加以询问。


  原本经验的这种内容因此包括来自作为自然的这个世界的东西，当它在知觉上一致地显现时，就作为自然之真正确实被给予的东西出现；“在”通过其身体而属于世界的这个主观“之中”，或者在这个本身不是自然的主观-意识生活之中，自然是原本地被给予的。这个在意识之中的超越的东西——看来人们一定会说，一个纯粹的模写作为原本出现，或者至少是，在主观性中被直观地给予的东西，以这样一种方式出现，仿佛它就是自身存在着的东西本身——因此是一种假象。


  然而对此心理学家——如果他不是认识论者的话——不需要说任何东西，尽管他的立场是这样一种立场，即他对面有自然本身，这个自然如同世界本身一样绝对地为他存在着，而这个同样以世间方式存在着的主观性，这个他在内在经验中把握的主观性，这个在其中他发现了这个被主观地知觉到的自然本身的主观性，是和自然本身不同的。


  总的来说，作为站在世界经验基础之上的心理学家，我实行了这种作为关于世界的经验之一个分支的对自身的经验。因此，我在对我自身的经验中，在经验时作为世界所拥有的，就是整个的被经验的世界本身，在对我自身的经验中所拥有的，就是作为不管以任何方式关于这个世界的意识，不管以任何方式在意识方面与世界关联的意识，世界如其被意识那样存在，因此“世界图像”作为核心，带有超出这个核心的一切意指。


  在向原本经验的还原中——在这种还原中我的确发现了我的知觉上的自然，但是也发现了作为以身体方式存在着的主观性的我自己的主观性——，这个主观性（而且是在还原到它的纯粹的主观的诸成分情况下的主观性）的情况如何呢？现在，我发现它是我的主观性，我，这个具有关于世界的一切形式的意识，并实行关于世界的一切形式的意识的我，也在自身中构成了自然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包括作为现象的“他”的身体；除此之外，还拥有一切统握，这些统握并不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知觉被证实，也不能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知觉被证实，如对于另一些人以及他们的成就的统握，对于共主观性及其成就的统握。但是当我将我假设为世界中的客体时，我不仅是我的纯粹的自身知觉之主观，而且我还拥有了一种超出这个主观的统握，作为对世界客体的统握。一方面，我直向地发现了这个外部的自然，此外我发现了自己的身体，并发现了我存在于该身体之中，通过身体与自然相关联，而且还发现了处于其与我的以身体方式的存在之关联中的多种多样的显现，我发现我的身体是意识的诸领域之载体；所有的这些都是在原本的经验中发现的，此外在其它的统握中就此所呈现的所有东西也都是在原本的经验中发现的。另一方面，如果我想要把握纯粹主观的东西，而将自然连同身体性的东西一起都放到括号中，仅仅将它们看作是我的经验行为之被经验东西，如看作主观的相关项的，看作我的生活之组成部分的一切世间的被意识东西，那么剩留下来的就只有这样一种统握，它将我的自我和我的整个的生活统握为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共主观地进入的，并且属于这里的还有，将我统握为如同每一个其他人一样的人。


  我是通过对另一个人的身体物体的原本的经验，并通过对他的作为以身体方式存在着的，作为知觉上活动着的，作为改变着定位——在这种定位中，他原本地经验这个环境世界——的等等的主观生活之间接呈现的经验，而经验另一个人的。注915我并没有将他的起支配作用的运动原本地经验为起支配作用的运动，特别是没有将他的移动经验为起支配作用的移动，我是将他的身体物体如同并非身体的其它物体一样经验为在空间中运动着的。因此，我在另一个人那里经验到一种空间物体的运动，这种运动不仅被他作为这样的运动原本地经验到，而且被他原本地经验为是起支配作用的行为（在这里，他作为他的身体物体所经验的东西，是以被限制方式经验的，已经不是被经验为像另一个物体那样的物体）。在对“异己的人”的统觉中，只是由于间接呈现，在起支配作用的运动和空间物体的运动之间的符合一致才得以实现，由此才完成了身体物体的客观化，通过这种客观化身体物体才变成了一个“如同每一个其它物体式的事物一样的”物体式的事物。注916这另一个人首先具有一个作为对于我和对于处于与他的关系中的每一个“其他人”而言的在完全的意义上空间事物的身体物体。因此每一个其他人对于我而言都是空间中的一个物体，同时又是一个主观，这个主观将这个物体在主观的给予性方式中主观地经验为身体，主观地经验为它的起支配作用的行为之器官——这个起支配作用的行为确实是第一个起支配作用的行为——，另外与此相关联，世界被经验为外部的物体世界，但是在主观的定位方式中，在这样地被给予它的世界内部，借助于它的身体主观地起支配作用的一个主观，引起定位的改变，造成位置的移动等等，这种运动对于我而言，并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具有客观运动的意义。


  现在我以统握之前后一贯性将我统觉为处于与另一些人的关联之中的又不同于另一些人的人，统觉为被另一些人以这种样式统觉的人，因此我的原本的经验世界，我的自然，就获得了一种客观的自然之意义，这个客观的自然是一个能够被每一个人以相同的方式当作“外部的自然”经验的自然。


  因此得出：


  1）将我的经验世界还原到我的可原本经验的经验世界的这种还原虽然导致被我原本经验的自然，但却是处于主观的样式之中的自然，而不是作为在其中给予自己的身体和“外部事物”以相同地位的那个同质的自然。处于原本经验之中的我的身体借以与对于我而言可经验的其它事物区分开来的那些必然的特性决定了不允许我的身体在属于作为敞开的可能性的每一个其他人的相同意义上的空间中运动。在我的原本的经验领域中，我能够没有诸事物地接近和离开，但是对于身体而言就不存在像诸事物之间的相对运动那样相对运动，或更简单地说：在对我的身体的原本经验中，我的身体不能摆脱它的唯一的给予性方式的主观方式。所有的“事物”（“外部的”自然之“事物”）彼此都是相同的，它们是多种多样的给予性方式之诸统一，这些给予性方式对于所有事物而言都具有同一的类型。但是身体在其给予性方式之中是独立存在的，而且是作为总是共同起作用的身体在与诸给予性方式的对比中作为器官而存在的，因此事物性的给予方式之一切变化都相关联地涉及到身体方面的给予方式。


  2）只有借助于异己的经验，并通过建立起共主观性，一种同质的自然——在以下方面是同质的，即所有的身体对于它们的主观而言，在内在的给予性之中都具有身体之特性，而在外在的给予性之中，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呈现出事物之特性——才被构成。


  现在每一个人只要将他的身体统握为能够被每一个其他人统握为物体式的事物，他就同样也将他的身体统握为物体式的事物。


  但是我是如何在对自身的经验中将我统握为自我-人的呢？我的确只是将我原本地经验为意识的主观，经验为在与我的身体的关联中，并且通过身体与物体性的事物的关联中存在着的意识的主观。在原本的经验中，我并不是那种允许在原本地被经验的统一中将一个物体的方面和一个主观的方面分开的客体-人。在原本的经验中，我的身体是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作为物体被给予的，而且是作为具有诸实践的特性的器官的诸规定性的物体被给予的。如果我进行反思，那么我的自我就以课题的方式作为存在着的自我，以相应的意识方式被分给身体。但是在这个身体上我并没有发现作为心灵的，作为人的主观性而属于当下的身体的，在这里统一地被构成的，与身体一起被给予的，处于这个具体的整体之统一中的具体的主观性。人的主观性不仅是作为个人的这个自我，即我在我的原本的经验中通过反思作为存在着的自我所把握的这个自我。


  以最初的本源性作为客体被给予的人，是外在的人，在我对面的人，他的自我是另一个自我，正如我的自我与其原本的经验领域相关联一样，另一个自我也与其以卓越的方式被构成的身体（作为它的器官）相关联，与其“外部世界”等等相关联。在我之外的这个人，处于我的外部事物这个原本的领域中，但是与此同时又超出这个外部事物的原本领域，持续地间接呈现这个处于与它的原本地给予它的身体，与它的意识世界之意识关联之中（特别是在它的存在行为的意识关联中）的异己的自我。因此将自我置于中心的意识生活之统一得以间接地呈现出来。在这种意识生活中被意识的身体性和自然以变化着的意识上的样式属于这种意识生活。当我向我自身看去时，我就发现我的原本的领域，并发现我与之有原本的意识关联的、作为我的诸经验事物当中的一个事物的异己的身体物体，但是我发现它是这样一种间接呈现的承担者，这个承担者间接呈现另一个自我的具体的原本的意识生活，而且是这样地间接呈现，以致我必须将我的自然和它的自然，即这个被间接呈现的自然，视为同一，然而是在对于它的给予方式与对于我的给予方式方面的差异中视为同一的，此外将它的身体与被给予我的物体视为同一，——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被给予我的物体正是它的身体，因此，身体这个同一的客体是作为物体原本地给予我的，而对于它是作为身体原本地给予它的。如此等等。因此在我的外在的给予性中，在我的知觉领域中，我发现了一个作为第二个主观性，但是被准当前化了的主观性之承担者的事物，这第二个主观性作为一起在此存在的而属于该事物，而这第二个主观性在这里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之准当前化的变样，这种东西对于我而言是自我和我的意识与我的身体的关联和我的意识与我的事物世界的关联，但是这种东西对于我而言并不是作为心灵被给予的，因为在这个领域中，甚至我的身体也只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是一种在其中被构成的意向的客体。


  只当这种进行间接呈现的联结将一个与一个主观的，并且暂时尚未完全客观化的世界相关联的自我和意识生活，连同一个在其中被原本经验的、处于具体的普遍性之中的世界联结到一个被客观地给予我的（在我的具有第一特征的“外部世界”之中的）物体之上时，这个作为身体的物体式的事物之作为心灵的具体的普遍性之客观化才被建立起来。由于这种对于我而言的进行间接呈现的经验，这个外在的事物具有这样一种普遍性。正如它原本地给予我的那样，它以个别的方式在它的身体性中在许多确定的指示当中表现出来，显示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仍是通过与我的身体性的类比（尽管有被改变了的给予方式），作为一个整体的心灵的普遍性类似于我的整体的心灵的普遍性，这种整体的心灵普遍性在这种进行间接呈现的经验之进展中，通过新的特殊的指示，在一致的证实之中得到进一步的规定。


  这种通过对在异己的生活中被经验到的东西之以间接呈现方式的连带设定引起的共主观的综合，现在建立起了这些共主观的客观化。属于这些共主观的客观化的，不仅有作为只是现在才是完全客观的自然的共主观的自然之客观化，而且还有具有身体和心灵的人性本身的客观化，这二者现在都变成了客观世界中的事实，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经验的。


  我作为自我-人对于我本身而言是如何成为可经验的呢？我的身体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是物体，并且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是一种普遍的自我生活之承担者。我的身体并不是这样地被给予我自身的，而是作为在我的“意识世界”之中的中心客体被给予我的，作为外部事物世界之中心被给予我的，而不是作为充分意义上的事物被给予我的。但是如果我倾听“移情作用”之间接呈现，那么这种不充分的客体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就恰恰是作为外部的客体而是可经验的，同时，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就以这种外在性并以下面的方式而是一种被间接呈现的普遍的主观生活——我的普遍的主观性——之承担者，即我在这里作为我的身体发现的被原本地经验的东西，是对于被另一些人在外在的显现方式中经验为人的身体的同一个东西而言的纯粹主观的显现方式。另一些人在这里作为心灵而间接呈现的东西，既包括这种主观的给予方式，也包括所有那些通常我以一切给予方式所经验的东西，和我的主观的行为方式。对于另一些人而言，我的整个的生活就是被联结起来的统一，而且是被联结到外在的身体物体之上的统一，正如我经验它那样的我的世界，是某种主观的东西，是被我经验到的世界本身，是一种显现方式，是一种关于与他们在他们那个方面经验到的东西同一的东西的普遍的给予方式，并且是关于这个同一的世界的普遍的给予方式，这个同一的世界是能够被每一个人以相同的规定内容经验的普遍的同一性。因此我是以间接的方式将我经验为人的，通过这种方式，我只能将一个客观世界经验为对每一个人而言的世界，因此我是以经过“其他的人”的间接方式，以及使将我的世界和每一个人主观地构成的世界视为同一成为可能的间接方式经验这个世界的，而这种视为同一是以下面这种方式进行的，即这一个主观的一个主观地以本质上不同的（尽管结构上相似的）形式被给予的世界变成了在该主观中显现着的世界本身的主观显现。对于每一个主观而言，它的身体都是唯一的身体，都是作为外部世界主观地围绕它定位的自然之中心的一个卓越的存在。在更高的构成阶段上，它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而是在自身中包含着人和人的文化的世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和每一个人而言，自然之这种原本被经验的东西变成了共主观的统觉之承担者。我的身体变成了事物，它以特殊的被限制了的方式为我显现，而以不同的方式为其它的自我显现（以相反的限制显现，只要它不能占据它的身体的位置）。这个客体，这个身体，是一切主观之一切主观的显现方式中的同一的东西。我的身体的心灵变成了我的无所不包的主观性，我和所有那些我能以原本经验——直接的原本经验和反思的原本经验——经验的东西，作为一定会被每一个人在我的客观的身体中间接呈现为我的人-自我的东西，变成了我的无所不包的主观性。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全部原本经验作为自身经验就是在其中我的心灵能够被我经验的那种主观的显现样式，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它是可以间接呈现的方式被经验的，并且根据情况，根据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我的情况，是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被经验的。


  当我的自身被经验到了的身体存在于充分显示出世界的统觉之中时，它就具有客观性之形式——不是作为关于那种每一个人都能经验的，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显现方式经验的同一的东西的空洞的想象的形式。注917而是如我们看到的，属于这里的有一种复杂的意向性。并且如果我还原到我的纯粹的主观性，那么对于该主观性来说，心灵这种样式就又是某种以复杂的方式回溯到共主观的意向性的东西，而我的纯粹的主观性，在我的原本的经验中绝不是作为被联结到我的原本地被经验的身体上的某种东西以某种方式存在的。心灵的关联完全不属于被还原了的原本性之范围。


  附录XLVIII  注：在这种统握中，我作为人，并不是原本经验之，自我而是——尽管是以间接的方式——由这样地按照身体并按照心灵解释而来的自我人〈写于20年代中期〉


  作为实在性的主观，人，身体，心灵，都是实在的——根据移情作用，根据“解释”而是实在的。解释性的统握并不意味着，异己的身体物体首先是作为物体而成为课题的。其实，在任何解释中都不是这种情况，人们称作解释的东西（例如从哲学上解释词句的意义，就是从一种不确定地一般的解释（希腊词语，也许已经是说话用的词语），向一种确定的，由模型指示的解释过渡，尽管通常是极其多义的）。


  但是现在应该注意，解释在动物对一切实在东西的统握之中，以及在对实在东西的统握之构成成分中都起作用。即使是在对我自己的统握中，在我将自己当成课题时发现我是人-自我的那种正常的统握中，就是说，在将我的体验统握为人的心灵的体验等等中，也起作用。


  将另一个人统握为人——这是原本的解释，并且只有这样，我才获得对一个作为人的人之原本的意识、原本的知觉。这另一个人是第一个人，我不是第一个人。


  如果我将我统握为人，那么这就是说，我将我统握为与另一个人，在原本的解释中被统握为人的任意的另一个人，是同一的人。我总是有另一些人，有时是以确定的一般性，一般情况下是以地平线的方式，以不确定的一般性，在我的领域中拥有的，并且我将他们设想为是会将我统握为人的人。这些以不确定方式被连带设定的解释，是与我的原本的自身经验处于同一性统一之中的，而这种原本的自身经验并不是解释。但是无论如何，也只有借助于解释我对于我而言才是人。


  附录IL  〈形而上学二元论的原因是混淆了原本的对自身的经验和客观的心理学的对自身的经验。关于自然的客体之原本的共主观的地平线意识。自己的心灵之构成和异己的心灵之构成〉〈1927年7月或8月〉


  关于内在的知觉以及内在知觉一般和内在经验之自明性的全部心理学的理论都是由于混淆了原本的注918自身经验和作为客观的自身经验的自身经验，心理学的自身经验而产生的。心理学意义上的自身经验在自身中已经包含了与别人的经验之经验地平线的关联。在笛卡尔那里，在将关于内在知觉和内在经验之全部的统握都回溯到这种经验地平线时，就已经存在着这种混淆，这种混淆就包含于对作为进行思想的“东西”（“res” cogitans）的，作为这个世界之第一成分的自我（ego）之被以为的发现之中，由自我（ego）出发，然后总是借助于一些技巧，其余的世界才能开发出来。只是由于这种混淆，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才是可能的。


  在布伦塔诺那里（而迈农追随其后）也是：只有内在的知觉才是真正的知觉，在他那里，内在知觉被理解为关于世界之中的心理东西的经验，关于心理学的心理东西的经验。但是我只是在客观的经验中才经验到我的心灵，并且我的作为对我的心灵的经验的自身经验，是遵守其他人关于我的心灵的经验的，正如我关于事物所拥有的知觉，是遵守其他人关于该事物的知觉一样。即使是物理的经验，因此每一个外部世界的经验（关于在我之外的世间东西的经验，关于在我之外的人的经验，以及关于我的心灵的经验），如果我将它纯粹看作内在的经验，与此同时忽略关于其他人的经验之连带有效性，或者明确地以抽象方式排除这种连带有效性（以自我论的方式还原），也就不再是关于世间东西的经验，关于“客观的”存在者的经验了。自然，身体性，甚至这个经验着这个自然和我的身体性的我本身，在这种还原中就再也不作为世间的而有效了。当然，当我纯粹抽象地将我还原到我的纯粹的存在，还原到我的绝对的固有本质性东西，还原到作为我的自我论的环境世界的这个自然——然而我将这个世界保留在朴素的有效性之中——时，我确实是这个客体，我的自然也确实就是“这个”自然，这个客观的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还原的产物，就是我的关于所有这些东西的视角，就正如这一类东西在纯粹原本的经验中呈现那样的视角。但这只是因为我将世界保留在朴素的有效性之中，而并不考虑世界的有效性预先就意味着其他人的共存在，以及其他人的经验之共同有效性，以及所属的假设，即一致的共主观的经验能够“通过实验”并通过观察建立起来。


  但是如果我走超越论的现象学的道路，如果我还原到作为先于一切客观性的并作为一切客观性之前提的主观性的原本的主观性，如果我还原到自在第一的东西，那么我在背景中就恰恰并不坚持我的朴素的世界有效性，而是有意识地将它们放到括号中，并且预先就放到括号中，完全放到括号中。


  但是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问题：诸客体，一切世间的东西，是可能的知觉之对象；在知觉中这个客体是原本地（originaliter）被给予的，是作为它自身被给予的。但是这个知觉客体是和诸主观的地平线一起而且也和对象式的地平线（对象式的诸要素的地平线以及其它对象的地平线）一起被知觉的，属于这些地平线的还有诸其他人以及他们的存在于共同有效性之中的诸知觉。这种知觉作为对于客体的知觉使客体连同属于该客体本身的某些规定内容达到（尽管是单方面的）给予性；如我确信的，这个对象作为被我以原本方式知觉的对象，同时又是能够被每一个人原本地把握的、原本地知觉的对象。我能够以现象学的方式说：凡是我为我原本地构成的东西，虽然它是我的主观地固有的东西，但只要它是在我之中原本地被构成的、具有对象性意义的理想的极，它就会借助于这些规定短暂地原本地呈现出来。但是如果我实行移情作用，或更确切地说，如果我在移情作用的有效性之中生活，我就会和对另一些人的“知觉”一起，并借助于他们的经验之共同的有效性，理解到，他已为自己构成的东西和正在为自己构成的东西，是同一地同一个客观的极。并且我以假设的方式有一种确信，即没有一起进行经验的和不确定地或确定地被假设的另一些人一定会经验这同一的东西。每一个原本地被经验的客体的规定都一起属于每一个人关于这同一的客体所具有的知觉之地平线。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从这个客体原本地经验到了不同的对象性的特征，并且能够经验该客体本身，而且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原本地经验的所有的东西，作为属于每一个其他人也许会知觉到的该客体的东西，都一起有效。一种困难的情况。知觉具有它的作为原本的所有物的意义，但是作为这样的原本所有物具有一种进行预期的地平线的意义，这种进行预期的地平线的意义参与规定被原本地把握的东西，不仅是在对象性的意义之敞开性方面，而且也在已被获得的和将能获得的整个的原本意义方面参与规定被原本地把握的东西，只要这种意义只有在与共同体和共同体的经验之关联中才是客体的意义。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困难；一方面，如这种关联被构成的那样，对于我而言，其他的人肯定也是通过知觉一起为我在此存在的。这又回溯到共同体，这难道不是一种无限的回归吗？或者这是一种并未真正地被构成的重复？如何理解这种相对主义呢？注919


  但是对于自然客体的知觉（我在知觉中拥有这些客体）原本地具有这样一种意义，即要参照异己的知觉，要参照证实之一切主观的可能性。有关另一些人的知觉，有关另一些人之自然身体性的知觉，有关另一些人的心灵的连带知觉，但是另一些人的心灵是我不能原本知觉的。我能够通过原本的知觉追踪我自己的主观领域，这个领域作为心灵，客观上具有其由移情作用而来的意义，由对另一些人的经验以及由这另一些人的关于我的，对我有效的经验而来的意义。因此建立于其上的统握之首要的东西、核心，就是我的原本的自身经验，第二位的东西，是被建立起来的关于这个作为身体物体的异己的物体式的身体的经验，在这种身体物体当中，身体性按照其“已获得的东西”前后连贯地对我表明为是以身体方式起作用的行为，和以身体性方式进行感觉的行为。起作用的行为，这并不是我的起作用的行为，但是在这种已获得的东西之连贯的指示当中，一种间接呈现被建立起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具有处于与一个由其它的异己的主观东西构成的地平线之统一中的、被我并被他本人知觉到的身体——之原本的在场被建立起来了。


  由此我尚不拥有作为人，作为客体的另一个人，并且尚不拥有作为客体之规定的他的心灵，同样我也尚不拥有向着将我自己统握为人，将我的原本的经验领域统握为心灵的经验领域方向的进展。为此需要我有关他的统握和被嵌入他之中的有关我的统握的综合，只要能够指出，他作为另一个自我（alter ego）是我的自我（ego）之变样，就如同“我在那里”那样，并且指出，他作为另一个自我“从那里出发”一定会把握我的身体，并一定会将我的身体解释为身体，并且指出，因此我就这样地作为人而被给予他，如他作为人被给予我那样——以心理物理的方式被给予。于是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由已知的其他人和也许尚能假定的未知的其他人构成的敞开的地平线，我与这另一些人一起生活于共同体之中，并且他们也相互生活于共同体之中，据此，我就继续如我所是地为我存在，但是这个纯粹的“为-我-存在”同时又包含这样一种意义，即作为可共主观地经验的、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已经是可个别地经验的身体性之被指示的心灵，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经验的。但是对此必须预先指出，我的原本领域中的每一个自然客体和我的身体，都包含一个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同一地经验的东西之地平线的意义。


  关于一个主观的物体之主观的统觉，关于作为另一个自我之身体的我的原本的感觉领域中的一个“感觉”之主观的统觉，或者异己的人主观的统觉（这种统觉是本身第一的）——异己的人这种主观的经验——以这种经验的一致性导致对他所拥有的有关自然的诸经验（在这些经验中他构成他的自然）与我关于自然的诸经验之综合，或者导致我的物理的经验包含有下面这些地平线的意义，即它们是关于他以物理的方式所经验的那些东西的经验。此外，属于这个现在共有的自然的还有我的身体物体，而属于另一个人的经验的现在也有这样一种东西，即他在知觉我的身体时将我经验为另一个人，与我在知觉他的身体时将他经验为另一个人相似。因此现在属于我的自身经验的有这样一种地平线的意义，这种地平线的意义确定地就是：我存在，并且我作为自身被经验的人所是的东西，和我作为那里的另一个人之另一个人所是的正是同一个人。然后接下来就是：每一个人对于我而言都是另一个人，并且是对于我的每一个另一个人而言的另一个人。所有的人相互间彼此都是另一个人，并且是他的另一个人的另一个人等等。并且按照内容，他们都是另一个人，按照内容他们对于自己本身都是直接的自我（这个处于其交往之关联中的通常的自我概念已经包含“另一个人的另一个人”）。因此这个自然也就是被每一个人以最初的原本性以感性方式经验的宇宙，并且同时是另一个人的宇宙，并且是作为另一个人的另一个人等等的我自己的宇宙。


  至于诸异己的“主观”，诸心灵，它们首先是以主观的方式被统觉的，对于我而言，被经验为赋予我的感觉论上的自然领域之中的诸身体以心灵的东西。但是诸异己的主观也是诸异己的主观所经验的主观，并且每一个主观如我本身一样，由于在交往方面的统觉上的构成物，被经验为对自身而言存在着的，同时又被经验为对其他人而言存在着的（作为这另一个人的另一个人）。因此每一个主观都是客观地存在着的。但它是与它的作为自然物体的身体一起客观地存在的，在与另一些人以主观方式的交往中，我一定会发现，一定会经验到，这个自然物体与他们所有的人原本地经验到的自然物体是同一的自然物体。我的感觉领域中的（因此然后对于诸其他人，并且又对于这些对于我而言直接就是其他人的其他人）每一个事物都具有被认识为是“每一个人”都能原本地经验的地平线意义，现在每一个事物对于每一个人都具有这种地平线意义，而且是这样地具有的，即每一个人都能够与处于交往之中的每一个人一起将他的事物与该另一个人的该事物视为同一，并且能够对在这当中所显现东西按照显现的一切规定性视为同一。我经验为异己身体的每一个身体都包含有地平线：客观的身体物体，每一个人不仅能够将该身体物体经验为是客观的（同一地共主观的）身体物体，并且一定会承认它是客观的身体物体，而且还会经验到地平线，并一定会承认地平线：该身体物体作为另一个人的身体对于我所具有的表现的有效性，该身体物体对于每一个人客观地具有的表现的有效性。每一个人都是人，在自身中纯粹都是自我，但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是这同一的身体之心灵，按照心灵固有的存在，每一个人在知觉上只有他的心灵，而每一个其他人的心灵则是被连带知觉、被间接呈现的。


  附录L  1）处于正常的生活之中的人如何是经验的统一呢？2）如何达到对作为更高级次的自然的实在性东西之统觉呢？〈写于1925年夏季学期或1926年/1927年冬季学期〉


  其他的人属于我的外部世界。我是如何拥有这个作为经验之课题的外部世界的呢？现在我被托付给外在的知觉，在知觉上四周都是在空间中扩展着的事物，在这些事物上在时间中发生的诸过程，诸事物，诸身体——动物，人，还有艺术品等等。我经验到人们，我知觉到人们，这种知觉活动通常是指向作为个人的他们“本身”的；当我在这条通道上通过对身体的知觉而这样地指向时，这个当下的身体就属于这些个人，以这样的方式属于这些人，即这些人恰好都是“在身体中生存的”。然而当我转向外部世界时，虽然我意识到我自己，但是在这里我不就是处于表象方式之中的背景中的客体吗？就如同我在我的知觉领域中在我之外拥有另外一些人那样，也许还是作为暂时是非课题的另外一些人而拥有的？


  在这里应该说：在生活中观察另一个人时，我所拥有的只是这一个人，这个作为空间中的客体的另一个人，而且是处于某种定向之中的，“在那里的”，在我的右边等等的那个人，这一个人是他的身体的主观，是与他的环境世界和自己本身发生诸意识关联的主观，而他的身体正是我在我面前知觉到的这个身体，我主观地经验为他的主观性之表现的这个身体。


  如果我对自身进行反思，那么我就从外部客体返回到我的身体，返回到我在我的身体之中的存在行为，返回到我的通过操作我的知觉器官而知觉诸外部事物的行为，返回到我的在行动时与另一些事物打交道的行为，返回到我的与另一些主观发生联系的行为等等。此外，在这里我会想到这样一种态度吗？在这种态度中，我将我理解为由身体和心灵构成的实在的统一？在此之前在作为心理物理的实在东西的另一些人那里我不就已经必须实行这种统握吗？但是我是如何就另一些人获得这种统握的呢？因为，我上面所描述的东西确实不是这种东西。在这里，自然的态度肯定就是这样一种态度：身体存在于那里，该另一个人存在于该身体中，他将该身体作为器官来拥有，他经验该身体，通过该身体经验其它的东西，——然而对于我来说，他在该身体中为我表现出来。这在我看来，这种自然的生活永远进展不到那样一种程度，即以自然的-实在的方式统握人，不论是统握另一个人，还是统握我自身。


  自然主义心理物理学的考察方式是如何发生的呢？


  我称作自然主义态度的这种态度指向处于外在统觉之中的诸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e）、诸客体——指向诸归纳的-诸因果的统一性的东西。在这些讲课中所称的自然主义态度注920就指向纯粹的自然，指向共主观的东西，指向能够被每一个人原本经验的客观的东西，指向第一的和原本的有广延的东西。但是这个心理物理的东西也是实在的，也是归纳的-因果的统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但是存在于这里的这个东西并不能很容易地、精确地说明特征。这个实在的东西是与诸情况相关联——在相同的情况中能够期待相同的东西——的诸实在的-因果的特性之同一的“实体”、同一的基体。关于一个文化客体，就不能谈论这相同的东西。文化客体的诸意义述谓并不是作为实在的偶性而属于一个这样的客体之实在基体的实在的述谓。


  人具有诸心灵特性，这些心灵特性作为诸实在的偶性而属于人这种实在的统一。这种实在的基体一方面是诸物体性的偶性之物体性的基体。另一方面，这同一的基体也是心理物理的基体。


  人是主观，并以主观的方式行事、从事活动等等。他是诸个人式的特性之基体。而这种基体是诸特殊的性质之统一。但是在这种心理物理的统觉中，在人这种统觉中，我们有对象这个一，就是说，一个基体，这个基体同时具有作为也是归纳的-精神的特性的诸自然的特性（作为纯粹物理的特性）。这个归纳的-精神的特性意味着什么呢？


  作为自我，这个人有诸体验，他实行诸行为。作为自我，他具有若干“信念”，他有已经形成的诸统觉。但他是如何具有特征的呢？他是如何具有一种统一的特征的呢？他有诸习惯。当我注意到他在相同的情况下总是一再地具有相同的行为举止时，我就看出了这些习惯。他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政治信念，我注意到，当谈到政治方面事情时，他总是一再固执地以相同的方式表现。人们在改变着信念。然而我注意到，这个人不能放弃一种一旦相信了的信念。因此这种特征学上的东西是以归纳方式进行构成的问题——它是作为实在的东西被统觉的。但是应该区分：一方面是由固有本质的自我式的根据而“内在地”落到这个自我身上的习惯性东西，另一方面是特征，它作为“经验式的特征”，作为实在特性，是“外在地”落到这个自我身上的，或者：一方面是个人式的诸习惯东西之构成（自我式的诸特性之构成），另一方面，是处于外在统觉之中的个人之诸“实在的”特性之构成。


  在作为实在的统觉的人这种统觉中，我拥有这种统觉与一个实在的对象之一种统一性。这个对象具有诸实在的物理的特性，具有诸实在的自我特性，但是此外，因为存在着诸物理的状态和诸心理的状态之共存与相继的诸归纳的规则性，这个对象还有实在的心理物理的特性；或更确切地说，这个人-实在的东西还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在物理的情况中相应地以主观方式行事，而在心理的情况中相应地以物理方式行事，在这种情况下，由联想出发这种行事的行为恰恰能够纯粹地外在地理解为是归纳的-外在的关联性。这个人是实在的东西，是诸归纳的特性之统一性的基底。但是在这里，这个人也作为自我被当作前提，这个自我的确已经一起进入到这种归纳的外在化之中了。这个自我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是诸个人式的特性之基底。


  那么关于处于我的客观的环境世界之中的一个人之正常的统觉是关于作为这样的心理物理的实在性东西的人之统觉吗？当谈到“人”这种统觉时，我必须区分：1）作为实在客体，作为空间的实在东西的人，2）作为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个人的人，3）纯粹的主观。


  如果我有了关于一个人的经验，并且我处于正常的态度之中，以正常的方式指向作为这个人的他，那么我就是指向这个个人，指向在那里的这个“自我”，指向与它的环境世界相关联的具有各种样式的一个意识之主观。我指向那里的这个自我（我们说，这个个人），这个连续地经验着它的身体，通过它的身体进入世界之中起作用，通过它的身体获得关于它的环境世界的知觉，并且从环境世界受到刺激（经验来自环境世界的刺激），因此通过它的身体与作为个人的另一些人“发生关联”，以个人的方式影响另一些人，并经验到由另一些人而来的个人的影响的自我。注921


  当我在正常的自身经验中直接地对我进行反思，而这种自身经验是作为正常的意向上的指向指向作为个人的我自身时，我就原本地（originaliter）发现了我自身。


  但是如果现在我将作为在我对面的另一个人的人当作课题，并且如已经说过的，我正常地指向（以意向方式指向）作为个人的这另一个人，那么我就不是原本地提供他的个性，而是我原本地经验到他的空间物体式的身体，并且作为“一起在此存在的”经验到他的个性，尽管这种个性对于我来说是“主要课题”。但是通过和这个首先被给予的物体式的身体（这个物体式的身体与他拥有的并支配的作为他的器官的物体式的身体是同一个东西）一起在此存在，这个个人就在世界中在这里存在，并且首先是在我的环境世界之中的这里存在。对于我而言，他的个人并不是某种自为地在此存在的东西，和只是与这个身体物体联结在一起存在的东西，而是由身体物体通过多种多样个别的表现而综合表现的，是以移情作用的方式被指示的，因此同时是一个表现接着一个表现地与身体物体一致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并没有做到在与身体的对立中纯粹就本身把握主观性，并且在与心灵的对立中纯粹就本身把握身体。


  我能够以抽象方式仅仅指向作为外部的原本的经验之全体的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有的就只是诸物理的事物，因此这里只是这些身体物体。我也能够抽象地指向纯粹主观的东西，指向“心灵”。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能够以下面这种方式更具体地把握这一个邻人和每一个邻人，即我将他看作是身体物体和“心灵”之统一，或者看作是作为自身完整的身体的物体与经验上和它不可分割的主观性（它在它那个方面是自身完整的）之统一。现在我的课题不是我按照表现的指示而对之进行探究的个人的主观性，而是关于身体与“心灵”之经验的统一。现在归属性之这些路线从身体物体性的东西通向相应的心灵的东西。整个的心灵属于整个的身体，但是在这当中包含着心灵之某些附属要素属于身体物体性之某些个别要素。我要强调说，在这里这种归属性是经验之统一之表现，因此属于经验意义本身。因此在我的外部的空间的-客观的环境世界之中，具体的客观的人是心理物理的实在的统一：更高阶段上的归纳的统一。


  文稿 23  这些讲课之进程〈1927年1月〉


  1）在现象学还原的情况下，指向自我论的主观性的态度。


  a）在原本经验范围之内的自我论的主观性。在这种主观性的内部和现象学还原的内部，现在作为世界现象剩留下来的东西就是：我的身体，作为“外部世界”的，作为意识之对象性东西的被还原了的自然，以及作为关于这种意识之对象性东西的意识之主观的和关于一切与世界关联的意识的意识之主观的自我。


  对处于这个被还原了的领域中的自然按照它的可知觉的东西，按照它的显现方式之“主观的”方式加以描述；这些显现方式之诸进程的关系和身体性之显现方式的一致的综合之进程。关于身体性的现象学。知觉的身体性。身体作为感觉领域之承担者而被给予，触觉领域以及与它相符合的诸领域（热和冷，味觉等等）在身体中的定位。在特殊的意义上，身体作为进入到外部世界领域中起作用的一切行为的实践的器官，以及作为对作为自然客体的身体本身起作用的一切行为的实践的器官。一切自然客体的显现方式，还有身体的显现方式，对身体之有机的构成之依赖关系——身体在知觉领域内部之有机的构成。此外，处于行为之中的和处于偏好之中的主观与世界的一切种类的关联，最后，一切主观的东西。


  在这种进程当中，虽然我们曾有指向主观东西的态度，但是我们是从所思之物（cogitatum）（这个“世界”）出发而走向一切主观的东西的（在这个主观的东西中，世界是作为显现者，所思之物，被评价之物等等被给予的），并且最后走向一切主观的东西一般，也走向现象学的反思之主观的东西。从以上427我们能够看出：我作为意识的主观而存在，我作为意识的主观而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为我获得了诸主观的特性，诸持久的习惯，并且在这些习惯的关联中，我为我获得了持久供我使用的诸客体。


  关于身体：一个具有或大或小的体力的人；肌肉的力量——但是肌肉并没有被原本地经验。返回到动觉。处于使动觉起作用之中的“能量”。“抗力”。自然的因果性和作为身体之因果性的自我-因果性，在身体中这个自我作为施展能量的自我起支配作用。


  文稿24  我的自我，我的生活，我的“心理的东西”，〈在与非我的对比中〉以自我的方式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自我作为绝对个体的原本领域，我能够按照其必然性揭示这个原本领域〉〈也许写于1927年1月〉注922


  我的“表象”之全体，我的意识体验之全体。什么东西表明我的表象是我的呢？难道在我的意识领域中我也有另一些人的表象吗？为什么这些表象不是我的呢？正如被表象的（被我经验的）诸事物并不作为构成我自己的存在的、构成我的自我和我的心理生活的而属于“我”一样，异己的自我主观及其“心理生活”，因此它的“意识”之流，它的“表象”之流，同样也不属于我自己的存在，不属于我自己的心理生活。与此相反，被我经验的事物“本身”，作为我的经验行为之不可分割的被表象的东西，被以为的东西，则属于我自己的存在，属于我自己的心理生活，同样还有我表象另一些人，表象他们的表象的表象行为之中的被我表象的异己者的表象本身也属于我自己的存在，属于我自己的心理生活——并且这些东西被转用到另一些人的被表象的东西本身上，被转用到他们的表象上。为什么“我的”表象不可能是另一个人的表象，就是说，不可能作为数量上同一地我们共有的体验，而只是或多或少相似或相同（当然并不是绝对相同）？一个被表象的表象，一个被意识的意识，的确可能是我的意识。因此对我以前的表象行为的一切重新回忆都是我的，它的被表象的东西，被重新回忆起的表象行为，也是我的。但是，是什么东西标明在被表象的东西当中的这个“是我的”，与此相对的这个“不是我的”，而且是在被表象的表象行为（和进行表象的自我）中标明这种东西呢？因为在这里事物性的实在性东西作为非-我从一开始就肯定不可能是我的，除非它是被我表象的东西？令人惊异的是，人们从来也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提出过这个问题，因此也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回答过这个问题。


  我们不可能通过与我的身体的关系本源地定义我的东西，因为我的身体作为我的身体已经以我的可本源地经验的特性为前提了；同样，“另一个人的东西”也不能靠另一个人的身体本源地定义。我的身体是物体，它可能被我知觉为我的感觉领域之承担者，可能被我知觉为我的意志之器官等等。在标明身体时，我和我的东西无论如何都已经被当作前提了。这个最本源的我的东西，就是我的生活，我的“意识”，我的“我做事和我受苦”，它的存在就在于，它是本源地预先给予作为起功能作用的自我的我的，就是说，它是能够以原本性之样式，以它-本身之样式进入的，经验的，看见的。对于我来说，我的全部生活都是可原本地看见的，是起功能作用的生活，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匿名的生活，或者是现实地被看到的生活，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课题式的生活。这个我之本源性本身具有这种本源性之诸阶段，注923但是贯穿于所有这些阶段的是现在应该澄清的这个我之本源性。


  我注924是意识的主观，作为意识的主观，我存在于我的一切意识之中，并且在意识当中我将我联系到作为我的被意识之物或被我意识之物的被意识之物上。在现象学的纯粹性中：我思（cogito）和自我（ego）及所思之物（cogitata）是在一起的。我的意识，作为纯粹的自我生活的我的生活，是流动着的意识本身，在对我的生活进行反思时，我能够将这个流动着的意识本身就本身而当作课题，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的生活以意向的方式在自身中包含着我的被如此思想的东西（cogitata qua）。但是我还可以说，我的自我正就是自我本身，并且我并非毫无缘由地说：我的生活：我能够在我的意识生活之变化中（在这种意识生活之变化中，这个自我在每一个我思［cogito］中都作为极起作用）对我进行反思，并在我的同一性中把握“我”，当然，在这当中，我作为进行把握的自我（作为在这种意识之脉动中将我视为同一的行为和把握我的行为之自我）只有在新的反思中才能成为课题，并被和对以前的诸把握行为进行反思的那个自我极视为同一。


  我将各种各样的事物看作是存在着的（我以这样一种方式“以为”它是存在着的，即我不仅一般地将这个被以为的东西当作被表象的东西“浮现在脑海中”，而且是这样地将它们浮现于脑海中，即它在存在方面是对我有效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在以为的行为之进展中，在不管怎样意识为是存在着的这种行为之进展中，被证实，各种各样的事物以自身证实之最本源的方式，以直接“一致的”经验之最本源的方式，即以连续进行证实的经验之最本源的方式得到证实。


  如果我考察这个对于我而言被证实了的或“合法地”有效的东西之全体，对于我而言合法地现实地存在着的东西之全体，那么这个全体就具有两种形式：或者它在它的对象性的意义上（在总是被以为的并且总是显示着的“内容”中）包含这个自我，并且特别地包含自我的东西，或者它不包含这个自我和自我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这样：不论我可能以课题方式以为什么，并因此也可能证明、经验，不管是以前述谓的方式还是以述谓的方式证明、经验，我任何时候都能够以这种以为的行为，更确切地说，以这种陈述的行为，做出某种改变。我不直接地去以为A！，我能够以为（能够作为课题的内容而拥有）“我以为A”；以“我以为”代替每一个课题式的我思（cogito），例如代替我知觉它，我记起它，我经验它，我陈述它，我相信它，我猜测它等等。课题式的我思（cogito）在广义上可能意味着进行设定的意识，就是说，不仅是设定存在的意识，而且还是进行评价的，以意志方式进行设定的意识，但是在这当中我能够很容易就将每一个这样的意识转用到关于被改变了的内容的一个存在设定意识上，例如将进行评价时的以为的意识转用到这样一种意识上，在那里，价值以存在方式被设定，例如价值是述谓的存在课题。


  一般来说：如果我实行一种我思（cogito），那么在这当中当下的所思之物（cogitatum）就是不折不扣的课题，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处于这个课题之中，并且相关的我思（cogito）本身也不处于这个课题之中。但是我能够使我和我思成为课题，而且是在完全直接的反思中使它成为课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把握住它——把握住它本身，而且仍然是在这种本源地未被削弱的生动性中把握的，尽管如我能够“看到”的，是在被把握状态这种被改变了的样式中把握的。在直接的把握行为的这种根本不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想象的方式中，我把握我的生活，并将它把握为生活之流，第一性地并且是以最初的直接性将它把握为当前的流动之原初现象，然后将它把握为生活之过去和生活之将来。无须停留于这些极其复杂的和很难阐明的问题上，让我们注意下面这个问题：我不是我的生活，而是生活于我的生活之中，并且在经验时，在经历这个生活或通观这个生活时，我总是我。在重复经验时，我肯定是这个同一的自我，并且作为这同一的自我，超越这些流动着的生活的瞬间，贯穿于这些流动着的生活的瞬间，而具有诸相对持久的特性、习惯。而且我从把握它们的行为中也已经就有了这些东西，它们属于已经作为起功能作用的自我的我。


  因此我们总是有在作为起功能作用的，但不是被把握的自我和我思（cogito）的自我和我思（cogito）（起功能作用的主观性）和可能被课题化了的，被直接把握的或自身被把握的自我及其我思（cogito）之间的划分，或者简短地说，应该区分起功能作用的主观性和客观的主观性（被对象化了的主观性，被以课题方式经验的主观性，被表象的主观性，被思想的主观性，被述谓的主观性），并且不论什么时候我将我当作客体来拥有，此外不论将什么东西当作客体来拥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同时都必然是作为起功能作用的自我存在于课题之外的，作为这样的自我，对于我而言，是可通过作为起功能作用的自我之一种新的，现在重又不是课题的活动的反思进入的。现在如果我们来观察或者如果我来观察这个当下的并且总是对于我存在着的东西（作为对于我总是有效的东西，总是合法地、直接地在一致的经验显示中以及在以之为基础的间接性东西中真正存在着的东西）之全体，那么这种存在着的东西之全体就彻底地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东西：一方面是非-自我之领域，即“我所不是的东西”之领域，另一方面是自我本身和那些作为自我的东西，作为“我的东西”而属于我本身的东西。


  然而以此尚未获得一种真正彻底的区分，或更确切地说，应该强调指出，不仅应该一般地在我和“其它的”客体之间进行区分，而且应该将我和“其它”的客体当作两种具体的客体进行区分。在第一种区分中，即在为了以后能进展到一种绝对的区分，我作为一种相对的区分所实行的区分当中，我发现了“诸客体”，下面这种意义上的诸绝对的客体，即非-自我的客体；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我本身也是“客体”，因为我也能够在能为我显示的诸存在物之全体当中发现我是存在着的。我绝对不会发现，我是唯一地存在着的。我虽然在诸非-自我的东西当中发现其它的与我相似的东西，如我经常说的，发现其他的人，然而我显然将我作为我所是的这个唯一的人，与这些“其他的人”区分开来。但是在我探究这种唯一性之前，我还要思考下面这种情况，即在这种最初的考察中我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将诸客体理解为世界的诸客体并将为我存在着的东西之全体理解为宇宙。


  但是现在很容易就能够看出，我称为我-在之中的自我的这个东西、自我、在这个世界之中的其他人当中的这个人，和我作为这个我-在之中的自我所指示的东西，包含一种由诸现实的规定和诸可能的规定（更确切地说，由构成作为人的我的诸标志）构成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分离成：一个复合体，作为在一种被突出出来的意义上的自我的我所固有的东西，和另外一些规定，这些规定就属于我，只要我以前以不同方式在空间上-客观上作为存在着的以有效性而拥有，这些东西就属于我。我是在与我自身所不是的东西一起，在与我自身所不是的东西的结合之中，经验到我的东西的（只要我认识到它作为存在着的是不同的），然而这种空间的东西却不是必然存在的，如果它不存在，我自己的存在并不会被取消。我在自己的东西上，在纯粹主观的东西中，有一种必然的存在，这种存在具有存在的必然性，这种存在的必然性先于为我存在着的一切客观性的东西。这种客观性的东西之当下可能的不存在，并不取消处于我自己的存在必然性之中的我本身：我的纯粹的自己的存在，这个以纯粹性而是我自己的东西，这个与我不可分割的东西，不能从我身上被取消的东西。我也能够意指自己的东西，能够将它看作是为我存在着的，然而它却不存在；但是所有对我有效的东西都以我和我的必然的东西为前提，并因此总是以处于一种必然的存在状态之中我的自我为前提，这种必然的存在状态已经被我的一切意指行为当作前提了，不管这些意指行为是针对别的东西，还是针对我本身。因此我先于我本身，并同时先于一切非-自我。我的非-自我就是所有那些对于我而言可以想象为不存在的东西（尽管它也作为存在着的而显示出来），就是所有那些对于我而言可以想象在其存在方面可以取消的东西，可以否定的东西。但是那种我像下面这样经验的东西，即在经验它时，我再也不可能认识到一种非存在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必然东西之全体，并与此同时，这种一次性东西（个别性东西）之全体，就必然是属于我的。


  为了阐明这一点让我们考虑以下情况：我自己的存在对于我而言是不会失去的，就是说，当我经验不论什么东西时，当我意识不论什么东西（其中包括将我自己当成课题）时，我的存在是不会受怀疑的，是不会被划掉的，并且在所有那些为我存在的东西那里，我的存在都“在场”，只要我的意指行为暂时所意指的所有东西存在，并且是由我的正当性赋予，我的证明，我的论证，因此是由我的主观的体验和我的主观的自我活动而获得的其存在的确定效力的。如果我必然存在，那么我就会经常意识到，我存在，更明确地说，这个“我存在”是确真必然的设定，当我经验自己将自己作为课题拥有时，就不会发生非存在，就“不可想象”非存在；并不是仿佛关于我的一切陈述——“我在”这个确真的陈述中包含的一切陈述，“我在”这个陈述可以说在形式上包含了关于我的一切陈述——都是确真的，因此这种被陈述的东西就排除了可能的非存在，这个陈述不可能是假的。我存在，并且这个陈述在课题式的自身经验之持续的可能性中有根据，这种课题式的自身经验从它那个方面以能够阐明的方法确真地回溯到一种持久的非课题生活，这种非课题生活能够作为自明的反思而形成课题，而这种反思的基本特征就是原本的把握。提供最终根据的第一反思就是对当前的反思：我当前存在、现在、我处于一种当前的生活之中、我有一个当前的领域。当我向这种当前领域看过去时，我就不可能将它划掉，在对它的内容有一切陈述之前，有一切更详细的规定之前，它就存在，在一种未被阐明的经验之一致性中不可划掉地存在着。我在这里原本地（originaliter）把握的东西，而且是作为原本的当前所把握的东西，就是我的当前，更确切地说，就是我的当前的生活。


  我作为当前的-自我，是我的外在的经验行为之主观，在这种外在的经验行为当中，我经验到空间世界的东西，在这当中我将我自己经验为有身体的人。我经验空间世界的东西，这首先就是说，我知觉它，作为清醒的自我，我拥有一种持久的、空间的空间事物性的当前。这种空间事物性的东西在原本的经验中是非-自我。尽管有这种原本性，但它可能并不存在，它的在进行经验时被设定的存在并不是确真必然的。这种外在的知觉行为作为我的原本的当前（作为我的自我的东西，与我不可分割的东西，不可能从我划掉的东西）而属于我本身，但是被知觉的东西，在知觉中作为在空间中存在着的而对我有效的东西，并不属于我本身。不可分割地属于我和我的原本的、自我的当前的，是这种对我有效的行为，以某种知觉内容对我有效的行为，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在自身中包含着作为一个空间中存在着的东西之“显现方式”的，一个空间中存在着的东西之视角的知觉样式，因此包含着这种知觉之存在，这种作为显现的显现之存在，包含着知觉的相信以及被相信的东西本身等等，但不包含被知觉的存在本身。这个处于其多种多样特殊形态之中的并处于其一个知觉（这一个外在的知觉领域的一个知觉，或更确切地说，关于这一个在外在知觉领域中单方面地并受限制地显现出来的世界的一个知觉）之统一中的正在流去的外在知觉，属于我自己的当前，是我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另外还意识到空间世界的东西，并通过空间世界的东西，面向作为总是对我有效的，总是为我存在的世界的“这个世界”。


  将这种为我存在的东西还原到处于纯粹原本性之中的我和我的生活（我的“意识”），这就是还原到我的处于其不可划掉的固有的本质东西和“个体性东西”之中的纯粹的此在，就是说，还原到这种此在之绝对的一次性东西。在其生活之原本性中绝对同一的这个自我之多次性是无意义的，同样，关于它的下面这样一种意义上的生活之多次性也是无意义的，即仿佛一种意识体验任何时候都能够作为同一的意识体验重复发生。


  原本的当前沉没了，变成了持存，而这个持存又能够作为重新回忆被再次唤醒。我的生活不仅是当前的生活，而且曾作为过去的生活存在过，在我-现在-存在当中也存在着向我-曾-存在和我-将-存在的转变。


  在处于其总是被预先规定为将来的向新当前过渡中的原本的当前中，存在着一些持久的结构的必然性的东西，我持续地存在着，而且是在某种结构中持续地存在着，并且我曾在具有持久的结构形式的过去之时间形式中存在过，等等。


  我以我的一次性，以对于我而言的我的存在之原本性，并且以我生而具有的形式结构，以确真的必然性存在，我必然存在；我所是的东西存在于这个作为假设的东西的，但是作为必然地被预先规定的东西的，尽管绝不是能够预计的东西的地平线内部。自我——这个我能够按照其必然性揭示的绝对个别的原本领域。


  附录LI  对向自我还原的澄清，因此是对原本经验的界定。〈我的纯粹的生活被定义为对于我而言是本身可进入的东西〉〈可能写于1927年1月〉


  我——我的生活（我的意识流）——我的诸习惯的特性。在这种生活中，我意识到多种多样东西，并且将这多种多样的东西意识为是存在着的，而且也证明它们是存在着的。这个对于我而言的存在之全体，对于我有效的东西，对于我而言是合法地有效的东西，显示出来的东西和能显示出来的，并且作为能够一再地显示的存在为我剩留下来的东西是存在着的。


  现象学还原被理解为是向我的纯粹意识生活还原，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自然的意义上我作为以身体方式在此存在的自我-人属于这个世界。这个自我被给予我自己，我想象它，我对它做出判断，我肯定是通过知觉，通过经验而确信我自己的存在的。在这种经验中我经验到我的身体，但是也经验到一切种类和形式的我的意识，我的有意识，我的我思（ego cogito），以及在其中以对象方式被意识的东西，其中正好包括我自己和我的当下的有意识，此外还包括许多其它东西、事物、其他的人。不论什么东西被给予我，不论我经验到什么东西，我都能够对我关于它的意识进行反思，我都能够对我意识它的方式，对它向我显现的方式进行反思。因此我总是作为我的存在之领域发现我的多种多样的隐蔽的或以反思方式把握的被意识东西，这些被意识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而第一个东西则是根据已经运转起来的对意识的反思在反向把握时所看到的东西。


  因此在以自然方式进行的对自身经验中，我发现我和我的意识生活，并且同时发现这个空间世界、诸事物、人们，还有我的身体，并且发现我的意识也许不仅是关于这个身体的意识，而且是受身体的对于我而言在意识上确定无疑的和被经验到的此在实在地制约的，实在地与身体不可分割的意识。现在我还原到我的纯粹的意识，并且还原到作为纯粹的自我的我。将整个的环境世界，将一切空间的存在，一切自然的东西，一切实在的东西，都放到括号中。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前后一贯地克制自己不做课题式的设定，不设定经验世界的有效性，不使经验世界之存在有效，不坚持经验世界之存在有效。外部经验之持久的流贯穿于我的清醒的生活。我将它看作就是这个流，但是我设定这个流本身并且我在坚持这个流的存在有效性时，并不坚持在这个流中被经验东西之存在的有效性，不管这种被经验的东西怎样被证实是在这个流当中存在着的。我将这种被证实的情况当作这个流当中的事件，因此当作这个经验之全部内容，保持在这种存在的有效性之中，但不外是这样地保持的，即我将这种对有效性的意识，将这种相信行为和这种相信行为之“正确”，这种相信行为之“成为现实”的情况，当作意识本身之要素置于具有所属的新的内容的新的相信行为之中，然而我只是作为不参与的旁观者做这件事情。当我同时想要证明我设定有效的东西为存在着的东西时，我就这样地获得原本地被经验到的意识的，即纯粹意识的原始生动的流，只要在这个流当中一切被经验的东西和一切被原本经验的东西（它不是意识）仍被放到括号中——对它们不采取任何已实行的态度。而且这个原始生动的流，这个生动的意识之当前，就是以其生动性流动着的意识之当前——就是我的意识。


  我发现我是自我，但纯粹是“纯粹的”当前之自我。我并没有由于我将这个世界，其中包括作为人的我，放到括号中，因此在我的存在领域之中的，在我的存在有效性领域之中没有了我的以人的方式的存在而消失。我，始终仍是从前我曾以多种多样的存在有效性所是的同一的我，是自我，但纯粹是作为这个当前的生活之自我，在这个世界性东西中，只是作为被以为的东西，作为被相信的东西出现，但不是作为以它的在此存在而直接对我有效的出现。不论在保持还原的情况下另外还会有什么东西属于我，我作为这个纯粹的自我，都是这个流动着的当前之同一的自我。我不可能怀疑或否定这个处于对我而言明显可能的悬搁之中的自我和我的流动着的生活，但这并不是说，我现在想做出的每一个陈述都一定是正确的，并且对于该陈述而言总是存在着这种意义上的“客观的”真理。如果我要陈述，我就只能像下面这样绝对确真地陈述：我存在于这种生活之中，并且这种生活，这种瞬间就流过去了的生活，存在着。并且我在这里所陈述的东西，只应是对这种流动着的存在之表达，并没有提出超过这以上的真理要求。如果我对这个当前进行研究，我就会发现它的地平线，我就会发现持存，我就会发现可能的重新回忆。在这种持续的还原的态度中，我在进行经验时就展示出我的过去，我的可能的经验之诸成分，我的将会到来的未来，并且我发现，所有那些作为世界经验的意向性而属于世界经验的东西，都涉及它的被以为的东西本身和它的被设定的东西本身。


  我按照过去和将来以其固有的一致的经验有效性（这种经验有效性具有所属的诸确真的结构），为我展示出一个无限敞开的经验领域，即展示出我的意识流，但并不是以下面这样一种经验的有效性展示的，这种经验的有效性将我在这里当作我个别地固有的和以纯粹的方式固有的而展示出来的每一个个别的东西，都当作如同我的当前一样确真地存在着的，就是说当作不可消除的，提供出来。这个领域在这样一种限度内具有某种客观性，即在这里在这个不可消除的当前中新出现的一切东西任何时候都能够以返回到这个领域的、把握自身的回忆之形式被再一次经验；所有的东西都必然是一次性的，但是在它的一次性当中，却能够在重复的重新回忆中作为它本身被再次把握，因此是总是能够重新实行的经验之同一东西，这些经验当中的每一个都有其起源的正当性，并且在综合的经验之一致性中得到证实。在这里，原本地进行经验的行为就是这种处于其过去的东西之样式中的当下的主观东西，同样也是处于其也许是将来的东西之样式中的，大概可能的东西之样式中的当下的主观东西，当然是这样地是这种东西的，即并不排除被划掉。无论如何，它是经验（这种经验具有一种可证明的并且与我不可分割的确真的结构）；并且总的来说，一个具有内在时间之个别的形式的无限敞开的经验领域是通过现象学还原展示出来的，这个领域就是我的纯粹的生活之领域。


  正是因此，一个能够被证明的意见之无所不包的领域被开辟出来了，这些意见之本质的东西就是，每一个这样的意见都能够通过经验被证明，或者能够通过经验而作为无效的被排除。每一个意见都必然是真的或假的，它是与作为纯粹主观性的主观性相关联的主观的真理和主观的谎言。现象学还原为我展示出来的存在领域——这个领域因此是通过经验，通过自身给予，通过返回到被以为的东西，以“自身”这种原样式像下面这样界定的，即每一个客观的存在设定一直被放在括号中——就是我的纯粹主观的存在领域，并且这种还原首先是导致处于我的生活之中的我的自我，或者导致我的纯粹的生活和如其在这种生活中“现实地”存在那样的，或曾存在那样的，或将存在那样的我的自我。这种纯粹的生活，这种整体的，对于我而言能够纯粹地把握的，而且是按照其自身之样式把握的，能够真正经验的生活，能够作为生动的当前而且是作为原本的当前经验的生活，能够作为过去，而且是作为原本的过去经验的生活，能够作为自身被看到的过去而被经验的等等的生活，是我的生活。因此我的纯粹的生活，我的纯粹心理的东西，就这样被定义为就其自身存在而言我可以“直接”进入的生活。


  一个异己的自我是一个对于我而言不可能作为它本身进入的异己的生活之自我。进入到本身之中的东西，本身被把握的东西和能够把握的东西这个概念，也被转用到想象上。在原本的想象行为中我想象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被直观，仿佛它是属于我的。异己的主观东西，甚至不能作为想象方式的东西在“好像（quasi）它本身”这种样式中呈现，而是在“好像（quasi）被施以移情作用”，“好像（quasi）是异己的存在和生活”这种样式中呈现的。


  然后这个概念被转用到我的习惯性之领域。我的纯粹的习惯、纯粹心理的（纯粹现象学的）习惯，是在我的纯粹的生活中显示的习惯，是通过我的纯粹的生活由我并为我形成的习惯。因此它反向关联到我的可原本经验的意识生活之无所不包的领域。在这里，异己的主观性对于我来说，是在我自己的意识生活中，以间接的方式，作为异己的人，就其纯粹主观的东西被意识到的。异己的主观性是主观性，是处于异己的意识生活之中的异己的自我，异己的主观性生活于对于它而言可原本经验的生活之中，但是这个对它而言可原本经验的生活本身并不是我的原本的经验之领域，而是在我的原本的经验领域中以一种“间接的”新式的意向性被意识到的东西，借助于被我原本地经验到的“异己的身体性”指示的，被间接呈现为以共现前方式显示的，然而并不是像下面这样地显现的，即它对于我总能够是可原本经验的，——否则该异己的主观性就会与我的主观性是同一个主观性。


  因为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一切东西，都只是通过我的意识，作为在我的意识当中的而以意向方式存在的，都只是作为通过在我的意识当中显示的而存在的，因此异己的主观性也是如此，因此对我的意识之揭示和对我的纯粹意识之揭示，就是一切以系统方式进行的揭示之基础。澄清我的纯粹的自我之理念和我的纯粹的生活之理念——我的处于其纯粹固有本质性之中的和处于其纯粹的个别的唯一性之中的心理东西之理念——是澄清一切心理学的理念和一切现象学的理念之基础。


  附录LII  关于“原本经验”之可发现性的思考  （1927年1月）


  我在原本经验内部进行对比：处于其固有本质之中的、在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被我意指的自然，和作为课题的自我本身。像下面这样说不是更好吗：


  1）在我的原本经验内部存在着作为能够被无限地（in infinitum）探究的，并且本身自成一体地关联着的课题的原本的自然。代替连贯地探究自然，我能够将一般地在原本经验中为我呈现的时而这个东西时而那个东西当成课题，在这当中就有根据诸固有本质规定的诸自然客体，或者处于其显现方式之中的、处于其在我的经验面前的此在之中的，以及处于其如其在显现时决定我的感受等等的方式之中的诸客体。


  2）现在我能够将处于其无限性之中然而仍自成一体的这整个的原本领域当成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属于这个课题的因此还有：自然个别地，或者作为自然一般，被我以原本的经验行为之无限性所经验的方式；自然在其中被意指的，被知觉的，被回忆的，被一致地经验的那个进行经验的生活；而且还有差错出现的方式，并且在我的原本经验中被区分出：从前被经验为存在着的而现在“被贬低”为非存在的，被宣布为无效的自然；自然客体触动我的感觉的方式，在涉及自然客体时我考虑另一种存在之诸可能性的方式，以及考虑我介入的实践的可能性的方式。在这之前，还有我的自然的身体供我支配之方式，我通过我的自然的身体进行知觉之方式等等。如果我对所有这些东西以同样的方式感兴趣时，只要我对原本经验之全体，更确切地说，对可原本经验东西之全体感兴趣，那么属于这里的因此就还有对处于其固有本质性之中的自然进行前后一贯的描述之理念。但是在这种无所不包的态度中我看到，在这种无所不包的课题之中，诸被经验东西之一种独特的具体的统一将一切特殊的被经验东西联结起来；我看到，这里涉及的不是单纯的集合，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具体的主观性；被还原到我的原本经验的具体的客观性与作为我的原本经验的具体的主观性是同一的。


  我是如何看到这一点的？当我开始时，我已经有了这些“预先给予的东西”。无须我过去将自然当作并且现在仍当作连贯的理论的课题，自然肯定是持续地为我在此存在的，诸种刺激总是由它那里发出来——正如一般而言为我在此存在着的世界发出诸种刺激一样，由为我在此存在着的人们、诸文化客体等等发出诸种具体的刺激！这就是说，在这种刺激当中，过去没有任何课题式的射线贯穿于其中的统觉，现在变成了诸课题式的意向，这种课题式的意向在继续进展中是以课题式的经验之形式，以课题式的实践之形式径直地向外的。世界统觉一直存在着，只不过没有运用。并且个别的统觉有一种普遍的关联，借助于这种关联，意向在以课题方式生成时，就进入到这种关联中继续追求，而来自自我方面的主动性和反应在感受到时总是同时起作用。注925我只需要看，并且我发现了这整个的世界之统一——世界已经在这里，我只需要反思，并且我在这里，在这些统觉之范围之内，在这些主观的活动等等之范围内，看见我，尽管这个范围也并非预先已经是“统觉”，并非预先已经作为知道的和已经被主动实现了的给予了。


  附录LIII  〈在原本领域当中的内在性和超越性。真正的和真实的  超越性是如何可能的，共主观的超越性是如何可能的？〉〈用于1927年1月/2月的讲课〉


  我们来谈谈情态。


  在原本的领域中。身体和外部事物，处于其被刺激状态和主动状态中的自我。我的自我进行经验，诸客体进入其知觉领域中，刺激这个自我，对注意力进行刺激，这个自我转向这些客体，它的兴趣被引起，比如由于事物之在感觉方面引起的刺激，或者是被唤醒对事物之另一个外观的记忆，特别是对美的外观的记忆，但是这种外观并不是通过转向就能直接获得的，例如，在一座山的外观中对它的全景的记忆，但这个记忆要求登上它的峰顶等等。因此这确实要求行动。同样还要求对事物进行改造的行动。因此一个自我能够实行和实现的所有这些极其不同的行动和兴趣方向都落入到了原本经验之领域中，一切特殊的自我东西也都落入到了原本经验领域中。


  评价行为的自我行为和意愿行为的自我行为也都显示出确信之差别以及确信的情态之差别或类似的差别。进行判断的确信，进行评价的怀疑，进行评价的删除。意愿的确信，坚决的意愿行为，在意愿当中产生怀疑，赞成一种决定，更多地赞成这种决定，取消这种意志。


  有立场的行为，有立场的意识，以及中立的意识。整个的想象领域都属于中立的意识。想象进入到意识之中的行为，沉醉于意识之中的行为。做梦的行为，我仿佛在实行行为，但是我在做梦，我生活于想象之中。这里涉及准当前化，但并不涉及记忆，并不涉及预期等等。记忆和预期都是有立场的，因为在它们当中被准当前化的东西以样式的方式存在着，或者以存在之情态作为有很大可能性的，作为可疑的，作为无意义的，被给予，相反，准确地说，在这里所出现的是一切确信的情态，但却是处于一种深深地涉及它们全体的“仿佛”这种变化着的方式之中的确信的情态。空的意识也以相同的方式属于有立场性和中立性。在想象的准当前化中的双重的反思；在这当中具有其想象知觉等等的想象-自我，仿佛-自我，它并不是我的过去的自我，而是我的被以想象方式改变了的自我。


  知觉方面的东西也能够中立化，从有立场的样式提升到想象的样式，或中立性，如同当我在一种知觉方面的东西中为我举例说明另一种东西时那样，但我并不以确信或以确信之情态，以存在方式设定在这里被知觉的东西发生了，而是像一个艺术上的幻象那样对待它。这个作为当前的而显现着的东西，在这里是无意义的，但它并不是对我毫不相干，它确实使某种东西显现出来，仿佛那个东西是存在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东西是一种知觉上的想象。有意的中立化：这个现实的东西，仿佛它不存在，像是一幅图画，如审美观察中的一幅风景画。因此它是一种贯穿于一切意识当中的变样。可重复性。沉醉于想象之中，真正的想象行为。改变态度：我意识到我和我的当前的领域。


  这种态度的改变，以及我们从一种直观的想象（最广义上的）中提取一个存在者，即提取一个可想象的东西，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可能性；不问存在或非存在、无须真正采取确定的态度而能够想象的东西是可能的。注926


  原本领域包含作为极的这个自我，对于一切为它存在着的对象而言的对立极，这些对象是作为能够一再地被视为同一的对象，能够一再地显示的对象，而存在的；但自我极也如同对象所是的那样不是空的极，不是同一性之点。对象是同一的东西，但它是诸同一的规定之同一的东西。自我是同一的东西，但它是诸持久的表态和诸持久的习惯之同一的东西。当然它在其诸抉择当中变换着，这些抉择只是暂时对于这个自我继续有效，并决定这个自我本身。但是由于它在其诸习惯的变化当中都有其风格，所以它在其一切行为中都保持着一种持久的特征。


  现在在内在性和超越性之间进行区分：对于这个自我而言有两个存在领域被构成，一方面是它的体验、它的体验流之领域，这是一个在特殊意义上的内在的时间领域，是我的生活之流的时间。另一方面，诸超越的统一性东西被构成，一个超越的世界和作为个性的自我本身被构成，这种个性同样也是超越性。在每一个经验的客体那里，我们都区分被经验的东西和经验之统一，在知觉行为中被知觉的东西本身，比如物体事物，和在给定的瞬间主观地被给予的东西。


  当一个对象是以下面这种方式作为时间对象被知觉时就是超越的，即它只是按照它的构成方面的诸规定之一个侧面，一个部分，真正被知觉的；或者等值地说，当有一个由向前抓取的意向和充实构成的不可分割的结合属于对它的知觉时，因此当这种知觉作为具体被给予的总是设定得比真正被给予的更多时，就是说通过预期进行设定时，它就是超越的了。因此超越的被给予性总是另外还指向可能的充实或指向此前可能已经存在过的充实。


  我上面说的是两个不同的存在领域。一切超越的存在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因此在每一个现在，都有其内在的被给予方式。所有东西都被规整到这种内在性之统一中，这种内在性之统一就是主观性之具体的生活之统一，一切内在的东西都在主观性之具体的生活统一中有其位置，在当前和内在的过去中有其位置，这种位置作为诸当前之顺序有其固定的时间顺序。这些超越的对象是在内在性中显示着的对象，在内在性中被设定的对象，或者是被空洞地以为的对象，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被知觉到的对象，但是始终是以假设的方式被知觉到的，尽管是以自身显现的样式被知觉到的。在原本的领域中，在“物体的世界”、“自己的身体和外部实在的东西”的名目下，我们有一个超越的，总是被知觉到的，然而却是被假设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特性就是，这里的每一个假设都能够一再地在原本的知觉中得到充实。一个事物所是的一切东西只要没有被知觉，它就是可知觉的，或曾是可知觉的。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知觉之对象。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是诸知觉系统之相关项，这些知觉系统本身在内在性之关联中部分地是现实地出现的知觉系统，部分地是由已经出现的知觉系统所引起的知觉系统。偶然地落入到经验之中的新的东西也是从早先形成的东西而来的动因所产生的显现着的东西。如果我们想象这个被赋予了如我所有的诸感觉事实之进程和诸统握之进程的自我，并且如果我想象，所有的东西都相互协调一致，如同在我的无所不包的经验中的情况那样，就是说，如同在我的内在地流去的生活内部那样，那就很清楚，所有这些东西都得到了充实，以便能够迫使我将这个显现着的世界设定为现实的。我至多能够克制自己不采取任何态度，但是我也能就内在性这样做。另一方面也很清楚，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的存在，完全被包含在这个生活之内容本身中，并且这种存在是与作为这个生活之主观的我不可分割的。我不可能怀疑，凡是在我前后一贯地这样经验的地方，在其中我总是证明被经验的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被经验的东西与经验活动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


  世界是意向式的对象性的东西之理念，这个理念总是已经在进行经验的自我之迄今为止的一致的经验中得到证实，如果这个自我以不同方式调度它的经验活动，这个理念就会在这个自我之自由地进行经验的支配活动中以不同的规定显现出来并再次地得到证实，因此将来也会得到证实，不管我选取什么样的经验方向都会得到证实。但是这个世界也在以下方面有假设式的确实性，即它抢在将来的经验的进程前面并假设：这个进程如同回溯时一样——它曾一直存在过——将会仍然是一致的进程。但这是一种绝非必然的假设。但是也没有任何东西显示这个假设一定会令人失望，而迄今为止的经验之进程是这样的，即这种形式上相同的假设属于每一个阶段，而且这个进程是这样地继续着的，即这个假设本身总是被证明为假设。因此我以假设方式确信，这个世界存在——只要我如我现在这样活着，我就确信。第一个确信就是：我存在，我生活，绝对不可消除地存在与生活。


  第二种超越性：真正的超越性。借助于这个在流动着的内在的主观性中被以假设方式设定的原本经验之世界，并没有超出这个主观性之自己的存在，它只是以假设的方式被预先规定的主观性的生活之某种样式。这个纯粹的主观性就自己本身而言是绝对的，一切原本可经验的东西，甚至这个假设的东西，只要具有这种能够通过原本经验得到充实的东西之特征，就都属于纯粹的主观性。但是移情作用也延伸到这个原本经验之外，通向另一些自我和另一些原本经验，因此超越自己的自我及其内在性以及原本阶段的意向东西。这种真实的和真正的超越性如何可能呢？我的世界如何能够呈现一种新的意义，由于这种意义，它本身变成了真正超越的世界，主观间的世界呢？


  附录LIV  〈纯粹主观的经验（首先）只能作为自我论的经验被构成。纯粹自然的经验（首先）只有以关于我的自然之原本经验的形式才是可能的〉〈约写于1927年1月〉


  首先我能够说：在对另一个人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经验中，我将他经验为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经验为与我的自我相似的自我。我能够将我想象为纯粹旁观自己者，想象为纯粹经验自己的主观，并且我也能够这样地为我想象另一些人；如同我的纯粹的主观的关联是统一一样，他的纯粹的主观的关联也是统一的。我也能够在被理解的另一个人当中为他实行排除，与在我的重新回忆中为我实行排除相似，这样他的纯粹主观的东西就与他的原本地被经验的自然区分开了。


  如果我在这里转向关于我的纯粹的主观性之本质理论，那么我当然（eo ipso）就会获得一种关于纯粹主观性一般的本质理论、结构理论，并因此获得作为关于可能的单个个性（动物的单个个性和人的单个个性）的心理学的客观的心理学之基础部分。


  那么关于共同体之主观方面的诸关联的心理学呢？在我有了我的纯粹的主观之后，我就能够纯粹内在地探究自我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并因此获得处于某种层次之中的纯粹的共主观性，尽管是通过异己的身体性之作为中介的设定。此外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够以自然的态度在我之中，并且一般而言以心理物理的方式，探究与身体的关联；此外探究自然之通过文化活动的精神化，以及自然在与能够跟踪理解诸意义的诸主观的关联中的相对的客观性。注927


  连贯的纯粹主观的经验（这种经验绝对没有朴素的自然设定），注928只能作为自我论的经验被构成。连贯的纯粹自然的经验（这种经验绝对没有对主观性设定），只有在有关我的自然之原本经验的形式中才是可能的。


  我停留于我的纯粹的主观性之中——如果我注视它，我就会看到，它是如何经验自然的，是以什么样式经验自然的，它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它如何通过移情作用设定另一些人，它如何与作为为它在此存在着的另一些人联结成诸共同的行动。所有对于我而言存在的东西（所有对于我而言作为与其他人联系着的东西，作为依赖于自然的东西，已经作为自然本身之存在在此存在了），都在我自己的主观性中作为被我以在这里的等等特征设定的而在此存在了。我只是由我自己而获得另一个自我，并且只是由我的存在设定而将另一个自我作为存在着的东西而拥有。设定我为绝对的课题，而不是首先设定自然，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是以纯粹性设定我的，然而是在与被当作前提的物理的自然身体性之关联中设定我的。注929


  附录LV  〈自然方式的还原，还原到原本的经验之领域，还原到原本的自然并且还原到原本的主观性〉注930〈写于1925年和1928年之间〉


  在以自然方式开始的态度中，我经验到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经验到另一些人，我以下面这种方式知道我与这另一些人处于直接的或间接的、现实的或可能的移情作用之联系中，即我与此同时还“知道”，这另一些人经验我所经验的同一个世界，并且如同我对待这个世界一样以相同的人的方式对待这同一的世界。我和我们大家一起属于被我和我们大家经验的和可被我和我们大家经验的这个世界。我还可以说，我的经验行为不仅具有一个原本经验行为的意义，而且我的经验行为还通过这些原本地被经验到的和可原本地经验的另一些人习惯地延伸到他们的可原本经验的东西当中，并与他们的可原本经验的东西综合地取得一致。或者相关联地说，一切客观地被经验的东西不仅具有关于一种我在我的经验之进展中能达到认识的东西的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关于下面这样一种东西的意义，这种东西是这些能被我经验的另一些人作为同一的东西经验的和可能经验的，而且是在与我一致当中经验的和可能经验的。这个世界就是这种可被我和与我处于可能的移情作用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经验的东西。这种世间的客观性作为我的能够贯穿到共主观的东西之中的经验的习惯性态度之相关项，有一种客观-主观的范畴式的形式，即可共主观地进入和可共主观地证明这种基本的形式，一种对于每一个人的本质相关性，这每一个人从他那个方面都与我，这个当下的经验者和认识者，处于本质关联之中。注931


  1）自然的还原——在客观地进行经验的态度中-的还原——就在于，关于每一个个别的客观性东西，并且最后关于普遍的客观性东西，我在我的继续进行着的认识和描述当中（然后在一切理论研究当中），仅仅指向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而将一切主观的东西（在客观性内部出现的一切主观的东西）都置于课题之外。这就导致能够连贯地和连续地对之进行追踪的自然之关联，首先是导致处于纯粹经验之中的自然。


  2）作为向纯粹自我论的主观性还原的向纯粹主观性的第一还原是以下面这种方式进行的，即首先我向普遍的客观性东西中的落入到我的原本经验领域中的东西实行一种课题式的还原。这就是说，我将诸异己的人之中的一切意识的主观东西都置于课题之外——它们作为主观并不落入到我的可原本经验的东西之领域中。我的“外部世界”的一切客体都被还原到它们的纯粹的自然。关于这个自然也是被另一些人经验的和可被另一些人经验的自然这一点，现在也被置于课题之外，但是被当作前提。如果我实行这种向自然态度之这个被坚持的基础还原，就是说，向这个预先给予的共主观的世界还原，那么这种还原就具有这样一种意义：即在这个客观世界（具有共主观性这种确切的意义的客观世界）中，我原本地经验到的只是纯粹自然之存在。如果我将诸其它的主观纳入到我的课题领域之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原本地经验到的正如每一个其他人原本地经验到的一样，也是这一个自然（被假定我们共有的自然），并且如同最初的一种更准确的思考所表明的，在一切规定之同一性情况下这只存在于“正常的”共主观性之情况中。


  如果我问，在还原到我的原本经验之领域的情况下，一般来说，什么东西达到了可前后一贯地进行经验的给予性，什么东西能够达到这种给予性，那么回答就是：不仅是我的在身体之外的自然，而且还有我的身体，首先是作为自然物体的我的身体，此外还有我，作为意识之主观，作为直接在我的身体中起支配作用的意识之主观，作为经验这个世界的，进入世界之中生活的意识之主观的我。因此我也经验到作为身体的我的身体，作为原始实用的事物的我的身体，作为器官等等的我的身体。此外在诸外在事物方面，我不仅经验到了无生命的事物，而且还经验到了以语言方式进行的表达，艺术作品等等；我原本地经验到它们作为这样的东西为我显现，对我有效。但是我不可以就它们的特殊的文化特性进行判断，这些东西仍处于课题之外，因为我不可能原本地经验它们，除非它们是我的作品，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我的主观东西才能获得连带的有效性。此外，我不能将这些异己的身体仅仅统觉为自然物体，而是统觉为被赋予灵魂的身体，统觉为其中有异己的主观起作用的，这个异己的主观作为可原本经验的属于我。但是这些异己的主观本身以及它们的意识生活，它们在身体中的存在，这个身体作为这个自我之身体，这个自我之器官——这些东西仍在课题之外。从作为客体落入到我的原本经验之中的不仅有我的身体，还有我的整个的意识生活，在还原的界限之内，还有我对这些与异己的主观相关联的和共主观地有效的文化作品的统觉，我对异己的主观性等等的统觉。注932


  3）如果我这样地在课题方面将这个世界还原到我关于它所原本经验到的东西，那么现在我就能够在这个领域的内部实行一种更广泛的还原——正如在一方面还原到作为已被我原本地经验的和可被我原本地经验的无所不包的自然那样，同样在另一方面，还原到我的纯粹的主观性；更确切地说：一方面是还原到由这个客观的自然落入到我的原本经验范围之中的那种东西上，另一方面是将作为这个世界之中的人的我本身还原到作为可被我原本经验的主观性的我的纯粹的主观性上。在每一个这样的还原当中情况都像下面这样，即我能够无限地（in infinitum）进展，能够实行一致的经验，就是说，能够实行连贯地进行证明的经验，因此能够作为一个自身完整的经验统一获知这种经验；我能够将自然纯粹作为“它被我经验时所是的东西”而获知，另一方面，我能够将我的主观性纯粹作为可被我原本经验的主观性而获知。


  文稿25  共主观性。〈在原本经验当中的 “心理物理的东西”〉（为1927年1月26日讲课所做的准备）


  身体和其特殊的身体方面的特性。它的自我性。知觉的身体，“我运动”，动觉系统属于每一个器官。动觉能够以强制的方式进行，几乎可以说，能够以异我的方式进行，如当我的手被动地伸出去，或者由于受到电击而一缩时。但是动觉也能够以“我运动”这种形式进行，也就是说，以任意的、由我而来的主动起作用的动觉之样式进行，或者以释放之形式进行，虽然并不是以自己的命令（fiat）形式而由我意愿的，因此它的请求肯定未经获准，是在背景当中被意识到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合于背景的（正如我让我的孩子做游戏而我则做别的事情）。我弹钢琴，这些运动在我的意识中进行，而我并没有有意地指挥这些运动。或者呼吸活动，我能够禁止它，然后又启动它，但是总的来说，我使它进行。但是这种“使它进行”尽管每一个都缺少一种特殊的自我行为，但仍是某种自我主观的东西，仍属于自我之领域，这个领域同时又是可能的“我能”之领域。注933


  按照原本的经验，每一个器官都随身带有它的动觉，并且每一个知觉器官都随身带有它的对于这个进行知觉的“行为”而言起功能作用的动觉。每一个动觉都是一种可能的过程连续性，我能够在任何一个位置上禁止这种过程连续性，并能够将其导致动觉上的静止。与每一个动觉过程相对应，有一种相关的器官运动，与每一个动觉上的静止相对应，有一个相关的器官静止，因此有“我运动”。这只眼睛有它的眼皮张开和闭合运动的特殊的动觉，这种动觉服务于知觉活动，但服务于继续进行的获知的特殊的知觉运动并不如此。


  新的课题：每一个处于和“我运动”一起进行的知觉功能之中的知觉器官都与知觉领域有某种统一；而且按照对于视觉器官、触觉器官、听觉器官等等的划分，我们拥有了与诸感觉领域的特殊关系，对感觉领域的主观的统握，使知觉的被给予性东西变成处于其视觉显现方式之中的视觉上的被给予性东西，或者使它变成了处于其触觉显现方式之中的触觉上的被给予性东西，等等。


  进行触摸的手——在“我运动”当中的动觉过程（知觉之本源的形式，知觉之派生的形式：我被运动，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是通过触摸进行经验的），而其余的动觉系统，如我们想要设想的，都处于静止之中。我看见这只进行触摸的手，同时看见所有的手指，它在进行触摸，以存在的方式说，我在空间中看见这个通过触摸被知觉到的物体，一个未被改变的物体。这个物体在变动着的主观的样式中，按照一个侧面，在某个近处，在与透视相对应的变动着的主观的显现方式中，显现出来（比如使几个进行触摸的手指变成一个的紧握的动作）。如果我注意显现方式本身，并且抛开显现着的对象的内容，那么我就拥有了触摸的感觉事实，它被统握为“关于……的显现”。感觉事实：放弃了统握的感觉内容的。注934


  这个感觉事实属于手，更确切地说，属于手指，属于被触及的手指尖。如果我在触摸当中注意“被触摸的”物体，而不是注意功能作用，那么我就是在进行触摸，并且拥有触觉知觉。如果我在知觉到这只手时，注意这只手，那么这只手在这个客观地被触摸的部位就有触觉感觉。注935


  属于整个身体的，特别是属于身体之表层的，有一个触觉领域；不论身体在哪里被触动，与身体对应都有一种接触的感觉，因此身体之每一个部位对于知觉行为都可能具有意义，因为每一个部位都属于一个身体器官，而这个身体器官恰好属于一个运动系统，并且最终整个身体都以运动方式一起存在于运行之中。


  在视觉上：作为存在方面的看的领域的知觉领域和处于其自成一体的统一之中的视觉方面的感觉领域。不在身体之表层定位。整个的表层有针对自己的触觉领域，即使是双眼也是如此，只要它们以触觉感觉方式存在。然而属于作为睁开的双眼的眼睛的，有视觉的感觉领域，并且借助于对它们的对象式的-存在方式的统握，有一个视觉的事物领域属于它们。


  听觉（头的动觉和上半身的动觉，和整个身体的动觉作为使头活动的动觉；在这里使耳朵张开和闭合的运动是在执行手指的功能），听觉的“领域”和听觉上的对象式的统握，当然对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并不那样直接地统握。


  实践上的支配活动：身体作为在事物性的关联中的客观地显现着的东西而客观地显现着，但是只当它是主观地进行触摸的身体时，它才作为在与一个事物在空间的接触中直接地显现着的而直接地显现着。在这种主观的关系中，现在还存在着诸种特殊性。推的行为，移动的行为，抓住的行为，借助被抓住的东西并由于被抓住而与身体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推和击打另一个客体的行为。注936以间接性起作用的行为，最后，进入到远处起作用的行为，以连续性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又是以间接性起作用的行为。由碰撞引起一种像球体运动那样的因果过程，特别是主观地以身体方式进入自然之中起作用有双重意义：自然因果性的意义和只能从身体性之内在的观点来理解的过程之意义。身体有一种内在的意义，并且如果我们在这里考虑自我多一些——这个自我正是作为存在着的自我在它的自我式的主动性、刺激性、被动性方面和身体有一种特别的关联——那么某些客观的过程就获得了主观地成就的行动并且也许是故意的行动之内在的意义，获得了作为这个自我向外需求的东西，作为这个外部自然存在之对于这个自我而言有用的另一种形态的符合该形态之目的的目的意义，并获得了作为有意的生产之手段和方法的中间状态。然而这超出了身体性之特殊的客观性，并且它只是作为对那种通过身体性的功能作用而获得的东西之指示而属于这里的——正如功能作用毕竟是一种目的论的功能作用，并因此恰好特别是自我式的功能作用一样。


  感性的感受也与感性的感觉一起定位；另一方面，在客体上被统握为该客体之主观上起作用的特性，该客体刺、灼（烧痛）注937——这些并不以自然方式存在的特性，完全不属于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感性的感受刺激自我，并且这个自我不由自主地实行统觉，以使自己避开痛苦的东西，而向令人愉快的东西靠近，首先是在感觉上靠近。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动觉的过程因此也就是一种由感性的刺激而来的、在特殊的自我领域中被引起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论在哪里都不涉及这个最初清醒的自我。


  生理学的东西：作为处于其受自然因果性支配的可变动性之中的，处于其客观的-主观的因果性之中的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的身体之客观的结构。作为正常的物理的有机体的正常的身体性是以下情况的前提，即身体作为身体在每一个方面都能够存在，每一个器官在知觉中，在感受中，在实践中真正能够是器官，真正能够起功能作用。是支配作用之前提。诸器官能够以功能作用方式生成，或者在其功能作用当中，使客体非正常地显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经验到，这个器官作为自然客体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为了得到关于另外一些客体的正常的知觉，我必须在经验当中区分如其作为客体所是的和一定会是的诸器官（正常地被构成的诸器官）和诸异常的器官。相关联地区分诸事物之诸正常的显现和诸异常的显现。注938


  补充：身体不仅是在感性方面敏感的，是感性的感觉领域之承担者，〈而且〉身体〈也是〉在感性的感觉领域中建立起来的，也许特别是在被突出出来的感觉和感觉复合体（在联想之被扩展了的意义上以联想方式联结起来的复合体：形态）中建立起来的，以感受的敏感方式建立起来的。


  实践的身体和作为知觉器官的以动觉方式起作用的身体。在这里应该注意区分身体之自然的（因此是属于有广延的东西的）因果性和自我式的因果性。自然的因果性之处于“如果——则”的关联中的，因此仅仅处于与另一些自然的运动之关联中的有广延的-自然的运动和变动。但是如果以自然的方式考察，一个自我式的身体运动就是一种非因果运动。如果我运动这只手，那么以自然方式考察，手的运动就是由自身的原因而运动。这个动觉式的自我式的过程在统觉方面的相属性中随身带有作为自然事物（作为该自然事物之外在侧面）的器官的一种自然的运动。这种运动同时是自然方面的质的变动，至少在知觉领域中是变形。关于这个自我运动，我们有来自感性的感受方面的本源的动因。但是有关感觉事实（最低层次的素材式的感觉事实）的统觉，作为显现着的自然客体的统握，以自然东西之感受方面突出的显现为前提，这种自然的东西本身现在作为这样的东西进行刺激，对进行感受的自我和实践的自我进行刺激。来自感性感受的动因被实行：它刺激这个自我，在趋向一种“我运动”的倾向当中刺激它，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感受之增强与减弱，并且按照情况感受是肯定的或否定的，与此同时，处于在这个方向上的增强或减弱之中，它阻止这种感受运动，它加剧这种感受运动或降低这种感受运动等等。注939


  碰撞，以因果方式进入到自然之中起作用：这个在身体当中以动觉方式起作用的自我作为力量之源泉，这个身体本身作为主观方面的力量之源泉和自我因果性作用之源泉。在动觉之中“我运动”之较大或较小的能量。这种主观的能量在动觉之较大或较小“速度”当中有其“客观的”相关项，有其自然的相关项，在物理的能量当中的相关项，这种相关项就是自然的-因果性的作用之“大小”。因此身体作为介入到自然之中和自然的过程之中的器官，进入到自然之中起作用。


  在触觉方面起功能作用的身体之特殊作用。首先在本源的知觉领域中，“单纯的”触觉知觉（它并没有给被知觉的事物带来任何东西），和在碰撞、挤压的情况下的接触（也许不灵活，以致于与意图相反地，或者没有意图地产生物理的运动，这种运动在主观的能量较小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在这当中诸客体的区分。诸自然的客体有不同的“阻力”，并且在阻力当中有一种相对持久的主观方面的相关的特性。处于与运动之因果性关联中的自然意义上的阻力。一些事物受到另一些事物的碰撞，和这些事物对该碰撞的阻抗时而较好时而较差；为了移开一个客体所必需的运动能量越大，该客体的阻力就越大。因此主观意义上的能量处于其与物理的能量之关系中。“介入”自然的行为之主观的-身体的因果性和介于两可间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听其自然的”自然内部的自然的因果之持久的相互关联。身体在对自己本身之关系中是知觉的身体和实践的身体。通过处于与我自己的身体之关系中的我的身体的行为（每一个器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特殊的身体），我不仅能够（从作为起功能作用的器官的器官到作为客体的器官）将身体知觉为自然客体，而且也能够介入到身体的自然之中，能够通过移动它，碰撞它，挤压它而操作它，能够介入到它的自然因果性之中。


  一个特殊的课题：作为处于其客观的-主观的（生理的-躯体的）因果性之中的自然的身体之因果性的变化。“正常的”身体——以下情况之可能性的条件，即我的身体作为身体起功能作用，而且是在对不同的身体器官之个别地考察中起功能作用。如果这些器官能够作为我的器官起作用的话，它们的物理的自然就不能以物理的因果性（也许是由我本身而来的以心理物理的方式，或更确切地说，以躯体-物理的方式）自由地变化不定地改动。但是在这里应该区分：一方面，处于其与物理的自然之因果关系中的支配作用和总是被当作前提的敏感性，和另一方面，作为透视变形的感觉事实与被以自然方式经验的事物之关系。这只眼睛以非正常方式起功能作用，它“生病了”，因此我再也不能清楚地区分形状和颜色等等了，我变成色盲了，或者变成全盲了，——但是动觉仍在起功能作用。视觉的感觉领域是由诸感觉非正常地充实的。这些都不是自我方面的区分，这种功能作用或者这种不健全的功能作用属于身体这个非自我的东西。


  附录LVI  身体是每一个“自在”之前提，〈但本身并不是处于原本经验领域之中的“自在”〉〈写于20年代〉


  在原本经验之领域中，每一个自然客体都是一个存在着的、未被真正知觉到等等的自在——某物。但这是以一个由当前流出的动因为前提的，即认为它本来能够被知觉，或者可能被知觉，原因在于从我的当前出发我能够借助身体向那里走去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身体是一个自在吗？为一切自在存在着的东西说明理由的这个当前的确直接就是我的身体和一个任何时候都不能与我的身体分离的直接的环境世界。（对于一个将来的确信而言也许一个过去的有理据的确信就足够了。我想到一个例子：我被从我的当前之环境世界抛出去而进入到一个空的空间——如我有根据地预期的，我将降落到某个地方，然后我又能够走过去，并能够经验一个环境世界，并且我有通道。但是我能够到各处去吗？在这里的确缺少分析：一个能够真正进入的现实的环境世界和按照类似的特性——但这是这样一些特性，它们不可能被经验——间接呈现一个类似的远处世界。那么这种“说明理由”在这里是如何进行的呢？）


  “就自己本身而言”，身体无论如何都极力地变成客体，因此身体有点像是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然而它并不是在自然意义上的这种东西——身体是一切自在存在的前提，而本身并不是一个处于原本的经验领域中的自在。


  附录LVII  〈心理物理的统一之构成。人并不仅仅是由身体和自我构成的归纳式的联结〉〈写于20年代〉


  1）在我所经验的这个世界中我发现另一些人。他们是物体，但不仅仅是物体，他们与这些物体一起并且由于这些物体，是人的主观，自我，另一些自我，在空间中定位，以其意识的方式，以其主观的样式，以其知觉的领域与这个世界相关联，在这个知觉领域中我看到我所没有看到的世间东西，但是也看到我所看到的世间东西。但是，当我在知觉上直接直观我的意识方式和我的自我，以及这个如其在我的意识方式中为我显现的世界时，在我的知觉领域中只是直观到该另一个人的物体，但是我确实也经验到作为属于我的知觉领域的该另一个人，就是说，与那里的那个物体一起作为一起属于该物体的经验到他的自我和他的一切自我东西。这些东西毫无疑问是一起在此存在的，我正是在这种经验之继续进展中确信这一点，这一种经验当然是不同于关于我所知觉到等等的一个单纯事物的经验。就是说，在关于异己者的经验中，一个物体和一个被“间接地”连带经验到的自我，是作为与这个物体一起存在着的东西被给予的，是一起存在着的，只要这个物体是“生动的”有机体，并且不管这个物体在空间中怎样运动。因此我们就有了物体和自我之共存在，更确切地说，一个借助于与物体一起存在而被间接定位的并被间接定时的自我。


  2）我的自我不是以这种方式被给予我的，但是尽管有不同的给予方式，我的自我也到处都是和处于空间之中的我的物体身体一起存在，不论我的物体身体运动到哪里。并且只要我作为自我拥有一个可经验的世界，只要我的身体作为有机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并且具有知觉的身体这种形态，并且总是在知觉上为我在此存在的，我就必然地在身体中存在。我的身体也是物体。在面对我的意识领域的所有其它物体而突出出来时，这个物体总是被我以定位的零点之形式，以我当下的经验领域的零点之形式经验到，而且总是直接地被知觉到，而且作为对于我而言的持续的当前，也总是我的器官，是我可支配的，在我的进行知觉的行为中持续地以其感觉器官等等起功能作用的。我不仅是以身体方式起功能作用的自我，我是具有一切意识生活的自我本身。因此属于我的知觉领域的有一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稳定的状态中，我能够在我的物体式的身体中起支配作用，而且也正在起支配作用，这个身体总是在知觉上在此存在，因此这是这样一种稳定状态，当我在其中知道这种情况时，我就将身体看作可持久支配的物体，而且看作供我使用的器官，由诸器官构成的系统。这个物体是作为我的被突出出来的，直接的作用领域被给予我的，并且作为用于通常的世间的活动之工具被给予我的。但是它也作为这样一个物体被给予我，通过它我直接地和以其它方式“被支配”，“受制约”。如果它受到另外一个物体触动、碰撞等等——纯粹以物理方式被触动、被碰撞等等——并且由于物理的因果性不论以任何其它方式纯粹物理地发生了变化，那么就会以不同于在另一些物体上的方式而涉及我。借助于我的身体及其诸器官每一个其它的物体对于我而言都变成被知觉的物体，并且我的身体对于我而言是可知觉的，而且我的身体本身只有借助于它的诸器官对于我而言才是可知觉的。这不仅涉及主动的功能作用（动觉式的功能作用，“我运动双眼”，“我调节视力”等等），因为这已经以以下情况为前提了，即我的身体是“进行感觉”的身体，只当它被触动，我才能进行感觉，只当我的眼睛睁开，被光线照射，我的眼睛才有光感，光的感觉才能出现在我意识领域中等等。


  因此我的物体是关于具有自己的诸规定的生理-心理的因果性的名称，这些规定从处于物体式的因果关联之中的物体式的存在方面被动地改变着我的意识领域，改变着我的自我，并且也许涉及到我的整个的世界经验，我的整个向我显现着的环境世界之自我式的显现。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我的物体是关于心理物理的因果性之名称，这是以自我方式使用器官的行为之名称，使功能运转起来的行为之名称，在我看东西时，我主动地使用眼睛的行为之名称，等等。


  因此即使当我注视我的身体时，我也不仅有这个物体，而且我就在该物体中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在我的知觉领域中的一切物体上，我都是这种情况，只要我正好在知觉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该物体是在我对面存在的，在它在其中被给予的它固有的诸规定中并没有从我这里接受任何东西，在对它进行解释时，我没有发现任何来自我的东西。但是如果我向我的身体看去，那么我的自我确实也就被一起牵扯进去了，当我将我的身体经验为我的身体，预先并且总是已经经验为唯一的，被突出出来的身体，经验为“借助于”它我知觉到所有其它的事物、对所有其它的事物起作用的身体，经验为在它的以物理的因果性、以物理的方式被触及、被碰撞等等的变化当中，我作为自我以特殊的方式被涉及的身体时，作为物理的有机体的身体必须始终保持物理方面是正常的、健康的，如果我的意识生活想要“正常地”进行的话。因此我也总是以特殊的方式被一起牵扯到对身体的统握之中。这种统握一下子就将它统握为我的器官，这种器官具有在诸特殊的经验中和诸特殊的经验可能性中得到说明的诸特征，这些特征不仅是物理的，而且是主观的，并且在这些特征中同时包含一种物理的东西对于自我及其自我生活的因果作用和自我对于物理东西的相反的因果作用。我能够像下面这样说吗，即我在将这个身体经验为身体时，就将它经验为与作为自我的我不可分割的，这个物体式的身体与这个自我不可分割地形成这个世界之中的一个特殊的客体，正如处在空间时间中的实在的彼此分离的状态中任何一个其它客体一样的客体？


  我在我对面有这个世界，并且在我的对面有我的身体；这个世界作为我的“活动场所”，我的起作用的领域，是这样一个世界，它将我置于恐惧和害怕之中，置于一切心境之中，是这样一个世界，它始终已经是这样的活动场所，并且由于我的作用，我的心境等等，而有其特征。因此我的身体作为我以熟悉的方式直接地支配它、控制它的身体，并且作为在世界中生活的器官的身体，也有它的统觉方面的特性，也有它的意义，即身体。这个世界具有其由我而来的外观，部分地有一种暂时的外观，部分地如同身体一样有一种持久的经验的意义——由我而来的持久的经验的意义。


  另一方面：如果抛开一切纯粹主观的东西，身体就是自然物体，是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不管它怎样在空间中运动，不管在这种情况下它有怎样的改变，只要它是身体（只要我将它作为器官支配它，只要它在我的操作中被证明是器官），只要我通过它能如其所是那样地经验另外一些事物等等，在这个限度内，我作为自我就属于这个自然事物。


  我在我面前有这个作为我自己的经验之世界的这个世界。我存在——在我的对面存在着一切在世界这个名称下联结在一起的东西，一切处于空间时间这种形式中的东西。在这当中，我的身体作为空间中的事物具有这样一种卓越的特性，即不管它在空间中怎样运动，只要它属于这个世界——因此它在它的持存当中是作为自然的东西存在的——，它就总是与我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一切事物都与我有一种可经验性之关系，并因此与我有下面这种可能性之关系，即对于作为自我的我而言可以考虑不论哪一种可能的实践，甚至可以从理论上考虑，并以某种方式从个人方面促动我。但是我的身体如其所是地存在着（并且只要它满足某些特殊的形式，满足某种物理存在的条件，人的有机体的条件，它就如其所是地存在着），它是一切世间东西之可经验性的条件，也是它本身之可经验性的条件。我作为纯粹的自我，不仅拥有在我对面的作为客体的一切世间的东西，而且我作为在身体中起功能作用者，总是与身体一起拥有在我对面的所有其余的客体——作为外部世界的所有其余的客体。我的身体只是由于以下情况而处于我的对面，即我是在它之中以某种方式起功能作用的自我，为了使我能够将它作为客体与它发生关系，并在经验其余客体时通过它与其它客体发生关系，我必须已经将它作为被主观地统握的器官拥有它，并且已经将它置于这种功能之中了。身体是主观-客体。现在我们可以说：自我与身体处于一种持续的结合之中，并且处于一种本源的结合之中，在这种结合当中，两个方面是持续地一起在知觉上被意识到的，在这种结合当中，两个部分的这种“在一起”，两个部分的这种“被联结起来的”统一被构成。并且在我在其中拥有客体领域的这个世界中，这两个部分的这种“被联结起来的”统一，是在持存着的存在中是“身体”的并且以下面这种方式与作为自我的我结合在一起的唯一的客体，即我在我的身体所在的地方到处都存在，这种被联结起来的统一是我总是以心理物理的方式在它上面存在，因此我能够将这种心理物理的统一，将这个自我，将空间中的这个人，当成课题的我的知觉领域的唯一的客体（并且是每一个知觉领域的唯一的客体）。


  然而应该认真思考，如何能够解释心理物理的统一之这种通过结合的构成，因为这种说法绝不是清楚的。


  肯定不是这样地解释，即如同在意识上被给予的对象和预先为自己在意识上被构成的对象——它们是在这种意识之统一中被给予的——之间发生的结合那样。


  这个起支配作用的自我存在着，并且在其中自我作为在它的身体之中起支配作用的物体存在着，然而不是独立地存在的，并且可以说只是在意识中才是相互冲突的。但是在身体和外部世界被一起构成之后，情况当然是下面这样的，即在经验的过程中身体也如同另一个物体一样纯粹作为物体被突出出来，与文化客体在经验中经常按照纯粹物理的规定被突出出来，并且指向这同一些东西之关联的目光仅仅落到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上，而且能够探究这种有广延的东西，这在身体方面也是可能的，而且并不少见。作为与世界发生关联的个人的自我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就是说，作为以某种方式做事的自我，实践的自我，作为实践方面感兴趣的和有所行动的自我，与世界发生关联。然而这个自我处于与总是为它具体显示出来的环境世界之关系中，处于与身体之关联中，与艺术品的关系中。特别是在另一个人那里，他在投掷、抓住某物、操作某物等等时运动双手，他走到那里去，并在外部世界中做这件那件事情。


  在这方面，物体式的身体和在它当中并借助它起支配作用的自我并没有结合在一起，甚至纯粹的心灵也完全没有在生活中被突出出来，而必须首先被心理学家“构成”。但是处于其式样之中的诸物理的规定对于一个人——这个我从一开始就已经将之当作人来经验的人——而言，在自身中也是以联结的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结合使这些特性不可分割，在这些特性中，人在物理方面（在诸先行的范畴式的形式内部，物体和物体式的身体）得到解释。个人方面的特性也是如此，通过这些特性，在由另一些个人的特性而来的统觉方面的转用之协助下，我由较早的经验了解了这个个人。


  因此这些特殊的结合式的联结为了身体和个人再一次地结合起来了。这并不排除为了构成作为物体的身体，这种结合会在人的发展中（儿童的发展）起作用。心理物理的-归纳的考察方式摹仿所有这些东西，并且心理物理的考察方式本质上是可能的，但是第二性的。身体和个人是经验之本身预先没有被分开的统一之两个方面：人，和在解释当中借助于它的诸规定的分离。这种解释首先是这样一种解释，即它在“人”这个范畴式的框架之内进行时首先获得下面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从一开始就突出相互关联的东西（借助于意义的地平线），并使其受到归纳的考察。但是这种归纳并不是建立起统一的归纳，人并不是一种身体与自我之单纯归纳式的结合。


  附录LVIII  〈在移情作用中对人的归纳式的认识以非归纳的主观的认识为前提〉（约写于1926年）


  客观的世界，经验之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一种东西之全体，这种东西对于我们经验者全体和对于每一个个别的经验者而言都是在此存在着的，关于它我们是作为存在着的和如此存在着的来谈论的，关于它我们相互一致地达成理解，或我们就它相互冲突，并且最终我们将会确信，有某种东西总是现实的存在者和如此存在者，关于它，一定能够建立起一种相互理解。在确切的意义上，这个世界是由诸客体构成的，而客体是由具有相对持久的属性之诸固定的基体构成的，在它们的客体的环境之变化中这些客体发生变化，但是尽管暂时的规定有变动，这些客体却在变动中按照诸特性得到保持，这些特性持久地或相对持久地应归于这些客体。一个人时而这样地思想、感受、行动，时而那样地思想、感受、行动，但是作为持久地属于他的诸特性之主观，是同一个人，他是同一个个人，并具有作为持久地属于他的他的身体性，尽管这种身体性同样也包含在持续的变动之中。每一个物理的客体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从诸客体本身中区分出在它们的此在之时间上的持存中应客观地归于它们的诸暂时的状态，和它们的在固定的基体上固定下来的诸固定的客观的特性。因此这个世界作为客体的世界始终是这样地给予我们的。客体是关于实在性的第一个概念。客体是诸实在状态之基体，是诸实在的特性和实在事态之基体。


  如果我们考察世界之普遍的客体结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1）作为确切意义上由诸实在的东西，更确切地说，由诸归纳的实在的东西构成的世界之普遍的结构。注940如果这样看，世界就是物理的自然，而且是在归纳的动物的自然或普遍的物理的自然这种被扩展了的意义上的自然，这个自然与动物的心灵生活以归纳的-实在的方式不可分割。2）因此诸主观也是客体，是固定地存在着的客体。诸主观作为具有某些体验的，具有某些显现的，具有某些显现着的事物的等等的，如此这般地生存着的，并且在反应和行动中如此这般地行动着的，能够被看作是被称作它们的身体物体的那些物理的实在性东西之归纳的附属物。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心理物理的自然的和作为自然客体的具体的人和动物的组成部分。3）但是另一方面，而且相关联地，诸主观本身能够被看作是它们的意向性生活之统一，和在这种生活中对于它们而言是意向上的，如此这般被它们意识的，对它们有效的世界，不是被看作诸存在着的身体之自然的规定，而是被看作诸主观，这些主观将它们的被它们意识的并对它有效的身体作为器官来使用，作为起支配作用的主观与这些身体以本源方式相关联。


  物理的自然本源地就是归纳的，精神本源地就不是归纳的


  那么诸主观之纯粹主观的给予性不是必然地就先于作为身体上的附属物的归纳的给予性吗？1）在本源的原本的经验之形态中被考察的物理的经验是归纳的；继续进展的知觉是对诸本源的归纳之继续进展的本源的证实。物理的客体是在原本的经验领域中纯粹以归纳方式构成的。2）在移情作用中这个物理的东西本身以它的经验规定之方式归纳不是可原本地知觉的另一个物理的东西，而这种归纳之自身证实并不是原本的呈现之自身证实。只是因为我作为行为之主观在我本身之中，并在我与我的作为在其中我能够以自我方式进行支配，并且现在进行支配的身体之恒常的关系之中，我具有主观性之原型，并且具有借助异己身体与我的身体之相似性归纳地转用的根据，能够归纳一个异己的主观。因此由我的原本的自身经验，我已经具有了一种普遍的预先规定，这种预先规定从它那个方面并不是由归纳方式的构成而产生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与被改变了的情况（我也能够处于这些情况之中，并且我已经相似地拥有这些情况了）相关联的归纳地有效的类比之进展能够更详细规定这种预先的规定。我只是由我的诸可能性理解其他人，并且由我以归纳方式规定的由环境而来的行为理解其他人，而处于其殊异性之中另一个个性是作为主观为我构成的。


  主观本身不是自然；正如我在我本身之中原本地（originaliter）发现它并按照它的本质可能性改变它的那样，它是一个非归纳的统一，一个并非以感性的方式构成的统一。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它现在已经以主观性为前提了，如果主观性被施以移情作用，移情作用就只能是主观东西本身之固有本质的成分，是一种只是被不充分地规定的主观可能性，这种主观可能性具有一种被普遍地预先规定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在经验关联中被附加给该物理的客体之被本源地归纳地构成的诸特性的。这种归纳的东西是第二性的东西，因此对人的认识毕竟也以一个非归纳的主观的认识为前提，一切心理学从起源上就是作为个人的心理学的心理学。


  文稿26  〈作为自我人的自身统觉和原本的自身经验。过渡到超越论的还原〉（1927年1月30日）


  预先给予的世界，普遍的经验之领域。“预先给予的东西”——直接地注941进行刺激的东西，并因此是直接地被知觉的东西，直接地被经验的东西，直接地被思想的东西等等。预先被给予的东西是借助预先形成的统觉而被给予的。但是这个“直接地”仍有其区分。


  1）世界是预先在统觉上被构成的，是在有效性中被构成的。“它”进行刺激，特别是这种或那种世间的东西进行刺激，而这个自我转向该世间东西，“对背景的统觉”具有实现之形式，也许是作为进行发觉的经验实现，也许是作为进行立界限的经验实现。


  转变方向的反思也许由此出发由世间的东西转向对世间的东西进行统觉的主观或诸主观，转向统觉，转向主观的东西。这种反思以主观和主观东西之预先给予为前提，如果它是在自然的世界的态度中的正常的反思的话。


  2）作为世间的东西的这里的这个东西是一，它作为一个东西进行刺激，作为一个东西预先被给予，为了它的实现可能需要反思。当一个人是刺激者的时候就是如此。人直接地进行经验；但是在这当中这个自然的物体性东西不是首先被直接地知觉到吗？刺激的射线指向这个物体性东西，但不是作为终点，而是由它出发，通过表现而进入到心灵的主观性和主观性之意向的生活之中，但是在这里异己的主观通常当然是被空洞地指示的。


  因此我们不是必须像下面这样表述吗：世界总是预先就被给予了。在这当中自然作为第一的相对的被预先给予东西存在于世界之中，当然，并不是以一个自然整体之连贯的唯一性被给予，正如世界也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刺激一样。因此世界是一种刺激性之统一，即在实现当中通过经验被预先规定的每一个个别的世间东西都会“强行加入进来”。这个进程是从作为第一个进行刺激的东西的自然的东西到主观的东西。注942


  我是如何被预先给予我自己的？如何在自身统觉中（在自身意识中）被预先给予我自己的，而且是作为自身经验被给予我自己的？注943


  1）我是这样地被预先给予我自己的，即正如我将另一些人和另一些人将我都是经验为借助身体物体被指示的，经验为与身体一起在这里的，经验为赋予身体以灵魂的，因此是在处于空间世界之中的，处于作为空间时间上的事件的事物、实在性东西之在空间时间上的关联中的人这种统觉中来经验一样。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非常间接的统握，而不是直接的经验。注944


  2）我直接地经验作为我的意识生活之“自我”的我，我按照其本源的两个侧面经验我的身体，但是我绝不将我自己在身体之物体性中“定位”，而是将我经验为在身体中起支配作用的；被定位的只是特殊的躯体学的东西。注945然而〈……在这当中我〉在经验同一东西之诸自然的特性的同时，也经验到诸身体的特性。关于实在的世界之统觉继续有效，紧随其后的第一个东西是被还原到纯粹性的自然东西。但是在对我的身体之原本经验中，我虽然达到了建立于自然身体性之中的自我东西。注946在被坚持的指向自然的态度中，作为首要的东西被建立起来的就是，这种自然的身体性是器官，这种自然的身体性具有敏感性，等等。但是在这里我看到，当我在通过知觉将我纯粹地指向作为多种多样的意识之主观的我的自我，作为实行统觉的主观，作为具有关于……的显现的主观，作为与为它显现着的世界，并与自身主动地发生关系的主观等等的我的自我时，我就获得了作为自我式的经验给予性的原本的经验给予性，它们的处于原本性之中的进行经验的自身给予和进行经验的证明并不以以课题方式被发觉的和以课题方式被证明的自然为前提。注947在对另一些人的经验中，很显然，我在经验时对异己的主观东西进行的设定只能通过以下方式实行和证明，即在我将关于异己的身体经验和经验有效性当作跳板而拥有的地方，我所遵循的是表现。因此在这里这种证明是奠立于对异己的身体物体之存在的证明之中的。另一方面，在原本的自身经验中同样明显的是，为了把握和证明我的自我和我的意识生活，我并不必预先证明我的物体的身体性和自然一般是真正存在着的，并且自我的东西是以直接的方式被给予的，这种直接的方式是根本不可能更直接地想象的。这也表现在以下方面，即我能够在原本领域内就自然实行悬搁。禁止它的直接的有效性，这所说的就是，放弃将自然经验作为奠立其它经验的第一经验来实行的那种意向，放弃设定自然为绝对有效的，或允许自然作为存在着的而绝对有效的那种意向。我不追踪由自然或世界在我的生活之中预先形成的统觉而来的刺激，因此对于我的自我存在和我的意识生活我也禁止具有以我的物理的身体性为基础这种意义的心灵统觉、存在的设定，因此也禁止“自我-人”这种世间的-具体的存在的设定。这就已经部分地完成了对并非原本地被给予的东西和并非能原本地被给予的东西的排除工作。由于当我将我的以课题方式地进行经验的兴趣指向我在身体中的进行知觉的和其它方式的支配活动，并通过身体而指向自然，并且一般地指向作为意识生活之主观的我时，我的确就再也不会想到我是在身体当中进行表现者，就是说，不会想到将我的对自身的经验当作被奠立于这种身体物体式的经验中的、借助于表现之指示的经验来实行。当然在这里也存在一些表现。如果我处于愤怒的激动状态中，我并不需要（作为课题）意识到它。在这里我注意到，我的手如何发抖，我的心脏如何剧烈地跳动，而这就使我的注意力转向作为自我方面的情绪的愤怒。但是不管在身体及其特殊身体上的（即主观的）特性方面联想式的指示和统觉如何起作用，这里的情况仍然明显地与客观的身体-心灵-统觉中的情况有本质的不同，如身体-心灵-统觉本源地奠立关于异己的人的经验的统一，并在这种情况下也间接地奠立自我-人的统一那样。


  在原本经验领域中详细情况是下面这样的。身体这种特殊的统觉被构成了，在这种统觉中，诸自然的规定和诸主观的规定紧密结合成对象性的意义之统一，并且很清楚，因为在这里所涉及的是由以联想方式产生的相关性而来的统一，所以在这里这个预先给予的身体性在将课题目光引向自身时，现在显然也能被这样经验到，即这种由物理的规定到非物理的规定的以构成方式进行着的联想，以现实的指点参照的方式被经验到，就是说，以它们的经验方面的相关性被经验到。在更高的行为领域和习惯领域中，固有的心理东西的情况也是如此，只要经验方面的直接相关性表现出来。但是另一方面也很清楚，只要在这里确实能够达到原本经验的这个主观东西真的作为它本身被经验到了，那么对于这个“本身”而言，它被统握为一个属于一种被预先构成的而且事先就被直接设定为有效的经验统一的东西，就是非本质的。我能够将我的目光直接地指向我的主观东西，并且能够将它作为如其所是的直接地设定为有效的。


  过渡到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还原


  迄今为止我一直处于自然的态度之中，在这种态度中，这个世界总是为我在此存在，诸存在着的事物总是立即就被提供给我用于课题式的把握，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就被我经验为存在着的规定和如此存在着的规定。在被还原到原本经验的领域之后，虽然被限制于能够看到的东西上，但是态度仍然是同一的态度，始终仍是自然的态度。即使是还原到了原本领域，也不意味着我将这个客观的世界“最终”放到括号中了。客观世界的直接的有效性仍然保持着，我只是暂时对它加以限制。现在我有了外部的自然和我的身体，我支配我的身体，将它当作具有特殊主观的特性的唯一的事物来支配，并且能够以对于我而言已熟悉的方式将它用于知觉的功能，能够将它用于以自我方式进入外部自然之中起作用的行为。但是现在我能够对在这种态度中的生活者的我进行反思，我能够观察外部事物、我的身体和我本身如何直接地为我在此存在，它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规定的方式。我能够在排除一切直接实行的和以后仍能继续实行的存在有效性的情况下这样做，并且作为代替，我本身和我的主观的东西直接地获得有效性。我能够将我，而且只将我和我的东西当成绝对的课题——在对“这个”自然前后一贯地实行悬搁的情况下，将这个被还原了的世界当成绝对的课题。我前后一贯地实行一种对于我本身的直接的经验。对于我而言，现在我是唯一的直接的存在者。在这种态度中我实行对自身的知觉，对自身的回忆，对自身的预期，并且这种经验之一致性伸展到什么程度，被经验为存在着的东西在“它真的是如此存在的”中被证实到什么程度，与我自身相关联的经验的真实性就达到什么程度。这不外就是我的我-在，但是作为自我是在多种多样意识生活中的生活者；我只是这样地存在着的，并且在意识中我意识到“意识内容”，意识到在意识内容中被意识到的东西，特别是在“世界”、实在的事物、实在的价值、实在的作品等等的名目下意识到。被意识的东西本身与意识是不能分开的，并且作为如其是主观地显现着的东西那样的被意识东西不能与意识分开，在主观地显现着的东西当中，确信的样式、情感的样式和意志的样式等等也不能与意识分开。具体地说，我的自我以它的生活包括思想活动（cogitationes）和所思之物本身（cogitata qua）。这对在这种新的态度面前指导我的那种就“这个”世界以及一切统觉方面预先给予东西实行悬搁，并没有改变东西。作为在它们的统觉当中被统觉的东西，在直接进行经验的经验中被设定的东西，它们现在都属于我的课题，就是说这样地属于我的课题，即我在我的具体的主观性之关联中也以课题的方式研究那些以前未被当作课题的对自然的态度，研究涉及自然的诸统觉的和涉及自然的进行经验的诸活动，并且在这当中作为所思之物（cogitata），作为综合地视为同一的活动之相关项或使之统一的活动之相关项（但也只是纯粹的作为这样的东西），我研究这个世界，这个在朴素的态度中预先直接对我有效的同一的世界。因此我在朴素的世界经验中经验的所有东西，或者已经通过描述表达出来的东西，现在又都回来了，但是，这是在与具有属于它的生活的具体的主观性，这个唯一直接被设定的存在的经验和描述的关联中，而且特别是在与经验之世界的生活（这种经验之世界的生活具有其被统一起来的过程之整体的方式，具有一切所属的，并且按照其普遍类型是本质必然的结构）的经验和描述的关联中，回来的。在这当中甚至只有一种结构被用这个名目标志出来，即如此这般显现着的事物，在多种多样的显现方式之变化中的同一东西，这些东西在某些特殊的和真正被知觉到的规定中，在存在的确信中，或者（在某些必然地与此有关的体验中）在这种或那种确信的情态中，得到逐步的认识。对于主观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这个世界首先作为在背景中显现着的世界被意识到——之揭示，自我极由之受刺激的方式，以转向的形式跟踪这种刺激而做出反应的方式等等当然也都属于这里。


  将一个预先给予的存在领域还原到主观性和主观生活，或更确切地说，还原到主观的习惯之形成的这项任务不可避免地被反复执行，这种预先给予的存在就是在这种主观性中“进行”的，并且对于这种主观性来说，这种存在着的东西正好是存在着的东西，是以课题的方式被设定的东西和能以课题的方式设定的东西。


  但是很清楚，当我“放弃这种享受现世生活的态度”时，当我实行悬搁并且从事纯粹主观性这个课题时，我使之起作用的新的生活本身（尽管它暂时又是被朴素地经历的生活）就属于纯粹主观性，或者属于我，属于在我的一切朴素的和进行反思的生活当中是唯一的自我极的这个同一的纯粹的自我极。我本身通过我总是能够重复实行的反思认识到这一点，正如我纯粹主观地被指向时再一次认识到这一点一样。


  朴素的主观性——它拥有一个被预先给予的世界，但是对于它借以拥有这个世界的生活，它并没有在其纯粹的进行构成的行为中经验到任何东西——和通过悬搁和反思以课题方式生成的、进行构成的行为就在其中显露出来的纯粹的主观性，显然是对立的。这个具有新的意向的自我没有任何（世间的）预先给予的东西——它只有从它的新的课题式成就当中才能为自己创造出新的成就。但是即使这种新的正在实行的生活也能够成为课题，而且一定会成为课题。这如何会是，在什么意义上会是，在什么样的限度内会是一项可能的和有意义的任务，这是必须首先确定的。


  我们在原本经验之被还原了的范围内仔细思考了所有这些东西，现在最后的一步则是要达致这样一种认识，即在继续进行的反思中被规定为纯粹主观性的东西（这种纯粹的主观性就本身而言是作为纯粹的反省之能够一再地以这种方式进入的东西），与它的原本的经验之全域相符合。这个原本被经验的世界本身在纯粹的反思中被证明为按照固有本质与纯粹主观性不可分割地具有同一性的相关项，当然，在这里下面这二者之间必须得到区分，即就处于内在时间之中的它的事实的生活而言的主观性和与该主观性之本质不可分割的多种多样的生活之诸可能性，特殊的主观的意识之诸可能性，在“我能”、“我曾能”、“我将能”等等之中表明的诸可能性；这是一些在现实的生活中作为有效的可能性而获得其动因的，而且是以必然性获得其动因的可能性。当然，为了看到这种情况，我不允许朴素地实行原本经验，而是为了能够看出这种情况，首先必须对自然实行悬搁，或更确切地说，首先必须以前后一贯的普遍性将原本的纯粹的主观性作为课题提出来。注948


  附录LIX  〈直接对自身的统觉作为对异己者的统觉之基础，并作为对自我人这种第二性的自身统觉之基础。个人式的联系和个人式的实在性。规定时间的（课题式的）经验和中间的经验〉〈约写于1927年1月末〉


  直接的自身给予性（直接的自身统觉）是对异己者进行统觉之基础，而且是对作为众人之中的自我-人的第二性的自身统觉之基础。注949这种“是基础”当然也表达刺激的辐射之过程，和进行充实的实现之过程。在对异己者的经验之实现当中，我遵循着指示而发现异己的自我，这个异己的自我是在对另一个人以构成方式施行移情作用的、本源的自身统觉中被构成的。在这里，在展开了的世界统觉中和展开了的自我-人-统觉中，我恰恰总是将我统握为人，因此这另一个人作为自己本身在我进行统觉时也被统握为人，以致于我们被导致诸相互关联的意向性，被导致这样一种东西，即这另一个自我本身作为与另一些自我有意向关联的而被预先给予，而这另一些人又作为与另一些人有意向关联的而被预先给予等等，而且是按照现实性和敞开的可能性作为有意向关联的而被预先给予。


  共主观性总是以统觉的方式被构成的，一种敞开的相互理解的共同体（一种移情作用的共同体）对于我来说，是作为敞开的众多其他人的意识被构成的，这些其他人当中的每一个人本身不仅有直接的自身经验，而且也将自己统握为这样敞开的众多人之中心，这同一的情况对众多人也有效，而且是这样地有效的，即外部众多的其他人当中的每一个人，任何一个其他人，都在意向上包含我本身，正如每一个其他人和他的其他人等等都在意向上属于我本身一样。因此对于我而言（并且对于在这里是“我的”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而言）是预先给予的这种共主观性，总是给予我关于以下情况的统觉形式：即我是自我共同体，一个作为“我们”共同体的自我共同体之成员（在一种最广泛的意义上）。在这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作为人被构成的。


  但是如果我们暂时抛开这种情况，那么这种自我共同体之构成性统一（预先形成的统觉之统一）就由于诸社会行为之网和诸个人与他们的“客观的”世界之共有的联系之网，而进一步扩展了。


  每一个自我作为它本身并在共主观的自我共同体之中都以意向的方式与这个普遍的空间世界发生关联。我们大家都进入到“这个”世界之中生活，也许在理论兴趣中考察它，或者通常以一切可能的自我-活动和意识方式致力于它。这种生活是被共同体化了的诸自我主观之生活，诸个人之生活，而空间世界就是“总是为我们大家在此存在的”唯一的世界，我们所共有的世界，尽管是被每一个人按照它的方式“主观地统握的”世界，如此这般地为每一个人显现着的世界。我们大家作为实在的人都个别地和共同地属于这个空间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我们而言总是作为实在的东西之全域被构成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是指向这些实在的东西，甚至总是指向作为诸实在的东西之全体关联的世界之统一。空间时间的关联总是“在这里”存在着，一切以这种形式发生的从实在的东西到实在的东西的联结总是“在这里”存在着。但是与此密切联系的，而且是处于意向上的渗透之方式中的，是个人式的联系。我和每一个自我都是直接地为自己本身构成的，并且是与作为这种个人式的统一的每一个其他人一起，在共同体中，在特殊的以个人方式的联结中，被构成的。如果每一个自我对于每一个其它的自我而言也是作为心理物理的实在的统一被构成的，因此是在这种形式中“显现出来”的（并且如果每一个自我也都是这样地被间接地统握的），那么这种个人的联结就是一种建立于诸自我主观本身之中的联结，就如同这种联结是为自己本身地并且彼此相互为对方地主观地被构成的一样，而空间世界性的东西和诸实在性的东西之联结在这种情况下就都是显现者，但不是“共同起作用者”。在这里“起作用”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肯定就是，有一种特殊动因属于这里，以使以课题方式指向诸实在的东西和诸实在的东西之关联。“我们生活”于个人式的统觉之中，在这种统觉中我们都指向个人的东西。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的目光还指向空间的东西，那么所指向的就不是空间的东西本身，而是指向为我们存在着的东西，指向为我们显现着的东西，指向对我们有效的东西，指向促动我们的东西等等本身。此外我还能够在某种实践的目的指向中发现我必须如其所是地观察空间客体，以及必须从它的一个看得见的侧面过渡到我看不见但是另一个人能够看得见的侧面等等。这个客体本身是在这里如此这般为我们呈现着的统一本身，是我的感兴趣的东西，对于我们而言是重要的东西，或者不重要的东西等等。被理解为对我们有效的东西之全体的这个世界，正好包括习惯上对我们有效的，并且按照能够重新获得的有效性之敞开的地平线继续达到现实有效性的一切东西，因此包括我们的真正已经获得的和真正能够获得的全部获得物。但是我们必须如它以它的一切“无限的”相对性被预先给予的那样，如诸意向关联随身带有它那样，并且在一切重复当中——在这些重复中，同一个东西按照不同的构成的方向被构成，以意识的形式具有诸相应的变化——随身带有它那样看待它。注950


  对世界进行构成的诸统觉并不都存在于一个层面之中，或者，并不构成一个在其中所有的东西都有其位置的物体；所构成的是多种多样东西之众多可能的进程，而在这当中又有被构成的诸统一，而这些构成性的系统之形成物又渗透到并进入到诸同一性之诸综合当中，借助于这种同一性之综合，同一的东西在不同的意识形式中被构成。个人的主观性之关联就是如此，这些个人的主观性借助诸显现在自身中构成着这个事物世界，并在事物世界中构成作为第二自然的人的世界（在这个人的世界中，人们拥有诸心灵的主观，这些心灵的主观同时是对世界进行构成的“同一些”心灵的主观）。


  附录LX  〈对作为处于移情作用之中的心灵的纯粹的主观性之说明〉  （为1926年/1927年讲课所做的准备）


  按照主观的样式对未被改变的静止的事物之描述；对处于主观的样式之中的位置改变之描述，对质的改变之描述，有关改变一般之普遍东西。等等。对因果式的给予性之描述。对作为主观的器官的身体性之描述。对作为实践的自我的自我之关系。知觉之身体性。作为事物的这种器官的身体性和对身体本身进行改变的实践，这种实践就是进入到世界之中采取行动的活动。对处于与诸客体之关联中的自我行为之描述。


  关于我是如何发现我本身是人，我是如何发现我本身是身体与心灵之统一的问题；关于我的身体是否能够被经验为事物，被经验为如同在原本经验之领域中的另一个空间物体一样的空间物体，我是否能够在“原本经验领域”中在“属于身体的心灵”这个名目下发现某种东西的问题。


  然后引入移情作用，在移情作用中，原本地被给予我的东西通过对异己的身体物体之身体性的解释，“被嵌入”到异己的身体物体之中、被间接呈现于异己的身体物体之中。在广义上的知觉，在广义上的经验，我的经验世界；我的经验之当作前提的东西：对移情作用给予承认的行为。如果我们遮蔽了移情作用，原本地被经验的世界就不是如其通过移情作用所生成那样的通常的空间世界。因此属于客观的统觉的有一种意向的地平线，这种地平线涉及另一些人，并且将在经验的相信中所发生的与另一些人的联系当作前提。


  我是如何通过移情作用的中介将我的心灵经验为心灵的。异己的人性如何先行于自己的人性，尽管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本身是自在第一的东西，并且对于我而言，我的原本经验的现实性是自在第一的东西。在所有这些东西上，我描述这个经验世界之主观的方式，就是说，描述主观的东西。但是所有主观的东西都属于我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借助于移情作用这个媒介（如果我生活于移情作用之实行的有效性之中的话）就以其普遍性属于作为客观的世界成分的我的心灵。我原本地获得作为主观的东西之全域的我的纯粹的主观性——但是通过实行移情作用我获得作为心灵的主观性。为了把握纯粹的心灵，心理学家恰恰必须在自然的基础之上构成纯粹的主观性，心理学家恰恰必须在自己本身中原本地（尽管并不是以心灵这种形式）发现作为他的主观性的主观性。作为心理学家，他拥有处于有效性之中的世界，因此他同时拥有处于有效性之中的移情作用，另一些人对于他不仅是现象，而且是现实性，并且他与他的经验协调一致地一起实行所有其他人的经验。正是因此，他一方面有他的纯粹的主观性（在悬搁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在实行移情作用的情况下，他拥有将他的纯粹的主观性解释为心灵的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有效性。在他规定纯粹心灵时，这位心理学家的悬搁就是在共主观的有效性之范围内进行的。原因在于：另一个人绝对没有被排除，“客观性”绝对没有被排除，客观性是借此被建立起来的。相反，当态度仅仅只是指向客观性之主观的给予方式时，被排除的就只是关于客观性的设定和判断。对于我的心灵也是如此。


  附录LXI  〈心理学的思考当中的世界〉（选自1927年1月/2月讲课的关联中）


  作为心理学家，我和所有以自然方式指向的人一样，被预先给予了这个世界，而且是在自然的继续有效性中被预先给予的。我的问题，即我如何将心灵生活当成课题，特别是将纯粹的心灵生活当成课题，将纯粹的主观性当成课题，可以说是我向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使自己指向我的纯粹的主观性，那么我就是在问，对于我，对于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这个人，在连贯的抽象的态度中恰恰是什么东西能够被发现是纯粹的属于我的自我和我的意识生活的东西。在其他人那里也是一样，尽管异己的主观性只有借助移情作用才能被经验，而且对于作为共同体的共主观性也是如此。移情作用是一种客观的经验。


  如果我们探究纯粹主观的东西，那么我在我的主观性和每一个单独的人的主观性那里，作为属于它的成分的，就会发现原本经验的世界，正如每一个人借助于同样也是主观地属于他的关于一种普遍的真实东西之理念，作为由连贯一致的而绝不会随情况而改变的原本经验构成的一个理想的系统之相关项，而拥有这个原本经验的世界一样。但是如果我举出被还原到纯粹的共主观性的共主观性，那么属于它的就是共主观地有效的世界，连同在关于这个世界之共主观的假定当中建立起来的作为共主观地一致的经验真理之相关项的真正的客观的世界之理念，在这里，经验不再仅仅是每一个个别人的原本经验。


  在这里世界是以双重方式出现的：1）作为事先为我们这些心理学家在此存在的，我们和所有的主观都属于它的世界出现；2）在将这个世界当中的纯粹的主观性突出出来当中，我们再一次在纯粹主观性中提供了这个世界，作为在处于其被共同体化了的形态当中的所有的主观当中被以为的、被经验的和理想上真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是被个别的人和人的共同体，或者被所有的人的主观只是以相对的一致性，以“迄今为止的”协调一致的经验以为的、经验的世界，当作协调一致地存在着的世界，而提供出来的，然而在人的经验之进展中又需要根据情况而改变主观的态度。


  文稿27  〈使别人的并非可原本知觉的诸规定之构成在原本的经验内部产生出来的动因看上去是怎样的？〉〈约写于1927年2月初〉


  让我们来观察对“那里的那个人”的统觉之实际意义。我借助准当前化附加到他的物体上一种不可知觉的内在性。这个在那里的物体本身在它的空间上近处的此在中得以实现，在原本的空间领域中（这个空间领域本身其实是可移动的，并且按照是大的客体还是小的客体而不同）得以实现，在这个原本的空间领域中，我的身体物体跟通常一样被原本地一起给予。在这里，二者的相似性是本源的直接有效的相似性。在视觉上这另一个身体肯定并不十分靠近，如果我能清楚地通观它，它作为完整的身体就是最佳的，而诸细节则会在更近处的局部知觉中显露出来。


  问题是，这种相似性看上去是怎样的。在这里最初在两个方面都会成为直观的东西，在两个方面都是视觉上的幻象，或者也许紧接着被唤起的是相应的触觉上的幻象，因此，在广泛的意义上，在两个方面都是直观上完整的幻象，都是处于实现之中的最初意义上的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但是在这里，事物意向性之通常的构成方面的主观形式（对敞开无限的多样性进行综合的形式，这同一的统握形式中的每一个形式，这种形式形成处于多种多样现实的和可能的显现方式之中的能视为同一的、任何时候都能接近的客体）不可能得到说明。在物体性东西方面，直观上的符合是完全一致的符合。这是物体与物体完全一致，而且是在彼此相互回忆的行为（内在的重叠移动）这种意义上的完全一致，因此，特殊身体的诸特性也一起处于这种重叠移动之中，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重叠移动在地平线中却没有从一开始就在普遍相同的意义上一起被意指的对应物。诸如此类的东西在这里并不是被一起包含在区域的意义中的可规定的而且也许被具体充实了的形式。因此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东西以进行更详细规定的载入之形式被转用。此外还应该注意到，客观环境也属于这个附属于对客体之统觉的地平线，客观环境之确定的结构在地平线中被一起“预先规定”。因此这种进行进一步规定的载入，也能涉及这种客观环境。这种载入是通过将对一个客体的经验获得物转用到相似客体上进行的。因此，如果我们处于一个已经被构成的客体领域中，就是说，如果我们处于对该有关的“世界统觉”之占有中，那么我们主观上就处于一个可能的知觉和可能的经验之领域中，在这里的每一个经验进步都在那里引起作为载入的转用，而这就意味着引起对于由现实的经验，并且最终由现实的知觉所证实的东西的进行预先推定式的确信。


  这样，在这种原本的经验中，一个“世界”就作为可能的原本的经验之世界构成了。它通过它的基本结构预先规定，什么东西也许能够作为可经验的由客体向客体转用。如果我遇到一个与我相似的外部客体，物体方面的相似性就能够提供转用这些物体方面的规定的理由；但是鉴于我的身体之根本上的独一无二性，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一种完全由原本经验而来的关于将这些身体方面的特征向外部客体实行证明或反驳的转用的提示。


  但是在原本的经验中作为存在着的，并因此作为能显示的而构成的东西，并不需要借助原本的知觉显示它的诸规定。在原本经验内部，在诸新的当前的客体（这些客体的本质规定并不是可原本知觉的）之构成的功能中产生出准当前化的那种动因，看上去是怎样的呢？这里涉及的是该“另一个人”（alter）的诸规定。


  以下情况也许是可以想象的，即在原本经验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另一个人，正如甚至下面的情况也是可以想象的一样，即关于该另一个人的任何经验都会失效。但是我拥有关于该另一个人的经验，并且在这个统觉的意义中就包含这样的意思，即它如同任何统觉一样能够得到证实。该另一个人的“第一次出现”看上去必然会是怎样的呢？或者更确切地说，原本的经验及其原本的被给予之物，而且是客体的原本被给予之物——它们预先已经由统觉形成，并且继续有效——如何肯定会具有引起一种作为必然的准当前化的新式的准当前化的特性，这种准当前化超越了原本统觉之领域，并因此构成一种新的客观性，这种新的客观性正如原本的客观性一样，是作为存在着的当前而显示出来的，并且在以后的继续中能作为过去的当前和将来能期待的当前显示出来的？注951


  我们可以提出下面这样一项直接的任务（也许这本来是一件首要的事情）：关于另一个人的经验是一种事态，在原本的经验内部并且在与在其中构成的客体世界之关联中，出现了对异己的人之统觉，虽然该异己的主观的东西并非是可原本经验的，它仍然显示出来了。在连贯的显示之现实性或可能性的更新中，这种对异己者的统觉之对象性意义是如何被揭示出来的呢？这种对异己者的统觉本身在其必然的主观形态中看上去是怎样的呢？并且它的必然的关联看上去是怎样的呢？人们是如何描述这另一个人之主观的自身给予性——对于将另一个人“知觉”为另一个人的我而言，且对处于其诸本质规定之中的该另一个人进行最终揭示的给予性这种意义上的自身给予性——之基本形式呢？


  在这里，或许我能够这样开始。我以“在那里”这种定位样式原本地经验一个外在的物体，连同属于它的诸物体性的特性和诸物体性的变化方式。但是以此我尚没有拥有该“另一个人”，该另一个人是另一个自我，具有另一个身体，在该身体中他感觉到触摸的行为，他作为通过知觉积极行动的主观，以下面这种方式存在于该身体中，即他借助该身体触摸在他之外的物体或他自己的身体（从器官到器官地触摸），或者移动眼睛去看这些东西。与此同时事物之诸主观显现为他进行着，他知觉这些显现，这些显现以诸方面，以诸变换着的视角，向他呈现，它们在它们围绕作为零客体的他的身体之不断变换的定位中向他呈现，它们作为视觉上看到事物，作为远处的事物和近处的事物，向他呈现。这些变换是由他主观地引起的动觉决定的，这些动觉在它们的现实的进程中，和作为可能被预见的进程中和实践上可支配的进程中，为他构成关于存在的，关于运动和静止的，关于变与不变的经验。他根据关于他的经验综合之这些错综复杂的基本的被给予性，通过在身体性中的存在，又进入外部世界中去发挥作用，并对“自己本身”等等起作用。他的思想行为，他的在感知时的评价行为，他在意愿时下定决心的行为，他的处于其一切样式中的整个的自我生活，都是针对这个他经验到的，在他自己的以主观-自我方式进行的经验中如此这般地给予他的世界的。我在经验到所有这些东西的同时，也经验到“他”借以向我“显现”的，我直截了当地称其为他的物体式的身体性的外在的物体性。但是所有这些在这里被描述为他的东西的东西，都不是我的原本的经验，而仅仅属于对象方面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外在的物体性东西，只不过是我的领域中的原本被经验的客体。我在这里以外在性，就是说，在我的原本领域中的定位中，经验到的东西，作为如此被经验的东西，然后接下来作为可如此原本经验的东西，并不是那个作为他的身体性，作为对于他来说是原本地自身实现的东西，和原本地被实现的东西，作为他存在于其中的东西等等而被他（如同它那样）经验到的东西。虽然我经验到，它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我认为，我以被经验状态的原本方式（它以那种方式具体存在于我的原本领域中）原本地经验到的东西是我自己的东西，而我在经验我的东西的同时作为相应的他的东西所经验到的东西，是我在准当前化的方式中正是作为在他的主观的样式中自身构成的东西，并且是作为他的东西在他的原本领域中具体构成的东西。因此如我通过揭示所发觉的，我借助每一个这样的移情作用设定另外一个处于准当前化方式中的具有另外的具体的原本经验的自我。但是，在这里那个被称作具有这个自我的环境世界在其中原本地被构成的另外一种生活的另外一个自我的东西，当然是处于与我，与我的原本的经验和我的环境世界之特殊的关联中。然而在我经验时，我会说，这个世界是同一的世界，一般来说，他经验这个世界，我也经验这个世界，我看见的这里的这些事物，他也看见，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定位上看见，等等。因此我也说，他作为他的身体物体在他的原本经验中，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在零方位中，经验到的东西，与我在我的原本经验中作为外在事物经验到的东西，是同一个事物，并且这个事物对于他来说配备有仅仅与他的自我有关的主观的诸身体性特性，它是他的身体，不是我的身体，相关联地，我的身体被他经验为外在的事物，但不是被经验为他存在于其中的身体，而仅仅是经验为我存在于其中的身体。


  附录LXII  移情作用问题〈作为虚构的生成之问题和作为静态的现象学之问题〉〈或许写于1927年2月初〉


  移情作用之问题作为虚构的生成之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表达：假定，一个原本的环境世界没有诸异己的主观就被构成了，或更确切地说，没有在该环境世界中出现的异己的身体就被构成了，在该环境世界中只有我的身体和我的外部事物；假定，现在对于我来说，在这个原本的环境世界中有一个“异己的身体物体”出现了，那么借助关于这个异己的物体与自己的身体物体相似的经验，一定会有什么东西被引起呢？在这种情况下，将对异己的物体的知觉扩展为对另一个人的知觉的这种对第二个主观性的间接呈现在多大程度上会被引起呢？


  我曾说过，虚构的生成。因为我并不能预先就断定，这种异己者之间接呈现的生成是以一个没有异己的主观性的环境世界之在此之前的生成为条件的，或更确切地说，是以一个这样的环境世界已经被构成为条件的。


  但是静态的现象学之移情作用问题，是对被给予性的异己的统觉之意向上的阐明：在关于“另一个人”的知觉当中包含的是什么？


  关于儿童成长的问题，其中也包括也许能够对这一个正在成长的儿童实行移情作用的一种世界统觉之最初的发展之问题，是关于解释之问题。我们以自然的根据，因此就是以一个通过共主观的理解行为和相互经验的行为而预先给予的世界这个根据，如同一般总是实行对异己者的统觉一样，也在动物和儿童那里实行统觉。现象学方面的任务就是，描述这种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之处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当中的，处于直接性和间接性当中的类型学，或更确切地说，描述借助移情作用而被一致地经验到的诸相应的对象之类型学；因此描述正在成长的儿童之经验的类型和存在的类型——身体和心灵之有形的器官方面发育的类型。对儿童的不确定的移情作用如何变成确定的移情作用呢？我们能够将什么东西确定地归于每一个成长阶段的儿童呢？某些身体方面的表现在该儿童那里一定会内在地意味着什么呢？等等。


  附录LXIII  对移情作用理论之一般的导入性思考。〈原本的领域和心理学上的生成之问题及超越论的生成之问题〉（1927年2月初）


  对在我的原本经验中作为移情作用之意向的内容出现的关于另一个自我（alter [ego]）之对象性意识的描述：这种意向的内容是空的并且是用实例为我自己进行说明的，或更确切地说是进行证明的。因此在原初的经验中，我们就有未被加括号的原本的自我（ego）和被加了括号的并且被改变了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


  但是严格说来，当我如通常那样处于客观的态度中时，当我在生活中谈到“我”时，我本身所有的是一种受到还原的形式；就是说，我对于我对之诉说的那个人，或者，对于我作为同事，作为另一些人（alteri）意识到的所有的人，就是这个以另一个人（alter）这种形式被给予他们的人。因此我也具有另一个人这种形式，然而是以派生的方式（而不是以原本的方式），拥有连带附属的形式。我的对方是被我原本地经验到的另一个人——只要我的原本的移情作用行为之意向的东西自身具有原本的特征，它就是原本地被经验到的。但是这种意向的东西包含作为对于我而言可揭示的，作为意向的东西的第二个另一个人（alter），而这第二个另一个人（alter）“被认为”就是我作为自我（ego）在我的原本经验中作为我的自我（ego）并且作为被直接设定的自我（ego）所发现的同一个自我（ego）。这另一个人（alter）一般总是可重复出现的，此外总是在关系中出现的——但是最终与一个绝对者相关联，与作为原本经验之自我（ego）的我相关联，我，这个我在思想，这个我将每一个其他人又作为“我，这个我在思想”的来经验，但是是在“另一个人”这种样式中经验的，并且在这里，这个我给予我与所有其他人以同等地位，并且又给予这些其他人自身与所有其他人以同等地位，正如我所做的和我所统握的那样。


  建立原本的经验的行为乃是还原的行为。当我对原本的领域进行描述时，我能够区分两个阶段：


  a）暂时我根本不谈移情作用；在悬搁中我不仅排除被施以移情作用者之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排除移情作用本身。就是说，我从原本的经验世界出发，并从在意识上与该经验世界相关联的自我出发，描述一切在构成方面与该经验世界有关的主观东西和自我本身，仿佛在这里并没有移情作用，因此也没有要从事移情作用的动机。人们可能会说，也许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对具体的主观性之想法的改变，仿佛在我的经验范围内并不会出现动物和人。因此本来应该思考和证明的是，这是可能的。如果不可能，那么它就是一种抽象，在实行这种抽象的行为本身当中就会表明，在它的领域中存在着一种自成一体的统一性关联，作为一个能够就本身考察的层次，但只是作为我的原本的环境世界存在的。但是我并没有获得处于其具体情况中的我的主观性之充分的明白性。


  如果一般来说世界之构成的生成和具体主观性的生成已经被勾画出来了，那么超越论的生成之问题和建立于客观经验之自然有效的基础上的心理学的生成之问题就分离开了。在后一种情况下，存在着关于心灵之发展的共主观的经验，但是以此并不是说，移情作用不属于每一个“生而固有的”心灵之恒常的成分。本来就应该首先证明，如果认为移情作用在任何一个心灵整体中都是存在的，移情作用在任何一个心灵整体中就肯定有其动机，而这种动机本身并不以移情作用为前提，并且本来就应该首先证明，在一切移情作用之前，在每一个心灵当中，都一定会存在着一个具体的心灵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一切原本的此在都能够在原本的自我论的经验中被经验。


  即使是在超越论态度的开端上，我，这位哲学研究者，也首先有处于事实之中的因此也具有一切移情作用的体验的我的自我（ego），并且我必须首先指出，前面在心理学的态度中肯定已经被指出了的东西。


  为此前提肯定就是对移情作用本身进行仔细的意向方面的研究。移情作用事实上存在于诸空的形式之中和诸充实之中，并且每一个空的移情作用都能够得到解释，就是说，在自我之生活关联中，移情作用之可能的充实之诸可能性是可以想象的。


  移情作用具有经验之特征，在关于人的经验中（在关于人这种对象类型的经验中），在关于人的经验的基本类型中，移情作用是一种成分，即对物体的经验这个成分，并且在对物体的经验这个成分中，有一个间接呈现的成分，我们称这种间接呈现的成分为移情作用（作为将这个物体东西-身体东西“解释”为通过该身体与环境世界发生关联的另一个自我的身体的理解行为，这个自我体验它自己的意识生活，具有它自己的原本经验，在这种原本经验中它经验它的环境世界，其中也经验它的身体本身）。“移情作用”并不是某种单独出现的东西，或者是作为一种外在的附加物被附加到另外一个东西上的东西，比如附加到对物体的经验上的东西，移情作用也许是第二个特殊的对象性东西借以间接呈现的意向性。如已经说过的，它是经验的一个要素，在这种经验中，一种特别的对象性东西，一个特殊的对象领域，被经验到。就这方面来说，作为文化经验之对象的文化对象的情况也相似，但是，这种文化经验在共主观的意识方面是建立在更高的基础之上的，只要它恰恰并不诉诸作为创造文化的活动之主体的另一些人之现实的经验。


  因此，这种现象学的研究以及一切现象学的研究——一切现象学的研究，具体说，就是构成方面的研究——之任务，一方面，对在这里被构成的作为原本的存在意义（即在这里以原本充实状态按照确实性被给予的东西）的对象的意义进行描述，另一方面，相关联地，对主观的充实过程进行描述，在这个充实过程中，对象性的意义作为在其给予性之主观方式中的，在其“显现方式”的多样性中的连贯实现的现实性，只对这个进行经验的主观而言是具体存在的，而这个进行经验的主观带有一切恰恰是对于这种实现而言确真地必不可少的必然性。这种描述作为一种涉及普遍东西和必然东西的描述，当然是一种本质学的描述，对于这种本质学的描述来说，一切事实的东西都只具有样本方面的意义，这种本质学的描述不受事实东西的变易性之约束，并且这种本质学的描述对于个别的事实以及对个别事实在经验中的变动不定的不确定性不感兴趣。


  每一种这样的分析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就是生成的分析了。因为在现实的经验中和可能的经验中我们都实行变化，适时地在意识生活中实行可能的变化，由于这些变化，引起者和被引起者变成显而易见的了。正如与此同时构成方面的意义所发生的必然变化那样变成显而易见的了。因此，例如我们能够看到，在一个人的知觉方面的物体性东西之变化中——由于这种变化，有机体这种类型被超越了——理解行为（移情作用）之牢固的表层之可能性如何被取消了，并且反过来在一个物体变为动物式的物体，并且首先是变为人的物体这种类型之可以想象的改变中，移情作用如何不是被偶然地加入进来，而是被必然地加入进来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然能够看到，只要“物体”这种类型是不可经验的（或更确切地说，只要自然的经验没有得到发展——假如它的发展的必然性以前已经得到证明），那么人也就不可能将移情作用引至经验。


  显然，正是这种关联之这些必然性是一切生成学说之基础，并且凡是有暂时的依赖性突显出来的地方，这些暂时的依赖性本身就已经属于这种关联的必然性了。


  只不过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一种生成的心理学和生成的现象学，那就为我们规定了一项普遍的任务，即按照生成之必然性的普遍法则理解作为必然之生成关联的处于其时间性中的具体的主观性之存在的普遍关联。但是走在这项任务前面的是对诸结构的研究，即对于处于“得到成熟发展的”主观性之阶段上的具体的主观性之具体的样式的研究，这样一个得到成熟发展的主观性，我们在这种研究开始时就作为变化着的事实在我们当中发现它了，并且我们暂时在一个能以本质学方式突出出来的稳定的类型（人与环境世界）中对它加以改变了。对这些特殊的结构，以及诸附属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东西的突出强调——这种突出强调甚至构成在预先给予的人类之基础上，甚至在简要说明那种稳定的整体类型之前，就构成开端——得出了包括其它结构的必然性在内的诸不可抗拒的生成的必然性，并因此得出了建立普遍的生成之学说的全部材料。


  附录LXIV  〈一种超出我的原本领域并设定一个完全是异己的原本领域的间接呈现如何可能？一个外部事物与我的身体相似是按照自然之诸方面的相似〉（1927年1月/2月）


  对异己的人的知觉。属于这里的还有，我的原本的自然之某些外在的客体被用作一种异己的心灵生活之表现，这些外在的客体不仅作为原本的对象被给予，而且构成更高阶段上的知觉之核心，在这种知觉中，与这种原本的“事物”一起，借助间接呈现，异己的主观性“被连带知觉”。


  在这里，具体谈论存在于这里的东西是困难的。这个原本的存在是一种有血有肉的现实性，并且只要没有随之发生由情况决定的改变，这种现实性对于我而言暂时就是有关系的。在这个对于我而言是现实的客体当中，有一个异己的主观性“表现出来”。这个异己的主观性是借此以设定方式被准当前化了的第二个主观性，是第二个自我和我所不是的那个自我之原本领域。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更仔细观察这种情况。它不是那样一种间接呈现，那种间接呈现与我的主观性之原本的客体L1一起，以一种原本经验之方式使我的原本客体当中的一个客体的某个类似物的，但是作为对于我而言是可知觉的类似物的另一个客体成为连带当前的。我能够从我已知的东西中描摹的每一个客体，都恰好是已经现实地经验到的诸客体当中的一个类似物。一种如其属于我的原本领域本身那样的间接呈现，作为借助一个原本的东西而指示另一个以在知觉上可进入的方式一起在此存在的东西（比如只不过被遮蔽了的东西）的间接呈现，恰好只是我的敞开的主观性之组成部分，是属于我的主观性本身的“环境世界”之组成部分。


  一种间接呈现，如移情作用，如何可能超出我的原本的领域呢？在移情作用中，一个异己的主观性，即一个完整的异己的原本领域，被间接呈现，并且在该移情作用中，诸异己的原本的客体，异己的环境世界，也被间接呈现。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某个对于我而言并非原本的客体，只有借助间接呈现才能被设定，这种间接呈现间接呈现一个完整的异己的原本领域。对于我来说，确实只有那种在我的原本领域中可以说是由一个原本地被给予的东西所要求的东西才能存在。我的身体按照其称号，具有一个自然，尽管在其被给予方式方面受到限制，仍然是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但是它还有另外一种经验意义，即作为充实自我活动，充实自我意向的可能的关联之器官，它是我的自我之器官，是我的意识与我的环境世界关联之器官（是我的原本领域——该领域在自我中有其中心——之一切意识关联之器官）。


  异己的身体物体的运动和变化与我的作为起功能作用的器官的身体物体的运动和变化相似；但是异己的身体物体作为我的原本性之领域中的事物，仅仅是外部事物，并不具有躯体学上的“内在性”，它不是身体，而且由于它在定位中的外在的位置，也确实是不同于身体的。我的身体是唯一可作为身体原本知觉的，我只能存在于我的身体中，我只能通过我的身体间接地存在于外部的事物世界中。我直接地将我的身体经验为身体，只要这个环境世界恰好仅仅是作为原本的环境世界，作为我的主观的环境世界，被构成的，想要在我的环境世界中通过间接呈现获得作为第二个身体的身体，是不可能的。然而当我将在我的身体之外的那个物体统觉为一个异己的身体时，这意味的是什么呢？异己的“身体”与我的身体——它已经作为在我的主观的环境世界中的存在被构成了——之这种“外在的”相似性，作为可能性，并且作为事实，是无可怀疑的。这个异己的身体物体所处的位置与我的身体物体越是相近，并且越是处于适当的相似的给予性方式中，这种“外在的”相似性就越是起作用。但是异己的身体作为我的原本的环境世界中的物体，缺少身体性之特征，这种身体性之特征确实属于作为原本的对应物的身体性之构成。在身体之统一中，这种在客体中存在和这个客体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并且身体之自身给予性是有关这二者的自身给予性。这一个的给予性，即身体物体只有按照以下方式才可能没有另一方：原本的自我就自身来说，可以说并不同时活动，支配活动完全被禁止——但是在“我任何时候都能”这种意识中被完全禁止。如果没有这种“我能”，并且如果这种支配活动向我显示，只有我的身体在活动，而异己的身体并没有被我的身体的活动所涉及，那么我所有的就恰恰只是我的身体的一种类似物，但不是第二个身体——如果一个身体正是我在其中进行支配的原本的客体，那么这个客体就是我的器官（我们可以考虑以下问题，即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个自我事实上有许多的身体）。


  异己的物体与我的身体的相似是按照“自然”诸方面的相似。我能够在外在领域中设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与我的身体相似，并且越来越相似，它们与我的身体完全相同，但是当它们恰好是我的原本的知觉领域之外部的客体时，对于这种相同而言，它们缺少的就是本质的东西。我的身体是定位的零点，是我的环境世界之中心客体。我的身体有一种卓越的、仅属于它的给予性方式，我的身体不可能具有一个外部事物所具有的和能具有的一切显现方式，或者显现方式的一切类型，只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有效，即每一个外部的客体都能连续地向这个零点移动，但却不能变成这个定位的零点——比如竟然将我的身体从零位置上排挤掉。（想象下面这样一种接近和排挤是一种很有趣的想象，比如当另一些主观竟然被以下面的形式构成时，即两个人相遇，在紧紧地拥抱时由于受到排挤他们自己的身体突然消失了，这两个人是作为另一个身体的两个主观出现的。）


  如果我的身体物体的异己的类似物本身并没有被经验为身体，然而不仅在其整体形态中，而且在其运动中，在其在知觉中呈现的诸内在的和因果的特性中它都具有与作为身体的我的身体的类似，因此都“使想起”我的起支配作用的自我，那么在这里就有一个作为起支配作用的自我的我的自我之变样一起呈现出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作为在这个事物——这个事物为了成为身体必须具有定位零点之形式——之变样中起支配作用的一起呈现出来。


  附录LXV  移情作用之原理。原则上每一个身体都如同我的身体一样，每一个我都如同我本身一样〈约写于1927年2月〉


  我的身体和我的知觉器官之系统的每一个异常的改变，也能够在每一个其他人那里出现，每一个其他人的身体和知觉器官之系统的异常的改变，也能够在我这里出现。因此比如在视觉层次或听觉层次上，我的已被构成了的正常世界之异常改变本身所意味的就是我的视觉器官等等变得异常。这样一个层次也可能完全消失。它也可能重新出现。也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层次，就如同我能够从这种消失的诸可能性中所想象的那样。在别人那里也如同在我这里一样。如果我能够自由地支配我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人同样能够自由地支配他自己的身体，那么我就会发现由诸正常性东西构成的一个系统之一个阶段的我的现在的世界直观，并且这个世界在这种自由变换中就会是在每一个个别的正常性那里显现出来的，而且是共主观地显现出来的一种统一，一种更高阶段的直观的统一。我总是留在这里，我们大家都向这个同一的世界里看去，但是我们这些不同的正常性的人群和不同的异常性的人群关于这同一的世界拥有不同的显现。所有这些显现（所有这些正常性）都以构成的方式在自身中拥有这同一的世界。所有这些显现都与变动着的身体性有关系。


  只不过我们不能真正地将我们设想进所有异己者的异常性之中，不能直接理解所有异己者的异常性，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经验过所有这一类东西。


  可是，这难道不是以一个基础的层次为前提吗？这个层次对于所有的层次肯定都是作为原始的层次准备好了的，即触觉的层次？作为由诸显现系统构成的更高阶段的显现之统一的世界统一，就是以这种样式为根据的，而这种样式是这样的，即在所有的阶段上都始终同一地保持着：作为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之实在性和作为在变化着的感性的显现方式中同一的诸性质始终同一地保持着。这就是数学化之基础。


  附录LXVI  移情作用。〈我的具体的主观性在自身中具有关于诸异己的主观性之诸解释〉〈约写于1927年2月〉


  我拥有我的原本经验之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一些事物被统握为异己的身体，并因此被统握为在它的原本经验之范围内过着它的生活的另一个自我之器官。如果我假定这种解释是有效的，那么我由此就有了关于异己的主观性之一种并非原本的，而恰恰是一种解释性的经验。这个异己的主观性是我按照自己的主观性作为一个自我来经验的，作为在一种意识生活中生活的并与自己的身体相关联的，并通过自己的身体与自然相关联的，并且在其中有某些自然的对象作为异己的身体，而且是作为被异己的自我在经验时完全支配的诸异己的身体。我还可以说，我的具体的主观性在自身中带有关于两个具体的主观性和众多具体的主观性之解释，作为关于这样一些主观性之解释，这些主观性从它们那个方面又在自身中带有相似的解释等等。


  因为我的具体的主观性在自身中使这些解释有效，或者实行这些解释，并且在其内在存在之进展中证实这些解释，所以就发生了以下情况，即为我原本构成的环境世界与通过解释置入该另一个人之中的环境世界，以综合方式符合一致，尽管有给予性方式的不同。这个完全一致的第三者（tertium）首先是异己的身体，它被我经验为外在的自然客体，同时与被解释的另一个人在其原本领域中的自然的内在的身体是同一的。


  另一个人是在我拥有的这样一种态度中被指示的，这种态度是我本身作为在身体中存在着的，并且与通常的环境世界发生关联的自我所拥有的态度，因此是在忘却自己的态度中被指示的。这样，这个被视为同一的身体就被补充到整个的环境世界之中了，并且这个环境世界本身作为被解释的原本的环境世界就是一个能够通过反思被揭示出来的进行构成的主观性之相关项。


  文稿28  重要的思考！〈间接呈现，图像意识和另一个人之在场〉〈约写于1927年1/2月〉


  在一张旧卡片上我发现了下面这个确实应该仔细思考的意见：


  间接呈现正如在“人”那里一样，在一切客体上，在“诸事物”那里，都发挥其作用。然而抛开双方有本质的不同外，在移情作用之方法上恰恰是下面的情况确实引人注目：


  我与另一个人谈话，我用双眼看他，这样我就拥有他在场的生动意识，我有理由说，我“看见了他”，他这个人，这个对于我来说是直接现前的人，而且不仅是他的物体性的身体。我确实理解了这另一个自我和他所感受到的东西，这种理解比（譬如）对一件东西之我肯定不会说我看到的背面的理解，要真切得多。


  当我说：在生动的移情作用中发生了一种“相似化”，但不是在关于该背面的事物性知觉中发生的时，在这里作为相似情况我曾试图引入图像意识。


  在图像的直观中不是也存在一种相似化吗？我仿佛能按照进行真实描摹的笔致想起被描摹的东西本身。我就像当它本身在这里时那样注视它。更确切地说，被描摹的东西之本质在被给予的本质中相似化了——在这里仿佛它就存在于这个被给予的本质中。


  这种被描摹的东西是一种空间上远处的东西或时间上远处的东西（或属于过去的东西）。与此相反，在移情作用中存在的是相似化，共当前化和间接呈现。


  我可以说，这另一个人是我的模写吗？这当然是错误的，尽管毫无疑问在这里确实存在着我本身的相似物。


  在一切以知觉方式进行的实例说明中，以及其它相似的实例说明中，我都有作为对另一个东西之进行实例说明的东西的虚构，在这里该虚构从它那个方面或者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存在物，或者是由于间接理由而被认为是现实性的东西，或者本身就是一种被虚构的东西（在“仿佛”中被以为的东西）。但是如果它存在，或如果它如它实际所是的那样存在，它就无论如何都是与进行摹写者没有存在关联的东西。在移情作用中情况则不同。


  一般来说在这里情况更加复杂。在图像意识的情况下，这个“图像”就是唤起者。在移情作用意识的情况下，唤起者是异己的身体物体，异己的身体物体唤起与我的身体物体之相似化，这种唤起由此出发继续进行，并在以间接呈现方式进行的设定中，唤起与我的自我和我的具体的主观性的相似化。


  在关于图像的意识中，我看见这个图像，并透过这个图像看。在关于人的意识中，我看见该物体，但并没有因为它本身仍然有效就透过它看见另一个人的物体。这的确就是该物体本身。然而却透过它看到内在的身体，并由这里出发继续看。


  所有这些必须重新思考，并彻底思考！


  文稿29  〈作为一种间接的间接呈现的进行移情作用的间接呈现及其实现〉〈约写于1927年2月〉


  处于其原本领域中的身体是唯一的，不仅按照其种属是唯一的，而且即使没有种属它也具有一种确真必然的唯一性。就是说，它不像一个事物那样，是个别的。事物正是经常作为“一个”事物被经验的，它在目光中出现时是依照以往已经经验过的诸事物被统觉的，并且是作为如此这般形成的（撇开原初的形成不说）而被统觉的。在对事物的统握中，至少暗含地存在着将它统握为普遍性东西中的个别性东西的可能性。但是身体，因为是作为这样的东西被构成的，只能通过回忆被统觉为——被具体把握为——它本身，自己本身。


  但是身体也按照一个层次和其它自然物体一起被构成为自然物体，被构成为在空间中运动着的，被构成为自然之因果规定的承载者，简短地说，如同其它事物一样，被构成为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它的物体就是“一个”物体。


  因此，下面的情况显然是可能的，即在我的原本领域中有一个外在物体被给予，被如此这般地定位，这就是说，借助于远知觉在这种和那种透视中被定位，该外在物体在物体性方面与我的身体完全相同或非常相似，具有相同的物体性类型。这个身体毫无困难地被按物体性的方式归入一个种类，恰恰是一个物体性的类型之种类。那种通过透视式的知觉被理解的，就是说，是连续地、间接地（对于触觉来说，透视的概念被取消了），借助于实行一种适当的动觉的移动被理解的相似性，完全地得到了实现，通过这种适当的动觉的移动，在那里的那个物体之近处形态就被认为是以直观的方式作为视觉上真实的，并且作为现在能同时建立起来的触觉形态实现了。一切透视式的知觉都在自身中具有一种连续的意向的间接性，该知觉在这种间接性中被反向关联到透视之边界状况（现在被理解为诸透视变形之综合统一），这种边界状况仍只被称作透视之边界。


  因此物体方面的相似之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并且现在我会说，与我的身体相同的这个外部的事物，当它被知觉时，肯定不仅会呈现这种物体式的事物，而且由于它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还会间接呈现该特殊的身体性——一种属于该物体式的外在性的相同的或相似的“内在性”。


  间接呈现所说的是对于共现前之基于类似的预先推定，这种共现前是能够在知觉上直接显示的；间接呈现所说的是，按照一种起引导作用的类似物，以预期方式将那些与最初被知觉到的诸规定结合在一起的新规定预先确定为是可知觉的；简言之，如果将这种间接呈现认为是直接的间接呈现，那么它在这里就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说，它暂时不可能这样出现，而是说，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不可能实现。


  对别人的经验并不仅仅是预先推定，这种经验的确不断地得到充实。但是这种充实绝不是对异己的主观性之现实知觉上的把握，而且它也绝不可能是这种东西。


  这种间接呈现，这种进行移情作用的间接呈现，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些困难呢？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联想在起作用。就是说，我由于那里的那个身体物体方面的类似物而想象在动觉方面，在感觉领域，在自我和自我行为等等上相同的东西。


  在自然的知觉中，我拥有这种物体性的东西，并且正是这种知觉方面的东西应该首先在触觉领域，在动觉等等上，和一种内在性一起被想象。可想象性就是可能性。我当然能够通过以下方法想象关于“另一些”身体的诸可能性，即我以想象方式改变对我的身体的想法；这样便提供了许多可能性，但都是在我的原本领域中未被实现的可能性。情况很可能就像如果我拥有的是另一个身体，而不是我的这个事实上存在着的身体，并排除了每一种这样的可能性那样。但是我如何能够按照这种联想将在那里的那个现实存在着的身体物体想象为是具有身体方面的诸规定的呢？该身体物体能够具有那些并非作为它们本身所是的，能为我显示的诸特性吗？这个“身体物体”，那里的那个事物，是我的原本领域中的构成方面的构成物，仅仅属于我的主观性——正如我的身体同样也具有所有那些我在身体方面归于它的东西那样。从共现前的特殊身体的东西以联想方式连带想象到那里的那个物体，所说的是，一种处于定位之中的触觉领域，“我”能使之起作用的动觉等等，都属于该物体。但是“可想象的”所意味的是一种可能性，是某种我能够实现的东西，除非与这些可能的规定一起所想到的东西之规定与此相矛盾。直接的间接呈现，这意思就是说，那里的那个物体作为我的可原本经验的客体，仍然如它所是那样直接存在着，只不过作为所属的补充的内在方面包含其它情况下所缺少的身体东西。


  我们可以说，以下情况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即联想首先现实地导致这样的间接呈现，如当我们在儿童的成长中虚构一种情况，在那里，该儿童在他的一只手旁边看到第二只手，完全相似的第二只手，而且将它作为手来统握时，是以下面的情况“为前提的”：在触摸时，会出现相同的触摸感觉，诸动觉作为附属的是可经验的。简言之，该儿童正是将这只新的手也统握为手，而这就是说，统握为他自己的手，而这种经验自然也就保留了这个前提。如果这干脆就是一种按照类比的通常的统觉，那么那里的“另一个身体”就会是我的原本领域中的身体，能够作为身体以原本性向我显示出来，因此是我的身体，我自己的第二个身体。但这不仅事实上不是真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现在（因为联想在这样地导致间接呈现时立即就表明这种不可能性）我们必须思考，联想如何在的确还继续发挥作用时注952，能得到证实，以及如何能建立起会是一种可能性的被改变了的间接呈现（这只能意味着：只有通过实现可能的充实，才能弄清楚，这种间接呈现应该在什么意义上理解）。


  如果那里的那个物体由于相似被以联想方式统握为身体，那么这所意味的就是，它与我的身体物体处于意向的符合之中，并且以间接呈现的方式在相互符合中承载着属于我的身体物体的特殊身体方面的诸规定。在通常情况下，这种联想首先是作为空的唤醒起作用，然后是作为或多或少不完善的“想象”起作用。但是它肯定允许通过清楚的准当前化揭示。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那种具有叠层移动式的“使想起”之形式的叠层移动；一个回忆起另一个，并以“使想起”之方式在自身中——在意向上——带有另一个的诸特征。但是这个身体是处于该身体所独具的零位置中的身体。此外，身体是由以动觉方式活动的诸器官构成的系统，它是作为感觉领域的承担者，作为一切其它当下知觉上的事物之被定位的给予性之作用点，作为我的自我知觉世界的一切实践之媒介，也作为我的感受行为之联系点等等建立起来的。作为身体，它只有在功能中，在生动的功能中，才能够现实地呈现出来！许多东西都是由这里发生的。尽管如此，应该思考一下：我的身体是诸物体中的一个物体，但是有一个并行的，作为它的内在的意义的内在的行为举止属于它的物体的运动和其它的规定（这些规定作为原本可经验的规定在物体方面属于它），简言之，属于多种多样的物体性的行为举止。活的身体是在其稳定的起功能作用的行为中稳定地表现出来的内在性。内在性的东西在外在性的东西之变化中，更在整个的身体之完整的外在结构中，“显露出来”。但是这是一种特殊方式的“显露”；被显露的东西在呈现方面与其在对身体之自身经验中的相关项是不可分割的；但它们并不仅仅是彼此并列地一起在此存在的，而是它们拥有属于同一整体东西之联想式的统一（由于经常“同时发生”）。


  但我并不是首先需要在我自己这里有一种由外部向内部的空的参照，然后需要一种随后到来的充实。二者是不可分割地在一起的，并且一起起作用，外在性连续地以内在性“为基础”。但不只如此：身体作为知觉器官处于与被知觉的事物之联系中，被知觉事物只是在这种联系中，才在知觉上为这个身体-自我在此存在。而这个身体-自我又能够被外在地看作是一种外在的举止行为（进行触摸的手被看作仅仅是物体和物体的运动，在一个事物上掠过后就从不同的方面接触到其它的事物等等），另一方面，按照所建立起来的东西，或更确切地说，外在性，它具有一种目的论的意义，正如该身体本身（刚刚说明过的东西也一起算在内）的确也是一种目的论的对象性东西，具有一种外在性，该外在性从存在于身体中的并通过身体而存在的自我那里，获得一种目的论的意义。


  如果所有这些处于统觉上符合之中的东西，都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在自己的原本领域中被给予我的那个外在物体所指示的（并且我通过充实也弄清了这种符合的内容），那么通过这种外在的物体所指示的就是一个完全相同的物体，但是作为零物体被指示的。如果该物体曾经在视觉上的远显现中显现，那么这种显现首先作为该物体的自身现实性，指示同一个东西，通过走过去等等，该同一个东西在其最佳的显现中能够作为自身显现直接被看见，并在近处空间中能够直接被触摸；如果该物体从一开始就是在近处空间中自身给予的，那就不需要这种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指示它的零形式之类似物，而这种零形式从它那个方面又是我自己的零物体的类似物，如果该物体被间接呈现为能原本充实的，该零形式就和它矛盾，并会被取消，因为只有一个零物体才是可能的，而且只有是处于同一的现在中的零物体，才是可能的。


  此外：那里的那个物体之物体式的行为，与我的身体之行为相似，而且该行为肯定是从一开始就存在，如果与我的作为身体的身体之统觉上的符合能够成为间接呈现的话。但是那里的那个物体式的行为当然也能够转化为零行为，即那个外在的物体所指示的那个零物体的行为。这些行为是作为目的论的行为呈现出来的，但是如果间接呈现是一种直接原本的间接呈现，那么所有这些都会在其存在的现实性中消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现实性肯定正是我的现实性，我的原本领域的现实性。但是，尽管缺少这种限定在我本身之中的充实，这种通过该知觉上的外在的物体性与我的知觉上的身体物体性之类似符合所引起的表象，仍然连带包含所描述的内容。因为对这个物体之外在的行为之目的论的统握在其在零物体中的反向指向中有其自身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不会因缺少被表象东西之可原本通达的现实性而受到损害。目的论的统握所遵循的并且必须遵循的，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空间过程的外在物体性行为之个别的成分，相反，每一个刚刚被配上的（“被施以移情作用的”）目的论，都在内在方面有一种潜在的地平线，目的论引起预先的预期，这些预期连续地要求所属的外在性，一种随即连续一起在此存在的外在性。因此，在这种纯粹的表象内部，即在纯粹在这种关联中引起的准当前化内部，发生一种持续的存在设定，一种持续被引起的（而且是由知觉证据引起的）间接呈现，这种间接呈现所提示的，是共存在的东西和经常在其共存在中持续显示的东西，而这种显示是以一种具有新的、为了用提供理由的原本知觉进行充实的内容的新的间接呈现之形式进行的。在这里，每一个阶段都是间接呈现，并且正如在每一个原本的经验中一样，是同时进行设定的意向和充实。那里的那个物体不只是通常在我的原本领域中的物体，和任何一个作为物体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的东西。那里的那个物体是通过我的身体物体被指示的，以准当前化方式被意识的，并设定一个身体，从它那个方面，以物体方式设定这个物体的类似物，或更确切地说，以物体方式设定它的副本，但是该副本是作为零物体存在的，并且按照其多种多样的（尽管并不是全部的）物体的过程，而是零过程的副本，这些过程现实地真实地存在着，具有连带被指示的在这些过程中连贯地表现出来的目的论。但是，它不是存在于我的身体中并通过我的身体而存在的我的自我。该物体的确不是我的身体，它不是原本地由我经验的身体，而是由我通过那个被我知觉到的外在物体指示的，并且是只能被准当前化的身体，而那个存在于其中的自我，因此是被一起准当前化了的自我。


  在我继续下去以前：


  1）应该强调指出，谈论下面这种统觉上的补充是根本错误的，在这种补充中，一个由我经验到的外在的物体由于其与我的身体在物体方面的类似，获得一种作为补充的心灵方面的规定，一种正如其属于我的身体那样的心灵生活。对此绝对应该说，我在身体方面对自身的经验（对身体本身的经验）并不是对在通常意义上具有人的心灵的一个物体的经验，因为在原本的领域中，关于我本身的经验，不可能作为物体和心灵两个层次的统一而存在。


  但更重要的是，统觉上的补充将会意味着，按照直截了当的移情作用之意义成就，外在的物体及其外在的物体式的运动（其“行为举止”）会直接地并且本身就获得借助于间接呈现被连带设定的第二个存在层次，——譬如这样连带设定，如当我进入到友人的前厅闻到雪茄烟味时，我便间接呈现他的共现前。如果这里涉及的是一种补充（人们能将其转变为通常经验方面的类比推论的那种补充），那么它就是一种直接的间接呈现，而这种直接的间接呈现由于并非是在此存在的东西，而表明是无意义的。


  2）应该考虑移情作用和重新回忆之间的关系。


  即使在重新回忆那里，我们也有一种情况，在那里虽然准当前化在现实的知觉中有其最后的动因根据，但是每一个进行准当前化的设定都又在准当前化中经受其证实和否定。鉴于所有这些差异，这种重新回忆的结构，从总体上看，难道是一种本质上类似的重新回忆的结构吗？在重新回忆的情况下：我有一种原本的现前，在其中出现作为对过去东西进行准当前化设定的重新回忆的体验；并且表明：我能够一再地将这同一的东西准当前化，并能在重新回忆的关联中，在向生动的现在的过渡中，证实这同一的东西，这样我就能够建立起一种将过去和现在一致地统一起来的经验之统一。


  这个现在的世界自身中带有过去；它不仅在生动的现在中作为现在存在着的世界被给予，而且作为继续下去的世界，作为无限的过去之世界被给予。因此存在着一种由重新回忆得到充实的连带设定。但这正是一种关于过去的连带设定，这种连带设定只能一再地由重新回忆充实，正如它一再地唤起指向这种证实的意向一样。在这种连带设定中存在着第二个原本性，它在其充实中原本地提供过去的东西本身。


  移情作用作为在扩展了的意义上的知觉，在现在之内部实行准当前化，它通过实行准当前化设定一种共现前，而且是和原本的现在一起实行这种设定的——又是在自身中带有原本性的连带设定，因为这种连带设定只是在直观的移情作用中才得到充实，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地提供“另一个”存在。


  附录LXVII  关于进行移情作用的间接呈现之问题。〈对类比推论的理论之批判和对本诺·埃德曼和艾利希·贝歇尔的统觉方面的补充之批判〉〈约写于1927年2月〉


  我的身体是如同每一个其它的自然客体一样的自然客体。如何理解一个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的作为身体的物体之间接呈现呢？这种间接呈现是显而易见的吗？应该如何更确切地理解这个问题呢？


  类比推论


  人们说，我是作为物体存在的，和这个物体结合在一起的有一种心灵生活。如果我经验到一个与我的物体相似的另一个物体，我就会立即推论说，它也会包含一种心灵生活。尽管我并没有经验到这种心灵生活，尽管按照其本性它事实上（de facto）是我无法进入的，然而这种以归纳方式进行的连带设定却能够由下面这种经验证明是有效的，即这个物体的行为举止就如同当它怀有一个主观时的行为举止一样等等。


  人们能够这样推论，尽管前提是，在拥有关于另一个人的经验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经验的世界，即在人们有这个经验世界相同的意义上有了这个经验的世界，尽管在此之后另一些人才为我在此存在。但是如果另一些人为我在此存在已经以一个客观世界（在自然地在这个世界中生活这种意义上和在科学之意义上的客观世界）为前提，那么这种推论是如何可能呢？如果这“另一个人”先于这个“世界”及其同质的“空间”和空间时间而存在，并且那个存在着的世界，那个对于这样一种推论而言，对于一个纯粹主观地构成的，此外还是缺少某些本质特性的世界而言是前提的世界，是与真正客观的世界，对作为经验者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同一的世界对立的，那么这种推论是如何可能呢？


  反对本诺·埃德曼在统觉方面的补充


  当人们随同本诺·埃德曼和追随他的贝歇尔一起谈论（不仅是在尚不包括诸异己的主观的最初的世界统握中谈论，而且还在通过统觉方面的补充而连带把握这些主观的情况下谈论）个别的主观之认识论上的朴素的世界统握时，情况并不会变得更好。这种想法在这里是这样的，即外部的知觉是按照下面这种方式实现的，即内部的意识事实通过以联想方式连带预期的另外一些意识事实而在统觉方面得到补充，即以这样的方式，例如，真正作为一个事物的正面借助知觉事实被“代表”的东西通过另外一些意识事实，但只是以预期方式被预先推定的意识事实，得到补充，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以预期方式预先推定的意识事实“代表”背面。


  这种有关代表的，有关天生的因果本能的，即要求对通常的未经规整的意识事实进行超越论的因果性解释的本能的未经深思熟虑的想法，会是什么呢？这种从一开始就被附加到主观性之上的形而上学不是根本错误的吗？而且它在这里不是只不过是为了掩饰对世界经验之真正的意义和真正的生成之真正心理学的说明之无能为力吗？如果我们抛开这种形而上学，那么所得到的就是关于诸“事实”的一种纯粹的关联，这些事实在“心灵”当中拥有一种“实在的”此在，正如在对自然之客观的统握中诸自然的事物拥有一种“实在的”此在一样，并不是服从于自然的法则，而是服从于联想的法则——这只不过就是休谟那里（à la Hume）的许多或一堆“印象”和“观念”。关于意识之给予性东西的真正的心理学，不理睬这些联想式的“补充”和代表。首先必须按一定方法表明，在自我之意识生活当中，在我的意识生活当中，以及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在他的意识生活当中，真正存在的是什么，并且按一定方法实行抽象，借助这种抽象，那种在我的意识中作为我的而被给予的东西，或能够揭示的东西，就会明白地突出出来，并且在我自己的领域中呈现的移情作用超出这种东西所意味的东西就会明白地突出出来，并且在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情况下，在自己的东西中什么样的动机有意义地要求而且是以必然性要求连带设定并非自己的东西，当然还有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必然性，也都明白地突出出来了。


  附录LXVIII  以统觉方式直接转用（间接呈现）身体的特性之不可能性〈约写于1927年2月〉


  什么东西属于通过原本经验进行显示的原本的间接呈现之可能性呢？


  如果从前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统觉，那么我就会在这样的统觉中统握一种相似的统握素材，原因在于，相应的空的地平线，正如它们曾相似地在此存在过那样，将会一再在此存在，并且是作为曾经已被充实而且曾经能够在这里被自由地充实的地平线在此存在。这种统觉并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表象，而是在其中存在着相信，存在着预期，在这种预期的充实当中，预先被意指的对象变成了被给予的对象，更确切地说，是在连续的统觉中变成了总是还被预先意指的，并且总是一再地自身给予着的对象，当然是按照总是新的“规定”自身给予的对象。


  在已经形成的统觉之基础上，或更确切地说，在一个存在领域的基础上，能够产生多种多样的间接呈现。在前后一致的经验中的某一个事物上，通过对它的更详细了解我所发现的东西，就是我在每一个事物那里当作前提的东西，就是我作为同一类型的事物所经验的东西，后来一些东西被删除了，诸前提，诸预期，没有得到证实，另一些东西被在经验中坚持住了，并且变成了该类型的普遍的规定。一切被假定的东西都指向真正的经验，都指向知觉，一切被假定的东西都是要得到充实的预期意向。所有这样的间接呈现都是在一个由稳定的本质结构规定的统觉方面的环境中运动的。如果相似的东西被向相似的东西转用，那就已经是以普遍的相似性结构为基础了。比如，具有其地平线的事物以本质形态为基础。这是进行比较的先决条件（das primum comparationis），在这里，更详细的规定能够被转用到新的情况中，因为这新的情况具有共有的地平线，并因此具有允许更详细规定的相同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身体和异己的物体的情况，后者在物体方面与身体物体相似。这种符合一致首先是在物体性这个区域之内的符合一致。据此，例如在外在物体上的各种因果性经验，并因此各种自然的经验，都能够被转用到我的物体性的身体上，并且反过来，在我的物体性的身体上这样的经验也能够被转用到外在的物体上。但是在原本领域中，身体不仅是作为物体被构成的，而且是按照主观方面的特性（作为零物体，作为器官等等）被构成的，正如相关联地，外在的物体是按照外在的物体这种普遍的主观的形态被构成的一样。很清楚，物体式的身体性与一个外部物体性东西的这种相似性，不可能导致任何直接的统觉式的转用，因此不可能导致间接呈现，就是说，不可能将身体方面的特性转用到相似的物体性东西上，因为特殊的身体性东西之统觉方面的形态完全是一种唯一的形态，并且根本不可能在原本的经验中重复。虽然这种由于相似而重叠的情况发生了，但是间接呈现能够在其中发生的那种“均质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和“异质的东西”，即这种特殊的身体的东西和外部物体的东西，是分离的。在这里，通过转用而进行设定是不可能的，尝试进行这样的设定所导致的不是与事实的矛盾，而是区域性的荒谬。


  文稿30  〈由一个外在的物体唤起“仿佛我在那里”的想象以及该想象之充实（对这种仿佛式的解释之证实）。另一个人作为处于符合（镜像）之中的我的自我之进行准当前化的变样〉〈约写于1927年2月〉


  一个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的物体由于它的相似性唤起一种想象，即仿佛我在那里，在那里如此这般外在地-内在地运动，作为自我拥有一个如此这般被填满的知觉领域，并且一般来说拥有一种生活，在该生活中，外在的行为举止同时具有其内在的意义，具有其在主观的可理解性中的具体的主观的存在。这种相似性——不是绝对的等同，而且不可能是绝对的等同，因为我存在于这里，存在于我的实际的环境中，并且由该环境引起的事实上是一些不同的运动，我所拥有的是不同的另外的行为——在物体性方面，是在视觉上有知觉根据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当然会导致对在知觉上获得的物体方面的知识之相互转用，就是说，导致共同期待，导致更详细的规定，但这是这样导致的，即正如它们恰好是在物体这种形式的内部以物体性这种普遍的样式按照地平线方式被预先规定的那样。


  但是由于知觉上的相似，这种符合在自身中还带有其它的东西。我是说，“仿佛我亲自在那里”的这种想象会一起被唤起，但是它具有被改变了的身体物体。而且在我的内在性方面也被改变了，只要在这种情况下我拥有相应的不同的显现方面的环境世界。在将我设置于其中的情况下，在与那里的那个物体的符合中，就存在着以下情况，即我的物体在这种相似的物体之变化中就是被设置在那里的那个身体，并且与从那里来的环境世界方面的显现相关联。


  因此存在着的首先只是：它是与存在于这里的我的身体相似的在那里的那个物体，但这是处于这样一种相似性中，即那个物体就像如果我将自己置于那里的那个空间位置上，或者如果我设想将自己置于那里的那个空间位置上，我的物体会在那里一样存在于那里，只不过我的物体被相应地改变了。


  因此，这种进行准当前化的想象给物体的外在性配上一种内在的意义，但只是我的被改变了的身体方面的存在之内在的意义，和自我意识生活之内在意义，我的“从那里来的”有关环境世界东西等等的被改变了的知觉之内在意义。因此只是一种准-意义。但是现在那里的准-身体之物体性的行为举止以确定的样式，以知觉上的现实性继续进行，不是像任何一个其它的物体的物体性行为那样继续进行，不是像当这个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的物体随意地采取行为举止时那样继续进行，不是像一个物理的物体通常情况下会是的那样继续进行。首先，在它的所有这些事实上的变化中，它都保持着与我的身体物体的这种相似性。因此，有关“仿佛我在那里”的相应的想象在一切阶段上都被有效地唤醒。但是其次，不仅如此。如果那里的那个物体由于它与“我”相似，在第一瞬间就以仿佛的方式获得其身体的意义，那么因此就——以仿佛的方式——敞开了一个意义的地平线，就是说，“就如同当我在那里那样”的我的身体的其它的举止行为。它大体上如同在一切想象中一样，这些想象同样也以仿佛的方式预先规定它的地平线，并且正如它会继续进行和能够继续进行一样；在这当中，这个“能够”也有其每一个可能的其它进程都受其制约的地平线。但是在这里动因状况是一种特有的动因状况，它不允许我将任意一种想象-内在性附加到那里的那个物体之行为举止上。


  在内在的意义上，以仿佛的方式被唤醒的东西内在地但同时是由内向外地显示出来，因此是以身体方面的行为举止之双重性显示出来。那里的那个身体物体向一摊水运动过去，它的“双眼”“对准”那一摊水，仿佛是我作为那个身体物体的自我在那里，并向这一摊水运动过去，我的“双眼”对准那一摊水，仿佛我看见那一摊水，并且现在我当然会避开那一摊水，这是以仿佛方式被预先规定了的。但是现在那里的那个物体接下来的运动，及其整个的物理的、对于我来说显然可见的行为举止是这样进行的，即那个被预先规定的避开的动作现在真的出现了，就是说，现在以物体方式出现的东西，作为它的充实，现在要求一种由以前阶段预先规定的仿佛式的解释。而整个继续被唤醒的以仿佛的方式进行的解释，在这样进行时总是由内在的意指导致预先的意指，以致于这种预先的意指是以一种被连带要求的以充实的方式出现的外在性而结束的。


  因此这种准当前化之仿佛具有持续地进行设定的准当前化之特征和间接呈现的准当前化之特征。情况经常是这样，即仿佛我以被改变了的身体和被改变了的自我式的存在和自我式的意识在那里存在。并且仿佛我在身体方面和内在性方面的行为举止一向都是以确定的方式进行的，此外这种仿佛并不是随意的，并不仅仅是想象，而总是被那里的那个物体之被经验的外在性确切地要求的，以确信被要求的，通过设定被要求的，以总是新的地平线被要求的，这些新的地平线能够被充实，总是在这种仿佛的环境中导致一种进行充实的仿佛。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进行准当前化时关于以下情况的确信是什么呢：“那里存在着一个物体，它的运动方式和举止方式正如如果我在那里时我的身体的运动方式和举止方式一样，然而我作为我实际上在这里所是的自我，作为这里的这个身体的自我，并没有在那里，而是作为被改变了的自我在那里，就如同当我是另外一个自我，我作为我的身体物体所有的不是我的事实上的身体，而是在那里的那个物体”？像下面这样说不是一样吗，即仿佛那里的那个物体是另外一个自我的身体物体，是一个我本身的类似物的身体物体，进一步说，作为更确切的内容的一个类似物：仿佛我就是它，具有改变了的身体和改变了的主观的东西，仿佛我就在那里。


  我可以想象，我以多种多样方式改变我，而且是这样改变，即仿佛我处于空间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就是说，仿佛我如我能做的那样走到那里去）。此外我还能够设想，在身体物体性之预先规定的式样内，任意改变我的身体物体，还能设想，我的现实的环境世界被任意改变了，而且是这样地被改变的，即它是以那里为起点的环境世界。而所有这些都是我的现实的可能性，就是说，这样的可能性，我能够相信它们完全是可想象的，而且在我的我-能之范围内大部分都能这样相信，作为可能性，它们现实地属于作为此刻现实当前的自我的我的自我，只要我不仅是如此生活和如此经验的自我，而且作为能力-自我正好是还能做许多事情的，并能在自由的行动中实现的自我。注953


  然而当我现在是这个现实的实践的和潜在的自我，而不是另一个自我，并且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就发现了那里的那个物体，该物体现实地存在着，并现实地以准当前化方式指示具有“存在于那里的自我”——该自我存在于在那里存在着的、处于与现在在那里显现着的环境世界之关系之中的那个身体物体之中——这种变化样式的我的自我之变样，这是这样一种变化，它不仅是连带呈现的，而且是由我，这个实践的自我，经常经验到的、处于其身体指示中的那里的那个物体之行为按照处于其地平线中的指示不断地证实的。因此在这里被准当前化的，并且在连续的证实（如通常在一种经验之统一的内部）中不断以准当前化方式变得确定无疑的东西，根本不是一个飘忽不定的自我主观，仿佛这样一个东西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而是我的自我之一种变样，这种变样本身总是与我的现实的自我，这个唯一的，原初给予的，而且总是给予的自我，处于持续的符合之中，它是作为我所是的这个自我之变样而存在的：它是另一个人——另一个自我（alter-alter ego）。自我——仿佛我所拥有的不是这里的这个现实的身体，而是那里的另外一个身体，并且，拥有的不是我的现实的生动的现在，而是在那里的另一个相应的现在，而且仿佛现在如此存在的东西，可能是一种任意的，完全可能的想象，一种直观上的虚构变换。但是如果这种想象是由一个现在在那里存在着的与我的身体物体类似的物体引起的，并因此该想象开辟了一个预期的地平线（该预期的地平线在对那里的那个物体性东西之知觉方面不断地得到证实，与此同时作为“解释”得到证实），那么我的自我之这种进行准当前化的变样就是一种经验的确实性，并处于这种经验之方式中，只要它处于作为继续经验的一致证实之中，只要这个物体方面的行为举止在知觉之中按照样式——按照充实呈现出来。


  因此这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就如同过去一样是一种变样，就是说，过去的现在，或者在下面这种意义上被改变了的现在，它仿佛就是现在，和现实的现在处于某种联系之中，被现实的现在所唤醒——尽管在这里存在一个疑问点。由于移情作用，在现实的原本的主观性之范围内出现了新式的对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知觉，正如在生动的现在之范围内出现了重新回忆一样。与此同时，在原本的主观性之范围内，下面这样一种共现前扎根于“异己的身体”上，这种共现前在自身中设定另一个自我存在，但这是在与我的身体以及我的自我存在之符合中设定的，而这种符合从这里开始以地平线方式扩展。因此，当异己的主观性与我的主观性“符合”时，异己的主观性就在我的主观性中得到“反映”，显然在这个方面与重新回忆并没有任何类似——除非是在将当前化重新认为就是对那个早先如此这般地不同的，无论如何都是如此这般地不同的东西的当前化的情况下。


  文稿31  〈通过对我的原本的自身经验和由我本身对另一个人实行的移情作用的经验之综合最终完成移情作用〉〈约写于1927年2月〉


  原本的主观的东西是“另一些人”只有通过间接呈现才能经验到的“它本身”。移情作用是一种间接呈现式的意向，它在对我的原本的自身经验和我本身对另一个人实行的移情作用的（因此是在特殊性中一起间接呈现的）经验之综合中获得其最终完成。


  我关于另一个人的间接呈现式的经验，或更确切地说，我关于在那里的那个人的经验，是通过这样的间接呈现式的经验在进展中的协调一致得到证实的。在这里解释和解释相一致，所有这些解释结合成一种解释式的“总体知觉”之统一。但是一种解释的充实最终不是必然与被我原本经验的东西相联系吗？我将另一个人解释为是与我的原本经验的同一些客体相关联的。但这已经就是一种充实，一种证实吗？我以解释的方式将这另一个人经验为是向我现在也在看的这里的这个事物看去。但是如果我在进行经验时没有与这个客体发生关联，我能将这另一个人解释为向该客体看去的吗？因此在这里并没有证实。如果他被我在进行经验时解释为这样的东西，那么在没有这种解释前提的情况下，属于我的原本经验之领域的，并被我发现在这里的东西，就会不同。这样的东西和下面的东西一样都应属于这里：我“看见”他在工作，我经验到他在从事有目的的活动，并且现在我在我的原本领域中经验到这种产品，正如我清楚地知道的，这种产品和我在有目的的活动中所生产的产品是一样的。因此诸事物上的各种各样东西都从对这种与我的个人的自身经验之类似和与我的个人的环境世界之类似的证实中，获得个人方面的意义之统一。移情作用本身也相似地置根于我的原本经验之中，并且一般来说，置根于我的自我性的原本经验之中，并且每一种证实都以相似方式通向我的原本东西。


  但是一种特别突出的情况就是另一个人被解释为是与我的自我和我的自我性相关联的，并且我现实地体验到这一点。因此在这里这种在解释性的经验之多样性中的统一在我的特殊的自身经验中有一个充实点。


  但是为了能够最终建立起涉及异己的主观性的经验，对于我来说，这样一种充实是必需的吗？如果我们想到关于孩童和母亲之生成方面最原初的连续性，并且想到社会性的我-你-生活之意义，那么这样一种充实就肯定起一种特殊的作用。


  文稿32  〈我如何能够清楚明白地拥有一个处于零定位之中的外在的物体？空间作为我能够设想自己置身于其中的位置之系统。在对作为一个物体的我自己的身体物体之统握中移情作用式的间接呈现〉〈约写于1927年2月〉


  对一个人的移情作用之描述，或更确切地说，对一个人的知觉之描述。


  在我的原本领域中，我拥有在那里的那个身体物体。在这个领域中，我的身体物体是唯一的身体，是我在其中经验到作为我的原本存在的一种存在的唯一的身体，是我在其中知觉到作为我的原本存在的一种存在的唯一的身体。


  但是在这个领域中，我经验到我仍然将其统握为身体的异己的物体，并且是统握为这样一个身体，它在我所处的同一个现在中有身体方面的特性，尽管我并没有知觉到，而且也不可能知觉到这些身体方面的特性。间接呈现。但是这种间接呈现是什么性质的？是什么样现象学含义的间接呈现呢？空的准当前化。它不是在其中我将作为我曾经知觉过自己的过去准当前化的那种回忆。它也不是预期。但也不是在其中我连带设定一个现在的那些准当前化之一，作为这样的现在，我本来是能够知觉到它的，或者如果我如我能够做的那样使我的动觉起作用，我就能知觉到它的。我归于作为自我主观的异己的人及其生活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原则上是不可知觉的。


  在这里作为另一个人真正连带设定的是什么呢？一个自我，但还有该自我的身体，如同我有一个身体一样。他是在零位置上经验到他的身体的，并且是在动觉中证实的，他如同我一样在身体中存在，当他知觉到其它的事物时，便通过身体与其它事物发生关联，与整个环境世界发生关联，也间接地进入到环境世界中生活，作为自我对环境世界进行评价，致力于这个环境世界，对环境世界采取行动等等。准确地说，我在这里间接呈现的东西是第二个原本经验，准确地说，就如同我体验这种经验那样，但实际上是原本地（originaliter）体验的。原本的经验领域这个大题目在我这里所意味的整体，是在变化中，通过我在那里、在我面前、在我的原本领域中知觉到的那个身体物体，被作为间接呈现而指示的，因此我们借助于给加上解释的原本的经验将另一个人的心灵和那里的那个物体视为同一。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原本经验呢？它的内容如何呢？通过本身在它之中被构成而被表象的它的身体性的情况如何呢？通过该原本经验为另一个自我构成的诸事物的情况如何呢？


  这另一个自我在这另一个心灵中经验到一个身体——它的身体，当然是处于零定位的身体。这个间接呈现的身体和我的原本地呈现的身体物体是同一的，关于该身体物体，我说，我将它解释为该另一个人的身体。我如何能够明白易懂地拥有一个处于零定位的外在的物体呢？我如何能够在视为同一时，给该外在物体——它以“那里”这种样式被原本经验——配上一种进行解释的表象，一种具有绝对的这里，定位的零点这种样式的进行准当前化的表象呢？除了我设想自己置身于那里的那个物体中，置身于它的空间位置上，还能怎样做呢？显然我能够这样做，并且如果我这样做，当然是需要理由的，另外更加需要那种使这种表象变成进行解释的间接呈现的理由。


  我们将这个问题搁置一下。让我们像下面这样继续下去：如果我在那里，如果我的身体处于该物体的位置上，那么我就不是以当前的定位，而是以另一种定位经验作为我的环境世界的环境世界。我肯定能够想象，从那里看上去这个世界会是怎样的。而且我肯定会在这种行动的每一种情况下这样想象。如果我行动，亲身积极地介入到我的环境世界中，那么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总是下面这种情况，即为我描摹的我的环境世界从那里看上去会是怎样的。如果行动在该已定位的环境世界中被执行了，如果我处于该环境世界中，那么我就会看到，我会如何用双手向右边或左边抓取，向前边或后边抓、碰、推等等。因此即使在实践生活中，一切谈话也都一定会将定位的语词引进来，如同在时间上将现在，以前和以后，今天、昨天和明天等等引进来一样，在空间上，也将右和左，前和后，还有远和近引进来。


  在我要行动之前，我，这个现存在于这里的我，必须为我说明这个以后和这个那里，这个未来行动的场所，和该行动会在其中进行的方位。这个场所就是我必须事先去到那里的某个那里，一个如此这般被定位的近处的或远处的那里。如果我去到那里，那么这个现在亲自在这里的这个我本身就会在那里。如果那里有一个事物，那么我就在那个事物旁边，如果该事物在运动，那么我就跟随这种运动，那时就在后边占据它曾占据过的每一个空间。


  因此我能够以这种方式将我置于每一个位置上，就是说，将我的身体置于每一个位置上。如果我继续深入思考关于这种置放行为的想法，我就会认识到，空间本身，事物世界之这种形式，不外就是由我能将我置于其中的诸位置构成的系统。


  一个“外在的”物体，一个“在”我的身体之“外”在那里的那个方位上显现的物体，只能以下面这种方式引起关于可能在这个地方存在着的身体之想象，即我的身体，这个唯一的身体，这个原本构成的身体，能够以可能去到那里的形式被想到在那里的每一个地方。因此首先我的身体只允许这样一种想象变化，借助这种想象变化，该身体可能被想象为在那里存在着的，尽管它现在并不在那里存在。


  但是这种想象有其困难，尽管我们很熟悉这种想象。我的确只能以“这里”这种样式经验我的身体，如果我想象该身体为在那里存在着的，我的身体作为身体肯定已经表现了“这里”这种样式，因此它同时表现了这里和那里。这如何可能呢？


  在这里下面这个问题变得紧迫了：经验的关于运动之表象如何可能呢？在“我运动”之中的我的自身运动，我在知觉时能够以原本呈现方式经验到的唯一的自身运动，作为运动如何能像每一个其它运动一样，像每一个外在的运动一样，成为可以想象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可经验的呢？如果我以与在我外在的物体上经验到的那些动觉运动相同的方式，统握我的作为位置变动的动觉运动，那么我的每一个动觉上的停顿就都如同任何一个其它物体的动觉上的停顿一样有一种位置意义，而我的零定位的身体则有一种在外在经验中的，因此是在外在定位中的，并非真正能清楚意识到，然而却仍然作为意义被间接呈现的同一的物体的意义。


  在我自己的身体物体方面就已经发生了一种进行移情作用的间接呈现，只要我将它如同另外一个物体那样作为物体来统握，将它的运动如同另外一个运动那样作为运动来统握，将它的空间，它的空间形态，如同另外一个空间形态那样作为空间形态来统握，并当它在我的总体经验中以一致的方式构成时发现它。


  如果我能够将我的物体为我呈现为在那里存在着的，并通过一种外在的显现再现出来，即这样显现出来，就如同另外一个相同的物体在那里为我呈现那样，那么我也就有一种可能性，即当我真的经验到那里的一个相同的或相似的物体时，就能这样看待它，即仿佛我在那里存在，并因此将它看作是有一个相应的内在的物体，即一个身体，以准当前化方式属于它的一个物体。


  附录LXIX  〈我的每一个镜子式的统握都已经以移情作用为基础了〉〈1927年2月7日以后〉


  因此，这种视觉上的镜像也是像。像的空间及其事物都是像，都是虚构物，都是处于对立之中的，但是它们是我的身体的像，是通过身体定位的我的环境的像，只不过是从另外一个立足点上看到的像，并且是有关我的现实的当前之连贯的像——诸事物正如当我向前迈出一步并且转过身来时被看上去的那样。因此未被现实看见的，但是被我在我的现在的现实的当前中连带意指的这个当前的像，只是在稍后转身时我才能将它变成现实。但这是我的身体！在这里我有关于一个外部事物的视觉上的虚构物，这个虚构物是将我的零-体向一个在空间事物性方面完全相同的外部物体上的“视觉上的转用”。当然，这肯定被统觉为第二个人，一个在图像空间中的人，但是这个图像人是对我本身的模写，以身体-物体方式的模写，是间接的模写，只要我对于我来说看上去肯定不是这样，而是对于另一个人，从他的一个确定的空间位置上看上去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我在每一个空间位置上能够想象的每一个人来说，我具有从这个空间位置出发看上去的我的外观，而这种外观是以共主观的方式属于我的，是作为在另一个人那里实现的我的诸外在性东西之系统而属于我的。这另一个人的每一个运动都有其内在的意义，而这种内在的意义就是我自己的现实地被体验东西之图像。并且这种模写不断地得到充实，这与对于我来说在我的知觉空间中的第二个人在镜像中被模写相似，而且在这里是这样被模写的，即所有我在他身上看到的东西都能够在他的镜像当中以图像方式看出来，并且反过来，凡是在他的镜像当中以图像方式看出来的东西，都能在他身上看到，以至于我总是同时拥有模写与原本，以至于这种图像性东西延伸到一切被外在化了的内在性东西中。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仍然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这样地存在的，因为我正是直接地体验我的内在性。


  我的每一个镜子式的统握已经以移情作用为基础了。


  文稿33  对旧手稿的补充注954：〈给予零物体和外在物体以同等地位是身体与外在事物类比之有效性的前提〉（1927年2月6日）


  在我的身体和与它“相似的”外在物体之间进行类比之可能的有效性，是以下面这种情况为基础的，即实际上我的身体是作为与任何一个外在的自然物体一样的自然物体被经验的，并且反过来也是一样。


  因此，一切都以经验之发展为基础，或者我们说，都以在原本经验领域中作为自然的可经验的外部世界和自己的身体性之构成为基础，在这里自己的身体性和外部的自然物体在相同意义上都是自然客体，都是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e），以至于因此一个具有“空间”这种同质形式的同质的自然被构成了。


  我持续不断地从我的身体获得的那种更原初的零显现，在统觉上必然是与我任何时候都能够为我准当前化的（而且也仅仅能够准当前化的）被指示的外在的显现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我的身体物体之从某个地方看上去那样的显现，而且我的身体物体从某个地方看上去是这样的，即有一种我原则上不可能经验的外在显现方式（按照在其上这种显现方式是知觉显现的那些任意的外在的事物之类似而不可能经验的外在显现方式）一起属于这个属于对我的身体之内在直观的对于“我运动”（以及然后还有对于“我被运动”）之双重的直观。


  因此我们有：


  1）对我的身体之内在的直观，这是我的由我的身体而来的本源的知觉方面的给予性东西（我的零显现）。它有两个方面：a）我将我经验为零显现之统一的物体，或者更具体地说，在零显现中，就是说，以下面这种方式，经验我自己，在其中我的身体总是将定位的零点保持在自身中，并且只有作为进行旋转的运动和作为翻转的运动的“运动”被构成，此外再也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空间中的运动被构成了。不论是空间还是运动都没有从这个显现领域中获得其完全的意义。我可以说，我的物体身体只是作为幻象之统一被经验到的（尽管某种具有与外在事物所表明的自然因果性相似的自然因果性东西已经在这个领域中出现了）。b）但是这种物体的-身体的零经验只是一个层次，即零身体这种原本的经验之奠定基础的层次。从知觉上说，特殊的身体的层次是和物体的身体之诸规定（它们在自身中具有基底的统一和可规定性的统一）在一起的，而这些特殊的身体的层次作为动觉的层次，作为触觉的领域，作为视觉的感觉领域等等，本身是可直接知觉的，正如自我的运动性（纯粹在动觉中的），以及由统觉的统一而来的真正能够如此称谓的身体性东西，即在诸器官的意义上被规定为自然-物体的东西等等是可直接知觉的一样。


  统觉之统一所说的是，它是一种被以联想方式构成的统一，正如物体式的统一本身就已经是的那样。动觉指示物体式的运动，而物体式的运动又指示动觉。但是这种指示总是在本源的知觉中实现的，同时按照地平线指向前方和指向后方。并且在每一方面，即触觉领域的定位或身体的敏感性，对于所有其它东西（即外在客体）而言的知觉器官等等，都是如此。


  在这里应该注意，身体正是从一开始就和外在客体一起构成的，并且是在与外在客体之统觉的关联中构成的，反过来也是如此。


  2）处于其零显现之中的物体身体仍然是以相似的方式——作为幻象——构成的，正如“外部世界”中的每一个近处事物一样，它也许是在触摸到时被现实地知觉到的，或者比如通过伸出手的动作，立即就能触摸到的。而远处事物也是我能够得着的，也就是通过走过去能够得着的。但是在视觉上，在我的身体之可看见的东西和外在的物体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普遍的类比，或者由以下情况中介的普遍的类比，即视觉上的远处东西指示参照近处的东西，并且在这里一切事物彼此的类比以及和我的身体的类比都有一种最直接的效力。但是在这里让我们观察由以下情况建立起来的类比，即在它在那里显现出来的每一个空间位置上的每一个外在的事物，都如同我的身体那样，有一个幻象。在外在空间中的每一个外在物体的既规定该空间物体的意义，也规定该空间意义的那种运动性——作为可能的运动之形式，以及通过该运动能够达到的空间场所之形式，就是说，空间的幻象（仅仅按照外形和状态观察的幻象）之形式——对于身体和外在物体的类比可能尚不起作用，因为还没有谈到，对于该身体是否也有一种与外在物体的运动性相同意义上的运动性被构成，以及如何被构成。


  外在的自然（在原本经验之范围内的外在的自然）及其同质的空间，是与在这两个方面被构成的零身体一起不可分割地被同时构成的，在该同质的空间中，每一个物体都能够自由地运动，能够运动到各处去，只不过仍受不可入性法则的制约。因此每一个物体都能朝着我的身体运动过来，而且能被想象为是这样运动的。我的物体也是不可入的，并将零位置保持在这种定位中。因此，这就在显现方式方面将每一个物体联结起来：每一个物体都绝不可能有定位方式的零位置，正如反过来我的身体不可能有应归于外在物体的任何定位方式一样。这种情况首先一定会同时规定“身体”和“外在物体”的存在意义。


  每一个外在物体都能够以繁多的并且是连续的多种多样的定位显现，但是它在这些定位之变动中在存在这方面是同一的。作为静止的物体它有其处所，并如其所是那样存在着，不管这种定位怎样变化——定位的变化是由于我可以自由移动的这个“我运动”；在直到我的空间被运动状态成为在构成方面要讨论的问题之前，这里暂时最好不要将“我被运动”牵扯进来。由此，定位就失去了存在规定之特征，并变成了单纯的显现方式。但是定位对于不同于其它物体的我的身体物体，暂时仍具有存在方面的意义：即我的身体物体是零物体。但正是这种不相似，一定会消除我的身体与其它的物体之物体上的类比对于可能将异己的物体统握为身体的有效性。这种统握肯定是间接呈现，是本源地就是不能当前化的东西之共现前。


  我的身体是在原本的给予性中，在对身体本身的知觉中，作为被束缚于零位置上的物体构成的，只不过它作为这样的东西对于诸特殊的身体规定来说，是进行间接呈现的，而且是以不断充实的方式，因此更确切地说，是以共同呈现之方式，间接呈现的。


  如果现在一个外在物体使我想起我的身体物体，那么暂时就不会实现一种间接呈现。虽然我总是能够想象将它拿得越来越近，而且只要这种定位变化之本质是该定位变化能够向这个零点接近，该外在物体就可能变得越来越像我的身体物体。但是这个身体是不可入的，这个零位置，甚至这个零领域，对于外在的物体是关闭。这种对共同附属的身体上的特性的“想起”，并不能变成一种共同的相信，既不能变成确信，也不能变成单纯的猜测，因为这种相信，即使是一种猜测方式的相信，也是以下面这种可能性为前提的，即那个相似的外在物体会变成零物体。


  如果我的身体能够获得，并且一定会获得一种超过迄今为止的构成意义的构成意义，根据这种意义，它真的与每一个外在物体相同，相关联地，每一个外在物体都与它相同——就是说，如果零物体与外在物体之本源的不同在一种同质的物体概念中被消除了，正如有关零空间的概念和外在空间的概念（在这里后者已经是——但是相对地是——同质的）被消除了一样——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因此，我的身体运动的特性，特别是“我走过去”这种运动的特性，肯定不仅是另一个物体之一切空间上的运动都借以获得意义和可能性的该身体之功能特性，而且这种特性本身正如它被称谓的那样肯定就是在现在首先被作为同质的空间而构成的那个空间中的运动、位置变化。如果这种运动被构成为属于内在身体的这个“我运动”之零形式的外在的意义，以统觉方式属于这种外在的意义，尽管只是以一种不可能变成真正知觉的有理据的准当前化之形式属于该外在的意义；如果因此我的身体如所有其它物体一样完全是物体，并且反过来，所有其它物体都是我的身体，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妨碍每一个与我的身体相似的物体都是身体。在最广泛意义上，其实每一个物体本身都是我的身体物体的类似物，但是这种类似并不需要对此起作用。我的作为身体的物体之起功能作用的行为，随身带有一种与我的内在的行为联结在一起（以联想-统觉方式联结在一起的）的正常的外在的行为，二者按照样式并通过样式联结在一起。因此，外在的物体必然会有一种可内在地作为自我行为来统握的，并在进展中证明是有效的外在的行为。否则间接呈现就会立即受到破坏，或者其实现会由情况而改变，成为可疑的，等等。


  因此，异己的身体与我自己的身体之相似性是以下面这种方式被把握的：


  1）首先，关于异己的身体物体之未加工的知觉达到与关于我的身体之未加工的知觉符合一致。


  2）这包括我肯定能够将“我以动觉方式运动到那里”与“我的身体物体做一种由这里到那里的物质的运动”视为同一——这个“我运动”具有“客观的”空间运动之“意义”。


  由此，异己的身体物体之外部的显现就与我的身体在那里的相似的外部显现保持符合一致，而我的身体之在那里的相似的外部显现，就获得一种来自我的身体之我的现实的零显现的处于“我运动”之中的另外一种零显现的意义，这种零显现作为内在性属于那种外在性。这就是“设身处地地着想”的行为。


  附录LXX  〈身体作为如另一个空间事物一样的空间事物之构成，并因此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均质的空间之构成，是通过一个身体物体与我自己的身体物体之相似性的中介的对那里的一个异己的身体和异己的人进行统觉而言的基础〉〈约写于1927年2月〉


  因此如果在原本的经验领域中我的身体，尽管是受限制地，如同另一个物体事物那样作为视觉上的和触觉上的物体身体构成了，那么在下面这种经验之可能性中就不存在任何困难，即在同时是可触的和可视的近处领域中另一个相似的客体暂时在相似的幻象中出现。


  但是现在属于这种物体身体和外部事物之相似性的是下面这种情况，即前者如同后者一样，也是可在“空间”中移动的。这个原本经验之空间已经就是均质的空间，被定位的空间性之异质性如同对于外部物体一样，由于定位的变化和动觉方面的自身运动之相互协调而被克服了，对于身体物体也是如此——可是对于身体物体本身是如何做到的呢？只是通过以下方式，即我能够将我的动觉式的运动，能够将我的身体物体之按照每一个任意的空间位置（外部空间位置，这个空间带有诸外部物体，这个空间是作为对于该位置是均质的空间构成的，是作为对于这些物体的单纯运动的诸可能性而言的位置系统构成的）的移动运动能够被统握为而且一定会被统握为我的身体物体之在这个同一的空间中的运动，能够被统握为而且一定会被统握为与其它物体的运动相同意义上的运动，以下情况也变得可能了，即一个具有相似的行为举止的、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的外在的物体能借助于一种“内在性”，一种内在的运动等等被统握。注955我的动觉上的向前运动是作为运动被经验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预先就能够想象这种运动。我能够想象，我在我的主观地（纯粹动觉上的）向那里移动的行为中，在每一个外在事物那里存在。我的主观的运动在下面这种意义上将我引进每一个外在空间中，即那里的那些事物对于我而言变成了近处的事物，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在近处空间中包围着我的“绝对近处的”身体，正是和我的身体一起同时在触觉上和视觉上得到这个近处领域。一个外部事物之每一个被看见的运动都在一个可能的主观的运动中有其对应物，在这种主观的运动中我主观地“经历着”同一的运动空间。其它事物的每一个外观上的运动，每一个定位的变化，都已经在一种主观的运动中有其相关项，这种主观的运动是对它的弥补。我只是在与我的移动的关联中经验诸事物的运动。这一点当然应该受到重视。现在这里涉及一种特殊的情况。被看见的在我之外的运动作为在“客观的”空间中的运动，本身恰恰是作为外部的自然的运动之形式被定位的。但是我能够想象，我，这个我在这里所是的我，曾经存在过，并且现在，在排除“在外部远处”这种定位形式的情况下，在同行的行为中经验着相同的运动。因此唯有我才能够真正经验的我的身体之每一个主观的运动都指示空间中的一种客观的运动，这个空间只当我想象一个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的外部物体时，我才能为我描摹它，“这同一的空间”中的这个身体物体是能够外在地看得见的，并且能在相应的外在的给予性方式中和外在的定位中连续运行的。我是在内在的直观中作为稳定的零显现而清楚地拥有这个身体物体的。我的身体和我的以移动方式进行的“我运动”，只是以这种方式指示空间的一个部分和一种自然的运动。


  附录LXXI  移情作用。〈关于外部物体与零物体之相似性的问题〉〈约写于1927年2月〉


  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的外部物体不可能以原本方式将身体上的诸规定间接呈现为由我的原本地给予的身体之诸主观的特性而产生的身体上的诸规定。那么对于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统握如何能够产生呢？如何能够由这个源泉产生呢？


  物体方面的相似性所意味的是，在现实的当前之中的联想式的相似性符合。如果我醒来之后将目光转向我的身体，那么它由于肥胖现在以联想方式呈现出异己的身体物体之相似的物体形态和变化了的方式。因此情况不是像下面这样吗，即仿佛我相应地在物体方面改变了对我的身体的想法，此外还导致了异己的物体的形态与我的物体的形态在空间上的符合，而在这样做时，异己的物体的形态按照这种纯粹的相似性被改变了？但是这种符合不就是以下面的情况为内容吗，即共同的东西恰恰是真正的符合，而不同的东西则被突出出来？


  苏醒由那里的那个物体返回到我的身体，又从我的身体返回到该外部物体。我又会拥有共同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纯粹的自然物体性的共同东西。那么在这里什么东西是主观的呢？比如诸触觉特性按照其直接近处形态与外部物体是相同的，并且是在不同位置上的空间形态的相同。而这种情况反向关联到构成性的动觉和所属的统觉。即使我为自己弄清楚诸种情况，这种自然方面的相同仍不会产生任何动因去在零位置上仔细思考这个并非在零位置上的存在者。


  我的特殊的身体规定是如何通过物体性的类似而被转用到异己的物体上的呢？异己的物体借助我的物体性唤醒我的身体性，而我的身体性在异己的物体那里唤醒身体性？然而如何作为被加于其上的规定唤醒呢？在这种表象中它的物体性是如何变成关于这个与该物体性相应的零物体之表象的呢？


  在视觉中被看到的外部物体的运动；运动着的身体的相同的姿势，它的运动被经验为位置的变动，但只是在内在的直观中才是可直观的。


  在触觉中，我能够如同发现我的外部物体那样发现一个相似的外部物体（在我旁边的一个人）。我能够走到每一个外部物体那里去，当它离开它的位置时，我能够占据它的位置。


  在视觉方面：我的身体并不完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正如在一个外部客体那里触觉的图像连带地暗示所属的视觉图像，并且正如对于身体之可以看得见的部分而言，视觉的图像同样也随身带有它的触觉图像，并且反过来，触觉图像随身带有它的视觉图像（事实上带有，或以间接呈现方式带有）一样，因此对于我的身体之不可见的部分，视觉图像被转用到触觉图像，作为对触觉图像的连带暗示（当然或多或少是空的，完全不确定的）；这是一种表象，但是这种表象并不能被清楚意识到，并且在身体之构成中，是与身体之特性相冲突的。我不可能看见双眼，尽管可以想象，它是如此这般的，可以想象一只眼能够看见另一只眼，正如一只手能够通过触摸经验到另一只手一样。但是这种矛盾的事实并不会因此被排除。尽管如此，我从触觉的图像并按照外在的相似的触觉物体类比，有理由拥有关于我的双眼的视觉图像。


  关于其余的物体，我在视觉上拥有的只是零显现，关于另一些物体，我在视觉上拥有的只是外部的显现。但是物体方面的相似性或相同性并没有受到损害。


  但是我也不应该说：对我的物体的触摸作为触觉图像，得出的是一种十分“不完善的”零图像。正如我能够自由地、多次地触摸外部客体一样，我也能够自由地并多次地触摸双手、头、双脚，但是我不能触摸整个的身体；总是有一些我几乎不能接近的部分，如几乎不能接近背部，相似地我不能接近我的背后的东西，在这些东西那里，我能够转过身来。那么在触觉中就已经有一些东西从外部事物转用到我的身体上了吗？注956但是无论如何我能够纯粹通过触摸行为经验到我的触觉的物体与其它物体的一种相同，或更确切地说，经验到与另一些这样的物体的一种特殊的相似。


  如果我的物体能够在空间物体方面按照空间形态与一个相同的外部事物相符合，我的物体就能够到各处去，就能够占据每一个位置。


  在视觉方面我也有把握我的视觉上的身体本身与诸外部物体（其他人）之相似性的可能性。这些外部物体在空间中运动——我能够“设想”我置于每一个外部物体之中（设想我来到它们的位置上），并进行相同的运动——，进行同一的位置变换。


  我能够以“我被运动”这种方式在身体物体方面经历一种位置的变动，就是说，没有我的自由的动觉起作用，外部物体之一切透视就一下子都改变了，仿佛它们全都在运动，与我走或跑时的情况相似。但是当我静止不动时，这整个的透视方面的变动在这里就都停止了，只有个别的物体经验着这种透视的变动，或者按照我的自由的动觉之方式而变化。在被驾驶，被提起，被运动，或被抛掷（没有主动性）的情况下，在这之前我一定会有一些相应的有关登上一个正在行驶的车辆上等等的经验，并且已经将该车辆统握为行驶着的车辆，将我统握为处于该车辆之中的，如果“我从该车辆跳下来”，那么一切就都会改变。


  附录LXXII  〈我的身体物体之不能清楚意识到的诸显现之间接呈现〉〈约写于1927年2月〉


  对我的身体（处于原本经验之范围内的身体）之内在的显现的一种最仔细的分析，当然是对移情作用之意向性分析的基础。


  我的身体作为一种特殊种类的“幻象”，首先是通过对自身的触摸构成的——它也是按照诸部分在视觉上被构成的。但是背面的情况如何呢？在这里，首先成问题的是头。这种可触摸的东西通过视觉上的东西以间接呈现之方式得到补充。但这却绝不是可以看到的东西，绝不可能通过看的行为兑现。但是当然可以想象，我能够从我的身体中看到的东西比我现在看见的更多，那么可以想象我能够看见所有东西吗？——如果这双眼睛本身是可触摸的，就应该作为物体存在于“触觉空间”中。然而这本身必须得到更仔细的思考。这只眼睛能够看见另一只眼睛等等肯定是不可能的。


  此外：我的身体毕竟肯定已经“如同另一个物体一样”完全被构成了吗？无论如何，按照既是可触摸的诸器官，又是能看得见的诸器官，它同样也构成了另外一些物体。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器官来说，被定位的触觉表面和被附加到它上面的动觉也连带间接呈现那些始终可实行的动觉的方面，并且对于头来说，它是一种间接呈现，但是这种间接呈现不能借助现实的看的行为清楚意识到。但这并非立即已经就是关于非存在的证据。在这里并不存在任何关于这种非存在的“经验”——缺少关于对身体之这些部分的看的行为的适当的动觉。因此我不能直接地证明这种视觉上的东西。但是这像是一种障碍，而其它证明的可能性仍然敞开着。


  文稿34  〈空间的构成。对“从前”关于移情作用的解释产生怀疑：为了说明移情作用需要关于我的自身运动之相互矛盾的外部表象吗？〉〈约写于1927年2月〉


  空间本身是如何构成的（静止被当作前提）：具有其诸事物的近空间，在远动觉的实现中，在其动觉上的（和视觉上的以及平行的透视上的）定位变动情况下诸事物之视为同一中，变为一个新的近空间，而以前的空间作为属于从前的动觉的，并且任何时候都能重新恢复的（能实现的）而继续有效。如此直至无限（in infinitum）。从每一个刚刚实现的近空间出发，从每一个“空间场所”出发，我能够重又实现每一个近空间，并且从每一个近空间出发，它们全体都有其作为自在存在着的，作为与存在着的空间之统一联系着的持久的有效性，在诸更新中将存在着的空间作为一种连续的统一“产生出来的”持久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能够一再发现被当作前提的诸静止的事物，每一个处于其场所中的静止的事物，每一个处于其由诸近处定位构成的系统中的静止的事物，我能够随意地产生每一个近定位，在这当中，我产生我占据其零位置的那个近空间。


  或者也许是这样：我无须改变远动觉，就是说，在我保持静止，但是我转动，我翻转，我向各个方面去触摸的情况下，就有了一个确定的近空间。我能够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更新，经历我的动觉之系统。在一种形式中是这样经历的，即我不假思索地使一个直向的离开的动觉起作用。当我通过转身旋换了方向，并重又继续进行时，我又能够反过来经历这种离开的动觉，能让另一个直向的动觉从头到尾照样演示一遍。这种直向的东西形成一个由诸放射行为构成的二维系统。我能够从我通过中断和保持静止获得的每一个场所出发，去做这同样的事情。我每一次产生的都是一切可能的动觉都包含于其中的这同一形式的动觉系统。如果现在我在这种远动觉之静止的姿势中恰好拥有了具有这些静止事物的近空间，那么在经历离开的动觉时，每一个直向的指向（被规定为通过旋转的指向）都会表明在知觉中保持不变的诸“同一的”事物之定位的变化。


  只要我能够一再地颠倒这种变化，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能够挽回这种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我就辨认出处于这种幻象内容中的诸事物之伴随发生的变化；但只是在远知觉中，作为变化我才经验到远景，在那种远知觉中，幻象的内容失去了可辨别的构成的因素。在这里处于其透视中的每一个事物，都反向地指示出发点之近处空间和相应的尽可能近的事物。在这种连续性中我连续地拥有具有被改变了的诸成分的近空间之连续性。在可见的东西中，属于当下近空间的只有我能够触摸到的东西。随着远眺的行为所发生的是由近空间走出去的行为，而对此就有一些确实能够看得见的新事物出现。在视觉上，我有一种能够看得见的空间领域之连续统一体，该连续统一体同样能在变化中被视为同一，如同近空间能在进行旋转的动觉中被视为同一一样。在事物性东西中最完善地给予的东西，首先（在纯粹视觉上）是视觉空间；但它仍然首先是在远动觉中显示出来的。或者是通过靠近显示出来的，当靠近时那个最大的客体在进一步靠近当中得到部分的规定，最后我们随时都返回到在静止的位置上同样可触摸到的视觉上的近处。


  所有这些都需要复杂的、系统地被思考的和系统地被实行的描述。


  如果我现在看到“另一个人运动”，看到处于运动中的“异己的身体”这个外在的物体，而且是在视觉上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的外在的物体，那么它在运动中的显现方式就使我回忆起当我从那里出发做相同的运动时我会具有的我的运动之内在的显现方式。


  运动着的那另一个人，那个活生生地在身体功能中实现了的另一个人，是外在地给予我的，因此，首先并不是什么来自零位置的东西。但是只要我设想将自己置于其中，那么我同时就拥有了处于那些外在运动中的那个外在的物体，那个外在的物体与作为自身运动者的我，而且是同样的自身运动者的我，处于符合之中，而且是这样地符合，以致于这两个运动不仅是自然地处于符合之中。异己的物体式的运动以它的主观的样式与我的现在处于双重的主观样式——外在的运动在内在的零运动中有其意义——中的物体式的运动相符合。因此这种意义被转用，借助这种意义，异己的物体不仅被自然地在类比中与我的身体一起设定；而且现在是一种外在地给予我的物体，它“意味着”一种内在的物体和一种内在的物体运动。但是那个毕竟会是一种矛盾的设定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就是我从前的解释。但问题是，我是否急需求助于关于我的运动的相互矛盾的外部表象。指出外在的运动与我的知觉行为（在进行看时的远知觉中）之功能运动类似还不够吗？像下面这样说还不够吗？即我们说：在这里，在我旁边，就在近处，我有一个与我的身体（它具有一切属于我的身体的外在举止）相似的事物。在我这里，外在性与内在性是在一起的，更确切地说，在外在性中有特殊的身体性东西的内在性之本源地和现前地完成的表现。外在性的这种类似在视觉上是清楚的，尽管定位上的不同必然将二者区分开。但是那个“异己的身体性”之整体特性和整体变化方式，唤起了我的自身经验之诸可能性，因此唤起了起功能作用的身体性之表象，并由此唤起了一个正在起作用的“相应的”内在的身体性之表象。但是在这里“相应的”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仅仅是，由这种类似唤起一个表象吗？我解释这样一种原本给予我的外在的运动，我通过设定赋予该外在运动一种以内在性为基础的外在性的意义。这种外在性令人想起内在性，在进展中立即就会出现一种这种解释会不断从中得到充实的理由，那么还需要比这更多的东西吗？


  文稿35  〈另一个人作为我的自身之变化。在对另一个人的经验中的联想，符合，结对。零物体与外在物体结对的问题〉（为1927年2月22日讲课所做的准备）


  1）对另一个人的知觉就其物体性而言是原本的知觉；就异己的主观性而言，暂时是一种空的准当前化。


  2）对这种准当前化之对象方面的意义之揭示。它是一种处于被准当前化了的现实的当前中的原本的经验领域，与我的原本领域在现实的当前呈现给我相似，因此具有在其中有原本地被构成的第一级次的“超越性”，即（异己的）身体和事物性环境世界的“自我”，“意识生活”。


  3）处于零定位之中的异己的原本领域中的异己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与由我原本经验到的“异己的身体”这个外在的物体被视为同一。至于被准当前化了的环境世界，那么它的诸事物与构成我的原本物体世界中的我的现前领域的那些事物被视为同一。我当前的知觉领域之外在物体，在通过解释理解的行为之意识中，被发现是存在于被准当前化了的异己的原本领域中的，然而是存在于一种与它的内在身体关联的定位给予性中的（因此也具有附属的显现方式），这种定位给予性与下面这种定位给予性被视为同一，即如果我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那里——和我的身体一起在另一个人站在那里或在那里行走的那个位置上——我就会拥有的定位给予性。这适合一切附属的显现方式。该另一个人经验的事物和我经验的事物本质上是同一些事物，然而是处于不同的透视中的事物，正如如果我站在那里，并围绕我的零点取一种相应的姿势，我就会以相应的透视变形的多样性，从相应的侧面有同一些事物一样。我的身体物体，即该另一个人的原本经验之一个外在物体，也属于该另一个人之被准当前化了的知觉领域，这个外在物体在我的解释中，被理解为与我的在零定位中被我经验的自己的身体物体是同一的。


  我曾说过，理解基本上是一种我作为我的知觉领域发现的带有“同一些”物体的新的原本领域。然而是以这样一些显现样式发现的，即仿佛我在那里，以与他的身体物体相同的姿势处于他的身体物体的场所中，就是说，如果我走到那里的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身体物体就正好会在那里，并且对于我来说，在我现在所在的那个空间场所就没有物体。但是在理解中，我持续地存在于这里；这个在这里主观地呈现的空间场所是由我的身体物体占据的，而我的知觉领域中的其余的事物有它们的场所（对于它们的这些场所，我们暂时最好认为是静止的，没有变动的）。由于我的身体位置之动觉上的改变，所有其它静止的，在质上没有改变的事物，都改变了它们的方位，但是它们都保持着它们的空间场所，并且通常都仍然是其所是。如果我设想在动觉上将我置于异己的身体物体之场所中，那么一切对象性东西就都没有被改变，只有我的主观的样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从前的空间场所空了，我的身体物体作为唯一由此经受了改变的身体物体的确被移动了。如果我与另一个人面对面站着，并将那里的那个物体解释为人，那么情况就是下面这样，即仿佛我是在这里存在着的，并且作为在这里的持续存在者，同时自然地完全有意识地设想我在那里的那个物体的场所中，并且关于那里保持着我真正具有的同一的完整的物体方面的知觉领域（或者基本上注957保持那个知觉领域），因此也将我的身体物体保持在另一个物体当中，只不过我从那里看到了这个物体的全体以及所属的诸定位，诸透视图，特别还有诸显现方式。


  4）我通过解释作为另一个人经验到的东西，并不是带有我的具体的原本领域的我的自我之重复，也不是纯粹在下面这种意义上与我不同的另一个自我，即它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提供出我作为知觉世界所拥有的同一个世界，并因此一般来说，就是提供出我作为被经验的世界在这个知觉世界之视角上所拥有的世界，仿佛在这个具体的主观性中双方通常并没有不同。如我在我的领域中知觉它那样的他的身体物体，不仅以第一性方式，并在我的知觉上的物体性之全部关联中，“表现”一个处于围绕它而定位的物体世界之关联中的内在地被经验到的身体（这个围绕它而定位的物体世界与我以我的定位方式经验到的物体世界是同一的世界，只不过是以不同方式定位的）；而且在变化不定的经验内容中，为我表现身体上的行为举止，和存在于其中的个性，该个性和生活于我的身体中的我的个性不同，我的个性通过我的身体，以我的方式与这同一的世界中的事物打交道，拥有我的这些目的等等。这另一个人作为如此这般存在着的自我，作为处于如此这般的状态中的自我，作为一个心灵生活的自我运动着，以物体方式变化着。我拥有作为另一个自我的不同的物体性的行为举止。


  5）在对被准当前化了的原本的主观性之经验内容的描述中，我不得不将我自己的自我以及我自己的自我拥有一个环境世界，并且一般而言拥有一个知觉世界之方式，也一起牵扯进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原因在于，在其中这同一的经验世界在一个新的主观性中借以被理解为进行显现的经验世界的那种主观的样式，在自身中反向关联到该同一的经验世界对于我所具有的主观样式，而且是当该另一个人被经验为与我面对面时这同一的经验世界对我所具有的主观样式。


  但是这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很显然，异己的主观性并不是不经对基础东西的区分一下子就被理解了，比如现在就被理解为是与我们的确认为是我们的生活的主观性的自己的主观性相同的东西。尽管在现实的当前中只有主观性的一个狭小的范围通过知觉和记忆得到了实现，我们仍然能够重新唤醒过去的生活，能够通观我们的生活，能够将我们的多种多样的确信和所持态度举出来。而对于异己的主观性，假如我们还没有从早先已经使用过的解释性经验中认识到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按照由这种解释性经验而来的不充分地预先规定的诸成分去认识），情况就完全不同。


  如果我们设想关于另一个人的最初的（进行原初建立的）“知觉”，那就很显然，这个最初的东西就是进行奠基的解释，它将在那里的那个外在的物体性解释为在零定位中被准当前化的身体性，并解释为被视为与我原本经验的世界同一的一个被定位的世界之零点。这个身体性之自我以及处于与该身体性之意识关联中的该自我的环境世界，暂时是完全没有被规定的，只有在不断进展中才能通过表现得到规定；而这就是说，正是通常空洞显示的主观性之其余的空的内容，根据未被规定的最初的解释（这种解释只是指出身体和具有具体的规定内容的环境世界这种结构层次），在不断进展的诸指示中，就是说，在进一步的解释中，得到规定的。


  6）阐明这样形成的准当前化（即一种进行解释的准当前化）之本质，并因此阐明该准当前化之可能性这项任务，自然就导致联想——如同在一切准当前化那里一样。一切准当前化的内容都回溯到原本的经验，一切准当前化本身都是原本经验之变化，而原本经验之对象性东西，必然是作为一个对于我而言的可原本经验的东西之样式，之由情况决定的变化，被构成的。就自我和我的身体而言的原本，这二者的处于其唯一性之中的原本，以及原本经验和原本可经验性之整体的原本，具体主观性的原本，因此还有一个被定位了的、显现着的环境世界的原本，我只能由我自己的原本经验中得来。一切对于我而言可以想象的东西，都包含于我自己的主观性之变化中及其内容之变化中，这是这样一些变化，它们在进行回忆的准当前化的自由变化中，以及进行连带回忆的准当前化之自由变化中，因此在对我自己的和对我的领域的想象变换行为之形式中，有其最初的形态。如果现在有一个并非原本的准当前化是可能的，它就必然是以某种方式在我的原本领域中被引起的，而这就是说，是以联想方式被唤起的，当然是借助相似性的联想被唤起的。因此在这里起点当然就是这个真正能直接揭示的联想，它从那个“身体物体”通向我的身体物体，而且实际上引向那种我能够通过直接的分析在关于另一个人的经验上指出的符合一致。


  如果我直观这种以准当前化方式进行的理解，我就会清楚地发现，那里的那个身体物体是被准当前化了的零物体，但是与我的身体处于一种我只能称作重叠移动的符合的联系之中。我并没有将二者分隔开，而且也没有以与对于我而言是已经显示出来的区分符合一致的方式将二者分隔开，如果这种区分所说的是我特别地意识到它、注意到它的话。如果通过这种准当前化有另一个人为我在此存在，他就是另一个人，而不是我，他和我比较对照，通过一种区分和我区分开。但这并不是移情作用，仿佛我对我实行移情作用，并生活于另一个人之中，我进入他之中生活等等，而该另一个人却不外是我自身之变化，并且我在经验他的时候是经验处于变化之中的我自己。“变化”在这里有双重意义。在这里我们目前想谈到的那个身体并不是我的身体，并不是我的被投射到那里的身体，而是与我的身体不同的另一个身体。我胖，他瘦，我高大，他矮小，等等，然而情况似乎是我的身体是瘦的身体当中较胖的，是矮的身体当中较高的等等。身体似乎已经变化了。因为当我经验他并直观他的意义领域、他的动觉时，我就吃惊地连续发现了我的这些东西，我触摸他的胳臂，就在我之中唤醒我的双手之领域和相应的准-触摸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被遮蔽了。顺便提一下，这是这一个的变化，第二个变化是“另一个”（alter）的变化，“另一个身体”的变化。


  但是让我们停留于第一种变化上。我自己的身体作为对那里的那个身体物体之解释的解释部分以某种方式在那里存在，但是被准当前化了。这怎么会呢？它确实是在这里存在着的身体，但是它如何作为被发现在这里存在着的身体，却又应该在那里呈现了一种准当前化的样式呢？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实行一种重新回忆，那么这种重新回忆就使一个现在准当前化。但是现在始终是一种被呈现的现在。在其中包含有特殊的重新回忆的整个被重新回忆起的现在，按照属于它的一切结构成分，都处于与这个现实的现在之“符合”中。在视觉东西方面，我的视觉的感觉领域与被准当前化的视觉的感觉领域相符合，并因此，两个方面的一切相应的结构都相符合。这种符合的意思就是：我的现在被涉及，即使当我如通常那样完全陷入到重新回忆之中，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仅仅“生活于过去了的现在之中”，也是如此。在这种陷入中，我的现实的现在“被忘却了”，但是我要更确切地说，被遮蔽了。然而它存在于这种遮蔽的下面。如果我转向这个现实的现在，那么这个直观的过去就被遮蔽了。也许两个直观的领域都能得到实现，它们处于竞争之中，但这不是关于存在的竞争，不是关于有效性的竞争。二者都有效，对于我来说，二者同样都是可进入的，并且在自由的进入中一再地被视为同一，并在它们的经验关联中（在重新回忆的经验关联中，和在流动着的现在的经验关联中，以及在二者的综合中）借助一致性得到保存。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个具有现在这种存在样式，另一个则具有“过去了的现在”这种由情况决定的存在样式，而重新回忆则具有其处于恰恰是“过去了的现在”这种样式中的“知觉”之性质、原本的给予性之性质。如果我的现实的现在同样也一起存在于我的过去之中，那么它就会被发现出来。并且，过去在内容上同时就是我的现在之变化（尽管有结构上的同一性），而且这种变化是由情况决定的。


  现在让我们考察在其中问题显然相似的我们的情况。我有一种与我的原本的现在符合的准当前化，而且首先是一种与我的原本的当前的身体性相符合的一个身体性之准当前化。即使在这里——在对准当前化之一切示例说明的尝试中都是如此——也有对直观之相互遮蔽，只要现实的现在在直观上是有效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所拥有的还要更多些。虽然被准当前化了的东西在两个方面都是现在之变样，但是在进行回忆的准当前化那里我们将不会说，过去出现了，仿佛现在延伸到过去之中了。如果有这种情况，即仿佛我的身体被置于那里的那个物体之中，并按照它的大小向里面延伸，而且接下来我的自我也延伸到它的自我之中，这种现象应该如何理解呢？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身体——这是以双重意义存在的。我的身体在这里存在，并且在意识上仍旧是原本的经验。只要这个通过解释而“被置入”那里的身体，这个被准当前化的身体，具有仿佛我延伸到那里这样一种特征，我就将我的身体称作是那个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身体。然而该被准当前化了的身体，的确是第二个身体的身体，并且在解释当中事实上是作为同时存在着的另一个身体而被意指的身体，同样被称作是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身体。那么现在应该如何理解那个“仿佛我延伸到那里”呢？


  在这里我们有一种敞开着的联想，一种能够直接显示为意向上的现象的联想。那里的那个物体被看作是按照其运动之诸分节和运动之变化不定的诸规定等等进行着的。该物体作为整体并且按照这个整体本身，又以联想方式向相互关联的诸要素提示我的身体物体，提示我的身体的诸分节，而且如果不是提示我的身体现在的实际的运动和变化，那肯定是就是提示通常我所熟悉的运动和变化——如我将它认作是知觉的运动，认作是在行动时的碰撞、推移的运动等等。当在这种个别的把握过程中使我注意到相似性的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并且当如结构上属于每一个相似性联想一样符合出现了时，那种“仿佛置入的情况”就发生了，它就存在于这种符合之中。就是说，这种“使注意到”所说的并不是将注意力转向这个被注意到的东西，转向将这个被注意到的东西变成课题。联想作为被动的意向性，没有自我主动性就已经是可能的，并且是持续有效的，即使是不充分地可能的和有效的。如果现在我的目光指向那里的那个自身显露出来的，并且通过把握而第一性地有效的物体，那么符合就随同这种联想式的唤醒一起一步一步地出现了，也就是说，那个一步一步地被知觉到的东西，就一步一步地在自身中带有这种进行唤醒者的“回忆构成物”。这种唤醒的行为本身，作为联想就是现实地想起某物的行为，被想起的东西就正是一种“回忆”，而在这里同时就存在着那个通过其呈现使该唤醒的作用扩散出去的原本。应该区分：一方面，处于其呈现中的进行唤醒的原本，和这个唤醒对之诉说的第二个原本，这第二个原本和进行唤醒的原本一起进入到联想之统一中，另一方面，本质上属于这种统一的“回忆”，在被唤醒东西中出现的唤醒者对回忆的充实。只是由于它是这种东西，它才是原本之相似物，并且通过这种对照比较，符合作为一种完全一致又一次出现，只不过现在反过来联想也以必然性被唤醒，并且反过来在本源的唤醒者中也使它的对立面与自己相似。有关共现前式的被给予东西之一切相似性情况，都是如此。


  关于知觉上的联想（结对）之一般性描述


  如果我们考察在现实的知觉之现在范围内发生的任意一个联想，一个关于相似性的联想，而且是处于相同性之模棱两可情况中的联想，那么在两个物体性的客体的情况下，我们就说，这种联想是作为结对向我们呈现出来的。一个对子统一地显露出来，而且它所拥有的正是它的作为对子的特殊的统一。它是一种主观的样式，一种将事物作为被知觉的事物，作为“诸显现”联结起来的“主观的”统一：一个事物指示另一个事物，或者如我们还可以说的，一种唤醒从一个事物走向另一个事物。如果这一个事物刺激了我，那么该刺激就以下面这种方式转移到另一个事物上，即该刺激加强了另一个事物的刺激，并且反过来，另一个事物的刺激加强了这一个事物的刺激。由此就产生了一种转移的趋势，即，如果我跟踪这一个事物的刺激，那么它立即就将我引向第二个事物的刺激，然而在我的兴趣实现以后我却仍然倾向于去探究进一步的认知。但是如果我在一个事物上这样做了，然后直接转到另一个事物上，那么这种获知就具有重复之特征，一种对于已经知道的东西再获知之特征。在准当前化中迄今为止所有的获知都被转用到相似的东西或相同的东西上，在这种转移中，不论是未被说明的整体，还是处于其说明样式中的被说明的东西，都与现在在现实实行的说明行为中突出出来的诸要素相符合。在直接的转移中，我们有作为持存的准当前化，而这种准当前化与以知觉方式进行的说明处于持续的符合之中。


  因此，当我们在观察一个唯一的客体，实行一种循环的观察时，就是说，一再地返回到在认识中已经获知的诸规定时，情况也相似。在这里，在这种直接统一地反复获知的行为中，对象与自身是相同的，同一的。


  但是现在我们在以下面这种方式的相互唤醒中拥有现象上的统一，即“相似的东西使注意到相似的东西”，作为使注意到它的“重复”，并且由于对这种转移倾向的效果和“反复进行的”观察的效果之普遍经验（它本身属于联想之当下课题的领域），相似的东西肯定以反复的形式随身带有一种通过实行得以实现的获知之向前抓取的准当前化。但是如果我们试图构成这种对相似性之把握的原初形成的具体情况，那么最初的东西就是这种静态的结对，静态的重复，即所谓一种有间隔的符合一致。在转移中，有一种获知之持存的转用（而这一个事物之现象仍具有透视之特征，但具有一种被改变了的样式，即我刚才考察过的东西，在我一步一步的个别的获知中，但在指向同一的对象的规定时，曾聚精会神地转向该东西）：但是我在考察另一个客体时，在它上面发现了转用，发现了重叠移动，更确切地说，发现了重复的“使适合”、使相似，在其中，在新的东西中，重新发现了旧的东西，但这是已经适应了的旧的东西。在反过来的转移方向上，也是如此；这种唤醒是一种相互的唤醒，这种转变的趋向是相互的，并且整个的事态是一种相同的事态，就是说，结对本身、有间隔的符合本身，是在这样的转移之前后相继中被构成的，并且我们能够在一种有意识的我-能中一再地实行这种对照比较，在这种对照比较中，个别的相似的东西和整体的相似的东西被解释为关系。


  这种结对，这种有间隔的符合一致，有其等级，或者以相同的说法，有其静态的“重复”。每一个对子都有其相似性等级的规定、距离的规定，——这种规定具有作为无间隔性，作为在严格意义上的重复的完全相同性之难以确定的两可情况。在转移中，在对相似性东西之从个别的获知到个别的获知的转移中，与以上情况相应的是，在新东西中，以在有间隔的情况下、在变样中相互适合的方式对已认知东西之“一再”发现的行为，而在难以确定的两可情况中，与以上情况对应的是，使纯粹的重复完全相互适合的行为。在单纯相似的情况下会意识到一种间隔的扩展，会意识到存在于这种符合中但却彼此偏离的诸因素之差异。旧东西一定会延伸到新东西，并因此存在于新东西中，但是这种旧东西却是作为继续有效的并沉淀于旧的基底上的规定（以那种被改变了的主观的样式）存在的，并且它是一种不同的东西，尽管在相应的诸规定之中，并且作为整体是一种相似东西——这种相似的东西在转移中互相适合，并且任何时候都能相互适合，因此是处于相互适合的“融合”之各种不同等级上的，但这种相互适合的融合是持存式的准当前化之向新东西的扩展，只要旧的已知东西在新的东西中重又被发现确实“仅仅是相似的”，并赋予新东西以有已知东西参与进来之特性。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存在于我的身体物体和与它相似的物体之间的我们的联想情况。现在这里存在的是一种不同性质的相似性，和在我的知觉领域中一起存在并在现象上结成对子的两个通常的任意的物体之间的影响。但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即两个这样的物体以一种它们并不直接结成对子的方式被给予；我们想到马赫式的图形，它们在不同定位中被给予，而暂时根本就不是以直接相似或直接相同的方式显现的，虽然它们只是在另一种定位中才是“相同的”图形。两个现象上的物体被经验为相似的或完全相同的，而它们完全不必在其显现方式中直接结成对子。但是在客观的物体方面的统握中，在作为空间物体的经验中，存在着以下情况，即它们可以说经常随身带有其显现系统，即作为处于所属的诸动觉的动因之中的多种多样变动着的显现方式之统一的其可能的经验之系统，而且是以下面这种方式随身带有的，即按照连续进行着的定位之变化，就是说，按照以动觉方式引起的显现进程之变化，发生一种对于这个系统的诸分支之连续的唤醒，并因此很容易发生一种对于这一个客体或两个客体之显现的唤醒，通过这种唤醒，指出一种结对现象，正如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种结对现象常常足够现实地被给予一样，就是说，它一起被唤醒。因此这种相同性预先就已经被这样地重新认出了，正如在一种情况下曾被经验过的一个客体，后来在没有经验到它的转动和移动的情况下，就被在一种新的定位中认出与早先经验过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一样。


  在我们的情况下，经验到了那里的那个外在的物体（异己的身体）与我的身体物体的相似，尽管有极其不同的定位上的给予性，以致对于那里的那个物体和我的身体这二者来说，如它任何时候都能够指示另一个物体那样的一种定位是被排斥的。因此问题就是，现象上的结对如何会变得可能。两个外在的物体可能很容易显现为是结成对子的。应该阐明的是，在这里，在这个零物体上和一个外在的物体上，这种结对如何会变得可能，然后是阐明，根据这种结对以何种方式能够使我们由对移情作用的知觉内容的直接分析而知道的那种间接呈现成为有理由的。


  文稿36  〈空间之在原本经验领域中的构成。外部运动与自身运动之联系，以及由此而  使之成为可能的对一个自我类似物之经验〉  （1927年2月）


  前提：我有一种可自由支配的，任何时候都能够通过保持静止和运转起来而自由操作的动觉上的总系统。这种动觉以双重方式起作用：作为构成幻象（有意义的事物）的动觉，和作为构成运动，构成自身运动（身体的自身运动）和另一个物体的运动的动觉，就是说，将位置和位置的可能变动作为幻象之一般规定加以构成的动觉，或者在视觉幻象的情况下，将作为同一个“物体”之显现的远处事物和近处事物构成为在远近变化着的，作为显现的有意义的事物中呈现着的同一个“物体”之显现，但这是这样地构成的，即与单纯看见的事物相比有新的规定附加到该物体上：它的空间位置的规定，首先是它的相对的定位的规定，附加到本身这样或那样在动觉上被本源地定位的身体物体上。每一个作为远处事物的所见事物，现在都有了属于一个远动觉的（定位动觉的）如此这般被定位的事物之“含义”，就是说，属于一个由实际的动觉上的情况和这个远处事物一起指示的，该事物借以变为近处事物的动觉运动的如此这般被定位的事物之“含义”，以及属于该事物借以在近处领域中能被认为是处于“它本身”这种样式中的幻象和事物的其它动觉的如此这般被定位的事物之“含义”。在远处事物、远处幻象这种意义上的诸所见事物，是作为诸统一之透视的诸透视，每一种所见事物都是在不同意义上的知觉显现之统一，所见事物之真正被看见的东西，是在这些构成该所见事物的诸显现之系统中的透视式表现，在第二种意义上是透视的，关于这第二种意义上的透视，我们比如可以说，透视变形。一切看见的幻象（一切看见的事物）都发生了透视变形，其中包括一切构成着所见事物的内在规定、图形、色彩等等都发生了透视变形，一切规定都是透视变形之多样性统一。透视是用于表示一个“物体”（一个所见物体）之借助其远处的所见事物和近处的所见事物表现的术语，在这里，被表现的东西是在最佳的近处自身给予的。因此对于该事物的“知觉”，由于某种透视的中介，而具有两个意向的成分，两种相互渗透的表现。事物是在一个透视变形中被表现的，或是在诸透视变形之一种综合的连续中被表现的。但是一切透视变形在其所属的所见事物中都有其意向的地平线，透视变形指示该地平线，并借此在与身体位置之零点的关联中，指示所见物体之定位。透视变形指示作为透视的该所见事物，而透视则指示能在动觉式的接近中变为现实的诸可能的透视之连续性过渡，并透过这种连续性指示零透视，即处于近处领域中的，处于一切真正自身给予的物体之领域中的所见物体“本身”。


  如果我们观察处于纯粹近处领域中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再一次有一种区分，就这方面来说，一个如本身被看见那样的一个所见物体，首先能够作为整体揭示其每一个自身，而在变化着的透视情况下在对于只是一种相对的自身的该自身之诸个别因素的进一步接近，则带来该真正的自身。相对最佳效果是概观和统一把握之最佳效果，通过接近到个别的最佳效果，将在这里产生的起决定作用的获知“带入到”该统一把握的最佳效果之中。因此这种意向性是一种以更加复杂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意向性，只要一种透视不是最后的透视，不是真的零透视，它就具有一种相对终点之特性，并且是进一步接近之中介，而这些进一步接近是这样形成的，即它将当下看得见的侧面非正常地压缩进它的能够表现的规定内容之中，尽管进一步的综合仍然允许借助这种非正常的给予性恢复这种所见之物，尽管这并不容易，尽管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我们可以说，在这里是借助视觉上的连续探索行为实行综合，在这种综合中，正常形态的所见事物能呈现大量共存在的，而且在一个“所见图像”中是统一的透视变形这样一种优越性丧失了。但是在所见事物的给予性之主要的正常性中形成的类型学具有其连贯性：该视觉上的，但是仅仅以触觉方式统一起来的所见事物，正如其由诸正常的所见事物之连续性中产生出来那样，指示一种正常的所见事物。它作为属于同一整体的多样性之诸远处事物之综合性的自身，从一开始就反向关联到诸远处事物之符合一致的结构。下面的情况就属于这种符合一致的结构，即任何一个远处事物之每一种总体透视变形，都在保持透视变形结构之总体类型、总体形态的情况下，只是在进行着透视变形的诸因素的内容方面得到充实的情况下，连续地转入到诸正在接近的远处事物之“相应的”总体透视变形中。当然，这种连续的改变实际上只是在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中以下面这种方式发生的，即相应的东西转入到该类型学的相应的东西中，而这肯定有赖于动觉的现实的过程。然而这种系统的规整是以意向的方式存在的。但是在近处的领域中，在所见物体之视觉上的显现方式之总体类型方面，这种相应不再维持。相反，这种类型被非正常地中断了，并且在类型改变的情况下，这种相应只涉及在变化之连续性中仍然保留下来的诸个别部分，和诸个别规定，它们在这里以“更好的”方式得到表现。


  但是在这里也要考虑当时的实践的态度，按照这种态度，一个所见事物被看作是最佳效果，被看作是该物体本身，因为具有其目的的实践对于进一步接近不感兴趣。在这里也要考虑“很大的”物体和小的物体之不同，以及在特别的，尽管不是固定不变的类型学中自然地和不断地出现的对于适应的妨碍，即在这里对于实行接近的能力的妨碍。


  尽管如此：存在于正常性之能力之中，存在于正常性之“我能”之中的意向上的转移之广泛领域，随身带有其自己的意向上的连贯性，并因此带有一个物体本身之类型上的，在一个正常的所见事物之连贯形态中空洞地预见到的最终形态。作为中介，起作用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最终的透视，它是相对最好的，因为它是仍有其正常类型的最终的透视，并且是为物体之总的表现提供在这种类型之中可以达到的最好形态的最终透视。


  在触觉领域中：在这里我们没有透视。也许我能够说：正常的-类型的事物作为幻象，首先是用双手触摸到的事物，而在这里构成的近与远之最初的区分（但不是在一个由以透视方式进行表现的触觉物体之作为显现方式的近的幻象和远的幻象构成的系统中构成的）是由接近的动觉和离开的动觉形成的，这种动觉属于双手；暂时还没有整个身体的移动。原初正常的触觉物体，更确切地说，在构成当中最初-正常的触觉物体，是这一个中等大小物体的触觉的物体（而且是在“我的身体之未改变的姿势”情况下的未改变的物体之触觉物体），它时而较近时而较远，在被放开后，总是能够以这种姿势够得着的，而且它在活动，当我重新建立起我曾借以够它的相同的动觉时，就一定会改变它，而这种幻象仍保持为同一的幻象。对远离的动觉（包括向左-向右，向上-向下的位置变动）以及幻象之规整，在这里形成作为对一切属于这里的物体之本质规定的在这个“空间”中的位置，和作为诸可能的客体之连续系统的“空间”，在这个方面不同的位置属于该幻象之每一个可在触觉上分辨的“点”，而该物体之总体位置可以说就是位置之类型图形，由诸个别的位置构成的位置系统。我们也将不得不说，在不考虑一切远离的动觉之情况下，在触觉幻象中（在未被改变的触觉幻象中），每一个可触摸的点都相关联地有其固定的位置，并处于与它的每一个不同的固定的相对的距离之关联中。这些位置中的每一个位置在意向上都被远离的动觉相对化了，都包含一种新的指示，就是说，包含一种对处于系统之中的属于它的远动觉之指示，或更确切地说，它不仅是幻象之中的位置，而且是该幻象所属的空间之中的位置，并且在该空间中，尽管有多种多样的位置改变（由变动着的动觉所决定的位置变动），它总是由该空间之固定位置系统中剪出的，“该物体之形状”与之符合的，“该物体之形状”对之进行充实的一个特殊的系统。


  空间，在保持完全固定的运动（静止位置）之状态中的已定位的触摸空间，通过围绕我的轴移动式旋转（如果它本身尚不是一个周边封闭的空间），不仅保持这种封闭性，而且还在这种动觉中被重新规定（在该位置上的旋转空间）；现在该位置对于这个重新可能的动觉上的改变而言也是一种确定的位置，而且每一个物体和每一个在诸被组合起来的动觉姿势之任何一个姿势中得出的物体点，都指示在其中它们作为静止的物体和物体点能够同样好地被给予的另外一些可能的姿势。并且这些姿势中的每一个保持固定的姿势都无须远动觉就将该物体作为可触摸的物体接受下来。


  旋转同时远离：全面无限同质的空间


  每一个移动的旋转姿势（在该场所移动）都有一个一直向着远处的移动，移动的旋转姿势和移动二者由一切可以达到的场所出发的结合，产生一个由诸移动的姿势构成的系统，而这些移动的姿势被纳入意向性之中后，就产生物体的静止和运动之同质的触觉空间。


  总体空间是作为已被给予的诸物体之空间被给予的。诸物体在其短暂的动觉式的显现方式中同时使一种空间上的出场显现出来。并且，在当下的时间的现在中，以共存方式经验到的诸物体之全体，以诸物体之空间上的出场之形式，构成关于这个现在之知觉领域。在每一个空间时间的现在中接下来被指示的东西，就是空间中的能够直接地，首先是没有移动地，然后是通过单纯的旋转，实现的位置系统，与此同时还有属于该位置系统的诸物体之一切显现变化。对于诸触觉物体而言，每一个处于其当下的现实的动觉之中的幻象，都能够被称作处于当下的动觉式的显现方式中的物体。其它显现方式则不具有这种触觉空间。


  视觉空间中的东西当然是以更加复杂的方式存在的，在视觉空间中，我们拥有透视之诸显现方式，这些显现方式通过移动获得它们的意义，但是它们在标明空间中的位置时并不实现移动，而只是指示移动。


  在其中作为位置系统的但又作为单纯形式的那种空间之一切位置都在经验中被规定和都能在经验中被规定的那种相对性，是由空间之总体构成的反向关联与空间上的出场之固定形式的反向关联而产生的，这种空间上的出场可以说就是原空间的东西，并且是其显现方式作为被定位的空间保持不变的那个空间之显现方式。空间世界同样必然是以世界出场之总是相同的形式，以围绕我的身体在空间上定位的世界之显现方式的总是相同形式，被给予的，在这里，未从世界中达到现实出场的东西，就是敞开的地平线。正如在现实的触摸行为中，在触觉的给予性方式中，诸物体会滑落并重又被获得，并且现在总是形成一个由诸可触摸的，而且首先是借助动觉可通达的物体——在狭义和广义上存在的，即使并不是可供支配的物体——构成的不确定地敞开的地平线一样，同样，诸所见之物也从看的行为中滑落，这部分因为感觉领域是有限的，部分因为在远距离的情况下，以透视方式的呈现会使在远处地平线中的一切物体变得模糊起来，并使之消失。


  空间上的出场之被定位的空间——在表示远-近意思之前——是构成同质空间的原细胞，而且通过对该同质空间之进行超越的统握——借助于这种统握，近和远，眼前的近处空间（空间上的出场），作为“该”空间之被实现了的“显现”，作为“该空间之真正被知觉的东西”，被构成——，并在该同质空间中作为在空间上的出场中被表现的东西，远处空间以及远处空间上的此在在知觉上出现。因此，从前在此存在的诸事物，按照动觉获得诸事物之远处显现的意义或诸事物本身的意义。


  视觉上的整个知觉领域在视觉上具有空间上的出场之形式，在统握方面超出该空间上的出场的东西，是敞开的空的地平线，是未被看见但被连带统握的世界。关于这个地平线之进行预期的空的意向性，通过从知觉领域过渡到知觉领域得到充实，正如我们还可以说的，其间，这种原出场之形式，这种定位的给予性之形式，仍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方式继续保持着，而动觉则改变着，因此对世界的经验在各种不同方向上继续进行着。


  是世界空间中从它这个方面被知觉到的空间的那个一般的被知觉到的空间，与近处的空间或“真正被知觉到的”空间是分离开的。空间上的出场之形式在两个方面是共同的。我们可以将围绕我的身体物体定位的那个空间部分称作是近处的空间，我能够在一个现实的现在内部将这个空间部分按照所有的位置，但并不是一下子，变为现实。它按照这个现在之间隔宽度当然会包含一些相对性。注958


  这种形式只在诸可能的内容方面才有其意义，这就是在动觉之变动中和视觉上的出场（具体说：自然的出场，被充实的空间，必然以某种方式被充实的空间，即包含着诸事物的空间）之变动中“存在的”诸事物，当这些事物部分地被经验到时，便部分地实现了，部分地在敞开的地平线中以敞开的不确定的方式被预知，一旦实现，就能一再地实现。


  在一切出场中，在“客观的”空间之一切被实现东西中，都有我的身体一起在此存在，并且如果空间和世界正好实现了，那么我的身体在这时就被经验为总是被实现的并且到处都被实现的中心。我的身体是零客体，是其它客体之可能性条件。注959这个存在着的空间（在我的原本的经验领域之内存在着的空间）是在有秩序的系统中由我的出场领域及其近处的空间性建立起来的总是新的诸近处空间与在其中存在的近处事物——如其本身与事物之远处显现（远处所见事物）相对比所是的那样——之综合的潜在的可能性（作为很有教养的能力的能主观地理解的能力）。身体之这种通过知觉而起作用的行为（作为我的自我式的存在行为），属于一切自然的经验行为，也属于对身体本身之空间上的此在之进行经验的行为。身体按照其空间形态及其构成方面的规定，属于近处空间，属于空间之原现象，并属于空间之原存在，而这种原存在，在意向方面拥有真正存在之形式。因此身体之形态从一开始就被决定如其本源地被构成那样在真正的形态这种意义上保持不变，并且作为总是属于近处空间的真正空间之部分而保持不变。因此身体之形态在远动觉之变动中始终如一，具有同一的总体显现方式。


  外部物体之运动的构成和身体物体之运动的构成


  如果在恢复从前的动觉的情况下，同一的东西没有产生同样地被充实的原空间领域，那么作为保持事物同一性的运动之构成，就受能够描述的诸条件之制约。大致说来，能够自由起作用的动觉过程必须以配套的方式准确提供通常意味着静止（没有发生变化的物体之在此存在）的那些现象，另外特别是这样一些动觉必须是可能的，它们在其进程中，使移动着的客体作为在近处空间中持续地不变的和静止的客体显现出来，因此就是说，正如身体一样，只是在近处领域中的外在形态中显现出来。我的身体几乎就是真正可移动的客体，——只要我使身体变为现实，此外正是通过作为动觉的那种连续的自身运动使身体变为现实，它就以动觉方式进入到每一个空间。


  运动是位置的改变。每一个事物都自在地存在，只要它是真正能实现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存在的。如果它实现了，它就在我的身体上存在，并且我的身体在它上面存在，否则它就有一种“距离”，这种距离首先是某种纯粹由动觉规定的东西，但是这种距离立即就获得一种对于作为零物体的我的身体的相对的意义，就是说，与我的身体的距离，并且反过来也是一样。在近处它也有与我之间的变动着的距离，或间隔，只要它也能在近处移动。因此各种不同的事物也有与我的身体的可比较的距离，这种距离是我能够从动觉东西方面改变的。近处空间能够被统握为一个场所。我能够来到每一个事物的场所上，注960因此，每一个事物都得到了与每一个其它事物的间隔，作为我的身体与每一个其它事物的距离：作为场所变化的位置变化，是我的场所对其它事物的场所的变化，和诸事物的场所相互间的变化。一个事物能与另一个事物交换。


  我借助于远动觉，实行身体位置的变动，借此也就实行其它事物的位置变动。这样我就进入到任何一个事物本身所在的每一个空间中。其它的外在事物指示并非由我的身体的动觉引起的位置变化：它们由自己本身而改变它们相对于我的身体的位置。但这就意味着由于一起前往而产生距离。我是借助于定位的变化和幻象的变化经验运动的，但是是作为位置变化的标志经验的，这标志就是我应该将其做到那种程度的动觉之方向和大小。在视觉上我是借助并非以动觉方式引起的透视变化经验诸事物的间隔，然而却是和动觉一起在以熟悉方式进行的移动-改变中经验诸事物的间隔。由此诸事物获得相互间的间隔，彼此相对的位置。因为只是在近处我才能在用手触摸的同时来回地“走动”。我是借助以下情况直接经验到位置变动的，即经验中的诸事物只是借助一起前往的动觉，而不是借助没有一起前往的单纯触摸的动觉而保持不变的。


  因此关于运动的经验和关于运动之相同与相似的经验，不同于关于物体在其幻象内容方面相同与相似的经验。在这里，身体物体和其它的物体彼此完全相同。诸外在的物体的相似性和身体物体与诸外在物体的相似性会以同样方式成为一目了然的。虽然物体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外貌，然而会被看成是彼此相同的和相似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并不是对相同性之真正的看的行为。更确切地说，在对以不同方式呈现着的物体之意向中存在着对相同的外貌和在其中有一个相同的统一被构成的诸相同的综合进程之反向关联，以致于通过揭示，一种符合被真正从直观上建立起来。因此一般来说。相似以及由此成就的“符合”是对真正能建立起来的符合之预期，是必须得到充实的意向。


  那么运动的情况如何呢？从本质上说，它当然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存在。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就关于位置、关于相对于我的位置、关于位置和位置变化的知觉，在本源的知觉和通常的派生的知觉之间进行区分。如果我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看”两个物体，就是说，彼此有固定间隔的两个物体，那么这两个物体就是在透视中被给予的（并且间隔的表现本身是作为变化的间隔透视呈现出来的）；因此对每一个物体的看的行为已经是一种派生的看的行为，这种看的行为是一种具有反向意指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参照动觉式的动因中透视方面的变化）的真正的知觉。注961在这里，位置显然是相对于我的身体及其动觉上的场所与运动构成的。关于静止的本源的知觉，关于处于固定场所中的事物的本源的知觉，以及关于与另一个有固定场所的事物之间的固定间隔的本源的知觉，是在近处领域中在动觉情况下发生的。在这里被构成的东西是该自身，是通常情况下在意向关联中通过间隔透视所表现出来的最佳效果。


  在这里该事物对于身体的存在，与对于处于与第三个物体之间隔关系中的另一个物体的存在，有些不同。如果身体保持它的远动觉不动，它就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如果它没有被运动），并且每一种远动觉都是运动，都是位置的变化。因此只有借助远动觉，才能经验到身体的位置变化。注962但是另一个物体具有它的位置和位置变化的另一种显现方式。外部物体的间隔所具有的显现方式不同于我的身体整体分有的间隔的显现方式。在外观上，我的身体不可能改变它的整体显现，只有借助另一个人的透视，在这里才会有关于位置变动的各种不同的显现方式。


  更仔细地考虑：关于彼此相距很远，以致不可能在一个近处的空间中同时被意识到，而且不可能在远动觉静止情况下仅仅通过双手等等的运动在它们所及范围内被经验到的空间中两个物体之间隔的表象是如何实现的呢？


  显然是这样实现的，即我“连续不间断地通过”这一段间隔，我从这一个物体走向另一个物体。所有的位置和间隔在构成方面都与我的身体以及一切近动觉一起进入其中的我的身体的远动觉有关系，以致于总体的动觉具有一种作为远动觉起作用的方式。因此关于间隔的知觉之实现的原因在于，我将我置于这一个物体的位置和另一个物体的位置，并且从一个位置直向移动到另一个位置。我通过试验确定，当我站到或者如果我站到第一个物体的场所上时，这就是第二个物体距我的间隔。一个物体距我的间隔——它与我的距离——就是初始的间隔，而这会转用到相互处于关系之中的诸异己的物体之位置上（这些位置首先也都是处于与我的关系之中的位置）。只要我能将我置于一个物体的位置，并能从那里走向第二个位置，它们彼此间就是有距离的。


  这种情况就规定了任何一个外在物体的运动之意义。运动本来就是处于与我的身体之关系中的位置变动，仅仅是由我的远动觉构成的。但是一旦这个间隔存在，一旦异己的物体之位置变动和间隔变动是像下面这样被统握的，即我设想将我置于它的位置上，并能够以身体通过那些位置，那么一切运动就都是按照运动的形式和运动的幅度被同质地统握的，而且是以我所实行的和我在其中遍历了诸运动的空间的那些运动之方式和幅度同质地形成的。注963


  因此很显然，当我看见一个在身体物体方面与我相同的物体在改变和移动时，我就以一般容易想到的和普遍实行的方式设想我在那里，并以和那里的那个物体相符合一致（完全一致）的方式和它一起运动，仿佛那个运动就是我的身体的运动。注964


  我看见一个与我的身体物体相同的物体在我现在的外部空间中移动、定位。我的物体性之构成方面的内容与那个物体性之构成方面的内容相符合，并且这种运动作为我的运动对于我变成直观，正如如果我走到那里并以相同的位置变动从那里继续走，或者我如此这般地就地运动、旋转，如此这般地伸出双手等等时那样。一般来说一个物体的运动一定会以下面这种方式对我有意义，即如果我使自己处于该运动中，我就能够将该运动当成是我的位置变动。空间作为位置之系统，是一个我能够通过自己的运动从我设想自己处于其中的每一点出发到处经历的位置系统。每一个事物都有其在空间中的位置，它的暂时固定的或可移动的位置。我外在地经验到的每一个外在物体性的运动与我本身的可能的主观的运动是意义相同的。


  我的物体和另一个物体一样是物体。如果现在我同时也这样地赋予每一个运动以一种同样的可能的自己运动之意义，那么由于这种相似性而被唤醒的与我的关系，即存在于运动的意义中的符合，立即就导致赋予这种意义以生命。但是现在当发生下面的情况时，即这种运动方式以及整个的行为举止继续以相似性这样地进行，仿佛我真的在那里，并且由这种类似所唤醒的内在的动觉这样地进行，仿佛我拥有某些内在动因，仿佛我有这双“眼睛”，并向那里看去，这双“眼睛”从那里按照相应的“目光指向”看存在的事物，并被那些事物如此这般地决定，仿佛我用那里的“双手”进行触摸等等，等等，并且在这里被这种连带的想象首先以想象方式在仿佛中唤醒的预期，总是以下面这种方式得到充实，即运动和变化外在地相应地现实地进行，当此之时，作为单纯的“设想处身于其中”的准当前化就变成一种设定。我在这里，但是在那里有一个物体，它正是如此显示的，即仿佛不是我存在于这个身体中，而是一个与我类似东西存在于这个身体中。


  附录LXXIII  〈在从近处空间向近处空间之综合过渡中空间之构成〉〈1927年2月〉


  1）我在我的周围有一个近处的空间，在这里我能够多方面地触摸每一个事物。这个近处空间首先是一个由诸静止的事物构成的空间领域。一个由这种多面性的诸动觉构成的系统属于每一个事物，这每一个事物都是作为表面幻象这种第一阶段被构成的。但是这些事物肯定是被取到了。而附属的诸动觉仍还有相应于这些动觉的近处与远处的区分。我的身体是最近的东西。


  2）在这里的可能的运动中的区分：单纯的转动，距离不发生变化，或者事物在改变距离的情况下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同时向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转动。每一个事物仍然是可取到的。在1）和2）的情况下没有行走的动觉之运动。


  3）如果我在一个方向中前进，那么我就失去了一些事物并且也失去了一些事物的一些部分，并获得了一些事物。我能够在每一步上停下来，我重又拥有了一个同一结构的近处空间，部分地拥有了同一些事物或同一些事物部分。事物之由这个近处空间向外运动。在行走中我保留这些事物，也许重又获得这些事物。空间是在从近处空间向近处空间的过渡中借助远动觉被构成的。那些超出近处空间的客体，只有在向前行走行为中才能作为静止的客体得到完全的把握。而且更是作为被运动的客体被把握的。


  在行走的行为中我能够达到空间的每一个部分。这是一个分析命题。这一个空间正是在从近处空间向近处空间的过渡中以综合方式构成的。注965在空间中我能够不断地从零点走出去。但是在这里也存在着运动，并且我的身体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进入到每一个空间中，并且是通过对近处空间的不断改变不断地进入到每一个空间中，就是说，通过以构成方式不断地将远处空间和远处事物实现为一个能够达到的近处之显现的方法而不断地进入到每一个空间中。


  一个事物在运动。它在知觉上真正是同一的事物，在持续地触摸的行为中，和对该触摸行为的阻抗的经验中，我在使用我的远动觉的情况下将该事物经验为同一的事物。此外还有这样一种经验：如果我放松它，如果我站住不动（“而它向前运动”），那么我就能够，我也许能够，通过相应的“跟在后面跑，并且赶上去”重又经验它，并且如此一再重复——这是在行动中得到证实的。


  视觉上的近处和远处是借助透视得到的。此外，一个视觉上的近处被归入到我的触觉上的近处（两个方面都是最佳的区域）。每一个远处都指示新的远处，并指示一个作为同一东西的近处。


  我能够运动（以行走方式或以任何其它方式），总是有某种东西存在于这里，能够看见的，能够触摸的，能够知觉的，在这个“它在这里”的近处真正被知觉到的。空间是对于一些同一的事物而言的静止与运动的相关的形式，此外是变形和质上的改变之相关的形式。在空间中存在着因果性。如果在我的身体中一个静止的事物对于我而言总是能够达到的，那么在对该静止的事物的关系上空间中的每一个位置就是确定的。每一个事物作为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都是可分的，空间本身是一种点的系统，方向的系统，本身是均质的。


  附录 LXXIV  无身体的世界  〈约写于1927年2月〉


  诸动觉事实上是在我的身体物体中定位的，并且我的身体必然地被束缚于这个零点上，正如我的身体也是触觉领域等等的承担者一样。但是可以想象，我根本就没有身体，可以想象，一个没有身体的自然通过动觉，近的动觉和远的动觉，被构成。我无法理解这为什么会不可能。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物体不能到处以透视方式显现，也在零点上以透视方式显现（这里是一切透视的零点），并且能以原本方式在触觉上被给予。然而这个零点确实能够纯粹在动觉上被构成。但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是，我是否会被判定为是唯一的（solus）。移情作用以身体性为前提。


  附录LXXV  纯粹就自己本身而言的处于两个阶段的触觉空间：在构成方面没有远动觉的协助的阶段和在构成方面有远动觉的协助的阶段〈约写于1927年2月〉


  1）我的身体——在我旁边有其它物体，而我尚没有移动，也没有考虑移动。一个最初的有限完整的触觉空间，而且是就一切现实的和想象得到的外部物体而言的均质的空间。一个非均质的场所：我自己的物体在这个空间中并不是可运动的，并不是可向前移动的（撇开旋转不谈），因此我的身体将其广延，将其形态以下面这种方式嵌入到这个空间中，即任何其它的物体任何时候都不能占据这个空间部分，并且我的身体也不能占据其它物体的空间部分。因此这就从物体性的观点甚至从空间性的观点形成零物体和外部物体之间的一种根本区分。因此在这里并不存在借助有关一种可能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思想上导致一种逆掩移动）的想象的在身体物体性和其它物体之间的完全一致，而是只有对于这些外部的物体才存在这种完全一致。


  均质的空间是一切物体之形式，是现实的物体之形式，此外也是想象得到的物体之形式，而且作为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运动之形式是一切物体之形式，在这里，处于均质空间中的静止是运动之极端的情况。属于一切物体之空间方面的本质的是相同的自由的可移动性，是具有一切可能的运动（“相同的”运动）的，其中包括从运动转入静止的那种相同的可能性。


  在没有远动觉就被构成的当前的空间中，有一个物体被以这样的方式突出出来，即它不能运动，因此也不能静止。按照身体物体这个词的本义，身体物体并不处于静止状态，它仿佛也能运动。


  在这个空间中，我能够想象随意地使每一个物体变形——不仅能使自己的物体变形，它具有自己的属于它的（作为器官系统属于它的）变形之可能性，并且还具有附属的相关的运动。我的手能够在这个（以思想方式被看待的特殊的）空间中的“任何地方”存在，如同每一个外部物体一样，能够运动到各处去，能够运动到每一个空间部分去，另一方面，它所存在的地方，当它离开时，会有另一个客体存在。这个空间作为处在可能的运动之中的可触摸到的幻象之形式，是由诸点，可能摸到的诸点，形成的，这些点被认为是可相互交织地移动的。每一个物体都能够通过运动与每一个其它物体接触。物体作为可触摸到的幻象。在接触当中，由两个物体的幻象生成一个可触摸到的幻象。我能够想象这个空间被占满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身体幻象是这一个总体幻象之部分。在这里清楚描述是不容易的。不是应该将下面这两个空间概念区分开吗，即一方面是通过幻象概念被规定的空间，因此在其中不考虑距离的动觉（在近处空间中构成距离的动觉），和另一方面作为运动之形式的空间？


  2）让我们来考察运动动觉（远动觉）。通过将运动的动觉纳入进来，我的物体性获得了真正的空间性。外部物体之均质的空间获得了无限性，同时普遍的均质的触摸空间被构成了，在这个空间中，所有的物体都能够以相同的方式运动和静止。所有的物体都能够占据所有物体的场所，在这当中，由于物体之不可入性，所有的物体在运动时都必须离开自己的场所。


  正如通常在显现方式中一样，在运动之显现方式方面，身体与外部事物之间根本的区分仍然保持不变，因此这种区分并没有被消除。对于具有某种确定运动的每一个外部事物来说，属于它的，有多种多样的显现方式（部分地是近动觉起作用，部分地是远动觉起作用）。处于其运动之中的我的身体物体只有一种显现方式，这种显现方式是一种借助远动觉的显现方式，借助远动觉，它能够在后来占据能够由每一个外部物体占据的空间。在这里说的是外部显现方式，在这种显现方式中，幻象的知觉是和动觉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身体还有一种“内在的”知觉。如果我们在思想上认为身体根本没有借助于自己本身的触摸（没有接触），那就会得出对身体的知觉纯粹是借助动觉和间接呈现而进行的。


  还有下面的思考也是重要的。在充分构成了的空间中我以静止或运动的方式生活——我总是生活于自然，空间世界这样的统觉中。每一个运动都在可能的静止之连续中有其意义，并且在生成方面回溯到处于静止之中的世界的构成以及世界之空间性的构成——但是在这里，这种原-静止尚不具有静止之特性。


  在静止状态中，我任何时候都能够不考虑远动觉在构成方面的共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获得作为现象的“空间直观”之层次，近处空间及其静止与运动，这个当前之近处世界。当我可以说是忘却了远动觉时，这个现象立即就会变成假象（假象事物之假象运动，假象变化），并且当坚持客观世界这个总体统觉时（客观世界处于永久的有效性之中），被经验到的正是静止或运动。在触觉领域中也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在视觉空间领域中也许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行走和跑的行为中，我“看到”诸事物在旁边急速运动过去。注966


  在第一空间中，在非均质的近处空间中，我拥有诸物体的离开和接近——接近我的“静止的”身体。但是在这里缺少另一物体转入到零位置中的可想象性。只当我们认为这个完整的均质的空间被构成了，每一个物体——尽管它不能具有一个零物体之主观的显现——才能被认为处于我的身体物体之“客观的空间位置”上。正如反过来我的身体物体在这种思想上的运动中能够被纳入到它的位置上一样。因此能够这样地以多种多样方式设想一个与我的物体相同=完全一致的物体，不仅是按照其幻象的内容及其可能会有的物理的-因果的特性相同，而且还能通过运动被纳入到相同的位置上，和纳入到每一个空间位置上。


  另一方面，只有我的身体物体处于当下被定位的外在知觉空间中的零位置这种给予性方式中，正如当然也处于通过对动觉的知觉和对附属的外在知觉之间接呈现的可能的给予性方式中一样。


  附录LXXVI  〈近处空间中的空间东西的真正存在之实现。构成幻象的动觉与构成运动和空间位置的动觉之区分〉〈约写于1927年2月〉


  1）一个细胞。没有动觉上的运动的我-能的我的身体。我能够看见这个细胞中的一切，而且是借助我的通常随时供我使用的动觉看见的。我能够从每一个侧面看，并且也能够直接通过伸手拿到而触摸所有东西，并能够将所有东西当作进行阻抗的来经验。我的身体是近处的零客体，而较远的东西是可接近的。这整个的知觉领域是一个近处领域。即使此外我具有运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也不能改变任何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运动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另一些动觉的作用。


  2）我在“远处”看见一些墙垮塌了。这又是在没有作为运动的我-能的情况下看见的。处于静止与运动状态的“远处的事物”看上去与近处事物相似，但是“我不能伸手够到它们”。这些远处的客体看上去就像是存在着的事物，它们指示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伸出双手，如果我使我的全部动觉起作用，那么我就会发现由作为在此存在着的、我能够够得着的诸客体以及所属的诸显现构成的范围。我能够现实地经验它们的运动本身，因为我能够指示有关的显现变化、运动，如果我愿意，任何时候我都能够返回来，并借此通过用身体接触而持久地停留于它们那里，或者通过我的主观的相反的运动，通过触摸，伸手碰到它们“运动”的每一个位置，并且只要我愿意，就能够从这里随同它一起到它们运动的每一个位置。在视觉上的显现的变化期间，显现者是实在地存在着的，是可通过对阻抗的触摸行为，通过对阻抗的检验行为达到的，在这种变化之每一种情况中都可达到的，而这种变化是该“静止”状态之诸变化中的一种持续的改变。尽管有从前的动觉情况的重复，但我并没有相同的显现，而是有一些不同的显现，而在“单纯运动”的情况下，所有的就是这样一些在被规整的改变了的情况中出现的显现，我能够如同在静止状态下那样，通过对主观上的情况实行现象上的变换而连续地获得主观上的情况改变，以致区别仅仅就在于，我所拥有的恰恰是将这种显现的变化归入到与属于静止状态的那些情况改变不同的一种运动中的动觉的情况改变之中。因此一起发生的现实的动觉，完全是本源地属于运动的经验，更确切地说，属于知觉，属于进行触摸的经验（并且这是这样一些进行触摸的经验，当它中止时，触觉的知觉也中止），并且也一起属于运动的统觉。我在看运动时能够对运动实行统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属于运动统觉的，有这样一种意识，即“我能够靠近触摸，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一边走一边去触摸”。仅仅有看的行为不能得出关于运动的最终证明，同样也不能得出关于一种实在性东西的最终证明。


  如果现在一种往远处看的行为是可能的：“远处”的显现变化与近处的显现变化完全相似地进行，那么远处的实在性和远处的运动当然也就被本源地指示出来，我几乎想说：被间接呈现出来。但是关于处于静止与运动之中的远处的实在东西的知觉以关于能够抵达那里的行为之意识为前提。如果没有对这个被限制的近处领域的超出，那么这种远处作为实在性虽然是可以想象的，但只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是可以想象的，即我能够以想象方式为我表象类似的可能性，即我的动觉伸展得更远，并且当它伸展到更远时，我就能够触摸，并且能够相信，某物是否真的在此存在，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远处作为现实性，恰恰只是一种空的可能性，我既不能说它存在，也不能说它不存在。我甚至连在能够通过进一步的实验加以证明这样一种估计的意义上做出一种假设也不可能。因为我不能超出我的动觉进行任何实验。就我的动觉来说，我已经有了全部的实验。只不过有这样一件事情：即不能排除有一些新的动觉落到我身上，但是对此没有任何东西显示出来。


  3）现在我假定，我有一种能够使之无限地（in infinitum）起作用的运动的动觉，因此我能够“走动”。我不仅能够在近处领域中通过动觉伸手够到一切东西，并且能够指示，能够证实近处领域之视觉上的有限的显现变化，能够指示，证实对于我而言处于静止和运动中的实在的在此存在的东西，并能够相信，我能够这样做（就是说，以统觉方式这样做），而且我还能按照它们关于实在的东西的诸指示证实一切无限地（in infinitum）进展着的显现变化（直至视觉上的远处之绝对的远处地平线），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于总是能够重新开始的运动从本质上证明。我早已学会了将它当作我-能之领域了解它和掌握它，而现在现实的运动能够证明为现实的，并且每一个视觉上的运动作为幻象的侧面表现出来，或者是假象或者是现实性。不管它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可以证明的。


  关于空间的构成，要考虑以下情况，即诸个别器官的动觉完全能够作为知觉上的动觉单独地起功能作用（就是说，这样地起功能作用，即比如在其余的器官在动觉上保持不动的情况下一个幻象能够被构成，特别是在它的空间形态方面被构成）。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其它的动觉退出了，并且根本就不作为知觉的动觉共同起作用，正如当我在闭上双眼触摸时和运动双眼时，或者在看的时候进行知觉时，和在没有触摸而运动双手时那样。只有在与客体“接触”时，诸动觉才作为进行知觉的动觉起作用，眼睛的动觉只有在睁开眼睛时才起作用，手等等的动觉只有在“触摸”时才起作用。也不应该忽视以下情况，即我能够例如触摸一个没有被直接看见的东西，而对于这种触摸的知觉，眼睛的动觉并没有一起参与起作用，尽管它作为进行知觉的动觉对于另外一些客体，视觉知觉领域的客体起作用。当然，在这里我们有被分离开的诸知觉，在各种不同的动觉之被分离开的功能中被分离开的诸知觉。然而被构成的却是一个总是在这里存在着的知觉世界之统一——这依赖于继续进行着的间接呈现，而这是特别应该研究的。注967


  现在应该考虑：眼睛的动觉（眼睛运动的动觉）通过在“与被看见的事物”接触中单独起功能作用而构成作为幻象的被看见的事物。在这里幻象的形态与对幻象形态的评定是分离的，后者是可变化的。形态是由动觉方面的情况构成的。在被看见的事物的形态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被构成的同一的幻象形态就是在重复中的同一的情况。当一根手指单独起功能作用时，或者一只手以它自己的动觉单独起功能作用时，并且在手的姿势未改变的情况下，而且是在对一个未改变的（特别是形态上未改变的）身体触摸的行为中，也是这样。现在头等等的运动可能与眼睛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双眼在眼睛的运动方面是静止的，只有头在运动。归入一种纯粹眼睛运动的视觉的运动，并且形态是同一的，处于交换或组合中的两个运动系统。等等。在组合中，被组合的动觉又能够以构成的方式为同一的形态而存在，这当然是以统觉上的归入为基础的。在单纯的运动中和单纯的静止中，这种形态是未被改变的形态。


  1）构成（在变与不变中的）同一个幻象的诸动觉；2）对于运动与空间状态而言是构成性的诸动觉


  因此构成形态的动觉，简单的动觉或组合的动觉，与构成运动的动觉是分离的，尽管后一种动觉肯定并不是全新的动觉。这比如说可能是这样发生的：


  如果我有一个静止的客体，我就能够仅仅通过手的运动去触摸它，并且发现它的空间形式。我能够不是运动手，而是运动上臂，并发现这同一的形式。我能够重又返回到手的运动，并在动觉上保持上臂处于静止状态，反过来（vice versa）也这样做。我使二者结合起来，并且我又发现这同一的形态，并且能够通过返回到这一个和另一个特殊的动觉，重又产生这同一的形式。据此，这两种动觉作为等值的被获得，并且对于形式的构成而言完全作为等值的被获得，它们同样也能与任何特性结合起来而被使用。所有的动觉都能够以这种方式被归入到能够相互替代的诸等值的系统。但是属于借助这一些或另一些等值的动觉实现一种空间形态的任何一种方式的，还有其它动觉之可能性，而且是那些也能作为真正在知觉上起功能作用的动觉之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它的起作用使我们与客体脱离接触。但是在这里我必须更详细地思考。


  在触觉上，通过诸等值的动觉中的这一个动觉和另一个动觉，我产生一种未被改变的形态。如果我能够一再地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客体就是静止的——在其余的诸动觉都处于通常的静止的情况下，顺便提一下，其余的动觉通常也能够进入到一个这样的等值的触摸行为中起作用。但情况也可能是我并没有使诸等值的动觉一起起作用，以致我失去了这个客体，没有与它接触。我返回来，并且重又发现这个客体。它是静止不动的。但情况也可能是，我接触该对象，此外该对象在这些等值的动觉之中的一个动觉中以其不变的内容被构成，它只是由于以下情况而得到保持，即我使另外一个动觉，而且是一个不等值的动觉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有的与在静止状态中所有的是同一些显现变化，但只是由于一种特殊的动觉。在这种情况下，该客体是运动的。这种运动能够或长或短地持续，跟通常一样，这种运动变化着，这种运动又在一种静止状态中结束，并且运动能够在每一个位置上结束，因此在想象中它在每一个位置上都随身带有一种静止。


  因此属于运动之构成的，有在诸动觉中的一种功能上的划分：对于形态的同一性而言是构成性的那些动觉，和对于形态的移动而言是构成性的那些动觉，这种动觉就对处于一种新的动觉之开端上的，而且只是处于开端上的形态的稳定的知觉之保持而言，是可知觉的。


  在视觉方面也相似。在这里比如我有视觉运动的动觉，或者一种等值的动觉。我一再地看见同一的形态，同一的被看见的事物。但是也许我只能够通过“随同它一起走”继续保持这同一的被看见的事物。当然是在构成这种形态同一性的视觉运动等等的动觉之共同参与的情况下。


  在原初的经验中被构成的空间，作为诸事物的存在形式，诸自然客体的存在形式；这些事物和自然客体有其空间位置，并且通过位置变动而运动，能够从每一个空间位置被带到每一个其它的空间位置。近处空间这种主观的样式是这个“自身-在这里”之最初的形式，是处于“直接的可知觉性”之中的空间东西之形式。属于处于其实现之原始形式之中的直接的知觉本身的，是触摸行为和对经验阻抗的行为。但是我-能够-运动，事物-能够-运动，能够-一再地-够得着-它-并-能够-一再地-触摸-它等等也总是属于知觉。变化之整个的潜在可能性在时间领域中与重新回忆之一再的潜在可能性，和一直到现前的连续地进行的行为之一再的潜在的可能性相似。在这里这种我-能是通过现实性证实的，在现实性中我在实行进行抓住的动觉和进行触摸的动觉时就经验到这个自身-在这里。


  当空间东西的真实的存在在原本的经验中作为近处空间的存在得到实现时，它始终与这个总是本身被“在空间中”经验到的身体相关联。


  附录LXXVII  空间构成之层次。〈在均质空间中的位置变化之含义中的身体之向远处运动〉〈约写于1927年2月〉


  均质空间作为自然物体之一切静止与运动的普遍形式。身体作为自然物体客观上与任何一个其它自然物体一样，是静止的和运动的。但是在给予方式上是唯一的——在感知方面它不可能具有透视。


  1）近处空间。远动觉不起作用。身体“不改变它的位置”。每一个未被触摸到的物体就是没有运动，即“可拿得到的”。按照近与远的改变之区分，它是在视觉上并且也许在听觉上构成的，因此一般而言，是通过远距感觉构成的，但是这种区分尚不具有或者不完全具有这种意义。对于触觉而言：诸事物从近处范围消失，并重又进入到近处范围。但是关于同一性之现实的证明是不可能的。当远知觉之远处事物变成近处事物，然后又变成远处事物时，关于同一性之现实的证明同样也是不可能的。身体物体作为诸其余的事物都围绕它定位的零点。


  2）按照近处事物和远处事物的这种分布通过运动而保持定位之意义。一切外部事物都围绕作为零点事物的身体物体定位。移动作为三维的均质的多样性，从每一个位置出发，一种由诸可能的动觉上的运动辐射构成的二维的环状的多样性：围绕一个旋转中心的转动和在一个方向上的一直离去。归入到由远-近-诸显现构成的多样性。每一个外部事物都被定位了。问题是，触觉单独地能够伸展到多么远。每一个显现着的外部事物，当它仅仅被触摸时，它指示的就是它的近的显现方式和远的显现方式（它的远的视角），和处于系统之中的诸变化之可能性。这些变化具有可能的运动之意义，只要它们在它们那个方面同时指示相应的移动运动之诸可能性。每一个远知觉之远处最外部的地平线。但是指示一种变化，按照这种变化，在视觉上的总体之敞开的现前之形式内部，发生一种同一的东西在自身中的移动，这种移动具有一种无限均质的空间性和空间物体的世界之持续的新的视角之意义（与在作为形式的时间上的现前之中相似，这种时间上的现前具有在流动中进行构成的时间之视角的意义）。


  3）被如此构成的均质的空间是一切物理的外在事物之空间。至于身体，它始终如一地是零物体。但是身体在其主观的远距运动中，能够携带着它自己的空间物体到未被外在事物直接占据的每一个空间中去。任何一个事物之如其本身所是的形态，对于这种远距知觉而言都是近处形态。并且在触觉的情况下立即就正是触觉在向各个方面的触摸行为中所拥有的形态。并且近和远在这里并没有造成任何差别；因此近处形态和远处形态的说法有双重的含义，因此我使用一个不同的术语。并且对于时间而言也与此相似。属于“现实的总是在流动的时间之现前”的，有那种并不总是流动的，但总的看来是流动的“现实的空间之现前”（真正的最初的空间知觉之领域和按照其空间形态及其有广延的特性对个别的空间物体进行知觉之领域）。我的身体物体必然属于这个空间现前，它的空间性是以本源的形式被感知的，正如整个的空间现前之诸事物的空间性是以本源的形式被感知的一样。但是即使在这里也存在着单方面的知觉与在远距知觉方面已经是关于具有这同一东西之最佳效果的这同一东西之透视和变化的区别。但是在这里，对于表面性的东西，并且对于实在性，对于进行阻抗的在此存在的东西，一切都是可直接证明的，并且由于触摸行为，一切都始终是一种绝对的触摸-本身（只有这个表面的东西在这里才被看作是构成性的，并且是作为必然第一的而是构成性的），并且对于实在性，对于进行阻抗的此在本身，一切也都始终是一种绝对的触摸-本身。


  具有远显现的远知觉：在这里处于“远”这个名目之下的是每一个显现行为，这种显现行为并不是“最佳效果”。并且就触觉而言，也不意味着没有运动就可以直接进入。因此，远显现是由诸可能的透视之多样性构成的诸统一，这些统一在它们那个方面本身又具有一种透视之总体特征，注968并且在意向方面这些统一使我们注意到诸连续的变化（借助于远动觉）。通过这些变化，它们“过渡”到如其“本身”所是的，如其在原本空间领域中所是的空间表面性的物体性。但是原本的空间领域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总是借助每一个动觉重新得到充实，但是每一个这样地被充实的形式在被实行了的动觉之动因中都构成这个“客观的空间”，这一个均质的空间之中的一个特别的领域，这个均质的空间是所有的事物按照其形态都属于它的空间，并且所有的事物都与它们的形态一起穿过这个空间运动，它们能够通过运动占据这个空间的全部的位置。注969每一个在透视中显示着的事物，作为静止的事物，都指示其客观的空间位置，在走过去的行为中变为现实的位置；在运动中，显现着的事物之位置的连续变化，它的地点的改变，都带有相应的进行返回的动觉。


  身体是一种绝不会在“透视”中显现，并且绝不能在“透视”中显现的客体。原因在于，它始终是在它的原本的空间性中被给予的。在这里，这个普遍的空间在其自身存在中，是一切原本被给予的或能借助远动觉被给予的诸空间之现前的统一，因此身体之空间（它的处于动觉情况中的形态）也一起属于这个普遍的空间。在这里，身体之远动觉，当它以理想方式在一种原本空间领域之形式中实现每一个以透视方式被给予的（间接假设的）客体，并且与此同时在这里具有其原本形态的身体在其当下的新的原本空间领域出现时，在这里，身体就必然一起属于每一个被实现了的空间领域。因此远运动就意味着身体物体的运动，并且也许是向着每一个客体运动，因此是身体在均质空间中的位置改变，对于其它事物距离的改变等等。


  身体如同另一个自然物体一样，是自然物体，所有的自然物体都存在于一个普遍的空间形式之中，存在于一切静止与运动之形式中。


  附录LXXVIII  〈处于与我的身体关系之中的“距离”以及诸事物之间的间隔〉〈约写于1927年2月〉


  第一位的东西肯定就是在与我的身体之关系中的距离，但并不是真正的距离，即与我的身体的间隔，“距”我的身体“的距离”，这反过来也有一种意义。我的身体是动觉之承担者，它对于知觉起功能作用，因此总是一起存在于这里。


  一个在远处显现着的事物在指示距离的情况下指示一个在近处显现着的事物。


  当然两个事物相互间尚没有任何“距离”，而是每一个事物直接有距离，并且我的身体作为承担者当然有距离。但是当我以我的身体方式经历这一个事物的距离，并且现在处于其位置上时，在该位置上存在时，我就能够从该位置走向另一位置。


  一个事物之“距离”的（绝对的）变动，必然是通过我的现实的行走行为。但是那个“未被运动的”物体仍保留其位置。我能够重又建立起每一个“距离”，并且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同一的显现中发现该物体，并且我直到零点地连续穿过该距离，那么我就会发现，该物体按照其形态是未被改变的。


  附录LXXIX  〈一个外部物体之转动与我的身体之动觉上的转动之等值的问题〉〈约写于1927年2月〉


  1）没有“行走行为”的相对的转动，个别的器官的转动，身体之个别部分的转动，手的转动，身体上半身的转动，等等。如果我实行这一类的转动，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作为有关我的“外在性东西”之知觉器官另外一些器官触摸我，那么我就能够跟踪这种旋转与变化，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够发现手等等作为同一的东西的物体东西，只不过是有些变形的物体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就只不过是在我的近处领域中的一个外在的物体之一种旋转和变化上的东西。这个领域是我借助进行触摸的手的触摸行为“进行探查”的领域。


  2）但是当我通过运动的动觉（本源的身体的定位之动觉），借助双脚的行走而使我的整个身体物体转过来“转向你”时，情况会怎样呢？这如何能获得我的身体物体围绕它的竖轴旋转的意义呢？——与任意一个外在物体围绕它的轴旋转等值的意义呢？


  我能够将我置于那里的每一个事物的位置上，首先我能够走到每一个事物那里，使它变成我的近处的事物。我的近处的范围作为形式通过动觉产生空间。以这样的方式，我的身体物体作为幻象能够走“到各处去”。而一个任意的物体之旋转肯定会变成与我的身体之动觉上的旋转等值的。如何细心地阐明这种情况呢？


  文稿37  全面反思（用作1926/27年讲课的结束语）


  主观性之内省，对主观性之超越论的解释，主观性之自身展开，其中包括作为客观世界的主观性之世界，这个客观的世界对于主观性而言是单个的世界，而在共同体中是共有的世界。


  主观性与诸现实性东西之全体，空间时间的世界之全体，空间时间的世界之中的诸自然客体，诸动物，人们，人-个人的共同体，共同体的生活和共同体的活动，多种多样的文化，语言的文化形态和非语言的文化形态，因此文献，其中有科学，造型艺术，法律，道德，宗教，神话等等。在这当中，人指向目的理念，指向普遍意义上的真实存在（有关“价值”的概念），指向真的东西，指向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科学，真正的述谓真理，真正的存在。人的事实的构成物和真正的存在之实现之间的区别。相关联地，人之真和人的共同体之真——处于真正自身形成中的人和也许是带有向着真去自身形成被意识到的目的的。自身修养。处于真这种规范之下的事实的世界。这个世界之在“真正的存在”方面的内容。


  诸理想的全体（“诸世界”）。数的世界，诸理想的空间形态之世界，可能的自然一般之理念构成的世界，可能的人类一般之诸理念，理想的共同体以及对这些共同体而言是构成性的诸理念。绝对的应当之诸理念，以及与这些理念相称的人的生活。可能的主观性一般之理念，以及处于个别性之中的可能的绝对主观性一般之理念和处于共同体之中的可能的绝对的主观性一般之理念。可能的世界之理念和作为主观性一般之本质中的决定因素的可能的真正的世界之理念。


  对“这个”事实上的存在者之朴素的解释和后来的认识，即存在者是一种理念。对全体存在者一般之普遍的考察，对处于其与绝对的主观性之存在的联系中的一切存在的全体之以统一方式进行的考察。循环。存在者总是在朴素性中被给予，在这种情况下，存在者被当作前提。主观的考察方式。存在者作为被以为的东西。纯粹的以为行为。主观看自己本身和这个最初的看的行为，对体验行为进行看的行为，对以为行为进行看的行为。看当下的意识方式的行为，对当下的意识方式之被意识东西本身的看的行为，另一方面，对自我极的看的行为。对模糊的和空洞的被以为东西的揭示。使变得清晰的行为，可能的看的行为和现实的看的行为，自身所有物。作为最广义上的知觉行为的看的行为之诸不同阶段和诸不同基本种类。对自然的看的行为——将被看见的世界还原到单纯的自然。对自然的看的行为和对看自然的行为的看的行为，对在看的行为中的自然以及一切附属的“显现”之考察。等等。


  对看的行为和被看见的东西之考察，对在这当中处于主方式之中的关于自然被看见的东西之考察，然后进展到具体的空间时间世界（诸实在性东西）。对曾存在过的东西之证实的看的行为，对“那是确实的，并且是确实如此的”的看的行为。对进展着的认知的看的行为，对可能的、继续的进展之推测的看的行为，等等。


  继续进行的揭示：在以综合方式进行统一的意识当中的同一东西，在可能的一致性之理念下的一切主观的样式、主观的过程。描述，进行描述的表达。在实现当中表达之适应，但是这种适应就是去看本身的行为，就是说，是对切合性的看的行为。述谓式的看的行为，和述谓式的被看见东西，被看作是处于其主观样式之中的被看见东西。个别东西作为普遍东西之个别东西，并且也被看作在普遍的意义当中被意指的，在对普遍的意义之充实当中被意指的。


  处于原本经验阶段中的看的行为和表达，并且首先是朴素地实行，向上进行到所有那些能够以自我论的-原本的方式达到的东西。对理念的看的行为，对完全地达到目标的行为的看的行为，对完全地达到目标之诸理念的看的行为。对评价行为的看的行为，对被以为的、被原本地（originaliter）坚持到底的诸价值的看的行为。关于纯粹的价值的诸理念。愿望的行为和目的。对真正的目的的看的行为。关于真正的目的之诸理念。在这里总是从感受的行为和目的的行为转向相信的态度。对述谓式的表达之切合性的看的行为以及所属的诸目的理念。


  纯粹的主观性之理念。与一个环境世界相关联的纯粹的主观性之理念——并且环境世界本身现在是作为附属的理念；由属于这种相互关系的诸理念构成的总体。处于这种相互关系之中的个人的自我作为理念总是在继续形成当中。作为主观性之理念系统的理念系统必然是唯一的，并且作为理念（一个能够直观的，普遍的对象性东西之理念）在突出中，在作为理念的继续进展的实现中，必然是唯一的，这个是我的纯粹的主观性的纯粹的主观性在理念系统之时间上的存在中是决定性的。被实现了的理念在主观的时间性中以主观的样式呈现出来。但是从现在起有一种对于这个主观性而言或者对于这个主观性的自我而言是持久有效的东西之持久的存在，正如从前已经被构成的实在的世界一样。


  抽象地考察原本经验的不充分性消失了。在这种抽象中没有具体的生活。然而问题是，在移情作用的超越之前——以及在超出原本领域的共主观的直觉（对这种共主观的直觉的揭示以移情作用为前提）之前——，一种具体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会是可能的，或者在此之前曾是可能的。


  对移情作用的形式之看的行为，或者说，对关于“人”的经验之形式的看的行为。多种多样的看的行为，这种看的行为从这里出发作为对客观东西之看的行为而变得可能，具体的世界，与处于绝对的考察之中的具体的共主观性的关联。新阶段之诸理念。普遍的科学——处于绝对的视角下的普遍的生活——普遍的揭示，普遍的和绝对的实践以此为基础。


  事实的生活以及在事实的生活中对事实的生活之诸可能性和诸必然性进行思考的，其中包括对生活之敞开的生活形态之实践的可能性进行思考的，对自己的、个体的生活和共同体的生活之实践的可能性，对符合可能的满足和符合最好可能的满足之理念的形态之实践的可能性进行思考的事实的主观性。关于一个预先给予我的和预先给予我们的世界之诸可能性：它是什么，它本来可能是什么，它将可能会是什么。为了能使我们满足，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世界如何可能生成和我们如何能在其中生成？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变得自由了，并且我们能够形成令我们满意的此在，这个世界看上去可能会是怎样的呢？如此等等。


  在不考虑个体的死亡和共同体的死亡的情况下的世界和我们。理想性——敞开的地平线，下面这种不确定的可能性，即情况可能总是这样继续进行下去，我可能不受阻拦地不断这样行事。我在实践上能够达到的地平线，连同现在未被指示出来的诸相反的可能性。但是它们存在着——地平线一般总是随身带有断裂之实在的可能性，甚至真的会发生这种情况，断裂不仅是想象上可能的。因此与关于合理性东西、理想性东西的现象学相对，有关于非合理性东西的现象学，二者处于相互关联之中。


  但是非合理性作为一种可能性，本身是某种处于合理思考之下的东西。理想性与非合理的事实性之间的关系也服从于诸本质法则。


  文稿的构成


  收入胡塞尔《共主观性的现象学》遗稿三卷本（《胡塞尔全集》这一版第XIII、XIV、XV卷）中的文稿之编排和处理原则，在这三卷的第一卷中已经说明过了：见《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第487页以下“文稿的构成”部分。


  如同第一卷一样，第二卷所发表的手稿（关于这些手稿的概览，见下面第622页以下）中，主要的资料也是E I 3的两个卷宗。这一束手稿大概是1927年初在讲授“现象学导论”第二部分时编制的（参看这一卷第III部分，第393页以下），1935年或1936年在重新编排手稿时，由E.芬克和L.兰德格雷贝分成两个部分（E I 3 I和E I 3 II）。在《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中，或更确切地说，在第XIII卷所涉及的时期（1905-1920年），主要是第一部分起作用，而对于当前这一卷，或更确切地说，对于这一卷所涉及的时期（1921-1928年）来说，第二部分更重要。


  E I 3的这两个卷宗所包含的文稿都产生自1910年以前至1927年这个时期。在包含180页的第一部分前面，有约写于1935/36年的一小页纸，它的标题是：“关于身体性现象学的旧手稿，移情作用。大部分写于哥廷根时期（部分地被施太因小姐使用过），也还有写于1921年圣梅尔根时期的。”来自这个时期直至1924年的手稿和手稿片段，实际上都存放于这个第一部分中。这些手稿和手稿片段在这个卷宗中的顺序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编排的原则，相反这些文稿看上去是偶然杂乱地放在这个卷宗中的。甚至明显属于一个统一关联的文稿的诸页，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散放的，在一些情况下，还超出了这个分卷宗E I 3 I。因此在许多统一的文稿中，有一些页被散放于E I 3 II中。这种情况除表明一些别的东西外，还表明这两个卷宗有紧密联系。


  包含有164页的第二部分（E I 3 II）所包含的文稿总的来看比第一部分的文稿更晚：重点是产生自20年代的手稿，更准确地说，是产生自1927年的手稿（参看前面第III部分，第393页以下），但是它也包含能够追溯到1910年以前时期的旧手稿。这些页当中最大的部分（第21-142页）被放在一个单独的封套中，加的标题是：“移情作用，1927年1/2月。注意：补充手稿：关于移情作用的重要卷宗：‘属于XV’诸主观共存之可能性条件，关于移情作用学说的导论，一个意识流之统一的本质法则，关于地平线理论的基本问题；‘移情作用XVI’，本真的移情作用和非本真的移情作用，关于共主观的还原理论之总体……”其中被称作“属于XV”和“移情作用XVI”的补充手稿，在页边空白处用铅笔（可能是事后）注明：“另存放”。事实上，这些补充手稿（“属于XV”）的第一篇手稿——产生自1921年，发表于本卷编码4和7以及附录XI、XVIII和XXII中——直接放在那个单独的封套之前（E I 3 II之1-20页），而被胡塞尔称作“移情作用XVI”的那一篇手稿也许应该被看作是与产生自1920年的一篇手稿同一的手稿，该手稿现今存放于E I 4卷宗中，并被作为文稿16（以及附属于该文稿的附录）收入《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中。


  虽然E I 4卷宗首先有可能适合于共主观性遗稿这一版第三卷所涉及的时期（1929-1935年），然而当前这一卷也有约100来个印刷页是取自这个卷宗的。按照这个标准，因此按照其对于本卷的重要性来说，E I 4卷宗与分卷宗E I 3 II相同。胡塞尔最初是将这个共计185页的卷宗E I 4编在30年代的。它的总封套包含如下说明：“1931年8月（还有1932年1月？）。关于移情作用的理论，也是根据对身体之详细分析。自我（ego）之确真性——共主观性之确真性。对原初性概念之一些更好的澄清。单子论，移情作用。”然而如已经说过的，这个卷宗不仅包括产生自30年代的文稿，而且包括大约同样多产生自前十年的文稿。这也许就是那些胡塞尔在30年代在共主观性问题上仍特别对它们感兴趣，并因此将它们收入到这个卷宗中的那些文稿。在30年代，这个卷宗对于这个课题而言是最大，最重要的卷宗。如同在E I 3 I和E I 3 II这两个卷宗中一样，在E I 4卷宗中各种不同的手稿也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原则或按事情本身的原则编排的，而是偶然地放在一起的。


  本卷中的文稿由之采纳的其它手稿卷宗，在有关文稿的校勘附注中都分别给出了说明。


  译后记


  这里译出的是《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的第二卷，《胡塞尔全集》的第XIV卷。关于本卷的内容和主要思想以及资料的来源和选编，在卷首的德文版“编者导言”中已有说明。如前一卷的“译后记”中所述，这部遗稿是胡塞尔就“共主观性”这个大题目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作为一篇一篇单篇的文稿写下的，并没有遵循严格统一的计划，内容缺少连贯性。为使读者在阅读本卷之前能对胡塞尔在本卷中论述的主要问题和主要论点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作为译后记，这里做如下摘要概述：


  一、普遍的科学要求彻底的清晰性


  关于现象学导论的主要问题曾是这样一个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问题，即一种哲学，一种关于存在者的普遍的科学，如何能够以彻底的清晰性建立起来。（395）注970科学只应该承认一种由毫无疑问的清晰性而来的正当性辩护。因此它需要对它建立于其上的作为先于一切科学东西的普遍的经验基础进行彻底反省，并需要对由此出发在科学这个名目下真正想要的东西和真正能够想要的东西进行思考，对这个已经被澄清的目的如何规定清晰的、目的正当的道路进行思考。（396）据此，开端就是对迄今为止的一切科学实行普遍的怀疑，因此就是对这些科学以有根据的有效性之要求获得的全部成就实行普遍的悬搁。与此同时，回溯到科学之外的人类生活和科学之前的人类生活在其上运动的那种普遍的经验基础之上。（396）


  二、超越论的现象学


  1. 真正的科学要求按照本源性进行研究


  科学只要在普遍的进行经验的直观中通观一切，并且在存在方面按照其关联把握一切，并在此基础上以述谓方式表达一切，并理解一切，科学就包含一切。科学指向对必然性的认识。（231）普遍的科学之真正性（Echtheit）要求揭示作为它的基础的全部的生活传统，并且这种科学必须按照真正的本源性研究创造这种传统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之一切可能性，并且必须按照本源的方法，以能以普遍的洞察建立的真正性形成这种生活。这种普遍的科学必须具有超越论的科学之形态，而且是普遍的超越论的科学之形态。（232）


  2. 现象和现象学


  现象学是关于诸可能的现象（Phänomene）和现象方面的关联，以及这些现象方面的关联之构成性成就的科学。（34）我们是通过以超越论的方式对“超越的”现实性加括号的方法研究诸现象的。属于这种研究的有处于引号之中的事物世界，还有被经验到的事物本身。（35）如果我不实行任何直向的客观的设定，如果我在进行经验时以反思的方式设定我和我的生活，并且将我的知觉世界和经验世界仅仅认为是并设定为是我的意识（和我们的意识）之被意识物，那么我就是现象学家。（318）


  我们只允许以实例方式奠定基础，将我们本身作为真正进行自身给予的经验而拥有的东西当作基础，我们不允许用外部的考察偷换从基础构成的自身给予（Selbstgebungen）。一切真正的现象学的解释都必需在本源的对自身的看中有其模型。现象学的任务就是去理解：什么是意向性所能提供的东西，并且按照意向性所能提供的全部成就进行理解，或更确切说，就每一个对象理解：它们是由什么样的结构材料，通过什么样的意向综合，主观地在知觉上产生出来的。（335）


  现象学研究一方面，对在这里被构成的作为原本的存在意义（originaler Seinssinn）（即以原本充实状态按照确实性被给予的东西）的对象的意义进行描述，另一方面，相关联地，对主观的充实过程进行描述。这种描述是一种本质学的描述，对于它来说，一切事实东西都只有样本方面的意义。（480）


  现象学的一项普遍任务就是按照生成之必然性的普遍法则理解具体的主观性之普遍的关联。但是走在这项任务前面的是对诸结构的研究，即对于处于“得到成熟发展的”主观性之阶段上的具体的主观性之具体的样式的研究。（481）


  3. 现象学还原


  现象学还原是对在意识方面对我有效的一切客观性连贯地实行悬搁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我实现了对自身的经验，并获得了我的纯粹的主观性和我的纯粹的主观生活，并将我的纯粹的主观生活作为意向生活当作我的连贯的经验之课题。……通过现象学还原，我使外部世界不起作用，只有我的有关世界的经验，我的有关世界的相信，我的有关世界的显示，我的相应习惯等等仍保留下来，作为纯粹意识东西保留下来。（399）


  现象学还原是向纯粹的“现象”还原，是向诸可能的“现象之领域”还原。就是说，还原到自我极，还原到体验流、诸个别的体验和体验关联，还原到在这些东西中所包含的意义，还原到这同一些东西之显现方式、给予方式，还原到作为这个自我之可能的意识之某种无限多样性之相关项的真正同一性东西之全体。（272）在这里，作为现象的这个真实的世界，不仅是被以为的世界，而且是事实上存在着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意味着现象，因为它纯粹被看作是诸意向上统一东西之全体。（273）


  现象学还原为我展示出来的那个存在领域就是我的纯粹主观的存在领域。并且这种还原首先是导致处于我的生活之中的我的自我。（437）


  因为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一切东西，都只是通过我的意识，作为在我的意识当中的而以意向方式存在的，都只是作为通过在我的意识当中显现的而存在的，……因此对我的纯粹意识之揭示，就是一切以系统方式进行的揭示之基础。澄清我的纯粹的自我之理念和我的纯粹的生活之理念，是澄清一切心理学的理念和一切现象学的理念之基础。（438）


  三、主观性


  1. 自我，主观，单子


  1）纯粹的自我，即在我思（ego cogito）中的这个我（ego）


  这个自我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自我经验之对象，在这种自我经验中这个自我指向自己本身。在这样地回转到自己本身时，它将自己把握为绝对同一的：当它过去，现在和将来实行不同的行为时，是同一的自我。（42）这个自我是完全与自身同一的，在质的方面没有任何区分，它不外就是诸行为之没有质的极（qualitätsloser Pol von Akten）。（43）这个自我是功能作用的中心，它在每一个时刻都由自身出发指向某种东西。（29）


  这个自我并不是在一个实在性东西意义上的对象。（244）这个自我并不是诸客体当中的一个客体。（84）它并不以自然方式与这个自然结合在一起，它不是在自然-原因这种意义上的原因。它生存着，但它并没有此在，它并不存在于内在时间中，它是超时间的，然而它却与时间相关联。（84-85）它仅仅是我思（cogito）之自我，这个“我思”就是它的整个的内容。它与一个体验流相关联，对于这个体验流来说，它也不是独立的，正如反过来，体验流对于它也不是独立的一样。另一方面，它有处于其自由当中的特性。（23）


  我不是我的生活，而是生活于我的生活之中，并且在经历这个生活或通观这个生活时，我总是我。在重复经验时，我肯定是这同一的自我，并且作为这同一的自我，超越这个流动着的生活的瞬间，贯穿于这些流动着的瞬间，而具有相对持久的特性、习惯。（431）


  按照固有本质，我是意识之主观，是多种多样思想行为之主观，其中包括诸经验之主观。（378）我作为起功能作用的自我，被称作意识之主观，意向式的主观，在它的作为意向的意识的一切生活中进行构成的主观，具有意识的主观，形成新的意识的主观，而且是在这种生活之每一次脉动中都形成新的意识的主观。（409）我是我的身体之主观，是我的围绕我的身体而定中心的我的环境世界之主观，作为这个身体之心灵的人的主观。（78）我是一切客体的主观。（84）我在=我拥有我的作为我的生活之自我式的统一的我的主观的存在。（409）


  我不可能通过与我的身体的关系本源地定义我的东西，因为我的身体作为我的身体已经以我的可本源地经验的特性为前提了。……在标明身体时，我和我的东西无论如何都已经被当作前提了。这种最本源的我的东西，就是我的生活，我的意识。（429）我能够在我的意识生活的变化中对我进行反思，并在我的同一性中把握我。（429-430）


  我在自己的东西上，在纯粹主观的东西中，有一种必然的存在，这种存在具有存在的必然性，这种存在的必然性先于为我存在着的一切客观的东西。……所有对我有效的东西都以我和我的必然的东西为前提，并因此总是以处于一种必然状态之中的我的自我为前提。……这种必然的存在状态已经被我的一切意指行为当作前提了，不管这种意指行为是针对别的东西的，还是针对我的。（432）


  我自己的存在对于我而言是不会失去的，就是说，当我经验不论什么东西时，当我意识不论什么东西时（其中包括将我当作课题时），我的存在是不会受怀疑的，是不会被划掉的，并且在所有那些为我存在的东西那里，我的存在都“在场”，……这个“我存在”是确真必然的设定。提供最终根据的第一反思就是对当前的反思：我当前存在、现在我处于一种当前的生活之中、我有一个当前的领域。……我在这里原本地把握的东西，而且是作为原本的当前把握的东西，就是我的当前，更确切地说，就是我的当前的生活。（433）


  2）具体的自我：单子


  在真正意义上，“自我”是具有由它的生活和它的态度而落到它身上的诸习惯和诸能力的自我极。但是这个自我是一种抽象物，如果我们另外再加上它的具有其意向性的整个的具体生活，它就被具体化了，并且只要所有真正的客观性都是对于这种意向性而言的理性的规定，这个世界也就属于这个自我。（275）


  我将处于体验行为之中的无所不包的生活之统一……称作单子式的生活。并且如果我们按照充分的具体化来看待这种单子式的生活，就是说，在与自我的体验行为的关联中看待这个自我，在与自我的关联中看待这种体验行为，这二者被一起看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说的就是单子，在这里，素材的事实也被一起纳入到这种无所不包的生活之中了。（46）


  如果我们实行经验，如果我们生活于经验之中，……那么我们每一个自我作为经验之被给予之物，就会拥有我们称作天地万物的这个全体。如果我反思我的意识之纯粹的关联，把握我的整个的主观性之纯粹的关联和我的纯粹的自我之纯粹的关联，并排除对于在其中被经验到的世界之一切朴素的直向的判断，那么我就获得了我的单子，在其中这个世界正是作为被经验的世界，作为经验之相关项，作为该经验之意向上的统一被给予的。（261）


  主观的实在性不仅是处于与其它的实在性关联之中的实在性，并因此不仅是在身体之外拥有包围着它的外部世界，而且主观的实在性是这样一种实在性，即它具有关于在自身之外的东西的意识，这个主观以意识方式具有一个围绕着它的世界，这个主观被发现是围绕着它的世界之中心，从这个中心出发，它以近处和远处这种模式观察那些在它之外的，在意识上为它在此存在的东西。（89-90）


  我从本质上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实在的环境，我作为极就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它在意向上与之有关的非-自我，这个自我就是不可想象的。……自我与非-自我是不可分割的，除非是作为“我在意识”，并且肯定意识到一种“实在的东西”，……否则自我是不可想象的。这个自我生活于它的行为之中，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它生活于在“意识生活”这个称号下在它之中发生的由诸意义赋予构成的环境之中。（244-245）


  这个具体的自我在其作为意识生活的生活中持续地拥有一个素材之核心，非-自我之核心，但是这个核心本质上是属于自我的。……如我所是的这个自我，在我的……自我之中，拥有一个由原本地被经验的和可原本地被经验的、我的自我在情绪和行动中持续地与之相关联的、总是持续地对其进行构成的等等的空间世界之核心。这个世界标志诸可能的经验之系统的无限性，或更确切地说，标志一种在这些经验方面被以多种多样方式组织起来的经验能力，而这些经验都具有其多层次、多阶段的“显现”。因此我们在这里就有一种自身完整的具体化——一种关于我-在和本质上属于我的存在的东西的完整领域，一个原本经验之领域。这个领域包括一切自我的东西，其中包括作为与自我的东西不可分割的意向方面的极的系统的原本地被经验的事物世界。（379）


  正如为我在此存在的整个世界属于我的具体化一样，每一个其它的自我和被结合起来的诸自我之共同体也都属于我的自我之具体化。它们作为我的自我之对极而属于我的自我之具体化。我与另一些自我进入到一种绝对的关系之中，我们不是外在地发生关系，而是我们在自我行为中变成一体，这些自我行为从我到你，从你到我地进行着，并从我到你，从你到我地产生着影响。（276）


  2. 主观性


  自我在充分的具体化中被看作在自身中包含着诸意向相关项的具体的主观性。只要每一个自我在自身之中存在，并且生活于它的体验之全体中，并且在它的意识之全体中拥有对于自己本身而言是意向上的被给予性的……客观性，……或者换句话说，只要客观性是这个自我之现象，……并因此作为这个自我之意向的统一，作为这个自我之意向的相关项，我们就能够说，这个自我被看作在自身中包含着诸意向相关项的具体的主观性。（275）


  自我和对于我而言在经验上直接存在的东西不可分割地属于一个整体，并且规定具体的主观性之概念。主观性一方面是现实的自我和潜在可能的自我之相关项，另一方面是对于我而言的环境世界的存在者，这个环境世界的存在者是我的主观的领域，并且只有对于我而言才是原本的领域。（380）所有主观东西都属于我的主观性。（470）


  属于主观性之本质的是：有一个自然能够在其中被构成，并且超越性是一种在主观性之范围内起作用的有关诸感觉事实之出现和消失的规则之相关项，有关空间事物性东西的统觉的原初形成规则之相关项，而且首先只是相关项，而不是别的。属于主观性之本质的还有：作为在这个自然之中的事实的，与主观身体在类型上相似的诸事物，能够作为一个被间接呈现的层次之基础在构成方面起作用，另外形成一种新的经验，一种新的统觉，由于这种经验，在自然之中的事物作为对于心灵而言的身体，作为对于其它的主观性和自我主观而言的身体，不仅呈现出来，而且被经验到了。（256）


  如果我的兴趣是作为超越论的主观性的纯粹的主观性，而且特别是我的纯粹的主观性，那么我因此就完全是就我下判断，就我的意识和在我的意识中被意识到的东西本身下判断。（381）


  在主观性这个名目下必须区分：我所是的这个自我，我的体验流之全体，我的身体和我的直观的环境世界（这个环境世界也是原初地给予我的，而且作为我的环境世界也具有我的主观性之印记）。（233）


  在现象学还原情况下，在自我论的主观性内部，作为世界现象剩留下来的东西就是：我的身体，作为外部世界的，作为意识之对象性东西的被还原了的自然，以及作为关于这种意识之对象性东西的意识之主观的和关于一切与世界关联的意识的意识之主观的自我。（426）


  另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主观性，一个自我主观，他具有诸意向的体验、行为等等，具有他的世界现象，具有他的身体现象，以及对他的世界，对他的作为事物，作为器官的身体的可靠的经验认识。（72）


  “原本的经验之领域=我的主观性之整个领域”。（233注1）纯粹主观性同样也是一个绝对自身完整的经验领域，一种世界结构，这种世界结构是与纯粹的自然之世界结构相互关联的。（399）


  一切被给予的东西，一切对象性的东西，一切客观的东西，都以起功能作用的主观性为前提，而主观性是自身存在的，先于一切客观的认识存在的，客观认识本身只不过是预先被给予的主观性之功能作用。（72）


  主观性的客观化。在移情作用中，异己的身体被统握为身体。这个异己的身体是第一个共主观的东西。这种将异己的身体理解为身体的行为，乃是客观化的第一个步骤。它构成第一个客体，……即诸不同的主观之经验第一个共主观地视为同一的东西。接在这后面的才是物理的环境世界之第一次客观化。第二个客观的东西是物理的事物性东西（不仅是作为我的物理的事物性东西，而且是作为“我们的”物理的事物性东西。或者像下面这样说也不为过：这第二个客观东西是另一个人的主观，在我对面作为人的另一个人。因此现在在一切概念式的普遍的思想行为之前，人也在第一次客观化中被构成了。这个人是主观，这个主观在它对面有它本身处于其对面的另一个主观；这个主观对于自身而言是在“内在的”方式中被给予的，而在外在方式中（在交往中）它被给予它的对立面，并且这是相互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拥有他的环境世界，并且作为被一致地经验到的和可一致地经验到的环境世界，它是每一个人正常人所拥有的同一个环境世界。（110）


  四、共主观性


  通过将现象学还原扩展到由个人式的主观构成的共同体上而形成共主观性的现象学。（336）


  1. 关于“共主观”的概念之规定：


  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环境世界，我们拥有一个共主观的=客观的环境世界。（321）环境世界是所有那些……被以共主观的方式视为同一的东西。我们拥有一个共有的共主观的世界，并且拥有一个由诸身体和这些身体的自我主观构成的共有的世界。（322） 我们有作为共主观的世界的“客观的”世界。我们有一个共主观的自然，它本身对每一个人都是作为唯我论的自然而可经验的，但是借助于由移情作用而来的诸主观之共主观的联系，它能够作为同一的自然被视为同一。（345）


  客观的世界=共主观的自然加上主观性之客观化。（86注3）共主观的实在东西，对于每一个主观而言的客观性，是借助移情作用构成的。（8）如果一个A是客观的，那就意味着它是以共主观的方式构成的，它能够被认为是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经验的。（92-93）“客观的”是能由每一个人在同一的意义上经验的，和能由这样的每一个人在同一的意义上陈述的，并且也是在对每一个人的这种同一性关联中可被每一个人意指的，因此这种同一性本身也一起属于作为客观性之范畴形式的客观意义。（107）


  2. 有关共主观性的诸具体统一之实例：


  显现。显现的诸成分如同诸视角一样，是“客观的”，……本身并不是自然，而是自然之客观显现。（252）一方面，单一的逐点的知觉可能性（瞬间的诸视角）已经有其客观性，另一方面，以其连续性构成的诸统一，如在移动的眼睛中所见的东西，或在其它动觉的连续过程中所见的东西（如一座山峰之全景的统一）也有其客观性；因此各种各样的中间统一——这些统一存在于该事物本身之前，并与该事物相对，一再地是各种不同阶段的显现——也有其客观性。（253）另一个人的经验不是我的经验，但是该另一个人在其经验中拥有也属于我的显现系统的同一些显现，并在这同一些显现中有同一些事物显现出来。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自由地进入……同一些显现之中的通道。（254）


  客观的物理的自然事物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事物，是作为每一个人之诸可能的显现之统一，这些显现是可通过相互理解而交换的，因此是可按照其统一设定视为同一的。（65）因此自然是共主观的自然，是一个能被每一个人经验的统一，是能够被每一个人在其显现系统中一致地证明的统一，是能被每一个人在与每一个人的相互关联中认识的，并且能在科学上规定的统一。（275）这个世界作为同一东西为诸主观性所共有。（278）一个共有的世界之构成和一种相应的稳定地具有的规定，对于每一个自我本身和处于相互关联之中的双方是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之可能性的条件，是被分开的诸主观彼此相互存在之可能性条件，是两个主观之以共存方式存在之可能性条件，这种条件对于这些主观本身就是可能的经验和可能的认识。（100）


  理想的对象性东西，如数学的对象之统一，数，数的真理等等，作为理想的同一性东西，首先以同一方式与一个自我相关联，这个自我意识到它们。……但是只要有另一个自我为我在此存在，我就会认识到，他如同我一样，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构成这同一些理想的对象性东西，此外我还知道，每一个想象得到的新的自我，都能够拥有这同一些东西，而且这同一些东西也都属于它。（259）


  真理。我所看出的每一个真理都是共主观地有效的：它们是超经验地（überempirisch）有效的，就是说，不仅是依赖于我的经验的自我的。当我改变想法，将我想象为被任意改变了的自我时，该真理仍然保持不变。即使当我将任意一个异己的纯粹的自我当作基础时，这个真理也仍然有效。（308）


  自然科学……以共主观的经验为前提，以交换可相互进行移情作用的外在经验为前提，而且还以个人的成就和相互理解为前提，并以相互接受成就和传统为前提。（70）


  社会方面的共主观性。交往的主观性意味着客观性，客观的存在。（105）交流创造统一。意识与意识能够真正地符合一致。当一个意识对另一个意识跟踪理解时，就在自身中构成与那个意识构成的东西相同的东西，在这种相同的东西中，两个意识是一种意识。……因此产生一种超个人的（überpersonale）意识之统一。（199）意识作为行为……受积极的理性之理念的指导。一个有效的行为进入到另一些有效的行为之中，搭接到另一些有效的行为之上。……我的思想行为作为有效的行为搭接到另一些人的思想行为上，我的意愿行为搭接到另一些人的意愿行为上。（199-200）借助移情作用……建立起来的意识关联，是普遍的，超个人的，然而却仍然是个人式的有所成就的意识之一个层次。它在所有参与的人那里都起作用，流贯于所有参与的人之中。……这是一种被联结起来的个性，一种共同的个性，作为共同的成就之“主观”……具有意识之一种统一（一种通过交流的统一）。（200）这种意识之统一具有一种对于所有个别的个人都是同一地被构成的意志。（200）


  在家庭中，……一个成员的行为进入到另一个成员的行为中，每一个主观都以个人方式参与到另一个主观的生活和行为之中，因此在另一个主观之中一起生活，作为个人在与他的多种多样的我-你关系中取得一致。（179）


  在共同体中，每一个主观作为共同体的成员，……都在共同体的关联中拥有根据自己的经验，并且也根据别人的经验产生的持久的信念，同时也能够将这些信念理解为别人的信念，……这些信念与自己的信念相符合。有共同意识到的持久的需要（愿望，追求）、持久的志向和决心。在共同体中存在着一种共同体的信念，一种共同体的估价，一种共同体的决心，一种共同体的行动。（192-193）在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人式的主观……都通过交流到异己的意识-自我中起作用，而它本身是异己个人的意愿行为和意向行为之中介。……因此存在着“一种相信”，“一种评价”，“一种意志”。……并且作为相关项，我们有“一个”成就之统一，“一件”作品之统一，也许还有一个延伸到、发展到时间延伸之敞开的无限性之中的统一：国家的统一，宗教的统一，语言的统一，文学的统一，艺术的统一等等，在受限制的社会性中，如在团体中，我们有一个团体的目的之统一，团体的成就之统一。（194）


  同一的世界。大约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地球上的人类……形成了一个极大地扩展了的实践的共同体，即由诸自我主观构成的整体性。对于这个整体性而言，存在着直接的或间接的相互理解的实在的可能性，以及直接的或间接的社会影响的实在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实践的共同体，一个由诸个人构成的全体，一个人类的世界。对于其中的每一个成员而言，这个实践的世界是同一的世界，并且包含着所有其它成员和这个无所不包的共同体本身。这个无所不包的共同体同时是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的主观性，并且作为实践的客观性属于这个世界。（215-216）


  共同精神。每一个自我都能够与处于社会行为之中的，作为个人式的自我主观的另一些主观建立共同体联系。它能够有意地表达、诉说、倾诉，另外，它也能够在这个共同的世界中……产生效果。这些效果不仅属于另一些主观之可能的认识之领域，而且也能被另一些主观理解。（214）


  原创与传统。我由我出发而原本地（原创地）产生的东西是我的。但是我是时代之子，我存在于最广泛的我们-共同体之中，这个共同体有其传统，这个传统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具有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具有时代的诸主观，具有较近的和较远的诸先辈。他们都对我产生了影响。我作为后代……处于“传统”的基础之上，所有我自己的东西都是已奠立的，部分地是由这个先前的传统奠立的，部分地由同时进行的传统奠立的。（223）


  我们以移情作用的共同性直接地拥有共同的经验。但是我们还通过对那些并非被我们当作原本的经验而拥有的经验的深入理解而接受经验。我们按照异己的经验和异己的描述而接受关于某些存在东西的报道。我们通过语言接受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在想象基础上作为先入之见、作为意见形成的思想。（223）


  在交流中我们看到，我们双方所认识到的和我们双方在精神上所占有的是同一的东西。（224）一种精神产品必然会通过在对象领域中的表现变成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个对象领域，即物理的领域，中介诸主观之一切共有的东西，使诸主观之一切共有的东西成为可能。（228）


  语言符号……作为交流手段，获得了社会方面的意义，获得了客观性，获得了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使用的，在一个语言共同体内部实践上可支配的，在语言共同体外也是可学习的，可借助传统流传的这样一种普遍的统觉的特征。（228）


  共主观的时间。每一个单子都为自身而存在，并在自身中在存在方面与另一些单子相关联。处于相互为对方存在之中的这种基本的存在关联，显然是处于共主观的时间之中的共存在的关联。按照一切主观的时间样式，据此，按照可视为同一的时间段和时间点，这种时间并不是客观的时间，而是共存在之内在的-共主观的时间。这种基本的关系是其它的共主观的关系之基础，是共主观的和纯粹的因果性之基础，是心灵上的影响之基础，……是一切形式的我-你-行为之基础，我们-行为之基础，是一切形式的社会行为之基础。（360）


  这整个的考察只是一个开始：这是对共主观的生活世界加以描述的尝试，是揭示共主观的生活世界之静态的共主观的结构的尝试。一切可能的课题和一切可能的科学都包含于这种共主观的生活世界之中。（323）


  五、移情作用


  共主观性是通过移情作用建立起来的。


  我自己的主观和我自己的意识生活对于我而言是现实的体验生活。（83）我归于作为自我主观的异己的人及其生活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原则上是不可知觉的。（505）异已的主观和异己的意识生活首先需要借助“间接的经验”来规定。（85）


  只有借助移情作用，主观东西才能被客观化。（83）借助移情作用构成第一个真正的超越性。（3）在移情作用之前，自然是作为纯粹物理的自然存在的。通过移情作用，这个自然成了共主观地同一的自然，一个在充分意义上的“客观的”自然。在移情作用之前，主观可以说是超自然的，这个主观与它的自然相关联，然而却不被包括在这个自然之中。通过移情作用，每一个主观都是身体之心灵，都通过它的身体被归入到空间之中，都成了自然客体。于是，一个在其中所有的主观都拥有其“此在”的“客观的”世界被构成了。作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自然的自然之客观化是在与作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主观的主观之客观化之不可分割的统一中发生的。（86）


  移情作用具有经验之特征，在关于人的经验中，……移情作用是一种成分，即对物体的经验这个成分，并且在对物体的经验这个成分中，有一种间接呈现的成分，我们称这种间接呈现的成分为移情作用（作为将这个物体东西-身体东西“解释”为通过该身体与环境世界发生关联的另一个自我的身体的理解行为）。移情作用是第二个特殊对象性东西借以间接呈现的意向性。（479-480）


  移情作用是一种解释性的经验。我拥有我的原本经验之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一些事物被统握为异己的身体，并因此被统握为在它的原本经验之范围内过着它的生活的另一些自我之器官。如果我假定这种解释是有效的，那么我由此就有了关于异己的主观性之一种并非原本的，而恰恰是一种解释性的经验。这个异己的主观性是我按照自己的主观性作为一个自我来经验的。……我还可以说，我的具体的主观性在自身中带有关于两个具体的主观性和众多具体的主观性之解释，……这些主观性从它们那个方面又在自身中带有相似的解释。（484）在这里解释和解释相一致，所有这些解释结合成一种解释式的“总体知觉”之统一。但是一种解释的充实最终不是必然与被我原本经验的东西相关联吗？……移情作用本身也相似地置根于我的原本经验之中，并且一般来说，置根于我的自我性的原本经验之中，并且每一种证实都以相似方式通向我的原本东西。（503-504）通过对我的原本的自身经验和由我本身对另一个人实行的移情作用的经验之综合，最终完成移情作用。（503）


  移情作用是一种统觉，关于动物的统觉已经以作为自我-人这种我自己的统觉为前提了。（125）我能够跟踪理解的东西，我能够实行移情作用的程度，这些恰恰是由“人”这个原型之想象上的变换决定的，即我（这个我是人）实行作为对另一个人的知觉的正常的移情作用，因此这个异己的相似的身体物体立即就由相同的进行补充的意义成分（这种意义成分在相应的情况下属于我的身体）得到补充，并以属于我的身体的可能变换得到补充。（126）因此在“内在经验”中，在唯我论的“内在经验”中，我的身体是原统觉，并提供必然的规范。所有其它的身体都是这个规范之变样。（126）


  在移情作用中被当作前提的是正常的感觉直观的事物（唯我论的事物）。如果从异己的身体上没有看出异常，那么该正常的直观事物就能够立即就被体会为同一的事物。同样，每一种异常也能被体会为异常。它提供与我作为自己所认识的异常显现同一的异常显现。由这里同时发生以下情况，即与我一起构成这种相互交往之全体的诸主观，必然相互地统握为诸主观。这些主观的经验世界与这同一的规范相关联，与一个正常的身体性之同一的理念相关联，并且它们的直观的真实性刚好是对于所有主观而言的同一的真实性。对于色盲者而言，看到正常颜色的人就是规范。（132）


  移情作用是间接呈现（Appräsentation）。间接呈现所说的是对于共现前之基于类似的预先推定，这种共现前是能够在知觉上直接显示的；间接呈现所说的是，按照一种起引导作用的类似物，以预期方式将那些与最初被知觉到的诸规定结合在一起的新规定预先确定为是可知觉的。（489）整个异己的自我和异己的自我生活都是与以下情况一起间接呈现的，即在那里的那个事物由于与我的身体相似，并且它的功能运动与我的功能运动相似，被以间接呈现方式统握为身体。因为主观性之一个部分或一个要素被间接呈现，由于主观性一般之必然的范畴式的统一形式，所以整个的主观性连同它的全部范畴式的成分和相互关联也都被唤醒。因此这整个的异己的主观性就以间接呈现方式表现为这种唤醒由之发生的我的主观性之变样。（60-61）


  这种联系通过移情作用的转用，能够将异己身体上的事件统握为关于的异己的相似的主观行为和主观状态之指示。那里的那个身体物体通过它的一般的外形（通过在该外形中与我的身体物体相似的东西），并通过其特殊的表现，指示一个主观性一般，然后更进一步指示一个主观性之特殊的规定。（85）


  通过移情作用获得同一性。在移情作用中，处于零定位之中的异己的原本领域中的异己的身体与由我原本经验到的异己的身体这个外在的物体被视为同一。至于被准当前化了的环境世界，那么它的诸事物与构成我的原本物体世界中的我的现前领域的那些事物被视为同一。该另一些人经验的事物和我经验的事物本质上是同一些事物，然而是处于不同的透视中的事物，我的身体物体，即该另一个人的原本经验之一个外在物体，也属于该另一个人之被准当前化了的知觉领域，这个外在物体在我的解释中，被理解为与我的在零定位中被我经验的自己的身体物体是同一的。（523-524）为我原本构成的环境世界与通过解释置入该另一个人之中的环境世界以综合的方式符合一致，尽管有给予方式的不同。（485）


  六、身体


  关于身体之应该从根本上思考的基本问题就是：身体作为物理的（physischer）身体是如何被构成的，此外，身体之第二个“直观的”层次，即特殊的躯体学的层次，看上去是怎样的，这个层次如何首先成为支配身体的前提，成为身体的自我功能的前提，并成为与这种自我功能相互关联的精神上的统觉之前提，通过这种统觉，身体被构成为原工具，被构成为原精神客体。（77）


  我的身体一方面作为物理的事物（实在的-因果的空间事物）被给予我，另一方面，作为身体被给予我。（56）凡是身体本身被经验为事物的地方，它恰恰是被双重地经验的，即同时被经验为被经验到的事物和起功能作用的身体。这就暗示，在本源的经验中，我的身体正是作为我的身体被经验的，而绝不是和“物理的事物-身体”这个底层一起被经验的。（57）对于我来说，属于我的身体之构成成分的，一方面是使身体成为身体物体这种客观的自然事物之显现的那些要素，另一方面，是诸平行的主观层次，躯体学的层次。（66）


  身体是非自我东西。就自己本身而言，身体无论如何都极力地变成客体，因此身体有点像是“有广延的东西”。然而它并不是在自然意义上的这种东西，——身体是一切自在存在之前提，而本身并不是处于原本的经验领域中的自在。（454）


  身体也能与主观领域建立起联系，被完整构成的身体出现在对于诸组主观事件的经验关联之中。（56）身体的一部分，一只手等等，从一开始就是与一个触觉领域一起构成的。（75）身体的诸器官是与我的一切体验以多种多样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74）自我是作为连续地与它的身体“在一起的”被构成的。（59）我的身体总是与我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456）我的心灵生活是与我的这个身体，这个知觉上是身体的唯一的身体统一而不可分的。就是说我本身和我的整个的生活都是与这个身体相关联的，而且只是因为这种联系本身是一种原本的联系，这个身体才是原本的身体。我的身体是以原本性与动觉结合在一起的唯一的物体。（343）身体指示具有所属的自我极的心灵和心灵生活——每一个身体都指示一个唯一的心灵生活，它的心灵生活。（343）身体性之生理物理的结构在广泛范围内拥有作为平行东西的心灵的东西，这些生理物理特性之变化导致心灵东西中的诸变化。在这一方面的类型学有其在对应的类型学中的心灵方面的因果相关项。（71）身体是主观-客体。（457）


  身体被统觉为它的自我之器官。（376）身体是由以动觉方式活动着的诸器官构成的系统，它是作为感觉领域的承担者，作为一切其它当下知觉上的事物之被定位的给予性之作用点，作为我的自我知觉世界的一切实践之媒介，也作为我的感受行为之联系点等等建立起来的。（491）身体首先是外部知觉的器官。（68）身体作为改造空间事物性东西的器官，运动空间事物性东西的器官。（376）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身体，并且只能将他的身体经验为身体，每一个身体都具有主观的特性和是一个主观性之身体的特性，这种特性只能被这一个主观性经验到。（346）在我的普遍的实践领域之一切空间事物当中，我的身体是最本源的我的东西，是我本源地固有的我的东西，是我持续地固有的东西，持续地处于我的支配之中的最本源的东西，并且是我随时可支配的唯一直接的东西；这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我（作为孩童）作为第一个东西而占有的，并且是直接地占有的。……在其中我直接地在空间东西中起作用，并且通过它我对所有其它东西起作用。我起作用=我直接地生活于身体之中，直接地存在于身体之中等等。（58）


  我的身体之本质的东西就是，它是定位的零点，是我的环境世界之中心客体。我的身体有一种卓越的，仅属于它的给予性方式，我的身体不可能具有一个外部事物所具有和能具有的一切显现方式，或者显现方式的一切类型。每一个外部的客体都能够向这个定位的零点移动，但却不能变成这个定位的零点。（483）


  在所有事物当中，我的身体是离我最近的东西，是知觉之最近的东西，是情感之最近的东西和意愿之最近的东西。它是对于所有其它客体而言的“发挥功能”的中心，是我以经验方式占有外部事物的中介。我由它出发，并且通过它（将它作为手段）去接近所有其它客体，占有所有其它客体，并按照我的目的构成所有其它客体。（58-59）我的身体是有关一切世间东西之可经验性的条件，也是它本身之可经验性的条件。（456）我的身体肯定是与我一起参与到我所占有的一切东西之上的。（97）我的身体作为对于一切显现而言的可能性之经验方面的条件被给予。（375）我的自我与环境世界的一切关联，作为这个自我之意向性，以我的知觉之一切事物与我的身体之某种“实在的”关联，以及我的身体与我自己本身之某种“实在的”关联为前提。（376）


  就身体的统觉来说，……身体之本源的给予性，只能是我的身体之本源的给予性，而不可能是别人的身体之本源的给予性。“我的身体”这种统觉，按照其真正的本质，是第一个统觉，它是唯一的，十足的原本统觉。只当我已经构成了我的身体，我才能统觉别人的身体，而这种统觉原则上具有一种间接的特征。（7）


  作为物理的事物被经验的第一个身体，就会是异己的身体，但这是以间接呈现的方式按照特殊的身体性，作为感性的身体性，并且作为精神的身体——这种精神的身体被这个被间接呈现的自我从它那个方面作为这样的东西本源地知觉到——被经验的。只是经过这另一个人和诸可能的另一些人这条迂回的道路，我才学会将我自己的身体经验为物理的事物，就是说，完全是间接地经验到的：它对于每一个其他人，都是可以物理方式经验的东西，而这个现实地当前的另一个人，则被我以间接呈现的方式经验为就我的身体以物理方式外在地经验我的人。（63-64）


  身体作为如同另一个空间事物一样的空间事物之构成，并借此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均质的空间之构成，是借助一个身体与我自己的身体相似的中介对那里的一个异己的身体和一个人进行统觉的基础。（515注1）异己的身体是向异己的主观性连续过渡的桥梁。（318）异己的身体对于我而言变成了可间接地以指示方式经验的，而不可能直接地经验的，以致任何指示都不能通过关于直接被指示的东西之现实的经验得到实现，而是只能又借助指示才可能得到实现。当然是在与我的经验领域之间接的关联中得到实现的，在我的经验领域中，我的身体作为原本地被经验的身体，肯定具有借助类比进行指示的整个链条。（345）


  以上摘要概述使用的基本都是胡塞尔的原话（尽管也有简化），并且都用括号注明了出处。


  除了以上介绍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些问题也很重要，如超越性和内在性，空间与运动，透视变形等等，在这些问题上胡塞尔也有详细的论述，但是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介绍。


  如果这些介绍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译者2013年11月于北京



  第三卷：1929—1935


  编者导言


  《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的第三卷遗稿与前两卷注971一样，几乎仅仅是胡塞尔的“研究手稿”的复制，其特殊的特性在这三卷的第一卷编者导言中已经有所描述。注972在选择和推荐文稿的准则方面这一卷也与前两卷一致。注973


  这里提供的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的文稿都产生自1929年至1935年。胡塞尔在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前一年，在1927/28年冬季学期之后退休了。但是在1928年夏季学期他仍再次讲授了有关“现象学的心理学导论”的重要课程。注974只是在接下来的冬季学期M.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的接任者开始其在弗赖堡的教学工作时，胡塞尔才几乎完全退出大学授课。胡塞尔作为退休教授虽然直至1929/30年冬季学期仍宣布了一些课题和讨论课，但是所宣布的这些讲课和讨论课当中只有第一个实现了，即1928/29年冬季学期的“移情作用的现象学讲课和讨论课”。这个课堂讨论是胡塞尔最后一次在大学中的教学活动，胡塞尔这次是自由讲述的，没有留下任何手稿。注975胡塞尔想把他退休以后的这些年主要用于对他最后在哥廷根和在弗赖堡的那些年中所获得的（并以数量庞大的手稿记录下来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化和文字加工。自从《理念》第一卷——它1913年出版，后面本来还应有两卷——以后，除去发表于日文杂志上的几篇短的论文和由M.海德格尔出版的1905年的内时间意识的现象学的旧的讲课（附有1917年的增补）之外，胡塞尔再也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为了能在其充分的意义上理解编排到这一卷中的文稿，应该尽可能详细追踪这个时期胡塞尔的写作计划和他为实现这些计划所做的工作。因为这些文稿是胡塞尔在尽可能地考虑了他的哲学的诸种系统的广泛关联而写下的，他想要根据各种不同的计划使这些关联获得文字表述。对应于胡塞尔当时在其中以各种不同方式追踪他的目的的可以划分的、连续的创作计划，这一卷划分为四个部分。


  I.


  对于胡塞尔来说，1928年末开始了写作方面特别富有成果的几个月。从1928年11月或12月至1929年1月，就是说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内，在由他的私人助手L.兰德格雷贝担负的有关逻辑学方面的手稿的编排注976的推动下，他写了《形式逻辑和超越论的逻辑》这部著作。注977紧接着（大概从1月25日起）他准备两次重复的报告，这两次报告是他于1929年1月23日和25日于索邦大学以“超越论的现象学导论”为题所做的。注978在从巴黎返回弗赖堡的归程中，他应他从前的学生海凌的邀请，又在斯特拉斯堡讲了一次。在那里他更详细地阐述了——按照一切可能性，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手稿——在巴黎演讲中只是简单叙述的共主观性问题，但是并没有将这个问题形成唯一的课题或即使只是中心的课题。注979大约从5月中旬起他准备将巴黎演讲付印，并于1929年4月8日他70岁生日时，结束了这项准备工作。但这只是暂时的结束。因为大约在他生日后一个星期，他就重又拾起这个手稿，并且至5月15日将这个手稿扩展成一部1931年以《笛卡尔式的沉思》（Méditations Cartésiennes）为题出版的法译本以之为基础并于1950年以《胡塞尔全集》第I卷形式出版的著作。在4月15日和5月15日之间的修改涉及的仅仅是或至少主要是研究共主观性的第五沉思。对此胡塞尔于1929年5月26日写给R.英加登的信中说：“自从您启程以后，注980我已经完成了一部分艰难的工作——就是说，有大约一个星期我由于杂事和书信等等很忙而且很累，然而直至4月7日我都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工作，以便完成对巴黎讲课的修改。可惜后来我发现，这种完成并不是令人满意的，因为为了回避一些困难的表达，并且为了不至于太多地违反巴黎演讲的布局（‘概述’），我在论证方面留下了一些空缺——这涉及的是关于共主观性的理论（或更确切地说，关于单子论和现象学的超越论唯心主义的理论）。我决定完成这件完整的工作，并提供关于异己者的经验等等的超越论的理论的完整的结构。因此，现在新的‘笛卡尔式的沉思’（这是这本书的书名）圆满完成了。……我将它看成是我的主要著作，并且不久将它放在尼迈耶出版社出版。”注981在胡塞尔70寿辰后的那个月里第五沉思被加工修改成《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规模最大的一章。在胡塞尔的速记手稿中还有第五沉思的另外一个短得多的稿本，但它的有些部分与他在五月中旬完成的稿本相同，也许还是在他4月8日70岁寿辰前那些天里写的并且认为在论证方面有缺陷的那个文本。


  第五沉思的这个较早的稿本在这里是作为本卷第一部分之中的文稿1重现的，在这个第一部分当中编入了与共主观性问题有关的诸文稿，这些文稿都是胡塞尔1929年和1930年（直至春天）在与准备和修改（这种修改是1929年5月中旬结束后的几个月就已经为德文版计划的）《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关联中而撰写的或归入这里的文稿。在这些文稿当中，第五沉思之最初的稿本与这些文稿的基本构想发生了十分鲜明的和清晰的矛盾。在这种基本构想当中，第五沉思的一种基本的内在的对立和歧义性因此比在其后来的稿本中更明显地起作用。指出这种情况在这里是有用的。因为这对于理解胡塞尔后来对这个沉思之问题的阐释可能有帮助。这种歧义性能够在这个沉思中所阐明的处于与“异己性”之关系中的“自己性”或“原始性”注982这个理念上最清楚地说明：一方面，这个第五沉思询问在对自身的确真的知觉中被给予的原本的体验和体验的可能性，以及在这些体验中原本地并与它们不可分割地XIX被构成的诸统一和决非原本地而只是在准当前化中被给予的诸异己的单子之关系；这个问题是在哲学的确真的认识根据这种笛卡尔式的理念指导下提出的，并且也是在从哲学上区分自己的单子和异己的单子的这种问题的地平线中提出的。从这种提问来看，这些对异己者的经验的体验本身只要恰好是自己的体验，当然就是一起属于基本领域（原始领域）的，而这些体验之存在方面的相关项，即异己者，则总是被排除在这个领域之外的。因此在这里的许多地方，胡塞尔毕竟都是明确地将对异己者的经验（体验）说成是属于自己性之领域或属于原本领域的。注983但是另一方面，在第五沉思中，自己的东西（或原始的东西）和异己的东西之关系也受对异己者的经验之动因这个主导问题的支配，而且不是哲学方面的动因，而是自然的移情作用本身之“动因线索”这个主导问题的支配：关于异己者的自然的经验（移情作用）是如何被引起的？注984在这里促动者或“动因基础”是原始的东西或自己的东西，被促动者则是异己者。在这种观点下将自我（ego）关于异己者的经验（作为体验）——它的促动肯定会被理解——本身当作是动因基础或原始的东西当然是荒谬的。事实上胡塞尔在这里在一些地方毕竟也想知道，这些体验被这个通过抽象而获得的基本领域中排除掉了。注985但是以此不仅表明这种原始的抽象所导致的“原始的东西”或基本领域之双重意义，即一方面，是作为在哲学反思中关于自己的单子之确真地和原本地可经验的领域（在哲学的反思之奠基的顺序方面第一的东西）和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对异己者的经验之动因基础（作为自然的移情作用之动因顺序方面第一的东西），而且由此也表明第五沉思之整个的思想进程是多义的：这里所涉及的是以反思的——哲学上的对超越论的异己者进行奠立（提出根据）和自己的单子和异己的单子之超越论的关系呢，还是对“自然的”、“世间的”移情作用之建立（引起）进行结构分析呢？在向原始性还原中所涉及的是对自己的移情作用也属于其中的那个超越论的自我（ego）的有所成就的生活进行划界呢，还是将这个世界在构成上分解为超越论的自我（ego）能够在不涉及另一个的自我（alter ego）的情况下所成就的东西呢？因此所涉及的就是对更高的共主观的构成层次加以分解，并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构成阶段上呢？那个排除和这个分解是存在于完全不同的方面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在考虑到超越论的另一个人的规定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单子加以规定的超越论的-还原的方法，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对世间的另一个人自然的经验做构成方面的分析的方法。在第五沉思中这两条思想线索被混淆了。在沉思开始时，超越论的另一些人之以哲学方式建立这个理念处于中心地位，后来是在另一些个人之自然的存在方面的给予性这种主导思想下对移情作用进行构成方面的分析，并且最后解释说：“以下情况同样也是明显的，即我作为超越论的自我（ego）在超越论还原中所实行的这种阐明中，我必然达到作为超越论的另一些人的另一些人……”注986胡塞尔相信，仅仅通过以自然的方式进行的对异己者的经验之在超越论的-构成方面的分析，当然（eo ipso）就已经按照一定方法获得了作为超越论的另一些人的另一些人。这只有根据那种混淆才是可能的。为了获得另一些人，本来还需要如胡塞尔1910/11年在“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注987中并且也在20年代注988在“双重还原”这个题目下所阐明的那种思考。胡塞尔在第五沉思中在这个方面也如同在其它方面一样从他已经达到的共主观性问题的高度后退了。然而所提到的原始的东西这个概念的歧义性，胡塞尔只是在后来，尽管只是在撰写《笛卡尔式的沉思》之后的几个月，才清楚地意识到。注989


  第五沉思的意义的这种歧义性一直延伸到在其中实行的对异己者的自然的知觉（“移情作用”）本身之构成方面的分析当中。这里涉及的是静态的分析呢？还是生成方面的分析呢？胡塞尔既在第五沉思最初的稿本中，也在最后的稿本中，都将他称为“联想”的原始的“结对”称作是移情作用的“基本机制”。注990现在按照《笛卡尔式的沉思》，联想本身是“被动的生成之普遍的原理”。注991胡塞尔在其20年代的逻辑学讲课中也解释说：“对于我们来说，联想这个标题表示一种始终属于意识一般的内在的生成之形式和法则性……”注992因此在对异己者的知觉的分析中，我们本来应该关心的是生成。但是现在，在所谈到的这个文稿的最后的稿本中胡塞尔明确地说，甚至反复地说，在这种分析中所涉及的并不是时间上的生成，而是静态的分析。注993这样一种主张不可能由对移情作用本身的实际实行的分析得到说明，而是要从哲学上规定自己的单子和异己的单子之关系这种第五沉思之一般的意图来说明。——前面提到过的对立表明，在其共主观性理论中为什么胡塞尔不能保持在第五沉思的状态中，而是在以后的一些年里一再地追溯这个理论的疑难问题。


  1929年夏季对于胡塞尔的思想状况和他以后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结束在特雷梅佐的《笛卡尔式的沉思》（5月15日）之后又在科摩湖休养后，以及紧接着直至7月末《形式逻辑与超越论的逻辑》排印结束后，注994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先是在弗赖堡，后来是在特雷梅佐，他在8月和9月初又在那里逗留三个星期）他主要致力于研究M.海德格尔的著作《存在与时间》、《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和《论本质与根据》。注995在这几个月里，还有海德格尔在弗赖堡就职的首次讲课“什么是形而上学？”（1929年7月24日），胡塞尔听了这次讲课。胡塞尔那个时期的一些手稿也指向与海德格尔的辩论。注996胡塞尔于1931年1月6日致A.普凡德尔的信就此写道：“为了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有一个客观的-最后的立场，在我的最近一部著作付印以后，我立即就用了两个星期研究《存在与时间》和他的一些新近的著作。结果令人忧郁：在哲学上我与这种海德格尔式的深奥思想毫不相干，与这种独创的非科学性东西毫不相干，海德格尔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批判是以一些严重的误解为根据的，他正在发展的是一种我任何时候都认为我永远也不可能将它当成我终生事业的系统哲学。所有的其他人很早就已经看到这一点，只有我没有看到。我并不向海德格尔隐瞒我的结果”。注997尽管胡塞尔在1926年和1927年初次（也许只是粗略地）阅读《存在与时间》时和在合作撰写《大英百科全书》的“现象学”词条的不成功的尝试时，注998就已经表达了对海德格尔研究哲学的方式的怀疑，但由于在将他通过分析所获得的大量想法系统化方面一再感受到的困难，他曾对与海德格尔合作寄予最大的希望，并支持聘请海德格尔为他在弗赖堡的继任者。但是最初他将他与海德格尔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归之于缺少在哲学方面的一起交流（在1924年以前，海德格尔在马堡教学），并希望通过深入的思想交流能够实现他早已希望的和早就以为的一致。1929年4月8日胡塞尔70寿辰时两位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尚未疏远。对于胡塞尔修正对海德格尔的态度来说，也许特别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就职后的首次讲课“什么是形而上学？”。在这样一次隆重的讲课中，海德格尔要试图阐明一件科学上根本关心的事情；肯定是在这里胡塞尔意识到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兴趣和哲学思想方式走上了一个与他自己不同的方向。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研究以及与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决裂一起影响了后来胡塞尔自己的创作活动，特别是他的出版计划，因为他不得不考虑与他的意图背道而驰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对当代哲学状况的重大影响。


  在紧张研究海德格尔之后，1929年9月胡塞尔紧接着就深入研究他自己的著作《理念I》。其外在的原因是1928年已经答应W.B.B.吉布森为在此期间已经完成了的这一著作的英译本写一篇序言。但是他也许是受到这时注意到的海德格尔所发表的意见和批评的强烈触动，注999那时不只是想写一篇序言了，而是为这个英译本开始了对这部著作的一种广泛的，主要涉及第二章（“现象学的基本考察”）的修改。注1000有鉴于此，他写了更多的文稿，并且还将一些想要为此使用的旧手稿编在一起。注1001但是当B.吉布森看到这种修改会损害他已完成的整个翻译工作，并明确向胡塞尔表达了他的这种担忧时，胡塞尔便放弃了这种意图并重又回到他从前的写一篇序言的计划上。1929年10月23日他在写给B.吉布森的信中说：“由于告诉您要修改《理念》中关于现象学还原的这一章，注1002我使您处于怎样一种不安的状态啊！但是当我逐渐地看到我高估了我的能力，又低估了其余各章文稿的连贯性时，我又是怎样地忧心忡忡啊！……因此我又退回我们从前的约定上，退回到写一篇对读者有所帮助的序言上。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即我已经成功地说了我必须说的东西。……我的序言的手稿作为挂号邮件与这封信同时寄出。”注1003这个序言，胡塞尔通过一些增补加以充实后于1930年以“我的《理念》之后记”为题用德文发表于《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上。注1004不论是这篇序言（或说后记），还是为修改《理念》所做的那些准备工作，都清楚地带有与海德格尔辩论的印记：那些准备工作首先是研究纯粹的心理学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之关系，而这个序言（或说后记）则是表达对掩盖了超越论的现象学的真正意义的那些普遍误解的看法，并且作为这种误解之最重要的对象重又讨论了纯粹的心理学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之关系。在撰写《大英百科全书》的词条时，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讨论就已经主要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注1005并且胡塞尔对《存在与时间》的主要指责就是，这部著作由于蔑视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还原而陷入心理学的东西和人类学的东西之中。与海德格尔不同，在这篇序言中，胡塞尔同样强调哲学之理念“是能够按照最彻底的科学性之精神继续进行的清醒的工作”。注1006


  胡塞尔放弃了为英译本修改《理念》，在完成了该译本的序言之后（大约在1929年10月20日），便立即将精力用于扩充德文版的《笛卡尔式的沉思》。在那个序言的结尾处的一段话中他也谈到当时的出版计划：注1007“对于那些对作者自1913年以来的继续研究和继续进展感兴趣的读者，应该指出新近出版的著作：《形式逻辑与超越论的逻辑。逻辑理性批判尝试》（发表于《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1923年第X卷），此外还应该指出我的《笛卡尔式的沉思》，它是我首先于1922年春天在伦敦大学以一种预备的形态并于1929年春天在巴黎索邦大学以一种完善的形态进行的四次演讲的扩展了的稿子。它们以一种单纯的基本线索提供了对现象学哲学的简略的导论，但是由于对超越论的共主观性问题的详细探讨，


  它们包含一种重要的补充，由于这种探讨，关于唯我论的反对意见就被彻底瓦解了。它们于1930年夏季注1008发表于《法国哲学学会年报》上。注1009在同一年应由哈勒a.d.S.的尼迈耶出版社出版德文版，它包含有附加的注1010第二个导言，这个导言将澄清个人的（以精神科学方式指向的）人类学和心理学之理念和自然的人类学和心理学之理念当作起始任务。只是在后来接下来的一步中才指出如何必须从这种讨论开始——这种讨论和所有以前进行的讨论一样都是停留于自然的基础之上的——引发向超越论立场的哥白尼式的转向。与此同时在我的年鉴中开始发表一系列的著作：一些现象学的具体研究，这些研究是我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为了自己弄清楚，并为了表明现象学的结构而进行的。”这里最后提到的过去一些年的现象学具体研究，也许主要是指由L.兰德格雷贝从1928年起注1011为了发表而准备的逻辑学著作（1938年在布拉格以《经验与判断》为题出版），和另一方面，由E.芬克从1928年或1929年开始进行修改的产生自于1917年或1918年注1012的所谓的“贝尔瑙时间现象学”。因此这时胡塞尔不再想让法文译本以之为基础的《笛卡尔式的沉思》文稿直接用德文出版了，注1013而是想给它附上一个“第二导言”，这“第二导言”应该从自然科学的人类学和精神科学的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出发，或更确切地说，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和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之关系出发，引向超越论的立场的“哥白尼式的转向”。就是说，应该详尽地谈论胡塞尔在他为《理念I》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在讨论他的哲学遭到误解时已经提到的，并且由于与海德格尔的辩论已经占去他的直接兴趣的那同一个问题。在他于1929年12月2日致R.英加登的信中也有一处表明他的这个新计划肯定想到了海德格尔的哲学：“‘海德格尔的’深入的‘研究’？我获得的结果是，我不可能将这部著作归类到我的现象学范畴之中，而且不幸的还有，在方法上我不得不完全地否定它，而且总体上看也是从实质上否定它。我要将重点更多地放在将《笛卡尔式的沉思》德文版扩展为我的系统的‘主要著作’。但愿它能在30年末完成。然后紧接着有一些进行具体阐明的著作——一切都以极其丰富的资料做好了准备。”注1014


  鉴于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这种扩展，胡塞尔当时（1929年秋季）考虑到了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演讲注1015——其中将纯粹的心理学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彼此对立起来——，注1016而且还让他的助手E.芬克编排和整理另外一些旧的手稿，并且还写下了关于心理学（或更确切地说，人类学）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之关系的一些其它的思考。注1017胡塞尔当时甚至已经为这个“第二导言”的“序言”撰写了草稿。注1018然而从一切迹象来看，在当时所计划的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扩展中，胡塞尔所想要做的并不只是添加上这样一篇“第二导言”——它被认为是由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人类学通向超越论的现象学的道路。也许当时他还整理了有关共主观性难点的两份相互关联的文稿，即他以前规定用于将《理念I》修改为“巴黎讲课”（考虑到英译本）的文稿。注1019这些在本卷中是作为文稿2（a和b）发表的，如同第五沉思一样，首先根据联想方面的相似性对偶将移情作用解释为相似的（以统觉方式的）转用，但是这两篇文稿接下来以一种令人想起笛卡尔的狡黠的精灵（malin génie）的方法研究下面这样一个问题，即尽管我关于另一些人的经验得到前后一致的证实，但是这另一些人是否可能不存在呢，此外还讨论了众多的“精神错乱的”，没有世界的，没有任何共同体的主观之可能性，并且表明，从理性之本质意义上说，“正常性”是这些非正常的“可能性”之可想象的前提；最终是自我（ego）和另一个自我（alter ego）之相互的超越论的依赖性起作用。在那时，胡塞尔还写了两篇重要的文稿，主要是进一步阐明共主观性的难点和时间构成的难点。其中一篇文稿的最后一章（胡塞尔注明的日期为“1929年10月末至11月4日”）在当前的这一卷中是作为文稿3发表的。它在与对“构成性的主观性之存在的优先地位”的讨论的关联中讨论超越论的另一些人作为“对这个世界进行构成的共同承担者”之确真的存在意义。注1020应该认为，当胡塞尔写这两篇文稿时，他不仅想通过“第二导言”，而且也想通过对构成问题的继续探讨，主要是在时间和共主观性的维度，扩展《笛卡尔式的沉思》。这肯定不会没有与海德格尔之间纯粹与问题本身有关的对立的需要。然而在这两篇文稿中（同样也在这一卷中发表的所有其它文稿中）所涉及的始终是个人的预备性思考（“研究手稿”），而决不是用作发表的定稿。注1021


  由于要处理当时L.兰德格雷贝为以新的编排和新形态出版而交给他的他关于逻辑学的手稿，注1022由于在柏林和基尔的女儿和儿子那里度过三个星期的圣诞节假期和新年，注1023最后由于1930年1月准备一篇用于Th.马沙利克纪念文集的文章论“根源问题”，注1024从1929年11月中至1930年2月初胡塞尔扩展《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工作被打断了。1930年2月初胡塞尔中断了他在逻辑研究上的工作和在内容上与纪念马沙利克有关的这篇文章的工作，以便再次转入到扩展《笛卡尔式的沉思》。他在1930年3月19日致英加登的信中说：“我愿意认真考虑您关于先完成第二卷逻辑学著作注1025的急切的愿望。其实我在这上面已经花了几个月之久的时间了，但是在基尔我变得犹豫了，因为为了获得形式所需要的时间比我所希望的要长得多。因此在1月我再一次开始，但是在费力地工作了大约三至四个星期之后我又放弃了。我突然从这些手稿中明白了（或更确切地说，从在这些手稿中由兰德格雷贝博士统一地结合在一起的计划明白了），在隐蔽处显露出一种处于松散的诸片段中的非常重要的统一的思想，并且现在需要在这种统一思想的原则指导下进行全新的系统的拟稿，和补上由其它一些旧的草稿而来的增补部分（这些逻辑研究已经远远地落后了，很久以来我就再也没有研究逻辑问题了——因此进展很慢，我首先必须熟悉）。我看到我还需要四至六个月的工作，因此我也许不会将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德文修订推迟很长时间。因为它将是我一生的主要著作，是落到我身上的哲学之概论，是关于方法和哲学疑难问题之基础性著作。至少对于我来说，它是我为之辩护的结论和最后的清晰性，以此我可能安心地死去了。（但重要的是，我感觉到自己负有使命借此决定性地参与到德国哲学现在所处的危急境况之中。）复活节发表的那本篇幅较小的法文著作（约100页），将不会是德文本的一种单纯的译本，因为为了德语读者——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流行的向‘实存’哲学的转向和放弃‘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需要更广泛的阐述，并且向前推进到最高的‘形而上学的’疑难问题。我正在全力以赴地并全神贯注地工作，在秋季之前我不可能完成这部著作。”注1026


  1930年2月和3月所形成的一些手稿证实了并准确报告了胡塞尔在扩展《笛卡尔式的沉思》方面所继续进行的工作。注1027这些文稿中有一篇，在以心理学方式对个人的、个体的和共主观的环境世界的考察中表现出其“重要性”，并且从一开始就在与自我论的还原的对立中考虑作为向共主观性还原的还原。这篇文稿作为文稿4发表于本卷中。从这些文稿中不可能清楚获知，当时胡塞尔为了扩展《笛卡尔式的沉思》是否还想到一种特殊的“第二导言”（在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精神科学的人类学开端上的），或者是否相反地他不曾企图改造《笛卡尔式的沉思》迄今为止的文稿的思想进程。关于这第二种可能性有一个间接证据。注1028当然下面的情况也是有争议的，即胡塞尔当时的这种扩展的计划准确说究竟是怎样的。因为胡塞尔手稿的大部分都没有注明日期，因此常常很难追述其这一时期的准确的工作进程。一系列短小的文稿也很可能是产生自这几个月（1930年2月和3月），按照它们在这整个著作内部的位置，对第五沉思是批判性的，它们被发表于本卷的文稿5中。


  这些批判的文稿清楚地解释了在这一著作的思想进程中的也许是必然的假象和歧义性。他在标题为“‘我思’（ego cogito）作为超越论的主观性”的《笛卡尔式的沉思》§8中解释道：“作为进行彻底沉思的哲学家，我们现在既没有一种对我们有效的科学，也没有一个为我们存在着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直截了当地存在着的东西，在对经验的存在相信中以自然方式对我们有效的东西，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单纯的存在主张。这也涉及所有其它的自我之内在世界的实存，以致我们再也不可能合法地真正地以交往的多数之方式讲话了。由于对他们的物体式的身体之感性的经验，另一些人和动物对于我来说甚至只是经验之被给予的东西，我不可以使用它们的有效性，因为它们也一起成了靠不住的。当然，和另一些人一起我也失去了全部社会的和文化的构成物。简言之对于我来说从现在起不仅是物体的自然不存在了，而且整个的生活世界也都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存在现象。”注1029按照这段文字，虽然只有“所有其它的自我之内在世界的实存”明确地受到悬搁，但是在这条道路上所获得的超越论的存在基础看起来却只能是这个进行反思的哲学家自己的生活流；据此超越论的东西看上去就与自己的普遍的进行构成的主观性（与这个普遍的我思[ego cogito]）被视为同一了。对于超越论的东西之这种理解最终是由《笛卡尔式的沉思》的主导理念，即确真性导致的。如果第五沉思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引入超越论的另一些人，那么超越论的另一些人就一定会合乎逻辑地被看作是超越论的领域之扩展。但是现在第五沉思并没有表现为是超越论的领域之扩展，因此并没有表现为是对最初采取的“唯我论的立场”之逾越，而是表现为对已经获得的超越论的领域之一种阐明（解释，揭示），或更确切地说，表现为指明超越论的唯我论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因此将超越论的主观性作为超越论的共主观性建立起来，就被冒充为对于自我论的还原之一种更准确的定义（“在超越论还原中自我（ego）首先是和他自己的不确定的地平线一起被觉察到的”）。注1030因此自我论的还原绝不等同于原始的还原（向自己的领域的还原），相反，原始的还原只是在自我论的还原之中的一个方法步骤，它的目的就是将自我论的还原规定为是共主观的还原。换句话说，超越论的“领域”在前四个沉思中肯定暗含地已经就是共主观的了；超越论的东西“本身”从还原一开始就已经是共主观性了。这一点胡塞尔在最初撰写《笛卡尔式的沉思》时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尤其因为在那时他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原始的”和“自我论的”这两个表达式的。注1031至少在这个稿本中并没有使人们充分注意到前四个沉思中这种暗含的“共主观性”。但是在这里作为文稿5发表的文稿中这一点却以全部的清晰性得到了表达：“还原到‘超越论的主观性’，这会作为多义的表明出来。这个可在悬搁中设定的主观性能够被理解为‘我的单子式的固有的主观性’，这个进行现象学研究的自我之单子式地固有的主观性，能够被理解为在这个主观性中显示的超越论的共主观性。”注1032


  II


  在1930年春或初夏胡塞尔改变了他的出版计划。1930年3月他还明确遵循加工修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工作，而从这时起的约一年时间里他不再谈论这件事情了。代替它的是一部重要的系统的著作的计划。在1930年12月6日致A.普凡德尔的信中他写道：“代替德文版的《笛卡尔式的沉思》我想在明年出版一部适合于德语读者的重要著作”；在同一年的11月16日致G.米施的信中写道：“这部10年以来一直在准备的，现在现实地形成了的著作， 作为一种完整系统的结构， 但愿将会获得最充分的清晰性。”注1033在1930年11月27致上面最后提到的这位收信人的信中胡塞尔对这部系统著作给予了提示，在讲完了“为现在正在加工修改的这种普遍的（构成的-现象学的！）哲学划定范围”之后，他说明道：“它将显示，‘这个非历史的胡塞尔’只是不得不选择这种短暂的历史间隔（他过去一直都注意到这种间隔），正是为了在方法中能够足以对它提出科学的问题。”注1034


  关于这部重要的系统的著作，在胡塞尔的遗稿中有产生自那个时期的两份计划草稿；一份出自胡塞尔本人，注1035另一份更详细的是由他当时的助手和合作者E.芬克写的。虽然芬克的草稿由胡塞尔亲手准确地写了日期：“1930年8月13日收到”，但是胡塞尔自己的草稿在写下时却并没有加上日期。但它肯定也是1930年形成的，因为一方面它存在于E.芬克的抄件之前（后者是从1928年起才给胡塞尔当助手的），并且所使用的术语（自然发生的生成、前构成）只是1930年前后才出现，另一方面，按照他的简直是亢奋的抱负——他的目的是要形成五卷——在胡塞尔的在这个方面唯一可以考虑的最后几年里，只能写于1930年。即使是它的术语也完全是提示这个时间的。注1036在这里我们首先来描述这个计划：


  “I.卷：为自我学的意识理论奠定基础（处于其本质普遍形态之中的，处于一切变样之中的普遍的意向性理论）。


  II.〈卷：〉自我学的世界性之构成。关于经验之空间时间性和空间时间上的对象性之构成的意向对象的和意向作用的理论。处于一切阶段上的经验的世界。身体，事物，作为孤独者（solus）的自我。暂时是静态的。


  III.〈卷：〉自我（ego）之自体生成作为唯我论的抽象。被动的生成之理论，联想。前构成。预先给予的对象之构成。处于范畴式的指向之中的对象之构成。删去：‘理想性东西之构成：精确的自然之构成’。情感之构成和意愿之构成。个人，文化——唯我论的。注1037


  IV.卷：共主观性：构成和共有的世界之构成。移情作用。人之构成。历史的世界之构成。共主观的空间时间性。无限性。精确的自然之理想化（这当中有多少东西能够属于III呢？）注1038。静态的：人与环境世界。


  V.卷：客观世界之超越论的生成。人和人性之超越论的生成。世代问题。自身保存之问题。处于真实性之中的人。人性与命运。神学东西与上帝问题。”


  与此相对的E.芬克的计划具有如下的形态；我们按照它的全部内容将它呈现于这里，注1039因为它提供了产生自那些年中的最详尽的现象学哲学计划，虽然它不是仅由胡塞尔产生的，而是由胡塞尔几乎每天都与芬克所进行的谈话产生的，而且反过来也对胡塞尔自己的哲学研究活动产生了反作用：


  “胡塞尔‘有关现象学哲学之体系’的计划


  导言：现象学的哲学‘体系’之理念。‘敞开的工作地平线’之系统；体系作为预先规定和问题概述。——批判性的说明。


  第一卷：纯粹的现象学之诸阶段


  第一章：关于哲学之开始与原则


  A.处于世界之中的哲学。a）哲学之由自身沉思之理念的自主奠立。作为绝对的正当性证明的自身沉思；哲学作为进行最终的奠立的‘科学’。b）‘科学’之形式的本质：对‘适当性’的基本分析,‘直接的自明性’和‘间接的自明性’。要求一种‘自身第一的自明性’。c）自身沉思的场合：预先给予的世界。对预先给予的东西之临时描述的任务。这样一种课题化之根本特征（对由于其不言而喻性而逃避我们的那种‘不言而喻东西’之课题化）。对‘传统’这一概念之基本扩展。d）对个别东西的经验之‘普遍的统觉’的暂时性是基于预先给予性。世界之熟悉的特征。e）人之预先给予性：所形成了的能力和熟悉的动觉系统。f）预先给予性并不仅是任何时候都是自己的被现实经验到的世界之预先给予性，而且是‘世界’这个完整意识的预先给予性。世界作为通过直接的经验而主要是间接的经验预先给予东西之整体：世界是一种共主观的传统！g）正常性与非正常性之区分的预先给予性。对世界的一切经验都涉及进行证明的经验这个‘标准’。非正常性作为对‘世界之实存’加以怀疑之动因。h）世界的自明性比起当下世界内部存在着的东西之自明性具有更高的阶位。‘世界’作为存在与假象之交替的地平线。i）笛卡尔对经验的批判不足以作为世界实存之可怀疑性的理由。k）普遍的自身沉思不仅使现实经验到的世界之世界实存，而且也使在完全意义上被预先给予的世界之世界实存按照这种预先给予性的一切维度从根本上成了问题（不是怀疑！）：例如历史！这种使之成了问题的阶段：1.将一切间接的经验和经验获得物都放到括号中；2.将我自己的经验之一切假设以及一切反作用都放到括号中。退回到自身沉思之当前状况。l）我自己的和我的当前的认识论上的暂时性先于被经验的（直接的和间接的）世界。m）关于存在方面的暂时性之主张既荒谬又狂妄：以人类为中心的唯心主义。对这种有影响力的哲学动机进行正当性证明的任务。


  B.现象学的还原。a）现象学还原作为对以人类为中心的唯心主义的‘还原’之最内在的目的意识的揭示。例如笛卡尔的向我思（ego cogito）回归。b）现象学还原之以人类为中心的前形态基本上仍停留于预先给予的世界之中，停留于将主观性作为一个人的自身统觉之中。对‘自然态度’这个超越论的概念之预示。c）在《理念》中现象学还原之实行是从形式上进行规定的。将所进行的实行规定为将预先给予的世界或‘自然态度’放到括号中。从形式上进行规定的实行和所进行的实行的区别与以符号作记号的实行和明确的认真的实行之区别并不符合一致。d）对现象学还原之作为课题的阐明。e）对现象学还原之理解当中的内在危险的讨论。问题学。f）现象学的抽象性之方法方面的问题：世间的-存在的概念之转变为超越论的概念。‘超越论的假象’之来源。


  第二章：回溯的现象学


  A.关于现象学的主观性之基本的分析学。a）通过还原被开启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不确定性’；超越论的‘存在领域’之平面性（正在形成的‘第二阶段之预先给予性’）。b）对时间化之方式的初步划分，以及‘自我学的’和‘共主观的’粗略的划分。内在的时间作为回溯的现象学之普遍的地平线。c）对自我学的‘世界现象（’共主观地预先给予的世界）之结构说明。首先是在当前之中的说明。对知觉之示范性的分析。d）现实的意向性和暗含的意向性。对可能的经验之仔细分析。使之可能的行为！e）对过去与将来之自我学分析。联想的现象学理论之前形态。联想与准当前化之基本功能。f）真理与现实性之基本难题。参看《笛卡尔式的沉思》之第三沉思。g）关于‘理想化’的现象学。h）关于‘逻辑的东西-形式的东西’的现象学。


  B.超越论的自我（ego）之自身构成。a）关于作为一切意向之自我极的自我的现象学。b）关于习惯性东西的现象学。（有关‘相信’，‘决心’，‘重要性’的示范性分析。因此是理论上的习惯性东西。意愿上的习惯性东西，实践上的习惯性东西。）


  C.向原始的世界现象还原和向相关联的原始的主观性还原。参看《笛卡尔式的沉思》中的第五沉思。


  D.对关于异己者的经验的分析，而且是基本的分析：限制在当前现实遇见的另一些人上。对超越论的‘同时代人’的解释。这种同时代人使人的同时代人在结构上成为可能。在另一些人上连带地实行超越论还原；对超越论的唯心主义之预示。


  E.方法上的反思：原样式和意向上的变样（原样式的初步的分析在现象学上有优先权）。回溯的现象学之‘朴素性’:、预先给予的世界、之超越论的相关项。指向‘边缘问题’!原样式和意向上的变样之对立经常是重叠的：回溯的现象学作为原样式的现象学与理想地生成的、前进的现象学对立！


  第三章：前进的现象学


  A.方法问题。a）对静态的-回溯的现象学这个概念的规定与限制：这种现象学作为对超越论的主观性——就其是预先存在的世界之相关项而言——的说明。前进的分析作为对超越论的生活之完善性的把握。回溯的分析作为拆解-分析；前进的分析作为构建-分析。b）前进的分析既不‘从生成方面’进行分析，也不指点人们注意‘可能性的诸条件’：一切‘生成’都以内在的时间为前提（生成的现象学是关于原始的引起和习惯的理论）。前进的现象学所提出的问题并不针对习惯，也不针对奠基行为。c）前进的分析：‘构成的’特性。d）传统的生成问题（空间表象等等的起源）作为前进的问题之前形态。世界自在存在之实在论的-心理学的前提。关于世界的表象之起源本身是世界内部的事件，是在人的心灵之中的事件。前进的现象学所询问的是空间本身之起源，而不是空间的表象之起源。e）‘内在的时间之预先给予性’的解明。传统的起源问题被用于对原始的意向性之分析中。


  B.有关原始的意向性的现象学（有关‘直觉’的现象学）。a）原始的意向性尚未分化:作为善的成功的存在构成。动觉之作用空间的形成。原始的本能之意向的目的性，关于‘无意识’的问题b）有关原始的联想的现象学：在素材领域中前存在方面的诸统一性之形态。在原始被动领域中的诸融合的现象和诸分离的现象。


  C.对原始意向方面的空间构成之前进的分析。存在作为‘理念’：存在之阶段理论；前-存在之阶段和世间的存在之阶段（例如前理论上的存在和理论上的存在）。


  E.对迄今为止的进程之反思。对超越论的经验之批判。


  第四章：现象学的形而上学之基本特征


  A.现象学的唯心主义和超越论的历史性之问题。


  B.自我（ego）这个‘事实’之超越论上的必然性。超越论的-历史的共主观性之在自我学的中心单子中定中心。


  C.关于‘世界唯一性’之超越论的推论。


  D.恢复‘朴素性’（作为超越论的生活本身之实存方式的‘自然态度’之本质规定）之超越论上的正当性。


  E.关于达到自己本身的超越论的意图（在宗教中和在智慧中的预备形态和在世间生活本身之伦理的正当性中的预备形态）。哲学作为绝对的东西之功能：哲学家作为绝对的主观性之揭示者是‘世界精神之守护者’。对历史的哲学之展望。——哲学家作为‘超越论的执行者’可能拥有最高的正当性，他的责任就是当典范：以现象学方式恢复柏拉图的国家观念。


  第二卷：存在论与现象学


  第一章：普遍的‘超越论感觉论’之理念


  第二章：自然与精神


  第三章：从纯粹的内在心理学到超越论的现象学”


  如果我们将芬克的这个计划与胡塞尔的计划相比较，立即就会注意到，芬克的计划不仅详细得多，而且课题也广泛得多。第一卷的第二章到第四章总的来说与胡塞尔的计划相符。第一卷规模巨大的第一章“关于哲学之开端与原则”在胡塞尔的计划中没有与现象学还原之难点相类似的东西。注1040整个的第二卷“存在论与现象学”也是对胡塞尔的计划的一种扩展。但是这个“第二卷”只不过是重又采纳了胡塞尔以前的计划：胡塞尔1926年的一部著作的计划，按照那个计划，胡塞尔想从分析“纯粹的经验世界”出发（对于这种分析胡塞尔使用的标题是“超越论的感觉论”注1041）经过纯粹的心理学通向超越论的现象学，注1042并采纳了1929年末的计划，根据该计划，胡塞尔企图附上《笛卡尔式的沉思》德文版“第二个导言，它将阐明个人的（以精神科学为指向的）人类学和心理学和自然的人类学和心理学之概念当作起始问题”。注1043在《危机》（从生活世界和纯粹心理学出发）中，这个回溯到20年代的计划终于得到了实现。


  仅仅是芬克的计划之这种更详细得多、更广泛得多就已经提示，在时间上也许它形成于胡塞尔的计划之后。胡塞尔的计划只是匆匆写就的，不像芬克的计划那样经过加工修改。此外也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胡塞尔至少大体上了解他的这位助手的计划。因为1930年12月21日他在写给英加登的信中说：“在我的晚年我首先关心的当然就是这部现象学的系统的基本著作，其实它是我十年来一直在精神上准备并且现在正在撰写的著作，……自上个夏季最近一部书出版以来，我就投入到对超越论的现象学之计划，多种多样的系列思想，普遍的难题之热情的深入研究之中，——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学，它在完全形成之后将在最后的根据中包括一切存在论（一切先验的科学）和一切一般的科学，……首要的也许是最大的困难，就是彻底的无先入之见及其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关于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我的从前的学生没有一个理解这种现象学还原的方法——现在得到了多方面澄清，没有留下任何模糊不清的角落和回避之所。仅仅这一点就已经是一个较大的部分，然后接下来是对‘预先给予的世界’之构成方面的分析的系统学，然后接下来是生成的现象学，和‘形而上学的’难题，特别是在形而上学方面的现象学意义，然后接下来和超越论的主观性一起阐明绝对者，并且是借助于特殊的超越论的经验直接阐明绝对者。……要完成这部著作尚需要很长时间，但是我确实希望，至少前半部能在下一期的年鉴上（1931年秋）发表。我的天资很高的芬克给以真诚的帮助，要是没有他我会很失望。”注1044胡塞尔在这里概述的他所计划的著作之进程与芬克计划中“第一卷”的四章完全相符。因此几乎可以认为，胡塞尔在这个如此拟定的并被他总体上接受的芬克的计划之后仍撰写了自己的计划。这两个计划的出现也许可以这样设想，即首先是胡塞尔曾经在1930年春或初夏写下了他的草稿（以速记形式），并交给芬克去形成副本，然后与芬克讨论这个计划，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还形成了在这期间丢失的中间阶段，并且最终委托芬克去写那个8月13日到达的大计划。注1045


  那么是什么使胡塞尔放弃他1929/30年的计划（加工修改《笛卡尔式的沉思》），而决心实施他的一部重要的系统的基本著作的想法（关于这部著作他说，他十年来就已经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因此在这里也许主要是想到了1921/22年的计划和手稿注1046）呢？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胡塞尔在实施1929/30年的计划时陷入了严重的事实上的困难之中。注1047但是直接推动他改变这个计划的很可能与其说是那些困难，不如说是胡塞尔读了G.米施的《生命哲学与现象学》。1930年春这部著作的前两册出版了，它的副标题是“与海德格尔辩论”；注1048第三册即最后一册注1049只是在1930年11月才出版，副标题是“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辩论”。注1050尤其是那前两册胡塞尔阅读得极其认真，并且在作者送给他的那几册上加了许多评注。注1051在他于1929年6月已经浏览过这部著作的第一册之后，注1052可能于1930年4月已经去意大利（佛罗伦萨-锡耶纳-契阿瓦里）做三个星期的假期旅行了，然后在返回到弗赖堡之后，肯定立即就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对该书前两册的深入研究之中了。这两册（全书的第1-173页）主要是“狄尔泰学派”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辩论”。它尽可能强调说明狄尔泰对生命哲学的论证与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分析学的一致，但是另一方面，也从狄尔泰出发，对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的思想进行批判。正是在对海德格尔的这个思想的批判考察中米施也常常涉及到胡塞尔，指责胡塞尔的思想与逻辑的东西和概念的东西有牢固联系（唯理智论），并与胡塞尔的纯粹静止的-意向的理解相对，充分发挥了狄尔泰关于生命范畴之生成的思想。


  还是在1929/30年的计划中（修改加工《笛卡尔式的沉思》），胡塞尔就已经感到自己“有责任决定性地参与到德国哲学现在所处的这种转变状态的形势中”。注1053即使是他从春季或初夏开始计划的那部系统著作也应该“适合德国读者”。注1054德国哲学当时的状况使胡塞尔感到多么震惊，他是如何急切地力争使他的哲学在德国哲学中受到大家的倾听，在他1930年12月30日致大学学友G.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大体上表明了。关于他在他的新著作上的工作，他告诉阿尔布莱希特说：“我眼前总是有这个与我敌对的时代，有由于这种崩溃而迷失的年青一代，我如何能够通过我的论述促使年青一代获得能够听的双耳，获得能够看的双眼呢。”注1055由于读了米施的著作，胡塞尔对于德国哲学之状况的意识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他1929/30年的计划中只有海德格尔受到重视，那么现在对于他来说狄尔泰学派的生命哲学也变得同样重要了。在大概于1930年春为他为作为《理念》英译本绪论而撰写的（1929年秋注1056）并且现在他也决定以德文作为“我的《理念》之后记”发表于《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的那些论述的前言中，胡塞尔就这些论述说明道：“即使对于这部（只是作为更大整体之部分发表的）著作即《理念I》的德语读者而言，这些论述也许并不是没有好处的，因为我对那些掩盖了我的超越论的现象学之真正意义的普遍的误解表达了我的看法……。不过没有顾及（与英国哲学完全不同的）德国哲学之状况，以及在德国哲学中争夺统治地位的生命哲学及其新的人类学，其‘实存’哲学。因此也没有顾及对‘唯理智主义’或‘合理主义’的指责，这些指责都是针对我的现象学的，并且都与我对哲学概念之理解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注1057在这里为说明德国哲学的状况胡塞尔首先举出的就是生命哲学。


  不论是胡塞尔和芬克的计划安排，还是上面所引的胡塞尔就所计划的著作致米施的信中和致英加登的信中，都让人感到胡塞尔特别关注由米施所阐明的分歧：对作为历史的世界的预先给予的世界的构成方面的分析，被大力强调的生成方面的疑难问题（处于芬克自己的抽象性之中的“前进的现象学”的生成方面的疑难问题），存在论与现象学的关系，由“自然与精神”所显示的诸问题，所有这些课题都与由米施在《生命哲学与现象学》中阐述的并被与现象学相对照的狄尔泰的思想之重点相对应。


  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的这种重要性在胡塞尔1930年5月至1931年3月这个时期的手稿中显得更为明显：在这一系列手稿中胡塞尔是从“对世界的直观”的问题，从对生活世界的分析，或更确切地说，对作为处于不同阶段的历史实践的世界生活的分析出发的。在这里他研究了有目的的生活之问题，社会性之问题，传统之问题，正常性之问题，生活之目的论和理性（逻各斯）之问题。在1930年8月，这种追求历史的世界生活之最终的决定性的根据的努力将他引向“流动着的生动的当前”（这是一个在这里第一次引入的术语），或更确切地说，引向超越论还原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这时完全是根据“流动着的生动的当前，一切存在之原始状态”被统握的，而向这种当前还原被称为是与超越论的还原等值的。注1058


  这一年9月份的大部分和10月胡塞尔都是在希阿瓦里度过的，他想在那里继续进行他有关该系统著作的准备工作，为此目的他也曾邀请E.芬克到那里。然而他在利古里亚海滨不久就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此外当时德国的政治情况也极其令人沮丧（经济危机，1930年9月14日选举，由于这次选举，纳粹党在国会中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团体上升为第二大党），以致于胡塞尔也感受不到从事他的哲学工作的内心敏感。只是在11月3日返回到弗赖堡之后，他才真正能再次开始他的哲学工作。他重新接近到他在之前的8月所推进到的那一点上：即在流动着的生动的当前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超越论的还原上，并试图在那里找到他的系统学的开端。从那里开始他在对处于不同阶段的世界经验之构成方面的分析中取得了进展， 并且像在5月至7月的那前几个月一样。致力于这同一些问题范围。在这个创作时期结束时（1931年3月），又形成了关于“作为我的一切有效性之最后的绝对的基础”的生动的当前的手稿。注1059


  说胡塞尔在他1930/31年这部系统著作的计划方面曾受到阅读G.米施著作的强有力推动，或更确切地说，曾受到该著作中所表达的狄尔泰的思想的强有力推动，这几乎不会引起怀疑。但是这种推动不可以被看作是胡塞尔思想中的一种转变，而只可看作是由于对“最内在的联系”之感受而重新深入探讨涉及狄尔泰的思想世界。胡塞尔将形成他1905年以后的超越论的现象学之决定性影响归之于狄尔泰注1060（正如反过来，狄尔泰受到了来自胡塞尔《逻辑研究》的巨大推动一样），还是在1927年的一次讲课中他就已说明道：“现象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科学的生命哲学。”注1061在1931年6月的一次报告中只不过是用另一句话重复这句话：“真正的意识分析就是所谓的意识生活的解释学”。注1062胡塞尔将他的构成的现象学看成是狄尔泰的意图之在哲学上的彻底化和按一定方法的澄清；注1063狄尔泰的意图就是他于1930/31年想在系统著作中使之发挥作用的东西。


  由于返回到“作为我的一切有效性之最后的绝对的基础”的流动着的生动的当前，胡塞尔的共主观性疑难问题也改变了。他在1930年夏季还是在狭义上以自我学方式将流动着的生动的当前看作是个别的自我之流动着的生动的当前，注1064而在1931年3月的文稿中，也就是说，在上面提到的研究时期的末期，却发现，另一个人作为超越论的共主观性并作为流动着的共当前与自我（ego）之流动着的当前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这时胡塞尔的态度既与他的《笛卡尔式的沉思》不同，也与他1930年夏天对于原始性的解释不同，在那些解释中，原始的主观性（与诸异己的单子相对的单个的单子）是借助于这种与它不可分割的东西定义的。注1065这种新的发现意味着，“我的一切有效性之绝对基础是超越论的共主观性”，并且意味着，现象学通过从世界返回到进行构成的流动着的生动的当前而作为超越论的现象学建立起来的那个时刻起，就是站在共主观性之基础上的：站在“以原始流动方式存在的共主观性”之上的。让我们将那篇产生自1931年3月的包括30页的文稿——计划将它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的另一卷注1066——中使我们感兴趣的一节复制于这里：


  在这里每一其他的人（每一个其他的自我[ego]），也都是以超越论的方式和流动的方式现在存在的，是在我之中作为流动着的共当前的主观性被构成的，这种主观性本身具体地就是流动着的生动的具体的当前，正如作为过去的存在的存在之我的自己的时间性是以流动的方式在我之中作为流动着的具体的当前被构成一样，并且对于每一个过去都是如此。但是过去恰正是已经过去了的东西，并且只是作为当前之过去存在着的。共当前（一同在场）本身是诸过去之共同的起源点。另一个人共同当前地在我之中。作为生动地在流动中存在着的具体的当前，我绝对地拥有他的作为共当前的当前，作为以间接呈现方式在我之中显示为他本身的，但是也将他本身显示为在他之中拥有处于自身呈现之中的我的，显示为在他的生动的当前之中以共当前的方式构成我的。我作为流动着的当前存在着，但是我的为-我-存在本身是在这种流动着的当前中被构成的；生动的当前本身作为生动的当前被构成着，也许是以科学的方式被构成着。这种以科学的方式解释的存在首先就是生动的科学性，并且当这种科学性沉淀于这种生动的当前之中时，以后就能够按照其潜在性被唤醒，能够被辨认出来等等。另一个人就自身而言也是如此，但是他的为-自身同时也是我的为-我，他处于我的间接呈现之潜在性这种形式中。但是他本身在我之中间接呈现，我在他之中间接呈现。我在我之中拥有所有的其他人——作为自身间接呈现的和能间接呈现的——，并且是作为在自身中同样拥有我本身的所有的其他人而拥有的。


  对于一切存在着的东西我都是主观，对于所有那些本身对于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其中包括我）都是主观的那些人我又是主观。这些绝对的主观不仅是反映另一些人本身，而且拥有另一些人本身，但是作为本身被间接呈现的在自身中拥有，正如我，此外还有每一个人，都在自身中拥有过去的存在本身，但这是作为过去的存在而拥有的。并且正如如果没有生动的当前，过去就什么也不是一样（正如世界连同它的一切客观的时间性作为有广延的无限性，不外就是由生动的当前而来的存在，并且因此对于它来说当前是一种世间的样式，并且始终是这种东西），因此另一些人之在移情作用的原始性中，在共同回忆（不是重新回忆）的原始性中的共当前的存在也是这另一些人的自身回忆。另一些人的存在作为另一种生动的当前之存在与我的当前有联系。另一些人之共存在与处于我的自身当前化中的我不可分，另一些人之这种共当前对于世界的当前来说是奠定基础的，而世界的当前从它那个方面来说，又是具有世界之共存（空间）和时间上的连续的一切世界时间性之意义的前提。


  现在重新开始：关于“我”的情况如何呢？我现在存在，我曾存在，我将存在，以世间的方式存在。在超越论的还原中：在这里我，这个我所是的我，是不同于曾在上边称作是流动着的（超越论的）当前的那个自我吗？我现在存在于作为在流动当中进行构成的行为之原始性的这种流动着的生活之原始性当中。在其中我作为被构成东西所拥有的一切，我都是作为这样的东西有效地拥有的，并且它就是我的持久的所有物。我处于与另一些人的关联之中，我或者是持久地有效地拥有这另一些人，或是作为关于能获得的持久的有效性之敞开的可能性而拥有，并且我是作为进行共同构成者等等而拥有这另一些人的，以致于在世界这个名称下我的被构成的所有物是以流动方式存在着的共主观性之共同的所有物，在这种共同的所有物当中一起包含着对于我和对于我们而言的我们自己（作为过去的我们自己，将来的我们自己，作为在时间中存在着的我们自己）的持久的存在——在以原始的流动方式存在着的共主观性中作为持久的所有物构成的。在这里我们有了关于这种将自我置于中心的最初的概念，或者说，我们有了作为中心的自我，就是说，对于世界中的一切存在着的东西而言的中心，和对于作为世界全体的世界而言的中心，并且自我对于所有的时间性，不论是对于世界的时间性还是对于内在的时间性而言都是中心（更确切地说，我们是全体的主观的中心），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自我中心，它赋予时间上的当前以意义，它存在于时间之当前当中，过去的时间和将来的时间按照意义都是与这个当前有联系的。世界的时间只有作为在与主观之现实的当前的关系中存在着的（当前）才具有作为存在着的世界时间的意义，不是作为在其中的偶然当前存在着的当前，而是作为存在着的诸主观（在原始流动着的共同一起存在当中并且以构成的方式拥有这个世界的诸主观）之原始流动着的当前。我们（这些以流动方式存在着的我们）拥有这个作为以流动方式当前的世界的这个处于流动的给予方式之中世界本身，这个世界在自己的身后以流动方式有它的过去，在自己的前面以流动方式有它的将来，这个世界在这种流中总是同一的，并且永远总是同一的。关于当前之这种双重意义——被构成的当前和作为原始涌流的生动性的进行构成的主观性——需要一个适当的术语。注1067


  在临近1931年春季时，胡塞尔想必是看到了在这一年里他不再可能完成这部系统著作了，因此还没有放弃这部著作的准备工作，就去着手从前的修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计划了。不过他暂时仍委托E.芬克去做这个工作。在1931年2月16日致英加登的信中他说：“尽管整整一年都在紧张地努力工作，可惜仍然没有能为《年鉴》第IX期准备好这部新的著作。谢天谢地，这些努力工作带来了许多内在的清晰性和自身证实，但仍需要许多进一步的加工和准确表达等等。我将会向年鉴提供这部《笛卡尔式的沉思》（由芬克博士也许还有我加以扩展了的）和伯尔瑙的时间研究，仅仅芬克就已经使它获得文稿方面的统一了（内容相当丰富）。注1068”注10691931年3月末或4月初胡塞尔患了流行性感冒，并且这时开始怀疑，他究竟还能不能完成所计划的这部著作。注1070因此对于他来说修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工作的重要性重又提高了，并且重又受到重视。但是暂时他仍忙于一些别的事情：在4月19日的信中他写道：“我得去柏林（6月10日），去哈勒和法兰克福讲现象学与人类学……，并且必须仔细阅读我的对手舍勒和海德格尔的著作。”注1071


  产生自刚刚谈到的这个时期（1930年5月至1931年3月）的胡塞尔手稿的主要部分，将会在《胡塞尔全集》的另外几卷中发表（也许一方面是围绕“对世界的直观”或”超越论的感觉论”这些课题编排，另一方面，是围绕“时间的构成”这个课题编排）。在当前的这一卷中发表的文稿涉及三组不同的问题：在文稿6和所属的附录中，胡塞尔研究的是关于异己者的知觉之直观的充实形态和非直观的充实形态之间的区别（重又研究1920年的本真的移情作用和非本真的移情作用之区别注1072），并试图通过这种区别来解释行为主义的考察方式。文稿7至文稿9（以及附录）都是在与超越论的另一个人的关系中澄清原始性（本真性）这个概念的。在文稿10和11（以及附录）中，最终都是以在世界构成中共主观的“正常性”之意义为课题的；在这里不确定的是，诸异己的主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对我有效的存在之意义做出贡献。在这里也能看出人的环境世界与动物的环境世界之间关系的重要性（首先是在附录X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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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4月胡塞尔中断了他的对“系统的基本著作”的以惊人的规模增长的准备工作，年初他将修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工作托付给了E.芬克，这时自己又转而致力于修改这一著作了。但是他首先仍是致力于对一些报告的准备工作。这些报告是他LII根据康德学会的邀请以“现象学与人类学”为题先后紧接着在法兰克福（美茵河畔）（6月1日和2日），柏林（6月10日）和哈勒（6月16日）举行的。注1073只不过他是带着一种内心的抵触并在最初打算拒绝之后才接受做这些报告的邀请的，因为他的全部追求都是指向一部广泛的系统出版物的，而对于这部出版物来说，就他的72岁高龄而言，不论是就他预计还会有的寿命，还是就德国哲学的状况来说，都不允许迟延了。尽管如此，仍举行了这些报告的决定可能首先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胡塞尔感到对支持这种邀请的普鲁士文化部长A.格里默有一种义务，因为是通过后者的普鲁士政府居间促成，胡塞尔在艰难的30年代才得以为自己的私人助手（E.芬克）使用财政资金。在这些报告中，胡塞尔批判以人类学方式建立哲学的尝试。在其中他所针对的是狄尔泰学派的生命哲学和舍勒以及海德格尔的哲学，并且在与笛卡尔的《沉思》的联系中，阐明作为由最彻底的自身沉思和最彻底的自身辩护而来的科学的超越论的现象学之理念。为了这些报告，他曾于1931年4月和5月又一次详细而深入地研究了海德格尔和舍勒的著作。注1074


  这几次报告使胡塞尔精疲力尽，以致于他只是到1931年7月才能着手扩充《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工作。还是在这一年的4月，他就打算“大大扩充”迄今为止的《笛卡尔式的沉思》的文稿（该文稿是法文译本的基础，并于1950年在《胡塞尔全集》中出版）。胡塞尔夫人在5月写给英加登的信中说，该文稿要扩充两个沉思。然而从1931年7月末起，胡塞尔就处于一种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紧张工作之中，这使他很快就远远地超出了《笛卡尔式的沉思》的范围，以致于在秋季他最终又有了一部新的“系统著作”的想法而将加工修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工作交给了芬克。在1931年8月31日他就已经写给英加登说：“在损失了几个月的时间之后，重新加工修改《沉思》的工作就更加迫切了。所有东西都要从头到尾具体地仔细思考一遍，要使一些从前的研究重新起作用，将它们系统地充实到这个最终的汇编之中——在这些如此复杂的课题当中都需要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在这里涉及到哲学之普遍的方法和普遍的问题之系统。而且这是在我的晚年；当然是在一个像芬克博士这样一个人的令人振奋的协助下。尽管我本来不该说原则上新的东西——但是在一种全面的概观中仍然显现出许多新的东西，并且首次得出有关论述之进程的最终必然性东西，得出论述的方法，这在这里并不是文字方面的问题，而是作为哲学之论证的方法本质上属于哲学本身的东西。关于这个年鉴和德国的情况，时间太仓促我不能概述，也许最终会在一部新书中提供。”注1075LIV正如从这些手稿和其它一些证据看到的，只是在10月（1931年）胡塞尔才得以再次将他的工作置于一部新的系统的基本著作这一主导思想之下，并将修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工作完全交给了芬克。这种转换至少在1931年11月就完成了。D.凯恩斯在其《与胡塞尔和芬克的谈话》中——D.凯恩斯1931年和1932年有好几个学期是在弗赖堡度过的，并定期与胡塞尔和芬克会面交谈，并且在1931年11月9日这个日子（在上一次记载的10月3日中断以后很久）——写道：“胡塞尔又一次改变他出版《沉思》的计划。现在他提出让芬克当该法文译本曾以之为基础的那个文稿的编辑，并出版该书，而一切变更都以注释和扩充的形式加到上面。应该附加上一个导言和另外两个沉思。此外第一个沉思应该作改动，至少当它是按照芬克想法进行时。”注1076凯恩斯的这段记载在很大程度上由1931年2月22日胡塞尔致G.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的一处证实了：“我现在正在进行的这部系统的基本著作在最好的情况下将近1932年末才能完成……。因为已表明，这项工作要比我计划的大得多和困难得多，我已经决定，现在仍然是先以德文并以增订的形式出版《笛卡尔式的沉思》。这项工作我暂时完全交给芬克去做。我让他自己修改加工，我将只是再次加以修改。当然所有东西直至细节都是详细讨论过的，主要是考虑到了德国哲学的现状（尽管我并没有参与到任何辩论之中）。”注1077


  1931年底，除了新的系统著作和德文版的沉思之外，甚至要写一部现象学的心理学著作的旧计划重又浮现出来，这个计划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辩论之后于1929年末就已经做出了（作为“第二个导论”）注1078，这个计划后来又在芬克1930年夏季的计划提纲中再次出现（在“第二卷”中），并且也许由于胡塞尔1931年春对海德格尔的研究又继续变得活跃起来。注10791931年12月23日D.凯恩斯记载道：“胡塞尔提出，在我致韦尔希先生的信上应该附上下面这样的几句话：胡塞尔为奠立一种真正的心理学（纯粹意向的心理学）而多年具体研究的出版物正在准备中，此外处于准备中的还有一部系统的基本著作，其中将论述现象学哲学的方法和现象学哲学的疑难问题。在此之前将出版（可能在1932年夏季）一部《笛卡尔式的沉思》的扩充了的德文修订本”。注1080然而这个要写一部有关意向的心理学的著作的计划，当时仍没有继续产生效果；只是在布拉格演讲中（1935年11月）和《危机》一书中它才获得某种实现。


  1931年秋胡塞尔决心从那时起再次致力于一部新的系统著作，和将改写《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工作暂时再次交给E.芬克，并不意味着在他哲学沉思中的一种突然改变；这也不意味着这种计划改变的准确位置在诸手稿中只能以猜测的方式指出来。胡塞尔暗地里将在7月为改写《笛卡尔式的沉思》确实已经着手的一些研究注1081扩展到这样一种规模度，以致于他再也不能想将它们安置在他的《笛卡尔式的沉思》之中了。1931年的这些研究——它们从来也没有具备确定的为出版所计划的文稿形式，而始终是“研究手稿”——在其课题方面接近于1930的那些研究，然而与1930年的那些研究相比，由于它们更明显地指向“单子论”，而显得突出。


  就是在第一个文稿中——在其中胡塞尔在其1931年6月的报告之后，就着手重新编排《笛卡尔式的沉思》，并且所记载的日期是1931年7月16日注1082——胡塞尔同时将包含在自我之中的，对世界进行构成的共主观性规定为他的超越论的现象学的真正的维度（在本卷中作为文稿13发表）。以后几周的研究是致力于世界经验之构成的（与其它文稿并列注1083，在这里作为文稿14和附录发表）。在这种关联中，8月底，胡塞尔被引向了“移情作用”问题；在考虑到对自己的身体的经验和对异己的身体的经验之关系的情况下，他特别详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下面，文稿15-18以及诸附录）。这些研究填补了《笛卡尔式的沉思》的一些空白，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略过了自己的身体物体和异己的身体物体之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应该使向对异己者的知觉之以联想方式转用成为可能。注1084在这些研究当中，胡塞尔于1927年1月和2月在“现象学中的移情作用”的讲课注1085中已经开始详细阐明的一些思想得到了深化。注1086在另一个自我之间接呈现或准当前化这一概念的主导思想上胡塞尔重又通向了他有关对异己者的经验和记忆之关系的老问题，这二者使现实的原始的自我之“意向上的变样”达到了给予性（一方面是另一个自我，另一方面是我的过去了的自我），并且在这种问题的关联中研究了自我（ego）和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统一与差异（下面的文稿19和20）。可能是受这个疑难问题的推动，自9月23日起，胡塞尔转向了意识之自我方面的结构，并且在10月的上半月从这里以及从经常已经将成就当作前提的意识行为之佯谬开始了对行为问题的非常重要的研究。注1087


  在胡塞尔以这种方式“沉入”到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之深处以后，于10月下旬他就又思考他的哲学之普遍的范围。属于这种普遍的思考的有发表于这里的出自那个时期的文稿21“在单子论范围内按照还原而进行的系统描述之进程”。在这个时间点上，胡塞尔可能决心再一次转向并开始一部新的系统著作。在这种时间上紧接着的研究中，胡塞尔试图进一步弄清楚他的哲学研究的系统的范围。注1088在11月，他“为了澄清单子论”注1089而对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历史进行反思：对意识和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本能地”指向目的进行反思（见下面文稿22），对世界历史之超越论的解释进行反思（下面文稿23），对价值问题等等进行反思。注1090胡塞尔常常在第二次思想飞翔中推翻他的哲学研究之普遍的最终的意图，这种意图在这里还需由1933年6月17/21日致E.P.韦尔希的信中下面的地方来说明：


  “在现象学革新的彻底主义当中存在着以下情况，即这种革新从新式的‘超越论的经验’这种原始基础出发，并且以系统分析之形态着手揭示进行构成的超越论的意向性之存在意义，指出，在这种意向性中世界如何以及在意向性的哪些阶段上获得其意义和存在有效性。哲学的问题借助于其真正的意义在一种本质的系统的按阶段的发展中展示为超越论的-现象学的问题。在这当中显示出，宗教的-伦理的问题是最高阶段的问题……，在现象学之较高的阶段上，错误和关于伦理的生活——真正的人性或非真正的人性中的生活，最终的满意与不幸（个人的和社会的和谐与不和谐）之中的生活——的问题一起，重新变成了问题。这里涉及的是那种也能够在普遍的目的论这个标题下称谓的包罗万象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被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为整体性问题，一种存在着的、敞开的、无限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超越论的可能性之问题，其中也包含每一个主观性，个别的和社会的主观性，在无限的关联中‘真正自身保存’的可能性之问题。‘普遍的和谐’之问题，但是因此真正的人性之问题也作为现象学的问题获得了其绝对的、与超越论的主观性有关的意义。因此对于现象学哲学的疑难问题来说，最高的终端就是询问在其普遍的结构当中具体展示的目的论之‘原理’。据此这种最高的‘构成问题’就是询问‘超存在者’之存在，这种原理之存在，这种原理使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自身和谐一致的整体性连同通过它构成的世界成为能够能存在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按照柏拉图的方式称它为善之理念（当然在这里‘理念’的意思不应是本质）。但是就所有这些来说我们都是在作为严格的科学——唯一彻底的和最高意义上的严格的科学——的哲学之疑难问题和方法论内部运动的。尽管最高阶段预先就已经被按照其普遍的问题意义严格规定了，但是离所要求的在具体拟定的科学理论中理论上的贯彻执行还很远。但是无论如何在这里现象学都是作为在生动的生成中的现实的工作而存在的。”注1091


  从11月末开始，胡塞尔重又回到他的系统学的开端，并且现在首先致力于悬搁的现象学。注1092从7月中旬以难以置信的工作强度跨越了现象学哲学的整个系统学以后，注1093临近1931年圣诞节时开始显示出疲劳过度的最初症状。12月22日他在致G.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说：“从6月以来（报告回来之后），我没有停顿就着手狂热的深化工作了，现在当有许多想法向我涌来时，我的胃在神经方面出了问题，迫使我放慢了工作的进度。”注1094然而他仍为他的系统著作继续不断地工作。在新年之后，处于他的思考之中心的是“对世界的直观”的问题，其中包括关于世界的经验之社会构成的问题（见下面文稿27）和另一个自我（alter ego）之确真性问题（文稿28）。注1095但是胡塞尔越是强烈感觉到完成他所计划的这部系统著作之困难，出版德文版的《笛卡尔式的沉思》就越是重又变得对他重要起来，这部著作的准备工作他已经于1931年秋再次委托给芬克了。1932年2月10日他在写给英加登的信中说：“但是在年鉴方面我正处于困境之中——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印刷，因为我一直在关注我的重要的系统论述，我将《沉思》的加工修改工作暂时完全托付给芬克博士了，因为他有预先拟好的提纲，只不过总的来说，一切必需的东西都已经详细讨论过了。但是只当这项工作完成时，我才必须亲自实行这种修改工作，它将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此外看起来这部新的《沉思》会变得多了许多。”也许是1932年2月，胡塞尔又重新将精力用于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改写上。无论如何，对于“系统著作”的专注减弱了。从2月末直至4月，胡塞尔患了抑郁症，这种抑郁症又一次将这个重要计划推移到让他摸不着了。这种抑郁症不仅是前几个月非同寻常的、“发疯似的”紧张工作的结果，而且也是对他没有能力以文字形式完成他的现象学哲学的系统学所感到的接近绝望的失望的结果。从1929年秋季起，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在以最大的努力从三个不同的方面进行的，在哲学思想上极其丰富的突击中，尝试赋予他的哲学以一种明确的统一的形态，并且所有这三个方面的尝试在外在目的方面他都是没有成功。他一再地沉醉于“事物本身”之无限性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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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4月或5月胡塞尔有些能够克服他前几个星期的抑郁了。注1096尽管接下来几个月的工作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愿进行。注1097这时他的工作前景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他仍总是希望能够夺取这部系统的基本著作，注1098但是在那时这仍然是一种愿望，而不是一种能指望实现的坚定的意志。从1932年春季起胡塞尔现实地想到他的遗著，并为他的遗著而工作。在1932年6月11日的信中，他将他的“一部有用的遗著，也许是一部概论性的基本著作”称作是他的义务和他的“充满忧虑的工作”的目的。注1099这基本上仍然是他直至1934年8月的两年里的展望。


  但是在两年里（1932年春直至1934年秋）改写《笛卡尔式的沉思》的计划仍然继续起着某种作用，然而看起来在很长的时间里胡塞尔似乎的确不再认真地关心这件事情了。从1932年春季起他重又转向它们，但是不久他就对此保持了距离，以致于几乎没有能表现出加工修改这部著作的实在的意图。胡塞尔也没有能参加到芬克改写的建议之中去。关于第一沉思，1931年秋季芬克已经拟定了一个新的提纲，注1100然后1932年夏季他向胡塞尔提交了所有五个沉思的改写与扩充的建议。此外还于1932年8月至10月撰写了一个全新的第六沉思，标题是“超越论的方法论”。注1101胡塞尔只是全面地仔细阅读了芬克五个沉思改写提纲中的前两个沉思的改写提纲，并且加了许多评语，有一部分是非常具有批判性的，而对于直至第五沉思的三个沉思的改写提纲，看来胡塞尔至多是粗略地知道。芬克果然提早结束了他在第五沉思上的工作。胡塞尔重又十分认真地阅读了芬克的第六沉思，但那已经是在大约1933年夏季，或1933/34年冬季了。注11021932年胡塞尔很快就已经不适当地将他的《笛卡尔式的沉思》看作是他的现象学哲学之适用的导论了。D.凯恩斯于1932年5月4日在他的《交谈》中记载道：“很显然，胡塞尔头脑中的《沉思》所表示的是，他放弃了一种现象学之简短导论——在该导论中他想要的是扼要说明现象学还原——的想法。关于芬克对《沉思》的修改工作，胡塞尔曾说——芬克不在场——，他将仔细阅读它，但是这本书则‘完全不同’注1103。”胡塞尔是如何设想这个新的导论的，可以从凯恩斯稍后几天（5月11日）的记载中推断出来：“胡塞尔不是继续论述有关自然的现象学，而是向我概略叙述现象学的开端和动因，他想在他的新的第一沉思中阐明这个问题：这是一种不同的，但更多是由科学之理念引起的历史的动因”。因此胡塞尔在这里已经遵循一种后来他在《危机》中受其指导的思想。凯恩斯的这些记载最后也由胡塞尔于1932年6月11日的信充分证实和说明了：“您打听新的年鉴，或更确切地说，《笛卡尔式的沉思》吗？我仍然不得不说，我还没有准备好，至少不能说我要刊登旧的德文本子，有一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尽管它已经被非常认真仔细地思考过了。我获得了一种信念，即只有一种从自然的世界所有物和自然的存在所有物通过真正的具体的解释而向上引导到‘超越论的’-现象学的态度，并具体地建立起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和普遍的疑难问题，才能有用；并且我相信，只有在现实的实行当中才能表明，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哲学在工作中的彻底转变和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在从前不能指望会产生一种真正的理解，并且我所称作现象学还原的东西会真的变成被有效地实现的方法和一切特殊的哲学方法论之形式。”注1104《笛卡尔式的沉思》之所以被突出强调，肯定是由于在其中按照“对怀疑之以笛卡尔方式的考察”，超越论的自我（ego）“就像是在一次突变中”那样跳了出来，而决不是“从自然的世界的所有物和自然的存在的所有物通过现实的具体的说明而向上引致‘超越论的’-现象学的态度”。注1105虽然看上去似乎是，胡塞尔尽管对这部著作有其保留仍想进行改写，但是如果这种批判的怀疑真的起作用，那么这种改写本身就一定会导致一部全新的著作。毕竟胡塞尔在1932年8月19日致英加登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一直在进行一些重要的‘深钻’工作，只是现在我才开始替代这个《沉思》，它的从前的形式并不能满足德国读者。”注1106《沉思》的这种替代物除了是这部新的系统的基本著作，几乎不可能是某种别的东西，胡塞尔始终仍然期待这部新的系统的基本著作，但是几乎没有能够真正开始应对过。虽然改写《笛卡尔式的沉思》的想法1933年也仍然闪现过；这一年的12月30日他在写给G.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说：“……也许我仍会振作起来去做对巴黎沉思的德文版修改工作。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尽管它涉及的是，或者毋宁说，因为它所涉及的是，对于我的整个哲学之系统的提要，因此它的前提就是一种能够迅速地占有一切领域、一切手稿（有1000多速记页）的能力”。注1107但是胡塞尔再也没有真正振作起来去做这件事情。


  其间胡塞尔主要是在自然情况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为他的遗著工作的那个时期在1934年秋季结束了。他1934年夏季收到来自第八届哲学家国际会议（该会议1934年9月初在布拉格举行）组织者关于提交一份书面稿的邀请。胡塞尔接受了这种邀请，但是当他将文稿寄到布拉格之后，又在最后时刻撤了回来，而只通过一封关于哲学之当前任务的信在布拉格会议上表示态度。那份被撤回的文稿就是我们今天作为胡塞尔的最后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现象学哲学导论》一书的胚芽（它现在是以未完成作品的形态存在的）。注1108从1934年年底起胡塞尔就越来越坚持不懈地为这个新的导论的目标而工作，1935年5月的维也纳演讲注1109和当年11月的布拉格演讲注1110都是为达此目的的重要阶段。1935年4月11日胡塞尔致G.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有一处清楚地表明，胡塞尔是如何理解这部新著作的：“因此关于我的对一篇文章——该文章在这封短信之前已先寄往布拉格（寄给该会议）——的修改的报告，我有了一系列的拟议中的非常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但是我不想仅仅停留于这里。在卡珀尔（我希望在冰圣日我们就已经能到达那里了），我想根据我从前的一些研究撰写一部关于现象学还原的基本著作，并以此向我自己并向世人证明我还远没有过时”。注1111对于这部著作的定位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东西，有两种不同的表达：它考虑到了“从前的一些研究”，注1112并且是一部关于现象学还原的著作，因此是一部导论（在系统的意义上），而决不是实现胡塞尔自1930年以来（中间有一些中断）就一直追求的一部重要的系统著作。它是“通过具体解释从自然的世界所有物和存在所有物向上引导至‘超越论的’-现象学的态度”，注1113但并不是对现象学哲学的基本的疑难问题之系统的表述，按照胡塞尔的看法，这种基本的疑难问题是现象学哲学之真正内容。即使在这部重要的未完成作品发表以后，胡塞尔于1931年3月5日致他从前的学生，普鲁士文化部长A.格里默的信中所说的东西也是适用的：“事实上，我生平工作之最大的部分，而且甚至如我相信的，最重要的部分，仍然存在于我的由于其规模几乎不能完成的手稿中。”注1114


  在本卷第四部分（最后一部分）中发表的文稿按时间顺序看几乎没有超出1934年秋季，因为在随后的时期直至病故（1937年8月），他几乎仅只为《危机》工作和为同时形成的大量文稿工作——这些文稿没有纳入到所发表的该著作的附录中，已经计划在《胡塞尔全集》中有单独一卷《危机》的增补卷。在本卷中只有与《危机》没有紧密联系的三篇较短的附录（XL，XLV和LVI）是产生自1935年。因此，从总体上看，这一卷的第IV部分仍局限于从1932年2月至1934年秋的“间隔期”，在这个时期胡塞尔主要为他的遗著而工作。


  我们不可以将这个间隔期想象为是没有成果的。尽管在这段期间内，特别是1932年有的时候和1933年初，当时不安的政治形势很容易使胡塞尔有时不能全神贯注地工作，但是他仍然还是重又经历了极其多产的几个月。现在他较少想到一部重要的出版物，这不仅是由于在过去几年当中在这个目标上的失败引起的，而且也是由于使这位犹太血统的作家失去了影响德国哲学状况的现实可能性的政治形势引起的。1933年8月4日他由施卢赫塞（黑林山）写信给他的朋友G.阿尔布莱希特说：“瞧，最近几个月人们可能都变得情绪不正常了，至少对于我的工作来说，这没有什么。在这里，上司将我们看成另类人。整个的政治隐遁在我们背后，而我在急切的工作中变得十分年轻了。”注1115而这种急切的工作所涉及的就是这部遗著：1933年10月11日他写道：“这三个月我重又在我的遗著上工作了，几乎是以从前的干劲——尽管已经75岁了”，在11月2日又写道：“我继续整理并仔细思考我的‘遗著’……”，注1116在对该“遗著”的这种仔细思考当中胡塞尔形成了大量的新手稿，这些手稿深化了以前的思考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在第IV部分的第一篇文稿（第29）中胡塞尔重又着手部分地研究了他1921/22年在共同精神的标题下所讨论的问题，注1117这种共同精神与单纯的移情作用不同，是作为一切社会性之基础的传播共同体。文稿30考虑到普遍的精神科学的人类学之理念，包含有关于对另一些人的经验的详细说明，以及将另一些人的经验作为各种不同的课题加以讨论的详细说明，还有对这种经验在形成关于世界的经验当中的作用的详细说明。文稿第31由于超越论的还原和原始的还原之关系，特别令人感兴趣。在这里胡塞尔首次相信，通过向原始的有效生活的还原（通过抽象掉异己者的存在有效性），当然（eo ipso）也就实行了向超越论的意识的还原，以便在这种情况下纠正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原始的还原——如果该还原所具有的不单是心理学上的意义，而且是超越论上的意义的话——以实行超越论的还原为前提。在文稿32中，胡塞尔重又以深入探究的方式着手那个他自从最初阐明共主观性问题起就全神贯注的问题：注1118即是什么东西在记忆中“形成”自我与自己本身的统一，并在将异己者准当前化当中“形成”自我与另一个自我之“符合”中的差别。


  在文稿33中，胡塞尔向前推进到共主观性之超越论理解的最内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作为佯谬向他呈现出来的：一方面另一个人在超越论的-构成的方面是我自己本身的变样，因此是某种“派生的东西”，而原始的自我（ego）则是绝对唯一的：“这个自我（ego）在绝对的意义上是唯一的自我（ego），它不允许任何有意义的增多，更明确地说，任何有意义的增多都作为不合理的加以排除”。注1119但是“并非时间样式的存在着的原始的有生命的东西，原始的当前”，是“单子全体之有生命的东西”，注1120就是说，是最原始意义上的绝对东西，构成一切存在的前-存在，是共主观的，因此另一方面胡塞尔一定会思考：“我不是必须再将向我的原始的生动的当前还原和将另一些人还原到他们的生动的当前区分开吗，尽管我，我的生动的当前之绝对的自我，也只有通过解释才能够由还原获得另一些人？这里不是也包含以下情况吗，即他们能够通过还原由自身获得他们的原始的自我性，我能够为他们实行还原，并能够将他们的原始性分派给他们？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即我的原始的自我（ego）包含着由诸原始的自我（ego；）构成的‘无限性’，这些原始的自我当中的每一个自我都包含着每一个其它自我，并由自己出发包含这种无限性，在这当中也包含着在其中包含着所有这些自我的我的自我（ego），正如这个自我也又被包含于每一个自我之中一样。在每一种想象得到的意义上，所有存在着的东西都存在于我之中——具有使作为全体-统一的总体成为可能的目的论的协调一致性。但是所有的其他的人都以其无限性之整体性存在于我之中，而且是作为在自身之中包含着所有的一切意义上的存在者的而存在于我之中——在这当中，对于我而言每一个都是等值的”。注1121换句话说，另一个自我之构成并不是一种我自己的构成物的构成，而是一种根本超越的东西之构成，这种超越的东西也以“同等价值”构成我本身；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进行构成的东西与被构成东西是相互包含的。


  文稿34和35于施卢赫塞产生自1933年多产的6月份，并且如那些产生自1932年11月份的文稿（文稿22，23）一样，都是围绕着诸单子的目的论的整体性之理念的，或者说，都是围绕单子世界的统一性之理念的。文稿36提供了一篇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单子论的精美而准确的概论，在其中移情作用的成就被称作是“自身异化”。文稿37是关于以下情况的一种证明，即不管对于胡塞尔来说有关对异己者的经验（“移情作用”）之问题怎样始终是一个问题，然而这个文稿38（可以说是胡塞尔的“遗嘱”）毕竟概略地叙述了对他的哲学的总体理解，这种理解将“内在统一的单子全体之原始存在的‘当前’”当作“存在之中心”。


  在《共主观性的现象学》这最后一卷结束之时，我也愿意以感激之心情想起所有为这一卷的实现做出贡献的人：H.L.万·布雷达教授又一次以他特有的慷慨大度指导和支持了这一版。R.博姆教授在出版工作上一再地是我的老师。通过与在这最后数年中曾是胡塞尔的起推动作用的和大胆无畏的合作者的E.芬克回忆式的交谈，使我能够讨论这个时期，并能够以当前这个版本的形式提供与胡塞尔整个后期创作活动的更多关联。R.贝尔奈特先生也承担了这一卷校勘附注的清样校对工作，并且通过对文献的很有价值提示，使我有可能填补在概述胡塞尔最后的工作计划中的缺失。最后我还要再次特别感谢E.马尔巴赫博士，他不畏艰辛地和我一起将这最后的，文字上特别困难的一卷的清样与胡塞尔的手稿进行逐字逐句的对照，校改清样，此外还通过许多改进的建议和提示提高了这一版的效果。


  耿宁



  I  从“笛卡尔式的沉思”之形成和其最初修改的关联中所选的文稿1929年3月至1930年3月


  文稿1  〈第五笛卡尔式的沉思之初稿〉〈1929年3月末4月初〉注1122


  §1.在与对唯我论的反对意见的对比中阐明关于异己者的经验之问题〉


  然而现在必须谈论下面这种唯一重要的思考：处于其超越论的给予性东西之自成一体的认识领域之中的、被以超越论方式还原了的自我（ego），究竟如何能够超出关于另一些人的“表象”之多样性以及在其中被内在地构成的诸综合统一，而达到另一些人本身呢，这另一些人确实在自我（ego）之中被意识到了，在最好的情况下被经验到了，而且是一致地被经验到了，但却是另一些自我（ego's）。当我，这个进行沉思的自我，通过现象学的悬搁，将我还原到我的绝对的、超越论的自我（ego）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在现象学这个称号下连贯地进行对自己的解释，我不是就变成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了吗？并且始终是孤独的自己吗？因此，想要排除存在问题而且更想要作为哲学出现的现象学也许就会被批评为超越论的唯我论？即使是真正超越的认识之可能性的问题，首先是我如何由我的绝对的自我（ego）出发而到达另一些自我（ego's）（这些自我作为另一些人并不真正地存在于我之中，而只是在我之中被意识）之可能性的问题，就已经不能以纯粹超越论的方式提出来。以下情况从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即我的超越论的认识领域并没有超出我的超越论的经验领域，和在该经验领域中综合地包含的东西，——很显然，所有的东西一起都是由我自己的超越论的自我（ego）表明特性的，都是由我的超越论的自我来阐明的。


  然而也许在这些思想当中，确实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条理清晰的。在我们选定“不言而喻的东西”之前，并且甚至在现在参与到辩证的论证之中和参与到“以形而上学方式”自称的前提（这些前提的不言而喻性也许恰好被证实是完全荒谬的东西）之中之前，也许下面这种做法仍然是适当的，即首先以具体的工作系统地开始并系统地实行在这里以“另一个自我”（alter ego）所指示的现象学解释的任务。我们必须设法看到在其中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在我们的超越论的自我（ego）之基础上显示出来、表现出来的清晰的意向性和含蓄的意向性，必须看到“另一个自我”（alter ego）”这种意义在我之中是如何，是在哪一些意向性中，在哪一些综合中，在哪一些动因中形成的，并且在关于异己者的一致的经验这个名目下，作为存在着的，并且按照它的方式甚至作为自身在这里表现出来的。这些经验以及这些经验的成就的确是我的现象学领域之中的超越论的事态。除去通过对这些经验的询问，我还能从哪里全面地解释“存在着的另一些人”这种意义呢？


  §2.另一个人之意向内容的存在的给予性方式作为关于对异己者的经验之构成方面的理论的超越论的主导线索


  正如另一个人直接地并且在深处、在他的意向内容方面的-存在方面的内容中向我表现出的那样，我首先是在他身上有超越论的主导线索。就在这种内容的奇特性和多样性中已经显示出这项现象学的任务之多方面性和错综复杂性。例如，我经验这另一些人，而且是作为现实存在的另一些人经验的，一方面是在可变化的、一致的经验多样性中作为世界客体经验的。并不是作为单纯的自然事物经验的，尽管在一个方面也是作为这样的东西经验的，只要他们被经验为有身体的，在自然的身体中以心理方式存在的。因此是与身体以特殊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作为“心理物理的”客体，他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另一方面，我将他们经验为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的主观，经验为经验这个世界的，而且是经验与我本身所经验的这个世界同一的世界，此外同时也经验我，正如我也经验这个世界并在其中也经验另一些人一样。通过在这个方向上的不断进展，我还能够在意向内容方面解释多种多样的东西。因此，无论如何，在我之中，在我的以超越论方式还原了的意识生活之范围中，我经验到这个世界连同这另一些人，不是经验为我的所谓的私人的综合的构成物，而是经验为共主观的世界，为每一个人在此存在着的世界，其中的诸客体是每一个人都可理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另一些人对于另一些人，一般而言，对于每一个人，同样在此存在。


  这种情况如何得到澄清呢？我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由我的意向生活，由我的意向生活的构成性的综合，以一致的证实之系统，为我澄清任何一个存在者对于我所具有的和对于我可能具有的每一种意义，不仅按照它的“是什么”而且，按照它的“实际存在”分别所是的意义，为我澄清，为我揭示。因此，为了为一切可以想得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一般而言应该是有意义的）建立回答的基础，甚至为了逐步地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和解决这些问题本身，需要对诸敞开的意向性和诸含蓄的意向性进行系统的阐明，在这些意向性中，另一些人的存在为我“形成”，并且按照它的合法的存在（这种合法的存在就是它的充实内容）为我展示出来。


  在这里，这个问题首先是像一个特殊的问题一样，正是作为另一些人“为-我-在此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因此是作为关于异己者的经验之超越论的理论之课题，关于“移情作用”的超越论的理论之课题提出来的。但是这立即就显明，这样一种理论所涉及的范围比乍看上去要大得多得多，因为它也连带地建立起一种关于客观世界的超越论的理论，而且是完全地建立起这种理论，因此也建立起一种关于客观的自然的超越论的理论。在世界的存在意义中，特别是在自然的存在意义中，如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凡是我们谈到客观的现实性的地方，就肯定有作为总是被我们所共同意指的而“为-每一个人-在此存在”的存在意义。此外，属于经验世界的还有具有“精神的”属性的诸客体，这些客体按照它们的来源和意义，都指点参照诸主观，并且一般而言，都指点参照诸异己的主观，一切文化客体（各种书籍、工具和作品等等）都是如此，但是此外与此同时，这些文化客体还随身带有“为-每一个人-在此存在”的经验意义。


  〈§3.将超越论的经验还原到特性的领域〉


  如果现在所涉及的是诸异己的主观之超越论的构成，与此同时涉及诸异己的主观之超越论的意义，并且在更广泛的关联中，涉及由诸异己的主观辐射出来而落到整个客观世界上的普遍的意义层次，那么方法上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我们首先在这个超越论的普遍的领域内部实行一种课题上的悬搁。首先我们从这个课题领域中排除一切可疑的东西，我们抛开一切直接或间接与异己的主观性有关的意向性之构成性的成就，并且我们首先限定现实的和可能的意向性的整个的关联之范围，在这个意向性中，这个自我（ego）在其特性中被构成，并且在这个特性中自我与它的特性不可分割，因此通过将本身归于它的特性而构成综合的统一。


  通过抛开所有那些超越论的构成的作为异己者提供给我的东西而还原到我的超越论的自我-本身，在这里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在世间性这种自然态度中，我通过区分并以对比的形式发现：我和另一些人。如果我抛开通常意义上的另一些人，那就“只有”我剩留下来。但是如果这种普遍的灾祸只剩留给我的话，那么这种抽象就并不彻底，这样的唯一的存在并没有对每一个人都可经验的东西之自然的世界意义做任何改变任何东西，这种自然的世界意义也牵扯到以自然方式理解的自我，这种自然的世界意义并没有失去。但是在超越论的态度中，而且是在刚刚描述过的以构成方式进行的抽象中，处于其超越论的特性之中的自我（ego）却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之整体现象内部的被还原到一个单纯相关项现象的通常的人-自我。相反，这里涉及的是普遍的构成之本质方面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这个超越论的自我是作为构成着客观世界的自我（ego）而生存的。这个自我特殊地固有的东西，它的作为单子纯粹在自己本身之中并为自己本身以自成一体的特性的具体的存在，既包含每一个意向性，也包含指向异己者的意向性，只不过出于方法方面的理由，在课题上暂时仍然应该排除意向性的综合的成就（对于我而言的该异己者的现实性）。在这种被突出出来的意向性之中，有一种超出了这个处于其自身特性之中的单子式的自我（ego）的新的存在意义被构成，并且有一个并非作为自我-本身，而是作为在我的自己的自我之中，在我的单子之中“进行反映的”自我（ego）被构成。但是这第二个自我（ego）并不直接地在此存在，并不真正地自身给予，而是作为另一个自我被构成，在这当中，我本身按照我的特性，是借助这种表达作为要素被指示的自我（ego）。这“另一个自我”（alter ego）按照它的意义被指点参照我本身，这另一个人是我本身的“反映”，然而却不是我本身的真正的反映，他它是我本身的类似物，然而却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我本身的真正的类似物。因此，如果我这个被限定于它的特性之中的，并且被限定于它的存在之中的自我，作为第一的东西，被通观并被划分——不仅是就诸体验被通观和被划分，而且也就与它不可分割的诸有效性统一被通观和被划分——，那么紧接在这后面就必须提出下面这些问题，即这个自我如何能够正是在它的特性内部，在关于异己者的经验这个名目下，构成异己者，并且首先是构成任何的另一些自我（alter ego's），然后是构成所有那些由这些自我获得意义规定的东西，简短说，构成一个真正的和充分的意义上的客观世界。


  当我们至少是大体上描述出这个自我的特性领域的特性时，这个难题就会变得明白易懂了。在课题上排除关于异己者的经验之构成方面的成就，并且和它一起排除一切与异己者有关的意识方式，现在并不意味着对所有这些意识方式的存在有效性进行单纯的现象学的悬搁，这种悬搁已经包含到现象学还原的普遍性之中了。我们确实已经站到超越论的基础之上了。但是我们现在并不在世界“现象”中所包含的有关异己的存在的诸现象看作是对诸构成性的系统之指示；因此我们在世界现象中抛开了另一些人，以及所有那些按照意义以它们的此在为前提的东西，并且现在问，还有什么东西留给我们。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我们自己。在超越论的态度中，在这样的抽象的情况下，我仍然能够问：对于我来说，我是确定无疑的，我存在于这个流动着的生活之中，具有所有它的体验，其中也有关于异己者的经验这种当下的体验。但是现在在向关于现实性和潜在性诸构成性的系统的过渡中，应该去掉那些按照我们的抽象在其中关于异己者的意识不起构成性的作用的东西。在这方面，在世界之现象中，这个单纯的自然，作为一种普遍的相互关联着的底层，被分离开了，就是说，抽象地摆脱掉了为-每一个人-在此存在这种意义，并且不仅是摆脱掉了一切与诸主观有关的特殊的规定（诸“精神的”属性以及一切文化的属性）。在诸纯粹的客体当中，我以独一无二的标记发现了我的身体，就是说，是作为独一无二的身体发现的，这个身体不仅是物体，而且正是我的身体，我直接地“在其中”“进行支配”的唯一的客体，并且特殊地在它的每一个单个的“器官”中进行支配的客体。我借助于手，通过以动觉方式进行触摸而进行知觉，同样我也借助于眼睛通过看的行为而进行知觉，等等，并且任何时候我都“能够”这样地进行知觉。同样，诸器官的动觉在起作用的时候进行碰撞、移动等等，并且借此直接地以身体方式行动。我在进行知觉时，主动地经验（或者能够经验）一切自然，其中也经验自己的身体性，每当我能够借助一只手知觉另一只手，借助一只手知觉一只眼睛等等的时候，在这当中，器官就变成客体，客体就变成器官；就对自然和对身体性的一般可能的本源的操作来说，也同样如此，就是说，身体性在实践上也能够针对自己本身。


  〈§4.体验之特性的基本特征和体验之诸可能性：确真的自身知觉中的原本性〉


  作为底层而被抽象出来的“单纯的”、摆脱掉一切异己者的自然和身体性之系统，是作为在“自己的”诸体验和体验可能性之中的“特性”之系统构成的。这种特性的根本特征，首先是这种特性，显然能够按照下面的方式描述：确真的自明性（在现象学还原之后，这个自我[ego]连续地存在于这种确真的自明性之中）首先（作为对我思[ego cogito]之自明性的阐明）涉及的是处于连续的、无限敞开的体验流之统一中的我的存在——我存在于原本地（originaliter）被给予我的超越论的生活之统一中。但是，尽管我总是能够以自明性这样说，并且能够在进行把握时以知觉方式直接意识到这种生活，我仍然在这种知觉内部区分出严格意义上被知觉的在流动中变化着的当前，和同样也是变化着的无限敞开的，并不是“真正”被知觉到的，而是在连续变化着的“持存”和“预存”的样式中被意识到的生活的过去和生活的将来。属于这里的有我-能的诸伴随的自明性——我能够通过唤醒重新回忆，通过生产重新回忆，而闯入到正在下沉着的，随即就变成非直观的过去之中，我通过重复，总是能够重新产生对同一的过去，对整个的过去的重新回忆；同样我也总是能够一再地以相应的方法辨认出在知觉上并且随即就在持存上变成过去之样式的当前，而且就将来的东西而言，更确切地说，就将来的无限性而言也总是相似。一个存在着的体验流，就是说，一个可自由进入的，并且能够一再地被视为同一的体验流，一般来说，只是对于我才是这样地存在的，而且是存在于内在的时间性之中，存在于内在时间性之综合地相互过渡的显现方式之可准确描述的、连续的多样性之中，这些多样性具有作为我-能之地平线在构成方面一起存在的所属的和可揭示的可能性。不管对内在的时间意识的澄清并与此同时对体验流之存在结构的澄清有多么困难，在我-在之颠扑不破的自明性中包含着我的体验流的，我的进行思想的生活的以及一起属于这种生活的生活之诸可能性的同样是颠扑不破的为-我-存在的自明性，这种自明性具有一种涉及到一个无限敞开的（“无限的”）全体的知觉之特征。当然这种自明性并不排除我在个别情况下，例如就一个体验之曾经存在过，或者甚至就一个被预期的体验之真正的到来，会弄错，而且这本身甚至作为一种本质的可能性一起属于我的存在。但是，就普遍的生活流而言的存在的自明性并未因此而被涉及到；这种生活流只不过是在这里或那里被假象遮蔽了，或更确切地说，一个在这种生活流中以特殊性存在着的东西被假象遮蔽了。与每一个假象相对应，先验地（a priori）就有一个存在，这个存在能够被询问，能够被寻求，能够按照一种预先规定的方法被发现，尽管是以对它的被充分规定的内容（这种内容作为能够一再地按照一切部分和一切要素辨认的内容，是一种“理念”）单纯接近的方式被发现。因此对于我来说，在这种结构形式中和这种限制中，存在着关于我的生活的确真的自身知觉。这先验地（a priori）就是在其中一种无限敞开的生活能够作为统一的对象被原本地给予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这就是最好可能的原本性。我们暂时也在借用的意义上称所有借助于单个的意识样式，借助于关于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单个的意识样式，从而被包含在自己的生活之本源的被给予性之中的东西为原本的，即自我（ego）原本固有的。


  〈§5.自己的东西之领域的扩展：在确真的自我（ego）之中与该自我不可分割地被构成的东西之原本性〉


  接下来我们另外再一起取来所有那些被证明是与确真的自我（ego）不可分割的东西：即所有那些在自我的生活之本源的特性之中首先是作为确真的存在领域像下面这样被构成的东西，即它们本身确实并不作为真实的部分，就是说，不作为体验属于这个生活流，或者也不作为一种可能的生活之与该生活流不可分割的诸可能性之领域而属于该生活流，而是由于诸现实性和可能性不在该生活流之中被构成的：在自我极方面，是“原本地”落到自我极上的诸习惯、诸持久的信念，这个自我在这些东西中作为自我（尽管是在尚没有你的抽象的意义上）以特殊方式存在，在对于自我而言持久“存在着的”对象方面，是这样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它以“原本性”构成的，就是说，是作为综合的统一构成的，这些统一在视为同一的综合中是与达到统一符合的诸行为不可分割的诸对象极。


  因此属于这里的还有诸“超越的”对象，如果这些对象是作为诸可能的综合之明确的无限性之指示被给予的，如果无限地进展的揭示恰恰仅仅提供了诸综合的系列，在其中统一可以说是作为内在的极或者作为交叉点与这些系列不可分割地并且是原本地被给予的。我们立即就看到，自己的身体和全部的“单纯的”自然都属于这个领域：以刚才准确地谈到过的单纯性属于这个领域。只要我们不考虑作为关于异己者的经验的这种“移情作用”之意向方面的成就，我们就有一个自然和一个身体性，这种自然和身体性虽然是作为空间对象方面的并处于体验流对面的“超越的”统一被构成的，但却纯粹是作为可能的经验之多种多样的对象性东西被构成的，在这当中，这种经验是我自己的（以原本性确真地属于作为自我[ego]的我的）生活，而在这种经验中被经验到的东西不外就是一种综合的统一，这种综合的统一与这个生活并与这个生活之诸可能性是不可分割的。


  〈§6.关于异己者的知觉之体验以及在这些体验当中构成的与原始的东西对比的超越的东西〉


  在我的生活之动因内部产生的关于异己者的知觉之诸体验的全体，并因此在充分的和真正的意义上与世界相关联的全部的经验，以及诸其它的意识方式，当然也都属于这个就自己本身而言是自己的自我（ego）（属于我的具体的“单子”）。现在只要我们以课题方式考虑它们，并且询问它们的构成方面的成就，我们立刻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它们当中有一种根本上新式的超越性被构成，或更确切地说，有一种全新的超越性之多样性被构成。按照等级序列，最初的等级就是诸“其它的”自我（ego's）。为了清晰性，从现在起我们说原始的自我（ego），它的原始的经验，并且一般而言，说它的原始的特性，其中就有它的原始的超越性——与那种虽然也属于这个自我之超越论的领域，但是是在派生的意义上作为在它当中被构成的东西而成为在诸体验上，在诸可能性上，在诸综合上，在诸超越性上它所固有的东西相对——，正是在诸异己的自我（ego's）和各种异己的特性中被我所意识并被我所经验的意义上原始的超越性。


  经验是原本的意识；另一个人本身存在着，“有血有肉地”在我们面前在此存在着，但是这种经验并不是原始的。尽管我作为原始的经验者当然地经验到他，但我并没有经验到他的自我本身，没有经验到他的诸体验本身，没有经验到他的关于事物的诸透视本身，也没有经验到诸事物本身，只要这些事物纯粹是综合地统一地被给予他的，是他的知觉事物。这并不像在我的直接经验的领域中，譬如我经验到一个事物的背面，或者经验到被一个事物遮蔽了的东西，但是作为被统觉为一起在此存在的东西而连带经验到的，因此也是在确定的意义上，但恰恰是在派生的意义上，经验到的。因为在这些例子当中所涉及的是诸间接呈现，这些间接呈现在自身中包含着建立起诸相应的直接的呈现之可能性：我能够使这种被连带经验的东西，就是说，尚未被看到的东西，成为现实被给予的东西。但是异己的自我（ego）所固有的东西是以另一种方式间接呈现的，它先验地（a priori）就不能被直接地经验为它本身——否则它就会成为我本身的要素，而另一个人也就不再是另一个人了。


  〈§7.“移情作用的理论”之任务的真正意义〉


  在这里产生出“移情作用的理论”之任务的纯粹的和真正的意义。如何能够在这个原始的自我（ego）内部，就是说，在我的移情作用的体验也在其中出现的我的体验之绝对自成一体的领域内部，阐明这种更高阶段的意向性呢？如何能够通过系统地对在关于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这种第二性的经验中所包含的内在的和外在的综合的地平线进行全面地展示，从而揭示作为通过证明而构成另一个人的意义和真实存在的该第二性的经验的成就，并因此能够就自我（ego）和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就另一个自我的正当的存在意义及其与关于它的意识的关联所提出的一切合理的问题，由产生这种意义的最本源的根源出发做回答呢？关于异己者的经验之在原始的经验之诸给予性当中的建立，对于关于异己者的经验而言，当然就表明在关于异己者的经验之一种在其特有的地平线中所显示出来的意向性方面的紧密结合，这种紧密结合一定会作为一起规定意义的而被展示出来。


  对于阐明这种奠定基础的关联以及阐明这种意向性而言的指导线索，会成为关于“另一个人”的直接的意义——这种意义是由关于异己者的经验本源地得来的，而且是准确地如其在这里出现那样本源地得来的——之整个的研究的开端。但是我完全是本源地“从我本身”获得“自我”的意义的。然而在一开始当我还完全束缚于自然的世界统觉之中时，我发现我是通常意义上的人和人-自我，严格地说，与一起存在的另一些人这些敞开的周围的人之诸关联已经以之为前提的那些意义要素都带有这个人-自我。因此在这里当然首先必须使用将我和我的对自身的经验还原到原始的东西，还原到我的纯粹的特性的那种抽象。因此最终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意义要反向参照处于这种纯粹性之中的我自己的自我。在这里另一个（alter）这个词按照其意义，表示一种确定的，处于这种给予方式自身之中的变样，这种变样在自身中，在这种“变样”之方式中，在意向上包含我自身。因此，与此同时我们被引向一种建立在这种总是生动的对自我-本身的自身统觉之基础上的新的统觉，这种新的统觉的意义是作为“自我”之第一的意义之变样表现出来的，譬如是以一种类似物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对异己者的经验之最初的、最原始的阶段上，这个纯粹原本的自我-本身就会是在“另一个人”这种意义形态中被“移情”到对异己者的经验之中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对这种特殊的统觉所建立的原始领域之特殊内容的询问，或更确切地说，对这个特性的领域之划分的询问，这个特性的领域为了这个目的而被当作前提，然后在建立当中，也通过变样而转入到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意义之中。在这里，上面以暗示方式突出强调的自己的身体，与它相关联以特性方式构成的自然，以及另一方面还有属于身体的特性方面的心灵东西之原始的超越性，当然是根本的。在我的纯粹的自我（ego）的这样地被划分了的“环境世界”（这个“环境世界”作为以特性方式被构成的“环境世界”，与自我是具体地不可分割的）之内部，现在出现了关于异己者的经验之动因基础的异己的身体物体——被统握为异己的身体的物体。意向性方面的解释的任务在这里开始了。必须说明，“那里的”那个物体与这个物体——这个物体作为我的身体物体带有赋予心灵这种意义层次，首先是带有特殊的身体性这种意义层次（以自我方式在其中起作用，并且能够在其中起作用的意义层次），并且是“围绕它定位的”、显现着的世界之零客体——在感觉上的相似性如何使“一个原本地被构成的特性的世界之零环节，并带有所属的自我和所属的意识生活的、一起在此存在的身体”这种意义落到对那个物体的统握之上，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一种空的准当前化中作为一起在此存在的而“间接呈现”的，这种准当前化不可能具有现实的当前化之特征，就是说，不可能具有真正原始的给予性之本源性的特征。只有在直观的准当前化中，它才能够成为直观的，这有点像我只有在进行回忆的准当前化的形式中才能在我自己本身中直观地拥有我的过去。这种准当前化在它借助于原始地被当前化了的身体这个中间环节向我的连续生动的自身当前化之反向关联当中，具有一种统觉上特征，这种统觉以对这个原始的当前进行摹仿为依据，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进行摹仿的统觉，而决不具有“类比推论”之特征。


  统觉不是推论，不是思想行为。每一个根据从前原初建立的统觉对一个新东西的统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进行类比的转用，但决不是类比推论。孩童借助于对一把剪刀的目的意义之最初本源地建立起的统握，立刻就能够“认识到”许多把剪刀，无需他回想起该第一把剪刀，并且去阐明类似的目的规定。对于我来说，对于每一个自我（ego）的经验而言的原自我（Ur-ego），就是我本身本源地所是的东西，并且是在持续不断的自身经验当中，在对它的原本特性之中心化和划分当中，作为原本，不管现在注意到还是没有注意到，不停地意识到的东西。这正是“另一个人”这种统觉之特性，即对于这种统觉来说，它的进行原初建立的原本始终都立刻就是生动当前的，并因此，自我（ego）和另一个自我（alter ego）总是而且必然是处于本源的结对之中的（意向上的综合之最本源的形式之结对，我们将这种综合与视为同一的综合相对称作“联想”）。我和另一个人总是在这种“联想”中被一起给予的，这种联想将自我当作被区分开了的显现者在现象上的相似性之统一，作为“对子”，导致显现，即使我没有特别地注意到我，或者没有特别地注意到另一个人，或者也没有特别地注意到双方，只要一般而言只有一个另一个人为我在“经验领域”中存在，我就和该另一个人一起在联想中被给予。


  准确地阐明这种动因的路线进程，并且首先是阐明这样一种进行结对的联想之意义，并借此解释另一个人是如何以第二性的原本性之方式，作为“经验”为我构成的，在这里有其困难，这种困难在这里使进一步的详细解释变得不可能，更不用说我们能够探讨现象学的生成之问题了。然而我们确实理解，在这里除去存在于关于异己者的经验这个题目下的，在我们所描述的路线中按一定方法追踪的，对于意向方面的构成的问题，不可能有别的说明方法。


  〈§8.作为原本自己的东西之以超越论方式构成的东西和作为非自己的东西之以超越论方式构成的东西。非自己的东西通过准当前化的给予性〉


  另外一种东西，对于我们的进程而言最重要的东西，确实也是可理解的。在以上的考察中，在对于异己者的经验之说明的一开始，就已经包含着这样一种洞察，即一切以可以想象到的方法作为被以超越论方式还原了的自我（ego）的我存在着的而被构成的，并且任何时候都能够构成的，因此任何时候都能够为我构成的一切东西，都处于下面这两个标题之下：“原始自己的东西”和“非自己的东西”。另外还包含下面这种洞察，即16敞开的众多的另一些自我（alter ego's）只能作为第一性意义上的非自己的东西被构成，这些自我本身对于自己本身而言是借助于它们的自己性之领域具体存在的，而对于我而言，则是在进行准当前化的经验中被本源地给予的，而且只能在进行准当前化的经验中被本源地给予。在这些准当前化之特性上，以及在这些准当前化之构成意义的成就之特性上，存在着以下情况，即它的意义先验地（a priori）就不是原始地产生的，换句话说，被准当前化的东西始终只能通过综合一致的诸准当前化，作为异己者，作为另一个人，而得到证明。更确切地说，它是在意向性方面的变样中以意向对象方式出现的，相似于我的过去只在过去的东西（过去的当前）之意向方面的变样中被给予，并且只能在过去东西之意向方面的变样中被给予，然而却是作为被“合理地”证明的，作为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被给予。过去超越当前，异己的存在超越自己的存在。但是这个自己的东西之“改变”，这另一个自我（alter ego），虽然在自己本身中是自我（ego），但是作为我自己的自我（ego），这个一起在此存在的自我（ego）之变样被给予的。在这种内在的意向上的中介中，由于在变化着的给予方式之进展中的这种符合一致，它作为存在着的是确凿无疑的，以致于当我生活于这种一致的综合之中时，就不可能怀疑和涂掉这种真实的存在。只有这样，对于我而言的异己的在此存在才有可能的意义和可能的有效性。


  〈§9.对作为共主观性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理解〉


  下面的情况同样也是明显的，即我在作为超越论的自我（ego）在超越论的还原中所做的这种阐明中，我必然达到作为超越论的另一些人的另一些人，并且超越论的还原决没有由此而受到破坏，并且另一些作为在预先给予的世界之中存在着的，因此是一起预先给予的人以朴素的方式参与进来了。实行对我的超越论的自我（ego）的揭示，并且在这当中实行对在这个自我中存在着的东西进行构成的诸意向性的揭示，本质上导致对自己的东西和非自己的东西的划分，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导致敞开众多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这另一个自我是与我的原始的自我（ego）一起存在的，但并不是以原始的原本性在我的原始的自我（ego）中一起存在，而是通过进行准当前化的“显示”在我的原始的自我（ego）中以最本源的方式被经验的。


  从给予方式的观点来看，“我”是“自身”，具体来看，我的原始的自我对于所有其它在我之中“显示着”的单子来说是原单子，正如对于它们本身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下面这种方式而言，同样的东西也必然有效，即其它的单子都作为显示之诸综合统一被以超越论方式一起包含在每一个单子之中，但是其它的单子对于自己本身总是显示为原始存在的。


  就这样，超越论的主观性扩展为共主观性，或者毋宁说，真正说来它并没有扩展，而只是超越论的主观性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本身。它将自己理解为原始的单子，这个单子在自身中以意向方式具有其它的单子，在这当中它肯定会将另一些单子设定为超越论的另一些人（只要这种经验的一致性确实以一致性的样式继续进行，它就必然形成对存在的确信）。按照超越论的还原，首先被设定的这个超越论的自我（ego）恰恰尚不是确定的，它尚缺少本质上确实存在于它本身当中的诸种区分，尚根本不了解超越论的共主观性，这种共主观性是一定会包含在一个假定经验着客观世界的单子的超越论的自我（ego）之中的。


  〈§10.共主观的自然之构成。我的单子与所有其它单子的结合〉


  如果有众多超越论的主观性在经验上为我存在，并且它们彼此也是相互存在着的，那么按照存在的意义，它们在它们的原始的特性方面就是被分开的。但是现在不难理解以下问题：每一个主观性在自身中作为原始的超越性所构成的超越性如何由于诸单子之这种意向上的结合仍然能够被辨认出来，以及如何由此一个共主观的世界，现在通常意义上的客观的世界，为“每一个人”构成，它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每一个自我（ego）都被客观化为有身体-有心灵的实在性的东西，被客观化为动物（animal），被客观化为人。这相似的东西既对于这个实在的世界有效，也对于诸理想的世界有效，它们每一个都纯粹是在单子之特性内部被构成的。让我们就此进行阐明。


  第一个以共主观方式生成的超越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原客体），就是异己的身体物体，它首先是作为我自己的东西之领域的综合统一被构成的，但同时由于对异己者的经验之意向上的成就，是作为该另一个人的身体被构成的。如果我们就它们的本源的同一性符合探究这种同一性，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关于身体的经验之这种准当前化，以及在这种经验当中的身体物体方面的经验之这种准当前化，身体物体方面的经验之被连带准当前化了的自己的东西之地平线导致异己的自我（ego），导致异己的单子。由此，一种视为同一的综合首先在这个方面从我的特性跨越进一个被准当前化了的，并且原则上只能准当前化的另一个人的特性之中，大约相似于在我的特性本身内部，一种综合将我的当前与我的过去，例如在下面这一点上统一起来，即现在本源地产生的数字形成物与在回忆中从前产生的数字形成物是同一的数字形成物。在这种情况下，在我的生活之当前领域内部，一种在知觉上产生的意义与被准当前化了的意义达到了明显地视为同一。在时间上被分开的，因此在它的个体性当中被分开的诸行为，借助于准当前化的中介，达到综合，由此它们构成了不仅对于我而言的同一的对象，而且这些行为还具有，并且也构成作为在时间上被彼此分开地给予的诸体验的联结。我的内在时间流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同样因此异己的自我（ego）之特性是与我的特性分开的，特别是异己的身体物体对于我的构成与对于它的构成是分开的，但是这个物体由于原始的经验和被准当前化的经验之综合，被经验为同一的物体，与此同时，我的自我（ego）与另一个自我（ego）的一种联结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了。


  这当然还得出另外的东西。围绕这个身体定位的自然——由于“移情作用”的意向性，作为这个物体之地平线（当然被理解为对象方面的意义）被一起准当前化了——在继续的前后一致性中作为自然是综合地同一的自然，因此作为我的特性的物体的这个同一的物体，属于围绕这个我的身体物体定位的自然。只不过这同一的自然作为我的经验的统一，并作为另一个人的经验的统一，虽然是在诸视角、诸透视等等相同的综合系统中构成的，但却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相互关联的进程中实现的，正如下面这种明白易懂的说法所表明的：如果我占据该另一个人的位置，并且他占据我的位置，那么他的进程就会与我现在在我的位置上具有的进程相同，并且反过来（vice versa）也是如此，因此作为客观的世界之第一的东西（在这里不是从生成上-时间上说的，而是按照意向性之建立说的），这个具有共有的空间和共有的时间的，同一的、共有的、普遍的自然——这个同一的客观的自然就构成了。因此这个自然在超越论方面表示我的单子和所有能够为我在此存在的单子之联结，表示一种使相互进行准当前化的经验之可能性成为可能的诸综合之联结，而真实的联结，从我的特性到他们的特性之真实的过渡，则被排除了。在这种情况下，这相同的东西对于处于所有对于它而言的“其它的单子”之关系中的这些单子中的每一个单子都有效。


  接下来以下一点也是不言而喻的，即与诸身体都属于的共有的自然一起，动物性也被构成了。这个在构成的秩序当中的第一个动物（animal），或更确切地说，第一个人，就是这另一个人，而且我本身最初就是由此而获得人这种意义的。据此，所有的单子本身本质上都在其特性之领域中被客观化了，并且由于它们在客观的自然中作为心理物理的生物的这种综合被客观化了。


  §11.社会共同体的构成和文化的环境世界的构成


  于是在进一步的提升当中能够很容易理解诸我-你-行为或“诸社会行为”之可能性，因此能够很容易理解客观地存在着的不同等级级次的社会共同体之构成，其中就有更高级次的个人之突出的类型之构成。接下来是处于其受限制的客观性之方式中的对于每一个人和对于每一个个人式的共同体而言的人的环境世界之构成，此外还有文化的环境世界之构成。说是受限制的，因为我和任何一个“个人”（我和任何一个“个人”都有与共同体的构成一起产生的特殊的意义）从个人式的共同体和该共同体的环境世界所获得的经验是具有地平线的，只当对于我来说，某些“历史的”前提得到实现，这些地平线对于我而言才是充分确实的和可揭示的，但是在这当中存在着这样一些可能性，即我间接地并且或多或少充分地占有这些前提。这当然同样也涉及产生自这种个人式的共同体化及其历史的文化之形成物。


  就这样，纯粹在作为共主观性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基础上，一个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世界构成了。而且正如它不可能以另外方式存在，只能由诸构成方面的（另外，问题极其多的）综合而存在一样，所有的意义都是由本身是综合地（借助于并非是空洞的假象的“镜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诸单子得来的。


  〈§12.现象学的超越论的“唯心主义”之意义〉


  借助于这种一般的思考，现象学的-超越论的“唯心主义”之充分的和真正的意义得到揭示。唯我论的假象消失了，尽管下面这个命题仍保持基本的有效性，即一切为我存在着的东西都只能从我本身，从我的意识领域，得到其存在意义。这种唯心主义是作为单子论出现的，它尽管与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有有意的相似之处，但是其内容却完全是由对在超越论的还原中发掘出来的超越论的经验之现象学的阐明中得来的，因此是从所有能够想象到的自明性都由之产生的那种最本源的自明性得来的，或者从所有认识的正当性都能由之获得的那种最本源的正当性得来的。因此现象学的阐明完全不是像“形而上学的构造”那样的东西，并且也不是——既不公开地是，也不隐蔽地是——借助于来自历史上的形而上学的传统的诸前提、诸辅助的思想进行的理论研究。现象学的阐明由于它在纯粹的“直观”之范围内的态度，或更确切地说，由于它在通过进行揭示的自身给予而进行的纯粹的意义阐明之范围内的态度，与所有这些东西处于鲜明对立之中。特别是在实在性东西之客观世界方面（还有在多种多样的理想的世界之每一个世界方面，这些理想的世界是纯粹先验的科学之诸领域），它所做的不外就是对意义的阐明，这种意义是这个世界在一切哲学研究之前为我们所有的人所拥有的，而且很显然，这个世界只是由我们的经验获得这种意义，这是一种被以哲学方式歪曲了的，但决不能被改变的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只是由本质的必然性，而不是由我们在一切现实的经验当中的缺点，随身带有还需要从原则上加以解释的诸地平线。


  文稿2  一切存在者的存在依赖性，首先是一切超越论的主观对于我的依赖性，然后是我本身对于它们的依赖性〈写于20年代后半期〉注1123


  a）移情作用的理论——共主观性。对疯癫的反对意见，作为存在于自我之中的前提的正常性之理念


  朴素的生活作为现世的经验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世界总是在此存在着的，总是“存在的”。对于这个总是为经验者，为以任何方式进行研究者预先存在的世界，提出下面这些问题：它是如何存在的，它如何能够被认识，以什么样的科学方法被认识，它是如何引起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它是否在这个人或那个人那里是有价值的，它是否按照目的以有价值的方式形成的，以及如何按照目的以有价值的方式形成的，它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作为手段被使用，它如何能够按照这些目的被使用；所有的意图，所有的操作都是针对它的。


  现象学家对纯粹主观性的态度，对纯粹主观性的经验行为的态度，对纯粹主观性的整个生活的态度，其中包括对那个为纯粹主观性形成了对于世界之现实的在此存在和可能的在此存在的东西的态度。现象学态度之课题并不是这个世界，而是在主观性之中，在主观性自己的生活之中形成意识的东西（这种形成意识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个世界，而且就是它的“这个”世界），形成当下的现实的、具有某种确定内容的世界相信的东西。现象学态度的课题是这种东西，它将它的进行知觉的生活和以任何其它方式进行经验的生活刻划为这样的生活，在其中诸存在着的事物作为被直接直观的等等的事物以确信方式“被给予”。现象学态度的课题是这种东西，它为这个主观引起存在于正常知觉中的相信，以及接下来这个主观如何证明这种相信，哪些动因尽管有已经实行了的知觉也许仍然要求证明，以及它如何就这些东西获得一种意识、一种知识（或如我们可能称谓的），这些东西可能不仅是在知觉当中的诸事物，或是在知觉期间的诸事物，而且可能是处于无限的空间领域中的，被未被知觉的，已知的或未知的诸事物包围着的诸事物，它可能是一个始终只是部分地被现实经验到的世界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与此相联系的是处于与一个始终“自在地”存在着的世界联系之中的世界生活之所有其它的问题。


  悬搁：根本不可以直接就这个世界下判断，而是只就“纯粹的”主观性下判断，并且一般而言，只是作为在主观生活中，不论是现实地以这种或那种主观方式被意识的东西，还是作为主观性之习惯就“纯粹的”主观性下判断，或更确切地说，作为诸可能的经验和可能的意识之纯粹可主观地理解的可能性或潜在性就世界东西和世界一般下判断，这种可能的经验和可能的知识超出现实的经验有一个总是敞开的可能的经验之领域，其中就有也许可能的可经验的东西，诸确定地形成的理解可能性就是为它存在的。一个世界之持续地在此存在和自在存在作为这个主观之“这个”环境世界，在这里被纯粹作为它对这个主观所是的东西和它在这个主观中所是的东西来看待，作为在该主观中所形成的意义，和在该主观本身中被建立起来的诸可能性之样式来看待，如实行证明这样的主观过程，和实行在当下的被意识到的意义内容中的如像“现实地”，“真实地”，“连贯地得到证实的东西和能够证实”这样的主观的性格的可能性样式。


  以超越论方式进行的第一个主观的描述，是对我自己的诸知觉的描述，然后是对诸重新回忆以及其它的经验形式的描述，然后是对连续的进展和不连续的综合等等的描述，最后是对在经验之外的存在和现实地指向这种存在的意识之外的存在，和处于其真实的自在之中的持久的自在存在之理念的描述。所有这些首先是存在于我的“内省”之中，并且与此同时首先是作为对于我而言在我的可能的知觉和可能的经验（原本地）之理想的无限系统中可持久证明的存在的自在存在。


  在这里如果我必须由关于事物的知觉开始，那么我作为在反思当中生活的现象学家，就首先应该是对我的朴素的知觉行为的直观者，和对那个对作为朴素地被指向存在的自我的我仅仅在知觉行为（这种知觉行为本身正是对事物以存在方式朴素地把握和以存在方式朴素地拥有）中落入到目光中的东西的直观者。现在我描述这种处于目光之中的东西（描述知觉之向被知觉的客体的连续地指向），按照知觉行为的连续进展对不仅暂时在目光中所具有，而且也在目光中获得的所有那些东西加以描述，并且区分：一方面，在这里是相信行为之课题的那些东西，或更确切地说（在这里我对于指向自我主观的主观的指向尚不感兴趣），诸存在着的特性，课题性的东西，对象极和被突出出来的对象方面的规定内容，另一方面，存在方面的敞开的地平线和课题的过程，这种课题的过程是充实的过程，这种进展着的知觉正是关于作为在它的诸规定中存在着的东西的，作为对于我而言被规定的，对于我而言已知悉的，并且在对正是已经知悉的诸规定之知悉当中保持不变的（处于“保持”之中的）这同一的东西（同一的对象极）的知觉，另一方面，虽然我借助于总是新的内容获得了某些认识，但从一开始它就被认为在此存在着的，因为不确定的地平线恰好从一开始也是在对不确定的意义之相信中的存在的地平线，这种意义“只是”在规定当中才“得到规定”。等。（当然对于这种知觉之开始而言，借助于它的最初的课题的东西，被倒转的地平线肯定已经被突出出来了，但是这已经属于对每一个知觉都紧密结合在其中的诸广泛的生活关联的考察了。）现在我在这里已经必须指向“客观的东西”之诸主观样式，课题的东西之诸主观样式了（作为一种主观的事件的“客观地”指向），但是现在必须一再地将考察引向对进行知觉的生活和进行知觉的体验之充分的具体化的描述。我确实看到，知觉的陈述只是将这种课题的东西导致表达，这种课题的东西只不过是它在主观的生活中在一种体验的环境中具体地所是的东西。


  在这里动觉的动因始终不是课题，在内在的领域中也不是课题，而且对于在继续的综合的视为同一中作为在此存在的和如此存在的，因此是作为一个东西（并且是当下的这一个特性）呈现出来的东西，并且是在扩展中越来越“充分地表明出来”的东西，由动觉所推动的东西而言，不是课题，这个东西“由”进行透视变形的诸事实而引起透视变形，因此这种显现活动作为有关基底本身作为如此这般存在于其中的东西借以显现出来等等的形态、颜色等等之可连续地变化的显现活动，发生透视变形。我看到，这同一的基底是借助于诸同一的课题式的诸规定，借助于凸显出来的或者“保留着的”诸规定，以多种多样的显现方式显现着的基底，而且是按照完善的程度和远近的程度等等显现出来的基底。


  在这种分析中，我不再描述直向的经验者，处于其通常的态度之中的知觉者以课题方式指向的东西，以课题方式拥有的东西和在展望的-努力的意向中所想要的东西，以及通过实现意图所获得的东西，相反，我描述一种与此有深刻联系的主观东西，只有在现象学反思中才被揭示出来的东西。在这里我当然一定会对自己说：如果它像我通过改变态度发现它的那样，那么它就不是处于直向的知觉活动之中的生活；因为在那种生活中最初被给予的东西，被以课题方式知觉的东西，现在不是课题了，而刚才不是课题的东西，现在变成了课题，并且在这种课题中，以改变了的方式包含着刚才以课题方式存在过的东西。但是我知道，只有在这种以课题方式改变的态度中，“这同一的东西”才存在，正是只有这样，我才能够这样地认识这同一的东西之具体化，并且它本身只能这样地被认识。


  每一个知觉之统一都是一种理由的关联之统一，这种统一是处于主观的情况之中的当下的课题方面的设定，每一个知觉之统一都具有与以动觉方式与主观的情况在因果方面关联着的透视变形的关联，并因此由在这当中显现着的东西所引起，并以自明性在揭示的进行中建立起来，但是只要这个敞开的地平线仍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失望的诸可能性始终是敞开着的，知觉之这种统一就带有一种本质上附属的先决条件。


  另一些人，移情作用


  迄今为止我们一般地考察了对事物的知觉和事物的给予性之一切主观的东西，且是纯粹作为在我之中直接经验的和可直接经验的考察的。为了使另一些人的经验成为间接地自己的经验，并且一般而言，为了澄清处于其自在存在之中的，处于任意地经验着它的诸主观对面的，并且被理解为对于每一个人都在此存在着的这个世界，我当然必须首先使移情作用的经验，我对于另一些自我主观在此存在的经验成为可以理解的。


  其实下面的情况现在不已经就是显而易见的吗，即首先我在我的自我论的世界领域内部拥有关于作为事物（物体）的异己的身体之在此存在的外在的经验，并且只要这种经验是一致的，我就拥有关于这个身体物体的有充分根据的和得到证明的知识。其次，这个处于其主观的给予方式之中的物体，对于我而言不仅是被引起的某些显现之统一。在我的生活中，这些被我经验的诸事物，主观地被看作有关它们的经验本身之被经验的事物，还具有这些事物在我的生活之关联中呈现出来的多种多样地变化着的特征。如一切联想方面的特征。注1124例如，如果在一棵树的旁边有另一棵树显现出来，而且是以同样的显现方式显现出来，那么我就只能作为“两棵树”一起意识到，作为一双一起意识到；一种唤醒和一种等距离的（par distans）符合一致由作为如此显现着的树的这一棵树指向另一棵树，并且返回来。一般来说，诸被经验的对象本身能够具有“使想起”另一些对象的特征，指向另一些对象的特征，在另一些对象中建立的指示的特征，间接呈现的特征，而且是以各种不同样式具有这样的特征。联想的东西从本质上已经属于对于我而言在经验上存在着的事物世界之结构。在经验中，作为在此存在着的而被给予的东西预先指示另一些作为“一起在此的”已知的一起在此存在的东西，而这种间接呈现具有其对于它的预先相信的东西之证实的方式。顺便提一下，这里不考虑以下情况，即间接呈现，因此联想式的预示，或者通过自身给予的知觉的证明等等，本质上已经属于关于每一个处于其地平线形式之中的个别的事物的经验。


  下面是间接呈现之一种特殊方式，即我如同经验另一个事物那样通常经验到的一个物体，一个事物，以主观的方式作为我的和为我在此存在的、如此这般显现的物体，以联想方式与我的持续地显现着的身体建立起联系。这个物体本身由于以下情况而被突出出来，即我关于通常的、对于我而言（原本地）可经验的诸事物的一切经验活动，并因此还有所有我个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管怎样获得的、与我的环境世界关联的活动，都以联想方式与它紧密结合在一起。现在将那个物体理解为与我的身体有相似性的结对的联想的关联以以下情况为先决条件，即我的身体的原本的特性被以类比方式（或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以统觉方式）转用到那个物体上。在这里，在一种属于我的生活的统觉中，一种主观的生活，一种经验行为，拥有自己面前的诸事物的行为，持久地将一个事物世界当作存在着的环境世界而拥有的行为，以自我方式在反应和行动中与这个存在着的世界相关联的状态——一种主观的生活，这种主观的生活不是我的生活，就是说，不是被我原本经验的和可被我原本经验的，不是通过在我的经验世界被给予的，并且刚刚被我在这里经验的“异己的”身体物体所指示，并被在相信行为中间接呈现。就是说，它不是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曾经度过的生活，因此不是原本地以知觉方式意识到的生活，不是我的被回忆起的生活，我的肯定能够预期的生活，等等，它们不是我的有关事物的显现，并且首先不是作为我的原本经验的诸事物的我的诸事物。所有那些属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以及所有那些在我的生活中作为实在的东西，但却是属于它的综合的统一的被构成的东西，都仅仅是我自己的。在这里，间接呈现的东西是所有我自己的东西之类似物，作为这种东西是准当前化，而不是原本当前的，所有在构成方面的显现多样性，都是和它们的经验方面的统一，而不是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统一，而是被准当前化了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统一一起存在的。但这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处于具有确定的意义及其确定的相信对存在的相信的确定的动因之中的，这种存在的相信所涉及的是一种具有被指示的知觉，被指示的显现的多样性，被指示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等等的被指示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属于这种间接呈现之给予性的有连贯地证实的道路，——当然这是在我自己的生活领域中进行的证实，但是这种证实完全保持在准当前化的样式中，根本不可能过渡到自己的直接的经验中。直接的经验始终只是准当前化。只要这种间接呈现的经验是以一致性进行的，我就只能相信这种被间接的东西，并相信在那里的身体物体实际上是身体，但不是作为按照其身体性被原本经验和可原本经验的身体，而是作为另一个人的身体被经验的。


  因此作为在现象学考察中的第一的东西，我拥有我的原本的世界，我的自然和通过我的原本的身体在我的环境世界中存在的我本身。这个世界是我的“客观性”之系统，但是在这里客观性所意味的是一种属于我的生活的构成方面的构成物——我的非-自我，不是我的内在时间上的生活本身，只要它的客观性作为综合的统一的构成物在其中存在，在生活中存在，这种生活能在它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诸意向的体验之综合的统一中，作为课题上同一的东西并且可一再地视为同一的东西被构成，因此在对生活脉动之内在的时间性和内在的个体性之关系中的理想的东西，超时间的东西能被构成，而且是与自己的客观的空间时间性一起被构成。


  但是现在我获得了具有其构成性的生活的，具有其被构成的世界的，主观地围绕它们的身体定中心的等等的诸异己的主观，并将它们补充添加到我的原本的世界上，补充添加到作为个人的和进行构成的主观的我身上，我是作为在准当前化的方式中间接地构成的第二性的客观性获得它们的，这种客观性是由处于我的原本的世界之中的诸物体——这些物体现在获得了异己的身体这种统握，和在这些物体中存在着的诸自我主观（另一些自我主观）这种统握——指示的（因此是以准当前化的方式间接呈现的）。


  更详细地说，动因是这样一种动因，即我只能通过以下方式将异己的身体统握为异己的身体，即我将它统握为另一个人的原本的身体，并因此我和在它的被间接呈现的原本的世界之中的被给予的它的原本的物体，即“自己的身体”一起设定属于我的原本的世界的物体，即“异己的身体”；接下来，我和我经验为我的原本的自然的自然一起设定这个他经验为他的原本的自然的自然。


  在这种纯粹超越论的考察中，就是说在连贯的现象学的悬搁中所进行的考察中，我不仅在我的自己的原本的生活之范围内和这种生活之原本地构成的世界（自然，具有诸精神特性的自然，这些特性仅仅由我自己而获得它们的原本的意义）之范围内，获得一种特殊种类的“表象”，它们在这里意味着是关于另一些人的表象，并且不仅获得关于以下情况的理解（也许是一种生成方面的理解），即我如何在我之中获得关于另一些人的“表象”，而且也阐明以下情况，即在我的原本领域中，一种特殊种类的经验如何可能，并且被现实地虚构出来，在其中，我的某一个原本的事物能够由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原本经验变成一种间接呈现的基础，借助于关于这个事物的经验的主观的性质引起一种准当前化，关于这个事物的经验的之主观的性质作为和这个物体性东西不可分割的而导致对一个异己的主观性的设定，但这是这样地导致的，即这个被一起设定的东西并不是与在我的原本的世界中存在的并且本身是在我的原本的世界存在的东西的那个原本的物体不可分割的。因为严格地说，这个物体以与我的身体物体类比的方式指示第二个原本的身体物体性和具有该身体物体性之一切主观的特殊化的身体性，具有其必然地受限制于诸显现方式，受限制于其定位零点的存在等等，因此第二个原本的世界和第二个原本的为自己本身存在着的主观性被指示，或者是与我的原本的世界和原本的主观性一起借助于进行准当前化的经验被一起设定，这种进行准当前化的经验是能以前后一致的方式证实的，并且事实上得到了证实。异己的主观性及其原本的世界之这种间接呈现借以形成的动因在我之中和在我的原本的世界之中发生的更详细说明，是由“移情作用的理论”提供的。


  那么我不是有两个自然和两个世界吗？一个是我在我之中原本地构成了的，另一个是我作为由另一些人原本地构成的而准当前化了的？我在我的原本的世界中有异己的物体，并在被施以移情作用的世界中有一个面貌相似的人，或更确切地说，在被施以移情作用的世界中借助于异己的物体间接呈现的面貌相似的人？人们也许还会问：有可能存在下面的情况吗，即我是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我前后一贯地在我之中和在我的世界之中获得间接呈现另一主观和另一些主观世界的动因，而这另一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就上面这个问题而言回答就是：当然，在任何时候以下情况都是可能的，即外部的经验，不论是我的原本的经验，还是间接呈现这种第二性的经验，都会欺骗我，得不到证实，而是被取消。正如对我的第一个世界的确信是假设的，然而在一致性的进展期间却是毫无疑问的一样，对这个被间接呈现的世界的确信也是如此。很可能，在我这里我的相信会变得无效，但是只当在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世界经验产生出关于这种情况的动因，并且相反的经验在它那个方面得到连贯一致地证实时，才会产生这种情况。因此，在我的一致的经验之进程中，对于我而言并不存在自由的相信、不相信或者怀疑和持续地怀疑。在经验之这样一种进程中，确信是一种必然的确信，并因此是毫不怀疑的确信。


  然而以下情况真的不可能吗？即我的全部的生活如它进行那样地进行，并且我关于另一些人的全部的第二性的经验都前后一致地得到证实，而这另一些人就自己本身来说却完全不存在？他们自己的存在仍然是处于原本生活之中的存在，这种存在我只能通过我的生活之进程，在与我的经验世界中的某个有机的物体的关联中，以移情作用的方法设定，并且不断地在我之中得到证实。然而这些证实是我的生活之样式，它们可能是一致的证实，因此我一定会以间接的方式相信这些为自己本身存在着的诸主观，然而它们却并不存在。于是我就会处于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中：我相信，我一定会以合理的方式相信，另一些人存在，并且这种对于他们的确信是前后一贯的，甚至如我能够假定的那样，是理想的，以唯一可能想到的方式无限地（in infinitum）证明为正当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以想象这另一个主观不存在吗？但是如果我说，很可能它的确不存在，在这当中不是包含着这是可以想象的吗？我不是处于一种明显的矛盾之中吗？我应该如何实行这种思想呢，因此使以下这种可以想象性、可能性成为自明的，即另一个人不存在？然后我还可能想附加上，他虽然存在，但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存在。——然而只是想通过以下方式附加上，即我将这另一个人的存在正是直观地而且是以全面的直观性导致实现。我从本质方面并且一般地认识到：当我经验我自己时，我不可能实行我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另一个人存在或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我只能将之当作一种充实之可能性来实行，而且是将这种充实当作在我的生活之整个的进程中连贯地证实，或不能连贯地证实之可能性来实行。如果我认为，这种证实是决不可能被打破的，既不会被这些经验之偶然的进程所打破，也不会被我的任意的介入所打破（在与通过移情作用被经验到的另一些人的社会交往中），并且如我由于迄今为止的一致性所假设的，它始终仍会这样地存在着，那么，我事实上就表明了另一个人不存在的不可能性，不可想象性，而且这是从他那个方面可以想象的表明不存在的唯一的方式。属于我关于另一些人的经验之特有内容的是下面这些东西，即他们这些对于我而言在移情作用这种间接的方式中作为在此存在的而被引起的人，有一种为-自己-本身-存在，正是这种东西和另一些人的环境世界一起达到了准当前化。因此，对于我而言，以下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即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正如我没有自己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一样，等等。此外，对于我而言，以下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即对于任何一个不同的自我（这个自我，我本身只能是以所说明过的方式经验过）情况可能是不同的，正如对于我而言情况可能是不同的一样。不论我怎样改变对我和我的经验世界的想法，这种关于异己者的经验始终存在着，并且对我的自我之任何一种这样的可能的改变，都有一个可能的另一个人与之对应。根据移情作用改变对他的想法，这必然意味着，对我自己和我的动因改变想法，并且不论我怎样想到他，他对于我都是另一个人，是对我自己的改变，是我的类似物，当我在他之中重新发现我，或在我之中重新发现他时，这个类似物对于我只能以直观的方式存在。我说在他之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定会想到我的身体变成了他的身体，或者他的身体变成了我的身体等等。


  对精神错乱的反对意见


  如果我变得“完全精神错乱”了，并且我的经验世界变成了“一团混乱”，毫无统一的意义，那会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任何动物和人为我在此存在了。为此他们必然不存在了吗?他们不可能一定会存在吗？尽管对于我来说，设定他们的任何根据都没有了。


  诸异己的主观绝不是在我的生活中的主观上的形成物，尽管它们对于我来说只有通过连贯一致的移情作用才能存在。但它们并不像诸物理的事物那样，作为在我的自我学的领域中被构成的现实性，在我的自我学的领域中被意识到的现实性那样存在的。它们是那种恰恰是在另一个生活中以原本性而有着现实性的东西之诸准当前化。如果现在对于我来说，另一些人已经在此存在，那么我很容易就能够想象，他们如何会变得异常，他们如何会变得精神错乱，最终我达到一种界限，达到一种可能性，即对于他们来说，甚至连一个原本的自然都始终没有构成。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们恢复了正常，他们从前被中断了的构成在这种新的正常状态中又被与后来的构成联结在一起了，他们借助于间接的经验，在关于另一个人的诸经验的事后理解的中介下，填补了这些空隙，等等。如果我已经有了处于一致的经验之中的另一些人，并且我相应地思考：我的经验的统一消失了，这种经验的统一又建立起来了，我通过现在重又被给予的这另一些人的中介获得了一个普遍的一致的世界，那就每一个人都可能变得精神错乱，并且我本身能够想象我变得精神错乱了。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变成精神错乱的吗？不可能存在以下情况吗？即一般而言，众多的纯粹的主观自为地存在，但却是处于一种没有世界的生活之中，因此就没有任何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显然是一个被共同地构成的世界之前提？人们会反对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存在众多唯我论的自我，然而这种众多却是不可认识的，而且是绝对不可认识的。但是这种众多之存在的前提不就是下面这种可能性吗，即这种众多作为众多是可认识的，而这又以一个与所有的自我及其生活一起被共同体化了的生活之可能性为前提——因此又是以一个共同体为前提？对此必须进行仔细的思考，对此似乎没有任何答案是可能的。注1125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即对于我而言另一些人是毫无疑问的，那么现在属于另一些人的存在之自身固有的意义和第二性的毫无疑问的意义就是，而且必然就是，我作为我的构成方面的理想的形成物所经验的这个原本的世界与每一个其他人所经验的世界是同一的世界。但是乍看上去似乎存在着矛盾。因为我的原本的世界肯定是一个在我之中构成的意义形成物和存在形成物，而另一个人的原本的世界则是他的意义形成物和存在形成物。每一个主观性都有它自己的原本的成为现实的东西，并在这些成为现实的东西中一再地经验到综合的统一，在他们的现实的和可能的意向性中出现的综合的统一。在这里如何能够存在同一性呢？或更确切地说，如何能够借助于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的中介以经验的自明性经验到这种同一性呢？回答当然是：我在多种多样的经验中——这些经验的每一个都有其意向上的对象性东西——进行经验，然而是这样地进行经验的，即这一个经验和另一个经验经验到同一个东西。因此我是在综合之一切关联中，首先是在当前的对象性东西和（自己的）过去的对象性东西，即被重新回忆起的对象性东西的综合之一切关联中经验到同一的东西。因此我也必须将我所经验到的我的诸事物，与被异己者经验到的诸事物相应地视为同一。诸自己的经验和被准当前化了的诸异己的经验必然会综合地达到符合一致。“事物”和世界（自然）“在”对另一些人的移情作用“之前”和“在”另一些人的一起在此存在“之前”，是处于我的生活和特别是我的经验生活之普遍的一致的关联之动因中的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思想上的综合统一。在这里，经验意味着最初阶段的经验，原本自己的阶段的经验。如果我们将移情作用和另一些人加入进来，那么事物和世界就是我的诸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和所有其他人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诸综合统一，在这当中，能通过移情作用为诸不同的主观建立起来的诸不同的自我主观之经验的综合作为新东西发挥其作用。因为这个共同的、同一地被建立起来的、具有敞开的地平线的世界被构成了，并且对于总是能够重新经验的诸异己的主观而言的，因此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诸敞开的可能性被构成了，现在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这个属于现实的和有理据的可能的共同体化之敞开的无限的多种多样的主观的现实的和有理据的可能的相互连贯地一致的诸经验之统一。


  精神上的正常性。作为真理之前提条件的正常性，作为理性的能力的正常性


  思考这些可能性和所属的必然性的我“在精神上”是“正常的”，我曾拥有并且现在拥有一致地进展着的经验，我以被证明了的有效性拥有包含于这种经验当中的自然和精神世界，完全是预先给予我的和继续给予我的现实的自然和现实的精神世界。我有从事正常的任何种类的总的来看是成功的经验的思想活动和逻辑的思想活动，合理的行动等等的自由。我也能够将我想象为是精神错乱者，但是在我这样想象时，实际上并没有精神错乱，如将这个精神错乱者作为可能性“合理地”建立起来的思想活动本身所表明的。关于精神错乱者的思想的可能性是以非精神错乱者为前提条件的，正如在一切种类的和一切类型的特殊的“诸非正常性”方面的情况所表明的，它们是（因此本身更早的）正常性东西之诸本质的变样。如果我——这个我存在着——能够将这个精神错乱者“一起存在”想象为一种“实在的可能性”，或者只是想象为在一致的幻象之单纯的可想象性意义上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就是与我相关联的，并且是以我的正常的存在为前提的。现在我也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本身会变得精神错乱，且在这种精神错乱状态中我没有了任何的世界和其他人，而且在这方面我也看到，在我的物理的身体性可能生病与此同时心理物理方面所属的心理方面生病这个名目下，在我的实际的构成当中的这种实在的可能性也许达到那样一种完全的精神错乱状态，这种状态甚至连一个一致的世界都没有为我保留下来。但我正是作为正常的自我才拥有下面这种可能性，由于这种可能性，我能够说，我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不正常的。同样我也看到，每一个尚未变得精神错乱的其他人，都可能会成为精神错乱的，而且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精神错乱的——在这当中，在背景中我作为这个可能的进行想象的自我始终被当作前提，这个自我在其正常性当中构成诸可能的非正常性，并且在他的正常地构成的世界当中非正常性当作现实的存在（与正常的主观性相关联的正常的世界之存在）发现出来。我还看到，在这当中，每一个其他人作为正常人都自动地与我等同，并能够占有同一的思想可能性和同一的思想必然性。但是这个正常的另一个人本质上是与作为正常在此存在的自我的我相关联的，但是在他的存在为我建立起来之后，我的存在当然也同样是与他相关联的，并且我看到，他能够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他的正常存在对于考虑他的关于一个精神错乱的世界的思想可能性而言，是本质的前提条件。


  但是如果现在我的正常的存在不仅是对于我而言的诸现实的世界而且是对于我而言的诸可能的世界之承担者（阿基米德式的基础），并且是与这些世界相关联的对于我而言现实的和可能的其它诸自我主观之承担者，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于每一个对于我而言现实的或者可能被引起的处于另一个人这种样式之中的自我主观而言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其它的自我主观之承担者，那就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使我成为正常的自我的那种本质形式会伸展到多么远？属于这种本质形式的不是必然就有一个是客观世界的环境世界吗？因此不是必然就有另一些人的共存在吗？如果我改变我自己，那么我就是在这种本质形式之中运动。我的自我之每一个具体的可能性都总是在这种形式中以不同方式出现的，但却是作为正常的自我出现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具体的自我和正常的自我这两个概念的情况如何呢？我作为完全精神错乱的自我不是具体的吗？或者只是因为此前我并不是精神错乱的，或者即使我是精神错乱的也能够变成正常的，而是具体的吗？可是这是必然的吗？并且对于每一个人也同样如此，如果我处于地平线中，我就必然会有其它存在着的正常的自我，但也有非正常的自我。或者我甚至能够并且每一个主观甚至能够具体地存在于一个以生成方式关联着的无限的主观关联之中，并且只能具体地存在于这种关联之中，而这种主观的关联从它那个方面先验地（a priori）就只能作为正常的主观的关联具体存在，并带有作为总是先行的正常的主观之变样本身的非正常的诸主观？这听起来是极其冒险的，甚至是荒谬的。但是我们必须真正地仔细思考在这里存在着的诸可能性和必然性。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这种正常性之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概念涉及哲学作为课题所拥有的真正的存在，涉及真理之全体和存在之全体。因此我们所涉及的是作为真理认识的源泉和真正存在之认识的源泉的主观性。为了能够建立起它自己的存在，主观性必须存在。如果它不为自己本身存在，不为自己本身显示出来，并在一种可能的思想行为中建立起来，它的存在就是悬空的。如果没有思想者，我就没有任何可思想性，一个虚构的主观之一种空的可思想性——这个虚构的主观能够思想自己本身，并且通过思想自己的存在而显示出来，而且同样能够通过以不同方式思想显示出来——，或者具有思想能力的诸主观之这种空的可能性等等，这些都以以下情况为前提，即我或者一个由我出发作为存在着的而被显示的东西，表明这种作为可能性的可能性。但是现在我看到，当我，这个通过进行哲学研究而进行思考的人，变成了对真正的存在之诸可能性的认识而言的主观，并且当我为我追求清晰性时，这个主观必须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将我这里的某种极为广泛的结构设定为前提了。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正常性的结构，作为我的是真正的存在之相关项的那种“理性”之本质结构，必然会进入到每一个对于我而言现实的和想象上可能的另一些人之中，这另一些人对于自身来说应该能够成为真理的承担者，超越论的理性之主观。


  如果一个世界能够存在，如果诸主观本身能够存在，为自己并相互地存在，如果一个数字的世界能够存在，如果诸本质的真理和本质本身能够存在，等等，那么诸正常的主观性就肯定存在；我不仅一般而言作为不确定的自我（ego）先于一切为我存在的东西，而且作为正常的理性主观先于一切为我存在的东西，而这是现在应该清楚而简要说明的大题目。


  作为现象学家，我突出强调自我（ego）是哲学沉思的必然的出发点，作为这样一种沉思，它使存在者全体成为对于我而言在构成方面可以进入的和可以理解的。这个我首先将之当作事实按步骤揭示的事实，在开始时只是未经具体揭示地进入目光之中的。但是不久我就看到，我不可能达到对该事实的真正普遍的揭示，而是必须使自己适应揭示自我（ego）之本质形式这项任务并能够逐步地而且是无限地（in infinitum）得到解释其本质结构这项任务。自我（ego）作为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本质，不是从一开始就是正常的理性-自我（ego）吗？或更确切地说，落到我身上的理解一切对于我而言的（在我的对本质的理解中）存在者之普遍的结构，而且是在存在者，对于我而言可能的存在者，之全体的统一中理解这种普遍的结构的目标的提出，不是从一开始就形成以下情况吗，即我由存在者的诸个别的主导线索开始，并由结构研究开始，然后进展到诸可能的存在全体，进展到诸可能的世界（在诸可能的存在全体之最初的最广泛的意义上），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处于其统一性之中的构成方面的结构不是自动地就是作为理性-自我之统一吗？当然属于这个理性自我之统一的还有非理性之潜在可能性，联想之被动性，所有那些也一定正好在此存在的东西，因此自我能够具体地存在，就是说，作为理性-自我具体地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能够而且必须将一切不一致之变样，将一切种类的异常性，纳入到研究中来，我必须掌握一切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现在事实上属于这个世界的还有非理性的诸主观，短暂的或经常的“精神病患者”，并且他们作为这样的人实在地存在着，因此是一致地进行构成的，同样好地作为诸理性的主观存在，此外他们如同我一样，恰恰并不是绝对的和任何时候都是理性的。但是正如一再地说过的，我的合理性和在其中被构成的存在理念，我的存在之存在理念，在可能的连贯的理性当中（这种理性是我在诸现实的合理的行为中或多或少完善地获得的，因此在这里是作为现实的理性的人获得的）总是居先的。在这种情况下，并且由此出发，就应该问：作为总是被当作前提的合理性之改变的什么样的非理性的主观之形态是可能的，诸其它的主观和诸理性的主观的世界之前提从一个存在全体一般的和首先是对于我而言的我的存在的可能性的观点看，然后是敞开的众多的其他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的观点看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个客观的世界以敞开他众多的主观为前提。它不是以一个这样的理性的主观为前提吗？这不是排除以下情况吗？即缺乏理智的人，精神错乱的人，也能够存在，由于深刻的本质的原因，也许作为实在的可能性在一个实在世界之中存在，而且也许甚至一定会作为现实性在一个实在的世界中存在。但是当我本身必然存在时，就是说，当我在这里通过哲学研究仔细思考这些可能性时，一个客观的世界一定会存在吗？存在着这样一种本质的根据吗，它在我之中而且正是在我的自我学的本质之中建立起来，并使以下情况成为必然的，即一个客观的世界存在，诸理性的主观在这个客观的世界中存在，对于这些主观而言，这个客观的世界显明是共主观地真实的存在，或者能够表明是共主观地真实的存在，并在这些主观之中具体存在？在这里也产生这个重要的生成的问题。属于我的存在之本质的，并且以超越论的方式间接地属于诸其他人的存在之本质的，有一种构成方面的结构，由于这种结构，一个具有以世代方式关联着的人类的世代必然存在，这种人类世代将我作为已构成的了的人包含着？人必然属于存在之全体的存在，因此属于每一个世界之存在，以世代的关联之方式属于每一个世界，以致于尽管个别的人“死亡”，人却必然是存在着的，并且也许在这个世界当中作为理性的主观性确实总是必然地保存了死亡。


  〈b）其他人，世代，世界之对于我的自我在超越论方面的依赖性〉


  在任何一种意义上为我的超越论的开始提供理由的是什么呢？为我的超越论的开始“提供根据”的是什么呢？是与父母和更远的祖先之世代方面的关联吗？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是陷入到了许多困难之中吗？


  然而我必须说，而且必须一再地说，我，这个现象学家，这个在超越论的态度中不是从事现象学研究的人，而是以现象学方式进行研究和以现象学方式进行思考的超越论的自我：不论什么东西为我存在，并且作为世界万物为我存在，都是在我本身之中并通过我的超越论的生活构成的，因此这整个的世代的关联（作为人这个被构成物我本身属于它），也是在我的超越论的生活中构成的，作为可能的世间的经验之对象，如它本身，这个关联一样，是世间的，是可能的“经验”之对象。另一些人是在我之中，在我的完整的超越论的生活中，以某种动因形成的有效性的构成物，是我自己的习惯的获得物，在我的超越论的生活中总是能一再地习惯地以有效性被视为同一的，可借助于被更新了的经验综合地证明的。因此我看到了并且我说：他们真的存在，并且按照在我之中构成了的意义，他们是“像我这样的一类人”，具有他们的超越论的生活，他们的这种生活是我借助于（在我之中被引起的）异己者的间接呈现这种自身准当前化的样式以类比方式经验到的，即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经验到的，这种方式使我能够在我的已形成的能力中，越来越切近地达到该另一个人本身，获得对于他的越来越完善的知识和认识——总是在自身准当前化这种样式之形式中获得。即使是我自己的超越论的存在，对于我而言也是由一种由我引起的和由我实行的构成而为我存在的，并且是以与此同时在我之中产生的，并且是以对于我而言第一的确真性证明为正当的有效性为我存在的。所有这些东西本身都是在我之中进行着的超越论的主观的东西和已获得的东西，正如我本身在反思当中和思想当中所看到的和认识到的，并且在重复当中也能这样地看到和认识到，在这当中我甚至又获得了作为超越论的获得物的自由重复的可能性。因此我以有效性，以被证明了的并且能够继续证明的，而且能够习惯地改善的有效性拥有另一些人，就像拥有我自己一样好地拥有另一些人，同样也拥有了具有在其中的作为人的我们的我们共有的世界。但是在我的存在当中，并且在我的对-我-有效当中，我确实是发生在所有东西之前，一切有效的东西都是由我的有效的行为而来的，这一点我通过反思总是立即就能看到。人们也许会说，这“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很普通的东西：从认识的观点上看，我就是这个更早的东西，如果我不是这个更早的东西，那么我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该另一个人。但是这个“只不过”不就是一种对在这里存在着的超越论的事态之十分不充分的认识之证明吗？在这种事态当中不是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吗，即所有的另一些人的存在都依赖于我自己的存在？应该强调的是在超越论的意义上依赖于我自己的存在。


  如果我考虑到，对于我的超越论的存在之每一个自由可能的改变想法，都包含对一切世界和一切超越论的其他人的改变想法，这就会变得很清楚。如果我这样地改变我——这个我是对世界的构成者（并且首先是原始的世界）——，使得我成为任何一个可能的世界之构成者，那么我因此也就改变了所有的其他人。或更确切地说，如果我在我的超越论的生活方面这样地改变我，使得构成方面的关联变成另一种样子，并这样地改变，使得这个世界不再能够如其所是的那样借助于这些构成方面的关联证明有效，现在这个世界作为我的诸显现的世界，我的诸意指的世界，我的诸证明的世界，以改变了的方式包含着被任何一个由我出发被经验到的其他人或者根本没有包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恰恰就是一个不同的另一个人，或者根本没有另一个人存在等等。因为“他是另一个人”对于我而言所说的肯定就是，他是由我的构成而来的。因此很显然，按照超越论的方式说，另一个人的存在依赖于我的存在。但是同样也属于这个为我存在着的另一个人之意义的是，对于他来说，同样的东西也有效。因此这个世界就这样地为我和另一些人构成，并且借助于他们，共主观的世界被构成，以致于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依赖于我的存在，但是一切存在着的东西也都依赖于另一些人——为我存在着的另一些人——的存在。


  文稿3  构成性的主观性之存在的优先性。在世界  方面的自身客观化中不可以从被构成的世界中将构成方面的主观性想象为不存在的。〈自我之确真性和另一个自我之假定的确真性〉注1126  （1929年10月末至11月4日）


  现在，过去和将来都有其由我而来的（由具有其作为我的经验能力地平线的和经验能力的生产的变样的地平线的地平线的我的这里-现在-当前而来的）本源的存在意义，并且每一个本质学方面可能的世界都由我的本质学方面的改变而获得其在当前，过去和将来这种样式之中存在的意义。我与我的所有的可能性（有关能力的可能性之幻象的可能性）相符合一致，在这当中，我的当前和我的世界的当前与我的自我之每一个可能性变样之当前的共存相符合一致，并与我的自我之可能的世界符合一致，因此在一切时间样式中符合一致。


  我能够从当前出发理解并认识没有我的世界生活的过去，我生活于这个当前之中，并且我也能够由它认识我的生活之过去的一个片段。


  我通过当前的移情作用“直接地”认识另一些人，但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也间接地认识另一些人。这种在我的当前的生活中有理据地出现的移情作用，就本身来说是间接地进行当前化。在我的原始地被经验的世界之中出现的物体的身体性间接呈现另一些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将另一些人经验为是进行经验的共主观，并且在他们的共同经验当中，我获得作为我们的世界的客观的世界：在这当中，我和我的原始的当前同时承担这整个的世界经验和这整个的世界认识，以及另一些人的存在。这在任何一种形式的世界之中都存在，也就是说，世界能够被设想为被原始地经验的世界，世界能够被设想为被客观地经验的世界，因此是以本质学的变样存在的。


  那么以下情况可能吗，即我像下面这样在思想上改变这个被给予的世界，使它如它存在那样通常是存在着的世界，而我却不存在，不在这个世界之中出现？我能够以无限多的方式自由地改变对这个世界的想法。但是我不可以忘记，每一次改变对一个事物的想法，例如改变对这座矿山的想法，我本身作为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的主观，和在这个被在想法上改变了的世界之中的主观，也必然一起被改变。我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被改变了，我的进行经验的生活和对经验当中的存在进行证明的生活可能不再像从前那样进行了，这个生活现在存在着，正如对于作为这个现实自我的我存在着那样存在着。反过来：如果我将我直接地变成这种改变想法的行为之对象，那就意味着，我的进行经验的生活之以下面这种方式的每一种改变，即诸现实的和可能的一致的经验之系统被改变了，为我存在着的并且作为存在着的继续得到证实的这整个的世界发生了变化。我失去了作为我的事实的具体的生活之当下的事实的自我的自我，但是我却没有失去我的作为这个被改变了的世界之当下的自我的自我。我是同一的自我，只不过我必然地具有一种不同的进行经验的生活。如果我充分地自由地改变这个世界，并且如果我运动于纯粹的可能性之中，那么我就必然地作为被一起改变了的自我存在于所有这些改变之中，而且是作为这个“当前的世界”之中的，在这里就是每一个被虚构的世界之中的被改变了的然而却是“当前的”自我存在的。并且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作为可能的而被想象的世界的世界之过去和将来，恰恰是属于这个当前，这个是我的当前的当前。诸过去之构成和诸将来时间之构成，以及世界事件之构成，本质上都具有同一的样式，并且总是与处于变化之中的我的原始的自我相关联，正如在我的事实的自我之事实的世界中一样。


  在某种意义上这当然对属于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其他人-自我及其改变都有效。但只是这样地有效：每一个其他人都是对于我而言的其他人，在现实的世界之中作为现实的存在者，在每一个可能的世界之中作为被包含于其可能性之中作为仿佛（quasi）存在着，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对于我的自我之可能的变样）而言作为“另一个人”存在着。这个我，通过移情作用，就是说，通过进行呈现的准当前化由我的原始的存在经验到的另一个人，对于我而言是另一个自我，如同我一样是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这个我作为构成者与它有关系的同一个世界而言的主观；这另一个人被我经验为构成者，作为构成者，他从自己出发，并从他的当前的生活出发，构成世界的当前，并且以广泛的本质的形式和广泛的构成的形式，按照过去和将来构成具有时间内容的世界的时间性。


  如我说过的：我的存在是这个我作为存在着的而经验到的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因此我不是也必须说：这另一个人的存在，并且每一个其他人的存在，也是这个世界所不可缺少的，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世界一定会包含每一个其他人吗？


  如果另一个人本身如我本身一样是这个世界之构成者——而且我是将他经验为这样的构成者——，那么当他如同我本身一样进行沉思时，他就一定会以有洞察力的方式思考：“我不可以将我想象为是这个世界可以没有我；不论任何时候我对它进行虚构变换，这个世界总是一再地将我本身作为被虚构变换了的东西而包含着，将我作为自我包含着，这个自我从我的原始的领域出发经验着这些和那些事物以及作为我的另一些人的任何一个个人，并且通过他们又间接地经验作为共主观的存在者的一切世间的东西，作为‘客观的’世界的一切世间的东西”。这个有关的另一个人有权利这样地思考，因为他是以确真的方式看到了这一点的。尽管我当然没有原始地经验到，但是我不是一定会承认他做得对吗？我不是能够连带地经验他的进行洞察的思想行为吗？


  这种考察不是置我们于困境之中吗？让我们来思考！我确真地说：我存在，尽管我于经常弄错我。我的如此存在包含多种多样东西，这些东西并不都是确真的，然而我存在，我作为经验着这个世界的而存在，与此同时，这个世界的存在确实性却决不是确真的，然而作为被放到括号中的存在确实性，作为被以为的存在确实性却属于确真东西。下面这些东西也是确真的，即不论我怎样虚构这个经验世界，我作为人都必然一起属于它，属于这个作为我的，在这当中被一起虚构的、超越论的、进行经验的自我的经验之统一的世界（我的经验的自我之改变，世界之中的这个心理物理的人之改变，必然属于我的事实东西之改变）。不仅是处于他的如此存在之中的而且是处于他的存在之中的另一个人，对于我而言并不是确真的，对于他而言则是确真的。这就是说：当我确信这另一个人存在时，我也确信，当他实行反省时，他能够意识到他是以确真性存在的。但是这个“情况是如此”，这第二个确实性，依赖于第一个确实性。当我就他属于这个世界并属于一切可能的世界继续进行沉思而设想他时，这另一个人对于我而言并不是绝对必然地存在着的，并不是绝对必然地是作为在世间的存在者存在着的。我看到，关于他的存在我可能会弄错，因此关于他的对世界进行构成的存在我可能会弄错，并且关于他的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是对于这个同一的世界进行构成的存在，我也会弄错。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这个客观的世界之分阶段的构成。“只要”在我的原本的领域中没有另一个人被构成（假定这是现实可能的），我的原始的世界就只是我的原始的自我（ego）之“构成物”。但是只要我经验到，而且是以合法的有效性，尽管只是假设的有效性经验到，作为另一个人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我就设定了另一个人的作为他的自我（ego）（超越论的自我[ego]）的构成物的原始的世界。但是同时也很明显，就我的原始的世界和他的原始的世界之某个范围来说，存在着同一性，并且由于交互的共同有效性，这种同一性就会向这一方面和那一方面的剩余的东西传播开来，这样，一般来说，一个共同的世界就被构成了，并且现在也被作为共同精神的文化世界构成了。


  现在我有了两个自我（ego）（或更确切地说，更多的自我[ego]），我的自我（ego）对于我而言是确真地毫无疑问的，在其中，另一个自我（ego）是以经验方式毫无疑问的，与此同时，这另一个自我（ego）作为它的自我（ego），本身是确真地毫无疑问的，此外，当我以经验的可靠性对作为我所是的我和为我存在的我的我进行经验时，我是确真地存在的。我并不相应地拥有两个世界，而是只有一个与两个自我（ego）在构成方面关联着的世界，只是以这样的方式拥有一个世界，即我（这个我在这里就是对我进行思考的人）始终处于优先地位。通过我以经验的可靠性拥有另一个人的方式，我经验这个对于我而言是我们双方的世界。当我拥有的不再是（如当我没有经验到另一个人那样）作为世界的我的原始的领域，而是拥有在构成方面与另一个人的原始的领域关联的，并且以构成世界的共同体与我相关联的作为世界的世界时，我就经验到这个世界，关于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给予方式，都有他的原始的“视角”，并且每一个人都有其这一个人通过另一个人构成这个世界的方式。这个世界现在是双方共有的世界，是两个超越论的自我（ego）共有的世界，是两个相互地被经验到的人-主观共有的世界，而且不是那种仅仅属于这一个自我，仅仅一起属于它的具体化的构成方面的形成物。但是，这个世界虽然是由我而来的，却仍然是由双方而来的，由我和另一个人（尽管对于我而言是作为另一个人被构成的另一个人）构成的，所以具有共主观的存在意义。因此以下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如果没有这两个自我主观，这个世界就不能存在，并且这两个自我主观当中的每一个自我主观都确真自明地知道自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知道，由它自身出发所经验到的并且以可靠性对它有效的另一个人，并且每一个自我主观都一定会在下面这个假设之下接受另一个人必然属于这个世界这种确真的可靠性，即另一个人真的存在，这另一个人真的不会改变它的在此存在之一致的表现。


  如果现在我们假设，我构成的不是另一个人，而是敞开的众多的另一些人，自由敞开的不确定的另一些人，那么我以有效性拥有的这个世界当然也就会有其不仅是由我的具有诸确定的个人（直接或间接地借助于他们的消息）的现实的共同体规定的它的构成方面的意义，而且也具有通过不确定的，尚属大概可能的，在现实性和可能性当中能够经验到的共同体规定的它的构成方面的意义。这个世界本身确实是一个确定的世界，然而又是一个敞开的不确定的世界，并且每一个人，更确切地说，在我的经验当中出现的每一个人，不仅是这个世界之中的在此存在者，而且作为超越论的自我一起在此存在，不仅是作为有身体的自我在他的原始的世界之中存在，而且是作为他们的经验对我一起有效的另一些人，因此作为与我一起进行经验的人，并且反过来，作为也与我一致地进行认识的人在他的原始的世界之中存在。世间的一切东西都是共主观地构成的。共主观性之构成，共主观的世界之构成，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并且拥有一个相应的地平线，在这个地平线中，当这个世界总是呈现出在与新的自我主观的关联中的新的共主观的意义时，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就是预先有效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又是不能从这个世界中划掉的，预先就不能划掉的；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这每一个人正是共主观，并且对于我而言，在这种敞开的众多的人当中，这每一个人也是不确定的，并且是被每一个人所预期的人。


  我还可以说：为我存在着的这个世界的意义，作为由我的经验而来的世界的意义，由我的超越论生活而来的世界的意义，决不是一种完成了的意义，而是一种无限敞开的意义。这种意义在我的经验之进展中继续地形成着，不仅是在我的原始的经验当中，而且也通过对另一些人实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继续形成着。每一个确定地被指向的并且是以一致性进行的移情作用，都为我获得一个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的共主观，并通过这个共主观获得一种与该共主观和该共主观的具有我并具有所有其它的共主观的共同体联系着对意义的新的预先规定。因此在这个方面也进行着一种对作为共有的世界的这个世界之意义的继续扩展。但是我作为“老练的人”（我是作为这样的人进行思考的）预先已经有作为共有的世界的这个世界，我总是不仅已经有了作为环境的确定的人们和动物，而且以下面这样一种预见拥有一个具有敞开的众多的也许可能一起在此存在的未知的人和动物的敞开无限的世界，即在现实的经验（我自己的经验和对于我而言已知的诸其他人的经验）之进程中，事实上会出现未知的新的其他人，世界之意义形成的新的共同承担者。因此看起来，所涉及的是“客观的世界”，共主观地构成的世界之意义形成的扩展，但是这种意义形成的扩展是在一个总是已经实行了的普遍的意义形成之范围内进行的。对于这种意义形成的扩展而言，已有一个敞开的地平线被预先规定了，并因此这种意义形成的扩展之普遍的样式也已经被以下面这种方式预先规定了，即诸未知的另一些人构成的地平线由新的变成已知的地平线占据了，尽管始终又保留一个由未知的另一些人构成的地平线。


  现在就很容易理解了，我必须在什么意义上说：我确实与作为对这个世界进行构成的共同承担者的每一个其他人相同。正如我本身一样，每一个其他人对于这个世界之这种在此存在（这个同一的世界，这个对于我而言现实的世界，是客观的世界）都是必须的。只要我不放弃这个世界，我就不可以将任何一个人想象为不存在的。不能将任何已经确定的其它的主观想象为不存在的，而且也不能暗含地（impricite）将任何一个在敞开的地平线意义上被预先规定的（尽管是不确定的）其它的主观想象为不存在的。


  不应忽视在世界之构成中“存在者”这种意义的形成物之相对性。第一个本源的意义形成物是在原始的领域中的意义形成物，作为在其中本源地显示的存在者（它带有其内在的地平线和它的由其它的原始的存在者构成的敞开的外在的地平线）它始终是活动的。在诸地平线之中的这种构成之意义的敞开性，只不过是对于通过共主观性的更高的意义形成的基础。注1127这种意义敞开性不仅扩展了原始的自我（ego）之意义形成物，譬如这样地扩展，即在这里是存在者和如此存在者的东西以及已经在其中被规定的东西，只是在更详细的规定当中才能得到充实（这些更详细的规定部分地能够充实这个原始的自我[ego]），或者这样说也是一样，这种意义敞开性对这同一的东西之外在的地平线借助于某个存在者进行充实，而且也许是借助于通常并不是可进入的，就是说，并不是直接原始地可进入的存在者进行充实。这个原始领域的这个相对的存在者在进行构成的另一些人之共同起作用当中，当然仍作为同一的存在保持着，并带有一切原始地显示着的特性——但只是在某种意义上保持着。因为在对我的原始领域中的我的经验和另一个人的被施以移情作用的经验的共同体化当中，虽然进行着视为同一，但却并不像下面这样简单地视为同一，仿佛每一个世界客体，并且一般而言，另一个人的这个共同的世界领域，都在构成之单纯的重复中被提供出来，因此处于自我的经验和另一个人的经验之综合统一之中的全部世间的实在东西都完全是相同的。一方面是“重复”，是不同的自我之中的相同的东西之相同的构成尚绝对不是数量的同一之中的同一个东西之构成并因此是同一个世界之构成，另一方面，以共主观的方式的构成并不仅是作为同一的东西的原始相同的东西之构成。


  因此首先：共主观地构成性的综合将诸暂时原本存在者之综合带到一种共主观的存在者，对于这个共主观的存在者而言，这一个存在者和另一个存在者的每一个经验都综合地共同起作用。在这种构成性的综合中，又存在着——共主观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如果我们保持一致性，或更确切地说，保持这个真正的存在者之领域，那么我们借助于这种综合——这种综合是作为共主观的综合在那在每一个原始的特殊领域中以相同的方式构成的东西（而且是在通往本源地属于移情作用的我的原始领域中和异己的自我的原始领域中的异己的身体之同一性符合的道路上达到个别的符合东西）之间建立起来的——就只获得一种客观的世界之核心，即共有的自然。然而是这样地获得的，即这一个人作为剩余的东西所构成的东西，在被建立起来的共主观的综合中，如能够进一步理解的，必然将自己作为更详细的规定带入到非-自我之敞开的地平线中，并且反过来。虽然诸显现决不是同一的，因此决不是立即就可以相互替换的，除非是在“正常的”人的共同体之日常生活当中。确实，经常存在着足够多的心理物理方面的异常性（疾病，身体的感官性之天生的差异）。但是“诸显现着的事物”在身体上的这种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是在经验当中被密切注视的，使事物本身能够作为所有这些“显现”之同一东西被构成）本身已经属于每一个原始领域，这个原始领域对于每一个主观来说是同一领域。理想地说，按照其心理物理的情况，每一个事物都有处于与这些情况相应的诸显现之中的同一些事物，据此，人们相互理解，或更确切地说，人们在交流当中也经验到这同一的存在着的事物，在交流当中人们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们由正常的基础（移情作用本身所提供的基础）出发实行视为同一，并返回到心理物理的状况去解释诸种差异。通常人们将那种不得不包含将相应的诸要素当中的作为假象的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的东西认为是不一致的东西。色盲者完全正确地在看，因为他关于颜色的有偏差的经验并不是错误的，而是属于他的“心理物理构成”的。只当我将“正常的”共同体之“正常的”看的行为当作真理的标准，我才会将他的看的行为统握为错误的。如果由于“疾病”，我的心理物理的结构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那么我就会像他一样地看这同一的事物及其视觉上的诸特征。这个物理的自然事物“本身”处于相对性之中，但是这种相对性并不是首先来自共主观性，并不由于共主观性而被改变。注1128


  经验世界之诸文化规定的情况就不同，这些规定都来源于共主观性。技术产品都是属于世界的，属于每一个人的世界的，这并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已经为自己原始地构成了这些产品。一座桥首先是由于在这里的这种共主观性才在它的普遍的目的规定当中是为每一个人的，并且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这种单纯的自然的相对性。同样，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不仅是因为许多的心理物理的生物都在世界之中存在才作为存在着的而在世界中存在，而且是因为对于团体的形成而言，对于作为团体的成员的每一个成员的成就而言，这些有关的生物都是以共同性在构成方面起作用的主观，并且在国家这个世界之中是通过权利以共同性在构成方面起作用的主观，而这种权利又是建立于共同体化之构成性的成就之上的。


  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假设了这整个的令人惊奇的论述都依赖于它的一个隐蔽的理想化了的前提。


  我们假设了处于继续进行的经验之中的世界之存在。这个世界被经验为一个“有历史的”世界（在历史东西之一种扩展了的意义上）。我能够按照其“历史”询问这个世界，我是将这种历史作为按照过去和将来都是无限的历史经验的；过去的历史预先规定将来的历史。


  我以超越论的方式发现我是原始地进行构成的自我，并发现我的与另一些人相关联的以超越论的方式进行经验的生活，而这另一些人按照自然地被经验的对于我们而言的世界，又与另一些人相关联。我以预先的有效性由经验的一致性而拥有无限的世界地平线。但是只是借助于经验，这个地平线才在它的被预先规定的地平线结构内部得到规定，这种地平线的结构总是被假定为有效的，而且是以一种未知的，作为自身确定地被假定的内容而有效的。


  但是应该思考，世界对于我们而言总是以当下的意义对我有效的，总是作为如此这般相对地确定的世界存在的，并因此它是“这个”世界，它刺激我，我进入到它之中生活，通过我的自由的活动生活，它的内容被一起规定。对于那些本身由经验而以某种内容——他们的一起进行构成的生活之领域就属于这种内容——对我有效的其他人也是如此。我们以持续的相对性拥有处于其如此存在之中的这个世界。我们由于我们的处于地平线方面的无限性之中的经验而设定这个世界，关于这个地平线方面的无限性，我们事实上什么也不知道，它是以假设方式被预先规定的，但并不是在无限性当中被给予的。在这里出现了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事物、动物、人可能是假象，甚至是共主观的假象。这些假象都影响我们，然而它们并不存在。我们将它们从存在当中删除掉。这样一来，这个迄今对我们有效的世界就没有违反这种意义之一般的东西（整个的领域，我们可以说，世界一般）便按照它的存在意义发生了变化。据此，看起来好像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中删除许多东西，而且也能删除诸主观，以这样的方式删除，即当它们作为属于世界的而对我们有效时，如果这个世界不改变它们就不会对我们有效。只不过我们“关于世界的表象”发生了变化。然而在这里我们是在存在着的世界这个理念之前提下运动的，这个存在着的世界处于一种相对主义之中，即处于其对这个存在着的世界之关系中的诸被以为的世界所具有的相对主义之中。这种假象意味着，这个一致的经验之进程是一种不同于由迄今为止的动因和迄今为止的经验为我们预先规定的进程的进程。但是在考虑这个世界之诸可能性时我们也许恰好改变了这个一致地存在着的世界，我们本身和我们将关于处于假象当中的“存在着东西”的“世界表象”改变为假象的一切改变都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坚持关于一个存在着的，因此完全确定地-一致地被思考的、无限的世界之理念，那么我们大家对于这个世界就是必然存在的，是作为现实的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存在的，作为被改变了的在这个被改变了的世界中存在的。


  生和死的情况如何呢？


  但是什么是“诞生”、出生呢？这是一种苏醒的样式吗？存在着苏醒的诸样式吗？1）由睡梦中苏醒：处于借助于作为过去的清醒状态的一种早先的清醒状态将这种清醒状态带入到综合之中的行为之样式中的苏醒。2）作为清醒状态的另一种苏醒，这种清醒状态在自身后面并没有任何被构成的过去。这在超越论上可能意味着什么呢？“心灵的变化”？一个最低级次的自我能够被理解为植物性的自我等等吗？在人的意义上，这个自我尚不是清醒的？


  附录I  〈原始的还原和唯我论的还原〉〈1929年10/11月〉


  我是如何在虚构时像下面这样想象变换这个世界，这个现实的世界的，即这个世界中的诸事物中的任何一个事物都被从这个被改变了世界中划掉了？


  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在这里现实存在着的世界被认为是被经验的世界，而且是这样地被经验的，即被归于它的每一个实在的东西，对于我，并对于作为共主观而属于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可能的经验之对象，但它是这样地是可能的经验之对象，即不管我们在进展中走多么远，不管我们不得不走上什么样的经验道路，我们都决不能发现经验）显然能够划掉实在的东西的经验确信，因此能使被经验的实在东西作为假象失效。


  反过来：因此这意味着对这个世界以下面这种方式改变想法吗，即可能的，在一致的共主观性中作为存在着的而被证实的，并且被继续证实的经验之对象，被继续地划掉了，与它相关联的这些经验样式被认为被改变为了这样一种经验样式，这种经验样式使它作为假象而失效了？这种改变当然意味着我们的全部的心灵内在性的改变。这位改变想法者在这当中将自己同一地保持在这种改变之中，并且在这个被改变了的世界之中以被改变了的方式继续存在，并且他也将别的人作为继续属于这个世界的保留下来，这个世界作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客观世界”而存在，它恰好要参照诸共主观。


  如果我将任何一个其他人都“想象为不存在”了，那会怎样呢？情况当然与刚才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刚才情况的特殊情况罢了。另一些人在这个世界中以通常称作移情作用的经验的方式为我存在。在这里也存在着一致的经验证实，或者由存在向假象的转变，而且我因此又能够将任何一个其他人想象为在这个世界不存在的。这样我就能够将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去掉。但是现在也可能将大家一起去掉吗？当然，只要我应该拥有经验世界，我就决不可能将这个作为进行经验的人的我本身想象为不存在的；我的作为当前进行经验者——在内在的本源的当前时间性中经验着这个世间的当前的、以身体方式进行看的、进行听的这个经验者——的当前的当前是不容改变的必然的东西。但是又应该考虑以下情况，即随着我的所有的伙伴都变成假象，剩余的世界不可能不经变动地保留下来，首先是我本身不可能不经变动地保留下来，而且特别是在我的心灵方面的存在中不可能不经变动地保留下来，在我的心灵方面的存在中，作为一致的经验多样性处于与另一些人的关联之中的，另外假设本该与另一些人处于关联之中的一切经验多样性都发生了彻底变化，更确切地说，都消失了。接下来我现在也彻底地改变了（尽管我仍是自己），整个的社会生活都消失了，整个的共主观的文化世界都消失了，尽管那个作为世界留给我的东西保留了与这个现实的世界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为关于这个现实的世界之变化的说法提供了意义，正如我仍然是同一的我，同一的然而却是一个从本质上改变了的（不是在实在的改变这种意义上改变了的）的我。


  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之中我真的就是一个人吗？我，这同一的我，真的就只是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吗？并且这个世界就是自然意义上的世界，然而却总被以为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世界，并因此已经作为精神的世界，作为文明的世界？如果我们称这个世界之每一个纯粹本质的改变都是“世界”，那么我们肯定就恰恰停留在名字上。被以唯我论方式还原了的世界不可以与原始的世界相混淆，或者说，唯我论的还原不可以与原始的还原相混淆。因为原始的还原是将世界之中的那些我在经验上以有效性所拥有的东西还原到世界之中的那些我原本地（originaliter）经验的和能原本地经验的东西。因此我将我还原到作为我的具体的自我之层次的我的原始的自我上。我的进行移情作用的所有经验体验都属于这种原始的东西，但是在这种体验当中经验到的其他人，即使是被合法地经验到的，则不属于这种原本的东西。就共主观的文化之一切规定来说，也相似。但是一个具有其空间时间性，并具有其唯我论的经验实在性东西的唯我论的世界，在继续的经验之中能够这样地形成，这样地获得新的意义（每一个进一步的经验都获得新的意义，但是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即在我之中产生这样一些经验的动因，由于这些动因，移情作用出现了，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在移情作用方面的继续证实之可能的一致性当中，另一些人合法地在此存在，因此这个唯我论的世界在经验之继续的进程中获得了一个共主观的世界之意义，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变成了通常意义上的人等等。


  因此在这里，在对包含于一个唯我论的自我之中的，或者包含于一个唯我论的世界之中的诸可能性之追踪中，一种生成变成可以想象的了，即一个唯我论的自我生成为一个人的世界之中的人，并且这个唯我论的世界生成为一个由它而生成的共主观的人的世界可以想象的了。属于一个唯我论的世界之本质可能性的是，在自我之进行经验的生活之进展中，这个世界不仅是作为唯我论的世界为该自我显示出来，而且是作为一个共主观的世界之受限制的表象显示出来。或者属于这个唯一（solus）存在着的自我之本质的是，它在它的继续生活的过程中，能够作为同伴中的同伴（socius）而存在。


  这可能提示，我和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种主观的发展，并且最后可以拥有一种超越论的主观的发展，也许是本质必然地拥有这种发展，在这种发展中，在我的存在和我的生活之超越论的内在性中，我首先为我在意向上构成一个唯我论的世界，尽管是十分贫乏的世界，然后又借助于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逐步地为我构成另一些人的存在，并通过这些经验——逐步地——建立起一个充分意义上的世界。反过来，在这种发展发生之后，并且在我作为“成熟的人”拥有了这个充分的世界之后，这些处于低级阶段的世界——这些世界对于作为低级阶段的自我的我而言是唯一对我有效的世界——就变成了一个充分的世界之仅仅是受限制的视角、“表象”，这些世界之最后获得的“表象”恰恰是由充分地进行构成的经验生活而来的对我有效的“表象”。


  附录II  处于关联之中的正常的人和异常的人之间的由情况引起的变化和不协调之间的区分〈1930年之后〉


  1）处于对于我而言的，对于这个单个的自我而言的知觉上的给予性之中的物体，处于自身给予性之中的物体，是处于进行透视变形的“诸显现”的多样性的直观统一——显现统一；因此物体对于整个的时间，对于作为知觉上的早先的给予性的全部的过去和作为在早先的可能的知觉等等中曾是可知觉的过去的全部的过去而言，是一致性的前提，是连贯的证实之前提。


  2）物体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可这样地经验的，它们对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显现统一，对于每一个人都是连贯地相符的一致性。


  对于正常的经验者的共同体来说（感觉上的正常性），人们彼此都是相互协调一致的。每一个人都从自己出发，从他的位置出发（在他的定位之中）拥有他的显现，他的显现系列，和在其中的显现统一，并且每一个人所拥有的和另一个人在相应的定位改变中（位置改变中）会拥有的，是同一些东西，并且当他理解了这种情况之时，并每次这样地理解了另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之时，情况就总是相符合的——对于正常的人的共同体而言是相符合的。对于异常的人的共同体而言是不符合的。尽管如此，我与异常的人取得一致，这个异常的人对于我而言确实仍然是对处于他的显现多样性之中的诸同一些事物进行经验的人。一种作为核心的存在必然是共同的，与此同时，那个不仅能普遍地使空间时间的形式视为同一，而且能个别地使空间时间形式视为同一的东西，也必然是共同的。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世界）作为对所有人而言的同一的经验的自然，如何在下面这样一个理念之下为我构成，即同一的自然以共主观的一致性呈现出来，但是这样地显现出来，即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由自然的诸显现构成的一致的统一，正常的人有他的正常的统一，异常的人有处于他的异常性之中的统一？然而正常性和异常性是这样的两个概念，它们首先具有与这样一种关联的关系。现在“这个”自然在这种关联中在一种对于所有的人而言同一的层次上呈现出来；或者诸显现之“变换”对于异己的诸显现之统握——这些显现是当我处于他的主观的定位之中，处于他的主观的情况之中时，能作为同一的东西拥有的——在这个层次上是可能的，而且它们涉及的是空间时间的东西，其中特别是空间时间的位置。那种超出这个东西并且如同属于每一个自然经验一样属于另一个人的自然经验之具体化的东西（这种本质普遍的东西同样直接就是共主观的），是作为对正常东西之偏离（对熟悉的感性传统的偏离）以不一致性被经验的。但是这种偏离本身立即就能被预见到，并且我立即就预见到这种偏离的样式，或偏离的大小程度，我能够跟踪这种大小程度。如果他的看的行为是异常的，那么他就确实有颜色，我能够查找“相同的颜色”，有关它的知识使我能够准确地预知等等。如果他原来就耳聋，那么我就能够借助于另一些感官性与他取得一致。按照作为自然的共同的世界取得一致首先是以以下情况为前提的，即异常的东西恰恰的确有其使向正常性还原成为可能的样式。但是这种一致性和不一致性应该清楚地与在自然之为个体—自我的具体化之固有进程中并又在正常的共同体化中出现的由情况而来的变化和对假象的排除区分开。


  文稿4  处于其划分之中的个人的环境世界。〈向纯粹的共主观性还原和向自我还原。第二笛卡尔式的沉思之开始〉（1930年3月7-9日）


  〈内容：〉处于其划分之中的个人的环境世界。个人属于其环境世界本身。对于我们而言，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世界只是以环境世界方式给予的。超越论的转向由此出发。


  对于每一个清醒的人来说，环境世界都按照一方面是处于“特殊清醒状态的刺激和行动”之中的个人的生活之思想活动（cogitationes）（这些思想活动具有我受刺激，我经验，我思想，我做事等等卓越的形式），另一方面是不清醒的背景体验的区分被划分成1）一方面是这样一种环境世界的东西，即个人直接地“致力于”它，对于个人而言它处于考虑之中，它使个人思考，它影响个人，它刺激个人等等，2）另一方面是这样一种环境世界的东西，它是不起作用的背景。


  一切清醒的思想活动（cogitationes）都借助于在个人式的自我之中的中心化而拥有其统一，而且不仅是在这种形式的行为举止中拥有。自我总是具有由它的习惯之统一而来的一种现实的兴趣之统一，并且因为它也许具有持久的兴趣，所以这个清醒的领域本身又能够被划分成：a）借助于一种现实的兴趣而拥有特殊的统一的东西，例如那种属于现实直接起作用的职业兴趣之活动的东西，为这些活动可以考虑的东西，在职业方面受当下背景（职业背景）刺激的东西，和经受转向的东西，被包含在职业行为之中的东西，或者只不过是被考虑的、被关注的东西等等。b）另一方面能够从背景中发出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唤醒作为具有诸习惯兴趣当中的一种不同的兴趣的这个个人的自我，而这种刺激对于55例如作为父亲，作为市民对其有兴趣的该自我来说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注1129c）这种刺激也可能仅仅是作为一种大致干扰发生，作为对于某一种兴趣的外在的联系发生，如还是在一种统觉使它“有意义”之前的一次爆发。


  意义的这些特性是与这些区分相对应的意向方面的特性。对环境世界的这种划分既涉及单纯的事物本身，也涉及总是已经具有习惯的意义特性的动物的和其它的环境世界。


  环境世界总是已经具有了它的被以统觉方式统握了的持久的类型的形态。这种划分并不总是具有生成方面的相同的本源性。诸种情况以相似性重复着，与兴趣的习惯相对应的是作为在诸意义中被划分了的环境世界的事后被被动统觉的环境世界。注1130与这个习惯的个人，如其当下所“是”的这个个人（而不仅是进行中心化的极）相对应的是这个个人之相关项的环境世界，而且是被现实地经验到的环境世界注1131。“统觉一般”是一种习惯性，这种习惯性在一种进行经验的理解行为中突然就会有其最初的实现，因此虽然是一种经验行为，但是带有一种空的然而却是特殊的地平线。因此这不仅涉及构成作为事物的事物，作为马这种类型的事物的事物等等的“已知的东西”，而且还涉及在我考虑之内的东西（并且还涉及本身只是在意向上空洞地一起存在的诸其他人）。


  人们也许会说：对于作为发展的人的我们来说，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有其意义，所有的东西都是令人感兴趣的，即使是“完全引不起兴趣的”背景，也只是相对地引不起兴趣，它们只是处于特殊的，占统治地位的，也许是职业上的兴趣之外，它们绝对不属于实际的“生活兴趣”，这种实际的“生活兴趣”以一种实际创建的方式属于这个生活之全体。尽管如此，所有的东西都能偶尔令人感兴趣，能够成为有用的，成为有价值的，也许在下面这一点上能够是有价值的，即它如何能受到考虑，是否能受到考虑，因此被置于有用的东西和无用的东西之对立面，这种有用的东西和无用的东西是意义之否定的特性，并且能够在统觉上成为这样东西，并且对于“发展了的”人，一切环境世界的东西都发挥其作用，即使是否定的作用。


  据此，这个具体的“环境世界”一定是“有意义的”，“令人感兴趣的”，按照个人的兴趣被划分的，被确定下来的，因此是个人本身的相关项（这个个人是作为他的总是已经被建立起来的诸习惯之同一的个人而存在着的）。在这里不仅能够谈论划分，而且也能够谈论分层。不论什么东西在涉及某些兴趣时已经有了意义，这种东西都是在对另一些兴趣的考虑中出现的，并且从它们的意义中获得了一种也许是新的维度，以致于这些意义决不是并存的，并因此决不是由一种兴趣之统一联结成一种统一，而是属于不同的维度。


  迄今我们都这样谈论，仿佛一个个人的环境世界真的只是由他，由一个个别的个人，而获得它的意义结构的。但是有关诸个人的引人注目的双重的立场是：一方面，他们都是这个预先给予的环境世界之中的客体，并且作为这种客体随身带有意义；另一方面，他们是诸个人，作为这样的诸个人被共同体化，并且现在不仅仅是个别地引起意义，而是在共同体中引起意义。环境世界之中的诸客体（这些客体对于进行交流的人的诸主观而言是普遍的）的意义属性在它的意义本身中回溯到已知的和未知的诸主观，这些意义都来源于诸主观的个人的行为。一般而言，个别的主观不仅有它固有的行为，而且有与私人的行为相对的、它借以在交流当中起作用的其它的交流的行为。即使是诸个人联结，也类似于一个个别的个人，具有作为联结的诸行为，我们借助于这些个人的共同的成就之统一的成果，将这些行为理解为总是在所参与进的诸个人之统一的交往的功能之中结合在一起的行为。在这里，这种成就本身具有在环境世界之中的存在，并且作为环境世界之中的事态具有意义之特性。这种特性溯源到诸个人的和他们的交往的行为。


  诸个人共同体化为一个持久的共同体，在最初阶段，作为思想意识的习惯，作为相互关联的类型的成就（家庭，民族）的习惯，能够从自然地在一起生活生成，并能够从本源的本能的源泉生成。或者在更高的阶段上，这种共同体化是由任意的创建而产生的，这种任意本身具有进行创建的诸个人之被共同体化了的任意之意义（团体、国家的创建）。这也表明下面这种可能的和重要的区分：一个以自然方式建立的共同体或者以创立方式建立的共同体可能或者是一个被局限于确定的个别的诸个人的共同体，或者按照它的意义是一个敞开的共同体，一个具有诸个人的交换的共同体，但为此所涉及的并不是诸任意的个人，而是这样的一些个人，他们由于已经共同建立的敞开性之地平线意义都已被按照共同的东西预先规定了。


  共同的世界借助于无私的经验之这种构成便建立起了以下的东西，即每一个人（通过直接地实行无私的统觉以物体方式在经验领域中出现的每一个人）当然（eo ipso）立即就能够与本身已经建立起这些无私的统觉或对象的类型学的另一个人就全部的这些无私的统觉或对象的类型学取得一致。情况首先是这样的，即在构成方面一致的证实之形式中继续进行的经验的情况下，我能够就以下情况理解另一个人，即他拥有作为身体的那个物体（在身体性之意义构成中，在我已将我的物体经验为身体的那种相同的意义构成中拥有），在这种情况下，被构成的共同的空间世界能够具有相似的，与另一些人相关联的、私人的“文化客体”（由主动的成就而来的并具有相应的成就属性和意义属性的客体），我能够由我的成就出发，因此完全是本源地将它认作为这样的客体。这些由共同体化产生的，而且是由我和确定的其他人产生的新的构成物，在这种情况下又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将相似的环境世界的客体相应地统握为有意义的，统握为在这些存在着的诸个人范围之外的精神构成物，只要这些客体正是那些并非在经验方面由我和由在共同体中的我的已知的同伴构成的。此外我们也能够通过看的行为看到一种共同体化之比如通过约定的生成，以及具有其共同的成果的共同的行动的生成，只要在一起谈话的行为，在一起协商的行为，从事于一种共同的工作的行为等等也有其允许按照内在的意义以统觉方式理解的外在的表现，因此无需对这种内在性真正直观的理解行为，此外也无需这种理解行为之这样地真正地实现。


  最后应该注意，一个个人式的结合在下面这一点上也与一个个别的个人相似，即这种结合能够与另外一些结合结合在一起，或者也与另外一些个别的个人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它作为结合，具有它的处于对于它成为其成员的诸更高的结合之关系中的相对私人的行为，并且另一方面，是有它的交流的行为，就是说，那些超出了这种成员结合的行为。


  因此所有这些也涉及能够作为诸个人式的共同体的最后的元素，并且最高的是作为人类的最后的元素起作用的，并且正在起作用的诸个人：凡是涉及诸持久的统一的，诸持久的个人方面的特性的地方，这些东西就属于诸个人，并且只要诸个人本身在这个方面对于自己本身并对于诸其他人是可经验的，他们作为环境世界之中的诸对象（该环境世界的诸主观所属的环境世界，诸个别的主观和共同体在反向关联到自己本身时总是也一起属于这个环境世界）就具有他们个人的意义特性，并且使用语言标记诸相应的类型，使用语言命名他们（官员，并且特别地，法官、邮局职员等等，公民、神甫等等）。


  我正在做的这种对环境世界的划分涉及的（如环境世界这个词作为对于处于个别性之中的和共同体之中的诸个人而言的相关项所已经意味的）是处于其类型的统觉的结构之中的世界，这种结构正是这个世界对于在世界之中的诸个人，进入世界之中生活的诸个人而言所具有的结构，并且这种结构总是从诸个人那里获得新的个别类型的特性，个别类型的意义特征。“这个”世界对于诸个人而言本质上只是作为环境世界被给予的，并且这个世界在经验方面确实是分离为，对于其自身，对于我们本身分离为世界本身和环境世界。“环境世界”是表示诸客体及其客体的规定之无所不包的名称，这些客体及其客体规定是在不确定的未知东西之地平线中被经验到的或者通过经验被认识到的。在这里，我们不必以纯粹的存在定向的方式谈论这些存在着的东西之“主观的”给予方式之变化不定的方式，诸变化不定的定位，以及属于这里的随便什么东西，既不必就诸个别的个人谈论，也不必就众多相互取得一致的诸个人谈论，只要他们在相互关联的定位之中和所属的相互关联的显现方式之中（作为一个正常的相互取得一致的共同体之诸“正常的”主观）拥有同一些客体。但是就下面一点而言，这个存在的全体本身已经就是处于主观的形态之中的全体，即它具有作为中心领域的知觉领域，作为主观当前的领域并作为中心领域的借助于回忆能够唤醒的过去东西和一个未来的地平线。这个在主观时间方面定位中显现着的整体本身也同样如此，并且在每一个阶段，在每一个中心领域，对于一个处于敞开无限之中的未知东西之地平线而言都是如此。此外，当前的环境世界之这种连续性本身是一种复杂的结构。如果我们将这个处于其生动的向前流动、流入未来之中的现在现实的当前纳入进来，那就应该考虑到，由我们而来的、处于其主观样式之中的我们的环境世界（存在着的环境世界）虽然按照其普遍的结构必然得到保持，然而内容却发生了变化，尽管我们在这里仍然暗含地以经验之一致性为前提。不仅是新的对象通过在直接的经验中或通过远距归纳被勾画出轮廓，由空的地平线进入到当前的领域之中而被认识到了；而且我们本身确实通过我们的生活将新的形态带入到这个已经存在着的东西之中了。


  但是不仅如此。当我们遇到了诸新的主观，并且这些新的主观和我们一起达到个人式的生活之联系，并且在极其不同的方式和阶段中，在较松散的和较紧密的形式中达到这种联系时，也形成总是新的形态，总是新的共同体结构，这种新的形态和新的结构充实着作为“我们的”客观的世界的环境世界。因此，在这种持续的变化中，我们总是已经拥有了作为相对的环境世界的共主观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作为同一的世界现在也总是一再地重新构成着（尽管是以普遍地保持着的本质结构构成着），而且是在这种变化当中连续地构成着，然而这些当下实践上有效的环境世界恰恰是这个世界之主观上的诸显现方式。因此我们确实是持续地体验到这种变化，而且以前已经体验过这种变化，但是我们是以在存在方向上校准的方式体验到“这个”世界的，“关于这个”世界总是只有这个或那个东西是真正已知的，但是这个世界总是具有其未知的地平线，而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是以不同方式存在的。我们——我们以通过理论而校准的方式进行如迄今为止的描述那样的描述——在体验所有这些不同的意义形态之世界给予性的主观样式时，预先就有了指向“这个”通过这些给予方式“显现着的”世界的态度。我们作为被以理论方式定向的人，持续地拿这个真正存在着的世界和诸显现方式进行对比，并且在以上的考察中和那些在这里被称作变化着的个人的和变化着的共同体的环境世界的东西进行对比。与我们以前曾讨论过的定位和透视的显现方式相对，现在所考察的环境世界，按照它们的在诸对象上并且也在诸对象式的要素上以如它们是“精神的”属性，是意义之属性那样的样式所呈现的东西，作为客观现实的以有效性存在，诸对象作为这个“世界”本身的对象而有效。这个主观的东西在这里由存在于这些对象之上和存在于这些被经验到的整体性之上的敞开的地平线而发生，另一方面，在地平线方面同样不确定的诸可能性当中，我们当然不考虑存在可能被证明是假象，必须在真正的存在和仅仅是有效的存在之间得到区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理论方面有兴趣者这就意味着：经验需要批判，或更确切地说，被经验的世界需要证实。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有主观的给予方式的新的问题出现，以及克服这种如此多种多样的相对主义的新的问题出现，即这个对于我们而言的存在者之相对主义，和作为“非相对的东西”的真正的存在之诸最终有效的规定之相对主义，这种“非相对的东西”是能够从这种相对的东西中认出的，例如有关正常性和异常性的问题，出现。


  这个世界只是以环境世界的方式被经验到的，并且只是由此而为我们存在着的——以所有那些它在其中对我们意味着它所意味的东西的意义结构为我们存在着的：我们，这些个人，本身属于这个世界，并且如同一切世界的东西和世界本身一样是对于我们而言的存在者，而这个存在者又给予我们，给予这些个人。这个被给予“我们”的东西又意味着：我们，这些我们总是谈论这个世界，或者即使只是不管怎样地想到这个世界，更确切地说，我现在想到这个世界，并且所有的其他人，现在与我面对的或者我作为熟人意识到的所有其他人，以及在未知的地平线中敞开的无限众多的，能被我当作前提的，或者也许对于我而言是可经验的并且可直接经验的诸个人，都想到这个世界。


  在这里对于我的环境世界之给予方式，其中还有我的其他人的环境世界之给予方式的周密的描述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给予方式肯定是前提，由此世界能够作为完整的客观的世界，作为对于我们有效的世界的客观世界，作为从另一些人那里获得意义的世界的客观世界，成为对于我而言可经验的。为了能够将另一些人经验为另一些人，我必须已经有了可经验的东西，并且如果客观世界只是借助于现实的和可能的另一些人才是存在着的世界（如其总是对我有效的那样），那么最初可经验的东西就只有以下面的方式才能是主观的（即是对于我而言构成另一些人之经验上的存在的东西），即它还没有能具有客观的存在之意义。因此我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个世界是由他而被给予的，或者我还可以说，这个世界是由我们而共同给予我们的，并因此是以环境世界的样式给予我们的（并且这不仅对于我和我们是明显地有效的，而且对于任意的其他人和任意的其他人的共同体都是明显地有效的），因此应该思考，这另一些人已经将“我们”当作前提，而这个“我们”将我当作前提，这个我现在是对于我进行思考者。这个我们（Uns）或者我们（Wir）从我延伸到当前的和过去的及将来的对于我而言是“当前的”等等的另一些人，并且在过去的另一些人这个标题下延伸到我的先行的行为，以及这个先行的行为之处于无限敞开的生成链条之中的、带有所有与它的个性有关的地平线的未知的先行行为。所有这些都是处于世界之中的人，抛开那些也一起计算在内的、确实不是人的动物，而是以个体方式存在着的具有其又是以不同方式变化着的环境世界的生物。但是所有这些人的个人共同体和动物的个体和共同体都存在于世界之中，存在于这个总是预先给予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之中，如同他们一样，他们所有主观的东西，因此包括作为主观显现的这个环境世界，都有其位置。但是我又必须问，所进行的这些思考在其上运动的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这个不言而喻地存在着的世界，是预先给予谁的，对于谁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又是我们。在这里不存在谜吗？人的个人不是和世界之中的所有客体一样，在主观的显现方式中以环境世界的方式被给予的吗？并且作为这个世界之中的真正的存在者，不是总是只有借助于超越性，作为“显现者”——这个“显现者”使我们注意到证实之可能性，克服相对的给予方式之可能性，等等——才被给予的吗？因此这里就是引起向超越论的主观性之基础过渡的地方。


  我们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这个世界是如何主观地给予的，即给予诸个人的？我们已经有了作为课题的诸个人，而这个课题导致对于诸个人而言的世界这个课题，并导致世界的东西和世界本身借以主观地被给予的多种多样的方式。诸个人曾在这里存在过，因为我们已经不言而喻地以确实性拥有了这个世界，不仅是以空洞的普遍性存在着的，而且是不言而喻地以内容具体地存在的世界，这种内容是通过经验被给予我们的，给予存在于世界之中的个人的。我们也已经暗含地知道，仅有经验还不够，只有科学才在经验的基础上将这个客观上真实的存在规定出来。因此其实在背景中我们已经假定——没有任何解释就假定——，只有我们将世界的意义——尽管只是一种最初的，经过科学相应地提高了的，提高到以理论方式改造了的意义——归于它们的东西才是在经验这个标题下的主观的给予方式。我们还知道更多得多的东西。这个经验的世界能够被询问，我们发现了空间-时间-因果的自然，发现了世界上的动物和人，发现了文化，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发现了所有世界上的东西以环境世界的方式等等被给予在世界上存在着的诸个人，或为他们“显现”的诸主观的方式。那种使人不仅成为自然客体，而且成为人的特殊的个人的东西，是心理的东西，心理学曾是关于个人的普遍的科学，致力于以存在论的方式研究类型方面的普遍东西和法则性东西的本质科学。这样，在关于个人的普遍的科学这个名目下，我们在课题上就有了：个人式的生活，个人式的习惯的存在，个人式的环境世界和个人式的环境世界的构成物，正如反过来，我们在诸个人之习惯性东西方面在课题上有了诸个人的构成物——诸个人之习惯性东西的生成。纯粹的意向的心理学超出原来的，被简短地说的实践的个性及其诸行为之领域而通向深刻得多的意向活动的结构，并因此第一次达到如其为自己本身存在那样存在着的具体的心理。因此我们有了有关具体形成可能的个人和可能的个人式的共主观性的东西的对本质的完整的预先规定，并且在这当中，就有在实证性方面被与这个世界本身对立起来的有关“世界”之具体的“表象”的结构。这个世界本身是被当作前提的世界，更确切地说，无非是作为在诸纯粹的主观之中和诸纯粹的主观之共同体化之中被构成的、“世界表象”之在其中被综合地联结起来的诸阶段统一，这些阶段都带有被假定的，能够一再地通过诸新的环境世界而被视为同一的真正的存在之地平线，而这种真正的存在按照其形式能够被改写为关于这个世界的真正存在之内在的、被构成的世界表象。最终产生这样一种意识，即最初被假定的处于纯粹性之中的世界个性也能够以绝对可设定的方式被把握，并且统觉的场所，以及“世界”和“世界之中的人”这种统觉形成物的场所，就在这种世界个性本身之中。


  我们可以说：一切开始都是朴素性，在实行共主观的世界经验之这种朴素性当中，我们尝试作为经验之世界的世界之存在论。我们可以从自然开始，然后过渡到心理，这就是具体地从经验世界开始，分解，然后又抛开自然，以便以纯粹个人方式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以像在“阿姆斯特丹演讲”注1132中那样，立即就过渡到作为我思（ego cogito）的、被理解为最后的意向活动的东西的纯粹心理的东西，并带有这样的一种暗示，即这已经就是充分具体的考察方式。相反，这种最初的我思（cogito）所说的是：我进入到一个“环境世界”之中生活，诸行为以环境世界的方式相关联，但是处于现象学-心理学的还原之中。为什么这位心理学家必须将这个世界放到括号中呢？


  比如因为以下情况属于人的统觉之意义，即这个实在东西本身存在，即使是人所意识的东西不存在，或完全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作为在空间中的这个人，一个在空间中的单个的实在东西，在其中存在的这个世界，虽然被当作前提，另一方面，在人这种统觉之意义中被发现：人“表象”这个世界。“表象”可能会弄错，但这对以下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即表象本身就是它们所是的东西。关于世界的表象也是如此。注1133关于世界的表象是关于“世界”的主观的意识方式，在这里世界具有有关的自我在经验时所以为的东西之意义。这种被以为的东西正是作为心理的事态被这样地设定的，而关于这个世界之存在的先入之见则被放到括号中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纯粹的心理学应该如何开始，它应该如何系统地进行？这与在超越论的态度中所产生的问题是同一的问题，在超越论的态度中，无论肯定也是预先就必须具体地获得总是“对世界进行表象的”自我（ego）的这个自我（ego），紧随其后的是将对这种世界表象的解释导致诸环境世界，导致每一种世界方面被以为的东西的诸主观的样式。但是实际上我是如何进行的呢？直观的样式（时间化的样式）。为什么不由环境世界式的给予方式开始，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环境世界的东西首先是在主观的时间样式中被给予的。


  这与《理念》中的论述和已起草的《沉思》中的论述处于什么关系之中呢？


  关于《沉思》II的开始，特别是关于共主观的生活统一之概念和共主观的“内在的”时间之概念，以及共主观的空间定位之概念


  重要的是突出强调以下东西：


  如果我以感觉论-存在论方式将这个世界解释为经验之世界，那么这所意味的就是，由我的经验和我们的经验出发将这个世界解释为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世界，这每一个人肯定也与任意一个其他人一起进行经验，并与其达成一致：“我所经验的东西和每一个人所经验的东西，作为世界，是具有同一结构的同一的世界，等等。”


  然后接下来问题就是：世界是怎样的，并且就一切被突出出来的存在论的结构而言世界是怎样的，世界是在什么样的主观的给予方式中按照本质给予的，因此纯粹按照心理学方式理解，这个问题就是：我以多种多样的经验与另一些人一起经验这个世界，这另一些人是我作为在这个世界之中的存在者一起经验到的。纯粹在共主观性之内在生活中被经验到的世界本身是什么？这个被经验到的世界必然在什么样的主观的给予方式中和主观的综合中作为连贯地为我证实的而被给予？在这里，我立即就在我自己身上发现了作为我的现象之形式的我的主观的时间性。


  但是我也发现了我们和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世界，我们有关这个对于我们而言是同一的世界之现象，我们的处于共同体化之中的综合，我们的作为共同地同一地被经验的环境世界的共同的环境世界及其变化，以及其具有共同性的诸综合统一，每一个本身都是我们的同一的存在论的世界之现象。另一方面，我发现了每一个现象及其由“显现”而来的综合之自我学的知觉世界之不同。每一个共同的环境世界（处于它固有的相对性之中的共同的作为纯粹共主观的世界显现的环境世界）都是由自我学的诸现象而来的综合统一等等。


  1）我的被还原了的世界，纯粹作为我的经验之世界，可能意味着：以存在方式由经验，而且是纯粹由经验及其诸现象显示给我的世界，更确切地说，是这样地显示给我的世界，在这当中我以共同有效的方式拥有另一些人的经验，并因此我说：我的纯粹的经验之世界是我们的纯粹的经验之世界。


  2）我也可以立即就问：这个世界（处于其存在论结构之中的世界）对于我们大家而言首先是由我们的（共同体的）经验而来的世界。通过还原，我们将它看作是纯粹在我们的经验中以多种多样主观的显现样式被以为的世界，并且是借助于表现之一致性综合地被自身给予的和能够给予的统一。


  在这里应该注意：我们还原到处于其作为世界生活的生活之共同性之中的以及在这当中出现的构成着世界的诸现象之共同性之中的我们，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拥有这个我们之一种内在的共同的时间——我们-当前，我们-过去，我们-将来。


  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作为纯粹在精神上被联合起来的统一的共主观性，这种共主观性将一切纯粹的主观都包含于自身之中，将对一切描述而言的经验基础都包含于自身之中，只不过是朴素地包含的，它们并没有被当成课题，也没有被描述，此外它们是作为一切主观的东西之全体被包含的，并因此具有一切相对的环境世界，并且最后具有在这当中以诸主观的世界现象之普遍的综合经验到的（在这种经验活动中总是作为同一的真理之理念本身被假定的，但是也被证实的）存在论的世界——这个世界也许被虚构为“世界表象”。


  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个以这种方式纯粹从心理方面把握的共主观性，本质上是借助于一种共主观的内在时间形式作为对于所有共主观地主观东西而言的普遍的形式的被构成的。因此我们有1）对于每一个自我（ego）而言的它自己的以自我学方式还原了内在的时间，可以说是它私人的内在时间，并且每一个其它的自我（ego）之主观现象的内在的时间和内在的时间充实都在这种内在的时间中呈现着。2）我们有在每一个自我（ego）那里呈现着的共主观的综合，并且每一个自我都能够将这种共主观性本身作为纯粹的共主观性发现出来并加以描述；每一个人在他的内在的当前之中都发现这个当前与每一个其他人的当前是符合一致的，并且发现这个当前被包含于作为共主观的当前的当前之中。这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当然也涉及内在的时间的内容。每一个自我（ego）都有它的原始的世界现象，或更确切地说，有它的被原始地还原了的存在着的世界，这个世界以一种持久的定位空间性之形式构成一个作为多种多样的原始的呈现之统一的“客观的”空间性，自我学的-客观的空间性。在这种共同体化之综合中，每一个这样的原始存在着的世界都变成了这个同一的共主观的世界之现象，这个同一的共主观的世界之给予方式。在这里每一个现象都有其原始的当前（并因此有自我学上内在的时间性一般）。但是所有这些原始的当前都属于一个共主观地构成的当前。它们现在同样也都是共主观的。此外一个共同的家乡世界，一个共同的环境世界，被共主观地构成了。在空间性方面，以下情况是有效的，即每一个自我学的空间场所都变成了共主观地同一的空间场所。每一个空间场所，对于每一个其它的自我（ego）都是以不同方式定位的，因为每一个身体都是不同的身体（因此没有与共同现在相对应的共同的这里）。然而共主观性也为这个存在着的世界定位——以共主观的方式定位。每一个共同体都在每一个共同体的当前中有其共同体的位置，空间场所的共同体的位置，但这个位置并不是一个点（在目前的当前之中的一个点），而是对于家庭，对于城市等等而言的“居住地”，对于民族，对于国家而言的领域等等，对于人类而言的地球。因此这个处于共主观的环境世界之中的共主观的世界是通过在空间-时间之中定位而显现着的。这个客观的时间形式在以共主观的方式构成的时间化方式之形式中有其相关项；客观的空间在共主观的空间定位方式中有其相关项。客观的时间-空间性和客观的世界本身是一个理念。总是“现实地”被构成的东西是一种相对的客观性，正如经验的事实等等之原始的时间或者甚至内在的时间一样。相对的构成之总是新的阶段，总是新的地平线——最后这个最高的理念是一种相对的客观性。


  按照以上的思考我们将会说：


  对于纯粹作为经验之世界的这个世界的普遍的描述，并且同时对于世界经验本身的描述，对于在其中世界对于这个进行经验的主观性而言是被经验的世界的诸主观样式的描述，能够以两种方式进行：


  1）我们问：我们一起经验的，并且在我们的世界生活中总是作为同一的被经验的世界共同地拥有的这个世界，是如何为我们显现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在存在论的本质结构中被描述，在这些结构中，它对于我们而言必然是共同地存在着的世界？它是如何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显现的？它对于我们以“环境世界的方式”显现，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环境世界，在共同体中我们有共同的环境世界，每一个特殊的共同体都有它的特殊的环境世界。但是在这种变化当中存在着与“这个”世界之意识上的统一关联。在这里存在着什么样的类型学，存在着什么样的详细的处于综合之中的本质结构，存在着什么样的系统的统一的结构呢？我们——这个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本身——本身都被一起包含于变化着的主观的样式之中，都被一起包含于经验世界对于我们所具有的主观样式之中。我是以什么样的显现方式显现给我自己的，并且我是如何区分：“原始地”为我显现的东西，和已经将另一个人之为-我-显现的行为当作前提的东西等等呢？我将另一些人之为-我-存在归于它的那些经验看上去是怎样的呢？因此我将“我们”之为-我-存在归于它的那些经验看上去是怎样的呢，这种“我们”之为-我-存在在其具体化中构成全部的经验生活和全部的世界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存在着的世界总是被预先给予了，并且现在还在给予，并且这个存在着的世界是作为我们的实践领域被给予的？


  2）我们预先又提出了对这个是我们的经验世界的经验世界的存在论方面的解释。但不是探讨在其中它共同地给予我们，而且是以相对性之共同的样式给予我们的那些方式，因此一般而言，“主观地”给予我们的那些方式，而是我们立即就反问：我们的经验之这个世界首先特别地就是我的经验之世界，诸其他人，这些共同的经验者，对于我而言本身已经是以世间的方式给予我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主观的样式之中显现着的。我还原到这个自我和世界由之为我存在的思想活动（cogitationes），并且我问：世界如何是这种东西。因此我立即就还原到这个原始的自我（ego），然后问，它如何变成社会的自我（ego），这个为它表现出来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一个个别的个人都是像我这样的一类人，并且凡是对我有效的一切东西对于他们也有效）如何通过经验获得了共同的世界，这些都是更高的阶段上的共主观的显现样式的和共主观的综合等等的类型学。


  内在性和内在的时间之双重意义


  1）我们就这个自我（ego）谈论诸体验，谈论诸行为，谈论诸感觉事实、诸统握、诸反应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在“最本源的时间意识”中内在地在时间上构成的。我是如何发现这些东西的？现在我受感觉论的心理学引导；尝试向这个自我（ego）之自己的东西还原，向以超越论的方式是我的生活的生活还原，但并不涉及这种被以为的超越东西是否存在，是否是假象等等。


  就这个客观的世界实行悬搁——但是这个客观的世界是在主观方面相关的超越性当中被给予的，这种超越性在这个起点上是看不见的，也没有被“以超越论方式实行还原”，就是说，没有被还原到对它进行构成的主观性。


  因此这一点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最终当然发现了“意识流”及其内在的时间形式（不考虑自我极和习惯）。


  在这种情况下也涉及共主观性；我们有作为内在领域的共主观的纯粹的生活。


  2）但是如果我们将全部的主观东西一起拿来，并且首先是将全部相对的超越性的东西一起拿来，那么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内在领域，和这个内在领域的内在的时间形式，例如处于共主观性之中的诸主观的环境世界之时间形式（正如我们在自我学领域中已经发现了主观-超越性的东西那样）。


  这种区分对于有关现象学还原的理论是重要的。从共主观性出发，我们能够建立起共主观的还原，这样我们就将这个自在存在着的世界放到括号中了，并因此实行了向共主观的东西之全域的还原，这个共主观的东西之全域在自身中包含全部个别的主观的东西。然后是第二个步骤，向以共主观方式进行最终构成的生活还原，向共主观的“体验流”还原，向将一切自我学的东西共同体化还原。


  当我们立即就指向自我学的现象学时：1）向主观的东西还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注意，2）主观的客观性东西恰好仍是主观的，并且也重新需要还原。


  文稿5  〈关于“笛卡尔式的沉思”当中的共主观性之问题〉〈可能写于1930年〉


  〈a）〉现象学还原之进程。关于第一沉思，或者作为最后的回顾


  超越论的悬搁应该使“超越论的还原”成为可能。注1134还原到哪里？在这里存在着一种歧义性。悬搁使超越论的存在之全域，绝对的存在之全域成为可进入的，使一个由诸个别东西构成的新的世界，由诸有时间性的个别东西构成的新的世界成为可以进入的，使一个新的时间性之领域，超越论的时间性之领域成为可进入的，并且，首先是以超越论的经验之形式成为可以进入的，这种超越论的经验为理论的（和实践的）间接性东西建立起有效性的基础。这样，这个处于悬搁之中的自我（这个实行作为普遍的悬搁的悬搁的自我）注1135就是这种经验为它存在的自我，就是以理论方式实行这种经验的自我，而且也是被动地经受这种经验的自我，是在这种进行经验的生活之基础上，在一种超越论的生活之基础上，实行其它的理论生活，实行进行描述的生活等等的行为的自我，因此我们在超越论的东西这个名目下必须在以下二者之间进行区分：a）以超越论方式进行经验的行为和其它的行为之主观极，一般而言，整个的具体生活（它的极就是这个自我），和b）这个超越论的东西之领域，还有另一个自我（alter ego）之超越论的东西。这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在这种具体化之内部——在这个具体的自我（ego）之内部——获得了经验和认识或者能够获得经验和认识。


  属于超越论的自我（ego）的还有可能的反思的经验，借助于这种经验，超越论的自我（ego）能够经验和认识自己本身及其超越论的经验和其它的行为。同样也能够经验和认识它的被原始地还原了的世界。如果我们另外再将这种经验纳入到它的就这些处于反思之更高阶段的、总是被实行的反思的行为（借助于这些行为，这个超越论的自我[ego]作为同一地同一个自我持续地进行反思的并且由自己本身而呈现新的内容的而被经验到）而言的可重复性当中，那么作为这些超越论的被经验东西之领域就被区分为：1）作为超越论的东西的自我（ego）本身，一切经验和一切认识都来自这个自我，通过这个自我（作为超越论的悬搁之自我），所有那些一般而言以超越论的方式为它存在着的东西，都以意向方式被包含。它自己的现实的和可能的（有能力的）生活就是那个在其中这种生活本身和所有一般而言以超越论的方式存在着的东西都被意识到的特别是都被认识到的东西。2）那个也许在自我（ego）当中达到了经验并在经验的基础上达到了有效性的超越论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并不是它本身，这种东西对于它而言是“超越的”。这样的超越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是在自我（ego）之中以超越论的方式可经验的，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被经验到，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是作为另一个超越论的自我（ego）和作为“单子”的这样的诸自我（ego's）之敞开的全体被经验到，这个问题预先并没有得到澄清。


  现在所涉及的仅仅是一种形式上我们将之当作可能的而预先规定的区分。预先明显的只是，如果一般而言在悬搁之后这个作为进行经验的生活之自我的这个悬搁之自我（而且是一个超越论的自我，它存在着，正是按照悬搁可设定的，而且是在悬搁之中可设定的）剩留下来了，我们就一定会发现这种形式上的区分。


  在开始时，我对于作为一种相互关联着的，无限敞开的经验领域的，作为绝对的存在之“世界”的入口领域的一个“具体的自我（ego）”或一个单子（与其它的单子相对的单子），尚毫无所知。乍看上去就是：我能够确信以下东西，即，我能够扩展这种对于一切预先给予的东西，对于一切先入之见，对于一切预先的有效性的克制态度，即使是对于这个对我有效的经验世界（这个世界包括我本身，这个在诸其他人当中的这个人）也采取这种克制的态度。


  但是现在这种悬搁仍然还是将我置于困境之中。我如何能够说：“我对一切为我存在着的有效性采取克制态度，我对一切有关这个世界本身之存在的相信行为采取克制态度，并且我对我本身，这个人，采取克制态度呢？”因为这个作为如此这般采取克制态度的自我的自我，确实是存在于“我采取克制态度”的这个陈述当中的。“我”确实就是“我”，这个人。我遇到了“我在”这个陈述的确真性，并且现在必须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即这个陈述在多大程度上不与包含我在内的那种悬搁的普遍性发生矛盾，或者当悬搁是以普遍性的意义实行时，在多大程度上我能够使以下情况成为自明的，即当我必须设定我，这个同一的自我，作为实行这种悬搁的自我确真地有效时，能够将作为人（作为被包含于这种悬搁之中的人）的我保持无效（作为纯粹的“现象”保持无效）。如果这是相容的，那么在悬搁之后，我就不是这个（自然的-世间的）“经验自己”的自我，这个在“经验自己”中持续不断预先给予的自我，也不是这种预先给予性之内容的一个因素，一个规定成分，然而我却已经预先在这里存在着，并且在所有世界的东西中在这里作为这个自我存在着，对于这个自我而言存在着预先给予性。


  但是在开始时，这些都是不清楚的说法。但是我也许同样可以这样说：对于世界实行悬搁，作为一个普遍的克制命题，对世界存在这个“命题”采取克制态度，在开始时，在下面这种意义上，是一种明显的可能性：我做下面这样的一种思考，即我在我的清醒的生活中连续地经验空间世界的东西，在知觉上直观地拥有空间世界的东西，并且在这种经验活动中总是（=习惯地）拥有一种普遍的空间世界的世界地平线，就是说，预先已经给予了一个为我存在着的，作为存在着的对我有效的“空间时间的世界”这个全体。这就为我得出这个总是为我存在着的世界这个“命题”。而这个普遍的命题（总设定）作为一个普遍的连续地进行着的存在确信，作为我在我的生活中如我确信那样总是拥有的，并且将来也会拥有的存在确信，作为贯穿于我的生活时间而坚持着的统一的普遍的确信，我使它受到悬搁。我能够立即就以下面这样一种形式使它受到悬搁，即在对预先给予我的世界之存在实行的这种十分不确定的概观中产生的形式。但是因此我拥有了实行绝对普遍的悬搁（和自我-还原）之可能性吗？即在将我的绝对的普遍的生活之现实的可想象性阐明为总是在实行这种悬搁的生活这种意义上的可能性吗？为此我还需要能够实行经验活动和能够实行判断活动，至少能够由“我克制自己……”，“我存在”开始经验活动和判断活动。我从我的处于自然的预先给予性和自然的有效性之中的存在和生活出发，过渡到处于普遍的悬搁之中的存在和生活。这可能吗？这种悬搁和处于对普遍的-不确定的、不明确的命题之悬搁中的进行设定的生活确实是可能的；但是当我将这种悬搁同样也作为全面的因此延伸到世界上的一切个别性东西上的，并且是连贯持久的悬搁明确地加以实行时，这种悬搁仍然是可能的吗？这确实太过仓促，而且很少有说服力。


  1）以作为“全体”的这个世界之明确的（逻辑上的-普遍的）构成为前提的总命题；2）如果这种可能性在一种构成整体性之行为中得到保证，那么作为普遍的悬搁的悬搁也就是可能的；3）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是：什么东西仍然是可经验的，可想象的，等等。


  〈b）〉主要是针对第五沉思。现象学还原之进程


  按照悬搁，目光首先是转向“世界这种超越论的现象”，或者说，是转向世界的意识之超越论的具体的体验，现在这个体验的自我就是这个超越论的自我，更确切地说，是处于现象学还原之中的自我，从事现象学活动的自我（致力于现象学的自我）。首先是处于理论目的之中的现象学的经验，和在此经验基础上的借助于有关的形成概念的行为和形成判断的行为所进行的描述。


  “还原到超越论的主观性”，这会作为多义的表明出来。这个可在悬搁中设定的主观性能够被理解为“我的单子式地固有的主观性”，能够被理解为进行现象学研究的自我之单子式地固有的主观性，并能够被理解为在这个主观性中显示的超越论的共主观性。


  我们将主观性理解为原始具体的自我，作为它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诸行为之极的自我极，并且和这些行为一起具体地理解，因此理解为它的体验行为之极，和与这些体验行为不可分割的东西之极，因此作为并行的概念，我们有了作为原始具体的自我之全体的具体的共主观性这个概念，它的生活一方面按照个别的具体的自我分配，另一方面，又被“结合在一起”，只要每一个具体的自我生活之意向性在自身中具有意向上的间接性，而且是这样的间接性，它们不仅伸展到具体的自我生活之范围中并为这种具体的生活提供统一，单子式的内在的出场之统一，以及内在的单子式的时间之统一，而且还构成共主观的出场之进行超越的统一，以及共单子式的-普遍单子式的时间性之进行超越的统一。因此我们也能够说：在这里在原始性和共主观之间发生的这种根本的区分，是在对于我而言在超越论的悬搁中可设定的东西和在连贯的经验中可显示的东西之内部的区分：即下面二者之间的区分：1）“我的单子”这个具体的统一（这个整体性）借以构成的自在第一的普遍的时间化，2）共同在场借以构成的被奠立的时间化，即一个不同的单子，并且一般而言，诸其它的单子之共同的在场，以及它们的单子式的诸时间（并且对于它们而言的原始的时间）和我的全部的时间之共-时态；接下来是作为单子为我存在着的诸单子之相互的共-时态，对于这些单子而言的我的单子本身又是共时态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共存的）。因此我们以“超越论的-客观的方式”拥有一个处于所有的单子都存在于“其中”的那种时间之统一形式之中的单子的世界，这些单子中的每一个都有其补嵌到全体时间之中的时间。每一个单子都有其流动着的在场，在这种在场中，暗含地天生就存在着它的过去和将来之全部的意向性。当然这种在场是作为统一存在着的，并且作为处于流动之中的统一存在着的；一个原始联想之统一，它固有的意向方面的诸间接性之统一，是连续地一致的。在连续一致的基础上也构成了诸分立的一致（远距的联想）。每一个单子在它的被充实了的原始的时间内部也有移情作用的体验，诸共-时态的构成，诸异己单子之构成，就是通过这些移情作用的体验进行的。


  〈c）〉关于第五沉思


  我们必须区分：这个现在以超越论的方式从事现象学研究的主观性（作为现实的自我[ego]——单子）和超越论的主观性本身；后者表明75是超越论的共主观性，它在自身中包含以超越论的方式从事现象学研究的主观性。


  此外，这个现在以超越论的方式进行现象学研究的主观性，即自我（ego），就它的过去认识自己本身，在过去它不曾是以超越论的方式进行研究的主观性，但却是超越论的主观性，并且它也在它的关于异己者的超越论的经验中认识并不从事现象学研究的（但是也许偶尔也从事现象学研究的）主观性，但是作为超越论的自我（ego's）的另一些自我（ego's）。


  这种普遍的超越论的经验作为自我（ego）之进行经验的生活，属于超越论的自我（ego），并且这种经验一方面是对自身的超越论的经验，在这种经验中，作为在这种还原中生活着的超越论的自我（ego），经验和认识我自己和我的意向生活以及在意向生活当中的意向东西本身；在这当中也经验和认识并非内在时间的统一，而是在它的对面的理想的统一，即纯粹作为我的原始的经验的世界的世界。另一方面，它是关于异己者的超越论的经验，而且是贯穿于这种经验之中的关于作为客观世界的世界的超越论的经验。


  对于这个世界的超越论的经验的谈论具有什么意义呢？这意义确实就是：在悬搁的态度中，实行这种对世界的普遍的经验和实行这种对世界的普遍的认识，并实行普遍的世界生活一般的主观性——那种在其中一切世间的东西都具有存在意义的主观性——成了课题，并且在这个课题当中，作为在其中以构成方式连带包含的东西，在这种普遍的生活中以构成的方式被以为的和被证实的，并且以后能证实的世界，变成了连带的课题。但是这根本不外就是这个生活之世界，在这种生活当中时而正确地，时而错误地，时而以神话方式，时而以科学方式被被动地以为的和有效的世界，正是仅仅作为这样的世界，就是说，被这个超越论的旁观者看到的世界，并且被看作这个超越论的单子式的主观性之构成性的统一。我们并没有另一个世界，而且任何人也不可能有另一个世界，一种不同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悬搁根本上开启了一种处于其敞开的无限性之中的超越论的经验，开启了这个绝对者之超越论的全体，这个具有在其中被以超越论的方式构成的一切东西的超越论的单子全体。


  所有这些东西在这里都是在相应的经验指向中被以超越论的方式经验的或可以超越论的方式经验的；因此这个世界是作为被以超越论的方式构成的世界被以超越论的方式经验的和可以超越论的方式经验的。对于以自然方式定向的自我（和我们）而言，它是自然态度的世界；但是这种自然的态度和自然地指向的主观性本身连同它的世界都被包含到超越论的普遍的经验之中了，都被包含到超越论的普遍的经验之普遍的地平线之中了，并且在这种经验中超越论的目光能够指向这种自然态度的自然的世间东西和自然的世界本身，因此它本身，我们谈论的这同一的东西，变成了超越论的经验之课题，并且现在在它的完全的和绝对的存在意义中作为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超越论的成就得到理解，并且与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不可分割，作为在自身中所完成的并且保留在其中的成就而与它不可分割，而且作为一种在其中产生的，并且在其中按照相对性之诸阶段在构成方面得到证明的理念——这个理念是处于总是新的相对的诸证明之中的诸预先规定之假设的，然而却是有效的，按照其方式是自明的无限性之相关项——与它不可分割。


  这就表明一种双重含义：1）处于自然态度中的世界作为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我和每一个人也许以超越论的东西之匿名性生活；也许在其中整个的人类没有任何一个曾经实行了悬搁。2）人类以超越论的方式觉醒了，获得了对自身的超越论的认识，并因此将处于自然态度之中的人类自己的存在和处于这种自然态度之中的自然以超越论的方式当成课题。


  〈d）〉对于第五沉思的反思


  这个“具体的”自我（这个借助于原始性构成的单子）和这个作为“被联结起来的”多种多样的具体的自我的具体的（在第二种意义上具体的）共主观性，是通过以下情况联结起来的，即在我的自我意识当中，在我的意向生活当中，另一些自我及其生活被意识到，以共同的有效性被意识到，并且被证明是在它的意识生活中与我和我的意识生活有关联的，就是说，在它那个方面是与我“联结在一起的”。在这种意向上的渗透当中，被另一些人所意识到的东西对于我而言是可进入的，我的意识在意向上与这个异己的意识相关联，并通过异己的意识与在这个异己的意识当中被意识到的东西相关联，并且反过来，被我意识到的东西对于另一个人而言是可进入的，他的意识在意向上与我的意识相关联，并通过我的意识与在我的意识当中被意识到的东西相关联，在这当中，这种倒转，这种另一个人之反向关联到我和我的被意识东西的意识生活，也被我意识到，因此由于这种在它之中所显现的异己的意识返回到自己本身，我的意识生活处于循环之中，也许每一个意识都是如此，正如我和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的。


  超越论的主观性就是这个为我存在着的共主观性，我的超越论的生活是分了层次的，基本的层次就是这个最初的“具体化”，这个以“直接的”意向性相互关联着的“生活”，这个原始性之层次。但是在这里直接性是什么意思呢？间接性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有这样一个概念：意向的关联之间接性——作为下面这样一种意识的关于某物的意识，这种意识指向一个关于某物的意识，并贯穿于这个关于某物的意识之中，而这是能够重复的。但是这已经适合于记忆，适合于任何一种“准当前化”了。那么超出这种原始性的更高级的意向上的间接性之基本特征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什么东西标志移情作用呢？一个单子式的具体的当前如何能够设定另一个单子的具体的共当前呢？一个原始性如何能够设定第二个原始性呢？所有东西都取决于原始性这个概念和在这个原始性概念中显示的“异己者”这个概念，取决于作为下面这样一种间接性的异己者的意识之间接性这个概念，这种间接性既不是单纯的符号指示，也不是那种的确能够是自己的东西之准当前化的准当前化。


  在这当中什么东西能够从一开始立即就起作用呢？


  附录III  〈在超越论的悬搁之后的双重的课题〉〈可能写于1934年〉


  这不是一种双重的课题吗？如其在开始时在使用了超越论的悬搁之后所呈现的那样，这个课题首先作为对这个超越论的自我（ego）之理解行为和解释行为而“朴素地”开始，然后在建立当中分两个层次形成：这种研究要求1）一方面通过共同设定诸其它的自我（alter ego's）及其原始性东西而构成单子的世界，2）另一方面，对这个进行现象学研究的自我及其行为进行反思。


  1）我在拥有作为处于有效性之中的世界和作为处于有效性之中的人-自我的我时，就已经拥有了处于敞开无限的有效性之中的共主观，别人。通过还原得出：我，这个被以超越论的方式通过还原改变了的、处于持续地实行当中的自我，拥有一种有效的生活，在这种有效的生活当中存在着对于我而言的处于有效性之中的其它的超越论的主观。将世界还原到世界现象，就我而言，对我的人-自我的还原得出了这个自我（ego），这个作为原单子的自我的自我以有效性拥有并以有效性设定的处于敞开的无限性之中的诸其它的自我（alter ego's）。这另一些自我作为超越论的另一些自我，肯定只是在我实行了对自我（ego）的设定之后才被设定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自我（ego）这种设定接下来以下面这种方式进行，即我首先实行各种各样的行为，并且作为超越论的，我需要我的各种各样的行为，从对这个世界现象的设定以及对所有那些在悬搁态度中对它的解释所形成的东西等等的设定开始。这些设定后来也已经与那个最初的空的设定，即自我（ego），形成对比。现在我对这种原始性——这整个的意向性——进行规定，它作为我真实地和潜在地实行的意向性是我，这个自我，所固有的，我是这个意向性之同一的极；这种意向性作为我的生活而存在，并且它是只有在这种生活中才获得的东西。


  对此应该注意：在这种自然的世界性之中，我在本身在这个世界中存在这种意义上，拥有关于世界的意识和关于自己的意识。我只是偶尔在这种反思的-主动的对自身的知觉中“指向”我。但是以下情况并不是由每一个反思的行为之本质发生的，即这个行为以作为在前的行为的直接的行为为前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个反思阶段的行为以第一个反思的阶段为前提等等。


  另外属于这里的还有以下情况：每一个行为都以刺激为前提；每一个行为所指向的东西已经以未被把握的方式存在于意识领域之中了：处于背景之中的直观的东西或非直观的东西。直观的东西并不需要被知觉到——但是当被回忆起时它就回溯到知觉，回溯到早先的知觉，当未被回忆起但是被直观时，它就间接地回溯到知觉；非直观东西——它以另一种方式也回溯到知觉，或更确切地说，以不同于回忆的方式回溯到知觉。


  此外，全部的背景行为都以作为在背景中被改变了的行为的更早的相应的直向的行为为前提。一切反思的行为都变成了获得物，反思的意识肯定已经被获得了。


  所有这些都是粗略的说法：作为生成之展开的回溯的历程。我返回到自我，这个自我尚未曾实行过任何反思，尚未曾实行过作为行为的任何对自身的意识，甚至连作为背景的对自身的意识的自我，我返回到一种原刺激和一种作为进行刺激的素材的原素材等等。


  如果我抛开了诸其他的人，并且抛开了所有那些通过其他人而获得意义的东西，那么我就获得了这个原始的领域。所有超出这以上的能力都被取消了。但是我能够作为“没有其他人的自我”由一种对自身的反思而获得对自身的意识吗？


  II  从对一部“系统著作”之准备的关联中选出的文稿1930年夏至1931年春


  文稿6  关于对异己者的经验之理论。〈对异己者的知觉之直观的实现形态和非直观的实现形态〉（1930年8月）


  在这个世界之中的这个人，我本身作为在这个世界之中的人：这是在对世界之自然的-正常的经验中被给予的和得到证实的。在这个被持续地经验的世界内部，这个人是如何作为在其它的经验客体之中的一个经验客体被给予的呢？我，经验M这个人的经验者，具有我的知觉领域——具有处于将这个世界经验为在这种知觉的当前中为我本身呈现着的（以“由实在性东西构成的客观的空间时间全域”这种意义呈现着的）这种经验之形式中的知觉，在这个领域中，这些实在性东西中的这些和那些“事物”及事物的关联，其中包括这个M，直接地在知觉上被给予。


  我以一种对象性的意义所知觉的、所经验的每一个实在的东西，在真正的知觉中，只有一个侧面呈现出来。在知觉的变化中，总是有一些新的侧面达到现实的自身呈现，因此在进展当中，我就越来越好地认识了该对象，或更确切地说，返回到了早先已经认识了的东西。在这当中，这种对象性的意义之“普遍的东西”以被视为同一的-同一的方式保持不变。被经验的个别东西本身作为被认识的和越来越准确地被规定的东西，以被视为同一的-同一的方式保持不变。在这里，我正是通过以下方式按照这种普遍东西了解到这种情况的，即我是借助于对象性的意义，比如石头或生物等等，知觉到它的，而且是作为这块石头等等知觉到它的。按照这种普遍东西，我知道它将会如何行为举止，它看上去肯定会是怎样的，它一定会表现出哪些特征层次，它会呈现出或可能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这个M按照他的身体方面的存在在这当中会有他的对象性意义，但只是被包含在“人的身体”和“人本身”这种对象性意义之中的对象性的意义。就他的特殊的人的本质而言，我是如何经验，如何知觉这个M的？


  比如我将他的身体的“手”的部分经验为器官的手，经验为M“用来”进行摸索的，进行抓握的，进行碰撞的等等行为的器官，同样将他的“眼睛”经验为器官，经验为他借以看的器官，他能够如此这般运动的器官，借助于这个器官，被由他的眼睛延伸出来的这一条或那一条方向线所碰到的诸事物被他“看到”。我以这种方式将这个人经验为是存在于他的身体之中的，并且相似地经验为在被碰到等等的情况下，由外部而进行感觉的，并对进行触碰的事物进行经验的，并由此出发经验其它东西和总是新的东西，这种东西按照它的对象性的经验意义属于这个M，并超出通常的身体的意义和身体的特性。


  现在我问：就所有这些使人超出物体的东西而在特殊意义上成为人，成为在这种物体之中“以心理方式”存在的，并在对该物体的关系上有多种多样的“能力”的人的“真正的”知觉伸展到多么远，在该物体中它有其以心理方式起作用的器官和以心理方式忍受的器官，或更确切地说，在该物体中它有多种多样的然而却是被以心理方式统一起来的以特殊方式起作用的行为的和忍受的行为的器官，对包围着该物体的诸事物，诸实在性东西起作用的行为的器官并且也对作为这个世界之中的事物的自己本身起作用的行为的器官，被诸事物刺激的器官，忍受诸事物刺激的器官，其中就有这些包围着的事物，只要这些事物直接地“在知觉上”被该物体所碰到，对于这个人而言正是在他的当下的知觉领域中存在的，特别是被最直接地碰到的自己的身体，起作用的行为和忍受的行为之诸外部的联系就是通过身体被中介的。因此在这里首先涉及的是一种“心理物理的东西”，是这个M对他以心理方式意识到的环境世界起作用的行为和忍受的行为。我，这个以心理学方式和人类学的方式进行经验者和进行研究者，在经验时将这个M经验为环境世界，以通常的方式意识为环境世界，以通常方式经验为环境世界，然而这个M是在他的身体中以某种方式受刺激的，并在身体中主动地起作用的，在这当中他的当下的起中介作用的器官以某种方式处于对所涉及的诸客体的空间位置上等等。


  那么我是如何经验这个M之心理物理的东西的呢？这个在这里超出这个物理的东西而被经验的东西呢？这个我在他那个方面直接地在原本的身体性中知觉到的东西呢？当我知觉那里的那个人时，而且是一步一步地以特殊性知觉那里的那个人时，我在物体方面发现属于这个物体的东西，现实地和真正地以个别的方式在特殊的知觉中可知觉的东西，即使是暂时不可见的方面。“心理东西”的情况如何呢？而且是按照“心理物理的东西”，心理东西的情况如何呢？这个人在他的被我经验的物体的位置上看这个我也在看的房屋，从不同于我在看的侧面的侧面，一个对于我而言现在看不见的侧面，看这个房屋。我说这个房屋是因为我“看见”它。但是当我这样说时，什么东西属于我的真正的知觉呢？肯定不是该另一个人的看的行为和看该另一个侧面的行为，或更确切地说，的确从被归于该M的那一侧看那个作为房屋的处于给予方式之中的房屋的行为，而我则是从另一侧知觉这个作为房屋的同一幢房屋。那么我没有任何真正的知觉吗？在这种情况下，我有直观的准当前化吗？通过知觉我看见M这个人，在看他时作为这个知觉的组成部分我“理解到”他指向那另一个侧面，理解到他的心理上的向那里看去的行为，等等。我不仅看到了他的物体，而且我在这当中经验到他的物体性，他的身体姿势，他的双眼的校准，面部的表情变化等等，我将这种物体方面的表现经验为心灵东西的表现，我将这种身体的东西经验为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处于它的心理的意义之中的。


  因此正如在语言中所属的字句是按照它的意义被理解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仅是作为视觉上的符号等等被书写的那样。正如已经说过的，在这里这种理解行为不仅是我对M-物体的知觉之一种附属物，而且是我对M的知觉：只要“知觉”保持这种正常的意义，在这里我就必须谈到知觉。当我“直接地”明白地意识到一个对象，一个实在的东西时，就意味着它“被知觉”，作为自身当前的，以在我面前的原本，被给予我。我知觉人们，我不可能想象他们是被直接经验的，我不可能想象他们以他们自己固有的当前被我意识到，我不可能想象我就像他们忍受和生活那样经验他们。但是现在我注意到，另一个人的“心灵生活”，一般而言，那个使他对于我而言成为一个人，而不仅是一个物体的东西，“只是按照意义”被给予的——“只是按照意义”，这就是说，绝不是“真正地”被知觉。没有任何心理的东西被知觉，既没有整体的心理的东西，这个异己的人被知觉，也没有处于任何个体形态之中的个人的生活，任何一个忍受的行为和任何一个行动，任何一个具有被动的显现者的行为被知觉，——在这当中没有任何东西以特殊性被知觉。注1136心理的东西能够“真正”被知觉吗？我当然要说，能。只不过另一个人的心理的东西决不能被知觉，相反地，只有我自己的心理的东西才能够被知觉。


  但是不仅如此。我确实能够直观异己的心理的东西，尽管不能以知觉方式直观，然而却是以直观的准当前化之形式直观。我能够这样做，但是我并不是必须这样做，并且一般而言，我也不这样做。以下情况肯定是很容易理解的：非直观地-按照意义理解的行为肯定是先行于对已经意指的，而且已经在对异己者的知觉中起作用的意义进行直观的行为。这对于每一种间接呈现都适用。


  在对另一个人通过知觉而进行理解的行为中，我们有原本的知觉，并且这种知觉是以原本性连续地得到证实的，是就异己的身体得到证实的，这个异己的身体处于其以侧面的方式自身呈现的（当然是按照它的自身存在为我呈现的，而不是按照“客观的意义”为我呈现的）不同的自然的特征之中。并且在这种元原本的知觉之进程中，紧密地连带结合在一起的“诸统握”、“诸意义”，是通过原本的充实现实地得到证实的。在对另一个人的“知觉”之进展中，这些统握和意义有其相符与不相符的特殊的样式。因此在相符的情况下，它们是作为充实而进行的，这是对于它们所意指的心理东西之真正的此在而言的充实，但是这种心理的此在并没有达到原本的知觉、真正的知觉。这当然需要说明。注1137


  即使当对事物的知觉是在一致性的样式中进展时，与这种特殊的将来的侧面因素关联的“意义”也不仅是通过它的出现证实的，而且这个总是被知觉的事物本身的存在是在它的无限的然而只是被预示的所有的侧面中证实的。因此在总体的地平线之持续不断的变化当中，以及在这种总体的地平线当中存在着的全部设定当中，存在着一种充实的过程，这些设定本身是以充实的方式进行的，而且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的，即真正的充实（但是这种真正的充实在它那个方面仍然具有空的意向之诸成分）在其受限制的存在当中是按照一定的式样进行的。地平线之充实的根源就在于此。真正的充实同时就是处于其总体意义之中的总体的知觉之充实。它并不是孤立的。


  在对异己者的知觉当中，对物体的知觉并不是孤立的，而只是对异己者之整个的知觉的能够抽象地分离开的一个层次。它在表现之方式中是连续地有意义的：这种充实是这样地发生的，即现在的这个借以对心理东西进行设定的表现者，正是因此还需要一种新的表现，因此在物体的东西中就出现了一种作为现在有意义的显现结构的新的显现结构，并且当在这种物体东西中现在以原本的方式（originaliter）为我出现某种并非按照这种要求出现的东西时，这种设定就会被取消。因此这两个层次是一起被把握的。或者，第一种间接呈现，物体方面的间接呈现，总是间接呈现心理的东西，心理的东西在反向地指向时总是间接呈现物体的东西。


  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在心理的层次上作为空的指示（空的间接呈现）所想到的这种充实的形式是否就足够了呢？将另一个人空洞地理解为“根据”对物体式的身体之知觉而做的空洞的当前化的设定能够伸展到多么远呢？一切“真正”进行经验的对异己者的知觉不是都要求一种直观的准当前化（“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相互理解、取得一致的准当前化）吗？它不是与在进行重新回忆的知觉那里的情况相似吗？比如我说：我（在数年后）重又看见这座城市，它还有那些老旧的街道，我在这里和那里看见一些新的房屋，我看到，这座教堂被重新修葺了等等。我知觉——我将这个现在当前的东西，这些街道等等经验为部分地是没有变化的，部分地是变化了的，这种重新认出的东西指点参照处于通常被重新认出的关联之中的早先曾看见过的东西，但是在这里是一种“不同的”曾被看见过的东西。在这里，这些动因也从知觉返回到记忆，并从记忆返回到知觉。但是我并没有实行真正的直观的重新回忆，我停留于非直观的东西之中。在最好情况下，冒出一些直观的成分，直观的断片。


  对异己者的知觉之两种充实形态，这两种充实形态同时也是两个实现阶段


  无论如何我们将必须说，对异己者的知觉有两种充实的形态，这两种充实形态同时也是两个充实的阶段。在第一种形态中，没有发生直观，在第二种形态中，直观被附加到空洞的，在进程当中得到证实的理解行为上。能够证明，这种特殊的准当前化事实上以最本源的方式将这个作为另一个人的另一个人给予我，在知觉上给予我，相似于重新回忆将我的过去作为处于“重复”之中的直观给予我。


  这里应该注意，而且首先应该研究，在对异己者的知觉中的，而且是对另一个自我及其心理生活的知觉中的分层：这个自然的核心，它的身体物体，在“作为器官的身体”这个名目下有一个最初的意义层次，与此同时有一个最初的心理东西，这个“进行组织的”自我，这个赋予作为器官的身体诸部分以心灵的自我。注1138这个层次现在是作为这整个的心理的主观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拥有它的环境世界的自我，或更确切地说，在与一个世界，与这个处于当下的某一些显现方式之中的世界的关联中认识这个世界的自我，这个自我作为个人式的自我，以环境世界的方式与这个世界保持着联系，而且早就已经保持着联系，这个自我作为具有它的相信、它的习惯、它的目的、它的手段的自我，从前就已经有了它的获得物，并且总是能够返回到这些获得物，而且经常返回到这些获得物等等。


  首先我将这个身体理解为身体，而这个身体是与一个知觉领域在一起的，另一个人在这个知觉领域中以身体的方式存在，而知觉领域是围绕身体定位的。我从我出发，并从我的知觉领域出发理解这种情况，在我的知觉领域中，那个身体有一种是我的身体的类似物的意义，正如当我在那里时一样等等。


  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更高的意义，那种尚不确定的自我的意义（超出了低级阶段之规定的意义）现在得到了更详细的规定。很显然，在这种更高的层次上这些预先的意指经常需要一种“现实的”显示。然而这必须得到更详细的研究。


  补充说明


  作为本质成分属于对一个人、一个动物这样的实在东西的知觉的，是对心理东西的连带意指。但并不是对心理东西的直观的准当前化。但是，更详细地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连带意指呢？一种连带的当前化（间接呈现）应该是这样一种东西，通过它，心理的东西本身肯定与物体的东西一起在这里存在。在对事物进行经验的层次中间接呈现是对于背面的间接呈现。但是在这里经验的进展是作为对进行知觉的意指之继续进行的证明存在的，是作为对进行知觉的意指之充实，作为通过特殊的知觉之充实存在的，被间接呈现的东西是通过呈现而变为现实的，它是如它本身所是的那样呈现的。但是在这里这只对物体适用，对于心灵的东西并不适用。但心灵的东西具有什么样的引人注目的证明方式呢？M真的是一个人，物体在物体方面以一种变化着的样式变化着，这种样式总是一再地是多种多样的表现，并且是一种整体的表现之统一，每一个新的表现都与从前的表现相符合一致，始终遵守“作为人的个人”这种“意义”之统一。


  让我们来与语言的表达比较。当我理解这个表达时，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拥有一种知觉，关于作为有意义的表达的这个词、这个句子的知觉。但是它也可能是一个错误的知觉。当我“弄清楚”时，我看到，部分的意义并没有真的表明一种意义的统一。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这些个别的意义显示出来，它们具有地平线，并且在它们的进程当中肯定具有充实的关联。如我们知道的：在一种可能的判断之统一中的这种充实的行为肯定是一种不同的充实行为，是一种没有矛盾的结合的行为，在其中这些命题联结成了一个命题之统一，在“可能的判断行为”之意义中，这是可以想象的（并因此一般而言，能够实行一种可能的采取态度的行为之统一，是可以想象的）；并且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意义”、表达、表达式的意义之自身给予的统一，“使变成明白的”的统一，才作为接下来的东西和新的东西成为可以想象的：它是“真的”吗？或者是“可能是真的”吗？注1139


  当然在这里还得补充几点。我将一种有意义的东西“统觉为表达”。情况可能是，它“偶然地”看上去像是一个字，一个代数符号等等，我就是以这种意义理解它的。区别：我理解到这种“偶然性”，然后我将我想象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它并不真的是一个词，一种表达，而是它仿佛是一个词。一个词只当以这样一个目的被说出来，被写出来，被印出来，才真的是一个词，即它得到理解。而在这种情况下，在所意向东西方面又可能呈现出若干的变化。在一个纹章中一个箴言所表示的正是：它是属于这个宗族的纹章，从前是作为箴言形成的，并且能从另一种情况联系到这一种情况。或者在一个警告牌上规定不要踏进这片草地，或在一张纸上印着这个规定——它是一张报纸，因此是一则报纸“消息”，或是娱乐广告等等，或是科学报道、教科书等等。这种情况被统握、被规定或者始终是不确定的，这些词句对于不同的情况具有“同一的意义”和情况的意义，但是这些词语又改变着这种意义，例如我将之当作我的判断说出来的一个句子，和另一个人说出的“同一个句子”。这同一的句子作为纹章题词，作为在祈祷中同一的句子，在一个现实的祈祷中和在一部小说中同一的句子，等等。与现实的确定的个人的关联或者与虚构的个人的关联，或者与这座“城市”的关联，就是说这座城市通过它的公职人员作为命令发布这个句子，并且以持续的有效性发布这个句子，而且还向也许偶尔作短暂停留的人发布等等。


  在这里实例说明应该经常发挥其充实的作用，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一种必然的作用呢？我读这张报纸，我很快就明白了某事，我继续读下去——处于其诸段落之中的相互关联着的意义之统一就被建立起来了。但是突然我失去了清晰性，理解变得模糊不清了，我再一次读刚刚读过的几页。现在理解变得清楚了。我能够“随意地”重复，并且认识到处于这种重复的理解行为之中的这同一的统一，这同一的意义统一。如果我同时下判断，它就是我的同一的判断，同一的意见，同一的相信。当然，现在它可能变成靠不住的：它是真的吗？一般来说它是可能的吗？我首先一起下判断，然后内在的矛盾显露出来，“它与这一个或另一个较早的判断不一致”，而那个判断仍是我的判断。那么哪一个判断“正确”呢？


  我拥有与情况有关的，与规定的含义的主观性等等有关的意义的“含义”之转变，但是在这里，这个词在自己本身中有一种“含义”，一种同一的“含义”，这种“含义”并没有由于这种转变而受到损害。因此在这里关于意义或含义的说法我们有多义性，并因此也有显示和证实的多种方向。


  我们所有的正是处于共主观性之关联中的多种多样的、相互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相互奠立的意向的成就。在哪里自我式的意向性起功能作用，我们都有指向，但是也有意向的关联，意向的关联地平线，而且意识生活始终是一种在极其不同意义上的从意向到充实之进展。知觉过渡到知觉，但是在这里诸预示，诸地平线，相互地过渡，通过充实按照其方式起作用；详细地说，知觉上的正面的预先意指连续地过渡到知觉上的充实，过渡到连续地新的侧面，在这当中，在真正的充实之每一个阶段中，包括着地平线的整个的知觉是通过知觉之真正“自身”出现的东西而充实的，因此每一个阶段的地平线也得到充实——通过新的地平线得到充实；因此对于这个知觉领域和向诸新的知觉领域过渡而言，部分地是在保存这同一些事物的情况下充实的，但是在连续变化着的诸知觉中，充实的。在这种过渡中只有很少东西真正变成了直观的，然而正如已经说过的，在非直观地保留着的意义之过渡中，在被连带意指的地平线的意义之过渡中，也存在着连续的充实。具体地说，存在着在作为对于我而言的流动着的世界的呈现的具体的流动着的呈现之连续性中的一个持续的流动。如果这种流动在幻想的东西之形式中遭到断裂，那么这是在普遍的流动之基础上发生的，这种流动只是在一个位置上，在一个方向上，受到这种个别的不一致性的干扰。但是这种呈现仍然具有超出该呈现的“含义”。因此就这样使人注意到作为具有“以前已经被知觉到”这种意义的重新认出的一个回忆的领域，我能够通过一种重新回忆使这个回忆领域变为现实的，或者通过像语言的含义这种形式的含义使之变为现实的，一般而言，通过一切在原呈现中伴随的含义使之变为现实的。


  附录IV  关于处于世界之中的精神东西的经验，首先是关于心灵东西的经验。作为知觉的移情作用。行为主义  〈1930/31年新年〉


  〈内容提要：〉处于个别的类型学之中的和处于这种类型学的诸层次之中的人的经验行为。行为举止（Behavior）。一个处于纯粹行为之中的人之给予方式被阐明为关于个人东西之、单纯的“归纳的”指示（有关人的“知觉”，这种知觉在其知觉行为中立即就被按照其行为与活动理解）无须在对异己者的直观当中的现实地进行移情作用的间接呈现，这种归纳的指示。因此对关于另一个人的“知觉”之两种方式的澄清，并且被澄清为进行证明的经验：在单纯指示当中的一致性，但是在现实的准当前化中通过更高阶段的直观有更高的论证价值。


  描述科学之问题，特别是关于人的描述科学之问题。这作为对行为主义的心理学之批判的基础。


  从外部看人的精神性。处于其普遍性阶段的人的个别的类型学，诸特征。正常的人。精神病人的异常性类型，个别的类型学。正常性的个别的类型——在人这个种内部的正常的人——但是还有人一般。


  这位研究者，这位科学家，特别是这位心理学家，作为具有科学理性能力的正常的人，作为对一切类型，包括科学家的类型，合理地进行描述、进行研究的主观，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研究者共同体之中完成着科学共同体的工作，并通过这种工作获得了作为共同体的作品的理论、科学。


  我们处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外在的”世界、空间时间的世界。作为诸主观的我们，这些主观相互发现，并“内在地”，在意识上，以意向的方式发现我们的世界，并发现诸主观的生活。


  在“外部”世界中，在空间时间性中，在空间时间的实在东西之全体中的人们。这个实在的人（动物）作为物体具有被空间化了的，被自然化了的“精神性”，与物理的物体性一起存在。


  被自然化了的精神。身体具有身体所特有的行为举止和在其中显示出来的个人的世间的行为举止。外在地被经验的人，处于其有机的自然之中的人，特别是处于其躯体上的行为举止之中的人和处于其个人式的行为举止之中的人。这种行为举止之类型学，个别的类型的东西。作为处于其这种行为举止之中的这个人的个别的被经验的人。作为处于其个别的类型方面的外在性之中的和处于其普遍的类型方面的外在性之中的这个人之规定的行为举止之问题。


  对行为举止的理解行为。这个人在数数，他说出数，将数写在他面前的牌子上。我们这些旁观者“看到了”这种情况，我们是进行观察的心理学家。我们与他处于这同一的环境世界之中，我们也同样多次地处于这种环境世界之中，这块牌子对于我们而言也是我们能在上面写的牌子，等等。我们理解到：他的物体方面的生活之心理的东西，他的物体方面的运动之心理的东西，在与这块牌子等等有关的实在的-因果的行为举止中他的物体方面的因果性具有一种外在的物理的意义。对于我来说：我运动，我打算，我在某种显现方式中经验我的物体的身体并这样地经验这块牌子，经验我的环境世界，但是我并没有指向这种显现行为等等中的纯粹主观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在这种变化中指向在经验时我所确信的事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主观的转向：我运动我的手等等，我将它用作“器官”。这个运动为物理的运动，同时也是由我指挥的，有所追求的，针对目的的。我经验另一个人：他以物理的方式在物理的环境世界中存在，但是我是将他作为人指向他的，我经验他的使用他的身体的器官的行为，我经验他的在他的环境世界中追求成就的目的行为，我经验他的行动，也经验他的进行思考的行为，他的进行怀疑的行为，他的努力追求的行为，他的判定怀疑的行为等等。我理解这些东西，我能够为我清楚地说明这些东西，在这当中，我“进入”另一个人之中“生活”，仿佛我本身就这样地行动，我对于我而言是真正地体验到了我的行为举止之这种精神东西，能够在经验时真正地观察它，在原本经验中并以原本的自明性观察它。


  在对处于世界之中的人们的观察和描述当中，如他们在这里在外部并在其外表中呈现的那样，如他们在其行为举止中重新认出的那样，如他们作为现实性东西被显示的那样（在对他们的普遍的类型学的确定当中，并且最终在对他们的个别的类型学的确定当中——这个处于其个性之中的个别的事实的人就是在这种个别的类型学中被描述的）对他们的观察和描述当中，我在这里我还需要对这种“精神的含义”的直观，我还需要这种“精神的含义”的直观上的清晰性吗？在对我的环境世界中的人们的经验中，这些人以变化着的外在的行为举止作为同一些人在我面前存在，并在这种行为举止当中被理解，这种行为举止是个别地并且是整体地按照进行经验的统觉之方式被理解的：这是对这双手在触摸，这双眼睛在看等等的运动作为在这当中有关诸事物的原本的知觉行为之通过经验的显示，这个个人正是以连续地不断进行的而且是多侧面的知觉这种方式，作为直接在这里的并且根据情况作为较近的和较远的在自己面前拥有这些事物的。此外，以下情况是有关在这里被建立起来的诸事实性东西之通过经验的显示，即这个人拿起这根羽毛，抛出这块石头等等，这是在环境世界方面多种多样地然而却是按照统一的目的并且最后与一种自身保存之统一相关联等等地统一地行事之更高的阶段上进行的。这些人在这里存在着，也许又与作为他们经验到的人们的人们相关联，并且这些人同样也被他们经验为是以身体方式显示着的人们等等。这些通过经验的显示作为经验是确信，并且作为经验是彼此符合一致的，或者是以异常的方式彼此相互矛盾的，以致于这个显示作为虚假显示被取消了。


  即使是在单纯的，非直观的，只不过是进行指示的显示当中，这种显示着的东西就已经有相符和不相符了，就是说，在这些进行显示的经验，这些单纯进行指示的经验之进程的整个关联中的相符或不相符。因此这是一种已经在自身中显示出一致性与不一致性的特殊的经验层次，确信在进展中得到证实，在继续有效性当中得到保存，或者被取消。因此，情况正如在流动中取得关于物理的环境世界之一致的经验一样（在精神的显示不起作用的范围内）。例如，我们翻山越岭漫步到那里，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与在其它的显现方式——这些显现方式在进展中彼此相互参照，并且以一致的方式正常地继续进展——中看的行为一再地看到过的东西同一的东西。并且在关联当中它使人们注意到作为能够预期的东西的，作为被预示的东西的新的东西，并且这种新的东西一般来说都得到了证实。但是也许不相符，划掉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反思地进行着重新解释，改正，而且在真正的知觉之前已经这样做了。对自然按照它的已熟悉的类型，按照直观的种和属进行的描述，也许是对处于其个别的类型学之中的个别自然客体的描述——这种个别的类型学总是已经在预先形成了普遍性东西之范围内作为特殊化被经验到了——，是在一种普遍的经验之基础上进行的，这种普遍的经验作为能一致地建立起来的经验被当作前提，并且作为在一种通过经验的证实之直接的进程中在一种显然的校正的情况下一致地证实的，实现的——没有对这种自然的经验方法及其效能提出问题。我们遵循处于成功的一致性之中的自然的明白性。对于精神领域也同样如此。我们观察人们，在他们的精神上的举止行为方面我们遵循进行指示的经验以及它本身的，作为总是能通过偶然的修正一再地建立起来的一致性的一致性。我们“进行理解”，并且在进行理解的统握中我们由于继续相符所得到的证实而确信。


  这种关于个人的经验行为，关于个人式的活动、行动、思考等等的经验行为，能够完全没有对个人方面的内在性之直观的准当前化而停留在行为举止的外在性中吗？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个具有通过移情作用的指示而在本源直观的自身呈现中被显示的广为熟悉的东西之巨大的领域——我们关于自己身体的经验，关于自己在我们的身体器官中起支配作用的经验，关于我们“通过”这样的支配作用对外在的经验行为这个标题下诸自身呈现着的事物之直接的经验，关于我们以课题方式与这些事物打交道的经验，关于我们的对这些事物的解释行为的经验，关于我们对这些事物以“逻辑的”-述谓的方式下判断的行为的经验，关于理论研究的行为的经验，关于我们的通过行动对这些事物进行改造的行为的经验，关于我们对在这种实践的目的指向的行为中的这些实践的可能性，对我们的能力的考虑行为的经验，关于我们的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对怀疑、猜测、疑问的判定行为的经验，或者是努力去判定的行为的经验等等。但是我们所可能的与我们自己打交道的行为，对我们而言也是在经验上最本源地熟悉的。在这个领域中，我们也有处于其最本源的显现方式之中的自然，以及正是和这个自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和我们的物体式的身体（以“作为器官”供它使用的方式，并且由此出发以与另一些物理的东西打交道的方式，作为在我们的显现中被原始地经验到的）以特殊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的心灵上的存在。在这里，对由现实的经验而来的对自己-人的一致的经验之诸可能性是事先就“被以本源的方式”系统地“预先规定”的，是以被本源的确信预期的。这就得出了关于自然之最本源的、原始的统觉之领域，和由自我而赋予灵魂的自然之领域——在自己固有的“心理物理的”自然这种特殊的意义上的自然之领域，和由自我，由自我固有的活动而“被精神化了的”自然之领域。在这里，另一些人被抛开了，对另一些人之通过移情作用的理解行为被抛开了，并且另一些人根据这种理解行为为我关于世界的统觉在客观的、共同的世界，对所有人而言的世界这个名目下做出了贡献的那种东西被抛开了。


  这个原始性之统觉领域进入到移情作用之中。这里的问题是，对异己者的进行移情作用的统觉是如何达到下面这种情况的，即仿佛只有非直观的指示起作用，而且如同知觉一样起作用。这种进行移情作用的直观性难道真的是最初的东西吗，并且只是在后来这种直观才在衰退中失去了吗？


  但不是所有的经验——作为关于诸对象的经验——都是“统觉”吗？一个在最广泛意义上的“预存”之领域不是必然地属于经验（正如另一方面，一个持存之领域不是必然地属于经验一样）吗？一个被显示出来的共当前，将来和共将来等等之地平线，而且是处于能力之样式中的地平线（这个地平线本身又具有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是必然地属于经验吗？这些地平线也在经验当中起作用，而且并不是只当它变成直观时才起作用。这种作用确实是这些地平线在其功能当中只是以在某些方向上发生的充实之形式发挥的。这种按照所有通常的意义指向都是可能的阐明行为，是一种用实例进行的说明，例如实例说明，或事后的实例说明，只要经验的进程是一致地进行的，这种实例说明对于经验本身、个别的经验本身和相互关联着的经验本身，就不可能起作用。只当有对一致性综合的妨碍发生了，这种妨碍在经验之被动的进程中又不能由经验自身消除，不能由自身提供对它的校正，这种对被指示的诸可能性之阐明行为才会起作用。


  在移情作用那里的情况不也是一样吗？只要在整个经验内部的，在心理物理的（具有最本源的经验之物理的核心的）经验内部的诸指示是通过经验正常地建立起来的，并因此具体的统觉之一致性继续得到保持，在这个限度内，经验就借助于经验得到加强，并且对此在的确信，比如对这里这个人，这个如此这般进行知觉的人，不管怎样从事活动的人，也不管具有怎样心情的人，不管怎样在感觉上做出反应的人（由于对更高阶段状态的指示）的此在确信，就仍然未受到动摇，而且正是作为心理物理方面的知觉未受到动摇。这种情况当然也进入到知觉之诸变样中，如进入到重新回忆中。重新回忆“重复”这种一致性，而且在这种进行重复的准当前化中并不需要对诸地平线用实例说明。这些地平线以重新回忆的方式作为“空的”指示起作用，因此在重复当中，从前的正常地起功能作用的知觉，作为重复，确实同时是对过去的经验。


  如果我已经将另一个人理解为另一个人，而且理解为有所行动的，进行理解的另一个人——按照这种心理物理的经验方式理解——，但是现在没有就细节方面理解：他在这里真正在做什么，他出于什么动机做这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就出现了一种障碍。在继续进行的观察中，这种障碍会“自行”消失。当这种刚刚被经验的东西反作用到刚好仍被经验的东西，以持存的方式仍被意识到的东西，及其统觉的意义上时，这个被妨碍了的理解就立即摆脱了这种障碍，也许会出现一些校正。从它的核心出发以确信建立起来的新的地平线的意义直接地起反向的作用：即早先东西的效果，仍然持存的被意识的东西，及其已经出现的障碍（它变成可疑的）都受到删除，因此呈现出一种仿佛是假象的特征。但是凡是接下来的经验之进程并没有成就这样的东西的地方，不能成就这样的东西地方（例如，当另一个人暂时中断了他已经开始的行动，或者除非他完成了他的行为，否则我就不能期待），当我直观地对他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状态实行移情作用时，即仿佛我自己置身于他之中，并且我如同他在某些方面显然是按照我已经通过经验认识到的东西受促动那样受促动时，我就能够对他的行为和他的接下来的目的感兴趣，同时也许可能就已经获得了清晰性。


  但是看来现在我们必须说：关于人的经验（关于动物的经验，以及关于一切客观的精神上的实在东西的经验）虽然是自身给予，而且即使是在特殊心灵东西和精神东西只是通过指示而间接呈现的地方，也是自身给予，但是只当这种以移情作用方式被经验的、物理的-心理的和客观的-精神的实在东西之存在达到了“真正的”经验之时，因此当我也“看到”我在这里非直观地连带以为的东西，尽管是在经验之功能中具体地连带以为的东西时，因此使它的以为得到充实时，我们才拥有充分的自身给予。当然，现在这种“看的行为”并不是对超物理的具体东西之有关侧面的直接的知觉。但是在这里这种直观化的确是一种真正进行充实的直观化，一种本源地进行经验的间接呈现，一种直观的重新回忆的类似物，这种重新回忆的意向上的间接性并不妨碍以下情况，即它是作为曾被知觉的东西的过去的东西之自身给予。这里涉及的是异己的主观东西之自身给予。这种异己的主观东西是我自己的主观东西之直接的在知觉上的自身给予之在本源地进行经验时能够经验的变化之样式。正如没有我的知觉，任何重新回忆就不可能作为关于自身给予的过去之意向上被改变了的确信而存在一样，同样，没有我自己的精神性之不断地在知觉上的自身呈现，对于我自己来说，任何关于异己者的经验都不可能作为在一种被改变了的意义上的对异己者的知觉，不可能作为关于异己者的本源地实现了的间接呈现，或者不可能作为关于我自己的类似物的异己者的本源地实现了的直观。


  在这里不能探讨客观的精神之诸对象性东西的由心理物理的移情作用，由关于异己者的经验和已经预先给予的人的世界产生的、复杂得多的经验种类。但是对于这些对象性东西来说以下情况也是合适的，即对于被客观化了的精神性来说，只有在一种与之相应的直观中（而且是在进行经验的，构成存在确信的直观中）它们才展示出它们的全部的经验意义，并且才真正地在经验方面被给予，而属于这种被客观化了的精神性东西的，恰恰也有与作为人的经验的领域和活动的领域的预先已经给予了的世界的关系。


  据此我们曾说过，而且是就心理物理的实在性东西之较简单的情况说过，关于这些实在性东西的两个阶段的“知觉”和经验：一个是纯粹在物理东西当中的进行指示的表现中对心理东西进行连带把握的经验，一个是借助于进行充实的间接呈现的更充分的自身拥有和自身证实的经验。


  因此这属于对心理物理的实在的东西之经验，或更确切地说，属于对具有客观精神意义的实在的东西之经验（不考虑存在于共主观的世间性东西一般之中的客观的精神）。


  一切客观的经验，关于世界的东西的经验，都不仅仅是处于下面这种方式之中的关于个别的东西的经验，即普遍性肯定是以逻辑的精神性（概念性）之形式才随后到来的。个别的东西是个别地被经验的，但已经是以类型化了的方式被经验的，是作为有用的客体，作为森林，作为河流，作为石头等等被经验的，人是作为人被经验的，动物是作为动物被经验的，人是在类型的、人的特性之中被经验的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在分类之前，普遍的东西、分类的东西就已经存在，无论如何，在概念式的理解之前就已经存在，甚至对于我们而言在正常情况下使用的命名，绝对没有其已经在一种逻辑东西中的、在一种概念中的含义的普遍性，这种概念是由对普遍东西的比较和视为同一的突出而产生的，并且在普遍东西当中就有它的意义。


  这对于精神领域也有效，或更确切地说，对于心理物理等等的实在性东西及其在环境世界中被我们经验到、在清晰的经验中为我们显示出来的诸特性也有效。关于正常性与异常性的区分，有关作为理性规范的完全性、真实性、真正性等等的区分，在有机的-物理的领域中已经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并且在特殊精神的领域中，是以一种新的而且是多样性的意义起作用的。这些东西都与具有性格特性、才能特性、能力等等的个人式的自我主观之类型有联系。类型的经验总是已经以继续进行着的经验为基础的；但是由于每一个统觉通过在相似性中的重复建立起来的相似性领域之总是在重新形成着的并且在总是重新扩展着的地平线，这些类型的经验也总是类型之新的形成物。这是普遍的命名之基础，而这种普遍的命名同时又意味着一种特殊的地平线形成物：环境世界之中的每一个实在的东西都已经有了某个名字，因此被统觉，并且它是“以新的方式”存在的，因此有一个不熟悉的名字。即使是“一个”名字本身也是一种类型方面的特性。


  所有这些都是由那种外在地进行指示的经验决定的，或者是由现实地充实而自身给予着的经验决定的，只要它恰好是精神的。现在的问题是，处于其科学的概念形成物之中的和科学的确定之中的描述的科学如何先于诸描述的真理而发生，或者必然先于诸描述的真理而发生？经验是一切方法以之为支撑的原方法。科学的经验如何一定会具有作为科学的方法的性质呢？并且描述之方法如何一定会具有作为科学的方法的性质呢？然后是理论如何一定会具有作为科学的方法的性质呢？


  在已经先进行了我们关于精神的经验之分析的部分之后，在这里看起来以下情况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即关于描述的科学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直观性之基础上，必须建立在进行充实的间接呈现之确立的基础上。但是充分的直观性，全面的，按照一切方面本源地直观地进行展示的经验（如同对关于实在东西之经验行为的分析使我们从本质上理解到的）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关于实在东西一般之描述的理论研究，关于自然和实在的精神之实在东西领域（或更确切地说，关于在客观的世界性之最广义上的自然）之描述的理论研究，从属于正当性证明之普遍的可疑性，普遍的问题。没有任何描述的科学打算进行到最后，描述的科学之前提是，我们并不必一直地——直到无限地——进行下去，而是为了使实在东西的此在及其个别的类型方面的如此存在的此在，或者还有关于实在东西之普遍的经验的类型之此在，成为毫无疑问确实可靠的，并能够将这种此在用概念确定下来，需要在经验当中的一种有限的显示，并需要一种建立在此有限的显示之经验基础上的逻辑的概念形成物，这就足够了，尽管它并不是能够穷尽的有限性。


  由此很容易理解，这样的经验行为实际上是处于对是否有充分的正当性的郑重提问当中的，并且必须理解，在这个敞开的无限性之领域中的这种有限的限制之成果存在于何处，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样的“合理”前提下，存在着它的正当性。很清楚，代替实证科学之朴素的、根本未经解释的经验方法和思想方法，一定会出现一种对方法的系统研究。因为在这里经验是方法，因此关于实在东西的经验之本质和成就，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关于精神方面的实在东西的经验之本质和成就，就必须成为特有的课题。


  在这里必须着手对行为主义的批判，这种行为主义从总体上看带有一种象征式的空洞的明确性，甚至连对精神性东西的直观也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更谈不上进一步系统地将精神东西之经验的方法当作课题了，因此它甚至都没有如我们前面已经开始的那样粗略地开始观察。文稿7


  作为超越论的当前之层次的原始的核心和对异己者的经验注1140（1930年夏季）


  迄今为止我们仅仅是就在世界之中作为知觉上的世界当前被给予的东西观察处于超越论的当前之中的世界现象的，从那里已经扩散出非常广泛的进一步的描述，这些描述所涉及的是世界之空间时间性，而且是处于空间时间上的原本的当前之给予性样式之中的空间时间性。


  从意向内容的，存在的现象学的描述转向意向活动的现象学的描述。作为使自己本身时间化的超越论的自我单子之自身构成


  我们不在这种存在的方向上继续进行，让我们来思考：在我的超越论的自我之具体的超越论的现在之中，作为超越论的现象，“这个”客观的世界以作为此时此地（hic et nunc）的原本地为我呈现着的东西之形式呈现出来。在流动之形式中，具有流动着的地平线的我的超越论上的存在的当前和生活的当前被构成，并由此关于延续着的（由过去通过当前转入到将来的）存在之“意识”，关于处于流动着的此在之中的存在之“意识”被构成。但是这种关于统一性的意识有其封闭性，它被揭示出来，且是在这种流动着的自身当前内部，在自身当前化的准当前化之中，而且特别是借助于一种在这当中被意识到的，和能够以不同方式“一再地”实行的“我能”之中被揭示出来的。在这里应该密切注视较难分析和描述的一个方向；这些描述和分析涉及的是这样一种方式，即在流动着的当前中，由于这种使准当前化成为可能，而将超越论的过去和超越论的将来作为存在着的“体验”流本源地突出出来，作为流达到自明的自身给予性，以致于当前、过去等等这些词表示处于流动着的相对性之中的一种类型学的这样一种方式。注1141并且接下来应该表明，在这种流动着的相对性之中，内在的时间之连贯的统一是如何构成的，按照这种统一，例如总是能够以自明性看到处于相对的并且总是重新被改变了的诸过去的不断变化之中的同一的过去东西，或更确切地说，总是能够以自明性看到回忆的诸样式。


  对于世界这个超越论的现象之构成有效的东西，对于包含于世界之中的世界时间性也有效，这不仅由于在作为现象的世界当前之给予方式的内在时间的流之中被建立起来的世界的当前本身，而且还由于在其中被建立起来的世界的过去和世界的将来，最终还由于被建立起来的世界的时间——这种世界时间在对于我而言的当前东西、过去东西和将来东西之相对性的变化中表明一种综合的同一性形式。


  方法方面的东西：关于从悬搁开始的说明


  本来就应该放到开头的自然的行动的确只能是这样的行动，即在开始时我们从作为总是具体地被给予的，但是尚未得到解释的现象的世界出发，询问它的超越论-感觉论上最普遍的存在论的结构，并由此出发反向地询问它的超越论的给予性样式、显现方式。我们总是发现新的有关……的给予方式，总是发现对在不同的给予方式中的同一的东西进行综合的新的方式，并且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超越论的自我之超越论的事件。注1142


  但是现在还应该举出一种新的基本的区分，注1143而且首先又是在超越论的当前之中的，而且是在有关为我原本地（originaliter）显现着的世界的超越论的知觉领域内部的一种新的基本的区分。作为超越论的自我，我拥有世界现象的人的我，这个我一起属于每一个世间的知觉领域。不论什么东西对于我而言在诸事物上，在诸实在东西上在此存在，原本地（originaliter）被给予，我作为人都在所有这些东西上一起在此存在，我作为世间的知觉现象，本身一起属于每一个知觉现象。所有那些在超越论的分析和描述当中被表明的东西，按照其方式，按照相应地实行的特殊化，当然也涉及作为人的我。如果现在我们考虑已经在世界现象中知觉地被给予了的另一些人，那么我们就以世间的东西之存在以超越论的方式作为“显现着的”对于我，这个超越论的自我，达到给予性的方式，而且是达到原本的给予性的方式，发现一种基本本质的区分。另一个人与一切实在的东西一样，也只是按照一个“侧面”原本地（originaliter）被给予的。但是下面这两种实在性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区分：1）这样一些实在性的东西，它们在从一些侧面向诸新的侧面的过渡中，并且在这个进行证明的，将地平线的东西引致真正通过经验而被给予的自我之主动性中，本质上最终能将一切侧面，即一切能够归于它们的和已经归于它们的规定，都显示出来，2）这样一些实在性的东西，在它们那里会出现这样一些“侧面”，它们原则上不可能以现实的原本性，以真正的原本性被给予。这涉及的是在知觉上作为自身当前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准当前化中在我的经验领域中所拥有的作为过去的“另一些人”的，人们的，和动物的“心灵生活”（具有自我、自我的能力和自我的体验的心灵的存在）。在知觉领域中的这些物体式的身体并因此所有的物体，就其处于知觉领域中的物体的特性而言，是按照以下方式，以侧面的方式被给予的，即当下的侧面按照其特征，是原本地（originaliter），真正地在知觉上被给予的，并且在进展中，从一个侧面到新的侧面，最终该物体本质固有的每一个物体式的特征都能够达到知觉上的给予性。换句话说，每一个侧面的给予性作为纯粹知觉上的给予性所带有地平线，都使我们注意到一种纯粹的知觉上的关联，我们被从知觉驱赶到知觉。在这里，每一个准当前化都有一种属于我，属于我的超越论的领域的曾经知觉过，曾被知觉过，一种可能的知觉这样的含义。但是在其中另一个人的物体性在其中被给予的每一个侧面，在和其中另一个人的身体性综合地并且越来越丰富地被给予的综合的侧面的连续性，总是还会随身带有另一个地平线，该地平线的实现导致一种准当前化，但是一种根本本质上新式的准当前化，即这样一种准当前化，它在知觉领域中，在这个当前之流的进展中，原则上决不可能变成直接的知觉，或者从前曾经是知觉（就是说，可能具有回忆之性格）。


  1）在我的超越论的当前之中的可原始经验东西之核心层次，2）只有借助移情作用才能经验的诸世间的存在


  在世界这个超越论的现象之开端上，出现了一种根本的划分。这个对于超越论的自我而言被经验的和可经验的世界，纯粹就其本身被以超越论的方式考察的世界，有一个贯穿于现实的经验和可能的经验之中的连续的具有世间特征的核心层次，作为可现实地和真正地经验的核心层次，就是说，按照属于这个层次的一切固有本质特征，这个核心层次或者是被知觉的，或者是可知觉的，或者是曾被知觉的，或者曾是可知觉的等等，而且对于我，这个超越论的自我，是在超越论的态度中被考察的。与此相对，这个以世间方式被经验的自我——我们不考虑是普遍地被经验的，还只是个别地被经验的——还拥有一个固有本质的存在之层次，这些固有本质的存在通过在我的经验领域中实现而导致准当前化，这种准当前化本身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在自身中带有诸可能的知觉，但是却是一个进行知觉的自我之知觉，而这个进行知觉的自我并不是我自己，而是另一个自我。在我的内在的经验领域中，出现了作为我的体验的这些准当前化，而且是作为关于异己者的心灵东西的经验以下面这种方式出现的，即它们将这些知觉作为这样的知觉准当前化，即它们与我的现在现实的经验同时共同地存在，不过是作为另一个人的知觉存在的，就是说，这样地以对存在的确信之特征以超越论的方式给予我的。接下来，我在我的超越论的领域中拥有诸准当前化，关于记忆的准当前化，但不是关于我的记忆的准当前化，而是关于这另一个自我的记忆之准当前化等等。还有想象，它们在我的领域中作为关于对仿佛的知觉之准当前化出现（仿佛我看到，听到一个空间上的实在东西，仿佛在这种情况下我如此这般地采取态度，仿佛在这里作为被看见的东西而出现的东西真的存在），在我的领域中存在关于这种想象之经验中的可能的相似情况，这些想象并不是我的想象，而是关于另一个人的想象之以经验方式的准当前化，或者在我想象另一些主观的想象中，我也想象他们的体验，并且在这当中想象他们的想象行为等等。


  前提是，我作为超越论的自我也能够通过超越论的还原占有在其他人或者还有动物这个名称下所包含的东西，并因此占有社会性的东西，以及由共同体的活动所产生的世间的构成物，在这上面我不仅能够按照在这里起作用的身体性形成一个超越论的发现，而且也能够就精神性东西的发现形成一个超越论的发现之领域。但是在没有对这个领域进行探讨之前，我们只能够设定一种划分，并且仅仅指出，在可能的超越论的经验和可能的超越论的描述之领域中，能够形成一种贯穿于世界这种超越论的现象的普遍的区分。对于这种现象而言，这种区分的确意味着以下这些东西：纯粹作为经验世界被以超越论的方式考察的这个世界由于悬搁立即就呈现为是我的世界，为以超越论方式定向的自我的世界。这个自我及其“自我克制”对于它自身而言是第一个可以超越论方式设定的东西，因此在其统一中形成世界现象的这个世界之全部的超越论的给予方式，现实的和可能的给予方式，也是如此，世界现象是与我的悬搁不可分割地存在的，是一个超越论上的我的东西，那个世界现象正是与这个自我，并与这个“自我克制”不可分割的，第一个可设定的东西，并且从现在起是以持续的存在有效性、以超越论的方式留给我的东西。在这里当然不存在任何另一个自我，只有在世界现象之中才存在另一个人这种现象（和作为人的我本身），但是这种现象作为超越论的现象，在这里是“我的”现象，属于这种现象之范围的是那种至少在开始时在这里立即就作为与我，这个超越论的自我，不可分割地被给予性的东西。


  因此现在，如同被动地进行的世间的和被以超越论的方式把握的给予性一样，这些主动的，而且是在“我的”能力之中进行的给予性，或更确切地说，一切有关的我-能之方式和我-做之方式，有关……的真正的知觉，有……关的诸侧面，有关……的诸透视等等，以及附着于这些东西之上的诸地平线，解释这些东西的诸准当前化，等等，都是我的（这个超越论的自我[ego]的），或更确切地说，是我的“意向的体验”，只不过恰恰总是被以超越论的方式把握的。据此，例如在显现着的事物或显现着的该事物之侧面等等名称下，这个事物之存在或者该事物之相关的能看见的诸要素的存在，就不应该以自然的方式设定。在这种意义上，每一个人作为经验世界中的存在，当然也是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超越论的现象。另一个自我，作为超越论的另一个人，第二个超越论的自我，在这里尚没有可以理解的意义。现在我是唯一的超越论的自我，我作为超越论的自我已经给予了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体验”，就是说，是我的体验行为的内容，都是我的意识行为的内容，它属于我的超越论的整个当前，贯穿于我的超越论的当前的当下的准当前化的体验而被设定为超越论的过去的东西或将来的东西等。世间东西的诸显现，就是在进行构成的意识生活中被意识到的东西，“被以为的东西”本身，这些东西与流动着的意识生活是不可分割的，是作为流动着的意识生活之对象方面的意义而不可分割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在进展中处于意向对象方面的显现方式之如何中的对象性的意义，必然总是会在连续的和分立的综合当中被综合地视为同一，这些综合本身是体验之综合的联结，并且在自身中带有作为对象性的意义的综合地同一的东西。


  但是我作为超越论的自我所提供的东西，我能够将目光指向它的东西，一方面是被放到括号中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现象，其中就有总是个别地给予我的、处于其当下的给予方式之中的诸世间的现象，诸事物，诸人等等。另一方面，当我实行意向活动方面的反思时，我发现构成方面的时间化之原领域，我的意识方式之流，主动性之自我方面的样式之流，一切世间的实在东西以及这些实在东西之多种多样的显现方式，都是以主动性之自我方面的样式在这个持续不断的流之中实现的，被“构成”的。超越论的自我之以超越论的方式进行构成的生活——在其中，这个总是被它意识到的世界在当下之变动中为它构成，并且在接下来的反思中，这种进行构成的生活本身作为它的超越论的生活，为这个自我构成——是最终的具体化，在其中，包含着一切能被设定为存在东西。这是绝对具体的意向活动方面的生活，是对一切东西进行体验的生活，在这种生活当中，这种当下被意识到的东西，被设定为存在的东西，就是“体验”。


  现在让我们思考，在世界之超越论的给予方式中的这种分层，因此在世界现象（与我不可分割的世界现象）之中的分层——关于自我-人与其他人的划分能使我注意到这种分层——，意味着什么。


  凡是另一些人和任何种类的人的东西在经验的意义上在关于世界的经验中出现的地方，而且是在直接的经验中出现的地方，在世间的东西之存在中出现的地方（这种世界的东西作为单纯的现象，并不是作为绝对存在着的被设定的，而是作为超越论的“存在意义”得到理解的），在那里，在关于另一个人的知觉之意义中，在被知觉的人本身中，显然就存在着一种分层：只有人的物体，而不是人的心灵东西，真正在知觉上被给予，而且总是能这样地被给予，尽管具体的人也被给予，只要他在身体方面是可知觉的，并且他的心灵东西对于我而言是作为“连带当前的”而本源地得到经验的，被标明为是被知觉到的，甚至是在一种好的意义上被知觉到的。因此不论在什么地方有动物的东西-世间的东西被经验到，我们都必然拥有作为底层的一个意义层次，这个层次是可直接经验的，而且是在它那个方面的诸直接的知觉上的给予方式之综合的统一。正是因此，这个底层有这样一种突出的特征，即它是与这个超越论的自我——这个超越论的自我是在悬搁之后作为本身第一的超越论东西出现的（作为在持续的确真的同一性中和绝对的原本性中被给予的）——不可分割的。它们是我的知觉，我的流动着的以知觉方式进行的意识上拥有的行为，是我的知觉的综合。寄宿于它们之中的、在流动着的综合中形成着的知觉的意义，是与它们不可分割的，就是说，它们是与以超越论的方式进行经验的自我，与这个迄今唯一的超越论的存在者，不可分割的。这被转用到重新回忆这一类的一切准当前化上。对世间的“曾被知觉的东西”之现在的（从它那个方面在知觉上被给予的）意识，并不仅是我的现在的意识，而且是在其中有我的曾被知觉的东西被设定，而且能以超越论的方式被设定，并且对于一切相似的准当前化都是如此。但是对于被奠立的层次，对于属于关于另一些人的经验之存在的这些新式的准当前化——通过这种经验，异己的心理东西对于我而言是与异己的身体一起在此存在的（移情作用）——情况则不同。这种关于异己的心理东西的经验虽然是我的意向的体验，但它是一种准当前化，这种准当前化并不是我的回忆，向后回忆，向前回忆等等，它所准当前化的东西并不存在于我的知觉领域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将一种知觉行为和一种被知觉的东西准当前化，它是将具有相应的知觉意义的一种回忆行为，一种预期行为，一种可能的经验行为准当前化，但它是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并不是我的同一的自我，它作为另一个人的东西被经验到，作为对它进行体验的自我的东西被经验到。如果这另一个人存在，如果这种体验行为存在，那么关于这另一个人就设定，它存在，这种体验行为与该另一个人不可分割，它只有作为属于该另一个人的自我的才会存在。但是不管我关于另一个自我及其自我体验的超越论的设定怎样，无论如何，首先注1144我以原本的方式（originaliter）拥有我本身，而且是作为处于存在有效性之中的超越论的自我而拥有的，属于这个自我的，有一个由我的诸意向的体验和不可分割地属于诸体验的诸被以为的东西构成的自成一体的范围。有关的世间东西，因此处于基本层次之中的世间东西之真正知觉上被给予性东西之整个的存在，都应该属于这个范围。当然一切准当前化也都应该属于这个范围。通过这些准当前化在我的世界经验中为我构成了精神世界，在对我而言可经验的世界之整体存在中有经验意义的精神世界。


  我能够一般地说：由最初的我-在和“我实行悬搁”出发，展示出一个我所固有的东西之无限敞开的领域，而且这个领域就是对于我而言在最初的和最本真的意义上被知觉到的和能知觉到的东西之全体，接下来是通过对我的知觉之本源的变换对于我而言可进入的东西之全体。注1145我本身，我的具有其全部的存在东西的流动着的当前，都是在知觉上被给予的，而且是以超越论的方式被给予的，因此是能够以超越论的方式判断的。其中在当前的重新回忆中和首先是在重新回忆的活动中为我构成的敞开无限的过去，同样也属于这里，它们恰恰是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知觉等等的本源的变样。在某种意义上，我可以称这种本源的变样为知觉，对我的超越论的过去的知觉，对我的超越论的将来的知觉（尽管带有由将来的诸可能性构成的作用空间）等等的最广泛意义上的可能的和自明地合法的超越论的设定之领域。与世界关联的知觉，世间的知觉，是一个特殊的知觉领域。知觉通过超越论的还原通向我的超越论的诸体验之关联，但是这样一些超越论的体验之关联，它们在自身中带有超越的、对象方面的存在意义，这种存在意义纯粹作为关于超越论的体验和体验之综合的意义，与这些体验不可分割，并且作为处于连带的有效性之中的它们的超越论的意义与它们不可分割，而直接设定（存在有效性），自然方面的设定，则必须不假思索地停止。在这里的情况显然不同于就我的过去的超越论的体验而言的情况，比如，就一个过去的自我行为而言的情况，这种自我行为，作为超越论的东西，我能够不假思索便加以设定，无需将它设定为它的准当前化之单纯被以为的东西。


  将对世界的经验还原为纯粹的世间的知觉领域及其派生物——还原到“纯粹的”对世界的经验，注1146而且是在对经验世界本身之超越论的还原内部的纯粹的对世界的经验，我们称之为是还原到作为超越论的世界现象本身之基本层次的原始的世界现象。


  由此超越论的自我（ego）这个基本概念得到了规定。由此我们就触及到超越论的自我以及一切与由它而来的它自己的构成不可分割的东西。这个超越论的自我是同一性之极，所有“它的”（它固有的，在构成方面与它不可分割的）能力，它的行为，它的被动的体验，它的意向性，它的意向上被以为的东西（诸对象方面的意义），处于这些意义之中的存在特性，以及价值的特性等等，都与这个同一性之极相关联。属于这里的有被以为的另一些人本身，这另一些人的心理的体验是我的进行以为行为的体验之被以为的东西，但它们本身不处于他们的自己的存在之中。这另一些人并不仅是我在我的构成性成就之中形成的存在意义，我以有效性设定的意义，并不仅是由我的具有一种意义内容——这种意义内容是由我而来的，并且是我固有的——的有效的行为而来的有效东西。这个自我学的领域是能够通过本源的知觉以超越论的方式进入的领域，并且是能够进行理论研究的领域。这个理论研究者就是我自己，这个超越论的自我（ego），这种理论是由我而来的理论，并且是对于我而言的理论，它还没有如同当我作为人从事实证的科学那样具有任何客观性，并不诉诸于人的共同体。我作为超越论的自我，对我，并对我自己的东西进行思考，我实行这种思考，首先为我做进行描述的陈述，适合于直截了当的自明性的陈述，这就已经是理论了，已经是科学了。我下判断，并且将这些判断作为自明的真理来论证——由我而突出出来的，对于我而言的，并且只与我自己的东西有关的真理。这种超越论的自我学是本身第一的现象学，它“以唯我论的方式”被意识，但是它表明是这种现象学本身的基本领域，是这个伸展到非常远的，最终包括一切能在真正意义上如此称谓的哲学的现象学本身之基本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自我学的现象学之扩展显然是可能的和必然的，如果我，这个悬搁之自我，在进展当中能够相信，在对另一个人的超越论的还原中，他的自我和该自我的自己的东西对于我是同样必然以超越论的方式有效的，并且能够被设定为可证明的，如同在对我自己的作为人的此在之超越论的还原中，我自己的心灵的存在和心灵的生活对于我是必然有效的并能够被设定为可证明的一样，就是说，在将它还原到我的超越论的自我（ego）和我的超越论的存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还原中，我的身体变成了在我之中的超越论的现象。特别是，如果以下情况得到证明，即对在其中异己的自我和异己的自我生活被经验到了的那些准当前化之超越论的考察，在可设定的东西方面能够给以与对重新回忆和类似的准当前化的超越论的考察以同等地位在那些准当前化中，我将处于我的流动着的当前的我通过经验反向关联到我的并非当前的存在，注1147那就一定会谈到与超越论的自我对比的超越论的另一些人，接下来，就会谈到，超越论的自我共同体，并且最终一切世界的存在东西——这些东西按照其自然的意义反向关联到人的行为，人的情感，人的意愿，人的行为——作为赋予人的环境世界一种精神意义的人的成就，表明是一种普遍的超越论的内容，这种内容将会极大地扩展超越论的存在领域之范围。


  最后，每一个世界客体，还有处于世界之中的每一个单纯的物质的物体，作为“客体”，都具有某物的意义，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在此存在，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可经验的，并且也能通过诉之于另一些人的经验可证明的某物的意义。原因在于，每一个客体都关联到一起生活着的人们的，一起进行经验的人们的共同体，因此在过渡到超越论的态度时，也连同这种意义一起变成了现象。因此这个世界具有一种普遍精神的意义，因此当通过更深入的超越论的还原将诸超越论的主观归于人们时，因此也归于人的共同体式的存在和生活时，这种意义本身就一定会包含一种超越论的含义。注1148


  据此这种原始的还原之方法显然也能够像下面这样被安置，即我们向作为现象的当前的经验世界本身询问所有被归于它的存在意义，对于我们而言本身属于它的存在意义，这种存在意义以人的主观及其人的生活为前提。当我们现在指明，世界具有一个意义核心，这个意义核心就是“纯粹的经验”，也就是不以任何关于异己者的经验为前提时，我们因此就还原到了超越论的原始性。


  文稿8  〈超越论的问题，超越论的另一些人如何为我存在〉（1930年12月）


  如果我作为“旁观者”考虑，即使只是十分一般地考虑，我作为人如何与另一些人一起处于交往之中，我的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关于另一些个人及其世界的意识方式都把握了什么，而且还利用了什么，那么我就会注意到，这种利用的行为不仅仅在于我经验到或者我确信：这另一些人拥有这些东西，他们的世界和他们的当下个别的世间东西作为存在着的是有效的，而且这种利用的行为还在于，在客观的意见之相互一致所达到的范围内，而且在作为对于我们并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一致的存在的存在和假象这些名目下肯定会一起“弄错”的范围内，他们的有效的行为也对我有效。由于我在我的意识生活中赋予另一些人的那种经验有效性，我的意识生活和异己者的意识生活相互交流，并且达到一种综合，由于这种综合，对于我来说就达到了这样一种确信，即我们拥有作为存在着的世界的同一个世界，而且是在相互依赖的、相互支持的，并且随身带有相互补充的客观内容的意识有效性的情况下拥有的。无须对此做进一步的研究，由于间接性——在这些间接性中，另一些人为我存在，并且作为另一些人的另一些人等等也同样对我起作用——就我们已经得出关于这个超越论的领域的一种引人注目的东西。我的超越论的生活是由悬搁而进入到超越论的东西之中“净化”自身的生活，是绝对的生活。我的另一些人是通过移情作用而为我存在的，他们被纯粹地理解为是一起属于我的这种生活的。在这当中，被以某种意向上的间接性经验到的另一些人是另一些自我主观，因此按照最普遍的东西，是与我相同的，是多种多样的意识之主观，是进行知觉的，进行回忆的，进行期待的，进行想象的，进行感受的，进行评价的，进行意愿的等等意识的主观，等等，而且这种意识也是关于世间的东西之多种多样的意识，这种世间东西以与它向我显现的显现方式相似的显现方式显现等等。


  如果现在我将我的意识生活由这种“非纯粹性”、“朴素性”和约束（只要由世界这个前提所发生的普遍的统觉没有变成课题，并且心理东西始终只是被看作心灵东西，被看作存在于预先给予的身体之中的，或者是在该身体之中起作用的，而这个普遍的预先给予的生活始终未被揭示出来，就是受约束的）中取出来，那么这种意识生活就会成为我的，这个超越论的自我的现实的生活。而这个在被以超越论的方式理解的移情作用的行为中被理解的异己的存在和异己的生活——将会怎样呢？我对我的人的诸体验的净化没有被传播到作为我的世界现象的另一些人身上吗？我作为人在实行普遍的反思时拥有了我自己和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始终是不言而喻地预先给予了的）中一起存在的另一些人。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不仅是由我自己的经验和我自己的认识而具有它的特殊的和当下的对于我而言的存在意义（它借以对我有效的一切实在东西的内容），而且也由我与那些也具有只是作为他们的世界的这同一的世界（而且对于我而言是作为他们的世界拥有的）的另一些人的交流中具有它的特殊的和当下的对于我而言的存在意义，而且是通过以下方式拥有的，即这另一些人作为从他们的那个方面就这个世界之存在和如此存在与我进行交流的人，将这个对于我而言的特殊的和当下的存在意义归于我。


  如果现在我以超越论的方式对我实行还原，并且世界存在变成了现象，那么这不就意味着：我禁止了这个对我有效的世界，并因此禁止了另一些人通过他们的意识生活和意识方面有效的行为而为我的世界贡献的所有东西吗？另一些人正是通过他们的意识生活和意识方面的有效的行为为我的世界做出了贡献，这样我就在我的关于世界的意识当中按照规定一起意指由对另一些人的移情作用的经验以及由另一些人的有效东西的共同有效性产生的那些东西。另一些人也一定会参与决定我的世界之此在，我的世界，就是说，这个具有一切实在东西内容的，在世间的存在者方面的内容的世界，在这种内容当中，世界对于我而言是这个世界，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以其相对的特殊性和相对的规定性而对我有效。我甚至偶尔也不得不通过另一些人来纠正我对于世间东西的意见，甚至纠正我对于世界的经验。这可能也涉及我本身，我可能在心灵和身体方面对自己有错误的认识，他们能够在这些方面纠正我。但就最终意义上的我的存在，我的超越论的存在而言，他们不能纠正我，我的超越论的存在先行于对于我存在着的世界，并且也先行于我所经验到的另一些人的存在与非存在。这种使世界不起作用的行为不可能使我不起作用。在那个使之不起作用的行为中存在着使某另一些人不起作用，以及使作为对于我而言有效的关于世界存在的内容的该另一个人的意识方式不起作用，或者，通过悬搁一起实行这种使另一些的自我主观不起作用的行为，这另一些自我主观是对于我的在内容方面确定的世界一起进行构成的自我主观。注1149


  但是如果我实行真正的悬搁，即对作为一切个别的课题之基础的普遍的世界统觉实行悬搁，那么这所意味的也是完全使其他人不起作用吗？如果我将其他人也认为是一种世界统觉——这个在一切规定性之前预先给予的世界的世界统觉——之承担者，并且如果我使另一些人的世界统觉，其中包括另一些人的一切个别的统觉注1150（正如在我这里那样，我将他们统觉为像我这样的一类人）都对我不起作用，那么我就确实将他们变成了超越论的主观，这就是说，这种悬搁并没有取消另一些人的意识方式和另一些人本身，而是使那种意识方式作为在其中世界对于他们并对于我共同存在的另一些人的生活而存在。对于我来说，他们是超越论的主观，是一种超越论的生活之主观，只不过他们在自己本身当中并不借助超越论还原的方法将他们本身意识为这样的主观。顺便提一下，我在我的领域中很容易就认识到对于他们而言存在着这样做的可能性。但是超越论的另一些人之为-我-存在的情况如何呢？在自然的态度之必然的开端上，这另一些人确实首先是作为我的人类同伴出现的。通过我的移情作用展示出来的，处于也是由我展示出来的相互关系和有效性联结之中的交往的意识生活的情况如何呢？它能以超越论的方式，以净化掉世界有效性的方式被设定吗？它能够由我出发而被认识到是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超越论的另一些人之存在着的意识生活吗？


  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大致地说就是在我之中被以为的世界（据此证明的行为也就是一种以为的行为），但是这个世界被以为是通过另一些人被以为的世界，也从另一些人那里接受存在的意义。正如我作为这种以为行为的主观先于被以为的东西，而且先于被我以为的世界一样，同样另一些人作为被我以为的在对世界的以为行为之中的同伴，作为我由世界所获得的意义的共同承担者，也一起先于这个世界之存在。因此，正如我对于我而言以超越论的方式先于一切世界的东西而存在一样，同样，我的另一些人也一定是以超越论的方式先于一切世界东西的，或更确切地说，是先于处于存在之中的世界的。另一些人作为被我以为的东西，被我证实的东西，由我的移情作用本身而为我存在。因此，从超越论方面来说，我是第一的东西，对于我而言，在为-我-存在-之中，我先于他们而为我的存在。然而现在我将不得不说，另一些人对于我而言的存在是以以下情况为前提，即我是对于一个在我的意识生活中连贯地得到证实的世界而言的超越论的主观，我不能由这个世界之存在和世间东西之存在引起，因为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的存在需要另一些人。因此必然有一条超越论的道路从我的超越论的自我并从我的意识方面的存在通向作为超越论的另一些人的另一些人，并通向超越论的共同体化，这种超越论的共同体化之对于我并对于我的其他人的综合内容使世界被意识为是存在着的世界，并证明为是存在着的世界。


  这样一个超越论的问题，即存在着的世界这样一种东西，对于我而言如何获得存在的有效性和如此存在的有效性，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意识成就和意识能力为我获得这种意义的，在这种意义中，它对于我而言是存在的和如此存在的，导致下面这样一个超越论的问题，即对于我而言超越论的另一些人如何是存在着的和如何是如此存在着的，这个问题说的是，他们如何无须统觉（通过这种统觉他们对于我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共同作用就作为超越论的自我为我存在。如果我是主观，这个主观作为人在世界之中存在，将自己统觉为主观，并且在这种统觉中经历“这个”世界，并且能够在这个世界之中以一致的证实经验自身，那么我就是以本质必然性——如果世界应该具有共主观的意义——处于一个由我以超越论方式展示的超越论的我们共同体之中的超越论的自我，这个我们共同体生活于一个超越论的意识生活之共同体之中，这种超越论的意识生活构成一个对于所有人而言的共同的世界。


  现在这是一种论证，而不是一种现实地指出诸本质关联，并因此建立起现实的理解的现实的揭示。超越论哲学的任务并不是建立起一种借助于论证的相信（这些相信将会始终纯粹是预先的相信），而是以系统的经验和系统的经验理论系统地导致对超越论东西之领域的认识。


  现在我们看看什么样的道路是预先规定了的。我以超越论的方式——在悬搁中——拥有的，不外就是作为我的意识之此在的我自己，作为我的被动的和主动的意识上的拥有行为之流的我的意识生活这种能够最近地进入的东西——和那种在这当中或由此出发在超越论的态度中获得其存在有效性和存在证明的东西，当然是作为未被悬搁涉及的有效性。我已经说过，我在另一些人之前就拥有存在；如果另一些人作为超越论的自我主观是能够由我出发而以超越论的方式进入的，那么我和我自己的存在一起就是发生在前的，而这种可进入性所意味的就会是，自己的意识为我本身实行一种另一些人的超越的设定，超出我自己的存在的设定，一种超出我以外的意指行为，而这确实是能够得到证明的——是能以超越论的方式得到证明的。存在者最终必须通过经验得到证明。因此一定会存在一种超越我的经验，关于另一些人的经验，而这种经验显然只能是被以超越论的方式还原了的移情作用。这种移情作用作为我的体验行为属于我，它是如何实现超越性的，我们仍有许多东西要研究。首先，如果我确实将自己的存在和异己者的存在对立起来，将自己的超越论的生活和异己者的超越论的生活对立起来，并且已经想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能够经验异己者，并且异己者能够作为经验上的存在者在我之中出现，但是作为非-自我出现，那么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在与关于另一些人的经验的对比中，并且一般而言，在与关于超越的东西的经验的对比中，描述作为关于以超越论的方式为我固有的东西的经验的对自身的超越论的经验呢？在这里后一种形式的全部的经验的确首先是作为我的体验存在的，并且属于自己固有的东西之领域，因此我尝试标明这种自己的东西和与它相适应的对自身经验的范围。与关于与我对比的另一个人的一切经验相对比，对自身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是直接的，因为经验另一些人的行为的确是在我当中存在的经验行为，而我的经验行为是作为本身更早的东西在我之中存在的。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直接性呢？关于我自己的东西的确也存在着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区分。


  附录V  〈心理学的移情作用和超越论的移情作用〉〈30年代初〉


  1）作为心理学的移情作用，作为将环境世界中的某种熟悉类型的物体理解为动物的物体，理解为巨鸟，理解为人的行为。当我看见我面前的这个人时，我可以就他本身来考察他的经验上的（环境世界中的）物体性，我可以将该物体性理解为具有其个人的生活的作为人的个人之“表现”，之统觉方面的显示，之“间接呈现”。处于下面这种形式之中的间接呈现、处于下面这种形式之中的经验行为：在这里存在着一个这种熟悉类型的物体，并且在该物体之中以确实性显示出一个人的“心灵”之“一起在此存在”，这个“心灵”保持在世界之这种普遍的预先给予性之中。


  2）由被原始地构成的身体性和被原始地构成的自然出发，完成对异己者的超越论的原始性的“间接呈现”的超越论的“移情作用”是构成之一种结构，只有通过这种结构，世界之预先给予和在世界之中的个人的在此存在，心理学方式的移情作用之个人式的行为本身，一般而言才成为可能的。心理学上的行为，心理学上的统觉——这是一种与那种间接呈现不同的间接呈现，通过那种间接呈现，在我的原始性之中预先给予的原始的物体变成了对于一个异己的自我和异己的自我生活之异己的原始性之“间接呈现”而言的转运站，通过这种间接呈现我们构成一个共有的自然，一个共有的世界，并且在这个共有的世界中我们将我们自己作为我们构成。


  文稿9  〈向我的经验世界，首先是向我的知觉世界之原始的还原（抽象）。呈现和间接呈现。〉对原始性概念之更好的解释。（约写于1930年12月）


  我作为拥有处于自然有效性之中的预先给予的世界的我。在悬搁中：我作为使实行自然的有效性的行为不起作用的我，借助于那种实行自然的有效性的行为，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变成了我“作为人存在”并“作为人生活”的这种自然的行为之存在的基础，变成了一切判断的前提，变成了所有的判断都将其当作前提的先入之见。


  在悬搁当中我的兴趣是：作为将世界持续地在意识上体验为存在着的这种体验行为的独特的存在，和在这个存在着的世界之中的人的生活的存在——世界之存在则不在课题之内，相关联地，世界之预先给予性和在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之中的作为现象的生活按照它的样式是和从前一样的现象，然而对有效性的实行则由于克制而被改变了。虽然我没有放弃这个世界之存在，但是我并不使用这个世界之存在；我将关于这个世界的意识以及这种意识之有效性关联当成课题：我-在，我的生活，在其中世界变成对于我而言有效的世界，存在着的世界，并且在这种设定中我作为存在着的而存在，无须将世界作为存在着的当作前提。现在我探讨，我的拥有处于有效性之中的世界的行为，我的在世界之中生活的行为，我的在人们之中生活的行为，看上去是怎样的，并且对于我而言的持久的有效性在这里，在现象当中，如何由我自己的源泉而实现，并且对于我而言，这个持久的有效性如何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新的有效性，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东西如何在已经为我存在着的东西之上建立起来，直到我完全实现对世界的拥有，完全理解对世界的拥有。


  现在我能够采取两个步骤。我停留在这里，仅仅描述我的超越论的存在和我的超越论的生活，我描述诸经验，诸证明，不同阶段的诸自明性，确信的诸变样，诸删除，诸校正等等，或者，我也能够将它当成接下来的第二个东西，同时我也一起逐步地形成有效性，这样我就逐步地拥有了有效性的存在者，且是作为持久的认识而拥有的。


  然后我将扩展我的课题，并且又做到将世界作为存在着的加以设定。


  这是以不同方式进行的。首先我问，我的整个的世界生活之一般的样式如何，当我一般而言是对世界进行以为的自我，对世界进行经验的自我，对世界进行经历的自我时，这种一般的样式是如何保持不变的。（这并不准确地取决于我关于世界的准确记忆，不管这种关于世界的记忆怎样不稳定，我甚至能够任意地改变它，并且能够设想，世界中的情况曾以完全不同方式进展，确实曾有另一些事物存在过等等。因此我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在这里剩留下来的只是它的作为世界本身的同一性，并因此剩留下来作为对世界进行意识的自我的自我，作为对世界进行回忆的自我的自我等等，因此这就得出了某种意识的样式和有效性的样式，因此我就拥有了一种作为世界一般的世界之本质结构［以存在论方式拥有］，并且相关联地拥有了我的世界生活之样式。）


  我扩展我的课题，就是说，我使那种在我对世界的构成当中作为非-自我呈现的东西有效，最终是作为世界呈现的东西有效。但是现在可以说，我能够从已经现实地实行了的有效性结构那里获得那种东西，或更确切地说，从属于对世界的拥有之样式的普遍的世界结构那里获得那种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理解了，对于我而言被预先给予的存在着的世界之统一如何由于这种样式而总是实现，因此这个世界总是直截了当地为我存在，而我作为人总是在这个世界之中存在。


  如果现在我们考察那样的一些经验，它们属于对世界的经验，此外由于它们的外在的像地平线那样的东西，它们本身是对世界的经验之样式，并且如果我们更详细地考察知觉（当前的经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它们全都是以自然的方式进行间接呈现的，但是在这种间接呈现当中在能够通过呈现而证实的方面存在着不同（物理的事物——对另一些人的知觉等等）。


  但是我们能立即就这样开始吗？这种超越论的沉思是从对我有效的这个世界进行悬搁开始的——这个处于其全时间之中的世界，正如它在我的超越论的当前之中作为当前的世界对我有效，在我的超越论的过去之中作为过去的世界对我有效，曾对我有效等等一样。这个世界贯穿于我的整个的、能够被我通观的、超越论的意识生活（处于我的清醒时期的生活）之中而被我意识为是被经验的世界，被我意识为是当下的被知觉的世界，被我意识为是在我的记忆当中被记忆的世界，就是说，过去被知觉的世界，并因此是将来将会被知觉的世界。但是超出这个经验的确信我还有与世界的关联的诸确信。因此我拥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多种多样的知识。我将这种知识归功于另一些人的经验，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又通过接受而将之归功于另一些人的知识。许多来源于共主观的科学的东西一起参与规定这个为我存在着的世界。现在当这样思考时我对我说，这里确实存在着有效性的基础。另一些人，确定的另一些人（或者是不确定的另一些人，或者是我不认识的多种多样的另一些人，如在传统的情况中或在科学的情况中）对于我而言肯定已经作为存在着的而起作用了，因此我与他们在精神方面联结在一起，并且能够从他们那里吸收知识。


  我进一步思考，我在非经验的关于世界的思想行为中，比如在关于世界的特殊的逻辑的思想行为中所占有的东西，在其根据当中肯定已经以对世界进行经验的思想行为为前了。只不过，那种在关于世界的诸规定上或在被以为的诸对象上能够在存在方面奠立的东西，实际上都属于世界。然而我自己却绝对不想以先入之见的方式将它当作前提，但是它可能促使我首先是实行将为我存在着的世界还原到这个世界，只要它纯粹是经验之世界，而且是我的经验之世界，在其中，其他人如同通常的世间东西一样被经验到。


  但是我注意到，当我将在对另一些人的经验中一起经验到的另一些人的经验当作一起起作用的经验考虑在内的时候，我也能够根据在普遍的共主观的经验中所经验到的那个世界追问，如何能够将这个被经验到的世界纯粹作为经验的世界加以描述，而且是作为对我有效的世界加以描述，并且建立起这个世界中所有对我有效的东西。但是如果我这样地开始，那么我确实就能返回到这个被经验到的世界，并对我说：这个世界——它贯穿于我的整个的超越论的生活，被我以在这种生活中所包含的多种多样世界给予性方式正是作为同一的世界所以为的世界，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并且作为将来的世界以推测的方式存在——在基础的阶段上或基础的层次上是普遍的共主观的经验世界；但是这个有效的世界之这个层次本身是建立在由这个世界落入到我自己的普遍的经验之中的东西之上的。因此这回溯到作为如其是我的经验世界那样的我的被以为的世界，或者如我们还可以说的，回溯到我的知觉之世界，我的当前的知觉之世界，我的过去的知觉之世界和我的将来的知觉之世界。因此我必须实行某种还原式的悬搁，我将这个对我具体有效的世界，我的整个的可通观的超越论的生活之这一个世界，抽象地还原到我的知觉的世界，这个知觉世界是我由这个世界，由这个贯穿于我的生活的、在关于它的经验和意见之一切变动中同一的世界所现实地知觉到的。


  如必须的那样，我预先就已经对我的超越论的自身存在以一种第一的基本的方法进行了解释。在悬搁当中，虽然我是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的主观，但是我也是对于我而言的主观，这个我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是意识的主观，并且首先在下面这个范围内我将我本身作为可以超越论方式设定的东西加以研究，即我仍将这个被以为的世界置于更详细的研究之外，而按照我的最普遍的结构将我解释为——在这样一些部分地并以普遍的（总体性的）整体性设定这个世界的设定当中解释为——一种意识生活之同一的自我，并且现在甚至将我解释为超越论的自我，同样也解释为超越论的-内在的设定;我在以超越论方式对我进行解释时，发现我的内在的生活是内在地有时间性的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时间化了的生活;我存在于一种流动着的生动的当前之形式中，在这种当前之中，通过当前的回忆，过去、过去的当前被时间化了等等。对于我来说，我作为对自己进行知觉的（对自己进行当前化的）自我，完全是本源地存在的，我能够现实地认识我自己，因为我已经在原本的自身当前中被动地存在了，并且能够从这种当前出发，现实地去看对我的刺激，并能够按照我的原本的特性把握我等等。


  然后在向“超越的”经验，世间的经验的过渡中，能够与超越论的-内在的自身时间化一起构成世间的时间化，这种自身的时间化在内在的当前之中在知觉上提供世间的当前化，因此在内在当前存在着的外在的知觉中，世间当前的东西被知觉到等等。


  我将这个对于我是有效的世界的世界还原到那个由它而“落入到我的知觉之中”的东西，并且如果这个世界属于处于我的知觉中的，处于我的知觉之时间样式中的我的完整的能够通观的生活，因此在每一个内在的阶段上都是知觉世界（曾被知觉过的，现在现实地被知觉的，将被知觉的），并因此整体上也能够被称作知觉世界，并且在关于知觉世界这种说法的抽象的（in abstracto）和准确的意义上，完全能够按照知觉的诸成分来看待，那就确实需要一种方法，即就以下这种东西向某种内在的当前，比如现在现实的当前，作为生动的当前，作为在流动中-在流去中-在到来中存在着的当前询问的方法，询问在它之中作为现实的知觉世界（抽象地[in abstracto]）呈现出来的东西。因此这会是一种进行更进一步压缩的分解。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看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于所有的过去的知觉方面的世界的当前和将来的知觉方面的世界的当前而言的不变的形式的当然（eo ipso）是共有的本质方面的东西。


  我的世界的当前，并因此我的每一个能够想到的世界的当前，都是作为它的过去之当前在我的内在的当前之中被以为的，由过去之当前生出来的，正如另一方面，作为将来之当前是作为由将来而生出的当前而被以为一样。在我的内在的当前之中，我拥有一种“地平线”，一种双重的“地平线”，而且是一种连带意指之地平线，一种设定性的地平线，这种地平线不仅按照过去和将来与我的超越论的内在东西相关联（通过它，这内在东西作为与我的内在的知觉上的当前一起存在的持续地为我存在）。总的来看，这个地平线是一个“昏暗的”地平线，一个未被揭示出来的地平线，一个未经阐明的地平线，但是在我的内在的当前之中，部分地是被动地，部分地是在意识上的我-能和我-做中，偶尔也出现重新回忆和向前回忆，而后者是作为对未来的展望和预先说明出现的。这相同的东西对于在我的当前之中被意识到的世界的当前，就其给予方式而言是存在着的世界的当前，也适合，这种世界的当前在其设定当中具有一起存在着的世界的过去和世界的将来。


  有一种不同指向的地平线设定以某种方式与此相交错。每一个世界当前都有一个共当前之地平线。如果我将这个世界的当前仅仅看作是知觉上的世界的当前，那么我首先就会发现一个处于多种多样个别的实在的东西之特殊意义之中的一个当下的知觉领域，这些个别的实在的东西当中的每一个就本身来观察都是一个在这个当前中在知觉上（因此是在原本的自身显现之样式中）显现着的个别的实在的东西。在流动中存在着的当前的内在的当前之生动性中，只要已经被知觉到的实在的东西从知觉中消失了，而另一些尚未被知觉到的实在的东西“进入到知觉之中”了，这种多样性就不是同一地保持着。但是这种已消失的东西仍在一起起作用，它仍是共当前，而不仅是过去，并且这个尚未出现的东西预先就已经起作用了，只要它不仅是作为将来的存在者起作用，而且是作为仅仅内在地-将来地在知觉上出现的东西起作用。此外现在我们一般总是看到，这个当下的特殊的世间的知觉领域并不是在知觉上的当前之中一种的本身独立的存在意义;在这里个别地和作为整个的组处于存在有效性之中的东西（实证地被给予的），是一个由个别的或以成组的方式原本地显现着的东西之领域，这个领域不可分割地随身带有一个由共当前的实在的东西构成的地平线。我们也可以说：我总是拥有一个总体的知觉，对我的全部知觉上的世界的当前的总体的知觉，并且在这种总体的知觉中，作为特殊的和真正的知觉领域，我拥有一个由现实原本地被知觉到的实在性的东西构成的领域，并且超出这个领域，我拥有一个由一起被知觉到的，在知觉上共当前的，但并不是在真正自身给予之中实现了的实在性的东西构成的领域（尽管是一个敞开的，并在内容方面不确定的实在性的东西之领域）。


  关于这种情况和这种说法——这种说法立即就会得到更好的正当性证明——之意义的更详细的特征，我们要指出，我的身体肯定无疑地属于我通过知觉领域和共当前的地平线所提供的每一个世界的当前，而且总是作为真正的知觉领域之“中心”，因此作为总是真正被知觉的“功能作用”之“中心”，并处于真正的“功能作用”之中，而属于每一个世界的当前。我们不仅将这个“知觉领域”理解为实在性东西之领域（我作为世界当前者在进行把握和进行观察时主动地、注意地、自觉地与这些实在性东西打交道），而且理解为总是以原本地自身显现的方式在当前之中为我存在的东西，以至于我能够随意地向它们看去，我能够在进行观察时与它们打交道，总是由它们出发进行理论的创建和实践的创建。


  我们要重视这个我-能，或更确切地说，我-做，它非常适合于现在的描述，而且如已经说过的，特别是当算作属于每一个当前（对于我而言的当前）的身体之存在意义时。身体具有下面这种突出的东西，即当我在它当中起支配作用时（以“我-运用-动觉”并借此“我-运动”这种形式）我就能够使知觉上的行动起作用，或更确切地说，我在进行触摸，进行看等等时，与此同时，在运动诸器官，运动手，运动眼睛等等时，或者通过身体而整体地，比如以行走的方式，向前运动时，我就能够使知觉上的行动起作用。我的进行解释的和进行扩展的知觉，就是借助于这些东西而进行的，或更确切地说，借助于这些东西，一个总是新的知觉领域原本地（originaliter）为我呈现出来，但是以下面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即从以地平线方式一起设定的共当前当中总是有这个和那个东西重新达到真正的自身当前，并由此而达到真正的认识。


  但是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新的地平线。每一个真正被知觉到的实在的东西其实只是“单方面地”被知觉到的，在身体方面的进行知觉的变动着的行动当中（或者也许相关联地，在该实在的客体之自身变化、自身运动之形式中），实在的东西之诸新的侧面自动地进入到知觉之中。观察一个实在的东西，探究一个实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样一种主动地从已经知觉到的东西向尚未知觉到的东西过渡的行为，是通过身体方面的行动的过渡的行为。首先，按照知觉的意指，这个被知觉的实在的东西比当下真正知觉到的侧面更多，该侧面本身并不是唯一被意指的东西，它是作为它所是的东西被意指的，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侧面被意指的，就是作为共当前的相关联的侧面被一起设定的。因此对一个实在的东西的知觉在被知觉的东西方面从一开始就是由这个当下真正知觉到的东西和关于该同一的实在的东西之被作为共当前的所意指的东西组成的。但是这个被一起意指的当前，是一个可知觉的东西之领域，是所有那些我在身体方面的继续活动当中能够知觉的和曾能够知觉的东西。另一方面，那种作为其本身已经真正达到认识的东西，一般来说，在知觉之进行当中，从真正已知觉到的东西之范围中消失了，但是它仍然处于我-能之某种范围中，处于可知觉的东西之范围中，处于相应持久的认识之范围中，因为这种认识是知觉行为之持久的获得物。


  “外在的地平线”（与属于个别实在东西的“内在的地平线”相对）的情况同样如此。它是能够导致真正自身把握的可能的知觉行为之潜在的地平线，是作为被连带设定的东西（尽管并不是被直接地单独地确切地连带设定的东西）之可进入性的可进入性之领域。


  按照对世间的当前之内在给予方式的这种粗略描述，我们在与这种描述有关的在呈现与间接呈现之间的区分就得到了理解，这种区分首先应该被理解为相对的区分，然后最终应该被理解为绝对的区分。每一个当前化或呈现都是只是在共当前化（间接呈现）中才是真正的当前化。总体的当前化作为对于世界的当前之意识方式，其实就是知觉领域的呈现，但是它只是作为对于诸潜在的知觉领域之一个敞开的地平线之共当前化而呈现的。因此，在这里该领域之个别的实在的东西真正呈现时也起作用。但是在这个领域中这同一的区分又再现了。一个作为当前的实在的东西的个别的实在的东西只是在被现实地看到的等等的侧面上真正地呈现，并且它只是在间接呈现的情况下存在（一个侧面只是借助于对立的侧面之共存在才获得意义）。（准确地说，即使在这里，这种区分的相对性也得到了承认，情况还要复杂得多。因此在间接呈现中，远处的事物在视觉上有属于它的诸近处的事物。但是这种间接呈现，这种另一种样式的“内在地平线”，在这里与我们无关，它所涉及的是在进行自身给予的知觉当中的一种间接性，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当前本身。这个远处的事物并不是世界当前中的实在的东西，而只是有关的当前的实在的东西之一种显现。）


  现在各种不同的实在的东西，其中肯定就有我们周围的人，都属于这个当前领域，这个真正被呈现的或真正被间接呈现的当前领域。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它们存在着，与此同时一起存在着的东西，也作为现实的和可能的一起进行经验的人存在着，我们的当前的世界作为对我们有效的世界，按照存在意义，是一起起支配作用的。我们相互指向对方，而这本身一起属于作为我的知觉的当前的知觉的当前。


  现在，——首先是将对于我而言当前的世界向作为我的经验世界的世界的这种原始的还原我的知觉上的当前的世界——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即我只设定我自己的真正的呈现以及我的一切间接呈现为有效的，而我的间接呈现能够作为自己的呈现加以实现。


  第一个还原是向我的直接的经验世界还原，向这个世界中之在知觉上现在为我存在的东西，曾为我存在的东西，将为我存在的东西，而且也是在我的可能性之中的为我存在的东西还原。


  第二个还原是消解诸间接呈现的还原，这些间接呈现不可能成为我的真正的呈现。正是这种还原得到这个原始的“世界”。诸异己的人是知觉上的实在的东西，他们属于知觉世界，但并不属于原始的领域。


  现在让我们来规定原始的超越论的主观性这个概念。我们概括如下：


  在悬搁当中，我是作为自我存在的，并且在我的世界意识生活当中我被绝对地给予我。我的处于清醒状态之中的当前。作为处于这种内在的当前生活之中的，是确真地被给予的，并且我也确真地，不随情况而改变地具有我的内在的时间地平线，不管它的实现可能怎样不确定，可能怎样多义，并且按照起决定作用的向后确信和向前确信，可能会变成可疑的。但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所具有的这种经验的确信却包含有确真的存在确信。只不过这种如此存在，按照其规定性并不是确真地确实的。属于这个我确真地固有的领域的还有总是对我在存在方面有效的这个世界本身。这种存在有效性被放到括号中了。


  首先在这个我自己的自我之内部，在意识上的以超越论方式包含的此在之中，我能够指出一种对存在有效性的建立：我的内在当前的存在建立起我过去的存在和将来的存在，准确地说，这个处于流动中的生动的自身当前是一种流动着的建立，大致说，在流动着的时间化当中，这个现在建立刚刚曾存在和刚刚到来。这个具体的当前领域是一个完整的领域，它本身包含着当前、刚刚过去（在连续当中）和将来的区分。在这当中，在流动中，每一个刚才作为由现在而来的刚才，由这个现在（并且每一个稍后的刚才由这个较早的刚才而来）而建立于现在的存在当中，作为由已经存在着的东西生成-存在的原-生成。具体的当前作为具体的现在存在着的东西，作为具体的正在流去的当前，在一种流动着的，因此是连续地起中介作用的建立中，建立起它的具体的刚才等等，并且最后，属于每一个生动地流动着的当前的由过去和将来构成的整体地平线，是一个只是一个未被阐明的由连续的建立构成的有效性统一，并且在流动当中本身仍在改变着它的存在意义。


  此外我们能够说：这个具体流动着的当前本身之存在，作为在原本性之样式中、在呈现之样式中被意识的东西，以建立之方式先于在其中作为持存被意识到的东西和作为预存被意识到的东西。对于刚才的这种意识是现在存在着的，而且是现在被意识为被知觉到的，而在这种意识中被意识到的东西，就是刚才，一个非-现在。这个对于我而言具有我的过去和我的将来的存在有效性当然是一种从我的当前之中产生的成就。我的当前的存在是我的过去的存在和我的将来的存在之承担者。取消这个当前之存在也就意味着取消一切过去和将来。另一方面过去等等作为在当前之中被构成的必然的有效性被一起包含于当前之中。


  现在在超越论方面我是自我（ego），这个自我在它的意识生活中将处于这种时间化之中和处于存在建立之中的它本身，意识为是对这个世界进行意识的，并且以有效性拥有这个世界的。更详细地说，这个自我是在本源的时间化之形式中发生的，在这个世界之中，在我的自身当前之中作为当前的自我，在我的自身过去之中作为过去的自我等等“显现”的，并且起作用的，或更确切地说，在我的具体生动的当前之中作为一起存在着的对我起作用的，并在我的内在时间上的存在和世间-时间上的（空间-时间上的）存在的紧密结合中对我起作用的。当然，这个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世界之存在有效性在存在方面是建立于我的存在之中的，并且我们询问接下来的诸建立阶段。很清楚，这个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世界当前又是作为在我的内在的当前之中有它的有效性的，在这种有效性方面建立对于我而言的世界的过去和世界的将来。


  此外，那个对于我来说作为知觉世界在当前之中（然后在每一个过去的当前和将来的当前之中）确定界限的东西，在存在有效性中先于并非以知觉方式对这个世界有效性的东西，并且这个被原始地还原了的世界（这个不考虑有效的世界而如此被还原了的东西），本身有一种比其余的东西更早的有效性。因此我向前进展到在这个持续完整的世界之内部的这个世界之中对于我而言本身更早的东西，比对于我而言总是被看作存在着的东西，而且如同它们一样总是为存在着的那样更早的东西。


  现在我要更仔细注意地观察我关于这个世界的原始的东西，而且观察它如何在我的超越论的内在性中，在我的关于世界的意识中，获得其存在意义。


  一种自身给予着世间的实在东西的呈现看上去是怎样的？由它当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存在建立？——当然是当我在原始的还原中看待它时。我发现了作为在对感觉事实的统握（在这种统握中，我拥有了空间上的存在之内在的显现）中发生了的透视变形的感觉事实的感觉事实，我发现了动觉和动觉上的诸动因等等。在这种抛开这里所涉及的有效性成就当中建立起来的成就领域（这个领域首先表明是客观的世界）的情况下，我发现了对空间时间的自然之构成和唯一被突出出来的自己的身体物体之构成，但是这个自己的身体物体是被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统握的，而且是在持续的有效性中被统握的，就是说，正是作为我的身体被统握的。注1151


  现在我思考，因此什么样的统一的东西达到了自身给予，它们对于我本身，这个对它们进行构成的超越论的基础，处于怎样的关系之中。我指出，它们虽然超越我的意识生活和作为可以说是内在的个人的自我的我的存在，但是在这当中它们与诸素材式的统一类似，这些素材式的统一与自我、自我能力、自我行为、自我意识相对，是一种所谓的异于自我的东西，但是作为在意识生活中出现的东西和属于意识生活之充分的具体化的东西，是与自我具体地不可分割的。在更高的阶段上，属于这个自我之具体化的——这个自我总是以一致的有效性而拥有世界——，并且属于这个自我之确真的为-自己-本身-存在的，是它在原始的世界有效性层次中在原始的显现方面有一致性，并且拥有一种我-能的潜在性，一种能力，即在对共当前的地平线之可能的经验方面能够自动建立起一致的、进行呈现的诸显现。因此，属于每一个知觉客体的、有现实的和可能的一致的经验，或更确切地说，有作为自我之一种被当作前提的、现实地存在着的潜在性的可能的经验之系统。在完全属于这个自我之固有存在的“多样性”之进程的一致性当中，处于它-本身的样式之中的，并且作为总是以某种方式得到证实的意向客体之综合的统一的，是一种内在的东西，一种与它不可分割的东西，尽管作为进行证实的综合之统一点，是一种“思想上的东西”，一种非实在的东西。因此在一种有充分根据的新的意义上，它作为这种综合之与该自我之具体化不可分割的潜在性，作为一种能够一再地将同一的东西经验为它本身的行为，是内在于这个具体的自我的，在这当中建立起一种存在意义的这个自身之诸存在根源仅仅存在于这种确真的为-自己-本身-存在之领域中。


  在“原始的超越论的主观性”这个概念之形成当中，这个主观性是具体地被把握的。这种谈论在这里是关于我自己的，这个我是作为人进入悬搁之中的，在实行悬搁当中，我的绝对的存在被意识到。对于在这里被称作超越论的主观性的东西来说，在这当中作为确定的东西存在着以下情况，即它对于我来说是构成着世界的主观性，它是那个以有效性而拥有我在自然态度中谈论的这个世界的东西。具体地说，我的超越论的自我包含一种意识生活，在这种意识生活中，对于我来说，世界是存在着的，特别是被经验的，甚至是可直接地由我知觉到的等等，但因此世界本身并不存在。这个世界在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中是有效的，但是面对这个超越论的主观性作为不同的东西被区分开了；如果我们愿意说的话，面对超越论的东西这个超越的东西被区分开了，如果我们纯粹只是在这种对比中使用这个词的话（如这种对比在超越论的自我本身之认识领域中那样）。从这种不同的东西——这种处于其存在之中的不同的东西被放到括号中了——那里没有任何东西落入到我的超越论的自我之自身固有的存在之中，因此如果我将这个世界抽象地还原到我的知觉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之存在成分本身就并不被归于也不能被归于我的固有的存在。


  对原始性概念之澄清的补充


  当我返回到被原始地还原了的东西上时，乍看上去事物并没有改变。就是说当我不涉及超出被原始还原了的东西的世界的有效性时，那么它就是我从世界本身中看到的东西，例如，如我真正看到的这个绿色的灯罩，在视觉上是绿的，具有球状的冬葱的形状，或者我在触摸它时，经验到它是光滑的等等。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谨慎，并且必须提防误解我们关于原始的东西误解的概念。这个概念并不包含我们真正由该事物所知觉到的东西，因此并不包含作为被知觉东西之总是被看作属于该事物的东西，如它的颜色、它的形状等等，以及该事物的其它的现在没有被真正知觉到但是被连带意指的，而且是作为可知觉到的被连带突出出来的诸特性。相反，这种原始的还原并不是对进行描述的和进行突出强调的目光的一种“抽象”，一种限制，——这种目光指向有关事物的并因此有关其它被看作世界的东西的真正被知觉到的东西——而是在对有效性的建立进行分析的观察角度中的对连带有效性实行一种真正的悬搁——这些有效性的建立当然（eo ipso）是处于先行的为-我-存在着的东西之中的，由我的有效性而来的为-我-存在着的东西之中的世间的存在（对于-我-存在）的建立。我克制自己不实行包含一切可靠地属于它的地平线的有效性的间接呈现，这样我就发现了作为可以说是世界本身的原始的超越性，但这个世界是在客观世界之前形成的，而绝对不是客观世界本身的一个层次。只不过情况当然是这样的，即只要这个有牢固基础的有效性被设定为是正当的，这个原始的层次变成了世间的东西之自身呈现，在这种自身呈现中更高的有牢固基础的统握和有效性层次就具有了更充分的存在意义。因此甚至素材——它在将原始的超越的东西还原到意识的内在性并还原到与意识的内在性内在地-时间地不可分割的东西的还原当中被突出出来——也只是通过这种统握和作为透视变形的有效性才不再被看作是素材（或感觉事实），而是通过它被看作是客观的颜色等等。


  不过在这里这种“统握”方式是一种不同的方式。对另一个人及其原始领域的间接呈现建立起了我的原始性和异己的原始性之在统觉方面共同有效性的综合，并且间接地建立起了我的原始的事物显现与另一些人的原始的事物显现的普遍的综合，借此我们就每一个实在的东西获得了共主观的多样性，这种共主观的多样性肯定只有通过对原始性的综合才会成为可能的。我的原始的东西获得了它的同伴，并且每一个原始的东西在第二种意义上都是超越论地内在的，我以超越论的-内在的方式拥有了每一个超越论的主观性。


  那么作为处于与第一的原始的空间时间性相对的共主观的空间时间性之中的实在的东西的世界的共主观的世界的情况如何呢？关于作为实在的世界之底层的普遍的自然我们可以说，它由于诸超越论的主观之超越论的生活和它们的以超越论方式起作用的能力，对于诸超越论的主观之共同体而言它作为内在的超越性是内在的。人们以及人们的心理的存在和心理的-个人的存在的情况如何呢？在这里我们必须处处非常小心谨慎，必须处处非常仔细，即使是在谈到自然之内在性时。这些原始的领域，这些单子并不是并列地存在的，而只是结合在一起存在的。在这之前存在着以下情况，即我以我的原始性拥有“身体”和“自然”，并且通过对异己的身体的理解，已经由此有了一个在这当中表现着的自我，在这种表现和被表现东西的统一中有了一个人的统一，这个自我在我的原始的空间中以它的物体式的身体性显现着，它随身带有它的原始的空间和它的空间环境，并且二者符合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它也被理解为是在对我进行经验的，我的身体作为为它显现的变成了我的原始的存在之表现，而且首先是变成了作为我的（首先只是原始地-内在被把握的）环境世界之自我的我的自我之表现。然后这种为另一个人的-存在，作为一个-环境-之中心-的存在，才由此而被构成，在这当中，环境世界就是处于主观的给予性方式之中的世界，而这个自我相互地属于这个环境世界，属于世界本身。但是在那个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是环境世界的自然的共同的自然那里，不是也应该考虑到这些东西吗？


  附录VI  〈现象学的悬搁。属于我本身的东西和超越的东西〉〈约写于1930年12月〉


  现象学的悬搁之移情作用的方式。作为基本领域，我排除“存在着的世界”这个判断领域。还剩留下什么呢？我，设定这个世界有效的这个人，我，这个世界之诸显现的主观，这个世界之存在意指的主观，这个世界之存在证明的主观。我——可由我设定的东西的情况如何呢？对世界的经验，它暗含着诸经验的阶段顺序，本源地进行建立的存在设定和被建立的存在设定的阶段顺序。世界设定本身作为在这种阶段顺序中被建立的存在设定，或者世界作为在这种阶段顺序当中被习惯地预先给予的世界，并且以相同的样式达到了越来越新的设定。世界作为现象——这个在这种建立中被建立的世界，或者为我存在着的世界。在这种顺序中，它的存在意义被构成。我作为课题，作为这种建立之主观和最终有效性之主观。我处于我的生活当中，处于我的对这个存在着的世界的意识当中——这个存在着的世界作为非-自我——，我和一切有意识地拥有的行为，一切以有效性拥有的行为，作为与我不可分割的，作为我存在于其中的行为，我作为世界的拥有者。我，我的意识生活和在意识生活中被意识到的东西本身。但是这种被意识到的东西是对我有效的东西本身，如果它存在，它就对我有效。我本身或者属于我本身的东西。凡是完全能够被经验的东西，就是说，经验的意义以地平线方式所包含的东西，对于我本身来说可知觉的东西，都属于我本身，其中就有全面地在其中进行构成的诸理念，与我的诸体验相对的诸理想的统一。超越的东西，它是作为并非可在我自己本身之中经验的而间接呈现的。


  两种不同的东西：1）作为对我有效的世界的世界；在这当中包含着进行中介的有效性或进行建立的有效性；作为世界并不是在个别的行为中被以为的东西，而是在作为统一，并作为在现实的存在着的整个的生活中被以为的东西：作为由我的展示地平线的能力、调度经验的能力等等证实的并能继续证实的东西。当然我能够放弃这个世界，我能够放弃这些有效性，并观察我有关这种有效行为的主观生活。但这并不是“悬搁”，在这个世界中悬搁不会有任何基础。注1152


  文稿10  〈正常东西的世界，和使异常东西参与到世界构成之中的问题〉（1931年1月10日）


  所涉及的不仅是对另一些人进行理解的行为，而且是对共同的环境世界和人的共同体进行理解的行为，这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对于它来说，这个环境世界是作为它的精神的-实践的世界，作为人们进入到其中生活的世界和人们在他们的精神的形式中已经形成的世界存在的。


  因此在这里情况就是，我，这个进行阐明的人，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我通过完全从构成上理解这个世界，最终一定会达到这个世界。但这是在有效性的诸阶段上达到的——在人和人类的构成之诸阶段上——在可能的相关的环境世界之诸相关联的阶段上达到的。因此家庭的住所、出生地和家乡等等是一种被相对划分的统一；我能够通过“分解”单独地思考它们。历史人类学的例子，这些例子使我在对这些分解的深入理解行为上变得容易，或者提供给我范本。


  现在的问题是，心理存在的这些不同的类型对于预先给予的世界之构成都起哪些“作用”。但是首先，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这个沉思者，这个将我置于超越论还原之绝对基础上者，预先已经给予了“这个”世界。如何澄清我的这种随身带有处于被以为的东西之方式中的，处于有效的东西-继续有效的东西之方式中的这种存在意义的意识生活之完成了的成就呢？关于预先给予的东西之意向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关于在意向性之中的继续有效的，而且在继续有效中仍继续起决定作用的世界之同一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种意向性已经被建立起来了，我作为清醒的自我生活于拥有世界这种现实的意向性之中，但是我能够询问这种意向性的“起源”，我能够将它阐明为意向上有牢固基础的，在自身中包含着现实的和潜在的内涵的；由它出发，我能够将这个生动地流动着的但也有已经流去的生成解释为生动的生成，并因此一般而言，能够这样理解这个处于其生动的全时间性之中的生动的被给予的世界，即它的存在的意义和如此存在的意义是我关于它的意识的成就。


  在我的原始的还原（将预先给予的世界还原到它的原始性）的方法中，我相关联地发现了原始的自我（ego）,并由此出发进一步构建,我设定一种移情作用（在最初的本源性中=在对于异己者的知觉中），我能够说，又是一个原始的移情作用，处于有效性之中的移情作用，并且我获得了“原始的另一些人”。我使我保持在经验之领域中，并且首先是保持在“对异己者的知觉”之领域中。在停留在这种抽象的还原之中时，我密切注视那种在这个预先给予我的世界之中由我的原始性出发首先作为关于异己者的知觉而建立起来的并达到有效性的东西。现在我以这种方式继续进行。在这个知觉领域中我立即就能够具有更多的另一些人。但是我必须将他们个别地纳入到在进展当中进行解释的，通过证实而进行规定的经验之中，以便看到一个个别的人为自己成就了什么，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共同在一起为这个预先给予我的世界以什么样的方式做出了贡献，就是说，主观地为我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只要我从我出发，从我的原始性出发，在被促动时一定会在意向上形成这另一个人的存在意义，并且在这种动因当中一定会使该存在意义起作用。在知觉上的另一个人决定一个预先给予的世界之有效性层次，就是说，决定一个已经是共主观的世间的东西，纯粹由我构成的，原始地构成的共主观的世间东西，而且是现在由他构成的，作为仅仅由这种动因出发而为我存在的共主观的世间东西。我在观察的那个最近的人现在已经是第三个人，这第三个人（由于这第二个人，他从他那方面能够从我，从这个已经与第二个自我一起拥有作为层次的共同的世界自我，而分得形式意义的东西）现在有助于将这个最初的“我们两个人”的世界继续构成为我们三个人的世界。等等。在这当中，异己的主观之存在意义也得到了改造，我自己的存在意义（作为在像我这样的一类人的其他人当中的自我）也持续地得到了改造。只要我已经以抽象的方式拥有了处于世界领域（这首先是——抽象地——为我们两个人存在着的世界领域）之中的另一个人，我也就会拥有作为进行评价的和进行实践的共主观的他，但是也将之当作客体，我的关心的行为的客体，我的行动等等的客体，拥有他（我只是按照一个层次拥有自然）。这样我就获得了新的习惯的层次和我本身属于它的这个世界，拥有了在其中我对另一个人“有意义”和另一个人对我“有意义”的诸新的与此相关联的层次。


  我们一直使所有这些东西在纯粹知觉领域中进行。接下来的问题当然就是，如何澄清整个的时间化，如何澄清人作为坚持着实在性东西，通过时间而坚持着的实在性东西之构成，而且不仅是作为物体之构成，而且是作为与物体一起以心灵方式坚持着的主观之构成，并且与此同时，如何澄清这个坚持着的世界为所有这些属于它本身的主观继续构成，并通过这些主观继续构成。在这里不应该忘记，人们之坚持着的相互关系之构成。敞开的人类共同体之构成及人类共同体的诸分节之构成，只有通过这些分节，一个持久的实践的环境世界之统一，一个生活世界之统一，才会生成。


  现在应该明确地强调突出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我在以构成方式建构我的预先给予的世界这个奠基的过程中自主地形成的。简短说，我将另一些人当作是处于“正常状态”的人。并且现在应该思考，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或更确切地说，抛开这些确实一起属于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的异常的共主观，并且也挪开诸正常的主观的异常的生活片断，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些主观如何能够一起进行构成，并且在多大程度上他们通过他们的心理生活（以超越论方式转向了的）参与到预先给予的世界本身之构成上，或者不参与到这种构成上。


  为了获得“正常状态”，首先让我们来思考以下问题：作为超越论的自我（ego），我在经验世界的时候（尽管世界作为存在基础被放到括号中了），通过“移情作用”拥有了我的比如在知觉上显现着的其他人。我具有我的整个的习惯的结构和这个已经对我有效的世界，而且已经是共主观地对我有效的世界，在这当中由于我的处于为-我-存在之形式中的存在和处于与-另一些人-关联-中之中的存在，就对有关作为像我这样的一类人的另一个人的统觉来说我是作为进行原始建立的起作用的。属于我的有作为如此这般在意识上为我存在着的环境世界的我意识上的环境世界，作为对于我而言的周围的人的共有的世界存在着的世界，作为我的习惯的兴趣和现实的兴趣之领域（和他的兴趣的并因此我们的兴趣的每一个领域），我的和我们的本能的需要和本能的满足之领域，我的和我们的与这些需要和满足有关的其它的需要之领域，我的和我们的关心之领域，我的忧虑之领域的环境世界。只要我进行回忆，在这里我早就已经，而且一直是已经与另一些人处于关联之中了，因此我的诸现实性东西和我的诸习惯性东西，我的整个的兴趣生活和作为习惯的兴趣、能力、习惯等等之自我的持久的存在，都与一个环境世界相关联，这个环境世界已经包含了另一些人，而且已经在与另一些人的交往中形成了，而且总是重新形成着（在这种情况下，这另一些人至少有时也并不是我的兴趣之照准点，并不是实践的环境世界之中的客体）。如果另一个人正是作为像我这样的一类人，借助于对于我的知觉上的移情作用而言一定会具有的那个普遍的地平线的预先规定，按照本质样式与我一致，因此在经验之进展中具体地相似地得到证实（在这里，这种具体化恰恰包含这种在其中我已经为我具有的形式的整个的存在样式，并相关联地包含处于其相互关联的样式中的对于我而言的意识上世界），那么在我的范围之内新出现的每一个人就都按照与我相似的人被统觉，并且现在它意味着是正常的。如果所有接下来的经验，首先比如连续的知觉，是这样进行的，即是在这种同一的连续的详细规定和对另一个人的规定本身之进展中，而且是在对形式的具体预先规定中发生的，那么这另一个人就是正常的人。


  如果我们返回到这种构成方面的起源，那就很易于理解：对于有效性建立之每一个阶段而言，相似的东西都能够以类似方式得到阐明。如果我抽象地举出我的原始的存在和我的被原始地还原了的世界，我的原始的世界生活，那么我以此就遮蔽了更高阶段上的动因而考察，什么东西作为“另一个人”从这里在统觉上被引起，什么东西作为意向上的底层，而且是有效性的层次，进入到我的自我（ego）之具体化当中和我的被具体地预先给予的世界之具体化当中，和我的作为人的另一个人之具体化当中。首先我获得了一个被抽象地还原了的，可以说是自身第一的另一个人，我的被还原了的存在的结构和我的被还原了的世界的结构，我的被还原了的世界生活（只不过是被在相互关联的透视当中改变了的等等），被转用到这另一个人身上，并且他现在是正常的另一个人，如果这种进行移情作用的知觉在这种相对具体的样式（这种样式在这种抽象的还原中是具体的）中确实保持不变的话。我的处于其原始的具体化之中的被还原了的原始的存在只是现在才变成了拥有另一个自我的自我，由此出发它进入到可能的社会的联系之中，变成了个人式的自我，这个个人式的自我拥有它的个人式的你。对于自己本身而言的自我，我变成了他的你，或能够变成他的你。


  这样我就构成了作为对于我而言的人群的人群之生成的历史和人群之世界的历史（在我的暂时是原始的经验之领域中出现的另一些人之相继中的世界的历史），因此我们仿佛将动因的因果性之阶段构造历史化了，并且对于每一个新的阶段我们都连带地定义了一种更高的阶段上的正常性，并相关联地为每一个阶段连带定义了一个作为正常的经验世界的被构成的环境世界，正是与这个更高的和普遍的阶段之正常东西相关联的环境世界。注1153


  现在并不是说，每一个新考虑到的另一个自我都表明一个新的世界，就是说，都改变着这个世界之形式方面的本质结构，这种本质结构像下面这样描述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之地平线意义和每一个可能的预先给予的世界之地平线意义，即一切现实的经验，不论它将认识和知识扩展到多么远，也只不过是将这个按照普遍的意义已经熟悉的世界（尽管并不是得到清楚地，甚至是科学解释的世界）导致明确的认识。


  但是所涉及的是对结构阶段的划分。通过移情作用本身，并且仿佛（quasi）是就生成方面说的，通过最初的移情作用，一个共有的世界就已经构成了。接下来的东西就是“处于-与-另一些人-的关联之中”，这种持续地共同一起（并且彼此相互地，这只是“共同一起”之一种形式）进入到同一个世界之中生活的行为，进入到同一个世界之中操心的行为，或更确切地说，这个世界变成了兴趣的世界，变成了我们的实践的生活的环境世界，在这当中这个我们，我和另一些人，本身都属于这个被构成的客观世界，而且在持续当中，在延续当中，它，这个“我们”，同时是这个世界的主观，是经验着这个世界（包括自己在内的世界），认识着这个世界，以世间的方式采取行动的我们，并且是有成果的我们，这些成果充实了这个世界的客观内容。注1154


  随着从两个到多个，并到敞开的无限的，进入到敞开的“无限的”世界之中进行预期的多个之扩展，在这当中首先出现了一种本质上新的东西，即直接被经验的另一些人的共同体化（这种共同体化可以说是作为环境世界在继续构成当中起作用的）通过另一些人的另一些人继续延伸，并如此重复地继续延伸；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间接性也造成共同体化的“成果”之间接性，造成通过构成而被结合起来的诸共同体及其共同体成就。


  以下又是一个本质上新的东西，尽管总是与此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本质上新的东西，即敞开的无限的世代之构成以及与此一起的生和死之构成，不是作为偶尔的偶然性东西，而是作为一切心灵生物之普遍的结构特征：生而固有的生成和死亡属于人本身。注1155


  人的此在之历史性，更确切地说，世界之作为历史的人的，历史的人的共同体的历史的环境世界之为我的构成，为我们的构成，又是与此相关联的。人是以历史的方式存在的，在一种最广泛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一种自称准确的意义上，人是作为一个历史的共同体之成员存在的。这个历史的共同体作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者（这个世界始终只是对于“我”和对于“我们”而言的世界），是在作为更高的级次之坚持住的实在性的被共同体化了的人群的形式之中被构成的，这种实在性通过诸个人的变化，通过出生和死亡而具有特殊的坚持的行为。这就表明了有关当前（共同体之历史的当前，不管是比如一个政治上的共同体［国家］的当前，还是一种科学上的共同体的当前，及其环境世界的当前）的，有关历史上的过去和历史上的将来的一种固有的意义；同样也得出一种有关历史上隐蔽了的传统之确定的意义，和也许是根据这种隐蔽了的传统，对带有早已死去了的东西（历史传统之诸不同形式和在传统之中的生活之不同形式）的当前的生活者明确地在意识上的共同体化之确定的意义。


  我们曾经说过，属于一个历史共同体的正常的人之环境世界本身是以历史的方式存在的。它作为实在的客体所包含的不再仅仅有诸个人，而且还有处于不同形式之中的和不同阶段之中的诸共同体，并且除去包含诸共同体之形成、改造、解体之外，还包含一个继续形成着的历史的事物世界，这个事物世界作为共同体的成就是已形成的和继续形成着的。


  如果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是以历史的方式存在的，都是作为在一种历史地持续着的共同体中存在着的而进行构成的，那么他的环境世界，这个对于他是具体地历史地存在着的世界，就作为历史的世界而限定了范围，虽然有一种“空洞的”空间时间性和一个“空洞的”世界之敞开的地平线；因此如果我们举出这个整体的历史的共同体，那么这个共同体作为整体的共同体就被划分成诸特殊的共同体。


  关于通过用一种不同的历史整体性，一种异己的历史整体性，完全异己方式的历史整体性——在这种意义上就是用异常的环境世界中的异常的人——占据这个空的世界地平线而扩展这个世界的问题。与整体的“尘世间的”人性结合起来。反过来，由于“忘掉了”传统，由于传统的断裂，一个整体性解体。


  一个超出历史的环境世界之有限性的自然而且是无限的自然之构成，一个敞开的自然之构成，本质上是与历史的环境世界之构成同时发生的，并且这个敞开的自然作为总是发生在前的，使总是新的，尽管事实上不可进入的历史的整体性的敞开的可能性之构成成为可能。注1156


  但是关于诸异常性的构成的情况如何呢?我作为以超越论方式进行沉思的人，从我出发并从对我有效的世界出发。只要我对我进行反思，我就总是已经在我的时间性中拥有了世界，这个同一的世界，但是这个同一的世界在我的生活中总是呈现出新的意义，然而这个存在着的世界之统一却通过所有这些变化而坚持到底。在我的童年，人群和历史之世代的存在之意义对于我还是隐而不显的，关于传统，我毫无所知，对于我而言，传统是不存在的。只有另一些人知道，甚至我的游戏、我的童话等等，也是由古老的传统——通过处于传统之中的另一些人——传给我的。关于生和死我毫无所知，即使当我已经拥有了表达生和死的词语时，也毫无所知。关于文学，关于科学，关于艺术，关于历史上的文化，我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尽管我已经有了一个具有着图画，具有着有用的东西等等的环境世界。我所拥有的世界的存在意义，在意义的继续改造中并不是一种通过占据地平线而对意义的单纯的扩展。世界的地平线没有确定地画进去，肯定没有在敞开地无限地进展中确定地画进去。尽管它确实具有某种敞开性。问题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意义的形成，应该如何理解，应该如何解释这种意义的形成，并且能够事后理解：我作为变得成熟了的人能够说：我有一种关于“这个”世界的表象，但这是一种非常不完善的表象，我只是逐渐地获得了伸展到越来越远的世界认识。


  作为处于成熟的人之中的，处于正常的人之中的成熟的人，我得到了发展，并且所有与我一起处于至少是间接的联系之中的人们同样使我的世界经验得到发展，但是经验世界之样式，如经验世界对于成熟的“理性的”人们所是的那样，人们经常也同样说，“如经验世界现实所是的那样”，从根本本质方面再没有发生变化。当然，在时间的进程当中，“世界的诸显现”，世界的存在意义是变化着的，也在我们的历史的文化共同体之统一内部变化着。因此这就又提出一些问题。


  只要我有相当清晰的记忆，在返回到我的童年时代时我就并不仅仅是实行记忆，而是在进行回溯时也进行解释和校正，但是由于在统觉上对早先的经验之重新解释和改造，由现在的统觉出发的进行回溯的统觉多半也实行一种对记忆的无意识的伪造。


  按照定义的意义，正常的人是对成熟的人的理想化，并且与此同时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在一种首先应该加以规定的意义上）是对正常的人的理想化。


  我想要理解，我的世界是如何作为人的环境世界被构成的，而且是作为一种以共同体化的方式生活着的人群的环境世界被构成的，更详细地说，是作为我的实践的环境世界或生活世界之中的“我们”的环境世界被构成的，被一个更广泛的实践的世界地平线限定了范围的，或更具体地说，被一个包含着另一些人群和他们的生活世界的，并且最后才逐渐变为一个“空洞的”世界地平线的世界地平线限定了范围的环境世界。为了使这种理解成为可能，我需要诸种抽象，而抽象之一个阶段就是成熟的人构成的共同体，并且首先是呈现为真正“像我这样的一类人”的人构成的共同体。


  属于这个问题的是世界对于我而言作为事实上能够为我显示的世界所具有的一切分层。在这里需要在生成方面反向地追踪我的正常的“我们”这些成熟的人之共同体，然后是在生成方面反向地追踪每一个这样的我们的共同体，而孩童则仅仅属于存在着的东西和能够操作的东西之世界，另一方面，精神失常者、有缺陷的人等等同样也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另一方面棘手的是，所有能够满足这些的东西，如何参与决定这个具体的世界，据此具体的文化世界如何分离出来，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作为科学、艺术，作为手艺，作为国家，首先只是作为规范，作为相对合理的东西和相对成熟的东西被对待的，然后又能与绝对不可能的东西一起在具体的历史性当中对待。


  最后，一个生活世界是如何构成的，尽管这些成熟的人根本不是真正地以相同方式对待相同东西？这个生活世界是作为一个个别的生活世界（例如作为欧洲的文化世界，作为英国的文化世界等等），借助于一种个别类型上的普遍的结构构成的，这种普遍的结构是有关的文化之处于他的时代之中和他们的时代之中的每一个“正常的”人（任何时候都处于当前之中）在意识上和习惯上作为他的精神上的生活空间所拥有的，作为他按照他的个人的能力并且由他的个人的生活而构成的“形式”所拥有的，作为在不完善性的许许多多阶段上不完善地构成的“形式”而拥有的。注1157


  它的这种固定的结构是如何构成的，这种结构之这种固定状态本身依赖于什么东西呢？另一方面它也有“它的时间”，它只不过就是“它的时间”，并在变化时只是在它的历史的样式之统一中变化着，这种历史的样式可以说构成着一种全时间的文化之“历史的实体”，如由古希腊起到当前的欧洲文化。现在生活着的人对此毫无所知，但是他能够揭示历史（这种历史作为他的文化之历史，是他的历史），而且只有从他的历史的当前之结构（具有其当前生动的过去的具体生动的时间性之结构）出发他才能揭示历史。


  谁要是借助“每一个人”这个词具体地理解自己，谁要是属于由周围的人构成的敞开的人的共同体，这些周围的人拥有同一的历史的生活世界，受同一的，所有人都熟悉的，但是尚未被解释的形式结构的支配，他作为人就是正常的。正常人是在正常的共同体中，并由于正常的共同体，而是正常的。


  附录VII  个人的世界之领域中的正常性（习俗等等）（1930年78月）


  〈内容:〉处于“人的此在”之中的，处于人的生活之中的我，我们人。生活之中的目的和生活目的，生活理想。生活——成年人的生活——处于正常性之中的生活。作为正常的此在之中的存在成分的正常性本身之断裂。追求对正常性之尽可能有意的扩展，对人们能够信赖的范围之尽可能有意的扩展。自然之正常性。处于个人东西领域之中的，处于文化世界领域之中的正常东西。义务,相关联地关于义务本身的沉思。历史作为带有其目的的沉思。对人的环境世界的正常的样式之描述（“我们的”环境世界这种个人的形式，个人的形式而非本质的形式）。


  生活之中的目的和生活的目的，生活理想


  这个人——我——处于人群的生活之中，与另一些人一起进入到这个世界之中生活，我与具有其生活目的的另一些人一起具有我的“生活目的”，并朝向具有其生活目的的该另一些人。


  I.对达到一种目的的最好的途径的反省。在生活当中变化着的目的，因此对每一个目的而言都存在这样一种沉思，也许是一种重复的沉思。作为预先形成的意图，作为被预期的东西、想要的东西之预先形态，对生活之一部分进行规整的意图之目的。可能的道路一般来说有许多，道路是多义的，不确定的，即使是在下面这种情况当中也是多义的，不确定的，即尚不清楚哪一些预先想到的可能性是真正的可能性，是这个我-能之可能性。


  II.对目的本身的反省——对于被普遍地认为是我的能力的地平线和成功的目的生活的地平线的完整的可能的生活地平线的反省：问题，从现在出发并且借助于已经达到的诸目的而预定的什么样的整体生活被认为是幸福的整体生活，是我能够作为完整的生活加以肯定的生活。


  1）“内心感到幸福”之理想。一种生活被所享用的实际的财富所占据，而且是被最高的财富所占据，或者是被人间最好的财产制度、最高的财富所占据。


  2）对诸偶然事件的沉思，对于能力不起作用的沉思，对于作为普遍地属于人的生活的自由加以主观克制的沉思，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克制的沉思，对于如所有东西看上去那样的，如能够考虑的那样的诸冲突的沉思。


  3）处于正常性之中的生活，这种正常性使一种计划，使一种有目的的生活，成为可能的。处于正常性受到违反之中的生活——这种生活学会了将异常性当作是在更高的正常性中属于生活之普遍形式的。


  4）追求尽最大可能扩展正常性——正常性作为本身还可以掌握的。


  a）正常的自然——自然科学，关于普遍的自然法则之假设，对被假设的法则之进展着的认识。科学的自然知识作为走向自然实践的中介。


  b）正常的共同体世界——和处于正常的社会道德之中的，处于国家秩序之正常性之中的，处于共同的经验基础之正常性之中的，处于共同的传统之基础的正常性之中的，处于共同的判断方式、共同的评价方式之正常性之中的，处于在每一个当下的类型的境况中大概可能的反应方式之正常性之中的其他人一起的正常的日常生活。处于正常的此在之中的人，不仅是如同一个处于按照经验归纳的事实性之中的事物那样在类型上正常的情况中以类型上相同的方式行事：当一个人将这些情况意识为规范时，他就生活于规范之中。正常的生活样式作为共同体的生活之样式对于他而言的不仅是事实，而且是一种应当存在和一种按照这种应当由生活的意愿而来的存在。处于其生活形式之中的这种生活得到了肯定，尽管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形式，这种单个的生活为了它的形式的缘故，是得到肯定的，按照它的形式得到肯定的。孩童被纳入到传统的形式之中受教育，即使是后来由于个别人的“利己主义”而发生的违背这种形式的行为受到指责和惩罚，这种惩罚的方式本身也是属于这种形式的。规范的形式是人们在其环境世界的给予方式中所信赖的东西（正如信赖自然之正常的形式一样），但它只是由意愿而来的形式。它现在存在着而且是应该存在的。并且它始终已经曾是应该的，并作为这样的东西来自前辈和祖先的意愿。这种东西属于他们应当的意义和意愿的意义。它现在应该存在，因为它曾始终这样地存在过，因为我们曾在这种规范中生活过。这种规范只要具有作为形式的一种不确定的敞开的地平线，就会通过对最年长的人的询问得到更详细的规定，如其在这些情况下早先曾存在的那样。


  这是人的共同体的正常性之范围，和在最广泛意义上的“道德的东西”之范围，义务（καθήκον）之范围。正常的适当的个人的生活之类型，职业的目的和职业生活的形式等等，也在这个范围内有位置。


  一种相关联的正常性，即作为应有的个人生活之相关项的正常性，是共同的环境世界之应有的形式，是处于传统东西的形式之中的共同的环境世界之应有的形式、并且作为个别的环境世界之适当的东西，而且部分地是在共同体的成就之中形成的环境世界；房屋的建筑形式，住宅的建筑形式，棚、厩、圈等等的建筑形式，“乡镇”的建筑形式，其中包括“乡镇”房屋的位置和形式，礼拜场所的建筑形式等等。在更高级次上的生活当中，在更高层级上的以正常性进行着的个人的和“乡镇”的生活当中，和在乡镇当中，对他们的思考本身的起着属于形式的那种作用：对于适当的东西的思考间接地与对最年长的人的询问相关联。


  但是此外，传统的社会道德或传统的适当有东西在不少部分被认为是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有些应用是由于某些原因在过去形成的。


  “我们的世界”和义务这种自我方面的个别的形式


  对于人的环境世界——作为经验之世界的世界——之正常的样式之描述，对于（具有其正常的规则性的，具有其所谓的习惯性的）正常的自然之正常的样式之描述，同样，对于正常的个人的世界的描述，对于“人们”在其中生存的、作为事物世界的文化世界、文化事物世界的描述，对于处于习以为常的东西之样式中的，处于“道德上的”应当之普遍形式中的手段客体和目的客体的世界的描述。它作为“我们的”世界是人的个人形式之本质的组成部分，并且是“我们的”世界的诸形式上的分节、诸形式上的阶段。


  作为个人的“世界”的人的世界，作为被共同体化了的个人，或者作为众多的个人的人的世界，这些个人在以个人方式生活时，在他们的家庭中，在他们的“乡镇”中，在他们的部落等等中，彼此相互紧密结合在一起，按照所分成的层次以个人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的世界是作为个人的当前存在的，它有其个人的记忆，有其个人的过去，以共同体的个人之方式有其历史，但是这种历史只是偶然地，而且是个别地、杂乱地、直接地和间接地被唤醒的，就是说，在叙述（老人的叙述）当中，通过对事物文化的多次回忆等等，被唤醒的，但是这些叙述有一种由可继续唤醒的东西，可继续揭示的东西构成的地平线。


  对环境世界的自然之描述（以经验的-图解的方式描述）：自然史，同样地，对具有以个人的方式形成的事物世界的特殊个人的环境世界之描述：文化史和通史，只要这种描述是指向历史上的本质东西的，而这种本质东西所依据的是这个世界的个别的形式，我们作为个人就生活于这种个别的形式中，并且在这个历史上能够达到的时间中，我们就是这种形式之当下的共同的形成者——总的看来这些个人就是这种东西，并且本身在这种记忆当中作为决定传统的（在双重意义上）继续生活。


  社会道德与历史（处于在这当中形成着的并且总是重新形成着的共同体的环境世界之中的共同体的生活之以沉思的方式重新敞开的历史）根本就是不可分割的。属于应有的东西的，是对父母的爱戴，对祖先的爱戴，对过去的“伟大”人物的敬仰，以及对他们经历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敬仰，对他们介入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的敬仰。历史——历史的叙述，是老年人和最年长的人作为他们的前辈人曾以更远的间接性叙述给他们的东西等等而叙述的东西，只要他们本身并不曾在当时存在，并且那个当时由此出发而叙述他们直接的经验。


  人们生活于共同体之中，并且拥有处于路程之中的另一些人的生活之经验，此外人们还有关于作为与另一些人一起生活的自己的生活之经验。最丰富的是关于自己的家庭成员的生活之经验；人们越是年长，自身所经历的生活历程和共同体历程就越长，然而在这个范围内这个历程就延伸到现实的经验之中。在生活中人们（首先）按照义务对另一些人进行评判，并且自己也被评判，并且早已经就被促动去实行对自身的评判——对过去进行评判，也许对存在于记忆中的整个的过去的生活进行评判，或者对职业的过去进行评判，对“真正的”生活由之开始的成熟时期起的整个的过去进行评判。自主和自身评判服务于对生活的规整，为了将来，这种评判进入到过去之中，并且为了生活之诸可能性，为了在进行评判-进行评价时在其中被选择的或应该被选择的那些可能的目的论形式，这种评判进入到将来之中。


  当我们优先考虑时，在更广泛的个体的形式内部的，我们现在想到了义务这种形式，个人的习惯东西这种形式，这种习惯东西立即就具有应当存在着的东西这种特性——当然是在有偏离的情况下，即“并不像理应的那样”的偏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它作为偏离又确实属于习惯的东西。


  就人的习惯东西和与“社会道德”相符合的东西的区分而言，在这里仍有不少东西还没有考虑到。个人方面的习惯：属于这里的有“职业的”小偷、“职业的”骗子等等，假老实人，假市民，这些人实际上都违反了“社会道德”之中的应当之形式，但是在这当中还有强盗团伙，他们公开反对社会道德，公开反对属于“社会道德方面”应当遵守的东西的国家的秩序。因此我们有了“真正的”职业和非真正的职业。还有诚实的职业和非诚实的职业（刽子手，高利贷者）。在这里，以本质方式存在着的东西和普遍地发生着的东西可能暂时仍没有区分开。


  关于个人的这种一般的说法，暂时也就足够了。但是现在更详细地说：什么东西属于一个生活于这些“形式”之中并由这些形式而自身获得形式的个人（公职人员的形式，军官的形式，并非以公司、机构、单位等名义出面的个人的形式等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非机关工作人员等等）。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但是在改变了的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有其私人的领域，在该领域中他不是机关工作人员。


  现在出现了个人之性格类型和作为目的生活的人的、个人的生活之方式，作为我的目的之领域的环境世界，作为领域、支配领域的环境世界，我在其中进行支配的，我在其中设定我的生活目标的，并实现我的生活目标——这些目标是我想要依照我而制定的——的领域的环境世界。


  作为个别形式的我的生活世界


  这个世界之“形式”，是一种个别的形式。这个人——这个事实的人——以个人方式有意识地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并且这个人本身属于这个世界，就自己本身而言处于他的个人的意识生活之中。更确切地说：我，这个内在的心理学家，更确切地说，这个现象学家，以原本方式（originaliter）进行描述，作为事实上的人，我存在，而且是存在于我的“周围的人”之中，存在于我的家庭之中，存在于我的城市之中等等，存在于我的敞开的人的共同体之中，存在于我们的世界——这个包括我们本身在内的世界——之中，按照其个别的形式，按照这个世界（生活世界，但并不被理解为外在世界）所具有的形式存在于其中。属于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即每一个属于作为我的我们的这同一的共同体的人，都描述这同一的，而且必然是同一的个别的形式。一个中国人，只要他不属于作为我的我们的这同一的共同体，他就描述另一个同一的个别的形式。世界作为个别的形式，并不是作为对于每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人而言的本质形式的世界，这种本质形式对于人而言是作为“本质”存在的。但是每一个能够想象得到的人却都是个别的人，而且是生活于个别的形式之范围中的。应该将本质的普遍东西一般——它属于人并属于对于人而言的世界——和在这当中所包含的“个别的形式一般”这种本质形式与一个事实的人所具有的某种个别的形式，同样还有事实上的人的事实上的所有的共同体（在最广泛意义上的“我们大家”）所具有的某种个别的形式区分开。在以本质的普遍性进行描述时，这种描述以人的共同体一般这种本质的形式为前提，对人的共同体一般这种本质的形式，我们现在是以普遍性思考的，在我们得到我们所想到的“个别的形式”这种本质普遍东西之前，人的共同体一般这种本质的普遍性就能够得到清楚而简要的说明。例如意向的心理学一直追踪到其最深层的结构的个别的个人之本质，和纯粹从内在心理学方面看到的、在其中个人的世界为它构成了的人的共同体之意向的本质，被当作前提，并不需要已经得到解释。处于共同体之中的个人式的存在之个别的形式和共同体本身之个别的形式，可以说能够被朴素地描述，不仅仅是以一种经验的-类型的本质普遍性被描述的，而且是以一种本质的普遍性被描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用个人这种本质形式（das Eidos）；但是为此我们并不需要对具体的纯粹的“心灵”先行加工，或更确切地说，对具体的单子式的主观性先行加工，同样也不需要对共单子式的主观性先行加工。它可以仍然是未被开发出来的，不管这种情况对于理解来说是怎样地有缺陷。存在着作为个别的形式的关于个人和个人的世界的朴素的存在论。


  对于我而言，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这种形式是最为熟悉的东西，当然并不是作为被以理论方式突出出来的形式，并不是作为某种被抽象出来的形式，而是作为一切特殊的行为和一切特殊的追求都适应于它的那种熟悉的地平线结构而是最熟悉的东西。


  每一个人由自身出发个别地定向了这种形式，并且作为他个人的环境世界充实了这种形式，“由他出发”作为或多或少不确定的，熟悉的-不熟悉的个人的世界，经验了这种形式。这种形式以或多或少的普遍性被描述，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总是根据情况而具有其最个别的内容。


  文稿11  〈超越论的主观性之确真的结构〉。世界之由正常性出发以超越论方式构成的问题〈约写于1930年末，或写于1931年〉


  〈内容：〉预先给予的世界和具有异常东西的正常东西的世界。异常性之诸样式。人——动物——精神错乱者。个人方面的异常性等等。动物的世界，野蛮人的世界，精神错乱者的世界，和地地道道的世界——我们的世界。


  自我作为意向性的主观。这个清醒的自我。处于被动性之样式中的意向性和处于行动之样式中的意向性。“被动性”：直觉与联想。处于清醒的自身意识当中的清醒的自我之主动性通过它的自我行为而进行追求。作为直觉的内心要求（作为内心要求的习惯性东西）之特殊的主观的自我，自我作为贯穿于全部生动的当前的内心要求的意向性之特殊的主观；与此同时，作为在清醒的感情和行为当中任意发展的并且和清醒的感情和行为一起被重新形成的行为的习惯性东西的主观。突出那些不由情况决定的东西：对于那些不由情况决定而保持不变的获得物的内心要求。所有这样的内心要求之特殊的综合。因此内心要求贯穿于行为生活。这个自我，这个被刺激的自我，校准某种东西，以某物为目的，追求该某物。作为“正在做的”行为，作为在它的主动性中根据习惯性正在做的自我，按照这种习惯性，它暂时就这样地将它的旧的成就作为持久的、不被划掉的获得物而拥有，作为持久的能力而拥有。这些获得物之实现为统觉是通过联想式的被动性发生的。作为进行统觉的自我的清醒的自我之生活，作为按照旧东西统握新东西的，以确信统握有效性东西的自我的清醒的自我之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适应新东西的生活。我通过它而拥有世间的当前的那种意向性，在自身中包含着过去的意向性；或者经验之当前的世界，进行经验的统觉之当前的世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我的诸经验的过去的过去的世界，作为它在意向的连续性中和意向的中介中使互相一致的东西。追求确定性东西，追求能够坚持住的有效性东西，追求持久的有效性东西，拥有的行为。——但是所有这些都过于一般，过于不确定了。


  因此我们考察作为成就的世界——对于我而言作为我的成就的世界，作为根据我的被动性、由我的意向的主动性而来的成就的世界。在这种成就当中，我为我获得了另一些人的存在，作为对于我而言一起成就着这个世界之存在的另一些人的存在。


  如果我进行反思，总体的成就总是已经完成了，而且是以下面这样的方式完成的，即我总是已经有了一个预先给予的世界。这种成就作为我的和我们的有所成就的主观性之总是不断进行着的成就而继续进行下去，这个预先给予了的世界继续地形成着，总是包含着新的意义，但是这个同一的世界总是保持不变，并且今后在每一个当前，对于每一个人，都以这种相应地已生成的意义而预先给予。我研究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之普遍的样式，研究它在不同阶段的环境世界之中预先给予的方式之样式，研究它的根据情况而变化的结构之样式，研究它的在继续进展当中所发生的对存在意义的修正之样式，研究它的在这种变化中将同一性坚持到底的方式之样式。我能够描述这种东西，并且我获得这种预先给予性之结构真理，但是这种预先给予性仍然敞开着巨大的问题地平线。世界之存在，进行构成的主观性之存在，它们不是导致现实的无限性吗？如果这种存在是一种由总是新的成就，并且在回顾时是由总是曾这样存在过的成就而来的已成就东西之持续不断的过程，那么这种现实的无限性看上去就是必然的。


  超越论还原将世界之朴素的存在引回到这个进行预先给予的主观性，引回到将世界作为预先给予的东西，并作为在总是新的经验中被经验的和可经验的世界而进行构成的主观性。属于这种主观性的有这个世界，连同作为被构成的世界的，作为习惯的获得物的，并作为主动性之被构成的领域的，特别是作为自身保存之被构成的领域的世界。


  但是如果假定，对处于这种构成之中的世界，因此相关联地对进行构成的主观性，之系统的、意向上的说明已经实行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与这个世界相对，作为能在这种相互关联之中进行构成的主观性而存在着的，就是这个主观性本身之绝对的存在。但是这种超越论的主观性真的是绝对地存在着的吗？它本身不是有一种暂时性——如果我们不想采用处于现实无限的时间（尽管是我们已经赋予其超越论的意义的时间）之中的存在的话，就不能改变它的无限性的形式和它的秩序——吗？


  超越论的还原和对经验世界之构成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经验世界拥有了意义，并一直保持着意义，总是重新获得意义，此外，通过对作为经验之世界的世界的“理论上的加工”，科学上-逻辑上被构成的并被理想化了的世界之构成）可能是新式的和基本的认识之一个广泛的领域。但是这些认识仍然随身带有其它的谜。我们理解我们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世界：我们的更深刻的存在（我们的人的存在只是来源于这种存在）是作为超越论的自我和超越论的我们的存在；然而我们尚没有理解作为人的我们和我们的世界生活。


  在开始进行对自身的解释时我发现：我存在，尽管我对我并不熟悉，我能够了解我，并且发现我是自我，这个自我将自己经验为在世界之中客观化为人的，进行经验的，此外这个自我预先给予了这个世界，进入到这个预先给予的，并且已经以一种当下的意义存在着的世界之中生活，总是在这个世界之中有新的现实的目的，与这个目的关联着的直觉，与这个目的关联着的、总是重现的需要，与这些需要关联着的持久的目的形成物和手段形成物，这些形成物是它从自己的成就当中，也许还在与另一些人的交往等等当中获得的。


  这些东西是这个超越论的自我作为超越论的现象发现的，它发现自己本身和这一类的东西都是它的构成物，它发现自己是处于习惯性之结构中的、本源的能力和获得的能力之主观。我发现我是自我（尽管在许多方面并不认识），这个自我是我能如此形成的东西和不能如此形成的东西，是我不可想象能如此形成的东西。我发现，对于我而言我是确真的存在着的，并且对于我而言，是在一种确真的结构之中存在着的，关于这种确真的结构，我必须说：我如此存在，我不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对于我而言，以下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即它是一种由变化着的东西，偶然的东西，特殊化的东西充实的不变的结构，而且无论如何都必须被充实。如果关于我的如此存在我弄错了，那么在这种“预先”内部就必然会有一种不同的东西与此相对应，就是说，作为确真的必然的结构而属于我的充实。我-在之确真性没有为结构之特殊化留下任何东西，留下的只是：我是否真的认识它。我自己的存在是“确定的”，每一个与我本身有关的由我自己的经验而对我进行解释的陈述都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这种陈述是“预先”就决定了的。


  那么被这种确真性所包含着的这种确定的结构延伸到多么远呢？我的作为对于世界而言的主观的存在不属于这种确定的结构吗？我的作为对于世界而言的主观的存在不是作为本质的普遍东西进入到我的自我之一切自身变化之中吗——只要这些自身变化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东西？并且我的作为对于世界而言的主观的存在不是包含构成着一个共有的世界的诸超越论的主观之共同体吗？


  但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不能像下面这样想象改变我，或更确切地说，改变我的世界吗？即我的世界失去了对于所有的人而言的客观性，甚至于我不能想象，一切经验的前提都解体了，连一个被还原了的世界对于我而言也不再存在了吗？注1158不可以想象以下情况吗，即我的身体和对于我而言的诸事物失去了它们的存在有效性，在我的内在的感觉领域中，可视为同一的感觉事实之一切突显，一切构成，都停止了，因此对于我的主动的自我之一切刺激都停止了？——或者，我不能想象像下面这样改变想法吗，即我从一开始就不曾有过具有鲜明对比的诸事实的感觉领域？在没有这些事实的情况下，自我生活如何能够在它的感情和行动当中进行呢？那么感觉事实是必需的吗？为什么它们必须这样进行，而且是和动觉一起这样进行，以使客观的统觉能够形成呢？


  因此似乎我能够没有世界而存在！但是这种生活是一个我能够任意对其改变想法的领域吗？它不是这个自我的生活吗？我作为自我能够想象，这个自我决不可能变成清醒的，它决不会被刺激，决不能采取行动，决不可能获得持久的成就等等吗？睡眠和无意识不是这个清醒的自我之可能性吗？并且没有一个清醒的自我是可以想象的吗？这个清醒的自我从清醒状态过渡到睡眠，并且被唤醒后理解这个睡眠？一个“空的”视野，或者一个“空的”触觉领域，以及这一类的东西，也许只有作为一个被事实所占据的领域之改变，而且只有从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在某种意义上，尽管是在被限制了的意义上，已经拥有了世界）之侧面才是可以想象的，同时对所有的领域完全任意地改变则被排除了，而且是通过自我生活之结构延伸到整个生活（并且在这种意义上没有自我生活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而被排除的。注1159


  有许多东西取决于构成各种不同的意义和意义前提的诸自明的可能性的方法，因此不可以轻易地想要将自明的但是受限制的可能性改变为自明的普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很难将作为能力的主观，习惯性东西的主观，持久的获得物的主观，世界东西在其中被给予的持久的统觉类型的主观，持久的直觉（这些直觉是“天生的”，并且在一切可能的生成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的）的主观的自我之自明性、自身给予性变成现象学的课题。


  一个重要的课题是，首先在“我是我的经验世界之主观”这个事实中，通过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的系统地解释这个处于其预先给予性之中的经验世界，并且注意，属于对这个经验世界之解释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按照其不变的结构一起解释属于这个世界的“诸心灵”，一起解释处于其心灵式的此在之具体化中的诸个人式的主观，由于这些不变的结构，它们才是以心理的-意向的方式与这个它们在其中存在的世界相关联的主观。


  如果这个主观被以超越论方式转向了，那么对于作为超越论的主观（这个超越论的主观在这个世界之中是作为人存在的）的我而言，这个整个内在的心灵的结构，这个具有其整个的生活，具有其能力等等的个人，就一起进入到这个超越论的自我（ego）之中。如果我按照我自己的诸本质的可能性对我进行改变（这个我在这个世界中就是人，而且是以超越论方式被改变了的），那么在这种改变中保持不变的，就是这种纯粹心灵的结构之诸本质的成分，因此就是这个个人和他的意识生活：正是作为在每一种方式中的个人之生活，具有被动性和主动性之结构的，按照内在的时间性及其诸事件的，并且按照诸能力，按照诸习惯性东西，按照中心化的个人之生活。但是属于这种不变的本质的还有，以下情况也属于这种对于这个自我而言作为不变地可认识的结构，即它只是作为一个流动着的生活之结构，并且是作为由这种流动着的生活中的一个变化着的，然而却在变化中坚持不变的个人之结构，以及作为由这个个人而改变着的环境世界之结构而是不变的；这个个人确实在这个环境世界中具有实存，并且与这个环境世界所固有的时间性相符合的“这个”世界之当下的“显现方式”一起存在。因此在这种超越论的主观性当中按照意向活动和意向内容存在着以下情况，即它在坚持着的形式之生成当中坚持着。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这个自我之世界的客观化而被一起给予的另一些超越论的自我之存在，和所有处于世代之形式中的超越论的自我之存在，带来了关于生成的诸新的问题，和关于生与死的诸问题。


  在超越论的东西中，从我向前推进，就随同时间化之无限性的问题一起呈现出关于众多超越论的主观之无限性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是什么，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超越论的哲学是通过它对于作为构成自身并构成世界的这个主观性之最深刻的解释回答的。但是正如已经说过的，在这里，在进展当中，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问题。刚才我们已经举出了作为超越论的个别的主观之无限性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无限性问题，以及超越论的主观性之世间化的无限性问题，就是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能够想象它的整体性。


  然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将一个人解释为是与他的预先给予的世界关联的，理解为是主动地进入到这个世界之中生活的，通过进行经验，进行思想，进行评价，与这个世界关联的，并且在实践上介入到这个世界之中的，并且按照主导的意图、目的改变这个世界的。


  处于世界之中的这个人和处于相互关系之中的人们贯穿他们睡眠休息而拥有一种处于其清醒状态之综合中的，处于多种多样个别的行动中的清醒的生活之统一。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统一，贯穿于所有生病和每一种异常性的间歇而拥有一种正常的生活之统一。在这里，这个个别的人可能完全是异常的，但是我们将以下情况认为是人的本质，完整的人的本质，或者是一个在自身中被分隔开的人的本质，即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异常的。异常性是正常东西之变样，作为一个在偶然的、可能的、能够认识的情况下必然出现的事件，由正常东西突显出来，并又附着于正常东西之上。但是清醒状态本身不就是正常性之一种基本样式吗？


  人的本质在以下方面有一种特殊的统一，即它作为正常的人的本质，通过它的诸正常的个别的人的主观构成一个正常的世界，而且是作为一种正常的人的实践的领域而构成的，在正常的世界之中，正常的文化产生出来，并且处于其全部的生活方式之中的诸主观至少整个来看保持着它们的正常的样式。因此个别的主观也有其正常性，在这种正常性内部，异常性作为个别地和偶然地干扰某种统一样式的东西出现。人的正常性不仅标志一种能外在地描述的样式，而且标志一种内在的统一，标志处于其生活之中的个人的一种统一，标志作为一个个人之类似物的有关的人群的一种统一。注1160


  在以超越论方式进行澄清以后，现在所有这些当然都涉及超越论的主观性，个别的单子式的主观性，以及集体的，但不仅是以集体方式集合在一起的，而且是内在地、单子式地被共同体化了的主观性。


  但是正常性具有不同的形式和阶段，这些形式和阶段本质上都属于人的构成和处于人群之中的人的构成。由于这种构成，人本身被共同体化，由孩童而变成正常的成熟的人。人不仅是处于共同体之中，而且是作为成长着的人进入到共同体化之中成长，按照共同体化，并与共同体化一起，在相互促动当中形成起来的人，以至于因此他作为当下的被形成者，在自身中带有由共同体而来的生成。或者像下面这样说也同样有效，即在意向上随身带有他的周围的人的成分。这当然也涉及通过传统的形成，这种传统指的是来自同一些人群的当中的周围的人的影响（所谓后续的影响），只不过是更早时代的同一些人群的影响。


  我们如何获得这样一种正常性的意义呢？这种正常性属于被构成的世界本身，属于对于所有的人而言的客观的世界，并从那个方面说，它作为对这个世界进行沉思者本身之结构被设定为前提？正常性的诸阶段和异常性的诸阶段对应于按照处于直到真正存在着的世界之客观真实的存在的诸相对的显现之中的相对的存在的存在构成的诸阶段。


  这个以正常性构成的世界同时是作为在自身中包含着异常性的世界构成的。或者，在这里作为普遍的世界被构成的这个地地道道的经验世界，是作为一个包含着这些以正常性经验这个世界的正常的人的世界被构成的。与此同时，也包含着以异常性方式经验这个同一的世界的异常的人。但是在这里情况是这样的，即正常的人和异常的人就这同一的世界，就这同一的事物等等取得一致。原因在于:每一个正常的主观本身都有偶尔从它的正常的经验之异常的偏离，因此就有异常地被给予的东西。但是它却将这同一的被给予的东西，这同一的事物，作为只不过是以不同方式显现着的，偶尔也许不正常地显现着的，而视为同一。在共主观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种情况指示一种作为形式指引这种视为同一的对象方面的基本结构，指示空间时间方面的个别化。第一的并且是普遍的正常性是这样一种正常性，即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一般总是构成一个作为正常的人群之正常的经验世界的世界；但是在这里，在这个经验世界之中，也出现了异常的人，而且还有我们并不称其为异常的那些动物。但是它们却被理解为是偏离了人的规范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被理解为在一种特殊的正常性之中的一种特殊的相互关系之中，拥有一个为它们，而且特别地为每一个物种，构成的正常的“世界”。


  对于人的正常性之更具体的解释有其困难。这种解释导致分层为诸更特殊的正常性。首先这个正常的世界具有作为进行奠基的层次的正常的自然，即纯粹感性的经验之领域。借助于正常的人的感性而构成的自然（纯粹由“感性的经验”而来的自然）之正常性，已经得到解释，这种解释是对作为本质形式和正常的自然一般的自然的事物之存在论上的解释。相关联地：对自然在主观方面经验上被给予东西之解释，对自然之为每一个感官方面正常的人，即作为正常的人以正常方式感性地进行经验的每一个人的显现方式之解释。所有正常的人在他们的感性的经验方面，在他们的显现的进程方面协调一致，由于这种协调一致，他们确实看到了同一的东西，尽管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显现，而且这些显现也不是同一些显现。


  人的正常性之特征


  “在我对这个世界进行统觉时，我是作为正常的人对它进行统觉的。”这首先是以个人的方式说的。但是这种现象的特征如何能得到普遍的描述呢？我首先是在周围的人当中，在我的知觉上的当前中发现我的，我和这些周围的人立即就像下面这样取得一致，他们同样也在相应的知觉方向上知觉，并在知觉时确认我以感性方式知觉的，或更确切地说，我在感性的知觉中连续地确认的同一些自然对象，而且如同我本身一样，在相同的可感性地经验的诸性质上知觉并在知觉时确认这同一些事物。接下来也是一样：我拥有一个有周围的人处于其中的当前之环境世界，并且所有那些对于我而言由感性的经验而具有其被确认的此在，并且具有其性质方面的标志，具有其空间时间方面的关系，具有其因果方面的特征（这些就感性经验之范围来看的特征）的东西，对于另一些人也正好具有这同一些东西，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我们的在我们的动觉中变化着的感性的现象，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而且是不同的现象，但是当我们交换场地时（使我们处于另一些人的空间时间场所时），这些显现方式也会互换等等。但是现在需要校正。属于这个环境世界的还有非正常性。属于我自己的经验生活以及在该经验生活中显现着的自己的环境世界、我的私人的环境世界的，还有被异常地经验到的诸事物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这是些异常地显现着的事物，但是这些事物并不真的是假象。如当眼睛生病时以不同方式看的行为，或者模糊地看的行为，这种看的行为带有模糊不清的轮廓，或者显现着的轮廓会增多，当在正常的人那里出现老花眼时也有这样的情况。这种被异常地看到的东西，一般而言，被以感性方式经验到的东西，对于我本身而言，会变成相应的能以正常方式进行看的人的显现方式。就是说，它被统觉为从它的正常的原对象性东西（这种正常的原对象性东西本身并不直接被看作事物性东西）的“异常的”偏离，当然，并不被统觉为模写，而是被统觉为能够使人注意到原初本来东西的那种改变。


  就这样，在环境世界中，通过对另一些人进行理解的行为我发现了在他们当中存在着与我并与我相同的人相比以异常方式进行经验的人，而且还是一贯地以异常方式进行经验的人。我发现，他们是他们的感性的经验之一致性的主观，按照这种一致性，他们在他们的私人的经验世界之中不可能有作为像下面这样的东西的任何私人的异常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本身——在与另一些人的关系之外——能够作为异常的偏离显现出来。


  因此我们必须补充说：“我是正常的人”，这在现象学上意味着从内部看到：我和人们一起处于一个环境世界之中，这些人“全体——直到个别的特殊情况的人”——全都经验作为同一的，被以相同方式规定的世界的这个世界，或更确切地说，全都以确信拥有作为能够经验的，并能够相互以同一性经验的世界的这个世界。世界——在科学之前——对于我和对于他们全体（处于他们的敞开的，也是世代地“敞开的无限的”多样性之中的全体）所意味的，正是这个共有的世界，而且是能在他自己的可能的感性的经验中按照所有该自然所“是”的东西经验该自然的“每一个人”的自然，同时这个自然是在与一个由“所有其他人，不考虑个别的人”注1161构成的敞开的地平线相关联中被统觉的，这些其他人能够经验这同一的世界，而且能够一再地按照该世界所是的一切东西经验这同一的世界，并且将它作为可能的经验之共同的世界来拥有。原因在于，他们也在共同一起经验时通过相互从对方接受经验，而将这个世界作为可能的共同的经验行为之世界来拥有。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被当作例外的个别的人就具有异常的共主观的特征。他们是作为对于我们的正常性而言的环境世界中的客体一起在此存在的，对于我们大家而言，他们以作为他们在这个经验世界之中所是的东西的相同的规定而是可经验的。但是他们并不是“正常地”一起进行经验的，只要他们按照规定（ex definitione）在可能的自己的经验中没有能力按照这个世界对于我们而言所是的全部东西（并因此作为在已说明过的意义上是正常的世界）达到这同一的世界。另一方面，我们的确还是将他们经验为经验着这同一的世界的人（当我们一般总是将他们经验为人，而且甚至经验为“变得野蛮的”人时）。也许我们将他们经验为可能以感性方式在自身之中与自己本身一致地，并且也许在这当中还与个别的另一些人完全相互协调地经验着这个世界的人，但他们是像下面这样地经验这个世界，即如我经验到的（通过“移情作用”经验到的），他们没有能力按照一切经验特征将他们的私人的经验世界经验为对于“直到个别的人的”所有的人而言的共同的世界，而是将他们的私人的经验世界恰恰只是经验为在个别的特征层次上的，并且按照这些个别的特征层次是共同的世界。


  但是我们也理解到，他们是在无限众多正常的人之中成长起来的，作为常规，这些正常的人能够一再地期待的遇见与他们相似的人，期待遇到经验给予性东西之与这些与他们相似的人的协调一致，也许使自己适应这些与他们相似的人，而将自己本身看作是例外的人，看作是异常的人，而对于他们来说从私人而言是正常地存在着的东西，则必须被解释为是以正常方式存在着的东西之异常的改变。但这是在下面这样的前提下解释的，即他们只是在这个正常的共同的世界之诸特征中的某一个层次上是异常的，而他们在所有其余的方面则是在与正常的人完全和谐一致之中进行经验的，因此他们本身在其余方面是正常的。


  我们看到，在这里存在着另外一些问题。首先，一般来说，如何达到将对于正常的人而言的这同一的事物视为同一的，将这同一的自然视为同一的。对于每一个主观而言，什么样的异常性是可能的。相对的异常的东西或者永远继续是异常的东西的什么样的类型是可以想象的，或者是可以理解的？对异己者的经验，对作为另一些人的另一些人的经验之前提是，这一个人，比如我，将一个物体（另一个人的物体）经验为另一个自我的身体，由此而产生了以下情况，即在我的经验领域中被给予的物体事物和被该另一个人作为他的物体式的身体所经验的物体事物是同一的事物。并且一般而言，作为对异己者的经验的移情作用之可能性的条件因此导致在对另一个人的通过移情作用的理解行为中在某种范围内的另一些人的被共同理解的经验世界，而且是被共同理解为另一些人的同一的同一个经验世界。那么建立在进行移情作用的相互理解的行为之间接性的基础上的这个共同的世界一定会伸展到多么远呢？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异常性是可能的（不是像假象那样的东西）？哪一些异常的东西，作为类型上的异常的东西，是先验地（a priori）敞开的，因此哪一些可用作对另一些人的解释（比如解释为不仅在他的身体的感性方面是异常的，而且解释为精神错乱者）？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取决于对超越论的存在（或更确切地说，对纯粹心灵的存在）之结构的现象学上的理解，并取决于在这里一起起作用的下面这个基本事实，即这个解释者只能够在他的个人自己的内在心灵的结构中获得作为可经验的可能性的各种异常性。这不仅涉及另一个人的“不同的方式”，而且也涉及对动物的理解和处于越来越远的、起中介作用的意向上的改变之中的动物心灵的存在之类型。


  也可以考虑下面这两种基本的区分：1）异常的人，例如像色盲者，他在其它情况下真的可能是正常的，他是作为统一的个人经验着他的一致的世界的，这个世界与正常的人世界是完全相符的，直至他的个别的颜色都与正常的人的颜色的相同。2）像处于各种不同的表现之中的精神错乱者这样的异常的人，他们不再是人，但也不是动物。即使是动物，作为它的物种的正常的动物，也有其在自身中统一的和一致的此在，而且正是与那种精神分裂的人相对的，与那种完全的异常的人相对的这种统一性，一致的整体性，必须有意地使之得到理解。但是即使对于动物也可能存在这两种异常性的类型。


  存在着记忆力的异常，理解力的异常，评价行为的异常，意愿行为的异常，情感生活的异常，本能的欲望和需要的异常，等等。在统一的个人之范围内，在一种统一的人的生活之中，存在着个人方面的异常现象。在这方面确实存在着来自过去和当前的大量的前科学的和科学的经验材料。但是在这种经验材料当中显示出来的，正如其流传下来的和已被描述的那样，只是一种浮浅的，而且是不可理解的类型学。日常的解释和由外面来的运用日常心理学的（或者也运用近代的“心理学”的）日常的解释，并没有提供对于异常的心灵东西的任何科学的理解、任何重建，并没有提供关于异常性的内在心理学之任何可能性。为此需要一种已经取得长足进展现象学。


  在这里，我们对预先给予作为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我们的这个世界，特别是，作为共同的经验的这个世界进行现象学解释的这项任务，学到了什么呢？注1162


  因此我作为超越论的自我（ego）研究我自己的存在规律，同时研究我的世界的存在规律和我的其他人的存在的规律。因此我为我建立起规范，关于对这个事实的世界所做的一切判断的，首先是关于我的判断的，或更确切地说，关于在我之中为我表现的，为我显示的超越论的伙伴（这些伙伴作为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之超越论的共同承担者对我起作用）的判断的充分具体的规范。这是可能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具体的普遍的种，是超越论的主观性及其世界之普遍的数学：具体的超越论的逻辑学。这个与作为进行判断的主观的超越论的自我（ego）相关联（并且与超越论的另一些人相关联）的“形式的”逻辑学，超越论的-直谓的逻辑学涉及任何一个超越论的存在领域。我说任何一个超越论的存在领域，因为各种不同的存在者都是以超越论方式构成的，因此超越论的自我，超越论的自我生活等等，以及具有一切世间的东西的世界，以世间的方式相互关联的诸理念等等，都是以超越论方式构成的。虽然它们按照它们的方式都具有超越论的意义，但是像下面这样地具有的，即它们全都是作为存在着的被构成的，或能够作为存在着的被构成的。


  这种我从对自身的思考中得知的超越论的具体的逻辑学和形式的-直谓的逻辑学（这种当然是被以超越论方式解释的和以超越论方式规整的逻辑学，包含一切先验的科学），不外就是充分地发展了的本质学式的超越论的现象学，这种现象学将超越论的先验的意义置于超越论的事实之前，为此也置于一切世间的实证性东西之前，借助于这种超越论的先验的意义，超越论的事实获得其具体的和绝对的意义。对于一切经验的认识而言，这种本质学的超越论的现象学就是绝对的规则（ratio）。


  但是以此当然并没有说出所有的东西。超越论的现象学，或者具体的逻辑学，本身是一种超越论的事实，是我的，超越论的现象学的建立者的超越论的事实，和我作为我的工作之超越论的同事发现的我的合作者的超越论的事实。正如一切超越论的东西一样，超越论的现象学也有其世间化，而且是作为超越论的现象学历史地-事实地在这个世界之中，在20世纪的这个事实的当前等等产生的。现在，超越论的现象学对于我，这种现象学的建立者，是一种事实，并且从前对于我曾是一种支配作为超越论的自我的我的事实的“现实的”可能性，正如它对于我的每一个超越论的同事是事实一样，我的每一个超越论的同事作为我们的世界之共同承担者，即使对于这个世界毫无所知，也肯定具有能够共同理解的超越论的现象学，能够完善超越论的现象学本身的超越论的能力。


  揭示这种东西具有，可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本身是一个超越论的-先验的课题。超越论的主观性，这个自我（ego）,将自身认为是它的能力的主观，并正是因此，将它的诸共-自我（Mit-ego's）认为恰好是同一些能力的主观。注1163超越论的主观性认识作为超越论的理性之能力相关项的所有它的与生俱来的能力。


  很显然，这种超越论的逻辑学并不是某种首先在我的超越论的特性（个体性）之中为我所固有的东西，同样也不是按照我的对每一个其他人进行的超越的认识，他们每一个人就自己本身而言所固有的东西，并且作为同一的东西对所有的人而言可由我和每一个人认识的东西。凡是他们是合作者的地方，凡是他们也是我的超越论的逻辑学的共同承担者（正如我也是他们的超越论的逻辑学的共同承担者一样）的地方，这另一些是我的世界的这些共同承担者的人都存在。这所意味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都为此做出贡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超越论的逻辑学由于所有这些被我深刻理解的，并且以特有的有效性而被我采用的贡献，就完全也是我的超越论的逻辑学，并因此是每一个人的个别的逻辑学和现象学，也许还带有一种由仍未被认识的，能够深入理解的，并能够检验的诸贡献构成的地平线。注1164


  我的超越论的-逻辑学的认识始终有效，从本质上说，对于所有其他人都有效，只要这些其他人从一开始就被经验为像我这样的一类人，或者被假定为像我这样的一类人。但是“精神错乱者”和动物确实也是“另一些”主观（而且也是以超越论的-单子论的方式被理解的），这二者都处于多种多样的本质类型学之中。所有我借助于“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可以理解的生物，都是我本身的意向上的改变。通过超越论还原之后，并不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这个世界之共同承担者，这个我将之当作被预先给予的而拥有的世界，“我们”将之当作被给予的而拥有的世界之共同承担者——“我们”被理解为是在共同体中共同一起构成着这同一的世界的敞开的众多的共同承担者（动物和精神错乱者决不是“人”，尽管他们也被我们经验为是在他们的内在生活中与这个世界，这个同一的“现实的”世界相关联的）。


  我们人-单子，我们大家，这些一起进行构成的主观，我们的世界之这些共同承担者，这些共同经验者，这些共同思想者，并不是每一个都一般地处于有效性之中，而是以某种和谐的方式处于有效性之中，这种和谐的方式是每一个共同承担者都意识到的，而且能被经验为不仅提供同一的经验的成果和思想的成果，而且能被经验为以补充的方式与同一个对象，同一些对象，相互产生影响，这种有效性通过从主观到主观的吸收一定会传播开来。因此我们也是价值世界的共同承担者和实践世界的共同承担者，这个世界为我们大家在此存在；我们也许是共同地，相互地，一起地对待这同一些目的，在这些目的的意义中我们取得一致，尽管我们在这当中也已经通过思考相互补充，例如，在这些目的的实现当中作为作品产生出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对于我们这些共同的行动者具有同一的意义，同一的应当的有效性。并且对这种作品我们是在外在存在着的东西与特殊的实践的承担者之联系中按照行动者个人的意义理解的。我们也是同乡，是这同一的教会共同体的教友，是天国之中的共同的子孙等等。我们作为人是所有这一类的东西。在一些方面，一次是就一个最普遍的东西而言的，这种最普遍的东西使世界变成对所有人一般而言的共同的世界，作为人一般，他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彼此相互都在此存在，共同地处于现实的和可能的相互理解的共同体之中，因此是作为我们人群的成员，在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群的成员存在的；在另一方面，我们是作为我们的世界（以特殊方式与我们特别地联系着的这个世界）的共同承担者存在的。我们作为团体的成员，作为教会的教友，作为一个城市的市民，一个国家的国民等等存在。共同体特殊化，共同体的环境世界特殊化，直至特殊化为一个欧洲人的人群或地球上的人群，它确实还没有充实最普遍意义上的人群这个理念，只要这里涉及的是有关人的本质概念，这个概念不涉及在地球之外是否还有人作为我们的世界之共同承担者而生活着，这些人只要与我们发生事实上的理解关系，立即就负有使命去共同构成这个世界，并且能胜任共同构成这个世界。


  那么如何描述这些共同承担者的特征呢？并且首先与这个共同承担者相对应：在为我，为我们构成的这个世界之中，如何在与动物（对于动物来说，所有这些都是无效的）的对比中，描述作为个人的我们人，作为理性-自我的我们人，正好是我们所是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所是的人的人的特征呢?在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世界中，在那些在它当中总是被一起设定，并且总是被当作前提的心理的生物中间，那些我们将它们看作是对我的世界之存在意义共同起作用的诸主观，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我归根到底总是将它们当作前提的东西，是如何被突出出来的呢？换句话说，我的世界，这个我总是谈论的并且将总会谈论的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任何时候都一直被以为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人们的世界。尽管我只和确定的人处于直接的和间接的交往中，我并不是直接地由确定的人们那里吸取经验和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都进入到这个世界对于我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之中）。同样也并不仅仅是将这些特殊的确定的现实的吸取行为考虑在内。这个世界作为可能的经验之世界，以及建立在可能的经验之基础上的可能的认识之世界。人的那些未知的世代之整个的间接的传统也一起计算在内。并且最后如果以下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得到证实，即例如在火星上有“人”生活，并且我们找到了建立与他们相互理解的联系的手段，那么那些在火星上生活着的“人们”立即就被一起算作人的“我们”，这个“我们”是作为“我们”大家的共同世界的这个世界之相关项。


  我已经预先给予了“这个”世界，我在我的意向生活中已经预先给予了“这个”世界。属于这种预先给予性的，或更确切地说，属于这个世界之这种被预先给予的意义的，就是周围的人都属于这个世界，属于我，我在这个世界中本身作为人客观地实在地存在。此外还存在的就是，不论什么通常构成作为世间实在的规定内容的人这种类型之普遍的规定内容的东西，在它之中首先是这种形式被意指，即这个人在我的意识生活中被我经验为或可被我经验为为我存在着的，是借助于存在意义被我经验和可被我经验的。他能够和我建立相互理解的联系。注1165在这种相互理解的联系当中我首先将他经验为在经验时与我所经验的这同一的世界相关联的，如我本身一样以同样一些经验的可能性运动的，与我一样以相同的方式在能力范围运动，这种能力在进行思想时，以能力的方式对世间的被经验东西进行规定，正如也对该被经验东西进行评价，进行论述一样。正如我的原本的自己的诸经验和自身获得的诸思想对于我有效并且继续有效一样，只要在我的同一的自己的领域中没有呈现出不一致性（由于这种不一致性，最终我不得不删除和纠正），这些被深入理解的经验和思想就对我有效。借助于一些表达方式，它们也会被我所理解，立即就能被理解，就如同它们是自己的一样，只要它们“适合”我的经验和思想，只要这些经验和思想和我的经验和思想联合成一种一致的经验关联和思想关联之统一。这些在被我经验的诸个别的主观之中为我显示的一致的进程并没有得出被分割开的，而且与在我之中被构成的同一的自己的一致性分割开的每一个人的作用和诸有效东西，而是它们和我的有效性一起，并且也彼此相互地，达到一种统一地将它们全体包括在内的一致性。但是它们首先是在我之中达到这种一致性的，而且是在对于我而言是唯一能建立的形式中达到这种一致性的，只要对于我来说，这另一些人不仅作为一起存在着的主观而有效，而且他们的有效性，对他们有效的“世界”，是处于由我而来的并且对于我正好有效的共同有效性之中的，并且如同我所有的有效性一样，是处于已经是我固有的有效性的关联之中的（对于我已经存在着的）东西，也许还由于情况而发生了变化，并且只当这同一些东西之这种普遍的关联保持它的一致性，它才是持久的有效性。


  但是现在在我对异己者的经验之意义赋予上存在着以下情况，即处于这种方式之中的另一个人是作为像我这样的一类人被统觉的，反过来，他作为和我一起处于相互理解的联系之中的人，也自动地处于有效性之中。当我将他当作存在着的，并且当作对我进行理解的，从而以现实的有效性拥有他，而他也以现实的有效性拥有我时，我就能够转向他，并理解他，并且他，这个像我这样的一类人，能够转向我，而且也许正在转向我。我能够在做出反应时采取态度，并且能够以行动和反行动的方式形成在社会联系这种确切意义上的个人与个人的交往和个人与共同体的交往。


  现在我已经发现所有这一切都是作为总是已经一起在此存在的，并且总是在改造和改组的，作为一起属于这个世界的，一起属于这个是我的世界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在所有在这里谈到和能谈到的方面当然（eo ipso）都被我理解为是那些为我存在着的，并且以这种方式与我发生“联系”的另一些人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另一些人的同一的世界，是处于空间世界之分布的敞开的无限性之中的另一些人的，作为主观预先为我存在的另一些人的同一的世界；我和他们共有这个同一的世界，我们大家都生活于这个同一的世界之中，以至于这个世界对于所有的人都由这种共同体化为我们大家获得全部的意义，并且正在获得全部的意义。注1166


  这些由我出发在我的生活中的并对于我产生作用的人，作为对于构成世界具有其我和我们已知的和未知的具体化之全部的内容的世界存在意义共同起作用的而对于我产生作用的人，在一种作为世界有效性之联系（这种世界有效性联系为我并为所有的其他人构成一个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同一的世界）的语言之中对于我产生作用的人，这些“我们人”显然都是“正常的人”。存在于我们当中并存在于每一个人当中的这种标记就是正常性。但是这种正常性本身首先是由异常东西这种伴随事件衬托出来的。或者毋宁说，异常东西是由作为第一的正常东西衬托出来的，是作为正常东西之意向上的变样而出现的。这种正常东西在从它那个方面在以移情作用的方式被理解为心理的生物的东西，被理解为被改变了的人性的东西的东西之这个广泛的领域中，变成了一种由这样的生物构成的一个被突出出来的种类，在充分的和特殊的意义上的人的种类，充分地成熟了的，并且充分地“理智的”人的种类，这些人是这个现实地存在着的世界之相关项。


  另一些心理的生物虽然也（在意向上）“针对”这个同一的世界，但却是作为我的变样针对这个世界的。他们作为这样的人存在于“这个”现实的世界之中。他们在这当中发现了构成着我们的世界的这种共同体化（我们，我们所有的人的共同体化），但是只要深入理解的行为能够达到，也拥有作为“他们自己的”世界的世界，当他们一般而言能够实行一致的经验行为时就能够拥有一个“世界”，我们称这个“世界”为这个现实的世界对于他们的“显现方式”（意识方式），这是意向上的变样的显现方式，而不是这样一些“显现方式”的意向上的变样，这些显现方式本源地共同奠立这个世界本身之存在，那些呈现方式能够有助于作为同一的世界之显现的经验之本源性。


  这个世界肯定已经为我们存在，它肯定已经具有世界这种存在的意义，借助于这种意义，进入到我的经验地平线的，或者预先在我的经验地平线中出现的动物，或者甚至精神错乱者，能够被理解为主观，这些主观以异常的方式经验这个世界；借助于这种意义，动物也许能够被理解为在自身中和在与像他们一类的东西的交往中拥有一个自己的协调一致的经验世界，但是这个经验世界并不是一个在“我们的”世界旁边的世界，而是他们关于我们人所拥有的“这个”世界之显现方式，是我们人所拥有的“这个”世界之意向上的变样。我们的世界不可能被他们的经验世界修改，他们的经验世界并不是能与我们的世界或与我们关于世界的显现方式相矛盾的像假象那样的世界或者是显现上的世界。因为他们的世界恰恰不是按照我们称作世界的那个东西一起构成的，并且能够一起构成的。世界本身，现实的世界，是作为我们人的显现方式（而且其中又有正常的人的显现方式和异常的人的显现方式）之统一的我们人的唯一的相关项。


  然而问题是，这是否确实很正确，因为可能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说，如果这些动物被理解为是与这个是我们的世界的同一的世界相关联的，那么它们就也能够偶尔也作为对这个世界共同进行构成的而起作用。如果一只犬被理解为是嗅到了猎物的，那么它就仿佛在告诉我们有关我们尚不曾知道的那个东西。它就扩展了我们的经验世界。这只犬，这个动物，原本地（originaliter）和间接地在自身中具有它的一致的世界经验。它被这样地理解，这不就意味着，在它的经验和我的经验之间，更确切地说，和我们的人的经验之间，建立起一种综合，并因此世界的现实性就具有作为综合地贯穿于所有的人的经验和所有的动物的经验的经验的统一吗？


  人们会继续提出反对意见说：在动物那里的情况正如在“未开化的野蛮人”那里的情况一样。未开化的野蛮人确实是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将他们在构成上一起计算在内呢？但是正如我们在进行理解时学到的，他们具有一种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范畴，是这些东西指导他们的识别活动，并规定他们关于实在性东西的意义，并因此规定他们关于世界的统觉。但是他们难道不以他们的方式与这个世界，与这个对全体而言的，对不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还是动物，还是“正常的”人而言的世界，相关联吗？每一个动物的种属和每一个类型的未开化的野蛮人恰好拥有他们的这同一的世界为他们的显现方式。但是，我们不可能通过对他们的世界统觉的深入理解而将这些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我们的方式，并因此能够查明，我们正常人的哪些事物、哪些事件作为被给予的世界之能够经受住考验的现实性而与他们的由主观地为他们显现的，协调一致地对他们有效的世界而来的他们的统觉相对应呢？


  但是我作为对我进行思考的人，由哪里获得，这个作为存在着的和如此存在着的世界的世界而预先给予我的东西呢？并且在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中获得与在正常的人那里的，在动物那里的，在未开化的野蛮人那里的，最后甚至在精神错乱者那里的变化着的统觉方式相对的这个世界之同一性和现实性呢？


  我通过询问自己本身解释这个世界；这个总是已经预先给予的我的世界，在我的世界经验之进展中总是对我重新“显现”的世界，总是为我提供新的经验领域的世界，总是被重新判断等等的世界，尽管有对象方面的可变化的意义，仍被我看作是这一个世界，并且在经验之一致性当中，以及建立于经验之上的认识之一致性当中，一定会被证实，并且继续地被证实（在有偶然的纠正的情况下）：因为这个存在着的世界只是由证实的成就而来的“存在着的东西”，并且只包含由证实的成就而来的“存在着的东西”，这种证实成就在最低阶段存在于这种纯粹的一致性之中。


  如果现在我思考，对于我来说，什么东西在这里作为存在着的世界在流动着的意识生活中以一致性被证实，并且能够以现实的自明性和可能的自明性被证实，如果在这当中我是按照直接的自明性和间接的自明性的顺序思考的，并因此是按照诸设定、诸存在有效性之奠基的顺序思考的，那么我就发现了我的当下的现实的知觉领域和可能的知觉领域，发现了作为我的早先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知觉领域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记忆领域，并因此对于将来就发现了自己的将来的知觉领域：但是所有这些都联结成作为我的原本的经验的经验之统一，而这个世界就作为被我原本地经验到的世界，曾被我原本地经验到的世界，将被我原本地经验到的世界，被我有能力经验到的世界而被构成。这个世界，这个总是由我自己的现实的经验和可能的经验而获得意义的世界，包含其他人；这些其他人的物体式的身体，以可现实经验的方式，也许以可现实知觉的方式，属于他们，这些其他人的心灵生活，他们的个人式的存在是被以一种派生的方式经验的，而不再是以原本的方式经验的，可经验的（而是通过“对异己者的经验”而可经验），并且能够以这种派生的经验方式之特殊的协调一致得到证实。


  在我的使预先给予的世界对于我达到自身呈现的自明性的那种扩展了的经验中，出现了那样一些事件：生、老、病、死，世代的东西；据此我将我本身理解为有一天会死的，理解为从前曾诞生过的。此外我还经验到在我之前出生的老年人，并且我还在经验上预见到，在我之后会有诸新的世代到来，并且我的当前的所有同伴都会有诸新的世代到来。我一般地将处于世界之中的人理解为在两个方面都是以敞开的无限性，以世代的方式相互关联着的，并且我理解到，我所经验的这同一的世界之存在，是作为贯穿于世代之无限的链条之中的同一的世界而被人们经验到的，这同一的世界是在关联之中通过一致的经验（而且通过相互纠正）而被证实的，并且是作为可证实的而被给予的，并且将会在自明的预见之中存在的。因此一个人的生活之统一就这样作为一种被中介的，但是被结合起来的所有人的经验之统一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之统一而通过有生死界限的人的生活之统一延伸着。因此我将人理解为历史的人，理解为被世界上的事件所充实的世界时间之超出我的生活时间和我的共同体当前的人类伙伴的生活时间之向外延伸。


  不管这种解释如何不完善和如何粗略，我获得了对于以下情况的最初的，只不过还需要在其理解的地平线中进一步解释的理解，即这个世界，这个预先为我存在着的世界，这个总是已经预先给予我的世界，是通过在我的意识生活中（为我）获得存在有效性和存在证明的我的人群中的其他人和他们的人群中的其他人一起构成的。注1167


  现在我在我的世界中还发现了注1168未开化的野蛮人，动物，精神错乱者，但是我确实经验到，我并没有将他们经验为像我这样的一类人，和“像我们这样的一类人”。这些像我这样的一类人和像我们这样的一类人是当我谈到“我们人”时我心目中想到的，是我从较狭义上和最狭义上的“我们”出发所理解的我的熟人。我的这些熟人是我在我面前由对自身进行理解的经验中以确定性所拥有的，但也是以或大或小完善性所拥有的。但是我却不是不加考虑地就将他们理解为是我的世界之共同的构成者（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理解通过对意义的规定而进入到一个由不熟悉的人，也许我将来会熟悉的人构成的敞开的地平线之中），理解为我的“人群”之周围的个人。如曾经说过的，在从我的最近的人出发时，这些人是我完全熟悉的人，我与他们共同地进行我的生活，首先是在日常性之层次上共同地进行我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在共同的经验行为中，在共同的思想行为中，在共同的劳作行为中，在相互关照的行为中，在共同讨论的行为中，在共同斗争的行为中，在取得一致的行为等等中进行的，而且也是在共同进餐的行为中，共同生活的行为中，共同游戏的行为等等中进行的。


  因此当我朴素地在我的人群的地平线中生活时，我经验到我的最近的日常的环境世界之中的另一些人，作为在所有被我在环境世界中经验到的人和能经验到的人当中的作为或者是对同一个东西一起进行经验的人，或者是有能力对同一个东西一起经验并且有能力证实每一个经验的人。因此我将他们经验为通过表达，首先是通过他们的倾诉，共同参与决定我的“世界的表象”的人。这当然也涉及他们的全部的行为，只要这种行为在涉及我们的已经共同构成的环境世界的东西时通过行动在实践上对其进行了改造，与此同时赋予了它以目的的意义或手段的意义，或者以另一种方式赋予它以一种意义。在这种生活的共同体中，注1169我立即就进行理解，只要我如我能够做的那样只关心这种理解行为的条件（关心我足够地接近他们，并处于对他们的适当的位置上，以便在看到他们的表现，听到他们的倾诉等等时能够理解），我立即就将劳动工具理解为劳动工具，将他们的作品理解为作品，已经开始并“处于创作之中”的作品，以及具有其目的的已经完成了的作品等等。我将诸目的的规定部分地理解为对它们具有特殊含义的规定，部分地理解为这样的目的规定，它们将它们的地址留给“每一个人”，并且被每一个人理解为是普遍适宜的。我甚至也理解：我在我的环境世界中理解的东西每一个人都理解，因此这个环境世界，这个对于我而言被预先给予的的环境世界，对于每一个人（对于我而言已经存在着的每一个人）也是被预先给予的，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是在同一的意义上被理解的，并且这个环境世界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而且在所有以相互理解的行为中介而相互交往地起作用的行为所构成的共同的生活中总是以所有人都为之做出贡献的一种存在意义继续形成着。注1170


  附录VIII  问题：世代性——生与死作为世界之构成的本质事件（30年代初）


  首先必须指出，生与死，更确切地说，具有生与死的世代性，对于使世界有可能构成而言必须被看作是基本的事件——或者必须被看作是一个已被构成的世界之本质成分。在移情作用的成就之构成中，作为在另一些人那里关于另一些人的经验和我的经验，我首先将异己者的现实的经验和可能的经验作为一种具有存在有效性的以准当前化的方式揭示出来，而且作为一种与我的原始的原本的经验相比是一种被改变了的经验揭示出来。


  只要“异己的”记忆与自己的可能的记忆是符合一致的，只要我的记忆只具有忘记的界限，我的记忆方面的无能就只不过是健忘，而这种健忘同时敞开了对被忘记的东西之记忆的潜在性，在这个限度内，健忘就不适合于对世界的构成。这看上去的确就像是具有生与死的世代性生成仿佛是世界之一种偶然的事实。


  移情作用只是本源地得出另一些人，而且也许是带有现实的经验和可能的经验的另一些人，我本身同样也部分地具有这些经验，或可能具有，或本来能具有这些经验等等。如我能够理解的，他的记忆的过去伸展得更远，但是当我对他的记忆的过去进行理解时，它对于我具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并不排除以下情况，即这些记忆对于我而言现在是可能的记忆或曾是可能的记忆。因此，这另一些人之在我的经验领域中的将来的现实的出现和可能的出现也是如此；他们是我将会经验的或我可能经验的另一些人：我在人们之中的“作为人的”存在，是我与作为另一些人的他们一起的大概可能的将来的存在和肯定无疑的将来的存在。但是现在生与死作为对于人们和世界而言构成意义的重新进入到这个阶段的经验之中。在人们当中的对于在世界之中生活的人的自己的存在之将来的确信，和有关每一个其他人的存在之将来的确信，有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同样相关联地对于处于世界生活之中的人的过去存在之记忆的确信和对于人之记忆的确信，也有一种不可逾越的界限。


  但是现在必须真正从本质关联中设定世界和生与死（因此设定世代性），必须指出，在多大程度上这不是一种事实，世界和人在多大程度上没有生与死就是不可想象的。


  附录IX  关于基本的生成过程之重要思考。〈关于移情作用的诸本质上不同的概念〉〈约写于1931年初〉注1171


  〈内容：〉1）展开以心理学方式存在于自我（ego）（这个自我作为“人”而存在，并且具有人的环境世界）之中的对世界有效性之奠立的诸阶段。这通向童年的发展，但并没有进入到早期的童年，也没有进入到它的胚胎的发展，——这是什么（τό τί ήν είναι）。〈2）〉从这里开始的生物学上的问题。——这同时又是“移情作用”之问题：1）心理的东西，它是可直观地理解的，以及由此而来的世界对所有的人都是可全面理解的；2）被改变了的移情作用，它得出了这个人的诸类似物，首先是这个成熟的人的类似物；被改变了的移情作用，它也改变了童年的诸发展阶段——成熟，早期童年等等——这种改变的界限。以“符号方式”构成的诸阶段。这种类比在哪里结束呢？类比的界限。所有这些都包括在我的这个自我（ego）的世界构成之中。种的发展，原细胞等等。


  在世间性之中构成方面的生成——这是一种存在于作为人的自我（ego）的这个进行现象学研究的自我（ego）之中的生成——心理学上的生成。2）在向世代性之回溯中的生物学上的生成和作为种的发展的世代性之生成。另一方面，回溯到早期童年。这导致移情作用的诸本质上不同的概念。


  1）世界是作为存在着东西之全体被构成的。这种构成是处于诸阶段之中的构成，更高阶段上的存在着的东西是建立于已经存在着的东西之基础上的。在这里构成是进行课题化的行为，它是在课题当中进行的。存在着的世界之“生成”，这个世界本身继续构成着；它的存在就是在进行构成的主观性之总是新的行为当中的继续不断的构成——但是它始终是世界，是这个世界，并且所有新构成的存在着的东西都是以世间的方式存在的。诸生成方面的底层就是在前-存在这种意义上构成前世间的存在的诸主动的行为。


  2）与此相对的是另一种生成，另一种前-存在和另一种“构成”。


  在第一种生成中，我们所有的是为我们人存在着的这个世界，是在我之中，在这个自我（ego）之中的生成，这个自我（ego）是作为拥有这种世界确信的自我，“作为人”而存在的。对奠立存在的行为之诸有效性阶段本身的分析和对在生成方面向存在之最初阶段回溯的分析，这些最初阶段都是能在自我（ego）当中揭示的：作为以心理学方式进行构成的可揭示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它本身是作为心理东西，作为诸行为和行为课题存在于世间性之中的，而诸行为和行为课题作为奠立世界有效性的行为和行为课题被当作前提。


  世间的：我们存在于正常人的世代性之中，此外存在于童年之中和由童年而来的每一个人-自我及其世界之发展中。但是“人的童年”的发展。现实的童年及其心理的发展并不属于这里：这个心理的东西并不是那种移情作用的心理东西，那种移情作用以可以理解的-直观的方式为我们得出人们，并为所有的人得出世界，并且是作为属于世界之构成（属于这个存在着的世界之构成）的主观的相关项得出的。世界由以“存在”的，世界由以为我们在此存在的，具有当下内容的，而且也总是已经存在过的，并且在每一个主动的把握（在这种把握中有某种东西现实地为我们存在）中存在的那种人的主动性，如其（这个总是已经曾存在的存在）曾被当作前提那样已经被当作前提。


  处于其直至童年的诸阶段之中的早期童年拥有世界。早期童年-和动物式的存在。动物的种，处于与人的疏异关系之中的诸阶段和人的可理解性的诸阶段之中的较高的动物和较低的动物，具有与成熟的人的正常世界相并行的，对于有关的动物种而言的当下的成熟的-动物的正常世界，并具有所属的童年的和早期童年的低级阶段：与人的世代性平行的动物式的世代性。动物之全体，这些动物仍然是人的心理物理的类似物。注1172但是此外：在出生的婴儿之前是未出生的婴儿，直至生产时刻的他的心理上的生成。改变由移情作用而来的解释之界限。作为以符号方式重复构成的行为之诸发展阶段。在一切动物那里的相似东西，人的类似物是：动物如同人一样，具有带有感觉器官的身体。但是这种类比在哪里结束呢？单细胞生物不是也以心理物理的方式存在吗？它不是也具有作为它的“自我极”之器官的它的身体吗？但是在这个范围内的类比在这里结束了。另一些平行物：整个种的秩序和种的发展的平行物——在种系发生方面回溯到原生物体。


  前-存在，诸前-世界，作为前-进行构成的主观性的前-主观性，前-生成。但是所有我们的人的世界都受到规整。并且所有的前-构成本身都作为进行奠基的构成属于世界构成之普遍的统一。


  附录X  〈世界和我们。人的环境世界和动物的环境世界〉注1173（1934年）


  1）处于其熟悉的环境世界之中——处于其作为生活地平线的家乡世界之中——的人之自然的世界生活；在第一种意义上的自然的世界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人尚没有其承担者，尚没有其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理论生活，尚没有由于科学的获得物以及这种获得物之被吸收到人的环境世界之中而引起的人的变化和这个环境世界的变化。


  2）科学生活在被原初引起时作为习惯的“理论的兴趣”，并且作为理论的行动，首先将作用个别地指向某些持久的获得物，而这些获得物总是一再地变成对于更高阶段的理论获得物而言的前提。这种行动之在个人方面的作用，而且首先是在“理论家们”的正在扩展中的共同体之建立中的作用。处于其兴趣类型的多样性之中的，与此同时处于个人的类型和团体的类型（其中有“职业”）的多样性之中的第一种意义上的自然的兴趣生活，现在在其普遍的类型中发生了变化，只要一种职业，理论的职业，科学的职业，以其类型的兴趣进入到职业范围之中。这当然是第二种意义上的自然的世界生活，受实证科学影响的自然的世界生活。注1174


  人们作为诸个人已经以下面这种形式具有其个人方面的时间性，即他们具有不同的“占支配地位的”兴趣，这些兴趣当中的每一个都在“它的”时间之中起作用，而且必然起作用。个人的生活是统一地存在的，只要在他之中他的所有兴趣都是统一地存在的，但不仅仅是集体式的统一，而且也不只是外在地在这个个人的时间之中交替，也许是周期性地在相对严格的和任意地规定的周期性中（上下班时间、工作时间等等）交替。这些兴趣在内容方面紧密结合成复杂的兴趣，结合成更高阶段的兴趣，它们相互影响，以致于每一个兴趣最终都改变着这整个的个人之生活的整个的进程和整个的个人之习惯。


  对此还应该详细解释。兴趣生活是指向意愿目标的生活，是实践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是处于成功和失败当中的生活，由这种生活产生对诸可能性进行思考的动因，产生选择的动因。与此有关的是对存在与非存在的思考，是对对存在的诸确信的这些主观态度加以排除的行为的思考，因此是一种服务于当下实践的相信式的生活，只要实践需要这种生活。在这里出现了“实际上是如此”，“是真的”，“是假的”，“只是假象”，“不是这样”，“是可能的”，“是不可能的”，等等——但并不是在理论的意义上出现的。


  即使是在排除了理论实践的那种通常意义上的实践的生活就已经有其真实性，并且作为相关项，有就本身而言是真实的东西，这种真实的东西与变化着的意见相对，与甚至在知觉上的给予性东西那里（或者是在重新回忆中的给予性东西那里）的可能的、而且是经常出现的统握方面的变换和主观意见方面的变换相对。


  理论上的自身，理论上-实践上的真理之相关项，是对理论之外的真理和理论之前的真理之某种提升。这种提升产生自一种理论兴趣，这是纯粹对存在和如此存在的兴趣，而且不是对个别的存在和个别的如此存在的兴趣，而是对全体的存在和全体的如此存在的兴趣；就个别的实在东西而言也是对个别的实在东西之总体的如此存在之完全的，就是说，完整的知识的兴趣，或者随即就是对这个类型之总体的如此存在之完全的，就是说，完整的知识的兴趣，这种兴趣首先是按照其诸内在的规定，然后进一步也按照其诸实在的关系，而这些实在的关系因此涉及其它的实在东西，并涉及到由这个实在东西所决定的诸规定，并且就这样不受限制地扩展到这个世界。或者它是这样一种兴趣，这种兴趣从一开始就是以非实践的方式指向整个的环境世界的，无限地指向环境世界的，被禁锢于诸存在者的这些类型的全体上，被禁锢于这些普遍的形式上，而且这些普遍形式所涉及的是这种类型学，或更确切地说，是一再地在其中呈现着的个别的实在东西和个别的组、个别的类型形态等等之全体。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总是重新出现在考察之中的个别东西，根据已经获得的普遍的认识得到进一步规定，通过在诸具体的特殊化之中继续繁衍而从普遍性东西进入到它的个别的特殊化之中。另一方面是借助于观察的方法克服意见的相对性，即使是进行经验的意见的相对性，首先是作为得到证实的意见的进行经验的意见的相对性，以及通过归纳及其按照一定方法进行证明的方式推断总是难以达到的远处东西，以便获得得到确证的确信，或者至少是获得（极大的）可能性。在语言方面：形成理论的语言，这种理论的语言不仅服务于告知，而且也服务于以能够检验的方法（这种方法本身是能够用语言表示的，并能够用语言保证的）保障客观上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进入的，能够被每一个人检验的获得物。


  所有这些都是关于世界的和关于世界之诸领域的科学、理论。在第一种意义上的科学，相关联地，在第一种意义上的理论兴趣，真理，真实的存在（自在的存在）。这个自然的、第一的环境世界和人的世界生活，即使是由于它就已经被改变了，自然的环境世界将处于不同阶段的理论东西纳入到它的统觉之中。这种理论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以便被每一个学习科学的人吸收，只要他有能力，而这种吸收是受他的主观误解等等的制约的。


  3）但是这种理论兴趣，这种科学、真理，在一个方面仍然是相对的-主观的。世界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世界，是能被处于与每一个人关联之中的每一个人视为同一的。它是为我存在的，我作为自我谈论这个世界，并且由通常的指向某种活动中我的兴趣所朝向的个别地存在着的东西的实践的态度，进入到指向这个以地平线方式预先给予的全体的普遍的态度之中。它是从我，从我的身体，从我的身体的知觉上的实在的现前之环境的核心开始的地平线，首先是越来越远的，越来越不充分地在直观当中被给予的知觉之地平线，关于实在性东西之可能的经验之无限地继续进展的非直观的领域之地平线。所有这些东西，作为对于我们大家而言的，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可能的个别的经验和可能的共同的经验之领域，作为和我一起进入到可能的交流之中的，和我一起进行经验的，并且和我一起获得经验的，和我一起进行思想的，并且和我一起获得思想的，就已经共同有效的思想获得物进行交流的，在互相纠正关系中，在校正关系中，都与我一起处于交流关系中。


  我拥有一个与另一些人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联系之敞开的地平线，这另一些人作为本身一起处于可能的联系之中的，本身拥有一个由另一些人构成的敞开的地平线。因此我以对存在的持久相信拥有一个由我的另一些人构成的敞开的全体，拥有我的全体的我们，作为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不同的自我都作为自我在他那个方面拥有作为他的我们的这个我们。注1175这是一个由主观性构成的全体，这个主观性作为共同体的全体，作为处于“交往”之中的诸个人构成的全体，是普遍的主观性，为我存在着的实在的世界，作为我的世界，与这个普遍的主观性相关联。这个世界是我们大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为每一个人存在的，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作为由他自己的原本的经验产生出来的，但并非是仅仅由自己的原本的经验产生出来的，而是由对异己的经验之占有通过不断的补充和校正而作为他的为他产生出来的、为他存在着的实在东西——为他存在着，只要没有由于这些自己的其它的经验和通过交流的经验的校正而造成的改变，就存在着。作为总是相互经验为，并能经验为心理物理的客体的诸主观本身属于这个永远带有这种地平线的世界，这个世界被预期为存在着的全体，但它是这样的全体，即它不可能通过任何事实的经验获得一种最终有效的整体的存在意义。


  我们的世界和我们——作为对这个世界进行认识的，在意识上与这个世界相关联的，形成这个世界之当下的存在之意义的主观性——的相互关系，本身对于这种相互关系之意义的敞开的变化而言，或更确切地说，对于这个我们的变化而言，并因此对于这个世界——作为为我们存在着的世界，作为我们作为人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之存在意义的变化而言是一个“发展”注1176环节。


  我们能够像下面这样初步地解释这里所意味的东西：我们，这自然就意味着，我们人。我们作为人存在，我们将我们自身看作为个人，而原因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是他们各自的人群当中的个人。并不是所有的个人都是同一的人群之个人，然而根据情况理解人群，个人确实又是同一的人群之个人。并且世界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的世界，因此是如根据情况对“我们大家”理解的那样存在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具体地同一的，或不是具体地同一的，只要人群时而具有一种意义，即包含唯一性的意义，时而具有能够变成复数的意义。在后一种情况下属于每一个人群的都是它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它的生活世界，它的环境世界），然而如果所有这些处于发展之中的，或处于意识之中的环境世界“构成”世界这一个唯一的“整体性”，或更确切地说，这个唯一的世界之“诸显现方式”总是对这些人群有效，那么这个唯一的世界对于这些不同的人群就根本不是同一意义上的环境世界，仿佛它是一个被假定为现实的“我们”的相关项。但是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种首先必需的提示。


  我们逐步地建立起了对于人群和对于环境世界的理解。动物，动物式的生物，如我们一样是一种意识生活之主观，在这种意识生活中，“环境世界”作为它们的环境世界，也被以对存在的确信之方式给予了它们。这种主观存在与这样的生物之灵魂（anima）有关。它们的纯粹是动物式地被理解的意识生活被置于中心，并且在关于“对于意识而言的主观”的，对于拥有意识而言的主观的谈论中，存在着一种类似物，或者存在着对于这些和那些被思想之物（cogitata）之思想活动（cogitations）的人的自我（ego）而言的一种更普遍的东西，关于这种东西我们没有任何适当的词语来表达。注1177即使动物也拥有某种像自我结构的东西。但是与所有彼此相互有亲缘关系的动物的自我特殊化相比，人是在一种无与伦比的意义上拥有自我结构的。人的自我——通常意义上的自我——是一种个人式的自我，并且与此相关联，人对于自己并对于周围所有的人而言是个人。但是当它是在诸个人当中的个人时，它就是个人这个词已经同时暗示的东西，即一个自成一体的，但对于这个个人而言总是作为敞开的无限的注1178地平线被意识到的人群当中的个人，“我们全体”的整体性当中的个人。


  每一个人，只要他在他的关于世界的意识当中生活，或者，只要他真正是这个在存在方面对于他是确定无疑的世界的自我主观，就本身来说，他就是处于无限敞开的世代关联之中的个人，就是处于世代链条的连接之中的个人，和处于世代的分枝之中的个人。他处于这当中（他知道自己处于这当中），而且他是作为他的父母的孩子处于这当中的，他的父母是作为由于教育而变得成熟的而处于这当中的，通过他们，并且通过进行交流，在他们那个方面是成熟的和已变得成熟的别的主观，现在本身就作为一起对他们进行教育的而起作用，普遍地理解，就是在与别的主观（也许本身已经是父亲或母亲等等）的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中一起规定他们的个人式的存在。这种世代的关联包括新生儿，或更确切地说，一般而言的“早期儿童”，所谓的胚胎，他们被理解为真正的儿童之预备阶段。真正的儿童，这是处于成熟之前的阶段中的前个人，这种前个人意味着处于个人之类型中的一种完成点。这些前个人在意识方面已经具有了关于实在的环境世界之中的某种东西（与胚胎阶段不同），但这个环境世界仍然不是完全与“我们大家”，与人群相关联的世界。很难清楚地表达：这个确实不是完全现实的个人的存在，也许只有在成熟之中才存在。但是它将会从另一方面得到更好的澄清。


  但是首先应该强调：我们和我们的世界，这并不提示具体完整的（从心理物理方面得到理解的）世代关联，这种关联对于我们来说是存在方面确定无疑的关联；在这里排除儿童，正如另一方面排除精神病患者，并且一般而言排除病人一样，只要这些人是生活于异常状态之中的。至少他们不再被完全一起计算进来，只是在这样一个限度内计算进来，他们一起生活的存在部分地是与其余的人，而且是与完全正常的人一起起作用的。只有成熟的人，作为正常的人的个人，并且在他们具有个人式的时间性之统一形式的他们的交往的生活之统一性关联中，才是对于这个是他们的世界的世界而言的诸主观。在这里，在它们的以时间方式的存在中（在这个世代的-交流的时间段中），每一个主观都只是就它的正常状态而被考虑的，它只是在这种正常状态中才作为对“这个”世界进行构成的起作用：在“这个”世界这种形式中，在这一个对于“我们大家”而言存在着的东西之全体这种形式中起作用。即使是“老年人”，只要他们已经退休，已经被安排休养，特别是那些不再提出建议并不再有所作为的老年人，在这里就如同病人一样，都应该算作为非正常的人。


  但是如何清楚而简要地说明“一个”人群及其环境世界之这种统一呢？这个对于作为个人的我而言，对于我的其他人而言总是已经在意识上构成了的个人式的全体如何是全体这种形式中的内在的纯粹个人式的联系呢？并且这个世界本身是如何与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的全体主观性一起被构成的——在这个世界之中所有的主观同时都是被赋予了身体的世间的实在性东西，是心理物理的实在性东西，个人的东西作为心灵在这种实在性东西中定位，在自然、自然世界之空间时间性中被时间化——？据此个人的时间，以及实在的-自然的时间如何被构成？


  在超越论方面与此相对应的当然是作为单子全体之形式的单子式的时间和在单子式的时间中被构成的世界之时间——具有其值得注意的双重性：个人的和实在的，但是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与由诸个人之被联系在一起的全体相关联；然而这个全体并不包括被分散到作为彼此“相异”的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环境世界之中全部作为人的个人，即使是在超越论方面相应的单子全体也是一种特殊的全体。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呈现出来一个尚未被注意到的超越论的疑难问题：当我们不是在指向实在性东西的态度中观察，而是在一种人格至上的态度中观察时，正如诸人群并不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一样，相反地，正如家乡的人和异乡的人的关系是一种意向上的有效的关系一样，这种关系一定会导致联合成一个超民族，因此在这种超越论的东西当中，产生一种在（本身已经是被构成的）单子-存在中的有疑问的意向上的划分，并且在每一个作为家乡的而单独起作用的单子全体当中都产生一种趋向，即继续构成一个将它的异己者与自己结合起来的、作为更高阶段的一个家乡全体的超家乡的全体。在这当中就存在着穿过这个领域而对一个超家乡的继续着的具有有机的-动物的世界的自然的继续进行着的构成。这首先涉及的是对一种全体单子的时间之构成，和这一个实在的时间之构成，实在的空间时间之构成，二者都处于其被构成的无限性之中。那么这种无限性之最终意义呢?以及这种超越论的无限性之最终意义呢?人的-个人的过程之最终意义呢？


  人作为“最高的动物种”，动物的——主观的。


  人的世代关联，以及一个物种的动物的世代关联，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在种系发生方面的继续进行当中，将一切动物的种结合成世代的统一，一种血统的统一，最终结合成有机的生物一般之统一；这要从生物物理方面追踪，但是也要从生物心理方面追踪。注1179


  与此相对的是另一种世代性或“血统”，它是唯有人，个人式的生物所特有的。人是作为诸个人当中的个人生活的，有意地以个人的方式与诸个人结合，并且作为成熟的个人当然总是已经与另一些人个人结合了；诸自然的个人式的结合作为更高阶段的自然的结合之部分和层次，这些结合最终在一个全体结合之中，在人的民族之中，达到顶点。注1180


  在这里存在着一些基本问题。动物的共同体，动物的合群的生活——在纯粹精神的关联中被考察的——，都生活于它们的“环境世界”之中，每一个物种都生活于它的特殊的环境世界之中。每一个个别的动物都有它的从胚胎的开始直至成熟的“精神方面的”发展，并且在这种发展中，它为自己形成了对于它而言的意识上的环境世界，对于它而言的“在此存在着的”环境世界。但是它并不成熟为个人，而且这个环境世界也并不是人的环境世界。或更确切地说，人的环境世界并不仅仅是一个只不过被区分得更细了的特殊的动物的环境世界，就如同一般而言在低等动物和高等动物之间存在着的这一类的区分那样。只是在这样一种程度上我们能够说，在人的环境世界之中并且在作为该环境世界的主观的人之中存在着一种能够抽象地区分的层次，这个层次能够作为在这当中的动物的东西，或更确切地说，也许作为与动物共同的东西，被突出出来（这首先需要更仔细的研究）。


  如果我们对动物和人进行比较（二者都是在人的环境世界之中发生的，然而却总是被理解为对他们有效的这个环境世界之主观），那么匆匆一瞥就会发觉以下情况：人作为个人是一个文化世界的主观，这个文化世界是个人的普遍的共同体之相关项，每一个个人都在这个普遍的共同体中了解自己，在这里在与他的人的普遍的共同体的关联中，在与他在其中生活的文化世界的关联中了解自己。动物并不生活于文化世界之中（并不在文化世界之中了解自己）。与此相关的显然是：人是历史的生物，他在一个“人群”之中生活，而这个“人群”是处于历史的生成之中的，创造历史的生成之中的；这个人群作为历史的世界之承担者是主观性，这是这样的一种表达，它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并不是：这种以历史方式生活着的、构成着历史的生活，而是说，将作为环境世界的相关项标志为是人的环境世界，是自身带有由人而来的、由整个的人群而来的精神的意义的人的环境世界，标志为实在东西之存在方面的性质之名目及其存在方面的历史性东西之名目，标志为由人的行为，由人的兴趣、目的、目的系统而具有这种意义的。


  每一个处于其被共同体化了的当前之中的动物的世代都重复它的具有特殊类型学的物种的特殊的环境世界。人的文化世界是在持续不断的发展中存在的，人的每一个当前的文化都是对于人群之新的世代的新的文化创造活动而言的基础，我们也可以说，前提。具有完整目的的诸形成物在世界之中是作为在性质方面随身带有其目的意义的而存在的；通过理解，这些形成物在这种目的意义中根据旧的目的而激发起新的目的，或更确切地说，激发起实现新的目的的诸形态。世界的文化面貌具有一种类型学，这种类型学以某种方式具体地重复着，或者看上去是重复的，但是时代在变，我们也随之改变（tempora mutantur et nos mutamur in illis）也适合于人。诸时代是在人的统一的时间中实在地被充实的时代，是借助于在当下之中以完整的目的形成的诸实在性东西充实的。在重复当中，具体的类型学发生了变化：有一些具体的类型退出了，尽管这些变化仍在自己面前这样地进行着，即这个环境世界之普遍的共同的类型以及人的社会的此在之普遍的共同的类型在这些变化当中仍然保持着。


  人的作品是按照预先就明白的诸可能性，而且是被看作人有能力做到的东西的诸可能性，通过采取行动而获得的。这个人有诸种构想，他在诸有效的可能性东西之间进行选择，并且选择了这一种可能的东西，它是作为最好的东西被看到的。他与另一些人结合成处于意愿及其目的之共同体化当中的共同的行动，这些目的对于他而言就是目标、个人的（私人的）目标和共同体的目标，团体的目标等等。


  动物在共同体中实现“本能”，它的行为是以本能的方式存在的，它的努力行为的共同体化是以本能的方式存在的。蜜蜂并不做事，蜜蜂并没有目的，一个蜂巢的蜂群并不是一个目的共同体，它们并不处于下面这样一种生活之统一中，这种生活是人的目的生活，这种生活在诸主观之中有其承担者，这些主观习惯地使它们的目的起作用，并且以一再更新它们的意图的方式重新使它们的目的起作用，将这些目的当作同一的目的辨认出来等等。


  一个动物并不在它的生活之统一中建立起一种由它发展所经验的精神获得物构成的系统，动物并没有一种作为历史的时间的跨越世代的时间之统一，并且它也没有贯穿于这种时间的世界之统一，在意识方面，它并没“有”这个世界。我们，我们人，却是这样一种东西，我们在我们的世界中以存在有效性的方式具有蚂蚁世代的链条，蚂蚁世代的无限的连续和无限的分支等等。动物本身没有他们在意识上生活于其中的世代的世界，没有任何处于诸世代之敞开的无限性之中的意识上的此在，相关联地，没有处于我们人将动物人性化时归于动物的那种本来的环境世界之中的此在。注1181


  我们通过移情作用在我们的世界中发现了动物这种移情作用是对周围的人的移情作用之进行同化的改变。但是这种使与人的主观相似的行为当然首先就涉及理解动物的身体性的行为，并且一般而言，涉及将我们周围的人进入到共同的环境世界之中生活的来构成的移情作用之基本的层次。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自我必然特有的东西，因此一般而言使移情作用得以实现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层次”。将异己的身体物体同化为如同是我的身体那样的身体，将该有机的系统统握为知觉的器官之系统和实践的器官之系统，借助于这些器官，知觉上的环境为这个动物在此存在，并且作为由诸同一的事物构成的统一的领域在此存在，由诸显现方式构成的每一种统一在此存在；但首先是这样地在此存在，即这些显现方式只是相似的显现方式，正如我拥有它们并且每一个人拥有它们那样，并且正如在周围的人的经验行为中它们通过交流而被交换那样，并且在这个底层得出人的共同的自然，一个由诸显现的统一构成的全体，这些统一并不是我的显现方式之统一，而是我们大家的能共同体化的诸显现方式之统一，现实的和可能的诸显现方式之统一。这个整体的人的系统和人的自然已经被当作前提了。借此我们能够将动物经验为动物，能够获得作为对动物的知觉的移情作用。人之原始的世代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人形成最初的对自身的意识和对环境世界的意识，形成最初的“自我和环境世界”。这个最初的自我就已经表明是一个我们之自我，而环境世界表明是我们之共同的环境世界。另一些人并不仅仅是这个自我之重复，这种相似总是需要进行校正的改变，并且另一些人首先被以一种不确定的普遍性理解为是与一个个别的类型上的核心类似的东西。但是与此有关的是诸事物之显现方式本身，并且地平线本身以某种方式具有其具体的类型学，而且是在这种具体的类型学中“被勾画出来的”。正是这种类型学在实行移情作用当中已经以某种方式变成了一个动物的此在。这个当下的动物（处于其物种之中的动物）完全不像我们那样地进行感觉。但是它们确实是它们以它们的方式所知觉的同一些事物，它们确实被同化了，它们确实是关于同一的东西之诸显现，一个在类似的身体中起支配作用的自我确实是坚持到底了，此外在通常情况下，它在所要求的类比当中坚持下来了，并没有在变化当中被清除掉。对于每一个动物的物种，都有一个“自我与环境世界”之被改变了的类型，对于我而言，已经有“我们人与环境世界”之被改变了的类型，因此有处于“我们”之中的动物式的自我之“我们与环境世界”之被改变了的类型。我们人已经以下面这种方式在我们之中突出出来了，即我们拥有具体类型方面同一的身体性。并且在我们的构成当中，由于世代的起源，我们已经作为自我和我们在这种符合类型的身体性中被构成了：在这种对自身的意识中，我已经作为这个类型的身体之自我存在了，我预先就已经有了我的处于我的家庭等等类型学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地平线，并且我的身体已经有了对于我们大家而言的一种普遍类型的身体之存在意义。


  动物的问题：动物是一种新的主观，一种不同的主观，但是不同于我们人，而且是在下面这一点上不同，即与我们是人们当中的存在的人类似，狮子是狮子当中存在的狮子等等，在生命的繁殖当中动物是我们人的生命繁殖的类似物。此外，在世界之中的生活，在狮子的世界之中的生活，对于狮子而言是统一地以显现方式构成的，进入世界之中生活的行为具有需要的行为，满足需要的行为，具有饥和渴的行为，吃和喝的行为，相互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等等，这些东西立即就会被同化，一般而言，人的生活处于人的世代性之中和人的环境世界之中，只要它正是以类比的方式进行的，而这种类比是能够通过经验证实的。


  但是在这里出现了本质方面的差异。蜜蜂是像我们世代地生活于我们的环境世界之中一样世代地生活于它们的环境世界之中吗？当我们问，蜜蜂像我们一样是作为“儿童”——这些“儿童”在精神上会相似地长入到成人的世界之中——而发展时，蜜蜂就已经是像我们世代地生活于我们的环境世界中一样世代地生活于它们的环境世界之中吗？或者然后举出这样一些动物，它们在这种类比中更接近于我们，它们是在身体性的物体性方面与我们更相似的哺乳动物：小鹿以及家畜的幼崽、小马驹等等，它是儿童吗？它形成像人的儿童那样的相似的发展吗？在生理物理的方面——这并不造成什么大的困难，但是在心理方面一定会造成大的困难。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本能的东西，但是即使在人这里，这些本能的东西就已经起着一种持久的作用了，而且不仅仅是在儿童的发展中起着持久的作用。本能首先是一个能外在地刻画特征的事实之名称，但是从内部观察，本能有其不可理解性。这种界限在哪里呢?处于其“合目的性”之中的蜂巢是真正的目的构成物吗？更清楚地说，是合理的目的之目的构成物吗?是“合理地”提出目的之结果吗?考虑到了手段等等的结果吗？蜜蜂王国，蚂蚁王国，蚂蚁的蓄奴，蚂蚁的战争等等，——这些使用语言的类比式的解释的情况如何呢？


  在这里我们能够问：注1182动物（家畜除外）具有真正的重新回忆，直观地进行重复的重新回忆吗？它们具有与我们相同意义上的直观的想象表象吗？


  它们像我们一样有能够直观地使自己明白的地平线吗？它们有这种关于目标的想象就是代表未来东西的蓝本，（也许）就是一个在这种情况下令人满意的东西，就是一条实践道路的、一条本身直观上明白的道路的终点。关于目的的想象、关于目标的想象吗？


  在这方面随着欲望的满足不是可能出现一些模糊的欲望吗（但是这些欲望并不变成表象，就是说，并不在欲望之再度的更新当中变成表象）？处于人之初始童稚时期的本源的时间化恰恰具有这样一种样式吗？具有这种动物式的样式吗？处于流的时间化之中世界的时间化是如何首先作为素材式的内容之时间化而形成的呢？它在初始的婴儿那里就已经是一种现实的时间化吗——关于此在东西之时间化吗？


  动物的阶段具有“天生的”有关事物的表象，关于世界的表象，具有以正常方式与一致的统一关联着的多种多样的知觉显现吗？另一方面，具有偶尔不一致的、受到妨碍的知觉显现吗？由于这种受到妨碍的知觉显现，每一个针对目标的活动都包含有被妨碍的针对目标的活动之特征吗：意向性被理解为一种以欲望的方式指向一致性东西的纯粹欲望方面的意向性吗？


  因此动物对于我们在朴素的移情作用中归于它们的环境世界毫无所知吗？它们只是作为持存而拥有过去，它们只是以原始的重新认出之形式而拥有关于事物的同一性。而这种重新认出的行为并不知道在重新回忆的行为中回溯到过去（作为仿佛-重新知觉的行为），并且也不知道将时间点和位置点视为同一的行为，而这种视为同一的行为才使作为存在着的事物的诸事物之个体性成为可能。


  动物没有它能够借以拥有关于一个存在着的世界的意识，没有它能够借以拥有关于一个存在着的世界的知识的能力，没有它能够借以拥有关于一个由存在着的诸事物——存在于时间之中，存在于变化之中，存在于在诸种情况下的诸种变化的因果性等等之中的事物，因此是能够按照时间位点和空间位点，按照过去并按照被预见的-被准当前化了的将来，通过普遍的时间空间性，个别地并且同时是统一地被视为同一的东西——构成的存在着世界的意识、知识的能力。认识的行为，构想诸种可能性的行为，意愿的行为，生产的行为，劳动的行为等等，劳动产品，目的形成物，总是一再地使同一东西能够告知的告知的形成物，所有这些东西在动物那里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动物没有狭义上的和广义上的“词句”。动物相互理解，理解声音的表达——然而却没有语言。


  在人这里发生的是一种由重复的能力而来的持续不断地将被动的意向性转变为主动性。作为截然的区分，这正确吗？如何能理解：为什么动物没有真正的记忆，没有“进行重复的”直观，这种行重复的直观就是具有“一再”这种的能力的进行重复的知觉，正是因此，没有在时间性这种存在形式之中的对存在者的构成？人有“理性”；刚才所说的东西是“理性”之低级阶段的关联吗？人，这种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首先必须解释这种“盲目本能的”的意向性，纯粹欲望上的意向性，作为对世界进行构成的意向性：仿佛动物事实上是一种较低级的人，仿佛动物也有存在者，存在关联，以及指向存在者，指向预先给予的环境世界的目的，具有应该存在的东西的表象；仿佛它们拥有的不是处于盲目的本能生活之中的纯粹的样式的它们的感觉，而是指向价值和财富的人的价值。


  但是家畜呢？它们不已经是人的真正的类似物了吗？或者真正已经以人的个性，但是很低的人的个性而存在了吗？只不过没有能力像我们人的婴儿那样超出它的开始而继续发展罢了。


  因此，心理学作为最初的和真正建立于经验之上的心理学，根本上就是人的心理学。但是关于动物的心理学纯粹是以构成的方式存在的，它的构成的正当性是以一种人的心理学为前提的，而且是以一种真正意向的，人的心理学为前提的。


  III  从对“笛卡尔式的沉思”之第二次重新修改的关联中和与由这种修改而产生的对一部“系统著作”之构想的关联中选出的文稿1931年7月至1932年2月


  文稿12  关于第五沉思：作为“自我”之  “构成物”的处于原始状态的实物之构成和另一些人之构成，这另一些人不是作为唯我论的构成物被构成的，而是所有这些构成物都是超越的，并且是与我的自我共存的〈1931年或稍后〉注1183


  那么我们对于原始的自然客体和原始的自然整体之存在能够说些什么呢？


  这个存在者具有对于我而言的某某内容的存在者这种意义：它是在我的生活之中原始地构成的，并且是多样性东西之现实的和潜在的统一，这些多样性东西仅只属于作为原初的能力-自我的我。这个原初的自我具有其自己的具体化，具有其固有本质的实在的特性和理想的特性。它为自己本身具有这些特性，它是原本地（originaliter）给予自己本身的，并且在其潜在性中反向关联到自己本身，它是为自己本身存在的。属于它的具体化的有：它在自身中随身带有作为在它之中，而且是纯粹在它之中，被构成的自然的原始的自然。这个自然也是存在者，也是可规定者，可认识者，但是在这种存在中恰好是我的诸显现之统一，是我的现实的和潜在的诸视为同一的活动之同一的东西。在我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从我分离出去的，只是通过一种不可捉摸、僵硬的法则才与我共存的，以某种方式与我相联系的；相反它只不过就是意向的相关项，只是我的意义赋予之意义，而且仅仅是我的意义赋予之意义。


  超越论的另一些人的情况如何呢？另一些自我，另一些被充实的内在时间，另一些体验，另一些行为，一个不同的原始的自然等等的情况如何呢？我的原始的自然是在它的空间时间性之中（在一种原初的空间时间性之中——据此这个自然有其在其中被经验的意义，而且是可进一步解释的意义）存在着的，并且对于我的内在的时间领域、内在的体验领域而言是“超越的”。


  我的另一些人和一切内在地并且是原始地超越地属于他的东西，对于我的原始的（内在的和原始地超越的）领域而言，在一种新的意义上是超越的。


  他们在我的原始领域中被间接呈现为另一个人，被间接呈现为为自己本身存在着的，被间接呈现为他的原始性之自我——并且在我原始的领域中同样是由“诸显现”构成的经验之统一，也许在正常情况下得到一致的证实，并且总是预先规定这种证实。作为属于我的原始性的我的间接呈现之这种统一，这另一个人是为我存在的，并且间接呈现为为自己存在的而不仅是为我存在的。只要我的原始的自然包含“诸异己的身体”，并且已经预先为我规定了这些异己的身体之存在，我就如我所是的那样只能设定另一些人，他们存在着，尽管是以间接呈现的方式设定的，并且是在这种间接呈现的方式中证明的，同样也是与我不可分割的。正如我存在，并且是为我存在一样，我不仅是一个原始的自然之自我（这个原始的自然是由处于自身之中的我自己的生活而来的统一），而且也是这样一个自我，即对于它来说，另一些人是作为与我共存的而存在的。自然作为我的原始的自然，并不具有内在的体验这种意义上的在我之中的真实的内存在，但是它具有在我之中的构成方面的内存在，作为构成方面的相关项的内存在。在这里说，这个自然与我共存，与这个构成着它的自我（ego）共存，是错误的，而是在这里我说，这个自然是在我之中的思想上的构成物（原始性作为“观念上的存在”之一种特殊方式）。另一个人并不是作为以特殊方式寄宿于我本身之中的“构成物”被构成的，相反，另一个人之存在是以某些原始的多样性东西（在我们进行深入理解的、赋予灵魂的经验中）为我构成的，这另一个人作为另一个自我为我存在。


  我们可以说，这另一个人在我之中并没有真实的超越的呈现，而是真实的间接呈现，和通过这种间接呈现的思想上的共同呈现。


  正是因此，一种不可分割的相互在此存在被建立起来了，既不是我为自己存在，并且如我所是的那样，能够与另一个人分割开来，也不是他能与我分割开。每一个人都为自己存在，然而又为另一个人存在。每一个人作为存在着的，都有同时由自己而来的意义，并且同时又为每一个其他人存在，而这属于每一个人。这并不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反映，而是，如果我们称一个自我（ego）为一个绝对实在的东西，那么它就属于这样一种实在的东西，即它的存在与每一个其它自我的存在不可分割，并且每一个自我都在意向上包含每一个其它的自我，而且以意向上的间接性随身带有每一个其它的自我，而这种间接性并不是一个空无内容的动作。


  正如我的生动的（原现象的）当前随身带有我的过去，总是以当前的形式显示我的过去，并且我的内在的时间由此被构成一样，我的原始的空间时间的当前也随身带有我的原始的过去和原始的将来，并且原始的自然作为被充实的无所不包的空间时间性被构成。


  同样：我的原始性随身带有另一个人，带有他的原始性，而这另一个人的原始性又随身带有我，带有我的原始性，等等。对于我而言，并且对于每一个为我存在着的另一个人而言，都构成了原始性的共同呈现，原始性的共同相继——一个超越论的时间全域，由此构成了一个以超越论方式建立起来的客观的自然、客观的世界。诸超越论的主观之共存在，它们的内在时间性之共存在，它们的原始性之共存在，并不是空洞的（准确地说，是不可想象的）一起存在，而是一种相互的存在，并且这种相互的存在所说的就是，相互能以间接呈现方式进入的存在，并因此是内在地，通过理解，通过自身直观而相互联结起来的存在，相互联系着的存在。


  因此共主观的构成成为可能；因此由我的意识流，并由在我之中间接呈现的另一个意识流（在这种情况下，在这另一个意识流当中，同样间接呈现我的意识流）生成一种统一地联系着的意识流（相似于我的过去的生活与我的当前的生活变成一个生活流），并且联想（首先并且在最初的意义上，联想就是原始的联想）就包含着共主观的联想这样一种意义。


  文稿13  世界之基本的构造和进行构成的共主观性。自我（ego）之自身解释在自我（ego）之中通向另一些自我（alter ego's）。关于超越论的单子论（1931年7月16日）


  对处于流动着的自我学的当前这个最初的本源性之中的自我（ego）之构成方面的解释通向被确真地（尽管只是作为活动范围是确真地）预先规定的过去。在当前之中，在当前之确真的地平线中，包含着过去，这个当前的自我（ego）“包含着”过去的自我（ego）。即使是将来，按照其方式，也是作为我的自我（ego）之将来被预先规定的。我们能够这样地继续下去吗?当前的地平线（间接地并且暗含地，过去的地平线和将来的地平线）也包含着作为现象的世界——首先也包含着另一些人吗？首先在具有原始的自己的身体等等的原始性之存在的当前之中，在原始地被还原了的“世界”之当前之中包含着另一些人。世界这种现象的有效性就是这样得到揭示的。


  我作为我的地平线之当前的自我（ego），确真地是自我，这个自我拥有作为现象的当前的世界，这个当前的世界具有它的被构成的时间地平线。这种解释（整体来看，最终是对我的超越论的当前之地平线的解释）导致超越论地和现实地共当现前的另一些人和他们的地平线。在这里，一种确真的普遍的结构得到了预先规定——在我的自我（ego）之中，一般而言在每一个自我（ego）之中得到了预先规定——，一种自我学的共主观性被预先规定为存在于具有其自己的结构的每一个自我（ego）之中。作为理想上的可能世界的一般世界之存在论方面的先验性被回溯到（通过作为对这个有效的世界之构成方面的意义之澄清的“对起源之澄清”和对这种有效性的效果之澄清）绝对的、普遍的先验性，可能的和现实的存在一般之先验性，或者被回溯到普遍的超越论的先验性。


  但是在这里，这种解释之功效，而且是作为对确真性之内容的解释之功效，必须真正得到实行。必须指明，这种绝对的存在者作为单子式地（在自我学上）被划分了的存在之绝对的整体性，而且是作为处于意向上的为-自己-存在和意向上的互为-存在之形式中的存在之绝对的整体性，具有确真的本质形式；必须指明，本质上属于，因此是确真地属于单子式的全体的，是对于一个世界之共单子式地构成的行为，这个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单子式的整体性在作为人的生物和作为动物的生物之统觉内容中显现出来；必须指明，这个超越论的单子全体（这个单子世界）具有超越论的时间性之形式——因此我们必须说：在超越论方面与通常意义上的世界相对应的，与世间的实在性东西之全体相对应的，是绝对的“世界”，是超越论的实在性东西之全体。实在性东西（“实体”）这个概念变成了双重性的：进行构成的绝对的实在性东西，和被构成的相对的实在性东西。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一个完全的具体化的东西之独立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实体”同样也被双重化了。唯有这个世间的世界全体才是独立的；每一个个别的实在东西和由个别的实在东西构成的每一个有限的整体都是不独立的，只要它仅仅是处于这个世界之“整体”当中的部分，只要它拥有一种与其它的世界的东西有联系的存在，拥有一种世界地平线，一种由它在它的此在之方式方面“依赖于”的另外一些实在性东西构成的地平线，只要它有一种相互的依赖性的依赖性，它就不是独立的。只要这种超越论的东西未被阐明，这个世界，这个由诸有限的实体构成的整体性——而且作为整体性就是唯一绝对世间的存在者——，就是无限的实体。


  同样每一个自我（ego），每一个具体看待的单子，也都是实体，只不过是相对的具体化的东西，它是它所是的东西，只不过是作为一个群体中的同伴（socius），作为在一个整体的共同体中的“共同体的成员”而是它所是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出现了彼此相互信赖，彼此相互依赖，共同地联系在一起，按照最广泛的形式完全在一起，共存在，在一个时间性之统一中存在的全新的概念，同样，实在的东西的存在，最后的实体的存在，也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一种绝对的意义。单子作为一个意向的生活的，并且作为进行构成的生活的同一的自我而存在，作为一个现实的和有能力的意识生活之同一的自我而存在，因此单子是作为能力之自我，相对固定的能力状况之自我的存在，这些能力状况与那些总是实现这些能力状况的意识体验（这当中就有诸特殊的行为）相关联。这个自我作为被如此定中心的，被在自我极中定中心的意向性和能力的统一，一方面是对自己本身进行构成的，意识到它自己本身的，被动地和主动地形成自己本身的统一，另一方面，在它的意识生活中（如已经说过的，这种意识生活在意识上同时是为-自己-本身-存在着的东西，是作为“主观地”被构成的东西存在的）对“客观性”（超越性）进行构成。与此相关的是，每一个单子不仅在各个阶段上构成着自身（由流动着的生动的当前而来的），而且还构成着所有其它的单子，现实地和潜在地（它们本身是这样一些表达，它们必然会按照意向的诸阶段获得不同的意义，然而它们是借助于统一性而蔓延的）构成着所有其它的单子，因此一般而言每一个单子都潜在地，如果不是现实地，在其地平线中拥有一般可能的存在。每一个单子不仅为自己存在，而且也为每一个其它的单子存在。正如这种为-自己-存在并不是一种空洞的（而且从根本上说是无意义的）映象一样，相互为对方-存在也不是一种纯粹的“镜像”，一种“代表”。它肯定不是这样一种东西，即仿佛每一个单子都为自己存在（为自己而被产生出来），因此现在没有其它的单子就有存在，相反每一个单子只要在它的存在中在意向上“构成了”另一些单子（正如每一个单子都在它的当前中构成它的过去一样），那么没有其它单子它就不可能存在。它自己的存在，正如它作为自我式的存在，作为在意向上进行构成的存在而存在那样，“包含”着每一个其它的单子，并且被它们所“包含”，每一个单子都处于与每一个单子的“关联”之中，每一个单子都以下面这样方式共存在，即它的存在制约着所有其它的单子的存在，每一个单子都与每一个单子“实在地联结在一起”——在下面这种意义上实在地联结在一起，即这种意义恰好属于单子，而一种不同的意义对于单子根本没有意义。由于世界之这种构成，每一个世间的实在东西和实在的关联（实在的因果性）都回溯到绝对的、单子式的实在东西和单子式的-实在的关联。


  与世界之整体性这个问题对应的是单子式的整体性这个绝对的问题，不管世界的整体性是应该被设想为有限性还是应该被设想为无限性。


  但是这种预先规定能达到多么远呢？前提是：我是一个对我有效的世界之主观，在这个世界之中已经存在着周围的人，我的父母等等。我进行构成，这是这个前提所绝对设定的。但是在这当中我发现了生和死，并且发现了由现实的单子式的时间性而来的诸单子之“进入”和“退出”的问题，而这种单子式时间性按照它的方式确实也只存在于生动的当前的、过去的、将来的时间性之样式中，在这当中，当前的时间性在原始的意义上是现实的时间性，即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在其中这个当前的东西在真正的理解中也是以世间的方式“实在地”存在的，只要它延续下去，就继续是当前的。


  过去的东西，而不再是当前的东西，作为持续着的东西，并不是“虚无”。因此就尝试，将世界还原到诸“永恒”的原子，诸永远当前的原子。这个永远的存在（’αεὶ ὄν）——当前的世界之无限性，这个全时间的世界之无限性，但是在每一个当前等等中都是有限的，诸单子之“无限性”——在个别单子死亡的情况下，单子全体之“无限性”。单子世界之最终意义的问题。我-在作为一个连续对我有效的世界之自我允许哪些变化之可想象性呢？哪些是最终的可想象性呢？我-在这种确真的事实当中的哪一个是存在之在这当中所包含的只是在由诸可能性构成的地平线中所包含的，诸最终的必然性呢？


  文稿14  处于直观的揭示当中的预先给予的世界——扩展之系统（1931年8月中旬）


  〈内容：〉


  1）对世界之正常的经验之样式的一般的预先思考（以粗略的一般性进行的思考）：处于其生动的意向内容方面的时间化之中的世界，如其是在时间化之中预先给予的世界那样，空间时间的（几何学的，机械地因果的-自然的）结构。作为预先给予的样式的熟悉之样式，属于每一个时间的经验世界之总是已经熟悉的结构。地平线之样式：真正自身被时间化了的熟悉的环境世界之有限性，作为经验世界之重复的样式的经验世界之按照过去和将来的重复的扩展：这种被扩展了的东西，作为现实生动的时间化之能力，总是已经属于预先给予的世界。相关联的，进行构成的主观性。原存在之谜，反向追问的进程。所有为我存在着的东西都来自我的无所不包的时间化：原始的存在，另一些人的存在，同一地共有的世界，我们作为我们-个人在个人式的共同体关联之中的构成，个人式的进行共同体化的诸行为（社会的行为和社会性的东西），人类的世界作为共同体的目标——作为通过个人的-社会的人群而被人性化了的目标——之领域。世代的东西：贯穿于诸世代之中的同一的人类的世界——处于敞开的时间性之中（第204页及下一页）。诸有限的人类世界。故乡与异乡。区域。这个概念之变化。异乡的变化（异己者的故乡，异己者的异乡等等）。追问：对于一个无限的经验世界之可能性而言在这当中什么是本质必然的（第206页及下一页）。由诸生活世界构成的世代197综合并没有得出作为“可能的经验”之世界的一个无限的世界之结构。处于与环境世界联系中的一般的“我们”之意义（第208页）。我们作为相互理解的共同体之无所不包的形式，在这个相互理解的共同体当中包含着作为个人式的联系的社会性的东西；每一个人的特殊的实践的环境世界属于每一个人。所有这些都是预先给予的世界。——由此产生超越论方面的反向追问：作为有效性的构成物。这种反向追问通向我，等等。


  2）增补（第210页以下）：正常的经验世界及其被给予方式只是以朴素的方式被注意到。补充：异常性东西作为在预先给予的世界中的意义内涵，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直到人的具体的生活世界之瓦解的——命运。


  世界之有限性，和生动的时间化


  作为生动当前的世界的由处于其生动的时间化之中的经验而来的世界，这个世界具有其生动的过去的地平线和生动的将来的地平线。世界之本源的同质性，世界之本源的生动的同质的结构。空间时间结构，该结构之具体的类型学，该结构之按照运动与静止，按照变形，按照质的变化，按照因果样式而变化的类型学：我碰撞和反弹，处于自由落体之样式中的和处于坠落加速度之样式中的，处于惰性之中的，处于空间中的物体之摆动变形（由于碰撞）和声音之辐射传播之关系中的变化的类型学。空间中的热和对物体加热之间的关系，反过来，热的物体和发出热的物体和作为对空间进行充实的热的热之间的关系，热和发光之间的关系，也都处于对“机械的”过程之关系中。


  这种普遍的类型学属于我们共有的经验世界，而这个共有的经验世界属于每一个时间，并且存在于每一个空间位置中，不论我们在哪里出现，它都存在于那里，在每一个空间-时间的世界当前中都存在着这种熟悉的东西，这种预先给予的东西，这种已知的样式，对将来的东西，并且对于每一个由我们完成的对情况的改变，都能预见到这种样式。


  属于这种样式的还有——对于我们的经验的世界而言的给予性之样式，在这个世界之中自身被给予的，但以一个地平线被以为的世界——存在着而被归于它的东西之不确定性。对于那个总是现实地经验到的东西而言我们拥有一种样式，一种相对有限性之类型学，大体上熟悉的、可通观的环境之类型学，我们已经熟悉，并且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之类型学。


  生动地流动着的扩展和这种扩展之可重复性


  但是这个有限的世界（这个现实的经验之有限的世界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处于为-我们-存在和使我们获得经验的行为之，使我们获得现实认识的行为之持续不断的流之中的，而且不仅是处于以下情况之中，即我们致力于已经为我们存在着的东西当中的这个和那个东西，而这个和那个东西在熟悉的类型学之范围中呈现出诸新的形态。我们说，这个世界伸展得比我们当前的经验更远，我们能够主观地移动或者被运动，并且我们的认识以下面这种方式扩展，即已知事物之有限的多样性在增加。这个世界作为有限的多样性曾经总是已知的世界，或更确切地说，能够获得经验的世界，但也总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它在经验的伸展中（在我们的主观的、从新的有限的多样性到新的有限的多样性地进展着的行为中）扩展着，并且始终有能力扩展。我和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个具有这种扩展之经验的地平线的世界，在这当中，我能够求助于其他人，我能够向我的父母、我的同伴询问他们的现实的世界（这个环境世界作为他们的被一起经验的世界对于我而言是不确定的，而且特别是我所不熟悉的）等等。但是这种样式作为在不熟悉的世界领域方面扩展知识之样式是被预先规定，并且被预先规定为是一种可重复的样式。相关联地，这个世界对于我们而言不仅是有限地现实地被经验的，和在每一个当前之中，以及在直至当前的整个的主观的过去之中，已经得到认识的现实性东西之多样性（这些现实性东西具有其被限制的与此同时是生动地进展着的扩展样式），而且它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它在其可重复的将来的地平线中也是能以继续扩展的形式重复的。这作为潜在性也属于我们的过去，我们经常不是在这个方向上，而是在另外一个方向上才能够认识，正如现在这个进行扩展的继续的行为也总是有其不同的可能性，有其不同的方向一样。


  在这里所描述的东西涉及我们对为我们存在的世界之认识的扩展；提供这种扩展了的认识的东西并不是由我们重新创造的东西，而是预先就属于这个世界的和属于世界之时间性的。这个世界是像下面这样在这种流动着的经验之中，在这种流动着的主观的-共主观的时间化之中被时间化了的，即个别地和共同地属于共主观性的能力——已获悉的东西的诸种扩展之被建立起来的系统之能力——在自身中具有可重复的能力之特性。这个世界被现实地经验为有限数量的实在性东西，以在时间样式之变动中生动地时间化之方式被经验为这样的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它是有限的数量的已经熟悉的实在性东西（具有其变得熟悉的诸过程、诸变化、诸特性），但是处于自身扩展的行为之流中，处于看见诸新事物的行为之流中，一般来说，这些新事物尚不曾现实地在这里存在过。但是我们总是具有，而且曾经具有继续下去的能力和寻找新东西的能力，并且已经预见到：在不同的可能的新的进展方向上总是存在对新的东西的认识行为。世界的未来，首先是作为我的世界的未来被预见到，但是一种可进入的共现前也被预见，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种在每一个时间点上都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并且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都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的能力而是重复地预见的。


  无限性和世代的共主观性。世代的关联本身被重复地构成。贯穿于诸其他人当中的重复


  在这里当然必须考虑世代的共主观性，这种世代的共主观性也一起属于作为“无限的世界”的，作为只能被每一个人在他的有限的时间化之中有限地扩展的世界的这个客观的世界之意义构成；这个处于被扩展了的，并且现在正在扩展着的共主观的时间之中的世界，在这种共主观的共同体化之中扩展着。但是诸主观之这种世代的关联不是由我而被重复地构成的吗？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不是由有限性而被重复地构成的吗？生活及其时间化是在连续的假设之中进行的，而这种假设又一再重复地以意向方式在自身中包含着假设。属于这里的有下面这种继续的假设，即我的另一些人本身不仅像我一样拥有这同一的有限的环境世界，而且超出这个同一的有限的环境世界还拥有环境世界，这个环境世界是我尚不拥有或者根本不拥有，但是事实上能够拥有的；因此这另一些人又能够有另一些人，最后以这种间接性拥有我本身事实上无法达到的另一些人。正如在世代方面一样：我有双亲，我还知道我的双亲的双亲，我的双亲的双亲又有双亲，而他们又有双亲，等等，而这些双亲的双亲的双亲等等是我根本不可能了解的。这个“等等”属于我的假设，属于我的假设式的此在之地平线。“揭示”这个地平线的能力，使我清楚地了解诸可能性当中的一种作为可能的现实性的可能性的能力，属于我，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属于这里的还有属于这种可能性的地平线和这种无限的东西（in infinitum）。


  在我的有效性的生活当中我拥有现实的有效性和被包含的有效性之相互交织，在这种包含当中又有进行包含的有效性，并因此是可重复的。在这种揭示之活动当中通过重复产生有效性，并且一再地产生有效性，产生在此存在者，并且一再地产生存在者，在这当中已经为我存在着的东西总是进入到新的内容中时间化，并且有新的存在者显露出来，然后被规定。所有这些在构成方面都处于与最初的为我构成的共主观性之关联中。作为相互交织地包含着的，在我之中包含着另外一些人，而我又被包含于他们之中，并且在这个在我之中被包含的、并因此在自我式的相互交织之中相互交织地被包含的自我式的生活之生动性中，“这个”世界被构成。在我之中有一个可支配的东西之地平线，被涉及的东西之地平线，目的和目的活动之地平线，生产活动和创造活动之地平线，这个地平线具有幸运与不幸的气氛与色彩。我——在我面前作为地平线存在着我的个人式的此在，这种个人式的此在处于我的世界之中，处于我的作为人的同时代的人之中，这些同时代的人是我的被多次中介的个人方面的联系之同时代人，在这当中，我的生活领域之中的这些个人本身以某种方式具有他们的自己-个人方面的联系。所有这些作为模糊的地平线——我能够弄清楚这种地平线所包含的东西——都按照其已知的东西，并按照其由未知东西构成的空的可能性的地平线，得到解释。


  我作为认识的主观，借助于另一些人进行认识，完成认识的成就（认识的形成物），这些认识成就作为持久的成就加入到“世界”之中，加入到存在的地平线之中，这些成就对于共同的研究者而言，是可进入的，对于共同的研究者而言是确定的，正如我在我的地平线之中能够在可能的“经验”中发现他们的成就一样。


  绝对的超越论的存在的生动性作为处于“自我”之和进行构成的自我生活之形式中的存在之意向成就的生动性——这种自我生活由本源的、本能的诸习惯而预先规定了它的意义构成的方向，并且总是已经具有了诸地平线，而且总是进入到这些地平线之中生活，将这些地平线作为它的世界而形成，获得确定的地平线形成物，在这当中也获得了具有“另一些人”这种意义的地平线，具有共主观这种意义的地平线，这些共主观对于具有共主观的世界的共主观的地平线而言是一起进行构成的共主观。


  原始存在之谜——我的，这个以超越论方式进行提问者的谜，原始的谜——我的时间化之原始现象方面的流。在这里，我作为提问者发现了这个已经预先被给予了的世界意义形成物，作为对于我有效的世界的世界，在流动之中为我存在着的世界，以诸时间样式在自己本身之中流动着的世界，与此同时在自身中构成着存在的世界。我作为清醒的自我总是经验着“这个”世界，但这是作为处于流动之中的生动的当前现象经验的，是作为意指经验的，是作为如其现在在知觉中，或者同样也在重新回忆当中，在预见当中，显现给我的那样的显现经验的，如其在这当中对我有效（总是一再地在不同的东西中和不同的方式中对我有效，然而却是作为这同一个世界对我有效）的那样地经验的。这个世界具有一个我为了即使是获得这整个的我所熟悉的东西，对于我而言能够短暂地被唤醒的熟悉的东西，一定会首先意识它的有效性的地平线，并且属于这种有效性地平线的，有一种总是得到预先规定的普遍的形式和普遍的类型学。在这种进行揭示的直观事例说明和视为同一的综合当中，在我的生活之流当中，作为被阐明的东西，我获得了作为处于这种生活环境之中的存在意义的世界，而且是以对能够这样多次地并且一再地通过视为同一而进行规定的能力之意识获得的。在这当中我形成我的贯穿于对另一些人及其视为同一的生活之揭示当中的视为同一的道路，因此也是在进行判断的思想活动中，在进行述谓的思想活动中，在指向稳定的有效性的认识行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这种视为同一的道路。


  我以此解释我已经作为获得物，但是作为总是处于获得的行为之中的获得物，所拥有的东西。这个在这里已经预先给予的世界并不是作为一种呆滞的存在物预先给予的，而是作为处于生活之流中的存在物，处于总是为我继续生成着的东西之原始流之中的存在物，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作为一种存在意义，预先给予的。这种存在意义为我生成着，作为这样一种意义为我形成存在意义，这种意义随身带有作为与我共存在的自我的“另一些自我”这种意义，作为一种总是已经被敞开地假设的意义，借助于我的现实的活动或者可能的活动而扩展的意义，但是在这种也许可能的任意的扩展（解释）中，却只是对已经有效的存在地平线做出更详细的规定，即以下面这种方式做出规定：能够的方向预先就是可能的行为之方向，因此如果我在这个任意选取的实现方向上采取行动，那么我就实现了我在从前已经能够实现的某种东西，并且以后总是能够一再地将之当作某种本身在客观的时间中有其持存，有其开始，有其变化方式，有其结束的东西加以实现，并且然后在这种持续的存在中，仍然总是一再地将之当作同一的东西，当作早先曾存在的东西而是可理解的，正如另一方面，之前它曾存在，它确实曾有过它的能够被预见的方式，肯定是某种未来的东西的方式，这种未来的东西符合于稳定的未来的样式，这种样式是从每一个位置，每一个自我式的当前及其经验出发作为未来的现实的存在之样式被不确定地、普遍地预先规定的，并且是从每一个位置上按照它的方式预先规定的，而它的方式后来肯定总是一再地被理解为充实和单纯的更详细规定。


  我获得了这样一种认识——以超越论的态度，以超越论的述谓式的解释，并带有对本质认识的要求，对确真性的要求，对纯逻辑性的要求获得了这样一种认识——，即这个自在第一的，并且是真正具体的存在者，是我的处于现实性和习惯性之中的存在，是我的处于被动性和灵活性之中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中，我拥有（暗含地[implicite]拥有）已经获得的而且不断地获得的意义形成物，但这是这样一种意义形成物，即它按照有效性是处于持续的主观的给予性样式之中的“世界”这种存在意义，在这种给予性样式当中，它总是有效的，但总是预期，总是作为对过去，共当前和将来的一种可能的揭示过程和证实过程的预期的处于不同方式之中的预期。现在我发现，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作为这种存在意义的形成物，作为这种处于总是变动着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变为同一的证实之中的同一东西，是以多种多样方式建立起来的，并且我特别发现，它是建立在“另一种超越论的存在”之存在意义之上的，但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的，这种方式在诸种建立的紧密结合中，一再地导致一个最终的世界领域，总是处于与建立它的诸超越论的另一些人（同时这另一些人在这种有限的世界领域中是作为人，作为世界客体，以被客观化了的方式出现的）的关联中，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有众多的世界客体，立即就导致一个被扩展了的世界领域，而这些世界客体按照这些主观之能力都是可本源地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属于这些世界客体的，还有对于这另一些人而言一起存在着的另一些人（被客观化为人），并且这另一些人由于至少是也许可能指望的诸新的主观而扩展了这个世界，并且一再地这样扩展，在这当中，这个共主观地获得有效性的世界，也继续对所有新的主观一起有效（在也许可能的校正的情况下），并且按照这种新的东西，也对诸旧的主观有效。此外，这也在世代的关联方面有效，通过这种世代关联，这个处于其连续的时间性之中的世界展示其存在的有效性，并且因此在交往之敞开的关联中展示其存在的有效性。


  我要说，我将我作为存在着的所发现的东西，我作为存在意义以有效性而拥有的东西，以现实的有效性设定为它的地平线之标志，这个地平线对于我而言意味着在熟悉的综合的道路上总是被视为同一的能力，这些道路对于我而言是被预先规定了的道路，并且是能够踏上去的道路。我的生活完全是处于能力之中的生活，完全是一种意向综合的生活，一种被动的综合的生活，这种综合具有多种多样的进展方向，在每一个得到实现的方向当中都被在原现象之流中原时间化。但是这种被动进程的结构是由清醒的自我，由诸种活动，或更确切地说，由能力主动地调控的。但是在这当中一切活动都有其能力的地平线。


  现在我在被动性这个名目下也有了第二性的被动性，由行为而产生的被动性——自己的行为的被动性和被统觉的，通过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而使我被动地得到的异己的行为的被动性，——并且我拥有自己的生动地起功能作用的原本的能力和活动以及异己者的能力和活动，作为由自己的能力和行为而来的原始的存在意义的成就，和被准当前化的，现在一起对我有效的异己者的成就；但这是通过以下方式而具有的，即这个异己的自我不仅是一个被被动地准当前化的自我，而且是由我的能力而来的，作为存在着的自我而处于有效性之中，具有对于我而言能够得到证实的，并且现在正在得到证实的行为之地平线。在这种情况下，在这当中包含着由现在为我存在着的另一些人而来的由他们的能力构成的存在领域，这个存在领域对于我而言是间接存在的，可间接证实为是他们的，而且与我的存在领域处于综合的符合之中，尽管是部分地处于综合的符合之中。在这当中，这另一些人由我的进展着的对异己者的经验地平线中获得他们的另一些人，他们的这另一些人一般来说并不是我的另一些人，正如我在进展当中，在我的原始的环境世界之中，或更确切地说，在我的环境世界的作为我的被充分地形成的经验当前的环境世界之中，熟悉的以下情况一样，即我能够一再地遇到另一些人，并且我将偶尔遇到这另一些人，这另一些人我并不认识，因此我现在也以这些可能性的经验到另一些人。


  但是也应该注意以下情况，即我在另一些人身上并就另一些人所经验到的东西，在存在意义方面有其对我的反作用，这种存在意义是我为我本身所具有的，并且总是能够重新获得的，并且现在就获得了的。当我沉思时，我就总是已经是一个个人，这个个人，而且就我本身而言，已经具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通过另一些人之为-我-存在而为我而产生的。我的行为涉及到已经为我存在着的东西的四周，涉及到我的当下的现实地被经验的环境世界，涉及到由虽然是不熟悉的东西，但却是可被我现实理解的东西（作为现实对我有效的东西）构成的地平线。因此我的行为也涉及另一些人。但是在这里一种指向另一些人——这另一些人不仅是作为诸客体，而且是作为诸主观，作为一种推动另一些人的，促使另一些人去受苦、去行动的主观——的行为变成可能的和现实的，并且正是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也进入到他们之中，进入到对我有效的另一些人之中，就是说作为他们的现实的和可能的促动我的行为而对我有效的，并且在这里也产生了在最广泛词义上的，在扩展了的词义上的“可协调一致的东西”，因此是作为以个人方式的结合起来的东西。


  在对这种建立——在这种建立中世界为我存在，对我有效——的揭示中，我认识到，在其中我以超越论方式为我构成我（根据进行原时间化的流，主动地将我本身经验为存在着的）构成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一切东西之存在的那个我自己的超越论的存在，在一种是我的时间化的普遍的时间化中被时间化了；更确切地说，被展示出来了：我的原初的“世界”是建立在我的存在之基础上的，在我的原初的“世界”之中建立起另一些人的为-我-存在，另一些人的原始的世界的为-他们-存在；在我的原始的“世界”之中进一步建立起同一的世界的为-我-存在，这个同一的世界作为我的原始的世界和他们的原始的世界以显现方式呈现出来。相互进行了解的和能够相互进行了解的“我们”也能以这种方式为我构成。现实的和可能的相互的社会的联系，或者时而是相互的社会的联系，时而是单方面的社会的联系，作为相互的社会的结对被以这种方式构成，社会方式的增多，作为以个人方式的结合，被以这种方式构成，人的世界作为共同体目的之领域，作为通过社会的人而被赋予人性的世界，被以这种方式构成。此外，下面这种可能性（而从这个世界之中的人这个方面来看是能力），即从世代方面跟踪研究在这个世界中被构成的东西的可能性，或更确切地说，将这个世界理解为由具有历史传统之统一性的连续的世代构成的生活世界，因此理解为历史的文化世界，并据此而回溯和前瞻的可能性，因此在一种敞开的时间性中解释世界和人的可能性，在流动着的时间样式中（在这个流中，客观地构成着一个同一的时间和同一地保持着的世界的存在）将这个世界作为当前的世界、过去的世界、将来的世界（人的生活世界）来拥有，并作为同一的世界来拥有（在这个流中，一个同一的时间和同一地保持着的世界存在并客观地构成）的可能性，这就是说，这个世界在这种有限性中，是作为世界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每一个人当前都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着——，对于我并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这样地被经验的。


  有限的世界。家乡世界与异乡


  对于这种有限性的超越之有限性和可能性属于每一个被这样地想到的世界，被这样地作为正常的通常的生活世界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作为构成方面的阶段——最初的客观的世界阶段——是一个在其具体的当前中被共同体化了的家乡人的家乡世界，这些家乡人的由世代而产生的联系和联系的联系等等，最终将所有东西形成一种统一，形成一种跨越所有联系着的间接性的联系之间接性。这种间接性对于每一个个人式的个体，对于每一个作为整体的结合而言，都被意识为事实上可能的可理解性之全体。


  现在可能偶尔有从外地来的“外地人”进入到这个人群之中以及他们的统一的世界（环境世界）之中，这个外地正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它具有正如我们这些本地人一样的人，但他们是一些不同的人，是外地的人。与我从我们出发以超越论方式获得对另一些人的经验的有效性相同，同样我在作为本地人被构成之后，因此作为处于家乡的文化领域（地区）之中的家乡的成员之后，我经验到一种新的不同。或者我们这些具有我们的家乡的家乡人经验到（在普遍的世界构成之进展中本源地构成的）一个作为具有外地的人的外地的家乡的外地，这些外地人具有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地区（也具有外地的外地等等）。这个文化的地区（现实实际地形成的，已经被赋予了人性的环境世界）具有它的自然之外在的领域，这个外在的领域也许能够敞开无限地考虑到它的实用性，能够敞开无限地赋予它以人性，但恰恰并不是真正的地区。在对这个远处偶尔进行的探究的行为中，人的过去的文化，过去的此在，也能够被指示出来。


  这个地区也可能仅仅是暂时的地区，这个家乡民族可能是一个游牧民族，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与其的游牧民族，其的部落等等相遇。在这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人类学和历史学作为现实性使我们注意到这些可能性）。但是，不是存在着作为以下情况的诸可能性之条件的贯穿于这些可能性之中的诸本质必然性吗？即我们在经验当中能够拥有完整的空间时间的无限的世界，我们能够将这个无限的世界之精心加工过的逻辑上的观念的存在看作是关于这个世界本身的真理，而这个世界却以“片段”的形式作为有限的生活世界被给予我们？


  我们说这个为我们存在着的世界是可能的经验之世界。而可能性所意味的不就是按照空间和时间有能力进入吗（因此就是有能力证明吗），而空间和时间不就是进入之形式吗？


  a）就时间性而言，我们有世代——我的双亲，我们的双亲，双亲的双亲，等等。但这并不仅仅是以想象的方式想象的，而是以间接性预先规定的，一个被预先规定的过去是作为所属的诸环境世界存在的，这些环境世界曾存在过，它们——尽管我们对它们知道得很少，因此是以不确定的方式预期的——对我们有效，并且是一个由诸可能的历史的信息构成的敞开的地平线。


  b）那么空间的情况如何呢？我的和我们的地球上的地平线具有其远处的事物，这些远处的事物在地平线的圈上变得模糊起来。我们能够走过去，我们能够靠近，并且当我们走到那里时，我们可能又会遇见新的地平线，因此我们能够“无限地”继续向前运动，或者也能够想象被向前运动。远处事物的变化，透视变形，不仅涉及大地的地表面；向上抛掷的石块，向上飞的鸟等等，都显示出这种变化。高耸的林木，高耸的山等等，也都显示出这种变化。因此我们也可以想象，我们向高处飞，我们被向高处运动等等。


  但是这种想象的行为现在也有一种经验上的预先规定吗？这种规定向我们表明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我的能力是受限制的。我的构成方面的经验之自由——借助于这种自由，我在远近的变化中经验到同一的东西——有时偶尔也受到妨碍，但是在这里我确实有一种被正常地预先规定的，预先有效的普遍的限制。属于这种限制的的确首先就是我在诞生与死亡的世界之中有一种时间上有限的生活和一种有限的不管怎样不断增强的力量。因此我拥有一种对于我和我的家乡人一起而言的最外部的远处，这个最外部的远处的到达虽然肯定又会得出远处的诸显现，但是这些远处的显现却不再指示这里所考虑的这种样式之事实上可能的经验之诸对象，因此并不由这些作为现实存在着的可能性的事实上的可能性预先规定。因此，最终即使对于我们大家而言，也是如此，并且一般而言，即使我们改变了，并扩展了我们的世界，也是如此。这个世界作为经验之这种可能性之世界仍然保持着，并且作为从这里开始以有限性为我们存在着的世界而保持着。并且现在甚至具有与天空中的远处的联系。


  如果我们考虑到世代的链条那会怎样呢？它的时间上的“无限性”并没有预先规定空间上的无限性为空间时间方面的现实性，或者即使是只规定为是这样一种实在的可能性，即现实地为作为世代的人的我们存在着的，在其中被经验的，并且在现实的可能性中被经验的现实性的东西在空间中“全方位地”无限地运动，就是说，能够在空间中“全方位地”无限地显示出来。


  因此诸生活世界的综合和诸世代的综合，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能够得出一个作为“可能的经验之世界”的无限的世界。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意义上的世界看作是“可能的经验之世界”，那么这并不能意味着是存在者全体，这个存在者全体是普遍地进行交流的人群以及具有其历史的时间的世代的人群在全面的可能的扩展中事实上能够无限地（in infinitum）经验的。注1184


  我们之（个人式的人的）构成的意义。作为特殊的共同体之环境的普遍的“我们”


  因此，这个为我存在着的——总是以地平线方式存在着的——世界是现实的知觉、现实的重新回忆、现实的预见之当下的经验世界，这个世界具有由未被现实地经验到的，已知的世界客体构成的地平线，在这些世界客体当中有另一些人，但是这另一些人是作为人的共主观存在的，我在经验行为、思想行为、行动中是和他们一起处于相互理解的共同体之中的。但是我也通过社会的行为和社会的习惯与他们处于个人式的联系之中。作为相互理解的共同体，我和我的另一些人是我们之统一，这就是说，对于我来说，这个我们是由我和与我一起存在于这个现实的或者能够现实地建立起来的相互理解的共同体之中的人构成的，在这个共同体中，这另一些人当中的每一个都作为在他那个方面对于自己而言是自我，是这同一的相互理解的共同体（作为人的、实践的相互理解的共同体）之中心，作为从他出发而有效的我们之同一的我们之中心，是同时对我有效的。属于这个我们之意义的，有通过视为同一的行为而进行交流的能力，这种能力我作为我的而具有，同时反过来（vice versa）我一定会分配给另一些人，并且任何时候都这样看待它，这样理解它。在“我们”这个环境之中，存在着我进入其中的，或者只有另一些人进入其中的，暂时地进入其中并坚持住的特别的个人式的联系。这些联系具有诸个人与对于他们而言是共同地对他们有效的环境世界的关联和联系，这个环境世界对于诸个人而言总是在此存在的，并且在其中他们相互地在此存在，他们作为人并作为人的联系，属于这个环境世界。在这种个人式的联系当中，他们通过行动结合在一起，或更确切地说，我们结合在一起，一个环境世界本身又作为这个整体的对于我们而言实践上的存在着的东西，作为我们的被联系起来的行为之范围、领域而存在。如此等等。环境世界所说的，并不正好就是外部世界，并不是一种外在性，这种外在性只是在这个行为者或者行为者团体在自身之外有它的活动领域的地方，有它的目的领域的地方，才具有它的意义。只要每一个人对于自身而言也能是客体，并且对于自身而言或者对于自己的个人式的存在而言，也能包括到目的意义之中，就一起属于这个环境世界。


  但是所有这些是如何以超越论方式进行的？进展着的对世界的构成之持续的过程，这些自己的个人和异己的个人——这些情况具有在这当中变动着的对于他们存在着的诸环境世界——的进展着的形成之这种持续着的过程是如何以超越论方式进行的？——这些存在着的环境世界对于这些个性而言呈现为生气勃勃地对他们起作用的，影响他们的，受他们支配的，总是由他们而具有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美好的或者一个发生决定命运的事件的、一个令人忧郁的环境世界之总是新的形态，总是新的目的意义，总是新的气氛意义，总是有新的色彩。由于这些过程，这个世界就已经存在了，它为我们存在着的，已经为我们生成了，并且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地平线意义，具有一种被隐藏起来的有效性，不论什么时候我们进行思考，我们都能够将它作为对我们有效的世界而向它询问这种被隐藏起来的有效性。


  我，这个提问者，这个对我进行沉思者，的确就是一切已经对我起作用的世界，而且肯定是作为我的内在习惯之遗留物对我起作用的，由我的亲身经历的过去而来的对我起作用的世界之生动的处所。我以我的原始流动着的生活走在前面。在这种生活中，另一些人，而且是作为存在着的另一些人之对我产生效果的行为被构成，这种产生效果的行为在我的能够对他们进行认识的活动的，我的与他们建立联系的活动的，我的使他们自己的存在有效性对我起作用的活动的地平线中与我自己的原初的产生效果的行为综合地结合在一起等等。另一些人的有效性，另一些人的生与死的存在事件，在我之中被构成，并且反向转用到我的已经被生动地构成了的自己的，而且已经是个人式的存在，自己的人的诞生，自己的人的死亡。这些有限的环境世界之综合在我之中被构成，这些环境世界是由诸现实的可理解东西构成的环境世界，它具有自由地不确定的敞开的边缘地平线。这是一个无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客观的空间时间性中，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时而生于这个世界之中，时而在身体性崩溃的情况下停止存在，停止以世间的方式存在。我的“不-存在”是确定无疑的，如果“存在”所意味的是实在存在，是在这个世界之中的个人的存在，是在空间时间性中以身体方式的现实的存在的话。


  但是我的超越论的存在的情况如何呢？在我的超越论的存在中，我现在是这个世界之生动的构成者，在我的超越论的存在中包含着作为已经形成了的存在有效性的，而且是习惯地生成了的存在有效性的多种多样的-统一的存在有效性；在我的超越论存在中，这些存在有效性继续进行编织，重又被实现，自身借助于新形成的存在有效性，已经根据旧形成物而新获得的存在有效性，作为构成之继续的形成物而被纺织，在这个进程当中，未知的，然而确实为我存在着的世界之在我之中被引起的、并且按照其方式有效的敞开的地平线在我的超越论的存在当中伸展着。


  超越论的其他人的情况如何呢？这些其他人确实作为存在的统一在我之中并为我而被构成，并且在这当中是作为以超越论方式共同起作用的另一些人，作为对于这个世界构成而言共同起作用的另一些人而被构成的；这个世界对于我有效，并因此这个对我有效的世界对我们大家都有效，对于敞开无限的超越论的另一些人都有效。这另一些人的存在作为对于我而言的存在，由我的进行构成的生活（没有他的生活）就具有对我而言的可能的有效性吗？


  增补


  在朴素的方式中，经验之世界仅仅被看作正常性之世界。重点仅仅放在“家乡世界”等等上，因此所考察的只是正常的生活世界，处于正常的样式之中的世界，这种正常的样式是我所熟悉的，是我总是能够依赖的。偶尔突破正常性的异常性具有其样式，不可预见的异常的事件之类型学是能够预见的。这种事件本身具有其相对性。因此例如正常的日子作为生活的日子，具有日常的事件的，或更确切地说，活动的正常的周期性，这些活动具有其异常性的样式形式；工作周、工作日的此在和星期日；工作日的职业生活和在职业生活之外的对它的生活兴趣的料理。


  一种相互关联的完整的正常的生活之类型的东西，一种像下面这样的生活之类型的东西，这种生活总是具有其正常的实践的地平线，具有一个实践的领域，一个“可预见性”之领域，具有实践的可能性之领域，这种实践的可能性具有可预见结果并处于对能力之意识之中。


  违反正常性。“我不知所措”。我和我的正常的能力——正常存在着的环境世界及其在当下之中的诸实践的可能性。


  对正常性的直接干扰：个别的东西不正常，不是按照预期进行，但是每一个个别的东西都有其由诸可能性构成的地平线，而这种干扰是从属性的干扰，如果对其余的可能性的适应是可相信的，并且是很好地实行的，而且实践的环境世界之整个的系统仍旧未受到干扰的话；我们当下的兴趣生活之整体的式样仍协调一致地继续进行着。我们只需要在个别的地方改变我们的方法。


  如果我们遇到了“严重的厄运”，情况就不同了。孩子的死亡会改变父母的整个的兴趣地平线，并因此改变其生活方式，改变其目的系统。他们的处于其多样性之中的未来的生活是由孩子的生活和成长决定的，是由对孩子的正常的发展的关怀决定的，是由对保障孩子经济上的未来的关心决定的等等。或者，作为终身事业的共同承担者，作为孩子的母亲，作为操劳的家庭主妇等等的夫人的死亡之对于丈夫。另外：危及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之整个未来的战争、毁坏房屋、家乡和耕地的洪水等等。


  个人的生活之正常的样式遭到破坏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应该区分异常性之这样一些类型，严重的-重要的，深刻地影响到生活课题的遭遇，这些遭遇已经由对作为在生活之共同体中生活之获得物，环境世界之已经获得的认识而熟悉了。按照上述的例子，属于这里的有属于我们的正常生活的最亲近的人之死亡，在这当中有另一些人之具有决定意义地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与之联结成目的共同体的合作者、同事的拒绝。这些遭遇之多种多样的类型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作为在多种形态的家乡世界之中生活的人，并且一般而言，在正常的环境世界之中生活的人，知道另一个人偶尔经历到的东西；即使在我们自己并没有遇到这种东西的地方，我知道，我们也可能正常地遇到这一类的东西。


  另一方面要考虑我们对于它们没有把握的，也不可能把握的，动摇了我们大家共有的整个的正常的环境世界的一些遭遇。例如，对于对我们的整个的环境世界造成致命破坏的地震，我们在德国就没有把握，尽管在地球上的一些地带情况有所不同，在那里，地震的发生可以说是正常的异常情况，尽管仍然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通常人们不可能预先按照地震发生行事。


  世界作为对于我们存在着的世界（对于我，对于我的当下的共主观，对于我的“我们”存在着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凝固地存在着世界。我们是行动的主观，是最广义上的实践的主观，并且在实践上是处于与这个在当下之中预先给予我们的、被一种存在意义规定的、未被规定的等等的有效的世界之关联中的。这所意味的首先是外部世界。但是我们本身作为诸主观，我，这个实践的自我，本身是一个一再地不同的自我，尽管是同一个自我，我的能力变化着，并且不仅是由于这个外部世界不服从我。我是健康的或生病的，我放任自己或者尽力控制自己等等。我总是已经有我的特性，我的性格，我的能力，并在一切变化之中有一种作为个人的个体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具有自由参与的能力，处于时而精力充沛，时而疲惫困乏的样式之中，处于懒散或严肃的样式之中，等等；根据我的存在情况，而且是有倾向地存在的情况，未来的世界是一个不同的世界，然而只要它按照对于我而言的诸可能性运动，就是个别地同一的世界，尽管并不是实践上可估计的和可掌控的。即使我们并没有有意识地考虑到我们并不是凝固的存在，也很快就会清楚，每一个其他的人都以他的抉择的自由改变着这个世界，作为向外部的行动者改变着在他之外的世界，这个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并且由于每一个行动都改变着另一个主观本身，因此从此以后该主观对于我们大家也就是一个被改变了的主观。因此世界总是处于变动之中，我们本身在我们的行动中并且通过我们的行动改变着作为在世界上的存在者的我们自身，但是通过向外部行动也改变着作为这个行动着的自我之当下的外部世界的我们的世界。对于我们而言并不存在一个凝固的世界——一个不同于为我们存在着的、具有其全部的个别主观的和共主观的模糊的地平线的世界的世界，对于我们而言没有丝毫意义。


  但是现在应该提出下面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处于正常性东西与异常性东西之相对性当中，并且对于我们而言，世界只是处于正常性东西与异常性东西之相对性当中。这些正常性东西之一，就是每一个人，我，这个进行沉思者，本身总是以正常的方式处于其中的正常性：在这种正常性之中我获得了一种整体来看是一致的目的生活，一致的兴趣生活之统一性，在这种目的生活中我行动，我获得，并因此获得一个作为被充实了的目的的获得物的能够坚持住的世界，并获得接下来的目的之前提，在这当中我本身作为一个能够坚持住的自我，在其信念中，在其意志指向中，在其目的中，在其手段中与自身一致的而发展，并这样地在自身满足的，进入将来满足的地平线之中追求的，进入到将来满足的地平线之中活动的，进入到将来满足的地平线之中创造的持续性之中生活。在这种正常性中，人的此在正常地保持着，尽管有对正常性的个别的妨碍、干扰、破坏。这些东西又会被克服，而这种克服本身也一起属于进展着的并且本身得到证实的满足。


  这种正常性有其由诸可能性构成的地平线，有其存在于这些可能东西之中的，存在于这些大概可能东西之中的样式。作为正常情况属于这里的有将来的死亡，和诸正常的遭遇，最后还有“未知的，按照其特殊类型完全未知的，或者只是作为最遥远的可能性，作为当下极其不可能性而可想象的遭遇”的类型吗？


  但是这种遭遇之进程之下面这样一种方式现在不也是可能的吗，即这种遭遇之进程完全破坏了正常性，并使我处于这样一种境况之中：“我再也不知所措，我看不出这种生活接下去将如何进行，它如何又能够呈现一种能带来成果的此在之形式，一种稳定的此在之形式，一种正常的人的此在之形式”？


  整个人的共同体都崩溃了，这不可能吗?在这种崩溃当中，不仅是我，而且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入到这样一种非常的情况之中：再也没有任何可信赖的东西了，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信赖了，我就本身而言不再信赖我自己了，整个的环境世界作为我们的共同体的生活世界，对于我们大家而言，失去了这样一个世界之特征，在其中我们实行预见，在其中我们为自己提出诸目的，并且能够以多种多样的目的过一种统一地一体化的人的生活，每一个人作为处于令人愉快的人的世界之中的人都感到满意，在其中所有的人都能够以正常的方式感到满意，能够出现在其中，能够在其中获得，能够在其中存在，处于这个正常世界之中的每一个正常的人都能够这样做，这个世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赞成的，并且能够共同一起赞成的。如果世界通过所有这些异常的东西，甚至通过实践的人的环境世界之崩溃，仍保持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从它那个方面是依赖于诸自然法则在其中被动地实现的那种样式形式的，那么在这里什么东西是有用的呢？


  世界之存在所具有的只是一种坚固性的假象，实际上世界之存在是一种正常的构成物的坚固性。但是只要这种不稳定性之样式被发觉或至少是变得可感觉到，那就正是从这里产生了世界之最高的问题，产生了处于其整体性之中的世界本身这个被在哲学上所涉及的东西，而且得到彻底理解，全部的地平线都被揭开，并且被纳入到问题之中。


  附录XI  〈家乡世界，异乡世界和“这个”世界〉注1185〈1930年或1931年〉


  我和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异己的世界的，在其共同体生活中被一致地经验的世界的诸主观的诸异己者。相关联地，他们属于这个作为实践的生活世界，并作为对于他们完全有效的世界的世界，他们是不同的经验的人，是不同的自然环境的人，是不同的生活目的的人，各种不同的信念的人，不同的习惯的人，不同的实践的行为方式的人，不同的传统的人。对于我而言（或更确切地说，对于我的家乡的组合而言），我的世界由于以下情况而扩大了，即存在一个不同的家乡组合，它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以不同方式行事，以不同的方式统握“这个”世界，但是事实上，也有一种不同的文化世界，作为对他们有效的世界，而不是对我们有效的世界。注1186


  因此异己的人类，异己的人群，就作为比如异己的民族被构成了。正是因此对于我并且对于我们而言的处于与我们的文化世界（这是我们的人的有效性之世界，我们的特殊的有效性之世界）关联之中的“我们自己的”家乡的组合，我们自己的民族的组合就被构成了。因此（如果我仿佛［quasi］理解这个东西，或者真正从世代-历史的方面理解这个东西）我就拥有对我的和我们的世界的经验的改变，并拥有世界本身。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中存在，我的民族，并且别的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其民族的环境世界（这个环境世界带有其非实践的地平线）。环境世界与世界是分离的。但是为什么？如果我再说这个世界，那么这个在这里在这个名目下为我存在的东西，并得到证明的东西是什么呢？而且如果我们（我们至少是处于统一的并继续进展着的范围之中的）从异己的民族那里获得知识，那么在这里在这个名目下为我们存在着的东西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完全能够坚持我们的存在有效性，然而我们确实将这个世界分开，并以某种方式结合了，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的环境世界作为生活的环境世界是与另一些民族的环境世界区分开的。注1187


  因此在这里有一项任务，即弄清楚这些存在有效性之作用（这些存在有效性是我和任何一个处于首先是纯粹家乡的世界之中的主观在实行时必然会具有的），以便区分世界和家乡世界，或更确切地说，以便在与自己的人群之区分中理解具有其异己的家乡世界的不同的、异己的人群。或者还更清楚地说：在共主观性和共主观的生活世界之第一个有效性阶段，我在由作为唯一感兴趣的世界，兴趣的环境世界的生活世界出发的扩展当中，直接地拥有一个处于其敞开的无限性之中的世界，但是从此以后，我所有的就不是这个世界（具有属于它的相关项——我们，这个我们所指的就是所有的人），而是作为特殊的人群的这个我们之世界，而我们的生活世界也不再在旧的意义上是生活世界，而是构成了一个与这个我们相对比的异己的我们，与我们的人群相对比的异己的人群，每一个人群都是作为在它环境世界之中的人群存在着的，这个环境世界现在再也不是世界一般了：通常的人的意义上的世界（生活世界）。从我和我们出发，构成了一个被扩展了的人群，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在同一的能够重复的构成性的过程当中构成众多的民族人群，这些民族人群构成一个独特的人群（但是首先是与他们的领土以及他们的具体的文化联系着的诸民族的人群之纯粹的集合），并且属于一个同一的世界，这个世界在第一种意义上是对于我们大家而言的世界。但是首先是处于一个继续发展着的，并且始终继续发展着的，具有越来越新的“我们”和“我们的世界”的实在性东西之世界的形式中的世界。


  这个具有能够最普遍地理解的，并且能够以有效性设定的人群的自然的结构，始终是这样一种共有的东西：人存在着，被共同体化，行动着，总是发现他的文化的存在领域，这个文化的存在领域通过它的人的生活和活动继续形成为一种对于它而言的普遍的有效性之诸存在着的东西，因此是处于这样的存在之相对性之中的，然而却经历一种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实在性东西之世界的涉及一切的有效的并且得到证实的存在。属于这种相对性的恰好是下面这种东西，即每一个这样的人群都作为环境世界而拥有一个地地道道的世界，但是为他而具有，为他们而一致地具有，但因此在这个实在性之全体中，已经再也不与和他们的有效的世界联系着的另一些人群一致了。


  我从我出发展示“我们”。面对在我的人群和另一些人群的普遍的经验和普遍的相信之间的不一致，我能够将什么东西保持在有效性当中呢？我被推动去构成一个新的世界，在以下方面无论如何都是新的，即它将异己的人群和异己的文化作为事实纳入到这个世界之中，但是它并没有因此以接受了诸异己的有效性的方式实行一种综合。我的“被扩展了的”世界并不是通过像下面这样的扩展被构成的，即它在一个种贯通这个被扩展了的范围的所有的人的一致的经验相信之统一中将我的世界和诸异己的世界联结起来。这个地地道道的本源的世界本身如何会允许这种改变呢？显然是由于以下原因，即这个由经验的一致性而来的对我和我们有效的世界具有一个空间时间的地平线，可能的个别的—实在的存在之地平线，这种个别的—实在的存在不仅一定会如迄今为止被预见的那样在迄今为止的样式中以敞开的继续之形式存在，或更确切地说，以可能的经验之形式存在，如果人们一般而言已经作为经验者被给予，或已被预见，这些经验就总是一再地将这些人统觉为像我的民族的人们那样的人们，并因此经验为相应的环境世界的内容。注1188这种敞开的空间时间上实在的地平线在一种不同的规定中包含着通过异己的民族和异己民族的环境世界的占据。但是由此实在的世界一般就突显出来了，并且特殊的人群和该人群的环境世界，民族的环境世界，就突显出来了，其中包括与民族本身相关联的文化本身（首先是具有家乡的文化的家乡的联合组织本身）也突显出来了，在对比当中突显出来了：我们的文化和一种不同的文化。这是通过对已经在具体的第一的家乡世界之构成方面的基础中所包含的有效性的分层而理解的：从被原始地还原了的，具有“自然”，自己的身体，“文化”的“世界”开始；然后是在这个家乡世界中的相应的有效性和对存在的分层，据此能够区分物理的自然，众多的身体，或更确切地说，众多的人，人的特殊的共同体，物质文化。这当然不是说，对于我和我的家乡同伴的我们而言被划分出普遍的单纯的自然之一个固有的层次，和人的主观之层次和个人式的共同体之层次等等被划分开了。对于我们而言，这个世界获得了新的异己的人，但他们毕竟还是人、实在性东西、被赋予灵魂的物体、个人，这些个人一起生活于特殊的共同体之中，形成文化，形成特殊的共同体，此外他们在联系当中，通过其特殊的相信，理论上的相信，价值上的相信，实践上的相信，形成特殊共同体，在这些相信当中，按照特殊的（类型上新式的）生活目的形成文化。我们理解这种东西。这就是说言，它是以处于有效性之中的存在意义而我们本身存在的:就是说，这些实在性的东西通过它的身体和该身体之空间时间上的位置而个体化了，身体作为这种东西是有效的，并且在它的层次上被证实了，就是说，它总是作为器官对一个存在着的心灵的主观起作用，这个主观间接地在空间时间上个体化，但是他在自身中并且就自身而言是以同一的方式坚持着的，并且以意向方式与这个对于它们和对于我们而言都是普遍地共同的自然相关联，并与同胞相关联，这些同胞和我们作为这种东西，作为被经验的和可经验的，都是可理解的。经验之这种共同性涉及实在性的东西，并且涉及周围的人全体，新的领域的这些周围的人被一起包含在他们的实在的个体性之中，而且包含在一种地平线之中，这种地平线从现在起对于我们（这个我们早先曾是所有的人，而现在这个我们就不是所有的人了）和对于另一些人是不同的地平线，他们的存在地平线只是以他们的环境世界之异己性和可理解性之形式被知道，但是他们的环境世界是被指示的环境世界，并且只能间接地由从最普遍的文化形式获得的可理解性而得到解释，借助于间接的手段得到解释。


  我能够使另一些人的规定另一些人的世界（他们作为存在着的而经验的世界）之存在意义的神话式的相信有效吗？使他们的物神、他们的神祇、他们的神话式的因果性等等有效吗？如果我保持我的信仰（他们可能将我的信仰看作是纯粹的神话），那么他们的信仰就是迷信，如果我保持我的存在着的世界，那么他们的世界就不存在。异己的人群对于我而言是作为事实存在的，是作为事实的相信之主观，作为事实上被以为的世界之主观存在的，而这些被以为的世界我称之为是他们的诸神话式的世界表象。我这样称谓它们是因为我在总体上坚持我的相信时，在这些相信的存在意义当中我通过相应的改变而已经有了我的世界，通过使这另一些人在我的空间世界之内有效，只不过是在关于以前预期之报告的情况下使之有效的，这些以前的预期并没有使我们对任何其他人有所准备。


  我是如何做到现在仍然谈论一个对于所有的人——已知的人和未知的人——而言的经验世界的呢？我是如何做到以有效性而拥有这个世界的呢？我是如何通过从另一些民族学习，通过成功的，尽管只是有限地成功的对民族方面的异己者及其环境世界的移情作用而获得一个扩展了的事实世界，并因此也获得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异己民族的人的呢？这个事实的世界对于这些不同的民族范围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不同的世界，而且肯定是这样的不同的世界，即每一个民族的圈子都知道在下面这一点上与每一个其他民族的圈子一致，即他们经验着这个同一的世界，但是每一个特殊的人群都“以不同的方式统握”这个世界，这个同一的世界。那么这种同一性之根据是什么呢？并且只要在这方面存在着真理，什么是一个共同的世界与之相符合的共同的一致的经验呢？如何能够在一个将所有东西都联系在一起的真理当中清楚而简要地表达这个共同的世界呢？什么是真实的存在呢？而且是由处于一个家乡世界之中的一致的经验而来的真实的存在呢？每一个家乡世界一般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的真理呢？在更高的阶段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普遍的，在对现实的和可能的诸家乡世界全面综合中建立起来的真理呢？


  当我从我出发实行总是新的有效性和总是新的有效性阶段时，我是如何构成这样一种有效性的，它在自身中带有所有其它的有效性作为奠基的基础阶段，在自身中带有真正存在着的世界之有效性，并且这个存在着的世界如何充实，如何扩展，如何提高到接受新的奠基，在哪里结束呢，如何理解预见呢，如何理解作为这样一种终止的形式的一种终止的形式之有效性呢，它从现在起在一种普遍的地平线结构内部只允许更详细的规定，并且从现在起已经将一切可能的有效性都作为被预先规定的有效性包含于自身之中了？


  附录XII  语言，判断的真理，环境世界（家乡世界）。以语言方式的传达对于环境世界之构成所起的作用〈约写于1931年夏季〉


  〈内容：〉与在环境世界之阶段上的世界之预先给予性和给予性相关联的述谓的真理之客观性问题，相应的真理之相对性的诸阶段与环境世界之诸阶段相符合，因此相关联的环境世界作为境况。家乡世界与难以到达的远处。以语言方式的传达在一个人性的环境世界之构成中的作用。非常不充分——没有充分说明语言的成就和在语言当中动物的传达和人的传达之间的区分。


  处于其不同阶段上的述谓判断之客观的有效性。这种客观的有效性之借助于自明性的奠立。


  我作为开始的哲学家在这里不实行构成方面的思想就能够说：


  “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所是的东西以及它的存在，就是它由我们的经验（在我们的经验中并根据我们的经验），而且是我们的将所有东西都联结起来的、一致地流去的经验，所是的东西。注1189对于处于我的清醒的生活之每一个时刻的我来说，“这个”世界被经验为一个有限的当前的世界，这个当前的世界在它的后面有一个能够通过回忆为我展示的（尽管只是片面地展示的）过去，在它的前面有一个作为将来的当前之地平线的将来，这个将来将使我的将来的生活变为现实。我的这个环境世界同时是对于共当前的、共过去的、共将来的另一些人而言的世界。这另一些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经验，曾有过并将会有他自己的世界经验。这另一些人属于我的环境世界，他们作为在他们的世界之中存在着的，并同时在我们共有的世界之中存在着的另一些人而属于我的环境世界，属于我的环境世界的还有他们出生，并且有后代子孙，并且在将来属于我的环境世界的有在一种敞开的无限性之中的人们将出生，并将会有后代子孙。就过去而言，也同样如此。这种共有的经验注1190超出我的和每一个人的有限的生活，它贯穿于我们所有的人的生活而延伸着，并且贯穿于诸世代的敞开的链条而延伸着。它也超出我所知道的另一些人和我通过历史而个别地知道的另一些人；它也延伸到能够不确定地一般地估计到的人群之中，这些人群作为民族的共同体和国家的共同体以及其它的共同体，在历史的民族等等名目下都是确定的。此外这个共有的世界随身带有我们的历史不再能够把握的动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的间接的指示，并且也随身带有有关动物的世代，以及最后也许可能的人的形式的世代——这些世代都不属于我们的世代连续，世间的世代连续——之共同此在之间接的已被建立起来的诸可能性。我们的和我们以历史的-世代的方式联结起来的，从我们的当前出发在以世代方式连结起来的历史之统一中逐步地可以进入的，也许仍然将是可以进入的环境世界，有一个自然之敞开的地平线，这个自然作为一个始终仍然是不可进入的“天体学的自然”超越属于这个范围的并且是现实地可进入的自然，然而经验着世界的诸主观之世代的关联能够属于这种天体学的自然，如果一旦在未来的当前之中天体自然之这种不可进入性被克服，并且它能够被改变为一个可进入的近处的自然，这些主观就和我们一起进入到共同体之中（并且也许甚至能够和我们以世代方式联结在一起）。但是即使是那个时候，也将会预先规定，在这些变成可进入的天体的后面还有一个具有诸未知主观的仍然不可进入的远处的世界。


  因此以共同体方式存在着的世界或客观地存在着的世界，就是以这种方式在普遍的经验中被给予的，首先是作为对于我们人而言的一个世界被给予的，——而“我们人”所表示的是一个无限的世代链条，对于这个世代链条我们不可能赋予它以任何开端和终点（对于这个开端和终点我们必须按照是否有开端和终点和如何有开端和终点，将它们作为疑问保持下去），但是在这个世代链条内部，我们有一种任何时候都能移动的，敞开地扩展着的，而且仍能够扩展着的历史，这种历史不仅使我们的人群的环境世界，这个历史的人群的环境世界成为对于我们而言是普遍地确定无疑的，而且它也在进展着的大量规定之中，在我们的进展着的大量的经验知识之中展示出来。在这当中，又区分出对于诸相对封闭的人群而言的诸相对的环境世界，并且最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私人的环境世界，然而所有这些环境世界都联结成一个环境世界之统一（在我们之中定中心的全部的世代链条之统一）。而这种统一本身具有其历史。一方面，有其在一般已熟悉的已知的人的内部的处于其特殊的敞开的无限性之中的未知的人（在每一个相对的环境世界之建构中之个体的东西和类型内部）之内在的地平线；另一方面，有远处之外在的地平线，按照其远处之特殊的样式是已知的，不确定地指示始终不能进入的诸近处东西的远处之外在的地平线。


  因此普遍的世界经验具有一种特殊的结构；它1）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从该人出发被定位，或更确切地说，它是将这个世界作为从这里到那里，从近处到远处，从环境世界到远处的诸世界地被定位的而提供这个世界；2）但是这个世界也作为共同体的经验世界通过以下方式被定位，即对于我而言那些我也通过他们进行经验的其余的进行经验的人作为进行经验的人的被给予，作为直接的另一些人，作为对于他们而言直接的另一些人，但是对于我而言是间接的另一些人被给予，等等。


  这种扩展着的世界经验之无限性，而且也许仍然能扩展的世界经验——借助于这个世界经验一个“无限的”世界（首先是作为无限敞开的世界）被给予我——之无限性，通过对于我而言的另一些人之这种敞开无限的中介而进行着，在这当中立即就清楚，对于我有效的东西，对于这另一些人当中的每一个人也有效。我们，世界经验之这些主观，总是从我们出发，按照其已知的诸现实性和未知的诸可能性而拥有这个无限敞开的世界，每一个人都从自己出发，通过另一些人的中介，并且最后通过另一些人的告知，而拥有这个无限敞开的世界。


  对告知的更详细论述


  属于现在研究的上面这个问题的有经验行为的诸不由自主的表现，这种经验行为是我们能在他们的身上，就是说，在这另一些人的身上，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上看出的，并且以统觉的方式附加给他们的，就像关于他们的生活之间接表现以及在他们生活当中他们的明显地伴随的经验行为，例如劳动的经验行为的间接的表现和在这当中为他们“在此”存在着的东西，作为他们的成果，作为在我在其中存在的这同一的世界之中的作品为他们在知觉上形成等等。


  但是此外还有有意的告知，特别是通过语言的告知。


  将这个共同体的世界、无限的世界提供给我们的共同经验，而且是在被定位的等级顺序中通过生成而将这个对于“所有的人”而言的无限的世界提供给我们的共同经验，并不是在一个行为中就完成了的东西，而是一个生成之过程，而且是生成着成就之过程——这种成就总是已经在自身之中具有了已经生成了的成就，并以此为基础重新继续生成着——，是被动的成就和主动的成就。环境世界至少在最低阶段上就已经作为共同的环境世界通过语言的告知扩展着，部分地更正着，或者被继续规定着，导致越来越多的规定，而语言的告知总是参与世界之经验意义的构造，在这个世界中，我们通过行动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特别是在理论兴趣的行动中，在科学的行动中，生产特殊种类的知识的形成物，在这里，我们称这些知识的形成物为科学的陈述，科学的“命题”，科学的原理，科学的结论，科学的“经验事实”等等。


  任何种类的陈述，正常的、郑重的陈述（不是游戏式的幻想的陈述和其它异常的样式，现在我们也将处于无言的思想之中的独白式的陈述算入其中），都有其形成世界经验的功能，并且全都具有其“客观性”；当然，科学的陈述是一种十分杰出的陈述，在这里，我们的特殊目的就是对它进行澄清，凡是需要我理解的地方，由诸陈述构成的系统的科学，或更确切地说，形成这些科学陈述的科学的主观性，其实都谋求对科学的陈述进行澄清。


  经验产生自经验。经验在其部分是被动的、部分是主动的进程当中，产生作为持久的获得物的认识，这种认识从今以后就能够在重新回忆当中使用。这种认识也预先规定将来能够预期的东西。此外，按照与早已认识的东西的类比，从这种认识当中产生出对新东西的将来的经验；它对于将来进行规定，它是统觉，并且与这种统觉一起对处于一种熟悉的类型之中的新东西进行统握，将这种新东西认识为是房屋（以及这一类的东西，并且已经被重复地经验过），认识为是树木，将房屋的颜色认识为是黄色的等等。


  对于世界的经验从一开始就始终已经是共同体的经验，不管后来这种经验怎样扩展意义，也不管这个世界本身怎样具有被扩展了的意义。世界之存在意义的被定向的构造，在这种构造中世界具有其进入的类型，同时具有其在接受总是新的特殊意义的情况下保持这种同一性的方法，具有一种环境世界的类型，对此我们还必须更详细描述。


  环境世界的类型，家乡世界和关于家乡世界的经验


  我作为经验者拥有一个最近的环境世界，一个近处的世界，这个世界我们比如可以称作家乡世界，这是一个我已经由自己的经验熟悉了的，通过自己的经验本源地获得的，熟悉的，早已熟悉的环境世界。家乡世界是在多种多样给予方式的变换中在个别的类型方面同一的东西。在变换着的现实的经验当中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具有地平线的现实的眼前的当前，因此这种给予方式就是家乡世界之呈现，这个家乡世界在这样一些给予方式之主动性和被动性中保持其同一性。属于这个家乡世界的还有最近处的另一些人，他们与我共有这同一的“家”，就是说，整体来说，他们由自己的经验获得这同一的“家”，然而我们也将直接的经验交流归于这个“家”，在这种直接的经验交流当中产生熟悉的共同的家（在一种扩展了的意义上的家）。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作为他的现实地自己的、本源地自己的经验之家的家，并且在共同体化当中存在着区别。家的所有东西都是作为已知的东西存在的，并且家庭成员在直接交流当中认出它们是属于这个同一的自己的家的，而这些事物并非是没有区别的。这一个人对这些家庭事物知道得更清楚一些，另一个人则知道得不那么清楚，而且这种情况也都是每一个人从这种本源的交流当中“知道”的。因此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这种情况属于内在的地平线。


  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这个早已熟悉的家也有未被展示的地平线，这些未被展示的地平线只有通过偶然的事件，也许是有意地，在实践生活之进展中及其新的目的设定之进展中才展示出来，正如当我想要改建我的房屋，并且为了检验而将未知的地基挖开时那样。一般来说，在这里一些东西对于这一个人会变成已知的、熟悉的——在无损于家乡世界之共同性的情况下——，而这同一些东西对于另一些人则并不是已知和熟悉的。


  虽然持久的类型保持着，特别是处于其个别的类型之中的诸个别的对象也保持着（诸事物，诸工作场所，诸工具，人们和动物也保持着），但家乡世界的内容是变化着的；诸新的对象出现了，从这个经验者之被动性或主动性中重新出现了（也许是通过他的进行生产的活动出现了）；通过经验它们变成了已知的，它们的时间保持不变；另一些对象消失了，变化了，因此处于其暂时性东西之中的家乡世界之具体的类型也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的方式本身一起属于该家乡世界之存在的普遍的类型。


  我们能够扩展这个家乡世界的意义，而且它在经验之自然进程中自动地就得到了扩展；比如带有自己的花园、自己的田地等等的自己的家在这种情况下就得到了扩展，自己的村庄，自己的城镇，同时是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城镇。在这里有助于这种扩展的立即就是，而且正如在最狭窄的家里已经是的那样，在越来越扩展着的家乡世界中就更是，借助于进行告知的陈述而对自己的本源的共有的经验之综合的增补。


  本源的告知作为对于进行理解者之经验的扩展


  最本源的告知是对我直接经验到的东西或我曾直接经验到的东西和另一个人在最好的情况下在他的经验领域中，尽管并不是在现实当前的领域中，拥有的东西之解释和通过语言的表达，而且这另一个人是这样地拥有这种东西的，即当陈述是充分完整的，并且是充分确定的，并且与已经是共有的，以明确的方式有效的家乡世界相关联时，他就不仅能够完全地理解这个陈述，而且能够立即就以一起相信的形式实行这个陈述。因此由于这种告知，他就参与到那个他并非本源地具有的经验之中了；因此他获得了一种第二性的经验（关于由被经验的另一个人所经验的东西之经验内容的经验），对于他来说，这第二性的经验只有极小部分能够通向这同一的内容的原本经验，并且肯定具有它自己的正当性和它自己的证实之方式，即由共同的经验生活之一致性而来的证实方式，在这种共同的经验生活当中，每一个原本的经验都与间接的经验，由告知而来的第二性的经验，以一致性联结起来，并且在进展当中使一致性继续有效地存在下去。凡是情况不是如此的地方，凡是告知——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与我所经验到的东西或者与另一些人曾经验到的东西（按照他的告知，但是很适当的告知）相矛盾的地方，在那里就会从由于相信而接受的态度中产生出不相信；在这里所谓现在存在的东西或曾经存在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或不曾存在的。注1191


  当理解者在理解告知当中立即就以直观的方式设身处地理解该告知时，这位理解者就获得了一种本源的第二性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他仿佛就是该另一个人，因此他就直观地拥有被告知的东西，“仿佛”他看见被告知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仿佛的经验按照其共主观的意义，对于我同样是关于同一东西之可能的经验，因为当我“走过去”等等时将会真正看到那个东西本身。但是陈述也会变成在没有转变为直观的仿佛（quasi）-实行的情况下的空洞理解，而它之所以会成为这种东西，是由于在与家乡世界的关联中已经形成的、适合于其普遍的相对固定的类型学的语言。专名、通名、事实情况等等都是在关于以下情况的空洞的认识行为中形成的，即被意指的东西（我们的房子，父亲等等），如果它们在这种规定当中早先没有被删除的话，就被理解并且一般而言就被一起相信。


  陈述有陈述内容，这种内容在共同体当中能够从个人转向个人，并且陈述有其客观的意义，如果该陈述恰好是每一个人根据情况而说出的和理解的，而且是能够按照同一的意义理解的，并且也许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相信的陈述的话。该陈述有客观的有效性，或客观的真理，如果我和每一个人任何时候都能够确信该陈述的话，不论是借助于原本的经验（知觉和记忆，原本的归纳），还是借助于从实际上是通过原本的经验而形成该陈述的从某人那里接受的第二手的经验，只要这种值得相信的东西和这种被深信不疑地接受的东西今后也得到证实。以这种方式对于这一个人客观有效的东西，对于同一的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也是客观有效的，只要我们能够指示每一个人去参照事物的原本经验这个真理之最后的来源，和另一个人的原本的经验。


  因此我们有与这个家乡世界有关的客观的陈述：


  （1）〉关于个别东西的，关于每一个人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描述式的陈述，不论是直接可经验的还是借助于告知这种间接性，都是已知的，而且是通过同样是已知的途径可达到的。在经验概念之中的规定。对处于相似情况中的相似东西之直接的经验：知觉，重新回忆，本源的预期（原始的归纳），移情作用。


  〈2〉普遍的描述，作为归纳之普遍性东西的类型的普遍性东西；借助于这些普遍性东西的归纳的推论结论。我在告知时，借助于这个“在这些类型的情况之下，一般是如此，在已知情况之这些类型变化的情况之下，这一类的东西一般会出现”，引导同伴去第二手地经验他在他的现实的经验当中并没有通过经验真正地获得的类型的东西。


  〈3）〉此外，思想的成就不仅存在于进行描述的陈述之中，而且也借助于思想的规定而对诸个别对象进行规定，如数值和数，借助于它们，我和每一个人都能够间接地确信，在不连续地连结着的诸当前之中的诸对象之同一性和非同一性（个别的差异）。


  一种通过语言表示的、客观的对“世界”的认识，作为共主观的判断获得物，作为共有的知识，作为共同的贮备之建立，我们将这种共同的贮备当作前提，我们能够扩展它，当每一个人吸取另一些人的获得物，并且将这些获得物告知另一些人的时候，这些获得物及其关于世界的认识就以某种方式扩展了，首先是作为对于个别的生活实践和共主观的生活实践而言的基础扩展了。


  人的告知和动物的告知


  因此我们并不像动物那样仅仅通过自己的直接的经验和异己的直接的经验，并通过对异己的经验相信和对异己的经验内容的共同直接的理解和直接的接受，由综合地联结起来的，相互进行补充的并相互取得一致的经验行为之共同性，就有了一个熟悉的家乡世界，而且我们也没有动物的那种借助于对一个可直接经验的东西之指示的告知，而是有表达，有借助于语言的告知；语言鲜明地形成而且能够充分鲜明地形成作为意义的思想形成物之类型方面的形式，语言同时相关联地指示能够实行的活动，指示能在经验之被动地预先给予性（从前的经验之综合的沉淀物）之基础上实行解释的活动，概念式的理解活动，完整的属于述谓判断之统一的思想活动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涉及的形成物本源地自明地产生出来。在这种告知当中，作为仿佛（quasi）-实行这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之起始的经验的行为——这些起始的经验是这个理解者一般决不曾经历过的经验——的对告知的理解行为，所意味的就是：通过由语言方面的意向而来的指示向他传达一种可能的经验，而且是以被引起的共同相信的方式传达的，并且又传达一种他在确定性方面所没有的东西，和对于他而言通过解释并通过对特殊类型的统握而受影响的东西。注1192


  〈本来还〉应该研究语言在世代链条之中的功能。


  人的共同体生活就这样作为语言共同体的生活而成为可能，这种语言共同体的生活具有完全不同于动物的共同体生活的性质。人的家乡世界——这个家乡世界对于人而言是客观的世界之结构的基础部分，或者对于人而言，在更高的发展中，在总是重要的形式中，能够成为客观世界之结构的基本部分——从根本本质上是由语言规定的。只有通过语言，一个不仅是意义方面的共同的世界，一个具体的当前的世界（在一种被扩展了的意义上，这种意义包含仍然是共同生动的共当前的地平线和过去的地平线，并且在一部分当中包含着生动的将来）才产生出来，而且一个实践的人的家乡世界才产生出来，这个家乡世界的无比广阔的经验范围也在自身中有效地包括通过语言中介的同伴的经验，不仅是被现实地充分地直观地理解的经验和以相信方式接受的经验，而且也包括不充分地理解的或者甚至并非直观地理解的语言的认识形成物，作为这样的东西，这些形成物在凡是需要的地方就都能够得到阐明，并能够被使用。因此在每一个当前之中，经验者都不仅有他的“有意义的”环境世界——这个环境世界对于他而言是现实地在原本的经验中的当前的环境世界、共当前的环境世界，且在作为第二性的和有意义的经验的原本移情作用中，是与他自己的环境世界一起生成的环境世界——，而且有具有语言的外壳的并且具有以语言方式统觉的地平线的当前；属于这个世界的有多种多样的自己的语言形成物和异己的语言形成物，这些语言形成物都具有其新式的有效性、新式的可理解性和新式的可证实性。并且这个环境世界现在是一个在类型上对于所有的人，就是说，对于这些在一起的共同的生活者，都是同一的环境世界。每一个生活者的实践的目的，他的成就的形成物，都由这个环境世界中产生，劳动的，同时也是进行陈述的，总是服务于某种实践的生活，就是针对这些目的和成就的形成物的，在这种生活中，这个环境世界作为以语言方式决定的环境世界，以共主观的方式作为同一的环境世界被充实、被扩展。注1193


  共同体生活在扩展着，并且只要可能的交流能够达到，就在“政治的”形式中趋向于实践之普遍性。实践之普遍性作为相互协调一致的，令人满意的，而且是以共主观的方式令人满意的实践之普遍性。语言共同体之普遍性，陌生的语言之沟通，实践的环境世界之统一，建立在低级阶段上的诸家乡世界之综合结构基础上的更高级次的家乡世界之统一。


  理论兴趣。为了获得力量的知识一般（不考虑由好奇而来的知识）。服务于普遍的合理的、令人满意的实践的，因此是满意的实践的普遍的知识。向着一种系统科学的趋向，向着完全包括全体——处于其可能的扩展之中的普遍的家乡——的，包括其自由敞开的个体类型学和世代类型学的诸客观有效性的判断之全体的系统构造的一种系统科学的趋向。这种普遍的知识（作为客观的知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为每一个人提供关于实践的家乡世界的普遍的认识——当然是这样一种普遍的知识，它必然适合于继续的改造——，并因此为一切实践的计划，特别是为一切实践的可能性提供知识基础，为一切朝向使一种普遍的政治上满意的实践成为可能这种最终的目的和道路提供知识基础。


  家乡世界——非家乡世界。相对性。然而确实有一种持久的区分：人世间的世界和天国世界。不可到达的、永远是非家乡的远处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却具有这样一种远处之意义，这个远处理想上（idealiter）能够被引致更近，能够被改变为近处。


  普遍的世界认识；出于理论的兴趣也包括一切远处东西的这个世界——正如它在实践上通过以下方式生成那样，即家乡世界中的“偶然事件”与那些只是暂时无法达到的远处东西之影响的可以理解的因果性相似——，借助于“天体学的”因果性而变成可以理解的，并且这些因果性东西在实践上变成重要的。诸无限性东西，外在的无限性东西和内在的无限性东西，物理学的世界解释及其证实。通过以语言进行的思想行为而被构成的客观的世界全体之构造，而且是通过被在思想上构成的重复，并且是无限地（infinitum）被构成的重复而被构成的世界全体之构造。


  这种作为精确的认识的新式客观认识，客观的世界，已经是思想构成物，方法之构成物，而这种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是客观的“精确的”科学之课题，在这种科学中，这个客观的世界不仅仅像家乡世界的东西那样被解释，此外还得到更详细的规定。


  彻底有洞察力的科学只是那种将这种方法本身当作课题的科学。关于全部世界之构成的普遍的形式的原理是由重复的诸家乡世界等等之形式原理而来的。


  附录XIII  正常人的共同体〈以及诸相对正常性东西和诸相对异常性东西之阶段顺序。  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同一的世界之问题〉〈约写于1931年夏〉


  对于系统地解释经验之世界的方法的重要思考——超越论的感觉论——，以存在论方式和以构成的-主观的方式的解释，主要是在考虑到正常性-异常性之诸阶段的情况下的解释。


  一个全体，属于这个全体、直接或间接地共同一起活动的人们，都属于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作为同一的世界预先给予这些人的，这个世界是作为同一的世界在心理上被构成的。理想地说：如果这个同一的世界对于每一个人都是现实地被预先给予了的，注1194并因此人们的世界生活与这同一的世界，对于他们而言是同一的世界，相关联，并且如果通过这种继续进行的教化，这个预先给予世界之同一性对于人们而言（一切新出生的人当然也一起计算在内）仍保持是同一地同一的，那就在受过教育的人和未受过教育的人，学者和门外汉等等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我们将预先给予性在最本真的意义上理解为现实的预先给予性，情况就是如此。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真正具有进入到一切存在着的东西之中的通道，虽然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世界都具有一个未知的地平线，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经验获得关于一切未知东西的认识；只要他接受另一些人的经验，或更确切地说，接受另一些人的经验描述，他就间接地获得关于一切未知东西的认识。


  在我们的世界中情况如何呢？在我们的世界中也出现了诸科学，也出现了国家、国家法等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科学，都能够获得关于科学之理论的“经验”，而这就是说，能够重复形成科学理论，能够理解科学理论，并因此能够深入理解、深刻认识正在进行经验的研究者之工作中形成的精神构成物。宗教的象征、宗教的教义等等也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对于处于有关的宗教之中的人而言有进入这些东西的直接的通道，每一个其他的人都间接拥有这种通道，只要他作为非宗教者，或者是属于不同的宗教的，即使只是在不充分地理解的行为中在下面这种限度内理解，即这一类的东西是信仰者在其现实的相信行为中以某种方式实现的东西，相似于一位不懂科学的人具有有关“精通科学的人”的间接表象，对于这个表象来说，未得到理解的命题或半理解的命题和根据都具有充分的意义和实际洞察的力量。就艺术而言也同样如此。听琉特乐器的演奏并不就是听音乐，听由诸单个的和声连结成的音乐，并不就是听交响乐，并不就是听四重奏等等，并没有按照其现实的意义，按照其现实的存在之特性得到交响乐、四重奏。


  一个人群，作为一个以同一方式预先给予了它的世界之中的全体人群的，或者如果我作为现象学家说：这个世界被预先给予我了，在这当中，我本身作为人被预先给予我了，这个人具有关于世界的经验，并通过这种关于世界的经验而具有关于世界的认识，他将另一些人经验为经验和认识世界的，经验这同一的世界的人和认识这同一的世界的人，而且是以超越论方式经验和认识，我与一个超越论的共主观性相关联，这个共主观性以构成的方式共同拥有这个同一的世界，这所意味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同一的世界是什么意思？同一的世界之构成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标明“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的诸主观之特征呢？


  我是科学家。我对科学进行评估，而并不评估关于世界的理论。纯粹由经验而来的世界走在前面。但这是什么意思呢？科学不就是文化之一种形式吗？而文化不就归属于这个世界之经验事实吗？科学之科学上的价值（理论之真理或非真理）——这种价值在有洞察力的奠立当中是作为成果产生出来的——也一起属于这个世界之经验事实吗？科学的历史，艺术的历史等等，我们不能从事实的世界之中驱除处于其历史性之中的文化。


  确实，我们会说：如果我们采取这样一种对世界的态度，将世界当成纯粹由事实的实在东西构成的全体，那么这个世界就包括自然，人们和人们的现实的生活，他们的实在的能力，重复自明性的能力，在综合地重复当中一再地发现同一的东西是自明地存在的能力。诸理论本身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被这个人或那个人发现的理论，因此更确切地说，是进行发现的个人之发现，和另一些个人之事后理解的能力，一起下判断的能力，一起认识的能力等等。与实在性概念相适应的是实在的经验之概念，通常意义上的经验之概念，更确切地说，对物体世界的经验之概念，对人的世界和动物的世界的经验之概念，对植物的世界的经验之概念，对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然（或者古代人的Φύσις）的经验之概念。


  那么和所有其他人一起拥有这个被预先给予了的同一的世界，拥有这个同一的自然，拥有这个以同一些实在性东西，同一些事物，同一些人和同一些人的共同体，同一些文化客体，各种各样同一些实在的事实充实了的同一的空间，同一的时间，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是我和每一个自我只是以地平线的方式拥有世界，并且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提供同一些事实，而只是被预先给予了同一些事实。此外我们根本无意于能够通过重复经验而作为事实经验一个事实上存在的人的人（例如如果他是某个牛顿）在自身中体验到的所有东西，即使是当这个牛顿本身想要将他的生活告诉我们时，我们也不可能像他从他那个方面经验他的生活那样经验。并非所有的事实都是存在着的，这不仅因为在我们运用我们的能力时在使用方面会受到妨碍。一个从来没有从事过科学的成年人不可能随后理解科学的思想活动，并且一般来说，他的生命太短，不可能再在自身中形成相应的能力。但是牛顿或爱因斯坦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也是在这个经验世界之中在此存在的，被每一个人理解为是人，只不过恰恰不是被全面地理解的。这个世界不仅有共有的地平线，而且已经被经验到的个别的实在东西本身在经验中都有其地平线，而这些地平线决不是能够完全达到的。这个经验世界是由可经验的具体的实在东西构成的一个敞开的全体。“我们”大家有一个经验世界，因为我们拥有进入一切实在东西的通道（至少是间接地并借助于我们拥有进入其通道的所有其他人），另一些人也拥有进入一切实在东西的通道，而且这些东西是作为可能的经验之同一些对象的实在性东西，尽管我们和他们并不拥有进入这些实在性东西之一切客观的特征的通道。凡是有人在知觉中和在知觉之直观的变样中将之作为实在的东西具体地提供出来的东西，我就或者能够知觉它，或者我可能已经知觉到它，或者我能够在吸取该人的经验中间接地将之弄清楚（就如同该事物是被知觉到的事物那样）等等。注1195甚至该实在的东西已经处于一种显现方式之中，处于一种直观之中，该直观使该实在的东西个别地以本真的方式或非本真的方式达到直观的有效性，尽管带有一部分地，也许是完全地不可达到的地平线。注1196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是：这个世界如何能够是一个本身确定的世界，因此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肯定是存在着的世界被预先给予，即使按照那些对于许多人是难以达到的东西也是作为存在着的世界被预先给予。我获得了对一个生产性的精神之心理的性质和心理的成就之认识吗？我也许作为唯一的自我获得了这种认识，我是如何达到那种属于每一个人的世界的东西呢？如何达到将我的近处地平线的详细规定用作对于那个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这个人的人的详细规定呢？它肯定不是间接地共同的，它不可能如同一个经验那样被共同接受，并且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它并不能通过移情作用以共主观的经验之一致的关联而被证实或被校正。


  这个我在我的一致的经验中认识为是已经对我有效的世界而进行支配的东西，也涉及另一个人所经验的世界。这另一个人对于我而言被构成为是与这同一的世界相关联的。我并没有将他经验为是以个别方式经验我所经验到的所有东西并经验我们所经验到的东西的所有的规定的；尽管现实的经验之共同点的基础通过移情作用本身作为共同地现实的可进入的东西之领域被提供出来了。这涉及到具体的，描述的自然，物理的自然之诸层次；同样也涉及到身体性，并且涉及到一个小的层次，即心灵的结构、个人的生活和活动之结构，特别是涉及到本能的生活之结构，这种本能的生活过渡到有意识的需求和需求之满足的独特的方式。当我在更深的层次中经验到和认识到另一个人时，在这种转用中并不产生下面这种看法，即这另一个人同我一样实际上拥有进入这同一东西的通道，并且具有与此有关的相应的能力，并且在这个世界的其它实在的事实方面同样如此。我们共同经验这同一些实在性东西，特别是这个被涉及的实在的东西，并且一般而言，我们拥有这个共同的经验世界。我现在就一个实在的东西所形成的每一个经验都有效，只要它还没有被出现的不一致删除，只要它没有干扰共主观的一致性，它就仍然保持对于共同的世界的有效性。另一个人不具有，甚至不可能具有如某人所具有的某些经验，这并不妨碍一致性。因此我的被扩展了的经验对于这个世界，这个是我们的共同的经验世界的世界，继续有效。我作为一个人或许经验的东西，对于另一些人也将是可经验的，而且以下面这样一种方式是可经验的，即如果我（比如就如同在那里它是有关科学认识的经验那样）引入前后一贯性，并且证明这种前后一贯性，而且是以另一些人能直观地理解的方式引入这种前后一贯性的话，就排除了处于类比式的直观之中的间接性和可转用性，然而却能够被理解为是间接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另一个人而言，代替这种所缺少的经验的，就是关于另一个人所具有的“某种”认识的想法，借助于这种认识该另一个人对世界上的诸事实进行预测等等。


  人的共同体——在其中，每一个人都在下面这种意义上经验作为这同一的经验世界之共主观的每一个其他人，即每一个其他人在自己的经验中拥有进入这个世界之一切实在东西的直接的或间接的通道——是一个正常的共同体。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正常的共同体中经验到另一个人和自己本身（经验为正常的人）。注1197在这种意义上，一个民族在对它的世界，预先给予它的世界的关系上是“原始人”，并且在相互吸取经验中是正常地符合一致的。


  因此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处于相同的等级上。肯定还存在着不同的正常东西地概念。在同一的人群之范围内，在感性的经验中和在一切能力中，都存在着差别，存在着低于正常人标准的人（暂时地存在的或持久地存在的，因此第一件低于正常标准的东西就存在于每一个人都可能遭遇到的疾病之中）或者超出正常人标准的人，而且还有持久地病态的人，如色盲者、聋子，等等，同样还有超出正常标准的聪明的人，低于正常标准的人，比如傻瓜等等，还有作为白痴的异常的人。这里涉及的是前面意义上的正常性之内部的类型学。在这里一种平均值被构成，注1198这个被如此这般感性地看见、听见等等的世界，被如此这般判断、评价的世界，被如此这般在实践上处理的世界，通常是被以平均值看待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处于平均值的人们之经验世界，一般地说，经验上属于注1199这个经验世界注1200的东西以及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在这个经验世界中规定世界表象的东西。但是这种平均的世界表象并不是一般总是对这个人群起作用的世界本身。最终，以下情况也属于普遍地众所周知的东西和普遍地一起有效的东西，即存在着例外的情况和超正常的情况，而这些东西仍有一些人是能够通达的，却不是平常的人能够通达的。注1201


  处于平均值注1202这种经验形态之中的世界比起具有进入一切实在的东西的通道的人们之共有的经验世界当然要广泛得多。例如儿童（他虽然“看到”所有的东西，但是对于人的世界和文化的世界仍然“理解”得很少）就并不是成年人的那种平均值之主观。对于每一个成年人注1203而言，经验世界有一种类型学，有一种大家都熟悉的、在实践的行为中总是被依赖的类型的形态。即使是这种东西也必须被构成。一个非常愚钝的人，一个白痴，在下面这个限度内可能是正常的，即他和正常人一起共有一个纯粹的实在东西之世界，但是他像一个儿童，或者比儿童更无知。


  那么现在一切都已经就绪了吗？我们不是处于抽象之中吗?我们不是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分解获得诸种真正的描述的抽象吗？并由此出发，通过诸具体化的步骤过渡到真正的具体世界——作为这样的世界，即我，这位现象学家，能够将它称作是我们的经验世界——，并过渡到对世界进行构成的主观性吗?


  我不是必须从这样一些基本的事实出发吗：即我是世界的主观，我作为人进入到世界之中生活，对于我而言，世界总已经是由存在着的东西构成的全体，由实在的东西构成的全体，我在经验中与这些东西相关联，它们作为被经验到的或以可经验方式为我存在着的“某物”“与我有关”或者“与我无关”，在实践方面它们肯定地或否定地对于我而言成为问题？对于我而言，在这个世界中有另一些人存在，这另一些人同时又是经验和实践之共主观，他们进入这同一的世界之中生活，而且是在实践上和认识上与我共同进入这同一的世界之中生活。这个世界作为对于我们大家而言的同一的世界，作为我们大家在间接的实践的共同体中共同地进入其中生活的世界，按照其存在，是处于对于这个涉及我们（个别地并在共同体化中涉及我们）的行为而言的存在关联中，而我们则是被它以某种东西涉及的主观。这个世界总是由对它进行的活动之现实的涉及行为，作为现在存在着的世界，作为预先给予的世界呈现出新的内容。这就是基本的事实。相关联地，这个世界对于“我们大家”而言的统一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共同处于生活之关联（这种关联是进行经验的关联，进行评价的关联，最后是实践的关联）中的人的统一，正如这个世界本身对于他们——对于我们大家——是实践的环境世界一样。


  家乡世界的情况如何呢？由家乡世界继续进展，处于其以构成方式奠立的形态之中的家乡世界如何借助于分解而得到规定呢？我们可以像下面这样说吗：这个世界作为生活的环境世界，因此作为实践的环境世界，具有一个非实践的地平线，一个未被经验的，不可能被经验的地平线，在实践方面不仅“不起作用”（这已经是在实践方面了），而且在实践方面根本就不被考虑的地平线？这只能意味着，在这个人群之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中以及其生活的环境世界中存在着以下情况，即生活世界保持在一种实践的经验有限性和实践的效果有限性之中，继续进行的经验之实践上的不可能性限制了实践，限制了生活世界，所剩下的只有对一种继续经验之空的想象上的可能性，这种经验作为实践上不可实行的不在考虑之内。比如，一群岛上的居民之生活世界，这群岛上的居民完全是与世隔绝地拥有他们的“世界观念”的，并且是作为有限的生活世界拥有他们的世界的。因此一般而言，在这里可能以不同方式存在着相关的地理方面的限制，而且首先是不可逾越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对于生活世界起着制约作用。但是当一个由人的此在和世界的此在构成的较远地平线（另一些生活世界）已经形成了时，一个处于有限性之中的家乡世界，或更确切地说，一个实践上完整的环境世界，仍然可能（在本质上）保持不变。


  这就得出有关关于的正常性东西和非正常性东西之阶段次序和对“我们的”世界经验和被经验的世界本身之扩展的诸阶段。更确切地说：世界的地平线通过经验和相应的校正和预先规定，总是获得新的占领，但是这种新占领的世界的地平线总是保持着一种敞开性，而这就意味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总是能够借助于作为预先规定的经验一再地呈现新的规定，更详细的规定和不同的规定。我们说，人通过不断的进展的经验学习超越他的相对的环境世界，从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这个世界。反过来，我们必须以超越论的方式说，他借助于一种越来越丰富的意义为自己构成这个对他有效的世界，而且只是借助于一种不确定的地平线对他有效的世界。


  在这种生动的以构成方式的生成当中，这个具体的世界就作为对这些在最普遍的和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正常的人而言的世界以这种相对性建立起来了。这个正常的人不再仅仅是他的家乡世界的正常的人，而且是在诸环境世界之综合的扩展中能够获得人的认识和世界的认识之正常的人。这个正常的人从作为与我一起的本地人的一致的共主观的经验之世界的我的家乡世界出发，对于我，对于我们，并且最终对于每一个异己者，都是正常的，只要该异己者如我一样被理解，只要我们这些本地人作为他的在一致的经验当中被构成的家乡世界之主观，或更确切地说，作为他的本地人共同体的同伴由一致的经验共同体联结起来。注1204


  这样地理解外乡人，这样地统觉外乡人，本身是一种仍不确定的地平线经验；以下情况属于对另一个人之真正清楚的理解，对另一个人之真正的经验和充分地建立起来的与另一个人的经验联系，即我真正地认识到对于他而言当下存在着的他的家乡世界，或更确切地说，他的处于其环境世界的生活之中的，处于其工作、创造之中的家乡的人群，在这个人群当中，这个家乡世界获得了其存在意义，并且仍继续获得其存在意义。这种认识从科学上-方法上产生了作为有关处于其家乡世界之中的人的科学的精神科学，此外产生了关于处于其与相关的环境世界关联的，并且肯定在联系中出现的文化生活之中的人群的科学的精神科学。注1205


  但是原始人不就是一个原始的家乡世界的人吗？并因此不就是在同一的意义上的正常的人吗？当然是。


  但是现在应该思考：我拥有一个最初存在着的世界（在我的童年的生成当中），它是我的本乡人之被一致地经验的家乡世界。如果现在我将外乡人理解为他们的同乡组合的诸主观，以及他们的不同的家乡世界的诸主观，那么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首先就是他们的被以为的世界，于是问题就是，在理解行为当中我如何能够，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他们的（这些外乡人的）经验有效性，并能够进展到他们的家乡世界与我的家乡世界的综合。我如何达到，并且如何肯定能达到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一致性呢？但是我不能从我的原始性的，我的移情作用的，和通过移情作用的我的可能的共同世界的超越论的基础出发，以本质方式研究作为家乡世界的世界一般肯定具有什么结构吗？并且研究一个一致的世界一般肯定具有什么结构——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无论是通过对哪些家乡世界的哪些综合在相对的意义上（由于它的敞开的地平线而是相对的）实现的，都必然以本质的必然性具有这种结构——吗？因此也研究一致的经验之本质的结构，不论是民族间的共有的一致的经验，还是文化间的共有的一致的经验之本质的结构，和可能的相互纠正的行为之本质的形式吗？相对完整的人群的家乡世界方面的一致性，民族方面的一致性，以及其它的一致性，都尚不是普遍的一致性。在连续地得到证实的移情作用之本质中存在着以下情况，即我们这些参与者以共同一起的方式与这同一的世界相关联，属于这个同一的家乡人群。在我与个别的人打交道，但也涉及共同体的个别的场合，这并不排除相互的纠正，甚至肯定也包含相互纠正的可能性。因此这并不是说，我作为世界一致地在经验中所拥有的东西也立即就包含它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我的和其他人的经验和经验一致性之被奠立的一致的综合之部分。问题并不是，在这里谁在其经验之内在性中有优先权，而是处于其一致性之可能的综合或能建立起来的综合之中的两个方面的共同经验之联系的情况如何。如果这种联系建立起来了，甚至在与总是新的人群之综合中建立起来了，那就总还能够提出这种一致性的有限性问题，或更确切地说，这种一致性一再地是一种相对的一致性，并且一再地处于运动之中。经验，个体的经验和共同体的经验，都不会停止。此外还应该思考，在我解释这个以存在方式对我有效的世界时，在我解释这种对我的有效性时，在我想到了作为存在之相关项的一致性时，在我进行纠正时，我所想到的肯定不是作为我的仅仅是私人的相信之世界的世界，而是大家的世界。这就是说，当在我之中理解另一些人的经验和另一些人的一致性时，我承认他们是共同构成我的世界的，只要作为经验的不一致并不导致删除，并且他们的经验对于我而言并没有被揭露为是虚假的错觉。在这里我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从我的经验出发，从直接的真正的原始的经验出发，研究不同阶段的一致的移情作用之诸本质的可能性和能够通过综合建立起来的诸一致性之诸本质的可能性，在进行这种研究时考虑也许可能一起起作用的另一些人及其经验的有效性，由此一个可能的经验世界就能被改画为处于一个经验共同体之统一中的所有的人的以及被联结起来的人群一般的环境世界，而且是处于敞开的无限性之中的环境世界。


  这会得出超越论的感觉论的任务，超越论的“经验图解”的任务，这种经验图解会勾画出所有人的经验结构和所有人的经验世界的结构，这种经验结构能被用作对某些人群的相对一致的经验世界和相对一致的意见世界之批判的规范。属于经验图解的领域（超越论的感觉论的领域）的，有人本身及其意识生活，人群及其被以为的环境世界本身，以及持续着的生活的运动，在这种生活的运动之中，一切共同体的和同乡组合的变动着的生活的环境世界都是在存在和流动当中变化着的，并相对地保持着它的统一性和它的内在的类型学；相关联地，人们的存在方式，人们的处于生成之中的存在，人们的个性，从童年起都在成熟着和继续发展着，与此同时处于诸共同体之中的这个共同体等等也在成熟着和继续发展着。所有这些都是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心理学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但是只要任务是超越论的任务，那么人们就确实会变成超越论的人们，因此会变成诸绝对的主观，而且在自身中已经以超越论的方式构成了一个被以为的“世界”，并且这是相对于他们而言一致的“世界”。同时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他们是作为进行构成的共主观而被涉及的，这个世界在经验的真理当中是我的世界，并且对于所有的共主观而言是同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在诸共主观的经验之可能的一致性中被构成的，因此问题就是，我的经验以及所有超越论的共主观的经验，以及相关联的经验一致性，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在这种已被指出的而且是或多或少实现了的与异己的家乡组合等等的联系中，或更确切地说，在联系结合之敞开的变动性中，导致一种普遍的、永远无限地（in infinitum）继续进行的一致性。


  我们看到，对为我存在着的这个世界之超越论的构成的询问有其诸阶段；最近的阶段是一致的家乡世界之构成的阶段。并且这种研究之形式的东西随身带有以下这种东西，即与此同时对于我而言下面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个问题是，对于我而言的一个异己的家乡世界的某一个为我存在着的外乡人如何构成家乡世界一般，如果正是这种本质上可能的、敞开无限地可能的继续进展，在一个异己的家乡组合之陌生性和证明当中事先已经被指明，并且被澄清了的话。


  第二个问题是对处于诸异己的家乡世界之地平线中的一个家乡世界之批判的问题，或更确切地说，对一种普遍的经验之批判的问题，这种批判应该超越一切综合地结合在一起的诸家乡世界而建立起统一，或更确切地说，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世界。这个问题涉及的不是事实，而是本质的可能性，因此是经验之一种贯穿于诸仅仅是相对的家乡世界及其诸综合之中的无限地绝对的一致性之本质形式。注1206


  已经有一种确定的结构属于家乡世界和家乡组合之本质的形式。每一个家乡世界都有其敞开性，它能够使以下情况作为可能的显现出来，即它以家乡世界的形式继续保持，并在空间时间方面扩展着。属于家乡世界的，首先有被充实的空间时间性之形式结构，有由个别的实在性东西而来的结构（这个个别的实在性东西处于空间时间的次序之中，处于时间化的样式之中，处于空间时间的形态之中），而不仅仅是在空间时间的内容方面的情况：单纯的自然等等这种核心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在这里产生了一些特殊的问题：例如，作为可能的经验的，而且是一种全面一致地进行着的经验之对象的一个自然事物之同一性的可能性之诸条件。


  即使是对处于家乡领域的自然之构成的研究就已经导致构成之相对性：感性上正常地被经验的自然，与一个感性上正常的家乡共同体相关联的自然，和自然之对于处于与感性上正常的人之综合当中的感性上异常的人的同一性。但是个别地来看，个体就已经是同一东西之正常的构成和异常的构成。


  这被转用到家乡之间的东西上。例如，可以想象以下情况，即古代希腊人在与我们现代民族的关系中在某种意义上真的可能是色盲，尽管被经验的自然本质上确实是同一的自然。注1207


  这种真正的自然作为一切正常的（在先前意义上正常的）人群的经验之综合统一，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指导科学及科学之“理想化”，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使对一切相对的，纯粹感性经验上的自然之预期成为可能，并相关联地使这些自然之构成方面的系统成为可能。在不考虑感性方面的异常性事件情况下的正常人的自然会变成作为理念的真正的自然之一个纯粹相对的，而且是“主观的”视角。这个来自现实的和可能的直观的，在一种普遍的“图像”之统一中被思考的自然，是一种纯粹的视角（尽管有其无限性），通过这些视角，根据这种“经验”，直观上的同一性被综合地构成。注1208


  附录XIV  〈关于对世界直观之问题。将异己的经验转变为可能的自己的经验〉（1932年10月2日）


  1）处于进行回忆的变样之中的——处于持续不断的可重复性之中的——我的自我（ego）之原情态的流动着的当前之重复。


  这就得出了处于其“内在性”（内在的时间化）之中的原始的自我学的生活。在这当中诸“超越论的”客观性之构成，世界之普遍的构成，首先是这个“原始的世界”（原始的世界方面的时间化）之抽象的层次。显现着的客观的当前，客观的过去和客观的将来：客观的当前将自身显现为是知觉，一种内在地自身当前的体验，在这种内在的当前当中呈现客观的当前；在内在的重新回忆的变样当中过去显现为客观的过去——在内在的当前中，过去的内在的当前以重新回忆的方式显现出来，但它是作为过去的知觉显现出来的，因此它在自身中带有处于“过去的客观”之意向的变样当中的被知觉到的客观，过去的时间性之客观等等。


  作为自身在此存在着而显现着的东西及其诸潜在的、“进行回忆的”准当前化——通过这些准当前化，这个显现着的客体以其多方面性等等将自己显示出来，本来能够显示出来等等——之地平线，在知觉当中客观地显示自身，“可能的经验”，可能的知觉，可能的记忆等等，作为记忆的变样，在内在领域中能够自由主动地产生的内在性，因此诸内在的记忆——在这些内在的记忆中，由于它们的内在地呈现着的诸变样，客观的当前，并因此被改变了的诸当前，在显现方面客观地构成了——在存在确信之一致性中构成了。此外客体的诸显现之可能的不一致（如记忆之诸内在的显现之不一致）也构成了。最终各种形式的有效性变样也作为幻象（中立性变样）构成了。时间的构成又是通过变化着的重复的构成重复地构成。


  2）移情作用的变样及其重复之参与进来——这又是记忆之变化形式，但却是一切原始的记忆及其变样之变化形式：在内在领域中对处于诸原始的内在领域（这些原始的内在领域具有异己者的原始的内在领域之意义）之形式中的内在领域之超越。在自己的原始性中，这些异己的原始的内在领域达到了“表象”，而且是以对存在的确信达到表象的，通过更高的变样阶段的记忆变样达到“表象”的，这个更高的阶段的记忆变样所改变的正是整个的原始的存在，而且正是在这种变样中达到了对存在的确信。所有先前的重复以及诸重复的变样从现在起又是变样当中的重复。此外这种变样本身之一种新的重复就是：另一些人的另一些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相关联地被构成的客观世界，是作为对于我并一起对于我的内在领域中包含的另一些人以及另一些人的另一些人等等而言的世界存在的。原始的时间空间性变成了所有主观的时间空间性。这些对于作为自我（ego）的我而言的被一起共同体化了的原始性被构成为一个被共同体化了的、具有诸自我主观的共主观的内在性，这些自我主观现实地和潜在地相互在此存在，能够在这种相互在此当中在诸社会行为当中出现，等等。在内在性的这种共同体化当中，有一切个别的主观的原始性东西之世界显现的共同体化，以及恰好是这一个对于所有人而言的客观世界之共主观的构成，就是说，作为在由自己的原始性向在自己的原始性之中“以记忆方式”显示出来的原始性的贯通当中，通过被引起的共同有效性（不考虑情况和校正），在它的现实性东西和可能性东西之中的时间化。我不仅能够支配我的原始的记忆，而且异己的记忆（在一切阶段上，异己的现实的知觉，现实的重新回忆，现实的预期，对于未被知觉到的当前之“可能的”经验，对于绝对不曾知觉过的过去之“可能的”经验，等等）对于我如同对于每一个人一样也都是可支配的。


  示范性的表达当中的问题：“我当然能够，并且每一个人当然能够在自身中形成一个统一的对世界的直观，仿佛世界就是他的自己的可能的经验（处于其自己的原始性之中的经验）之统一。我如何能够提供这种统一的世界直观的有效性呢？它甚至肯定已经作为自明性表现出来了吗？”对这种自明性的批判之问题。


  我在进行回忆时就存在于我过去的自我上和我的过去的自我之意向上的当前上，处于情况之中的、为它显现着的当前上。——我在对另一个人实行移情作用时，我就存在于“我的”另一个自我上，存在于该另一个自我的内在性上和它的诸显现上，存在于属于情况之中的为它显现着的东西上。如果这种情况是以直观性发生的，那么我就拥有记忆之某种意向上的变样，而且在它的知觉领域方面，它就是一个进行共-当前化的记忆，这相似于在原始地一起给予我的客体的诸侧面那里的一种并非以移情作用方式进行的共当前化，当我现在清楚地为我说明它时：在这里当我相应地“走到那里”时我将来会有的可能的知觉，这个没有变化地被想起的客体是决定性的，或者当我从前恰当指引我的知觉行为时，这个被没有变化地被想起的客体是决定性的。如果我不说这些，而是如这个客体看上去会是的那样，我实行准当前化，如果我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那里，那就在这当中同样以地平线方式存在着处于我的诸动觉能力之系统中的潜在性和处于作为诸可能的知觉的诸相关的显现综合之系统中的潜在性。


  在移情作用中，另一个人作为相应的能力-自我，在一种新式的变样中被准当前化。作为这样一个能力-自我，他是在我的原始性中被给予的东西之一种新的“重复”。当我在我的领域中进行回忆时，我说：情况就像是现在我处于当时之中，但是这个当时并不是现在，它是对记忆与在一个可能的记忆系统之内的由诸记忆构成的可能的系列之关联的准当前化。


  这个对于另一个人而言的当前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是共同当前，而且在近处领域我拥有在可原始达到的共当前和以移情作用方式达到的共当前之间的同一性综合。但是另一方面，我作为确定地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共当前所经验到的东西是一种共同的经验，借助于这种共同的经验，我综合地扩展我的原始的已知的东西之领域。现在我对被我经验到的我的客体的认识，或更确切地说，对我的客体领域的认识，伸展得更远了，仿佛我本身曾到过那里，等等。现在我也拥有间接的移情作用，当然是通过间接的告知，比如语言的告知，并且在这里，我达到了超出了我的能力的诸种扩展。


  但我并不是特别就确定的共当前，而是就过去，而且是从这里，获得了有关在当前世界中存在着的东西之诸间接的指示（诸归纳）——正如我预先确信的，在这里它肯定是能够被指出的，能够被发现的，尽管在当前之中它并没有被发现，并没有由扩展了的当前时间中被接受到当下现实地被知觉到的东西之熟悉的领域中。


  我能够设想自己处于与在一个人群之统一中的诸世代的和交流的人群之关联中的一切时代中，处于历史上的一切时代中。我将太阳，月亮，星星，银河等等，“解释”为远处物体，将它们的诸显现解释为远处的显现，肯定有近处的诸显现属于这些远处的显现，如同在我的最近的环境世界领域中一样。我能够设想自己到任何地方吗？我能够设想：如同在我的近处世界中一样，我时而被运动，时而自己运动，即使是远处的空间和最远处的空间也能够通过运动到达——我的实际的能力不足以这样做，它必定是有限的。并且我知道太阳光的灼热，如果我太靠近，我就会被毁灭。——但是即使是一座高炉，我也不可能太靠近。我如何能够借助于一种存在的意义——这种存在的意义对于一切物体都具有处于有效性之中的诸可能的经验之同一的系统——统觉我的原始性之所有的显现呢？并且我如何能将一切显现系统，或更确切地说，一切原始的事物和原始的世界，自己的和异己的原始的事物和原始的世界，都看作是一个由同质的显现系统构成的世界呢？而且是这样地看作呢，即我正是这样地将被施以移情作用的系统所表明的东西看作是近处领域之被施以移情作用的系统，这些系统是我在自己的诸经验中能够将之当作这样的东西而意识到的？


  我如何理解以下情况呢，即我能够直观地将这个世界呈现给我，通过实例说明将这个世界置于一切无限的东西之中，而且完全像实际上诸可能的经验都为我存在时的情况那样？凡是每一个其他人能够经验和本来能够经验的东西，我在随同理解时就这样看待，即仿佛我同样能够经验它们（仿佛我也许只是偶尔受到妨碍）；凡是另一些人从前已经经验过的东西，我就这样地看待，即仿佛我也经验过，尽管并没有真正地经验过，然而本来能够经验过。我的有限的时间确实是不能超越的，即使是在那种我从前本来能够更新的东西中，正如在我将来能够实现的东西中一样。但是我这样做，就像是我有时间的翅膀一样，就像是我有通过所有时间而运动的能力一样，就像是我能够构成对世界的直观的一种统一，一种作为我自己的世界经验的可能的世界经验之统一一样，在这种经验中，我能够在无限的内在性中经历经验之一切无限性的东西。我将我在通往另一些人的道路上所分到的每一种世界认识改变为自己的可能的直接的经验。


  然而这不可能真正是一个可能的自己的原始的经验之系统。能够由我并因此由每一个人无限地（in infinitum）形成的对世界的直观，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普遍的对世界的直观。属于这个世界的人的主观性——即使是能够构成的世界直观也肯定与它相关联的人的主观性——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如果我设想自己处身于柏拉图学园的活动之中（然而我却是当今的德国人），并且我在这种活动中产生的直观只具有对一个共当前的希腊人，或更确切地说，对这一个或那一个学园的学生本身实行移情作用的意义。我在这段历史当中的漫游和在当时的诸世界中的漫游，是一种持续的设想自己处身于其中的活动，并且当时的世界是当时的人之能够理解的环境世界。


  但是移情作用本身可以说是自己的自我和具有其诸显现的自我生活与另一个人的自我和具有其诸显现的自我生活之符合。异己的诸显现是意向方面的变样，它们是内容方面的改变，是与我自己的可能的经验是我的现实的经验之改变相同意义上的内容的改变。如我现在所是的我现在所是的我（设身处地地着想的行为之能力就属于这个我），实际上恰好并不是在被预期的将来，在数千年之后，我设想自己在其中存在的遥远的远处的主观，当时真正存在过，现在存在，将来存在的主观，而是当前的主观，是现在“设想自己处身于其中的”这个主观。在我的过去之中这个进行回溯的设想有一种不同的意义，即“我曾经所是的东西”之意义，而我现在所是的我，同时是曾经所是的我。在另一些情况下，在那里我是拥有这些共主观的，并且在我之中将它们的存在作为一起对我有效的提供出来的，但是是以另一些人的方式提供出来的自我，并且这另一些人是这样一些显现的主观，这些显现在一致性的综合中对我一起有效，但是是作为只有在我的有限的周围本身中我才能拥有的显现而对我有效的，等等。


  通过这种一致性综合，我在经验时获得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诸显现之共同有效性，通过这种共同有效性，这个共同有效的，并且在存在方面能够显示的世界为我们，并且最后为所有人存在，而且我还能够如就我的受限制的自己的生活及其经验领域那样，就他们的世界，而且是就对于所有的人而言的世界，获得一种“理论上的”，不表关切的态度，而且作为不表关切的观察者，在进行“观察”时对存在不表关切。我能够经历这个世界，能够从它的已知的诸可能性，也能够从它的可能性之作用范围获取知识。属于这里的还有人们和作为这个世间的当前的人的我自己。


  但是在这里不是还剩下一个问题吗？


  当关注下面这样一种综合时，这种综合将具有其诸原始的显现地平线的自己的诸显现与直接的另一个人之具有其诸原始的显现地平线的显现作为有关同一些当前的客体之同时进行的显现结合起来，并将我的全部的知觉领域和我的相关的全部的（被原始地还原了的）地平线与该另一个人的知觉领域和地平线结合起来的综合时，当我在这种情况下探讨诸间接性，探讨各种不同的原始的过去东西和将来东西之综合时，这种综合最后肯定就会得出关于这个世界之一种普遍的共主观的显现系统，完全像在我的原始性之中，每一个事物和整个的原始的世界各自都有它的显现系统一样。这个显现系统不仅由于普遍的移情作用中被经验的和可经验的显现系统而增大，而且我们拥有了一个客观的世界，在这个客观的世界中，每一个客体都作为它的现实的显现和可能的显现之统一，每一个客体都有它的由诸可能的显现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并不是诸个别的主观之诸系统的外在的相加，而是在它的能够理解的共主观的综合之中被构成的一种意向上的统一。现在在这里存在着下面这种值得注意的东西和成问题的东西，即每一个客体之显现系统，每一个处于普遍的客观的关联之中的客体之显现系统，如看上去那样，并且显然地，是由每一个自我主观这样地构成的，并且能够被这样地描述的，仿佛它只是一个被无限地继续扩展的原始的系统。似乎确实是这样的，甚至显然以自明性似乎是这样。虽然我们也经常使用移情作用，而且在自然方面也使用它的超越历史的自己的自然历史方面的过去的表现和将来的表现，但是我们却获得了一种统一的直观，这种统一的直观将现实的自己的经验可能性和诸经验可能性结合在一起，而且是在对其有效的意识中结合在一起的，这些经验可能性并不是我们的经验可能性，然而却被这样地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仿佛它们就是这种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如何能够对我们起作用呢？就诸异己者的主观之经验而言，它们至少是这样一些可能性，它们对另一些人有效，并且在关联中连带地对我们有效。但是虽然我们将诸异己的主观之经验与自己的现实的经验结合起来，但自己的经验并不由诸异己的主观之经验而有效，而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另一些人的存在仿佛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当我们比如说按照在佛那里所学到的——而佛经过数千年一直保存到当前（如人们所说的）——不管怎样不完善地为我们构成关于无花果树的生长和诸相继的存在阶段的一个进行回忆的直观时，或者为我们构成关于罗马人的如其从罗木鲁斯时代起直至当前所是的那样的进行回忆的直观时，情况就是这样。当然借助于这些东西我们要说的是——尽管是假设的虚构——，罗马人会被处于各种不同发展阶段的其他人这样看待，或者本来会被这样看待。但是我们的统一的直观确实并没有将对另一个人的直观构成整体，尽管我们的直观是根据同一的信息，关于另一些人的信息，构成的。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直观方面的变化之统一，这种变化并不具有不同于一个有限的由我们本身在我们自己的原始性中看到的过程之变化的性质。


  至于建立在自然历史之上的对自然的普遍的直观，它并不关心向我的出生之前回溯的对于过去的直观之不可能性。


  这种使自己直观到世界和一切世间东西的方法是在正常人的共同体之范围内的世界直观之朴素继续吗？即使在这里也不清楚，诸正常的直观之共主观的综合如何被还原到在自己的正常的原始性之中的一种被任意继续延伸的并且最后是无限的直观。


  一种这样的“对世界的直观”之形成是如何被引起的，它是如何能够得到保持的——如何能够对它进行批判，它能够在其中应用的那些界限是如何变得可以理解的？


  附录XV  〈难以达到的自然之准当前化和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注1209（1931年〈8月或〉9月）


  天文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地球时间的自然通史，种系发生史等等。


  人难以达到的世界，难以达到，是因为人的有机的身体性受因果的环境的约束，这个环境之类型方面的变化会破坏有机体的此在。人和动物不可能在之中生存的世界之领域；另一方面，星球作为属于自然之统一的物体，属于无限伸展的自然之统一的物体，在有利的环境世界的条件中，作为居住地，有机的生物，动物，人，能够在其上生活。


  当以下情况属于有机的生物之存在意义，即它们是受环境世界制约的，因此关于自然之远处领域的一切“感性的”表象都是不可能的时，那些肯定是由关于近处的东西的经验，由“感性的”经验获得其本源的意义的事物，如何是可经验的，如何是可证实的。尽管如此，我们对于这些难以达到的东西不是也使用关于近处的东西的经验表象吗?我们不是像想象我们近处的物体那样想象天体吗？我们不是保留了透视吗？我们不是也在物理学中为我们形成“模型”吗？在这里肯定不可能谈论能见度等等吗？我们不是就像我们由现实的经验出发想象熔化的金属等等那样想象在非常高的温度下地球流动的状态吗？固体的东西能够变成流动的，能够熔化，注1210但是现在这个固体的地球也能够熔化。我是以下面这种指示这样地想象熔化的，仿佛我真的在那里，并且看到这种熔化——同样我能够想象在冰河纪的结冰，或者想象鱼龙，仿佛我在海中（在这样的温度中我不可能生活），我游泳，我看见这个巨兽，正如就这个海而言肯定也是这样，就如同在一些非常深的层次中一样。我用双眼看这个被指示的动物，我对它进行理解，在这里我也许会这样说。


  在其中仿佛被经验的东西被构成的那种行为是一种什么样的仿佛使直观到的行为——仿佛看的行为，仿佛经验的行为呢。我存在，我通过使旧的东西继续有效的行为并通过按照与旧的东西的类比而对新的东西的进行统握行为在持续不断的统觉当中进行构成，在持续不断的类比当中进行构成。我谈论形态，谈论大小等等，仿佛所涉及的是我或者我们能够将其变成近处的透视，变成最好效果的诸远处的点，或者是诸远处的透视等等。这个“仿佛”意味着什么呢？如何将这个被扩展了的构成理解为是构成呢？理解为是在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是这同一的东西之“显现”的进行视为同一的意义形成呢？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指示”呢？这是一些什么样的“类比”呢？它们确实是有关熔化等等的指示吗？因此我从已知的东西向未知的相似东西推论，从直观上已构成的东西和直观上能够构成的东西向相似的东西推论？与在移情作用中的准当前化相似。但是在这里不是有一个自我被一起准当前化了吗？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自我一定是以身体的方式在此存在吗？但是正是这种情况应该被排除掉。我必须问，以何种形式被排除掉。我通过准当前化和指示了解到一个人的炉灶，我相信这种情况。但是我如何能够相信呢？仿佛我就在那里。确实，我只有通过“仿佛在那里”才能够拥有另一些人。但是我并不在那里，我在这里。


  在在这里的我的身体与在那里的他的身体的类比当中，这种“仿佛”不是已经就起作用了吗？只有借助于这种作用，我才得到了该另一个人的内在的身体？确实，我不可能同时既在这里，又在那里。我能够预先想象我走到那里，于是我就会在那里。我能够想象我将一个近处的事物移动到那里；我不可能将这个近处的事物真的带到零点，我不可能将我的身体移开，但是我能够“想象”将它带到零点，并且“想象”将我的身体移动到那里去，因此现在统握为在空间中被移动到那里去，在与我的内在的运动之符合一致当中移动到那里去。我不可能经验到这种东西，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准当前化，这种准当前化是知觉之变样；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又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变样。


  炉灶。这种准当前化并不是将一种现实的知觉准当前化，而是将一种知觉的变样准当前化：它使某物间接呈现（连带现时化），它首次使对异己者的生活之通过移情作用的间接呈现得到间接呈现，并且其中也使被他知觉到的，被他经验到的世界之间接呈现得到间接呈现。它也被准当前化，并且仿佛我知觉到这种被准当前化的东西，或从前曾知觉到它，然而对于我而言它却是不可知觉的。在这里，我们以一种新的间接性拥有诸被间接呈现的仿佛知觉，拥有借助于一种动因被间接呈现的东西，这种动因在一种贯穿于准当前化的呈现当中和结对当中有其依据。


  借助于一种来自以前的经验的意义对我当前所经验的东西之统觉。这被看作适合于一切统觉。统觉是本源的，具有本源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是过去，因果性的结果和将来。统觉作为工具。首先是这个工具之为了我的目的由我的行动和我的利用而产生。但是因此它并不在移情作用之中。我如何坚持一种统觉呢？它的意义已经在改变着？“对另一个人的指示”。因此另一些人首先是直接地通过移情作用被给予的，并且通过移情作用该另一些人的知觉等等也被给予了，他们的被扩展了的现实的和可能的领域也被给予了。借此我拥有了被改变的方式的准当前化——移情作用。但是在移情作用中我拥有了在对另一个人所能做的事情之准当前化当中得到解释的能力的地平线。


  文稿15  有关移情作用的理论，也是根据对身体之详细分析。〈想象进入其中，结成对子的联想，回忆之变样〉（1931年8月或9月）


  对于身体之构成还必须给予相当多的思考。我不可能全面地、完全地看到我的身体，但是通过对自身的触摸，身体被构成了，并且视觉上的形态间接呈现出来了，因此头的形态和双眼的形态也间接呈现出来了，因此整个的物体也间接呈现出来了。


  我能够如同围绕我的纵向的轴转动一样想象：我如同看到我的肚子一样看到脊背。当我坐在这里时我也能够想象，我的背面看上去是怎样的，正如当我坐在这张沙发椅面上时我能够想象，我后面的书架看上去是怎样的，或者这张沙发椅的面看上去是怎样的。我能够站起来，并且能够观察它，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看到它，就是说，看到在我站起来以后它是怎样的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变化，那时它如同现在一样，它未被看见，但是现在在视觉上已经这样地表现出来了——一个未被看见的外观。


  在没有被看见的情况下，我的背面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即仿佛我能够将我的头这样地向后弯曲（仿佛我具有长颈鹿的脖子，但却是一个完全可任意想象的长颈鹿的脖子），即我能够任意地观察我的脊背。而且我还能够任意地观察我的头，仿佛我有彼此独立地起作用的眼睛和眼睛的动觉（长在眼睛臂上的眼睛），以致于我能够这样地到处观察自己，并且双眼本身也能够相互观察，就像我触摸自己一样，就像一个触觉肢体触摸另一个触觉肢体一样。


  但是根本不应该思考，躯体如何具有其感性事物东西的层次，而且不论有关的感官是否起作用，都具有感性事物东西的层次。事物是在触摸行为中被给予的，但是拥有其外表的东西未被看见。我在触摸的行为中拥有变化着的给予方式，但是我将它经验为没有变化的，而且它预先就已经具有了在稍后的位点中作为在触觉上属于它的而出现的东西。它被“间接呈现”，而这个被呈现的东西总是与被间接呈现的东西一致地流动着。在这里，它就是在有能力的动觉之中的借助于知觉之潜在性东西的一种构成。视觉上的东西被预期，我通过触摸所提供的对象，或者在黑暗中我用手抓住的对象（一般而言是未被看到的），唤醒了看的行为之可能性，并且在可能的看的行为的情况下由视觉领域而来的图像就利用了看的行为。这个视觉上的看的行为之一个片段作为突出到可能性之中的东西会变成生动的。


  但是在对我的物体所进行的说明当中情况如何呢？在这里我肯定在我的物体本身上形成了一种作为进行构成的能力的有限的能力。我给我的脊背抓痒，并且我通过视觉上的间接呈现“看”我的脊背，然而我毕竟并不能看到它。为什么我的身体没有一个视觉上的有限的层次呢？或者什么东西提供给这个被预期的显现方式以它的由我的进行经验的,进行看的能力而来的功能意义呢（在这里它确实不可能是被预期的现实的可见性东西）？我如同拥有其它事物一样明白地拥有我的身体物体，而这种表象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进行经验的表象，在自身中带有有效性的表象。但是如果这种有效性是由另外一些意义的源泉而来的有效性，那么我怎么就在这当中肯定发现不了它呢？现在我确实知道，它如何借助于这种看的行为而存在，并且借助于对我的背部的可能的触摸行为而存在，并且我确实知道，这种触摸的行为首先并不一定等候一种走过去的行为，并且知道，在这里存在着关于被持续地看到的东西和被持续地触摸到的东西等等的持续的指示。正面结束了，因此只须等待使进行触摸的器官转变方向的动觉。因此，只要我使共主观性不起作用，对我的背面的直观当然（eo ipso）就应该作为是由别人的而来的被以抽象的方式排除掉吗？但是对于移情作用而言困难不就正是理解在相应的呈现的能力对于我而言缺乏的地方间接呈现如何能够成为可能吗？


  我们以“外部事物”的方式拥有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具有以下的诸阶段：


  1）静止之构成，第一阶段的静止——在这里尚没有任何关于实在性的东西，而且这种静止在构成方面与我的使看的动觉保持静止相关联，并且在这种意义上与我的静止状态相关联。静止作为静止着的“事物”领域的整个的知觉领域的静止。关于静止的各种不同的感觉在起作用；触摸的行为能够“伸展得”比看的行为“更远”，并且反过来。看的行为能够“伸展得”比触摸的行为“更远”。


  2）当我改变我的位置时（通过行走），静止之构成。


  3）静止之改变，个别的静止的东西在我在动觉上保持静止和不保持静止的情况下改变其显现方式；运动之构成，静止的东西向运动过渡，作为诸可能的静止之连续的运动之构成。因此是在我的静止状态中的，并因此是在我的位置的改变中的运动之构成。一个运动着的客体之在双重意义上的构成，借助于分裂的构成。变形和没有变形。与分裂的关联。有广延的大小之构成，作为边界的图形之构成，变形——边界的运动等等。在这里分裂意味着连续关联着的诸部分（在一个连续的整体之中的诸部分）之显露以及这些部分之由于质的变化而重新突显的出现，最后，由于运动，早先的诸部分分别地走向一个现在是静止的形态，这个形态在它那个方面能够进入到运动当中，并且作为形态能够变化。


  4）变化之因果性，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使适合的变化之因果性。静止之构成及其实在的-因果的属性之构成。


  现在关于身体之构成。


  根据1）最初的“静止”，即那个在我的静止状态中构成的东西。当我使一切动觉停止时，我关于我的身体就有一种未被改变的现象，就如同在外部事物那里那样。当我仅仅运动我的手时，并且在触摸的功能当中拥有我的手时，我关于我的整个其余的身体之所拥有的东西就与在一个事物那里所拥有的东西相同。如果我仅仅运动我的眼睛，那么我就又如同在一个外部事物那里一样会拥有一个静止的现象——关于我所看见的东西的静止的现象。如果我同时进行看和进行触摸——那么我就触摸那个我通过看不可能达到的东西。但这同样也是在未被改变的，特别是静止的外部事物那里发生的。


  但是我也拥有我没有触摸的“处于静止之中的”被看见的“事物”。一个触摸的行为不可能达到的“事物”，作为视觉上的事物，看上去与一个可触摸到的近处的事物相似。在这个可触摸到的事物那里，属于它的恰恰是能够触摸，而且是按照被引起的不同的动觉之“距离”而能够触摸。如果距离是一个较大的距离，那就没有这种能力。我在看的时候单独地拥有一种作为“所见事物”之“静止”的结构。但是不同的所见事物借助于“距离”区别开了（在对光和影子，照射之不同，进行简化的抽象的情况下），这整个的视觉上的客体领域是一种有距离的地形地貌。这种视觉上的东西是以动觉方式构成的，但它恰恰是视觉上保持不变的东西——在这个“静止”之领域之中保持不变的东西。注1211


  因此我通过行走的行为就已经拥有稳定的位置系统了，在这个位置系统之中，我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地运动着。我借助于被运动而拥有作为自然因果性的物体的我的身体之实在的存在。


  被运动的执行是借助于与一个我已经经验为被运动（在较低的阶段上）的客体“取得一致”而得以实现的。这种取得一致是什么呢？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被动的一致是什么呢？是这样一种在一起的方式（这是我能够建立起来的），在其中，“被结合的东西”保持其对于我而言的定位，因此似乎是静止的，并且只是作为静止的东西在它的位置上经历着变化，也许还经历着旋转。这种在本源的领域中任意地建立起来的变化将被经验的运动变为“静止”，而当这种“结合”被从我解开时，静止便随即变成运动。但是我仍还能够在这条道路上运动，而这种运动在运动当中获得一种更高阶段的变样，这种变样也仍然应该被注意到。


  关于移情作用


  由于被运动的经验和被运动转变为静止或者转变为自身运动等等的经验之完成，下面这种特殊的表象方式，即当我的身体在那里时，我的身体，以及作为透视的运动的我的向那里运动的表象，也变成了可能的吗？并且对镜像的理解行为的情况如何呢？它属于这里吗？或者所有这些已经就是移情作用的结果了吗？


  我的身体与异己者的身体之相似性，或者反过来，异己者的身体与我的身体之相似性，如何也许会实现，以便成为有效的？这是根本问题。这肯定是主观方面的相似性，这肯定是联想。两个事物，两幢房屋，这幢房屋从这一个方面看，另一幢房屋从另一个方面看，这另一个方面看上去与正面是完全不同的（不管我们想怎样设想）。如果我没有全面地了解这幢房屋，我就不能断定它是同一幢房屋。结对的联想之直接的有效性只有通过真正地“被看见的东西”才有可能，并且由于侧面移动而产生的诸种变化肯定是这样的，即发生了部分的复合一致，同时发生了对被指示的诸侧面部分之生动的唤醒。


  以统觉方式进行的转用——如果这种转用发生了，在这里我在一个东西上所了解到的东西，我事后不是肯定会在另一个东西上发现吗？出于习惯的推移不就是：相似的东西和共同的东西坚持到底，而差异则被取消吗？并且如果我已经以统觉的方式统握了所有东西，那出于习惯的预期就是：一种共同的东西被保留下来，而差异则被排除。


  如果现在“另一个人”被看见，他的被看见的物体和我的被看见的物体如何能够表明是结成对子的？我的手和他的手，我的双脚和他的双脚，在近处的空间中的另一个人的适当的位置上，它们看上去是相似的。这就足够了吗？我能够触摸这另一个人——“肉体上”相似的物体性东西，我处于静止之中，他在那里同样也处于静止之中。在这里，我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吗？在这种情况下，我时而在这个距离上，时而在那个距离上拥有处于其一切改变了的外观中的，处于其诸侧面之以透视方式的给予性之中的另一个身体物体，并且它始终是像我的身体物体这一类的东西——在物体方面。因此像下面这样说不是恰当的吗，即“处于任何一个空间位置上的我的身体”的外在的表象，作为以透视方式进行的表象，只有在通向作为与我的身体一起被认出的物体的另一些人的身体物体的道路上才能实现？对于我来说，这个表象总是一再地造成困难。在这里没有解决的办法吗？


  我的身体并不仅仅是作为物体被构成的——它正是作为我的器官被构成的。它并不是被归纳的，如同一个被经验的、被知觉的、被自身给予的不同的事物被归纳为对于我而言能够自身给予的东西，能够知觉的东西，而是仿佛我在那里：那里的那个物体是一个相似的物体，仿佛我的身体在那里那样。


  并且当我在那里将我想象为是存在于那里的一个相似的物体之中的，并且仿佛我就在那里，在那里在一个现实的物体之中，在一个现在现实地在那里存在物体之中，执行着相似的物体方面的运动，仿佛我存在于那里时做了某件事情（仿佛已经做了某件事情，比如当我取代另一个物体而以身体方式在那里存在，事先已经走到那里，等等），进行知觉时眼睛、手等等会运动，在我与由那里如此这般呈现着的事物打交道时，以对于我而言自然的熟悉的方式行事。


  我将我想象进另一个身体之中？一般来说我能够做到吗？如果我实行一种进行想象的仿佛-我-拥有-那里的-第二个-物体-作为-我-身体，我能够想象我的身体变成了对于我而言的这另一个身体吗？仿佛我将它作为身体来拥有，而这个身体事实上是另一个物体？这不是就意味着，我离开了我的物体而转到那里的第二个物体之中吗？但是我的身体能够移开吗？并且另一个身体能够被强加于我吗？或者我的身体能够被从我裁下，被从我裁走吗？为此我就被给予任何一个其它的物体吗？我不就是所有为我存在着的东西之主观，首先不就是原始地为我存在着的东西之主观，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是与我的同一的身体性东西不可分割地在一起的，作为以身体方式对所有为我存在着的东西和能为我存在着的东西进行知觉的？那另一个身体在裁下前和裁下后的同一性不是以我的身体为前提吗？就设身处地-为-另一个人-着想这种说法而言，确实如此，就此我们也可以说，想象自己进入另一个人之中。这种说法的好的意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说法不可能说改变，而是当我是我所是的时候说“想象”、设想，然而与此同时我根据异己的物体之显现会意识到仿佛-我-在-那里，与此同时会意识到，那里的那个身体与如果我在那里，处于我现在所具有的相同的和物性之中，从这里看上去我肯定会是的那样的显现相似？在我们的情况下，我如何由这里出发而达到另一个人、另一个身体、另一个自我的现实的可能性呢？现实可能的是，当另一个人，当另一个人的物体的身体离开他的位置时，我走到他所在的那里去（或者正是被移动到他的位置上）；我能够这样地将我置于每一个事物的位置上，我能够想象该事物被移走，我被移动到它曾存在过的那里去，并且我能够想象我的物体与那里的那个物体以某种方式达到符合一致，不是作为现在同时在那里存在的可能性，而是相似于我在一种在向完全与我相同的东西，完全与我相似的东西的直观地进行比较过渡当中，获得一种推移，即使是在视为同一的情况下也获得一种推移。


  那么与此相对比，移情作用的新东西是什么呢？我说，这就是一切联想——原本的联想，断定的联想，不是在纯粹的想象这种仿佛之中进行的联想，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种联想而言，一切对于本源的联想有效的东西，恰恰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本质固有的统觉——存在意义之转用，因此是真正的根据感觉，只要在感觉中存在着存在有效性之意义。注1212


  联想之结对是一种相互间的“推移”，并且相互结对者的每一个都在自身中以自己的方式拥有具有相关能力的假设的有效性，因此这种结对者的每一个都从这一个到另一个地相互转用——被动地，毫无困难地，突然地相互转用。这当然并不是说，曾经接受的有效性必须得到保持，能够得到保持，这种有效性在这些情况下肯定仍然是具有假设的地平线的有效性，虽然在转用的瞬间具有确实性，但是就地平线而言恰恰是假设的确实性。一切按照类比的“仓促的”，证明是错误的统觉，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这其实是一种同义反复）。经验之进程表明，这种有效性——只要它完全是由转用而来的，因此是作为直截了当的统觉而生成的——超出它的“正当的”界限而向外射去。我们说，只要“现实的类比”足够，只要它是正当的，就能够回答：只有经验能够表明“真正的类比”在这里总是意味着的东西，即预期的实现和失望。凡是我在这一个部分上由经验真正“知道”的东西，凡是作为被证明的有效性存在于我对于这一个部分的统觉之中的东西，都是可以相互转用的。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我确实只拥有相似的东西，并且在更详细的获知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以下情况，即只有前提当中的一部分能够通过证实而转移到这种类似物当中（即能够在类似物当中得到坚持）。反过来，向另一个类似物上的反向地转用同时能导致能坚持住的类比之诸新的因素，尽管有诸被显露出来的差异。


  在我们的移情作用的情况中，我以在这个唯一的物体性的身体事物之中存在着的自我（带有一切属于这里的东西）之意义为我构成，以熟悉的方式为我构成，并由我的生活经验而构成。这是一种被构成的有效性，当然带有一种敞开的有效性的地平线；形成意义的、并将我作为心理物理的原始统一而进行构成的经验肯定继续进行着。


  另一方面，那里的那个物体性的身体对于我而言是唯一以处于其由诸外部物体构成的敞开全体之中的外部物体这种意义为我构成的，即如同它出现在这种结对之中那样被看待的。在我经验到那里的那个物体的地方这种结对就会出现，而且是当下立即就出现，而且是以一种使本源的结对成为可能的显现方式出现，注1213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种相似性之纯粹的变样中，在物体一般之类型的范围内，身体性东西以及一切属于它的东西，只有通过统觉才被从它转用。当然，当我的物体式的身体对于我而言恰恰是现实地作为物体被构成，而且持续地被构成时，这种转用就立即被证明。这是第一个关键之点。另一方面，这种特殊的身体性东西和这个“我存在”，由我出发而被转用到这个身体上，而且进行类比。我的自我和我的存在等等并不是在这种字面意义上被转用的。


  在这里达到了第二个关键之点。我正是由经验而为我构成的，并且是在一种地平线中，在一种经验的样式中为我构成的，这种经验样式是由从前的经验预先规定的，并且我是作为这种包括过去、将来和生动的现在的样式之自我而存在的，在这当中我拥有作为原本的意义的我的意义。原本的生活之“相似性转用”，在身体中存在（借助于这种进入正是我真正经验到世界之中的存在而原本地在身体中存在）之相似性之转用，进入其中生活之相似性转用，进入其中经验之相似性转用，进入其中行事之相似性转用等等——就立即被取消了。注1214但是它是如何继续发生作用的？不可能的呈现如何会变成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间接呈现呢？我能够为我清楚地说明每一个统觉方面的呈现。假定外部事物一般和每一个个别类型的外部事物都能够借助于原本的经验得到充实或者不能够借助于原本的经验得到充实。但是移情作用之统觉上的假定则是这样一种假定，它原则上不可能通过原本的经验得到证明。原始的领域是对于我而言以原本性被经验的东西和以原本性可经验的东西之全体，在这个全体之中包含着现实的和可想到的一切可原本经验的存在，和一切可想到的可原本地经验的行为，我们说：“可原本地假定的”行为。并且每一个行为，因此一切一般总是能原本地为我显示的东西，都有作为这一个绝对的唯一自我极的我。因此当我在这个领域中通过原始的构成而作为我的身体之自我存在时，因此作为心理物理的存在者存在时，这个自我是以绝对的唯一性出现的，这种唯一性绝对不会使任何众多成为可想象的。这个自我之唯一性作为在身体中，在“这个”身体（这个唯一的身体）中存在着的，并不是一种将其它可能性搁置起来的事实。在我的原始性之中的第二个自我——这第二个自我意味着第二种生活，是我以原始性意识到的——作为以心理物理方式存在着的而意识到的，是第二种原始的存在，不管它现在是在我自己的身体中存在，还是在另一个身体中存在。但是不管我可能怎样说，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已经经验到我的人格之中的一种断裂，或者不管一种人格可能怎样断裂，所有这些断裂都是作为这个同一的并且贯穿于这些断裂而保持着的自我极的断裂而发生的。这个存在于身体之中的，存在于这个原始的身体之中的自我是同一的自我，是存在于这种生动地原始地流动着的生活中的自我。因此在这个领域中并没有作为身体的第二个身体，并因此作为存在着的第二个自我可以被假定，不可能通过可以想象的原始的统觉（具有其诸可证明性的统觉）而假定，不论是通过现实的知觉，还是通过任何一种原始的准当前化，如重新回忆所是的准当前化，都不能假定。


  那么一种作用，一种统觉上的呈现——这种统觉上的呈现作为呈现是准当前化，并且能够被清楚地说明，但是不能在有能力的运动当中被原本地证明，不过仍能够被证明——究竟如何能够在这个原始的领域中产生呢？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我的身体与外部事物性的存在（这种存在确实本质上是以不同方式被经验的和可经验的）之相适应已经预先给予了，那么对于我来说，我的身体物体能够被看作如同任何其它事物物体一样的一个事物物体，由此我的身体与任何一个物体之个体的类型方面的相似性结对就实现了。因此首先应该思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个体类型方面的结对。我的身体对于我而言是作为一种多肢体的统一被构成的，这些肢体是我的身体器官，这些器官通过我在它们当中持续的支配，时而个别地，时而共同地供使用，就纯粹物体性方面来说经常被以特殊方式拿起来。我的身体因此总是作为这样地被分节了的，在这种分节当中最熟悉的，而且总是这样地被统觉的统一性、统一之中的多样性，就被意识到了，而且是在指向纯粹物体性的抽象的目光指向中被统觉到了。因此与一种外在物体的个体类型上的相似性所意味的就是，它恰恰是作为一个这样的多肢体的统一被统觉的，并且它根本就不是像处于其分枝之中的一棵树那样的多肢体的统一；我的身体对于我而言，即使是在它的双手，在它的手指、它的双臂、它的双腿等等之中，也是以个体类型的方式存在的，而且对于应该能够被统觉为身体的第二个物体而言，在相似性方面我将这当作前提，在整体之个体类型的相似当中和被拿来的诸部分之这样的相似当中，我将这当作前提。


  此外属于这里的有自己的身体之运动和变化之个别类型的东西和个别的、联合的或分组的身体之诸肢体的运动和变化之个别类型的东西，正如它们恰恰是以类型的方式属于自我的心理物理的存在之方式一样。在我这里这种类型恰恰属于我的存在，没有分离地属于我的存在，它“属于”这里。这种存在作为休戚相关性之熟悉的统一的存在只是由构成之统一而来的存在，这种构成在每一个生动的清醒的现在都现实地作为原本的经验而存在，作为具有其肢体的身体之内在地原本的、通过流动而进行着的显现行为处于某种心理物理的状态之中，处于某种原本地进行着的自我式的存在行为之中，并且同时处于被构成的或被统觉的（知觉方面的）归属性之中，而身体方面的多种多样的造型（这些造型具有某些运动与变形等等）之某些方式在其类型学之中进行，就是说，这样地进行，即所有的东西都作为类型上熟悉的以知觉方式进行。注1215


  我在那里的那个身体上发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类型学，它与我目前在我的身体性上作为知觉的类型所体验到的类型学相比发生了变化，但是这样的一些变化，它们以熟悉的方式属于我的唯一的身体（因此从一开始就是以地平线方式在我的对自己的身体的统觉中被一起统觉的），因此它是一个类似物，而且是我的自己的身体之生动的类似物（知觉上的类似物），是我的物理的身体性之知觉上的类似物。


  现在“联想”加入进来了，联想不外就是这种相似性起作用，就是恰好存在着结对、推移和统觉。但是我的身体只是在一个层面上是感知性的物体，这个物体具体地是身体，是我的进行支配的自我之身体，而这个自我是我的普遍的原始的领域之自我。在这里，这种统觉不可能是在它之外的（因此是在异己的身体物体在其中存在的那个原始的外在事物性东西之中的）某种存在着的东西之指示，作为该存在着的东西之指示或者归纳，指示某种同时能够预期的东西，同样也不是在时间性当中指向作为在原始的“世界性东西”中通常与此联系着的东西的早先的原始的东西或稍后的原始的东西。然而那里的那个物体之类型方面的形态和“行为举止”“使想起”我在我的卓越的物体中的存在，由于这种类型方面的形态和“行为举止”，我的物体是仅仅以原本性存在的。


  他进行回忆——但不是在我的回忆这种原本意义上（向后回忆，连带回忆等等）回忆，它是一个类似物，是回忆之一种变样，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回忆”有其回忆的地平线，有其可推测的东西，有其证明，同样也有其禁止。


  那里的那个物体之行为举止，或者说，那里的那个物体连同被伸出的手等等之弯曲，“使回忆起”我，就像当我在那里时那样，我在动觉上弯曲，我伸出手去握住那里的那个东西，那根棍子。接下来的运动对于我来说就会是我再直起身子的运动；这种情况以统觉的方式被转用，并且事实上使那里的那个物体形成这种类型之一种运动等等。在持续地充实这种总是被预先规定了的准当前化的情况下，在这种灵活地继续进行着的准当前化当中，在意向方面多种多样地相互紧密结合的，并且相互奠立的准当前化——作为一种存在之准当前化，并因此作为一个存在着的自我之准当前化——之统一被构成了，在这个自我的生活中，该自我作为它的身体而进行支配的东西便在空间时间上构成了，但是这个东西必然只是被准当前化了的，并且我本身并不以我的生活存在，这个自我拥有这种准当前化，并且在我的生活之中完成对这个自我之作为为我存在着的自我之构成。


  这个对于我而言原本地被经验的物体，当它间接呈现一个在它之中存在着的自我时，并不是真正地将这个自我作为在这个原始的东西之上的一个心理的附属物间接呈现的，而是作为一个自我间接呈现的，这个自我在自身中将这同一的外部的物体构成为内部的物体。


  再一次的思考（下一次）


  由我出发，现在在构成方面我拥有了为我存在着的这另些人。我的原始的领域的一个物体——在我的原始领域中它首先只是作为外部物体被构成——在它的身体物体方面以联想的方式与我的身体相似，并且现在以一种特殊方式间接呈现出来。在这个外部物体之中的存在不可能纯粹地被间接呈现出来；能够在我的原始性之中本源地构成的存在，只是作为我的存在在我的本源的知觉之中（或者这样说也是一样：在呈现之中）呈现出来。那里的那个物体与我的身体相似，就如同当我在那里那样。它借助于它的视觉上的给予方式或者已经作为视觉上的近处的东西将这个自身显现方式准当前化了，这个自身显现方式是当我走到那里并处于那个东西的位置上时我会具有的，因此将一个我能够在那里在它的位置上存在的一个物体——一个相似地被划分了的，以相似的类型学在物体方面采取行动的物体——之在-我-之外-存在准当前化了。正如一切外在的物体都同时假定它那样，以至于只要它存在，而且不论存在于何处，它都在我之外，在我的身体之外，并且一定能够这样地进入知觉功能之中，即它也许能够使这个外在物体达到视觉上的自身经验，在这当中，同时我的存在着的身体和这个外在的事物一起处于联系之共同一起之中，和联系之身体方面的分离之中。我试图注1216说，因此统觉上的转用按照其有效性被保留了。注1217那里的那个事物只是“使回忆起”我的可能的在那里存在和在那里起支配作用，我的作为身体的自我之存在，作为在身体中起支配作用的自我之存在，在这种“回忆”当中，在这种可能在那里存在之想象当中（如果我走过去，如果我曾经走过去）我与那里的那个物体，并与其物体方面的行为举止一致，以致于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意义层面也被一起回忆起来了，并加给了这个物体。但是，这当然并不表明任何有效性，至多不过是表明被保留了的有效性。在这里对异己者的知觉是如何生成的呢？


  文稿16  对于我的身体之空间物体性的统觉作为移情作用的前提注1218（约写于1931年8月或9月）


  按照已经为我存在着的相似的东西对相似地存在着的东西之统觉——统握。如果我在经验时借助于由与已经作为早先的获得物而为我存在着的相似东西的相似性而产生的经验意义立即就以有效性具有了这种新的东西，我就经验到这种新的东西。这种统握的意义就是一种具有可能的证明之一种被预期的地平线的存在有效性。统觉使注意到早先的原始的建立，但是统觉也是一种处于共存之中的持续的过程，即处于生动的当前之领域中的过程，如果我在我的当前领域中以本源的统觉拥有众多相同的东西（感觉上相似的东西），那么每一个新的意义形成物就都会以被动的-联想的方式被转用，因此当这种相同得到坚持时，对这些相同的东西之中的一个相同的东西之统觉就会被按照相似性以类比方式转用到所有其它相同的东西上。


  现在这些经验对象和许多东西（相同的东西，相似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通常已经都是由统觉而来的极其复杂的形成物，在这种情况下，在它们之中以意向变样的方式存在着对于形成意义的统觉之预期，这些形成意义的统觉并没有真正被实行，而是被包含着。例如，两个物体相同，一个是作为近处的事物被给予的，另一个是作为远处的事物被给予的；借助于意向上的变样和意向上的使相似，这种统觉继续起作用。由于相似性，动因本身是某种产生意向上的变样的东西。


  联想或统觉经常是以下面的方式按阶段构成存在者和存在类型的，即这种按照相似的东西对相似的东西进行的统觉仍然以某种方式有效，如果类型方面的相似性被打破，如果一部分超出了仍被保存的类型方面的相似性仍然具有另外一些部分所没有的意义支架，并且这另外一些部分相互间全都具有一种统觉方面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那个例外的部分在它那个方面所没有的。


  然而这也许过于形式了。在我看来这涉及借助于意向方面的变化由已经形成了的诸统觉形成诸统觉，因此涉及形成处于不同阶段的诸知觉、诸准当前化等等，或者形成这样一些东西，它们在它们的较高的意义形成中是较低阶段的、更本源的经验之特殊的意向方面的变样，但是一再地是在它们的较高的形式中为存在者进行构成的经验。


  作为对异己者的经验，作为对另一个人的知觉的移情作用


  按照对我的身体的统觉，那里的那个身体被经验为身体。这看上去很简单，它是借助于对以前已被经验到的相似的东西，按照该相似的东西对相似的东西之统觉。但它却并不像在在我之外存在着的诸事物之已经被构成的领域中那样，在那个领域中，我将在一个事物上认识到的东西立即以统觉的方式转用到另外一个与它相似的事物上。我的身体尚没有相同的东西，只有借助于一种对身体的新式的统觉，才能获得这一类的东西，而对身体的这种新式的统觉已经以对外部事物的统觉为前提了，但是它变成了一种新的对外部事物的统觉。换句话说，对于为我存在着的另一个人之构成而言，前提就是我的身体作为如同其它的事物一样的物体性的事物之构成。只有这种东西才使得有关与我的身体相同的事物之经验成为可能，并且接下来使以下情况成为可能，即这一个与我的身体事物相同的事物是身体，但是是另一个人的身体，对于我而言是能够这样地经验的。


  原始的世界之构成，首先是在身体之外的外部世界之构成


  在这里处于前面的是作为空间时间的世界的在身体之外的原始的世界之构成，在这当中，我的具有其动觉的身体是起功能作用的身体。在被以动觉方式引起的诸显现方式之变化中，每一个外在事物都作为同一的事物被构成，并因此每一个造型方面的“共同一起”都作为同一的被构成，而且是作为存在于静止和运动之中的被构成以及作为存在于质的方面不变化和质的方面变化之中的被构成。


  在这里，前提，本身第一的东西，就是运动（具有变形的运动）和静止之构成，而这是在由诸可能的位置构成的不变性之系统的空间领域内部的构成。这种构成有两个阶段：1）行走行为之诸动觉仍不起作用；我们抽象掉了“我行走”，并且抽象掉了作为“我在空间中运动”的这种“我行走”的意义。与此紧密联系的是：我被以“机械方式”在空间中移动，没有我的行走行为。因此起作用的只是我的若干其它的动觉，手的运动，手指的运动，眼睛的运动，还有脚的运动，而这些脚的运动并不是行走、跳跃等等。2）只是在我们考察了这个领域之成就以后才可以考虑行走行为。在构成方面“我静止”先于“我运动”，这是由于“我运动”必须首先获得它的作为诸可能的静止点之连续统一体的意义。在这里，现在让我们在纯粹按照它的主观的动觉的意义来看待的“我运动”这个系统之中，正如它在客观的统觉——这些客观的统觉只是在这里才会以构成的方式建立起来——中已经意味的那样，考察站立、坐、“我不移动”这些特殊的静止。所有其它的动觉都起作用，都处于其作为“静止”和“运动”的自由过程之中。与此同时，由处于其运动和静止之中的诸事物构成的显现着的外部世界被构成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身体通过其身体方面与自己本身的联系，作为在这些器官或那些器官中活动着的也被构成了，处于伸展活动之中的手与“我伸出手”一起在空间中处于运动之中，眼睛在眼窝中以空间方式转动，而与此同时“我运动眼睛”等等。动觉和空间上的运动借助于联想而处于联合统一之中，与此同时各种不同的运动在双重的意义上结合起来：在头运动的同时处于头上的眼睛也运动，在手运动的同时上臂、手指也运动等等。如果我们不考虑动觉，那么诸器官以及它们的统一，身体，就恰恰如其它的物体一样是一个物体，就如其它的物体是借助于与诸显现方式的联系而作为物体被构成，借助于当下的起功能作用的动觉而被促动一样，这些动觉作为起功能作用的动觉并不属于空间事物，而属于它们的主观的被给予性方式。因此就物体性方面的，事物性方面的身体而言，也是如此。这种物体之构成，总是借助于具有所属的显现方式起功能作用的动觉，这些动觉在这里当然是在观点的变化当中，作为在手，在眼睛，在身体的诸肢体之中被定位的动觉的过程，并且作为诸肢体之在空间中的外部的运动之类似物被经验到的。


  在这种构成方面的关联中，我们提供了作为近处事物和远处事物的诸事物，提供了处于不同的，与各种不同的动觉上的特殊系统关联着的显现方式之中的运动和变化。对于每一个这样的系统我们都有关于静止与运动，关于变与不变的诸显现之一个系统。但是当另一些动觉系统参与发挥作用时，所有这些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总体上它们都恰恰已经是以能够澄清的方式构成这个由这些坚持下来的事物构成的存在着的“世界”，尽管具有极其受限制的内容。


  在这里我拥有一个由完全是本源地被构成的诸事物构成的核心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核心世界，由我的动觉能够够得着的诸事物构成的领域，我能够通过触摸，通过看等等以最佳的形式经验这些事物，因此凡是我拥有它们的由诸显现——我有能力能够将这些显现转运到最佳的显现方式——构成的可支配系统的地方，我就能够以最佳的形式经验这些事物。在这当中，我还有一种可能的实践，可能的实践之核心领域，一种借助于我的进行碰撞、进行推移等等的身体能够直接实行的可能的实践之核心领域。


  但是我也统觉这个领域之外的事物。在这里可以考虑的是什么呢？在透视中，“事物”远离，直至这个地平线之最外的边缘，并且在透视中由那里向这里靠近，也许进入到这个核心领域。在透视中它们表现得如同诸事物一样。与熟悉的和最熟悉的近处领域（核心领域）相对的，处于其独特性之中的，非常“远的”事物，与缩小尺度的近处事物相似——然而又不是完全相似，只要它们没有借助于使动觉起作用而以可以感觉到的方式被透视；并且只当它们移动，最终在地平线中消失，它们才能如同图画册中的图画那样被看见。如果这个被经验的东西是在“封闭的空间”中发生的（例如是在一间房间内发生的），这当然不予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那种具有地平线范围的“非常的远”。这里没有考虑那些并非通过透视在一切动觉之共同作用中被构成的现象，诸星宿，云，虹，太阳，月亮，极光等等。


  但是行走的行为从一开始就已经一起起作用了，而且在封闭的空间中就已经起作用了，在封闭的空间中，通常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可通达的，并因此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相同的方式作为实在的，相互外在的东西在空间时间中被构成的。但是这个封闭的空间在事物性方面是封闭的，并且具有其进入到敞开的空间的出口。然而现在发生了近处领域（本源的核心领域）向一个均质的无限敞开的空间世界之统觉上的扩展。


  首先是在行走行为中，通过与其它的动觉共同起作用并通过与通过这些动觉已经被构成了的“核心世界”中的诸事物共同起作用，诸远处的显现通过透视被改变成了近处的显现，因此从一开始就被在那种能够将它们显示为事物的能力中统握，并且属于这里的还有直接主动地与这些事物“本身”打交道。


  对于一切在身体之外的事物都是如此。身体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在构成方面的特殊情况。即使当我考察处于停止不动状态的构成时，就已经如此。身体（与封闭空间的墙壁相似）并不被经验为整体的物体，也许时而静止，时而运动，甚至有能力时而静止，时而运动，而只被经验为诸肢体，而且即使是这些肢体，也是受限制的。我能够经验我的手在运动，并且以透视的方式将之经验为一个相似的事物运动，但是它并不能被任意地运动并且它不可能是任意地运动的，就如同一个其它的事物那样按照一切定位的方向任意远地运动；我不能将我的手丢掉，致使它飞到很远的地方等等。至于整个的身体，虽然有静止中的一切肢体的运动，它的显现方式则相似于一棵整体静止的树，尽管它的树枝还在运动。但是一切事物方面的静止，按照其意义，都只是作为具有在其中事物性的运动被构成的那种显现变动之可能性的静止被经验到的。然而就身体来说情况却恰恰不是这样。抛开以下情况不谈，即由于它被经验为我的整体的器官，并被划分为诸器官，它作为我的身体是唯一的，在这些器官当中，我是起功能作用的自我，而且是以下面的方式而起功能作用的自我，即在这些起功能作用的活动当中进行着一切对于事物的知觉，也进行着对于身体本身的知觉，因此是通过自己本身而知觉，身体也是唯一地通过以下情况被构成的，即它可以说部分地被经验为事物，然而对于它来说，事物性的运动是不可经验的，——正如这种事物性的运动恰恰是在进行透视的诸现象之中被本源地构成的那样。


  即使我们将行走的行为添加进来，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改变。这种动觉首先是由于以下情况而获得新东西的，即那第一个“世界”，即在始终如一地停止不动的状态（作为这种动觉之保持静止不动的状态）中被构成的世界，是一个牢固地围绕我的物体式的身体，或更确切地说，围绕一个在我的物体式的身体当中被构成的零位置，定位的世界；如果行走的行为加入进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为我存在着的世间的东西就仍然通过围绕我的以现象方式停止不动的、“静止的”身体而定位的方式为我显现出来，按照这里和那里，按照右边和左边等等为我显现出来，在这当中，这种定位之固定的零点可以说是作为绝对的这里坚持下来。但是现在这种“显现”存在着，而且是这样地存在着，即所有那些在行走行为之任意的中断当中和在动觉上的行动之折回（朝后走）当中作为静止的客体而显示出来的，而且是在保持停顿的状态下作为静止的而显示出来的东西，现在都表现为是处于一种定位的变动之中，并因此是处于一种略微的运动之中，而处于停止之中的运动则或者是表现为静止，或者是在现象方面表现为是被改变了的运动。这种行走的行为获得了一种关于一切主观方面共存的显现之变化的意义，由于这种意义，这些显现恰恰只是现在才获得关于诸事物——作为在诸被定位的事物当中，而且是在定位的变化当中，作为同一些的事物被构成诸事物——的显现之意向性。


  每一个动觉都有其停止和继续进行（“我运动”）的模式，并且这种动觉上的运动在构成方面变成连续——这是可能的停止之诸位置的连续——，正如每一个动觉在赋予意义时都以这种方式起功能作用一样，行走行为之进行结束的动觉也是如此，这种进行结束的动觉由于其与已经是所有其它被共同体化了的动觉之综合的成就的反向关联，而具有其特殊的功能方式，而其它被共同体化了的动觉之中的每一个动觉都已经具有这样一种意义，即有能力与每一个处于停止和运动之中的其它的动觉265相结合，并因此是处于功能作用的整体之中的，所谓的被组织起来的诸功能作用之统一中的功能作用的分支。在行走行为中，处于其流动方式中的经验之环境世界（知觉之世界）的新的运动和新的静止（正如所有其它的不变与变一样）被构成。只是在现在，静止的事物之具有稳定的间隔的，具有稳定的造型的，稳定的编组的位置系统才被构成，并且由处于运动当中的间隔的变化而来的造型之“客观的”变化才被构成。


  我问自己，只有通过自己行走和被运送、被机械地运动之相互协调，同质的客观世界，同质的空间时间性（与它相对的是被定位的单纯的显现）才构成吗？让我们用单纯的自身行走试试。我们不能说，在第一个系统当中，即在固定不变地被定位的空间世界之系统当中，每一个系统都具有与每一个人的可变的间隔或固定不变的间隔吗？但是我的身体如它的诸肢体一样，具有与被定位的诸事物的变化着的间隔，只不过它不能实行位置的变化，它始终是固定不变的零客体，只有其它的客体相对地改变着与它的间隔。在行走当中我从我出发改变着我与在定位的变动中同一地静止的、同一地坚持着的诸客体的间隔，并且正如两个外部的客体最终可能接触一样，因此在这个接触的位置上这些客体的间隔变为零，我的身体与任何一个外部客体也是如此。因此在我的行走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我不是能够以这种方式走到各处去吗？因此这个空间作为位置系统（并且不再作为被定位的空间）不是就已经被构成了吗？并且我的身体作为如同其它客体一样的客体，并且作为占据空间的一部分，在空间中具有位置，并在空间中运动的客体（如同其它客体一样以空间方式运动），不是就已经被构成了吗？


  一切对于我而言透视的-可进入的外部事物之固定的位置系统显然都被构成了，而且我通过身体能够接近的每一个事物和每一个位置也被构成了（在地面上；通过对鸟的移情作用，我间接地理解了飞翔的行为，并且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理想化而想到了飞翔的能力之理想的可能性和飞得越来越远的能力之理想的可能性；但这并不属于现在的这个构成阶段）。我能够走近到每一个位置上去，并且能够在该位置上存在，因此我的身体也是事物，是一个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等等，并且是可移动的。注1219


  但是这种在空间中被运动（被运送，被送往等等）对于构成而言没有成就任何东西吗？对于移情作用之可能性而言没有成就本质的东西吗？


  附录XVI  最低的物理的自然之系统的构成。处于相互关联之中的身体和外部事物（1932年5月末）


  如果我要在原始的抽象中，就是说，在有另一些人共同起作用“之前”，弄清楚，在自己的身体物体和外部的事物性物体有本质不同的给予方式的情况下，在其中身体物体被经验为如同每一个其它物体一样的物体的统觉是如何实现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


  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我们生活于对世界的持续的经验之中——，自己的身体从一开始就被经验为是在其它的空间物体性事物当中的一个空间物体性事物，并且每一个其它的事物同样也被经验为这样的东西。在一般的经验当中，所有的事物恰恰是作为事物被经验的，不管它们怎样不同，不管它们可能以怎样不同的特殊的和个别的意义被经验。在统觉中存在着一种区域性的普遍东西，统觉是对“事物”的统觉。在意义当中，统觉已经有作为普遍的地平线的世界空间。在这个世界空间中，这个当下的事物存在于按照经验的现实性和经验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其它诸事物当中。因此在关于这个世界之知觉的当前的总体统觉之统一中，我总是发现两个东西，身体和外部事物；我的身体总是在这里，其它的事物在出现当中则是变化着的。


  首先我单独地考察关于诸外部事物的特殊的统觉，类型的统觉，和关于我的身体的特殊的统觉，类型的统觉。但是如果我具体地（in conkreto）细看这种统觉，作为我的关于自己的身体的知觉和我的关于另一个事物的知觉，并且如果我思考这种经验的连续性——在其中“身体物体”和“外部事物”的知觉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中和另一种情况中达到了进展着的充实着的自身给予性——之系统的进程，那么我就一定会发现，两个方面都存在着可疑的区分，这种区分使得很难理解以下情况，即在这里这两个东西如何能在相同的领域意义上都有效，两个东西如何能在相同的意义上都被看作空间客体。


  我抓住这个现实的和可能的在知觉、在普遍的知觉连续性之统一中呈现的东西和能呈现的东西，或者我通观现实的和可能的知觉之全部的多样性，这些知觉相互全都是单独的，并且作为对相同东西的经验已经结合在一起，并能够结合在一起。


  首先是诸外部事物（并且这些外部事物在一切变化之前是静止的，性质方面不发生变化的，即没有变形，也没有在其中被扩展了的质量方面的变化；因此由于分开和合并而引起的变化在这里不起作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被统觉的实在的事物当中的什么东西达到真正的自身给予这个问题当中，我获得了作为由“诸侧面”，由诸当下的现象呈现构成的可以理解的统一的诸表面幻象；在这当中我注意到以下情况，即在诸侧面的有效性之进程当中的统一性的有效性是由我通过发挥功能而积极地在其中存在的知觉的身体性的身体性之功能作用引起的。由此出发必然会进展到对事物的统觉之进一步查问，对诸可能的知觉的追问，在知觉中通常事物本身固有的东西达到了自身给予性。注1220


  在这里指导线索是某些存在论方面的区分，并且这些区分的顺序是由诸可知觉性之奠立和诸知觉系统之奠立规定的，作为这样的一些系统，在其中按照预先规定的顺序——这些预先规定的顺序本身包含由有效性而对有效性的预先规定——只有显示能够进行，但这是这样地进行的，即在能够获得的整体系统当中存在着奠立的关系：幻象之系统奠立运动之系统、变形之系统等等。在有效性方面本身较早的东西和本身较晚的东西都是非常需要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由感觉论上的-存在的东西回溯到同一东西之自身呈现着的诸显现。然后考察感觉论上的-存在的身体性之特殊性及其显现方式之特殊性。我们立即就达到这个“我在这里”：我的知觉行为，我的在身体中起功能作用的行为，在诸知觉器官中起功能作用的行为。如果我转向这个方向，那么身体本身现在就作为被经验的事物被给予，但是作为比一个事物更多的东西被给予；甚至是持续地被给予，而且它的功能作用是作为在起促动作用时被当作前提的东西，借助于这种功能作用，其它的事物在显现方式中显现给我，在这当中这些事物以某种呈现着的存在方面的内容被看作存在着的，这种内容呈现为存在方面的，世界方面的事件，但并不呈现为单纯的自然事件。如果我探讨身体物体和身体物体之外的知觉客体之存在方面的共同存在如何达到自身给予，这种共同存在之知觉系统和显现方式看上去是怎样的，属于这种共同存在的有效性的奠立和有效性的动因看上去是怎样的，那么在存在方面我就达到身体之划分成运动着的，而且是以动觉方式运动着的诸器官，这些器官在这些运动当中是作为知觉器官起作用的。并且这些器官作为眼睛、作为触觉器官等等，如同我总是已经对它们统握的那样具有特殊的存在方面的结构。但是在这里问题只是知觉使什么东西真正达到了自身给予性。在身体方面的对外部事物的知觉之进程当中，在对它进行知觉的意识中（作为对存在于事物显现之中的存在有效性的东西起促动作用的，就是说起功能作用的）是什么东西被给予。关于一切实在东西的知觉，在向真正被知觉到的东西的还原中，都被反向关联到关于我的身体的知觉；即使是这个被还原了的关于自然的经验，也反向地指向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本身在知觉上是作为“事物”被给予的，——但是被给予的仍比事物要多。


  但是当身体被看作是被知觉的物体事物时，它本身不就是以与其它事物同样的方式被知觉的吗？即通过行为，触摸的行为等等被知觉的吗？


  因此我要谈论身体之作为知觉器官对-自己-本身-起作用的行为，或者要谈论身体之由多种多样器官构成的方式，以及我通过在其中起作用能够将每一个器官时而用作对于另一些器官而言的知觉器官，对于其余的身体而言的知觉器官，时而用作知觉之客体——当与此同时另一些器官作为在对它进行知觉时与它相关联的而起作用时。


  现在我遇到了下面这种困难：被看见的事物之表面既在触觉上被构成又在视觉上被构成；我虽然能够全面地触摸我的身体之表面，但不能完全看见我的身体之表面，然而我却拥有对于我而言的我的表面的外观之全面的视觉上的表象。未被看到的东西之“补充”，作为“可能的知觉”，如何是可以想象的呢？——然而这种“可能的知觉”对于我而言决不会是可能的。


  此外我发现，处于表面这个层次中的我的身体——处于纯粹经验之中的我的身体——具有双层的经验方式，这种经验方式没有任何空间客体的东西（身体之“感觉论”超出了一切其它事物的感性的感觉论的东西）。它的表面是连续地“敏感的”，我通过在我的进行知觉的活动当中但也在本源地实践的活动当中发挥功能而在我的身体之中存在。身体通过这种发挥功能的活动而运动——在两个方面运动，在空间的运动中运动和以动觉方式自我式地运动；并且这种内在的“我运动”在身体中并没有空间意义上的任何运动。但是在这当中也包含以下情况，即一个外在事物在全面的经验行为当中，在表面的经验这个层次中，能够作为不动的，并且一般来说，不变的，被经验，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具体的经验必然具有这个在此存在着的，不变地坚持到底的事物之意义。注1221但是对自身的清楚的经验必然显示身体，而且是就其“外在侧面”显示身体，在运动的进程当中和在一起发生的变形当中显示身体。


  此外，每一个外部事物都有其属于它的总体的给予方式的，由被定位的诸呈现，由存在方面的诸透视构成的总体系统。另一方面，只有我的身体之个别的器官肢体才拥有一种透视，但这却是不充分的透视。然而我的整个的身体却不可能被透视，不可能具有“近的”身体和“远的”身体的给予方式。与此相关联的是：在本源经验当中的外部事物方面的运动，这种本源的经验为所有间接的经验提供依据（为所有的间接性提供依据——提供理解空间运动之意义的依据，并且提供间接地假设一种可能的、并非直接被经验的运动为存在着的依据），对外部事物运动的知觉在作为整个身体物体之移动的自身运动中没有类似物。内在地被经验到的动觉如何获得其作为在空间中的位置变动的“客观的”存在意义呢？而且是在与其它事物之存在意义相同的存在意义上获得呢？我如何达到将我确实是由对自己的身体的知觉之连续性出发，作为我的空间形态，首先是表面的形态，而经验到的东西，假设为是普遍的空间之部分呢？


  每一个外部事物都是在和每一个其它外部事物一起的我的位置的变动的可能性中被给予的。当我“运动”时，我能够以相同的方式看见、知觉到这种位置变动——即发生在另外一个物体和我的身体之间的位置变动——吗？但是，如果一个事物是静止的，就不可能有另一个事物占据它的位置。当另一个事物运动过去时，就会发生碰撞，这个静止的事物会抵抗，并且只要它不再继续被碰撞或不再以任何其它方式运动，它就保持它的位置。只要我保持不动，在动觉上保持静止，一个外部事物就能够靠近我的身体直到接触到我的身体，如果我保持在静止状态不动，如果“我进行抵抗”，“也许会使尽我的力量抵抗”，那么运动就结束了。“如果我让开”，那么这个事物就获得了一个它在运动中能够连续通过的空的空间。但是在这里所谈论的这种静止、抵抗、力量（作为我使出的力量），都是内在性的东西，而不是作为外部经验的我的身体物体的经验被给予的东西。


  我们不是必须说，属于由现实的知觉而来的，由现实的和可能的知觉而来的诸外部事物的空间，原始的知觉之空间，是以下面方式作为统一被构成的吗？即我在每一个时刻都是并且持续地是这些定位之位置系统的零中心，总是作为这样的东西而被经验的诸空间位置就是在这个零中心呈现出来的？这个在定位的位置之样式中显现着东西，按照它的内容，是外观（适当的表面），它的可区分的诸部分本身是以定位的方式被给予的，这些部分相互间是相对地被定位的。这个物体式的身体按照其给予方式，作为位置变动之零物体，作为定位运动之零物体，总体来看是不可进入的，在定位的空间中，它不像所有其它的客体，既不处于静止之中，也不处于运动之中。但是它有它的外观，它的广延，并且在这种广延中，以特殊的方式具有定位之一种内在的区分。在行走行为之在这个或那个主观的方向中的动觉上的变动中，作为空间位置的被定位的位置之外观在持续不断的知觉上的充实当中被视为同一，并且零位置和零扩展的外观也被视为同一，尽管有其作为零，又作为对于这一个空间上扩展着的身体而言的空间位置的不变性。就每一个感性地在知觉上的定位领域及其定位方向而言，我自己的关于物体性东西的外观，为我指示那些在熟悉的动觉中在未来能被经验的被定位了的空间性东西，并且在其知觉上的同一性综合中为我指示显露出来的定位空间领域，定位空间位置，这些定位空间领域和定位空间位置在相应的行走行为的情况下，会参与到这种知觉上的视为同一之中，因为我的身体作为一切定位和一切定位变化的中心以它的中心的动觉引起了这些变化，而本身作为诸定位变化中的统一不可能被给予。它总是以如它本身所是的方式，并相关联地以如它本身被构成的方式，指示有关空间性东西的可能的本源的感知，并且在这种指示中，间接地使一种空间性作为这样的可能的经验而有效，因此这种可能的经验在其进行行走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动觉中间接地得到显示。


  但是当处于其行走的动觉之中的我的身体总是一再地开放被定位的空间，并且一个同一的，作为直接在感知上被定位的而呈现出来的空间性之构成成为可能时，我们也许就会理解，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空间，而且是一个空间世界，在其中，一切通过定位而被给予的事物在变化中都有其同一的空间位置的定位，它们在静止和运动当中时而遵守这些定位，时而改变这些定位。但是这只涉及一切在身体之外的事物，正是作为在可能的定位变化当中存在着的事物，作为这样一种变化涉及这些事物，即它由于以下情况会变成同一的东西之呈现，即我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在其能够掌控的动觉系统中能够产生一切定位的改变，能够改变每一个自动发生的定位之改变，并且能够从思想上取消这种定位之改变。与此相比尚不能理解以下情况，即我的身体本身在空间中的伸展应该是作为有其位置的空间事物被经验的和可能经验；它是在空间中被以物理方式运动的客体，静止的客体，并因此一般而言是实在的客体的这种情况，在其外在性方面，是作为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被构成的。


  我将我统觉为内在地以动觉方式运动的，并且将这种情况统觉为一个从内部对机械的运动，对处于客观空间中的运动进行安排的行为。我将我统觉为内在地进行碰撞的，进行移动的，统觉为经验到阻抗的并对阻抗进行抵抗的，并且将这种情况外在地理解为碰撞和反碰撞、抵抗等等的物理的过程，在身体这种事物和另一个事物之间的物理的过程，它正如一般而言的两个任意的事物之间的过程一样进行的：因此我的身体是自然客体。


  问题是，我必须抽象地突出强调的原始性的这种存在意义的构成能够伸展到多么远，尽管我当然清楚地觉察到，并且我在沉思时能够充分地相信，有广延的自然的这种存在意义并非纯粹是原始地形成的，并且可以说，另一些人总是在帮助我——只要他们作为另一些人对于我而言是可经验的，并且已被经验到。但是如果我想要理解，处于其建立之中的另一些人的意义的存在有效性是怎样的，使关于另一些人的知觉成为可能的原始的有效性和有效性统一在多大程度上被建立起来了，我就首先必须顽强地追踪原始构成（作为由可能的经验——在自身显示之一致的综合之中进行着的被思考的经验——之系统中实现的视为同一之系统的结构而来的有效性的建立）的有效范围。我必须借此弄清楚原始性之这样一种双侧面的“心理物理的”统一，它作为自身完整的存在意义，在自身中带有一种物体式的身体之“外在的侧面”，一种特殊的有效性统一，这个“外在的侧面”通过在属于它的类型式的外在的举止行为中与一种相似的、指示相似的举止行为的外在的物体（异己身体）以联想方式结对，而导致对“心理的”侧面的进行间接呈现的转用。


  但是在这里必须正是从身体方面的物体性之原本的构成之特性，并且同时从在间接呈现的表层——这表层已经具有不能变成真正的呈现之特性——去理解，为什么在移情作用中被间接呈现的心灵东西不能被转用到对于我而言的原本的呈现。


  在实在东西之外观这个层次中，是原始地呈现的：在知觉内部，实在的当前总是作为实在的时间外观之样式，并作为处于其位置上的实在东西，被经验到的，在空间的当前之中，在这里和那里呈现出来的。这种呈现就是定位。但是不管定位怎样改变，不管被经验的东西可能怎样被经验为是静止的或运动的，它都具有其物体方面的广延，并且在经验当中，它的表面，它的外观，在每一个时刻都作为真正被经验到的东西得到充实，并且在每一个瞬间，这个外观只是从一个侧面得到充实。真正在知觉上被给予的东西的这种外观是以两个层次呈现的，直接呈现的，视觉-触觉上呈现的。


  被看到的东西和被触摸到的东西相互间接呈现，并且这种间接呈现本源地处于这样的领域中，即凡是这种间接呈现在意识中发生了的地方：凡是我没有看到但触摸到了的地方，我就能够将相应的看的行为，或更确切地说，属于被触摸到的东西的视觉上的东西,当作对同一个东西之呈现而使之实现。在这里，我恢复了本源的生成作为能够做到的而引起的东西。我不可能看见我的脊背，然而我的脊背却被完全这样地一起经验到，被本源地统觉为如同我的以触摸的方式经验到的手的背面一样。对于这个手的背面，我任何时候都能够获得被间接呈现的视觉上的侧面。各种不同的感官性的东西确实随身带有其意义赋予的功能。很可能，被触摸的脊背和触觉上的手的背面的类型上的相似，在“不加思考的”联想中，可以说是漫不经心地就导致间接呈现视觉上的脊背。但是这所意味的与在联想的有效性转用中我习惯地期待的东西有不同吗？而原因就在于能力的转用，即我在这里能够做的，我在那里也能够做，就是说，我能够实现所预期的视觉上的类似物。


  以下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因为一切尝试都没有成功，现在我将相对应的视觉方面的特性作为类似的东西指派给触摸脊背的行为，而不是删除这些视觉方面的特性？在这里正确的回答并不是：存在着的东西就本身而言并不是或者是在视觉上被构成，或者是在触觉被构成，仿佛就本身而言有两个存在着的东西被构成，而是一个存在着的东西被构成；并且属于该存在着的东西的能力的是可能的在经验时的显示，这种显示除自身之外还有假象之可能性。但是属于这里的还有：这种删除，这种“无效”，作为假象，只有在与能坚持住的存在之对立中才能具有它的本源的显示。在我们的情况中：被间接呈现的视觉上的脊背是脊背，与关于脊背的经验之统一中的触觉上可经验的脊背是同一个脊背。在看的行为中我事实上不能“做到”的这种情况所得出的并不是作为假象删除掉；因为我确实能够做到，在透过衣服的持续的触摸行为中，实际上我已经处于这种经验之中了，当我用手去抓的时候，在更多的充实这种意义上我取得了进展。如果我完成了向以视觉方式的间接呈现的过渡，并且在这当中，由已被给予的动因而预期将来视觉方面的呈现，那么它们就并不是什么虚构的东西，它们具有有效性，它们通过进行触摸的行为显示为得到证实的，或者表明为不正确的。但是另外当这种充实能够选取两个方面时，并且通常视觉的近处领域表明是最佳效果时，就身体之不可达到的部分而言我不可能有这种优越性。尽管脊背上有衣服，我仍然能够通过脱掉衣服，而在视觉上相信，而且是在将我的身体伸出去或者将我的身体分开放下之前就在视觉上相信（但是在这当中，触觉的东西在其间接呈现当中一起起作用，并且在其显示当中肯定是相互符合的，否则这种视觉上的东西就是假象）。但是以下情况确实是自明的，即就身体本身而言我不可能这样做。


  那么关于运动的情况如何呢？在行走时我将我统觉为是在空间中运动着的物体。但只是就动觉上的“我行走”而言，我才是被本源地经验的。那么关于我在空间中运动呢？我只在作为被定位的事物的其它事物上才有关于空间运动的本源的经验。即使在这里我也能够很好地想象，我的行走的行为“看上去”是怎样的，在闭上眼睛的情况下，它在一个被触摸的东西上会怎样呈现。在这里我是像下面这样做的吗，即我的身体仿佛是一个外部的客体，它仿佛像一个外部客体一样在离我而去时在视觉上被透视，并且一般而言在定位变化中被透视？但是，这种想象方式如何会具有这种表象方式对于我而言确实具有的一种有效性的意义呢？这种有效性的意义是，因为以下情况是荒谬的，即它被承认为是一种可能的经验，就如同一个外部事物之可能的运动的表象方式作为能在可能的知觉中实现的可能的经验具有有效性一样。一种直观的想象作为可能的经验可能是无意义的，然而却随身带有有效性，而且是一种经验的有效性吗？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当这种想象是在有关同一的有效性功能作用之可能的知觉系统的关联中呈现时，只要这种知觉系统在这当中指示诸可能的经验，尽管并不是指示那些在这里如同一种属于触摸的知觉的直接的类似物一样表现出来的经验，那就确实是间接可能的。


  衣服的例子表明了这种间接的指点参照之可能性。关于被触摸到的我刚刚穿上的上衣的背面的视觉上类似的图像，作为直接的间接呈现，作为在直接可能的呈现当中能够变为现实的东西，就是说在单纯看过去的行为中能够变为现实的东西，并不具有直接的有效性。在这种有效性的意义中失去了的直观不仅一方面使我注意到一起有效的触摸特性，而且另一方面在视觉领域当中使我注意到关于这件上衣能够在视觉上建立起来的知觉之多样性，以及在这当中能够从视觉上发现的东西，这些知觉是我通过脱去这件上衣等等能够建立起来的。


  这引导我们将诸可能的经验，诸可能的自身呈现——在其中同一的事物可以以其原本的自身此在被经验，并能在综合的进行当中在每一个方面显示出来——之综合地结合起来的或可能综合地结合起来的整个的系统划分成相互处于由存在的意义规定的动因关联之中本质上不同的两组。


  1）在其中（不是我的身体的）外部事物在下面这种意义上在身体之外呈现出来，即它在定位的系统中，按照维度在右边，在左边，在上面，在下面，在前面，在后面显现出来，被经验和可经验，可作为这样的东西显示，而且是在所有这些维度中都能以近的和远的等级次序显示的。这就提供了对可经验的实在东西按照从在空间中的诸位置对它们经验的被给予方式的区别，即呈现的区别，这种区别也表现为这里和那里这种相对的区别；在不同的方向上的较远的东西“在那里”，较近处的东西“在这里”。并且整个相对近处的领域也被称为这里的近处领域，以下情况相似地对于经验（作为自身给予）内部的一切等级次序都有效，即经验的整个领域以模糊的领域的形式按照近-远，“既不近又不远”的中间领域这些普遍的特征被划分。


  但是在所有这些划分当中都存在着与身体的关联，外部事物是作为在最广泛意义上的那里的“在”身体“之外”被经验的。身体本身存在着，但是被看作是整体，是一切定位的零点，在这种意义上对于所有那里而言是绝对的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它之外。


  2）其次我们有由同一些外部事物（不是我的身体的事物）之自身呈现构成的相互关联的系统；这些自身显现是总是通过以下情况而呈现同一的物体之显现，即这些显现被与我的身体“结合在一起”，或者这些物体在事实上已经存在着的“结合”之中已经具有这些显现，而且只能具有这些显现。注1222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合”呢？所指的当然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统一方式，例如当我将一个“本身独立地”存在着的事物，“本身独立地”运动着的事物，拿起来时，甚至只是将我的手放在它上面时，这种统一方式就出现了，并且只要我在手中有该事物，这只手保持放在它上面（也许同时进行），这只手现在就有该事物；或者，只要我在一节车厢上，而这节车厢时而行驶，时而停止不动等等，这种特殊的统一方式就将我的身体和这节车厢统一起来了。属于这里的当然还有我的衣服和“我”的统一，只要我合身地穿着这些衣服；属于这里的当然还有我与我的书桌的统一，只要我坐在书桌旁边，持续地俯身在它上面写作等等。这些事物始终是离开我的身体“客观地”存在着的。那么如何描述这种统一、这种结合的特性呢？显然要借助于以下情况描述，即我的赤裸裸的身体现在不再是处于零定位的零客体（这个零是定位的对立项，但是在一切定位中都被当作前提），而是我的身体现在是和与它“结合”在一起的客体在一起的。每一个并非身体的客体都能够通过身体的某种行为移入到零定位之中，但只是通过下面这样的方式移入到零定位之中的，即它在身体的行为中获得了它本源的，而且是它固有的显现方式的部分。这个身体以下面这样方式为自己获得了这个客体，这个从前在那里，在右边，在左边，在近处，在远处，在我的前面等等的客体，即这个客体失去了它的那里，这个客体失去了它的定位方式，并且进入到零位经验方式之中，这种零位经验方式对于与获得物在一起的整个身体来说是一种统一的零位经验方式。


  在以上所说的东西中还包含着与一个被运动的事物一起进行，一起行走，这种一起行走不仅如同一切行走一样改变着事物的定位方式，而且作为持续地在这个事物旁边的存在将身体的显现方式与该事物的显现方式统一地结合起来。如果我行走，这个拿在手里的行为，这个此前比如说是静止的客体，并没有由于我的行走的行为而使之在定位的改变中显现，而毋宁说是使之作为零点而持续地显现，并因此被经验为是“与我一起运动”的。如果它被运动，那么这种同时进行就并不是对它的运动的改变，而是对它的处于零点的定位的改变。


  本质方面的东西和最普遍的东西就是：在我的进行经验的-起功能作用的身体与诸当下的经验总体——这些经验总体具有与本质上属于它的诸定位之系统（处于稳定的持久的形式之中的诸定位之系统）的关联之间存在着下面这样的关联，即我通过某些动觉能够自由地随意地改变事实上不管怎样进行着的定位。我有能力，我对定位的改变进行控制，只不过我是受这种变化之连续性的形式和这种变化之连续性的法则制约的；而原因在于，最终我也能改变每一个事物的处于零点的定位，并且我能连续地保持在零位形态之中。现在这涉及到在动觉的系统之中的某些动觉方面的安排，这些动觉方面的安排是那些作为定位而被经验到的东西之身体方面的功能相关项。属于每一个被动的定位的是处于停止之中的动觉方面的情况；每一个在我的在这个方面“进行着的”停止（停顿）之中的定位都处于诸变化之已经熟悉的可能性之中。注1223


  首先我本来应该说，在这种基础的考察中，我们只想与纯粹由现实的知觉和可能的知觉而来的客体打交道。因此考虑在现实的知觉和可能的知觉中达到的自身呈现的东西，并且我本来又应该说，在这当中我们仅仅考虑由物体式的事物构成的周围的东西，或更确切地说，抽象地挑选出那些能够被全面地完整地知觉的东西。在这当中排除掉我们的全部进程、我们的全部自然的和本源的知觉生活都在其上进行的基础的物体：如已经说过的，作为基础物体的地球。因为通过搭乘飞船我们不可能在一种“运行”当中飞过我们通常将其归于地球的大气。如果我们是鸟，情况就不同了；鸟的飞翔是一种动觉上的“我运动”，并且只要它们落在飞行器上，对于它们来说，在一切显现方式中返回就实现了，——如同对于我们来说落到我们的基础物体上一样。我们的基础物体由于以下原因排除这种对于我们而言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可经验性上面的局限性，即这种基础物体由于它的无限性，对我们而言不可能在它的经验方式之完整的系统中被经验。这当然就指向借助于作为意义扩展的间接的意义赋予作为原始的统觉之扩展——关于这些意义的扩展，在这里尚不能考虑。


  在这里自然就产生了这样一项任务，即解释对整个系统的这两个方面的统觉之意向上的相互关联，以及解释在这当中发生的有效性功能，这种有效性功能造成以下情况：属于对空间物体的每一个个别的经验之存在意义的，相关联地属于该空间物体的存在方面的意义的，是当这种个别的经验是被定位的经验时，它的当下的显现方式也指点参照相反的显现方式，这种相反的显现方式作为零显现方式属于该经验。在这里，处于系统之中的所有显现方式被意识为是能够相互转用的，并且只是这样地提供存在意义的，因此这种指点参照所意味的就是，我无可置疑地能够由我，就是说，在我的动觉上自由的活动当中，完成有关的改变。就这样，错误也得到了澄清。例如，如果我没有想起我曾乘上过的我预先已经看到了它的被定位了的运动的一辆车或一艘船，那么我就会经验到静止，或者在存在于该船上的诸客体方面经验到运动，这些运动不同于真实的运动。


  下面这种区分也并非不重要：即与身体的一个肢体的统一，并因此这个身体肢体的扩展（由于这种扩展，间接地作为扩展了的身体肢体变成了知觉器官，碰撞器官等等——手器官——），和与整个身体的统一，与特殊情况的统一，以致于我借此将这个已经获得的东西做成运输工具之间的区分。这些“工具”在本源的意义上是物理的对象，借助于这些对象，最本源的直接的身体方面的行为，和以身体方式对外部东西起作用的行为这种最近的间接的行为，获得了一种新的形式，即在另外再取来一个使身体得到扩展的事物的情况下起作用的形式，而且是更有效地起作用的形式，更符合目的地起作用的形式。


  如果进行了这些澄清，特别是进行了下面这样一些澄清（这些澄清作为对零显现方式的解释，以及在这当中的对身体本身的零显现的解释，在这里被当作前提），即对这样一些特性的澄清，这些特性在定位的零形态中仍然与身体及其显现方式相对，应归于在这种零形态中一起包含的非-身体的事物——即这些事物并不是任何动觉的部分，并不具有自己的动觉，但是却以某种方式参与动觉，如果它们“和一个身体肢体结合起来”成为这个身体肢体之共同组成部分的话——，如果进行了所有这些澄清，那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现在在统觉上身体本身如何能够被给予与非-身体的事物同等的地位，仿佛身体也是诸零客体当中的一个零客体，这些零客体只有借助于它的身体的-自我式的支配行为才能呈现出除它们的被定位的外在的给予方式之外的这些零给予方式。


  附录XVII  心理物理的统觉。身体如何达到如同一个不同的事物一样的被经验——被经验为如同其它的事物一样运动的和静止的，就是说，被经验为在空间中运动的和静止的？〈大概写于1932年6月〉


  在原始性当中以统觉之方式，或更确切地说，以构成的方式，存在着在我的物体式的身体和其它的物体之间的一种本质的区分。如果我在两个方面都还原到纯粹的经验，就是说还原到作为在“诸显现方式”之多样性中的统一的，作为在诸侧面之给予性的多样性中的统一的以及在属于当下真正的知觉的，属于侧面之诸要素的多种多样透视中的统一的纯粹的物体式的外观，在这种情况下那种作为我的物体本源地达到直观上的显示的东西首先就本质上不同于所有其它的物体——所有外部的物体，这些外部物体全都是以相同的方式构成的。在存在方面作为被一起构成的，作为被本源地经验的和可本源地经验的而属于这些物体的，是运动，而运动是以“近的事物-和远的事物”这种方式呈现出来的，以“定位”之变化着的给予方式呈现出来的。与此相关联的是，当我自主地介入到这些给予方式的变化之中时，我能够像下面这样地改变这些给予方式，即在介于两可之间的情况下，那个没有我的介入而作为静止被经验到的东西，现在正是这样地呈现的，正是在这种给予方式中，在这个过程中呈现的，正如先前的运动是在这种给予方式中，在这个过程中呈现的一样，并且反过来。这个介入的行为被刻划为是身体方面的进行知觉的行为，被刻划为是借助眼睛看的行为等等，而且被刻划为是当在这当中进行看时，以及以任何其它方式进行知觉时，我的身体器官由我而运动，或者时而运动，时而保持不动等等。如果现在我就如同我的身体作为物体在知觉中表现的那样，而且是纯粹以知觉方式表现的那样，或更确切地说，以知觉方式全面地显示的那样观察我的身体，那么我虽然发现作为知觉器官一起起作用的我的手，这个身体的个别的肢体，但是它在其物体式的运动和静止中（手作为在这张桌子上运动着的等等）如同诸外部事物一样被经验，而这就是说，运动，定位的改变，在它们当中是现实地在知觉上表现的，但是这整个的身体并不在它的运动和静止的任何一个当中表现。


  我的身体仍然被统觉为如同另一个物体一样的物体。我的在纯粹感性经验之阶段上被构成的物体——这个物体尚不可能具有与那个在感性的外部经验中作为外部物体以感性方面的显现方式呈现的东西的种类上的共同性——之统觉上的建立，对于这个物体来说，如同所有其它的物体一样，首先建立起处于普遍的空间之中，处于在运动和静止中以一切物体方式共存的形式之中，处于形态之变与不变之中的普遍的物体性，这种物体性在普遍的空间中的一切情况下都是空间的一部分，并且在对它们的评价中使其成为现实的按照位置是当下的形态。


  与此同时借此发生了身体物体的建立，这个身体物体已经被经验为在普遍的空间性之中的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被经验为自然之中的物体。我持续地在这个物体之中进行支配，并因此我持续地并且直接地存在于这个物体之中。换句话说，由此并从这里出发进行着对我的心理物理的存在之建立。在这种建立当中，我持续地在空间上存在，时而静止，时而被运动，因此如此这般地进行着变形，并且以某种特殊方式改变着变化着的身体式的物体性，并因此持续地在空间中，在空间时间性中定位，因此作为身体与心灵的统一，作为被赋予了灵魂的物体，是可经验的并且已被经验到了。


  因此接下来是借此在将心理物理的存在之存在的意义以统觉的方式转用到外部物体上的这条道路上使领域的建立成为可能。只要这种建立符合于这种可转用性的条件，因此具有能够导致这种统觉上的转用的与我的身体-物体式的此在之相似性。


  但是更准确地说，在这个真正的心理物理的统觉——在其中我被经验为宇宙中的被赋予灵魂的物体，因此被经验为在空间时间性中存在着的物体——之前存在着一种对该统觉进行奠立的身体-心灵方面的统觉，只有借助于这种统觉，才使“我的身体物体，如同每一个其它物体一样的物体”这种统觉成为可能，并因此，才使空间的统觉本身成为可能。也就是为此，要求我的在自身观察行为、自身触摸行为当中感性经验到的物体与感性经验到的其它物体之有效的相似性能够导致以至转用，即将在这些外部的物体上经验到的运动和可移动性在统觉上直接的转用到我的身体上，并且进行这种转用。而且是按照以下的方式转用：我的身体肢体的运动——我事实上将它看作是运动，就是说，正如外部客体的“运动”一样看作是运动（尽管运动在两个方面都是存在方面的事件，但是这种事件仍然不可能具有运动之充分的意义）——在这种动觉之内在地存在着的“我运动”之中具有其连续的和必然的相似物。我们已经看到，凡是在一个外在的物体上有一个与我的手相似的，并且以类型上与我的手相似的方式在运动中呈现出来的肢体被统握为手的运动（就是说，被统握为一种空间上的运动，这种空间上的运动指示一种同时进行的内在的运动，一种在以自我方式进行支配时同时进行的运动）的地方，它就一定会起它的作用。但是这仍以另外一个东西为前提。肯定只有通过对我的身体之感性上的自身经验之分析才会表明，这种经验如何将身体经验为统一的物体性，首先是在感性显现方面以类似于经验外在地呈现着的物体——而且是被划分了的物体，并且是在与我的身体的相应的划分类似的划分中——的方式将身体经验为统一的物体性，然而是以类似于这样一些物体的方式导致经验，这些物体并不将那些感性的外在的方式导致经验，这些感性的外在方式在这里，在一种最初的更本源的意义上，形成它们的向这里和向那里的运动，它们的走近或远离的运动，它们的向左和向右的运动等等。与这种类比相对应，我的身体被统握为“不动的”物体，在它上面只有它的肢体在运动。但是现在，我的身体肢体的每一个能够以感性方式被经验的运动都是一种前后一贯地伴随的运动，因此是以联想方式与并行的“我运动”一致的，与一个自我式的动觉一致的。因此它总是以“心理物理的”方式从两个方面被经验的。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被经验的肢体运动在一切外在的经验中都处于持续的功能之中，就是说，在对外在的物体的知觉之一切进程当中无论如何都处于功能之中；而且作为根本本源的成分而属于功能作用的，是这种内在的“运动”，这种动觉，但是这种动觉总是随身带有其外在的侧面。这种功能作用能够导致一种双重的东西。很可能是，它作为动觉之连续地相关联的相关项，引起这样一些显现进程（作为动觉之同时进行的进程），在这些显现进程当中，“静止”作为被经验到的东西被构成。在内在的由我而组织安排的动觉之进程当中情况是下面这样的，即每当我内在地回转到“同一的”动觉，我都一再地获得同一的显现方式，并因此在任意的进程当中我都一再一起经历到多种多样的相同的相应的显现方式，在这些显现方式中同一个静止的东西被构成。但是在这当中正是这种同一地保持不变的东西，更确切地说，不变的相关项系统，与那种在显现方式中或在这些具体的显现方式中并非由我而来的东西，并非作为自我式的动觉方面的运动之纯粹的结果而变化的东西（这就是那个没有我的帮助就在对象上形成其在质的方面的改变和不变的东西）分离开了。如果在动觉之变化当中这些显现方式真的以随同的结果之方式再现，这些相同的随同的结果就肯定会经验到不变化，经验到完全的不变化，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完全的不变化才在与其它情况的对比当中分离为动觉方面有原因的变化和动觉方面无原因的变化。但是我们并不探讨这种情况。


  当显现方式在一种正常的方式中像下面这样地进行时，运动也与此相应地被经验到，即它们不是立即地在一切动觉进程当中都形成相互关联的并相应地属于它们的诸显现之同一的多样性，而是只当这个以身体方式存在着的自我在一种相应的动觉方面的“一起进行”的行为当中实行一种特殊的功能，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以双重方式在动觉上发挥功能，就是说像下面这样地发挥功能，即通过某种方式正在进行着的介入，以某种速度，以某种节律的介入，这些显现方式又如同在静止中那样进行，并且通常以任意方式起作用的不受约束的动觉就会完全如同在静止中那样拥有作为伴随的结果的诸显现方式时才形成这种同一的多样性。


  与此相应，我们发现一种值得注意的东西，即在这种动觉当中发生了一种功能上的划分：作为自我之进行支配的身体运动的身体运动，而且是作为在一种扩展了的意义上的“进行行走的”（以移动的方式发挥功能的）而一起外在地进行显现的，和作为发挥功能的身体运动的身体运动（在这里仅仅是以知觉的方式发挥功能），但没有移动功能的身体运动。因此运动能够被经验到，而且是以一种将运动统握为诸可能的静止之连续的意义被经验到，正如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由于以下情况而能够在假象的静止中连续地变化的变化现象，即在每一个时刻都能够插入一起行走的行为，插入一起进行的行为，这种行为能够将变化的现象变成静止的现象。


  如果现在进行经验的目光和主动的经验行为转向身体，那么身体在运动的经验和静止的经验方面就以极其本质的方式与一切外部事物区分开了。所有的外部事物为了它们的有关运动的感性上进行经验的统觉（或更确切地说，作为持续的可能性的从静止过渡到运动，以及反过来，这种可能性赋予静止以其作为运动之零情况之意义）都需要作为进行促动的，持续地一起起功能作用的身体性，而且是以行走方式起功能作用的身体性。凡是通常在外在的客体上能够看到的东西，能够以感性方式经验的东西，都执行共同起作用的其它的动觉（例如，当我通过行走运动到这里或那里，也许我停止，又行走等等时，眼睛的运动，触觉的运动）。另一方面，我的身体（在这后一个方面，如同外部事物一样被经验）决不会借助于这种行走的动觉，移动的动觉，而被经验为是运动的和静止的。因此对于身体来说本源的运动和本源的静止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说，如同在外部事物那里，处于其空间领域的运动和静止没有意义一样（当然，这个空间领域暂时尚不是真正的空间）。因此，行走的动觉只具有内在功能的意义，而没有身体在空间中真正发生位置变动的意义，因此恰恰尚没有下面这样的空间被构成，在其中这个以身体方式存在着的并且同时经验着这个身体的自我，借助于这种纯粹作为感性经验的经验本身而具有作为这个身体的空间形态和在空间中的位置，并因此——对于这个经验者而言并且纯粹由于这种经验之意义——具有在空间中的共存在。与此相关联，诸事物的空间也仍不是真正的空间，相对应的外部世界也不是真正的世界，作为这样的世界，它作为一切共存的东西之共存在的形式而包含包括这个身体和这个心理物理的自我在内的一切共存在的东西。


  那么这种更高阶段的建立在感性经验之中的将身体统觉为如同所有物体一样的物体是如何实现的呢？与此同时空间和世界如何是可经验的呢？对此存在着一种并不难理解的回答。如果我们已经拥有作为自然客体的外部事物和身体，如果我们已经将我们经验为心理物理的实在东西，经验为人等等，那么一种十分清楚的事实情况就是，我们将身体之外的客体与身体结合起来，我们能够将日常应用的客体拿在手里，我们能够拥有它们，能够获得它们，我们能够登上一辆车，能够跳上一辆正在行驶的车，并且能够被运送等等。如果我们注意这些显现方式，那么对于每一个客体来说，只要该客体由一个与我的身体分离开的客体而变成一个与我的身体统一的客体，它的可能的感性的经验之系统就发生了变化。每当这个拿在手里的客体失去了像一个外部事物那样的作为静止的或运动的而显现的能力，就可以说它变成了身体的肢体，只不过它没有特殊的动觉。借助于我的行走的行为，决不可能得出近和远之显现方式的变化等等。显然，正是倒转才建立起将身体统觉为物体的可能性。如果我将一个事物拿在手里并行走，那么该事物就运动，如果然后我放开它，它就存在于已经构成的“外部空间”的另一个地方，仿佛它是在没有我的行走行为的情况下自己运动到那里去的。例如，在跳上这辆车和跳下这辆车的行为中，我能够随便地看这种运动，并在向身体的部分的现象之倒转中能够将这种运动作为现象移走。这一个和另一个被统觉为有同等价值的，都指示任何时候都准备好的倒转的可能性，并且这被转用到身体之每一个部分上，被转用到身体之每一个肢体上和整个的身体上。身体在空间中作为行驶中的车辆之部分被运动，它本身获得了运动之一种等值的意义，事物运动之一种等值意义。


  文稿17  〈我的作为“人”的原始的存在及其超越论的构成。自我和非自我之划分的问题和身体。处于原始性之中的非世间的自我之可能性〉（1931年9月初）


  处于其生动地流动着的原始的当前之中的，存在于其对世界之原始的构成之中的原始的自我（ego）。在这种生动性之中被构成的东西——处于诸流动着的知觉显现之中的统一，作为由诸能力构成的一个地平线之知觉上实现了的诸能力。


  在流动之中被构成的“外部世界”的统一作为当下的诸个别事物之在流动中扩展着的全体统一，每一个个别的事物都是被隐没在世界构成之中的一种构成之统一，但是它是与世界构成之统一不可分割地被构成的，并且本身是与世界构成之统一一起被构成的——所有这些都是在原始的还原之中说的。我的身体作为空间物体，在这当中与诸外部物体相似，但它是作为这样的物体，即我存在于其中，我通过它而存在，通过它我在进行知觉时与诸外部事物打交道而且能与外部事物打交道，并且在碰撞行为中，在移动行为中，和它一起以实践的方式，以因果的方式，介入到身体之外的事物中。


  自我——作为在身体之中通过身体以世间方式存在的自我——之统一的情况如何呢？现在很清楚，以世间的方式为这个身体物体打上标记的东西是这样一种情况，即我在这个流动着的当前之中连续地同一地是在这个物体之中存在着的东西和能在这个物体之中存在着的东西。我同一地是一个东西，并且与这个物体不可分开。但我本身并不是作为物体存在的，而是以一种独特方式存在的，即我作为自我所是的东西，存在者：在身体中存在，并通过身体外在地存在。


  因此作为身体之自我，我是对于世界而言的自我，这个自我时而在这个空间位置上存在，时而在那个空间位置上存在，因此以空间时间的形式具有其位置。但是我并不像一个事物在空间中存在那样在空间中存在，也不像我的身体在空间中存在那样在空间中存在，我不像一个事物在运动中存在那样在运动中存在。我并不作为事物拥有位置，而是我的身体物体拥有位置，但是只要我是以身体的方式存在的，并且只是作为这样的东西存在的，如同身体只是作为身体存在的那样，我就是和身体在一起存在的，我就是以身体的方式存在的，正如身体作为自我的器官是身体一样。


  因此在原始性中我是世间的自我，是在下面这种意义上的心理物理的统一，即我总是能够将我的身体抽象地看作是诸物体当中的一个物体，并因此也能够这样地对待它，于是我能够对自己说，我并不是这个物体的添加部分，仿佛这个物体能够像其它物体那样存在，相反，我连续地是在这个物体当中的存在者，并通过这个物体与所有其它事物性东西发生关联，所有其它存在着的东西都通过这个物体而为我在此存在，对于我而言都是可进入的。


  因此外部的世界，纯粹事物的世界，纯粹物体的世界，就和我的“作为人”的原始的存在分离了，我的“作为人”的原始的存在带有一个能够在我身上区分开的身体物体——但这个身体物体并不是像其它的物体那样的一个物体，并由于以下情况不与其它物体区分开，即还有某种东西在它上面出现，只不过这种东西在其它事物上事实上是没有的。


  这个原始的世界就是我的经验之世界，它是在我的流动着的经验中被构成的、被经验的多种多样的特殊的统一之统一——在这些特殊的统一当中，有自我-人本身，“在自我-人当中”有作为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心的统一的我的身体物体——，我以身体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中存在，我以身体的方式以这样的一种能力在这个世界中存在，即我能够知觉一切事物，能够接近一切事物，能够在实践上与一切事物打交道，借此改变事物世界，并且也许通过我的人的行为改变作为人的我本身。


  但是这个世界连同在这里被重新描绘为世界的东西，都是各种不同的经验之统一，是各种不同的知觉之世界，记忆之世界，进行预期的意指之世界，这是这样一个世界，它是在“诸显现”之流中，在多次的意指之流中，作为有效性之统一，并作为由有效性之统一构成的统一的-多种多样的统一，综合地被构成的，这个世界是我作为超越论的自我通过我的主动的和被动的“超越论的”生活而使之发挥作用的，是我以有效性习惯地拥有的，作为由我而有效的世界而拥有的，并且它的有效性是在多种多样的有效性的奠立当中作为我的成就而获得的，作为我的由我的主动性，根据我的被动性，根据我的由较早的东西而引起的诸有效性而来的成就而获得的，这些有效性对于我而言会以一种引起统一的存在意义的隐蔽的“传统”之形式，根据一种每一个作为意义统一而被经验的东西都包含的隐蔽的地平线而继续有效。因此这个心理物理的“自我”，这个原始地被还原了的人（但是这个被还原了的人根本不是人，就如同这个自我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我一样，这个自我已经指示一个你，一个我们等等了）也是被构成的统一，也是被获得的存在意义，也是超越论的自我及其超越论的“成就”之获得物。


  因此我们就这个朴素地为我们存在着的世界实行现象学还原，我们摆脱朴素的态度，在那种态度中，我们在这个由经验构成的流时以下面的方式将诸经验的有效性发动起来，即我们直接地而且仅仅指向这个世界，并指向当下的个别的世界客体、世界事情之过程，我们将我们的目光指向这样一种情况，即这些统一恰恰是一种进行构成的生活之综合的统一，并且是构成方面的获得物。


  我能够通过以下方法获得我的一个具有在类似的身体性中的类似的存在的自我之类似物，即我改变对我的想法，仿佛我有了一个被改变了的身体，一个处于也许是被改变了的环境世界之中的身体。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恰恰是以与我经常保持着的现实性相矛盾的方式改变了我的诸思想的可能性。但我是作为由一种本质上相关的构成而来的存在意义而存在的，我作为这样的东西在当下的样式中被经验而且是可经验的；我被以超越论的方式还原为在身体中存在着的东西，还原为通过接触可由外部事物刺激的，还原为在看外部事物的（借助于睁开的眼睛），听外部事物的等等，还原为在实践上运动外部事物的，改变外部事物的，还原为通过身体在空间中以物体方式存在着的，以物体方式运动着的，以物体方式变化着的。我以超越论的方式是所有这些东西，一个流动着的显现生活之意义统一，一个流动着的自我学的存在一般之意义统一，与我的这个外部世界一起，在一个自我极之中定中心，在能力之一个自我极中，动觉之一个自我极之中定中心，当我使动觉起作用时，它们就使由我而来的诸相关的显现运转起来，在这种运转当中，当下对我有效的存在意义就得到了自身给予和自身表现，作为“处于世界之中的作为自我的身体的自我和这个世界本身”这种普遍的存在意义之中的要素的个别的存在意义和当下的存在意义就得到了自身给予和自我表现。如果我从身体的自我（自我具体地作为被原始地还原了的人）之这种统一返回到这个超越论的具体物，我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以原始的-超越论的方式包含于其中的这个在超越论的自我极中定中心的超越论的流动着的结构。


  在统一地不可分割地一起进行时，在这当中我发现了流动着的超越论的世界显现，所有世间的个别的显现都被归入到这种世界显现之中——作为知觉上的世界，如其现在对于我而言是生动的当前的世界那样的世界。在这个超越论的世界显现中，这个世界“显现出来”——作为在诸显现之变化当中，诸个别的显现和整体的显现之变化当中同一的存在意义，在这个进程当中，也在其进程之地平线中，同一地“显现出来”，作为对于诸系统的能力而言的指示“显现出来”，当我（我，这个作为极的超越论的自我）以动觉的方式使这些能力起作用时，它们就使这个同一的世界从总是新的“侧面”，以总是新的显现方式显现出来，并且在这当中也许指示总是新的意义之统一，这些意义之统一同样作为在整个的显现之变化当中一起包含着的而作为诸敞开的能力出现，能够出现。


  在世界构成之流中，同时包含着，而且是以不可分割的联系包含着作为原始的-空间时间的自然的世界之构成的身体之外的事物（外部事物）之构成和我的物体式的身体之构成。二者都是作为有广延的事物（res extensae）在空间时间性之统一中和在自然的因果性之统一中被构成的，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被构成的，只要我的身体物体之视觉上的显现方式不可能使整个的物体以透视的方式作为接近的物体和离去的物体显示出来，并且对身体的之诸肢体（被在纯粹物体方面还原了的）的透视也只是受限制的。此外在这种属于自然之构成的显现样式之中的不仅仅有作为可直接看到的世界的近处的世界，而且还有在近处的世界（另一方面，较远的世界，它只有通过过渡——在“自动地”的自然的运动当中，或者是在“由我调度的”自然的运动当中——到作为“直接在此”的近处样式之中，才能被给予），我是说，在与这种样式的关联之中，这种身体物体具有这样的一种特性，即它必须“始终在这里”存在，总是一个我“在其中”存在的物体，或者“我本身”在它那里存在的物体，在这里这所意味的就是，我，这个超越论的自我，在这里仅仅是以我的超越论的动觉上的-支配显现的诸活动而生活于一种直接的活动之中，而我在以远的样式被经验的诸事物那里，则只有通过对我的身体物体方面的诸显现过程之支配的直接性，并且在在这当中被构成的身体物体性当中通过身体方面的运动，才能使其它的事物显现间接地达到这个进程，而且达到向近的样式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直接地以这种近处样式在这些事物显现当中活动。


  此外，如果一个外部物体与另一个外部物体结合成相互重叠的东西或相互并列的东西之统一，并且在静止和运动中总是和另一个东西在一起，那就只是它们的给予方式发生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平行地和同时地进行的。但是如果一个外部物体与我的身体物体结合在一起，如果另一个被这一个或这一个被另一个所携带，那么这个外部物体之显现方式（以及所有同时被这样地与“我”联合在一起的外部物体之显现方式）就发生了变化，不仅是在视觉方面，而且在触觉方面，在所有其它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但是这些不同的构成方式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它们本质上都与一个自然之构成相互关联，首先是与一个由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e）构成的自然，宇宙，之构成相互关联，这种有广延的东西处于在生动的当前之中可统一地知觉的空间时间性之被个别化了的形式之中。在这当中一个身体肯定也被构成了，只要这个身体应该是作为身体以超自然的方式被构成的，它是这样一个身体，自我在其中进行感觉，这个自我在其中直接地存在，它在其中拥有它的器官，它的动觉与这些特殊的器官一起存在等等。情况并不像下面这样，即这个自然和世界一般在由诸显现方式和显现之诸能力构成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流中作为意义之统一被构成，以致于我们在这样的相互关联之中拥有世界和自我，这个自我是超世界的，这个构成世界的自我，这个作为它的超越论的生活之自我而拥有与自己对立的非-自我的世界的自我，只是在下面这个范围内仿佛与这个世界处于经常的关联之中，即这个世界恰恰是在这个自我的非世间的显现方式之中，在这个自我的进行经验的生活之中和它的前世界的经验构成物之中才是这个显现着的世界，才是这个在流动中呈现着的世界。毋宁说这个世界是像下面这样被构成的，即自我作为被赋予了身体的自我出现在这个世界本身之中。作为有身体的自我，作为在这个世界之中生存与生活的自我，它本身是世间的存在者，是诸其它实在的客体中间的一个实在的客体。或者：这个世界不仅仅是自然，而且是人和自然，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自然内部的人，只要人由于以下情况而被世间化，而且只能以这种方式被世间化，即人“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也是自然，但是人是将身体作为器官而拥有的。


  但是这个原始的人-自我，被具体地赋予了身体的自我或者被自我化了的物体身体本身是超越论的构成之统一，因此我们在对自我-人的存在意义之构成方面的形成物进行反向的追问中，最终发现了下面这种最深刻的划分：人的流动着的，超越论的生活-在这当中构成着世界的生活——之超越论的——原始的自我和非-自我、世界，其中包括被赋予了身体的自我。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地划分吗？注1224


  我们不是必须说：原存在是整体地流动着的绝对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必然有一个相互关联的综合存在，即这样一种综合，它构成自我（这是这样一种构成，它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在正在发生的世界构成之阶段上的构成之意义，世界构成是借助于诸显现而完成的），另一方面，恰恰是这样一种综合，即进行实体化的构成，或更确切地说，进行实体化的综合？


  由于对素材的东西和意向活动的东西（功能）之划分，这种对立可以说在本源的被动性当中就已经预先形成了。如果我们将自我-非自我=世界作为两个存在领域对立起来，那么这种做法就只能具有下面这种意义，即在我“以自然的观点”进行经验和进行思想时，我能够前后一致地就世界下判断，而且是以认识真实的存在之方式下判断，另一方面，具有下面这种意义，即我能够就我的超越论的存在前后一致地下判断，并且在这当中能够就一切阶段中的一切存在作为意义（作为存在着的意义、有效的意义）下判断，并因此能够就这个世界作为被以超越论方式构成的存在意义下判断，作为这样一种存在意义总是对我有效的，并且通过校正对于我表现的，能够重又校正，然后能够重又表现的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也对世界这个“理念”下判断，这个“理念”作为自在真实的是在更高阶段上由我构成的，而且是明确地形成的，或者是按照它的自明性之特性被澄清了的超越论的形成物。在这种情况下超越论的主观性就包括一切主观东西之整体，世界本身作为被主观地构成的世界最终包括在这种主观的东西之中，以致于在对这个形成物之被改变了的观察方式中关于世界之一切直接地获得的存在的真实性在这里就重又出现了。


  因此我们不是能够在好的意义上将这个存在着的世界与这个总体的超越论的主观东西（在其中这个世界是作为有效性之统一被构成的）对立起来吗？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存在方面的存在构成之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相应的区分，即处于其固有的存在之中的存在方面的东西本身和作为超越论的主观东西的成就着存在意义的构成之间的区分，而超越论的主观东西是构成之相关项。在自我行为中对存在进行构成的那个超越论的主观性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存在领域的相关项，在这当中所形成的能力之自我，属于这种能力的诸动觉等等的自我，都属于超越论的主观性。但并不存在并列的众多自我，相反，自我只是这一个超越论的自我（ego），并且是唯一的能力-自我，但是这个唯一的能力-自我在自身中能够包含相互关联的统一的能力-自我，正如在这个世界的阶段上，能够这个相对完整的科学的自我、家庭-自我等等一样。


  因此这种相互关联贯穿于存在化——客观化，物化，事情化——之一切阶段。在“构成”之方式中恰恰应该在自我，以超越论方式看待的自我，和“事物”、“世界”（在较低的阶段上，视觉运动方面的事实之“世界”以及这一类的“纯粹主观的”诸世界的“世界”，并且最后作为仍是纯粹主观的世界的原始的世界也属于这里）之间，进行区分。当这个自我获得了它的诸习惯性东西，它的能力时，它并不表现出来，它并不被透视等等。


  但是这个人本身是世界客体，它是被世间化了的自我，然而仍是自我。这种自我结构以及与它一起的它的进行构成的生活，诸显现本身，以及处于其完整的超越论内容之中的相关的存在，这个整体被世间化了，就是说，这个超越论的主观性被身体化了。


  这个整体如何能够完成身体化，或更确切地说，这个超越论的主观性如何能够完成身体化——它在这种身体化当中完成了一种确实是属于它的固有本质的特殊的成就，即身体化，因此，也将这种实行身体化的行为身体化了——呢？这岂不是导致一种无限的回溯吗？


  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但是，在每一种客观化中首先涉及的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意义之构成，一种特殊的，在超越论的主观性之生活中总是能一再地视为同一的，总是习惯地存而备用的同一性之极的构成。


  在这里这个自我是带有其指向目标的，带有其目的极的指向射线之对极；在目标的变化当中，在诸同一的“对象”之变化当中，这些指向射线全都具有它们的出发点，它们的由-我-出发。因此作为我的指向行为的一切指向行为都由那里流出来的这个自我，这个同一的极，在这种指向期间必然不是这种指向行为所指向的对象。


  这个世界总是在这里存在，是这个这里之全体，总是为我在这里存在，并且首先是在知觉上在这里存在。它是我所指向的，我能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指向的东西之全体，在空间时间的地平线中，这个空间时间的对象性东西之全体和这个对象性东西本身也许是以统一的方式，对象的方式生成的。在这当中，我是同一的自我极，但不是通过指向这种东西的视为同一的行为而被视为同一的自我极，如果那样，就会被称为对象式的自我极。但是关于我是作为自我极存在的这一点，我是后来通过某种按照一定方法进行的反思才知道的，这种反思已经就是使之对象化，但并不因此就是使之世间化。这个自我作为世界之对极是超越论的自我。


  我作为拥有世界的，被指向世界的自我，现实地被指向，并在自我的潜在性中能够由现实的东西出发通过习惯的指向系统指向世界的地平线之可能的东西，我能够指向或者能够被指向外部事物，指向这个和那个外部事物，并且我能够指向或者被指向我的身体。当我通过熟悉的动觉的道路，并且进一步通过由它引起的诸显现方式而向诸显现着的统一看去，向诸事物看去时，我就被指向一个事物。


  如果我指向我的身体，那么我的身体同样也作为物体被构成。但是在一个事物之每一个呈现当中，我的身体都作为一起在此的而被构成并被经验。一个事物之每一个动觉上的呈现过程，每一个触摸事物、看事物等等的经验行为都是并行地进行的，并且是和处于我的整个的身体之静止和运动当中的我的（相应的）身体肢体之物体方面的运动一起进行的：手的运动和手指的运动，胳臂的运动，眼睛的运动，弯下身子的运动，行走的运动等等。但是这种处于空间中的物体式的运动同时具有自我式的过程之特征，具有作为自我的我通过努力、通过行动而使之起作用的、已实行了的运动之特征。在我-经验-一个-事物之中发生的，比如在我-看-一个事物之中发生的同一的自我-运动，同一的动觉，是这只眼睛的自我式的运动；在进行触摸的经验行为中它是进行触摸的动觉，并且对于手而言，它意味着一种作为自我式的运动的空间的运动。因此一个特殊的自我东西，一个我-做，就在这只眼睛之中，在这只手之中，而且是在空间的静止姿势和运动之中定位，二者一起在我-运动-眼睛这种形式中结合起来。不仅如此，这只眼睛有“在”它“之中”存在这样一种“能力”，即能够经历空间位置的某种多样性，运动的某种系统，而且是在看的行为之“功能”中经历的。然而这同时涉及两只眼睛，这两只眼睛具有运动之某种相互协调，它们在看的行为之一切时间段上都一起存在于这种功能之中，都是一种我-向这里-看-并-向那里-看，都是这两只眼睛在空间中的一种同时的运动。处于当下进行着的运动之中的运动的“能力”和现实的动觉就这样在身体物体之不同的物体式的肢体中同时定位，不论什么时候我在这个或那个知觉之功能当中使这种运动起作用，或更确切地说，使这个动觉起作用，在这当中这个肢体都是作为知觉的器官发挥功能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物体式的运动必然已经使动觉之层次在自身中定位了。


  但是属于眼睛的还更多。眼睛的看的行为不仅仅是实行动觉，在这些动觉中这一只眼睛的指向状态或两只眼睛的指向状态被经验到；如果这只眼睛睁开着（为此需要睁开的行为和闭上的行为之一种特殊的在这只眼睛中定位的动觉），它就会看到在闭上眼睛时它看不到的东西。我看见一个事物，看见一个由诸事物构成的完整的视域。但是我却并不总是看到这同一的东西，就是说，即使当我看见这同一东西继续存在着时，我也有不一样的“图象”。按照这种经验之物体方面的-对象方面的意义，我说，从客观的物体的方面说，我现在看到了这个事物的这个表面（这个“侧面”）的这个部分，不久看到这个事物的这个表面的那个部分。并且时而在离我的物体式的身体之这个距离上（在这个“间隔”中）看到它，时而在离我的物体式的身体之那个距离上看到它。但是物体式的空间运动中和物体式的空间运动之变化中包含的所有这些多种多样东西在看的行为中都是以变化着的“视角”、“外观”（图像，如我们也以一种危险的说法说的）之形式出现的。如果我闭上这只眼睛，它们就消失了，尽管在客观上所有的东西都继续如其所是地存在着，并且也许借助于另一些感官以及它们的“图像”被经验到。关于这些事物以及这些事物方面的过程之视角，以及这些视觉方面的显现之变化不定的过程，都是由于我的眼睛之动觉上的运动而调整的，但同时也受到我的其它的物体运动的调整，而且也是作为这样的东西受到调整的，这些东西由于有自我式的动觉而具有自我式的运动之特征。在这当中处于空间领域的运动和静止以下面的方式对应于这些运动或静止（保持不动），即存在着某种相互关联：在动觉的运动之系统中，客观的静止情况下的视角的变化可能以与通常诸客观的运动在视角当中显现相同的方式和顺序被引起。等等。


  因此我们将这些视角作为纯粹主观的东西与诸被看见事物区分开，这些被看见的事物是处于其视觉上的显现方式之如何当中的事物。这些被看见的事物并不被经验为在眼睛中或眼睛上定位的，因为它们并不总是属于眼睛，不管眼睛在知觉身体时是否起作用，正如动觉至少是以正常方式起作用一样，在这里眼睛是异常的，以至于眼睛在没有自我方面的参与的情况下做机械式的运动。视角的变化属于眼睛，眼睛被看作空间中的物体，并且被看作空间的物体，视角的变化被经验为一种因果性。那些即使未被看到时也存在着的物体处于其在空间中的运动之中及其在空间中的质的方面的变化之中，或更确切地说，处于空间时间性之中，为了能够被看见必须处于对于眼睛的某个空间位置之中，并且与此同时还必须是白昼；从眼睛的方面来说，它必须是睁开着的，为了视觉上的认识行为它必须是以某种方式在动觉上运动着的，必须转移到某个最佳位置上，它必须是受到调节的（在一种特殊的调节动觉中转运到调节之最佳状态），眼睛必须具有其正常的结构，其健全的结构等等。在一种刺激过程中，事物刺激身体，特别是刺激眼睛，我们通过对看的行为之两个方面的物体的条件的经验，通过研究，认识到事物之更详细的特性；由于这种刺激，引起了在身体之中的，特别是在眼睛之中的，以及在看东西时一起起功能作用的其它肢体之中的自我过程，并且这个自我过程由自我而被运转起来，现在在主观方面作为因果性的结果发生了对事物之如何显现的通过看的行为而进行统觉之过程，这是这样一种过程，在其中完成了不断进行的看的行为和通过看而获取认识的行为。我们的经验世界之物体方面的事件和总是一起被经验的身体之物体方面事件，以及在身体中被定位的，或更确切地说，与身体有正常联系的主观方面的过程之紧密结合导致心理物理的经验。一切“外在的”经验都紧密结合到心理物理的经验之中。


  眼睛受到已被说明过的诸客体的刺激，它“感觉”这些客体，我在眼睛当中感觉到这些客体，尽管并没有完成各种不同的同时的图象之不同的定位和整个的图象领域的定位。与此相对，诸触觉方面的经验像下面这样与表面或者首先是与身体之表面相关联，即身体之表面是一切触摸之统一的定位领域，并且处于其差异性之中的一切触觉事实都有其不同的定位。即使是“听觉领域”也并不以这种方式与身体之一部分，与这只耳朵，相关联，而是无差异地统一地与这只我“借以”听的耳朵相关联。


  将身体经验为物体的行为和对身体的感觉进行经验的行为是某种不同的东西。感觉并不是物体性东西的经验这种意义上的物体的东西，物体并不进行感觉，而是我进行感觉，我受到外部客体之这个为我在此存在的物体之刺激，而且是这样地受到刺激，即在这个身体上或在这个身体中，在这个或那个部位上被定位的感觉被给予了。身体具有下面这样一种特性，即当它被以物理的方式触及时，我就受到刺激，并且当我将动觉发动起来时，在空间物体方面的经验领域中诸物体方面的运动就以下面这种方式进行，即处于那个阶段上的物体式的运动与动觉之诸阶段相符合，并因此诸器官的运动都处于“我运动”之中，“我现实地进入到‘自然’之中产生影响，在运动时，自然直接地进入到我的诸肢体之中产生影响，我也许借此间接地进入到其余的空间物体的世界之中产生影响”。于是情况看上去就像下面这样，即我间接地连续地启动“我运动”，“我工作”，“我用一根棍子敲击”，“我推这辆车”，等等，或者我在预见我的行为之接下来的后果时，在实践上将它们作为目的来拥有，或者当它出现时，我也无意间发现它们是后果。


  我作为自我存在着，这个自我由经验而拥有一个客观的、空间时间方面实在的世界，而且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它以物体方式包含着一个十分卓越的客体，即我的身体，我的一切对于经验起功能作用的动觉，并且我的一切经验本身，我的多种多样的感性的显现，都通过这些动觉以间接性在身体当中定位。当我“在”身体“上”受到刺激时，所有由外部事物而来的刺激和由身体物体本身而来的刺激又是与我的身体相关联的，并且我的一切主动方式的反应，我的一切行动都具有这样的事件的形式在我以动觉方式对其运动，碰撞等等的，并由此出发在其余的世界之中继续发生作用的身体中有其起源。一切行动都是在两个方面存在的，并且本源的两面性是在身体当中以充分的对身体的经验被给予的两面性，是我在身体中的存在的行为和我运动身体的行为等等的两面性。


  不仅存在着空间物体的世界——原始地存在着的——和具有我的变化着的经验的我，以及通常属于我的东西，以及我恰好在其中经验这个世界的诸显现本身，以及属于这些显现的我操作的和我能操作的诸动觉和诸能力本身，以及通过进行经验的构成和进行经验的统觉，不仅存在着空间物体的地平线，由在这里“自在”存在着的自然客体构成的地平线，以及由自然客体而通向自我中心的诸刺激（这些刺激决定我在这个世界之中的诸行动），而且在这个世界之中还存在着作为身体的身体，作为我的物体，作为原始意义上“我的”物体被构成的我的身体。这种对比不应该预言一个世界能够为我构成，也不应该预言在其中有一个作为我的身体的物体已经被构成；而只应该预言这个世界首先是作为一种可以考虑的可能性在此存在的。一个作为我的身体的物体被构成，由此而被给予了以下情况，即首先所有那些属于这个对世界进行构成的自我的东西在一种广泛意义上都是在这个物体之中定位的，而这个自我本身作为受刺激的自我，作为进行经验的自我，作为以动觉方式将这些经验（处于如何之中的主观的对象）带入到这个进程之中的自我，作为进行观察的自我，作为在一切方式中都是实践的自我等等，是在这个身体当中定位的，它的存在是作为在这个身体之中的存在被构成的，它本身被构成为以身体方式存在着的，被构成为有身体的-有生命的。但这并不仅仅是局部的。因为所有形成我存在和我生活的东西都是一种不可分割的统一，所有通过现象学的揭示而存在的东西都借助于这个具有身体的自我之构成而间接地获得其对于身体的定位关系。


  世界作为下面这样一个世界预先就被给予了，即我通过身体在其中存在，而且是作为原始的人在其中存在，就是说，在物体之中存在，在物体之中进行经验，经受高兴与痛苦，在其中主动地运动，通过该物体主动地进入环境世界之中。在我的世界之中只能有一个身体被构成。我作为自我是唯一的，我不可能两次在此存在，在我的原始的世界之中我不可能有一个在两地同现的人。当我在身体中存在并通过身体而存在时，这个主观的存在行为和一切主观的东西都是原始地被经验到的，而且是在唯一性中被经验到的，这种唯一性本质上属于这个自我。一个只是以视觉的方式进行经验的身体不可能在此存在，另一个以触摸方式进行经验的身体不可能在此存在，第三个通过听进行经验的身体不可能在此存在——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作为我的经验行为进行经验的。因为以下情况属于空间物体性一般之构成（并且首先是那种非-身体的空间物体性之构成），即所有这些感官是彼此都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它们必然会存在，因此在所有的东西中这个同一的事物，或更确切地说，这个同一的世界，都能够被经验到，所有被经验的东西都属于这世界。但是在对原始性的限制中——在这种限制中，世界被以抽象的方式剥夺了它的对于所有人而言的共主观的世界这种意义——，肯定留出了下面这种可能性，即没有自我，这个构成者，在世界中存在的情况下，一个世界可能被构成。原因当然在于，由于这种抽象仿佛我使自己看不到我的超越论的存在之诸层次，以及在这些层次中存在的移情作用的诸变样（在这些变样之中移情作用发生，并且在这些变样之中移情作用作为构成方面的功能，总是已经完成了它的成就）。


  附录XVIII  身体被构成为物体的方式和身体被构成为身体的方式，以及一般而言身体之构成和外部事物之构成的密切联系之方式〈约写于1931年9月〉


  在视觉上身体是借助于透视和第一功能阶段上的动觉以及借助于触摸的动觉像下面这样构成的，即它以双重的方式与动觉和感觉事实相关联，一方面是借助于表现之构成功能，另一方面是借助于存在于完全不同方向上的对具有动觉和感觉事实的被表现东西之联想。这只手在视觉上是以透视方式显现的，在触觉上比如是作为被另一只手触摸的，但同时是这样地显现的，即诸动觉——我们将动觉称作是它自己的动觉——在它之中通过定位显现出来。


  因此就整体而言，身体本身是通过双重动觉的功能构成的，或者是通过动觉之整个的系统以双重方式构成的。一方面，诸动觉系统对于多种多样的表现起功能作用，在这些表现当中身体作为物体以与一个外部物体相似的方式（二者都处于“行走”的行为之前的阶段上）作为物体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诸动觉之持续地参与功能作用的方式和在这种参与中结合的方式导致以下情况，即不仅是对于肢体G1（进行触摸的手）而言的进行客体化的动觉与该肢体的多种多样的表现结合起来，而且同时相对应的肢体也表现出来（进行触摸的手当然[eo ipso]被统握为是可借助于对应的被触摸的手而被触摸的），以致于诸相对应的统觉和诸相对应的多样性在这里总是统一而不可分的，并且必然是统一而不可分的。因此一个肢体，比如一只手，只能这样地被客观化，即与此同时作为进行客观化的肢体的另一些肢体可以说是一起在此存在的，它们在它们那个方面是借助于被它们客观化的肢体而被客观化的。因此身体是这样地被构成的，即它的诸肢体被经验为空间物体，像外部事物一样在知觉的诸显现当中呈现出来。但是它的动觉是和它的空间位置一起（在定位当中）通过在每一个肢体当中的“定位”而被以某种方式给予的。


  这个肢体在当下的知觉显现中有其进行呈现的事实，但是这个肢体本身作为被呈现的肢体，进行显现的肢体，在它的表面的每一个位置上，因此作为整体的肢体，都有触觉上的事实。身体之触觉上的整体显现，作为完整的身体的幻象，作为它的全部肢体之统一（由此决定这个统一的身体被分解为诸部分，每一个特殊的动觉分别地属于这些部分）将这个统一的触觉领域限定在身体的表面。这个统一的触觉领域就这样被定位，但实际上并没有被经验为是在空间的方面有广延的。


  身体的空间方面的经验受到偏爱，这恰恰是基于属于作为身体的身体的存在论方面的结构，因此是基于空间方面的表层的幻象和被定位的感觉领域及被定位的因此是被划分的动觉之分层。动觉的系统是和被划分了的触觉领域在一起的，以致于诸特殊的动觉，简单的动觉和复杂的动觉，都属于诸部分。一个特殊的动觉和一组被组合起来的动觉，都属于“指尖”Δ这个触觉领域的部分；它的功能就是使Δ这个部分与其它的触觉表面的每一个部分达到“符合一致”，能够被放在其它的触觉表面的每一个部分上。这个领域是领域，并且能按照它的形式（它的内在的共存的形式，有两个维度的，平面性质的形式）是不变的，而它的内容，持续地显露着的事实，则是变化的。


  统一的触觉领域通过与这个触觉领域相关联的部分领域分布于诸部分领域当中，就是说，分布到在这个触觉功能中呈现着诸部分领域的诸动觉中。


  触觉领域之被分开的，在触觉领域的广延之中不连续地彼此分开地存在着的诸部分，能够在进行呈现的功能中进入到一种连续性之中，就是说，能够呈现一个客观的广延之相互毗邻的诸部分，或更确切地说，能够通过在一个统一的进行触摸的过程当中共同起作用而构成一个同一的表面。如果我们用这只手的更多的手指同时进行触摸，而没有这些手指的诸特殊的动觉相互竞争，而是在一个统一的动觉之中一齐进行触摸，那么情况仿佛就是我们有一个手指，并用这个手指在一个动觉中来回地进行触摸。


  “双重的感觉”——触觉领域之特性：触觉领域之诸分立的部分能够相互“联系”，相互“符合一致”，并且在动觉的情况中，因此在能够自由地建立起来的情况中，也有这种情况


  在每一个不论借助于哪一种动觉的系统实行的触摸行为中，并且在以动觉方式引起的相应的诸表现之进程中——在这些表现当中，身体的一个肢体以触摸的方式被经验到——，有一个在触觉领域中显露出来的成分作为始终一起进行的，被一起归入肢体之每一个被经验到的表面的成分，更确切地说，有一个在触觉领域中——在其连续地彼此分离中在位置方面移动的触觉领域——显露之过程一起被归入逐渐地但是持续不断地在综合当中建立起来的表面的呈现之过程。与此同时，属于触觉领域之过程的还有一种与此“符合”的触觉事实之过程，在触摸行为中起功能作用的触觉事实（例如另一只手的进行触摸的指尖）之过程。这就是说，触觉领域（不同于视觉领域）有下面这样一种基本的特征，即虽然它的一切事实都是彼此分离地存在的，但是处于彼此分离之中的两个事实以及它们的位置仍然能够相互符合，此外，虽然它们以某种方式相互结合在一起，即并不真正地混合在一起，但诸场所仍然是分开的，并且我们为了在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的彼此分离当中不断地从一个来到另一个，恰恰必须走上这条在场所领域中预先规定了的道路，而且是这样地走上这条道路，即为了从这里的一个事实到达那里的另一个事实。场所不同的诸事实相互“联系”，相互“符合”，然而并不相互遮蔽。决不与视觉上的阴影之遮蔽状态相混淆是一件现象学上十分独特的事件，视觉上的阴影作为阴影已经不再是感觉事实。相互没有联系的触觉上的事实能够通过下面这些动觉的过程建立起联系，在这些动觉的过程中，身体被本源地-在触觉上构成为能够从肢体到肢体地被触摸的身体，通过触摸建立联系的身体。在这当中，事实的联系被客观化为物体式的肢体之空间上的接触，同时被客观化为动觉上的接触，被客观化为将这种接触作为连续的触摸行为产生出来的行为。


  触觉领域之在身体物体表面的定位


  当我用一个器官进行触摸而碰到右手时，而且我不仅是作为在外在的物体这种形式中的物体被给予了的右手，而且是在与触觉领域之被突显的诸事实之广泛的相互分离状态以联想方式的统一中必然被给予了的右手时，被呈现的表层保持着这些事实之在它之中被定位的层次。这个触觉领域之一部分，它的广延的一部分，属于这个表面，属于作为它的触觉领域的这只手，逐点地属于这只手，而且在触觉方面的特性说明之变化中（例如不管我压得较重还是较轻）是同一的部分。我的物体之在触觉方面涉及的每一个肢体同样如此。只不过我们必须经常想到，在客观化当中我们已经这样地发现了的东西，只当这种被客观化了的东西被构成了时，才借助于经验之意义赋予而存在。这种经验作为具体的经验——我总是借助于它将熟悉的身体经验为身体——由能够相互触摸的行为之熟练的能力赋予身体这样一种意义，在这当中处于定位之中的整个的感觉领域分布到处于其幻象结构之中的身体物体之诸“肢体”上，并通过这些肢体分布到这整个的物体上。


  在这种定位当中诸感觉领域的事实被认为是被定位了的，被认为是借助于联想而加给该被触摸的表面的。但是在触摸行为中我们有双重的事实，每一个事实都与其感觉领域的广延和位置处于“符合”之中。为什么二者不在被触摸的肢体之表面中定位，为什么在触摸行为中起功能作用的事实不在被触摸的身体表面定位?回答是：借助于触摸行为在第二个层次中被附加的事实是暂时地属于被触摸的东西的，不像第一个层次那样是一劳永逸地永远属于被触摸的东西。一次可能是借助于这个器官（被说成是已经客观化了的）被触摸，另一次是借助于那个器官被触摸。不论是借助于哪一个器官，被触摸的东西都有其作为属于它的部分的感觉领域的部分，只不过评价方面的令人满意情况并不是准确地同一的。正如具有相似的事实的同一的领域部分会变化一样，对于借助于这个器官或那个器官进行触摸（也许间接地借助于戴手套的手或不戴手套的手，或甚至借助于一根棍子等等进行触摸）的每一种方法的熟悉也是变化的。


  现在每一个器官一方面借助于触摸行为在触觉上被构成，并且借助于在这当中起功能作用的动觉被构成，另一方面本身被构成为现实的和可能的进行触摸的器官，以致于我们总是，而且必然是，在最本源的触觉经验——这种经验将表明身体是物体并且是身体——中发现进行触摸的器官和被触摸的器官在功能方面是在一起的，并且具有一种总是可能的颠倒，即被触摸的器官能够变成进行触摸的器官。只要这种颠倒发生了，在这当中总是相一致的一对感觉之功能也就颠倒过来了；那些此前在被触摸的器官之表面通过定位而被给予的东西，现在在触摸的行为中对于对应的器官起作用，而那个从前在对应的器官中起作用的东西，现在通过在它的对方定位而被给予。原因在于：只要在进行触摸的经验之统一中身体借以被构成为空间幻象的那种能力已经形成了，身体就和在它表面定位的整个的触觉的感觉领域一起，并和处于触觉领域的诸部分稳定的分布之中的可能的触摸行为之全部的动觉之相关联性一起被构成了，而触觉领域的诸部分都是在作为肢体的物体的诸部分上定位的。因此可能的触摸行为之诸部分的动觉也由此而分布在身体的诸肢体上了，每一个肢体不仅被构成为可能被触摸的，而且也被构成为进行触摸的，被构成为具有能够自由地运转起来的动觉的肢体。只要该肢体这样地发挥作用，感觉事实在进行表现的统握中就作为进行触摸的事实发挥作用；但是感觉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的一些事实，即当这个肢体其实是被触摸，或在触摸行为中被认为可能时，它们就被认为是在肢体中定位的。


  如果这种完整的构成实现了，那就可以理解以下情况：当身体仅仅对外部事物的触觉方面的构成起作用时，在没有看的行为和触摸的行为的情况下（比如，在黑暗中，在那里身体根本就没有被看见），身体却经常不断地完整地生动地被意识到，并且能以其触觉上的直观性使人意识到；就是说，这个经常不断地被充实的并且能在自身中经历的触觉领域以及稳定地分布在它上面的诸动觉，经常地指示（间接呈现）它的触觉方面的“外观”。


  在一切感性经验那里，因此首先是在视觉经验那里，有某种触觉一起参加进来，并且我的作为本源地在触觉上构成的身体的身体也一起参加进来，作为物体在空间中一起在场，然而并不真正是像处于静止和运动当中，处于变化与不变当中的外部物体那样的物体，并不真正地像其它的物体那样是静止的和运动的并且变化着的，并不像其它物体那样由关于处于静止和运动之中的空间上的此在之本源的经验获得其本质。身体也能够被“碰撞”和进行“碰撞”。但是它的碰撞和被碰撞是双重意义的，在意义中是有两个层次的。因此作为身体，它在碰撞时只能碰撞自身，因此它也只能被自身碰撞，如当双手碰到脚时，拍打脚时，移动脚时。那么下面就的确是某种独特的东西：一个事物能够被身体推开，不论这个事物是固定的部分还是有可移动的部分；当这些部分按照其方式相对于整体移动时，这个事物就能够与这些运动一起被推开。但是碰撞自己的身体并不能将自己作为整体推开，它在物体方面只能如同一个事物碰撞自己那样地碰撞自己，即通过它的一些部分碰撞另一些部分的方式碰撞自己。注1225


  所有这些显然都是身体方面的物体性相对于外部的物体性之本质特征。与此相关联的是下面这种值得注意的东西：即一个外部物体与一个身体肢体的每一种结合都为它提供该肢体之一种扩展的特征，尽管只要该外部物体不可能获得一种新的动觉，就不会扩展为一种新的“肢体”，一种新的器官。这个被使用的肢体在物体方面得到了扩展，并且在这种扩展中有一种动觉属于它；因此这个肢体本身现在作为被扩展了的“器官”而工作。原因在于，这个被扩展了的物体参与到“器官”之意义当中。由此某种像是间接的触（用一根棍子）、摸、碰等等的行为变成可能的。


  因此原始地被构成的世界并不是同质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由独特的身体和外部世界组成的。同质性只存在于物体性方面，并且在这个方面同质性也包括身体，在一个层次上，身体恰恰也是作为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被构成的。但是身体由以作为自我之器官，并作为与自我不可分割的被构成的东西，并不是身体物体偶尔具有，而其它物体偶尔不具有的一种覆盖物。因为只有借助于作为器官的身体之功能作用，外部物体才能够作为在空间上存在的，具有物体方面的诸特性的被构成，而身体本身作为物体被构成——是由于它是一种由能够相互发挥功能作用的诸器官构成的被统一起来的多样性。注1226


  在向外部事物之本源的构成和作为事物并作为器官的身体之本源的构成之返回中我们认识到，没有身体事物是绝不可能被经验的，物体的事物和物体的身体肯定必然是在一起地和相互关联地作为两个层次的，并且在一个层次中作为物体被一起构成的。对于这个命题之论证的第一个阶段就在于：一个纯粹的自然之世界，一个没有动物式的生命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身体的诸肢体如同另一些事物一样无须通过触摸被经验到就能够在视觉上被经验为是运动的，并且反过来也一样。但是它们在既没有被触到也没有被摸到时，也被经验为运动的，就是说，在动觉式的“我运动”中被经验为运动的。在这里它们被经验为由我而在空间中运动的，然而并不是以对外界实践的方式通过“碰撞的行为”等等被经验的，那确实以接触为前提（我们也说，“由内部而来的”运动或动觉式的运动）。


  然后是在组合当中：我的手在触觉上被经验为是由于触摸在空间中运动的（另一只手触摸它）；我看见它在运动，并且我经验到它，“我知觉到它”是运动的，但是是在它并没有被触摸的情况下运动的；或者它也会被触摸，在那种情况下，我就肯定将它知觉为是运动的，但并不是将它知觉为动觉上运动着的，并因此是由于触摸它的手或其它的器官而发生的位置上的移动。


  身体被构成为在实践上与自己本身相关联的，借助于一个器官，另一个器官在实践上被构成为作为它的外部物体而处于运动之中的


  重又是：这只手能够在位置方面不动，但是由于另一只手而被经验为是运动的——在这另一只手的向外的实践当中。身体被经验为是被划分了的；每一个肢体都由我而以下面这种方式运动，在这种方式中肢体并非我借助于触摸的中介以向外实践的方式运动（在碰撞等等中），更确切地说，身体由以下方式运动，即我“内在地”运动另一个肢体，我在进行触摸时借助于另一个肢体运动第一个肢体。因此每一个肢体都能够被我以向外实践的方式运动，借此我“由内部”运动那个触摸第一个肢体的另一个肢体。原因在于一个肢体能够接触另一个肢体，这是一种空间的接触。但同时，我从内部“向着那另一个肢体”运动这一个肢体，并且借助于这种外在的接触，这一个肢体同时就内在地接触到那另一个肢体。每一个进行触摸的动觉上的行动，对一个事物之每一次触摸，同时都被经验为在触摸时接触到该事物的一个肢体之内在的运动。并且在这里是在双重的意义上被经验为这样的东西的，只要在外在方面，在空间物体方面，同时存在着身体肢体的物体事物，与作为物体的外部事物的接触。但是凡是身体的器官在触觉方面被经验到的地方，我们就有进行触摸的肢体和被触摸的肢体的相互接触，而且是在接触之双重意义上的接触。


  总体来看，身体是通过被总体地进行的或能总体地进行的触摸在触觉上被经验的和可被经验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通过在这当中由进行触摸的诸器官对身体的诸器官的触摸行为而被经验的和可被经验的，因为身体是诸器官之相互关联。但是一个这样的器官本身不可能完全地触摸，实际上身体作为触摸的统一并不诉诸于一个进行触摸的确定的器官；每一个器官都有它的对身体进行触摸的或大或小的范围，并且不同的器官在触摸身体时能够触摸到身体之同一的部分。反过来：不同的多种多样的表现达到综合的那种方式使以下情况成为可能，即被表现的对象之同一性在它们之中被构成，并且通过相互扩展和相互补充，在与所有这些可能的组合之关联中这一个完整的身体被构成。


  在这种触觉方面的构成当中，通过连续的综合一种特殊统一的总体动统觉被构成，它由动觉方面的诸能力之整个的系统而达到实现：由身体之表面形态（外观）之诸部分形成的表面的外观。


  这个在动觉上构成的表面的形式是一个在一切“形式点”（其中的每一个点都有一个短暂的、动觉上的情况与之对应）中被一起构成的内容之形式：对这种形式进行评定的素材，正如在被我触动的和被我触摸的外部事物那里一样，在那里这种评定不外就是当下的触摸感觉的特性，在其中，时间序列达到一种连续的融合，但是在这里被统觉为动觉之“补遗”。


  但是在身体方面我们有下面这种区分，即一方面，身体物体之知觉方面的特性和在这种意义上表面之被触摸的点和线和面的部分的情况之知觉方面的特性，和另一方面，在触摸到身体之每一个被触摸的位置时所感觉到的触摸的感觉之在知觉上的被给予性。在持续不断的进展中，我们拥有了这个触觉方面的感觉领域，这个领域是通过在作为空间的-物体的表面而被构成的身体上的定位而显现的，是与这个表面符合一致的，不管这个表面作为身体的表面可能怎样变形，不管这些触觉的感觉可能怎样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对我的身体进行触摸的诸种器官之变化表明，这同一些触觉事实——它们借助于进行触摸的器官在它的动觉以及其它的动觉之统觉功能中被统握为被触摸的身体表面之成分，并因此被归于作为物体的身体，反过来，进行触摸的器官变成被触摸的器官——属于被定位了的感觉领域。因此例如当我用手摸我的额头时，手在这个额头上运动过去，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就使这个额头，或更确切地说，使这个头在触摸的情况下适当地活动，进行触摸的手，或更确切地说，进行触摸的手指，就触摸，而且准确地将这同一些感觉系列一次经验为这个额头之表面的规定（另一方面，是这只手之表面的规定），另一次经验为在额头的表面定位的诸触觉的感觉（或更确切地说，在手指尖上定位的诸触觉感觉）。


  最后我必须强调地提到这样一种特殊的东西，即整个的身体绝不可能像下面这样通过触摸起功能作用，即它的整个的触觉感觉领域能够作为进行触摸的和接触的在与它本身的关联中一起起功能作用。身体作为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之构成只有通过将它划分为诸器官，并用另一个器官接触一个器官，一个身体部分，才有可能。在这当中，我们有在对自身的触摸当中的双重的感觉这种值得注意的东西，在对自身的触摸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独特的东西，即这同一的领域的两个事实能够以“接触”这种特殊的方式相互符合，而它们在领域场所之连续性中却是被分开的。两个触觉事实在接触当中发生的这种符合是触觉领域之一种特殊现象。诸动觉在诸器官上的分布，通过诸动觉的结合诸器官结合成一个器官等等，也需要仔细思考。


  我们肯定能够以构成的方式完成所有这些东西。此外我们还要思考，每一个外部物体只有通过触摸才能在触觉上以知觉方式被给予，并且只要这种触摸被取消，该物体就只能仍以触觉的地平线之方式一起在此存在。这种取消可能具有由我而来的取消这种形式，没有压挤、碰撞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且是在受碰撞、推移等等的情况下，后一些情况意味着外部物体是由于这些情况而移动的。


  属于运动之触觉经验的是，我能够使走近到的同一物体的行为之熟悉的形式中的适当的动觉起作用，能够建立起又一次的接触，或者如同在推的行为的情况下，能够“在克服物体的阻挠的情况下”，并且在一起行走的行为之动觉——这种动觉在外部物体已经处于运动之中的情况下，是不同于本源地需要的动觉的——的情况下，停留于该物体上。


  至于我的身体，我们在身体上有很多的运动，本源地在触觉上被经验到的和能经验到的运动。但是作为统一的完整的物体，身体同样也不能被经验为运动着的。“本源地触觉上的经验”，当它是由连续的进行接触的触摸行为在触觉上构成时，在动觉之“一起进行的”改变的情况下，在该物体之位置变化（运动）的情况下，意味着一种运动（或更确切地说，静止），在这当中，不一起进行的动觉，刻划静止的特性的动觉，是这样一种动觉，它在任意地保持不动的情况下无须取消这种接触就能够在每一个时刻都被一再地重复。注1227


  我们从每一个被运动的肢体，例如在知觉功能中被运动的肢体，都获得这一类的运动经验，也从通过一种由外部而来的碰撞（不是由我而来的碰撞）而被运动的肢体那里（但不是由我的整个的物体）获得的这一类的运动经验。在我的整个身体这里，这种经验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正如没有可本源地经验的运动一样，也没有它的对立面，即在静止之通常的意义上的可本源地经验的静止，这种静止能够过渡到运动，或者可能已经过渡到运动。在这里我们没有这种静止，而是有运动之一种私人化（在运动之本源的经验范围内说的），运动之私人化与静止共有这样一种东西，即关于我的身体的触觉经验总是能够起作用，而且能够连续地起作用，而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能够将我的身体丢失在我的触觉范围之外。当然我能够不触摸我自己，我不需要触摸我自己；但是我确实持续地处于我的可能的触摸行为之能力所及范围之内，但这是以不同于持续地在此存在的事物，如这个写字台这个事物，之方式中发生的，然而我并没有触摸它；它并不需要持续地在此存在，并不需要处于我在触摸时能够一再地发现它的范围内。但是我的身体总是存在于这里，而且必然存在于这里，不论此外还有什么东西一时地为我在此存在，在我的直接采取行动的生动的当前领域中存在，然后又不在此存在。我的身体总是在此存在，即使当我们将视觉经验或其它的感觉经验抽象地或现实地排除掉，它肯定也还在此存在，以某种方式在知觉上在此存在。这个持续地在知觉上被意识到的感觉领域总是以在进行持续注意的-知觉上的可连续性，间接呈现这种触摸行为之能力，更确切地说，间接呈现自己的身体之能力，并且同时一起间接呈现诸外部事物之能力。因为，处于瞬间现实的动觉的情况之某种状态中的动觉系统也是被原本地（originaliter）意识到的。此外我作为拥有一个世界的自我的我，在我的触觉感觉领域中，总是拥有这样一些显露出来的东西，它们在我的保持不动的或者主观地被改变了的动觉的情况下，即使当我没有触摸任何东西（比如我坐在一张沙发椅上）时，也已经有了（在知觉上有了）关于对能够从这里出发随意地触摸的诸物体之接触的统握之意义。注1228但是这种接触和这种动觉情况同时也将我的身体间接呈现为触觉上当前的，正如在其它情况下，即使这些感觉可以说在那里终止的地方，也将我的身体在感觉上间接呈现为当前的。


  那种首先必须使我的身体成为可经验的的动觉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与至少是外部事物方面的接触等等的触觉上的呈现一起的我的身体之间接呈现，也是本源的世界经验之一个要素，并且在它在其中是世界经验（不论处于什么形态）的每一个时刻都属于这种本源的世界经验。


  关于身体在一切外部经验那里都在场，首先是在本源的外部经验那里都在场（属于这里的有，身体肯定总是在触觉上被经验到,但是还有，诸事物肯定是与身体一起被以触觉方式知觉到）的研究，仍需要一些补充。


  在我们现在给予触觉经验的优先考虑当中应该详细解释以下这些东西：在构成方面本源地进行知觉的经验是处于主动的触摸的行为之中的经验。在这种动觉上的主动性内部，我能够“保持停顿”，然后又继续前进。但是我也能够过渡到一种完全不同的主动性，主动地知觉另一些事物的主动性，能够中止我迄今为止的主动性，然而这种接触却保持不变。


  在这里应该记住，在一种动觉情况中在保持不动和停止不动情况下“什么也不做”这种方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实的不主动状态之方式的方式。因为我仍然处于主动性之中，仍然处于作为自我正在做某事这种样式之中，仍然在进行努力时有所指向，尽管是以“停留”之样式指向的。但是如果我放弃我的事情，如果我转向另一件事情，如果我完全停止了做这一件事情，那么我接触这件事情的行为，被这件事情所涉及的状态，就是这样一种处于本质上不同意义之中的东西，不再是一种被指向这种东西的东西，不再是在主动的努力行为中的存在（处于一种意志样式之中的存在）。但是这种意义双关化的情况有其充分的原因。因为具有其行为可能性的主动的地平线的能力的地平线的主动的接触转入到了被动的统觉之样式中，转入到了一种纯粹的联想之样式中，并且处于本源地联想的时间化之中的感觉的事实（触摸的感觉）也被“意识”到，这还远不是一切现实的主动性。如果我注意到，这个处于背景之中的被触摸的和进行触摸的事物“刺激”我，那么这种刺激就已经是一种突破了纯粹的联想的自我方面的样式（这种纯粹的联想乃是一个“无自我性东西”之领域，自我之非清醒状态之领域——对于这个处于“被动的背景”之中，或处于主动的自我生活，或更确切地说，受刺激的-主动的自我生活之背景中并在其中活动的自我而言的领域）。


  但是现在也很清楚，只要我在由接触而受刺激时转过去，并因此过渡到一种主动性样式之中，就会由不主动的接触中生成一种主动的接触。如果我注意到我现在坐在上面的这张沙发椅，那么这并不是一种继续进行着的“触摸行为”，而是一种主动的触觉知觉之样式，一种触摸行为，然而我当场并没有活动。


  因此知觉之双重意义——主动的知觉，唯有主动的知觉才是本源地构成存在意义的知觉，和被动的知觉，“背景”-知觉——也与此相关联。


  至于身体它总是在这里存在的，只要它总是已经被构成，与此同时不断地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被知觉，它就总是以知觉的方式在此存在。但是它是作为身体被构成的，并且具有完全是本源地属于它的，在表面上定位的触觉的感觉层次（感觉论的层次），并且具有属于它的作为器官的诸肢体的，能够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诸动觉方面的能力，或更确切地说，诸个别的时间瞬间之当前的动觉上的状况。这些层次相互间接呈现，相似于对于一个外部物体而言视觉的东西借助于触觉的东西间接呈现，并且反过来，触觉的东西借助于视觉的东西间接呈现。因此身体总是被知觉，不管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它仅仅是以感觉论的方式被知觉，而并没有通过相互的触摸行为而实现为已经被知觉的身体，还是也通过触摸被知觉到。对于知觉身体而言，触摸自身的能力当然是基础的能力，感觉论的东西只是由于以下情况而是身体方面的东西，即它是作为在表面定位的而被构成的，它的存在意义因此是被奠立起来的。因此触觉的存在意义对于视觉的存在意义而言也是进行奠立的，但是视觉的存在意义只有在它间接呈现触觉的存在意义时，才能够实现。最后，一切进行客观化的呈现，作为内在领域的，在原现象领域的事件，确实都是借助于间接呈现的呈现，在这当中关于客体之真正的-原本的被给予的东西之核心必然将关于客体之原本的在场的意义仅仅归于这种间接呈现。在这种情况下被呈现的东西和被间接呈现的东西之统一，就是该客体本身之在知觉上的被呈现的状态。但是就空间时间的世界而言，本源的客观化并不是什么孤立的东西；处于进行呈现的给予性之中的客体和处于进行呈现的给予性之中的身体总是而且必然总是在一起的，并且是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的。


  进行触摸的身体当然（eo ipso）是借助于每一个直接在触觉上知觉到的客体由接触而间接呈现的，因此也间接地从视觉的显现方式的方面间接呈现，这种视觉的显现方式，例如作为远处显现而指示近处显现，并由这里通过间接呈现而指示“借助身体”的可能的接触。处于“在远处转动和转向的车辆”和“按照我的位置和我的运动连续地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的车辆”之在远处事物方面的视觉上的统一之中的远处显现对处于相应的显现方式之中的近处事物之指示（“如果我直接地站在它面前”），一方面是联想，另一方面是按照类似的统觉。这种指示由远处显现之连续的变化出发而指向相应的近处显现。在这里在实际的知觉当中，现实地进行着的显现间接呈现诸可能的显现之整个的系统，并按照现在在现实的进程当中引起的动觉而以预期的方式间接呈现一个作为未来的紧接着的下一个显现进程。这种间接呈现从当下的视觉上的事实和内在地与它一起发生的诸动觉之情况出发，在这里就已经引起了被以多种多样方式奠立的、处于“如果——则”之中的、借助于能够起作用的动觉的能力之系统，即能够建立起作为补充的相应的连续的变化的能力之系统，并与此同时，建立起能够贯穿于所有这些变化而实行的一致的综合的能力之系统。因此当下的整个的感觉事实并不是作为它本身被经验的，而是作为“关于……的呈现”被建立起来的，而且是作为关于本源第一的事物，“最佳的”近处事物（最初的最低的阶段之透视化）之显现被经验的；因此，这种在近处事物中从这一个侧面呈现出来的综合统一，在起作用时“由此”而被经验到。这一个侧面间接呈现别的侧面。在诸侧面的变化之以动觉方式的进行当中，当下的侧面之呈现的原始的原本性和间接呈现的情况总是不同的，但是在所进行的综合当中，被知觉到的却是同一的东西，如其从不同的侧面看上去那样的同一的东西——同一的表面的事物。但是在远离的新的变化当中，近处事物总是变成远处事物，或者在反转的情况下，远处事物总是变成近处事物。与作为“意向上的变化”的那一个相对，这一个是“原样式”。这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由于相似性，的远处事物被统觉为近处的事物之类似物，但它并不是近处的事物（并不是一匹被缩小了的马等等），这意味着，它并不被看作这个东西。处于给予方式之类型学当中的一匹马，在近处的类型当中（在这当中特别是最充分的近处，触觉上可直接够得着的近处），具有关于“大小”之同一类型，并且相关联地具有可能的离开之类型学，或者自动地（作为离去的运动）实现的离开之类型学，而且是按照“离去”之不同的“方向”的离开。这种情况处于生动的知觉之领域内部。


  按照对远处事物的直接统觉具有与对近处事物的直接统觉相同的性质，如果我们假设，近处事物本身是较早的东西，因此将它作为近处事物来统觉已经是主导的，那么这个近处事物也就借用了它的全部的间接呈现。这个近处事物由以下情况表明其特征，即它间接呈现可直接接触的东西和可直接触摸的东西，或者借助于现实显现着的侧面，诸侧面之全体也得到了间接呈现；但是如果接触已经发生了——这种接触作为触觉上的呈现起作用，并作为一起附属的起作用——，并因此在统一中，视觉上的事物作为同一的事物像共现前的触觉上的事物一样起作用，二者作为这同一的事物之更高阶段的呈现起作用，那么借助于这个真正显现着的侧面，可接触的东西也得到了间接呈现。通过这些处于其联系之中的诸间接呈现，现在这个“小的”远处事物也一定间接呈现这个触觉上所属的“事物”，因此作为近处事物被统握，只要它真正在视觉上相似地被经验到。因此这已经涉及到能够通过一个步骤或几个步骤转运到“能够得着的近处的诸事物”之中的相对近处的诸事物。


  已经建立起能够够得着的近处之结构的儿童去抓取较远的东西，这个较远的东西在显现方面也许是由能够够得着的近处离去的，并且此外还显示出显现的诸变化，这些显现的变化都是连续的，并且相似于那些在紧挨着的近处之范围内发生的显现变化。但是如果儿童抓取这个东西，他就会失望。然而在经验（作为构成方面的结构）之进程中，他“学会了”在走过去或被抱过去的行为中通过透视方式的放大重新建立起这种能够够得着的东西。他认识了近处的处于可接触状态的，够得着的状态的事物之类型学，此外还认识了具有近处大小的近处透视东西的类型学和远处透视东西的类型学，并因此学会了将在远处方式中视觉上显现的静止和运动理解为这样一种静止和运动，这种静止和运动能够通过对接近之主动的透视化（或者通过被搬过去，被运过去）而被转运到作为具有它本质固有的触觉上的和其它的感觉层次的近处事物的“同一的”事物之相应的个体的类型之中。


  现在我们必须正确理解有关儿童的学习这种有害的说法。进行经验的目光是由近处事物的统一性意义和存在意义指导的，目光指向近处事物，目光在连续的透视化当中紧盯在近处事物上，即使当可触摸性，可够得着性，实践上的可操作性都被划掉了，并因此这个正在远离的事物作为现实的事物，完全的事物，变成了假象，它也并没有因此而变成虚无，它仍然总是存在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表现为是“幻象”，是在诸显现之变化中和在把目光移开并重又看过去中能够被视为同一的和能够表现的。但是在行走的运动中（或者被来回地搬动中）发生了一种更高阶段的构成，通过诸新的动觉功能所发生的向一个完全的近处事物接近和转回的经验形态；产生了“如果-则”的诸新的关联，产生了处于近处透视之类型中的这同一的事物之区分，而且是以对于已经获得的个别类型的马、车等等适合的方式区分，以属于这个个别类型的样式区分：同一的事物在右边的上方，左边的下方，有如此这般地远，很远，较近，等等，被联系到新式的统觉上的“前置句”之已经变得熟悉了的功能之上。在这里通过透视而呈现的东西，是处于现在的样式之中的事物，能够得着的近处的视觉上的事物，以及处于这种或那种远处定位之中的视觉上的事物。这个事物在其较高阶段的赋予意义的经验中有一种意向方面的统一之意义，这种意向方面的统一通过使正在离开的动觉起作用，而转入到作为在视觉上如此刻划特征的，但是也作为触觉上能够直接够得着的，并作为实践上能够直接操作的意向上的统一的近处事物的意向方面的统一之中。因此现在事物这种统一，作为它的更高阶段的多种多样显现之统一，被构成了，并且这些显现都是借助于视为同一之连续地综合的转变（一致地综合的统一）而被结合起来的最广义上的诸远处的事物，这些远处事物本身已经是诸综合统一，本身已经是较低阶段上的有联系的“事物”。


  但是诸进行构成的显现之全体，诸存在方面的经验之全体（处于定位之情况中的事物之诸样式），并不是具有完全均质的结构的诸显现。虽然它们都存在于一个由能力构成的系统之中（在这种能力当中所有这些显现都相互指示参照），但却是这样地处于由能力构成的系统之中，即所有的远处都以一种卓越的方式指示近处，作为真正将事物给予自身的近处；或者所有的离开都是由近处离开，都是这样一种离开，在这当中，它只是通过以下方式使事物本身的诸显现保持不变，即它具有能够进行回溯的接近之意义，不论是由我出发借助于行走的行为，还是由事物本身出发借助于进行接近运动。因此虽然近处事物指点参照这种离开之诸可能性和诸能力，但是与此同时总是返回来指点参照作为在意向上变化着的原始状态的，作为原样式的自己本身。处于一切显现方式之中的事物只有借助于这种方式才具有触觉上的感觉层次，这种层次真正地和本源地只属于这个近处之原样式，并且在与触觉层次的关联中，实践的层次作为介入环境世界的行为之主观的因果性之层次，另一方面，听任其自身的自然之因果性之层次，并且一般而言，事物本身固有的自然因果性之层次，真正地和本源地只属于这个近处之原样式。


  最后还必须强调以下东西：当外部事物之一切存在意义在一切存在之给予方式方面，被定位的给予方式方面，都反向关联到可接触东西之近处领域，够得着的东西之近处领域，推动的行为、碰撞的行为等等之实际上的直接的能力之近处领域时，一切外部事物——总是处于原始性之中，处于我自己的原本的经验之范围中——当然（eo ipso）都反向关联到我的进行接触的身体。我的身体在一切可以想得到的对事物的知觉和对世界的知觉中都间接呈现。但是当处于事物和外部世界这个名目下的一切阶段上的间接呈现都属于由统觉和间接呈现构成的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统一恰恰是作为空间事物方面的统一，作为空间时间的外部世界被构成的，因此是自成一体的）时，通过这个完整的统一地被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我的经验之原始的世界——我的身体被间接呈现为一切可能的近处事物之中心，被统觉为在一切经验行为中起作用的身体，和在一切事物性的行动中起作用的身体，并且又是在关于行动的经验中起作用的身体。但是身体决不仅仅是所有其它的事物都按照近和远以显现方式围绕着它的最近的事物，因为它正是身体，并且原因在于那个使它与所有外部事物彻底分开的东西，决不是以下面这样的方式分开的，即仿佛它超出它是事物，并且超出它是在原始的经验给予性中处于偶然的然而却不能够改变的，而且决不能改变的近处事物这种样式之中的事物，此外它还呈现并具有特殊的身体东西之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的意义层次，作为在它之中定位的，由它的特殊构成而来的意义层次。如果我们承认近处的显现方式这种表达之真正的意义，那么严格地说，近处的显现对于身体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如果没有远处，近处就什么也不是，正如如果没有近处，远处就什么也不是一样。只要我们没有澄清一个新的构成方面的阶段，这种相互关系就属于外部事物，属于本源的-真正的事物。这个新的构成方面的阶段提供关于作为经验之世界的世界之更充分的意义，或更确切地说，提供关于作为关于世界的经验的经验等等之世界的世界之更充分的意义；这是这样一个世界，它同时包含作为世间的实在东西的外部事物和身体，并且赋予了身体以作为身体的经验意义，赋予了它以作为如同其它物体一样的物体，如同它的外部物体一样的物体的经验意义，这个世界将世界均质化为存在者全体，这种均质化至少在下面这一点上给予所有存在者以同等地位，即它们全体作为空间物体都是均质的，只不过身体还具有一个规定层次，这个层次按照其意义是任何其它物体都没有的。因此身体是处于原始性之中的。注1229


  如果共主观性和共主观的世界被构成了，那么这个被均质化了的世界就扩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我们拥有了由诸物体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具有一切物体都能够具有的诸本质特性，并且我们具有了由于“心灵”而被突出出来的人（动物），这些人几乎仿佛就仅仅是一种特殊的事物种类，一种具有特殊特性的种类，比如像木头和铁一样。但是即使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必须研究构成方面的意义赋予，并由此而学会理解，这个在这里是本源地进行意义赋予的经验世界，我的和我们的流动着的知觉之世界，是由我的近处世界出发构成的。但是这个近处世界获得其构成方面的意义之方式回溯到我的原始的构成和这种原始的构成当中的近的和远的世界，我的原始的外部世界，这个世界间接呈现我的身体和作为“在我的身体中存在着的”我；正如返回来，只要这个身体已经为我构成了，它就总是作为我在其中存在着的和我与它不可分开的而间接呈现它的近的和远的世界，这个世界同时作为这样一个世界，即我通过我的身体并通过我在其中本源地存在的行为而间接地在其中存在。


  在进行触摸-接触时，我在触觉上发现了类似于我的身体方面的表面事物的表面事物，因此是作为处于本源性之中的近处事物发现的。我看见该近处事物。由于受我的进行知觉的看的行为之动觉的限制，我只是以部分地看得见的方式拥有我的身体。这种限制是一种障碍，即使是伸出手进行触摸时，我也是受到妨碍的，因此在触觉领域中我所有的是受到限制的距离。注1230这种情况在构成方面会被行走的行为之动觉克服。这在身体方面是不可能的。我触摸我的背部或者触摸我的头。我也能够以一种完全相似的动觉触摸另一个事物，比如椅子的靠背，或者一个与头相似的事物；这种动觉向我指示在我转过身体来时的视图，和触摸在我面前的事物的行为——正常的情况，知觉之正常的中心领域，在我面前的近处的世界，在其中事物能够同时被触摸到，够得着，但也能被看到的领域，和处于正常情况之中的身体。注1231在这个领域中，身体也有其能够看得见的东西和能够够着的东西之范围。我面前的知觉世界完全是一个正面，并且在作为正常的身体的“我的身体之正面”有其相关项。在我面前的诸事物间接呈现它的其余的侧面——作为可能的，以构成的方式被引起的诸正面。在现实的知觉中，我的身体在视觉上永远是正面的相关项。能够看见的诸肢体就表面而言在构成方面相似于近处的看得见的事物和够得着事物。如果我的脖子有足够长等等，那么我就能够从各个方面看我。这个类比也使我“想象”我的身体是我能够看得见的。我们可以说，我想象我的看不见的侧面像下面这样间接呈现（如果我考虑到另一些人），即就如同另一些人在外部从他们的位置上看我那样。但所说的是像我借助于另一些人将我的触摸背部想象为是视觉上的吗？由于对于我触摸背部的行为的一种综合，于是我们必须说，那个背部是原本地属于我的，连同被另一个人看到的触摸行为，但被他理解为原本的触摸行为，也是属于我的。这的确是很难理解的。如果在现实中情况是下面这样，即我外在地想象我的身体，此外想象另一个人，或者情况是这样的，即我没有另一个人而想象我的身体，就如同当我从那里出发看我时那样，那么就我想象我是另一个人而言情况又会怎样呢？但是无论如何，我肯定没有以想象方式让另一些人起作用。


  有关我的身体之类比的统觉，整体而言是能够看得见的，正如在我面前的一个事物一样。为此有关触觉领域的诸侧面之间接呈现也起作用。但是如果在进行澄清时我探究这种类比，我就会遇到障碍和不可能看到的东西。问题是，什么东西仍然在这里建立起了有效性，建立起了现实的间接呈现。


  在行走的行为当中这种类比的统觉仍继续发生作用。没有任何对于我的视觉上的身体现象的透视化（作为具有对于背面的间接呈现的正常的正面的现象）。与此相反，整个外部知觉领域则在视觉上发生了透视化，并且在触觉上得到“扩展”，新的事物总是被接触到，而且是可直接接触的。我，我的身体，直接地在诸总是新的事物那里出场。现在当我行走时，一个新的事物也总是能够保持这同一的近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作为事物运动的。但是它也被我的行走行为所校准，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被透视化，或更确切地说，它就失去了对它的接触。如果我保持在我的行走行为之中，那么在此期间我就同时拥有关于我的身体的同一的现象和关于一个如此被运动的事物的同一的现象。那么在最低限度上这就足够了吗？在这个运动现象之意义中肯定没有这个现象之纯粹地保持不动的状态，所有的是它的透视化依赖于我的以另一种方式的行走的行为或者我的不行走的行为。


  我的身体能够到各处去。它是一个持久的近处客体，或者是一个近处客体的类似物，但是这个近处客体由于以下情况而破坏了这种类似，即它不可能具有以相应的透视化之样式在触觉上和视觉上离开之能力，但是它能够达到与任何一个其它的客体——视觉上的以透视方式显现的客体或触觉上的作为一起在这里的而被空洞地间接呈现的客体——接触。一个事物能够向另一个事物运动过去，直到外在地接触，它能够较近或较远地外在地走向另一个事物，二者的相对位置能够改变，并且这种外在的接近最终导致作为持久的可能性的接触。每一个静止的事物都有其位置，每一个其它的事物都能够来到它的位置上，并占据它的位置，只要它的位置空了出来。每一个接近的现象和接触的现象都间接呈现一个可能的近处现象。我的在一个事物处在场和我的接触一个事物在现象上类似于两个事物的接触和两个事物的在场。即使是在我的近处领域，我能够接触到其中的每一个我尚未接触到的事物，并且这看上去就恰如当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在这个范围内接触一样。我通过我的行走的行为来到每一个场所。外部的空间，外部的世界，已经就正是通过以下方式由近处出发构成的，即我能够将每一个远处实现为近处，实现为在那里我通过接触等等存在的近处。但是这种在场也是我的空间中的在场;在空间中我能够如同另一个近处的事物（尽管是身体，并因此是独一无二的）一样存在于这个近处的领域。我的行走的行为将我的空间的存在带到每一个空间位置上，因此我实行了我的身体之在空间中的位置改变，正如另一个事物改变其位置并运动一样，但是诸其它的事物具有我的身体所不允许的运动显现。其它的事物肯定只有通过透视化才能在视觉上返回到那些从远处显现为是我通过走过去的行为能够实现的诸近处的事物。我的身体总是在“这里”，它不需要在显现方面引回到这个这里。我正是通过以下方式而拥有我的独一无二的存在的，即我通过我本身和我的各种不同的动觉上的共同起作用的器官构成我的空间性，而其它的事物则是由我和我的诸器官构成的。当然，不同的事物是以不同的构成方式构成的，但是处于这个空间之这个位置系统之中的这样的（qua）空间客体是一样的；我的物体是空间中的物体，我的行走行为是位置的改变，是运动。


  在连续接触一个外部事物的情况下，我在空间中以身体的方式运动，在这里存在着些什么样的可能性呢？我在该事物之表面的同一个位置上持续地接触这个事物，并且在变化当中在不同的位置上持续地接触该事物，或者在行走的行为当中触摸该位置，并且反复地任意地重新找到那些旧位置，因此当我行走时，我就持续地将该事物实现为近处事物，并且该事物本身随同我的运动一起运动。如果我只有借助于行走的行为才能返回到这同一些位置上，并且一再地在这种行走的行为中返回到这同一些位置上，那么该事物就是静止的，而我，我的身体，则是指向它的，并且是朝向它运动的。注1232在持续地接触一个不动的外部客体的情况下，如果我本身不行走，而只有肢体在运动，如果该外部客体在我以身体实行的（在行走动的觉保持不动的情况下）一切动觉运动的情况下都始终处于与我的接触之中，或者当我的身体整体不是站着的，而是以另一种方式静止的（坐着的，躺着的），当恰恰仍有使这个行走的行为开始的起身的动觉敞开着时，那么我就是停留在它上面不动的。


  当然就个别的肢体而言这就意味着当该肢体自己全部的动觉式的运动并不干扰处于其坚持之中的接触时，它们就落在一个事物上，例如我的手和胳臂一起放到这张桌子上的行为。如果在我的领域中的一个对象是处于静止之中的或处于运动之中的，那么我就能够站到它上面，以致于从现在起我就落在它上面。站立的行为是一种从一种状态出发（在这种状态中我们落在一个事物上）向另一个状态（在其中我们落到另一个事物上，或更确切地说，同时落到两个事物上）行走的运动。


  这里所考虑的无非是作为幻象的对于空间事物而言的事件，但并不是特殊身体方面的和单纯物体方面的因果性之阻抗事件和全部现象（在站到上面等等的行为的情况下，将该事物击碎）。当我站到一个运动着的事物之上时（这个事物保持着它的迄今为止的运动和它的整体性），我就分享到它的运动，我被运动，并且如果我自己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作为物体的运动就会是一种相对的运动，一种自身被运动的运动。


  问题是，我的被运动状态对于空间的构成具有什么构成方面的意义，在这方面，对于我而言这种被运动状态是否能够获得意义，或更确切地说，我的在空间中的运动是否能够获得下面这样一种运动的意义，这种运动是我在行走时能够以动觉方式实行的，或者通过登上被运动的东西上的行为，并且也许通过被抛到被运动的东西上的状态等等而能够因果性地具有的，我是说，在这方面，是否一种原则上新式的构成是必不可少的，我借以构成一个同质的物体世界——我作为物体被归于它的，其它的物体同样也被归入其中的物体世界——的那种构成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我的身体作为在物体世界之中的物体被构成了，那么另一个物体就能够作为相似于我的身体之物体而被统觉，在其中物体方面的行为举止之个别的类型相似于我的身体物体，这个物体方面的行为举止就是在我的身体那里的对于其具体的-身体的——“心理物理的”——行为举止而言的物体的侧面。


  文稿18  〈一个外部物体与我的身体之单纯物体方面的相似如何会引起超出原始性的变化？〉被构成的世界之普遍的两面性。自然和  精神。在最广泛意义上被人性化了的世界（1931年9月1、2和3日）


  一个外部物体与我的物体的身体的类似，它的诸划分和它的处于这些肢体当中的物体方面的行为举止，与我的身体之诸划分和处于这些肢体当中的行为举止的类似，在我的身体当中这种行为举止是两面性的，并且是一个自我式的存在之“外化”。


  那里的那个物体具有一种如同我的物体的身体一样的类型方面的表现，就如同如果我在那里，如果我以身体方式在那里存在，并在那里起作用时，我就会作为处于以自我方式进行的支配行为之中的自我使这些运动等等起作用一样。我并不将另一个人经验为是我的自我之在那里的存在着的重复，或者是我的自我之相似性的改变，仿佛我能够通过变换对我自身的想象而对我实行这种改变。这样的改变所得到的始终只是处于我自己的各种不同的可想象性之中我的本身。因为我是不可重复的，我也不可作为我的自身之可能性重复，然而我将他经验为是与我相似的，仿佛我就在那里。但是首先我必须拥有该另一个人，作为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而拥有，而且我是连带一起拥有该另一个人，以便能够这样说，以便能够将我的身体方面的存在与该另一个人的身体方面的存在组成对子，并加以比较。


  但问题是，我是如何“获得该另一个人”的，这种单纯物体方面的相似如何建立起一种新式的变样，在其中“另一个人”这种意义由之产生的那种间接呈现变成有意义的。这个在那里的物体对于我而言就像它是那里的原始物体一样，绝对没有获得作为原始的规定层次的一种新的规定层次，就如同通常原始世界中的一个物体在经验之进程中能够显示诸新的特性那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特性在物体性之形式中和原始的客观性之形式中，已经被预先规定为诸可能性。但是在这里这个世界应该被超越，就是说，被以下面这种方式超越，即这个物体由于与我的物体式的身体相似而变成了对于一种变样而言的出发点，在这种变样中一种原始性被准当前化，并且确实是可证明的，这种原始性并不是现实原本的原始性，并不是我的原始性。


  相似一般和借助于诸显现的构成


  两个物体是在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视角变化之中显现的，处于众多性之中的物体从一开始就处于“结对”之中，按照最普遍的东西是相符合一致的，这一个近，另一个远，但是它们具有普遍的构成方面的亲缘关系，都反向关联到近处领域。一个显得大，另一个显得小，在这一个那里有处于这一种透视之中的圆形，在另一个那里有处于另一种透视之中的圆形，颜色的透视等等也是如此。因此两个物体有相似性，然而有相似的东西之不同的外观。但是它们作为相似的物体立即就被重新认出。


  联想如何起作用?图像在结对的时候不仅是“联想”，在它们的动觉的情况中，它们唤醒构成的进程走向最佳状态，并不是所有的构成的进程，但是方式是熟悉的，并且通向最佳状态的道路就以这种意义被预先规定了。因此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那里的那个物体和我的身体类似的情况如何呢？——这种结对的情况如何呢？首先这些显现方式是极其不同的，整个的构成方面的系统是极其不同的。视觉上的相似化——那里的那个物体在视觉上被经验到，而且只在视觉上被经验到。触觉上的相似化，在我旁边的另一个物体被接触到，被触摸到。我的身体总是被经验到，但是是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被经验到的。首先是在物体方面被经验到的：


  1）（在统一的身体中）如同另外一个事物一样，通过对本身的触摸，通过看的行为，通过视觉上的透视以显现的方式直接地构成，尽管是受限制地构成的。


  2）通过触摸，通过对于另一些事物而言的起知觉作用的诸动觉，从自我这个方面间接地间接呈现在显现方面经验自身的诸能力。


  3）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身体是作为自我主观性之居所被经验到的，自我，自我-存在，诸动觉和以动觉方式进行的诸显现等等，以不同方式在身体之中定位。所有主观地东西都与身体相关联，人-自我在身体当中定中心。


  借助于那里的那个物体结对就实现了……


  1931年9月2日


  一个显现如何唤醒它的系统？在两个方面的显现中介的情况下一个显现着的客观东西如何被联想到另一个显现着的客观东西？


  一个显现着的客观的东西之构成层次（经验层次）如何被“转用”到那个由于奠基的层次而被联想起来的另一个构成层次？在这种转用的有效性被排除，这种证明被排除的地方，能够由被预期的经验之不可能性生成一种变化了的经验、一种间接呈现（这种间接呈现不是借助于呈现，而始终只是借助于这种变化，才是可证明的）吗？


  原始的经验世界之借助于联想并借助于自我之主动性的构成，这个自我受到被以联想方式构成的突显之诸统一（前对象的时间化之原领域）的刺激，通过转过去，通过主动地把握而作为反应（被指向某物的主动的真正的意向）……，活动，努力，在进行时都以动觉上的努力过程之形式与最佳效果相关联。在动觉方面的努力过程之变化中通过操作形成对事实（前对象）之连续的变化的支配和对一个领域之一切被一起突显出来的事实之连续的变化的支配。转用和证明：在已经具有了一种被运用的和被预先规定的动觉形式的转向中每一个内容立即就被统觉。以动觉方式形成的意向以变化之一种最佳效果结束。一切变化都在动觉上和实质上回溯到其上的一个最佳的中心领域之结构。注1233


  因此在诸新的阶段上总是相似的。在纯粹的被动性之最低阶段中的结对，变成多数。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结对，被构成的“事物”相互结成对子，或更确切地说，它们是被统一地经验到的，是被作为处于一个共存着的单独性之中的共存着的众多统一地指示的，这些共存着的众多在事物性的相继的时间中呈现为是一个敞开的全体，这些共存着的众多在每一个阶段上都通过有限的知觉领域呈现出来。但是这个被构成着的世界以空间时间形式存在，在敞开无限的空间世界之形式的每一个相继的阶段中存在（共存着的东西之单独性）等等。


  世界作为我的被原始地还原了的经验之世界，被构成为一个由诸坚持住的个别的事物构成的联想的-主动的（由努力追求的指向状态之自我式的意向性而来的）众多，单独性。这种单独性本身是处于众多之中的诸统一。时间化同时是统一化和众多化。


  这种构成具有两个阶段：


  1）世界-自然之在进行经验时的构成——普遍地理解，作为在空间时间中坚持住的“诸事物”，诸实在东西之世界的世界之统一的构成。通常意义上的一切经验都被归入到这种普遍的成就之中，被归入到自我之成就之中和根据这种原始的被动性的自我式的主动性之成就之中。一切特殊的经验都是关于事物的经验或者是关于事物的经验之组成部分，都是对于事物的构成而言的共同起作用的要素，而且是作为特殊的经验在变成多数的世界时间化之诸不可分割的关联中共同起作用的。


  2）被人性化了的实在的-实践的世界，在其中人被世间化了，并且世间的一切东西都具有人的意义。


  如果我们在实践上将每一个主动性，每一个主动的成果都称作是实践的产物，那么经验就是实践。但是在通常意义上实践上能够举出的只是“介入”到世界之中的那种主动性，就是说，以自我方式对世界的变化加以主动改变的主动性（同时设想变与不变）。


  经验作为空间时间上的实在的自然的世界时的构成之主动性始终处在运行之中，就是说，只要世界被经验到，并且世界在被构成的意义上总是处于有效性之中，只不过当它作为自然被构成时，总是改变着它的存在意义的特殊的规定性，在这里，继续着的经验也总是表示处于普遍的无限的统一成就之中的新的成就，这种主动性就处于运行之中。在这里世界被构成为作为处于变动之中的诸实在东西之全体的自然（因此变与不变是在一起的），更确切地说，在这里世界被构成为作为在位置的变化和质的变化之中坚持住的诸实在东西之全体的自然，因此变化总是被构成。这种构成之主动性就是现实的经验。


  但是实践上介入这个世界的行为是一种主动的实行，这种主动的实行改变着实在的变化——存在着的，通过经验的成就构成的，而且在直接的实践的情况下现实地经验到的变化；在语言上我们也可以说，改变，比如将静止改变为运动，将一种正在进行的运动改变为一种以不同方式形成的运动，不是相同的运动，而是不同的运动。但是不管怎样，在诸变化当中变化仍然是一种实在的事件，而且变化服从于实在的因果性之法则，因此存在着下面这种新的东西，即一种主动性升级到已经在进行经验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总是以自我方式改变不论什么经验形式的变化，以致于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实在的变化（尽管它总是这种东西），而且具有第二个层次，自我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中，它在每一个阶段上，并且作为整体，具有一种由自我而追求并获得的主动性之性格。现在，运动、变化（更确切地说，静止、不变化）获得一种实践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由单纯的自然的经验构成的，而是由实在的实践的主动性根据进行经验的（自然的）构成而构成的。注1234


  一个自然的-实践上的事件是本源地在两个可分开的阶段中构成的：


  1）在“我碰撞”中，我以身体实行一种力的消耗，这种力的消耗超出单纯的进行触摸的经验行为而运动身体的肢体——因此不仅仅是在“触及”时进行触摸，而是我确实同时触摸，由此一种在肢体之进行经验的行为当中并不出现的新东西“连续地”出现了：被触及的东西之变化状况的改变。在以自我方式自由的重复当中，我经验到我的“碰撞行为”具有这样一种结果，并且我通过操作知道这种结果。


  2）我的实践的意向指向这样的结果，或者总是指向某个这样的结果，并且现在这种实践的东西在意向上涉及同一的东西：我的手的进行碰撞的运动与随之发生的外部的过程取得一致，并达到统一：通过我的手的碰撞的行为，我碰到了这个事物，并且是统一地碰到的：我碰到这个事物，这已经包含手的碰撞行为和指向接下来的事件的继续着的意图。注1235


  在这里现在可以考虑，碰撞的行为对于移动的行为、举起的行为等等而言，是一种示范性的表达，而且是能够起概括作用的表达，因此首先按照1）是对于身体的肢体之这种实践上赋予力量，赋予实践的力量的行为的一种能够起概括作用的表达（这个身体肢体处于功能之中的运动本身是由我的力量的效能而来的运动）。


  阻抗


  这在实在东西之阻抗中，在物体之阻抗中，有其相关项。在经验之世界当中各种不同的物体在以下方面情况是极其不同的，即为了在实践上从我这里获得相同的变化方式之相同的变化，各种不同的物体需要极其不同的力的消耗。在相同的变化方式中经验到的相同的物体具有相同的阻抗，它们需要同样的力的消耗。更确切地说，在这里不同的肢体，而且是以不同方式对同一东西起作用的肢体，可能碰撞同一事物。我们必须补充说：在碰撞行为之相同的实践中，在相同的事物那里结果是相同的，这些相同的事物是以相同的方式进行阻抗的。但是这样说又不充分：相同的事物可能处于不同的因果情况之中，处于不同的因果制约和被制约的关联（情况）之中。因此显然我们必须补充说：处于相同因果情况之中的诸事物，但是还有对作为实践的自我的我的阻抗，如实践上的碰撞行为，对于处于单纯因果关系之中的事物之“惰性的阻抗”的关系是相互的，更确切地说，对处于一种属于作为自然本身的事物的因果过程被谈论的，处于歧义的，“机械的”意义中的碰撞和被碰撞的关系是相互的，不管我实践上是进行了介入，并因此是介入到这个变化方式之中，或者因为这些变化方式是以因果方式存在的，我介入到这些事物的因果性之中，还是我不进行介入。不管我做还是不做，经验世界都是实在的-因果的世界，因为诸事实在其进程中坚持住的那些变化并不具有在这种坚持住的名目下的涉及这些个别的事实的规定。诸事实，这种坚持住之诸统一，在这当中，或者在它们的变化之规则进程当中，都是相互依赖的。但是它们也由在身体当中体现出来的自我，通过在身体方面的用力，通过主观的碰撞而介入到这个实在的世界之中的自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实践而是这种东西。


  按照经验世界本身的（在一切理论之前的）意义，我的身体，更确切地说，作为人的自我，与外部世界分离开了，并且就外部世界而言，在我的身体之外处于孤立状态的单纯的自然——处于因果依赖性之中的诸实在的变化在其中进行——和由我而在实践上规定的外部世界分离开了。前-世界，即在我的实践的被动性之中经验到的世界（我的确仍然可能是被动的），现在具有了一种熟悉的样式，一种习惯的样式，在这种样式中在物体的自然之底层就已经是相同的情况下发生相同的东西了。注1236当然，也出现非习惯的东西，偶然的东西，在被原始地还原了的世界中已经是如此，因为另一些人的实践受到了原始的还原。


  但是我介入到这种样式之中。现在我的身体和在身体之中的进行碰撞的手也是物体，并且这个物体之这种事物式的碰撞行为被构成为一种事物方面的因果的运动过程，这种过程如同另一个物体的因果运动过程一样具有因果的结果。注1237因此在抽象掉“我碰撞”的情况下，我们拥有了包含着我的身体物体的全体自然之总是继续有效的而且不被打断的因果性。但是这种作为一种普遍的变化样式（一起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着的诸事物的一切实在的变化都受到这种普遍的变化样式的约束，尽管这种普遍的变化样式仍然作为样式保持着，然而却有多义性）的实在的因果性之普遍的统一留出了众多的可能性：我任何时候都能够通过碰撞等等而介入，而且这是在这种普遍的样式之内部发生的，它在此前并没有发生，我的手在物理方面获得了运动的能量，如果没有我的自我方面的行为，我的手就不会具有这种运动能量。注1238


  世界通过自我方面的实践被一起构成：从主观方面来看，一个事物的阻抗就是属于该事物的这样一种特性，即为了达到某种新的变化状态，更确切地说，达到一种运动状态，在相同的变化状态中总是需要相同的主观方面的冲击力。


  这种运动状态之相同的变化能够在没有我的介入行为的情况下通过也许总是发生的外部的因果性，而且通过这种以机械方式进行碰撞的运动之某种因果性发生。就此而言，主观的力在物理的冲击力中有一种等价物，并且客体之主观方面关联着的阻抗在客体之外在实践的此在中的“惰性的”阻抗中有其等价物。然而这对以下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即世界本身由于实践方面的构成而具有一种实践方面的意义，这种实践方面的意义从这个属于此在者的阻抗开始，或更确切地说，从应归于它的某种阻抗性之特性开始。因为由此世界通过以下方式具有了一种意义的涂层，即如其在由非实践的经验而来的自然之中所发生的那样的运动之机械的方式也可能具有由实践的经验而来的实践的意义。这就是以非实践的方式构成的自然之中的情况。以非实践的方式构成的自然是自然，而且不变地是自然，它并不改变它的由本源的经验构成而来的样式，并不改变它的自然的意义，但是它获得了一个实践意义之层次，而且始终具有实践意义之层次（因为实践总是被考虑到）。并且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这种实践的运动既能够作为它本身起作用，也能够为了某种持久的目的，为了某种最终的结果起作用，因此诸坚持住的——在实在的意义上坚持住的——的客体仍具有一种实践的意义之层次，正是作为目的客体这样地坚持住，因为它们在自身中任何时候都以能够被理解的方式将一个持久的目的，对于自我而言持久有效的目的体现出来。这种持久化存在于目的意愿之习惯性当中，并且众所周知，在这当中又存在着间接性和多种多样的类型。


  1931年9月3日


  现在在进行补充的时候仍应该考虑，处于世界之中的身体是作为物理的物体被构成的，因此在世界之中是以物理方式运动和静止的；因此在这个方面它被紧密结合到普遍的物理的因果性之中。但它是作为身体被构成的，作为我的自我在其中“被赋予了形体”的被构成的，在身体之中，我具有了我的器官，具有了我的带有各种不同的特殊的器官的整体器官。这些特殊的器官是作为有两个侧面的被构成的。在作为以自我方式的，有能力的，以动觉方式的等等由我产生的物理方面的静止和运动中，它们是作为知觉器官起功能作用的。在与物体性的意义层次的符合一致当中，在这个方面，它们具有一种自我方面的意义层次——供我支配的意义层次，对我起功能作用的层次——，在这里对事物进行知觉的，对外部事物进行知觉，但是也对身体东西（处于知觉其它器官的功能之中的一个器官）进行知觉的层次。


  我是根据刺激而实行这些两个方面的运动的，自我的-物理的运动的。在这种情况下诸被知觉的事物（这个世界任何时候都这样地为我构成）被经验为是能够刺激我的事物，而且是在知觉中现实地刺激我的事物。注1239因此经验之世界在这当中有一种属于它的构成方面的本质的自我方面的意义，这种意义使处于其实在意义之中的当下的实在的东西与我的自我联系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与作为被物体化了的自我而被构成的我的自我结合在一起。这种联系，或者说，结合，并不是在后来才建立起来的，或者只是后来才由一种联系的行为而结合在一起的，仿佛诸实在的事物先存在，然后被联系起来。而是诸事物在这里作为被知觉的和可知觉的，作为在现实的和可能的刺激中存在着的，是相互关联的，而且总是在一起的，并且它们因此所具有的两面性是与物体的，同时又以自我的方式起功能作用的身体之两面性相关联的；并且作为自我方面的关联，刺激和接下来的进行知觉的，进行行动的自我式的行为举止之自我式的反应，是由两个侧面构成的，只要即使是在物体的侧面也有一种平行的，首先“需要详细研究的”物体式的结合之样式、物体式的因果性之样式属于这二者。至于刺激，虽然自我受到刺激，但是同时身体物体可以说是被经验为由进行刺激的客体发出的、并在自我之中以体验方式出现的诸刺激之定位。身体是感性之位置，或者如我们还可以说的，是感觉之位置，感觉在身体之上并在身体之中以或多或少不同的分布而显现，按照位置分布、定位等等，部分地仿佛（quasi）按照位置扩展。只要自我通过物体化被构成为人-自我，与物体式的身体一起被构成为人，主观东西之整个的领域，并且首先是诸事物之显现方式，就在其进行构成的变化之中定位，就与物体式的身体之空间位置相关联，并且与它的物体式的统一，它的空间广延的统一相关联——这又是一种持续地在此存在的关系，一种在关于世界的经验中总是已经预先给予了的相互关联。


  如果我们将世界看作是经验——我的，这个原始的自我的经验，我的，这个原始的人的经验——之世界，将这个人看作是物体和“赋予”该物体以“心灵”的自我（仅仅按照世界由经验而具有的那种存在意义来看），我们就必须说，这个世界以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具有物体方面的意义和“精神方面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到处都是，完全是“心理物理的”世界。当我们将目光仅仅指向作为对自然的经验的经验时，它就已经是如此。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如其所是地只是作为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统一，作为多种多样综合的进程之统一，现实的和可能的进程之统一而存在的。作为这样的东西它处于对于我的生活，对于这些显现、这些综合、这些动觉上的活动和能力都属于它的我的生活的持续的生动的“联系”之中。并且这些东西都一起在我的物体之中定位，都具有其与我的诸知觉器官的特殊的关联，与在进行知觉时起功能作用的物体方面的诸运动的关联，在这当中，这些运动总是从两个方面构成的，作为物体的活动并作为我的活动构成的，在它们的意向上的指向状态中构成的，这些指向状态都是指向诸统一之进行实现的构成的。但是我的身体，作为我“在其中生活”的，我通过知觉并以某种特殊方式“在其中”进行支配的身体，作为物体坚持住的我的身体，但也以那种稳定的意义坚持住的身体（这种稳定的意义由于那种在能力之稳定的样式中进行的，并且对于它而言总是以地平线方式被预先规定的、进行支配的行为之过程而属于它），是以心理物理的方式以一种突出的和唯一的意义而存在的。当然自我也同样如此，作为自我，我在连续的自我式的支配活动中是与身体物体在一起的，是人，这个人，在自我这个名目下，将能力之一切自我的东西，将处于主动性和被动性之中的生活之一切自我的东西，统一起来，但是也赋予一切自我的东西以身体，在身体之连续被经验的物体式的存在中通过定位将一切自我的东西表现出来。所有其它的物体的东西，“外部的世界”，都作为动觉上的-能力的多样性之统一持续地与作为自我的我，因此与我被具体构成的那样的自我，与作为人的我“相联系”，与我的起功能作用的身体“相联系”，与我的起功能作用的器官“相联系”。


  在对诸物体的指向当中，我们在把握时只经验到物体的东西，在相互关联地对多种多样的东西的指向当中，这些多种多样的东西在转向当中在某种意义上是与物体一起被给予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总是在这些物体之中定位的。但是它们与自我及自我之进行构成的生活之整体性是不可分割的，这种进行构成的生活在这种整体性之中与这个独一无二的身体不可分割，与身体牢固地不可分割地相联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作为进行经验的和能够进行经验的自我的自我与每一个世间的东西相关联，同时属于所有世间的东西，一起在所有东西那里存在——但是正是因此，决不以“定位”这种特殊方式属于所有世间的东西——，除去它的身体之外；在这种通过知觉的支配活动当中，所有动觉方面的活动都直接地与物体方面的肢体运动统一在一起，并因此与显现之多样性相符合一致，在显现之这些多样性当中，物体总是被知觉到，并能知觉到；这些多样性作为属于物体的，而且是以身体方面的功能方式而属于物体的，显然形成以下情况，即自我作为进行经验的自我到处都在场。


  如果现在我以定位这种特殊的和唯一的方式在我的物体式的身体上存在，那么这个身体对于我而言就如同这个实在的外部世界一样，并因此一般而言，就如同这个整体世界之中的诸事物一样，确实是作为现实的和可能的“外部的”经验之统一，因此作为现实的和可能的构成方面的多种多样的显现之统一，通过被归入到物体的世界之整个的显现系统之中而一起构成的。关于身体之空间物体方面的经验，连同这种经验的多种多样的显现过程和动觉，如同所有这样的经验一样，又反向关联到起功能作用的身体，以致于关于身体东西的知觉和关于整个身体的知觉已经以身体为前提，因此以心理物理的经验为前提了。在对我的身体的知觉当中，被知觉的东西反向关联到在进行知觉时已经起功能作用的身体，这个物体式的身体作为经验的身体，作为我进行支配时应该将它作为物体式的客体进行经验的，并且正是作为物体式的客体进行经验的物体式的身体，已经被当作前提了。如果我知觉我的手，那么它就是借助于眼睛的看的行为，通过在动觉上起功能作用的眼睛的运动，以及其它的物体的运动（我向前弯下身子等等），或更确切地说，通过借助于另外一个身体肢体（借助于另一只手、嘴唇等等）的触摸行为被在意识上知觉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这些作为起功能作用而被当作前提的身体肢体的现实经验又已经是以在经验上在此存在着的身体性为前提的。因此身体呈现出这样一种困难，即对它的经验总是已经以它为前提了。在我们通过经验借以与世界打交道的现实的经验当中，这并不形成任何困难。这个世界总是已经为我们在此存在了，作为迄今为止的现实经验之获得物，和一个借助于现实的经验已经被持续地预先勾画出来的可能经验之地平线的获得物，它对于我们而言是存在的确信。并且每一次返回到早先的经验都向我们显示同一的图像。对于我们而言，世界在现在和过去始终都是确实的，并且现在在知觉时进展着，正是这种进展使我们与这个已经是确实的，但是具有未知的地平线的确实的世界打交道，内容方面不确定的诸可能性，并因此在诸存在者当中的不确定的东西在诸个别的事物上的实现，在作为一起在此存在的而被不确定地预期的事物上的实现，就意味着主动地参与到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之中，以某种方式与它打交道，即通过对该预先被以为的存在之在知觉上的实现，按照“世界本身”，认识对世界之预先被以为的东西，世界之不确定的东西。


  世界之预先给予性包含由已经实现了的东西和总是现实地主动地实现着的东西构成的进行实现的道路之预先给予的系统。属于这里的有，对于我这个在知觉时很用心的人而言，我的身体总是已经被经验为，而且是以未被打断的连续性被经验为由诸知觉器官（在知觉行为之中起功能作用的器官这种最广泛意义上的知觉器官）构成的系统，并且是以地平线的方式经验的：已知的世界和未知的世界被经验为在身体的诸肢体之动觉功能的“道路”上，并因此是在身体之诸肢体的由我而使之起作用的物体式的运动的“道路”上，能够认识的世界。——因此这仅仅是对于预先给予的世界之按照其预先给予的存在意义的解释。


  与此相反的是在超越论的还原中构成方面的解释的任务：这项任务就是理解，这个熟悉的道路系统以及世界本身，作为对于我，这个人，这个对于我而言已经预先给予的人而言通过身体方面的知觉行为可进入的，是如何构成的；对于我而言，这个存在于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和人的-身体的可进入的世界之中的人的总是已经预先给予的存在，应该如何成为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确实总是具有意义，而且仅仅具有世界对于我而言是确定无疑的世界，并且是在我的意识生活之进程中确定无疑地生成的世界所获得的意义。这项任务显然是一项特殊的任务，并且是一项完全不同于追问为了我任何时候都能够对这种预先给予的存在有某种了解，而且是通过知觉本源地了解，通过一种本身已被归入到世界之中的、属于我的人的此在的行动了解，我（这个我对于我而言是已经预先给予的东西，是作为现实性而对我有效的东西，而且是作为人对我有效的东西，我在世界本身当中被发现这个人就是我）必须走的道路的任务。这项新的任务就是超越论的任务，是以超越论的方式构成世界的任务。


  在这里身体对于我而言，正如它是可由经验经验的那样，是诸事物中间的一个事物，是自然的客体在它的诸变化当中，首先是在它的诸运动（静止）当中，坚持住的物体，因此知觉在身体之中的支配作用就为我呈现出来了，这种支配作用赋予身体的运动一种以自我方式完成的运动的意义，作为自我在世界之中的一种实践的，而且是作为原始实践的意义，这种原始实践对于所有其它的实践都同时起作用，而且预先就已经起作用了，同时属于所有其它的实践，因此只能在作为“原实践的客体”的身体物体上实行。身体作为知觉的身体有一种实践上的意义，一种功能的意义，这种意义将身体表示为一切实践的出发点，首先是一种总是起功能作用的实践之原处所，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其它直接地介入到物体世界之中的实践和诸新的非实践的层次都一起定居于它之中。


  人通过运动自身而运动他所运动的东西——原因在于，人的自我（“心灵”）以实践的方式，以心理物理的方式运动物体式的身体，并且不论它做什么，不论它在预先给予的世界之中将它的目的指向什么，在这当中这个世界都在知觉上为它显现着；现实的和潜在的知觉行为，潜在的、作为非现实地生成的，但是本身能够实现的，主动地将处于对显现者的指向之中的诸显现纳入到使显现者自身实现的进程之中的能力，伴随着通常意义上的全部的实践的生活，并且现实的知觉行为也进入到实践的生活之中，进入到道路和能实现的目的之中。在这里，与所有其它的变化方式相比，运动的优越性是明显的。所有其它形式的变化的主动性都是由运动之主动性中介的，并且在原实践的方面是由身体运动的主动性中介的。


  附录XIX  〈动觉作为进行追求的意向，并作为意志的路径〉〈约写于1931年9月〉


  兴趣指向刺激物。校准线（注意的行为）由自我出发向着刺激物，自我之指向或指向行为是一种在努力当中的指向行为，是一种在注意行为中在场的行为，在注意之中感兴趣的状态，在注意之中关心的状态，在注意之中的行动。这个自我实行一种行动。但是这种行动仍不因此就是一种真正的行为、一种行动，正如在注意时指向某物的状态尚不是一种在进行经验时，在进行知觉时在场，或者甚至在直接地进行知觉时在某物那里，甚至是在作为客体的某物那里在场。这个真正的行为、这个行动（并且这个词在这里始终具有一种非常广泛的意义）被指向一个已经作为“目标”而且是作为能够达到的目标的构成物。因为应该在两种目标之间进行区分：一种是单纯追求的行为之目标（追求之极点），这种行为所针对的是一种因不在身边而被惦记着的好的东西，一种也许已经作为好的被经验到的东西，但是在其好的质量方面已经褪色了的东西，另一种是实践的目标，这个目标被意识为是进行实现的道路之目标，并且是一个能由我实现的道路之目标。


  在生动的知觉上的当前之原始的领域中：在这里就是因不在身边而惦记本身较早的东西的行为，就是意识到不满足，就是追求的行为。现在我应该像下面这样说吗：这种强烈的要求本能地进行着，或者这种要求增强为一种第一“愿望”，它不再停留于努力行为的被动性之中，它变成了“主动的努力行为”=意愿（尽管二者都是“行动”）？我应该像下面这样说吗：这种本源的意愿具有爆发式的整体的动觉之形式，在动觉之中的爆发，这些动觉仍然是控制不住的，因此在它们的诸局部的动觉中不加区分地杂乱地进行着，在这当中领域的诸事实变化着，并且偶尔地也多次地“接近了”所惦记的东西，或者再现所惦记的东西？这种“接近”所意味的是，处于增强着的相似性之中的事实的变化允许这种被惦记的东西恰恰总是透过这种相似性之形式，它喜欢这种被惦记的东西，并且使这种被惦记的东西相似化，想起这种被惦记的东西，仿佛已经以相似性在自身中拥有了这种被惦记的东西，但仍不够。每一次重复都是通过增强当中的相似化的重复，并且它就在这里，因此这种追求的意愿，这种努力的意愿，这种运动的意愿，就以满足而终止。这种追求得到了满足，这种是本源的动觉的主动地努力追求的行为达到了动觉上的静止。


  然而也许人们会说，按照刺激，这从一开始就涉及个别地本源地被列入的动觉上的多种多样的东西，那么这些多种多样的东西就都属于看的行为，或者在用手触摸的情况下这些多种多样东西就都属于手等等。但是即使是由静止状态之这种更受到偏爱的情况，例如在其中运动自动地向后倒退的用力最少的情况，就已经得出，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在减少或者遗失，必须重又被找到等等。动觉本身并不是意愿之样式，但是它们被构成为指向目的的意愿道路，在指向某物的主动的努力行为当中，它们变成了熟练的道路，变成了能够在上面行走的道路——通过内容的变化作为道路被以联想的方式转用。


  文稿19  统一的时间和统一的客观的世界之通过移情作用的构成（1931年9月末）


  我通过间接呈现从两个方面经验另一个人。我撇开物体性，我将目光指向我的心灵和他的心灵的关联。我的客观的知觉行为和他的客观的知觉行为，我的客观的重新回忆行为和他的客观的重新回忆行为，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对世界的经验和他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对世界的经验，都处于关联之中，在意向活动方面，并且相关联地在意向内容方面，都处于关联之中。我们在存在方面共同知觉到的东西，并因此我在知觉行为中构成的时间和他在知觉行为中构成的时间由于符合是共存的。在我的共当前、过去和将来和他的共当前、过去和将来方面，就所有我们能够由共同的知觉领域、以相同方法重建的东西，间接地实现了符合和视为同一。


  这是如何得到理解的呢？我的生动的当前，我的原始单子的当前，包含着我的移情作用，在这种移情作用中，我的生动的当前将另一个人的生动的当前准当前化。这个在我的生动的当前之中被呈现的物体（“异己的身体”）是关于作为我自己的知觉的诸可能的知觉之整体性的标志，在我自己的知觉当中，“异己的身体”作为同一的身体，按照它对于我所是的一切东西，并按照它所固有的时间性（作为对于它而言可原本经验的时间性）达到了给予性。在我的原始性当中，我的原始的物体——它是以与被以“我的身体”这种特殊的方式统觉的——相似性关系被经验的这个物体被统握为异己的身体，这个物体变成了对异己的、另一个人的原始单子式的当前之间接呈现的载体，在这种当前之中它的作为身体原始地构成的物体，与在我的原始性之中的那里的那个“物体”相“符合”，在这当中，这一个物体的时间和另一个物体的时间相符合一致。相关联地两个物体的构成必然会符合一致，因此首先是在这个方面，两个原始性必然会符合一致。


  我们两个——每一个都纯粹以心灵方式存在，每一个都处于他的时间之中和他的生动的当前之中（这个生动的当前并不是空间时间上的当前）——都有关于诸事物的诸显现，并且每一个都有他的诸显现和他的存在有效性。现在我经验到这另一个人，并且关于我，我当然具有关于自身的经验。我发现了“我在我的现在经验到的另一个人”，并且发现了该另一个人的现在；我发现我的现在和他的现在，我的诸显现和他的诸显现，作为对我有效的东西的我的显现者和作为对他有效的东西的他的显现者是同时存在着的，二者是同一的。并且在这当中这个显现者在同一的经验当中有其作为它的持续着的客观的当前的“外在地”显现着的时间持续，而这个当前持续着的客观的当前与我的持续着的显现是符合一致的，并与另一个人的与此紧密结合着的并且逐点地符合一致的持续着的显现符合一致。


  只要我在我的生动的当前实行移情作用行为，在这期间，我在我的生动的当前之持续时间中就一个时间点接着一个时间点地同时拥有我的当前和该另一个人的当前，只不过该另一个人的当前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在知觉上直观的，而是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这种被施以移情作用的东西（被准当前化的东西）是连续地被经验的东西，并且是连续地与经验行为一致的。但是现在我们将说，在直观的重新回忆行为当中情况肯定也是如此。被当前化了的重新回忆行为与被重新回忆起的东西在两个方面的时间延续方面是逐点地符合一致的。但是这种符合一致的“同时”并不是时间上的“同时”，一个是我的当前，而另一个是我的过去。此外，被重新回忆起的东西肯定也是被准当前化了的当前。那么以下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即在移情作用之准当前化的形式中实现了一种同时又共同的-时间上的同时？


  但是在这里应该思考以下情况，即只要我真正实行直观的移情作用，我的生动地流动着的当前，因此还有我的在此期间消逝了的并能够通过重新回忆唤醒的过去，和另一个人的生动的当前和过去，就达到符合一致。此外，当这另一个人重新回忆起更早的过去——在其中他并不是我的移情作用的对象——时，这个记忆当中的过去也许现在仍然会变成对于我而言现在可进入的。当他的时间的一个片段和我的时间的一个片段符合一致时，这种符合就贯穿这整个的时间延续着。我们从前曾说过，这就得出一段现实的符合一致；在这当中，在移情作用方面，缺少与另一个人的移情作用的连续性，但是我们已经相遇了。


  现在这种相遇确实在物体方面发生了。但是这种相遇的能力是我的能力和他的能力的相遇，并且也是我的能力和他的能力之与时间的符合一致。此外，物体方面的相遇的“运动”在心理方面是诸显现的运动、诸显现综合的运动、诸动觉的运动，以及有关的，在我的内在性中和在另一个人的内在性中发生着的被实现的能力之运动。因此我们在移情作用的活动中总是有一个进行经验的意识，在其中我的心灵作为在心灵方面被充实了的时间和另一个人的心灵及其时间以纯粹心灵的方式达到了连续的符合一致，而且是处于存在有效性之中的符合一致。因此对于我来说，我的时间上的-心灵的上的存在与另一个人的时间上的-心灵上存在之共存是真正被经验到的，对于另一个人也是真正被经验到的，如果他注意到我的话。当然这种情况通过另一个人的另一些人蔓延着，同样也通过诸间接的移情作用而向过去的诸主观之中蔓延着，——现在我与这些过去的主观完全没有联系，但是关于这些过去的主观，我是通过另一些人，作为从前曾被这另一些人经验过的而经验到的，而这本身就处于这种蔓延的诸间接性之中（通过诸世代，历史）。


  因此得出，对于我，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对于每一个人，在经验上存在着我们大家的纯粹心灵方面的诸共存之共存，每一个个别的心灵都在经验上拥有它自己的时间之共存形式，并且对于自己本身而言被经验为是贯穿于这个时间的，贯穿于他的生活的时间的，贯穿于他的个人式的个体性中的坚持行为的时间的，贯穿于他的在作为个人的诸特性之个人的变化之中的坚持行为之时间的；此外所有的心灵都有一个纯粹心灵上的全体，这个全体对于它们而言总是作为经验被构成为诸心灵方面的共存之全体，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构成的，即每一个心灵都占有它自己的作为原始经验的共存之领域，由直接的移情作用和重复地间接的移情作用，现实的移情作用和潜在的（可能的）移情作用而占有所有其他人的共存的领域。


  现在在一切心灵之最广泛的意义上，普遍的共存之形式就是被包含于作为经验的心灵本身之中的普遍的时间，个别的心灵的时间形式并不是并列地连续地被归入到这种普遍的时间之中，仿佛它们本身是普遍的时间之中的诸段落，因此仿佛处于它的时间性之中的每一个段落的形成物，心灵的内容，都能够在另一个段落之形成物和心灵的内容之中连续地延伸，相反，它是一种由处于彼此互为对方存在之中的诸心灵之意向上的符合一致中产生出来的更高级次上的时间。这种时间构成之起源点对于每一个形成物来说都是经验，即它的原样式的当前，和每一个形成物之经验另一些人，经验另一些自我，经验另一些具体的心灵单子的能力，首先是“知觉”另一些人的能力，就是说，在自己的生动的当前之中原样式地经验异己的生动的当前的能力，并因此是经验自己的存在和异己的存在之原共存的能力。这种同时的东西——它在我的原样式的当前和异己的原样式的当前之间，在我的根源式的现在，我的根源式的滞留的刚才等等和异己的根源式的现在，异己的根源式的滞留的刚才等等之间，逐阶段地，或者同时在连续当中建立起一种符合一致——同时是客观的而且是纯粹心灵方面的全体时间之客观的现在，而且作为潜在的同时的东西同时是客观的，而且是纯粹心灵方面的全体时间之客观的现在。“客观的”现在就是和我的原始的现在共存的东西，就是说，现实地处于符合之中的东西，或能够潜在地达到符合的东西。这种客观的现在，或者这种客观的当前，就是流动着的当前，而且是起源点，更确切地说，是对于一个流动着的客观的过去和将来而言的涌流着的延伸。在这种流动当中作为客观的同一的被构成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就具有在流动当中呈现着的凝固的客观的时间——一切心灵的时间——这种客观的形式。


  当然，所有这些都能被以超越论方式理解为是对超越论的全体时间之超越论的阐明，这种全体时间与作为诸个别的单子之自身完整的个体性之形式的诸个别的单子之超越论的时间相对。诸心灵的个体并不是只有借助于它们的物体才存在的，而是自身就是诸“被分开的”个体；然而这个词并不合适，尽管诸心灵是不可分割的，然而在这个固有的词义上仍是诸个体。可以考虑另一种意义，即存在之一次性，并且诸心灵并不是只有由处于预先给予的普遍的时间之情况中的存在才拥有这种一次性的，而是由它本身，由它自己的时间方面的本质而具有一次性的，在这种时间方面的本质之中，以意向的方式包含着本质上是一种不同的时间性的另一种时间性。心灵之个体性在某种意义上所意味的是不可消除的分割，即以另一种方式的存在，和彼此外在的存在（在逻辑意义上，而不是在空间的意义上），这种彼此外在的存在决不可能变成一种连续的联结，即单子自己的诸时间之连续的相互融合。另一方面，这种分割并不妨碍以下情况，它甚至就是使以下情况成为可能的条件，即诸单子能够“符合一致”，换句话说，诸单子能够存在于一个共同体之中。但是这又意味着，它们是共存的，而这又意味着，它们以多数方式存在，而且能够以多数方式存在。处于多数之中的单子，共存着的单子，作为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其中，一个单子的存在为另一个单子的存在留出了可能性。我的单子式的存在之可能性存在于我的现实性之中，并且我由这种现实性通过自由的想象的变换而获得的所有其它的可能，恰恰只是我的现实性的变换和可能性，而且首先只是我的现实性的变换和可能性。但是如同我以另一种方式存在那样被想象的自我，尚不意味着另一个人。只有借助于移情作用这种可能性，而且是作为我的能力的可能性，在我之中才存在另一个人这种可能性，并因此存在着双重性的可能性：我和另一个人（接下来，“我们两个”，但这已经提供了更多，提供了一种新东西）。这种准当前化的方式（如果它发生了的话）作为一种特殊的东西，得出了在这种准当前化的经验之中被经验的东西与我，与这个对它进行经验的自我（ego），被理解为心灵的单子的自我（ego）的共存，如我们说的，这是这样一种共存，它确立了共同的当前的意义；借助于这个共同的当前，接下来使同一地共同的当前成为可能，不仅是我们两个的同一的共同的当前，而且是由处于原始的共存，即当下的共存之统一中的总是一再的另一些人，和再一些人构成的敞开众多人之共同的当前。共存并不是一种空洞的一起存在，而是通过以下情况的对于我而言的一种为-我-在此存在，和我“一起”在此存在，即我的在此存在通过准当前化在自身中经验到另一个在此存在（能够经验到另一个在此存在），与此同时，它将自己本身经验为是进行准当前化的在此存在。这个被准当前化的东西本身，作为在我之中具有意义并具有存在有效性的东西，并且在我之中显示着它的东西——作为证明之极，以意向方式——存在于我之中，以其“另一个人”这种存在意义存在于我之中，作为以单子式的时间之形式存在着的单子与我有不可消除的区分。我还曾说过，“在”我的单子“之外”。但是这个“在它之外存在”本身作为一致的准当前化之过程的意向上的表现之统一，被包含于我的单子之中。这与一个自己的过去，作为我的处于其一致的统一之中的多种多样的重新回忆之意向上的统一，被包含于我的当前之中相似（尽管有校正）。但是正如我的过去在我之中，并在我的作为当前的存在的真正生动的存在之中，并不是虚无，而是作为我的过去在我之中具有现实性，并且总是保持着现实性，就是说，在从当前到当前的这种流动着的连续中具有并且总是保持着这种现实性那样；同样，这另一个人，这个共同现前者，在我之中也不是虚无，而是作为我的另一个人存在于我之中，并且我只是我所是的人，作为在我之中具有这另一个人，具有所有其他人的这个人。


  文稿20  〈共单子的时间之构成。重新回忆与移情作用〉（1931年9月20/22日）


  在心灵之内的（更确切地说，超越论的）关联，在心灵之内的时间。因此1）时间化和在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单子”之内的时间；2）共单子的关联和作为更高阶段上的时间的共单子的时间：诸单子的世界。


  让我们在下面这个问题中考虑心灵的关联，即在抽象地排除掉身体的情况下，这种关联是否仍然作为纯粹在心灵的单子之本质中建立起来的关联存在，因此应该思考以下问题：


  我以物体方式在这里存在并且我看到那里的那个物体。该物体作为身体为我指引另一个心灵的东西。我们两个在身体方面是被分离开的，彼此外在的，我们的心灵是分离开地定位的。但以此仍不是说，我们的心灵不可能有一种固有的本质的联系，甚至必然一定没有这种联系。与此紧密联系的有以下的问题：我们两个，并且一般而言人们，都是这个被预先给予的世界之中的客体。这些客体之普遍的共存形式，诸个别的实在的具体东西之普遍的共存形式，是空间时间性。作为空间时间上的共存的最广义上的共存，或者是同时性，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在空间中是在位置方面相互外在的，或者是在时间上连续的。因此每一个人，作为世上的具体的人，都有其客观的持存，并且在这种持存之每一个阶段上都有其处于空间位置中的广延；每一个同时的另一个人，都在另一个位置上有另一个广延。当然这个人只是由于他的物体性才具有他的处于必然的彼此外在之中的空间性，才具有空间的共存。他的空间性和我们的空间性是同时的。另一方面，每一个心灵不仅由于它的物体而具有时间性，其实每一个心灵都有一个它固有的本质的时间性，它的存在之单子式的形式，而它的存在则是共存着的诸心灵方面的“事实”（这些事实我们理解为是最后基体，用形式的说法，是最后的实在性东西）之整体性。单子是心灵，是一种具体的统一，这种统一就本身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固有本质的、自成一体的世界。这些多种多样的心灵方面的体验，并且一般而言，一起存在于一个心灵当中的东西，以及作为个别的事实能够区分的东西，联结成一个全体统一。每一个这样的成分，比如，一个个别的体验，对于它在其中出现的这个全体，这个整体而言都不是独立的。注1240


  这个世界本身作为其“诸实在的东西”之共存的形式，具有时间本身，心灵之存在的时间，心灵之生活的时间，心灵的全部生活在其中进行的时间，心灵的全部活动，心灵的诸联想，从前形成的心灵的诸气质和习惯的坚持活动等等在其中进行的时间。在这当中，所有的东西都具有在整体时间内部的“它的时间”，即它的持续存在，它的开始与结束，这个整体时间作为在内容方面被充实了的，必然完整地被充实了的整体时间，就是单子本身，就是具体的心灵本身，而且是抛开它的物体纯粹就其本身来看的具体的心灵本身。与单子这个词应该表达的整体相应的是以下情况，即每一个这样的整体都有其整体的形式，即它的整体的时间，所有特殊的时间，即作为这个单子的（或更确切地说，这个单子的生活之事件的）时间的时段和时期，都被归入到整体的时间之中。换句话说，一个单子式的心灵所本质固有的“生活时间”，不可能是广泛的时间之一个片段，不可能和另一些单子的生活时间拼凑在一起，不可以被理解为是其它的单子和所有的单子都在其中持续存在普遍的时间内部的一个单纯的时间持续。单子的时间作为它的具体的联结起来的诸成分之全体形式，继续连续地延伸着，而且是在一个生动的，必然以连续的生活内容充实了的延伸中延伸着，它是具体的生动的流，并且所有在这里以可以想象的方式适应的东西都属于这同一的单子，都属于处于其生活之中的这同一的生动的自我。我的流动着的生活之时间和我的邻人的时间因此是深不可测地分离的，甚至这个词也仍不足以形象地表达这种深刻的分离。只要我的生活的时间作为这种时间（具有一种恰恰是固有本质地奠基于单子本身之中的时间意义的时间）是与邻人的时间一致的，我们两个人就会是具有一种生活，具有一个体验流，具有一种能力等等的一个自我。


  与此相并行的是，我以身体在这里存在，另一个人以身体在那里存在。正如这个这里不可能变成那里，而且是不能这样地变成，即这一个人的（有机的）物体变成另一个人的物体，我的心灵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人的心灵，或者还可以说，两个物体式的身体与两个心灵相配，而原因在于这两个生活流的时间——这两个时间不是一个时间，并且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变成一个时间——是一种能够由这一个心灵和另一个心灵的生活片刻填满的形式。因此诸心灵是同时的和相继的吗？因此它们只有通过与身体结合在一起，因此是通过共同经历普遍的自然时间，才在时间上是共存的吗？每一个物体虽然也有它固有的本质的时间，但是在这里很清楚，这种时间只能具有在自然的全体内部的，在空间时间的内部的一种时间持续的意义。只存在一个自然，这个自然事实上只具体存在于这种普遍性之中。个别的自然物体只是相对地具体存在的；它们只是作为在诸物体构成的全体之中的物体，在全体自然之中的物体，才是其所是。它们总是处于它们的有广延的内容之中，但是这种内容作为被充实的空间时间的广延仍没有被充分地规定为物体，这个物体毋宁说是具有其作为因果情况的当时的有广延的东西。它如其所是地处于它的“情况”之中，它也有它的因果的形式，并且总是有它的诸个别的因果的特性。自然之统一是这样一种统一，这种统一是所有的物体都作为诸因果特性之基体所具有的，所有的物体都在其诸有广延的状态之变化中作为同一些物体“坚持到底”，由于在因果情况下在其诸因果规定当中的坚持而“坚持到底”，而这种情况本身就是诸周围的物体。这个自然，这个物体之全体，在一切物体与一切物体之以因果方式的紧密结合当中，以一种普遍的因果性具有其具体化，且正是因此，具有其个体的具体化形式，具体的整体性之具体化形式，空间时间之具体化形式。因此被理解为普遍的共存的时间，并不是我们能够将任意多的个别性东西倾倒于其中的空洞的无意义的形式。一个普遍的时间之统一只具有作为一个全体之统一性形式的意义，这种全体并不是作为空洞的全体，而是具体的形式，相反，诸对象的全体是一种固有本质内容之具体化的形式。


  现在诸心灵肯定通过它们的身体化而间接地参与到这种形式之中了。这当然尚没有赋予诸心灵一种以固有本质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时间之普遍的形式。如果它们被赋予了时间之普遍的形式，而且是它们所特有的形式，那么按照刚才就自然所阐明的东西事先就很清楚，时间之这种普遍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就会以以固有本质方式建立起来的所有心灵之共同一起的相互的关联为前提，时间之这种普遍的形式就会是所有心灵的具体化形式。对于自然而言这种普遍的关联在这里已经通过诸各别的物体性东西之有广延的结构以下面的方式建立起来了，以固有本质的方式建立起来了，即普遍的因果性将一切物体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些物体只有通过它们的在坚持住的因果的诸特性之中被构成的为-自己-存在，才是充分地被构成的物体。对于诸心灵而言与此相对应的是什么呢?至少以下情况是无可置疑的，即如果在这里对于这另一方面的肯定是以固有本质方式被分离开的诸心灵之全体而言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具体化形式，即时间，那么这种普遍的具体化形式就必然是更高级次的时间，因为每一个心灵作为一个“世界”就本身而言都有它的时间。就它们的更高地被建立起来的形式来说，这些个别的单子据此还有个别地属于它们的时间（生活的时间）都是“时间内容”，都是充实，因此这些不同的单子之内容和这些单子本身就能够如它们的生活时间那样与一种普遍的时间之意义相符合地以同时性之样式和时间的上的连续之样式共存。


  甚至事实上，如果对作为诸自我主观的人们，具体地说，人的心灵，这些自我主观，对他们生活着时按照世界经验之意义在时间上共存的方式进行一些深入研究，就能够看到，决不是这些心灵与这些物体的心理物理的连结才使诸心灵及其生活内容的时间化成为可能，毋宁说，在心灵本身之中，由心灵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心灵的关联和固有的心灵的共存形式，一种众多心灵的形式，即一个心灵和另一个心灵，并且也许又有另一个心灵等等的可能的在一起之形式，并且最终是一个使全体成为可能，使一个无限敞开的全体（“无限性”）成为可能的形式。当然在仔细思考的情况下，与被以为的不言而喻的情况相反，在这里情况会颠倒过来：开始并不存在众多的心灵，并且开始问题并不是，在什么条件下它们在此在当中是“相容的”，相反，问题是，当我确信一个心灵时，并且当我（在进行自身给予的直观中）深入到该心灵的固有本质之中时，我如何能够在这里获悉，它仅仅是“一个”心灵，并且它只能是“一个”心灵，因此按照这种本质它就必须参照其它的心灵，这个心灵虽然是在自身之中存在并为自身而存在，但却只有在一个在它本身中奠立起来的、能由它本身展开的众多之中才获得意义？


  甚至就物体性来说也已经是这样。物体有其固有本质。这个第一个直观的东西就是它的广延。但是这个直观尚没有将该物体给予我；只当我考虑到了它的因果性，它才会达到自身给予；它恰好有一种因果的本质，由于这种因果的本质，它首先只是诸物体当中的“一个”物体。复数发生在单数之前，然而广延之单数（这里说的是在以因果方式进行的统觉的观察角度下的状态）又发生在复数之前——即在众多分离开的广延之前，只不过如果没有普遍的因果的规则，这些分离开的广延就恰恰仍不是物体，按照这种规则，诸广延之中的每一个广延，都是处于由诸状态性（在这些状态性之中，同一的物体是借助于同一的因果的特性综合地构成的）构成的特殊的系统之中的状态。


  对于自然之时间化而言，这种因果性成就的类似物，即相当于使心灵方面的共存在成为可能的那种成就的东西，如何得到描述呢？什么东西相当于物体之实体性呢？就是说，相当于作为诸因果特征之基底的物体的特性呢？用类比的说法，什么东西形成心灵之实体性呢，这种东西在心灵的固有本质中使注意到多数，因此造成以下情况，即当我们专心关注于作为心灵的心灵之本质时，我们必然会发现，心灵是诸心灵当中的“一个”心灵，是诸可能的心灵和现实的心灵当中的“一个”心灵？回答显然肯定就是：诸心灵不仅是在自身之中存在并为自身存在，或者说，诸心灵是处于其流动着的生活的，纯粹被从心理方面考察的生活的具体化当中的人的诸自我主观；但是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恰恰不仅是在自身之中存在并为自身存在的，就是说，存在于它们的单子式的时间性之中的。它们还处于，而且从本质上说还处于现实的或潜在的共同体之中，处于现实的或潜在的关系之中，处于其多种多样形态的交往、交际之中，只不过是这些关系之特殊化。我们可以不说交际，而说相遇；诸心灵不仅是为自身存在，而且它们还彼此相遇。但是这种相遇是基于它们自身的；每一个心灵在它的本质中已经具有作为一个自我的一个“实体”之本质形式，一个个性之本质形式，这个自我在其生活中具有与正是这样的其它的自我主观及其生活的“联系”。作为心灵它只有借助于它的这种结构才是具体的，由于这种结构，它只是作为以自我方式存在着的，并且作为这样的自我它与其它的自我相遇（这是一种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倒转的关系），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能与它们打交道，它能以各种不同的交往方式使自己与它们结成共同体。


  交际行为的原样式就是移情作用。在对自己的知觉中，在对于我本身而言原本的当前存在中，这个原本地当前的东西就是处于我自己的生活之中的自我。移情作用这个生活要素也属于这个自我。但是通过这种移情作用，我就与第二个自我及其生活建立了联系，通过这种移情作用，第二个自我就作为另一个自我直接地为我在此存在，就与我有关。就是由于以下情况它已经作为另一个自我与我有关，即我在与它有一切交往之前，当然（eo ipso）不仅经验到了它的生活——只要它的生活对于我而言真的成了在此存在的（因此是处于直观性之领域中的，至少是处于确定性之领域中的）——,而且我与它一起生活，一起进行知觉，一起相信，一起判断——赞成，否定，怀疑，一起感到高兴，一起感到害怕，等等。这个“一起”之所有的样式都是原共同体化的样式，我在自己的（原始的，原原本的）生活中生活时，同时以这些样式与那个通过移情作用为我一起在此存在的另一个人的生活一起生活，因此通过移情作用的媒介，建立起了自我极的一种生活统一和自我极的一种我-你-统一。这种具有自我共同体化的生活之共同性所涉及的首先只是这个现实地以特殊性进行共同体化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也涉及两个方面的生活地平线，而这所意味的就是两个方面的诸潜在性之综合。


  因此在一个移情作用之现实的进程当中，我的原单子的流动的当前，我的原单子的我-在（这个在最严格的和最本真的意义上的当前-[现在]存在着的自我）和另一个人的原单子的当前“符合一致”，而我的原单子的我之在现在-当前的存在是由进行原呈现的时间化而来的存在。但是这另一个人的原单子的当前对于我而言并不是原单子的当前，而是被间接呈现的当前；由此出发这种符合一致占有双方的地平线。在这当中，我的原单子的原印象的现在，这个原单子的本源性之绝对的起源点，与通过移情作用被准当前化的原印象的起源点-现在相符合，在这种符合一致当中，通过移情作用被准当前化的原印象的起源点-现在和我的原印象的起源点-现在按照内容和形式都是同时存在的。“刚才”之这种变化形式在准当前化中被重复，并且逐阶段地与以原单子方式进行着的变化符合一致，而且是按照形式和内容具体地符合一致，因此在生动地流动着的当前之中被构成的、在流动中沉入到总是继续着的刚刚发生的过去中的东西之同一性也在重复，因此这个同一地坚持住的被充实的时间也逐阶段地重复，而这种被重复的东西按照形式和内容逐阶段地处于符合一致之中，因此更高阶段的超单子的或共单子的时间之一种时间上的同时就构成了。


  重新想起和移情作用


  考虑到我的原单子的当前和我的当下的重新回忆的当前之符合一致这种的确是相似的情况，我们也许会变得怀疑起来。属于我的生动的原单子的当前的还有我的现在正在发生的和现在正在流走的重新回忆的行为（正如总是属于它的还有各种现在正在发生的和现在正在流走的准当前化的行为，其中就有“移情作用”这种准当前化的行为一样）。在这当中，当前的流动着的重新回忆行为和在这种重新回忆行为当中被重新回忆起东西（我们称其为早先流动着的当前东西）逐阶段地符合一致。如果就一个时间上的同时而言这种符合一致被构成了，那么在这里在这种情况下被经验的不就肯定不是相继，而是同时存在吗？然而如果我们必须回答的话，那么作为现在的体验的重新回忆和被重新回忆起的体验之间的符合一致单就本身而言尚没有构成相继形式的共存。首先这些体验当中的每一个都不是独立的，每一个处于其直观性之中的体验都是处于一个具体体验领域之中的体验，更详细地说，每一个体验都处于一个具体的流动着当前之领域中，处于我的原始流动着的当前之领域中，或更确切地说，处于通过被准当前化了的体验而被一起准当前化了的整个的当前之领域中。但是这还不够。一方面，以下情况显然是本质的，即一个当前随身带有它的过去的地平线和一个由即将到来的东西构成的地平线，因此每一个被重新回忆起的当前都随身带有它的重新回忆方面的地平线。另一方面，每一个作为进行重新回忆的生动的当前都具有一个在过去的流走中已经通过充实而拥有的将来的地平线。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本身是从属于每一个重新回忆的地平线得到的，或更确切地说，是从地平线之以重新准当前化的方式的更新而得到的。属于这里的还有以下情况，即重新回忆本质上是一种能力的体验，就是说，属于这里的还有以下情况，即“我能够一再地回忆起某某东西，我能够重复这种回忆”，但这是对重新回忆的一再重新建立的行为，在这些重新回忆当中，同一的当前被一再地准当前化，在我的生动地继续流动的当前之中的一个总是新的位置上被准当前化（在一种清醒状态之连续性统一中被准当前化）。只有通过在视为同一情况下的这种有能力的重新回忆，并且只有通过“我总是能够按照意愿一再地这样做”这种意识，我才能获得有效性和继续有效性之一种同一的东西，而这种同一的东西，由于与一再地不同的诸生动的当前——然而这个生动的当前在相互交融地涌流当中构成着一个广泛的生动的当前之统一——（在其中我实行这些重复的这一个当前）之符合一致，虽然被刻划为是与它们全体共存的，但是现在的确被刻划为是另一个同一的东西，被刻划为并非当前的同一东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被准当前化的并非当前的当前之自我虽然也被我称作是自我，称作是作为我现在现实地所是的当前的这同一的自我，属于这个以原样式流动着的当前，然而其实是另一个人，并非真正的存在者，即现在现实的存在者，而是被准当前化了的自我，是变样（就此刻而言，这种变样应该表示另一个人这个词）。但只是这种变样现在才从另一个侧面获得过去的意义：我有多种多样这样的被改变了的当前可供使用，并且这些当前总是作为“被回忆起的当前”现实地被给予的，每一个当前都是不同的当前，每一个当前都具有一个不同的被改变了的自我，每一个当前都具有由同一类的，总是一再地可能拿来的另一些自我，而且是一再地不同的自我构成的地平线，同时所有的当前都被包含于一个所有个别的地平线都综合地与之符合一致的总体的地平线之中。在这里，所有的当前在实现（这种实现是现实的-本源的存在构成之再实现）当中通过符合一致而一再地构成共存。只要所有的符合，首先是这个原单子式的当前之符合，在原单子式的自我（这个自我使较早的东西准当前化）之中一起改变了被意识到的诸当前，或更确切地说，改变了自我，它就是一切被准当前化了的当前与这个现在原单子式的当前之共存，并且被准当前化了的自我同样也与这个现在当前的自我共存。诸过去和原单子式的当前所包含的这些共存的东西之普遍的形式，就是在尚没有考虑到将来的意义上的时间，或更确切地说，作为属于流动着的原当前的过去的过去。但是这些过去（在我们进行解释的这个阶段上，我们其实尚不可以这样称呼它）并不是一种“共同一起”，一种在一个平面上的共存。应该考虑以下情况，即它们不仅全都与这个生动的当前符合一致，而且彼此也都符合一致，就是说，这一个当前先于另一些当前出现。后者作为被准当前化了的当前，在其中另一些当前作为较早的当前是这样地被准当前化的，即就如同在我的原单子式的当前之中某一个过去被准当前化一样。这个较早的当前本身对于在与它的关系中较早的当前而言重又是（处于准当前化之中的）可能的相对的原样式。另一方面，每一个较早的当前也能够在每一个当前之中直接在准当前化当中出现，在直接的符合一致当中出现。当我回忆起我的生动的当前Gm（在这里m表示相应的变样）时，我作为这个Gm的自我,我们说Im，在我回忆起Gm时，和这个Im一起被给予，并且能够一再这样地被给予。在这当中应该注意以下情况,即我，这个现在的自我，能够回忆起Gm，这个Gm能够以可能的方式和现实的方式提高，使我达到第二阶段的回忆，并且能够一再这样地提高。我在我的当前之中所掌握的不仅是当前的能力，而且是在今后也一起进入到重新回忆当中的能力，以意向方式包含在重新回忆当中的能力，并且同时是以意向方式包含在原生动的当前之中的现实的能力：以回忆之中的回忆之意义激活这种被包含东西的能力，这种回忆对于我而言现在同时具有现实的回忆之存在有效性。回忆之大量的被给予的东西本质上随身带有的顺序就是较早和较晚这种顺序；每一堆由回想起来的东西构成的杂乱无章的东西，我都能够按照较早和较晚排列成一个统一的系列，或者至少是想按照较早和较晚排列成一个统一的系列（我确信是有顺序的）。但是属于这个系列之本质的是，它是一个由诸回忆构成的系列，如果我总是只举出具体完整地被准当前化了的诸当前，这些回忆就被按以下方式在意向上相互包含，即在这个原单子式的当前之中存在的，首先是被较早回忆起的当前，然后在它之中存在的是紧接着的较早回忆起的当前，因此是处于持续的间接性之中的当前。这样进行排列顺序的能力是和这样地在每一个当前之中发现其较早的当前的能力一致的。但是另一方面，分别属于两个记忆的是寻找和发现中间记忆的可能性，或用更原理的说法，从每一个记忆返回到一个直接较早的记忆的可能性，返回到一个对持存的刚才的重新回忆的可能性，以及另一方面，从每一个记忆连续地按照预存的充实方向前进到连续地新的回忆的可能性。就这样，我能够在清醒状态内部连续地从每一个记忆到每一个记忆。注1241因此最后需要认识到，由这种可能的重新回忆构成的世界是一个具有连续的时间这种形式的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内部每一个进行想起的重新回忆都使一个片段实现为被重新激活的当前。


  现实的当前和每一个被准当前化了的当前总是已经具有了一个统一地连续的过去之地平线，即这样一个地平线，它随身带有一种能力，即能够唤醒敞开“无限的”多种多样的重新回忆，并能够以这种方式整理这些重新回忆，将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在意向上套在一起，在这当中，每一个重新回忆就本身而言都能够重复，并且能够按照它们的“内容”被视为同一，因此每一个重新回忆从一开始就已经被视为这种重复之统一，并且被视为一个具体的个体的统一。此外这是一种能够认识到以下情况的能力，即过去是一种连续的统一，这一个自我贯穿于这种统一，是作为连续当前的自我和连续过去的自我和越来越远的过去的自我存在的，并且是作为在这种连续当中，在数值上是同一地同一个自我存在的，是作为同一的生活之同一的自我存在的，这种生活之同一性就在于，它在从这个生动的当前——在这个当中它是本源生动的生活——连续地变化时，一方面，在向前流动时总是经历到该连续性之中的新东西，另一方面，又向“这个”过去之“无限性东西”中流去，并且是越来越远地、而且是更远地向过去之“无限性东西”中流去。但是这可能表明一种不同于以下情况的东西吗，即生动的当前在自身中作为第一的东西和原现象是一个连续体，具有双重指向的向前流动的东西-流动过去的东西，具有原印象这种中心，总是从作为起源和原样式的原印象阶段在“流过去的状态中”变样，总是在渐渐消退当中“被遮蔽”，直至完全地“变暗淡”，直至变成非直观的东西，不显露的东西？由此昏暗，“无意识的东西”，就从“原现象”的那里显露出来了。然而原现象作为这样的东西并不是虚无，而是如后来表明的，它是在其构成方面的样式中继续地向前流动的东西。在变得昏暗的情况下，它能够“再次”被唤醒，能够在明确的清晰性和明确的显露之样式当中，以及在范围当中再次变成直观的，这就是原现象的当前之样式，作为被准当前化了的当前之样式，作为被改变了的当前（作为现在作为“体验”而出现的重新回忆之所思对象［cogitatum］）。


  但是这种关于昏暗的流去的活动和能够重新变成直观的活动的说法有一种不同于以下的意义的意义吗，即这种构成之能力，这种时间化之能力恰恰属于生动的当前及其现实-生动的自我？或者毋宁说，它的工作功能早就完成了的这种时间化并且在已经形成了的经验之继续的方式中也继续扩展的这种时间化，有能力在证实之形式中一再地被激活。但是时间化，经验之形成、构成，具有各种不同的侧面。自我本身被构成为时间上的统一。它是已经作为存在着的和继续存在着的自我被获得的（而且总是在继续获得的活动当中一再地被获得的）存在方面的统一：我的有时间性的生活之同一的自我作为我的全部的过去的，我的在时间之连续统一之形式之内流逝的并且现在仍在流去的生活（这个生活在自身之中并且为自身总是构成作为坚持住的过去的新的过去）的同一的存在着的自我。


  当前是“绝对的现实性”，是作为进行原生产的现实性的最本真的现实性。作为这样的东西它将自己本身存在化为时间样式，并且，在进行原时间化时，它拥有作为存在方面的获得物的时间上的存在，在进行原生产时，它总是已经同时将这个时间上的存在原生产出来了。自我在当前之中总是对获得物的“占有者”，总是已经在当前之中将我意识为自我了，这个自我现在存在着，而且作为同一的自我曾存在过，拥有曾经历过的在我身后的生活，并且在这种生活中曾有收获等等，所有这些都能够以原生动性在原现象中看到，因为它们，所有这些东西，本身都已经是获得物，并且是能够解释的获得物，即能够再次构成的获得物——在进行构成时，并且同时在激活的意识当中，能够再次构成的获得物。


  必须就主观的时间之连续性，或更确切地说，就最本源地存在着的主观性之时间性的自身构成，提供更详细的说明。我们已经考察了作为唤醒的重新回忆，作为许多被唤醒的过去的重新回忆，作为被安排好顺序的许多被唤醒的过去的重新回忆，但是并没有考虑将来的地平线，不仅没有考虑那个作为“将来的东西”而属于原单子式的当前的地平线，而且也没考虑那个作为以再生产方式进入到每一个过去本身当中的地平线。从当前之流出发我们能够继续进行。在这里，处于“生动的当前”之中的存在和生活以及附着于这个概念之上的相对性首先必须得到澄清。在这个流动着的原单子式的平淡的生活当中，我是刺激和行动之主观，在这些刺激和行动当中，那些被向后指的或被向前指的，而且是在这个生动的当前本身之内部被向后指或被向前指的刺激和行动（如果不是指向这个通过起源现在坚持住的东西本身的话）首先应该得到考察。这个当前是唯一的生动性，是一个原当前，是一个流，而当能够以一种好的意义说：一个原当前流进一个新的原当前，并且一再地流进一个新的原当前的时候，毕竟还是一个流。这个“仍然是生动的”，然而却已经是沉落下去的东西——我能够回溯到它，我能够主动地理解它，并且能够借助于进行重新回忆的直观将它经验为同一的东西——会变成直观的，并且被解释为对那个“仍然”处于流之中的，对我而言仍然处于领域之中的东西之纯粹的再次准当前化。在被继续转向新的本源的生动性之中，这个早先的生动性可能已经几乎完全沉没了，甚至是“完全沉没”了，但是在后来的反向指向中我将它理解为“刚才还在此存在过的”，理解为“仍处于领域之中的”，完全沉入到“无意识东西”之昏暗当中的，然而仍理解为是属于该流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理解为使重新直观化的行为恰恰只是又成为直观的那个同一的东西。现在在返回来时，我能够在再生产的活动中使我从该被重新唤醒的东西和重新直观的东西再一次地继续转运，并且我能够再一次地实行主动性等等，并且这样地从当前转入到当前，并且将每一个连续较早的东西都认作是刚刚沉没的东西，越来越不清晰地获得的东西，然而仍然是流动着的-流走着的东西。这种重新回忆并不是一种新东西，而只是作为样式才是新东西，它只是返回，并且只是使已经沉没的流之一个片段变成清晰的。


  当下迎向未来，张开双臂迎向未来。在其向前流去之中，在这种向前流去的意向性之中，原始的当前获得了未来。那个作为现在在原直观之中出现的东西就是充实之变成直观的东西，通过充实成为直观的东西，这种成为直观的东西形成原印象的当前本身。但是只是由于在符合一致的情况下的沉入到持存的样式之中，并且由于重新回忆之成就，这种原始流动着的充实才真正地获得将来。只是由于重新回忆及其能够“一再地”重新回忆的能力，当前和将来才被获得，在这种“一再”当中，充实之流动着的过程，并且一般而言，最本源的时间化之流动着的过程，能够被一再地重复。我能够从每一个被重新回忆起的当前之中连续地出现，在流动之中继续地生活，因此在将来生活，在那个肯定已经变成了过去的将来生活着，这个将来并不是不确定的，空洞的将来，而是已经获得了的将来。作为已经获得的东西，现在在重新回忆之中就是这个流动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不仅本源地预存的东西变成了原印象的东西，而且原印象的东西也变成了持存的东西，并因此这个完整的生动的当前就生成了，并且这整个的当前之向另一个当前之中的沉入也生成了，或更确切地说，已经生成了，被以再生产方式准当前化了。


  由每一个重新回忆出发，或更确切地说，由重新回忆之被回忆起的东西出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不断地追踪诸将来的当前之生成，并且能够不断地实现作为已经生成的当前的稍后的重新回忆。


  附录XX  我和我所特有的全部东西。处于其习惯特性之中的自我（抉择之自我）。〈处于与另一个人的区分之中的我自己的东西之全体〉（1932年5月）


  处于其原原本性之中的意识流没有原原本的自我极是不可想象的。自我极也存在于这种匿名的意识体验之中。反思的行为揭示出处于“刚才”这种样式之中的未被反思的体验及其自我极；但是在符合一致当中二者是同一个极。一切进行准当前化的体验都随身带有作为被准当前化了的东西的自我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它们都是记忆，因此是符合：是同一的极。进行准当前化的诸体验以原原本的统一之方式处于流之中，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在原原本的自我之中被极化。但是它们存在于一种在它们当中被准当前化了的自我和生动的当前之原原本地起功能作用的自我方面的原原本的符合之中，原原本的同一性的统一之中。


  所有在生动的当前之流当中，不论在什么样式之中，对于我而言作为一个对象（对象极）被意识到的东西，都与这个原原本的自我（这个总是在知觉上的自我）相关联。所有在这当中通过准当前化，通过时间化，被时间化了的、被意识到了的东西，都在自身中具有作为同一的自我的自我，都通过与原原本地被意识到的自我以原本方式进行统一的视为同一而具有一切进行准当前化的直观。而这种情况继续进入到诸意向方面的间接性之中。自我之同一性也贯穿于所有可能的经验之中——我本来能够这样经验，我本来能够这样知觉等等——，这个自我现在对于我而言也通过所有的想象方式的准当前化原原本地被意识到；这种符合一致也延伸到这里。因此这是一种贯穿于整个意识生活的结构，它是一切意识体验之普遍的符合一致的统一之结构，而这种符合一致是在原本的（originaliter）自我或在诸意识体验当中通过准当前化而起功能作用自我（在进行反思时已经揭示出了这个自我的自我和没有揭示出自我的自我，但是它们至少都含蓄地匿名地随身带有自我）和这个“常备的”，原原本地起功能作用的自我方面的一切意识体验之普遍的符合一致，这种普遍的符合一致是借助于一种将现实地被准当前化了或未经反思地被连带准当前化了的诸体验现实地统一起来的持续的符合一致的。诸空洞的预期，它们的诸间接性东西，诸地平线，在这些东西当中也总是存在着在进行预期时对在这种揭示当中被揭示的符合一致的预期。


  我的自我以及我自己的一切东西——我的意识方式，我的行为，我的意识对象——，这个我的东西由于在每一个发生着的准当前化之中持续地实现着的符合，并由于通过一切沉淀而持续地保留，持续地保存，而在这个自我中心化之中具有其我的东西这种性质。我还可以说，由于发生了与处于原原本的当前之中的原原本之原本的符合持续的自我与这个持续的发源地之原本的符合，而现实。


  因此我，这个同一的自我是在其特性之中被揭示出来的，而不是通过与为它而被构成的另一些人之对比而被描述特征的。


  我，这个进行反思的自我，是人-自我，我的意识生活是对世界进行意识的生活。我，本身将我意识为别人中间的人。世界，我本身，人们一般，被意识为对于所有人而言的世界，我对于所有的人而言是人，每一个客体，其中包括每一个人，对于所有人而言存在着。意识，在这里是对有效性的意识，信念的意识，随身带有存在的确信，我作为有信念的具有或拥有态度，在这当中，这个态度，这个设定可能变样。持续的世界意识——一切信念设定的意识体验之普遍的联结，这些意识体验都是我的，这些意识体验为我的全部的明晰的和含蓄的信念式的设定提供统一。我的意识生活由于内在的时间化，是一种普遍的统一。但是在这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统一，即它虽然在变化当中内容方面是发生了变化的，然而在每一个生动的当前之中却是现成的对世界的确信。在这种静止的-流动的原原本的当前之中，这种被时间化了的意识流在流动中被构成，并自行构成，像地平线那样被构成。我能够通过揭示向后追踪和向前追踪这个被时间化了的意识流。在这当中追踪我的全部的存在有效性，存在确信，全部的变样，还有全部的虚构。


  处于其习惯的特性之中的自我


  在对世界的确信这个名目下被构成的特殊形式的统一，作为有效的行为和有效的东西之连续的统一贯穿于“意识流”而连续地坚持到底，但是这样地坚持到底，即总是有个别的有效性被校正，有时候卡在变样之中。我的自我之同一性，但是现在是作为生活于确信之中的，坚持确信的，将确信与确信统一起来的，构成对自我有效的东西之全体的自我的自我之特殊的同一性，这个自我就是这种确信的有效性之主观。但是这些确信是变化着的，这个处于其确信之中的自我遭受到一种断裂，由于这种断裂，它的继续着的方向只能暂时保持。这个自我改变着它的存在方式。它作为有效性的自我是一个确定的自我，并且只要它是这样的一个自我，它就是同一的自我。它是一个普遍的世界-自我，它在它的普遍的确定性中是同一的和坚持到底的，这种普遍的确定性在自身中包含着诸特殊的确定性。但是这种普遍的确定性不可能包含全部特殊的确定性；它不可能在它的诸个别的位置之多方面性中这样完全地保持不变。这就产生了一些困难的问题。首先，如果已经弄清楚，一个个别的信念方面的确信是怎样的，如何对于这个自我而言是一种持续的有效性（这个自我以这种有效性拥有存在者），那就能够理解信念之行为和诸综合的行为，在其中一种信念方面的行为和另一种信念方面的行为，并因此一般而言和更多的信念方面的行为建立起一种行为之统一，正如在这种行为当中一种行为-综合的对象性作为确定的对象性被构成一样。


  但是所有那些行为所具有的联系则是另一回事，那些行为是我的自我作为它的决定现在所实行的一切行为，是作为重新采纳我早先曾实行过的，并且在现在仍然继续有效的诸抉择——在这些抉择当中我的自我现在仍是坚定的——现在所实行的一切行为。注1242并非所有现在回忆起来的早先的行为都属于我，这个现在确定的自我，而是恰恰只有那些由以前的抉择而显示出我的确定性的那些行为才作为早先的被回忆起的行为属于我。每一个新的抉择都与那些将我作为我所是的自我，这种确定性的自我而展示出来的诸行为构成的地平线连结在一起。我并不是通过采取那些新的，从现在起作为确定性东西而为我固有的抉择而将我改变为这个自我。毋宁说，我作为这个自我只是在持续地获得诸新的确定性当中才是同一的；在这种意义上，“我在”是在这种抉择行为当中的存在，是在其确定性东西之中的坚持行为之存在，只要我在我的抉择之进展中保留我的诸旧的确定性东西，我就是同一的。就这样，当我作为我自身保持着时我就存在。但是即使我在个别的抉择当中没有能将我保持住，我也仍然存在，在这种没有保持住的情况下，即在由情况引起的变化之形式中，只要我通过以下方式克服这种变化，即我以一种新的确定性改变那些被改变了的从前的抉择和从前的确定性，我就仍然是同一的；变化被排除了，在这种情况下，旧的确定性也被删除了，并且在这种变化当中，在作为诸确定性东西之自我的自我之变化的方式中，自我作为同一的自我坚持下来了，只要它在原生动的当前之每一个时刻都达到了这种自身保持之统一。这就是说：在广泛意义上的同一的自我之整个的生活流——这个生活流是我的生活流——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它在每一个原原本的当前都具有这种确定性之统一的形式，或者在预见当中具有这种确定性之统一的形式，在预见当中致力于这种确定性之统一的形式，在这种预见中，不确定性东西，被改变了确定性东西，变成了确定性东西，建立起一种确定性之整体，因此这个自我就作为一种普遍的确信之自我而生活。但是现在这整个的问题只是按照一个侧面，按照过去的侧面，被考察的。这个自我总是进行努力的自我，总是处于努力行为之样式中的自我，并且已经作为这样的自我准备好了，生活于向前意向之中，充实之中或失望之中，等等。所有的确定性已经是主动性之样式。主动性具有其由潜在的主动性，预先的有效性构成的地平线。


  自我之构成是作为持久的存在有效性进行构成的，是作为在这当中按照其确定性东西之全体进行自身保存的，而且是在背离自身保存和自身校正之形式中作为自己本身而进行自身保存的自我、作为贯穿于它的相对的自身保存而进行坚持的自我而进行时间化的，这就是作为个人的自我之构成，作为对于一个由存在者构成的全体而言的，对于一个存在着的全体而言的，对于作为这个个人——在一种以夸张方式扩展了的广义上的“个人”，但是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之相关项的世界的一个世界而言的坚持住的主观的自我之构成。


  但是我，这个进行反思者，在自然的意义是这个世界——这个空间时间的世界，人的世界——之个人式的坚持住的主观，在这个世界当中，我是人，而这个世界对于所有的人而言，对于所有坚持住的人类的个人而言，是同一的世界。


  上文中提到的东西，我的全部存在着的东西，都属于我，都属于个人一般，都与我的整个的意识生活及其连贯的自我相关联，并与在我的整个的意识生活中构成的和已经构成的坚持着的自我之统一相关联，在这个坚持着的自我之中，这种确定性之全体已经作为保持着的集中了，作为在对这种保持之一种持续的预见之中和对通过实践能够由自我而来的获得的行为之一种持续的预见之中保持着的集中了。属于每一个存在者的是，它是同一的东西，对于这种同一的东西而言，我是确定的，在这当中，这些多种多样的确定性东西之统一，作为过去是已经完成了的，作为将来是被预见到了的。存在者是同一的东西，我能够一再地返回到这种同一的东西，这种同一的东西对于我而言是能够一再地进入的，能够直接地进入的或间接地进入的；只要我“经验”到它，由经验以对存在的确信获得它，而且现在作为确定性获得它，并且现在在回溯到处于其对仍然有效的东西的意识之中的重新回忆时我能够一再这样地使我的确定性符合现实情况，就能以本源性进入。另一些确信是处于其关于我已经获得的东西之方式之中的预期，是预先确定的，是预先的确信等等。


  另一些人


  但是这里如何同时会有另一些人呢？这个对于我而言的存在者如何会在我的意识生活之中变成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的存在者，变成对于所有的人而言的存在者，而所有的人本身又变成了存在者，并因此变成了对于他们本身被包含于其中的所有的人而言的存在者的呢？


  在我对我进行思考时，在我返回到一切开端时，我对我说：一切为我存在的东西，都是作为被我意识到的存在，都是作为借助于它的意义内容以存在的确信而对我有效的，明确地或含蓄地对我有效的，就是说，由对于我而言真正被意识到的东西出发可进入的，通过意识的道路可进入的，如我已经知道的，这些意识的道路是我能够自由地实行的。在我对我进行思考时，我立即就觉察到，我的知觉上的实在的环境是我在“这个”世界现实知觉到的东西之片段；我能够由这里出发走得越来越远，或者在可能的经验道路之准当前化当中能够想象一种继续进行的行为。因此我能够按照现实性和可能性总是经验世间的新的实在性东西和实在性东西之类型，并且在可能性东西之自由变换中经验到作为可能的经验之世界的世界之结构类型学。周围的人也属于这个世界。他们被现实地意识到，适合于一般意识客体的东西当然也因此适合于他们，他们是直接地被意识到的，或者是在对自我的反思中被意识到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意识是进行自身给予的意识（进行知觉的意识）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而进行知觉的意识之变样。如果另一个人对于我而言本身在这里，在知觉上在这里，那就如同我通过反思认识到的那样，我本身就在他那里存在；然而同时我本身肯定——如同在一切被意识到的东西那里一样——是原原本地，在知觉上一起在这里存在着的。


  关于实在的东西之每一个知觉和每一个经验都是“进行统觉的”。当对另一个人进行知觉时，如果我是按照统觉对他进行知觉，那么我作为真正知觉到的和真正可知觉的所发现的就只是他的物体式的身体性。这另一个自我及其全部的意识生活，它作为自我所固有的一切东西，就只是被间接呈现的，而且始终仍然只是被准当前化的；对于我而言它决不能变成一种当前化，变成一种知觉，尽管它作为一个一起在此存在的东西，一个一起当前的东西处于有效性之中。


  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按照其本质特性不同于其它所有的准当前化。其它所有的准当前化作为一个自身完整的全体（不是作为一个单纯概念上的种类）被分离开了，在这些准当前化那里，如果我们“在”这种准当前化“中”对它们进行反思，并且返回到自我和自我意识上，就存在着被准当前化的对象东西这个被准当前化的相关项，显然这个自我和意识是我的，是这个进行准当前化者的自我和意识。对这个现在存在着的准当前化之原始的反思将我和我的准当前化行为作为现在原原本地存在着的东西当成课题。与此同时，在这种准当前化当中，在对它的自我和它的知觉行为和通常意识到的东西作为被准当前化了的东西进行反思时，立即就以下面这种形式显示出原本的同一性：我，这个原始当前的自我，带有原原本地在这当中存在着的被准当前化行为，我是在回忆行为当中在被回忆起的东西那里曾经在场的，在预期的行为当中在将来的东西那里会在场的那个同一的自我。


  一切有立场的准当前化，一切由我以存在有效性之样式实行的准当前化，以及反思将导致的和足以能够导致的准当前化，相互间并与连续流动着的诸知觉一起，形成一个自身完整的统一，只要我们通过反思以本源的自明性发现进行知觉的自我和处于准当前化之中反思的自我是同一的。我将所有这样的准当前化都称作我的回忆。这种本源地视为同一及其同一的东西之全体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是这个现在存在于现实地原原本的自身当前之中的同一的自我，我现在在流动着的原本的生活中存在着，并且我是那个曾经在我的曾是流动着的当前的过去的生活中存在过的同一的自我，我是那个在自身的前面有其将来的作为通过流动而将会存在的自我的同一的自我，是将来会获得原本当前的生活的自我，是处于其时间性之普遍的存在地平线中，处于其在流动中变化着的诸时间样态中的同一的自我，我的当前，我的过去，我的将来。


  由此出发我看到：我是作为流动着的原原本的当前之自我，是以原原本的方式存在的，已经属于这个流动着的原原本的当前的有原起源的原本性之向膨胀着的原本性之原原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改变这个原本性时本身已经建立起了准当前化之预备形态，持存之预备形态，然后在相反的方向上，建立起了预存。因此发生了第一个自身时间化，我的自身时间化，这种自身时间化这里不可能详尽阐述的，它作为被动的-原联想的时间化在常存的流动之中将在这里构成着的流在其生动地持续着的时间性中以其时间样态——当前（这个流之当前），过去（刚刚存在过的流），将来——而时间化，按时期，按阶段地时间化，并且最后作为流时间化，而且所有这些一起作为具体的主观的时间性，没有开始，没有终结。在这当中以构成的方式包含的自我方面的被动性和主动性产生处于这个流之中的现实的自我极之同一性，并且这个反思之能力也揭示出处于直接的意识有效性之匿名性当中的同一的自我，这些意识有效性通过相互包含以连续性贯穿于这个流之中。在这个原原本的当前之中，或更确切地说，在以时间样态扩展了的，作为时间上存在着的，能够视为同一的意识流及其同一的自我（作为原原本的，对自己本身而言在知觉上存在着自我）中，诸“记忆”能够出现，视为同一的重复的能力和反思的能力属于诸记忆和一切行为。一切准当前化本身都是某种像“重复”的东西，并且在这种重复当中，在这种准当前化当中，在这种准当前化的重复本身当中，反思总是可能的。借助于这些准当前化，一种普遍的时间化发生了，而且是在仅仅遵循诸准当前化当中发生的，在这些准当前化中，主观的反思通向被反思的自我（处于准当前化之中的自我）与原原本当前的自我之同一性，我的自我之整体性，这个同一的自我之整体性，时间上的共存之整体性，展示出来，或更确切地说，被构成，我的全部的时间性作为我的，处于我的当下当前的、过去的和将来意识生活之普遍性中同一的存在，展示出来。我的作为普遍内在的时间（具体地处于其充实当中的时间）的普遍的存在，作为在知觉上的存在和在记忆中的存在，在这种原始状态的、生动的当前之中发生的自身时间化中被构成；这种自身时间化是在我的自身知觉和自身回忆之全体当中以精神的方式发生的，并且这种自身时间化从今以后作为自己的意向性之全体继续起作用，而且在这种意识意向性当中客观的时间被构成。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这些准当前化是作为我的意识方式，作为我的行动，在我的原原本的当前之中的当下主动地出现的。但是这些准当前化所准当前化的东西，当我在它们当中进行反思时，就是说，返回到在这里被准当前化的自我和意识时，所导致的并不是我本身所是的、只不过是处于另外一种时间样式之中的同一的自我，因此所导致的并不是我的生活时间之一个领域，和我的在这种时间领域中生活着的（从前曾生活过的等等）自我。


  然而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事情首先是，形成统觉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准当前化——它属于每一个实在东西，因此也属于每一个其他的人——在知觉的情况下，以及在知觉之被统觉的共当前的情况下，没有能力变成一种知觉，而且根本没有能力变成一种知觉，而且在这里值得注意的首先是这种准当前化在身体性方面只是完全被看作为物体性，然而使它成为身体，而且使它成为一个具有人的意识生活的人的个人的身体的东西发生了。这个身体之自我，这个作为具有其另一种意识生活的另一个自我的另一个人，原则上只被准当前化，而且只能以准当前化方式获得能够不断进展的清晰性，同样在存在的有效性之证明方面获得能够不断进展的显示：因此对于我而言任何时候都不需要将准当前化变成知觉。不仅将人统觉为物体，而且统觉为这个人的这种具体的统觉仍然是知觉。


  如果这对于另一个人借以为我在此存在的每一个知觉都适合，那么因此每一个对另一个人的回忆，每一个以一般回忆之方式对另一个人进行准当前化的给予之方式，就是在更高的阶段上的，至少是在第二个阶段上的进行准当前化的知觉，即关于另一个自我及其意向生活的特殊心理东西之进行准当前化的知觉。这些回忆，作为我的知觉之改变，当然会在内在的反思中通向我自身，但在第二步中，是就被准当前化了的准当前化进行的反思——通过这些准当前化，处于我的内在的时间性之非当前的时间领域中的异己的自我就通过时间化与我相遇了，作为我的被准当前化了的心理物理方面的知觉之成分与我相遇了，我借助于内在的反思所获得的不是我，而恰好是另一个人：获得的是“我”，但并不是我本身，这个自我（ego）是另一个自我（alter ego）。


  如果我们停留在关于另一个人的本源的知觉之中，在这种知觉中他的自我被准当前化，尽管有不可逾越性，这种样式仍然间接呈现了，就是说，总是处于连带的有效性之中，这种连带的有效性正是另一个人之自身在这里，这并不仅仅是该物体之在这里，而且是该人之在这里，因此我本身就这样在他本身那里。但是我本身只是对这个人进行的统觉之实行者，其中也包括实行移情作用的成分，而“在他本身那里”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在这种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当中在这种实行当中在他那里存在。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不是在他那里存在的吗？我，我在我固有的存在中所是的我，在他那里，在他固有的存在中存在吗？他作为另一个自我，不是作为对自身而言存在着的吗？如同我是他的意识生活之同一的自我一样，这个自我是在他的意识生活之敞开的无限性中借助于这种被描述的结构在自身中包含的，一致地包含的，并且被刻划为他肯定会在自身中称作“我的自我”，而我将它称作“他的自我”？并且，知觉到他，这意思不就是说，实行一种知觉，在该知觉中，我在我的原本的（originaliter）为-我-存在中获得一种为-自己-本身-存在的变样，因此获得一种在“另一个人”，另一个为-自己-本身-存在这个名目下的我本身的一种变样吗？再者，这意思不就是说，在我自己的意识生活中，以“存在”这种特征，以“他固有的东西”这种特征，意识到一种意识生活，而在这当中，“他固有的东西”是变样，是原本固有的东西之变样，是我的东西之变样吗？我，作为这个自我，这个变样之承担者和拥有者，存在着，并因此不是同时就参与到这个变样之中，参与到该另一个自我之中，参与到该另一个生活之中，参与到他的行为的实行当中，参与到他的知觉之中，参与到他的回忆之中等等吗？


  附录XXI  〈世界作为共同的有效性。自己的东西由于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和对自身的想象而被突破〉〈1932年4月或5月〉


  总是作为存在着的而对我有效的世界——这个世界，另一些人，对我们共同有效的世界，一般而言对于所有的人共同有效的世界，本身如其存在那样存在着的世界，关于它我们拥有我们的表象，我们的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关于世界的表象和关于世界的意见，每一个人都以他的方式拥有对他有效的世界。但是这个对我有效的世界确实是为我存在着的世界，这个世界作为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的而对另一个人有效，并因此一般而言，这一个对于我有效的世界，以不同的有效性，以部分一致、部分不一致的内容，对于多种多样的个人和众多的共同体有效。世界作为世界对我有效，并且这个世界作为包含我和另一些人（这另一些人的有效性我已经涉及到了）的世界对我有效——这个世界的存在及其有效性被一起包含在那个使我的世界的有效性作为存在着的而发挥作用的东西之中。


  这个总是以某种存在意义对我有效的，以一种时而是确定的，时而是以地平线方式不确定的存在意义对我有效的世界，也作为下面这样的世界对我有效，即关于它我可能会弄错，我时而就以确信而归于它的实在性东西将之作为确实存在着的持续地坚持它，时而在陷入怀疑时，在相信更好的东西时，将它作为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抛弃。当“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始终作为存在着的世界保持在有效性之中时，作为个别的实在东西而被归于它的东西却处于存在与假象之间的未定状态，处于没有怀疑的确实性和可疑的、只是被猜测的确实性，或者甚至是被错误地以为的确实性（无意义的东西，假象）之间的未定状态。当“这个”世界以这种未定状态和与此相应的诸有效性样态之变化对我有效时，它就确实对我有效；可能是这个全体本身对我有效，就是说，很可能通过过渡到一种由证明方式（这种证明方式赋予它以最终有效性之特征）而来的确信克服每一种改变，并且每一种确信本身或者是能够以这种方式证明的，或者是在证明之尝试中通过对存在意义之变化和改变，简短说，通过校正，而能导致一种新的在内容方面被校正了的存在确信，而且通向一种具有最终有效性之特征的确信。


  在对一种能够达到的最终有效性的当下的全部内容进行的预见中，对世界的确信之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所有的其他人以及他们对于世界的意见，作为对于我而言能够进入的，对于我而言能够证明的，或更确切地说，能够校正的意见，在这当中，这另一些人在他们的对世界的以为行为中也包括我和我的以为行为，这是这样一种包含行为，即我将它作为我的世界有效性之要素，立即就归于作为与我同一类的人的他们。这个世界对我有效，作为对于我而言的世界对我有效，而我是在共同体中和其他人，并和其他人构成的全体一起存在着的，并且作为一个由最终有效的证明而来的真正的自在存在，它包含我的世界有效性，而我的世界有效性则是处于与本身又对我有效的所有人的世界有效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能够在这种相互交织当中得到证明，我的确信也能够这样地以错综复杂的方式（implicite）得到证明。


  那么通过移情作用-间接呈现而使另一些人准当前化之特征如何呢？正如最广义上的我的“回忆”一样，这是我的一种存在有效性，然而却不是回忆。我的所有回忆都与我的知觉一起属于作为自我的我自己的存在之综合统一，这个自我在其一致的存在确信之全体当中由自己本身而有其内在的时间上的存在，作为在流动当中被时间化了的，并作为在其自身当前、过去、将来这些时间样态之内的流动中以其内在共存的形式，以内在的全时间性存在着的时间上的存在。


  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并不是幻象，它们是存在有效性；但是它们突破了——正如诸幻象，这些仿佛式的有效性一样——处于其全部自己的东西之中的，处于其全部内在的存在东西之中的自我之全域。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存在领域，连同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自我以及在意识方式上的存在，在自身有效性上的存在，以及在就幻象本身而言的能力上的存在，都是由进行移情作用的自我而来的它固有的有关这些有效性及其有效性内容的有效性。


  自身意识的一切活动之相互协调都处于其与对自身的知觉之关系中。一切自身幻想也是如此；我“梦想”，我在非洲，我梦想，我在古希腊国等等。因此在做梦时，我作为我的自身知觉之自我和我的环境世界之自我，继续处于有效性之中。这种在其中我仍继续是同一的自我的虚构活动是一种什么样的虚构活动呢？


  我的自身意识作为普遍地被统一起来的自身意识，作为普遍的自身有效性，在其中所有个别的自身统觉都是有效性，都是肯定。相互协调之统一，共存与内在性之中的共存——内在的时间，作为共存之形式的时间本身。此外作为有效性的移情作用。另一个人：与他有关的诸移情作用之全体。一个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共存领域，但是所有这些作为准当前化（这些准当前化对于我而言作为我的体验只属于我的内在时间）都完全像我的自身回忆一样。但是我并不是这个被准当前化的自我（这个异己的自我）；这些被准当前化了的体验（这些回忆的类似物）并不是我的体验，并不是我的回忆，并不是内在性，并不属于我的自身经验之全体，并不属于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自身经验之全体，并不属于我的普遍的共存。


  在我的普遍的共存当中共存着的，还有纯粹的幻象，还有作为被虚构的意识的被准当前化了的意识，这种意识或者是仿佛-当前，或者是其它的“仿佛”式的时间样态。一种回忆完全不同于处于与自身知觉符合之中的作为一种“仿佛”的当前的回忆；它被以对于能向一种自身知觉过渡的确信准-当前化了。一种对过去的回忆——我能够从过去到过去，一直进展到知觉的当前之中。幻象的当前，幻象的过去等等，在这里我事先已经有了作为自我的我的自身有效性之全体，这个自我拥有存在者，并且在这里拥有知觉领域之片段。如果我尝试作为回忆的这种可重复的幻象，我就是在以尝试的方式进行设定；这种假设只有作为一种共当前的等等才是可能的；据此只有作为在这个时间空间性之一个位置上这一个存在者才是可能的，幻象具有其幻象的空间时间性，当然是在虚构时以清晰性扩展的，因此肯定是处于与我——这个我存在着，并且在这当中相关联地有我的有效的世界等等——的必然的符合一致之中的准-世界和准-自我，准-意识生活。这是一种特殊的符合，是一种处于矛盾之中的符合，或者只要我更新这个存在着的世界和我的自身存在，就存在幻象这种“虚构”。


  矛盾之另一种方式：凡是真正的有效性、习惯的指向性与另一个真正的有效性、另一个习惯的指向性发生矛盾的地方，在那里就存在由情况引起的变化。由于否定而扬弃：那个对于我而言曾是存在着的东西被否定了，变成了非存在。那个总是在杂乱当中通过虚构使诸新的世界显现出来的幻象不可能使任何一个这样的世界真正显现为可揭示的东西，真正显现为可理解的东西。它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虚构，即它总是留出了放弃，留出了向杂乱的过渡，另一方面，留出了任意地继续形成，将一个虚构的世界继续形成为一个处于一致的仿佛-有效性之中的世界。当诸幻象出现时，一个时间片段就被统一地继续形成，一个时间片段就被任意地形成并被改造。诸幻象本身与现实性没有任何矛盾。只当它们如可能的那样在设想当中被改变了，只当这个时候，被假设的存在才会变成非存在。假设包含虚构，作为对诸敞开的存在可能性当中的一种被尝试的可能性之改变，或者作为对一种已经有效的现实性之改变。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假设预先就有现实性之普遍有效的基础，并因此有属于该现实性的本质形式之普遍有效性的基础。对已被给予的东西之每一个重新虚构都不触及它的形式。我能够设想，这个事物不再以空间时间形式存在，而是以非空间时间形式存在吗？我只能在它的诸可能性之内部虚构一个实在东西，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可能性都与事实的现实性相矛盾。


  在这里得出，每一个一致地组织起来的世界——如其能够由一个预先给予的准-知觉领域无限地（in infinitum）继续形成的那样——都是我的属于这里的，一起形成着的自己的主观性之相关项（在这种情况下在其中包含共主观性之相关项）。


  如我所是的我的自我从自身中生产出无限多的幻象变化，无限多的虚构，这些虚构都是有关我的自我之虚构。对于每一个由我而虚构出来的共主观性也同样以共主观的方式产生出无限多的幻象变化。每一个这样的普遍的虚构在自身中都与每一个虚构处于关联之中，就是说，既不是“相容的”，也不是“不相容的”，如果这个词在通常的意义上被理解为在存在有效性之中是协调一致的或不协调一致的话。只当我将一个这样的虚构变成一个设定，或者将它变为关于对我有效的世界之虚构，并在实行当中坚持这种虚构，这时我们才会有不相容性。并且对于更多的和全部的虚构同样如此。于是我可以说：如我所是的我在我的存在之中有一种能力，即生产关于我的自我的无限多的幻象的能力，每一个幻象都包含着我，但是将我作为一个被虚构的“仿佛”包含着，而不是作为现实性包含着，同样也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由此比如产生关于我自己的无限多的虚构变换，产生关于我的现实地为我存在着的自我的无限多的虚构，所有这些虚构都和我的存在处于矛盾之中，并作为设定相互处于矛盾之中，所有这些虚构都是无效的。


  关于我的镜像的情况如何呢？并且一般而言，关于图像的情况如何呢？不论它是肖像还是关于任意事物的图像？它们都是知觉上的虚构。


  文稿21  在单子论范围内按照还原进行的系统描述之进程  （1931年10月）


  〈内容提要：〉处于我的超越论的-主观的给予方式之中的——处于我的超越论的时间性之中的——世界现象。超越论上的第一个发现：我-在，我-曾存在，我-将存在。这个超越论的世间性之内容——这个“世界”之“诸显现”，现在存在着的，并持续地存在着的自我，现在存在着的当前。在当前的准当前化——重新回忆，移情作用。将另一些人准当前化，将异己的超越论的时间性准当前化。等等。


  我作为超越论的自我拥有“世界这个现象”。这个现象现在是我的现象，并且“持续地”是我的现象，并且它曾是，而且曾持续地是我的现象。因此这个同一的世界作为存在着的现在对我有效，并且作为曾存在着的曾对我有效，尽管总是一再地以不同的方式向我呈现着，以不同的主观的方式向我呈现着。这个世界连同它的空间时间性——这种空间时间性是世界之形式，是对于所有属于世界的实在东西而言的形式——都是“现象”。但是接下来我不仅要谈到我，而且现在、从前、将来都要谈到我，谈到在其中世界这种现象是我的现象的我的诸主观的时间的形式等等。因此这个“超越论的自我学的时间”并不是现象，而是作为形式属于我本身，属于所有作为我的超越论的东西的可经验的东西。就这样，我在超越论的自身经验中作为第一的东西发现了：我在，我曾存在，我将存在，我存在于我的、超越论的时间之流中，而且是以下面这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流中，即我所固有的多种多样的东西在主观的方式这个名目下存在于这种时间性之中，如世界，空间时间上实在的世界向我呈现的那样，或者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多种多样的超越论的“显现”（在这些显现当中，世界和世界的东西显现给我，而且与此同时，作为存在着的对我有效）这个名目下向我呈现的那样，或者是也在超越论的“体验”（在这些体验当中那种在固有意义上被“体验到”的东西，或者被“意识到”的东西，是世界的东西，并且存在的有效性属于体验——但是这种存在的有效性在我的悬搁中被放到括号中了）这个名目下向我呈现的那样。这些体验部分地是现在的体验，部分地对于我的我曾-存在而言是我的过去的自我之过去的体验，等等。但是严格地说，我“持续地”存在着，我是固定的自我，持续的自我，在固定的现在之中的自我，并且我的体验的诸变化——现在——在固定的现在中出现，在固定的现在，这个刚才（持存）被意识到，或者“重新回忆”在其中出现，在重新回忆中，我的过去出现，并且在我的过去的体验当中，我的当时对我有效的和当时为我显现的世界出现，等等。在我的固定的当前之中，我将我经验为当前的自我，但是也经验为过去的自我，等等，而且是以不可改变的必然性经验的。在世界现象方面，我以超越论的方式固有的东西就是我的当前的知觉，我的过去的（现在“间接地”被准当前化了的）知觉等等，并且总是有在知觉中被知觉到的东西本身，以及在超越论的时间之流中的综合，流动着的综合，在这种流动着的综合当中，世界这种统一性现象持续不断地被构成，并因此一起属于我。


  但是严格地说，这个世界虽然在这种意义上确实完全是我的知觉现象，是我的超越论的现实的和已经经验到的知觉之统一的现象，而且此外是由我在自由的能力中使之起作用的知觉（“可能的经验”）之统一的现象。但是我的知觉部分地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即它们是现实的知觉和可能的知觉，作为现实现在的知觉或现在被准当前化了的知觉（作为以超越论方式对我有效的，作为曾存在过的等等的知觉），但是它们在自身中也包含着准当前化，而且是对我有效的准当前化，这些准当前化不是回忆或预期，或是对于我而言以可自由进入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知觉，或是这样的知觉，即我从前曾经具有的并且曾能建立起来的知觉，等等。我确实也拥有关于另一些人的知觉，并因此在我的世界现象之中也以某种方式拥有关于这另一些人的知觉等等的经验，而这些知觉本身对于我而言不可能是现实的知觉，从来也不曾是这样的知觉等等。在我关于异己的人的知觉当中包含着这样一些准当前化，它们本身决不可能变成对于我，这个超越论的自我而言的知觉。因此我不得不区分，并且不得不说，在我的超越论的时间性当中——作为我在其中存在的时间性和一切对于我而言在知觉上存在的东西，就是说原本（originaliter）自身现在在此存在或曾在此存在等等的东西在其中存在的时间性——我也发现了关于世界的东西的一些体验，一些意识方式，它们作为在我的超越论的存在领域中的当然也原本地（originaliter）在此存在，但是在自身中将这些经验着另一些人的“进行移情作用的”体验准当前化了，这是一种当前化和准当前化，在其中被呈现的东西和被准当前化的东西并不在我的时间领域中出现，而是在一个异己的时间领域中出现。但这是以超越论方式在悬搁当中说的。


  这“另一个人”属于世界现象。我，这个超越论的自我（ego），就整个的世界实行悬搁，因此也就另一些人实行悬搁，因此也就他们作为人所实行的一切有效性实行悬搁（更确切地说，就我在我的移情作用之中在这个方面在悬搁之前所实行的有效性实行悬搁）。这不值得注意吗？当我将另一些人作为我的现象拥有时，我在这种现象当中就有了他们的纯粹的“心灵生活”，因此就有了他们的处于多种多样的行为和能力之中的自我，就有了世界在其中为他们显现的，在其中我和另一些人为他们显现的他们的体验流等等。但是在这里我实行超越论的悬搁，因此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他们的作为人的为-我-存在，而且暗含地（implicite）他们本身固有的世界有效性以及他们的将自己认识为人的行为都被放到括号中了。因此情况好像我就他们或者我在他们之中实行了现象学悬搁。当我将世界这种现象和在世界这种现象之中的其他人这种现象作为在我的超越论的存在领域中以超越论方式存在着的而以有效性拥有时，我以此所拥有就已经不是作为由我以存在有效性设定的东西，因此作为现象，我所拥有的是另一个超越论的自我。在我通过悬搁将我作为超越论的自我而获得之后（但是这种悬搁是作为持续的排除行为被建立起来的），我就决不可以说，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行事，每一个人都能够发现自己是超越论的自我。但是由于上述关于在另一些人这种现象当中包含的超越论的另一些人之认识，我从我出发获得的将不是现实性，尽管获得了关于另一些超越论的自我这种可能性。现在我问：直观地表象和可直观地表象作为包含在人这种现象之中的超越论的现象的另一些人的这种可能性如何能变成对于我而言的现实性，并且什么时候它一定会变成对于我而言的现实性？


  关于达到对以超越论方式包含作为与我自己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一起存在的超越论的另一些人的认识，或者对以超越论方式包含作为在超越论的自身经验中存在着的另一些人的超越论的有效性的认识，我的第一条思路曾是如下的：


  每一个作为实在被经验到的东西的东西，作为多种多样的显现之统一被经验到的东西，都在每一个个别的经验当中指示作为“诸可能的经验”之多样性的整体多样性；这就是说，当这种可能的多样性被引起时，整体多样性就会出现，并且指示关于这同一东西，关于这种形式的诸显现之充实关联：这种形式就是：如果我如我能够的那样如此继续进行，那么这种情况就会被引起，这种情况就一定会以自身有效性发生，如此等等。如果我不是朴素地实行这种有效性，如果我处于悬搁之中，而且是普遍地处于悬搁之中，我就会完全拥有关于对于这一个东西而言存在着的有效性之进行证明的充实的超越论的动因关联。对于作为超越论的自我的我而言，它是作为为我呈现存在者的，而且是能够为我证明存在者的我的体验行为之能力。这个存在者作为诸能够证明的有效性之统一，作为超越论的相关项，持续地以超越论方式为我存在。关于处于我的移情作用之动因关联中的另一些人的经验也是如此。另一些人的存在有效性，作为我的移情作用方面的动因统一，作为现实的充实之统一和指示，作为对处于我的熟悉的能力之中的、接下来可能的充实之进行预期的确信，继续为我存在。并且在这当中，超越论的另一些人作为在我的超越论的自身有效性中和在这种动因中一起包含着的，必然被看作是存在着的。


  在我的原始性当中，作为存在着的具体的当前，我不仅拥有处于我的体验行为之中的我，而且还有拥有处于我的能力之中的我；它们被一起还原。在我的意向性的体验行为当中恰好总是存在着被以为的东西，显现着的东西本身，因此存在着能力。在已经完成了显现并恰恰已经赋予了显现以意义的意义赋予中，存在着有效性的“地平线”，或更确切地说，存在着作为能力的我的习惯，这种能力在这里能够通过自身呈现和视为同一被证明为是同一的能力。“这个”世界并没有由于这个悬搁而丢失。这种悬搁根本就不是放弃关于世界之存在和关于世界的每一个判断，毋宁说，它是揭示相互关联的判断之方法，是将一切存在的统一还原到我本身和我的具有意义的并且赋予意义的具有其诸能力的主观性的方法。


  但是如果一般可以想象的和一般以可能的方式和现实的方式可以想象的所有的东西都这样地以意向的方式包含于我之中，那么这并不是说，所有存在着的东西都仅仅是我的超越论的自我。一切非-自我的东西本身都“处于”自我之中，但是作为有效性之意向上的统一“处于”自我之中，尽管它们作为“超越性”并不是自我。因此另一个超越论的自我也处于我之中，它是以下面的方式作为有效性的统一存在于我之中的，即它是被预期的存在确信和被证实的存在确信，它是本身是自我的非-自我，并且是作为非-自我而是被预期的存在确信和被证实的存在确信，这个非-自我本身是自我，并且这个非-自我作为另一个自我在自身中又具有我本身。这种互为对方存在的内在性，作为一种意向上的相互交融的存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原事实，它是绝对者的一种相互交融。每一个绝对者都有它的原始性，在这种原始性中包含着它的“自我”之超越论的能力，并且每一个这样的能力都以下面的方式而是一种不同的能力，即不可能与另一个能力真正共有任何东西。但是每一个原始性，作为它的在其中进行体验的，在其中“保存自己”的自我之意向上的体验的原始性，都包含每一个其它的原始的意向性。并且每一个个人式的自我都在它的意向性之中并在它的能力之中，并通过它的世界现象，“包含”每一个其它的自我及其世界现象，并且在这种相互交融之共同体化当中，发现作为自我与自身分离开的，并且作为具有另一些意向性和能力的另一个自我的，但是以意向方式处于自身之中的，并与这同一的世界“相关联”等等的每一个其它的自我。


  在这里能够学到以下几点：


  1）在这种还原当中当然（eo ipso）就存在着向作为这种能力之“个人式的”自我的我的自我的还原。这种意识方式作为关于世界的东西的意识方式，并且一般而言，作为“关于”某物的意识方式的意识方式，正是这样一些方式，在其中某物对我有效，并且在其中已经存在着预期，而这种预期就是预先意指，这个自我不“能”与它分割的预先意指，并且最终这个“自我能转入证明，并通过证明而视为同一，这就是转入作为自身呈现和继续自身证明的经验”。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存在着，因此我必须广泛地阐明这一点，在向自我和它的能力的还原中阐明这一点，不是以空洞的普遍性阐明，而是在向在现实地进行着的意识关联中已经存在着的能力的还原中阐明:这个自我如何恰好是这些能力之自我，并且另一方面阐明这些在意识生活的进程中总是重新生成着的能力。由于这些能力，我总是同一的，然而却总是一再地是以不同方式而是同一的，换句话说，我不是另一个人，而是通过对我的自身我保持而存在的（以诸种可以描述的不同方式而存在的）。与此相关联，这个为我存在着的世界对于我来说是作为对一种可能的自身证明之敞开无限的预期之习惯的有效性统一而存在的，这种有效性统一在我的意识生活之进程中对于我而言在其自身证明的一致性（通过校正）之中总是同一的，然而却总是一再地以不同方式而是同一的——由于我的进行构成的意识生活而是以不同方式同一的。但是这种进行构成的意识生活在我的自我之诸主动性东西中并且根据诸被动性东西构成存在之意义，这些被动性东西表明是主动性东西之沉淀物（已经获得的习惯性东西）。我由处于不同阶段上的诸主动的源泉构成现在存在着的-将来存在着的世界，在这当中，这个当下已生成的世界必然是通常意义上的，已经以实践方式生成的和将会以实践方式生成的世界。


  2）这个世界作为现象被包含在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中，被包含在这些意识方式和能力以及素材等等这些最后的基础之自我之中，但是在我之中还包含以超越论方式为我存在着的另一些人——他们对于我而言确真地是另一些人——之全体。在这种情况下在这另一些人当中重又包含作为现象的这同一的世界，并且包含我也一起计算在内的诸超越论的主观性之全体。我们是绝对地在一起的，我们共存着，然而这是一种处于相互交融之中的共存。每一个自我，每一个具体的“单子”，都由于以下情况而是单子，即它有其原始地固有的，并且是真实地固有的存在。但是这种真实的相互外在的存在本质上是与作为必然的意向上的客观化的世界之相互外在相互关联的，在这种客观化当中，我，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其它的超越论的自我，肯定都已经将自己本身以及它的超越论的另一些人客观化了。但是这种真实的相互外在的存在，并且作为相互外在的世间的必然显现，是进行构成的自身分离（即作为某种为-自己-存在着的东西的当下自己的在此存在，与另一些同样也是为-自己-本身-存在着的东西，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为自己而进行构成着的东西，相对立的自身分离）之一种方式，这种进行构成的分离之方式是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现实具体的和完整的构成之基本部分，并且是一种人性之构成的世间化，这种人性是拥有世界的人性，并且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着的人性。


  借助于超越论的方法我发现了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但这首先并不是：我的原始的自己的存在，这对于初学者而言几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混淆。我“发现”，在悬搁当中，我建立起一种新的经验，我在我面前有一个新的经验领域，而且有我本身和世界现象——作为我的所有物，并且如它所是地完全处于这个经验领域之中。现在首先我能够看到，在这里什么是被经验到的东西和可能经验到的东西。在我的诸显现之中有：对我有效的诸事物，处于我的能力之中的和我的诸显现之中的对于我而言的诸有效性统一，作为在这个世界之中存在着的，并且以世间的方式进行经验的和进行生活的另一些人的对我有效的另一些人。


  诸单子之相互交融；另一个人在我之中，在我的原始的当前之中，生动地-以心灵方式作为意向上的有效性统一在我之中。这种统一——它在这里作为我的“诸显现”之统一具有被引起的有效性——就这个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另一个人而言，是另一个自我，是另一些能力，是另一些显现等等。在这里的麻烦是什么呢？


  我作为被包含在我的原始性之中的，被在我的原始性之中时间化了的而被认识到的我的过去，包含着作为过去的自我的我，包含着过去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诸显现，等等。这些东西现在在我的当前之中有效，在我的当前之中存在着，并继续地存在着，并且我的从前的存在之“超越性”以意向性方式在我之中存在，在这个存在着的并继续存在着的现在之中存在。这种“超越性”作为我的“我能够证明的行为”，是存在着的现实的证明之统一，而且是这样一种证明之统一，在这种证明之中，我一般总是以可证明的方式构成了我的内在时间上的存在。我在我之中也拥有另一个人，只不过是将之当作在作为证明极的我之中的另一个人像下面这样地拥有的，即当作“被包含”于我的生动地本源的当前之原始性当中的、对在这当中被时间化了的原始的主观性的“认识”（我本身将这种“认识”认识为是构成物）之能力。


  诸阶段：这个原样式的自我，这个原单子式的自我作为存在着的和持续地存在着的自我，在其中它的环境世界之被时间化了的自我处于其原始的身体化之中。内在性之这个被时间化了的自我，处于其在自身中带有作为时间样态的过去和将来的当前之中。我，这个原始的人，以原始的-世间的方式存在着的人，是处于时间样式的世界当前之中，这个世界当前将过去和将来作为“认识”在自身中时间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原始性之中的另一些人以意向的方式被包含着——通过“意识”，和“自我的能力”被包含着。


  “真实的”被包含状态。过去和我的过去的自我并不是真实地被包含于当前的自我之中。当前能够真实地被包含于当前之中，被包含在一个被知觉的东西和可知觉的东西的统一之中，延续着的东西被包含于延续着的东西的统一之中，同样，过去的东西被包含于过去的东西之中。一个人被真实地包含于这个世界之中，原始的人被包含于原始的世界之中，但是一个人并不被包含于另一个人之中，另一个自我并不在一个自我之统一中被经验到，而且不可能被经验到，它们是共存的，但并不是作为整体和部分（片段）共存的，另一个自我与我共存，但是我经验另一个自我，并由此它为我存在，而且我也经验到这种共存和它的“另一个”-自我-存在。


  在我的绝对的存在之中的另一个人之“构成”，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的存在意义之构成。处于过去之中的我，处于我的原始世界之中的我，我和在我之外的处于客观的世界之中的空间中的另一个人，然而在我进行思考时，我必须对我说，我就是那个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在之中存在并为之存在的我。并且不论什么东西存在，都是为我存在，并且由我而存在：与此不同的东西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另一个自我存在，它就是由我而存在，并且是在我之中被构成的有效性统一，然而它是另一个自我，并且作为这样一个自我，对于它而言，所有东西都是由它而存在的，并且是通过它而存在的，并且即使370是我本身也是由它而存在，并通过它而存在的，因此我本身是由我并通过我而是自我，这个自我只是它所是的那个自我，通过这个自我，并且在这个自我之中，另一个自我从它那个方面对于我而言并且由我而是这另一个自我。作为普遍的思考者我必须对我说：这种意向上的被包含状态通过构成涉及一切在每一种意义上存在着的东西，以致于一切在每一种意义上的存在者也被包含于我之中，并且在我之中也包含着超越论的自我之全体，并且在每一个同一的自我本身之中又包含超越论的自我之全体。即使是这个全体也如同所有的东西一样都是由我而来的，另外也是由每一个自我而来的，想要设想不同的东西，要求不同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这“在形而上学方面”意味着什么呢？对于绝对者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我作为超越论的我是绝对存在着的，并且我的绝对的存在是绝对地存在着的，原因在于，当我为我存在着，并且当我正在构成一个由超越论的共-自我构成的全体时，我就存在着。如果没有这样地为我存在着的另一些人，我就不可能是我所是的这个自我，如果没有我，这另一些人就不可能是他们所是的那些自我。这种意向上的包含是超越论的共存之必然性。这并不是由于一种无意义的外在的法则，即这一个自我和另一个自我都是偶然的，即使是绝对合规则地联结在一起，这也恰恰是一种绝对的普遍的偶然性。一切作为存在着的而被认识东西，都不是作为一种认识行为之偶然事件被认识的，而是作为认识的客体，作为存在（这种认识客体，这种存在，事实上是存在着的）而具有一种存在意义，这种存在意义持续地存在着，并且与我的持续存在着的超越论的主观性及其能力相关联，并且在具体最终的、彻底的认识中，与超越论的存在和共存在相关联。


  凡是不能被认识的东西，也就不能存在，存在就是可认识性，并且凡是没有另一些人就不能被认识东西，没有另一些人就不能存在。凡是作为必然存在着而被认识为是对于我，这个进行认识者而言的超越的东西，就不仅是一个“认识之产物”，而且是本身就现实存在着。“我如何能够认识到，凡是先验地（a priori）在我之中被认识为是无条件地有效的和自明地有效的东西，对于所有的存在者而言就实际上都是有效的？”等等，这就是被以为的认识之谜。


  所有这些都通过构成方面的解释得到了解决，而且只是通过超越论的现象学解决的。因此我是由绝对的对自身的认识而绝对地存在的，下面这种认识也被归于这种绝对的对自身的认识，即自身是可认识的，并且在自身时间化之最低阶段上就已经“认识”了，为-我-本身-存在，我的存在，就已经形成了。接下来形成的是：所有存在着的东西都以认识的方式包含于我之中，而这种包含对于另一些超越论的自我所意味的就是：由我的构成而绝对地与我共存，而且是在相互的构成当中与我共存。一起绝对地存在，共存在，是在这种相互的认识当中的共存和由这种相互的认识而来的共存在。自在自为地存在是作为对于每一个其他的绝对者而言的绝对的存在而存在的，并因此对于超越论的共主观性而言是全体主观性-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都不可能被抽走这种普遍的共存。说某物存在着，却说它不与任何存在有关联，它是孤零零地存在的，这是荒谬的。不仅我不是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而且任何可以想象到的绝对者都不是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这种孤独的自己是完全荒谬的。如果这个世界之存在以超越论的方式得到了解释，那就很明显，即使是自然，作为绝对单独地存在着的自然，也是不可想象的。它只有作为处于人的环境世界之中的自然，并且与人的身体一起，作为这个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以超越论方式构成的东西，才是可以想象的——这样一种超越论的共主观性：我参与其中，并且在其中存在着一种本身又能克服荒谬东西的事实性。


  附录XXII  诸单子之意向上的相互交融和实在的相互外在性。单子式的个体性和因果性（1931年10月下半月）


  世界作为由超越论的主观性之构成方面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由超越论的主观性之本源地获得的能力及其联想之本质固有的持续性而生成着的，并且继续生成着的意义统一和有效性统一被包含于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中，并且作为一种总是被预见到的，并且总是相对地自身给予的和自身显示的意义之习惯性的统一，换句话说，总是作为由具有可能的经验（统觉）之地平线的普遍的经验（知觉）而生成的统一，在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中坚持，并为超越论的主观性而坚持。


  人们，我，这个人，和另一些人，都被包含于这个世界之中。如果我通过我的现象学还原揭示出我的超越论的自我和作为现象的世界，即由我的构成而来的，作为有效性统一的这个世界的存在（只有在这种相互关联之中这个世界才是现象学研究的课题），那么我现在也揭示出作为由我的对存在的构成而存在着的超越论的另一些人，这另一些人（也如同我一样作为人）这样地在他们那个方面作为在经验世界中的人通过被世间化而出现了。如已经说过的，我将这个世界，在我之中被构成的构成物连同它的整个的当下的具体的存在意义，作为空间时间的实在的世界，认作是一种普遍的意义构成物，这种普遍的意义构成物可以说是将世界的意义当作我的角色（我的以身体方式在世界之中在此存在的这种角色）托付给我本身，这个超越论的自我，并且托付给每一个其它的超越论的自我一种特殊的和另一种的角色，然而按照普遍的东西这又是一种相同的角色，是作为在人们之中的人，并且是在共同地为人们存在着的，人们本身都属于它的这个世界之中的人的角色。此外我还认识到，正如这个客观的世界是由我的构成而和所有的人一起存在，和我以及我的同伴一起存在一样，同样超越论的另一些人对于我的超越论的自我而言，也只是由他的（我的，这个超越论的自我的）构成而来的。因此作为意义之统一和有效性之统一，被以超越论方式包含于我之中，这是借助于对世界这个现象之构成的超越论的解释之方法而显示出来的。但是如果在我的超越论的有效性之中的超越论的另一些人以另一些人-另一些自我这种意义存在，那么详细地说，在这里这种有效性的意义显然是通过“与我一起以超越论方式共存”而存在的：我的存在着的并且持续地存在着的自我与他们的存在着的并且持续地存在着的自我，我的超越论的当前与他们的超越论的当前，我的超越论的过去与他们的超越论的过去，等等，按照时段一起以超越论方式共存。如果我以超越论方式处于一个时间的持续（这种时间的持续存在于变化着的，充实着我的时间性之内在的形式的超越论的诸成分之中）之中，那么与我共存的这另一个人就正是作为处于他的被充实的时间之中的另一个自我而存在的。但是只要这种共存达到了，这两个时间就“彼此符合一致”，并且这恰好就是，我们以持续的共存者这种方式在当前等等之中存在。所有对于我而言由我的构成而有效的-存在着的另一些人都处于一个超越论的时间性之中，或者像下面这样说也是一样的，即所有的人都以他们的流动着的时间性在时间性中与我符合一致。


  此外:在我之中，在我自己的原始的存在之中，另一个人连同另一个不同的原始的自在，连同诸主动性、能力、体验、经验及其诸显现——连同所有它借以在这个原始的存在中作为意义的统一和有效性的统一的作为他的世界被构成的“这个”世界——被构成。因此在我之中以构成之某种间接性，另一个人之构成世界的行为也被构成了，并且世界之同一性也被构成了，这个世界特别是作为这样一个世界对于我而言也被构成了，即我现在经验它，我曾经经验它，我在我之中实行的对另一个人的经验行为和对另一个人的被经验东西本身的间接的经验行为中经验它。另一个人在我之中被构成为总是以身体-心灵的人这种方式构成着自己本身的人，但是也被构成为也许将我经验为经验他的那同一个人，并且一般而言正如我经验他那样地将我经验为处于他的世界之中的另一个人，这个他的世界恰恰是已经构成了的，这个他的世界是我已经构成了的并且现在经验着的，这个他的世界将我作为构成着这同一的世界的一起包含着，我本身被看作和他共存的超越论的另一个人，等等。所有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东西都是我的在构成方面的意义形成物和有效性形成物，并且最终我本身对于我本身而言也是由对自身的构成而来的在构成方面的意义形成物和有效性形成物。如果我追踪一般而言已经作为存在着的而对我有效的，并且继续作为存在着的而发挥作用的东西，我就会拥有普遍的共存，这种普遍的共存在超越论的还原中作为绝对的超越论的共主观性显示出来，而在朴素的遮蔽了绝对东西的自然态度之中，则是作为所有的自我主观之敞开的全体显示出来的，这些自我主观全都是一起共存着的，并且一起生活于一个世界之中，这个世界作为它们的世界，它们本身共同在自身之中拥有。在这种情况下，与此同时这个存在着的绝对的“世界”，这种普遍的绝对的共主观性，是敞开无限的多种多样的被分开的超越论的诸主观，这些主观彼此外在地存在着，在对一个同一的世界现象之构成中存在着，在这种世界现象之中，在它们被客观化为人时是分离开的，在空间时间上彼此外在地存在着的。一般而言，只是在这种空间时间上的客观化之中，另一个人这种存在才能在我本身之中被构成，或者正如作为等值的所显示的，只有通过以下方式，即我在我的完整的原始性之中直接地将我客观化，在一个按照顺序建立起来的世界之中，因此首先是在一个原始的世界之中，并且在这个世界之中作为被赋予了身体的自我，我才可能已经构成了另一些自我，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必然是作为与我本身一样被赋予了身体的，作为像我这样的一类人的人，而拥有另一些自我。在这种世界化之中，这些自我主观都是这个世界之中的“心灵”，都是这个世界之中的从属的要素，只不过都具体地实在地具有它们的身体，这些身体本身是这个世界之中的实在的要素，是这个世界之中的自然物体。如果这些作为人的个人，这些自我主观，彼此都发生个人式的关联，并且以个人的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共同体，如果他们以世间的方式生活，仅仅与无生命的客体或者与人们并与动物打交道，在后一种情况下，与他们的物体，并与作为被赋予了身体的个人的他们打交道，那么所有这些就都是世界之中的事件，是宇宙之中的事件，是处于空间性和时间性这种地平线形式之中的事件。但是我们以超越论方式拥有超越论的诸自我主观之以超越论方式的共存，这些超越论的诸自我在这里被理解为是具有其超越论的生活的具体的“单子”。这个世界之中的每一个实在的人的心灵，在其中的人这种抽象的-非独立的要素，都有一个超越论的自我与之对应，每一个超越论的自我都有其处于其原始性之中的单子式的固有的存在，而这种超越论的分割就在于，这一个原始性之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即处于其个体东西之时间性当中任何一个个体的东西，都不可能与另一个原始性之中的任何一个的要素是同一的。


  我们曾说过：个体的。“个体的”所意味的是此在之一次性。因此个体性这个概念是与一个时间相关联的概念。所有作为只能在一个时间点上（一次地，而不是多次地）存在的有时间性的存在者，都是以个体方式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人）在我的主观的（内在的）时间性中进行思考时，能够在更多的、任意多的个别的思想行为中思考同一的个体性东西，“个体的东西”这种意向对象方面的意义就不是以个体方式存在的（而且作为这种个体的东西，这幢房屋，这个人，也是完全确定的）。


  个体性可能以两种形式存在：1）处于其时间之中的个体东西能够以相同性之形式重复。在这种情况下，在相同的东西当中存在着一种同一的非个体的东西，这种东西的意思就是，它通过时间点而被个体化。因此我们的意思就是，在客观的空间时间之中，可能存在着，而且现在就存在着相同的个体的东西，按照形态相同，按照颜色相同，按照运动形态相同等等。2）绝对的个体性，我们将它理解为是这样的个体东西，它不能被认为是在它的时间中重复着的东西，或更确切地说，它在其时间当中不可能有它的相同的东西。


  “能被认为”这个表达又有两层意思。“它不能被认为”可能意味着，它不能被认为是存在着的——与已经存在着的东西没有矛盾，并因此不被取消的。原因在于：它不能作为存在着的被建立起来，而这又是具有歧义的：只要与存在着的东西矛盾，它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非存在的东西确是可以被想象的，也许被想象为是可能的东西。作为被想象的东西，它能够反复地，任意经常地，作为这同一的东西被想到，然而事实上它却并不存在。


  现在这种绝对个体的东西有这样一种特点，即它虽然与一切可以想象的东西一样能够被重复地想象，并因此处于思想者之中，而且是处于他的内在的时间性之中，具有一种被时间化了的，并且是任意经常地被时间化了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它不可能有与它相同的东西，因此没有一种普遍的本质与它的时间相符合，这种普遍的本质能够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将自己个体化，如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说的，这种普遍的本质现在拥有这个偶然的时间点，然后就没有了这个偶然的时间点。


  现在好像我们能够接着说：在每一个普遍的时间领域之中，都存在着相对个体的东西和绝对个体的东西，而且这种区分经常与抽象性和具体性的区分相重合。但是这二者以下面的方式处于密切联系之中：在抽象的领域中，在每一个时间的全域之中，都存在相同的东西，但是在具体的领域中，并不存在相同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将这个具体的东西相对化，而是将它理解为与抽象物精确相对应的东西的话。因此在空间时间性中，就是说，在世界之中：按照其当下的因果状况看待的一个事物，在这里不可能是第二次存在，它不可能多次相同地存在，不可能是同时地存在，不可能是相继地存在；因此在诸内在的规定上和诸关系上，在诸连结的形式上等等，确实可能会存在抽象地（in abstracto）相同的东西。然而我不将实在东西之固有本质通过时间性而延伸着的本质当作真正时间上的充实和实在的（实在的-因果的）相互关系区分开，因此在时间性之中的实在的相同，处于其具体的固有本质之中的实在东西之相同，是可以想象的。在自然之中——在这里，就自然物体而言存在着固有本质方面的相同之可能性——我们将一切变化都联系到不变之介于两可之间的难以确定的情况（静止，在质的方面不变化）。于是这也规定处于其变化之中的物体之坚持住这个概念，而且这种变化是由因果法则规整的。


  只要在这个时刻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可与此比较的第二个东西，那么世界本身就是以绝对个体的方式存在的，存在于它的时间之每一个时刻，并且在时间顺序中每一个世界阶段就都是一次地存在着的，如果该时间阶段不可能相同地多次地重现的话（假如这种重现是能够显示的）。另一方面，世界并不像在时间之中，在世界时间之中存在的一个事物，像众多事物之中一个事物那样具有时间性，然而处于其具体化之中和它的全部时间性之中的这个世界不可能与任何个体东西共存，好像它本来就能存在于由诸世界构成的一个广泛的世界之中一样。


  至于单子，它有其在时间上延伸着的存在，这种存在是由自己的固定的和持续存在着的这种时间化就是单子本身在最初的和最固有的意义上所是的东西。作为为自己本身并通过自己本身被时间化了的单子，它根本不是由诸事物构成的世界之中的类似物。这些事物是在变与不变之中坚持着的诸统一，而这个世界本身则以另一种方式恰恰是作为由这种在时间上坚持着的东西之全体而坚持住的。但是单子则是在自身之中并为自身而绝对地存在着的。虽然它在下面这一点上与一个事物相同，即它作为在其时间性中坚持着的而在其变化当中存在着。但是在这里我们也不可以说，它在其不变之中存在，因为两个时间阶段根本不可能有同一的单子式的内容，正如在这里我们也不可能将这个单子之全部的变化划分成在它们那个方面在变化中坚持自身的一种事物之个别部分的变化。单子是一，而且是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在其必然地变化着的诸行为之中，在其变化着的诸反应之中，在其变化着的诸意识方式之中（其中包括以特殊方式进行经验的显现方式），在其诸被动的（不是由自我涌流出来的）联想之中，诸融合之中等等，是以单子式的时间同一地存在的。作为自我，它具有作为它的诸统握，它的诸情感，它的诸冲动之持续地变化着的核心的素材（作为与它不可分割的）。在这里，我们具有素材方面的同时进行的共存与相继，在这种共存与相继中存在着相同的东西，但是严格地说，任何素材都不是具体的，任何素材都没有它的联想式的和自我式的样式，这些样式不能被解释为有点像实在的关系（因果性），仿佛这些样式本身并不是时间充实本身的诸要素，仿佛这些被突出出来的素材式的统一确实有点像事物。因此在这里存在的只不过是相对的，按照其固有的意义是抽象的诸相似的东西，和诸相同的东西。此外，单子之不可分性是作为不可分割性出现的，这就是说，在严格的意义上，单子就是个体，而每一个世间的具体的实在的东西都是可分割的。


  因此通过单子方面的内在的时间性，的确提供了一种个体化的形式，但是这样地提供的，即单子作为具体的个体不可能被拆解为诸具体的个体，它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它的具体的时间是一个时段一个时段地由诸具体的、不可分的、不可分割的时段充实的，而这些时段作为这些具体的时段在一切部分中都是“不可比较的”，是一次地存在的，只是在诸成分上可能有相似的东西，但并不是在具体的相同中的重复。


  那么单子式的共主观性的情况如何呢？诸单子式的主观之全体的确是一个“世界”，在其中诸个别的主观都是“事物”，而且是在作为它们的普遍的共存之形式，同时共存和相继的共存之形式的这个世界之时间中的“诸事物”。每一个处于其变化之中的个别的主观（没有与这些变化相对应的不变化——如果无梦的睡眠和死亡等等没有提供作为模棱两可的情况的这种统握之可能性的话）都是在这种时间中坚持下来的。诸个别的主观也相互处于诸“实在的”关系之中，相互处于实在的关系之“实在的”因果性关系之中。在这个世界之中的每一个个人式的关系，在诸单子构成的绝对者之中都有一个单子式的因果性与之对应，但是与每一个这种意识关系相对应的，例如每一个与对其环境世界的，也是单纯物理的环境世界人的经验，以及人的认识，人的实践，相对应，显然有一个绝对的因果性。但是这种完全是根本性的区分，即在空间时间性中表明的世间的实在东西之个体性之此在之非本真的、单纯的一次性之本质形式和单子固有的真正的个体性之本质形式之间的区分，也制约着世间的实在东西之因果性和单子之因果性之间的根本本质的区分，又制约着为一切实在东西提供规则秩序之统一，或更确切地说，为一切实在东西就其普遍的时间空间性进行充实的具体的固有本质的充实活动提供一种可能的此在之规则的普遍的因果性和将一切单子统一起来的普遍的因果性之间的根本本质的区分。


  首先很清楚，对于世界而言存在着的分割（通常意义上的分开）和拼拢（结合成有广延的整体）之因果性的基本的形式，对于单子而言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从一个单子上切下来放进另一个单子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单子都没有单子的“材料”能够飞进去或飞出来的窗户。这涉及属于一个单子之个体性的一切要素，这些要素是绝对一次性地被束缚于它们的单子之上的（尽管束缚这种语言上的比喻本身又带有相反的统握之假象，仿佛它只不过就是禁止那种本身可想象的分开的规则）。这在单子客观化为心灵当中，也涉及纯粹就自身来看的要素：正如反过来，一切纯粹心灵的东西在现象学还原中都引回到单子式的东西。从个人到个人的告知并不真的是将这一个单子的一个部分（一个属于它的内在时间之固有本质的真实的要素）转交给另一个单子。告知就在于，比如在这一个单子之思想行为中有一个思想、一个判断、一个想法产生出来，并且由于交互的因果性，因此在另一个心灵之中或另一个单子之中，一个纯粹在它之中进行着的第二个思想行为在进行，在这个思想行为之中产生同一的想法、同一的判断，而且这一个单子意识到：另一个单子在进行告知，并且反过来：有一个意识产生出来，这一个意识又分别地在这一个单子和另一个单子之中进行着。


  但是在对单子之因果性的理解当中我们确实感觉到一种困难。这不是自然因果性那样的因果性，自然因果性在作为在自然之中建立起来的世界的空间时间的世界之中发挥其普遍的作用。


  每一个单子的存在都被包含于每一个单子之中。每一个单子在其“意识”中都构成了这同一的世界，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并且在超越论方面，一切单子，以及一切在个别的单子和共同体之中被构成的东西，都内在地（implicite）包含在每一个单子之中。另一方面，诸单子是绝对地分开的，它们并不共有任何的要素，并不共有任何的实在东西，它们共存于单子式的全时间之中。


  我要说，以下情况并不特别令人惊奇：真实的彼此外在的东西自然能够与意向上的相互交融的东西协调一致。在心灵方面，这同一的东西又已经使我们转回到这个世界之中。诸心灵是彼此外在的，在这里就是在空间上彼此外在，作为身体之心灵的-实在的附加物，而身体则在空间中具有外在的此在。但是每一个心灵都认识它本身所不是的东西，按照理想的可能性认识一切在它之外的东西。认识听起来是受限制的，而且通常就是被这样理解的。我们说，意识，每一个心灵，都具有关于它的世界的意识，当然是以地平线的方式具有这种意识，它清晰地意识到的东西是贫乏的，而这种被清晰地意识到的东西又有其无限地不确定的、模糊的地平线。


  文稿22  目的论。〈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本质包含于超越论的自我之本质当中。事实与本质〉〈根据1931年11月5日的附注〉


  作为无限地指向“完善”，指向真正的自身保存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自身构成。处于总是新的矛盾和对矛盾之克服当中的存在。超越论的主观性处于对于它而言是必然的世界性这种形式之中，因此处于人类这种形式中，人类想将自己，并因此想将它的世界形成为一个真正的、“无矛盾的”世界。为此，处于更高阶段上的反省是必需的，因此一直上升到超越论的反省及其特有的系统的发展之反省的发展过程是必需的。


  这种发展的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作为功能被归入到目的论之普遍的统一运动和发展运动之中，而这种目的论形成作为存在论的形式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普遍的存在。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这种目的论的过程，这种存在的过程，随身带有一种普遍的，首先是存在于单个的主观之中的模糊的“要生存的意志”，或更确切地说，要真正地存在的意志（也许我们可以说，处于其显在的形式之中的当下的意志有一个潜在的“意志地平线”）。在这种发展中，这种意志在个别的主观之中首先是显在的，或者说，由敞开的-空洞的，未形成的地平线生成一种已形成的地平线，处于其超越论的东西之中的人出现了，在这种超越论的东西当中，真正人类之地平线出现了。在真正的人类当中，这个理念作为以前存在论方式形成的理念，作为在继续发展当中通过以存在论之形态的思考获得科学的形式，并且作为存在论的理念能够成为对于意志起指导作用的，因此意志就具有了它的明确的目标，或更确切地说，具有了明确的目标形式，具有了所有个别目的和超个别目的（共主观的目的，全人类的目的）之整体性的目的形式。


  无限的完善性之理念，在一个无限完善的共主观的普遍联系之内部的完善的个别主观的存在之理念。它的作为一个可想象的（可直观地想象的）超越论的此在之尽善尽美的形式，作为一个可想象的超越论的此在之现实的形式的不可想象性。一个在无限的进展当中最完善的此在之理念，克服了此在之诸必然的“矛盾”的，由此而上升到与自己本身协调一致的，上升到真正的存在的此在的理念，一个更新为真实性的此在之理念（“更新”，新的人，1）处于被唤醒要求真实性的意志之中的新的人，2）处于想要按照进步之理念生活的意志之中的新的人，作为想要在永远地、一再重复地更新之中生活的新的人）。历史之意义，处于尚未被唤醒的或者只是个别地被唤醒的共主观性之中的个别的自我之历史性的意义，以及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一般之历史性的意义。真理之意义，这种意义是在共主观性之中“生存”的，在共主观性之中隐藏的，超越论的普遍的意志（要想存在的“形而上学的”意志），以及在共主观性之中生成为处于真理阶段的被唤醒的意志，个别地，并且在向广度和深度的扩展中——在“真正的”传统（作为仅仅存在于意志之中的真理之传统）之形式中，生成为处于真理阶段的被唤醒的意志。处于真实的自我和真实的团体，真实的人群之中的意志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意志，这种意志是对作为按照其逻辑化了的形式而尽善尽美地认识到的目的的绝对的目的的坚定性。处于其被认识到的永恒性、无限性之中的目的。决心，意志是追求无限性，追求永恒性的意志。在这当中所有有限的意志都在其单纯的功能作用中彻底地无限地被放弃了，或被取消了。


  因此重复思考，在有限性东西中什么总是已经是无限性了，有限性本身通过它的昏暗的像地平线那样的东西而是无限性之形式，而无限性只存在于时间性之形式中，作为诸有限性东西之时间连续，但却是被包含于现在持续着的东西（nunc stans）之中的有限性东西之时间连续。


  超越论的全体主观性之觉醒，内在于全体主观性之中的目的论的觉醒这种目的论是全体主观性之个别的存在之普遍的形式的形式，是它们在其中存在的所有形式的形式。但是这种觉醒本身是处于普遍性之中的特殊形式，那么什么属于这种特殊形式本身呢？全部超越论的个别的主观能够一起觉醒吗？这种觉醒必然在什么形式中进行呢？首先在个别的主观之中觉醒。但是诸个别的主观已经个别地处于以某种方式形成了的主观的环境之中了，那么关于这个环境，作为这个觉醒着的个别的主观或这些觉醒着的个别的主观之环境，必然能够说些什么呢？


  此外，已经在个别人那里，在“团体”（“教派”）之中觉醒了的真正性，作为使命，作为效法（imitatio）的动力，作为教育学和“伦理学”的政策之传统的传播具有什么样的可能的形式呢？并且所有的形式本身如何以一种形式连结在一起呢，如何属于普遍的目的论呢？


  此外：我将这种目的论称作是一切形式之形式，这该如何理解呢？它是一种能够在由经验而来的一切存在者上揭示出来的，并且作为最普遍的首先揭示出来的最普遍的形式吗？当然不是。它对于我们而言是最迟的形式，尽管就本身而言是最早的形式。一切形式都一定会在它的充分的普遍性中揭示出来，这种整体性作为整体性一定已经在它的由诸特殊形式构成的完整的系统当中展示出来了（在这当中也有世界之完整的系统和世界之形式的完整的系统），因此这种目的论能够作为使处于整体性之中的一切存在具体地个别地形成的，最终使之成为可能的，并因此使之变为现实的目的论被揭示出来。


  如果存在作为超越论的存在，因此作为绝对的主观性，只有在存在之普遍性当中和在一种普遍的意志之中，才是可想象的，是贯穿于个别的主观性，作为它的个别的存在意志，与理想的目的相关联，或更确切地说，与目的论上的无限性之理想的前进相关联，那就应该思考，这个意志是有创造力的，是创造世界的（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之中的一个尽可能好的世界这种“意义”上），但是只有在确定的意义上，才是由虚无进行创造；就是说，这个世界——在这里所说的是超越论的-主观的世界，而且是处于其作为自身客观化了的对世界进行构成之当下状态之中的世界——存在，但是存在于与自己本身的“矛盾”之中。它存在，然而却又不存在，只要它存在时是总是处于相对真实的存在之中，并处于相对的非存在之中。这本身又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只要它处于未甦醒状态，处于尚未被意识到的真和假之状态，一般而言，能够被称作非存在的，甚至尚不能被称作相对地存在的。这个世界处于永远地由虚无的创造之中，因为它只有在存在之诸阶段的前进当中才有其真实的存在。而这些阶段都是可能性之阶段。在这里存在具有超越论上的此在的意义，一种“主观性”之此在的意义（具体地处于其生活之中的个别的个人之意义），当这种主观性存在时，是生活于想要以真实性存在的意志当中，想要以无矛盾的协调一致性生活的意志当中。这是一种在意志意义上的存在，正如矛盾是有意的不相容性和难以忍受一样。但是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在具体的个体性之中的现实的存在，只有在这种想存在之形式中，在有意的能存在之形式中，在能肯定自己本身之形式中，才是可能的。


  但是现在，意志和按照意志的存在，处于有意的和协调一致之中的存在，已经以存在为前提，已经以处于某种样式之中的和处于某种人性之中的，处于某种世界性之中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为前提，并且处于完整的形式系统之中，这种形式系统本身作为前提是发生在前的，并且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作为前提发生在前的。这并不是说，它没有普遍的“推动世界的”、事实上创造世界的意志就能存在，而只是说，它属于作为本质结构的绝对的存在之具体化（并因此也是空间时间上的存在之具体化）。生存于所有超越论的主观之中的，并且使全部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个别的-具体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普遍的绝对的意志，是神的意志，但是这个神的意志以全部的共主观性为前提，这些共主观性并非作为先行于这种神的意志的，作为没有神的意志也是可能的（也决不是像心灵以身体物体为前提那样），而是作为结构上的层次，没有这种共主观性，这个意志就不可能具体地存在。


  如果我作为现象学家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就认识到处于普遍的发展之中的我，而这种发展是一种事实。但是在这里在多大程度上同时又获得了一种本质的洞察，或能获得一种本质的洞察呢？我能够揭示出我并揭示出处于其为-我-存在之事实上的像地平线那样的东西之中的我的世界，并因此揭示出事实上存在于由对于我而言的诸可能性构成的一个活动空间之中的，在这些可能性之中的一种可能性之中成为可直观的我的世界之事实上的现实性。但是现在我完全能够，就是说，即使就相对地被经验的东西和真正地被经验的东西之核心而言，并因此在个别地事实上被确定了的东西上，也能够在自由变换当中设想这种可能性，并且能够获得超越论的主观性全体之普遍的本质形式。然后我就获得了我的事实上的自己的自我（ego）之本质形式，并且获得了每一个在我的自我（ego）之中以意向方式包含的，在我的自我之中以地平线方式包含的事实上的每一个其它的自我（ego）之本质形式，此外当然也获得了在我的像地平线那样的东西之中一起包含的整体性之形式。如果现在我注意这另一些人（alteri），那么作为由诸可能性构成的活动空间从一开始就已被包含于我的事实之中的，而且就被包含的诸可能性而言完全未被认识的、尽管被预先规定为诸现实的可能性的这每另一个人，都是活动空间，在其中，没有任何可能性通过经验而被当作事实上的可能性受到偏爱。现在我看到，所有对于我而言事实上存在着的其他人之本质形式，不管是已认识的，还是甚至完全不认识的，作为我的事实的自我（ego）之本质形式，都是同一的。


  首先看起来甚至是，一个自我（ego）之本质形式，一个超越论的个别的主观一般之本质形式，与包含一个事实上对于我而言是可能的另一个人一般之一切可能性的普遍的形式是同一的。一个自我之本质形式已经是本质形式了，只不过由于以下情况与我的事实上的存在结合在一起了，即它包含一种由实在可能的、完全未被认识的其他人构成的地平线。但是在这里的确存在着一种区别。属于每一个对于我而言实在地可能的另一个人的是，该另一个人包含着作为事实上的自我（ego）的我，这个自我具有我的现实的经验和现实的经验世界。但是属于一个纯粹本质可能的另一个人的是，他在他的可能性当中包含着我的自我（ego）之诸本质可能性的变换。由此显明：当该完全未被认识的另一个人存在时，客观化为处于对我而言的事实的世界之中的人，或者是作为这个地球上的人，或者是作为在任何一个天体上的像人一样的生物的人等等。但是一个本质上可能的超越论的自我在存在时客观化为处于一个本质上可能的世界之中的人。


  在本质的态度中我看到，一切本质上可能的超越论的自我都以“我和另一些人”这种形式相互包含。我所举出的一个超越论的自我之每一个个别的可能性都总是通过以下方式由其它的自我之诸敞开的可能性当中突出一个可能性，即这种可能性作为另一个自我总是被包含于那个被挑选出来的自我之中。一个可能的自我立即就包含一个全体，一个与它共存的诸自我之全体。


  每一个示例的自我，作为现实性或作为可能性，都表明这同一的本质。但是这个本质具有下面这样的值得注意的东西，即它的每一个本质方面的独特性都表明一个个别的超越论的自我（作为可能性），这个个别的超越论的自我在意向上包含作为可共存的可能性的，作为由诸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虽然同时是超越论的自我这个本质之本质方面的独特性，但同时是必然共存着的“其他人”之全体——构成的全体的诸超越论的自我之全体，在下面这种意义上包含，即将那个自我设定为存在着的这样的设定，同时必然是对由诸存在着的自我构成这个全体之设定。由于这种包含关系，作为自我的一种本质方面的独特性之可能性，同时也是由属于这个自我的另一些自我构成的一个共存着的全体之可能性。此外很显然，在这种全体之中，每一个个别的自我（ego），对于这个全体之中的每一个其它的成员而言，都是作为它的另一些自我（alteri）存在的，以至于每一个这样的全体都由每一个成员出发包含这个全体，由诸可能的主观构成的总体，这些可能的主观当中的每一个都包含所有其它的主观，并且包含作为总体的总体。如果我们熟悉了超越论的自我这个本质之诸本质可能性，那么我们由此也就熟悉了超越论的自我之每一个变体当中所包含的由诸可能性构成的诸全体，并且很清楚，这个全体之本质，因此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本质，同时被包含于超越论的自我这个本质当中。


  但是现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我，这个事实的现象学的自我（ego），构成这个本质。构成的活动和构成物（这个被构成的统一，这个本质）属于我的事实上的存在，属于我的个体性。注1243这种以超越论方式包含我自身和处于我的事实性之中的本质的本质的可能性也传布到对于我而言的所有其他人。正如他们不仅是作为在我之中的构成之构成物存在，而且在下面这种存在意义上是为我存在的存在一样，即他们本身是进行构成的主观，并且在这里他们就是作为进行构成的主观在我之中被构成的，是作为这样的主观而存在的，作为他们在我之中被构成的东西存在的，下面的情况同样有效，即他们作为他们的诸本质可能性之被实现了的可能性现实地存在着，以下情况也同样有效，即他们在自己本身中带有将自己构成为诸本质的可能性，并将诸本质的可能性的本质构成为理想地存在着的本质的可能性。注1244


  在这里我们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而且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情况，即关于事实与本质之关系的情况。本质之存在，诸本质可能性之存在，这些可能性之全体的存在，是独立于这些可能性之任何一种实现之存在与非存在的。它在存在方面独立于一切现实性，即相应的现实性。但是超越论的自我之本质则是没有作为事实方面自我的超越论的自我就是不可想象的。


  当处于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事实当中，并处于这个对我有效的世界之事实当中时，只要我进行改变，并且在转向本质时，系统地进行研究，我就是处于绝对的存在论之中，并相关联地处于世俗的存在论之中。


  但是现在我思考，在进一步探究当中，原结构最终和原动觉、原感受、原直觉一起，出现在原素材等等的变化之中。据此，在事实当中存在着以下情况，即原材料正是这样地在统一的形式之中进行的，这种本质的形式先于世间性而存在。因此看起来，对于我而言整个世界之构成已经以“直觉的方式”被预先规定了，在这件事情上，“使有可能的”诸功能本身预先就有其本质的初级步骤，有其本质的语法。因此在事实当中存在着以下情况，即一种目的论预先就发生了。一种充分的存在论就是目的论，但是它以事实为前提。我是确真地存在的，而且是在对世界之相信当中确真地存在的，对于我而言，世界性是在事实当中存在的，目的论是可揭示的，是可以超越论方式揭示的。


  如果在这里一种普通的心理学已经形成了，由它出发本来就肯定能够揭示出一种世俗的目的论，但是这种目的论只有作为超越论的目的论，才能成为可理解的。


  但是现在这种目的论有其可能性之诸条件，因此目的论方面的现实性本身之存在也有其可能性之诸条件，并且由（超越论的）现实性而来的它的本质之可能性也有其可能性之诸条件。这些条件恰恰存在于对素材之原事实（在最广泛意义上的）的参照当中；如果没有这种参照，任何世界就都是不可能的，并且任何超越论的全体主观性也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具体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说，这种目的论，连同它的原事实性，在上帝那里有其根据吗？


  现在我们该讨论诸最后的“事实”——诸原事实了，该讨论诸最后的必然性，诸原必然性了。


  但是我思考它，我反问它，我由我已经“拥有”的世界出发而落到它。我思考，我实行还原，我，这个我存在着，并且对于我而言，是存在于这个像地平线的东西之中的。


  我是这个过程中的原事实，我认识到，在我的向我的本质变换等等的实际能力之实际反问行为当中，作为我的事实之原结构得出某些我所固有的原存在。并且认识到，我以本质的形式，以可能的发挥功能作用的行为之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方面的诸本质必然性在这些形式当中被建立起来——在我之中带有原偶然东西之核心。我不可能超越我的事实方面的存在，并且在这当中不可能超越意向上包含的另一些人之共存在，等等，因此不可能超越绝对的现实性。这个绝对的东西在自己本身中有其根据，并且在它的深不见底的存在中有其作为这一个“绝对的实体”的绝对的必然性。它的必然性并不是那种留出了偶然东西的本质的必然性。所有本质的必然性东西都是它的事实之要素，都是它的处于与自己本身之关系中的功能作用之方式——理解自己本身之方式，或能够理解自己本身之方式。


  文稿23  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历史的存在方式。在人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之中的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被遮蔽了的表现注1245（1931年11月9/12日）


  〈内容:〉在有限性之方式中的，在有限性之阶段中的自身客观化。处于有限性之中的人：1）有限性作为对预先给予的世界-“无限性”之遮蔽，2）人的此在之有限性作为对超越论东西之遮蔽。


  人的历史和世界之人性化，自身意识（自身之人性化）。人的历史性之领域，历史方面的显示之方式。这同一的世界在意识上有效的世界之历史性中对于我们而言是确真的。


  处于情况之中（处于环境世界之阶段之中）的人。当前之相对性——兴趣之地平线。我和我本身处于共同体之中，在这个共同体当中我始终具有这同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我始终是同一的。处于共同体之中的我和我的其他人，在这当中我们总是借助于意识共同体拥有一个共同体的世界。我（并且被共同体化了的主观性同样也是）对于我本身而言总是被构成为人-自我。


  我-在（在自然的人的意义上）之确真性。我们-人之确真性？确真性通向对本质的询问。在预先给予的世界之事实当中认出形式东西之方法的问题。自由变换如何可能？自由变换如何导致可能的世界一般之确真的本质？


  我们由超越论的自我（ego）之中揭示出世界之构成：超越论的“个人”之将自身构成为在将自己客观化为人的个人，客观化为人类——这种人类想要将自己形成为真正的和真实的人类并将其总是重新人性化的环境世界形成为在人的方面美好的环境世界——的必然性当中无限地指向“自身保存”的。


  作为存在于超越论的相互交融之中的全部主观性的超越论的全部主观性之自身客观化是以定位的方式在每一个超越论的单子之中进行的，在每一个单子之中以个体式的从生到死的发展之形式进行的，在每一个单子之中作为处于意向的生活之中的个别的个人之发展进行的，在这种意向的生活中，“关于世界的表象”形成了，不断进行着的对于世界的经验形成了，建立于世界经验之中的个人方面的对世界的意识形成了，主观方面对于个人有效的世界形成了，存在着的周围的人一起包含于地平线之中。在每一个单子之中，这种个别的人的方面的自身客观化就是以超越论方式对自身的遮蔽。这种对自身遮蔽是以作为单子之自然的身体之“心灵”的空间时间上的客观化之形式实现的，而且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心灵，它在心理学化了的为-自己-本身-存在中，也作为就自己本身而言已知的-未知的，或以地平线方式已知的一种心理生活之个人，以某种方式遮蔽了它的心理方面的存在，这种心理生活在被遮蔽了的存在方面的地平线和意向活动方面的地平线中使自然和世界显现出来。我们还可以说：超越论的单独-自我在这个在意识上为它显现着的和继续对它有效的世界之中，在作为人的个体之此在之超越论的情况之中生活着，而且是以不同的意义生活着，以一种有限性生活着，在这种有限性中该存在者的“无限性”被遮蔽了。


  1）首先，在作为人生活时，我意识到我是处于空间时间的世界之无限性当中的有限的存在物。但是这个世界，这个无限性，是作为以类似地平线的方式被意识到的世界和无限性，但是在展示地平线的生活当中，仍无限地（in infinitum）在地平线方面保持不变的这个世界和这个无限性在继续进行的揭示当中也总是被遮蔽了的。并且所有尚未这样被认识的东西，即使是自己的作为人的存在，自己的身体性和自己的自我存在——它总是处于有限性之中，处于显在和潜在之相对性之中——也都被遮蔽了，而且是无一例外地被遮蔽了。这就是作为人的此在之结构，对于人而言的世界之此在之结构;并且在世界性之中与此相对的还有属于心灵的对世界的意识之结构和一切可能的对世界的认识（作为有限的、在一个地平线之中未完成的认识）之结构，这种对世界的认识是处于一种相对性之中的认识，在这种相对性中，任何认识都是未完成的。它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它在内容方面完成时也只能以地平线方式不完善地认识受局限的有限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肯定始终都是无限地不完善的。因此这就是最初的东西。处于世界性之状况中的人生活于他的世界预先给予性当中，和这个世界之预先给予性当中，而这就是说，他是以地平线方式生活的，他通过对有限性的意识而进入到一个无限的世界之中生活。


  2）对于这个人而言的世界之预先给予性的结构，对于自己本身而言的这个人之预先给予性的结构，现在就是，在其中，在第二种意义上，这个人生活于有限性之范围内，就是说，只要对于他而言，在自然的生活之中作为人，他的作为超越论的主观性的超越论的存在是持续地被遮蔽了的，或者这样说也是一样，即超越论的主观性作为被遮蔽了的主观性在他的人性之中生活，他就生活于有限性之范围内。


  人的存在以下面这种方式而是处于有限性之中的存在，即它是处于对无限性的意识之中的、持续的存在。这个就自己本身而言处于这种方式之中的有限的存在之整体是对超越论的主观性的遮蔽。但是这种遮蔽所说的是某种完全不同于像似地平线的东西，完全不同于在预先给予性当中的遮蔽（即在已认识东西之类似地平线的东西之中意识上无限的未被认识的东西之遮蔽）。换句话说，它并不是由于它在其中被预先给予的那种内在的无限性和外在的无限性而是对被预先给予的世界之遮蔽。超越论的主观性并没有在人的世界性东西之中被预先给予，而是在人的世界性东西之中“被遮蔽”，只要人——这个人“认识”自己本身并认识世界，并且在这种认识行为之中对于自己而言是人——能够实行超越论还原，并能够突破他的世界性东西。可以说，超越论方面的蒙蔽物就是这个世界性东西，在现象学还原之前，这种世界性东西对于人而言是作为被束缚在预先给予东西之地平线上的东西，必然会使这种超越论的东西成为不可进入的，但是对于人而言，关于这种情况的一切可能的猜测也都用尽了。我们注意到，具有其自然比喻的每一种自然说法（蒙蔽，遮蔽，等等）都是由这种世界性东西而来的说法和比喻，因此一切现象学的说法，只要它必须使用自然的语言，就完全改变了自然语言的意义。


  但是当这个“在超越论方面觉醒了的”自我在变成了“超越论的现象”的世界性东西之“主导思想”中系统地揭示出超越论的自己的存在和在这个超越论的自己的存在中显示出来的超越论的全体主观性之存在时，它就以“生产的方式”获得了一个新的无限的地平线并获得了对作为这个以超越论方式进行现象学研究的自我之自身认识的认识，但是也为自己获得了对处于其无限的、并通过新的“生产”重新“产生出来”的类似地平线的东西之中的超越论的个体性一般之认识。这种类似地平线的东西就是这个进行现象学研究的自我开始进行的、自明的超越论的解释之无限性，就是总是在自己面前仍然需要完成的东西之无限的地平线。总的来看，这个地平线对于诸其它的超越论的主观性（除了这个在现象学方面觉醒了的主观性）仍然是被遮蔽了的，就是说，被其世界性遮蔽了。


  因此这个处于其有限性之中的人拥有一个像地平线那样被意识到的无限的世界和无限的世界之也是处于每一个个别的存在之中的，以特殊的方式处于无限性（这种无限性就自身而言被包含于心灵之存在中）之中的无限性。因此这个人生活于自己的世间的存在之持续不断的遮蔽当中，和作为无限的相对性之存在的一切存在之持续不断遮蔽当中，生活于内在的和外在的无限性当中，或内在的和外在的像地平线那样的东西当中。但是这位现象学家在全世界性的解释一般之中为自己并为所有的人所实行的另一种揭示，对绝对的存在，超越论的存在之揭示证明，每一个超越论的自我之生活也是一种进入到无限性之中的有限的存在之生活，这种生活可以说是在人的有限性之遮蔽当中反映出来的，并且正如这个进行揭示的，进行解释的超越论的自我（这位现象学家）所能够说的，是在这种遮蔽当中显示出来的。此外：在人（这个作为在其自我意识之中包含着对于作为人的世界的这个世界之存在的意识，因此在这种自我意识当中以意向的间接性包含着每一个周围的人在心灵上固有的对自身的意识和对其他人的意识的人）的存在之方式中，以现象学方式显示出在每一个超越论的主观性之中以超越论方式包含所有的超越论的主观性。


  人类是在自身发展和赋予世界以人性当中相互关联地存在的。因为人是当他在心灵方面发展并在这当中作为个人持续发展时才存在的。但这是通过以下方式相互关联地进行的，即他是持续地在诸主动性当中生活的，他个别地并且以共同体化了的方式生产诸主动的产物，这些个别的人和被共同体化了的人之持续的产品本身在意识上被构成为是存在着的，因此人的此在总是具有一个包含所有东西的存在着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他的所有的产物，他的所有的作品，他的所有共同体都纳入到自身之中，并且继续地纳入自身之中；正是因此世界被赋予了人性，作为对于他存在着的世界，作为对于我们人存在着的世界被赋予了人性，而且也在一种由人而来的被主动形成的环境世界之存在意义——这种存在意义是对于他并对于其他人都是可理解的——中被赋予人性。赋予人性是人的此在之一种持续不断的进程，是赋予自身以人性，是在自身形成之持续不断的生成当中的存在，并且是赋予环境世界以人性。作为已经被赋予人性的，环境世界持续不断地表现它较早的生成。人的此在，人的世界之存在——为人们存在着的这个世界之存在——是处于持续地生动的历史之中的存在和处于已经沉淀了的历史（这个历史作为这种东西总是具有它的新的面貌）之中的存在，是能够从上面看出生成的存在，是能够对其询问生成的存在。人的存在之历史，处于由人的存在而生成的世界之中的历史，列入其中的还有出生者之长入到这个世界之中，死亡者之被从这个世界之中排除，世代的关联以及这种世代关联而有的作为人的历史的共同体的历史——所有这些都具有超越论的意义，并且所有这些都在现象学的方法中得到揭示。这种历史变成了超越论的全体主观性之历史，人类之被划分为家庭、部族、民族，处于敞开的无限性之中的人群，在这当中自然被划分成诸领域，变成了对超越论的主观性之划分。但是在人性之中，自然是作为非精神的东西，作为在人之前总是已经存在着的东西被给予的。在超越论的解释当中，自然本身变成了超越论的历史之产物，一种“永恒的”超越论的历史之产物。在某些阶段上自然总是已经与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一起被构成了，自然中介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相互的“反映”。凡是在人的历史之中，凡是在当前之中和在所有曾经展示过的过去东西之中，作为人的环境世界（作为历史上的人类作为为它显现着的世界，作为对它有效的世界而意识到的世界，原始人的世界，古希腊人的世界，罗马皇帝时代的世界，还有处于其一切历史阶段之中的科学之世界）而出现的东西，这些东西只有作为处于其动物的历史性之中的动物的环境世界，才能够在另一个方向上继续；在追问超越论的-意向活动的对世界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全部的无数的阶段之中一定会得到意向上的统一——时，这就会变成作为世界这个超越论的现象的超越论的标志。我的，这位现象学家的被以超越论方式询问的世界现象，在解释当中通向了对于我而言在无限的像似地平线的东西之中存在着的人和动物（在意向上，因此按照意义在这当中包含的）世界现象。所有这些世界现象都进入到超越论的指示和询问当中，它们全都以世间的方式一起存在于意向上的相互交融之中，并且具有我的和我们的所有人的现象。这种世界现象随身带有作为理念、并作为意向活动-意向对象方面的共主观性之相关项的处于存在方面的真实性之中的世界。在其相互交融之中，在其超越论的内在的相关性当中，它们随身带有作为“极”的相关项。但是这个极，一个极，并且同时又是由诸个极构成的全体，是一种发展之极。人的自然和人的历史，变成了超越论的历史之统一的超越论的标志，在这种超越论的历史当中，超越论的主观性本质上是已经生成了的和正在生成着的，并且在这种正在生成-已经生成当中有其持久的、在超越论的永恒的生成当中无限地生成着的存在。它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它的无限性是历史的无限性，这种无限性在直至完全不可理解的东西的自然之空间时间的无限性当中都被遮蔽了，注1246它在人的历史当中被提升为可理解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说，仍然被以超越论方式遮蔽了，但是对于这位现象学家来说，它在其遮蔽当中变成了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象学家和现象学本身都处于这种历史性之中。如同所有超越论的东西在出现时都世间化了一样，它显示超越论的主观性本身之一个发展阶段，即超越论的全部主观性之超越论的自身认识之出现的阶段。


  人的历史性之领域和历史的认识之特性（对历史上被给予的东西之每一个“理解行为”之特性）


  处于历史性之中的人总有一天会致力于历史，就是说，他揭示他处身于其中并且他在其中生活的周围的人处身于其中的历史。在这当中还有：他揭示他在其中生成并且他的周围的人的统一的当前在其中生成的无限的世代的过去。如我们知道的，这就是说：在生动的共同体的当前之中在这里存在着的诸间接的记忆，作为对记忆的指示的文物古迹，同样还有文件等等的指引下，他以各种不同的自明性程度重新构成这些早先的当前，并且最后构成诸连续的关联，构成这些已成过去的当前之越来越远的扩展着的诸段落。每一个当前都是作为那个对于这个世界之中的人们总是存在着的世界的世界，作为在他的当下的现在之中为他显现着的世界的世界，作为这样那样对他有效的、具有作为个别“单独地”和“相互地”为他“存在”着的人们（就是说，作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看到的东西、相互统握的东西、相互促动的东西等等的人们，但是是按照他对他们的统握或者他的进行证明的根据，而具有的人们）的人们的世界的世界。历史学家作为他的当前的人，并且作为拥有自己，拥有他的同伴，拥有如此这般处于有效性之中的他的这个当前之世界的人，作为在内容上如此这般地进行理解的人，在他的表象和判断中重新构成诸过去、诸早先的当前。在这当中，他理解他的包括自己本身在内的当前，甚至理解他的作为已经过去了的，作为在历史的时间中“被时间化了的”，作为诸前提之可理解的精神后果——这些精神后果不外就是作为连续地彼此分离开的随之出现的世代的诸当前，世代的“诸时间”，具体地自然地作为由人类和其各自的时代的诸人类的世界充实了的“诸时间”——的历史化。


  人（处于共同一起之中的人类）在每一个个体那里，并且在被联结起来的共同一起那里，是主动的，实行行动的，并且在共有地统一地为这个人存在着的世界之空间时间上的彼此分离之中，在行为中外在地表现出来，并且外在地在空间时间上共同地产生着共同地在此存在着的作品，同时还共同地生产着世界方面的附带的结果，但目的并不在这些附带的结果上，而是这些附带结果作为表现人的行为的，表现失望的等等的在这里存在。因此在人的关联之中的一切活动，一切行为，都一起进入到这个世界之中，同时对于人而言，它们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借助于精神的面貌表现出来的：行为，并因此还有作为目的所在的东西，或并非目的所在的东西而由行为产生的东西。


  除去事物性的行动之外，在这里还必须立即谈到与另一些人的联结，与另一些人的交往，与另一些人的约定，社会方面的人格化。借此以下这些问题得到了回答：友谊，婚姻，集体，团体，以及契约，合同等等是如何进入到世界之中的，客人，社交聚会，蜂拥集合的人群，示威性群众集会等等是如何进入到世界之中的。此外共同的行动和共同的作品等等是如何进入到世界之中的。


  处于情况之中的人。情况之相对性


  人被具体地理解为处于其具体的情况之中的人，这种具体的情况是通过直接的经验（在在场之中的经验）或通过间接地连带被给予的经验而为这位理解者存在的。两个人在他们的相互联系中相互开导，因为两个人首先都是像地平线那样地以一个熟悉的东西之核心和一个不熟悉的东西的模糊地带（但是预先具有一种像地平线那样被预先规定的熟悉的东西之形式）被给予的。关于人的这种说法就情况之已经被理解了的东西而言，预先规定了该人的整个的表现的外部特征，这种情况他不仅是现在看到了和听到了，并且是在某种定位中和某种显现方式中看到了和听到了的等等，而且也预先规定了他的超出这些表现之外部特征的表象行为，思想行为，他的情绪反应，他的在这些方面的行动等等。属于情况的有也是作为个人的东西的事情本身的东西（按照其重要性的情况），有他对之说话的人们，有在这旁边作为一起听的人而影响他的人的人们，有以书信的方式，比如以他拿在手中的这封信，与他发生关系的人们等等。注1247


  很显然，情况应该相对地理解。最近的情况，例如这间房屋的情况——在其中这位“陌生的来访者”被这个家庭的常客或同时的来访者理解为就是陌生的来访者——，就对于那个来访的个人本身之具体的理解行为而言并不是唯一可以考虑的。如果这种情况对于这个理解者而言作为某个职业上的职务的人将会变成熟悉的，或者现在就是熟悉的，那它就立即使人注意到这个人的进一步的情况——当然首先又是以地平线方式，只是作为按照一种普遍的形式而变得熟悉，但这是通过他当前的行为举止变得熟悉，而且也许是非常广泛地，通过更详细地规定而变得熟悉的。人的此在，人的生活，是作为对于他本身而言以地平线方式在熟悉和不熟悉，近和远之持续不断的和持续不断地变动的对立中进行的，因此总是“在环境世界”之中进行的，在这个环境世界之相对性当中进行的，或者用一种不同的说法，在世间情况之相对性当中进行的，并且他的持续不断的历史性，他的历史性和他的环境世界的历史性就处于这种变动性之中。正如这种历史性是由他的生活本身得到丰富的，而且对于他而言是个别地得到丰富的，对于在经验他时进行理解的周围的人而言也是个别地得到丰富，并且一般而言，被改变一样，因此一种由人们而来的世界方面的持续不断的生成已经属于这个生动的当前，并且形成了这个生动的当前之当前的历史性，因此这个当前——只要这个当前在它的总是对这个当前进行理解的意识之当前的生动性中伸展得到——本身就是历史上生成了的。在以前的当前之生动性当中曾经有过向新的当前之中的变化，并由此出发向总是新的当前之中的变化。在这当中，在生活之进程中，过去的当前逐渐地沉没到一种“无意识”的昏暗之中，而这个当下的当前则在自己本身之中揭示出这个作为昏暗的但是能够询问的地平线的过去之地平线，当然是按照持久的获得物之主导线索，而且是按照在其暂时是空洞的类似地平线的历史性之中可以理解的获得物之主导线索揭示出来的（例如古代的“不可理解的”文献，古迹——我们再也不知道它们所意味的东西，然而它们却作为“标记”，简短说，作为墓碑，作为胜利纪念碑等等，通过某种方式的理解存在于当前的世界之中）。


  对于我们而言确实存在着的世界之历史性。关于世界的科学和世界之历史性


  这整个的具体的世界，作为现在总是在意识上存在的环境世界，属于这种历史性，这个意识上的环境世界“对于”处于其人的共同体之中的人们而言，在每一个当前，并因此在历史的连续性（这种历史的连续性意味着历史的时间）中，都在此存在；人并不拥有一个不同的世界，而且从来也不曾有过一个不同的世界。


  如果在人类之中已经生成了科学，人的纯粹以心灵-个人方式进行的活动之一种成果，而且是被共同体化了的活动之一种成果（这种成果如同文学的成果、经济的成果等等所有其它的成果一样，也进入到历史的环境世界之中），那么对于诸科学家而言（不论是进行研究的科学家，还是进行学习的-进行理解的科学家），这个世界恰恰并没有以另一种方式呈现一种比通常更广泛的意义规定，不论什么已经为人们存在着的东西，在积极主动的继续的生活之进程当中都呈现新的意义，新的意义增长，新的意义构成，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和这些东西一起继续起作用——当然是暂时地继续起作用，在一再个别地和整体地插入进来的诸意义形成物之历史的进程中继续地起作用。应该注意到，所有这些东西在这里是如何成为诸重要的详细的描述之课题的，这个世界，因此还有人和人类，贯穿于这个历史之中，对于我们大家，并且在每一个人的理解之中，都是一个世界。作为历史的世界，作为个别地被意识到的世界和共同地被意识到的世界，在进行经验时总是被统觉的世界，被思考的世界，被神话化了的世界，被科学化了的世界，被以宗教方式解释的世界等等，它处于它的持续不断的变化当中，然而却是一个世界。在对世界进行统握之特殊形态中，在我们的，和被我们理解的人们的，民族的，时代的对世界之统握的特殊形态中，可能仍然会显现出极其大量的矛盾，在相互交流当中我们可能就真和假进行争辩，但是这是同一的世界——对于所有的人而言当然都是同一的世界，在意识上同一的世界，这个世界被相互矛盾地统握，人们就这个世界进行争辩。我们作为科学家建立起一种作为真实的世界统握的世界统握（“世界表象”），根据这种真实的统握，我们将诸不同的统握评价为神话式的假设，或者评价为在科学上早已过时的，因此这在同一的世界之存在的自明性方面并不改变任何东西，原始人也表象这同一的世界之存在，不管他们将这个同一的世界表象得怎样错误，我们对于这个同一的世界只不过是表象得更好些，或更确切地说，只不过是判断得更好些。因此在这种同一性之内部，由于历史科学之以持久的相对性出现，也在科学上区分出作为历史的真实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科学的历史。


  当前之相对性——兴趣之地平线注1248


  处于其历史性之变动中的世界之统一性已经作为总是现在的环境世界，处于生动的当前之中的世界，之统一性的自明性显示出来了，我们的当前的生活作为实践上的地平线与这个生动的当前相关联；例如对于商人而言的当前的“旺季”，对于部长而言的这个财政年度，对于国会而言的这个会期，最后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他的整个的可通观的统一的兴趣生活等等都与这个生动的当前相关联。这个当前不管怎样被以不同方式统握，被按照其可全面理解的变动着的相对性统握，它总是围绕这个生动的现在之喷泉而中介一个“可通观的”过去和被展望的将来，这个喷泉事实上就是这个真正清醒的流动着的当前。


  但是这个现实的现在之中的主动的自我由于它的现实的兴趣而包含作为兴趣的地平线的一个特殊的过去的地平线和一个特殊的将来的地平线。尽管作为地平线只是偶尔才在回忆当中真正直观地准当前化，这个地平线仍然形成一个被限定了的、生动的、昏暗的基础，这个基础在这种持续地被唤醒的状态中，并且在为直接可能的反向回忆和向前直观的准备状态中，就作为这种东西明确地与它的已经沉淀的兴趣之已经沉淀了的生活之地平线的更广泛的基础区分开了。由现实的，使一个新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起作用的经验之每一次闯入，都形成一个新的兴趣地平线，一个新的“当前”。在这个“广泛的”当前之中，重新回忆的目光连续地通观诸过去的生动的当前和诸过去的世界，即那些当时，在一年前，十年前（从开始就职时起，从建立交易时起等等）曾对我并对我们共同有效的世界。在这里应当是：“当时我这样地看到了‘这个’世界，当时‘这个’世界对于我，并对我们看上去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所有的不外就是当时对我们有效的那个世界，并且我们曾一再地拥有一个不同的世界——但是在连续进行当中我们不是随意地说，而必然总是说，同一的世界——如其总是对我们有效的那样的世界。这种有效性尽管具有校正之形式，但是即使在校正之前对于我们也是“这个”世界，是作为在时间的样式之中和在内容方面变化着的这个同一的世界的“这个”世界，但是也许同样也被后来的当前之人们“校正”了，而这种校正本身只不过是对于又可能被校正的同一的东西之新的统握。


  我和我本身一起处于共同体之中  ——和另一些人一起处于共同体之中


  应该注意以下情况：即即使是作为仅仅由现实的和可能的进行通观的，再次进行准当前化的意识生活本身而来的人的环境世界之统一的世界之这种统一，也是统一。我自己的处于其像似地平线的东西之中的，并处于其当下的诸兴趣和诸兴趣地平线之变化中的，与此相应地处于其记忆的回溯之变化中的和前瞻之变化中的生活，是和自己本身一起存在于固定的共同体之中的，它借助于这些回忆的系列在自己本身之中并为自己本身实行持续不断的综合，由于这些综合，“这个”世界贯穿于一切能够通观的当前而被意识为是所有对于我起作用的变化着的方式之同一的世界，所有变化着的时间样式和所有内容方面的统觉之同一的世界。但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在所有这些东西上，在所有这些知觉，所有这些记忆（所有这些准当前化）之中，都以记忆的方式与另一些人，与当前的、过去的、将来的另一些人，一起存在于共同体之中，以现在、那时、将来这些样式一起存在于共同体之中。这就是说，在我的当前的、过去的环境之中我（以“移情作用”的方式）经验到另一些人，并通过这另一些人，作为也对我起作用的，经验到他们的环境，经验到他们的与这同一的共同对我们有效的世界（作为在我自己的综合之中，和在他们的被我一起理解的，对我一起有效的综合之中被视为同一的世界）的关联。正如我贯穿于他们之中，通过准当前化而占有他们的意识生活，并将他们的意识生活和我的原始自己的意识生活结合在一起时，我就提供了作为同时是我的和他们的世界的这同一的世界一样，同样我也对他们实行统握，以有效性将他们作为另一些人而拥有，这另一些人同样也在自身中经验到他们的作为同一的世界被意识到的世界，作为通过移情作用到我之中也被他们意识为他们和我共有的世界。意识生活之统一，是我的并且是和我一起处于现实的和可能的移情作用共同体之中的所有其他人的意识生活之统一，而能够由我，并纯粹由我展示的所有其他人作为包含于它之中的存在有效性，在自身之中一起展示以下情况，即这些对于我而言的另一些人在自身中拥有作为共主观的他的另一些人，这当中也包括我本身，正是因此他们和我一起存在于这个意识共同体之中，正如我和他们一起存在于这个意识共同体之中一样，在这个意识共同体之中，这一个世界对于我们大家必然会存在。它是我们的历史的此在之这一个世界，这个历史的此在恰恰是生动的，在生动的生成中进展着的此在——而且是历史地存在于它的统一本身之中的，是内在于诸历史的环境世界之中的同一性之统一。它总是以不同的存在意义呈现出来，以不同的有效性成分呈现出来，不仅在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普遍地一般地有效的东西方面呈现出来，而且也在个人和团体所特有的特殊的统觉方面呈现出来。注1249


  这涉及这个到处于其涌流着的并且在这当中受到偏爱的历史性之中的，贯穿于直至当今的时间的一切历史的时间的世界。但是这些刚刚谈到其意识生活的我们人也全都属于这个世界，如我们看到的，在这种意识生活当中世界作为连贯的综合的统一为我们构成。凡是是某个人的东西，凡是我本身作为人所是的东西，凡是普遍地属于人的存在本身的东西，当然都是我由我的对自身的意识汲取来的，这种对自身的意识按照在当下的自己的当前之中引起统觉的动因贯穿于处于历史性之中的，处于总是新的对自身的统觉之中的我的意识生活之流中。这些统觉只是部分地以一种意义存在，即以一种被归于作为如此存在着的东西的我的在诸特性上的内容存在，这些特性贯穿于时间的进程而继续对我有效，并且现在仍然对我有效，不论是作为我，这个现在的自我，仍然现实地拥有的特性，还是作为如我当时曾是的我曾经现实地拥有的特性，正如我那时就已经将它们作为我现实地固有的而归于我一样。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那个我现在归于我的东西，肯定经常很快就被我当作“错误的”抛弃了，为此我将另一个东西归于我；或者从前我作为我的如此存在而归于我的东西，后来，也许是现在，我肯定会判定为是自我欺骗。当然即使是对于我而言的另一些人，对于处于历史性之中的我而言也是我的统觉，通过这种统觉，他们以他们当下的存在意义对我有效。属于这种存在意义的还有他们的自身统觉之可变化性（在这些自身统觉之中，他们对自己本身有效）和进行交换的统觉之可变化性，在这些统觉中，他们相互有效，并且我对他们有效。


  处于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之中的作为有身体的个人的我的自我之不中断的持续性


  但是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区别。在我的对自己的统觉之变化中，我可能像通常一样判断我的如此存在，较广泛地判断或不太广泛地判断，以某种规定内容判断，时而将我的如此存在判断为是骗人的假象，判断为是真实性，我作为存在着的和持久存在着的自我，存在于不中断的有效性之中，而且持续地存在于这种有效性之中。应该清楚地注意到，在这里，在我们的关联之中，这所说的应该是什么。所涉及的绝不是笛卡尔式的自我（ego）之确真的存在，而是处于通常意义上的自我，我，这个人，我，这个以身体方式存在着的个人。我能够将另一些人之存在，甚至将我知觉到的那些人之存在，评价为是假象，而不仅是评价为他的如此存在。对于我的另一些人情况并不像下面这样，即我虽然主观上多次地对他进行统觉，但我对他的存在却仍然总是毫不怀疑。就是在这里已经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区别，即我的具有身体的个人（比起“心理物理的生物”我更喜欢这样说，以避免任何能够通向现代心理学的思想特征）在我当前之领域中，而且就是在每一个最严格的涌流着的当前之中，已经必然在知觉上在此存在了，连续地在此存在了，必然地以存在有效性在此存在了，并且它同样也已经属于或将属于是我的当前的每一个过去的当前和每一个将来的当前。另一些人一次在我的当前之领域中，对于我而言的当前的世界之领域中存在，作为在此存在着的而存在，另一次作为并非在此存在着的而存在。此外按照以上所述，也可能发生以下情况，即他们在我的当前之中（或者在我的更早的当前之中）作为在这里出现的对于我而言变成了假象。但是我不是间或地出现的。在所有对于我而言在此存在着的东西那里，我都已经在场了，如我曾说过的，在统觉之形式中我是有身体的个人，这个有身体的个人，在如此存在之所有的变化当中和在如此存在之时而保持着的时而被消除的有效性当中，的确总是具有并以确实性保持有身体的个人这种持久的形式和一种持久的个体的意义（一种以不动摇的存在有效性在这种形式中一起保存的意义）。并没有为自我欺骗设定任何界限，但只是按照规定内容设定界限。因为界限就在于，我是这个以人的方式存在的个体（正如我很少能够可靠地进行规定那样），我以确实的可靠性存在。因此这个为我存在着的世界具有一个连续的中心和一个处于我的以身体的-个人式的存在之中的不动摇的核心成分。


  但是也许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东西。关于周围的个别的人，我可能会弄错；此外我可能将个别的人、团体等等想象为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因此在可能性方面对他们做相应的改变。但是我能够将我想象为是这个为我存在着的世界之唯一的（solus）核心，而且的确是这个为我存在着的世界之唯一的核心吗？


  只要我想象世界中的某个东西不存在，因此也想象世界中的某个人不存在，这个世界当然就不再是同一的世界。但是我们确实考虑到，这个世界作为预先给予我们的，并且继续给予我们的世界，作为预先给予我的，而且继续预先给予我的，而且在所有其他人之前就给予我的我的意识方式之统一，是处于类似地平线东西之本质形式之中的，处于具有一个地平线的相对熟悉的东西之本质形式之中的牢不可破的有效性之统一，这种地平线预先就是诸无限的，尽管按照方式是受限制的诸可能性，关于实在东西之诸可能性之作用范围，关于这些实在东西之设定，作为存在着的或并非存在着的，对于我而言预先就是不受约束的。但是我们曾说过，应该强调，这个地平线按照其方式是被限定了范围的，因此我们的确并不是充分自由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该考虑，我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另一些人只有通过我的诸有效性，并且最终通过我的进行经验的诸统觉，才会为我存在，而且是在一切确信之样式中为我存在，甚至是作为诸可能性借助于我的改变思想的行为之诸样式为我存在，例如现在我能自由地想象，一种普遍的死亡消灭了所有作为人的此在，或者也能想象，我如我所是地存在着，我不仅如通常那样就另一些人在个别的知觉和个别的记忆方面搞错了，而且就所有另一些人借以一起为我在此存在并且以世间的方式曾为我存在的一切知觉和一切记忆都搞错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关于我的意识生活，关于我的心灵的存在的想象也改变了，我变得与此前我针对我的想象方式不同了。但是如果我将所有的人都想象为在这个世界中不存在的，将所有自我式的（还有动物式的）存在都想象为在这个世界中不存在的，我可能仍然是自我，仍然是这个人，只不过恰恰是某些东西变得不同了，具有了不同的心灵的内容吗？能够不加考虑地就这样说吗，或者甚至就像在自然科学家那里那样，将它当作自然科学上不言而喻的东西建立起来吗，或者，在这里不是显露出一个真正的，也许是艰难的问题吗？显然，一种对人类以想象方式进行的，以假设方式进行的改变的想法，也涉及这个被人性化了的世界，这个人类历史的共同的世界，如果我们将所有的人都想象为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能够将所有的人都想象为是不存在的，世界也就不再存在。但是自然，世界之这个必然的核心，不是仍然存在吗？即使当我们想要获得世界之本质的东西时——我们也仍然实行这种自由的变换，在这种自由变换中我们改变想法，这个应该以普遍性对其改变想法的东西正是成问题的东西。显然，对这个成问题的东西我们也能够像下面这样描述：像描述事实那样描述按照对我们有效的东西而事实上对我们有效的世界的诸变化的可能性，而在这当中这些可能性现在一定会如何一起改变则由诸地平线决定（因为我们恰恰只有通过设定诸可能性，才能够理解这些变化）。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能够以直接的自明性形成这种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说，我们能够如同超越论的分析学之康德派那样通过适当的净化而就自然之形式实行论证……


  11月12日，续。


  然而这里正需要以具体的方式从事实出发，从“我和为我存在着的世界”这个事实出发，并且在重新描绘这个事实方面的普遍的结构时，必须考虑到将偶然的经验的事实与处于本质意义之中的结构性东西分离开的方法，或更确切地说，对处于事实之中的本质的形式进行认识的方法，这种本质的形式之“变化”是不可能的，在可变化东西之中，这些本质的形式是保持不变的。


  我本身之自由变化看上去是怎样的呢？在多大程度上我能够自由地改变另一些人呢？这会如何影响我的自由变换呢？再者，我如何能够自由地改变一个事物呢？


  附录XXIII  目的论（约写于1931年11月13日）


  如果我们在系统的进程中从下面开始建立起预先给予的世界之超越论的结构，那就会注意到：在这种任何时候都需要实行的“澄清”当中，与这个本质形式相对，处于其流动着的存在之中的现实的内容之事实被当作前提。这显然同样也适合于“绝对者”，这个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一般。我们所揭示绝对者就是绝对的真实事态。


  在这里不由得产生了下面这种考虑：通过现象学还原我揭示出作为世界这个普遍的“现象”之自我的我的超越论的自我（ego）。在对我的超越论的存在和其中的超越论的包含物之系统的揭示当中，在对构成之持续不断的追问当中，我（通过原始的自身构成之诸阶段和在这当中以意向方式包含着的对另一些人之构成的诸阶段和另一些人为自己而自身构成的诸阶段和我为另一些人而自身构成的诸阶段）获得了对作为超越论的共主观性（处于空间时间的自然之形式中的，在诸心理的主观之中的身体化了的[物体化了的]，因此具体地作为心理物理的人，客观地存在于自然化了的世界之中，在其中存在时同时作为对这个自然化了的世界进行经验的，对其进行认识的，作为通过在感受时的评价行为发现世界之中的价值和无价值的东西的，作为在世界之中行动着的，指向有价值的客体的，由有价值的客体而生产新的有价值的客体的，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世间化的超越论的成就的“世界现象”的认识。


  在继续进展当中我理解到，贯穿于每一个超越论的此在，但不仅是个别的超越论的此在，而且是处于共主观的共同体化之中的，并且是作为共主观的整体性的超越论的此在的，是“完善化”这种对统一性的追求。下边的情况并不是偶然事件，即总是和经验的细节，评价的细节，行为的目的和行动的目的（企图）的细节打交道的人，决达不到满意，或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处于细节之中的，并且处于有限性之中的满意是真正的和充分的满意，并且满意使人们注意到生活之整体性和个人方面的存在之整体性，使人们注意到通常的有效性之整体性当中的统一，这种统一超越了一切有效性。具体的个性之统一并不是一个得过且过的，时而实行这些有效性，时而实行那些有效性的自我之任意的统一，同样处于在流动着的时间和流动着的世界之敞开的历史性之中的诸个人之具体的共同体之统一也不是。个性，行动着的自我，在所有它的活动当中都是以实践的方式存在的，一切客观化都是实践上的成就，处于客观化、构成之序列当中的实践之最后的阶段，是世间的实践：这种世间的实践从一开始，并且本质上，在进行经验时，在进行评价时，在努力实现（使变为现实）时，作为不独立的层次包含被指向状态，而这种被指向状态就是使有效的行为，并且接下来就是以有效性拥有的行为。但是个人并不是以多种多样方式存在的，并不是处于采取态度的行为和具有态度的行为的多样性，使有效的行为的多样性，原理的多样性当中的通常拥有作为获得物的有效的原理的空洞的自我。这个作为人的个人具有其处于其多种多样的努力行为之中的个人方面的统一。在他的所有的个别的感受当中，他作为感受-自我，都是统一地存在的；首先，在他的所有的经验当中，他预先就构成了经验世界之统一，至少是作为自然，并且是作为建立于自然之中的作为单纯的事实的经验上的世界之世界（一个只是以事实的方式存在，但是远不只是以事实的方式存在的世界，如其“应该是”的那样的世界）构成的，因此在自身之中达到了将一切经验中的确信连同一切经验的内容导致一致的、普遍的确信，尽管是在校正的情况下导致的。因此他作为个人，在自身中拥有生活，现实的生活和可能的生活（这种生活在经验的有效性方面，在进行经验的习惯性方面，是普遍的统一，而且预先就是统一）之一种普遍的统一，拥有一个在其流动的生活之中，在其进行经验时采取态度中，通过自我纠正而总是保持着的自我之灵活的样式。这是作为总是拥有世界——拥有这一个作为事实的唯一的世界——的个人的个人之统一。注1250


  所有现在已经存在着的东西都涉及感受，所有存在着的东西都在价值的统觉当中被统觉，因此唤醒了渴望的态度，未被满足或已被满足的渴望的态度；与此同时指向获取价值，指向准备提供价值，由较低的价值形成更高的价值等等的行动被唤醒。注1251但是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地存在的，这个自我也“想要”在评价时作为创造价值的自我和拥有价值的自我而存在，因此“想要”习惯地保持在他的进行评价的态度之中，并且“想要”作为进行评价的自我达到一种普遍的统一，就是说，在这里存在着一种达到普遍的统一的必然的趋向。价值有其贬值之特殊形式，不仅是由价值客体之存在和被预见的价值特性之存在而来的贬值之特殊形式，而且也是贬值之方式，或者是由于在与较高的价值比较当中的较低的价值，或者是由于在牺牲的情况下个人方面的对优先的绝对的要求（非真正的较低价值）。此外，客观的价值虽然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价值，但是作为能够享受的价值并不是每一个人所特有的。与以下情况相关联，一切客观的价值都有对绝对需求（博爱）的关系，即一切价值——客观的价值——由于一起追求该价值的人之可能放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可实现的价值，并且一切价值之客观性也是特别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注1252所有享受的价值（处于其与将来的可能的享受之关联中的）由于以下情况必然会经验到的那种升高就达到了这种情况，即这种享受的价值在一个当前之中能够积累，并且能够从当前到当前地导致实践的此在之一种精神上的振奋，由于新获得的更高的价值，价值的丧失被加快，并且由于这一个新获得的更高的价值，一个当前之价值的升高被加速了。处于一种有规则地满足其本能和由本能所标志的价值的状况之中的动物，生活于一个处于被限制的（由重新回忆和向前回忆的狭隘性所限制）时间性之中的有限的环境世界之中。生活于饥饿（在被扩展了的意义上的）之周期性当中——作为处于这种空的形式之中的饥饿增强了，然后得到了满足，在这种满足之中甚至又增强了，然后才下降——是“幸福的”。更确切地说，当饥饿时，它不满意，而吃饱之后就满意了，自己吃饭之后甚至是完全地满意了，如果它能够通观它的如此这般进行着的生活，那么它就不会希望任何比这更好的存在。


  人生活于“有限性”之中，这种有限性就是人的持久的生活的地平线，人超越了本能，人创造了更高阶段的价值，并且超越这种价值。每一个人都处于一种无限敞开的价值-世界之中，而且是处于实践的价值之世界中，这些实践的价值能够被无限地（in infinitum）超越，这些价值是在超越之中以人的方式形成的。人们创造的所有东西都提示更好的东西，注1253并且一般而言，都有更好的东西，这种更好的东西已经被另一些人所获得，但是除非了另一些人自己，我本人不可能享有它。


  人，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处于不停的运动之中——处于对对于他而言的价值世界，对于所有人而言的价值-世界的追求之中，这个价值世界能够同时为所有的人提供幸福的可能性，为所有的人提供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对于他可享用的一个价值-世界之面貌。


  享乐主义的，“感性的”价值和“精神的”价值，爱之价值


  但是所有这些表明的只是幸福之较低的阶段。作为每一个人之生活的地平线的这种无限性——只要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地平线包含世代的人类之无限性，并且对于他而言是敞开的生活的地平线——带有处于地平线之中的死亡和命运，并带有自杀之可能性，甚至是共主观的“自杀”之可能性。在这种敞开的无限性之中，幸福不合情理。此外：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并不存在享乐主义的价值；享乐主义的价值在享受中有其起源，最终在感性的感受当中有其起源，并且它们总是在享受当中变为现实的。所有生产享受的努力都是“也许”实践上准备另一种享受并使这种享受成为可能的努力。


  个人之价值——不是在那种他纯粹作为享受之准备而拥有的价值之意义上的价值，而是形成他的“真正的”价值的价值，为了“真正的价值”的缘故被爱，正如一切特殊“精神的”价值一样，这种精神的价值是由完全不同的来源而产生的，即由确切词义的爱这个来源而产生的。在这种词义上，爱的享受是一种悖谬（因此布伦塔诺的“爱之现象”在题目当中听起来就已经宣告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爱，在爱当中沉醉于另一个人，生活于另一个人之中，与另一个人取得一致，注1254完全不是享乐主义式的，虽然爱建立起快乐，建立起“高度的”快乐。在这里肯定也估计到“价值”这个本质，估计到在个人的价值和享乐主义的价值之间的价值比较。一切来源于个人方面的爱的价值（不仅是提供个人本身之价值的价值），都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本身在“享受”之中，即在作为价值的经验之中，在进行评价的高兴之中（在否定方面的不愉快之中），都需要在进行爱时的献身精神；这是这样一种爱的献身精神，它在返回来反射时，为实行这种爱的献身精神的，例如实行为高级的艺术工作的献身精神的每一个人个人，增加个人方面的价值。


  在一切爱当中都存在着崇拜，在一切崇拜当中都存在着作为本质的赠品的幸福。人们确实可以长久地经验到这种幸福，然而在这里容易想到一种危险的反常情况，即人们将这种爱的献身精神当作单纯享受之手段来看待，并且用献身于兴趣来偷换它。这种爱的追求并不是在兴趣当中得到充实的，而是在对立面得到充实的，这个对立面只不过就是这种充实之伴随结果。


  这也导致有关自然之“美”的问题。这仅仅是一种感性上的美（自然之享受）吗？或者在这当中不是也存在着一种本能的爱？并且对于发展了的人类而言，不是也存在一种提供隐蔽的精神的内容的爱吗？


  不同形式和不同阶段上的爱。相关项：崇拜，忠诚，幸福，令人愉悦的美。


  作为在一切幸福之中的掺杂物的感性感受。在沉溺于爱的感受当中，也许感性的成分受到过分的强调。但是所有这些都必须重新仔细思考。参看从前的手稿？


  附录XXIV  处于预先给予的（“历史的”）世界之中的科学。存在的科学和历史的科学（1931年11月13日和14日）


  〈内容：〉国家是历史学之必然第一的东西和必然起指导作用的东西。与使人类（从家庭开始）统一相一致的人类世界、家乡世界等等之结构以及政权——国家。日常发生的事情之概念，私人的事情之概念。


  处于世界——这个世界从它那个方面说只是在作为以超越论的历史性对自身进行构成的统一，作为对于人（这个人乃是在这个被构成的世界之中被构成的人）而言是历史地为他呈现着的世界，以历史的相对性存在的（在这当中人本身总是在历史的呈现当中呈现着）——之中的科学家们以及他们的科学本身。但是这个同一的世界之连贯的统一对于人而言是在历史的记忆当中呈现的，并且最终在逐渐变为历史学时，是以流传下来的关于世界的描述和关于人的描述之相对性呈现的，这个同一的世界对于人而言现在是作为当前的世界而有效的，并且当人自动地由以前的有效性而接受下来，并对其进行批判和校正时，这个同一的世界是作为贯穿于诸历史的时间的过去的世界和将来的世界而被他设定的。这种历史学作为当前的人之形成物，并且由于客观地适应人的当前的世界——作为一般文学的文学作品，以及相关联地，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之主观的表象行为、思想行为、批判行为之文学作品——而本身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本身正是历史的世界之组成部分，这个历史的世界恰恰超越这个当前及其历史学家，在历史的时间化或和时间性中，或者在世界性的时间化和时间性中，是继续流动着的流之组成部分。这同一的东西当然也适合于每一个门科学，同时也适合于每一门科学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和科学家都是在历史的时间之中开始的，并在流动当中继续形成着。


  科学将世界当作课题来拥有，在这个世界当中，科学本身作为一个世间的构成物出现。


  1）处于朴素性之中的科学，关于生活于朴素的现世之中的人的科学；


  2）超越论的科学。


  历史学：它的课题是处于已经以人的方式形成了的世界之中的人；处于其流动着的当前的此在之现实性之中的人，处于其环境世界之中的人，首先是处于其日常的、总是当前的家乡世界之中的人，这个家乡世界作为人的生活之基础，他的所有物，天的时间和年的时间之熟悉的周期性，也作为具有所属的需要、与这些需要相关联的生活的活动以及在这些活动当中产生的预先操心的获得物之周期性的年的顺序——因此这个人就这样受他的早已熟悉的最切近的环境世界的刺激，并在环境世界中进行经验，进行思考，进行评价，进行活动，并将这个环境世界作为被经验的环境世界，并作为像生动的地平线那样的当前的环境世界与之发生关系：在采取态度当中，在行动当中，在现状当中与之发生关系，由生活之进程出发，在愉快和不愉快的现状当中与之发生关系。在所有这些东西当中，人表现了性格，或更确切地说，获得了性格，他表现出他的本源的个性，并在这种个体性当中发展了他后天获得的性格特征。所有这些东西都属于每一个当下之经验的领域，并被人-自我本身在具体的个别的类型之中统握，在生活中通过交谈被表达出来，这些交谈之普遍性东西所表达的正是处于明显的情况之个别东西中的类型东西。


  处于其当前之中的人根据情况被他的实践的兴趣所推动。但是这个人并不仅仅具有对于最近的近处领域的兴趣，而且对于作为具有发展了的文化的人的他来说，生活，努力追求，和幸福——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根本上都是在家乡范围内进行的，但是将他本身引入到不熟悉的家乡领域之中——都是与他的作为他的整个的生活的地平线的被构成的地平线相关联的。整个的地平线划分为近处的地平线和远处的地平线，对作为处于最熟悉的日常领域之中的生活的生活之划分——这个领域之建立于当前之生动直观东西之基础上的十分熟悉的方式被一些事件突破了，这些事件具有较远的熟悉，并且迁入到较远的地平线之中，正如这较远的地平线整体来看可能仍然是模糊的地平线一样，并且决不具有最近的家乡的地平线的那种完全熟悉的程度等等，这是对结构的艰难的意向的分析之课题。一个肯定是市民，是国民——这些词超出日常生活及其近处地平线而向外指示——的，在家乡以早已熟悉的方式从事活动的人之生活。涉及到国法，涉及到职务的法律，地方法律等等的例外样式的事件（作为普遍的类型之例外，矛盾，谋杀，偷窃等等）。在近处东西中还有机关，这属于公民的共同体、国家和国家机关之普遍东西，包括市长、主管行政机关之诸等级等等。


  这个国家在自己的周围有另一些国家；在每一个近处领域提供土地的自然继续地延伸，从村庄到村庄，最后所有的村庄，所有的村庄地区，都是国家的领土的组成部分。这个国家的领土在自身之外有以相似方式划分的外国的国家领土。所有这些在生活兴趣的划分当中都是有意义的，对故乡的兴趣和对在故乡的此在中幸福安康的兴趣，通过这些划分延伸着，并且按照国家民族共同体的这些内在的划分，按照国家民族共同体的这些总是按照领域在它周围的划分，将整个的国家民族共同体紧密结合起来。


  现在对于澄清历史学和普遍的精神科学之任务来说这是主要的课题。国家是普遍的历史学之第一课题，而普遍的历史学从一开始就绝不是处于纯粹理论兴趣之中的专门科学的普遍的历史科学（这样一种处于纯粹理论兴趣之中的普遍的历史科学其实完全是后来的事情，是在由纯粹理论兴趣而来的通常的专门科学已经工作很久以后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个人的兴趣，并且为了这些兴趣需要特殊的经验和认识，尽管在最近处是日常熟悉样式的经验和认识（对最本源的性质的熟悉东西的经验和认识）。但是对他生活于其中的国家的认识和对国家的历史的认识是一种普遍的兴趣，或者更清楚地说，国家标志一种普遍的兴趣地平线，并且以相同方式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兴趣之对象，关于国家的知识是为这种兴趣服务的，国家的历史，因此国家本身，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兴趣。


  在都市国家中，国家的诸机构是每一个人都熟悉的，并且在家乡领域中划分为：


  1）作为私人生活之层次的通常的个别的和进行共同体化的，或更确切地说，被共同体化了的生活之层次；个别的自成一体的家庭的生活，商业上的交往的生活，对家庭经济领域进行经营的生活，对家庭财产进行经营的生活，邻居间的相互帮助的生活，私人间进行相互约定的生活，还有交换财物的生活，都没有想到国家的法律、国家的规定和国家的禁令；另一方面，


  2）国家的东西，与争论和调节争论有关的，与正常的普遍的共同体有关的都市国家的机构（作为关于商业交易之规范制度）。此外还有保卫都市国家的机构，就是说，面对外国保卫都市国家的共同体之生活可能性的机构。在更高地发展了的人类生活中，在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城市之中，我们按照更高的国家制度都有的相似的东西，只要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城市正好也有都市国家的某种东西，有政府，有职位，但由于国家结构当中的等级秩序，这些东西正好并不是独立的。


  每一个人作为私人生活之主观，都是私人，作为服从国家法律的，并且作为国家共同体之成员，都是公民。处于每一个当前之中的国家共同体之社会生活，都是以习惯地形成的形式在正常的国家的生活当中进行的，而且是由每一个个别的主观出发以习惯的样式在其生动的当前之中进行的。不同寻常的突破及其规整形式本身又有一种标准的样式，等等。


  对于较高地发展了的国家的公民而言，复杂的国家制度不再是某种和通过社会道德和国家法调节的商业交易一起变得熟悉的东西和具体了解的东西，同样也不是自己国家和另一些国家的利益协调之以时而友好地在政治上相互理解时而激烈的争论之形式结合。在这里为了理解，现在我们必须也首先了解诸异己的国家和异己的国家之历史或者异己国家历史的统一，了解自己的国家是其中之成员的国家共同体的历史，而这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而且是对于作为他的国家之公民的每一个人而言，是一种共同的兴趣。


  因此完全包含着法的科学和国家的科学，地理学，法的历史，“都市国家的”历史等等的历史学也有益于他。因此在这里我们有一种普遍的知识，作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显然大部分是潜在的，未经培养的兴趣，在它的有用性方面一起属于人（正是作为他总是已经是的，出生于一个国家民族的那个公民的人）的一切兴趣生活。注1255


  当然存在着国家的地平线，它为每一个人在此存在（但是通常只是作为当前之当下的地平线存在），但是并不熟悉，并不是很容易就认识的。在这里我们又有一种特殊的机构：在这里存在着一些学习法律的专业的懂法律人，专业的政治家，等等。


  什么动因唤醒历史上的过去，以致于当它起作用时总是重新唤醒无限的过去，并将无限的过去变成生动的起作用的当前呢？


  另一方面，在实践的态度中，知识经常是有成见，被当下的诸势力利用的和歪曲了的。正如一切相似的东西一样，这也适合于服务于某种实践的每一种思考。与此相对的是处于理论兴趣之中的知识，科学，不参与的旁观者和研究者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知识在更高的程度上能够以实践的方式使用，并有益于每一个人。


  作为历史学的科学也面向“普遍的东西”（描述这种“普遍性”！），并且作为第一的东西，面向最普遍的东西（这种最普遍的东西就是政治的东西），然后才面向处于其结构上被改写了的个别的类型学之中的特殊的东西。因此也面向精神性之文化东西，这种精神性开启了一种新的普遍性。这种普遍的东西，这种坚持着的形式（在其中人类有个别的此在，并且处于其变化着的个别的活动等等之中的每一个个人都有其个别的此在），普遍的关涉者。但是在历史学中，它是被具体充实了的形式，是个别的形式，这种形式必须已经清楚鲜明地形成了。


  1931年11月14日


  文化的诸阶段，环境世界形成之中的诸阶段，地理-历史的地平线形成之中的诸阶段。


  人及其住宅，家庭以及家庭住宅。住宅作为最狭窄的“日常的”环境世界方面的当前，对于该家庭成员而言的当前。每一个住宅都有其“外部的世界”，外部世界的当前，住宅-环境世界。世界，环境世界，首先总是这个现实的世界，这个现实的环境世界，这个作为对于这个活动着的人存在着的当前的具体的当前。


  作为处于共生之中的家庭共同体的家族有其（稳定的或可移动的）更高阶段的家，“村庄”，村庄的地域。对于所有家庭的家而言的共同的内在的世界，个别的和在处于新的方式之中的村庄的普遍性东西中的共同的内在的世界（住房，居住场所，但是并不应用到单纯事物性东西上）。村庄又有其外部世界。在最狭义上的家乡，在最狭义上的被共同体化了的“人群”和在最狭义上的环境世界、生活世界（对于这个人群而言的当下的生活世界，现在存在着的生活世界）。然而在这里立即就应该区分：


  1）处于其日常性之正常形式之中的日常的生活在其中进行的内在的世界，“日常的世界”——有一个日常性之兴趣范围属于它。


  2）外在的生活世界，它不再是“日常的”生活兴趣之世界范围——但仍然是生活兴趣之世界范围。


  3）外在的世界地平线。


  但是在这里我们又必须区分双重的东西。在这个题目下，人具有家乡和家乡之外的世界：


  a）本源的世代的共同体生活（共生的）和作为商业和交通状况的环境世界的环境世界，作为在人的相互性之中的行动和受苦的环境世界的环境世界，预先就被给予了。在这个方面，他的家是像家庭那样共同地生活之家，并且它是在诸家之村庄共同体之中的家庭的家。这个村庄又被诸其它的村庄“环绕着”，被以领主方式相互联结起来或者没有被联结起来。不论在字面意义上的村庄所涉及的是“定居的”此在，还是游牧民的部落，在这个方面都不形成原则性的区别。“异乡人”，外在的地平线，又是以人的-社会的方式存在的，并且按照家乡和相关联的外地被划分。对于每一个村庄而言，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作为“日常性”之领域的每一个家乡领域的每一个人而言，都有异乡人一起在此存在；这个异乡人本身在不同的意义上就是对于这个在其家乡生活着的人而言的生活世界、兴趣世界，总是在商业和交通方面与他们有联系者。但是按照文化发展之状况（在这里这就是说：按照处于进展着的中介之中的并通过中介而处于有效的统一之中的人和人的诸统一之共同体化的阶段），这个外部的兴趣世界是较近的和较远的人的环境世界，并且是按照远近处于不同的地平线之中的，处于熟悉和“准备”之中的不熟悉的不同阶段之中的，作为生动的，总是以不同的力度有效的地平线之中的世界。注1256


  〈b）〉总是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区分：我们考虑到了统治之统一，一种按照意志被共同体化了的和被规整了的此在秩序之统一，这种此在秩序作为“国家的”此在秩序，以其间接性为异乡的村民，异乡的共同体（每一个异乡的共同体就本身而言都是统一，正如个别的家庭作为最狭窄的家的组合已经是统治的统一一样）提供统一。后者所意谓的是：村庄，我的村庄，有其最近的村庄，或者有由其最近的“其它的”村庄，异乡的村庄，相邻的村庄，构成的周围，这些相邻的村民（被统觉的，并且在意识的准备当中总是当前的，对于我们而言的村民，我的村庄的村民）又有其最近的异乡村民或邻居等等。这种间接性同时意味着一种超出“日常性”的兴趣联结和生活联结的间接性，除了那种能够将任何人的日常性与外地并与外地的日常性现实地联结起来那种间接性。在个人生活当中我们就有与日常的家庭同伴的交易（而且已经按照家庭的同伴和家乡的外人进行了划分），另一方面，在村庄的同伴和外乡人之间进行了划分，相邻的-村庄的外乡人或更远的外乡人。但是超出所有这些交易，我们还有国家方面的联结之统一，它超出所有的交易，以某种方式包括所有的交易，并且使每一个单个的交易都与“政府”联系起来，这是这样一种联系，它在一种发展了的人的存在当中超出了家乡领域。我们并没有由此而结束——与其它国家的战争与和平。


  国家是借助于权力的统一，借助于统治的统一。我们在家庭中就已经发现了这种统治。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在社会组织的每一个细胞当中）也都分离出作为统治者的统治的代理人，家庭的主人，父亲（处于其母亲方面的和家务的管理领域的，正在成长起来的，尚未成熟的，尚未被看作属于成年人之共同体的，对于他们而言首先应该受教育的儿童之这个美好的领域的母亲）。然后在个别村庄的联结当中，我们又有村庄统治的代理人和村庄的村民，作为以其公民的自由经受政权规整的人。在诸村庄的联结当中，在涉及到它的间接性时，我们又有统治的代理人。国家方面的涉及到全体的统治，规整全体的统治，就国家的统治而言，一切在统治方面的起功能作用者按照功能都是下属。国家统治的代理人（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一个唯一的统治者，这个统治者统治所有的人）具有一种不同于日常的生活，不同于普通“公民”的生活功能生活。


  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区分平日习惯的生活，属于世代本源性的和被需要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首先必须关心周期重复的本能的生活必需品，最低阶段的生活必需品。在某种范围内每一个人都生活于这种日常性之中，但是这个范围作为在其中进行着的生活活动之范围，由于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极其不同的范围。而且是通过以下方式，即国家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活动（从国家出发来看，服务于国家和国家的最高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另一方面从个人和家庭出发来看，国家以其全部的功能服务于恰恰是个人和家庭的自身保存）是一些特殊的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他们而言是对“平日的”兴趣领域和“平日的”生活之限制，而且必然是限制，国家的人性之发展越高，就越加限制“平日的”兴趣领域和“平日的”生活。在国家当中，私人的东西和国家的东西被分离开来，并且人也分离为通常完全献身于日常性之中，献身于私人的东西之中人的人（这就会形成关于普通人之确定的概念），和“按照职业”被国家任用为公职人员的人，即国家的机关工作人员，这些人拥有生活兴趣和生活活动之新式的日常性，新式的正常性。对于他们来说，本源的日常东西是第二位的东西，尽管并不完全是异常的东西，因为它总是显示出来，并且需要对它关怀，但是这种关怀变成了第二位的，并且大部分都被从他们那里夺走了，被日常的共同体文化之组织和属于该共同体文化的对于私人职业和由私人职业而使之可能的财富积累的划分，被（由国家整顿的）货币经济等等夺走了。另一方面，在私人的生活中，在私人生活之作为私人之整个的兴趣的此在和兴趣的生活之诸形式的不同的职业形式中，并不缺少国家职能之生活方式。每一个人都偶尔以某种方式是机关工作人员，但是恰好并不是以职业的方式，以总是为职业准备好的方式，并以这种意志指向之总是统一地起作用之方式是机关工作人员。只要这个公职人员作为公职人员与他发生关系，他就会变成公民，或者他就会现实地变成公民，并与该公职人员处于相互关联的功能之中（因此这个官方的公文、征税通知单等等当然就作为公职人员的代替者出现）。


  但是所有这些尚不令人满意。在这里作为“私人的东西”和国家的东西而形成对比的东西，或者作为区分而被尝试的东西，仍需要思考。


  1）与作为国家的官员，作为行政官员，军官等等的国家的人对比的私人的人。


  2）在下面这种意义上处于其私人的东西之中的一般的人，即他不行使国家的职能，比如偶尔作为选民，或者作为证人被传唤到法庭，或者被敦促缴税等等。


  3）公民，不论是官员还是不是官员，都生活于日常性之一种普通的习惯的形式之中，在这种形式内部，他作为普通的公民保持在国家的法律确立的界限之内，就是说，法的界限之内。在这里法律上已形成的东西，国家方面所要求的东西，和法律所不管的东西——一般的私人东西，分离了。据此，在实际的法律领域内，与日常的形式，习惯的被遵守的形式相对的，是人们受政府的委托在发挥国家职能时做的所有那些事情：陪审员，选民，等等。


  从国家和法来看，私人的东西（按照3）就是交予个人的自由的东西，但是作为这样的东西有其合法性，因此有其支配形式。但是它还留下下面这些东西，即在处于共同体之中的人的生活当中，应该在以下二者之间进行区分，即在意识上没有任何法律形式，不诉诸法律的东西，和有法律形式的东西。我日常的向午餐桌走去，并发现食物，就没有这种法律形式。对于农民而言，他耕田，他按照季节操作等等，同样也没有法律形式。日常生活当中的买东西的行为并不使人想起法律的东西，友好的相互帮助的行为也不使人想起法律的东西。但是商人在与他允许赊欠的顾客和其他商人的商业交往中为了安全就关心遵守法律的形式。


  附录XXV（附于第397页及下一页）〈兴趣与情况〉（1931年11月13日）


  兴趣之统一——现实的当下的兴趣（处于事务之中的人和处于其情况之中的人）。据此，兴趣之行为也有其卓越的意义。我也谈到当下的现实兴趣的地平线。


  商人在他的现实的职业生活之每一个时刻都唤醒了他的普遍的兴趣的地平线，并且在这个普遍的兴趣的地平线当中唤醒一个以卓越的方式被唤醒的特殊的地平线，例如旺季，应该关心的并且他为其担心的旺季。在他的现实的商业的此在之每一个时刻当中（“在交易当中”）都有这种当下性，并且他的“职业兴趣”之统一贯穿于所有的当下性之中。这种当下生动的兴趣借助于与实践之环境世界基础的关联而表示情况之特征，对于作为处于其情况之中的人的每一个清醒的人，对于处于其公务之中的公职人员，处于其国会事务之中的国会议员，对于处于其家庭主妇事务之中的家庭主妇，比如处于市场情况之中的在市场上的家庭主妇，都是如此。


  这个“处于事务之中的”自我并不借助于他的现实的兴趣包括他的整个的过去的地平线和整个的将来的地平线，而是从这当中突出他的当下的兴趣地平线。这种地平线绝不是直观地存在的，而正是地平线，但是在当下的事务态度期间处于持续的被唤醒状态之中，作为处于按照实践的可能性和实践的情况对可能的向后回忆，可能的向前举例说明的持续的准备之中的东西。


  我曾说过兴趣的地平线之当下性在其变化之中随身带有持久的兴趣之统一。作为职业的人，我作为科学家具有我的兴趣。但是作为父亲，我同样具有统一的生活兴趣等等。但是这同时表示人的个性之诸层次。理解一个人首先就是在情况之中理解他，与此同时在生活兴趣之中理解他。但是他被统握为人，这首先就是在正常的理解关联之中——正常情况下他与我一样是德国人，欧洲人——将某种兴趣领域归于他（作为家庭的父亲，作为乡镇的居民，作为国家的公民，并且也许在下面这种疑问当中是选言的：他是工人？他是商人？他是农民？等等）。个性之统一在自身中包含着众多特殊的统一；人在其特殊的习惯性当中有其普遍地未被认识的，但是一般地从形式上被预见到的兴趣指向；他有其或多或少完善地被组织为一种目的之统一的多种多样的目的，并且与每一个兴趣领域相对应，总是有一个这样的目的多样性和这样一种统一。但是这带有所属的能力、习惯、获得物，“精神上的”获得物或世俗的获得物（例如全部的家产），带有相应的行为和行动。完整的个性是合乎科学的个性、家庭的个性、政治的个性等等，并因此同时也是多重的。当然在这里存在着极其不同的阶段，并且在严格意义上个性表示一种稳定的和连续的准备状态（在这些特殊的统一之一个当中或者在所有这些特殊的统一当中）；在这种严格的意义上，有的人就不是个性，只要他的行为举止是前后不一致的，他自身和他的目标总是消失的，在这当中总是变化着的等等。注1257


  文稿24  与我本身的个人方面的（自我方面的）联系作为与另一些人的联系之类似物（1931年11月20日）


  处于与我对话当中的我，处于一种与我辩证地谈话当中的我。我沉浸于一种过去的态度之中，沉浸于一种早先由我拟定的理论及其理据之中，沉浸于它的隐蔽的理据之中；我对我的当时的先入之见实行批判，而且现在作为当前的自我实行批判，进行支持，进行否定。在反省、回溯我的各种形式的早先的生活、我的各种形式的早先的态度的其它的行为中，也同样如此，支持这些行为，删除这些行为，等等，因此实行各种形式的对自身的批判。


  在这里情况可能是，我现在仍然以有效性拥有过去的态度，或者我早就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态度，然而我现在在重新回忆当中将我置于过去之中，重新仔细思考我当时的根据。


  如果现在我考虑一种可能性，考虑一种新的理论，我如何尝试这种新的目标的提出呢？


  现在让我们来尝试与另一些人联系这种类似物。在移情作用当中，在对另一些人进行的本源的理解的行为当中，和将这另一些人作为在共当前之中的个人而拥有的行为当中，我与他们作为我和你，我和另一个自我处于联系当中，相似于我与过去的自我以回忆的间隔处于联系当中，我处于意识上的联系当中。更准确地说：我和我的自我式的生活之当前与所有那些属于这个生活之当前的东西，我的经验，我的意见，我的确信和不确信，我的现在的诸地平线处于意识上的联系当中，因此也和由从前而来的继续有效性处于意识上的联系之中——与此相对，过去的自我，如同我那时曾是的当前的自我那样，当然是在一种极其不充分的准当前化之中被以带有一种不稳定的，只不过部分地是十分生动地被唤醒的核心成分的类似地平线东西的形式准当前化了的。由于到处都建立起符合的那些结构形式，我和我处于符合之中，生活和生活处于符合之中，地平线和地平线处于“符合”之中。我与另一个人同样也处于符合之中。另一个人在我之外以身体的方式，以世间的方式存在，尽管有彼此外在这种外在化形式，在内在方面却处于与我的符合之中。即使是我的“我曾存在”和我的“我现在存在”也有其外在化。那时我曾在巴黎，现在我在弗赖堡等等。此外，还有时间上的彼此外在化。我与我自己处于符合当中。但是在当时的当前，我是存在于另一个当前之中的，并且当时当前的兴趣的地平线，并因此当时的过去和被它唤醒的东西（或者混合在它当中的东西）都是依赖于当时当前的生动的兴趣的。因此这个同一的过去并不是在与不同的当前之符合当中的以相同的被更新了的内容（即使是被唤醒了的内容）被给予的。在与同一的另一些人之交往中也相似——此外在这里我们有与过去的另一些人的“交往”。


  那么将来的可能的另一些人的情况如何呢？还有虚拟人物的情况如何呢？


  在我的移情作用中，我有“另一个人”这种移情作用的统一，作为由本源地进行自身给予的有效性而来的统一，由连续的，此外也许是分立的自身证明而来的统一，正是由知觉、经验而来的统一，但这是关于作为另一个人的另一个人之知觉和经验。在连续的自身证明之中进行的重新回忆，关于过去东西的“知觉”，关于我的过去的当前的“知觉”和关于我的过去的当前的存在之连续性的“知觉”就是如此。这一种经验方式和另一种经验方式正是适合于它关于那个东西的经验的东西。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它如同经验一般一样，对于判断意见之正确与不正确，对于判断进行经验的意见之正确与不正确是决定性的。在虚构的情况下就不同。正如关于另一个人的虚构一样，关于我本身的虚构也是如此：如果“那时候”我这样说就好了（我那时并没有那样说），要是我那时候是阿拉丁就好了，等等。我是现实的流动着的当前之自我，并且在这个当前之中构成了我的现实的当前和一个在当前之中的作为现实东西的当前的东西，在我的本源的当前之中我有虚构的行为和被虚构的东西，并且有作为对为我存在着的东西进行遮蔽的被虚构的东西，和作为遮蔽我的现实的存在的以某种方式进行虚构的行为。现实地对我有效的东西，以能够本源地证明的方式对我有效的东西，我的现实的存在和我的现实的环境世界都被遮蔽了。但是这个遮蔽者是以仿佛的方式起作用的，并且在这种样式之中它是虚构，但它对于我而言并非现实性，因此并不与现实性相矛盾，而是只与另一个虚构相矛盾，只要我将二者保持在处于准-有效性之中的一种仿佛之统一中，这是自由之问题。因此在我之中关于另一个人的虚构不是关于存在着的另一个人的构成，并且我与他的联系是一种仿佛-联系，并不是真正的联系；在这个作为世界被构成的客观的现实性之中，在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人们中间，这个被虚构的世界并不出现，但是在部分地被虚构的世界（因此这个世界本身是虚构的世界）当中，在仿佛的世界当中，就有仿佛的人出现，并且我本身并不作为现实的自我存在，而是仿佛我存在，作为对我本身的虚构而存在，并因此是作为虚构而存在；但是如果我虚构了关于这个世界的某种东西，而且是以仿佛的样式对待它——仿佛它持续地存在——，那么它当然（eo ipso）就已经发生了。


  我的同一的过去的存在是在不同的当前之中按照极其不同的当前之当前生动有效的地平线，当前之处于不同的直观的内容之中的，而且是由当前而被唤醒的不同的，并且然后在继续唤醒当中向前进展的地平线呈现给我的。现在这意思就是，我的过去按照重新回忆供我使用；如果我愿意，我就能够再一次地将它为我准当前化。但是这并不能这样简单地说。不管我对生活的回忆怎样有缺陷，此外不管这种回忆怎样不完善，在这上面肯定有某种东西是真实的东西。我能够“通观”我的生活，我能够在它的诸显著的阶段经历我的生活——就像我事后统一地通观我已经开始的一段旅程，并且在它的一些显著阶段中，通过准当前化，个别地重又将它为我取来，或者按照已经安排好的顺序经历它一样。通过回忆，我就拥有了作为统一的那段行程，尽管绝不是作为直观地进行的回忆统一拥有的，一般来说，这些阶段是根据空洞的，“模糊的”统一而被突出出来的，而不是在它们的本源的顺序当中突出出来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对它们进行整理，在这当中，这种整理的行为就是归入到这种模糊的统一之中的行为。当我停留在这些阶段之时，我能够或多或少完善地对它们进行加工，即使它们有其我能够在它们的像似地平线的东西中探究的，我能够以直观的方式将其变成现实的那种模糊之处。然后也许前进（正如我曾经继续前进那样），也许重又“跳回来”，当我现在重又想起从前的东西时，也许因为我回忆起当时的主要阶段，回忆起当时的或长或短的停止位置，如它是旅行的习惯那样，在回顾时，可以说“重复”我刚刚过去的一段路程或这一整段路程。很显然，它因此也是和我的人生道路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可以就此满足吗，以下情况不是作为预先给予的人的世界（人和周围的人的世界）的预先给予的世界之构成的主要部分，也许相对于动物而言是基础的底层吗，即对于我而言，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每一个人（作为周围的人）而言，“生活道路”，我的一生，我的“生活经历”就是以这种方式构成的？


  与旅程比较，一般而言，与日常意义上的路程比较，因此以日常的方式谈论的生命旅程，以日常的方式谈论的人生道路，的确并不十分恰当。道路之统一是通向目标或目的的道路之统一，尽管目标也并不存在于终点，而是存在于旅程本身之中，并且在旅程本身当中作为目标实现的东西就是美丽的景色，就是美丽的景色之统一的连续等等。在通常意义上，道路是预先考虑、预先想要通过这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之中，或在这条道路的终点，比如作为产品，作为达到下一个目标的手段等等，实现一个好的东西。因此它并不是借助于生活道路（尽管生活道路是一个后来的理想），通过预先思考，并由在继续进行当中更新着的思考，有意地赋予（从现在开始的）生活之整体一种普遍的目的意义之统一，并根据这种目的意义形成生活。生活并不是从一开始，而且一般而言，根本就不是从一开始，就具有这样一种将一切特殊的目的和一切特殊的行动都统一起来的目的论的统一。


  那么在这个理想-形成物之前人的生活道路的情况如何呢？如何理解人作为统一在其中形成的那种构成方面的动因呢？我的生活之环境世界的统一当然也与生活之统一一起形成了，现在显然是被构成了，因为我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共同体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另一些人的生活作为处于生活整体之中的生活，也是共同体的生活，并且环境世界作为共同的环境世界——最终作为另一些人及其一生都处于其中的世界——也是共同体的环境世界，并且他们通过他们的生活，首先是以历史的方式，获得了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因此他们的经验的环境世界，作为目的世界，也是共同体的环境世界，而这是在共同体的经验之持续当中和连续地扩展当中被构成的和被证明的。儿童从一开始就被目的客体包围着；他在日常的应用当中，按照其目的性学习理解这些目的客体，因此儿童在被目的活动方面最近的东西所包围时，也学习理解这些最近的东西之目的性本身，并且不仅将目的客体理解为是应用的客体，而且理解为是目的论方面已获得的应用客体（史前史）。在进行模仿时，儿童是积极主动的，并且他将活动当作游戏；他对获得物产生好奇心，产生兴趣，对于“它为什么是这样”产生兴趣。关于为什么这个问题，是对“历史”的最初的询问。


  文稿25  个人之正常的结构  （1931年11月22日）


  人群——一个或多或少被共同体化了的众多有联系的人群或特殊的人群（它本身又是由诸特殊的人群构成的）——本身是一种自身保存之共同体化，而属于自身保存的，有自身负责和自身规范化，属于每一种形式和每一个阶段的共同体化的，有被共同体化了的负责，在这当中，自身负责以公共性被共同体化。这仍需要细心的阐明，在这里出现了实现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个人的存在当中和共同体的存在当中，被想象的规范和被构成的规范属于所有这些东西，因此这些规范在构成方面属于作为人的个人的诸个人，并且属于更高级次上的诸个人——这当然会被转用到超越论的主观性上。因此这同时表示个人之构成的更高阶段，个别的个人和共同体的个人，直至全体个人，只有通过全体个人，具体的个人才在此存在（顺便提一下，规范当中的某种东西已经进入到作为被赋予人性的动物的家畜之中了）。


  因此作为由诸个人构成的共同体的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发展是在越来越新的诸规范系统之形成中的发展，而且是在越来越高的阶段上进行统一的诸规范系统之形成中的发展。


  但是此外向真正性的发展的情况如何呢？向个人之真正的自身保存的发展，而且是作为处于必然会具有相关联的共同体之真正性的个人的共同体之中的个人之真正的自身保存的发展的情况如何呢？这是怎样一种有意地被调节的，按照被加给自己的规范被调节的与自己本身的特殊的符合一致呢？


  人的（和超越论的）此在之责任和规范结构


  自身负责，由自身负责而来的在生活当中的存在，由自身负责而达到的东西存在于普遍的自身负责之习惯的统一之中。但是自身负责对于存在于共同的存在之中和被共同体化了的生活之中的人而言是与对另一些人负责在一起的，是与要某人负责在一起的。


  人在其生活的环境世界之中习惯地构成作为总是能够通观的生活，作为总是处于当时进入到生动的地平线之中生活的生活的他的整个的生活。


  他一再地遇到现实的自身负责的情况。比如他对自己说：要是我已经知道由此会引起什么结果，我就不会这么做；要是我知道就好了。为什么我没有聚精会神，为什么我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等等。现在开始后悔了，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偶尔会出现这种想法：我本来是可以避免后悔的。我不可以再发生这种事情。


  对另一些人负责：例如向法官负责，向双亲负责，向朋友负责，等等。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受法律支配的，受国法支配的，受社会道德规范支配的，受教会规范支配的，但是也是受“美”的规范支配的。高贵的人，道德高尚的人，是用以称谓被我本身并被所有“正派的”、高尚的人赞同的存在和生活的。


  关于我本身：我知道我的生活已经是服从于规范的了，并且我已经有了这些规范，不仅是作为被意识到的规范，而且是作为被我在意愿当中赞同的规范。意志的规范是习惯的意志指向，并且意志的规范明显地就是指向与诸情况相对应的采取行动的意志的意愿行为之普遍性东西。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是合乎规范的，但这种规范不仅是由于采取了错误之方式，这种不合规范涉及规范意识。因为行为并不总是在规范意识当中进行的——不假思索地，“下意识地”追随倾向，或者甚至是违反规范意识地追随倾向，因此追随在该倾向中所包含的（自己的）意志。


  据此人总是已经处于对自身负责之中了，而且是作为人处于对自身负责之中了。作为人的存在是处于对自身实行规范化的意愿（当然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的意愿）之习惯当中的存在，处于特殊的合法的习惯之中的存在，处于适宜性的规范之中的存在，处于伦理的规范之中的存在。注1258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众多性有一种集体的统一，有其仅仅在自我之中的统一，但是，通常非常一般地属于人的，还有统一的规范意志（作为道德面貌），即使是在成长中的儿童那里，在成长时，作为“我想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以父亲为榜样，以其他的榜样式的人物为榜样。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人已经被培养去对自己负责，并准备去对别人负责：这一再地意味着，“你不可以这样做，这不好”，或者“这不合适”，或者“决不可这样做，否则会受到处罚”等等，“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你要听话”等等。


  人是处于其对自身负责之中的人，但是每一个被联结起来的人群都是处于被共同体化了的并因此与作为共同体的该人群有关的责任之中的人群，是一种联合。我们不能说，所有给予一个被联结起来的人群以联系的东西就是一种普遍的规范吗？因此一个语言共同体是通过语言的规范联结起来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同时是由于语言文化的统一而联结起来的，这种语言文化的统一将一种更高的规范引入到它的语言文化财富当中。一个团体当然有其作为规范的章程。


  对于欧洲的统一文化而言，我们有对欧洲的风尚、欧洲的习俗、普遍的欧洲的文化之进行统一的规范。


  每一次和睦的交往都已经是人的共同体化，并且以规范——尽管只不过是人的最一般的善良之规范，不欺骗等等之规范——之共同的基础为前提。


  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说明属于作为人的人之存在的，属于一切人的共同体之存在的诸普遍的意志习惯之特征，并且最终是说明这样一些意志习惯之特征，这种意志习惯作为同时属于人群之构成的正常状态（同时作为正常状态之理想），形成“真正的”人之结构，并且形成真正的人的共同体之结构，但是作为正常状态，它在自己旁边有诸异常状态（依赖于这些异常状态），这些异常状态是正常状态之意向上的变样，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在一切阶段上当然都被经验到。在较低的阶段上，我们拥有在一致地“遵循”当下共同有效的规范之中的共同体生活的规范——违背这种规范就是异常。与作为对自身拒绝的懊悔对应的是对另一些人的行为举止的拒绝。


  文稿26  一切主观东西，即使是异己的主观东西，都只有借助于反思才能够进入（1931年11月末）


  一种可能的反思从不管我当时怎样意识到的我的意识之每一种对象回溯到该对象的主观东西，首先是回溯到该对象的显现方式，然后回溯到自我方面的动因，回溯到诸能力，诸动觉，回溯到各种各样的自我的东西，回溯到与客体及其客观的东西（存在方面的诸特性、诸性质）有关的具有多样性的主观东西之自我的自我本身，同样，每一种对象方面的关联，被意识到的每一种关系，每一种事态，每一种集合，等等，也都通过可能的反思回溯到自我，或更确切地说，回溯到这种复杂的，不管怎样变化多端的存在东西之具有多样性的主观东西。


  显然，适合于每一个对象（不管它是一块石头，还是一个动物，一个人，一个国家，或者甚至是一个数，一个神，等等）的东西，也适合于这个世界，适合于实在东西之全体。世界作为全体，偶尔也是意识之“对象”，意识之课题，至少每当我们谈到它的时候，每当我们以哲学的方式思考它等等的时候，是意识之“对象”，意识之课题。不论我们通常意识到什么东西，它总是也以某种方式被意识到，尽管并不是“作为对象”被意识到，并不是一个指向它的行为之课题，尽管它任何时候都能够变成课题，并能够由每一个通常的课题东西出发通过相应的态度而变成课题。从世界出发，不论在那个地方它是什么，我们同样也能够将课题的目光折回到它的主观东西，或更确切地说，我，这个已经直接以课题方式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我，实行反思，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主观东西之范围内我无论如何都能够发现，而且我一定会发现我的自我和我的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方式，我的当它在知觉领域中显现，在回忆领域中显现时总是拥有它的方式，我的通过知觉，通过经验，通过思想，通过行动与它打交道的方式，我的在感受当中关于它有某种心情等等的方式。


  我们，另一些人。在移情作用当中的反思


  一种更仔细的思考表明，属于我和我们从这个总是已经是对象的世界出发通过反思达到的，作为与这个世界本身相对应的主观东西达到的，这个在这里被不确切地称谓的“主观东西”的，不仅有我的自我和在其中世界为我显现出来的，在其中我以世间方式操劳等等的我所固有的主观东西，而且还有所有“其他人”的主观东西（并且甚至还有动物的主观东西），而且不仅是被零星地看待的主观东西，而且是处于共同体化之中的主观东西，在这种共同体化之中，这种主观东西在共同的经验行为、共同的思想行为等等当中被超个体地联结起来。首先能够看到，在每一个“我们”之中，按照意义包含着一种在我之中的中心化，这个我具有我们-意识，而且也许还将这种我们-意识表达出来了。如果这个世界以对象方式为我存在，那么另一些人和我本身也被以对象方式一起包含于这个世界之中。如果我具有这种我们-意识，如果我以“我们”这种形式以对象方式拥有另一些人的某种圈子，那么在这当中我就以对象方式拥有处于统一之中的，但是也处于特殊性之中的我本身和另一些人。但是我也可能已经以对象方式拥有了另一些人，无须他们以“我们”这种方式被给予了，正如当我从窗户向外观察正在进行道路工程的工人们时，一般而言无须将我本身已经以课题方式包括在内那样。首先让我们思考，一般来说我是如何意识到另一些人，而且经验到另一些人的（不是在其中某种东西对于我而言以对象方式存在，而且作为存在着的对我有效的，在进行经验的意识当中有其实现形式的那种进行经验的意识）。他们的物体对于我而言是原本地被经验到的。他们的心理东西仅仅是通过在移情作用之准当前化方式中的表现被给予的，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以或多或少完善的直观性或“清晰性”被给予的。但是当我使自己明了另一个人时，我是将他作为正如我本身所是那样的完整的而发现的，即作为在世间生活着的，因此以各种不同方式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在这当中偶尔也对自己本身进行反思的，以课题方式探究他的意识之主观的样式的。但是如果他还没有做这件事，或者我们观察到他处于他并没有做这件事的阶段之中，那么他关于他本身和他的主观东西就什么也不“知道”，他就总是与客观的东西打交道，而不是与自身打交道。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将他把握为这些打交道的方式之自我，各种各样主观东西之自我呢？从我们方面来说，对于异己的主观东西不需要反思，而只对自己的主观东西才需要反思吗？然而属于移情作用之准当前化的显然有以下情况，即仿佛我们设身处地地处于另一个人之中，我们以“仿佛我们在那里，从那里看这个房间等等的”方式使我们明了他的环境世界的情况，首先是物理的事物方面的情况，在这当中就有：仿佛我们有在那里的他的身体，从那里到处张望，相应地触摸诸事物等等。在这种准当前化的仿佛当中，我们首先是完全地献身于这个事物性的环境世界，而我们的在这里起作用的主观东西暂时同样仍是匿名的，就如同当我们纯粹与事物打交道时对于这里的我们那样。


  正如只有通过反思我们才能以课题方式把握我们的主观东西那样，异己的主观东西显然同样也是通过在移情作用当中的反思，在符合当中以课题方式把握的。在这种符合当中，我们在设身处地地进入另一个人之中这个题目下与他一起存在，我们直接地经历到一种准（quasi）-生活，和一种准（quasi）-反思，通过这种准-反思，另一个人的主观东西和另一个人的本身作为对于他的客观东西之给予方式而言的主观变成了课题。


  但这是一种也许只有通过我的“移情作用理论”才能变得完全清楚和完全令人信服的分析。那么在一开始以下情况能够变成真正可以理解的吗？即关于世界的一切主观的东西只有通过反思的经验，在这里就是通过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这些经验恰恰就是反思的经验之一种特殊的样式——才是能够进入的。


  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已经表明，世界在一种完整的主观的东西当中有其主观的相关项，如果这种主观的东西被还原到纯粹的主观的东西，而且只被还原到主观的东西，它就会变成超越论的东西。


  文稿27  故乡——异乡。自我——另一些人，我们。对于我而言的最初形成的人群，我的  我们人群——另一些人群——新的我们。共有的世界之相应的相对性（1931/32年圣诞节假期）


  〈内容提要：〉对环境世界之地平线结构的分析。对于有效性之奠立（作为生活实践的正常领域——正常的环境世界——之“扩展”）的“生成方面的”描述的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们民族的人群之向周围的异己的民族的人群“实行移情作用”。世界和对世界的直观之有效性的建立，有效性的结构。


  最直接的近处的世界之构成，最近的被充实的空间时间性之构成，这个近处的世界具有作为感性的经验之被给予物的处在近处定位之中的“诸事物”（由“素材式的”标志而形成的“诸事物”），并且有作为一切感性经验之器官的自己的身体，这个作为器官的身体通过起作用在与自己本身的关联中以感性方式进行经验。坚持住的感性事物之构成和身体之通过睡眠的间歇之构成。身体作为被持续地经验到的事物，正是在一切经验行为当中作为同一的身体同时在此存在的。另一些事物通常首先是在最近的存在领域中，在最本源的“近处的世界”中，一起在此存在的，时而是现实地被经验到的，时而是通过使身体的动觉直接地起作用而能够没有困难地就经验到的。


  在这个环境世界之中，另一些人作为我的直接“最亲近的人”，而且是在特殊意义上“最亲近的人”，被构成了。但是属于这个最近的环境世界的还有：环境世界的所属的诸熟悉的（除了我自己的身体之外的）事物可能从该环境世界之中，从这个近处的空间消失，然后又重现。并且这些最亲近的人（母亲，父亲，兄弟姐妹）也是如此。此外，在这个熟悉的环境世界之中，突破它的熟悉的东西，诸不熟悉的事物，诸陌生的主观，出现了，有的在这个环境世界之中经验到熟悉和适应，有的出现了，又离开了。


  作为比如第一的最近的环境世界的这个房间，具有存在于其中的熟悉的东西，偶尔有进入到这个房间中来的人和出去的人。这个近处领域的扩展。地平线之继续形成和改造，诸个别的对象和整个近处的环境世界之继续形成和改造。新的复杂的动觉之形成，新的显现过程之形成：离开这个房间，小巷，然后是诸新的小巷，重复，村庄之构成，或者城市之构成。由于地平线的改造，这个熟悉的环境世界被突破。在按照各个方向继续进行当中，出现的不是一再地由房屋构成的小巷，出现的是诸单个的房屋，诸单个的花园——最后是开阔的田野，因此变得不同了，变得完全不同了，变得不熟悉了。


  以阶段之形式相互交错地建立起来的环境世界之形成，每一个更高的阶段都以环状的形式围绕被重新充实了的空间性扩展。但是每一个扩展了的环境世界作为完整的环境世界也都按照那个属于更狭窄的诸成分的东西而具有新的意义。每一个有联系的环境世界都是作为一种正常性被构成的，这个环境世界对于所有属于它的被经验的东西或可经验的东西，已知的东西和未知的东西，都具有其正常的地平线的意义。扩展首先是在以下方面改变着地平线，改变着对于所有环境世界东西而言的经验可能性之样式：即变化之诸可能性都具有一种被扩展了的按照样式的预先规定。例如，对于我本身和我的身体性而言：我从这里不仅能够（作为一种熟悉的能力）走到小巷中去，能够熟悉这座城市，我还能够到有农村风味的郊区之这些和那些村庄（或者到不确定地完全不熟悉的村庄）去漫游。一旦这种扩展处于构成性的运动之中以后，对于当下已变得熟悉的环境世界而言，它就也意味着新的，尚未开始进行的扩展之地平线方面的可能性，因此意味着环境世界之外在东西之构成，一种外在的空间之构成，一种是完全空的地平线的，但是却已经被按照最普遍的样式预先规定了的外在的空间时间性之构成（然而因此这个完全未知的外部，这个完全陌生的东西，在下面这限度内却是已知的，即它们是诸可能的空间事物，是诸可能的人和动物，村庄，风景等等）。


  以统觉方式预先规定地平线遵循的是样式之相似。因此情况就是，当一个环境世界完全形成时，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有限的空间之特征，对于这个地平线而言并没有外部被构成，正如当一个婴儿生在没有门和窗户的地牢里，或者生在一个具有这样的身体性，一个具有这样的动觉的空间中时那样，即他不能形成以“等等”这种重复的方式的任意的继续的行为。环境世界之现实地被构成的有限性是具有一个敞开的地平线的有限性，但是这个地平线并没有被已知的诸客体以地平线方式占据，毋宁说，它是完全由未知的诸客体占据的。但是这些客体在其未知性当中是作为个别性的东西，作为组，作为相互关联的复合体和相互关联的整体性东西在敞开的地平线中按照相似以样式的方式被以为的客体，是作为处于熟悉东西之样式中的不熟悉东西，是作为经验之诸可能性存在的，如果这些可能性被经验到，它们就又会有这样的地平线。对也许能够期待的东西之根据反复动用身体方面的动觉的能力的现实的熟悉，总是预先规定作为总是在进行实现的经验之次序当中出现的，并且总是会得出新的能够变得熟悉的东西的地平线的诸可能的熟悉东西之敞开的可能性。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被以意向的方式包含着的，尽管并没有按照诸可能性之现实的形成被真正仔细地思考。


  但是在熟悉的东西之地平线的不断进行的扩展中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1）或者地平线是在被具体地预先规定的地平线样式中，按照“外部”的方向扩展的：这个环境世界获得了一种更广泛的、以圆圈形式（以球壳形式）扩展了的空间领域：一再地具有相同的，并且具体相似地形成的，不熟悉的外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其实就是这一个已经形成了的环境世界，它只是围绕着熟悉的东西之新的空间领域而被充实。因为人并不总是正在进展中，并且一般而言，只有在一种已知的实在东西之已经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世界之中（尽管必然被不熟悉的东西之地平线包围着）才能生活，并且所描述的这种扩展也是以以下情况为前提的，即这个熟悉的世界已经形成了，由于他与他的生活的伙伴处于生活之统一当中，因此他的环境世界始终是一个有限的生活世界，与一个熟悉的环境世界相关联，这个环境世界围绕着诸熟悉的东西持续不断地扩展着，但是通常并不系统地闯入到仍然是不熟悉的外部之敞开的地平线当中，具有一个同样是持久的空的外部的一个坚持住的有限的世界，以一种流动着的类型保持着。实践的兴趣是在内部存在的，每一个人都有其最近的近处领域，但是每一个人都与另一个人处于关联之中，而这种关联形成一种相对持久的，相对变动着的共同的近处领域，然而通过中介构成一个由交往者（作为在一个生活空间之中，在一个环境世界之中，直接地并通过中介的共同生活者）构成的人群的全体，而这个环境世界对于这个作为整体的人群之中的所有个别的人而言不折不扣地就是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对于所有人而言有一个敞开的，对于所有人都是不熟悉的并且“总的来看”是不重要的外部（就是说，在此在之正常性当中是不重要的，这种正常性对于划定“这个”世界之范围有重要意义）。这种正常的生活作为世代的生活现在有其历史性，并且首先是每一个世代的历史性有自己的生活的时间性和世界的时间性，而世界的时间性本身有其熟悉的东西和不熟悉的东西之地平线。注1259


  2）其次，现在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个世界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人群之环境世界，虽然仍是相对地保持着的，但是在人的生活当中引起了诸种扩展并且构成了诸种扩展，这些扩展改变了敞开的外部之样式，就是说，以某种方式“随情况改变”这种样式。具体的类似被打破了——这个人群与一个“异己的”人群发生了联系。虽然家乡的或熟悉的与异乡的对比属于每一个世界之稳定的结构，虽然这种对比以一种持续的相对性存在。但是这个现在所涉及的异己性的固有的东西就是，外部世界之整体的样式，空洞地呈现的外部之整体的样式，被突破了。我们了解这些异样的人，了解这些异样的“世界”，它们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样式，作为那样的样式在以类比的方式重复时延伸到自己的世界之外去了。注1260在远处的外边，人的生活一般而言又完全是与我的生活一样的，山脉，森林，河流，沙漠，荒原等等是像我们的这些东西那样继续进行着的，只不过对于我们而言是不重要的，因为我们被无人居住的，或是不能住人的地域的遥远地段分割开了，然而那边所有的东西都与这里一样。那个现在第一次进入到认识之中或应该进入到认识之中的外地人，并不是毫无困难就能按照具体的样式被理解的人，像已经熟悉的人那样毫无困难就能被经验的，第一眼就能按照经验以经验的地平线被统觉的，这种经验的地平线毫无困难就能变为现实并完成认识。毋宁说，这个陌生人暂时是未被理解的陌生人。但是所有尚如此陌生的人，所有尚如此未被理解的人，都具有一个由熟悉的东西构成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个核心，他就根本不可能被经验，也不能被经验为陌生人。然而诸事物——未按照其具体类型的理解的诸事物——只有作为一般空间的事物才能被理解，并且仍然是按照领域的类型，并且通常是最一般的经验类型被理解：被理解为无生命的客体，被理解为有机的生物，被理解为动物（心理方面有生命的动物）或者植物（未被赋予灵魂植物），被理解为天和地，山和谷，河流，海洋等等。注1261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考虑在心灵事件上一起发生的东西，那么纯粹的自然就只有直接的经验认识是可达到的，作为通过连续的经验被认识的，并且直接的经验不再立即就是那种使作为文化客体的，并且一般而言，作为从心灵的主观方面获得一种可经验的（一种按照其精神的意义可统觉的）形式的客体的客体成为可经验的。至于自然，虽然经验并不具有一种仅只更详细规定熟悉的事物类型（例如云杉属，堇菜属等等）并因此认识最低阶段的个别东西或个别东西之类型的特征，但是连续地继续进行的“感性的”经验毕竟总还是直接地导致了经验认识，这种经验认识恰恰是借助于这种个别的东西同时形成关于不熟悉的类型的认识，形成新的普遍的统觉，比如像棕榈科，而不是冷杉属等等。但是一种不熟悉的文化作品或一个不熟悉的宗教领域并不能成为这样地可通过经验进入的。注1262至于心灵的东西，或更确切地说，首先是人和人的身体方式的存在和个人方式的存在，那么虽然它们能够毫无困难地被理解为人，然而却并不是像下面这样地被理解为人，即就像我们理解我们的环境世界之中的同胞那样，他们能够以属于人的方式毫无困难地被经验。他们是通过身体被理解的，更确切地说，被理解为自我主观，他们是通过进行知觉以身体方式存在的，或者也作为进行碰撞等等的自我主观通过身体直接地主动地进行知觉而以身体方式存在的。他们被理解为拥有他们的环境世界的事物和我们的环境世界的事物，并且又被理解为对我们和作为人的其他人进行理解的。但是所有这些现在都处于一种普遍性之中，这种普遍性留下了广泛的未被理解的东西。


  对物理东西（对作为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e]的客体，作为空间时间上实在的客体的客体）进行经验的行为，以进行支配的身体性为前提；对作为另一些人的另一些人（这另一些人与我一样经验着这同一些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e]，进入到同一的被充实的空间中生活）进行经验的行为的前提是，我正是从我而理解作为“另一个”身体性的进行支配的身体性，并且理解另一个以身体方式进行支配的自我。我是由于这种具体的原始的-相似而能够这样做的。与此相一致的是，那个为我形成我的存在着的环境世界之形式上最普遍的东西和我的个人的存在之形式上最普遍的东西的东西，是原始世代的东西，是在周期性的需要和满足需要当中的存在，是作为进入到自然的环境世界之中采取行动的存在。作为一种形式上最普遍的东西，可理解性由此出发超出这种空间时间的自然而延伸。但是同时，在这种形式之内部，世界在对比中突出出来了，就如同它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生活世界那样，是我们熟悉的，由我们这里获得精神意义的，并且是这个世界，是这个同一的世界，只要它包含这同一些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e），并且包含这同一些人，但是它被诸异己者以不同方式经验，具有由他们的熟悉的环境世界而来的意义，具有他们的统觉——这些统觉不是我们的统觉。这个异己的人对于我们而言是身体，是存在于身体之中的自我，但是超出这种普遍的东西还有一个未被理解的自我，一个对于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而言的地平线，而这些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本身已经不像感性的经验那样具有朴素的连续的可充实性，已经不具有朴素地进行充实的自身给予、更详细的规定和不一样的规定的程序。


  移情作用是在次生意义上的经验。原始的感性的经验是真正的直接的进行经验的活动，这种活动在使存在者变为现实时完全是本源地以一种知觉之连续性指向这个存在者的。但是在通常意义上的对一个事物的知觉，例如对一幢当我看见它时将它统握为已在此存在的房屋的知觉，不再是直接的实现，并且一般而言，对物理事物的知觉，对静止的或变动着的事物（作为自身存在着的和具有其坚持性的事物，并且在知觉行为中现在只是直接地被知觉的，然而它的持存继续延伸着的事物）的知觉，也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处于其进程当中的连续知觉是对象之自身实现的进程，而且是在我的活动之中的自身实现的进程：因此作为真正的经验，作为知觉的自身实现的进程，在其中我使我获得对该对象之存在的本源的、自身给予的认识。与此相对，对地平线的被动的知觉，是次生的变样，该事物虽然自身呈现出来，但是只当我们对待它时，并且追踪它的对象性的意义本身时，我才知觉到它，我才在我的认识当中将它当作它本身来对待。


  在移情作用当中情况又是不同的。移情作用并不是自身实现的活动，同样也不是重新回忆。重新回忆作为进行回忆的准-知觉的活动并不使原本的自身实现，而是使回忆的东西当中的准-自身的变样，使对于我而言的过去了的东西的准-自身的变样实现。移情作用同样也仅仅是异己的知觉之变样，也仅仅是异己的被知觉东西本身之变样，作为处于“另一个”之样式中的“另一个人”之变样（可惜在这当中“另一个人”、“异己的”这些词都是多义的）。如果移情作用在原始的样式当中正是作为被实行的活动进行的，移情作用这个活动因此就是一种非本真的经验，一种次生的经验（更确切地说，就是通过知觉的实现）。


  移情作用的活动现在具有其自己的直接性和间接性的阶段。直接的进行移情作用的间接呈现所涉及的是身体性，或更确切地说，是作为通过知觉而进行支配的身体方面的支配作用，比如总是借助于手进行触摸的熟悉的活动和将所涉及的诸触觉显现综合地统一起来的熟悉的活动，通过用眼睛看而将所涉及的视觉上的显现（在视觉上的多种多样显现之范围内）综合地统一起来的熟悉的活动等等也同样如此。但这些都是“从那里出发”的，正如当我从那里出发触摸，从那里出发看等等那样。因此第一位的东西就是那种在自我方面-动觉方面被引起的显现过程上属于空间物体方面的构成的东西。在这里异己的自我是作为行动的自我，作为通过注意，通过理解而进行解释的自我，被间接呈现出来的，因此是从我出发而被理解的，是在“就像当我在那里时那样”的模仿的理解当中被理解的。（我自己的进行经验的行为和进行经验的体验在这里是本源地主动地实现的，而处于我对他的经验行为所进行的经验行为当中和在我对在他的经验行为当中被经验到的东西的经验行为当中的另一个自我，恰恰只是被模仿地理解的，并且我自己的活动在这里具有类似于进行重新回忆的再生产的次生的特征）。


  然后第二个是处于底层的行动，即进入到纯粹物体式的自然本身之中起作用的行动：借助于异己的身体之物体的器官举起的行动，提起的行动，移动的行动，碰撞的行动。


  第三个是超出这种行动对这种行动进行理解的行为，和对通过这种行动所获取的东西进行理解的行为，例如理解为拿起食物，理解为吃掉食物和吃完食物，将跑进森林里理解为逃跑，陷入困境，将站到一个固定的东西后面的行动理解为是预防一块被抛掷的石头，不然就是理解为将一个东西用作帽子的行为，用作衣服的行为，因此一般而言，通过身体的行为以物理的方式起作用的事件被理解为有用的运动以及相关的有用的客体，而且是按照人的方式持续地（即在适当的情况下总是一再地）被使用的并且能够使用的，作为持续地有其目的的客体。


  但是这只涉及人的最近的最普遍的目标，只涉及在人们当中最普遍的，到处都重复着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形式（类型），同样也涉及个体类型上相同的外部的客体。


  如果我不知道客体之个体的类型，那当然也就不知道与人的需要之可能的关系，例如，不知道它可以当作食物，也许它已经被适当地加工准备用于下一顿饭。一个就像太平洋海岛上的居民那样只有热带环境世界的人，就不可能知道兽皮或滑雪板、取暖炉等等的目的意义。我借以拥有物理的自然的那种简单的感性的经验行为，和将我的身体经验为事物并经验为器官的行为，在这个方面同样使一种简单的间接的呈现的理解行为成为可能，这种理解行为将另一个人理解为他的身体的自我和他的在身体当中以身体进行支配的行为之自我，以及经验着这些物理事物的自我。但是即使是在与最近的需要的关联中的最简单的目的客体当中，这种理解就已经不起作用了，在那里在处于原始的需要之领域中的与特殊的事物类型有关的特殊的目的行动方面我缺少经验。


  现在应该从基本的观点出发来探讨下面这整个的艰难的问题：对于我并对于我们（希腊人，德国人等等）来说，“本身第一的”，民族的-原始的环境世界，首先是对于我们而言的世界本身，是在世代的此在之生动的-本源的历史性之中形成的并继续形成着的“神话的”环境世界，当然是一种普遍的万物有灵论（前理论地理解的）。注1263


  这条道路由这个原始的环境世界通向对异己的环境世界之“发现”——在“民族的”移情作用之中。于是任务就是，解释这种“民族的”移情作用，并借此在与更高阶段的我们（我们欧洲的诸民族）的相互关联的构成中解释同一的世界之构成。


  于是应该解释，在从对异己者不理解到理解的过渡当中在核心的-同一东西之阶段上，一个共有的客观世界——因此最终被普遍地理解为对于处于现实的关联和可能的关联之中的所有已知的民族和未知的民族都是同一的世界——是如何显露出来的，而且是最终地显露出来的。


  诸民族的环境世界（对于这些环境世界之中的特殊的人群而言，这些环境世界总是干脆就被当作世界来经验的）变成了关于这个作为世界本身的现实的客观的世界之诸民族的主观的“统觉”，表象方式。


  因此我们就面临着客观的世界和世界统觉，客观性和主观性这样一些更深刻的问题。


  在这种有益的思考当中需要一些补充和改进。必须更确切地指明有效性的建立之阶段顺序，对于我们而言已经是现成的但尚不熟悉的、只有通过经验才能了解的异己的人群之环境世界，只有由这些阶段顺序才被构成和被继续构成。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首先都必须以生成的方式掌握关于与自己的环境世界不同的异己的环境世界的知识，并且异己的环境世界一般而言是以生成方式进入到他的地平线之中的——是通过教育，通过旅行者的讲述，在自己入境的情况下通过自己进入到异己的环境世界之中而进入到他的地平线之中的。后者是自己的以统觉方式的实行和直接的生成，当然中介另一个东西。要在这里建立顺序——这就导致“对世界的直观”的问题。在这里问题肯定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构想出一种系统的生成的“虚构”，而且是以建立起结构的形式构想出来，这种“虚构”肯定不是纯粹的虚构，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真实的和完整的生成是不能重复的。


  关于以前的论述：必须明确地强调，在这几页中并没有考虑作为前科学的环境世界的我们自己的环境世界是本源地形成的（“本源地”历史的）神话的环境世界，而这种环境世界首先需要一种结构的研究，在这种研究当中问题就是，在与异己的环境世界之对比中，或更确切地说，在与不理解的东西之被意识到的方式以及不理解的东西之过渡到理解并且过渡到一再重新被校正的理解之方式的对比中，一般来说在这种结构上能够有什么东西首先被突出出来。通向在与持续地停留在紧张关系之中的未被具体理解的东西之对比中突出诸同一的核心的道路，并因此通向同一世界的道路，必须与作为单纯的民族的世界统觉、“世界表象”的自己的环境世界和异己的环境世界之道路区分开。


  附录XXVI  在始终已经自在地存在着的世界之构成当中的诸阶段。自在存在和一致性〈可能写于1931/32年圣诞节假期〉


  〈内容提要：〉1）我的独一无二的原始性——其他人和“我们”，由此，我们共有的世界。2）“原始的”“人群”——“另一些”人群；“我们”-诸民族（欧洲人）；“我们的”共有的世界——进入到整个的世界这种无限的东西之中。


  存在者之构成的一致性，当下的被正常地构成的意义的诸确实性之构成的一致性，诸有效性统一之构成的一致性——进展到诸邻近地区和诸阶段，诸锥形圆环，在沉淀的过程当中从生动的当前向生动的当前进展，在地平线的形成之过程当中从生动的当前向生动的当前进展，在重新唤醒的过程当中从生动的当前向生动的当前进展，重新唤醒是以对诸统觉之回忆的方法，但是也以对移情作用之回忆的方法，以对持续不断的新的综合之回忆的方法的准当前化之形式，部分地是在原始性之中，部分地是通过进行移情作用的间接呈现进行的。


  在现实性之领域内部的正常性，在一切真实的现实性（在流动当中存在着的当前）之中的正常性之这种综合式的进程当中，出现了必须被回溯到直观的由情况引起变化的那些由情况引起的变化。在这里，作为当下正常地存在着的世界的具有不熟悉东西的地平线的熟悉的东西之世界进展着。诸环境世界形成了，以锥形圆环的形式扩展着，然而却不是外在地被联结起来的：每一个新的环境世界都是一种“非正常性”，都是历史性之统一——“回忆”之统一，该人群之现实的“回忆”之统一，并具有由不熟悉的诸时代背景构成的敞开的地平线。一致性始终与以潜在方式生成的东西相关联。处于其真实的存在之中的世界与相对性相关联，并且只要在使显在的东西扩展的那种历史性之进程当中同一的世界这个理念一再地得到证实，世界事实上就存在着。


  所有的显现，首先是感性的显现，一切进行交流的自我主观的显现和进行交流的人群的显现，都按照下面这个规则协调一致：“异常性作为对本源地一致的显现之统一的突破，被纳入到更高的正常性之中”。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借助于诸现实的显现之一致性的，借助于经验的“预期”，空的意指，证明。所有的自身给予都是普遍地协调一致的，而且是这样地普遍地协调一致的，即它们所带有的非-自身给予可以被追溯到自身给予，而且也能够被追溯到自身给予。在生活当中，无限的地平线在这里总是和对经验之进程进行预先规定的经验一起存在的，和对证明的进程，对能够一再地达到一致的行为，能够主动地导致一致的行为之预先规定的进程之进行预先规定的经验一起存在的。我们是像下面这样地生活于我们的世代的此在的，生活于我们的世代的过去的和我们的世代的将来的不可通观性之中的，即对于我们而言真理之理念必然肯定是作为规范而起作用的。


  但是这并不排除下面情况，即“事物”“现实地”有“结束”。我们谈论冰河纪，它将一切生命都消灭了，因此我们的确是运动于一个显在地形成的传统之中，运动于一个以自然历史方式中介的传统之中。


  我生活于这个总是生动的当前之中，这个生动的当前以意向的方式包含着，并且以确信的方式包含着在共同地生动的诸当前当中共同生活着的诸自我主观——一种超越论地共主观的现实的生活，一种处于由诸个别的自我的原始性构成的相互交织之中的持续存在的，内在地结合起来的流动。一致性涉及到自然之结构——一再地更新的并且通过记忆而固定下来的自然之结构。每一个单子都有产生和发展。普遍的相符之目的论。谁能看到下面这种必然性呢，即一定会达到这种程度：我们关于自然的诸科学必然是服从于自然这个无限的理念的？心理物理的结构。处于其最复杂的生理学结构（生物物理学）之中的身体。情况肯定是这样的吗？这个世界肯定是能够以自然科学的方式理解的吗？


  无限性应该按照它的要求被充实。外在的无限性和人群之构成，另一些人之构成——自我作为人。人之同一性——以作为自然的身体物体之同一性为前提。在特殊意义上的身体之构成，在原始性当中的构成，在发生学上由诞生开始。共主观的生成由我出发。但是在这当中我遇到了总是已经存在的贯穿于一切诞生的共主观性，这种共主观性对于我而言是通过间接性作为在我之中显示的共主观性而获得的，而且它也在每一个人那里被获得。我知道这种情况，并且是作为我总是能够一再地证实的自在而知道这种情况。另一些人之超越论性，人之同一性。


  地平线之无限性只能由，而且肯定只能由现实的移情作用和与另一些人的现实的交往和自然之现实的共同构成，自然之现实的人性化——在有限性之中，在现实的联系之中——形成，并且自然之无限性，人性化的自然之无限性，作为对于人群而言的地平线的人群之无限性（他们本身已经以地平线的方式被给予了）也只能由现实的移情作用和与另一些人的现实的交往和自然之现实的共同构成，自然之现实的人性化而被构成。这又是由从作为个别的人的我流出的，从每一个个别的人流出的个别的人之诞生而构成的。但是人群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诞生”，并且人群之作为人群的发展，人群之成熟，人群与具有另一种“诞生”的另一些人群之联系都有“诞生”。并且正如在我的独一无二的存在之原始的发展当中，原始的准-自然等等落到我身上，正如我的我们-人群落到我身上，并且我对于他们是主观，并且在他们当中参与他们的发展，而且是通过我的主动性参与他们的发展一样，同样这个人群的世界“原始地”在这个人群中形成，通过“移情作用”，异己的人群，异己的人群的异己的世界，在这个人群之中形成，一个作为共有的世界的新的世界之构成在这个人群之中形成，这个共有的世界确实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存在着的世界，但是对于他们而言是以对于另一些人群共存在之特征存在的。但是在这里总是能够获得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开始只具有这种共同性之一个很小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那种使就事物，就人，就被人性化了环境世界等等以不确定的普遍性和不能相互协调一致的地平线进行相互理解成为可能的东西。但是这个处于其有限的可进入性中而并不是根本不可进入的由于自然之无限性，在对于我们而言的一个人世间的全人类和对于这个全人类而言的世界之不断进行的构成当中，仍然留出了继续进展之敞开的可能性。那种将我们与月球或金星分开的东西，根本上与那个作为大洋或高不可攀的大山将早先的人群分开的东西相似。当然还有下面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身体性就是那种我们并不理解为身体性的东西，正如反过来已经被统握为身体性的东西却又被认为是“泛灵论的”谎言并被放弃一样。诸统觉形成，在证明和反驳的进展当中，诸统觉又被拆毁为它们的类型方面的特殊形态。


  显然，世界存在着。世界就是由总是已经存在着的东西和总是已经在继续人性化当中形成着的东西构成的全体。超越论的哲学将我们引回到进行构成的主观性：哲学由超越论的经验出发并由被奠立在经验成就当中的进行思考的认识出发，将超越论的主观性构成为被认出的而且是通过认识认出的主观性。但是超越论的主观性认识到“那个已经自在存在着的东西”和它作为绝对的有效性而使之以绝对被奠立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东西。原因在于，它认识到……


  附录XXVII  经验和实践——环境世界。〈理解行为之界限〉（1931/32年新年）


  〈内容〉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对比特别重要：即a）对自然的经验（自然的存在之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可进入性）和b）对周围的人的经验和对一切客观精神性东西的经验之对比；正如在这里我也能像下面这样表达的：a）“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自然”之存在和b）“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人和人的环境世界”之存在的对比。存在着一个事实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对精神的环境世界根本上能够再理解的东西之层次。与此相对比的显然就是，每一个人（和每一个被共同体化了的-历史的主观性）都有他的或他们的世界地平线，这种地平线具有由他的经验和知识和他们的经验和知识而来的预先规定，即有关存在论上的熟悉东西之结构以及以在这种结构内部的他对另外一些主观和另外一些历史的-人类的世界的理解行为之界限之预先规定。处于其相对性之中的方法之问题和普遍地被指向的历史的，理解异己的存在和异己的历史的行为本身之方法的问题。


  实践是直接的实践或间接的实践。在世界之中的直接的实践以对世界的经验，对世界上存在着的东西的经验为前提。虽然我在经验之当前实行实践之直接的东西——但是这个经验之当前是作为经验之过去的当前和经验之将来的当前而是经验之当前的——但并不仅仅是在我本身已经经验过了等等的东西的意义上实行的。经验之当前是经验世界之当前，这个经验世界被经验为是具有当前、过去和将来的时间的世界。经验之当前是对于一切被意识到的和能被意识到的实践的可能性而言的存在之基础，因此也是对于一切计划、目的、行动而言的存在之基础。在世界中行动着的人之每一个现实的实践都是由已经存在着的东西出发的，或者是由已经获得的东西的在世界之中变成了存在的已经新生成的东西出发的。存在着的东西就是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经验的，可认识的东西。存在着的东西是由存在着的东西而制成的。行动是在有意地实现当中指向尚不存在的那个存在者的状态，指向现在由以变成现实的，现在真正变成现实的那个存在者的状态，并且是连带地指向刚刚完成了的东西并作为这样的东西而进入到已经存在着的东西之中的那个东西的状态。这种尚不存在的东西是处于最广泛的形式的意义上的应当存在的东西。这种应当存在的东西在意愿的意义上在行动中变为存在着的（我将会=我想要它处于生成之中——处于“工作”之中等等），在这种变为存在当中，这个应当存在的东西最终是作为“被”有意地“实现了的”而成为当前存在着的东西。因此从当前到当前，一个新的经验世界按照内容在诸存在者上存在，一个现实的经验之世界和一个可能的经验之世界，对于诸新的实践的可能性而言的一个新的实践的基础——我的经验世界，对于在共同的生活和“活动”之中，在相互的生活和“活动”之中，在彼此相对的生活和“活动”之中处于共同体化之中的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而言的经验世界。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在这里由已经存在着的自然（由所谓感性价值之原领域）产生出新的存在着的自然，然而是同一的自然，被改变了的自然。但是这个自然在这里不仅是作为自然存在的，而且对于我们而言——因此对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而言——它在作为“我们”之相关项的环境世界内部，作为实践的形成物，同样也是任何时候都能够被理解的，能够被统握的。因此在这个范围内一起属于它的不仅有由在个人方面熟悉的诸个人构成的圈子，而且还有我与其有直接的和间接的关联的诸个人之类型和这些作为个人的个人的地平线之类型，以及作为一个以附属的方式密切相关的实践的类型之诸实践的主观的个人的地平线的类型。与此相关联的是对于所有的人都在此存在着的实践的诸客体之类型，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诸客体之类型，存在于地平线之中的诸客体之类型，存在于形成环境世界之内在的地平线，规定该内在的地平线的样式意义的地平线之中的客体之类型。


  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人是“客观地”存在的，在存在着时，可经验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是同一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可经验为自然客体。一种这样的东西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完全能够作为处于直接的知觉之形式中的可能的知觉之对象，按照它所是的一切方面来经验。就在正常情况下我能与之取得一致的每一个人而言，他是同一的，能够被每一个人按照形成他的自然本质的同一些经验规定经验的。现在一个人对于我们大家而言当然也是作为人可经验的。与另一个人处于现实的相互理解之中，这已经就是将他经验为人，并且能够将他继续经验为人。因此形成他的个体的存在的东西，形成他的作为这个人（而且特别是作为这个个人，这个心灵）的固有本质的东西，对于我而言已经不是可直接地经验的，可通过知觉经验的。它并不是像下面这样以地平线方式预先规定的，即我在纯粹地真正地进行经验时能够继续前进，并且我暂时能够从他那里现实地经验到的东西（“诸侧面”）达到全面性。


  这需要更仔细地限定。即使是在对另一些人的经验方式方面，我们也有正常性与异常性这种相关的区分。我们是从我们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行动在某些方面当然也是由他们的行动而来的反作用）出发理解另一些人的。一般而言我们是在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行动状态中，在他们的不论实行何种行动的行为当中，由我们的行动出发理解他们的，每一种行动之要素已经就是以熟悉方式包含着的行动。因此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和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选择什么样的实践的道路，他们作为结果所产生的东西，由他们生成的东西具有什么目的意义。接下来我们按照其持久的目的意义在统觉上理解这种成果。注1264


  然而这得出的首先只是较低目的领域的范围，而且在持久的存在成果方面可以说，只是手艺的东西之范围。但是对于一个更高的，不能这样理解的目的意义而言，这个范围总的来看只是一个核心。例如，我们虽然将中国画理解为画，将这个成果理解为是被绘制的图画，但却并不理解它的真正的艺术意图，相关联地也不理解该作品真正的意义，不理解作为它的某一个的艺术意识之艺术作品的这个作品。说它也许涉及一种艺术作品这样一种空洞的一般性，只不过是我们由我们自己有关绘画的经验，有关制图的经验所进行的假设，因为我们当然已经在我们的环境世界之中对绘画艺术家及其作品有深入的理解了。音乐、宗教活动和宗教符号也是如此。我们并不拥有以其意向性之间接性起作用的历史遗产。在同一的艺术世界内部人们“毫无困难”就相互理解，但是与自然的经验相比较，在这里显然也已经存在着在前面描述过的区别，正如在下面这一点上也显示出来的，即我们在这种“毫无困难”地理解的行为当中也涉及到我们的人的经验之状况，更确切地说，涉及到“教养”之状况。通过自己的继续进行着的经验并且通过共同的经验——作为当前之生动的经验，而且是从当前到当前向前伸展到将来之中的经验——，只要这种教养没有相应的扩展，不管我们试图怎样长时间地，怎样仔细地观察这件艺术品，怎样深入理解这件艺术品，或者不管怎样仔细地观察一个异样的人：我们都得不到任何真正扩展着的和充分的理解。儿童不管能够多么长时间地观察与其共同生活的一个成年人，也不足以超出他的狭隘的理解范围而理解该成年人，也不理解成年人作为市民，作为地主，作为工人，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等等的个人的行为。对于成年人而言也是如此，他们有他们的可能的统觉之领域，然而所有的东西都与一个存在着的世界相关联，儿童的世界，成年农民的世界等等，德国人的世界，中国人的世界等等，都被包含于这个存在着的世界里面。这些相对的世界之中的每一个世界的每一个客观的东西，对于每一个人（不论他处于什么样的世界之中）而言都是可进入的——对于处于一个本身又是相对的普遍的正常性当中的每一个人：处于成年人之正常性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可进入的人。但这并不是说，仿佛每一个客观的东西真的就是在它的完全的特殊意义上是可进入的，但是也许能被理解为属于一个普遍的历史的人类的地平线和世界的地平线的，具有其熟悉东西和不熟悉的东西之形式，具有其确定性东西和不确定性东西之形式，具有借助于间接性而可认识的东西之形式的地平线，然而这种可认识性之形式，由于每一个人的生活之限制和有限性，事实上并不能被变为现实的。因此最后我们该谈论周围的人的理解行为之实现的问题，这当中特别是历史的方法论问题，以便揭示诸模糊的传统的地平线，并使这些地平线成为对于“每一个人”并对于每一个人的理解行为是可进入的。


  文稿28  关于移情作用：由于在移情作用当中的符合，另一些人已经与世界客体和共主观在一起了。平行项：重新回忆和移情作用。由重新回忆而来的自我（ego）之确真性。他者（alter）之确真性问题，或更确切地说，由共主观构成的全体之确真性问题（1932年1月27日和29日）


  1932年1月27日


  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很清楚，但是在更深入探讨时我们就会看到，这是绝对不够的。注1265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原始性，并且在他的原始性当中，他的被原始地构成的世界总是在知觉上以定位的方式被给予了。因此首先，我一看见这个世界就统觉了这个世界，或者就预期这个世界，并且个别地将这个事物统觉为综合的统一。或者：我在“我能够在这个熟悉的动觉系统中运动，在这个熟悉的动觉系统中随便地跑完熟悉的道路，并因此能够使有关的连续的显现进行”之中预见到一种系统方面的多重的综合。因此我获得一个一致地存在着的，在其一致的诸特性当中存在着的同一个事物之一种连续一致的综合，连续地相互补充的综合，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熟悉的方向上统一起来的并且是相互关联地综合的统一。也许我会如此这般地陷入到不一致之中，也许我不能保持如此存在，甚至不能保持存在，但是由于一种更高阶段上的本身总是一致地被证实的预期，我将能够通过校正克服这个低级阶段上的所有的不一致，即在迄今一致地进行的诸显现之进程当中的不一致。


  在这当中我已经处于极其复杂的统觉之中，我还想由这种统觉突出那种在事物之被定位的给予方式之多样性中从本质方面建立起同一的事物之同一性的东西，或者更充分地表达，建立起在诸“被定位的”显现方式之连续变化当中知觉之事物领域之同一性的东西，并因此建立起知觉世界（世界之当前）本身之同一性的东西。凡是已经对每一个器官的动觉及其所属的显现进程就本身来看有效的东西，整个来看，对于与诸器官的动觉之整体性以及所属的整个显现（被建立起来的更高的阶段的显现），即该领域的整体显现有关的该领域的整体统觉也有效。这是与“行走行为”的诸动觉有关的显现。在这些动觉之可能的进程当中，这个显现作为整体显现在综合的统一之构成当中连续地变化着。在关于环境世界之每一个瞬间的经验当中（并且首先是在知觉当中）我都有我的位置，我能够通过行走的行为连续地改变这个位置。只是在这当中关于作为空间位置的这个位置的统觉才被建立起来，关于作为空间运动的连续变化的统觉，关于具有其作为如同所有其它物体一样的空间物体的知觉器官的我的身体的统觉才被建立起来。注1266


  因此处于我的原始性——我的全部超越它的关于“客观的”世界的统觉都是建立于它之中的，并且我的全部的活动都是在其中进行的——之中的自我本身被统觉为是进行超越的，并且具有原始的核心。因此如果我举出这第一本源的东西之原始的东西，那就正如在被原始地还原了的世界方面我有其知觉的当前一样，在被原始地还原了的行为方面我有现在现实地进行着的知觉上的当前。因此它们和它们的进行超越的统握一起属于我的原始的领域，因此它们是我的本身固有的行为，在这些行为中我实行现实的采取态度，并具有现实的有效性相关项，准确地说，如同这些相关项在这种采取态度当中发挥作用那样具有它们。


  共主观-存在


  如果现在我是在我的原始性之中进行移情作用的自我，在我的原始性之中对另一个人进行经验的自我，那么该另一个人的身体物体就是在我的原始性之中被经验的身体物体，但这是作为对于处于其原始性之中的另一个人而言的间接呈现的东西。如果现在我——不论以什么兴趣——处于通过经验（“通过移情作用”）进入到另一个人之中的行为之中——比如作为一个对他所做的事情，对他对待他所经验到的东西，他由以受到损害的东西，由以被激怒的东西等等所采取的态度的好奇的旁观者，或者也作为以特殊方式被引起兴趣者，即为了与他一起采取行动，为了向他提出建议，但暂时是纯粹对他进行观察的，对他倾听的，那么我就是通过这种间接呈现而与他符合一致，而他的被间接呈现的诸行为，他的原始性之被间接呈现的诸行为，就不仅是被间接呈现的，就是说，不仅是一起在此存在的，正如他作为人对于我而言由于在他的原始性之中在经验时现实地所采取的态度而具有“以定位的方式在那里存在着”这种存在有效性，或者“在运动之中”在那里存在着的存在有效性，并且在对处于内在意识之中地站立的行为、行走的行为的，此外还有说话的行为等等的统握中具有存在有效性一样。他不仅是处于空间时间世界之中的客体，就如同我作为有身体的人是空间时间世界之中的客体一样，并且作为有身体的人如同我一样属于世界之当前，而且如同我一样作为自我是这个客体世界之主观，同样他是我的共主观，并且他是作为共主观为我存在着的，而且是像下面这样地为我存在着的，即我对于他而言同样也是共主观。但是在这一类的东西当中，与作为人并与作为自己-本身-作为客体-经常-与另一个人——一起存在的客观存在相对，恰恰存在着在主动实行的间接呈现之中所发生的“符合一致”随身带有的东西：“仿佛”我在这另一个人之中，在这个向这里或向那里看的人之中，在这个如此这般进行的判断的人，如此这般进行陈述的人之中，在他之中（仿佛我就是他）实行这些和那些行动，感受到刺激，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被触动等等。所有这些虽然也有其客观的统觉，它被统觉为空间上实在的人之心理的活动，心理行为和心理上的受苦，在他的身体性之中被第二性地定位，并且作为心理事件之流与身体之过程在心理物理方面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正如另一个个人作为个人，并且作为诸通常的习惯，诸兴趣特性，诸习惯的意志指向（兴趣）之基底，是与处于他的有机的个体性之中的同一的有机物体在心理物理方面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在我的原始的自我和被间接呈现的自我——作为以间接呈现的方式被改变的“另一个自我”之原始性之中的自我——之符合一致当中存在着以下情况，即在这种符合一致当中，我是在这种被间接呈现的原始性之中作为另一个人之原始性而被准当前化了的每一个有效性和全体有效性之分担者。这种间接呈现的活动作为以某种方式通过经验对异己者之占有活动，是一种必然的接受——或不接受，在这里不接受是接受（分担）之一种方式，即自己的统觉，自己的行为，自己的以有效性拥有的行为，或者如已经说过的，不允许有效的行为之一种方式。这种分担就是在这种符合一致之中的我自己的以有效性拥有的行为（但是作为对带有他的符合一致的有效性的另一个人的分担的行为），就是与他一致地采取态度的行为。但这并不是在对另一个人之被间接呈现的采取态度之变弱的采取态度的特殊的行动中采取态度，就是说，是作为赞同的承认的采取态度。但是在这种符合一致当中代替处于本源性之中的正常的原样式的一起做的行为，分担的行为，也可能出现了怀疑的行为，变样的行为，或更确切地说，否定的行为（拒绝的行为），在直接的分担行为上受到阻碍的状况（作为一种特殊样式）。但这是像下面这样发生的，即原理上作为基础必然存在一个原始的样式的分担之领域，互相协调一致之领域，由这个领域之中显露出所谓的诸非正常的样式。只是因此他对于我而言是另一个自我，就是说，必然是一个环境世界之主观，这个环境世界是我由我的原始性而来的作为存在着的而以有效性拥有的同一的环境世界，只是因此，他如同我本身一样通过在该环境世界之中生活，进入到该环境世界之中进行经验，进入到该环境世界之中行动而存在。


  重新回忆，符合与分担，或更确切地说，与我本身共同分担


  存在于这里的东西通过一种对照比较就会得到说明。间接呈现就是准当前化。让我们来思考准当前化之另一种本源的方式，即重新回忆。如果在第一个准当前化之中我和另一些人处于直接符合一致的联系之中（处于对“进入”的行为之实行方式之中）的话，那么在重新回忆当中我就是和我自己处于直接符合一致的联系之中。我刚好还记得昨天穿过市区走了一趟：我现在知觉着我那时走过了一些街道和广场，作为曾存在的，曾被知觉到的世间的事实而知觉着。因此我以进行回忆的准当前化方式现在经验到，而且是作为被准当前化了的经验到我从前（昨天）进行统觉的，以身体方式活动着的，也许是说着话的，被某种意图所促动着的等等的自我。所有这些东西都具有“曾经存在过的”，“曾经被知觉过的”，不管是被观察到还是没有被观察到，“处于原始性之中的”东西之样式（在现在这样地谈到这些东西时，我现在将我的进行注意的和进行课题化的目光指向它的东西，那时并没有被课题化，我并不仅仅是在进行回忆时加以重复，我所实行的正是被改变了的态度，然而却是在统一的有效性之范围内实行的）。当我现在直接地想到昨天的散步，以“再一次”进行知觉的行为，“再一次”行走的行为之样式想到昨天的散步时，我就与我的被回忆起的进行知觉的自我处于符合一致之中；更确切地说，因此就与我的被重新回忆起的自我处于符合一致之中，这是一种进行进入的重新回忆，是一种失去了自己的重新回忆。在这当中显然存在着以下情况，即对于我，对于这个进行重新回忆的、现实的原始的自我而言，所有处于重新回忆之中的东西都一起有效——这就是失去自己的重新回忆之正常情况。因此不仅所有这些东西都“呈现”出来了，如我们通常倾向于将纯粹的表象和“肯定”区分开那样，并且不仅自己过去的自我作为对于我而言曾以某种有效性存在过的自我，也“呈现”出来了，而且作为处于下面这样的一种有效性之中的自我也呈现”出来了，即它作为进行散步的自我曾在知觉上被给予过，作为曾以身体方式在这些街道上与这些事物，这些人，这些动物一起存在着的等等被给予过也“。在这当中所说的仍然不是：我，这个现在处于我的原始的当前之中的现实的自我，分担这个存在之当前。但在符合一致当中这恰恰是正常的东西。不过在所有这些东西当中我都能够变得“与我不一致”。例如，我混淆了（就是说，在后来对自己的解释当中混淆了）过去的再次散步，或者杂乱地将它们掺和在一起了；我并没有穿过这一件衣服，而是穿的另一件衣服，我对我所遇到的人所说的并不是这个（这是在另一个场合说的），而是说的那个等等。或者我确确实实地而且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曾向X先生问候”，但是结果表明，我从一开始就按照一般的印象将他与Y先生混淆了。因此我现在记得，我与对我现在与之符合一致的我的过去的自我之统觉方面的确信并不处于直接的分担这种符合一致的关系之中。这种情况表明的首先就是，我作为原始的当前的自我与我本身处于符合一致之中。很显然，我只能由重新回忆而本源地知道，我曾存在过，并且关于我的过去之一切间接的知识都总是已经以我的重新回忆为基础的，正如一般而言，关于全部过去的一切间接知识也都总是已经以我的重新回忆为基础一样。因此以下情况是由记忆之原有的本质发生的，即在它的自身符合一致当中，这是在视为同一的符合一致之原样式的形态中的符合一致，在这里这意味着这样一种符合一致，在其中，在综合当中，我作为一存在并作为一被意识，作为现在存在着的并曾存在过的一，作为处于两个时态的给予方式之中的，并与此不可分割地处于在为-自己-存在的现实的存在之两个样式之中的，两个流动着的现实的体验之当前的一，并且在这当中作为被体验的东西，被意识到的东西之流动的领域是两个环境世界——一个是当前，但是现在是“实现的”，是原始性，另一个则处于“被准当前化”这种样式之中——。现在我们当然不可以由时间样式的时间性之被当作前提的先验性不加考虑地推断出，这是自我之处于同一性综合之中的两个给予性样式，一个是原始的当前之样式，另一个作为过去是被准当前化了的当前之样式，我们不可以将以下情况当成是“不言而喻的”，即这个自我在这期间一定是持续存在着的。作为它的体验流以及它的在体验流当中发生的与它的同一的世界——作为对于它而言连续存在着的世界——的关联之坚持着的自我的自我之时间性，毋宁说一定是在对自身时间化——在这种自身时间化之中它存在，并且在这种自身时间化之中它必然具有为自己本身的连续的持存等等——之证明当中变成可以理解的，并因此被以构成的方式建立起来。


  由重新回忆而来的自我（ego）之同一的存在之确真性以及由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而来的另一个自我（ego）之存在的确真性之问题


  我们同样也不可以形式地引用我-在之确真性，毋宁说我-在之确真性必须是理解它的线索，而且首先是阐明它的具体意义的线索。在这里可以考虑这种确真性是因为即使就它而言也存在着在进行重新回忆时与自己本身的符合一致（作为共同体的本源的自我-共同体与自己本身的符合一致）和与另一个人的进行移情作用的，即进行间接呈现的符合一致（本源的共同体与另一个人的符合一致作为所有通常意义上的共同体与一个人，然后是与更多的其他人的符合一致之基础）之间的区分。


  因此与进行重新回忆的符合一致不同，与另一个人的符合一致首先是处于他人之中的符合一致（共同体）。现在这很容易被说成是理解——我按照字面表达，完全以外在的方式也是很清楚的，很容易被说成是，我不是另一个人，我在通常的“知觉”当中，在通过间接呈现的知觉当中，如现象学所强调的，在进行理解的“知觉行为”中，或更确切地说，在间接呈现的知觉的侧面中，仿佛一起经验，一起思想，一起做事，然而在这当中是我存在，并且我并不是另一个人。但是如何能理解这种区分呢？如何能理解在重新回忆之中的统一，如何能理解在这种确实同样也是进行准当前化的“移情作用”之中他人与自己的统一呢？


  对此立即就有进一步的思考。在这里我们首先举出涉及确真性的第二个区分点。我很可能“弄错”我，我很可能怀疑我是这样或那样存在的，我很可能不得不将确信改变为单纯的猜测，单纯的可能性，甚至改变为对并非如此存在（自我欺骗）的确信。然而我很容易看出，在这里一切怀疑，一切误会，都是受限制的。在这里，我们不假思索地排除涉及早先关于空间世界的东西的经验的记忆的一切怀疑和误会，并且我们考察真正的自欺，例如像在关于我们自己的记忆当中的过去的东西的混淆与结合当中的真正的自欺，或者与此相当的东西，即关于重新回忆当中的混淆与结合，结果是一个正在产生的重新回忆，它并不是“真的”重新回忆，它的确信由于诸分散出现的混杂的记忆而变成没有意义的。很显然，一切由情况引起的变化都已经以一致的确信这个基础为前提了，并且一种进行时间化的时间流之形式是始终不变的，而且是这样一个流之形式，在这个流中，我的自我，唯一的自我，现在通过体验而清醒地生活的自我，在连续性当中一直进行体验的自我，在这个流中，受被体验的东西（在体验活动当中被体验的东西，在现象学的-意向对象意义上的体验，作为以对象方式存在着的有效的东西）的刺激，这样或那样在行为当中与之打交道。不管我就记忆当中的过去之一种体验的存在怎样搞错，一种记忆当中的过去都是真实的过去，而不是被搞错了的记忆当中的过去，或更确切地说，存在着许多真实的过去，它们被掺和到、结合到虚假的记忆当中的过去之中了。有多少存在就有多少假象。因此我的体验流曾存在过，这种不变的形式是一个确真的具体的存在流之形式，这个存在流是我能够通过对搞错之“揭示”而探寻的。或更确切地说，我探寻记忆，我以批判的方式询问记忆，只不过是因为我预先就有这种绝对不被违反的，而且绝对不能违反的确信，这种确信表达到了一种定式，我总是已经有了我的生活和在生活中存在的东西，我现在存在，我曾存在；我作为同一的我，作为在现实的现在当前之中为我显露出来的和我进入的一切记忆当中的这一个我，是一种不变的形式，而且作为一种生活之自我，作为一种进行体验的生活之自我，一种意识生活之自我，这种生活通过“生活时间”之形式延伸着，这是这样一种时间之形式，任何一种记忆都与它发生关联，并且它能够将任何一种记忆由它们本身揭示出来而内在地（implicite）随身带有；但是这种不变的形式是作为在其有效性当中对我而言不变地持久的存在之形式而随身带有的，然而当下的内容却能够个别地受到由情况引起的改变。不论还有什么东西属于这种确真性，并且为了成为能够按照它固有本质的意义理解的，不论能够怎样解释这种确真性，在涉及我本身时，由情况引起的改变或弄错所涉及的总是我的如此存在，我的这个和那个已经作为体验而现实地拥有了的行为，这些和那些行动，这些和那些动因，而且还有拥有并有根据地拥有诸习惯的确信的行为，等等，但并不涉及我的存在，更确切地说，不具体地涉及我的存在，这个存在现实地过着它的生活，而且已经在过着它的生活，我也能够寻找通向这个存在的可能的入口，并且我现在就在寻找，这个存在现实地拥有，并且过去就拥有它的诸习惯性的东西，等等。这个存在连续地存在于作为自我式的时间的时间之形式当中。


  那么自我学的将来呢？在注意到限制的情况下所有这些东西对于向前回忆当然也会有效，这种限制即使是在重新回忆的情况下就已经具有确真的不变性了。在重新回忆的情况下虽然对于每一个记忆我们都有一个在此之前确真地确实的，而且一直进行到现实的现在的可能的记忆之连续体，因此一直到现在作为同一东西的自身存在，这个同一的东西曾持续地存在过，而且现在仍持续地存在着，然而它并不是对于一个能随意地延伸到一个自我式的过去的自我生活之确信，因此并不是对于无限的自我生活之确信。因此关于我的将来的存在，虽然我也有确真的确信，但并不是处于可任意延伸之中的确信。在这里甚至有处于对应于向前回忆和重新回忆这种本质的区分的本质上不同的方式之中的确信。在这里我只有这样一种确真性，即在我现在生活时我仍拥有将来，但不是这样地拥有将来，即仿佛在我实行一种任意的向前回忆，实行一种直观的向前预期时，拥有确真的确信；如果在涉及我的将来的体验行为时我弄错了，那么代替被预期的体验，我肯定具有一种不同的体验。这里就是有关死亡的可能性的场所，但是死亡在自我学的自身考察之中并不能呈现出来，不可能具有任何体验方面的直观性，正如它对于我而言毕竟只有在通向对另一些人的理解的道路上才能获得意义那样。剩下的只是以下情况，即对于一种进展到那里的“生活”的必然性而言并不存在确真性，存在的只是这样一种脆弱的确真性，即一般而言我拥有将来，最近的将来：预存，按照固有本质，当前的生活是面向未来的，作为流动着的当前的生活具有其流动着的将来，这个将来在流动中作为现在的而成为现实，每一个现在-发生都被确真地刻划为现在-将来之实现。


  1932年1月29日


  那么对于总是以间接呈现方式对我有效的另一个人之确真的确信的情况如何呢？以间接呈现方式的-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显然并不具有重新回忆的效能。但是，不是存在着一种作为对于这个自我（ego）的确真性而言的真正的平行项的确真性吗，即一种对于我的自我之共主观的全体而言的确真性，然而这个全体之存在的确真性并不意味着这个全体之“内容”的确真性，即对于在我自己的主观之外的这个全体之任何一个个别的超越论的主观而言的确真性？


  只要在我的流动着的当前之中世界就本身而言以经受住考验的有效性存在，或者当我通过理想化将我作为被世间化为人的自我来考察，并且保持在这种假设之中，那么属于这里的就是，不管我就周围的人的此在怎样个别地搞错了，仍必须将周围的人认为是世界的现实性和敞开的实在的可能性。但是我肯定就是人-自我吗？当我这样存在时，当我经验着这个世界时，我不是可以自由地相信吗？或者我不是可以自由地不相信吗？我不是可以自由地怀疑吗？或者我不是可以自由地不怀疑吗，等等；我处于确真性之中，尽管每一个个别的世间的东西都可能不存在，当我经验它时，却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之存在。当我经验个别的东西时，我也不可能毫不犹豫地就怀疑它，但是只要对于现实的经验之每一次失望（这些失望经常都足够地是体验）都作为可能性被转用到每一个其它的经验上，并且将它变成可由情况而改变的失望，而且是在统觉上变成可由情况而改变的失望，它就已经被同时统觉为是可能被怀疑的了。但是这样的动因必然是缺乏的，因为处于其经验方式之中的世界（通过个别的校正）从来都没有令人失望过，而没有这种东西，世界就不会作为我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无可置疑地存在着的世界被构成。在世间的全体之存在当中作为它的意义之本质要素存在的这种预期，在经验期间，在我的清醒的世界生活之进展期间，是确真的。对于我而言，这就是向前回忆的确真性——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即我将我的将来的生活作为已经是当然会存在的生活而不加询问。


  现在在这里不应该忘记这个前提，并且在补充时（即使是对于以上所说东西进行补充时）应该说：从内在的方面来说，我的原始的过去确真地预先规定了我的原始的将来，而不仅是确真地预先规定了直接预存的将来东西。这就是说，按照类似的预先规定，因此对将来的生活，对向前延伸着的，延伸到远处的生活和原始的-世间的将来的预先规定，是以绝对的必然性出现的，并且当然完全是按照自我学的过去出现的，在原始的-世间的方面它是一个由校正而来的世界。在这里存在之有效性也是绝对的，并且在将来能够证明可靠也是绝对的——按照“存在”这种样式，“或者也许”按照“假象这种样式证明可靠，但是假象能够被改正为相应的存在”——，不仅是在“内在的”向前回忆方面，而且也在在向前回忆当中在超越的经验之中被构成的东西方面，都是绝对的。但是：如果世界作为共主观的世界被构成了，那么我就在这个结束我的将来的生活的很可能的砖石之上准备好（而且在每一个时刻都准备好）。这个预见之确真性是绝对无法反驳的，必须相信的，必须承认的，必须判断的，并且在这当中必须保证判断的基础本身和实践的基础本身的必然性，但并不是在我的将来的世界生活之非存在的不可想象性、不堪设想性这种意义上的确真性。


  对于我们——如果我已经以经验的有效性拥有了这个“我们”——，因此对于由我们的经验而来的这个客观世界，也同样如此，只要这种共同的经验正如它在我们的完整的清醒的生活当中进行的那样，在生动的自身证明当中继续，因此总是随身带有预先规定之经验方面的确真性。但是对于共主观性而言，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当然（eo ipso）也对于世界而言，能够存在一种不同的确真性吗？就如同对于我本身而言的这样一种确真性吗？


  附录XXVIII  处于其可疑性之中的自我（ego）之确真性。具有我并且具有另一些人的共同体〈可能写于1932年〉


  可揭示的自己的过去之确真性以将来为前提——即我有实行将来的重新回忆的行为，解释这些重新回忆的时间。如果我坚持这个时间，并且如果我又想在这里确定这个时间本身的话，那么我，这位现象学家，至少已有了这个时间，并肯定将这个时间当作前提了。


  过去的自明性以将来的自明性为前提，将来的自明性以过去的自明性为前提。


  生动的当前之自我；仅仅是在我的清醒的视为同一的行为当中，这个生动的当前之存在着的流作为流对于我而言已经就是确真的了，并且“一再地”是确真的，并且将将来和过去当作前提。


  另一个人是如何为我存在的呢？从外部，他并不需要在此存在。以经验方式的“间接呈现”。但是这另一个人对于我而言并不仅仅是“客体”，而是共主观。——在这里不需要区分：一起进行经验和一起进行行动吗？在符合一致当中不需要区分吗？与重新回忆相比的差别？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是也有双重的东西吗？


  我-经验之确真性。在我-经验当中已经就有被改变了的重新回忆和向前回忆，作为这种东西已经得到证实，甚至在问到我现在是否有一个遥远的将来之前就得到证实了。


  我进行经验，并且以经验为根据，并且以未来为根据，为未来拟定诸实践的可能性。我处于实践的意志之中，处于进行计划的意志之中。我拥有已经完成了的东西，已经过去了的东西，就是说过去的意愿作为已经完成了的沉淀了，并且我拥有未完成的东西，曾经想要的东西，曾经该做的东西。


  在重新回忆当中准当前化。作为经验：过去了的知觉准当前化。作为意志（作为计划）：过去了的意志准当前化。现在仍然是意志，现在仍然是计划。如果它被完成了，那么现在就正是被完成了的意志;如果它当时未完成，那么它就在地平线中具有现在继续产生影响的继续有效性和以后的完成。我现在对付它：我那时曾在写这篇文章（在这期间发表的文章）。但是现在我仍处于这个未完成的意志之中，这种意志是由记忆而来的继续。因此我作为当前的自我处于与过去的自我之意志的联系之中。


  我想要——恢复与我，这个过去的自我，的联系。


  我想要——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新的对我的生活的支配。我由于后悔等等想要净化我的过去的生活。在这里我也处于与我的联系之中，处于一种我-自我方式的意志行动之中。我作为实践的自我与我本身协调一致，并与我矛盾。我处于与另一个人的联系之中——处于与另一些人的意志联系之中，作为在他之中，在他的意愿之中的进行意愿的，或者，不是将他的意愿作为我的意志接受过来，而是在斗争之中意愿相反的东西。意愿，在协调之共同体和不协调之共同体当中的每一种样式的实践当中的意愿。


  过去已完成的意愿及其结果现在也存在着。自然作为处于其原始性之中的个别东西之结果，这个结果是处于其原始性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的。理想的东西等等，作为结果，作为数等等，对于每一个人也都是可进入的。


  附录XXIX  像我的过去一样，作为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的共主观的另一些人之共当前也属于自我（ego）这个课题。超越论的自我和超越论的人〈可能写于1932年2月〉


  作为自我，我以不同的意识方式意识到世界，作为自我，我具有不同的流动着的-变化着的意识，但是也具有对世间东西等等的持久的相信。


  还原到经验，知觉，记忆——当前的世界，过去的世界。


  其它的自我，人和动物，首先是如同其它世间的东西一样被经验的，但是被经验为“表现着”，间接呈现着异己的意识生活的物体。划分：原始的东西和被施以移情作用的东西。异己的意识作为共同有效的，对于我而言变成了一种间接地意识到世界，以有效性拥有世界，以经验拥有世界的意识。如同我的过去一样，作为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的共主观的另一些人之共当前也属于自我（ego）之课题，他们的主观的东西作为“共”主观的东西，在我的主观的东西之中，并且对于我的主观的东西而言是“共”主观的东西，我的主观的东西只是作为原始的主观东西被区分开的，相似于我的当前对于我而言相对于我的在原始地被给予的记忆当中作为意向上的变样被意识到的过去（被记起的当前）而被刻划为原始的当前一样。因此我们有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当前，但是它的自我与我的自我并不是同一的，而是另一个自我，是我的自我之意向上的变样，但却是作为另一个自我等等。


  进入主观东西之全体之中的进程，通向作为共主观性之世界的世界的进程，作为我的世界，我的自我（ego）之世界，我的自我本身是这个我们之自我。


  我本身是作为自我（ego）在自身中包含着另一些人和敞开无限众多的另一些人（在移情作用之间接性的后来效果之中的另一些人）的主观性，然而我这个人，我作为世界之成员，并不是以世间东西之区域的规定存在着的世间的客体。所有这些规定都已经设定了有所成就的主观性，设定了作为自我的我，这个在这里和以移情作用方式在共同有效性当中设定的异己的意识一起有所成就的，成就世界这个题目中的诸意义的统一和诸有效性统一的自我。因此这个自我之意识生活也不是人的意识生活。通常的人的意义上的自我和自我（ego）的关系是十分特殊的。只要人是超越论的主观性之自身客观化，他的存在就包含着超越论的主观性，但并不是作为“在人之中的此在”包含的，不是作为能以某种方式在人之中呈现的核心包含的，而只是作为能够打通由适合于作为人的我的东西通向超越论的东西的潜在性包含的。另一方面，这个超越论的自我，正如包含着世界一般一样，也以另一种方式包含着作为构成物的人，但是是作为特殊构成物包含的，这个称作是超越论的自我的“我”存在着并且以统觉方式展示世间的区域性，而且是这样地展示的，即那时它总是仅仅作为如此存在着的而被发现出来。


  IV  选自1932年春至1935年时期的文稿


  文稿29  与单纯移情作用的共同体（单纯的毗邻存在）相对比的有关倾诉的共同体（作为打招呼的说话和听取说话）的现象学。关于现象学的人类学。关于经验（信念）与实践（1932年4月13日和以前，1932年4月15日完成）


  〈内容：〉共主观地构成的世界作为对于人类而言的世界——作为在“人的对面”坚持住的世界——预先已被给予了：起作用的主观性——时而校准实在世界的东西，时而校准个人的东西。倾诉的共同体作为社会行为之前提和形式。社会的联系之构成——个人式的结合。社会的习惯和个别主观的习惯。作为社会性之统一的人性。


  只是开始，但是基本的。


  当我实行移情作用时我是如何经验另一个人的？


  1）首先十分一般地说：经验可能是处于某种兴趣之中的经验，因此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也是处于某种兴趣之中经验。所有属于兴趣之实现的东西，在由兴趣而来的每一个行为当中都是第一性地或第二性地以课题方式存在：我专心于这个东西，在严格意义上，我专心于这种第一性的课题的东西。经验也可能是非课题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就时而处于向课题式的经验之通过中介的转变当中，真正地过渡到这样的经验之中，时而已经处于通向这种经验的道路之上，但是并没有真正导致这种经验：就是说，非课题的经验能够以“诉之于兴趣”的方式存在，或换一种方式表达，以诉之于兴趣之自我的方式存在，这个自我诉之于兴趣。更真实地说;当下所经验的东西具有诉诸者的特征，对这个自我实行刺激者的特征，并且与此相应对被经验东西之经验行为具有其样式。但是这种诉诸可能涉及自我，而没有随之发生由这个自我而来的作为反应的看过去或注意倾听，并因此没有随之发生向兴趣活动的过渡。但是下面的情况显然也是可能的，即很可能经验是以下面的方式发生的，即被经验的东西本身迎着自我而突显出来，诉之于自我，但是这种呼吁并没有引起这个存在于现实的兴趣之中的自我的反响，或更确切地说，并没有战胜它的兴趣。


  现在，“同一的经验”按照它在这种活动中是不起功能作用的还是起功能作用的，以这种方式有极其不同的现象学的内容；根据情况，它的被经验东西或者不是以课题方式存在的，或是以第一课题方式或第二课题方式这种不同方式存在的。


  2）让我们来思考在移情作用当中的这种不同的情况。另一个人被以下面的方式经验到，即我不论出于什么兴趣“全神贯注于他”。我在间接呈现当中一起过着他的生活，在这当中，他作为有身体的个人在我的知觉世界当中被经验到，更确切地说，在我的知觉上的当前之现实的空间领域中被经验到。如果一般而言，他是这样地在这里为我存在的，那么他也就作为以个人方式生活之个人被间接呈现出来。但是这种间接呈现如匆匆一瞥的情况下所见的那样，甚至即使他作为对于我而言是无兴趣的而停留于背景之中，停留于完全不清楚、完全不清晰之中——也完全能够不活跃地保持着。如果这种间接呈现本身活跃起来，在兴趣之活动当中发挥作用，那么这种间接呈现就存在于对处于一种仿佛（quasi）之中的、具有他的生活的、具有处于进行准当前化的间接呈现之中的他的经验行为，他的思想行为，他的评价行为，他的行动的某另一个个人的探讨之中，并且在这个限度内，这种间接呈现总是确定的。我“仿佛”一起生活。


  符合一致——“接受”与分担


  如果相反的动因不起作用，如果在我的自我与他的自我符合一致（仿佛在他之中我如此这般地表现）时，我立即就一起实行他的行为方式，一起实行他的态度，一起实行他的有效性：可以说，我接受他的作为现实对他有效的东西为我的有效性，接受他的判断为我的判断。也接受他的计划，他的行动，他的作品吗？至于这一点，首先可以说，这种接受的行为并不是作为自己的行为方式的真正的“接受行为”，就是说，并不是在置于对面当中的“接受行为”，并不是在将我的自我与他的自我分离开当中的“接受行为”：然而当我在他之中一起生活时，例如一起进行判断时，我确实完全与他符合一致。只当我不论出于什么兴趣达到将我从这种符合当中解脱出来，又使我与他保持距离时，我才会看到，在这种符合当中为我形成了的我自己的存在相信，我自己的判断，但是在这种符合当中，作为自我，我尚没有将我与该另一个人分开，然而我实行了一种作为进行接受的共同采取态度的共同采取态度，我实行了一种接受另一个人的有效性的行为：从现在起，留给我的就是如同一个可以说是以唯我论方式获得的存在那样的如此存在，判断等等。注1267


  3）至于诸实践的活动，它们全都与已经为行动者存在着的世界，而且按照其意义是客观地存在着的世界有关。但这就是说：作为客观的世界它已经具有了由那种借助于诸参与的自我之符合一致而由共主观的接受行为产生的，由现实的和可能的共主观的接受行为产生的有效性领域之意义，而且是通过相互校正和继续证实产生着，而且是不断地产生的。


  借助于每一次对在与另一个人的关系中在存在方面对我有效的东西的接受，这个已经存在着的对我有效的世界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规定。在转回来时我立即就看到，以前作为世界对我有效的东西在它那个方面总是已经具有了来自这种传统的诸成分。在我拥有这个世界期间（或者只要我能够作为清醒的人-自我追踪我的过去），这个为我存在着的世界就总已经是共有的世界了，是“我们大家的”世界了，而且绝不仅仅是就本身而言的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集体的世界，而是由相互的传统而来的世界。甚至连我的“我们人”本身也是建立于传统之上的。


  因此这里需要实行一些涉及方法的特别的解释，即通过移情作用和与移情作用同时进行的接受，一个共同的世界如何产生出来，以及超出这些现实地相互交流的人-自我，一个由现实地一起被经验到的和也许可能进行经验的人-自我构成的敞开的存在地平线如何产生出来，以及一个对于处于以自我方式的共存之无限性当中的所有人而言的世界，对于所有在交往当中总是现实地出现的人而言在他们的“接受行为”中一定是作为共同存在着的而被构了的世界——作为不仅是对于他们，而且对于所有的人而言的世界——是如何产生出来的？


  在这种已经说明过的意义上我们不可能接受一个行为，甚至不可能接受一个实践的计划。在我的间接呈现当中被准当前化了的另一个人的意愿在这种符合当中并不是我的意愿，我的意愿是当我从这种符合之中走出来时，我作为我自己的意愿留给我的；因此这是进行计划的意愿，这是决心，因此这是作为行动实行着的意愿，因此这是在结果当中，例如在作品当中“沉淀了的”、完成了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仿佛也会将这件作品看作是我的作品，并且仿佛能够看作是我的作品。


  （增补，1932年4月13日的继续）


  凡在我与另一个人有联系的地方，我就可能仿佛是在他之中生活，仿佛是在他之中希望，仿佛是看到实践方面的可能性，将这种或那种可能性选中为最好的可能性，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中可以说一同去，而在另一些情况之中不一同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在这里我也有接受和不接受的区分，如对信念上的行为，进行感受的行为，进行渴望的行为，实践的行为的接受和不接受的区分。但是我作为处于我的原始性之中的自己的自我，与被施以移情作用的自我，与被准当前化的自我（与另一个自我[alter ego]），是有距离的，现在我肯定不处于对同一东西的渴望之中，不处于对同一东西的意愿之中，不处于对同一东西实践上的选中之中，但是就另一个人的信念上的行为方式而言，就这些或那些世界客体的存在而言，只要我在移情作用之中以完全一致的符合同行（在这个方面与他“完全一致”），留给我的就是关于同一的对象方面的存在意义之信念，在这种完全一致当中落到我身上的就是现在留给我的对存在的相信；对于他而言存在着的并且有如此这般性质的东西是现在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并具有如此这般性质的同一的东西。


  如何理解这种差别呢？从已经说明过的结构我知道：我在信念上作为在世间存在着的而以有效性拥有的东西，是以有效性作为贯穿于一起存在着的另一些人而为我存在的，并且这另一些人也一起对我有效。世间存在着的东西对于我们是共同的，就这种一致所达到的范围而言，对于每一个人都是通过进行交流的另一些人存在的。


  如果我通过改变而参与，而为我存在着的另一些人从他们那个方面并不参与，那么这首先就是说，在我的被孤立地还原了的原始性之领域中我改变了原始地为我存在着的东西，它作为同一的东西变成了被改变了的东西。在与另一些人的联系当中，它现在也作为不同的东西为他们在此存在——在这种一致性所达到的范围内。


  但是如果他们作为对于我而言在交流当中存在着的另一些人也参与，那就产生了改变之共同体化的诸可能性。或许我们在改变的同时以下面的方式改变这同一的东西，即我们一致地改变，并且由我们当下的每一个自我式的改变当中产生一个共同的改变之统一。或者所意向的诸改变没有得出引起结果的改变，它们不一致，一个妨碍另一个。但是关于引起结果的改变之谈论是多义的。可能一个人接着另一个人，在同一的存在者之上通过改变而参与，对这一个存在者的每一次改变产生一个被改变者，这个被改变者从现在起对另一些人在此存在，并且由这另一些人的改变而被改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也是被改变者。或者我们的参与行为是一种同时的参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这一个人的参与行为会阻碍另一个人的参与行为，但是是以不同的方式阻碍的：以在共同的连续的同时性之中的一种合量形成物之方式阻碍的，它带有这样一种介于两可之间难以确定的情况，即一种参与的行为与另一种参与的行为直接地抵消了，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力量的差别起作用，就是说，一个肯定的合量出现了，一种变化的结果出现了，这就是“合量”。


  我们拥有关于为所有进行交流者在此存在着的东西之诸种变化，这些变化是没有诸主观（这些主观只是作为共同进行经验的主观活动着）的参与“自动地”发生的，并且我们拥有由进行参与的诸主观而来的（由进行评价的-进行意愿的-进行行动的诸主观而来的）诸种变化，因此是作为被主动地获得的，被主动地追求的和被主动地产生的诸种变化，不同于完全被动地进行的变化。


  但是现在不应忽视以下情况，即我具有我的为我存在着的，作为在一个核心之中被现实地经验到的环境世界的环境世界，这个环境世界具有由可能的，能够预期的，并且只是作为活动空间被预先规定的诸经验之地平线。凡是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东西，对于我而言作为这样的东西（但是以活动空间的方式）就是对于所有人，对于与我进行交流的每一个人，存在着的东西。我有一个由另一些人构成的敞开的地平线，而这另一些人在他们的被经验的环境世界之进程中时而是被动地行事的，时而是主动地行事的，就是说，以进行改变的方式参与到环境世界之进程中的。但是一般而言，这只是在诸可能的经验之作用空间之中被预先规定的。因此这个为我存在着的环境世界作为对于所有人而言的世界是超出真正的经验领域的，或说，超出该经验领域的诸侧面的具有地平线的预先给予性，而这种作用空间的给予性所说的就是，它是诸可能性的作用空间，部分地是这个自动地进行着的东西之已知的和未知的诸可能性之作用空间，部分地是由未知的和已知的另一些人之参与的行为产生出来的自己的和异己的已知的和未知的诸可能性之作用空间。


  当我思考时，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作为存在着的总是已经在这种像似地平线的东西中被构成了：通过拆解，我发现这种处于原始性之中的像似地平线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作为超越论的另一些人之像似地平线的东西，最初的另一些人之像似地平线东西发现的——作为另一些人之敞开的实在的可能性，并且作为在每一个被经验到的和能经验到的另一个人之中作为他自己的存在可能性，在一个具有其被间接呈现的原始性的被间接呈现的自我之形式内部，此外在对共同的存在者之必然的视为同一之中——这种共同的存在者是在敞开的可能的不一致和校正之地平线当中的一致性之必然的统一性之结构——，我发现像似地平线的东西。这个对于我而言贯穿于由另一些人构成的地平线而被构成的存在者之世界，当然（eo ipso）是对于所有这另一些人而言的共同的世界，对于所有这另一些人而言也是构成了的。这个世界是作为共同的空间时间的世界被构成的，在这个世界之中我和我的另一些人（因此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之构成者，作为所有进行构成的统觉之超越论的主观，本身对于自己并对于其他人，被统觉为在世间存在着的人们，被统觉为由以超越论方式共主观地构成而产生的存在着的物体，这些物体对于它们的心灵而言是身体。在心灵这个题目下，当下的超越论的主观在存在方面被统觉为一个个人式的生活之个人，被统觉为以世间方式对自己本身和别人进行统觉的，以致于每一个对世界的经验行为，每一个对世界东西的意识行为，都通过统觉为人的心灵的体验，而产生出来。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有我们的全体——存在者之全体，被以统觉方式构成的东西之全体，可能的一致的经验之全体——这个一切阶段上的存在者，一切可能的阶段的一切“经验”之存在者，一致地“个别地”存在着的东西之全体，这个全体在时间空间性之形式中个别化了，但是还有诸理想的对象性东西之全体，作为根置于全人类之中的潜在性，从当下的个别的世界上升到它的诸本质可能性东西和诸本质普遍性东西。


  正如诸主观客观上作为人属于空间时间上的个别的世界一样，人的诸活动、诸行为和诸工作也属于空间时间上的个别的世界。但是以世间方式存在的不仅有存在着的诸个别的主观，而且诸个别的主观只是作为具有社会性的社会成员，最后是作为具有以社会方式联结起来的，直接和间接地相互以个人方式联结起来的人性的社会成员而存在的。整个人类之统一所达到的范围和社会的活动的间接性，现实的活动和潜在的活动的间接性所达到的范围一样远，这种统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普遍的传统之统一。


  因此这个世界作为对于我而言的世界在超越论的构成之无限的变动之中，在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中，获得其存在，展开其存在，被构成，这个我是处于我的整个的人群之中心的人，但是是处于这样一个人群之中心的人，具有其由另一些人群构成的地平线。这个地平线与总是以经验方式统一地显现着的全体之空间时间上的诸实在东西构成的全体之以地平线方式的给予性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我拥有世界，正是作为这种显示着的无限性而拥有的，并且我是作为处于我的以个人方式存在着的人类之中的作为人的个人而拥有世界的，并且作为对于世界而言的个人，而且是对于敞开的异己的诸人群而言的个人而拥有这同一的世界的。这个对于人群而言的同一的世界，对于处于每一个人群之中的，并处于所有的人群之中的每一个人而言的同一的世界（然而所有的人群同时在自身之中就具有全人类），就是对于每一个人并对于每一个人群在时间空间上实在地存在着的世界。在这种空间时间性之中，这个实在的东西是它的存在方面的诸变与不变当中的同一的东西，这些变化作为自主的变化和由人的活动，由人的意图、计划、行动而引起的变化，在与我，与这些个别的主观之关联中或者也在与整个的人群之关联中和与所有的人群之整体的关联中，是不同的。这个世界存在着，作为世界为人们存在着，作为与人对立的（自在地，客观地）存在着：只要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群是主观性，并且拥有主观性之对立面，而对立面也有人们和人群和自己本身，——作为在全体空间时间性当中存在着而拥有的。


  
    朴素的-客观的态度——指向自身和指向作为起作用的主观的另一些主观的反思的态度。自然科学的态度和人格主义的态度。作为由自身而来的将来和由我们而来的将来的世界的将来，同样作为由自身而来的当前和由我们而来的当前的世界的当前，以及作为自主的过去和由我而来的过去的世界的过去。

  


  在这种相对性之中，我发现了作为人的主观性的存在者和作为客观性，作为空间时间上实在性东西的存在者，并且人根据情况作为主观行事，处于主观的功能之中，并且在这种起作用的行为之中指向诸客体，或者根据情况指向他的主观存在和另一些人的主观存在和功能作用，并且作为那样的客体，其中有作为客体的人（在更高级次上的功能作用中），他时而以实在的世间的方式（按照科学说法，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定向，时而以个人方式（精神科学的方式）定向。这个实在的世界在这里总是被经验为这个如其已经存在着的，并且迄今都作为通过早先的构成曾存在过的，具有实在的将来的敞开的地平线的，而这种将来具有双重的可能性：由我的行动而来的将来，由我的通过活动而参与的行动而来的将来，或者是由自身而来的将来，只要我不想参与；并且对于每一个人群都是如此。行动者在自身面前必然具有这双重的可能性，即曾存在和现在存在的东西，和是我的实践的可能性的东西和按照我的可能的行动之指向而创造一种新的实在的存在，但总是一种不同的实在的存在的东西。注1268处于多种多样的个别的个人的行动（同时的行动，共同的行动，彼此的相对的行动）之中的每一个人群，在其存在之每一个时刻，同样有现在存在着的和曾存在过的世界和作为诸可能性之全体的将来，在这些可能性之一致性之中或在其矛盾之中——在这里个人方面的目的冲突和相互干扰都属于这种可能性——必然一定会出现一种存在着的将来——作为最终的合量，这种合量取决于诸个别的人将如何行动，因此取决于他在感受到时如何对待他所经验到的这个世界，如何据此做出抉择。整个的合量必然由此决定。但是贯穿于所有这些同时行动，共同行动，彼此相对行动的，贯穿于所有这些实践上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实在的世界存在着，所有的不一致都不可能对这个世界造成任何损害，不管它怎样没有被认识到，不管在由自身而来的和由我们而来的破产当中发生了什么，某种确定的东西肯定会作为这个存在着的世界之中的事件发生。世界不仅被时间化为过去和当前，而且也被时间化为将来，并且它能够被时间化为当前和过去，仅仅是因为在一切实践的不确定性之中的进行参与的活动确实导致了一种存在的合量，而且必然会导致一种存在的合量。存在者总是预先就是确定的，对于一切将来都是预先确定的，或更确切地说：时间作为存在者的将来只具有作为以下情况的预先规定性的意义：某种东西将会产生结果，一个某物，一个实在的东西。世界预先就有一种形式，而且属于形式的是将来的实在的诸可能性之结构，还有诸实践的可能性之结构。诸主观有其形式，而且是作为已经对于它以地平线方式有效的世界之主观有其形式。世界作为预先形成了的，作为在时间上形成了的，作为将来形成的世界，有一种对于诸归纳而言的范围。但这并不是说，将来可以由当前以信念方式按照其确定的个体性而决定。将来是“确定的”，只要以下情况是确定的：“在这种存在方面的形式之内部将会有某种东西存在。”但是将来并不因此就已经是可确定的，“可”由当前“预见的”。


  以这个不言而喻地存在着的，而且是预先就存在着的世界为根据，人们会说：只要移情作用作为一致地进行证实的经验之方法获得成功，而且应该能够获得成功，只要我能够将另一个人前后一致地理解为同一个人，在这个范围内我的原始的世界和另一个人的原始的世界之符合一致就必然是完全的符合一致，或者就必然是通过校正导致完全的一致符合。此外，首先我对处于其原始性之中的另一个人之进行知觉的原始的行为之统一必然能被理解为是统一，并且相关联地我对另一个人的进行知觉的行为必然能被理解为有所成就的行为之统一，并且必然能被理解为由能力产生的诸活动之统一。同样，另一个人在他的经验之原始的环境世界之中通过行动参与的，通过改变参与的行为中所产生的东西，对于我而言必然被理解为是由他的参与行为而来的改变。或者肯定会存在下面这种情况，该另一个人不仅被理解为主观，而且也被理解为客体，理解为人，理解为世界之中的实在东西；同样，我本身对于我而言也一定会被统觉为人，并且在与一些人的交往中被理解为以地平线方式分布到空间时间性之中的。所有这些一定会在对现成的世界构成之分析当中，在从构成方面对进行构成的意向的成就之紧密结合的查问当中，得到澄清。


  在原始的直接性当中：最直接的进行知觉的身体方面的行为，间接地采取行动，对自我式的运动和在质的方面的改变之已经是在空间时间方面可知觉的东西间接地采取行动——这作为对另一个人实行统觉的前提，因此该另一个人立即就被统握为是进行知觉的人，被统握为以自我方式进行改变的人，通过行动而产生效果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经验的行为之相互紧密结合和其它的间接性……，这个行为同时是实在地进行获取的行为，因此是以自我方式进行获取的行为；以自我方式产生效果的其它的间接性也同样如此。在严格意义上的行动作为有目的的，有针对性的，有意地进行实现的行动（在这当中也有进行经验的行动，进行知觉的行动等等），作为有意的行动，作为针对存在着的东西的行动与不是有意地针对存在着的东西的行动相反，等等。


  在超越论方面：尽管有素材方面的诸变化，仍有同一性——一种同一的不变的东西之构成是由于“我能够由我获得变化”。处于与能够之关联当中的存在。变化之构成。首先：不变溢出到φ-现象之中。这个变化或早或迟能够自动地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又是不变：没有我的“参与的行为”，只有我的进行知觉的行为和行动。在自己的身体方面：我能够使作为单纯的φ-现象的“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变化停下来，并因此在这里我就拥有了φ-变化和静止之相互关联的联合行动，由于这种情况，就如同没有我的参与行动一样，在其余的知觉器官的援助下，不变又成为可知觉到的了。在近处领域的狭窄的周围当中：运动作为“借助于”身体性使一个身体之外的东西运动的“活动”——φ-现象——，使任意地停止的“活动”过渡到不变。还应该考虑到抓住一个物体的活动，举起一个物体的活动，提起一个物体的活动等等。在自己的原始性当中就是如此。然后以相同方式理解另一些人。


  运动和引起运动的力。阻力。


  对作为处于共主观的关联之中的同一东西的实在的同一性之阐明。空间时间上的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之存在论的形式之构成，作为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的客体的自然客体之存在论的形式之构成。相关联地，作为在自然之层次中进行经验的并且参与到自然之中的主观的人的主观之存在论的形式之连带构成。


  但是现在：处于个人式的联系之中的人的个性作为社会性之成员，作为处于整体的个人式的人群之中的个人之构成。这种互为对方存在，这种在一起，因此共同具有同一的空间时间的环境世界，而且在该环境世界之中，作为“实在的东西”，作为被归入到自然之中的东西，以心理物理的方式在此存在，尚没有被“社会地”共同体化。在单纯的彼此相邻地存在和互为对方在此存在中，在彼此单方面地理解或相互理解时（在移情作用当中进行经验时），当移情作用变成直观的间接呈现时，虽然在我和另一个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符合”,但是全新的东西是在这当中建立起来的将我和我的另一个人以个人方式“统一起来”的符合。前提是：相互地现实地互为对方在此存在，相互地一个意识到另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我面向他”。


  现实的相互的移情作用的情况可能又具有诸不同的样式。在对异己者的直接的知觉当中，在直接的移情作用当中，我经验另一个人。同样他也经验我。以此就已经是说，我们相互都知觉为是彼此进行知觉的吗？当然不是。情况甚至可能是下面这样的，而且经常是下面这样的，即我（比如在一个社交聚会上）看见另一个人，但我并不知道，他是否也看见了我，或者他现在注意到了我。我可能在观察他，甚至他可在能观察我，但是他或我恰好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情况也可能是，当我与某物，与一个东西，或与一个人打交道时，另一个人作为在我的知觉领域之中的人在此存在——我并没有指向他，我并没有以明确的移情作用处于他之中，我并没有特别地参与到他的个人的、身体的存在之中，并没有通过详细的理解专注于他的明确的表现。


  因此显然重要的首先就是，我指向作为清醒的，如此这般主动的另一个自我的另一个人，而且当然是主动地处于与这个共有的环境世界关联之中的另一个人。我以对他的“表现”进行清楚地理解的方式，以对在进行知觉时，在采取行动时，对他的身体进行最直接的支配的行为，以及其它最直接的支配身体的行为进行清楚地理解的方式，以及对一切间接东西——在其中正是他的“心理方面的”存在表现出来，例如他内在的强烈程度，他的竭尽全力，或更确切地说，他的情绪激动在他的手的碰撞的运动之“强烈程度”中以及在碰撞当中被甩出去的东西的“强烈程度”中，表现出来——进行清楚地理解的方式，与他打交道。


  现在一种特殊的东西是，我将他理解为倒过来主动地指向我的，并且明确地指向我的表达的，指向我的在表现中所表现的主动性的。而且又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即此外我将他理解为在特殊的表现中进行表现的，同时他将我理解为同样明确地指向他的。例如他在以某种兴趣观察我时，也许因为我“假装得”好像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甚至能够以为，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注意活动之每一个表现恰恰被抑制了。


  那么当相互的、主动地进行理解的移情作用被建立起来时会怎样呢？以此尚没有建立起社会的联合，尚没有建立起交流的联合，尚没有建立起现实的我-你-联系——作为一种现实性，这种现实性对于习惯的我-你统一，和我们-统一（这些统一不仅仅是人在世界当中的共同存在，并且这些统一作为这样的东西对于我并对于这样的集体之其他的成员是能够集体地经验的）而言是前提条件——，而是建立起一种以个人方式联结起来的共同体，是各种不同的可能的类型的个人式的统一。


  所缺少的东西就是告知的意图和意愿——缺少告知之特殊的行动（倾诉衷情的特殊行动），这种行动作为建立联系的行动直接用拉丁文communicatio表示。


  有关告知的现象学


  理解这种行为之本源的生成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首先应该在其意向性当中解释这种行为本身。按照以前的论述，这种行为在处于相互地现实地进行知觉的移情作用之样式中的相互的移情作用当中有其前提，在这种样式之中，一个人接受另一个人的主观存在，而且在这个方面一个人理解另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转向该另一个人，转向该另一个自我，他对于我而言变成了你。只要他被理解为另一个自我，他就是作为行动的主观，或更确切地说，能力的主观而是自我。现在他向那里看过去，或者现在他向那里走过去，他能够在我们的共同的世界领域之中随意地走向这里或走向那里，他使用这个东西干活儿，他移动这个东西，碰撞这个东西，或者以任何其它方式干活儿；他可能不是以这种方式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或者不是参与这个客体，而是参与另一个客体，或者不是以这种意图，而是以另一种意图工作。关于在这里他事实上是如何思考的，我是通过以下情况理解的，即对于我而言他的每一个能够理解的活动都具有表现的两个方面；他在外在性中表达相应的预见行为和实现行为之内在性，这是这样一种表达，它无须这另一个人具有进行表达的，即进行告知的意图就对于我起作用。这种表达显然已经以以下情况为前提了，即这种表达借助于单纯的表现就能够被理解。现在告知并不仅是单纯地获知另一个人实行这些或那些行为，他将注意这件或那件事，而且如能够预料的那样，他据此将会做这件或那件事。我能够获得这种东西，无须另一个人知道，无须在这里我曾起过作用，无须他的活动是按照我的愿望和我的意志安排的。在这些情况下我决不会说，我对他进行了这种告知。属于这种说法之意义的，属于告知之通常的概念的当然有以下情况，即当我处于对告知的意向之中和对告知的实行之中的时候，我同时被该另一个人理解为（经验为）是如此行动的自我，这在他那个方面的前提是，我的进行告知的行为对于在移情作用中为我在此存在着的该另一个人而言明确地表达出来了，我的有关的内在性按照意向和意愿的行为在其感性的外在的方面表达出来了。因此即使是这种表达的意图也一定表现出来了，而这个总是被当作前提的表达行为，如同属于移情作用的普遍东西的表达行为一样，恰好不是告知。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再区分：在告知另一个人的情况下，我当然希望促使他去行动，我希望他能够知觉到这个或那个东西，记起这个或那个东西，比如我们曾共同经历过的东西，或者我希望他会了解某个像似理论判断的东西，接受我的认识，或者我希望他比如作为这些经验之结果或者这些认识之结果会实行一种行动——假如他绝对不是根据早先的协定已经习惯地是我的仆人，我现在按照该协定命令他：为我做这件或那件事情。很显然应该将告知的行为与这样一些行为区分开，即我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它们的中介而由它们在另一个人那里获得东西的行为。


  我求助于另一个人，希望他以他的行动之当下的间接性做这件和那件事，这种行动最终得出他的行为之所预期的东西，而且是作为对于我而言的所预期的东西。这种希望也许具有其本源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即如果这种希望在探讨他时或者探讨我时作为如此希望的东西恰好被注意到，该另一个人的希望就得到理解。一种新的东西就是，比如根据经验——即这样的理解行为可能就是实现该希望的动因——，我有意地，而且是以引起人注意的强烈力度特别地形成了这种表达，比如自然地在我的手势中立即表达出来的希望，与语言上的表达，与说话结合在一起。


  该另一个人（本身是一个有时通过说话进行告知的人），将该说话理解为是说话，并将我所说的东西理解为是对他说话，理解为是进行告知的说话，在这种说话当中我谈到我的涉及他和他的活动情况的估计。他这样地将另一些人理解为作为说话者，作为相互进行告知的人，是相互处于关系之中的，而且我也这样地理解。“说话”在这里在一种最广泛的意义上是不论什么形态的有意的告知的说话，首先是直接的原样式的告知的说话（通过有声的语言，通过文字，通过告知的手势）。


  因此属于社会性之奠立的从我这个方面，并在间接呈现时从对方，有一个多层次的活动：在移情作用当中，而且是在主动地进行理解的对异己者的知觉当中，以这样一种意图指向另一个人，即促使他采取某些行动，通过以下方式促使他这样做，即我向他说，我通过向他说，而表明我的意图，并且在我们共同的情况中促使他理解我的话，理解我求助于他的行动本身。


  通常的情况是：我在说话时有一种期望，即他理解我的告知（倾听我的告知，因此同意这种告知，采纳这种告知），会接受这种告知。这种通常的期望可能会失望。他不听我说，而我试图比如通过重复，或通过其它的表达方法达到让他接受。


  告知的共同体之现实的联系之基础是一切社会性（首先是在现实地被建立起来的社会的活动之本源性中的一切社会性），请求和接受请求的单纯的共同体，或更清楚地说，请求的行为和倾听的行为之单纯的共同体之基础是一切社会性。这种语言的联系是交往的统一之基本形式，是在我和另一个人之间，并因此在任何一个人和一个对于他而言的其他人之间的特殊的符合之原形式，是一种说话的统一：我将另一个人统觉为对我说话的人，并因此统觉为告知我某种涉及我的采取行动的愿望或意志的人（即使这种愿望也是一种具有满怀希望的可能性的地平线的意志样式），或更确切地说，统觉为，当我返回来实行说话时，倾听我的说话的人，而且是接受我的告知的人。这个告知本身被接受，被采纳。当这另一个人实行占有的活动，实行接受告知的倾听活动时，我的告知愿望，因此我的具有其意义内容的行动，就进入到这个被间接呈现的另一个人之中了——这一点对于我而言，在将另一个人理解为倾听者时的行动中得到证实，由另一个人的外在的行为举止得到证实，倾听行为在第一种意义上就“表现”这种外在的行为举止。当另一个人对此表示看法时，我就理解到，由这种最初的进行间接呈现的表现会生成一种进行告知的表现，比如对请求只是以“行”等等客气地做出反应。


  我-你-符合一致


  本质的东西就是，我作为某些行为的实行者，在这里首先是作为告知行为的实行者，进入到这样一种与另一个自我的仿佛-符合一致之中，另一个自我作为实行行为的自我，作为清醒地起功能作用的自我与我的自我符合一致。或者更清楚地说：我不仅是实行行为的，而且不仅是被另一个人理解为是实行行为的，而且我的实行行为在他之中引起了某种共同实行，引起了采纳告知的行为，接受告知之意图的行为。在请求和听取请求当中，自我和另一个自我达到一种最初的统一。我不仅是为我存在的，另一个人也不仅是作为另一个人在我的对面存在的，而是这另一个人是我的你，在说话的时候，在听取说话的时候，在反驳的时候，我们已经形成我们了。这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结合，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共同体化。


  但是以此我们尚没有考虑这种告知的内容。告知总是在自身中具有促使另一个人去采取某种行动的作为内容的我的意图。在这里这种采取行动正是通过告知作为内容被意识到的。通过听取而接受告知尚不是在执行这种意义上的接受意愿或意志；另一个人甚至可能拒绝接受这种意志。在一种情况下，另一个人赞同我，他内在地采取赞同的态度，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他内在地采取不赞同的态度，反对的态度，否定的态度。这种“反应的”态度，例如，赞同，得到的或者是单纯间接呈现的表达，或者是在通常的，语言上的答复中的进行告知的表达，作为述谓的赞同或否定，或者也许是作为情态语气：我不确定，或者，我也许会做等等。此外在每一种情况下，自我都是作为某些行为之自我，而另一个自我则是作为相关联的某些行为之自我，在这种我-你-共同体之中联结起来，两个自我处于自我符合之中，就如同是一个双-自我，由相互协调的和相互不协调的诸行为中放射出来。正如一个自我可能与自身发生冲突一样，在这种符合一致之中，一个自我可能和与他符合一致的自我发生冲突。在其中一个自我的行为在另一个自我的行为之中实现，一个自我通过另一个自我追求目标和取得成就而延伸，单方面地或相互地一个自我是在另一个自我之中进行追求的自我，在另一个自我之中进行计划的自我，是在另一个自我之中通过实行而实现的自我的那种一致性关系，显然形成一种最紧密的符合一致。但是即使彼此相对，进行否定的，拒绝的行为举止也不是一种处于行为-自我和行为-自我并列之中的行为举止，而是和处于行为-自我和行为-自我相互交融之中的行为举止。我对另一个人的希望进入到了他之中，我在希望时作为对另一个自我进行促动的延伸到另一个自我之中，但是只当我在它之中已经和我的希望一起存在，它已经接受了我的希望，我才在它之中经验到拒绝。


  但是也许现在应该提出一些特殊的问题，并且应该对一些本质上可能的紧密地联系着的事件进行研究。所涉及的完全是被共同体化了的活动的事件，因此是在一个现实的告知共同体内部的事件。


  信念的领域，进行经验的认识之共同体化，因此现在在表达之领域中，作为进行表达的判断通过告知从判断者转入到判断者，或者在本源的判断行为之中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冲突与对一致性的追求——对共主观的一致性，对在被共同体化了的判断行为之中的一致性的追求。注1269


  然后是作为获取判断的针对真理的行为，针对最终有效性的行为，这些判断是每一个人，我们大家，在相互进行告知的相互一起之中能够一致地承认的，而且肯定是一致地承认的。关于持久地为我们保持着的，对于我们而言能够一再地可支配的，且通过对根据提供证据而被确证并被固定下来的获得物的共同体化。科学上的、理论上的社会性，作为共同体的获得物的科学之统一性。


  与此相对的是被置于理论对面的实践。通过改变世界而参与到这个存在着的、被共同经验的并可被共同判断的世界之中的行动和在这个行动之中的共同体化——在共同体之前的相互干扰，相互反对的行动。这个在语言的共同体之中，在语言之现实的联系之中和通过理解被接受的语言的联系之中成为可能的我-你-行动，这种“像-我们-似的”行动，是在每一个行动着的个别的自我都“参与”其中的一种目的意识之统一中，“被约定的”目的意识之统一中，一致地联结起来的行动。作为更高级次上的个性的，作为一种主动的主观性之统一的，所谓的多人头的统一的行动着的我们之构成。但是在这个领域中还有进行否定的实践的态度，有意的并且明确的相互反对的行动。


  在这里应该考虑到，告知和告知与接受告知的结合应该不是在通常的用语言说话中发生的。即使是在动物那里就已有相互理解的行为，并且是作为“自我”理解另一个自我之指向“我的”自我行为的希望，愿望的行为——因此是相互理解，而且是在相互被指向之中的理解行为并且是在已经有意识的地指向对另一个动物的进行告知的表达之中的理解行为。就像处在一起的，在他们的殷勤问候当中，在他们的游戏当中作为相互一起玩耍的考莱森猿猴相互理解一样。注1270


  一切社会的行为都是处于已经被构成了的共主观的知觉领域之中的行为，并作为对于在这个领域中的每一个进行经验者而言都是实在的事件，有若干的主观，作为若干的人参与其中的事件被经验。但是每一个经验者都有其经验的地平线，每一个经验都是统觉。经验可能是虚假的经验，因此一个社会行为在经验之进程中可能被证实是不真实的行为，虚假的行为，特别是被证实是骗人的行为。在欺骗这种变样中，它本身是可能的社会性之一种样式。因此这仍必须得到更详细的解释。


  此外：首先必须理解诸社会行为，诸我-你-行为，诸特殊的我们-行为。然后必须对作为一个习惯的我们（处于被联合起来的我们这种结合之中的我们）之习惯的结合的社会的联系做出解释，对作为个人方面的交往的结合的一件婚姻，一桩友谊，一个团体等等做出解释。但是也必须对涉及一个受时间限制的目的的，涉及一项特殊的个别的经济义务等等的持续的约定之存在做出解释。被结合起来的诸个人之习惯一方面是个别地属于他们的习惯，是在他们之中存在着的，在他们之中坚持住的意志倾向。但是另一方面，诸个人——只要他们被结合起来——并不是零星地出现的。这种相互地存在，交织地存在，这种符合一致地存在，这种参与到一个多人头的意志统一之中的状态，都进入到习惯之中。这种联系建立起一个行为-自我与另一个行为-自我之间的统一，并因此建立起众多的行为-自我的统一（并且最终可能建立起在诸间接的社会的行为之中相互关联的和相互结合在一起的敞开的众多的行为-自我的统一）。因此构成了作为一种持续存在着的东西的更高级次的人性。不仅每一个个人的自我有其自己的习惯，而且由于每一个自我的每一个习惯都延伸到每一个其它的自我之每一个习惯当中，众多的自我也有其被结合在一起的习惯。


  但是个人式的结合及其被结合起来的个人式的存在之形式学说之建立从这里才开始，诸个别的成员通过个人在一种被结合起来的个人式的行为生活之中尽情享受，“参与”到这种行为生活之多人头的行动之中，而且是这样地“参与”的，即每一个个别人的行为都延伸到诸成员的行为生活之中，现实地或潜在地延伸到诸成员的行为生活之中。这就得出对于诸个人而言的和对诸结合而言的特殊的地平线，得出对于他在其中存在，他是其成员等等的共同体之存在的个别主观的表达方式。


  人被构建为处于一群人之中的人，而且是处于所有人群之中的一个人群之中的人。在这种存在论形式之中的发展，历史。


  （1932年4月15日结束）


  文稿30  作为人类学的普遍的精神科学。人类学的意义（1932年1112月；从1932年11月11日起）


  〈§1.人类学之普遍的特征〉


  我思考，在这个对于我来说总是作为我的所有物已经存在着的世界之中，人“在”科学“面前”是怎样生活的，他作为科学家打算做什么，特别是作为精神科学家，作为人类学家，他打算做什么。当我将一般的人，将处于普遍的普遍性之中的人群，当作课题来思考时，当我将通常的精神科学在其中中断的那些范围取消时（此外以特殊方式将人当作课题进行思考，但是以不受限制的普遍性进行思考，如同以特殊性思考时一样），于是我发现:普遍的人类学的认识一般总是包含一切关于世界的认识并且一般总是包含人与世界的一切关联，包含有关在其中人形成人的世界，并与此同时赋予世界以“人的面貌”的那些人的愿望、人的评价、人的行动的普遍性。


  世界之存在被当作前提，关于世界的全部认识都是探究存在着的世界的。行动着的人也属于这个存在着的世界，人进入到这个在存在中预先给予他的世界之中行动，他想要世界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他在世界之中详尽地认识这种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之诸实践的可能性，并据之而行动。因此普遍的科学是关于处于实践之中人的科学，但也是关于进行认识的人的科学，因此最后也是关于进行普遍的人类学的认识的人的科学，关于在这当中所有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认识活动，认识能力等等的科学。这个存在着的世界被这种普遍科学以普遍的方式按照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作为关于处于世界之中的普遍的人类的科学的人类学研究：人的情况是怎样的。人们作为主观存在着，他们在看，这些主观与自己本身并与所有其它世间的东西以多种多样方式发生关系，在这当中也许以科学方式发生关系，而在以科学方式发生关系时又以人类学方式发生关系。因此最终属于由人而来的人类学范围的，属于处于相互关系之中的人，个别的人和共同体的人等等之人类学范围的，有作为人的成就，作为人的构成物的科学，并且科学本身是作为人的成就而属于人类学范围的。当然，每一种其它的科学也都属于人类学范围。因此人所具有的自然，对于人而言作为不完善地被经验的自然而存在着的自然，处于能够由人而得到改善的经验之中的自然，作为能够被认识的，并且是能够被越来越完善地认识的自然，最后是作为自然科学家之在最完善的完善性提高当中不断进展着的科学的自然，也属于人类学范围。


  在普遍的人类学之外存在着一种自然科学吗？精确的和描述的自然科学，有机的自然科学和无机的自然科学，以及其它的科学，数学，心理物理学？关于人的科学似乎是一种特殊的科学。人确实存在于世界之中，本身并不包含世界——并且关于人的科学并不超越作为人的人，然而却包含一切科学。这种关于人的科学的态度如何呢？


  〈§2.人类学的态度及其悖谬。作为课题的自我和其他人〉


  在人类学上对人的考察是对作为个人的人的考察，个人是通过以下方式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即他与世界“发生联系”，作为意向性之主观与世界“发生联系”，而意向性就正是对于某物而言形成主观的存在的那种个人式的存在。那么意向性就与普遍的纯粹的心理学所研究的东西是同一的吗？当然，人总被认为是他的身体之主观，被认为总是具有他的身体的主观，总是与身体不可分割的——但是在人类学及其诸学科中，这种不可分割仅仅意味着每一个个人与他的身体之一种确定的，能够规定的，习惯的意向上的联系。同样，这种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在人类学上也仅仅意味着（精神科学家的每一种反思也可能超出这一点而退化到自然主义的先入之见当中）诸主观相互之间的意向上的联系和诸主观与通常的世界的意向上的联系。


  人类学包括一切对自然的经验行为，一切对自然的意指行为，一切对自然的认识行为，不管这种行为是个别的人的行为还是被共同体化了的人的行为，特别是科学上被共同体化了的人的行为，当然也包括非真正行为和真正的行为，无洞察力的行为和有洞察力的行为，处于认识行为的证实之真正的相对性之中的认识行为（处于这种相对性之中的证实行为的真正性就是洞察），并因此处于其独特的共同体化之中的自然科学家世代之不断地完善着的自然科学的相对性之中的认识行为。因此人类学包括由从事自然科学的诸个人而来的一切已生成的并固定下来的科学形成物，自然科学的诸真理，自然科学的诸理论。在这当中，作为个人的这些人，在作为普遍的人的个人的人性一般这个普遍的课题当中以课题的方式存在，而如果人的意向的生活，人的表象行为，思想行为，感受行为，行动没有变成课题——并且因此人的成就的形成物没有变成课题——的话，人就绝不可能以课题方式存在。


  那么是什么东西将自然主义的态度与人类学的态度（精神科学的态度）区分开呢？自然科学家将自然，纯粹将自然本身，当作课题，而不将人当作课题，既不将人一般当作课题，也不将对自然进行认识的人当作课题。


  除非是以进行认识的主观性指向该东西并通过认识而对该东西起作用之方式，否则不论对于谁，不论对于什么样的共同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作为存在着的自身显示出来，并被证明，而且是这样地进行的，即这个进行认识的主观性在这种情况下是从被涉及到的存在着的东西进行经验的，以课题方式通过认识进行把握的，但完全不是从作为进行认识的主观性自身及其认识方式进行经验的，以课题方式通过认识进行把握的。仅当作为人的个人以普遍的人类学的方式成为课题，这种进行认识的课题化的行为和一切起作用的自我东西本身以及所有通常的自我式的起作用的行为才被纳入到课题之中。作为人的个人虽然在每一个个别的行为那里存在，并且在一切特殊的课题那里存在，并且起作用的共主观也被一起意识到，但是它隶属于实行普遍的反思这项新的任务。


  当然：不论我们认识什么，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进行认识的自我主观，我们都经历着一种进行经验的生活，我们都通过统觉而主动地，以联想方式构成构成方面的形成物，借助于这些形成物获得持久的所有物，获得物，认识，而被认识的存在者本身，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以它的一切“存在特性”，以它的一切科学上的规定为我们“存在着”的东西，是我们的“人的”构成物——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以个人方式构成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悖谬呀！就是说，我们——我们是这个世界之中的人，是自我主观——是对世界进行经验的自我主观，最终是通过科学的认识拥有世界的自我主观。这岂不是说，我们在之中是从属的事件的这世界是我们的形成物，因此我们本身是我们的形成物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胡说或什么样的悖谬呀！那么如何将这种悖谬作为表面上的荒谬——然而它却随身带有它的真理——解除呢？


  世界是为我们存在着的东西之全体，目的之全体，应当存在的东西之全体，我和我们大家所追求的东西和能够达到的东西之全体都与它相关联；在这当中就有由我们——如果我们是对伦理道德东西感兴趣的——所追求的一致的目的构成的全体，相关联地就有一个普遍的主观性之“伦理道德的”目的，这个普遍的主观性在其普遍性之中彼此相互并不是一致的，而是追随这种“伦理道德目的”的。


  首先让我们将这个为我们存在着的世界当作我们针对“存在者”的认识之普遍的课题。我，这个当下的自我主观，我们，这些以课题方式进行经验的行为和进行认识的行为之诸自我主观，作为“起作用的”自我主观，以自我方式“起作用”时，并不是以课题方式存在的。这并不排除以下情况，即我们作为从前的经验和认识之课题化者后来也会成为课题。那时我们在对于我们起作用时，是“以世间的方式”存在的。起作用的主观性和世界是相互关联地彼此互为对方存在的。主观性生活着，起作用，时而经验这个东西，认识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采取行动，时而经验那个东西，认识这那个东西，对那个东西采取行动，等等，它以特殊方式将这个东西或那个东西课题化，因此它并不相关联地是对于自已存在着的。在这当中它有其惯性，拥有其从前获得的东西，拥有其统觉的地平线，并因此拥有在诸预先规定当中的不断进展着的课题化行为之潜在性。因此我也是。在我的课题的地平线当中也许我现实地拥有，一般地但是潜在地拥有另一些人。我作为起作用的并不是课题；但是作为拥有“对自身的意识”的自我，我肯定处于我的潜在的课题范围之地平线当中，并且也许我将我本身当成课题，但是在这当中我决不可能按照我所是的一切方面把握我。但是我能够在下面这种意义上完全地将我当作课题，即我设置一个带有反思之完整的地平线的，带有反思之完整的潜在性的进行认识的意志。


  〈§3.〉对另一些人的经验和对关联的经验。指向另一些人和指向另一些人所说的东西，指向另一些人所意指的东西。在我之中的与另一些人的关联


  当我经验另一些人，而且是以课题方式经验另一些人时，他们虽然变成了课题，但却是以下面这样的方式变成的，即在这种情况下我拥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首先，例如他们是在下面这种意义上被知觉到的，即有一个人走进房间，并且首先开始向我说话。通常情况下在这时我处于这样一种态度之中，即我理解他的告知，并“接受”他的告知。


  我问：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个人真的是课题吗？——他真的就如同当我看见并且观察一幢房屋时那样处于作为指向他的行为，作为规定他的行为，认识他的行为的知觉行为之中吗？当然不是。在进行经验时，并且一般而言在以课题方式“接受”或者立即就以课题方式“采纳”另一个人说出的意指或者还有另一个人的要求、他的希望、他的命令时，我是指向“他所说的东西”。我还问：能够将这种情况与以下情况同等看待吗？即我在看一种东西时，将它当作另一个东西的标志，例如当作路标（比如这是我为了排除一切异常联系而为我自己作的标志）。我遵循这个指示，我并不看这个东西，而是在我的表象行为当中指向这个已知的东西。当然，我“认出”这个东西，并且我这样地看着这个东西继续走，好像为了能够将它“统握为路标”这是必须的。它对于我而言是处于诸性质之中的事物，这些性质肯定存在于这些显现方式之中，并且作为这样显现着的性质具有其相对的存在确实性，这种存在确实性在这里恰好对于这种指示是有用的。


  对那个进来的人之意指行为的情况，肯定也相似。我将他认作是一个人，一个个人，当然只是在他的那些只是就对于我而言在这种情况下是必需的那么多的少数几个特性之中才是确定的。我立即就转入到以理解的方式进入他所说东西的行为之中。但他所说的东西并不是作为他的存在之一个实在的要素而成为我的课题。只要他出现，并且我开始对他知觉，立即进行认识，我对于我自身就不再是“匿名的”，尽管我首先并不是指向我。我“意识到我本身”是通过知觉指向该另一个人，而且是以中介方式指向该另一个人，并且是首先对他所说的东西和他还想说的东西感兴趣的。我对自身的意识包括我对他所说东西的接受行为并且也许还有对他所说东西的吸收行为。但是应该注意，这里涉及的并不是单纯的两个东西，在另一个人之告知行为中发生的东西（这样的东西纯粹与他的主观的东西有关，此外还是感性地和“以精神方式”通过赋予意义而进行的）和另一方面，在我的为-我-存在当中和在我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东西。


  在我自己的意识生活中，我具有我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区分，并且在这当中，在我的意识生活当中，有他的陈述行为和我的理解行为,通过理解采取态度的行动之间的区分。但并不是作为并列的东西，而是他所说的东西就是我在我的理解行为当中所理解到的东西。并且通过理解我一起相信他所相信的东西，或者我怀疑对于他而言是确定的东西，或者我确信，在那里他只是表达一种猜测等等。或者还有，他说出一种愿望，我通过接受而一起愿望，我愿望同一的东西，或者我对他所愿望的东西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一种否定地进行愿望的样式之中。他愿望我做某件事情，因此我通过进行肯定的意愿并且也许接下来通过实行（也许通过向他告知-说话）而作了内心的答复。这就是以自我方式的一起存在，在进行经验时，进行评价时，进行行动时，进行理论研究时，一起起作用。


  在这里我们注意的是内在的情况，更确切地说，我描述我的内在情况，而决不从外部描述我个别地分配给与我面对面的两个人的东西，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决不从外部通过思考而描述我和处于与我相毗邻当中的我的伙伴和我分配给我和他的东西。另一些人的这种在一起对于我而言确实是在一起，并且在这里我们是处于功能之统一当中的。


  在我的意识生活当中，我拥有我的连续的原始性之关联和对这种关联起功能作用的自我和自我生活。我拥有原始的“世界”，相关联地还拥有我和我的原始的起功能作用的行为，即对于如其原始地在此存在那样的世界所有物起功能作用的行为。特别还拥有借助于属于这里的东西以课题方式指向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的行为。在我与另一个人发生现实交往的地方，在其中出现的使我注意到另一个人的东西可能继续引导我，并且也能够继续引导我。我是如何恰好被引入到这种交往之中的，被引入到这种现实的共同体化之中的？对此我们前面已经部分地谈到过了。现在为了使之更确切，我们必须说：我的原始性之由情况引起的一种变化是通过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而被意识到的，另一个自我作为这个物体的身体之自我“在那里”存在，在这个物体的身体当中进行支配，等等，这另一个自我，被准当前化了的自我，作为他的被准当前化了的原始性之自我，就对于我并对于他有效的世界而言，处于意向上的符合一致之中，但是一般而言只是部分地处于一致之中，也许还处于由情况引起的改变的不同之中。存在于每一种由情况引起的变化之中的符合一致，以及另一方面，在我的自我和另一个自我方面存在的某种符合一致，共同一起之符合一致，与它相配合的是我的原始的起功能作用的行为与他的原始的起功能作用的行为之符合一致（一致的或者处于由情况引起的变化之中的），还有由这种起功能作用的行为而来的，由我的原始的“世界”而来的和由他的原始的世界而来的符合一致。处于对我的原始性之自身意识之中的自我——我的原始性就是在自身符合之中的我的原始的功能作用的行为（作为自我）——同时又是以移情作用方式起功能作用的行为的自我，将另一个人“知觉”为另一个人“的行为”的自我，实行将我本身改变为起功能作用的自我的改变之存在有效性的行为的自我。不仅如此，与此相关联而且不可分割的是一起实行准当前化的行为。我拥有原始的实行行为之自我（这个自我在这里将“世界”作为存在着的东西，现在现实的课题的东西，并作为潜在的课题范围之地平线来拥有），另一方面，被以移情作用方式意识到的另一个自我（如同我是通过改变而我所意识到的行为的执行者一样，另一个自我是他的原始性之自我）之结合起来的存在有效性。在这当中我是两个存在有效性的实行者：我对于我本身——作为原始的有效性行为之自我——而言的实行行为的主观，并且是进行移情作用的知觉之实行行为的主观，实行具有他的对于他而言（但不是对于我而言）的原始的有效性的另一个人之存在有效性的主观。对于我而言他是以另一个人这种样式有效的，并且他的原始性是以“另一个人”这种样式有效的，他是通过移情作用被准当前化的。


  〈§4.〉类比：与我本身的关联，回忆与移情作用。自我时间化以及相关联地世界时间化


  正如我一再同时提到的，就像我作为自在的第一的-本源的、当前的生活领域和实行领域之原本的当前之自我，在重新回忆当中提供了我的“过去的”自我及其过去的本源的当前领域一样，在意向性的变化当中，所提供的正是被回忆起的过去的自我——在这里现在的自我和曾经存在过的自我是“同一个”自我，而且原因在于，通过一种潜在的而且能够变为现实的重新回忆的连续性表明一种持久的自我之统一，一种时间上连续着的生活的自我之统一；但这又仅具有处于其本源的当前和被重新回忆起的当前（或更确切地说，可能的能重新回忆起的当前）之中的自我之连续的符合一致之中的存在意义，作为同一的，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显现的，并且处于地平线之变化当中的，但是也处于随情况改变的变化当中的被构成的世界这个课题领域。这个世界本身在自身中带有符合一致——同样现在我也是这样一个自我，它实行自我-本身这种有效性并实行我的原始领域之自我及其作为被原始地构成的世界的世界之自我，并且当它实行移情作用的有效性时，同时使带有另一个原始领域和世界的另一个自我发生，但正是因此立即就实行了一种综合，在其中这个世界对于我们双方是同一的，更确切地说，由于对相应的原始的诸存在有效性的综合而是同一的。我有我的作为本源的存在有效性的原始的存在有效性，我有由移情作用而来的被改变了的存在有效性，另一个自我的存在有效性，同时是作为被准当前化了的另一个人的存在有效性，作为我的“吸收”，作为我的对被准当前化了的另一个人的意指行为、知觉行为、查看行为等等的“一起实行的行为”，作为一种新的实行样式，一种新的被改变了的意向性而具有的。因此是记忆行为的一种类似物，正如我在对我的“过去的”生活之准当前化中改变我的知觉行为一样，在这种改变当中进行知觉的自我不是这个现在的自我，而是过去的自我，而在“当时”知觉到的东西恰恰不是我现在知觉到的东西。但是我，这个现在的自我，同时实行我的共同的有效性，在这种共同的有效性之中，我仿佛将我与被回忆起来的自我一起共同体化，这是这样一种共同有效性，它能够以诸确信的样式变化，但是在每一个样式之中都存在着符合一致，并且这种符合一致涉及这同一的“世界”，仍处于矛盾之中的同一的“世界”。就向前回忆而言，就对我的将来的预见之形成而言，也是如此。我，这个现在的自我，首先拥有原本的当前，并且通过进行扩展的回忆，我拥有过去和将来，我拥有作为当前的时间和作为从当前出发通过课题化之改变和扩展而将会意识到的时间的为我存在着的时间之统一。于是对将来的存在之确信就是对将来的当前（从现在现实的原始的当前出发的将来的当前）之确信，它本身就是从自己出发的它的诸过去之当前和它的诸将来之当前的当前。对于我来说，在现在它是这种东西是由于以下情况，即比如我随意地将一个将来的当前清楚地说明为是预见（比如在这样一种样式中，即“可能会是这样”），并且现在从那里出发，以意向的方式包含一个关于将来的存在地平线，正如同我拥有关于过去的存在地平线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现在的当前属于过去）。处于时间这种存在形式之中的存在着的世界就这样构成了，相关联地，存在着的自我，作为与这个世界相关联的自我，到世界之中去生活的自我，在世界之中生活的自我，就这样构成了。注1271


  同样也以共主观的方式构成了。正如自我和我的东西在我的诸过去和我的诸将来在重复，并且我的当前的“原始的”存在在重复，这个重复的东西和被重复的东西存在着一样，相似地，在这些为我存在着的另一些人之“重复”当中也是如此。正如我作为拥有时间和世界的同一的自我是持续地存在着的自我，并且对于我本身而言由于以下情况作为贯穿于时间坚持着的而存在着，即我在每一个当前之中和每一个原始性之中都现实地或可能地按照自我和所有物以我自己的意向上的改变（意向上的变化、重复）处于进行共同体化的符合之中，同样我和另一些人——作为处于我的现实的当前之中的（并且由此出发，处于我的具有其全部的被改变了的当前的整个的自我方面的持续之中的），现实地和可能地作为我的意向上的改变而被构成的另一些人——及其被改变了的当前和持续着的存在方式处于联系之中，并且由于这种联系，“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就不仅是作为由我的原始性而来的我的世界存在的，而是作为共同的世界存在的。这个在我的原本的原始性之中为我存在着的，我知觉为身体的身体物体“使”我“想起”我在其中存在的我自己的原本的身体，由此“使”我“想起”异己的自我和异己的自我存在，并且这对于使自己的原始构成的世界和作为另一个人的世界而“被想起的”世界之共同体化而言是一座桥梁。注1272这另一个人是我的意向上的“重复”，并且原因不仅仅是，我将他作为重复来拥有（现实地拥有或可能地拥有），而且原因也是，他（因此他一定对我有效，他处于我的存在有效性之中，通过这种存在有效性为我存在，在意向上被包含）也将我作为他的意向上的重复而拥有。在这种情况下在共同体化（这种共同体化是相互的共同体化）之中还存在有每一个身体的“客观性”，和通过在身体中对这个自我（这个自我在身体之中起作用）起作用而被构成的每一个世间东西的“客观性”。每一个自我都是在世间“客观地”存在的，即我作为可经验的东西而拥有的，并且是每一个其他的人都作为可经验的而拥有的同一的东西。我们的经验之系统在通往移情作用之现实性和潜在性的道路上（移情作用作为我的“回忆”之样式）与每一个其他人的经验之系统被一起共同体化，因此我的可能的和能够的意识方式之整个的系统与所有其他人的可能的和能够的意识方式之整个系统被一起共同体化。由此具有客观的时间-空间性的客观的世界被构成了，相关联地一切主观之共同体作为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的共同体并作为在这个世界之中被共同体化了的人群被构成了。肯定能理解到，这种共同体化形成了诸新的地平线，“这个”处于继续构成之中的世界是处于它的存在意义之不断扩展中的。


  照此方式，对于我来说，世界具有由我的“进行重复的”“诸回忆”之成就而来的存在意义，因此具有由我的处于所有这些变样之持续的共同作用之中，并处于与我本身的，与通过这种共同体化被意识到的另一些人的，以及包含于这当中的一切成就的持续的共同体化之中的诸不同的意向上的变样之诸成就而来的存在意义——总是由我的原本的成就和对于我一起有效的“处于”诸变样“之中”的成就而来的存在意义。


  〈§5．身体之客观性作为一切客观性之基础。构成方面的解释和生成〉


  在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以下情况。身体之客观性是客观性之基础。客观性具有其由较早的东西和较晚的东西构成的顺序，而这种顺序是已经建立于作为由进行构成的功能而来的顺序的处于原始性之中的存在顺序之中的。身体早于在它之外存在着的物体东西，并且尽管在客观的世界之中包含着由诸规定构成的一个单纯的底层，身体性仍早于被称作客观精神的规定层次。但是依此，身体如何在客观上持续地早于所有客观东西，是基于以下情况，即在世间，身体客观上与在它之中起作用的、以这种方式被一起客观化了主观是不可分割的。异己的身体对于我来说是作为另一个人在其中存在的异己的身体，并且我们相互都将我们经验为与我们的身体不可分割的，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双方都是“客观地”存在的，是在世界之中为我们双方存在的。但是以此我尚不拥有充分意义上的世间的客观的另一个人和世间的客观的身体。但是只要我获得敞开的众多的另一些人，而且是作为彼此相互都是另一些人的另一些人获得的，我肯定就能看到，每一个人（对于我而言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的和想象上可能的另一个人）对于每一个人都可被经验为另一个人，都可被经验为该另一个人的、对于每一个都能够被经验为该另一个人的（该另一个人在其中存在的）身体之存在着的自我，并且只有通过对于作为所涉及的自我之身体的这个同一的身体物体之共主观的经验，这个存在着的自我本身才是可经验的。因此这个自我总是作为被经验为身体的自我，被经验为存在于客观的物体的身体之中的自我的人-自我客观地存在的，由此出发，每一个自我都是作为他的通常的世界之自我，首先是他的外部世界之自我客观地存在的。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世界必然是作为自我-人-外部世界被经验的，但是，由于这种给予方式之相对性，世界被经验为必然通过围绕每一个人的身体定位而呈现给每一个人的同一的世界。当然由于以下情况每一个世间的东西都具有作为世间的-客观的东西这种意义，即它具有一种地平线的意义，这种地平线意义是由从我出发的，我的一切可能的经验和对于我而言可经验的另一些人的一切可能的经验，以及在熟悉的东西和不熟悉的东西之一切间接性东西中的一切可能的经验之能视为同一的东西构成的，这同样也涉及时间，时间本身作为客观的时间通过共同体化将一切对于我而言总是存在着的东西（全时间地存在着的东西）之诸主观的时间统一起来。


  尽管在将世界说成总是预先给予的世界时并且当突出强调在世界之中作为构成方面预先形成了的存在顺序的存在顺序时，人们在构成的解释当中不由自主地用生成的用语表达，但是这种说法所说的首先并不是真正的生成，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生成。注1273然而每一种意向上的变化都指示一种生成，都在自己本身中带有这种生成之意义。如果我拥有世界，那么我就拥有每一种形式的记忆，每一种形式的准当前化，并由此而拥有关于过去的和将来的意识，关于我的和另一些人的过去和将来的意识等等。但是记忆在自身中具有生成之意义，同样预期、移情作用等等也都在自身之中具有生成之意义。但是要获得超越论的事实方面的生成之问题和普遍的生成之问题，是很困难的，在这种生成当中对于我而言世界作为为我存在着的世界而生成，同时作为在持久的共主观的——对于所有人而言被客观化了的——生成之中生成，或更确切地说，在无限地（in infinitum）持续的生成当中存在的，在这种生成当中世界持续地被构成。


  〈§6.进行构成的意识和被构成的经验〉


  客观的世界是以构成的方式为每一个人存在的世界，并且对于我而言客观的世界是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对于我而言包含着敞开的众多的其他人，作为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共主观被包含着，与敞开的众多的其他人相关联，同样也与我相关联的这个世界，是客观的世界，是我们大家的世界。我正是由我的经验并由我们大家的经验经验到，认识到世界对于我所是的东西和对于任何一个人所是的所有东西，并且每一个人都是由自身出发这样经验和这样认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经验和由经验而产生的通常的意识，我的意识和我们的意识，就是对于我而言的世界，就是对于我们而言是进行构成的。那么人以及在人当中的我本身究竟是如何通过现实的经验和可能的经验被构成呢，这种经验确实是我的经验和我们的经验，因此人作为经验之主观被当作前提？


  但是在这里应该注意：现实的经验和可能的经验——每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以及人关于世界的意识都产生自经验——并不构成世界，而是作为我的人的经验和我的周围的人的经验构成自己本身，并且已经属于世界，作为我的，这个人的任何一种意识，和我们的，这些人的任何一种意识属于这个世界。如果世界被构成了，那么对于我来说，我的所有行为就是我的，这个人的行为，由此出发，我拥有了作为其他的“人们”的其他人，即他们的行为之人的主观。对于刺激是如此，对于背景的意识等等也是如此。


  〈§7.世界之构成方面的次序。原始的知觉的领域和世界之通过其他人的扩展（对世界的直观）〉


  但这需要一种更深入的理解的。对世界的一切认识，关于世界的知识，以及认为这些认识，这些知识是可能的，是能够达到的等等的行为，都是在关于世界意识当中进行的。作为清醒的自我，我一直都处于对世界的意识之中，并且如已经说过的，在这种对世界的意识之中我一直都处于对自身的意识之中，在这种对自身的意识之中，我，这个自身，是有身体的个人，是人的个人。在我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作为开始的哲学家所说的每一个我思（ego cogito）中，这个我（ego）都具有这种意义。如果我说“我”，我就是在朴素的反思之中理解我；但是这种对自身的经验如同一切经验一样，并且首先是如同一切知觉一样，纯粹是使我指向已经为我在此存在着的某物的行为，使我指向已经被意识到只不过未被以课题方式经验到的某物的行为，使我指向未被注意到的东西的行为。但是因此一般而言，世界总是被意识到，总是被统觉；当我只是指向世界之中的这个和那个个别的东西时，我确实已经知觉到在背景中一起在此存在的东西，作为被构成的和被联接起来的诸统一之领域，作为进行刺激的东西，而我仅仅是指向它们，在单纯的“注意”之中指向它们。超出这以外的东西是地平线——世界地平线。世界为我存在，这个我本身为我存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世界被我经验，部分地是以课题方式被我经验，部分地是以非课题方式被我经验，而这个我对于我本身而言持续地被我经验，时而是以课题方式被我经验，时而是以非课题方式被我经验。


  如果我们探究构成方面的次序，那么（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对于在作为身体和作为外部世界的原始领域被经验到的东西，或者一般而言被意识到的东西而言，就不需要任何对我和这个自我之存在进行现实的反思和作为最终课题的反思。这个自我仅仅被指向对象性的东西。与此相反，只要考虑到作为对异己者的知觉的移情作用就会看到，在移情作用中必然存在着对作为处于身体之中的并且面向外部的自我的我本身的反思，并且在移情作用中会看到，由这种反思引起对于形成这种移情作用的东西的改变。注1274


  如果我从我的知觉领域出发阐明这个实在的东西之领域由之而在当前在知觉上为我存在的世界是什么，那么我就进入到一个可能的知觉之进程中，可能的经验一般之进程中，进入到处于一致连贯的诸可能的经验之无限进展中。这是一个在本源的知觉行为之中的对世界之可能的认识行为之进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在继续进行的认识行为之中的可能的知觉之中已经熟悉的东西之再激活的进程。这个进程是从实在的东西到实在的东西的不断进展。世界是作为“由诸具体的实在的东西构成的世界”被预先给予了的，每一个实在的东西后来都“能够得到说明”。存在于对作为“知觉领域”而统一地被意识的东西的知觉行为当中的对存在的确信，并不仅仅是从这些事物而来的经验的确信，对存在的确信伸展得更远;在作为含蓄的而连带看作存在着的东西的意义中，连带意指一个更远的而且越来越远的由实在东西构成的地平线，由已知的或未知的实在东西和内容上仍完全不确定的实在东西构成的地平线，并且相关联地属于这个地平线的显然还有对无限进展着的经验之可能性的连带预期的意识。这已经涉及现在事实上被知觉到的事物之存在，而且也许涉及现在事实上被想起的过去的事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之存在。因为每一个就自身而言处于其一致性之中的事物都使人们注意到可能的全面的经验，并且作为处于某种远处给予性之中的事物的每一个事物都使人们注意到多种多样可能的其它的远处给予性东西，正如此外一切经验上远处的东西都使人们注意到可能的经验之一种类型方式的进展一样，这种经验在经验之连贯的完善化当中使人们注意到近处的最佳领域。


  如果现在我尝试进一步追问，而且是超出作为原本的世界当前的知觉领域的我的知觉领域追问，以便达到未被知觉的，但是在世界中共同当前的东西，那么我就向外游走进入了诸可能的经验之中，而且是全面地进入到空间之中，这个空间标志一个由诸可能性，由诸未知的和不定的可能性构成的敞开的无限的领域，标志一个多重意义的地平线，标志可能的以空间形式同时并存的诸实在东西之活动空间。如果所有在这种变化当中被经验为知觉上存在着的东西和在其个别性当中并在其诸关联当中以多种多样方式被改变了的呈现着的东西，在自身之中并与所有其它被经验为有效的东西和被证实为有效的东西是相互协调一致的，那么对于我来说，这些可能的同时性东西之中的每一个就都能够在从被定位的知觉领域到被定位的知觉领域的进展当中，通过在能够更详细地研究的方式中综合地结合在一起，以定位的给予性方式达到知觉。


  在这个从知觉到知觉，从可知觉的个别的实在的东西到可知觉的个别的实在的东西的进程中，我在综合的知觉行为之统一中将我保持在知觉之连续性当中，并且我思考，我是如何完成连续的知觉行为的，因此第一个回答就是：注1275我首先是无意识地指向这个以身体方式存在的，“以感性方式”进行经验的物体，本质上属于这个物体的是：使身体上的诸动觉起作用，使眼睛运动等等，并且最终也总是而且必然是“行走”。因此，当预先清楚说明进行知觉的行为之可能性时，在身体方面如此这般以动觉方式使“感觉器官”起作用时，使“感觉器官”生动地活动时，而且是在相应的主动的实现当中使“感觉器官”起作用时，在这里可能的知觉这时所说的就是设想，就正是对我向前移动的行为和在移动时我在感官上进行知觉的行为进行设想的行为。在这当中我将会或者也许会出现在这个进程当中，或者将一定会越来越近地接近这些持续地保持着的远处事物，并且能够，或者也许会在任意的完善性阶段进一步认识这些远处事物。


  我处于当下的某一个近处空间之中，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近处环境世界之中。在这里在变化上能够发生什么呢？运动和被我以自我方式挪动，变化和被我改变，前进-后退。如果我不走或者我不被运走，我就拥有了诸新的近处空间，相对稳定的近处空间。在这当中，这种被运走是作为对近处领域的稳定的形态之废除起作用的——这种作用就是与作为动觉的方式的行走行为并行，产生近处领域的连续变化。此外在每一个近处领域当中，通过“注意”，通过指向行为，产生一种并不必然有一些动觉上的变化与之配合的变化。但是现在我也想到，一切可能性都有其界限；我并不具有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力量全面地实行如其作为可能性由于以下情况总是敞开的并且作为可能性总是被预先规定的感性的经验，即一般来说，我只是暂时地可能被妨碍——而主要是，我还拥有可能经验的其它方式克服我的有限性。在我的知觉领域中，也许我已经有了另一些人，如果没有，也肯定会有由熟悉的另一些人构成的领域，预先就作为现实可经验的而属于我的世界，并且由于不确定的未知的环境世界之敞开的感性的结构，也已经有一个敞开的无限的由周围的人构成的全体属于我的世界。


  直至现在我都在设想一种由知觉到知觉的进程，这种知觉当然也可能首先是“纯粹”感性的知觉，而这种对于我而言能够感性的知觉的东西纯粹就其可感性地知觉的东西而言都是实在的东西。注1276在诸实在的东西当中，不论是立即地，还是在进展当中，我都单独地知觉到诸身体，作为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e），作为物体，感性地知觉到。在所有这些实在的东西当中，我获得了处于原始的“显现”之中的诸原始的“事物”，在所有的情况下我的物体式的身体都在每一个知觉领域当中存在。只要我纯粹地指向物体的东西，指向在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之个别的规定当中感性上可经验的东西，我的身体就以动觉的方式起作用，我就按照顺序，从身体的这里（从处于其这里的零点之中的零物体）走向那里，与此同时从近处（在这里身体被标志为总是绝对近的）走向远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远处就变成近处。因此身体总是以“我保持静止”，“我运动”（行走作为穿过空间的运动），“我被移动”的形式发挥作用的。作为这种东西，身体是可知觉的外部世界之中心，所有围绕着我的身体的实在的东西，围绕着我的实在的东西，都是可以感性方式被知觉的，或更确切地说，已经被知觉到了的，或者被直观到了。在这当中，我不固定地指向（也许是完全地指向）感性地被给予的东西，仅仅指向物体。


  但是如果我达到了异己的物体式的身体，那么接下来的经验之可能性就分岔了。我可能或者仍然指向这个可感性地经验的东西，因此指向纯粹的物体性，或者指向这个异己的个人。因此我能够在主动的经验行为中连贯地前进，以致于我使我的有限的兴趣，使我的以课题方式进行的指向行为，总是终止于心理的东西之中。如果我在我的可能的知觉行为当中这样做，那么我就将我保持在我的原始的知觉领域之中。只要在我的进展中的可能的知觉当中出现了“精神的东西”、心理的东西或者客观的精神，我就拥有一种可能的分岔。但是如果我此前在以感性方式进行的知觉当中没有进入到那里的话，我无论如何都根本达不到一个这样的分岔点。首先，这个实在的东西必须以感性方式在知觉上在此存在，因此在我的以身体方式进行的行为中作为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有其知觉上的确实性，并作为本身当前呈现着的，由此我的兴趣才能够分岔。这种感性的东西必然始终是通向“精神的东西”的桥梁。


  但是现在让我们首先考虑物体式的身体。异己的身体作为物体使我注意到我的身体，并且引起了对我的在该身体之中的存在的反思，促使我将那个物体“统握”为这样一个物体：在其中以相应的方式存在着一个我的存在着的自我之一种意向上的变样。这种相应的方式是：我的存在着的行为与我的物体式的身体之感性上被经验到的和可经验到的事件是相互平行地进行的，而且是以在这里一起进行着的确定的显现方式相互平行地进行的。处于其物体式的事件之中并处于该物体式的事件与我的物体之物体式的事件的相似之中的异己的物体使我想起了存在于变化之中的我的主观的诸样式，如果我想到我的物体作为物体与处于其显现方式之中的另一个物体具有同等地位，对于我来说这些样式就具有这种变化。


  因此对异己的原始的自我主观之统觉、知觉并不满足于事实的移情作用。现在必须指出，在进展着的感性的知觉当中，我是如何达到对由诸物体式的身体构成的地平线说明理由的，因此我是如何发现由共主观，并且最终是由作为周围的人的共主观构成的敞开的地平线的。但是只要我指向作为人的另一些人，将自己经验为“在众人之中的”一个人的对自身的经验就已经被一起给予了：正如一般而言在许多人之中的每一个人一样，我处于“众人之中的人”这种特殊的方式之中，就是说，每一个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别人，每一个人都将每一个人经验为这同一的环境世界的共主观，首先是对于物体的环境世界而言的共主观，然后是对于有身体的个人的环境世界而言的共主观，而且是对于客观的精神的环境世界而言的共主观。注1277在作为可能的经验之世界的我的世界之展开当中，在对在其中所包含的意向上的奠基之系统的解释当中，和对构成它的存在意义的诸动因之系统的解释当中，以下情况也会得到理解，即这个世界始终是围绕我定位的世界，或更确切地说，我始终是中心的自我。我的身体作为总是在知觉中起作用的处于中心，或更确切地说，感性的经验是通过我在起作用时在身体之中的存在在进展当中完成的，并由此间接地在被标明为物体式的身体的诸事物上使对异己者的知觉成为可能，并且连带地使对我的知觉的环境世界与他们的被施以移情作用的知觉的环境世界之共同性之经验成为可能——首先是就这种现实的共同性能够达到的范围而言。


  于是在这里这种进行自身共同体化的知觉行为就作为由我的知觉出发延伸到另一个人的知觉行为之中的经验行为起作用（这另一个人的知觉行为对于我而言就是被准当前化了的知觉行为，而不是现实的和真正的知觉行为），而且按此表达方式，参与到另一个人的知觉之中和在知觉上被给予的客体之中，这些客体对于我而言并非真正被知觉到的，也许是根本就不能被知觉到的。现在是处于一切间接性和相互关系之中，而且是对于为我存在着的世界之超出我的现实的知觉之世界和能够加以扩展的知觉之世界而进行扩展的阐明。


  这个原始的知觉领域，原始的感性的经验，加上原始的身体性，自己的原始的身体性，以及我的作为起作用的自我的原始的存在，不仅是像下面这样地扩展的：即在这个对于我而言是可以感性方式而且仅仅是以感性方式进入的事物性的外部世界中有某些作为对于另一些自我而言的身体的事物出现，而且能够一再地出现。因此不仅仅是由于以下原因扩展的，即我达到了一个新的知觉阶段——“知觉到”异己的主观，“知觉到”异己的“人”，知觉到处于关联之中的人，而且是在这里通过被共同体化了的，生活于相互和共同之中的人们的对于我而言的（并且对于一起存在着的对我本身有效的所有的人而言的）转达注1278的表达的方法，我的可能的和有限的经验之世界扩展为一个敞开无限的世界。


  但这是一种暂时性的和不充分的考察方式。因为所说的只不过是通过另一些人而转达的关于超出我自己的知觉之当前的世界之当前的经验。世界应该按照全部的时间样式来考察，并且这一定会表明：在关于世界之完整的直观——在其中关于世界之经验的意义会充分地并以确真的自明性得到解释——之系统地建立当中，时间之完整的经验意义如何能被清晰地经验到，并且在这当中不仅表明敞开的无限的可能的周围的人之同时性会起什么作用，而且也表明世代联系之敞开的无限性会起什么作用，此外还表明在自然历史方面的显示这个名目下什么样的经验方式和什么样的经验可能性会呈现出来，而且是以预先规定自然方面的无限性之功能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这种显示是通过诸主观之借助于事实的表达。因此这种补充首先得出处于具体化之中的世界，在这种具体化当中，世界对于我们而言总是被现实地经验为人的共有的世界。首先是文化之在环境世界上出现的，在某种意义上被一起经验到的，以坚持住的方式一起所属的诸规定之层次，还有所有那些被看作是符号、象征、表达的东西——即使它并不是为此有目的地产生出来的——，因此还有文化，形成一个特殊的课题。


  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存在的，然而却未被注意到的，有一个大题目，即自己的由情况引起的变化，和共主观的由情况引起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正常的共同体，而且首先是感性的共同体，和带有异常的东西的共同体之间的区分。然后是作为显现的原始的被知觉到的东西的退化和作为显现的共主观地正常地被经验到的东西的退化，同样还有被异常地经验到的东西的退化，然而我们却能够相互理解，并且拥有作为在相互理解之中视为同一的有效性统一的存在着的世界。


  就这样我们学会了将世界理解为以敞开的无限性间接地和直接地被一起共同体化了的诸主观之存在有效性的全体：每一个主观都经验着世界，每一个主观都在清醒的生活中以知觉领域之形式知觉着世界，这个知觉领域在可能的变化当中始终存在于它的原始知觉这个基本层次之中，并且在这个基本层次之中有其感性知觉之固定的层次。每一个被以感性方式知觉到的东西都有一个最初的、感性的地平线，而且是由多种多样感性的知觉显现构成的地平线，在这些知觉显现的可能的（而且是处于可能性当中的自己的身体的）动觉当中，而且是连续地实现的动觉当中，同一的事物连续地显现出来，并且在向感性上的最佳值的进展当中，在它的自身呈现着的诸感性特性当中，证明是自身在这里的。但是我的这个感觉上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并不是世界——世界是对于“每一个人”存在着的东西之全体——之中的实在的东西这种客观的物体。对于我来说，每一个感性的事物都处于其在不变与变之中的坚持之中，这些坚持着的事物之在它们的可感性地经验的因果性之情况中的每一次一起存在，都有其超感性的地平线，只有该地平线才赋予该事物以实在的意义，即这样一种意义，它使人注意到敞开的无限性，并在这种无限性当中使人注意到诸共主观之全体，即这样一些共主观，我（这个通过身体进行经验者，和这个在这种能力当中能将事物当作进行经历的感性经验同一的事物而占有者）和这些共主观一起处于可能的经验之共同体中。在我自己的意向的生活之统一中，我总是意识到我自己的存在，我总是以统觉方式给予了我的身体和在我之外的我的感性东西，这种感性东西被意识为诸近处的显现和诸远处的显现之已经一致地表现出来的和能一致地表现出来的统一的视觉上的透视之统一，触觉上的、听觉上的等等的诸显现方式之统一。所有这些显现我都意识为显现，并且凡是我现实地拥有某种东西的地方，如在现实的看的行为之中，在那里我都是一方面在与一种确定的被我意识到的（以另一种方式原本地意识到的）动觉的情况中拥有它，另一方面，是和一种有效性的地平线一起拥有它，这个有效性的地平线是由能够建立起来的，而且不论什么时候我都能不受妨碍地建立起来的具有一种熟悉样式的进一步的诸显现构成的地平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是由能够自由地现实地产生的进一步的诸显现构成的地平线。我也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对被预先规定了的诸可能的显现之预先进行实例说明的通览当中直观到这种样式，这种地平线结构。如果我恰如在正常的知觉中那样相信这个感性的客体，那么我在这当中就拥有自由，但也受制于一个由为经验进展之诸不同的系统的可能性勾画出一个作用范围的诸显现构成的系统：如果经验真的被实行，这些可能性之中的一种可能性就“一定会”被经历到。我支配所有这些客体。


  只要我总是已经知道另一些人，那么我在我的意识生活之领域中以及意识生活之可能性（潜在性）之领域中，就拥有如同我一样的人的主观。只要我是这个处于世界所有物之中的自我，那么现在我肯定就会说：所有感性知觉为我获得的东西和所有属于感性知觉的东西，仅仅是我自己的东西，是被我的“意识生活”，我的有效性的生活所包含的东西。每一个其他人都有他的意识生活，都原本地意识到他本身，并且只有他才原本地意识到他本身，才具有他的原本的动觉和他的属于原本动觉的，能够改变原本动觉，能够表明原本动觉之特征的地平线，才具有他的在对于他而言的，而且只对于他而言的“由于”之特性中被给予的和进行着的诸显现；并且如果这些感性的显现以期待的方式为我进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是一致地进行的，那么这个感性的事物也就是对于他存在着的事物。即使是不符合事实的东西也是他的假象，并且是由此而产生的假象。但是我在我的意识生活中的确也是那样一个人，他不再仅仅是实行感性的经验方式，而且实行在感性的经验中建立起来的移情作用之经验方式，并且正是在这种经验方式中意识到另一些人，并由此出发意识到敞开的无限的可能的所有的其他人，即通过事实方面的表现，通过共现前地拥有其他人的方法，同样也通过共过去地拥有其他人的方法，意识到敞开的无限的可能的所有的其他人。由此世界作为客观精神的世界被构成了，这个客观精神的世界无限地（in infinitum）表现着具有无限的自然之核心的人的此在，并且包含着处于敞开的可能性之中的人的无限性。注1279


  通过移情作用注1280我有了处于存在有效性之中的另一些人，及其原始性的东西，但是同时共同体化也出现了。我的原始性当然仍是我的，他们的原始性当然仍是他们的，并且每一个自我都是自我。但是在与另一些人的共同体化之中我是存在于人们中间的人，是存在的人们-自我中间的人-自我。作为对我进行思考者，我对于我而言是人，在我确实将我经验为人时，我意识到我。每当我说“我”并且说“我在”或者说“这个和那个东西存在”时，我都是人，并且我意识到我是和人们一起处于共同体化之中的人，并且可以说，所有为我“存在着”的东西，都是以人的方式存在着的，都是在世间存在着的，都具有它在宇宙之中的存在，在对于我们人而言的存在之全体之中的存在，在对于我和所有我的同伴，对于我们而言的存在之全体之中的存在，这些我们和我一起并相互一起形成“我们人们”这种普遍的共同体。这个存在领域是可陈述东西之领域，尽管并不是已经被陈述的东西之领域。它与我的和我们的也许可经验东西之领域是等值的，与可根据经验思考的东西之领域，可根据经验认识的东西之领域，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事实上可陈述的东西之领域，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可错误的陈述东西之领域，可怀疑的东西之领域，可猜测的东西之领域，可询问的东西之领域——这些对事物的主观态度已经属于经验——是等值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领域是能够理解的，并且这是通常的意义，是可（完全）一致地经验的东西之领域，或者也是时而可一致地经验的东西，时而不可一致地经验的东西之领域。在一种情况下，如果它是在经验当中以一致性坚持下来的存在有效性，它就是在诸有关的经验之一致性综合当中作为存在有效性中的同一的东西存在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在诸个别的经验当中，在其连续的一致性之诸阶段中而且分组地在其协调当中，它是在视为同一时显现出来的存在有效性（但是这种存在有效性会被打破）中的同一的东西，它就由于这种不协调的，相互否定其存在有效性的，由于所有在这里可能的主观态度之改变当中的特殊事件的综合的矛盾关系而失去了它的朴素的确信之样式。


  〈§8.基底与解释。直接的经验和被建立起来的经验〉


  此外，经验——作为本源的把握和本源的认识之活动——具有各种不同的阶段。最普遍的和最低的是感性的经验。一切可经验的东西或者是直接地、不假思索地可经验的，或者只有根据直接被经验到的东西才是可经验的，就是说，通过提升而是可经验的。我们将它的作为解释的继续进展当作是对某种在这当中在进行经验的（本源地对本身进行把握的）存在有效性中存在着的东西的进行经验的行为。经验行为是在进行把握时指向某物的行为，并且是进入到某物的诸要素当中——这些要素能够在诸特殊的经验当中解释自身之诸特殊的存在（它的诸性质）——进行解释的行为。就这方面来说，有一种提升属于作为对它的存在者（在经验当中作为它本身以存在有效性被意识到的东西）之经验的每一个经验。这个在这里“存在”的东西，这个“存在者”，在解释当中表明，它在特殊性当中是什么。如果诸特殊的经验被建立起来了，那么在对于该事物的经验当中关于“它的”形状，它的颜色等等的经验也就被建立起来了。在关于直接的经验的这种当中，我们同时也将这种解释包括进去。它是直接地指向的行为，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以多射线地进行解释的方式继续进行的行为。这些众多的射线被统一地解释为持续地是被意向的“它-本身”的同一的存在者。当然，这并不排除以下情况，即一种特殊的兴趣只优先考虑一个特殊的因素，正如当一个对象只是由于它的颜色而使人感兴趣时那样。这一类的“兴趣”，不管哪一些兴趣，不论涉及的是这个事物还是这些或那些规定，在这里都没有问题。但重要的是，属于每一个直接经验的，还有它的“存在者”本身，它的基底，并且这种经验，作为它的进行经验的意向，在起作用时，在被建立起来的诸特殊的经验当中，借助于在这些特殊的经验当中自身显示着的、这个基底存在于其中的这个基底之诸特殊要素，对这个基底进行解释。


  总而言之每一个经验都涉及到基底。我们将立即就学会在朴素的经验之基底和被建立起来的经验之基底之间进行区分，相关联地在两种基底的解释之间进行区分；因此我们也将一定会在转用的意义上谈论关于特性的直接的经验和关于特性的非直接经验。这种直接的基底具有本质上属于它的直接性的直接的规定。每一个直接的经验，或更确切地说，具有关于直接的基底的存在意义的每一个直接的经验，都是感性的经验。这个存在着的基底（完全以经验之存在意义存在着的）是物体，是以经验之一致性显示着的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被看作真正存在着的物体。在普遍的一致性当中被思考的普遍的感性经验具有一种存在的统一，一种更高级次上的统一；这种普遍经验之存在者就是全体自然，一切物体之全体。显然，这个全体自然并不是在直接的经验当中以基底的方式被经验的，因此并不是直接地按照基底的诸成分，按照“诸特性”解释的。因此关于这个全体自然的经验显然是建立于无论如何都是发生在前的关于物体的经验之中的。即使是这个全体自然，也是“被经验的”，我们在经验个别的物体时就已经能够指向它了，并且也已经按照它的存在以其诸特殊的存在在其中显示出来的它的诸特殊性对它进行解释了。


  在这里为了看得清楚，我们仍必须考察诸中间环节，在对物体进行经验时。我们通过解释（我们还说，通过对它进行考察）指向这个和那个物体。这些物体对于我们而言并非是无关联的，而且对它们的经验也不仅仅是对越来越新的诸物体之经验的先后相继。在进行经验时我们说：诸物体以不同方式处于物体式的联系之中，处于空间上的、时间上的、因果性的联系之中，处于部分与整体的联系之中，处于同一的整体之诸部分的联系之中。不论这一类的经验存在于何处，都不仅仅是这些有关的物体单独被经验到，而是更多的物体“一起”被经验到，在众多经验之统一中被经验到，在这众多的经验当中，属于其中的个别物体具有某种统一，空间上的构型或时间上的构型之统一，（这样一个已经被当作前提的）因果性的构型之统一等等。我们个别地并且前后相继地经验这些物体，在这当中，这些“构型”，这些具体的物体方面的众多被意识到。但是也可能它们事先就被意识到了，然后被更详细地考察。无论如何，一种作为经验之统一的众多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它不是直接的基底，而是一种更高阶段的基底，它不是一个物体，而是一种联系，是由诸物体构成的一种众多性的统一。它是在经验时按照它的诸特殊的规定被解释的：现在这就是具有其诸特性的诸个别的物体本身，但是还有诸联系的要素和属于这些个别的物体的和属于它们的诸特性本身的诸联系的性质。即使是这些众多的统一本身也能够再一起具有统一，因此我们预先就能够将它们经验为联系着的，以基底的方式被意向的，或者这样说也是一样：以课题的方式存在的，并被以课题方式解释的。


  如果现在我们过渡到由诸物体构成的全体，过渡到全体自然，那么我们首先就会看到，它作为普遍地-统一地可经验的自然，是一种众多，而且是在自身之中包含着一切物体，并正是因此包含着一切可经验的特殊统一的包罗一切的众多。


  〈§9.借助于表现的知觉和单纯感性的知觉〉


  世界，我作为清醒的自我在知觉中和经验中持续地拥有的世界，我以存在的确信作为具有某种内容的而直观地拥有的世界，以及我在由熟悉的东西（但并不是直观上当前的东西）和不确定的不熟悉东西构成的地平线中拥有的世界。


  我的原始的经验之世界，我的知觉之世界，现实的知觉和可能的知觉之世界。我从世界当中现实地知觉到的东西和我能从世界当中知觉到的东西。首先是向外直接地知觉我的外部世界。所有外部世界的东西我都是在空间时间的物体的自然当中作为以物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感性地知觉的。凡是我遇到人、动物和文化客体的地方，在那里我所有的就不是单纯的自然，而是精神的存在意义之表现，在那里我就被引导超出可感性地经验到的东西。知觉作为感性的知觉完全是指向单纯物体性东西的，是径直地指向单纯物体性东西的。另一方面我们有对于只有通过对表现的理解行为——如，借助于一个工具所提示的对制造它的人们的或者还有它应该对之有用的人们的“记忆”而这一工具对的理解行为——才是可知觉的东西的知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有，而且直接地就有，作为一个人的身体的物体的身体之表现。二者都以对建立起这种表现并由此出发而建立起向反思之中的过渡的物体性东西之感性的知觉为前提，这种反思因此直接地或间接地使人的个人的东西（自我的东西）之共存在，或者同样也使动物式的主观性之共存在获得最终的确信，并以这种可靠的方式使一个存在者之共存在获得最终的确信，这个存在者不仅在物体的方面是在此存在者，而且与此同时并与此相关联是主观的东西。但是这种主观的东西并不能直接地径直地注1281经验到、知觉到。它在建立之中只是通过可直接地感性地经验的东西而作为一起“在知觉上”在此存在的，而且是和直接的东西一起“在知觉上”在此存在的，而是本身可在此经验的。因此反思并不是一种我们能够在其中直接地指向被知觉东西的知觉行为，而只有通过提升并在从直接的指向移开之后才是可供使用的。如果一个人在知觉上在此存在，那么他可能就如同任何一个单纯的感性的事物一样纯粹是以背景的方式在此存在的。这个背景的东西在我的“知觉领域”当中存在，但是我并没有指向它，在知觉它时我并没主动地与它打交道。但是我确实意识到它是原本地在此存在的，我具有这样一种意识，即我能够指向它，而且在知觉行为这种活动形式当中我能够进入到主动地通过知觉对它的考察之中，在进行解释时我能够探讨处于它的如此存在之中的存在。对于人和动物也能够这样做。


  但是在这里仍应该强调下面这种特殊的东西：如果我指向一个人，那么这种指向的行为，这个活动之课题式的射线，首先就直接地径直地指向这个物体，因此是以感性方式进行知觉的；这个课题式的射线并不止于这个物体，而是继续进行，在对该表现的理解行为当中指向自我主观，因此指向该自我主观之在这个和那个行为当中，在指向的行为当中，在做事的行为当中，在拥有世界的行为当中，在拥有世界的行为当中受来自世界方面的刺激当中等等的存在——只要这个自我主观正好表现出来。并且必然属于这里的还有自我主观以自我方式与它的物体式的身体之关联的存在，正是对于我而言的表现。但是在一切进一步的解释之前在这里必须说：我对一个人的知觉行为从对他的物体进行的感性的知觉通过表现而到所属的进行表现的自我主观之这个正常的进程也允许一种态度的改变：我可以纯粹地指向该物体的东西，正如与一个单纯物体的事物打交道一样与这个物体的东西打交道：这个表现仍然得到理解，但是这种理解行为并不是现实地起作用，现在这个自我主观可以说就是背景，是一起在此存在的，但并不是以课题方式存在的。


  据此，为了系统地考察并描述作为经验之世界的世界，首先是纯粹作为知觉之世界的世界，我首先将使一切表现完全不起作用，而纯粹使感性的知觉（并在这种情况下使经验一般）起作用。由此我获得了纯粹的普遍的自然，在感性知觉之连贯的进展当中作为一种自身完整的关联表现出来，而且纯粹作为被我知觉到的和可被我知觉到的表现出来的自然，因为在我的现实的经验领域当中，由于使表现不起作用，现在我并不拥有另一些人。对于具体存在着的这个世界而言，这意味着一种抽象，这个词首先只应该表达使之不起作用的行为，一种暂时不考虑某种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并且继续对我有效的东西，当然以此并不是表示一种忽视的行为或这样一种意思，即自然就本身而言是单独地和分开地存在的，或者是这样一种意思，即在“世界表象”之本源的形成当中，在关于世界之存在的意识之本源的形成当中，首先需要对为我存在着的单纯的自然之一种系统的完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自然首先一定会包含更广泛的存在意义。所有这些东西都不予考虑。


  世界，而且是作为如其对于我而言在现实的和可能的知觉当中被知觉的世界，会达到直观，这就意味着我向外转，走出去进入到外部世界之中，首先是在以感性方式进行知觉时进入到外部世界之中。但是开端在哪里呢？外部世界对于我而言是在由近和远之扩展中或距离之扩展中被以感性的方式知觉到的，但是近处的世界东西又具有其近处东西和远处东西。最后我注意到，我有一个绝对近处的东西，或者有一个关于近处和远处之一切相对的区分的开端，而这就是我的身体：在向可感性地知觉的世界或自然（对于我而言的世界或自然）之还原当中，我达到了对于我的感性的知觉而言本身第一的物体。为什么对于我关于世界的感性知觉行为而言它是本身第一的物体，或者这样说也是一样，对于我而言它是必然第一的物体呢？因为它正是我的“身体”，我的器官，或更确切地说，我的器官系统，借助于它我知觉所有我知觉为物体的东西，而且任何时候都能够知觉为物体的东西，因为感性的知觉行为就是看的行为，而且看的行为是借助于眼睛进行看的行为，或者是触摸的行为，借助于手指等等触摸的行为，等等。那么这个身体本身是如何被感性地知觉到的呢？在这里，身体的器官对其它东西是进行知觉的行为之器官，因此最后，这个身体是对于自身而言的整体器官。但是它之所以是这个东西，是因为对于我而言它本身总是通过知觉而确定无疑的。它就是那个本身肯定已经以起作用的身体性为前提的单纯感性的知觉吗？


  这个起作用的行为在对自然的直接的指向当中是匿名的。但是……


  附录XXX  与事物打交道——与人打交道（如像是与事物打交道，而且是与作为人的事物打交道）。关联——阻碍，强制，意志之一致性，冲突（1932年11月）


  我们处于这个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之环境世界。我们拥有这个世界，并以个人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和这个世界打交道。我拥有这个为我存在着的世界，它对于我而言是作为具有其他人的世界而存在的，对于这些其他人来说，它本身是世界，是同一的世界。我和每一个其他人都在做事，每一个人都忙于他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处于他的兴趣（对这个和那个直接使他感兴趣的世间的东西的兴趣）之中。被联合起来的做事，被联合起来的诸个人，是在兴趣和做事当中联合起来的。我和“诸事物”打交道——了解诸事物（也许纯粹对它们是如何存在的感兴趣，并且当处于更广泛的兴趣关联之中时，就“纯粹在理论方面”对它们实际上是如何存在的，是如何在真实的存在之整体关联中存在的感兴趣），在感受到它们时对它们进行评价，在喜欢和不喜欢当中与它们打交道，有兴致就沉醉于它们，没有兴致就离开它们：此外在实践上斟酌它们，在实践上按照目的改造它们，在实践上为了目的使用它们。


  我与人们打交道：认识他们（也许纯粹以这样一种兴趣进行认识的：他们是如何存在的，或者以对他们的真正存在之科学的兴趣进行认识的），在感受到时与他们打交道，在有兴致地或无兴致地欣赏他们的如此存在时与他们打交道。在实践上与他们打交道——就如同与事物打交道一样。我想要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我想通过改变他们而使用他们，在如同对于事物那样的相同的广义上改变。例如，他们不应该在这里，而应该在别处，“在质的方面”他们不应该这样存在，而应该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因此是按照他们在空间时间上所是的东西那样存在。他们不应该存在；正如我不仅是偶然地想改变作为它们的类型之中的事物的诸事物那样，我是在这个类型之内部对他们进行改变的，在我通常谈到在生活当中的改变的地方，我按照这个类型坚持这些事物（例如我削尖的这支铅笔，我裁好的这张纸），而且是如我有时“毁坏”有关的事物那样改变他们，例如将这张纸撕碎，扔掉。当然在这里通常所涉及的是目的客体。因此我可能想杀害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这个领域当中的实在东西，他就不再在世界当中存在了。我正想要通过这个人所在的那个空间移动一个物体，他在物理方面妨碍我。他应该离开，或者如果他不能离开的话，他就会像一块木头那样被搬开等等。这个人妨碍我，打扰我的范围，在精神方面妨碍我的意图。我劝说他，我和他取得一致，即他给我以自由，他让步。在这里我与他“取得一致”，但是我并没有将我联合到处于共同的目的统一之中的共同的目的活动之中。也许在以下方面存在着一致，即我支持他的目标，为此，反过来他也支持我的目标。于是在某种意义上他参与了我的目标，并且我参与了他的目标——只要为了不被干扰这是必需的。如果他不愿意，我也许就使用强制力，我就强迫他。是什么形成强制呢？是使他的行动担负他不能克服的阻碍，但这是在个人的共同体之范围内，在相互以意识方式存在之范围内发生的。这是一种处于“符合”（现实的习惯的符合）当中的彼此有意地针对对方的情况。这是对处于意愿当中的，处于意志之指向性当中的主动的联合之否定的东西。


  在共同的经验活动，共同的感受活动，共同的思想活动，共同的计划活动，共同的意愿活动，共同的行动当中的具体的一致性。同感。但是在对另一个人的意愿、意志之中，也意愿，而不仅仅是同感。极端的情况：完全自愿地为另一个人服务。反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共同体当中存在的就是意志之不一致。不想要他所想要的东西，这并不是说，完全不想要（私人方面）他所想要的东西。他想要某物存在，或者想要它如此存在，而我不想要它存在，不想要它如此存在。但这并没有明确地说，在这里所涉及的东西是什么。属于这里的并不是共同体化之一起存在。我所想要的东西就是他的意志目标，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对于他而言具有其存在的意义。在这种共同体化当中我的意愿活动和他一起指向他的意志目标本身。存在着一种否定的意志，反对他的目的的意志，并且在这当中存在着一种在共同体化当中反对作为个人的他的态度。因此我的意志不仅仅是他在他的意向当中所拥有的东西不存在，不生成，不出现，而且是（也许是也因为我自然地具有这种意志），只要我意识到：如果他的意志不受阻拦地实现它，它就会出现，那么为此我就反对它，反对这种由他的意志而来的出现，或者如我们简单地说的，反对他的意志。我们反对被他所意愿的东西本身，反对他的进行创设的主观在它之中所具有的“意志设定”。


  在以判断的方式进行争论当中也是如此。我反对另一个人的陈述，另一个人的判断句，我否定该另一个人，并且我以此反对他。在所有的句子当中，在所有的不一致当中，即使是与我自己不一致当中，都是如此。当我进行回忆，并与我的过去的“经验句”没有同感，因此反对我的过去的“我-知觉”，因此含蓄地（implicite）反对作为在回忆当中的自我的我本身时，就是如此，另外当我注意到，作为知觉者的另一个人（如我以为的那样）受一种错觉的支配而对他表示反对时，也是如此。但这仍然是一个低级的阶段，而且当我例如根据共有的存在（因此在这里我们是一致的），在意愿当中采取一种与他所采取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并因此反对他时，也是如此。


  现在在共同体化当中意志矛盾的情况下，成为问题的是“力量”。例如，在符合一致的情况下就是这样的，即我在我的意志中反对他的意志，反对他的意图，然而他却仍然在做，我不能阻止他做。他通过以身体阻止我，或者以死亡威胁我，阻止我的行为，阻止我的以身体进行的行为，或者他通过威胁要使我遭受作为超过我的能力的，我不能阻止的精神上的痛苦的方法强迫我。当他这样做时，就可能发生以下情况，即我的负面的意志作为意志——作为软弱无能的意志保留了下来。也可能发生以下情况，即我顺从我的负面的意志，我放弃我的反对他的意志。为了让我为他效劳，甚至他也许可能强迫我放弃作为自己的意志的我的整个的意志。我变成了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放弃意志当中，在这种纯粹的顺从当中和这种完全顺从他当中，我可能让他在我的意愿当中意愿，或者我可能以下面这种方式将他的意志完全地纳入到我之中，即我不再仅仅是由于受到强制而效劳于他，而是受到强制的意志变成了自由的意志，再也没有内在地“培养”自己去反对他。


  附录XXXI  个人的生活。由有意的建立而来的社会联系——由本能而来的社会联系——由同感而来的社会联系。分享（同感）（1932年11月）


  我或者是处于私人的态度之中（处于非社会的自我-态度之中），或者是处于社会的态度之中，因此处于其个人式的此在之中的，而且处于其意识生活之中的每一个个人，都有一种非社会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非社会的”）生活之片段和社会的生活之片段。


  知道自己是处于周围的人之地平线当中的每一个个人，作为人们当中的个人的人，都是通过他与他的同伴之间的社会行为建立起来的个人的人之多种多样的联系的“成员”（同伴，伙伴[socius]）。在个人的生活当中，总是有新的东西被建立起来，这种新的东西也许会匆匆消逝，例如，与某些最近的目标相关联，或者与某些较远的，但是处于有限性之中的目标相关联，或者还与目标之某种实践上的普遍性东西相关联，也许具有受限制的时间，但是也许还具有处于“从现在起我们想要将来比如在商业、科学等等方面共同合作”的不确定的时间地平线形式之中的敞开的无限的时间地平线。因此这就得出了诸持久的社会性的东西，在这些例子当中，就是由通过借助于这些行为进入到511社会的意志联系当中的诸有关的个人之社会行为的有意的建立而得出的持久的社会性的东西。当然归入到这当中的还有另外一些建立，它们不具有这样的形式：我想要与N N……建立联系，通过告知促动他和我一起结合到一个意志成就之中，将一个目的设定为与我为我所设定目的同一的目的，因此致使他不仅是想要这个目的，而且是作为被我想要的目的而想要这个目的，正如我想要这个作为被他想要的目的的同一个目的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意愿就贯穿到他的意愿之中，他的意愿就贯穿到我意愿之中，并且这个目的对于我们双方是共同的目的。在这当中，暗含地（implcite）包含着：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同时并相关联地想要我们之间的联系，或更确切地说，个人方面的联合本身。但是这种类型的建立具有一些奠基于意愿行为之不同的样式之中的特殊的形式，奠基于意愿行为之直接性和间接性之中的，奠基于意愿行为之地平线之中的，并因此奠基于不确定的普遍性东西之中的确定的特殊性东西之中的特殊的形式。


  但是在想要的行为和想要的目标之前存在着我们凭直觉举出的诸预备形式：我追求，我受到刺激而被引向，我做决定。家族共同体之本源地形成，如在动物那里就已经发生的，就是如此，它不同于以某种目的，而且在这里具有指向整个一生之时间地平线的意图的有意形成的婚姻。友谊的情况也一样，它是由于“同感”而没有任何想将自己与另一个人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意志决定和思想上的目的而生成的一种密切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也会发生以下情况，即人们由于生动地感受到的同感，将意愿和意志指向以下情况，即和对之有同感的个人一起达到一种友谊之结合。因此我总是处于联系之中：处于我为了我所理解的特殊的目的而建立的，更确切地说，而一起建立的联系之中，处于那些我在另一条道路上，但总是由自己的参与而产生的道路上，被卷入的联系之中。我在我的家庭中成长，并且与我母亲的联系是一切联系之中最本源的联系。后来我有了其它一些联系：和兄弟姐妹的，和同伴的，和朋友的联系。但是我长入到传统的共同体之中，长入到处于历史的意识（我的“家族”）之中的我的家庭之中，长入到具有其习俗的，具有其语言等等的我的民族之中。即使是在这种以吸取传统的方式的长入当中，也存在着借助于意志的诸形式的一起创建。


  如已经说过的，现在人的生活具有两种形式，人或者是非社会地生活，或者是社会地生活。至于前者，那么例子就是：我去散步，我为我取来一支烟，我吃饭——但并不是作为同桌就餐的人之中的成员；这样我在我的做与不做当中有一个在最广泛意义上的，不仅是涉及合法的社会性的意义上的，私人领域。在以社会方式生活时，这个人与另一些人建立起现实的联系，或者是重新以社会方式联结在一起，或者是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当中作为伙伴（socius）行事，作为公务员行事。在这里也许还有一种区分：例如我作为科学家为我工作，而没有想到我的“科学方面的公众”，没有想到我在其中工作的，我与之合作的，相互的批评属于它的那个共同体，没有想到受另一些人的成果的影响，没有想到批判地接受或改变它，没有想到指向另一些人并且促使他们承认等等。我仅仅为我工作，因此这项工作对于我而言确实具有社会的科学的意义。当我有意识地与另一些人辩论，也许还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在其他人面前直接地维护我的成果等等时，情况就不同了。“服务于”一个团体，或者作为职员服务于老板，或者在一个团体的会议上我处于和同事的当前的商谈当中或其它的合作当中，这就是一种不同的社会活动。在这些情况下，我就是处于现实的我们-态度之中。


  应该注意，在这里我不仅将另一些人经验为是一起在此存在的，或者不仅“知道”另一些人是一起在此存在着的人，以一种信念式的确信之形式将之现实地意识为是一起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着的，而且我作为我的活动之自我，之中心，之执行主观，与作为他们的活动之主观的另一些人在执行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活动时我处于他之中，他处于我之中，我在他的工作当中工作，他在我的工作当中工作。作为爱的共同体（友谊）当中的爱者，而且是在我的现实性当中，我（我，这个在爱时对他进行观察的人，这个在爱时接受他，进入到他当中的人）不仅将他看作如此这般生活着的人，他不仅是作为这样的人存在于我的存在领域之中，而且我生活于他的生活之中，我一起经历着他的生活，并且我也许是为他而存在。这个一起生活者不仅是来自外部，而且他的一起生活就包含我的一起生活。


  但是我们不是必须从处于共同体化之交互性当中的被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性当中区分出单方面的社会性吗？当然，这肯定就是“移情作用”本身：在另一个人借以被我意识到的那种动因当中，我与另一个人处于符合一致之中，我的进行移情作用的生活仿佛（quasi）就是在他之中的生活，在他之中的一起行动，在他之中的一起忍受，其中也包括在他之中的一起知觉，一起意指，等等。但是属于移情作用的就只有现实地在他之中的一起主动地生活，一起活动这个基本的层次，其中有这样一个层次，借助于这个层次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环境世界，我和他拥有同一个环境世界，并且他和我拥有同一的环境世界（没有社会的联系）。注1282但是我作为实践的自我拥有我的目的，他作为实践的自我拥有他的目的，我想要我所想要的东西，而不是想要他所想要的东西，并且在这当中我“理解”他，但是当我仅仅是实行移情作用时，我并不接受他，我并不一起过作为进行评价的生活，作为实践的生活的他的生活（主动的行动）；因此当我将他理解为进行思想的人时，也并不毫不犹豫地过他的思想生活，他的进行判断的，进行推论的等等的思想生活。如果我这样做，那么这可能就是以同感的方式发生的，但也是以在他之中和他一起实行爱的行为和他一起实行恨的行为之形式发生的。


  在一起意愿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在这里情况也可能是，我（当确实没有建立起相互的联系，而且他也许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在此存在时）可能做到在他之中，在他的意志之中意愿。我意识到，他恰好杀死一个令他厌恶的动物。我接受他的这种厌恶，或者当我看见这个动物时，也立即同样感到厌恶。我理解他由该动物引起的行动，因此由于有同感，我想和他一起行动，正如我有同感一样，我同样也要求并想要与他一起行动。我并不亲自去做，我首先必须去，必须抓住，他已经在抓了，已经行动了。我不仅希望这个动物死，并旁观这个动物死，而且当他这样做时，他就将我的希望当作他的意志加以实现，当我想一起行动时，我就参与到其中。但是这种想一起做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意愿行为。这是一种“意志的同感”，在进行感受时，在进行要求时，在进行意愿时，我就能够“参与”。一起感受，一起要求，一起意愿，并不简单地就是作为与另一个人的感受行为并行的我的感受行为等等存在的，同样也不是在对处于感受方式等等之中的同时发生之单纯的意识当中存在的。当我在交谈中意识到我的伙伴和我采取同样的态度时，或者当在剧场当中看出我的邻座有相同的内心感动时，那么这就不是“参与”，就不是与另一个人感受活动的共感。


  在同感中我作为自我沉入到另一个人之中和他的感受行为之中，和他一起生活，一起感受。我作为个人不是指向作为对象的另一个个人，而是指向该个人作为如此这般采取态度的个人所指向的东西。在这当中我沉入到他之中，在关于同一的环境世界之意识所有物中与他符合一致，并且在对“同一些”课题式的对象之自我式的指向中与他符合一致；但是作为参与者，我与这个被以移情作用方式准当前化了的自我符合一致，就是说，在他的感受行为中，请求行为中，意愿行为中，我是共同感受者，共同请求者，共同意愿者。在这当中我根本就不像当我以反思的方式表达我的参与那样指向我。我以一起采取行动之一致性的样式采取行动，与它相反的样式就是，当他比如在一只慢缺肢蜥前由于厌恶而退缩时，我却发现它可爱，在内心中并不参与（不以同感的方式参与）他按照它的情况所采取的行动，而是伴随一种“反感”。在这种情况下，与同情，共同行为，共同采取态度相对应的是相反的感受，等等，是否定它们的东西。


  由此可能产生应该与共同感受区别开的感受、意愿和行动。这种同感的同情（参与）并不是像下面这样“对另一个人的同情”，即他使一个人感到惋惜。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在以下方面具有其内心的痛苦，即他对于没有说的东西感到痛苦，人们在与他的符合一致之中感受到沉入到他当中，在这当中人们在感受当中，虽然根本就不是作为“与他一起生活的人”，将他作为对象，将他作为“课题”而拥有他。但是一个产生自另一个，因此本源的同情就是一种被奠立的行为（本源的，即不是行为之意向上的变化，例如习惯的说话的变化，尽管是以非现实的方式被意指的说话），是被奠立在本源的同感之中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被奠立在基本的同感之中的。


  当所有这些都正确时，另一方面，下面这些东西就也是正确的，即只要移情作用起作用，而且此外如同在已经描述过的在另一个人之中生活并且和另一个人一起生活的基本情况中一样，该另一个人对于我就总是作为人在时间空间的世界之中“客观地”在此存在，正如我也总是有，并且我如同处于定位之主观样式当中的每一个人一样总是有关于我作为人在空间时间性之中的此在的意识一样。但这是关于世界的意识一般和课题式的意识之间的根本的区分。


  附录XXXII  移情作用与回忆  （1932年11-12月）


  移情作用和将另一个人客观化为在空间时间的世界之中存在着的东西，实在的东西。


  在对移情作用本身，对真正的移情作用之实行当中，在我之中发生一种动因，在这种动因当中，我仿佛是进行回忆——在这里很难具体表达——，不是回忆我的早先经验到的东西，感受到的东西，所做过的东西，根本不是在通常意义上进行回忆，就是说，不是回忆“我的东西”，而是“回忆”“他的东西”，这另一个人曾经验到的东西，曾感受到的东西，曾想要的东西，或者是回忆处于他的生活之中的他的东西，但是他的生活被意识为与我的生活同时进行的当前的生活。这种离奇的说法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呢？在这里它确实就是另一个人借以为我在当前存在的移情作用，而且正如它在知觉上并非是毫无根据的那样。在我的一种通常的回忆当中，例如它意味着回忆起演奏会的场合，在其中我听，我欣赏，或者对于不正确的见解生气，或者在与同事的交谈当中就这件和那件事情与他约定等等。回忆（作为被以直观方式理解的）是在流动着的现在-生活之中通过进行准当前化而对“早先的”生活的“重复”，但是这种早先的东西只具有由这种重新准当前化的行为而且是主动的“重复的行为”而来的意义，而且它是对于我-经验，我-思想，我-做事进行重复的行为，然而我现在经验的，我现在做的并不是它，而是经验别的东西，做别的事情等等。注1283我作为当前之自我再生产一个环境世界之自我，一个在该环境世界之中做事的行为之自我，一个在该环境世界之中进行经验的行为之自我等等，这个自我并非现在现实的自我，也就是说是在经验行为之中的自我，在做事的行为之中的自我，这种经验行为是被再生产的，处于准当前化之特征当中的经验行为，这种特征贯穿于这整个的被再生产的东西之中，并且赋予该活动以“进行重复的”这种特征。注1284


  我作为当前之自我。在进行再生产时，我指向过去的东西，指向处于准当前化之样式中的被再生产的自我仿佛（quasi）经验过的东西，仿佛（quasi）感受过的东西，仿佛（quasi）做过的事情等等，由于这个现在存在着的，并且在现在之中实行这些或那些意识方式的自我之与被再生产的自我之同一性统一，正是指向我，这个进行回忆者，用下面这样一句话所标志的东西：“我经验了这个东西，我做了这件事情等等。”首先，我指向，我主动地指向处于其显现方式之中的当前的环境世界，或更确切地说，我被处于其显现方式之中的当前的环境世界刺激，并且在我的活动当中，它被我原本地（originaliter）意识为处于由这种活动而来的原本的主观的样式之中的环境世界——处于在向那里看过去的行为之方式之样式中，内心感受之方式的样式中，清楚明白之方式的样式中，处于被评价之方式的样式中（价值的样式中），行为方式的样式中——，并且它作为在其行为之诸阶段当中实践上生成的东西以对象方式存在于我面前。如果我进行回忆，那么我作为处于这个回忆之中的现在的自我就指向我“当时”作为当前的东西曾指向过的东西，而这个东西现在对于我而言是过去的东西，被回忆起的东西。


  我在当前之中生活时能够从我指向的东西反思作为自我的我本身，正如当我说，我经验，我思想等等时那样。在回忆当中我也能够实行反思，就是说我能够作为现在的自我指向我的过去的自我，但是在这当中我间接地而且是第二手地连带地指向（因此不是第一手地和真正地指向）我的当前的自我。我当然没有忽视，当我以反思的方式指向作为从前并非反思的我思（cogito）之自我的我时，我已经又一次实行了一种我思（cogito），我能够对该我思（cogito）及其自我实行反思等等。这种情况当然也进入到回忆当中。


  在对我进行回忆时，我是未被反思的、执行的自我（即使是当我实行了反思时），这个自我以执行的方式指向已过去的东西，但并不是指向过去的执行的自我，这个自我并不“以课题的方式”存在。


  我处于我的流动着的具体的当下之中，我是持续的自我，但恰恰是处于流动着的现在存在之中的自我。在这当中我总是意识到一个流动着的存在方面的当前，而且在核心当中总是以知觉上的当前之本源性意识到。因此当我在现在这个持续的原样式之中生活时，当我持续地进行存在方面的“当前化”时，我就持续地处于进行当前化的生活之中。但是在总是处于流动着的现在存在之中时，我也许还是进行准当前化的自我，进行重新回忆的自我，进行预期的自我等等。


  让我们来看看重新回忆的情况。当重新回忆出现时，我同时在进行当前化时意识到我的存在方面的当前并在准当前化时意识到我的存在方面的过去。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存在方面的过去被意识为过去的当前，被意识为当前之变化样式。在存在方面的当前化当中，被意识到的东西是直接的当前，处于原样式之中的当前。在准当前化当中，被意识到的东西不是直接的当前，而是在存在样式中被改变了的，被回忆起的当前，这个当前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过去。但是这个当前是处于流动着的当前化之中的当前，因此是处于流动着的当前化之变样中的被改变了的当前，就是说，自我，这个流动着的现在之当前的自我，是以下面这种方式而为进行准当前化的自我，即现在我经历着一种进行改变的意识方式，在这种意识方式中，一种带有它的被改变了的存在方面的当前的被改变了的存在方面的当前化行为在流动当中被意识到。这种变样作为一个当前化的行为之变样，同时是一个“现在具体地生活着的，现在进行着当前化的，并且在这种进行当前化当中意识到存在方面的当前的自我”之变样。自我，在存在方面进行准当前化的自我，以不同的方式意识到，但是不可分割地统一地意识到：我的存在方面的当前，作为现在的回忆的行为的我的存在方面的准当前化行为，此外还有处于回忆当中的我，即作为仿佛（quasi）将它的存在方面的（仿佛[quasi]-）当前当前化了的自我的在回忆当中被准当前化了的自我，因此还有这个仿佛（quasi）-当前，即现在被回忆起的存在方面的东西。注1285


  我作为现实的自我，未被改变的自我和将一切改变都作为原本自己的改变而“在我之中带有的”自我，是与这个处于改变之中的自我符合一致的；在准当前化当中，作为进行准当前化的自我，我以“仿佛我又经历到‘过去的’当前”之样式生活，仿佛我又是在进行当前化时“曾存在过”的自我，并且正是因此，我现在现实地生活于一种“仿佛我又曾生活过”之中，仿佛我又会看到这个和那个东西，又会思考感受这个和那个东西等等。我正是与那个在存在方面进行当前化的自我和那个仿佛（quasi）在存在方面进行当前化的自我处于符合一致之中，而且是处于同一性的符合一致之中：我是同一的我，现在进行知觉的和“当时”进行知觉的，是同一的我，现在拥有当前的环境世界的，和当时，在当时的现在，拥有当时当前的环境世界的，是同一的我，当时当前的环境世界是过去的世界，它和当前的世界是同一的世界，在这当中诸个别的实物是同一些个别的实物，有的未被改变地仍然保持着的，有的被改变了仍然保持着。我作为当前的世界之自我是当前的人，只要我存在于当前的这个身体之中，并通过这个身体在当前的世界之中主动地的并通过实践而存在。在这个同一的保持着的世界之中我是同一的，只要我在这个同一的保持着的身体之中现在存在，从前曾存在，并且曾通过从前的存在进入到世界之中起作用，并产生效果，这些效果在现在的世界之中是当前的效果，并且现在的作用以它们为基础。


  但是作为现在清醒地存在着的自我我是以原样式存在的，并且在每一个现在之中，在活动之中，我都是以原样式存在的；我-存在就是作为自我受到它在存在方面作为存在者所具有的东西的刺激，和自我时而指向这个东西时而指向那个东西的活动。这个自我在进行当前化的意识生活中，在对它的存在方面的当前东西的指向中，在对来自它的当前领域之中的这个和那个东西的指向中，是主动的。如果存在方面的过去“显示出来”了，那么这种活动就可能涉及这个当前，或者也涉及过去，或者在结合当中涉及这二者（并且，对于其它的准当前化的领域也是如此）。当我主动地进入到所涉及的过去时，准确地说情况就是下边这样的，即它在作为由存在方面的当前而被唤醒我的活动的“进入”行为之前，就已经被意识到了，不过是被“模糊地”意识到的，并且它只是在我的主动的现在的指向那里的行为之中才变成可生动直观的，才变成“再一次”之生动性，并且在它当中我又有了一个当前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当中我再一次主动地指向这个那个东西，知觉它，思考它，以某种方式与它打交道。在这种进行改变的“再一次”当中可能又有另一个“再一次”，或者甚至可能又有“再一次”的“再一次”。这个“再一次”就如同在数学当中在一个括号之前的对括号当中的所有东西进行改变的符号一样，在这当中，这个符号和涉及该符号的括号也能够在括号本身之中再一次地出现，并因此能够随意地重复地出现。


  因此在主动地进入到重新回忆之中时，我拥有现实的活动，即作为处于活动之中的原样式的意识生活的原样式的活动，并且在这种活动之中有进行重新回忆的活动；这种活动固有的存在意义就是，成为活动之现在进行着的变样，这种变样在自身之中连续地将活动准当前化，不是将现在的统一的主动的东西准当前化，而是将在这当中对活动，对活动之变样的逐阶段连续地回忆准当前化，这种活动之变样现在是活动之原本地出现的准当前化。


  准当前化如同当前化一样是一种属于自我的“过程”，但并不是自我所特有的“过程”，当前化和准当前化——应区分一方面世界当前之当前化和被准当前化了的世界当前之准当前化，世界过去之准当前化，和另一方面，属于我的“意识”之原始的流——在这个流之中我作为自我拥有当前的存在——的当前、过去和将来的时间化；我作为这个原始的流的自我具有一切我的存在方面的当前化和准当前化，这个整体以及在这个整体当中的每一个个别的将自己时间化为当前的自我，过去等等的自我，作为这个原始样式的自我的自我，我是世界当前之自我，只要我在我的原始样式的现在之中或者在一个现在被构成的持存之中属于对于我而言是在存在方面的当前的身体——作为在其中的存在着的东西，并与当前的世界相关联，并且正是作为这个世间的自我，我作为同一的现在在身体当中存在着的自我同时将一个世界的过去准当前化，并且在这个世界的准当前化当中，将我的过去的在同一的存在方面的身体当中的存在准当前化。作为自我，我是对于所有以世间方式为我存在着的东西之自我，我是在存在方面具有身体的自我，具有现在的身体，过去的身体，和将来的身体的自我。并且这个具有的行为追溯到在世界时间化之持续的生成当中的自身构成行为，追溯到具有其处于一切阶段和一切综合之中的当前化和准当前化的流动着的意识，追溯到综合地参与到这当中的自我的行为，追溯到反应和活动，视为同一，删除，根据情况而改变主观态度——为我，为这个自我创造世界，这种创造世界包括：我将我本身构成为在身体之中的存在者和在身体之中对世界进行经验者等等之持续的习惯和可能性之自我。


  但是关于每一个阶段的回忆，现在我们有单纯的再生产（而且也是有关活动的再生产）和一起做，“同感”。


  附录XXXIII  关于自我之虚构和关于世界之虚构：现实性比可能性优先。处于自身共同体化和自身保存之中的自我（1933年4月17日）


  我是人。在自然的反思中我就是这样出现的。作为这样的自我，我能够以本质学的方式从本质上改变我和我的可能的不同的存在，我能够勾画出作为自我-人的不同的存在。作为人，我事实上是处于事实的世界之中的人，是在其他的人和动物当中的一个人，并且作为这样的人和他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一样，而他们每一个都在意识上并且在习惯中和兴趣中以他的方式与世界关联。在不断进行的自身变化当中，世界变成了一个具有可能的人和动物的可能的世界。我的人性之每一个可能的变化，或者是作为时间上当前的我的人性之可能的不同方式的存在，或者是作为时间上过去或将来的我的人性之可能的不同方式的存在。但是将我虚构为过去的人-自我，这同时就意味着，将我虚构为当前的自我，关于我的将来的存在也同样如此。同样，将我虚构为不是在这里而是在别处并且具有另外的存在意义，这也意味着将我虚构为处于空间上的当前等等。


  我能够将世界虚构得不同于它被本源地给予我的那个世界吗？即虚构得不同于具有由我的当前而来的过去和将来的当前的世界吗？我能够以不同于由我的人的当前的存在而来的方式行事吗？在这种情况下下面的情况不是很显然的吗，即任何这样的世界都是不可想象的，任何这样的世界都是不能以想象的自由虚构的，在其中我不和我的当前——尽管是虚构的当前（作为当前的自我，正如当我不是这样地存在，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那样）——一起存在？并且在这当中再也没有更多的东西存在吗？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世界能够存在，除非是作为我的事实上当前的存在之可以想象的世界——那么因此就没有事实上现实的世界吗？关于我和世界，现实性先于一切可能性！这被转用到一切可能的世界：我的在这当中仿佛（quasi）出现的，仿佛（quasi）当前的自我转变为它的诸可能的变化，并且先于这些变化，因此一切可能的世界——它们是由这个仿佛（quasi）事实的世界而来的诸可能性——与仿佛（quasi）现实的世界相对是后来的诸可能性。但是所有这些最终都有赖于我的事实性和我的世界的事实性。


  但是世界作为事实的世界是我的经验之世界，我的具有其统觉的地平线的，具有其实在的可能性的，具有其不熟悉的东西的，具有其可不确定地规定的东西的，具有其由对于可能的抉择——自己的抉择和异己的抉择——之预见而来的存在的现实性东西的经验之世界。


  在这里现在应该想到另一种东西：处于我的传统之中的自我；我本质上是作为处于我的具体的传统之中的具体的自我存在的。诸传统之诸基本形式——共同体化之基本形式（在联想之某种最广泛的意义上）：1）显在的传统，事实上的意识生活，2）潜在的传统。双方各有什么样的本质形态呢？


  关于1），我处于自身重复当中，处于与我自己的关系之中。回忆之诸样式和——原始的——统觉之样式：原始的显在的传统。


  在与我本身的联系当中我将我本身构成为同一地“进行自身保存的”自我——将意识生活作为有效性的生活建立起来，将有效性作为习惯的相信建立起来，在它们的一致性当中我保存自己本身。


  意识生活作为在努力追求时的进行意向的生活指向作为持久的获得物的获得物；情况发生了变化，获得物失效，自身保存断裂。在更高阶段上的努力追求作为对一致性的追求，对克服情况变化的追求，对校正的追求。


  诸获得物——存在方面的全体之构造，由我本身获得的存在方面的全体之构造。保持自己的自我与我自己的获得的世界之间相互的关系，在自身保存，与自己本身联系意义上的存在，和对于我而言的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和由我的活动和我的受刺激而来的在流动当中生成着的存在者之（有限的）全体之意义上的存在之间的相互关系。我的原始的世界——我的固有的传统之抽象的世界，原始的被还原了的传统之抽象的世界，在这个传统当中，我作为纯粹由自身共同体化，和在这种自身共同体化当中的意向上努力追求与我自己本身的一致性而来的自身保存的自我：总是在与我的斗争当中作为诸矛盾的，诸由情况引起的变化的同一的自我。


  附录XXXIV  〈基底与绝对意义上的规定和相对意义上的规定〉（1932年11-12月）


  〈内容：〉经验行为和判断行为。基底和规定。相对的基底。作为朴素的直截的经验的指向最终基底的绝对经验。形态的东西或总体规定。作为在一种新的意义上的绝对的基底的自然，世界：1）有限的基底=在某物当中的存在，2）无限的基底=并非在某物当中，但是包含着一切某物的基底=全体某物。全部有限的东西，全部在世间存在着的东西，都是不独立的（或更确切地说，是相对独立的），世界是唯一的绝对独立的东西。


  经验行为作为活动指向某物（活动作为论断指向它的课题）。有多少不同的行为就有多少不同的课题。诸行为之一个最普遍名称就是判断。在最广泛意义上判断行为在进行规定时指向某物，或更确切地说，它在进行规定时是主动地存在的。只要它是一个进行判断的行为，在进行判断的行为当中它的课题就始终是同一地一个课题，并且在这当中该课题就总是被意识为存在着的东西。最低的判断活动之成就，纯粹进行经验的判断活动之成就，就在于对这个存在者在其中是同一的东西的多种多样如此存在之解释。每一个被意识为存在着的东西都“是它所是的东西”，它处于它的诸规定之中，而不处于任何与它不同的东西之中，如果它毕竟被意识到，就是说，如果对存在的确信是体验，它就以这种意义被意指。判断行为对处于其如此存在之诸要素当中的存在进行解释，每一个存在都是处于特殊性之中的存在者，但是在进行判断的规定行为当中它本身并不是存在者，而是作为下面这样一种东西以有效性存在的，即在课题方面的存在者存在于它当中，课题的存在者在它当中有其存在。或者还以特殊性而是它所是的东西。每一个判断（如果它是一个简单的判断）都有它的“就其进行判断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在判断当中就是对于它的诸“规定”而言的基底。


  在进行经验的行为当中我们有一种对于特别突出的东西进行判断的规定行为，就是说，在这当中它是以原本给予性之样式被针对的，以“它本身”之样式被意识到的对象，判断者所想要做的就是，对它的在特殊的经验当中的自身给予的存在进行解释，就是说，使对其原本的存在原本地进行解释的诸规定变成现实。


  因此在所有情况下，在进行经验时的规定行为都在自身中带有关于基底和诸规定的区分。但是在这里应该区分绝对意义上的基底和规定与相对意义的基底和规定。凡是在判断行为中，这里就是在一个进行经验的行为中，作为规定出现的东西，都能够在一种新的经验行为中呈现出基底之一种新的形式和新的重要性，它在它的诸特性当中得到解释，得到规定。在规定之这种变为一个基底当中，对于诸新的现在是它的规定而言，它被意识为是同一的，尽管是处于诸不同的逻辑功能当中的（处于进行判断的活动之功能当中的），而且是自身被给予的。如果一个基底这样经常地可以说通过将规定基底化（“名词化”）而产生出来，那就确实会立即表明，并非每一个基底都能够这样地产生出来。这种被基底化的东西在其存在意义之中恰恰保存着这种起源，并且如果现在它是经验之课题，那就确实很明显，它只能通过以下方式本源地生成，即在此之前有另一个基底被规定，它作为规定就是在那个基底之上产生的。在这里我们最终发现而且必然会发现那些并不是由基底化而产生的基底。因此在这个名称的关联中，那些绝对的基底应归于不是由基底化而产生的基底。那么能够毫不犹豫地就称它们的诸规定为绝对的规定吗？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相对性。


  相应的相对的经验之每一个行为虽然指向该经验领域之相对基底，但是这个指向它的行为，这个进行经验的行为之使用，是借助于一些进行经验的活动的，在这些活动当中所涉及的绝对的基底被规定，并且最终所涉及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诸规定当中的一个规定被“名词化”。因此一个绝对的基底由于以下情况而被突出出来，即它是可被朴素地直接地经验的，可直接地把握的，并且对它进行说明的活动直接地就能开始。


  现在一种可朴素地直接地经验的东西（一个绝对的基底）就是例如一个物体，它的物体方面的存在是在它的诸物体式的特性当中显示出来的。经验行为之实践的意向，朴素地指向这个存在着的物体的指向状态，分岔为由自我极出发的众多特殊的指向，但是这些特殊的指向都指向同一性之极，并且可以说，是通过这个同一性之极指向它的诸如此存在的成分。


  但是由诸物体构成的一种众多，作为一种空间时间上的形态，或者作为一种由诸物体——这些物体由于可经验的相互关联着的统一的联系而是可统一地经验的——构成的可经验的因果性整体，也是一种可质朴地经验的东西：例如，就像一台机器可朴素地经验的那样。在这里是可能的朴素地直接地把握的行为在进行经验的意向（我们也可以说，进行经验的意图）之作用当中，过渡到众多之诸规定，过渡到众多之“是什么”（它个别地所是的东西）。但是在这里我们就在规定这个名目下发现了诸部分，发现了诸部分的众多，最终肯定会发现诸个别的物体。当然不仅仅是发现了诸个别的物体，而且在继续下去时也发现了本身不是物体的诸规定。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种新式的功能变化。绝对的基底——在我们的例子当中就是物体——能够作为规定起作用，它们具有在整体当中的，在更高阶段的基底统一当中的诸部分的功能，诸成员的功能。但是这对以下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即只要它们是可朴素地直接地经验的，可朴素地直接地说明的，它们就是绝对的基底。因此诸绝对的基底分成：由众多构成的“统一”的基底，和本身就是众多的基底。首先，这种划分是一种相对的划分。但是——在经验当中——它们通向绝对的统一和绝对的众多，在这当中，众多本身可能又是由众多构成的众多。但是在回溯当中，每一个众多都通向它的绝对的统一，一种物体方面的众多通向那些不再是一种形态的最后的物体。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将一个物体分割开来的因果的可能性，在这当中，那里的诸部分只有通过这种分开之因果性的活动才会出现，并且只是在后来才作为潜在地包含的诸部分被归于整体；这里所说的更不是一种无限地（in infinitum）分开之理想的可能性。在现实的经验当中并不存在任何无限地（in infinitum）分开，首先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可经验的众多，它在进展着的经验当中（比如在接近当中）无限地（in infinitum）化为诸越来越新的众多。


  如果现在我们观察诸绝对基底之诸规定，虽然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些规定，它们本身可能又是绝对的基底，因此我们发现了众多的基底（具有诸部分，诸众多之统一的可现实地经验的整体），但是以下情况也很清楚，即每一个绝对的基底都具有并非绝对的基底的诸规定。诸最终的统一，在物体的世界之中的诸最终的物体式的统一，一定会具有那些只是作为规定才是可本源地经验的，因此只能变成相对的基底的规定。但是这些众多的基底也具有这样一些规定，虽然不考虑也间接地是它们的规定的它们的那些个别物体的规定。显然这是这样一些规定，它们为众多提供一种统一，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种统一是配置方面的东西，或诸综合的规定，以及从它们出发的一切相对的规定，这些规定在一种可统一地经验的众多当中作为与它有关系的东西，作为作形容词用的关系词，落到每一个个别的部分上（同样也落到每一个部分的众多上）。


  这样，在经验领域中，在有关作为可能的经验之对象的存在者之自身给予中，作为基本的划分，我们有了在绝对的基底，可朴素地直接地经验和规定的基底和绝对的规定——它们作为存在着的规定是可经验的，而这就意味着是像基底的，只有通过名词化才是可经验的——之间的划分。或者说，一切可经验的东西都被刻划为或者就本身而言是某物，或者只有在另外一个某物上，在一个就本身而言存在着的东西上才存在的某物。我们还想以另一种方式表达这种情况：最终的基底是这样一些东西，它们的存在并不仅仅是诸规定，因此并不是像下面这样的，即它们的存在意义仅仅存在于以下情况之中，即在它们的存在之中有另一个存在“如此存在着”，或者它们的存在根本上就只被刻划为另一个存在之如此存在；用语法的形式表达：本身是形容词的东西，偶性的东西，只有通过名词化才能变成“名词”，变成名词-名词的东西。现在的绝对基底，被划分为诸统一东西和诸众多东西，并且如果我们将统一作绝对理解，我们就有了“只”能通过诸绝对的偶然东西规定的绝对的基底，和本身仍能通过绝对的基底规定的绝对的基底之间的划分。在经验之有限性当中就是如此。


  那么全体自然的情况如何呢？世界一般的情况如何呢？在进行经验时我们能够不指向作为经验之课题的世界吗？世界不也是在朴素的经验之意义上的“绝对的基底”吗？但是这个绝对的基底在解释的时候就在经验能够直接地朴素地包括和规定的所有的绝对的基底中得到规定。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世界解释之无限性，或更确切地说，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它的存在在经验之从有限的基底向越来越新的基底的可能的进展之无限性当中展示出来。但是所有有限的基底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作为全体的这个世界内部运动，那么如果没有间接地或直接地与另一些人的，并与所有的另一些人的“实际的”联系，那就不会有任何基底存在。


  但是在这里我们再一次遇到绝对的基底这个概念的新的含义。一个“有限的”基底能够直接地就本身来经验，因此具有它的为-自身-存在。但是它必然同时又是规定，就是说，可以经验为规定，只要我们考虑到一个它存在于其中的更广泛的基底。每一个有限的基底都具有作为“在-某物-之中-存在”的可规定性，并且这再一次地对此有效，无限地（in infinitum）有效 。但是在这个方面世界是绝对的基底，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存在于其中，但是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在-某物之中的东西”，它不再是处于一种更广泛的众多之中的相对的统一。它是全体-存在者，不是“在某物之中”，而是全体-某物。


  在与此关联之中还存在着一种不同的绝对性：一种实在存在着的东西，一种有限的实在的众多，即这样一种众多，它作为实在性东西是统一地存在着的，是在它的变化之因果性当中坚持着的，并且所有以因果方式联系着的，作为这种东西相对地坚持着的众多的统一，本身又是以因果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这当中就有：所有世间的东西，不论是实在的统一还是实在的众多，都不是独立的。只有世界才是独立的，世界并不是像一个有限的东西在与它的外在的环境的联系当中坚持下来那样坚持下来的。


  更正注1286


  每一个存在者都有基底的结构，因此都回溯到绝对的基底。


  在自身给予当中，这个基底先于诸规定被给予，而诸规定则只当（一种必然的生成）基底已经在此前给予了，才被给予。相对地说，每一个基底都是直接地被给予的（在自身给予当中），它的诸规定当中的每一个规定都不是直接地被给予的，而是在通向基底的道路上被给予的。


  存在者本身具有作为“课题”，作为一个被指向它的，能够执行的意向之目的，作为追求它的行为（意愿的行为）之目的，一种被预期的，在活动当中实现该目的的活动之目的的最本源的存在意义。此外存在者处于刺激之中，处于背景之中，处于地平线之中……


  指向一个基底的课题式的行为之统一的射线朝向作为在诸规定之中如此存在着的这个基底，它是一种射入的意向，只要该意向是指向统一之点（极）的，但是作为意向事先分离为众多的射线。充实显示出作为具有其被关联物的关联之众多射向性。因此我们具有统一，这种统一作为统一在自身包含着众多。对存在者的意向在统一的过程当中，在作为解释行为之综合的过程当中，得到充实，并且在诸规定之射线当中有其特殊的充实。但是被解释的东西本身并不是“课题”，在真正意义上课题是基底。只不过，只要一个被解释者本身能够被解释，或者只要处于间接的诸规定之中的基底照射没有被完全充实，或者毋宁说是通过被解释者的射线而进入到第二条更高级的照射之中的，被解释者就是相对的课题。


  在相对的课题这个概念之中，或更确切地说，在名词化这个概念之中，存在着一些困难：在这种意义上基底不能预先就在那些自身中不带有（已经在意向上意指的）其它的关联的被解释的东西——“最终的”被解释的东西，或者与“相对的被解释的东西”相对的绝对的被解释的东西——中显现出来吗？进行解释的射线在被解释的东西当中有其“终点”，或者没有其终点。


  但是它并没有通过联想使从前原始的意向性突显出来，然后又通过统觉使其得到充实，更确切地说是没有以下面这种方式使它突显出来并得到充实，即后来这个最终的被解释者变为众多射向性，将多射向的意向吸收到自身中，首先是作为没有主动的意向的，但回溯到主动的意向的统觉的意义吸收到自身中，然后是作为主动的意向——通过这种主动的意向这个被解释者变成了基底，变成了现实的课题——吸收到自身中。


  此外：众多。我没有考虑到以下情况，即应该将形态式的联想与作为众多的-统一的基底区分开。由诸存在者构成的一个形态：处于背景之中的一个存在者，众多存在者一起刺激，把握一个存在者，然后把握另一个存在者等等，保持在相继之中，但却不是保持在一种基底意向之统一中。


  文稿31  〈还原到原始性。原始的东西与超越论的还原之关系。心灵与超越论的意识之关系〉注1287（1933年2月26和28日）


  1933年2月26日


  〈§1〉处于其主观的给予方式之中的世界——自然。作为共主观的认识之基础的共主观的经验之路径


  1）处于我的知觉之中的物体，处于我自己的现实的可能的和经验之中的物体，作为原本地（originaliter）呈现给我的，在所有那些它能够在其中这样地为我呈现的东西当中，同样也在它在其中曾为我呈现的或者将为我呈现的东西当中为我呈现，也在所有那些当我曾知觉到它，当我将知觉到它等等时，它总是原本地（originaliter）为我显现的东西当中呈现给我，因此处于其原始性之中的物体是我的诸自身给予的显现之统一,而且仅仅是我的诸自身给予的显现之统一，而且仅仅是按照在这里对于我而言达到现实的和可能的自身呈现的东西和将达到现实的和可能的自身呈现的东西的诸自身呈现的显现之统一。


  2）客观世界之中的物体，对于所有处于正常性之中的人而言的世界之中的物体。另一些人以他们的原始性进行经验，并且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确信，如果他们在与我在关于该物体的原始的显现之系统的一致性当中保持不变，这个在我的原始性中作为它本身原本地给予我的，并在我的继续下去的经验中能证实的同一的物体，就是可被另一些人在他们的原始的显现之系统中相应地经验的。而且这些显现系统处于完全的符合当中。


  在移情作用当中诸显现系统被视为同一，因此相关联地同一的诸显现系统之诸统一被视为同一：就是说，同一的物体之显现系统之统一总是被视为同一。每一个人都具有处于其显现方式之中的同一的物体，正如当物体对于我而言是持续存在着时，我在不同的主观的时间中会经验到处于不同的显现方式之中的同一的物体一样。如果这个物体是持续地保持不变的，那么当我和另一个人实行相应的动觉上的改变，交换位置的动觉上的改变时，我就如同另一个人一样看到这个处于同一的显现方式之中的同一的物体。


  如果将异常性牵扯进来，并因此将诸显现对于总是自己的身体性的身体性的关系牵扯进来，那么描述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即使在这里首先也能够说，我们大家“在正常情况下”都有相同的身体性，虽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方式，正如他偶尔也以非正常的方式改变他的身体性，以使诸显现之系统容纳异常的东西。但是正常情况下，这个具有诸异常东西之可能性的系统对于所有的人都同样地是重复发生的。统觉之同质性：即使因为我从来也不曾经验过它们我真的不理解另一些人的某些异常的东西，也存在这种统觉的同质性。因此在可能的，但在我的身体之中现在未出现的而且也不知道的，更谈不上我能够随意地建立起来的诸“心理物理的”因果性当中，存在着影响诸显现过程的身体方面的诸种改变。


  无论如何，物体是在与起功能作用的身体性的关联中显现的，而且是诸显现之统一，作为这些统一，作为它们所是的东西，只当考虑到现实的诸显现和被归纳的诸显现将会表明的东西或者现在以一致性表明的东西，才是可认识的。而且在这里，另一些人的诸显现同样可以作为我自己的诸显现来考虑。


  指向存在和如此存在的意向，不可能在自己固有的诸显现之中，如我看它们并且能够自由地形成它们那样的显现之中，得到满足。从一开始我就是和另一些人一起生活的，并且我有我的涉及到我们共同经验到的世界的生活兴趣，以及涉及到在这个世界之中客观地并同时是主观地和我一起在世界生活中起作用的另一些人的生活兴趣。因此重要的始终就是，我们一致地共主观地获得对我们有效的诸事物，一致地共主观地获得共主观的认识，在这种共主观的认识当中，我们达到对于我们在这里存在的，并且是我们共同的劳作之材料的，或者是我们的努力追求的行为和抗拒的行为等等的共同性东西的同一的存在和如此存在。


  事物本身是我的诸显现和所有可能的共主观的诸显现之统一，按照其真实性是一种能够由我们在对我们当下的全体的共同的经验之以归纳方式预先规定的全体性当中通过持续不断的校正而进展到证实的东西，因此是相对的东西。


  我们自己发现我们是，并且相互发现我们是世间的实在性的东西，并且在作为世界生活的生活当中总是已经是至少是以地平线方式处于存在有效性之中的实在性的东西；这个处于其敞开的无限性之中的世界，作为总是预先给予的世界，包含着由诸其他人构成的敞开的无限性。我，这个当下的自我，在以身体处于我的清醒的生活之中时必然是意识领域之中心，是世间的无限性之中心，并且在这当中，是作为围绕我的自我定位的共主观之无限性的中心。


  在自然的世界生活当中，我们作为实在性的东西，本身是“客观的”实在性的东西。因此每一个人和我本身，都是作为对于我和对于我们大家而言的多种多样自身呈现之经验统一存在的。因此我们又必然具有由诸自身呈现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是每一个人都能由他的实在的存在并由所有其他人的实在的存在获得的（因此在一种卓越的意义上是作为关于每一个人的可能的经验之系统），并且属于每一个客观存在着的人的，有一个处于如同能够给予人们那样的如此多种多样的方式之中的系统，即被认为是在进行经验时起作用的诸主观。


  〈§2.还原到原始性〉


  让我们还原到原始性。因此，我将我从我和其他人所获得的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都限制于我的原本（originaliter）自己的东西。以此我将我还原到处于活动和受刺激状态的，完全是在我的纯粹的自身反思中为我得出的存在意义上的我自己的东西，这种自我的东西包括我的自我极在内，诸行为由自我极发出，在自我极上这些行为变成了“仍然-有效”之诸样式，诸刺激都指向这个自我极，我在这个自我极上感受到诸种情绪，等等。我获得我的“纯粹的”体验领域，纯粹内在的时间流之体验领域。首先是流动着的体验之当前和诸体验流之一切准当前化，通过这种准当前化，对于我而言自己的体验之时间性被意识到。我在我的行为中指向的所有东西，或者刺激我的所有东西，都以意向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体验流之中，尽管每一个自我东西本身同时也有其以体验方式在这个流当中出现的方式。在这个体验流当中，在这个意向的体验流当中，在这个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意识方式之流当中，也个别地或在综合地结合当中存在着关于世间的东西之一切意识，并且普遍地存在着关于这个世界之一切意识，作为世界对于我而言是什么和是如何——按照世界是什么和是如何在流动当中变动着——的一切意识；更特殊地说，在清醒的生活当中决不会中断的对世界进行知觉的体验行为，伴随着诸回忆样式（直观和非直观的回忆样式）等等，在体验行为当中有在其中被体验到的东西本身。但是所有这些（我思[cogito]和所思对象[cogitatum]）现在都抽象地摆脱了我“归之于”与其他人的交往的一切意义成分。至于我本身，这种交往就在于，我拥有了某种些进行准当前化的体验，并且在向这些体验当中实行涉及另一些人的存在的有效性，通过这些存在有效性，对于我来说，我才能够确实拥有另一些人的在此存在。由于移情作用，另一些人与我自己的原本的经验之诸对象的关联，因此他们对于这些对象的知觉行为等等，被我意识到，并且在这种进入到另一些人的进行经验的生活之中进行理解的行为当中，接受另一些人的有效性的行为变得可能了，并且在这当中对他们有效的诸意义成分变成了对于我而言的经验对象，而且是关于这样一些成分的经验对象，而这些成分对于我而言本身并没有被意识到，并不处于有效性之中。我抛开了这些由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之间接性而来的意义成分，并因此仅仅与这样一些意义成分打交道，它们或者是我在真正的自身呈现当中所拥有的（比如作为一个事物之直接的“现实地被知觉到的”侧面），或者是像下面这样作为属于作为我的具体的知觉之存在意义的这个事物之整体意义，即并不连带考虑那种对于我而言不可能达到的，而且本来就不可能达到的原本的自身给予和原本的自身证实的东西等等。然而不应忽视以下情况，即移情作用作为我的内在的体验属于我的纯粹的意识生活之具体的成分，正如意义形成物和我的有效性之一切方式都属于我的纯粹的意识生活之具体的成分一样。


  〈§3〉还原到自然态度之中的原始性和还原到超越论的态度之中的原始性注1288


  向原始性还原是一种特殊的，涉及到我的全部的自然的世界生活的方法方面的行为。在自然的世界生活中，世界就是我的全部的兴趣之普遍的绝对的领域，是我的习惯的兴趣和在生活之进展中新建立起来的兴趣之普遍的和绝对的领域。世界作为在世界经验之决不会中断的流当中的“绝对的”对存在的确信而是这种东西。在这个世界当中包含着另一些人之在世界之中的共存在和自己的存在，即作为在这个世界之中的人的我的存在本身。因此我们的人的生活之共同体在被共同体化了的兴趣当中，在被共同体化了的劳动和创造当中，也被建立起来了。属于这里的还有作为科学方面的工作共同体之科学的处于其在历史上的共同体化当中的对世界的理论方面的兴趣，因此这种理论兴趣在每一个个别的科学家那里，同样也在我这里，通过处于其持久的朴素的世界有效性之中的朴素地流去的进行经验的生活建立起来了。从兴趣生活之这些方式中，向我的原始的有效性生活还原以特殊的方式凸出出来了。我，这个还原者，将我看得比我的全部的世界生活以及世界生活的所有兴趣、世界生活的所有活动都重要。我“不考虑”我的一切存在有效性，由于这些存在有效性，其它的自我主观，其它的进行经验的，进行思想的，进行感受的，进行活动的，对我表示关心的自我主观，都是现实的东西，不管是恰当地对我有效还是不恰当地对我有效，都正是作为现实的自我主观对我有效。因此我不考虑所有那些我在朴素地拥有世界的行为当中将其作为共主观而归于另一些人的东西，即归于我从他们那里接受了经验的确信、意见、理论以及其它的目的形成物的另一些人，而所接受的东西作为被我本身经验到的东西，被我本身思想的东西，被我本身当作目的的东西等等而是本身一起起支配作用的东西，并且是从今以后对我本身一起有效的东西。


  现在这种抽象显然就在于，我就存在于每一个移情作用当中的另一个人的一切存在有效性实行悬搁。注1289这不仅涉及在我的生动的当前之中直接现实的移情作用。甚至我熟悉的，但并非当前的（我总是能够想起来的）所有的人也都存在于关于现在现实地存在于经验之中的环境世界之地平线意识当中，但是在这种地平线意识当中还存在着我本来曾经能够遇到或将能够遇到的所有不熟悉的人，此外还有那些另一些人现在遇到或本来曾可能遇到的人。这确实完全从根本上赋予这个总是对我有效的世界一种具有敞开的无限众多的相互以个人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的一个无限的世界之存在意义。我由此当然并没有放弃处于持续的世界有效性当中的我关于世界的意识，我对世界的拥有；这种处于世界有效性之中的对世界的拥有本身仍保持不变。但是正如已经说过的，在这种完全涉及这种世界生活的理论态度之中，我不是纯粹在这种普遍的有效性当中生活，而是站得高于这种世界生活，注1290或更确切地说，处于这样一种理论上的意愿行为之中世界生活，即我在理论上不使用有关另一些人的存在和所有那些在我的有关世界的意识当中归于这种存在的东西，而仅仅承认（即作为这种普遍的理论上的态度之自我仅仅承认）我本身直接经验到的东西和曾经可能经验到的和本来可能经验到的和本来能够经验到的等等的东西。如果我连贯地并且习惯地仅仅保持在这种态度之中，注1291我就会达到一种由进行经验的和述谓的存在有效性构成的自成一体的关联，或者如我们能够以另一种方式说的，我达到一种由诸理论构成的自成一体的理论实体，在这些理论当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从自然意义上的世界当中，从我的自然的生活之世界当中（这个世界具有我们的所有的世界之共同体的意义）出现，注1292在这些理论之中，不可能谈到这些东西。因此这种理论完全处于所有关于世界的科学理论之外，就是说，处于所有实证的科学之理论之外。虽然我能够将我的一切陈述纳入到这样一种形式之中：我陈述说，“我在我的意识生活之内在性中使关于世界的东西完全达到自己的自身给予（知觉），达到真正原本的自身给予（知觉），本来就能够达到真正原本的自身给予（知觉）等等”。但是当我这样说时，我根本不再遵循这种新的理论的态度。我说了“世界”，以此我是将它作为存在着的世界使用的，然而在那里，对于我而言，它的存在具有这样一种存在意义，这种存在意义是以人们的存在和对于世界之存在有效性而言的人们的交往的协助为前提的。我不是停留在原始性之纯粹的理论的态度之中，而是过渡到这样一种态度中，在其中，我既实行自然的态度，又实行这种原始的态度，并且将两种有效性综合地结合起来；在一种态度中存在也在另一种态度中存在的东西达到了一种被结合起来的存在，达到了一种一起的有效性。注1293


  但是在这里存在着一种需要小心应对的困难，这种新的态度的前提是自然的态度，并且我们已经强调过，世界作为在自然的态度当中直接对我有效的全体，对于我来说绝不是无效的，丝毫也不是可疑的，在这个词的自然的意义上被怀疑的。转换成原始性并纯粹地实行原始的进行经验的和以判断方式进行认识的生活是实行是我的自我、这同一个自我之活动，这个自我以自然的方式生活，并且以自然的方式拥有处于有效性之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拥有作为人的自身和另一些人。但事实上十分值得注意的东西是什么呢？在这里在“不考虑”其他人的共存在的这个名目下所发生的是什么呢？我不是在朴素地——朴素地，就是说，完全不加反思地——平淡地生活时以当下的主观的给予性样式拥有世界，我不是在这个朴素地对我有效的世界之中以实践的方式或理论的方式行事，而是我实行一种普遍的反思，我从这个有效的世界，从这个直接的这里，回溯到有效的行为，回溯到在其中这个世界在当下的正是对于我而言所具有的“内容”当中，“意义”当中如其为我存在那样为我存在和为我如此存在的、具有流动着的诸显现方式，流动着的诸意见，诸自我活动等等的体验流。在反思的普遍的通观当中，


  我首次发现了作为在有效的我的诸有效性的世界，发现了在自身中具有这种意义并在自身中总是重新形成这种意义的我的意识生活之存在意义。此外我还发现了，我的普遍的世界有效性在自身中包含着其存在仅仅是被我在有效性中设定的存在的我的其它主观，并且我发现了，如我必须承认的，只当这个世界具有“对于我们大家而言的世界”这种存在意义时，才会在通向在我之中发生的存在有效性的道路上实现我总是以朴素方式拥有的其他人的世界之存在有效性。注1294我的普遍的反思作为对于我的普遍的流动着的生活的反思，因此涉及我的世界有效性的生活，这种生活作为处于区分当中的我的个人的意识生活，与其他人的意识生活绝对没有不同，这是一种本身属于世界的区分，属于这个预先对我有效的，我以反思的方式回溯到它的相关项——即带有整个的具体的有效性体验行为的“有效行为”——的世界。因此我的生活是作为这样一种生活存在的，在其中首先是人们，人的共同的经验行为、思想行为等等具有有效性，并且总是获得新的有效性。注1295


  因此这种普遍的反思与朴素性相比获得一种新的存在基础；不再是在其中我发现一切东西，在其中我借助于不论什么东西进行计划，特别是在理论的计划当中计划实证的-科学的认识之课题范围的那个世界，毋宁说，“世界”作为对我有效的世界，作为我的有效性生活之存在意义，或者将我本身纯粹作为这个现实的和习惯的有效性生活之主观，并且在我之中作为有效性之相关项，而且是作为在这当中自身进行构成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表现之统一，这个世界——这个同一的世界——对于我而言曾以朴素性直接存在着的世界，而且曾充当我的生活之存在基础。但是现在存在基础是具有一切在其中存在着的意识成就以及意识成就的相互关系的主观性，并因此是作为主观地被构成的世界的预先直接存在着的世界。


  但是现在我们会说，在这种反思的实行当中所存在的无非就是已经论述过多次的现象学还原，而这种新的存在基础就是被我这样称谓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事实上，当我们对以下问题彻底地想到底时，即为了达到原始性，什么是真正必然发生的事件，那么我们就完全正确地达到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还原了。注1296只不过当我们过于匆促地思考时，我们不知道，我关于这个世界之存在和如此存在所知道的一切东西，恰恰都是我的“知识”，是我的意识之被意识物，是我的经验行为之被经验物等等。但是，在我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当中，我将许多东西——如果不是大部分东西——都归于其他人。——现在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不考虑”所有其他人的存在时，我将什么东西完全归于我本身，我将什么东西作为我的世界留给我呢？当我们这样地采取行动时，我们就获得了原始自己的东西，如果我们进行彻底的思考，在这种原始的态度之中我们就仍然是我们人，或者我，这个思考者，就仍然是这个人，就是说，对于我而言，我就仍然作为人处于存在有效性之中。我们并没有觉察到，这样一来我们已经又逾越了这种注1297原始性。只要我们提出向原始性还原的任务，并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完全保持在这个原始领域当中，我们就绝对不可能将我们作为人保持在共同有效性之中了，同样也不可能将我们作为其他人和世界保持在共同有效性之中了。


  这种原始的理论的态度显然不同于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还原。注1298就是说，凡是这种理论兴趣仅仅是原始的兴趣的地方，这种普遍的现象学还原就仅仅是指向这种——普遍的——超越论的主观性自我（ego）（它的相关项是存在着的自然的世界）的进行奠基的普遍的态度。我们并不停留于这种普遍的态度之中，或更确切地说，我们并不在没有将超越论的主观性当成普遍的理论的课题的情况下，立即就限制于这个作为有限的课题的被原始地还原了的自我之上。当我们在实行了刚刚完成的进行澄清的彻底的反思之后，那就很显然，这个注1299原始的主观性就是具体的超越论的自我（ego）之一个抽象的层次，它具有一个自身完整的存在的课题范围，即纯粹原始的存在的课题范围。注1300这种预先就将这个具体的自我（ego）当成理论课题的超越论的普遍的科学（这肯定不是刚好立即就发生的）当然要求这个被原始地还原的自我（ego）也成为理论课题，而且注1301事实上它是一种基础性的课题。因此这种作为抽象态度的原始的态度就被按照前理论的方式和理论的方式归入到这种自我学的具体的自我学。


  但是在这些事情当中彻底地想到底的思想行为对于处于哲学和心理学之朴素传统当中的人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现象学的还原和现象学还原方法的实行才真正使现实地实行一种原始的还原成为可能。注1302


  因此只是在后来，在心理学家的心灵的内在性之内部并在心理学的内在性的意义之内部的原始的还原之可能性问题和原始的还原之超越论的意义之问题，才会出现。如果我返回到自然的态度之中，我就会发现，这同一的自我，作为处于世界中的众人之中的人类的人的我，并且每一个其它的自我，都能够实行现象学还原，正如我也能够将它理解为现象学还原的事实上的实行者那样。在这里，不由得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本身不实行现象学还原，或者如果我没有至少陷入到一种促使我接受这种现象学还原的诱因之中，我能够理解另一个人的现象学还原吗——因此完全不同于当我通常理解另一个人的恼怒、另一个人的判断时，根本就不会现在就真去实行这种恼怒、这种判断？因此如果我自己没有真正地实行了现象学还原，对于我而言在这个世界之中能够出现一种现象学还原吗？


  但是只要我通过还原成了现象学家，因此将我理解为是超越论的自我，与此同时肯定将世界理解为是超越论的相关项，那么从今以后我就处于这种认识行为之不会失去的习惯性当中，并且返回到朴素的态度就决不再意味着获得那种形成现实的朴素性的拥有世界之方式。这是在我的前现象学的拥有世界方面以超越论的方式理解的朴素性，而以超越论方式理解的朴素性绝对不是朴素性。但是现在在生动的当前返回到世界生活，这就意味着，在普遍的现象学的存在领域之内，暂时地、单方面地指向“世界”这个相关项，并将诸存在者这个相关项领域用作对于我的活动而言的存在基础，而且是以直接实行的方式这样做的，这种方式并没有动用超越论的反思。


  但是我在这个领域当中出现，我在另一些人当中，和他们并列并和他们一起以各种方式活动，以各种方式和在此存在着的世界发生意向上的关联，也许我在对自身的主动的反思当中——在自然的反思当中——意识到我本身。


  对于我的朴素的拥有世界，以自然的方式在世界之中有意识地生活而言，过渡到超越论的-反思的态度所意味的肯定不仅仅是对这种在此存在的有效性的意识生活并对构成这种意识生活之内容的生活进行普遍的和彻底的反思，而且也意味着这种生活之实行方式的一种新样式。注1303


  〈§4〉课题与悬搁。超越论的态度之实行方式，另一方面，自然的态度之实行方式。诸匿名的构成阶段之实行方式


  对世界之“存在”实行超越论的悬搁意味着做出一项普遍的信守不渝的决定，即不将当下经验着的，当下以某种方式意识到的，而且是以存在的确信意识到的世间的东西当成课题，既不个别地也不普遍地将世间的东西当成世界，当成它普遍地所是的东西，当成它在这里个别地所是的东西去认识，去评价，去处理。毋宁说，这种注1304课题应该仅仅是我的普遍的意识生活和我的作为这种意识生活之自我极而坚持下来的存在和一切方式——“世界”（由作为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的意识综合之诸同一性的极的诸客体构成的全体）在意识生活之被动地流去当中，以及从自我极以被动性和主动性，达到存在的确信之方式，在进行证实的诸综合当中证实存在确信之方式，诸一致性变为不一致性（变样），不一致性通过校正又达到一致的方式等等。将世界作为普遍的课题式的领域注1305来拥有，这就是：以自然的态度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但是那个真正执行意识的行为的在-世界-之中-生活——在其中这个世界为我存在，在其中我本身作为人在行为当中、在忍受当中存在——的东西，在这里不是课题。正是这种意向的生活，实行意向综合的生活，变成了课题注1306，而且是以彻底的普遍性变成了课题，因此相关联地世界作为诸有效性之极在这当中——一致地视为同一之诸极——的被构成的系统，并且是连续地继续进行构成的系统，变成了课题。很显然，随着朴素自然的态度之改变，意识上拥有世界之方式也本质上不同了，一次是匿名的方式，因此是本源的地发挥功能的方式，另一次是课题式的方式，被反思的方式；因此这个世界之为我存在以及每一个与世界有关的课题范围，显然也都经历了改变。


  不应忽视——这与所有已经说过的东西密切相关——：在朴素的态度之中，我们“拥有关于世界的意识”，和“在世界之中生活”所说的，和在超越论的态度中的关于世界的意识生活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前者说的是在这个存在着的世界之内部的，在这个作为存在着的而被预先给予的世界之内部的人的存在和生活，这种生活本身作为人的心理的生活——并因此，当我谈到我时，是我的心理的生活——是世界事件。但是超越论的生活并不是人的生活，而是自我（ego）之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处于世界之中的人及其生活，以及处于普遍性之中的这个世界本身，它的存在，都已经构成了。


  因此在从超越论的态度到自然的态度的返回当中，自然态度之实行方式就重又恢复了。但是作为补充，在这里应该说，所涉及的是自我之活动的区分，所涉及的是整体的普遍的意识关联的变化方式，虽然是在该自我所实行的诸活动当中的意识关联的变化方式，而且在这里是在这样一些活动当中的变化方式，这些活动在两个方面都与该同一的统一的极相关联，这些实行方式是变化着的。注1307这个自然的自我是在与它的已经形成了的诸习惯，通过诸新的活动继续形成着的诸习惯相结合当中活动的。在当下的唤醒当中，这个自我有它的兴趣，这些新的行为是通过实行服务于这些兴趣的诸方式。注1308属于这里的还有诸起功能作用的行为：记忆的直观的起功能作用的行为和处于知觉之一切变样之中的直观的起功能作用的行为，并因此还有在它的过去的和将来的诸行为的当中，在它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诸行为当中直观地意识到它本身，将它本身解释为它的诸习惯之自我的诸可能性的起功能作用行为。


  但是在这里在以下方面已经存在着对自然的态度之唤醒和直观化的界限，即属于每一个实在的东西并因此属于作为由实在东西构成的继续有效的全体的这个世界的，有一种习惯地生成了的综合的构成，这种构成在总是新的诸行为当中达到了继续构成，而这种继续构成总是遵循着本身属于普遍的构成的那种构成之系统地稳定的式样，或更确切地说，当习惯之式样总是以地平线方式被重新预先规定时，它就坚持下来了。但是这种习惯的式样作为自我活动在其中继续，并且整个被发动起来的意识生活起作用时在其中具有内容方面的存在意义的样式，其构成方面的结构是极其复杂的，并且总是只在它的最高阶段的形成物当中和在由这些形成物而来的新的成就当中被唤醒，被激活。这些有用的成就和正在建立的习惯以总是相同的方式作为通向自我仅仅指向的，这个被唤醒的自我之兴趣自然地仅仅指向的这些最终的成就之通道起作用。那种总是被用作通道的东西，不可能作为终点引起兴趣，始终是匿名的。正如对于所有的生活而言是持久的统一之基础的原始联想的被动性更是始终是匿名的一样。


  如果我将我作为进行现象学研究的自我建立起来，如果我普遍地通观我的意识生活和我的处于其对世界之指向状态中的习惯，如果我注1309将世界变成在其中世界是统一的意义的生活之现象，那么我发现的首先就是作为处于事先匿名的，非课题的诸成就之普遍的关联之中的我的意向上的诸成就之形成物的我的人的此在（在其它的世间的此在当中的此在），，在这些匿名的非课题的成就当中，世界对于我而言作为由诸一致的意识综合之诸同一性的极构成的系统，始终是被构成的有效性形成物。这个处于其有所成就的生活（作为在其中世界一般和人的自我是成就之形成物的生活）之中的普遍地有所成就的自我（ego）从自我-人这种形成物中突显出来。但是在这种对照当中，自我却意味着，我作为自我（ego）和作为人的个人是同一的。


  〈§5.自我人和超越论的自我（ego）。心灵作为绝对的意识之超越论的自身统觉〉


  然而我又不是同一的，因为我的人的我-在是一个由关于实证性东西之诸陈述构成的完整系统的标题，而超越论的自我（ego）是一个关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的标题，在那个系统当中，所有关于实证性东西的陈述和这种陈述的存在基底，具有其诸特性的人的个人的自我，在引号的意义改变当中只是作为部分出现。在超越论的态度当中，我是将“我”作为现象而拥有的。——在这里应该注意，对“现象”之全体的这种超越论的反思，以及对在其中它们都是现象的普遍的意识生活的超越论的反思，同时也是对这种生活之自我的反思，和对这些属于普遍的现象的世界的所有习惯性东西之自我的反思；是个别地和在普遍的统一关联当中进行的反思。


  这个作为主观属于每一个个别现象的超越论的自我对于作为人-自我的我而言也是超越论的自我。作为对我的超越论的存在和我的超越论的生活之超越论的观察者，我看到，这个处于世界之中的人的我和人的自我生活，虽然是我的超越论的形成物，但却这样地是这种形成物，即在这当中，这个形成物具有超越论的自我之对自身进行统觉的特征，这个超越论的自我借助于这种对自身的统觉而进入到统觉上的超越论的诸成就之中，这些成就由于所属的超越论的诸习惯性东西，赋予该超越论的自我一种特殊的存在意义，世间的存在意义。这个被赋予世间存在意义的超越论的自我不是纯粹的自我极，纯粹的自我极是某种抽象的东西；这个自我极如其所是地存在于它的诸反应和诸行动之中，并存在于它的诸相应的习惯之中和它的意识流之完整的具体的底层之中。这个整体的超越论的自我被统觉为人的自我，就是说，它将自己构成为一个特殊的相对的具体物，一个处于习惯形态之统一当中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对自身的统觉的自身完整的多样性之中的特殊的相对的具体物，由于这种持续的对自身的知觉，作为自我-人的连续的对自身统觉就实现了，使我的同一的人的存在在变动当中持续地并且一致地被意识到了。只要在我的普遍的超越论的主观性及其普遍的习惯之统一性关联当中这个整体具有其动因环境，并且仅仅是在这种动因环境当中才能具有并保持存在意义，它当然就不是绝对的具体物。但是对自身的自然的知觉正是下面这种东西，即超越论的全体以匿名方式存在，并且自我，人，仅仅是作为兴趣之统一被构成的，而且是在存在着的世界之更广泛的、自身普遍地一致的关联之中被构成的。


  我们看到，在这个超越论的自我以超越论方式变成课题之后，人的自我肯定与超越论的自我相符合一致：这是同一的极，只不过是存在于处于超越论的全体之中的一种统觉之中。相似的情况也适用于人的意识方式。我的人的意向性，我的知觉活动、感受活动、意愿活动等等都是超越论的意向性，这种超越论的意向性已经具有某种超越论的统觉，并且存在于或将能存在于我的和另一些人的特殊的统觉之现实的和潜在的流动着的多样性之统一当中，如同所有世间的东西一样，已经经常摆在那里供使用了。我的所有的人的统觉，所有作为心理事件而属于世界的统觉，都是被以超越论方式统觉的统觉，都通过超越论的统觉而具有心理东西的存在意义。它们是广泛的统觉之诸要素，它们作为要素属于下面这种统觉的统一，即“我作为个人式心灵的自我生活于一种将所有心灵的意识体验都联合起来心灵生活之统一中”。这个具体的心灵的自我（意识生活和诸习惯性东西就属于它的具体化）是更高的更充分的具体化之要素，它是我的身体之心灵化。借助于我的身体，我的心灵的自我具有了与身体之外的世界的关联：它将在整体的世界统觉之中被统觉的世界之形式标志为被统觉的世界之形式，或更确切地说，标志为在其中这个世界就是被统觉的东西的那个进行统觉的意识之持久的形式；即“对于我这个人而言的世界”具有刚刚描述过的统觉上的样式，即一个借助于我的以心灵方式在身体性之中的存在而持续地为我定位的，在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为我呈现的世界之样式。但是我的这个以人的方式进行的对世界的统觉以及这个统觉当中被统觉的处于流动着的显现方式之样式当中的世界，本身是在超越论的统觉当中被统觉的超越论的成就，是一种只有超越论还原才能够进入的并且按照其结构是很难充分地解释的统觉的成就。人的自我之完整的纯粹心灵方面的存在是这样一种存在，它形成对自己的身体的知觉，即这样一种知觉，它是关于世间东西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并且最终也是对自身进行反思的意识，这种对自身反思的意识是我作为人从我的心灵方面的存在中获得的——因此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这整个的自己的心灵东西具有下面这种本质的特征，即在每一个心灵方面的意识体验当中它都与一个相应的超越论上的意识体验相符合一致。就是说，它在它的直观的（在现实的原本性本身当中显现着的）核心之中与超越论的意识是同一的，这个超越论的意识与它符合一致。但是这个核心以一种持续有效的习惯性由普遍的意识生活而具有统觉上的存在意义。现在这个自我本身是绝对的意识，具有在我的物体的身体当中定位的心灵的体验之意义，心灵的生活之意义。


  〈§6〉作为意识之普遍的“反思性”的意向方面的变样和超越论的自我（ego）之世间化


  超越论的生活不能在诸意识体验的相互关联、相互紧密结合之外在的图像当中理解，不能被理解为是相互并列的东西、相互分离的东西，即使是多维度的相互并列、相互分离的东西。那样就克服不了感觉论的根本错误，或更确切地说，自然主义的根本错误（“将意识自然化”的根本错误）。这种错误在洛克的白纸（white paper）的比喻当中，在“暗室”的比喻当中，显示出来，即使当体验的事实按照布伦塔诺的方式被说明为意向的体验（“心理的现象”）时，也没克服这种根本错误。因为以此尚没有真正地实行决定性的步骤，如果他没有理解意识生活之处于意向性之本质之中的，以无数的形态生长的，在诸阶段之中并且连续地重复着的“反思性”，他就仍然停留于开端上。在每一个连续持存的变化当中，在更高阶段上，在与持存的变化并列的预存的地平线的形成当中，就已经有这种反思性了。它存在于每一个重新回忆当中和向前回忆当中，并且以多种多样方式存在于每一个统觉当中，存在于意向的关联之几乎是令人眩晕的多样性当中，存在于在普遍的世界统觉之中的成就之统一当中的关联之相互联系当中。我们用意向上的改变这个普遍的名称所标记的东西，是原样式之在一种新的样式之中的变化，这个新的样式在上面所使用的词义上就是一种反思的样式。在这种情况下，在被改变了的意识当中存在的是与另一个意识的“关联”，与在它当中“所包含的”原样式的关联。但是使世间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意向方面的改变，例如，就像重新回忆那样的意向方面的改变。它是在对一切已经“被建立起来的东西”之持续地意向上的改变当中诸意向性之极其复杂的创建结构——但是所有这些词，作为从由彼此分离的东西构成的世界当中取来的词，如创建（建立）、结构等等，都不能拘泥于字面的意义。很显然，自然肯定已经被构成了，因此心灵能够具有自然的意义，并且对于自然而言，自己的身体性是发生在前的，不过却肯定具有“如同一切物体一样的物体”的意义。如果我们从自然的态度出发，如果我，这个沉思者，从自然的态度出发，那么我就拥有世界，它已经“现成地”被构成了，但是在这里，这种“现成性”就是处于显现方式之内在的秩序当中的一种持续地流动着的生动性，通过这些显现方式，具有其多种多样的“是什么”和“是如何”的世界被意识到，然而却是作为同一的世界被意识到的。


  如果我在反思的活动当中对我进行反思（在将自我指向自己本身和自我的东西这种自我反思的通常意义上），那么我就是作为处于这个世界之空间时间性之中的人在我的位置上出现的，在我的时间点中以身体方式出现的，并和身体一起以心灵方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显现方式，我的一切特殊的自我东西，我的诸行为，我的诸反应，我的诸情绪等等，都以心灵方式属于这个身体。因此这个处于其一切流动着的内容之中的对世界的意识——通过这种意识，我，这个作为人的个人，从这个世界中知道我所知道的东西，从这个世界中正确地或错误地相信我所相信的东西——是以心灵方式存在的，是处于这个实在的世界之中的实在的身体之上的事件。但是在这里，对世界的确信，特别是对处于这个普遍的自然之中的物体式的身体之存在的确信，一直是不言而喻的前提，确切地说，作为世界，作为自然，身体由当下的意识生活而为我存在，并且具有它在这当中已经获得的和具有的意义。


  只要我确实是以普遍的方式看待这种意识生活，并且实行超越论的悬搁，而且是作为通过它我绝对地将这个世界作为有效性的统一来拥有的那种超越论悬搁实行的，那么这个前提，这个对于这个发展了的自我而言作为已经建立起来的习惯所实行的持久的前提——这个在将朴素的世界设定“悬搁”起来的情况下处于意识生活之前提当中的世界——就发生了变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看到，我的普遍的意识生活，正是这个我刚刚曾经认为是不言而喻地预先存在着的身体之附属物的，同一的意识生活，在自身当中首先构成身体，正如一般而言构成自然和世界一样。


  因此处于其固有本质纯粹性之中的心理的生活，本身就是超越论的生活——只要我实行超越论的转换，并且对世界实行悬搁。但是，这对于以下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即我在我的意识生活当中拥有处于有效性之中的世界，我在以自然方式定向时，或者重又返回到自然态度之中时，会发现在其中世界对我有效的所有的意识，并且在所有的东西当中都能够发现，作为这个世界之中的心理的东西发现，尽管这个如其所是的世界是由这种意识生活之成就而来的。如果我们一般地听到说：世界由以构成的主观的生活，即意识生活，本身是可在这个世界内部经验到的，而且是作为心理的生活被经验到的，那么这看起来就好像一种谬论。必须将这种不可理解性变成可理解性。


  在重复时我们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说：意识生活就本身而言并不是由诸意向体验构成的编织物或者意识流，在其中有一个与它不同的，与一切意识不同的超越的东西被构成：就是说，仿佛自我和意识，因为它是构成世界的自我和意识，本身并不进入在这里被构成的这个世界之中。但是主观性在它的意识生活当中是作为构成物——这个主观性之构成物——而构成物理的自然的，但是自然，在其存在意义方面并没有从意识当中，从一切进行构成的主观东西当中吸取任何东西。意识生活是这样存在的，即它根据意义之诸统一而对自然实行一种更广泛的构成，在这种构成当中，这个意识本身被客观化——被自然化。这个被构成的世界具有空间时间的自然这种存在意义，在这个自然当中物体式的身体是自我式的存在之场所，是以物理-心理方式联结起来的并以物理-心理方式被规整的意识生活之场所。世界并不是单纯的自然，而是心理物理的自然。


  在超越论的自我（ego）当中，在它的以超越论方式起功能作用的意识生活之普遍性当中，世界是作为对于它存在着的世界像下面这样构成的，即这整个的意识生活本身在这个世界之中出现。这个进行构成的意识构成自身，它通过实行客观化而将自身客观化，而且是这样地将自身客观化，即它以空间时间之形式创造客观的自然，在这个自然当中构成我的身体，而且以心理物理的方式和身体一起（因此借助于身体在自然的空间时间性当中按照位置和时间点和持续时间定位），按照意识流，按照自我极并按照诸习惯构成这整个的进行构成的生活，构成这整个的自我（ego）。但是现在诸种困难出现了。


  〈§7〉诸种佯谬


  我发现我处于自然的态度之中，作为人的自我，作为在它的意识生活当中意识到这个世界的自我，在经验当中，在非直观的意识当中，在主动的和被动的意识当中，在背景式的意识当中，在地平线方式的意识当中，意识到这个世界，即这样一个世界，它为我存在，为这个独一无二的我存在，它对我具有意义，并且能具有意义。但是这个世界，这个为我存在着的世界，不就是对于我们所有的人而言的共有的世界吗？凡是对于我有效的东西，肯定对于每一个人都有效，他有他的意识生活，并且能够从他的人性——他处于其中的人性——出发实行现象学还原，发现他的超越论的自我（ego）。我对于我而言生活于我的意识生活之中，但是我获得了在这种意识生活当中我作为世间的东西所意识到的东西——不借助于其他人，不通过将我的意识和他们的意识共同体化——，这种我所意识到的东西看起来也对每一个人普遍有效吗？那种对于任何人都不是作为世界对他有效的东西，仅仅是他自己的意识成就。我们并不是相互并列地和分开地获得关于世界的认识的，而总是而且必然是共同地获得的，在意识之共同体化当中获得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会对我说：我关于另一个人的认识（总是在包括意识有效性之每一种方式的这种最广泛的意义上）是这样一种认识，通过它另一些人为我在此存在，只有通过它的中介我才能够与作为对我有效的另一些人建立联系。——我们如何完成得了所有这些呢？


  但这还不是全部。从自然的态度开始时，我发现我是处于世界之中的人，并在这个世界当中以心理物理的方式存在着，因此是在我的整个的意识生活（在其中我完全拥有主观的世界）当中存在着，正如诸不同的主观样式总是在这当中起作用一样。因此我能够说，在自然的态度之中，我发现这个世界是作为在我的纯粹的心理的意识生活当中有效的世界以心理的方式为我构成的。如果我过渡到超越论的态度，那么与此相对我必然一定会说：这整个的心理的构成，作为人的对世界的意识，作为人的对世界的认识，本身就是以超越论的方式构成的，正如这个世界本身是以超越论的方式构成的一样。并且从这种超越论的态度出发我必须继续说：这个处于其对于我而言能够被理想地（idealiter）认识的真实性之中的世界本身在自然的态度中是一个心理的构成物、理念的构成物。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作为理念的构成物的世界。但是当我在我对世界的认识当中将另一个人的此在包含在我的意识生活之中并加以认识时，它的真正的存在就是被包含在我的关于世界的理念当中的理念，因此在我的关于世界的理念当中也包含他的关于世界的理念。他的关于世界的理念也在自身之中包含着我的关于世界的理念，或更确切地说，另一个人的意识生活以及在其中被构成的世界理念在自身中以意向的方式包含着具有我的世界理念的我的意识生活。在这里我的意识生活和每一个人的意识生活都包含着所有对于他而言的现实地和可能地存在着的共主观，或者，在这里，处于其作为可能对他有效的唯一的世界的世界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包含所有在这个世界当中存在着的人，因此他的世界理念包含着无限多的世界理念，其中的每一个世界理念本身都包含无限多其它的世界理念。注1310


  我继续思考：我作为清醒的自我总是具有关于我在其中生活的世界的意识，具有关于以其变化不定的显现内容处于存在有效性中的世界的意识。这个世界本身按照其真实性是在这种意识生活当中持续地被意指的世界，是一种进行证实的认识之作为理念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目标。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在这个流动着的世界显现当中也有我自己的显现，我的身体的显现，我的心灵的显现。在我的心灵的显现这个名目下，包含我的意识生活，如其现在作为流动着的意识生活，作为目前的显现所显示出来的那样。在这里我就已经停顿下来了吗：作为如其现在显示着的我的意识生活？情况确实如此，现在显示出来的一切都向我表明了这一点，就是说这个现在以它的规定内容之“什么”和它的给予方式之“如何”而对我有效的世界向我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这当中，也包括为我显现着的身体，在现在流动这种样式中为我显示出来的意识生活——我的心理生活。在其中世界为我获得其存在意义，在其中心理的东西为我获得其存在意义的意识，本身如何能够是世间的东西，本身如何能够是心理的东西，本身如何能够是诸显现方式之统一呢？因此我也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贯穿于我的意识生活之流的，在我的意识生活之流当中作为表现之统一，而且也许是作为理论的真理之统一而被构成的理念，如何能够将我自己的存在，将我的意识生活的存在，作为部分理念包含于它的真理之中呢？


  比如说我们应该躲避到自然科学的考察方式之中并且像下边这样说吗：普遍的因果法则在这个世界之中起支配作用，根据这种法则，在所涉及的实在情况当中，我的物体式的身体有其物理方面的状态，当下的短暂的意识生活就是按一定的秩序而受这种状态制约的?仿佛在这种意识生活当中唯有关于自然的认识，唯有一切物理的和世间实在的因果法则性，恰恰不具有，而且绝对不具有世界这种意义，并且不包含存在有效性。


  如果注1311我们过渡到超越论的态度那会怎样呢？在超越论的态度中我们会说：我是超越论的生活之超越论的自我，是由此产生出来的诸超越论的习惯之超越论的自我，在其中世界作为存在的意义在超越论的流动当中被构成，而且是这样地被构成，即在这个世界当中，这种超越论的生活本身同时作为被世间化了的被构成了并且继续被构成着，就是说，在我的人的意识之形式当中（在最广泛意义上的认识生活之形式当中）被构成着。


  〈§8〉新的开始：〈心灵和超越论的意识。其他人之构成。朴素的认识问题和超越论的还原之动因〉


  在自然的态度中世界总是预先就被给予了，总是被当作前提，而对于这个前提而言是进行构成的整个生活则始终是被遮蔽了的（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所有被包含于这个短暂的当前之地平线意义当中的较早的生活，作为未来的等等而被预期的生活），然而现在这个普遍的世界已经进入到目光之中了。但它并不是这样地发生的，如同在自然的态度中将我的意识生活当成课题的活动那样，仿佛我站在这个总是预先给予的世界之基础上，在总是预先给予的身体性和自然之上，将身体之中被客观化了的心灵生活作为人的对世界的意识，和人的对世界的认识，当成课题，并且不断地进行揭示。而是这种意识生活一下子并且以充分的普遍性变成了课题，世界本身最终是作为这种生活之单纯的存在意义而变成了课题。我并不是事先就有了这个存在着的身体，这个存在着的环境世界，以及作为这个身体之经验上的附属物的我的意识生活；换句话说，我并不是预先就有了这个存在着的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之空间时间性之形式框架内按照身体定位的我的意识生活，而是世界作为现象，而普遍的意识生活作为世界在其中是存在意义的东西而成为课题。注1312但是现在我却随着它的每一次的自我而两次拥有它。我以双重的方式存在，一次是作为超越论的自我，意识到作为“现象”的世界的自我，以超越论方式构成世界的自我存在的，在其中世界是作为以一致性相互关联着的诸显现之统一，作为能够完成的理论认识之可能的目标存在的；另一次是作为处于现象之中的自我和意识生活，作为在世界客观化之内部和身体一起客观化了的，因此是作为人的客观化了的自我。因此在这里超越论的内在性，其中包括处于其自己的内在的时间性之中的超越论的内在的意识生活，和心灵的内在性，特别是心灵的意识生活，就分离开了。此外，在抛开所有那些借助于物体的身体赋予心理生活以统一（因此抛开一切心理物理的统一化）而又使这个整体分享其余的世界的东西而纯粹地看待的这个处于其固有本质之中的心灵的意识生活也分离开了。在这个世界之中，一个心灵事实上是抽象的，因此是具体化当中的非独立因素，这种具体化本身只不过是相对的具体化。一个纯粹的事物，并因此一般而言一个实在的东西，不可能作为“单独的（solus）”而存在。现在这个抽象的心灵生活，一般而言，这个具有其内在的意识流及其诸习惯特性和能力的抽象的自我，和超越论自我，超越论的意识流，超越论的诸习惯是符合一致的。


  这个处于与人的心灵的自我——与我，这个从事现象学还原的自我（作为“纯粹的”自我，但是它的纯粹性在这个世界之中是抽象的）——完全一致之中的绝对具体的超越论的主观性，是通过抛开所有心理物理的东西以一种乍看上去奇特的方式获得的。因此在返回到自然的态度之中时，我发现我的超越论的存在与纯粹的心灵固有的存在必然是同一的。那个在这个世界之中是一种荒谬的东西（nonsens），一种抽象的东西的东西，同时却可能是具体的，以某种方式失去明显的矛盾性，即以下面的形式：这个世间的抽象东西能够通过现象学还原摆脱被以超越论方式归于它的心理物理的具体化。当超越论的自我在这种还原当中使自己获得存在有效性时，一种新的超越论的关于有效性的意识就产生了，这种意识立即又被客观化了，被当作我的作为人的自我的一种新的心理的行为归入到世界现象之中了。因此在向自然的态度的返回当中我能够说：我，这个坐在这里的刚刚实行了现象学还原的我，在这种还原当中，获得了超越论的对自身的认识，我还在习惯的继续有效性当中具有这种对自己的认识，我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现象学的研究者等等。


  当然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个别地和系统地真正阐明：世界构成是如何实现的，在什么样的超越论上的功能和能力当中实现的，而且是在它的整个的存在之自身客观化，整个的超越论的自我（ego）之自身客观化为我的纯粹的心灵，客观化为我的纯粹的人的自我这种“奇特的”形式当中实现的。


  但是在这种阐明当中，这种新的“奇迹”，在我之中实行的对其他人的构成这种佯谬也必须得到阐明，这些其他人（虽然对于我而言被构成了）肯定是这种世界构成之共同承担者，在这里他们对于我而言预先就具有世界这种意义，这个世界是我持续不断地一起归于这另一些人的告知的。在这当中就存在着以下情况：这个世界应该是在我之中被构成的存在意义，应该是作为我的理念构成物而属于我，这个超越论的自我（ego）的——因此这另一些人是在我之中的理念构成物，因此也是以他们的方式“内在”于我的，不是作为我的进行构成的意识生活和意识习惯内在于我，而是作为“构成物”，作为统一极，也许是作为我的理论认识之目的，内在于我——正如这整个的世界作为这样的统一极之全体，并且本身作为这些极的极这个全体，内在于我一样。但是这另一些人不就是另一些自我吗？在这当中不是就存在着以下情况吗，即他们也能能够实行现象学还原，能够作为超越论的自我（ego）被发现出来？因此我的超越论的自我（ego）不就是一个处于超越论的诸自我（ego's）之全体当中的一个自我（ego）吗？因此情况不就是下面这样的吗，即这个超越论的全体是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的整体的进行构成的主观性，并且这个整体的进行构成的主观性并不仅仅是在我的作为人的存在之中充分地世间化的，而是只有在人的全体之中，更准确地说，在人的心灵之普遍的联系当中，才世间化的吗？这种普遍的联系肯定是世间的抽象物，这个抽象物纯粹来看，只能作为超越论的共主观性被揭示出来，只不过被包裹在超越论的意义成就之中，这是进行世间化的意义成就，或者是这样一种意义成就，世界作为心理物理的全体通过这种成就包含着心理的东西这种抽象的层次。


  在这里又必须指出，在这个世界之中按照其自然的存在有效性看是荒谬的东西，是荒唐不一致的东西，随着进入到超越论的态度，就变成了可能性和必然性。在这里涉及的是以多种多样方式起作用的内在的东西和外在的东西的不一致。在自然的态度之中，我处于世界之中，我的心理的生活是我的人性之具体化当中的一种抽象的要素。在超越论的态度当中，世界，空间，时间，处于空间时间性当中的诸实在东西之全体，都应该处于我“之中”，就是说，作为被构成的构成物处于我“之中”。在自然的态度当中，我的心灵，我的意识，我的认识，都与在意识之外的这个世界，这个物体式的身体相关联，与在身体之外的，在心理东西之外的，是外部世界的其余的世界相关联。这个世界是以心理的-意向的方式作为统一极为我“构成”的。但是在这里属于作为极的我的心灵的东西，假如它被称作是实在地（realiter）属于心灵的东西，就不可能是世界本身，如我们所说的，它只能是关于世界的表象。如果我们实行一项心理学从来不曾实行过的下面这种明确的区分，这种说法就会具有双重的含义：即在意识（思维活动[cogitation]）和与意识本身不可分割的作为所思内容的所思内容（cogitatum  qua cogitatum）之间的区分，然后又是下面这种普遍的区分：处于作为流动着的诸思维活动（cogitationes）之整体性的全体性之中的意识和它的全体的所思内容（cogitatum），在这当中，作为一致的和可能建立起来的诸可能的思维活动（cogitationes）之全体的统一，它又具有与这个全体不可分割的诸所思内容（cogitata）——又具有这个有效的和能够证实的世界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表象时而是当下流动着的普遍的意识，时而是处于其全部可能的变化当中的整个的意识流，时而就是这个所思内容本身（cogitatum qua）。而这种所思内容本身恰恰是以下面的方式内在于每一个心灵的，即正如一般而言的，理念是作为（qua）被意指的理念内在于心灵的，并且在主观的理想化当中是作为理念自明性被意指的理念——作为存在于自明性当中的自明的理念本身是与自明性不可分割地存在着的极。


  现在这个普遍的极，众多的极之统一（这些极比如对于我而言是被认识的，处于当下被认识和理念上完全被认识的诸特性之中的实在的东西本身），不可能是世界本身。心灵存在于世界之中，是世界之组成部分，因此我关于世界的表象和我的被表象的世界本身也是世界之组成部分。但是只要我的世界表象与世界本身分割开，而且是在被表象的世界本身这种意义上与世界分割开，我们就会面临一个谜团，即关于世界的认识究竟如何会是可能的，即使只是关于世界之存在的认识究竟如何会是可能的。


  在朴素的态度当中，这个被表象的世界作为存在着的世界本身而起作用，当认识到他的日常的认识之相对性的朴素东西并过渡到科学的认识方式时，对于作为实证的科学家的他而言（如果他没有不幸地去让哲学家给他出主意的话）起作用的立即就是在这种科学的认识当中起支配作用的作为世界本身的这个世界；也许他会注意到，即使是这种科学的认识，对于处于无限东西之中的一个认识极而言，也只是近似，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起作用的正是作为他的认识对之逼近的世界的这个极。


  但是如果这位哲学家（这位心理学方面的认识论者，也许是一位意向方面的心理学家）认识到，即使是认识的构成物，最终甚至是一个处于无限东西之中的认识之极，也是主观的心理的构成物（连同它的作为“必然性”的，作为“确真的自明性”的然而又仅仅是主观的特性都是主观的心理的构成物），那么下面这个谜团，这个关于认识之客观性的问题，就立即浮现出来了：处于其认识的内在性之中的进行认识的人如何能够超出自身而总是意识到一种超越的存在呢？只要我们保留这种朴素的世界拥有作为问题提法的基础，这个谜团就无法解决。心理学的内在东西和心理学的外在东西永远不可能是真正同一的。但是下面的情况可能具有什么意义呢，即世界是一种我认识它，我们认识它，并且理想地说，我们以最完善的方式认识它的外在东西？以下情况可能具有什么意义呢，即甚至这个理想的认识之极——它肯定是一种内在的认识构成物——不就应是世界本身吗？即使只是下面这个问题可能具有什么意义呢，即在心理的内在性（它有其全部的认识和真理）的对面，存在着的是不是一个自在的世界，一个对于我们而言只不过是不可认识的世界本身，一个由决不可能被认识的诸特性构成的世界，一个只有理性的原型（intellectus archetypus）才能认识的世界？所有这些可能性和可疑性本身不又是心理的构成物吗？每一个不同的世界，每一个可能的不同的自在，如果一般而言是思想上可能的，作为可能性是我们的认识构成物，如果一般而言是正当的，有意义的，不是只有作为一种在我们之中被构成的自明性统一，一种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世界之变样才是正当的吗？但是如果我们说，所有我们按照实存，按照它的所是，按照它的个别的本质所认识的东西，恰恰就是我们的认识，是作为在我们的认识生活当中获得意义和存在证明的而存在着的和如此存在着的，那么我们就不可以忘记，我的人的存在和我们的人的存在，以及具有一切认识行为和被认识东西的心灵的存在，作为世间的，现在普遍地变成了可疑的，并且不可忘记，现在这些普遍的问题在其中发生的意识和在其中我们的心灵的存在获得了存在意义和存在正当性的意识，不可能是成问题的人的意识。


  这当然就是在它当中迫使实行超越论的还原和超越论的研究的动因。只有通过超越论的还原和超越论的研究，以下情况才能变成可理解的，并且会成为可理解的，即外在性的世界在超越论的内在东西当中被构成。在超越论的意向性之一般本质当中就已经存在以下情况，即内在东西和外在东西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需要。处于其流动当中的意向生活是借助于多种多样方式的意向上的变化而持续不断地有所成就的活动。每一个意向上的改变都在内在东西当中构成一个外在东西。像下面这样的提问是毫无意义的，比如：在记忆当中所呈现的记忆的过去是否事实上不是某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只能问：在这种模糊的记忆当中所记起的过去是否是真正的过去，是通过过渡到进行证实的自明性而是有根据的过去。记忆在自己本身当中带有一个作为可能证明的极的过去之意义的存在极。如果问：这个存在极是否就是过去本身，或者是否在它之后还有一个自在，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般总是如此。在对诸成就——在这些成就当中世界（世界本身）获得其存在意义，而这就意味着获得其世界的现实性——之系统进行的超越论的阐明当中，在这背后设定一种不同的东西是荒谬的、不合理的。现在下面这个问题也变得可理解了：为什么认识行为和被认识的东西之心理的内在性（即作为实在存在着的，作为可能的，作为在每一种存在样式之中可认识的东西被认识的东西）不允许对这个可能符合于内在地被认识的东西的超越论的自在做有充分意义的追问。注1313但是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摆脱自然主义的错误，按照这些自然主义的错误，人们将经验的人，将心理物理的实在东西，以自然主义的方式理解为完全类似于纯粹物理的实在东西，十分粗暴地对待这个在动物的实在性当中被身体化了的心理东西之固有本质的意义。这些心理的成分，比如某些意识体验，某些心理的活动，被动的意向方面的体验等等，都不是心灵之组成部分，正如物体之诸成分不是心灵之组成部分那样，因此整个的心灵也并不与物体的身体以相同方式是一个东西，就像两个物理的实在东西在物理方面并不是一个东西，但是整体之部分一样。如果我们与首先作为意向的心理学所呈现的东西相反（在这样的程度上相反，即按照其固有本质性东西理解心理东西，并且将意识作为意向的成就来实行），那么对于心灵东西本身以心理学方式进行的正当的考察（按照与它的身体性一致的在世间的具体化考察），当然就会使以下事实有效，即处于世界之中的诸心灵由于它们的使它们一起在空间时间性当中定位的身体而形成一种彼此分离的状态，并因此一个心灵的每一个意向的形成物都是与另一个心灵的每一个意向形成物分开地被给予的，因此在这一个心灵的认识当中被认识的世界本身——并且个别地作为这一个心灵世界之被认识的实在东西（作为认识之极）的每一个被认识的实在东西——都是与另一些心灵的认识当中被认识的世界分开的。应该如何理解以下情况呢，即在这种彼此分离状态当中存在着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甚至能够变成自明的？


  但是在超越论的态度中，以下情况就变成自明的了，而且变成完全可以理解的了，即世界之真正的存在，而且在所有属于它的个别的实在东西之中的世界的存在，只能是，而且是作为意向上的显示之统一而存在，并且认识到，我自己的心灵的存在是超越论的具体的自我（ego）之客观化。在这种情况下以下情况也得到了阐明，即这只不过是已经以超越论方式认识到的同一的东西之在心理学的形式当中的重复：在以心灵方式世间化了的认识行为之中被认识的实在东西是实在东西本身，尽管它是在认识当中的认识极，尽管它作为这样的东西是内在于认识之中的，由于它的意向性成就之整体性而被包含于认识之中，更确切地说，被包含于具体的进行认识的主观性之中，当然只是以意向的客体之固有的方式被包含的。这种意向的内在东西（作为认识方面可显示的东西之理念）同时是外在的东西。


  附录XXXV  〈通向发现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和我们的超越论的主观性并将其课题化的道路〉〈约写于1933年2月26日前〉


  时间作为个体的同一的存在之形式。我们大家——我们诸主观——同一的自然——处于物体式的空间时间性之中的物体之个体性——诸主观之个体性。每一个主观作为主观，作为自我，都是独特的（作为主观，作为自我，是个体的），都总是与一个自然的个体东西相关联的，与它的物体式的身体相关联的。物体方面的时间（空间时间）作为个体的形式，空间时间位点之唯一性，空间和时间作为物体的个体化之联结形式，自然的个体化之联结形式。


  在这种谈论当中的自我和我们如何看待超越论的主观性呢？对于我和我们而言，它会被发现出来的，并且持续地在超越论的-现象学的经验和认识这个名目下被当成课题。通向发现我和我们的超越论的主观性并将其课题化的道路。普遍的反思的道路：


  我意识到这个世界。


  1）我经验它；我以最直接的方式感性地将它知觉为世界，我能够如我知觉它那样知觉自然，并且我能够持续地知觉，使它达到最充分的自身给予——对于我的最充分的自身给予。如我经验另一些人一样。然而我将自然作为对于所有人而言的自然加以意指，而且在可能的总体的协调一致当中和可能的总体的校正当中加以意指。被我原本地经验到的自然仍不是自然本身，不是客观的自然。还原：我在这里现实地知觉到的东西，我在现实的知觉行为中为我一致地证明的东西本身并不是什么也不是。我完全能够使它有效，而且是作为我的诸显现之统一而使它有效。我将我本身完全知觉为自我，知觉为生活着的自我，知觉为拥有诸显现的自我。但是现在我也进行回忆，以各种不同形式的重复的知觉进行回忆。我作为现在的知觉，再次被想起的知觉，可能的知觉之同一的自我——拥有经验之统一性并证明经验之统一性——最初的还原。我作为这个自我，这个生活之自我，这些显现之自我，作为存在有效性和变化之统一的这些显现统一之自我。我作为绝对唯一的极，并与诸统一相关联，但是存在于一种生活之流当中，存在于一个它所固有的时间之中，这个主观的时间在主观的诸时间样式之中进行构成。在每一次还原当中我都发现自我极，发现作为时间之流的体验流或生活流，发现自我活动，发现能力，发现……的诸显现等等。


  2）然后移情作用作为一种新式的“回忆”和阶段，通过它自我作为极在意识上拥有了作为自我极的另一些人，我的在自己的自我之中被定中心的生活和我的处于与另一些人的时间性之关联中的时间性，进一步处于这许多的自我式的意识流的关联之中或共同体的时间样式和时间之诸时间性的关联之中。每一个处于这样的回忆之中的自我在意识方面都与其它的自我并与诸原始的意识流相关联。诸自我主观的共同体，这些自我主观的我们和共同的时间。所有的自我主观作为共同体的统一都与这同一的自然相关联，与作为对于每一个自我主观，对于所有的自我主观而言同一的自然相关联。在每一个个体的自我生活之中，通过它的原始的个别的自然等等呈现的同一的自然。在这里，什么东西表示这种“客观的”，共主观地同一的自然的特征呢？这个世界当中的对于我而言是可能的原始纯粹的经验之对象的东西，是处于持续的经验表现当中的对象的东西，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是作为同一的对象存在的。这个对象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是以纯粹的原本性作为自己的而被给予的，然而却是能共主观地视为同一的。


  附录XXXVI  〈根据对真正被知觉到的东西和真正能知觉到的东西的追问而实行的〉原始的还原〈写于30年代初〉


  在对一个物体的知觉当中，我对该物体现实地和真正地知觉到的东西，和能知觉到的东西。对我关于该物体的意识之反思：作为对该意识的知觉。对“我看见颜色，看见形状，看见运动，听见被试拉的琴弦的声音”的反思。作为纯粹的主观东西的主观东西。在这里我能够作为确真的加以把握的东西，我在我的流动着的当前能够作为确真的把握的东西。


  对物体的知觉，世界中的物体。在地平线中，另一些人作为世界的主观。因此进行知觉的意向之实行导致超越论的移情作用。对自身的知觉作为对作为人的我的知觉，具有客观的意义，具有世间的意义：我作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存在着的——因此又是进行超越的对存在的意识，一般而言世间的知觉，世间的经验都是如此。


  所有世间的经验都能还原到纯粹的对自身的经验之诸成分。世界处于有效之中的世间的意识，世界被意识为非直观的世界，世界起作用的那种起作用的意识。


  意识与证明，证明回溯到经验。世间的意识在证明之关联之中回溯到世间的经验。我作为证明者，我作为意识之主观，作为实行经验的——我对于我而言作为处于这个世界之中的自我本身又处于有效性之中，我作为处于这个世界之中的自我本身又在我的存在和如此存在之中表明是世间的，这种有效性本身又处于世界之中。我的世间的存在能够被怀疑吗？对这个作为能显示的东西的整个的世界提出怀疑，对世界作为普遍的有效性提出怀疑，对世界表明为我的整个的统觉上的有效性的方式提出怀疑，因此也一起对我作为世间的提出怀疑。但是我是提问者。作为提问者，我就我的世间性表示怀疑。但是我作为提问者是什么呢？在这里“怀疑”是什么意思呢?世界的有效性并不是实行世界的有效性，并不是实行之关联——或者是失望之关联。询问世界有效性之显示，在这种显示当中世界作为存在着的显示出来并且最终自身呈现出来。但是如果世界是显示之统一，这种显示本身又可能是显示之统一吗？


  反问我的主观性，反问我的存在——作为在世界存在之前的并在作为人的存在的我之前的我的存在。


  我的自我作为拥有世界的自我之固有本质这种原始性。拥有世界——经验之显示，作为自身给予的，处于正在进行当中的经验。对我进行的反思：当我拥有处于有效性之中的世界时，我反思作为人的我并经验作为人的我，作为拥有身体的自我，在身体当中存在的自我，通过感性的知觉活动拥有其知觉领域的自我，借助于其行走的能力扩展其世界经验的自我，借助于从另一个人那里获取信息的能力获得关于世界的间接知识的自我，“经验”它自己能够经验的，能够真正知觉的等等的东西的自我。自然的反思，通常的个人的反思——指向纯粹主观东西的反思。但是为了能够预先给予它，我必须已经知道它的某些东西。我是如何达到这一点呢？我能够通过询问我和事物之真正被知觉到的东西和真正可知觉的东西，通过询问真正被经验的东西和真正可经验的东西，达到这一点吗？我追踪对自身的经验，对自身知觉，并且问，在这当中作为它本身真正把握到的，真正知觉到的是什么。我问，我如何完善我的对自身的知觉，如何按照通过解释规定我自己的存在的，导致我的自身呈现的一切规定，完善我的对自身的知觉。


  我对我说：最终我达到作为这个现在流动着的生活的我的流动着的生活，并达到作为处于流动的生活之中的自我的我的绝对的对于我而言当前的存在。这个自我绝对原本地存在着，并且在反思当中被意识到：对于我而言它是绝对的生活之同一的自我，同一的极。这个同一的自我在自身之中有关于……意识，有意向性，并且我发现了这种情况。我进行反思，即使这个“我进行反思”也是生活之要素，作为在流动当中被时间化了的要素——还原到流，并还原到在流之中被生动地构成的时间性。等等。


  统一之构成——时间化。意识之自身构成，存在之借助于透视式的呈现之构成，空间时间性之构成。


  附录XXXVII  〈原始性作为绝对的原原本性也包括进行移情作用的和进行理解的意识方式〉〈写于30年代初〉


  因此在其中我和每一个自我都有其具体的固有本质的存在和如此存在的原始性意味着作为以-绝对的-原原本性-为-自己-本身-存在的存在，或者意味着处于一个意向性之中的一个自我之存在，这种意向性对于这个自我而言完全能够以原原本性实行。注1314


  原始的具体的主观性包括一切意识方式，因此也包括进行移情作用的意识方式和对诸个人在事物当中的表现进行理解的意识方式。主观性是将这些意识方式作为被原本经验到的和可原本经验的而包含的。主观性包括诸意识方式。自然，各种意义上的精神，人的精神和动物的精神，作为文化的客观精神，作为家庭、团体、国家、民族、人类的精神存在都以有效性存在于这些意识方式之中；或者以或多或少完善的显示，以朴素的有效性并以科学的有效性，以投入到当下的兴趣之实践当中的生活之有效性，以科学之实践当中的有效性和处于科学之被证明了的理论之形式当中的有效性存在于这些意识方式之中。在所有的意识方式及其有效性样式之中，存在着以下情况：它们使任何一个东西有效，而这个东西作为在它们当中有效的东西本身不可分割地一起属于这些意识方式，属于原本被经验的和原本可经验的成分。对于我也是如此。我的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意识方式作为对被经验的东西的“体验”都是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生活之样式，按固有本质都应该作为在原本的时间样式之中被原本经验的和可原本经验的属于我，而这些时间样式就是我的当前、过去和将来。凡是这个作为存在着（或者在可能性，极大可能性，可疑性，无意义这些存在样式之中存在着）而有效的东西没有在我的原原本的自身经验当中被给予和能给予的地方，它作为这样的东西就不属于我的固有本质。虽然所有存在着的东西都是“可原本地经验的”。自明性确实就是自身给予。但是并不是我的每一种自明性都使作为我的固有本质东西的自明的东西以这种自明性之原样式成为自明的，在这种自明性当中我对于我本身而言，并且我固有的所有本质的东西，都被部分地现实经验到或可被经验到。所有其它的自明性都“超出”我的固有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它或者本身就是一种对异己者的经验，并且一般而言，是一种对异己者的意识，作为对于另一个人的意识的对异己者的的意识，或者它包含对异己者的意识并因此包含可能的对异己者的经验，最终包含可能的对异己者的知觉。但是对异己者的意识，对异己者的经验，对异己者的知觉都是进行超越，因此是一切超越性的源泉。对异己者的知觉作为对异己的个人的知觉，虽然是自己的知觉之一种意向上的变样，是我的对于我本身而言的持续的原知觉的给予性之一种变样，但却是这样一种变样，即我本身并不是它的自我，而是另一个人才是它的自我。对异己者的知觉是知觉之一种意向上的变样，就是说，它是一种准当前化，但是这种准当前化不同于重新回忆。


  附录XXXVIII  〈还原到不再是我的显现，而是我的绝对的感知的东西之意义上的原始原本〉〈写于30年代初〉


  对于某物的知觉就是对一种存在意义的感知，这种存在意义只有一部分真正被感知到，另一部分则是作为在感知活动之继续进行当中能够感知的而被连带意指的。


  在这里绝对的感知，绝对原本的对自身的把握，是什么呢？如果每一个感知都进行统觉，那么它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感知的，即它现实地达到对某物的感知，但是它赋予该某物一种处于同一东西之可能的显现关联之中的单纯的显现的意义。


  统觉的知觉是借助于诸显现的知觉。就此而言，对自身的知觉也是借助于诸显现的知觉。我不就是我从我身上知觉到的东西吗？我的行为，我的行动，不也就是这种东西吗？每一个有关……的显现都能够还原到一个不是显现的存在着的东西。但这个存在着的东西本身是相对的。显现处于同一东西之统一在其中显现出来的显现关联之中。——这个显现不同于这种统一，并且不同于它与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显现之中的每一个其它的显现。另一方面，显现本身是被结合起来的诸显现之不同的组之统一，对于这种统一又能够加以反问。——


  事物首先是作为我的知觉关联之统一，这种统一本身是处于分配到我的诸共主观之上的诸统一之关联当中的显现。我也能够首先设想，一个我处于与它现实关联之中的共主观。我们的诸统一之统一就是这个为我们存在着的东西。这个统一在自己旁边又有处于另一些主观和主观群之形式中的另一些统一，并且对于后者而言有其相互理解的诸统一。如此等等。但是这个“如此等等”呢？所有的显现都随身带有其“如此等等”，一次是“在我之中”，另一次是在异己者的经验之中——如在自己的意识关联之中，因此我是在普遍的共主观的意识当中运动的。


  至于其统一是我的诸原始的事物的那些我自己的显现，它们本身又是内在时间化与该时间化之进行时间化的诸显现之统一。


  区别在于：事物的显现是由我的活动和我们的活动而来的形成物。进行原时间化的诸显现——这也属于存在者之预先给予性吗？还原到原始的原本，将诸显现还原到不再是显现的东西。但是在还原之后它就不被知觉到了吗？被知觉，但是并不被统觉。然而时间化涉及所有东西。它在时间化，这就是说，它本身是诸显现之统一。但这应该如何理解呢？它不是显现，但必然具有对于它本身所是的存在者而言的显现之意义。它由于以下情况而能视为同一，即它在时间上变化着，并且是诸变化着的样式之显现者。


  附录XXXIX  〈唯我论的两个不同种类的问题：〉1）仅仅在我之中构成世界，这意味着唯我论吗？2）绝对存在着的  “世界”和单独存在着的原始的“世界”——洞穴世界（写于1933年2月或3月）


  我们还不知道，从预先给予的世界之事实来看，什么是本质上存在的。如果我们探究基础的结构，那么我们以后就会确真地看到，如果使这个处于其事实的本质之中的事实的世界以其敞开的诸可能性当中一种可能性（作为对于敞开的变化而言的实例）达到充分的自身给予，我们就会获得一种作为一个可能的世界一般之本质的存在论的形式。在这当中我们也会确真地看到，这个我们作为一种可能的完善的经验之世界而构成的世界事实上是能够敞开地变化的，由此我们看到，我们事实上能够在敞开的随意性之确真的意识当中自由地改变这些主观的给予方式。


  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作为人存在，而且我们是处于共同体化之敞开的间接性当中的人。如果我们探究作为一种能够系统地完善的直观的进行经验的直观之基础结构，那么我们在开始时就已经有了真正的原始性。但是现在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原始的“世界”本身是不是，并且作为共主观地同一的世界（我们预先给予的世界）之给予性层次是不是表现一种本质的可能性，或者能够这样地改变为一种本质的可能性，这种本质的可能性是能够独立于另一些主观之呈现而作为一个唯我论的世界想象的。我的身体作为可能的自然的知觉之器官肯定也具有一种特殊的结构，因此的确可以问，它是不是一定能够被统觉为在一个环境世界的自然之内部的一个物理的有机体，这个环境世界的自然从它那个方面必然被包含于诸有机体之一种通常的式样当中。下面的情况能被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吗，即处于我的借助于身体构成的自然之中的我的身体绝对没有与它同一类的引起移情作用的东西，绝对没有类似物？在《理念》当中我曾将它当作一种可能性思考过，并尝试过将它引致尽可能地远。因此问题就是，它是不是一种能够想象的可能性，因此我真的能够从我身上摆脱掉所有那些以与另一些人的联系为前提的东西，或更确切地说，我能够从这个世界去掉所有那些使它成为交流的世界的东西。有关唯我论的两个不同种类的问题是：a）因此一个不同的问题是唯我论的世界之可能性问题，即在一个环境世界之中的一个唯一存在着的自我主观之可想象性问题，这个环境世界在其存在意义当中丝毫也不具有需要参照其它的自我主观的东西，b）另一个不同的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这个世界只能由我的意识生活而获得其存在意义，那么如何能够避免唯我论呢。


  下面这个问题也属于这里：我的原本的世界或者也已经是一个交流的世界，它不可能作为一个有限的洞穴的世界，或者箱子的世界，已被构成吗？因此我或者我们总是处于一个坚固的箱子之中，在这个箱子之中，视觉也能发挥其作用，窗户将一缕普遍的光带进来，但是一个由诸事物构成的外部的世界并没有被感知到（比如以作为在这里被照亮的坚固的墙壁之一部分的一个套窗的方式）。一个这样的世界对于一个在其整个的一生都被关押在这当中的人肯定具有什么存在意义呢？也许可以想象，这个洞穴人确实获得了关于一个可能的外部存在的表象，比如像当他在这当中亲自为自己造一个箱子，或者已经发现一个箱子，在其中他拥有了一个与他的这整个的洞穴相似的狭窄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能够重复地想象，首先他的内墙会以下面的方式有一个外部，即他的整个的洞穴处于一个更广大的洞穴之中，而这个更广大的洞穴又处于一个更广大的洞穴之中，如此等等。于是他就拥有了被处于普遍地分开的样式之中诸特殊的实在东西充实了的无限的（in infinitum）空间性之一个的可能的表象。但是如果一条向外的归纳的道路在被经验的东西当中有实在的根据，如果这些归纳的预先规定进行得超出这个箱子之外相互证明，并且关于外部实在东西之归纳的设定又返回到这个洞穴之中，在这里使在事实的经验当中显示出来的诸因果的过程成为可预见的，那么，这种可能性就只不过是一种可能的现实性。借助于归纳和实例的显示，而且是自然地唯一地在这个箱子内部进行的显示，一个外部世界就能够被认识，而且通常始终是空洞的可想象的东西就被改变成间接的经验。


  如果这个世界就像对于我们那样作为正常的世界——作为人类称之为世界的东西——被构成了，那么他拥有这个世界的这种情况就属于正常的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而言正常的东西不是也会得出这样下面一种可能性吗，即以非正常方式发现一个人或一群人作为在一个箱子当中生活的，并且继续生活的人，因此在一种被非正常地改变了的人群之中生活，这个人群和我们并不共同拥有“这个世界”，而正是拥有它的离奇的箱子的世界？


  当然一切可以想象的非正常的人我们都根据我们的世界将之想象为这样一些人，他们是这个世界之正常的主观。在我们的世界之中，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些非正常的人，如所有那些精神失常者。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这些精神失常者作为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的主观并不是基本的，正如动物作为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的主观并不是基本的一样。


  附录XL  〈自己的东西（原始的东西）和共有的东西。一切原本的（原始的）事物都是通过身体中介的〉〈约写于1935年〉


  内容：我的生活世界1）作为我的实践的生活之领域，世界，和2）作为后来的课题，转换：普遍的环顾，普遍的概观。


  自然的态度：进入到生活世界之中生活。处于特殊兴趣之中的我的当下的课题和我的世界地平线。在这个世界地平线当中的我的周围的人的地平线。这个地平线首先是作为特殊的地平线，它本身又处于诸地平线之中。人群的地平线及其地平线方面的划分。但是当我进入其中生活时并不对作为我的行为、我的兴趣之实行者的我进行反思，也不对作为共同感兴趣者的、作为现实的和可能的共同实行者的其他人进行反思。当行动时，我（和我们）拥有我的事物，我进入其中做事，我借以做事的东西；我们拥有我们的材料，并且作为我们的先有的东西，我们拥有我们的工作。我有我的借助于移情作用和信息的共同的作为借助的东西的“事物”，因此我的事物就变成了对他们的目的而言的材料并且反过来他们的事物就变成的对我的目的而言的材料。用于共同体的行动的材料。共同体的事物。在进入其中生活时，我们总是已经有了诸事物之领域=现实的和可能的材料，制作，改造之领域。处于变化之中的存在之本质的结构。


  在世界领域之中：我的领域：“直接的”所有物，我的直接的材料，对于我而言现实地在这里，原始原本地在这里，除此之外在我的行动当中供我使用=我本身固有的所有物，我本身固有的材料，与此相关联，本身固有的，原始固有的意图和行动，原始固有的生成，和一个劳动形成物之通过我本身的已生成的状况。因此这是一个我原始固有的完整的领域，是我的具有可能的通道之自身固有的地平线的直接的，自身固有的知觉之领域。自身固有的：原始地，本源地在知觉上所有的东西：我本身，我的意图，我的做事的行为，我的材料……


  是什么东西形成了我的自身固有的，原始的所有物和按照一切原本性都是共有的所有物的区分呢？处于其独特的自身固有性之中的我的身体，我的所有的事物都只有借助于这种自身固有性才能作为能由我本身使之成为现实的而供我本身使用。事物一次是我的事物（借助于我的作为自身固有的事物的自身固有的身体），另一次则意味着对于所有人而言的同一个事物；对于所有人而言，诸事物特性也是如此。因此就世界而言也是如此。对于所有的人而言的同一的世界。但是所有的其他人对于我而言却是这个对于所有人而言的世界之中的事物，他们对于我而言是我的可能的所有物，并且是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的可能的所有物。但这样说正确吗？所有的其他人对于所有的人，对于我和所有其他人，真的都是可供使用的吗？于是反过来的问题，相关联的考察。自然科学，有关外在性的科学。纯粹的内在的心理学。


  在自然态度之中，在对我处于其中（并且转换为“世界”这个课题范围）的自然的世界生活之式样的反思中，这个世界是非课题的世界地平线，是自然地进入-世界-之中-生活之领域，是处于实践兴趣之中的人的世界，它具有实践的诸客体，这些客体都已经具有了实践的意义，通常就是劳动工具，最终的产品，对于现实的和可能的劳动而言的材料和满足需要的东西。


  对世界的普遍的概观，对我刚刚从事的兴趣生活的普遍的环顾，对我拥有世界的方式的普遍的环顾。对我-能之意识。我能够从我手头拥有的诸对象转向并不处于目前兴趣之中的另一些对象，我将它们排除掉，我环顾被给予的东西，我超出对于我的兴趣而言已经是重要的被引起者，那个对于我而言已经被意识为重要的，熟悉的东西，具有地平线。这就赋予“超出”以意义，我闯入这个地平线之中——首先是在实践上闯入，然后是出于好奇和“理论上的”兴趣闯入。“我闯入这个世界地平线中”——在这个世界地平线当中有什么呢？


  我和我的世界地平线：在世界地平线当中有由我周围的人构成的我的地平线。处于其自身地平线的划分当中的人群的地平线


  我的确总是这个同一的生活者，总是这个进入到世界之中，进入到我的世界地平线之中的生活者，我总是处于兴趣之中，处于总是新的兴趣之中，我总是拥有处于地平线之中的人们，这些人时而现实地出场，时而不出场，时而与我处于现实的交流之中，时而出场但并不与我交流，并不参与到我的兴趣和我的活动之中。但是与地平线之中的人们的交流之潜在性总是属于我的此在（并且反过来[vice versa]亦然）。这个敞开的地平线也是对于处于不确定的普遍性之中的未来的，现实的包括其他人在内的共同体化而言的地平线，它是由按照一个核心确定的和已知的其他人及未知的其他人构成的地平线，由那些“我个人的”熟人和我不熟悉的其他人，我熟悉的其他人的熟人等等构成的地平线，但是不管多么间接和多么遥远，最终也是由对于我并对于所有我的熟人而言是不熟悉的，但是不确定地普遍地作为也许我可能遇见的人，或者他们可能遇见的人，或者他们遇见的人可能遇见的人，作为同一的东西对于他们都有效，并且因此也以相应的方式对我有效的这样一些人构成的地平线。他们对于我而言都是存在着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以必然已经预先形成了的我们-组合之“相互”和“交织”之形式存在着的（家乡的组合，和异己者的家乡的组合）。在这当中与这种处于交织之中的交织和相互相对应的是诸已经形成了的存在有效性之交织和相互。最狭义上的共同生活之我们-共同体本身以及在共同生活当中的劳动和创造共同体的形成物。在这种共同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共同的世界，有了这个世界当中在现实的经验（知觉）当中出场的东西，当前的东西，在这当中就有诸基底，诸工作材料，诸创造目的客体的材料，在目的客体上工作的诸材料，在目的客体之合目的形态上工作的诸材料——按照我们的目的；但是在另一些人的地平线当中考虑到他们的目的，或者尽管这些目的也一起被意识到却无视他们的目的等等。


  在正常地进入共同体中生活时，在我的当下的特殊的兴趣当中生活时，我现实地意识到共同体的生活之一种当下生动的变化，这个共同体的生活对于我而言是作为我的当下的生活而生动地流动的和将会流动的。在这里我并不反思作为我的行动（作为我在其中追踪我的兴趣的行动）之实行者的我，并且不反思作为行为之诸现实的和可能的主观的另一些人，在这些行动当中我和另一些人主动地处于现实的和可能的联系当中。我在手中主动地拥有某种东西，我按照现实性和可能性在这些东西中并借助于这些东西进行创造，并且每一个与我一起被共同体化了的人也是如此。我和每一个人在这当中所能够创造的东西又会由我的和我们的材料形成某种东西，形成一种新形成的东西，它对于我和另一个人而言又是材料，并且能够变成材料。在我的由周围的诸主观构成的地平线当中某一个人能够由他的材料创造的东西对于我而言也存在于这里。在告知之可能的共同体当中，这种材料或者是作为直接地供我使用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我的目的而言的材料，对于我的旧的目的和新的目的而言的材料，或者它能够通过另一些人而变成对于我而言的材料，例如，当我在与他们的交流当中促使他们用这种材料去做某事时。属于这种情况的首先就是，他们将它带入到我的领域之中，并将它用作对于我而言的直接的材料，也许他们对它进行加工，并且将之当作被加工的东西带入到我的领域之中，并且以这样一种形态带入到我的领域之中，这种形态对于我而言是合目的的，就仿佛我就是为了我的目的而使它本身具有这种形态一样。


  因此我从反思当中知道，在进入其中生活时我总是已经作为知道我是人的自我拥有一个事物领域，在其中我有我已经直接拥有的，我能够将之当作我的工作之材料加工处理的和正在加工处理的这个和那个事物。在行动当中该事物是处于以另一种方式生成的活动当中的某物，处于如我计划它那样的生成活动当中的某物，处于成功的或失败的生成活动当中的某物，并且它也许处于圆满完成之状态当中，作为这样的东西我现在是将之当作获得物而拥有的，并且它对于新的希望、新的计划、新的合目的工作而言是可能的材料。就这样就其他人的所有物、其他人的活动而言，我也经验到每一个其他人。每一个人只是作为他已经获得的所有物的主观而存在的，而且是存在于按照目的支配所有物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当中的，这些目的或者是他已经具有的，或者是为了大概可能到来的需要作为新的目的将会具有的。但是在所有这些东西当中作为基础的是本质结构。


  直接的所有物之领域，原本的材料，在行动中获得原本的东西，我的原本的生成当中的所有物——具有原本的外部地平线的原本的领域


  我有一个现实当前的（在场的）或不在场的，但是可现实地供我使用的直接的所有物之领域，以致于它对于我而言是自身给予的，作为原本的所有物被给予的。相应地，我拥有原本的材料（由已获得的所有物而来的可能的工作之材料），对于我在这当中原本地实行的活动而言的材料，并且我在原本的行动当中获得处于原本地生成当中的新的所有物。我具有一个原本的领域——直接的原本的知觉之领域——，并且我拥有一个本源的“我能在知觉时继续进展”，我拥有处于原本的外部地平线之中的被知觉东西，在这个外部地平线当中我达到了新的原本的材料。原本的我-做，原本的生成，在行动时进入到这个此在之中，原本的工具——作为由处于我的原本的形成活动之中的我的目的而来的我的目的形成物是原本。原本，我自己的意图，在原本的拥有行为上的变化，作为纯粹由我而来的处于我-做、我-改变之原本性当中的变化，在这当中也有位置的变化。原本的劳动工具。这个在本源的意义上是我的东西。注1315


  我的身体——它的原本性。一切处于原本的给予性之中的事物或所有物都是借助于处于其原本性之中的我的身体被给予的


  我的身体，这是按照其特性原本地被给予的事物，是我原本地运动，原本地改变的事物，它在其所有的这样的“运动”当中以及其它的变化当中作为原本地为我在此存在的统一保持着，并且对于我而言具有自身给予性之特性，具有为我现实地和也许可能地（而且有能力地）被原本地给予我的东西之持续存在之特性。我原本的领域之每一个其它的事物对于我而言都是像下面这样地在此存在的，即我能够由它而具有一个原本的持续存在，但这是借助于我的身体和我的身体之原本性而具有的，借助于我在看的行为、听的行为等等当中使之起作用的我的身体之原本的动觉而具有的。


  但是再一次地，是什么东西形成这种对比，而且为什么我们说：事物具有诸特性，这些特性作为诸特性本身存在着，这些特性（它们对于我们，对于我，当下并不是原本自己的）能够通过原本自己的活动原本地实现吗？凡是我关于我说了的东西，关于世界（这个我经验的世界，我由我的经验而可原本地进入的世界，即使它是一个我未经验到在此存在的世界，但至少在一种持续的存在当中是我能够原本地进入的）说了的东西，我也能够立即就其他人说。但是这些其他人对于我而言也是这个世界之中的事物。另一方面，世界中的这些事物虽然是对于所有的人而言的事物，但是所有的事物对于我并且对于所有的人因此就是可原本地进入的吗？如果情况是如此（至少对于我并对于另一个人或者对于另一些人构成的共同体是如此），那么按照所有的规定（按照这些规定，它们对于这一个人是可原本进入的）他们对于另一些人也是如此吗？


  如我注意到的，在这里，在世界地平线的诸事物当中，人占据一种特殊的位置，我“看”，我触摸，并且接触到另一个人（同样也接触到一个动物），并且我说，我知觉到他了，我看到他了。当然，我并没有完全地看到他，因此我会补充说，我只看到他的身体，并且我“推论”他的心理方面的存在和心理方面的生活。但是我真的看到了他的身体了吗？我能够看到（我的看的行为作为原本的经验行为）我的物体式的身体，并且我能够看到那里的那个物体，但是我立即就将它说成是另一个人的身体，说成是在我的可原本经验的身体的行为当中的另一个人的身体，因此借助于我的原本自己的身体性而间接地经验，正如经验对于我而言原本地在此存在或将原本地在此存在的，现实地处于我的动觉式的触摸行为之中的，也许处于细看的行为之中的，处于走过去的行为等等之中的每一个身体之外的事物一样。但是，另一个人的身体，即他原本地经验到的身体，他原本地以动觉方式运动的身体，和诸事物——作为该事物，对于他而言是由他的身体出发并通过他的身体的身体方面的功能而是外部事物，而且是如其对他所是那样的外部事物——是我不能原本地经验的。我原本地经验的东西就是那种我纯粹由我的活动出发，在所有那些为我存在着的东西当中达到自身给予性或能达到自身给予性的东西——这个范围有多么大呢？


  对世界的经验之原始的结构。将世界还原到原始的前存在


  只当我完全抽去其他人，因此从这个对于我而言在此存在着的并且在此存在时对我有效的世界中移走一切存在意义的成分，不考虑这些存在意义的成分——它们都已经以另一些人之对于我而言的现实存在为前提——，我才会发现这种东西。在这当中我就会注意到，当我说我看到的，并且另一个人看到的这同一的事物时，以此被我所实行的一种视为同一和某种意义形成物，统觉——它以另一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就由我完成了，以至于我首先一定会问，我是如何将这种东西作为一种与所有我原本地（originaliter）经验的和我能原本地经验的东西相比完全不同的东西完成的。因此我发现了我的预先给予的世界之一种基本的结构，即它一方面具有一种对于我的我们-地平线之所有人而言是共同的世界的意义，另一方面对于我而言它必然具有这样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当中首先被经验到的，而且是作为我的知觉上的世界之基础被经验到的，是在已经提到过的意义上我称之为这个世界之中的我原本自己的东西，或者如我明确地说明的：我的原始的被给予东西之领域。但是如果我真的抽去了所有的其他人，那么还原到原始性就从我经验的东西上夺走关于世界的意义，关于客体的意义，关于能够共同进入的事物的意义。此外我认识到，由于这种还原从世界当中失去了所有异己的身体，并且还原到单纯外在的物体，这些外在的物体本身回溯到自我方面的功能作用，回溯到诸动觉之成就（诸动觉不是物体方面的事件），正如回溯到所有那些以原始性是唯一的，先验地（a priori）不可重复的身体所特有的东西上一样。


  这个被还原了的世界绝不是以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之形式而是无限的。它所达到的范围和我能够全面原本地进入到（在身体方面和感觉方面进入到）诸事物之中的范围一样大小。我行走并且“一再地”行走的能力耗尽了，这就使这种“一再地”结束了，尽管我的力量在不同的时间——这些时间并不被带入到一个无限的时间之中或者从一个无限的时间之中取出来——并不是不变的，并且我经验到，即使当我说我“处于我的力量的终点”时，我仍然能够继续努力，只不过是力量小一些罢了。在这里，情况就像似一根线有宽度一样，但是当这个宽度很大时，这根线就不再作为一根线，而是作为一个面，作为一根带子被经验到了。当它非常薄却仍有宽度的时候，并且不管这宽度怎样小，那就肯定总还是可能作为更远的东西存在，但又不是在真正意义上无限地（in infinitum）存在的。那么世界这个自然的充分的统觉究竟是如何由原始可经验的“世界”而形成一个自然的可经验之世界呢？首先是形成一个自然的可知觉之世界呢？在这个世界之中不是应该包含着诸不同的有效性阶段吗？而且这些不同的有效性阶段不是能够通过询问而获得吗？


  导致为我的原始性之领域的划定界限的那种抽象，对于我有关作为人的另一些人的自然的此在有效性，还有作为人的我自己本身的自然的此在有效性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并且对于世界——这个世界作为自然的实在的存在之全体包含所有的人并包含对于所有人是共同的并且对于所有人是作为存在的或不存在的而有效的所有实在的事物——也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当然，我能够想象，另一个人并没有生活过，或者没有在某处生活过，在那里他并没有与我发生过联系，并且也没有对这个世界——这个我拥有的世界，并且由于这种联系他曾一起产生过影响的世界——之存在有效性产生过影响，同样也没有对每一个同胞产生过影响。但这就意味着，对我将之当作现实地对我有效的而拥有的这个世界实行想象变换。在这里情况可能是这样，即我认识到我归之于另一个人的有效性贡献如何是一种不同的贡献；当然这意味着我的父母对于我的贡献比其他人的贡献无比的多，而处于那些我只是偶尔短暂地遇到的人们中间的人的有效性贡献比起那些强有力地介入我的世界意义之形成当中的人的有效性贡献要少。


  在这个为我并为我们（我的我们）存在着的世界之基础上，我能够研究我的和任何一个人的心理的发展，他的关于世界的意识的发展，他的关于世界的表象的发展，对他有效的世界本身的发展。因此我不是也能够一般地就人的关于世界的表象之发展提出问题吗？在这里，这个世界，这个对所有的人而言都是可经验和可认识的、客观地存在着的事物之全体，被当作前提，在这个世界之中以前提方式存在着的每一个人都以共主观的方式拥有这个处于有效性之中的世界，都按照他的个体性拥有这个世界，这种个体性是他出生于这个世界之中时带有的，是他作为他父母的孩子产生并在他的环境之中发展时带有的。在这里一个激动人心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以包罗一切的普遍性描述对于一个人而言的发展，描述普遍的法则性，这种普遍的法则性对于每一个实际的人而言，或更确切地说，对于处于预先给予的时间之中的人们，处于当下历史的文化之中的人们而言，是按照特殊的普遍性以特殊方式形成的?


  我们必须与生物学上的人的问题的一个侧面打交道吗？人作为处于世界之中的心理物理的生物，能够被从生物物理的方面——物理-机械的方面研究，但也能被从“有机的”-物理的-生物的方面研究：按照“自然”之“外在性”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能按照内在性进行研究：每一个人本身是如何在对于他并对于所有人存在着的这个同一的生活世界中生活的——是如何在这个在科学当中，在一切关于世界的客观的科学当中，按照其客观的真理被研究的世界当中生活的，也许是在当前的，历史上生成了的，并且对于我们而言是以生活世界的方式一起在此存在的，而且也许一起对我们有效的科学当中被研究的世界当中生活的；对这些在这里意味着是科学真理的文化形成物按其性质的占有是如何由其它的生活世界的东西促动的；还有所有其它的文化是如何由科学的文化按此被规定等等。正是在这里存在着下面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人在存在时如何普遍地，然后是按照生活世界的东西之特殊类型，作为领域拥有这个有效的世界，并且按照其内在的动因改变这个有效的世界，在这种世界有效性之一种以共主观的方式中介的发展之统一中，纯粹从内部来看，他是怎样的，在这种发展之统一中在个人方面对他有效的这个世界本身在经验之中，在思想之中，是怎样展开的，从内部来看另一些人是如何以生活世界的方式为他在此存在的，以及他的“关于世界的表象”是如何在与这种存在有效性——这种存在有效性是他从另一些人那里获得的，由处于家庭、民族等等形式之中的另一个人那里获得的——的联系当中发展的；是什么东西在这里普遍地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诸类型方面的特殊的发展是如何一定会在一种必然地发展着的并且总是已经存在过的历史-社会的人的此在之显而易见地生成着的普遍性之中进行着。注1316生与死。——所有这些都是从内部来看的，而不是从生物学的方面来看的，但这个整体却一起属于生物学，属于心理物理的生物学，属于两个方面的生物学。


  但是世界作为存在着的世界对于我，这位研究者，对于作为这些提问的心理学家的我们，被假定为前提，就是说，如果我们作为心理学家是指向那种普遍的和纯粹的“内在性”的话。那么这种方法可能不同于已经适当地介绍过的“悬搁”的方法吗？在悬搁的方法当中，我作为这样的心理学家从内部夺取这个生活世界，就是说，作为我的当下的存在有效性之整体（而且纯粹作为当下对我有效的生活世界）夺取这个生活世界，并且提出对有效性的追问，作为对有效性之奠立的追问，对动因之变化的追问，在这种动因当中，作为我的成就和我们的成就，根据有效性而生成有效性，引起有效性，并且接下来引起有效性的诸种变化；反问被生成的有效性之动因——所有东西都处于普遍的有所成就的主观性及其动因之统一当中。注1317


  这种有效性生活之自我不已经就是超越论自我，实行这种悬搁的自我，并对生活世界实行通观的自我了吗？确实，世界总是对于我有效，但是在我的研究当中绝对没有世界当中的任何东西以有效性作为可能的前提存在，绝对没有任何存在着的东西作为如同在生活中那样的现实性东西以有效性作为可能的前提存在，绝对没有任何科学成果以有效性作为可能的前提存在。当我指向在我的内在性之中的并由我的内在性而来的作为我的有效性的我的生活世界时，就是如此。现在我们会说，这恰恰就是我的生活世界，我能够指向另一些人，指向“任何一个”人。但是我确实指向作为有效性的我的存在物之全体，因此指向作为在我之中的另一些人的另一些人，这另一些人由我而获得动因。如果我以课题方式拥有作为另一个人的另一个人，那么该另一个人就在我的生活世界当中以“另一个人”这种特征作为我的有效性而在此存在，并且只是由此他才具有作为由我而获得存在意义和存在有效性的发展的他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关于人的普遍的科学当中，这个存在着的世界被当作前提，因此我（以超越论方式）将世界当作存在有效的世界而获得并拥有的这整个的发展被当作前提。站在我总是已经拥有的这种世界确信之基础上，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平面上存在，都处于一个平面上，他们相互彼此都有平等权利；对于这个同一的世界而言每一个人都是意识之主观，每一个人都处于他的主观方式之中，每一个人都发展他的关于世界的表象，所有这些表象正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表象，这个被预先设定的、被当作前提的世界之表象。据此，各种各样的研究发展的历史学家以及精神科学家所发现的只是已经处于被构成了的世界地平线之中的东西：另一些人，诸社会性的东西，都已经存在着，不管它们是现实地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而是潜在的，然而作为属于世界地平线的却是熟悉的。即使是心理学家所阐明的也只是已经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的被预先以世间的方式构成了的东西。


  为了实行“纯粹”内在的考察，我虽然使用了悬搁的方法，但首先是在我身上使用的，在我身上我确实拥有在对处于被动性和主动性之中的“内在性”，对世界之给予性等等的以沉思方式的揭示中的“原本性”，原始的自身给予性。我毫无困难地就将我以原始方式为我自己获得的东西转用到另一些人的身上，这些人恰好对于我而言是另一些人，并且作为另一些人被我设定为现实的和可能的另一些人对我的“重复”（在动因当中）。“我将我置于他们之中”，我以下面的方式生活于他们之中，“仿佛”在这种变化中我是不同的东西，正如当我返回到作为过去的自我的我时，我正是生活于“仿佛”这种样式之中的我一样。在这种变化当中，作为具有新的表现，具有新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的新的有效性，我们处于一种在旧的原始的有效性之中建立起来的有效性之中，一种间接的有效性之中，而这种间接的有效性从它那个方面又过渡到诸新的间接性。阐明这些我生动地建立起来的，而且得到扩展的有效性之诸层次的方式，理解在这种方式中继续进展着的，并且在越来越远地进行预见的意向性当中发生着的对有效性之相关项的世界之构成的方式，是一种普遍的而且是纯粹的内在心理学之任务。因此我们完全能够正当地持久地拥有对这个生活世界之存在确信，在这种确信当中对人的此在之认识是前提，并且这种认识推动关于人的科学，不论是物理学-生物学的科学，还是心理学的科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处于其纯粹内在性当中的人的纯粹的心理学要求采取悬搁的态度，而现在这种内在的心理学将自然科学和自然本身纠结在一起：取消人的身体和人的纯粹内在性的并列关系，或者人的身体和处于被当作前提的世界之中的心灵的并列关系，因为这是一种二元论的先入之见。其实被当作前提的生活世界也包含并列的东西，不包含心灵，心灵是空间中的东西，等等。


  我处于我的处于流动着的生动性之中的具体化当中，我纯粹是生动地流动着的意向性之统一，是在我的被原始地还原了的“世界”当中的，在我的“感性”之世界当中的一种能够抽象地追踪的成就之中持续地起作用的自我，或者是我的原始本源的世界显现（与被抽象掉的东西一起，与被奠立的意向性一起的世界显现，由于这种意向性，这个被原始地还原了的东西包含一种涉及与作为客观的世间的东西的另一些人有关的意识）。但是这种进行补充的成就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东西：在我的原始领域内部存在着现实的（尽管也并不是在场的）异己的“身体”，对于我而言的外部的物体，对于我的原始的“世界”之准当前化的重复而言的转运点。在对世界之原始的还原当中由我的人的自我生成了什么呢？我的身体作为原身体保持不变，并且这种对自我的反思是在抽去那种对于另一些人并对于我而言必然是被统握为、被设定为处于其他人当中的自我的东西的情况下把握我的自我的。当我实行这种抽象时，我就在这种对自身统觉当中——在这种对自我的统觉当中（不论我是否对自身实行反思）我对于我而言是世间的人-自我，或更确切地说，是心理物理的人——排除掉在这个世界当中被当作前提的另一些人所产生的存在有效性，因此我将这种存在有效性还原到超越论的自我这个“核心”上，这个核心对于另一些人的所有的存在有效性而言都已经被当作前提了。这种统觉只不过是不实行有效性，因此绝对没有消失。正如它处于悬搁之中那样，它也继续地属于我。因此这种统觉属于作为摆脱了另一些人的共同有效性的自我的自我，这个自我具体地就是在对这种有效性实行加括号当中生活的自我，因此在这种加括号的行为当中，就是说，在这种新的态度当中，这另一些人本身仍被意识到。因此它超出了那个作为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是在构成方面起作用的自我的纯粹是被原始地还原了的世界之相关项的自我。


  但是现在要询问这种统觉之结构，询问在这种统觉当中以意向方式存在的东西。


  如果我们将关于世界的知觉还原到对于我而言被原始地知觉到的东西和可原始地知觉的东西，并因此将世界还原到关于世界之原始的东西，那么我就获得一个有效性之层次，而且是在变化当中原本地自身给予的东西和有能力原本地自身给予的东西之层次。注1318我拥有作为客观上存在着的东西之领域的通常意义上的世界，作为由可视为同一的，可重复地认识的，在变化当中坚持下来的诸事物（这些事物不管在场还是不在场，都是可重复认识的）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空间时间上的世界，并且这种可视为同一性涉及到时间样式及其诸方式，按照这些方式，我在重复认识时将过去的东西和将来的东西视为同一。所有这些都被还原到原始性之领域，在这个领域当中，由于抽去了其他人，肯定也只有一种可重复认识的东西剩留下来，被还原了的事物存在于这个领域当中，而且只是以因果性存在于这个领域当中。当然我们谈论的是生活世界，而不是被以科学方式构成的客观的世界。


  文稿32  〈具有我本身的共同体和具有作为自我极统一的另一些人的共同体和一个统一的自然之相关联的构成。自我极，个人的自我和个人的时间〉（1933年5月）


  〈内容〉：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是作为我们共有的世界被预先给予我的。这个自然是世间第一的东西。我们的自然——共同体化之预先展示。我的自然——我们大家的自然，由原始性而来的自然和由对异己者的统觉而来的自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符合呢？


  1）什么东西形成了处于我的诸记忆当中的我的自我之统一，作为在不活跃地流动着的，被动的背景之上的我的被动性东西和主动性东西之中心的我的自我之统一？与这个被重新回忆起的自我之符合。“具有我本身的”共同体。在被构成的诸统一东西方面的处于诸时间样式之中的原始的自然。处于空间时间性之中的诸有广延的统一东西之全体。唤醒之可能性，可能的唤醒之地平线；记忆之直至现实的现在的可能的连续之地平线。存在于每一个记忆当中的地平线以及在每一个记忆当中的“同一的”自我极。


  2）具有作为我的另一些人的另一些人的共同体。共同体的自然之构成，但是没有任何连续能够从我的自我极通向另一个人的自我极，从我的背景通向另一个人的背景，从我的诸行为通向另一个人的诸行为等等。但是它确实是共同体，是处于诸符合的行为生活等等之间断性当中的诸自我极之“符合”的形式。事物方面的广延与持存（坚持住的同一东西之广延与持存）与属于作为当前的自我极和过去的自我极的自我极的广延与持存之区分。在实在的意义上这个自我并不具有持存。它所具有的是在“流动的时间”之中的“内在的延伸”，但是这种延伸其实并不持存。即使是我的自我和我的生活以及另一个自我和另一种生活也没有广延上的间隔。自我和共-自我之派生的共时间化，对于自我而言的“持续下去”的状态之派生的意义。


  自我之习惯性的情况如何呢？诸确信是如何被作为存在着的确信而时间化的？知识等等是如何被时间化的？持续地指向一个作为处于“内在的时间”之中的时间上的对象极的对象极的这种指向的状态是如何时间化的？这个同一的自我所固有的指向性的情况如何呢？这个处于这些确信等等之变化中的这个持久的自我并不像一个事物式的时间上的东西那样是时间上的东西（变与不变当中坚持下来东西，显现着的东西等等），但是在一种新的意义上是时间上的东西，在时间上相对持久的东西。这个坚持住的自我，这个个人式的自我，作为诸习惯性东西之自我，在特殊的自我时间化当中，在自我坚持当中，构成自我-“特性”之基底，诸变化着的习惯性东西之基底，作为事物-时间（自然的事物-时间，世界的事物-时间）之构成的平行项被构成。


  自己的存在获得物，由自己的行为而来的自己的存在获得物——具有另一些人的共同体，共同的存在，共同的预先给予的世界：这个世界。在世界之中的原始的基础，共同的同一的世界之原始的核心，1）物体式的自然，然后是2）相关联地在实在的东西当中世间化了的诸自我主观，以心理物理方式作为人的（和动物的）物体式的自然的身体而在实在的东西当中被世间化了的自我主观。这又是核心，纯粹的实在的东西，被世间化了的实在的东西之普遍的世界，这些实在的东西对于我，并对于处于特殊性之中的每一个人，对于处于其共同体化当中并处于特殊性之中的诸特殊的共同体而言具有变化着的“个人的”特性，具有精神的意义。


  我是个人，我作为个人与我的诸共个人相关联，并且与他们一起并通过他们与这个实在的世界相关联，这个实在的世界作为对于我们并对于每一个人以特殊方式具有意义，并对于每一个社会群体又是以特殊方式具有“意义”。


  然而更准确地说，这个纯粹的自然，这个物理的自然，作为第一意义上的和真正意义上的自然是世间第一的东西。它是作为我们共有的自然的自然（“客观的”自然）。因此这种共同体化是预先就存在着的，而且由作为我的原始性之自我的我（而且是我的原始地被构成的“自然”之自我的我）实行的对异己者的间接呈现而预先就存在着的，在这种间接呈现当中，我作为我的原始性之自我具有关于作为他的原始性的自我的另一个人之被准当前化了的意识，并因此达到了一个共同体，达到了与另一个自我的符合一致，并达到了关于自然的共同的经验；我的自然，这个对我这样地显现的自然，与以不同的方式对另一个人显现的自然是同一个自然。只不过这并不是真正的同一性，而是统一性。另一个自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符合呢？


  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什么东西形成我的自我之统一呢？我的自我之统一作为我的被动性和主动性之中心处于不活跃地流动着的背景之连续性当中（诸刺激就是由这个背景而来），另一方面处于保持的行为和在进行掌握的行为之中的预先已准备好的状态之连续性当中。以当前的-自我极与以对象的方式被记起的当前之极的“联系”之方式与在重新回忆当中被记起的东西之符合。向上向诸新的的记忆之可能的过渡。记忆之可能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作为被包含于每一个记忆当中的地平线，一直延伸到具有其事实方面的当前化的生动当前。在这种事实性当中被构成的统一性，作为处于其诸时间样式之中的原始的自然，借助于其在不变与变之中坚持下来的诸统一东西，在记忆方面的流动着的诸显现方式当中呈现出来，这些统一东西作为统一——处于空间时间之中的有广延的诸统一——在这些显现方式之被再生产的流动当中呈现出来。由已经生动地记起的东西出发而被唤醒的可能性，对诸新的过去的唤醒，它们的地平线包括诸“稍后的”记忆，因此对于每一个记忆而言的可能唤醒之地平线，以及同时记忆之可能的内在的有广延的连续之地平线，一直延伸至当前。每一个记忆，清楚地说，在其将来的地平线方面，都导致现实的当前，并且每一个记忆都与作为极的每一个“同一的”自我一起，拥有同一的世界（自然），只要每一个记忆和每一个记忆按照自我和自然能够导致连续的统一性。


  对于我和另一些人而言我并不具有这种统一。我在原本的准当前化当中作为另一个自我所经验到的每一个自我，都具有他的统一和他的流动着的生活，他的事物方面的时间化之内在的-时间的流，他的原始的自然。但是当处于共同体化当中的自然被作为共主观的统一构成时，它确实是由和我的其他人一起共同体化而来的统一。原因在于：并没有一种由我的自我极出发，或更确切地说，由我的不活跃的意向性和我的诸行为（它们在时间流当中的外在的连续性作为相关项具有在与自己本身的同一性联系当中存在的自我极的相对的连续性）之连续的背景出发通向“另一个”自我极的可能的连续。但是它确实是共同体（很不幸，“符合”所暗示的是在广延之中的符合，是联想），正如在带有流动的-连续的时间性的自我极之中开始时并没有有广延的-时间上的同一的自我一样：我的自我作为现在的自我和我的过去的自我——极——并没有间隔，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在下面这种意义上的时间上的距离，即如同在我的当前的事物和我的也是真正同一的事物的过去的事物之间存在时间上的间隔，时间上的距离那样。注1319同一的事物作为在时间上坚持住的事物在其同一的存在当中具有其持存，在自身当中具有有广延的时间性。在这种意义上，这个自我其实根本没有持存。他的生活，他的诸显现，他的时间化，具有它的处于被构成的流的时间之中的“内在的”持续，而且这种持续在这当中又是作为事物性-时间上的被构成物而存在的。所有被时间化了的东西，所有通过流动着的诸显现在内在时间的流当中，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又是通过诸“外在的”显现（空间时间上的显现）而被时间化了的东西，都正是具有显现之统一，时间上的统一，持存；这个自我作为极并不是持存着的。因此处于共同一起这种共同体之中的我的自我和另一个自我并没有广延上的间隔性，而且即使是我的生活，我的时间化，也不具有与异己的生活和异己的时间化的间隔性。在我和我的生活与（在我的生动的现在存在当中和现在本源的同一存在当中）达到间接呈现的准当前化的另一个人及其生活的联系当中，这个“客观的”、我们共有的自然在客观的时间化当中被构成了。


  这个自我在自身之中并与自身一起处于内在的“连续性”之中，这种连续性根本不同于外在的连续性、广延之连续性：作为这个内在的连续性之“常设的和持久的”自我，它在它的生活之有广延的连续性当中是“同一的”自我，并且这个同一的自我在诸外在的显现当中与诸外在的显现统一相关联，在这种“关联”当中一起并在派生的意义上继续持存着，被一起时间化。至于这种指向的行为和被指向的状态，这个作为过程的行为，它是内在地在时间上存在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在客观上被时间化了。


  自我作为个人，在它的诸习惯之变化当中坚持下来的自我（与诸行为相关联，在这些行为当中这个自我极指向世间的空间时间之客体）——与空间时间上的自然之时间化相对的个人之时间化


  那么自我之习惯性的情况如何呢？处于其保存样式之中的感情的射线，行动的射线，具有其结果的动觉——所有这一类的东西都被时间化了，而且又（外在地）时间化了。那么属于这个自我极的“相信”状态，指向状态，是与时间上的统一相似意义上被构成的统一吗？这种统一本身在时间上持续吗？这个自我获得了认识，从现在起具有存在者，并且又删除这种认识，它接连地获得不同的认识并因此具有新的而且又是新的诸存在有效性，并且预先就有作为对于这样的而且总是新的认识而言的可能性的存在地平线；具有对于指向和被指向而言的被预期的指向的地平线，这个自我能以明确的内容逐渐地掌握并正在掌握这种被指向的东西。这确实是一个处于时间之中的过程。这种对一个被时间化了的统一之对象极的指向的行为和继续不断的指向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在内在的时间之中进行的时间上的东西，并且在一种新的指向行为当中能够以反思的方式变成课题，能够成为对象极。指向体验之这些总是新的样式是内在地存在的；那么这个同一的自我本身固有的被指向状态是在这些样式之中被构成的吗？是作为显现之统一被构成的吗？但是这种被指向状态果真开始了吗，并且随着情况的改变等等而变化着吗？情况仍然是这样的：这个自我之坚定性、指向性，作为这个自我极之规定，并不是在一个以显现方式构成的持存着的东西之意义上在时间上存在的，处于其变化着的习惯性当中的这个自我并不像一个时间上的事物那样是作为变与不变之时间上的东西坚持下来的。在我看来似乎就是如此。在自我之与内在的流的“意向上的”关联当中，在真正自我主动的关联当中，或更确切地说，通过这个内在的流与诸对象极，对象方面的诸统一，诸过程等等的关联当中，出现了（存在着）处于这个内在的流之中的诸意向的样式本身，它们在这个在流之中展现出来。但是在自我之中作为它的规定，这些意向的样式具有一种特殊的统一性和特殊的自我的时间性，具有作为自我的这个自我本身之同时的东西，这个自我在其诸习惯当中有如此存在和相继的东西，这种相继的东西具有与事物的时间之被构成的时间东西的平行的和固有的符合一致，同样具有被指向状态之“连续的”统一与广延方面的连续的统一相符合，这种广延方面的连续的统一作为广延方面的持存的统一，属于在显现方面（在一切阶段中）被构成的东西之领域。


  所有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总是应该重新思考的情况。


  文稿33  夜间谈话：〈还原到原始的流之绝对的  “自我”，这个自我包含自己的自我之存在和另一些自我之存在。诸原始的自我（ego's）之无限性。单子论〉（1933年6月22日）


  在经验到主观东西时，我也拥有关于以共主观的方式存在着的人的我的经验。


  社会方面的共同体化和社会方面的物质文化。社会的诸行为。


  由“我的”自我直接使之起作用的“自己的”动觉，制约着“我的”、原始的领域之诸显现过程和被给予我的自然。由于移情作用并由于贯穿于移情作用的存在有效性，我的每一个动觉都制约着所有具有其原始性的其它的自我之诸活动。在我这里纯粹进行知觉的、纯粹进行经验的活动，和进行改变的活动是区分开的。纯粹进行知觉的活动改变的仅仅是我的身体（正如每一个活动进入到自然之中肯定总会改变我的身体一样），但是当它具有行动之样式时，它就也改变在身体之外的自然。但是这种情况也涉及到每一个对于我而言有效的异己的原始性。我的原始的身体之每一个变化对于每一个其他人而言都是在此存在的，我所获得的每一个外在的事物方面的改变（正如每一个自动发生的改变一样），都是以共主观的方式存在的。


  但是每一个对外在事物的本源的改变行为都是将我的身体在外在物体上“使用”的行为，都是“我的身体”这个物体与外在的物体之机械的接触。如果另一个人使用这同一的事物，并且同时愿意使用该同一的事物，那么他的身体、我的身体和这同一的事物就一定会以机械的方式进入一种因果性的统一当中。作为同一的自然的共主观的自然之统一就被构成了，在这种统一当中，每一个处于其自身的运动和变化之中的身体都不断地像下面这样坚持下来，即它能够在这当中作为进行知觉的身体起作用，并且作为在变化时参与到它的外部世界之中的身体起作用。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另一个人的身体是作为外部的物体在这里存在的，并且是处于其身体式的和不断的运动之中的。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将他的身体向每一个其它的事物运动过去，在这当中能够在他的原本的近处领域碰到、触摸到每一个事物，而且还能够为了移动该事物而用力。自然之中的每一个自然的过程和每一个运动对于我并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呈现为是被定位了的，并且处于可能的定位变化之中，但是处于这些定位变化之某种协调当中。我的行动：我移动空间中的某物——主动地移动该事物，我向右、向上移动它，我在直接的行动当中改变它的定位的方式。当另一个人处于这同一的事物旁边，向该同一的事物运动时，我就会在我的被定位的自然当中经验到他的运动，并且如果他现在移动该同一的事物，那么他就在该同一的定位方向上从自己向前移动。但是如果我向右移动该事物，而他向左移动该事物，我们就会相互妨碍。如果他想要拥有的刚好是我的空间位置，那么他的身体就必须将我的身体移开，等等。在这里可能的东西和不可能的东西都必须由下面的方式得到说明，即处于空间时间性统一当中的自然之统一是如何由移情作用的联系而构成的，由此心理物理的情况和心理物理的能力也就一定会按照其自然的外在视角，并按照其内在的意义得到说明。


  对社会行为的阐明。首要的是：阐明另一个人之为-我-存在，阐明相互相遇之敞开的可能性，为-我-在此存在，其中包括，另一些人的我的为-他们-在此存在和我们大家的彼此相互在此存在，和就我们的身体性而言的在我们的共同的自然之中的在此存在，以及每一个身体都是它具有原始的统觉上的行为生活的自我之身体。因此在空间时间的自然（作为以被定位的预先给予性为每一个原始的自我呈现的同一的自然）之构成方面的符合当中，对于处于同一的客观的自然之中的每一个人而言，每一个自我作为人都以心理物理的方式显现为是一个通过这个身体在自然之中定位的主观和它的一切主观东西之身体。


  我的进行改变的活动，我的自然地实行的行动，原本的行动，在我的原始性当中在知觉上原本地为我呈现着的行动，对于另一个人而言是在他的现实的知觉领域当中存在的，只要他在我的原始的领域当中同样也是作为在这里直接地在知觉上呈现着的，而且（如同我广泛地设定的）在一个空间位置上、在一种被定位了的呈现方式中呈现着，这种呈现方式对于一个直接的相互的移情作用而言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我不加考虑地就以这种呈现方式统觉他。或者更简短地说：如果这另一个人对于我而言在知觉上在此存在，而且作为同样也知觉着我的在知觉上在此存在，那他就如同在我的知觉领域当中的每一个自然的变化一样存在着，那么我本源地（在碰撞、移动、举起等等时）获得的每一个变化对于他而言就同样也在他的知觉领域当中被现实地看到了，而且是在他的周围，对于他而言被现实地看到了，等等。也正如我一样，他并没有注意到他现实地“看到”的所有东西。这取决于现实地起作用的兴趣。从一开始我就是这样地理解他的，而且正是将他理解为另一个自我。只要知觉领域当中明显地突出出来的感性的事件（运动、声音，等等）引起我的注意的情况对于我而言是熟悉的，我现在就以确信得出，它们会以它们的共同的存在意义呈现给该另一些人，并且同样也对该另一些人起作用。但这尚不是属于对进行告知的意图之理解的相互性的那种真正的告知。


  成年人的告知、交往，以在成年人之前形成的——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告知和相互的交往为前提。一种本源地本能地形成着的联系当然并不是像这样的，即仿佛开端是以下面这样的形式存在的，即母亲怀上她的孩子，却仍没有将孩子理解为是孩子，她必须通过学习才能将之理解为是孩子。母亲也曾是孩子。她从一开始就由她自己的过去理解这个孩子的存在，理解这个母亲的孩子的存在，对于她而言，在过去之中就隐藏着这种理解的实现，而并不需要通过某种回忆再唤醒。如果我们将孩子的这种发展看作是最初的发展，那么我们确实就是这样的，我，这个成年人，他从处于预先给予的世界之中的成年人之存在方式出发反问，我是如何生成为成年人的，并因此问，我是如何生成为这个拥有成年人的预先给予的世界的人-自我的。作为成年人，我回忆我的儿童时期的童年时代，并且将我统觉为是成年人的世界（这个对于每一个人——“成年人”——而言的世界）之中的儿童。但是由此出发我也借助于一个更广泛的地平线——并非是回忆当中的过去的地平线——，将我统觉为曾在处于其发展的诸阶段的原始的稚气之形态中现实地真实地存在过的，而且是以心理物理的方式存在过的。我就此形成的诸表象都是类比，对于我来说，这些类比的原型存在于早期儿童阶段的孩子之中，这些早期阶段的孩子是我在我的成年人的世界之中知道的，但是在这当中的问题是，不论是对于这些孩子之生理物理的存在还是对于他们的心理的存在，真正经验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在它的敞开的无限的全部时间性当中包含着处于这个由生于这个世界当中的，有朝一日会在生理物理方面死亡的父母生产的世代链条当中的我，它如同包含每一个人一样包含我，作为经受从诞生起从儿童到成年人的发展的，在这当中，正如在每一个动物的物种那里一样，儿童和成年人是生理物理方面的形式。


  但是如果现在我对我说，这个具有一切存在有效性——在这些存在有效性当中，存在者为我存在，在这些存在有效性当中，具有一切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东西的处于流动的变化之中的世界为我存在——的统觉之整体，纯粹是我的主观的统觉的生活之事件，和作为这种生活之自我的我的存在之事件；如果我对我说，在这当中也包含作为我的统觉上的形成物的、具有从儿童发展到成年人的、并且处于我的成年人的此在之更广泛的阶段之中的一切阶段的我的人的存在，那么这就迫使我采取超越论的-现象学的态度和方法。在超越论的-现象学的态度和方法当中，我的心灵的内在性就变成了超越论的内在性，而且我的心灵的内在性的流动着的当前就变成了我的绝对的当前，超越论的当前。就我的内在的心灵的发展而言也同样如此：在我的超越论的当前之中包含着我的超越论的过去和我的超越论的“童稚的”存在（具有我的总是相关联地被构成的“世界”的）的一切阶段。


  但是如果我谈到当前，谈到过去——谈到时间样式，我就仍然不是处于最终的超越论的东西之中，这种最终的超越论的东西我是不可以称作流动着的生动的当前的。这种最终的超越论的东西是绝对的超越论的自我之原始的生活，是绝对原始流动着的生活。在这里流动和生活甚至不能在真正意义上被理解。那么诸行为呢？在时间化当中的原始的存在，进入到时间性之中的原始的活动，甚至在被时间化了的时间之流当中，就已经作为众多，已经作为活动（这一个活动和那些活动）之同一性东西的视为同一存在了。这种流动是原始的时间化，并且超越论的分析就是对诸内容的展示，这些内容是作为被包含的、被时间化了的时间化和进行时间化的时间化出现的，作为被包含的生成出现的，对于这个通过反思进行分析的自我而言出现的——这个自我在这个流动当中有其预先存在，有其可能的“我能视为同一，我总是能视为同一，并且能一再地视为同一，能够将不同阶段的存在者作为被包含的东西突出出来，已经能够将存在者突出出来”。这个原始的流作为一种可能性和一种具有其“一再”，具有其一再地时间化，一再地反思行为（这种反思的行为是一再地被时间化了的发现的行为）的行为。如何能够合理地表达这种东西呢？这种东西本身甚至已经就是一种能够借助于新的视为同一的行为发现的处于原始的流动之中的有所成就的行为？


  那么如何表达呢？这个被预先给予世界被包含着，我的世间的过去，我的世间的童年，当然还有具有其世代联系的，具有其诞生，具有其童年的发展，具有其成熟，具有其衰老和死亡的周围的人和动物被包含着——被以心理物理的方式，就是说，被以生理物理的方式和心理的方式包含着：就是说，我如何能借助于一种诞生而使这个原始的当前——当然这个原始的当前包含着它的作为被包含的时间性的诸原始的过去之连续——停顿，并借助于一种未来的死亡而使它结束呢。


  所有我发现的东西不是都以这个流动为前提吗？这个流动不就是这个在一切存在者之前以其绝对的“生活”存在的自我（ego）吗？当它本身作为存在着的而被使用，被说明，被陈述，甚至被描述时，它本身不已经就是原始的自我（ego）了吗？为此这个原始的自我（ego）现在不又是被当作前提的东西吗？在进行反思时我抓住了这个流动，但是我已经在视为同一，已经在追踪在这个流动着的原始存在当中进行的统一性之形成和时间化了，或更确切地说，我已经在追踪在这当中被时间化了的东西，在视为同一时我已经在进行重复，我已经在经历重复回忆的生活，经历进行重复的记忆之生活，经历将被向前回忆起的诸统一视为同一的生活等等，并且我重又实行绝对的反思，并且已经重又被卷入到活动之中了。确实，生活是主动的生活，但是对朴素性之最后的克服恰恰就是回溯到具有其课题的，具有其视为同一的重复等等的，因此在自己的背后有在其中未被看到的生活环境的一切活动之流动和禁止。这些行动存在于原始的自我之原始的生活当中，这个原始的自我在时间化之一切阶段中和被时间化了的自我的东西之一切阶段中本身都是同一的，直接就是这个自我，因为它就是所有进行时间化的都“存在”于其中的原始性之自我，原始的生活之自我。克服这种朴素性的方法：最后的还原，它将注意的目光指向绝对的原始的生活，指向原始的我-在，指向这个流动，指向这个被动的流动，指向我-做事，我-视为同一等等，但它是作为正在这个流动当中流走了的而指向——并由此出发指向同一的东西，指向一切阶段的“形成物”，指向视为同一的行为之在流动当中所包含的诸可能性等等。但是我总是注意观察这个流动之绝对的原始的预先存在，在我有能力做事的时候，我就存在于这个流动之中。虽然这个流动立即就变成了具有时间样式的时间流，这些时间样式又具有了流动这个名称：当前的流动，刚刚过去的流动等等，流动就是流去和流走，在流去当中自身带有统一性，我能够指向这种统一性。但是这种指向的行为，这种坚持的行为、指向行为之各种不同的样式，对于我而言恰恰是借助于后来的视为同一的行为而存在的，而这些视为同一的行为本身又只有借助于后来的视为同一的行为才获得其存在，而这些后来的行为预先就是在这种流动当中的诸统一。


  但是现在我从事这种还原的活动，现在我实行一种现象学研究的活动，以现象学方式查明这个和那个东西，然后我将这件事情搁下来，并且在明天我又从事现象学，我继续这种现象学，并且由传统之中获得一种对于我而言统一地继续流传下去的理论。并且我是为另一些人做这件事，在共同体当中和另一些人一起做这件事，这另一些人由我来看并且对于我而言是另一些人。


  因此我不是必须区分昨天的原始的当前和今天的原始的当前吗？不是必须区分同样应该区分的诸还原等等之昨天的行为和今天的行为吗？但是，昨天和今天在哪里有它的场所呢？的确还是在这个原始的自我之原始的生活场所当中。这种原始的流动在自身当中包含作为当前之意向上的变样的过去——确实。但是过去作为它现在所是的东西仅仅处于这种包含之中。而这种流动，这个当我进行解释的时候意味着原始生动的当前的东西，不就是一切吗？它在自身当中确实已经带有意向上的变样了。或者这些行动之自我借助于诸活动获得它的诸习惯性东西。它作为“它所是的东西”处于流动之中；作为这样的东西，它拥有它在这个流动当中拥有的所有东西，而且它不外就是具有一切在这当中的所包含东西的这个原始的流动之自我。如果我展开，我就会发现诸时间化和诸被时间化了的存在统一性，在这个流动当中，它就是它对之毫不怀疑的这个自我，这个自我能够记起它的过去，能够记起它的获得物。这个拥有世界的自我借助于属于视为同一等等的诸阶段的一切能力存在于这种流动之中。作为拥有世界者，它拥有其伙伴，就如同拥有它自己的过去——作为对自身而言的处于特性之中自我，作为回忆之自我和它的将来之自我——一样。因此这是处于与其他人联系之中的等等的自我。


  它是这个自我，这个原始的生活之原始的自我，它在自身之中包含着作为与其他人（alteri）面对的自我（ego）的自己的存在，并因此在自身中包含着另一些人之以移情作用方式的存在，这另一些人不是包含于它的特性之中（他们确实是与自己的自我不同的自我，每一个自我都处于它的特性之中），但是包含于作为原始的当前之自我的绝对的存在之中。当它在现象学中被暂时称作还原所引向的我思（ego cogito），被称作自我之表现时，这就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况（aequivocum），一种具有绝对必然的模棱两可情况的开端。因为以下情况只有在以后才能变得明显：即这个原始的流动之自我就是绝对的自我，它在自身之中带有作为自己的自我的这个自我，并带有作为自己的自我的意向上的变样的另一些自我——相似于诸过去的自我是这个当前的自己的-自我之诸意向上的变样。这个绝对的自我——这个自我处于在一切存在者面前绝对不会被打碎的坚固性之中，并且随身带有一切存在者，在一切具体化之前的它的“具体化”当中自身带有一切存在者——，这个在自身中带有一切能够想象到的存在者的自我，是还原之第一个自我（ego）。一个自我（ego），这样称谓它是错误的，因为对于它来说，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并不提供任何意义。


  那么单子论呢？这个原始的自我（ego），这个原始的绝对具体的“自我”，它是单子吗？并且是在自身之中有众多的作为存在方面相同的单子的单子吗？并因此是在自身之外也同样有众多作为存在方面相同的单子的单子吗？


  它在自身之中带有诸真正的自我（ego's），这些自我在相互关联之中都是他者（alteri）。并且它在自身之中带有唯一的自我，带有我作为原始的自我所是的自我（移情作用也一起计算在内）。从这个绝对具体的自我出发，我在看到时就获得了为我存在着的许多自我，最初的和进行奠基的我“自己的”自我和由此出发的其它自我。我作为超越论的自我曾说过的东西，现在必须按照它的意义得到明确规定。


  然而在这里在诸原始性东西与它们的自我之意向上的紧密结合当中，我获得了诸单子之共同体——处于绝对的具体的自我之中的诸单子之共同体。当诸单子都存在时，当在单子的世界之单子的时间中被时间化了的诸构成方面的统一存在时（尽管相对于人的主观和动物的主观，相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是超越论的），这个绝对的“自我”（ego）是非时间的，是一切时间化和一切时间，一切存在的统一，一切世界之承载者，并且在第二种意义上是超越论的承载者。


  但是能到此为止吗？这样的单子论能够有正当性吗？或者它能够包含超越论的揭示提供的所有东西吗？然而我不是必须再将向我的原始的生动的当前还原和将另一些人还原到他们的生动的当前区分开吗？尽管我，我的生动的当前之绝对的自我，也只有通过解释才能够由还原获得另一些人？这里不是也包含以下情况吗，即他们能够通过还原由自身获得他们的原始的自我性，我能够为他们实行还原，并能够将他们的原始性分派给他们？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即我的原始的自我（ego）包含着由诸原始的自我（ego's）构成的“无限性”，这些原始的自我当中的每一个自我都包含着每一个其它的自我，并且由自身出发正好也包含着无限性，在这当中也包含着在其中包含所有这些自我的我的自我（ego），正如这个自我也又被包含于每一个自我之中一样。在一切可以想象到的意义上，所有存在着的东西都存在于我之中——具有使作为全体-统一的总体成为可能的目的论的协调一致性。但是所有其他人都以其无限性之整体性存在于我之中，而且是作为在自身之中包含着一切意义上的存在者的而存在于我之中——在这当中，对于我而言每一个都是等值的。


  附录XLI  〈回忆与移情作用作为绝对唯一的、原始的自我之将自身通过时间化的准当前化（单子化）。单子的时间空间性和自然的世界的时间空间性〉〈1932年或1933年〉


  还原到作为处于属于我的有效性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当中的作为存在着的而有效的东西，其中就有一切证明为存在着的东西）之充分的具体化当中的自我（ego）的我，这种有效的东西纯粹是作为处于进行构成的生活之中的相关项。但是这种生活本身被包含在对于我而言有效东西之全体当中。我就是这个存在于这里的东西，它在我的又是属于我本身的进行现象学研究的行为当中展示出来的。


  在这种自身的展示当中，我遇到了各种不同的准当前化和在其中被准当前化了的东西本身，其中就有移情作用。更准确地说，作为“直截了当的”准当前化的回忆和与它相关联的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就区别开了。通过回忆，我的以过去、当前、将来这些样式相继在时间上的存在就被构成了。在作为自我（ego）的我之中，我发现了我的自我（一切自我论的生活和存在以及一切在其中被构成的东西与之相关联的极）被时间化为过去的自我，当前的自我，将来的自我，并且被时间化为在时间上连续的同一的自我，这个同一的自我总是当前的，与此同时连续地曾在更早存在过，并将会以连续不同的样式存在。属于每一个时间样式的是与它的时间样式的自我对应的生活——因此所有被关联的我的生活，同一的自我的生活，在时间的进程当中曾是自己的生活，现在是自己的生活，将来是自己的生活，都属于时间样式。在移情作用当中异己者之共当前被构成，而且持续地被构成，这个异己者只有作为以移情作用方式自身呈现着的才能具有它的存在意义（相似于记忆上的东西）。这个异己者是具有异己的自我生活，异己的自我行为，以及对于这个自我来说的诸有效的存在统一等等的异己的自我。


  因此这个自我（ego）本身在它的超越论的普遍领域当中持续地按照以下方式存在着，即它在这个总是在流动的超越论的生活当中是唯一的自我极，这个自我极在这种生活当中有其诸有效性的统一，与此同时也有作为这个自我的自身。因此它的生活是像下面这样持续地构成诸有效性统一的生活，即在这种流动当中，它拥有记忆和移情作用，拥有以某种方式将二者作为自身加以时间化的准当前化。在这些准当前化当中这个自我（ego）作为自我（作为有效性统一）通过时间化存在着，这个自我有其过去和将来，同时以下面这种方式拥有由诸异己的自我（可以说在移情作用当中将自身异己化了的自我）构成的共存之领域（之“空间”），即异己的自我之共同有效性的地平线必然一起属于每一个现实的当前，但是也一起属于每一个较早的当前和每一个将来的当前，因此是作为处于每一个特殊样式之中的共同过去的地平线和共同将来的地平线而一起属于的。通过这种自身时间化，就是说，通过这种作为对自我（ego）之自身展示的样式化为一种单子式的众多，而且是处于一种单子式时间空间性之中的无限敞开的众多，这个自我（ego）首先就构成了作为自然的这个世界，而且是这样地构成的，即在其中一种新的时间空间性被构成了，在这种新的时间空间性当中，诸单子被世间化为以心理方式与这个它们共有的，对于它们而言在认识上同一的自然相关联的心理的主观，并且每一个都以稳定的方式与各自的身体相关联，并因此与各自的身体不可分开地统一在一起。接下来是“赋予”自然以“人性”，并且人本身作为意义，作为精神化之构成，并因此历史的世界之构成。


  绝对的自我（ego）以及作为在其中我拥有为我存在着的东西的全体的，在其中我拥有自我和生活的我的生活，对于自身而言是作为存在着的而被构成的，而且是作为原始地注1320存在着的东西，作为在原始注1321存在之中构成异己者之全体的，而且是作为另一个自我（alter ego）之意义的共同存在着的东西构成的，而且是作为原始的注1322自我（ego）和另一个自我（alter ego）之被时间化了的存在形态以单子式的方式存在的并且与作为其他人的共单子处于联系之中的而构成的。这种被构成的关联本身又对世界之构成起作用，在世界之构成当中诸主观就是由这种构成而来的被构成的诸统一。在对作为我所是的这个自我（ego）的我的存在之以现象学研究之方式的阐明当中，形成我的具体的存在的有所成就的，进行构成的生活，将所有存在着的东西都作为构成了的包含在自我（ego）当中，在这当中，就有构成自身的，将自身作为被时间化了的自我（ego）构成的，而且是作为被原始地注1323时间化了的，是作为在一种共存中（在单子式的空间中）被时间化了的，作为在共存当中我是单子全体（在单子全体当中每一个单子都以意向方式包含每一个单子并包含整个的全体，包含对于所有单子而言的同一的单子全体，在单子全体当中所有的单子都是成员）当中的一个单子。但是不应忽视以下情况，即所有这些东西，我自己固有的（原始的）注1324时间性和我的属于每一个时间位点的单子式的共存，单子式的空间时间性，以及对于我并对于每一个单子以定位方式呈现的“世界”本身，都被包含于我之中，被包含于作为原始的自我（ego）的具体的自我（ego）之中。这个自我（ego）是绝对的意义上的唯一的自我（ego），这种绝对的意义不允许任何有意义的增多，更明确地说，将有意义的增多作为无意义排除掉。这种包含所意味的是，对这个自我的“超出”的活动本身不外就是一种在原始流动当中的持续进行构成的活动，而且是对诸存在者之各种不同阶段的全体（“诸世界”）进行构成的活动，属于每一个阶段之全体的是处于有关的像地平线似的东西之样式中的现实的和习惯的存在有效性，这种存在有效性在所完成的诸成就之现实性当中使一致地个体化了的，即“空间时间上的”全体起作用，而且是通过处于单子化之样式中的校正活动使之起作用。


  附录XLII  〈作为有效性之构成的存在之构成〉（1932年）


  由我本身，由我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和对于我而言一起存在着的其他人一起存在的意向生活——，我获得了世界地平线的一切变化，对于-我而言的-存在之一切变化，和“存在者”之意义本身的一切变化，以及存在着的世界之一切变化和存在着的单子之一切变化等等。由我本身我获得了作为处于运动之中的存在的我的存在，作为具有我的能存在和我的将存在之敞开的地平线的存在的我的存在，这种存在并不是对于事物之朴素的统握当中的僵硬的事物，并不是如其所是那样地有其部分和要素，因此能够完善地永远地，至少是能够理想地不变地持续着。我自己的处于其流动着的现在-生活（我在其中进行思考的现在-生活）之确真性当中的存在以意向方式包含着作为处于超越论的-单子式的敞开的-无限的全单子式的时间性之中的单子的我的存在，和诸单子之所有以地平线方式一起属于这种时间性的存在。这些单子之中的每一个本质上都包含这同一的东西，其中也包含我的存在等等。因此我的超越论的开始和终结都作为现在以当前这种样式存在着的东西包含于我之中；同一的单子是在单子式的时间样式之中被构成的统一，每一个单子都是如此，——并且每一个单子都包含每一个其它的单子，并且包含所有具有其诞生和死亡的单子。按照存在，按照对于我并对于每一个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其他人都是被构成的东西：“在实在方面”是相互分离的东西，在意识方面，在精神方面，是相互交融的东西。二者是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在自身之中有一种普遍的意向性，由我出发向我的其他人之中流去，由我出发而构成作为一种普遍的意向性之诸中心的诸其他人，这种普遍的意向性既涉及我也涉及所有的其他人。但是所有这些东西本身都在我之中获得存在有效性并获得其存在意义。


  就这样，在对我有效的存在方面我拥有这个世界，我以超越论的方式拥有处于在时间上分离开的东西之中的单子全体，“自在地”存在着的，对于“每一个人”存在着的，“永远”能够显示的，在相互存在着的东西——这些存在着的东西在这里正是一种单子式的生活之诸单子和诸单子式的自我主观——之认识关联之中和实践上的相互关联之中存在着的单子全体。每一个单子之认识关联本身，认识活动，都是该单子之存在的一个属于该单子的要素，在这种存在当中，单子在进行认识时以意向的方式伸展到自身之外，通过意指与实在地在它之外（尽管这种外部在超越论上并不是空间时间上的外部）自在地存在着的另一些单子相关联。


  另一方面，如果我已经以有效性在我之外拥有了世界，空间上实在的世界和单子方面实在的世界，那么这就是真实性。但是我看到，所有的存在并不存在于我的意识之前和我的我-存在之前，而是由我的意识和我的自我-存在本身并在我的意识和我的自我-存在本身之中获得其意义和有效性，在我之中被构成的。


  过去是在当前之中被构成的；空间、空间时间性是在我的流动着的-“单子式的”内在的存在之中作为构成方面的形成物被原始地注1325构成的（“单子”在诸单子的世界之前，这个单子尚没有复数）。对于我而言的另一个人是在此基础上作为我的已经在我之中被构成的心理物理的原始的存在之重复被构成的。我的过去自在地存在，而不是我的当前之部分；我的另一个人自在地存在，而不是我的自我（ego）之部分。


  但是我们要问：在我诞生之前，因此在我的单子之前，存在者如何能在我之中被构成呢？——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吗？客观的-时间上的当前存在和客观的-时间上的过去存在与内在的当前存在和内在的过去存在是同一的存在吗？内在性有一种时间上的以前吗？它难道不是内在的时间性、内在的流动时间性等等借以被统觉为世界时间（这种世界时间因此是一种新东西）的统觉吗？原始单子的流动，原始的流动，尚不是处于单子时间之中的单子，尚不处于世界时间之中；以世间方式时间化了的诸单子都处于世界时间之中。即使是超越论的时间性也是一种由进行现象学研究的自我和我们构成的构成物。实行超越论的解释之必要性是什么呢？我们说，将超越论方面的超世界构成为在自然意义上的世界以之为基础的超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超世界正是作为在有效性之构成当中自在地在先的东西而是基础。说单子的“世界”之存在是自在地更早的，而我，这个现在生动地流动着的当前（这个原始的流动）是自在第一的东西，所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有效性之构成，我的作为自我的存在之构成，相关联地我的作为非-我的存在者之构成，作为对于我而言可支配的东西之构成，对于我而言在手头的东西之构成，直至作为在众个人之中的人的个人的我的存在之构成，世界全体之构成，由诸实在的东西构成的世界之构成，由诸在手头的东西构成的世界之构成——这个世界是诸个人构成的全体之相关项，并且是作为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处于“相互一起”之中的诸个人时而作为共同体之个别的个人起作用，时而作为客体相互起作用，并且对于这个共同体而言诸个人恰恰是由这种起作用的行为构成的。有效性之构成是处于协调一致之中的普遍的有效性之构成，是被一致地证明的东西和在更详细的规定和以另一种方式规定当中以校正的方式证明自身的东西之构成——真正存在着的东西之构成。存在之全体。因此这个超世界仿佛并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通常意义上的世界比如说仅仅是假象，具有某种较弱的有效性。这个存在者存在着，这个非存在者不存在。但是这个存在者只有在存在全体当中，在每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全体存在之普遍的构成当中，才被充分地认识到，每一个存在者都是在它的有效性之位置上，都是在有效性秩序之统一当中，都是在流动当中被构成的有效性秩序之统一当中和在流动当中的每一个阶段中“存在着”的有效性之统一当中，才被充分地认识到的。


  文稿34  普遍的目的论。以超越论方式看到的包括所有主观的共主观的欲望。单子式的全体性之存在（施卢赫塞，1933年9月）


  〈内容提要：〉被以超越论方式看到的共主观的欲望（特别是性欲）。处于普遍的发展（在诸相关的单子世界之形式中的发展）之统一中的所有单子之共同一起和相互交融。每一个这样的世界都在自身之中以意向方式构成一个具有进入到其中生活的诸自我主观的客观的世界（时间-世界）。在最上面是总是已经在构成之进程当中一起存在着的单子式的人性，或更确切地说，世间的人性。作为在流动当中的，在无限的上升当中达到普遍的对自身的意识的并且已经存在着的单子全体之存在——普遍的目的论。


  生育之内在的东西。对异性的欲望。在这一个个体之中的欲望和在另一个个体之中的相互的欲望。欲望能够以模糊的渴望之状态存在，这种状态本身尚不具有作为它的目标的它的对象。当通常意义上的渴望本能地指向食物——以原始的样式确定地指向——时，它就是确定的渴望（甚至在渴望之前就以这一类的食物充饥了，并且这种食物已经具有重新认出之特征，甚至具有一种“食物”之类型的重新认出之特征，一种能满足渴望的熟悉的对象之重新认出之特征）。性渴望的情况当中，在对它的进行刺激的、进行诱惑的目标的确定的指向中，这个目标就是另一个人。这个确定的性渴望具有以交配的样式满足的形态。在欲望本身当中存在着与作为另一个人的另一个人之关联，而且是与他的相关的欲望的关联，这一个欲望和另一个欲望可能具有诸种样式——变换之样式——克制之样式，勉强之样式。在原始的样式之中这种欲望正是“狂放不羁地”不由情况而改变的欲望，它总是伸展到另一个人之中，并且在贯穿到在另一个人之中的相关联的欲望的意向性之中时有它的欲望的意向性。


  在直接的原始单子的移情作用当中，我们所拥有的并不是能够分开的、分别处于这一个原始性和另一个原始性当中的两个移情作用，而是通过这些移情作用之相互交融而建立起来的两个原始性之一种统一。如果我在我的世界性之中按照最高的本源性解释这种东西，那么我就只能将它解释为性方面的人，并因此是在现实的移情作用当中从人到人地解释，从男人到女人地解释（这样一般地说，它当然已经就是间接地解释）。


  通过对“高级的”动物之间接的解释由此继续下去，这种高级的动物作为我仍能够将它们看作是而且必须将它们看作是通过移情作用相互进行交流的，本质上是处于与我们人这里相同的“对异己者的知觉”之动因之中的，并因此是处于这样一种世界表象之中的，在其中这个动物将自身经验为是世间的，经验为是它的物种当中的动物。


  然而问题是，欲望的意向也是（在性的-社会的方面）指向另一些人的意向，是否也有一个存在于已经发展了的世界构成之前的预备阶段——尽管这种世界构成并不能达到像对于作为“理性的生物”的人这里那样远。在这里我想到了双亲之问题，或者首先想到了母亲和孩子之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是在性交的问题之关联中产生的。


  原始性是一种欲望的系统。如果我们将这种原始性理解为一种原始存在着的流动，那么在其中也就存在着每一个流向另一些流之中流动的欲望，而且也许是与其它的自我主观一起向另一些流之中流动的欲望。这种意向性具有其超越的“目的”，作为熟悉的异己者的超越的目的，然而它是在作为自己的目的原始性当中具有的，因此具有它的直接地发生的和直接地满足的原始单子的意图之持续的核心。在我从前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理论当中，这里所揭示的意向性正是被当作意向性，被当作预存被准备好的，而且是被当作按照情况发生变化但保持着统一的持存加以论述的，但是在那里没有谈到自我，没有将这种意向性刻划为自我的意向性（在最广泛意义上意志的意向性）。后来我将后者作为在一个无自我的意向性（“被动性”）当中被建立起来的意向性引入进来。但是诸行为之这个自我以及由该自我而产生的诸行为习惯本身不是处于发展之中吗？注1326我们不是可以或者必须将一种普遍的欲望的意向性当作前提吗？这种意向性将每一个原始的当前作为固定不动的时间化而统一地形成，并按照以下方式从当前到当前具体地继续进行，即一切内容都是有关欲望之满足的内容，并且在目的之前就被预期，与此同时也像下面这样地被预期，即更高阶段的进行超越的欲望在每一个原始的当前之中都延伸到每另一个当前之中，全部的欲望作为单子相互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全部的欲望都相互交融地包含着（以意向的方式包含着）。反问和再构成导致通过每一个原始性之自我极的持续的中心化，这个自我极在客观化之持续的进程当中持续地始终是极，在这种客观化当中，在世界的方面，这个被客观化了的自我是和它的身体一起存在的。


  这将导致对在一种整体的执行体系之统一性中被一致地执行的普遍的意向性的一种普遍的目的论的统握。


  于是问题就是，应该如何按照意向方面的内涵之普遍性，通过被共同体化了的诸单子之欲望的相互的直接的和间接的超越行为，理解在持续地被构成的最原始的直接的生动的当前之中的，在所有单子的绝对的“同时性”之中的这种自我中心化。这种敞开的无限性作为超越性之间接性的敞开的无限性具有以下本质的特征，即具有自我之发展的诸阶段和世界之发展的诸阶段的单子之诸阶段的无限性属于它。在这里有动物式的诸单子的，动物的诸单子的，前动物的诸单子的阶段之无限性，另一方面有直至人的诸单子的阶段之无限性，另一方面有儿童的诸单子，前儿童的诸单子的阶段之无限性——处于“存在论方面的”发展的和系统发育方面的发展的持续性当中。


  作为自己的自我的诸自我之新的觉醒，作为处于与环境世界相关联当中的诸行为之诸中心的诸自我之新的觉醒，因此对“存在者”之构成的觉醒，最后是对地平线之构成的觉醒——作为被一起包含在普遍的目的论中目的论，作为在统一的、意识方面的单子共同体之继续觉醒的生动性当中不断地“增强着的”整体的意向性之目的论。这种单子共同体是被普遍地构成的欲望的共同体，总是已经以地平线方式存在于流动当中的世界就是由它而来的，据此这种欲望的共同体在自身之中总是一再地将诸单子导致加快的提高，导致发展，并且总是已经导致发展。诸单子之这个全体以这种形式按照部分支取的方式获得了对自身的意识，作为人的共同体最普遍地获得对自身的意识。


  单子之全体拥有一个普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它是作为对世界进行认识的而存在的，并且由于上升到对世界进行认识的意志，在欧洲的文化人类当中，它是作为创造着普遍的实证的科学的而存在的。只是由那时起，才有了超越论还原之可能性，借助于超越论还原，诸单子才首先作为人的单子被发现出来，然后在生殖的关联之形式中，处于单子之诸阶段上的所有的单子，较高级的动物和较低级的动物，植物及其诸低级阶段，以及对于所有的单子而言的它们的个体发育方面的发展，才被发现出来。每一个单子本质上都处于这样的发展之中，所有的单子本质上都处于生殖的发展之中。


  我由我这个人出发并走向我的人的单子，在这个人的单子当中直接地包含着我的人的共世界。我询问性交的意向性。直接就看到，在欲望的满足当中，并不存在被生产的孩子的任何东西，并不存在以下情况的任何东西，即它在另一个主观当中有已知的结果，并且最终母亲生出孩子。但是欲望的满足作为延伸到另一个“心灵”之中的欲望的满足，并不是移情到另一个人之中和继续经验另一个人的生活，继续经验作为一种世界当中的事件的世界当中的生产活动之序列，因此更不是一种与另一个人有关的，延伸到该另一个人之中的自我行为，作为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处于世界生活之中的行为的自我行为。


  由时间化而来的并处于时间化之中的持续的存在的我的具体的存在之统一，也是意向性之统一，但是内在地来看它是这样一种意向性之统一，正是在这种意向性当中，世界被原始地构成，但是这个世界本身不可能被解释为世间的世界，不可能被解释为在世间的经验和世间的认识当中被解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前”存在着对世界的构成，存在着我的在前时间之中的自身时间化，存在着处于共主观的前时间之中的共主观的时间化。这种共主观的“性行为”在另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引起”诸新的进程，引起自身时间化之被改变了的进程，并且在揭示当中我作为人从世界的侧面经验到在这里从世界方面所显示出来的东西，和在进一步的归纳当中在与妊娠的生理学的关联当中能够说的东西。


  这种目的论包含所有的单子，在像母亲那样的单子中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在她之中发生，它在所有的单子之中都“有反映”。但是我正是作为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在世界生活当中存在而逼近这种东西，并且我反向追问我的单子式的存在和我们的单子式的存在，并由此出发系统地继续进行反向追问。


  这种反向的追问由我开始，并由我在其中具体地自然地生活的这个世界开始，由我的和我们的经验之世界开始，这个世界同时是对于科学而言的世界，这些科学本身属于我的世界，这些科学按照其方式是可经验的，并被经验为是在这个世界之中存在着的东西。


  附录XLIII  附注：〈关于性欲的共同体，爱等等〉（施卢赫塞，1933年9月）


  〈内容提要：〉共同体化——诸个人之各种内在的统一，移情作用，爱（友谊），作为性欲之共同体的性爱，性生活一般：从较低的性生活上升到意志生活，上升到处于博爱当中的生活。


  生活——需要。“原始的满意”——对能原始地实现的世界和自然之原始的满意。诸不同的价值。对采取行动的生活之相应的划分。自身保存和本能生活。


  本能的“欲望”（在最广泛意义上的），过度欲望的折磨。作为受到威胁的生存之一种方式的对这种折磨的恐惧。处于恐惧之中的生活一般。在其它物种的动物面前的恐惧和在动物一般面前的恐惧，甚至在人面前的恐惧。反应：逃避。其它的反应：处于“敌对者”之原始的现实当中的战斗。死亡（累垮）。野兽的本能——性本能，性亲近和本能方面的满足。在这当中的“物体方面的”协调一致。


  对原始的当前之结构分析（这个总是生动的流动）将我们引向自我的结构和为这种自我的结构奠定基础的无自我的流动之持续的底层，这个无自我的流动通过对也使这个沉淀下来的活动成为可能并且是这个沉淀下来的活动之前提的东西的连贯的追问，引回到根本的前-自我的东西。


  这个处于世界生活之中的自我——处于现实的移情作用之中的，处于世代的移情作用之中的，处于性生活之中的自我。异己的内在性——具有异己的世界表象，异己的世界统觉，异己的前-自我的基础，异己的自我（处于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当中的异己的自我）的异己的内在性。


  与重新回忆比较。被回忆起的东西会再次变成直观的。回忆的直观之不可达到的极限不就是知觉吗？但是在那时它就是当前的。回忆的过去不可能通过产生幻觉而生成。同样，异己的具体的当前之以移情作用的方式的被给予性也不可能具有对自身知觉之充分的直观性。异己的自我，异己的心灵，不可能通过产生幻觉而生成。在符合当中一个保留另一个，而且是在其有效性当中保留另一个。在追求充分的直观时按照其有效性持续地由我的原始性引起的异己者是建立在我的确真的自身有效性之中的。我的确真的自身有效性是不可删除的，而且按照其具体性作为对世界进行经验者是不可删除的，而且作为将自身客观化为人的对世界进行经验者是不可删除的。二者是一回事吗？如果是，那么如其以内在事物的方式被给予的另一个人那样的异己的身体对于我而言就会以知觉的方式被给予，同时对于我也作为“外在的”事物而被给予——那么该另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之中就不会作为该另一个人所是的那个人存在，并且是内在地经验这个同一的世界并经验在这个同一的世界当中的我外在地经验的同一的身体等等的那个人。移情作用不可能变成知觉。被施以移情作用的素材的东西对于我而言不可能是感知。


  全部的素材东西——这全部的素材东西对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而言都进入到对世界的统觉之中——，作为与另一个人完全相同的，能够被施以移情作用吗？此外还有：这另一个自我，这另一个具体的流动的当前，能够是与我的自我，我的具体的当前完全相同的吗？作为对这同一的世界进行统觉的每一个人肯定必然具有另一些不同的视角（而且只有这样才可能是另一个人）等等。据此他不可能拥有具有同一些意义内容的同一些意义领域，如此等等。


  应该如何描述这种最内在的相互一致，这种在做爱时与另一个人的“融合”、“个人与个人融合”呢？也被称作爱的结合的性的结合的情况如何呢？这也是个人的融合吗？或者在移情作用当中，以下面这种极好的方式进入另一个人之中的行为，即这个人按照该另一个人之整个的人格爱该另一个自我（作为在所有他在意愿时最终想要的东西当中的他的生活意愿之另一个自我），在他那个方面，将该另一个人的生活的意愿完全地接受到他自己的生活意愿之中。在另一个人想要的全部东西当中（在向那个他最终想要的东西的指向当中），我作为爱者一起想要，我将该另一个人的普遍的生活意愿接受到我的普遍的生活意愿之中，在与该另一个人一起的现实的存在当中，我不仅理解他的个人的努力追求的行为，理解是最终个人的努力追求的行为之实现的进程，与此同时更详细地了解这种努力追求的行为，而且我总是养成这种努力追求的行为，而且由我和另一个人建立起友谊开始（由处于其各种不同形式之中的爱建立起来开始）我已经处于这种意愿的方向上了。与意愿的生活之整体性关联着的个人——因此也与处于其存在之中的自我之整体性关联着。诸个人之在爱当中单方面地“符合”、融合，或者在相互的爱当中相互“符合”、融合，但是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位置出发”而拥有其生活的，拥有其进行经验的，进行思想的，采取行动的现实的生活的，拥有其自己的行为获得物的，拥有其诸习惯、诸兴趣的。在这里存在着作为如其在其意义当中持续地所是的那种持久不变的爱的一致的个人的爱的一致之具体的可能性之问题。两个人双方的一致性，被共同体化了的整个的生活和整个的努力行为之统一。


  首先这种“性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甚至也许是作为男女之持续整个一生的在周期性的满足当中一再周期性地表现出来的性欲之结合。本能的欲望，较低阶段的欲望（动物共同的欲望）——在人的个人的领域之中的本能的欲望。处于直接的发生作用当中的欲望并不是行动，欲望方面的指向状态并不是个人的行为，并不是意志行为。当然必须指出，意志行为（确切意义上的行为）是如何牢固地由欲望的内在性产生出来的。


  从较低的欲望生活上升到意志的生活并在最后上升到处于“人性”之中的生活


  此外，鉴于欲望生活之周期性，必须指出，对于每一次感性的欲望而言，一种敞开的意志的地平线是如何作为个人的地平线以欲望之得到满足的周期性而产生的，作为意愿——这种意愿贯穿于一连串的将来的意愿之中，并且在当下的现在之中在意愿时已经追求其满足，追求其在这里的欲望的满足了——之经常的统一的一种敞开的无限的个人的生活之未来是如何产生的。有助于实现将来的需要的对于将来的预先关心，对于将来的“财富”的预先关心，并不是现在就自动地在此存在的并将会现成地存在于将来之中的。这以对未得到满足的持续着的饥饿之经验为前提，以对饥荒等等的经验为前提。因此需要对这种预先关心之生成和这些财富之生成进行澄清。个人只有作为进行预先关心的个人才是个人。预先关心之各种不同的地平线相互交织在一起。


  在哪里进行对过去的生活的回顾，对更高级次的需要和更高级次的财富之形成的回顾，以及对这些东西与人性之统一（在在这个名目下的诸全体统一之按阶段的构成之中的人性之统一）的关联的回顾呢？更高的人性方面的生活意愿之形成，关于生活之诸使命的意识，关于一种绝对规范的生活之意识，在这种规范当中存在着与人类的共同体相关联的敞开的无限性，并且在这种规范当中产生诸“永恒的价值”。区分低级次的财富，饮食的财富，和更高级次的、真正的、客观的财富，将较低的财富包括到对于更高的人的此在而言的进行奠基的前提的更高的人性之中，由此这些较低的财富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赋予，一种精神化，只不过在这当中它们也在其短暂性当中拥有“永恒的正当性”。人的赋予人以人性之相对性，在其中人真正地变成了人的个人的那种人性之相对性，人的真理之理念和与人的真理相关联的人的真实性之理念的相对性，还有作为个人的恶的利己主义之理念的相对化。民族的博爱之理念的发展，最后是作为处于通道方面的信念之中的诸进行奠基之中间阶段的诸相对的理念由以获得一种绝对意义的那些绝对的理念之发展。宗教和科学。


  在人类这个理念之下的生活，最后是在人性这个绝对的理念之下的生活，属于这种生活的是处于人性方面的追求之永恒性当中的作为真正未来之理念的个人的未来，但是处于与贯穿于个人的未来之中的，或者在个人的未来之中被追求的人类的未来之相互关联当中。事实上的未来的生活和理想的、真正的未来的生活之间的划分。人的共同体的生活是由传统而来的生活，是历史的生活。回顾之必然性，对过去进行批判之必然性。历史之必然性和对历史进行批判之必然性。个人方面的悔恨，民族方面的悔恨和人类方面的悔恨——作为真正的、“道德上的”悔恨。通向普遍性和通向普遍的批判的最后的进程。处于无限的相对性之中的世界和人类；通向绝对东西的意志。绝对的历史性和绝对的目的论。


  处于有限性之中的人类的命运，处于个别的地平线之中的个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处于有生活价值的世界之中的正常的人的此在，处于充满希望的无限的将来之中的正常的人之此在。有限的宗教，民族的诸神。民族的重要意义之衰竭，民族的宗教之解体。命运之诸总是新的态度。作为对人类之思考的科学。自主的人类和对世界的支配和对命运的支配。对科学之信仰的崩溃和随着技术化而来的人类之退化，处于向怀疑态度转变之中的科学。


  在无信仰之中的，在怀疑态度之中的最后的思考，对自律性之可能性的自律的思考，对合理的此在之可能性和绝对的真实性之此在形式之可能性的自律的思考。


  可原始地实现的价值，原始的满足


  处于自然的周期性和不自然的合理的周期性当中的生活、需要、需求，还有当下特殊的需求。按照享受——作为对需要的满足——生活。


  原始的满足——以“好的”事物之原始的给予性而结束的原始的满足，而且是这样地结束的，即随着该事物之原始地变为现实，该享用的行为也得到了实现。食物具有客观的存在意义，但是在享受食物的行为当中这个食物必然为我在知觉上在此存在，而且是以近处事物之给予方式，并且是在借助于“味觉”器官直接接触当中在触觉上为我在此存在。某种卓越的原始的显现方式使这种饮食的享受得以实现，使渴望的意向变为现实，使这种意向得到满足。同样，一朵花的“美”也使渴望的意向得到了满足。


  因此食物在被统觉为食物时，即使我还没有开始吃时，一开始就已经有一种“价值”了，比如我按照它的品种认出它是圆形大蛋糕，是一块美味的烤肉等等。进入到统觉之中的是，我（假设我饿了）在将食物移近时就会有某种味觉上的享受——我和我的正常的环境世界之中的每一个像我这样的一类人都会有某种味觉上的享受。对于我并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在自身给予之原始的领域当中的这样一种（相对的）价值就实现了。


  现在只要每一个实在的东西，每一个空间时间上存在着的东西，都只是直接地被知觉到的（如果它的原始的核心——它的自然的核心——被知觉到了），并且只要对该价值的“知觉”，或更确切地说，对该价值本身的本源的拥有行为，在享受当中发生了，并且这种价值在知觉的给予方式中被建立起来了，那么这种原始性在享受的行为当中就到处都起本质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只有在原始性当中才能变为现实，并不是所有世间的客体都仅仅是自然的客体。


  对世界的经验。——对世界的拥有，对世界之作为有目的的塑造的加工处理。采取行动——对统觉的改变，在这种统觉中，统觉的系统被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于每一个其他的人都被改变了。自身保存和本能的生活与目的生活之统一。


  发生在前的东西：对一种本能之正常的满足：“饥饿”转变为满足。异常的东西，过度的不满足，作为折磨的“饥饿”。


  处于恐惧之中的生活。对不认识的野兽的本能的恐惧：“受到威胁的生存”。以逃避反应，以攻击反应，以搏斗反应（对“威胁生存者”进行攻击：在“敌方”之原始的给予性范围内），对异己者的身体物体进行攻击，攥住该身体物体，抓住该身体物体，使它不能动，使异己者的运动器官不能运动，使异己者的身体运动完全停止，只要它是在近处的运动，就使它不可能，只当该异己者之身体“由于逃跑”而远离了，这种不可能才会变小。


  死亡，另一个人之死亡——身体不再是身体了。耗尽了一个活生生的物体的全部的精力，致其死亡。人和战斗，在另一个人面前的恐惧、害怕。


  性方面的亲近和性方面的本能的满足——在原始性当中的物体方面的完全合一。掌握一个物体，使用一个物体，就已经使它成为我的身体的一部分了。性方面的物体上的合一，两个心灵被包含在一个物体性之中，被包含在这一个物体性之中，然而在这一个物体性之中却包含着两个单个的身体。


  群的本能，生殖方面的群的本能。爱的本能，广义上的爱和狭义上的爱。作为处于防御和进攻之中的统一的群，作为处于恐惧之中的统一的群，作为处于情欲之中的统一的群。从动物出发所看见的人。来自人的对动物世界的理解。


  我们生长在家庭之中，并通过家庭生长在民族的共同体之中。我们长入到民族共同体之中，我们以阶段的方式长入到民族共同体的环境世界之中，并因此长入到动物世界之中。我们的理解力在扩展，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我们关于世界的统觉在扩充。如果我们变得成熟起来，那么这个成熟的世界本身则只是还算稳定地存在于它的普遍的存在论的结构之中和特殊的传统的类型学之中。现在我们能够将关于世界的认识当成课题，将历史当成课题，将自然历史当中课题。人的世代之关联，我们的历史的世界。动物的世界，有机物的世界，有机的世代之统一——人的世代在有机的世代之统一当中作为一个分支。


  附录XLIV  个人的自我和进行构成的自我。处于自我式的时间化、自身之过去生成和自身之现在生成之原始的相互交融之中的自我。处于相互关联之中的生成之共同一起、相互交融之中的自我〈约写于1933年10月上半月〉


  自我——处于对自身的意识之持续性当中的自我和处于对自身之当下的知觉（个人方面的对自身的知觉）之中的自我。自我这种统觉之固有的东西是什么呢？在这里真正被知觉到的东西是什么呢？作为进行充实的知觉之潜在性的地平线是什么呢？在连续地进展着的对自身的知觉当中我们不是也拥有某种像在自身显现之多种多样方式当中的统一的东西吗？


  但是每一种显现着的统一，每一种显现着的统一作为可能的知觉之统一，作为可能的对……的意识之统一都有其作为一个主观性之有效性统一的存在，每一个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东西都在我之中有其相关项。因此作为自我的我的存在，作为可能的对自身的知觉之同一东西的我的存在，作为可能的自身显现，而且在一种存在当中经常是现实的自身显现之多样性的同一的东西的我-存在，也作为相关项拥有我，这个被构成的统一——这个生动地进行构成的自我。


  另一个人是将我作为进行构成的自我而拥有我的，但是对于我而言他不也是被构成的吗（正如我反问我的进行构成的自我一样）？作为就本身而言，就其进行构成的自我而言的被构成的自我被构成的吗？


  我总是已经知道我，我作为自我处于个人式的（人的）对自身的知觉之中，这个自我持续地知觉到自己本身并且已经知觉到自己本身。这个我所是的我是人的自我，这个人的自我具有一个自身的过去的地平线的作为自身曾被知觉过的过去——只要我曾存在过。


  处于自我式的时间化，自身过去生成和自身现在生成之原始的相互交织之中的自我。处于在联系当中之生成的共同一起之中，相互交织之中的自我


  我作为自然意义上的自我，不仅和我的自身记忆的地平线一起存在，而且和所谓的使自己外化（以移情作用的方式使自己外化）的地平线一起存在；我不仅对于我而言存在着，不仅是现在现实的自我，这个现实的自我在不同的自我之连续当中是流动着的中心，但是在这些不同的自我当中它是同一的自我，这个同一的自我不再是现实的，不再是现在的，不再是过去的，并且尚不是现在存在着的，而且也不是将来的：它在诸不同的东西当中是同一的，这些不同的东西是它的诸种变化，这种同一的东西是在不同的东西当中生成的，这些不同的东西现在是作为它的诸过去的东西存在的，而且是在不同的东西当中存在的，这些不同的东西现在是作为它的将来的东西存在的。因此对于我而言，我不仅是在这些不同的东西中过去生成着-现在生成着，现在持续着，现在坚持着，而且我还是自我，还是作为诸共个人之中心的这个同一的个人，这些共个人当中的每一个都是我的不同的东西，但是作为处于生成之中的那个存在——即处于过去自身生成和现在自身生成之中的那个存在——之中心的我的不同的东西：因此这个总是不同的人是作为在他那个方面过去生成-现在生成的人而存在的。


  当我绝对地确真地现实存在着时，按照确真的地平线的意义（这种意义包含着我的敞开的诸可能性，但这是作为我的确真地分立的诸可能性包含的），我存在于对于我而言的我的存在之中（作为我的自身统觉之存在意义），在这种存在当中以流动的方式存在着我的过去和我的将来，和我的个人的共当前，另一些人的共存在——我的与另一些人的一起存在，这另一些人作为这另一些人本身有他们的过去和他们的将来，并且本身又有与他们的另一些人的共存在等等。但是二者并不是相互外在地存在的，而是在内在的紧密联系之中存在的。我与另一些人处于直接的本源的联系之中，并处于间接的借助于中介的联系之中。在这种联系之中对于另一些人有效的东西作为正常地共同有效性进入到我之中，相似于我的原始的自己的过去的有效性进入到我之中（作为“遗留给”我的进入到我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凡是对一个人有效的东西，对与他处于一致性联系当中的另一些人也一起有效。我的作为自我的，作为个人的存在，不仅是由我的原始的生成而来的存在，而且也是由与另一个人的生成之交往方面的紧密结合而来的存在。我现在所是的东西并不是由我的过去和我的在过去当中当时对将来的生成之指向状态中产生的，而是我在我的当下的当前之中就另一个人的在他当中产生的某些有效性一起接受他的存在，这些有效性现在作为被我占有的在我之中继续起作用——此外进入到另一些人之中起作用，而且总是如此。


  在个人的现在生成和过去生成之直接的本源性和间接性当中的系统的次序。


  直接的联系：对作为共主观的一起在此存在的另一些人之进行移情作用的知觉。但是这种对另一些人的统觉作为我的已经生成了的个人的有效性已经以较早的对另一些人的统觉为前提。对作为成年人的另一些人的知觉，对作为成年人的另一些人的认识，以我曾经是的孩童之本源的认识行为为前提。最早的另一些人，母亲，父亲，由此出发，其他的家庭成员，家庭共同体的间接性，亲戚关系。但是还有这一家人的朋友并且在继续进行的吸收当中还有“陌生人”。在这当中在这些进行吸收的统觉——在这些统觉当中，存在着向一个民族之统一中的长入，进入到一个民族之统一中去生活，但是也进入到一个超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中去生活——之进展当中存在着连续性吗？在熟悉的人和陌生人之相对性当中，或者在家乡与外地之各种不同的阶段之相对性当中，在本村与外村，祖国与外国（具有外国的本地组合的外国），本民族与外民族和“欧洲”人的相对性当中，这种连续性是如何保持的呢？


  附录XLV  孩童。最早的移情作用（1935年7月）


  最早的行为——它的“基础”是什么呢？


  这个自我已经具有“世界的地平线”——人的世界的地平线从人出生时就被包含于其中的最初的地平线，正如在时间化之开端中已经包含着时间化的地平线——作为在其中总是一再地包含着新的时间化的时间化，因此总的来说，在其境况当中包含着本身更早的东西——一样。


  按照其原始的意义，原始的地平线，遗传素质，是空的地平线。最早的素材，最早的刺激物，变成了最早被把握住的东西，在最初的转向当中它作为最初进行充实者是最初的课题。


  然而这个在这种觉醒之前的自我，这个前-自我，这个尚不是生动的自我的自我，已经按照其方式拥有世界了，拥有处于前方式之中的世界了，拥有它的不具有现实意义的世界了，“在”这个世界“之中”，它并不是生动的，对于这个世界而言，它尚不是清醒的。它受到刺激，它得到了作为最初的充实的素材，它最初地参与到诸清醒的自我主观、诸起作用的自我主观之世界当中（这些自我主观已经共同地处于生动的联系之中了），并因此它进入到与这些自我主观的最初的生而具有的联系之中：它具有双亲，而双亲处于他们所属的存在于历史的全时间性当中的生动的自我之全面的联系之中。生动的东西唤醒非生动的东西。


  原始的胎儿——他作为以极的方式指向他的“本能的”习惯存在于其中的那些最初的事实的自我是怎样呢的？这个子宫当中的胎儿已经具有了动觉，并且以动觉的方式能动地具有他的“诸事物”——一种处于原始阶段的原始性已经产生了。


  襁褓中的婴儿，新生的婴儿。他是如何作为他的诸事实的自我为自身构成的，而且是作为这些进行刺激的事实之自我和诸自我行为之自我为自身构成的？他已经是一个较高阶段的进行经验的自我，他已经从母亲子宫方面的此在而拥有了他的经验获得物，他已经拥有了他的具有知觉地平线的知觉。此外他在已经是预先获得物的基础上拥有了在感觉领域中的诸新式的事实，诸新式的提取活动，诸新的行为，诸新的获得物，他已经是诸较高的习惯的自我，但是尚没有对自身的反思，尚没有已经发展了的时间性，尚没有可支配的重新回忆和具有持存和预存的流动着的当前。原始的“事物”之构成，原始的身体之构成，总是动觉上可移动的个别的分开的器官之构成。母亲作为原始的物体式的统一？但是这进行得太快了。处于动觉方面的促动当中的诸个别的统一之形成。在重新认识的行为之流动的视为同一当中整个的知觉领域之后来的形成，尽管并没有已经形成了的回忆当中的重复。母亲作为视觉上的和触觉上的统一——“感觉图像”之与某些主要侧面的关联当中的改变——，但不仅是动觉上被引起的统一。孩子按照其本源的要求借以得到满足的正常的“视角”对母亲要求，他无意识地哭闹，他经常这样“做”。只是在很久以后孩子才有具有空间物体的空间，并且他是将母亲作为处于他的空间领域当中的物体拥有的。这个最早的母亲是被当作同一的东西，被当作被再次认出的东西拥有的，而且是被当作满足要求的“前提”拥有的；每当母亲来了，存在于这里了，满足就发生了。尚没有任何移情作用。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已经构成了的器官，在说话当中的嘴唇，眼睛和眼睛的运动等等，与母亲的嘴唇的运动，母亲的说话的行为等等的关联当中的本能东西。作为身体的异己的身体和移情作用。


  最初的移情作用——在移情作用的实现当中理解移情作用的各种困难，即使是在身体已经作为器官，作为对于外部事物而言的感觉器官的功能已经被构成之后。母亲的身体，母亲的双手，母亲的行走行为和母亲通过行走在她的空间中所从事物活动当中由我离开的行为，等等。在身体之动觉的情况下，在身体的诸器官发挥功能的情况下，对自己的身体之最初的拥有行为，对由作为静止的事物和被运动的事物构成的外部空间之最初的拥有行为。只要这个自我没有作为自我被当作课题，这个自我就被藏匿起来了。但是它是反应和行动之中心，是视为同一之中心，是能力之中心。在变化当中的重复、综合——同一的世间东西。处于其原始性当中并处于我的原始性当中的另一个人之同一的身体物体。我-你-联系。诸自我中心之在行为当中的联结、综合。说话的行为，对诸共有的事物命名的行为。记号之产生，借此另一些人认识诸事物，借此记号被另一些人理解为对自己的行为之告知，对自己的指向诸事物的意愿之告知。此前的感应，以前的一个东西在某些情况下使人想起另一个东西，后来人们就有意地建立起这种记忆的标记；特别是原来无意地发出的声音作为对诸主观在其中出现的那些过程及其对诸主观的意义的感应式的唤醒，感应式的引起注意。


  交流——借助于告知的联系，这种告知在自己背后，而且在自己人中间，有其前提，即有关于共有的事物的名称——没有移情作用。


  有关人的名称。婴儿从母亲说出的声音学习将该声音理解为引向被标明的东西的提示，理解为引向被标明的东西的信号。


  也许应该注意：婴儿在无意识的动觉当中无意识地发出的声音，他重复该声音，有意地产生相同的声音，他学习重复所有他的（完全被普遍使用的）声音，并且学习有意地生产这些声音。诸可能的动觉都属于他的声音。但是母亲从她这个方面发出相似的声音，首先是对于婴儿的声音的模仿。婴儿听到该声音，拥有该声音，但是并没有他的相关的动觉，它的相关的动觉是被以联想方式唤醒的，但并不一起在此存在，代替它们的是零动觉，生产就是由这些零动觉开始的。婴儿重复相同的东西，——母亲也是如此——，这可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作为前提，名称首先有注1327客观世界。婴儿从母亲那里，从父亲那里学习理解对这些名称所提示的东西的称呼的行为；学习理解这一个称呼另一个；这一个呼唤另一个，就如同婴儿呼唤母亲，想从母亲那里要某种东西，并且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该东西，遭受到母亲的嗔怪等等。在大家一起当中的另一些人相互都是用名字称呼的，而在与婴儿的联系当中他们相互用“爸爸”、“妈妈”这些名称称呼。


  婴儿作为名称所学习的首先是“妈妈”、“爸爸”，等等。妈妈对婴儿说的不是“我马上就来了”，“我带来了这个”，而是“妈妈来了”，“妈妈带来了这个”。婴儿是如何达到说：“我”的，在被称呼的时候是如何达到理解“你”的，如何达到理解“他”，理解“我们”、“你们”的——如何达到理解当他周围的人不是对他说话而是互相说话的时候使用的人称代词的？此外如何达到理解所有那些在称呼时指示从个人方面被定位的东西的词的，如“这里”和“现在”、“近”和“远”、“右”和“左”等等（由我出发，由我们出发，由过去出发等等），“当下的”，“过去的”和“将来的”——如何达到理解所有这些主观的-相对的词本身，理解处于它们的属于主观性的级次关联之中的词，因此还有如何达到理解那种仅仅构成历史的环境世界的东西，作为当前的环境世界和我们的环境世界的环境世界，作为过去的环境世界的环境世界，作为陌生人的环境世界的环境世界等等的东西。


  在这里肯定已经实行了有关主观的东西——客观的东西（相对客观的东西）的现象学，这些客观的东西都处于其主观的显现方式之中，处于为这个主观显现的方式之中和相应不同地为另一个主观显现的方式之中（所有空间时间上的定位都应该放到这种现象学当中来研究）。


  我处于我的流动着的生活当中，处于流动着的关于世界的意识当中，处于我的继续进行着的活动当中，处于我的实践当中，这种实践对于成人而言就是世间的实践——这个对于他而言的总是持续地有效的，但却是在给予方式之变化当中有效的世界当中的实践。我的生活，有效性的生活，具有意义的有效性，由活动而来获得物，一再地进入到意义之中的获得物，解释——重新激活，具有行为之地平线的诸行为，等等。在我的生活当中的世间的东西，在我的生活当中的另一些人和作为人的我属于世界。在我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实在的东西都是以当下的样式在世界之有效性地平线当中对我有效的东西，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就是处于当下性之中的地平线。我的行动，我的全部的活动，都是针对存在者的，但是这些行动和活动都完全是在主观的关联之中在意向的活动和获得的活动之中进行的。


  存在的东西作为存在的-主观的样式之统一，作为具有进行经验的给予方式之核心的，具有诸可能的经验之相互关联的，具有主动的指向的，具有主动的针对目的和针对目的之样式的——指向经验的，指向自身给予的，指向充实的，指向一致性的——主观的给予方式之统一。另一些人已经是人，已经是客观地存在的。但是是他们的生活之主观，他们的活动之主观，他们的有效性和目的指向之主观，这种目的指向是通过客体之流动着的显现方式本身的目的指向——另一些人在他们的显现方式中以有效性所拥有的，作为目的所拥有同一些客体，也是我本身所拥有的。


  我采取行动，我思想。我处于我的活动之中——我的活动处于与另一些人的关联之中。经验之基本的关联，在经验当中，同一的客体被经验为我的显现方式和异己的显现方式之客体，我的存在有效性和异己的存在有效性之客体，在这当中这些存在有效性以共同一起的方式处于关联之中（作为实行共同有效性的，我处于另一些人之中，另一些人处于我之中，我-你-关联）；处于变动着的行为之中的关联，实践上的协调一致，实践上的矛盾；实践上的相互妨碍，实践上的实行，产生了一个新的被改变了的客体，但是现在这个客体是对于所有人而言的客体。对于我而言的意义特征，对于更多的人而言的意义特征，对于所有的人而言的意义特征，但是具有主观的关联性。在共同体之内部。


  事物的世界，人（和动物），作为客观性之相关项的共主观性——在人客观化以前。人作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客体。处于显现方式之中的人——每一个人关于另一些人都有其各自的显现方式，每一个人都以下面这样的方式而是客体，即他关于另一个人的显现方式也客观地属于他，就如同他关于事物的显现方式客观地属于他那样。一种无限性以地平线方式处于相互交融之中。我在我的显现方式当中拥有另一些人，他的身体作为处于原始的显现方式之地平线当中的物体显现给我，作为移情作用之基底显现给我，在移情作用当中这同一的物体在其特殊的给予方式中作为身体和器官显现给该另一个人。接下来：这另一个人具有处于他的显现方式之中的环境世界，在他的显现方式中我作为处于他的领域当中的显现着，并且连同我关于他的意识方式一起显现着，在我的这种意识方式中包含着所有我作为在他的意识当中包含的而关于他所说过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这样地继续进行着——一种无限的相互“反映”，这种反映当然只不过是意向上的包含，是一种重复，这种重复是移情作用的诸阶段之一种潜在性。


  附录XLVI  单子论  〈写于30年代初〉


  清醒的意识，世界之在清醒的进行交流的主观性之中的构成。世界总是已经在现成的时间性当中现成地构成了，但却处于诸阶段之中——在科学地清醒地进行研究的人之最完美的阶段，这种人作为最近阶段具有其已经展开的生活地平线和世界地平线的前科学的人。


  但是现在真正的存在有诸节拍，就是说，在它的自身之中能够经验到的，真正被构成的，和真正能构成的节拍。世界全体存在吗，可能的经验之全体存在吗——一切都存在吗？未被意识到的东西，意识之已经沉淀了的底层，无梦的睡眠，主观性之产生时的形态，或更确切地说，在诞生之前的成问题的存在，死亡，和“死亡之后”。


  就一致的经验之可能性而言的显在的存在，就清醒的构成而言的显在的存在——潜在的存在作为显在存在之“意向上变样”，由此而具有了对于我们而言的意义和对于我们而言的真实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在潜在的存在这个名目下我们并不具有被掩盖了的东西，被遮蔽了的东西，这种东西是能够被揭示出来的，这种东西是有自在本身的，它作为这样的东西是可经验的，并且是可按照诸特征在诸特殊的经验当中说明的。但是严格说来这意味着，它恰恰没有“本源的”存在，没有未被改变的存在，没有在原样式当中被构成的存在，作为这样的东西是不可想象的，它如其所是是作为意向上的改变而存在的，并且只是作为这样的东西存在的。它存在，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它有其“特征”，它按照真实性被规定，而真实性是通过自明性显示出来的，在这种自明性当中，意向上的改变本身是自身给予的，而且决不会以不同的方式被给予。这整个的存在领域就是这样一种重新构成之存在领域——就是说，由显在的领域回溯到潜在东西，探究它的变化。但是存在着对那种是意识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经验的东西之重新构成，对进行经验的主观性之重新构成，这种进行经验的主观性肯定不是按照下面这种方式主动地进行经验的主观性，这种方式使现实的交流成为可能，并使存在的显示成为可能，并且原则上就是如此。对于原始的婴儿式的心灵生活而言就是如此。但它是可重新构成的，而且明显地是可重新构成的（在一种只不过是“模糊的”规定性当中可重新构成的），并且真正地具有这种重新构成分配给它的存在意义。它是作为一个只是这样地可共主观地进入的意识而存在的，是一种为-自己-存在。但是这种重新构成就诞生（或更确切地说，也许在诞生之前）和死亡（死亡之后）而言伸展到多么远呢？这里所涉及的是诸重新构成，这些重新构成一定会遵循与已经沉淀下来的存在之类似（与在我们的意识领域当中“未被意识到的东西”之类似），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是从人被赶回到动物，被赶回植物，被赶回到最低的生物，被赶回到新物理学当中的原子结构——被赶回到对被清醒地构成的世界之全面的考察，并由此而赶回到超越论的-主观的考察，这种考察在重新构成时返回到具有本能的意识，具有本能的交流，具有处于单子变动之中的单子论的交流的各种不同的等级秩序的主观的本质。


  因此我们就超越了莱布尼茨的重新构成，只是通过一种系统的意向的现象学而以科学方式建立起来了吗？


  如果我们不能没有这个被显在地构成的世界之现实的无限性，而且是关于作为“历史性”之必然形式的时间顺序方面的世界之现实的无限性，与此同时我们却将共存看作是有限的，因此将单子之多样性看作是有限的“数量”，那么我们关于沉淀这个理念就有了以下的图像和以下的应用。


  1）处于本源地本能的交流之中的单子之全体，每一个单子都总是生活于它的个体的生活之中，并因此每一个单子都具有一种沉淀了的生活，都具有一种被隐藏了的历史，这种历史同时包含“普遍的历史”。睡眠中的单子。


  2）单子式的历史之发展；正在成长中的单子和在清醒状态下的发展，带有作为持久的基础的诸睡眠的单子之背景。


  3）作为对世界进行构成的人的单子之发展，这个世界是作为单子全体在其中以被定位的形式达到自身客观化的，在其中诸单子都获得了对自己的和对人们的理性的意识，并获得了对世界等等的理解的世界。


  那么死亡呢？单子不可能有开始也不可能有终止。超越论的单子全体与自己本身同一。时间的-世间的过程在超越论上是进行交流的诸单子之生活的过程，在这些生活过程当中，这同一些单子在进行交流时以不同方式起作用。由种系发育产生的这整个的过程沉淀到每一个诞生了的胚细胞单子之中。在这种关联当中起作用的每一个单子，在它的位置上都有它的作为发展之遗留物的沉淀。一个单子，例如一个人的单子，它死了，而它的遗留物并不丧失，而是沉入到绝对的睡眠之中。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它的遗留物也仍以某种方式在单子全体当中起作用；但是这种睡眠不能像在人的此在当中的周期的睡眠那样被唤醒。只当这种单子出现在人的身体性之功能关联当中，并且单子的相关的特殊的发展为它提供了这种特殊的遗留物，这个世间的人的遗留物时，这种睡眠才能被唤醒。


  但是也许我们能够以重构的方式一下子就认识到，正是由于被隐藏了的沉淀物，每一个单子承载着更丰富的可能性，并且认识到，这整个的上升着的发展过程恰恰只是由于这种在单子本身当中坚持下来的它的本源的力量之增强，才成为可能的。这个单子全体，单子式的全体-统一，处于一种无限的（in infinitum）增强之过程当中，而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由睡眠的单子到显现的单子发展之持续的过程，向在单子之中一再地进行构成的世界发展之持续的过程，在这当中并不是所有的单子都是作为显在地进行构成的单子的对这个世界进行构成的单子；但是这整个的全体却总是作为基础而参与对世界的构成。并且世界之这种构成乃是一种越来越高的人性和超人性之构成，在这种人性和超人性当中，它自己的真正的存在之全体被意识到，并且呈现出一种自由地将自己本身构成为理性或构成为完善形态的全体之形态。


  这个单子全体本身并不是神，而是存在于神之中的隐德莱希，作为无限的发展目的之理念的，由作为必然对单子式的存在进行规整的，并且是由自己的自由的决定而进行规整的绝对的理性而来的“人性”之理念的隐德莱希。这种隐德莱希作为共主观的隐德莱希，是一种必然地扩展着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尽管有必然地属于这个过程的衰退事件——这个普遍的存在就恰恰是不可能的等等。


  没有人能够被从死亡当中唤醒，在世界之一切永恒性当中被唤醒，这种世界的永恒性就是单子式的时间上的永恒性之客观化，就是说，不是在它的以人的方式的存在当中，比如作为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具有对那个过去的人的重新回忆，只不过具有诸新的实践上的可能性——不外就是当一个人睡眠数年之久后来被唤醒时出现在另一个当前之中，出现在另一个环境世界之中。因此不死在通常意义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人如同每一个单子那样是不死的，他对于神性之自身实现的过程之参与是不死的，他在一切真的东西和善的东西之中继续发挥作用是不朽的。只要在自身中包含的全部的遗产，一切心灵的获得物，都在他的单子之中，在他之中，潜在地继续保持着，并且共同使用这些特殊的功能，他也就是不死的，尽管不是在充分的唤醒当中，这种充分的唤醒使在神的世界的和谐一致当中将自身与该早先生活着的人视为同一成为可能。


  附录XLVII  人的单子和动物的单子。单子方面的普遍的问题〈写于30年代〉


  诸单子的关联。——在对于我的世界，我们的人的世界之反问当中处于共同一起之中的诸单子——在作为“我们的”主观性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中构成的世界之构成。


  人的单子，超越论的人类和以超越论的方式构成的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动物被构成，并且这种反向通往动物的单子。在单子的世界当中，以下情况是一种什么样的超越论的关系呢，即人的单子全体在自身之中包含着动物的单子全体？移情作用的行为能够伸展到多么远呢？“异常性”能够伸展到多么远呢？有机的生物作为超越论的现象并还原到单子。有机体是单子“关联”吗？


  同时的和连续的传统。在人的阶段上：传统作为“从影响当中的理解、接受异己的经验”——传统作为经验；此外借助于告知的传统，借助于习惯的实践的统觉的传统，借助于按照另一种（习俗）“模式”习惯地一起做的传统。“人们都这样做”。在这种方式中还有由世代到世代的传统。成年人已经处于习俗之中了，孩童们则是通过模仿，通过教导，“熟悉习俗”的。（只要在这里没有历史，没有精神科学）我们就只是知道，从前已经是这样的。但是环境世界不也是作为人的传统这样地存在着的吗？那么这种传统呢？完全是这样地存在着的吗？或者另一种传统不是按照一个核心而这样地存在着的吗？——原始的本能，继承？


  首先是理解处于动物的共同体之中的更高级的动物，唯有在动物的共同体之中这些更高级的动物才是可理解的。理解更高级的动物之世代的关联。理解动物之个体发育方面的发展以及动物的本能之问题，动物的诞生之问题，动物之在子宫当中的心理的存在之问题。将静态地在构成方面为它们奠定基础，静态地形成层次（尽管它在诞生了之后就是敞开的生成），如同它们的正在出现的环境世界之构成一样最后都看作是个体式的生成，是不可能的。诸原始的本能，它们已经一下子就预先规定了极其复杂的构成，并导致了实现。在熟练的支配当中不会出现任何并非从一开始就在特殊的把握当中已经“熟悉的”东西——本能的熟悉。“合理的”传统，“合理的”生成，合理的“本能”（已掌握的和可解释的“本能”），即规定表象活动，思维活动，评价活动，行动的模糊的预期，已掌握的诸习惯，诸统觉——以及诸“合理的”本能，如通常被理解的那样的本能。动物的本能，喂养，但也涉及共同体，涉及指向邻近动物的本能，涉及指向游戏和交合的本能，涉及指向相互友好者和相互敌视者的本能，涉及共同危险的本能等等。在向较低级的动物的此在下降当中的追问。在共同一起当中的较低级的单子，在“传统的”“非理性的”关联当中的较低级的单子；但是在这里不是也存在着在“敞开的东西”和“隐蔽的东西”——隐蔽的东西作为最初曾经是敞开的活动的传统——之间的诸区分吗？


  在共同体当中——统治者与服从者，领导者与追随者，作为具有较高的职能和较低的职能的共同体的组织。诸职能的建立。诸组织只有在诸组织当中才存在，而且是以生成的方式存在的。诸组织之共同体化，各种不同的组织等级之组织。


  那么在单子世界之结构当中，这后者应该是什么呢？如果这整个的世界被以超越论的方式观察，它就是一个作为普遍的共同体的单子全体吗？一个由较高的阶段的共同体和较低的阶段的共同体构成的目的论的结构吗？而且是一个唯有在其中人和人的世界才能被构成的普遍的共同体吗？但是作为将所有的低级阶段都作为能够揭示的传统包含于自身之中的人的单子及其人的世界具有优先地位。


  文稿35  静态的现象学和生成的现象学。〈家乡世界和对异己者的理解行为。对动物的理解行为〉注1328（施卢赫塞，1933年8月底或9月初）注1329


  〈内容：〉我们的世界作为人的-历史的世界，首先是作为家乡世界。家乡和异乡的相对性，民族和种族的相对性。我们作为成年人。孩童，诞生。在我们的世界当中的动物，在人的世界当中的动物。


  这个世界——这个对于我，对于这个沉思者，现在在沉思当中起作用的世界——是已经构成了的世界；它对于我而言是客观的世界，是对于所有的人而言的世界——是对于这个敞开的无限的周围的人群的地平线之中的所有的人而言的世界，在这个地平线当中，这个世界是对我有效的世界。在这当中，这个世界——它对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总是具有其主观的有效性的侧面，具有各自的和相互的确信的成分，自己的和异己的确信的成分，在每一个人那里都变化着的世界，然而又是这一个存在着的世界，而这在这里不仅意味着，这个以确信而有效的世界在实在东西方面带有各自的被以为的特殊内容，而且事实上是存在着的世界：每一个人都超出这种确定的有效东西-确信东西，而拥有其敞开的，不确定的-普遍的有效性地平线，而且每一个人还有他的由情况引起的变化的地平线，可能校正之地平线，更确切地说，是能在共同一起当中作为相互的校正实行的校正——在与有效性之共同体化的关联当中，并在与由于被共同体化了的有效性之不确定性而引起的变化之关联当中实行的相互校正——的地平线。以下情况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理解的，即真理本身在下面这种意义上经历过世界经验之进程随身带有的自身的不一致和相互的不一致的变化，即一致性能够被建立起来，就如同它在现实的相互的矛盾之中事实上大体上被建立起来那样，并且在被建立起来的一致性之变化当中，作为也许后来确实变成矛盾的，能够一再地获得更高的进行校正的一致性等等。世界本身，这个最终实现的世界，绝没有被给予；这个被经验的世界和根据进行经验的生活以间接性归纳地有效的世界，始终是而且必然是当下被以为的世界，是世界之一个仅仅是有效的方面，它处于相对的真理和相对的非真理之间的悬而未决状态之中，处于存在和假设之间的悬而未决状态之中。


  这已经就是对有效性之建立的反向思考之一部分。处于当下的样式和存在确信的样式当中的每一个世界，即使是由有目的证明而被校正了的世界，在自身背后都有更早的主观方面的某些“世界”，对它们的校正就是奠立于这些确信之中的——作为更早的并且现在被删除了的确信。每一个由情况而引起的变化都是对于已经由情况而引起的变化了的东西的改变，并且在生成方面反过来使人们注意到已经由情况而引起的变化了的东西。但是每一种敞开的可能性和对于将来的校正之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之整个的地平线在生成方面也反过来使人们注意到它的在这些总是一再地尽管是偶然地闯入的诸不一致性之过程当中的动因，这些不一致性肯定能够变成一致性，而且也许是在对清晰的决定之理性意图当中变成一致性，但是是作为校正而变成的。这种反向的追问显然是对于有效性之奠立的持续的追问，并因此是对于生成的反向追问，但却是一种不同的反向追问。


  如果我返回到作为世间有效性的生活的我的最天然原始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首先就是天然的当前之具体的生活。如果我还原到我的“原始的世界”，或者将这个世界还原到它的在我的天然的生活当中在知觉当中，在记忆当中原本地（originaliter）呈现的东西，那么在充分有效的世界当中（在充分的存在意义上）它就是一个有效性层次，这个有效性层次是为了另一些人的存在有效性而建立起来的，而这另一些人又是为了作为共同的世界的客观的世界之存在而建立起来的，并且是为了作为众人之中的人的我自己的存在而建立起来的。此外，共主观的实践的情况如何呢？作为共同的文化的物质的文化的情况如何呢？当然，它已经以作为共同一起进入到世界之中生活的人，在世界之中相互依赖的人的世界之中的人为前提了。如果我将人的行为还原到我的原始的东西，特别是将一种处于共同体范围之中的行为作为与处于其职位上的，或者处于约定等等之中的另一个人一起的行为，还原到我的原始的东西，那么留下的就是一个奠基的层次，例如一种感性的行为和感性的实行的行为，在服务于人的目的和文化目的当中这可以说是底层——一个通道的层次，在其中没有最后目的。


  有效性之奠立，在具体充分的诸有效性当中的有效性之诸层次。这些层次都具有其“目的”，都具有其我们能够谈论的存在意义，这种存在意义“引起”行动，这种行动在有效情况下使诸有效性层次变为现实，——因此奠立是一种相反的动因（在现实的，实现着的经验当中）。这并不是在对有效性奠立之证明的情况下在问题当中的更高的存在意义之生成，就是说，仿佛被奠立者是在主观的—内在的时间性当中由奠立者唤醒的。


  静态的现象学之理念：世界有效性之普遍的结构，在与作为有效的世界的结构的存在论的结构之反向关联当中，揭示有效性的结构。有效性的结构=有效性的奠立之系统。但是这种存在论的普遍的结构不是已经就获得其按照有效性之诸层次的次序了吗？世界作为有效的全体，它的进行奠基的核心，即自然，在其中被奠立的动物性，或更确切地说，动物的主观性，处于另一种方式之中的文化……。被以存在论方式解释的世界如何就是在超越论的自我（ego）之中的有效性奠立之系统展开的主导线索呢？我作为最初的东西如何达到将原始性分离出来呢？


  对于我而言，另一个人是在本源性当中存在的，这以他的物体为前提：另一个人“被知觉”——他的物体被知觉。但是在这当中，他的心灵东西并没有像他的物体那样同样也被知觉——原本地（originaliter）被知觉。


  精神方面有意义的东西，文化事物，物体，另一些人，创造文化的活动。另一个人这种意义以我为前提，以我的作为身体的物体为前提，以我的物体方式的支配活动为前提，以我的“有”身体的行为为前提，以以身体进行的知觉活动等等为前提。注1330但是，意义作为存在有效性当中的意义是在创立当中奠基时“产生”的。——生成。被充分构成了的存在意义具有其结构，它具有意义的诸等级，意义的诸奠基。


  已建立起来的存在意义——统觉和归纳，由作为可理解的意义的意义之存在者构成的地平线。


  已经建立起来的世界，该世界之诸可能的客体之类型学已经建立起来了；直接的经验之核心，直接的统觉之核心，直接的“知觉”之核心，可能的经验之地平线——作为由过去之存在者构成的地平线的过去，曾经被知觉到的过去，并且对于被知觉到的另一些人和敞开可能的另一些人曾经能够进入的过去等等。


  有效性的奠立之结构，首先是关于存在的确信之奠立。应该注意：关于这个世界之存在的确信之奠立；相关联地：这个为我存在着的世界，作为具有其意义奠立的存在意义。这个奠立者肯定是在这个现成的世界之中的经验行为，因此被奠立者将能够被经验到。对世界之系统的经验之进程，使自己直观到世界，使一个可能的世界成为直观到的，而且是系统充分地直观到的，在一个过程当中，在一种完善性当中，无限（in infinitum）真实可靠地直观到的——理念。因此对世界之充分的直观之问题，使自己充分地明了世界作为可能的经验之世界的问题，与有效性的奠立之普遍性这个问题是等值的。因此这就是静态的现象学。我以存在论的方式分析世界的存在意义，并相关联地询问诸关于存在的确信，而且具体地询问诸给予方式。这种存在论方面的分析是对相关联的存在有效性的分析而言的指导线索。


  如果我们在静态的现象学当中在存在论的奠立之指导线索上恰恰只是指出有效性之奠立——作为经验的经验之可能性条件，这些条件肯定已经形成了，并且肯定已经有了它们的使所涉及的诸经验成为可能的显现结构——那么静态的现象学如何通向关于生成的现象学呢？


  这两页〈第613-616页〉的课题与要点：与生成的现象学相对的“静态的”现象学：1）存在论的结构=处于其意义奠立当中的世界的存在意义之结构。这种结构作为2）反问之指导线索：与意义的奠立相对应，相关联的是关于诸单子之诸可能的经验之奠立和关于世界之诸可能性的经验之奠立。3）但是关于世界的经验之可能性的结构，在意义奠立单纯地反转到存在有效性之中只是被抽象地把握的。正如我从前一再地说过的，这些单纯的“课题”存在于给予方式当中（处于给予方式，本源的显现方式之“如何”当中的存在的东西）。因此对经验之可能性条件的询问导致多样性之问题和统一性之问题——然后导致关于作为原始性的原本性之问题等等，最后导致原始的当前。


  施卢赫塞，1933年8月9日


  “静态的”现象学——与对使之可能的条件之确真的认识一起，按照其存在方面的本质形式，建立对世界的充分的直观之系统的方法——寻找对世界进行认识的主观性之那样一种本质结构，这种本质结构是关于对作为一般而言可能的世界之充分的直观之构成的可能性之条件：所有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是不可分割的。我还可以说：有效性结构，这种结构包含有效性奠立之完整的系统，而这些有效性奠立属于我的持续地固有的世界之存在的有效性——前提是，这种有效性结构应该持续地保持当下的有效性，并且应该能够在一致的经验当中连贯地表现出来。


  现象学的两副面孔。我在静态的现象学中所阐明的东西就是主观性，是我的主观性，是由我出发的我们的主观性，是处于其无限地（in infinitum）进展着的所有人的共同体化之中的人的主观性。人类学。并且人本身属于世界，从存在论上解释这个世界就是按照其整体的和具体的结构解释在世界之中的人性。但是在这种人性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结构，这种结构是作为一个也许可被经验的世界的世界，作为可能的经验之世界的世界之可能性的相关项。这也包含可能的实践的世界生活等等，包含一切能力，认识的能力（伸展得越来越远的直观的能力），实践的能力，以及也许满足人对理想的人性之追求的实践的能力。


  超越论的现象学——将世界作为超越论的主观性之现象，超越论的自我（ego）之现象，包含于超越论的诸自我（ego's）之全体当中。


  世界是处于其存在方面的时间性之中的世界，并且在世界之中有人，处于其内在心灵上的时间性之中的我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共同体，最后有所有人的共同体，只要他们是和我们一起对各自的世界进行思考的人，和我们一起对世界进行谈论的人，不管是以多么远的间接性被共同体化的（作为最外在的东西：我们人们），就都有其属于全体-个人之内在性（属于全体心灵）的“历史的”时间。内在地看，而且纯粹内在地看（在“纯粹个人的”态度中，在“纯粹的心理学的”态度当中看），是动因之普遍的“法则”起支配作用。这个普遍的我们是一种以世代方式（人世间的方式）自成一体的人的联系。但是不应忘记，这种自然史使人们注意到动物世界之系统发育的联系，并且作为边际的猜测（也作为边际的问题），使人们注意到“有机的”世界一般之系统发育的联系。处于清醒状态和睡眠状态之中的所有的人的生活，并且类似地，所有的动物的生活，都属于一个总是被重新构成的普遍的清醒状态之统一。所有清醒的事件，就是说，所有当下清醒的东西之反应和行动，都处于唯一的内在时间的（历史的-世间的）动因关联的统一之中，这种动因关联部分地是动因的同时性之紧密结合（这并不是说，所有同时进行的自我主观都同时处于联系之中），部分地是动因的连续之紧密结合。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的个人都处于一种普遍的生成之中。但是对于这种说法能够指望多少呢？这种生成如何能够得到系统地说明并能够按照其结构被突出强调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应该思考，每一个自我主观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性，在这当中就有它的“诞生”，并且内在地看就有作为拥有世界的（尽管尚没有作为经验世界的）孩子的他的特殊的诞生，这个孩子具有一个作为自我主观的清醒的存在之能够呈现的诞生之边际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诸清醒的事件之关联，处于其不同样式之中的诸行为之关联，诸反应之关联，处于其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时间流之统一当中的，和处于被结合在一起的（被直接地或间接地结合在一起的）诸主观性之统一当中的，以及它们的对于每一个主观性都是可进入的共主观的时间之统一当中的，进行感觉的行为方式之关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询问，这种活动，这种特殊的自我行为，共同体的行为，在它那个方面已经以什么为前提。另一方面，由行为而产生获得物，并且在自我这个方面，由能力产生创造，并产生作为能力的地平线的地平线，产生作为熟悉的存在的地平线的地平线，和作为熟悉的存在因此是能力之地平线的地平线，作为关于普遍的像是有价值的东西和像是无价值东西的熟悉的正常的形式的地平线的地平线。


  属于对于我们有效的世界的，属于我们能够使自己明了的世界的——属于可能的经验之世界的，然后是属于处于其相互关联的、存在论的结构之中的世界的有效性的奠立。注1331这种有效性的奠立对于拥有世界的主观性之普遍的结构处于什么关系之中呢，而这种主观性处于其清醒的生活和睡眠的生活之生成当中，个别地处于其能力之发展的生成当中，获得物之发展的生成当中，处于其对于它而言存在着的世界这个获得物之生成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每一个自我本身都有它的在双重的意义上的诞生？我们拥有关于这个世界的解释，关于这个世界之为-我-存在的解释，以及关于一个可能的世界一般的解释，在这当中已经获得的世界借助于相关联的能力和事实上对世界进行经验的生活之本质必然地相关的过程，已经以对世界的持续的确信得到了解释。在这里，人，人的本质都得到了解释，不论是在世界这个方面的存在论上的解释，还是作为功能的主观性（已经是起作用的和对起功能作用行为进行引导的那种已经存在着的能力之主观性），都得到了解释。但是由诸种奠立构成的系统，不论是由诸行动构成的系统，还是由对获得物之重新实现构成的系统，还是由能够重新形成的世界获得物和能力构成的系统，虽然都包含一种持久的生成，但总是以已经生成的-正在生成的，和在这当中存在着的人性和对世界之拥有为前提。充分的生成就是人的生成和人性的生成和世界之为人和人性的生成。在这第一种生成当中，所有那些在人之前存在着的东西，始终未被涉及。


  但是这真的正确吗？我在对这个对我有效的世界进行相关联的解释当中不是还有这样一项任务吗，即，使我理解这个处于其内在生活之中的襁褓中的婴儿，并使我理解他的直到为自己获得“关于世界的表象”的发展？“幼儿心理学”。并且我们会再一次问：也需要一种关于一切阶段上的动物的心理学吗？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正确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存在着一个更彻底的和更本质的层次。世界作为现实的经验和可能的经验之世界，伸展得如同自身给予和自身显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经验一样远。或者等值地说，伸展得这样远，即关于世界的统觉在一种可能的、可共主观的地实行的经验当中，有其对可能的知觉之预先规定的地平线，这种可能的可共主观地实行的经验会使被预先规定的东西，不论是新的东西还是早已熟悉的东西，达到自身把握。我们的世界是人的世界，这些人知道自己本身，并且在这个世界之中相互知道，并且作为世界之拥有者，持续地在意识上具有关于这个世界之存在论的结构——以由每一个现实的经验出发被预见到的并由自我而指导的可能的经验之道路的熟悉的样式之方式而具有，作为持续的主观的世界地平线而具有，在这个地平线当中，就如同在重新认识当中早已熟悉的东西出现了那样新的东西出现了，而且是以统觉之生动的动因出现的，作为在类型之中熟悉的，并且在继续进展当中得到更详细规定的出现的。


  对于我而言，存在论的样式是作为这样一种东西被规定的，这种东西按照普遍的东西是诸可能的经验之相关项的不变的地平线，这些可能的经验在自身中是一致，或更确切地说，在综合统一的进程当中，在进行纠正时总是随身带有世界这种存在意义的同一性；作为已经由活动获得的相关联地存在着的诸统一之地平线——这些活动此前曾完成了相似的成就，现在是已熟悉的、习惯的技能，总是一再得到更新，等等。我是某种能力之自我，是由总是已经形成了的一些特殊的能力构成的一个系统之自我；我总是处于新的能力之形成当中，但是这些新的能力是在总是以毫无疑问的确信预先规定自身的稳定的样式内部形成的。所有新的东西都是特殊化，都是对于作为认识者的个体之被具体地引起的预先规定。对在这里存在着的和如其所是的东西的获知这种通常意义上的每一种经验，都以存在论上的世界经验样式和世界样式为前提。下面这种意义上的经验也是，即实在的东西对于我，或更确切地说，对于我们，在我们更仔细观察它之前就“进入到经验之中”了；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已经处于知觉之领域中了，或者也作为某种能够以归纳方式期待的东西，现在大概可能到来的东西，已经达到获知的东西，或达到校正的东西，或达到认识的东西，达到采取行动的东西，处于知觉领域中了；只要它作为现实的东西出现，它就已经以存在论的地平线为前提了。在真理之每一个要素当中，我都如我以前持续地所是的那样处于世界之地平线中了，我有由我的这里和我的现在而来的被定位了的世界——凡我所能遇到的东西，预先就已经被规定了，它是诸实在东西当中的一个成分，这些实在东西已经直接地显现出来了，它们是我与之打交道的这个和那个东西等等。在这当中就存在着以下情况，即，我也具有以对世界直观之形式实现可能的经验和可能的世界之相互关联的能力。世界表示一种能够系统地进行经验的能力，一种能够在经验行为的道路上显示同一存在意义的能力，能够在这当中排除不一致的东西，能够代替不一致的东西补充正确的东西的能力。它作为已经获得的能力如其所是地存在着，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我能够在真正操控它之前思考，或者我能够“在保持不动时”思考：我现在能够做什么。与每一种能力相对应的是作为可能的，能由我实行的诸活动和活动获得物的诸可能性。由每一种能力产生对其作为处于仿佛之中的可能的活动之结构的诸可能性进行解释的能力。可能的行为，“我能够做这个，我能够做那个，我能够由这里出发拥有众多，拥有全部”，是行为之基体的模式，而决不是行为-体验之一种单纯的想象变换。


  我的对世界进行经验的能力，我的建立于对世界进行经验的能力之中的对整个世界进行意识的能力，也是对另一些人进行经验的能力和对他们关于世界的经验进行经验的能力，但也是对世界共同地进行经验的能力，共同地对待世界的经验和个别地对待世界的经验一样，都处于经验之中，并以经验为根据。这个世界是对于我们大家而言的世界，是对于处于全体概念之中的围绕我们定位的整个的人群而言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具有经验世界的能力和作为人在世界之中生活的能力，在这当中也包括以意向的方式经验所有其他人的能力。


  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这个世界也是包含着与我们并列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在由动物种属到动物的种属交替着的程度上）是和我们一起的动物的世界。我的经验动物的能力的情况如何呢？人的经验动物的能力的情况如何呢？因此经验动物的心灵生活的能力如何呢？经验襁褓中的婴儿的及其心灵生活的能力如何呢？最后还有经验精神错乱者的能力的情况如何呢？他们每一个都被经验为“心灵的”生物，被经验为自我主观，被经验为也是生活于世界——这一个世界——之中的东西。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之中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在我们的人的进行经验的，进行思考的，进行评价的，进行行动的诸活动当中，而且根据我们的人的能力，具有我们的自我的此在。因此他们被我们经验到，作为本身在世界之中以其能力——以其此在之方式生活着的被我们经验到。


  但是在这里首先我们必须问：我为什么称它们为动物？我为什么将它们与人区别开？由于它们的在类型方面完全不同的身体性吗？但是在《格列佛游记》当中的半人半马怪真的不是人吗？我们的马不是与这种具有马的身体的“理性的生物”有本质的不同吗？


  每一个人，像我这样的一类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通过理解被经验为我本身的变样。另一个人是另一个德国人——在这当中就有一个处于类型的身体性之中的，处于以类型方式呈现着的身体性之中的（处于类型的表现方式，德意志的表现方式之中的）特殊类型。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类型——各种不同的民族，各种不同的种族，都有它们的类型：普遍的类型，身体方面和心灵方面的普遍的类型。在对另一些人的理解行为当中经常存在着以下情况：或者我们首先就按照他们的类型理解——或者我们只是将他们理解为外国人。但是如果在这当中存在着一种理解行为，并且同时在不理解的行为之模糊状态当中，或者存在着一个现实的理解行为之层次——就如同关于身体性的理解行为那样（尽管物体之类型方面的显现方式“偏离”了“正常的”显现方式）——，和一个未被理解的东西之空虚的空间，那么即使对于每一个其他人，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有效的。这是一种正常的类型学，理解的行为和不理解的行为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地有效地属于这种类型学：家乡人的类型（具有其特殊类型），南德意志人，北德意志人，西里西亚人等等的类型，德国人，欧洲人——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等等的类型，或者以最含糊的一般性说：十足的外国人，和人，这个最普遍的类型。我们不会将这个十足的外国人看作是动物。


  家畜，家乡世界的动物，在欧洲分布的动物，等等。在我们的较狭的和较广的和最广的家乡，我们并不将动物经验为异乡的生物，而是经验为在熟悉的类型学当中的生物，公牛，马，燕子，等等。与家乡的动物相对的又是这样一些动物，它们对于我们是陌生的，而且在这里它们像人一样是动物，它们被统握为世代的生物，而且是按照它们的方式被统握为社会的生物；正如它们作为家乡的动物是熟悉的一样，因此它们也是按照物种被统握的——每一个异乡的动物都被统握为异乡的物种的动物。


  一个物种的动物有它们自己的互为对方的存在和共同一起的存在，有它们自己的世代的关联，在它们之间的这种关联（内在地看）意味着内在的统一。它们都处于移情作用的关系之中，它们以物种的方式相互理解，它们都借助于本能和经验相互熟悉或相互不熟悉——我们就是这样地理解它们的，这样地经验它们的，如果它们至少是“较高级的”动物的话。另一方面，在不同物种的动物之间存在着关系，相互理解的关系——我们这样地观察，我们能够在经验时这样地统握——，这种关系有时候是友好的（或者不敌对的），有时候是而且常常是敌对的。在这个方面，在人与动物之间也是如此。仿佛人是其它动物物种之中的一个动物物种。我们作为人首先是将动物经验为和我们一起在这个熟悉的环境世界之中在此存在的，经验为是有危险的，或者有时有危险的，使我们感到不安的，狡黠的，等等，或者经验为是没有危险的，经验为是友好的。据此，我们是在共同一起当中理解动物的。当然，我们首先是在我们身上拥有世代的本能和世代的经验，由此出发，我们理解或者我们相信我们理解，动物是如何共同一起以世代的方式生活的，而且是在外在的经验和内在的经验这两个方面之中生活的。但是不论我们将我们的经验扩展到多么远，人和动物都存在于这个为我们存在着的世界之中，各个不同人种的人，各个不同物种的动物预先就在这里存在着，并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以熟悉的东西和陌生的东西之当下的主观的方式给予我们的，因此在这当中动物的世界也总是已经被预先规定了，而且它正如人的世界一样，只有通过经验才能够按照其准确的类型学加以认识。


  给予方式的类型学，对于我们而言的熟悉的东西的给予方式的类型的，变得熟悉的道路的，和不熟悉的东西借助于变得熟悉的道路的给予方式的类型学，都属于动物的类型学和人的类型学。因此这首先也适合于所有的实在东西和整个的世界。总的来说，我们拥有我们的家乡世界的及其诸阶段的结构，拥有异乡的地平线结构，我们拥有家乡世界本身总是通过经验而显示出来的方式，但是也拥有家乡世界通过将异乡包括进来而扩展的方式，这个异乡首先是借助于由不熟悉的东西构成的巨大的地平线被理解的，然后变得越来越熟悉并被理解。这涉及所有的事物——处于其作为家乡的事物和异乡的事物之统握的类型学之中的所有的事物。但是在这里存在着不同。我的家乡的同伴与对于他们共同有效的家乡世界具有心灵方面的联系，每一个人都借助于自我主观这种普遍的结构经验到每一个人，但并不仅仅是经验为这样的东西，而是经验为人，经验为完全熟悉的家乡世界之中的人。每一个家乡的同伴都将异乡人是理解为异乡人，这虽然是以空洞的普遍性理解为自我主观，但它并不具有家乡人的心理特性，毋宁说是理解为不熟悉的家乡世界之中的人，就他的能力，就他的兴趣习惯，就他的经验可能性之主观的结构，就实践上的可能性之主观的结构等等而言不熟悉的家乡世界之中的人。按照他的心理的个体的类型，但是也按照他的民族的类型和特殊的家乡的类型，他对于我并对于我们的家乡伙伴全体，是完全不熟悉的，那种类型正是赋予他以存在具体化的东西。我毫不犹豫地借助于家乡伙伴的整体的结构对我所不熟悉的家乡伙伴进行统觉，并且在我们的熟悉的家乡领域当中他由他的行为举止对我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他变成了熟悉的，正如一切熟悉的人通常对于我而言都变成了熟悉的一样，这些熟悉的人我总是作为家乡领域中的熟人认出的。但是就异乡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例如我是以不同于当我将他的对于他存在着的家乡世界据为己有时的方式了解他的，这个对于他存在着的家乡世界是在他的世代生活当中正常地为他形成的世界，并且作为他的家乡的组合是他完全熟悉的世界。但是每一个作为人而平平淡淡过日子的人都有其有限的世界，而且首先必然是家乡的世界。他能够冲破他的家乡世界的有限性，他能够走出去进入到一个广大的世界之中去，进入到异乡之中去，这个异乡通常又包含着人们，对于这些人而言，这个处于相应的有限性之中的新的世界领域就是家乡世界。但是当走出去进入到这个异乡之后，虽然我将一个异乡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但却是以这样一种必然的方式变成的，即我是根据统觉上的类型学（这种类型学是我作为具有家乡的事物，家乡的动物和植物，具有家乡的文化等等的家乡而变成我自己的）而统觉这个家乡以外的东西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和这个领域当中的异乡人处于同一的世界之中和同一的有限的世界领域之中，但是我决不因此就已经将这个新的环境世界当成家乡了，并且我也决不能这样直接地结识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人们，就像我结识我的家乡和它的属于这个世界的行为的方式那样，并且就像他们理解这同一的世界那样理解这同一的世界，并且就像这同一的世界为他们存在的那样理解这同一的世界，就像这些人相互理解那样理解这些人等等。然而我确实理解他们，并且我们作为人相互理解，在生动的交往当中我们有相应的层次，这个层次是在相互的移情作用当中被规定的，并且在一致的证明当中被理解为存在确信之意义核心，但是作为未被理解的东西之核心，这些未被理解的东西首次使人类和对于人类而言的世界以其自然的相对性成为具体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在交往当中我们立即就会注意到这种情况，并且现在产生了在这里建立起具体的理解和具体的相互理解的方法的诸问题，就是说以相对性并且由熟悉的世界和熟悉的人出发而展开异乡人并将他们变得熟悉的方法的诸问题——因此确实可能以某种方式实现以下情况，即我们能够将异乡当成家乡，并且能够直观地理解异乡，仿佛它就是家乡——，但是也带有对于这样的认识之界限的询问，对于这样的认识之固有的相对性之诸阶段的询问，和对于一种完善的理解行为——正如在家乡领域当中的理解行为那样完善的理解行为——之理念的正当性的询问。


  现在让我们把动物纳入进来。在某种范围内它们从一开始就一起属于这个家乡的世界。因此为了将这些动物统觉为在外部生活的动物，我们并不需要超出这个家乡的世界。但是情况又是像下边这样，即我们作为我们的心灵的结构（借助于这种心灵结构，家乡世界对于我们具有了意义，并获得其意义）在我们之中所具有的东西，对于动物而言是不能理解的。在这里也不仅会实现移情作用，而且移情作用还有一个持续地表现之领域，以致于对于我们而言动物作为心灵的生物不仅是空洞地有效的，而且是作为在此存在的而对于我们明显地有效的，是处于可明白理解的，以自我方式对事物采取态度，相互采取态度，对我们采取态度之中的。动物（首先我们举出“较高级的”动物）有看东西的眼睛，动物有耳朵，动物有双腿，动物站着，卧着，行走着，举起东西，提起东西，吃东西，并且相互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它们也将我们理解为这样的东西，等等，并且所有这些处于一种存在于相互理解的行为之中的和得到证实的行为之中的自明性之中的东西，对于他们如同对于我们一样——都是清楚的。这个进行理解的，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表现之层次，如同在异乡的人们那里一样，首先涉及的是身体性本身，是在身体当中的，并通过身体在身体之外的支配作用，是本源的世代的生活之类型的东西等等。


  任务就是科学地阐明，对于不管多么陌生的别人和一起在此存在着的动物而言存在于这种互为对方存在当中的东西。在这个方面动物的显现不同于陌生种族的人的显现，比如非洲人、美拉尼亚人等等对于我们欧洲人的显现，这只是一种逐步的区分，因此他们仍旧还可能是人。在这里的问题就是，是什么东西按照人的最普遍的领域的本质，形成人类以及比如就身体性之形式而言由这种经验的本质要求什么——不管身体性之形式怎样以不同方式被想象，处于怎样以不同方式形成，以不同方式起作用的器官之中，例如用进行触摸的触角代替进行触摸的双手，用嗅觉器官代替作为“远”-器官的视觉器官等等。因为所有这些也许都是次要的区分，在那里重要的是处于会动的诸器官之协调当中的、由心灵方面的功能和心灵方面的功能的某种相互配合而规定的某种类型学。


  关于我们借以拥有动物，例如按照它的自我-心灵的特性经验动物的那种经验活动，这显然又意味着：动物由于它的由它的方式，由它的构成方面的功能而进行统觉的心理的特性而拥有它的有限的环境世界，拥有它的世界地平线的方式，并且它的方式不是我们的方式，我们的不管多么以受到限制的方式设想的环境世界，都不是甲壳虫的环境世界，不是蜜蜂的环境世界，不是鸽子的环境世界，也不是家畜的环境世界（家畜当然具有人驯养的现实的人的特性）。但是我们理解它们，我们经验它们，诸统一之显现方式的共同点是肯定存在的。但是关于下面这个任务的情况如何呢，即理解动物的心灵生活，获取不断完善的经验，设法获得即使只是对它的生活之诸可能性的直观，设法获得对于为它存在着的世界本身的直观，获得为它存在着的生活兴趣、目的、目标等等的直观？


  如果在这当中我们不起作用了——那么我们的世界就没有不确定性吗？而且最终我们的本质的世界就没有不确定性吗？如果这个世界对于我们而言不是由现实的经验和可能的经验而来的世界，那么它因此按照属于它的全部的东西就肯定不能被想象为是可经验的，因此即使是就动物的心灵生活而言，就这个为它存在着的世界之整个的、属于动物的物种的有效性结构而言，就肯定不能被想象为是可经验的吗？关于以下情况之可能性的条件是什么呢，即动物有自己的存在，作为心理的生物有为-自己的-存在，并且在这种为-自己的-存在当中现实地存在于这个对于我们而言的世界之中？但是这个世界一般吗？它是一个不同于为我们存在着的世界的世界吗？


  因此我们应该满足于说：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这个世界是对于我们德国人而言的世界，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对于我们欧洲人而言的世界吗？印度人、未开化的人等等各自拥有他们的世界，而每一个动物的物种又有它们的世界吗？


  但是我们不就是那个刚刚将我们作为德国人和动物排列在一起的我们吗？印度人、动物等等将一些东西统觉为世界上的实在性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不就是德国式的统觉上的形成物吗？按照存在和如此存在对我们德国人有效的东西吗？而我们不就是那种能够将他们的主观上的、被改变了的统觉和有效性归于他们的我们吗？


  附录XLVIII  〈家乡世界作为所有人都可进入的世界，陌生性作为处于原来不可进入性之中的可进入性〉（施卢赫塞，1933年9月10日）


  从科学之意义上真实存在着的世界反问，因此从诸科学反问：


  关于经验的世界的科学。这个同一的世界以经验的诸对象性东西之相对性和经验的诸世界的相对性达到“显现”。描述的科学作为内在于作为传统的环境世界的正常的世界之内的科学，或更确切地说，作为关于可能的经验之世界的整体性的科学的整个的描述的科学之分支。这种科学与我，与这个进行科学研究的主观有关，与我的科学共同体有关，与我和这个共同体所属的历史人群有关。“我们”以我们的历史的传统属于这个经验之世界，我们是在这个经验之世界当中的定居者，我们的家乡处于这个世界之中，并且我们的历史性，我们的文化，我们诸科学与宗教，我们的经验世界之方式，统觉这个经验世界之方式，证实这个经验世界之方式，描述这个经验世界之方式，都处于这个世界之中。但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还有具有异乡的对世界的直观的异乡的人群，也许还有异乡的诸科学。但是异乡的经验并不是我们的经验，我们不可能直接地理解和检验、证实异乡的科学，不可能直接地使异乡的科学和我们的科学达到统一。


  在这里直接性和间接性是如何被描述的呢？


  我和我们——在我的家庭的、我的家乡人或者我的家乡的、我的处于我的“历史上生动的”世界生活之中的民族的、我的处于生动的继续形成之中的并仍然能够利用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它的文物古迹当中，在它的文献证明当中仍准备好重新表现出来，并且偶尔重又具有生气，并且在唤醒当中重新起作用）的生动的世代关联当中定中心。


  在过着世间生活的自我当中——清醒的生活之连续性，在对世界的统觉当中的连续性（和在自我完善当中的连续性），在生活兴趣形成当中的连续性等等。这种连续性处于其潜在性之中。在每一个生动的当前之中当下现在的世界统觉，处于其当下性之中的，处于其现在的活动之中的自我，处于其状态之中的当下的突然产生的思想念头，重新回忆，展望等等。现实的移情作用，现实地与另一些人的联系，我们现实共有的世界，以个人方式现实地结合起来的、在双方的统一和多方的统一当中照料一种世间兴趣的统一等等。


  我有关于此在的一个现实的地平线，一个“现实的”世间的当前，今天上午，处于日子之当前的系列当中的一天，处于过程当中的夏季逗留期间当中的当前等等。而且这个自我并不是作为孤立的自我存在的，而是作为处于与这个当前有关的诸自我主观的联系当中的自我存在的。固定的持续的运动，流动着的变化，在这当中我是主动的，但是也处于能力之中，即能够又通观这种变化，而且通观这种变化的进展当中的活动和这些变化之完结当中的活动，能够实行各种不同样式的回忆，能够回忆起另一些人以及他们的生活。


  因此这个流动着的生活之特征，这个以自我方式实行清醒的活动的行为之特征，就是拥有对世界的统觉，而且是以总是新的意义拥有，以在这当中存在着的世界之统一拥有，这种世界之统一处于其具有对这个自我的刺激（这些刺激转入到新的关注和新的活动之中等等）之变化的可变化的地平线当中。这个流动着的生活和流动着的存在在自身当中包含着由他人（但是作为他的生活之他人）构成的地平线；但是这种生活在其间接性之中，在其在清醒的当前之时刻当中的，在清醒的当前的流当中的普遍地共同体化之中，是隐蔽的，然而却与我主观地固有的存在意义一起被意指等等。


  1）作为原始的此在和原始的生活的此在和生活之地平线（在私人的意义上），我本身能够知觉到的东西，我本身能记得的东西，等等。空间上的当前之有限的可进入之领域。


  2）对家乡世界之地平线的描述。我在我的从地域方面理解的家乡。德国（甚至欧洲）对于我而言原本就是一个可全面进入的空间（不考虑“偶然的阻挠”）。我的家乡的同伴在这同一的家乡地域生活，就他们的身体的-具体的此在而言我是可以理解他们的。（当然，他们可能死去，我可能死去，他们可能回避遇见，我也可能回避遇见——因此所有关于相遇之现实的可能性之这一类的“阻挠”都必须考虑到）。正如我所知道的，并且通过对我的生活的地平线之解释，更确切地说，对我在其中居住的我的“世界”之解释使我明白的，家乡的人们相互处于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之中，在共同的劳动当中，我与他们进行交往，等等。在这个家乡世界之中，每一个人都有其目的，都有其获得物，这些目的和获得物超出他们短暂的当前而行使它们的目的功能并因此具有持久的目的意义，只要每一个人想要坚持他的目的。在家乡的生活当中，诸目的，诸兴趣，诸获得物，诸财富共同一起并彼此相对。


  家乡世界作为所有人都是可进入的东西的世界，作为对于所有人存在着的东西的世界，作为对于所有人都是可证明的东西的世界——要打折扣（cum grano salis）!——,存在着聪明的人和愚蠢的人，灵巧的人和笨拙的人，能教会的人和教不会的人。家乡世界不是也有可能是一个统治与服务的世界吗？对于所有人而言肯定存在着一个在坚持与变化当中由正常的东西、日常的东西，能够普遍理解的东西构成的广泛的基本层次（日常正常的环境世界，日常的人性，“平均水准的人性”）。在这方面，存在着差别性的地平线，由这样一些人构成的地平线，他们可能是平均水准以上的人，就某一方面来说他们的成就可能是超出平均水准的，以致于理解这些成就不可能是没有困难的。但是平均水准的人能够学习，并能够在一些范围内学会理解，同样也能够学会模仿，也能够通过以下方式学会，即首先他只是泛泛地理解尚不理解的东西之一个片段，一个地平线，而且只是在低级阶段上拥有被理解东西，同样也通过以下方式学会，即存在着“内行人”，人们能够看出他们的优势，并且能够证明，就在学习者尚未理解的成就方面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而言他们是有优势的，在这个方面他们就是老师。在学习当中，人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被指导的理解并得到了在其中同时表明老师之优势的等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尽管如此，在每一个当前，我们都有平均水准这个正在建立的基础，这个本身处于变动之中的基础，并且这个基础本身也由于处于扩展之中的教育而得到提升，最终由于处于普及的教育这种形式之中的提高这个基础的愿望而得到提升。


  模仿的功能


  在共同体化当中——这种共同体化已经完全本源地形成了，而且在每一个从童稚开始的人的生活当中形成了——模仿持续地起着巨大的作用。在移情作用当中，在与另一个人的符合一致当中，凡是我们一起实行另一个人的评价，一起实行另一个人企图，一起实行另一个人的成就的地方（不经改变地一起实行），在那里，我们就已经在从该另一个人那里学习，我们甚至一起获得了一种相似地采取态度的，拥有作为准备好了的能力的相似的东西的，愿意使相似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等等的相应的习惯。只不过我们并不是原来就已经获得了这种能力，并且现在也不是立即就作为一种熟练的有把握的能力来拥有，而只是确信该能力的普遍性，我们现实这种能力，我们实现这种尝试的行为，在失误的情况下重新尝试，并进行改进，通过训练而变成能手。


  但是这也是在与另一个人的联系当中的模仿行为，和能够在相互作用当中示范的行为，以便能通过理解在他的程度上更准确地模仿；此外还有想要教导的有意的行为，例如父母对他们的孩子们的想要教导的有意的行为，或者是出于纯朴的爱，喜欢举出他们本身敬重另一个人，或者是后来出于职务，出于责任，作为教师举出他们本身敬重的另一个人。


  因此一种普遍的上升的运动总是属于这种共同体生活。人类的孩子们通过模仿并通过教导而成长，并且变成了成年人，这些成年人相互处于较强的能力和较弱的能力的情况之中，这一个人可能个别地会另一个人不会的东西，这一个人可能个别地获得了另一个人不能获得的东西，并且也许反过来也一样，而且在另一些方面也是一样。我们共同地拥有一个共同估价和共同执行的领域，每一个人都处于具有平均能力的人的环境之中，然而与此同时，又处于更好的能力和不太好的能力的差别之中，创造新的东西和掌握新的东西（正是这一个人出色地掌握，并且也许是首次掌握），和努力模仿的差别之中。因此在这里在平均的能力和平均的执行当中存在着一种必然的上升的趋势，并且相关联地存在着普遍的和平均的财富的世界之水准必然的上升的趋势和生活之平均的满足的必然的上升的趋势，只要它是遵循正常的式样的。


  我处于我的生动的原始的当前之中，处于我的现实的和潜在的有效性生活之中。在这里“潜在性”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只要它本身有诸种样式就是问题。用另一种方式表达，我们就说地平线。进入到当下的统觉之中的东西。这些统觉具有其不同的样式——具有其不同的像似地平线的东西，具有其不同的被唤醒的潜在性。凡是存在于地平线中的东西都具有“可进入性”，它是可进入的地平线，作为实践的地平线具有其由现在出发被预先规定的实践上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但是所有的统觉，所有的地平线，都具有其处于一个普遍的统觉之中的普遍的统一——处于现在之当下性之中的普遍的统一。


  重要的是，在像似地平线的东西之中的和在可进入性东西之中的诸分层和诸间接性东西之系统，是这个当下的现在之诸间接的地平线之奠立——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只要现在处于功能之中的统觉如其所是地恰恰处于其生动的有效性之中，这种有效性生动地——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意识上——包含着整个的地平线，甚至包含着总体的统觉之完整的总体的地平线。这种总体统觉进入到我们称作分统觉的东西之中。而这种进入所意味的不外就是它虽然有其地平线，但本身处于更广泛的地平线之中，并且最终处于普遍的地平线之中。因此意向性之这种间接性，或更确切地说，有效性之这种间接性，是能够揭示的，是能够澄清的，然而一个统觉借助于它的可进入的地平线而完成的方式同时意识到一个由可进入性东西构成的更广泛的地平线，这个地平线属于一个更高级次的统觉等等。最后，关于世间东西的每一个统觉本身在自身中都已经具有这样的分层，并且诸可能的态度就属于这些分层。


  我可能已经处于对法国世界、法国人、法国文化的态度之中，并且现在处于对任何属于它的东西的态度之中，例如在旅行当中，对乡村、街道、人正是作为法国的来观赏。或者我处于黑林山，并且我看见处于其类型的，地方的或乡间的附近地界中的作为黑林山的东西的个别的东西。或者我处于对我的住宅的态度之中，或者处于对街道，弗赖堡，或者弗赖堡的风景等等的态度之中。然而即使我没有特别这样地采取态度，这个外部的地平线之诸分层也仍在此存在，而我特别关心的比如说却是我的书籍的秩序。


  我的意思就是：通常我们都生活于我们的家乡世界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生活于对于我们而言是真正熟悉的（尽管并不是在一切个别的实在性东西中都是熟悉的）世界的环境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对于我们而言通过直观真正能够变成现实。在间接的地平线当中存在着异样的人和异样的文化；他们作为异己的和异样的而属于这个间接的地平线，但是异己性所意味的是在本来的不可进入性当中可进入性，是处于不可进入性之样式当中的可进入性。


  附录IL  对处于其“历史性”之中的另一个人之认识的不充分性〈约写于1933年9月或10月〉


  根本就不存在对另一个人的完全的认识，这另一个人来自他的个人的“历史性”，来自他的生物起源学方面的自身构成，这是我不可能真正完全地揭示的，甚至也不可能只是片断地揭示。我甚至连我自己的历史性也不可能揭示出来，我甚至不能以回忆的方式重新建立起我自己的超越论的构成，尽管我只是作为这种构成之获得物并且借助于回忆的“能力”才是被阐明了的人。但是即使是自然的回忆就已经不是一件纯粹任意的事情了。它需要唤醒。我只有借助于现象学才能获得存在于人的回忆背后的更深的构成，但不能在它的实际的进程当中以一种进行回忆的过去之方式获得，而是只有通过对它的普遍的类型之重新构成才能获得。


  我处于我的个别的类型之中。另一些人是按照个别的类型学被统觉的，是按照自我-个人这种普遍的形式被统觉的。我预先就处于我的过去由“我”生成和现在由“我”生成之中，但又是处于与另一些人的联系之中，这另一些人处于他们的过去由自身生成和现在由自身生成之中。


  认识另一些人——另一些人之被一起统觉的地平线，他们的过去的生成，他们的现在的生成，他们的目的，他们的兴趣，都处于不确定的空洞性之中。处于其可进入性之中的我自己的回忆之领域总是优先的，是可通过单纯的唤醒进入的，等等。我以某些预先规定而获得另一些人的地平线，另一些人的体验，另一些人的意图，另一些人的持久的兴趣的那种类化作用能够伸展到多么远呢？


  在自我这种个体类型当中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从一开始并且始终为统觉上的转用准备好了，这种转用在对另一个人的统觉中，并且再在对另一个人的统觉中，必然被重复，并且得出最普遍的东西，得出个人（人）这种统觉之普遍的核心。身体，环境，诸异己的对象，异己的环境，这些都是我们能够认识的，我们通过进行类化的统觉就已经理解了它们的最普遍的类型。诸异己的事物——这样的一些诸异己的事物，即它们表示诸个人是什么，处于异己的事物环境之中的诸个人如何生活。异己的环境作为对于个人有意义的环境，是借助于以个人方式形成的精神的意义理解的。它是人的环境世界，当人们在环境世界当中以类型方式生活时——但首先是以自己的环境之不确定地普遍的，不熟悉的类似物之方式生活时——人们是以类型方式行动的，这已经就是以类比方式进行统觉了。家乡这种特殊的类型学，个体的类型学，是类比的基础，但是在这种类比式的特殊类型学当中异己的东西并不熟悉。这种类比是“一般的”类比。但是它能够预先规定更详细的认识之途径：在更详细的规定和校正情况下，在理解当中仿佛（quasi）和另一些人一起生活之途径。


  但是异己的种族，异样的文化——是一种不能这样理解的种族和文化，直至核心都不能这样理解。他们是人，他们需要食物，他们有他们的每日的膳食等等。周围的世界的最普遍的东西在这里已经发挥作用了。但是完全异己的文化人群生活于一种完全异己的自然之中。不管它怎样是异己的，它毕竟还是有共同的东西，地和天，日和夜，石头和树木，山和谷，多种多样的动物——所有这些都是按照最普遍的类型被以类比的方式统握的，尽管是被统握为异己的。与此相关联并由此被一起规定的行为之最普遍的类型方面的类似情况，在这当中有进行经验的行为之类似情况，并且可靠地有进行实践的行为之类似情况，和目标之最普遍的东西，持久的目的之最普遍的东西，生活方式之最普遍的东西。自然的环境世界肯定相应地变成比较熟悉的和熟悉的，因此我们能够理解特殊的实践的行为方式和由它产生的处于其目的意义之中的文化客体；或更确切地说，理解作为合目的的形成物的现存的文化客体。但不仅仅是这些。属于我的家乡的生活和民族的生活的还有不同阶段的历史传统，作为在当前的环境世界之中出现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涉及当前，而且也涉及作为历史上的过去的当前的当前。家族纪念品——勋章，一位祖先的十字功勋章，这位祖先曾在弗里德利希大帝指挥下打过仗，光荣的见证，他当时的兵器和被传承下来的兵器，等等。或者作为宗教符号的十字，但是也与基督的生活和受苦有历史联系。因此所有的宗教符号，所有的宗教文物，圣人的文物，圣人的遗物，等等。所有这些都进入到生活之中，都进入到正在继承下来的生活之中，都进入到生动的习俗之生活之中。


  所有的生动的传统都超越了能够超出自己本身而被理解并且能够超出自己本身而被更详细认识的那个当前的生活。


  文稿36  单子方面的时间化和世界的时间化。关于单子式的主观性的移情作用的理论并且由此出发关于身体性、自然、世界的移情作用的理论。以自然的方式达到单子论（1934年1月中）


  1）移情作用理论涉及的是对另一些人之存在有效性当中所包含的有效性之奠立加以澄清。据此切断原始的领域，不考虑移情作用，是这样一种方法，它使人们看到，被如此还原了的（原始的）意识领域和存在领域各自被建立起来的方法，它使人们看到，这个领域是作为移情作用的动因载体被建立起来的。


  2）移情作用的成果作为成就就是作为“另一个”原始性，作为异己的原始性的进行奠立的原始领域之准当前化的变样。在这种情况下，和我的原始领域当中的“异己的身体物体”一起，就有一个处于存在有效性之中的，处于他的“原始的”身体之中（处于他的原始性之中）的被改变了的自我，而他的原始的身体物体是与我在进行类比时理解为身体的那个物体综合地同一的：“仿佛我的身体存在于那里。”异己的原始的领域与我的原始的领域完全处于的综合的符合一致当中，异己的原始领域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说是由我的原始领域之我的诸敞开的可能的变化当中的一种变化而形成的一种实在的变化，并且形成关于同一的存在领域的表象。移情作用的成就可以被称作“自身的异化”。


  接下来：在原始的自我及其原始的领域之自身异化当中（还原的产物，具体的自我[ego]当中的抽象物）并因此在自身多重化为首先是下面这种形式之共存着的众多当中：处于原始样式之中的原始的自我和诸“异己的”自我之众多，全体，存在着以下情况：即在每一个异己的自我那里这种异化都在重复，每一个异己的自我在其异己性当中肯定都有原始的意识和同一的存在，它的“世界”，所有的异己的自我都有作为物体的“身体”，每一个其它的异己的自我都有它的身体物体，它在该身体当中存在，由于该身体它被我（这个原单子的自我）正是作为异己者而当成可经验的。因此原始的单子式的自我和异己的自我的这种划分在每一个被准当前化了的自我当中都被重复，所有这些自我都由我这个原本原始的单子式的自我出发而处于存在有效性之中。但是对于作为不仅对于我而且彼此相互都是异己者的异己者的这些对于我而言现在都是彼此相同的异己者而言，我本身必然是异己者，就是说，对于诸异己者而言我不仅是原始的单子，而且对于我而言我也是为我存在着的诸异己者的异己者。


  但是在奠立之这种必然已经形成了的方式当中，存在着由原始性而引起的异己的有效性的移情作用之意向上的反向投射。我对于我而言是我的原始性的主观，并且每一个其它的自我对于自身而言是它的原始性的主观和由它的原始性引起的移情作用的主观，并且对于每一个自我而言，每一个其他的人都是每一个其他人关于其他人实行的移情作用的主观，并且这些其他人都是实行移情作用的主观，因此由于移情作用所有的其他人已经暗含地（implicite）呈现为作为所有的其他人的其他人了，并且我本身虽然处于原始的单子之中，但是一个自我如同所有的自我一样，在全体自我当中如同在我之中一样，存在着在通往自身异化的道路上的自身统觉。


  “原始性”之双重意义


  据此产生了关于原始性这种说法的以本质方式建立起来的双重意义。在本源地按一定方法的意义上它意味着是我，这个采取还原态度的自我（ego），在进行现象学研究时所实行的一种抽象，在这种抽象当中我以抽象的方式排除一切“移情作用”。


  如果此后我说“原始的自我（ego）”，那么它就具有原始单子式的单子这种意义，在这个原始单子之中，原始单子式的移情作用也被纳入到这种原始单子式的单子之中，正如在自我异化当中一样，因此也如同在诸异己的单子之中一样。


  在作为在流动着的持续性当中构成世界并且已经构成了世界的自我（ego）的绝对的自我（ego）当中，作为这种普遍的进行构成的成就之基本的部分存在着单子化的自身异化，与此同时存在着由相同的诸单子和本质上相同的诸单子构成的单子式的全体之构成，它作为一个能够特别地突显出来时间领域，或者作为在流动着的诸时间样式当中的一种普遍的共存，而在绝对的自我当中呈现出来，而且是在自我-单子和异己的单子这种由主观情况决定的形态中突出出来的，这些异己的单子每一个在自己本身当中都是自我单子，所有其它的单子都作为它的异己的单子为它呈现出来。


  我作为单子有我的处于我的作为我的生活之存在形式，共存形式的内在的时间之中的我的内在的生活，并且我的内在的生活在这种形式当中，而且在这种内在性之综合当中，是像下面这样统一起来的，即它在内在的时间之诸样式当中构成同一的时间上的存在，构成可视为同一的时间上的存在，正是单子的诸体验之存在和体验的诸结合之存在。


  在诸单子共同体化为处于单子式的时间性之中的单子全体当中，我们有一种新的综合，正是这样的一种综合，它产生由众多构成的统一，产生由共存构成的统一，产生将时间时间化的共存之统一，因此所有内在的时间，或更确切地说，所有内在的诸统一——诸体验流及其处于中心的自我极——都属于这种综合，不是作为这个时间之部分属于它，而是作为部分地是同时的部分地是相继的过程属于它，在这当中它有分立的单子的时间的过程或相互推移的单子的时间的过程。


  因此在这里情况并不像每一个自我都在诸记忆的综合当中构成内在的时间那样：记忆的所有的时间都是这一个时间之诸片段。


  但是诸单子式的体验和诸单子式的流通过构成自身而存在，通过使自身时间化而存在，而且每一个都通过时间化为自己本身存在，就是说以原始的方式存在（从世界后退并且抽象地还原，它是被原始地还原了的世界，而且首先是自然）。单子式的共存之综合在更广泛的序列当中同时是这样一种综合，即它构成对所有的自我主观——对所有的单子式的自我主观——而言的全体共有的自然（和全体共有的世界）。


  我作为原始形态的单子（作为地地道道的自我单子）以有效性拥有我的自身异化的地平线，我的由另一些单子构成的地平线，在这当中我是作为“我们”（作为由存在着的，按照有效性并按照整个的存在意义相互包含着的诸单子之同等的有效性之全体）当中的单个的单子被构成的。但是这种普遍的共存是处于全体单子式的时间之中的进行构成的诸事件之共存，每一个单子都分别地构成一个原始的自然，然而是在综合之中构成的，这种综合建立起单子全体，是构成着这一个自然的一种同一化的综合，与它相关联，每一个原始的自然都是对这同一的自然的个别单子式的显现方式。因此它被具体地一起包含于这个单子式的“共主观性”之中。


  迄今为止我们有了1）在这个绝对的自我（ego）之持续存在着的原始的流动当中被构成的时间性，2）在原始的还原当中的被还原了的原始的时间性，3）然后是在绝对的自我（ego）之自身异化当中对于每一个个别的单子而言的在自身之中的内在的时间，这种内在的时间具体而言就是它的意识流,和它一起还有相并行的被时间化了的习惯性，4）对于这个单子全体而言的单子式的全体之时间，5）在这里被构成的自然当中的自然的时间，它的共存形式具有空间这种特殊的统一内容。


  在被构成的自然当中，诸身体由于它们的构成方面的起源，或更确切地说，由于它们的构成方面的功能，而具有优先地位。所有的自然客体，还有自然客体当中的诸物体式的身体，都以以下情况为前提，即（首先原始地）诸身体是作为单子式地存在的诸自我主观之存在的场所，这些单子式的自我之存在的场所存在的。每一个身体都与它的自我并与该自我的以身体方式的存在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最终是与该有关的单子之整个的单子式的生活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自然身体和作为心灵的单子之必然的结合并不是像在纯粹自然之中那样的结合，像它确实是由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构成方面起源而存在的那样。这种结合是建立在单子化的基础之上的（具有所有的单子的相同的地位，具有一个单子式的全体之构成，因此具有由处于一个时间、一个单子式的时间之中的诸单子构成的全体），并且同时它是建立在对于我（这个我始终是这个独一无二的和同一的自我，并且是具体地存在的，并且最终是这个绝对的自我[ego]）而言的单子式的全体之给予方式的自我-单子和诸其它单子这种构成形式的基础之上的——我是说，它是以以下情况为基础的，即所有单子都构成一个自然的共同体，每一个单子式的内在性和每一个内在的时间都能与每一个其它的单子的内在性和每一个其它的内在的时间一起综合地共同体化。但是自然这个内容作为综合的统一以一个原始的自然（具有所有在诸感性的领域，在诸动觉等等上属于这里的东西的原始的自然）之构成的特殊性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原始性当中就有处于与“在”它“之外”的作为知觉客体的和实践客体的等等的诸客体之相互联系之中的起功能作用的身体之特殊的构成。在作为进行单子化的构成的移情作用之本质当中存在着以下情况，即我的原始的“另一个人之身体”和他的对于他而言的原始自己的身体被综合地视为同一，由此出发，我的“外部的”自然客体与他的“外部的”自然客体被综合地视为同一（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在知觉上被给予的东西之在一个核心之中的符合一致和在我这里的和在他那里的外部世界的地平线之中的符合一致）。然后这当然也会进入到“一体化”之中。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立即就属于每一个共主观的身体的，是它的作为一个而且是独一无二的自我主观的起支配作用的自我主观。因此这个自我主观作为心灵在这个共主观的自然之中以其空间时间性这种普遍的同一性形式按照处所被定位。每一个自然客体，每一个身体以及每一个其它的实在东西，都是其构成之同一的东西，这种同一东西在这里处于这个阶段之中，处于其单子式的显现方式之中。但是在这里缺少某种东西。单子式的全体和共主观的自然是作为无限地敞开的被构成的；同一的存在者，可视为同一的存在者=可重复认识的而且也是未被经验的存在者具有一个存在者的，但是尚未被认识的存在者的，然而却是可认识的存在者的地平线。注1332这一个全体和另一个全体是作为在每一个当前之中（在所有的时间样式之中）都是无限的全体被构成的。


  很显然这就是空间，是空间使这成为可能。只有通过对作为可进入的系统——这个可进入的系统能够由每一个已经到达的东西和每一个能够到达的东西出发重复地实行它的功能，总是能够重新勾画出近-远-空间性，就是说能够重新勾画出作为可视为同一的共存的存在者之形式的自然的空间之近远空间性——的自然的空间之构成，对未认识的然而自在存在着的东西之实际上的重新认识才会变成可能的，或者自在存在着的东西才会成为可无限地构成的。这个敞开的空间世界（处于空间时间性之敞开的无限的存在形式之中的世界）无限地为存在着的，尽管是未被认识的身体留出位置，并借此为作为在身体当中起支配作用的而一起属于身体的自我主观留出位置。因此我们将一定会说，只有在通向自我主观之已经与单子化一起发生的自然化的道路上（心理物理方面的构成）和处于其无限性之中的注1333自然之空间时间性之构成的自然化的道路上，诸单子之这个敞开的全体才能被构成。


  立即就会清楚，一个没有身体的，因此没有人的自然，是不可想象的。


  每一个单子式的自我当然地（eo ipso）并且必然地是作为心灵的自我被构成的，并且具体地带有单子式的生活和诸单子式的习惯。因此它具体地是这个心灵之唯一的身体的心灵。单子化，单子式的构成，本质上是这样的，即它包含每一个单子之在空间时间性之中自然化，每一个单子之在空间时间之中的时间化。但同时在这当中也存在以下情况，即在其中我作为对于我而言的绝对的自我而展开我的体验流和我的整个的存在的那种内在的时间性，由于自身异化和单子化而肯定会“变成”诸单子式的主观之内在的时间性，并肯定会“变成”处于心理物理的自然之中的心灵的内在的时间性，或更确切地说，肯定总是已经存在了。因此这种内在的时间具有一种世间实在的人之过程的时间的意义，特别是人的心灵之过程的时间的意义——世界的时间之中的一种过程的意义。


  应该注意：移情作用是绝对的自我（ego）当中的一种成就，这种成就是通过被抽象地把握的原始性而被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这种成就，移情作用将异己的主观性变为存在的有效性，而这个异己的主观性本身又有异己的主观性，在这种成就当中立即就“存在着”以下情况，即移情作用与进行建立的原始的成分取得一致，而联合成为单子式的意识生活，并且就这样在单子化当中它的原始的领域（原始的构成活动和原始的被构成东西）就属于每一个单子，并且一起属于移情作用。


  具有其绝对的自我极——这个自我极当然是同一地贯穿于一切自身时间化当中的——的这个绝对的自我（ego）是这样一个自我，它在其诸活动中和诸被动的深层实行移情作用，实行自身异化，实行单子化，实行世间化。这个绝对的自我（ego）在自身之中构成“自我本身和另一些自我”，构成我的生活和另一些人的生活，构成我的习惯和另一些人的习惯，构成我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意见和显现方式等等和另一些人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意见和显现方式等等——这个世界总是已经是根据总是已经发生了的作为起功能作用的场所的身体之构成的成就，根据自身异化的成就，根据身体之共主观的客观化的成就等等被构成了的世界。


  因此这个绝对具体的自我（ego），这个充分的自我，就单子化为单子式的自我（ego）了。每一个异己的单子，作为绝对的自我（ego），或更确切地说，单子式的自我（ego）之异化的变样，在存在意义上具有带有一切不管怎样属于它的存在结构的具体绝对的自我，但正是被异化了的——被改变了的绝对的自我。当这个绝对的自我（ego）自身被自身异化，被单子化时，这种单子化的行为本身也被单子化。在这个自我单子之中，这个绝对的自我（ego）由于与其它的单子具有“同等地位”，也已经被异化了。它的异化为另一个人是一种改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一种改变，在其中也存在着自身异化为自我单子的单子化。另一个人是另一个自我，是作为绝对的自我（ego）之对于自身而言通过异化而生成的自身统觉的对于自身而言的自我。自身改变之可能性属于我，所有这些又都存在于想象变换之中，并且与每一个想象变换相对应的是处于被一起想象的（作为地平线一起所属的）世界之中的可能的存在着的另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之中，这个想象-自我被赋予了人性。


  此外也清楚，这种将自身解释为自我（ego）所得出的和能够得出的所有东西，以及所有的构成和在构成当中被构成的存在有效性都被现世化了，或更确切地说，立即就被以人的心灵、人的体验、人的行动、人的成就、人的存在有效性之形式现世化了。在自然的态度当中这个自我（ego）总是被束缚于一种根本的倾向当中，在这种倾向当中，这个自我可以说是片面地消耗在“自然的此在之世界”这个课题层面上了。


  虽然这个自我（ego）之存在是在一个构成着的世界的生活当中的流动着的东西的存在，因此不管它怎样处于流动之中，不管它实行怎样的活动，不论在它当中已经形成了它的什么样的特殊课题（它的行为-自我就是这个特殊的课题），形成什么样的普遍的课题，并且在深造当中得到理解，世界总是被构成了，它总是已经通过在单子化当中的自身异化，并且已经作为自我单子，并作为在这个被构成的世界当中心理物理的自我，在空间时间上时间化了。


  但是确实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区分，我们是通过在“自然的、直向的态度”和超越论的反思的态度之间的划分满足这种根本区分的。


  附录L  移情作用和重新回忆〈作为第三个原始性和第二个原始性。在差异当中的符合一致。我的定中心当中的变样〉（1934年1月）


  在移情作用当中另一个人之为-我-存在，移情作用是作为对另一个人的知觉而建立起来的。在另一个人之被我知觉到的物体性之表现当中，另一个人被直接地指示，正如作为他的身体的（同一的）物体性被给予他那样被指示，由此处于不同显现方式之中的他的环境世界和我的环境世界在综合地符合一致时被一起指示，并且处于环境世界之中的他的行为举止也一起被指示，而且和他的不确定地敞开的其余的存在一起被以地平线方式指示。


  进行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的情况与对我自己的生活的过去进行回忆的情况相似。当我现在经历着一种原本的（原始原本的）当前生活——这种生活作为原始原本的生活在知觉上是像下面这样进行的，即我任何时候都能够将一种直接把握的目光投向它——时，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当前对过去的生活之当前进行回忆的行为。注1334在这里，当前的自我和过去的自我作为同一的自我显然是符合一致的，此外在这个同一的自我当中“现实的”当前和被准当前化了的当前是以差异的方式综合地符合一致的，在这当中这个自我正是作为同一地同一个自我符合一致。身体仍作为同一的身体保持着，知觉领域作为原本被给予的知觉领域和通过回忆被准当前化了的知觉领域处于相互排斥和在变动当中相互遮蔽的关系之中，以致于我能够时而置身于这一个知觉领域当中，时而置身于另一个知觉领域当中。在这当中对于我而言被遮蔽的东西仍然是当前的回忆，并为通过我的转换而变成直观的做好了准备。就移情作用而言也是一样。另一个人在我的具体的当前之中以第二级次的原本性，或更确切地说第三级次的原本性，被准当前化，说是第三级次的，因为现在所有回忆方面的东西（重新回忆，连带回忆，向前回忆）都被归入到我的当前，正如另一方面，都被归入到作为另一个人而被准当前化了的东西上一样。我们又有了原本的当前（在广义上的）和以移情作用的方式被准当前化了的当前之综合，差异当中的符合一致。解释：情况仿佛是我在身体方面从这里被安置到那里，并且在那里按照我的诸可能性以身体方式存在。


  设想将我置于空间中任何地方是对记忆的一种改变，同样一个实在东西之每一次的一起当前也是一种被改变了的记忆，这种被改变了的记忆能够作为一种正在实现的我-能-并且-我-做，转入到预先期待和行动当中，因此能够转入到一种知觉当中，一种将来的知觉当中。


  在移情作用当中：异己的身体是当前：它以对于我来说的原本知觉上的当前在那里存在。异己的身体为我指示一种对于作为具体的当前（这个当前具有我的原始的原本东西和第二级次的原本东西）的我的自身之回忆的变样。在这种变样之“仿佛”当中，我受到对异己的身体和物体的指示的束缚，我并不是自由的想象者，这不是纯粹的想象，这种纯粹的想象本身被体验之现实性消除了。借助于在那里的那个物体之每一个变化，每一个运动，一种“仿佛我在那里”，仿佛我在那里运动我的手等等被指示，但这是固定不变地被指示，而且是这样地被指示，即由此对于我的手的新的运动之预期在该指示当中被预先规定，并且这种预期也许会实现。作为回忆之变样，它是有效性之样式。这个被指示的，被准当前化的自我，仿佛-自我而且正在存在着的自我，是另一个自我；该另一个自我之存在，它的生活，它的记忆当中的过去等等，是我自己的这些东西之在“仿佛”当中的改变，正如在与我的持续的符合一致当中的想象（或回忆）之自身变化一样。


  对于移情作用来说，异己的身体首先纯粹是物体方面的事物，并因此在身体性当中，这个事物方面的核心完全得到了突显，并达到了与所有其它并非身体的物体真正同等的地位。该异己的物体被理解为身体，并引起了一种作为我自己的原始性之变样的异己的原始性之准当前化。然而这说的是，“我的”对所有“我的”反应和“我的”行动，所有我的两个方面的活动，知觉行为，行动定中心的一种变样，和作为我的回忆的它们更早的变样。但是在这里我的身体正如每一个其它的身体一样，并且正如对于我而言的另一些人的每一个身体一样，是作为物体被突显出来的，并且现在是对另一些人进行移情作用的统觉之核心和通道，我是在这个身体当中为他们在此存在的。被准当前化了的原始性与我的原始性，原本的原始性之符合一致，我的原始的环境事物与那些在这里在仿佛当中被准当前化了的环境事物符合一致（仿佛这些事物围绕我的身体定位，并且仿佛我走到了那里等等）。在这里我总是说到我。那么这种多次提到的自我-符合一致，“自我极”之符合一致，在哪里呢？现在在这里我要尝试说：这不外就是在两个方面的意义上的一切“行为”以身体定中心。在记忆当中我谈论将自身视为同一，或者谈论自我极之同一性，在想象当中同样也这样谈论。但是持存（在原始的阶段上）首先不就是一种连续的变化吗，在其中身体和身体的定中心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动之中，与此同时处于符合一致之中吗？在这当中身体作为同一的身体保持着，作为诸行为之同一的联系点保持着，作为定位之零点保持着。至于移情作用，那么它是基于以下情况，即我有一个原始的知觉领域，因此具有使一切个别的事物方面的显现，或更确切地说，使事物——首先是作为处于静止当中的诸表面的事物——达到充分的自身给予的能力（已经形成了的对于动觉的支配），就是说，能够走到各处去的能力。一个原始的事物空间已经被构成了，我能够想象，我能够设想：我存在于任何地方，但是这所意味的是去到任何地方。因此所涉及的是知觉上的当前之变化的连续性，是回忆之变化的连续性，在这种变化当中我的身体是同一的身体，并且这种同一性综合作为背景方面的同一性综合——它所意味的是作为激活这些背景对象的功能的身体方面的功能之诸潜在性东西——也贯穿于环境之诸显现当中。


  那么移情作用是如何实现的呢？在我的身体之向异己的身体物体所在之处的两个方面的“运动”当中得出了被解释为“符合一致”的相似性符合，与此同时得出了带有进行预测的存在有效性的统觉上的转用。由此我们就有了第二个原始性，但是是作为围绕着另一个身体定位的原始性。对于我的身体而言可能有以下情况，即它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诸物体当中的一个物体被构成的，而是诸外部物体本身更早就存在着，而这个自己的物体是作为内部的物体，它在行走的动觉（向前运动的动觉）之中尚没有被统觉为在空间中运动的，像外部物体那样运动的。这个内部的物体已经有两面性，是诸器官之统一，每一个器官都在动觉上运动和在感觉上运动。动觉上运动，就是说，运动同时是主动的-运动。所有外部在此存在的东西都是显现过程和系统方面相互关联的有能力的其它的诸显现过程之统一。诸显现过程按照固定的活动指向都是主动的，并且是有能力产生效果的。身体同时是物体，它如此这般地被划分，并且由于这些以特殊方式关联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动觉而恰好是诸器官和由诸器官构成的系统。


  所有本能地产生的兴趣都是世间的兴趣，在所有的兴趣当中，身体的动觉都走在前面，并且是每一个行为指向之组成部分。如果身体本身作为物体而成为对象，成为通常作为器官起作用的某个部分，但现在是以对象方式存在，那么动觉又是走在前面，它本身被在可以说是在这里为它起作用的器官之物体性东西当中定位。因此该物体之诸显现方式的一切变化以及诸显现方式之各自的统一，被经验的物体本身，都与诸动觉相关联，而动觉本身则以独特的方式与该身体物体统一而不可分割。


  但是这所说的不就是所有世间的显现的变化都总是以特殊方式与身体相关联，更确切地说，与在身体当中定位的动觉相关联吗？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另外再加上移情作用，那么我们就获得了共主观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是原始地显现着的，并且由于它的显现方式，是与我的身体和我的动觉相关联的，同时也与也许本身为我显现着的每一个其它的主观相关联，与它的动觉、它的物体性相关联。我拥有物体的世界和这个世界当中的身体。


  附录LI  〈自我之世间化（定位）和在移情作用当中起作用的行为之物化〉〈可能写于1934年1月〉


  知觉的领域，自身现实呈现着的东西之完整的统一，现实被意识到的当前的领域，同时包含着通过记住的行为，作为当前的确信而持存的东西和预存的东西。注1335


  处于流动当中的，并处于其内容之变化当中的知觉领域。作为持续地处于流动之中的世间的生活具有一个知觉领域。总是主动的自我从行动到行动地进展着——当前世界之自我，时间世界之自我。这个自我保持着，重又开始，视为同一，这个自我处于这个存在着的世界之中——自在地存在着，认识这个世界，这个自我对世界采取行动，改造世界。


  作为知觉之诸显现的流的自身呈现之持续的流，知觉之持续的流。这个主动的自我在知觉之诸显现当中被按照它的认识并按照它的实践的活动之路线校准：作为活动之变化样式的背景，一起有效，进行刺激。已经形成了的使显现之地平线变为现实的能力总是属于这里。注1336


  自我作为主动的，作为做出反应的，作为有能力的，作为进行经验的，采取行动的等等，在功能之中是拥有世界的自我。正是这个世界是自我之拥有其存在的领域，是自我之课题的领域。这个自我拥有空间上的这里和那里时，拥有在空间之中存在着的东西时，本身并不处于空间之中，本身并不处于空间时间之中，本身并不处于世界之中。这个世界之诸自身呈现并不处于这个世界之中，并且个别地呈现个别的世界东西的诸自身呈现并不处于这个世界之中。“主观的”生活并不处于世界之中，进行知觉的，进行回忆的，一般而言进行经验的“主观的”生活并不处于世界之中，进行空洞的意指的“主观的”生活，被刺激的状态，转向的行为等等并不处于世界之中。作为处于其优先地位的器官的身体在对世间东西的关系中持续地是这里的这个身体，持续地是自我起作用的行为之附着物。


  在抽象的原始性当中自我没有“对象”，它不以世间的方式存在，它不是人这种心理物理的统一之成分，尽管动觉之方面的整个的系统以特殊方式与人相关联，并且使人变成身体。在原始性当中身体与外部事物之等同尚不完全像在是共主观性的相关项的世界之中那样。只是对于共主观性，就是说，只当移情作用的功能一起发动起来，才会发生这个自我与其它的自我之对象化和世间化一起的对象化和世间化，并且一般而言，这种世间化对所有的事物都已经呈现出了共主观的意义。


  移情作用——与对于我而言的另一些人的经验联系；同一的，贯穿到另一个人的经验行为之中而被视为同一的环境世界。但是现在有两个身体被突出出来，一个身体对于我而言是能够不充分地被经验的，另一个身体对于另一些人而言是能够不充分地被经验的，但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如同经验其它外部事物一样经验另一个人的身体的，而同时对于那个外部事物另一个人则知觉为器官，并且当作器官来对待。并且每一个人在通往另一个人的曲折的道路上都将另一个人的身体理解为是另一个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每一个其他人来说，另一个人的身体能够如同其它事物一样被当作事物来经验，同时将另一个人的身体理解为我的器官，这个我现在同时具有“是另一个人的另一个人”这种意义，并且同时是“在我的器官当中本源地起作用的自我”。我的自我和对于我而言的每一个自我和对于每一个自我而言的每一个自我——现在都存在于世界这个普遍的存在有效性之领域当中和实践的领域当中。我是在这种关联当中完成进行课题化的活动之成就，和在这种关联当中进行获取的活动之成就的，并因此，我作为进行奠立的自我，作为为自己获得能力（在与获得存在着的东西完全不同的意义上）的自我，得到了不断的发展。正是因此我在经验另一个人的物体时肯定不仅获得了另一个人的物体，而且还获得了关于作为另一个人的器官的另一个人的物体的经验，和关于作为存在于该物体之中的，借助于该物体起作用的如同自我那样的另一个人本身的经验，与此同时获得了作为在物体当中起作用的我本身，并且获得了关于作为也是可这样经验的另一个人的经验。在这种相互作用当中，人客观化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客体，客观化为相互的另一个人，并且在客观世界当中拥有了位置，通过具有在物体的自然之中的空间时间性的这种物体性东西之共主观的构成，在物体的自然当中的位置上起作用。这种起作用的行为及其自我因此就被在这一个是它的器官的物体当中定位了，并且在这当中总是被束缚于是它的器官的这一个物体上，因此它的动觉的系统和一切被以多种多样不同方式标明特征的主观东西，当下的自我所特有的东西，都被在这个物体当中一起定位。


  但是我确实是自我，这个自我作为为我存在着的这个世界之有效性的承载者而被优先考虑。世界作为现实的经验和可能的经验之统一虽然与起功能作用的诸主观之全体相关联，但是这个全体是由我的原始性而获得其对于我而言的存在意义的、共同起功能作用的诸主观构成的全体，并且只是像下面这样地获得的，即诸主观必然由我而获得有效性，而且是每当将它的由诸主观构成的全体（这当中也包括我）导致有效性时都借助于下面这种意义而获得有效性，即它们总是由自身而构成作为可能的经验之世界的世界全体，在这当中这个世界全体，其中包括作为人而被赋予了身体并被世间化了的自我全体，对于所有的主观而言都是同一的。因此人作为世间的人，作为心理物理的诸经验之统一，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是被社会性连结起来的诸经验统一之全体，属于这个世界，另一方面，它作为起功能作用的全体主观性，作为实行可能的经验的、实行可能的行为的全体主观性，获得世界并改造世界的全体主观性，是被客观化了的、被世间化了的自我全体，此外，反过来这个主观性——这个总是已经预先在自身中获得了存在着的世界的主观性——也是被客观化了的，被世间化了的主观性，——并且所有这些最终都是由我本身而来的，这个我首先必须为我构成另一些人以便能够拥有他们。


  在世界之中人与事物相对这种情况的构成


  从事物出发的态度，世界作为事物之全体（实在东西之全体）。人作为实在的东西，心理物理的实在东西。事物性的全体作为从事科学的人群之课题，并且又作为实践方面之课题——世界是人的实践之领域；通过行动改造作为实在的东西而被包含于事物世界之中的可进入的自然，动物，人。


  在这里作为进行创建的、有所成就的主观性，作为科学家，作为技术人员而采取态度的人们。


  然而我们仍还会说，这个世界是文化世界。在世界之中不仅存在着事物，而且还存在着文化的事物，以文化的特性在此存在着的文化的事物——这要归功于诸主观，诸个人，归功于他们的目的生活——，以关系特性在此存在的文化事物，这些单纯的事物呈现为是处于对某些人和人的某些团体的关系中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事物和人也都处于关系之中。人作为发挥作用的主观，人作为实在的东西，作为事物处于关系之中。但是人总是以发挥作用的方式存在的；作为事物人是心理物理的实在东西，在这当中，心理东西是发挥作用的个人——但是这种发挥作用的活动变成了事物。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一个主观性之发挥作用的活动当中，事物对于它是作为有效性统一而存在的，就以事物性方式生成的主观性而言也是如此。在一个主观性之发挥作用的活动当中，主观性就是这种东西。如果诸个人是事物，那么他们就是在起功能作用的诸主观之共同一起当中是事物，在这当中，也许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地在起功能作用时存在，即他能够借助于另一个人，通过在该另一个人的起功能作用的活动当中理解该另一个人而就自己本身实行物化。在心理学当中就是如此，在心理学当中，作为人的个人——心灵——作为世界之中的实在东西，而且是作为一般而言的人之全体，并且大体上来看是经验上的人之全体，或者处于这个全体之中的个别的人之诸本质特性，和作为整体性的全体本身，按照其诸普遍的特性而成为课题。


  如果对于我来说，世界正如总是前提那样已经被构成了，并且我作为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与之一起生活的人们当中的人处于自然的态度之中，那么情况会怎样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并且在普遍的生活具体化当中，情况究竟会怎样呢？属于生活之具体化的有以下情况，即我是科学家，或者我是技术人员，或者我是牧师，或者我是政治家等等，所有这些都处于由我的处于其生活功能之中的具体的生活时间而来的职业时间的片段之中？对于我来说世界是在我的生活功能之中，并由我的生活功能作为敞开的无限的物体世界为我构成的，因此是心理物理的动物的世界和心理物理的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作为有心灵的人，是对物体进行可能的经验之主观，而且作为有能力个别地或共同一起地对物体进行操作的主观，并且一般而言，也是在关系当中相互进行经验的主观，在联系当中将被经验到的东西视为同一的主观，对被经验到的东西重新认识，进行证明的主观，在证明当中相互进行校正的主观等等。这个世界，这个对于人们而言的共同的世界，在对人们的进行评价的行为和实践行为之关系当中不仅是经验的世界（以信念的方式在此存在着的世界），而且是应该存在的世界，是由人们的进行评价的行为和实践的行为这个方面赋予了精神的意义，并且在变化当中总是处于这种精神的意义当中。


  我作为人，在未经反思地平平淡淡地过日子时就拥有了这个世界，世界作为由处于敞开的空间时间性之普遍形式当中的存在者构成地平线。在这个地平线当中，自我作为心理物理的人也存在于诸人当中——在通向另一些人的道路上，作为被另一些以心理物理方式客观化了的人，同样他们对于我而言也是被以心理物理方式客观化了的人。我能够指向他们的物体性的东西，指向作为个人的他们，作为以身体方式起作用的，并且总是这样地起作用的个人，他们拥有世界——和作为人的自己本身一起拥有世界。


  文稿37  移情作用的问题：〈将我的身体统觉为一个物体式的事物是移情作用的前提——通过移情作用使身体空间化〉〈可能写于1934年〉


  我们是如何本源地获得诸异己的身体的呢？在这里有可能：那里的那个物体看上去相似于如我的身体从我现在所在的这里看上去那样，如果我的身体被从我这里移动到那里的话，或者它自动地（属于这里的有：通过另一些人，如果我已经拥有另一些人的话）从这里移动到那里的话。——在这里当然存在着困难。


  一般来说，我的身体能够像一个事物本身那样被知觉，被统握吗？就是说，我的身体在感性知觉这个名目下，在主观东西方面具有与另一个事物相同的相关项吗？实际上它没有这样的相同的相关项。我的身体和诸外部事物并不是完全相同地“构成”的。我的身体就整体来看并不是作为近处事物和远处事物被透视的。作为整个的身体，它并不能以全部的感官性被具体地知觉。我的身体是如何以原本的方式为我构成的——如何是原本地可知觉的，如何是完全在知觉上可显示的？


  物体之在视觉上的构成和在触觉上的构成——与此相对，身体之在视觉上的构成和在触觉上的构成


  身体总是直接地在触觉上被知觉到了。凡是在触觉上知觉到了的东西，也是在视觉上知觉到了的东西，是按照整个的表面事物本身提供特殊的感性东西的东西。视觉上的远处事物并没有在触觉上被给予，不能按照它们当中未被给予的东西按照顺序连续地触摸——只要它们是远处事物。——我具有我的当下的现实的触觉领域。我的身体是作为在触觉上被构成的身体存在的。外部的事物处于触觉上的近处和触觉上的远处，触觉上的运动，触觉上的运动指向，触觉上的接近，触觉上的远离。我的身体，我的手能伸展到多么远，触觉上的知觉领域也就伸展到那么远。在这里诸事物也没有被知觉到——我能够重复地将手伸出去，并且重复地认识，并且应该说明，在这里相同的东西和同一的东西之区别已经被（相对地）构成了。现在触觉上的东西也在视觉上被透视。


  我能够伸展四肢，能够使我的器官向外伸展（我看它们，这种看是以透视的方式进行的看）。但是我也能够行走。这是某种特殊的东西。行走并使器官在触觉-动觉的指向系统当中“向外伸展”，“伸展四肢”。在触觉领域当中的运动——在伸展四肢的活动当中注视该运动，连续地在触觉上在场；如果没有这种伸展四肢的活动，也许就会失去该客体，通过后来的伸展四肢的活动又看到了该客体。但是是“在远处”看到的。如果不使用伸展四肢的活动，我就仍然看见它是在远处显示，这种在远处显示指示一种能够跟踪的活动，此外指示一种随后的能够伸展四肢的活动：因此这是被结合起来诸动觉之成就。在动觉-触觉领域当中：停止，坐下——不行走的诸样式，停留在位置上的诸样式。但是我也能够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行走，走一步，走两步，以免我从位置上“过多地”将身子伸出去。因此同一的事物（作为纯粹表面的幻象）是以双重的方式（借助于双重地被构成的动觉系统）构成的，是在“停留在位置上”的情况下或“向前走”的情况下触觉的东西和视觉的东西共同起作用当中被构成的，二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所有存在着的东西都是在触觉上存在的，可触摸的，能碰到的，能看见的；但是只有借助于处于其与行走行为之联系当中的视觉上透视的东西，一个由作为触觉上“能够达到的”事物的诸事物构成的敞开的空间才是可能的。每一个外部的客体都是可移动的（现实地可移动的和虚假地可移动的），它能够移动到触觉达不到的远处，或者从远处移动到近处。所有的运动都是在视觉上以透视的方式构成的，而且只有在当下的纯粹触觉上的知觉领域当中二者才能够并行：看的行为和触摸的行为并行，而没有行走的行为。


  而身体。它总是被经验到，以特殊方式感性地在视觉上和触觉上被经验到。对于身体来说，行走行为并不使用接近的功能和远离的功能。如果我行走，我就经验到行走的运动。正如我相似地经验到手的运动一样。我看见行走的运动，也许我触摸行走的双脚，但是身体本身作为统一的行走状态不可能接近自己和远离自己，我不能从身体离开。


  但是我们不是能像下面这样说吗：处于其最初的构成形态之中的事物本身是触觉上的-视觉上的等等内容的事物，处于近处空间之中的近处的事物，首先是我本身在它那里存在，并且我能够从各个方面触摸它，此外我也移动它的这个静止的事物？


  作为第一的东西，原始正常的东西，静止的环境（只是在后来才被统觉为可移动的和不运动的），具有诸静止事物的房间等等，在其中个别的事物是会动的，时而动，时而不动，独立地动或者也许由我而动。被我推，被我撞的诸外部事物“实行阻抗”。——在这个方面我的身体的情况如何呢？我将本源地“静止的”环境看作第一个层次。但是在这里我拥有“诸事物”，即使只是唯有在这里才可以考虑的东西，“诸表层的事物”吗？我能够将我的身体的肢体作为进行触摸的手等等，作为环境当中的个别的，被突出出来的部分来把握，我能够举起它们，我能够转动它们；它们“是”表层的事物，它们进行阻抗，它们保持形态，不管我是使劲地按它，还是稍微地按它，或者另一些人又改变这种形态。将双脚握在手里——触摸它们，不举起它们，不按压它们等等，另一方面双脚如同其它事物一样进行阻抗。但是在我的空间之中我的整个的身体并不是作为一个我能够碰撞的，能够举起的，能够运动的统一的表层的事物被构成的。在全面的触摸行为当中的诸种感觉。关于一个可触摸的统一之表象发生了（这种表象指示一种可见的东西，但是这种可见的东西并不能完全地实现），但它并不是关于作为整体而进行阻抗——而且是像下面这样这样地进行阻抗，即通过克服，通过用力抵消这种阻抗——的统一的表象，并且它，即这个身体，能够这样地被运动。只当我不运动“我”时，身体才“阻抗”。——这一类的思考能够有什么用呢？


  另一些自我——另一些身体，另一些物体，它们表达存在，但它们并不是我存在“于其中”的，我作为自我指引它们的显现的，——而且是这样地指引的，即它们并不是由自身被给予的，而是由我通过改变而被给予的——这一个唯一的物体的存在。它，即另一个身体，在它的改变当中“使想起了”存在，而这个被想起的存在是这样进行的，即它总是继续地使想起了存在，并且预先规定被想起的存在或能想起的存在，并在进展当中（通常）实现预期。但这并不是想起我的存在，这种对存在的想起并不是存在于我的这个同一的身体之中的，在这个现在（只不过是在它的坚持住的存在之较晚的时刻）仍是我的身体的身体，这个我现在以知觉方式存在于其中的我的身体之中的。将那里的那个物体统觉为另一个身体，或者等值地说，统觉为另一个自我的身体的这种统觉，是对“表现”的统觉，它在下面这样一个限度内与一种回忆类似，即它是一种准当前化，但却是这样一种准当前化，即那里的那个物体唤起了“回忆”，这种回忆比如能够借助于下面的话来规定，即“仿佛有一种存在支配它的诸种变化”，但是这种存在并不是我的存在而且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是我的存在。


  但是在与我的外部事物之构成的联系当中，我的身体最初的构成形态是怎样的呢？使我的身体成为一个物体，仿佛我就在那里——这种相似的东西是由何而来的呢？


  在视觉上，一个外部物体自动地运动。我能够一起行走，我没有透视，如同在“静止”的情况下一样。在触觉上，我总是能够触摸它，抚弄它，而没有碰撞。但是我也能够用力阻止该运动，将它带回到静止。


  整个来看我的身体不可能以视觉上透视的方式“运动”。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个肯定是随后才到来的东西之相应的东西，就肯定也会作为现实的运动在触觉上存在，以便那时能够触摸身体。在触觉上，身体总是按照其固有的方式在触觉上直接被给予的。那么我就不能够获得关于作为物体性的事物的我的身体之统一的统觉吗？但是此外我如何能够将另一个人的身体统觉为身体呢？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我纯粹以视觉-触觉的方式（连续可能的进行触摸的触摸）获得了一种关于我的身体表面事物性的表象（但这是一种总是单方面的表象，在视觉的层面上这种表象不能达到全面性，但是在基础的触觉的层面上这种表面事物性的表象能够达到全面性）注1337。作为对于移情作用之可能性的基础，这就足够了。但是详细的情况如何呢？我如何能够获得确实属于物体的表象的东西呢？我如何能够获得它的可移动性的表象，它的可能的静止和现实的静止的表象，或者它的可能的运动和现实的运动的表象呢？——这种确实属于物体的表象呢？


  外部事物的运动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构成的。但是在这个领域中相互关联地我有关于我的进行触摸的手等等的知觉运动，我还有作为对知觉起作用的行为的行走的行为。作为起作用的行为，这些都是自我方面的运动——同时如同事物的运动一样，这些也都是外在地构成的运动。但是这并不是立即就是整个身体移动的行走的运动。外部的运动可能是“自动地”地进行的运动，但是它们也可能是由我通过动觉上的碰撞而引起的，因此是通过克服物体的阻抗而表明特征的。我运动，我使尽力气，与此相对应的是阻抗。如果没有我运动和我使尽力气，物体就仍然自动地停留在静止状态，或者自动地运动，就如它此前曾是的那样。我的身体之肢体的运动总是作为自我-动觉式的运动被知觉到的（动觉决不是完全不动的），这种运动总是处于进行知觉的功能之作用当中，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是不受阻挠的，是无须特殊用力的（无须消除阻抗的）。但是外部物体可能进行阻抗，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可能进行阻抗，这属于它们的实在的运动性。影子是无阻抗的，但是我不可能直接地抓住影子，移动影子，碰撞影子等等，也不可能以物体的方式通过传递碰撞间接地移动影子。因此阻抗和物体方面的运动性是相互关联的。那么物体性的情况如何呢？就是说，我的身体之物体方面的运动性的情况如何呢？它在它的运动当中遇到阻抗，甚至在它的动觉式的自我式的运动当中遇到阻抗！但就它的作为物体运动的运动而言却没有这种阻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阻抗确实是可能的。我能够通过从自我方面被移动的这只手向前推动放在桌子上的另一只手，就像推动一个外部的物体一样，在这里我就克服了阻抗。——确实，因为我从自我方面使它保持静止。但是我也能够避开，因为我现在恰恰不想向前推动该另一只手，更确切地说，我不做，我不参与进去。如果我就身体的一个肢体这样做，那么身体之另一些处于对这个肢体的知觉行为之动觉功能之中的肢体就能够将这个肢体纳入到知觉之中，就如同将一个外部物体纳入到知觉之中一样，而且根据情况或是作为自己本身运动着的，或是作为被以物体方式运动的，纳入到知觉之中。与此同时，“幻象”，表面的事物，还有该幻象的“运动”——如一个影子的运动——为自己构成了，并且同时首先是它的阻抗性被构成了。我的身体的诸肢体（就本身来看，每一个也都构成了），都是可经验的，并且也被经验为是进行阻抗的，即由于以下的原因而是进行阻抗的，即我不使用我的使它以动觉方式无阻抗地运动的自由。注1338那么关于整个身体的情况如何呢？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表面事物（幻象）被构成的，但是它具有诸部分，这些部分是进行阻抗的物体。


  这不会被感到是离奇的事情，并且也不会使我想到我的身体不是物体，正像那些物体所是的物体，它们在空间中不表现出向前的运动，不表现出阻抗，然而它们是由是物体的诸部分组成的。但是这里仍缺少一些东西。我本来应该说，外部的空间已被构成了，诸外部的事物有它们的敞开的无限的空间，能够在该空间中按照不同的方向运动，自动地运动或者由我而引起运动。那么关于身体之诸肢体的情况如何呢？它们同样也能在空间中运动吗？而我的整体的身体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看看行走的行为。通过行走的行为视觉上处于远处的事物变成了近处的事物，行走的行为一开始首先是在视觉上指示近处的事物，然后是在触觉上指示近处的事物。行走的行为指示以下情况，即我能够按照这种变化触摸该事物，能够全面地摸弄它，并且只是由此，就是说借助于行走的行为，而且是在行走当中存在的重复当中（这种重复具有所属的诸种方向可能性，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指示重复），我才拥有一个作为诸可能的运动（首先是诸没有被变形的表面事物）之空间的敞开的空间。如果在这里我能够触摸，并能够向前触摸，那么现在我的进行触摸的手就在这个事物旁边，比如在那里的那个沙发椅的旁边，在空间上在它附近。二者是在一起的，是毗邻的，是可接触的，正如毗邻的诸物体都是可接触的一样。在这里，诸方向相互关联，诸位置关系相互关联等等。


  因此情况就是，仿佛我的手——它现在在这里，处于它现在的近处事物之范围内，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处于诸近处事物中间和诸近处事物附近，完全像一个外部事物一样——会从这个范围离开，在视觉上被透视，在视觉上远离而运动到了那里去。当一个事物显示出这种显现上的变化时，这种显现上的变化就指示下面这样一种可能的一起行走的行为，即借助于这种一起行走的行为，消除这种透视的行为，并指示在一起行走当中的总是拥有近处事物的行为。我的手只能在近处领域中被透视，而决不会在任意的远透视当中被透视，因为我从一开始恰恰就总是同行的。我的身体之每一个部分都能够被想象为任意运动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被想象为是从身体上分开了。尽管如此，实际上我不可能原本地表象我的手之远离的运动等等，更不可能将我的身体之整体的运动原本地表象为在空间中的运动，在为诸外部事物构成的同一的空间中的运动。但是为外部事物构成的空间在以下范围内其实是排除我的身体的空间的，即只要我不运动，就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在我的身体的空间中出现。物体的运动也不是自由的；凡是有一个物体在那里存在的地方，另一个物体就不可能在那里存在，每一个物体对于另一个物体都是有阻抗的（我的意思是，只当我完成的比克服另一个物体的阻抗更多，我具有更大的阻抗，同时还能够克服另一个物体的阻抗时，我才能将另一个空间中的一个物体移开）。无论我在哪里，我都不可能是另一个物体，但是我的身体之这种阻抗性确实是一种不同的阻抗性。“我”完成了一种不同的阻抗的运动。我并没有使阻抗运动。我，我的身体被运动，我是如何获得这种经验的呢？


  应该思考所有这些东西，在我仅仅停留在唯我论的态度中（停留在原始的直观性之态度中）的期间，空间之构成具有哪些的奇特的性质。


  如果我使移情作用起作用，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异己的身体对于我来说是外部的物体。我预先就原始地具有：我，以身体方式存在，正如我在那里存在那样。我的关于我走到那里去然后在那里存在的想象，虽然并没有得出关于我的身体到那里，然后作为在空间中的物体在那里存在的正常的运动的想象，但是这对于移情作用来说这就足够了，并且现在很容易理解以下情况，即正是那个对于我而言是在那里存在的事物的东西，而且就是作为该另一个人的内在的身体的东西，帮助该身体作为身体获得空间性。但是反过来，在我的身体性方面该另一个人将我经验为物体，并且通过移情作用经验为以身体方式存在着的自我。这样对于我而言我的身体也获得了物体这种充分的意义，并因此我们才拥有了这个对于我们大家而言的均质的空间之充分的构成。注1339


  对于我来说在我的非-自我的世界之中另一些自我是像下面这样起作用的，即它们如同我本身一样是将这个同一的环境世界作为它们的意识上的环境世界而拥有的，但这是作为它们的意识样式之世界而不是我的意识样式之世界拥有的。对于我来说，它们是以下面这种方式在知觉上在这里存在的，即我在我的知觉上的外部世界之中认出一个作为“另一个身体”的外部物体，这是这样一个物体，即我并不直接地存在于其中（它对于我而言确实是外部物体），但是在其中有一个存在着的自我（我不是该自我，它是另一个自我，是一个非-自我，但是一个自我-类似物）以相似的存在行为之样式显示出来——表现出来，我在我自己的身体之中存在时，我原本地将那个物体经验为这样的东西。被以显现方式为该异己的自我显现的所有的外部的客体在我之中与在我的显现方式当中现实地和可能地显现着的外部客体在一些范围内以某种方式相符合。我的显现方式是原本地给予我的，另一个人的显现方式是通过表现作为准当前化（通过移情作用）被给予我的，因此并不是原本地被给予我的，并且对于我来说先验地（a priori）就不可能达到原本性（相似于回忆并不提供原本的东西，而且根本就不提供能达到原本性的东西），如果那样就意味着该另一个自我就是我本身。


  对于这个由我而有效的另一个自我而言我是他的他人，我有关世界的诸显现方式纯粹是以移情作用的方式而有效的显现方式，作为这样的显现方式属于我对于他所是的这个对于他而言是异己者的组成部分。该另一个人对于我而言是有效的，并且我对于他也是有效的。在我的外部世界当中，另一些人，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另一些人，总是而且必然是这样地存在的，即他们的物体式的身体——作为他们的自我性连同该自我性的具体的自我生活借以为我呈现的物体式的身体——存在于外部世界之中。反过来（vice versa）就他们的外部世界而言对于他们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在他们的外部世界之中我的身体是作为表现对他们起作用的。我们共同一起拥有我们大家共有的事物世界（外部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包含着作为物体的身体，这些身体有能力作为表现起作用。


  我有意义地谈论的这个世界，是由我的作为世界意识的自我意识而有效的世界，并且作为这样的世界它是具有对于我而言的存在着的诸身体的我的世界，在这些身体当中也有作为我原本地存在于其中的身体的我自己的身体，和另一些人的身体，它们是我通过表现而理解为身体的，并因此而理解为另一些自我主观，而且是理解为和我处于关联之中的自我主观，理解为如同我本身一样的人-自我，理解为作为共同一起的人的另一个人，作为相互一起的人的另一个人。在这种相互一起当中，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人都是同样地相互处于存在有效性关系当中，注1340并且与他们共有的事物世界处于有效性关系之中，在这个世界当中身体是作为物体存在的——不仅是作为物体存在的，而且对于每一个在其环境世界当中遇见这些身体的自我而言，它们总是相互作为表现存在的。但是所有这些自我主观及其关联都是由我而来的，都是由这个唯一的自我而来的，我正是作为自我而原本地体验到这个唯一的自我的，而另一个人则是作为另一个，作为我们等等在这个世界之中被给予的。我只是作为我的世界而拥有这个处于有效性之中并处于每一种显示之中的世界，而这个显示只是在我之中并且由于我才是显示，对于我而言的另一些人是作为我的另一些人并作为我的我们而得出的，并且这个世界是作为我们大家的世界而得出的。注1341这个唯一的自我存在于所有这些东西当中，我能够谈论的和我能够思考的所有的存在总是与这个唯一的自我相关联。这个世界作为我的世界按照其存在意义是这样一个世界，它作为同一的世界对于所有对于我而言具有能够想到的联系（一种在其中我所熟悉的东西构成核心的联系）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自我而言都是可认识的。对于我而言，这些主观当中的每一个都由我的有效性而获得其关于世界的意识，在这种关于世界的意识当中包含着作为现实的和可能的而属于它的行为系统和诸显现方式之系统，在这些显现方式中它获得有效的世界，而且是作为为它显示着的世界而获得的。


  这个无限复杂的“关于世界的意识”具有一种对于对有关的自我有效的世界之中的自己的身体，一个卓越的事物，一个卓越的非-自我的特殊的归属。这样这个共同的事物的世界作为基础的世界，作为为所有人构成的世界，作为共同的非-自我的世界，对所有人而言就同时包含有机的物体之系统。这些有机的物体对于每一个自我而言是自我主观之表现，并因此这个普遍的事物世界之特征就被刻划如下：即属于每一个身体的，有一个作为具体的关于世界的意识的对于每一个自我都是可理解的自我，因此这个自我通过在这个共同的事物世界之中物化、客观化而显现出来，在空间之中，在空间时间之中“定位”，它并不是什么真正空间的东西，但它表明是可作为属于身体的而共主观地辨认出来的，作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在身体当中可理解的而可共主观地辨认出来的。


  附录LII  移情作用的问题。〈在对世界之普遍的有效性分析之关联中将世界向原始东西还原之意义〉〈可能写于1934年〉


  我的身体对于我是作为物体起作用的，完全像我的外部物体一样。包括我的身体在内的一切物体都是存在于这个普遍的均质的空间之中的物体，或更具体地说，都是存在于所有的身体正是作为物体属于它的那个由物体构成的全体之中的物体。物体对于我们本身而言是通过知觉而在此存在的。


  我知觉到我的身体，并且知觉到外部物体。但是我的对于我自己的身体的知觉——这种知觉的确是以与对于外部物体的知觉本质上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如何能够使一种在两个方面都是相同的物体性东西达到本源的经验呢？此外，在知觉样式中我的身体是以完全不同于异己的身体的方式（即就知觉本身之结构来说）存在的。但是异己的身体作为物体是可现实地知觉的，正如我的在自己的身体之外的物体是可现实地知觉的一样；但是这个物体是如何达到对于我作为身体起作用的，并因此是作为与我的身体相似的东西起作用的？作为身体它并不是我的自我之知觉的身体、器官，并不是我的自我之行为的身体、器官；它对于异己的自我才是这种东西，在将那里的那个物体作为处于有效性当中的异己的身体而进行的统握中才是这种东西。但是这个异己的身体本身并不是可知觉的，并不是像在对异己的物体之经验当中该异己的物体之总是直接不可见的，然而却恰恰正是可见的侧面那样在一起起作用时是可知觉的。


  我们像下面这样进行，即我们每一个人本身将目光仅仅对准可现实地知觉到的东西之领域，或者对准所有那些已现实地知觉到的东西，正在知觉到的东西，也许本来能够知觉到的东西，也许能使我现在正在知觉的东西知觉到的东西，并因此仅仅将目光对准知觉之一切由情况决定的变化，对准回忆，对准进行预见的预期，也对准可以假设的方式设定的诸想象，这些想象因此被刻划为能通过现实的知觉兑现的，如果它对于当前存在着的东西或将来存在着的东西是假设，或者具有关于假设的过去之相应的意义，因此具有关于本来能够被知觉的东西的意义，并且如果它是这种东西，它就会以回忆的方式被意识到。简要地说，我们形成了一个被还原了的关于原始的世界之理念，将世界还原到原本的直观的东西，原本的可知觉的东西，原本的可回忆的东西，原本的可归纳的东西，原本的可幻想的东西，按照其诸可能性还原到原本的可想象的东西。——但是这样进行的整个的行动之目的最终是什么呢？上面所提到的作为出发点的问题之意义是什么呢？


  世界对于我来说，以一种当下的意义被认为是存在着的世界。在我的意识生活当中，在一种以变化着的意义和变化着的有效性样式进行意指的生活当中，它是对一种普遍的意义的普遍的意指；是处于诸特殊的意指，然而却是与一个意指和一种整体意义之统一相关联的特殊的意指之连续不断的变化当中的意指之全体。在这当中，这个普遍的-统一的意指，总是在毫无疑问的确信之样式中有其统一的意义，即世界，这种确信在这种毫无疑问当中最终通过进行经验的意指而提示一切尚未进行经验的意指，而进行经验的意指本身则提示（只要它们仍然包含未充实的意指）向新的经验和新的经验联系过渡，在这些经验和经验联系当中，存在者总是在自身显示当中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由这里出现了对这种意指世界的生活之在诸部分的意指当中的构成的询问，因此出现了对世界之有效性或者对纯粹作为对我有效的世界的世界之意义分析和有效性分析的任务。更详细地说是这样一种询问：世界是如何以这个由诸存在者构成的全体“之”持久的意义，就是说，以对有效的、能够显示的诸个别的实在东西之存在确信，而作为存在着的世界显示出来，同时考虑到，个别来看存在者对于我们可能变成假象等等。因此作为前导的是对普遍的有效性分析和普遍的显示分析这项任务的说明，这种分析作为在持续不断的毫无疑问性之中通过经验，最终是通过知觉显现的世界的这个世界之存在使对于我们并且最终是对于我成为可以理解的。因此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存在着的世界，关于具体地为我存在着的世界之持续不断的自明的确信之问题，就是使那种形成它的毫无疑问的确真性的特有的东西对于我，对于这个就此进行反思的人，成为可以理解的。这个世界是所有的人的世间生活之毫无疑问的基础，是所有的科学理论之毫无疑问的基础，是所有的实践的理性或非理性之毫无疑问的基础——并且这个世界连同作为属于它本身的人的所有的人，最终是在我的生活当中具有意义和存在有效性的世界，并且总是重新获得意义和存在有效性的世界，在这当中人们，他们的对于我而言的此在，只是由我的生活而获得存在意义。


  现在我首先询问这个世界之最普遍的东西，这个世界之持久的意义内容，正是这个作为我的人的此在之持久地“预先给予的”世界而对我有效的世界的意义内容。因此首要的东西是就是澄清我，这个人，我本身属于它的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


  附录LIII  〈关于这个同质的和客观的空间之在原始性当中的构成之问题和通过移情作用的构成之问题〉〈可能写于1934年3/4月〉


  鲜明地突出强调下面这些问题：


  I.一般来说在将其他人遮蔽起来的情况下能够想象以下情况吗，即在充分的意义上空间是作为物体性之形式被构成的，而且是这样地被构成的，即我的身体具有物体性之诸特性，如同外部物体一样的特性？无须已经在起作用的移情作用就被构成的东西，就是说，原始的成就之诸层次，不是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吗？身体和外部物体的划分，并且身体本身按照它的方式做旋转运动，做肢体运动，这种运动只是在不动的身体上的相对的空间运动。但是这种“不动”并不像在外部物体那里那样是一种能够转入到作为位置变动的运动当中的“静止”。


  在外部物体那里，就每一个物体（物体方面的基体）而言我们都有1）当下的位置，它在我们称作物体之旋转的运动当中是同一的，属于这里的也许还有物体之变形，而且是和那样一些空间方面的改变一起的变形，那些在空间方面的改变意味着物体之诸部分、诸环节之相对的位置（并且也许还有形态）之变化的。2）正是与这种并非位置变动的运动相对，我们有位置的改变。因此一个物体之运动具有双重的意义：a）在同一的位置上的运动，b）“向前运动”，作为基体的物体之位置变动。


  处于原始性之中的我的身体物体是这样构成的（并因此只是这样地具有意义的），即对于它而言具有位置的变动，因此在空间之中的位置也没有意义。注1342


  II.于是第二个问题当然就会是：移情作用为客观的自然之构成和客观的世界之构成做了什么，或更确切地说，为世界的空间时间性之构成做了什么？使用已经提到过的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恰当吗？或者一个同质的空间和一个具有与身体和外部事物同等地位的自然在原始的层次当中就已经构成了（因此在经验的意义上已经存在了），而移情作用的成就对于自然之构成意味着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完成客观化，就是说，只有移情作用的成就才真正使与现实的经验相对的物体之“自在地”确定状态和自在-存在成为可能。——但这仍然是处于带有许多的问题的相对性之阶段上？因此即使是现在，移情作用在这种可能性当中所具有的也不是为每一个人构成作为共主观的客观性的“客观性”，或者构成存在者，构成作为世界的世界的这种单纯的功能，而是具有与此同时它是对于构成一个本身确定的世界而言的道路的功能。


  因此原始的物体领域确实是一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原始的“世界”（自然），这个空间是一个空间，一种空间时间性。那么在所说的东西当中存在着以下情况吗，即处于原始性之中的“空间”是第一空间，尚不具有“客观的”意义？在这里并不存在一些非常容易实行的却不容易达到精确性的描述。


  附录LIV  移情作用和重新认出。〈结对。将我的身体统觉为物体是移情作用的第一前提〉〈可能写于1934年3/4月〉


  1）根据对一个作为处于“原本地给予着的”这种样式之中的行为的一种早先的行为（正是意向着处于类似道路上的类似目标的类似行为）之持存的唤醒，以类比方式实现一个行为意向——进行重新认出的知觉。


  2）处于共存之中的结对。在转变当中，在一个肢体上实行的活动作为能够实现的活动被转用到另一个肢体上，解释这一个存在者的行为作为相似化被转用到另一个存在者上：在另一个存在者当中重新认出早先的东西，但“却是在此存在的东西”，就如同该早先的东西在此存在一样，只要在反回来时它被重新认出是同一的东西。同一地同一的东西：这个能够一再地被能够重新认出是同一的东西的东西，能够一再地在自身之中实现的东西，能够一再地在自身之中重新认出的东西。同一的东西和另一个同一的东西——感官上的形态。这种连续的流过起什么作用呢？它是如何实现的呢？本能的环绕运行的动觉——形态之本能的刺激——也许还有对众多的统一之本能的预期——众多的反应——混乱的动觉——具有其最适合的环境条件的，在其中动觉能够停住的诸领域，使诸动觉联系在一起，使诸动觉相似化等等。结果：对于每一个素材方面的构成而言都有一个被使用的熟悉的动觉系统，因此都有一个已经是重新认识的行为之系统，并且在那里这种活动已经考虑到一个事实，另一些事实作为可优化的，作为能够同样对待的已经被预期。因此在共存当中的进行相似化的转用，从一个与自身相同的东西，更确切地说，从一个作为能够一再地同一地重新认出是同一个东西的与自身同一的东西，转用到另一个与自身同一的东西上。对象之相似性，事物之相似性，作为重新认出时能够被解释为在每另一个当中的解释之相似化，工具之相似不仅是作为事物之相似，而且是作为我们能够借助于它制造出相似的东西的相似。


  3）我的身体和另一个身体。在这里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在这里不像在外部事物那里那样存在着一种同时的构成，首先是在素材方面，然后是在对象方面，乍看上去并不存在。首先一般而言所有的构成都是感觉上的显现方式之构成，然后才是诸对象（众多性）之一种构成。在这里问题就是，我的身体之这种十分特殊的显现方式如何能够导致一种统觉，在其中我的身体能够被统觉为如同外部的物体一样的空间中的物体，因此所有的物体都处于同等地位。只是在此以后才能够经验到身体物体和其它的物体之相同和相似。


  因此这是移情作用之第一个前提。第二就是在通过推移将原始的环境世界视为同一的情况下将另一个自我和另一个对象式的原始性——另一个自我之对象方面的原始性——理解为我自己的自我和我自己的对象方面的原始性之相似化。我作为我的活动之自我，我的反应之自我，我的知觉能力之自我，经验之自我，本能地追求能够享受的东西的自我，实践的诸可能性之自我，行动之自我。


  我的身体在视为同一时总是被经验（被重新认出）为器官，为手，为脚，为有能力的和在功能当中做事的，为知觉之器官，为实践的器官。异己的身体在类比当中被重新认出为是另一个相似的物体，重新认出为是以相似方式建立起来的，并且既是个别地也是整体地被重新认出为另一个器官，但作为器官又是相似的。


  附录LV  〈在对异己的身体之知觉当中所包含的将我的身体统觉为物体〉〈可能写于1934年3/4月〉


  现在让我们将另一些人之一起起作用的行为纳入到对知觉领域这种“现象”的解释当中来。


  那么将另一个人理解为人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呢？异己的手是作为物体存在的，而且是作为“手”存在的，但并不是作为我在抓取，触摸，书写等等时能运动的手被重新认出的，并不是作为我能借助于它进行知觉的手等等被重新认出的。一个物体被重新认出，作为我能够将眼睛指向它的东西，作为当我按照它的此在进行解释时首先能够在视觉上从远处对它解释的东西，作为当我走近时我最终能够在十分近的地方看见它，并且完全直接地触摸它，抓取它，并且现在也能直接处理它的东西被重新认出。但是我也将这个物体认识为“另一个”身体，认识为异己者的手，认识为与“我的”身体之相似化。我的每一个可能的运动，我的每一个身体的方面的活动，都暗含地（implicite）带有幻想的变换，如果我设想自己处身于幻想之中，我作为我就会从这里走到那里。在对那里的那个物体之重新认出的行为当中作为我的身体的类似物就存在着对那里的那个物体之作为这样一种方式（即就如同我的身体对于我而言一定会显得是物体的那种方式）的重新认出，如果它正如另一个物体一样是物体，如果当它正好个别来看是手的身体，是脚的身体，等等（在一些范围内是熟悉的），同样整体来看是可透视的，并且在远距离的透视显现变样当中正是在整体样式上被想象为是可变化的，正如在最近的近处领域当中的任何一个近处的物体一样。所有的东西都在其整个的领域中（在其形式中）自由地发生透视，只有我的身体不发生这种透视，除去其作为感性等等的承载者的诸特性之外。那么我不能十分清楚地想象这种透视吗？当然能。每一个发生透视的不同的事物在其统觉当中都以某种方式包含我的能力：这种透视或者是远离-接近，或者是“我运动”，更清楚地说，这种发生了的透视能够在我的能力当中被改变，而且是这样地被改变，即在这里发生一种法则性，按照这种法则性静止和运动获得其意义，与此同时物体之质的变化获得其意义。因此在我的关于作为我的物体式的身体的运动的我的从这里到那里的运动的表象当中，而且是在完全是一种外部物体之运动到那里的表象当中，存在着一种与作为我的身体性的物体性之统一的意义的矛盾。我的身体之透视方式的“运动”（这种运动为了构成空间的运动，构成外部物体的运动，总是起决定性的作用的）本身并不本源地显现为空间运动，尽管身体之诸器官并且最后整个的身体最终都被在空间上经验到，因此作为这样的东西被构成。但这就是说：正如“空间”处于本源的构成阶段之中一样，只是对于外部事物而言的运动，真正的空间的运动，属于空间，对于身体而言的运动，对于身体之诸肢体而言的运动虽然不属于空间，但本质上是受限制的。


  如何能够引起“我走到那里去”的这样一种表象呢?只要我，以与首先被构成的外部物体相似化的方式将我统握为物体，注1343处于静止或运动当中的空间上的存在也就一起被统握，并且在这当中就存在着借助于自由的透视的可经验性，而这种可经验性事实上恰恰没有发生。现在这种身体本身方面的经验之形成具有以下形式，即它在对身体之指向当中作为身体之存在着的东西提供一种统一的表象图像，这种表象图像具有与同一个表面上相近的事物相同的形式。这个表面上相近的事物——它是在透视和定位当中的一种特殊的构造，并且对作为在远离-接近当中都是同一地存在的物体的物体之构成起功能作用——能够在同一性样式当中重新认出。对于我的身体之这种表面上相近的事物之统觉，完全不是按照一个外部的表面上相近的事物的方式实现的，后者是与我对立的，是我能够翻转过来的等等。但是我还有一些相近事物，它们部分地是以相似的方式如同我的身体一样是不可见的（是被我的身体遮蔽了的），它们与我的身体紧密结合在一起，如同我放在我的提包里面的衣服一样。拿出衣服的知觉并不像通常拿到表面事物的那种知觉那样是一种单纯的知觉。


  附录LVI  有关表现的现象学。对于移情作用的理论也是重要的。物体之客观性，“表现”之客观性，在物体上表现出来的诸要素之客观性（卡珀尔，1935年9月9日）


  婴儿之“表面”-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的行动，借助于这种行动诸事物获得在存在意义上的第三维度，并且本身变成了对于这些三维的事物来说的实在的表面。


  在这个发展了的世界之中，早先阶段的诸表面事物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功能，如同在经验事物之意向结构当中已经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位置一样。诸表面事物是原始的知觉事物（在被原始地还原了的意义上），从存在方面说，是对事物的原始知觉，是在真正意义上被知觉到的东西，是被直截了当地看到的东西，是从透视的东西当中，而且是在对诸透视构成的系统之预期当中知觉到的。看到的东西，在这种预期当中，远处事物之向充分的近处事物之反向关联已经被列入进来了，每一种近-远-事物已经是一种相对的表面事物了。直观的环境世界之中的事物，日常生活之中的知觉事物是借助于一种未被看见的内在性被统觉的，正是未被看见的内在性，就是说，在每一个有关物体的知觉（感性的知觉）当中我们都在双重的意义上拥有真正被看到的东西和并非真正被看到的东西，在一种意义上，我们拥有事物的这个“侧面”，就是说，就这整个的真正被看到的东西而言的这个表面事物的这个侧面。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作为直接地和真正地被看到的，我们拥有这个表面事物本身，但是它指示一种由多种多样表面事物构成的更广泛的综合，这些表面事物在诸可能的和随意重复的诸行为当中与诸表面事物一起达到综合——达到该三维的物体事物之能够经努力而获得的统一。


  但是现在接下来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的是，在人的所有的交往当中（正如在动物的交往当中一样），处于直接的知觉世界当中的直接的知觉事物是各种“表现”之直接的承担者。


  但是这个环境世界始终是完全的物体的世界，所有的表现也都一起属于这个世界。那些是表现之承载者的表面是完全的物体事物的表面，或更确切地说，是任何物体事物的表面，也许是物体事物之看不见的部分的表面。只要这些部分的可直接知觉的东西属于物体，这些表现也就具有在物体之中和在物体之上的“此在”。注1344因此在纯粹的物体和它们的物体方面的诸特性（完全属于有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属于正是作为实在的物体性东西的东西[res]的诸特性）和作为精神方面有意义的物体的物体，作为借助于它们的外观而在某种位置上，在某种应用中具有意义的物体之间存在着的本质的区分。


  对于移情作用来说，人的物体并不是被当作物体按照其固有本质的特性，并且一般而言，按照纯粹物体的特性被考虑的，而是就它具有可直接知觉的外观而被考虑的，因此是就人的一切行为（behavior），他的面部表情变化，从直接的真正被看到的东西上“被看出的东西”考虑的。但是它的外貌是作为按照具有眼睛的“头”，按照“手”、“脚”等等（它们都具有所属的能看得见的运动、变形、颜色的变化等等）被划分了的外貌也总是已经作为表现起作用了，从这种表现上面总是能够看出它是这个人，这个人用眼睛看，运动双手等等。在这里这个真正被看到的东西同时又总是被统觉为完整的物体的东西。表现和表现所表现的东西属于物体，只要它对于我，对于另一个人，对于每一个人（按照情况）具有其外貌，而这种外貌是作为对于我，对于这个观看者（以及其它对它进行看的主观）而言的有关“意义”这种存在样式之表现的要素。外貌是一个主观的概念。表现，意义，它们将我们从纯粹指向客观性的态度中，首先是纯粹指向物体性的态度中带出来。注1345


  对于进行看的人来说，对于进行听的人来说，对于进行说话的人来说，词语是“表现”，身体是表现，一些表现是对另一些人进行告知，另一些表现是作为诸个人之在此存在的表现。词语的表现在被表现的东西当中将人设定为是对之说话的人，而不仅仅是说话的人。最初的和最简单的表现是作为人的身体的身体方面的外貌之表现，“进行看的人”和进行理解的人当然是将人的身体当作前提。我作为人，将对我进行理解的人们当作前提——我并不是直接地将我理解为人，我并不是将我看作在直接的移情作用当中的人。我并不是如同我直接地拥有关于另一些人的经验那样拥有关于我的直接的经验，一种直接将自己经验为人的个人的经验。


  文稿38  时间化——单子（写于1934年9月21/22日）


  〈内容：〉绝对的东西——自我之原始存在着的“当前”，处于单子式的时间性之中的单子全体，单子式的时间样态，其中就有当前这个原始的样态——内在统一的单子全体之原始的存在着的“当前”，所有的时间和所有的世界都是在其中构成的，以单子的方式构成的，以世间的方式构成的。处于其绝对的结构之中的作为“事实”的绝对的东西。有关事实的说法，有关真实性的说法之荒谬。处于绝对者之中的无限性作为问题。


  处于宇宙当中的人和动物。在动物的物种当中的人（homo）这个物种。动物的物种之在地球发展史中的出现和消失，它们的为生存的斗争，物种之死亡——物种之新生，物种在“适应”新的生活条件当中的改变。人的物种之诞生。人之持续不断地适应，与动物物种的斗争。


  作为由人的世代和人的共同体化而来的世界的人的世界。处于其发展之中的人的世界——总是已经作为人的世界而被当作前提，而且就是这样发展着的。作为抽象的结构的自然这种形式的保持。人的形式：具有人的面貌的自然。在这当中有“文化”，相关联地有作为理性的生物的人，作为处于其个人的发展当中的个人，文化，它是被理性精神化了的自然。


  人和地球——我们和我们的“地球”——诸异己的“地球”。“人的”自我（ego）。在其中包含着另一些人的自我（ego），作为单子全体的“人类”：作为我的人类（我的全体单子）的人类，我的地球的人类。由它出发，由我的地球上的环境世界和由地球上的人类出发——现在总是以超越论的方式理解——具有诸可能的异己的地球的宇宙之外的环境世界。地球这种超越论上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诸异己的地球，正如每一个地球都包含着每一个其它的地球一样。


  每一个人的世界都包含动物的世界，包含每一个物种的动物的世界。但是每一个物种的世界并不像人的世界包含所有其它物种的世界那样包含另一个物种的世界。对于作为自我（ego）的我来说：我的我们-世界包含狮子的世界，包含任何一个动物物种的世界之方式在以下方面并没有其回程，即每一个动物的世界都包含其它的动物的世界和其他的人的世界，以不同方式“包含”。类似地：如果假设，每一个星球都有其动物的世界，那么所有的其它的星球和它们的动物世界就都属于每一个星球的地平线——以地平线方式属于，尽管这些地平线是“沉默不语的”。但是只有每一个地球是在最初的和真正的星球意义上包含其它的星球，而且又包含其它的地球，并且通过它们包含所有其它的星球。这些都不是轻率的类比。


  让我们将世界看作就是宇宙：看作就是客观的空间时间的世界，带有存在于其中的诸地球的星球的世界。在我们的地球上人是一种“无足轻重的”事件。相似地，我们的地球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天体，并且在星球的全体当中每一个地球都是如此。在超越论的考察当中则相反！但是现在这意味着：人在地球上发展，他作为在普遍的物种生成当中的一个物种，是在他的地球上生成的，物种之形成。人的物种从前并不存在。地球本身从前并不存在，而且任何地球从前都不曾存在。现在我们能够说：星球全体，其中包括地球全体，从前不曾存在吗？


  这是一种时间上的说法。我们处于超越论的态度之中。我存在。时间是由我出发而构成的。处于静止不动的-原始的完成时当中的自我（ego）之以超越论方式将自身时间化。接下来是世界之构成，更确切地说，具有其地球的世界时间化——在通往作为超越论的单子全体之形式的超越论的-单子式的时间的时间化的道路上时间化，这个超越论的单子全体通过客观化而得出我们人——我们人，首先是我的人间世界，我们的人间世界。每一个单子，每一个其它的自我（ego），然后是“我本身”，都在单子的时间当中有它的时间位置。时间有其诸样式，因此有当前的单子全体，过去的单子全体等等。由作为一切绝对的设定之绝对的中心的（作为绝对被设定的，而且作为绝对的中心被设定的）我出发的诸单子当中的每一个单子，由这个中心出发的所有其它的单子都是“客观地存在的”。每一个绝对的东西在绝对的意义上都是超越论上的-共主观的同一的，和可视为同一的。我的静止不动的-流动的原始的存在，然后是我的处于我的自我（ego）之被时间化了的时间之中的自身时间化了的当前，作为对于我的过去和我的将来而言的当前。然后是在移情作用当中的重复：异己的静止不动的-流动的原始性，异己的自身时间化了的当前、过去等等，以及作为在这些样式当中的同一的时间的自身-时间。接下来：共主观的综合，同时又同一的当前之构成。时间上的共存之原始的样式，处于存在之联系当中的我们大家，处于时间上的相互外在之中的我们大家，处于时间上的交错之中的我们大家。在倒转回来时，这当中还存在着对诸时间化的时间化，对进行原始时间化的诸原始性东西的时间化，更确切地说，对进行原始时间化的原始性东西的内在的共同体化等等。因此也应该谈到一种作为单子全体的生动性的静止不动的原始的生动性（不是时间之样式的原始的当前）。这个绝对的东西本身就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一切时间和一切世界都“存在”于其中的普遍的原始的当前。在确切的世间的意义上，现实性就是本身流动着的当前：原始的绝对的全体之优越性是在作为“真正的现实性”的世间的当前之优越性当中表现出来的。但是这个原始的绝对的全体只有由我的原始的当前（本身是一种由反问得出的东西）在通向世界的时间性和单子式的时间性的反问的道路上才能获得，因此只有在这种超越论的成就当中才会清楚地存在——然而也是一种时间化。但是现在它只是对于我而言，对于每一个单子而言才以地平线的方式存在，并且这个地平线（正是相应于地球上的和人世间的人群）在发展当中被时间化了。


  但是现在：全体单子——全人类，我们的地球，连同所有的地球一起——然而动物的地球也属于这里，低等动物的地球也属于这里！确实，所有这些东西“事实上”就是这样存在着的。那么人和动物存在就是偶然的吗？这个世界如其所是地存在着。但是将之说成是偶然地存在着是荒谬的。这个偶然在自身中包含着由诸可能性构成的地平线，在这个地平线本身当中，偶然的东西意味着恰巧现实地出现的诸可能当中的一种可能性。“绝对的事实”——事实这个词按照其意义在这里是被错误地使用了的，正如“真实事实”这个词一样。但是这里没有案犯。这种绝对的东西也不能被称作“必然的”，绝对的东西为一切可能的东西，为一切相对的东西，为一切有条件的东西奠定了基础，为它们提供了意义和存在。


  所有东西一起——处于其统一性之中的绝对的东西：一种绝对的自身时间化之统一，处于其诸时间样式之中的绝对的东西在绝对的流当中将自身时间化，在“流动着的生动的”当前之中，在原始的当前之中，在处于其统一之中的绝对者之当前之中，将自身时间化，将全体统一时间化！将所有存在着的东西，将不论什么存在着的东西，在自己本身之中时间化，而且已经时间化了。在这当中就有这个绝对的东西之诸阶段：作为绝对的“人的”单子全体这个绝对的东西。这个绝对的东西作为理性并且处于理性之时间化当中：理性的单子的全体之发展：确切意义上的历史。这个绝对的东西通过时间化在自身中带有作为“非理性”的绝对者，作为无理性的绝对的存在之系统的绝对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理性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它们是被绝对地时间化了的存在之绝对的系统之诸阶段。


  在“人的”时间化当中，作为更高级次的理性的单子之发展（=人的单子之全体），作为个别的理性之承载者和“引导者”之发展的发展——“古希腊执政官式的”单子和诸单子系统——科学家和哲学家——现象学的共同体。这样最后在其余的文化及其相关项当中（艺术——艺术家）我们毕竟还有引导，但是哲学的引导走在前面。然而个别的哲学方面的人的单子和执政官的单子已经被时间化了——世界被“现实地”包含于它们的个别的生动的当前之中，人的单子全体等等被“现实地”包含于它们的个别的生动的当前之中。由此出发，在每一个当前之中都同样以不同的间接的方式“现实地”包含着人的全体单子等等——在这样一种理念之下，即每一个人都存在着，“合理地”存在着，并且发展之理想的可能性正是作为“指向”理性的而存在于理念之中的。执政的单子按照它已经认识的东西，现实地按照它作为被预先规定的地平线而拥有的东西，潜在地——无限地——在无限的（in infinitum）单子式的时间之中包含作为哲学的共同体，执政的共同体的一切真正的存在。但是每一个这样的单子在自身之中都具有执政的共同体的地平线。相互地包含——这种包含。包含之各种不同的意义。


  在绝对的东西当中本身更早的东西——执政的单子之系统当中本身更早的存在，或者，在多数当中，执政的单子系统当中本身更早的存在，带有达到了统一的敞开的和必然的发展之可能性，无限地（in infinitum）发展之可能性？这种无限性意味着什么呢？在绝对的东西当中的无限性！人的单子系统之时间化，作为本身稍后“出现的”执政的单子系统之时间化。确实，在人类当中，在时间当中的时间化。但是时间和世界是在绝对的东西当中被时间化的，这种绝对的东西是静止不动的-流动的现在。


  绝对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绝对的时间化，并且将它解释为我作为我的静止不动的-流动的原始性所直接发现的绝对的东西已经就是时间化，这个绝对的东西属于原始的存在者。因此这个绝对的单子全体，或更确切地说，这个全体单子的原始性，仅仅是由时间化而来的。存在者，即使是绝对的存在者，也只是以地平线的方式存在的，并因此全体单子式的存在是以地平线方式存在的。并且无限性——无限的潜在性——也属于这里。包含着流动之无限性的无限的流动，诸潜在性之无限性，诸潜在性之重复也属于这里。


  文稿的构成


  对在胡塞尔的共主观性现象学遗稿三卷本（《胡塞尔全集》这一版的第XIII卷，第XIV卷，第XV卷）中所收入文稿的编排和处理原则，在这三卷的第一卷中已经有所说明，读者可参看《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第487页及下一页“文稿的构成”部分。


  当前这一卷最重要的手稿资料是E I 4卷宗。胡塞尔将这个共计有185页的卷宗编入到三十年代。在它的总的封套上有如下的说明：1931年8月（还有1932年1月？）。有关移情作用的理论，也是根据对身体之详细分析。——自我之确真性——共主观性之确真性。有关原始性概念之一些更好的解释。单子论。移情作用。然而这些说明并不完整，而是只涉及这个卷宗内容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卷宗不仅包含直至1934年的更多的文稿，而且其中也还有产生自前十年的大量稿子（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第XIV卷）。也许最初胡塞尔只是将有关移情作用问题的规模特别大的和最重要的文稿以及产生自1931年8月/9月有关共主观性之确真性的文稿（参看前面的文稿15，17，18和附录XIX）和产生自1932年1月有关共主观性之确真性的文稿（参看前面文稿28和附录XXVIII）放进这个卷宗之中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共主观性这个课题的另外一些手稿也被附加进去（或者是新写的文稿，或者是旧的资料当中那些就这个难题当时仍特别使他感兴趣的文稿）。由此虽然形成了产生自30年代的有关共主观性课题的这个最重要的卷宗，然而在这个卷宗内部，各种不同的手稿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原则或按照事情本身的原则排序的，而是被偶然地集拢在一起的。


  其中有文稿被纳入到当前这一卷中的另外一些手稿卷宗，在校勘附注中总是就有关的文稿对其情况给出说明。


  译后记


  关于本书本卷的内容，德文版编者在“编者导言”中已有充分介绍，在“译后记”中，基于与前两卷“译后记”相同的理由，译者摘录书中若干论点，作为读者阅读时的线索。


  一、超越论的现象学哲学


  1.超越论的哲学之任务


  “超越论的现象学——将世界作为超越论的主观性之现象，超越论的自我（ego）之现象，包含于超越论的诸自我（ego's）之全体当中。”（618）注1346


  “超越论哲学的任务并不是建立一种借助于论证的相信（这些相信将会始终纯粹是预先的相信），而是以系统的经验和系统的经验理论系统地导致对超越论东西之领域的认识。”（115）


  “我的超越论的认识领域并没有超出我的超越论的经验领域和在该经验领域中综合地包含的东西，——很显然，所有的东西一起都是由我自己的超越论的自我（ego）表明特性的，都是由我的超越论的自我来阐明的。”（3-4）


  2.现象学的态度之课题


  “在超越论的态度中，以下情况就变成自明的了，而且变成完全可以理解的了，即世界之真正的存在，而且在所有属于它的个别的实在东西之中的世界的存在，只能是，而且是作为意向上的显示之统一而存在，而且认识到，我自己的心灵的存在是超越论的具体的自我（ego）之客观化。在这种情况下以下情况也得到了阐明，即这只不过是已经以超越论方式认识到的同一东西之在心理学的形式当中的重复：在以心灵方式世间化了的认识行为之中被认识到的实在东西是实在东西本身，尽管它是在认识当中的认识极，尽管它作为这样的东西是内在于这种认识之中的，由于它的意向性成就之整体性而被包含于认识之中的，更确切地说，被包含于具体的进行认识的主观性之中的，当然只是以意向的客体之固有的方式被包含的。这种意向的内在东西（作为认识方面可显示的东西之理念）同时是外在东西。”（555-556）


  “现象学态度之课题并不是这个世界，而是在主观性之中，在主观性自己的生活之中形成意识的东西（这种形成意识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个世界，而且就是它的‘这个’世界），形成当下的现实的、具有某种确定内容的世界相信的东西。现象学态度的课题是这种东西，它将它的进行知觉的生活和以任何其它方式进行经验的生活刻划为这样的生活，在其中存在着的诸事物作为被直接直观的等等的事物以确信方式‘被给予’。现象学态度的课题是这种东西，它为这个主观引起存在于正常知觉中的相信，以及接下来这个主观如何证明这种相信，哪些动因尽管有已经实行了的知觉也许仍然要求证明，以及它如何就这些东西获得一种意识、一种知识（或如我们可以称谓的），这些东西可能不仅是在知觉当中的诸事物，或是在知觉期间的诸事物，而且可能是处于无限的空间领域中的，被未被知觉的，已知的或未知的诸事物包围着的诸事物，它可能是一个始终只是部分地被现实经验到的世界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与此相关联的是处于与一个始终‘自在地’存在着的世界联系之中的世界生活之所有的其它的问题。”（22-23）


  3.普遍的反思


  “我实行一种普遍的反思，我从这个有效的世界，从这个直接的这里，回溯到这个有效的行为，回溯到在其中这个世界在当下的正是对我而言所具有的‘内容’当中，‘意义’当中，如其为我存在那样为我存在和为我如此存在的、具有流动着的诸显现方式，流动着的诸意见，诸自我活动等等的体验流。在反思的普遍的通观当中，我首次发现了作为在有效的我的诸有效性的世界，发现了在自身中具有这种意义并在自身中总是重新形成这种意义的我的意识生活之存在意义。此外我还发现了我的普遍的世界有效性在自身中包含着其存在仅仅是被我在有效性中设定的存在的我的其它的主观。并且我发现了，如我必须承认的，只当这个世界具有‘对于我们大家而言的世界’这种存在意义时，才会在通向在我之中发生的存在有效性的道路上实现我总是以朴素方式拥有的其他人的世界之存在有效性。”（533-534）


  “因此这种普遍的反思与朴素性相比获得一种新的存在基础；不再是在其中我发现一切东西，在其中我借助于不论什么东西进行计划，特别是在理论的计划当中计划实证的-科学的认识之课题范围的那个世界，毋宁说，‘世界’作为对我有效的世界，作为我的有效性生活之存在意义，或者将我本身纯粹作为这个现实的和习惯的有效生活之主观，并且在我之中作为有效性之相关项，而且是作为在这当中自身进行构成的现实的和可能的表现之统一，这个世界——这个同一的世界——对于我而言曾以朴素的直接性存在着的世界，而且曾充当我的生活之存在基础。但是现在存在基础是具有一切在其中存在着的意识成就以及意识成就的相互关系的主观性，并因此是作为主观地被构成的世界的预先直接的存在着的世界。”（534）


  “代替世界有效性的超越论的-主观的全体变成了最终的课题领域，并且将原始领域限定在这个领域当中。”（536注1）


  4.描述


  “没有任何描述的科学打算进行到最后，描述的科学之前提是，我们并不必一直地——直至无限地——进行下去，而是为了使实在东西的此在及其个别的类型方面的如此存在的此在，或者还有关于实在东西之普遍的经验的类型之此在，成为毫无疑问确实可靠的，并且能够将这种此在用概念确定下来，需要在经验当中的一种有限的显示，并需要一种建立在此有限的显示之基础上的逻辑的概念形成物，这就足够了，尽管它并不是能够穷尽的有限性。”（97）


  “以超越论方式进行的第一个主观的描述，是对我自己的诸知觉的描述，然后是对诸重新回忆以及其它的经验形式的描述，然后是对连续的进展和不连续的综合等等的描述，最后是对在经验之外的存在和现实地指向这种存在的意识之外的存在，和处于其真实的自在之中的持久的自在存在之理念的描述。所有这些首先都存在于我的‘内省’之中，并且与此同时首先是作为对于我而言在我的可能的知觉和可能的经验（原本地）之理想的无限系统中可持久证明的存在自在存在。”（23-24）


  “在这里如果我必须由关于事物的知觉开始，那么我作为在反思当中生活的现象学家，就首先应该是对我的朴素的知觉行为的直观者，和对那个对作为朴素地被指向存在的自我的我仅仅在知觉行为（这种知觉行为本身正是对事物以存在方式朴素地把握和以存在方式朴素地拥有）中落入到目光中的东西的直观者。现在我描述这种处于目光之中的东西（描述知觉之向被知觉的客体的连续地指向），按照知觉行为的连续的进展对不仅暂时在目光中具有，而且也在目光中获得的所有那些东西加以描述，……现在我在这里已经必须指向‘客观的东西’之诸主观样式，课题的东西之主观样式了（作为一种主观事件的‘客观地’指向），但是现在必须一再地将这种考察引向对进行知觉的生活和进行知觉的体验之充分的具体化的描述。我确实看到，知觉的陈述只是将课题的东西导致表达，这种课题的东西只不过是它在主观的生活中，在一种体验的环境中具体地所是的东西。”（24）


  “在这种分析中，我不再描述直向的经验者，处于其通常的态度之中的知觉者以课题方式指向的东西，以课题方式拥有的东西和在展望的-努力的意向中所想要的东西，以及通过实现意图所获得的东西，相反，我描述一种与此有深刻联系的主观东西，只有在现象学的反思中才被揭示出来的东西。”（25）


  5.超越论的悬搁与超越论的还原


  1）超越论的悬搁


  “就世界之‘存在’实行超越论的悬搁意味着做出一项普遍的信守不渝的决定，即不将当下经验着的，当下以某种方式意识到的，而且是以存在的确信意识到的世间的东西当成课题，……毋宁说，这种课题应该仅仅是我的普遍的意识生活和我的作为这种意识生活之自我极而坚持下来的存在和一切方式——‘世界’（由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的意识综合之诸同一性的极的诸客体构成的全体）在意识生活之被动地流去当中，以及从自我极以被动性和主动性达到存在的确信之方式，在进行证实的诸综合当中证实存在确信之方式，在诸一致性变为不一致性（变样）当中，不一致性通过校正又达到一致性之方式等等。……正是这种意向的生活，实行意向综合的生活，变成了课题，而且是以彻底的普遍性变成了课题。”（538）


  “按照悬搁，目光首先是转向‘世界这种超越论的现象’，或者说，是转向关于世界的意识之超越论的具体的体验，现在这个体验的自我就是这个超越论的自我，更确切地说，是处于现象学还原之中的自我，从事现象学活动的自我（致力于现象学的自我）。”（73）


  “在悬搁当中我的兴趣是：作为将世界持续地在意识上体验为存在着的这种体验行为的独特的存在，和在这个存在着的世界之中的人的生活的存在，——世界之存在则不在课题之内，相关联地，世界之预先给予性和在这个预先给予的世界之中的作为现象的生活，按照它的样式是和从前一样的现象，然而对有效性的实行则由于克制而被改变了。虽然我没有放弃这个世界之存在，但是我并不使用这个世界之存在：我将关于这个世界的意识以及这种意识之有效性关联当成课题，我-在，我的生活，在其中世界变成了对于我而言有效的世界，存在着的世界，并且在这种设定中我作为存在着的而存在，无须将世界作为存在着的当作前提。现在我探讨，我的拥有处于有效性之中的世界的行为，我的在世界之中生活的行为，我的在人们之中生活的行为看上去是怎样的，并且对于我而言的持久的有效性在这里在现象当中如何由我自己的源泉而实现，并且对于我而言，这个持久的有效性如何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新的有效性，对于我而言存在着的东西如何在已经为我存在着的东西之上建立起来，直至我完全实现对世界的拥有，完全理解对世界的拥有。”（117）


  “悬搁：根本不可以直接就这个世界下判断，而是只就‘纯粹的’主观性下判断，并且一般而言，只是作为在主观生活中，不论是现实地以这种或那种主观方式被意识的东西，还是作为主观性之习惯就“纯粹”的主观性下判断，或更确切地说，作为诸可能的经验和可能的意识之纯粹可主观地理解的可能性或潜在性就世界东西和世界一般下判断，这种可能性的经验和可能的知识超出现实的经验有一个总是敞开的可能的经验之领域，其中就有也许可能的可经验的东西，诸确定地形成的理解可能性就是为它存在的。一个世界之持续地在此存在和自在存在作为这个主观之‘这个’环境世界，在这里被纯粹作为它为这个主观所是的东西和它在这个主观中所是的东西来看待，作为在该主观中所形成的意义，和在该主观中被建立起来的诸可能性之样式，……来看待。”（23）


  2）超越论的还原


  “超越论的悬搁应该使‘超越论的还原’成为可能。”（70）


  “我将这个对于我有效的世界还原到那个由它而‘落入到我的知觉之中’的东西。”（121）


  “让我们还原到原始性。因此，我将我从我和其他人所获得的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都限制于我原本（originaliter）自己的东西。以此我将我还原到处于活动和受刺激的状态的，完全是在我的纯粹的自身反思中为我得出的存在意义上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获得我的‘纯粹的体验’领域，纯粹内在的时间流之体验领域。……我在我的行为中指向的所有东西，或者刺激我的所有东西，都以意向方式存在于这个体验流之中，……在这个体验流当中……存在着有关世间东西之一切意识，并且普遍地存在着有关这个世界之一切意识，作为世界对于我而言是什么和是如何的一切意识。”（528-529）


  6.现象学的超越论的“唯心主义”


  “借助于这种一般的思考，现象学的-超越论的‘唯心主义’之充分的和真正的意义得到揭示。唯我论的假象消失了，尽管下面这个命题仍保持基本的有效性，即一切为我存在着的东西都只能从我本身，从我的意识领域，得到其存在意义。这种唯心主义是作为单子论出现的，它尽管与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有有意的相似之处，但是其内容却完全是由对在超越论的还原中发掘出来的超越论的经验之现象学的阐明中得来的，因此是从所有能够想象到的自明性都由之产生的那种最本源的自明性得来的，或者从由所有认识的正当性都能由之获得的那种最本源的正当性得来的。因此现象学的阐明完全不是像‘形而上学的构造’那样的东西，并且也不是——既不公开地是，也不隐蔽地是——借助于来自历史上的形而上学的传统的诸前提、诸辅助的思想进行的理论研究。现象学的阐明由于它在纯粹的‘直观’之范围内的态度，或更确切地说，由于它在通过进行揭示的自身给予而进行的纯粹的意义阐明之范围内的态度，与所有这些东西处于鲜明对立之中。特别是在实在性东西之客观世界方面（还有在多种多样的理想的世界之每一个世界方面，这些理想的世界是纯粹先验科学之诸领域），它所做的不外就是对意义的阐明，这种意义是这个世界在一切哲学研究之前就对我们所有的人所拥有的，而且很显然，这个世界只是由我们的经验获得这种意义，这是一种被以哲学方式歪曲了的，但决不能被改变的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只是由本质上的必然性，而不是由我们在一切现实的经验当中的缺点，随身带有还需要从原则上加以解释的诸地平线。”（20-21）


  二、经验


  1．经验


  1）“经验是一切方法以之为支撑的原方法。”（97）


  “代替实证科学之朴素的、根本未经解释的经验方法和思想方法，一定会出现一种对方法的系统研究。因为在这里经验是方法，因此关于实在东西的经验之本质和成就，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关于精神方面的实在东西的经验之本质和成就，就必须成为特有的课题。”（98）


  “在进行经验的行为当中我们有一种对于特别突出的东西进行判断的规定行为，就是说，在这当中它是以原本给予性之样式被针对的，以‘它本身’之样式被意识到的对象，判断者所想要做的就是，对它的在特殊的经验当中的自身给予的存在进行解释，就是说，使对其原本的存在原本地进行解释的诸规定变成现实。”（520-521）


  “经验行为作为活动指向某物（活动作为论断有它的课题）。有多少不同的行为就有多少不同的课题。诸行为之一个最普遍的名称就是判断。在最广泛意义上判断行为在进行规定时指向某物，或更确切地说，它在进行规定时是主动地存在的。只要它是一个进行判断的行为，在进行判断的行为当中它的课题就始终是同一地一个课题，并且在这当中该课题就总是被意识为存在着的东西。最低的判断活动之成就，纯粹进行经验的判断活动之成就，就在于对这个存在者在其中是同一的东西的多种多样如此存在之解释。每一个被意识为存在着的东西都‘是它所是的东西’，它处于它的诸规定之中，而不处于任何与它不同的东西之中，如果它毕竟被意识到，就是说，如果对存在的确信是体验，它就以这种意义被意指。判断行为对处于其如此存在之诸要素当中的存在进行解释，每一个存在都是处于特殊性之中的存在者，但是在进行判断的规定行为当中它本身并不是存在者，而是作为下面这样一种东西以有效性存在的，即在课题方面的存在者存在于它当中，课题的存在者在它当中有其存在，或者还以特殊性而是它所是的东西。每一个判断（如果它是一个简单的判断）都有它的‘就其进行判断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在判断当中就是对于它的诸‘规定’而言的基底。”（520）


  “每一个存在者都有基底结构，因此都回溯到绝对的基底。


  在自身给予当中，这个基底先于诸规定被给予，而诸规定则只当（一种必然的生成）基底已经在此前被给予了才被给予。相对地说，每一个基底都是直接地被给予的（在自身给予当中），它的诸规定当中的每一个规定都不是直接地被给予的，而是在通向基底的道路上被给予的。”（524）


  2）“经验是原本的意识。”（12）


  “经验——作为本源的把握和本源的认识之活动——具有各种不同的阶段。最普遍的和最低的是感性的经验。一切可经验的东西或者是直接地、不假思索地可经验的，或者只有根据直接地被经验到的东西才是可经验的，就是说，通过提升而是可经验的。……经验行为是在进行把握时指向某物的行为，并且是进入到某物的诸要素当中进行解释的行为。……属于每一个直接经验的，还有它的‘存在者’本身，它的基底，并且这种经验，作为它的进行经验的意向，在起作用时，在被建立起来的诸特殊的经验当中，借助于在这些特殊的经验当中自身显示着的、这个基底存在于其中的这个基底之诸特殊要素，对这个基底进行解释。”（502-503）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个具有通过移情作用的指示而在本源直观的自身呈现中被显示的广为熟悉的东西的巨大领域——我们关于自己身体的经验，关于自己在我们的身体器官中起支配作用的经验，关于我们‘通过’这样的支配作用对外在的经验行为这个标题下诸自身呈现着的事物之直接的经验，关于我们的以课题方式与这些事物打交道的经验，关于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解释行为的经验，关于我们对这些事物以‘逻辑的’-述谓的方式下判断的行为的经验，关于理论研究的行为的经验，关于我们通过行动对这些事物进行改造的行为的经验，关于我们对在这种实践的目的指向的行为中的这些实践的可能性、对我们的能力的考虑行为的经验，关于我们的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对怀疑、猜测、疑问的判定行为的经验，或者是努力去判定的行为的经验等等。但是我们所可能的与我们自己打交道的行为的经验也是在经验上最本源地熟悉的。……在这里，对由现实的经验而来的对自己-人的一致的经验之诸可能性是事先就‘被以本源的方式’系统地‘预先规定’的，是被以本源的确信预期的。”（93-94）


  3）“本源的经验为所有间接的经验提供依据（为所有间接性提供依据——提供理解空间运动之意义的依据，并且提供间接地假设一种可能的、并非直接被经验的运动为存在着的依据），……”（269）


  4）“一切‘外在的’经验都紧密结合到心理物理的经验之中。”（292）


  2．知觉


  1）“对于某物的知觉就是对一种存在意义的感知，这种存在意义只有一部分真正被感知到，另一部分则是作为在感知活动之继续进行当中能够感知的而被连带意指的。”（560）


  “知觉之双重意义——主动的知觉，只有主动的知觉才是本源地构成存在意义的知觉，和被动的知觉，‘背景’-知觉。”（305）


  2）“我能够一般地说：由最初的我-在和‘我实行悬搁’出发，展示出一个我所固有的东西之无限敞开的领域，而且这个领域是对于我而言在最初的和最本真的意义上被知觉到的东西和能知觉到的东西之全体，接下来，是通过对我的知觉之本源的变换对于我而言可进入的东西之全体。我本身，我的具有其全部的存在东西的流动着的当前，都是在知觉上被给予的，而且是以超越论的方式被给予的，因此是能够以超越论的方式判断的。其中在当前的重新回忆中和首先是在重新回忆的活动中，为我构成的敞开无限的过去，同样也属于这里，它们恰恰是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知觉等等的本源的变样。在某种意义上，我可以称这种本源的变样为知觉，对我的超越论的过去的知觉，对我的超越论的将来的知觉（尽管带有由将来的诸可能性构成的作用空间）等等的最广泛意义上的可能的和自明地合法的超越论的设定之领域。与世界关联的知觉，世间的知觉，是一个特殊的知觉领域。知觉通过超越论的还原通向我的超越论的诸体验之关联，但是这样一些超越论的体验之关联，它们在自身中带有超越的、对象方面的存在意义，这种存在意义纯粹作为有关的超越论的体验和体验之综合的意义，与这些体验不可分割，并且作为处于连带有效性之中的它们的超越论的意义与它们不可分割而设定（存在有效性），自然方面的设定则必须不假思索地停止。”（107-108）


  3）“知觉的领域，自身现实呈现着的东西之完整统一，现实被意识到的当前的领域，同时包含着通过记住的行为，作为当前的确信而持存的和预存的东西。”（644）


  “我们不仅将这个‘知觉领域’理解为实在性东西之领域（我们作为世界当前者在进行把握和进行观察时主动地、注意地、自觉地与这些实在性东西打交道），而且理解为总是以原本地自身呈现的方式在当前之中为我存在的东西，以至于我能够随意地向它们看去，我能够在进行观察时与它们打交道，总是由它们出发进行理论的创建和实践的创建。”（123）


  “我们也可以说：我总是拥有一个总体的知觉，对我的全部知觉上的世界当前的总体知觉，并且在这种总体知觉中，作为特殊的和真正的知觉领域，我拥有一个由现实原本地被知觉到的实在性东西构成的领域，并且超出这个领域，我拥有一个由一起被知觉到的，在知觉上共当前的，但并不是在真正自身给予之中实现了的实在性东西构成的领域（尽管是一个敞开的，并在内容方面不确定的实在性东西之领域。）”（122）


  4）“但是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一个新的地平线。每一个真正被知觉到的东西其实只是‘单方面地’被知觉到的，在身体方面的进行知觉的变动着的行动当中（或者是也许相关联地在该实在的客体之自身变化、自身运动之形式中），实在的东西之诸新的侧面自动地进入到知觉之中。观察一个实在的东西，探究一个实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样一种主观地从已经知觉到的东西向尚未知觉到的东西过渡的行为，正是通过身体方面的行动的过渡的行为。首先，按照知觉的意指，这个被知觉的实在东西比当下真正知觉到的侧面更多，该侧面本身并不是唯一被意指的东西，它是作为它所是的东西被意指的，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侧面被意指的，就是作为共当前的相关联的侧面被一起设定的。因此对一个实在东西的知觉在被知觉的东西方面从一开始就是由这个当下真正知觉到的东西和有关该同一的实在东西之被作为共当前的所意指的东西组成的。但是这个被一起意指的当前，是一个可知觉的东西之领域，是所有那些我在身体方面的继续活动当中能够知觉的和曾能够知觉的东西。另一方面，那种作为其本身已经是真正达到认识的东西，一般来说，在知觉之进行当中，由真正已知觉到的东西之范围中消失了，但是它仍然处于我-能之某种范围中，处于可知觉东西之范围中，处于相应持久的认识之范围中，因为这种认识是知觉行为之持久的获得物。”（123-124）


  “‘外在地平线’（与属于个别实在东西的‘内在地平线’相对）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它是能够导致真正自身把握的可能的知觉行为之潜在的地平线，是作为有关被连带设定东西（尽管并不是直接地单独地确切地连带设定的东西）之可进入性的可进入性之领域。”（107）


  5）“凡是我遇到人、动物和文化客体的地方，在那里我所有的就不是单纯的自然，而是精神的存在意义之表现，在那里我就被引导超出可感性地经验到的东西。知觉作为感性的知觉完全是指向单纯物体性东西的，是径直地指向单纯物体性东西的。另一方面我们有对于只有通过对表现的理解行为——如，借助于一个工具所提示的对制造它的人们的或者还有它应该对之有用的人们的‘记忆’而对这一工具的理解行为——才是可知觉的东西的知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有，而且直接地就有，作为一个人的身体的物体的身体之表现。二者都以对建立起这种表现并由此出发而建立起向反思之中的过渡的物体性东西之感性的知觉为前提，这种反思因此直接地或间接地使人的个人的东西（自我的东西）之共存在，或者同样也使动物式的主观性之共存在获得最终的确信，……但是这种主观的东西并不能直接地、径直地经验到、知觉到。它在建立之中只是通过可直接地感性地经验的东西而作为一起‘在知觉上’在此存在的，而且是和直接的东西一起‘在知觉上’在此存在的，而是本身可在此可经验的。”（505-506）


  “我知觉人们，我不可能想象他们是被直接经验的，我不可能想象他们以他们自己固有的当前被我意识到，我们不可能想象我就像他们忍受和生活那样经验他们。但是现在我注意到，另一个人的‘心灵生活’，一般而言，那个使他对于我而言成为一个人，而不仅是一个物体的东西，‘只是按照意义’被给予的——‘只是按照意义’，这就是说，绝不是‘真正地’被知觉。没有任何心理的东西被知觉，既没有整体的心理的东西，这个异己的人，被知觉，也没有处于任何个体形态之中的个人的生活，任何一个忍受的行为和任何一个行动，任何一个具有被动的显现者的行为被知觉，——在这当中没有任何东西以特殊性被知觉。心理的东西能够‘真正’被知觉吗？我当然要说，能。只不过另一个人的心理的东西决不能被知觉，相反地，只有我自己的心理的东西才能够被知觉。”（83-84）


  3．统觉


  1）“按照已经为我存在着的相似的东西对相似地存在着的东西之统觉——统握。如果我在经验时借助于由与已经作为早先的获得物而为我存在着的相似东西之相似性而产生的经验意义立即就以有效性具有了这种新的东西，我就经验到这种新的东西。这种统握的意义就是一种具有可能的证明之一种被预期的地平线的存在有效性。统觉使注意到早先的原始的建立，但是统觉也是一种处于共存之中的持续的过程，即处于生动的当前之领域中的过程，如果我在我的当前的领域中以本源的统觉拥有众多相同的东西（感觉上相似的东西），那么每一个新的意义形成物就都会以被动的-联想的方式被转用，因此当这种相同得到坚持时，对这些相同东西之中的一个相同的东西之统觉就会被按照相似性以类比的方式转用到所有其它相同的东西上。”（259）


  2）“统觉的前提是从前已经经验到一个相似的的客体。客体的形成总是已经发生了，统一性形态，视为同一，已经完成了。根据哺乳动物的类型，对像这个哺乳动物的新的哺乳动物的统觉已经完成了。不是大象这个已知的物种之一个新的个体，而是一个新的物种的一个哺乳动物，比如只是大象之的一个新的特殊的种，或是厚皮动物之一个新的种。类型方面的统握，种属的统握，种类的统握。个别的东西已经有一个由处于正常东西的熟悉的环境之中的与它同一类的东西构成的地平线，只有这种正常东西才使一个异己者和个别的异己东西作为它的异常的东西成为可能。在基本的领域中，在正常的基本领域中，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作为种类方面熟悉的东西的类型学。”（489注①）


  4．联想


  “一般来说，诸被经验的对象本身能够具有‘使想起’另一些对象的特征，指向另一些对象的特征，在另一些对象中建立指示的特征，间接呈现的特征，而且是以各种不同样式具有这样的特征。联想的东西从本质上已经属于对于我而言在经验上存在着的事物世界之结构。在经验中，作为在此存在着的而被给予的东西预先指示另一些作为‘一起在此的’已知的一起在此存在的东西，而这种间接呈现具有其对于它的预先相信的东西之证实的方式。”（26）


  三、自我


  1．自我


  1）“在悬搁当中，……我仍将这个被以为的世界置于更详细的研究之外，而按照我的最普遍的结构将我解释为……一种意识生活之同一的自我，并且现在甚至将我解释为超越论的自我，同样也解释为超越论的-内在的设定……（120）


  2）“我正是由经验而为我构成的，并且是在一种地平线中，在一种经验的样式中为我构成的，这种经验样式是由从前的经验预先规定的，并且我是作为这种包括过去、将来和生动的现在的这种样式之自我而存在的，在这当中我拥有作为原本的意义的我的意义……。因此当我在这个领域中通过原始的构成而作为我的身体之自我存在时，因此作为心理物理的存在者存在时，这个自我是以绝对的唯一性出现的……”（253-254）


  3）“人的自我之完整的纯粹心灵方面的存在是这样一种存在，……它是关于世间东西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并且最终也是对自身进行反思的意识……。现在这个自我本身是绝对的意识，具有在我的物体的身体当中定位的心灵的体验之意义，心灵的生活之意义。”（543）


  4）“我作为超越论的自我所提供的东西，我能够将目光指向它的东西，一方面是被放到括号中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现象，其中就有总是个别地给予我的，处于其当下的给予方式之中的诸世间的现象、诸事物、诸人等等。另一方面，当我实行意向活动方面的反思时，我发现构成方面的时间化之原领域，我的意识方式之流，主动性的自我方面的样式之流。一切世间的实在东西以及这些实在东西之多种多样的显现方式，都是以主动性之自我方面的样式在这个持续不断的流之中实现的，被‘构成’的。超越论的自我之以超越论的方式进行构成的生活——在其中，这个总是被它意识到的世界在当下之变动中为它构成，并且在接下来的反思中，这种进行构成的生活本身作为它的超越论的生活，为这个自我构成——是最终的具体化，在其中包含着一切能被设定为存在的东西。这是绝对具体的意识活动方面的生活，是对一切东西进行体验的生活，在这种生活当中，这种当下被意识到的东西，被设定为存在的东西，就是‘体验’。”（105）


  5）“自我——作为在身体之中通过身体以世间方式存在的自我——之统一的情况如何呢？现在很清楚，以世间的方式为这个身体物体打上标记的东西是这样一种情况，即我在这个流动着的当前之中连续地同一地是在这个物体之中存在着的东西和能在这个物体之中存在着的东西。我同一地是一个东西，并且与这个物体不可分开。但是我本身并不是作为物体存在的，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的，即我作为自我所是的东西，存在者：在身体中存在，并通过身体外在地存在。”（282）


  6）“具有其绝对的自我极……的这个绝对的自我（ego）是这样一个自我，它在其诸活动中和诸被动的深层实行移情作用，实行自身异化，实行单子化，实行世间化。这个绝对的自我（ego）在自身中构成‘自我本身和另一些自我’，构成我的生活和另一些人的生活，构成我的习惯和另一些人的习惯，构成我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意见和显现方式等等和另一些人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意见和显现方式等等。”（639-640）


  2．其它的自我


  1）“在我作为超越论的自我（ego）在超越论的还原中所做的这种阐明中，必然达到作为超越论的另一些人的另一些人，并且超越论的还原决没有由此而受到破坏，……实行对我的超越论的自我（ego）的揭示，并且在这当中实行对在这个自我中存在着的东西进行构成的诸意向性的揭示，本质上导致对自己的东西和非自己的东西的划分，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导致敞开众多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这另一个自我与我的原始的自我（ego）一起存在的，但并不是以原始的原本性在我的原始的自我中一起存在，而是通过进行准当前化的‘显示’在我的原始的自我中以最本源的方式被经验的。”（16-17）


  2）“首先我们以具体的工作系统地开始并系统地实行在这里以‘另一个自我’（alter ego）所指示的现象学解释的任务。我们必须设法看到在其中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在我们的超越论的自我（ego）之基础上显示出来、表现出来的清晰的意向性和含蓄的意向性，必须设法看到‘另一个自我’（alter ego）这种意义在我之中是如何，是在哪一些意向性中，在哪一些综合中，在哪一些动因中形成的，并且在关于异己者的一致的经验这个名目下，作为存在着的，并且按照它的方式甚至于作为自身在这里的表现出来的。这些经验以及这些经验的成就的确是我的现象学领域之中的超越论的事态。除去通过对这些经验的询问，我还能从哪里全面地解释‘存在着另一些人’这种意义呢？”（4）


  3）“在这里，这个问题首先是像一个特殊的问题一样，正是作为另一些人‘为-我-在此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因此是作为关于异己者的经验之超越论的理论之课题，关于‘移情作用’的超越论的理论之课题提出来的。但是这立即就显明，这样一种理论所涉及的范围比乍看上去要大得多得多，因为它也连带地建立起一种关于客观世界的超越论的理论，而且是完全地建立起这种理论，因此也建立起一种关于客观的自然的超越论的理论。在世界的存在意义中，特别是在自然的存在意义中，……凡是我们谈到客观的现实性的地方，就肯定有作为总是被我们所共同意指的而‘为-每一个人-在此存在’的存在意义。此外，属于经验世界的还有具有‘精神的’属性的诸客体，这些客体按照它们的来源和意义，都指点参照诸主观，并且一般而言，都指点参照诸异己的主观，一切文化客体（各种书籍、工具和作品等等）都是如此，但是此外与此同时，这些文化客体还随身带有“为-每一个人-在此存在”的经验意义。”（5）


  4）“对于我来说，在我的非-自我的世界之中另一些自我是像下面这样起作用的，即它们如同我本身一样是将这个同一的环境世界作为它们的意识上的环境世界而拥有的，但是作为它们的意识样式之世界而不是我的意识样式之世界拥有的，对于我来说，它们是以下面这种方式在知觉上在这里存在的，即我在我的知觉上的外部世界之中认出一个作为‘另一个身体’的外部物体，这是这样一个物体，即我并不直接地存在于其中（它对于我而言确实是外部物体），但是在其中有一个存在着的自我（我不是该自我，它是另一个自我，是一个非-自我，但是一个自我-类似物）以相似的存在行为之样式显示出来——表现出来，我在我自己的身体之中存在时，我原本地将那个物体经验为这样的东西。被以显现方式为该异己的自我显现的所有的外部的客体在我之中与在我的显现方式当中现实地和可能地显现着的外部客体在一些范围内以某种方式相符合。我的显现方式是原本地给予我的，另一个人的显现方式是通过表现作为准当前化（通过移情作用）被给予我的，因此并不是原本地被给予我的，并且对于我来说先验地（a priori）就不可能达到原本性（相似于回忆并不提供原本的东西，而且根本就不提供能达到原本性的东西），如果那样就意味着另一个自我是我本身。”（655）


  5）“在我的生活之动因内部产生的关于异己者的知觉之诸体验的全体，并因此在充分的和真正的意义上与世界相关联的全部的经验，以及诸其它的意识方式，当然也属于这个就自己本身而言是自己的自我（ego）（属于我的‘单子’）。现在只要我们以课题方式考虑它们，并且询问它们的构成方面的成就，我们立刻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它们当中有一种根本上新式的超越性被构成，……。按照等级序列，最初的等级就是诸其它的自我（ego's）。为了清晰性，从现在起我们说原始的自我（ego），它的原始的经验，并且一般而言，说它的原始的特性，其中就有它的原始的超越性——与那种虽然也属于这个自我之超越论的领域，但是是在派生的意义上作为在它当中被构成东西而成为在诸体验上，在诸可能性上，在诸综合上，在诸超越性上它所固有的东西相对——，正是在诸异己的自我（ego's）和各种异己的特性中被我所意识并被我所经验的意义上原始的超越性。”（11-12）


  6）“其它的自我，人和动物，首先是如同其它世间的东西一样被经验的，但是被经验为‘表现着’，间接呈现着异己的意识生活的物体。……异己的意识作为共同有效的，对于我而言变成了一种间接地意识到世界，以有效性拥有世界，以经验拥有世界的意识。……它们的主观的东西……对于我的主观的东西而言是‘共’主观的东西，我的主观的东西中只是作为原始的主观的东西被区分开的……”（456）


  7）“另一个人本身存在着，‘有血有肉地’在我面前在此存在着，但是这种经验并不是原始的。尽管我作为原始的经验者当然地经验到他，但我并没有经验到他的自我本身，没有经验到他的诸体验本身，没有经验到他的关于事物的诸透视的本身，也没有经验到诸事物本身，只要这些事物纯粹是综合地统一地被给予他的，是他的知觉事物。……异己的自我（ego）所固有的东西是以另一种方式间接呈现的，它先验地（a priori）就不能被直接地经验为它本身——否则它就会成为我本身的要素，而另一个人也就不再是另一个人了。”（12）


  8）“根本不存在对另一个人的完全的认识，这另一个人来自他的个人的‘历史性’，来自他的生物起源学方面的自身构成，这是我不可能真正完全地揭示的，……”（631-632）


  四、共主观性


  1.主观性


  1）“超越论的还原将世界之朴素的存在引回到这个进行预先给予的主观性，引回到将世界作为预先给予的东西，并作为在总是新的经验中被经验的和可经验的世界而进行构成的主观性。”（149）


  “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是什么，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超越论的哲学是通过它对作为构成自己本身并构成世界的这个主观性之最深刻的解释的回答的。”（153）


  “我在静态的现象学中所阐明的东西就是主观性，是我的主观性，是由我出发的我们主观性，是处于其无限地（in infinitum）进展着的所有人的共同体化之中的人的主观性。”（617）


  “‘静态的’现象学……寻找对世界进行认识的主观性之那样一种本质结构，这种本质结构是有关对作为一般而言可能的世界的世界之充分的直观之构成的可能性之条件……”（617）


  2）“超越论的主观性包括一切主观东西之整体，世界本身作为被主观地构成的世界最终包括在这种主观东西之中。以致于在对这个形成物之被改变了的观察方式中，关于世界之一切直接地获得的存在的真实性在这里就重又出现了。”（288）


  “原始的具体的主观性包括一切意识方式，因此也包括进行移情作用的意识方式和对诸个人在事物当中的表现进行理解的意识方式。主观性是将这些意识方式作为被原本经验到的和可原本经验的而包含的。主观性包括诸意识方式，自然，在各种意义上的精神，人的精神和动物的精神，作为文化的客观精神，作为家庭、团体、国家、民族、人类的精神存在都以有效性存在于意识方式之中；或者以或多或少完善的显示，以朴素的有效性并以科学的有效性，以投入到当下的兴趣之实践当中的生活之有效性，以科学之实践当中的有效性和处于科学之被证明了的理论之形式当中的有效性存在于这些意识方式之中。”（559）


  3）“在实行悬搁当中，我的绝对的存在被意识到。对于在这里被称作超越论的主观性的东西来说，在这当中作为确定的东西存在着以下情况，即它对于我来说是构成着世界的主观性，它是那个以有效性而拥有我在自然态度中谈论的这个世界的东西。具体地说，我的超越论的自我包含这一意识生活，在这种意识生活中，对于我来说，世界是存在着的，特别是被经验的，甚至是可直接地由我知觉到的等等，但因此世界本身并不存在。这个世界在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中是有效的，但是面对这个超越论的主观性作为不同的东西被区分开了；如果我们愿意说的话，面对超越论的东西这个超越的东西被区分开了；……从这种不同东西那里——这种处于其存在之中的不同的东西被放到括号中了——没有任何东西落入到我的超越论的自我之自身固有的存在之中，因此如果我将这个世界抽象地还原到我的知觉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之存在成分本身就并不被归于也不能被归于我的固有的存在。”（128-129）


  2.共主观性


  1）在超越论的自我之本质当中同时包含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本质：


  “‘还原到超越论的主观性’，这会作为多义的表明出来。这个可在悬搁中设定的主观性能够被理解为“我的单子式地固有的主观性”，能够被理解为进行现象学研究的自我之单子式地固有的主观性，并能够被理解为在这个主观性之中显示的超越论的共主观性。”（73）


  “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之本质，同时被包含于超越论的自我这个本质当中。”（383）


  “这些可能的主观当中的每一个都包含所有其它的主观，并且包含作为总体的总体。”（383）


  “在本质的态度中我看到，一切本质上可能的超越论的自我都以‘我和另一些人’这种形式相互包含。……一个可能的自我立即就包含一个全体，一个与它共存的诸自我之全体。”（382-383）


  “一种更仔细的思考表明，属于我和我们从这个总是已经是对象的世界出发通过反思达到的，作为与这个世界本身相对应的主观东西达到的，这个在这里被不确切地称谓的‘主观东西’的，不仅有我的自我和在其中世界为我显现出来的，在其中我以世间方式操劳等等的我所固有的主观东西，而且还有所有‘其他人’的主观东西（并且甚至还有动物的主观东西），而且不仅是被零星地看待的主观东西，而且是处于共同体化之中的主观东西，在这种共同体化之中，这种主观东西在共同的经验行为、共同的思想行为等等当中被超个体地联结起来。……这个我具有我们-意识，而且也许还将这种我们-意识表达出来了。”（426）


  “当我为我存在着，并且当我构成一个由超越论的共-自我构成的全体时，我就存在着。如果没有这样地为我存在着的另一些人，我就不可能是我所是的这个自我，如果没有我，这另一些人就不可能是他们所是的那些自我。这种意向上的包含是超越论的共存之必然性。”（370）


  “所有存在着的东西都以认识的方式包含于我之中，而这种包含对于另一些超越论的自我所意味的就是：由我的构成而绝对地与我共存，而且是在相互的构成当中与我共存。一起绝对地存在，共存在，是在这种相互的认识当中的共存和由这种相互的认识而来的共存在。自在自为地存在是作为对于每一个其他的绝对者而言的绝对的存在而存在的，并因此对于超越论的共主观性而言是全体主观性-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都不可能被抽走这种普遍的共存。说某物存在着，却说它不与任何存在有关联，它是孤零零地存在的，这是荒谬的。不仅我不是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而且任何可以想象到的绝对者都不是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这种孤独的自己完全是荒谬的。”（371）


  “诸心灵不仅是在自身之中存在并为自己本身存在，……它们还处于，而且从本质上说还处于现实的或潜在的共同体之中，处于现实的或潜在的关系之中，处于其多种多样形态的交往，交际之中，……这个自我在其生活中具有与正是这样的其它的自我主观及其生活的‘联系’。作为心灵它只有借助于它的这种结构才是具体的……”（342）


  “在人（这个作为在其自我意识之中包含着对于作为人的世界的这个世界之存在的意识，因此在这种自我意识当中以意向的间接性包含着每一个周围的人在心灵上固有的对自身的意识和对其他人的意识的人）的存在之方式中，以现象学方式显示出在每一个超越论的主观性之中以超越论方式包含所有的超越论的主观性。”（390-391）


  “在我之中以构成之某种间接性，另一个人之构成世界的行为也被构成了……。另一个人在我之中被构成为总是以身体-心灵的人这种方式构成着自己本身的人，但是也被构成为也许将我经验为经验他的那同一个人，并且一般而言，正如我经验他那样地将我经验为处于他的世界之中的另一个人，……这个他的世界将我作为构成着这同一的世界的一起包含着，我本身被看作和他共存的超越论的另一个人，等等。……如果我追踪一般而言已经作为存在着的而对我有效的，并且继续作为存在着的而发挥作用的东西，我就会拥有这种普遍的共存，这种普遍的共存在超越论的还原中作为绝对的超越论的共主观性显示出来，而在朴素的遮蔽了绝对东西的自然态度中，则是作为所有的自我主观之敞开的全体显示出来的……”（372-373）


  “我们还原到处于其作为世界生活的生活之共同性之中的以及在这当中出现的构成着世界的诸现象之共同性之中的我们，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拥有这个我们之一种内在的共同的时间——我们-当前，我们-过去，我们-将来。


  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作为纯粹在精神上被联合起来的统一的共主观性，这种共主观性将一切纯粹的主观都包含于自身之中，将对一切描述而言的经验基础都包含于自身之中，……此外它们是作为一切主观的东西之全体被包含的，并因此具有一切相对的环境世界，并且最后具有在这当中以诸主观的世界现象之普遍的综合经验到的……存在论的世界……”（65-66）


  “就这样，超越论的主观性扩展为共主观性，或者毋宁说，真正说来它并没有扩展，而只是超越论的主观性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本身。它将自己理解为原单子，这个单子在自身中以意向的方式具有其它的单子，在这当中它肯定会将另一些单子设定为超越论的另一些人……。按照超越论的还原，首先被设定的这个超越论的自我（ego）恰恰尚不是确定的，它尚缺少本质上确实存在于它本身当中的诸种区分，尚根本不了解超越论的共主观性，这种共主观性是一定会包含在一个假定经验着客观世界的单子的超越论的自我（ego）之中的。”（17）


  2）意识之共主观的相互关联


  “诸超越论的主观之共存在，它们的内在时间性之共存在，它们的原始性之共存在，并不是空洞的一起存在，而是一种相互的存在，并且这种相互的存在所说的就是，相互能以间接呈现的方式进入的存在，并因此是内在地，通过理解，通过自身直观而相互联结起来的存在，相互联系着的存在。


  因此共主观的构成成为可能；因此由我的意识流，并由在我之中间接呈现的另一个意识流（在这种情况下，在这另一个意识流当中同样间接呈现我的意识流）生成一种统一地联系着的意识流（相似于我的过去的生活与我的当前的生活变成一个生活流）……”（191）


  “这个‘具体的’自我（这个借助于原始性构成的单子）和这个作为‘被联结起来的’多种多样的具体的自我的具体的（在第二种意义上具体的）共主观性，是通过以下情况联结起来的，即在我的自我意识当中，在我的意向生活当中，另一些自我及其生活被意识到，以共同的有效性被意识到，并且被证明是在它的意识生活中与我和我的意识生活有关联的，就是说，在它那个方面是与我‘联结在一起的’。在这种意向上的渗透当中，被另一些人所意识到的东西对于我而言是可进入的，我的意识在意向上是与这个异己的意识相关联的，并通过异己的意识与在这个异己的意识当中被意识到的东西相关联，并且反过来，被我意识到的东西对于另一个人而言是可进入的，他的意识在意向上与我的意识相关联，并且通过我的意识与在我的意识当中被意识到的东西相关联，在这当中，这种倒转，这种另一个人之反向关联到我和我的被意识到的东西的意识生活，也被我意识到，因此由于这种在它之中所显现的异己的意识返回到自己本身，我的意识生活处于循环之中，也许每一个意识都是如此，正如我和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的。”（76-77）


  3）活动之共主观性


  “我作为我的活动之自我，之中心，之执行主观，与作为他们的活动之主观的另一些人在执行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活动时我处于他之中，他处于我之中，我在他的工作当中工作，他在我的工作当中工作。……这个一起生活者不仅是来自外部，而且他的一起生活就包含我的一起生活。”（512）


  4）共主观的显现：


  “当关注下面这样一种综合时，这种综合将具有其诸原始的显现地平线的自己的诸显现与直接的另一个人之具有其诸原始的显现地平线的诸显现作为有关同一些当前的客体之同时进行的显现结合起来，并将我的全部的知觉领域和我的相关的全部的（被原始地还原了的）地平线与该另一个人的知觉领域和地平线结合起来的综合时，当我在这种情况下探讨诸间接性，探讨各种不同的原始的过去东西和将来东西之综合时，那么这种综合最后肯定就会得出关于这个世界之一种普遍的共主观的显现系统，……这个系统并不是诸个别的主观之诸系统之外在的相加，而是在它的能够理解的共主观的综合之中被构成的一种意向上的统一。”（241）


  5）共主观的事物


  “事物本身是我的诸显现和所有可能的共主观的诸显现之统一，按照其真实性是一种能够由我们在对我们当下的全体的共同的经验之以归纳方式预先规定的全体性当中通过持续不断的校正而进展到证实的东西，因此是相对性东西。”（528）


  “在移情作用当中诸显现系统被视为同一，因此相关联地同一的诸显现系统之诸统一被视为同一；就是说，同一的物体之显现系统之统一总是被视为同一。每一个人都具有处于其显现方式之中的同一的物体，正如当物体对于我而言是持续存在着时，我在不同的主观的时间中会经验到处于不同的显现方式之中的同一的物体一样。如果这个物体是持续地保持不变的，那么当我和另一个人实行相应的动觉上的改变，交换位置的动觉上的改变时，我就如同另一个人一样看到这个处于同一的显现方式之中的同一的物体。”（527）


  “因此重要的始终就是，我们一致地共主观地获得对我们有效的诸事物，一致地共主观地获得共主观的认识，在这种共主观的认识当中，我们达到对于我们在这里存在的，并且是我们共同的劳作之材料的，或者是我们的努力追求的行为和抗拒的行为等等的共同性东西的同一的存在和如此存在。”（528）


  6）共主观的自然


  “这个纯粹的自然，这个物理的自然，作为第一意义上的和真正意义上的自然，是世间的第一的东西。它是作为我们共有的自然的自然（‘客观的’自然）存在的。因此这种共同体化是预先就存在着的，而且由作为我的原始性之自我的我（而且是我的原始地被构成的‘自然’之自我的我）实行的对异己者的间接呈现而预先就存在着的，在这种间接呈现当中，我作为我的原始性之自我具有关于作为他的原始性的自我的另一个人之被准当前化的意识，并因此达到了一个共同体，达到了与另一个自我的符合一致，并达到了关于自然的共同的经验：我的自然，这个对我这样地显现着的自然，与以不同的方式对另一个人显现的自然是同一个自然。”（575-576）


  7）共主观的世界


  “我的原始性随身带有另一个人，带有他的原始性，而这另一个人的原始性又随身带有我，带有我的原始性，等等。对于我而言，并且对于每一个为我存在着的另一个人而言，都构成了原始性的共同呈现，原始性的共同相继——一个超越论的全时间性——，由此构成了一个以超越论方式建立起来的客观的自然、客观的世界。”（191）


  “这个世界作为现象被包含在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中，被包含在这些意识方式和能力以及素材等等这些最后的基础之自我之中，但是在我之中还包含以超越论的方式为我存在着的另一些人——他们对于我而言确真地是另一些人——之全体。在这种情况下在这另一些人当中重又包含作为现象的这同一的世界，并且包含我也一起计算在内的诸超越论的主观性之全体。我们是绝对地在一起的，我们共存着，然而这是一种处于相互交融之中的共存。”（367）


  “我是以本质的必然性……处于一个由我以超越论方式展示的超越论的我们共同体之中的超越论的自我，这个我们共同体生活于一个超越论的意识生活之共同体中，这种超越论的意识生活构成一个对于所有人而言的共同的世界。”（115）


  “只要任务是的超越论的任务，那么人们就确实会变成超越论的人们，因此会变成诸绝对的主观，而且在自身中已经以超越论的方式构成了一个被以为的‘世界’，并且这是相对于他们而言一致的‘世界’。同时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他们是作为进行构成的共主观而被涉及的，这个世界在经验的真实性中是我的世界，并且对于所有的共主观而言是同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在诸共主观的经验之可能的一致性中被构成的。”（235）


  “从这种超越论的态度出发我必须继续说：这个处于其对于我而言能够被理想地（idealiter）认识的真实性之中的世界本身在自然态度中是一个心理的构成物、理念的构成物。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作为理念的构成物的世界。但是当我在我对世界的认识当中将另一个人的此在也包含在我的意识生活之中并加以认识时，它的真正的存在就是被包含在我的关于世界的理念当中的理念，因此在我的关于世界的理念当中也包含他的关于世界的理念。他的关于世界的理念也在自身之中包含着我的关于世界的理念，或更确切地说，另一个人的意识生活以及在其中被构成的世界理念在自身中以意向方式包含着具有我的世界理念的我的意识生活。在这里我的意识生活和每一个人的意识生活都包含着所有对于他而言的现实地和可能地存在着的共主观，或者，在这里，处于其作为可能对他有效的唯一的世界的世界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包含所有在这个世界当中存在着的人，因此他的世界理念包含着无限多的世界理念，其中的每一个世界理念本身都包含无限多其它的世界理念。”（547）


  8）世代的共主观性


  “在这里当然必须考虑世代的共主观性，这种世代的共主观性也一起属于作为“无限的世界”的，作为只能被每一个人在他的有限的时间化之中有限地扩展的世界的这个客观世界之意义构成；这个处于被扩展了的，并且现在正在扩展着的共主观的时间之中的世界，在这种共主观的共同体化之中扩展着。……生活及其时间化是在连续的假设之中进行的，而这种假设又一再重复地以意向方式在自身中包含着假设。属于这里的有下面这种继续着的假设，即我的另一些人本身不仅像我一样拥有这同一的有限的环境世界，而且超出这个同一的有限的环境世界还拥有环境世界，这个环境世界是我尚不拥有或者根本不拥有，但是事实上能够拥有的；因此这另一些人又能够有另一些人，最后以这种间接性拥有我本身事实上无法达到的另一些人。正如在世代方面一样：我有双亲，我还知道我的双亲的双亲，我的双亲的双亲又有双亲，而他们又有双亲，等等，而这些双亲的双亲的双亲等等是我根本不可能了解的。这个‘等等’属于我的假设，属于我的假设式的此在之地平线。‘揭示’这个地平线的能力，使我清楚地了解诸可能性当中的一种作为可能的现实性的可能性的能力，属于我，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属于这里的还有属于这种可能性的地平线和这种无限的东西（das in infinitum）。”（199-200）


  3.移情作用：


  1）移情作用的理论之任务


  “为了使另一些人的经验成为间接地自己的经验，并且一般而言，为了澄清处于其自在存在之中的，处于任意地经验着它的诸主观对面的，并且被理解为对于每一个人都在此存在着的这个世界，我当然必须首先使移情作用的经验，我对于另一些自我主观在此存在的经验成为可以理解的。”（26）


  “在我的原本领域中，……我的某一个原本的事物能够由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原本的经验变成一种间接呈现的基础，借助于关于这个事物的经验的主观的性质引起一种准当前化，关于这个事物的经验的主观的性质作为和这个物体性东西不可分割的而导致对一个异己的主观性的设定，……这个物体以与我的身体物体类比的方式指示第二个原本的身体物体性和具有该身体物体性之一切主观的特殊化的身体性，……因此第二个原本的世界和第二个原本的为自己本身存在着的主观性被指示，……关于异己的主观性及其原本的世界之这种间接呈现借以形成的动因在我之中和在我的原本的世界之中发生的更详细的说明，是由‘移情作用的理论’提供的。”（29）


  “在这里产生出‘移情作用的理论’之任务的纯粹的和真正的意义。如何能够在这个原始的自我（ego）内部，就是说，在我的移情作用的体验也在其中出现的我的体验之绝对的自成一体的领域内部，阐明这种更高阶段的意向性呢？如何能够通过系统地对在关于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这种第二性的经验中所包含的内在的和外在的综合的地平线进行全面的展示，从而揭示作为通过证明而构成另一个人的意义和真实存在的该第二性的经验的成就，并因此能够就自我（ego）和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就另一个自我的正当的存在意义及其与关于它的意识的关联所提出的一切合理的问题，由产生这种意义的最本源的根源出发做回答呢？关于异己者的经验之在原始的经验之诸给予性当中的建立，对于有关异己者的经验而言，当然就表明在关于异己者的经验之一种在其特有的地平线中所显示出来的意向性方面的紧密结合，这种紧密结合一定会作为一起规定意义的而被展示出来。”（12-13）


  2）在对另一个自我及其心理生活的知觉中的分层：身体物体与心理东西


  “在关于另一个人的知觉之意义中，在被知觉的人本身中，显然存在着一种分层：只有人的物体，而不是人的心灵东西，真正在知觉上被给予，而且总是能这样地被给予，……因此不论在什么地方有动物的东西—世间的东西被经验到，我们都必然拥有作为底层的一个意义层次，这个层次是可直接经验的，而且是在它那个方面的诸直接的知觉上的给予方式之综合统一。正是因此，这个底层有这样一种突出的特征，即它是与这个超越论的自我……不可分割的。……关于异己的心理东西的经验虽然是我的意向的体验，但它是一种准当前化，这种准当前化并不是我的回忆，……它所准当前化的东西并不存在于我的知觉领域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将一种知觉行为和一种被知觉的东西准当前化，它是将具有相应的知觉意义的一种回忆行为，将一种预期行为，一种可能的经验行为准当前化，但它是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并不是我的同一的自我，它是作为另一个人的东西被经验到，是作为对它进行体验的自我的东西被经验到。”（106-107）


  “在对异己者的知觉中的，而且是对另一个自我及其心理生活的知觉中的分层：这个自然核心，它的身体物体，在‘作为器官的身体’这个名目下有一个最初的意义层次，与此同时有一个最初的心理东西，这个‘进行组织的’自我，这个赋予作为器官的身体诸部分以心灵的自我。这个层次现在是作为这整个的心理的主观被建立起来。”（86-87）


  在我的原始性之中预先给予的原始的物体变成了对于一个异己的自我和异己的自我生活之异己的原始性之‘间接呈现’而言的转运站……”（116）


  3）将我的身体统觉为物体是移情作用的第一前提


  “将我的身体统觉为物体是移情作用的第一前提。”（660）


  “将我的身体统觉为一个物体式的事物是移情作用的前提。”（648）


  “对于为我存在着的另一个人之构成而言，前提就是我的身体作为如同其它事物一样的物体性的事物之构成。只有这种东西才使得有关与我的身体相同的事物之经验成为可能，并且接下来使以下情况成为可能，即这一个与我的身体事物相同的事物是身体，但是是另一个人的身体，对于我而言是能够这样地经验的。”（260）


  4）另一个人是在被我知觉到的他的物体性之表现中被指示的


  “但是现在接下来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的是，在人的所有的交往当中……，处于直接的知觉世界当中的直接的知觉事物是各种‘表现’之直接承担者。（664）


  对于移情作用来说，人的物体并不是被当作物体按照其固有本质的特性，并且一般而言，按照纯粹物体的特性被考虑的。而是就它具有可直接知觉的外观而被考虑的，因此是就人的一切行为（behavior），他的面部表情变化，从直接的真正被看到的东西上‘被看出的东西’考虑的。”（664）


  “移情作用是作为对另一个人的知觉而建立起来的。在另一个人之被我知觉到的物体性之表现当中，另一个人被直接地指示，正如作为他的身体的（同一的）物体性被给予他那样被指示。”（641）


  5）我是作为在准当前化的方式中间接地构成的第二性的客观性获得异己的主观的


  “……现在我获得了具有其构成性的生活的，具有其被构成的世界的，主观地围绕它们的身体定中心等等的诸异己的主观，并将它们补充添加到我的原本的世界上，补充添加到作为个人的和进行构成的主观的我身上，我是作为在准当前化的方式中间接地构成的第二性的客观性获得它们的，这种客观性是由处于我的原本的世界之中的诸物体——这些物体现在获得了异己的身体这种统握，和在这些物体中存在着的诸自我主观（另一些自我主观）这种统握——指示的（因此是以准当前化的方式间接呈现的）。”（28）


  6）我的心灵与另一个人的心灵之符合一致


  “我们在移情作用的活动中总是有一个进行经验的意识，在其中我的心灵作为在心灵方面被充实了的时间和另一个人的心灵及其时间以纯粹心灵的方式达到了连续的符合一致，而且是处于存在有效性之中的符合一致。因此对于我来说，我的时间上的-心灵上的存在与另一个人的时间上的-心灵上的存在之共存是真正被经验到的，对于另一个人也是真正被经验到的，如果他注意到我的话。当然这种情况通过另一个人的另一些人蔓延着，同样也通过诸间接的移情作用而向过去的诸主观之中蔓延着，——现在我与这些过去的主观完全没有联系，但是关于这些过去的主观，我是通过另一些人，作为从前曾经被这另一些人经验过的而经验到的，而这本身就处于这种蔓延的诸间接性之中（过去诸世代，历史）。


  因此得出，对于我，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对于每一个人，在经验上存在着我们大家的纯粹心灵方面的诸共存之共存，每一个个别的心灵都在经验上拥有它自己的时间之共存形式，并且对于自己本身而言被经验为是贯穿于这个时间的，贯穿于他的生活的时间的，贯穿于他的个人式的个体性中的坚持行为的时间的，贯穿于他的在作为个人式的诸特性之个人的变化之中的坚持行为之时间的；此外所有的心灵都有一个纯粹心灵上的全体，这个全体对于它们而言总是作为经验被构成为诸心灵方面的共存之全体，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构成的，即每一个心灵都占有它自己的作为原始经验的共有之领域，由直接的移情作用和重复地间接的移情作用，现实的移情作用和潜在的（可能的）移情作用而占有的所有其他人的共存的领域。”（333）


  7）我以超越论的-内在的方式方式拥有了每一个超越论的主观性，我将另一些人经验为是进行经验的共主观


  “通过移情作用的媒介，建立起了自我极的一种生活统一和自我极的一种我-你-统一。这种具有自我共同体化的生活之共同性所涉及的首先只是这个现实地以特殊性进行共同体化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也涉及两个方面的生活地平线，而这所意味的就是两个方面的诸潜在性之综合。”（342-343）


  “对另一个人及其原始领域的间接呈现建立起了我的原始性和异己的原始性之在统觉方面共同有效性的综合，并且间接地建立起了我的原始的事物显现与另一些人的原始的事物显现的普遍的综合，借此我们就每一个实在的东西获得了共主观的多样性，这种共主观的多样性肯定只有通过对原始性的综合才会成为可能的。我的原始的东西获得了它的同伴，并且每一个原始的东西在第二种意义上都是超越论地内在的，我以超越的-内在的方式拥有了每一个超越论的主观性。”（130）


  “在我的原始地被经验的世界之中出现的物体的身体性间接呈现另一些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将另一些人经验为是进行经验的共主观，并且在他们的共同经验当中，我获得作为我们的世界的客观世界；在这当中，我和我的原始的当前同时承担这整个的世界经验和这整个的世界认识，以及另一些人的存在。”（41）


  以上所摘录的本书中的一些论点是译者为读者提供的阅读线索，希望能对读者有帮助。由于篇幅所限，有一些方面没有涉及，如生活世界、正常性和异常性等等。如果这个“译后记”当中的摘录有不妥之处，或者本书的译文当中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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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6  《逻辑研究》第二部分（第二版第二卷第1部分）第37页


  注7  出处同上，第一研究，§7。


  注8  《逻辑研究》，第一研究，§7和§8；“表达之交流功能……本质上以下面这种情况为基础，即表达是作为记号起作用的”（同上第35页）。


  注9  同上§5。


  注10  同上§2和§3。


  注11  同上§4。


  注12  同上。


  注13  同上，第34页。


  注14  《逻辑研究》，第一研究，§5和§8。


  注15  见《胡塞尔全集》，第X卷，第237页，注1。


  注16  讲课是在“逻辑和认识论导论”这个题目下举行的；手稿分放在胡塞尔档案馆中F I 25,F I 16,F I 10,F I 42,F I 17,F I 7,B II 1,B I 1目录号下。


  注17  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II卷。


  注18  见后面第6页，第16/17页。但这绝不是出自那个时期的仅有的胡塞尔的“单子论的”文稿。在档案馆架号B I 4和B II 2中还有相当大数量这样的文稿。


  注19  参看本书第335页以下。


  注20  发表于《普通心理学杂志》，第IV卷（1905年），第465-519页。


  注21  该摘录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K V 2架号中。


  注22  所摘录的只是该文章的前7页（第465-471页），在那里利普斯面对诸批评意见说明和概述了他的移情作用理论。


  注23  手稿F I 27，第100a页。


  注24  手稿F I 27，第100b页。


  注25  对此比如请看《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第2版（1903年），第21-23页；《美学》（1903年），第140页；“移情作用续”，（《普通心理学杂志》，第IV卷），第489-493页。


  注26  《论假设》，§53。


  注27  参看后面文稿2和3。


  注28  见后面第28/29页，第52/53页。


  注29  这是从迄今尚未发表的E.马尔巴赫有关胡塞尔对自我问题之阐明的研究——该研究考虑到了胡塞尔的全部遗稿——中获知的。


  注30  参看后面第28、50、52、62、64、70页。


  注31  参看后面第64页。


  注32  参看后面第62/63页。


  注33  后面第70页。


  注34  见后面第24页。


  注35  不仅胡塞尔所拥有的那些利普斯的有关著作和论文中的记号和页边注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胡塞尔于1905年和1915年间从利普斯有关移情作用理论的不同论述中所做的大约有25页的速记摘录也证明这一点（参看附录XIV）。


  注36  见后面第52页。


  注37  参看文稿6。


  注38  参看《逻辑研究》,第二部分（第二版,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4页和本卷第42页。


  注39  见后面第27、62页。


  注40  见后面文稿2。


  注41  见后面第24页。


  注42  见后面第50、267、289、338等页。


  注43  见后面附录IX以及第23页（参看附录X）。


  注44  见后面第20、23、45、49、50等页。


  注45  见后面第44页注。


  注46  手稿A VI 11 II，第115a页。


  注47  《胡塞尔全集》，第III卷，第344页。


  注48  这些论述现在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V卷，附录I。


  注49  《胡塞尔全集》，第IV卷，第162页及以下。


  注50  见后面第63页。


  注51  存放在于卢汶胡塞尔档案馆的两本听课笔记对这次讲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了解。最迟直到1913年6月，胡塞尔都在致力于《逻辑研究》第二版的准备工作，以致他几乎没有时间去讲课，这个讲课超出了已经拟订的计划。


  注52  《来自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E.施太因著作集,第VII卷，卢汶-弗赖堡，1965年，第191页。


  注53  参看后面文稿5和附录XVII、XVIII。


  注54  这封信发表于G.米施的《生命哲学与现象学》第三版后记中，达姆斯塔特,1967年。


  注55  后面文稿6。


  注56  后面文稿5。


  注57  在《形式逻辑和超越论的逻辑》,第215页注中,和《我的〈理念〉的后记》（1930年）,《胡塞尔全集》，第V卷,第150页注中。


  注58  除去作为这个讲课的附录发表的文稿外，还请看后面第245页注，第448页；《胡塞尔全集》，第VIII卷,第433页；《胡塞尔全集》，第XIV卷,第307页；同样，还请看尚未发表的手稿：A VI 8 I,第156b页；F IV 3，第174b页；K II 5，第6b页等等。


  注59  “五次讲座”现收入在《胡塞尔全集》第II卷。


  注60  见《胡塞尔全集》，第XIV卷，编者导言,第XVII页以下。


  注61  参看后面校勘附注,第510页。


  注62  后来胡塞尔说：该讲稿只包括直到11月末的第一周（见后面,第111页注）。这也许不见得对，因为在该手稿的前一半中就已经有1910年11月26日这个日期（见后面,第141页注）。


  注63  见后面第111页注。


  注64  在该论文的胡塞尔自用本上有他亲笔写的下面这个注：“1910/11年圣诞节假期起草，1911年1月至2月初或2月中完成，直至3月初付印。”


  注65  关于这次讲课，在胡塞尔档案馆中有一份很长的包含200页两面速记的手稿（分放在F I 15,F I 12,和F I 2架号下）。


  注66  参看后面第195页。


  注67  手稿F I 43，第57a页（参看后面第512页，对第153页注的校勘附注）。


  注68  手稿M III 9 VI b，第68a页。


  注69  参看后面第510页。


  注70  作为事后加在由胡塞尔保存的有关该讲课的布告上的标记就是这么写的。


  注71  《胡塞尔全集》，第VIII卷，第174页，注2。


  注72  见后面第167/168，178/179，182，189页。


  注73  后面第112页。


  注74  后面第168/9页。


  注75  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VI卷（见那里的第III部分B节）。


  注76  见上面第XXVIII页注1提到的E.马尔巴赫的研究。


  注77  见后面第245页，和手稿A VI 8 I 第156b页。


  注78  参看这些讲课的第一章。


  注79  胡塞尔在《引论》（1910年）中就表达了他对阿芬那留斯总体上的高度评价，尽管他对阿芬那留斯和马赫的以思维经济方式建立逻辑学提出过批评（参见上引书，第192页注）。在《危机》一书中，胡塞尔称阿芬那留斯的哲学为对超越论哲学的一次重要尝试（《胡塞尔全集》，第VI卷，第198页）。


  注80  胡塞尔所拥有的那本《人的世界概念》存在于胡塞尔档案馆中，上面写下了许多记号和评注。


  注81  《人的世界概念》，莱比锡，1891年，第77页。


  注82  见后面第132页注。


  注83  作为《胡塞尔全集》第IV卷出版。


  注84  E.胡塞尔：《致R.英加登的信》，尼伊霍夫，海牙，1968年，第36页。


  注85  《胡塞尔全集》，第V卷，第150页。1930年3月15日胡塞尔致D.希克斯的信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里尔（在其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评论中）低估了现象学还原的能够达到的有效距离，这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因为《理念》仍然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只有第二卷才会探讨共主观性的现象学。”


  注86  现在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V卷。


  注87  见《胡塞尔全集》，第XIV卷“编者导言”，第XVII页以下。


  注88  这次讲课的一些部分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下面这些架号下：B I 37，B I 29，M II 3b，F II 3，B IV 2，F I 24（根据R.鲍姆所制作的该讲课的复制件）。


  注89  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VII和VIII卷。


  注90  还请参看《胡塞尔全集》，第VIII卷,附录XX：“对我于1907年和1910年获得还原理论的两个阶段的批判。”在1924年圣诞节致R.英加登的信中胡塞尔写道：“1909/10年（系1910/11年之误。——编者注）旧的哥廷根讲课——它提供了移情作用和现象学还原向共主观性的扩展——的那些思想，也通过完善而重新得到阐明”（《致R.英加登的信》，第31页）。


  注91  关于这些文稿资料的来源，后面第545页以下“原稿页索引”将会提供一种概观。


  注92  参看《胡塞尔全集》，第XIV卷，第393页注。


  注93  参看后面校勘附注，第525页；参看《胡塞尔全集》，第XIV卷，第244页注。


  注94  包含在卷宗A I 17 II和A I 18中的有关《逻辑研究》（第六研究）的诸研究和新文稿（胡塞尔亲笔写的日期是1914年3-4月）证明了这一点。


  注95  见后面第300页。


  注96  参看卷宗A V I3，它带有1914年7月有关动因问题和判断与情感平行性问题等等的论述。


  注97  后来E.施太因将这部重要著作形成博士论文（1917年于哈勒出版）。


  注98  E.施太因：《来自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著作集，第VII卷，卢汶-弗赖堡，1965年，第225页。


  注99  在1914年11月22日答复J.道伯特的邀请时他说：“我也很想参加，可惜我现在对什么都不中用了，对哲学研究也不中用了，为此我需要内心平静和聚精会神……”同年12月24日致F.考夫曼的信中他说：“我处于痛苦之中，情况不好不坏。对于我来说，找到进入内心直观的入口变得非常困难，我毕生的研究都是针对这些内心直观的；就是说我很少有进展，并且在这期间我的神经无论怎样都首先受到这个时代大量的骚动之损害。不过情况会逐渐变得更好，尽管是缓慢地；有些地方地平线会变得更开阔起来……”1920年7月3日他告诉E.霍金说：“就是在战争第一年，世界性仇恨的爆发，诽谤中伤的大洪水，以及战争使人类失去人性后的一切疯狂，使我感到十分沮丧。那时我像似麻痹了一样”（这些书信或书信的复印件都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00  见《胡塞尔全集》，第IV卷，该书编者M.毕迈尔于第XVI页以及第398页的提示。在这个草稿的开头，有胡塞尔亲笔写的附注：“一个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导论之尝试，1915年复活节假期”（手稿F III 1，第174a页）。


  注101  当时E.施太因不仅整理《理念II》和《理念III》，而且还整理了胡塞尔的大量其它手稿，并准备将其部分地出版（例如有关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判断理论、空间的构成、知觉与想象、现象学与认识论等等的文稿）；她经常为由她审阅过和整理过的手稿编号，并加上标题。但是我们这一组文稿的手稿完全没有经过她的手。


  注102  这个讲课手稿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中，架号是F I 31。


  注103  手稿F I 31，第7b页。


  注104  在1915年6月2日致F.考夫曼的信中，胡塞尔说：“在这个战争时期，尽管经常受干扰，我的工作又有了进展。我开始甦醒过来了”（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05  致F.考夫曼的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06  1915年9月30日胡塞尔夫人玛尔维娜致阿尔布莱希特一家的信（该信现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07  1916年1月23日致J.道伯特的信：“秋天我由于尼古丁中毒病倒了，但现在又完全康复了，……我现在正忙于准备搬家，并忙于思考弗赖堡的讲课”（抄自胡塞尔档案馆中的书信）。


  注108  见后面第313页。


  注109  见后面第336页。


  注110  见后面第329页。


  注111  见后面文稿8。


  注112  见后面第24、27页。


  注113  见后面第250页及下一页，第360页及下一页。


  注114  参见后面第266/269/330等页。


  注115  见后面第344页。


  注116  见后面第310页及下一页，第338页及下一页。


  注117  见后面第187页及下一页。


  注118  见后面第341页。


  注119  参看后面第455页，第478页及下一页，以及《胡塞尔全集》，第XV卷，文稿6及附录IV。


  注120  见后面第347页。


  注121  见后面第377页以下。


  注122  见《胡塞尔全集》，第XIV卷，第250页注。


  注123  所谓“贝尔瑙手稿”（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主要在架号L I和L II下）并不是产生自1918年9月在贝尔瑙逗留期间，大体上清楚的是，它们是于1917年8月至10月和1918年2月至4月在这个黑林山庄写的。据本书编者所知，除去在这里发表的这些文稿，只还有唯一的一个手稿是1918年深夏写的，该文稿注明：“意志分析”，1918年8月（手稿F IV 3，第76-84页）。


  注124  关于那时的情况，他在1919年4月12日致友人F.古斯塔夫的信中报告说：“去年8月以来的一些事件，然后乃至于可怕的崩溃，使我的内心备受煎熬。我所受的损害非语言所能表达，有时我就像似麻痹了一样”（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另外那时他的长子还第二次受重伤（1918年10月）。


  注125  在胡塞尔所拥有的那一本《普通心理学》中，有他亲笔写的注：“1918年9月初开始系统地-仔细认真地阅读。”1918年6月末和7月初，他读了那托普的著作《德意志的世界使命》（见胡塞尔1918年6月29日致那托普的信）。8月，他读了那托普的重要文章“哲学与心理学”（《逻各斯》，1914年）。


  注126  见后面第403页。


  注127  1919年2月21日，胡塞尔为弗赖堡文化科学协会作了题为“自然与精神”的报告（部分手稿保存于卷宗A IV 16中），并于1919年夏季学期按照这同一的题目讲课（讲课手稿存放于卷宗F I 35中）。


  注128  见后面第100页。


  注129  见后面第352页注③。


  注130  见后面第417页和第409页。


  注131  见后面第601页注①，第602页注①。


  注132  1905年暑假胡塞尔逗留于塞费尔德。在那里他仔细思考了——有时通过与A.普凡德尔和J.道伯特讨论——个体化问题（参看《胡塞尔全集》，第X卷，第237页及下一页）。——编者注


  注133  但也不是什么存在于个别的持存着的思想（cogitationes）之纯粹内容中的东西。


  注134  后来增补：“真实的”。——编者注


  注135  客观的时间以及客观的空间已经涉及个体性。客观的空间是共主观的空间。——正如这句话表明的，它并不确切，但是在这里存在着一个重要真理。


  注136  绝不会要求这种东西，这是不是真的，只能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决定。


  注137  但这可能吗？


  注138  但重要的是，还有同一些事物在不同的自我那里在知觉中出现为个别差异的可能性，以致于在第二性质方面会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共主观的和自在存在的事物之构成，就排除第二性质。


  注139  特别是“稳定性的过渡”以及这整个的句子，在手稿中被批判性地标出，对于这一整段，胡塞尔注道：“这方面所提供的东西并不十分充分”。——编者注


  注140  时间流之统一：我形成关于一幢房屋的知觉。我怀着相信拥有该房屋的显现，在注意到这个屋顶时，对该房屋感到满意。同时，有一只鸟在叫。有一辆车驶过。还原：鸟鸣的显现，车辆的显现，对于……的感受，对于……知道。对于……的表象。“反思”：内省，回顾。持存的统一（最广泛意义上的事物统一）。“这个”显现统一地持续着，并变化着，并且当它延续和变化时，另一个显现开始了，并进行着，最后结束。从这种显现学的时间统一回到最终的流。


  一种特殊的流属于每一个显现学的时间统一，并且所有这些流本身都是相互统一的。它们借助什么而是统一的呢？一种广泛的“意识”，一种知觉行为，一种统握行为，能够指向这种房屋显现和那种声音显现，而一种作为同时的在此存在着的东西或在时间上重迭推移的东西则彼此对峙。结果就产生两个流或两个如此形成的流能够被归入其中的一个流。我们不能以本质法则方式说出以下东西吗？即a和b（两个内在的显现）并不需要以对象方式存在。但是一种回顾的行为能够将它们当成对象，并且能够意识到，它们曾存在过，但不是以对象方式存在的。而属于后者之本质的，是一种理想的可能性，即能够将它们直观地作为知觉或记忆以对象方式纳入到一个意识之统一中。


  然而不是存在这样一种理想的可能性吗，即我的知觉行为和另一个人的知觉行为，另一个人的感受行为等等，被纳入到一个意识的统一之中？例如，我直观地想象另一个人的知觉行为，同时我知觉自己。当然，按照内容的本质，一定存在着统一性和相容性。但是我没有超出“形象性”，因为，如果二者是统一地可知觉的，那么它们就是一个“心理现实性”之诸成分。


  注141  这一句后来被改为问句：“在这里，这个被要求的东西仿佛是被统觉的物体的-精神的实在东西之被转了过去的一面，被掩盖了的一面吗？”——编者注


  注142  参看附录IX，第36页以下。——编者注


  注143  利普斯反对类比推理理论方面的相应论证，在下面我们作为附录XVI发表的文稿中，胡塞尔作了概述（见第102页注①）。——编者注


  注144  后来增补：“以原呈现的方式”。——编者注


  注145  “共同呈现”后来改为“间接呈现”，对此胡塞尔后来说：“参看附录〈VIII第33页以下〉；因此到处都用间接呈现代替共同呈现！”在接下来的大多数场合，这个术语方面的提示也都通过后来的修改受到考虑。——编者注


  注146  后来增补：“原呈现”。——编者注


  注147  “连带呈现”后来改为“间接呈现”。——编者注


  注148  “本源原初地”后来改为“原在场的东西”。——编者注


  注149  “连带呈现”后来改为“间接呈现”。——编者注


  注150  “连带呈现”后来改为“间接呈现”。——编者注


  注151  我们也可以这样表达这种情况：我不仅知觉到单个的事物，而且我还知觉到一个（以我的身体物体为中心的）作为诸事物之敞开的，最终是十分不确定的多样性的事物世界，并且在这里包围着的全部事物都以连带呈现的方式一起包括到有关这个事物世界的知觉之中。这个事物世界被知觉到，在事物世界中的这些包围着的事物以连带呈现的方式被一起给予。连带呈现（间接呈现）这个概念本身显然是相对的，因为然后它又意味着人们作为环境客体以连带呈现（间接呈现）的方式被一起给予，同时，另一些人则与此相对地以原初方式被给予。


  注152  “连带呈现”或更确切说，“连带呈现的”或“进行理解”，后来被“间接呈现”或“间接呈现的”，或“进行间接呈现”所代替。——编者注


  注153  后来增补：“原呈现”。——编者注


  注154  “连带呈现”或更确切地说，“进行连带呈现”后来被“间接呈现”（或附带呈现）或更确切说“进行间接呈现”或（进行附带呈现）所代替。——编者注


  注155  “连带呈现”或“连带呈现的”后来分别由“间接呈现”（或“附带呈现”）和“间接呈现的”（或“附带呈现的”）所代替。——编者注


  注156  这个词不太好懂，后来代之以“原呈现地”。——编者注


  注157  与它相对应（还有一种形式）有一个纯粹的自我。


  注158  “连带呈现”或“连带呈现的”后来分别被“间接呈现”和“间接呈现的”取代。——编者注


  注159  “连带呈现”或“连带呈现的”后来分别被“间接呈现”和“间接呈现的”取代。——编者注


  注160  “连带把握”后来被“附带把握”所代替。——编者注


  注161  “连带呈现”后来被“间接呈现”所代替。——编者注


  注162  在这个文稿和接下来的文稿之间，在手稿（1916年节录）原来的关联中也许缺少一页。——编者注


  注163  后来增补：“而且也无须它以环境物体之方式间接呈现出来，那其实是一种次生的间接呈现”。——编者注


  注164  这种自由的确只属于动觉的东西！


  注165  一种不同的主观性绝不可能以类比方式由内在的事实、内在的感觉的事实引起。一种异己的主观性只有通过被构成的客观性，才能为我在此存在。


  注166  原始呈现=原呈现？后者不是更好吗？


  注167  前一句后来被删掉了。——编者注


  注168  后来错误地（当前这个文稿产生自1918年以前的时期）补充说：“这种划分是从有关移情作用的研究——贝尔瑙，1918年9月——采用来的”。参看文稿15。——编者注


  注169  但是如我后来看到的，这恰好只不过是来自利普斯的简明扼要的反驳。


  注170  在这个附录中被胡塞尔引用的引文都加了引号。一般来说它们与所引原文是逐字符合的。在有的情况下，引文也作了概括，但并不妨碍意义的关联。——编者注


  注171  问号是胡塞尔加的。——编者注


  注172  （在我这里）是胡塞尔增补的。——编者注


  注173  正如利普斯已经认识到的！！利普斯：《心理学〈教程〉》，1909年第3版第48页（第1版第171页）。


  注174  但是经历这个触觉领域，并不先验地（a priori）就需要与（被一起统握的）身体性的关联。我能够在思想上想起它，在这当中也有突出等等，而并没有身体的关联。于是问题就是，它是否还能是“完全昏暗的”，未被注意到的，然而对于我来说可能是这样的。


  注175  后来增补：“间接呈现了”。——编者注


  注176  后来增补：“被间接呈现的”。——编者注


  注177  下面这一段后来被删掉了。——编者注


  注178  “自我”后来补充“心灵的自我”。——编者注


  注179  但是这个这里是辨认方向的标志！


  注180  就是在这一篇文稿手稿的这一页背面，胡塞尔写道：“作为异己的自我在我的意识中之构成的移情作用问题，在所有以前的分析中并没有解决。人作为被构成的客观性。”这个说明所涉及的也许并不仅是这里发表的这篇个别的文稿，而且也许涉及在文稿3当中刊登的、最初产生自1909年夏季的、有内在联系的全部文稿（即所谓“哥廷根大学哲学系文稿”；见校勘附注第495页以下）。——编者注


  注181  当然不是。


  注182  “建立起来”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这些事实确实有一部分（在触摸时）具有统觉上的双重功能。


  注183  继续部分〈在附录XI中〉第55页以下。


  注184  这一句以及接下来的两段（直到“属于诸潜在的外观”）在手稿中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185  对此请参看〈附录XII〉第60页及下一页。


  注186  罗恩斯是哥廷根的一个餐厅。——编者注


  注187  被知觉的物体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不仅是在一起的，而且是相互从属的，因此对于双方来说，被给予的（并且对于双方来说是进行给予的）“显现”等等，也是“属于同一整体的”。


  注188  对此请参看第316页以下。


  注189  胡塞尔在这里所提到的也许是在本卷第270页以下发表的文稿9中的论述。——编者注


  注190  在这里不应在时间上理解：只是由此！


  注191  但是“纯粹的自我”当然也一起在场。


  注192  有关感觉上的喜悦，感觉上的痛苦、渴望等等的定位也属于这里。


  注193  我们并不是就感觉谈论关于心灵的东西之表达。当另一个人将目光指向一个事物时，他是在看，当有一个重的东西放在他手上时，他有压力的感觉等等，对这种情况我们并不是借助“表达”把握的，表达所涉及的是一个更高的领域。


  注194  那些有意义地生成的物理过程，是由身体开始的。在说话的行为中，人们发出词语陈述等等。——每一件作品，每一件随意的创造都是如此。


  注195  还应该提到：如同人一样，由自身释放出、生产出、创造出客观的精神东西的客观的精神是存在的。这个人在书写；这种书写行为就是人的精神性之一种特征。但是被书写的东西现在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的精神东西，它具有身体和意识，同时又被说成是一个生动的精神之“作品”。


  注196  “客观精神”后来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197  人们看见的这支“被卷好的”雪茄烟，这件秸秆编织物，这件被擦亮的东西，等等，都是工作之表现；另一方面，还有“能够看得见的”目的。——一个机器的运动如机器本身一样，有其精神性。


  注198  最后一段文字曾被E.施太因用于她的《理念II》的修改稿中（参见《胡塞尔全集》，第IV卷,附录IX）。——编者注


  注199  在这个附录中，由胡塞尔引用的引文都加了引号。一般来说，这些引文都逐字地与所引原文相对应。在有些情况下也对原文做了一些概括，但这并没有破坏意义上的连贯性。——编者注


  注200  利普斯还有另外一种反对向异己的自我推论的理由，它不像胡塞尔上边引证的两个理由是在利普斯的《心理学教程》第2版导言中，而是在该书第五章中（胡塞尔也许是在1913年前后也按照该著作第1版（1903年）作了摘录（见手稿E I 3 II，第161a/b页）；在另一处，他甚至还对它们做了如下概述：“该理由基本〈如下〉：首先我能够以类似方式将我〈在〉我身上发现的东西转用到另一个人身上，如果我已经有了关于该另一个人的统觉（有了关于该另一个人的表象和设定）。我是在拥有惊恐叫声的同时拥有我所感觉到的惊恐的。通常我是在拥有一个的同时也一起拥有另外一个的，因此我一定拥有一种联想的期待。但是如果我遇到这样一种叫声，而与此同时却没有体验到惊恐，那么我的确就只能说：在这里没有被另外期待的东西，‘惊恐的叫声’时而与惊恐一起出现，时而不与惊恐一起出现。我究竟如何能够做到将另一个人的惊恐加入进来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这里没有任何理由将我恰好还没有的关于另一个人的表象牵扯进来。而问题恰恰正是如何获得这种表象”（手稿E I 3 II，第159a页）。——与胡塞尔这种概述有关的地方，在利普斯著作（《心理学教程》第1版,第192/93页）中的原话是：“如果我发出一种惊恐的叫声，那么我就会听到这种叫声，与此同时感觉到一种惊恐。但由此并没有立即产生一种意识，被听见的‘另一个人’的惊恐叫声会表达一种相同的感受。当我听到异己的叫声时，我恰恰确实没有感觉到任何惊恐。我听到的仅仅只是这个叫声；而与此同时，我在我身上感受到的也许完全是一种不同的东西。因此这种经验宁可说必然会使我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这里有一些由惊恐的感觉产生的叫声，而另一方面，这同样的一些叫声与此没有任何关系，或者是与另外一些感受紧密相联的。那一个是由我发出来的，是可以感受到的，这一个仅仅是被听到的。——也许人们会对此反对说：我不顾这些经验，而是按照与由我发出的叫声类比的方式判断这些并非由我发出的叫声。当我听到那种叫声时，在我这里我当然没有感觉到惊恐。但是仍然不妨碍我此外想象该惊恐；我正是将这种惊恐理解为另一个人的惊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叫声肯定已经显现为由另一个人发出的了。就是说，该叫声肯定已经被认为是一个与我的‘内在东西’不同的‘内在东西’产生出来的了。但是，这里的问题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与我不同的‘内在东西’是如何发生的，简短说，这个对于我而言的‘另一个人’是如何发生的。”——编者注


  注201  在另一个文稿中（手稿E I 3 II,第154a—154b页）——很可能仍然是产生自1909年前后几年中，并且在其中胡塞尔从《心理学教程》第2版中摘录了利普斯相同的论述——相应的地方，胡塞尔在后来的补充中写道：“这种‘在……之中有’，这种在物体式的表现中被‘客观化’，所说的不外就是，心灵的过程在物体式的表现（可外在地经验的表现）中在下面这种意义上的‘表现’，即在正是人们谈论‘心灵显现之’物体式的‘表现’这种意义上的‘表现’。如我看到的，此外利普斯并列地使用了两种说法。有时这种表现（对于‘直接’所属的心灵东西而言的表现），是有关处于心灵的关联中的其它在后面的事实之间接的标记。首先应该区分：心灵的东西在身体性中的表现和有关在个人性格特性这种意义上的物体性的习惯的非常间接的理解行为；人格、性格、禀性并不是在与相信、痛苦、愤怒完全相同意义上表现的。这二者首先必须区分开，并分别加以研究”。——编者注


  注202  在带有来自利普斯《心理学教程》（第2版）摘录的前一脚注已经引证文字中，胡塞尔在对与上面引文相应的地方后来的评论中，写道：“在这点上，使人想起舍勒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我的一个意识流，而且是唯一的意识流，开始时是未分化的，只是在后来才分化为自我和其他的个人，其它的主观”。——编者注


  注203  “以难以说明的方式”上的引号，是由胡塞尔加上去的。——编者注


  注204  如何唤起对我的活动方式的回忆呢？并且这种回忆如何丧失与我的过去的关系呢？因此它是如何改变的呢？并且我如何能知道它是已经改变了的记忆呢？


  注205  但是从前我什么时候曾像一个流浪汉那样行动呢？


  注206  在一篇也许同样是产生自1913年前后的文稿——在该文稿中胡塞尔摘录了《心理学教程》第1版（1903年）第193页中利普斯相似的论述——中，他在最后评注道：“我们看到，利普斯完全被心灵表现之表达的问题纠缠住了，他没有看到，对另一个人的知觉首先以将身体理解为身体为前提，并且首先以身体与精神的主观这种意义上的主观之间的关系为前提。首先，身体性必须被构成，然后，在身体方面表现出来的异己的精神性才能被构成”（手稿E I 3 II，第161a页）。——编者注


  注207  胡塞尔的批注：“在开始时我知道我看上去是怎样的吗？”——编者注


  注208  在产生自1910年前后时期的一篇文稿中，胡塞尔以更加细化的形式对利普斯做了同样的批评：“必须区分（当然利普斯没有这样做）：


  a）在身体的外表中，在身体的举止之方式和速度中，性格、禀性、愚笨和机智等等的表现。


  b）感受和情绪的表现，怀疑、决心、意志行为、同意与拒绝之表现，简言之，心理行为与状态之表现。


  c）借助语言的表达。


  d）（另一等级？）运动、感性的知觉行为在作为知觉器官的感觉器官之行为和运动中的表现。α）将传达感觉的身体统握为感觉表层之定位者。在这里存在着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等级次序与区分。


  当然这是在对意义和规定之澄清中以现象学方式表明的。”（手稿E I 3 II第146页a）。——编者注


  注209  胡塞尔不仅从《心理学教程》中摘录了利普斯关于移情作用问题的论述（而且除去这里完整发表的这个文稿之外，还有我们在前面第71、72、73和74页脚注中提到的诸文稿），而且还有从“‘移情作用’续篇”（《综合心理学杂志》第IV期[1905年]，第465-591页）中作了摘录。而且胡塞尔还可能从利普斯其它著作的论述中作了摘录，如从卢汶胡塞尔档案馆收藏的胡塞尔私人藏书中以及胡塞尔以下这些笔记中获知的这些论述：


  “利普斯在下面这些著作中谈到移情作用：《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第二版,〈1905年〉,第13页以下；《美学》第I卷〈1903年〉，第108页以下；《美学》第II卷〈1906年〉，第22页；《心理学研究》第I卷〈1907年，第694页以下〉，（手稿E I 3 II，第162a页）。


  “Th.利普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第1版（1899年）：生命的表现〈是〉一种符号，它们在我们心中唤醒对自己的体验的回忆；符号得到了解释。——《统一与关系。〈对统觉心理学之概述〉》，〈莱比锡，1902年〉,第64页以下：犹豫不决。——《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第2版〈1905年〉：针对这种符号理论，并且代替这种理论，在符号（征兆）与表现（利普斯称作标记）之间进行了划分。这种标记的特征是：存在于这当中；在被知觉的东西当中有一种不同的东西，心灵的东西被把握，被连带体验=表情、动作、面部特征，静止的双手（静止的手指），自然的声音，言语！——《美学》第II卷〈1906年〉，第22页”。（手稿E I 3 II第150a页）。——编者注


  注210  在这个1910/11年讲课中所涉及的是胡塞尔于1910/11年冬季学期在哥廷根举行的每周两课时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胡塞尔只为它的第一部分写了底稿，这一部分我们作为文稿6发表于本卷中。——编者注


  注211  1910/11年冬季学期每周两课时讲课（大约直至12月中旬）第一部分的主要思想的草稿于秋假时（1910年10月初）已经写下了——以萌芽形式而且只是在“纯粹”心理学之理念下写下的，涉及到了共主观性，并包括意向的相关项（文化）。然而其实这已经就是超越论的现象学了，例如参见第83页。


  注212  胡塞尔用W这个符号标明一个手稿，它是讨论自然与精神、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关系问题的，该手稿最初的核心也许在1910年就已经形成了。直到20年代，胡塞尔还为该文稿写增补和附录。这些附录部分地也被胡塞尔在1916和1918年期间的助手E.施太因编入手稿W。还有一部分被她用于编写《理念II》第三章（参看《胡塞尔全集》，第IV卷）。该手稿的一个重要部分如今作为附录V和附录XIV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IV卷。其它部分现在存于胡塞尔档案馆不同的手稿束中，并带有不同的架号，例如在手稿A IV 17，A IV 18，A VI 10，D 13 I，E I 3 I和F III 1中。这些片断的一部分也发表于当前这一卷中（见附录XVII，XVIII和XIX）。——编者注


  注213  在这里就已经有共主观的现象学还原了。


  注214  这个方向上产生什么，这不应该是我们的“课题”，不应该受到“课题方向上的设定”，因此也不应该对此进行述谓的判断。


  注215  1924年或稍后增补：“以课题方式设定的”。——编者注


  注216  “那种怀疑态度，那种悬搁态度”稍后改为“怀疑及其悬搁的态度”。——编者注


  注217  1924年或稍后增补：“怀疑论的或认识批判的”。——编者注


  注218  1924年或稍后增补：“课题上的”。——编者注


  注219  “关于自然设定的任何东西”，1924年或稍后被改为：“在课题上不设定关于自然的任何东西。”——编者注


  注220  后来，1924年或稍后，增补：“如果自然作为课题恰好受到课题上的悬搁”。——编者注


  注221  1924年或稍后增补：“自然地、不假思索地和直截了当地被设定为存在着的”。——编者注


  注222  1924年或稍后增补：“直截了当地被设定的”。——编者注


  注223  这一段被放到括号中的文字（“但不仅是这种关联……”）是胡塞尔后来补进手稿中的，但也许仍是在草拟该文稿本身时，就是说，在1910年10月补入的。这段补入的文字后来（肯定在1924年以前，但也许只是在1910年稍后）作了如下改动：“但不仅是这些关联，而且在这种关联中作为自身在其中活动的，在其中生存的而被给予的，正是的确与这种关联不可分割的这个自我”。1924年或稍后接着再一次改动：“但不仅有这种在它本身中的意识生活之关联，而且还有作为在它之中进行活动的，在它之中进行生活的，与这种关联确实不可分割的这个自我。”——编者注


  注224  稍后增补：“和它的自我”。——编者注


  注225  1924年或稍后增补：“清楚的”。——编者注


  注226  这最后一句1924年或稍后改为：“联想的‘规律’是有关内在意识的本质的规律，不是规则。”——编者注


  注227  “假定”后来改为“设定”。——编者注


  注228  仅仅为了解释这个不适当的表达之意义，〈1924年或稍后〉补充如下：因此我们看到，我在这里，我作为当下的现象学家，在我按照个别的体验和体验关联对意识的唯一的兴趣指向中，肯定就我的移情作用的体验实行了纯粹的内在的知觉，并且我能纯粹按照它在我的意识生活本身中所是的东西描述它；但是我也拥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对（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并非是我的诸体验和体验特性进行间接的，但有充分根据的设定和描述；但是在这样做时我任何时候都不需要像在自然的实践的生活中那样，或像在描述的自然科学的描述中那样，或像在反向关联到自然经验的物理学的理论研究中那样，将我的描述建立在实行对总是被给予我的客观世界的课题设定之上。在对有机的身体之作为描述对象的知觉中，虽然这些身体被设定为自然界的事物，但是……


  注229  1924年或稍后增补：“课题的”。——编者注


  注230  〈1924年或稍后的〉修改：但是在这里涉及的并不是一种任意的事实关联，而正是一种我通过反思的分析作为这样的东西揭示出来的，并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转用到自明的根据中的动因关联。在看到该事物的正面时，事实上我预期的不只是与该正面相称的某种背面，或者，在听到一个曲调的开端时，会预期的不只是与此开端相称的继续，仿佛对于我来说，这一个与另一个，以及符合预期的东西，是一些无意义地相互冲突的因素。而是当我以反思方式回溯到这个非课题的，但是曾生动有效地存在过的动因层时，我能够立即就把握住具有其原因和方式及其确定内容的这种预期之本源的正当性。


  注231  因此1910/11年讲课的基本思想就在这里首次出现了。


  注232  “反思”后来改为“直接的知觉”。——编者注


  注233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课题目光仅仅指向意识的诸方面及其固有的诸动因，并且如果我们仅仅实行与它有关的诸设定，那么我们在这两种情况下所有的就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关联，并且在第一种情况下，所有的就是一种在自明的“主观的”动因中，由我的纯粹的意识引入到异己的纯粹的意识，并使异己的纯粹的意识达到自明的设定的关联。


  注234  后来增补“以课题方式”。——编者注


  注235  我实行向这种纯粹主观东西的还原。


  注236  “我现在不询问这些有关的事物性的知觉设定之有效性”1924年或稍后改为：“我现在不实行（如在自然的生活中或在自然-客观指向的实证的科学中——非反思地在其中生活的，并因此直截了当地指向‘这个’世界之实在性东西——那样）有关的事物性的（世间的）知觉设定之有效性”。——编者注


  注237  后来增补：“现象学的”。——编者注


  注238  “（不是在该意识中被设定的事物）”1924年或稍后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239  “反思”后来改为“自身反思”。——编者注


  注240  “领域”后来改为“现象学的经验领域”。——编者注


  注241  1924年或稍后增补：“〈指出〉我-你-行为”。——编者注


  注242  “知觉”后来改为“一种派生的知觉”。——编者注


  注243  “始终是”1924年或稍后改为“内在地”。——编者注


  注244  1924年或稍后增补：“自我意识之本质和共有的自我意识之本质，共主观性之本质”。——编者注


  注245  我们说到诸精神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这里应该清楚地区分：交往的关系（没有促动）和间接的、由移情作用的行为中介的我-你-行为之方式的诸动因之关系。


  注246  后来增补：“内在的”。——编者注


  注247  “诸自然客体”后来改为“诸世界客体”。——编者注


  注248  “作为物理学的和心理物理学的诸客体”后来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249  后来增补：“现象学式的”。——编者注


  注250  这并不充分：发展史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断：描述的精神研究，对通过相互理解而连结起来的意识之关联的追踪研究，所得到的比发展史更多。在这里显然缺少区分。


  注251  下面这个附录的手稿页如今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的若干束手稿中，带有不同的架号。但最初它们也许是和其它页一起构成一种统一关联的（参看校勘附注）。——编者注


  注252  笛卡尔式的道路被假定为通向纯粹意识的第一条道路（参看《胡塞尔全集》，第II卷和第III卷）。——编者注


  注253  弗里德里希·约德尔：精神植根于自然之中；精神从自然方面得到支撑，得到支持。精神本身是自然之一部分。此外我还看到：精神科学：如同在与科学的对象之关联中存在着自然和精神一样，在与探讨的方法之关联中，存在着法则性科学和历史科学，并不存在诸特别的对立。一切科学都适合于一个系列……


  注254  “主观的态度”在手稿中已不再是清楚可读的，这个表达后来被擦掉了，并由“唯我论的，个人至上论的态度”所取代。——编者注


  注255  动因之主观：这不就是那个针对已经被构成了的（首先是以自然方式被构成了）的对象性东西，正是这个“环境世界”的意向行为之主观吗？


  注256  参看利普斯《心理学教程》第2版（1906年）,第29页。


  注257  更确切说：我的态度是由被我知觉的，被我表象的，被我如此这般思想的，被我如此这般统握的这位朋友本身所促动的，是由我的体验行为之意向对象式的相关项所促动的，如其在其它情况下甚至也同样更恰当地被表达的那样。我们也可以说，这种动因有两个方面：意向活动的方面和意向对象的方面。


  注258  前一句后来被改动如下：“人们相互‘影响’，不是作为自然相互‘影响’，他们是通过下面的方式相互‘影响’的，即诸动因通过相互理解被建立起来。”——编者注


  注259  后来增补：“用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的”。——编者注


  注260  上面这一段后来胡塞尔先是删掉了，然后又将该删除符号擦掉了，并为此说明道：“如果在这整个的研究之意义中，我心中想到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历史，而只是从精神到精神的历史的精神作用，这就是正确的。”——编者注


  注261  后来增补：“可客观地统握为”。——编者注


  注262  在个别的单子式的存在中，恰恰并不存在任何一义性。


  注263  “显现学的东西”后来被“意向活动”所代替。——编者注


  注264  后来增补：“意向内容的”。——编者注


  注265  这里的任务不是完成这种广泛的考察。这里所涉及的仍然是：1）比如，客观地存在于某种关系中的众多自然客体，众多人是“客观地”存在的；2）这样地处于交往关系中，而且只是处于交往关系中的人们构成一种大于这些人的集合和因果联系的新的客观性，而且构成一种统一；即使个别的人不在这里了等等，这种统一仍保持时间上的此在。心理学家认为，这应以自然方式理解，但是每一个人都试图对此提供自然方式的说明。


  注266  “显现学的”后来被“意向活动的”所代替。——编者注


  注267  同上。——编者注


  注268  后来胡塞尔用“更高阶段的新的客观性”代替了“集合的”，并对此作了以下说明：“这些更高阶段的客观性的东西并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体这种自然客体和具有意识这种附属物的身体这种自然客体之上的，而是，在这里作为基础的东西已经是作为自我式的存在的人（它作为我的环境之对象给予我，这个具有精神科学倾向的人），表达精神的身体，正如我的本身一样是一个具有环境世界的等等的自我。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自然。”——编者注


  注269  这与一个身体尽管有物质代谢仍是同一的身体相似。这种提供统一的东西，是意识自我之载体的这种心理物理的功能。


  注270  但是对于诸社会对象的这些依赖性的这种理解，根本不是心理学的理解，而是对这些对象性东西及其依赖性的直观。但在这里这是唯一应考虑的东西。


  注271  后来的重要补充〈见附录XIX〉，特别是下面这个补充：单纯的交往尚不形成统一，社会的客观性是通过要求和反要求产生的。


  注272  现在这部稿子只是最初几周（1910年10月，11月）讲课的一些部分，与之相联系有若干讨论。后来我没有讲义自由地讲授。


  〈内容提要：〉从自然的世界概念开始。自然的世界概念作为认识论的出发点。现象学的可能性。在这里，“现象学”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被采用为现象学的本质学，而是试图考虑，一种以经验方式进行的，并非本质学的现象学是否可能。


  就意识流之统一的自明性而言的我思（ego cogito）的自明性，就是说，现象学领域的被给予性。内在性中的超越性和关于超越性的若干概念。内在性中的超越的设定之正当性。重新记起和预期的正当性。特别重要的是，经验的超越的设定回转到诸系统的意识联系中所表明的意向关联的正当性和预期意向的正当性。客观性作为超越论的主观性之标志和在意识领域中“经验的”认识之正当性。因此，现象学的（不是本质


  注273  “（欧几里得的）”后来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274  “绝对的”后来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275  1924年或稍后，补充了“心理物理的”。——编者注


  注276  1924年或稍后，改为“作为一种按其性质是直接的”。——编者注


  注277  1924年或稍后，胡塞尔将这最后一句改为：“我们还要说，关于自我本身的自我体验被经验为是以某种通常未被精确规定的方式依赖于自己的身体物体的，依赖于该身体物体之状况和过程的。”——编者注


  注278  1924年或稍后增补：“异己者的知觉，异己者的经验。”——编者注。


  注279  1924年或稍后，“有它的‘心灵’”改作“是它的身体的‘心灵’”。——编者注。


  注280  1924年或稍后，“仿佛是”修改并补充为“在异己者的知觉之意义上是”。——编者注


  注281  1924年或稍后“仿佛是”改作“是”。——编者注


  注282  1924年或稍后“中心点”改作“定位的中心点”。——编者注


  注283  “对于每一个自我来说，其它的自我不是中心点而是环境点”，1924年或稍后改为“对于每一个自我来说，其它的自我不是作为中心点原初地被给予的，而是作为环境点原初地被给予的”。——编者注


  注284  1924年或稍后增补：“原本地”。——编者注


  注285  1924年或稍后增补：“它是原坐标系，所有的坐标都通过它获得意义。”——编者注


  注286  1924年或稍后，“设定”改为“发现”。——编者注


  注287  稍后“但是我并不设定自己”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288  “或以不确定的普遍性”后来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289  当然这又是具有这个纯粹自我的纯粹我思（cogito）之自明性。


  注290  “世界存在”后来作为可疑的用线标出来。——编者注


  注291  显然仍是经验的自明性。


  注292  1924年或稍后增补：“纯粹物理的”。——编者注


  注293  后来，也许是1921年，在这一段前面加了：“我们现在想说：”。——编者注


  注294  “但是在这里应当恰当地理解显现这个词”稍后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295  1924年或稍后补充：“在自然意义上的”。——编者注


  注296  “而且也许有权这样认为”稍后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297  1924年或稍后补充：“纯粹的心灵的”。——编者注


  注298  稍后增补：“世界科学”。——编者注


  注299  “如在详细考察中显示的”后来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300  由此以下至§9结束，后来被删掉了。——编者注


  注301  本质的态度。


  注302  后来胡塞尔注道：“这里没有考察精神科学，关于‘精神构成物’的科学，但在讲课的附录中对于这些科学有所论述。”但是在这个讲课手稿的卷宗中没有找到这些附录。也许所涉及的是“讲课准备稿”（见前面文稿5）或是第W页（见前面第77页注3），或者还涉及我们前面在附录XVII和附录XVIII中所复述的文稿。——编者注


  注303  按照胡塞尔自己对讲课手稿的编码，这里缺少两页，胡塞尔遗著的编者也未能找到这两页，请用附录XXII“内在的哲学——阿芬那留斯”与这一节对照。——编者注


  注304  这种描述是自明的，只要它忠实地表达有关的思想（cogitationes）之对象方面的意义。


  注305  但是这里缺少对在其中先验的不变项从经验的不变项（类型的不变项，经验的类型）分离开来的那种意义的澄清，也缺少将空的意指向可能经验之充实的意指的还原。


  注306  对此应该正确理解：经验之稳定的设定及其稳定的意义，是在经验之能够被坚持到底的一致性之范围内延续的，而该设定的自明性始终是一种经验的自明性，这种自明性是有条件的，而且必然继续是有条件的。自然这个理念能够获得对被给予的自然之应用，正是以被给予的自然为前提的，但是自然是否真的在此存在，是否实际上存在，这始终是有保留的。


  注307  世界经验、自然经验之“基本意义”是什么呢？一切关于世界的思想行为，一切关于世界的以为行为，都是以“纯粹的经验”为根据的。如果我们抛开一切想象，不问正确与错误，而以这个纯粹作为被经验的世界的被经验的世界为根据，那么我们就能够原本地（originaliter）界定处于诸普遍概念之中的纯粹的经验之意义。


  注308  后来补充：bestimmte（确定）。——编者注


  注309  稍后，可能是1921年，补充道：“在现实的和可能的知觉序列中有其具体内容，这些知觉序列能够以无限的敞开性继续延伸，并能够一致地相互证实，这个设定之不可削弱性能够坚持到底。”——编者注


  注310  关于事实的这种说法包含下面这种意思，即我们认为它是无限地继续下去的，因此我们以预先推定的方式假定，我们当下实行的和每一个人为自己实行的这种设定，以后会以经验的一致性坚持到底。但是这种预先推定的根据在世界经验的统一性特征本身之中。


  注311  还应该注意，这种自然的世界概念并不是人们在科学之前就已为自己形成的那种世界概念，而是这样一种世界概念，它在科学之前，也在科学之后，构成自然态度之意义，但是这种意义首先必须在诸存在论的基本概念中形成。


  注312  以下这一段后来被删掉了。——编者注


  注313  “在诸实在的存在论中”后改为“在这种实在的存在论中”。——编者注


  注314  按照胡塞尔给手稿编的页码，在这个地方肯定缺少一页；然而下面的一段却连续地连接上前面的文字。胡塞尔曾将接下来一段直到第152页第34行的手稿页从这个讲课原来的上下文中抽取出来，并放到1912年夏季学期的讲课的手稿中，该讲课被他称作“现象学导论”，并在《理念I》中被用作论述的草案。1912年的这次重要讲课后来被胡塞尔分解成不同的部分，在胡塞尔档案馆中被置于不同的目录号下：F I 4，B II 19，F I 16，M III 6，F IV 3，A IV 5。我们这个1910／11年讲课（“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的以下几页来自手稿B II 19，它包括1912年导论讲课的最重要部分。——在下一段旁边有胡塞尔亲笔写的日期：“1910年11月26日”。——编者注


  注315  后来增补：“实在的联结”。——编者注


  注316  接下来的一段文字（直到第146页第22行）后来在页边空白处加上了一些零。——编者注


  注317  后来增加了“并设定”。——编者注


  注318  “考察”后来更正为“设定”。——编者注


  注319  “因此”后来被删掉了。——编者注


  注320  后来，这一句直到这里都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321  “直接的”后来改为“自然的”。——编者注


  注322  接下来直到第150页第3行的文字，后来在旁边加了零。——编者注


  注323  稍后，大约是1921年，对以上两句做了以下批判的增补：“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甚至可以反驳说：如果我在一个几何学的领域中只使用某些命题，对另一些命题领域不做判断，那么我以此并不是说：这些命题和那些命题作为真理（现实的真理或假定的真理）是彼此独立的。因此，问题首先就是，现象学的判断行为和存在论的判断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独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独立性就其正当性而言意味着什么和能够意味着什么。确实存在着某种独立性。如果我估计，一个事物存在，或一般地讲，如果我估计一个事物一般之可能的实存，那么以此我就预先为每一个自我之可能的进行经验的意识规定了一种规则。尽管我能够设想一种处于与一个我现在在现实的经验中具有的，但我纯粹将其看作意向对象的对象的关系之中的一致的经验之关联，我能够将这种关联构造成为完全一致的关联，我能够按照其系统描述它，因此对它作出判断，以自明的真理陈述一个完整的判断系统，但对于这个事物却绝对丝毫不做任何判断；同样我能够以本质学方式对纯粹作为一个可能的经验行为和一个一致的经验行为之意向的可能性的‘事物一般’进行考察，并能够构成这个可能的一致的经验系统，而丝毫也不以存在论的方式就诸事物一般之可能性，就属于事物性一般之固有本质的东西下判断。反过来，我能够从事存在论研究，并能够在这种纯粹存在论的态度中根本不涉及现象学的判断。


  也可能，我以存在论方式错误地下判断，而以现象学方式正确地下判断，或者反过来。但是由于有联系的诸本质相关的关系，诸真理本身的独立性并不存在。进行判断的行为的独立性，指向真理的行为的独立性，认识本身的独立性，所说的并不是作为真理的或作为所宣称的、假定的真理的相关的诸判断本身的独立性，事态的独立性，判断事态的独立性。在客观的领域中，也是如此：我在每一个客观上完整的认识中都是独立的，如在算术等等中。凡是我获得一种根据、一种证据的地方，在那里我在认识中就是独立的。


  只不过重要的是，我能够纯粹以现象学方式下判断，并能够以现象学方式获得明白的真理，但并不需要对存在论的东西表态。至于自然之现实性，重要的是要看到，即使是一个本质的判断行为，就已经以世界之存在为前提了。相对于经验主义（这里指的是客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它只承认‘实证的’经验科学，客观的经验科学），这里需要指出，存在着纯粹的意识，并且纯粹的意识即使是被改变了的，即使是世界不存在，也仍然作为我的我思（ego cogito）剩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看到，虽然我不能涂掉我的自我（ego），但是不仅存在论的可能性之领域，而且纯粹本质现象学之领域，也都独立于客观世界之存在。”对于这个注释的修改又被作为附录XXIII发表在第200页以下。——编者注


  注324  1924年或稍后增补：（“世界”）。——编者注


  注325  1924年或稍后增补：“这个人的人格的”。——编者注


  注326  下面这个分句“又在排除超越性这个相同的意图中，将心理学的和心理学主义的内在性与真正现象学的内在性混淆了”，1924年或稍后作了如下改动：“又在排除一切世间的超越性这个相同的意图中，心理学的内在性和真正现象学的内在性被以心理学主义的方式混淆了”。——编者注


  注327  1924年或稍后增补：“世间的”。——编者注


  注328  1924年或稍后增补：“事实上情况是”。——编者注


  注329  “作为”1924年或稍后改为“或者”。——编者注


  注330  后来增补：“也许因此”。——编者注


  注331  经验（Erfahrung）＝客观-自然的经验；经验的知识（Empirie）＝客观的经验。


  注332  “绝对的特征”1924年或稍后被改为“对绝对自明性的要求”。——编者注


  注333  “现在甚至也看不出能建立起自然科学”，1924年或稍后改为“现在甚至也看不出，由此如何能由绝对自明的源泉出发建立起自然科学”。——编者注


  注334  1924年或稍后增补：“宇宙”。——编者注


  注335  1924年或稍后增补：“绝对自明的”。——编者注


  注336  “看出”在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被还原了的知觉。“现象学”被认为是建立在现象学还原的基础之上的经验科学，因此不被认为是本质的现象学，也不询问“确真的”正当性证明。


  注337  或者存在一些现象学能够为其服务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正是这些科学感兴趣的事情。但是现象学本身能够为自己本身而存在。它能够由悬搁开始，并不需要询问诸附加的动机。


  注338  “是否还为一种科学留下余地”1924年或稍后改为“是否真的还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呈现出一个领域”。——编者注


  注339  自然始终就是客观的世界。


  注340  1924年或稍后增补：“特别是对心理学的自然认识”。——编者注


  注341  “现象学认识之绝对性”1924年或稍后改为“现象学认识之自明性的绝对性。”——编者注


  注342  1924年增补：“客观的”。——编者注


  注343  始终是在这里规定的意义上。


  注344  1924年或稍后增补：“关于以经验方式完成的成就和理论的成就的以及在其中被构成的成就构成物的”。——编者注


  注345  前面这两句在1924年或稍后做了如下改动并加了删除号：“也许现象学这个名称既是一种方法的名称，又是一种学科的名称，也许存在着不同的现象学学科，一些学科比如以本质的方式与绝对自明的被给予性相关，另一些学科以经验的方式与‘不充分的’被给予性相关。”——编者注


  注346  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对现象学的经验按照其诸基本形态（处于显现中的知觉，持存，重新记起等等）进行确真的批判之理念。——在第四章中有步骤地指出，现象学的还原如何被运用到知觉上（按照其意向的结构）以及如何获得现象学上纯粹的知觉。在自由的持存，重新记起，预期中，也同样如此：一般总是必须首先获得纯粹现象学的经验，然后才能进行确真的批判。〈请参看〉附录〈XXIV第211页以下：〉对〈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自身理解。


  注347  原因在于：知觉有一个原初的自身现前之流动着的点，而超出这个点，有一个由刚刚过去的“持存的”被给予性构成的地平线。另一方面，同样也有一个由预存的被给予性构成的直接的未来的地平线。如果一种知觉流走了，那就有一种单纯的持存代替它，这一片刻生动地沉入到，最后完全地沉入到不断进行的“沉入”之形态中。


  注348  1924年或稍后增补：“现在”。——编者注


  注349  后来增补：“如果认识论的兴趣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兴趣”。——编者注


  注350  1924年或稍后增补：“绝对地”。——编者注


  注351  本质的还原尚未被实行。这个研究所考察的是以现象学方式还原了的处于其个别的流之中的意识。


  注352  1924年或稍后增补：“客观的”。——编者注


  注353  1924年或稍后增补：“经验之特有的形态（预料，预期）”。——编者注


  注354  1924年或稍后增补：“（经验之样式）”。——编者注


  注355  1924年或稍后增补：“未被当作课题”。——编者注


  注356  后来增补：“作为由我实行的行为意向”。——编者注


  注357  下面这一段后来用铅笔轻轻地删掉了。——编者注


  注358  后来，大约是1921年，增补：“在这个世界中的”。——编者注


  注359  后来增补：“不具有真正的被给予性，而且是并非通过单纯准当前化的被给予性的特征”。——编者注


  注360  1924年或稍后增补：“在通常意义上的”。——编者注


  注361  作为超越论的心理学的现象学。


  注362  “科学”于1924年或稍后被改为“经验科学”。——编者注


  注363  “现象学的经验”后来加了引号并补充说明道：“‘现象学的经验’＝在现象学悬搁之内的单独个别的意识研究”。——编者注


  注364  后来也许是1921年增补：“原初的”。——编者注


  注365  后来增加：“亲自”。——编者注


  注366  但是这种说法很容易引起误解。内在的事实，不论是被知觉的或被以持存方式意识到的，还是被准当前化的，都是当前的、过去了的、未来的；过去的事实是曾经当前的事实，然后是已经过去了的事实等等；但是只当作为由多种多样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再生产等等构成持久统一，它们才是客体。


  注367  稍后增加了：“它们与此时此地有联系”。——编者注


  注368  这些外部的超越性能够被反复知觉，而内在的对象则不能被反复知觉，它们只不过是反复重新记起之统一，并且一般而言是准当前化之统一。


  注369  后来上面从第9行起的几句被用波形线，即重点线标出。——编者注


  注370  “（始终被理解为确定的行为）”后来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371  但是一个只能一次性地在其原初的生成中被给予；另一个则是重复；一个只能作为曾被知觉的曾存在过，并因此作为也许被重新回忆起的而存在，另一个则可能在一切知觉之前曾存在过，如此等等。


  注372  后来，大约是1921年，增补：“这个客观世界”。——编者注


  注373  由于我的听众所感到的一些困难，故做此新的表述。


  注374  下面直到第37行的这一段后来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375  能够这样说吗？


  注376  稍后增补：“亲自的和”。——编者注


  注377  1924年或稍后补充：“在从每一个方面连续实行现象学还原的情况下，通过地平线的连续扩展”。——编者注


  注378  而且不仅如此，在我们看见这个事物时，我们还随时都能够思考或想象，在我随意转头，或远离与接近等等时，它会显得怎样。


  注379  “意指”后来被删掉了。——编者注


  注380  参看附录XXV。——编者注


  注381  后来增补：“并需要探究这个昏暗的地平线”。——编者注


  注382  请参看后面的附录XXVI。——编者注


  注383  1924年或稍后增补：“预先”。——编者注


  注384  后来，1924年或稍后，胡塞尔将前面这几句做了如下表述：“如果我们获得两个记忆的连续统一体，其中每一个都总是有其能揭示的时间地平线，而我们却任何时候都没有在这种揭示的进程中从一个地平线进入到另一个地平线，那会怎样呢？”——编者注


  注385  从“它决定，众多思维活动是否……”直至“必然属于……”后来加了括号并加了删除号。——编者注


  注386  “进行类比的”1924年或稍后改为“进行模写式的想象的”。——编者注


  注387  “进行类比的”1924年或稍后改为“模写式的”。——编者注


  注388  “类似物”1924年或稍后改为“图像”。——编者注


  注389  当然，这是愤怒的一种变样，这种变样作为这样的东西与愤怒近似，正如对印象进行重新回忆的再生产一样。


  注390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空的意向就都会是准当前化。


  注391  “一切”1924年或稍后改为“这种”。——编者注


  注392  我们并不总是“看”到，在我看来，事先必然存在一种空的间接呈现，它会转变为一种再生产的直观。


  注393  关于以上所述，请参看附录XXVI（1910／11）。——编者注


  注394  以下直至这一段结束的论述，也许是在1921年被另一段文字所取代，该文我们作为附录XXVIII重新发表。——编者注


  注395  罗恩斯（Roons）是哥廷根的一个餐厅。——编者注


  注396  我们还可以说：现象学的移情作用是一个现象学的自我之现象学的经验，这个自我在移情作用中，并且原则上，将另一个这样的自我如该另一个自我本身那样来经验。这绝不是同义反复，正如当我们就经验式的移情作用说出下面这个相似的句子时不是同义反复一样，即一个人在移情作用中按照另一个人的心灵生活获得关于该另一个人的经验。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关于经验式的移情作用的定义。


  注397  “因此，如果我们不就自然之存在下判断，而是就诸纯粹现象学的关联之存在下判断”，1924年或稍后被改为“因此，如果我们不就自然之存在下判断，或更确切地说，根本不就‘这个’自然下判断，而是作为现象学家，放弃一切连带实行的相信行为，而只就纯粹现象学的关联下判断”。——编者注


  注398  在兰德格雷贝1924年的誊写稿中没有收入前边这一句（见“校勘附注”第509页以下）。——编者注


  注399  从前面一句中的“这种从意识到意识”直到这一句的“自然仿佛只是”，1924年或稍后被胡塞尔删除了。——编者注


  注400  从上一句的“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研究”到“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文字在兰德格雷贝1924年的誊清本中被胡塞尔删除了。对于这一段或至少在这一段中被改动和删除的几个句子，胡塞尔在兰德格雷贝的誊清本上注道：“这是可疑的，至少是不清楚的。”请参看附录XXX第230页以下与此有关论述（大约1921年）。——编者注


  注401  这一句后来也许是在1921年，改动如下：首先应该说，由于二者都与个别对象性东西打交道，我们将现象学认作是与自然科学并列的东西。


  注402  1924年或稍后增补：“作为合理的-经验的科学”。——编者注


  注403  1924年或稍后增补：“作为合理性之体系的”。——编者注


  注404  这最后一句后来被胡塞尔删除了。——编者注


  注405  这里涉及的是1910／11年冬季学期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其手稿已发表于当前这一编号中。——编者注


  注406  代替“世界”，胡塞尔后来在这里写道：“并且一般而言世界”。——编者注


  注407  “自然科学”后来改为“有关世界的科学”。——编者注


  注408  “1912年夏季的道路”胡塞尔是指1912年夏季学期的“现象学导论”的讲课，在时间上它直接先于《理念》第一卷的撰写（见前面第141页注）。——编者注


  注409  但是阿芬那留斯恰恰没有这样说，这是他的错误。


  注410  我们也不将自己与阿芬那留斯联结在一起，我们要前后一贯地思考到最后！


  注411  关于这个概念，请参看阿芬那留斯：《人的世界概念》，莱比锡，1891年，第83页以下。——编者注


  注412  胡塞尔没有写“中心环节”，而是误写作“根本环节”了。——编者注


  注413  马赫对要素性东西，行为的诸特征，诸对象都给以了感觉主义的解释。


  注414  参看前面第152页。——编者注


  注415  “一切”后来被删掉了。——编者注


  注416  见下页！


  注417  以下几句直至第36行后来被加了删除号。——编者注


  注418  但这并不是以超越论的-现象学的方式进入的。


  注419  对于这几页，还有从第200页至第209页第19行，在一个方面必须进行重要修改。纯粹性作为超越论的纯粹性，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反思由个别实证东西获得。不管我深入到意向活动东西中有多么远，只要我不实行普遍的（并正确采用的）悬搁，一切对意识的反思就都是心理学的反思。


  注420  这最后一句（从“因此确定无疑的是……”直至“被给予性”）后来，大概是1921年，被删掉了。在这里胡塞尔补充了以下说明：“应该注意，当我朝着过去曾存在的东西的方向追踪这个重新回忆的晕圈时，总是能够一再地建立起‘新的’重新回忆，因此总是能够发现对于我来说是新的过去曾存在的东西。但是既然总是留下一个能够说明的晕圈，那就不得不思考，是否应该设定一个零极限。这个问题在这里还没有讨论。”——编者注


  注421  1924年或稍后，做了以下增补：“具有它自己本身的过去的地平线。但不仅如此。每一个都同时具有与以下情况的关联，即当下的未来的预存作为对未来晕圈的重新回忆，作为一种对‘过去曾发生的事情’之以联想方式进行的指示，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充实。”——编者注


  注422  我能够从每一个重新回忆的被给予性出发，根据在体验序列中曾是随后到来的东西，连续地揭示未来的晕圈，并如此持续不断地前进到生动的现在。


  注423  “包含着这个现实的现在的连续无限的意识流”1924年或稍后改为“包含着这个现实的现在的，连续的，并能在连续的实现中揭示的意识流——这个意识流在这个现实的现在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不断地结束。只要这个现实的现在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地流动，就是不断地结束。”——编者注


  注424  “一个流”后来被改为“一个当前的意识”。——编者注


  注425  大约1921年，“重新回忆”被改为“经验，对于这个现在而言的直接知觉，对于过去而言的直接持存和重新回忆，对于将来而言的直接的预存和直接的向前预期。”——编者注


  注426  大约1921年“记忆”被改为“准当前化”。——编者注


  注427  只有记忆，而且是作为对过去东西的记忆，才能以自身这种样式获得被记忆的东西。预期就已经不再能使将来东西自身准当前化了，移情作用就更不能使被移情东西自身准当前化了（一切比喻的表象也是一样）。


  注428  “原初性”1924年或稍后改为“第一性或第二性的原初性”。——编者注


  注429  “原初地”1924年或稍后被放到引号中并加了注释：“即以原初性的意识样式”。——编者注


  注430  1924年或稍后增加了：“即它具有意识方面被改变了的原初性样式”。——编者注


  注431  1924年或稍后增补：“或说，它的自我”。——编者注


  注432  1924年增补：“原初”。——编者注


  注433  1924年或稍后增补：“以‘自身’这种原样式（现在这种样式）并以过去这种样式意识到我（准确地说，意识到诸样式之一种不断变化的连续体）的那些体验的统一之一定形式”。——编者注


  注434  “更确切说，这样地被给予”也许是1921年被删除了，并就此写道：“原初本质统一地”。——编者注


  注435  然而作为基础的是我的身体物体和我的诸内在性东西之完全的同时性，然后是异己的身体物体和它的诸内在性东西，异己的身体物体和我的身体物体以及我的外部世界等等的同时性。


  注436  1924年或稍后增补：“没有任何移情作用被引起”。——编者注


  注437  “另一方面以移情方式进行的或以任何其它方式借助一个不同的、‘自身’被给予的东西说明、类比一个对象东西方式进行的设定”，后来，部分是1924年或稍后，由下面的内容取代：“另一种的，非真正的，间接的经验（其中也包括移情作用的经验），在这里对象性东西直观地（通过经验或想象），但以间接方式达到设定，而且是借助于一个不同的，在真正直观中自身被给予东西（或准-被给予东西）达到设定。间接的直观就是用事例说明，以类比方式说明，即最广义上的用事例说明”。——编者注


  注438  罗恩斯（Der Roons）是哥廷根海因贝格的一个餐厅。——编者注


  注439  前面这两段1924年或稍后作了如下改动和补充：“因此即使在外在经验之领域，如在‘自然的’直观中，显然也应该做区分。例如，当我想象罗恩斯餐厅，设定它为当前的，为现在存在着的时，它的这种当前，如其现在存在的这个罗恩斯餐厅，也绝不是‘自身’被给予的。虽然它也是作为被重新回忆起的罗恩斯餐厅，因此是在这个和那个回忆中的过去自身被给予我的，但却不仅是作为这种东西被给予我。我设定它为超出这些过去而继续延续着的，并且现在仍在延续着的东西。至少在这个现在-仍-存在中，现在有一个和其它的东西一起，首先是和我的身体以及我的身体方面的感性的环境，即同时-存在的东西一起，现在以本源方式在知觉上被给予的东西，但是这个海因贝格的现在本身和这种同时性，并不是本源地自身给予的。这里的这种说明是相当复杂的和极其困难的。不过至少以下情况是清楚的，即在意识中对这种‘仍’在延续着的东西的预先设定，包含一种‘按照’已过去的东西‘进行诉说的行为’（因此是以自身这种样式被给予的），就是说，包含一种用事例说明。


  此外这里包含像下面这样一个例子：我按照一种描述就一座城市为我形成一种‘表象’，一种‘图像’。这当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图像意识（进行模写的图像意识），然而却是某种极其相似的东西，并且原则上是相同的东西。在这里我作为表象（被表象的客体）一起形成的东西，是一种关于我难以达到的和不认识的客体本身的一种‘类似物’，一种相似性标记，一种或多或少清晰的图像，所描述的未被认识的东西在该图像中‘呈现出来’，进行诉说。


  同样，当我‘想象’，比如一个事物，超出关于它的被经验东西可能会怎样，它未来将会怎样发展等等时，我就能够使我的想象超出现实被经验的东西。这些表象又是诸种类比，用事例说明，它们不仅是想象表象，而且是该经验之类似的改变，与此同时还是‘进行设定的表象’。它们肯定是有理由的，是根据经验的，是借助经验的地平线被预示的。另一方面，与本源的直接的经验相比，间接的经验之明显不同就是有这些改变。每一个表象通过正是指明这种在此存在的显示、标记而属于这里。只要我直观到这种空的预先指示，这种直观就具有一种进行类比的直观，用事例进行说明的直观之。


  然而现在也很清楚，每一个预期和每一个地平线意识都属于这里。空的连带意识和空的预先意识当然不是用实例进行说明的意识。在这当中我们所指的是一种进行直观的意识。但是在每一个空的意识之本质中都包含以下情况，即能够通过直观实现（在这里出现了同一化之综合，同一性意识）。这种实现（在最广义上的充实）并不以提供一种对空的意指，预先意指或连带意指的直观的行为本身实行，而是在进行用实例说明的预先直观中实行的，在这种预先直观中——按照预先规定的道路——被预期的东西或被连带意指的东西‘本身’‘显示出来’，‘进行诉说’”。——编者注


  注440  “在意向作用方面”1924年或稍后被“在纯粹现象学经验范围内以超越论方式”取代。——编者注


  注441  “意向作用方面的”1924年或稍后用“现象学方面的”代替。——编者注


  注442  “意向作用方面的”1924年或稍后用“超越论方面的”代替。——编者注


  注443  1924年或稍后增补：“超越论的”。——编者注


  注444  “这种意义的统一被包含在意向作用的多样性之中”1924年或稍后被下面这句话代替：“这种意义的统一作为意向对象（νοητóν）包含在现实的和可能的超越的经验之系统的多样性之中”。——编者注


  注445  特殊的我-你-行为属于此。


  注446  后来增补：“并在它的身体之中”。——编者注


  注447  我要说，心灵并不是自我主观。但心灵这个词却经常被这样使用。人们可能会说，我的心灵在感受，在思考，在意愿。然而我们却更确切地说，在我的心灵中，我感到高兴，在我的心灵中，有一种痛苦，进行着一种判断。


  注448  按照原来的上下文关联，在这一段和下一段之间缺少两页，这两页在胡塞尔档案馆中未能找到。——编者注


  注449  但是一般来说，没有与社会性的关系，这个自己就已经能够构成作为一个对象式的统一的自我主观吗？见下一页！


  注450  人格性=实在的自我主观。


  注451  此外见1910/11年关于自然的世界概念的讲课〈=“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的讲课，见前面文稿6〉，第185页以下；参看1908年9月卷宗III（意识一般）〈=手稿B II 2，见本卷附录III和V〉；此外请参看T.利普斯的杰作《心理学〈教程〉》1909年〈第3版〉第48页以下；意识本身并不是个体的意识，而干脆就是意识，只当我知道另一个自我，这个自我才会成为这个自我，成为众多自我中的一个自我，简短说，成为个体的自我。


  注452  这个附录的文稿在手稿中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453  自身知觉范围相当于我新近称之为我的自我之“原初的经验”之范围。


  注454  简短说，一个完整的原初的经验范围被准当前化。


  注455  准确地说，不是对自身的统觉：而是作为自我-主观，作为身体和原本环境世界的对我自身的原本经验。


  注456  几何学运动的系统≌未被改变的物体之显现多样性之系统。几何学的运动和机械的运动：几何学的-运动学的运动（在时间关系中）——机械的-物质的运动、物理的运动。


  注457  按照接下来的几页（它们的意义能够更清楚的突出出来），一种重要的考虑首先就是，虽然在原初经验（关于我的和我的物体世界——身体和外在的事物——的内在经验）领域中，物体之显现方式回溯到引起这些显现方式的动觉，并且虽然这些动觉在自身又以物体方式显现的身体器官中被定位；但是正如已由这种定位表明的，对于这种物体性东西的构成（在原本的领域中）而言，重要的原来只是这些处于其与显现之经验的、统觉的关联中的动觉。


  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重要的是，（它在这里没有被涉及——请参看讲课）作为动觉的能量之样式属于动觉的是，在这里在触觉范围内，物体是作为进行抵抗的，作为不“可穿透的”而被构成的；此外，应该考虑到动觉上的阻碍现象，这种阻碍也许能够通过努力被克服，但它起着一种作用，即使在譬如眼睛侧转时不涉及任何物体方面的抵抗的地方。每一种阻碍的特性都被描述成是偶然的。由动觉之本质引起的每一种动觉都能被想象为可任意继续下去的。这种阻碍和自由的关系虽然普遍地是一种必然的形式，但是我仍然想象为是对物体的背面之现实的看的行为之继续（尽管是在与我对我的现实的能力所及范围的经验认识的矛盾中），正如我看上去也许会“显得是”的那样，或更确切地说，正如我的身体之看不见的部分看上去也许会显得是的那样。对于这种可想象性的干扰只不过就是我的已经获得的有关我的视觉动觉受我的眼球束缚，而眼球又受大脑束缚等等的经验认识。但是就本身来说，困难并不在这里。


  注458  对以下论述后来补充说：“从前的这种尝试当然是很有益的！”——编者注


  注459  “荒谬的”后来改为“不可能的”。——编者注


  注460  在这里，我的身体之空间的运动甚至肯定已经被构成了。


  注461  以下三段（直至第258页第22行）在手稿中被删掉了。——编者注


  注462  但是困难就在于这种“被引起”，如何理解这种动因呢？


  注463  “获得”后来改为“具有”。——编者注


  注464  也许仍是1914年或1915年，胡塞尔在附录XXXVI的文稿中对以下这些论述做了概述。——编者注


  注465  更确切地说：是这样被构成的，以致于身体只能在零位置上显现出来。


  注466  这并不是一种很好的表达。


  注467  这个附录的文字严格说是部分地复述文稿8（第263页以下）的论述。——编者注


  注468  以下直至第275页第8行的三个段落，大约是在20年代，被胡塞尔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下几段文字：


  “我能够想象，我自己的身体在每一个任意的定位中显现——我能够有任意多的身体——吗？我能够因此改变对这个事实的想法吗？这表明诸可思想性，诸可表象性吗？


  以下情况是一种纯粹的事实还是一种必然性，即如果我能够将自己原本地经验为一个环境世界的主观，我就必然具有一个身体，这个唯一的身体，因此是作为不可重复的个体而具有，这个个体被束缚于“定位的零点”，并且环境世界也一定被定位，被围绕该个体定位？因此我的身体对于其它显现着的物体而言肯定是不可入的，并且就这种不可入性而言，是第一个不可入的东西。然而我的身体在多大程度上是“如同其它的物体一样的”物体，并且必然地是物体呢？并且在多大程度上不仅一般地使与在物体这个种的共同体内部的其它物体之相似性成为可能，而且还使这样一种相似性成为可能，以致我能够获得关于另一个身体和主观之间接呈现，以及这种新的统觉是如何受“我的身体”这种统觉指引的，“另一个身体”这种统觉以及“那里的那个人”这种统觉如何可能呢？”——编者注


  注469  按照胡塞尔给手稿编的页码，在这里缺少两页。这两页在遗稿中也未能找到。——编者注


  注470  和这里接下来的诸附录一起，还有附录XI，参看前面第55页以下。——编者注


  注471  如果外部的世界只是由一个物体组成的，那么这整个的世界肯定就是由这个物体另外加上我的身体等等组成的，但是——


  注472  后来胡塞尔在手稿中的前面这一句旁边加了一个大问号。——编者注


  注473  对于准当前化之这种特殊方式的这些研究，即对于移情作用的这些研究，其目的曾是要学习某种东西。


  注474  以下两段文字在手稿中被删掉了。——编者注


  注475  玛尔斯（Mars），罗马神话中的战神。——译者注


  注476  接下来的部分，也许立即就是第296页第32行以下。


  注477  但是麻烦就在这里。就此而言，我的确必须问：两个物体的此在，然后又是两个自我的此在，如何能显示出来呢？在这一方面，这里包含空间的统一，空间时间世界的统一，或更确切地说，在可能的相互关联的知觉给予性中的统一。但是如果一个被设定的自我是存在的，并能够显示出来，这个想象-自我如何能够被给予我呢？如果这种朴素的想象被改变为朴素的设定，那么我们所有的就是记忆。因此这个想象-自我立即就变为现实的自我，对此以后还会详细说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所剩下的仍然是，想象是进行类比的想象，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对异己的自我的设定，而这个异己的自我只有通过对身体的设定才能被引起。


  注478  这里没有——尚没有——考虑到，这只手只是整个物体——身体——的一部分，而这整个身体是围绕定位零点存在的，并且没有考虑到第二个物体不可能这样被给予。


  注479  因此在这里我反对一切类比理论。


  注480  但是在感觉论层次方面的直接充实在哪里呢？


  注481  “统觉”后来被改为“附带把握”。——编者注


  注482  “澄清”后来被改为“充实”。——编者注


  注483  这个当前的我思（cogito）具有“指向”。过去的我思（cogito）也有“指向”，但却是过去的“指向”。这条射线是从纯粹的自我发出的。


  注484  不论我直观地虚构什么，它都呈现出来，就是说，我由此虚构了一个视域，等等；对于过去与将来也同样如此。


  注485  参看附录XII，前面第60页以下。——编者注


  注486  第一种超越性：可原本知觉的超越性。


  注487  其实这里已经是向我的自我（ego）之原本经验领域的还原。


  注488  以下这一段后来被删掉了。——编者注


  注489  后来增补了：“（可原本经验的）”。——编者注


  注490  以下这一段后来被删掉了。——编者注


  注491  下面这一段后来被删掉了。——编者注


  注492  在这里我的意思是，触觉的行为作为触觉事实——这些触觉事实被统握为在物体上的凹凸不平——之过程，没有身体也是可能的。


  注493  将身体从定位的中心随意地向这里或那里移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奇妙的力量呢？


  注494  这种考察是不充分的，因为首先，作为自为的、纯粹的触觉世界，没有受到仔细考虑（具有触觉的事物和触觉的身体本身的触觉空间之构成），此外，视觉空间世界的构成本身，以及这二者一起，也没有受到仔细考虑。


  注495  不准确！


  注496  如果这种空间的构成按照其可能性，就视觉空间和触觉空间仔细思考，以下的重要之点就会真正表明出来，这一点以前我一直认为是正确的，并且在表达中，也如在前面的表达中一样，将它当作前提：一切空间形态都能以纯粹视觉之方式（并且如其在一种明显的可能的直观性中，没有与物质性的任何关联和没有与可触摸性的任何关联地显现出来一样）带入到一切定位中，也能被带入到零位置上，并且这个视觉上的零物体，即我的身体物体，能被带到一切外部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就身体来说，纯粹作为视觉上的构成的问题就是，运动和静止如何作为位置和位置的变动被构成，对于身体来说，内在的运动与外在的运动最终如何达到符合一致，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东西使从前已形成的诸显现改变和综合构造之前后一致性成为可能，并要求这种前后一致性。


  注497  动觉上的运动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


  注498  这是对前面东西之进一步描述。


  注499  更确切地说：身体处于全部原初的经验统一中，并与它不可分离。


  注500  后来增补：“原初地”。——编者注


  注501  后来增补：“一个新的原初的领域”。——编者注


  注502  “一种”后来改为“我的”。——编者注


  注503  “两个”后来改为“三个”。——编者注


  注504  问题的顺序当然能够改变。


  注505  第三个问题：“移情作用”存在于我的原本领域之中：按照被移情东西之内容和按照基本的联系，什么东西本质上属于它呢？


  注506  后来补充：“纯粹的具体的主观性”。——编者注


  注507  但是不是有一种区分吗？一个事物如果只是在限定的时间中存在，它现在当然就能变成只属于另一时间的另一个事物，以致两个事物都属于一个事物。


  注508  在手稿原来的上下文中，这里很可能缺少一页。参看校勘附注第530页。——编者注


  注509  起源问题的意义：1.这就是我在其它地方也曾（不恰当地）称作静态的现象学的构成的东西：处于其本源的给予方式之“如何”中的“对象”，作为由意向对象方面的-原初的诸多样性构成的意向对象方面的统一。由对象之展开的知觉存在于其中的诸外观构成的先验（a priori）必然的系统。2.按照普遍的原则提高为有关生成之理论。生成方面的构成。


  注510  第347页第4行至第350页第8行作为问题所讨论的是有关“本源性”的不同概念和“本源的——不太本源的”的对应关系。“本源地给予”是什么意思呢？第350页第9行直接接着这一页的这里一起探讨“追溯到现象学的起源”这个问题。


  注511  后来增补：“本源地、原本地（originaliter）被给予”。——编者注


  注512  列在β）下的文字被胡塞尔从手稿中删除了。——编者注


  注513  现象学的生成之本源性。


  注514  在γ）中应该增补：两个知觉可能是彼此分离地产生的，或不是彼此分离地产生的，只要一个知觉在其发生方面依赖于必然在它之前的另一个知觉之发生，这一个知觉就是由另一个知觉产生出来的。如果我连续地进行知觉，那么我在每一个新的知觉阶段上在知识等等方面就都会有所增长。认识，被知觉的对象，在有效的意识中有一种持续的“增长”。尽管在所考察的阶段决不真实地包含以前的知觉之生动的现实的意识内容。如果我们如其是这个阶段的被知觉对象那样举出这个对象，和这个如其所是的具体知觉体验本身，那就很显然，如果没有处于连续之中的、以前进行过的知觉，这种具体的知觉体验就是（先验地[a priori]）不可能的。由此可见，按照本质法则，这个对象在这些以前进行过的知觉中有其起源。这些已经发生过的诸阶段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部分，都是每一个新的和后来的阶段之起源的前提。因此在知觉上被给予的、处于其“如何”之中的对象，是一个不断地生成的东西，是由同一范畴之以前阶段产生的东西。


  每一种生成——因此每一种有时间的东西——都是由其诸生成的阶段生成的，都是在诸生成阶段之连续中生成的。每一个后来的阶段都带有其充实新的时间位置的特殊东西，但是每一个阶段又多于这种充实，它在自身中带有关于作为阶段的以前的诸部分之意识。


  但是在我们的意向的领域中（在这里知觉的意识[意向内容]由知觉的意识中产生出来），情况却有本质上的不同。以前阶段的意识参与到后来的阶段的意识之中，这后来的阶段不仅是“外在地”具有一个阶段之色彩，而且正是具有这种生成之色彩。因此在这里存在的是较后的东西由较前的东西之真正的产生，即较后的内容是由较前的内容而来的。


  注515  然后就是系统的现象学的生成之问题。


  注516  后来胡塞尔将这个标题作了如下修改：“在生成的起源和现象学的-静态的起源之间的相互联系”。——编者注


  注517  后来胡塞尔将这个标题改为“关于生成的现象学之思考”。——编者注


  注518  此外还有更特殊的东西。如果我没有在被动的领域中经验到反映，那么我就不会想要将该反映当作作品来生产，对于记号也同样如此。


  注519  参看考订附注第533页。——编者注


  注520  或者如后来〈见后面第379页〉所建议的，“正常感觉的”更好些！


  注521  为什么一个现在的知觉不能被以前的知觉删除呢？


  注522  用几句更简短的话以不同方式表达：我们能够作出这样的结论吗，即在这里知觉的诸显现具有心理物理的依赖性，等等？


  注523  而且这种考虑也将会被证明是合理的，参见第376页。


  注524  所有这些显然都是可超越论地推论的。


  注525  参看前面第371页！


  注526  难道我不能说，正常的感觉的视角，正常的感觉能力吗？


  注527  这乍看上去是对正常性概念之一种重要补充。但是，这个最佳值大概差不多也可以用作理念。或者这种正常性会受到限制？山雕的眼睛，犬的嗅觉等等？感觉的数量？或者在这里我们应该假定康德意义上的一个“超越论的理念”？


  注528  应该注意，在唯我论的经验之范围内，物理学就已经有其可能性，就是说，对于这个单独的自己（solus ipse）来说，就已经有其可能性，如果精确的、一义的规定这个目标恰好被确定下来的话。


  但是对于唯我论的主观来说，与作为“显现”的感性事物相比，被在数学上规定的事物，并不能被看作是“自在的”。显现这个概念由于它的意义，发生了以下情况，即客观的自在由于主观之心理物理的条件性，是以纯粹感性事物之形式为主观显示的——是从交流的领域中产生的。每一个主观虽然经验到该事物本身，但是在带有感性直观特征的感性直观形态中经验的，而这些特征只显示这个事物本身所是的东西；而这个事物是什么，只能由这些特征规定出来。每一个主观都拥有不同的显示，每一个主观都如其为它显现那样拥有该事物，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直观到该事物本身，事物本身纯粹是一个以被直观到的东西为根据的思想客体。


  注529  身体之“诸显现方式”，这是下面这两种不同显现方式的标题：1）是这样一些显现方式，它们能够在我对自己身体的可能的经验中现实地产生，并且对于我而言是我的身体之唯一的经验系统；2）是这样一些显现方式，它们由于对事物的统握超过上边那种显现方式而被预先规定为被引起的诸可能性。存在着一种排除以下情况经验的关联，即对这个身体来说显现的多样性之整个系统是能实现的，而这一点也是由以下情况表明的，即身体是定位的中心，并且始终是定位的中心，身体的诸肢体只能有限地改变其相对的定位。


  注530  我们当然能够对属于它下面的诸构成阶段再进行区分，部分地是抽象地区分：处于对一个用眼睛看到的被定位的空间性和幻象的事物性这第一种构成之关系中的双眼的动觉系统是如何构成的，或更确切说，处于对这个系统的关系中的双眼的动觉系统是如何构成的，同样，触觉的空间性和触觉的空间的幻象是如何构成的，为何在这个抽象的阶段中尚没有身体被构成，这些阶段如何被联接起来，更确切说，视觉的“事物”和触觉的“事物”以及一切感觉之同一的空间是如何构成的，在多大程度上在一个仅仅用眼睛看到的世界中，实在性就已经能够被构成了等等，作为定位中心的身体和作为真正身体的身体是如何构成的，如此等等。


  注531  所指的是：然后反向关联到身体的异常性的“异常的”经验。


  注532  在这个编号中发表的三篇手稿（a,b和c）产生于1918年9月胡塞尔在贝尔瑙（黑林山）休假期间。胡塞尔将这三篇文稿放到同一个封套中，并在封套上对它们的内容作了提要式说明。但是后来，也许是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很可能有好几次，胡塞尔按照当时的特殊兴趣，将这一束手稿拆散了，以致于今天仍保存于胡塞尔档案馆的若干页散放在五束不同的手稿中（其架号分别是：A V 10， A VI 2，A VI 10，A VI 30，E I 3 I）。有些页胡塞尔在写了自己的说明后扔掉了，还有另外一些页没有能找到，可能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见《胡塞尔全集》，XIV，第244页注1）。只有第三篇文稿（c）被完整保存下来。在第二篇文稿（b）中，原来多于11页的手稿中，少了前面的两页和第11页以后的若干页，在第一篇文稿（a）中，包括原来的12页和一篇附录说明的稿本中少了前7页和第10页。——编者注


  注533  与编号1）的内容说明对应的（7）页，胡塞尔写了他自己的说明（写在原来的第8页上）后扔掉了（见前注①）。——编者注


  注534  未能找到与编号4）的内容说明对应的那一页（见前第551页注①）。


  注535  “能力”稍后改为“性格特征”。——编者注


  注536  人格的自我，以及它的人格的素质，完全是与这些习惯的统一相关联的：相信，认识，决心；并且正是人格的自我形成这些统一。自我对某物采取立场，并由此而形成所谓的持久的态度，进行判断的、进行评价的、实践的态度。相关联地：形成持久的被拥有的意见。——尽管如此，毕竟还谈不上特殊“能力”的自我，这个我能的自我，谈不上意志的主观。意愿的行为（按照其样式）一般拥有自己的立场。


  注537  这已经在考虑之内了：对一个新的对象之每一个知觉，都包含引起一个本源的此在（一个持久确信）的信念式的设定。每一个相应的重新回忆都以再生产的方式使这个持久的确信活跃起来。因此，我本来就无须支持这种相信，我只能根据新的动机改变这种相信。


  注538  “附录”的结尾。——编者注


  注539  这里在原来的上下文中缺少一页。参见前面第551页注①和第552页注①。——编者注


  注540  在这份手稿中“原初经验之领域”在唯我论的世界直观（“内在性”）这个题目下已经出现了。


  注541  原手稿中与到这里为止的内容说明相对应的两页，在胡塞尔档案馆中未能找到。参看前面第551页注①。——编者注


  注542  参看对这种抽象的描述之再一次更详细的论述，第415页以下。


  注543  并非真正的自然；参看稍后几页〈＝第416页以下〉。


  注544  空间在其中以唯我论方式为我呈现的（或者首先是我的空间为我呈现的）总体的定位系统，在移情作用中会被另一个人接受，并且他的定位系统会被我接受；这是同一个定位系统，并且相应地，“这个”空间对于我们双方只是一个空间。


  注545  因此在这里已经一般地明确突出了“原初的经验”之领域。但是对以下情况暂时还不十分确定：我的世界经验之领域所意味的仍不是原本的经验之领域。  


  注546  这个中间标题（在手稿中是页边标题）最早出自二十年代。——编者注


  注547  在我的原本经验内部，我的身体＝内在的物体，所有其它的事物都是外在的物体。


  注548  在我的自我（ego）这个“原本经验”领域中，我并不作为自我-人存在，我并不作为心理物理的客体存在。


  注549  主观的自然：自然对于我是我的原本的经验的环境世界，更确切地说，围绕着我的身体这个中心环节的外在的自然环境世界。在自然和身体对面的，是自我，这个自我是身体和诸事物原本给予了的，但却并不是在身体上，和身体一起被知觉的和可本源地知觉的。


  注550  身体之标志，一切自我的东西都以特殊方式与身体结合在一起，身体总是以这种标志存在于这里。所有其它事物都能够被经验，又不被经验，都出现和消失，而身体却总是在这里，只要我存在。


  注551  后来增补：“原初的”。——编者注


  注552  心理的东西＝“原初的经验”之普遍领域。


  注553  但是这种“外在地被经验东西”之概念如何规定呢？


  注554  必然被自然化吗？


  注555  “和建立于该统一之上的合理的思想行为（经验科学）”后来被删掉了。——编者注


  注556  “自然”（natürlich）后来改为“自然的”（naturalen）。——编者注


  注557  与单子相等但并不与自我相等；一切原本被构成的东西，一切在第二种意义上的主观东西，如显现等等，以及在特殊意义上的一切能力，都属于单子。


  注558  与“我能”对立的是“我不能”，而且不是在缺失这种意义上的“我不能”，而是作为被取消的，被阻挠的能力的“我不能”。


  注559  但是被动的能力其实是一种不恰当的表达，尽管是一种习惯的表达；更恰当的表达是：被动的联想的样式。


  注560  在前面我曾谈到对动觉事实自由支配。下面的情况很清楚，而且通过分析也能表明出来，即身体之这种自由运动仅仅是建立在动觉事实之可自由变动之上的，这些动觉事实本身是身体之构成方面统一中的本质结构。这个动觉系统作为身体之结构，本应该比我迄今所做的更鲜明地突出强调出来。


  注561  以此所指的不仅是“持久的”态度，而且是一切性格特性（这些性格特性也以放弃采取态度和重新采取态度这种形式显示出来）。


  注562  在原本的领域内部：在与以自我学方式构成的自然对立这种在特殊意义上“纯粹”心理的东西，“纯粹”主观的东西，并且对立的两个方面都是：心理物理的东西。


  注563  后来增补：“单子的”。——编者注


  注564  在有关的那一束手稿中没有接下来的文稿，在其它束手稿中也未能找到。作为胡塞尔拟定的,发表于第408页以下的内容提要，其文稿在这里中断了。——编者注


  注565  这个术语不正确。这个反思所指的是当下构成阶段之正在表达的内容（代表）。


  注566  没有论及主动的自我之所有物。


  注567  诸文化客体需要进一步研究。它们是自然客体，这些自然客体同时又是诸“精神”成果的基础，是持久的和对于一个主观或更多的主观而言持久地属于它们的意见和实践目的之基础或目的活动之被实现了的成果。


  注568  这里必须改正。并不是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都是有意图的。但是每一个行为都进行设定，即都形成一种意见。


  注569  活动（行为）和行动必须区分开，并非所有构成物都是产品！


  注570  然而个人的“动因”首先是爱好。


  注571  甚至是由外部通过单纯的归纳——以联想方式探究。但是这个自我作为人格，作为有性格的主观，并不是单纯以联想方式构成的统一。


  注572  后来胡塞尔用“通过主动设定而经验”代替“统觉”，并对此说明道：“在以反思方式把握自身之前，关于自己的人格之统觉是被动形成的”。——编者注


  注573  即使在移情作用的情况下也能够说，移情作用首先肯定不是关于异己的人格之进行反思的移情作用。


  注574  确实，但是现在首要的事情是：诸社会行为，自我-主观通过共同体的结合。


  注575  后来增补：“原本的”。——编者注


  注576  这个批判是后来，也许是二十年代，附加上去的。——编者注


  注577  胡塞尔就这个编号的文稿说明道：“用于1920年的伦理学讲课，6月28日起草，当然没有讲授过”。胡塞尔1920年夏季学期讲授了“伦理学导论”课。在讲课期间，胡塞尔也在一个很长的补论中研究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关系。在这里发表的这篇文章出现在这个问题的关联中，但是该文稿并未收入讲课手稿中。这个讲课的主要手稿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F I 28架号中，论述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补论手稿（有94页速记页）的架号是A IV 22。这个补论在讲课中未讲的部分，我们放到后边作为附录LIV。——编者注


  注578  后来增补“原始的”。——编者注


  注579  以上内容说明约写于1927年。——编者注


  注580  对移情作用之两个阶段的更详细讨论，参看第451页以下！


  注581  参看附录〈LVIII〉。


  注582  这是超越论的生活之超越论的自我。


  注583  在这里实行了现象学还原，但是没有说出来，就是说，我实行了还原的态度，却不是明确地以反思方式按一定方法实行的。


  注584  这里谈到的不是纯粹的自我极，这里谈到的是纯粹的精神的（人格的）主观之经验上实在的客观化。


  注585  这里，在这种关联中设定：以其绝对性处于自己本身之中的精神和处于心理物理的统觉之中的精神：实行这种统觉的主观是一种精神，一种纯粹的自我，它在统觉中让别人和自己本身“承担”诸经验的特性，将别人的自己本身作为人来统握，这些人在自己本身中存在，在与以超越方式构成的自然的关联中承担客观的-实在的经验特性。


  注586  然而与根本不需要存在的、根本不需要是事物的那种事物性此在之自明性对比而标明我-在之这种特殊的自明性，标明自我，标明这个人格，是一项特殊课题，而自我作为人格，在特殊的人格特性方面可能欺骗我，但在我存在，这个人格存在这件事情上不会欺骗我。因此，尽管有一切假象，对该人格的诸人格的特性，对该人格之一切举止的一种切合自明的自身把握，一种现实的自身把握，是可能的，而在仍然是无穷尽的要求的那些实在的事物特性上却不是这样。


  注587  见前文稿6第111页以下。——编者注


  注588  参看前面文稿5，第77页以下，和附录XVII第90页以下。——编者注


  注589  但是然后接下来我们也在自我-心灵的东西中拥有了联想的指示，并因此拥有了与身体性的间接的外在的联结。内在性之中的每一个本质的关联，由内在的动因而来的每一个结果，肯定都建立一种联想。


  注590  然而这肯定也产生联想之外在的规则。


  注591  所有这些并不足够清晰，必须重新将主要线索突出出来。


  注592  非本真的移情作用是对异己的主观性之被动联想的指示，本真的移情作用是主动参与行为和主动同情行为，是能够以自我方式引起的行为，但是在根底中也是探究内在动因的行为，而不是探究联想的行为。心灵作为自我生活和自我拥有行为之内在的流，包含有全部经验上被指示的东西，因此是自然科学式的心理学之领域。参看附录〈LV和附录LVI〉！


  注593  必须特别强调，由物理东西而来的经验的指示和因果性延伸到心灵的东西之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在心灵的关联中存在，并能够被考察。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特别强调，能够追踪固有本质的动因。


  注594  在这里，确实有其价值的东西，这个作为中心的自我，总是得到优先考虑。但是外在自然的领域的确也是自我性之被动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恰恰不是从联想的-经验的观点观察的话。


  注595  注意：进行反思的移情作用，作为经验，与对自身的观察是处于相同级别的，并且很显然，想象之诸纯粹变样与它相对应。这些想象变样构成对自我一般，对众多自我一般，对人们一般等等之本质研究的基础。


  注596  被动的经验指示之移情作用的经验。


  注597  在这里确实需要一个准确的术语！


  注598  “被动的”后来被删掉了。——编者注


  注599  后来补充“被动地”。——编者注


  注600  这是不充分的。在这里我们只有这样一种对立：联想的经验的东西——固有本质的东西，它的诸动因，诸自我行为等等，自我作为源泉等等。


  注601  接下来的东西可能有些仓促。在纯粹“内在经验”中为我们展开的东西，似乎是抽象地指向我们的原初经验的，我的身体物体和一切物体都是主观地构成的，当然就只是由我的通过知觉而进行的支配行为而来的“事物”。如果一旦在这里有一个客观的-共主观的世界存在（因此已经有诸其他人存在），那么我就能以不同方式定向，等等。物体性和身体性在原初的经验中被构成，但是身体性并不是作为对于心灵而言的身体性被构成的，在这里我的心灵恰恰尚未被构成。


  注602  问题就在这里！一般来说，身体本身的这两个层次如何被分别地构成，无生命的事物和身体之构成如何划分？


  注603  后来增补：“不是按照外在的联想的联结，而是”。——编者注


  注604  1920年6月22日。


  注605  这是一种超越论的考察：如果我们设想，并没有任何在其中存在一种对同一事物实行多种多样经验统觉的“能力”的，在其中存在一种就此而言的现实动因的主观性，那么该事物就什么也不是。该事物只能是作为对它的“诸可能的知觉”之统一而是其所是。但是如果不存在任何关于人的诸可能的客观的统觉、知觉，那就恰好也没有人，但是这个纯粹的主观性却并不因此而被取消。事物之非存在所消除的只是某些主观的成分，并且所意味的只是自我主观（纯粹的心灵东西）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同样在人的存在被取消后，还有主观的东西剩留下来。但是在这里剩留下来的恰好不是虚无，而是以某种变样从每一个人那里剩留下来的他的纯粹的主观性。


  注606  在这里客体更不应该意味：共主观地同一的基底。


  注607  客体就是作为自身统一，作为可解释的诸规定之基底，通过统觉预先给予的、已经被构成了的东西。就是说，当它实行刺激时，在通过解释而获知的意义上被经验的东西。如果我虚构一种在其中我尚没有任何其他人的生成，那么我就获得物体和我的身体，而身体是在一种已经相当充分但尚不十分充分的意义上获得的，因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的主观性和在其中已经被构成的东西（物体，身体）之具体统一，不可能作为在一种统觉中的统一被构成：我的单子是对于一切统觉而言的环境，尚不是心灵。


  注608  但是这整个的世界也不是处于时间等等中的客体。


  注609  无限的自然和一般而言的客观世界与个别的事物之超越性相比，也是一种完全特殊的超越性。


  注610  它是一种“不同于”“我的”自我生活的自我生活，因此每一个自我生活都以相互衬托的方式获得一种自为存在，并且为形成经验统一所需的基础被提供出来了，或更确切地说，为形成一种新式的统觉所需的基础被提供出来了。


  注611  主观性作为人的主观性虽然是客体，自在的客体，这意思是：它对每一个主观都是作为这样的东西存在的，它是每一个主观之可能的客体，是可经验的，并且作为同一的东西是可被任意多的主观视为同一的。但是，人的主观性正好也是主观性，并且原因在于，它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并且是如其所是地为自己本身存在的。事物是单纯的客体，客体是对一个主观而言的客体。人也是客体，但是这个客体在自己本身中有一个主观，对于这个主观而言它是客体：它是一个恰好有一种内在性，有一个自我的客体。但是不仅如此，每一个客体都暗示它在其中被构成的一个不确定的主观性，或者敞开的众多的主观性，而这种主观性根本就不再是客体（这样的客体是无意义的）。人的客观性不仅返回到敞开众多的诸主观，而且还返回到这些主观中的一个确定的主观，而这个进行构成的主观是处于其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之中的人的心灵本身，在这里，属于这个自身存在的有：它通过自己的统觉经验诸事物，其中也经验自己的身体，并经验作为这个身体之心灵的整体的、具有这些经验的自己本身，经验同胞等等。这个自我在反思中（内在地）把握自己本身，它在客观的统觉中（外在地）将自己本身经验为依赖于它的身体的，经验为和身体不可分开的；它在客观地进行经验时外在地将其他人经验为处于其自己的方式中的特殊的自我，经验为人等等，它通过以内在的移情作用进入其他人之中生活之方式内在地经验其他人。我作为一个身体的心灵，处于与一个存在着的事物、与我的身体之关联中，通过与身体“结合在一起”存在而在空间中定位，是世界的，客观世界的成员。但这整个的客观世界是这个纯粹主观性之中的“现象”，在我的和别人的纯粹主观性中的“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是艰难的，奇妙的，然而却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在客观的经验态度中（朴素地）想到最后，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一切自我心灵，每一个都是一种具有现实的和被预先规定的可能的统觉以及其它体验的特殊的生活。在这里，世界是以超越论方式在意向上被设定的，并且是可认识的，而这同时又是世界的真正存在。在世界之朴素的被给予性中，这些心灵是诸组成部分。但是如果对此更仔细地考虑，并且如果我站在超越论的立足点上（通过我将物理的存在放到括号中的方法），那么我就会看到，心理物理的世界是主观性借以将自己本身客观化，把握自己本身的一种样式。〈参看这个脚注的草稿：附录LVII〉。


  注612  “这种下降到内在性中，并不要求任何对自然的设定，就是说，我能够实行还原”后来被删掉了。——编者注


  注613  后来增补：“联想的”。——编者注


  注614  下接附录LVIII〈还请参看附录LIX〉。


  注615  对这句话，胡塞尔在页边注道：“参看Σ1，这个重要问题是其中的主题。”这个被胡塞尔称作Σ1的手稿，现今至少部分地被存放于A VI 18（第2-23页）架号下。它的内容被说明如下：“诸精神科学的课题领域是预先被构成的诸统一之特有的领域（特殊的统觉），在较深刻的意义上的意向活动的东西并不落入这个领域。在我思（ego cogito）中显露出来的（正常地显露出来的）个人对环境世界的关系，已经是一种‘客观的’被构成物。”——编者注


  注616  这是一种危险的和可疑的表达！


  注617  这另一些人在课题上作为和我交往的诸自我主观。


  注618  如同文稿16一样（见前面第438页以下），下面这个附录也产生自1920年夏季学期“伦理学导论”讲课期间关于自然与精神的重要注解的关联中。但是文稿16并未被胡塞尔纳入到讲课手稿中，下面这个附录的情况也是如此。正如胡塞尔说明的，“由于时间紧”，他在课堂上没有讲这个附录的全文。——编者注


  注619  这种起作用的行为是这个自我的行为，而这种被作用则是该另一个自我的行为。在特殊意义上，起作用的行为〈是〉一种主动的我-愿意，与此相反，另一个人受到我的作用而采取“反作用”则意味着：该反作用是我的新的行为之动因。


  注620  在我的自我之现在中，我直接与过去的自我及其过去的恶行发生关联，只不过本质上我并不到过去之中起作用，但是由过去而对现在起作用肯定是可能的。


  注621  我的过去的自我同样也能推进到我，这个当前的自我。


  注622  当我阅读这封信，在我面前保持如此这般远的距离以使我能够分辨它的文字，并能够在这种看的行为中统握这些词和句子时，这个事物对于我只是作为信件直接起作用。就是说，当我持续地将这个客体看作是现实的客体时，我就正好具有近和远的区分，这种被看见的客体本身具有其定位的区分；但是它并不具有“自在”，而是为我存在。因此一般而言，它作为存在着的客体，但是作为为我在此存在着的客体，所具有的是它的从属于我对它的随意改变的“给予性方式”。这对以下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即我是直接地与这个处于“内在性”之中的存在着的客体发生联系的，直接地发生联系的。


  注623  动因：应该区分客观精神方面的动因和想象力的“动因”。


  注624  后来增补：“躯体学阶段的移情作用”。——编者注


  注625  但是实行移情作用的那种行为——即自我方面的一起行动——的意思已经十分清楚了。


  注626  后来增补：“原本的”。——编者注


  注627  因此这并不是联想。


  注628  代替构成，更清楚地表达为：“统觉式的构成”。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纯粹的主观性也是为自己本身被构成的，但是作为这样的东西，它并不进行统觉；作为被统觉的东西，它是人-动物的主观性。


  注629  但是真正的自身构成是作为自我-人的构成，然而这种纯粹的单子是作为统一被“构成”的。


  注630  通过对象以因果方式规定全部内在性（诸显现肯定不是被指示出来的）。


  注631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之通过在身体上的实现而起作用的一切行为的情况如何呢？主观之通过进入物理的自然之中的实现而起作用的一切行为的情况如何呢？此外主观之通过从主观到主观的实现而起作用的一切行为的情况如何呢？


  注632  这里的页码是德文版的页码，在此中文版中以边码标出。——译者注


  注633  “Dem Bewusstsein mehrer Personen gemeinsam”（《杜登通用德语词典》［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wörterbuch］）。“dem Bewusstsein verschiedener Personen gemeinsam”（《瓦里希德语词典》[Gerhard Wahrig：Deutsches Wörterbuch］）。


  注634  《胡塞尔全集》，第V卷，第150页。


  注635  《胡塞尔全集》，第VIII卷，第174页。


  注636  “von der Erfahrung od. wahrnehmung unabhngig; aus Vernunft durch logisches Schliessen gewonnen; aus Vernunftgründen”.（DUDEN Deutsches Univrersal wörterbuch）.“ohne Erfahrungsgrundlage, allein aus der Vernuft , dem Denken stammende; rein begrifflisch”.（Gerhard Wahrig: Deutsches Wörterbch）.


  注637  《胡塞尔全集》，第VII卷,第355-6页。


  注638  《胡塞尔全集》，第VIII卷,第355页。


  注639  同上,第351页。


  注640  《胡塞尔全集》，第VIII卷，第497页。


  注641  《胡塞尔全集》，第VIII卷,第457页。


  注642  这一版第XIII卷。


  注643  同上书第XVIII-XX页。


  注644  同上书第XX-XXII页，第487-489页。


  注645  从1921年起胡塞尔就不再打算续写原来计划的三卷本《理念》了，关于这个《理念》，他亲自提供给读者的只是该三卷中的第一卷（1913年）。按照L.兰德格雷贝教授博士——他1924/25年作为胡塞尔的私人助手对1916-1918年由E.施太因从事的《理念》第II卷和第III卷的编辑工作（现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IV卷和第V卷）进行加工，并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见证，胡塞尔当时还只是将这些文稿看作是“素材”。在20年代，胡塞尔只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还计划要将《理念》II中的一些部分出版，但是这种出版未能实现。1927年12月26日胡塞尔在致R．英加登的信中写道：“我想这样形成该词条（为《大英百科全书》写的词条），即将它用作以后一系列出版物（首先是《理念》II的一些部分）的相当有用的入门读物，关于《理念II》这些部分最近我从您那里得到极有力的提示”（E.胡塞尔：《致罗曼·英加登的信》，尼伊霍夫出版社，海牙，1968年，第43页）。


  注646  《致罗曼·英加登的信》,第22页。


  注647  见《逻辑研究》（第六研究）第二版前言，第IV页。


  注648  《致罗曼·英加登的信》，第17页。在20年代，胡塞尔曾多次以新的稿本重复这个讲课（1923年夏季学期和1925年/1926年冬季学期）。这个讲课部分地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XI卷，并且成为L.兰德格雷贝作为《经验与判断》编辑出版的那个稿子的基础。


  注649  1921年3月28日胡塞尔夫人致R．英加登的信中写道：“我的丈夫在冬季有过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课（超越论的逻辑学），现在他想将工作重点放到出版他的手稿上。当然所有这些手稿完全是重新形成的。”《致罗曼·英加登的信》，第18页。


  注650  这封信的复印件存放于卢汶胡塞尔档案馆。


  注651  这些报告的草稿和最终手稿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架号为F II 3和M II 3。


  注652  1923/24年讲课以《胡塞尔全集》第VII卷和第VIII卷出版。


  注653  1923年8月31日致R.英加登的信说：“我没有将伦敦演讲付印。我将它扩展为每周四课时的冬季学期讲课，在下一个冬季我又再将它深化了，并和我的工作助手一起准备将它付印。这是一个有关在现象学意义上的哲学之系统的原理性提纲，并具有“第一哲学沉思”（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之形式。它作为“开端”，一定会从根本上开启真正的哲学（《致罗曼·英加登的信》,第26页）。1923年12月22日致J.道伯特的信中说：“我现在希望在这个第24年首先能以一部导论性著作（《第一哲学沉思》[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开启一系列出版，然后能按照系统的顺序出版一些将来能全面继续进行的基本部分”（该信的复印件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654  参看《胡塞尔全集》，第XV卷，编者导言。


  注655  关于这种工作方式胡塞尔在1931年12月22日致G.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说：“我现在正在写的这部系统的基本著作，在最好的情况下将在1932年岁末完成。首先必须全面掌握全部的资料，就是说，必须全面掌握一切奠定基础的确证和问题与方法的整个结构，而且是通过净化进行准备，并在思想中完成这整个的系统。然后很快就会进行真正的文字加工（逻辑学著作书就是在大约两个月中一口气写完的，同样《理念》是在6至8周内完成的”（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656  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657  该讲稿作为文稿6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


  注658  《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附录XXVII，XXVIII和XXX；参看下面第3页注。


  注659  见下面第8页及下一页。（凡著者和编者提到的本书的页码，均指德文版页码，在本中文译本中由边码标出。——译者注）


  注660  下面第260页。


  注661  见《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第232页以下。


  注662  在1921年，胡塞尔还在这里没有发表的另外一些文稿中探究了意识生成的问题，这些文稿如同附录I的手稿一样都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卷宗B III 10中，这些文稿之一已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XI卷，第336页以下。


  注663  参看《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第233页。


  注664  这里没有发表的另一篇有关心理物理学的手稿产生于1921年9月，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其架号为M III 3 XI。


  注665  参看《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文稿8至13。


  注666  《胡塞尔全集》第VIII卷,第495页注。


  注667  见下面第352、355页。


  注668  见下面第249、284页。


  注669  见下面第270页。


  注670  参看《胡塞尔全集》第IV卷,§51。


  注671  除去上面已经提到的架号为B III 10（见前面第XXII页注3）和M III 3 XI（见前面第XXII页注5）的诸文稿之外，还能举出这样一些短小的文稿：在A VI27中有3页（第25-27页）是论述“表象行为，思想行为，行动”的，在A VI30中有“写于1921年11月”的15页（第6-20页），是论述“素质与个人，个人式的作用与一般因果性”的，有两篇文稿是论述超越论唯心主义的（总共17页），注明日期都为“1921年”，存放于卷宗B IV 6（第12-28页）；有两篇文稿是论述“任由其自身的物理的自然之完整性”的（D 13 I，第131-133页），或者论述“自我和主观性一般对独立存在的自然之干预”，（D 13 I第134-136页）；一个文稿片断是论述“自然与正常性”的（D 13 II第57-63页）；写于1921年9月的一篇文稿（8页）是论述“‘自我’在其作为能力-自我之发展中的构成，能力之构成”的，存放于卷宗E III 2中。


  注672  卷宗D 13 I，第2-29页。这些页的封面上注的日期是“1921年10月5-7日，圣梅尔根”。


  注673  卷宗A VII 13，第13-43页。在这些页的封面上另外还注有：“圣梅尔根最后的手稿，1921年10月，10月25日完成。……对于空间事物-构成阶段（幻象）也是基本的”。


  注674  另一方面这里还应该提到一篇文稿，它可能属于1921/22年单子论方面的思考，但已作为附录XXXII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VIII卷。


  注675  “第一哲学讲课”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VII卷和第VIII卷。


  注676  1924年末胡塞尔致R.英加登的信还写道说：“现在我在按照一些普遍的和根本的观点为年鉴修改这个草稿——“第一哲学沉思”（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phia）。——我认为，现在就要成功了。刚刚过去的夏季，健康方面的干扰夺去了我的时间和精力，以致于我没有能完成这个最初的尝试”（《致罗曼·英加登的信》，第31页）。


  注677  其间还作了有关“康德及其超越论哲学之理念”的报告，这个报告是胡塞尔于1924年5月1日在弗赖堡大学康德诞辰200周年纪念会上作的，后来为了在《康德研究》上发表对其进行了修改；但是以后并没有能发表。这个报告的修改稿如今可以在《胡塞尔全集》，第VII卷，第230页以下读到。


  注678  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IX卷。


  
注679  1925年6月27日致R.英加登的信中说：“我正处于与我的这些非常厐大的计划进行拼死斗争中。此外这个夏季我还有每周四课时的新课：现象学的心理学之导论（心理学和精神科学之诸根本问题），不幸的是，这个讲课将我完全耗尽了”（《致罗曼·英加登的信》，第33页）。


  注680  那个时期其余的讲课都是重复（通常都经过修改）:1923年夏季学期的“现象学问题选讲”讲课和1925/26年冬季学期的“逻辑学的基本问题”讲课，都源出于1920/21年冬季学期有关“逻辑学”的那些讲课；1924年夏季学期的“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1920年夏季学期“伦理学导论”的重复；此外，在那个时期，胡塞尔就只还讲过已经讲授多次的“近代哲学史”（1922年夏季学期，1924/25年冬季学期，1926年夏季学期）。


  注681  《胡塞尔全集》，第VIII卷，第190页。


  注682  见《胡塞尔全集》，第IX卷，第216页。


  注683  见《胡塞尔全集》，第VIII卷，附录XXXI（1923年），《胡塞尔全集》，第IX卷，附录XXV（1926年8月）以及本卷的文稿18和诸附加的附录。


  注684  《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文稿15。


  注685  见《胡塞尔全集》，第I卷，第五沉思。


  注686  见下面文稿27至37以及附录。


  注687  见下面文稿26。


  注688  发表于《胡塞尔全集》这一版，第VI卷。


  注689  例如：B I 7，B I 11，B I 14，B II 9，E I 4（第89a页）。


  注690  《致罗曼·英加登的信》，第37页。4月8日是胡塞尔的生日。


  注691  《致罗曼·英加登的信》，第34页。


  注692  1926年8月15日致G.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他说：“对于去年的成果，我总归是不满意的。复活节假期（两个月）几乎就是丧失掉了，因为在冬季将结束时，我9月在温特湖得过的咳嗽又突然发作了。至少医生曾说过，由于我糟糕的身体状况，所得的是一种陈积的、没有治好的感冒，这种感冒，在春季令人不适的3-4两个月，在托特瑙山区（1100米高）的阴冷空气中，一定是更加恶化了……。在弗赖堡曾暂时好了。但是这个多雷雨的夏季，又干扰了我的工作。终于感冒连同它的一切并发症又回来了”（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693  这里应该提到下面这些重要手稿：手稿B I 7，第2-20页（1926年复活节假期），它的封面上除了别的之外有如下说明：“也是关于开始的沉思。有关世界的科学，有关世界的逻辑和世界之存在，……对形式逻辑的批判，对自然科学的真理之意义的批判”；手稿B II 17，第1页以下（1926年圣灵降临祭周）论述这样一个课题：“经验世界，在对其形式的必然性之本质的考察中具体地作为个人的世界，——由此出发过渡到作为对具体的超越论的主观性及其形式的先验性之新式的经验态度的现象学还原”（手稿只是残缺不全地保存着）；手稿A VII 22，第1-38页（夏季学期直至9月末），有如下标题：“超越论的感觉论III。总的来说，世界作为个别人的知觉的存在意义之层次这个特殊问题；就这方面来说，世界是‘感觉论上的’事物。作前导的是：静态的事物分析之方法。……通向存在论的道路”；手稿A VI 18，第51-65页（“从恩加丁回来后的第一次反思，1926年8月24日”），在《胡塞尔全集》第IX卷附录V和XXV中发表了其中的一些部分（见胡塞尔为这个被其称作B的文稿所写的目录，该目录刊登于《胡塞尔全集》第IX卷第629页以下）；手稿B I 14，第2-10页（1926年锡尔法普拉纳暑假后），关于“纯粹心理学和超越论的现象学”；手稿B I 14，第11-25页（1926年9月），关于“心理物理学上的相对性和被以为能够无限表象的能够无限直观的世界——作为可能的经验之世界——之自相矛盾”；手稿B I 9 II，第20-43页（1926年10月），关于“作为世间的，并未离开预先给予的、直接有效的世界这个基础的存在论之分支的本质心理学——以及与其相对的超越论的现象学（超越论的单子论）”。


  注694  也许部分地与卷宗A VII 13相符合，该卷宗封面上的标题是：“超越论的感觉论和预先给予性（自然的世界概念）”。它的诸页中大部分出自1921年。


  注695  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文稿6。


  注696  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文稿5。


  注697  写有这个标题的封面，现在的架号为F IV 3第1/174页。该标题被划掉了，封面被翻了过来，现在里面装的是由胡塞尔的助手L.兰德格雷贝誊写的手稿，但那些手稿中没有与这个标题相符合的东西。“用于撰写”而编制这些卷宗，最早可能出现在1922年（下面的日期数字是1）。因为在数码1）和3）下面按照一切可能性，都是指并非在1924年以前写的文稿，这个编制时间很可能晚于1924年。更可信的时间是早于1928年，因为从这一年起胡塞尔便开始从事另一项计划了，也许这些新的手稿也包括在这种编制之内。其实在1924年和1928年之间，只有1926/27年可以考虑为这种“用于撰写”而进行这种编制的时间。1924年他仍在致力于对他的“第一哲学”讲课的修改（参看前面第XXV页）。顺便说说，“自然的世界概念”这个术语在其1910/11年第一次出现后，另外还在20年代中期被胡塞尔使用过（还请参看1925年夏季学期“现象学的心理学之导论”讲课《胡塞尔全集》第IX卷§§10和11。


  注698  这个讲课的手稿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F I 32架号下。


  注699  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IX卷，第237页以下。


  注700  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IX卷，第302页以下。


  注701  见L.兰德格雷贝为胡塞尔的《经验与判断》写的前言，第VI页。


  注702  该信的复印件保存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703  讲课第一部分中有许多片断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IX卷中（见那里的附录VI、IX、X、XI及XXIII）。


  注704  见下面第565页注。


  注705  这个思想胡塞尔在1918年就已经详细探讨过了（见《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文稿15）。


  注706  见下面第474页（文稿27）。


  注707  文稿27以及附录LXII和LXIII。


  注708  见《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文稿8至13。


  注709  见《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文稿6。


  注710  《形式逻辑和超越论的逻辑》,第215页注。


  注711  对于这篇文稿胡塞尔说明道：“1921年夏季学期在阅读1910／1911年关于扩展了的还原和移情作用的讲稿时写下的。”在1910／1911年讲课中，所涉及的是“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文稿6[第111页以下]）。胡塞尔于1921年夏季学期阅读这份讲稿，不是为了讲课，而是为了给他当时计划的一部重要的系统的著作做准备（参见本卷编者导言）。与此同时，与《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该讲稿直接有关，作为附录XXVII、XXVIII和XXX附于该讲稿的几篇文章也许也形成了。1921年夏季学期在阅读该讲稿时，胡塞尔也为讲稿的手稿配上很多注解和改动，这些注解和改动在该讲稿在《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中发表时都在脚注和考订附录中特别注明了。——如胡塞尔说明的，这个文稿1也“在1927年讲授过了”：也许是在1926／27年冬季学期“现象学导论”课中讲授的，该讲课的第二部分（在圣诞节之后）讨论的是有关异己的经验之问题。1926／27年这次讲课第二部分的手稿资料发表在《胡塞尔全集》本卷第III部分中（见下面第393页以下）。——编者注


  注712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注713  或者在共存中，异质的东西并不对异质的东西作任何规定，一种本质上被充实了的持存根本不对相继之中的另一种持存作任何规定。


  注714  这个自我作为自我，从一开始就是这个个别的自我，并且确实是在其诸主动的活动之进程中，在其诸自由的动因中，被构成的，展开的，发展的，变化的。它是这同一个“个体”。


  注715  更确切地说：处于其发展之暂时阶段中个人的个体是个别的自我统一，这个自我统一在由这一时刻出发在现实的和可能的采取态度（对它采取态度）之稳定的全体中显示出来。这个个人的个体在其整个单子式的生活之全部范围中是个体的统一，这种个体的统一贯穿于所有这些暂时的个体之中，并且作为全体拥有一切暂时的全体之连续统一体。


  注716  这个问题由前面那个注释得到了更详细的限定；这肯定涉及任意一个发展阶段，涉及该个人的现在，在这个现在，该个人被认为是面临一种决定。此外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通过这个个人，如其现在所是，将来会是的个人，他将来可能的诸决定之范围在多大程度上被预先确定了？在什么样的前提下，这种预先确定是一种按照类型上持久的“性格特性”被规定的，并且是能被这个个人本身以普遍的方式说明的？


  最后是关于个人的自身形成之起源和作用的问题，如此前已经提到的关于个人的自身经验和自身评价之起源和作用之问题（显然是受在移情作用中所实行的对异己者的经验和对异己的个人之评价，对异己的个人之产生影响制约的），以及下面这个重要的伦理学的问题：


  自身的设定（而不仅是自身设定的取消）对于自身的形成在多大程度上是决定性的？一种自身意愿能够按照自己本身之理念绝对地存在吗？这样绝对地和中心地，以至于它是一个永远不容取消的决定？


  注717  这对每一个现实的现在都有效。


  注718  但这是从现在说的：我仍然是我现在所是的这个自我……


  注719  对以下直至这一段结束的几句话，后来胡塞尔注道：“这可能是不正确的。”——编者注


  注720  有关对象极和自我极之关系的仔细思考和有关自我极本身之特性的初步探讨由这里开始，直至第30页，然后又返回迄今为止的这个课题。


  注721  “本身自为地在此存在”后来胡塞尔改动为：“也将会由于以下情况而本身自为地在此存在，即它发挥作用”。——编者注


  注722  “在该意识中进行指向的自我的”后来胡塞尔改为：“在该意识中被指向的自我的”，并对此说明道：“这个自我被刺激，并且它现在指向这个刺激者，而且在行为本身中它被指向；然而应该区分，作为在这种或那种采取态度之方式中进行指向的行为（actus）和在行为意识中的被指向状态，后者是在内在时间中继续着的被指向状态。也许我们通常有一种由诸行为构成的综合，和一种综合的行为意识”。——编者注


  注723  后来增补：“被构成的”。——编者注


  注724  前一句稍后做了以下改动：“这个自我是功能作用中心，它在每个时刻，即使是在它并非主动的地方，都由自身出发并指向某种东西，并且准备能够变成主动功能作用的中心，特别是能够是一种主动的功能之主动的功能中心，这种功能作用能够将这同一的自我，‘自己本身’，作为如此这般发挥功能作用的中心或曾发挥功能作用的中心，当成课题，并因此为自己本身在此存在”。——编者注


  注725  这个自我作为刺激与活动之极是与对象，内在的对象和超越的对象等等相关联的。


  注726  有关对象极和自我极的初步描述之终点。——编者注


  注727  内在时间之领域：诸体验之领域，内在的意向作用及其意向对象之领域。但是这种内在时间是有关本源地进行构成的生活之绝对主观东西之主导线索。


  注728  两个单子只是在以下这些方面才有特殊的共同性，即每一个单子都有一个功能作用中心，这种功能作用中心本身是一种共有的形式，并且功能作用之基本形式如意识的其它结构一样，有其本质类型学，这种本质类型学对于所有的单子都是同一的。


  注729  这是草率的，并且是一种错误推论！在个别的符合中，我的个别的自我与每一个其它个别的本性是互不相容的，正如我的素材与一个被虚构的素材是不相容的一样。二者是独立的。但是那种看起来表明出来的东西，只不过就是存在一种自我种，和最低的种差，性格的种差，而且是先验地（a prori）存在的。每一个诗人都以直观方式为我们形成这种种差。


  注730  不。如果不可能存在具有同一性格的两个单子，这肯定有完全不同的原因。这不可能是由直接的直观得来的必然性，因为诗人通常不会讨论面貌极相似的人这样的“问题”。但是诗人做的更糟。面貌极相似的人甚至会被经验为同一的自我！


  注731  并且作为个人性格之极。


  注732  所有这些不是都涉及单子式的流之纯粹的被动性和对于这个自我而言的普遍的潜在性，涉及在其中能够具有刺激与行动之领域的一般的“能力”吗？但是这个自我，在特殊意义上也有其个性，就是说，有一种对由自我而来的诸行为之规定的原理，借助这种原理，诸新的体验就结合到该流之中。处于其个别的自我能力之统一中的这个个别的自我不是事物之统一的对应物吗，事物的个性不是也没有由构成之普遍的法则而规定吗？


  注733  这种感觉事实是偶然的。感觉事实之规定的事实以及在指向事物统觉之形成的方向上，指向自然和世界之构成的方向上，感觉事实之规定的事实，作为事实，都是偶然的。个别的自我的情况如何呢——个别的自我是由偶然东西规定的，但是在其个性中却并不在相同意义上是偶然的？我不是一种“必然的事实”吗？我的偶然性不是只由一起规定我的心灵的（单子的）发展的物质之不可理解的东西规定的吗？这种必然性存在于在这些前提下的这种不可消除性和可以理解的统一性之中，而这种可以理解的统一性在其它的然而是同一的个性中也会存在，并且绝不是一个不同一的统一性。


  注734  问题是，是否必须从一开始就将纯粹意识之结构看作是构成性的事件。


  注735  本来首先应该在自我与时间领域的关联中谈论与环境世界，与直接在对面（非反思地）被给予的客体，感觉之客体和超越的经验之客体的关联。然后才谈论“意识”和意识的对象性，意识的时间性。


  注736  但是正如我自己终于看到的，这整个的考察并没有提供具体化。这个自我确实始终“被构成”（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被构成）为个人的自我，它的习惯、它的能力、它的性格之自我。——对于有关习惯，能力之研究而言，正确的位置在哪里呢？


  注737  首先是“客观性”这个对立面，并且我们应该区分内在的客观性和超越的客观性。客观=对面的投射物=并非意向的体验。


  注738  必须一再地思考下面这个问题，即素材式的事实本身是否允许被称作体验，以及这个素材式的事实之内在的流是否允许被称作自我之生活！——当然不允许！


  注739  没有任何由客体而来的东西属于这种无所不包的生活，即使是内在的客体、素材，也不属于这种无所不包的生活，只不过这种内在的客观性作为相关项本质上属于这种生活。或者我们区分：一方面具有内在意识之并非以素材方式存在的全部之内容的自我，即这个自我及其意向性，另一方面，自我和内在性之全体，并且现在这个全体就是该生活之媒介。但是这后一个概念可能会引起反感！


  注740  在这里素材式的事实之流也被一起纳入到这种无所不包的生活之中。


  注741  在上面，这个“自我”仍是抽象的和不确定的。它正是不考虑以下情况，即它作为单子式的自我必然是“以个人方式”存在的。


  注742  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II，第27页§9；按照库诺·费舍的翻译，〈《莱布尼茨全集（近代哲学史第二卷）》第3版，海德堡，1889年冬季〉,第469页。——编者注：引文重述了《人类理智论》（洛克）的话。


  注743  前面这一句话后来胡塞尔在页边处批判地加了问号。——编者注


  注744  这种对处于模糊的（空的）单子之中的自我和自己的询问，当然都是关于动力的询问。对于这样一个单子来说，这个自我并不是真实地处于鸟瞰图之上，并不是在内在的时间中“被构成的”。莱布尼茨是正确的，即自身意识和被划定了范围的体验必然是相互配合的。从自己的诸体验中突出出来和自我定中心必然是相互关联的（在单独一页〈=第53页以下〉上有更详细的论述）。


  注745  有关“客体”（客体极）之最广泛的概念。


  注746  这个非自我的个体东西，这个作为个别的客体的客体被意指。但是看不出，为什么誓约以及这一类的“构成物”不能也一起包括进来。


  注747  但是“向对面投掷”更适合外在的“物质性东西”，在这些外在的物质性东西中，移情作用起一种构成性作用。


  注748  我们能够划分：作为外器官的身体——作为内器官的身体吗？


  注749  但是作为知觉器官起作用的身体只对幻象之构成起作用。


  注750  补充思考；见更正〈＝附录VI〉第61页以下！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这两种统觉就肯定会实现，但是对物理的事物身体的统觉根本不是对身体这种起功能作用的器官的统觉之基础。在这里我们必须更深入地从结构方面钻研。像在这里这样说，肯定是可疑的。


  注751  〈身体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其中我直接地在空间东西中起作用，并且通过它我对所有其它东西起作用。我起作用＝“我直接地生活于身体之中”，直接地存在于身体之中。通过身体，我在别人的身旁，接近、远离别人等等。


  注752    后来胡塞尔将以下两段（直至第31行）删除了。——编者注


  注753  然而只是在下面这种普遍的意义上：实践到处都是而且始终是先于“理论”存在的。


  注754  接下来直到第63页第11行的文字被删除了。对此胡塞尔说明道：“关于这几页，请参看更正〈＝附录VI〉！”。——编者注


  注755  人们会说，确实，正是因为对处于其唯一给予方式之中的我的身体来说，感官身体之这种特殊躯体学的东西是和也是在直观的外在的事物那里出现的东西不可分割地一起构成，因此我必须首先进行抽象，而这种抽象在这里却是一个难题。被抽象的东西并不是某种能够扔掉的东西和能够嵌入到随便哪一些事物中的东西，也不能嵌入到异己的身体中：移情作用并不是嵌入。


  在以唯我论方式构成的世界中，必然存在一个外在的世界和一个身体，并且一切存在都通过这些可能的给予方式与这个孤独者（solus）相关联。这个必然地起作用的身体有一个物理特性的层次，但却是与躯体学的层次不可分割的。只有在以客观方式构成的，因此是共主观的世界中，“身体物体”这个层次才成为在客观的自然之中的一种自在之显现。


  注756  首先是作为被被动构成的身体（σῶμα），感觉领域，主观的运动等等。只有这个身体（σῶμα）会在精神的联系中变成自我-器官，变成精神的身体，原精神的客体。


  注757  这真的是因果性吗？这里不是本质上包含结果之改变的必然性吗？


  注758  此外请参看下面关于生物学上的规定的补注！


  注759  在这里首先应该在客观的实在的自然之中增补一种基本结构！


  注760  因此，是将作为理论课题的物理的自然当作前提的理论态度。


  注761  处于其双面性之中的身体的幻象（身体之完整的图式）：“感觉上的事物”（视觉上的事物）和“感觉的身体”。


  注762  在这篇文稿手稿一开始胡塞尔就说明道：“这是副本的前几页”，这里涉及的是直到第83页（凡著者和编者提到本书中的页码，均指德文版页码，在本书中由边码标出。——编者注）第3行的文稿。也许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胡塞尔又对这篇形成于1921年前后的在这个附录中发表的手稿前两页进行了重新。已被删除的原来的两页在胡塞尔档案馆中找不到了。


  注763  稍后补充：“原本地被给予的或能通过自身知觉和自身回忆揭示的”。——编者注


  注764  后来在这里补充：“原本的”。——编者注


  注765  纯粹内在地构成：自我作为极和习惯的自我，与一个在我之中被构成的（原本的）经验的环境世界相关联，这个经验的环境世界围绕我的身体定中心，一切经验行为和一切外在的行动都是通过我的身体发生的。这就得到了一种由联想而起源的作为本源的（原本的）并且是完整的-统一的统觉的普遍的统觉。在移情作用中，就是说，在对异己身体的统觉中，这个整体被以类似方式一起统觉。这第一个“心灵的东西”，即被我本身以自我学方式第一性地意识到的自我的东西：我看，我听，我受刺激，我碰撞，我推移，我发现了矛盾，我克服矛盾，我由诸事物而受苦，我害怕它们，我喜欢它们，我行动时与它们打交道，偶尔也与它们的显现打交道，自我作为主观与客体有意向的关联。


  注766  后来补充：“首先是对于我而言的原本的自然之时间”。——编者注


  注767  后来增补：“我的原本的空间世界中的”。——编者注


  注768  客观的世界=共主观的自然加上主观性之客观化，以致于现在一个客观的世界被构成了。


  注769  后来增补：“作为我的原本的外在经验之全体”。——编者注


  注770  这“第一个”自然，唯我论的自然，乃是原本的空间的经验之领域（外在的经验）。这第一个主观性（第一个自我），唯我论的主观性，尚没有被自然化。


  注771  这指的是构成性的联系吗？


  注772  参看第98页以下的扼要重述。


  注773  简短地并且更确切地说：如果不同时设想一个主观，并且将之设想为存在着的，对于这个A是可能的经验行为之主观，就不可能设想这个A是存在的。


  注774  因此在这里我们有这个由处于与这个事实的自我，这个“我在”个别地符合一致之中的一个自我之诸可能性构成的全体。


  注775  必须明确而着重地强调：在我确信我的经验世界之存在的意义中，包含着以下东西：迄今为止的经验的确曾有许多不一致之处，但是每一种不一致由于统觉之有理由的改变，重又变成一致，这种统觉通过追溯，引起对以前的和以前合法引起的统觉之改变。因此我的经验的世界也能继续存在，但是在合法的动因中，重要的是最终有效的一致的经验之理念；因此我的意识服从于我的全部经验统觉之可能的绝对的一致性这一种颠扑不破的准则，该准则是这个世界之存在的相关项。


  注776  “可移动的”在场，在在场的生成中存在，连同流动着的原当前和原过去等等。


  注777  参看附录XLI。——编者注


  注778  在另一份手稿中的一张小卡片上（EI 3 1第42页a）还有也来自1921/1922年时期的胡塞尔就这个问题写的注：“这种内在的东西只是在它的整个主观性、整个单子之关联中，才会成为可共主观地被认识的”。——编者注


  注779  或像下面这样说也不为过：这第二个客观的东西是另一个主观，在我对面的作为人的另一个人。


  注780  在这里应该注意：属于形式的还有下面这些东西：处于自身分层之中的每一种意义如何对自然客体之构成作出贡献，这些层次如何具有其符合一致，具有其相互指示；同样，正常与异常如何相互关联，等等。我不可能通过对别人的移情作用得到异常性东西，得到新的意义，如果我本身未曾经验到异常性东西，或者未曾经验到一种意义如何单独起作用，和一个不在这里的另一个人（在那里缺少看的行为），就是说，可能经常不在这里，甚至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在这里等等的另一个人，如何单独起作用。


  本质的东西属于存在论的事物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本质的东西也属于构成的形式。形式能够多次地分开地被充实，这是已经知道的。因此在这里仍然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握形式的东西，并且每一个人肯定能够就其本身切合地把握形式的东西，并且每一个人通过移情作用，与另一个人一起，通过相互理解，切合地把握共主观性之形式的东西。


  注781  至少是这样的，如果该另一个人并没有由于身体方面显而易见的特性之异常性而引人注目的话。


  注782  如果我们将一株植物以心理学方式统握为有心灵的，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只有以借用方式才能发生，即使孩童也不会真的将桌子看作是赋有灵魂的生物。


  注783  a）由于取消了移情作用，删除了被间接呈现的心灵而得不到证实；b）由于规定不同而得不到证实。但是在这里我们突出了一种特殊的情况：正常的（充分直观的）间接呈现的“知觉”就在于：这另一个人被知觉为知觉着某种环境世界的东西的人，而这当中就包含，他知觉到的东西和“我从我这个方面出发知觉到的东西是同一的东西”。而异常就在于，这后一种情况并不是真的，他看到的和我看到的是同一的东西，但是他在看到它时将它认作是别的东西。但是人们能够“看到”这种情况吗？


  注784  事前：前提首先是躯体学的移情作用，以及和它一起也许还有事物的环境世界的移情作用。这已经有了层次：感觉的感性，情感的感性，本能的感性；反应的自我，主动的自我。——


  注785  但是此后规范就意味着比这种关联的系统更多的东西吗？这个1）的讨论是不充分的。需要澄清它的正常性之理念，它的多义性之理念，异常东西之基本种类分类之理念。


  注786  因此一种规范系统必然是被本源地构成的。问题只是，下面的情况是不是必然的，即一种这样的系统必然总是作为关联的系统保持着。在这里我们也必须仔细考虑诸理想的可能性。身体作为知觉的身体服从于我们的自由支配：因此就这方面来说，对起功能作用的行为（属于起功能作用的行为本身的自由活动）的影响所意谓的，就是身体作为身体在任何这样的起功能作用的行为中都是不变的。相关联地，在这里遇见的世界，并作为被经验的世界，也不发生变化，只不过它看上去总是不同，在这里，这只不过就是说，它呈现出不同的方面。如果身体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并且不是在服从于我的作为知觉行为的自由行为之诸变化的系统中发生了变化（我的知觉器官之被动地被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就可能是像下面这样发生的，即又是“一切看上去都是不同的”，但是这种外观涉及的并不是诸偶然的方面，而是诸完整的各方面的系统，即“显现着的事物”本身。但是现在我也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支配我的身体，正如我能够通过身体支配诸其它的事物一样；即以这样的方式支配：我伤害我自己，给我的眼睛以一击，这一击造成视力障碍等等。为什么这种影响不属于知觉功能之扩展了的系统呢？如果我们通过做这样的事情而获得了诸显现之新的过程，如果我们任何时候都有权自由支配这些过程，并获得这些作为过程的过程，以致于它们会被归入到一个一致的构成性系统中，那么我们也就会经常这样做，并且会称这种行为为知觉行为。必须说明，这里缺少什么东西，为什么所有这些行为，一直到蛔蒿素，都没有在构成上产生什么本质的东西，而恰恰只产生“异常的东西。”


  然后就是在共主观的经验系统之中；共主观的、直观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真正的世界之构成。每一个人都有其身体性（我们已经知道，身体性始终是对应项）。每一个人都有其正常地和异常地起功能作用的、处于正常状态的身体性。但是所有的人都必须与正常性相符合，这岂不又是以一种作为理念的、进行联结的共同的正常性为前提吗?正如在交往的系统中一样，在孤独的自己（solus ipse）那里也一定会显示出以下情况，即我们始终处于一致性之诸系统中，在这些系统中，真实的东西是一种同一的东西，一切质上的东西都是相对的，对象和性质之同一性的确是允许坚持到底的；并且这就是逻辑上的事物规定之理念的基础。


  注787  色盲者总是保持他的作为直观之关联系统的正常的世界，但是他知道，视力正常的人具有不同的正常性，并且他还知道，视力正常者虽然经验着这同一的世界（按照层次，色盲者的经验世界与视力正常者的经验世界是重合的），但却具有不同的视觉规定，而且具有更为丰富的视觉规定，只要他虽然只是对于他和色盲者一致的另外一些事物也具有色盲者的模糊的色彩层次，但是此外对于诸其余的事物他却正常地具有处于相应的视角中的颜色的质。这就为他产生一种具有更丰富事物规定的一致的系统。正如对于作为孤独者（solus）的每一个人来说，当他的手指被烧等等，与此同时，手指变得不正常时，丰富性就会减少一样。因此构成方面的扩展之方式也是一种类比的方式。只有对于正常东西之世界（这个世界肯定是同一的世界）之质的内容之更大的丰富性之认识，才使得剩余的东西被接受。正如我作为天生盲人和作为动过手术的人，会改变我的直观的世界、我的正常性一样，因为这个新的世界更好，更丰富，同样，色盲者也借助于在更大的丰富性这种意义上的思想规定改变他的统觉。对构成之阐明始终是在规定内容方面之一致性和尽可能扩展这种意义上，因此是在更好的东西这种意义上进行的，并且一切被扩展的东西都会变成规范。


  注788  “异常的器官”是这样一种名称，它表示对正常的身体-事物之状态的某种补充状态，处于其对我的身体方面的正常性之偏离中的异己的身体同样也一起包括在这种结构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其真实性之中的事物本身是由诸显现构成的一致的统一，而这些显现在其一切可能的偏离中都是与我的身体相关联的，只要它们在这种状态中起作用，并且是对于处于其一切“波动”之中的一切身体起作用。这种构成之必然的结构引起以下情况，即每一个人都具有其作为正常的关联系统的主观的关联系统，但是就自身而言没有一个关联系统是更真实的，尽管在这个或那个系统中呈现的现实的幻象特性之丰富程度的确有差别。人从诸事物那里所经验到的比水母从诸事物那里所经验到的更多。


  注789  见前面文稿4（第91页以下）。——编者注


  注790  这个内容提要也许还涉及附录XVIII的文字（参看文稿7的校勘附注，第581页）。——编者注


  注791  这样的原法则有效吗？请参看下面的回答！


  注792  但是如果始终坚持这种实在性关联的话，这种被虚构的事物实际上肯定是不可能的，同样，这种被虚构的自我也是不可能的。


  注793  以矛盾的方式进行的虚构变换。


  注794  我们能够完全一样地将一个不在这里的事物或者一个与现实性相比改变了的事物虚构进世界的任意一个位置中：但是在与因果关系相反的矛盾中虚构进去的；因此这种虚构变换也带有一种隐蔽的矛盾，该矛盾会在对思想行为之实例说明中显露出来。


  注795  或者更确切地说：其实，我们只是对这个真正的显现者实行了虚构变换。该显现者的昏暗的地平线被以前后一致的方式连带实行了虚构变换。直观的可能性在其空的地平线方面以本质法则的方式表明，这种空的地平线能够由诸对此适合的直观的可能性（在相互配合的直观之全面统一的意义上）得到补充，而这些可能性又是无穷的（in infinitum）。每一个内在的或超越的现象（每一个直观地显现着的现象）都有其确定的或不确定的，但肯定必然是一种进行预先规定的地平线。对于显现之每一种改造都为获取纯粹的可能性规定了一种与对地平线之要求的联系，并且如果没有一种在功能上附属的地平线变换，就不可能有虚构变换行为。如果地平线是以同一的方式获得的，那么在隐蔽的矛盾和能够阐明的矛盾中就存在着符合。


  注796  可是幻象并不是现实性。如果现实性真的被虚构变换了，那么这会涉及我本身，这个不同的世界会以不同的方式促动我。但是该现象式的自然当然是一个独立的层次。


  注797  我的自我之许多可能性。


  注798  下面这种特殊的研究是绝对必需的：这种移情作用的自明性在相互交流当中如何会变得强烈起来，并且对于自然之给予性的自明性而言这会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注799  在这里不是缺乏向共主观性的回溯——停止作为可能的反对意见的异己的生活——吗？


  注800  我处于持续的当前之中。其实我不能在我已经过去了这种意义上说， 我曾存在。


  注801  在更高的阶段上，在美学上，遵循伟大诗人的典范的要求等等。


  注802  以下直到第25行的文字，为1926年的增补。——编者注


  注803  以下直到这个附录结束的文字，也许是在30年代才增补的。——编者注


  注804  胡塞尔在手稿的页边空白处说明道：“原本经验之领域=我的主观性之整个领域”。按照下面的论述，以此所指的是原本的（originale）经验，而不是原初的（originre）经验。——编者注


  注805  “原初地”后来用铅笔加了引号。——编者注


  注806  与1918年相比，总的来说，没有大进展，只有个别的注释，特别是后来在页边空白处的注释，有大进展。


  注807  我们还可以说：对于我来说，我的身体，只要我外在地知觉到它，就有它的“外在性”，尽管是它的受限制的“外在性”。


  注808  我的身体之那些在视觉上根本看不见的部分，是可触摸到的。而每一个其它的事物是完全能够看得见的。我的物体的表面，我不用“走过去”就能触摸到，借助于走的行为我并不能伸手碰到任何东西。借助走的行为诸异己的事物能够进入到我的触觉上的近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站着”（无须走的行为）就能触摸到它。


  注809  后来增补：“在视觉上”。——编者注


  注810  触觉上的近处，可通过触摸行为直接达到的东西。


  注811  应该注意：触觉将这种直接的近处之领域规定为可直接（无须移动）触摸到的东西。身体始终都处于这个领域中。


  注812  更确切地说，在这种移动中，我的可以看得见的物体部分距任何一个被看见的远处客体之“距离”变化，完全与我近处一个局部被运动的客体之距离变化相似（向那个客体运动过去）；就如同在遮蔽了看的行为时在触觉领域本身中的情形一样。借助于行走的行为，触觉空间中“外部事物”之一切“间隔”都在发生改变。“行走的路段”，在动觉上理解的行走的路段，在统觉上决定间隔。这种情况被转用到处于与外部事物关系中的我自己的身体上，只要我的身体本身在触觉方面被给予了，每一个部分都与每一个其它的事物，并且是在“行走的运动”中在构成方面不同的事物，有间隔。如果我向一个远处的客体走去，该客体是我比如借助确定指向的行走行为已经发现了的，并且重复发现了的，以致它就为我存在于“那里”，那么这就是“行走的间隔”（这个纯粹触觉领域的间隔）。每一个客体在这条道路上（静止的环境）都有其特殊的间隔：我触摸它，并且从这里开始某种移动。因此，我也能够在每一个中间位置上触摸我的身体，就如同能够触摸另一个事物一样；我的身体同样也得到一种间隔，并改变着它的间隔。


  注813  基本上是对于1918-1921年伯尔瑙旧论述（现在大部分都被送进字纸篓中了）之扼要重述和概括，而伯尔瑙旧论述只是对哥廷根诸旧开端之更详尽的论述。


  注814  在本源的和第一的意义上，内在性是什么呢？


  注815  对此还有三页附录〈=附录XXXIII〉。


  注816  至少原来并在以后曾认为，它是在知觉上构成我的身体的东西，因此认为，它是唯一适合于我的身体为移情作用发挥功能的东西。


  注817  这已经有构成上的意义。一块石头“碰到”另一块石头，这与当我以我的手碰到一块石头时的情况相似。但是并没有任何会以有理据方式唤醒新的回忆——这些新的回忆通过将该表现证实为一个主观内在性之表现得到证实——的东西随同这样一种以类比方式想起的东西产生出来。


  注818  这同一些问题在最重要的附录〈=附录XXXIV〉中被再一次提到。——编者注


  注819  上面这一句应该这样理解，即胡塞尔“在最初构思的《理念II》中还坚持的从前的观点”，曾进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显现属于‘单子’，而不像实在性东西那样是共主观地存在的，或更确切地说，显现不能共主观地存在。”《理念II》的这个第一稿于1912年10月或11月由胡塞尔写就，有一部分仍保存于遗稿中（在目录号F III 1下）。所保存的这一部分的一个片段作为附录I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V卷中。在那里胡塞尔的那个“从前的观点”被概述如下：“与此同时被给予的是下面这种东西，即异己的纯粹的自我之环境世界与我的纯粹的自我之环境世界是同一个环境世界；而这就是说，环境世界中的事物是在通往解释之道路上被构成的更高阶段的统一。凡是有两个人相互交往的地方，为自我1构成的一个实在事物的显现的多样性（在其一切级次上），和为自我2构成的‘同一个’实在事物的显现的多样性，是不同的显现的多样性；这一种显现的多样性作为由诸可能的显现构成的无限的，但确定的整体，属于这一个意识流，即自我1的意识流，另一种显现的多样性属于另一个意识流，即自我2的意识流。在这种解释中发生了对这两种显现的多样性按照其‘意义’的统握，规整，由于这些统握与规整，该‘客观的’事物就被构成为‘同一个’事物。通过解释而被设定的每一个新的纯粹自我X，都在增加显现多样性之这些完整的组的数目，因此该客观事物就是诸组显现的多样性之无限多样性统一，而解释或移情作用本来就是经验该外在事物性东西之一种基本形式” （上引书第109/110页）。 但是就在1915年那个时候， 胡塞尔已经改变了他“从前的观点”；在出自那时的一段文字中他写道：“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意识，都有他的主观性，他的由思想活动（cogitationes）构成的相互联系。如果我们设想完全正常的人，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诸显现组，但是考虑到在每一个空间位置上关于每一个事物会有‘同一些’显现，这些显现组是‘可交换的’，就这点而言，诸显现只是某种相对的东西，只是暂时是自己的东西，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所有正常的人共有的东西。因此一个事物之‘所见部分’也就客观化了。每一个所见部分都有相同的空间位置，并且在相同光照的情况下，有该景物之相同的所见部分”（E I 3 I第160a页）。这种新的观点也在《理念II》（《胡塞尔全集》第IV卷）现在的一段文字中得到表达。该段和它的上下文一起于1918年由E.施太因采用到她的《理念II》修订稿中（关于这一段再也没有能找到胡塞尔的任何相应的原稿）：“由另一个人设定的诸事物也是我的事物：在移情作用中我也一起设定别人，比如我将这个在我对面的、我在显现方式α中拥有的事物和另一个人在显现方式β中设定的事物看作是一个东西。属于这里的有通过位置变换而交换的可能性，每一个人在同一事物的同一空间位置上都拥有‘同一些’显现——如果所有的人如我们能够设想的，都拥有相同的感官性的话——，因此一个事物之‘所见部分’被客观化了；每一个人在相同的光照下关于相同的空间位置都拥有相同的所见部分，例如， 一片景色之相同的所见部分。但是该另一个人绝不可能和我一起（在指定给他的原初的体验内容中）拥有和我所拥有的显现相同的显现。我的显现属于我，他的显现属于他”（上引书第168/169页）。关于显现之共主观性问题，胡塞尔还在许多文稿中谈到过，如在文稿14（写于1915年和1917年间）和文稿15（贝尔瑙1918年9月）《胡塞尔全集XIII》（第337以下和412页以下）以及1921年阅读“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910/11年）讲稿期间形成的本卷文稿1。——编者注


  注820  这确实适合瞬间的所见物，另外不仅适合于幻象，更适合于在这些所见物的连续中构成的更高阶段的“诸显现”。


  注821  在更高程度上，这对于视觉上的视角和对于幻象都有效。


  注822  删去了“而且永远不可能拥有”。——编者注


  注823  “这些”替换了“相似的”。——编者注


  注824  “它们”被改变为“这些”。——编者注


  注825  此外有三页的附录〈=附录XXXIV〉。


  注826  作为在我的原本领域中的物体性。


  注827  参看斯宾诺莎：《伦理学》第I部，定义3。——编者注


  注828  “只有在另一些现实的和可能的显现中”在手稿中被用铅笔轻轻地删除了。——编者注


  注829  还有我的可能的不同的存在之自身变化。


  注830  不说“自我”，始终说“具体的普遍的主观性”、“单子”。


  注831  文稿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完成了这种澄清……”直到这里（第6行以下），后来被胡塞尔批判性地标出，并加了问号；而这个问号又被划掉了。——编者注


  注832  后来增补：“抽象地”。——编者注


  注833  联想法则。


  注834  这里并不是要解释移情作用，而是要根据移情作用解释自然这种存在和主观性这种存在的不同。


  注835  两个层次：1）在询问其意向上的真实性之前的诸现象，2）一个真实的存在之现象。


  注836  从“为我”直到“一致的意义的被意识到”（第274页第2行）后来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837  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不考虑另外一些人。


  注838  后来增补：“诸原本的知觉之”。——编者注


  注839  所指的是威廉·恩斯特·霍金，曾是胡塞尔在哥廷根大学的学生。——编者注


  注840  因为得到了充实，不是间接呈现。


  注841  此外，对于我的外界实在-因果性的自然中的全部实践的影响而言，我的身体是作为器官起作用的。甚至无须任何预先的影响，自然之过程就决定我去作出反应，作出相应的运动，作出相应的介入。身体是心理物理的转运站。


  注842  在下面的这个文稿中所涉及的只是一个片段，即原来连续有三页的手稿的第三页。前两页在胡塞尔文库中未能找到。胡塞尔本人就已经着重指出过前两页的缺失。并且在第三页（下面文稿的）的开始处说明道：“前面的几页显然是关于‘意识一般’，超越论的统觉之自我的”。——编者注


  注843  联想的对立项。


  注844  当时尚未看到诸单子的相互包含？


  注845  后来增补：“在逻辑实体的意义上”。——编者注


  注846  “绝对的”后来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847  但是在这里应该区分：初始的为-自己-本身-存在和更高阶段的为-自己-本身-存在，即区分作为为自己本身存在着的众多的那种多数的存在者和单独的为-自己-本身-存在。


  注848  后来增补：“一个超越论的共主观的众多是具体地存在的，只要它是单独性并且作为为自己本身存在着的而绝对单独的个体性”。这个补充以及它所属的那个句子，后来胡塞尔加了括号，并加了注：“不恰当”。——编者注


  注849  “我们曾说过，通过-自己-本身-存在也是在自己本身中存在”，后来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850  后来增补：“绝对地”。——编者注


  注851  后来增补：“因此是绝对”。——编者注


  注852  在这里正如在1921年的所有文稿中一样，而且也许正如直到那时的我的所有反思一样，下面这个明确地表达的假设是合适的：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本身存在着的自然实际上是存在的（自然起码是存在的，而且是首先存在的）。如果我们将这个的确始终是以假设方式和经验方式证实的理念绝对化，那么这可能就是对以此定位的哲学而言的指导思想。但是应该研究（我确实就进行了这样的研究）：这个理念可能具有的在多大程度上不仅是一种“相对的”有效性，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单子系统并因此对于一种哲学得出了什么。


  注853  但是，正常的身体性可能变成非正常的，身体不再服从意志的支配。自由受到妨碍，行动受到阻碍，


  注854  因此这个共有的显现世界本身与正常性之诸理念协调一致。


  注855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定义3。——编者注


  注856  在通向共主观地构成的世界的道路上，我首先超出现在能够供我支配的我的现实的自身经验之领域，而具体地认识我自己。


  注857  这一句后来改动如下：“我们能够说，诸单子是自为地存在的，并且可能以想象为是绝对孤独的诸单子（如看上去的那样，就是说，可以想象，一个单子单独存在）？”——编者注


  注858  还应该说出下面这样一条法则：每一个单子多数如同一个个别的单子一样都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它们作为众多能够获得对自身的意识，它们作为更高级的单子，如同一个单个的单子一样，只能在自己之外拥有诸单子，并且与一切外在的存在建立意识联系等等。


  注859  这个手稿带有下面这个补注：“可能是按照满克编制的，但正在继续进行。”不清楚的是，胡塞尔在这里可能考虑的是满克的哪一份文稿。迪特弗里希·满克曾是胡塞尔在哥廷根的学生，并于1922年7月——在他已经发表数篇论文，特别是关于莱布尼茨的论文之后——在弗赖堡大学胡塞尔那里获得博士学位。作为博士论文——胡塞尔在这里提到的很可能就是这篇论文——满克也许曾提交了一篇文稿，这篇文稿也许比不上1925年发表于《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7卷上的论文“莱布尼茨对普遍数学和个别的形而上学的综合”。这篇文稿除去历史的部分——这是唯一已发表的部分——之外也许已经包含了一种系统的论述。——编者注


  注860  见迪特弗里希·满克：《一种新的单子论》，载《康德研究》（增刊）第39期（1917年）§6。由作者题词献给胡塞尔的这部著作的样本存放于胡塞尔的藏书中，这些藏书都收藏于卢汶胡塞尔档案馆。在满克的这部书中胡塞尔加了许多标记线和评语。所提到的§6有关的地方，由胡塞尔画了线，作为批评符号。——编者注


  注861  还有关于生成的理论以及关于静态的东西和生成的东西之关系的理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是静态的：单子之持久的结构。


  注862  在这里我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假定情况如此，那么随之而来的东西就是有效的。


  注863  后来增补：“换句话说”。——编者注。


  注864  胡塞尔在这里涉及的是1910/1911年“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讲课。它们作为文稿6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编者注


  注865  对于先验的形式的真理，并对于数学的-自然科学的真理而言就是如此。而对于经验方面的直观的（“知觉判断”的）真理而言，并对于质料方面的先验的真理而言。就不再是充分的了。


  注866  胡塞尔确定此文稿的时间（1923年）也许只涉及它的第一部分（至312页第24行为止）。文稿的第二部分可能是稍后写成的，但肯定仍写于20年代。——编者注


  注867  从这里开始的文稿可能是1923年以后写成的。——编者注


  注868  在以下直至第320页各行的文稿中胡塞尔后来试图补充一种新的思想，但是在这种修订中再也没有能够赋予文稿以一种新的逻辑统一性。我们将这些修订从原来文稿中的关联中提取出来放到脚注中。与这种修订相对应的更好的表述在文稿的结尾部分，第320页第31行以下。——编者注


  注869  增补：“以某种方式”。——编者注


  注870  增补：“不是以本源地进行经验的方式”。——编者注


  注871  增补：“不是客体，不是我所关注的，不是以这种真正的方式在我这里存在的”。——编者注


  注872  胡塞尔对前面从第316页第30行开始的这句话做了如下的改动：“另一些主观也为我在此存在，并且我意识到它们，而且在这里我也能意识到它们，无须我将它们和它们的生活当作客体，当作我的研究课题来拥有，因此我并没有在它们之中，并没有与它们打交道：这与我在当前持续地意识到我，或意识到我自己的过去没有太大不同，我将我自己反向地置于我自己的过去，类似于我将我设置于另一个人之中。”——编者注


  注873  “在……那里”被改为“仿佛在……之中”。——编者注


  注874  当然在这种设置中，在两个方面都存在一种指示：在重新回忆中存在着唤醒，在移情作用中存在着由被经验的身体发出的指示，因此通过这种指示，有一条指示的线指向该另一个主观性，即该异己的我思（ego cogito）。但是我立即就转入到通过准当前化实行这个我思（cogito）的态度之中。——现在一定能够得出结论，即我能够以反思—课题的方式过自己当前的生活和自己过去的生活，同样也能够以反思-课题的方式过处于单纯设定之形式中的被施以移情作用的生活。


  注875  胡塞尔对从第16行起的这一句做了如下改动和补充：“但是另一个人对于我而言在课题上可以双重方式达到，因此不仅是以设想自己置身于他的生活之中，并和它一起生活的方式，也不仅是以“纯粹现象学的”反思还原到这个生活及其自我的方式，而且我以课题方式指向并且是以课题-反思方式指向他的自我和他的体验行为，但同时也指向他作为对象所意识到的，他和我都设定的，当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它的设定时我和它一起设定的对象。在我采取客观的态度时，我将我本身意识为对这种客体进行设定的主观，当我采取‘内在的’态度时，我就是以非课题的方式进行意识，并因此意识到我的‘内在的’生活。但是我当然能够将我的‘内在的’生活当作课题”。——编者注


  注876  增补：“是以反思-课题方式生成的异己的我-在的桥梁”。——编者注


  注877  对自身的经验=原始的经验；对异己者的经验=通过解释的经验，通过理解的经验，被传承下来的经验。


  注878  社会的联系就是基于这种解释。


  注879  如果我不实行任何直向的客观设定，如果我在进行经验时以反思的方式设定我和我的生活，并且将我的知觉世界和我的经验世界仅仅认为是并设定为是我的意识（和我们的意识）之被意识物，那么我就是现象学家。


  注880  增补：“但是现在主观性并不是反思的课题”。 ——编者注


  注881  “另一方面”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882  当我由我的经验出发承认这个物理的自然是被给予的此在时，我就在这里存在。当我将异己的主观性设定为一起在此存在时，在这里我就“忘记了自己”。如果我被从异己的自我引回到我本身，那么这就是这样发生的，即我的直接被经验到的，并且直接“在此存在着的“，和直接存在着的身体，作为我的心灵的身体，是借助另一个人的眼睛被设定的。


  注883  从这里开始不清楚，不完整！〈参看第320页及下一页“被改进了的论述”〉。


  注884  见第316页第19行以下。


  注885  间接地：借助于棍棒等等的外部感觉，“间接地”“我运动‘外部事物’”。


  注886  这种表现行为所说的首先是一种被动地构成的指示和被以指示方式构成的统一。这个主动的自我占有这些东西：表现是某种能够主动生产的东西，某种能够主动运用的东西，它能变成有意的指示和有意的说话。


  注887  这里所指的也许是奥斯卡·贝克尔，他曾是胡塞尔在弗赖堡（布赖斯高）的学生。——编者注


  注888  内在的东西肯定具有其某种动因。在这里被一起指示的东西是面对现实的动因而被唤起的。这个矛盾之问题！


  注889  即使是相反的说明途径，想要从外部事物出发来因果性地说明超越论的生活，也是荒谬的。


  注890  参看D.满克：《莱布尼茨论普遍数学与个体的形而上学之综合》，载《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VII（1925年）第467页；参看前面第298页脚注1。——编者注


  注891  关于下面的文稿胡塞尔注道：“附于1925年心理学讲课和1926/27年导论课（自然与精神）”。1925年夏季学期的心理学讲课（在“现象学和心理学导论”标题下进行的），已在《胡塞尔全集》第IX卷发表。1926/27年导论课的第二部分（“现象学导论”）发表于本卷第III部分第393页以下。——编者注


  注892  后来增补：“第一义地”。——编者注


  注893  一个体验之现实性，作为当前之生动的脉动之“瞬间的”原现实性，作为现在的-现实的。一个单子之现实性是作为处于瞬间体验之一种瞬间的现实性之中的现实性和自我登场而实现的，而超越的统一是作为在诸流动着的实现之多样性之中的统一之理念而实现的。


  注894  后来增补：“第一义的”。——编者注


  注895  后来增补：“（第一义的）”。——编者注


  注896  后来增补：“第一义的经验之经验目标”。——编者注


  注897  但是这种重要的证实是通过对另一个人的移情作用涉及我的诸体验与我的原本的自身之综合。


  注898  正如时间样式是一组与当前的原本形式或原样式相关联的特殊的存在样式一样，“另一个人存在”是属于我-本身这种原样式的一种普遍的存在样式。


  注899  单纯表象之通常的意义就是作为纯粹图像的准当前化。


  注900  我与诸其他人都是被构成的诸统一。


  注901  在这里，“单子”并不是被以超越论方式理解的，而是被理解为“纯粹的”心灵的东西之统一。


  注902  这个附录和下一个附录的文稿产生自1925年夏季学期“现象学的心理学导论”讲课（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IX卷）之范围中，首先请参看那里的§42和§43（第212页以下）。——编者注


  注903  见前面第513页脚注①。——编者注


  注904  在我的原本领域中。


  注905  素材作为不同阶段上的被构成的非-自我的统一性东西。


  注906  在这里这并不是说在被以自我论的方式还原了的经验之中。我们可以将自我论的经验称作是绝对原本的；广义上的原本经验是直接的直观，对世间现实性或可能性之直接直观的把握。


  注907  我不能说：关于这些世间的实在性东西之直接的直观、直接的自身给予吗？


  注908  直接直观的经验。


  注909  虽然胡塞尔在1920年以前已经在“第一义的呈现”这个词组中使用了“第一义的”一词（《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第437页和第350页），但是“第一性”这个概念如其作为基本概念在第五笛卡尔式的沉思（《胡塞尔全集》第I卷）中出现那样，只是在1925年前后才出现，而且是在与唯我论的（或者单独的）经验和原本的经验（或领域）这些概念之连续中出现的，而且是出于这样一种必要性，即同时进一步地把握和进一步地细分原本性这个概念：第一性意味着第一义的原本性。编者所能够发现的原本性这个概念在其中出现的能够明确确定时间的最早文稿，在遗稿中是在手稿A V 10和B I 14中，它们产生自1925或1926年。第一篇文稿的相关段落说：“关于作为意识的主观的和作为对世界进行表象的意识的主观的人的纯粹的内在性的心理学，‘在现象学的心理学的还原中’，一个本身对它内在地有效的，应该能够有效的，也许是以‘被证实的’有效性之形式有效的世界，——一个由它自己的原本的（第一性的）经验而来的世界，并且是一个由共同体的经验而来的世界，但是这样的一种共同体的经验，它是在我本身之中，在一种在我本身之中达到有效性，并达到证实的共同体之共同作用下被构成的”（A V 10第133a页）。第二篇文稿（产生自1926年）的有关段落说：“现在让我们提出对心理的存在或心理的生活之经验进行普遍的连贯的研究这项任务，这种研究完全是如心理生活本身存在那样，如心理生活本身是可经验的那样对其加以描述，并着手借助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它进行科学的探讨。我们认识到，这项任务有一种好的意义，或者我们还要使我们明白，我们能够在每一个我思（cogito）那里连贯地实行我们在知觉中实行过的东西，并且我们在对‘纯粹的’心理东西之连续的考察中这样连贯地实行，即我们绝不使用任何相信设定，任何经验或判断，绝不将它们看作对作为‘纯粹的’心理学家的我们也一起有效的，在‘纯粹的’心理学家那里，绝不设定任何自然的东西，并因此绝不设定任何世界的东西。每一个心理学家都完全是就自己本身，就他自己的心灵做这件事，并且作为唯一的心理学家做这件事。自己的心灵是以第一义的原本性给予他的”（B I 14第3b/4a页）。——编者注


  注910  胡塞尔档案馆中只有1926年/1927年冬季学期“现象学导论”讲课第一部分的统一的手稿（在架号F I 33中）。这个第一部分（在1926年圣诞节前讲的）当中的一些部分已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IX卷（见该卷附录IV、VI、IX、X、XI和XVIII）。在圣诞节假期之后胡塞尔也许只还连续地写下了简短的开始部分，这个开始部分对第一部分的论述做了概括，并展开了问题的一个新的地平线（见下面20和21两篇文稿，它们已经作为《胡塞尔全集》第IX卷的附录XXVIII发表）。然后连续的手稿就中断了。对于讲课接下来的进程——在其中人的经验之问题和“移情作用”的经验之问题处于中心地位——胡塞尔一方面研究旧的手稿，并且很可能部分地也在讲课中讲过了（譬如《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附录VIII和这一卷的文稿I，但也许还有更多其它的文稿都以某种强调的方式讲过了），但是另一方面，胡塞尔在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并不是直接用于讲课的思考中也尝试就这些问题获得清晰性。这些思考绝大部分都不像讲课第一部分的手稿那样存在于同一的卷宗之中（F I 33），而是散放于A V 10，B I 9 I，E I 3 II和E I 4架号中。它们并没有被胡塞尔连贯地编页码，并且所有这些思考也没有能够被明确地强调为是这样的思考，就是说，没有被说明是属于那些讲课关联的。但是许多文稿都有由胡塞尔本人加了准确的写作日期，这就使胡塞尔在1927年1月和2月期间所研究的那些问题清楚地呈现出来了。在这里与经常一样，胡塞尔的反思都是在他的“研究手稿”中做循环式的运动，因此不可能重建这些文稿的明确的时间顺序。我们的目的也不可能是重建在讲课中所讲授的东西（在这些讲课中，胡塞尔几乎是不按讲稿讲的）。相反我们尝试按照时间顺序并且部分地也按照问题的发展对胡塞尔在讲课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反思进行编排。编者有关1926年/1927年冬季讲课的一些评论请参看他为本卷写的导言。——编者注


  注911  这个编号的文稿已经在《胡塞尔全集》第IX卷附录XXVIII的第一部分发表（见该卷第507至510页第32行）。——编者注


  注912  这个编号的文稿已经在《胡塞尔全集》第IX卷附录XXVIII的第二部分（第510页第33行至517页）中发表。——编者注


  注913  为我显现着的，在我之中以唯我论的方式显示着的——这种东西很快就完成了。


  注914  然而一般来说，我在关于这个世界之原本的经验之范围内能够确定的东西，即那个在这当中纯粹由原本经验作为真正的东西，完全被证实的东西而突出出来的东西，就是关于这个客观世界本身的一个属于我的世界图像，属于我的“显现”。


  注915  此外这属于对移情作用的静态分析。


  注916  关于我不能在原本领域中在完全的意义上将我的身体经验为自然的对象这一点，在这里似乎是在运动上被探讨的。然而在这里我并没有把握。


  注917  从本质上说，这种意向上的空形式只是由于其在对有关另一个人等等的“知觉”之现实的奠立中的来源，才是可能的。


  注918  后来增补：“第一性的”。——编者注


  注919  我不必补充说：物理的知觉虽然总是“单方面的”，但是我能够不断地将我的知觉转向各个方面，这个自然的客体没有我不能经验的规定，这就是说——因为每一个被知觉东西都是表现——，这个自然客体没有不能在我的知觉领域中显现的规定。


  注920  这些讲课很可能不是1925年夏季学期的讲课，“现象学的心理学导论”，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IX卷（关于纯粹的自然这个概念在那里是在§17第118页以下）；而是1926年/1927年冬季学期讲课的“现象学导论”，本卷中的文稿20到37就是由那个讲课的关联中选出来的（关于纯粹的自然这个概念，见本卷的文稿20）。——编者注


  注921  我作为个人与其他的个人意见一致。我们经验这同一的环境世界，我知觉他们的身体，正如他们经验我的身体一样，我如同他们经验我一样经验他们本身，通过移情作用经验作为在他们的被我知觉到的身体之中表现出来的他们本身。


  注922  胡塞尔（也许是后来）标注的写作时间是1928年。但是这个文稿却存放于注明时间为1927年的那个卷宗中。存放于这同一卷宗中的前一份文稿产生自1927年1月（=前面的文稿22）。按照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的手稿，胡塞尔几乎不可能是在1928年1月特别地研究自己的东西，原本的东西等等问题。作为讲课，那时他只是讲授了近代哲学史。也许胡塞尔在后来标注写作时间时搞错了。——编者注


  注923  诸阶段：我的生活之当前，我的过去，我的连带现前，我的将来——我的总的生活流是可在其生动的流之中把握的，是可在生活之原现象的当前中，生活之流动着的当前中作为过去的流等等展示的。


  注924  以下一段（直至第430页第9行）后来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925  但是在这里缺少关于以下问题的思考，即实践的统觉与进行观察的统觉的关系上是怎样的。


  注926  还缺少一个名称：相互关联的诸直观和无相互关联的诸直观，在有立场的态度中是被坚决要求的，在中立性的态度中是随意地和偶然地被要求的。


  注927  对于这位心理学家而言，情况首先是，他在对共主观性的考察中也使自然有效，因此使个别的主观东西和身体统一而不可分割地有效，因此使心理物理的东西有效，使诸主观之联系有效，同时使与身体的以自然方式的联系以及诸身体的相互的联系有效。


  注928    后来增补：“首先”。——编者注


  注929  只当我已经获得了我的纯粹的自我和我的整个原本的领域，我才能够获得处于纯粹性之中的共主观性。


  注930  在自然态度中的自我论式的还原——因此这同时也会是向我的心理学的-现象学的主观性还原的问题。


  注931  但是不要忽视，世界这个统觉式的形式作为正常的共同体的世界之形式，是本源地产生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被理想化了的。但是这种理想化并不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而是统觉式的地平线之继续发生作用。


  注932  为了对这个“世界”真正纯粹地实行自我论的还原，必须细心地分析。


  注933  在这个讲课中：自我式的样式作为意志之样式，其中也有无意识的东西。对立项：动觉上发生的事情，我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动觉上的进程、异我之样式。


  注934  还有一点：借助于以身体方式发挥功能作用，身体本身在我的原本的知觉领域中以知觉方式为我在此存在着。对于我而言，每一个器官都以双重方式是可知觉的：作为起功能作用的器官和作为客体，在它作为客体时，另一些器官起功能作用。


  注935  触（摸）的感觉之领域作为被在作为自然的身体上定位的领域：我的身体在看的时候进行知觉。如果对身体这个自然的事物之一种客观的触摸和对另一个自然的物体的一种客观的触摸被看到了，那么在这个被触摸的部位上就会同时经验到触摸的感觉。如果我的身体在进行触摸时就其表层被知觉到，或更确切地说，如果身体的一个部分在进行触摸时就其表层被知觉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通过作为触觉器官的另外一个部分的功能作用），那么它就不仅一般地被经验为是被触摸的物体，而且也被经验为被触摸的身体，而这就是说，被经验为一个物体，这个物体是通过触觉器官以自然方式被触摸的，而且在被触摸的部位有一种触摸感觉。身体作为完整的身体，仿佛被一个触觉感觉的表层所覆盖，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由诸规定构成的自然客观的层次，并不像一种颜色那样真正是空间上的；而有广延的颜色是一种透视变形的统一，这一点显然并不适合于触觉感觉之连续性。如身体之自然经验所表明的，每一个触摸行为客观上都是一种接触的行为。在作为知觉器官的进行触摸的肢体之功能作用中，通过起作用的动觉，以自我方式进行触摸的肢体，并不是作为自然客体和作为被赋予了敏感性这种并非自然特性的东西，以对象方式存在的；但是这种触觉事实现在具有一种“统握为……”的特性，它是属于被触摸的事物之显现的一种进行透视变形的事实，这个被触摸的事物在不同于触觉器官的另一种态度中以自然方式进行触摸，并且在产生触觉感觉时在它当中显现出来。


  注936  值得注意的是，在用一根棍棒触探的行为中的接触的感觉。


  注937  外部客体就已经触动我的身体，并在我之中引起感觉。客观的-主观的指向作用：诸事物在“我”之中，在我的身体中引起感觉。


  注938  必须在身体性之中的自我式的存在之前讨论诸感觉领域，只要知觉领域是作为客体领域被讨论的。


  注939  在动觉当中的无意识的，然而却是自我式的反应。


  注940  也许像下面这样说更好：归纳的实在性的东西：在彼此分离状态下处于相互关联之形式中的、与外部的事态（处于彼此分离状态之中的事态）相关联的持久的存在。世界作为处于彼此分离的固定化状态之形式中的彼此分离地存在着的东西之全体。


  注941  “直接地”在这里所指的是刺激行为使之向刺激者作限定式的转向；这是特别应该注意的。


  注942  但是此外应注意，正是由此，直接的被预先给予的东西和直接的刺激者就与作为单纯的通过点而不是作为终点的有条件的被预先给予的东西和有条件的刺激者区分开了。


  注943  但是这被理解为自然的自身经验，直接的自身经验，最终的经验。


  注944  更清楚地说：这不是直接地简单地立界限的直接的经验，而是通过另一个不独立的，不是终结的经验而去进行意向。直接的经验作为不折不扣的经验必须首先被形成；但是作为通过点的经验它总是在对另一些人的经验中起作用。


  注945  在手稿中这一页在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的一页的继续部分是连接着的，但并不连贯；也许这里缺少原来的上下文中的一部分。附录LIX的文字似乎是直接地接着这里的。也许它应该代替这个缺少的（被删除的）部分（参看校勘附注）。——编者注


  注946  这种建立对于证明而言意思就是有根据的证明。


  注947  就是说，当我就这个预先给予的实在的世界实行悬搁时。这是现象学的还原吗？但是在这里我只是放弃了作为预先给予的和有效的世界的这个实在的世界。


  注948  这已经就是处于纯粹的还原之中的共主观性。我们可以说：只要我是还原到原本经验，我就仍然还没有绝对纯粹的主观性，而且也没有真正现象学的-绝对的还原。因为排除客观世界所意味的，首先就仅仅是一种抽象，世界仍然有效，我只是将我限制于我的原本的东西之上。


  注949  统觉是一个有害的词，正如刺激也是一个有害的词一样。通常的意义涉及这样一些情况，它们在转向中得出的是一种规定时间的转向，因此在经验的情况下得出的是一种在规定时间的经验这种通常的意义上的经验。“直接的自身统觉”，或更确切地说，纯粹原本的自身经验，是一种“中间的”-经验，而不是规定时间的经验。因此首先需要一种人工的方法，以便将这种对自身的经验形成为真正的规定时间的经验。


  注950  这种预先给予的东西属于世间的东西，属于真正的获得物，这种预先给予的东西的相关项就是（实践上的和也许是纯粹进行观察的）转向。转向和把握所意味的正是对预先给予的东西本身的把握，而不是在单纯通过当中的转向。这种预先给予的东西是对一个课题范围而言的预先给予的东西，这种课题的东西是直接地被给予的，而不仅仅是通过。因此这种理论的兴趣开拓并扩展了这个世界，因为它（由单纯的通过）形成了新的课题范围。


  注951  或者移情作用之真实结构在其环境中，并按照其必然的组成部分，不仅是在被施以移情作用的对象的意义上，而且按照主观的“被给予性样式”，具体看上去是怎样的？


  我可以说，这不是生成的问题，而是静态分析的问题吗？这与按照其必然的主观关联，因此是在对一种生动的现在，对该现在的唤醒之本质结构的关系中，对一种重新回忆加以询问相似，这也是一种结构的问题，却仍然是一种有关生成的结构的问题。


  注952  这种继续发挥作用所说的是：物体方面的相似性建立起一种诸统觉之符合，并且凡该统觉是一种知觉的地方，即使按照一个层次是知觉，都首先连带设定一种应该补充的东西，相互符合的东西。


  注953  作为实践的自我，在构成方面，我为我拥有我自己的诸可能性之地平线，对于我来说，我是和这个地平线一起被构成的。


  注954  例如见《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文稿8、9以及12和分别附属于它们的附录！——编者注


  注955  这就是我从前以“将我的身体运动出去”的方式在各种不同的尝试中所想要说的东西。随之而来的想法其实绝不是十分清楚的想法是：身体作为“如另一个事物那样的事物”之构成，只有通过对身体及其主观的运动之更本真的、更内在的知觉与某些能够与身体及其主观的运动关联的外在显现之综合才是可能的。身体作为如同另一个空间事物一样的空间事物之构成，并借此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均质的空间之构成，是借助一个身体与我自己的身体相似的中介对那里的一个异己的身体和一个人进行统觉的基础。


  注956  在手稿中这一段文字直到这个地方都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957  我曾一再说“基本上”，因为很显然，如果我走到另外一个场所，并以身体占据另外一种定位，那么一般来说我的知觉领域就发生了变化，一些事物就会重新出现，而另一些事物则会退出。


  注958  参看胡塞尔在手稿这个地方加的附录LXXIII。——编者注


  注959  作为动觉之承担者，是其它客体之可能性条件。在另外一些地方（在旧时的手稿中）空间构成之可能性是在没有零客体的情况下被彻底思考的，就是说，是在没有作为中心的身体物体情况下被彻底思考的〈参见附录LXXIV〉。


  注960  位置在触觉上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使幻象客观化的动觉，因此间隔作为一种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所必需的动觉，也是一种使幻象客观化的动觉。


  注961  间隔也许是直向的距离。但是在视觉的表现中我们在感觉领域已经有了在该领域中场所相似性等级的对子。


  注962  空间之构成阶段仍然是借助我的身体之被运动的构成阶段。


  注963  这种本源的位置系统是远动觉系统之相关项，因此从一开始就与身体相关联。两个处于关系中的位置彼此相向，彼此相离，因此这就要求从这一个位置走向另一个位置，因此首先是走向这一个位置。


  注964  关于间隔再说一点：首先，每一个物体和物体的每一个点都有其作为与我的零点关联着的规定的作为位置的（然而并不是通过一种使发生关联的行为，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是没有关联的）距离，另外在远动觉任意改变的情况下，作为它能够通过重建（使整个过程复原）在没有改变的东西中再次被发现的东西，并且当我采取其它任意的位置并与它关联时，也完全一样。但是对于这种情况了解得并不多，实际上并不清楚。对子这种现象——它是以不同方式存在着的诸形态之双重性的指示，一个形态的位置不同于另一个形态的位置，一个形态的诸点对另一个形态的相应的诸点有某种间隔，位置的不同是通过对于我的位置的不同规定的（“距离”——以非关系方式理解的）。如果我将我置于这一个位置的一个点上，从那里走向另一个位置，这种区分在我所通过的距离中就有其等价物。


  注965  在时间的给予性中就已经有这样的一种构成。时间上的近处——现前。时间——从现前到现前。被重新回忆起的诸现前之综合。我能够通过时间上的“走出去”的行为进入到每一个过去，进入到每一个时间空间段。但是我总是只能不断地从过去走向现实的现前，因此走向零点。


  注966  当我被快速移动时，我“看到”类似的东西，但是这种情况还没有受到注意。即使在视觉空间中，它实际上也是被相信的错觉。正如在这座动荡的桥的现象中，所根据的只是对这种状态的统觉。


  注967  眼皮的动觉和其它的动觉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分。眼睛的睁开和闭合并不能使显现的多样性停止。它不是一种真正的知觉活动，不是一种以本质方式构成知觉客体的动觉，更确切地说，构成幻象的动觉。毋宁说，它是这样一种动觉，它禁止看的行为，但它绝不会从被看见的东西远离或接近被看见的东西。下面的情况也是相似的，即当我们为了听的行为和为了触摸的行为而闭上眼皮时，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并没有为此获得任何东西。每一个真正的知觉上的动觉，不是构成形态的动觉，就是使形态接近的动觉，或者将形态移开的动觉。在触觉那里：导致与客体外在地接触，但是然后又使客体离开触摸者。


  注968  有关透视之统一概念=远处事物。


  注969  每一个空间位置本身作为形式是任何时候都可同一地达到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可同一地实现的东西。


  注970  这里的页码是德文版的页码，在此中文版中以边码标出。——译者注


  注971  这一版第XIII卷和第XIV卷。


  注972  《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第XVIII-XX页。


  注973  同上书，第XX-XXII页，第487-489页。


  注974  这个讲课基本上是1925年夏季学期的同一题目的讲课的重复。1925年的讲课在考虑到1928年的一些不同和增补的情况下，由W.毕迈尔以《胡塞尔全集》这一版第IX卷的形式出版。


  注975  根据芬克教授所说。


  注976  参看L.兰德格雷贝为《经验与判断》写的导言，第VIII页。


  注977  关于这一著作的形成史，胡塞尔在他所用的那一本《形式逻辑与超越论的逻辑》中有如下说明：“这个手稿完成于1929年1月23日。附录和印刷更正是在特雷梅佐由五月的第三周开始的。然后直至1月末在弗赖堡完成更正（附于第三个附录）”。


  注978  这次演讲由S.施特拉塞尔以“巴黎演讲”为标题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I卷；对此还请参看施特拉塞尔的导言，第XXIII页。


  注979  参看S.施特拉塞尔为《胡塞尔全集》，第I卷写的导言，第XXIV页及下一页。


  注980  即在胡塞尔生日后的两天或三天（见英加登对胡塞尔《致英加登的信》的注释。海牙，尼伊霍夫1968年，第162页）。


  注981  《致英加登的信》，第54页。


  注982  顺便提一下，原始性这个词胡塞尔既使用“primordinal”词形也使用“primordial”词形，但并不是在同一时间这样使用的。从20年代中期这个术语出现起（参看《胡塞尔全集》，第XIV卷，第389页注）直至1929年秋（见下面文稿3）胡塞尔都一贯地使用拉丁语形式的“primordinal”；从1930年春季起（见下面文稿4）直至《危机》，他总是使用法语形式的“primordial”，据编者所知，有一些例外：即在下面作为文稿12发表的、也许不会早于1931年形成的文稿中。在这篇文稿中既出现了“primordinal”的形式，也出现了“prmordial”的形式。但是这篇文稿直接涉及的、胡塞尔在写这篇文稿时可能重又读过的第五笛卡尔式的沉思，致使该著作中使用过的较早的形式（“primordinal”）又偶尔流入他的笔端。在当前的这个版本中，这个术语并没有得到统一，而总是按照胡塞尔当时使用的形式发表的，因为这种不同是对文稿形成时间顺序的一种提示。


  注983  见下面第6/7页，第8，11，12页（凡著者和编者提到的本书的页码，均指德文版页码，在本中文译本中由边码标出。——译者注）。


  注984  见下面第13，14，15页。


  注985  见下面第7，8，12页。


  注986  见下面第16页；参看《笛卡尔式的沉思》（《胡塞尔全集》，第I卷），第175页。


  注987  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文稿6。


  注988  比如在1923/24年的“第一哲学”讲课中（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VII卷和第VIII卷）。


  注989  见下面第51，635页。


  注990  见下面第15页和《胡塞尔全集》，第I卷，第141页。


  注991  《胡塞尔全集》，第I卷，第113页。


  注992  《胡塞尔全集》，第XI卷，第283页。


  注993  《胡塞尔全集》，第I卷，第136，150页。


  注994  见上面第XVI页注2以及1929年5月26日致R.英加登的信（《致英加登的信》，第55页）。


  注995  参看1929年6月27日致G.米施的信（发表于G.米施的《生命哲学与现象学》，达姆斯塔特，1967年，第3版后记）和1929年12月2日胡塞尔夫人致R.英加登的信（《致英加登的信》，第57页）。


  注996  在这里我们用胡塞尔的标题和内容提要所列举的以下这些手稿可能就产生自那个时期：A VII 3，第3页：“反思，1929年8月1日。附：关于近处领域之超越论的感觉论，以及作为关于远处世界，或更确切地说，关于对作为无限的经验世界的经验世界之进行理想化构想之基础的超越论的感觉论”；A VII 24，第2-11页：“1929年。关于经验之世界的不变的形式之构想的方法。这种形式之主要的结构”；B III 5，第2-12页：“1929年。世界，诸实在的对象和理想的对象，诸特性。预先给予的世界之结构的类型学——它们的同一性结构。显现着的世界本身”。


  注997  该信的复印件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998  参看《胡塞尔全集》，第IX卷,第237页及下一页。


  注999  在1929年夏季阅读《存在与时间》时，胡塞尔将注意力主要放在海德格尔对他的超越论的现象学的含蓄的反对意见上。在收藏于胡塞尔档案馆的胡塞尔自己用的那本《存在与时间》中总能一再地看到胡塞尔的提示语：“反对意见！”


  注1000  他在1929年9月10日写给B.吉布森的信中说：“在我的不停歇的研究生活中，很晚才有可能面对所计划的为您的《理念》英译本写附录的这件工作。为了再次熟悉这部著作，为了思考我的那些无疑是非常不完善的表达所引起的（甚至在现象学家中间引起的）诸种误解，并且为了思考我必须说些什么有助于引导英语读者的东西，我重又读了这部著作。但是在这里我看到，很有可能不对旧的文稿作重大改变，通过改进个别词句，通过偶然加入的一些句子，最后通过在附注中插入一些重要的解释，就能够获得对表述的十分重要的改善……。也许只对论述现象学还原（和现象学的唯心主义），论述意向作用和意向内容，或者还有结尾的一章（构成的问题）这几个基本的章节进行所称的那种修改就足够了。对于现象学还原我已经写了必需的东西”（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001  1929年9月所写的这些文稿中的一部分，胡塞尔收藏在他自己用的那一本《理念I》中；这个部分被W.毕迈尔发表于《理念I》的《胡塞尔全集》版中（《胡塞尔全集》,第III卷，附录XI至XV）。当时新选的另一些手稿，但也是为这种修改被优先编排的手稿，现在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B I 9 II，B II 4，B IV 3架号下。


  注1002  所告知的实际上可能要多得多；见前面第xxvii页注②。


  注1003  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004  重新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V卷,第138-162页。


  注1005  参看《胡塞尔全集》,第IX卷，第600页及以下几页。


  注1006  《胡塞尔全集》,第V卷,第138页。


  注1007  在1930年的德文后记中这一段被删掉了（也许是1930年5月或6月胡塞尔才将经过一些改动的“后记”文稿寄到尼迈耶出版社；那时他的计划已经又发生了变化）。关于为英译本写的这个序言这一段在胡塞尔档案馆保存有一个德文复本，它可能是1929年10月由芬克用打字机打印的（手稿A VII 20，第51/66页）。但是这个复本只包含这一段的第一部分；今天仅存在于英文版中的第二部分，也许还是胡塞尔将寄给吉布森翻译的那一份附到芬克用打字机打印的复本上的。无论如何这个第二部分是在第一部分形成之后不久形成的，因为在其中所表明的计划只适合于1929/30年冬季学期这半年。然后第一部分后来在所保存的德文稿本中重现了，第二部分肯定是由1931年伦敦阿伦和昂温出版公司出版的英译本中译回来的。


  注1008  在已出版的英译本中，说的不是“1930年夏季”；而是“presumably...simultaneously with this English edition of the Ideen”（“大概……与这个《理念》的英文版同时”）。事实上，不论是《理念》的英译本，还是《笛卡尔式的沉思》，都是1931年出版的。


  注1009  接下来的部分肯定是被译回到德文的（参见上面第xxix页注③）。


  注1010  在英文本中是：additional matter。


  注1011  参见《经验与判断》第VIII页。


  注1012  胡塞尔的有关手稿和芬克的一些出版准备工作自1963年起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在L架号下）。


  注1013  参见上面第XVII页。


  注1014  《致英加登的信》，第56页。


  注1015  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IX卷，第302页及以下。


  注1016  参看1929年12月2日胡塞尔夫人致R.英加登的信：“自9月以来他就为扩充《笛卡尔式的沉思》德文版而工作，并且也将阿姆斯特丹演讲包括在其中……”）（《致英加登的信》，第57页）。


  注1017  下面的手稿就是在那个时候编制和写下的（我们将胡塞尔亲手写的题目复述出来）：A V 7，第4-5页：“1929年，人类学”，第6-13页：“1929年10月，精神科学。我们的经验之世界，个人的经验之世界”；A V I15，第1-67页：“作为课题的人，心灵，精神科学。1929年10月整理和编排（许多附件是产生自1929年9月和10月的反思”）。


  注1018  这所涉及的是存在于另外的关联中的文稿（A VI 15，61页），其标题是“序言”，并具有以下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考察在将一些由纯粹心理学还原所获得的概念和命题放在前面的情况下，首先贯彻对纯粹主观性和对它有效的世界之相互关系的纯粹心理学的和具体的考察这条基本线索，然后弄清楚，在这种继续进展中，而且是在这种继续进展的情况下，以一贯的普遍性自动地产生出下面这种必然的洞察，即关于作为世界之层次，因此作为实在的世界（在实在的世界中，纯粹的主观性是一个层次）之前提的纯粹主观性之持久的设定，由于下面这种洞察，可能经历一种最明显的转向，即意识成就本身是前提，而在这里预先存在的这个世界则不外是意识的相关项；接下来是这样一个洞察，即那个主观性——它作为有所成就的主观性可以被认为就是这种前提，并且它先于这个为它存在的世界——不可能是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的主观性，而恰恰是这样一种主观性，它在自身中作为为自己存在着的与构成这个世界一起也构成人们，并将自己本身作为人的主观性而构成。但是这原因却正在于，在世界中的人那里抽象的和实在的纯粹的主观性能够被设定为绝对的主观性，或更确切地说，是因为能够认识到，这同一的纯粹的主观性——它作为绝对的主观性构成一切存在者，并且将自身构成为为自身存在着的，并实行一种可重复的自身客观化，就是说，以统觉方式按照每一个完整的意识流占有在其中被构成的某些自然物体。纯粹意识能够绝对地统觉自身，但是它也能够按照其被构成的实在性统觉具有纯粹心灵的人们，这些心灵所表达的是纯粹的完整的意识之作为实在层次的整个的内容。这是一种内在的意义形态，它承担由绝对的意识之统一内容而来的心灵这种意义。”


  注1019  见下面第676页对文稿2的校勘附注。


  注1020  这两篇文稿的另一篇在胡塞尔档案馆的C8架号下，包括22页，带有胡塞尔亲笔写的标题：“1929年10月，关于处于‘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这种普遍关联形式中的共主观的世界之构成。超越论的时间性和以超越论的方式构成的世界的时间性（同样还有空间性）。”因为在这个文稿中空间问题处于中心地位（尽管第16页至第21页主要是探讨单子论的问题），所以计划在与以后时间手稿出版的关联中发表。


  注1021  参看编者关于胡塞尔准备出版的方式的说明，《胡塞尔全集》，第XIV卷，第XX页。


  注1022  这已经是兰德格雷贝拟好的第二个稿件，第一个稿件，即1928年秋季的稿件，曾推动胡塞尔撰写《形式逻辑与超越论的逻辑》。关于胡塞尔专注于这部新稿件，胡塞尔夫人于1929年12月2日在写给R.英加登的信中说：“从9月以来他就为以德语扩展《笛卡尔式的沉思》而工作……，但他不得不中断，因为兰德格雷贝将所拟好的关于逻辑研究的稿子（大约15张）交给了他，我的丈夫现在正埋头于这件工作，并且非常累。因为他要将这些研究纳入到一个更大的系统关联之中，此外还想要充实它，因此这是一项沉重的眼下还不完全是眼力能力范围之内的任务”（《致英加登的信》，第57页）。


  注1023  参看《致英加登的信》，第58页。


  注1024  1930年1月17日胡塞尔夫人写信给B.吉布森说：“现今我丈夫由于工作而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在这个月他还必须完成为捷克总统80诞辰纪念文集写的文章”（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胡塞尔从在莱比锡学习时代起就与Th.马沙利克结交。马沙利克曾向胡塞尔提示过F.布伦塔诺。胡塞尔为这个纪念文集所写文章的准备工作保存于胡塞尔档案馆A I 27架号下。它们有15页，在封面上的标题是：“1930年1月。论‘根源’。根源问题的意义与‘普遍东西’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与一切范畴方面的对象性东西有联系。更确切地说，是作为该第二卷逻辑学著作的导论对待的，这个第二卷是论述原始的判断之系统的——就是说，论述事态的形式之系统的（被原始地获得的认识的情况之形式的系统的）。它被当作马沙利克生日的献礼。”这里说的“第二卷逻辑学著作”是指L.兰德格雷贝所起草的逻辑学的旧手稿。


  注1025  以作者第一卷逻辑学著作的《形式逻辑与超越论的逻辑》为前提。


  注1026  《致英加登的信》，第58/59页。


  注1027  如卷宗B III 4第5-7页，胡塞尔将其内容做了如下的描述：“1930年2月。世界本身是合理的不确定的，并且也是最终意义上的超越论的存在者。这个存在者不可能通过真理本身最终被认识。”这些手稿最初是和另外一组今天存放于架号A V 5（第23-58页）下的文稿的放在一起的，并且加了下面这个内容提要：“1930年3月7至9日。人类学，个人心理学。普遍的描述：关于作为经验之世界的预先给予的世界之描述的科学”；这是这个手稿之最后的文稿，其中有一部分被归入到“第二沉思”（第51-54页），作为文稿4发表于本卷。


  注1028  这个手稿的一部分被归入第二沉思（见下面第64页及以下几页）。


  注1029  《胡塞尔全集》，第I卷，第58/59页。


  注1030  《胡塞尔全集》，第I卷，第175页；参看下面第17，20页。


  注1031  参看下面第26页，第66-69页。


  注1032  下面第73页。在《胡塞尔全集》第I卷的校勘附注中刊登的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批判附注中胡塞尔还说：“移情作用属于还原之作为‘自我’（ego）的我的内在性。在对‘世界’的构成当中，这种‘准当前化’与所有其它的东西共同起作用。因此如I-III所说明的，移情作用肯定也暗含地被一起使用了——只不过恰恰没有谈到这一点”（同上第239页）。对移情作用的这种暗含地使用是以超越论的另一些人为前提的这一点在大约写于1930年时的另一篇文稿中也起了作用。那篇文稿的标题是：“用于第一和第五沉思”；“借助于解释我才看到，作为世界而对我有效的东西在这种有效性内部包含有另一些人，这另一些人作为共同规定我的有效性的东西而对我有效，世界为我存在，这一点我自己不仅经验到了并且也以某种方式认识到了，而且另一些人也经验到并以某种方式认识到了，等等，因此另一些人之存在先于为我存在的世界之存在”（手稿B I 10，第142b页）。


  注1033  该信的副本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034  同上。


  注1035  到现在为止，我们将两份草稿都看作是芬克的工作，因为我们从胡塞尔的草稿中认出的只是芬克的打字副本。胡塞尔的计划也是由R.英加登在与事实上是出自芬克的草稿——然而关于这个草稿他只知道“基本的部分”（参看下面第XLVI页注③）——的联系中，在他对由他出版的胡塞尔的书信的说明当中在这个假定的作者身份下公布的（胡塞尔：《致英加登的信》，第170页）。但是在胡塞尔这期间的遗稿中找到了胡塞尔亲手写的这个计划的速记稿，不是完整的速记稿，而是所计划的五卷当中的前三卷（手稿F IV 1，第11页）。这个速记稿写在一张小纸片上（7.5×14cm）并且在内容方面与芬克打字稿逐字地相符（除去在其中第III卷的被删除掉的那一节）。这计划的胡塞尔的作者身份可以认为是得到了确证。不可想象胡塞尔不加任何改动就将芬克的这个提纲挈领的叙述直接抄到这样一张小纸片上。此外在结构和术语方面这整个的计划与胡塞尔的思想方式完全相符，而我们在芬克的计划中在内容方面清楚感到的却是假定作者身份。最后，芬克对在他的速记稿中由胡塞尔删除的段落的处理也表明它仅仅是由芬克所做的副本（见下面第XLVI页注②）。


  注1036  后来，也许是在撰写之后的一些年，胡塞尔在芬克的打字副本上用铅笔写道：“1929年？”由此可见，后来胡塞尔甚至再也不可能准确地确定他的这个计划的时间了；但是1929年并不是草拟这个计划的可以考虑的时间，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这一年里胡塞尔完全被另外一些工作和计划占据了。


  注1037  直至这里是胡塞尔的速记稿；接下来的部分只在芬克的副本中才有。


  注1038  括号中的说明也许是芬克的补充，它所根据的是III.卷中他没有提到的、被删掉了的章节。


  注1039  在胡塞尔的遗稿中只还有原来6页计划中的第1页。它只包含该计划的“基本划分”，即两“卷”的标题及各个章节的标题。但是胡塞尔还提供了整个的计划（共6页）。因为在第1页上写道：“1930年8月13日收到1-6页”。整个的计划蒙E.芬克教授友好地提供给胡塞尔档案馆使用。在这里我们不分开刊登这个置于开头的“基本划分”，因为它也是从该详细计划中提取出来的。


  注1040  这个第一章也是芬克自己起草的，并于1931年1月呈交胡塞尔。胡塞尔对这个包含有超过100页的文稿（它现今存放于芬克博士处）进行了仔细研究，并加了许多批注。


  注1041  比如请参看来自胡塞尔1931年1月6日致普凡德尔信的引文，《胡塞尔全集》，第XIV卷，编者导言，第XXXI页及下一页。


  注1042  见《胡塞尔全集》，第XIV卷，编者导言，第XXVII页及下一页。


  注1043  参看上引著作第XXVI页及下一页。


  注1044  《致英加登的信》，第62-64页。


  注1045  我得以与芬克教授就所有这些事情进行了详细交谈。相隔40多年之后，他当然不可能再记起这些细节；但是他完全向我证实了胡塞尔与他之间的这种合作方式。


  注1046  见《胡塞尔全集》，第XIV卷，编者导言。


  注1047  见上引著作第XXXII页。


  注1048  第一册发表于《哲学报》（Philosophischer Anzeiger），III（1929）第3期，包含该书的1-101页；第二册（第103-173页）发表于该刊同一年度第4期。


  注1049  《哲学报》,IV（1930），3/4期；包含该书的第181-330页。


  注1050  与这最后一册同时，该著作也作为一部统一的书出版（Fr.柯亨，波恩，1930年）。


  注1051  这几册现在保存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052  见胡塞尔1929年6月27日致米施的信（发表于《生命哲学与现象学》第三版，达姆斯塔特,1976年，第327/28页）。第一册是为胡塞尔70寿辰献给胡塞尔的。


  注1053  1930年12月6日致普凡德尔的信（该信的副本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054  《致英加登的信》，第59页。


  注1055  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056  见前面第XXIV页。


  注1057  《胡塞尔全集》，第V卷，第138页。


  注1058  在这里再次列举出自那个时期的、表明胡塞尔当时的课题一些手稿的题目，A VII 18：“1930年5月初。对世界的直观”。A VI 14a：“1930年6月。关于行为（主动的意向）之一般理论，一般清醒的生活之一般理论。生，死，睡眠，昏厥。返回到对预先给予的世界——作为对一切活动而言的地平线——之基本分析。地平线，前景，背景。兴趣，关于最广泛意义上的实践之理论”。A VII 20：“1930年。存在论之可能性。返回到如同世界被意识到的那样的世界之意义的必然性。由于存在论，认识论之所谓的成为多余。构成纯粹的经验世界的方法。自然的世界理解之任务的真正意义。对世界的直观”。B II 15，第1-2页：“1930年。预先给予的世界之构成问题。处于开端的是我们的世界，我的世界之构成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中我是历史的（我的历史的）人类之中的人”。E III 10：“1930年7月。在考虑到具有生、死边界问题的情况下设定预先给予的世界之普遍的构成问题”。E III 4：“1930年夏季学期。目的论，本能，绝对当为，自身保存，爱，博爱，自杀”；涉及到一个从世界之静态的构成出发，并且按照理性（逻各斯）研究共主观性之自身构成的不同阶段的手稿。A V 5，第123-143页：“1930年7-8月。在个人的世界之领域中的正常性（习惯等等）”。B I 14，第49-64页：“1930年7月。心理学还原的佯谬”。B I 5，142-154页：“1930年8月初。自然的态度，超越论的态度。悬搁与还原。如何能够理解和禁止总设定”。A V 4，第119-120页：“1930年8月。关于拟好的稿子。自然的生活（按照在世界中预先给予的自然状态之风格生活）——悬搁和新的生活”。B I 7，第21-33页：“重要的（1930年）。第二条道路。通过在自然的经验之世界的总设定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普遍的世界科学而通向现象学的哲学（作为绝对被奠立的普遍科学）的道路。因此是从作为纯粹的（理论的）经验之世界的世界（自然的世界理解）出发的”。C 5：“1930年。从对世界实行悬搁进一步询问。返回到原始当前之自我，这个当前之最初的结构。原始的当前——流动着的原始的时间化和时间化之借助于最初的描述的最初的引入，其中有内在时间的时间化”。C 4，E I 4，第30-35页，和C6：“1930年8月（在启程去希阿瓦里旅行之前）。有关获得作为可能的经验之世界的预先给予的世界及其构成之本质形式，因此是超越论的形式或心理学的形式的方法的普遍形式。人及人的环境世界之本质。彻底的拆解。返回到生动的当前以及这个当前之拆解。处于其各个不同阶段中的‘核心’”。C 17,第62-67页：“1930年。关于生动的当前。相对于行为之准时间化，体验流之被动的时间化。前时间化与真正的时间化。处于不同意义上的当前。存在与兴趣。存在着的世界——已经了结的兴趣。目的，计划的地平线”。B I 6，第14-17页：“1930年8月。生动的当前及其联想的时间化”。C3，第2-17页：“1930年，夏天与秋天。1）彻底实行的向原始流动着的当前还原与超越论的还原是等值的。2）在超越论的还原中对流动着的生动的当前之内涵的分析”。B III 8：“1930年，希阿瓦里。意识生活，意向的意识生活，不外就是持续的意向的变样”。B I5，第3-10页：“看来是1930年于希阿瓦里”。关于自然的有效性生活与悬搁。B I 9第16-22页：“1930年。什么是心理学的还原？”。B II 7，第13-28页：“1930年10月23日。悬搁。10月26日及第二天。关于时间化。


  注1059  从1930年11月至1931年3月的这些手稿当中有下面这些标题：C 3，第18-24页：“1930年11月。属于拟好的稿件。流动着的生动的当前。内在的时间领域，内在的事实之构成，流动着的持存之构成”。B II 13，第9-17页：“1930年11月末。关于开端。超越论的自我（ego）之解释以及解释的方法。超越论的还原之自我（ego）的确真的结构”。B I 10，第126-136页：“1930年。得到最终论证的科学之可能性。这种论证之无限的复归”。B III 11：“1930年12月初。在超越论的态度中就‘世界’这种现象——这个世界作为超越论的所思对象（cogitatum）——解释这个确真的自我（ego）”。B I 5，第100-120页：“1930年12月13日。超越论的还原”。B I 10,第90-101页：“1930年12月21日。无前提的科学。怀疑论”。A V 16：“1930年12月，1930年12月31日。作为进行经验的整体直观的对世界的经验之本源的形成”。B III 3，第27-42页。“1931年月8日。关于超越论的-感觉论的解释之方法”。B III 3，第48-62页：“1931年1月10日、14日。关于世界的构成之问题和正常性。”A V 22：“1931年1月。科学与生活，科学与伦理学，理念与实践。神话的东西与对世界的科学的考察。哲学的生活。普遍的伦理学。”A VI 34：“1931年2月。有关在普遍的或整体的考察方式中的意向性之理论”。C 3，第25-52页：“1931年3月。属于拟好的稿件。向作为我的一切有效性之最后的绝对的基础的生动的当前还原。生动的当前之结构”。C I 7。第69-78页：“1931年3月22日及以后。连接被分开的各个清醒时期的、通过被分开的各个清醒时期而延续下去的、在这期间继续变化着的世界之统一是如何构成的。在这当中原始性的概念扩展为作为共主观的清醒之统一的共主观的原始性（清醒的生动的当前）”。


  注1060  参看《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编者导言，第XXXIII页，以及胡塞尔与狄尔泰的通信（部分地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IX卷，编者导言，第XVII页及以下）。


  注1061  1927年夏季学期“自然与精神”讲课（手稿F I 32，第110a页）。不仅在这次讲课中，而且特别是也在其1925年和1928年的讲课中，胡塞尔对狄尔泰的哲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参见《胡塞尔全集》，第IX卷，第5-20页，第33页及以下，第354-364页）。


  注1062  在1931年6月10日于柏林的“现象学与人类学”的报告当中（手稿F II 1与手稿II 1）。


  注1063  在他所拥有的这本米施著作的一个页边注（第87页）中非常强调地这样说。


  注1064  在手稿C 6中。


  注1065  见下面文稿7。


  注1066  在题为《有关时间的晚期手稿（1929-1935）》中发表。


  注1067  手稿C 3，第44a-45b页。


  注1068  所谓的“伯尔瑙时间研究”，其主要部分是由胡塞尔1917年秋季和1918年春季在伯尔瑙逗留期间写成的手稿构成的。它们至今仍未发表（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L组手稿中）。


  注1069  《致英加登的信》，第67页。


  注1070  从1931年4月14日致L.舍斯托夫的信中我们知道：“我过去的一年工作出色，成果丰硕；但是最后由于春季的流感，受到烦人的干扰。我是否受到恩赐使我在足够长的时间中保持精力，以便能够完成我的现象学的基本著作，我平生工作的总结呢？”（信件副本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071  《致英加登的信》，第67页。


  注1072  参看《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文稿16以及附录LV和LVI。


  注1073  这些报告的手稿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F II 1和M II 1架号下。它们发表于《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II（1941-1942），第1-14页。


  注1074  以下的这些手稿都是来自这种研究：B I 32：第18-50页。在封面页上胡塞尔对这个手稿的第一部分说明如下：“属于拟好的稿件。1931年5月。海德格尔。从下面这个问题出发，即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询问能够有意义地表明的是什么。I.自然的-朴素的态度。1.形式的-存在论的问题，存在者作为可能的真判断之基底。2.质料的-存在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询问将存在的有效性之质料内容，将判断的基底的质料内容都包括在问题之中。第二种意义上的形式：作为一切世间的‘实在东西’之本质结构的和世界这个整体之本质结构的世界形式。与判断之存在论的范畴相对的是实在的范畴，实在的区域，世界这个实在的全域。3.人作为进行经验的，进行认识的，进行行动的人。人的意向性。按照根本的区分的关于意向性的自然的理论。对于作为人的我而言被看作存在着的，如此存在着的，具有一切存在样式的一切东西，还有从对我而言的我自己的有效的生活出发被看作是以准-样式的方式准-存在的一切东西。4.彻底化：我对于世界而言是普遍的有效性之承载者。因此对于我本身而言是作为这个世界之中的人。根本的问题：自我和世界。超越论的还原”。在今天存放于BI9（第23-32页）架号下的一些页上也发现那个时期胡塞尔对海德格尔的研究。胡塞尔对它们的内容作了如下的说明：“1931年4月至6月。关于预先给予性之理论。预先给予性包含自然的态度和个人的态度之可能性。由这种态度而产生一种纯粹的心理学之可能性。处于普遍的前后一贯性之中的纯粹心的理学转变为超越论的哲学”。胡塞尔当时对舍勒进行了研究，并从《价值的颠覆》文集中摘录了“论人的理念”一文。（这些摘录今天存放于AIII10，第4-6页目录号下）。


  注1075  见上引书第71页。


  注1076  凯恩斯的这些日记式的记载计划在尼伊霍夫出版社出版的《现象学研究》丛书中发表。


  注1077  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1932年1月7日在致B.吉布森的信中同样说：“我浮现出暂时放弃用德文修改《沉思》的意图（这种放弃将会有利于我正在从事的一部广泛的系统的著作）。我希望年鉴第XII期在夏季能够出版，也许能够连同增加的报告（1931年6月在柏林康德学会的报告）一起出版，另外还有1917年的时间研究……”（该信副本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078  参看上面第XXVI页及下一页。


  注1079  见上面第XL页和第LXVII页注②。


  注1080  在凯恩斯的其它都是用英文写的《交谈》（Conversations）一书中，这个出版预告是用德文写的，并且加了引号。可以设想，这里涉及的是胡塞尔夫人的口授记录，或文字记录。


  注1081  关于胡塞尔1931年夏确实是为改写《笛卡尔式的沉思》而工作，除去《致英加登的信》（第68-71页），还有前面提到过的D.凯恩斯的《与胡塞尔和芬克交谈》都是证明。


  注1082  这个准确注明日期的文稿可能是这个时期工作的第一篇文稿；胡塞尔在7月8日致英加登的信中说，他还没有能够着手他的工作，而且即使接下来的几天也不会开始（参看上面第LXVIII页注①）。


  注1083  下面是可能注明日期为1931年夏季的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的标题：C 17，第48-61页：“1931年7月。作为现象的世界之被给予东西的结构。作为在自然的态度中，就是说，在存在论上世界之要素的时间和时间化。具体的世界当前。真正存在着的东西（当前），事实上存在着的东西，包含当前的过去等等”。A IV 17：“1931年8月2、3和4日”，关于世界之自然的结构。B I 32，第2-17页：“1931年8月。增补到《沉思》上。从科学反问。通过形式逻辑而进入到心理学的·东西和超越论的主观的东西之道路”。C 2，第2-16页：“1931年8月”，从作为在时间流中显现的世界的预先给予地世界反问。A VII 17，第25-30页：“可能写于1931年9月。处于其直至全部世间的，可本真地经验的人的世界（生活世界）之诸扩展阶段之中的可能的本真的可经验性之以生成方式构成的世界作为向地质学的世界，古生物学的世界，物理学的世界等等的所有的世界之自然历史的扩展和精密-科学的扩展的基础”。B I 5，第12-31页：“写于‘1931年9月’。处于普遍的沉思之中的人。在沉思中先于一切东西的自我。由此出发反问。还原”。B I 15，第40-59页：“1931年9月。沉思的第一条道路。悬搁，还原，相关联的世界考察。以及按照存在的方面，存在论的本质学的开端”。A IV 17，第8-11页：“来自卷宗‘1931年9月初’。自然的事物作为就其存在论的结构而言的处于空间时间中的存在者”。


  注1084  参看《笛卡尔式的沉思》（《胡塞尔全集》,第I卷），§§53-54。


  注1085  见《胡塞尔全集》,第XIV卷,第III部分（第393页及下一页）。


  注1086  也许包含有83页的卷宗D 12的最大的一部分也属于1931年8/9月对于异己者的身体之构成和自己的身体之构成的这种研究，这个部分基本上是研究感性世界和身体借助于动觉的功能之构成的问题。这个卷宗中第3-5页的标题是“1931年9月5日。自我之联想方面的被动性以及最低层级上的自我-主动性”。


  注1087  更确切地说，开始了下面这些尚未发表的手稿：B I 30,C 10,C 16（第62-70页）：“1931年9月23、26、27、28、29和30日”。这个散放于上面提到的卷宗中的手稿胡塞尔称之为“U-页”。它是从世界存在论的问题出发，并研究生动的当前之自我结构的。B I 14，第67-72页：“1931年10月1日。经验作为通向一种无限的复归行动。对世界之本源的获得如何可能？”B III 9，第5-52页：“1931年10月2/3、4、6、7、12、14、16日。行为问题”。C 2（第2部分）：“1931年9月和10月。自身解释：自我，我的意识生活的自我，作为具体的课题”。A VII 9，第38-40页：“1931年10月及下个月，背景”。


  注1088  属于这里的有下面这些尚未发表的手稿：BI10,第77-91页：“1931年10月。对由我的经验而来的世界之思考——纯粹的经验——通向悬搁以及通向该思考之纯粹的自我的直接的进程”。B III 2：“10月19/20日，10月28日。生而具有的世界的形式”。A VII 20第2-13页：“1931年10月的最后几天和11月的最初的几天。1）科学与存在论，通常的意义上（实证性的意义上）的这二者，……2）科学，或者新的意义上的存在论——关于个人的主观和主观共同体之‘主观的-相对的’被信以为真的世界之赫拉克利特式的河流，以及由此出发达到主观东西的一般……”A V 10，第6-13页：“1931年11月1日。对环境世界之形式进行描述之主要部分，环境世界之重复的扩展（家乡，异乡，异乡的重复）。”


  注1089  卷宗EIII9封面上的标题，这些反思的大部分都包含于该卷宗中。


  注1090  另外一些没有在这里发表但属于这里的手稿有：BIII9,第79-80页：“1931年11月5日。对于兴趣、价值与价值客体的论述的扼要重述”。B III 9，第67-70页：“1931年11月初”。关于反应，兴趣，本能，目的论。B III 9，第55-61页：“1931年11月6日。关于‘同一东西’之知觉显现。……指向：显现之样式”。E III 9，第23-35页：“大约1931年11月6日。本能和本能的实现。在本能之中的发展了的人的行为”。E III 9，第28-34页：“约1931年11月8日。享受与爱”。B III 9，第81-83页：“1931年11月中旬”，关于生动的当前之结构的解释。B III 9，第86-90页：“1931年11月21，22日。关于生动的当前之结构”。B III 9，第91-97页：“1931年11月23，24和26日。行为”。B I 5，第122-135页：“1931年11月24、25日。自然的态度，悬搁的态度……”E III 9 ，第22页：“1931年11月27日”。关于本能，预感，祈祷。


  注1091  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092  在下面这些未发表的手稿中：B II 7，第70-71页，B I 5，第155-156页：“1931年11月28日和12月初。超越论的还原之人的历史性，……悬搁；与其它诸克制方式对比的现象学悬搁的克制之特性……”C 16，第13-16页：“大约写于1931年12月。关于行为理论的笔记。悬搁之行为的变样，现象学的行为等等。”B III 9，第73-76页：“1931年12月6日。浮现出来的记忆，准当前化。与持存之变得不清楚相比较的变得清楚”。B III 9，第84页：“1931年12月9日。某些行为，本身是设定之变样的某些设定”。E III 9，第16-17页：“1931年12月11日。作为反应的情感和努力，自我之行为的动因，觉醒的动因和清醒的生活之动因，首先是在原始阶段上的清醒的生活之动因”。B III 9，第62页：“1931年12月14日。行为作为企图指向占有，指向目标”。B I 13，第107-110页：“1931年12月15日，16日。通过改变我的生动的当前‘销毁世界’”。BII7，第72-110页：“约写于1931年12月18，21，23，24，25和31日。现象学的悬搁。对关于世间的一切存在东西之假设之分析——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涉及世界本身”。C 11 ，B 1第44-56页：“1931年12月25和26日。自我之主动性和作为对存在之构成的统觉。关于为我存在着的实践的可能性之意识是如何发生的”。C 11，B 1第59-69页：“1931年12月（圣诞节）。从生动的当前之基本的结构通向持续的时间化之中的诸统一，然后通向具有世界时间的世界之中的多种多样的显现之诸基底统一的构成的道路。——诸基底之全体。不断的‘重复’之道路”。


  注1093  1931年11月13日他在写给英加登的信中说：“我发狂地工作，但是我是愉快的，这种愉快不断地增进我的力量。只是通过近些年的工作，通过对近20几年的具体研究之在持续的、最根本的、按一定方法的反思当中的合在一起的、不受约束的思考，补充，使之协调一致，相互比较，彼此结合——几乎完全是朝着自己所期待的东西——一个完整的系统才处于生成之中，并且已经生成，但它是一个系统，它是科学之无限性，对于未来的一切世代而言，它只是诸新的发现之轮廓，而且始终是诸新的发现之轮廓。没有任何一种自明性（即使数学的自明性）能够比得上现象学哲学的自明性（构成的现象学，这种现象学我从前的学生当中没有人理解）。”《致英加登的信》,第73/74页。


  注1094  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095  这个时期另一些未发表的手稿有：A VII 12，第26-31页：“1932年1月初。世界作为经验之世界=纯粹作为（直观地）被统觉的世界。为了将它说明为是这样的东西，我们需要一种统觉的理论”。A VII 12，第22-24页：“1932年1月10日。世界之在个人方面的构成”。A VII 17.第34-37页：“1931年2月10日。从预先给予的世界反问。将世界带入到直观之中的系统进程”。A VII 12，第34-72页：“1932年2月12日。‘对世界的直观’。对于‘统觉’，‘知觉’，‘经验’之一般分析”。A VI 23，第2-3页：“1932年2月23日。意识与行动”。A VI 23，第5-7页：“1932年2月24日。信念与实践，对存在者和存在者本身，真理本身之信念式的态度”。A VII 12，第4页：“1932年2月24日。统觉和知觉”。A VII 12，第5-8页：“2月的最后几天。对世界的直观”。A V 7，第48-52页： “1932年2月底或3月初。 行动， 实践的传统，出于习惯的东西，日常发生的事情，正常性之建立。已经存在着的东西之基础牢固的东西，本能在先，诸善”。 C 16，第27-54页：“1932年3月7-10日。情感与原始构成，喜悦与爱好。处于其存在区域中的世界之以原始构成方式的建立，原始本能之引导作用，……本能，动觉，好奇心”。


  注1096  1932年6月3日他致信G.阿尔布莱希特说：“这几个星期我得了抑郁症，您知道，我从青少年时期就有这个毛病，这是由于工作过度劳累造成的，现在它几乎又是紧随着我。”


  注1097  他在1932年7月31日致G.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说:“……可惜的是，这个夏季的成果并不如我期望的那么多，这里的这个夏季是难以忍受的闷热，阴雨连绵，空气凝滞，总是使我心烦意乱。但是我仍然强制继续工作”（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098  1932年6月3日他在致G.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说：“如果我至少能最一般地从下至上直至顶点地重新勾画一种有关疑难问题的系统，该有多么高兴啊……”（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099  《致英加登的信》，第80页。


  注1100  参见凯恩斯在其《会谈》中1931年12月21日的记录。


  注1101  参见斯特拉塞尔为《胡塞尔文集》第I卷写的导言的第XXVIII页。感谢芬克教授将他对这五个沉思的修改稿副本供胡塞尔档案馆使用。


  注1102  见手稿B II4 第50页及下一页，B IV 5及F IV 1第12页，这些手稿当中包括胡塞尔1933年7月和1933年12月/1934年1月为芬克的第六沉思所写的附注。


  注1103  “完全不同”这几个字在凯恩斯的从前的英文文稿中用的是德文并加了引号；因此这里所涉及的也许是逐字复述胡塞尔的陈述。胡塞尔并不同意芬克的这些改写，这也可以从凯恩斯《交谈》的另一些地方得知。在1932年6月2日他记载道：“出于同样的理由，由于这些理由，他想避免从认识的理念开始，胡塞尔还想避免像芬克在他的提纲中那样从哲学之理念开始。对于这位读者来说，认识和哲学并不像科学那样是准确概念。”


  注1104  《致英加登的信》，第78页。


  注1105  参看在《危机》§43（《胡塞尔全集》，第VI卷）中胡塞尔对笛卡尔式的道路的批判。


  注1106  《致英加登的信》，第81页。


  注1107  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108  《危机》发表于《胡塞尔全集》这一版的第VI卷中，关于那篇被撤回的文稿，胡塞尔在1934年8月13日致J.帕托卡的信中写道：“我现在正在对该副本进行深入的思考，并马上就要对其加工修改，相应地加以深化（加以必要的扩充）——作为现象学的一种历史的入门”（该信的副本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109  以“处于欧洲人性危机之中的哲学”为题，参看《胡塞尔全集》，第VI卷，第314-348页。


  注1110  以“处于欧洲科学危机之中的心理学”为题。报告手稿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架号K III 1下。


  注1111  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112  《危机》主要部分的A章（“通过从预先给予的生活世界出发进行回溯而进入到现象学的超越论哲学之道路”）在1926年的草稿中就已经有其具体的准备工作阶段（见《胡塞尔全集》，第XIV卷，编者导言，第XXVII页及下一页），并且也是经过30年代有关“对世界的直观”（“超越论的感觉论”）的许多研究做了准备的（在胡塞尔档案馆中主要是A VII组手稿）。B章（“从心理学出发进入现象学的超越论哲学之道路”）是由1929年末从自然的心理学和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之问题出发进入超越论的现象学的“第二个导论”的准备工作中产生的（见上面第XXVI页及下一页）。这两条道路在芬克的1930年的计划提纲中也都提到过（见上面第XL页）。这一点必须强调指出，因为《危机》在胡塞尔思想发展过程中常常被看作一颗流星。


  注1113  参看前面第LXIII页及下一页。引文来自1932年6月11日胡塞尔致英加登的信。


  注1114  该信的副本存在于胡塞尔档案馆。这种将一部系统的著作限制于一单纯的导论性的著作也许由于以下情况使胡塞尔变得轻松一些了，即他从1934年末起可以明确地考虑开拓他的遗著了。1934年10月7日他告知G.阿尔布莱希特说：“争取国际资金以便为我的手稿（有好几千速记页）建立档案馆（如同在布拉格的布伦塔诺档案馆）的计划，是在我的忠实朋友的小范围内进行的，而这只能逐步进行，首先是像它们现在那样付印，此外使芬克能够进行系统的修改。”这个计划主要是由布拉格人类理解力研究哲学会（cercle philosophique de prague pour les recherche de l’ientendment humain）的E.乌提茨的创造精神做出的，在那个哲学会中，在布拉格会议之后，一些倾向现象学的哲学家联合起来了。很快就着手实现这个计划，首先是得到托马斯·马萨利克基金会的资助，然后又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以至于1934/35年圣诞节前后在弗赖堡胡塞尔和该哲学会的秘书J.帕托卡商谈后，1935年3月L.兰德格雷贝（当时他在布拉格当无薪的大学讲师）得以来到弗赖堡，以便完成对这些手稿的精确盘点工作，然后开始在布拉格按发音改写这一系列手稿。有时在胡塞尔同意的情况下，这种清点工作是由芬克和兰德格雷贝对这些手稿彻底重新编排，这种工作在1936年就结束了。他们所编排的这种顺序今天在胡塞尔档案馆仍保持着。


  注1115  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116  《致英加登的信》,第83，84页。参见1933年12月30日致G.阿尔布莱希特的信：“因此只是在施卢赫塞我才得以很好地专心于哲学工作，有十个富有成果的星期，在其间我将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研究我从前的大量草稿。我继续这项工作，直至回到这里。在这里有许多无法回避的，费时的而又激动人心的书信来往”。（此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注1117  见《胡塞尔全集》,第XIV卷，文稿9和10以及附录。


  注1118  参看《胡塞尔全集》,第VIII卷，文稿6，§37；附录XXVI，文稿11；在本卷中参看文稿19和20。


  注1119  见下面附录XLI，第589/90页。参看《危机》（《胡塞尔全集》,第VI卷）§54b。


  注1120  下面文稿38。


  注1121  下面文稿33，第587/88页。


  注1122  参看《胡塞尔全集》，第I卷，第34页第7行及下一行和第121页及以下几页以及本卷“编者导言”，第XVI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注1123  胡塞尔将这个编号当中的两个文稿列入“巴黎演讲”，即《笛卡尔式的沉思》。按照其形成，这两个文稿也许并不是同类的：第一部分，即a）节（直至第33页第36行）也许仍是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之前形成的（也许是1926年），这一节的第二部分（第33页第36行至第38页第5行）和b）节是在1929年秋季写成的（参看这个编号文稿的校勘附注）。——编者注


  注1124  更准确地说，首先当然是在我的自我学的领域中的一般联想的东西，然后才是将异己的身体纳入进来的行为！


  注1125  这最后一句话后来被胡塞尔删掉了。——编者注


  注1126  在这里我们破例地只发表一篇较大的连贯的文稿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包括有18页的文稿的结尾部分（有6页），它所讨论的是构成方面主观性之对于世界的存在优先性。前面的12页所探讨的是自我（ego）之必然性。在这共18页（这18页还附有三个附录）的封面上，作为内容提要胡塞尔注明道：“构成性的主观性之存在的优先性。在世界方面的自身客观化中，这个构成性的主观性不可以从被构成的世界之中想象为不存在的。超越论的进行构成的主观性作为在世界之中的动物-人的主观性之自身构成的必然性。这大部分对于阐明处于其诸阶段的预先给予的世界之构成是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通过自然史和精神史阐明无限的空间时间的世界之构成是重要的。因此对于继续构建关于共主观性的理论和关于共有的世界之构成的理论和时间之构成的理论，大部分是重要的。对于世界直观也是重要的。——思想是重要的，但是表述并不好。”——编者注


  注1127  但是这不可以以生成的方式在相继当中理解。


  注1128  参看附录II：处于关联之中的正常的人和异常的人之间的由情况引起的变化与不协调之区分。编者注


  注1129  这种在固定的习惯当中引起兴趣的东西，和被统觉为引起兴趣的东西：具有意义这种所属的特性的有意义的东西。


  注1130  从意义之诸特性当中被突出出来的意义：在被持久地统觉为这样的东西的对象上的习惯的统觉的特性，在已知的兴趣的关联中和兴趣的情况中考虑到了的性格，和这种“考虑到了”的诸方面，这种最广泛意义上的随身带有的实践上的诸情况。


  注1131  应该注意：个人和行为（相关联地，“涉及”这个自我“的行为”）和兴趣是如何在关系中被设定的。自我主观，个人，是感兴趣的自我，因此这些“引起兴趣的东西”，这个有意义的环境世界，是个人之相关项。


  注1132  参看《胡塞尔全集》，第IX卷，第302-349页。——编者注


  注1133  但更好的是从被经验的实在东西返回到显现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对诸可能的错觉的参照也能被联系到这种情况。


  注1134  参看《笛卡尔式的沉思》（《胡塞尔全集》，第I卷），§8。——编者注


  注1135  我所想起的悬搁并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种借助于一个行为而以“一般”这种样式形成的习惯，即一再地在悬搁当中存在并且仅仅在悬搁当中实行诸超越论的行为的习惯。因此那些处于悬搁之中的超越论的生活之统一也就超出这个现在现实的生活而作为普遍的可能性的地平线而普遍地形成了。


  注1136  当前的东西“按照意义”连带地呈现（间接呈现）。但是这种间接呈现决不能变成真正的呈现，正如一个背面等等的间接呈现不能变成真正的呈现那样（见第87页的增补）。


  注1137  对异己者的知觉之充实的两个层次。充实之底层：单纯对物体的知觉之过程和充实的地平线。因此这种统觉或更确切地说，这种连续的间接呈现，具有两个层次。


  注1138  这个自我在这个“层次”中只是在这样一种程度上间接呈现，此外，在这种间接呈现中，另一个人，另一个自我，“像我这样的一类人”，不确定地，尽管是立即地间接呈现出来。


  注1139  已知的“三种分层”！


  注1140  这篇文稿在手稿中是紧接着“生动地流动着的当前”这个题目下的那些论述的，那些论述对世界之真正知觉上的当前进行了分析。但是这篇文稿被胡塞尔在与那些论述的对比中明确地突出出来。在这整个的手稿处于其中的那个封套上，胡塞尔就这里所发表部分之内容作了以下说明：“处于原现象的当前之中的世界之给予方式有两个层次：1）原始的层次（作为处于当前之中的层次），2）另一些人和世界之通过另一些人的给予方式。超越论的自我（ego）之概念和原始性之概念”。——编者注


  注1141  这种自身揭示作为自身给予之自明性，作为流动着的当前之自明性，其中有处于生活之被时间化了的样态之中的自我的存在之自明性，处于其时间样态之中的诸体验之流的存在之自明性，这种自身揭示当然就是这位超越论的旁观者之现象学的反思之成就。


  注1142  但是现在需要这位超越论的旁观者，这个已经对这个世界现象（“处于给予方式之如何中的世界”）进行了解释的自我之目光方向的改变——需要对“意识生活”，这个以超越论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生活进行反思，在这种生活中这个世界现象，这个处于其方式中的世界，在流动时被意识到，在体验行为之原始的流中被意识到——，此外，与此同时，对进行构成的主动性和被动性之进行构成的-进行体验的自我进行反思。


  注1143  在第一个方向上，即意向内容的-存在的方向上。


  注1144  这个“首先”所意味的并不是时间上的首先，而且也不意味着没有另一个人之存在的任何有效性，似乎这另一个人只是作为第二个东西，作为被特殊化了的东西，才补充进来的。我们只是确定，这个原始的自我及其原本的-原始的现实的和可能的意识生活等等，作为总是在它的可能的移情作用的经验和可能的证实当中建立起另一些人之存在有效性的，是第一位的。


  注1145  原因在于：如果我将我的存在还原到知觉上的东西，我就会获得我的原始的超越论的当前。参见第102页及下一页。


  注1146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世界的经验所意味的正是原始的经验。


  注1147  因此并没有真正实行对移情作用的超越论的还原。


  注1148  因为世界对于我而言具有这种共主观的意义，因此这种世界现象就必然反向关联到处于单子全体之中的另一些人的超越论的有效性。


  注1149  “使世界不起作用”所意味的不就是尽量使我作为世间的东西以确信个别地拥有的所有东西，使所有我在我的对现实性东西的经验中所经验的东西和所证实的东西等等都不起作用吗？在这种情况下还原所意味的就是：我能够禁止一切关于世界的东西，只不过不禁止我的意见，我的经验，我的行动，通过这些东西我将世界当作被如此规定了的世界来拥有。我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有效性，多种多样的进行规定的内容的有效性，都被放到括号中了，那么世界呢？世界只是在内容方面——以普遍的方式受到怀疑。


  注1150  以下直至这一段的结尾，被用铅笔划掉了。——编者注


  注1151  我描述这个自身之“显现方式”，并描述在其中这个自身具有了继续有效的东西之特征，继续得到证实的自身之特征的这种一致性之综合。


  注1152  原文中只有1），没有2）。——译者注


  注1153  如我在这里描述的这种构成方面的澄清之进程，在关于作为进行坚持的，作为在进展中可经验的和在进展中可理解为像我这样的一类人的另一些人之空间时间化方面，并且相关联地，在关于作为同样可普遍理解的，对于所有像我这样的一类人的另一些人具有的相同的可经验性的这个同一的，因此按照其方式是进行坚持的世界之空间时间化方面，需要更多的精确性。在这当中就包含：在每一个在精神的意义上的在-这个-世界-之中--生活所产生的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这个共同的世界在它对于这个主观全体相对性中是同质的。


  在构成当中的一个应该明确强调的和明确论述的要素，是这个坚持着的世界之以下面这种方式的构成，即这个世界之中的诸个别的个人相互都是可经验的，相互都是可联系上的，并且都保持在一个共同的可现实经验的世界范围中，这个世界范围对于他们而言变成了共同的进行坚持的生活范围，生活的环境世界，它本身同样也包含有诸客体。因此这个构成方面的问题就是作为诸个人——作为兴趣之诸主观的诸个人——之有限的兴趣领域的具体的个人的环境世界之问题。


  注1154  因此是作为被紧密结合起来的我们，持续地彼此相互在此存在的，在作为实践的领域的同一的近处世界中通过兴趣的紧密结合而生活的，共同一起地并彼此相互地在这个作为现实的生活环境世界的世界中生活的。因此实践的生活的环境世界之构成及其我们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注1155  在与一种实践的环境世界之相互关联中，一种坚持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之构成，普遍的社会性东西之构成，在世代之前就已经能够抽象地讨论了，并因此，由于这种作为以个人方式有意义的这个实践的环境世界之时间化方式，在这当中就已经包含着一种抽象的历史性。如果使这种世代起作用，那么在这种具体化之中的进展就也是一种持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具体化，母亲，或更确切地说，双亲和孩子等等，并且我们同时就有一种更具体的世代地形成了的时间化和历史的环境世界。


  注1156  然而从另一方面，这种可能性成了问题。这整个的世界能够是这样的吗：诸历史的共同体分布于其中的这个无限的自然在进展中被共同体化了，而且是在思想上这样地被共同体化的，即在这个无限的自然变成了普遍的人类之统一的领域，或者还有，这个无限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统一地唯一的历史的世界，在其中所有的人群的普遍性、综合都能够在思想上获得对一切存在者的实践上的支配，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无限地精神化等等？


  注1157  首先：每一个文化世界都有它的形式，在变化中有它的固定的形态。


  注1158  通过自由的改变，改变对我和我的世界的想法，改变对事实的想法——关于取消世界的问题（《理念》）。


  注1159  在这里考虑到这种自由变换所意谓的就是，在这种自由变换当中，经验，现实的经验和在真正存在这种理念之下的可能的经验，本质上被“遮蔽”了吗？与此有关的问题。


  注1160  民族的人群！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这样一种理念之中的，处于真正个性之中的整个的人群。处于超民族之中的国家民族能够被看作一个个别的个人之类似物。


  注1161  “在一般情况下”，“通常”，“除个别例外，总是确实的和已知的，或也许可能的”，这些都是一种逻辑的形式，经验上的一般之逻辑形式。


  注1162  没有考虑到时间——以上所考虑的只是当前，——当前，就时间的样式而言的原当前。并且在这里基本的划分是：这个人知道自己是他的个人的世代的——历史的——时间关联之中的个人，而且是处于他的人群之时间关联之中的，而这种人群是在具有自然时间的实在的世界之中以下面这种方式生活的人群，即诸个人是作为心理物理的人，并且人群是作为心理物理的人群而属于这个实在东西的世界的。动物在这个双重意义的世界之中生活，这些动物没有世代的历史的世界，因此也没有实在的世界，并且在真正的意义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由具有存在方面的结构的实在东西构成的全体；这一类的东西并不是为动物构成的，而是为我们构成的。


  注1163  当然现实的能力并不就是现实的才能，而是一种能够形成这种才能的“理想的”可能性；是一种它肯定不是不表明任何东西的可能性。


  注1164  但这过于粗略！


  注1165  这另一个人对于我是作为个人存在的。在这当中就已经包含，他对我而言是处于我的个人的“人群”之中的个人。这是必须立即就加以强调的。


  注1166  但是此外：我已经发现，我是我的“民族的”个人式的成员，是我的作为全部的家乡人的我的人群的个人式的成员。


  注1167  但是一个人群之特有的东西，一个世界之特有的东西，具体说，一个文化世界之特有的东西，一个诸个人的世界和由诸个人构成的世界之特有的东西，恰好尚未得到澄清!连续的交往尚没有提供传统（这种传统作为对于所有的人都可进入的，对于所有的人都作为“这个现实的世界”而以地平线的方式预先规定了的，精神获得物的共有性，是对所有的人而言的传统）。缺少：家乡世界——诸异己的家乡世界，它们不是对我们有效的，而是对他们有效的。从这里有一条通向相对化的道路，但也是对于所有的人——对于所有的“人群”——而言的一个新的世界之问题。也许作为问题就是为一种绝对客观的科学，首先是精确的自然科学提供方法之问题，和客观的精神科学之问题。


  注1168  在构成一个绝对客观的科学之理念以前，或更确切地说，在我的最初的人群之相对化以前就已经发现了。


  注1169  这是相对的：我们德国人，我们欧洲人。


  注1170  在家乡世界性的阶段上，就我们相互不理解或者相互“不熟悉”而言，就我们没有同一的世界而言，我和我的周围的人总是已经在我的家乡人群的地平线之中被构成了。世界已经像下面这样被预先给予了，即它总是作为在它本身之中实在地存在着的我的人群的，“我们的人群”的世界而具有当下的存在意义。我和每一个人预先就存在于这个人群的地平线中，并且一切实在的东西都存在于这个实在的世界之地平线中。这个地平线是我的人群的地平线之相关项，首先是我的家乡人群的地平线之相关项，然后是超民族的人群和世界的人群的相关项，是敞开的，但是在生活中，按照人的态度，“不同的我们”和“存在着的世界”是不同的。


  注1171  胡塞尔后来注明这个手稿的写作时间是1933年。但是它很可能产生于1931年1月（见第692页校勘附注）。1933年8月和9月胡塞尔研究与这个手稿中所包含问题类似的问题（见下面编号34和35文稿），也许因此将这个手稿的时间错误地注明为那个时间。——编者注


  注1172  与此相对的是植物。


  注1173  这是对文稿11所讨论的问题的继续讨论，深化，也是对世界之时间化的理论的深化，世界恰恰只是人的世界，并作为人的世界而具有意义。所有的探讨都是重要的。


  注1174  “科学”首先是在我的家乡人之中的科学，不考虑陌生人；这些陌生人可以像精神错乱的人，或者傻子、疯子、不正常的人那样看待，不在考虑之列。


  注1175  我的家乡世界，我的民族。这个处于最初形式之中的全体作为家乡世界，只当另一些家乡世界、另一些民族已经一起处于地平线之中时，才会突出出来。这个生活的环境世界处于由异己的生活的环境世界构成的地平线之中，我的民族被诸异己的民族环绕着。


  注1176  这种“发展”可能意味着：a）由已知的诸异己的民族构成的一个敞开的地平线之历史的发展，这些异己的民族本身也许又有他们的异己的诸民族，而后者也许又有他们的异己的诸民族——直至最后？这可能仍然是不可想象的；或者其它的动因导致这种直至无限的东西（das in infinitum）。b）具体的交往之发展。在a）之中，一个延伸到自己的领域之外的,异己的生活领域也处于其上的“自然”（大地，天空，植物，动物）就已经构成了，异己的生活领域也存在于这个“自然”之中。由于b），在具体的交往中不得不对自己的生活的环境世界和异己的生活的环境世界（只是部分地被理解的）之有效性进行综合。


  注1177  这种普遍性的东西正是作为进行类比的统觉（同化）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这当中是作为意向方面的变样之基本方式产生出来的。


  注1178  这个“敞开的无限的”所意味的，并不是绝对重复这种意义上的周围的个人之一再重复，确切意义上的无限性之一再重复。与它相对应的是人群，这种人群并没有对于主观而言能够指定的最终的成员，并因此也没有“点清的可能性”（当然不是数学意义上的“点清的可能性”）；因此这种以自然方式构成的人群对于其诸个人而言并不是一个事实上被给予的相识的人的全体，而是一个不确定地无数的整体。


  注1179  但是也要从纯粹心理方面，从纯粹“单子方面”追踪。“单子方面”这个词现在不是按照超越论方式理解的。


  注1180  因此每一个成熟的个人从一开始就有“民族”这种整体的地平线。在这种地平线中，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在这种世界生活中（作为民族的人的人的世界生活中）发生着一切目的的结合，一切约定的结合等等。在民族这个地平线中存在着一切“社会的”行为和“社会的”结合。


  注1181  当然，这首先是一些对具有其人的环境世界的个人和人群的真正的澄清之报告。然后必须接着澄清人群之有限性，并澄清家乡与异乡之区分，澄清我们的人群，我们的民族和其他人的人群，其他民族（与我们不同的人群），此外还有处于具有我们——另一些人的一个人群之中的诸相对的统一的团体之区分。


  由此出发接下来是对处于“无限东西”之中的诸环境世界之联系的预先推定，和根据“移情作用方式的”诸世界对超民族的构成和对诸世界的构成（总是由自己的世界出发进行的构成）之预先推定；无限性之问题和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自在之理念的无限的世界之理念——直至无限地普遍的精确的自然和与它相关联的处于通向一个人群，通向一种文化的道路上的诸无限的人群。但是与此相对的是现实的人群，地球上的人群和人生经历，偶然事件。


  a）第一种意义上的科学；b）第二种意义上的科学涉及到无限性，作为朴素的构成；c）在第三种意义上的科学，绝对的科学。同样：a）自然-第一的有限的生活；在第一种科学指导之下的第二种生活；处于无限的自然之地平线中的第三种生活；处于超越论的地平线之中的第四种生活。


  注1182  以下直至结束的论述是1934年7月或8月的补充。


  注1183  在这里发表的文稿的手稿带有胡塞尔的附注：“芬克”。1931年春季胡塞尔曾委托他的助手E.芬克（Eugen Fink）第一次修改“德文的”《笛卡尔式的沉思》。（参看这一卷的编者导言第页以下*）。——编者注


  注1184  在这里胡塞尔注道：“对此更详细的论述在1931年9月FF中”。这个被胡塞尔称作“FF”的手稿，现今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A VII 17架号下。——编者注


  注1185  对于超越论的感觉论之构成方面的相互关联的构造之方法——因此是作为经验之世界的世界之相互关联的有效性之系统——是重要的。


  注1186  此外总是有一个空的远处世界，处于其统握之中的非实践的世界。


  注1187  必须清楚地区分：另一些人的个人的环境世界，作为对于他们有效的，对于他们被证实的现实性存在着的环境世界——整体来看：包含着他们的生活世界的对他们而言的世界——和这个“自在真实的世界”，这个由我们这些科学家的科学思考而来的能够认识的世界。属于这个世界的有自然，有人们和人们所以为的环境世界，这个环境世界是有关“这个”真实的世界之或多或少是单方面的，但也许错误的统握。


  一个个人的生活世界不可能有其“境况真理”吗？因此不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吗？


  注1188  但是如果没有异己的人群被给予，那么这个纯粹的“自然”就是还有更多（das plus ultra）。


  注1189  在我们的思想中并根据我们的思想所是的东西。


  注1190  共有的经验——更清楚地说，经验之共同体化，我的经验和作为被我经验到的另一些人的经验，这另一些人本身从他们那个方面相互经验到，并且能够相互经验到，等等，因此我的现实的经验和对当前被经验到的另一些人施以移情作用的经验都被共同体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传达的间接性也被共同体化了。


  注1191  在分析方面不充分。


  注1192  所有这些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


  注1193  每一个与它相关联的主观都生活于其中的一个共有的已经熟悉的世界（家乡世界），这个世界以其可直接进入的近处领域（当前的领域及该当前领域的过去）给予该主观，诸相关的远处由这个近处领域扩散开来，作为可进入的远处，作为人们在其中居住的远处，而这些人本身又有其远处等等。


  在个别的事实东西当中的熟悉的东西，在诸进程之类型的东西当中的熟悉的东西，和在能够以类型方式期待的东西当中的熟悉的东西。


  每一个人个别地已知的东西作为定位之出发点，作为对于诸相关的定位之联系点。定位之诸形式，定位之诸维度：右，左，近，远，步子的数，用数数来计量。重复的东西用数数来排序。


  个别的东西按照其明确的特性，按照其性质被规定，按照其具体的类型（基底类型）被规定，按照其关系被规定。诸相对的规定作为顺序的规定，数值，数的规定。后者如同一切思想形式一样是形式的。具体的东西产生自熟悉的经验。因此客观的，可交流的，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理解的和可证明的判断也是来自经验。判断的自明性：熟悉的具体的经验之自明性，个别的经验和普遍类型的经验之自明性，真正被经验到的东西之（以熟悉的语言）告知另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递这种熟悉的形式，分享的方法，度量，数数，方向的规定和顺序的规定：在本身被经验的东西上被个别地或联合地经验到的东西上，完成思想成就当中是自明的。这个熟悉的世界被当作前提，这个世界作为经验是熟悉的。


  家乡世界扩展为对于该民族而言的世界，对于一个交往的人群而言的世界，当前的世界，作为过去的人群，过去的人的世代的世界的过去。


  新式的客观的陈述。关于这个人群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远处，我们能够陈述什么呢？作为具有近处的世界远处的远处一定会共有的形式东西。空间时间方面的因果东西（力学上的东西）。


  一切关于环境世界的陈述之相对性，一切描述式的陈述和一切以对偶然东西的描述为依据的陈述之相对性。关于形式的陈述是非相对的，关于本质的陈述是非相对的。合理的客观性；相对合理的陈述：这种东西对于每一个人事实上完全能够就本身陈述。并不是关于环境世界的陈述的关于世界的陈述。世界-形式的陈述。世界之本质形式。关于这个被给予的世界之永恒的真理和关于每一个可能的世界之本质的本质上的陈述。


  注1194  在现实可进入的意义上被预先给予了？


  注1195  这对于直接地或间接地与我处于实际的关联之中的所有东西都有效。


  注1196  “知觉”——在这里当然也包括对异己者的知觉以及将动物与人相类比的这种对异己者的知觉之变化形态。


  注1197  但是这仍然不确切。共同体必须被理解为人们之全体，这些人不管怎样间接地，都处于经验之联系中。


  注1198  涉及到发展阶段的年龄的类型学，但是也涉及到作为发展阶段的等级的、职业的阶层的类型学。


  注1199  对于每一个发展阶段而言的。


  注1200  每一个年龄的经验世界。


  注1201  因此存在着的不是一个平均值，而是许多平均值，在这些平均值当中，有一个最高平均值或几个最高平均值。


  注1202  “平均值”后来改为“诸平均值”。——编者注


  注1203  他的群体。


  注1204  而这更具体的应该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我作为一个家乡世界之主观结识了外乡人，以及这些外乡人所认为的家乡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不理解的”，直到他们地被以为的东西之最普遍的可理解形式我都“不理解”。在这里存在着共同性和差异性，并且存在着区别：即在外乡人的共存，他们的“世界观念”，他们的世界行为方式这些事实和真理问题之间的区别。经验世界是家乡世界这种意义上的实践的世界。这样借助于以下情况存在着的世界和家乡世界首先就区别开了，即现在有更多的家乡世界存在，并且在这当中它们都有它们的不同的实践的外观。


  注1205  人之向他的自童年以来的家乡世界的人之自然的发展；家乡世界作为对他有效的世界，作为相关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之问题；处于相互关联之中的，处于相互之中的诸家乡世界和诸人群之发展的问题。——我们在其中成长，并且我们的环境世界在其中获得了历史的面貌、文化的面貌的我们的家乡的自然，我们的历史。他们的（外乡人的）家乡世界，他们的历史。如果我真正成功了，我能够以不同于理解行为中的方式，可以说通过历史的移情作用设想自己处身于他们之中，与他们一起生活，并且决定赞同他们吗？世界是一种对诸历史上的有限性东西之不断进行的综合吗？科学——现象学和无限性。


  注1206  批判之问题=真正的相互关联的意义之问题。


  注1207  在这里涉及的显然是人群处于其中的历史性之问题，他们构成一个唯一的历史之方式，这个唯一的历史伸展到多么远等等。


  注1208  共存在之问题，处于间接联系之中的诸家乡世界之无限性的可能性问题，在与由诸无限的家乡世界的自然构成一个无限的自然之问题的关联中还呈现出另外一些方面，这些方面需要大量的研究。


  注1209  在这个文稿上，胡塞尔借助于一个特殊的附注——该附注被放在架号E I 4有关“移情作用”的文稿的关联中——指出：“关于移情作用不可忘记FF中重要的最后几页φ1，φ2（1931年9月），在那里有关通过自然历史的指示被构成的世界远处（难以达到的世界远处）之直观的准当前化，作为准当前化之样式，被给予与移情作用的间接呈现同等的地位，移情作用的间接呈现也指示一种原则上难以达到的东西，它是以使之变成直观的方式进行间接呈现的。两个方面都是与能够达到的东西‘进行类比’，在那里被类比的东西本身是难以达到的”（手稿E I 4第27页a）。被提到的手稿ＦＦ，现今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ＡVII 17架号中，那个手稿所论述的是“对世界的直观”。——编者注


  注1210  并非所有感性的层次都能通过身体意识到，我不可能触摸到它，等等。


  注1211  很显然类型学也起作用，熟悉的方式也起作用，如一幢近处的房屋之透视表现等等。


  注1212  在胡塞尔也许是直接地进行修改之前，这两段的文字（从第250页第19行起）原本是：“我想象自己进入到另一个身体之中？我实行一种想象的行为：‘仿佛我有那里的那个物体作为我的身体，将那里的那个物体变成我的身体’？但是没有任何道路从单纯的想象通向现实性。或者代替一种纯粹的想象，存在着一种以想象方式对存在可能性的改变和设定吗？我能够重新为我想象那里的那个事物，以致于它改变了它的颜色，以致于它开始运动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包含于事物之本质中的，包含于事物之意义中的实在的可能性中。在我的情况中，我如何达到一种实在的可能性呢？实在可能的是，我走到另一个人所在的那里去，如果他，如果他的物体式的身体离开他的位置的话；因此我能够使我处于每一个事物的位置上，我能够想象该事物被移动了，并且我运动到它曾存在过的那里去了。同时，我一定能够想象一种变化，一种物体方面的变化，我自己的身体的变化，以致于我的物体式的身体现在看上去正像另一个人的身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将我的身体和他的身体都看成是自然之纯粹的物体。我能够想象一个有机体在生理物理的方面现实地变成一个完全相同的另一个有机体——这样的一种改变是与迄今为止的一切经验相矛盾的。因此问题就是，它是否是真实可能的，先验地（a priori）可能的，甚至对于自然客体也已经是先验地（a priori）可能的，是否由于自然之先验性实际上并不排除完全的相同。但是我当然能够想象，我走到那里去，而且从这里看上去我的身体作为物体‘看上去完全像’那里的那个物体。


  但是我确实能够这样说：我们由充分发展了的经验之全体所知道的东西，在充分的意义上构成世界和自然的两个物体，不可能是绝对相同的；原因在于，所有属于它们的显现方式（在一切经验之普遍的一致性之范围内）不可能都是相同的。但是情况也很可能是，从我的这里出发，也是在我的位置的变化当中，甚至在我的整个的生动的当前期间，两个事物对于我而言看上去是完全相同的，在属于它们的显现变化当中，两个事物在知觉上完全以相同的方式呈现给我，因此我肯定将它们看作是相同的。现在关于我的身体我可能现实地拥有一种表象方式，这种表象方式我在一个事物的——如每一个外部事物的——显现方式中是以唯我论的方式加以说明的，尽管也借助于间接的准当前化，并因此对于他能够走到那里的每一个空间位置也是如此，因此以下情况也是可能的，即我发现了一个外部的物体，它在那里向我显示出这样一种外观，我发现这个外观与我在那里的外观是不可分辨的，正如我将它`想象为是对我有效的那样。


  但是我确实在这里，而且一直在这里，如果我在物体方面与异己者的物体身体‘看上去相同’，并且如果我在那里的这种估计只具有作为估计的可能性，我现在能够走到那里去，我曾经能够走到那里去，我被运送到那里去，等等。我掌握这些可能性，正如也掌握一切显现的多样性一样，这些显现的多样性作为我在这里具有的显现的多样性的变样肯定都会在那里出现。这些显现地多样性在存在方面都是被预先规定了的。


  那么与此相对的移情作用是什么呢？在这里它不是上面所有这些东西，当然也不可能是下面这种假设，即我现在可能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在那里：现在在那里，并且同时在这里，如我现实所是的那样？我说：所有这些都是联想，——原始的联想，位置方面的联想，并非在想象的仿佛中进行的联想，对于这种联想而言，所有对于本源的联想有效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恰恰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本质固有的统觉——存在意义的转用；因此就位置而言，它其实应该称作到位置上去，或更确切地说，转移位置”。——编者注


  注1213  一般来说，只有在有足够的相似的情况下这个已经被统觉为外部物体的东西才能建立起这种相似。


  注1214  我的确是唯一的，并且在我的原始的领域中不可能有任何外部事物表明是与我类似的东西，表明是存在着的，而这所意味的一定就是，能够以感知的方式经验的。


  注1215  身体作为空间物体并作为自我方面的身体性在自身中具有什么样的被突显出来的东西或分层呢？从构成方面来看，这个物体是在一种特殊的层次中被构成的。


  注1216  “试图”后来改为“曾试图”。——编者注


  注1217  但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使相似确实并不意味着我现在在那里。


  注1218  这个编号的文稿已被阿尔弗雷德·舒茨于1946年发表于《现象学与现象学研究》,第VI卷,第337-343页。——编者注


  注1219  但这真的正确吗？


  注1220  不充分，仓促！纯粹如其原本被经验那样的物体式的事物是：以存在论方式进行的描述。事物之感觉论方面的本质结构：是关于显象学的结构和自我方面的-意识活动的结构之指导线索。


  注1221  不仅是表面。


  注1222  定位的变化：1）自动的没有我的介入，只有感受统觉的动觉，2）每一个介入的行为都改变着经验领域之整个的定位。


  注1223  定位与被定位的东西：


  1）视觉领域的定位，定位之动觉。被定位的东西：多种多样的呈现之统一，由于“全面地看起来的行为”之动觉而是统一的。——在这种动觉方面的变化当中，关于完整的视觉上的事物及其解释之诸以透视变形方式进行的呈现以及诸以透视变形方式进行的呈现之综合。但是事物只是作为被定位的事物而是这种东西，此外它还有它的指向“它本身”这种最佳效果的意向性，指向一种绝对视觉上的近处的意向性。


  2）处于感觉论的空间领域中的定位。定位之动觉。被定位的东西：外观，多种多样呈现之统一，由于单面性和多面性之动觉而是统一的。在这种动觉方面的变化中“诸以透视变形方式进行的呈现”，它们的综合是作为离去的事物的表面事物。首先是对这个侧面的“看起来的行为”——处于视觉层次上的视觉事物。它在该空间事物的全面性的动觉中退化为该事物之透视变形。在视觉的层次和动觉的层次的结合当中起功能作用的诸动觉。


  对一个事物之全面地看起来的行为（没有翻转那肯定就是同一事物之运动）同时引起其它诸事物的定位变动。


  这种统觉始终是在能力的形成当中，并且——属于这里的东西——是在作为一个被构成的实践上的可能性的被预期的地平线的形成当中，或者是在实践上的诸可能性之一个被结合起来的系统的地平线的形成当中，在其对自身呈现行为和呈现行为之连续的中介当中，作为它熟悉的，系统地产生的；因此是对作为能够一再达到的预期的诸相互重叠地形成的实践的预期之以系统方式的奠立，是一种持续的能够一再地确立的可获得性的获得物，作为永远存在着的，有能力“一再地”存在着的同一的东西，可一再地用于其它的实践可能性的东西。


  关于感觉论的领域：全面的东西，外观相对地存在着，但是这种外观本身是在由远处和近处构成的关联之系统中的显现。近处的东西是最佳值。但是被定位的外观之多样性具有同一的东西，在相对的意义上不仅作为当下的外观的存在者是由其系统的能力而来的，而且存在者也是由系统的能力——能够自由改变这个定位的系统，并能够在这种改变中保持作为总是一再地可支配的东西的同一性的能力——而来的。在这里，在这种改变中呈现着同一东西的东西是在这里的这种相对性中存在着的东西，是作为外观存在着的东西；它在静止和运动中是同一的东西，在其定位的改变中是同一的东西，只要这种定位的改变就它那个方面来说能够由我控制。


  注1224  参看下一页！在这种情况下，在超越论的自我当中我们按照其充分的具体性区分：包含整个超越论的生活的东西（连同在一切阶段上的作为被以为的世界的被以为的世界），和作为在行动生活当中必然发生的极的综合之纯粹的自我极的自我和能力之自我的与此连接着的构成之纯粹的自我极的自我。


  注1225  碰撞是关于身体方面的行为的一个例子。以下情况属于作为我在其中存在的身体之独特性，即它是独一无二的，我在其中行动，并且我通过它行动，通过身体外部的客体能够由这里按照其作为能坚持住的存在的存在，作为变化着存在的存在，呈现第二个感性层次。这第二个感性层次对于作为外在物体的它们而言，是非本质的，它们的存在并非本身就是具有两个层次的。我不可能将我推开——原始地推开，仿佛没有我，我的身体物体仍然存在，并且没有身体，我这个碰撞者仍然能够存在。


  注1226  参看第309页。


  注1227  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运动和静止：绝对不动的静止和在下面这个范围内的相对的静止，即运动发生在物体上，不论该运动是旋转，还是在该物体的可移动的诸部分的一个个别的部分上发生，该物体作为整体的物体“仍然停留在它的位置上”；例如，一个固定的风车，它的扇翼是运动的。我们总是能够（渐渐地）以触觉方式停留在这些客体上，并且能够反复地一再地在该客体之持存的此在中返回到同一些部分上，只不过，个别地来看，这些动觉一定会在一起去时起作用，为了一般而言能够停留在这个客体上，我们并不使用这个一起去的行为的动觉。


  注1228  被动地被接触的情况，例如被一件衣服接触，或被我坐在上面的沙发椅接触，是处于一种动觉情况下的接触，而且是处于经验有效性之一种仍是生动的地平线之中的接触。在这种地平线中，生动的动觉上的情况被以联想方式在动觉地平线情况等等中意识到。因此这种被动性具有一种被联想起的能力，并且我任何时候都能够过渡到主动的态度中，因此这种接触的行为已经获得了进行触摸的功能。


  注1229  参看第297页。


  注1230  真的不能想象将一部分伸展得像我看见的那么远的伸展的行为吗？力量的界限肯定不是这样规定的，即它一定会被看见。


  注1231  要仔细地注意！


  注1232  因此这样不行！


  注1233  对此胡塞尔注道：“对这种原始的构成之分析在Ha I及以下几页。”胡塞尔用Ha这个符号（它也许是指触觉）所指的是现今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D 12架号下的手稿。胡塞尔为这一束手稿加的标题是：“自然之构成，感性的世界，身体”。本卷文稿16及附录XVIII就是来自这一束手稿。——编者注


  注1234  在这里一个实在的客体是它的空间时间上的诸变化之个体类型上的不变项，因此介入到世界之中的自我改变这个实在的客体本身，并且当它按照目的，按照目的意识这样做时，不仅是它按照目的这样改变，而且现在这些被改变了的客体对于它而言持久地（在有其它的情况发生之前）具有一种精神的、反向关联到人的意义。


  注1235  在身体那里二者真正得到实现。我看到手（处于触摸一个对象的行为之进行经验的意向中，或处于移动一个对象的实践的意向中）的运动，在进行看的意向中被指向该运动：因此我在眼睛的运动当中在视觉上主动地经验该运动，这本身并不是主动地进行经验的行为。但是看处于运动之中的进行触摸的手的行为并不仅仅是看的行为，正如看一块石头和它向某处滚去的行为，并不仅仅是看的行为一样。我确实同时连续地“经验到”这只手的触摸行为的主动性，对这只手所触及到等等的事物进行触摸的行为的主动性等等，或者移动该事物的行为的主动性，该事物的大小和类型已经告诉我（因此它的统觉已经告诉我），我必须使大力气，必须撑住，以便接下来能够获得它。关于器官之统一的经验具有自然的经验之一个侧面，并且还具有第二个侧面，“精神的”侧面，我能够将一个侧面发动起来，因此是在真正的知觉中以精神的方式实行一个侧面，并且重又实行另一个侧面。身体，器官，这种统一之构成的问题。


  注1236  如果世界是可能的经验之世界，并且就是可能的经验之世界，那么实践的被动性整个来看就可能是不存在的。对实在的东西，对自然进行知觉的主动性，就我的身体而言，已经就是实践的，就其它的自然而言，则是非实践的——在最本源的经验中就是如此，因此，按照最本源的经验，我的处于“单纯的”知觉功能之中的器官运动确实也不被经验为是包含于外在的自然之因果性之中的。因此这属于低一级的构成阶段。


  注1237  但是如果身体仅仅是在进行知觉时才起功能作用，那么在原始的经验领域中当然就并非如此。


  注1238  〈上文，从320页第30行起〉也许并没有得到清楚的解释。如果我从这个被构成的世界出发，那么这个世界就完全地，并且按照本质，同时是自然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它完全是这样的世界，在一切具体化之中都是这样的世界，尽管是处于不同的方式之中。


  它在一切构成的层次上都被以超越论的方式构成为“与自我不同的”自然，被构成为“非-自我”，但是这个“与自我不同的”自然作为由自我构成的自然仍然具有其精神性，具有其与自我的关联性，具有其自我方面的意义。只不过这种意义在被构成的自然之中，在其存在方面的意义之中，并不出现。所有它的“构成方面的东西”，更恰当地说，所有它的形成自然之内容的，形成自然之固有本质的意义的被构成的特征，都是非精神的，都不包含它们由以被构成的与自我的关联中的任何东西。在这个最低的阶段，这个进行构成的自我在世界之中可以说是匿名的，并且它的精神的侧面本身并没有被客观地构成。但是最后我们有了处于世界之中的人——即使是在原始的阶段就已经有了——并且将世界人性化了，精神化了，但世界是作为在自身中具有由人的自我而来的意义的世界而人性化，精神化的。


  在这个完成的阶段，这个经验之世界，按照经验的意义来看，在这个普遍的底层是自然——全部的自然；在上层，这个世界被赋予了由作为自我主观的人而来的意义。


  在物体-身体方面，人本身只不过就是处于全部自然之关联中的自然。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动物的身体）之一切身体方面的变化，一切肢体方面的变化，如果抽象掉在人的此在（作为具体的世界之中的客体的人的此在）当中被赋予了身体的心灵，抽象掉一切“自我”和自我东西，就是机械的运动，自然的运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其它的自然的变化。


  一个“任其自然”的自然之理念，一个并非被自我主观以自我方式运动的自然之理念（并且一般而言，被改变了的自然），能够作为虚构的可能性，但仍是可能性，被像下面这样地构成：就如同当所有的自我主观都同时完全停止一切介入，甚至停止那种当它进行知觉时以起功能作用的方式存在于它的肢体运动之中的介入时，这个世界作为自然所进行的那样。按照自然之这种被构成的意义，自然（它因此确实不是具体的现实性，虽然人们仍然在此存在）会“自动地”在机械的运动中，在自然的变化中进行。在以下这些方面自然科学使用这种可能性，即它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将以下情况设定这前提：即自然完全是在纯粹的自然态度中被决定的，并且在应用物理学等等中将以下情况设定为前提：即通过自然的-因果的分析，并且按照纯粹的自然法则能够预见，能够计算出一切随之发生的事件。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理想化的正当性在于：这个如其在经验中存在的具体的自然由于构成方面的原因，通过经验的-类型的方面的区分当然显示出在人的-实践方面所获得的过程和自动地发生的过程。这是一种经验的样式，这种样式在本身是世界之继续构成的科学的经验之扩展中被相对化了；这种因果性分析进行得越是深入，这种类型就向后推移得越远，通过知觉而起功能作用的手的运动排挤部分空气，周围的空间中热量的分布就会改变，等等。于是这就导致对于近似之进行理想化的考察。


  注1239  刺激属于被构成的世界本身。因此它在主观方面——对于每一个在清醒状态中拥有世界的主观，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所拥有的是对于它而言总是知觉上的世界——假定，这个世界是为作为人的它本身构成的，并具有诸习惯性东西，由于这些习惯性东西，诸客体对于它而言是借助于可供持久使用的获得物这种意义而在此存在的。


  注1240  在这种全体统一＝世界当中，我们拥有众多的实在东西，并且又拥有众多的实在的众多东西；在这当中所有能够被理解为个别东西的东西或者已经被理解为众多东西的东西，都不是独立的。所有的东西都和所有东西联结在在一起，并联结成一个东西，但是所有的东西又都处于本身又能与此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和已经与此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构成的无限的（in infinitum）地平线之中。这个全体是“无限的”。


  注1241  因此首先必须通过深入思考突出地强调：这种连续性是如何获得的，它实际上真正意味着什么。在这里必须指出，我如何能够为每一个重新回忆获得一个“连续较早的”重新回忆；但是也必须指出，这个“连续”真正表示的是什么：我在进行注意的时候指向这个“刚刚沉没的东西”的可能性和在将它视为同一时将它实现为重新回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是如何在反向的指向当中听任被在一个连续流动着的前进当中从被重新回忆起的当前带入到一个稍后的当前，因此在一个连续的重新回忆的流当中从较早的东西来到较晚的东西。


  注1242  但是抉择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词，因为它已经与由情况决定的变化有联系了。


  注1243  在某个地方补入：每一个想象得到的超越论的自我对于我而言都是想象得到的自我，它是由我的对它进行构成的现实性和我的对它进行构成的可能性而来的。每一个想象得到的超越论的自我都只是像下面这样而是可想象得到的，即我在我这方面对于它是由它的存在而是现实的自我和可能的自我，但是它的存在（而且如在这里所设想的，作为可能的存在），是由我的现实性而是可能的存在。我的存在对于所有的对于我而言具有存在和意义的存在而言是确真的根据。所有对我而言具有存在和意义的存在都来自我的确真性。我将异己的存在设定为就自己本身而言是对于所有为它存在着东西（这当中也包括我和我的确真性）之确真地存在着的的根据。


  但是我不是暂时存在的吗？我不是被分娩出来的吗？等等？确实，但是这种暂时性本身是置根于我的确真的存在之中的。


  注1244  但是他们不是现象学家，这在事实方面属于他们，但是就本身而言，他们具有成为现象学家的能力，这种能力按照本质存在于作为自我主观的他们之中，尽管这种能力没有被发展形成。因此人的所有可能性也存在于新生儿那里，然而在新生儿被卷入的他们的环境之中，和他们的未来的事实的环境之中，由这些可能性而生成完善的能力，并且最终使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的东西，则是命运，是事实。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潜在性呢？


  一个与此有关联的问题是：对于这个是现象学家的我而言作为一个自我，作为另一个人存在着的每一个人，对于他而言，我存在着，他能够理解我，正如我能够理解他一样。但是我们的确能够说，并非每一个人都真正具有在我的科学行为中，在我的现象学研究的行为中，理解我的这种能力，如果他有这种能力，那么在这里他本身就已经能成为现象学家了。人的自身理解行为毕竟被规定了太多的可以感觉到的界限，在其中另一个人以其个人的内在性被理解的敞开的地平线， 因此在自身之中有一个由在将来可以理解的东西构成的地平线和一个由不可理解的东西构成的地平线。但这不适合于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有效的世界本身吗？世界的地平线是由每一个人而来的，由每一个人的经验限制的，由每一个人的原有的能力和后天获得的能力限制的。然而我们说，每一个人预先就已经被给予了这个世界，这个同一的世界，处于其个人的像地平线的东西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由对他而言是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可进入性东西而来的以不同方式被规定的世界，然而却是同一的世界。每一个人都作为对于我而言任何时候都是可进入的而以意向的方式包含于我之中——包含于我的像地平线的东西之中，另一些人的另一些人的间接性直至空的类似地平线的东西，都属于我的类似地平线的东西。


  但是在我进入到超越论的态度之中并对超越论的共主观性实行解释性构成时，我认识到能够由我的类似地平线的存在中显现出来的我自己的存在之地平线，和作为在这当中包含的、所有对于我而言可以想象的存在之地平线，在这当中还有关于已认识的其他人的类似地平线的诸可能性和在未被认识的其他人当中所包含的诸可能性，并且在这当中还有所有那些上面已经说过的东西，即另一些人包含于我之中和共存着的其他人之以下面的方式相互包含，即以他们在有限性当中能够理解的方式并在他们的可进入性之主观性当中能够理解的方式相互包含。


  属于这当中的还有，我认识每一个在我的地平线之中为我存在着的人，还认识作为假设的可能性（作为实在的可能性）为我存在着的人，正如我以其普遍的本质可能性认识我自己一样。但是我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并因此我的世界能够以不同方式存在，这是等值的）的每一种虚构的方式不就当然（eo ipso）是一种我将来能够以不同方式存在的——能够以一种纯粹的可能性存在的——方式吗？但这不是一种胡话吗？现在我不能对我以下面这样的方式虚构吗，即我的身体变成了我的童年的身体，并且我的心灵变成了我的童年的心灵？但这不更加是一种胡话吗？而且是一种真正的胡话吗？


  但是由于这些问题而变得可明显感觉到的东西的正是：关于改变想法的问题并没有特意地被提出来，而且也没有被讨论。


  注1245  打算用作对于1931年11月5日的附注之更详细的解释之开端〈参看前面的文稿22〉。在这里，那个开端是对于超越论的全体个人之自身保存这个理念的追问。但是该文稿并未完成，而只是讨论了自身客观化本身的一个片段。


  注1246  缺少作为超越论的自然历史之表现的自然的历史。


  注1247  但是对于情况这个概念之决定性的东西存在于只是在第397页及下一页才作为当下的生动的当前（作为实践的世间的当前）之兴趣的地平线被突出出来的那个东西之中。


  注1248  参看附录XXV兴趣与情况。——编者注


  注1249  在这里必须考虑到这同一的世界之确真的存在方式。


  注1250  所有进行客观化的构成都创造传统——这种传统是自然的传统，通过使自然人性化和社会化，这个世界作为处于其无限的变动之中的传统产生出来。


  注1251  价值——绝不是仿佛一切价值都是享受的价值，感受之价值，并且在实践上是享乐主义的价值。


  注1252  在这里它“取消”了冲突，矛盾，贯穿于矛盾之中的一致。


  注1253  但这是危险的，这个“更好的东西”——这听起来像是享乐主义的。


  注1254  但是并不像在主人与仆人，或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中那样。


  注1255  但是首先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实践的兴趣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普遍的历史学和普遍的精神科学。实践的人生活于他的实践的当前之中，当前的兴趣唤醒了他，推动他去思考，将他引入到过去，并因此扩展了这个当前重要的东西，或者是扩展了这个起作用的广泛的当前。但是整个的历史的过去和整个的历史的共当前呢？此外，在发展了的文化当中，职业生活发展了并专门化了，并且感性需要的职业，身体方面自身保存的职业，和精神的职业——相应地和精神的财富，分离了。在其财富贮备当中的共当前本身是作为普遍未知的而存在的。但是此外，精神文化之超越国家的结合，超国家的统一，在国家民族和文化民族之间造成分离。所有这些得出关于人类之结构的形式。处于自身保存之中的人，处于国家的自身保存，处于“精神方面的”自身保存等等之中的作为发展了的文化人的个别的人。


  注1256  在这里应该附上：正常的日常的风格形式之生活和现实的兴趣可能以不同方式生动地具有并可能以不同方式生动地包括处于不同阶段的远处、异地。交易能够以熟悉的形式在家乡进行，并通过旅行进行到远处。我们将日常性理解为具有现实的兴趣地平线的人的行为和受苦，人的努力，人的活动，人的创造等等行为的现实生动的当前样式，因此我们通过区分私人的东西和国家的东西，发现在这个日常性之结构当中的一种根本的区分。


  注1257  属于所有这些东西的也许还有个性之“正常的结构”。


  注1258  对自身负责在存在之整体中有其领域，在生活之整体中有其领域，并且又是与生活之环境世界的整体有关的。能够形成持久的能力的，能够对每一个对于为什么的询问——对于作为建立正当性的规范的有效的规范的询问——都做出回答的意志。


  注1259  确实，这种历史性意味着作为最早的，神话式的世界的环境世界之构成——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个世界之中以神话式的方式形成的。


  注1260  但这种情况总是已经发生了，尽管在诸原始民族当中的一些神秘的原始民族的正常形式仍然使人注意到更原始的低级阶段。但是家乡和异乡或同族和异族总是已经被当作前提，但是处于不同的类型之中的（希腊人的同族性和“野蛮的”-异族的同族性等等）。


  注1261  神话方面的异己的是与那个与“异”地的不熟悉的动物和植物有关的非事实的异己者不同的。


  注1262  文化——神话的东西-泛灵论的东西应该区分开，尽管后者也进入到文化之中。


  注1263  参看附录〈XXVI〉。


  注1264  更确切地说：1）将身体理解为器官，借助于直接的间接呈现及其直接的证明理解；2）与此同时并相关联地将直接的感性的环境世界理解为对于我们而言是共同的正常感性的环境世界；3）对处于最狭窄的日常性之共同形式中的直接本能的需要和对生活的理解；4）兴趣领域的类似情况，这些兴趣领域参与到日常东西之中，但是超出感性的日常性，超出直接的东西。


  注1265  从文稿资料中推断不出这句话所指的是哪个文稿。——编者注


  注1266  于是这就意味着：关于另一个人的知觉和关于每一个事物的知觉是通过具有这整个的身体物体之器官运动和行走运动之意义的、被统觉为属于它的动觉而实现的。


  注1267  当然如同在记忆当中一样。


  注1268  凡在我的行动是直接的，或者总的来看是直接的地方，这种行动就是建立于进行经验的行为之中的，最终是建立于我的身体的行为之中的。行动也间接地处于通过另一些人的行为之形式中，和通过我对另一些人的身体性进行经验的行为之形式中。


  注1269  缺少孤独的判断行为之问题——要表达出来！


  注1270  但是这是有关动物的告知和动物的语言之区分的重要问题！


  注1271  参看附录XXXIV。——编者注


  注1272  在原稿中，上面这个文稿的这一页手稿旁边的一张卡片上有以下文字，但它们并没有被归入当前文稿的确定位置上：“统觉的前提是从前已经经验到一个相似的客体。客体的形成总是已经发生了，统一性形态，视为同一，已经完成了。根据哺乳动物的类型，对像这个哺乳动物的新的哺乳动物的统觉已经完成了。不是大象这个已知物种之一个新的个体，而是一个新的物种的一个哺乳动物，比如只是大象之一个新的特殊的种，或是厚皮动物之一个新的种。类型方面的统握，种属的统握，种类的统握。个别的东西已经有一个由处于正常东西的熟悉的环境之中的与它同一类的东西构成的地平线，只有这种正常的东西才使一个异己者和个别的异己东西作为它的异常的东西成为可能。在基本的领域中，在正常的基本领域中，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作为种类方面熟悉的东西的类型学。”——编者注


  注1273  在这里生成首先不可能具有一种世间的因果性这种世间的意义，而是具有一种超越论的意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是，这种超越论的生成如何在人的生成和动物的生成之中“反映出来”，以及如何在心理学的生成和社会的（教育的）生成当中“反映出来”。


  注1274  不，这样说是错误的。低级阶段的构成方面的“如果”对于“则”而言始终是通道。处于其奠基之中的移情作用恰恰是以原始的身体性——因此是作为构成方面的通道——为前提的！


  注1275  见下页！


  注1276  世界是在对世界之持续的经验（其中就有对世界的持续的知觉）当中作为由“实在的东西”构成的全体被预先给予的。对世界的知觉总是“感性的知觉”，但并不是在我指向这个纯粹感性地被给予的东西之意义上的感性的知觉。


  注1277  参看下面第501页以下更详细的论述。


  注1278  在这里立即就应该列入：a）在最广义上作为有意“说话”的告知，b）作为客观精神的人的此在的并非有意的表达。


  注1279  上面本来应该更强调说，感性事物方面的诸显现及其诸统一并不仅仅是我所固有的，因为它们完全是被我意识到的，而且因为它们是被我，在确切意义上存在着的自我，原本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本身的自我，原本地意识到的（或者毋宁说，原始地意识到的），并且因为所有被原始地意识到的东西都是和作为自我的自我不可分割地在一起的，并且只和这个自我不可分割地在一起。


  注1280  更详细的论述见第497页。


  注1281  直接地径直地与自我-反思的方式相对。


  注1282  从引起移情作用的准当前化的联想之被动的成就出发，与来自被共同统觉的环境世界的刺激一起对世界进行统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主动性与另一个人的主动性一致或者不一致。


  注1283  它作为仿佛（quasi）“又”在当前显露出来。双重意义，仿佛现在当前我就拥有它，并且拥有这个仿佛（quasi）-当前的东西,这个仿佛（quasi）-当前的东西使过去成为我的过去本身。


  注1284  进行重复的活动：回忆并不仅仅是突然产生的念头。


  注1285  过去的，被回忆起的自我，作为处于行动和忍受之中的被动地拥有世界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作为对过去的东西进行回忆的，现在拥有记忆的自我，现在与被回忆起的自我有关的等等的自我，是分离的。同样，现在的自我，具体地作为对于自己而言是当前的自我（在知觉当中拥有世界当前，在回忆当中拥有世界过去的自我），这个不仅是在意识上将自己作为现在当前的自我来拥有的自我，而且也将自己作为它的过去的自我在意识上拥有自我，正是面对这个过去的自我，并且同样面对作为当前的世界之中的当前的身体之自我的自我也是分离的。


  注1286  也许是写于1933年4月。——编者注


  注1287  以下论述也许是由阅读我们发表于附录XXXV的附注引起的。——编者注


  注1288  对以下论述的导言：接下来，首先是对向原始性的还原的考察。看起来首先是（我甚至突然想到），从自然的基础出发，作为“纯粹的”还原是可能的，并且已经需要一条贯通超越论的普遍的还原的通道，只不过这种还原始终未被注意到，始终是非理论的。但是情况表明是这样的：即它虽然需要一种指向进行构成的总体的意识生活和在这种意识生活中被构成的世界的普遍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尚不是那种其本质就是将这个普遍的相关项，因此将这个自我（ego）变成最终的课题的真正的现象学的还原。如果世界仍然存在，那么一切主观的东西就都会相关联地变成世界这个最终的课题，而且是以心理物理的方式存在的。需要一种就世界之最终的有效性进行的悬搁，就是说，就通常意义上的、绝对意义上的世界之存在进行的悬搁。因此只要没有实行这种超越论的-普遍的还原，那么即使是这个原始的还原也只不过是以心理物理的-认识论的方式进行的还原，也只不过是抽象。但是如果要这个原始的领域变成绝对的存在基础，那就首先必须实行这种真正的现象学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普遍的还原——对世界之存在实行悬搁;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原始的课题的范围之纯粹性，关于这一点，另外还会谈到。这个课题范围不外就是在超越论的自我（ego）之内部的超越论的-原始的课题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在这个范围内被实行的，因此是超越论的抽象。


  注1289  但是应该注意：这是一种如其在每一个抽象当中存在那样的一种“悬搁”，而不是在课题上对这个世界之存在的悬搁；试比较稍后的论述。因此这些表达方式是有害的。


  注1290  但是应该注意：对于我而言，这个世界总是直接地存在着的全体。此外，这个全体也是对于我的诸理论目的而言的基础，因此比如说，这样一些理论目的，即将我的关于世界的意识，我的关于世界的认识变成认识的课题，并且在这当中抽象地限制我的原始的东西。


  注1291  以连贯性仅仅在完全被停止的原始的态度之中生活和思想。但是应该注意：在这里纯粹在原始性当中的理论研究行为——在世界之自然的存在基础之上的研究行为——与将这种原始的东西当作绝对的课题的理论研究行为混淆了。后一种理论研究行为只能是这样一种理论研究行为，就如同整个的纯粹的心理的意识生活一样，当我实行现象学悬搁时，通过这种悬搁，心理学的纯粹性变成了超越论的纯粹性。


  注1292  确实，除非我实行了超越论的悬搁，否则我就肯定处于这种纯粹心理学领域。


  注1293  因此对此首先应该注意：如果我作为心理学家实行原始的抽象，那么我就“保留”了世界之存在有效性，然而由于这种原始的抽象，并且为了原始的论断之相对的目的，我当然“暂时地”改变了它：以便后来将那个被保留的世界有效性再次地正常地的发动起来，并将二者综合地结合起来。这个事实的世界之抽象的心理学的成分之原始的东西只不过就是这样的。但是在这里实行了一种“纯粹的”原始的态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纯粹的”原始的论断，而且纯粹是在对这个绝对被设定的原始东西的理论兴趣当中想到的。然后实行对这个世界的实证的态度，并且这种原始的东西变成了这个世界之中的，在具体的人当中的，在我的心理的生活内部的抽象的要素：这就是我抽象地由我而“归于我本身”的关于世界之存在意义的全部的“世界表象”。作为心理学的认识论者，我或许更多地以通常的方式说，这就是我能够完全由我原始的经验而来的从世界理解和认识的东西。但是反过来，一般而言，正是这种认识论的和心理学的兴趣必然是先行的，而且将会是先行的：我存在于我的理论的兴趣当中，并且在我的理论兴趣当中始终是以实证的方式采取态度的。在向原始性过渡当中，我暂时地失去了这种实证的“态度”，这意味着，我禁止对我的人的存在和我的关于世界的认识之具体的实证的兴趣作通常的发动，我仅仅使用原始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复活了人类学的实证性，并且现在发生了一种综合的符合一致：这种原始地被突出出来的东西，即我能够由世界认识的东西，变成了这个世界上的抽象的部分。


  注1294  是的，这是一种为了将直接存在着的世界之存在的预先给予性放到括号之中而进行的思考。但是当我直接地拥有这个世界时，对意识生活的这种普遍的反思并不是超越论的反思。


  注1295  但是对我的纯粹的意识生活和我的纯粹的存在之普遍的反思所得出的无非是我的纯粹的心灵。我的流动着的世界经验就属于它的成分。在对它实行原始的还原时，我就获得了处于我的心灵之中的一个原始的领域。世界仍然是绝对的东西，直接地存在着的东西，首先是这个自然和在其中存在着的我的物体。在我的意识生活之普遍的连续进行当中，每一个意识体验，每一个主观的东西，都与这个存在着的身体物体相关联，作为借此而实在地存在着的，并因此，这个意识整体性就作为心灵的意识整体性而普遍地实在地存在着。只当我对世界实行悬搁，一下子将世界之绝对的存在排除掉，我才能够同样普遍地绝对设定我的意识生活，才能够同样普遍地绝对设定我的自我（ego）。


  注1296  上面这一句的结尾后来被胡塞尔做了如下的改动：“……这样一来我们就十分接近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还原了。”接下来的几句直到“……这种原始性已经又被超越了”（见第535页第20行），后来被胡塞尔删除了。他对此注道：“因此事实上它还不是现象学的还原，因为普遍的意识生活和作为相关项的世界——这当然能够以反思方式达到通观——尚没有由此变成唯一的、独立的领域，尚没有变成绝对的课题的领域。只是在这里真正的现象学的悬搁才开始。纯粹原始的理论作为绝对的理论，当然是以在这当中就世界实行超越论的悬搁为前提的。”——编者注


  注1297  后来增补：“纯粹的”。——编者注


  注1298  下面这几句直至“……我们将我们限制于作为有限的课题的这个被原始地还原了的自我之上”（第536页第10行）后来被胡塞尔删除了，并代之以下文：“这种纯粹的原始的理论态度按照其课题领域显然不同于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还原，但只是就范围而言的。处于‘纯粹性’之中的原始的态度：这种纯粹性所说的直接就是禁止作为对于所有的有效性而言的绝对的最终的有效性之基础的自然的普遍的世界有效性（拥有世界），所有的有效性都只不过就是适应这个绝对的最终的有效性的基础。代替世界有效性的超越论的-主观的全体变成了最终的课题的领域，并且将原始的领域限定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们必须以相关联的方式说，只有借助于普遍的超越论的悬搁，才能为这个‘纯粹的’原始的东西及其理论的课题范围创造可能性。”——编者注


  注1299  后来增补：“纯粹的”。——编者注


  注1300  这个超越论的反思之自我实行“抽象”，而且是在这个超越论的存在领域之中实行“抽象”。


  注1301  以下两句直至本段结束，后来被胡塞尔删除了。——编者注


  注1302  作为心理学的还原和心理学的-认识论的还原就已经是如此了。


  注1303  不仅如此：这种普遍的心理学的反思是在清晰的直观当中像下面这样实现的，即在这里每一个直观上生成的东西在归入身体时都处于统觉上的存在有效性之中，即使当并不做出心理物理的断定时。但是这个自然被以超越论方式放到括号之中了，这种心理物理的统觉本身一起达到了绝对的设定，因此在每一个反思当中，每当它被投入使用，就总是作为超越论的“意识”被使用。但是如果我将普遍的纯粹的心理学付诸实施，那么我最终就一定会意识到以下情况，即这个世界之存在是由我出发被构成的存在，而这个自我在普遍的和纯粹心理学的生活当中就已经包含着这种存在。我做到了将心理学的还原变成现象学还原，并达到了超越论的唯心主义。


  注1304  后来增补：“绝对的”。——编者注


  注1305  后来增补：“本身”。——编者注


  注1306  它变成了绝对的课题式的全体。


  注1307  这个自我必然生活于它的兴趣之中。但是它的所有的在其中介当中的兴趣都必然具有统一性，而且这个统一性是处于与一个对于该自我而言是绝对的，不折不扣的存在领域相关联之中的统一性，所有的形成物，所有的已经实现了的目标，作为存在着的，都进入到这个存在领域之中。


  注1308  这个自然的自我，这个自然的兴趣之主观，这些自然的行为之主观和行为的实行之主观，本身是作为众人之中的人的习惯的统一而处于习惯的兴趣领域之中的。这种自然的生活是当前的生活，但并不仅仅是当前的生活。


  注1309  后来增补：“将我变成绝对的课题并”。——编者注


  注1310  因此世界是借助于这种间接呈现的方式以超越论方式这样地构成的——是在以持续不断的反思性，持续不断的重复当中构成的。在原始性当中是记忆的重复，是最初的自身时间化；移情作用和原始性之重复作为异己的自我是在视为同一和进行共同体化的补充情况下在每一个人的被构成物当中的重复；因此一个包含着敞开的无限的诸共主观的世界之统一，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世界之统一，世界作为理念重复着，它被视为同一，但是每一个人都将它作为极在它上面生活。


  注1311  下面这一段（直至第549页第6行）后来被胡塞尔删除了。——编者注


  注1312  这一句结尾后来被胡塞尔改动如下：“……而是世界处于悬搁之中，世界作为现象，并且通过这种悬搁普遍的意识生活作为绝对的课题，作为在其中世界是存在意义的东西。”——编者注


  注1313  我们的确可以说，如果对真正的意向的心理学（而且是作为普遍的心理学）的意义从根本上仔细思考，而且是系统地仔细思考，我们就会获得相同的理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自动地进入到超越论的转变，并且必然会认识到，在朴素的态度之中，普遍的心理学家是不可能的。


  注1314  “完全能以原原本性实行”在手稿中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1315  “原本的”是一种不适用的表达。它是原始的，而且还是在相对的意义上的原始的。


  注1316  但此外另一方面还有下面这个问题，世界作为客观的-共主观的世界，因此作为人类的世界之存在有效性是如何纯粹地在我之中发展的，而且是作为这样的人类之世界，在其中我在与另一些人的交往之中，或更确切地说，我借助于传统，作为我的纯粹是我固有的世界有效性之发展我发展了存在有效性；在我之中，纯粹在我之中，发展了存在有效性。“人类”这种存在有效性之发展以及作为我的存在有效性的人类的存在有效性之发展，在人类之发展内部的我的个人的发展。


  注1317  “动因”有双重意义：有效性奠立（引起）有效性，但是我在我的有所成就的行为之主动性当中，在我实现有效性时，是受促动的。


  注1318  这种还原到原始性，还原到原始的自明性、原始原本的自身给予性之目的是什么呢？是获得诸自明性之阶段系统，是从处于其当下存在有效性之中的作为人的世界和对于所有人而言的世界的经验世界反向询问一切存在着的东西之存在有效性的主观的基础，这些存在着的东西以本质方式形成预先给予的世界，并属于经验世界，不管这种东西在“感性”上多么贫乏，在直接的整体知觉当中多么贫乏，都是以知觉方式现实地在场的。只是因此我才获得了纯粹的心理学，我才获得了关于在世界之中真正形成人的存在的东西的科学，和关于形成自然的东西的科学，因此自然与历史并不是并列的等等。


  注1319  “共同体”——具有自己本身和另一些人的共同体——涉及自我极的统一。


  注1320  “原始地”后来被“内在地”所代替。——编者注


  注1321  “原始的”后来改为“内在的”。——编者注


  注1322  “原始的”后来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1323  “原始地”后来被“内在地”所代替。——编者注


  注1324  “原始的”后来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1325  “原始地”后来被删除了。——编者注


  注1326  这个自我作为极，当它在时间化当中起作用并且在进展当中持续地将自身构成为客观性时，它就将自身时间化，与存在方面相同的东西一起，在相应的诸阶段将自身客观化。


  注1327  “有”是对于“是”的一种同时的校正；因此最初是“名称首先是客观世界之前提”。——编者注


  注1328  参看对作为存在着的而预先给予的世界之构成的展开的第一现象学（在这里这个预先存在着的东西并未进入视线之中）和现象学之更深层次之划分，这个更深的层次涉及预先存在着的东西之构成（并非主动的构成）。在这里的这几页当中我们处于第一现象学之中。但是在关于诞生等等的问题当中，我们在这里不是也偶尔遇到这种预先存在吗？


  注1329  手稿前两页在下面发表的文稿当中。从论述开始直至第617页第15行，也许是在所注明的这个日期之前不久写下的，但是1933年在施卢赫塞做了补充。——编者注


  注1330  “以之为前提”并不是“由之产生”！


  注1331  存在于作为意义结构的世界的有效的存在意义之中的有效性的奠立——存在论。


  注1332  上面这一句的前一部分，也许是在撰写这篇文稿本身时作了如下的改动：“单子式的全体和共主观的自然是作为自然这个敞开无限的全体被构成的，是作为这样的东西被视为同一的：它是可视为同一的……”——编者注


  注1333  因此即使是在作为有限性的原始性当中；然而这里不是已经存在着一种理想化吗？因此自然之无限性和单子方面的无限性不是同时发生的吗？


  注1334  这种回忆是“第二级次的”原本性。我的具体的当前本身在其原本性当中划分为原始的原本东西和第二级次的原本东西。


  注1335  在原始的抽象当中！


  注1336  所有这些都处于原始的抽象之中！！


  注1337  但是这个表面的事物（见下文）首先是一个幻象，尚不是物体，物体相对于幻象获得其作为阻抗的基本特性。否则它就会是一种幽灵，影子，一种虚假图像，一种影像，一种不真实的东西。物体具有“阻抗的力量”，只有如此它们才是在实在的因果性当中的实在的物体。


  注1338  但是这还不够。举起手和脚需要用力（在不同的方向上以不同的方式用力）。正常的单纯的肢体运动（这种运动是有关单纯的知觉的功能）和作为克服阻抗的运动的进行碰撞的运动，是分开的：后者需要增加用力，加强用力。


  注1339  只是借助于另一个人，才得出作为与所有的物体相似的物体的我的身体之构成：就像对于我而言他的身体一样，对于他而言我的身体也是作为物体构成的。


  注1340  而且能够在相互理解的行为当中彼此相互作为同一的和视为同一的来认识。


  注1341  我们大家=我和另一些人。


  注1342  后来胡塞尔给这最后一句话加了问号。——编者注


  注1343  “作为首先被构成的物体”，后来胡塞尔加了括号，并加了问号。——编者注


  注1344  这种说法是可疑的：表面是实在的，事物之外观并不是实在的，它是知觉者的外观，是知觉者自己的知觉到的东西本身。


  注1345  在这种指向实在物体的态度中我能够将这些物体与进行知觉的个人联系起来，而且是就他们从物体上真正知觉到的东西和这种真正从物体上知觉到的东西能够促使他们去进行移情作用的方式将这些物体与进行知觉的个人联系起来。


  注1346  这里的页码是德文版的页码，在此中文版中以边码标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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